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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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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佛教起源于印度，到2500年后的今天，已经开展为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世界性宗教。但在其故国印度，佛教历经了1700年兴衰，在公元13世纪后几乎彻底消亡。在此过程中，佛教实际上完成了一次中心的转移。大乘佛教转向东亚，以中国为新的故乡与中心，在东亚诸国扎下根来，与其本土文化融合，成为其文化传统的基本组成部分。阿含佛教（通常所称的小乘佛教）则转向南亚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在那里形成新的部派佛教中心，乃至成为国教，传承至今。由此奠定了北传与南传两大佛教传统。佛教在印度灭绝数百年后，自19世纪下半叶起才又从斯里兰卡等国回流而逐渐有所传播。所以，当要试图叙述印度古代佛教史时，就遭遇到难题。

首先，佛教传统消亡已久，在印度幸存下来的古代佛教文献极为罕见，甚至一些佛教的重要遗迹也已经沧海桑田，湮没无闻，难以追寻，像鹿野苑、那烂陀寺等圣地也是在19世纪后通过考古发掘才逐渐为今人所知，而像佛陀故乡迦比罗卫等迄今一直未能确定其具体位置，甚为遗憾。

其次，印度文化作为一种解脱论性质的宗教文化，解脱升天乃其最终诉求，其解脱以自我去缚为本，升天以弃人间为要，从而将人世间视为轮回的一环予以拒斥，因此缺乏历史意识，没有可靠的历史编年与记载，佛教的面目在印度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早已经模糊或者扭曲。

但庆幸的是，佛教中心的转移保存了大量印度佛教的经典与文献。中国从东汉末年到北宋约一千年的佛经汉译，通过个体、小团队或者国家译场的组织形态，翻译达五千余卷，范围涵盖早、中、晚期佛教，而佛经藏译除阿含与部派佛教典籍翻译较少外，大乘早、中、晚期以及密教典籍都有大量翻译，尤其是众多晚期大乘与密教典籍都保存在藏译中。南传佛教有巴利藏，虽然只属于一个部派的传承，但直接传递了从阿含到部派佛教的诸多信息。在此意义上，印度佛教史的编写并非一无所凭，反倒有丰富的典籍可资利用。中国古代大批取经僧在印度的见闻、考察与研究的成果更是印度佛教史的重要素材，其中法显大师的《佛国记》、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与义净大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是其中的代表。进入现代，在印度进行的佛教考古以及全球性的佛教学术研究的开展，为印度佛教史的编写开拓了新空间。应该说，现今编写较为成熟的印度佛教史已经成为可能，事实上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如平川彰的《印度佛教史》、拉莫特（E.Lamotte）的《印度佛教史》等。

但即使如此，有些困难始终存在，至今仍不易克服。一方面，在汉传、藏传与南传典籍中，各自的记载内部皆有众多相互冲突之处，更何况它们之间，比如重要人物、事件等的记载，如佛陀入灭年代、部派分裂年代等，相差百年甚至数百年司空见惯。这给抉择带来极大的难题。另一方面，是角度的选择问题。编写印度佛教史现今主要有两个角度，一者乃唯学术立场，二者是佛教本位立场。佛教本位立场，如释印顺所说，属“以佛法研究佛法”，即在佛教的价值、真理与事实的框架内研究佛教。[1]而唯学术立场内在是科学主义精神，站在佛教之外，强调经验实证与逻辑。这种视角，倡导客观、公正，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有其局限性，正如马克斯·韦伯（M.Weber）所说，对神、圣乃至一切传统价值观构成一种消解，所谓“祛魅”（Disenchantment）。当其贯彻于佛教研究时，必然与佛教本位立场相对立。诸如佛教本位的价值观、佛陀观、世界观、真理观、神通观乃至整个出世道，都难以在唯学术立场上得到辩护。所以，在编写印度佛教史时，必然要面临这个问题。这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编写佛教史时，如何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如果一味消解乃至否定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位性，那学术研究的意义何在？所以唯学术立场必须要有所制限，以容受佛教本位立场，对其保持尊重，从而形成一种温和的学术立场，可称“建设性的学术立场”。

“建设性的学术立场”意味在对古代印度佛教进行学术研究时，要体现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所谓真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2]？同情性态度要求贴近对象，避免武断与偏见。换言之，对佛教中在科学以及常识之外的境界与现象，在涉及时，要尽可能忠实叙述，同情性地处理，不能轻易否定，更不能讽刺或者谩骂。这不仅关系到学术研究的意义问题，而且涉及相当多人的宗教情感以及传统文化的价值问题，必须慎重。这意味着，在从事古代传统文化研究时，要在叙述中给其留下充分的意义空间与事实空间，这应成为须谨守的基本原则之一，毕竟现代科学以及人的认识有其性质与阶段性的局限性，古代重要的传统已久经传承，其对人类的价值不允许冷漠或轻率处置。

笔者在叙述印度佛教史时，试图贯彻这种建设性的学术研究立场。这反映到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要求一种审慎与同情的态度。比如大乘是否佛说的问题，现今一般认为大乘非佛说，但这实际乃一种武断的结论，因为即使按照科学实证的标准，也无法否认大乘经典内容口耳相传来自佛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同情性原则，而许可大乘佛教自己的说法，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也因此，对佛教第一阶段称为“原始佛教”就变得不妥当了，否则就相当于在暗示大乘经教并非直接源自佛陀，而是属于在早期佛教基础上的后人撰造。所以笔者在文中用“阿含佛教”这个名字来指称早期佛教，意在避免“大乘非佛说”这样的武断结论。这暗含了一个原则，即在无法确立“历史事实”时，按照“宗教事实”进行叙述无疑是一种可取的选择。[3]

依于这样的旨趣，本书在叙述时，强调了佛教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与一般文化传统的区别。后者以各种历史事实与人物、思想等的关联来形成历史，而前者既有一般历史的维度，也有佛陀作为觉悟者这一面的教化的开展。所以，对佛陀乃至佛教的基本思想，有尊重而随顺其意趣的解读，以显示佛教作为宗教的自我呈现，这也是同情性理解的一个基本体现。全书的框架与叙述逻辑都是以这样的旨趣为基调的。

从一般历史角度看，一种文化传统或者宗教的兴起有种种条件，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不同，就形成了各种兴起说，如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等。印度文化的解脱论趣向使其兴起的原因在经济、文化、地理等复杂纠结中，特别突出了文化自身的背景，因此，本书在叙述佛教的兴起时，对文化与宗教的背景凸显较多。但毋庸置疑，经济、政治与社会方面也构成了重要的缘起因素，也是一并予以强调的。在佛教的每一个主要阶段都有这些因素的综合说明。

佛教作为印度非正统的传统，除短暂时期外，对印度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与宗教方面。所以书中着重于佛教自身人物、思想与宗派的叙述，同时兼顾到佛教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开展，通过这些显示佛教在印度社会以及文化中的价值与意义。

简言之，本书试图实现思想、历史与宗教的统一，避免将佛教史解读为人物、事件的所谓客观但外在的串联，而努力形成一部佛教人物、佛教思想、佛教事件、佛教历史乃至整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间的合理关联史，并以建设性的学术研究立场贯穿其中。

在具体内容方面，本书按照佛教弘化与传播的历史显现过程来叙述，其涉及的印度佛教史的时间范围止于7世纪，而不包括此后的以佛教密教为主的佛教开展。但由于佛教密教并非突然兴起，而是涉及从阿含佛教再到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整个过程，因此本书在最后加了一章，以叙述佛教密教在佛教中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就佛教本身而言，本书将其在印度的开展区分为佛陀亲教时期、阿含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与大乘密教时期。第二时期是佛陀圆寂后佛弟子直接依奉佛陀阿含经教开展的阶段，故称阿含佛教时期，而第一时期乃佛陀亲自领导佛教的度化开展的阶段，当属直接信受与修学佛陀教导性质，实际亦可用阿含佛教统摄，因为“阿含”（[image: ]gama）即直接传承于佛之义。但到佛陀入灭一百余年后部派兴起时，佛教则转为依据于论师所造之论著而形成的宗派开展，所以称部派佛教时期。公元前后大乘出现，其也有直接依于大乘经教的开展与主要依于论师论著的开展两方面，后者形成了大乘宗派。相对于部派佛教显得纷乱的二十余种宗派开展，大乘只有两大部派，即中观派与瑜伽行派。在这两派中，中观派以纯粹性与甚深性著称，而瑜伽行派包括了唯识趣向与如来藏趣向，显出复杂性、系统性、集大成性与广大性特点。在这期间，部派佛教在规模上并不弱于大乘佛教，只是在宗教影响力上后者占了上风，所以称大乘佛教时期。而其后大乘密教的兴起代表了佛教主流，其秘密化、随俗化的方便开展，在试图延续佛教教化力的同时，又将佛教引向了消亡的境地。但对后者的叙述已不在此书的范围内了。

本书虽经数年努力，但仍存在着很多遗憾与有待解决的问题，希望得到批评与指正。



[1] 释印顺：《以佛法研究佛法》，载《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1—9页。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3] 周贵华：《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序章 古代印度概况

第一节 印度名及其汉译

印度与中国的西部相邻，乃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是一块神秘、神圣、神奇与充满传说的土地，其名称因所据不同而有种种说法，代表性的有Sindhu、Hindu、Indu。印度古典文明的基干是雅利安民族奠定的，因其最初定居于信度河（Sindhu）流域，Sindhu遂成古代印度即古代南亚次大陆的统称；后来古代波斯人讹传而成Hindu，古代希腊人又讹传为Indu（Indus），乃至India。[1]这些名称在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中有种种译名，如身毒、信度、申毒、捐毒、忻都、天竺、天笃、身笃、乾笃、贤豆、身豆、天豆、印度、印都、呬度、印土、印第亚等。最早《史记》《汉书》称“身毒”之名，《魏略》《后汉书》又称“天竺”，在魏晋南北朝的佛典中，亦多称“天竺”。此名应用普遍，至今仍多用其指古印度。但唐代以后，则主要称“印度”，现一般以其作为印度古今的通称。

对“印度”（Indu）这一称名的来源，玄奘等有不同的诠释。《大唐西域记》云：“‘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云‘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言诸群生轮回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烛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2]即唐代玄奘大师认为“印度”之名称来自梵语“月”（Indu），在古代印度确有这种传说。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些称名，如Indaka，译作印特伽；Inda-kala，译作印特伽罗、印特罗，即新月国。唐代义净大师曾认为这是附会，以“印度”为“月”义，道理可以通，但并未得到公认，“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3]。也有说“印度”（Indu）名来源于“因陀罗婆他那”，即Indra-bhavana（或vadana），谓因陀罗（Indra）所居国，当然这种说法附会成分更多。[4]

印度古代还有其他一些称名，如Madhya-de[image: ]a，译作末睇提舍，或者沐胥，即中国；[image: ]rya-de[image: ]a，译作阿离耶提舍，或[image: ]ryā-varta，皆可译作雅利安国，或者圣国；Brahmā-varta，译作婆罗门国；Bhārata，译作婆罗多，或者Bhārata-varsa，译作婆罗多伐沙；Jambu-dvipa，译作阎浮提；等等。这些称名大多与印度雅利安的婆罗门文化传统有关。

第二节 古代印度的疆域地形

印度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迄今的历史可谓灿烂辉煌，但其特殊的历史观导致其没有完整的历史记忆，因而其古代疆域的变迁也没有准确的记载可追溯。当然，这并不意味古代印度疆域的大致情况不可获得。实际上，在现代学术之镜中，古代印度的疆域及其变迁已穿透历史迷雾渐渐显露出来，现今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幅至少在文化地理意义上相对准确的图像。正是在这个不断变动的疆域内，古代印度各个民族开创了其丰富多彩又深邃悠久的文明史，我们将要叙述的佛教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不得不指出，古代印度与现代印度疆域有别，除独立出去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外，还有部分领土现属阿富汗、伊朗、尼泊尔、中亚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印度与现代印度两个概念并不重合。而且现代印度是民族国家，与古代印度作为一种文化地理体的意义迥异。但现今世界一般共许现代印度是古代印度的主要继承者，基于此，可认为现代印度与古代印度是一种在历史变迁中一体承袭的关系。因此，有时在叙述中二者用“印度”一语共称，而不加刻意区分。

既然本书叙述的乃古代印度的佛教通史，那就以古代印度疆域为展开空间。地理环境与气候对文明发展的作用虽然不应夸大，但也不能随意缩小。封闭的河川平原是温和、富饶、稳定的古代农业文明的温床，广阔的草原是以战马与狩猎为标志的动荡、血腥的牧狩文明的战场，而大海则是冒险家与航海的大舞台。它们是在古代激发与生长出三种典型的文化类型，比如古代中国代表的农业文明、古代欧洲代表的海洋文明，以及古代蒙古代表的草原文明。所以，印度的地理与气候对其文明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

印度位于南亚，其古代疆域要更为辽阔，称为南亚次大陆，又称印度半岛，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公里。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与西北面的兴都库什山、萨斐德山、苏莱曼山、吉尔塔尔山等将亚洲大陆横隔在外，构成一道天然屏障；西面的阿拉伯海、东面的孟加拉湾、南面的印度洋都甚为辽阔，也是古代难以逾越的天堑。实际上，从西北边到整个北边的天然屏障，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有效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在历史上，其西北部的几处关峡就成了外敌特别是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要地。而南边的大海在航海技术不太发达的古代，也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护卫的作用，这样，印度的整个地理环境，自然形成了一种较为封闭的生态空间。印度的古代文明就在北方的雪山、南面的半岛以及其间的河川平原即印度河平原与恒河平原中诞生与发展。

纯粹从地理地形角度看，古代印度整体看是北广南狭，似一个不规则四边形。[5]此四边形可由两个三角形构成。这两个三角形底边相接。上三角为大陆，其顶点乃兴都库斯山；下三角为半岛，即印度半岛，顶点在科摩林角。上三角大陆从西北到东北的整个北边，是吉尔塔尔山、苏莱曼山、萨斐德山、兴都库什山以及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脉，与伊朗、阿富汗、中亚、中国、尼泊尔、缅甸等接壤。下三角印度半岛，又称德干半岛，东为孟加拉国湾，西为阿拉伯海，最南端隔着保克海峡与斯里兰卡相望。古印度内部的地理也极富特色：西部有塔尔沙漠，中北部是印度河—恒河大平原，南部是高原。南部高原在半岛，三面有三座山脉。北部是温迪亚山脉，构成大陆与半岛即南北印度的天然分界线；东西两侧是东高止山与西高止山，卫护着半岛。最大高原是后二山脉间的德干高原。也有将印度地形比喻为一个巨大的牛乳房的，而斯里兰卡乃从此乳房滴下的一滴牛乳汁。最早的一个著名比喻来自中国唐代的玄奘大师：“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6]即比喻为半月，与其将“印度”（Indu）释为“月亮”一致。

印度河流域乃印度上古文明的主要发源地，而恒河流域是印度中古文明的繁荣之处。这两个流域合称印度河—恒河流域，有广大的河川之地，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由于河川众多、水力充足、土壤肥沃，再加上气候温和，因而农牧发达，乃古代印度人口密集之地，成为印度古代文化开展的中心。

印度河流域位于古印度西部，或者严格地说，位于西北部。印度河（Indus），即信度河（Sindhu），发源于青藏高原，穿过喜马拉雅山脉，在右岸与喀布尔河汇流，在左岸汇流旁遮普的诸支流，西入阿拉伯海，全长约3000公里。主要在现巴基斯坦境内，贯穿巴基斯坦全境，汇入了众多河流，形成印度河流域。其中在上游与其他四河而成五河流域，即上印度河平原。这四河在中国古代称毗钵奢、蔼罗筏底、设咀荼卢、毗咀娑多，或译作毗婆奢、伊罗跋提、奢多头、毗德多，今称比阿斯河、拉维河、萨特莱杰河、杰纳布河。五河流域今称旁遮普，乃波斯语五河的意思。下游流域形成了下印度河平原。一般认为，“印度”名称来源于印度河。这也表明了印度河流域作为印度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的重要性。印度河文明，又称为印度河谷文明，乃雅利安人入侵前印度土著文明的代表。

恒河流域是喜马拉雅山下的盆地，也是一大平原。属现今的印度部分的地形，大多是从西北向东南倾斜，所以河流基本都东流入海。恒河亦发源于北部雪山，向东流去，最后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在中国境内称雅鲁藏布江）汇合后，经现今孟加拉国注入孟加拉湾。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是世界雨量最丰富的地区，此河与恒河汇流处冲积出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恒河三角洲。恒河又称恒伽（Gangā），全长约2500公里，其长度并不引人注目，但其大部江面开阔，水流缓慢，流经广大平原，是印度乃至南亚的第一大河，自古也是印度的圣河，受到古今印度人民的崇敬。在佛陀出世之前，人们就相信在恒河中沐浴可以祛罪涤恶，而且在其中灵魂可以得到安息，并上升天堂。

恒河在佛教经典中，也与四支流形成五河之称。其中的阎牟那河，今称朱木拿河，在阿拉哈巴德汇入恒河，是恒河的最大支流。另外三支分别是萨罗由河，今称嘎格拉河，在阇布拉附近汇入；阿夷罗跋提河，即今拉布提河，与嘎格拉河汇合后，再注入主流；莫酰河，今称库西河，在班加布尔附近汇入。

如果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轴心时代说，在恒河流域繁荣的印度中古文化，属于印度轴心时代文化，奠定了随后印度文化的基本因素甚至基本面貌。从正统文化角度看，此时的文化中心是在恒河最大支流朱木拿河上游的居楼国，在婆罗门教中称为中国（Madhya-des＇a）。而从属于非正统文化的佛教角度看，则中国是在恒河中游，即摩揭陀国。前者代表较早的婆罗门教兴盛阶段，后者代表较晚的佛教等非正统宗教兴盛阶段。

在古代，印度一般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区，称为五天竺、五印度、五天、五竺或五印。这种区分不仅在中国古代佛教文献中广泛使用，而且也在印度的记载中得到证实。五天竺的说法，作为一种文化地理概念，对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印度的佛教历史叙述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分析框架，故为本书所采用。

具体而言，五印的区分是在以佛教所界定的中国即摩揭陀地区为中印度的基础上划分的。中印度指摩揭陀所在的恒河中游地区，乃佛陀释迦牟尼成道之处，也是佛陀主要化度的地区。广义的北印度包括西北印度在内。北印度包括现今的尼泊尔，有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地迦比罗卫（Kapila-vastu）。西北印度，包括迦湿弥罗（Ka[image: ]mīra，即现今的克什米尔）以及犍陀罗（Gandhāra，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附近）等地区，是小乘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以及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主要活动地区。南印度在德干半岛，是大乘佛教及其中观派的主要兴起地之一。东印度在恒河下游地区，乃印度大乘密教流行区域。西印度指中印度往西，直到西部沙漠，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都曾在此区域流行。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开合不定。在佛教典籍包括《大唐西域记》等权威著述中，西北印度与北印度之间划界就不明确，一些地方的归属没有定论，端赖取舍角度。西北印度与西印度间、西印度与南印度间等也如此。

印度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小部分属温带。北部四季分明，而南部是高原与海洋气候，温差较小。恒河流域是全印度最热之地，夏季气温经常高达近50℃。这样，广阔的森林以及雪山就在其人民的生活与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印度宗教以修禅定、行苦行为根本，与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其中，喜马拉雅山最为重要。喜马拉雅山是恒河及其大多数支流的发源处，也是印度的圣山，是古今修行者修行与朝圣之所。在印度文化中，不论是正统文化还是非正统文化，森林都是修行的主要场所。最早的婆罗门教就有四行期建立，即梵行期、家住期、林栖期与遁世期。其中的林栖期就指婆罗门在年龄较大时，需弃家隐居森林，修各种苦行、禅定，以为最后的解脱升天做准备。

第三节 古代印度的种族

在佛教的兴起过程中，不同种族与阶层的印度人都有参与。这就需要对佛陀以前的印度种族情况予以简单分析，以显示佛陀时代印度人民的种族构成的大致状态。

印度的地理环境较为封闭，但几乎没有原住民。一般认为，其种族是通过不断移民，或者征服而殖民形成的。在此意义上，其种族史是一部漫长的移民与殖民的历史。与此相应，印度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乃为外族在不断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植入、融合、开展的过程。先前的移民（移民与殖民的统称）不断摇身一变成为原住民，而与后来的移民不断对抗、交往、融合，种族就繁衍开来。结果，到中古的晚期，印度种族繁多，达数百种。正因为这种复杂性，所以围绕印度人种的研究一直是异说纷呈，难以定论。印度人类学家B.S.古哈（Biraja Sankar Guha，1894—1961）曾将印度的主要人种归为六类：①尼格罗人（the Negroids）；②原始澳大利亚人（the Proto-Australoids）；③蒙古人（the Mongoloids）；④地中海人（the Mediterraneans）；⑤迪纳拉人（the Alpo-dinarics）；⑥北欧人（the Nordics）。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细加分析，只以产生重大历史作用的种族为对象进行说明。

古印度的早期文化一般分为三期，即采集、农业文化，彩陶、商业文化，狩猎、铁器文化。这三种文化的缔造者，是印度的三种早期移民，即奥族人（Australoids）、荼卢毗族人（Dravidians）与雅利安人（Aryans）。[7]这三族人对印度文化贡献最巨，其种族的分衍与融合，构成了后来印度的各种主要种族。如果以印度河文明的衰落与雅利安人的入侵为划界，则奥族人与荼卢毗族人可称原住民，雅利安人可称移民。

一 奥族人

最早来到印度的种族是尼格罗人，来自非洲。“尼格罗人”即“黑人”之意。人种特征为身材短小，皮肤黑色甚至呈深度黑色，头发弯曲纤细，前额小而凸出，鼻子扁平，嘴唇宽厚。他们相继遭到了后来的奥族人以及荼卢毗人的驱逐或者同化，保存其种族特征的族群最后只在人迹罕至的森林以及孟加拉湾的岛屿上才有存在。[8]

但真正进入印度文明史的最早种族，是在尼格罗人之后移来的奥族人，即所谓的原始澳大利亚人，又称前荼卢毗人。他们约在50万年前大规模进入印度。奥族人亦属黑人，长脸，宽鼻，可能来自中亚或者高加索，甚至中国等地区，然后向印度西方、中部、南方、东方扩散，渐渐散居于印度本土及其岛屿、印度支那半岛，乃至太平洋的广大区域。虽然学者对此移民扩散说存在争议，但大多承认这样一个结论：在印度，最早的文明人应该是奥族人。

在35000年前的早期石器时代与14000年前的中期石器时代，以及随后的新石器时代，印度主要是奥族人在生息。他们从事采集，捕鱼，又使用石刀、石斧等，后来加上兽骨作武器，从事狩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从事狩猎的同时，他们又发展出耕种、发酵、纺织、制陶等初级农业与初级手工业，进入了母系农业文明。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奥族不断分衍，导致了众多种族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蒙陀人（Mundas）与那迦人（Nagas）。[9]在南亚斯里兰卡的维达人（Veddas）也是这种人种的典型，因此又称维达型人。

这些人以奥族人为主体，乃印度第一阶段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但在后来被排斥在主体文明进程之外。

二 荼卢毗族人

在奥族人过后，又一个影响了印度历史的移民族群荼卢毗族人移居印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荼卢毗族人，即荼卢毗人，又译作达罗毗荼人，从伊朗迁徙到五河流域，即印度河流域，定居下来，所以又称印度河人。从来源看，荼卢毗族人实际乃地中海人种。移民印度的这些地中海人分为三种类型，即古地中海人、正宗地中海人以及东地中海人（或称闪米特地中海人）。另外，来自南欧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迪纳拉山脉（属阿尔卑斯山脉）的迪纳拉人，本属高加索人种，后来也融入地中海人中。荼卢毗族人操荼卢毗语，属黑白混合肤色，扁长脸、薄唇、棕眼、中型鼻。后来他们肤色变黑，一方面是受印度的热带气候影响，另一方面有与奥族人通婚的因素。

荼卢毗族人虽比奥族人强大，但他们之间相处较为和平，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定居后，建立了印度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文明，所谓印度河文明。荼卢毗族人还进行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灿烂的印度河文明延续了大约600年，自公元前1500年前后雅利安人从西北印度侵入后，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衰落。

在上古时代，荼卢毗族人主要生活在印度西北部、北部以及中部。雅利安人一侵入印度，就对已成为土著或说原住民的荼卢毗族人与奥族人不遗余力予以打击，荼卢毗族人要么被征服，成为奴隶，要么退入深山，重新成为未开化的山民。而印度南方在最早期也有荼卢毗族人的移入，甚至有认为他们是从地中海跨海而来的。这些荼卢毗族人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基本保持了其种族身份，就是现今所称的泰米尔人（Tamils）。

三 雅利安人

关于雅利安人虽然也有争议，但普遍认为，他们侵入印度是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雅利安人属于北欧日耳曼种族，他们身材高大，肤色白皙，面部方正而多须，鼻细高，眼眸黑。雅利安人先是生活在俄罗斯南部与南乌克兰草原一带，但作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后有的迁移到伊朗、叙利亚等地，有的到达安纳托利亚、希腊与东欧等地。迁徙到伊朗的一部分，有一些继续迁徙，经阿富汗从西北方向进入印度，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印度—欧罗巴人，或者印度—伊朗人。[10]

雅利安人乃马上民族，善于作战，他们从西北印度进入印度河上游后，通过不断地作战与掠夺，渐渐征服了荼卢毗族人以及奥族人，摧毁其城市，夺取其资源。但在此过程中，雅利安人也与土著文化有所融合，并从游牧生存方式转变为了半牧、半农的生活。

由于印度河文明的毁灭以及作为牧民的机动性与漂泊性，雅利安人逐渐将家园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转移，先前被逐向恒河流域以及更东方的土著人又被迫与其作战。到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700年间，雅利安人征服了恒河中上游，占据了印度历史的中心舞台。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并完成在恒河中上游的征服，其间约有1000年。在这漫长的时期，由政治、宗教与文化地位所决定，以雅利安人为尊的中古种族结构在印度形成，包括雅利安人、荼卢毗族人、奥族人。以他们为根本分衍出的数百种族，再加上一些上古的其他小种族，构成了中古印度最基本的种族状况。

四 其他种族人

印度在中古时期还不断有外来民族自西北侵入，当他们定居下来，就更加丰富了印度的种族结构。这主要有蒙古人与伊斯兰人。

蒙古人来自中国北部，最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经青藏高原进入印度，且在不同时期都有进入，主要分为两个族群，即古蒙古人与藏蒙古人。虽然他们是一个大族群，但在印度的文化史上一直处于边缘位置。

伊斯兰人通过伊朗侵略印度，到12—13世纪毁灭佛教，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在此过程中移居印度构成一新种族。他们通过征服与强迫皈化，建立了强大的伊斯兰教王朝及伊斯兰教教权。伊斯兰人是土耳其人与伊朗人的混血种，但土耳其人的成分居多，白皮肤，身量高大，眼睛黑或灰，多须，鼻细长而高。

小民族在印度历史上也可以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大月氏。大月氏本是中国甘肃的一个小部落，有说属于蒙古族，在公元前2世纪末为匈奴所败，逐渐西移，后在临近纪元时，打败希腊人的大夏王朝，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了贵霜王朝，[11]后在3世纪为波斯的萨珊王朝所灭。大月氏也融入了印度的民族大家庭中。在西北印度的大月氏人，身材高大，鼻狭窄，颇似伊朗人。

由于外族的不断侵入，印度在种族、语言与文化上变得极为复杂与多彩，但在上古与中古奠定其传统文化品格的种族中，主要是雅利安人与被称为土著的荼卢毗族人、奥族人等，他们建立了印度的正统与非正统文化。而在近古侵入印度的伊斯兰人，不仅在印度文化中植入了伊斯兰文化，而且还通过融合建立了锡克教这样的新宗教文化形态。总之，古代印度既是一个种族的繁衍天堂，所谓“人种博物馆”，也是一个文化的百花园。

第四节 古代印度的语言

从现代看，印度方言有220余种，通用语言如印地语等达20余种。这些语言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印度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历史上相继有许多民族入侵而定居下来。在古代，进入印度的奥族人、荼卢毗人、雅利安人、蒙古人以及后来的伊斯兰人等，都形成或者带有自己的语言。而且由于种族间的同化，以及相互通婚而形成混血人种，语言也就出现混杂。再加上地域的差别与阻隔、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语言的变异而成种种方言。结果，印度语言极为庞杂，号称世界之冠。

一 印度语言语系

如果从总略看，印度语言可略分为四个语系，即印度—雅利安语系、奥族语系、荼卢毗语系、汉藏语系。

印度—雅利安语系，现今称印欧语系。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占据了印度文化的中心舞台，其语言渐成第一用语，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语，各种方言、各种混杂语自行其是。到印度古典文化时期，出现了标准的语言，流行于精英知识阶层，即后世所称的古典梵语（Samskrta），也即雅语。吠陀语与史诗梵语乃其前驱。梵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的一种拼音文字，具有重字音、字义而不重字形的特点，有别于汉语注重字形、字义而相对忽略语音。[12]因此梵语没有固定的字形文字，曾经用过的文字包括婆罗米文、佉卢文、笈多文、悉昙体等，后来主要采用天城体。古代印度宗教典籍多用梵语系统，印度主要方言也以此语作基础。现今印度的一些流行语言如印地语、旁遮普语、拉贾斯坦语、马拉提语、比哈尔语、孟加拉语等都属于此语系。

奥族语系，现又称南亚语系。此乃南亚次大陆最古老的语系，属于奥族人的语言系统，现仍为印度各地多数部族人所使用，如尼可巴人语、迦尸语、蒙达语等。又因其代表民族蒙达而称蒙达语系。

荼卢毗语系，又作达罗毗荼语系。这是荼卢毗人的语言系统，后来在西北印度、东北印度、中印度、南印度都有使用，特别在南印度很流行，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卡纳达语、马拉雅拉姆语等。

汉藏语系，从古至今使用人数与范围有限，但方言众多，现多分布在喜马拉雅山麓与阿萨姆山区。[13]

二 佛教语言

根据近现代考古发现的古代碑铭文字及中国古代对佛经的音译推知，释迦牟尼佛讲法[14]使用的可能并非上流社会通用的梵语，而是一种混成俗语（Prākrta）或称混合梵文，具体有说是摩揭陀语，或者随宜使用说法地当地的语言，但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可以确定的是，佛陀没有规定佛教语言，允许比丘们以不同语言传法。[15]由此可知，佛教早期经典的语言应该相当丰富。但到部派佛教时期，像说一切有部这样的代表性部派，就用梵语作为经典语言，大乘经典与大乘部派如中观派和瑜伽行派也是如此。总的来看，北传佛教早期多用混成俗语，后来则用古典梵语；南传佛教使用巴利语作为经典语言。有人认为巴利语是佛陀时代佛教中心摩揭陀的摩揭陀语，但一般认为乃当时印度西部或者中西部的一种语言，并没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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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印度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与文化

佛教在印度出现，除直接源于释迦牟尼佛的觉悟以外，与古印度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土等因素紧密相关。如果仔细分析后面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者风土即自然环境与地理方面，二者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三者宗教与文化方面。应该说，这三个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其中也有主次之别。从古印度的具体历史条件看，宗教与文化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其次是风土方面，最后是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在这里，文化决定论、风土决定论、经济决定论都不能成立，而是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和合而生起，形成了以宗教文化为主、政治经济社会与风土为辅的背景结构，共同缘助佛陀基于其觉悟的创教与弘教，由此展开出了印度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恢弘画卷。但因为文化的特殊地位，所以后文在总体叙述时，一般将前述诸种因素都归摄在文化中，即以一种泛文化观念来代表出现佛教的总体背景。当然，在具体论述中，这三个方面都是要予以阐明的，以避免偏颇与空疏。

还必须指出，后文在论述时需要用到时间分段。暂将旧石器时代的开始作为印度远古的后边界，公元前4000年前后荼卢毗族人进入印度时为上古的后边界，再将雅利安人征服恒河中游的公元前7世纪定为中古的后界限，而公元前6世纪到12世纪末佛教衰亡为近古。其中，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为印度文化的轴心时代，也是佛陀出世的大时代。

在印度的上古与中古时代，印度的先民们通过劳动、创造与思考，逐渐建立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形成了各异的经济形态，并酝酿、生发出了丰富复杂的文化。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遂形成正统与非正统文化两大流，奠定了印度古典文化的基础。由此成型的印度古典文化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者主要属于宗教性质，而非世俗性质，即所谓宗教文化；二者由否定、批判世俗而趣求超越世间，即所谓出世文化；三者主要属于自我修证性质，而非上帝崇拜性质，即所修证文化；四者由强调内在具超越于现象的本体而摄受与融合性强，易于适应时代变化，即所谓圆融文化；五者思想深刻，思辨性强，即所谓智慧文化。

在此意义上，印度古代文化作为一种高级宗教文化的开展，[1]代表了一种殊异的思维方式与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虽然有所关联，但更多是其文化间的自我运动的结果。这是印度古代文化的突出之处。

第一节 释迦牟尼佛时代前的印度社会与文明

一 释迦牟尼佛时代前的印度社会与文明

印度的文明历史在远古的阶段基本已经湮没无闻，一般的叙述从上古阶段开始，即印度文明史的写作以石器时代为开端。[2]人类文明的演变有种种原因，与人类的物质性向度和精神性向度的开展有关。以工具代表生存的创造力与生产力，从而收摄人类文明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方面，不无道理，所以，人类文明史常标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等。印度在远古就有移民出现，其作为不断移民形成的文明体，也经过了相似的发展阶段与过程。

一般认为，印度在50万年前开始有种族移住，甚至有说在200万年前就存在。在前文已知，最初主要的代表性移民乃奥族人，他们是印度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又移入了荼卢毗族人。他们有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在印度河流域创造了印度河文化，又称印度河谷文化。这相当于印度铜器时代的文化结晶。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一个更加强盛的民族侵入印度，代表了印度铁器时代初期的主要创造驱动力，这就是雅利安人。奥族人与荼卢毗族人创造了土著文化的基本要素，雅利安人在融合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新文化要素。在随后的时期，印度出现了两种文化趣向，最终形成两种文化形态。以本土文化要素为主，吸收新文化要素，帮助激发了印度的非正统文化；而以新文化要素为主，吸收本土文化要素，建立了印度的正统文化，即吠陀文化。通过新文化与土著文化间的激荡，印度文化迈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为印度古典文明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在其中，非正统文化与史诗文化以及佛教、耆那教有关联，正统文化则以婆罗门教为基础，发展出数论派、胜论派、瑜伽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思想，最后汇流为印度教。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轴心文化的氛围中显现其觉悟与弘道生涯的。

二 石器时代与母系文明

印度旧石器时代，即早期石器时代，约在35000年前，中期石器时代在35000年前到14000年前之间，而晚期即新石器时代约自14000年前开始，其参与的主角是奥族人。在早期石器时代，人们只能使用自然形成的石器，如石刀、石斧、石锯等。到了中期与晚期石器时代，人们才开始对石器予以加工，使其成为更加合用的工具。这时其生存的方式是采集野果、捕鱼，以及简单狩猎。这种生存方式决定其流动性大，居无定所，不可能形成较大的社会群体，大多是一夫一妻，婚姻由父母做主，耆老为尊。人与人之间较为平等，是所谓的原始共产社会。但随着工具的改进，人们的组织化加强，男女开始出现分工，这就到了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生存的智识与能力提高，对石器的加工趋于细致与精巧，并能够利用兽骨制作刀与弓箭。因此，人们能够组织起来进行更有效的、较大规模的捕鱼与狩猎，可以猎取大型动物，从现代考古发现的石窟的图壁上，就可看到有羚羊、犀牛与弓箭等代表的狩猎的场面。由于获取食物的劳动强度与力量的增加，男性的作用凸显出来，妇女地位降低了。组织性进一步加强，形成部族，这也导致团体利益开始固化，而发生冲突。

在印度新石器时代，发展出了母系文明阶段。由于工具的改进以及组织性的增强，生产力得到提升，而且生产的领域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出现了初期农业。印度的农业并非在本土诞生的，而是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但从农作物的最早出产地看，野麦、野大麦来自地中海的东方沿岸，而野稻则来自中国南部，但还有一些农作物如玉米、南瓜、扁豆、葫芦等是本土出产物。当然，这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石器后期只是一个起点。但无论如何，已经有了农业生产。由此带来了生活方式与物质条件的变化，导致初期制陶业等初级手工业的出现，部族也有了固定的居住地。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使男女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狩猎、捕鱼等仍是男人的工作，而女人则从事农业耕种、陶土制作以及纺织、发酵等工作。在此过程中，妇女的地位提高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殖力在早期人类历史中的特殊重要性，另一方面要归因于妇女在生产与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进而，随着女神崇拜的发生与建立，形成了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社会。母系社会既有女神崇拜，以女人为祭司，又以女人为尊、为统治者，所以类似于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在其中，财产属妻子所有，子女随母姓，男子入赘，一妻多夫。简而言之，农业的兴起，伴随着男子作为采集、狩猎的主力的地位的下降，以及女子作为农业与家庭生活的中心的地位的上升，最终母系社会及其文明就瓜熟蒂落了。[3]

还必须指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金属已经出现，被用作装饰品，后渐渐用于制造工具。最初发现的是金，随后是铜。这预示了印度文明即将进入新的阶段。[4]

新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文明，以及母系社会文明，虽然在后来被更加发达的文明取代，但在印度直到现代也没有灭绝，在东印度以及印度南部的一些地方至今仍有遗存。

三 铜器时代与印度河文明

公元前4000年前后，荼卢毗族人一部分从中亚进入西北印度，一部分从海路进入南印度。其中从西北部进入印度的荼卢毗族人定居于印度河流域，是印度文明的第二波推动者，即铜器文明的主要创建者。而进入南部的荼卢毗族人，虽然在印度古典文明的后期汇入了印度主流文明，但在此前则扮演了印度主流文明的旁观者角色，事实上直到现在还保持了自己的种族与独特的文化品格，这就是泰米尔人。

印度河流域的荼卢毗族人，又称印度河人，利用其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在吸收奥族人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了粗手工业与农业社会。他们栽种小麦、大麦，以及棉花、胡麻、豆类、甜瓜、芥末、芝麻等；驯养动物如驼峰牛、水牛、山羊、绵羊、猪、狗、猫、骆驼、驴、家禽等，驯象也开始于此时。而在古吉拉特地区，可能是奥族人还种植水稻。

荼卢毗族人使用与加工铜器与青铜器，打造斧、镰、锯、凿、小刀、剃刀、钓鱼钩、匕首、箭头、矛头等，并在铜斧上凿洞、戳沟槽以便于携带，还铸造用于盛物、储物的铜器皿。他们用青铜器制作镜子、灯、烛台等，以及人与动物雕像等艺术品。在银制品中，有项圈、手镯、戒指、脚镯、鼻饰、耳坠、念珠等。当然，他们仍使用石器，如穿孔与凿有沟槽的石斧等，这是对奥族人的器物文化的继承。荼卢毗族人将奥族人的制陶水平大大推进一步，形成制陶文化，能制造较为精美的陶器，有黑陶与红陶的制作，如念珠、护符、印章、首饰、塑像、小容器等，并在陶器上面彩绘着羚羊、牡牛等动物，还塑上各种女神，而以男神为配祀。这表明此时仍属于母系社会时代，承袭了奥族人的女神崇拜。

印度河流域有洪水泛滥的威胁，所以荼卢毗族人开建有水利工程，而且进行水利灌溉。商业贸易与农业一样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与西亚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陆上交通工具多用牛车，水上用木筏船。他们的最大成就在于城市建设，街道设计、排水系统工程、公共浴室等都相当先进。这些导致在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印度次大陆已知的最早的城市文化。这其中，哈拉帕（Harapa）与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是两座主要城市，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750年间，代表了公元前第三至第二千纪间印度文明的最高水平，哈拉帕在上印度河平原，具体位于现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蒙哥马利县拉维河左岸；摩亨约·达罗则在下印度河平原，位于现巴基斯坦信德省拉尔卡纳县印度河右岸。二者周长都有5公里左右，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建立与繁荣。以此二城市为中心向外扩展，覆盖了约13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西起苏特卡根·杜尔，东达阿拉姆吉尔普尔，北至曼达，南至马尔范、佐克和戴马巴德等地，包括有大小遗址数百处，其中有城市遗址六七处。[5]

学术界一般认为印度河文化乃荼卢毗族人的成就，但也有人认为并非他们所创造。印度河文化兴盛了约600年，而后突然消失，不少人将其原因归为雅利安人的入侵与破坏。荼卢毗族人与奥族人间相处较为和平，但他们与雅利安人之间不断爆发战争。在拥有铁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雅利安人面前，荼卢毗族人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让位于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化。但印度河文明消失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因此更多人根据城市的遗留物判断，印度河文化消失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如洪水泛滥、火山爆发、地震等。不过，也不排除是自然灾害与战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梨俱吠陀》中就有很多摧毁敌人城堡或者城市的颂诗，绝非完全虚构。无论如何，印度河文明的消失问题已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之谜。

荼卢毗族人侵入北印度后，主要沿印度河南下扩展，而处于劣势的奥族人主要向东扩散。留在荼卢毗族人居住区的奥族人则与荼卢毗族人形成职业分工，荼卢毗族人内部也如此。由此，在印度河流域就由职业分工而形成不同的阶层，即阶级。具体而言，由于仍保持母系社会的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体制，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大祭司，称为婆罗门，而且是女性；在此之下有四个社会分层，即祭师、商人、苦力与奴隶。[6]这样的阶级划分，成为雅利安人建立四种姓制度的前驱。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祭司以及祭师构成最高阶层，标志着宗教活动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

四 铁器时代与雅利安文明

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侵入北印度的雅利安人，是印度正统文化的最主要奠基者，但他们最初是以掠夺者、破坏者与杀戮者这样的侵略者面目出现的。雅利安人乃游牧民族，有犀利的武器与强壮的战马，以及轻便的战车，善于机动与作战，因此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对土著民族构成巨大威胁。

雅利安人首先遇到的是印度河流域的荼卢毗族人，由此战争就爆发了。战争伴随着无情的杀戮与城镇、村庄的毁灭。他们称荼卢毗族人和其他土著人如奥族人以及其他敌对者为“达萨”（达萨瓦尔纳）、“达休”、“潘尼斯”等，予以残酷杀戮。在雅利安人的最早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中，就有不少讴歌勇士、弓箭、战争、杀戮、破坏、掠夺、胜利的诗篇，在其中，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挥动金刚杵，施放雷与电，杀敌为乐，带来死亡、掠夺、毁灭与臣服。[7]如因陀罗的赞歌云：

他使这里的一切事物变化无常；他使达萨瓦尔纳臣服，使他灭亡；他像赢得了赌金的赌徒，拿走了敌人的财产：啊，人们，他就是因陀罗！……他用剑杀死许多犯有大罪的人；谁要是傲慢不逊，他绝不宽容；他杀死达休：啊，人们，他就是因陀罗！[8]

战争不仅存在于雅利安人与土著人之间，而且发生在雅利安人之间。前者属于征服与反征服性质，后者属于政治与资源方面的争夺。在《梨俱吠陀》中曾描写的“十王之战”，便是雅利安人部落间的一场著名大战。婆罗多部落面对普鲁、雅都、图尔瓦萨、安努、德鲁胡等十个部落的盟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雅利安文化在杀戮、破坏与征服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与土著文化有碰撞，有交流，也有融合。一些土著文化要素，包括土著的神、土著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手工业、农业的成就，都被吸收进来，反映在其吠陀经典和社会政治制度中。而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渐渐发生转变，从居无定所的游牧方式转变为半牧半农方式。他们主要种植大麦、小麦，一年两熟，用重犁耕地；家畜有阉牛、母牛、马、山羊与骆驼等。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化，有织工、木工、纺织工、金匠、陶工与皮匠等。商业交换主要采用物物交易，一般以牛为价值单位。雅利安人过上了村落生活，也建造有城市。这时雅利安的部落社会已经进入了父系时代，生女不受欢迎，但妇女仍然受到尊重，可以接受教育，平等参与宗教祭祀与学问研究活动。婚姻多采用一夫一妻制，但国王与贵族可以纳妾。[9]

后来，雅利安人使用了铁器，包括手斧、匕首、锄、箭头、矛头、鱼钩、夹子等，这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的效率大为提高，同时武器更加犀利，战斗力不断增强。而且，其人口也在不断增长。雅利安人在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后，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又从西向东推进，时间大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前后。到公元前700年前后，雅利安人征服了恒河中上游。在此时期，其农作物品种增加，除大麦外，还种植稻、小麦、豆、胡麻、棉花、甘蔗等；畜牧业更加发达，驯象受到了重视。而且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与规模的扩大，马的饲养越来越重要，可以作为战马也可以用于战车。手工业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增加了铁匠、编织工、刺绣工、染工等。在商业贸易中，甚至可能出现了计量用的金锭与其他金属锭。[10]

到此，印度文化的中心就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恒河中上游。在这个漫长的转移过程中，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化的基本形态完成，出现了四吠陀，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奠定了婆罗门教乃至印度正统文化的根基。

雅利安人作为游牧民族对北印度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土著人的母系社会结构与文化。但随着其向半牧半农的生存方式的转变，一种破而后立的政治社会制度开始建立起来。恒河平原的肥沃土地与先进的农耕技术，使农业更加繁荣。一些雅利安人部落定居下来，形成更大的利益集团，这就是王国，部落酋长们遂摇身一变，成为国王。被先期驱逐到恒河平原的土著种族也形成了一些王国。战争、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贸易，就从传统的部落规模转变为国家规模。

五 种姓制度与社会阶层

在雅利安人的社会政治制度中，核心为其种姓制度。这是雅利安人最终占据印度政治与文化生活舞台中心的根本支撑。

种姓制度乃雅利安人建立的以种姓划分为基础的阶级制度。种姓，指身份，也含有血统之义，又进一步用于表征阶级。“种姓”是梵文Varna的引申之义。Varna，音译瓦尔纳，本为“颜色”之义，但作为征服者的雅利安人以肤色显示与作为被征服者的土著即原住民之间的身份差别，Varna就获得了“种姓”之义。

种姓制度以种姓划分阶层或说阶级，与前文已述的荼卢毗族人的阶级划分方式有区别，也有联系。主要的差别在于，荼卢毗族人以职业分工划分阶级，而雅利安人以肤色划分种姓阶层。既然以肤色为种姓的标志主要是为了区分雅利安人与荼卢毗族人、奥族人等非雅利安人，那么荼卢毗族人作为土著人的代表就被划到了对立面，从而堕入最低社会阶层。而联系的方面在于，雅利安人是在吸收荼卢毗族人阶级分层制度的因素后建立种姓制度的，而且在具体划分种姓时，也考虑到雅利安人内部的阶层差异，而以职业分工划分其种姓。这样，最终得到四种姓，即婆罗门种姓（Brāhmana）、刹帝利种姓（Ksatriya）、吠舍种姓（Vai[image: ]ya）与首陀罗种姓（[image: ]ūdra）。前三者属雅利安人种姓，乃高种姓，第四种属非雅利安人种姓，为被征服者，是低种姓。这与以肤色来划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相一致。在此意义上的种姓制带有鲜明的奴隶制色彩。

四种姓说在雅利安文化的早期代表《梨俱吠陀》中就已明确提出。如其“原人歌”2、11、12歌云：

唯此原人，是诸一切；既属过去，亦为未来；唯此原人，不死之主；享受牺牲，升华物外。……原人之身，若被肢解，试请考虑，共有几分？何是彼口？何是彼臂？何是彼腿？何是彼足？原人之口，是婆罗门；彼之双臂，是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足，出首陀罗。[11]

原人（Purusa）是一切的一切的拟人化代表，不死不灭，而且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皆出自他。四种姓来自其口、臂、腿、足，也就属于神圣的规定，由此形成的社会、政治秩序与制度随应就是天定而不可更改的了。

到佛陀时代，四种姓代表了四个阶层，即祭师、王侯武士、农工商庶民、贱民，其社会地位、权利、义务与生活方式等都有不同规定，可具体说明如下。

婆罗门种姓，即祭师阶层。婆罗门本是荼卢毗族人的祭司阶层，还行使政教合一的统治权。雅利安人打破了母系社会政教合一的结构，将祭司与统治者区分开来。这并不出人意料。雅利安人好战，一直与土著处于战争状态，统治权渐与军事权力合一，担当起极为重要的责任与义务，而与祭司对神奉献心力的功能与意义有所冲突，因此，祭司与统治者的功能相互独立成为一种现实的必然。对神的崇拜是早期人类文明的共同性，雅利安人延续与维护了荼卢毗族人对祭司赋予的崇高性，并将祭师（又称祭官）与祭司合为一个祭师（或称祭司）阶层，即婆罗门种姓。婆罗门种姓是神职人员，但由血缘关系而世袭成为一个阶层。他们也是学问的传承者，以及其他种姓的老师与指导者。这是地位最高贵的一个阶层。

刹帝利种姓，即武士阶层，包括王族以及职业战士等，其职能是统治与从事战争或者防御战争。他们要通过婆罗门这个中介才能获得神的保佑与合法地位，因此，虽然掌握暴力机器，权力极大，但处于第二阶层。这其中，最重要的刹帝利最初是部落首领，后来为国王。部落首领通过选举产生，而早期的国王也如此，但后来的国王主要通过世袭产生。

吠舍种姓，即牧民、商人与农民。此种姓与前二种姓一样，属雅利安人。婆罗门是宗教文化的主宰者，刹帝利是社会政治的统治者，而吠舍是从事牧业、农业与商业的平民。显然，这些平民虽然也是雅利安人，但并非权力机构的上层，故只能为第三阶层。

首陀罗种姓，主要是被征服的所谓土著，即荼卢毗族人与奥族人等非雅利安人。该种姓也有一部分是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雅利安人中的低下者，所谓被污染者。此种姓是奴隶，或者贱民，这是最底层。

在四种姓中，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作为雅利安人的基本构成，有念诵吠陀与祭祀的权利，死后可轮回转世，故称为“再生族”；首陀罗属于被遗弃的种姓，既无念诵吠陀与祭祀的权利，也无轮回转世的可能，故称为“一生族”，甚至作为别人的奴仆，可以被随意驱逐、随意残杀。[12]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种姓的内容有所变化，尤其低种姓的内容变化较大，这从后来《摩奴法论》的细致说明与规定中可以看到。中国取经僧法显与玄奘大师都有相关记载，如后者在其《大唐西域记》中曾有总括性说明：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净行也，守道居贞，洁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种也（旧曰刹利略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三曰吠奢（旧曰毗舍讹也），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陀罗（旧曰首陀讹也），农人也，肆力畴垄，勤身稼穑。凡兹四姓清浊殊流，婚娶、通亲、飞伏异路，内外宗枝，姻媾不杂，妇人一嫁，终无再醮。自余杂姓寔繁，种族各随类聚，难以详载。[13]

其中农民与商人阶层已区分开来，原因在于随着城市工商贸易的发展，商人阶层的影响与地位日益增长，吠舍即以商人占主导，首陀罗的地位有所提升而以农民为主体。当然，从社会分工看，后两种姓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在之下，还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贱民阶层，被视为“不可接触者”，称旃陀罗（Candāla）。他们属于土著的原生态性部落以及从事卑贱职业（屠宰、制革、清洁工等）者，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严重的歧视，比如生活在市镇或村外隔离开来的小村落里，不许在高等种姓使用的水井打水，也不许进入寺院等。

总之，种姓通过对个人身份与地位的限定以及对社会阶级的划分，最终形成以血统、内部通婚、互不交往、职业世袭等为特征的种姓制度，一直是中古以后印度构建社会次序与政治制度的基础要素。即使到了现代，种姓制度在印度的影响仍无处不在。

第二节 释迦牟尼佛时代前的印度宗教与文化

在古代印度，文化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以宗教为核心，所以其文化都可称为宗教文化。凡试图将思想、文化与宗教切割开来的派别都被边缘化，而且影响甚小，如顺世派。如此，在下文作一般叙述时，多将宗教与文化统摄在宗教文化观念中。在此意义上，就以正统宗教文化与非正统宗教文化来统摄、说明印度的一切宗教与文化。但在具体叙述时，常省略“宗教”二字而简称文化。

一 印度中古与近古宗教文化的四阶段

从雅利安人公元前16世纪前后进入印度到佛教于13世纪灭亡这接近3000年的历史时期中，印度宗教文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婆罗门教文化时代，谓从公元前16世纪前后到公元前7世纪，是婆罗门教建立、发展与兴盛的过程。在此阶段，四种吠陀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逐渐形成，解释性的《梵书》《森林书》随后出现，进而哲理性的《奥义书》中的最早作品也开始问世，故可称吠陀文化时代。这一时代最终在恒河上游建立了婆罗门教文化中心。这个阶段还可分为形成《梨俱吠陀》的“前期吠陀时代”，即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前1500—前1000年），与形成《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的“后期吠陀时代”，即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前1000—前600年）。

（2）沙门文化时代，谓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这也是印度文化的轴心时代，也称佛陀时代，乃婆罗门教衰落与以佛教、耆那教为代表的非正统文化兴起的阶段。雅利安人占据恒河中上游后，印度进入了列国时代，婆罗门文化与土著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与此同时涌现了释迦牟尼佛与沙门六师即富兰那·迦叶（Pūrana-kā[image: ]yapa）、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ke[image: ]akambala）、婆浮陀·伽旃那（Kakuda-kātyāyana）、末迦梨·拘舍罗（Maskari-go[image: ]āla）、散惹耶·毗罗梨子（Sa[image: ]jaya-vairattiputra）和尼干陀·若提子（Nirgrantha-j[image: ]ātaputra），形成沙门思潮。强大的沙门思潮以反婆罗门教文化的面目出现，诸国又相互征战，在混乱中，婆罗门教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而衰落。但这也给印度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非正统文化开始崛起。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恒河中游，即以摩揭陀为中心的中印度。印度的宗教文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面貌。

（3）非正统文化与正统文化竞争时代，谓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相竞争而此消彼长阶段。佛教成为主流宗教之一，进入部派佛教阶段，接着兴起大乘佛教。印度文化整体在佛教思想影响与激励下不断变化与开展。同时，婆罗门教在衰落中也不断积蓄力量，逐渐以印度教的新面目复兴。

（4）古典文化时代，谓公元4世纪至12世纪末，乃印度正统与非正统文化大成阶段。正统六派数论派、胜论派、瑜伽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成立起来，但随即为重新兴盛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所融摄。大乘佛教进入盛期，接着摄受印度文化而密教化，趋于神秘甚至庸俗。最终佛教走向衰亡，而印度教成为占压倒性优势的宗教。

二 中古和近古的正统与非正统宗教文化

在中古印度宗教文化中，以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化为主流，故称正统文化，而荼卢毗族人与奥族人等非雅利安人的文化，是旁流，则称非正统文化。但在近古时代，情况有所变化。吠陀文化仍是正统，后又具体发展为正统六派，最后归为印度教，非正统却主要指佛教、耆那教，尤其是佛教，而留存下来的中古时代的非正统文化更加边缘化了。

不过，正统与非正统文化的区分并不意味二者间没有交互影响，事实上中古吠陀文化的建立以及发展都吸收并融合了中古非正统文化的一些重要因素，而中古非正统文化的发展亦然。在此意义上，中古正统与非正统文化在要素方面，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如神说、我说、轮回说、解脱说等皆为共许。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印度文化中，主要以是否承许吠陀经典为真理标准来划分正统与非正统文化，如果承许，即为正统，否则即为非正统。在近古时代，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在思想上极大地影响了印度教的形成，但印度教反过来也对佛教的开展有影响，尤其在大乘密教中表现明显。[14]

当然，正统与非正统文化来源各异，其特质还是根本不同的，尤其在经过轴心时代的相互批判与激荡后差别愈加显著。比如古典文化中的正统文化的特色是有我论，而非正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佛教乃无我论，这决定了二者在精神上相互对立，势如水火。

三 释迦牟尼佛时代前的非正统宗教文化

释迦牟尼佛时代前的非正统宗教文化，是非雅利安人所创造的，可从奥族人的宗教文化与荼卢毗族人的宗教文化两个方面来说明。

在石器时代，奥族人最初以采集、狩猎为生，万象森然的自然界在他们眼里充满神秘感，斗转星移、花开花落，使他们感到了生命的律动，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种观念的进一步发展，被奥族人归结为超越的力量在现象后面主宰，这就是自然神灵的信仰。在因农业的出现带来的新社会结构中，妇女渐成家庭与社会的中心，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母系文化。在其中女神崇拜与生殖崇拜是核心要素。前者以女神崇拜为中心，崇拜种种自然神灵，如树神、月神、土地神、瘟神，等等；后者即生殖崇拜主要是男性生殖器崇拜，以石柱为象征。从万物有灵联想到神的存在，令他们相信人内在有灵魂存在，不朽不灭，也就有了转世投胎以及染污和禁忌的观念。人们开始崇拜图腾，类似祭司的角色随之出现。[15]

荼卢毗族人在征服奥族人后，吸收了后者的宗教文化，也建立起母系社会，流行女神崇拜，但多神崇拜倾向更加明显。尤其是他们发扬了奥族人的万物有灵论，不过在自然神灵的崇拜中，更加重视对动物神的崇拜，如象、驼峰牛、老虎等。在生殖崇拜方面，不仅崇拜男性生殖器，也崇拜女性生殖器，构成阴阳的二元崇拜。这些在印度河城市遗址出土的很多印章、陶像、石雕像等中都有反映。[16]

荼卢毗族人的社会是以城市、村社为中心形成的，人的社会性得到空前提高，因此，社会道德开始进入人的存在本质之中。他们吸纳奥族人的灵魂说，并通过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观念发展出轮回说，这为印度古典文化建立了一个支点。

印度河文化有商业与城市因素，充满世俗性，所以广袤的森林成为一些人逃避的场所。在这种逃避中，狂躁的心灵不但可在对神的崇拜中得到净化，还可在内在化的冥想中实现安宁。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中，印度的瑜伽也就是禅定出现了。在摩亨约·达罗遗址出土的一个印章上刻有一个坐像，被广泛视为一个瑜伽师的瑜伽趺坐姿态。他有三面看得见的脸、三只眼，头上长有两只角，手持三叉戟，四周有象、虎、犀牛、水牛、鹿等动物围绕。三只眼与两只角显示其神通力，而动物的伴随表明其在森林中，已成百兽之王。这与后来印度教中的湿婆像颇为相似。[17]

非雅利安人的文化虽然在雅利安人的文化成型过程中不断没落，但并没有消失，其一方面作为旁流在雅利安人统治未到或者薄弱之处流布，另一方面被分解为要素而不断融入主流文化中。事实上，印度文化正是在二者相互对立、激荡与融合中发展与演变的。

四 吠陀经典

雅利安人是带着他们的神即战争之神因陀罗进入印度的，所以，他们不仅为了自己生存而征战，而且为了其信仰而征战。在征战中，他们吸收了非雅利安人的神、文化观念，并将其纳入文化建构中，形成了以吠陀经典为根本的宗教文化形态。吠陀经典是印度现存最古老的典籍，是雅利安人颂神歌曲的汇集，在此后印度正统文化的发展中具有最高标准与源泉的地位。

“吠陀”（Veda）的原义是“学”或“知识”，中国古代多音译为吠陀、韦陀、围陀、毗陀、薜陀、鞞陀、比陀、皮陀等，意译为明、智、明智、明解等。在后世由于其在正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而被尊为经典，遂成经典的代名词。吠陀经典共有四部，音译即《梨俱吠陀》（Rg-veda）、《娑摩吠陀》（Sāma-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意译为《赞诵明论》《歌咏明论》《祭祀明论》与《禳灾明论》，简称四吠陀。

《梨俱吠陀》作为一部神曲集成，汇集了不同时代的人的创作。全书10卷，共收神曲1028首10552颂。其中约十分之一属世俗内容，而十分之九属宗教内容，且一部分内容是原有带来的，其他则是在印度创作而成。这是吠陀中最古老的神曲结集，成于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其余吠陀均在后依据其而成书。《梨俱吠陀》主体是神的赞歌，主要反映宇宙“三界”或说“三有”即天、空、地及其中的诸神的内容，而诸神有种种级别，最高者乃不生不死的创世大神。[18]《梨俱吠陀》的颂诗由诵僧诵出。

《娑摩吠陀》是专供祭祀的唱诵集，即歌僧在苏摩祭等祭祀中所唱赞歌及其歌曲的集成，共有1549首神曲，其中绝大部分是对《梨俱吠陀》中的颂神诗谱曲而成，新颂仅78首。

《夜柔吠陀》是用于祭祠的神曲集，乃行祭僧在供牺行祭时所唱的咒文及其注释的集成，其中部分是散文体，部分是韵文。从吠陀衍生出两种：一者《黑夜柔吠陀》（Krsna-yajur-veda），即合糅吠陀本文的赞歌、祭祀、咒词等与《梵书》所成，共13卷；二者《白夜柔吠陀》（[image: ]ukla-yajur-veda），即分离吠陀本文与《梵书》，重新整理、编辑《黑夜柔吠陀》，并将咒文的解说汇集其中所成。

《阿闼婆吠陀》也是用于祭祀的神曲集，有20卷，包括731首神曲，共6000首颂，其中1200首颂乃《梨俱吠陀》中抄出者。在四吠陀中，此书出现最晚。祈福、占卜、看相、驱鬼送神、行咒术、作法事、疗病、安宅去灾、解梦等的咒词为其重要内容。其中，招福类的咒词由祭火僧诵出，咒诅禳灾类的咒词由禳灾僧诵出。此书反映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信仰的融合，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获得吠陀的称名。

解释四吠陀的著述有三类，即《梵书》（Brāhma[image: ]a）、《森林书》（[image: ]ranyaka）、《奥义书》（Upanisad）。这些连同四吠陀构成了吠陀文化的主干内容。由此，从构成看，吠陀可摄四部分，即《本集》（Samhitā）、《梵书》《森林书》与《奥义书》。《森林书》与《奥义书》常互摄在对方中，而二者又是以《梵书》的附录形式出现的，故常称为“吠陀的终结”，即“吠檀多”（Vedānta）。一般谈吠陀，乃指《本集》，所谓《吠陀本集》。

《梵书》的“梵”字在早期吠陀中常用来指吠陀颂诗，故念诵吠陀颂诗者称婆罗门（Brāhmana，阳性），而解释吠陀颂诗的著述称梵书（Brāhmana，中性）。《梵书》现存有十七种，属《梨俱吠陀》的有两种、《娑摩吠陀》的有九种、《夜柔吠陀》的有五种、《阿闼婆吠陀》的有一种。其主要内容分仪轨、释义两部分，前者明确禁戒和宗教义务，规定祭祀的顺序与方法，以及赞歌的功用；后者则说明赞歌的意义、语源以及祭祀的起源、目的。《梵书》所规定的祭祀仪式甚为繁复，强调细节乃至到琐碎的程度，包括了祭祀的种类、祭火和祭司的数目、祭祀的时间和地点、念诵或咏唱的颂诗、供奉的祭品和祭祀用品等，并极力予以神圣化与神秘化，结果，祭祀本身成为最高目的。[19]《梵书》的出现塑造了祭祀至上与万能的观念，对婆罗门教的系统化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森林书》书名的词源乃“森林”（aranya）一词，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是远离聚落而遁入森林中的修行者禅定与思考的产物，在其中对祭祀崇拜的象征与精神方面的反思代替了祭祀行为本身，换言之，他们关注的并非祭祀的外在或者形式方面，而是致力于探讨祭祀的内在或者神秘性方面，因此构成了由《梵书》的仪式到《奥义书》的哲学的过渡。现存《森林书》共四种，即属《梨俱吠陀》的《他氏森林书》《乔尸多基森林书》，属《娑摩吠陀》的《耶靡尼奥义梵森林书》，属《夜柔吠陀》的《鹧鸪氏森林书》。

《奥义书》乃吠陀文献的结尾部分，侧重于讨论哲学问题。其名源于“坐在某人身旁”（动词词根sad加上upa与ni两前缀）之义，引申为“秘密传承”之义，由此表示“甚深”“奥秘”之义。现存名为《奥义书》者甚多，有说一百零八种，有说一百二十种等，但这些是在不同时代所作，只有其中的十余种影响较大。[20]较早者有十三种。其中，与佛陀同时代或者早者（也有说在佛陀之后）有五种，即《大森林奥义书》《歌者奥义书》《泰帝利耶奥义书》《爱多雷耶奥义书》《乔尸多基奥义书》，其余在佛陀之后出现，至公元前1世纪间出现的有《由谁奥义书》《伽陀奥义书》《自在奥义书》《白骡奥义书》《剃发奥义书》，而在公元初出现的为《疑问奥义书》《蛙氏奥义书》《弥勒奥义书》。[21]

简言之，《吠陀本集》的颂诗是诗人们的创造，称自然的宗教；《梵书》是祭司们的探讨，即法律的宗教；《奥义书》是哲学家们的沉思，乃精神的宗教。必须指出，在吠陀文献中，《奥义书》的思想最为丰富，对后世印度的思想影响极大。《奥义书》在一种意义上是吠陀崇拜的延续，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对《梵书》中繁琐仪式之宗教的抗议。[22]

在后来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雅利安人围绕四吠陀还有种种进一步的开展，形成各种广义的吠陀文献，这包括副吠陀与吠陀支。

副吠陀（Upa-veda）乃对吠陀的配套。其中，《梨俱吠陀》的副吠陀为《寿命论》（[image: ]yur-veda），实即医论；《娑摩吠陀》的副吠陀为《揵闼婆论》（Gāndharva-veda），实即音乐论；《夜柔吠陀》的副吠陀为《陀菟论》（Dhanur-veda），实即射法论；《阿闼婆吠陀》的副吠陀为《武器论》（[image: ]astra-[image: ]āstra）。但也有将《寿命论》归为《阿闼婆吠陀》的，或者将《建筑论》（Sthāpatya-veda）或《艺术论》（[image: ]ilpa-veda）计为第四副吠陀。

“吠陀支”（Veda-a[image: ]ga）乃学习吠陀的专门辅助学问，共有六种，即音韵学（Chanda，阐陀论）、语音学（[image: ]iksa，式叉论）、语法学（Vyākarana，毗耶羯那论）、语源学（Nirukta，尼禄多论）、天文学（Jyotisa，竖底沙论）、仪轨学（Kalpa，劫波论）。其中劫波论出现较晚，大约在公元前后，内容庞杂，略分三类：一者天启经，主要解释由祭司执掌的大祭，现存十三部；二者家庭经，主要说明在家庭中由家长主持的祭祀，现存十部；三者法经，是关于社会职责、种姓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乃至习俗法的总汇，最早的法经现存七部，后世还有不断的编写，如《摩奴法论》等。[23]

在吠陀文献中，四吠陀本集与《梵书》《森林书》《奥义书》权威最大，古代人们相信其来自神，称为“天启书”（[image: ]ruti）；而副吠陀、吠陀支则相对权威性要小，被称为“传承经”（Smrti）。

五 吠陀文化的基本思想特点

吠陀是吠陀文化的思想内核，所以，我们这里通过分析吠陀思想来说明吠陀文化的基本思想特点。

（一）吠陀与婆罗门教

吠陀文化实际可称婆罗门教文化。婆罗门教乃依于吠陀，强调通过祭祀与修行从而达到解脱升天的宗教，因此，吠陀经典是其基石。这从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可直接看出：一者吠陀天启；二者祭祀万能，三者婆罗门至上。第一条显示婆罗门教的神圣性与真理性；第二条表明了婆罗门教的宗教运行方式，即其宗教属性；第三条凸显了婆罗门教的社会存在方式，即社会属性。在其中，吠陀作为天启的神圣真理，决定了婆罗门教的宗教与社会存在性质。

婆罗门教乃印度古典文化时期前的正统宗教，但经过古典文化的重新诠释与塑造，特别是融入了奥义书与佛教思想后，转变为印度教。后者直到现在，仍为印度的正统宗教。从婆罗门教到印度教，吠陀一直是根本经典。

吠陀文化开展有宗教思想、宗教实践、社会生活三个向度，奠定了古代印度主流文化的核心形态。

在宗教思想方面，其表现为对吠陀的进一步发展与神圣化。这既体现在吠陀自身从《梨俱吠陀》到其他三吠陀的丰富化，又体现在从《梵书》到《森林书》对吠陀的天启性与祭祀思想的深入诠释与系统规定。

在宗教实践方面，其是祭祀的核心地位的确立及其规范化与神圣化。婆罗门祭祀分“家庭祭”与“天启祭”两大类。家庭祭是有关出生、婚丧、祈福等日常生活祭祀的仪式，包括一生的十二种礼仪，即受胎礼、祈男礼、分发礼、出生礼、命名礼、出游礼、哺养礼、结发礼、剃发礼、入法礼、归家礼、结婚礼。还有新月祭、祖先祭等定期祭礼。[24]家庭祭程序相对简单，点燃一堆祭火，由家长担任司祭者，或者请一个祭师协助，即可进行。

天启祭乃贵族、富人尤其是部落首领或者国王举行的祭祀仪式，主要分两类：供养祭与苏摩祭。供养祭又分七种：置火礼、火祭、新满月祭、初穗祭、四月祭、兽祭、修陀罗摩尼祭。苏摩祭种类繁多，供养祭外的祭祀都计在内，主要有火神赞、力饮祭、即位祭、马祭、人祭、全祭等。其中，马祭（马祀）乃最重要的祭祀活动，需要宰杀大量牲畜祭祀，旷日持久，耗费巨大，但婆罗门教认为，只有完成了马祭的国王，才有资格成为“万王之王”。人祭是以人作牺牲的祭祀，对不同的神祭祀时须选不同人来作牺牲，但有时也可用牲畜、谷物等替代。全祭乃婆罗门出家前的祭祀，需将全部财产与眷属奉献于人和神。[25]

天启祭甚为复杂、隆重与规范化，比如最典型的程式如下：围绕祭坛在东边、南边与西边点燃三堆祭火，由四位主祭司（祭官）统领一批祭司担任司祭。诵者祭司念诵《梨俱吠陀》颂诗，赞美诸神，邀请诸神出席祭祀仪式；歌者祭司在伴随供奉祭品尤其是苏摩酒时，高唱《娑摩吠陀》赞歌；行祭者祭司执行全部祭祀仪式，同时低诵《夜柔吠陀》的祈祷诗文；监督者祭司监督整个祭祀过程，发现偏差就负责纠正。[26]

在社会生活方面，婆罗门教深入与融合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首先，确立四种姓，以祭司阶层形成的婆罗门种姓为尊，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使婆罗门教成为官方宗教。其次，通过编辑吠陀的副吠陀以及吠陀支，将各种知识与学说纳入吠陀统摄中，以吠陀以及婆罗门教的名义阐述知识与真理，文化的传播成为其垄断特权。再次，婆罗门教渗透与融合到社会伦理道德以及社会生活运行中，有四行期的建立与奉行。四行期即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与遁世期。

一者梵行期（Brahma-carya），指结婚前的学生期。儿童到一定年龄后，须离家从师学习，主要学习吠陀及其相关知识，并熟悉祭祀仪式，一般为十二年。

二者家居期（Grha-stha），又称家住期，指成年后成家立业，经营世俗生活，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并从事家祭与施舍。

三者林栖期（Vāna-prastha），指年事渐高，家庭与社会责任已经尽到，然后弃家，隐居森林，修行各种苦行与禅定，为解脱升天做准备。

四者遁世期（Samnyāsa），又称云游期，指弃舍一切财富，严持戒律，乞食为生，云游四方，以期获得解脱升天。

在最后两个阶段林栖期与遁世期所修苦行，就是以种种方式折磨自身，因为在婆罗门教看来，正是人类的贪欲与不净，障碍了解脱升天，必须对治。这些苦行包括绝食，只食草根；举起一手，永不放下；卧在荆棘丛中，以刺扎身；刺体出血，肉上扎钉；日晒火烤等。[27]

（二）吠陀的有神论思想

只要一打开吠陀中最根本与最古老的《梨俱吠陀》就可知道，有神论是其主题。总的来看，吠陀的有神论属于典型的多神论。在《梨俱吠陀》中，宇宙分为三界，即天、空、地，每一界大体都有十一大神，共三十三大神。

天界，有狄奥斯（天父神）、婆楼那（包拥神）、密多罗（友爱神）、苏利耶（太阳神）、莎维特利（朝暮神）、补善（育生神）、毗湿奴（遍入天）、密多罗—婆楼那（友爱神—包拥神）、乌莎（黎明女神）、阿须云（藕生神）等十一大神。

空界，有因陀罗（雷电神）以及海神、风神、雨神、水神等十一大神。

地界神祇更多，有二十二位，分三类。

其一地界主神，有萨罗斯瓦底（圣河女神—辩才天女）、毕利提维（大地女神—地母神）、阿耆尼（火神）、毕利诃斯波底（祷主神）、苏摩（树神—月神—酒神）五神；其二低级群神，如护宅神、农田牲畜保护神、工艺神、香音神（乾达婆）等六神；其三抽象群神，如驮特里（创造神）、波罗贾底（生主神）、陀伐斯特里（工匠神）、毗湿伐羯摩（创世主）、摩尼尤（嗔怒神）、阿迪娣（无缚女神）、湿罗驮（虔诚女神）、迪蒂（好施女神）、阎摩（即阎罗，但非地狱王而是阎摩天宫王）、阎美（阎摩之妹）、补卢沙（原人）十一神。

三界还有一些小神，这里不赘述。[28]在三界诸神中，一般认为，自然现象与事物神格化之神出现较早，而抽象神出现较晚。这些神并不都来自雅利安人自己的创造，包括一些大神，与奥族人或者荼卢毗族人的神有关，如女神、水神、三头神以及毗湿奴、陀伐斯特里等，都有土著信仰的起源。[29]而且雅利安人自己创造的一些大神其功能也在不断变化，代表性的如因陀罗的神格最初乃自然神格的雷雨神，后转变为氏族神，再变成部落神或部落联盟神等。这实际上反映了雅利安人从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合，再到最初国家的演变过程。[30]

这些神有自然现象的神格化，也有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结合的神格化，还有心理感情与善恶的神格化，以及抽象观念的神格化。所以，我们看到，万物有灵论与有神论融合成自然神论，太阳、月亮与星星，大地、大海与天空，黎明与黄昏，树、风、雷、雨、空气、火等，都是神灵，换言之，自然界不仅是充满灵性的，而且是遍布神祇的。理法、道德也被神化成神灵，统统受到人们的膜拜。

在众多神之中，最原始的是狄奥斯（Dyaus），乃由光明所神化而成。但最初是婆楼那（Varuna）占据最高地位，后来则是因陀罗（Indra），在《梨俱吠陀》中相当多的颂诗就是献给他的。正因为特重因陀罗，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之名就源于此神之名。阎摩（Yama）也值得注意。他是一位冥王，专门收集与引导死者的亡灵，到其统治的鬼魂王国去，作其臣民。但其中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补卢沙即原人（Purusa），不死不灭，无始超越，而又含摄一切，出生一切。

吠陀中的多神论有其特殊性，其在多神中，常将最高的赞颂送给其中的一个而奉为主神。但在不同境况下，其所赞颂的主神不同，即主神的身份是变化的，甚至每一个神都依次得到崇拜，好像他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神。这种有神论被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称为“尊一神论”（Henotheism）。这与“一神论”不同。在后者中，唯有一神得到崇拜。在《梨俱吠陀》的后期，吠陀诗人们曾试图寻找一个不生不灭的宇宙唯一创造者，确立最高之神，以一切低级神为其化身，而统摄一切低级神。比如，造一切者曾被赋予这样的位置，但在其他篇章中，祷主神（祈祷主）、生主等亦然，所以，显然没能真正确立起唯一的一个最高神，不过却在自然神论上融合进了“尊一神论”思想。

虽然一般认为“尊一神论”是从“多神论”向“一神论”的过渡，但在印度这个过程一直没有完成。应该说，按照印度思想的特质，这个过程不可能完成，也无需完成。

（三）本体论与宇宙论思想

在吠陀中，雅利安人也开始思考万物包括自然现象与生命现象的一切的性质与生灭的问题。无疑，这比万物有灵论与有神论中的移情、拟人与神格化的想象要深刻。

从有神论的角度，构想一个唯一的神，从而可将一切视为神的创造，这是最自然的思考。所以，就有造一切者这样的神在《梨俱吠陀》中出现。神作为拟人的想象，在《梨俱吠陀》的“原人歌”中，直接通过原人（Purusa，补卢沙）这一形象直接体现了出来，并以此说明自然、社会的存在、发生与构成。原人具千头千眼，又具千足，不死不灭，既是世界的质料因也是动力因。自身包摄四维上下，又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切事物都不外其身体的组成部分，或者生成物，四种姓也从其口、臂、腿、足产生。[31]

但这种神话性或者拟人性的说明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结果，在吠陀又有以自然元素作为事物乃至宇宙本源的说法，比如水、火等就曾经被当作宇宙的本源元素。如“无有歌”（或“有转神赞”）说：

无既非有，有亦非有；无空气界，无远天界。何物隐藏，藏于何处？谁保护之，深广大水？死既非有，不死亦无；黑夜白昼，二无迹象。不依空气，自力独存，在此之外，别无存在。太初宇宙，混沌幽冥，茫茫洪水，渺无物迹。由空变有，有复隐藏；热之威力，乃产彼一。[32]

意为，有无相待，生死互依，现象并非实存，其存在与发生的根源应超越时空、生灭、现象，乃最根本的存在，即水、热（火）。但也有认为万物是唯心的，其根源在心识，所谓末那（Manas）。当然，此末那虽也指生命个体的心识，但更多指普遍性的宇宙之心识。[33]

一些吠陀诗人进一步认为，既然宇宙万物生命与非生命、心与物，千差万别，生灭变化，如幻无常，就不能在这些现象自身或者之间寻找原因，应该存在超越差别与变化者，即恒常、无差别、独一的真实存在，如太一（Tadekam，唯一物）、金胎（Hiranya-garbha，胎藏）、理法（Rta）、阿特曼（[image: ]tman，我）等。如“创世主赞”云：

在天之外，在地之外，诸天之外，非天之外。是何胎藏，水先承受，复有万神，于中显现？即此胎藏，水先承受，诸天神众，于此聚会。无生脐上，安坐唯一，一切有情，亦住其内。[34]

其中以胎藏为一切存在的最终根源。胎藏说在《梨俱吠陀》中格外受到重视，有一首“金胎歌”就是直接的体现：

太初出现了金胎：他生下来就是万物的主宰。他安立了这个天和地。……他给予呼吸，赋予力量。诸神（听从）他的命令。他的影子是不死的，也是死的。……他通过威力成为能呼吸的、能闭眼的、独尊的世界之王。他是两足和四足的主宰。……由于他的威力而有这些雪山。世人都说大海和天河都是属于他的。这些天域（天极——笔者注）都是他的双臂。……从他的头上升起光辉的太阳。……当洪水来到世界的时候，大水怀持着胚胎。生出了阿耆尼（火——笔者注），由此产生了诸神唯一的生灵。[35]

在吠陀文化的进一步开展中，抽象化在不断提高。吠陀本集后出现的《梵书》开始强调最终存在乃梵（Brahman）。这时的梵已经获得超越性品格，即所谓“自然梵”，它不同于在吠陀中主要是颂诗（祈祷）或者祷主神的意义。而在《奥义书》中更强调最终存在是万物同源的阿特曼（我）。由此就在“梵我一如”（Brahma-ātma-aikyam，“梵我同一”）的基础上，以梵我为根基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与宇宙论。

（四）我与轮回说

轮回是指生命体死后仍可以以生命体再生的现象。这其中有两个因素是必要的：一是轮回主体，二是由善恶的行为而相关联的转世再生。这种轮回说在吠陀中并没有直接出现，而是在吸收非雅利安人的轮回思想后在梵书、奥义书中逐渐建立的。

在吠陀中承认灵魂说，将其与命我（Jīva，个我）、意识、呼吸、气息等同看待。灵魂在生命诞生时进入肉体，在死后与肉体分离。《梨俱吠陀》有颂：

但愿此命我，兴奋又活跃，躺在囚室中，安稳不动摇。凡夫之命我，举行沙驮祭，不死与有死，同出于一源。[36]

即命我安住于肉体中，天上长寿（所谓“不死”）的神明与地上短寿（“有死”）的众生都如此。在“意神赞”中，认为末那在生命死后即离开肉体。生命死后的灵魂随处飘荡，但可以在阎摩的引导下，到天上阎摩王国即鬼魂王国享受福乐，也可留在人间，长享人生。[37]所以，灵魂是不朽的。

虽然承许灵魂不灭，但并没有明确的转世观念。《梵书》中将祭祀行为与业联系起来，而在《奥义书》中强调了业的善恶性，以此决定生命在不同道的转世投生，在此意义上才真正有了业报轮回说的基本形态。当然，真正完整的业报轮回说是在佛教中最先系统完成的。不过，前者是有我的轮回说，而后者是无我的轮回说，在意义上正好针锋相对。

必须指出，在吠陀中，虽然有对独一的我的存在性的怀疑，但更多是承许有我。这种我主要是指命我。正是这种观念与轮回说相关联。但吠陀中还有阿特曼我、原人我等概念，后面这些“我”的概念在后来统一于阿特曼上。这两类“我”，即命我与阿特曼我，并没有直接合一。在《奥义书》中，经过哲学的加工，命我与阿特曼我方实现同一。这样，“我”在生命中是命我，而对万物而言就是阿特曼我，独立存在，常一自在。且这种我论汇入梵论中，而成“梵我一如”的“梵我论”。

第三节 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政治、社会与经济

一 从军事部落民主制向国家制的转变

从《梨俱吠陀》中所引河名可知，在前期吠陀时代，雅利安部落所占领的地区主要包括阿富汗东部与印度河流域，但其势力开始伸向恒河上游。[38]约公元前10世纪雅利安人开始大规模向着恒河流域东移，占据了恒河上游恒河—朱木拿河河间地及邻近地区。当时强大的雅利安部落有二：一者居楼（Kuru，俱卢），由居楼与两古老部落普鲁、婆罗多合并而成；二者其盟友般阇罗部落，也是由部落合并而成，但属于新崛起的大势力。这两个部落在那个时代最为强盛。在西北方有剑浮沙、乾陀罗与摩德罗等部落；在东方恒河中游有迦尸、居萨罗与毗提诃等部落，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其中居萨罗、毗提诃部落与居楼、般阇罗部落处于敌对状态。而在恒河下游及三角洲一带有摩揭陀、鸯伽与梵伽等部落，它们不属于雅利安势力，被视为蔑戾车（Mleccha）即野蛮人部落。在温德亚山脉以及德干北部地区，还有很多非雅利安部落，如安达罗、尼沙达、维达尔巴斯、普林达与沙巴拉等，也被视为野蛮人部落。[39]

雅利安人仍处于部落社会，实行军事民主制，其首领罗惹经民众会选举产生。在罗惹下，还设有军事首领、村社首领、收税官以及部落祭司。这种军事民主制的民主机构主要有两种：一者议事会，由上层长老组成，主要处理司法事务；二者民众会，即部落全体成年男子组成，主要负责立法与各种决策，尤其是选举部族首领。[40]但在后来，随着征服的加剧，罗惹权力膨胀，而且开始世袭，民主机制遭到破坏，民众会名存实亡，议事会转变为一种贵族团体，只起顾问咨询作用。

约在公元前9世纪，在居楼部落所在的恒河—朱木拿河河间地所谓“居楼之野”（Kuruksetra）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几乎波及北印度所有部落的部族战争：婆罗多族居楼部落的两大家族居楼与般度（Pāndu）为争夺王位而战。[41]随着般度族的胜利，雅利安部落的军事民主制时代走向尾声，而一些部落形成了国家统治体制。在这些部落中，般度族主导的居楼部族最先成立王国，建都于象城（Hastināpura，哈斯提那布拉）。以此地为中心，包括恒河—朱木拿河河间地及其毗连区域，成为雅利安人的圣地（[image: ]ryāvarta），与非雅利安人居住的“不净之地”区别开来。此时也被认为是阶级分化而进入阶级社会的时代。[42]

虽然在部落王制的国家中属刹帝利种姓的国王的权威日益增大，婆罗门种姓的权威在逐渐下降，但雅利安人的社会结构仍以四种姓为基础构成。婆罗门种姓作为专门从事祭祀、教授吠陀的祭师阶层，不事生产，靠信徒供养为生。刹帝利种姓作为专门从事战事与防御的部落首领和武士阶层，垄断军政大权，也不事生产，靠贡赋为生。这两个阶层的统治地位未受动摇。吠舍种姓与一部分首陀罗种姓在这个阶段组成成分有所变化，除牧民外，农民与商人、手工业者都随着恒河流域的开发以及铁器的应用人数大为增加，生产方式与生产力都得到较大提高。他们是从事生产、缴纳贡赋的主要阶层。一部分首陀罗种姓作为最底层的奴隶，主要是非雅利安人，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政治与宗教文化生活之外，遭受压迫与奴役。

到公元前7世纪，雅利安人进一步东移占据了恒河中游。在此期间，居楼国也东迁跋沙地区，以[image: ]赏弥为首都。一些部落强大起来，它们各有其中心城市，在恒河流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些中心城市大多由沿河的村落发展而来，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而且是商业与手工业的中心，因统摄其周围地区的村落而成国家，故称城市国家，或者城邦。这其中，与居楼结盟的般阇罗部落也较早形成国家，包括有三个重要城市，即波利查克拉、剑毕离与阿喜制多罗。毗提诃建立了毗提诃王国，其首都米提罗位于今尼泊尔境内。重要的国家还有以阿踰陀为首都的拘萨罗王国与以波罗痆斯为首都的迦尸王国等。[43]

在恒河中下游，还有不少属于首陀罗种姓的非雅利安人即以奥族人、荼卢毗族人为主的原住民部落，以及雅利安人的吠舍种姓与首陀罗种姓通婚所成的混血种族部落，他们在与雅利安人的部落作战中，与雅利安人的文化相融合，也形成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受到吠陀文化的影响，但作为非主流文化的流行地区，其刹帝利种姓的地位大大提升，甚至压倒了婆罗门种姓，成为最高种姓。

在这些地区，非主流文化与属刹帝利的国王构成相互支撑，受到保护。这其中要注意，这些王国是低种姓建立的，因而其国王大多并非雅利安人的刹帝利血统，而是由于获得国王的地位而称刹帝利种姓。这样的刹帝利种姓当然不会甘居婆罗门种姓之下，而是利用国王的权势领导其他种姓。

二 列国时代与十六国

正是在完成政治体制大变革的阶段，迎来了公元前6世纪，即佛陀释迦牟尼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恰恰意味着进入了印度历史上的列国时代，即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列国时代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印度政治与文化中心转移至恒河中下游；二是城市、国家大量兴起、并立与争霸；三是印度文化进入正统与非正统文化相互竞争、百花齐放的文化轴心时代。在此基础上，印度国家将走向统一。现今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

在列国时代的初期，在无数部落以及城邦小国中，形成了一些较大的国家，其中有著名的十六大国之说。在阿含经中，此十六大国多处谈到，后来部派佛教（以及南传佛教）与大乘经典也有提及。《长阿含经》卷五列十六国为：

鸯伽国、摩竭国、迦尸国、居萨罗国、拔只国、末罗国、支提国、拔沙国、居楼国、般阇罗国、颇漯波国、阿般提国、婆蹉国、苏罗婆国、干陀罗国、剑洴沙国。[44]

在阿含经其他处如《中阿含经》等中有大同小异的说法：

十六大国，谓一者鸯迦，二者摩竭陀，三者迦尸，四者拘萨罗，五者拘楼，六者般阇罗，七者阿摄贝，八者阿和檀提，九者枝提，十者跋耆，十一者跋蹉，十二跋罗，十三苏摩，十四苏罗咤，十五喻尼，十六剑浮。[45]其中有两个国家不同，即苏摩与喻尼。

在南传巴利藏经中所列也相似。但在耆那教的经典《薄伽跋提经》中所列十六国则差异较大。学界认为阿含佛典中所列是列国时代前期的国家状况，而耆那教经典所列是较后时期的情况。[46]在大乘经如《仁王经》中也提到十六大国，包括毗舍离国（吠舍离）、[image: ]萨罗国、室罗筏国（舍卫国）、摩伽陀国、波罗痆斯国、迦毗罗国、拘尸那国、[image: ]睒弥国、般遮罗国、波咤罗国、末吐罗国、乌尸国、奔咤跋多国、提婆跋多国、迦尸国、瞻波国等。[47]这种分法与阿含经中所分出入很大，可能有四方面原因：一者有的是以中心城市名为国，如舍卫国是舍卫城，其国一般称居萨罗（[image: ]萨罗）；二者时间较晚一些；三者有重复列的，如波罗痆斯国实际是迦尸国的首都；四者根据相对佛教的重要性而非大小列入，如迦毗罗国。

在《长阿含经》中所列前期十六国的具体相对位置如下。

摩竭（Magadha），即摩揭陀，又作摩竭陀、摩伽陀等，位于中印度，恒河中下游，乃佛陀时代四大强国之首，其首都王舍城（Rāja-grha）也是当时恒河流域最大城市。佛陀成道于此国的菩提伽耶（Buddha-gayā），弘法也多在此区域，如王舍城、灵鹫山（Grdhrakūta，耆阇崛山）、竹林精舍（Venuvana-vihāra）等。当时的国王频婆娑罗（Bimbi-sāra）与居萨罗国王波斯匿（Prasenajit）乃佛陀的最大护法王。在佛陀入灭后，佛教第一次大结集也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Sapta-parna-guhā）举行。

鸯伽（A[image: ]ga），又译鸯骑等，首都赡波城（Campā），位于摩揭陀之东，在恒河下游，在佛陀时代似已隶属于摩揭陀。

居萨罗（Ko[image: ]ala），又译[image: ]萨罗、拘萨罗等，位于中印度北部，居楼与般阇罗之东，乃佛陀时代的四大强国之一，释迦族的迦比罗卫国（Kapila-vastu）在其北面，似为其属国。首都曾有三个：最先是阿逾陀（Ayodhyā），又迁沙祇（Sāketa，莎枳多），后为舍卫城（[image: ]rāvastī）。在佛陀时代相继由波斯匿王与毗琉璃王（Virūdhaka）统治。舍卫城，又作室罗伐悉底等，是佛陀传教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有著名的祇园精舍，即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anātha-pi[image: ]dadasya-ārāma）等。毗琉璃王曾发兵攻灭佛陀的故国迦比罗卫国。

迦尸（Ka[image: ]i），又译迦夷等，首都为波罗痆斯（Vārānasī），位于摩揭陀之西、居萨罗之东南。最初迦尸在十六国中最强，但时间不长，后为居萨罗所征服，在佛陀时代已成居萨罗的属国。佛陀初转法轮即在波罗痆斯附近的鹿野苑（Mrgadāva）。

跋祇（Vrji），又译跋只、拔只、跋耆、弗栗恃等，隔恒河位于摩揭陀之北，乃离车（Licchavi，都城吠舍离）、毗提诃（Videha，都城蜜稀罗，Mithilā）等诸族组成的共和国，以离车族为主导，吠舍离（Vai[image: ]ālī，又作吠舍厘等）为首都。后来曾在吠舍离举行佛教的第二次大结集。

末罗（Malla），又译作跋罗等，位于跋只之北，首都为拘尸那揭罗城（Ku[image: ]inagara，意译上茅城）。拘尸那揭罗乃佛教著名圣地，佛陀在城外的娑罗树林中入灭。

支提（Cedi），又译支陀等，位于迦尸之西，有说首都为[image: ]赏弥（Kau[image: ]āmbi）

跋沙（Vatsa），又译作拔沙、跋蹉等，在迦尸之西、支提之南，或可与支提视为同一，首都亦为[image: ]赏弥，乃佛陀时代的四大强国之一，其国王邬陀衍那（Udayana）是佛陀的虔诚信奉者。

居楼（Kuru），又译拘楼、俱卢等，位于恒河上游的西岸，首都因陀罗布拉斯达（Indra-prastha）。原居楼国东迁[image: ]赏弥后留下者所成之国。

般阇罗（Pa[image: ]cāla），又译作般阇荼等，隔恒河在居楼之东，由北部般阇罗（Uttara-pa[image: ]cāla，首府在北部的坎毗拉，即Kāmpilla）、南部般阇罗（Daksinā-pa[image: ]cāla，首府在南部的羯若鞠阇，即Kanya-kubja，又作曲女城）组合而成。

阿湿波（A[image: ]vakā），又译作颇漯波、阿摄贝等，在苏罗婆之南，首都为补多勒迦（Potalaka）。也有说其国在温德亚山脉之南，即南印度。[48]

阿般提（Avanti），又译作阿般陀、阿槃陀等，位于西印度今温德亚山脉（频阇耶山脉，Vindhya）之北，[image: ]赏弥之西，阿湿波之南，其可能有两部分：南国首都为摩醯昔摩地（Māhismatī），北国首都为邬阇衍那（Ujjayana，或Ujjayanī）。[49]此国在佛陀时代为四大强国之一，与摩揭陀处于敌对状态。

婆蹉（Matsya），位于居楼之南、朱木拿河的西岸，首都为毗罗陀（Virāta），与苏罗婆、支提关系密切。

苏罗婆（[image: ]ūrasena），又译苏罗咤等，也在朱木拿河的西岸，具体在婆蹉的南邻，首都为马土腊（秣菟罗、摩偷罗，Mathurā）。

乾陀罗（Gandhāra），又译作健驮逻、干陀罗等，位于五河地区（今旁遮普）的西北部，首都为呾叉始罗（Taksa[image: ]ilā）。呾叉始罗乃佛陀时代北方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甚至远在中印度与东印度的不少年轻高种姓者都慕名去求学。

剑浮沙（Kamboja），又译剑洴沙等，位于印度河的西岸，在干陀罗的西南，首都为堕罗钵底（Dvārapati）。

根据当时的政治状况看，这十六国明显并非政治大集团的划分，也并非都为真正的强国，事实上鸯伽、迦尸等国已经隶属于周边大国，而且末罗、支提等只是小国，否则应包括悉毗（[image: ]ivi）、摩突罗（Madra）、乌仗那（Udyāna）等国。一般认为，十六国主要按照历来种族势力的分布予以划分，且主要关注恒河中上游地区，其他地区涉及较少。

如果按照强弱层次划分，在十六国中，四大强国即阿般提、跋沙、居萨罗与摩揭陀构成了第一层次；乾陀罗等构成了第二层次；其余小国如末罗等构成了第三层次。在十六国之外的国家一般只能列入第三层次，如迦比罗卫等。

总的来看，这十六国主要位于恒河流域（包括其各支流），只有乾陀罗、剑浮沙在印度河流域，即西北印度（或北印度），阿般提在温德亚山脉北，属西印度。在南印度以及东印度还有一些国家，如北孟加拉的奔那国（Pundra）、中孟加拉与东孟加拉的文伽国（Va[image: ]ga）、南部的案达罗国（Andhra）、东海岸的羯陵伽（Kali[image: ]ga）等，这些国家皆非雅利安国家。[50]

三 列国政治状况

列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或者城邦的联合体，数量远比十六国多。这些国家的政体略有两类：一者君主体（Rājya，即啰劫），二者共和体（Samgha，即僧伽，或者Gana，即哥纳）。君主制乃以世袭的王权为基础建立的统治形式，但并非绝对专制的体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王，其权力会受到婆罗门阶层或者惯习法或者某种会议的限制。不过，在婆罗门的参与下，君权神授的观念开始出现。从行政体制看，在国王下，设有行政官、军事长官、司库官、征税官、地方行政官（包括千村长、百村长、十村长、村长）、正宫、内侍等。立法、司法亦具雏形，但法令由国王颁布。军队已经常规化，建立有步兵、骑兵、战车兵和象军。宗教与行政分离，宫廷祭司并非行政官，而是负责祭祀、占卜，并充当国王顾问。共和体则为多王分权的多头统治，来自刹帝利阶层的贵族首领各司其职，而且组成长老会议，共议国事。在共和国里，也设有掌管军事、财政与司法等事务的职能机构及其官吏。一般而言，共和体制较君主制保留有更多的部落传统。[51]

在列国中君主制占多数，主要有迦尸、居萨罗、摩揭陀、跋沙与阿般提等国。迦尸虽然在最初最为强大，但后来在争霸中被居萨罗吞并，所以在佛陀时代主要有居萨罗、摩揭陀、跋沙与阿般提四大强国。君主国还有鸯伽、阿湿波、婆蹉、苏罗婆、乾陀罗、剑浮沙等国。共和国中较大者有跋祇、末罗，可能还有支提，较小者有迦比罗卫、考利耶、波迦、毛利耶，等等。在十六国中，居楼、般阇罗初为君主国，后转变为共和国。[52]

从主要国家的地理分布看，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恒河中游，文化中心也相应发生了这种转移。但其中，正统文化婆罗门教的中心在恒河上游，而非正统的文化中心则在恒河中游，即中印度。

列国之间不分种族频繁征战，灭国、吞并不断发生。大国中，首先是迦尸成为战争牺牲品。随着摩揭陀国的强盛，居萨罗、阿般提两大强国感到巨大威胁，互相敌对，时有战争爆发。与佛陀同时代的居萨罗国王是波斯匿王，军力强大，笃信佛教，是佛陀的一个重要护法。如来成道不久，波斯匿王即位，欲娶释迦族之女，摩诃男却选婢女充任，立为正宫，生子毗琉璃。但后来毗琉璃即位后，深感耻辱，发兵攻打迦比罗卫国。佛陀曾经多次阻止未果，最终释迦族被灭。摩揭陀国在佛陀时王名频婆娑罗，也是佛陀的一个强大护法。在此王统治时期，通过征战，吞并了鸯伽国，国力强盛起来。频婆娑罗王后被其子阿阇世纨绔子幽禁而死。在阿阇世王即位后，通过与居萨罗、阿般提以及跋祇等国的争战，摩揭陀国霸权增长，特别是瓦解并征服了以共和国跋祇为核心的东部联盟。后经过几代国王的征战，又征服了阿般提、跋沙、居萨罗等大国，实现了称霸，建立了难陀王朝，为孔雀帝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基础。

列国作为城邦，或者城邦联合体，意味城市在恒河流域大量出现。这被称为古印度的“第二次城市化”，比印度河文化时期的“第一次城市化”规模要大得多。到公元前6世纪印度出现了六十余座城市，[53]大多在恒河流域。恒河流域的这些城市作为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对恒河流域乃至整个印度的发展起到带头作用。据《大段涅槃经》记载，当时最重要的大城市有王舍、吠舍离、舍卫、波罗痆斯、阿踰陀、瞻波、[image: ]赏弥、呾叉始罗。[54]这八大城市，除北方的呾叉始罗外，都在恒河流域。最具代表性者，北方是呾叉始罗，中印度是王舍城。呾叉始罗作为乾陀罗国首都，既是北方政治与经济中心，又是北方文化中心，甚至吸引了中印度乃至东印度不少年轻高种姓者远去求学，传说波斯匿王年轻时也在那里读过书。摩揭陀国乃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其首都王舍城也被建成了当时中印度最大的城市。其不仅是中印度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中印度商业、手工业集聚地，事实上，它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但后来，在优陀那跋陀罗统治时期（约前460—前444年），摩揭陀国首都迁到华氏城（Pātaliputra，又作波吒厘子城，即今巴特那市），在后者繁荣起来的同时，前者逐渐衰落。在诸大城中，瞻波与波罗痆斯是著名的大商业中心，特别是瞻波，作为恒河下游的一个大商埠，与恒河沿岸都有商贸往来，而且经海路行商到缅甸、斯里兰卡、西亚等地。

四 列国的经济与社会

就经济而言，以城市为中心，主要是商业与手工业的开展。恒河流域水上交通发达，沿河乃至海路商贸的大力开展使商业市场不断扩大，也刺激了手工业的持续增长。手工业的产品日益丰富，分工也更加专业化，生产规模也有很大发展。其中，纺织业极为发达，棉、麻、毛、丝等纺织品种类繁多；木工、酿酒、制陶业形成了规模；制糖、印染、金属加工、制革、象牙宝石制造等业也如此。手工业者们组成了自己的行会，计有十八种之多，设会长或长老作为首领。在城市中出现了手工业的街坊，如织工街坊等，在城外则出现了手工业村，如陶工、木工、铁匠等村。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有了一定发展，外科医生已能掌握局部开刀术、鼻工术、矫形术等。[55]

在城市中，与手工业的发达相应的是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城市遍布店铺，还有商队经过陆路与水路，在各大城市间往来，恒河流域的手工业品以及其他各种商品如织物、油、谷物、檀香木、香料、香水、金银珠宝及种种食品受到所到之处的欢迎。又经过海路开展有频繁的海外贸易。据记载，海路与陆路的商队规模都相当大，显示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不再适用，甚至成为一种障碍。所以，以钱为中介的交易方式自然形成。但钱币的种类并非单一，至少有八种众多，包括金属钱币等。钱币的广泛使用，使商贸开展更加方便与便捷，效率大为提高，这样就在吠舍中出现了富有的大商人阶层，在佛经中经常以“长者”“居士”等词称呼。在大商人中，一些成为佛陀的护法居士，最著名的有须达多长者，即舍卫城的给孤独长者，曾以黄金铺地之资供养佛陀一座园林精舍——祇园精舍，或称祇树给孤独园；还有王舍城的迦兰陀长者，也供养佛陀一座园林精舍，即竹林精舍。这是佛教最早的两大修行精舍。在钱币流行起来后，出现了放高利贷的行业，这不仅使一些人畸形致富，也使一些人破产破家沦为奴隶。

在城市所辖的农村，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们大多有自己耕种的土地，但也有小部分没有，只能给别人做雇工。当时土地名义上属于国王所有，但也存在真正的大土地所有者，或者国王所赐的封邑。农民一般结成村社从事生产，这构成了印度古代农业生产的基础。村社有大有小，大者上千户，小者仅几十户。在村社外有牧场，为全体共有。农民所交的赋税相当高，一般是六分之一，有时甚至达到四分之一。虽然农作物种类繁多，谷物都有十七种，但农民的生活仍很困苦。[56]

战争的频发、国家的生灭与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原有社会结构，导致种姓制的变化。这不仅反映在种姓排序的变化上，而且种姓的内在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刹帝利种姓全面占据第一种姓位置，婆罗门种姓由于没有直接的政治军事权力而退居第二位。在阿含经中常按照这种位置的变动排列种姓。如《长阿含经》“世记经”中曾说世间先有刹帝利种姓，接着出现婆罗门种姓，然后再有吠舍（“居士”）种姓与首陀罗种姓，如云：

刹利生为最，能集诸种姓，明行成具足，天人中为最。[57]

在《增一阿含经》中也如是说：

初有刹帝利，次有婆罗门，第三名毗舍，次复首陀姓。有此四种姓，渐渐而相生。[58]

《增一阿含经》又云：“有四姓，云何为四？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59]此中还以长者与居士分别为吠舍种姓与首陀罗种姓，这与玄奘大师提到印度种姓后两者为商贾与农人的记载一致，反映了印度种姓随着刹帝利、商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婆罗门、农人地位的下降而发生的一种变化。

种姓次序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在列国时代，在雅利安人正统的婆罗门教势力较弱、非雅利安人文化势力较强的恒河中下游，“王权至上”的现实政治观念替代“婆罗门至上”的传统文化观念成为总体趋势。更有甚者，由于经济发展加速，财富所有者在社会中地位急剧上升，一部分大商人从吠舍种姓中分化出来，随刹帝利种姓的上升，也跃居较高地位，甚至有时排在婆罗门种姓之上。

在新的种姓思想中，不再承认吠陀所说种姓及其顺序是天生天定的说法，而将其视为社会与职业选择的结果。其中，强调刹帝利种姓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婆罗门种姓是通过职业，或者出家修道获得；一些人经商或者务农，即成为吠舍种姓；还有一些人从事手工业，则成首陀罗种姓。当然，种姓的具体分类与构成在当时要更为复杂。在这个时期，传统作为刹帝利的武士阶层、作为祭师的婆罗门阶层也有从事商业、农业与手工业的，传统作为牧民、商人与农民的吠舍与手工业者的首陀罗的职业也常互换。这样，在被视为吠舍、首陀罗的传统职业里面，常常就有原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种姓的人共操一业，他们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原先的种姓地位。

而在这四种姓之外，还有大量的奴隶存在。奴隶属于奴隶主，而奴隶主一般是刹帝利种姓、作为大商人的吠舍种姓与婆罗门种姓。佛经里谈到奴隶的来源，如云：

奴者五种：家生、买得、抄得、他与、自来。家生者，家中婢妾生；买得者，雇钱买得；抄得者，抄邻国得；他与者，他人与；自来者，自来作奴。[60]

这其中，抄得，即是俘虏而来的，还要加上债务奴隶、罪奴等类。奴隶们主要是家庭奴隶，从事家庭的各种劳动，还有大量供奴隶主生活与享乐的侍应奴隶，另有少量生产奴隶。奴隶没有任何社会地位，被视作“物”，与象、马、猪、羊等同，可以自由买卖或赠予。奴隶没有人身保障，奴隶主可任意打骂、残害，甚至杀死。这反映了古代印度社会制度中最残酷的一面。[61]

种姓制度的一些变化并不意味其不稳定，事实上，虽然从社会地位角度看种姓有改序的现象，从职业角度看种姓有混杂的一面，但种姓的地位差别及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削弱。不过，这些变化在宗教文化领域被放大，爆发了宗教与文化的种种离经叛道的新思潮。

第四节 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宗教与思想文化

一 印度文化的轴心时代与佛陀时代

随着雅利安人的东移，古代印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也发生东移。列国时代的到来标志这个转移的完成。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以大小城市为中心，出现众多国家，这些国家之间争战不休，兴衰无常。与政治的混乱不同，以商贸与手工业为龙头的经济却繁荣起来。结果，传统的种姓制结构遭到动摇，刹帝利与商人的地位扶摇而上，婆罗门种姓地位陡然下降。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化过程中，婆罗门阶层对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控制削弱，人们普遍对繁复的祭祀仪式、严格的种姓制以及以四行期为代表的社会生活规范感到厌倦，对真理与解脱的渴求与探索在怀疑、反省与批判中全方位展开。

本来恒河中下游都是非雅利安人即原住民的聚居地，虽然已经吸收了正统文化，即吠陀文化，但非主流文化仍能分庭抗礼，甚至在民间更为强大。所以列国时代的到来，刺激了非主流文化中的反叛或者说革命性因素的爆发，在以居萨罗与摩揭陀国为代表的广大地区，激荡起与正统文化对立的新思潮。在此时期，思想空前活跃，新说层出不穷，大师辈出，灿若星河，形成了种种相互竞争的思想形态与流派。即使是吠陀传统，也通过《奥义书》在远离人群的森林中发问与深思。

当时推动这一时代风气的主要是刹帝利阶层以及工商阶层，而代表者乃一些刹帝利沙门。这些沙门出家修行，但反对吠陀的权威、否定祭祀的作用以及婆罗门至上，成为思想的先锋与新宗教的提倡者。他们不使用梵语，而是使用混成俗语（混合梵文），甚至当地方言，或者著书立说，收徒授艺，或者云游列国、辩论传教。信徒云集，王公们有时还会辩论获胜者予以奖励。[62]他们的思想与宗教实践形成沙门思潮，集中体现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在其中，释迦牟尼佛与沙门六师富兰那·迦叶、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婆浮陀·伽旃那、末迦梨·拘舍罗、散惹耶·毗罗梨子和尼干陀·若提子最为杰出。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为自近古时代起的印度文化大繁荣奠定了基础。具有相似的重要意义的文化发展在当时整个东西方范围内都是普遍的，所以雅斯贝斯称这个时代为轴心时代，如他所说：“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63]在印度，这个时代一般被称为佛陀时代。

虽然流派众多，甚至彼此立场多针锋相对，但可归结为以传统婆罗门为代表的正统或者守旧思想阵营与以新兴沙门[64]为代表的非正统或者革新思想阵营，即沙门思潮阵营。前者仍视吠陀为真理及其来源、标准，维护婆罗门教“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坚称四种姓天定而不可动摇，而后者彻底否定吠陀具有真理与神圣的地位，进而否定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乃至婆罗门教本身，猛烈批判种姓制度，反对繁琐祭祀以及杀生，试图将依于琐碎仪轨的传统宗教信仰转移到对宇宙与生命的求真探索中去。

沙门思潮是在新兴国家中诞生的，与新兴国家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变化相适应，因此受到了这些政权的保护，甚至一些思想派别被尊崇为国教，一些大师被尊奉为国师。这样，沙门思潮与正统思想能够相抗衡，从而能够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由此逐渐形成了新的正统与非正统的两大思想文化之流，最终迎来了印度古典文化的时代。在其中，佛教与耆那教最终成为非正统文化的代表，而后来的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以及吠檀多派成为正统文化的代表，后者最终形成了以吠檀多思想为核心的印度教，继承并取代了古老的婆罗门教作为印度主流与正统宗教的地位。

二 佛陀时代的正统思想与《奥义书》

到佛陀时代，正统思想有所深化，因为最早的《奥义书》已经出现。首先是“梵我一如”的思想已经成熟。从梵书到奥义书，梵（Brahman，大梵）被诠释为宇宙与生命的根本原理，或者说超越性本体，一切事物产生、依存于它，灭后又归于它。换言之，梵乃根本的、最真实的存在，而余一切事物是次级的甚至虚幻性的存在。在佛陀后出现的《奥义书》更进一步反复表明梵不能以语言、思维去把握，只能以否定的方式去间接认识，所谓“不是这个，不是这个”（“Neti，Neti”），如《由谁奥义书》云：

彼处见不到，语言所不臻，心思亦不及。吾人既不知，吾人亦不识，如何而教“彼”。唯异所知者，又超所未知。我辈闻自昔、哲人说云“彼”。[65]

此中“彼”即梵。同时，又以用拟人方式引入的我（自我）即阿特曼（[image: ]tman）为宇宙生命非生命的一切的本质、本源，如云：

太初，此世界唯独“自我”也。无有任何其他睒眼者（生物或生动者——译者注）。彼自思维：“我其创造世界夫！”[66]

“梵”从抽象的普遍本原与“我”从拟人的普遍本原表达同样的意义，所以在《奥义书》中二者一般都异名同义地使用。换言之，梵我是同一的，所谓“梵我一如”（Brahma-ātma-aikyam），而可合称梵我。“梵我一如”的观念，在印度古典思想的后期，成为吠檀多派思想的核心，也奠定了印度教的哲学思想基础。

梵我在生命中，乃众生内在的我，而在事物，则为其本质，且是产生宇宙一切的根源，而体现为万物。因此，梵我也就是万物，所谓“大梵之态有二：一有相者，一无相者；一有生灭者，一无生灭者；一静者，一动者；一真实者，一彼面者（对立面——笔者注）”。[67]即梵我可视为万物的本质，万物可看成梵我的体现。如《歌者奥义书》云：

斯则吾内心之性灵也，其小也，小于谷颗，小于麦粒，小于介子，小于一黍，小于一黍中之实。是吾内心之性灵也，其大，则大于地，大于空，大于天，大于凡此一切世界。是涵括一切业，一切欲，一切香，一切味，涵括万事万物而无言，静然以定者，是吾内心之性灵也，大梵是也。而吾身蜕之后，将归于彼焉。[68]

大梵作为内在之性灵，即我，至小无内，至大无外，乃存在本身。

除在梵我同一的意义上以梵我为万物发生的根源外，也以绝对的“无”说明宇宙一切的产生，如云：

太始之时，唯“无”而已。而有“有”焉。而“有”起焉。化为卵。卵久静处如一年时，于是乎破。卵壳分二，一为金，一为银。彼银者为此土地，金者为天。卵外膜为山岳，内膜为云雾。脉管为江河，液汁为海。于是由此而生者，则彼太阳也。方其出生也，宣豗之呼声随之大起，而一切众生一切所欲皆兴。故每当其上升，每当其下降，喧豗之呼声皆作，一切众生一切欲望皆起焉。[69]

即由“无”而有“有”，由“有”而有卵（金卵），有卵而乃至有万物。也说由空（虚空）而有万物：“问曰：‘此世界何自而出耶？’答：‘空也。维此世间万事万物，皆起于空，亦归于空。空先于此一切，亦为最极源头。’”[70]

在《奥义书》中，“我”作为常一自在的实体，为业力所系缚，而囚于肉体之中，受着生老病死的苦乐因果，而不断轮回转生。每人重新转世的生命形态，取决于他过去本人的行为，即业（Karma，羯磨），实际就是遵奉婆罗门教、依种姓规定而行到什么程度，所谓“人唯以善业而善，以雕业而恶矣”。[71]此中，雕业即不善业。这些生命形态有胎生、卵生、湿生、种生。其中，胎生如人兽等，卵生如鸟鸡等，湿生如蚊蚋等，种子生如草木等。如果能离家修行，如苦行、布施、正行、不杀生（不害）、实语、禁欲、同情等，亲证梵我一如，消除业力，“我”就能超越肉体，与梵统一起来，而得到解脱。[72]这样，正统思想在有我论的基础上，成立了轮回与解脱说。

正统思想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实际从吠陀到梵书到奥义书，里面都有怀疑主义思想存在，对吠陀文化的主流思想有所质疑，如怀疑吠陀的真理性、祭祀的功能作用等。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吠陀主流思想的发展。这些发展一方面承认吠陀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又选择与主流思想不同的具体思想路径。这类思想方向的最终系统化，即是古典文化时期的正统文化中的数论派等派别。

在佛陀时代，数论派就已经有所发展，提出了其雏形，甚至佛陀曾在出家后尝试修学。数论派的思想基础是一种二元论，即精神方面作为静观的神我，是纯智性，物质方面作为一切事物的最初元素的原质，又称自性，是纯物性的。这两种基本因素在吠陀文献中都已出现，但其二元化的结构被认为与非雅利安人的文化中男女阴阳二元的存在模式有关。自性在其内部运动中演变为种种事物，包括生命与非生命的一切，但神我一种处于静观之中。不过其最初的轮回与解脱观念并不清楚。其他的正统思想流派虽然也有萌芽，但其发展基本都在佛陀之后。

必须指出，即使是在列国时代恒河中下游支持沙门思想的新兴国家中，大多数仍以吠陀文化为其主流文化，建立正统意识形态，而沙门思潮虽被一些国家尊为国教，但也只是其意识形态之一。可以认为，在这些国家中，主流与非主流的思想文化构成了一种互补。

三 佛陀时代除佛教外的主要学说类型

（一）外道见与六十二见

在佛陀时代，由于思想风云激荡，包括正统非正统在内的学说不可胜数。据耆那教所称，有三百六十三种。其中分为四类：一者作用论（行为论），共一百八十种；二者无作用论（无行为论），共八十四种；三者无知论，共六十七种；四者持律论（解脱论），共三十二种。其中，作用论主张灵魂有善恶选择，而善恶有业报，无作用论与其对立，二者被后人区分为时论、自在天论、我论、必然论、自然论、偶然论；无知论即不可知论；持律论主张严持戒律，修行苦行，能获得解脱。[73]

佛教则将自己之外的一切学说予以了分类。在佛教那里，这些教外学说，统称外道（Tīrthaka，Tīrthika）。因为在佛教看来，它们作为世间学说，并不能真正指向真理与解脱，所以以“外”名之，以示性质与佛教根本相异。“外道”可指人、学派、见解、学说，常为了明确表示见解、学说，还加上“见”（Drsti，Dar[image: ]ana），而成“外道见”。佛教大小乘典籍都曾提及种种外道，根据时代不同，数量与内容有所变化。在佛陀时代，曾列举多达九十六种外道，而且这些外道还形成了传承，如《五分律》记载频婆娑罗王弟年年普请九十六种沙门作大供养。[74]九十六种显然不可能是外道总数。佛教对外道见的叙述一般是为了系统批判，所以常根据其某种特征予以归纳，以统摄其余。比如常以常见、断见二，或者有见、无见二，乃至六十二见、九十六见等来区分、归纳与统摄。在《长阿含经》的“梵动经”中曾列出六十二种外道见，予以系统与细致的区分，以统摄全部外道见：

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末劫末见，各随所见说，彼尽入六十二见中；各随所见说，尽依中、在中，齐是不过。犹如巧捕鱼师，以细目网覆小池上，当知池中水姓之类，皆入网内，无逃避处，齐是不过。[75]

这六十二见可分为两大类：一为“本劫本见”者，谓本见者依过去世而起之见，有五类十八种；二为“末劫末见”者，谓末见者依未来世而起之见，有五类四十四种。

（二）依过去世而起的五类十八种见

依过去世所起的五类十八见，即常论四、半常半无常论四、有边无边论四、异问异答论四、无因论二：

一者“常论”，说我及世界常住。又分四种：①有众生入禅定，能忆见过去二十劫之事，诸众生不增不减，常聚不散，而执为常住不灭；②有众生入禅定，能忆见过去四十劫之事，诸众生不增不减，常聚不散，而执为常住不灭；③有众生入禅定，能忆见过去八十劫之事，诸众生不增不减，常聚不散，而执为常住不灭；④有众生以捷疾智观察、推理、判断，而执诸众生及世间为常住不灭。简而言之，一些众生依据有限的时空段中生命以及世界有相续，而起常论。

二者“半常半无常论”，又译“亦常无常论”、“有常无常论”，说我及世界一分常住，一分无常。具体分四种：①从梵天下生人间的众生，以梵天为创造主、为常，人间众生为所创生、为无常；②从诸天因戏笑娱乐而下生人间的众生，以此诸天为常，人间众生为无常；③从诸天因对其他众生生欲染而下生人间的众生，以此诸天为常，人间众生为无常；④有众生以捷疾智观察、推理、判断，而执诸众生及世间为半常半无常。

三者“有边无边论”，说世界有边无边。又分四种：①有众生入禅定，观世间有边际，而起有边见；②有众生入禅定，观世间无边际，而起无边见；③有众生入禅定，观世间上（下）有边，四方无边，起有边无边见；④有人以捷疾智观察世间，起非有边非无边见。即执世界有边、世界无边、世界亦有边亦无边、世界非有边非无边。

四者“异问异答论”，又译“不死矫乱论”，即诡辩论，所谓“彼彼问时，异问异答”。又分四种：①有众生不知世间善恶有报无报，而他人来问此事，因耻、畏于不知，而不作肯定或否定的答复；②有众生不知有他世无他世，而他人来问此事，恐为妄语，而不作肯定或否定的答复；③有众生不知善非善法，而他人来问此事，畏惧苦受，而不作肯定或否定的答复；④有众生愚冥暗钝，他人有问，不解其问，而不作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五者“无因论”，说我及世界无因而生。又分二种：①自无想天死后转生的众生起此见，即有众生先自无想天下生人间，后修禅定，见前生无想无心，而起世间本无而有，即无因而生之见；②有众生以捷疾智观察、推求，执世间无因而有。换言之，前者意为，在无想天第六意识不转，所以再投生的众生，在禅定中，觉得自己无因而生；后者意为，通过推理思维发现，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找不到确定的原因，所以定是无因而生。[76]

（三）依未来世而起的五类四十四见

依未来世所起的五类四十四见，即有想论十六、无想论八、非有想非无想论八、断灭论七、现在涅槃论五。

一者“有想论”，说死后生有想。具体分十六种：①②③④死后当生“有想”，或者“有色有想”，或者“无色有想”，或者“有色无色有想”，或者“非有色非无色有想”；⑤⑥⑦⑧死后当生“有想”，或者“有边有想”，或者“无边有想”，或者“有边无边有想”，或者“非有边非无边有想”；⑨死后生“一向有乐有想”；⑩死后生“一向有苦有想”；死后生“有乐有苦有想”；死后生“不苦不乐有想”；死后生“一想”；死后生“若干想”；死后生“少想”；死后生“无量想”。这些相当于主张死后仍有意识存在的种种立场。

二者“无想论”，说死后生无想。又分八种：①②③④死后当生“无想”，或者“有色无想”，或者“无色无想”，或者“有色无色无想”，或者“非有色非无色无想”；⑤⑥⑦⑧死后当生“无想”，或者“有边无想”，或者“无边无想”，或者“有边无边无想”，或者“非有边非无边无想”。这些相当于主张死后再无意识存在的种种立场。

三者“非有想非无想论”，说死后生非有想非无想。又分八种：①②③④死后当生“非有想非无想”，或者“有色非有想非无想”，或者“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或者“有色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或者“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⑤⑥⑦⑧死后当生“非有想非无想”，或者“有边非有想非无想”，或者“无边非有想非无想”，或者“有边无边非有想非无想”，或者“非有边非无边非有想非无想”。这些相当于主张死后不能说意识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种种立场。

四者断灭论，又称断见，说众生断灭无余。又分七种：①我身为“四大”（地、水、火、风）所成，死后必归无常，即断灭——这相当于顺世外道；②我为欲界天而必断灭；③我为色界天而必断灭；④⑤⑥⑦⑧我分别为无色界的“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而必断灭。意为，依于欲界、色界与无色界成立的我，都有断灭、消失，所以是断灭论。

五者“现在涅槃论”，又作“现在泥洹论”。又分五种：①以我处于“五欲（色、声、香、味、触欲）自恣”时，为现在涅槃——这相当于纵欲论；②③④⑤分别以我入于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为现在涅槃。[77]意为，以欲界的随欲行乐与色界的清净存在为涅槃。其中，涅槃指最高境界与最胜存在方式。[78]

六十二见主要是围绕“我”与“世界”（又译“世间”）建立的，最终可归摄为两种性质之见，即常见与断见。常见承许我或者世界恒常存在，断见承许我或者世界终将断灭。佛教甚至认为，世间的一切学说，不外常见与断见两类。

四 沙门思潮

在前文已提及，沙门思潮指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开始出现在印度的一批异端修行者所形成的强大思潮，由于与正统思想对立，而称非正统思想。沙门思潮引发了印度文化的轴心时代，所以在印度宗教史与文化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一）沙门与婆罗门

“沙门”的梵文为[image: ]ramana，译语来自古代西域方言的转音，谓出家修行者之义。沙门有各种类型，有的是游方者（Parivrājaka，游行者），有的是遁世者（Samnyāsin，隐修者），有的是苦行者（Yati），有的是行乞者（Bhiksu，比丘），[79]所以后来泛指一切出家修行者。如在阿含经等佛教典籍中经常将沙门与婆罗门连称为“沙门婆罗门”，就有此意，如云：

若诸沙门婆罗门于法不如实知，法集、法灭、法灭道迹不如实知，彼非沙门、沙门数，非婆罗门、婆罗门数。[80]

这里的连称用法“诸沙门婆罗门”，可断为“诸沙门、婆罗门”，实际即用于指称一切修行者，其中婆罗门指在世间即在家修行者，而沙门指离世间即出家修行者，诚如《大智度论》所说：

问曰：“何以故独说诸沙门、婆罗门，不说国王及长者诸余人众？”答曰：“智慧人有二分：沙门、婆罗门。出家名沙门，在家名婆罗门，余人心存世乐，是故不说。婆罗门多学智慧求福，出家人一切求道，是故但说沙门、婆罗门。”[81]

在此二者中，沙门要比婆罗门殊胜，主要原因在于前者断欲去爱而离世间，后者不能离开名、财、家室而在世间。

但在佛教、耆那教经典中，“沙门”一语也常指非正统教团出家修行者，而与婆罗门教出家修行者相区别。这种用法可能是在沙门思潮出现后的一种约定俗成。汤用彤曾注意到这种区分：“希腊有梅迦斯屯尼（Megasthenes）者，以西历纪元前三百零二年受命使月护王庭，归而著一书，内谓当时印土宗师，显分二派：一为婆罗门，一为沙门。……则沙门者，似为当时不属于婆罗门正统者共有之名号，其行为如林住，如巫占，虽不必有异于婆罗门僧人，然究不属于吠陀之宗绪。”[82]

当然，在佛教中，“沙门”一语还常更为狭义，指佛教自己的出家修行者，而不包括其他教的出家修行者。在此意义上，沙门与在家的婆罗门修行者的差异就更为明显，《瑜伽师地论》曾以五相区分了此二者的胜劣，如云：

由五法故，沙门、婆罗门胜劣差别。何等五法？一者闻法，二者戒法，三摄受法，四受用法，五证得法。谓婆罗门所有闻法、义虚劣故，不示他故，文句隐故，是其下劣；沙门闻法，与此相违，故是胜妙。又婆罗门所有戒法，随何随分，随其差别，开许害等，故是下劣；沙门戒法，与此相违，故是胜妙。又婆罗门所摄受法，摄受障道田事、宅事、财货事等，又复摄受妻子、奴婢、僮仆等类，故是下劣；沙门所有摄受之法，除离苦法，更无所有，故是胜妙。又婆罗门所受用法，受用障道涂饰、香鬘、庄严具等，又现受用歌舞、作倡、戏笑等事，又现受用淫欲等法，故是下劣；沙门所有受用之法，受用无罪正闻、思、修所成智慧，故是胜妙。又婆罗门所有证法，但以梵世为究竟故，复退还故，杂染污故，有苦恼故，是其下劣；沙门证法，以般涅槃为究竟故，无退转故，一向离垢故，一向安乐故，当知胜妙。[83]

且在佛教中，佛陀虽出家为沙门，但与佛教的其他沙门是相区别的，而尊为“大沙门”。

在本书的沙门思潮中“沙门”一语，非谓佛教中的沙门，也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出家修行者，乃指非婆罗门教中的出家修行者，与婆罗门教在思想和修行上是对立的。

（二）沙门思潮的代表人物

沙门思潮覆盖了众多的思想家与宗教家，一些沙门组成了自己的教派，形成一股股宗教与思想势力，影响甚大，使当时印度出现了相互间能够分庭抗礼的种种宗教与思想阵营。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释迦牟尼佛，以及所谓的“沙门六师”，即佛经所说的“六师外道”：富兰那·迦叶、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婆浮陀·伽旃那、末迦梨·拘舍罗、散惹耶·毗罗梨子和尼干陀·若提子。沙门六师在当时都是大宗师，声名远扬，如《长阿含经》所云：

于大众中而为导首，多有知识，名称远闻，犹如大海多所容受，众所供养。[84]

沙门六师作为婆罗门教的对立面出现，在思想上有几点共同之处：一者否定吠陀在真理上的权威性，而为自由思想者；二者否定祭祀万能论，主张施与、祭祀无作用与意义，进而否定善恶及其因果，所以差不多皆可称为无作用论者、非道德论者、无因论者；三者由主张无因论，而反对神创说；四者由反对祭祀中使用人、动物作牺牲，进而反对杀生；五者他们客观上代表较低种姓的利益，包括第四种姓。[85]他们的学说对当时宗教、社会与文化的批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带有很强的启蒙性质。

在沙门思潮中最有影响者，乃佛陀释迦牟尼与大雄尼干陀·若提子，二者分别创立了佛教与耆那教。

在沙门思想家中，除佛陀与大雄外，几乎都没有任何独立的思想材料留传后世，主要在佛教与耆那教经典中有一些属于批判性质的引用，但并不完整，以致其他沙门思想家的思想面目很不清晰，后世人经常张冠李戴，比如富兰那·迦叶、婆浮陀·伽旃那、末迦梨·拘舍罗三者的思想即经常混淆，[86]难以判定其思想内容。本节对沙门思潮的叙述，仅限于“沙门六师”。

五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与顺世派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ke[image: ]akabala），又译作阿耆多枳舍钦婆罗、阿耆那只奢甘婆罗、阿市多鸡舍甘跋罗、阿夷多鸡舍剑婆利、阿夷专其邪今离等。在沙门六师中，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及其思想具有特殊性，属于唯物主义。在吠陀、佛教文献、史诗，以及较晚一些的哲学著作中几乎都要提到唯物主义观点，但唯物主义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派别。相对而言，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在沙门思潮中所拥有的势力较为引人注目，并可能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唯物主义派别，但此有限的辉煌也仅属昙花一现。从思想性质上看，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反宗教者，而且是断灭论的最重要代表，所以，唯物主义在印度思想史上不仅一直是正统思想的对立面，而且也与一般非正统思想势不两立。正因为如此，尽管唯物主义观点时有出现（如唐朝玄奘西游时就曾有顺世外道来论难[87]），但由于一直受到全面批判与打压，结果没有一部唯物主义的系统著述留存下来。可以说，后世对唯物主义只能根据各派的只言片语的记述勾勒出一个大略的模糊面目。

“唯物主义”直接对应的梵文是Cārvāka，音译为斫婆伽，其确切含义现已不知，但有两种说法最为人注意：一者认为，“斫婆伽”最初是一位唯物主义者的名字，后转指唯物主义；二者认为，“斫婆伽”最初是用于描述唯物主义者的思想与行为的名词，因为他们的哲学宣扬“吃喝、快乐”（carv，吃）。唯物主义还由于多随顺世间一般立场，而称Lokāyata、Lokāyatika，或者Lokāyata-anta，在中国文献中常音译为路伽耶陀、卢迦耶陀、路歌夜多、路迦也底迦等，或者意译为“顺世外道”、“顺世论”等。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是佛陀同时代人，但要年长。他曾系统地表述了唯物主义思想，是顺世论师中影响最大者。据《中阿含经》记载，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乃“名德宗主，众人所师，有大名誉，领大徒众，五百异学之所尊敬也”，[88]但经中对其完全持批评态度，毫不客气地使用贬称：

彼在大众喧闹娆乱，放高大音声，说种种畜生之论，谓论王、论贼、论斗、论食、论衣服、论妇人、论童女、论淫女、论世间、论空野、论海中、论国人民，彼共集坐论如是比畜生之论。[89]

此中将阿耆多·翅舍钦婆罗的学说贬斥为“畜生之论”，这也代表了古代印度一般派别对顺世论的态度。从引文还可看出，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主要关心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没有像其他沙门师那样孜孜寻求出世与解脱之道。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在持非正统立场的沙门六师中，乃批判态度最激烈的一个，他既否定婆罗门祭祀、律学家和婆罗门教，也反对一切在他看来不切实际的思想家。就其哲学立场而言，他注重感觉与感觉对象，而否定靠信仰获得的普遍教条；立足当下的存在，而反对将注意力集中于未知或者遥远的未来；珍视生活中简单的快乐，而不追求禅定带来的喜乐。[90]在佛教中，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被视为“现世涅槃论”者。《长阿含经》曾引述阿耆多·翅舍钦婆罗的一段话：

受四大人取命终者，地大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皆悉坏败，诸根归空。若人死时，床舆举身置于冢间，火烧其骨如鸽色，或变为灰土。若愚、若智取命终者，皆悉坏败，为断灭法。[91]

从中可知，他承许事物的最终极要素是四大，即地、水、火、风，而人就是四大所构成，其精神方面也不外物质构成所引生的特殊功能而已。这样，“我”就不再具有常一自在的性质，生命不论贤愚死后皆分解为四大，而回归空无。按照这种断灭见立场，创世的神不存在，也无灵魂，轮回、业乃虚构，祭祀、布施没有意义——宗教必然是欺骗性的。

六 末迦梨·拘舍罗与生活派

在沙门思潮中，“生活派”（[image: ]jīvika）是一个重要的教团，其创立者乃末迦梨·拘舍罗。末迦梨·拘舍罗（Maskari-go[image: ]āla），或末伽梨俱舍梨子（Maskarī-go[image: ]ālīputra），又译作末佉梨劬奢离子、末羯利瞿阇离子、末塞羯利瞿赊利子、末塞羯利瞿黎子等。据传，末迦梨·拘舍罗最初与尼干陀·若提子同修苦行，但六年后二人分道扬镳，后来他成为宗师，游方教化，在舍卫城去世。

[image: ]jīvika的大致意思指遵守与其阶层相适合的生活方式的人，但似乎无法与生活派的学说直接联系起来。这个名称可能与末迦梨·拘舍罗的立场有关。按照末迦梨·拘舍罗，沙门的游行乞食并非一种获得解脱的方式，而是一种谋生的方式、一种职业。“生活派”可能就是对此的贬称。在佛典中，多称其为“邪命外道”，音译为阿耆毗伽、阿夷维、阿耆维等。

按照《长阿含经》，末迦梨·拘舍罗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虚妄的，一切行为都无意义，如其云：

无施，无与，无祭祀法；亦无善恶，无善恶报；无有今世，亦无后世；无父，无母；无天，无化，无众生；世无沙门婆罗门平等行者；亦无今世后世自身作证，布现他人；诸言有者，皆是虚妄。[92]

从中看出，末迦梨·拘舍罗反对布施与祭祀，否定善恶业报。在他看来，众生的一切染净、一切苦乐受用、一切存在状态，都非人力所为，道德与修行均虚妄无义。这在南传《长部》之“沙门果经”中有更清楚的显示：

无因无缘令有情杂染；非因非缘而有情杂染；无因无缘令有情清净；非因非缘而有情清净。无有自作，无他人作，无人可作，无力，无精进，无人力，无人势。[93]

末迦梨·拘舍罗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却吊诡地相信命运，乃一个命定论者，命定论更是其思想的最主要特征。按照其命定论，虽然众生的行为与存在没有意义，但众生最终的命运是确定的，如南传《长部》之“沙门果经”所云：

一切有情，一切众生，一切活者，一切命者，无权，无力，无精进，定合其自有性，而变于六胜生，受诸苦乐……经八百四十万大劫，若智若愚，往来流转，乃决定作苦边际。……以如是斛量苦乐，于轮回中，不可变换，无可增减，无可多少，如掷缕丸，缕尽便住。如是若愚若智，流转轮回，乃能作苦乐边际。[94]

意为，一切皆由命运的力量决定，无论贤愚，以六种生类（“六胜生”）轮回而遭受苦乐，但只要到了八百四十万大劫，一切善恶、苦乐都必然止息，轮回终结。在此意义上，末迦梨·拘舍罗表现出一种自然主义倾向，乐天安命，顺其自然，旷达无羁。

七 富兰那·迦叶及其非道德论

富兰那·迦叶（Pūrana-kā[image: ]yapa），又作不兰迦叶、富兰迦叶、布剌拿迦叶波、补剌拿迦叶波、晡剌拿迦摄波等。富兰那·迦叶出生于婆罗门家庭，也有说是一个奴隶的儿子。[95]他作为婆罗门教的激烈批判者，领导了一个沙门教团，主要在中印度传教，也是佛陀的一个劲敌，在当时声名赫赫。传说最后在与佛陀辩论失败后，他惭愧而投河自尽。

在沙门诸师中，富兰那·迦叶乃最激烈的非道德论者，或说道德虚无论者。《长阿含经》曾引富兰那·迦叶对阿阇世王所说的一段话：

王若自作，若教人作，研伐残害，煮灸切割，恼乱众生，愁忧啼哭，杀生偷盗，淫逸妄语，踰墙劫夺，放火焚烧，断道为恶，大王，行如此事，非为恶也！大王，若以利剑脔割一切众生，以为肉聚，弥满世间，此非为恶，亦无罪报；于恒水南，脔割众生，亦无有恶报；于恒水北岸，为大施会，施一切众，利人等利，亦无福报。[96]

显然，富兰那·迦叶对传统的善恶观予以了颠覆。在他看来，没有善与恶，善恶业报因果根本不能成立，换言之，所谓的善行与恶行并不能带来福报（善报）与罪报（恶报）。他彻底否定了道德伦理与修行的作用。这点与末迦梨·拘舍罗的立场完全一致。这实际也是当时大多数沙门论师的共同立场，是对婆罗门教及其社会道德与社会存在的一种激烈的批判与偏激的反动。

富兰那·迦叶作为否定道德伦理的非道德论者以及相应的否定善恶因果的无作用论者，决定其是一个无因论者，正如《杂阿含经》所云：

时，摩诃男语富兰那言：“我闻富兰那为诸弟子说法：‘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世有此论，汝为审有此，为是外人相毁之言，世人所撰，为是法，为非法，颇有世人共论、难问、嫌责以不？”富兰那迦叶言：“实有此论，非世妄传。我立此论，是如法论。我说此法，皆是顺法，无有世人来共难问而呵责者。所以者何？摩诃男，我如是见，如是说：‘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97]

容易看出，富兰那·迦叶是比末迦梨·拘舍罗更坚定、更彻底的道德虚无论者。在他那里，一切行为都不会有确定结果，一切事物都非由确定原因发生，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而末迦梨·拘舍罗在否定道德与修行的意义的同时，更倾向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在当时，富兰那·迦叶的学说对传统宗教、道德以及社会秩序构成了一种严重挑战。

八 婆浮陀·伽旃那及其七身说

婆浮陀·伽旃那（Kakuda-kātyāyana），又作迦据多迦旃延、脚俱陀迦多演那、婆浮陀伽吒那、罗谓娑迦遮延、波休迦旃等，或者迦罗鸠驮迦旃延、迦罗拘陀迦旃延等。他是一个思想极为复杂的沙门思想家，其基本学说称为“七身说”。其中之“身”乃基本要素之意，所以实际可称“七元素说”。《杂阿含经》中说：

何等为七？所谓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苦、命。此七种身非作，非作所作，非化，非化所化，不杀，不动，坚实，不转，不变，不相逼迫，若福，若恶，若福恶，若苦，若乐，若苦乐，若士枭士首，亦不逼迫世间，若命，若身，七身间间容刀往返，亦不害命，于彼无杀，无杀者，无系，无系者，无念，无念者，无教，无教者。[98]

从引文可知，七元素是地、水、火、风、苦、乐及命。这包括心与物两种元素，由此可形成生命与非生命的一切事物。这七元素是最根本存在，并非其他事物和合而生，也非造物主所创造，是恒常性，不可分割，独立而有，所以不能转变为他物。在此意义上，婆浮陀·伽旃那与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一样是多元论者。

但婆浮陀·伽旃那坚持认为事物虽然由七元素所形成，但并非生成了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所形成者与七元素是同质的。由此他是一个常住论者。依于这样的立场，他到达了无作用论，否定道德与修行的意义。因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事物乃七元素而已，所谓恶如杀生不可能破灭、改变任何元素，所谓善也不能增减任何元素，善恶必然是虚假的，苦乐亦然，也无所谓解脱与否。这也意味其是一个非道德论者。

然而，婆浮陀·伽旃那并没有成为一个像富兰那·迦叶那样的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而是最终成了一个像末迦梨·拘舍罗那样的命定论者，如《长阿含经》所说：

无力，无精进，人无力，无方便，无因无缘众生染着，无因无缘众生清净。一切众生有命之类，皆悉无力，不得自在，无有冤雠，定在数中，于此六生中受诸苦乐。[99]

即众生的苦乐、染净皆是定数，并非人力所成。但婆浮陀·伽旃那认为没有最终的解脱，这点与末迦梨·拘舍罗构成了区别。

但据大乘经典《大般涅槃经》，婆浮陀·伽旃那的非道德论并非源自“七身说”，而是“大自在天说”，如该经引迦罗鸠驮·迦旃延所说：

若人杀害一切众生，心无惭愧，终不堕恶，犹如虚空不受尘水；有惭愧者即入地狱，犹如大水润湿于地。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嗔，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为，云何当言人有罪福？！譬如工匠作机关木人，行住坐卧唯不能言，众生亦尔，自在天者喻如工匠，木人者喻众生身，如是造化谁当有罪？！[100]

此中云善恶、烦恼以及罪福皆非人之所为，乃自在天之所作，道德对人而言是外在的，杀生并非造罪作恶，故惭愧反成负面心理因素，所谓下地狱绝非不行道德，而恰是行道德的结果。也因此佛教称其为“无惭外道”。

九 散惹耶·毗罗梨子及其不可知论

散惹耶·毗罗梨子（Sa[image: ]jayī-vairattīputra），又作删阇耶·毗罗瑟智、散若夷·毗罗梨沸、删阇耶·毗罗胝子、先阇那·毗罗胝子、娑若鞞·罗迟子、萨若·毗耶梨弗、先比庐持等。有说散惹耶·毗罗梨子是佛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皈依佛陀前的老师，但并不能完全确定。他主要在中印度活动，乃一派宗师，徒众甚多。他视其他学说皆为独断论，而主张对一切悬置判断，所以被称为怀疑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在沙门六思想家中独树一帜，在印度思想史上也占有独特地位。

当时，沙门思想家们在打破对吠陀的迷信后，一直在思考与探索这样的问题：“世界是否永恒？世界是无限还是有限的？有无来世？人死后其灵魂是否要断灭？它有无实体？是意识还是物质？有无善恶果报？有无化生？修行圆满者（如来）死后是否有生？”[101]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散惹耶·毗罗梨子认为对这些问题的任何结论或者判断，都不可能是截然正确的，因此陷入这样的论辩之中没有任何益处。在他看来，只有悬置判断，放弃独断，才能获得心灵的宁静与人生的幸福。

这样的立场反映在处理前述问题上时，散惹耶·毗罗梨子给出了一种标准的回避问题的模式。《长阿含经》中曾这样引述散惹耶·毗罗梨子回答阿阇世王所问修行是否有果报的问题：

大王，“现有沙门果报？”问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大王，“现无沙门果报？”问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大王，“现有无沙门果报？”问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大王，“现非有非无沙门果报？”问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102]

从中可知，散惹耶·毗罗梨子对“果报问题”即“修行是否有果报”的四种可能的判断——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给出这样的回答，即此事是这样，此事是那样，此事非这样非那样，所谓“此事实，此事异，此事非异非不异”。按照载于南传经典《长部》的“沙门果经”，散惹耶·毗罗梨子回答问题的方式是否定形态，如“我不说是这样，我不说是那样，我不说非这样，我不说非非这样”[103]。而且，不仅对“果报问题”，对“他世问题”、“化生问题”、“如来灭后存在问题”等都如此回答。这种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模棱两可，难以捉摸。所以佛陀讽刺他们像鳗鱼一样摇摆不定，滑溜难近。应该指出，这样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带来心灵的平静与幸福，反倒会令人堕入茫然的迷雾中而纠结不休。

十 尼干陀·若提子与耆那教

尼干陀·若提子（Nirgrantha-j[image: ]ātiputra），又译作尼揵陀若提子、尼乾陀阇提弗多罗、匿揭烂陀慎若低子、尼焉若提子、尼揵亲子、离系亲子等。尼干陀·若提子，又称筏驮摩那（Vardhamāna），生于中印度毗舍离城附近，刹帝利种姓。成年后娶妻生子，30岁时父母去世，遂出家修行，四处游行乞食。经过12年的苦行修炼，传说修成正果，而称为大雄（Mahāvira），以及耆那（Jaina），即胜者等。由此，其所创立的宗教就称耆那教。在耆那教的传说中，共有二十四位祖师，而尼干陀·若提子是第二十四位，也是中兴之祖。他与佛陀乃同时代人，在中印度传教30年，如佛陀一样有国王外护，信徒众多。据大小乘佛典记载，其弟子与佛弟子多有交锋，而佛弟子屡屡获胜。尼干陀·若提子是沙门六师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宗教家，与佛陀一道同为印度非正统思想中的代表人物。在佛典中，其学说多称尼干外道、尼揵陀外道、尼干陀外道、尼虔外道、乾陀外道、离系外道、裸形外道，等等。

尼干陀·若提子的完整学说在佛典中甚少直接提及，在南传《长部》之“沙门果经”中提到他以“四禁戒”自律、自制、自立，如他对阿阇世王说：

大王，尼乾陀受四重律仪制约。大王，尼乾陀如何受四重律仪的制约？大王，尼乾陀戒绝一切冷水，具备一切禁制，一切罪恶遣除，一切抵御周遍。大王，这样即是尼乾陀受四重律仪的制约。大王，如是受四重律仪的制约的尼乾陀被称为证我、束我、立我。[104]

这其中强调禁戒是尼干陀·若提子的基本立场。一般认为尼干陀·若提子的上代祖师立下四大戒，谓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蓄私财（无所有），而尼干陀·若提子增加了第五戒不奸淫，构成了耆那教的根本五戒。后来耆那教对禁戒的强调主要反映在其严格恪守不杀生主义上，这成为耆那教的精神特征。

与对禁戒的强调相一致，尼干陀·若提子提倡极端的苦行。其弟子多裸体修行，而称“裸形外道”。在《中阿含经》中曾谈及尼干陀·若提子提倡苦行的原因，如云：

诸尼干等如是见、如是说，谓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业因苦行灭，不造新者，则诸业尽；诸业尽已，则得苦尽；得苦尽已，则得苦边。[105]

意为，众生现在所受之苦，皆因过去所造之旧业（“故业”）所引起，如果能够坚持修行苦行，灭除旧业，不造新业，则业尽而苦尽，苦尽而获得解脱。这反映了尼干陀·若提子的修行与解脱观。

从耆那教自己的经典看，尼干陀·若提子在哲学方面的立场主要是提倡一种多元实在论。在他看来，宇宙的一切由两类元素构成，即命与非命。命相当于灵魂，存在于动植物等有机物中，也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机物中。从这里也可看到其奉行严格不杀生主义而素食的理论基础。非命即物质性存在，包括定形物质与不定形物质两类。前者乃极微[106]以及极微复合体，后者即空间、时间、法（运动的条件）与非法（静止的条件）。但因为耆那教经典编辑成书较晚，故尼干陀·若提子之说已经在后世重整，很难区分出来，这里只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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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释迦牟尼佛的出世、弘化与涅槃

第一节 释迦牟尼与佛陀

一 释迦牟尼之名

释迦牟尼乃在沙门思潮中慧声特出的一个伟大修行者，其所创立的佛教，现是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之一。释迦牟尼乃[image: ]ākya-muni的音译，又音译作释迦文尼、释迦文、奢迦夜牟尼等，简称释迦、牟尼、文尼，意译作能仁、能忍、能寂、能满、寂默、度沃焦等，或者音、意译合作释迦寂静等。释迦牟尼出生于北印度的迦比罗卫国（Kapila-vastu，在今尼泊尔内部边境），刹帝利种姓，乃迦比罗卫国国王（迦比罗卫城城主）净饭王的太子，本姓乔答摩，本名悉达多。

乔答摩（Gautama、Gotama），又音译作瞿答摩、骄答摩、瞿昙、裘昙、具谭、俱谭等，意译地最胜、泥土、地种、暗牛、牛粪种、灭恶等。Gautama乃仙人Gotama的后裔，又为日种（Sūrya-vam[image: ]a）、甘蔗（Iks-vāku）、阿儗啰娑（A[image: ]giras）等，如《众许摩诃帝经》云：

以初生时卵因日照，乃为立名，名为日族，为第一姓。复是瞿昙所生之子，因立瞿昙，为第二姓。又是自身所生，因立阿儗啰娑，为第三姓。由于甘蔗园中收得养育，因立甘蔗，为第四姓。[1]

后又立释迦（[image: ]ākya）族姓，多以其统之。典籍中有说还以舍夷、乔答弥（又作[image: ]昙弥、瞿答弥、瞿夷、裘夷等）为族姓，但二者乃“释迦”、“乔达摩”的阴性化词，不再重列。

悉达多（Siddhārtha，或者Siddha-artha），又音译作悉达罗他、悉多[image: ]他、悉达、悉多、悉陀等，或者作萨婆悉达多（Sarva-siddha-artha），或者萨婆曷刺他悉陀（梵Sarva-artha-siddha）、萨婆额他悉陀、萨缚[image: ]他悉地等，意译作一切义成、一切事成、义成、成利、验事、验义、财吉、吉财等。

悉达多太子在成就正觉后，被尊称为Muni，即圣者，所以得名“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者”。在现代多有尊称其“释尊”的。

二 释迦牟尼与佛陀

公元前6世纪悉达多太子出世，后出家修道，在摩揭陀国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获得无上正等正觉，成为佛陀，即觉悟者，也因此被尊为了释迦牟尼。在古代印度自称佛陀者不乏其人，但只有释迦牟尼得到公认，所以在印度后来的文化以及世界文化中“佛陀”一语一般专指释迦牟尼。

佛陀，简称佛，源于梵文Buddha的音译，又音译作浮屠、浮图、浮陀、浮头、复豆、佛驮、佛图、馞陀、勃陀、勃驮、步他、部陀、部多、毋陀、物他、没驮、休屠、沸驮等，但这些音译大多是通过西域文转译的，其意译即觉悟者、觉者、知者、悟者。

在我们的一般用法中，如果唯说佛陀或者佛，专指释迦牟尼，即释迦牟尼佛。但实际在佛教典籍中，佛陀有众多。事实上，只要获得了无上正等正觉者，即圆满觉悟者，皆称佛陀。在此意义上，释迦牟尼就成了诸佛中的一佛。

按照阿含经，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有诸佛，如在过去庄严劫之末有毗婆尸佛（Vipa[image: ]yi）、尸弃佛（[image: ]ikhi）、毗舍浮佛（Vi[image: ]vabhū），在现在贤劫中有拘留孙佛（Krakucchanda）、拘那含牟尼佛（Kanakamuni）、迦叶佛（Kā[image: ]yapa），以及释迦牟尼佛（[image: ]ākyamuni）。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因为其教说正在世间流布。其后之佛是弥勒佛（Maitreya），故称未来佛。其中甚少提及同时他方世界是否有佛。

在大乘经中，不仅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有诸佛，而且同时十方世界也有诸佛，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在同时都有无量诸佛。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西方极乐净土的阿弥陀佛（Amita-buddha，又译阿弥多佛、阿弭跢佛、阿弭亸佛等），又称无量寿佛（Amitāyus，音译阿弥多廋）、无量光佛（Amitābha，音译阿弥多婆、阿弥亸皤）；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Bhaisajya-guru，音译作鞞杀社窭噜，又作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东方妙喜世界的阿閦佛（Aksobhya，又音译阿閦鞞、阿閦婆，意译不动、无动等）；华藏世界的毗卢遮那佛（Vairocana，又音译毗卢折那、毗楼遮那、吠嚧遮那等，略作卢舍那、卢遮那、遮那，意译遍一切处、遍照、光明遍照、大日遍照、广博严净、净满等）等。

而且大乘佛教还建立佛三身说，而有三身佛：一者法身（Dharma-kāya），又称自性身（Svabhāva-kāya），即一切善法之聚；可有法身佛，或者自性身佛。二者报身，又称自受用身（Sva-sambhoga-kāya），乃自度圆满所感功德报身，用于自受用无上清净、微妙法乐；可称报身佛。三者应身，谓度他功德圆满所感之身，即成佛后用于度化众生的方便身，包括度化菩萨等未成佛的圣者所示现的他受用身（Para-sambhoga-kāya），能令这些圣者受用真实法乐故名；以及度化凡夫所示现的变化身（Nirmāna-kāya），简称化身。这样可有应身佛，包括他受用身佛以及化身佛。释迦牟尼佛属于化身佛。

其中，只有报身与应身有色身形态，法身则无。

三 释迦牟尼的生平与八殊胜行相

按照佛教经典，释迦牟尼多生前就由过去之佛预言当成佛陀，有不少本生故事讲述其过去生作为菩萨以无数种身位如天神、仙人、国王、大富长者、普通世人，甚至动物鹿等普度众生的事迹，其中一些以大慈悲心舍身为众生的事迹在古代印度、中国等国广泛流传，尤其如舍身饲虎、割肉喂鹰等几乎家喻户晓。

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在部派佛教中有专门的术语描述，即著名的“八相成道”，可称“八殊胜行相”，即下天（从兜率天下）、托胎、出生、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八相是略数，意在表明佛陀出世是一大事因缘，而每一相都对应佛陀一生中的一件大事，都以殊特相的现起为标志。在南传佛教则是“四大事”之说，谓降诞、成道、初转法轮、入涅槃，即以四相略显释迦牟尼佛的一生。

大乘佛教也有类似的八殊胜行相之说，但意在表明释迦牟尼佛是化身示现，所以应称“八相示现”。如在《妙法莲华经》中，释迦牟尼佛说其早已成佛，已过“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自从是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亦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导利众生。诸善男子，于是中间，我说燃灯佛等，又复言其入于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别”[2]。即释迦牟尼佛已在久远劫前成佛，常以化身诸佛在我们娑婆世界以及其他无量种种世界说法度化众生，化身作为示现，有生有灭，但佛身实常住不灭。

第二节 释迦牟尼佛的年代、种族与家世

一 释迦牟尼佛的年代

在佛典中，释迦牟尼佛的家世、生平都有说明，但缺乏可靠的历史记载。印度其他文献在这方面也是如此。事实上，印度整个文化缺乏历史观念，这是在意料之中的。

佛陀年代包括诞辰、出家、成正觉、初转法轮、入灭等大事的年月以及寿量，这些在印度佛教经典中都异说甚多，不易抉择推定。当佛教后来传到其他国家时，对佛陀年代就有了更多说法，乃依种种相关资料以不同视角所作的推测或者推断。比如，据统计，迄今对其生灭年代的异说就达数十种之多。欧美学者、日本学者、南亚学者以及中国学者都有相关研究。[3]

（一）古代传说或记载

一般而言，佛陀年代首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者佛陀生年，二者佛陀入灭年代，三者佛陀寿量，这也是本节要处理的问题。这三方面有所关联，但由于古代的记载与传说大多不系统或者相互矛盾，所以常常需要对三者都进行推断然后综合判断，才能最后推定。这里的难点在于，古代印度没有系统可靠的历史记载，而重视历史编年记载的国家如中国是在佛陀圆寂数百年后才与其有真正频繁交往，但此时有关佛陀年代的历史已经没入迷雾中很久很久了，所以得到的基本已是传说性质的记载，典型的如玄奘大师的记载：

闻诸先记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入般涅槃，当此三月十五日也。说一切有部则佛以迦剌底迦月后半八日入般涅槃，此当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诸部异议，或云千二百余年，或云千三百余年，或云千五百余年，或云已过九百未满千年。[4]

此中所述不同佛陀涅槃年代相差甚远，最多者可达五六百年，实际关于佛陀的生年、寿量的传说与记载异说也甚多。比如寿量的记载，在经中有三说：一者不足80岁，如《般泥洹经》卷下所说79岁；二者80岁，如南传《长部》之“大般涅槃经”以及大乘《金光明经》卷一等所说；三者超过80岁，如《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菩萨处胎经》）卷二所说84岁，《长阿含经》卷四所说85岁等。[5]但后世一般取八十岁之说。如印度后世《阿毗达磨（摩）大毗婆沙论》卷一二六所说。[6]在中国古代一般也如此，如《大唐西域记》卷六所述。[7]

正因为记载与传说众多，所以对佛陀年代的推断，一般是寻找一个或者多个可靠坐标点，然后根据其他资料来综合判定。显然，不同可靠程度的坐标点的选择，以及不同综合程度的资料比较，可得到不同可靠程度的年代判断或者推论。但必须指出，后世得到的资料，并不足以给出确切的佛陀年代，所以古今的佛陀年代之说，只能表示大致的范围。包括现今所作推断，大多给出了具体年份，反倒不能说明其准确性。

应该指出，古代佛教界内的一些结论根据现代所收集的更全面的资料分析来看，并不可靠。比如汉地有以周昭王二十六年（前1027年）为佛陀生年，以周穆王五十三年（前928年）为佛入灭之年，而藏地则大多以公元前961年为佛入灭之年。这二者是北传佛教古代最有影响的佛陀年代之说。南传佛教也有佛陀的年代之说，取公元前544年为佛陀入灭之年。这几种说法虽然在古代各自佛教教团内得到了共许，但并不为现代学术界所承许。所以，现代佛教学术界皆将佛陀年代的重新确定作为印度佛教史研究不可绕过的基本内容。

（二）佛陀年代推断坐标与范围

现代佛教学术界推断佛陀年代的主要坐标是阿育王即位的年代，因为后者可由此王留下的石刻“法敕”所确证。但在具体推断时，根据选择不同的材料，可得出不同的具体结论。在作具体推断之前，作为大略的估计，先确定佛陀的寿量在80岁左右，这也是古今一般都接受的。

在阿育王的“法敕”中，记载了阿育王即位十一年后派遣使节到地中海沿岸五国叙利亚、埃及、马其顿、克莱奈、爱毗劳斯去传法之事，提及了五国国王的名字。而此五王共同在位的年代是有确切记载的，即公元前261年至前258年，也即公元前260年前后。[8]这样，就可确定阿育王即位年代为公元前270年前后。这可以作为一个推断佛陀年代的基本坐标。

在此基础上，根据佛典中所记载的佛灭与阿育王即位年代的关联资料，可反过来确定佛陀年代。阿育王即位年代，北传佛教如《杂阿含经》说在佛灭一百年之后，《部执异论》说在佛灭后116年，同本异译《异部宗轮论》说在百余年，更后清辨的《异部精释》说在佛灭后160年等；南传佛教《大史》称在佛灭后218年，《一切善见律注序》也如此说；汉译《善见律毗婆沙》与南传《一切善见律》有关，其卷一说在佛灭后118年。[9]这样就可给出几个佛灭大致年代，即上限公元前490年前后，下限公元前370年前后等。这可以作为佛陀入灭年代的大致可能范围。一般现代学者的推断大体不出这个范围。[10]

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记载的权威性以及共许性，论定的范围会有所变化。阿育王登基年代记载的混乱状况告诉我们应该以略数思考，而不应追求精确的年代数。这样，根据一般经所传以及大多数论典所传，阿育王登基当在佛灭一百余年，这应该作为论定范围的基本限定，大体排除了南传论典所称二百余年的传说。现今学者大多接受这个基本范围。[11]在此意义上，佛灭的年代推算可以限定在阿育王登基前一百年到二百年间，即公元前470年到公元前370年间。

当然，根据上述判断，无法直接作出取舍，需用其他资料做进一步推断。笔者主张，可参考北传与南传关于阿育王以及大天的记载来帮助确定时间大致范围。在北传典籍《异部宗轮论》等中，出现了两个大天：一者，在佛灭一百余年阿育王统治时，华氏城有比丘大天，因提“五事”而致部派分裂；二者，在佛灭满二百年时，在南印度有比丘大德大天，重详“五事”亦致部派分裂。[12]另根据南传《善见律毗婆沙》卷二，在佛灭一百余年阿育王时期，有一比丘大天（摩诃提婆），作为九路弘法大德之一被派到南印度弘法。[13]从后文的推断可知，这三个大天应是一个人。[14]可以这样理解，起先大天在华氏城活动，后在佛灭（满）二百年时派到南印度。这也相当于大众部分裂的时间段。在此意义上，大天在华氏城活动时间应靠近佛灭两百年，相应阿育王登基也在此时间段内。

（三）“众圣点记”

当然我们还需要另外的史料来进一步定位。在诸多记载中，中外学者所引用的在前齐《善见律毗婆沙》传承中的“众圣点记”资料值得注意。[15]按照《善见律毗婆沙》的传承，印度佛教僧团每年雨季安居都有点记，一年一点记，到永明七年（489年），共得975点记，如《历代三宝纪》云：

罗（指僧伽跋陀罗——笔者注）以永明六年共沙门僧猗，于广州竹林寺译出此《善见毗婆沙》，因共安居，以永明七年庚午岁七月半夜受自恣竟，如前师法，以香华供养《律藏》讫，即下一点，当其年计得九百七十五点，点是一年。赵伯休梁大同元年，于庐山值苦行律师弘度，得此佛涅槃后众圣点记年月，讫齐永明七年。[16]

这样反推回去，最初所点对应公元前486年。不过，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最后终止点记的年代有误，这样修正的最初点记年代大致为公元前483年前后。[17]如果最初点记对应佛灭之年，那与南传“佛灭二一八年”之说基本相合，因为根据南传可得佛灭年约为270年加218年，即公元前488年。但这意味越出了前述佛灭年代的上限，故不予采信。

当然如果“众圣点记”最初所点所指是从佛陀最初安居或者最初确立安居制度年算起，而非从佛陀涅槃后安居算起，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印度佛教的安居制度开始于佛陀成道后十四年。自佛陀成道年开始，佛陀与其常随众就形成了自然安居的惯例，只是没有规定为制度而已。在《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下中，对佛陀在世时期的安居记载即是从佛陀成道年开始，共记载四十五次安居。[18]这表明印度佛教对僧团的安居是有记载的，最初应是集体记忆等所传承，后也记录（如点记）在载体文本上。现学术界多质疑“众圣点记”记载的可靠性，主要是有载体的文本如贝叶文献之类较晚出现，律本上的点记应该更晚一些，不早于佛灭数百年之后的公元前后，而非开始于佛灭的那个时期。“其实，印度早期，并没有书写‘戒本’（西元五世纪，手写的戒本还不多），自恣诵戒后，在哪里去下这一点！”[19]但这是否意味“众圣点记”不可采信呢？如果要武断地说不可靠，那我们就应该说后来关于古代印度佛教在没有载体的文本出现以前的历史的任何记载都不可靠。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予以合理的分析与判断。

完全可以认为，关于安居的次数最初是以别的方式记录的，比如可能来自集体传承记忆，也可能是刻在什么坚硬物如石头等上面留下来的，后来再在有载体的文本如贝叶文本上转誊写上去，再以后就直接点在贝叶文本上了。而且从最初开始记录到后来贝叶文本的记录都由僧团的集体记忆保证，在连续性上应该是可靠的。这样，采用“众圣点记”就变得合理了，而且反倒具有了更大的权威性。但由于这种点记是在佛灭数百年后转誊点记到文本上的，因而有可能最初点记所对应的年代出现错误。《历代三宝纪》据僧伽跋陀罗传，奉律藏安居优波离点记从佛灭年开始，但那时并没有刻写的律藏，所以可能出现了记忆错误，可认为本是佛陀最初安居或者最初定制安居的点记，即计时从佛陀最初安居或确立安居制度年开始。

（四）佛陀生灭年代推测

如果计时的起点即最初点记所指之年是佛陀最初安居或最初安居制度确立之年，即在佛灭前45年或31年，佛灭之年就大致相当于483年减去45年或31年，即公元前438或452年前后，分别对应阿育王登基年大约为佛灭后168或182年前后，略数为170年或者180年，都符合前文的基本范围。在这两个年代推定中，如果与前文所述关于阿育王时代大天的年代推测比较，再考虑大众部诸派分裂时间间隔不能太短，可知前者即公元前438年更为合适。本书就暂按照这个推测叙述后面的一些相关年代。

由此，参考佛陀寿量大致为80岁，可得出佛诞生年代的一个概然性估计，即大数在公元前520年前后。对应佛陀的生灭年代大致为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40年。

二 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与种族

（一）迦比罗卫国

释迦佛诞生之地，据佛典记载，乃古代中印度之北属于北印度的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国迦比罗卫（Kapila-vastu），其乃以城为国名，首都即迦比罗卫城。迦比罗卫又作迦毗罗卫、迦维罗阅等，乃简音译名，完整音译作劫比罗伐窣堵、迦比罗皤窣都等。Kapila者，即黄色义；Vastu者，谓所依处义。上古有黄头仙人（数论派尊为始祖）在此处修道，故名。

迦比罗卫的具体地点有争议。中国东晋法显大师与唐朝玄奘大师都曾朝礼过此城，但二师对其位置记述有所不同。现代考古发掘曾提出两个地点，一说称古迦比罗卫即今尼泊尔的提罗拉科特（Tilaurakot），其与相传的释迦牟尼佛具体诞生地蓝毗尼（Lumbinī）相近；另一说称是在今印度北方邦北部距尼泊尔边境一公里处的毕拍罗婆（Piprava），此地距蓝毗尼和提罗拉科特都不远。20世纪70年代在毕拍罗婆的一次考古挖掘，出土有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舍利壶，以及数十枚公元前后的封泥，标有婆罗谜体的Kapilavastu字样。[20]不过，这些文物虽然与佛陀诞生地有关联，但仍不能确定二地谁是古迦比罗卫。过去一般认为提罗拉科特较符合玄奘的记载，现在多主张毕拍罗婆的可能性更大。古代对此国的记载不多，以法显与玄奘的所述为最详。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游历印度十四载，在其《佛国记》中对迦比罗卫故地状况有说明：

城中都无王民，甚丘荒，止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白净王故宫处，作太子母形像，及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时；太子出城东门见病人，回车还处皆起塔；阿夷相太子处；与难陀等扑象捅射处，箭东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后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饮；佛得道还见父王处；五百释子出家，向优波离作礼，地六种震动处；佛为诸天说法，四天王等守四门父王不得入处；佛在尼拘律树下东向坐，大爱道布施佛僧伽梨处，此树犹在；琉璃王杀释种，释种死尽，得须陀洹，立塔今亦在；城东北数里有王田，太子坐树下观耕者处。[21]

玄奘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入印求法17年，在归国后口述的《大唐西域记》中对迦比罗卫国故地也有描述，与法显记载大多相合，但更详细，如对迦比罗卫国及迦比罗卫城宫城内遗址建筑的概况述云：

劫比罗伐窣堵国，周四千余里；空城十数，荒芜已甚；王城颓圮，周量不详；其内宫城周十四五里，垒砖而成，基迹峻固；……宫城内有故基，净饭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侧不远有故基，摩诃摩耶夫人寝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侧精舍是释迦菩萨降神母胎处，中作菩萨降神之像。[22]

玄奘除提到与法显记载相合的众多释迦佛生平的纪念性精舍与窣堵波外，还记载了在城东门内路左悉达多太子学习诸技艺处与门外的自在天祠，其乃太子在襁褓中所入之祠等，以及在城外的迦罗迦村驮佛（拘留孙佛）与迦诺迦牟尼佛（拘那含牟尼佛）的本生城，在这两处阿育王都立柱纪念，分别为三十余尺高与二十余尺高。[23]

从他们的记载可知，迦比罗卫国有大小城遗址十座，其都城迦比罗卫内有宫城，宫城内建国王之正殿，以及其他配殿；城门四座，城内以及城外建有甚多纪念性质的精舍与窣堵波塔。当然，这些是在离佛陀入灭千年前后之所见，并非佛陀时代的面貌。按照经典记载，在佛陀时代，迦比罗卫城有四大城门，城内高塔俯视全城，到处是园林、街衢与市场，华丽的拱门间列其中，人口众多，生活富裕。[24]

在佛陀时代，迦比罗卫乃一小共和国，其所在的释迦族是此国势力最大的一族。该国分有十个小城邦，十个城主中最有势力的城主为共和国的国主。释迦族既是迦比罗卫城的城主，也是迦比罗卫国的国主。这与列国时代早期印度的国家几乎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城市建立的城市国家的普遍状况一致，一般都以中心城市城主为国王。

迦比罗卫作为共和政体，其最大权力机构是五百人会议，即所谓“五百释种”会议。国主是会议首领，主持会议，代表国家，有王的称号。但有此称号者不止一人，如国王净饭王的几个弟弟都如此。所以，也可能最高执政者有多人，而国王只是第一执政而已。不过，国王似乎能够世袭。

迦比罗卫国如同列国时代的小国一样，不可能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倍受周边大国的欺压，当时已沦为居萨罗国的附庸。在列国的乱世，迦比罗卫国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释迦佛的父亲乃迦比罗卫国的国王，即净饭王。佛陀出家修行的外缘之一，实际与这种动荡的环境有关。而且在佛陀成道后，又有相当多释迦族也就是王族的精英随其出家修行。这一方面反映了佛陀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的忧患状况。可叹的是，即使佛陀已经成为列国普遍恭敬的圣者，但其故国仍然遭到了居萨罗国王毗琉璃的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佛陀曾三次调停，也未能改变最终结果。释迦族遭到灭族，迦比罗卫被付之一炬，其地被吞并，从此急剧衰败下去。到公元5世纪初法显访印时，该地已经沧海桑田，一派荒芜景象，如其云：“迦维罗卫国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师子，不可妄行”，迦比罗卫“城中都无王民，甚丘荒，止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25]在两个世纪后玄奘去时，更见萧条，“空城十数，荒芜已甚，王城颓圮，……空荒久远，人里稀旷”。[26]很快，据在玄奘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去往印度的慧超记载，迦比罗卫已完全变成荒野了：“迦毗耶罗国，即佛本生城，无忧树见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此城最居北，林木荒多，道路足贼。”[27]这时乃公元8世纪上半叶，印度佛教已经走向衰亡了。

（二）释迦族

依据佛典的记载，释迦族作为王族，乃刹帝利种姓，为雅利安民族中日种系甘蔗王的后裔。甘蔗王族出于乔答摩（Gotama）仙之后，故姓乔答摩（Gautama）。

但现代佛教史家大多主张释迦族非白皮肤的雅利安人，而是黄种的蒙古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释迦族所在的地区乃黄种人居住之地，而且现尼泊尔也大多属蒙古族的黄种人，这成为释迦族为黄种人的佐证之一。但玄奘时代距佛陀时代已历千年之久，其间也有黄种人从北印度入侵，建立王朝，而且释迦族在佛陀时代阿阇世王的入侵中几乎已被灭族，所以依据玄奘的记载很难直接获晓释迦族的真实人种面貌。现代尼泊尔人的人种更无法与释迦族的人种直接关联起来。

不过，佛典的另外一些记载值得注意。从律部可知，释迦族不与雅利安族通婚，互相视对方非我族类，而释迦族与恒河下游各族相近，与拘利（Koli）等族通婚，被跋耆（Vrji）等族视为同族。[28]

简而言之，佛典有称释迦族是雅利安族，又有称与雅利安族不相类，后世学术家大多支持后一种说法。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都只说明了释迦族人种的一个方面。从前者可知，释迦族血统最初定然与雅利安族有关；而按照后者，释迦族定然有非雅利安人血统。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释迦族可能是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混血后裔，其中的非雅利安人有可能即是黄种人。实际上，在雅利安人征服恒河流域的过程中，与非雅利安人有征战的一面，也有共存、融合的一面。在列国时代的诸国中，就有一些国家的国王非纯雅利安人，甚至有纯非雅利安人。在四种姓中，一些非雅利安人也获得了刹帝利等高种姓。这也是沙门思潮为何能在恒河中下游发生、流行，并能与正统文化形成抗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在佛教经典中，释迦佛是从兜率天下生而入胎的，并非真实人间生身，所以具三十二相与八十随好，大异常人。在此意义上，佛陀生身包括身相与肤色，皆非由释迦族的种族直接决定。大乘经典更进一步表明，佛陀在我们这个世界即娑婆世界的出世，乃至成道以及最终入灭，都是以化身在示现而已，于释迦族出现只是一种示现之缘，并非属于人道凡夫的本位存在。

三 释迦牟尼佛的家世

释迦牟尼的祖父乃狮子颊王，祖母为伽旃娜。狮子颊王（Simhahanu）有四子，即净饭王、白饭王、斛饭王和甘露饭王。也有说五子、三子或二子的，但一般许可四子说。其中长子净饭王乃释迦牟尼佛之父，为迦比罗卫国的国王。净饭王（[image: ]uddhodana），音译作首图驮那等，最初因未来王位的继承问题，反对佛陀出家，但后来成为佛陀的最早护法之一。

佛陀之母是摩耶夫人，乃净饭王之王后。摩耶（Māyā），又音译作摩夷等，常称摩诃摩耶（Mahāmāyā），又音译作摩诃摩邪等，意译幻、妙、大幻等，乃迦比罗卫国的十个城邦之一居利族天臂城主善觉（Suprabuddha）之妹（或说长女）。摩耶夫人45岁生佛陀，在佛陀出生七日逝世。据佛典称，摩耶夫人去世后上生忉利天，即三十三天，佛陀后来曾上忉利天为母说法。

净饭王在摩耶夫人去世后续娶善觉王的小妹（或说小女）摩诃波阇波提（Mahāprajāpatī），即大爱道。佛陀实际由其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抚养长大。在净饭王去世后，摩诃波阇波提夫人与佛陀在家时的妃子耶输陀罗率五百释迦族女随佛陀出家，由此因缘在佛陀教团中建立了比丘尼僧团。摩诃波阇波提夫人之子难陀（Nanda），即佛陀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也随佛陀出家修行。

净饭王的三个兄弟的子女，后大多成了佛陀的弟子。白饭王（[image: ]uklodana），音译为输拘卢那，其子女数有多种说法，如说有二子，即提婆达多、阿难等。

斛饭王（Dronodana），音译途卢檀那，其子女数异说更多，或说有二子提婆达多、阿难，或阿那律、跋提梨迦，或摩诃男、阿那律；或说有二子一女摩诃男、阿那律、跋捺黎。

甘露饭王（Amrtodana），音译为阿弥都檀那，娶善觉王的二妹（或说二女）为妻，其子女数也有多种说法，或说有二子提婆达多、阿难，或摩诃男、阿那律，或婆婆、拔提；或说有三子阿那律、摩诃男、拔提；或说有二子一女提婆达多、阿难陀、细缚罗；或说有一女甘露味。

在佛陀众多出家修行的（堂）兄弟姐妹中，阿难、阿那律与提婆达多最为著名。提婆达多（Devadatta，调达）随佛陀出家，但最终成为佛陀的敌人，导致了佛陀教团的重大分裂。阿那律（Aniruddha，阿[image: ]楼驮、阿尼楼陀）出家后精勤修行，乃至失明，但后获得天眼，并以此能见天上地下六道众生，而在佛陀弟子中获“天眼第一”的美称。阿难（[image: ]nanda，阿难陀）随佛陀出家后随侍佛陀，以多闻与诵持、传承佛说著称，誉为“多闻第一”。阿难与阿那律皆列佛陀十大弟子之中。

佛陀在家时的妃子数说法不一，或说一位耶输陀罗，或说两位耶输陀罗、瞿夷，或说三位耶输陀罗、瞿夷、鹿王，或耶输陀罗、摩奴陀罗、瞿多弥。其中，提及较多的是耶输陀罗与瞿夷。

耶输陀罗（Ya[image: ]odharā），又音译作耶输多罗等，意译为持称、具称等，乃天臂城善觉王之女，或说为婆私咤族（Va[image: ]istha）释种大臣摩诃那摩（Mahānāma）之女，或迦毗罗卫城执杖梵志（Dandapāni）之女。有说其是佛陀第一妃，或说第二妃。生子罗睺罗。在佛陀成道五年后与佛陀姨母大爱道及五百释女随佛陀出家，以最具惭愧心著称。

瞿夷（Gopī），或称瞿波（Gopā），或称瞿比迦（Gopikā），乃水光长者之女，有说是悉达多太子第一妃。也有说瞿夷并非另有其人，而只是耶输陀罗的别名。

鹿王（Mrgajā）是释长者之女，有说乃悉达多太子第三妃。

还有说第二妃为摩奴陀罗（Manodharā），第三妃为瞿多弥（Gotamī）。

罗睺罗（Rāhula），又音译作罗怙罗、罗云等，意译作覆障、障月、执日等，乃佛陀俗家儿子，处于母胎中六年方降生。在佛陀成道后六年回迦比罗卫时，随佛陀出家，以舍利弗为和尚、目犍连为阿阇梨。因罗睺罗出家，佛陀僧团才建立沙弥制度。罗睺罗最初不守戒律，受佛呵斥训诫后，发惭愧心，精勤修行，严持戒律，终得阿罗汉果，以“密行第一”著称，成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

第三节 释迦牟尼佛的出世与成道

一 诞生

按照佛典，释迦佛在过去世由过去佛迦叶佛授记当成未来佛，而称菩萨，由行梵行上兜率天。兜率天（Tusita，睹史多天），乃欲界六天的第四天。[29]在此天者，喜乐知足，而得此名。菩萨将要下生人间成佛者，皆居于此。过去诸佛如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等皆如此。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现今弥勒菩萨亦居于此天。

释迦佛下生人间时，现起五大瑞相，即放大光明、大地震动、诸魔宫殿隐蔽不现、日月星辰无复光明、天龙等众悉皆惊怖。不过，现今学术研究者多视其为神化，但在佛教本位看来，这是确定无疑的。

摩耶夫人因寝梦见菩萨乘六牙白象来降腹中，无量诸天作诸伎乐，从右胁入而托胎，身映于外，如处琉璃。这时大地震动，世间有大光明普照。菩萨住母胎期间，右胁而卧，不为血精及诸不净所污，身心净明，意不散乱。

摩耶夫人在临生产之前，按世俗礼仪须返回娘家分娩，途经蓝毗尼园时，在一棵无忧树（A[image: ]oka，阿输迦树）下手扶树枝，面向东方，于四月八日夜中明星出时，[30]从右胁产下菩萨。菩萨初降人间，身金黄色，具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菩萨随即周行七步，步步生莲，而后遍观四方，并举右手，指天指地，作诸佛出世共同誓语：

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要度众生，生老病死。[31]

此乃菩萨自知此世当得做佛，而为天人师、世尊、应供等，普度三界一切众生，所以作此“狮子吼”。也有经谓佛陀所说为“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或者强调此下生是最后身，当尽苦边，如云：“我于世间，最为殊胜，……我断生死，是最后边。”[32]

此时，地上涌出两泉，一温一冷，以供太子澡浴。在《长阿含经》中称，从兜率天下到处胎再到出生的过程与殊胜征象，乃是在人间成佛的诸佛的“常法”。[33]

蓝毗尼园（Lumbinī），又作岚毗尼、林微尼、龙弥尼、腊伐尼等，乃摩耶夫人父亲善觉王为其王后蓝毗尼所建造的花园。佛陀在此降生，令其成为佛教圣地。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临朝拜，并建高达一二十米的石柱纪念，在石柱上刻下法敕：“天佑慈祥王于登位二十年亲自来此朝拜，因此处乃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兹在此造马像、立石柱以纪念世尊在此诞生。并特谕蓝毗尼村免除赋税，仅缴收入的八分之一。”[34]该园在法显法师去印时犹在：

城东五十里有王园，园名论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举手攀树枝，东向生太子。太子堕地行七步，二龙王浴太子，身浴处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众僧常取饮之。[35]

此中，“论民”即蓝毗尼的异译。玄奘法师的记载与此大体一致，但其去朝拜时无忧树已经枯萎：“箭泉东北行八九十里至腊伐尼林，有释种浴池，澄清皎镜，杂华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华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36]另据玄奘记载，园中纪念石柱已遭雷击，“中折仆地”，[37]现代考古挖掘出土了约有七米长的残断石柱遗物，前述阿育王法敕正出于此上。

菩萨还宫，净饭王取名悉达多，即为悉达多太子。

太子诞生的空前祥瑞，惊动了在喜马拉雅山上修行的仙人阿私陀（Asita）。他来到王宫，为太子占相，并作预言（“授记”“预记”）：太子在家必为转轮圣王，[38]而出家必成正觉者，即佛陀。仙人忽起悲戚，自伤年已老暮，不能亲睹佛兴。

但太子不久即遭人间苦难，在其降生七日后，母亲摩耶夫人病逝。此后，续嫁与其父的姨母大爱道成为太子继母，担当起了抚养太子的重任。

二 少年与青年时代

太子乃国王之子，从小就受到了全面教育。净饭王为其延聘之师皆名家大师。太子从婆罗门大师毗奢婆蜜多罗（Vi[image: ]vamitra）受学梵典等六十种书，从释迦族羼提提婆（Ksāntideva）受学武技善巧、军戎兵仗智略，乃至书算、雕刻印文、宫商律吕、舞歌戏笑等，天文、祭祀、占察、兽音、声论、造作诸技、咒术杂事等。很多知识与技艺佛陀都能无师自通。太子以四年时间通达一切知识，[39]而且在王室的较技中独占鳌头，力能掷象。此乃太子接受与完成传统贵族教育的时期。

净饭王一直恐惧太子出家修道，“为起宫室，作三时殿，各自异处。雨时居秋殿，暑时居凉殿，寒雪时居温殿。选五百伎女，择取端正，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数伎，皆以白珠、名宝璎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卫。其殿前列种甘果树，树间浴池，池中奇华、异类之鸟，数千百种，严饰光目，趣悦太子意，不欲令学道”[40]。

但这种表面平静的生活在太子14岁时一次出城郊游后被打断了。太子出东门见衰老之人，出南门见病患之人，出西门见死亡之人，出北门见修道之人。在前三门见到生命的无常一面，即老病死的迅猛与沉重，又有其母在生育后离世带来的对生命之苦的深切体验，令太子由衷悲叹众生的苦难；而在北门见到出家之沙门，舍妻别子，捐弃爱欲，断绝六情，守戒无为，一心办道，行止安详，则令其欣羡沙门舍欲自在的生活。世间无常与出世自在的强烈对比，引发了太子对出家修道的向往。

太子的变化逃不开净饭王的眼睛。回想起太子在降生时的征兆，又察觉到其现时对出家修道的态度，净饭王忧虑日深。为了打消太子出家之念，净饭王又增五百伎女，编织更大的五欲之网，以转移其心。在太子17岁（或说19岁）时，又为其纳天臂城善觉王之女耶输陀罗为妃。在太子夫妇生下一子罗睺罗后，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净饭王以为，太子已经放弃了成就佛陀的理想，而走上了成就转轮圣王的道路。

三 出家

但实际上，太子不仅一直没有放弃出家修道的追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出家修行的愿望愈加强烈。一天夜里，太子默默告别了睡梦中的妻儿，由车仆车匿[41]相伴，离开了王宫，又径出迦比罗卫城，在黎明时到达罗摩村（Rāma-grāma），自行剃度，披上袈裟，成为沙门。然后令车匿回城向其父亲报告他出家的事情。是年悉达多29岁，也有说19岁。现一般取前说。

从此，悉达多开始游方问道。在此过程中，净饭王曾遣使敦促其还俗，但见其向道之心甚坚，便派阿若[image: ]陈如等五人来随侍，伴随其修行。后来悉达多游方至王舍城乞食，遇摩羯陀国国王频婆娑罗，后者也劝其还俗，并愿裂土共治，但遭谢绝。最后频婆娑罗王请求悉达多成佛后，愿先得度。

四 寻师问道与苦行

（一）寻师问道

悉达多出家修行的第一阶段是寻师问道。在印度正统婆罗门文化中，修道一般是与苦行相联系的。即使是在列国时代早中期涌现出来的种种新宗教，也大多视苦行为修道的基本方式。当时的苦行方式极多，如行自饿法，投渊，赴火，金鸡独立，卧倒荆棘，持牛、鸡、犬戒等，自苦以求解脱升天。悉达多出家后，最初也试图通过苦行来解脱烦恼，实现涅槃。

但苦行只是大方向，具体的解脱之道需要有所选择。在非雅利安文化区域成长起来的悉达多，不可能以婆罗门教为诉求对象。所以，在求师问道的过程中，他寻访的是新宗派导师。悉达多先到吠舍离寻访跋伽婆仙人（Bhārgava）。跋伽婆仙人是苦行外道，不重体悟解脱的智慧，未能令悉达多满意。他又到王舍城寻访当时颇享盛名的阿罗逻迦蓝（[image: ]rāda-kālāma）仙人与郁陀迦罗摩子（Udraka-rāmaputra）仙人，此二者后被认为是数论派的早期人物。阿罗逻迦蓝重视禅定，而以“无所有处”为究竟，即涅槃境界；郁陀迦罗摩子仙人则以“非想非非想处”为究竟。以无所有处与非想非非想处作为最高趣求即升天，[42]这在悉达多看来仍没有真正解脱轮回，并非真正涅槃境界。如在《中阿含经》中佛陀云：

我时年少童子，清净青发，盛年年二十九。……我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护身命清净，护口、意命清净。我成就此戒身已，欲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故，更往阿罗罗伽罗摩所。……我复问曰：“阿罗罗，云何汝此法自知、自觉、自作证耶？”阿罗罗答我曰：“贤者，我度一切识处，得无所有处成就游，是故我法自知、自觉、自作证。”……阿罗罗于此法自知、自觉、自作证，我欲证此法故，便独住远离、空安靖处，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独住远离、空安靖处，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不久得证彼法。……我复作是念：“此法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我今宁可舍此法，更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往诣郁陀罗罗摩子所。……曰：“郁陀罗，汝罗摩子，自知、自觉、自作证何等法耶？”郁陀罗罗摩子答我曰：“贤者，度一切无所有处，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我欲证此法故，便独住远离、空安靖处，心无放逸，修行精勤。我独住远离、空安靖处，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不久得证彼法。……我复作是念：“此法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我今宁可舍此法，更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43]

最终，悉达多失望而去，也不再寻求外师，而求自修、自悟、自证。

（二）苦行

悉达多出家修行的第二阶段是六年苦行。在多次寻访无果之后，悉达多与[image: ]陈如等五侍者前往摩揭陀国的伽耶城之南的优楼频罗村（Uruvilva-grāma，优楼频罗聚落）的苦行林中行苦行与禅定，以求达到解脱。在长达六年的苦行生活中，他每日以野生的一麻半米为食，目的只在延续生命。《佛本行经》有述：

日尽一麻，半粒粳米，日日省食，久羸形体，身血竭尽，脂肪枯干，气力羸顿，形体疲索，普世众生，不能堪忍，如是羸困，具满六年。[44]

但这种自我折磨式的苦行，除使自己形体枯干骨现、身心功能衰竭、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以外，并没有带来解脱。悉达多明悟到，这种极端方式永远也不可能指向解脱，只有中道之行才能实现目的。这里的中道之行指免于自我折磨式的苦行的极端与放纵五欲的欲行的极端之修行。悉达多遂放弃苦行，重新调整自己的修行方式。

这时，由于修行即苦行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伴随悉达多六年苦行的阿若[image: ]陈如等五侍者以为悉达多已经退失道心，便痛心地离开了。悉达多独自进入了最后一阶段的修行。

五 成就正觉

悉达多在决定放弃苦行后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调养身心。他先到三里外的尼连禅河（Naira[image: ]janā）[45]沐浴净身，然后接受牧女难陀波罗（Nandapālā）供养乳糜。据记载，待身心调适、精神旺健后，悉达多进到附近一石窟，西向结伽趺坐，但此时天神指示成道之处并非此处，而是在十四五里外的毕钵罗树（Pippala，在释尊成佛后，多称菩提树）[46]下的金刚座上。[47]悉达多遂至优楼频螺村附近的毕钵罗树下，以天神所授的吉祥草敷金刚座，东向跏趺作坐，端身正念，发誓不证无上正等正觉，宁可破碎此身，也终不起此座，于是“弃苦乐意，无忧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恶，正在其中，如人沐浴，净洁覆以白亵，中外俱净，表里无垢，喘息自灭，寂然无变”。[48]悉达多在树下一坐49日。

按照佛典，悉达多临将觉悟，大地震动，放大光明，隐蔽魔宫。魔王波旬（Pāpīyas）[49]惊怖，即令三女以及众魔引诱、迷惑、恐吓、加害佛陀，但佛陀住正定而不可动摇，以慧剑神通破灭无余，群魔终悉迸散。悉达多由破除魔相，身心清净，正念入定，进入四禅。[50]

悉达多在禅定中进一步发起正观，深观无常、苦、空、无我之相，悟入苦、集、灭、道四种真实，即四圣谛，进而悟入流转（轮回）与还灭（解脱）的道理，即十二因缘，或称十二支缘起，也就是顺观与逆观缘起道理。

顺观即顺观流转道理，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大苦集聚，即无明生而行生，行生而识生，识生而名色生，名色生而六入生，六入生而触生，触生而受生，受生而爱生，爱生而取生，取生而有生，有生而生生，生生而老死生，由此忧悲苦恼大苦集聚。

逆观即逆观还灭道理，谓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从而忧悲苦恼大苦集聚灭。

先顺观，后逆观，由此谛观，最终于二月八日之夜，[51]明星灿然升起之际，悉达多刹那获得无上正等正觉（Anuttara-samyak-sambodhi），解脱生死，涅槃安乐，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意为，悉达多作为众生的生命已经结束，智慧、功德圆满，不再有生死轮回，彻底解脱。悉达多实现觉悟圆满，解脱无余，涅槃究竟，而称佛陀，即释迦牟尼佛。此时佛陀35岁，也有说25岁。

悉达多成就佛陀，是在一个修行过程中实现的。按照佛典，不仅经过了其最后所在的一生的修行，而且还经过了无量前世多生的修行。这样成就的释迦牟尼佛，当然不是有神教中的上帝，即既非创世主，也非拯救主。而且佛陀并非唯一。阿含经典表明有过去佛，还有未来佛，而大乘经典更是强调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世）有无量诸佛。

佛典说，释迦佛成道后并未马上离开成道处，而是留停了四个七日。具体是第一个七日在菩提树（毕钵罗树）下，第二个七日在阿逾波罗树下，第三个七日在目真邻陀树下，第四个七日在罗阇耶恒那树下，受用解脱之妙乐。据佛典载，佛陀为示法的稀有尊重，在梵天三请之后，方允诺说法。在第四七日，有北印度二商主，即提谓（Trapusa）与波利（Bhallika），行商经过佛处，以麦蜜供佛，在皈依佛、法后，成为佛教中最早的优婆塞。

佛陀成道之处，因其成道而称菩提伽耶（Buddhagayā），又作佛陀伽耶，或称菩提道场、菩提场（Bodhi-manda，Bodhi-mandala），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Bihar）南部伽耶市（Gayā）近郊约十公里处的布特伽耶（Bodhgayā）。在佛陀成道处最重要的佛教圣物乃菩提树与金刚座。在典籍中称金刚座自古皆在那里，人间诸佛过去、现在、未来皆在此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但金刚座后来屡遭异教破坏，曾经“沙土弥覆，无复得见”。[52]在经中对菩提伽耶的菩提树有生动的描述：“其地平正，四望清净，生草柔软，甘泉盈流，花香茂洁，中有一树，高雅奇特，枝枝相次，叶叶相加，花色蓊郁，如天庄饰天幡在树顶，是则为元吉，众树林中王。”[53]此菩提树后来虽多次遭受砍烧摧残，但到玄奘去印时仍生机勃勃，如云：

金刚座上菩提树者，即毕钵罗之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茎干黄白，枝叶青翠，冬夏不凋，光鲜无变。每至如来涅槃之日，叶皆凋落，顷之复故。[54]

不过菩提树后世仍未能逃过浩劫，现今在菩提伽耶看到的菩提树，乃从移植斯里兰卡的菩提树上的枝条回栽长成。

第四节 释迦牟尼佛的转法轮与入灭

一 转法轮

（一）说法与转法轮

释迦佛出世，按照佛教经典，不仅是为了自己成就正觉，也是为了度化众生越过生死之流，获得解脱涅槃。佛陀度化众生，以身、口、意种种方式进行，其中最主要是说法立教。佛陀所说法（Dharma）包括证法，即所证者，以及教法，即实现证悟所需的种种者，但一般以教法来统摄。

佛陀说法，称为转法轮。佛法被比喻为法轮（Dharma-cakra），乃借喻于转轮圣王的轮宝。转轮圣王（Cakra-varti-rājan），又音译作斫迦罗伐辣底遏罗阇，是佛陀时代印度文化中的理想统治者，亦是佛教所称赞的能在世间以佛法与政道融合而教化、统治众生，即以佛法治化的最佳统治者。其出世则成就七宝，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在此七宝中，轮宝最为重要，代表七宝。轮宝本是威力无穷、不可阻挡的兵器，轮王出世，轮宝随现，轮宝所向之处，敌对者无不望风披靡，而拥护者无不心悦诚服，天下一统，和平安乐。用轮宝比喻法轮，意在表明佛法无可匹敌，功德殊胜，能够破除一切谬论邪说，能够饶益一切众生。佛法又称正法，即Sad-dharma，指真正之法、殊胜之法、善法，又称[image: ]ukla-dharma，即所谓白法、净法、妙法。在此意义上，法轮又称正法轮。

佛陀所转法轮，在明面上所显示的，乃佛陀的声闻法，主要通过阿含经表达出来，这也是一般学术研究所共许的部分，但实际还有方广法，这在后来称为大乘法。[55]大乘法是对一些大乘根性成熟者所说之法，当时属于隐秘所传，在佛陀入灭三四个世纪后才大量传出，形成大乘教化。简而言之，佛陀教化有一显一隐。本书在叙述时先谈显者，即声闻法或说阿含教，而隐者待显传出来后，再予以处理，所以阿含教在前，接着是其开展即部派佛教，最后是大乘教的传出及其开展。

（二）佛陀、阿罗汉与声闻法、大乘法

声闻法即佛陀对声闻（[image: ]rāvaka）所传之法。声闻是目标成就阿罗汉的修行者，他们听闻佛说（声闻法）而随学，在因位以及果位都是佛陀的学生，故称声闻。声闻法，又称声闻道（Mārga）、声闻乘（Yāna），或者解脱法、解脱道、解脱乘，或者阿罗汉道、阿罗汉乘，以成就阿罗汉而获得解脱或说涅槃为最高趣求。

这其中，阿罗汉（Arhat），又音译作阿卢汉、阿罗诃、阿罗呵、阿啰呵、阿黎呵、遏啰曷帝、罗汉、啰呵等，意译作应、应供、应真、杀贼、不生、无生、无学、真人等。阿罗汉略由四义可知：一者灭除义，谓灭除一切烦恼；二者远离义，谓远离一切不善之法；三者不生义，谓于一切生死轮回法中不生；四者应供义，谓应受世间天人恭敬供养。

解脱，又音译作毗木叉（Vimoksa）、木叉（Moksa），或毗木底（Vimukti）、木底（Mukti），或毗木得（Vimukta）等，乃脱离烦恼、出离生死轮回苦之义。

涅槃（Nirvāna），又音译作泥洹、泥曰、涅槃那、涅隶槃那、抳缚南、匿缚喃，意译作灭、寂灭、灭度、寂、无生。即熄灭之义，谓一切烦恼熄灭，一切指向生死轮回的造作止息，也就是解脱的实现状态。或者加一个表示彻底性的前缀pari，称般涅槃（Pari-nirvāna），又作波利匿缚，或者意译圆寂。对佛陀一般多用般涅槃。

显然，成就阿罗汉就意味实现了解脱与涅槃，三者内在一致。

阿罗汉、解脱与涅槃的用法皆有狭义、广义之分。阿罗汉的狭义即前文所说解脱道之果位，即声闻果，而广义上只要实现了解脱都可以称阿罗汉，如佛陀在其十号中也有应供即阿罗汉的名称，但应称大阿罗汉。在此意义上，大乘道也用阿罗汉一义。解脱、涅槃也如此，不过其在大乘中的含义有所深化。

大乘法乃佛陀对大乘修行者所传之法，又可称大乘道、大乘，或者菩提道、菩提乘，或者成佛之道。大乘（Mahāyāna），音译摩诃衍那、摩诃衍，又意译作上乘、胜乘、第一乘、如来乘、佛乘，还有上衍等，以成就佛陀为最终趣求，所以称“大”（mahā）。大乘修行者统称菩萨，也因此大乘又称菩萨道、菩萨乘。菩萨（Bodhi-sattva），即菩提萨埵的简称，又音译作菩提索多、冒地萨怛缚、扶萨等，意译作觉有情、道众生、道心众生、无上道大心、开士、始士、高士等，乃发心自度、度他而成就佛果者。对已登圣位的菩萨，有时称大士（Mahā-sattva），音译作摩诃萨。

相对于大乘法，声闻法又可称小乘（Hīnayāna）、小乘道、小乘法，主要因为二者所趣求的果位分别为佛陀与阿罗汉而有大小之分。[56]

（三）佛陀声闻法的三转法轮

释迦佛在其人间化度生涯中，对声闻法的示教可分为三个阶段，称三转法轮。第一转法轮，乃佛陀最初在鹿野苑转四圣谛法轮，示解脱纲要，又称初转法轮。第二转法轮，即佛陀游化各处随缘度化的阶段，所说为十二因缘与三十七道品法，约45年，也有说55年的。第三转法轮，乃佛陀圆寂前最后所说法，叮嘱弟子们要以法为依、以戒为师，令正法久住世间。

（四）佛陀大乘法的三转法轮

在大乘经典中，对佛陀说法的阶段划分基于佛陀显与隐的整个弘化过程，包括声闻法与大乘法在内。《解深密经》中的三时判教最有代表性。这里“时”（Kāla）的基本义指阶段。佛陀最初在鹿野苑说四谛教，即转四谛法轮，以此摄一切声闻教，为第一阶段，即第一时。在灵鹫山说大乘空教，转空法轮，乃第二阶段，即第二时。最后所说教乃瑜伽行教，包括如来藏教，即转妙有法轮，是第三阶段，即第三时。实际印度佛教的开展也符合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弘传阿含教，即声闻法，包括佛陀在世的阿含时期，以及部派佛教时期；第二阶段大乘兴起后最初弘传般若教，即空教；随后即第三阶段，弘传瑜伽行教所代表的后期大乘佛教。当然，这个判摄没有包括之后的大乘密教阶段。

二 初转法轮

释迦佛在第四七受用法乐后，开始游方说法、度化众生。他最先欲度化阿罗逻迦蓝与郁陀迦罗摩子这两位仙人，却得知两人刚刚去世，只得作罢。随后他转欲度化陪伴其六年苦行的同族五侍者，即阿若[image: ]陈如（[image: ]）、马胜（[image: ]vajit）、跋提（Bhadrika）、十力迦叶（Da[image: ]abala-kā[image: ]yapa）、摩诃男（mahā-nāma）。此五人在不同经典中名字有出入，难以确定。他们此时正在波罗痆斯（Vārānasī，即今贝那勒斯Benares）的鹿野苑苦修。据《大唐西域记》记载：

如来尔时起菩提树趣鹿野园，威仪寂静，神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详前进，导彼五人。斯五人遥见如来，互相谓曰：“一切义成彼来者，是岁月遽淹，圣果不证，心期已退，故寻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礼！”如来渐近，威神动物，五人忘制，拜迎问讯，侍从如仪。[57]

本已对佛陀失望的五人为佛陀的威德所感，很快对其恭敬如旧。佛陀随即对五人说法。为消除五人对修行的错误认识，树立正确的修行观，佛陀首先批评了执于苦行与堕入欲乐两个极端的修行主张，说明了不苦不乐的修行中道。此中道摄八分，称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58]在此基础上，以三转十二行（Tri-parivarta-dvāda[image: ]a-ākāra-dharma-cakra-pravartana），阐说四圣谛（[image: ]rya-satya），即苦（Duhkha）、集（Samudaya）、灭（Nirodha）、道（Mārga）圣谛。如《杂阿含经》云：

尔时，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圣谛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圣谛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圣谛智当复知本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苦集圣谛已知、当断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集灭，此苦灭圣谛已知、当知作证本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以此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当修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比丘，此苦圣谛已知、知已出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此苦集圣谛已知、已断出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灭圣谛已知、已作证出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灭道迹圣谛已知、已修出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59]

此中，三转（Tri-parivarta）指三个修学层次，即当闻当知、已知当行、已知行已，相当于知（闻思）、修、成。当闻当知者，谓别别闻知见四谛，而皆生“眼、智、明、觉”四慧；已知当行者，谓别别闻知已，当深知见苦，当断集，当证灭，当修道，而皆生“眼、智、明、觉”四慧；已知行已者，谓深知见苦已，断集已，证灭已，修道已，而皆生“眼、智、明、觉”四慧。四谛三转，故具十二行相（[image: ]kāra，“行”）。佛陀通过此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声闻当以此证得阿罗汉。五人豁然开朗，得法眼净。[60]其中，[image: ]陈如最先得悟。由此五人得度，成为佛陀的第一批比丘弟子，即著名的五比丘。到此时，才佛、法、僧三宝具足，为佛陀的弘法事业奠定了基础。在鹿野苑度化五比丘，佛教史称佛陀“初转法轮”。

鹿野苑作为佛陀初转法轮处，与佛陀降生处、成正觉处、入灭处，并称为佛教四大圣地。鹿野苑（Mrgadāva），又作施鹿林，或称仙人堕处施鹿林（Rsipatana-mrgadāva）、仙人住处鹿野苑等，位于今贝那勒斯（Benares）北六公里左右的萨尔那特（Sāranāth）。当时此地乃诸仙人等修行者所常居住隐修之所，在佛典中记载有种种传说。[image: ]陈如五人也选择了这个修行福地隐修。佛陀在此地初转法轮，更使其名垂千古。后来阿育王曾在此建著名的鹿野伽蓝、石塔，并立高大纪念石柱。法显、玄奘都曾临鹿野苑朝圣。在玄奘去时，鹿野伽蓝规模宏大，“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僧徒一千五百人”。阿育王所立石柱犹在，“高七十余尺，石含玉润，鉴照映彻，殷勤祈请，影见众像，善恶之相，时有见者”。[61]如同其他佛教圣地一样，鹿野苑后遭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的破坏，到近世已成为废墟。自19世纪始，经过不断考古挖掘，鹿野苑渐渐重见天日，伽蓝、石塔等遗迹出土，刻有阿育王法敕的石柱断片及狮子柱头残存下来，还有在鹿野苑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创作的佛像雕刻也有幸存。

继五比丘之后，佛陀在鹿野苑又度富家子耶舍（Ya[image: ]a，或称耶舍陀，Ya[image: ]oda）为比丘，乃佛陀第六位比丘弟子。后又度其父母与出家前的两妻子为优婆塞与优婆夷，以及五十童子为比丘。这样，佛陀就有了最初的第一批比丘弟子。而且，加上提谓、波利，也有了第一批在家居士即优婆塞与优婆夷弟子。

又有婆罗门种姓的富楼那（Pūrna-maitrāyanī-putra），即满慈子，他本是净饭王国师之子，已入雪山在外道波梨婆遮迦法（Parivarjaka）中出家，后来至鹿野苑，皈依佛陀，成为比丘弟子。外道迦旃延（Kātyāyana，又称大迦旃延，Mahā-Kātyāyani-putra）等亦舍外道法，依佛陀受戒出家。

三 游化诸国

（一）度化三迦叶

在鹿野苑度过第一个雨季后，佛陀派遣比丘弟子们去游化四方。随后，佛陀也离开鹿野苑，前往摩揭陀国优楼频罗村，即修苦行与成正觉处，度化了属婆罗门种姓的拜火外道迦叶三兄弟及其弟子一千人。三迦叶即优楼频罗迦叶（Uruvilva-kā[image: ]yapa）、那提迦叶（Nadī-kā[image: ]yapa）与伽耶迦叶（Gayā-kā[image: ]yapa）。优楼频罗迦叶乃频婆娑罗国王之师，领徒众五百，那提迦叶与伽耶迦叶则分别领有徒众三百人与二百人。佛陀借宿于优楼频罗迦叶家，用神通与智慧调伏了他，三伽叶遂率领一千弟子皈依了佛陀。

（二）王舍城与频婆娑罗王皈依

此后，释尊率迦叶三兄弟等一众弟子赴摩揭陀国的国都王舍城，以履行成道之后去度频婆娑沙罗王（Bimbisāra，频毗娑罗王，或者影坚王）的诺言。国王频婆娑罗率大臣、诸婆罗门长者及大众，前来迎接。佛陀为王及大众说法，王深信之，与其夫人韦提希（Vedehī）当下皈依，成为佛弟子。王举行大供会供养僧伽，护持佛教，是佛教最初的有力外护者。

王舍城（Rājagr·ha），音译作曷罗阇姞利呬城等，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市（Patna）南方的拉查基尔村（Rājgīr），分新城、旧城。旧城原名上茅宫城（Ku[image: ]āgra-pura），音译矩奢揭罗补罗，四周有五座灵山环绕，其中，灵鹫山（Grdhrakūta，又译为耆阇崛山）最为著名，大小乘经典都记载佛陀后来曾长期在上居住与说法。旧城在频婆娑罗王治下时屡遭火患，后在旧城北方距其中毗婆罗山（Vaibhāra，或称毗诃罗山，Vaihāra）约四五里处建立了新城，规模要小于旧城，经频婆娑罗王与阿阇世王两代完成。王舍城是佛陀一生弘化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后在阿育王时，随着都城迁至华氏城（Pātaliputra，波吒厘子城），王舍城开始衰落。在法显于公元5世纪初去巡礼时，旧城早已经空芜，新城仍有两僧伽蓝，但具体状况未见叙述。玄奘在两个世纪后看到旧城已成遗迹，新城“外郭已坏，无复遗堵，内城虽毁，基址犹峻，周二十余里，面有一门。……城中无复凡民，唯婆罗门减千家耳。宫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蓝，诸国客僧往来此止，是佛昔日说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62]。后佛教渐渐衰灭，此地转为耆那教的主要活动地区。

王舍城富商长者迦兰陀（Karanda，或者迦兰多迦，Karandaka）将王舍城外的竹园供施于佛陀，频婆娑罗王即为佛陀在竹园中建造了一个道场——竹林精舍（Venuvana-vihāra），供佛弟子止住与弘法。也有说竹园亦为王所供施。竹林精舍乃佛教的第一个道场，又称迦兰陀竹园、竹园伽蓝（Venuvana-samghārāma）。[63]竹林精舍后为佛陀常居住说法之地，也是僧团安居的重要场所。据《大唐西域记》，迦兰陀原信奉外道，以竹园供养，但见到佛陀，闻法生起净信，而转供养佛陀。在玄奘去印时，精舍犹存：

山城北门行一里余，至迦兰陀竹园。今有精舍，石基砖室，东开其户，如来在世，多居此中，说法开化，导凡拯俗。今作如来之像，量等如来之身。[64]

但随着佛教在印度的消亡，竹林精舍成为废墟，原址只剩下了茂盛的竹林。

值得注意的是，佛陀在王舍城的说法，随宜用了多种语言。佛陀度化有教无类，其所收弟子四种种姓皆有。这反映在说法的方式上，是随顺闻法的听众而以相应的方言来宣说，不畏惧鄙俗之讥。正是因为这种悲心与平等心，佛陀所到之处博得了普遍的欢迎与响应。

（三）舍利弗、目犍连与摩诃迦叶转入佛教

在成道后的三四年间，佛陀度化了其几个重要弟子。摩诃迦叶（Mahā-ka[image: ]yapa，大迦叶）早已出家修苦行，声名远扬，自视甚高，但在王舍城多子塔前遇见佛陀，大为折服，遂皈依成为佛陀的比丘弟子，并证得阿罗汉果。

舍利弗（[image: ]āriputra）与目犍连（Maudgalyāyana，或称大目犍连，Mahā-Maudgalyāyana）本是沙门六师之一的散惹耶·毗罗梨子的弟子，而且为上首，但路遇佛弟子马胜，受其威仪气质的感召，而问其所师。马胜向他传达佛陀的无常、无我的缘起教义，舍利弗当下便得法眼净。目犍连在获知舍利弗的转述后，亦得法眼净。二者遂率弟子二百人，或说二百五十人，诣竹林精舍皈依佛陀出家，随即证得阿罗汉果。

佛陀成道后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是在摩揭陀国作雨季安居的，主要是在王舍城的灵鹫山。在此期间，佛陀僧团的基本规模已经形成，约有一千二百五十阿罗汉，所以经中常说“千二百五十人俱”，主要构成是耶舍等五十人，三迦叶等一千人，舍利弗、目犍连等二百人。

（四）舍卫城与波斯匿王皈依

佛陀受故国迦比罗卫的宗主国居萨罗（Ko[image: ]alā）的礼请，在其成道后的第五年，到达了首都舍卫城（[image: ]rāvastī）弘法。居萨罗国王为波斯匿（胜军王，Prasenajit）王。王及其夫人末利（Mallikā）皈依了佛陀。此王最初暴恶无信，经末利夫人的引导，笃信佛法，如同频婆娑罗王一样，成为佛教的最重要护法者之一。

舍卫城（[image: ]rāvastī），又作室罗伐悉底，或者闻城等，位于北居萨罗，属北印度，为与南居萨罗区别开来，而以城为国，称舍卫国，位置靠近现尼泊尔边境，即今欧杜（Oudh）之北将近一百公里处的沙赫—马赫（Sahet—Mahet）二村，傍于拉布提河（Rapti）。佛陀在世时舍卫城十分富庶，商贸发达，亦乃礼仪之地，极盛时期全城居民达五万七千户。[65]在佛陀45年的弘化生涯中，舍卫国历经两位国王，即波斯匿王与毗琉璃王（Virūdhaka）。佛陀后在舍卫城居住弘法时间最长，前后总计达25年之久。即使在佛陀圆寂之后，舍卫城仍是佛教的一大中心，伽蓝最多时达数百座。但随着去佛日遥，舍卫城开始衰落。法显法师去印时所见已是荒凉之景：“城内人民希旷，都有二百余家。”[66]玄奘的记载反映了二百年后该城及其佛教的衰败状况：“都城荒顿，疆场无纪。宫城故基周二十余里，虽多荒圮，尚有居人。……伽蓝数百，圮坏良多。”[67]后世佛教痕迹渐渐消失，或者埋入地下，直到19世纪末通过考古挖掘才开始为现代社会所知。

佛陀初到舍卫城，皈依者甚众。须达多长者，即给孤独长者，以黄金铺地的重价购得祇陀太子的祇园的面貌奉与佛陀。此园地为须达多长者所得，但树仍属祇陀太子，所以奉施佛陀后，称祇树给孤独园，传为佛陀所命名。[68]长者在此园中修建祇园精舍供佛陀止住与弘法。这是佛陀止住与弘法的第二个大道场，与王舍城的竹园精舍齐名。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anātha-pindadasya-ārāma），又译作逝多林给孤独园、祇园精舍、祇洹精舍等，位于舍卫城南五六里处。佛陀时代的祇树给孤独园的面貌现已经难以具知，但可以推测如同竹林精舍，规模亦相当大，因为毕竟佛陀的常规僧团如千二百五十人曾常在此安居。此后又有所增建，阿育王时建筑更趋完整，最高曾达七层，甚至周围有十八伽蓝环绕。公元5世纪初法显曾记载：

出城南门千二百步道西，长者须达起精舍。精舍东向开门，门户两边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轮形，右柱上作牛形，精舍左右池流清净，树林尚茂，众华异色，蔚然可观，即所谓祇洹精舍也。[69]

但到玄奘去时已经荒芜，谓“昔为伽蓝，今已荒废。东门左右各建石柱，高70余尺，左柱镂轮，相于其端，右柱刻牛，形于其上，并无忧王之所建也。室宇倾圮，唯余故基，独一砖室，岿然独在，中有佛像”。[70]在近现代，遗迹通过考古挖掘显露出来，可以窥见一些原有建筑布局。

舍卫城后来还建有一个重要精舍鹿母讲堂，佛陀亦在此处常住。佛陀在游化时曾度化鸯伽国长者之女毗舍佉（Vi[image: ]ākhā），毗舍佉后嫁与舍卫城弥伽罗长者（Mrgāra，意译鹿子）之子作妻，将值九亿钱的嫁衣供养于佛陀，用于建造精舍。佛陀允之，并派目犍连经办。据称，精舍九月建成，分上下二层，各有五百房间。毗舍佉劝公翁弥伽罗皈依佛门，弥伽罗甚为欢喜，遂尊称毗舍佉为母，故得名鹿母或者鹿子母。精舍也因此称鹿母讲堂（Mrgāra-mātr-prāsāda，鹿子母讲堂），又作东园鹿子母讲堂。

（五）释迦族受化

大致在此期间（也有说是佛陀成道后第二年），其父净饭王遣召佛陀归国弘法。这是释尊离开故国十余年后首次回归。为了这次重要省亲法事，净饭王在迦比罗卫城南的尼拘律树园（Nyagrodha-ārāma）建立了精舍。释尊在此处为父王等说法，净饭王于法当下得法眼净。佛陀一共住了七天，众多亲眷及宫人受了皈依，同父异母弟难陀以及佛陀的俗子罗睺罗随其出家。在返回王舍城后，又有一些释迦王族子弟追踪而来随佛出家。

这次省亲弘法，在释尊弟子中，除有弟难陀与子罗睺罗外，还增加了堂弟阿那律（Aniruddha，阿泥楼驮）、提婆达多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释尊度化了为王子们理发的贱民优波离（Upāli，优婆离）。而且为了显示佛法对四种姓的平等，也为了破除诸王子骄慢的习气，释尊特为优波离优先剃度。

（六）比丘僧团的具足

就在这一年，佛陀又游化到吠舍离城，雨季在此安居。在吠舍离，佛陀后来常住大林精舍（Mahāvana），又名重阁讲堂（Kūtāgāra-[image: ]ālā）。据称，“大林中于高阁讲堂者，此林无人种，自然而生，从迦惟罗卫国连至雪山，故名大林。高阁讲堂者，于大林作堂，堂形如雁子，一切具足，为佛作此堂也”。[71]此时在佛陀座下，其最杰出的弟子除须菩提（Subhūti，善现）和阿难外，都已出现，如舍利弗、目犍连、摩诃迦叶、阿那律、富楼那、迦旃延、优波离、罗睺罗等。须菩提较后出家，而阿难更晚，约在佛陀五十五岁时。而且，在佛陀弟子中，四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种姓者都有，平等修学，形成了真正的和合团体。

（七）摩诃波阇波提及五百释种女出家与教团的具足

在后来佛陀父王净饭王去世后，其养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率佛陀俗家夫人耶输陀罗及五百释种女，至吠舍离之大林精舍，请求出家，但遭佛陀所拒。后经阿难再三恳求，且摩诃波阇波提夫人出家之念甚坚，最终佛陀乃立八敬法，[72]允其所请。由此，佛陀弟子中就有了比丘尼。不过，佛陀也预言女人出家，会使正法时期缩减五百年。

从佛弟子构成看，随着摩诃波阇波提夫人等比丘尼、沙弥尼、式叉摩尼，以及罗睺罗等沙弥的加入，佛陀僧团的男众即比丘僧团、女众即比丘尼僧团的规模已经具备。再加上优婆塞与优婆夷，佛陀教团结构已经完整了。

佛陀身边常随有一千余人，所谓“千二百五十人俱”，其他弟子一般都四散自行弘法。在常随众中，后来以阿难为随侍弟子，而以舍利弗、目犍连为其统摄僧团的主要助手。到晚年，佛陀将僧团的直接领导权交与了舍利弗、目犍连。

（八）佛陀游化地区

佛陀曾游化各地，主要在中印度，大致以摩揭陀、居萨罗与跋沙为中心，东到瞻波，西到马土腊。[73]根据佛典，佛陀甚至亦到天界以及地狱度化众生。佛典中记载有佛陀历年雨季安居之地，从中可以大略了知佛陀在印度的主要游化区域：

世尊于波罗奈国而转法轮，初转此法时，多饶益众生，即于此夏坐，有益于摩竭国王；第二、三于灵鹫顶山；第五脾舒离；第六摩拘罗山（白善）为母故；第七于三十三天；第八鬼神界；第九拘苫毗国；第十枝提山中；第十一复鬼神界；第十二摩伽陀闲居处；第十三复还鬼神界；第十四本佛所游处，于舍卫祇树给孤独园；第十五迦维罗卫国释种村中；第十六还迦维罗卫国；第十七罗阅城；第十八复罗阅城；第十九柘梨山中；第二十夏坐在罗阅城；第二十一还柘梨山中；于鬼神界不经历余处连四夏坐；十九年不经历余处，于舍卫国夏坐；如来如是最后夏坐时，于跋只境界毗将村中夏坐。[74]

从中可知，第一年在波罗痆斯（“波罗奈国”）夏安居，第二、三年在王舍城附近的灵鹫山（“灵鹫顶山”），第五年在吠舍离（“脾舒离”，属跋祇），第六年在王舍城附近的摩拘罗山，第七年在三十三天（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第八、十一、十三年在鬼神界（跋沙国的恐怖林），第九年在[image: ]赏弥（“拘苫毗”）国（属跋沙），第十年在枝提山（国属不明）中，第十二年在摩揭陀（“摩伽陀”）闲居处，第十四年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第十五、十六年在迦比罗卫（“迦维罗卫”）国，第十七、十八、二十年在王舍城（“罗阅城”），第十九、二十一年在舍卫城附近的柘梨山。而后又连续在鬼神界四次，连续在舍卫城十九次。最后一次即第四十五年则在跋祗国（“跋只”）的毗将村做夏安居。其中的第四年是在摩竭陀国王舍城附近的灵鹫山作夏安居。从次数看，在居萨罗国舍卫城最多，二十二次；次之是在摩竭陀国王舍城和跋沙国，各八次；在迦比罗卫国两次；在跋祇（跋耆）国两次；在波罗痆斯、忉利天、枝提山各一次。

佛陀成道后，初期在摩揭陀国夏安居较多，中期在中印度各国游化，晚期在中印度之北夏安居最多，特别在舍卫城连续达十九年，游化较少。还可看出，佛陀游化地区大多是非雅利安族区。

经过四十五年的教化，佛陀教说在恒河中下游地区深入人心，四姓皈依甚众，可说从者如云。当时恒河中下游是以印度婆罗门教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影响较为薄弱之地，新兴思潮风起云涌，刹帝利以及大富商人崛起，互相应和，互相支持。佛陀的教说在这样的土壤中生根开花，已渐渐进入了一些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与婆罗门教化分庭抗礼。

四 传教的逆缘

佛陀在其弘化生涯中，也遇到了一些逆缘，比如自身受到迫害与诬陷，自己的故国与种族灭亡，以及提婆达多破和合僧与正法轮等。

（一）诽谤与诬陷

佛陀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说法，赢得君王与民众的敬信。有梵志外道甚为妒恨，设计陷害。令荡妇（淫女）孙陀利（Sundarī）多次出入精舍，后将其杀害，埋在祇树间，接着散播孙陀利失踪及曾出入祇园的消息，诱王兵从祇树间挖掘出尸体，使大众怀疑佛陀与其私通，因惧事败露而将其杀害。佛陀及其僧团的德望一落千丈，所到之处皆遭责骂，甚至乞不得食。后来外道的阴谋被揭穿，才真相大白。[75]

奢弥跋因佛陀过去曾拒绝与其缔结婚约，在成为优填王（Udayana）的王妃后，发心报复，遂诬陷佛陀与崇佛的另一王妃通奸。还有旃沙（旃遮，Ci[image: ]cā，或者旃遮摩那，Ci[image: ]cā-mānavika）系盂谎称与佛通奸怀孕，而诽谤佛陀，如《佛说兴起行经中》佛陀云：

（我）为六师等、诸比丘众漏尽未尽及诸王臣民、清信士女说法时，……多舌童女，带盂起腹，来至我前，曰：“沙门，何以不自说家事，乃说他事为？汝今日独自乐，不知我苦耶？何以故汝先共我通，使我有娠？今当临月事，须酥油养于小儿，尽当给我。”尔时众会，皆低头默然。时释提桓因侍后扇佛，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里，啮于带，盂忽然落地。尔时诸四部弟子，及六师徒等，见盂堕地，皆大欢喜，扬声称庆，欣笑无量。[76]

（二）提婆达多分裂僧团与谋害佛陀

在佛陀弘法的盛年，有频婆娑罗王以及波斯匿王等大外护的护持，总体上较为顺利。但到晚年，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佛陀弟子中，御众最有能力的当数舍利弗与提婆达多。佛陀在后来把僧团的直接领导权交给了舍利弗，提婆达多也要求统众，但未能如愿，于是开始分裂佛教。他首先在政治上争取了阿阇世王的支持；又在修行上以炫耀神通摄众，并提倡极端的苦行，以对抗佛陀的中道修行路线；他还以王舍城为基地，率五百比丘，另立山头，与晚年基本居住在舍卫城的佛陀对峙。不仅如此，提婆达多还以各种方式迫害佛陀，甚至试图谋害佛陀的生命，比如趁佛行经灵鹫山下时，从山崖投大石企图杀之，幸未得逞，仅伤佛足，其后他又放狂象欲冲杀佛陀，但象被佛陀调伏，再次失败。虽然最后提婆达多自食其果，但佛教教团的团结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了影响，以致佛陀晚年基本都在舍卫城度过夏安居，而不再去王舍城。

（三）释迦族遭屠灭

佛陀晚年，不仅教团内产生了分裂，更有舍卫城的琉璃王对佛陀的家国迦比罗卫发动了战争。毗琉璃王（Virūdhaka），又称恶生王，继波斯匿王之后为居萨罗国王。佛陀成道不久，波斯匿王初绍王位，欲娶释迦族女子。波斯匿王虽为佛弟子，却采用了逼娶的方式。释迦族无力抗拒，无奈以释迦牟尼堂兄、大臣摩诃男的婢女假充其女嫁与了波斯匿王。此女成为王后，生子即是毗琉璃。毗琉璃太子将八岁时，奉父命率五百童子至迦比罗卫其外公摩诃男处习学射术。当时新造讲堂，欲请佛陀及诸比丘来供养。毗琉璃太子率五百童子往至此讲堂，即升师子座，诸释种一见，甚为愤怒，辱骂其为婢女所生，并捉其臂逐出门外，打翻在地。太子怀恨在心，埋下复仇之念。登王位后，随即率象、马、车、步四部兵大举进攻迦比罗卫。佛陀时居舍卫城，试图阻之。《增一阿含经》云：

尔时，众多比丘闻流离王往征释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以此因缘具白世尊。是时，世尊闻此语已，即往逆流离王，便在一枯树下，无有枝叶，于中结加趺坐。是时，流离王遥见世尊在树下坐，即下车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流离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树，枝叶繁茂，尼拘留之等，何故此枯树下坐？”世尊告曰：“亲族之荫，故胜外人。”是时，流离王便作是念：“今日世尊故为亲族，然我今日应还本国，不应往征迦毗罗越。”是时，流离王即辞还退。[77]

但好苦梵志[78]以旧怨刺激毗琉璃王，唆使其再度兴兵。又遇佛陀在路上一枯树下趺坐，被告以“亲族之荫凉，释种出于佛，尽是我枝叶，故坐斯树下”，[79]念世尊出于释种，乃还军不征。返已，好苦梵志复予挑拨，毗琉璃王再次发兵指向迦比罗卫。目犍连欲以神力阻止，但佛陀谓其释种宿缘实不可免，乃罢。毗琉璃王攻入迦比罗卫城中，杀九千九百九十万人，[80]释迦族几被灭族。毗琉璃王又选五百端正释女为妃，但她们誓死不从，王大嗔怒，切断其手足埋于深坑中。回军舍卫城后，王又杀害不支持这次屠杀的祇陀太子。但毗琉璃王未遭好报，七日后与其军兵皆遭洪水漂溺而亡。这场不义战争，一方面是报复幼时所受之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佛陀声威巨大，佛陀的祖国迦比罗卫作为居萨罗的属国，其强大是居萨罗不愿看到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佛陀在两次抗议的同时，也深知悲剧无力挽回。

在佛陀晚年，其两个主要弘法根据地舍卫城与王舍城都出现了重大障缘。但随着提婆达多的死亡与琉璃王的很快覆灭，以及阿阇世王皈依佛陀，耆年的佛陀欣慰地看到弘法事业回到了平稳的轨道上。

五 最后说法及入灭

释迦佛35岁成道，到80岁左右入灭，共度化众生45年。在最后一年，他从久居的舍卫城来到跋祇国的吠舍离（Vai[image: ]ālī）做夏安居。这时佛陀身体虚弱，经常背痛，可能还患肠胃病，步行已较困难，自知舍寿之时即将到来。但佛陀不愿坐等涅槃的到来，而是要利用最后的时间游化众生。

佛陀从吠舍离的大林精舍出发，向拘尸那罗揭城（Ku[image: ]inagara）走去，在经过的每一个聚落说法，但他的病情越来越重，所以每走一程就要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在到达波婆城（Pāvā）阇头园时，工匠之子纯陀（Cunda，周那）来礼佛陀。佛陀为其说法，纯陀信心欢喜，请求世尊明日接受其供养，佛陀许之。第二天纯陀设饮食供佛陀及僧，别煮栴檀树耳，世所奇珍，独奉佛陀。这是佛陀所受最后供养。供养非但没有使佛陀身体好转，反倒加重了其病情。如《长阿含经》所云，佛陀“虽食栴檀耳，而患犹更增，抱病而涉路，渐向拘夷城”。[81]待走到拘尸那揭罗城外的娑罗树（[image: ]āla）林，佛陀就选择了树林中的娑罗双树间作为他入灭之处。佛陀在阿难铺好的僧伽梨衣上右胁卧下，此时娑罗树林忽然变白，犹如白鹤。这是二月十五日。

佛陀遣阿难召拘尸那揭罗城末罗五百信众至娑罗树林为说法要。诸末罗及其家属闻法转悲为喜，并供养五百张白叠后离去。其后，拘尸那揭罗城120岁的外道梵志须跋陀罗（Subhadra），闻佛陀即将入灭，亦往娑罗树林求见佛陀以决其法疑，为阿难所阻，但佛陀允许其入见。《长阿含经》云：

须跋即入，问讯已，一面坐，而白佛言：“我于法有疑，宁有闲暇一决所滞不？”佛言：“恣汝所问！”须跋即问：“云何，瞿昙，诸有别众，自称为师，不兰迦叶、末伽梨[image: ]舍利、阿浮陀翅舍金披罗、波浮迦旃、萨若毗耶梨弗、尼揵子，此诸师等，各有异法，瞿昙沙门能尽知耶？不尽知耶？”佛言：“止，止！用论此为，吾悉知耳，今当为汝说深妙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须跋受教。佛告之曰：“若诸法中无八圣道者，则无第一沙门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果。须跋，以诸法中有八圣道故，便有第一沙门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果。须跋，今我法中有八圣道，有第一沙门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果，外道异众无沙门果。”[82]

在此中佛陀告须跋陀罗，一切外道无八正道，不能得圣果四沙门果，唯佛法有八正道，能得圣果。四沙门果指须陀洹果（Srotāpanna-phala）、斯陀含果（Sakrdāgāmi-phala）、阿那含果（Anāgāmi-phala）、阿罗汉果（Arahat-phala），即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须跋陀罗遂礼佛陀出家受戒，成为佛陀最后得度的弟子，并于入夜未久证得阿罗汉果。

佛陀在入涅槃之前，对阿难等诸弟子作了最后的教戒。佛陀叮嘱说：

于我灭后，当尊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大师。[83]

意为，必须以戒（Prātimoksa，波罗提木叉）为师，正法方能久住。而且佛陀叮嘱阿难其所说经亦是所依：“阿难，汝谓佛灭度后无复覆护，失所持耶？勿造斯观！我成佛来所说经、戒，即是汝护，是汝所持。”[84]佛陀还告诫道：

汝等当观如来时时出世，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是故比丘，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此是如来末后所说。[85]

这是告诫众人，一切无常，佛陀出现于世，不可能久住世间，不可能一直呵护众人，求道者必须自我精进，一心修行，而不懈怠放逸，否则不可能修得正果。在不同的解脱道典籍中，对佛陀最后之教内容的记载在意趣上都一致，强调无常与精进，如法显译《大般涅槃经》中云：

于是如来即便说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尔时如来说此偈已，告诸比丘：“汝等当知，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我今虽是金刚之体，亦复不免无常所迁。生死之中极为可畏，汝等宜应勤行精进，速求离此生死火坑。此则是我最后教也。我般涅槃，其时已至。”[86]

大乘经典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佛陀虽然入灭，但其体如金刚身，永恒不灭，而具常、乐、我、净四德，且在佛陀最后说法中教导弟子们，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即使一阐提[87]最终也能成佛。[88]

佛陀说最后教已，已是夜半，即入初禅定；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入空处（空无边处）定；从空处定起，入识处（识无边处）定；从识处定起，入无所有处定（不用定）；从无所有处定起，入非想非非想处定（有想无想定）；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入灭尽定（灭想定）；又从灭尽定起，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入无所有处定；从无所有处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一禅；又从第一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般涅槃，即入灭。[89]

据佛典云，佛陀涅槃时，大地震动，幽明之界悉光明遍照。诸比丘“悲恸殒绝，自投于地，宛转号啕，不能自胜，歔欷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譬如大树根拔，枝条摧折，又如斩蛇，宛转回遑，莫知所奉！’”诸居士信众闻之也悲痛欲绝。阿难劝之：“止，止！诸君勿为悲泣，欲使有为不变易者，无有是处。佛已先说：‘生者有死，合会有离，一切恩爱无常存者！’”[90]

随后，佛陀遗体在拘尸那揭罗城游行供养七日。后在天冠寺举行荼毗，[91]由诸末罗供办葬具。诸末罗“以净香汤洗浴佛身，以新劫贝周匝缠身，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香油，奉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栴檀木椁重衣其外，以众名香而积其上”。[92]但举火两次无法点燃。后待佛陀大弟子摩诃迦叶率五百佛弟子从波婆国赶到，作为付法藏者，接着主持荼毗仪式。这时香花木棺自燃荼毗。但随着另外与佛陀颇有渊源的波婆国民众、遮罗颇国诸跋离民众、罗摩伽国拘利民众、毗留提国婆罗门众、迦比罗卫国释种民众、毗舍离国离车民众以及摩揭陀国民众在各自国王阿阇世王等率领下，起象、马、车、步四兵先后到来，再加上本地拘尸那揭罗民众，佛陀舍利的归属起了争议。见此，香姓婆罗门挺身而出，进行调停：

诸贤长夜受佛教诫，口诵法言，心服仁化，一切众生常念欲安，宁可诤佛舍利共相残害？如来遗形欲以广益，舍利现在但当分取。[93]

诸国久蒙佛陀教化，一致同意分取供养，并委托香姓婆罗门主持分取舍利之事。香姓婆罗门将佛陀舍利共分八份，以供当时在场的八国代表带回起塔（Stūpa）永久供养。这八国是拘尸那揭罗、波婆、遮罗颇、罗摩伽、毗留提、迦比罗卫、吠舍离、摩揭陀国。除八国起舍利八塔外，还起了三塔供养：第九塔是瓶塔，为香姓婆罗门供养分舍利之瓶所起；第十塔是碳塔，为荼毗处毕钵村人供养用于荼毗的地燋炭所起；第十一塔是生时发塔，应是迦比罗卫国供养佛陀在家时之发所起。[94]从其中可知佛陀在当时已得中印度普遍的崇敬。

佛陀虽然圆寂了，但其所创佛教从古代走到现在，从印度走向世界，成为现今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为广大众生指出了一条追求真理、实现涅槃的大道。

第五节 释迦牟尼佛的僧团及诸弟子

一 释迦牟尼佛的普世度化因缘

释迦牟尼佛出世成道与度化众生，能够形成一个伟大的度化事业，建立一个影响久远的宗教，是与当时印度的各种因缘背景以及佛陀自身的智慧功德分不开的。从历史角度观察，佛陀时代的印度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是恒河上游以婆罗门教为本的正统文化中心，另一个是恒河中下游以土著文化与沙门思潮为重的非正统文化中心。对后一区域，雅利安人并未完全征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都在激荡中变化。铁器、肥沃的平原与便利的恒河水上交通带来了农业、手工业、商贸业的大发展，列国争霸，政治版图的改变只在朝夕之间。在这里种姓制度虽然已经形成，但与传统的婆罗门至上的四种姓结构大异，不仅刹帝利种姓成为第一位，吠舍种姓中的大富长者地位也飙升，甚至传统婆罗门种姓者成为吠舍与首陀罗职业者也大有人在。非雅利安人也有成为国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化与非雅利安人的土著文化相激荡，引发了沙门思潮。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与新的宗教文化思潮相互应和与支撑。

在这样的环境中，佛陀以刹帝利种姓的太子之身出家修行成道，提倡种姓平等，阐扬觉悟解脱之道，既能得到新兴的刹帝利阶层的支持，又能得到中下层的吠舍、首陀罗种姓的拥护，甚至一些婆罗门也拜服其智慧境界，皈依追随。释迦牟尼佛开创的佛教能够很快在恒河中下游深入人心，绝非偶然。

从佛教自身的视角观察，释迦牟尼佛出世成道度化众生，是因缘成熟的结果。在阿含类经典[95]中，释迦佛是过去佛迦叶佛预言而依大悲本愿降生出世成佛的，而且本生故事里大多是释迦佛过去世与诸弟子们结缘之事，以及在娑婆世界乃至三界度化众生之事，所以，释迦佛与娑婆世界及其众生结缘甚为深厚，其出世成佛度生正是基于娑婆世界及其众生的因缘成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在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中称释迦牟尼佛出世度化众生是“一大事因缘”。佛陀的度化、其僧团的组织与度化，以及其在娑婆世界的普世开展，都是在此缘法中实现的。

二 佛陀的僧团

在度化众生的事业中，释迦牟尼佛乃根本导师，但度化大多是通过其教团进行的。其教团包括四众弟子，即男出家众、女出家众、男在家众、女在家众。特别在佛陀入灭后，度化众生的事业由教团全部承担，住持佛法的重任也落在教团肩上，所以佛陀极为重视教团建设。严格地说，佛陀的教团乃修行者的和合整体，可称为僧团，也就是僧伽。僧伽，是Samgha的音译，简称僧，意为和合众之义，所以又称和合众、和合僧等。

在佛陀的规定下，教团的组织有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所依，二是戒律，三是组成。所依是最基础的一环，即三宝。这里的宝（Ratna）是最稀有之义。三宝即佛、法、僧宝。由皈依三宝，就进入了佛教教团。佛陀是教团最根本的依止与导师，乃至是三界一切众生的根本依止与导师。法（Dharma）包括两方面；二是作为教法的法，即法门或者方法方面，一是作为证法的法，即所要证悟的法。前者是佛陀建立的，后者是佛陀证悟后所显示的，这二者要求弟子们修习与证悟。僧即是僧伽，最初指佛陀圣弟子的团体，后指凡一切能成为众生修行榜样、能住持佛法的和合众。在后一意义上，僧可指佛陀的僧团。三宝作为全体佛教的根本，规定了佛教的性质与意义，是佛弟子首要遵守的底线。

在皈依三宝后，不同弟子众遵守不同的戒律。戒与律本义是有差别的。戒（[image: ]īla），音译尸罗，是防非止恶的禁条，偏重于内心自律性持守，而律（Vinaya），音译毗奈耶，则是为了维护出家清净体性所应该遵守的法则、轨则，带有他律性、规范性的意义。前者在家出家都可使用，后者只限出家之众。但在一般情况下，二者互通使用，统称戒律。

戒律作为规范身口意的规定，能够使遵守者逐渐养成特定的身口意运行模式，根据其善恶，可分善戒（或者净戒，又作善律仪）与恶戒（又作恶律仪）。当然，这里特指为出家及在家弟子所制定的善戒，或者说，善律仪。

佛陀制戒，都有缘起。最初僧团皆依法修行，少犯过失，但随着僧团的扩大与出家众人员的混杂，过失增多，佛陀方开始制戒。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所说，在佛陀成道后第十三年，有富家子苏阵那出家，先精进修行，但后受俗家妻子诱惑，淫欲心起，而与其发生不净行。苏阵那愧疚，寝食不安，向同修忏悔。佛陀获知，乃为比丘制定学处（[image: ]iksā-pada），并阐明其重要意义：

我观十利，为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云何为十？一摄取于僧故；二令僧欢喜故；三令僧乐住故；四降伏破戒故；五惭者得安故；六不信令信故；七信者增长故；八断现在有漏故；九断未来有漏故；十令梵行得久住故。显扬正法，广利人天，我今为诸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96]

最开始制定的是一些基本戒律，后又根据弟子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对戒律予以了细化。结果，戒律不断增多，乃至有数百条之多。这实际也意味着众生修行根性的普遍下降，所以经云：

何因何缘，昔沙门瞿昙施设少戒，然诸比丘多得道者？何因何缘，今沙门瞿昙施设多戒，然诸比丘少得道耶？[97]

在阿含类经典中，对佛陀制戒的一些因缘有记载，可以看到佛陀对细小戒是有开遮的，也就是可以随宜取舍，所谓“小小戒可舍”。一般认为，佛陀在世时，已经逐步完成了佛教的戒律体系，即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式叉摩尼六法，沙弥及沙弥尼十戒，优婆塞及优婆夷即在家弟子五戒。其中，在家弟子的五戒最广为人知，即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语戒、不饮酒戒。这五戒对规范在家弟子的社会行为与思想、情感具有重要意义，对佛教成为积极的社会建设性力量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僧团所遵循的戒律中，从佛陀时代起就规定的四依法，体现了出家众修行的基本行为规范与生活准则。依（Ni[image: ]raya）乃所凭、所据之义。四依法，即行四依，又称四圣种[98]：一者着粪扫衣（Pāmsukūla），又称弊纳衣，谓出家众修出离世间的出世法，为坚固道心，不能穿华丽衣饰，当用以世人所弃的弊垢衣料洗净、缝补而成的弊垢衣；二者乞食（Pinda-pāta），谓出家众不能贪口腹之欲，当行乞活命，维持基本的身体需求以一心办道；三者树下坐（Vrksa-mūla），谓出家众已经抛家修道，不能贪享房舍卧具，应于树下、石窟等处，随缘随宜暂居，勉力修行；四者服陈弃药（Pūtimukta-bhaisajya），谓出家众患病，不能贪用新好药物，应用陈年腐朽之药调治。四依法明显具有苦行的色彩，也反映了解脱道的修行特征。当然在具体修行实践过程中，从佛陀时代起，就未教条化地奉行，所以会看到有精舍的建立以及财物的接受等，但这些都是在僧团整体的平等分享基础上进行的。不过，在佛陀在世时，就有苦行派与随宜派的分歧。前者强调严格按照四依法做，后者强调不能教条化地贯彻四依法，可随宜暂时有所取舍。

通过皈依与持戒，教团的佛弟子就形成了分类。虽然教团一般可称僧团，但由于教团可分出家众与在家众，而出家众又是主体，所以，一般多将出家众称为僧团。这样，教团与僧团可分别指佛教修行者的广义与狭义的和合集体。

释迦佛成道后，最初在鹿野苑度化了五比丘，就意味僧团开始建立起来。但佛陀僧团的基本规模由追随在身边的比丘即常随众组成，即经典中常说的“千二百五十人俱”。他们开始皆外道徒众，后蒙佛陀度化，得证阿罗汉果，常随佛陀，称常随众。当然“一千二百五十人”常随众是约数。而且佛陀的全部弟子数远超此数，还有其弟子所度弟子，更是众多，都可以视为教团或者说僧团的一部分。

虽然佛陀僧团一般指出家众，但最核心的是比丘众。这里，比丘是Bhiksu的音译，又作苾刍等，意译为乞士、乞士男等，谓剃度出家、受具足戒的男子。而比丘尼众处于较从属的地位。这其中，比丘尼是Bhiksunī的音译，又作苾刍尼等，意译为乞士女等，有时简称尼，谓剃度出家、受具足戒的女性。因此佛陀对比丘众要求最为严格，曾说：

汝等为子，从我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余财，当怀受我，莫令我若身、若口、若心有可嫌责事。[99]

比丘一般是成年男出家众。最初僧只有比丘众，而在少年罗睺罗出家后，增加了沙弥（[image: ]rāmanera）。待摩诃波阇波提夫人、耶输陀罗以及释种五百女子出家，便有了比丘尼。其中尚有未成年女子，又分出一种沙弥尼（[image: ]rāmanerikā）。在女众中，还有一些曾经结过婚但不知是否受孕便出家的女子，为验有孕无孕，以避免俗人的讥谤，便分出了一种为时两年的式叉摩尼（[image: ]iksamānā，式叉摩那）。这五众就构成了出家众，即僧团。除此之外，教团还包括在家众，即优婆塞（Upāsaka）与优婆夷（Upāsikā），意译称近事男、近事女等。这样，在佛教教团中有七众，按照序位排列为：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

佛陀所证的涅槃是解脱生死轮回而出离世间的境界，因此其对世间的一切众生都平等看待，这样教团中的弟子也就摄有一切种姓者，即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可进入，按照经典所说，甚至还有天神。在其著名的出家弟子中，舍利弗、目犍连等乃婆罗门种姓，阿那律、阿难、罗睺罗等属刹帝利种姓，耶舍等是吠舍种姓，而优波离等属首陀罗种姓。在家弟子中，四种姓也是平等摄受的。

在佛陀领导的教团中，皆以佛陀为依止，如阿含经所说，佛乃“法根”“法眼”“法依”。[100]所以，教团的出家众直接称为“沙门释子”（[image: ]akyaputra-[image: ]ramana），佛陀的教法称为“释子之法”（[image: ]akyaputrīya-dharma）、“佛陀之教”（Buddha-[image: ]āsana）。后世中国佛教继承这个传统，将出家人称为“释某某”，将佛陀教法称为“佛法”“佛教”。

三 僧伽的居住与安居制度

（一）僧伽的居住

[page:121-146

在其成立之初，僧团还带有游行性质，没有固定的居处。为了乞食的方便，一般都选择在农村或者城镇游行，暂居处或是在树下，或在冢处，或在石岩下，或在信众施与的住处。从开始传教始，佛陀的所居处一般是后一种类型，毕竟佛陀身边总有成百乃至上千的常随众。这样的住处包括居所（[image: ]vāsa）与园（[image: ]rāma）。但在最早阶段，居处都是暂时的，游行到此暂住，离开后即舍弃。

但后来随着律的制定以及安居制度的建立，僧团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整体开始居住生活，并建立半永久与永久的住处。这其中园扮演了重要角色。园一般在城镇郊区，是有花有果树的园林，由信众施与僧众，僧众最先是暂住，后来渐用作为永久居住之所。园作为僧众住所被永久化后，称为僧园（Samghra-ārāma），即僧伽蓝。僧伽蓝虽属僧团，但其维护与管理并非僧众承担，而是捐赠者自己负责。在僧伽蓝中，僧众进行法的教学与讨论，以及禅修，举行布萨（Posadha）、自恣（Pravārana）等。布萨，又作布沙他等，意译作净住、长养等，指僧众每月月中与月末两次集中说戒经，以保证其戒律清净、和合，长养善法。自恣，又作随意，音译钵剌婆剌拏，谓雨季安居最后一日，安居众从见、闻、疑角度，互相发露罪业过失，忏悔生善，而自生喜悦。

随着僧园成为僧众的固定居所，其功能开始扩充，比如在其中修建僧众集会的会所（Upasthāna-[image: ]ālā）等。一般功能齐备的僧团建筑群称为僧院。僧院在早期佛教僧团生活中渐成僧众固定的居住与修学一体化的场所。

僧院在早期佛教的开展中，类型有数种，如精舍、平房、殿堂、楼房、石窟等，其中精舍、石窟最为常见。精舍（Vihāra）最初是用于僧众个人居住的，后来规模逐渐扩大，不仅建有众多僧众住房，而且建有公共活动场所，变成大规模的、有结构的、多功能建筑群。有的精舍乃僧园扩建而成，如祇园精舍、竹林精舍这两个佛陀常住的著名精舍，前身皆是园林。大的精舍事实上不啻于佛教教学、修行与弘法的大基地。一般而言，精舍在城市附近或者平原较多，多用砖、石建造，从地理位置看主要出现在温迪亚山脉以北。

印度佛教僧院中石窟院比较多。最初游行僧不少以自然石窟作为暂居修禅之处，但后来就有石窟的开凿，以作为僧众永久居住、修行与礼拜场所。这在佛陀时代就开始出现，但大规模的窟院开凿与建造乃是在佛陀圆寂后。特别在温迪亚山脉以南的高原非常普遍。佛教艺术中壁画兴起与石窟的开凿直接联系在一起，而石雕艺术也离不开其推动。[101]

（二）安居制度

早期佛教僧团改变游行的生活方式转为定居生活，是与安居制度的建立分不开的。安居乃佛教僧团的重要集体修行制度。安居，意译自Varsā，或者Vārsika，直译为雨季、雨期，又作坐夏、结夏、夏安居、雨安居、坐腊、结制、结制安居等，具体指在雨季出家众禁止外出、聚居一处、接受供养、专志进修的制度。

印度一年的季节分类自古就有多种分法，如六时三季等。古代印度佛教也有自己的季节分类，以对僧团的行为做一些相应规定。按照玄奘记载，乃分为三季，即热时，正月十六日到五月十五日；雨时，五月十六日到九月十五日；寒时，九月十六日到正月十五日。[102]在雨季，大雨滂沱，江河漫流，蛇虫遍地，给外出修行造成极大困难，所以在印度佛教兴起之时，外道就有了雨安居这种做法。佛陀及其弟子们在雨季最初并没有规定进行雨安居，在发生了六群比丘在舍卫国雨季游行而遭讥嫌之事后，方建立起这个制度。此事载于《四分律》：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时夏月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沙门释子不知惭愧，蹈杀生、草木，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夏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断他命根？！诸外道法尚三月安居，此诸释子而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断他命根，至于虫鸟尚有巢窟，止住处，沙门释子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断他命根！”[103]

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早于佛陀成道后的第十四年，因为佛陀于此年第一次在舍卫城度过雨季。佛陀得知此事后，将众比丘集在一起，在批评六群比丘[104]“所为非，非威仪，非净行，非沙门法，非随顺行，所不应为”的同时，“从今已去，听诸比丘三月夏安居”。[105]这就有了为期三月的雨安居。在此前，佛陀及其常随众一般在雨季也居止在一处，不再游行，但乃属自然安居，并非僧团的戒律规定，也因此才有其余出家众在雨季游行的现象出现。

安居时，只有出家众才能参加，但男女分开，比丘与沙弥一起，比丘尼与沙弥尼、式叉摩尼一起，不相混杂。雨安居的开始与终止时间在中国的传承中有两说，即所谓的旧家说与新家说。旧家称从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而新家说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玄奘云：“印度僧徒依佛圣教，皆以室罗伐拏月前半一日入两安居，当此五月十六日；以[image: ]湿缚庾阇月后半十五日解两安居，当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诸部无差，良以方言未融，传译有谬，分时计月，致斯乖异，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106]后来根据是否赶上安居开始日，还区分出前安居与后安居，甚至再区分出中安居。安居第一日称结夏，结束一日称解夏。解夏后的第一日，即自恣日。自恣后，僧众着迦[image: ]那衣，以示结夏的圆满结束。迦[image: ]那衣（Kathina），又作羯耻那衣等，意译坚实衣等，乃一种便服，因僧众经安居戒律清净，所以此衣具象征意义，而又得名功德衣。

雨安居到部派佛教时发展为严格、系统的安居制度，称为安居犍度（Skandha），包括安居众的资格、房舍卧具等的分配、安居的时间、前后安居之别、安居的场所、中途外出的规定，等等。

四 上首比丘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

（一）佛陀的十大比丘弟子

比丘弟子乃佛陀僧团的核心，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佛陀指导下证得了阿罗汉。在佛陀入灭之前，一些阿罗汉弟子就已入灭，而且大多数是见佛陀即将入灭而行神通抢先入灭的，如舍利弗等。余下的阿罗汉弟子仍为数不少，其中的五百众在如来入灭后参与了结集。阿罗汉弟子作为佛声闻弟子中最杰出者，有众多闻名于佛教史，但其中十大弟子在后世最为著名。他们各有其殊胜之处，如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足第一，大迦叶头陀第一，阿难多闻第一，优波离持律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阿那律天眼第一，富楼那说法第一，迦旃延论议第一，罗睺罗密行第一。

据大乘经典，佛陀这些声闻大弟子实乃菩萨，即内为菩萨，外现声闻身，他们构成佛陀以“一大事因缘”出世度化众生的主要眷属的一部分，更是度化声闻弟子的基本助力。佛陀的常随众一千二百五十人都属这样的性质。

（二）佛陀的上首比丘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

舍利弗与目犍连在佛教史上并称，乃佛陀的上首两大弟子，也是佛陀在世时其弘法事业最主要的两大助手。

舍利弗乃梵文[image: ]āriputra的音译，音译还有舍利弗多等，意译有鹙鹭子等，音译与意译合作舍利子等。婆罗门种姓，生于摩揭陀国王舍城外那罗村（Nālada），其母为王舍城婆罗门论师之女，出生时以眼似舍利鸟，故名为舍利弗，即“舍利之子”之义。又名Upatisya，音译优波底沙等，意译大光，乃从父而得之名。据载，舍利弗从小修习诸技艺，通晓四吠陀，辩才特出，年十六即能挫伏他人之论议，诸族弟悉皆归服。

目犍连，梵名Maudgalyāyana，又作Mahā-maudgalyāyana，即摩诃目犍连（大目犍连），汉译名还有目连等。别名Kolita，音译拘律陀等。其乃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外拘律陀村人，婆罗门种姓，与舍利弗所在村落相邻。

舍利弗与目犍连自幼交情甚笃，常结伴出游。后两人在赴观王舍城外婆罗门教大祭时，忽起出家之念，随即剃除须发，入沙门六师中的散惹耶·毗罗梨子门下出家学道。两人互约，若先证得解脱者必相告之，遂共相激励而精进修行。散惹耶·毗罗梨子以怀疑论著称，是沙门六师中批判力最强者，舍利弗聪敏智深，与之相契，仅七日七夜即贯通其教旨，而一跃为二百五十弟子之上首。目犍连不甘落后，也成为上首弟子之一。但他们自知仍未解脱，求道之心未曾稍懈。

后舍利弗在王舍城路逢佛陀弟子马胜着衣持钵，入城中乞食，威仪端正，行步稳重，风度卓异，而感佩不已，乃问所师何人，所习何法。马胜告之其师乃释种子，大沙门，明了三世法，成就一切善，“说因缘法，谈解脱路”，并以偈“诸法从因生，诸法从因灭，如是灭与生，沙门说如是”以及“诸法因生者，彼法随因灭，因缘灭即道，大师说如是”，[107]宣示其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无常、无我的缘起道理，舍利弗当下远离尘垢，得法眼净。回转以告目犍连，目犍连也言下得法眼净。二者遂率弟子二百人（或说二百五十人）一同拜谒并皈依佛陀，出家修行，不久皆证得阿罗汉果。后来舍利弗之弟离婆多（Revata，离越多、离越、颉隶伐多）也随佛陀出家，精勤修行，成阿罗汉，乃佛陀弟子中“禅定第一”者。

舍利弗在诸弟子中智慧最胜，目犍连神通最胜，如佛陀所说：“我声闻中第一比丘……智慧无穷，决了诸疑，所谓舍利弗比丘是；神足轻举，飞到十方，所谓大目犍连比丘是。”[108]二师珠联璧合，很快在佛陀弟子中出类拔萃，成为上首弟子，一直为佛陀所倚重。在佛经中，多次提到在过去多世舍利弗、目犍连的前生与佛陀的前生都有这种师弟关系，这一世即是这种缘的现起，乃果。二师确实不愧为僧团弟子中的两大领袖，在辅助佛陀统御僧团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佛陀曾不吝言辞反复赞扬他们，如云：

舍梨子比丘能以正见为导御也，目干连比丘能令立于最上真际，谓究竟漏尽；舍梨子比丘生诸梵行，犹如生母，目干连比丘长养诸梵行，犹如养母。是以诸梵行者，应奉事供养恭敬礼拜舍梨子、目干连比丘。所以者何？舍梨子、目干连比丘为诸梵行者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109]

此中称舍利弗与目犍连分别为修梵行者应尊之生母与养母，可见评价之高！在很多时候，佛陀指定舍利弗与目犍连为其代言人。佛陀尤其赞扬舍利弗的智慧成就，而视之为其法长子。佛陀曾对舍利弗说：

我不见汝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所以者何？汝舍利弗持戒多闻，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受，捷疾智慧，明利智慧，出要智慧，厌离智慧，大智慧，广智慧，深智慧，无比智慧，智宝成就，示教照喜，亦常赞叹示教照喜，为众说法，未曾疲倦，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应受灌顶而未灌顶，已住灌顶仪法，如父之法所可转者亦当随转，汝今如是为我长子，邻受灌顶而未灌顶，住于仪法，我所应转法轮汝亦随转，得无所起，尽诸有漏，心善解脱。[110]

正因为如此，佛陀特开许舍利弗可代其说法，所说言说为佛等说，亦为转法轮。

在经典中有不少关于目犍连示现神通助佛教化之事，但在后世尤其在中国佛教中，流传最广的乃其救母的孝举。按照《佛说盂兰盆经》的说法，目犍连初成阿罗汉时，“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观视世间，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目连悲哀，即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便以左手障饭，右手抟饭，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111]。目犍连在悲痛中问法于佛。佛告其当于七月十五日众僧解夏自恣日，以饭百味、五果等盛于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即可令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脱离苦难。后世对此经典存疑，有认为此事属于传说。

佛陀晚年，不再亲领僧众，僧团事务基本由舍利弗与目犍连承担。佛灭前八年，提婆达多图谋分裂僧团，领五百比丘试图夺僧团领导权，舍利弗与目犍连同往摩揭陀国，破斥提婆达多，并以神通与教诲，使五百弟子幡然悔悟，重归佛陀。二人堪称佛陀弟子中的两大柱石。

目犍连晚年在王舍城内行乞时，惨遭婆罗门教徒执杖梵志教唆诸梵志以瓦石击打重伤，后至佛陀和舍利弗之所辞别，然后回到故乡平静地入灭了。目犍连以神通著称，却为外道击杀，这显示了定业与无常性在世间不可阻挡的力量。在目犍连即将入灭之前，阿阇世王曾经下令焚杀执杖梵志，但为其所阻止。舍利弗已知释尊亦将涅槃，遂决定在佛陀与目犍连前先入灭。舍利弗辞别世尊，回到故乡那罗聚落，为亲戚乡人说法，然后示寂。

在舍利弗与目犍连圆寂后，佛陀曾感叹：

我观大众，见已虚空，以舍利弗、大目犍连般涅槃故。我声闻惟此二人，善能说法，教授教诫，辩说满足。[112]

相传《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舍利弗阿毗昙论》乃舍利弗的论著，而《阿毗达磨施设足论》《阿毗达磨法蕴足论》是目犍连的著述，但并非定说。

五 第一代付法藏者摩诃迦叶

摩诃迦叶是梵名Mahā-kā[image: ]yapa的音译，又作大迦叶等，或者迦叶波等，意为大饮光。摩诃迦叶出生于王舍城近郊摩诃娑陀罗村一个富有的婆罗门家庭，其父名尼拘卢陀羯波。因出自大迦叶血统，而称摩诃迦叶，又因诞生于毕钵罗树下，复取名毕钵罗耶那。

据经载，摩诃迦叶成年后娶吠舍离城迦罗毗迦村迦毗罗婆罗门之女，与其妻皆不耽五欲之乐，遂分室而眠。十二年后，父母俱亡，夫妇二人乃散财宝，缠白叠无价之僧伽梨衣，剃发出家。佛成道后第三年，摩诃迦叶在王舍城多子塔前遇见佛陀，为其所折服。八日后，脱下自身的僧伽梨以奉佛，并穿上佛陀所授的粪扫衣，而志行头陀行。后证得阿罗汉果。[113]

摩诃迦叶在佛陀弟子中独树一帜，以头陀行著称。头陀（Dhūta）属于苦行范畴，意在严格约束五蕴身，弃五欲乃至一切衣、食、住、行的贪著，以急速降伏、对治烦恼。佛陀提倡中道，在修行方面不堕自苦与乐欲两个极端，所以在衣食住行方面多随缘取舍，止住、弘法也多在精舍。但佛陀教团中也有倾向苦行的一流，以摩诃迦叶为代表。他们所行的头陀行，当然非其他外道派别的极端苦行，也为佛陀所开许。摩诃迦叶曾将头陀行归为十二行，佛陀许之，并称赞其为十二头陀行者第一。[114]十二头陀行为：

一者常自行空闲静处，亦当赞彼闲静之处；二者乞食；三者粪扫衣；四者若有嗔心止不食，灭已乃食；五者一坐食；六者一时受取；七者常冢间行；八者露地坐；九者树下坐；十者常坐不卧；十一者随得敷具；十二者齐三衣。[115]

此中，三衣（Cīvara）谓：一者僧伽梨（Samghāti），即众聚时衣，在大众集会如授戒、说戒等庄严场合穿着；二者郁多罗僧（Uttarāsanga），即上衣；三者安陀会（Antarvāsa），即中着衣。皆方形，缝缀数条片，随其条数分为三衣。五条为安陀会，七条为郁多罗僧，九条以上为僧伽梨，即大衣。此十二头陀行要比前文所说四依法的苦行色彩强烈得多。

正因为摩诃迦叶人品卓越、梵行清净，故受到佛陀推重。据《杂阿含经》记载，摩诃迦叶曾久住舍卫城的阿兰若处，一次须发长生，着弊纳衣，来诣祇园精舍拜谒佛陀，僧众见其衣服粗陋，无有仪容，顿生轻慢之心。佛陀知僧众心念，即唤摩诃迦叶：

善来迦叶，于此半座。我今竟知谁先出家。汝耶？我耶？彼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竖，并相谓言：“奇哉，尊者，彼尊者摩诃迦叶，大德大力，大师弟子，请以半座。”[116]

佛通过赐以半座来显示摩诃迦叶的头陀功德，同时对治比丘中的放逸、骄慢之心。自此，摩诃迦叶也成为僧众中受到敬仰的领袖之一，声望直追舍利弗与目犍连。

在佛陀的僧团中，除常随众以外，都四散在各地游化，摩诃迦叶也是如此。在佛陀入灭之时，摩诃迦叶并不在佛陀身边，他正率五百比丘自波婆国而来。在途中接到消息佛陀已入涅槃七日，有释迦族比丘不生悲戚，反而如释重负，放肆地说，今后再无人约束我们，可以自行其是了：

汝等勿忧，世尊灭度，我得自在。彼者常言：“当应行是，不应行是！”自今已后，随我所为。[117]

摩诃迦叶闻已，怅然不悦，严令比丘加快行程，赶至拘尸那城礼拜佛陀遗体。在佛陀圆寂之前，舍利弗与目犍连皆已入灭，佛陀已将自己入灭后教团的领导权赋予了摩诃迦叶。[118]故佛陀遗体的荼毗仪式是等到摩诃迦叶赶来主持后才开始的。自此，摩诃迦叶担负起僧团的领导责任，史称付法藏第一祖。

在佛陀葬礼结束后不久，为了佛陀言教久住人间，以及增加教团凝聚力，摩诃迦叶发起了佛教的第一次大结集（Samgīti）。在阿阇世王的护持下，五百阿罗汉会集于摩揭陀国王舍城郊外的七叶窟，以摩诃迦叶为主持者，以阿难为诵经者，以优波离为诵律者，举行了这一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结集，即五百结集。这次结集为佛教的发展与弘扬奠定了坚实基础，影响深远，不能不说摩诃迦叶对佛教的度化事业厥功至伟。

摩诃迦叶在佛陀灭后谨遵佛制，在第一次结集时，有欲舍小小戒者，遭到其猛烈反对，如《摩诃僧祇律》云：

时六群比丘言诸长老：“若世尊在者，一切尽舍！”大迦叶威德严峻，犹如世尊，作是言：“咄咄，莫作是声！”即时一切咸皆默然。大迦叶言：“诸长老，若已制复开者，当致外人言：‘瞿昙在世仪法炽盛，今日泥洹法用颓毁！’诸长老，未制者莫制，已制者我等当随顺学！”[119]

摩诃迦叶这种近乎刻板的对待佛陀所制戒律的态度，虽然似有失中道的随缘性，但在当时情况下恰是最合适的。因为佛陀的入灭以及舍利弗、目犍连、摩诃波阇波提等一大批僧团的领导者与中坚弟子的前后入灭，引起了佛教僧团及其度化事业的动荡。可以说，摩诃迦叶对佛制的维护，保证了在佛灭后佛教教法的一味以及僧团的和合、稳定。

摩诃迦叶最后将教团的领导权托付给了阿难。据传，摩诃迦叶曾受佛咐嘱，未取入灭，而是在摩揭陀国的鸡足山（Kukkuta-pāda-giri）入寂定，以候未来弥勒佛出世，传其佛陀姨母所献金缕袈裟（Kasāya）。时间大致在佛灭后第二十年。[120]

六 多闻弟子阿难

阿难（[image: ]nanda），又作阿难陀等，意译为欢喜、庆喜等。有说系斛饭王之子，也有说其父乃白饭王或者甘露饭王，没有定论。提婆达多之弟，佛陀的堂弟。阿难在释迦佛五十五岁左右时出家，时年二十余岁（多说二十五岁）。出家后，一直是佛陀的随侍弟子，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佛陀圆寂。据佛典记载，阿难生来容貌端正，面如满月，眼如青莲花，其身光净如明镜，即使在出家后，也屡遭妇女诱惑，但阿难出离之心甚坚，梵行始终清净。

阿难在佛陀的大弟子中，以多闻著称。作为佛陀的随侍弟子，又博闻强记，所以佛陀的教说以阿难所知最多。佛陀曾赞云：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知时明物，所至无疑，所忆不忘，多闻广远，堪忍奉上，所谓阿难比丘是。[121]

佛陀在圆寂前的最后教中称赞阿难相比于过去佛的随侍弟子，有殊胜之处，“过去佛给侍弟子语然后知，今我阿难，举目即知”，[122]如同佛一样，而且如同转轮圣王获四未曾有法（Adbhūta-dharma）：

阿难默然入比丘众，众皆欢喜；为众说法，闻亦欢喜；观其仪容，听其说法，无有厌足。复次，阿难默然至比丘尼众中、优婆塞众中、优婆夷众中，见俱欢喜；若与说法，闻亦欢喜；观其仪容，听其说法，无有厌足。是为阿难四未曾有奇特之法。[123]

此中表明阿难摄众能力极强，堪当教团领袖，这也是其成为第二代付法藏者的重要原因之一。比较而言，摩诃迦叶摄众以峻行威德，而阿难以融洽沟通。

阿难虽然闻持佛陀一切教言，但随侍事杂，无暇专修，所以迟迟未证阿罗汉。在佛陀的主要弟子中，他是最后一个证得阿罗汉的。但阿难处在特殊的位置，而且深能领会佛陀的意趣，所以对佛陀的度化事业贡献殊多。其中，在佛陀僧团中，能建立女众即比丘尼众部，就与阿难的努力分不开。当时印度尚未有女子出家制度，女子出家堪称惊世骇俗，不仅有世俗的阻力，而且僧团中大多持反对立场，像注重苦行与戒律的摩诃迦叶就不赞成女性出家。确实，女性出家容易引起世间的诽谤，也容易导致僧团梵行不清净。所以，当佛陀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在佛陀之父净饭王去世后，率五百释迦族女子诣佛所，请求出家时，遭佛陀拒绝。但阿难再三陈情恳求，佛陀立八敬法后，方允许出家。以此殊缘厚德，阿难深受古今比丘尼众的崇敬。

在佛陀入涅槃后，阿难作为深受佛陀信任的弟子，也是僧团中极有影响的人物。而且，在修行路线上，如果说摩诃迦叶乃倾向苦行的一派的代表，那阿难则是更强调中道倾向的重要代表，前者注重戒律与身行，后者注重思想与心行，如持“小小戒可舍”的立场。

在摩诃迦叶发起第一次结集，要共推五百阿罗汉参加时，阿难未证阿罗汉，没能获取资格，又受到摩诃迦叶以数事呵责，这些事主要有请佛度女人出家、不请佛久住世间等。后世学者一般认为，摩诃迦叶的指责更多反映了其与阿难的思想分歧。阿难乃奋发精勤修行，一夜即证得阿罗汉果，颇具传奇色彩：

（阿难）于昼日或坐或行，于诸障法炼磨其心；于初夜时或行或坐，亦复坚心净除障法；即于中夜洗足入房，右胁而卧，两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如是作意头未至枕，断尽诸漏，心得解脱，证阿罗汉果，受解脱乐。[124]

证得阿罗汉后，阿难随即赶至王舍城，加入五百结集阿罗汉之列。

在结集过程中，阿难作为诵经者，负责诵出佛陀的教说。现今佛陀的经教，大多以“如是我闻”开头，就意在标明来自阿难的口述。因此，阿难如同摩诃迦叶一样，对保存与传承佛陀教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许是由于这个重大贡献，阿难才被摩诃迦叶指定为佛陀入灭后僧团的第二代领导人，史称付法藏第二祖。

阿难入灭前，指定其弟子商那和修（[image: ]āna-vāsin，或者[image: ]ānaka-vāsa，[image: ]ānaka）为佛灭后佛教僧团的第三代领导人，即付法藏第三祖。其入灭过程据《大唐西域记》所载，颇有曲折。阿难欲离开摩揭陀而去吠舍离城入灭，在渡恒河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领军追请而至，而吠舍离王闻阿难前来，也治军奔驰迎候。阿难左右为难，为示不偏袒，即于中流自舟中上升虚空，以神通力自我焚化，且将舍利分堕南北两岸。两军悲戚恸哭，俱还本国起塔供养。[125]阿难入灭的年代没有定说，有说在佛灭后十二年入灭，有说在二十年至二十五年间，后说应该较为合理。

七 持律第一者优波离

优波离（Upāli），又音译作优婆离、邬波离等，意译近取、近执等，属首陀罗种姓，迦比罗卫国人。原为迦比罗卫城的理发匠，后随佛陀出家，证得阿罗汉，乃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佛陀所说法乃出世法，视世间为无常，一切众生皆在其中流转而受苦，因此世间众生不论何种种姓皆平等对待。佛陀在建立僧团时，完全贯彻了这个基本原则，四种姓皆随缘摄受，消除了种姓隔离与阶级对立，优波离的出家因缘直接显示了佛陀教化的这种殊胜性质。

优波离在做迦比罗卫宫廷理发匠时，曾为太子悉达多理发。佛陀出家成道五年（有说六年）后返迦比罗卫，其父净饭王为使佛陀具足眷属，而令迦比罗卫各家子凡超出一人者皆要有人出家，共得约五百人，其中有提婆达多、阿那律、阿难、难陀等王室子弟。优波离见诸释种能抛弃富贵出家修道，深受感动，亦意欲出家。佛陀许之，并予优先剃度，而后再剃度五百王室贵族弟子。剃度结束，佛陀令此五百新比丘礼优波离比丘，在净饭王拜谒时，又令净饭王先礼优波离比丘，再礼五百新比丘。礼毕，佛陀甚为高兴，赞扬说：“今者释种自降伏释种[image: ]豪，亦复摧扑诸释骜慢。”[126]这件事意义重大，为佛陀建立平等和合僧团树立了范例。

优波离出家后，最初“曾向佛要求，住阿兰若。佛告诉他，修学应契合机宜，你先应成就戒，守护根门，正念正知。末了告诉他说：‘汝宜僧中住，安稳’”[127]。这是教导优波离以持戒为本而与僧众和合共住。优波离一生都坚持了此修学路径，并未因为严格持律即离群去修学苦行，而是在僧团中作持律的表率、指导与监督。优波离在持律上的殊胜成就，备受佛陀赞扬，称其在弟子中“持律第一”：

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奉持戒律，无所触犯，优波离比丘是。[128]

在佛灭后佛教第一次大结集中，优波离不仅作为五百阿罗汉之一参与结集，而且更作为诵律者结集律藏，对佛陀言教的普遍流布以及佛教久住世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结集过程中，其对待佛陀所制戒律的立场与摩诃迦叶一致，主张凡佛陀所制不能舍弃，对佛陀律制能够完整传承功不可没。

优波离以最低种姓首陀罗种姓出家，成就阿罗汉，成为“持律第一”，获列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乃至最后代表僧团在第一次大结集时诵出律分，在佛教史上受到了后世佛教信众的一致敬仰。

八 善说法者迦旃延、拘[image: ]罗与富楼那

（一）“论议第一”的迦旃延

迦旃延（Kātyāyana），又音译迦多衍那等，或称摩诃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又作摩诃迦多衍那、大迦旃延等，西印度阿般提国人，婆罗门种姓，先在外道出家，后皈依佛陀，证得阿罗汉果。

在佛陀十大弟子中，迦旃延与舍利弗、阿难、富楼那、须菩提以智慧著称，而其最擅长论议以及说法，佛陀赞其“善分别义，敷演道教”，在声闻中第一，[129]所以称“论议第一”。在论议方面，迦旃延长于解经，以种种门广分别经义，其论称蜫勒，对阿毗达摩传统的确立贡献甚大。这不同于舍利弗在论议方面的特色。舍利弗作为法王子，经常作为佛陀的代言人而代佛说法，其说佛陀许为佛等说，因此更侧重于对佛说自由发挥。

迦旃延多在西印度弘法，当时这些地方佛法还没有传播开来，但他以智慧与方便慑服外道、化导众生，影响极大，其善巧教化的事迹曾在印度民间广泛流传。

（二）“辩难第一”的拘[image: ]罗

与舍利弗、迦旃延在论议方面齐名的佛陀阿罗汉弟子还有拘[image: ]罗。拘[image: ]罗（Mahā-kausthila），一般译作摩诃拘[image: ]罗、大拘[image: ]罗、摩诃俱瑟耻罗等，有说其为舍利弗的舅父长爪（Dīrgha-nakha）梵志，但也有说二者乃不同之人，尚无定论。

拘[image: ]罗以擅长辩难著称。舍利弗与拘[image: ]罗曾同止住在灵鹫山，舍利弗来问十二因缘法义，从自作、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作以及无因作等角度发问，拘[image: ]罗一一解答，舍利弗赞扬其有甚深义辩，种种难问皆能答之，凡请问者皆能获益，如无价宝珠堪可珍惜。[130]佛陀更赞扬其得四辩才，触难答对，乃声闻弟子中的第一人。[131]

（三）“说法第一”的富楼那

在佛陀诸多善说法弟子中，最著名者当属富楼那。富楼那（Pūrna-maitrāyanī-putra），即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意译作满慈子等，乃迦比罗卫国人，出身于婆罗门家庭，其父为净饭王国师，与佛陀同日降生。富楼那得端庄、聪明，年少即极为博学，包括吠陀在内的一切世学皆通达，但厌离世间，专志解脱，与佛陀在同一夜离家求道。富楼那先至雪山在外道波梨婆遮迦法（Parivarjaka）中出家，证得四禅与五通，[132]后以神通观察佛陀成就正觉，遂至鹿野苑，皈依佛陀。[133]

富楼那在成就阿罗汉后，与迦旃延一样，多在西印度边地弘法。善于分别法义，且辩才无碍，说法教化可谓所向披靡。佛陀曾赞其“能广说法，分别义理”，声闻弟子无人能及。[134]

在其晚年，见西印度输卢那人凶恶、轻躁、弊暴、好骂，富楼那欲行度化，佛陀以其善学忍辱、说法善巧，准他前往。在此地夏安居三月中，富楼那为五百优婆塞说法，遂广行度化，建立五百僧伽蓝，后即于此入灭。[135]

九 无诤行者须菩提

须菩提（Subhūti），又音译苏部底等，意译善现等，舍卫国人，婆罗门种姓。端正殊妙，智慧卓异，但性情劣恶，对人与牲畜动辄嗔骂，以致父母皆生厌患，乃离家入山林中，然见鸟兽草木风雨，仍起嗔恚，山神责之不知善恶，指示其往依佛陀修学。至祇园精舍，佛陀为说嗔恚过失及果报，须菩提听罢心惊毛竖，忏悔罪咎，豁然获得须陀洹果。随即礼佛陀出家，精勤修道，后证成阿罗汉。[136]

须菩提在佛陀诸阿罗汉弟子中以无诤行者（Arana-viharin）著称，佛陀曾赞云：“我弟子中善现苾刍住无诤行第一。”[137]无诤行即无苦、无烦恼、无忧戚之中道行。须菩提能住无诤行，乃在于善解法空。一次，须菩提在王舍城灵鹫山正缝衣服，闻说佛陀将至，心想应去问询礼拜，遂从坐起，但当右脚着地时，忽觉不应以色身形相去看待佛陀，如经云：

是时，彼复作是念：“此如来形，何者是世尊？为是眼、耳、鼻、口、身、意乎？往见者复是地、水、火、风种乎？一切诸法皆悉空寂，无造、无作。如世尊所说偈言：‘……曩昔过去佛，及以当来者，如今现在佛，此皆悉无常。若欲礼佛者，过去及当来，说于现在中，当观于空法。若欲礼佛者，过去及当来，现在及诸佛，当计于无我。’此中无我、无命、无人，无造作，亦无形容有教、有授者，诸法皆悉空寂，何者是我？我者无主，我今归命真法之聚。”

须菩提悟得一切法皆空寂，佛亦空寂，因而认为只要见得法的空寂，也就见到了佛。结果，须菩提又返身坐下，继续缝衣。他还常在日常思维与言说中，运用其所悟空无我道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记载有这样的故事：

尊者善现曾于日暮至一毗诃罗（Vihāra，僧院——笔者注），扣门而立，门内苾刍问言：“是谁？”尊者善现由住无诤久时、熟修无我行故，默不能答言“我是善现”，良久乃曰：“此是世间假所立名为善现者。”又彼尊者曾路行遇雨，至一外道门侧避之，外道问言：“仁字何等？”尊者善现由住无诤久时、熟修无我行故，默不能答“我是善现”，再三问已，乃徐答言：“此是世间假名善现。”

须菩提因知法空，乃说诸法包括须菩提乃假名，也因此其在佛陀弟子中又有“解空第一”的美称。大乘佛教注重谈空，所以须菩提在其中享誉更大，尤其通过《金刚经》在中国影响广泛且深刻。

十 佛陀的比丘尼弟子摩诃波阇波提

女出家众亦是释迦佛僧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初的规模乃佛陀姨母摩诃波阇波提率五百释迦族女子所形成的。这些女弟子们在修行上也毫不逊色，有众多获证了阿罗汉，其中最有影响的仍是摩诃波阇波提。

摩诃波阇波提，乃梵名Mahāprajāpatī的音译，又作摩诃钵剌阇钵底等，意译为大爱道等，还称Mahāprajāpatī-gautamī，译作摩诃簸逻阇钵提瞿昙弥、大爱道瞿昙弥等，略称瞿昙弥。据称，摩诃波阇波提乃迦比罗卫国的天臂城善觉王之女（或妹），佛母摩诃摩耶之妹，即释迦牟尼佛的姨母。在佛陀出生七日时，其母摩耶夫人去世，摩诃波阇波提乃成为佛陀继母，并将其抚育长大。

在佛陀成道后第一次回归故国时，夫人就皈依了佛陀，曾织金缕袈裟供养，并允其子难陀随佛陀出家。净饭王的去世，令摩诃波阇波提夫人痛感无常与人生之苦，遂率耶输陀罗及五百释迦族女，诣佛在迦比罗卫国的精舍（“释种园”）请求剃度出家。印度当时未有女子出家制度，若许女子出家，僧团易招致世间的诽谤，所以佛陀予以拒绝。众女悲泣而去。待佛陀从释种园回到舍卫城的祇园精舍时，夫人及五百女心怀悲恼，慨叹其身，各自剃头，着法服随至，在祇园精舍外站立。阿难见之，问佛陀为何不许诸释女出家，佛陀回答说：

吾所以不听女人出家者，如世人家男少女多，家业必坏；出家法中若有女人必坏正法，不得久住。[138]

但经阿难再三恳请，佛陀又感众女孤苦无依，而且众女出离之念甚坚，在训诫女子出家必须遵守八敬法后，终允出家。八敬法在不同典籍中记载略异，《四分律》云：

佛告阿难：“今为女人制八尽形寿不可过法，若能行者即是受戒。何等八？虽百岁比丘尼见新受戒比丘，应起迎逆、礼拜与敷净座请令坐，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139]不得过；阿难，比丘尼不应骂詈比丘呵责，不应诽谤言破戒、破见、破威仪，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阿难，比丘尼不应为比丘作举、作忆念、作自言，不应遮他觅罪、遮说戒、遮自恣，比丘尼不应呵比丘，比丘应呵比丘尼，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式叉摩那学戒已，从比丘僧乞受大戒，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比丘尼犯僧残罪，应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埵，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比丘尼半月从僧乞教授，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比丘尼不应在无比丘处夏安居，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比丘尼僧安居竟，应比丘僧中求三事自恣见、闻、疑，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得过。如是，阿难，我今说此八不可过法，若女人能行者即是受戒，譬如有人于大水上安桥梁而渡。”[140]

此中所述八敬法可略归为：

①虽百岁比丘尼应礼新受戒比丘；

②不得骂谤比丘；

③不得举比丘过；

④从僧受具戒；

⑤有过从僧忏；

⑥半月从僧乞教诫；

⑦不应在无比丘处夏安居；

⑧夏讫从僧自恣。

显然，八敬法的核心在于直接规定了比丘众对比丘尼众的指导与领导的地位。现代学者有推断说八敬法乃逐渐形成的，但就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风气以及男女混杂对修道带来的隐患而言，佛陀建立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比丘尼众，势所必然，所以其为佛说应非妄传。

八敬法规定比丘尼众在地位上从属于比丘众，不能理解为世俗意义上的男尊女卑，乃是为了保证佛教僧团的和合、威德以及久住。佛陀预言女子出家当使佛教正法阶段减五百年，但知事不可违，乃许之。五百释迦族女遂成为佛教的第一批出家女众。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作为女众的领导者，不仅协助佛陀化导甚力，而且领导女众精勤修行，与耶输陀罗等一大批比丘尼证得了阿罗汉果。后因不忍见佛陀灭度，在佛陀入灭之前三月，即与五百比丘尼阿罗汉一道，于吠舍离城行禅定入灭。

十一 叛教的比丘弟子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Devadatta），又作提婆达兜、调达等，意译为天授等。其父有说乃斛饭王，也有说白饭王或者甘露饭王。提婆达多是阿难之兄，佛陀堂弟。据佛典称，其身具三十相。提婆达多自幼聪颖，作为王子，与悉达多、难陀等诸王子一样，受到良好教育，所学包括吠陀典籍以及武技等，乃出类拔萃之辈，仅次于悉达多，领导欲极强，常与悉达多较技竞争，在诸王子中有与悉达多并驾齐驱之势。

提婆达多虽然甚重名闻利养，但也有向道之心，在佛陀成道回故乡省亲弘法时，其与阿那律、阿难、难陀等王子随佛陀出家。另据《增一阿含经》载，提婆达多向佛陀请许出家作沙门，但佛陀不允，佛陀告之宜在家不宜出家。虽再三恳求，但佛陀仍不允，遂自剃须发，着袈裟，而自许出家。[141]

提婆达多最初亦精勤修行，无有懈怠，而且多行苦行，志求证道。如《十诵律》说：

佛在王舍城，尔时调达于佛法中信敬心清净，……出家作比丘，十二年中善心修行，读经、诵经、问疑、受法、坐禅。尔时，佛所说法皆悉受持。[142]

提婆达多精勤修行，获得王舍城出家在家信众的普遍尊重，也曾受到舍利弗的推重赞扬，摩揭陀国阿阇世（Ajāta[image: ]atru，意译未生怨等）太子对其的尊崇更可谓无以复加。《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记载，阿阇世太子认为提婆达多德堪比佛陀，甚至过之，而“作如是念：‘奇哉，提婆达多比佛大师，其德殊胜’，转深信敬，欲申供养。是时太子于旦暮二时，每恒从以五百宝车，往提婆达多所而为礼敬；每于食时奉五百釜上妙饮食，时提婆达多为上首，五百苾刍受斯供养”[143]。

然而，提婆达多虽经累年修行，但贪嗔痴未能真正伏断，始终不能证得圣果。在此过程中，提婆达多因慕神通威力，退转其心，贪嗔重新泛起，欲学神通，以得利养恭敬，但佛陀不许，转随十力迦叶学习神通。当神通学成，阿阇世太子为其建精舍于伽耶山，予以护持供养。由此，提婆达多骄慢日盛，竟向佛“索众”，欲代佛统御僧团，遭佛呵斥拒绝，如《十诵律》记载：

调达前诣佛所，头面礼佛足及四弟子，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年已老耄，可以众僧付我，佛但独受现法乐；令僧属我，我当将导。”佛言：“舍利弗、目犍连有大智慧神通，佛尚不以众僧付之，况汝啖唾痴人、死人而当付嘱。”[144]

提婆达多闻佛严厉呵责，大为恼怒，遂萌生脱离教团、开宗立派之念。

在阿阇世太子的支持下，提婆达多与四同党俱伽梨、骞陀陀骠、迦留陀提舍、三文达多，率五百比丘叛教，其中甚多释种子，公开与佛陀决裂，在王舍城自组僧团，自称大师。此举对僧团影响甚大，佛陀对弟子们说：

提婆达多共伴四人，顺邪违正，从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轮，有大势力。[145]

即提婆达多的背叛不仅破坏了僧团的和合，而且破坏了正法轮，所以被定为佛教中的“五逆”事件之首，佛教史称“破和合僧”，或者“破法轮僧”。

提婆达多外有阿阇世太子的强援，内有一部分比丘的呼应，一时气焰甚盛。其标榜苦行，炫示神通，并以五法惑众，确实吸引了佛陀僧团中一部分对佛陀随缘中道行不满的僧众。提婆达多的五法在佛典中说法不一，据《十诵律》载，五法是：

①尽形寿受着衲衣；

②尽形寿受乞食之法；

③尽形寿受一食之法；

④尽形寿受露地坐法；

⑤尽形寿受断肉法。[146]

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所说五法为“不餐于乳酪、鱼肉及以盐，长绩、在村中，是天授五法”，[147]《五分律》卷二十五所载为“一不食盐；二不食酥乳；三不食鱼肉，若食善法不生；四乞食，若受他请，善法不生；五春夏八月日露坐，冬四月日住于草庵，若受人屋舍，善法不生”。[148]这两种五法大体一致，显然其苦行性质不及《十诵律》所载五法极端。但综合来看，当以《十诵律》所载为确，因为提婆达多法以苦行为特征。后两种五法应该是提婆达多后世弟子有所调整的结果。[149]

苦行在当时印度各派修行者中受到普遍的提倡，被视为解脱的必由之路。所以提婆达多提倡严格苦行，对佛教信众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他甚至宣称，只要终生（“尽形寿”）尊奉五法，就可获得涅槃。但这与佛陀的中道修行观相违。佛陀是明言反对堕苦行边的，因为执着苦行并不能带来解脱，只有通过正观而生起智慧，才能灭除烦恼，最终获得涅槃。[150]佛陀洞察了提婆达多的相似教的性质，屡次告诫比丘众，不要随顺提婆达多而误入歧途。

提婆达多在叛教独立后，采用阴谋手段，试图兼并佛教教团，取代释迦牟尼佛的地位。首先是教唆阿阇世弑父，以新王作其更强大的依靠。阿阇世听其言，幽禁其父频婆娑罗王，自登王位。频婆娑罗王乃佛陀的俗家弟子，是佛陀的最强外护之一。

另外，提婆达多又以种种方式迫害佛陀，如出佛身血、放狂象、十爪毒手等。先以五百人掷石器欲击杀佛陀未果，后当佛陀在灵鹫山下经行时，以大崖石掷击受阻，但其石碎片伤佛足出血。又于佛陀入王舍城时设伏，放狂象欲踏害之，不期象遇佛陀即得顺服。在此时期，舍利弗及目犍连赴王舍城揭露并破斥提婆达多，劝诫其徒众，使五百比丘重归佛陀僧团。阿阇世王亦忏悔罪障，皈依佛陀教化。但提婆达多仍不思悔改，将莲华色比丘尼扑打至死。而且于十指爪中藏毒，欲在礼佛足时伤害佛陀，不料佛足坚固如石，提婆达多反自伤其指，毒入血液而死，佛典称其随即堕入地狱。在提婆达多死后，其传承并没有断绝，在一千一百余年后玄奘访印时，据《大唐西域记》卷十记载，仍能见到习学提婆达多五法的苦行修士。[151]

又据佛典，提婆达多与释迦佛在宿世或为师友关系，或为敌对关系，极为复杂，但无论如何，缘分极深。而且，佛陀还授记，[152]提婆达多在未来世最终会成就缘觉即辟支佛果。在大乘佛典如《妙法莲华经》等中，更授记其当成就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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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阿含经教中的佛陀形象

释迦牟尼佛出世说法度生，形成了佛教，在其中，释迦牟尼佛乃根本导师，即本师，其所说法，如前文所述，分声闻法与方广法。这些教法告诉我们，释迦牟尼绝非一个简单的沙门思想家、宗教家，而是一个实现了无上正等正觉的大觉悟者，一个彻底出离了生死轮回的大解脱者，一个无余灭除了一切惑业苦的大涅槃者。此章检点佛陀声闻教法这方面内容，以观察佛陀与凡夫众生以及其他佛教修行者的差别，并由此显示佛教的基本宗教特征。

第一节 释迦牟尼的佛相

一 庄严德相

按照声闻经典（阿含经典），释迦牟尼宿世行种种救度众生的菩萨行，后以菩萨身入住兜率天，又从兜率天下来人间，入出胎、出家、修苦行、降魔、成佛、转法轮、入灭等，皆乃一大事因缘的不同阶段相，在此过程中所显现的绝非常人征象，而是伴随殊异的身相、言语、行为与能力，乃至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地起大震动，慑服诸魔，等等，且诸佛最后成佛过程都如此，即乃“常法”。

当菩萨最后身出生时，身相已有殊胜相好庄严，所谓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以致阿私陀仙人预言在家当做转轮圣王，出家则当成佛陀。这其中，三十二相乃大相，八十随好是小相。

三十二相（Mahā-purusa-laksana），即三十二大人相，谓足安平相、千辐轮相、手指纤长相、手足柔软相、手足缦网相、足跟满足相、足跌高好相、腨如鹿王相、手过膝相、马阴藏相、身纵广相、毛孔生青色相、身毛上靡相、身金色相、常光一丈相、皮肤细滑相、七处平满相、两腋满相、身如狮子相、身端直相、肩圆满相、四十齿相、齿白齐密相、四牙白净相、颊车如狮子相、咽中津液得上味相、广长舌相、梵音深远相、眼色如绀青相、眼睫如牛王相、眉间白毫相、顶成肉髻相。

八十随好（Anuvya[image: ]jana），即八十随形好，谓手足二十指悉皆妙好，为二十随好；两手两足表里八处平满，为八随好；两跟、两膝、两髀、两肩、两肘、两腕、两股、两臀、藏相两圆、两膊、两胁、两腋、两乳、腰、背、心、脐及咽、肠悉皆妙好，为三十二随好。即咽以下共六十随好。上下牙齿悉皆妙好，为二随好；两唇、两龂、两颊、两鬓、两眼、两耳、两眉、鼻两孔、额两角悉皆妙好，为十八随好。即咽以上二十随好。合咽上下共八十随好。

大乘经典的记载也是相似的，不过要更为庄严，而且释迦牟尼佛在久远劫前已成佛，现只是以化身示现，圆寂身灭时，其真正佛体并不寂灭，而是作为金刚之身，永恒存在，具有常、乐、我、净之性。这在后文大乘佛教内容中当述。

二 德号

释迦牟尼，乃至一切佛陀，通过觉悟，获得十号，即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薄伽梵。实际是十一号，但一般有合并情况出现，而略为十号：或者将世间解、无上士合为一号，或将无上士、调御丈夫合为一号，或者将佛陀、世尊合为一号。具体含义如下。

如来（Tathāgata）者，音译多陀阿伽陀、多他阿伽度、多陀阿伽度、怛他哦多、怛萨阿竭、多阿竭等，谓依于如实道而来，亲证如实境界，故名如来。

应供（Arhat）者，音译阿罗汉、阿卢汉、阿罗诃、阿罗呵、阿啰呵、阿黎呵、遏啰曷帝等，简称罗汉、啰呵，意译还作应、应真、杀贼、不生、无生、无学等，谓具足一切智慧，断除一切染法，圆满一切功德，堪受天人供养，故名应供。相对于解脱道的佛弟子所成的阿罗汉，佛陀作为阿罗汉，应称大阿罗汉。

正遍知（Samyak-sambuddha）者，音译三藐三佛陀、三耶三佛檀等，意译还有正遍智、正遍觉、正等觉、正等正觉、正觉、正真道等，谓远离一切颠倒执着，能正遍了知一切法，故名正遍知。

明行足（Vidyā-carama-sapanna）者，音译鞞侈遮罗那三般那，意译还有明善行、明行成、明行圆满等，谓天眼、宿命、漏[1]尽三明及身口之功德行业圆满具足，故名明行足。这其中，三明即达于果位，除尽愚暗执着，而于天眼、宿命、漏尽三事通达无碍之智明。天眼明，又译死生智证明、天眼智等，即了知众生死此生彼种种因果相状的智慧；宿命明，又译宿住随念智作证明、宿住智证明、宿命智等，即明确了知自身及众生宿世之种种相状的智慧；漏尽明，又译漏尽智证明、漏尽智明、漏尽智等，即了知彻底灭除一切染法及其习气的智慧。

善逝（Sugata）者，音译作修伽陀、修伽多、苏揭多等，意译还有善去、好去、善解、好说、善说无患等，谓得究竟涅槃，更不复堕轮回，故名善逝。

世间解（Loka-vid）者，音译路迦惫，意译还作知世间，谓世间一切，不论众生还是非众生，如实了知，故名世间解。

无上士（Anuttara）者，音译阿耨多罗，意译还作无上、无上丈夫等，谓智慧圆满，解脱究竟，一切众生无能及者，故名无上士。

调御丈夫（Purusa-damya-sāratha）者，音译富楼沙昙藐娑罗提，意译还有可化丈夫调御师等，谓依于出世道法，以种种方便，善巧度化众生，故名调御丈夫。

天人师（[image: ]āstādeva-manusyānām）者，音译舍多提婆魔菟舍喃，谓智慧慈悲具足，一切天人堪能教化，故名天人师。

佛陀（Buddha），即佛，谓圆满觉悟者，故名佛陀。

薄伽梵（Bhagavān），音译还作婆伽婆、婆伽梵、婆[image: ][image: ]帝等，意译世尊、有德、能破、尊贵等，谓智圆德满，尽破烦恼，世间所敬，故名薄伽梵。

还有称号，如两足尊（Dvi-pada-uttama），意译还作无上两足尊，谓佛陀功德圆满，智慧具足，一切天人无能比故，称两足尊。

三 智慧与能力

释迦牟尼否定有“我”，所谓“作者”与“受者”，也就否定存在上帝即造物主与拯救主，所以其作为佛，并非上帝之类，但具有与一切众生不共的殊胜智慧、能力与功德。在此意义上，佛陀超越于人，乃至超越于一切众生，超越于世间，即三界五趣（六趣），[2]但佛陀又是在三界以众生身自度度他成就的，且在成道后仍随缘不停地度化众生，所以又不离于人，不离于众生，不离于世间。

在阿含经典中，佛陀所具的殊胜智慧、能力与功德，一般摄为十八不共法，即十力、四无畏、三念住与大悲，以及六通，即身如意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与漏尽通，具体如下。

（一）十八不共法

1.十力

十力（Bala），即佛陀的十种智慧力用，谓是处非处智力、业异熟智力、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智力、根上下智力、种种胜解智力、种种界智力、遍趣行智力、宿住随念智力、死生智力、漏尽智力。

一者处非处智力。其中，处谓道理，智即如实知。谓佛陀于一切因缘果报，乃至一切法之是非，能如实知，如作善业，即知当得善报，称为知是处；若作恶业，得受善报无有是处，称为知非处。如是种种，皆如实遍知，故具处非处智力。

二者业异熟智力。其中，异熟即果报之义。谓佛陀于一切众生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业缘果报生处，皆如实遍知，故具业异熟智力。

三者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智力。其中，静虑、解脱、等持、等至乃不同种类与层次之定。谓佛陀于一切禅定出入自在无碍，其浅深次第乃至种种方便，皆如实遍知，故具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智力。

四者根上下智力。谓佛陀于诸众生根性胜劣、得果大小，皆如实遍知，故具根上下智力。

五者种种胜解智力。其中，胜解指意乐。举凡内心之所欲，皆称为意乐，也就是意欲、志愿等。谓佛陀于众生种种意欲之差别，皆如实遍知，故具种种胜解智力。

六者种种界智力。其中，界谓众生内在的种种净染因的区分。谓佛陀于世间众生种种界分的差别，皆如实遍知，故具种种界智力。

七者遍趣行智力。谓佛陀于一切道有漏行所至处、涅槃无漏行所至处，皆如实遍知，故具遍趣行智力。

八者宿住随念智力，即前文的宿命明之力。

九者死生智力，即前文的天眼明之力。

十者漏尽智力，即前文的漏尽明之力。

2.四无畏

四无畏（Vai[image: ]āradya），又称四无所畏，即佛陀说法时依于已觉悟解脱而如实具有的自信力所显现的四种无畏惧之相，谓一切智无畏、漏尽无畏、说障道无畏、说尽苦道无畏。

一者一切智无所畏，又称诸法现等觉无畏、正等觉无畏、等觉无畏。谓佛陀于诸法皆如实觉知，安住于正见，由此自宣言，我已得正觉，得安稳，而无所屈伏，无所怖畏。

二者漏尽无畏，又称一切漏尽智无畏、漏永尽无畏、漏尽无所畏。谓佛陀已断尽一切烦恼染法及其习气，由此自宣言，我诸漏已尽，已得解脱，更不怖畏外难。

三者说障法无畏，又称障法不虚决定授记无畏、说障道无所畏、障法无畏。谓佛陀遍知一切障法非障法，由此自宣言，我能真正显示一切障碍涅槃之法，而不怖畏任何非难。

四者说出道无畏，又称于证一切具足出道如性无畏、说尽苦道无所畏、出苦道无畏。谓佛陀遍知一切涅槃之道，由此自宣言，我能宣说真正的出离之道，而无所怖畏。

3.三念住

三念住（Smrti-upasthāna），即佛陀以大智大悲摄受度化众生时的三种正念状态。第一念住，谓佛陀对于佛说信受奉行者心平等，不生欢喜，安住正念正智；第二念住，谓佛陀对于佛说不信受奉行者心平等，不生忧恼，安住正念正智；第三念住，谓佛陀对于佛说信受奉行者与不信受奉行者心平等，不生欢戚，安住正念正智。

4.大悲

大悲（Mahā-karunā），又称大悲心，谓佛陀悲悯一切众生所受世间种种苦，而欲救拯济拔，令其得脱，此心即为大悲。大悲乃于一切众生平等而起，并且意欲拔济众生令其永离一切世间之苦，所以无上无等，超越于一切众生的有限悲心。

显然，这十八不共法显示出了佛陀度化众生的智慧、慈悲及其能力，一切众生皆不能及。

当然，佛陀的不共法甚多，只是以十八不共法来代表，其余如四不护、永断习气等。其中，四不护（Araksya），谓佛陀的身、口、意行自然清净，无有过失，而不须防护，佛陀的命行亦不须防护，而不减寿；永断习气（Vāsanā），谓唯佛陀不仅断尽烦恼，而且断尽习气。在大乘经教中，佛陀十八不共法内容不同，而且不共法列举更多。

（二）六通

佛陀具有六种神通，即身如意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及漏尽通。这其中，神通（Abhi-j[image: ]ā），又称神通力、神力、通力、通，指依于禅定通过智慧所引发的变化莫测、无碍自在的超俗功能作用。六神通略明如下。

身如意通，又称神境智证通、神足通、神境通、如意通、身通等，即身能飞天入地、出入三界、变化自在的作用。

天眼通，又称天眼智证通、天眼智通等，谓无碍自在地照见世间一切远近的形色，以及五趣众生的苦乐之相的作用。

天耳通，又称天耳智证通、天耳智通等，谓无碍自在地听闻世间种种音声，及五趣众生的一切苦乐言语的作用。

他心通，又称他心智证通、知他心通等，谓无碍自在地悉知他人心中所想种种善恶等事的作用。

宿命通，又称宿住随念智证通、宿住智通、知宿命通等，谓无碍自在地悉知自他宿世的各种生存状态的作用。

漏尽通，又称漏尽智证通等，谓断尽诸漏，更不复堕三界的作用。

在六种神通中，前五种神通的一部分能力，凡夫也能通过修习禅定获得，但宿命通只有佛陀、阿罗汉、缘觉等证果圣者能够获得，而佛陀所获最为圆满，因为其还能断除习气。按照佛典，佛陀正是在这些能力的辅助下，不仅于人道普度众生，而且遍行于三界五趣，随缘方便地度化一切众生。

第二节 作为大解脱者的佛陀[3]

一 佛陀作为大解脱者

“佛陀”即觉悟者之义，但这是否意味释迦牟尼教说的本质在于觉悟（Bodhi，菩提）？还有，是否意味其教说的最终趣求即觉悟？对这两个问题，佛陀经教自己就有明确回答。对前者乃一致承许，对后者则有不同说法。在大乘经教看来，佛教乃觉悟之道，其立教目的在于引导众生圆满证悟诸法实相而实现觉悟。然而按照阿含经教，佛教虽然以觉悟为本，但应称为解脱之道，其目的在于解脱，即引导众生以智慧彻底断除烦恼与业，灭尽一切苦患，而永久出离生死轮回。换言之，觉悟的目的并非在于觉悟本身，证悟真理或者生起智慧只是手段，最终是为了实现解脱。在上述意义上，阿含经教显示佛陀是以大觉悟者为本的大解脱者，佛陀所立之教乃解脱法，即成就阿罗汉之道。

在此意义上，在阿含经教中，作为大解脱者的佛陀才是佛陀实际的基本形象，或者说，在解脱道中，佛陀之本位是大解脱者。也正是在此前提下，才说其所立教法乃解脱之道，用于引导众生成就阿罗汉而获得解脱。由此，依据解脱道，也就有这样的判定：只有大解脱者才是真正的佛陀；只有能够引导众生趋向解脱之教，才是真正的佛陀教说。

在阿含经教中佛陀以大解脱者为本位，首先可从其最后身菩萨之下生乃至成道来观察。应该说，作为菩萨的释迦牟尼最初从兜率天下生，是怀着度化众生解脱的本愿显现的。所以当他从母胎诞生时，即周行七步，并以手指天指地，发出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要度众生，生老病死。”[4]这就是在阿含经教中显示的佛陀在世间出现的本愿，即要度化众生，令他们实现解脱。在这样一种本愿的牵引下，佛陀出家、修道，并在菩提树下修成正觉，而解脱。

当然，解脱必以觉悟为本，由觉悟而解脱。首先，《阿含经》指出，不仅释迦牟尼佛通过觉悟而解脱，过去与未来诸佛皆如此。在由觉悟而解脱的关系中，解脱之体是觉悟，觉悟之用是解脱。因此，解脱道以解脱为觉悟的大用所在，而将内在作为大觉悟者的佛陀显示为一个大解脱者。

其次，佛陀觉悟之所证境界，即四谛、十二因缘，也是与解脱相应的。其中，四谛是流转与解脱的总纲，揭示苦、苦因、苦灭、灭苦之道，说明解脱最终是熄灭生死流转之苦；十二因缘分缘起支与还灭支，分别揭示了流转与解脱各自的具体因果关系。简言之，现观四谛十二因缘而获得的觉悟，直接反映了解脱观的内容。

按照阿含经教，就佛陀安立的解脱道而言，决定是解脱趣向的。作为大解脱者的佛陀，以其内证的四谛十二因缘及其所摄的寂灭境界，观待于解脱趣向性善根，安立了解脱道教法。依于解脱道，众生通过发出离心，修三十七道品，证悟四谛十二因缘，获阿罗汉果位，乃至最终入无余依涅槃。无余依涅槃乃寂灭状态，是苦的永久止息，烦恼与业的彻底消灭，永出三界之轮回而不再来。在声闻典籍中，常读到阿罗汉腾跃空中通过上身出火、下身出水，上身出水、下身出火等神通变化而入灭，这是解脱道之果阿罗汉显示寂灭相的典型方式。这种入灭方式直接表明，阿罗汉最终所入的无余依涅槃既体现了“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的解脱认定，也显示了“灰身灭智”的解脱归宿。

虽然佛陀是导师，诸阿罗汉是弟子，但他们的解脱平等。如《中阿含经》云：

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解脱及慧解脱、阿罗诃解脱，此三解脱无有差别，亦无胜如。[5]

不过，如果细论，按照佛典，佛陀虽然与阿罗汉在解脱方面平等，但诸阿罗汉习气未断，而释迦牟尼习气已断，所以相对于作为解脱者的阿罗汉而言，佛陀即称大解脱者。反过来，阿罗汉是解脱者，佛作为大解脱者，即是大阿罗汉，这也是在解脱道中的一种共许理解。

总之，按照阿含经教的意趣，在作为菩萨的释迦牟尼观察有缘作为解脱道所化对象的广大众生的善根成熟时，即以度化众生解脱之本愿而下生人间，并以彻底解脱为目的而觉悟。在此过程中，佛陀虽然通过以智慧为本之觉悟成就果位，但觉悟的目的乃彻底熄灭苦与烦恼，即解脱。这意味着在解脱道的理境中，内在圆满觉悟的佛陀的显现相是一个大解脱者，而其所立教指示着一条从发心、修行到最终涅槃的解脱之路。

二 烦恼的示现

在阿含经教中，佛陀的解脱最为彻底与圆满，不仅一切烦恼与业皆得除灭，一切习气亦得断尽无余。阿罗汉证尽智、无生智，也得解脱，然而，他们虽断烦恼与业，但习气犹存。所以，佛陀的解脱相对于阿罗汉的解脱而言，更为殊胜，唯称为大。

佛与阿罗汉间在断习气方面的差别在部派佛教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中引经有很好的说明，如云：

佛世尊爱恚永断，违顺平等，拔诤论根，灭[image: ]慢本，视诸珍宝犹如瓦砾，于一切法觉照无遗，无相似爱及恚慢等，诸烦恼习已永断故，非如独觉及诸声闻，虽断烦恼而有余习。贪爱习者如尊者阿难，怜诸释种；瞋恚习者如尊者毕陵伽筏蹉，语殑伽神言：“小婢止流，吾今欲渡”；[image: ]慢习者如尊者舍利子，弃掷医药；愚痴习者如尊者笈房钵底，食前咳气，知食未销，不知后苦，而复更食；如是等事其类甚多。[6]

从此中可看出，断烦恼即得解脱，这在阿罗汉、独觉[7]皆能实现，而再断尽习气，即是大解脱，唯佛陀堪能以及圆满实现。因此，由佛陀断烦恼亦断习气，独觉、阿罗汉断烦恼但未断习气可推论，阿罗汉以下的圣者断一分烦恼，未断习气，而三界凡夫未断烦恼亦未断习气。就解脱而言，阿罗汉、独觉与佛皆已实现，但佛陀更圆满，故称为大解脱者。

佛陀作为大解脱者，烦恼及其习气皆已完全灭尽，但在《阿含经》中还有佛陀烦恼相的显现，这需要思量。显然佛陀显现烦恼相，既非表示有烦恼，亦非表示有习气，这里大有深意。如佛陀不共法之四不护所显，佛陀之身口意清净，即佛陀身、语、意行皆是有义行、善巧行，因此，烦恼相的显现必是为了教化与利乐众生的方便示现。即对特定的所化对象或是特定的事情出现，佛陀依其圆满智慧与大悲心观察所化众生的善根以及心行，知以烦恼相显现最为有益，即显现烦恼相，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云：

世尊虽无烦恼余习，而或时有似爱等言。似爱言者，如世尊说：“善来苾刍，能善出家，犹具禁戒”；似恚言者，如世尊说：“汝是释种婢子，释种是汝大家”；似慢言者，如世尊说：“我是如来应正等觉，成就十力，得四无畏”；似痴言者，如世尊说：“大王今者从何处来？”告阿难言：“看天雨不？园中何故高声大声？”或有生疑：“世尊已断诸烦恼习，云何复有如是等类似烦恼言？”……问：“何故佛说似爱等言？”答：“护所化田，饶益彼故。”谓世尊说似爱言者，欲令天授（即提婆达多——笔者注）所破苾刍身心安隐及除疑故；……又世尊说似恚言者，摧彼梵志[image: ]慢幢故；……又世尊说似慢言者，为令不知佛功德者知已归依修胜行故；又世尊说似痴言者，为开彼王谈论道故，为解阿难睡闷心故，又欲生彼乐静心故。佛说此等似烦恼言，皆为有情获利乐故。[8]

即佛陀显现爱、恚、慢、痴等烦恼相是在无烦恼、习气的前提下的似烦恼显现，是具对治性与利乐性的善巧方便。相较而言，包括阿罗汉、独觉在内的众生显现烦恼相的含义大为不同：阿罗汉、独觉显现烦恼相，亦非表示有烦恼，仅是因为还存烦恼之习气，而似烦恼显现；阿罗汉以下圣者显现烦恼相，一分是实有烦恼显现，一分是似烦恼显现；但三界一切凡夫显现烦恼，一般是实有显现，既有烦恼，亦有习气。因此，烦恼相的显现，在凡夫即有过失，因为能增上而造业；在阿罗汉、独觉无有过失，因为唯是习气似显现；在佛不但无过失，反而有功德，因为乃度化众生的方便。

从智慧角度看，佛陀慧火猛利，烦恼与习气俱焚，而独觉、阿罗汉慧火不够猛利，唯能焚烦恼，而不能俱焚习气。当然，三界沉沦凡夫唯有无明而无智慧，不仅烦恼习气俱在，而且更在轮回中有所增长、有所强盛。不过还有一类凡夫，即皈依发心走上解脱之道者，虽然没有成就圣果，烦恼及其习气俱在，但因修习圣教法，对烦恼的现起有所治伏，从而能够走向最终烦恼的彻底灭除。

三 苦的示现

在佛陀阿含经教中，佛陀与阿罗汉、独觉在解脱方面皆超越世间，即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断脱了烦恼，但这是否意味着完全摆脱了三界之苦？换言之，在证得解脱后，是否还有苦受与苦相显现呢？由于佛陀的解脱与阿罗汉、独觉的解脱间有所差异，在此方面当然亦是不同。

诸阿罗汉、诸独觉虽解脱了烦恼，但还有习气，在未入灭之前，唯是证得有余依涅槃，苦受还未彻底灭除，即还有苦受在。不仅有苦受，而且苦受还可非常强烈，甚至有阿罗汉因苦受剧烈而舍身自杀。在《杂阿含经》中，记载有阿罗汉瞿低迦尊者、阐陀尊者、跋迦梨尊者、陀骠摩罗子尊者等因不堪病苦而自杀的例子。这些阿罗汉不堪病苦而选择自杀入灭，非是于病苦生起了烦恼，而是认为在病苦中住世纯粹属于病苦的延续，因此，宁愿早日进入无余依涅槃。选择早入涅槃，不仅表现在自杀方面，还表现在自行入灭方面。《阿含经》多有记载阿罗汉自行入灭而非等待寿命尽而灭的例子。比如最著名的阿罗汉舍利弗，闻佛陀将要圆寂，以及目犍连已入灭，即自行先于佛陀入灭。凡夫不能自杀，因为这无助于其解脱烦恼，相反，自杀会带来来生更大的苦难，不过阿罗汉选择自杀没有问题，因为其已经解脱了烦恼，已经了脱生死，自杀不会引起来生相续。佛陀闻知有阿罗汉欲自杀，没有阻止，亦没有指责其有大过失。在《杂阿含经》中，佛陀就阐陀尊者自杀一事对尊者舍利弗说：

若有舍此身、余身相续者，我说彼等则有大过。若有舍此身已、余身不相续者，我不说彼有大过也。无大过故，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如是，世尊为彼尊者阐陀说第一记。[9]

此中佛陀没有指责阐陀尊者的自杀，仍授记阐陀尊者灭后完全解脱生死而不再来。但必须注意，即使是对已证得解脱的阿罗汉、独觉，佛陀也没有肯定自杀行为，佛之“无大过”说，还是有批评之意趣。因为，作为表法的重要代表的阿罗汉有病苦即舍身自杀，易被解读为对苦难的消极逃避，而不是积极地依于智慧而解脱。

诸阿罗汉、诸独觉到入无余依涅槃，有漏五蕴[10]灭尽，即所谓的“灰身灭智”时，苦受方得彻底除灭。此时才可说，作为一种生命存在，阿罗汉、独觉彻底脱离了三界之苦。

但在阿含教说中，佛陀自获得无上正等正觉始，是否已经完全解脱了三界之苦呢？《阿含经》中记载了一些佛陀病痛的例子。据《佛说兴起行经》记载，佛陀在弘法中历经孙陀利谤佛、栴沙女诬陷、奢弥跋谤佛、被木枪刺脚、被掷石出血、食马麦、受苦行、头患巨痛、脊背疼痛、骨节烦疼等十难，佛陀指出这些皆是过去世造重业而连续受报之余报。[11]对此可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属真实之报，即佛有有漏，亦有苦受，如同阿罗汉、独觉，必须在入无余依涅槃灭尽所依五蕴才能尽除诸苦。第二是示现之似报，即佛陀一切皆是无漏，亦无苦受，则苦相乃似苦的显现，是佛陀为了说明世间凡夫不可能逃脱业缘果报的约束而作的警示性质的显现。在解脱道后来的展开中，大众系倾向支持第二种说法，主张佛陀有漏法已尽，“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12]而上座系多支持第一种说法，认为佛陀亦有有漏，如有有漏色，如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云：

归依佛者，归依如来头项腹背及手足等所合成身，今显此身父母生长，是有漏法，非所归依；所归依者，谓佛无学成菩提法，即是法身。[13]

主张佛陀有有漏，从逻辑上看，是一种推论。即由佛陀的最后之菩萨身是有漏性，断言佛陀在获得正觉后，此身性质并未被彻底转化，还是有漏性质。在此意义上，佛陀具有漏之身，则苦相是真实之苦的表现，并非方便性质之示现，因此，应有苦受的产生。但在另一方看来，这种推理没有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佛陀乃大解脱者，不仅解脱了烦恼，而且解脱了习气，在阿含经教中多宣说佛陀之无漏性，佛陀应该无有漏法，因此，佛陀之色身应是无漏的，即在获得正觉时，色身实现了彻底、圆满的转化而成无漏。这样，在证得大解脱后所显现的任何苦痛相，同于所显现的烦恼相，皆为示现，即为利益所化众生而依智慧所现的方便。这种立场在后来兴起的大乘思想中得到了充分阐示。

第三节 作为大觉悟者的佛陀

一 解脱与解脱智

按照阿含经教，解脱道的解脱趣向使解脱道的一切围绕解脱安立，并承许佛陀以大解脱者为本位。但解脱必以智慧为内在的本质，换言之，解脱是智慧的直接作用，即由智慧的生起而灭尽烦恼，是为解脱。智慧以解脱为用，故可称解脱智，其所证境界可称解脱境界。在解脱道中，诸佛与诸阿罗汉、诸独觉的最基本解脱是平等的，因此，其最基本解脱智亦应平等，其所证最基本解脱之境界，即寂灭境界，亦应完全相同。这里所说的最基本解脱是指对烦恼的灭除，而最基本解脱智以及最基本解脱境界二者皆是与最基本解脱相应的解脱智与解脱境界。佛陀的解脱还解脱了烦恼的习气，因此佛陀的解脱是比最基本解脱更圆满的解脱，所以其解脱智以及解脱境界亦应更圆满。通常所说诸佛与诸阿罗汉、诸独觉解脱平等，是指最基本解脱的平等。

二 佛智与阿罗汉智之别

解脱智（亦即最基本解脱智）所证解脱境界（亦即最基本解脱境界）是四谛十二因缘所摄寂灭境界，诸佛与诸阿罗汉、诸独觉的解脱智所证皆平等如此。具体而言，解脱智所证包括四谛十二因缘所摄之所有无学法，以及寂灭境界。然而在解脱道中，佛与阿罗汉、独觉间，阿罗汉间，独觉间，以及后二者间，虽然解脱智相等，但各自的整体智慧并不相等。实际上，在解脱道中，佛陀智慧称佛智，阿罗汉、独觉智慧称阿罗汉智、独觉智，皆不限于解脱智。即解脱智是共有者，而加上诸圣者的各自增上所证悟者，方是诸佛智以及诸阿罗汉智、独觉智。在下文的讨论中为了方便，以阿罗汉摄独觉，关于独觉不再单独讨论。

在阿含经中承许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诸佛，而现在佛乃释迦牟尼佛。诸佛皆获得无上正等正觉，因此智慧是平等的。但阿罗汉与佛间的智慧差距则不可思议。举舍利弗为例，其在诸阿罗汉中智慧最高。在《增一阿含经》中佛陀云：

我昔亦有弟子名舍利弗，智慧之中最为第一。如大海水纵横八万四千由旬，[14]水满其中。又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入水亦如是。然阎浮[15]里地南北二万一千由旬，东西七千由旬。今取较之。以四大海水为墨，以须弥山为树皮，现阎浮地草木作笔，复使三千大千刹土人民尽能书，欲写舍利弗比丘智慧之业，然童子当知，四大海水墨、笔，人之渐渐命终，不能使舍利弗比丘智慧竭尽。[16]

此中以喻显示舍利弗智慧的深广：即使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尽一生以四大海水为墨，以阎浮地草木作笔，以须弥山为书写的树皮，都不能描述尽舍利弗的智慧。但舍利弗的智慧却无法与佛陀相提并论。如《增一阿含经》中佛陀云：

我弟子之中智慧第一，不出舍利弗智慧之上。计此舍利弗比丘遍满三千大千刹土，无空缺处，欲比如来之智慧，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如来智慧力者，其事如是。[17]

此中言遍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舍利弗之智的总和，也不可望佛智之项背。在《长阿含经》中舍利弗对佛陀言：“我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心中所念，我不能知，佛总相法我则能知。”[18]即舍利弗不能窥知佛陀智慧境界，因为佛陀能尽然了知一切总相、别相法，而舍利弗唯能尽然了知总相法。因此，舍利弗之智与佛智有天差地别，一切阿罗汉之智当然都是如此。不仅佛与阿罗汉间智慧差异极大，诸阿罗汉间的智慧差别也相当大。智慧最高者有舍利弗，而智慧最低者有周利槃陀迦等。

佛陀的智慧在境界的甚深、微妙与广大方面，在性质的彻底、圆满方面，皆是无可比拟的，这在阿含经教中用如来十力来显示。正因成就殊胜十力，《阿含经》说：“如来应等正觉得先佛最胜处智，能转梵轮，于大众中师子吼而吼。”[19]即唯有佛陀是真正的天人师，能将众生恰当地安立于佛教中予以调伏、化导、度脱。同样，属于解脱道性质的独觉道的独觉智慧也是无法比拟于佛智的，虽然在其觉悟发生的这一生并不需佛陀的直接教导。

佛陀与阿罗汉、独觉的智慧之别，实际反映的是他们觉悟之别。就他们所共的解脱智而言，其所证境界是四谛十二因缘所摄的寂灭境界，但其各自的整体智慧实际所证境界不止于此。如果从生命法与非生命法看，解脱智是以生命法为中心的，即了知了生命流转与还灭的实相。但佛与阿罗汉、独觉的智慧，还包括了对非生命法的如实地、直接的把握或证悟，不过，证悟的程度有所不同。其中，佛陀是如实地、圆满地证悟了一切法即生命的与非生命所摄的一切事物之实相，阿罗汉、独觉虽证悟了生命法之实相，但对非生命法之实相证悟较少，犹以阿罗汉证悟最少。从觉悟的境界看，佛陀最高，是圆满的，而独觉次之，阿罗汉最低，后二者皆不圆满。所以，佛陀之觉悟（菩提）可称大觉悟（大菩提），独觉之觉悟（菩提）可称中觉悟（中菩提），阿罗汉之觉悟（菩提）可称小觉悟（小菩提）。此三分在解脱道中是被广泛接受的。[20]

三 佛智

在阿含经教中，佛陀主要以大解脱者形象示现，因此佛陀之智慧就其具体的显现而言，展现的主要是解脱智方面。但佛陀在解脱智方面与诸阿罗汉、独觉平等，故唯以解脱智不能反映佛陀无上正等正觉的本来面目，换言之，佛陀的整体智慧相应于无上正等正觉，绝非唯解脱智方面，这在阿含经教与大乘经教中是共许的。不过，阿含经典对佛整体智慧及其所证境界甚少直接说明，只有间接显示。

阿含经教对佛陀解脱智的凸显，既体现在对佛陀觉悟境界主要通过四谛十二因缘来诠定上，也反映在整个解脱道强调急趋解脱的性质上。在《中阿含经》的“箭喻经”中，就解脱的紧迫性以及修行所缘境界予以了形象的说明。在该经中，佛陀批评解脱道修行者耽于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忽略生死解脱的紧迫大事，会重新堕入出没无期的轮回中去，如同中箭者，性命危在旦夕，不即刻医治，反去研究箭的颜色、材料、来源等，其结果必然会是延误病情，伤者不得即时救治而亡。所以，佛陀对“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这类问题不予回答，即置答。[21]佛陀指出：“此非义相应，非法相应，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是故我不一向说此。”[22]即这类问题与解脱没有直接关系，不应孜孜探求。这其中佛陀实际给解脱道修行者的智慧或觉悟的性质与境界划出了基本的界限，即必须以最快速、最方便的方式获证解脱为目标。由此，不仅以四谛十二因缘摄解脱道之所证寂灭境界，而且在对一切法的认知上也是如此贯彻的，如将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法之实相皆判为无常性、苦性、空性、无我性，而与四谛十二因缘直接相应。

佛陀将从解脱道角度看无足轻重的“世界有常”等问题列为“无记”，劝诫解脱道修行者不要沉溺其中而忘记解脱的趣求，并不意味着对无记所涉问题没有如实的了知。作为无上正等正觉者，佛陀当然对一切法之实相皆已圆满证悟，所以，佛陀才有四无畏，其中的佛陀“正等觉无畏”如是说：

如契经说：“我是诸法正等觉者，若有世间沙门、梵志、天、魔、梵等依法立难，或令忆念于如是法非正等觉，无有是处，设当有者，我于是事正见无由，故得安隐，无怖无畏，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于大众中正师子吼，转大梵轮，一切世间沙门、梵志、天、魔、梵等所不能转。”[23]

从此中可知，对一切法（“诸法”）无颠倒、圆满地证知，方可为无上正等正觉。在此意义上，阿含经教称佛陀为一切知（智）者（Sarvaj[image: ]a），即知一切者。

如果说以四谛十二因缘为基本所缘境表明了解脱意趣，刻画出解脱智所证的寂灭境界，那么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角度观察一切法，则将所缘范围大为扩大，虽然这样的描述方式仍属四谛十二因缘所摄。将直接所缘从四谛十二因缘扩展到五蕴等三科，即使仍是在解脱意义上去观照，亦能显示出安立解脱道的佛陀的觉悟所悟境界关涉一切法，而不仅限于生命法。与这样的境界相应，必然关联到一切法及其染净、因果。按照解脱智，观照生命法及其流转、还灭的基本道理乃十二因缘的缘起，但佛陀还有进一步揭示，将以生命法为中心的十二因缘缘起扩展到一切法皆为众缘和合（或者说因缘和合）而生的普遍缘起。一切法的普遍缘起思想，可用著名的缘起偈显示。在《佛说初分说经》中舍利弗在未出家前与佛陀弟子乌波西那的对话云：

“尊者汝师何人？复说何法？”乌波西那答言：“我师是大沙门。”……乌波西那言：“我师所说缘生之法。缘生法者，谓一切法从因缘生，从因缘灭。”复以是义说伽陀曰：“若法因缘生，法亦因缘灭，是生灭因缘，佛大沙门说。”[24]

舍利弗闻乌波西那[25]所说即悟入，而得法眼净。此中，对一切法的实相通过因缘及其和合来揭示，即是以缘起性作为一切法之本质。而对此的悟入，则是根本智慧的初步获得，即所谓的法眼净。以缘起性说明法或者说事物的实相，在解脱道中还有更具体的显示。《中阿含经》云：“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所以者何？诸贤，世尊说五盛阴从因缘生。”[26]此中“阴”即蕴。引文将法与缘起等价，可看出缘起为法的体性，悟入缘起即悟入法的实相。

从此角度，可以看到佛陀智慧的本来面目是以一切法的实相为所证境界的，绝非仅限于四谛十二因缘及其所摄寂灭境界。甚至阿罗汉们根本智慧的获得亦是对缘起法的悟入。这显然已经超越了解脱智的性质。因此，佛陀的正觉是以一切法为所缘境，是对一切法实相如实的、圆满的证悟，而其解脱智的侧面只是其圆满智慧显现的一方面而已。

佛陀觉悟以诸法实相为所证境界，而实相可以通过缘起性显现，这是以可思议、可言说的方式开显。但实相境界本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如《杂阿含经》卷五云：“如来见法真实如，住无所得，无所施设。”[27]此中，法的“真实”即是法的实相，或者说本来面目，而“无所得”、“无所施设”是指法的实相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性质。这样的实相不能用思维与言说去把握，只能直接证悟，即觉悟。

四 结论

在阿含经教所诠说的解脱道中，本是大觉悟者的佛陀主要以大解脱者的身位出现，其觉悟及其所证境界也主要与此相应地单向度地展示为解脱智与所证境界即四谛十二因缘及其所摄寂灭境界。但阿含经教亦透露出佛陀无上正等正觉的本来面目及其所证悟的广大、微妙、甚深的境界，即以广大的一切法为所缘、以一切法实相为所证境界。不仅如此，甚至透露阿罗汉亦是悟入一切法的缘起本性而觉悟的。这似乎是在显示大乘智慧，而与解脱道以解脱智及其所证即四谛十二因缘及其所摄寂灭境界为阿罗汉之智慧以及所证境界在意趣上有相违之处。但这只是一种表观矛盾，并非不易解释，可从解脱道与菩提道两个角度说明。

从解脱道角度看，解脱道只对其趣求有严格限制，即以解脱为目的，但对其智慧的范围规定较为宽松。更准确地说，阿罗汉的智慧只要满足一个下限即基本的解脱智即可，对上限没有规定，即不封顶，原则上除佛智外的任何佛教智慧要素都可增加进来。在此意义上，大乘的一些智慧要素也是可能在解脱道的阿罗汉的智慧中出现的。这也是阿罗汉间的智慧差异甚大的原因。这样，在解脱道中发现一些大乘智慧要素（或者大乘佛教的境界要素）就不足为怪了。

从菩提道角度看，解脱道中的相当多的阿罗汉只是显现为阿罗汉，内在实际是菩萨，在这种情况下，大乘佛教智慧及其境界必然会有所显示。在此意义上，解脱道中有不少教言在解脱道本位不易如实把握，是因为它们本属于菩提道本位。

第四节 佛陀的超越与不离

在阿含经教看来，释迦牟尼佛作为佛陀，乃这一期教法的基点，因此，佛陀与三界五趣即世间众生的关系至关重要，必须得到澄清。应该说，虽然佛陀是一个三界五趣的凡夫经旷劫之积累善业以及增长智慧而最终修成的，但觉悟后的佛陀已经超越了世间。正因如此，释迦牟尼被尊为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薄伽梵）。就本质而言，佛陀对三界五趣的超越必定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不能用三界五趣的任何方式去把握。只有佛陀安立的圣道的修行者能够逐步有所理解，乃至部分把握，但完整的把握必须是在诸佛那里才能实现。佛陀对三界五趣的超越性可以从佛陀的觉悟、佛陀的解脱、佛陀体性与佛陀的能力四方面略加显示。当然，这种超越，绝非上帝对俗世的超越，而是与三界五趣即世间相关联的，即又不离。这种对世间的超越性，在佛典中，称出世间性。

一 觉悟

在阿含经教中，佛陀觉悟的超世间性，即出世间性，乃解脱道立教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从解脱道对佛陀智慧的描述看，佛陀获得了圆满智慧，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解脱道的理境而言，无上正等正觉具有三种基本含义：首先，其属于解脱性觉悟，即圆满证悟四谛十二因缘及其所摄寂灭境界，而于三界流转彻底解脱；其次，其所觉悟范围包括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正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中所示，其开显的是“诸法”即“一切法”（Sarva-dharmāh）的实相；最后，其觉悟境界非三界众生所能获得与了知，甚至圣者如阿罗汉、缘觉等也不能圆满证得与如实了知，唯诸佛陀能平等获得与如实了知。

佛陀觉悟的不颠倒性、彻底性、圆满性，不仅彰显佛陀智慧的无上性，而且揭示出佛陀智慧与凡夫认知的本质区别。因为佛陀智慧作为对世间实相的如实证悟，直接带来出离世间的解脱，而世间凡夫的认知却永远指向的是生死流转。正是在此意义上，佛陀被称为佛陀、正遍知、世间解以及天人师等。这些不仅在声闻法解脱道中，而且在大乘菩提道中，皆是共许的。

佛陀的智慧有超越性，解脱道圣者阿罗汉、独觉的智慧亦相对于世间是超越的，虽然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智慧方面与佛陀的差别天地悬殊。换言之，解脱道乃大解脱者佛陀所安立，其圣者的智慧指向解脱，在性质上与凡夫以指向生死流转的无明为根本的认知存在本质差别。具体而言，解脱道的诸圣者即须陀洹果（预流果）、斯陀含果（一来果）、阿那含果（不还果）、阿罗汉果等类圣者，以及独觉道圣者，皆具有一分解脱的智慧，其中的阿罗汉与独觉甚至已经完全获得解脱的智慧，所有这些类圣者的智慧皆超越三界五趣凡夫的认知，因而具有超越三界五趣之性，即出世间性。

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不仅相对于世间具超越性，而且相对于解脱道阿罗汉等圣者亦是超越的。在解脱道随经论行阶段亦即部派佛教阶段，大众系所云“诸如来语皆转法轮，佛以一音说一切法，世尊所说无不如义。……如来答问不待思惟，……一刹那心了一切法，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诸佛世尊尽智、无生智恒常随转，乃至般涅槃”等，[28]是对佛陀在智慧上的超越性在更强意义上的肯定，是解脱道在自身的展开中对佛陀在智慧上的殊胜与圆满的最高肯定。

二 解脱

佛陀的解脱亦是超越于世间的。具体而言，佛陀的解脱作为苦的熄灭，以及一切烦恼、业及习气之灭尽，即作为对生死流转的彻底断离，其直接的含义乃是对生死流转所摄的三界五趣的超越。不仅佛陀的解脱具有对世间的超越性，而且佛陀安立的解脱道亦是以超越世间的解脱为旨归的。凡谓解脱就意味对世间生死流转的链条的破坏，其所达成的结果就是对世间生死流转的弃离与超越。具体从道理看，世间一直在无明缘行、行缘识，乃至生缘老死的生死流转的连锁中，而解脱是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所代表的生死流转的破灭，因此，解脱超越世间性或说三界五趣性正是其本来的意义。

解脱道对三界五趣的出离与超越在教理上还有进一步分析，其出发点是在认知上将世间的一切判为价值负向。解脱道教理纲要乃四谛十二因缘，主要关注生命法，判定众生生命的存在与流转在本质上乃烦恼与苦的体现，修行的意义在于熄灭烦恼、业与苦而达寂静之乐，也就是涅槃。解脱道还在全体意义上将一切法以五蕴概括，判定色、受、想、行、识蕴皆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换言之，世间的一切皆有漏性，而为苦性。对三界一切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予以这样的负向判定，决定断灭苦因之烦恼、业与弃离世间是正向而积极的追求。与此相应的实践，亦即修行，首先要发出离心，在此基础上，修解脱智而对治烦恼与业，待行者的尽智、无生智生起即解脱智圆满时，烦恼与业得到彻底灭除，即是解脱，也就实现了对世间的超越与出离。

因此，不仅佛陀的大解脱是对世间的超越与出离，解脱道极果阿罗汉的解脱以及独觉的解脱皆不例外。而超越的最终的标志是无余依涅槃的完成，即在以解脱智最初实现解脱即有余依涅槃后，再灭尽所依之五蕴，所谓“灰身灭智”，而永不再来世间。

三 体性

佛陀体性无漏，与有漏世间性质相违，亦构成了超越。佛陀体性是从五蕴角度而言的，涉及色、受、想、行、识。显然，受、想、行、识在佛陀实现正觉后，必须是无漏性的，但色是否无漏尚需稍做说明，因为在部派佛教中就存在争议。[29]根据《阿含经》，佛陀所具色应该是无漏性，如《增一阿含经》云：

如来身者，为是父母所造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如来身者，清净无秽，受诸天气。为是人所造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以过人行。如来身者为是大身？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如来身者，不可造作，非诸天所及。如来寿为短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如来有四神足。如来为长寿耶？此亦不可思议。所以然者，然复如来故兴世间周旋，与善权方便相应。如来身者，不可摸则，不可言长、言短；音声亦不可法则；如来梵音，如来智慧辩才不可思议，非世间人民之所能及。[30]

此中的“清净无秽”“不可造作”等直接说明如来色身的无染污性，亦即无漏性。这意味佛陀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无漏，从而其体性也是无漏的。

事实上，佛陀作为无上正等正觉者，作为出世间的无上士，作为彻底消除了烦恼、业与习气的大解脱者，必然与世间在性质上完全相反，世间体性有漏，佛陀体性则当无漏。这还可从佛陀身、口、意行角度看。佛陀作为世间唯一的真正漏尽者，所作身、口、意的一切皆为了利益众生，皆清净无漏，如《长阿含经》云：

复有四法，谓佛四不护法：如来身行清净，无有阙漏，可自防护；口行清净、意行清净、命行清净，亦复如是。[31]

即佛陀身、口、意三业清净，无有过失，不需加行性防护。其中尤其要注意，佛陀所显现的我慢等烦恼相、头痛等病苦相、受谤与受伤等受难相，皆是利益众生的示现，而非有漏性现起。佛陀身口意行作为纯善、清净的体现，无疑表明了佛陀体性的无漏。

四 神通

佛陀对世间的超越还表现在其神通能力的超越性方面。按照阿含经教，佛陀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不仅超越人间众生的能力，而且超越三界一切众生的能力，乃至超越阿罗汉与独觉的神通。当然，佛陀神通能力的超越性并非意味佛陀是造物主、拯救主，后二者在佛教中作为“作者”被判定为不存在。

神通是依修禅定而得的特异能力，具有超越当下存在的无碍自在、不可思议的作用。神通凡圣皆可获得，不过圣道所获得者尤为殊胜。神通归为六类，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六神通虽是属于特异功能，但皆依于禅定而以智慧为体，或者凡夫智，或者圣者智。《阿毗达磨俱舍论》云：“虽六通中第六唯圣，然其前五异生亦得，依总相说亦共异生。如是六通解脱道摄，慧为自性。”[32]此中意为，六通中第六通唯佛、阿罗汉、独觉才能获得，而前五通凡夫亦能获得，换言之，前五可由世俗智摄，而第六唯出世智所摄。不过，前五神通虽然是世间共者，但并非人间庸常人可以获得，必须修高级禅定才能引发；而佛、阿罗汉、独觉的前五神通又高于凡夫所发者。当然，佛陀所引发的诸神通，要殊胜于阿罗汉、独觉所引发者，更遑论世间凡夫所引发者。在无学位上，六神通中的宿命通、天眼通、漏尽通被解脱道别立为三明，即宿住智证明、死生智证明、漏尽智证明。此三者直接显明无学位上六通的智慧体性，亦是对生死流转与出离的直接洞察。

圣者一般不会示现神通，除非为了利乐众生。引发神通之例，如佛陀为断除难陀的淫欲之心，行神通带难陀入忉利天以及地狱等处，预见其后世果报。此中显示了佛陀自在无碍出入三界的神通。[33]

五 大悲

慈悲是每一众生皆具的一种对其他众生的特殊怜悯。其中，慈是与乐，悲是拔苦。在佛教中，一般是以悲摄慈悲。在凡夫，悲是针对特定对象而起的，有强烈的偏向性。只有在佛教的圣者中，悲才被扩大到以一切众生为所缘对象。其中，佛陀的大悲更超越于一切众生（包括非佛的圣者）之悲。

在阿含经教中，佛陀的大悲是作为佛陀的十八不共法而显示的。十八不共法显示了佛陀殊胜、超越于包括阿罗汉等其他非佛的圣者在内的一切众生之处，是前述佛的菩提、解脱、身及三业的殊胜性与超越性的具体体现。其中，大悲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佛陀立教度生的内在所依之一。概括地说，佛陀大悲具有六大殊胜之处：第一，佛陀大悲乃佛陀三大阿僧祇劫作为菩萨所行功德之所成就，而非如阿罗汉唯经六十劫修加行得，亦非如独觉唯经百劫修加行得；第二，佛陀大悲以佛陀大智为体，而非作为众生悲体的无嗔心所，这决定了佛陀大悲的无上、广大与平等；第三，佛陀大悲的行相广大，不仅能化导众生拔祛苦苦，乃至坏苦与行苦，即能化导众生将苦所摄的一切有漏存在灭尽，而且能化导一切众生得暂时安乐，乃至究竟寂灭之乐；第四，佛陀大悲以三界一切众生为所缘，而不舍任何众生；第五，佛陀大悲于一切众生平等利乐，而无亲疏远近等等之别；第六，佛陀大悲无上、无等，殊胜于一切众生包括阿罗汉等非佛的圣者的悲心。

解脱道以离苦趋寂的解脱为趣向，并不强调解脱道行者的悲心，但对佛陀的大悲却不吝言辞地赞颂。在阿含佛教以及部派佛教中记载了佛陀的种种本生故事，其中以菩萨身位作无量种种善行，反映了佛陀在因位的悲心功德，比如舍身饲虎、割肉喂鹰等。正因为有因位的功德成就，才有佛陀在果位以大智大悲为所依与根本的伟大度生事业的发生。

六 超越与不离

佛陀对世间的超越，并非表明其是统治三界五趣的上帝，相反，佛陀是基于三界众生性即五趣众生性而积累福德智慧资粮，最终修行成为正觉者的。因此，其对三界五趣的流转与苦患的超越，是一种由自觉而解脱，以及引导众生解脱的超越，是作为天人师、调御丈夫的超越，而非造物主或者拯救者式的超越。

这样，佛陀由大觉悟与大解脱而超越于世间，绝不意味其独立于三界之外，对三界漠然处之。从佛陀的本生故事看，佛陀作为菩萨身在旷劫的流转中，流露出与众生不共的大悲心，以各种生命形式慈护、度化众生，与众生结下了不可思议的缘分。在以最后身菩萨降生时，即发出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要度众生，生老病死”，显示其大悲与大愿（本愿），并最终获证无上正等正觉，而超越于世间生死之流，解脱三界的业、烦恼、习气与苦患。在觉悟后，佛陀并未舍弃大悲与本愿，而是予以圆满展现，最有力与最善巧地度化众生。简言之，佛陀虽然体性超越于世间，但由其大悲与本愿而又不离于世间。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含经教有时亦说佛陀仍在人数，或者，仍在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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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释迦牟尼佛的阿含教说

第一节 印度佛教的分期

一 印度佛教分期

释迦牟尼成佛，并说法度生，意味着以其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教化时空，建立了一代大教，即释迦牟尼佛教，简称佛教，故释迦牟尼被称为“法根”“法眼”“法依”。[1]佛陀所说之教一般分为两类：一者声闻法，即阿含经教（小乘经教），讲解脱道；二者方广法，即大乘经教，讲菩提道。佛陀这一代时教就依这两类教说在印度展开。

佛教在印度的开展乃一个隐显、起伏、演变的过程，因此可依据不同的视角区分为不同阶段。在古代佛教史上，在大乘佛教学者中，一般将印度佛教的开展划分为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两个阶段。但近现代佛教研究早已经表明，佛教弘化阶段的划分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它牵涉信仰、思想与历史的复杂关系，因此现代佛教学者们一般不再采用小乘与大乘两阶段之说，而是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种种观点。在此意义上，现今对印度佛教史的阶段划分即分期法，尚未形成定论。现将一些代表性的分期法略列如下。

（一）佛教本位立场的三期与四期说

第一类承许大小乘经皆本于佛陀亲说的立场之所传承，将佛陀的教化视为大小乘道的整体开展，即在开显小乘教法（阿含教法）的同时，也弘传大乘教法（方广教法）。主要有释太虚的三期说：

一者初五百年为小行大隐时期，即小乘教显传而大乘教隐传的阶段，这里提出行隐即显隐问题，即认为佛陀在世时显说小乘教说，而隐说大乘教说，因此大乘佛教也在隐传；

二者第二五百年为大盛小衰时期，即大乘佛教为主小乘佛教为从的阶段；

三者第三五百年为密兴显附时期，即密教为主显教为从的阶段，这里密指佛教密教，显教指佛教显教。其中显教偏重于教理的阐发，即早中期的佛教，而密教偏重于行法的开发，即晚期的主流佛教。[2]

后来释太虚经过抉择对前说作了微调，分为了小行大隐的阶段、大主小从的阶段与大行小隐密主显从的阶段。

按照太虚大师的三期说，还可以进一步开显出四期说，即根据解脱道与菩提道的开展方式归类如下。

一者解脱道声闻行时期，指佛陀时期以及佛陀入灭至部派兴起前的阶段即阿含佛教早中期阶段，属于小乘解脱道教说显弘而大乘菩提道教说密弘的时期，所谓“小显大隐”。在此时期，修学者大多直接尊奉佛陀教说而修行。

二者解脱道随经论行时期，相当于部派佛教早中期阶段，依于佛陀的阿含教说而造有种种的论著，由此形成种种派别。在此时期仍是解脱道显弘而菩提道密行，但也有菩提道思想通过与解脱道相结合的方式显示出来，所谓“小摄大行”。

三者菩提道随经论行时期，即大乘显教兴盛时期。在此阶段，大乘经出现，并依之而有种种论著的撰造，由此形成大乘教派，同时小乘解脱道虽然势力渐有所衰弱，但仍能与大乘分庭抗礼，所谓“大小并行”。

四者菩提道流变时期，即大乘佛教密教化时期。在此阶段，大乘佛教演变为大乘密教，在理论与修行方面都摄入了印度种种外道学说，发生了变异，而小乘佛教渐灭，所谓“大变小微”。到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整体趋于消亡。

（二）其他立场的三期、四期与五期说

这一类是在主张大乘经非佛陀亲说的立场上所形成之说，有三期、四期与五期说。由于大乘非佛亲说，这样就只有佛陀的阿含教说为真正佛教，从而获得原始佛教、根本佛教等名；而大乘佛教只是作为其发展与变异形态出现。三期、四期与五期说略示如下。

三期说者主要依于木村泰贤及宇井伯寿等归纳的立场：第一期自释迦佛成道至灭后约百年之间为原始佛教时期；第二期自佛灭约百年后至龙树出现间为小乘佛教发达时期，这其中的小乘佛教相当于通常所说的部派佛教；第三期自龙树出现至第二法称出现间为大乘佛教兴盛期，这里以龙树为大乘的开祖。显然，这种观点在大乘阶段没有区分显教与密教。

四期说者主要依于龙山章真等的立场：第一期为原始佛教时代；第二期为部派佛教时代；第三期为大乘佛教时代；第四期为密教时代。这其中将大乘佛教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仍称大乘佛教，后者称密教，并将其独立出来为一个阶段。[3]

五期说者主要依于释印顺的立场。

一者是佛陀时代直到部派分裂时期，为“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阶段，即在此阶段佛教为一味，皆以解脱为归趣；这是以阿含佛教为代表的根本佛教时期。

二者是部派分裂时期至佛灭四百年间，为“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阶段，相当于小乘部派佛教早中期，大乘佛教的因素及思想已经在部派学说中出现，并渐渐系统化。

三者是佛灭四百年至七百年，为“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相当于大乘早期阶段，大乘为主，而小乘为从。

四者是佛灭七百年至千年间，为“倾向如来之菩萨分流”，相当于大乘中晚期，乃大乘兴盛阶段，如来藏与唯识思想兴起是。

五者是佛灭千年以下，为“如来为本之梵佛一体”，相当于大乘密教阶段，如来藏思想与密教成为主流。[4]

在释印顺的立场中，采取温和的“大乘非佛说”观点，认为真正的佛教，也就是体现佛陀本怀的佛教，乃根本佛教，即阿含佛教，而之后的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都是其发展或者变异。同时他强调，大乘佛教经典虽然非佛陀亲说，但其相当多思想乃根本佛教思想的发展与深化，属于佛等说，不过，其中也有一些重要思想混淆有外道学说，已经变异，如如来藏思想与密教。

二 印度佛教的五分期

在诸家分期中，对历史阶段的划分相差不多，但失之于粗略，主要是没有将部派佛教兴起前这一阶段作进一步区分，而且在历史的区分中还应兼容佛教本位立场，由此就可得到一种新的五分期分法。

一者佛陀亲教时期，指从佛陀下生到圆寂阶段。在此阶段，佛陀成就正觉，并作为本师直接指导度化事业的开展。属“小显大隐”时期。

二者阿含经教时期，即从佛陀圆寂到部派佛教兴起阶段。在此阶段，佛陀教说被结集为阿含经典，教团一般直接依佛陀教说修学，还未形成宗派，故此阶段称阿含佛教时期。亦属“小显大隐”时期。

三者部派佛教时期，谓从部派佛教兴起到大乘佛教兴起阶段，乃小乘部派佛教为主导的佛教开展时期，主要依论师的论著开展。属“小摄大行”时期。

四者大乘佛教时期，谓从大乘佛教兴起到大乘密教兴起阶段，即以大乘佛教为主导的佛教开展时期。属“大小并行”时期。

五者大乘密教时期，即从大乘密教兴起到佛教在印度消亡阶段，乃大乘密教为主导的佛教开展时期。属“大变小微”时期。

在上述五分中，前二期佛陀亲教时期与阿含经教时期可摄为阿含佛教时期，因为佛陀在世时期更是直接依于佛陀教说开展的，即直接体现了“阿含”的“传承”之义。这样印度佛教又可收摄为四期，即阿含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大乘密教时期。

本书虽分印度佛教为五阶段，但主要叙述前四阶段，即所谓的显教部分，而密教部分只略涉。前面两章以及从本章开始的随后几章，都叙述佛陀在世时期与阿含经教时期。本章先略述佛陀所开宣的阿含教说，即解脱道教说。

三 阿含教说

阿含教说即佛陀解脱道教说。[5]从后世来看，如何确立佛陀的解脱道教说，或者尽量完整地确立佛陀的解脱道教说，是一个问题。后世直接标明属于解脱道佛陀教说的经典类有北传佛教系统的阿含经藏以及南传佛教系统的巴利经藏。当然，在北传、南传佛教的律部、论部中，也有相当多佛陀的解脱道教说，另外还有散传经典。

“阿含”乃[image: ]gama的音译，还有作阿笈摩、阿伽摩、阿鋡暮、阿鋡的，意译是传来、传承等义，表示直接来自佛陀，即从佛陀那里直接听闻而来。所以，“阿含”一语表明了其代表的教说的权威性、真实性、真理性、可靠性、直接性，可以统摄佛陀的一切教说。在本书中，以阿含经教直接标示、代表佛陀的解脱道教说，而将北传阿含经藏、南传巴利经藏的相关教说皆摄括在内。

总而言之，佛陀的解脱道教说主要可从小乘佛教所摄的经部与律部、论部以及散经中获得，但在大乘佛教的论著中也有一些解脱道教说的引述，亦是其重要来源之一。另外，在大乘经中，亦有解脱道教说，在适当条件下也可以摄入此范围之内。

一般认为，现今我们得到的佛陀的解脱道教说有别于佛陀的最初说法形态，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事实上，佛陀的教说在结集时经过转述、整理与编辑，又被翻译为不同语言，其教说的表述形态必然将有所变化。但如果进一步断定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后世人增补上去的，就有武断之嫌了。在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发现，比较北传与南传解脱道教说，除有一部分共同外，还存在一些相异的内容，于是就有一些人主张这些相异的内容属后人的增益。佛陀的教说主要通过大结集审定并写定下来，但不能否认除参与结集者外还有很多阿罗汉未参与，他们也传承有相当一部分佛说，这完全合情合理。在此意义上，并非只有北传与南传一致的内容才能属于佛陀的教说。

不过，北传与南传教说性质或者内容一致的部分，可以认为是佛陀解脱道教说的核心思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与此相异的一些教说不重要，而是可以作为补充，共同刻画出佛陀解脱道教说的全貌。本章对佛陀解脱道教说的略述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原则。

第二节 佛陀阿含教说的性质与特色

释迦牟尼佛所开显的阿含教说，在性质上乃一种解脱论，或者说涅槃论。印度古代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类型，而且属于解脱论性质，但释迦牟尼佛所倡的解脱论与印度其他各派的解脱论性质相违，前者为无我论类型，后者则是有我论形态。所以，毋庸置疑，佛陀教说的出现在印度文化中具有革命性意义。这也是佛陀教说在印度古代文化中被判为非正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 轮回与涅槃

佛陀的阿含教说作为解脱道教说，其所关注的对象是一切众生，即一切生命，意在阐明众生的现实生存状况与理想的生存状态，并指出从现实到理想的途径。这其中，前提是对众生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判定。按照佛陀的证悟，三界众生，不论人道的众生，还是三界五趣的其他一切众生，其现实生存状态都为苦（Duhkha）所摄，处于轮回（Samsāra）之中。这里，轮回谓无始以来众生苦的生命存在状态以各种生命形态一生一生的相续，如同轮转，又称流转（Pravrtti），即无始以来苦的相续不断，如同大河之水奔流不息。因此，这样一种完全负面性质的存在状态是应被厌离、弃舍或者说断除的。且这样的断除并非一种虚无主义的想象，而是可能的，其后果恰恰达成生命的理想境地，即涅槃（Nirvāna）。因为佛陀告诉说，这是其曾经实践并实现过的。实际上，佛陀的解脱道教说即是具体指出解脱轮回、实现涅槃之道的学说，也正因此而得名。

这里必须指出，印度其他各派有各种解脱学说，所以佛陀曾反复强调了与它们的差别。首先，他们的涅槃在佛陀看来并非真正的涅槃，最多是色界或者无色界天的境界，还属于三界即世间境界，所以称为“现法涅槃论”或者“现世涅槃论”。其中，现法涅槃指以欲界的色、声、香、味、触五欲的恣意受用，或者色界初禅天乃至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天的禅乐为涅槃这样的低级或者高级世间境界；而真正的涅槃乃一切世间流转的断灭所显。其次，他们的解脱意在将生命所谓的内在本体即我（[image: ]tman）从负面物如烦恼等的束缚中脱离开来，而得自在，但佛陀否定有这样的我的存在，判定有我的解脱论只是一种无义的妄想而已。再次，他们的解脱之道不以内在的智慧（智J[image: ]āna；慧Praj[image: ]ā）[6]为本，而是追求种种极端的行为，如自苦的极端与纵欲的极端，这显然不能真正断除烦恼（Kle[image: ]a）。正是在此意义上，佛陀才以四无畏宣示自己所说的道是真正的解脱之道。

二 流转的真实相：苦与无常、空、无我

（一）苦

苦乃对身心的逼迫。一切世间的存在都对众生身心有逼迫性，从而皆为苦性。故苦是轮回或者说流转的本质。

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即这样的苦性似乎是依据于主观所设定的一种价值判定，但实际并非如此，而是一切世间存在的本质性反映。这是佛陀本于无上正等正觉的深刻洞察，不可等同于一般世人的感性觉知或者情感投射，也不可等同于一般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概念建立。

佛陀对苦的说明有从不同角度与层次的展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八苦与三苦之说。

1.八苦

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蕴苦。这是从作为生命的人的角度对苦的阐释。

生苦者（Jāti-duhkham），谓从受胎乃至出胎过程之苦。

老苦者（Jarā-duhkham），谓生命从生开始就意味正走向死亡的变化之苦。其中，从壮到老的过程最为明显。

病苦者（Vyādhi-duhkham），谓身心的病患之苦，如身体因四大（地、水、火、风）不调引起的病患，以及内心的忧恼愁悲等。

死苦者（Marana-duhkham），谓死亡之苦，或者是因疾病而死，或者是因灾难与他者的伤害而死，这其中身体的痛苦与心灵的痛苦皆有。

爱别离苦者（Priyaviprayoge-duhkham），谓与关系亲近者不能共处而四方别散之苦。

怨憎会苦者（Apriyasamprayoge-duhkham），谓与有怨仇或者憎恶者不能远离而共聚一处之苦。

求不得苦者（Yad api icchayā paryesamāno na labhate tad api duhkham），谓所希冀欲求之物，求之而不能得之苦。

五盛蕴苦者（Samksepena pa[image: ]copādāna-skandha-duhkham），又称五蕴盛苦，或五取蕴苦。五蕴（Skandha）即色、受、想、行、识蕴（阴），指生命的身体与心因素的聚集。正是因此身心的聚集，而有种种苦如前述生、老、病、死等的聚集与辗转炽盛。也就是说，五蕴聚集既本身是苦，又能够招引苦聚集。

在八苦中，有因为人（作为生命）的本质而直接带来的痛苦，如生、老、病、死与五蕴盛苦，也有因为人的欲望与需求带来的困苦，还有人作为社会存在而带来的苦难。所以，生命在这样的全方位之苦的逼迫下流转，乃解脱道建立的出发点以及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2.三苦

三苦即苦苦、坏苦与行苦。这三苦是从苦的本质出发区分出来的，更能直接显示众生世间存在状态的真相，其基本含义如下。

苦苦（苦苦性，Duhkha-duhkhatā），依于世间之苦建立，谓一切世间法中非可意的苦受法，逼迫身心，故为苦苦。这就是说，苦就其本身是苦的。

坏苦（坏苦性，Viparināma-duhkhatā），依于世间之乐建立，谓一切世间法中可意的乐受法，初虽为乐，但不能一直持续，会转变为苦，故是为坏苦。

行苦（行苦性，Samskāra-duhkhatā），依于世间的非苦非乐法建立，谓一切世间的非苦受非乐受法，由变化迁流，于身心实亦有逼迫，故为苦。在下文可知，变化迁流即无常（Anitya），是行（Samskāra）相，其为苦性，而称行苦。

由于一切世间法无非苦受、乐受、非苦非乐受三类，可知皆苦。这就是解脱道中的一个重要结论：一切皆苦。又世间法又称有漏法，可知：有漏皆苦。

（二）无常、苦、空、无我

佛陀还告诉我们，世间一切法都是无常，而一切皆苦，乃一切法无常的具体体现。事实上，由无常，就有逼迫性，所以是苦。又世间一切法都是有为（Samskrta）法，即有生、住、异、灭，也就是生起、暂住、转变、灭无，而称行。所以，佛陀常说，一切行无常，即诸行无常。

世间一切法无常，故苦；而苦，故空。因为一切法的逼迫性，意味一切法是相待的，即为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即说为空（[image: ]ūnya，或[image: ]ūnyatā，空性）。而一切法的缘起性意味生命无常、一、自在即无恒常、不可分割、独立存在的自体，即为无我（Anātman，或Nir-ātman）。在此意义上，佛陀说一切法无我，即诸法无我。这里的我，是指生命的不变自体，所以称补特伽罗（Pudgala）我，即众生我。[7]

如此，无常、苦、空、无我即是一切世间法的真实相。当然，这四相相互关联，任一相可摄余三相。在此意义上，对世间法的真实相的说明，可从这四相的任一相出发进行。在解脱道教说中，苦、无常与无我是最常用于显示世间法真相的名相[8]。

三 三法印

由无常、苦、空、无我说明一切世间法的真相，在佛陀那里也经常表述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这些意在说明流转的真实相，而涅槃的真实相佛陀也有说明，即寂灭相，或者说，寂静相。寂灭相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作为世间流转的一切的动力性原因的烦恼在修行的最高位即果位将被智慧彻底对治即断灭；二是在涅槃实现时，一切烦恼将不生起。由此，佛陀说涅槃寂灭，或者，涅槃寂静。

如果流转的实相可以一句话显示，那一般是说诸行无常，而涅槃的实相则是涅槃寂静。但考虑到佛教与外道最基本的或者说特征性的区分，那就要再加上诸法无我。而且，无我性，即使是对涅槃方面的一切法也是成立的，所以诸法无我就成了流转与涅槃所摄的一切法的真实相的一个总体说明。

如是，在阿含教说中，多以三法印显示一切法的真实相，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里，法印（Dharma-mudra），又译法本、本末等，指对佛教教理特征的刻画，乃判定佛法非佛法的标准，故以印为喻。

有时为了直接显示世间法的负面性，又加入“有漏皆苦”，而成四法印。但有漏皆苦可摄在诸行无常的句义中，所以三法印最为基本。

四 解脱的迫切性

佛陀阿含经教所诠的解脱道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强调解脱的迫切性。众生无始以来都处于苦的生存状态的流转中，一直在无边苦海里面沉浮、挣扎，所谓“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9]佛陀以大慈悲悲悯众生，以种种方便善巧引导众生，令他们发猛厉的出离心，尽快脱离轮回而实现涅槃，即断除流转的诸苦而获得涅槃的妙乐。这其中佛陀建立了种种譬喻，种种方便。头燃喻比喻世间的无常、生死的迅捷，如同头上着火一样，死亡在一呼一吸之间，必须精进修行，不可放逸。箭喻说，人中毒箭，命在须臾，但医者如果不直接拔箭疗伤，而是在那里追问、研究伤者、箭、弓、箭师等的种种信息，如何能及时救治？[10]这些教导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当时印度相当多修行者热衷于探讨一些与解脱没有直接关联的理论问题，为此莫衷一是，争论不休，所以佛陀就以箭喻等告诫他们，要直趋解脱，而不能舍本逐末，否则就会陷于一些不能解决的、无义的问题而不能自拔。这就有了“十四无记”的教导。这里，无记（Avyākrta）是不予回答之义。[11]“十四无记”指佛陀对当时一些修行者争论的十四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回避而不予回答之事。这十四个问题是：

①世间常；

②世间无常；

③世间常亦无常；

④世间非常非无常；

⑤世间有边；

⑥世间无边；

⑦世间亦有边亦无边；

⑧世间非有边非无边；

⑨如来死后有；

⑩如来死后非有；

⑪如来死后亦有亦非有；

⑫如来死后非有非非有；

⑬命身一；

⑭命身异。[12]

这些问题都是围绕世间与生命提出的，即为十四种立场。当然十四只是概数，唯取说最主要的一些立场。这些修行者各执己见，而形成戏论之网，乐此不疲，迷醉其中，并试图以争高低。佛陀作为无上正等正觉者，对这些问题当然有其洞见，但它们对修学者当下的解脱之路无直接利益，所以予以置答，即弃置而不答。

这也说明了解脱道只重获得解脱智，而不追求普遍智慧，以急断烦恼，尽快解脱轮回，实现涅槃。

五 佛陀解脱道教说的特色

按照阿含经教意趣，佛陀解脱道教说的特色略可从三方面观察。

一是佛陀解脱道教说的言说特色，具有七善，谓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如《杂阿含经》说：

彼沙门瞿昙如是色貌、名称，真实功德，天人赞叹，闻于八方，为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于诸世间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中，大智能自证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为世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梵行清白，演说妙法。[13]

佛陀教说所具的七善，也有译作“初中后善，义善，语善，独法，具足，清净调柔，随顺梵行”，这也是佛陀对自己所说法的自赞语。[14]初中后善者，谓佛语初、中、后皆殊胜、甚深、无上；善义者，谓佛语能令众生得身心安定，乃至最终趋向涅槃；善味者，谓佛陀以种种方言俗语皆能善巧显示意趣；纯一者，谓佛语皆随顺涅槃意趣，而无戏论，唯佛能说；满者，谓佛语所说皆具足意趣，而无缺失；净者，谓佛语是如实语，随顺真理，而不堕执着；梵行清白者，谓佛语皆能相应于趣向涅槃的修行，功德胜妙。

二是佛陀解脱道教说的意趣特色，即旨在引导众生直趋解脱或说无余依涅槃，具有指向与趋向解脱的直捷性，如前文所述。

三是佛陀解脱道教说的方法特色，即以正见为基础，以智慧为本，故以四法行为预流支，或者入流支，或者须陀洹分，即成就圣者的入径。如佛陀说：“有四种须陀洹道分：亲近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惟、法次法向。”[15]四法行后一般译为亲近善士、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其中，后三即闻、思、修。在亲近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闻、思、修，即可获得闻慧、思慧与修慧。其中，闻慧即正见，思慧即胜解慧，而修慧即真正的智慧，也就是证知四谛的解脱智。如佛陀曾对须闲提说：

须闲提！有四种法，未净圣慧眼而得清净。云何为四？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闻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须闲提！汝当如是学：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闻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须闲提！当学如是。须闲提！汝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已，便闻善法；闻善法已，便善思惟；善思惟已，便趣向法次法；趣向法次法已，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习、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16]

亲近、依止善知识，听闻信受佛陀教说，进行如理地思维、抉择，最终能够发起真正的智慧，证得苦、集、灭、道四谛，而断除烦恼，获得解脱。这是解脱道修行的根本方法。

第三节 佛陀阿含教说的教纲

佛陀阿含教说即解脱道教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道理部分，二是行果部分。这一节先说明道理部分，下一节谈行果部分。

总略地看，佛陀解脱道教说的道理部分可统摄于四谛说，四谛说也就成为佛陀解脱道教说的教纲。依据此教纲，进一步可有因果思想即十二因缘说的阐明。

一 四谛说

（一）四谛说

四谛（Satya），又称四圣谛（[image: ]rya-satya），谓苦谛、集谛、灭谛与道谛。其中，苦谛与集谛是流转方面，显示了流转的真实相及其因果；灭谛与道谛是涅槃方面，显示了涅槃的真实相及其因果。

苦谛（Duhkha-satya），显示世间的真实相即苦相，如前文所说的三苦、八苦等，属于流转因果的果方面。

集谛（Samudaya-satya），显示世间作为苦果的因，即集，谓由烦恼作为动力性因素增上而造业，由所造业成熟而招感果报，即苦果，属于流转因果的因方面。

灭谛（Nirodha-satya），显示涅槃的真实相即寂灭相，这是世间的烦恼乃至一切苦灭之相，属于涅槃因果的果方面。

道谛（Mārga-satya），显示灭苦即实现涅槃的方法及其作为，谓解脱智所摄的解脱行即三十七道品及其修行，属于涅槃因果的因方面。

（二）医王喻

四谛说的建立，佛陀曾经以医王喻说明：

有四法成就，名曰大医王者所应王之具、王之分。何等为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对治；四者善知治病已，当来更不动发。云何名良医善知病？谓良医善知如是如是种种病，是名良医善知病。云何良医善知病源？谓良医善知此病因风起、癖阴起、涎唾起、众冷起，因现事起、时节起，是名良医善知病源。云何良医善知病对治？谓良医善知种种病应涂药、应吐、应下、应灌鼻、应熏、应取汗，如是比种种对治，是名良医善知对治。云何良医善知治病已，于未来世永不动发？谓良医善治种种病，令究竟除，于未来世永不复起，是名良医善知治病，更不动发。[17]

这其中所说医王的医病法为四法，即病、病源、病愈、治法，以此比喻佛陀的解脱道法为四谛，即苦、集、灭、道谛。由此，在佛典中，常称佛陀为大医王。

（三）三转：告、劝、显与知、修、成

四谛作为佛陀解脱道教说的教纲，在佛陀于鹿野苑为五比丘初转法轮时就作为核心内容被显示出来，事实上，“初转”即特指三转四谛法轮之义。三转一般总结为告转、劝转、显转，但这只是从佛位即教位角度而言，如从弟子位即学位看，则可称为知转、修转、成转。在前文“初转法轮”小节已述知、修、成，此节述告、劝、显，具体如下。

告转，告示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

劝转，劝示苦应知、集应断、灭应证、道应修。

显转，显示苦者我已知、集者我已断、灭者我已证、道者我已修。

显然，在三转中，告转是阐明四谛的内容，劝转是引导众生修学四谛，显转是表明四谛是佛陀已经实践证明过的，真实不虚。三转此四种谛，在经中称于四圣谛三转十二行，乃阿含佛教的基本内容。

（四）四谛说的普摄意趣

四谛说不仅是佛陀阿含解脱道教说的教纲，而且在经大乘意趣重新诠释后，亦为大乘菩提道教说的教纲，所以在全体佛教教理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所以佛陀在初转法轮时曾强调说：

诸比丘！我于此四圣谛三转十二行不生眼、智、明、觉者，我终不得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闻法众中，为解脱、为出、为离，亦不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已于四圣谛三转十二行生眼、智、明、觉，故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闻法众中，得出、得脱，自证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18]

也正因为四谛法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在佛陀所说经典中，唯初示三转十二行相四谛法之经称为转法轮经。

二 十二因缘说

四谛说虽然有流转因果与涅槃因果之相，但没有具体的因果关系，所以，佛陀又进一步阐明了这两种因果关系的具体内容，也就是十二因缘说，亦称十二支因缘，或者十二支缘起（Dvā-da[image: ]a-a[image: ]ga-pratītya-samutpāda）。

（一）因缘的十二支

十二因缘是十二支因缘间的因果关系，这十二支是：一无明、二行、三识、四名色、五六入、六触、七受、八爱、九取、十有、十一生、十二老死乃至忧悲苦恼之大苦集聚，可略说如下。

一者无明（Avidyā），谓无智慧，乃一切烦恼之根本，在烦恼中属于认识性的方面，所以摄贪、嗔、痴等一切烦恼，由此构成流转的动力因。在诸烦恼中，贪、嗔、痴为首，称为三毒。其中，贪（Rāga），渴求自己所喜爱的一切事物，如五欲、财物、名声、权力等，而无餍足之心；嗔（Dvesa），对自己所不喜的人与物的排斥、憎恶、怨恨之心；痴（Moha），心性暗昧，不明正理，颠倒妄执。

二者行（Samskāra），谓善不善之行为与业（Karma），即众生以无明所摄烦恼为驱动力引发的身口意的善恶行为，及其所造成的业。一般情况下，行多指业。业是善非善行为在心中所造成的影响，但能作为因，在其成熟时直接感引生死流转之苦果。这里须注意，业应属于心法，但后来在部派佛教中，亦有认为业亦属于色法的。

三者识（Vij[image: ]āna），谓生命在结胎时的微细识，即由过去世的业，能感得微细识结胎，初成生命。

四者名色（Nāma-rūpa），谓心识与色即身心之和合，即最初所形成的胎儿的身心和合状态。

五者六入（Sad-āyatana），谓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器官以及意根，所谓六根（Indriya），即在胎儿中最初长成的五根以及意根。

六者触（Spar[image: ]a），谓出胎后，婴儿的六根与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境）相对的最初接触以及其所成的初步感觉。

七者受（Vedanā），谓由接触外境进一步所形成的苦、乐、非苦非乐的感觉。

八者爱（Trsnā），谓少年厌苦欣乐而贪染五欲之欲求。爱对善不善的行为有强大的推动之力，所以在佛教中常说爱能润业，使之成熟。

九者取（Upādāna），谓成年因欲爱旺盛而对所喜爱的诸境的取著。取对善不善的行为有强烈的影响，令业快速成熟。

十者有（Bhava），谓业的成熟位，即由爱、取而业成熟，可招感未来世生死流转的苦果。

十一者生（Jāti），谓由业所感引的色、受、想、行、识所摄的五蕴之身。

十二者老死（Jarā-marana），乃至忧悲苦恼之大苦集聚，谓五蕴之身无常，必将经历从生到老、病、死的过程，遍尝生命与世间流转之苦。

十二支的因缘前后成因果关系，由此，可观察到流转的因果以及涅槃的因果。这种围绕众生生命展开的因果关系，表明了解脱道重在引导众生从生死流转或说生死轮回中解脱的旨趣。

（二）流转因果

对十二因缘予以顺观，是为流转因果。佛陀显示了十二因缘的顺观原则，谓“此有故彼有，此生（起）故彼生（起）”。即后项的存在依待于前项的存在，前项是因缘，后项是果，而前后项成因果关系。由此，在十二因缘中，即成因果连锁的缘起，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乃至忧悲苦恼之大苦集聚，如佛陀所说：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19]

在前文，“无明缘行”这样的句式，或者“缘无明有行”这样的句式，都是指无明为因缘而有行的生起，其他项都可以类推。

在这样的时序性因果关系中，可以看到，由无明才能有行等后项发生，所以无明是流转的根本。但这并非是说无明乃一切的最终因，而是说无始以来众生都处于无明长夜之中，因此流转不息。还可看出，十二支缘起给出了三世两重因果。具体而言，在前世，由无明及其所摄的惑（烦恼）为因，众生造业，而在今世有识乃至受的生起；再由今世爱取为因，众生所造业得润，而有业的成熟，进一步感得后世生、老死等的发生。前一因果过程，用于揭示生命的生起的因果关系，后一因果过程则用于揭示生命的流转苦的因果关系。

如果抽象地看，整个十二支缘起可简化为惑、业与苦三项因果。惑，即无明所摄的烦恼，为动力因；由惑增上所造之业为直接因；苦即为二因配合所感引之果。三者与十二项因缘的关系如下：一者惑，谓过去世的无明，现在世的爱及取，亦为动力因，亦为润业因。二者业，谓过去世的行，现在世的有。三者苦，谓现在世的识、名色、六入、触、受，未来世的生及老死等。

（三）还灭因果

对十二因缘予以逆观，是为涅槃因果，又称还灭因果，因为涅槃是以断除惑业苦来实现的。佛陀的逆观原则是顺观原则的逆行，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后项的存在依待于前项的存在，由前项灭而后项随灭。所以就有还灭的次第：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之大苦集聚灭。如佛陀说：

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20]

这其中，无明灭是整个还灭过程的前提，即如果无明未灭，惑业苦就不可能真正灭除，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脱。在此意义上，整个解脱道的根本是生起解脱智，由解脱智对治无明，才能实现涅槃。

（四）十二因缘说的特质

佛陀的解脱道教说以十二因缘说为中心建立缘起说，凸显出几个基本特点。

一是以生命的解脱为旨趣。

二是以无明与对治无明分别建立流转与还灭因果，表明佛教的智慧中心性。

三是此缘起主要属于历时性因果关系。

四是显示空与无我性，即既无创造者，也无解脱者，所谓无“作者”“受者”，一切乃缘起缘灭性。

五是强调十二因缘的流转与还灭因果关系为法尔存在，即无始时来存在，并非佛陀所创生，只是为佛陀所显示而已，如《杂阿含经》云：

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来自觉此法，成等正觉，为诸众生分别、演说、开发、显示。[21]

此中，“法界常住”，即法尔如是之义。

六是十二因缘唯有佛陀才能证知、开显，众生必须受佛陀教化才能如此。[22]

第四节 佛陀阿含教说的行与果

依据于佛陀阿含解脱道教说的道理而发起的修学实践，称解脱道教说之行（Caryā、Carita等）。此行作为有目的指向的反复践行，称为修行。

从四谛说可知，实现灭即涅槃，但要经过道的修学；而从十二因缘可知，实现灭，要生起解脱智。综合来看，道的修学，也就是行，实际是为了生起解脱智，从而能灭除惑及业，乃至一切苦。由此，佛陀对解脱道给出略广两种层次的修行方法：略者是三学，即戒定慧；广者是三十七菩提分法。二者之名直接就显示出了解脱道之行以解脱智为本的意趣。

按照佛陀阿含教说，进入解脱道修学的前提是三皈依，即皈依三宝。在阿含经中佛陀曾反复强调三宝即佛宝、法宝、僧宝的意义，所以解脱道在以成就阿罗汉为极果的意义上多称声闻道。[23]这里，声闻（[image: ]rāvaka）乃佛陀弟子之义，即以听闻佛陀教说而入道、成道者。由此，必然要以三皈依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解脱道的道行如戒定慧、三十七菩提分法才可真正展开，乃至最终证得阿罗汉果。也因此在声闻道意义上的解脱道，可称阿罗汉道。

一 三学

三学，即戒、定、慧。这里的学即所学，乃学处之义。戒定慧是解脱道之所当学，而称三学处（[image: ]iksāpada）。戒、定、慧学又称增上戒学、增上意学（心学）、增上慧学，增上是殊胜之义，为有别于外道学中的戒定慧；又称三无漏学，为指向涅槃。

戒定慧构成一种逻辑上的修行次第，即顺序，即由持戒约束身心，心才能安住一处而得禅定；由禅定力，心才能如理思惟而生起明慧。在解脱道意义上，最终产生的智慧即是解脱智。当然，戒定慧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在修行过程中，并没有严格的先后关系。

戒（[image: ]īla），音译作尸罗，指修行者所须遵守的身口意行为规范，乃对修行者的积极约束，以调伏烦恼业障与积集福善，为进一步修行打下基础。但持戒不能堕于自苦边，也不能失去调伏的作用，所以应以中道原则为指导。中就是正，与能够实现解脱智的方向一致。

定（Samādhi），音译三摩地、三昧等，指心专于一境，而不散乱、动摇。戒有调伏烦恼之作用，但在这方面定的作用更强，能够伏住烦恼而不令其现起。而且在定中，心澄净而能深观。因此，当进入胜定后，能够引发智慧的生起，即对法的真实相能够发起现观，获得如实、直接的认知。

慧（Praj[image: ]ā），音译般若，指心对诸法事理如实、直接地认知而能明了无疑地决断的作用。在解脱道中，由解脱智的生起，就可对治即灭除烦恼。其中最重要的解脱智乃尽智与无生智。此二者的生起，就意味实现解脱，成就了阿罗汉（或者独觉）。尽智（Ksaya-j[image: ]āna），谓在断尽一切烦恼之时而自知之智，换言之，即自知我已于四谛知苦、断集、修道、证灭之智。而无生智（Anutpāda-j[image: ]āna），谓在断尽一切烦恼之后，自知一切烦恼皆不复生之智，换言之，于四谛自知已知苦、断集、修道、证灭，再不需知苦、断集、修道、证灭之智。

戒定慧三学，不仅在解脱道中是基本修行大纲，在大乘的菩提道中也是如此，因此在全体佛教的修法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 三十七菩提分法

三十七菩提分法（Bodhi-pāksika-dharma），又称三十七道品，谓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圣道），其作为解脱道的基本修法系统，在佛陀的教说中就已经建立，如《杂阿含经》云：

如来、应（供）、等正觉者，先未闻法，能自觉知，现法身知，得三菩提，于未来世能说正法，觉诸声闻，所谓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是名如来、应（供）、等正觉，所未得法能得，未制梵行能制，能善知道，善说道，为众将导，然后声闻成就，随法随道，乐奉大师教诫、教授，善于正法，是名如来、应（供）、等正觉。[24]

其中已经表明了三十七菩提分法是佛陀所教授的、声闻所应学的修法系统，即解脱道修法系统。

在三十七菩提分法中，四念处（Smrti-upasthāna，念住）谓身、受、心、法念处；四正断（Prahāna，正勤）谓断断、律仪断、随护断、修断；四如意足（Rddhi-pāda，神足）谓欲、精进、念、思维如意足；五根（Indriya）为信、精进、念、定、慧根；五力（Bala）谓信、精进、念、定、慧力；七觉分（Bodhi-a[image: ]ga，觉支）谓念、择法、精进、喜、轻安、定、舍觉支；八正道（[image: ]rya-mārga，圣道）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在其中，四念处与八正道最为重要，是佛陀最为强调的二支修法，下面予以略说。

（一）四念处

四念处（Smrti-upasthāna），又称四念住，是解脱道中发起正观的最基本修法。念者，心念之义；处者，心念所住之所对境，所谓所缘境。念处意味心念住于所缘境而正观，由此获得智慧。四念处是对四种所缘境即身（Kāya）、受（Vedanā）、心（Citta）、法（Dharma）予以正观，以如实证知其真实相，具体观身是不净、受是苦、心是无常、法是无我。其中，无我指补特伽罗无我。这种正观要求念念安住，而成念住，以获得对世间法不净、无常、苦、无我的真实相的如实认知。

四念处的正观与对五蕴的正观相关联，所以佛陀称对五蕴的正观为法依、法洲，亦称四念处为法依、法洲，而且是自洲、自依、如《杂阿含经》云：

佛告阿难：“若比丘身身观念处，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外身、内外身，受、心、法法观念处，亦如是说。阿难！是名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异洲不异洲依。”[25]

四念处作为对世间法的正观，直接以生起智慧为目的，进而直通涅槃境界，所以称为法洲、法依、自洲、自依；也是在此意义上，佛陀称为“一乘道”（Ekayāna-mārga），如说：

有一乘道，净诸众生，令越忧悲、灭恼苦、得如实法，所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26]

即谓修四念处能断一切烦恼及苦，并证得真实境界，而称一乘道。

（二）八正道

八正道（[image: ]rya-mārga），又称八圣道、八圣道分等，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乃解脱道修法中最根本者，最得佛陀强调。在《杂阿含经》中，佛陀曾说：

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古仙人径、古仙人迹、古仙人去处，我得随去，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27]

其中，正志即正思惟，正方便即正精进。古仙人是一种比喻，喻出世解脱的圣者。古仙人道等实际指解脱道，而将八正道与解脱道直接等同起来，意在凸显八正道是解脱道的根本，具有特殊重要性。而且以古仙人道等作譬，亦在表明八正道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佛皆要提阐的解脱的根本途径。正是在此意义上，佛陀说：“何等为沙门法？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28]这里的沙门即解脱道修行者，沙门法即成就解脱的解脱道法。又如《杂阿含经》说：

世尊告诸比丘：“有沙门法、沙门、沙门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沙门法？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何等为沙门？谓成就此法者。何等为沙门义？谓贪欲永断，嗔恚、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29]

显然，佛陀即以八正道代表了解脱道法。八正道的具体内容可略示如下。

一者正见（Samyag-drsti），谓正确的见解，即随顺佛说的观点，一般以三法印判定，而非诽谤、违背佛说的邪知邪见。

二者正思惟（Samyak-samkalpa），又称正志，谓以正见为基础的正确思维，即依于正见作思维、分析、判断、抉择。

三者正语（Samyag-vāc），谓在正见、正思惟的基础上，进行如理、善巧的表达，而不作妄语，如妄言欺骗、绮语淫词、两舌挑拨、恶口骂辱等。

四者正业（Samyak-karmānta），谓以正见、正思惟为指导的如法的行为，不做杀生、偷盗、邪淫、饮酒等恶业。

五者正命（Samyag-ājiva），谓以正见、正思惟为指导的正当的生活方式，即以正当职业谋生。

六者正精进（Samyag-vyāyāma），又称正方便，谓于断恶修善策励自己，而不放逸、懈怠。

七者正念（Samyak-smrti），谓依于正见、正思惟等，住于正观，并念念相续。

八者正定（Samyak-samādhi），谓依于正见、正思惟乃至正精进、正念，心专于一境，而不动摇，由此能够引发智慧，断除烦恼，最终实现涅槃。

对此八正道的次序，佛陀曾从引发的角度予以说明：

正见生正志，正志生正语，正语生正业，正业生正命，正命生正方便，正方便生正念，正念生正定。贤圣弟子如是心正定，顿尽淫、怒、痴。贤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顿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中正见最在其前。[30]

此中“淫、怒、痴”是贪嗔痴的异译。由于八正道的八支其前支能引生后支，所以就有如是排列。在其中，佛陀特别强调正见的重要性，只有以正见为前提与基础，才能保证八正道的全体皆符正道，才能最终指向涅槃。

八正道提供了贯通身、口、意即行为、言说、思想的修行原则，实际上也是一切佛教修行的宏观指导原则。

三 解脱道之果

解脱道修行之果（Phala），是从因果角度而言的。以依于解脱道教理而发起的解脱道修行为因，修学者最终达到的成果称果。对解脱道修行之果，一般可从修行者与境界角度说明。

（一）四果

解脱道修行者最终是成就阿罗汉果，实现涅槃。但在修行过程中，相应于对诸法真实，特别是四谛十二因缘所摄的流转相与寂灭相及其因果的不同层次的如实认知，以及对烦恼的不同层次的对治，佛陀对修行者划分了四种阶位，即四种圣者层次，所谓四沙门果。如《杂阿含经》说：

世尊告诸比丘：“有沙门法及沙门果，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沙门法？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何等为沙门果？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31]

从中可知，沙门四果作为解脱道修行者的四种果位成就，依次是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与阿罗汉果。这构成了解脱道修行中的四种圣位。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将渐次证得这四果，由证初果即须陀洹果，而最初成为圣者，再进一步修解脱行，经过斯陀含果位、阿那含果位，最终当证得阿罗汉果，获得解脱，实现涅槃。

佛陀曾从断烦恼的角度说明了证得沙门四果的次第，如说：

何等为须陀洹果？谓三结断。何等为斯陀含果？谓三结断，贪、恚、痴薄。何等为阿那含果？谓五下分结尽。何等为阿罗汉果？谓贪、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32]

此中，结（Bandhana，或Samyojana）即烦恼，谓诸烦恼系缚众生，犹如绳结，令众生流转于世间而不得出离，故称结。三结谓一者有身见结，即身见，也就是我见；二者戒禁取结，即对邪戒的偏执；三者疑结，即对三宝的怀疑。五结谓贪结、嗔结、慢结、嫉结、悭结。贪、恚、痴即贪、嗔、痴。通过断结，也就是断烦恼，即可获得四果。

须陀洹（Srota-āpanna），意译预流，谓预入无漏[33]圣道的果位，即预参于圣者之流，故名。需断除三结，即有身见结、戒禁取结、疑结，才能证入。是为初果圣者。

斯陀含（Sakrd-āgāmin），意译为一来，谓在断除三结后，进一步断一分欲界的烦恼所证之位，由于尚须由天上至人间一度受生，乃可证得最后的涅槃，故称斯陀含。而且由于此后仅余下品的贪、嗔、痴，故前引文说“贪、恚、痴薄”。是为二果圣者。

阿那含（Anāgāmin），意译为不还、不来，谓在斯陀含位后，再将欲界所余的五下分结所摄烦恼全部断尽所证之位，由于再不来人间受生，即可证得最后的涅槃，故称阿那含。是为三果圣者。

阿罗汉（Arhat），意译为应供、杀贼、不生等，谓在阿那含位后，断除一切所余烦恼，此时已断尽三界一切烦恼，证得尽智、无生智，能宣示：“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34]而获得了解脱，堪受供养，故称阿罗汉。前面这一句引语是佛经中修行者获得解脱之时常宣说之语，意为：我在三界的流转已经结束，清净离欲的修行已经完成，所应断尽的一切烦恼已经断尽，清醒、如实地知道此身是最后身，不会再入生死流转中受生了。阿罗汉是四果圣者，也是解脱道作为声闻道的最高果位。

前三圣位，还须进一步修学，才能成就解脱，故称有学位。阿罗汉位则称无学位，因为“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已得解脱，再无需修学。

（二）二涅槃

解脱道修行者当断尽一切烦恼后，即证得阿罗汉位。此时由于已断尽烦恼，流转之业不再受到烦恼滋润，而不能成熟，也无烦恼增上而不能造新业，生死轮回之因已彻底断除，获得解脱，因此称实现了涅槃（Nirvāna）。

但此时五蕴身犹在，仍有微苦未尽，而称有余依涅槃（Sopadhi-[image: ]esa-nirvāna），简称有余涅槃。其中，“余”指未断尽的微苦；“依”即所依，指五蕴身；“有余依”即存在所余微苦所依的五蕴身。

进一步五蕴身灭尽，即“灰身灭智”后，则称无余依涅槃（Nirupadhi-[image: ]es}a-nirvāna），简称无余涅槃。换言之，在阿罗汉入灭后，即称无余依涅槃。此后，不再来三界受生，所以又称般涅槃（Parinirvāna），即彻底的涅槃，所谓圆寂。

第五节 佛陀的社会与政治教说

佛陀的教法根本乃出世法，在阿含经中提到的声闻乘、缘觉乘、佛乘皆出世道，在大乘经中对大小乘所摄的三乘也是如是判摄。但佛陀并非只讲出世道，其对世间善也有很多开显。在阿含经中有人天善法的安立，在大乘经中更有人天乘法的宣说。佛陀告诉我们，在未达涅槃前，众生最善的去处就是人间与天上，这是与佛教最能结缘之处，也是众生实现涅槃的最佳界地。所以，佛陀对人类社会作为人道存在的意义十分重视，对人道的善恶因果以及社会政治都有明确的教说。

一 善恶因果与人天善法

佛陀的人天教说反映在人道，就是强调人身难得。在《杂阿含经》中曾有“盲龟浮木”喻：在茫茫大海的波浪中，一个有孔木头沉浮不定，一个同样沉浮不定的盲龟能与其相遇，并将头伸进木头孔中，这无疑是极难之事；众生在三界五趣（或六趣）沉浮流转，生于人道，其难胜过于前事，如佛说：“盲龟浮木，虽复差违，或复相得。愚痴凡夫漂流五趣，暂复人身，甚难于彼。”[35]

虽然人身难得，但生于人间，获得人间福乐，并非没有可能，也不是偶然性的，只要随顺人天道德即人天善法而行即可。而此人天道德乃根于善恶因果原则，即佛陀开显的善恶业报说。按照善恶业报说，善报要由善业，恶报来自恶业，即生命的存在形式与状态在根本上取决于身、口、意的善恶行为，即善恶业。要保有人身或者来世再得到人身这种善报，需行人天善法，换言之，由造善业，能引起人间善报，乃至天善报；否则，做恶，“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36]乃至会堕入下三途，即地狱、饿鬼、傍生趣。

二 五戒十善

按照佛陀教说，佛教人天道德，作为人天善法，乃是感得人天果报的保证，具体即五戒十善。

（一）五戒

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其中，不杀生即不妄杀生命；不偷盗乃不盗取他人财物，即有主之物不与而不能取；不邪淫是不淫泆无度而犯他人之妻；不妄语指不以虚言诳惑他人；不饮酒即不吸食致人昏沉狂乱之酒类。在这五戒中，前四所戒的杀生、偷盗（不与取）、邪淫、妄语，自性皆恶，而饮酒乃能够引起恶事的催化剂。五戒本是佛教优婆塞、优婆夷应受之戒，但也是人天善法的基本内容。佛陀说，如果多行五戒，能“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证”，即不仅能得人天善报，而且能作为进一步走向涅槃的基础。[37]

（二）十善

在阿含经中，五戒还有进一步的深化与扩充，而成十善。十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十善又称十善业，或者十白业，其对立面即是十恶，或者十恶业，即十黑业，所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虚诳语）、两舌（离间语）、恶口（粗恶语）、绮语（杂秽语）、贪、嗔、邪见（痴）。行十恶业，则堕三恶趣，而行十善业，则能生善处，如《中阿含经》云：“此十善业道，白有白报，自然升上，必至善处。”[38]这里善处包括人间以及天上。十善业甚至直接被称为生天善法，如《增一阿含经》云：

世尊告诸比丘：“若有众生奉行十法，便生天上；又行十法，便生恶趣……云何修行十法，生恶趣中？于是有人杀生、盗劫、淫泆、妄言、绮语、恶口、两舌斗乱彼此、嫉妒、嗔恚、兴起邪见，是谓十法。其有众生，行此十法，入恶趣中。云何修行十法，得生天上？于是有人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言、绮语、恶口，不两舌斗乱彼此、嫉妒、恚害、兴起邪见。若有人行此十法者，便生天上。”[39]

其中十善业中，身业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语业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业摄不贪、不嗔、不邪见。十善相对于五戒，增加了意业方面，使善有了内在化的层次，其中的不邪见，要求如实信受善恶业报说，即在见上设定了一个基本门槛。

十善业在佛陀的人天道德教化中起到了纲领作用，用以统摄一切人天善法。在大乘经中，佛陀将其深化，而称其为世间善道与出世善道福业善行的基础。

三 一般社会伦理道德

佛陀建立的五戒十善强调个体性的身、口、意行为，而其还建立有注重社会关系的社会伦理道德要求，最典型的是其在临涅槃时对离车人所作的七法教说，如法显译《大般涅槃经》云：

尔时世尊告离车言：“汝等当知，有七种法，日就增进，而不减损：一者欢悦和同，无相违逆；二者共相晓悟，讲论善业；三者护持禁戒，及持礼仪；四者恭敬父母及余尊长；五者亲戚和睦，各相承顺；六者国内支提，修理供养；七者奉持佛法，亲敬比丘及比丘尼，爱护优婆塞及优婆夷。如是七法，若受行者，令人威德日就增进，国土炽盛，人民丰乐。汝等从今至尽形寿，当奉持之，无得懈怠。”[40]

佛陀以佛法为世间道德伦理的基础，所以七法中后两项乃信奉三宝以及维护佛教设施的要求，而前五项包括四方面内容：和悦和谐社会关系；持戒修善遵礼；孝敬父母与承顺亲友；恭敬尊长。其中除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外，还有护持与修学佛教的内容，这是佛教社会伦理道德思想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此七法称为“七不退法”，或者“跋祇七法”，在不同经典中所述内容略有不同，综合来看，涉及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还有：“承天则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时”；“奉法晓忌，不违礼度”；“礼化谨敬，男女有别，幼长相事”；“闺门真正，洁净无秽，至于戏笑，言不及邪”；“不从此间而传至彼，亦复不从彼间传来至此”；“不贪着他财宝者”。可以看出，七法中除关于佛教的内容外，其他与中国儒家思想相通。[41]

佛陀提倡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善生经”中也有显示。佛陀见长者善生沐浴净身后，礼拜东西南北上下六方，遂为其开示佛法中六方礼法：

云何为六方？父母为东方，师长为南方，妻妇为西方，亲党为北方，僮仆为下方，沙门、婆罗门诸高行者为上方。[42]

佛陀以此六法揭示了人在社会中处理家庭以及社会关系的正确做法，双方如果按照佛陀教导来行事，对对方尽到各自应尽的责任，当会建立一种良性关系，令家庭乃至社会安隐无忧，和谐共处。

第一，作为人子，当敬顺父母，有五法：一者供奉能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但这种敬顺并非单向的，父母亦要敬亲其子，有五法：一者制子不听为恶；二者指授示其善处；三者慈爱入骨彻髓；四者为子求善婚娶；五者随时供给所需。将敬顺父母放在第一位，表明在佛法中，世俗社会结构中家庭具有核心位置。

第二，弟子须敬奉师长，复有五法：一者给侍所需；二者礼敬供养；三者尊重戴仰；四者师有教敕，敬顺无违；五者从师闻法，善持不忘。同样，师长应以五事敬视弟子：一者顺法调御；二者诲其未闻；三者随其所问，令善解义；四者示其善友；五者尽以所知，诲授不吝。教师与学生各有责任与义务。

第三，夫须敬妻，有五法：一者相待以礼；二者威严不媟；三者衣食随时；四者庄严以时；五者委付家内。妻也以五法恭敬于夫：一者先起；二者后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顺；五者先意承旨。夫妻关系以夫为主，但二者也相敬如宾，并非夫权至上。

第四，人当亲敬亲族，有五法：一者给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五者不欺。前四即以摄他著名的四摄事。亲族亦以五法还亲敬于人：一者护放逸，二者护放逸失财，三者护恐怖者，四者屏相教诫，五者常相称叹。

第五，主人于僮使应以五法教授：一者随能使役，二者饮食随时，三者赐劳随时，四者病与医药，五者纵其休假。僮使应以五法奉事其主人：一者早起，二者为事周密，三者不与不取，四者作务以次，五者称扬主人之名。

第六，檀越（施主，Dāna-pati）当以五法供奉沙门、婆罗门：一者身行慈，二者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者以时施，五者门不制止。沙门、婆罗门复当以六法而教授：一者防护不令为恶，二者指授善处，三者教怀善心，四者使未闻者闻，五者已闻能使善解，六者开示天路。檀越须供养承事出家在家修行者，这些修行者反过来会为其开显佛陀教说，引导他们行善，以获得人天善报。[43]

在前述六方礼法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强调一种相互关系，不仅是对双方的伦理道德要求，而且是对双方的责任义务的规定，绝非单向的强制或者约束。这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相似关系中更强调下对上的这一面。

四 贤王政治

在“七不退法”中，有对跋祇共和国政治的赞扬，综合诸经关于此七法的不同表达，可知其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有：“数相集会，讲议正事”“君臣和顺，上下相敬”“欢悦和同，无相违逆”“共相晓悟，讲论善业”“所任忠良，转相承用”“修备自守”，等等。这其中包括了共和、团结、德政、任贤、武备等方面。[44]佛陀不仅在僧团中提倡和合僧伽，而且在现实政治中提倡共和体制，对跋祇共和国的肯定即为一例。

佛陀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教说主要围绕贤王政治展开。在《增一阿含经》中，谈到一个贤王应具十德，统治便能安稳，如云：

国王不著财物，不兴嗔恚，亦复不以小事起怒害心，是谓第一之法，便得久存；复次，国王受群臣谏，不逆其辞，是谓成就第二之法，便得久存；复次，国王常好惠施，与民同欢，是谓第三；以法取物，不以非法，是谓第四之法，便得久存；复次，彼王不著他色，恒自守护其妻，是谓成就第五之法，便得久存；复次，国王亦不饮酒，心不荒乱，是谓成就第六之法，便得久存；复次，国王亦不戏笑，降伏外敌，是谓成就第七之法，便得久存；复次，国王案法治化，终无阿曲，是谓成就第八之法，便得久存；复次，国王与群臣和睦，无有竟争，是谓成就第九之法，便得久存；复次，国王无有病患，气力强盛，是谓第十之法，便得久存。[45]

其中要求国王须强健有力，洁身自好，离嗔制怒，乐善喜施，纳谏遵礼，依法治国。在《究罗檀头经》中也谈到一个优秀的刹帝利国王应具备八个条件：

彼刹利王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所见轻毁，是为成就初法；彼王颜貌端正，刹利种族，是为二法；彼王戒德增盛，智慧具足，是为三法；彼王习种种技术、乘象、马车、刀牟、弓矢、战斗之法，无不具知，是为四法；彼王有大威力，摄诸小王，无不靡伏，是为五法；彼王善于言语，所说柔软，义味具足，是为六法；彼王多有财宝，库藏盈溢，是为七法；彼王智谋勇果，无复怯弱，是为八法。彼刹利种王，成此八法。[46]

这其中对国王的要求注重国王应具的才能，异于前文的十法主要强调国王应具的内在德性。只有具足内外德能的贤王，才能“诸亲近者给其衣食，诸有商贾给其财宝，修农田者给牛、种子”，而带来“民人安隐”，“各各自营，不相侵恼，养育子孙，共相娱乐”这样安定、和乐的社会政治局面。[47]

五 转轮圣王政治

在大乘经典中，以佛陀为法王的净土（Buddha-ksetra，佛刹）是众生的理想居土，不仅受用殊胜物质，而且受用微妙法乐。而在阿含经典中，理想社会乃是转轮圣王（Cakra-varti-rāja）治下的人间大同世界。转轮圣王政治也就成了人间社会的理想政治形态。

在阿含经中给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图像，人类最早的守护之主是共推而出的，称平等主，或者大平等王。[48]此王统领一切人类疆域大众，以契约的方式维护人类的公平与正义。但这是在佛未出的时代。在佛陀教化开展以后的时代，则以转轮圣王为人类理想统治者，因为其在人间能以佛法与政道融合教化、统治众生。转轮圣王亦统治一切人类疆域，王四天下，即四大洲，所谓东胜身洲（Pūrva-videha）、南赡部洲（Jambu-dvīpa）、西牛货洲（Apara-godānīya）、北俱卢洲（Uttara-kuru），又译东弗婆提、南阎浮提、西瞿尼耶、北郁单越洲。后来转轮王又进一步区分为金、银、铜、铁四种层次。其中，铁轮王治南赡部洲，铜轮王治东胜身洲、南赡部洲二洲，银轮王治东胜身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三洲，金轮王治四洲。通常笼统谈转轮圣王，乃指金轮王。

转轮圣王具足三十二相以及四德。其中，四德谓“一者长寿不夭，无能及者；二者身强无患，无能及者；三者颜貌端正，无能及者；四者宝藏盈溢，无能及者”。[49]其出世则成就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轮宝（Cakra-ratna）。正因为获持轮宝，才称转轮圣王。在南赡部洲十五日月圆之晨，轮宝突然出现在前，刹帝利王成就转轮圣王。轮宝所至之处，怨敌摧伏，万众悦服，国泰民安。转轮圣王乃修行所成就者，其修行法可从《长阿含经》中一段国王父子对话中可知：

子白父王：“转轮圣王正法云何？当云何行？”王告子曰：“当依于法，立法，具法，恭敬尊重；观察于法，以法为首，守护正法。又当以法诲诸婇女；又当以法护视教诫诸王子、大臣、群寮、百官及诸人民、沙门、婆罗门，下至禽兽，皆当护视。……国有孤老，当拯给之；贫穷困劣，有来取者，慎勿违逆；国有旧法，汝勿改易。”[50]

即转轮圣王当行于正法、守护正法，当护视人民，拯孤老，给贫困，其“慈育民物，如父爱子；国民慕王，如子仰父”。[51]在《长阿含经》中那位国王父亲对其子继续说，作为一个转轮圣王应依于所有沙门婆罗门修行者来培养、净化道德，要随时向他们请教，如云：“汝当数诣，随时咨问：凡所修行何善何恶？云何为犯？云何非犯？何者可亲？何者不可亲？何者可作？何者不可作？施行何法长夜受乐？汝咨问已，以意观察，宜行则行，宜舍则舍。”[52]在该经中，还谈到一个转轮圣王告诫其臣属：

转轮王语小王言：“止，止，诸贤！汝等则为供养我已，但当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无令国内有非法行，身不杀生，教人不杀生、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之人，此即名为我之所治。”[53]

即转轮圣王以正法治世，具体的教化纲领是十善法，在四天下普行人天善法的教化。在阿含经典中，对南赡部洲的治化胜观有生动描述：转轮圣王治此阎浮提时，其地平正，无有荆棘、坑坎、堆阜，亦无蚊虻、蜂蝎、蝇蚤、蛇蚖、恶虫，石沙、瓦砾自然沉没，金银、宝玉现于地上，四时和调，不寒不热，其地柔濡，如油涂地，洁净光泽，无有尘秽。而且地出流泉，清净无竭，冬夏常青，树木繁茂，花果炽盛，地生濡草，色如孔翠，香若婆师，濡如天衣，足蹈地时，地凹四寸，举足还复，无空缺处，自然粳米，无有糠稗，众味具足。尤其生长种种奇树，结出种种殊特果实，如有香树，花果茂盛，其果熟时，果自然裂，出自然香，香气馥熏；又有果树、衣树、庄严树、鬘树、器树、乐器树，花果茂盛，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果、种种衣、种种庄严具、种种鬘、种种器、种种乐器。所以南赡部洲“五谷丰贱，人民炽盛，财宝丰饶，无所匮乏”。[54]不仅在南赡部洲，在转轮圣王所治的四大疆域，都一体正法普化，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丰衣足食，乃人间无比盛世。

佛陀在阿含经中说，过去生曾以“惠施、慈仁、自守”之行，得转轮圣王之位，[55]但转轮王位的福与德远不及现所证得的佛位，即法王远殊胜于轮王。在阿含经中记载，佛陀故国迦比罗卫诸释迦族人曾诣其住所，请求其舍法王位，而任国王位，即转轮王位。诸释说：“今日当作王治领此国界，我等种姓便为不朽，无令转轮圣王位于汝断灭。若当世尊不出家者，当于天下作转轮圣王，统四天下，千子具足，我等种姓名称远布，转轮圣王出于释姓。以是故，世尊当作王治，无令王种断绝。”但佛陀予以拒绝，如《增一阿含经》云：

世尊告曰：“我今正是王身，名曰法王。所以然者，我今问汝：云何诸释言转轮圣王七宝具足，千子勇猛，我今于三千大千刹土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成就七觉意宝，无数千声闻之子以为营从？”尔时，世尊便说此偈：“今用此位为，得已后复失，此位最为胜，无终无有始，以胜无能夺，此胜最为胜，然佛无量行，无迹谁迹将。”[56]

此中意为，转轮圣王仅王四天下，且仅以人天善法教化人民，又其位会得而复失，不能长保，但法王以三千大千世界为其化域，且以人天善法乃至出世法度化一切众生，又其位得而永保，所以最尊、最上、最胜，无能及者。当然，佛陀这里并非是在进行纯粹高下较量，而是意在表明，无常世间的一切非可欣慕，最终当以出世趣求为归宿。

六 种姓平等说

在佛陀出世时代，印度雅利安族吠陀文化的种姓制度已经实行了数百年，早已根深蒂固。佛陀自己出身于刹帝利家庭，而在其僧团中，四种姓皆有，且都有一些成为大弟子的，如舍利弗、目犍连等是婆罗门种姓，阿难、阿那律等是刹帝利种姓，耶舍等是吠舍种姓，优波离等是首陀罗种姓。佛陀从两个方面处理种姓问题：一者，解释出现种姓差别的缘起；二者，说明种姓的平等性。

（一）种姓的形成

在吠陀文化中，四种姓及其差别是来自神的意志，《梨俱吠陀》的《原人歌》称“原人之口，是婆罗门；彼之双臂，是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足，出首陀罗”。[57]通过这样的神话，婆罗门种姓被塑造为第一种姓，代表了神及其在世间的宗教与社会政治秩序。

佛陀是反对神创世界观的，不承许这种说法。在《长阿含经》中，佛陀对四种姓的起源给予了解释，将其视作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阶级出现的标志。人类从光音天下生，经历了一个生命的精神与肉体品质下堕的过程，后来为了生活资源的公平分配，契约公推大平等王作为人类资源分配的监管者，从此人类就出现了统治者。后此王世袭，形成最早王系，即是刹帝利种姓。有人“能舍家居，独处山林，静默修道，舍离众恶，于是，世间始有婆罗门名生。彼婆罗门中有不乐闲静坐禅思惟者，便入人间，诵习为业，又自称言‘我是不禅人’，于是世人称不禅婆罗门；由入人间故，名为人间婆罗门，于是世间有婆罗门种。彼众生中有人好营居业，多积财宝，因是众人名为居士。彼众生中有多机巧，多所造作，于是世间始有首陀罗工巧之名”[58]。即刹帝利种姓先产生，再依次是婆罗门、吠舍（“居士”）、首陀罗种姓，从而刹帝利成为第一种姓。按照阿含经，刹帝利作为国家的统治阶层，其君权是民众通过契约赋予的，而非婆罗门教所说的乃神通过婆罗门之手授予的。此种姓说对婆罗门至上的婆罗门教乃至整个吠陀文化是一种否定。

当然，从根本上看，佛陀对种姓形成的说明，并非为了维护种姓制度，或者重新建构种姓制度，而是旨在表明世间一切的形成都有其缘起，都属于生死流转中的一部分。

（二）种姓平等说

在佛陀看来，四种姓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其在根本上是平等的。根据阿含经，这种平等性可略从三方面观察：

首先，四种姓本质无别。从佛陀对人类起源的分析可知，四种姓皆来自光音天，故佛陀云“有此四种姓，渐渐而相生，皆是天身来，而同为一色”，或者说“一父所生，皆同一姓，……言婆罗门，乃至刹利、毗舍、首陀，名虽不同，体无贵贱”。[59]

其次，四种姓的差异并非意味牢固的胜劣，或者永恒的秩序，比如婆罗门为恶可以投生为首陀罗，甚至堕入地狱；首陀罗为善可成婆罗门种姓，乃至生天，因为世间一切都是无常而变动不居的，关键在于心中善恶的取舍。所以，《杂阿含经》说四种姓只是依世间言说或业显现出来的差别，如云：

四种姓者皆悉平等，无有胜如差别之异。……当知四姓世间言说为差别耳，乃至依业，真实无差别也。[60]

据《长阿含经》记载，当有人称“我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梵口生，于现法中得清净解，后亦清净”，佛陀反驳说，如果四种姓都行十恶行，只有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得恶报，而婆罗门不得，或者四种姓都行善行，只有婆罗门得善报，而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不得，则婆罗门可如前所说那样自傲，但实际四种姓行善作恶都同样得相应报，无一例外，因此种姓差异是相对的、可变的。[61]

最后，佛陀提倡出世道，世间的一切皆是要超越或者舍离的，四种姓也如此，因而皆非众生应有的最终归宿。在此意义上，四种姓皆平等可为出世指向的修道者，如佛陀所说：

今我无上正真道中不须种姓，不恃吾我[image: ]慢之心，俗法须此，我法不尔。若有沙门、婆罗门自恃种姓，怀[image: ]慢心，于我法中终不得成无上证也。若能舍离种姓，除[image: ]慢心，则于我法中得成道证，堪受正法。人恶下流，我法不尔。……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62]

即佛教之道于一切众生平等，众生不分种姓，皆可入于其中而成就出世道果。凡进入佛道者，皆平等称名“沙门释种子”，而不再记别其俗家种姓。中国后来以“释”为一切出家众之姓，深领佛陀意趣。

简言之，佛陀主张一切种姓众生平等，体现了其大悲心与平等心，也体现出佛教的殊胜不共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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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集与阿含经

第一节 第一次大结集背景

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后，摩诃迦叶成为僧团的首领。此时，佛教僧团除佛陀外，还入灭了一批领导人，如舍利弗、目犍连、摩诃波阇波提等，以及众多阿罗汉弟子。有佛典甚至称“尊者舍利子与大苾刍众八万人同入涅槃；尊者大目连与七万苾刍亦入涅槃；世尊与一万八千苾刍亦般涅槃”[1]。摩诃波阇波提在佛陀入灭而前亦率五百比丘尼入灭。这些比丘众以及比丘尼都是阿罗汉，他们或者不忍见佛陀入灭而抢先入灭，或者见佛陀入灭亦随同入灭。僧团的中坚成员与领导层都经历了重大变动，元气大伤。

佛陀刚入灭后，陷入悲痛之中的僧团也显露出一些问题。有愚痴弟子早就不满佛陀的教化，认为佛陀总是教戒“当应行是，不应行是”，倍感约束，现在佛陀圆寂，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如《长阿含经》云：

尔时，大迦叶将五百弟子从波婆国来，在道而行，遇一尼干子手执文陀罗花。时大迦叶遥见尼干子，就往问言：“汝从何来？”报言：“吾从拘尸城来。”迦叶又言：“汝知我师问乎？”答曰：“知。”又问：“我师存耶？”答曰：“灭度已来，已经七日，吾从彼来，得此天华。”迦叶闻之，怅然不悦。时五百比丘闻佛灭度，皆大悲泣，宛转号啕，不能自胜，扪泪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譬如大树根拔，枝条摧折，又如斩蛇，宛转回遑，莫知所奉！”时彼众中有释种子，字拔难陀，止诸比丘言：“汝等勿忧，世尊灭度，我得自在。彼者常言：‘当应行是，不应行是！’自今已后，随我所为！”迦叶闻已，怅然不悦。[2]

在佛陀晚年，提婆达多率五百比丘分裂教团，其中的一些首要分子乃释迦族人。虽然后来在舍利弗、目犍连的劝导下，五百比丘回归教团，提婆达多也身死，但对佛陀的不满还是在一些人那里存在，尤其是一些释迦族比丘不满佛陀不但没有特殊关照释迦族弟子，反而更为严厉地训诫，拔难陀（跋难陀，Upananda）乃其中一个代表。这是当时僧团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在僧团度化众生的指导思想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摩诃迦叶代表的一方注重苦行与戒律，而阿难等代表的一方则较为灵活，这两方对佛陀教说的诠释有所不同，比如阿难主张，依于佛陀的教导，小小戒是随缘可舍的，但摩诃迦叶认为，凡佛陀制定者，皆不可更改，必须信受奉行。现今一般认为，阿难的立场较为符合中道，与佛陀的意趣更为相应。但必须指出，摩诃迦叶的立场在当时却是最为恰当的。在僧团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以及佛陀指导僧团的一些方式遭到公开质疑的情况下，维护与强调佛陀制定的传统律制，实乃保证佛陀为本的三宝的权威，以及稳定与和合僧团的必要措施。

还有佛陀教说的传承问题。在佛陀时代，印度尚无书写交流的形式，佛陀教说只能依赖忆持传承，再加上佛陀随时随处针对不同对象有种种随缘说法开示，离佛陀越久，忆持错误、辗转口耳相传的漏失、有意无意的改动等问题越加显著，这对佛教的度化事业的纯正性与可靠性将带来日益严重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摩诃迦叶向僧团建议结集佛陀的教说，欲以此甄别异同，辨明邪正，从而厘定佛陀教说，保证佛陀教说的纯正性与完整性，同时以此坚固僧众的信念，凝聚僧众之心，保证佛教度化事业在佛陀入灭后仍能够沿着解脱道方向前进。摩诃迦叶对僧众强调了结集的两个理由：一是为了正法久住，若佛说不能系统、如实地传承，也就没有正法；二是大多数作为声闻弟子的阿罗汉在佛陀圆寂前后已入灭，一旦所余不多的声闻弟子阿罗汉也入灭了，佛陀教说的结集就会变得极为困难。[3]

不仅摩诃迦叶，实际整个僧团都意识到了结集的紧迫性，结集势在必行。所以，摩诃迦叶的建议受到僧团的一致响应。于是，以摩诃迦叶为首，集合了五百大比丘，拟作为结集众。众僧决定在佛陀成道之国摩揭陀结集。此时摩揭陀国王阿阇世早已经皈依三宝，得知此事后，他大力供养护持。僧团商定以毕钵罗（Vebhāra）岩为结集之处。

但在此时以多闻著称的阿难却遇到了资格问题。阿难虽亲侍佛陀，已备众德，所有佛说皆能受持，但仍居学位，烦恼未尽，未成阿罗汉，而其余四百九十九位大比丘皆是阿罗汉，所以结集众有人认为阿难未具参与结集的资格。这应该是佛教正法时代佛教教团的惯例，重大事情必须阿罗汉弟子才能参与。但阿难作为受持佛说最多者，又不可能被排除在结集过程外，因此众僧颇感为难。

阿难虽未证得阿罗汉果，但幸好离此不远，一番加行即可达到。摩诃迦叶观察阿难须外力刺激方能速证，而且只能以呵责调伏，不能以慰劝调伏，遂不顾阿难的责问，将阿难摒弃出结集众，同时以多事呵责。这些事相关佛典记载略有差异，一般多取如下之项：

一者请佛度女人出家。

二者不问佛小小戒。

三者不请佛久住世间。

四者以佛阴藏相示女人。[4]

五者佛索水而不与。

六者为佛缝衣而足蹑。

甚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列举了八事等。[5]这其中涉及女子出家问题、戒律问题、侍奉问题等。像侍奉这样的问题，摩诃迦叶似有苛责之嫌，当然也有的属阿难所作不慎。但戒律与女子出家问题却反映出了摩诃迦叶一系与阿难所在一系的思想分歧。“这是重法学系、重律学系的对立。重法学系是义解的法师，实践的禅师（‘阿难弟子多行禅’）。重律学系是重制度的律师，谨严些的是头陀行者。”[6]在小小戒问题上的分歧，诚如此言。在女子出家问题上，二者的思想倾向也鲜明有别。阿难的立场更多体现了慈悲、平等的情怀，摩诃迦叶的立场则更多反映了其对女性出家给僧团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

对摩诃迦叶的这些呵责，阿难都有申辩，他内心羞愤，但仍受到巨大震动。最后阿难被迫接受了这些批评，离开结集众。摩诃迦叶作为佛陀指定的付法藏者，颇有大德风范，告之精勤加行，若能证果，仍可加入结集众中。在这种刺激下，阿难精勤加行，于一日一夜间证得阿罗汉果。阿难心系结集之事，随即前往王舍城加入结集众。

也有佛典称摩诃迦叶在挑选结集者时，直接就将阿难排除在外。众比丘建议说：“阿难常侍世尊，聪睿多闻，具持法藏，今应听在集比丘数。”但迦叶仍予以拒绝，言：“阿难犹在学地，或随爱恚痴畏，不应容之。”阿难闻之羞愤，精勤奋发，于当夜即证得阿罗汉果，乃得摩诃迦叶许可，加入结集众中。[7]

随后，摩诃迦叶率阿罗汉五百比丘来到毕钵罗岩的七叶窟，并在阿阇世王的护持供养下，建筑精舍，作为佛灭后第一次雨安居处。在此安居期间，自第二个月起，五百阿罗汉圣弟子众以摩诃迦叶为主持，开始了在佛教弘传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佛陀教说的第一次大结集，史称五百结集，或者“王舍城结集”“第一结集”。[8]结集进行了七个月（北传谓三个月）。[9]

第二节 第一次大结集过程

一 结集的藏类

结集（Samgīti），是佛教僧团的一种集会，即集合僧众长老，通过合诵或会诵的方式，诵出佛陀教说，并加以审定、编辑。

佛教史上有多次结集，但第一次结集最为重要。佛灭未久，佛陀教说还有众多僧众记忆犹新，所以及时结集，集成佛说的整体，避免佛说的误传与散逸，就能够为佛灭后佛教的弘传以及权威性奠定坚实基础。事实上，后来历次的结集，无不以第一次结集为基本依据。

结集所成在后世一般称经、律、论三藏，即经藏、律藏、论藏，或说素怛缆藏、毗奈耶藏、阿毗昙藏。这里，经是Sūtra的意译，原义是线、条、丝等，引申为贯穿、连缀、摄持等义，又作契经、正经、贯经等，音译为修多罗、素怛缆、苏怛罗等；律是Vinaya的意译，有调伏、灭、离行、善治等义，音译为毗奈耶、毗那耶、鼻奈耶等，又作毗尼、比尼等；论是Abhidharma的译名，音译阿毗达磨（摩）、阿毗昙、毗昙等，意译对法、无比法等，即阐明、研究、抉择、组织教法之义。藏是Pit·aka的译名，为篮或箧、箧藏等之义，引申为仓库或学等之义，音译必棏家、比摘家、比咤迦等。

第一次结集到底结集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存在争议。一些佛典称结集了经、律、论三藏。如《十诵律》卷六十、《四分律》卷五十四、《大智度论》卷二等称阿难诵经与论、优波离诵律，又《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十、《付法藏因缘传》卷一、《阿育王传》卷四等谓阿难诵经、优波离诵律、摩诃迦叶诵论，而《迦叶结经》《撰集三藏及杂藏传》等称三藏皆由阿难诵出。真谛三藏的《部执异论疏》则说富楼那诵出阿毗昙藏。

但五分律卷三十、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等[10]说结集两类，谓经与律，或者说法与律，即经藏（法藏）、律藏（比尼藏），由阿难诵经、优波离诵律。现代佛教学者多倾向于这种说法。

现代学者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结集的主要目的是系统整理佛陀教说，勿令佛陀教说速灭，因此，经藏的成立必不可少。而律藏的成立实际也易于理解。佛陀在圆寂前告诫诸弟子要以波罗提木叉即戒与法为师，也就是以戒为佛教僧团乃至正法久住的根本之一，此叮嘱犹在诸弟子耳边回响。摩诃迦叶在结集时亦曾强调戒律以及结集戒律的重要性：

瞿昙在世仪法炽盛，今日泥洹法用颓毁。诸长老，未制者莫制，已制者我等当随顺学。[11]

岂止摩诃迦叶，诸比丘都意识到戒律结集的迫切性。何况佛陀在世时，制戒已经非常系统，已有了专诵律的律师，而且在每半月布萨时，各比丘都必须随其方处而集合诵戒。因此，结集的条件也已经成熟。这样，律藏的成立亦属理所当然、水到渠成。

而论藏的成立确实条件不太成熟。首先，这次结集主要是为了系统整理佛陀的教说、制戒；其次，对佛陀的系统阐明、研究还没有充分的展开，因此论藏尚未形成规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第一次结集没有论藏的成立。

但我们也必须正视为何众多的印度古籍主张第一次结集形成有论藏这个问题。或许应该这样理解：第一次结集确实没有形成像经藏、律藏那样的论藏，但不能排除在结集完经藏、律藏后，摩诃迦叶又尝试着结集了一些阿罗汉弟子的论说，形成论藏的雏形。毕竟按照流传后世的说法，舍利弗、目犍连等是撰造有论著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性的分析。下文在叙述结集时，还是暂取结集经藏、律藏的立场。

二 结集的过程

一般将具体的结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诵出、审定、编辑。在第一次结集中，先是在结集众中推出经藏、律藏的诵出者，然后依于主持者摩诃迦叶发问，而诵出所要结集的文句，再由结集众甄别、审核。在文句审定后，再整理、编次，而成法藏。具体步骤可略示如下：

（一）诵出

由诵出者阿难与优波离随摩诃迦叶的提问而诵出文句。就结集而言，对诵出者的确定是极为关键的。五百比丘公推阿难为佛陀教说的诵出者，优波离为佛陀所制戒律的诵出者，乃因为阿难作佛陀25年近侍，多闻强记，而优波离持律第一，在诸弟子中对戒律最为精通。

阿难并非最初即与佛陀在一起的，所以其所闻法或说所受持的法有直接与间接两方面。直接是随侍佛陀的亲闻，间接是从他人处的获知。“多闻第一”应该包括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渠道的受持。优波离也是如此。“持律第一”绝非仅狭义指遵守戒律的严格性，而更多指其对戒律及其相关者收集与研究最多、最透。

关于诵出次序，印度大部分相关佛教典籍称阿难先诵经，然后优波离再诵律，即先诵出并成立经藏，然后再诵出并成立律藏。但也有典籍说优波离先诵律，再是阿难诵经，如说“毗尼藏者是佛法寿，毗尼藏住佛法亦住，是故我等先出毗尼藏”[12]。

结集时一般是以问启答，例如：

摩诃迦叶问阿难：“佛修妒路初从何处说？”阿难答：“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仙人住处鹿林中。”[13]

在阿难的诵出中，佛陀说法的诵出者、说法者、时间、地点、闻法者、说法内容等都清楚明了，这也成了诵出教说的定式。优波离诵律也有类似的程序：

摩诃迦叶问优波离：“初波罗夷因缘从何处出？”优波离答言：“初波罗夷从毗耶离国须提那比丘迦兰陀子出。”“是中云何犯，云何不犯？”尔时优波离广说犯不犯相。[14]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律皆由阿难与优波离诵出，毕竟结集乃会诵或者合诵，应该不乏补充的，但数量不大，所以方便皆归于二师所诵。

（二）审定

诵出的文句经由与会僧众共同甄别、审核是否为佛说，是否为佛制，然后议定。在结集经藏之前，就商定了这个程序，如《摩诃僧祇律》云：

阿难言：“诸长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随喜，不如法者应遮，若不相应应遮，勿见尊重而不遮，是义非义，愿见告语。”众皆言：“长老阿难，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随喜，非法者临时当知。”[15]

优波离在诵出戒律之前，也有如是商定。毕竟是根据记忆诵出，或有错漏之处，所以必须依靠其他结集众对佛陀言教的集体记忆，以及阿罗汉的智慧，进行审定，以尽可能保证所集经、律藏真实可靠，如理如法。如阿难诵出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对五比丘的教说后，摩诃迦叶通过询问诸结集众来审定：

大迦叶问阿若[image: ]陈如：“如阿难所说尔不？”答言：“尔，长老大迦叶，我亦如是知，如阿难所说。”次问长老均陀，次问十力迦叶，乃至次第问五百阿罗汉。末后问优波离：“如阿难所说不？”答言：“尔。”长老优波离问摩诃迦叶：“如阿难所说不？”答言：“尔，长老优波离，我亦如是知，如阿难所说。”[16]

审定要求谨慎选择结集众，一是资格要求，二是数量要求。第一次结集的结集众全部是阿罗汉，且是佛陀的亲传弟子，甚至相当多为佛陀的常随众；数量是五百众。这就在程度上保证了作为审定者的代表性、可靠性、权威性。

（三）编辑

将经过审定的经与律，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编次，又结成简明、便利的嗢拖南颂形式。对佛陀教说、律制的收集、编辑，在佛陀在世时就有进行，以便于忆持、遵奉。在经方面集成有法句、义品、波罗延、邬陀南等。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教说可能已经定形，并有专名称之。在律方面则有波罗提木叉的编辑，形成稳定的形态。

《五分律》载有结集时摩诃迦叶与阿难的对话：

迦叶即问阿难言：“佛在何处说增一经，（乃至）在何处说增十经？大因缘经、僧祇陀经、沙门果经、梵动经？何等经因比丘说？何等经因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天子天女说？”阿难皆随佛说而答。[17]

这里面对要结集的教说已先有称名，虽然并不能认定全是历史事实，但不能排除相当一部分经篇已有整理冠名的可能性。在结集戒律时，亦可以看出可能已有一些命名分类。最终经藏分阿含与杂藏。如说：

文句长者集为长阿含；文句中者集为中阿含；文句杂者集为杂阿含，所谓根杂、力杂、觉杂、道杂，如是比等名为杂；一增、二增、三增，乃至百增，随其数类相从，集为增一阿含；杂藏者，所谓辟支佛、阿罗汉自说本行因缘，如是等比诸偈诵，是名杂藏。[18]

而律藏的形态已不可考，大致有比丘与比丘尼两部戒，具体则围绕九法进行，谓：“一波罗夷，二僧伽婆尸沙，三二不定法，四三十尼萨耆，五九十二波夜提，六四波罗提提舍尼，七众学法，七灭诤法，九法随顺法。”[19]再有“世尊在某处为某甲比丘制此戒”的说明。

在一些律典中，记载了在律藏结集时还着重讨论了小小戒即微细戒问题，并强调了阿难的一些过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僧团内部的思想分歧多发生在对戒律特别是小小戒问题的看法上。

三 结集的语言

第一次大结集所集经律所用语言问题一直是印度佛教史研究者要面对的一个难题，一般从三个角度来推测结集语言。

一者从流传至今的古代印度佛典语言反推。现今看到的阿含类经典都是部派佛教部派所传承者，其经典语言各各不同。部派佛教四大主要部派中，大众部盛行于西南印度的摩诃剌陀国（Mahārāstra）地方，以其语言即俗语（Prākrit）传承经典；上座部（分别说部）在近西部邬阇衍那为中心的地方开展，以Pai[image: ]ācī语为经典语言；正量部在马土腊为中心的远西部的苏罗娑（[image: ]ūrasena）地方流行，以[image: ]ūrasena-Apabhram[image: ]a语持传经典；说一切有部在西北印度以迦湿弥罗、犍陀罗为中心的地区发展，所用经典语言为梵语。但此四部派的代表性的确立已经属于较晚时间了，其经典的语言形态应不如南传经典的巴利语（Pāli）古，[20]如现代发现的关于法句经的古代俗语残片与梵语、巴利语相关语句对照就指向了这个结论。[21]但巴利语是否为第一次结集的语言，在学术界没有获得广泛承许。南传佛教的代表人物觉音（Buddhaghosa，公元5世纪中）主张巴利语是摩揭陀语（Māgadhī），乃佛陀说法、后结集之语，而称根本语。由于巴利藏传承古老，后世南传信众更加坚信如此。但现代学者大都认为巴利语与摩揭陀语是有相当差别的，乃一种西部方言。[22]还有的进一步认为，佛教由摩哂陀传入斯里兰卡，经典语言即其母亲家乡的方言，即中印度西南卑地寫（Vidi[image: ]ā）地方的古代方言。[23]

二者从结集地摩揭陀来论定。当时摩揭陀是中印度最强国，佛陀也主要以中印度为中心弘法，而且结集发生在摩揭陀国，故大多认为第一次结集所用的是古代摩揭陀语。有人还据现今发现的印度东部阿育王法敕用一种通用语之事来推断，佛陀时代在中印度、东印度应有一种不同于一般日常用语的通用语，即称摩揭陀语。佛陀以此语说法，结集亦用此语。[24]但这种推断或许不是事实。毕竟阿育王时代在佛灭之后一百余年，在此期间，摩揭陀曾经在中印度、东印度乃至恒河全域称霸，可能其曾采用一种摩揭陀语为通用语，而非在前。还有人主张佛陀所用的并非古代摩揭陀语，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Ardhamāgadhī），或者两种都说。[25]

三者从佛陀说法的语言推断。印度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已经是语言众多，不同地区、国家、时代、阶层所说语言不同，像婆罗门、刹帝利这样的高种姓说雅语即梵语，而低种姓则说与其自身阶层相应的不同语言。佛陀弘法一般不用梵语，而是根据所化对象选择所用语言。在阿含佛教中，有经文显示佛陀呵斥试图统一说法语言的意图。在巴利藏《律藏·小品》中记载了出生于婆罗门家庭的夜婆、瞿婆两比丘云：

世尊，今诸比丘名异、姓异、生异、族异而出家，诸比丘以各自之言词污佛语！世尊，愿我等将佛语转为雅语！[26]

但二比丘遭到佛陀呵斥：

佛世尊呵责：“诸愚人！汝等为何言‘愿我等将佛语转为雅语’耶？……。”呵责、说法已，告诸比丘曰：“诸比丘！不得将佛语转为雅语，转者堕恶作！诸比丘！许以各自言词学习佛语。”[27]

相似的经言如《毗尼母经》云：“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语，应为说之。是故名为随国应作。’”[28]由此看出，佛陀是以种种语言弘法的，且许弟子们以各自阶层或国家语言学习佛语，如在《四分律》中亦云：“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29]

既然佛陀围绕中印度在各地说法，最多在摩揭陀国以及居萨罗国，则其使用语言当不止一种，弟子们也以各自语言习法，故此在结集时，有可能根据佛陀所说各种语言，而相应采用不同语言结集，因为迦叶结集的基本原则是保持佛说原貌。在此意义上，佛陀所演众多语言之教可能并未出现一个单一语言的结集版本。[30]

四 所集成藏的传承问题

结集所成的经藏、律藏，数量颇大，内容也很复杂，所以记诵、忆持甚为不易，不可能人人都能做到。这就出现了专业人才，以传承集成之藏。诚如释印顺所说：“为了保持经律的部类、次第、文句，不致忘失错乱，所以佛教多赞叹持诵。一般人只能少分学习，不容易全部忆持，于是佛教界有专业持诵的人才。忆持经法的，名‘多闻者’（Bahu[image: ]ruta），或称‘诵经者’（Sautrāntika）；忆持戒律的，名‘持律者’（vinayadhara）。”[31]还有持法者（Dharma-dhara）、说法者（Dharma-kathika）。人才不绝，佛教经律才能口耳相传，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即使到了后世，中国对四部阿含经的翻译也主要依赖于译师们忆持诵出而进行。

五 关于第一次大结集的其他记载

对第一次大结集，即王舍城结集，还有几个问题需略加说明。

（一）富罗那事

过去一般认为这一次结集中的五百比丘是共举而出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然而，现代佛教学者多主张此次结集虽乃当时僧团领袖摩诃迦叶召集的，但仍属少数人的结集，仅是摩诃迦叶一派，即上座比丘之中的苦行派的集会。这样的结集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争论，但也会掩盖或者引发一些问题，甚至成为部派分裂的远因。确实，这次结集基本体现的是摩诃迦叶的意志。他既为结集人员的召集者、结集的组织领导者，又是经藏、律藏的发问引导者。一些重要的阿罗汉弟子未受邀请，削弱了会议的代表性。会议对阿难的重责，以及对小小戒问题的穷追猛打，无不显示出摩诃迦叶一派的立场。不过，也必须指出，虽然结集的召集、组织工作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从结集的成就看，无疑是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佛教发展的方向。

在未被邀请参加结集的阿罗汉长老中，就有富罗那（又作富兰那等）。此富罗那并非说法第一的富楼那（又作富兰那等）。据《四分律》卷五十四、《五分律》卷三十等记载，在结集结束后，富兰那长老率领五百比丘从南方来到王舍城，在摩诃迦叶及诸结集众前，对经与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四分律》云：

彼（富罗那——笔者注）言：“大德迦叶，我尽忍可此事，唯除八事。大德，我亲从佛闻，忆持不忘。佛听内宿、内煮、自煮、自取食、早起受食、从彼持食来，若杂果，若池水所出可食者，如是皆听，不作余食法得食。”大迦叶答言：“实如汝所说，世尊以谷贵时世人民相食、乞求难得、慈愍比丘故，听此八事。时世还丰熟饮食多饶，佛还制不听。”彼复作是言：“大德迦叶，世尊是一切知见，不应制已还开，开已复制。”迦叶答言：“以世尊是一切知见故，宜制已还开，开已复制。富罗那，我等作如是制：‘是佛所不制不应制，是佛所制则不应却，如佛所制戒应随顺而学。’”[32]

富罗那对经藏的结集内容还是肯定的，但对律藏内容的取舍如八法的舍弃有所异议。这八法涉及律制的饮食问题。这种异议绝非仅此一例，而且后来不断有新争议出现，皆未能解决。事实上，第二次结集，即吠舍离城结集，正是因戒律的分歧而发起的。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摩诃迦叶对佛陀所制戒并非不加分析地全部纳入律藏，而是针对具体情况有所取舍。在摩诃迦叶看来，富罗那所列八法是佛陀在吠舍离时，因逢饥馑，乞食难得而建立的，后来不再许可，所以不以此八法为正式戒法。根据优波离诵出的律文，犯此八事，皆为突吉罗（恶作）罪。这种处理方式显示了摩诃迦叶根本上是遵循中道原则的。不过，这也多少反映出其在小小戒问题上立场的摇摆，同时也反衬出其对阿难的呵责有过度之嫌。

（二）窟外结集事

真谛、玄奘的著述有记载，在迦叶召集五百阿罗汉举行第一次结集之时，在七叶窟西数十里外也有数百千人以婆师波（Vāspa，又作婆师婆等）为首，[33]举行了一次结集，称为窟外结集，或者大众部结集，以别于迦叶主持的窟内结集，或者上座部结集。如《大唐西域记》云：

诸学、无学数百千人不预大迦叶结集之众，更相谓曰：“如来在世，同一师学，法王寂灭，简异我曹，欲报佛恩，当集法藏。”于是凡圣咸会，贤智毕萃，复集素呾缆藏、毗奈耶藏、阿毗达磨藏、杂集藏、禁咒藏，别为五藏。而此结集凡圣同会，因而谓之大众部。[34]

这些结集众虽皆佛弟子，但凡圣皆有，所以称大众部，以别于七叶窟内结集众均为上座长老阿罗汉，后者称上座部。这当然并非后来部派分裂时的大众部、上座部。五百上座所结集除阿含藏、律藏还有杂集藏，而窟外大众所集还有阿毗达磨藏、禁咒藏。

窟外结集之说虽见传于真谛、玄奘大师，但现今学术界并未共许。就情理分析看，倒是完全可能。摩诃迦叶的结集确是倾向苦行一系的较为保守的上座发起的，一些异见长老被排除在外。另外，摩诃迦叶一系以谨遵佛说为宗旨，故结集以佛说、佛制为对象有其必然性，所集为经藏、律藏、杂藏顺理成章。但其余凡圣有较为自由的倾向，注重对佛说的发挥，而且有随俗的一面，所集包括阿毗达磨藏即论藏，以及禁咒藏，也可以理解。或许，论藏就是这样开始成立的。

不过，即使窟外结集属实，其直接参与结集的人数可能超过窟内结集众数，但就代表性而言，也只能代表僧团乃至信众中的少数，而窟内的上座们才是当时僧团乃至信众的主流代表。所以在此意义上，做出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区分并不恰当。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事件标志着部派分裂已经萌芽。

（三）大乘结集

在大乘兴起后，有典籍说在第一次结集时也有大乘藏的结集。《大智度论》卷一百记载，文殊、弥勒等曾与阿难在佛灭后，共同结集大乘经典，但没有说明地点。如云：

复次，有人言：“如摩诃迦叶将诸比丘在耆阇崛山中集三藏，佛灭度后，文殊尸利、弥勒诸大菩萨，亦将阿难集是摩诃衍。”[35]

这其中，“摩诃衍”即大乘的音译。按照大乘的立场，在佛陀弘传解脱道教说时，也在弘传大乘菩提道教说，只是一显一隐而已，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灭后出现大乘结集无可非议。

《金刚仙论》卷一则称大乘结集在铁围山[36]，还有《菩萨处胎经》（又作《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卷七称佛陀圆寂七日七夜后，摩诃迦叶召集阿难等结集，集成三类藏，即菩萨藏、声闻藏与戒律藏，具体细分为八藏，谓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37]但这些没有得到一致共许。

第三节 第二次大结集

一 僧团风气的转变

（一）迦叶派与阿难派

王舍城结集的落幕，标志摩诃迦叶一派对僧团的整合取得了成功，异见一派的异议消沉了下来。迦叶代表的苦行派以严守戒律著称，乃较为保守的一派。在异见派中，有三种倾向：第一种属比迦叶派更为保守者，如富罗那长老一派，要求凡佛陀所曾经制听者，皆应成为定制而不得有取舍；第二种是较为自由者，如阿难派，主张按照佛陀的中道原则，对小小戒即微细戒可因地制宜，予以取舍；第三种乃婆师波所代表者，应该是比阿难派更为自由的立场，甚至被视为后来大众部的先驱。这四种立场实际都试图遵循佛陀的教说与律制，只是视角与方式不同而已。在其中，较保守与较自由各有两派，最后演变为迦叶派代表了较为保守的一方，而阿难派代表了较为自由的一方，并且二派走向了和合。

（二）戒律新问题的出现

佛陀在行持上提倡中道行，除根本的戒律外，小小戒，即微细戒，是可以因地、因时、因人、因事而制宜，方便开遮，只需有利于或者至少是不违于众生暂安顿身心而修行的事业即可，也就是在保证戒律整体稳定的情况下，于随宜所制定的涉及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小小戒可善巧取舍。所以佛在即将入灭之时，曾对阿难叮嘱：

吾灭度后，应集众僧，舍微细戒。[38]

但阿难没有及时问明佛陀所说小小戒的范围，所以在佛陀入灭后的第一次结集中向众僧转述佛陀的教诲时，引起了争论，受到了摩诃迦叶的呵责。众僧未能就微细戒问题达成共识，所以摩诃迦叶说：

汝等所说皆未与微细戒合。……若舍微细戒者，诸外道辈当生谤言：“如来灭后微细戒诸比丘皆已舍竟，瞿昙沙门法如火烟焰，忽生已灭。”若舍微细戒者，但持四重，余者皆舍。若持四重，何名沙门？[39]

为防止戒律松弛以及避免外道讥谤，再加上当时僧团戒律状况已经不容乐观，所以摩诃迦叶在结集会上以僧团领袖与结集主持人身份作出规定：

随佛所说，当奉行之；佛不说者，此莫说也。[40]

即凡佛陀未制不制，凡佛陀已制当遵学，所谓佛陀“未制者莫制，已制者我等当随顺学”。[41]

当然，这并不意味摩诃迦叶一系是最为保守的。实际上，他们在口头上看似最保守，但在具体实践中并没有走向极端，即便在结集律藏时也有所取舍，如未列入富罗那所提及的饮食“八法”。正因如此，摩诃迦叶一系在思想上随顺了最保守派，而在行动上随顺了自由派，所以才为异见派所接受，维护了僧团的和合与教化上的一味。

但僧团中对戒律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重新泛起。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佛教在向周边地区弘传时，碰到了一系列新问题；二是即使在老化区，也有经济社会的新状况出现。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求重新审视律藏，或者对已有的戒律予以取舍，或者制定新戒律。戒律问题重新成为僧团关注的中心问题。

（三）教法新问题的出现

在教法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结集虽然对主要教说予以了定形，闻熏以此为据，但出现了三方面情况需要应对。

一者，不少佛说未进入第一次结集藏中，需要补充。第一次结集的代表性并不充分，有一些大德比丘未进入结集众，所以相当一些零散佛说存在很快散佚的可能，急需收集整理。

二者，一些阿罗汉大德对佛说有深入研究，有的如舍利弗等的说法曾得佛陀的赞扬，他们的论说亦需收集整理。

三者，即使是一些资深比丘在传习上也出现了偏差，甚至已经颇为严重，需要僧团重新审查佛说传承来解决。略举一例。在摩诃迦叶付法给阿难后，阿难即成为僧团的领袖。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十记载，在阿难的晚年，一次，当其在王舍城竹林精舍经行时，闻一比丘诵法偈。该比丘诵说：

若人寿百岁，不见水白鹤；不如一日生，得见水白鹤。[42]

阿难闻后，乃告诉说：

汝所诵者大师不作是语。然佛世尊作如是说：“若人寿百岁，不了于生灭；不如一日生，得了于生灭。”[43]

该比丘遂以告知其师，其师说阿难年老昏聩，丧失记忆，不可凭信：

阿难陀老暗，无力能忆持，出言多忘失，未必可依信。[44]

告诫其徒依旧如是诵持。阿难听说后，倍加悲悯，佛典记载：

尊者闻已作如是念：“今此苾刍我亲教授，既不用语，知欲如何？假令尊者舍利子、大目干连、摩诃迦摄波事亦同此。”……乃伤叹曰：“尊宿已过去，新者不齐行，寂虑我一身，犹如壳中鸟。过去亲皆散，知识亦随亡，于诸知识中，无过定中念。所有世间灯，明照除众暗，能破愚痴惑，此等亦皆无。所化者无边，能导者但一，如野孤制底，残林唯一树。”[45]

在佛陀离世以及经藏结集皆不久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诵持经教的问题，而且阿难亲自纠正未果，这样的事件绝非孤立。既然诵持都如此，那对经教的诠释出现过度与偏离更不会意外，甚至已经形成了种种异流。所以阿难才悲叹即使舍利弗、目犍连、摩诃迦叶在世也力有未逮吧。

阿难原为较自由的一派，但在结集期间与迦叶派发生思想碰撞并接受呵责后，立场有所转变，靠近了迦叶派，因此摩诃迦叶指定他为第二代付法藏者。他在晚年，感受到僧团渐渐不再和合，这种转变更为明显。阿难正是在这种愤懑的心境下圆寂的。其弟子在后几代成为付法藏者，都整体向保守方向转化。到佛灭百年后，因“十事非法”发起第二次结集的上座们代表保守力量，典籍称基本都是阿难弟子。

可以这样说，到佛灭百年之时，对佛经教的诵持与论说分歧纷起，对戒律的开遮争论不休，特别是在戒律上的争议最终能影响僧团的稳定与清净性，令僧团长老们日益不安。所以当“十事”问题发生，直接引起了印度佛教史上第二次结集，即吠舍离城结集。由于参与的上座比丘有七百人，又称为七百结集。

二“十事”与吠舍离城结集

第二次结集的直接起因是关于乞金钱是否非法的争论。在佛灭后，佛教继续向周边地区流布。佛教从中印度溯恒河的分支阎牟那河而上，向西扩展至马土腊（Mathurā，摩偷罗），形成了西方佛教的重镇。西方是恒河中上游，属于婆罗门教盛行之地，风气保守。东方属于恒河中下游，是沙门思潮发源之地，思想较为开放自由。因此，佛教在这两方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色彩，在对待戒律的立场上表现得最为鲜明。到佛灭一百年时，西方僧团与以吠舍离城为中心的东方僧团在戒律上的立场有针锋相对之势。

东方吠舍离的跋耆族比丘所制属于微细戒范围的十条戒律，所谓“十事”，在西方系比丘那里引起争论。最先是西方系的上座长老耶舍意识到“十事”的严重性而提出这个问题的。耶舍，即Yasa-kākandaka-putra的音译略称，又作耶舍迦兰陀子等，亦名Ya[image: ]oda，译为耶舍陀等。耶舍出身于印度婆罗门家庭，后剃度出家，通晓佛教教典，并证得阿罗汉果，成为西方系最有影响的上座长老。

当时，耶舍长老游化到东方的吠舍离城，见到那里的比丘们竟每半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用钵盛水，集坐人众处，向众人乞钱。白衣并非都能理解这种行为，有的不施钱，还有的讥嫌沙门释子乞施金钱的行为。恒河中下游一带经济较为发达，商贸繁荣，市民一般蓄有金钱，所以以乞钱代替乞食渐成风气。现在看来寻常之极，但这在当时确实属于新现象。这样的行为与佛教僧团的乞食传统确不相符。

耶舍长老告诉乞钱比丘们，乞钱是“非法求施”，即不合戒律的行为。《五分律》云：

时长老耶舍迦兰陀子在彼猕猴水边重阁讲堂语诸比丘言：“汝莫作此求施，我亲从佛闻，若有非法求施，施非法，求二俱得罪。”语诸比丘已，复语诸白衣男女大小：“汝等莫作此施，我亲从佛闻，若非法求施，施非法，求二俱得罪。”[46]

佛陀未曾开许收金银与钱，所以耶舍以此为准判乞钱非法。虽然受到俗众的赞许，但跋耆族比丘并不以为然。耶舍于是决定与他们相约召集僧众辩论。

耶舍遂回西方去游说一些有代表性的长老参加这次大会。此行争取了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即摩偷罗地方的三菩提（Sambhoga）长老[47]和萨寒若地方的离婆多（Revata）长老，以及波利耶地方的比丘、阿盘提地方的比丘、达那地方的比丘。跋耆族的比丘也在东方召集了一些僧众。

双方共有七百上座（长老）比丘参加了这次集会，还有僧众两万人，地点在吠舍离城波利迦园。当然，辩论只能发生在长老间。因长老人数太多，不易组织辩论，经双方同意，各推四名长老为代表。这八位长老的名字，各部律典记载有异，综合来看，谓萨婆伽罗、离婆多、三菩提、耶舍、修摩那、沙罗、富阇苏弥罗、婆萨摩伽罗摩，再加上一位受戒仅五年而堪任教化并精通法律的敷坐具者阿耆多（或阿夷头），共九人。辩论主要发生在这几人之间。

九位上座比丘代表七百长老的辩论，最终成了一次结集，也就是七百结集。会议虽然以乞金钱为起因，但在过程中将跋耆族比丘所立的包括乞金钱在内的十条新戒律即“十事”一并予以了讨论。

这“十事”可列举如下：

一者角盐净，即允许贮食盐于角器之中。

二者二指净，即当计日影的日晷，未过日中之后（横列）二指的日影时，如未吃饱，仍可继续进食。

三者他聚落净，即在一食之后，仍可到另一聚落再食。

四者住处净，即同一教区（界内）的比丘，可不必同在一处行布萨。

五者随意净，即于众议处议决之时，即使未全部出席，也仍有效，只需他们事后承许即可。

六者所习净，即随顺先例。

七者生和合（不攒摇）净，即可饮未经搅拌去脂的牛乳。

八者饮阇楼净，指可饮阇楼，即一种未发酵或半发酵的椰子汁。

九者无缘坐具净，即缝制坐具，可不用贴边，大小随意。

十者金银净，即许受金银。[48]

这十事属于小小戒之列，其中，真正比较重要的有五，即许受金钱、随顺先例、午后可食、可不在一处布萨、议大事可部分出席即可。这五方面如果听许，确实会对僧团的发展影响极大，所以遭到非议是不可避免的。其余事大多属于极小戒，重要性不大。

吠舍离的跋耆族比丘立此十事，以为可行，即如法，所谓净；但耶舍长老以十事为非法，即不合律制。在集会上，仍是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来论定十事的合法性问题。《善见律毗婆沙》云：

于跋阇子比丘众中，长老离婆多问萨婆迦，萨婆迦比丘答：“律藏中断十非法，及消灭诤法。”[49]

上座离婆多与萨婆迦代表双方，最后论定十事非法，即不如法，违背佛陀所制律制。这就代表了七百上座比丘共同判定十事非法。通过判定十事非法，洗净了律藏，这是此次集会的第一个大成果。

以判“十事”非法来洗净律藏的七百结集，乃上座系律部的记载，而大众部诸律（现只见汉文资料）则认为结集的内容是“五净法”，而非“十事”。这里“净”是开许之义。《摩诃僧祇律》说：

尔时尊者陀娑婆罗作是念：“我今云何结集律藏？有五净法，如法如律者随喜，不如法者应遮。何等五？一者制限净，乃至风俗净。……五事记比尼广说如上，乃至诸长老，是中须钵者求钵，须衣者求衣，须药者求药，无有方便得求金银及钱，如是诸长老应当随顺学。”是名七百结集律藏。[50]

但其中也不许乞得金钱。这说明两种记载共同点是七百结集皆不许乞得金钱。一般认为，上座系的记载更为可信。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次集会的七百上座大多是阿难弟子，而阿难最初却是提倡小小戒可舍，即于小小戒可灵活随宜开遮的。而且，即使是吠舍离地区的上座也一致同意十事非法，构成了一个较为保守的阵线。“十事”也就成为跋耆族非上座的一般比丘的诉求了。

一般认为第二次结集仅是洗净律藏，但实际也结集了三藏。在判定十事非法而洗净律藏后，即进行了结集。如《善见律毗婆沙》云：

萨婆迦比丘答：“……大德，我等辈今应出法及毗尼，择取通三藏者。”至三达智比丘择取已，于毗舍离婆利迦园中，众已聚集，如迦叶初集法藏无异。一切佛法中垢洗除已，依藏更问，依阿含问，依枝叶问，依诸法聚问，一切法及毗尼藏尽出。[51]

这次结集亦集法与毗奈耶。在第一次结集法时，直接按照佛陀言教的时间、地点、对象等问答进行，而从引文可知，第二次结集在法的结集上问答角度、方式更为多样，开始系统化。可以认为，在第一次结集略有收集的论藏，这次应该有较为成形的结集。这样，第二次应该是经、律、论藏齐出，所谓“尽出”。这次结集，有说时间跨度达八月之久。

关于这次结集的时间，典籍中说法未见一致。《十诵律》卷五十六及卷六十、《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大唐西域记》卷七等书，认为是在佛灭一百一十年；而《善见律毗婆沙》卷一、《岛史》《大史》等说是在佛灭一百年。

还有传说，在第二次结集后，跋耆比丘们内心不平，也举行了结集，由于属于大众比丘集会，所以称大众结集，而与七百上座结集相别。如《岛史》（Dīpa-vamsa）云：

为上座所放逐者，恶比丘跋耆等，……集一万人，而为法之结集，故名大结集。大结集比丘，违背教法，破坏根本集录，另为集录。……弃甚深经律之一分，别作相似经律。[52]

上座派与大众派的最初分裂就这样出现了。而吠舍离国王是优婆塞，支持大众比丘，遂将西方上座比丘（可能也包括了一些东方的上座比丘）予以驱逐。由此，上座与大众比丘的分裂就带上了地域的色彩，而有西方与东方系别。“西方系‘轻重等持’，对饮食等细节非常重视，要与重戒同样的受持。东方系律重根本，‘不拘细行’。”[53]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导致早期部派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戒律问题。一般将这次分裂视为部派根本分裂的出现，由此形成了上座系与大众系两派，但笔者主张这只是佛教的初次分裂，而非根本分裂，下文当详述。

第四节 部派结集

王舍城结集与吠舍离城结集是印度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两次结集，确立了三藏的基本形态，尤其是将佛陀的阿含教说及律制予以了收集与整理，保存了解脱道教法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根据古代印度、中国以及斯里兰卡的典籍记载，印度此后尚有其他较大结集，但记载大多是单方面的，缺乏不同渠道的独立记载支持。也就是说，从印度各次结集的来源看，前两次结集是以后各部派公认的，而再后的结集则几乎都是部派自己的记载，所以多属于传说性质。

一 结集条件与两类结集

在印度佛教史上，一旦对佛陀教说或者律制或者义理的共许遭到破坏，出现了不可调和、影响广泛的论争，即或教诤，或律诤，或理诤，就可能引发结集，以澄清佛陀教说，或者洗净律藏，或者判定义理。比如第一次王舍城大结集涉及了前两种情况，第二次吠舍离大结集主要属于第二种情况，再后来华氏城的结集主要针对了第二、第三种情况，而在迦湿弥罗的有部结集则属于第三种情况。

但结集的条件是严格的，并不容易实现。至少有三方面要求：结集者的资格；结集者的数量；结集者的代表性。具体而言，一般要求有圣者参与，甚至要有相当数量的圣者参与，否则就不具权威性；另外，结集者要代表僧团绝大多数，否则就不能代表和合僧的主体，即不具代表性。这些条件只有在正法时期才可能完全具足，换言之，只有在正法时期才可能有真实结集，即具足性结集，而在像法与末法时期如果发生结集，则属条件不具足的结集，称非具足性结集。非具足性结集一般只能就律藏的“小小戒”以及论藏的一部分进行，一般不允许将经藏作为结集的对象。在佛教历史上，第一次、第二次大结集乃具足性结集，其他的结集则很难计入具足性结集范围。

二 三类结集

在佛陀时代，就有多闻者，如阿难，善于受持佛陀教说；也有持律者，如优波离，善于受持佛陀的律制；也有善于法的抉择者，如舍利弗、富楼那、迦旃延等。实际上，他们构成的传统就有结集经、律、论的雏形做法。在佛灭后，这种专长的弟子受到僧团重视，而形成专门的人才队伍。这样一些比丘所传承的言教，一部分来自先前大结集，一部分来自他们自己在一定范围内的探讨、收集与整理。这可称为预结集。如南传《大品》云：

自恣日，比丘等说法，诵经者结集经，持律者抉择律，论法者相对论法。[54]

通过无数的预结集，才有后来历次较大结集。在此意义上，印度佛教史上的结集可分为三类：

一者大结集，谓能够代表佛陀整个僧团的结集，如王舍城结集、吠舍离城结集。这样的结集所成三藏，全体佛教范围都将承认。

二者中结集，又可称部派结集，即各部派自行举行的结集，代表自部派一系，如说一切有部在迦湿弥罗的结集。这样的结集形成各自部派的三藏，如现今中国的汉译三藏中，四阿含就来自不同部派。不同部派所成三藏，经、律会有所取舍与增补，论差别更大。

三者小结集，谓小范围内的持经藏、持律者以及论师们对三藏的收集、抉择与整理，本属于预结集，但如果直接进入流通，即可称小结集。

在第二次大结集后，印度再无大结集，只有小结集与中结集发生，它们在性质上都属非具足性结集。

三 部派的结集

必须指出，在两次大结集后，虽然印度再无大结集出现，但有不少中结集即部派结集发生。其中有三次部派结集的记载引人注意。尤其是在阿育王与迦腻色迦王时代的两次结集理据较充分，虽然亦未成为定说，但最为可信。

（一）犊子结集

据藏译的清辨（Bhavaviveka，或者Bhavya）所著的《异部精释》，正量部传说有第三次结集，称自佛灭137年始，僧伽诤论大起，经难陀王而至摩诃钵土摩王，长达63年，有犊子长老集诸比丘，和息诤论，举行结集。[55]正量部属于犊子部系，所以又可称犊子部系（犊子系）传说。但这时部派还没有真正分裂，犊子部尚未出现，如果传说可信，那此犊子比丘只能是犊子系的祖师之一。

（二）华氏城结集

据北传典籍记载，在阿育王（A[image: ]oka）时代，华氏城（Pātaliputra-pura，即波咤厘子城）的佛教僧团领袖大天（Mahādeva）以五事异说，即后来所称的“大天五事”（后文当详述），引起僧伽的论诤，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当时大天比丘受到阿育王的支持，王妃遂令将异议比丘五百予以驱逐。如真谛的《部执论疏》说：

王妃既有势力，即令取破船，载诸罗汉，送恒河中。罗汉神通飞空而去，往罽宾国。……阿输柯王问众人云：“诸阿罗汉今并何在？”有人答云：“在罽宾国。”即遣往迎尽还供养。大天先既改转经教，杂合不复如本，诸阿罗汉还复聚集，重诵三藏。……至此时，三藏已三过诵出。[56]

即五百异议比丘被王妃驱逐而往罽宾（Ka[image: ]mīra，即迦湿弥罗），后阿育王后悔，乃遣人迎回，为消弭诤论，拨乱反正，而重集三藏。

此事发生在阿育王时代，按照汉传典籍为佛灭一百数十年，而根据南传之说，在佛灭228年后。在这个时期，据南传佛教典籍记载，具体即佛灭236年，有贼住比丘惑乱佛教，在阿育王的护持下，以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tissa）为上首，一千比丘集会于华氏城，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如《善见律毗婆沙》云：

众僧即集众六万比丘，于集众中，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能破外道邪见徒众。众中选择知三藏、得三达智者一千比丘，如昔第一大德迦叶集众，亦如第二须那拘集众出毗尼藏无异，一切佛法中清净无垢。第三集法藏九月日竟。[57]

这次结集历九个月。据称，在结集过程中，目犍连子帝须自撰《论事》，对当时各种异议邪说予以了批驳。

虽然北传、南传典籍的记载有异，但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次结集应该是可信的。这次结集属于上座系结集，具有洗净律藏的意义，如同第二次结集具有洗净律藏的意义一样。当然，三藏都重新进行了结集。

（三）迦湿弥罗结集

据北传佛教典籍，基本是有部典籍称，在佛灭四百年顷，在迦湿弥罗进行了一次结集。这是在迦腻色迦（Kaniska）王时代。此时西北印度盛行的佛教宗派乃说一切有部，迦湿弥罗更是有部东部师的大本营。迦腻色迦王笃信佛教，为说一切有部的大护法。王有感于佛教内各论师异说纷纭，是非不定，无从取舍，乃在胁尊者（Pār[image: ]va）的帮助下，召集贤圣，挑选通晓三藏乃至五明的阿罗汉比丘，计499人，以造论解释三藏，并进行结集。最后决定在迦湿弥罗造精舍，举行结集。著名的世友尊者（Vasumitra）也作为上座，与胁尊者一起主持结集集会，成为集会的中心人物，所谓“凡有疑议咸取决焉”。[58]

在这次结集中，主要是结集论藏，按照《大唐西域记》，新所集内容如下：

是五百贤圣先造十万颂邬波第铄论（旧曰优波提舍论讹也），释素呾缆藏（旧曰修多罗藏讹也）；次造十万颂毗奈耶毗婆沙论，释毗奈耶藏（旧曰毗那耶藏讹也）；后造十万颂阿毗达磨毗婆沙论，释阿毗达磨藏（或曰阿毗昙藏略也）；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备释三藏，悬诸千古，莫不穷其枝叶，究其浅深，大义重明，微言再显，广宣流布，后进赖焉。[59]

这些大部头著述，即使属实，至今也已不能见到，除了二百卷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迦腻色迦王遂以赤铜为[image: ]，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塔即窣堵波藏于其中，保存起来。

在北传典籍中，还有这次结集的不同记述，如《婆薮盘豆法师传》称，在佛陀入灭五百年后，说一切有部比丘迦旃延子去往印度西北之罽宾国，召集五百阿罗汉及五百菩萨结集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然后做毗婆沙即广释，请马鸣菩萨记录为文，而成百万颂。[60]

上述两记载唯说结集为集造对三藏的解释，但据西藏所传，则为三藏的结集：在迦腻色迦王的护持下，在迦湿弥罗进行了三藏的结集，有五百阿罗汉、五百菩萨、五百凡夫班智达参与，结集的三藏都用文字书写了下来，但多罗那他认为记载有夸张，主张是五百比丘的结集，其中只有少数阿罗汉与预流果以上的圣者。[61]

四 部派结集与三藏

可以这么认为，现今我们看到的印度佛教三藏，其中的经律论大多无复最初形貌，已是部派结集的形态，且在后来流布过程中又有所改变。还必须指出，至少大的部派都有自己的三藏传承，换言之，一般都有自己的部派结集。

在三藏形成并转变的过程中，前期都是以各种语言口耳相传的，只是到了较后期结集时，才写成了文字。这种书写三藏的形式可能是从迦湿弥罗结集开始的。

第五节 三藏与阿含经

一 法与毗尼

第一次大结集最初集成经藏与律藏，论藏最多只有雏形，而第二次大结集最初集成阿毗达磨藏即论藏，即在第二次大结集时才有三藏的尽出。在二者中，皆称结集法与毗尼，但实际有所差别。第一次法的结集唯是佛陀教说，而第二次则包括了佛弟子对法的诠说。但不论哪种情况，佛陀的法与毗尼是结集的基础。所以，凡属结集，佛陀的法与毗尼，即佛陀的教说与律制皆乃核心部分。教说与律制分别结集为经藏与律藏，而对属于佛弟子的解释性论说结集入论藏。

佛陀的教说严格来讲亦摄律制部分，因为律也是佛陀制立的。这样的教说包括了佛陀亲说的部分，也包括了受佛陀加持与开许的其他善知识的言说，后面这两类都属于佛陀的等说，相当于代佛所说，与佛说在佛教中具有同样的意义，像舍利弗经常代佛说法，受佛印可而可许为等说。凡等说都可归入经藏中。当然，这些善知识如果自己独立宣说，则只能入于论藏。

在结集法与毗尼时，佛陀的教说可以有四大来源，所谓“四大教法”，或者称四大广说、四大广演、四大处、四种墨印。这在最初结集时已成佛陀经律教说的来源。第一教法如《长阿含经》说：

佛告诸比丘：“当与汝等说四大教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诸比丘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何谓为四？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诸贤！我于彼村、彼城、彼国，躬从佛闻，躬受（是法、是律——笔者注）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依诸经推其虚实，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此为第一大教法也。”[62]

即第一教法指直接从佛陀那里听闻而来者，但也可能因听闻不全、记忆忘失、理解错误等出现偏差，所以需要依据已经共许为经、律、法者予以甄别与审定，比如在第一次结集时阿难直接从佛处听闻而来的教说，就由佛陀的五百阿罗汉弟子作证、审查。在确立后，第一教法作为佛陀的经律教说结集成经、律藏的一部分，也就成为判定后来所传是否为真正的佛说的标准，即判据。

第二教法是从“和合众僧多闻耆旧”即多闻大德处听闻而来，所谓“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如第一次结集阿难诵出从舍利弗处听来佛说；第三教法是从“众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那里听闻而来，如第一次结集时阿难诵出从和合僧众中听来的佛说；第四教法是从“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那里听闻而来，如第一次结集时阿难诵出从某一具格比丘处听来的佛说。[63]这样听闻而来的佛陀教说是间接来源于佛陀，所以也需要结集众甄别、审定。在第一次大结集中，阿难也有这三种教说的收集，然后将其诵出，由五百比丘众做证、审查。这样，集成了经、律藏的另一部分。

第一次大结集正是通过这四种渠道的佛陀教说，集成了经藏、律藏。在后来的结集中，这些经律教说则成为审定新诵出的教说的判据。最初集成的论藏，也是在第一次结集形成的经律教说的参照下集成的，然后又汇入了经、律藏而成三藏，三者同时构成以后经律论结集的参照标准。依此三藏进行审定，即称“依经、依律、依法”进行者。

总之，结集所集成的佛陀教说即经藏、律藏的佛说，皆来源于四大教法，又成为判定是否佛说的判据，而论藏的建立也以其为判定标准。

二 经教与佛说

所结集出来的经教内容，并非全为佛陀之言说。以《杂阿含经》的第一经为例：“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如是，比丘，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64]在其中，首先会有“如是我闻”标示诵出者（阿难）之语，亦表明所诵来自亲闻，如前文的“四大教法”所指；其次有时间“一时”、地点“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说法者“世尊”、听法者“比丘”、内容“当观色无常……”等。说法者在不同的经中可以不同，主要有佛，即表示佛亲说，也有其他善知识，即表示在佛加持、开许下代佛说法，与佛亲说等同。如舍利弗常代佛说法，这是佛亲许的：

汝舍利弗持戒多闻，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受，捷疾智慧、明利智慧、出要智慧、厌离智慧、大智慧、广智慧、深智慧、无比智慧，智宝成就，示教照喜，亦常赞叹示教照喜，为众说法，未曾疲倦。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应受灌顶，而未灌顶，已住灌顶仪法，如父之法，所可转者亦当随转。汝今如是，为我长子，邻受灌顶而未灌顶，住于仪法，我所应转法轮，汝亦随转。[65]

如同舍利弗，阿难也常代佛说法。在大乘经教中亦如此，而且代释迦牟尼佛说的善知识种类更多，除他方佛外，有菩萨、阿罗汉、比丘、比丘尼、天神、仙人、国王、大富长者、王后妃子、其他优婆塞与优婆夷等。

三 经藏与阿含

在前已述，佛陀经藏一般称为阿含，或者阿含经。阿含（[image: ]gama），又译阿笈摩，义为“传来”“传承于”，又有“法归”之义，用于指传之于佛陀的教说。在巴利语中，名为尼迦耶（Nikāya），或者称尼柯耶等，义为集、部或类，即集成或者分类的佛陀教说。二者含义相通，本书但以阿含代表。

（一）四阿含与五阿含

阿含的基本分类为长阿含（Dīrgha-āgama）、中阿含（Madhyama-āgama）、杂（又译相应）阿含（Samyukta-āgama）、增一阿含（Ekottara-āgama）四种。

各部派乃至后来的大乘典籍皆称《阿含经》四种乃在最初结集时即已集成，但现代学者并不轻易许可这种说法，他们大多认为，此基本分类并没有在最初结集中形成，而是在第二次结集时建立的。释印顺曾说：“原始集成的，并不是四部，也未必称为阿含，但确是阿含部的根源。在这集成的原形中，又不断的集录、分化，最后形成四部，而确立‘四阿含’的部类。”[66]甚至一些人认为，在第一次结集时只有《杂阿含经》的最初形态出现。在此后，其余三种阿含渐次成立，到第二次大结集时四种阿含方始齐现。他们按照四阿含的内容推定，最先出者乃《杂阿含经》，其次是《中阿含经》，最后是《长阿含经》与《增一阿含经》。这个推定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内容的展开必定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具体而言，“从因其凡一事而并见于四《阿含经》中的，《杂阿含经》叙述，简洁平淡，《中阿含经》犹相近，到了《长阿含经》及《增一阿含经》，便化简洁为漫长，变平淡成瑰奇了”[67]。但这只能算是一种假定，因为复杂与简单并存，甚至从复杂到简单也并非不可能。而且《长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的最初形态完全可能与现在看到的形态大异，为何不可能在第一次结集时出现呢？何况古代佛典几乎一致称四阿含在第一次结集尽出。实际上从第一次结集重在结集经与律、第二次结集重在洗净律藏这一事实来看，应该在第一次结集时阿含的基本分类就已出现。

同时必须指出，第一次结集经藏除四阿含外，还可能有杂藏。至少在第二次结集时，收集了第一次结集所遗漏的如婆师波等的所传等内容，杂藏应该已经出现。这样即成五阿含。不过，在以后的部派结集中，具体分类会有所变动。如大多数部派承认有五阿含，但说一切有部系唯承许四阿含，不认为有独立的杂藏。

现今我们看到的阿含经，早已经属部派传承的形态，但基本都以四阿含为骨干。说一切有部采四分法，即长、中、杂、增一阿含，今存《中阿含经》及《杂阿含经》；化地部在四阿含外，还加杂藏，成五阿含，今皆不存；法藏部亦有五阿含，今仅存《长阿含经》；大众部也有五阿含，今仅存《增一阿含经》。现今看到的《别译杂阿含经》，被认为属饮光部所传，但也有说是化地部或法藏部所传。汉译中没有译出杂藏这个部类。

（二）五尼迦耶

南传巴利经藏尼迦耶有五类，即长部（Dīgha-nikāya，长尼迦耶）、中部（Majjhima-nikāya，中尼迦耶）、相应部（相应尼迦耶，Samyutta-nikāya）、增支部（A[image: ]guttara-nikāya，增支尼迦耶）、小部（Khuddaka-nikāya，小尼迦耶）。南传五部公认是上座部系统，属于一个部派铜[image: ]部（Tāmra-parnīya）所传，相异于现今汉传阿含为不同部派所传。

北传阿含经是从梵文译出的，而南传巴利经藏则以巴利语所集成。一般认为巴利语接近佛陀时代所用的俗语，而梵文是在较晚时期才广泛用于佛典写成，所以南传巴利语藏更古。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未成定论。因为最初佛典的集成极有可能未用巴利语，而以巴利语写成的经藏完全有可能不早于梵文写成的经藏。但从文字文句角度而言，南传经藏确实更多保留了原始风貌，所以现今一般在整理小乘佛典时多以其作为首选的参考。

（三）四阿含的分类原则

对四阿含的分类原则，各部派基本一致。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说：

文句长者，集为长阿含；文句中者，集为中阿含；文句杂者，集为杂阿含，所谓根杂、力杂、觉杂、道杂，如是比等名为杂；一增、二增、三增乃至百增，随其数类相从，集为增壹阿含。[68]

即根据不同义类编辑而成《杂阿含经》，而摄根、力、觉、道等类；根据篇幅的长度即长、中者分别编为《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根据数类即以数统摄排序分类编为《增一阿含经》。

上座系的说一切有部对四阿含的分类曾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云：

是五蕴相应者，即以蕴品而为建立；若与六处十八界相应者，即以处界品而为建立；若与缘起圣谛相应者，即名缘起而为建立；若声闻所说者，于声闻品处而为建立；若是佛所说者，于佛品处而为建立；若与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分相应者，于圣道品处而为建立；若经与伽他相应者（于伽他品处而为建立）：此即名为相应阿笈摩。若经长长说者，此即名为长阿笈摩。若经中中说者，此即名为中阿笈摩。若经说一句事、二句事，乃至十句事者，此即名为增一阿笈摩。[69]

此中，杂阿含译为相应阿含。“杂”意指义类的不同而区分，而“相应”意指与义类一致而区分。引文中较为详细地列举了义类如蕴、处界、缘起（摄圣谛）、声闻、佛陀、菩提分（“圣道品”）、伽他等类。

（四）杂藏及其分类原则以及与大乘的关系

对经藏的杂藏部分，部派有不同看法。大众部等部派认为是可独立存在的一类，而说一切有部认为不能独立成立，如《阿毗达磨顺正理论》说：

如世尊说：“老耄出家，持吾三藏，甚为难得！”若谓此言依杂藏说，理必不然，以彼即是经差别故；曾无处说别持彼（杂藏）故；唯有处说持素怛缆及毗奈耶、摩呾理迦，而无别处言持杂藏。[70]

这其中认为杂藏只是经的差别，并非另外一种经类，完全可以摄在经藏中，不必独立出来。

对杂藏的定义各部派有差别。有的认为是不能归类（四阿含）而称为杂藏，如说：“自余杂说，今集为一部，名为杂藏。”[71]有的认为是另成一类而称杂藏，如说：“杂藏者，所谓辟支佛、阿罗汉自说本行因缘，如是等比诸偈诵，是名杂藏。”[72]

杂藏的经类在《四分律》有略示：

如是生经、本经、善因缘经、方等经、未曾有经、譬喻经、优婆提舍经、句义经、法句经、波罗延经、杂难经、圣偈经，如是集为杂藏。[73]

这其中还包括方等经（方广经）、未曾有经等被认为与大乘义有关的经。实际上最早传出的大乘经就摄在此类中。《增一阿含经》序品云：

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74]

《分别功德论》卷一等亦如是说。总的来看，杂藏是将不易归类的经合为一藏。

在杂藏中，有两类经在后世大乘佛教的开展中受到重视：一是开显佛陀宿世作为菩萨以种种身位如国王、仙人、大富长者、鹿王等的大行以及盛德之经；二是直接显示佛乘（大乘）之经。后者以及在阿含经如《增一阿含经》中所含大乘内容，现多视为后来部派佛教增益上去的，而非本来具有者，此种看法颇为武断。试想，在大乘道显然与解脱道异趣且未得部派佛教广泛承许的情况下，敢冒当时佛教之大不韪而在所宗经典中加上这样的内容，不大符合情理。有说在巴利五部中缺乏这些内容，也是证明。但斯里兰卡最初出现大寺派与无畏山派竞争，兼弘大乘的无畏山派最终失败，而排斥大乘的大寺派一统斯里兰卡佛教，可知后者所传、现今可见的巴利五部早经过了“清洁”，有关大乘的内容应早已被消除。

（五）现今的四阿含与五尼迦耶

南传经藏五部尼迦耶分别相应于长、中、杂、增一阿含与杂藏，但小部比杂藏内容要狭窄得多。汉译只有不同部派的四阿含，而未译杂藏。二者大致情况可见于下。

（1）北传《长阿含经》二十二卷三十经，（十六国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出；南传《长部》三品三十四经。

（2）北传《中阿含经》六十卷二二二经，（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出；南传《中部》十五品一五二经。其中二者有九十八经完全一致。

（3）北传《杂阿含经》五十卷一三六二经，（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出；南传《相应部》五品二八八九经。

（4）北传《增一阿含经》五十一卷一千余经，（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出；南传《增支部》十一集，一七一品二二零三经，也有说一七零品二一九八或二三零八经。

（5）南传《小部》大小十五经，其中主要有六类：一者法句，相当于汉译的《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二者自说经，即优陀那，汉译中没有；三者本事，相当于汉译的《本事经》；四者经集，相当于汉译的《义足经》，有称即古之义品、波罗延等；五者长老、长老尼偈，汉译中无；六者本生，相当于汉译的《生经》。[75]

四 经藏与九部经、十二部经

在古代经典中可看到，佛教的经教还分为九部经，又称九分教；或者十二部经，又称十二分教。

十二部经一般的顺序是契经、祇夜、记说、伽陀、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方广、希法、论议。

而一般认为九部经为：契经、祇夜、记说、伽陀、自说、本事、本生、方广、希法。但九部经的异说甚多，还有如十二部经中除去譬喻、本生、论议外之余者，或者除去自说、譬喻、论议外之余者，等等。

此等诸经可略说如下。

契经（Sūtra），音译为修多罗等，本义在前文已述，这里谓直接记载佛陀言教的长行，亦用于称一般意义上之经，如集成的经藏可以泛称修多罗。

祇夜（Geya），意译应颂、重颂等，最初用指重宣契经所说义的偈颂，后还用以略标所说但还没有明晰详说之经。

记说（Vyākarana），又称记别、授记等，音译和伽罗那等，本义是对契经、应颂等的分别、问答等，用以详细阐发佛法的意义，后又用于指有关佛弟子未来世证果等事的预记、证言。

伽陀（Gāthā），又作伽他，意译为讽颂、孤起等，谓唯以偈颂记载佛陀的言教。这是在契经与祇夜基础上所作的偈颂，以利于传诵。

自说（Udāna），音译为优陀那等，谓以感兴语为主的法句，属于偈颂，即佛陀不待他问而自说者。

本事（Itivrttaka）的意译即“如是事”，音译为伊帝目多伽等；或者称Iti-uktaka，即“如是语”，音译为育多伽等，谓通过不指明为何人说、为何事说、在何处说的方式，集出传闻如是的佛说，或集出传闻如是的法义，而成“如是语”；或者集出传闻如是的佛及其诸弟子等在过去世的德行，而名为“如是事”。

本生（Jātaka），音译为阇陀伽等，谓佛陀及其诸弟子等过去今生的德行因缘。本生与本事的不同之处在于，本事主要谈过去世，本生主要谈现在与过去生的因果关系。

方广（Vaipulya），音译为毗佛略等，谓宣说甚深广大的法义。“记说”为分别、问答，而广分别、广问答，阐释法义更深、更广、更系统，则名方广，不再称记说。在南传佛教中，方广代以vedalla，即毗陀罗。方广即毗佛略突出广分别的方面，而毗陀罗强调广问答的方面，但二者都指向对法义的深入探求方向，又是相通的。在此意义上，方广自然能包括大乘经的甚深义理。

希法（Adbhuta-dharma），又称未曾有法，音译为阿浮陀达磨等，谓佛陀及诸弟子的不可思议之事，即稀有功德之事。希法是殊特的事迹，而方广是深广的法义，形成一对。这其中包括进大乘的大行大果亦颇自然。

因缘（Nidāna），音译为尼陀那等，谓制戒（学处、轨则）的因缘，又可泛化为见佛闻法与佛说法教化的因缘。

譬喻（Avadāna），音译为阿波陀那等，谓在前述因缘事迹中殊卓的一分，有显了、比况、警戒等意义，而转义、泛化为以譬喻宣说法义。“因缘”与“譬喻”最初都归于经藏，而实多属于毗奈耶。

十二者论议（Upade[image: ]a），音译为优波提舍等，谓佛论议抉择、分别广说法义。论议后又称本母（mātrkā，音译摩呾理迦）、对法（abhidharma，音译阿毗达磨）。本母、对法可通，但含义有别。前者以标释研寻详解法义为主，后者以抉择分别法相为要。但此有佛说、有佛弟子说，前者属经，后者属论。这里主要指佛说，而佛加持、开许的弟子所说，亦可摄在其中。

此十二分教是与四阿含的成立交织在一起的，比四阿含的分类更加具体化。一般认为，九分教最早成立，而十二分教成立时间要稍晚。在最初结集中，契经与祇夜最为基本，再加上记说，而集为杂阿含的核心。伽他与自说作为偈颂，多独立流行，而成独立的法偈。本事、本生、方广、希法四分，相对于契经而言，篇幅较长，则被编入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中。最初的四阿含与九分教即有这样的关联。[76]

九分教加上三分教即因缘、譬喻、论议而成十二分教。大多认为因缘、譬喻、论议成立要晚，但这并不一定确当。因缘、譬喻与制戒的因缘有关，所以是结集律藏的波罗提木叉、犍度（Khandhaka）[77]的副产品，本可归于律藏，但在最初结集时，律藏只有纯粹戒律如波罗提木叉的集成，因缘、譬喻有说法的意义而被归于经藏，只是到后来律部形成时，因缘、譬喻的相关内容才编入律部。在此时因缘、譬喻渐被强调出来，后被误以为要晚出。论议也应该在最初结集时就已出现，只是在后来佛弟子们对经的解说逐渐丰富，而成立论藏时，才凸显而已，并非意味一定晚出。

此十二分教在逻辑上并不独立，并非对佛经内容与形式的严谨区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形式方面，二为内容方面。形式方面又可分两类：一是从经文体裁方面之分类，如契经、祇夜、伽他；二是从说法形式方面之分类，如记说、自说、譬喻、议论。内容方面亦可再分为两类：一是从佛及其弟子行事方面的分类，如因缘、本事、本生、希法；二是从法义方面的分类，如方广。[78]

五 律藏

律藏形成有一个过程。在最初结集时，结集有一个雏形，即长行与偈颂两部分。长行乃亦称为修多罗的“波罗提木叉”（戒经）；偈颂是“随顺行法”（分二部）。但也有说最初律藏分毗尼（毗奈耶）、杂跋渠[79]、威仪法，这涉及学处、波罗提木叉与犍度。一般认为，作为僧伽轨范的学处，在佛陀时代，已经制定有成文法，为僧团所遵守。学处以实现僧伽的和合清净为目的而制立，通过运用僧伽的集体力量，执行僧伽集体的意志，对违犯者必施予处分。在编成部类后，成为半月布萨（Posadha）[80]时诵说的波罗提木叉。在僧团的实践中，波罗提木叉会有所变化，形成定制有一个过程。学处戒条增多，分类编辑，就成为基本共许的戒经，即波罗提木叉经。而集成犍度的种种法制，如出家“受戒法”“安居法”等则是推行在僧团中的不成文法，也会随宜发生变化。但一般认为犍度是在后面结集中集成的。这时，波罗提木叉已完成“经分别”类，而偈颂成为三部，倾向于不同事项的类集，犍度即成于此。[81]这是部派分裂前的情况。律藏是在部派结集中才真正定形。

婆罗提木叉的集成，称戒经即波罗提木叉经，是律藏的核心。波罗提木叉乃Prātimoksa的音译，又作波罗提毗木叉（Prāti-vimoksa）等，意译为随顺解脱、处处解脱、别别解脱、别解脱等，或者最胜、无等学等。其中，其由防非止恶、增长善法是诸善法中的最初门，而得名无等学等；又由是针对性的制立，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能随顺解脱，而得名别解脱等。

波罗提木叉经在各部派的传承中有其公共部分，即八法，或说八部，谓波罗夷、僧残（僧伽婆尸沙）、不定、舍堕（尼萨耆波逸提）、单堕（波逸提，或者单提）、悔过（波罗提提舍尼）、众学、灭诤法。但严格说来，只有前六类属于戒类，而众学法应属威仪类，灭诤法应出于杂跋渠类。上座部系统即是八法，而大众部增加了“法随顺法”，共九法。对其中的戒类，各部派的部类纲目相当一致，乃各部派“波罗提木叉经”的共同主体。

但一般认为，最初结集的戒经只有五部，即五法，所谓“五綖经”，或者“五篇戒”“五修多罗”等。这五篇戒如《摩诃僧祇律》所说：

比丘犯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罗提提舍尼、越毗尼，以是五篇罪谤，是名诽谤诤。[82]

由五篇戒，渐次才有八法的建立。在八法中，按照最基本的六类戒，以比丘戒为例，计有四波罗夷、十三僧残、二不定、三十舍堕、九十单堕、四悔过，共为一百四十三戒。但《五分律》列有单堕九十一条，《摩诃僧祇律》有九十二条，后世一般定为九十条。如果计入百众学法，七灭诤法，八法共有二百五十戒。

到部派佛教时期，部派大多结集有自己的律藏。一般认为，在现今可见的律藏中，南传的《巴利藏律》以及北传的《摩诃僧祇律》较为古老。包括这二者在内，现存的律藏有六部。

一者南传上座部的《巴利律藏》。（南朝齐）僧伽跋陀罗译的《善见律毗婆沙》乃其注释书。

二者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四十卷，（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

三者化地部的《五分律》，三十卷，（南朝宋）佛陀什共智胜译。

四者法藏部的《四分律》，六十卷，（十六国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

五者摩偷罗有部的《十诵律》，六十一卷，（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译。

六者迦湿弥罗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唐）义净译。

六 论藏

论藏，又名阿毗达磨藏，或者对法藏，乃佛弟子解释经义、论辨法相之论的结集。论具有组织性、体系性的特色，是佛教教理的系统化。

论，作为阿毗达磨，源于十二部经的论议，即优波提舍，但作为佛弟子之所作，可分为以研究经文宣畅宗要者，此实应名摩呾理迦，以及以抉择法门分别法相者，此乃纯粹阿毗达磨。在论中，阿毗达磨是广义的，实际还摄有蜫勒这种形态。以随相等门为蜫勒（Karanda），解诸法义为阿毗达磨，二者有所差别。[83]但阿毗达磨最为流行，[image: ]勒也就摄为了阿毗达磨的一种形式。

在最初结集中，现今一般认为只结集了经藏与律藏，但不能排除也收集了论藏的材料，有非正式的汇集，否则不易解释为何相当多部派主张集有三藏，而且也很难想象置舍利佛等大弟子们的言说于不顾。佛弟子们的言说相当多是由佛陀开许、加持而代佛宣说的，这部分与佛陀的言说在意义上是等同的，为等说，被结集入了经藏。但后世传有舍利弗、目犍连、迦旃延等独立撰作的论著，这些就应属于论藏。在第一次结集中这样的论藏材料应该已有所收集。

在第二次结集中，不仅经藏、律藏进一步定型，而且论藏初步集成。这其中主要是舍利弗、目犍连、迦旃延等大弟子的论著有所集成。在佛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与论议第一的迦旃延是论说最多以及最系统的，二者风格有异，“大迦旃延的‘广分别义’……都是显示文内所含的意义，不出文句于外；而舍利弗的广分别，是不为（经说的）文句所限的。大迦旃延的广分别，是解经的，达意的；舍利弗的分别，是阿毗达磨式的法相分别”[84]。舍利弗与迦旃延各代表论说风格的一系。其中，舍利弗、目犍连、大拘[image: ]罗为一系，迦旃延与说法第一的富楼那为一系，而前者更具阿毗达磨风格，后者更具蜫勒色彩。但这两系都受到了阿毗达磨论师的推崇。

在部派佛教的传承中，《舍利弗阿毗昙论》《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阿毗达磨施设足论》《阿毗达磨法蕴足论》等传为舍利弗、目犍连、迦旃延等所造，虽然现今学者大多不予以采信，但不能否认这种传承具有一定可信度，即这些著述的集成应该与佛陀大弟子们的论说极有关联，可以看成佛大弟子独立论说的集成。也因此可说，这些论著的基本形态应该在第二次结集中已经集成。

论藏的真正发达，是在部派佛教时期，即部派形成后。这时出现了论师，专门的论书遂不断出现，论藏开始丰富起来。释印顺曾说：“论书是出发于分别经法，整理经法，抉择经法，所以在论书的进展中，终于提出了基于哲理基础的、佛法的完整体系。由于师承不同，论师的根性不同，论理方法不一致，所以论书与部派的分化相应，而大大的发达起来。”[85]

就论书而言，上座系要比大众系发达。现存的部派论书，几乎都是上座系的，没有纯粹的大众部论书。其中，南传论书属于上座系的分派铜[image: ]部，北传论书主要属于上座系的最主要派别说一切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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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从阿含佛教到部派佛教

第一节 阿含佛教的开展

一 对佛说的初步系统化

佛陀圆寂后，其教说通过结集集成经藏、律藏，而弟子们的论说也渐集成论藏。在部派分派之前，多认为佛教基本是和合一味的。这从教理角度而言，大体符合实际。因为正是在分派后，随着论师的出现，部派才形成自己的教理传统。在此之前，佛弟子们的论说还没有系统集成，佛陀的言教还是直接的依止。与此相应，此期间的教化展开可称阿含佛教。这里的阿含佛教意为，以直接传承于佛陀的阿含经教为直接指导，所以又称阿含经教时期。[1]

“阿含佛教”在学术界现多称为“原始佛教”，意味其在全体佛教中时间在先，形态最古，而且是后来佛教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不过，原始佛教的称名在大乘佛教立场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相当于否定了大乘佛教作为佛陀的直接言教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上，“原始佛教”并非一个合适的学术用语，所以本书称为“阿含佛教”。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阶段佛弟子对教理的分析、整理与组织开始系统化，已经有以佛陀弟子为著者名的论著集成，虽然再传弟子作为论师撰造的独立论著还没有出现。

阿含佛教对佛陀所阐教理的系统化组织主要反映在法相与修行学说方面。这里，法相谓诸法即一切事物的自体及差别相，包括有无、染净、因果等。在法相方面，一是以三科即蕴、处、界为纲组织法相，二是对心与烦恼的教说初步系统化，三是三界六趣观系统集成。而在修行学说方面，主要是以四谛与三十七菩提分为纲来说明修行方法、境界与次第。这其中，心与烦恼、三界六趣、三科、四谛以及三十七菩提分等的要素佛陀已经宣说，但系统化的强调与应用应开始于这个阶段。这反映在两方面：一者通过经、律、论的结集而系统组织佛陀教说；二者通过论说在阐述与说明佛说方面开始系统化。

二 三科

阿含佛教在法相方面围绕三科即蕴、处、界建立。蕴、处、界即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佛陀已经建立的法相学说，但强调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统摄法相，应该始于阿含佛教时期。

（一）五蕴说

蕴（Skandha）本是积聚之义，即同类法的集聚。佛陀主要用其说明世间法，即有漏有为法。这样，蕴作为有为性获得了造作与速坏之义，作为有漏性则有增长烦恼之义，而作为集聚性即是有漏法的积聚，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有漏有为法。

蕴分为五蕴，即色蕴（Rūpa-skandha）、受蕴（Vedanā-skandha）、想蕴（Samj[image: ]ā-skandha）、行蕴（Samskāra-skandha）、识蕴（Vij[image: ]āna-skandha）五类，以分别统摄三世的一切自类法。

色指数量可增减、占有一定空间、互为妨碍且有变化的物质。此处的色指一切物质，应与仅指眼所对境之色相区别。物质以色为名，乃眼最易亲见的缘故。三世一切色的积聚称色蕴。

受相当于感觉、感受。它被区分出来，并被置于心因素之首位，是为了表示受对生命存在的基本意义，比如苦、乐、不苦不乐受。

想谓于境取相的功能，相当于由初步感觉印象而引起的知觉印象，以及建立概念的能力。

行蕴以思（Cetanā）功能为首。思是对境审虑、决定而发起善恶无记的动作的功能。一般所说的思维、意志，与思的主要功能相似。在行蕴中，意识的思力最为重要，其为造业之本，在烦恼的推动下，造善造恶而感引苦果流转不息。

识谓对境总相的了别，即分别了知，是心方面的最基本功能，所以也表心，与心相通使用。通常指眼识（Caksur-vij[image: ]āna）、耳识（[image: ]rotra-vij[image: ]āna）、鼻识（Ghrāna-vij[image: ]āna）、舌识（Jihvā-vij[image: ]āna）、身识（Kāya-vij[image: ]āna）、意识（Mano-vij[image: ]āna）六识。

五蕴的区分显然建立在心与物之二分上，但更偏重心现象的一面，于此方面区分出受、想、行、识四蕴，而色方面只有总略之一蕴。在心现象中，所区分出的受、想、行、识代表了感受、取相、造作、分别这四种心现象的主要因素与功能，并摄其他一切心因素与功能。其中，受、想、行三者皆是心的微细的伴随功能。

佛陀建立五蕴说首先是为了说明五蕴所摄世间的一切皆是无常与苦的，所以称其为五取蕴，其次是为了说明世间的一切作为五蕴性，乃集聚性，非我而无我，以及非我所有、所属，所谓无我所。

（二）十二处说

十二处之处（[image: ]yatana）是所依处、生长处等之义，即为心识所摄的一切心现象生起、生长的门处。十二处分内六处与外六处。

内六处谓眼、耳、鼻、舌、身、意处，即眼、耳、鼻、舌、身、意根六根（Indriya），乃生起六识的所依根。其中，眼、耳、鼻、舌、身根相当于五种感觉器官，为精细的物质，被称为“清净色”，而意根是生起意识的所依根，非物质性，摄一切识。

外六处谓色处（Rūpa-āyatana）、声处（[image: ]abda-āyatana）、香处（Gandha-āyatana）、味处（Rasa-āyatana）、触处（Prastavya-āyatana，所触）、法处（Dharma-āyatana），依次是眼、耳、鼻、舌、身、意识六识的认知对象即所缘境（简称所缘、境，[image: ]lambana，Visaya）。其中，外六处中前五处色、声、香、味、触是眼识等前五识的所缘境，属于物质性，而法谓第六意识不共的所缘境，即除前五识所缘境之外者，主要是心现象以及观念等。

由根与境相对，可引发识，即生起认识。这样，六根分别对六境，可产生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与意识。这里眼识等前五识只能认识色等境，而意识除能认识法以外，还能认识前五识所缘之境，这样，其认识对象可以遍一切。

佛陀建立十二处意在表明：一者一切法即一切事物可由十二处统摄；二者心识乃至一切心现象皆是内外处相待相合产生，即为缘起法，而非我、我所，以破除凡夫以心识为我的执着。

（三）十八界

界（Dhātu）指差别性的元素、级层、根基等义，由此，一切法可以通过界区分为种种分类。种种界都自成一类，而各保有其特性。这样的界作为元素类，就只能自类相生，不能产生于他类，从而界又获得了因的含义。所以，界在佛教的用法中相应出现了类、性质、因等义。

不同意义上的界可形成对一切法的不同区分方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十八界说。从前文可知，五蕴说强调心因素方面，而十二处说凸显物质性因素方面，各有偏重。而十八界说则平等对待心与物两方面，具体是在十二处基础上通过增加六识界来实现，即以十二处成立十二界，再以六识成立六识界。

这样，十八界就由根、境、识三类界构成。根之六界，形成于内六处，谓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境之六界，形成于外六处，谓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识之六界，谓眼识界、耳识界、鼻识界、舌识界、身识界、意识界，形成于意处。在其中，意处是含摄诸识的，在将现在位六识从其中移出建立六识界后，所余的前刹那六识即成意界。

佛陀建立界说，一方面是为了从元素角度统摄一切法，二是为了说明一切法都为自类相生，即由因缘而生，并非由“作者（Kāraka）”这样的“我”造作而成。

三 三界六趣说

（一）三界六趣

在阿含佛教中，根据佛说系统确立了三界六趣说。一切生命存在区分为世间界与出世间界。世间界谓三界（Dhātu），即众生流转即轮回的生命三层次及其生存空间，所谓欲界（Kāma-dhātu）、色界（Rūpa-dhātu）与无色界（[image: ]rūpya-dhātu）。出世间界谓灭界，即指一切诸行、一切思想灭之界。[2]

六趣（Gati），或者六道（Mārga），乃世间众生流转的生命形态，即地狱（Naraka，那落迦）、鬼（Preta，饿鬼，即薜荔多）、傍生（Tirya[image: ]c，畜生，即底栗车）、人（Manusya，摩菟丝）、阿修罗（Asura，阿须伦、非天）、天（Deva，提婆）六类众生。但有时把阿修罗归在天趣、鬼趣等中，而言五趣。地狱、鬼、傍生称为恶趣，或者恶道、下道；人、天以及一分阿修罗则称为善趣，或者善道、上道。

世间的所有这些生命形态统称众生，可对应Bahujana，Jantu，Jagat，Sattva，音译仆呼缮那、禅头、社伽、萨埵等，又译作有情、含识、含生、含情、含灵、群生、群萌、群类等。

在小乘解脱道中，解脱者不属于众生，而在大乘菩提道中，只有佛不在众生之列。在众生中，分凡夫与圣者。圣者（[image: ]rya），即正者，乃对真理有所证悟者。凡夫（Prthag-jana），又译异生，或称愚夫、愚异生（bāla-prthag-jana），谓未证悟真理的众生。

（二）三界图像

众生界的生命层次即是三界，《长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经中将佛陀关于三界的教说集出，给出了三界具体图像。

1.欲界

欲界，谓爱欲以及对色、声、香、味、触等外境界的欲贪盛行的生命层次，包括地狱、饿鬼、畜生、人、阿修罗、六欲天、魔天，及其相应生命空间。[3]魔天一般可以摄在六欲天与阿修罗中，而不单列。

人间界主要有四大洲即东胜身洲（弗婆提洲，Pūrva-videha-dvīpa）、南赡部洲（阎浮提洲，Jambu-dvīpa）、西牛货洲（瞿尼耶洲，Apara-godānīya-dvīpa）、北俱卢洲（郁单越洲，Uttara-kuru-dvīpa）。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南赡部洲。

六欲天，谓一者四天王天（Cātur-mahā-rāja-kāyika-deva，四大天王天），其四方之天王后来一般译作持国、增长、广目、多闻，乃佛教的重要护法神；二者忉利天（Trayastrim[image: ]a-deva，三十三天），中央天王为帝释天，四方各有八天王，合三十三，其中帝释天（[image: ]akra-devānām-indra），又作释提桓因、因陀罗等，是佛陀的重要护法神与请法神；三者焰摩天（夜摩天）；四者兜率天（Tusita-deva，睹史多天、喜足天），诸佛在人间成佛前，都居兜率天；五者化自在天（乐变化天）；六者，他化自在天（他化乐天）。

四王天在须弥山（Sumeru-parvata）的半腰，忉利天在须弥山的顶，焰摩天等四天依次在忉利天的上方。

人主要是胎生，亦有卵生、湿生、化生，而劫初之人皆化生。劫初即最初出现之人。天则为化生。后来大乘中提到的中有（Antara-bhava）、净土中众生皆是化生。胎生（Jarāyuja-yoni）谓从母胎出生者；卵生（Andaja-yoni）谓从蛋卵出生者；湿生（Samsvedaja-yoni）谓从润湿地的湿气出生者；化生（Upapāduka-yoni）谓凭空而出生，无有依托，乃由过去的业力而感。

在阿含佛教度化中，人与天道是最受重视的两道，因为其具有六道中修学佛法的主体与最好场所。尤其是人身难得，具惭愧、智慧、坚韧、勇猛的良善品格，乃释迦佛教正所度化的对象，该当珍惜。而天由于神通能力、环境受用超于人间，成为圣者喜欢居留之地，特别到大乘佛教，所感净土亦相似于天界，乃修法的最大道场之所在。

傍生，谓除人外的动物，包括胎、卵、湿、化四生形态，遍生五道中。[4]胎生如象、牛、马、猪、羊等；卵生如鸡、鹅、蛇、鱼等；湿生如飞蛾、蚊蚰、蠓蚋等；化生如龙、金翅鸟等。动物间彼此嗔害、杀戮、吞噬，亦为天、人所嗔害、杀戮、吞噬，遭受种种苦恼、危难与恐惧。

鬼，主要谓鬼界众生，有多种类，但阿含佛教中对鬼的说明较略。后来在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区分更为具体，如有归为九类的，即炬口鬼、针口鬼、臭口鬼、针毛鬼、臭毛鬼、瘿鬼、希祠鬼、希弃鬼、大势鬼（药叉等），[5]等等。由于鬼中恒受饥渴摧逼者多，故常称饿鬼。鬼大多乃化生，也有胎生。

地狱，谓最苦最可厌之界，主要在地下，实同牢狱，而称地狱，其众生亦称此名。阿含佛教中对地狱有种种分类，如《长阿含经》分八大地狱，即名想、黑绳、堆压、叫唤、大叫唤、烧炙、大烧炙、无间，以及十六附属小地狱，即黑沙、沸屎、五百钉、饥、渴、一铜釜、多铜釜、石磨、脓血、量火、灰河、铁丸、[image: ]斧、豺狼、剑树、寒冰，还有十地狱，即厚云、无云、呵呵、奈何、羊鸣、须干提、优钵罗、拘物头、分陀利、钵头摩，等等。[6]《增一阿含经》中也有八大地狱与十六小地狱的区分，但名字有所不同。[7]后来有的经典说明八大地狱都配有十六小地狱。在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中就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分类，即分三类，如八热地狱，谓等活、黑绳、众合、叫唤、大叫唤、焦热、大焦热、无间（阿鼻）地狱，并各有十六眷属地狱，这样共有大小一百三十六地狱；八寒地狱，谓[image: ]部陀、尼剌部陀、[image: ]哳吒、臛臛婆、虎虎婆、嗢钵罗、钵特摩、摩诃钵特摩地狱；独一地狱或称孤地狱、边地狱，“差别多种，处所不定，或近江河、山边、旷野，或在地下、空及余处”。[8]地狱众生皆是化生。

傍生、饿鬼、地狱三趣乃众生最苦的生命存在，佛教人天乘的目标作为佛教的最低要求正是对此三趣的出离，而佛教大小乘圣道则要求永远出离包括此三趣在内的一切世间之苦。

2.色界

色界，谓有净妙色法之处，所谓光界、净界，即四禅（Dhyāna-deva），所谓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四天，它们摄有梵身天乃至色究竟天诸天共二十二天。[9]后来佛教多称有十八天。这些天依次在欲界天之上。

初禅天，摄梵身天（梵迦夷天）、梵众天、梵辅天与大梵天（Mahā-brahman）。大梵天（大梵天王）乃初禅天之主，与帝释天同为佛教最重要的护法神。在婆罗门教中，视大梵天为造物主。

二禅天，摄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image: ]bhāsvara-deva，极净光天）。在阿含经中，人类始祖乃从光音天下降而来。

三禅天，摄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

四禅天，摄严饰天、小严饰天、无量严饰天、严饰果天、无想天（Asaj[image: ]isattva-deva）、无造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Akanistha-deva）。无想天众生其六识不现起，而想思不生，住清净光明中，所以外道如婆罗门教视其为涅槃境界。色究竟天，又译作阿迦尼吒天等，或称有顶天（Bhavāgra-deva），乃色界的最高位。大自在天（Mahe[image: ]vara，又译摩醯首罗、莫醯伊湿伐罗、天主等）即居于色究竟天上，乃世间最大天王，亦为佛教的护法神。

3.无色界

无色界，谓有心识而无色质的生命存在，即空无边处（[image: ]kā[image: ]ānantya-āyatana）、识无边处（Vij[image: ]ānantya-āyatana）、无所有处（[image: ]kimcanya-āyatana）、非想非非想处天（Naiva-samj[image: ]ānāsamja-āyatana）。非想非非想处相应于世间的最高境界。佛陀出家后曾参悟到无所有处与非想非非想处境界，但知其还属世间境界，并非涅槃境界，所以皆舍弃，才有了最后无上正等正觉的实现。

4.三千大千世界

由三界，建立了三千大千世界（Tri-sāhasra-mahā-sāhasra-loka-dhātu）。三千大千世界为一佛所化范围，即佛国。一日月之所照临，乃须弥山及其四周的四大洲、四大海，由此乃至四天王、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初禅天，构成一小世界。一千小世界集成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加一千个二禅天集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加一千个三禅天集成一个大千世界。此大千世界包括小、中、大三种千世界，故称三千大千世界。当然，这样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实际还摄最后的四禅天，乃至无色界。

5.成、住、坏、空

在《长阿含经》的“世记经”中，对世间的形成从宇宙论角度有所说明，包括世界的成立、须弥山四大洲的相状及其毁灭等。“世记经”的这些内容后集成单本流通，在汉译中即是《大楼炭经》，以及别译《起世经》《起世因本经》等。

按照佛陀教说，任一法即事物都是无常性，须经历生、住、异、灭过程，反映在世界尺度上即成、住、坏、空。这样，三千大千世界并非永恒不变，而是一直处于成、住、坏、空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没有起始，即所谓无始时来都处在成住坏空过程中，一个成住坏空，接着一个成住坏空，即“—成—住—坏—空—成—住—坏—空—成—”成住坏空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是以大尺度的时间为度量的，所以相对短尺度如现在我们人的寿命期来看都非常漫长，故而称为劫（劫波，Kalpa），所谓成劫、住劫、坏劫、空劫。

具体而言，成劫谓世界的成立期，即山河大地等器世间（Bhājanalok）和有生命的众生世间（Sattvaloka，有情世间）的形成阶段。在空劫终结时，由有情的共业所感引，而渐渐有世界的形成。如《起世经》中佛陀云：

诸比丘，云何世间坏已复成？诸比丘，尔时复经无量久远不可计数日月时节，起大重云，乃至遍覆梵天世界；既遍覆已，注大洪雨，其滴甚粗，或如车轴，或复如杵，经历多年，百千万年，彼雨水聚，渐渐增长，乃至梵天所住世界，其水遍满；然彼水聚，有四风轮之所住持。何等为四？一名为住，二名安住，三名不堕，四名牢主。时彼水聚雨断已后，还自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当于尔时，四方一时有大风起，其风名为阿那毗罗，吹彼水聚，波涛沸涌，混乱不停，水中自然生大沫聚。时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沫聚，掷置空中，从上造作诸梵宫殿，……时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即复造作须弥山王。……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又散掷置斫迦罗山外，于四方面作四大洲，及八万小洲，并余大山，如是展转，造作成就。……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彼水沫，过四大洲、八万小洲、须弥山王并余一切大山之外，周匝安置，名曰大轮围山……复次，阿那毗罗大风吹掘大地，渐渐深入，乃于其中置大水聚，湛然停积，诸比丘，以此因缘，于世间中复有大海，如是出生。[10]

世界形成，即进入住劫。住劫谓世界的存续期。在此阶段人间众生生成。人类初民是从光音天下生的，后来一代接一代乃一个堕落的过程。先是平等社会，后逐渐走向了阶级社会。也有了修道者，形成轮回与解脱趣向的分流。[11]

在住劫中，会发生小三灾，即刀兵灾、疾疫灾、饥馑灾，世界最终会发生衰败，进入坏劫。在坏劫中，不仅有小三灾出现，而且有大三灾即火灾、水灾、风灾即劫火、劫水、劫风，而渐次毁灭三千大千世界。毁灭的结果即进入空劫。在空劫后又会进入下一个成劫。

在阿含佛教中，三界六趣构成了一个世界与生命的图景，众生在其中起惑造业，轮回不停，而器世间也处在成住坏空的迁变中。

四 人类社会演变说

《长阿含经》后五卷“世记经”曾对宇宙的构成与成住坏空的过程以及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演变有细致的描述，其异译有《起世经》十卷、《起世因本经》十卷、《大楼炭经》六卷。经中描写我们人类最初从光音天下生。关于光音天众生，经言：“诸比丘，世间转已，如是成时，诸众生等，多得生于光音天上。是诸众生，生彼天时，身心欢愉，喜悦为食，自然光明，又有神通，乘空而行，得最胜色，年寿长远，安乐而往。”[12]从光音天下生的人类，在一代一代的退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演变可区分为五个阶段，即初民平等、原始平等、家庭形成、部落形成、阶级形成。

一者初民平等阶段，指初民（劫初众生）无需饮食、以禅悦滋养身心而平等和悦的阶段，如“世记经”云：

有余众生福尽、行尽、命尽，从光音天命终，来生此间，皆悉化生；欢喜为食，身光自照，神足飞空，安乐无碍，久住此间。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13]

在这个阶段，众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没有外在的姓字名谁，故可称为初民平等社会。

二者原始平等阶段，谓以采食自然生出的地肥（地味）乃至地皮、林蔓而起贪着的阶段，此时众生身体虽失去光明而变得粗黑，身貌现出差别，贪欲与我执转增，但仍和平相处。如《起世经》云，时世变迁，众生见地上自然生出地肥，即地味，后又凝结成酥，犹如乳汁、上蜜，味道甘美，“众生其中忽有性贪嗜者作如是念：‘我今亦可以指取此，试复尝之，令我得知，此是何物！’时彼众生作是念已，即以其指深齐一节，沾取地味，吮而尝之，尝已意喜，如是一沾一吮，乃至再三，即生贪著，次以手抄，渐渐手掬，后遂多掬，恣意食之。时彼众生如是抄掬、恣意食时，复有无量其余诸人，见彼众生如是食啖，亦即相学，竞取而食。……彼诸众生取此地味，食之不已，其身自然渐渐涩恶，皮肤粗厚，颜色浊暗，形貌改异，无复光明，亦更不能飞腾虚空，以地肥故，神通灭没”[14]。《长阿含经》云：

劫初众生食地味已，久住于世，其食多者颜色粗悴，其食少者颜色光润，然后乃知众生颜色、形貌优劣，互相是非，言：“我胜汝，汝不如我。”[15]

此时众生心生出美丑等计较分别，我执转增。众生“心存彼我、怀诤竞故，地味消竭。又地皮生，状如薄饼，色味香洁”[16]。即地肥渐没，代起地皮；后地皮渐没，代起林蔓。在此过程中，众生贪欲增盛，多食少食颜色、形貌相异，诤竞趋烈，忧愁苦恼生起。但此阶段资源充足，可以按需恣意取食，所以仍属平等社会。不过已经开启了阶级社会的端绪，可称原始平等社会，或者有需平等社会。

三者家庭出现阶段。在此阶段，林蔓渐没，代起粳米。此粳米“不耕不种，自然而生，无芒无[image: ]，米粒清净，香味具足。彼时众生食是米已，身分即有脂、髓、皮、肉、筋、骨，脓血泉脉流布，及男女根、相貌彰显。根相既生，染心即起。以有染故，数相视瞻。既数相看，遂生爱欲。以欲爱故，便于屏处，行非梵行不净欲法”[17]。意为，由食无壳粳米，男女遂分，异性相吸，爱念情欲及性行为出现；善恶念及其行为也产生；接着家庭出现，房舍聚落出现；同时，在贪欲支配下对粳米开始出现多占囤积。

四者部落出现阶段。此时因过度的取占，粳米变劣，代以有壳粳米出现，且并非遍地而生，而是丛聚而生，出现田地；众生遂分境而居，结为疆畔，共产供给，并立契约，侵者罚之；又“推求正人，共立为主，以为守护，应呵责者正作呵责，应谪罚者正作谪罚，应驱遣者正作驱遣”，田分所有稻谷各自收取，善平量已，若守护主有所需者，众人共敛供给。[18]守护主，也称民主、大平等王。这就出现了以共立的英主率领的诸多原始部落的社会。

五者阶级出现阶段。大平等王本为民选，但其后成为世袭。在世袭过程中，有转轮圣王的出现，最后乃是统治小城邦之王的出现，如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即释迦牟尼的父亲。这就形成了刹帝利种姓。在同时，渐形成了婆罗门种姓、吠舍种姓、首陀罗种姓。[19]四种姓的出现标志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在这个阶段，国家开始出现。

五 烦恼说

（一）烦恼分类

三界流转是以烦恼为动力因的，换言之，由烦恼增上，众生造业，而感引生死流转。解脱则是灭除烦恼，不造新业，也不滋润旧业，从而断除流转。在这种转变中，核心是要解决即对治烦恼。所以佛陀对烦恼从不同角度有种种区分。在阿含佛教时期，佛弟子们开始系统归纳、整理佛陀的烦恼学说，可略举如下。

一者三不善根：贪、嗔、痴，又称三毒、三火、三缚、三缠。

二者三结：身邪结（身见结）、戒盗结（戒禁取见结）、疑结。

三者四暴流：欲暴流、有暴流、见暴流、无明暴流；又有四漏：欲漏、有漏、见漏、无明漏。

四者四取：欲取、见取、戒禁取、我语取。

五者四身系：欲爱身缚、嗔恚身缚、戒盗身缚（戒禁取缚）、我见身缚，又作四身缚、四结。

六者四结：欲结、嗔结、痴结、利养结。

七者五盖：贪欲盖、嗔恚盖、闷眠盖、掉悔盖、疑盖。

八者五缠：贪欲、嗔恚、睡眠、掉悔、疑。

九者五下分结：身见、疑、戒禁取见、欲贪、嗔。

十者五上分结：色贪、无色贪、慢、掉举、无明。

十一者七使：欲贪、有贪、嗔恚、慢、见、疑、无明，又作七结。

十二者九结：欲贪、取、嗔恚、慢、见、疑、无明、嫉、悭。

十三者十六心垢：不法欲、嗔、忿、恨、覆、恼、嫉、悭、谄、诳、刚愎、报复心、慢、过慢、[image: ]、放逸。

十四者二十一心秽：邪见、非法欲、恶贪、邪法、贪、恚、睡眠、掉悔、疑惑、嗔缠、不语结（覆藏罪）、悭、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慢、大慢、慢傲、放逸。

通过系统整理佛陀所立烦恼类别，逐渐建立了以贪嗔痴为首的烦恼系统，这为部派佛教论师的烦恼心所的全面阐发打下了基础。

阿含佛教一方面系统化烦恼学说，另一方面以佛陀教示为依据，区分了心总略功能与微细功能的差别，即初步建立心、心所的二分。在其中，心所也有了染性（Klista）与非染性二分，前者如烦恼，后者如三善根（Ku[image: ]ala-mūla），即无贪、无嗔、无痴等。

（二）心性本净说

阿含佛教应该也建立了随眠说，以其或者为烦恼，或者为烦恼之因。同时也探讨烦恼与心的关系。在其中，一部分佛弟子将佛陀的心性本净说凸显出来，而反映在《舍利弗阿毗昙论》中，如云：

心性清净，为客尘染。凡夫未闻故，不能如实知见，亦无修心；圣人闻故，如实知见，亦有修心。心性清净，离客尘垢。凡夫未闻故，不能如实知见，亦无修心；圣人闻故，能如实知见，亦有修心。[20]

这里的圣人可指未成阿罗汉的圣者。心体性本来清净，为客尘烦恼所染，而现出染相。但通过修行，对治烦恼，本净的心可显现出来。这样就实现了从凡夫到阿罗汉的转变。凡夫不知，修行者通过佛陀的教示可知，并修行。特别是圣人可以切实了知与对治烦恼，从而证得阿罗汉。

并非一切佛弟子都许可心性本净说，所以在部派佛教时期，心性本净遂成为部派思想分歧的焦点问题之一。

六 四谛说与三十七菩提分法

在阿含经中可看到，佛陀谈到以智慧实现解脱，或说通过证悟四谛，或说通过证悟十二因缘。后来弟子们在修学佛说的过程中，逐渐集中到以四谛作为获得解脱的所缘境，而把对治烦恼的层次与证悟四谛的层次关联起来，换言之，解脱智在获证四谛的不同层次的同时，即能断除相应层次的烦恼，由此在圣道上不断进趋。到部派佛教时，出现了通过四谛组织解脱道次第的系统学说，在说一切有部的论典中尤见完整。

这时佛教的修法已经通过三十七菩提分法系统化，令其成为解脱道的修行总法目。在前文已知，佛陀强调此三十七菩提分法都能指向涅槃，特别是四念处为直通涅槃的“一乘道”，以及八正道为通向涅槃的“古仙人径”。但在阿含佛教中，将佛陀的意趣与具体的成就涅槃的修行次第联系起来，由此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相应凡夫修行阶段，而七觉支、八正道相应圣者修行阶段。在此意义上，三十七菩提分法的整体意义才真正凸显出来。

七 法运说

在阿含经教中，佛陀强调一切法作为缘起性，皆无常，有生有灭，即皆处在生、住、异、灭即生起、延续、转变、坏灭的过程中，世界也因此具四相，所谓成、住、坏、空。佛陀还指出，其所开显的教法也要经历这样一个生起乃至灭亡的过程，这就是法运说。佛陀所说教法称为“正法”（Saddharma），其法运可称正法法运。

佛陀在世时，佛弟子们对正法法运的无常性没有紧迫感与危机感。佛陀说过解脱道是古仙人道，过去、未来诸佛都说，且诸佛出不出世此法常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令一些佛弟子们生起正法法运当法尔如是而永不磨灭的印象。佛陀在世作为依怙又引起一些人产生法运不可败坏的错觉，以致在佛陀一次说修四神足者“修四神足，多修习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以住一劫乃至一劫余时，阿难都没有意识到佛陀是在暗示只要祈请其可多住世。[21]也因此事，阿难在佛灭后曾遭到摩诃迦叶严厉批评。

对正法法运的敏感与忧虑在佛陀临圆寂前开始普遍产生。佛陀在圆寂前三月对比丘弟子们预记其入灭时间，引起佛弟子们的巨大悲痛与惶恐，“殒绝迷荒，自投于地，举声大呼曰：‘一何驶哉，佛取灭度！一何痛哉，世间眼灭！’”乃至“莫知所奉”。[22]佛陀从此时开始到临圆寂前，对正法法运作了不少教导。佛陀告诫佛弟子，佛陀出世说法，如优昙钵罗花（Udumbara）开，难逢难遇，要精勤修学。佛陀还强调正法法运不可能恒续昌盛，会有转衰，乃至灭尽。在《杂阿含经》中，佛陀授记，在他涅槃后，在人天共同护持下，正法千年不灭。但“过千岁后我教法灭时，当有非法出于世间，十善悉坏”。此时，“阎浮提中，恶风暴起，水雨不时，世多饥馑，雨则灾雹，江河消灭，华果不成，人无光泽，虫村鬼村悉皆磨灭，饮食失味，珍宝沉没，人民服食粗涩草木”。在东南西北四方都有恶王出现，毁坏塔寺，杀害比丘，中印度成为佛教最后根据地。后来中印度国王信敬比丘，起大供养，但“诸比丘辈食人信施，而不读诵经书，不萨阇为人受经，戏论过日，眠卧终夜，贪著利养，好自严饰，身着妙服，离诸出要、寂静、出家、三菩提乐，形类比丘，离沙门功德，是法中之大贼，助作末世，坏正法幢，建恶魔幢，灭正法炬，燃烦恼火，坏正法鼓，毁正法轮，消正法海，坏正法山，破正法城，拔正法树，毁禅定智慧，断戒璎珞，污染正道”[23]。很快佛教内部就发生诤斗，破坏而亡。其中表明，法难是佛教灭亡的外在因素，根本是内在自坏正法，即内部有相似像法的淆乱，如《杂阿含经》云：

迦叶，譬如劫欲坏时，真宝未灭，有诸相似伪宝出于世间；伪宝出已，真宝则没。如是，迦叶，如来正法欲灭之时，有相似像法生；相似像法出世间已，正法则灭。譬如大海中，船载多珍宝，则顿沉没，如来正法则不如是，渐渐消灭。如来正法不为地界所坏，不为水、火、风界所坏，乃至恶众生出世，乐行诸恶，欲行诸恶，成就诸恶，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以相似法句味炽然，如来正法于此则没。[24]

相似像法，即相似法，或者像法（Saddharma-pratirūpaka），即非正法但相似于正法者。相似像法的流行，混淆正法，从而破坏正法的传承与修学，导致正法法运的衰断。后来传出的经典，就在千年正法法运中区分为正法阶段五百年与相似像法阶段五百年，此后进入末法（Saddharma-Vipralopa）阶段。在像法阶段，正法开始衰败而渐被相似像法取代，到末法阶段，正法遂渐灭亡。佛经还指出，因为女性出家，使正法缩短五百年。

佛陀的圆寂与其时绝大多数佛弟子的悲痛和无依感，以及少数弟子的庆喜，令摩诃迦叶等意识到无常对正法法运的侵袭，于是有了第一次大结集的开展以及对佛陀戒律完整性的坚守。再后来，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对正法法运思想的重视，令佛教法运思想成为佛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从佛灭到阿育王时期的付法传承

一 佛灭后的付法传承

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是无可争议的僧团或说教团的最高领袖。即使在佛陀晚年不直接领导僧团时，舍利弗、目犍连作为僧团的直接领袖，虽然德高望重、声名赫赫，但仍是以佛弟子身份行事、化导的。提婆达多最初也仅试图替代舍利弗、目犍连的角色，只是在遭到佛陀毫不留情的呵斥后，妒恨心起，乃另立教团，破和合僧，向佛陀挑战佛陀僧团的领导权，但借口称佛陀年老昏聩，实际不敢去动摇佛陀的法王地位。总之，佛陀是这一期佛教教化的开创者、根本导师以及最高领袖，在佛陀时代的佛弟子中毋庸置疑。

在佛陀入灭后，佛教的僧团领袖并非选举而来，而是形成了一种惯例，即由前任指定。佛陀指定摩诃迦叶为第一任付法藏者，摩诃迦叶又指定阿难为第二任付法藏者，一直到师子比丘，共二十余代为止。付法藏传承的终止乃因为法难的发生。北印度罽宾国王弥罗掘排斥佛教，破坏僧团，杀师子比丘。付法藏不仅意味僧团的领导权的授予，更主要是护持、弘扬佛法的重任的传递。这对印度早期佛教的整体发展与流布影响甚大，实乃印度早期佛教教化极为关键的环节。

付法藏的传承并没有可靠的世间历史记载，但在佛教的典籍中相关记述不少。现今可见的集中叙述付法藏者的典籍有汉译的《付法藏因缘传》，但其中带有明显的编译痕迹。《付法藏因缘传》六卷，标吉迦夜与昙曜两人共译，但实是吉迦夜在昙曜旧译的基础上重译而成。

《付法藏因缘传》所举付法藏传承世系到师子比丘被杀为止，共二十四人。第一付法藏者是佛陀所托付的摩诃迦叶，然后依次是阿难、摩田提、商那和修、忧波毱多、提多迦、弥遮迦、佛陀难提、佛陀蜜多、胁比丘、富那奢、马鸣、比罗、龙树、迦那提婆、罗睺罗、僧伽难提、僧伽耶舍、鸠摩罗驮、阇夜多、婆修盘陀、摩奴罗、鹤勒那、师子。传承从佛灭一直延续到部派佛教的较晚时期。

但这其中的代代传承，在现代学术家那里并不视为信史。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在佛灭一百数十年间，僧团大致是和合一味的，这时的僧团领袖从摩诃迦叶到提多迦都能代表全体佛弟子，但在发生部派根本分裂后，就很难有代表全体佛弟子的大德出现，事实上此后的付法藏传承属于说一切有部系，不能代表一切部派；二是马鸣、龙树主要属于大乘行者，如何能归入小乘部派？三是摩田提不能算付法藏者，而是佛教在西北印度即后来说一切有部大本营扎根的奠基者，因此被说一切有部系计入付法藏者中。可以猜测，这个传承世系的建立可能与有部系以及大乘部派都有关系。

二 阿含佛教时期的传承

阿含佛教时期相当于从佛灭到阿育王时代，付法藏者的传承在《付法藏因缘传》中有六位，即摩诃迦叶、阿难、摩田提、商那和修、忧波毱多、提多迦。但在这期间，是否只有这六位付法藏者，以及是否这六位都是付法藏者，需要略加考察。

这六位中摩诃迦叶、阿难、商那和修、忧波毱多、提多迦的付法藏者身份相关佛教典籍基本都承许，但摩田提除外。摩田提是阿难的弟子，受阿难的嘱咐，到西北印度去弘法，遂成为迦湿弥罗（罽宾）佛教的奠基者与西北印度最重要的佛教领袖。但摩田提并非全体僧团的领袖。摩诃迦叶在圆寂前，指定阿难为付法藏者，而阿难在圆寂前指定其弟子商那和修为付法藏者，所以，阿难后商那和修是大僧团的领袖。摩田提虽然也是当时僧团的重要领袖之一，也得到阿难的传承，但不能视为付法藏者。

（一）摩诃迦叶与阿难

在佛灭后，摩诃迦叶作为付法藏者，通过领导五百结集，不仅结集了佛陀教说，而且整合僧团为和合一体。按照《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在结集结束后，摩诃迦叶自念：“如来法王示我正道，如教奉行，我已少分报佛慈恩，谁能尽报如来恩德？世尊大师所有遗教，利益众生，并皆纂集，久离大师，无复依怙，五蕴臭身荷负劳倦，涅槃时至，无宜久留。”[25]接着他指定阿难为付法藏者，咐嘱其善护持教法，又授记在其灭度后王舍城一商主当产一子，名奢搦迦（商那和修），后当出家，为阿难后的付法藏者。

阿难已经转变为较保守的立场，所以才可能获得摩诃迦叶的信任成为第二代付法藏者。摩诃迦叶入灭后，阿难主持教法二十余年。有说十余年，但不合情理，因为阿难圆寂后由商那和修接任，后者必成年乃可。阿难晚年由“水白鹤”事件伤感，遂付教法于商那和修，而入涅槃。阿难在入灭前，还授记摩田提当于将来在迦湿弥罗弘法，咐嘱商那和修协助。

（二）商那和修与摩田提

商那和修，是[image: ]ānaka-vāsa的音译，又作商诺迦缚娑等，略称[image: ]ānaka，音译奢搦迦等。在佛灭之年出生，为中印度王舍城人氏，因其出生裹胎衣而出得名。

商那和修发誓供养三宝，为此入海搜集珍货，后安然归来，闻佛陀、舍利弗、目犍连以及摩诃迦叶皆已圆寂，乃开五年无遮施会供养僧伽，后受阿难教导而随阿难出家，常着奢搦迦衣，得总持力，受持佛陀八万法蕴，具足三明，成就阿罗汉。此师被阿难指定为第三代付法藏者，住持教法时间极长。在佛灭百年第二次结集时，或者如释印顺所说，三菩提就是商那和修。在指定其弟子忧波毱多为第四代付法藏者之后而入涅槃。

摩田提亦为一个重要的大德比丘，特别对说一切有部系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西北印度后是有部流行地区，而此师乃此地弘法的开拓者。摩田提是Madhyantika的音译，又作末阐提、末田底迦等。因出家于日中之时，又因受戒于水中而得名。摩田提是印度陀颇罗人。

据《阿育王传》卷四载，摩田提于阿难入灭时，在恒河中受戒，证得阿罗汉，乃阿难的最后亲传弟子，遵嘱往迦湿弥罗弘法。但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十、《阿育王传》卷三等，摩田提于佛入灭后百年出世。《大唐西域记》卷三载，此师于佛入灭后第五十年出世，乃阿难的心传弟子。如此，则摩田提往西北印度弘法应是遵阿难遗嘱。《善见律毗婆沙》卷二等则载，摩田提是在阿育王时代受目犍连子帝须派遣至迦湿弥罗的。此时已在佛灭一百六七十年了。摩田提的出世年代有如是等诸说，可略加抉择。

关于摩田提是阿难的最后弟子的说法，并没有其他独立记载支持，所以不予采信。据南北传大多数记载看，摩田提出生在阿难灭后，并非阿难的亲传弟子，而只能是其心传弟子。如果接受摩田提在阿育王时代曾作为九大德前往迦湿弥罗弘法的说法，那他在佛灭一百年后出生是合理的。

摩田提作为在西北印度早期弘法的代表人物载入佛教史册，还留下了一个智伏恶龙的传说在古今佛教徒中流传。传说当时有一恶龙，以迦湿弥罗为其私有领地，不许摩田提入境传教。在多次斗法不能胜利的情况下，恶龙只能妥协。摩田提唯求一座之地，恶龙忙欣喜地同意。师乃发起神通，以一座覆盖整个迦湿弥罗。恶龙再无计可施，只能退走他乡。佛教从此在迦湿弥罗扎下根来。[26]

（三）忧波毱多、提多迦与目犍连子帝须

在此后，是发起了第二次结集的大德比丘们最为人所知。像耶舍比丘、三菩提比丘、离婆多比丘等，他们洗净了律藏，完成了新结集。

随着忧波毱多的出现，佛教又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在关于付法藏的记载中，多称忧波毱多是商那和修的弟子，是继商那和修之后的第四代付法藏者。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忧波毱多的年代，二是忧波毱多是否为商那和修的亲传弟子。当然，这两个问题是关联着的。

阿育王时代正当忧波毱多晚年，相关典籍记载一致，几乎没有多少疑问。阿育王时代乃在佛灭一百六七十年，而商那和修则在佛灭时出生，所以忧波毱多应是商那和修晚年的弟子。

忧波毱多乃Upagupta的音译，又作优波崛多等，为中印度马土腊国毱多长者的第三子，出家后成为大禅师、大说法师与大论师，如其师护持教法时间甚长。

在《杂阿含经》曾载佛陀对忧波毱多的授记：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此摩偷罗国将来世当有商人子，名曰掘多，掘多有子，名优波掘多，我灭度后百岁，当作佛事，于教授师中最为第一。”[27]

在《阿育王传》中提到佛陀有相似的授记，还提到佛陀说其“教授禅法，弟子之中最为第一；虽无相好，化度如我”。[28]因有佛陀授记，商那和修乃知忧波毱多是未来法子，遂方便度化。《阿育王传》记载，忧波毱多于市卖香，商那和修见已而言之：“子汝于市买中为净心？为不净心？”忧波毱多答言：“我不知云何名为净心？云何名为不净心耶？”商那和修言：“汝与贪欲嗔恚心相应名为不净心，不与相应名为净心。子若能知心所缘处者，若心缘不善者以黑石左边着，若心缘善者以白石右边着。”同时教其念佛及不净观。“初日二分黑石一分白石，第二日半黑半白，以渐乃至纯白无黑，纯善心无恶心，如法断事，无非法断事。”[29]由此可见忧波毱多善根深厚，定力超卓。后忧波毱多由商那和修剃度出家，受具足白四羯磨已，即证阿罗汉果。商那和修在临入涅槃之际，咐嘱教法于忧波毱多，师即成为第四代付法藏者。

忧波毱多长于禅法，神通颇大，据说曾降魔以及度化二虎，又善于说法，故信众甚多。阿育王闻其盛名，欲往忧波毱多的驻锡地马土腊国优留曼荼山的那罗拔利阿兰若处听法，忧波鞠多遂率一万八千信众至华氏城为王摩顶说法，与目犍连子帝须同为阿育王的帝师。因师指示佛陀诸旧迹，阿育王起塔供养，又建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阿难等诸大弟子之塔，共造八万四千塔。

忧波毱多作为禅师，不仅当时声名远播，而且流芳后世，影响极大，其所著《禅集》，鸠摩罗什曾介绍一部分到中国。师又著《理目足论》，后受说一切有部所推崇，属于舍利弗等后的最古论师。

忧波毱多辩才无碍，度生无数，被尊称为“无相佛”，如《阿育王经》中佛对阿难说授记：

我入涅槃百年后，当有卖香商主名笈多，有儿名优波笈多，无相佛，当作佛事，教化多人证阿罗汉果。……阿难当知，我后教化弟子，优波笈多最为第一。[30]

这其中对忧波毱多评价甚高，称其为佛陀入灭后教化第一，这与《杂阿含经》中称“教授师中最为第一”一致。这是摩诃迦叶、阿难、商那和修等付法藏者都没有获得的成就。

后忧波毱多付法藏于提多迦，并授记印度将出现三王法难，遂于七日后入灭。

提多迦乃Dhītika的音译，又作地底迦等，为古印度马土腊国（有说摩揭陀国、摩腊婆国邬阇衍那城）一商主之子。

提多迦出世于阿育王时代，商那和修授记，当出家做法王之子。师年少遍学世间之学，心慕出家。在家亦修梵行，待其父去世后，即散财四处寻求明师。最终皈依忧波毱多，年二十受具足戒。于初白之时证得初果须陀洹果，第一羯磨时证得二果斯陀含果，第二羯磨时证得三果阿那含果，第三羯磨时证得阿罗汉果。忧波毱多即付教法于提多迦，师遂成为第五代付法藏者。[31]

提多迦善以神通度化众生，弘法遍及马土腊、吐货罗国、迦摩缕波国、摩腊婆国等，令所至处佛法大兴。最后于摩腊婆国邬阇衍那城入灭，付法于弥遮迦。[32]

在阿育王时代，还有一大德比丘即目犍连子帝须，对佛教贡献甚巨。目犍连子帝须是Maudgaliputra-ti[image: ]ya的音译。传说帝须原本是梵天，托生于目犍连婆罗门家庭而得名。

帝须年十六，已通达吠陀等婆罗门典籍，沙门和伽婆欲度化之。《善见律毗婆沙》记载有和伽婆与帝须（“婆罗门子”）的对话：

和伽婆于双心中，问婆罗门子：“若人心起而不灭，若人心灭而不起，若人心灭而灭，若人心起而起？”于是婆罗门子，仰头向虚空，下头视地，不知所以，反咨沙门：“咄沙门！此是何义？”和伽婆答：“此是佛围陀。”婆罗门子语：“大德得与我不？”答曰：“得。”复问：“云何可得？”答曰：“汝若出家，然后可得。”[33]

此中“围陀”即吠陀，所谓“佛围陀”即是佛学之义。和伽婆以吠陀不能而佛学能够回答的问题诱引帝须，帝须乃欢喜出家。仍从和伽婆而为沙弥，得证须陀洹果。后和伽婆令其从旃陀跋阇受具足戒，并得授一切佛法及义。师不到一年即通达三藏。在此基础上帝须深修禅定，而得证阿罗汉果。

后阿育王大兴佛法，遍于国土广造寺塔。目犍连子帝须更度阿育王子摩哂陀（Mahendra，也有说是其弟）及女僧伽蜜多（Saghamittā）出家。但佛教的兴盛也致僧团内出现鱼目混珠的弊端。许多外道为求衣食而混入其中，以己典杂乱佛法，致使七年之间戒法羯磨无法进行。于是阿育王礼请帝须为上座，驱逐外道，净化僧团，并举行结集。当时比丘集众达六万，乃从中选出知三藏、得三达智者一千人，以帝须为首，组成结集众。以结集律藏为先，后乃其他藏，时间达九月之久。这就是华氏城结集。[34]在结集过程中，传帝须曾编集《论事》（Kathā-vatthu）一书，以批驳外道观点，辨析各种歧见，澄清佛教正见。其中，列举正反面意见各五百条，现存二百六十条，皆为反面观点。但此书至少在后来重新编辑过，因为其中涉及了众多派别。

在这次结集结束后，帝须派遣一些长老分赴罽宾（迦湿弥罗）等地弘扬佛法。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二，这九路弘法的长老、所去地区可见如下：

末阐提至罽宾、犍陀罗国，即在西北印方向。有称此末阐提就是摩田提，但时代不同，应非同一人。

摩诃提婆至摩酰婆末陀罗国。当时摩诃提婆、末阐提与目犍连子帝须三者齐名。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二，在剃度阿育王子摩哂陀时，以目犍连子帝须为和尚，摩诃提婆为阿阇梨，授十戒，大德末阐提为阿阇梨，授具足戒。摩酰婆末陀罗国即南印的迈索尔等地。

勒弃多至婆那婆私国，即今德干高原的西南部，克里希纳河的上游。

昙无德至阿波兰多迦国，即今西印的苏库尔以北。

摩诃昙无德至摩诃勒咤国，即德干高原西北部摩诃勒斯特罗地方。

摩呵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国。臾那指希腊人。臾那世界即西北印度外的大夏等地，或者指印度西北的印度—希腊人殖民地。

末示摩至雪山边国，即喜马拉雅山地区，同行者有迦叶瞿昙、顿地毕舍罗、萨曷提婆、穆拉卡提婆。

须那迦与郁多罗至金地国，即今孟加拉国与下缅甸。

摩哂陀至狮子国，即斯里兰卡。同行者有一地臾、郁帝夜、参婆楼、拔陀沙罗。[35]

这样，弘法地域遍及孔雀帝国的边地，北到臾那世界，南到狮子国。虽然后世对这些长老到底是谁有所置疑，但多不否认这次派遣。

又《历代三宝纪》称：

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36]

这虽然属传说，但时间大致与阿育王时代相当，也有可能就是当时受阿育王以及僧团派遣的又一路传法队伍，因为在阿育王时代并非只派出九路。

从此，佛教传遍印度全国，以及周边地区。

目犍连子帝须入灭时，法腊八十，约在阿育王即位的第二十五年。

三 阿含佛教三阶段

阿含佛教时期从佛灭到根本分裂时代，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和合一味阶段，第二是律诤分裂阶段，第三是理诤分裂阶段。

（一）和合一味阶段

佛灭后，摩诃迦叶通过第一次结集整合了佛教僧团，凝聚与增强了佛弟子的信心，后阿难作为第二代付法藏者，继续贯彻了“佛未说未制者莫说莫制，已说已制者随顺学”的原则，僧团基本保持了和合性，教说也基本保持了一味性。因怀念与追慕佛陀，力行善事，无有斗诤。据称“大约四十年间，世间住于福善”。[37]这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摩诃迦叶与阿难。

（二）律诤分裂阶段

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僧团面临着是否要调整生活方式的问题。因此，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传统多少带有苦行色彩的僧团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这应该说是一种必然倾向。佛灭一百年时吠舍离的跋耆比丘乞蓄金钱事件的爆发，就构成了对传统佛教界的冲击。虽然七百结集判定十事非法，也在僧团上层获得共许，但事实上未能遏制这种趋势。所以佛教的分裂不可避免，在律制上较为保守与相对自由的两个方向形成了两个阵营。二者的冲突通过“十事”与第二次结集表现出来，成为这个阶段的标志事件。这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商那和修、耶舍、离婆多等。

（三）理诤分裂阶段

随着僧团因戒律而分裂，佛弟子们的思想也渐渐大胆与开放起来。西北比丘多尊《杂阿含经》，东方比丘多尊《增一阿含经》，西方比丘则多尊《长阿含经》，诸比丘本来在见解上就有所不同，特别是第二次结集而出的佛亲传弟子们的论著，更加刺激了佛弟子们的思考。所以在僧团中，不仅戒律方面形成了各种律部，在阿毗达磨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的论说与针锋相对的观点，甚至也有独立的论著出现。如前文所述，第三代付法藏者忧波毱多就著有《禅集》以及阿毗达磨性质的《理目足论》。立场与观点的相异乃至对立，渐渐成为僧团的主旋律之一。由此，到难陀王与摩诃钵土摩王时代，因“跋陀罗五事”（又称“大天五事”）发生论争，引起佛教第一次理诤分裂。其间代表人物是忧波毱多、提多迦与跋陀罗。

第三节 阿育王与佛教的兴盛

印度古代缺乏可靠的历史记载，其古代历史充满了神话与传说，要在其中勾勒出信史来不说完全不可能，但绝非轻而易举。在某种意义上说，印度古代历史相当于一种在一些确定的历史节点上的构造，充满了推测，甚至不乏想象与虚构。一般认为，从阿育王时代开始，印度才有一些可靠历史记载留存下来。阿育王时代是孔雀帝国的鼎盛时期，印度实现了统一，与当时的外部世界存在各种交往，有一种泱泱大国的气派，而且佛教得到扶持，进入大兴阶段。但即使如此，从佛教史角度而言，也难以给出阿育王时代佛教的完整或者可靠的面貌。佛教典籍的有关记载相互矛盾，时间跨度极大，乃至有一百年的出入。由于阿育王及其时代的重要性，后世佛教教化都不断地回溯，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佛弟子的怀念与向往，所以，任何佛教史都不可能忽略这个时代，都必须予以慎重地对待。

一 印度的古代王朝

阿育王是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的第三位君主。在具体叙述阿育王事迹之前，先略加说明古印度到孔雀帝国的历代王统。这些王统可分两类，即非史传王统与史传王统。

（一）非史传王统

非史传王统，属于久远而无其他独立史料支持之说。

一者大平等王朝，这是在佛教典籍中提及的人类最早王朝。在佛典中最初王之名不一，在《起世经》中称摩诃三摩多王，即大平等王，[38]而在《长阿含经》的“世记经”中，称平等主或者民主。此主有子珍宝，然后代代世袭，而成王统。[39]

二者月统王朝，属于印度神话传说中的王统。

三者日统王朝，属于印度神话中的王统。

（二）史传王统

史传王统，属于有其他独立史料支持之说。印度进入史传阶段的王统非常复杂，下面主要从佛教史角度叙述与佛陀教化直接关联的王朝，因此以中印度的摩揭陀国与佛教相关的朝代开始。

一者曷利昂伽王朝与希苏那迦王朝。据《往世书》，摩揭陀国最早王朝是巴利赫德罗陀王朝，然后是普罗调陀王朝。但据考此朝或者并不存在，而应是曷利昂伽王朝。频婆娑罗王是其第一代王。此后是希苏那迦王统。时间大约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40]佛陀及诸声闻弟子在世。佛教进行第一次大结集

二者难陀王朝。由摩诃帕德摩·难陀（Mahāpadma Nanda）建立的王朝，首都为华氏城，在约前364—约前324年统治摩揭陀王国。佛教进行第二次大结集。

三者孔雀王朝。由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月护王）建立的王朝，首都华氏城，约前324—约前187年统治印度。阿育王大力扶植佛教。

二 孔雀王朝与阿育王

印度自古就不断受到外来的侵略。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建立者居鲁士（Cyrus，前558—前529年在位）曾率军远征印度，未获成功，但占领了喀布尔河谷，毁坏了名城迦毕式。到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前485年在位）时代，不仅印度河以西，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也归属于波斯帝国。后来波斯帝国衰微，又受到马其顿人的入侵，以致到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前336—前330年在位）时代，印度河流域小国林立，处于独立状态。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前356—前323）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31年间连续征服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波斯，公元前326年又渡印度河向东攻印。其后虽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但士兵厌战，不肯继续进军，亚历山大被迫西归。

亚历山大撤离时，在西北印度建立了一些希腊殖民地，其他地区则设傀儡统治。但总的来看，西北印度局势非常动荡，人民起义频繁。这时，旃陀罗笈多率领当地多民族人民揭竿而起，组织了一支军队，打败并驱逐了马其顿人，自立为王（约前324）。随后，他挥师东进，推翻难陀王朝（Nanda dynasty），建立了新王朝，定都华氏城。由于旃陀罗笈多出身于孔雀宗族，故新王朝又称孔雀王朝，或者称孔雀帝国。

旃陀罗笈多的先世并非纯粹的雅利安人，甚至有说其有贱民血统，古希腊作家就称他出身卑微。但佛典说其是毛利耶的刹帝利家族出身。

孔雀帝国经过旃陀罗笈多王及其继承者宾头沙罗王（Bindusāra）两代经营，疆域非常辽阔。在西北边战胜了亚历山大王的部将塞琉古（Seleucus I，约前358—前281）的军队，向阿富汗大大扩张了领土。在南边，又向德干高原扩张。在约公元前270年前后，阿育王即位，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

阿育王的父亲是宾头沙罗王，母亲出身于婆罗门家庭。阿育王出生时其母亲刚成为第一夫人，所以为其取名As＇oka，义为无忧，音译阿育，又作阿输迦、阿输伽、阿恕伽等。传说阿育王长得很丑，性格看似顽劣，但实际是智勇双全。无忧王子长大后，曾任北印度怛叉尸罗地方的总督，镇压过那里的叛乱，又曾任优禅尼地方的总督。在父王宾头沙罗王病重时，无忧王子回到华氏城。为争夺王位，他杀了长兄修摩那（Sumana），控制了首都。在四年时间内，他先后杀掉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99人，只留下同母弟一人，然后登上了王位，时年25岁左右。据佛教文献记载，甚至其父王也是他逼死的，另外他还杀了五百大臣、五百采女，并设人间地狱残害人民，由此而称“暴恶阿育”或者“暴恶阿恕伽”（Candā[image: ]oka），又称“爱欲阿育”（Kāmā[image: ]oka）。

登基后，阿育王继承其祖父、父亲的帝业，继续发动对周边国家的征服，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是对南方强国羯陵伽（Kali[image: ]ga）的战争。这发生在其登基后的第八年。在这场战争中，羯陵伽有10万人战死，15万人被俘，还有更多的民众死于战祸。羯陵伽的征服，使孔雀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帝国进入鼎盛时期。此时孔雀帝国北达喜马拉雅山南麓，南至迈索尔，东临阿萨姆西界，西北抵兴都库什山，成为印度历史上的最大帝国。阿育王完成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统一，唯除极南的一角。

三 阿育王与佛教

战争的残酷，人民的苦难，给阿育王带来深深的震撼、痛苦与悔恨，他皈依了佛教。但也有认为在之前阿育王就已经皈依，如《善见律毗婆沙》说：“自从登位三年唯事外道，至四年中信心佛法。”[41]无论如何，应该是羯陵伽战争使阿育王真心信仰佛教，并立誓践行正法，弘扬正法。如阿育王在第十三号石刻诏书中说：

征服羯陵伽国以后，天爱王便专心致志地投入于践行正法（Dharma）的义务，渴求正法，并在百姓中灌输正法。这是由于天爱王对征服羯陵伽深感悔恨的缘故。在征伐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中，必然要出现屠杀、死亡和人们的流放，对此天爱王感到无限的痛苦和悲伤。[42]

引文中，天爱王，又称天爱喜见王，是阿育王的一个别称。

据佛典中记载，此后，阿育王遍及全国修造精舍、佛塔。在《阿育王传》中，曾提及佛陀有如下的授记：

我若涅槃百年之后，此小儿者当作转轮圣王四分之一，于花氏城作正法王，号阿恕伽，分我舍利，而作八万四千宝塔，饶益众生。[43]

这个授记明显是《阿育王传》作者的虚构，但其中所述的一些事迹确实有其真实性，如文中提到了取出佛陀原舍利塔中舍利予以再分，而另起八万四千塔之事。玄奘称每一塔取出其舍利的十分之九，留下十分之一。[44]在《善见律毗婆沙》中，还谈到同时建造八万四千寺。如说，“王所统领八万四千国王，敕诸国起八万四千大寺，起塔八万四千”[45]，并通过这些大寺供养大量僧众，使佛教空前繁荣。阿育王又礼忧波毱多与目犍连子帝须两位大师为帝师，以加强对佛教的统摄以及帝国的思想指导。阿育王还允许目犍连子帝须度其子摩哂陀及其女僧伽蜜多出家，以固佛教。

由于追慕与怀念佛陀，阿育王曾在忧波毱多大师引导下亲自巡礼圣迹。他首先朝拜蓝毗尼园，即佛陀诞生之处，并留有著名的石刻铭文：

天爱喜见王在灌顶20年后亲自访问此地，并在此地进行了礼拜，因为佛陀释迦牟尼诞生在这里。他命人在该地周围建造一道石墙，并立此石柱以纪念他的朝拜。由于释尊释迦牟尼诞生在这里，所以他下令豁免蓝毗尼村的土地税，并废除通常的税率（一般是六分之一，有时是四分之一——作者注），厘定只交收成的八分之一。[46]

阿育王还巡拜了佛陀故乡迦比罗卫城、成道圣地菩提伽耶、涅槃圣地拘尸那揭罗、初转法轮处鹿野苑等，所到之处都有纪念石柱与塔、僧伽蓝的建立。

阿育王还将其对佛教的虔信及其治国理念在各地刻成石刻，这些石刻铭文数量很大，相当一部分流传至今。据统计，现存相关铭文有六类：一者大磨崖法敕；二者石柱法敕；三者小石柱法敕断片；四者小磨崖法敕断片；五者洞窟铭文；六者皇后法敕。阿育王铭文用俗语（普拉克利特语，Prākrta）、希腊语、阿拉米亚语写成，字母一般是伽罗斯底文字（佉卢体，或称驴唇体）、婆罗迷文字等。现今发现的这些铭文主要分布在恒河上游、南印度边疆，在西北印度、西印度、东印度也有一部分，即遍及五印度。

阿育王铭文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其佛教正法观及扶持与弘扬佛教正法（Dharma）的热情与力度。阿育王的正法观有两个趣向，一是涅槃，二是现世的幸福。这通过遵循佛陀的教说，以及践行世间的伦理道德实现。其伦理道德观特别强调两点：一者是因果报应，二者是不杀生。为此，他严令禁止在宫廷宴会中杀害生灵。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伦理道德观在佛教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各派的思想，显示了宽容普摄、利乐群生的卓越政治家的气度。而且其立场并非仅停留为一种道德训诫，而是形成或者外化为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后世被称为“达磨（Dharma）政治”。这些主张又通过特意设立的正法大官（Dharma-mahāmātra）在全国各地宣扬与监督实施。

阿育王的“达磨政治”在帝国的政策上具体表现为，他放弃了武力扩张道路，寻求佛教的转轮圣王的统治原则，认为只有通过正法获得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最高的胜利，因为这样的胜利不仅会带来当下的利乐，更重要的是会带来来世的幸福。[47]所以，他诏谕后代，要奉法忌武，采取忍让政策。这种非暴力的、渗透佛教精神的政策作为一种新仁政，确实带来了国家的安定与和平的盛世局面，也因此阿育王被佛教喻为转轮圣王的代表之一。

如前文所述，佛教大兴，其他教派所得利养恭敬相对有所减弱，因此一些外道为求利养恭敬而混入佛教，这样的外道有六万余，导致佛教僧团与教义发生混乱，达七年之久。阿育王心忧于此，礼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以整顿佛教，剔除外道，恢复佛教僧团的和合。这次整顿在阿育王铭文中有所反映，如第1号小石柱诏书云：

我已经使比丘僧伽和比丘尼僧伽都团结起来。任何异端僧侣都不得加入僧伽。无论比丘，还是比丘尼，只要他破坏了僧伽的团结，就给他穿上与其身份不合的白色衣袍，让他住在不适于出家人居住的地方。[48]

显然，阿育王直接介入了僧团的整顿，而并不仅仅是外围的护持。可以说，当时僧团的拨乱反正是在王权与教权联合下完成的。同时，阿育王又支持目犍连子帝须集三千大比丘举行结集，洗净律制，澄清法义，这在前文已述。

阿育王在僧团中的直接影响也反映在目犍连子帝须派遣九路大德到边地弘法这件事上。在九路大德中，阿育王子摩哂陀与其他四人去往斯里兰卡，对斯里兰卡佛教的弘传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从阿育王铭文可知，阿育王不仅派弘法大德往边地，还遣使去周边其他国家弘法，这些国家有叙利亚、埃及、马其顿、克莱奈、爱毗劳斯等。如前文所述，还可能有派向中国的弘法团。

阿育王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极为崇高。在阿育王之前，佛教仅是一个地区性宗教，主要流行于恒河流域，而通过阿育王的扶持与弘扬，佛教成为全印度的宗教，且进一步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因此，阿育王时代乃印度佛教开展的转折时代。也因此，阿育王被当时以及后世尊为“正法阿育”（Dharma-a[image: ]oka）。

在早期印度佛教史上，国王有从反佛转为崇佛的，如阿阇世王；也有从溺恶转为奉善的，如阿育王。阿阇世王的转变，对佛陀圆寂前后的佛教支持巨大，第一次大结集就是在其外护下实现的。而阿育王从残暴的“暴恶阿育”转变为随顺正法的“正法阿育”，更是推动了佛教的大蜕变式的发展，使其进入了兴盛阶段。

阿育王虽然崇信佛教，但能平等对待其他宗教，所以其时代也是印度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至今阿育王仍受到印度人民的崇敬，以及世界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普遍赞扬。

四 关于阿育王的两个问题

虽然阿育王时代被认为是印度信史的开始，但在佛教史上围绕阿育王还有几个问题有待澄清。其中主要有二：一是黑白阿育王问题，二是阿育王与大天的关系。

（一）黑阿育与白阿育

据南传佛教，佛教史上有两个阿育王。一是佛灭一百年时的迦罗阿育王（Kālā[image: ]oka），又称黑阿育王。在黑阿育王时代，因戒律起诤而举行了第二次大结集，即吠舍离结集，结果佛教最初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系。二是佛灭二百年的达磨阿育王，即正法阿育王（Dharmā[image: ]oka），又称白阿育王。在白阿育王时代，因贼住比丘起诤而举行了华氏城结集，佛教部派进一步分裂。

但按照北传佛教，只有一个阿育王，在佛灭百年后在位。不过，阿育王在前后两个阶段分别获得“暴恶阿育”即“恶阿育”与“正法阿育”即“法阿育”两个称号，如《杂阿含经》云：“本名为恶王，今造胜妙业，共号名法王，相传至于后。”[49]

在众多佛教典籍中，有关佛灭百年吠舍离结集的记载，并没有提及阿育王为国王，所以笔者采信北传佛教的所传，主张阿育王只有一位，南传佛教只是将前后两个阶段的阿育王误会为两个阿育王，然后分附在佛灭百年时代与佛灭两百年时代而已。具体而言，黑阿育王是“暴恶阿育”的误称与误置，白阿育王则是“正法阿育”的另称。

既然没有记载直接将孔雀帝国的阿育王与吠舍离结集联系起来，所以其不应生活在佛灭一百年时代，而是佛灭一百年后的一百数十年时代，具体约一百六七十年时代。

（二）阿育王与大天

大天是部派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佛教的部派分裂极有关联，也与阿育王的名字连在一起。

据北传汉译佛教典籍《异部宗轮论》《部执异论》《十八部论》等，部派佛教历史上出现了两个大天。在佛灭一百年后，或具体说一百一十六年时，实际乃在佛灭一百六七十年代，阿育王在位，有凡夫大天以五事起诤，佛教分裂为上座与大众部。凡夫大天乃当时华氏城大众比丘领导者，甚得阿育王支持。而在佛灭两百年时，又有大天于大众部出家，复因议大天五事起诤，令大众部发生分裂。在南传佛教典籍中，只有一个大天，称大德大天，与阿育王同时代，乃阿育王所倚重的佛教领袖之一。

稍加对比可知，大德大天与北传的前后两个大天都有对应关系。一方面，大德大天和第一大天都与阿育王同时，且都得其敬重；另一方面，大德大天与第二大天在时间、事迹、功德上可以对应起来。这样，可以推测，大天本是一人，活动在阿育王时代。先前在华氏城修学与弘法，被称为第一大天；后作为九大德之一到南印度弘法，被称为第二大天。一个大天被有部系统硬生生劈为了两个，原因有二：一者，大天乃发生部派根本分裂的直接推动因，代表大众比丘与上座比丘相对立，所以作为上座系主要部派的说一切有部贬斥他，称其为有罪凡夫；二者，大天是当时极得广大信众以及阿育王敬重的大德，不能一味抹黑，遂安立了第二大天。

应该说，阿育王时代是佛教开始在印度繁荣并走向世界的时代，大天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北传佛教典籍包括《大唐西域记》一致记载大天受到阿育王的礼遇与崇重，[50]在《善见律毗婆沙》甚至说大天（摩诃提婆）曾作为阿阇梨，与目犍连子帝须、末阐提一起，度阿育王之子摩哂陀出家受戒。[51]总之，大天并非如北传说一切有部的所传那样为惑乱佛教、分裂佛教的“狮子虫”[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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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佛教的部派分裂

第一节 僧团与部派分裂

一 僧团分裂与分派

在佛教中，维持佛教体性的乃佛、法、僧宝（Ratna），即三宝。只有皈依三宝，才能称为佛弟子。这在佛陀时代就已属定则。在三宝中，佛陀是最终的依止，而法除佛陀的教法（包括证法）外，还有律法，皆为修学者所要信奉、学习与实践的。通过教法与律法，在依止佛陀的前提下，可以建立僧。这其中，僧最有代表性的常态乃出家僧团，简称僧团。

佛教僧团在和合一味时是一个整体，在戒律与法方面，能够保持协调一致或者互补的增上立场。但当互相冲突而产生不可调和的内部分歧，且双方的拥护者形成一定的稳定规模时，佛教就分裂而有部派出现。显然，在僧团中出现小集团并不意味出现了部派。部派形成大致有五个条件。

一者，承许以三宝为皈依对象、为依止的僧伽基石未受到动摇，否则不可能属于佛教所摄。这是内在性质的约束。

二者，对教说的取舍及戒律或者法的理解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即形成教诤、律诤或者理诤，而不能消除分歧。这是分派的基本原因，也是我们通常最易注意到的原因。

但分派的情况非常复杂，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分派。比如师弟传承不同，在一定条件下就可分派。如在佛陀时代的一些大弟子各有自己的传承，到佛灭一百余年，形成有三众，即龙象众、多闻众、大德众。其中，龙象众是传承于持律者如优波离的弟子众；多闻众是善持佛语诸经者如阿难的传承众；大德众是诸大论师如富楼那等的传承众。另外，还有边鄙众，属一般的学法大众，包括懈怠与破戒者在内，而且也有其传承。[1]这些不同的传承归属以及相异的修学风气，极易形成分派。

语言对塑造、传达、理解思想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使用不同的语言传习三藏，也是分派的原因之一。在《佛教史大宝藏论》中，就将不同部派与不同习诵经典的语言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因为用梵语、俗语、讹误语、罗刹语四类语言诵读经典，才导致部派的分裂。[2]虽然不能说单纯凭语言就能导致分派，但在一定条件下并非不可能。

实际上地域也是能引起分派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地区的地理、风土人情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差异可以很大，自然形成不同的僧团，也就容易形成分派。部派第一次分裂为西方系与东方系，在很大意义上属于这种情况。

政治权力的外部干预也是形成部派的一大原因。在阿育王时代部派的进一步分裂，就与阿育王强行干预僧团的管理有关。

一般而言，上述这些原因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推动了部派的形成，只是在具体情形下，某种因素较为突出而已。

三者，互诤的双方都有支持者，且都达到稳定的规模，使其能够在一定时期相续存在。这是分派存在的外在条件。

四者，形成自己系统的教说与律法传承。这是维持派系的必要条件，否则不可能形成相续。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分派存在的内在条件。

五者，佛教界共许其属于佛教所摄。这是外在性质约束。

像在佛陀时代，提婆达多率五百比丘破和合僧，另起教派，就不属于形成佛教部派。因为其不符合第一条，也不符合第五条。在部派佛教时期，犊子部虽然自称为佛教部派，但一些部派认为其是相似教，甚至斥其为外道，其佛教部派的地位并非无疑义，因为第五条没有得到保证。

二 因律诤而起的初次分裂

在佛陀时代，维持僧团的和合除教法与律法外，还有佛陀的圣裁。所以，虽然那时在僧团内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似乎形成了一个个小集团，但因为都能接受佛陀的圣裁，就维持了和合性，否则，即是自绝于僧团，而不再属于佛弟子之列。在《杂阿含经》中谈到众生都是同类相聚的，这样在僧团中形成不同的小集团自然在情理之中，如云：

世尊告诸比丘：“众生常与界俱，与界和合。云何与界俱？谓众生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善心时与善界俱，鄙心时与鄙界俱，胜心时与胜界俱。”时尊者[image: ]陈如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上座多闻大德，出家已久，具修梵行；复有尊者大迦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头陀苦行，不畜遗余；尊者舍利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大智辩才；时尊者大目犍连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时阿那律陀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天眼明彻；时尊者二十亿耳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勇猛精进、专勤修行者；时尊者陀骠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能为大众修供具者；时尊者优波离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通达律行；时尊者富楼那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皆是辩才善说法者；时尊者迦旃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能分别诸经，善说法相；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多闻总持；时尊者罗睺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时提婆达多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习众恶行。[3]

当然，这些小圈子一般都是在尊奉三宝的前提下为增进修学而形成的，有利于正法的修习与弘扬，因此并没有破坏僧团的和合与整体性。

当初，提婆达多试图取代舍利弗、目犍连而为僧团的直接领导者，也是诉诸佛陀的圣裁的。只不过提婆达多唯我独尊的骄慢心炽盛，又贪图利养恭敬，因而叛教而出，犯下“破和合僧”“破正法轮”的大逆不道之罪，但这时已经堕入了邪道之中。这种情况不能视为佛教分裂，佛教僧团本身在佛陀的领导下，仍维持了和合性。

在佛陀圆寂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怀念佛陀的悲痛情结的影响，以及其声闻大弟子一些犹在，又通过结集凝聚了僧心，僧团大体是和合一味的。虽然对小小戒的看法有分歧，但在摩诃迦叶以及其后以阿难为首的上座的裁断下，主流一直存在共识。不过，后来随着僧团在不同地域的发展，出现不同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僧团首先在戒律方面发生了分歧，而在吠舍离的七百结集过程中又没有弥合分歧，最终发生分裂。

这次分裂在南传佛教那里被视为根本分裂，即上座系与大众系的分裂，但在北传佛教那里并没有这种看法。按照北传经典，是因为大天五事而发生部派的根本分裂的。换言之，根本分裂起因于对法的看法的不同，而非对律的看法的分歧。这实际构成了两种视角：一者佛教度化史立场，一般以吠舍离的律诤分裂为根本分裂；二者佛教教理史立场，则多以后面将述的华氏城的理诤分裂为根本分裂。但现在佛教学者一般同意南传的立场，即许可因律诤而非因理诤引起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分裂。

然而，就部派一般以教理为特征而言，只有理诤引起的分裂方可称为根本分裂。在此意义上，吠舍离分裂可称最初分裂，但非根本分裂。而且北传佛教强调分裂以理诤为因还有一种合理之处，即暗示第一次吠舍离分裂也有理诤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具体而言，第一次大分裂发生在佛灭一百年时，此时不仅对戒律形成了种种异见，而且对教法也应该如此。因为在佛陀时代不同佛陀声闻大弟子对法的理解差异就客观存在，在佛陀灭后的一百年时间，后辈弟子当然不会例外，甚至一些分歧早已经放大。而且这时佛陀声闻大弟子的教说应该已有所结集。所以，估计一些不同观点已经在相当大范围内共享或者抉择了。吕澂认为，“两大部派分裂，实际上也关涉到对佛学理解上的分歧。”这话大致不错。但吕澂认为这些分歧的核心是“十四无记”所回避的佛陀灭后有无的问题，这就纯属猜测了，虽然不无道理。[4]无论如何，单纯因为戒律而分裂为两大部派，实不可能，应该还有对法的歧见在其中。

最初分裂后的上座部与大众部，即西方系与东方系，在思想风格上是有鲜明差别的，前者属于较保守倾向，遵循佛已制遵守、未制莫制的原则，而后者属于较自由倾向，采取“小小戒可舍”的随宜取舍的立场。这两大阵营的形成，表明佛教的流布开始趋于多元化。

三 因理诤而起的初次分裂

最初僧团的分裂虽然是缘于律诤，但激起了对佛说的思考，歧见不断增加。结果，僧团在教理上的分歧开始浮上表面，一些见解通过赞同与否定的态度在僧团传播开来，超越了律诤带来的影响。在教理上的不同立场开始变得势不两立，出现了影响较大的理诤。

这次理诤发生在华氏城，时间是在难陀王与摩诃钵土摩王时代，约在佛灭后一百数十年，具体为137年（或称116年），即在七百结集几十年后。当时在华氏城的跋陀罗比丘提出“五事”（后多称“大天五事”），经过其他比丘如上座龙与坚意等的宣扬，引起论争，导致上座与大众比丘众分裂。这是第二次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具体分析见本章第三节。

四 根本分裂

前两次分裂皆可称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接着还有一次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这是在阿育王时代，在第二次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后数十年，约佛灭后一百六七十年，因四众在华氏城大议“大天五事”（“跋陀罗五事”）而起理诤，发生分裂，分为上座与大众阵营。

这三次上座与大众比丘的分裂皆称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但哪一次相应于历史上的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分裂，至此佛教分为了上座系与大众系呢？应该说并非前两次，而是第三次。不过，正是因为前两次分裂在四众弟子中激荡起的思想分歧进一步加深，才导致第三次分裂成为根本分裂，而形成了思想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第三次分裂之所以称为根本分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乃因为其决定了后来部派进一步分裂的教理出发点，标志着印度部派佛教的开始。

第二次分裂与第三次分裂都发生在华氏城，而且都是因对“五事”的看法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发生的，但为何是第三次分裂才称为根本分裂呢？可以推测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者在跋陀罗最初提出“五事”时，理诤的双方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立场；二者最初影响范围主要在东方比丘中，其他地域所受影响较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立场渐渐影响到整个僧团，而且在教理与修行上都逐渐建立系统学说，这才有了在华氏城的第二次大议“五事”，以大天为首的大众比丘与大多数上座比丘彻底对立起来，造成整个僧团范围的大分裂，形成了部派佛教的上座系与大众系两大系统。

五 枝末分裂

根本分裂发生后，很快大众部又发生了多次分裂，约在数十年后上座部也发生了分裂。从阿育王时代即佛灭后一百六七十年开始，到佛灭三百年为止，在一百余年的时间内，共形成部派二十余部，具体数目北传与南传记载稍有出入。不过，二十余部数仅指较大部派，实际远不止这些。这些部派乃是在根本分裂基础上的分裂，所以称枝末分裂。必须指出，枝末分裂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一般都因于理诤发生，不再因教诤或者律诤而起。

枝末分裂最先在大众部发生，这点北传与南传佛教典籍记载相同。这是易于理解的。最初律诤分裂后的东方系大多采取了“小小戒”可舍的立场，学风较为灵活。但其中的上座与一般大众比丘仍出现了保守与自由倾向的对立，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两次围绕“五事”的分裂。大众部属于东方系中的大众，对佛说的理解最为自由灵活，也就最易发生歧见与分裂。而上座部属于最初分裂后东方系的新老上座们，摩诃迦叶提出的佛已说遵循、未说莫说的指导思想影响犹在，且上座责任重大，易于养成谨慎抉择的学风，相应就较难发生歧见与分裂。因此，上座部发生分裂较迟，在佛灭二百年后。

第二节 大天与部派分裂

在前文已经指出，在探讨部派佛教分裂问题时，是绕不开“大天”这个名字的。南北传佛教都有关于大天的记载。特别在北传典籍中，更有两个大天与部派分裂直接相关。其中称一个大天是部派最初发生分裂的直接原因，另一大天是大众部发生进一步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说，大天问题是解开部派最初分派的一把钥匙。

一 凡夫大天与大德大天

大天，是Mahā-deva的意译，音译是摩诃提婆。在北传典籍中，有两个大天，如《异部宗轮论》云：

如是传闻：佛薄伽梵般涅槃后，百有余年去圣时淹，如日久没，摩竭陀国俱苏摩城王号无忧，统摄赡部，感一白盖，化洽人神，是时佛法大众初破，谓因四众共议大天五事不同，分为两部：一大众部，二上座部。……第二百年满时，有一出家外道，舍邪归正，亦名大天，大众部中出家受具，多闻精进，居制多山，与彼部僧重详五事，因兹乖诤分为三部：一制多山部，二西山住部，三北山住部。[5]

即称在佛灭一百余年阿育王（无忧王）时代，因大天五事引起乖诤，佛教发生根本分裂。又称在佛灭二百年，大天因重议五事，亦引起分裂。这两个大天时代相差数十年，引文视为两人。在《十八部论》《部执异论》中，对佛灭一百年时代的分裂提到五事，而未与大天联系起来，但都提到佛灭二百年时代有大天出世。又南传《善见律毗婆沙》等传称在阿育王时代，有大德比丘大天（摩诃提婆）出世弘法。这些记载需仔细抉择。

（一）贼住大天与凡夫大天

提出五事的大天，在北传佛教中乃源自说一切有部的著述。在说一切有部的记载中，此大天为灭罪而混进佛教，后又起恶见欲乱佛教，所以是一个“贼住比丘”，可称“贼住大天”。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称大天是中印度马土腊国（Mathurā，秣菟罗）商人之子，曾犯淫其生母而杀其父、杀阿罗汉、又杀其生母等三项无间罪业，但由于不断善根力，深生忧悔，寝处不安，为求缘灭罪而非求解脱之道，混入华氏城鸡园寺（Kurkuta-ārāma）皈依佛门。该论云：

大天聪慧，出家未久，便能诵持三藏文义，言词清巧，善能化导，波咤梨城无不归仰，王闻召请，数入内宫，恭敬供养，而请说法。[6]

因大天非真实皈依三宝，在业障现前时，而起“五恶见事”。此“五事”引起鸡园寺僧众的激烈论争。上座比丘认为三藏中从未见到这种说法，视其为非佛教性质，坚决反对，而一般的比丘大众却坚决支持，双方争论不息。国王[7]因朋信大天，呵斥上座，但上座比丘们并未屈服，遂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随后上座比丘五百舍鸡园寺而往迦湿弥罗，在过恒河时以神通逃脱国王的谋害，王始信他们是真阿罗汉，而深悔恨，乃遣人至迦湿弥罗供养诸上座。但王在立场上仍是支持大天的大众部。在大天命终时，王持葬具荼毗而火竟不燃，乃用占相师之言，以狗粪洒之，火焰忽起，片刻烧成灰烬，继而暴风袭来，飘散无遗。[8]

在《大唐西域记》卷三亦说大天是佛灭后一百年代之人，与阿育王同时代，虽有贬斥，但语气较为缓和，没有将其视作贼住而是凡夫僧人，如云：

摩揭陀国无忧王以如来涅槃之后第一百年，命世君临，威被殊俗，深信三宝，爱育四生。时有五百罗汉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养无差。有凡夫僧摩诃提婆，阔达多智，幽求名实，潭思作论，理违圣教，凡有闻知，群从异议。无忧王不识凡圣，同情所好，党援所亲。[9]

阿育王既朋凡夫大天，乃试图在恒河上杀害上座阿罗汉僧，以致五百阿罗汉们用神通逃避到迦湿弥罗去。王大悔恨，欲令回返，但事不成，遂于迦湿弥罗起僧寺供养。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记载属于上座系说一切有部，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有诽谤之嫌。迦湿弥罗此后成为有部的重要基地，这与前述五百阿罗汉应有渊源关系。大天乃大众部的宗祖师，而五百阿罗汉僧成为上座部的最早一批上座，二者构成对立，所以有部对宣扬五事的大天产生偏见最自然不过了。但对“贼住大天”或者凡夫大天，南传佛教没有记载。

（二）大德大天

《异部宗轮论》所传的第二大天，时代在佛灭二百年。对此大天，南北传都有记载，南传称大德，而北传没有直接的贬斥，但因其赞许五事，骨子里仍持批评态度。

在南传典籍中，摩诃提婆，即大天，是阿育王之子摩哂陀出家受戒的戒阿阇梨，也是九路弘法大德中的一路，所去地区为摩酰婆末陀罗国，在南印度。而北传第二大天于大众部出家，住南印度的支提山，亦名制多山，与南传大德大天相合。且南北传都传其在佛灭二百年在世。所以一般认为第二大天当是大德大天。[10]

二 大天问题

凡夫大天与大德大天，虽然传说相差数十年，但都受阿育王崇敬与朋党，现今多认为实应是一个，而年代差别只是误传。按照这种观点，称大天凡夫或者大德，乃不同部派站在不同立场的判定，如前节所说。南传佛教站在大天一边，即称大德，而北传有部典籍站在五百比丘一边，则称凡夫，甚至“贼住”。在这样的视角下，现今不乏人赞扬大天不仅不是“贼住”，反而是当时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因为“五事”宣扬阿罗汉不究竟，“使人更仰慕佛陀，归向于佛陀”，结果，“五事的宣扬者——大天，是引导佛教向大乘法演进的大师”。[11]

既然两个大天实际是一个大天的不同画像，且都共同指向阿育王时代，那么就可以这样推论：大天是阿育王时代，即佛灭一百六七十年后之人。所谓的第一大天乃大天在华氏城时候的称谓，但约三十年后，即佛灭二百年，被派往南印度弘法，又被称为了第二大天。

现在要进一步问：大天是“五事”的提出者，还是仅是宣扬者？在《十八部论》、《部执异论》中，并未指出五事是大天所说，甚至《十八部论》指出有三比丘说“五处”：

时有比丘，一名能（有说是龙的误写——笔者注）、二名因缘、三名多闻，说有五处以教众生。[12]

还有传说如清辨的《异部精释》称：“世尊无余涅槃后百三十七年，难陀王与摩诃钵土摩王，于波咤梨城集诸圣众。……天魔化为跋陀罗比丘，持恶见，……宣扬根本五事，僧伽起大诤论。上座龙与坚意等多闻，宣扬根本五事，分裂为二部。”[13]

综合来看，把大天视为五事的宣扬者最为合理。可以这样认为，跋陀罗比丘最先提出五事，再由其他比丘如上座龙与坚意等宣扬，而有第二次上座与大众部分裂。这是在难陀王与摩诃钵土摩王时代，在佛灭一百余年（或116年，或137年），即在七百结集之后若干年。而在佛灭一百六七十年后，即阿育王在位时，大天重新宣扬五事，而导致诤论，僧团发生分裂。这样的分析，也与北传的部派分裂时间如《异部宗轮论》的所说相一致。即在佛灭一百余年因五事发生上座与大众僧众的分裂；在其后阿育王时代大天宣扬五事时，发生根本分裂；很快大众部有数次分裂，而到佛灭二百年后，大天再宣扬五事，大众部进一步分裂；不久，上座部开始第一次分裂。

三“大天五事”

北传的“大天五事”，如前文所说，应是“跋陀罗五事”。这五事是后来所称的大众部与上座部分裂的根本原因。根据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以及《异部宗轮论》所传，五事如下偈：

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14]

此五事即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五事依《部执异论》为：“余人染污衣、无明、疑、他度、圣道言所显”，《十八部论》为“从他饶益、无知、疑，由观察、言说得道”[15]。这些记载是一致的。根据《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五事属于对阿罗汉的身心与证悟方面的认识。具体解释可略述如下。

“余所诱”者，谓阿罗汉再无淫欲，所以不会因淫欲烦恼漏失不净，即遗精，但并非全无漏失不净，如恶魔可扰乱阿罗汉令其漏失不净。有部批评大天自己未证阿罗汉而说已证阿罗汉果，即未证言证，所以其有不净是因有烦恼，但大天却以阿罗汉可有漏失来掩盖真相。

“无知”者，谓无知，即无明，有染污及不染污二种，阿罗汉虽断尽染污无知，但仍未断尽不染污无知。有部批评大天无能力记别却记别其弟子也证了阿罗汉，所以其弟子才不知自己已证果，但大天却以阿罗汉尚有无知来欺骗。

“犹豫”者，谓诸阿罗汉亦有疑惑。因为疑有二种：一者随眠性疑，阿罗汉已断；二者处非处疑，阿罗汉未断，独觉亦有。有部批评大天乱记别其弟子，其弟子自然对诸谛实相有疑惑，但大天却以阿罗汉犹有疑惑来欺骗。

“他令入”，谓有阿罗汉依他人记别，才能知自己是阿罗汉，如舍利弗及目犍连，亦依佛陀授记而方知已解脱。有部批评大天乱记别弟子而弟子不自知已得果，就以此情况来进行遮掩。

“道因声故起”，谓至诚唱念世间苦哉，圣道方可现起。有部批评大天因未证成阿罗汉，受苦时仍有哀叫，所以以“道因声故起”来欺骗他人。

这五事按照阿含佛教，并非完全不能成立，其实有部也未真正否定。真谛在《部执异论疏》中就说五事有实有虚，需要思量抉择。[16]有部真正否定的是大天以此五事来掩盖与欺骗，不过却因人废言。或者说，上座部反对五事，并非直接针对五事的内容，而是针对五事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的意义。五事整体形成了对阿罗汉地位的挑战，限定了阿罗汉的意义，显示阿罗汉在智慧与断烦恼方面并非究竟，这对保守的上座们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与此相反，对此五事，大众部各派都共同许可。因为大众部不同于上座部重阿罗汉本位，而是更重佛陀本位。甚至上座部的一些分派如雪山、犊子、正量等部也如此。但作为上座部的忠实继承者的说一切有部继续反对。

另外必须指出，大天时代的五事是否就同于最初跋陀罗时代的五事，实际并不能确定，或许有所改变亦未可知。

第三节 部派分裂的阶段及其所论诤的问题

一 部派分派的脉络

部派分裂开始于佛灭一百年时代吠舍离七百结集时，但这还不是部派佛教的开始。在此后因跋陀罗五事而开始部派的再次分裂，为部派的真正形成开启了肇端。不过直到阿育王时代，佛教才真正进入了部派全面分化与独立发展的阶段，所以，部派佛教时期是以阿育王时代为起始的。

在佛灭百年吠舍离结集后，虽然东西方上座比丘获得共识，但未获东方大众比丘的共许。由此佛教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分成西方上座部与东方大众部。这次分裂即是佛教的最初分裂。

在此后即佛灭137年（也有说116年）时，即难陀王与摩诃钵土摩王时代，由跋陀罗五事起诤，再由上座龙与坚意等宣扬，在华氏城东方大众系发生分裂。上座龙与坚意等赞同五事者代表大多数，而称大众部，而不许五事的上座们作为少数派，称上座部。这次上座与大众的分离，实际也有第一次大分裂时的影响。因为当时东方上座与西方上座实际已经协调了立场，从而与东方大众事实上构成了对立。所以，在华氏城因五事起诤，大众与上座分裂绝非偶然。

华氏城分裂是因理诤发生，与第一次因律诤分裂性质不同，而且，再后来的分裂一般都是以理起诤为因的，所以这次分裂影响深远。但彻底分裂僧团全体并形成上座系与大众系的是在阿育王时代（约佛灭一百六七十年代）华氏城的第三次分裂。当时有阿育王扶持，佛教大兴，进入僧团的人数猛增，但泥沙俱下，如华氏城僧团中就混入了大量外道，即“贼住”比丘。阿育王遂直接干预，礼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主持者，与大天等整顿僧团，结果不仅驱逐了数万“贼住”比丘，而且持异见的上座阿罗汉五百人也被驱逐。其中，五百上座比丘的驱逐，与大天重议“五事”相关，直接引起僧团分裂。此次分裂及其基础上的进一步分裂，构成根本与枝末分裂。北传的《异部宗轮论》等部派分裂资料基本上都是以此分裂为出发点编成的。

根本分裂的上座部与大众部在修学风格与教理立场上差异甚大，比如体现在对佛说的解释方法以及观点上就不同。根本分裂的上座部与在吠舍离最初分裂时的东方上座们有渊源关系，而后者又与西方上座部达成了一致，因此吸收了最初分裂时的东方大众部与西方上座部的思想，采取了“分别说”的态度，以为对佛说以及解释佛说要有分别地看待，需要分析、抉择，所以有时称分别说部。根本分裂的大众部则与吠舍离最初分裂的大众部颇有渊源，因而思想较为开放活跃，进一步突破由“五事”所动摇的阿罗汉本位，渐偏重于佛陀本位，因而采取“一说”的态度，即对佛说要予以全部肯定，所以有时称为一说部。

大众部由于逐渐偏离了阿罗汉本位，而趋向一个较自由的思想空间，随之而来就有不断的分裂发生。其分裂情况在《异部宗轮论》中有明确反映。世友著的《异部宗轮论》（Samaya-bheda-uparacana-cakra），虽然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传承，带有部派色彩，但仍是关于部派分派的最权威的印度文献，成为研究印度部派佛教部派分裂的最基本资料。据《异部宗轮论》，在几十年内，先是分裂出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后再连续分裂出多闻部以及说假部。这其中的一说部不同于大众部有时亦称一说部的意义。前者“说世出世法皆无实体，但有假名，名即是说意，谓诸法唯一假名，无体可得，即乖（大众部的）本旨，所以别分名一说部”[17]。而大众部称“一说部”是因“一说”的方式而得名的。

在部派根本分裂三十年左右后，即佛灭二百年时，大天受目犍连子帝须派遣，到达印度南部案达罗地区弘法，住支提山，也就是制多山，成立制多山部。后因宣扬跋陀罗五事，而引起派内乖诤，分裂为制多山、西山住部、东山部（北传误传为北山住部）三部。

到此时，按照《异部宗轮论》，大众部共分裂成九部，即本末别说合成九部：一大众部，二一说部，三说出世部，四鸡胤部，五多闻部，六说假部，七制多山部，八西山住部，九北山住部。

在根本分裂中被驱逐的五百阿罗汉比丘直往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遂成为那里上座系的最早一批上座。该地也因此成为后来说一切有部兴起的主要基地之一。据《异部宗轮论》，在此后，即佛灭二百年后不久，上座部也开始进一步分裂，即分裂为两部，一说一切有部，二即本上座部，后转名雪山部。其中，说一切有部作为分裂出的部派，反而在后来发展为上座系的代表部派，而作为本上座部转变而来的雪山部，与大众部有所混合，沦为了上座系的旁支，甚至可以说，已经归入了上座部与大众部的融合派系，即分别说系。这里的“分别说”，意指对上座部以及大众部之说皆要有抉择，有肯定也有否定，而不同于最初上座部称“分别说”之义。

此后，从说一切有部分裂出犊子部。后从犊子部分裂出四部，即一法上部，二贤胄部，三正量部，四密林山部。再后，从说一切有部又分裂出化地部。又从化地部分裂出法藏部。在佛灭快到三百年时，从说一切有部又出一部，即饮光部。但此三部思想属于分别说系性质，实不应称出于说一切有部，而应称出于分别说部。而在佛灭三百年后不久，再从说一切有部分裂出一部，即说转部，后转称经量部。自此，在佛灭二百年后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内，本末别说，上座部分裂为十一部，即一说一切有部，二雪山部，三犊子部，四法上部，五贤胄部，六正量部，七密林山部，八化地部，九法藏部，十饮光部，十一说转部。

总之，根据北传《异部宗轮论》，从根本分裂时到佛灭三百年初的一百数十年间，佛教部派由理诤引起分裂，成二十部。南传更说部派达二十四部。这些部派大致可归为三个派系，即较保守的上座系，较开放的大众系，以及介于二者间而以上座部思想融摄大众部思想的分别说系。

关于部派分裂的文献，北传最多，主要有汉译的《文殊师利问经》《舍利弗问经》《十八部论》《部执异论》《异部宗轮论》，以及藏译的《异部宗精释》等；而南传的有《大史》等。尽管关于部派分派的传说有多种，有称多达八种，对部派的具体分派也就存在不同说法，但基本的部派还是一致共许的。

二 部派分裂的阶段

从前文可知，部派分裂可略归为五个阶段。

一者是最初律诤分裂阶段，谓佛灭一百年顷，在吠舍离结集时因律诤（“十事”）引起僧团分裂，而成大众部与上座部。

二者是最初理诤分裂阶段，谓在佛灭一百年至一百五十年间，在华氏城因理诤（“五事”）发生分裂，而成上座部与大众部。

三者是根本分裂阶段，谓在阿育王时代，即佛灭一百六七十年代，在华氏城重议“五事”而起理诤，发生分裂，形成了部派佛教的基本派系上座系与大众系。这次分裂作为根本分裂，乃部派进一步分裂的出发点。

四者是枝末分裂之大众部分裂阶段，谓在两大派系中大众部最先进一步分裂，至佛灭二百余年，经过不断因理诤引起的分裂，按《异部宗轮论》，而成九大部。

五者是枝末分裂之上座部分裂阶段，谓从佛灭二百年后到佛灭三百年左右，依《异部宗轮论》，因理诤上座部分裂为十一大部。

三 部派佛教的阶段

随着部派的分裂，佛教进入部派佛教阶段。部派佛教阶段并非从部派最初分裂时算起，而是要在部派全面分化，至少是要在主要部派分化出来之时为始。由此不难理解前文为何以阿育王时代为部派佛教的起始阶段了，因为此时决定后来部派大势的上座系与大众系形成。部派佛教百花齐放的时期就在上座系与大众系的对立中真正开始了。而且这与阿育王时代向印度边地以及周边国家派遣弘法使者而拉开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历史序幕相一致。

在这样的视角下，部派兴起与部派佛教兴起是两个不同概念，二者在时间上相差数十年。由此，部派佛教的流布与开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乃前部派佛教阶段，指佛灭一百年即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阿育王时代，相当于部派最初分裂至部派根本分裂即开始全面分化前的时期。这期间有最初因律诤与最初因理诤而引起的部派分裂。

第二阶段乃部派佛教部派全面分化时期，相当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阿育王时期）至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这时大众系主要部派已经形成，上座系的说一切有部也已经分裂出来。部派佛教的主要部派已经分裂形成。

第三阶段乃各派充分发展阶段，这是部派佛教的黄金时代。在此阶段中部派主要派别都达到其盛期。相当于从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到迦腻色迦王时代即公元2世纪前后，即从说一切有部兴起到大乘佛教部派兴起的阶段。在此阶段，部派佛教充满生机与活力。

第四阶段乃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双峰并峙的阶段，谓从公元2世纪前后到公元4世纪中叶大乘瑜伽行派兴起的时期。自公元前后大乘兴起，部派佛教的发展就受到了大乘佛教的制约，二者互相论争与竞争。但在此阶段，部派佛教仍有活力。只是到大乘瑜伽行派兴起而部派佛教的最后大师世亲皈依大乘后，部派佛教的发展才发生转折。

第五阶段乃部派佛教衰落与灭绝的阶段，约从公元4世纪中叶到13世纪。在此期间，部派佛教在与大乘的教理竞争中处于劣势，开始衰落，而且后来随着佛教整体在婆罗门教转变为印度教的急速复兴以及伊斯兰教的冲击与毁灭中，最终于13世纪在印度灭绝。

四 部派佛教所论争的问题

佛教的根本分裂缘于“五事”而起的理诤，后来部派的枝末分裂基本都是理诤引起的。“五事”主要涉及阿罗汉的性质、身心与证悟，而引起后来部派理诤的问题比“五事”的范围要广得多。在南传由目犍连子帝须所集编的《论事》一书中，收集了众多这方面的问题。在北传典籍《成实论》中，对部派论诤的问题有所归纳，归为十大问题，最具有代表性。部派佛教常常是因为对此十个问题的回答相异而发生分派的。这十大问题可见于《成实论》的下段内容中：

问曰：“汝经初言广习诸异论，欲论佛法义，何等是诸异论？”答曰：“于三藏中多诸异论，但人多喜起诤论者，所谓二世有二世无，一切有一切无，中阴有中阴无，四谛次第得一时得，有退无退，使与心相应心不相应，心性本净性本不净，已受报业或有或无，佛在僧数不在僧数，有人无人。”[18]

由引文可知这十个问题如下：

第一，二世有无问题。这是对法（事物）的实在性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角度的观察。即法如果现在是实在的，那在过去、未来是否亦实在？这个问题涉及是否刹那论者问题。

第二，一切有无问题。即一切法（事物）是否都具有实在体性？这个问题涉及是否为实体论者问题。

第三，中阴有无问题。其中，生命体死后再投生，而为新生命体，这二者中间的过渡存在状态，称为中阴。即中阴有还是无？

第四，现观渐得顿得问题。修行解脱道成为圣者，必须要证得四谛，即现观四谛。即现观四谛是渐次实现，还是一次实现？这个问题涉及证真是否顿得问题。

第五，阿罗汉退不退问题。即成就阿罗汉后，会不会退转？

第六，随眠（使）与心相不相应问题。其中，随眠即烦恼的习气，能生烦恼；又相应不相应乃相类不相类之义。即随眠与心相类还是不相类？这个问题与心性本净不本净问题关联在一起：随眠与心不相应，可成立心性本净说，否则心性就非本净。

第七，心性本净不本净问题。其中，心，或者心体（心性），与烦恼不相应，即不相类，为本净，否则为非本净。即心性是本净还是非本净？这个问题涉及众生是否本来具有内在的清净因性问题。

第八，已报业还存在不存在问题。即未受报业如影随身，会相续存在，但已受报业是否还相续存在？

第九，佛陀在不在僧数问题。即佛陀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脱离了三界轮回，不在凡夫范围之内，但还在僧的范围之内吗？这个问题还常表达为“佛陀在不在人数”问题，其涉及佛陀是否已经脱离了人或者众生范畴这个问题。[19]

第十，人我有无问题。即生命内在有没有恒常、不可分割、独立存在的主体？这个问题相当于如何体现佛说一切法无补特伽罗我的问题，即涉及如何看待佛的无我说问题。

对此十个问题，每一部派都有自己的回答，也就形成了各自部派的教理特质。必须指出，不同部派对此十大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可能完全不同，一般彼此间是有同有不同。就一系而言，必有一些问题是有相同回答的，即共许性的东西，这在《异部宗轮论》中称“本宗同义”。

第四节 部派的分派

部派的分派有多种记载，但其中既有历史，也有传说，还有部派意识形态的有意改造，因此是一些面目并非那么清晰的复杂资料，需要花一番抉择的功夫，才能有所梳理乃至厘清。在佛教史研究中，部派分派一直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课题，其面貌已经从不同角度有所窥见与勾勒，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时空疏隔久远，观点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要获得一致的论定，绝非可能，只能满足于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这其中，就要依据原始资料，参考各派的思想特质以及逻辑关联，综合现代各家之言，予以审慎分析，系统论定。

涉及部派分派的资料虽然有几种，但主要来自上座系，特别是说一切有部。而且后者所传论典也最多，可以佐证抉择。而其部派的独立著述几乎不传，其情况大多需借助有部论典的间接资料进行分析，即使像大众部这样的大部派也是如此。所以，现代各家之言基本都以有部系所传为基本线索，包括南传在内的其他有关资料为参考。下文的分析也以此为基础，参考现代在部派佛教分派的论定中最有代表性的吕澂与释印顺的论述。

一《异部宗轮论》的部派分派

按照《异部宗轮论》，大众部共分裂成九部：一大众部，二一说部，三说出世部，四鸡胤部，五多闻部，六说假部，七制多山部，八西山住部，九北山住部。而上座部分裂为十一部：一说一切有部，二雪山部，三犊子部，四法上部，五贤胄部，六正量部，七密林山部，八化地部，九法藏部，十饮光部，十一说转部（后为经量部）。这样，本末共二十部（见图7—1）。

二 围绕《异部宗轮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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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异部宗轮论》对部派佛教的分派

吕澂与释印顺对《异部宗轮论》的分派有所抉择，值得参考。吕澂以理诤为说明部派分裂的主要原因，并提到三次关键的理诤。第一次是根本分裂，而将根本分裂视为由五事理诤引发。第二次是上座系的化地部与犊子部的理诤，导致二者分裂。吕澂推测，“化地”一语有最初化导之义，所以应该在理论更成熟的说一切有部之前。这样，不仅化地与犊子部成为上座系的第一枝末分裂，而且原按《异部宗轮论》应是化地部出于说一切有部，如此反成了说一切有部出于化地部。第三次是制多山部与法藏部针对五事的理诤。这时制多山部的大天就是九路弘法的大天，结果导致了制多山部分裂出北山部与西山部，后又分裂出了王山部与义成部。说出世部在一些传说中没有出现，吕澂就认为，此部与鸡胤部本就是一部的两个别称，还有，根据《异部宗轮论》，雪山部宗义与大众系有诸多一致，比如承认五事如理，就主张雪山部与多闻部实际是混同的。这样，吕澂所论定的部派，本末仍共二十部。其中，增加王山部与义成部，但将雪山部与多闻部合，说出世部与鸡胤部合。[20]

释印顺论定部派，抉择范围更广更细。其抉择的原则是说自系难免自贵其宗，说他系较为客观，所以，大众系的传承以上座系的说法为主，上座系的传承以大众系的说法为主。从结果看，与吕澂最大的不同，是以吠舍离的律诤分裂为部派根本分裂，在此基础上将上座系区分为上座部（后以说一切有部为根本），以及分别说部。他把后流传到锡兰即斯里兰卡的铜[image: ]部也作为早期部派的分派列入。

释印顺在具体部派的抉择中，将部派分裂判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吠舍离发生的根本分裂，分为重上座的上座部与重僧伽的大众部，即西方系与东方系。第二阶段由教义而分裂，以教义冠名。上座部分为说一切有部与分别说部，大众部分为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第三阶段多以地区、寺院、祖师等命名。如大众部分出制多山部、东山部、西山部等。分别说部传入斯里兰卡的称赤铜[image: ]部，简称铜[image: ]部，也是以地名命名的。[21]分别说部在印度又分出化地部、饮光部、法藏部。说一切有部分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出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六城部）。犊子、法上、贤胄、正量部都依创立部派者得名，而密林山依地得名。第四阶段，说一切有部分出说转部，而与经量部区分开来。经量部则在较晚从说一切有部分出。大众部又在南方分出方广部，即大空说部。[22]但在这种区分中，已经没有了雪山部，认为后雪山部衰微，或判为大众部，或摄入上座。[23]

这样共分有大众系分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东山（住）部、西山（住）部、方广部；上座部系分裂为说一切有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六成部（密林山部）、说转部、经量部；分别说系分为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铜[image: ]部（见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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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释印顺对部派佛教的分派

三 部派分派的论定

综合前贤的工作，我们可以大致论定部派的分派。在律诤引起最初分裂后，又有两次理诤引发的分裂，最终形成上座部与大众部。

大众部最先发生枝末分裂，先分裂出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再分出多闻部、说假部。其中，多闻部后来教义发生转变，很多与说一切有部一致，故应归入分别说部。在南方又出制多山部，从中再出东山（住）部、西山（住）部。《异部宗轮论》说分裂出西山住部、北山住部，而《部执异论》说分裂成支提山（制多山）与北山住部，《十八部论》说分裂出东山（佛婆罗）及北山（郁多罗施罗）二部，南传佛教称案达罗派有东山、西山、王山、义成山四部。又玄奘《大唐西域记》称案达罗地方有东山、西山二古寺，旧属于大众部。综合南传佛教与玄奘的实地考察，北山住部可能是东山住部的误传。而王山、义成部可能是更晚一些的小分裂。最后大众部出方广部。这些形成大众系。

上座部进一步发生分裂，而为说一切有部与上座部。但此上座部与大众部思想有所靠近，可称分别说部。此分别说部后又发生分裂，而分出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其本部成雪山部，自称上座部。分别说部传入锡兰，而称铜[image: ]部，但不计入印度部派。说一切有部进一步分裂出犊子部，后再出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最后出说转部，说转部后与有部譬喻师合流，而成经量部，简称经部。这些形成上座系。

这样，自根本分裂始，部派佛教的部派枝末分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乃至佛灭二百年满时，大众系分裂为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后转分别说系）、说假部；第二阶段是佛灭二百年满时至佛灭三百年满时，大众系又分裂有制多山部、东山住部、西山住部，上座系分裂为说一切有部与分别说部，后二者进一步又分裂，有部系分裂为一切有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分别说系分裂为雪山部、多闻部（由大众系部派转变而成）、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还有斯里兰卡的铜[image: ]部；第三阶段，大众系分裂有方广部，有部系分裂有说转部，后转变为经量部。

简而言之，部派枝末分裂的三个阶段分裂为三系，即大众系、有部系与分别说系，总计二十一部。具体如下。

（1）大众系：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说假部、制多山部、东山住部、西山住部、方广部。

（2）有部系：一切有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说转部（后转经量部）。

（3）分别说系：雪山部、多闻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在斯里兰卡有铜[image: ]部，但不计入在内。

上述部派分裂见如图7—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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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本书对部派佛教的分派

四 部派的最初地理分布

部派的地理分布是动态的，不断在变动，有最初的出现，有向新区域的传播，有从旧地到新地的迁移，也有最终的消失。最初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分裂发生在摩揭陀国华氏城，大众部主要分布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印度到东印度范围，而上座部在西部。

此后大众部本部向南部传播。其早期分裂而出的部派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应与其最早地理分布一致。后大众部又在南部案达罗地区发生分裂，出制多山部、东山住部、西山住部。在更后时期分裂而出的方广部应该在南部。

说一切有部从上座部分裂而出，最初是在迦湿弥罗。后向北与南传播，在北印度犍陀罗地区、西印度以及中印度都有分布。而上座部移向北印度雪山地区，而得雪山部名。犊子部在中印度从说一切有部分裂而出。而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饮光部在中印度与西印度。化地部、法藏部主要在西印度。经量部最初在西北印度，后传到中印度。

部派在佛教后期阶段的分布，主要参考玄奘与义净大师的记载，详细分析见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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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部派佛教的思想及其大师

第一节 部派佛教的大师

部派佛教在一千多年的流布中，出现了无数大德比丘，有以苦修功德著称者，有以智慧思想著称者，有以弘法利生著称者，形成了一条灿烂的星河，可惜他们的名字大多已经被历史的迷雾隐藏起来。我们这里选择几个代表性人物予以略说。

必须指出，对大众系诸师的记载甚少，只有涉及大天（摩诃提婆）的较多，但前文已述，此节主要叙述上座系的一些大师。

一 迦多衍尼子

迦多衍尼子，乃Kātyāyanī-putra的音译，又作迦陀衍尼、迦旃延子等，意译剪剃种等，出身于婆罗门家庭。其在说一切有部毗婆沙师即论宗确立的阶段在世，要比有部最初分裂的时代稍晚，但对其具体时代多有异说。依《异部宗轮论》，说一切有部从上座部分裂而出的时间是在佛灭二百年后不久，即第三个三百年之初期，故其年代应在第三个百年的中晚期，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前后。《大唐西域记》称在佛灭“三百年中”，《俱舍论（光）记》作“三百年末”，[1]颇为相合。迦多衍尼子的师承关系，古有数说，但都失于附会。如《三论玄义》称：“优婆崛多付富楼那，富楼那付寐者柯，寐者柯付迦旃延尼子。”[2]但一般认为富楼那与寐者柯（弥遮迦）要晚得多，不足采信。

迦多衍尼子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性著作《阿毗达磨发智论》的著者，而被称为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传统的真正奠基者，在此传统中占有崇高地位。其《阿毗达磨发智论》一方面对佛说予以解说，另一方面又对教理予以系统组织，确立了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基础。此论与其他六论构成一本六支（所谓“一身六足”）的系统，建立了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思想的理论体系：

1.一身

《阿毗达磨发智论》（Abhidharma-j[image: ]āna-prasthāna-[image: ]stra），二十卷，迦多衍尼子造，唐玄奘译。

2.六足

一者，《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Abhidharma-samgīti-paryāya-pāda-[image: ]āstra），二十卷，舍利弗造，或说摩诃拘[image: ]罗造，唐玄奘译。

二者，《阿毗达磨法蕴足论》（Abhidharma-dharma-skandha-pāda-[image: ]āstra），十二卷，舍利弗造，或说摩诃目犍连造，唐玄奘译。

三者，《阿毗达磨施设足论》（Abhidharma-Praj[image: ]āpti-pāda-[image: ]āstra），摩诃目犍连造，或说摩诃迦旃延造，汉藏译皆节译本。汉译《施设论》七卷，宋法护等译。

四者，《阿毗达磨识身足论》（Abhidharma-Vij[image: ]āna-kāya-pāda-[image: ]āstra），十六卷，提婆设摩（Deva[image: ]arma，或Devaksema天寂）造，唐玄奘译。

五者，《阿毗达磨品类足论》（Abhidharma-prakarana-pāda-[image: ]āstra），十八卷，世友（Vasumitra）造，唐玄奘译。

六者，《阿毗达磨界身足论》（Abhidharma-dhātu-kāya-pāda-[image: ]āstra），三卷，世友造，唐玄奘译。

后有部的论师都以注解此论为首要工作，集五百大阿罗汉的注解而编辑成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Abhidharma-mahāvibhāsā-s[image: ]āstra，二百卷，唐玄奘译），也就成为有部的集大成著作。

二 大德法救与世友

大德法救与世友都是说一切有部早期论师的重要代表，与觉天、妙音称为著名的有部四大论师。

（一）大德法救

法救，是Dharmatrāta的意译，音译达摩多罗等。在佛教典籍中记载有四个法救，必须注意区分。此法救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等有部著述尊称其为“大德法救”“尊者法救”“尊者昙摩多罗”，有时单称“大德”，可见其在有部的崇高地位与巨大影响。据《俱舍论（光）记》称，“法救，梵名达磨多罗，佛涅槃后三百年出世”[3]。约在迦多衍尼子之后不久。又据玄奘所说，他出生于犍陀罗。

虽然有部著述常引用其观点，但大德法救所造论今已不传，能够见到的只有其整理、编纂过的《法句经》（Dharma-pada）。《法句经》这种体裁是抄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按照其义编成品类而集成的。各部派都有，而且早就出现。所以，大德法救应该只是对其予以了再编。

大德法救是说一切有部中的持修多罗者、譬喻者。他对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传统持批评态度，“在大德法救的时代，阿毗达磨论宗，已日渐隆盛；而法救继承说一切有部的古义（重经的），对阿毗达磨论宗，取着反对的立场”[4]。也正因如此，他才成为既对说一切有部有继承，但又多有脱离其窠臼之处的经量部的先驱。而且其采用了近于大乘的菩萨观，因而在中国古代被尊为菩萨。

（二）世友

世友，是Vasumitra的意译，音译为和须蜜、婆须蜜等，也有译天友的。印度佛教史上称为世友的有多人，这里指四大论师中的世友。此世友出生于摩卢，约于公元前2至公元前1世纪在世，曾在吐火罗受阇提（Jāti）长者的供养，后又到布色羯逻伐底城驻锡弘法，是说一切有部的西方系的代表论师。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在迦腻色迦王时代，世友曾作为上座，在迦湿弥罗与胁尊者一起主持结集集会，结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他作为集会的中心人物之一，备受瞩目，“凡有疑议咸取决焉”。[5]但一般认为，世友论师时代要早，所以不可能参与这次结集。

世友是有部中正统的代表。有部正统是随顺《阿毗达磨发智论》，而在详解《阿毗达磨发智论》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中达到顶点的。世友的思想契合于《阿毗达磨发智论》，为毗婆沙师即说一切有部正统所禀承。在《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所引述的论师中，世友之说最受尊重。这也是传说其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结集者之一的重要原因。《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结集于迦湿弥罗，该地毗婆沙师是说一切有部东方系，世友作为西方系的代表，而受东方系的推崇，显示出世友思想的卓越。其作为论师的论义特色，即“重组织、重扼要、重简明、重定义”，对后来东西方系都有巨大影响。[6]

世友，如同大德法救，在中国古代的著述中被尊为菩萨，而且还有相关的传说。如《大唐西域记》所传，世友尊者曾自我推荐，自称精通三藏乃至五明，欲参加《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结集，但因烦恼未除净，开始被排除在外。世友实际早已经资粮成熟，乃欲当下证得阿罗汉，但诸天神作证其当在弥勒佛之后成佛，而“三界特尊，四生攸赖，如何于此欲证小果”？遂放弃证阿罗汉果。[7]所以世友乃菩萨身位。

经论定，世友的著述现有两部流传下来，即《阿毗达磨品类足论》（Abhidharma-prakarana-pāda-[image: ]āstra）、《阿毗达磨界身足论》（Abhidharma-dhātu-kāya-pāda-[image: ]āstra）。也有认为《异部宗轮论》（Samaya-bheda-uparacana-cakra-[image: ]āstra）为其所作，[8]但不大可能，因为在该论中，提到经量部，而经量部成立是在公元后之事了。

三 胁尊者

胁尊者，又称胁者，是Pār[image: ]va的意译，音译作波奢、婆奢等，因常坐不卧，而得名。胁尊者出生于西北印度犍陀罗，是迦腻色迦王时代之人，约在公元一二世纪，传说为付法藏者第十祖。

胁尊者最初是婆罗门修行者，年老方于有部剃度出家，后一直在犍陀罗弘法。其出家证道以及得名因缘颇具传奇色彩，如《大唐西域记》所云：

初尊者之为梵志师也。年垂八十，舍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诮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浅智！夫出家者，有二业焉：一则习定，二则诵经。而今衰耄，无所进取；滥迹清凉，徒知饱食。”时胁尊者闻诸讥议，因谢时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断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脱，终不以胁而至于席！”自尔之后，惟日不足，经行宴坐，住立思惟。昼则研习理教，夜则静虑凝神。绵历三岁，学通三藏，断三界欲，得三明智。时人敬仰，因号“胁尊者”焉。[9]

这里说其出家年龄八十，也有说是六十，如《大智度论》。[10]但年六十出家较为合情合理。也因此《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二十九、《付法藏因缘传》卷五附会胁尊者曾在母胎中六十余年，既生之后，须发皓白，厌恶五欲，不乐居家，乃出家修行。

尊者出世于部派佛教的黄金时代末期，并将其推向顶峰。当时佛教内各论师各执己见，异说纷纭，诤论蜂起，所谓“如来去世，岁月逾邈，弟子部执，师资异论，各据闻见，共为矛盾”，胁尊者乃引导迦腻色迦王护持，而为上座，召集贤圣，挑选通晓三藏乃至五明的阿罗汉比丘五百人，结集论藏。[11]结集所成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集有部阿毗达磨学之大成，成为有部学的最高成就。之后，有部学在与大乘的不断论争中，开始衰落。也有认为迦腻色迦王与胁尊者时代未结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此事要晚。

据考，胁尊者也著有解释四阿含的优婆提舍，但其特长并非论师。有说：“从精勤苦行、胁不着席的传说，可论断为尊者是重于实践的，是重契经，重禅思，年高德劭，为迦腻色迦王尊敬的大师。”[12]这个评价甚为得当。

胁尊者为后世所称道的，还有其对大乘佛教的容受。《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曾记载其肯定般若思想之语：

胁尊者言：“此中般若，说名方广，事用大故。”[13]

这与当时一些有部师保守狭隘、毁谤大乘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称胁尊者为“外现声闻身，内秘菩萨行”的菩萨行者典型的。[14]

四 马鸣

马鸣，梵名A[image: ]vaghosa，乃其意译，生活在公元2世纪前后，与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同一时代。马鸣是中印度舍卫国娑枳多城人，出身婆罗门家族，遍学吠陀等外道诸学，极擅论辩，且在音乐及诗歌方面卓有建树，声名远播。据鸠摩罗什所译《马鸣菩萨传》称，马鸣最初依于外道出家，至中印度一佛教寺院以论辩挑战诸比丘，为远来的胁尊者巧设论题所败，乃皈依出家，成为胁尊者的弟子。该传云，二人预先约定七日后集国王、大臣、沙门、外道、诸大法师辩论。“七日明旦，大众云集，长老胁先至，即升高座，颜色怡怿，倍于常日。外道后来，当前而坐。……外道言：‘若负者，当断其舌。’长老胁言：‘此不可也，但作弟子，足以允约。’答言：‘可尔。’又问：‘谁应先语？’长老胁言：‘吾既年迈故从远来，又先在此坐，理应先语。’外道言：‘亦可尔耳。现汝所说，吾尽当破。’长老胁即言：‘当令天下泰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灾患。’外道默然不知所言，论法无对，即堕负处，伏为弟子，剃除须发，度为沙弥，受具足戒。”[15]但马鸣内心不服，胁尊者私下示神通才令其心悦诚服。此后胁尊者返北印度，马鸣住中印度，博通众经，明达内外，才辩盖世，四辈敬伏，得中印度国王厚遇。

马鸣之名得来有一段传奇：

（中印度）王审知比丘高明胜达，导利弘深，辩才说法乃感非人类，将欲悟诸群惑，饿七匹马至于六日旦，普集内外沙门异学请比丘说法，诸有听者莫不开悟。王系此马于众会前，以草与之，马垂泪听法无念食想，于是天下乃知非恒，以马解其音故，遂号为马鸣菩萨。[16]

由说法感动马流泪，以马能解其所鸣之音，而称马鸣，其俗名以及法名反倒被岁月淹没了。

马鸣后到北印度（包括西北印度）广宣佛法，善以种种方便如诗歌、音乐方面的才能弘法，《马鸣菩萨传》称其“善能方便，成人功德，四辈敬重”，也颇受迦腻色迦王的礼遇与推重，被尊为“功德日”。[17]

在历史上也有多马鸣之说。在伪托龙树名的《释摩诃衍论》中，举出了六位马鸣：一者，出于《胜顶王经》的马鸣，与释迦牟尼佛同时；二者，出于《大乘本法经》的马鸣，亦与释迦牟尼佛同时；三者，出于《摩尼清净经》的马鸣，在佛灭后百年时出世；四者，出于《变化功德经》的马鸣，在佛灭后三百年时出世；五者，出于《摩诃摩耶经》的马鸣，在佛灭后六百年时出世；六者，出于《常德三昧经》的马鸣，在佛灭后八百年时出世。[18]我们这里所说的马鸣，应该是在佛灭后六百年出世的马鸣。

相传马鸣著述甚多，但流传至今者较少，包括有论著与佛教文学作品，在历史上主要以后者著称。在汉文大藏经中，标有马鸣名的著述主要有八部：一者，《大庄严论经》十五卷，标马鸣著，鸠摩罗什译；二者，《佛所行赞》五卷，标马鸣著，昙无谶译；三者，《大乘起信论》一卷，标马鸣著，真谛译；四者，《大宗地玄文本论》二十卷，标马鸣著，真谛译；五者，《尼干子问无我义经》一卷，标马鸣菩萨集，日称等译；六者，《十不善业道经》一卷，标马鸣菩萨集，日称等译；七者，《六趣轮回经》一卷，标马鸣菩萨集，日称等译；八者，《事师法五十颂》一卷，标马鸣菩萨集，日称等译。

在上述书中，有大乘性质的著述四种，即《大乘起信论》《大宗地玄文本论》《尼干子问无我义经》《事师法五十颂》，余四为小乘性质。

在现代学术界，对署名马鸣的著述的归属争议颇多。日本佛教学术界在20世纪最先提出《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即作者、译者是否马鸣与真谛的问题。大多怀疑《大乘起信论》并非马鸣所造，甚至主张不仅不是马鸣所作，而且不是印度人所作，应为中国人托名的著作。应该说，《大乘起信论》并非马鸣之作，在国际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我们也赞成这个看法。诚如日本学者境野黄洋所说，即使《大乘起信论》是马鸣所造，也绝非迦腻色迦王时代的马鸣所造。《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性质是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的融合，即属于心性如来藏思想。如来藏经教与唯识经教必定是在大乘般若经教传出后才传出的，特别是唯识思想，更是在后。因此，作为论的《大乘起信论》还应在如来藏经教与唯识经教传出后乃能撰作，时间至少要晚于无著出世的年代，也就不可能是与大乘兴起阶段同时的那个马鸣所作了。《大宗地玄文本论》的名字就明显带浓厚中国色彩，内容更是混乱、怪诞，有大杂烩之嫌，一般认为乃中国人所作。《事师法五十颂》属糅合了如来藏思想的大乘密宗性质，时间也应较后，不可能是此马鸣所集。《尼干子问无我义经》倒符合马鸣所处那个时代的大乘思想特点，不排除为马鸣所作的可能。

《大庄严论经》（Sūtra-alamkāra-[image: ]āstra），又称大庄严经、大庄严经论、大庄严论、庄严论，其是否马鸣所作，争议较大，但从体裁、表现形式与内容看，有可能是马鸣所作。《十不善业道经》《六趣轮回经》也是如此。当然，《佛所行赞》一致公认是马鸣的作品，而且乃其代表之作。

《佛所行赞》，梵语名Buddha-carita，或者Buddha-carita-kāvya，汉译名又作佛本行赞、佛所行赞经、佛所行赞传、佛所行赞经传、马鸣菩萨赞、马鸣赞等，不仅是梵语佛教文学的代表作品，而且是印度古典期梵语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还是印度梵语美文体宫廷诗（kāvya）的先驱，在印度梵语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昙无谶的译本为五卷，二十八品，以五言偈颂赞述佛陀一生由诞生至八分舍利的事迹。南朝宋宝云所译的《佛本行经》共七卷，三十一品其中第四至第三十一品，与《佛所行赞》相似，可能是同本异译。现存梵本共十七章，仅述释迦牟尼佛诞生至归国等事，第十四章后半至第十七章系19世纪尼泊尔阿姆利达难（Amrtānanda）增补的内容。

马鸣还著有佛教美文体宫廷诗作品《孙陀罗难陀传》（Saundarānanda-kāvya，《美难陀传》），最早的古典梵语剧《舍利弗传》（[image: ]āriputra-prakarana），以及《金刚针论》（Vajra-sūcī）、《犍稚梵赞》（Gandī-stotra-gathā）等。

马鸣在当时极负盛名，说法雅俗共赏，特别是通过诗歌与戏剧，将新颖的形式、优美的语言、巧妙的比喻、生动的故事、深刻的道理融为一炉，极大地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马鸣既现声闻身，又示菩萨思想与行为，被后世大乘修学者一直尊为菩萨，在《大唐西域记》中赞其“智周万物，道播三乘”，[19]是早期大乘在部派佛教中的最重要支持者与弘扬者。

五 鸠摩罗多与室利逻多

鸠摩罗多与室利逻多乃经量部（经部）的两位最重要大师，前者是其开宗的大师，后者是其中兴的大师。

（一）鸠摩罗多

鸠摩罗多，是Kumāralāta或Kumāralabdha的音译，又作拘摩罗逻多等，意译童受等。其出生于呾叉始罗国，时代在马鸣之后，在公元2—3世纪。据称，尊者“幼而颖悟，早离俗尘，游心典籍，栖神玄旨，日诵三万二千言，兼书三万二千字，故能学冠时彦，名高当世，立正法，摧邪见，高论清举，无难不酬，五印度国咸见推高”[20]。

鸠摩罗多作为有部中的譬喻师，造论多以譬喻文学的形式，因而影响甚大，获得“日出论师”的美名。此时，按照《大唐西域记》，东有马鸣，南有提婆，西有龙猛，北有童受，号为“四日照世”。

鸠摩罗多著述甚丰，凡数十部，但署其名的著作未有见于今者，留下名者也仅有数部，如《日出论》《结鬘论》《喻鬘论》《痴鬘论》《显了论》等。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现今有推测，署名马鸣的《大庄严经论》，即鸠摩罗陀所著之《喻鬘论》，这应是一个好消息。

通过尊者的著述，譬喻论者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形成了譬喻师的大流，而与有部分离开来，即是经量部。由此，尊者被尊为经部本师。

（二）室利逻多

室利逻多是[image: ]rīrāta或[image: ]rīlabdha的音译，又作室利罗多，意译胜受或者执胜。其出生于西印度，约在公元4世纪。有传说其为鸠摩罗多的弟子，但时代不合。

室利逻多是经部譬喻师，在晚期经部师中最为卓越。他与世亲、众贤同时代，是他们的前辈。世亲作为小乘论师时曾受其影响，而众贤则在著述中尊称其“上座”。室利逻多的德高望重还体现在教学方面，其门下人才济济，包括有罗摩（Rāma）等著名论师。

室利逻多曾于阿逾陀国撰造有《经部毗婆沙论》，这是经部的集大成著作，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作为经部的中兴大师，室利逻多曾令经部焕发出最后也是最耀目的光彩。

六 诃梨跋摩

诃梨跋摩，是Harivarman的音译，意译狮子铠、师子胄。诃梨跋摩生于中天竺婆罗门家庭，公元3—4世纪之人，据称早年曾入数论派修学。他博览群书，精通印度正统学问，同时亦擅各种杂学，后感数论之不足，遂皈依有部譬喻师而为经部本师的鸠摩罗多出家。

鸠摩罗多授其迦多衍尼子（“迦旃延”）的《阿毗达磨发智论》，谓“此论盖是众经之统例，三藏之要目也，若能专精寻究，则悟道不远”。诃梨跋摩遂精勤研习，不足一月便予通达。但释卷慨叹其“唯见浮繁妨情，支离害志”，“斯则教之流，非化之源矣”。由此遍习三藏，“遂乃数载之中穷三藏之旨，考九流之源，方知五部创流荡之基，迦旃启偏竞之始，纷纶遗踪，谋方百辙，由使归宗者昧其繁文，寻教者惑其殊轨。夫源同末异，乃将衰之征；然颓纲不振，亦弘道者之忧也”[21]。诃梨跋摩不满有部学说，与僧众辩论，锋莫能当，但僧众守旧而不能改新，师为其所忌，乃离开北印度回到华氏城。

时有一大众部僧，亦奉大乘。诃梨跋摩与其共住，“遂得研心方等，锐意九部，采访微言，搜简幽旨”。这样，其学虽初属有部，但后博采小乘、大乘经教以及部派佛教诸部之学，“以检经奥通塞之辩，澄汰五部，商略异端，考核迦旃延，斥其偏谬，除繁去末，慕存归本，造述明论，厥号《成实》”。[22]

确实，其所著《成实论》（Satya-siddhi-[image: ]āstra）介于小乘与大乘之间，从中可以看到二者相接近之处。古代多说此论近于大众部，但实多分是经部、大众部思想的融合，可独为一学。此论一出，影响甚广，后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传入，更蔚然而成显学，被尊奉为成实宗。

在华氏城，诃梨跋摩曾难破胜论外道，受到国王尊崇，而被奉为国师，尊号“像教大宗”。据称，师“博举三藏开塞之涂，大杜五部乖竞之路”，“群方名杰莫能异见，咸废殊谋，受道真轨，淳化以之而隆，邪蔼以之而骞”[23]。可见其当时威德之大。

七 世亲与众贤

世亲与众贤是部派佛教最后的两位大师，也是有部、经部系的最后两大论师，代表了部派佛教在衰落前的最后辉煌。

（一）世亲

世亲，是Vasubandhu的意译，又作天亲，音译为婆薮槃豆、筏苏槃豆、筏苏畔徒、婆薮槃头、婆修槃头等。世亲在公元四五世纪时生于犍陀罗富娄沙富罗城婆罗门家庭，是国师[image: ]尸迦的次子。他共有三兄弟，皆名婆薮槃豆。其兄为后来大乘瑜伽行派的祖师无著，其弟别名比邻持跋婆，后于萨婆多部（有部）出家，得阿罗汉果。

世亲最初随其兄无著于有部出家，但很快兄弟俩就走上了不同道路。无著入于大乘，成为弥勒弟子；而他则修学小乘，遍学小乘三藏。世亲师承有二，一是在北印度犍陀罗师从有部西方系论师如意，后者曾造关于有部法相的毗婆沙，但与有部东方系的保守倾向有别；二是在中印度阿踰陀师从经部论师佛陀蜜多罗。其实佛陀蜜多罗并非世亲所拜之师，乃因对其影响巨大，而自认之师。

据《俱舍论颂（圆晖）疏》，受有部与经部之学的影响，世亲立志利用经部思想改造有部教理，所谓“于有宗义，怀取舍心，欲定是非”，遂入迦湿弥罗国，研习《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四年学毕后归国，为众讲毗婆沙，而成《阿毗达磨俱舍论》。[24]但《婆薮盘豆法师传》说，《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是阿踰陀国法师婆娑须拔陀罗从迦湿弥罗学成后回国弘传的，世亲学此论之地不在迦湿弥罗，而是在阿踰陀国。[25]《婆薮盘豆法师传》云：

法师尔后更成立正法，先学毗婆沙义已通，后为众人讲毗婆沙义。一日讲即造一偈摄一日所说义，刻赤铜叶以书此偈，标置醉象头下，击鼓宣令：“谁人能破此偈义？能破者当出！”如此次第造六百余偈摄毗婆沙义，尽一一皆尔，遂无人能破，即是俱舍论偈也。偈讫后以五十斤金并此偈，寄与罽宾诸毗婆沙师。彼见闻大欢喜，谓我正法已广弘宣。但偈语玄深，不能尽解，又以五十斤金足前五十为百斤金饷法师，乞法师为作长行解此偈义。法师即作长行解偈，立萨婆多义，随有僻处，以经部义破之，名为《阿毗达磨俱舍论》。论成后寄与罽宾诸师，彼见其所执义坏，各生忧苦。[26]

《俱舍论颂（圆晖）疏》所述造论的情况大体与上引文相同，应是多取于《婆薮盘豆法师传》。

《阿毗达磨俱舍论》（Abhidharma-kos[image: ]a-[image: ]āstra）本颂以《杂阿毗昙心论》为底本，广采《阿毗达磨发智论》及其六足论乃至《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等有部著述精义，而杂糅以经部思想，成对有部有批判意味的融合，实际是一种折衷立场。《俱舍论》简明精当，又具有系统性，被冠以“聪明论”之美名，乃有部系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部派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因此，世亲成为部派佛教的一位影响深远的大师。曾有说法：即使世亲后来没有皈依大乘而成大乘“千部论主”，仅凭此论也足可名垂千古。

世亲通达小乘学说，又造宏论，发起卫道之志，对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予以猛烈批判，斥其为“非佛说”，遂成为能与大乘论师相颉颃之大师。如《婆薮盘豆法师传》云：

法师既遍通十八部义，妙解小乘，执小乘，为是不信大乘，谓摩诃衍非佛所说。[27]

但世亲之兄无著见其对大乘破坏性大，且机缘成熟，乃善巧引导其皈依了大乘。这在后文当详述，此处从略。

现代学者还有多个世亲的说法。最古的世亲乃一有部论师，是造《俱舍论》的世亲的祖师，如《俱舍论（普光）记》说：“此下叙异说。古世亲解，是后世亲祖师。即是杂心初卷子注中言和须槃豆，是说一切有部中异师。”[28]此师曾作《阿毗昙心论》的广释。对这个世亲的存在，大多无异议。不过，有人主张造《俱舍论》的世亲与大乘世亲并非同一人，此说争议却很大。这种推测并非偶然，按照常理确实很难想象一个对大乘抱有强烈敌意者如何能一转身就皈依了大乘，何况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论师了。这是需要认真思量的。也有从宗派意识形态出发，不希望这两个世亲为一人。如后世中观派采《俱舍论》为其法相教科书，但又与瑜伽行派有对立，所以作此判定不足为奇。不过有一点不容回避，就是世亲回小向大而皈依大乘，是真谛所译的《婆薮盘豆法师传》最早所传，其真实性应该可信。毕竟真谛来自印度，而且离世亲的时代非常近。

（二）众贤

众贤，是Samgha-bhadra的意译，音译为僧伽跋陀罗。他生于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是公元四五世纪之人，与世亲同时代。众贤出家于说一切有部，是严守有部传统立场的最后一位大师。

据《大唐西域记》卷四，众贤聪敏博达，幼传雅誉，对有部学说有精深研究，特别擅于《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后来世亲于阿踰陀国造《阿毗达磨俱舍论》，通过朋经部破毗婆沙师之执，整理与组织有部毗婆沙之学。众贤循览，甚为不满，乃沉研钻极十二年，呕其心力撰作《俱舍雹论》，二万五千颂，凡八十万言，以反驳《俱舍论》，挽救有部正统。众贤令门人持此论逐斥世亲，挫其锋锐。

当时世亲在磔迦国奢羯罗城，已是暮年，自觉难以持论论辩，闻之而远走，前往中印度，试图将众贤引至彼处，在那里察乎真伪，详乎得失。众贤得知，果往中印度，但至秣底补罗国一伽蓝，忽觉气衰，心生悔意，给世亲写信称：

如来寂灭，弟子部执，传其宗学，各擅专门，党同道，疾异部。愚以寡昧，猥承传习，览所制阿毗达磨俱舍论，破毗婆沙师大义，辄不量力，沉究弥年，作为此论，扶正宗学，智小谋大，死期将至。菩萨宣畅微言，抑扬至理，不毁所执，得存遗文，斯为幸矣！死何悔哉？[29]

众贤遗命弟子持信与论往世亲处。世亲菩萨读后，沉吟感慨：

众贤论师聪敏后进，理虽不足，词乃有余。我今欲破众贤之论，若指诸掌，顾以垂终之托，重其知难之词，苟缘大义，存其宿志，况乎此论发明我宗。[30]

遂改《俱舍雹论》之名为《阿毗达磨顺正理论》。

上述说法有不少传说的成分，比如《俱舍雹论》的重新命名问题。实际上，此书原来就名《阿毗达磨顺正理论》（Abhidharma-nyāya-anusāra-[image: ]āstra）。众贤恐人们嫌其太繁，所以删削枝节，保留正面立场，成《阿毗达磨藏显宗论》（Abhidharma-kos[image: ]a-samaya-pradīpikā-[image: ]āstra），简称《显宗论》。而且此书对《俱舍论》并非全盘否定，只是对其“意朋经部”以及批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地方予以辩驳。众贤被认为是有部毗婆沙师中反对异说最为有力的一家。[31]

当此时代，大乘佛教以及经部蓬勃开展，而有部正统没落，众贤作《顺正理论》不仅意在挽救，也有革新意味，其说可称为“新有部说”，对奄奄一息的有部有回光返照的意义。

第二节 部派佛教与阿毗达磨

一 大众系、有部系与分别说系思想倾向

总略而言，部派佛教可分为上座系与大众系，或者进一步分为有部系、分别说系与大众系。

有部系与大众系各有其根本部派，即说一切有部与大众部，二者塑造了各自系统的精神品格，形成了两种相对立的思想趣向与修学风气，前者较重保守规范，后者较重自由发挥。诚如有言：“大众部是重视佛陀的根本精神的发展，基于自由思想及实际生活的要求，一面在对佛陀的观念上趋于理想化，一面在现实的生活上则要求人间化。说一切有部则适巧相反，为对于原始的经义的保守，为基于对经律的整理疏释的要求；一面在对佛陀的观念上仍保持人间化，一面在现实的生活上则趋于学究化。”[32]但正是有部与大众部的思想的对立与激荡，部派佛教才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思想开展与宗教实践，同时也为大乘佛教的兴起开辟了舞台，准备了条件。

分别说系思想倾向介于有部系与大众系之间，其部派或者与有部系同属上座系统，而又多摄取大众系思想者；或者原属大众系，后多融摄有部系思想者，故形成了较为调和的思想特色。此系注重杂藏，分咒藏与菩萨藏，不仅显扬大乘精神，而且为密教开展之嚆矢。

二 部派佛教与阿毗达磨

部派佛教所出部派一般都有自己的三藏，但这并不是说各个部派的三藏完全由自己集成。不同部派的经藏、律藏与论藏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共许、共享，但无论如何，各派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色。这种思想特色一般都以自己集成或者写成的论著表达出来，而称宗见、宗义。

部派佛教就其宗义而言，主要是与阿毗达磨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上座系，阿毗达磨为其组织思想的基本形式，而到说一切有部手中，这种形式被发挥到了极致。最终阿毗达磨成为部派佛教一切论说的代名词。

阿毗达磨，是Abhidharma的音译，又作阿毗昙，简称毗昙，意译为对法、向法、无比法、大法等。最初阿毗达磨就体现了前述含义。一者是以阿毗达磨称佛陀教法，如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云：“阿毗昙者，九部修多罗，是名阿毗昙。”[33]也许阿毗达磨的无比法、大法等义源于此。而且九部经作为佛陀教法，是引导众生趋向涅槃的，即有对向涅槃之义，故阿毗达磨又称向法。二者是以阿毗达磨为解释佛陀教法的法门之一，而获得对法的意义。特别在后一意义上，阿毗达磨重在获得智慧，所以又成为统摄无漏慧以及作为无漏慧资粮的有漏诸慧的法门。

阿毗达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谓优波提舍（Upade[image: ]a），又作邬波弟铄等，即论议，乃十二分教之一，或者是佛陀对其教法进行的义解，或者是佛陀标出纲要而诸弟子们所作之释，或者是佛世在佛陀加持、开许下诸弟子间互相论议而加以组织之说。佛灭后即转为佛弟子们的论议。第二类谓摩呾理迦（Mātrkā），又作摩窒里迦等，意译母、本母、智母、行母等，是研究经文、贯通血脉、阐明教意、扶发宗要者，一般为佛弟子所说。在最初即有关于法的本母，如有关圣道修持的项目，如四念处、八正道等，以及关于律的本母，即僧伽规制的纲目。基于关于法的本母，后展开为经母与论母，给出理门、纲目与宗要，然后予以梳理与解释。第三类谓纯粹或者说狭义的阿毗达磨，是抉择法门、分别法相者，唯佛弟子所作。[34]

在第一次结集时，阿毗达磨摄于经藏与律藏。在此后，佛弟子的言说日增，阿毗达磨渐摄于论藏，而成为论藏的名称，这时阿毗达磨就与论相通用了。由此，阿毗达磨具有了更复杂的形式与更丰富的内容。部派佛教独立论书的不断出现，意味阿毗达磨走向了其成熟形态。

部派佛教的两系对待阿毗达磨的态度有别。上座系采取分别说态度，认为佛陀教说有了义与不了义语，故重视对经教的解释与论说的组织，阿毗达磨得到偏爱而发达起来。其中，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最为发达，在中国有系统译传。大众系采用一说态度，认为佛陀经教皆为了义，因此，“经说既详，解经之阿毗达磨无关轻重，其籍自鲜”。[35]既然大众部对阿毗达摩不甚重视，其阿毗达磨就不如上座部发达。殊为遗憾的是大众部的阿毗达磨在现今没有流传下来，难以窥其面貌。大众系与上座系的末派一般多共用自系阿毗达磨论书，也无译传。

因此，部派佛教部派虽多，但其阿毗达磨的种类只有几种。一般分为四种：一者身义毗昙，其中身为《阿毗达磨发智论》，义为对其的释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二者支足毗昙，即《阿毗达磨品类足论》等六足；三者《舍利弗阿毗昙论》；四者蜫勒。如果将前两类合为身足毗昙，可得三类：一者身足毗昙，解佛经教而成，佛陀后世弟子作；二者舍利弗毗昙，佛陀首席弟子舍利弗作；三者蜫勒，佛陀大弟子之一大迦旃延所作。[36]

如果从门径角度看，按照《大智度论》，阿毗达磨可分为三类，如云：

智者入三种法门，观一切佛语皆是实法，不相违背。何等是三门？一者蜫勒门，二者阿毗昙门，三者空门。[37]

这三门各有特点。蜫勒有两方面含义，一是随摄法相，即通过类摄而以略摄广，二是对这种略摄广发议论，举一反三，如随相门、对治门。毗昙门是解诸法义，即开阐而广分别相义。空门是方便明空。应该说，上座系对前二门展开最为充分，而大众系对最后一门有所阐显，虽然在大乘看来堕于偏空。

既然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最为发达，我们可以略加说明一下其阿毗达磨的具体形态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立本成学阶段，出根本毗昙，奠定有部理论基础，以身足毗昙即《阿毗达磨发智论》一身以及《阿毗达磨品类足论》等六足为代表。

二是抉幽演广阶段，出毗婆沙毗昙，开释根本毗昙，以《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为代表。

三是提纲摄要阶段，出纲要毗昙，将毗婆沙的繁义略摄，以《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阿毗达磨俱舍论》为代表。

这三个阶段阿毗达磨的开展也正好给出了有部阿毗达磨的三种类型。

第三节 大众系部派及其基本思想

大众系至佛灭二百余年，除本部外，先后分流出说出世部、一说部、鸡胤部、多闻部（后转属分别说系）、说假部、制多山部、东山住部、西山住部，后又分出方广部。此诸派从大众部流出，所以相当多基本思想与其一致，下面大众部外各派皆唯述其独许基本思想。

一 大众部的著述及其基本思想

（一）大众部的著述

大众部，是Mahāsanghika的意译，或称Mahāsa[image: ]ghika-nikāya，又作圣大众部（[image: ]rya-mahāsa[image: ]ghika），音译莫诃僧祇尼迦耶、摩诃僧祇部，略称僧祇部，于阿育王时代分裂而出。大众部本义指大众，其在部派佛教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与上座部发生分裂后形成的大众系，二是指在屡次分裂后仍相续的根本大众部。这里要略述的是根本大众部。

大众部作为大众系的根本部派，在部派佛教中，与上座系的说一切有部形成两个对立的极端。但说一切有部论藏的主要著述皆流传下来，而大众部论藏的论著竟无汉译流传至今，除了经藏的一部阿含，即《增一阿含经》，以及律藏的一部律，即《摩诃僧祇律》。实际上在法显留印期间，曾得到一部《摩诃僧祇阿毗昙》，但没有翻译此论，而仅翻译了《摩诃僧祇律》。玄奘游学印度回国时，曾带有大众部论书，亦没有翻译。来华印僧也如此。这是相当遗憾又不可思议的。这似乎成了一个千古之谜。历史上曾认为诃梨跋摩的《成实论》是大众部论书，但实非如此。《分别功德论》被认为与大众部有关，不过亦非纯粹大众部思想。

（二）大众部的法相论

大众部的法相思想的全貌现已无法窥见，只有一些思想片段。较集中的记载是在《异部宗轮论》，当然在有部的论著中也散见一些观点。

在有无说方面，大众部承许有为法与无为法两种实有。有为法的存在是由因缘和合生起的，但只在现在刹那才实有体，而在过去、未来无体，所谓过去、未来体相皆无。所以，大众部属于刹那论者，成立现在有而过去、未来无的立场，不同于说一切有部主张三世实有。

无为法在大众部有特别的建立，分为了九类，即一择灭、二非择灭、三虚空、四空无边处、五识无边处、六无所有处、七非想非非想处、八缘起支性、九圣道支性。前三无造作，是寂灭相，其作为无为在部派佛教中是共许的，如有部就只承认这三无为。但后面六种作为无为是大众部最先提出的特见。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四者相应于无色界的境界，本属于世间境界，并非无造作的寂灭境界，但因为相对于欲界、色界的粗显境界而言较为微细，所以称为无为。圣道支性、缘起支性本为有为性，但因为其道理法尔如是，恒不改变，所以称为无为，这与《杂阿含经》所说的缘起性相合。《杂阿含经》认为缘起道理“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来自觉知成等正觉，为人演说，开示显发”。[38]即缘起道理法尔常在，并非佛陀所造作，只是佛陀证知后显示出而已。前三无为是为了显示涅槃境界的寂灭性，后二无为是为了表明集谛与道谛的法尔性，中间四无为则是为了随顺凡夫说明世间最高境界的微细性。

九无为的凸显，体现出大众部一方面注重揭示通向涅槃的解脱之道，另一方面又注重随顺与方便化导众生。而说一切有部提三无为，唯注重是通向涅槃的方面。

大众部相对于有部的“一切有”立场，弱化了“一切有”范畴，其分派如一说部、说出世部、说假部乃至方广部，更对诸法的体性多持否定态度，特别是一说部与方广部，或者说一切皆假，或者说一切皆是空无，将大众部的立场推到了虚无主义的极端。后者在表现形态上与大乘般若思想相似，当然实质不同。

在染净论方面，大众部只承许善法与不善法，不承许有非善非不善的无记法。这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善恶观。这与有部形成对比，没有有部对众生内在的染净性的分析来得深刻与细致。有部在善、不善法外，还承认无记，而且进一步承许有有覆无记与无覆无记。有覆无记非是恶法，但仍具染性的中性，而无覆无记是纯粹的中性。

（三）大众部的心性论

大众部首先在部派佛教中阐明了佛陀的心性本净说。这种心性思想后来不仅为大众系各部派相继阐发，而且在上座系的诸多派别中也依据《舍利弗阿毗昙论》承许这种思想。大众部主张：

心性本净，客随烦恼之所杂染，说为不净。随眠非心，非心所法，亦无所缘。随眠异缠，缠异随眠。应说随眠与心不相应，缠与心相应。[39]

意为，心所与心相应，因此，缠，即随烦恼，也就是烦恼，作为心所，与心相应，但随眠作为生起烦恼之潜隐因性，非是心所，也非是心，与心不相应。烦恼有不生之时，但随眠犹在，因此烦恼法与心的关系实际还要看随眠与心的关系。这样，由随眠与心不相应，也就不相类，可知染法与心也不相类。由于大众部对法的记性只有善、不善两类，没有无记法，因而心体性与染法不相类，就必然是明净的，而且法尔如是。当我们说心有染相时，实际是随烦恼生起而覆蔽心的缘故，所谓为随烦恼所染。但不论染不染，心性本来就是明净的。由于随烦恼与心不相类，而且有生有灭，来去不定，所以心即为主位，而随烦恼为客位，在汉译中多译为客尘。因为心体乃本净性，所以成就圣者就在于彻底断除随烦恼的覆蔽。

后来大众部提出了根本识概念，按照心性本净思想，此明净的心就应该是根本识。

“心性本净”说在大乘的佛性如来藏思想与瑜伽行派思想中得到更系统的发扬，成为大乘佛教中的重要教理。

（四）大众部的佛陀论

大众部的思想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其关于佛陀的立场。在阿含教说中出于解脱道的基本意趣，避免对佛陀身、口、意的性质作过多的说明，体现在“十四无记”中就是对如来灭后有体无体予以置答。部派佛教以阐扬教理为主，所以不会回避这个问题。在后文将述有部的立场，而大众部在此问题上在很多方面与其立场相对立。在其佛陀观中，大众部刻画的佛陀形象被现代人视为有“神化”色彩，但实际上，这只是大乘佛陀观的预演而已。

大众部的佛陀观在《异部宗轮论》中被归纳为十余条，可列举如下。[40]

一者，总相方面有分二：

①诸佛世尊，皆是出世。

②一切如来，无有漏法。

即佛陀完全是出世间性，即超越性，同时完全清净无漏。这与有部的立场大为有别。有部认为佛陀并非完全无漏，也并非完全是出世性，因为其色身仍是有漏的。

二者，别相之佛身方面有三：

①如来色身实无边际。

②诸佛寿量亦无边际，

③如来威力亦无边际。

此中意味佛陀分为了两种形态。一种是真实形态：诸佛已经灭除世间的无常性，其真实色身的体性必是恒在的；其真实色身不可能受到拘碍，必是遍于一切处的；佛陀已经断尽了一切烦恼，获得自在，其威力必是无边际的。一种是示现形态：显现色身有限，有一定形象；显现寿量有限，会入无余依涅槃而灭；威力有限。这与有部称佛陀之身仍有有漏性、佛陀寿量有尽必入灭、佛陀的神通有局限等直接相对。这样的立场已经相当接近于大乘的佛色身观了。

三者，别相之佛意方面有四：

①佛无睡梦。

②一刹那心了一切法。

③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

④诸佛世尊尽智、无生智恒常随转，乃至般涅槃。

即佛陀的智慧恒转，佛陀的心识恒与智慧相应，因此，能时刻对一切法有圆满如实之知，也就不可能有失念之迷梦或者不知者。如有不知，乃方便示现而已，如在阿含经中有示现不知等。

四者，别相之佛语方面有四：

①诸如来语皆转法轮。

②世尊所说无不如义。

③佛所说经皆是了义。

④佛以一音说一切法。

即佛陀的言说都与真实相应，都能指向涅槃方向，而无戏论，并能一音含摄一切法。这也与说一切有部的立场相对立。

五者，别相之佛度化众生方面有三：

①佛化有情令生净信，无厌足心。

②如来答问，不待思维。

③佛一切时不说名等，常在定故，然诸有情，谓说名等，欢喜踊跃。

即佛陀大悲无限，而方便度化一切众生，且这种度化是随缘任运，不待功用、分别的，虽然在外相上看似有功用、分别。

另外，大众部的佛陀观还有：六者，别相之多土多佛方面，即存在众多世界，这些世界同时皆有佛陀出世，换言之，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众多佛出现。这已经相当近似于大乘佛陀观了。

大众部对佛陀的空前的高扬以及通过“跋陀罗五事”而对阿罗汉在一定意义上的贬抑，预示佛教将要发生的一种转向，即从以阿罗汉为本位转变到以佛陀为本位。因此，大乘佛教最初主要从大众系的区域兴起，绝非偶然。

（五）大众部的修行论

（1）凡夫无正见与信根，无对治力与善法力故，唯圣者具有。

（2）修行乃对治烦恼，以去除本净心性之所染垢。

（3）见道获得圣性，则越离一切烦恼缠缚，所谓“入正性离生”。

（4）现观智了知四谛总相，现观边智即现观后所起之智一刹那遍知四谛诸相差别。

（5）预流、一来、不还有退，但阿罗汉不退。

（6）最后身菩萨入胎清净不染，无贪嗔害意；能随愿随意而生恶趣度化众生。[41]

二 说出世部的特征思想

说出世部乃Lokottara-vādin的意译，音译卢俱多罗婆地，依其所立的宗义得名；或从其宗义角度称Lokottara-vāda，音译卢俱多罗婆拖，又作出世说部、出世间语言部等。佛灭第二百年中与一说部、鸡胤部从大众部分出。此部独许基本思想如下：

世间烦恼从颠倒起，此复生业，从业生果。世间之法，既颠倒生颠倒，不实故，世间法但有假名，都无实体；出世之法非颠倒起，道及道果，皆是实有，唯此是实，世间皆假。从所立为名，既乖本旨，所以别分，名说出世部。[42]

即世间法皆是颠倒而起，唯是假名，而无实体，只有出世法，所谓道谛与灭谛，为真实。简言之，以佛教为真，余一切为假。这与大众部立场相异，代表了一种极端的虔敬立场。

三 一说部的特征思想

一说部，是Eka-vyavahārika的意译，依其所立的宗义得名，又称执一语言部。其独许基本主张云：

世出世法，皆无实体，但有假名；名即是说，意谓诸法唯一假名，无体可得；即乖本旨，所以别分，名一说部，从所立为名也。[43]

此中的“本旨”，即本部大众部的教义。一说部教义言一切法唯名，似于大乘般若思想相通，其实不然。般若思想以无相、无二、无所得而不住一切，而一说部则堕偏空，所谓顽空，带有虚无主义色彩。

四 鸡胤部的特征思想

鸡胤部，梵文名Kurkutika、Kaukkutika、Gaukulika、Gokulika，即窟居部、灰山住部、牛住（或牛家）部，音译[image: ]矩胝迦部、高拘梨柯部等。一般认为，鸡胤部是随部主而得名。如《异部宗轮论述记》说：“[image: ]矩胝部，此婆罗门姓也，此云鸡胤。上古有仙，贪欲所逼，遂染一鸡，后所生族，因名鸡胤，婆罗门中仙人种姓。”[44]而灰山住部，似因地名而来。但也有不同看法。南传《论事》说：“执一切行煻煨，余烬之热灰，如鸡胤部。”[45]此中，煻煨即热灰。意为“一切行（生灭有为法）都是火烧一样的使人热恼苦迫。如热灰（煻煨）一样，虽没有火，但接触不得，触到了是会被灼伤的”。由此可推论：“依一切行是煻煨——热灰的理论而成部，所以名kukkut·a。传说为牛住、鸡胤、灰山，都是语音变化而引起的异说。”[46]此部于佛灭第二百年中从大众部分出。

此部唯弘论著，不弘经律，认为前者乃了义或者真实教，后者只是佛世尊的方便教，如云：

随宜覆身，随宜住处，随宜饮食，疾断烦恼。有三衣覆身，佛亦开许，无三衣覆身，佛亦许之；僧伽蓝内住，佛亦开许，界外亦许；时食，佛随许，非时午前食，佛亦许。故衣处食皆名随宜，唯言疾断烦恼故，阿毗达磨独是正说，律为方便也。[47]

此中以律以及经藏为方便教、阿毗达磨为真实教的主张，对以佛说、佛制为本的佛教本位是一个冲击，似乎有不滞于教条、唯求疾断烦恼的锐意，但极易堕入遗忘佛陀的弊端。

五 说假部的特征思想

说假部，是Praj[image: ]āpti-vādin的意译，又作施设论部、假说部、假名部，音译钵蜡若帝婆耶那、波罗若底婆地、波罗若底婆拖（Praj[image: ]āpti-vāda），或称Vibhajya-vādin，即分别说部、分别部。于佛灭第二百年中从大众部中分出。

此部名中Praj[image: ]āpti是施设、假施设、安立、假安立等义。前文“说出世”对世间法或出世法、“一说”对一切法皆是一盖说，即对一切法的性质给出一总体判摄，“说假”不如此，对世间法或者出世法皆非笼统论断。《异部宗轮论述记》说：

此部所说世、出世法中，皆有少假。至下当知，非一向假，故不同一说部；非出世法一切皆实，故不同说出世部。既世、出世法皆有假有实，故从所立，以标部名。[48]

即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皆有安立与非安立者，所以非一向真，亦非一向假。安立者，为假，而非安立者，为真，所以须分别论之。由此得说假部名以及分别说部名。

有说说假部与鸡胤部是一部，但鸡胤部说真实教和方便教，与说假部说真和假，含义大异，不能混同起来。

六 制多山部、东山住部、西山住部的特征思想

在佛灭两百年左右，大众部在南印度分裂出制多山部、西山住部、东山住部三部。大天（摩诃提婆）本于大众部出家，后作为九路弘法大德之一，来到南印案达罗地区弘法，于制多山（支提山）建立了制多山部。但与彼部僧重详跋陀罗五事，而引起乖诤，最终发生分裂，分出东山住部与西山住部。

制多山部，是Caitya-vādin，或Caitika的音译，又作支提山部、制多部等，因住于制多山而得名，又因创宗者而称摩诃提婆部。

东山住部，是Pūrva-[image: ]aila的意译，音译佛婆罗部，因住于东山而得名。

西山住部，是Avara-[image: ]aila的意译，音译阿罗说部，因住于西山而得名。

此三部学说与大众部大同，因对跋陀罗五事认识不同而分裂。据《异部宗轮论》，三者独许的基本思想有两点：

一者“诸菩萨不脱恶趣”。立志成佛的修行者未成佛前，称为菩萨。解脱道圣者即使未成阿罗汉，也不会堕入恶趣，而菩萨因为悲心重，与众生缘深，在未成佛位，仍会生恶趣。不过在大乘，只要入真实菩萨位，就已断恶趣，但可以悲心而作意入恶趣，度化众生。

二者“于窣堵波兴供养业，不得大果”。这实际是说，仅注意外在的功德积累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修行发起内在的智慧。

显然，如同大众系的部派，制多山等三部的思想与大乘佛教确有不少相近之处。在此意义上，大乘最早从南方兴起，与这里特殊的思想背景不无关系。

七 方广部的特征思想

在部派佛教中期，也就是大乘兴起之时，大众部又分出一部，即方广宗，又称方广道人。方广部最先在印度南部案达罗地区出现，后在锡兰开展，一度是其主要派别之一。

方广宗承袭大众系对法的否定倾向，同时受到大乘空思想的影响，也因后者得名。其宗义如《大智度论》所说：

更有佛法中方广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兔角、龟毛常无。如是等一切论议师辈，自守其法，不受余法：“此是实，余者妄语！”[49]

即方广宗否定一切法的实有，并因此否定因果，这比一说部走得更远，一味用遮而住于偏空，是真正堕入虚无主义。大乘般若思想谈空，无有滞碍，空亦复空，一切归于无所得，与方广部不同。

第四节 有部系部派及其基本思想

有部系包括一切有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说转部七部，下面除说一切有部详说外，其他部派略说，而只述其特征思想。

一 说一切有部的著述及其基本思想

（一）说一切有部的主要著述

说一切有部，是Sarvāsti-vādin的意译，音译萨婆阿私底婆地，从学说角度则为Sarvāsti-vāda，即萨婆阿私底婆拖，谓一切有，全称阿离耶暮罗萨婆悉底婆拖（[image: ]rya-mūla-sarvāsti-vāda），即圣根本说一切有宗，略称萨婆帝婆、萨婆多、有部、有部宗、有宗等。以主张三世一切法皆是实有，故称说一切有部；又因善于说因，而称说因部（Hetu-vidyā）。

佛灭二百年后，上座部分出说一切有部。其弘传的主要区域在西北印度，形以成迦湿弥罗国为中心的东方系与以犍陀罗为中心的西方系。有部是部派佛教的最大部派，以及有部系乃至上座系的根本部派。

最初上座部弟子唯弘佛陀经教，后开始亦重阿毗达磨，即毗昙。重阿毗达磨的部众即与重经教者发生分裂，而为说一切有部。到迦多衍尼子造《阿毗达磨发智论》，通过解经方式，系统化了有部教理。从此，有部即在此论基础上发展出重论的阿毗达磨传统，其论师称阿毗达磨师，即毗昙师。

《阿毗达磨发智论》奠有部学之身，而《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阿毗达磨法蕴足论》《阿毗达磨施设足论》《阿毗达磨识身足论》《阿毗达磨品类足论》《阿毗达磨界身足论》立有部学之足，而成有部学的教理系统。后有五百阿罗汉在迦湿弥罗结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广释《阿毗达磨发智论》，集有部思想之大成。

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文义浩瀚，卷帙繁多，遂有纲目书以及精要书的撰造。先是西方师法胜（Dharma-[image: ]resthin）造颂又自作释，成《阿毗昙心论》，优婆扇多（Upa[image: ]ānta）亦作释为《阿毗昙心论经》。后法救取《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精义，增补《阿毗昙心论》，而成《杂阿毗昙心论》，调和有部东西两系的思想。

大乘的兴起以及从有部分出的经部思想的流传，显示出有部学说的保守与僵化之处，世亲乃依《杂阿毗昙心论》，撰作《阿毗达磨俱舍论》，以经部思想修正并更新有部之说。但众贤颇为不满，撰《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及其简本《阿毗达磨藏显宗论》，以辩难与反驳。二师都有更新有部的努力，而为新有部，只是方式不同，一者朋摄经部，二者随顺有部正统。同时代还有众贤与世亲之师悟入（Skandhila，塞建地罗）造《入阿毗达磨》，解说有部思想，试图消除众贤著述的偏颇之处。这些是有部思想的最后的重要著述了。

说一切有部形成了自己的三藏。在汉文大藏经中，保存有论藏中几乎完整的主要著述，也有经藏与律藏流传下来。据研究，汉译的《杂阿含经》与《中阿含经》是此部所传。汉译还有极为丰富的律藏典籍，计有《萨婆多部十诵律》（《十诵律》）《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等二十余部。

说一切有部作为著述保存最完整的部派，其思想复杂丰富，下面就其法相论、心性论、因果论、佛陀论、道行论五个方面略加说明。

（二）说一切有部的法相论

1.有无说

说一切有部以说“一切有”为其部派名字，这表明其是以对一切法的有无的判定为其建立学说的基础的。“有”被分为了两种，即实有与假有，具体是实物有与施设有。这里的一切有是在破除了假有后的实有。作为实有的实物有如蕴、界等，本来有其自性；而作为假有的施设有如男女等，本无自性，而靠施设名而有。对这两类有，有部还有更为细致的区分，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云：

有说五种：一名有，谓龟毛、兔角、空花鬘等；二实有，谓一切法各住自性；三假有，谓瓶、衣、车、乘、军、林、舍等；四和合有，谓于诸蕴和合施设补特伽罗；五相待有，谓此、彼岸，长、短事等。[50]

这其中，实有为一类，假有除狭义的假有外，还包括名有、和合有与相待有三类。这四类假有值得注意。名有，是指压根就不存在者，如兔角本无，但两只耳朵翘起，令人误执有角，故兔角就唯名而已，龟毛、空花鬘等亦如此。狭义的假有与和合有都指和合而成之物，并非实有。相待有是指相待的存在，也无自足的自性。特别要注意，有部承许无我说，但为了解释凡夫我执的起源以及佛说中“我”的用法，建立了假我，或者说，假补特伽罗。这样的我，即补特伽罗，实际是依于五蕴的和合而安立的，并非实有自性，但凡夫执以为真实有我。为了方便引导众生，佛陀也在五蕴和合的意义上，假说“我”。如《异部宗轮论》引有部说云：“有情但依现有执受相续假立。说一切行皆刹那灭，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但有世俗补特伽罗，说有移转。”[51]即根本无我，但以五蕴的和合相续而假立我，此我可称世俗补特伽罗，由此可假说有我的前后相续。

2.法事说

“一切有”既然是指一切的实有，那究竟包括哪些法呢？首先如蕴、界、处三科所摄的种种法，特别是十二处常用以表明一切法的含义。这其中，蕴包括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法的集聚，所以，这也是其成立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法实有的重要原因。而且，在界、处不仅包括有为法，而且包括无为法。“一切有”中，有此二类。

其次常以五位法来显示一切有。五位法是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无为法。色法就是物质性法；心、心所法是指心体以及心的微细附属功能体，心所与心是同时、同处和合俱转的；心不相应行是于色、心心所法安立的次级法，但作为意识的认识对象也是实有的。这四者称有为法，具有生、住、异、灭的有为相。无为法指非因缘和合、无生灭、无造作的寂灭性法。有部是心物二元论者，认为心里的现象的发生，常常是外色法所引起的，因而将色法放在第一位，心心所法放在其后。心不相应行法因为依于色、心心所建立，所以放在再后一位。而将无为法放在最后，乃因为无为法作为寂灭相，指前诸法所摄的世间法的寂灭，是成就涅槃所要亲证的。

五位法在有部最早的阿毗达磨中就已提出，到《阿毗达磨俱舍论》中归纳为较简明的七十五法，所谓五位七十五法。这其中，《俱舍论》虽朋经部，但思想仍是属有部系统。七十五法如下。

一者色法，有十一种，即五根、五境、无表色。其中，五根谓眼、耳、鼻、舌、身，五境谓色、声、香、味、触。无表色是指不能显表出来的微妙色法。总之，色法指一切物质性法，有别于五境中的色，后者只是眼所认识的对象。

二者心法，有六种，即眼、耳、鼻、舌、身、意识，但体一用别，计为一法，即持一识说。当然这里所述是《俱舍论》的立场，有部一般认为六识是各有自体的。

三者心所法，指各种的心理功能作用，共有四十六种，可摄为六类，即大地法：受、想、思、触、欲、慧、念、作意、胜解、三摩地；大善地法：信、不放逸、轻安、舍、惭、愧、无贪、无嗔、不害、勤（精进）；大烦恼地法：痴、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掉举；大不善地法：无惭、无愧；小烦恼地法：忿、覆、悭、嫉、恼、害、恨、谄、诳、[image: ]；不定地法：寻、伺、睡眠、恶作、贪、嗔、慢、疑。这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贪、嗔、慢、疑竟然未列入烦恼地法，主要因为它们在针对善法与不善法生起时有行相相似但性质不同的两类。

四者心不相应行法，有十四种，即得、非得、同分、无想定、无想果、灭尽定、命根、生、住、异、灭、文身、名身、句身。这其中，法与得相应，保证了此法具有自性。

五者无为法，即择灭无为、非择灭无为、虚空无为。

这五位法在大乘瑜伽行派中也有建立，只是由于唯心性，心心所排在了色法前面，而居第一位。

在五位法中，没有看到时间的尺度。这也表明“一切有”是在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的意义上成立的。这就是有部的著名学说——“三世实有说”。

3.三世实有说

“三世实有”，是将一切法放在时间轴上考察。无为法超越于时空，需要关注的是有为法，即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法。对有为法，可区分时间轴为过去、现在、未来三段考察，但以现在刹那为考察基点。

有为法在现在肯定实有。实际上，在部派佛教，只要承许有实有法，那首先就是承许在现在实有，这是一个前提。在现在位实有的法有一个不共的特点，就是现前性，即当下显现在前。但这样现前之法，有部认为是由过去延伸来的，而且会延伸到未来去，不可能在时间上突兀地孤起。也就是说，在现在刹那存在的法，在过去与未来也必然有其存在性。当然后两种存在性有限定，明显不能显现在前，而与现在存在方式有所区别。

对过去、未来与现在法的存在性的差别，在有部历史上有不同看法，出现了四种代表性立场，分别由有部四大家大德法救、觉天、世友与妙音提出。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言：

尊者法救说类有异，尊者妙音说相有异，尊者世友说位有异，尊者觉天说待有异。说类异者，彼谓诸法于世转时，由类有异，非体有异。……说相异者，彼谓诸法于世转时，由相有异，非体有异。……说位异者，彼谓诸法于世转时，由位有异，非体有异。……说待异者，彼谓诸法于世转时，前后相待，立名有异。[52]

在四者中，世友的立场代表了有部的正统。他主张诸法根据未发生作用时、发生作用时、发生作用后的不同而有不同状态，即不同位，由此而区分“未来”“现在”“过去”。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说：“此师所立世无杂乱，以依作用立三世别，谓有为法未有作用名未来世，正有作用名现在世，作用已灭名过去世。”[53]在此意义上，“一切有部诸是有者，皆二所摄：一名，二色，过去、未来体亦实有”[54]。此中名即心、心所法，色即色法，心不相应行法由此二所摄，即成有为法的一切有。

由此，有部主张的“三世实有”，是诸法法体三世恒存，无有差别，但依于功能作用的有无发生，而有现前不现前的不同，立为三世差别。相当于体是三世恒在无变，而相有现前不现前之别。

功能作用在现在刹那现前，而在前后刹那不现前，所以是刹那起灭，所谓“一切行皆刹那灭，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55]。这里的一切行，是指有为法。虽然一切行刹那灭，但其法体却是三世恒有。

（三）说一切有部的心性论

有部虽然是心色二元论者，但如同全体佛教一样，以修行为本，因而都注重心的意义。其对心的研究，区分心与心所，并进一步将心所细分，这在部派佛教中最为深刻、细致与系统。只有到了大乘瑜伽行派，在这方面才有更深入的开展。

在有部看来，“心、心所法体各实有；心及心所定有所缘；自性不与自性相应；心不与心相应”[56]。将心方面的总略功能与微细功能以体各别而分开，揭示心、心所的不同，是有部心说的主要特色。具有微细具体功能的心所，与心一样，都有认识能力，而且与相对应之心同时、同处和合俱转，缘同一所缘境，故说心所与心相应，心为主体，而心所为从属。但心与心不具这种相应性，各别而起。

心所从染净论角度看，是有染净之别的。凡夫的心所是染性所摄，其中的烦恼心所是众生轮回的增上动力因，由其发动众生才能造业，而感得生死流转。所以，研究烦恼与心的关系在部派佛教中成为一个公共的重要课题。

对此，说一切有部认为：

一切随眠皆是心所，与心相应，有所缘境；一切随眠皆缠所摄；非一切缠皆随眠摄。[57]

此中，缠就是现起的烦恼，而随眠是烦恼的因性，能够生起烦恼。引文是说，烦恼是心所，与心相应，即与心染净类性相同，而随眠也归摄在其内，与心相应。这样，即使缠不现起，随眠犹在，与心相应，心也就恒为非净性，所以不能说“心性本净”。有部立非染非净的无记法，在其看来，由心多分住无记性，佛陀方便说心性本净，并非真是本净。由此可知，说一切有部持“心性非本净说”。

（四）说一切有部的因果论

说一切有部对法相的精深研究，有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因缘与果方面，由此获得了“说因部”之名。

1.四缘说

按照有部，一切有为法的存在是因其自性，即自体性，但其生起必是要待众缘的，换言之，一切有为法必要众缘和合才能显现在前，即乃众缘所生之果。不过，虽然生起有为法的众缘有种种不同，但可以区分为四类，即四缘，所谓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与增上缘。其中，因缘是生起果的主要条件，简称因。这样，众缘和合即是因缘和合。

具体而言，因缘作为缘中的主要因素，对果的生起起主要作用，其他三缘是不同方面的辅助之缘，即由分别作所缘境、起开导作用、不发生障碍作用而建立。以心心所法为例。一刹那心心所法引起次后刹那同类心心所，故立为因缘；即此开路引导，次后刹那心心所法乃能得生起，故立为等无间缘；即此能为次后刹那心心所法的所缘境，故立为所缘缘；即此不障碍次后刹那心心所法令得生起，故立为增上缘。此中，因缘如种子法，等无间缘如开导法，所缘缘如任杖法，增上缘如不障法。[58]即从一聚心心所法说明了四缘的意义。

2.六因说

由于因起着根本作用，有部对因还有更进一步分析，成立六因，即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异熟因。略说如下。

一者能作因，又作所作因、随造因，谓凡有为法生起时，余一切不对其发生障碍作用之法皆为能作因，其所生果称增上果。

二者俱有因，又作共有因、共生因，谓诸法间互为因果，或者同时为因而得同一果，名俱有因，其所生果称士用果。

三者同类因，又作自分因、自种因，谓同类记性之法为因，如过去善法为现在善法之因、现在善法为未来善法之因等，名同类因。其所生果称等流果。此中，记性分三，即善、恶、无记性。

四者相应因，谓心与心所互为条件，相应而起，其所生果称士用果。

五者遍行因，又作一切遍行因，谓能遍行于一切染法而作因的烦恼，如无明等，名遍行因，其所生果称等流果。

六者异熟因，又作报因，谓能招致来世苦乐果报的善恶业因，由于果报是无覆无记性，是异类而熟，名异熟因，其所生果称异熟果。

前面六类因及其所生五类果都是属于流转的因果，而解脱的因果不在此列。解脱之因是解脱智，解脱之果是涅槃，称离系果。即由解脱智慧之简择力而断诸烦恼，远离有漏法的系缚，证得择灭无为的涅槃果位，称得离系果。

3.极微说与四大种说

说一切有部通过分析色法的性质，提出了极微说。色即有质碍之义，也就是一切具有质量、形状而占据一定的空间又互为障碍之法。如果对色法予以细分，当这个过程不断进行下去到色法不能再加分割时所得的最小色法单位，称为极微（Paramānu，临虚）。极微作为最小单位的色法，约略相当于古代西方哲学所说的原子。这样，一切色法都可看成为极微合聚而成。极微不可见，但对其是否有形状，则在有部中存在争议。

极微集聚而成可现见的宏观事物是有一定方式与过程的。最初以一极微为中心，六极微合聚于四方上下，形成一微集聚，即一微，称阿菟（Anu），又作阿拏。这是以天眼等可见的最小色法单位。七微合聚为一金尘，七金尘合聚为一水尘，七水尘合聚为一兔毛尘，七兔毛尘合聚为一羊毛尘，七羊毛尘合聚为一牛毛尘，七牛毛尘合聚为一隙游尘……由此次第，最终可得一切事物的形成。

但这其中，要成为宏观事物，极微必须合聚成色、香、味、触四尘，即眼根所见的色尘，耳根所嗅的香尘，舌根所尝的味尘，身根所触的触尘。此四尘皆具坚、湿、暖、动性质。而坚、湿、暖、动四者分别称地、水、火、风，[59]所谓四大种（Mahābhūta），或者四界（Dhātu）。四尘摄四大种以不同方式的合聚，才有了形形色色、包罗万象的宇宙万物。其中，在四尘合聚而成物时，四大种中必有一大种增长，如石头意味坚增长，河水意味湿增长，火焰意味暖增长，风意味动增长等。

（五）说一切有部的佛陀论

说一切有部的佛陀观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与大众部的佛陀观形成了鲜明对照。有部关于佛陀的一些特见可分为关于佛陀的身、口、意的三方面。

在有部看来，佛陀的智慧与解脱虽然圆满，但身体还是有漏的。这是因为其最后身菩萨仍是异生。[60]换言之，作为异生的最后身菩萨的身体的有漏性，决定了作为其转变身的佛陀身体仍属有漏性，正是因此才称成佛时所入乃有余依涅槃。还有，既然佛陀身体具有漏性，必然当从有余依涅槃进入无余依涅槃，而无余灭尽。

有部认为，佛陀的大慈悲具有殊胜性，即对众生平等看待，没有分别，即为平等大悲，如《异部宗轮论》云：“佛慈悲等，不缘有情，执有有情，不得解脱。”[61]这与大乘的看法相当一致了。

有部对佛陀言说的看法，曾被《异部宗轮论》归纳如下：

非如来语皆为转法轮；非佛一音能说一切法；世尊亦有不如义言；佛所说经非皆了义，佛自说有不了义经。[62]

这其中将佛陀的言说区分为了两类，即了义与非了义者。了义者是直接显示涅槃道理的，而非了义者是没有直接显示涅槃道理的。但这并不是说，非了义者有过失，是戏论，而只是意味非了义的佛语没有直接显示涅槃道理而已。比如佛陀与他者见面有你身体好吗这类的问候语，即为非了义。说一切有部不仅对佛陀言教的意义有所分别与限定，而且对佛陀应用语言的能力也有限定，如不能一音演万法，这与大众部及大乘的看法正好相对立。从这里，我们可看到说一切有部对佛语的基本立场。基于这样的立场，说一切有部特重阿毗达磨，勤于分别、解说佛陀的经教，以追求了义的道理。

说一切有部眼中的佛陀，虽然智慧、慈悲、解脱圆满究竟，但在某些方面仍受到世间的局限，也只有有限的神通能力，这不仅与大众部的佛陀观有所对立，更与大乘的佛陀观有所对立。

（六）说一切有部的修行论

说一切有部在部派佛教中是将修行论梳理、组织最完整的部派。这里略述其特点。

有部认为，虽然佛陀、独觉与阿罗汉同一解脱，但三者的圣道却不同，所谓“佛与二乘解脱无异，三乘圣道各有差别”[63]。由此，区分出了三乘道，即声闻乘、独觉乘、佛乘（大乘）。在其中，以声闻乘道即阿罗汉道为其本道，但明确许可大乘道的存在。

有部建立了完整的道次第，将成就阿罗汉之道区分为五个阶段，即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与无学道，或者将前二收摄为胜解行道，即成四个阶段：胜解行道、见道、修道与无学道。这在形式上与大乘瑜伽行派的道次第相似，仅是无学道换成了究竟道，因为成佛是究竟成就。

在皈依三宝并发出离心也就是解脱心的基础上，众生即进入了资粮道；进一步通过持戒积集解脱资粮，由此进入加行道；依于定，通过暖、顶、忍、世第一法的加行，由此生起解脱智，进入见道，发起对四谛的现观，断除三界的见惑，证得须陀洹果，即预流果；此后进入修道，首先以解脱智断欲界九品修惑中前六品，证得斯陀含果，即一来果；进一步断尽欲界九品修惑，证得阿那含果，即不还果；此后再断尽色界、无色界一切修惑，进入无学道，证得阿罗汉果。在此不同阶段，相应的解脱智不同，所证的四谛境界也不同，所对治即断除的烦恼也有别，最终以尽智、无生智证得阿罗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次第。此构建的完整性只有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道次第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二 犊子部的特征思想

犊子部，是Vātsī-putrīya的意译，音译跋私弗多罗、婆蹉等，又称跋次子部、跋私弗多罗可住子部、可住子弟子部等。此部得名，曾有传说：

犊子者，律主姓也。上古有仙，居山静处，贪欲已起，不知所止，近有母牛，因染生子。自后仙种，皆言犊子，则婆罗门姓也。佛在之日，有犊子外道，归佛出家，如涅槃经说。此后门徒，相传不绝，至此分部，从远袭为名，言犊子部。[64]

这里面似有贬斥附会的色彩，因为犊子部在部派佛教中是提出有我的异流，一分部派佛教弟子斥其为外道。

犊子部在佛灭两百年后从说一切有部分出，以《舍利弗阿毗昙论》为其根本论书。不仅犊子部，上座系分裂出的其他部派除说一切有部，基本皆以此论为其本论。其经藏和律藏与有部同。犊子部的代表性学说主要有以下三说。

一者五法藏说。将一切法归为三类五种，称五法藏（Dharma-ko[image: ]a），即有为法，分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无为法（超时间者）；不可说法（不可定说法）。特色是提出不可说法，乃非有为非无为者。

二者补特伽罗（我）说。众生存在补特伽罗我，但非凡夫所执之我，而是属于第五种不可说法。补特伽罗我与五蕴的关系，非即非离，但为诸法的最终所依体，所谓“诸法若离补特伽罗，无从前世转至后世，依补特伽罗可说有移转”。[65]此我类似于大乘所说的真我，但在小乘中，则近乎异端了。因此犊子部常被指责为外道，不断遭到批判。

三者六道轮回说。在阿含经藏中，主要谈五道轮回，阿修罗摄在天、鬼、傍生趣中，部派佛教部派一般亦仅讲五道，但犊子部谈六道。后来大乘也多是六道说。犊子部甚至再增“中有”，而成七道。

三 法上部与贤胄部、密林山部的特征思想

法上部，是Dharmottarīya的意译，又作法胜部、法盛部、法尚部，音译昙摩尉多利迦（Dharmottarika）、达摩郁多梨部等。法上为部主之名，意为法是殊胜的，或者法在世间之上。

贤胄部，是Bhadrāyanīya的意译，音译为跋陀罗耶尼等。从部主得名，为贤阿罗汉之苗裔，故称贤胄部。又作贤乘、名贤、贤部等。

密林山部，是Sandāgārika的意译，或称Sannāgarika，又作密林住部、艿山部、六城部，音译沙那利迦、山拖伽梨柯。因部主住在密林山而得名。

据《异部宗轮论》，此三部与正量部皆在佛灭二百余年时从犊子部分出，其三藏与犊子部同。三部分派原因系在于解释“已解脱更堕，堕由贪复还，获安喜所乐，随乐行至乐”一颂时而有不同理解。[66]

贤胄部认为初二句解释阿罗汉，次一句解释独觉，后一句解释佛。

法上部主张该颂所说指阿罗汉有退、住、进之别。初二句是退，次一句是住，后一句是进。

密林山部认为此颂是说明退法、思法、护法、安住法、堪达法、不动法六种阿罗汉。其中，“已解脱”指思法阿罗汉，“更堕”指退法阿罗汉，“堕由贪”指护法阿罗汉，“复还”指安住法阿罗汉，第三句指堪达法阿罗汉，第四句指不动法阿罗汉。

此分派原因显得琐碎，表明部派佛教此时已经堕入了繁琐的细节争议，不复先前在大义上的论争了。

四 正量部的特征思想

正量部，是Sammitīya的意译，或称Sammatīya、Sammrti、[image: ]rya-sam-mrti-nikāya，又作圣正量部、正量弟子部、一切所贵部，音译三弥底、三密栗底、阿离耶三密栗底尼迦耶等。正量意为，“权衡刊定，名之为量；量无邪谬，故言正也”[67]。于佛灭二百余年时与法上部、贤胄部以及密林山部从犊子部分出。

正量部虽看似与法上部等一样由于琐碎原因从犊子部分裂而出，但后来也形成了自己的系统教义。不仅如此，在部派佛教的后期，甚至成为部派佛教的代表性部派，与说一切有部、大众部相提并论，势力之大，更有过之。

在从犊子部分出的四派中，唯有正量部的教义现今有论可见，即论藏中的《三弥底部论》，以及律藏中的《明了论》。

正量部的学说大多与犊子部一致，但也有独特的发展，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者我说。正量部的我说是对犊子部的有我说从三假即依假、度假、灭假角度的会通以及补充说明。其中，依指众生的五蕴，度指三世转移，灭指五蕴之灭。依此三类假说，承许有我。

二者业说。身口意业生灭无常，不能久住，但其集聚的力量却能招致果报。这样，业就作为不相应行，与心一起生灭，但又不相应。常比喻为“不失业如券”，即业有生灭，但业力不失，如同债券，到期需要偿还。

三者生灭说。认为心色二法的生灭性质不同。心法刹那灭，而色法有时暂住，因而色心分离，各自独立。这受到了大众部末派的影响。

五 说转部与经量部的特征思想

说转部是Samkrāntika的意译，又作说度部，音译僧迦兰提迦等。按译语，梵语应可称Samkrānti-vādin。在佛灭三百年初从说一切有部分出。后说转部与有部的譬喻师合流，而成经量部。

经量部是Sautrāntika的意译，简称经部，音译修多罗论部，又称Sūtra-vādin，即说经部，于公元二三世纪成立。

（一）说转部的特征思想

根据《异部宗轮论》，说转部之特见主要有三条。

一者二蕴说。二蕴即根边蕴与一味蕴。在凡夫位（异生位），二蕴相续，而不断灭，只有通过修圣道，以对治法可令二蕴永灭，而得涅槃。其中，根边蕴是与一期生命相联系，摄五蕴而成，在命终即灭；一味蕴一直相续，直到成就涅槃才永灭。这是其根本学说。也正因为有蕴从前世转至后世，故立“说转”之名。

二者因位圣法说。在凡夫位有一味蕴，作为众生生命的最终所依，因而众生从凡夫转变为圣者都离不开一味蕴。在此意义上，凡夫法必以一味蕴为因，圣者也必以一味蕴为因，故凡夫位亦有圣法存在。

三者胜义补特伽罗说。一味蕴相续不断，即成为众生生命之体，由此就建立了补特伽罗我之说。因为此补特伽罗不同于凡夫所执之我，而称胜义补特伽罗说。

正是因为有二蕴说的存在，才与譬喻师的种子及熏习说融合，而成经量部的一流。《大乘成业论》论中所说的一分经部师（“一类经为量者”），成立种子异熟识，就与说转部直接联系起来了。[68]

（二）经量部的基本著述

经量部由公元二三世纪的有部譬喻师鸠摩罗多从有部中分离而出时确立。由此，鸠摩罗多作为最早的经部譬喻师，开始了经量部中譬喻师一流。这一流与说转部一流的融合——或者应该说，以譬喻师的一流摄说转部的一流——奠基了经量部的思想性质。

鸠摩罗多造《日出论》《结鬘论》《喻鬘论》《痴鬘论》《显了论》等，但其后诸师著述名皆不传，直到公元三四世纪时室利逻多中兴经量部，与说转部思想融合，作集大成的《经部毗婆沙》，这时的譬喻师才真正可称经部师了。系统化的经部思想将种子、熏习说与作为细心的一味蕴说相结合，已与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学说在形式上相去不远。晚期经部师的著述今已不传。但带有譬喻师色彩的著述现今倒可见，即诃梨跋摩的《成实论》与婆薮跋摩（Vasuvarman）的《四谛论》。但最有影响的《成实论》实际已是和会各家，不能算譬喻师的正宗了。

（三）经量部的基本思想

经量部（经部）作为从说一切有部最晚分出的部派，是部派佛教晚期的主要派别之一，而且与大乘发生很多关涉。

经量部从名字看，是以经为量，或者按照本名说经部，乃以经为所论的对象。据研究，其所说之经是有其特殊含义的，属于十二分教的优波提舍，即论议，或者说论经。[69]依于论经，再广摄佛陀一切经教，即是经部论说的依止。从此角度，可以大致分析出其思想的性质。首先，经部从说一切有部分裂而出，其思想与其本宗分不开；其次，重经的特点自然决定其与重经的大众部有相近之处。再加上经部的分出是由譬喻师引发的，而譬喻师对有部学说常采取批判的立场，所以经部思想从特质上看，相当多与大众系思想一致。

1.经量部的法相论

有部认为一切行刹那生灭，经部进一步认为一切法体相皆是如此。这样，就不承许“三世实有说”，而主张过去的一切法体相已灭无体，未来一切法体相未生也无体，只有现在刹那一切法体相未灭，是有。而且，法的生起需要因缘和合，但法之灭不需因缘，所谓“灭不待因”，即一切法生起，刹那即自然或者说任运而灭。

在五位法中，经部认为色法是极微和合而成，是为假有，只有极微是实有；心法有体，而心所法依属于心法存在，无体；心不相应行法是依于色、心的次级法，无体；无为法不能独立存在，也是假立，无体。

2.经量部的因果论

经部譬喻师对有部的因果理论有大发展，提出了因果的随界理论。随界开始是指随眠，也就是烦恼的潜伏即因性状态，其随心流转，如影随身，自成一界，而称随界，或者界。后来，随界泛指一切潜伏的功能。在经部看来，色法与心法是现起法，其因是潜隐的，因而都归在随界中。

由于心与色并非相互独立地发生与存在，不仅以自己类法为因，即因性潜隐在自类色中，而且相互为因，即心可以色为因，而因性潜隐在色中；色可以心为因，因性潜隐在心中。这样的因性以比喻的方式称为种子。由此，种子也就成为界的异名。

种子与色、心法为因，构成因果关系，反过来，色、心可以反作用于色或者心，其在所作用的心或者色上所产生的影响，就是种子。这样的反作用，称为熏习。在此正反的过程中，色、心或者自类为生起、熏习的关系，或者互相为生起、熏习的关系。这就从随界说发展出种子与熏习的因果理论。

经部主张，在意识后面，还有一种行相微细之心，即细意识。此细意识与说转部的穷生死蕴结合起来，成为生死轮回中相续的主体。甚至一分经部师认为细意识是心色一切法生起的最终因，一切种子就摄在其上。如《大乘成业论》云：

若尔，云何许灭定等诸无心位亦有心耶？应如一类经为量者所许细心，彼位犹有，谓异熟果识具一切种子，从初结生乃至终没，展转相续，曾无间断，彼彼生处由异熟因，品类差别相续流转，乃至涅槃方毕竟灭。即由此识无间断故，于无心位亦说有心。[70]

此中意为，在前六识不转起时，仍有心存在，这就是细心。此心摄一切种子，是异熟果识，即果报识，为生命之体。由其相续无断，众生才有流转不停。但作为众生之体，在众生修行成就涅槃时，发生转断而灭。显然，此识已经与大乘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极相似了。

3.经量部的认知论

在认知论方面，经量部有一些特见，分三点：

第一，识与境异时说。在部派佛教中，发生认识的条件是根与境相对，即由根与境相对而引生识。有部主张根境相对而发识是在同一刹那，但经部认为，根与境相对是在前一刹那，而所引生之识则在后一刹那。这样，现在之识，其所缘之境是在过去。识与境就不在同一刹那。

第二，带相说。既然识与其所缘境异时，已过去的实境不可能真正被识所缘虑（认识），因此识真正直接的所缘境必是假境。结果经部就主张，此假境实际是识自己所转变出来的影相。换言之，当识缘虑过去之境时，由于不能直接缘虑，就依其转变出一个影相作为自己的直接所缘。这样，识生起时，必带影相而生，以此影相为直接所缘，这就是带相说。这与正量部的学说正相反，后者认为识对境的认识是直接缘虑，不需变相而缘。但一般部派是两种缘境方式都有。带相说后被陈那引入瑜伽行派学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三，自证说。如同灯能照物，也能自照，经部认为，识在缘虑境即认识对象时，也能如此，即在认识对象的同时，又能认知自身。这样，识同时具有认知对象以及反省自身的作用。后者就是识对自身的自证。此自证的实现是通过记忆来确认的。通过记忆，我们可了知识对对象的认识，以及自我的反省认识。但必须注意，经部并没有将自证与缘境这两种作用区分为两种体性所具的作用，即未将识划分为缘境之一分与自证之一分。后陈那将自证说引入了瑜伽行派学说中。在后者中，识体裂为两分，即能缘境的见分，以及能证见分的自证分，甚至后来护法还建立了证自证分，以与自证分互相证知。

第五节 分别说系部派及其基本思想

分别说系主要是从上座系分裂而来的，所以一般在宏观上可归摄于上座系，如雪山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有所例外的是多闻部。多闻部本出于大众部，但其思想后转变为与说一切有部大同，乃摄两家思想，因此最终应归为分别说部。

一 雪山部的特征思想

雪山部，是Haimavata的意译，又作雪山住部，音译醯摩跋多、醯摩婆多。由于其是说一切有部分裂后的本部，又称先上座部、上座弟子部、本上座部。因发生诤论，不愿意共住，而往雪山避之，故转称雪山部。

雪山部本是上座本部，但在移至雪山后，宗义渐发生转变，多与大众部接近，如承许跋陀罗五事等。正因为如此，南传佛教有将其归入大众部的。但雪山部由上座部转而多采大众部思想，形成的是一种糅合，因此，应称分别说部。

雪山部的特征思想主要有三：

一者，诸菩萨仍是异生，但菩萨入胎不起贪爱。其中，异生即是凡夫。也就是说，立成佛之志的修行者，只要未成佛，都是凡夫。然而，虽是凡夫，却非贪爱而入母胎投生，从而不是普通凡夫。这与大乘菩萨观有所不同。大乘分凡夫菩萨与真实菩萨，而后者都是圣者。低级圣者菩萨仍以贪爱入母胎投生。

二者，无诸外道能得五通。五通是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这是特别的思想。解脱道一般承许只有漏尽通异生不可得，余五通异生可得。

三者，在欲、色界无中有。即承许众生在欲、色界投生时无中有阶段，这与说一切有部的立场相反。

二 多闻部的特征思想

多闻部，是Bahu[image: ]rutīya的意译，又作得多闻部；或称Bahu[image: ]rutika，音译波收娄多柯、婆吼输底柯；或称Bāhulika。据传，佛在世时，有一仙人，名祠皮衣，由被树皮衣以祠天而得名。其出家后，证得阿罗汉果，对佛所说能多闻诵持。在佛涅槃之时，在雪山坐禅而不知。于佛灭第二百年中，方出山入于大众部。其见大众部唯弘佛说浅义而不及深义，遂兼弘佛说的深浅义，由此引起乖诤，而自成一部。因其所弘多于大众部旧所闻，得名多闻部。[71]

多闻部虽然出于大众部，但其后教义演变，竟多同于说一切有部。故多闻部的教义是大众部与上座部思想的糅合，所以可列入分别说部。有称雪山部实际就是南多闻部，但二者思想实有别，一是以上座部摄大众部思想，一是以大众部摄有部思想，不能混同。

多闻部的代表性思想如《异部宗轮论》所说：

佛五音是出世教：一无常，二苦，三空，四无我，五涅槃寂静。此五能引出离道故。如来余音是世间教。[72]

此中佛陀五音教是指对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的实相的教示，也就是说，直指实相是出世教，而其余是世间教。这与大乘的二谛教道理相似。后者以胜义谛诠实相，而以世俗谛诠方便安立。当然，大乘的实相观与多闻部的实相观有深浅之别。

三 化地部的特征思想

化地部，是Mahī[image: ]āsaka的意译，音译磨醯奢娑迦、弥喜舍等，又称弥沙塞部、正地部、教地部、大不可弃部。此部之主本是国王，化其所领土上人庶，故言化地。后舍国出家，弘宣佛法，从本为名，名化地部，于佛灭二百余年从说一切有部分出。

化地部三藏详情已不可考，流传至今的只有汉译《五分律》，全称《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化地部的主体思想与大众部相近，但也有相当多思想来自说一切有部，大致如下：

一者，过去、未来是无，现在、无为是有。

二者，一切行皆刹那灭，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即是刹那论者。

三者，随眠非心，亦非心所，亦无所入；眠与缠异；随眠自性心不相应，缠自性心相应。即承许心性本净说。

四者，无为法有九种：一择灭，二非择灭，三虚空，四不动，五善法真如，六不善法真如，七无记法真如，八道支真如，九缘起真如。将善法真如、不善法真如、无记法真如、道支真如、缘起真如皆许为无为法，与大乘佛教有相似之处。

五者，有三蕴：一念顷蕴，即一刹那有的生灭法；一期生蕴，即乃至到死的恒随转法；穷生死蕴，即乃至得到金刚喻定时的恒随转法。金刚喻定是证入有余依涅槃时的大定。穷生死蕴与大乘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相似。

六者，入胎为初，命终为后，故定无中有。

七者，佛与二乘皆同一道，同一解脱。二乘即声闻乘、独觉乘。即佛陀、独觉、阿罗汉皆由解脱道成就，而非各有其道。

八者，僧中有佛，故施僧者便获大果，非别施佛。即佛在僧数。

九者、四圣谛一时现观，见苦谛时能见诸谛。

十者，预流、一来、不还有退，诸阿罗汉定无退者，且阿罗汉道满，不增长福业，相似于大乘中佛功德圆满，而不增长功德。

四 法藏部的特征思想

法藏部，是Dharmaguptaka的意译，又作法护部、法密部、法正部等，音译昙无屈多迦、昙无德部等，依部主得名，于佛灭二百余年从化地部分出。

法藏部建立五藏，即经、律、对法（阿毗达磨）、明咒、菩萨藏。其中，菩萨藏是将大众部的杂藏改变而成，余四藏亦多同大众部。汉译的《四分律》出于此部。

此部思想多同于大众部，而重明咒藏与菩萨藏是其一个重要特色。其特征思想如下。

一者，佛与二乘解脱虽一，而圣道异。这与大乘思想相同。

二者，佛虽在僧中所摄，然别施佛果大；于窣堵波兴供养业获广大果。这是强化对佛陀的信仰力量。

三者，阿罗汉身皆是无漏。这是一个独特之见。有部认为佛身也有有漏，何况阿罗汉；大众部认为佛身无漏，但阿罗汉身有有漏。

五 饮光部的特征思想

饮光部，是Kā[image: ]yapīya的意译，音译迦叶遗部、迦叶比部等，又称善岁部、饮光弟子部。据传，上古有仙人，身有金光，凡余光至其侧则不复现，故以饮蔽余光而名为饮光。此部之祖为彼仙人后裔，因名饮光。又因性贤有德，故显扬而称善岁。佛灭将满三百年时从说一切有部分出。

饮光部最引人注意的是有自己的律，列部派佛教五部律之一，但惜未传下来。其宗义多同于有部与法藏部，主要如下：

一者，一切行皆刹那灭。

二者，有诸行以过去为因，无诸行以未来为因。

三者，若法已断、已遍知则无，未断、未遍知则有。即已对治之法灭尽，未对治之法还能相续。

四者，若果已熟业则无，果未熟业则有。即未报业相续，已报业则灭。

五者，诸有学法有异熟果。即圣道的学位亦造善业，能感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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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从阿育王到迦腻色迦王

第一节 孔雀帝国的瓦解与混乱割据

一 孔雀帝国的瓦解

在阿育王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后，孔雀帝国很快便衰落并趋于瓦解。当公元前187年前后，最后一个孔雀王布里哈陀罗陀被刺杀后，孔雀帝国就寿终正寝了。这样一个强盛帝国迅速没落，令后世人相当吃惊。历史学者有种种的推测，大致可以归为几种观点：

第一，阿育王崇佛，导致对婆罗门教的压制，结果引起了婆罗门教徒的反抗而统治衰落。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阿育王虽然崇佛，但实际采取的是宗教宽容政策，以佛教为本而兼收并蓄。在阿育王以及其后继者治下，并没有有组织的大规模反抗。当然，婆罗门教徒在改朝换代这件事上推波助澜是事实。孔雀王朝大将补砂密多罗（Pusyamitra，弗沙密多罗）正是在婆罗门国师的帮助下通过弑君而夺得江山的。

第二，阿育王扶植僧团过度，出家僧人激增，而且阿育王常做大布施，建佛舍利塔八万四千座，大修精舍，佛教大兴，结果致经济衰竭。据称阿育王甚至三次以阎浮（国土）施。僧人因供养丰厚、生活富裕而普遍堕落，外道也因贪利养恭敬混入佛教，而使僧团几成乌合之众。如有大量外道混入鸡园寺，破坏僧伽的和合，使鸡园寺有七年时间不能进行布萨，即和合诵戒。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帝国长期大做无遮布施，因而库府空虚。据记载，到阿育王晚年，王子大臣仅能以半个阿摩勒果施僧。这虽有夸张，但也反映了其没有如法而过度扶植僧团的一面。这的确是孔雀帝国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第三，阿育王的“达磨政治”提倡戒杀生，在他统治后期就避免战争，并告诫其子孙们也追随他的做法。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这无疑窒息了那种使孔雀帝国兴起与壮大的好战精神，损害了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军事力量。孔雀帝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地方的自治性又较强，边远各省在管理上混乱以及外敌入侵，其他宗教徒对崇佛有抵触，在此情况下好战精神与军事力量的削弱，令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与强大确实越来越难以保证了。[1]

总的来看，后世多有将孔雀帝国的急剧灭亡与阿育王的崇佛直接联系起来的，如果单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确有几分道理，但阿育王令佛教急速兴起，佛教的智慧与慈悲精神很快融入印度文化中，乃至很快影响到周围国家，实乃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意义不可估量的贡献。

二 孔雀帝国后的分裂、割据与弥兰陀王

在阿育王去世后，帝国对各省的控制减弱，一些省都处于半独立状态。公元前187年前后大将补砂密多罗举兵弑其王而自立，建立巽伽王朝（[image: ]u[image: ]ga Dynasty），又译作熏迦王朝等，仍定都华氏城。当时印度已经四分五裂，巽伽王朝所领之土非常小，统治时间约为公元前187年—约前73年。这时在西北印度已经独立了一些小国。后来希腊人、塞种人与安息人先后入侵，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家。

在西北印度希腊人建立的国家中，有一个国王弥兰德罗斯（Menanderos），在佛教史上以弥兰陀之名著称。弥兰陀，是Milinda的音译，又称毕邻陀王、旻邻陀王、弥兰王，意译作慈王。弥兰陀王大概是西北印度最伟大的希腊统治者，首都在赛卡拉（锡尔科特），在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统治西北印度广大地区，西到喀布尔，东到孔雀城，甚至达到班德勒坎德，还想侵占恒河流域，但没有成功。其货币甚至在公元1世纪中仍通用于西印度各港口。[2]

在巴利语的《弥兰陀王问经》以及该经的汉文异译《那先比丘经》，有弥兰陀王与佛教的因缘故事。据称，弥兰陀王少小好读经学异道，悉知异道经法，异道人无能胜者。后经人推荐，欲与佛教高僧论辩。沙门野和罗受推荐与王辩论，但为王辩败。野和罗推荐沙门那先（Nāgasena）与辩。那先与王辩论议题非常丰富，涉及我、灵魂、轮回、佛陀、涅槃等佛教根本问题。结果，那先以巧妙的譬喻辩说取胜，弥兰陀王敬服并皈依佛教。这是佛教弘法史上的一件大事，真正使佛教教理传入了希腊世界。

在公元前73年前后，巽伽王朝的末代统治者提婆菩提被其大臣婆苏提婆所暗杀，婆苏提婆篡位建立了甘婆王朝。甘婆王朝（Kanva Dynasty），又译作迦纳婆王朝，存在于公元前73年—前26年，只有四十余年时间。甘婆王朝也是一个小王朝。

在孔雀帝国晚期，在南印度的案达罗王朝，由娑多婆诃族人须慕迦于公元前230年建立了娑多婆诃王朝（[image: ]ātavāhana Dynasty），又译作百乘王朝等。娑多婆诃王朝初期积极地对外扩张，形成了从南印度到中印度的一个大国。娑多婆诃王朝的一个国王普兰梅伊在公元前26年前后曾占领摩揭陀，推翻了甘婆王朝，但并没有在那里建立统治。娑多婆诃王朝曾被逐出德干西部，但后来又重新夺回。到公元1世纪，与贵霜王朝形成南北分治。在公元220年，王朝被甘蔗族人推翻，后者建立了甘蔗王朝。

在此期间，南印度虽然有娑多婆诃王朝与羯陵伽国的敌对，但较为统一，武力最为强大，而印度其他地方陷于四分五裂，直到笈多王朝的建立，印度才重新统一。

第二节 巽伽王朝时代的中印度法难

一 种姓制度的变化与婆罗门教的复兴

在孔雀帝国时代，印度商品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受其影响，传统种姓制度（瓦尔纳制度）发生了变化，随着高级种姓内部的分化，部分高级种姓出现了种姓地位与现实错位的情况。在此前，低级种姓也有这种变化，甚至一些富商即长者作为吠舍种姓，也获得了与刹帝利、婆罗门同样的社会地位，再加上刹帝利与婆罗门种姓在地位上已经换位。也就是说，到这个时期，种姓制度在内容与结构上进一步发生了重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阇提（Jāti）制开始形成。

形成阇提制的直接原因是瓦尔纳中出现了职业或者职能集团的分化。整个社会被分割成了无数个以职业世袭、内婚制、在相互关系上适用瓦尔纳制规定为特征的封闭性的小集团，这就是阇提制，又称亚种姓、次种姓。这种制度更紧密地与出生联系起来。[3]

本来商业与城市文明的发展对传统种姓制度是一个冲击，传统的社会次序带来的束缚大为减少，婆罗门教的力量有所衰弱，这样便迎来了沙门思潮的兴起，以及随之的非正统宗教佛教与耆那教的蓬勃发展。这为印度社会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因素。所以，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崇佛，到其子孙又崇耆那教以及邪命外道，有与婆罗门教抗衡之势。

但阇提制的形成一方面把社会分割成细碎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又使它们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人们的思想境界、活动空间、创业积极性与交往能力都受到很大束缚，社会又开始趋于保守、封闭。[4]这样，传统的婆罗门教又有了土壤，开始复兴。

特别是孔雀王朝后期对佛教等非正统宗教的扶持，激起了婆罗门教徒的反弹，这在巽伽王朝时代达到了高潮。就佛教而言，其不再为阿育王的子孙所重，甚至有所敌视，所以僧徒遂散往西北印度以及南印度。补砂密多罗出身于婆罗门家庭，在建立巽伽王朝后，以婆罗门为国师，恢复婆罗门教的主导地位，重行曾为阿育王所严禁的马祀，并开始灭佛。

二 中印度法难及其后的佛教与婆罗门教

补砂密多罗王举行马祀，崇信婆罗门教，在现代学者中没有争议，但对其是否灭佛却有争议，[5]不过这在古代佛教典籍中几乎是一致认定的。现今可见的记载有数种，如汉传佛教典籍《阿育王传》《舍利弗问经》《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等。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以及众多寺院，并以广大布施供养三宝，补砂密多罗王则肆意毁坏，对僧侣残酷迫害。据传，大量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被集体屠杀，血流成河。有的寺院被屠戮一空，仅避入山者独存。

补砂密多罗王主要在中印度灭佛，但在一次西征中也在北印度灭佛，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曾记载：

昔有一婆罗门王，名补沙友，憎嫉佛法，焚烧经典，坏窣堵波，破僧伽蓝，害苾刍众，于迦湿弥罗国一边境中，破五百僧伽蓝，况于余处。[6]

此王死后，法难结束，但中印度佛教元气大伤。此后佛教渐渐恢复，然而远非旧观了。

在中印度发生法难时期，大量僧侣逃亡，或者北印度，或者南印度，反倒刺激了这些地方的佛教的发展。

在此后一段时间，佛教较盛的地区主要有西南印度的摩腊婆，西北印度的信度、迦湿弥罗、犍陀罗，还有南方的锡兰。从佛教部派的分布看，西北印度基本是说一切有部。中印度佛教本是分别说部占主导，但法难以后，一部分北上，有部佛教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譬喻师的兴起或与此有关，乃至最终形成经量部。在中印度法难时，原在东南印度的一部分上座部南避，接触了大众部的思想，推动了分别说部的进一步嬗变。大众部本主要在南印度，后因为案达罗的百乘王朝灭了摩揭陀的甘婆王朝，也随之传到中印度。而带有非雅利安文化色彩的案达罗文化进入中印度后，使以华氏城为中心的化地部与法藏部（昙无德部）带上了俗化以及密教色彩，而不同于阿育王时的分别说部，以及传到锡兰去的分别说部，即铜[image: ]部。但中印度佛教由此稍有复兴。[7]

东北印度主要为耆那教。婆罗门教最初的大本营是在恒河上游，属于北印度，但在佛教法难后转到中印度。在这个时期，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势力分布发生了一个转换，北印度与西北印度转成为佛教的天下，在阿育王时代盛行佛教的中印度则成为婆罗门教的复兴之处。

这时，婆罗门教向南印度传播，成为王朝的主要信仰，与案达罗文化融混，产生了湿婆派的新婆罗门教。实际上中印度开始复兴的婆罗门教也不再是传统婆罗门教。中印度作为沙门思潮流行之地，曾对传统婆罗门教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因此，在此地复兴婆罗门教不可能脱离其文化背景。这样，在中印度与南印度的婆罗门教都开始了思想与类型的转变。这是婆罗门教向印度教转变的最初阶段。

第三节 迦腻色迦王与佛教

一 贵霜王朝

在希腊人于西北印度建立的殖民统治衰落之际，塞种人（Seythians）开始了对西北印度的入侵。秦始皇建长城，阻断了匈奴、乌孙、月氏等游牧民族侵入中国进行掠夺之路，他们被迫西迁。塞种人为大月氏人（Great Yüeh-chin）所驱赶，被迫迁至兴都库什山以南，而于公元前2世纪中进入西北印度，摧毁了几个希腊殖民地，即所谓印度—希腊国家，定居在印度河流域，其势力北达犍陀罗，东至恒河上游的末土腊。安息人也进入西北印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约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从中国西迁的大月氏人南渡阿姆河，占据了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大月氏人本居敦煌祁连间，冒顿攻破月氏，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败走远去。西迁的大月氏人分为五部，而有五侯，即一休密翎侯，二双靡翎侯，三贵霜翎侯，四顿翎侯，五都密翎侯。

再约百年后，即约在公元前后，贵霜翎侯邱就却（Kujula-khadphises）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Kusāna）。后又侵入西北印度，占领喀布尔，灭掉希腊人国家，似又向东占领迦湿弥罗，势力扩大到印度河上游。邱就却在公元1世纪中叶去世，年八十。其子阎膏珍（Vima khadphises）继其为王，又征服了塞种—安息人国家，将塞种人向南驱赶，势力进一步扩大到恒河上游。在此王治下国家繁荣富庶，从现今考古发现的其所发行的质地良好的金质硬币可窥见一斑。[8]

到了阎膏珍的儿子迦腻色迦（Kaniska）王时，贵霜王朝进入极盛期。在其治下，贵霜帝国成为地跨中亚、阿富汗与印度西部、西北部的庞大帝国。帝国建都于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即今白沙瓦），如此，西北印度成为帝国的中心。

迦腻色迦王作为一个外族国王在印度史上留下重要影响，一个原因是其为贵霜帝国的最出色的君王，但更重要的是其崇信与扶持佛教。后世佛教徒将他与阿育王并列，尊为佛教史上的伟大护法王之一。

二 迦腻色迦王

迦腻色迦王，又译作罽腻迦王等。王乃西北印度贵霜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这早已是学界共识，但对其具体事迹却不乏争议。有认为他在公元前1世纪中就已在位，也有认为他曾在公元3世纪盛极一时。这时间跨度竟达三百年。汉文佛教典籍的记载也是众说纷纭，如据《僧伽罗刹所集经》序、《杂宝藏经》卷七，王出世于佛灭后七百年顷；据《阿毗昙毗婆沙论》序，王出世于佛灭后六百年顷；据《婆薮槃豆法师传》《彰所知论》卷上，王出世于佛灭后五百年；据《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二百、《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王出世于佛灭后四百年；据《洛阳伽蓝记》卷五，王出世于佛灭后三百年；据《三国志》魏书卷三，王约在公元2世纪在世。[9]甚至他在贵霜王系中的第三代继承关系都被质疑。不过，现在一般多依据汉文与西藏典籍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来确定其历史坐标，认为迦腻色迦王在世年代是公元1世纪与公元2世纪间，在位年代为公元78年至公元2世纪初期，有说是公元101年。

从考古发现的钱币看第二代贵霜王阎膏珍信奉湿婆教，而迦腻色迦王开始亦信奉婆罗门教诸神。在他早期发行的钱币中，一般以希腊语题字，刻有日月神像；在中期钱币上，是以希腊字题古代波斯语，刻上希腊、安息、印度所尊的神像。在钱币上刻上佛像，已经是在其统治晚期了。因此可以推断，迦腻色迦王信奉佛教应该是在其晚年。

20世纪初曾在西北印度考古发掘出一舍利函，在函盖上刻有迦腻色迦之名，在表面还刻有“纳受说一切有部众”这样的话，其作为一个真实历史人物，以及作为佛教的护法王之说也就确定无疑了。有说这相应于迦腻色迦王在位的早期时代。[10]如果这个推测属实，说明迦腻色迦王在早期就与佛教结了善缘，但还没有信奉。事实上，迦腻色迦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希腊人宗教、安息人宗教、印度婆罗门教、印度佛教等都受其保护。[11]

迦腻色迦王在位期间，四处征战。他征服了乌贾因的塞种人，向东攻陷过华氏城，向北与中国汉朝班超统帅的军队也作过战，但遭败绩。他最后死于中亚的一次战争。在这方面，他与阿育王不同。阿育王在信奉佛教后，就不再发动战争。所以，迦腻色迦王虽然被颂扬为佛教史上著名的护法王，但未如阿育王那样被尊为转轮王。

在迦腻色迦王去世后，贵霜帝国开始衰落。到公元3世纪中期，其西部地区被在伊朗新崛起的萨珊帝国占领，同时贵霜帝国成为萨珊帝国的附庸，只统治以首都为中心的小块地区，后被笈多帝国吞并。[12]

三 迦腻色迦王与佛教

贵霜帝国统治者作为外来的征服者，意识到在印度这样的宗教国度里，要强化统治与获得认同，就必须对西北印度的希腊、安息、印度等族的宗教宽容对待。迦腻色迦王即位后也是如此。在汉文典籍里有称迦腻色迦王即位初期“不信罪福，轻毁佛法”。[13]但无论如何，到其晚年开始崇信与扶持佛教是无疑的。关于其崇佛主要反映有三事：

一者，在宫廷里供养马鸣与龙树两位大乘菩萨。马鸣是大小乘兼弘的大师，而龙树是大乘佛教兴起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迦腻色迦王对二人的供养，对大乘在西北印度的弘传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据传，王进攻摩揭陀国，后者战败，献佛钵及马鸣菩萨以求和。又据传，王皈信佛教，乃得之于马鸣菩萨的感化。但龙树菩萨时代要后，受其供养当属误传。

二者，在首都以及迦湿弥罗等建造大伽蓝，供养大量僧众。在前者中，曾供养有部大师胁尊者。迦腻色迦王还在首都建造大建窣堵波，里面供养佛陀骨肉舍利一升，塔在玄奘游印时犹存。他造众多佛陀庄严石像，并在钱币上刻佛陀之像。

三者，在迦湿弥罗召集五百大德结集，这是其对佛教的最大功德。对此次结集，中国有几种传说，但一般认为玄奘所传较为可靠。《大唐西域记》曾述结集原因：

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以如来涅槃之后第四百年应期抚运，王风远被，殊俗内附，机务余暇每习佛经，日请一僧入宫说法，而诸异议部执不同，王用深疑，无以去惑。时胁尊者曰：“如来去世岁月逾邈，弟子部执，师资异论，各据闻见，共为矛盾。”时王闻已，甚用感伤，悲叹良久，谓尊者曰：“猥以余福聿遵前绪，去圣虽远，犹为有幸，敢忘庸鄙，绍隆法教，随其部执，具释三藏。”胁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资福佑，留情佛法，是所愿也。”王乃宣令远近，召集圣哲。于是四方辐凑，万里星驰，英贤毕萃，睿圣咸集。……又更下令：“其有内穷三藏、外达五明者住，[14]自余各还。”于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于本国，苦其暑湿，又欲就王舍城大迦叶波结集石室，胁尊者等议曰：“不可！彼多外道，异论纠纷，酬对不暇，何功作论？”众会之心属意此国。……其王是时与诸罗汉自彼而至，建立伽蓝，结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论。[15]

当时部派佛教异说纷纭，迦腻色迦王作为佛教徒每感困惑，不能获得定解，像僧界大师胁尊者也颇觉忧虑，所以引导迦腻色迦王发起结集，以整理、抉择部派种种异说。迦腻色迦王遂在迦湿弥罗造大伽蓝，供养五百阿罗汉进行结集。《大唐西域记》称结集以世友为上首。这个世友指作为有部四大师之一的世友。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世友年代要早，不可能参与结集。但也有可能乃另外一世友。

据称，这次结集次第造论、释经、释律各十万颂，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备释三藏，悬诸千古，莫不穷其枝叶，究其浅深，大义重明，微言再显，广宣流布，后进赖焉”[16]。这是说这次结集所集属于论藏范围，或是直接所造之论，或是释经、释律之论，实际是结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因为其中包括了论说、释经、释律这些内容，但数量上似有所夸张。

据《婆薮盘豆法师传》，此结集“诸阿罗汉及诸菩萨即共研辩，义意若定，马鸣随即著文，经十二年，造毗婆沙方竟，凡百万偈”[17]。即结集大德们议定的内容，由马鸣菩萨笔受、润色，最后所成即是《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此论是有部阿毗达磨的集大成之作，确立了迦湿弥罗东方师学说的正统性，而判犍陀罗西方师学说为旁流。

在《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集成后，迦腻色迦王又作了一件大功德事：“以赤铜为[image: ]，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窣堵波藏于其中。”[18]这对保存这部庞大著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迦腻色迦王护持有部取得了其理论建设的最大成就，而且支持马鸣弘扬大乘佛教，不愧为印度佛教的一个大护法王。

四 迦湿弥罗的法难

贵霜帝国前两任统治者的宗教宽容政策，以及迦腻色迦王的晚年崇佛，使佛教在西北印度蓬勃发展，随处可见伽蓝以及窣堵波，佛教的势力一度压过婆罗门教，犍陀罗与迦湿弥罗成为西北印度两大佛教中心。这激起了迦湿弥罗婆罗门势力的憎妒，结果导致了法难。据《大唐西域记》卷三记载，在迦腻色迦王死后，讫利多种在迦湿弥罗自立为王，“斥逐僧徒，毁坏佛法”，这不是偶然事件。事实上，“讫利多种，屡以僧徒覆宗灭祀，世积其怨，嫉恶佛法”。睹货罗国的释迦种国王呬摩呾罗王（雪山下王）率三千勇士，以计击杀讫利多种，“既平此国，召集僧徒，式建伽蓝，安堵如故”。这表明法难历时短暂，佛教很快得以恢复。[19]

这次灭佛事件在古代迦湿弥罗的史书中也有记载，但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在迦腻色迦王死后，土邦龙族大肆杀害佛教徒，甘陀罗提婆（Candra-deva）婆罗门也出来镇压佛教。到旃那陀王（Gonanda）三世，才停止对佛教徒的迫害。按照这个记载，这次法难并没有很快结束，佛教受到的破坏相当严重，绝非短时间可以恢复的。[20]

据研究，这次灭佛可能与《付法藏因缘传》中所记载的师子比丘有关。[21]在该传中，师子比丘是最后一传付法藏者。《付法藏因缘传》说：

复有比丘，名曰师子，于罽宾国大作佛事。时彼国王名弥罗掘，邪见炽盛，心无敬信，于罽宾国毁坏塔寺，杀害众僧。即以利剑，用斩师子头，头中无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于是便绝。[22]

国王弥罗掘，据考证应是公元五六世纪的人，是寐吱曷罗俱（摩酰逻矩罗）的略称。此王也曾灭佛，所以被附会为早两三百年的迦湿弥罗王。[23]

有贼人名师，冒充佛教徒，进王宫意欲作恶，但事未遂而被擒获，连累师子比丘被害。此事在《佛祖统纪》中又说为：“有外道诈为僧形，以幻术入王宫奸犯妃后。王怒曰：‘吾信事三宝，而沙门何多辱我！’即毁寺害僧，自秉剑至尊者所斩师。”[24]

但这次法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佛教兴盛后，僧团管理松弛，戒律形同虚设，僧侣普遍腐化堕落，冒充比丘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五 正统意识形态思想的逐渐整合

在佛教兴起时代印度早已处于混乱征战的多国并存的政治与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孔雀帝国的建立。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婆罗门教的权威被削弱，非正统的沙门思潮兴起并影响古印度的社会与政治意识形态，佛教以及耆那教甚至在一些国家也成为国教之一，所以，婆罗门势力总是试图强化宗教化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回到婆罗门教的宗教指导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起陆续就有《法经》（Dharma-sūtra）的不断编写与传出，以宗教化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法律，即所谓的“法”（Dharma），来固化种姓制度与带有一些奴隶社会性质的社会秩序。“法”在印度文化与佛教中都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用语，但这里专指“始终为脱离爱与恨的有智识的善人们所衷心赞成和奉行”者。[25]《法经》一般以词句像歌诀那样简要的散文体写成。

在大约三四个世纪后，《法经》渐被用颂体写成的《传承》（Smrti）代替。《传承》，又称《法论》（Dharma-[image: ]āstra），是对《法经》的增订与阐释。在《法论》编写的时代，印度已经结束了孔雀帝国的统一阶段，又进入了混乱局面。随后，贵霜帝国统一北方，纳入外族文化如希腊文化等，开创了又一个文化融合的时代。在此期间，印度从带有一些奴隶社会性质的社会逐渐向带有一些封建社会性质的社会转型，《法论》也因此开始努力使其正统宗教伦理转变为政治社会法律，当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宗教解脱的理想。

在《法论》中，《摩奴法论》（Manu-smrti），又称《摩奴传承》，是一个代表，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法经》到此为止不再出现，后来《法论》以它为基础不断涌现，至今仍对印度社会与文化有着重要影响。[26]一般认为这部著作成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但无定论。它以创世神话开始，宣称宇宙原是一个混沌冥漠的本体，后出现了自身不显现但使宇宙显现的世尊自在，他自照独存，乃宇宙创造主，后演化出一个金卵，金卵被分破，而有天地二分等，又自身转变出物质，并生出了我慢与心等，这些彼此结合而有万事万物的生起，四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也生于他。这是将从吠陀开始出现的印度创世神话要素组合起来，并与宗教乃至政治、社会、法律等相联系。在之后谈论有人生四大阶段，即梵行期、居家期、林栖期与遁世期的法，国王的法、民法与刑法、种姓及杂种姓、赎罪法，以及转世与解脱等。

《摩奴法论》作为一部维护种姓制度的法典，对四种种姓的性质、地位等予以了不厌其烦的详细说明与规定，不仅将婆罗门置于最高地位，而且规定其享有种种特权，如云：“98.婆罗门的出生就是法的不朽的化身；因为，他为法而出生，而这样的出生必将导致与梵合一。99.婆罗门一出生便为天下之尊；他是万物之主，旨在保护法库。100.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全都是婆罗门的财产；由于地位优越和出身高贵，婆罗门的确有资格享有一切。”[27]婆罗门甚至无论犯何种罪行都可免于死刑，如杀死一个首陀罗只须忏悔一次即可。

在《摩奴法论》中，还述及杂种姓的大量出现，这意味种姓制度的不断分化，实际在此期间已经出现贾提制度，但要到笈多王朝时期才真正定型。杂种性中有很多属于“堕落生的”，被标以“贱民”（Anārya）之属，又称“不可接触的（人）”，这类人没有任何地位，其存在就被认为是一种罪恶，生活状态极为悲惨。他们多被视为首陀罗性质，但实际比首陀罗更遭人鄙视。至此，印度的不可接触制度以及对不可接触者的歧视与迫害，达到了体系化与法律化地步。[2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摩奴法论》中，妇女的地位大大降低。在吠陀时代妇女地位较高，可以自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在奥义书中甚至有女哲学家出现，但后来女性地位不断下降，到《摩奴法论》中妇女已经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了。“摩奴把贪睡、偷懒、爱打扮、好色、易怒、说假话、心狠毒和行为可恶赋予女子。”[29]在社会上，甚至在家里，都不许女性自作主张，不能享有自主地位，“必须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应该逆来顺受、意念清净、守节居贞，渴望着一夫之妻的无上功德直到死”。[30]这种对妇女的歧视也被理论化与法律化规定下来。[31]

婆罗门势力试图通过撰写《法经》以及《法论》来建立牢固的宗教、政治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极力维护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但这种做法在佛教那里遭到了强烈反对。在部派佛教中后期，对佛陀的怀念与对现实的否定结合起来，成为大乘兴起的背景。大乘最初的空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自性予以彻底否定，包括了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而如来藏思想要彻底去除贪嗔痴所摄尘垢才能显现法身，瑜伽行思想则通过破除一切杂染因果来实现转依成佛——这些无不意味对现实的彻底批判。换言之，对现实的社会存在以及生命流转的洞察与批判，乃是大乘佛教缘起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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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早期佛教的文学与艺术

佛教作为能与正统婆罗门教抗衡的非正统宗教的兴起，在印度文化中造成了激荡。特别在文学与艺术领域，佛教渐渐成为重要的资源，甚至动力性因素。先是佛教艺术的出现推动了印度艺术的发展，然后佛教文学的兴起，代表了印度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虽然佛教文学与艺术二者的出现与兴盛并不同步，但是从阶段上还是可以共同划分的。因为二者虽然有其各自的特殊性，但一定程度上其内容与形式还是要受佛教自身的展开与流变的制约的。在此意义上，可将佛教文学与艺术笼统按照佛教展开的阶段予以划分，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乃在大乘佛教兴起前的时期，相当于从佛陀证道到公元1世纪开始时为止，包括了佛陀亲教阶段、阿含经教阶段与部派佛教初中期阶段。在这期间佛教文学处于萌芽状况，但具有独特魅力的佛教艺术已经兴盛起来。

第二阶段乃从大乘佛教兴起到大乘密教兴起前，即是从公元1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前后，部派佛教处于中后期，大乘佛教从兴起到兴盛再到开始衰落，而大乘密教在最后兴起。佛教文学随着大乘的兴盛而放出灿烂光辉。

第三阶段乃从大乘密教兴起到佛教在印度灭绝，大约是从公元7世纪前后到13世纪。在大乘密教兴起后，佛教文学与艺术都受到了影响，特别是艺术，在内容上与密教结合得相当紧密，同时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消融到了印度其他宗教文化背景中。

本书只涉及前两个阶段的佛教文学与艺术，这一章谈初期阶段，在后文再述中期阶段。

第一节 佛教文学的早期阶段

佛教文学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在随顺此前与当世的印度文学而出现的，因此有必要先略述一下此前与当世的印度文学的主要脉络。

一 印度文学的吠陀时期与史诗时期

（一）吠陀时期

印度文学作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与其宗教一样，是产生于吠陀的，二者也就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四吠陀可以看成是最早的印度文学作品。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主要是诗体，使用的语言属梵语的早期阶段，现称吠陀语。在其中，《梨俱吠陀》和《阿达婆吠陀》文学色彩最浓。

《梨俱吠陀》作为印度乃至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以颂诗的形式表达对自然以及社会力量的崇拜，并幻想通过这种崇拜发生感通。其诗节一般由四行，或者三行，偶尔五行诗句构成，每行大多包括八、十一或者十二个音节，偶尔也有五个音节。在其中，吠陀诗人们将自然现象拟人化，再神化，塑造了很多自然神，如苏尔耶（太阳）、阿耆尼（火）、伐由或伐多（风）、波阇尼耶（雨云）、摩录多（暴风雨）、提奥（天空）、普利提维（大地）、乌霞（黎明）、罗特利（黑夜）等，以朴素的语言、鲜明的色彩、丰富的想象、形象的比喻、大胆的夸张，表达出惊奇、赞叹、敬畏、愿望等各种感情与诉求。他们也歌颂战争，颂扬尚武精神。[1]《梨俱吠陀》的神话传说故事，为后世印度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素材，其对话诗的文学形式可视为后世印度史诗与戏剧的滥觞。[2]

而在《阿达婆吠陀》中主要乃巫术诗歌，其特点不是抚慰与乞求自然力量或者超自然力量，而是命令或者规劝，表达了吠陀时代印度人民征服自然与控制社会的强烈愿望，极富主观色彩，再配上形象的比喻与铿锵的诗律，显示出独特的魅力。[3]

约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前400年的阐述吠陀的梵书、森林书与奥义书，主要是散文体，其文学色彩较少。但在梵书中有一些神话故事，采用韵散杂糅的文体，其中，诗歌部分的语言与诗律接近后来的史诗。奥义书主要是哲学思考，也包含着一些寓言，以及大量通俗的比喻，还经常采用生动的问答与对话形式，使其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二）史诗时期

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与《罗摩衍那》（Rāmāyana）产生的时期，称史诗时期。这两大史诗是印度古代文学的最大成就。《摩诃婆罗多》的主要内容约形成于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约在公元4世纪定型，《罗摩衍那》则主要形成于约公元前3世纪，约在公元3世纪定型。二者虽然也与宗教关联，但与吠陀性质不同。从文学角度看，吠陀出于婆罗门祭司阶层，属于宗教文学，而两大史诗则出于与刹帝利国王阶层关系密切的“苏多”阶层，[4]更偏于世俗文学一边。据传说，前者作者是毗耶娑，即广博仙人，后者作者为蚁蛭仙人。

《摩诃婆罗多》有十八篇，计十万颂，描述了发生在古代北印度婆罗多王国的拘卢族与般度族之间的战争，展现了一幅古代印度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但不能视为信史，应是历史、传说与神话的混合，时代背景约在公元前11至公元前7世纪，是印度列国纷争时代的艺术再现，而且经过了一个作者群在漫长时间里的不断加工。其中穿插了大量宗教、哲学、历史、政治、伦理、地理、天文、民族等内容，堪称印度古代大百科全书。[5]《摩诃婆罗多》在后世被奉为圣典，获得仅次于“吠陀本集”的地位，而被称为“第五吠陀”。

《罗摩衍那》共有七篇，共一万九千颂，叙述了恒河中游十车王国家发生的宫廷阴谋以及王子罗摩与妻子悉达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其中人物众多，矛盾冲突复杂，艺术手法高超，如一些描写与歌颂自然风光的诗篇特别优美。《罗摩衍那》还是印度古代民间传说的大宝库。

这两部史诗以后世所称的史诗梵语写成，所用诗律基本是“输洛迦”（[image: ]loka）式，两行四个音步，每个音步八个音节，总共三十二个音节。

《罗摩衍那》是诗，没有散文，但《摩诃婆罗多》有散文，可以认为是诗、论与传承的混合物。二者反映的地域有东西的差别，社会文明不同，前者重视农业，文明程度较高，后者重视畜牧业，较为粗野，但都有天神及其信仰，如毗湿奴（黑天）等，以及哲学的深入思考，追求真理与法的最后胜利。其中，《罗摩衍那》有梵我一体的思想，《摩诃婆罗多》的哲学思想更为丰富，如数论与瑜伽思想，以及梵我一如思想等，甚至有宗教哲学专章，即著名的《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但《薄伽梵歌》成书时间较晚，在公元4世纪前后，所以在后文再叙述。

《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皆以思想内容丰富、叙事艺术精湛、人物塑造丰满、篇幅规模宏大著称，几乎后来所有梵语和地方语言文学作品在内容、题材、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可以说，在世界的各大民族中，还没有任何别的文学作品能够像这两部史诗那样持久、广泛、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6]因此，二者在印度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二 佛教文学的萌芽

佛教文学主要是指佛教典籍的文学方面，并非指世俗文学中以佛教要素写成的作品；也常指佛教僧侣依于佛教题材所作的文学作品。但在早期佛教中，独立的佛教文学作品还没有出现，在此阶段，佛教文学是指第一类。

文学以修辞藻饰、想象、夸张等方式运用语言，在运用不善巧的情况下，容易喧宾夺主，而且容易堕入妄语或者绮语等的范畴。妄语（Mrsā-vāda）即相应于贪嗔痴心（染心）而起的内容虚妄的欺骗性言说；绮语（Sambhinna-pralāpa），又称杂秽语，也是与染心相应而起的言说。绮语比妄语要广。《成实论》有这样的定义：

绮语名，若非实语，义不正，故名为绮语。又虽是实语，以非时故，亦名绮语。又虽实而时，以随顺衰恼无利益故，亦名绮语。又虽言实而时亦有利益，以言无本末、义理不次，亦名绮语。又以痴等烦恼散心故，语名为绮语。[7]

所以从《阿含经》看，佛陀说解脱道法的风格相对素朴，大多直指主题，避免夸张、藻饰、渲染、迂回。这是因为在正法时期，解脱道善根成熟者根性甚利。但毕竟是对众生的度化，有时需要善巧的启发、引导与感染，因此佛陀说法在方式上也有多种，就出现了文学方式的运用。这样，对佛陀所说法，按照文学风格可区分为散文体、偈颂体、故事、譬喻等。这与当时的印度文学的表现形式是一致的。这些类型与方式按照早期区分佛语的基本方式，即十二部经（十二分教）来说明最为便利。

在十二部经中，祇夜（偈颂）及重颂（伽他）等是诗体，多用“输洛迦”（[image: ]loka）形式，依从四个音步、三十二个音节的格律要求，有些也极具文学色彩。

而在十二部经中的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未曾有法等分中，大多是佛陀及其弟子修道或者度化众生的故事，这些都可以视为佛教文学直接所涉的范畴。这些故事，包括众多的本生故事在内，在叙述方式与情节上没有华丽的色彩，一般都是简单的叙事。而且要注意，佛陀在《阿含经》中很少论说道理，道理或者直接给出，或者用比喻说明。这样的比喻常很生动，寓意也很深刻。这些对后世影响甚大。

一般认为，故事体文学作品最早见于佛教与耆那教的经藏中。确实，佛教最早的结集发生在两大史诗形成之前，佛弟子对一些本生故事的编辑甚至创作也在二者之前。北魏时期汉译的《杂宝藏经》卷一的“十奢王缘”讲了罗摩的故事，还有三国吴时期翻译的《六度集经》里第四十六“国王与猕猴”的故事，也与《罗摩衍那》的故事梗概相似。前者可能来自民间，后者可能先出现在本生故事中，后被整合进罗摩故事中去，构成《罗摩衍那》的梗概。

早期部派佛教时期，乃佛教文学开始成型阶段，形成了三类可以称为佛教文学的著述：本生故事集、譬喻故事集、法句集。

第一类本生故事集，是比丘们根据佛的本生故事编辑而成的，又称《本生经》《本生谭》。本生（Jātaka），原指本生事即佛陀前生的菩萨行事，为佛陀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之一。在汉译大藏经中翻译有本生故事集，但汉传本大多是在大乘兴起后编成的，需要甄别。在属于早期部派佛教时期的集本中，最有影响的《佛本生故事》即现今看到的巴利文藏经中《小尼迦耶》中的第十部经，讲述释迦牟尼佛前生的故事。《佛本生故事》最初是在印度编辑的，后传到斯里兰卡，被翻译为古僧伽罗文，后来在公元5世纪又依据此本，用巴利文翻译、编成了《佛本生义释》，即《佛本生故事》。全书共五百四十七个故事，编为二十二篇。每个佛本生故事都由五个部分组成：[8]

一者今生故事，说明佛陀讲述前生故事的地点与缘由。

二者前生故事，讲述佛陀的前生故事。

三者偈颂诗，穿插在今生故事或者前生故事的散文叙述中。

四者注释，解释偈颂诗中每一词的词义。

五者对应，将前生故事中的人物与今生故事中的人物予以对应。

当然，这么整齐的形式是在翻译、编辑成巴利文时重组的，释文也是那时加的。《佛本生故事》采用的是韵散杂糅的文体，语言通俗，叙事生动，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第二类譬喻故事集，乃以故事来譬喻道理，集成《譬喻经》类。譬喻（Avadāna），本是佛陀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一类，也称譬喻经，但后来的譬喻经主要是譬喻经一类佛教故事的汇编，相当于故事集，以事来喻理，而晓悟于人，内容一般包括佛本生或者佛弟子故事、因缘故事或者用于训诫说理的故事等，主要来源于律藏与经藏，但有加工与增补。早期的《譬喻经》类现难见到，现今可见的估计是在大乘兴起初期重编的。

第三类法句集，一般称《法句经》类，是将佛陀的偈颂分类整理、编辑而成，平易简洁，配合巧妙譬喻，用于策励修行者精勤向道，极富感染力，是佛道入门的指南。从文学角度看是一些格言诗、哲理诗。比如：

所行非常，谓兴衰法，夫生辄死，此灭为乐。譬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坏，人命亦然。如河驶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还。譬人操杖，行牧食牛，老死犹然，亦养命去，千百非一。[9]

现存的《法句》，有汉译本四部、南传佛教铜[image: ]部巴利语本一部、藏译本二部，以及近代发现的梵文本、犍陀罗语本。但因部派不同，诵本就有差别，比如品目组织、偈颂数不同。完整的主要有三种，即二十六品本、三十九品本、三十三品本。二十六品本，从“双要品”至“婆罗门品”，共四二三偈，为铜[image: ]部所传巴利语本，编为南传巴利藏《小部》第二《法句经》。三十三品本，从“无常品”到“梵志品”，为说一切有部所传，这是早期部派佛教时期的大德法救所扩编的。《法集要颂经》是其颂本的翻译。汉译所传其他法救本都有变动，或者是改编本，或者是改编注释本。三十九品本，从“无常品”到“吉祥品”，共分二卷，名为《法句经》，吴天竺沙门维只难等所译，是法救本的改编本。

三 贵霜王朝时代及其前后的佛教文学

早期佛教文学结出的最著名硕果是在贵霜王朝时期。在贵霜王朝，部派佛教有部、经部都有流行，也出现有大乘佛教最初阶段的传法师。大乘佛教开始兴起，而小乘部派佛教逐渐渗透大乘精神，这时弘扬佛法更多考虑是如何争取更多信众，也就是如何在社会上摄受更多民众，尽可能地普及佛法，这导致弘法方式的多样化与方便化，因此推动了佛教艺术与佛教文学的真正开展，出现了佛教文学艺术的第一次繁荣，对印度整个文化都极有影响。大乘佛教的一些经典在这个阶段出世，其语言的铺陈、场景的描述、比喻的使用等都极具文学色彩，以致当时一些反对大乘佛教的部派佛教论师就批评大乘佛教是一些文学家的撰构，而非佛陀所说的言教。当时的大乘行者多是依托部派以部派佛教论师或行者的身份弘扬大乘，在传出与弘扬佛陀阿含圣教的同时，也以老瓶装新酒的方式利用部派佛教的资源普及大乘精神，而佛教文学形式即成为他们弘法的重要辅助手段，且极为成功。

在这个阶段，佛教的典籍约分为义理类、传记类、赞颂类、譬喻类、本生类以及综合类。这其中，中间四类从形态上看文学性最强，而第一类虽然多阐发佛教义理，但也含有部分文学色彩浓厚的内容在内，如般若经类等，最后一类文学性一般相当强，如《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说经》等。

这段时间佛教文学所用语言主要有三种：一是巴利语，二是混合梵语，三是古典梵语。巴利语佛教文学作品后来主要的影响是在斯里兰卡，在前文有所叙述，这里从略。下面主要略述一下带有文学性色彩的后两种语言的佛教典籍。

梵语是古印度书面语言，不同于各种口头流行语言，即所谓的“俗语”，如巴利语等。梵语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以吠陀为载体的“吠陀梵语”，二是以大史诗为载体的“史诗梵语”，三是由古印度波你尼等梵语语法学家规范后的“古典梵语”。波你尼生活在约公元前4世纪前后，其代表著作是《波你尼经》。此书内容有八章，又称《八章书》，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称《声明论》。《波你尼经》总结并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梵语体系，是形成古典梵语语法系统的代表性著作。梵语混有部分俗语的语言，称混合梵语。印度佛教后来传世的典籍语言除一部分是巴利语外，大多是古典梵语以及混合梵语，而且以古典梵语为主。

古典梵语的文学作品最早在公元一二世纪出现，在公元五六世纪达到鼎盛。古典梵语文学作品大多是宗教性质的，早期多属佛教方面，代表作是马鸣菩萨的诗歌与戏剧作品《佛所行赞》《美难陀传》等，后期主要是印度教方面的。

（一）佛教的譬喻与本生经类典籍

1.部派佛教的譬喻经类

在此阶段，部派佛教带有文学色彩的典籍一类是譬喻经体裁，乃譬喻故事集。这类作品的汇编、撰述在部派佛教如说一切有部中非常盛行。譬喻经类较早出现，也较为素朴，是诗与散文即韵散杂糅的文体，使用混合梵语或者古典梵语，代表作是《百缘经》《天譬喻经》等。

《百缘经》（Avadāna-[image: ]ataka）是最早的譬喻故事集，汉译有三国吴支谦所译的《撰集百缘经》，共分十品，每一品各有十缘，总计百缘，以百种事缘来说明善恶因果，其中有善恶业报的因果故事，佛陀本生故事，授记成佛、阿罗汉、辟支佛（独觉）的因缘故事等。

《天譬喻经》（Divyāvadāna）成书要晚于《百缘经》，共由三十八个故事组成，其故事编排比较杂乱，语言风格亦不统一，所以一般认为是已有的现成譬喻故事的直接汇集，而没有经过统一加工，内容是佛及其弟子故事、善恶因果故事，还有一组阿育王的故事等。

2.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的本生类

这个阶段本生类作品的出现与大乘佛教兴起有关。大乘佛教对佛陀功德的颂扬激起了部派佛教对佛陀的追念，而二者的相互影响引发了对佛陀本生故事的编辑，以汉译的《六度集经》以及《本生鬘》为代表。这类典籍出现要晚一些，一般取用阿含典籍或者早期部派佛教典籍中的本生故事，但即使是部派佛教编撰的，其思想也与大乘精神有所融混，所以都经过了加工，文字较为典雅，甚至采用“大诗”（Kāvya）体，属于古典梵语叙事文体，比如《本生鬘》就是如此。

《六度集经》乃三国时吴国康僧会所译，又称《六度无极经》《六度无极集》《六度集》《杂无极经》，集编并叙述了佛陀在过去世修菩萨行的九十一则本生故事，以阐扬大乘佛教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经中以六度分列六章，内容大多取材于阿含佛教以及早期部派佛教，除有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外，还有弥勒菩萨的本生故事。印度原典已不存，但成书时间应在公元1—2世纪时。

《本生鬘》（Jātaka-mālā），又称《菩萨譬喻鬘》，作者圣勇（[image: ]ryasūra），其内容是三十四个佛前生的故事，如佛陀以身饲虎、尸毗王布施眼睛等大布施故事，用以阐扬波罗蜜多的思想。这些故事大多与巴利文的《佛本生故事》《所行藏经》的一些内容相同，但圣勇依据“大诗”的体裁予以了改写，文学性大为增强。《本生鬘》诗歌与散文并用，形式优美，技巧娴熟高超，颇受后世赞誉，在印度佛教文学中是与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并称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汉译佛经中，有宋代翻译的《菩萨本生鬘论》，作者为圣勇等，但与此书出入很大，或非同一著作。

（二）佛教传记类典籍

在阿含佛教中关于佛陀的生平尚没有完整传记出现，等到去佛日远，佛陀渐渐在修行者心目中淡漠，这时佛教中就针对性地出现了怀念、追慕佛陀的思潮，其中包括开始编辑佛陀的传记以显扬、赞颂佛陀的功德。大乘的兴起，强调佛陀本位的菩提道，而放弃阿罗汉本位的解脱道，高扬佛陀功德的无上无等，佛传的编辑或撰著遂成为大小乘的共同事业，而且彼此在材料、思想方面互相摄用，具有混融的特点，其中，《大事》《神通游戏》具有代表性。

《大事》（Mahāvastu）是一部显扬佛陀本生、生平与功德的经典，根据其末尾题署看，应该与大众部有渊源。其文体乃韵散杂糅，采用的语言是混合梵语。“大事”即《妙法莲华经》所说的“大事因缘”，乃讲佛陀出世弘法度生之事，也就转用指佛陀生平。一般认为，《大事》的核心部分传出较早，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来加有陆续传出的内容，可能晚至公元4世纪，甚至更晚。内容大致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属于本生部分，描述释迦佛在前世作为菩萨在燃灯佛与其他过去佛那里的故事；后两部分是今生的故事，其中第二部分描述释迦佛作为菩萨再生在兜率天，后又下生为释迦族的悉达多太子，离家出走，出家，修苦行，降魔，在菩提树下成正觉；而第三部分描述释迦佛转法轮，建立僧团度化众生。里面收入了大量本生故事与譬喻故事，叙述线索复杂难明。在《大事》中值得注意的是，其颂扬佛陀超越世间，同时赞扬供养佛陀具有能达涅槃的殊胜功德，而且谈到菩萨修行具有十地的次第，当然此十地不同于大乘经中的菩萨十地。[10]可惜至今未有汉译。

《神通游戏》（Lalitavistara）也是韵散杂糅体裁，但诗歌用混合梵语，散文用古典梵语，具体传出年代不详，汉译佛经中与此相接近的经典有公元4世纪初西晋竺法护译的八卷三十品《普曜经》与公元7世纪唐地婆诃罗所译的十二卷二十七品《方广大庄严经》，二者可视为此经的最早两种汉译；最新有黄宝生所译的《神通游戏》。《神通游戏》乃大乘经典，共分二十七品，叙述佛陀从兜率天下生到初转法轮的生平故事，既有与阿含佛教以及部派佛教所述相同部分，也有在具体细节如场景、故事、人物上新增的丰富与生动的描述，是大乘显扬佛陀无上功德的重要传记作品。

（三）佛教赞颂类典籍

在此阶段，佛教赞颂类作品主要是大乘经以及大乘行者的撰著。这是因为，大乘乃成佛之道，所以对佛陀的赞颂要远超阿含佛教与部派佛教的尺度，显得极具文学色彩，代表作如大乘经的序分部分与净土类经典，以及大乘行者马鸣菩萨的作品。这里略叙大乘经序分以及净土类经典的情况，后者在下一小节叙述。

大乘经的序分可举早期传出的般若经的例子，如二万五千颂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Pacavi s＇ati-sāhasrikā-prajā-pāramitā）。此经汉译又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品般若经》《摩诃般若经》《新大品经》《大品》，在公元3世纪末西晋竺法护译为《光赞经》、西晋无罗叉译为《放光般若经》，公元5世纪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译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公元7世纪中唐玄奘译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会，龙树的《大智度论》乃其注释书。此经在序品中，就赞颂了佛陀的境界、智慧、功德与神通，是大乘经典赞颂的一类典型。以鸠摩罗什所译为例，序品写佛陀在王舍城灵鹫山入甚深三昧（定）中，有无计其数大菩萨及众多大比丘众恭敬围绕，待从三昧出，以天眼观世界，面露微笑，从足下千辐相轮中放六百万亿光明，足十指、两踝、两腨、两膝、两髀、腰、脊、腹、胁、背、脐、心胸德字、肩、臂、手十指、项、口四十齿、鼻两孔、两眼、两耳、白毫相、肉髻，各各放六百万光明，这些光又出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国土，又进一步照东西南北四维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若有众生遇斯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接着佛陀又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国土，熙怡微笑，从其舌根放无量千万亿光，一一光化成千叶金色宝花，花上皆有化佛，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众生闻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十方如恒河沙数诸佛国土皆如此。然后佛陀入师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国土六种震动，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边踊中没，中踊边没，地皆柔软，令众生和悦，而在此三千大千国土中，地狱、饿鬼、畜生及八难处，即时解脱得生天上，从四天王天处乃至他化自在天处，都自识宿命，皆大欢喜，乃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亦如此。而且，在神通力加持下，三千大千国土众生盲者得视，聋者得听，哑者能言，狂者得正，乱者得定，裸者得衣，饥渴者得饱满，病者得愈，形残者得具足，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相视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姊、如妹，亦如亲族及善知识，皆行十善业道，净修梵行，无诸瑕秽，恬然快乐。该经接着描述道：

尔时，世尊在师子座上坐，于三千大千国土中其德特尊，光明色像威德巍巍，遍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譬如须弥山王光色殊特，众山无能及者。尔时，世尊以常身示此三千大千国土一切众生，是时，首陀会天、梵众天、他化自在天、化乐天、兜率陀天、夜摩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天，及三千大千国土人与非人，以诸天花、天璎珞、天泽香、天末香、天青莲花、赤莲花、白莲花、红莲花、天树叶香，持诣佛所，是诸天花乃至天树叶香以散佛上，所散宝花于此三千大千国土上，在虚空中化成大台，是花台边垂诸璎珞，杂色花盖，五色缤纷，是诸花盖、璎珞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以是花盖、璎珞严饰故，此三千大千国土皆作金色，及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皆亦如是。[11]

在显示上述殊胜景象后，佛陀以神通力光照十方如恒河沙国土，令其众生皆见此三千大千国土中释迦牟尼佛及诸大众，由此才引出多宝国土普明菩萨祈问宝积如来，开始般若波罗蜜法会。从中看出般若经开启大乘经宏大境界，以无量妙景与生动语言赞颂佛陀，色彩绚丽，栩栩如生，令人赞叹。

净土经类乃大乘的一类重要经典，其基本内容为赞叹佛果功德及其所感净土以激发信众的向往，所以是赞叹类经典的代表，其中西方极乐净土经类流传最广，以此为例。现存梵本西方净土经有长短两种，皆称《极乐净土庄严经》（Sukhāvatī-vyūha）。其中，长经乃西方净土经中最重要的一部，叙述阿弥陀佛过去生作为法藏比丘的因行、修行所感的极乐净土及其功德庄严，以及此土众生往生的条件等，在中国传说有十二次汉译，现存三国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等五种版本。在《佛说无量寿经》中，是这样赞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正觉后说法的：

得微妙法，成最正觉，释梵祈劝请转法轮，以佛游步，佛吼而吼，扣法鼓，吹法螺，执法剑，建法幢，震法雷，曜法电，澍法雨，演法施，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土，一切世界六种震动，总摄魔界，动魔宫殿，众魔慑怖，莫不归伏，掴裂邪网，消灭诸见，散诸尘劳，坏诸欲堑，严护法城，开阐法门，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光融佛法，宣流正化。[12]

这其中以种种譬喻宣说佛陀的圣行及其殊胜功德，相当生动有力。又说法藏比丘所修感知佛国殊胜庄严，非三界世间可比：

所修佛国开廓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image: ]磲、玛瑙合成为地，恢廓旷荡，不可限极，悉相杂厕，转相入间，光赫焜耀，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逾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精，其宝犹如第六天宝。又其国土无须弥山，及金刚围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溪、渠、井、谷，佛神力故欲见则见，亦无地狱、饿鬼、畜生诸难之趣，亦无四时春秋冬夏，不寒不热，常和调适。[13]

在整体描述后又有细节描述，如说其国土七宝诸树周满世界，金树，银树，琉璃树，颇梨树，珊瑚树，玛瑙树，[image: ]磲树，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或有金树，银叶华果；或有银树，金叶华果，等等；或有宝树，紫金为本，白银为茎，琉璃为枝，水精为条，珊瑚为叶，玛瑙为华，[image: ]磲为实，等等。这些树具有规则的排列，清风拂来，发出微妙悦耳的声音：

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实实相当，荣色光曜，不可胜视，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14]

这些音声演发无量微妙法音，伴随万种温雅德香流布，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皆得快乐。

而在七宝树间，掩映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又以真珠、明月、摩尼众宝，交覆其上；各种大池遍布，皆八功德水所充满，[15]清净香洁，味如甘露，黄金池者底白银沙，白银池者底黄金沙，等等。其池岸上有栴檀树，华叶垂布，香气普熏，天优钵罗华，钵昙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池水殊妙，荡漾法音：

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净若无形，宝沙映彻，无深不照，微澜回流，转相灌注，安详徐逝，不迟不疾，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应，莫不闻者，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僧声，或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波罗蜜声，或十力无畏，不共法声，诸通慧声，无所作声，不起灭声，无生忍声，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如是等声，称其所闻，欢喜无量，随顺清净、离欲、寂灭真实之义，随顺三宝、力、无所畏不共之法，随顺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无有三涂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音，是故其国名曰极乐。[16]

在此极乐国土中，又有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光色绚烂，化佛于中转正法轮：

一一宝华百千亿叶，其叶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亦然，炜烨焕烂，明曜日月，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17]

此佛土所往生众生口气香洁，如优钵罗华，身诸毛孔出栴檀香，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其手常出无尽之宝、衣服、饮食、珍妙华香、诸盖幢幡庄严之具，如是等事超诸人天，若欲食时，七宝应器自然在前，金、银、琉璃、[image: ]磲、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真珠如是众钵随意而至，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意以为食，自然饱足，身心柔软，无所味著，事已化去，时至复现，而得享安乐，寿量无限，随愿长短自在，命终不入三恶道，得宿命、天眼、天耳、他心、神足通，愿欲闻法，随树叶声响、波音、花树熏香自然得闻，如法修行。

《佛说无量寿经》对极乐净土的描述与赞颂在净土经中是有代表性的。像据梵本小经汉译出的《佛说阿弥陀经》（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唐玄奘译）等所赞叹的净土与前者所述大体相似。汉译还有《观无量寿经》，但梵本已不存。

在这个时期的赞颂类经典中，还有一类是赞颂菩萨的，如观音菩萨、弥勒菩萨等。前者如《妙法莲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宝箧庄严经》（存梵本，无汉译）等，后者如《弥勒下生经》等。

（四）佛教综合类典籍

在早期，这类经典以《妙法莲华经》为代表。《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又简称《法华经》，汉译有六，现存三种，即公元3世纪末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十卷、公元5世纪初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八卷与公元7世纪初阇那崛多及达磨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现存梵本是韵散糅合的文体，偈颂是混合梵语，散文是古典梵语，其中一部分内容传出较早，另外的内容出现较晚，但都不会晚于公元2世纪。《法华经》乃大乘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其作为包括了义理诠说、本生故事、譬喻故事等的文字优美的文本，也是印度古典文学史上的重要典籍。

《法华经》的主要内容谓释迦牟尼佛已成佛久远，但为一“大事因缘”出世，即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所谓声闻乘、辟支佛乘、大乘，以善巧度化一切众生成就佛果，所以这一切法实为一佛乘，说声闻乘等，乃方便而已。经中序品描绘了佛陀说法的法会胜景：在王舍城灵鹫山，有数万大阿罗汉、大菩萨为首的无量种种众生围绕，待说法时，先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而散佛上及诸大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接着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悉皆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色究竟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土六趣众生，又见彼土现在诸佛及闻诸佛所说经法，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信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复见诸佛般涅槃者，复见诸佛般涅槃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而后始说大法，所谓“雨大法雨，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演大法义”，即妙法莲华教，也就是一乘教，并赞颂佛具诸圣号，即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所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义深远，其语巧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18]

为显示此一乘教，佛陀宣说了种种譬喻，如大白牛车喻、穷子喻、大雨云喻、化城喻等。在大白牛车喻中，谓有一长者，年迈衰老，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僮仆，但其家堂阁朽故，墙壁颓落，柱根腐败，梁栋倾危，周匝俱时忽然火起，焚烧舍宅，而诸子等于火宅内乐着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厌患，无求出意，长者见诸子若不即出，必为所焚，心忧患之，故设方便诱出，告诸子云：“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诸子闻之，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竞共驰走，争出火宅。待皆逸出火宅，长者未给予羊车、鹿车、牛车，而是各赐予一大白牛车：

其车高广，众宝庄校，周匝栏楯，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张设幰盖，亦以珍奇杂宝而严饰之，宝绳绞络，垂诸华缨，重敷[image: ][image: ]，安置丹枕，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风，又多仆从而侍卫之。所以者何？是大长者财富无量，种种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财物无极，不应以下劣小车与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爱无偏党，我有如是七宝大车，其数无量，应当等心各各与之，不宜差别。”[19]

此大白牛车喻乃一组合型大喻：以宅喻三界，火喻无常，火宅喻三界无常危脆，长者喻佛陀，诸子喻众生，羊车、鹿车、牛车喻声闻乘、辟支佛乘、大乘三乘，大白牛车喻一乘，由此，谓三界中众生虽历众苦，但仍迷恋其中，而不求出离，佛陀由大慈大悲，不忍众生苦，而以三乘方便诱导众生出离，各趋其果，但一切众生皆有成佛之可能，故佛陀最终皆示以一乘的成佛之道。

大雨云喻也就是药草喻。在大雨云喻中，通过大雨云之雨普润卉木、药草等构成能喻，而喻指一乘摄三乘普度三乘之机的意趣。药草品云：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卉木丛林，及诸药草种类若干，名色各异，密云弥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澍其泽，普洽卉木丛林，及诸药草，小根、小茎、小枝、小叶，中根、中茎、中枝、中叶，大根、大茎、大枝、大叶，诸树大小，随上中下各有所受，一云所雨，称其种性而得生长，华果敷实，虽一地所生、一雨所润，而诸草木各有差别。[20]

以大雨云比喻佛陀教法，卉木及药草喻众生，比喻众生的根机。其中小根、小茎、小枝、小叶喻小根，即声闻根性；中根、中茎、中枝、中叶喻中根，即独觉（辟支佛、缘觉）根性；大根、大茎、大枝、大叶喻大根，即如来根性。佛陀教法皆一乘性，所谓“一相一味，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至于一切种智”，但众生或利根或钝根，或精进或懈怠，心欲与障碍也各别，佛陀如实了知，随其所堪而为说法，或声闻乘，或独觉乘，或大乘，种种无量，众生称性信受，各得其益，“如彼大云雨于一切卉木丛林及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21]

在化城喻品中说化城喻。该品谈修声闻乘的声闻行者，终将入于成佛之道，必不能以声闻乘入灭度（涅槃），“世间无有二乘而得灭度，唯一佛乘得灭度耳”，又说“唯以佛乘而得灭度，更无余乘，除诸如来方便说法”。[22]所以，一切佛法皆是一佛乘性，只为方便引导不同根性众生故，建立为二，所谓小乘、大乘，或者为三，所谓声闻乘、辟支佛乘、大乘。化城喻就是用以说明此意趣的：

譬如五百由旬险难恶道、旷绝无人怖畏之处，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处，有一导师聪慧明达，善知险道通塞之相，将导众人欲过此难，所将人众中路懈退……（导师）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众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还。今此大城，可于中止，随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隐。若能前至，宝所亦可得去。”是时，疲极之众心大欢喜，叹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恶道，快得安隐。”于是众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隐想。尔时，导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无复疲惓，即灭化城，语众人言：“汝等去来，宝处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为止息耳。”[23]

此中，导师喻佛陀，宝所喻涅槃，众人喻修行众，化城喻三乘，灭去化城喻告众人三乘是方便。

在该经中，还有穷子喻等。在穷子喻中，大富长者之子，自幼离家，贫穷潦倒，后长者设方便诱其还家，又以种种方便令其适应富贵生活，长者在临终之时方告其子真相，令其终得继承家业。其中，长者喻佛陀；离家之穷子喻本具成佛善根但没有修行正法众生；离家贫穷喻未修行正法而不具足法财；以种种方便令其归家适应有产生活，喻以声闻乘等方便度化；最终告其真相令其继承家产，喻佛陀告声闻行者等声闻乘等乃方便，作为成佛之道的一乘是究竟，令他们入一乘佛道。[24]

在《法华经》中，强调对佛陀以及成佛之道的信受与恭敬，供养舍利，建造佛塔、寺院，画塑佛像，演奏佛乐，礼赞佛陀功德，都是一乘的成佛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见宝塔品中，描述了一种对释迦牟尼佛的特殊赞颂方式，如经云：

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广二百五十由旬，从地踊出，住在空中……尔时，宝塔中出大音声叹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皆是真实！”……尔时，佛告大乐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踊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

佛陀说法，以他佛来赞颂，显然是最有力量的，这在大乘经中极为普遍，甚至到华严经中，是十方刹尘数佛刹中无量佛齐声赞叹。

在《法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对观音菩萨的功德的赞叹在佛教的赞颂文中也具代表性。此品的偈颂与散文传出年代不同，很晚才编在一起。汉译《正法华经》没有偈颂，在《妙法莲华经》的最初译文中也无偈颂，而在隋译《添品法华经》中有偈颂，后又添加在《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中，而成现在的形态。

普门品显示了一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赞叹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威德与大悲心，能够随缘示现种种化身，以救度苦难众生。经中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知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定即时观其音声，以神通力加持令其皆得解脱。对苦难的救度，列举了种种例子说明，如若有持诵观世音菩萨名者，即使入大火中，火也不能烧；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等等；又如恭敬常念观世音菩萨，能离贪嗔痴，而且只要恭敬供养礼拜观世音菩萨，便有求必应，求男求女与求福，必能遂愿。观世音菩萨以种种形游诸国土以救度众生，如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乃至应以种种天神、人类以及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相应身而为说法。所以，普门品号召众生“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25]普门品的流行，令观世音菩萨成为体现救苦救难的菩萨精神的典型代表。

（五）马鸣菩萨的诗歌与戏剧

马鸣菩萨是大乘初期的佛教论师、诗人与戏剧家。除一些大乘以及小乘佛教论著署名马鸣外，还有《佛所行赞》《孙陀罗难陀传》以及三部戏剧残卷署有马鸣之名。一般认为后面这些作品是其所创作，正是它们为马鸣在印度古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朽的美名。马鸣是印度古典梵语文学的先驱，上承前期史诗，下启迦梨陀娑（Kālidāsa），其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其中，其叙事诗标志着印度古代叙事文学从早期史诗阶段进入到古典梵语叙事诗阶段，其戏剧标志着印度古典梵语戏剧臻至成熟阶段。[26]

《佛所行赞》（Buddhacarita-kāvya）乃马鸣菩萨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一部关于释迦牟尼佛生平的赞颂性传记，也是这类典籍中从文学角度来看最完整与最严谨的一部作品。古典梵语叙事诗注重藻饰，讲究韵律与修辞，这些特色在《佛所行赞》中也可看到。其语言淳朴优美，韵律多变，比喻与典故丰富多彩。[27]相对于大乘经而言，它对佛陀的描述较有节制，但比部派佛教同类型作品要华丽。《佛所行赞》被奉为佛教文学作品中的杰作，影响甚大，如义净大师在公元8世纪说：“大本若译有十余卷，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乎双树一代佛法，并辑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读者心悦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28]

《佛所行赞》共二十八品，现存的梵本《佛所行赞》为残本，只有前十四品（其中也有小部分残缺），原书最后四章为19世纪尼泊尔人阿姆利达难陀（Amrtananda）所补作。汉译是昙无谶所译，乃全本。南朝宋宝云译有《佛本行经》，其第四至第三十一品，或系《佛所行赞》的异译。

《佛所行赞》的前十四品包括了从释迦牟尼以菩萨身降生蓝毗尼花园开始，到菩提树下成就正觉为止的内容。释迦牟尼乃甘蔗王系的后裔，父为净饭王，母为摩耶夫人，以白象形在蓝毗尼园投胎，四月八日从右胁生，出胎后周行七步，宣言此最后一生，当度一切众生。菩萨幼年过太子的养尊处优生活，遍学世间诸学。又娶妻耶输陀罗，生子罗睺罗。但菩萨三次出宫，了解了世间真相，看到老者、病者与死者的痛苦，生起出离之心。其父恐其出家，增其五欲受用，然菩萨愈加厌弃，遂夜半离家，自剃度出家。而后菩萨入森林遍访修行大师以寻求解脱之道，但未得到答案，转而在尼连禅河畔修苦行，历时六年，瘦如枯木，仍未获得解脱之道，但终认识到一味苦行无益解脱。在享用牧牛女供养的乳糜后，菩萨到菩提树下趺坐，誓不得正觉不起坐，在战胜魔军的攻击与魔女的诱惑后，入深定发起现观，终获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佛陀。

后十四品现不存梵本，据汉译本，描述释迦牟尼觉悟后，到波罗奈初转法轮，度[image: ]陈如、十力迦叶、婆涩波、马胜、跋陀罗五比丘，后游化各地，度迦叶三兄弟、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等，又度化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image: ]萨罗国波斯匿王。后来，给孤独长者等也成为佛陀弟子；佛陀回到家乡迦比罗卫，父母等亲属皈依，提婆达多、阿那律、优波离等随佛陀出家修行。在游化诸国后，最后与离车人作别，至于鸠夷城（拘尸那揭罗城）附近的坚固林（娑罗树林），受纯陀的饭食供养，乃最后一餐，又度最后弟子须跋陀罗，告诫诸弟子以经、戒为护、持，而后入灭。火化后舍利由八国分而各起塔供养。

《孙陀罗难陀传》（Saundarananda-kāvya，又称《美难陀传》）是马鸣的另一部诗歌代表作。诗歌主角难陀的故事在印度部派佛教早期典籍如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等中就出现了，《孙陀罗难陀传》在此基础上按照“大诗”（kāvya）体裁做了文学再创作。全诗共分十八品，可惜未译为汉文，但故事在中国的汉译典籍北朝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的《杂宝藏经》中可见，即第九十六则“佛弟难陀为佛所逼出家得道缘”。

《孙陀罗难陀传》通过流畅、优美的语言，形象的比喻，生动的描写，将说教与故事善巧结合起来，再现了佛弟难陀如何在佛陀的加持、教诫与引导下，战胜爱欲而成就阿罗汉的过程。前三品先写迦毗罗卫的历史传说与净饭王的贤明统治，后叙述佛陀诞生、出家、成正觉，以及回迦毗罗卫传道之事。第四品开始叙述难陀故事。佛陀回到迦毗罗卫，众多国人皈依佛陀，一些王子、大臣子以及释迦族人追随佛陀出家，但难陀作为佛陀之弟却沉溺于与其美丽妻子孙陀利的欢爱之中。佛陀予以再三劝诫，难陀被迫剃度出家，不过内心还充满对孙陀利的爱情，孙陀利也悲伤不已，所以难陀趁佛陀不在的时候试图还俗。一位沙门曾以人生无常与妇女不洁的道理劝阻，但难陀执迷不悟。佛陀得知，即带难陀前往天上游览，以方便度化难陀。在经过阿那波那山时，佛陀指着一只独眼雌猴问难陀其与孙陀利谁美丽，当然难陀说孙陀利。到达天上，见众天女，佛陀又问他们与孙陀利谁美丽，当然回答是天女。难陀还发现，天女相对于孙陀利，就像孙陀利相对于独眼雌猴，结果难陀对孙陀利的爱念差不多一下子荡然无存，而迷上了天女。但佛陀告诉他，要生到天上，必须修苦行。回到人间后，难陀忘记了孙陀利，一心修苦行，以早生天上。佛陀加持阿难告诉难陀，真正的安乐非是爱欲，天上的快乐也不能长保，一切无常。难陀大受触动，羞愧万分，至佛处表示不再渴望得到天女。佛陀赞赏难陀的醒悟，为其宣讲解脱之道。后难陀住在森林阿兰若，精勤修行禅定，终得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后，佛陀勉励他以解脱道度化其他众生。

马鸣也是一个重要的戏剧家，其三部戏剧残卷于1910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其中一部《舍利弗传》（[image: ]āriputra-prakarana），标有“金眼之子马鸣”字样，而另两部残卷缺剧名与作者名，但一般也认为乃其所作。公元7世纪的佛教大师法称曾提及马鸣的一部剧作《国护》（Rās·t·rapāla），但已佚失。

《舍利弗传》乃九幕剧，描写最初舍利弗与目犍连皈依佛陀的故事。佛陀弟子马胜向婆罗门青年舍利弗宣传佛教，后舍利弗与自己的门客（丑角）交谈，后者告诫舍利弗婆罗门不应该信奉刹帝利佛陀的言教。对此舍利弗予以批驳，称即使是低级种姓提供的药，也能治病。婆罗门青年目犍连见到舍利弗喜形于色，当得知原因后，即与舍利弗一同去皈依佛陀。佛陀授记二者当是其最具智慧与神通的弟子。佛陀还与舍利弗进行了法义问答。最后是佛陀对二弟子的赞美与剧终祝福诗。

这三部剧作有“上场”“下场”等舞台提示，剧终有祝福诗，剧中地位高者说梵语，妇女、丑角与其他普通人物说俗语。马鸣使用的俗语有三种，即摩揭陀语、半摩揭陀语以及修罗塞纳语。这三部戏剧残卷已经具备印度古典梵语戏剧的成熟阶段的艺术特点，表明了这种文学形式在公元一二世纪已经成熟，而马鸣的作品是其重要代表。[29]

第二节 佛教艺术的兴起

一 佛教与艺术

在这里，我们将佛教文学与佛教艺术暂分开叙述，因为在一般的分类中，文学也可纳入艺术的范畴。艺术的基本精神在于以浓缩的、夸张的方式塑造美，由此满足人的精神与情感需求，属于俗世性质的高级感受范畴。就古代而言，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种类。但这样的含义称为世俗艺术，与此相对的是宗教艺术。宗教艺术虽然也采用世俗艺术的方法，但体现的内涵是不同的。宗教的本质在于信仰，相应地宗教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教化，即以艺术为手段激发、增进、弘扬信仰。佛教艺术作为宗教艺术，也是基于这样的诉求而发展起来的。

世俗艺术追求世间受用。世间受用可分为低级与高级两类。低级者，谓饮食、男女之类，属于粗俗的享受；高级者，则谓艺术、哲学这样的受用，直指精神与情感层次。在佛教看来，低级的受用属于低层次的五欲之乐，属于贪嗔痴所摄，当然是需要舍离的；即使是世间高层次的艺术，就其自身而言，也是不脱于贪嗔痴，只是更为微细与精致而已，仍是要断弃的。这是佛教解脱道与菩提道的共许意趣。因为不论大小乘，在解脱上相共，必须断除贪嗔痴烦恼所摄的一切染法，在此意义上，低级的五欲受用与高级的艺术享受，必然都在对治之列。

而且大小乘佛教都表明了一切法的缘起性，一切事物本为因缘的暂合，并非凝然而不迁变，乃虚幻不实的，如《杂阿含经》中云：

观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时焰，诸行如芭蕉，诸识法如幻，日种姓尊说。[30]

此中日种姓尊即是佛陀。世间即五蕴所摄的一切的本质既然是虚假的，也就是无常与无我，也就是不净与苦的，但众生颠倒执其常、乐、我、净性质，而于其贪染、耽着，沉溺其中，乐此不疲。所以在解脱道中世间皆摄为苦，必须予以断除。艺术是对无常、苦、无我、不净的一切再进行虚妄构造，恣意想象，激起众生更大的顾念与贪著，所以佛教在艺术的本位意义上，是绝不予以肯定与提倡的。试想，作为修道者如果不仅不破除对如幻如梦之物的执着，不灭断对似乐实苦之法的染爱，反而以世俗艺术去强化，就相当于在世间轮回中变本加厉地执着、折腾、沉浮，在修道上如何能够进趋涅槃？可以说，所谓世俗艺术所渲染之美，在佛教看来，无异于迷魂汤，必须泼掉。这在以灭苦为首务的解脱道佛教中更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对待世俗艺术之类，佛教在戒律上差不多是直接遮止的。比如，在出家后，僧侣就不许“眠坐高广严丽床座、涂饰香鬘及歌舞观听”等，也就含有对艺术趣味与追求的遮止。

但按照佛教，众生根性有别，障碍与乐欲不同，所在的社会与生活背景和条件也存在差异，这决定佛教的化导要采取种种随宜的针对性方法。对利根者，直接就以解脱道或者菩提道法去度化，而对钝根者乃至非信仰者，只能以种种方便去教化，即结缘、诱导与启发。在后者这种情况，佛教艺术的出现必定有助于实现佛教的教化作用。而佛教流布区域的扩大、社会影响的增加，也为佛教艺术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因此，佛教艺术在阿育王时代开始兴起，绝非偶然。在此时代，印度出现了第一个统一帝国，佛教在阿育王的崇信与扶持下，获得了相当于帝国国教的地位，同时从一味的佛教向异见的部派佛教、从区域性宗教向世界性宗教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流布的区域越来越广大，佛教社会影响持续增长，各个种姓、阶层的出家与在家的信仰者大量增加，佛教艺术的教化功能从可有可无变得必不可少了，佛教艺术的兴起之势实属必然。佛教艺术以创作作品为佛教信仰的象征与媒介，就这么出现了。

最先出现的佛教艺术形式是绘画、雕刻、建筑，因为这样的作品具有具象性，能够直接将作者的趣求直接呈现。后来才有音乐、舞蹈的出现。

佛教艺术在大乘兴起后才开始兴盛。小乘佛教以离苦趋寂为旨趣，急欲出离世间如救头燃，而大乘的旨趣是以广大菩萨行自利利他，最终实现自度度他。菩萨行普度众生，以四摄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与众生打成一片，入俗而摄俗，摄俗而化俗，化俗而度俗。其中，通过随顺众生，暂安顿众生身心，最终引导趣入佛道。所以，大乘精神提倡以一切方便行来化导众生，佛教艺术也就成为一种重要方便。不仅佛教艺术的兴盛与大乘相关，佛教文学也是如此，这在后文将述。

部派佛教时期出现佛教艺术，一方面是解脱道自身也有化导众生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一分大乘精神。也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大乘才在部派佛教时期兴起。

在印度古代佛教艺术中，成就最突出的是绘画、雕刻、建筑，这三者也是本书要叙述的主要内容，而音乐、舞蹈暂不涉及。但在叙述佛教艺术之前，先简略说明一下在佛教艺术兴起之前以及当时印度的艺术发展情况。

二 佛教艺术兴起前的印度艺术

印度古代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期。在印度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已有相当的艺术欣赏性，甚至在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原始洞窟壁画。位于印度中部的辛甘普尔洞窟（Singanpur caves）的壁上，画有千姿百态的壁画，主要是动物如袋鼠、蜥蜴、野牛、鹿、羚羊等造型，以及手持棍、矛、盾与弓箭的猎人及其围猎野牛、群体舞蹈的场面，还有一些戴动物面具的人像。图像较为简单，没有细致的五官，但仍相当生动。印度北部的诺玛古尔（Gnormagur caves）洞窟有一画有六个猎人刺犀牛的壁画，中间的犀牛勾勒简洁，周围的猎人姿态各异，形象生动。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盆、罐、碗的彩绘陶器，并出现了土制人俑与陶俑，还发现在一石器上刻有人物以及狩猎场面。

印度上古时代艺术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印度河文明时代。哈拉帕与摩亨约·达罗两个城市文明反映的艺术成就，代表了铜器时代印度艺术的最高水平。在这两个城市的遗址上，除出土了一些陶器、玩具、宝石、珠饰、金属制品等工艺品外，还出土了两千多枚各种材料做成的印章，上面刻有大象、虎、狮、鳄鱼、犀牛等动物，以及一些想象出来的怪兽，如牛角虎、独角狮、三头兽等，还有美女人物、树神、蛇神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一枚“兽神印章”，中央刻着一个三面神人，头戴牛角冠，双腿盘坐在台上，四周围着牛、虎、狮、鹿等动物，显示这是一个动物之主。一般认为，盘坐是瑜伽坐姿，而整个兽主可能便是后来婆罗门徒三面神或湿婆神的雏形。这些印章有凸刻、凹刻，刀法浑厚，有些很讲究变化。这些印章并非纯粹用来欣赏的艺术品，是有实用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

在该遗址中出土有几件雕刻，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出土于摩亨约·达罗的一件“石刻人头像”，可能属于荼卢毗人形象，平鼻、长眼、厚唇，下巴长满胡须，衣服上装饰有三叶纹样图案，显示这是一位神圣的祭司。在该城还出土有一件青铜雕像“舞女像”，属于荼卢毗少女形象，体形线条优美而夸张，是印度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件人体雕像。在哈拉帕出土的一件石雕“男性舞蹈者”，裸体，四肢残断，但形态协调，舞姿优美，人体肌肉线条的表现相当逼真流畅，已经初步显露出后来印度造型艺术的风格。

另外还出土了众多的陶塑，多是彩绘的玩具，也有一些献祭的动物以及人物，粗拙厚朴、真实生动。动物像有猴、虎、狮、象、牛等，而人物多是母神像，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还有男神像，男女生殖器崇拜像，以及树神、蛇神、牛神、象神等供原始崇拜的偶像。[31]

吠陀时代及铁器时代早期的印度艺术作品，至今发现甚少，已被历史迷雾所覆盖。但关于这个阶段较晚时期的艺术作品，在玄奘等人的记载中有所提及，不过后来大多被气候所摧毁，还有被伊斯兰教的“偶像破坏者”们所毁坏。[32]

在紧接着的佛陀时代，印度艺术的痕迹已不可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印度古代艺术作品，主要是从阿育王时代开始留存下来的。阿育王时代是印度中古时代艺术的第一个高潮，也是佛教艺术兴起的初期。

三 佛陀时代的佛教艺术及僧院、僧伽蓝、塔、支提

（一）佛陀时代的佛教艺术

毫无疑问，佛教艺术的兴起是在佛陀圆寂之后，主要源自佛弟子对佛陀的怀念与追慕。这种感情通过想象与艺术方式表达出来，就是佛教艺术。特别是广建窣堵波与支提窟供养佛舍利，壁画与雕刻出于装饰功能与纪念意义而出现，直接导致了佛教艺术的兴起与迅速发展。[33]

但在佛陀在世时是否就没有佛教艺术的萌芽或者出现呢？一般认为如此，但这结论并不真正可靠。要知道在更早以前印度就有壁画、雕刻艺术出现，而且佛教典籍也称佛陀时代有佛像、壁画，后者绝不能简单视为后世的虚构。在无法直接否定的情况下，暂许可佛陀时代有佛教艺术的萌芽并不过分。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曾云，在佛陀在世时，给孤独长者曾请示佛是否可在佛寺中画上壁画，佛陀不仅许可，还对绘画内容予以了具体指示：

佛言：“长者，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34]，次傍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作本生事，佛殿门傍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处画持饼药叉，于库门傍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著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像躬自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内应画白骨髑髅。”是时长者从佛闻已礼足而去，依教画饰。[35]

在此记载中，有两点应该是明确的：一者佛陀许可在佛寺中画壁画应该实有其事，而且曾经有过佛教壁画；二者此中所说的壁画内容即使不是在佛陀时代出现的，那也应该是在佛灭后的阿含佛教时代就有了。从壁画的内容看，要么画护法事，如药叉；要么画世间恐怖、苦事如五趣生死之轮、地狱、死尸、白骨骷髅，令众生发起或者强化出离心；要么画说法事等。

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影胜王）欲画一佛像送给胜音城的仙道王，向佛陀请示，佛陀许之，并给出具体规范：

佛言：“大王，善哉妙意，可画一幅佛像送与彼王。其画像法先画像已，于其像下书三归依，云：‘我从今日乃至命存，归依佛陀两足中尊，归依达摩离欲中尊，归依僧伽诸众中尊。’次书五学处：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欲邪行，四不妄语，五不饮诸酒。次书十二缘生流转还灭，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从无明缘行乃至积集而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从无明灭乃至积集俱灭，皆广书之。复于像上边书其二颂，曰：‘汝当求出离，于佛教勤精，降伏生死军，如象摧草舍，于此法律中，当修不放逸，能竭烦恼海，当尽苦边际。’”[36]

这是画佛像的规范。其中依于解脱道与人天乘道将学佛的次第予以了显示：一是皈依三宝，其为出离因；二是教持五戒生人天道；三是明十二因缘，即三界五趣流转与还灭因果道理；四是以二颂明劝诸有情，依教修行破生死军，勿为放逸，速趣解脱。此像的规范与内容还有更形象化的展开，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云：

世尊告曰：“应随大小圆作轮形处中安毂，次安五辐表五趣之相，当毂之下画捺洛迦，于其二边画傍生饿鬼，次于其上可画人天，于人趣中应作四洲东毗提诃、南赡部洲、西瞿陀尼、北拘卢洲；于其毂处作圆白色，中画佛像，于佛像前应画三种形，初作鸽形表多贪染，次作蛇形表多嗔恚，后作猪形表多愚痴；于其辋处应作溉灌轮像，多安水罐画作有情生死之像，生者于罐中出头，死者于罐中出足，于五趣处各像其形；周圆复画十二缘生生灭之相，所谓无明缘行乃至老死，无明支应作罗刹像，行支应作瓦轮像，识支应作猕猴像，名色支应作乘船人像，六处支应作六根像，触支应作男女相摩触像，受支应作男女受苦乐像，爱支应作女人抱男女像，取支应作丈夫持瓶取水像，有支应作大梵天像，生支应作女人诞孕像，老支应作男女衰老像，病应作男女带病像，死支应作舆死人像，忧应作男女忧戚像，悲应作男女啼哭像，苦应作男女受苦之像，恼应作男女挽难调骆驼像；于其轮上应作无常大鬼蓬发张口，长舒两臂抱生死轮，于鬼头两畔书二伽他曰：‘汝当求出离，于佛教勤修，降伏生死军，如象摧草舍，于此法律中，常为不放逸，能竭烦恼海，当尽苦边际。’次于无常鬼上应作白圆坛，以表涅槃圆净之像。”如佛所教，于门屋下应作生死轮者，时诸苾刍奉教而作。[37]

从这么完整的绘画规范与内容看，应该比前引文所述的壁画内容稍晚，或者是阿含佛教时代晚期，即临近部派佛教时代的佛教绘画规范与内容。从中可知，这是以佛教绘画来显示佛教基本教义：佛陀是根本导师，佛教由佛陀建立；贪嗔痴烦恼所摄的五趣是世间，而十二因缘是世间存在的因果以及出世间的因果；偈颂显示出离及其道；最后涅槃像象征涅槃果。这些完全是随顺佛教意趣的宗教绘画，并非世俗意义上的绘画艺术，用以弘宣佛法，而非世俗意义上的欣赏。但如果是世俗染心相应，则不应作画，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

佛告苾刍：“难陀痴人忆孙陀罗画其形像，是故苾刍不应为画，作者得越法罪。”时诸苾刍闻佛制画，于制底处不敢涂香。佛问阿难陀：“何故如来发爪窣堵波所不着涂香及香泥洒地？”时阿难陀以缘白佛，佛言：“应以香泥随意涂拭，不得画作众生形像，作者得越法罪；若画死尸，或作髑髅像者，无犯。”[38]

难陀是佛陀的同父异母弟，与孙陀罗（Sundarī，孙陀利）结婚后才出家，但出家后仍爱焰难熄，所以其作孙陀罗画像是染心相应，有过失。但如果为了弘扬佛法而作画，则无过失。

在佛陀时代，也有雕像的出现。在阿含经中记载，佛陀到三十三天（忉利天）为其母说法时，优填王思念佛陀，为此病重，群臣建议建造佛像，以获得安慰。优填王遂命巧匠制作木雕像，而当波斯匿王得知，也请巧匠制作了金佛像。如云：

优填王即以牛头栴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是时，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而供养，是时，波斯匿王复召国中巧匠，而告之曰：“我今欲造如来形像，汝等当时办之。”时波斯匿王而生此念：“当用何宝，作如来形像耶？”斯须复作是念：“如来形体，黄如天金，今当以金作如来形像。”是时，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尔时，阎浮里内始有此二如来形像。[39]

这其中表明，木佛像与金佛像最初是佛陀在世时出现的。以佛像代佛现在眼前，是最初造佛像的用意。据记载，有一次给孤独长者发现，佛陀若在场，弟子们便能威仪整肃，但佛陀不在，弟子们就混乱无威仪。因此给孤独长者便请示佛陀，准许造像供于众中，以代表佛陀，如佛亲临，佛陀许之：

时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礼双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若佛世尊在众首坐时，众便威肃；若不坐时，众无威德。若佛世尊见听许者，欲造赡部影像置于众首。”世尊告曰：“随意当作，置于众首。”[40]

所以，在佛陀在世时，就有佛像制作，以在佛未在场时，以象征佛，代替佛亲临。但正因为佛在世，其身教及言教毕竟直接可见或者可闻，所以佛像的制作较少，而且多是居士俗人所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陀圆寂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表对佛陀的无余涅槃的敬仰，不再画刻佛陀的形象，而是以相关物事作为象征来代表。这即早期的“无佛像”的佛教艺术阶段。[41]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佛陀强烈的怀念、追慕使以佛像代佛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必然，佛像制作随应而兴起，并很快盛行开来。

（二）僧院、僧伽蓝、塔与支提

在佛陀在世时，已有佛教建筑出现，主要是僧院、僧伽蓝，以及塔、支提。

僧院是Vihāra的意译，音译毗诃罗，乃单纯的僧住处，即僧伽止息睡眠处，有建筑与石窟两类，后常与支提堂的功能合在一起。

僧伽蓝，乃Samghārāma的音译，又作僧伽罗磨，简称伽蓝等，意译作众园、佛寺，是集讲堂、坐禅处、食堂等设施为一处的僧住处。僧院较为单调，而佛寺是复杂的建筑群，所以真正具有较大艺术价值的乃佛寺。佛在世时，著名的佛寺有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即祇园精舍；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即竹林精舍等。这些佛寺，一般是国王、大富长者供养建成的，各有其独特的佛教艺术价值，可惜我们在后世无法予以构想。

塔是Stūpa的意译，又作窣堵波、塔婆、偷婆、兜婆、佛图、浮图、浮屠、佛塔等。起塔是古印度贵族的埋葬法。佛教之塔在佛陀在世时也有建立，但较少。当时就有古佛之塔。佛在世时，给孤独长者（须达多长者）曾求取佛陀之发与爪起塔供养；波斯匿王也曾建立迦叶佛塔礼拜供养。在佛陀入灭前入灭的阿罗汉们也应该有塔。但佛教一般将佛塔建立的历史从佛陀圆寂后计起。佛陀圆寂后，以其舍利、毛发等曾建成多个塔，其中八个舍利塔在八个国家修建，风格应各有特色。由佛陀的舍利等遗物建立之塔，作为佛陀的象征，具有庄严佛教、寄托信仰的殊胜之用，所以其意义不可替代。这些塔可以看成是佛塔建筑艺术的最先的最集中尝试。

支提是Caitya音译，又名制多等，意译集聚、聚相，是积聚土石垒砌而成。支提本与塔相通，但后一般将内有舍利之塔称塔，而将内无舍利之塔改称为支提，相当于一般灵庙、塔庙。也有认为支提更早出现，而把内有舍利之支提称塔，余者仍称支提。后来在集会之处，将支提置于堂舍，即成有支提的集会之处，称支提堂、制多堂。支提堂后还有一扩展功能，即用于居住僧人，甚至有说在佛陀时代就有僧人居住于支提堂中。

相当多的支提或者支提堂是石窟，在其中信众可以集会、礼拜、念经、修行等，可称支提石窟。最早最著名的支提石窟有王舍城附近毗婆罗山中的七叶窟等。但如果石窟还用以居住僧人，则称毗诃罗石窟。

在佛灭后的阿含佛教时代，佛教寺院的建立、绘画与雕像的创作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有其特定的内容，到了部派佛教阶段更加严格与系统化了，这在前文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以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所引关于佛画、佛像的段落中就已经显示出来。

四 阿育王时代的佛教艺术

阿育王时代是佛教艺术兴起之时，也几乎是佛教艺术至今有所遗存的最早时代。

阿育王作为佛教的最大护法王，曾分佛陀舍利而建八万四千佛塔，也建有鸡园寺等诸多寺院，而且巡游礼拜了主要的佛陀遗迹，并竖立高度为12—15米且有独特柱头雕刻的独石石柱（所谓“阿育王石柱”）纪念。这些是那个时代佛教建筑艺术的直接体现。

就雕刻而言，阿育王遗留下来的有磨崖石刻及石柱的雕刻。最著名的是阿育王立于鹿野苑的石柱，其柱头今存于印度的鹿野苑博物馆，高七尺，柱头上部雕四狮一体柱头，尾部相对，举目远眺，张嘴欲吼，四个雄狮立在一法鼓，亦即一大法轮上，鼓侧又有浮雕的四个法轮，中间由象、马、牛、狮四兽隔开。法轮象征正法，雄狮象征佛陀，而四兽也各有象征，即象象征和平，狮象征威严，马象征胜利，牛象征生活。在这个时代，作为佛教象征的就是动物与法轮图案。法轮与狮子朝向一致，代表四个方向，象征佛教传遍四方，也象征四谛教法。四狮与四兽逼真生动，磨琢光滑。整个柱头雕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佛教艺术作品中乃至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柱头现成为了印度共和国国徽图案。

在遗存下来的三十几处阿育王石柱中，著名的还有松溪石柱、嫩腾额尔和石柱、比萨里石柱、阿拉哈巴达石柱、蓝毗尼石柱等。这些石柱有一个共同点，即皆以砂石为材料，造型逼真写实，几乎都打磨得光滑平整，被认为可能是学习了希腊、波斯的雕刻术与抛光术的结果。

在阿育王时代也建有支提石窟，现今可见的有如今比哈尔邦巴拉巴尔丘陵开凿的苏达马石窟与洛马斯利希石窟。其中，洛马斯利希石窟如同后来的石窟一样，有一个半圆形拱顶，高3.6米，窟长近10米，石窟门面仿照木屋刻上了环窟花纹，又立有木柱木梁支撑作为装饰。窟壁雕刻着行进的象群，在后墙前有一小舍利塔，上刻男女供养人的雕像。总体较为简陋，其中的雕刻简单质朴。[42]

阿育王时代的塔现今也有遗迹留下来。因为在之前，塔多是木结构的，阿育王时代开始建筑石头结构塔。塔的形状在不同时代有所变化，但后来塔的基本结构已有所固定，即有基坛（基台）、半球形覆钵、方形平头（祭坛）、竿、伞等由下而上的五个部分。在不同时代，有的在平头的周围造龛安置佛像，或者在覆钵的前面安置佛像，也有以二重、三重的轮盖作塔的竿伞，还有的将基台作成三层或五层。在阿育王时代，塔的建筑仍处于较早阶段，但半球形覆钵已经确立，从其顶点穿一小孔直达地平面，在底部藏置舍利或者经文等遗物。

阿育王时代遗存的塔有萨尔纳特的窣堵波以及桑奇（Sanchi）大塔的覆钵部分的核心。其中桑奇大塔的直径有36米多，在4米多高的基台上，半球形覆钵高近13米高，直径32米多，不过，最初建立时半球形覆钵的体积只有现存大小的一半。[43]这是最古的塔的遗存，下文将详述。

五 巽伽王朝与案达罗王朝前期的佛教艺术

本节略述巽伽王朝建立到公元1世纪大乘兴起时之间的佛教佛教艺术。

如前所述，在阿育王时代，佛塔、石柱、石刻、石窟已有遗留，但未见有佛雕像留存下来。据考古发掘，印度古代遗存的最早佛像，当属南印萨特那地方的药叉立像，这是一尊佛教的护法像，约在阿育王即位后一百五十年即公元前100年前后完成。

如同阿育王时代，巽伽王朝与案达罗王朝前期遗存下来的与佛教艺术相关的作品，主要是佛教建筑，即石窟、佛塔等。而现今可见的这个阶段佛教雕刻也主要与此二者联系在一起。

据统计，在这个时期，随着佛教的流播，在印度各地开凿了上千个大小不等的石窟，多数在德干高原的西部山区。有的石窟从这个时期开始开凿，但到完成横跨了数个世纪，如最著名的阿旃陀石窟从公元前1世纪始历经八百年方告结束。

巴伽石窟约比洛马斯利希石窟晚开凿一个世纪（约公元前2世纪），规模更大，也较华丽。石室长约17米，宽8米，拱顶9米。深处是一座3米高的窣堵波。在主石窟两侧有几个僧人坐禅修行的小石室。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一个石室门廊的几块浮雕是婆罗门教主题。看来在那个时候，在一些僧众那里，佛教与婆罗门教是混合信仰的。也反映了在一般民众中信仰从来就没有纯洁性。

在南印度，卡尔利石窟始于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开凿，到公元2世纪停止。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开凿于公元1世纪，更为华丽，保存也较为完好。其中的雕刻甚为精美。石室长40多米，宽与高皆为15米，像一个大殿。窟内两侧各有16根八角形石柱，柱上部皆雕有双人双象，在其上是拱形条柱。石窟最深处呈半圆形，有7根石柱，前有一窣堵波，外形如一个扣放的高脚杯。石窟整体具有如同西方教堂那样的庄严、辉煌的色彩。在窟前的小庙中，有一类似四狮的柱头，窟口有五个莲花形小窗，左右壁间的方龛中有男女供养人的高浮雕像，男性方正有力，女性曲柔优美。

在这个时期建有三座大窣堵波，是古代早期石塔的代表。菩提伽耶在今比哈尔邦伽耶城南郊，在佛陀觉悟后成为一大圣地，阿育王时代在那里修了支提，后在巽伽王朝时期，又将那里的石塔翻修成了一座高塔，据称，菩提伽耶大塔可能是当时最大的佛塔。后历代都有翻修，其本来面目早就不可窥见了。

巴尔胡特（Bharhut）大塔位于今中央邦瑟德纳县巴尔胡特村，也是修于巽伽王朝时代。塔的主体覆钵已不在，仅留台基围栏，台基直径为20米，其80根2米多高的石柱围栏与四个塔门也大多散失，少数被收入了博物馆。这些石柱围栏与塔门上有雕刻，主要是浮雕，雕有大小不等的法轮，再饰以动植物造型，内容是佛教故事，仍然可以辨认的约有32个，主要有《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祇园布施》《国王拜见释迦牟尼佛》《摩耶王后之梦》等。这些浮雕属于浅浮雕，基本是印度古代民间木雕传统的移植，体现了印度民间美术的朴素风格，具有浓郁的民间乡土气息，不同于巽伽王朝的一些艺术作品吸收了希腊等外来艺术因素。在浮雕中还有少数婆罗门教的神灵，显示出在民间艺术层次上宗教的混融。[44]

从巴尔胡特大塔及其同时代的雕刻可得两点结论：一者，在这个时期，在佛教石窟、寺院、大塔的浮雕或者壁画，普遍开始以佛传故事或者本生故事为其内容，这在后来形成了一种惯例，或者说传统；二者，在这个时期，在佛教浮雕或者壁画中，佛陀的形象仍然藏隐不现，而以各种符号象征或者暗示其存在，或者以无人骑之马表示佛陀离家出走，以菩提树表示其成正觉，以车轮表示其转法轮，以佛塔表示其入涅槃，所有这些象征都被置于构图的中心位置。[45]

在今中央邦博帕尔的桑奇地方有三座佛教早期窣堵波，其中的1号是桑奇大塔。在阿育王时代就已经初步建成的桑奇大塔，是早期窣堵波式佛塔中留存至今的最大、最完整、最著名的一座。覆钵之核心部分在阿育王时代已建，巽伽王朝时在覆钵土墩外垒砌砖瓦，始成现今所见的半球形，时间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覆钵顶是扁方形平台，其正中立一三层伞盖。圆形基台由石料砌成，在几米外是一圆围栏。在后来，约公元前后，在围栏四方建立了四座牌坊式塔门，以时间为序，依次是南、北、东、西门。每一门都是木结构式石料结构，左右两根方形石柱，上方三块扁横石板，石板间除两柱向上的支撑外，中间又以三根小方柱支撑。围栏与塔门上满布雕刻，其中，塔门雕刻作品最为重要。

塔门浮雕稍晚于巴尔胡特大塔浮雕，其内容也主要是佛陀本生故事与佛传故事。在其中，佛陀也未直接出场，仍用象征方式以轮、足迹、伞盖、菩提树叶等来代表佛陀。佛教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在其中有反映，如释迦牟尼佛入灭后的葬礼、诸王争夺佛陀舍利事件、阿育王跪拜舍利塔与菩提树等。在重要历史人物周围，刻有马队、人群、侍从、美女，以及花冠、皇袍、珠饰、狮、象、孔雀、菩提树、莲花等，营造出了一种相当贴近现实的生活场景。东门上的雕刻《树神女药叉》，是一幅女性裸体圆雕，造型生动自然，被认为是印度艺术标准女性人体美的标本，风格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塔门浮雕的装饰纹样，既有波斯王宫常见的钟形柱饰、忍冬花纹与锯齿状饰带，也有印度流行的莲花卷涡纹与孔雀等图案。总的来看，桑奇大塔的雕刻规模宏大，技巧细腻，刀工精湛，造型娴熟，成为印度早期佛教雕刻艺术的代表作品。[46]

桑奇2号、3号塔要比1号塔小。桑奇2号塔早于1号塔，约建于公元前2世纪，与巴尔胡特大塔时间相近。现只见有围栏，无塔门。围栏上的图案也与巴尔胡特大塔相似，乃安排在圆形、半圆形或长方形装饰框内的浅浮雕。除入口的立柱上雕有“诞生”“正觉”“初转法轮”外，围栏的其他部分的雕刻基本没有叙事成分，主要是各种图案如莲花、动物、天人、药叉等，其中以莲花图案最多，表现形式多样，一些与其他物图交织在一起。3号塔晚于1号塔，现无围栏，只有东门，其中心原放置有舍利弗与目犍连的舍利，但在1818年重新被发现时已是一片废墟，后为考古学家马歇尔复原重建。

桑奇大塔建立后，在其周围历代都有佛寺建立，一直到11世纪还有较多佛事活动开展。但此后由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盛行，以及佛教的衰亡，这里渐被废弃，掩藏于丛林之中而被世人遗忘。直到1818年被无意闯入的英军发现，才重现于世。[47]

六 贵霜王朝及案达罗王朝后期的佛教艺术

现在谈公元1世纪大乘兴起时到公元3世纪贵霜王朝与案达罗王朝灭亡之间的佛教艺术。

北方的贵霜王朝的佛教艺术无疑是印度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印度佛教艺术受到波斯、希腊、罗马等外来文化的影响，风格发生了转变，比如，雕刻艺术就从对佛陀的象征性表现转变为人物造型表现。而南方佛教艺术也在印度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的融合中有所发展。大略而言，在此阶段，印度佛教艺术代表有三，即犍陀罗艺术、马土腊艺术与阿玛拉瓦蒂艺术。此时，不仅有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也已经兴起。

（一）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作为西北印度文化中心，乃印度与希腊、波斯等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冶炼场，其佛教艺术也因此表现出新的特色，即所谓犍陀罗风格，这在佛教乃至整个印度艺术史上影响深远。具体看，犍陀罗佛教艺术在建筑与雕刻两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

犍陀罗佛教寺庙、佛塔最突出的特点是融合了希腊神庙的式样，与印度内地的纯印度风格迥然有别：一是窣堵波以方形替代了半球形；二是在佛塔基层附加了柱廊，柱头一般用多利克式与科林斯式。有三座塔最有代表性。一者爱里马雏德（Alimasjid）塔，乃一个三层方形佛塔，基层有希腊科林斯式柱头，四面雕有佛陀菩萨像；中间层正面是狮子雕像；顶层四边向里凹进去三叶拱与梯形楣龛，龛中刻有佛像；顶层上为圆形塔尖，最尖端是一法轮。二者尤撒夫宰（Yusafzai）塔，造型结构与前者相似，保存较完整，但更加华丽、纤巧、细密。三者玛尼凯莱（Manikyala）塔，在三塔中最大，属混合风格，其有一座直径50米的半球形佛塔，但基层却并列着希腊科林斯式柱廊，整座塔未加装饰，朴素庄严，别有特色。

在《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载迦腻色迦王在犍陀罗造有一大窣堵波，谓“高踰四百尺，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层基五级高一百五十尺”，“复于其上更起二十五层金铜相轮，即以如来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在此大窣堵波旁，还有小窣堵波，周围更有两石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拟菩提树下加趺坐像”。大窣堵波石陛南面还有佛画像，高一丈六尺。[48]但此大窣堵波具体样式如何，惜未详述。

犍陀罗的雕刻艺术也吸收了希腊罗马等的雕刻艺术风格，具有了新特点：一者，直接雕刻佛陀与各类菩萨像，不再以象征的方式处理；二者，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注意人体的具体结构比例；三者佛像面容带有欧洲人的形象特征，鼻梁隆起，眼窝凹陷，眼大唇薄，额头宽阔，下巴尖长，发髻高而起波纹，衣纹强健等；四者，佛像表情、姿态各异，具有运动感与生命力。

总的来看，在早期的南印度，是仿照夜叉像而造佛像，顶上无肉髻相，多以狮子为座；在此后的北印度，则仿照希腊神像而造佛像，顶有肉髻，有须有发，以莲花为座。

犍陀罗的佛雕像计有两类，即立像与坐像。迦腻色迦王在晚年曾铸造金币，正面是迦腻色迦王在火坛旁祭祀的全身像，背面是释迦牟尼佛头戴光环、身着僧袍的全身像。在白沙瓦的马尔丹出土了一佛陀立像，高鼻深眼，弯眉薄唇，似希腊雕刻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在该地方还出土一佛陀坐像，手做施无畏状，结跏趺坐，呈莲花坐姿，头戴光环，眼睛半开，鼻梁细长，嘴含微笑，形象自然。在西克里出土的“苦行释迦像”，具有希腊写实风格，塑造了佛陀在苦行时，枯骨如柴、肌腹凹陷，但头戴光环，信念坚定，昂然挺胸，微笑入定。

犍陀罗还雕刻有各种菩萨像，一般菩萨像上身赤裸，佩戴项链臂钏，下身穿一紧身围裙。相对于佛像的简单性，菩萨像姿态生动而富于变化，具有人间气息。[49]

（二）马土腊佛教艺术

马土腊（Mathurā），古时称孔雀城，又作摩偷罗、摩突罗、秣菟罗等，在今新德里南一百多公里的阎牟那河旁边。马土腊东边是中印度，西北边是西北印度，所以其佛教艺术正好是犍陀罗风格与印度内地风格的融合，具有独特的品格。

马土腊最早的佛像是依照本土的药叉像创造的，造型雄浑，衣纹细密，薄纱透体，具有乡土民俗气息。其药叉形象妩媚妖娆，光洁丰满，富于生命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天女、飞天、伎乐天等形象。

在此地曾出土迦腻色迦王立像。立像与真人一样大小，头臂已无，但躯干完好，左手紧握宝剑，右手按扶王杖，躯干挻立，王袍下厚大的皮靴呈八字形张开，显示出国王的威严。

马土腊佛教雕刻艺术也成为一种典范，影响了同时期的马土腊的耆那教与婆罗门教的雕刻艺术，亦为后来印度教艺术的兴起奠定了基础。[50]

（三）阿玛拉瓦蒂佛教艺术

在南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的阿玛拉瓦蒂（Amarāvatī）也是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中心。阿玛拉瓦蒂佛教艺术受希腊艺术的影响极少，可以看作印度本土艺术传统的重要代表。一般认为，阿玛拉瓦蒂佛教艺术在巴尔胡特与桑奇艺术的基础上，与南印度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形成了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印度民族艺术风格。

阿玛拉瓦蒂处于靠海的热带地区，人们薄衣轻衫，袒胸露背，甚至赤身露体，再加上南印度婆罗门教盛行，影响到那里的佛教艺术，消除了早期佛教的禁欲与苦行的色彩，所以一些佛本生故事的雕刻以裸体方式表现；一些表现现世世俗生活的欢快场面也冠以佛教名目，如《托胎显梦》《妇女拜佛》等，借用佛教故事来表现世俗沉迷的女性人体美。实际在中印度的佛教艺术中，由于受到婆罗门教的影响，这些禁忌已经有所突破，如在桑奇大塔的塔门上已见到有裸体的女药叉像。在北方处于曾经的婆罗门教中心地区的马土腊也是如此，其裸体女药叉像具有写实风格以及浓郁的乡土气息。[51]

阿玛拉瓦蒂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遗址是阿玛拉瓦蒂大塔，最初约建于公元前2世纪，后几经扩建，最后直径达约50米，高约30米，成为印度佛教最大的窣堵波式塔之一，但现今大部分已经坍圮。大塔四周有栏杆围绕，柱头雕着狮子的石柱竖立在四个进口处。上面的浮雕内容仍主要是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形象生动，层次分明，很有立体感。

在阿玛拉瓦蒂佛教艺术中，对佛陀形象的艺术表现最初仍是无像的象征手法，但后来也用形像来直接表现，有坐像，也有立像。甚至在同一浮雕作品中，无像与有像两种形式都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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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大乘佛教的兴起

第一节 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

一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

在部派佛教兴起后，以解脱为急务的解脱道，在不同部派那里得到了不同的解释与发挥，于是在部派佛教中就出现了新的思想因素。以这种新思想因素为准备，配合着大乘经典的出现，通过大乘信仰者的推动，竟最终引发了一个大乘运动，而与部派佛教区别开来，这就是大乘佛教的兴起，时间在公元1世纪前后。

在大乘佛教中，佛教分为了两大类，即大乘（Mahāyāna，摩诃衍）与小乘（Hīnayāna）。大乘称大乘道，或者菩提道，以成佛为所趣；小乘称解脱道，以成就阿罗汉或者独觉为诉求。其中，小乘又包括声闻乘，或者声闻道，又称阿罗汉乘，或者阿罗汉道；以及独觉乘，或者独觉道，又作缘觉乘，或者缘觉道。独觉乘在最后身乃自悟自觉，所以一般小乘就以声闻乘为代表。阿含佛教以及部派佛教总体上都属于声闻乘，也就是小乘。

大乘以解脱道即声闻道与独觉道为小乘，原因在于，在大乘看来，解脱道其理在深度、广度上不及大乘，其行在慈悲、智慧与方便上不及大乘，其果（阿罗汉与独觉）在功德与境界上不及大乘。在此意义上，称其小乘乃属客观的划分。不过，“大”、“小”的称谓事实上给出了胜劣的判摄，所以“小乘”一语自然就带有了贬抑意味。

被冠以“小乘”这种带有“小”、“劣”、“低”等意味的名称，部派佛教众是很难接受的。不过，大乘自将成佛的菩提道称为大乘，尽管有显胜的用意，部派佛教却并非不能接受。在《增一阿含经》中，依于解脱意趣将佛教分为三乘，即声闻乘、独觉乘与佛（如来）乘。在部派佛教中也是广泛接受这三分的，如《异部宗轮论》等所述。即使是最保守的说一切有部，亦认为有此三乘，而且此三乘意味三种不同之道，所谓“佛与二乘解脱无异，三乘圣道各有差别”。[1]换言之，存在成佛之道在全体佛教意义上是共许的。而且说一切有部甚至直接将佛乘称为大乘，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云：

尔时圣者迦多演那随彼机缘，为说法要，令诸大众皆蒙利益，或得预流果者，或得余果，乃至出家得阿罗汉果，或有发趣声闻、独觉乘心者，或有发趣大乘者。[2]

与大乘的兴起关系最密切的部派大众部也是这样承许的。当然，部派佛教将佛乘称为大乘，是就其能成佛而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乘应被贬为小乘。就如同阿含经中有十二部经，其中一分名为方广，但并非意味余十一分应名为褊狭。在此意义上，三乘可称为声闻乘、独觉乘、大乘（佛乘），而不需在其中区分出小乘来，这是部派佛教能够共许的。但对大小乘的区分及其性质的判摄，是依于大乘经中的佛说进行的，乃属于圣裁，从佛教本位看，又必须信受。这是现今佛教修学者颇感为难之处。

当大乘经教传出时，一些部派佛教修学者不忿于大乘对其的贬抑，就与大乘修学者发生了佛教意识形态的论争，甚至更有一些人干脆否定大乘是佛说。实际上，大乘佛教是伴随着对部派佛教以及世间其他学说的批判兴起的。

解脱道通过修行三十七道品所摄的解脱行，证得四谛十二因缘，最终灰身灭智，实现无余依涅槃，而大乘菩提道通过六度四摄所摄的菩萨行，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最终圆满证得诸法实相，实现无住涅槃——这是二者的基本差别。

对小乘所指，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指整个解脱道；二是指部派佛教；三是指部派佛教的一部分，或者某个部派，如说一切有部。在我们看来，小乘就理论而言应该是指整个解脱道，包括阿含佛教[3]与部派佛教；但就批评对象而言，应该是指部派佛教，或者部派佛教的一部分，具体要视语境而定。

本书在叙述时，一般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以小乘统摄包括佛陀在世时期的佛教在内的阿含佛教与部派佛教，而不带贬斥意味。

二 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

大乘佛教思想相对于小乘佛教即阿含佛教、部派佛教而言，展现出空前壮阔的风貌，按其自说，即是无上、甚深、微妙、广大。其中，无上是总相殊胜性，而甚深、微妙、广大乃别相殊胜性。就教理与修行的性质及其胜用、所趣而言，确实如此。大乘佛教建立的境、行、果皆具此四殊胜性，而又各有其特出之处。境作为理境，以甚深性为代表；行，即道行，更多体现在广大性上；果作为果地安立，则以无比的微妙性为基本表征——这些体现出大乘佛教的无上殊胜。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随顺大乘意趣而将阿含佛教与部派佛教所摄解脱道称为小乘。

（一）大乘理境

小乘佛教所针对之境（所缘之境）是以众生为中心的，而大乘佛教是在一切法的意义上，将众生作为法的一类而摄在其中，建立一切法为所缘之境，包括众生，以及非众生的一切。显然，大乘比小乘在理境上要广大。

大乘佛教在理境上也有全面深化。在小乘佛教中，诸法实相有两个方面的甚深相：一是空相与众生无我相，二是涅槃寂静相，即寂灭相。到大乘中，无我从众生无我深化到法无我，或者在法中区分出众生后，而成众生与法二无我。空相、寂静相深化为诸法的当体之空相，所谓无相、无自性，乃至无二、无住、无所得，而且还进一步以空显有胜义真实存在，所谓法性、法界、真如、实际等，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不可比拟。

大乘佛教在理境上比小乘佛教更为微妙，体现在对缘起性的阐明方面。小乘佛教一般注重围绕生命流转与还灭而建立缘起，但在大乘中，缘起是针对一切法的普遍安立，不论有为法还是无为法，都离不开缘起，甚至凡夫的执着境界亦然。具体而言，凡夫所执乃于缘起法上的增益、损减，最根本真实即真如则为缘起法的实性，而缘起法自身如同梦幻泡影，非有非无，所以甚为微妙。

大乘思想是由大乘经最初显示的，又经大乘论师组织、开阐而成系统学说。总的来看，大乘思想从理境角度看分为三类：一是谈空类，主要以般若经类为代表；二是谈空后所显真如类，以佛性如来藏经类为代表；三是谈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其中以依他起性作为缘起性，而针对空摄遍计所执性，又针对真如摄圆成实性，这属于瑜伽行经即唯识经类。这些不仅包括了诸法实相的不同层次的显现，而且包括唯识观与非唯识观所摄思想。但一般而言，后两类在印度是不再区分的，而以瑜伽行类统摄，因为都许可最高真实——真如。

（二）大乘道行

大乘的特质在于大乘道，谓以道行构成一系统的修行之学，所谓成佛之道，即通过转凡成圣最终成佛；或者通过转识成智最终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即大菩提；或者通过灭尽杂染最终成就大解脱；或者通过转染成净最终实现无住涅槃。在其中，最根本者是大乘智慧，所以多称菩提道；由于从走上菩提道到最终成佛间修行的众生都称菩萨，智慧慈悲双运，而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又称菩萨道，与此相应，一切达到佛果的修行皆称菩萨行。

1.菩萨与菩萨行

大乘道行的发起首先要求对佛法僧三宝的皈依，以及菩提心的发起。菩提心乃成就佛陀的誓愿，依此誓愿修行者才称为菩萨，或者菩萨行者。在大乘看来，众生乃至一切都是在缘起法中，皆为相关联的存在，因此成佛绝非孤立事件，必须在众生间的互动中实现。这样，任一众生要成佛，必定要有度化其他众生的功德，所谓成熟他众生（他有情）。这反映到菩提心上就要求两个向度，即自度而成佛的誓愿，以及度他而成熟他众生的誓愿。这就是殊胜的菩萨精神，通过自利利他而自觉觉他、自度度他。在此意义上才有菩萨行，才有菩萨行者，才有菩萨（Bodhisattva）。菩萨又分两类：未证真实境界者称凡夫菩萨，已证者称真实菩萨。

在阿含佛教中，菩萨是指佛陀前生度化众生的称谓，在成佛的这一生，称最后身菩萨，如悉达多太子。在部派佛教中，菩萨的含义有所放大，如在《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中，凡发心成佛者，皆可称菩萨，这已经相当接近于大乘菩萨的含义。[4]当然，在大乘中，“菩萨”一语是在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以及大乘要普度一切众生的意义上使用的，表明了大乘道的普度性与普世性，有其不共的含义。

菩萨行者所行菩萨行，广大无量，主体称为六波罗蜜多，即六度，所谓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般若波罗蜜多。意思是说，作为方便之舟，能将众生从生死之海的此岸，渡到无住涅槃的彼岸，称为度，即波罗蜜多（Pāramitā，波罗蜜）。具体含义如下：

（1）布施波罗蜜多（Dāna-pāramitā），又音译檀那波罗蜜、陀那波罗蜜，或作布施到彼岸、布施度、施波罗蜜、布施度无极等。布施有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三种。其中以法布施为最，甚至超越了为护持众生乃至可以牺牲生命的无畏布施。这是最易着手的波罗蜜多。

（2）持戒波罗蜜多（[image: ]īla-pāramitā），又音译尸罗波罗蜜，或作持戒到彼岸、持戒度、戒波罗蜜、戒度无极等，略有三种，即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其中律仪戒与解脱道共，而后二者为大乘不共戒，显示大乘自度度他的特质。

（3）安忍波罗蜜多（Ksānti-pāramitā），又音译羼提波罗蜜，或作安忍到彼岸、安忍度、安忍波罗蜜、忍辱度无极等。安忍分三，即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谛察法忍。前二忍分别针对众生界（有情界）与无情界（自然界），最后一忍针对诸法实相。以谛察法忍为最，意味于诸法实相安住不动，是忍的最高境界。

（4）精进波罗蜜多（Vīrya-pāramitā），又音译毗梨耶波罗蜜，或作精进到彼岸、精进度、进波罗蜜、精进度无极等，分三种，即被甲精进、加行精进、无怯弱无退转无喜足精进。这是能到彼岸的勤策、警励等加行力。

（5）禅定波罗蜜多（Dhyāna-pāramitā），又音译禅那波罗蜜，或作静虑到彼岸、静虑度、静虑波罗蜜、禅度无极等，略分三种，即安住静虑、引发静虑、成所作事静虑。禅定是引发智慧的所依，即基础。

（6）般若波罗蜜多（Praj[image: ]ā-pāramitā），又作智慧到彼岸、智慧度、明度无极等，分为三种，即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加行者乃凡夫菩萨所起，根本与后得者为真实菩萨所得。此度是一切菩萨行的根本、导首。

在大乘佛教中强调，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般若六者要称为波罗蜜多，必须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否则就不能指向佛果，所以常常将成佛之道统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即智慧到彼岸，或者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即大智慧到彼岸。

在六度中如果将利他分开显示，那么菩萨行主体除六度作为自利分外，还有利他分，即四摄事（Samgraha-vastu），又称四摄法，简称四摄，所谓布施（Dāna）、爱语（Priya-vādita）、利行（Artha-caryā）、同事（Samānārthatā）四摄。以布施摄结其善缘，以爱语摄启其心扉，以利行摄使其受益，以同事摄同其甘苦，由此能够摄引众生走上菩提之道。大乘强调自利利他，以大悲心利益安乐众生，乃菩萨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六度四摄摄一切菩萨行，内在意味凡依于菩提心发起之行，或者凡依于菩萨智悲所发起之行，或者凡指向佛果之行，皆为菩萨行。在此意义上，大乘菩萨要普度众生，可摄一切法为菩萨行。在般若思想中强调，小乘道，人天乘道，乃至世间其他种种道，菩萨都要修学，以圆满道种智，即道相智，方能自度度他，成就佛果。

2.道次第

大乘道作为菩萨道，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自利利他的修行之道，要求菩萨行者不断提升智慧，扩展悲心，智悲双运，以广大菩萨行，修集一切如来善法，对治一切执着与杂染，成熟一切他众生，乃至最终圆满一切福德智慧资粮，成就佛果。这样一个成佛过程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

大乘道作为一个过程，就有其道次第，所谓五位十地。五位，又称五道，谓一切众生修行成佛的道位次第，即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十地谓真实菩萨成佛的道位次第，是五位中的一部分，包括见道与修道位，即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

在五位中，资粮位与加行位统称胜解行位，乃凡夫菩萨位。菩萨行者从初发心开始，就进入了资粮位，偏重正闻熏习。由闻慧乃可如理思惟，而进入加行位。由思慧加行，最终可获得真实智慧，而成为真实菩萨，进入见道位。进入见道，即进入菩萨初地。随后进入修道位，以真实修，历经九地，即第二地乃至第十地。最后由菩萨十地，经过金刚喻定，进入究竟位，即佛地，成就佛果，实现无住涅槃。

3.三乘与一乘

在大乘早期出现的经典中，根据众生发心的不同，可有三种圣果位可证：一是阿罗汉果，二是独觉果，三是佛果。为了引导这些众生，佛陀建立了三种圣道，即阿罗汉道、独觉道与如来道，也即声闻乘（阿罗汉乘）、独觉乘与如来乘（佛乘），或者合前二为小乘，后者称大乘。既然发心可决定趣向，这意味着，即使是小乘行者也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回小向大，改发大乘菩提心，而走上大乘菩提之道。事实上，在随后出现的大乘经典如《妙法莲华经》中就提倡一乘说，主张一切众生都可成佛，大小乘所摄三乘都是最终成就佛果的方便。如此，三乘皆摄为一乘法。其中，大乘是直通佛果，阿罗汉乘、独觉乘是曲通佛果，即要回小向大后再通佛果。

在后来的大乘佛典中说，众生发不同的圣道心，即发趣不同的圣道，原因在于众生内在有不同的圣道之因。既然众生都可成佛，就意味众生内在皆有成佛之因，由此成立佛性、如来藏。佛性在最终果位指佛体，而在众生位，指成佛之因。如来藏则是在众生位身心中隐藏的佛体。不论佛性还是如来藏说，都认为成佛之因是整一体性的，而在另一些佛典中，则主张成佛之因是种姓或种性，即一类无漏种子的集合。这就是瑜伽行经典的主流的佛因说。由于成佛之因是种子，能够发趣三乘的内因也不例外，因此，瑜伽行经典中成立五种姓说。声闻种姓（阿罗汉种姓）发趣声闻乘，独觉种姓发趣独觉乘，如来种姓发趣大乘，而无种姓发趣世间道；还有不定种姓，所趣不定，依待于修行者的发心。有的经典称五种姓差别决定，这样就只有如来种姓或者不定种姓者能够成就佛果，而余三种姓则不能，甚至无种姓者任何圣果都不能成就。这意味着三乘是究竟，而一乘乃方便，唯针对不定种姓才能成立。但也有的经典，如《楞伽经》，认为五种姓差别不决定，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声闻种姓、独觉种姓与无种姓者皆可最终在条件成熟时发大乘心而走上大乘道。这表明一乘乃究竟，三乘是方便。

（三）大乘果地

大乘果地是佛地。按照大乘佛教，依于理境发起道行，依于道行能够证果。大乘果体是大涅槃性，即无住涅槃性，由大解脱显其相，由大菩提发其胜用。大涅槃性通过常、乐、我、净、觉五相显示。脱离世间无常性，说为常；除灭世间一切之苦，受用出世间妙法乐，说为乐；断除世间流转性的束缚，说为我；灭尽世间一切杂染，说为净；尽破世间一切执着，圆证诸法实相，说为觉，即无上正等正觉。

由修行自度功德圆满所感，并依于大涅槃性，成就佛法身与报身。佛法身是如来一切善法之聚，是安立佛地法的所依。佛报身是佛自受用的佛色身，称自受用身，永恒受用无上妙法乐，而为佛陀的本位身，不对众生显现。

由修行利他功德圆满所感，依于大涅槃性，以及依于大菩提所摄大智与大悲，示现佛应身，即度化菩萨的他受用身，以及度化凡夫的变化身，所谓化身。比如，按照大乘佛身说，释迦牟尼佛乃一化身佛，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在娑婆世界示现的。特别要注意，化身佛由于随顺的是凡夫众生，寿量也随顺凡夫寿量示现，如释迦牟尼佛示现寿量为八十岁，与其所化众生的寿量相顺。

按照大乘佛陀观，十方三世有无量诸佛出现，具体而言，在过去世已经有无量诸佛成就，未来世将有无量诸佛成就，而现在世，即在当下，十方世界正有无量诸佛成就。这样，在阿含经中出现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如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等，乃是化身佛，而非本位报身佛。

相应于无量诸佛的出现，就有无量净土作为其所依土伴随。这些土称为佛土、佛净土、佛刹、佛国等。如极乐净土就是阿弥陀佛所依土，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所依土。这些净土，作为应身佛的所依，即是摄受、度化众生的最大道场。

在此意义上，大乘强调，诸佛的成就以及佛土，绝非只限于人间，人间只是化身佛示现的一个化域。

第二节 大乘佛教兴起的背景与思想条件

大乘佛教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发生的条件，即乃因缘和合的产物，而这些因缘包括时代背景、思想条件、系统经典以及大量具有大乘思想倾向者等。本节主要谈时代背景、思想条件以及具大乘思想倾向者，经典方面后文再述。

一 时代背景

在孔雀王期灭亡后，印度处于乱世，即使出现较大的国家或者王朝，所领之土也仅印度的一小部分，小国间互相征战，而外族又不断入侵，如希腊人、安息人、塞人和大月氏人等都先后在西北以及北印度建国。再加上印度本就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度，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类聚在一起，冲突不断，征战不休。这种局面达数百年之久，对各族人民皆是巨大灾难。所以，当提倡同体大悲、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出现时，就受到了欢迎。以大乘开道，而后进一步传出一乘思想，曲折地反映了民众对印度分裂状况的不满，对统一的渴望；而且就佛教本位而言，也是由于对部派佛教的分裂与门户不满，通过传出大乘来否定，再通过一乘观念对大小乘做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统合。当时印度佛教分裂严重，部派众多，大部派有二十余，小部派无数，常常由于理论或者戒律方面的微小分歧就分派，而且阿毗达磨式的注疏方式盛行，导致部派各守门户，各行其是，因循守旧，堕于种种偏执，不少特色性主张显得琐碎无聊。[5]所以，大乘佛教的兴起对当时部派佛教的偏颇乱象，是一个有力的对治。

大乘最初在南印度出现，再在西北印度繁荣，也与这两个地区的特殊背景分不开。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印度的原住民奥族人与荼卢毗人成为土著，渐渐被赶入东印度以及南印度，其文化与以婆罗门教为本的正统文化构成了对立。在孔雀帝国时代，婆罗门教在南印度传播，受到案达罗王朝（娑多婆诃王朝）国王们的推奉，部派佛教也在这一时期传入，文化、宗教进入了碰撞、融合时期。反对对立与差别、提倡众生平等而皆能成佛的大乘思想，对这里处于种姓制度压迫与歧视下的土著民族而言，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在这里兴起有其相当的合理性。

还有，在南印度佛教主要是大众系以及分别说系，其中大乘思想的因素较多，而且对阿毗达磨性质的繁复思维与琐碎分析多有批判，这对大乘佛教特别是大乘般若空教的弘传准备了条件。总之，大乘佛教最初在南印度兴起并非偶然。

在这个时期，作为对佛教兴起的反动，婆罗门教开始向印度教转化，毗湿奴派与湿婆派在中印度和南印度发展势头甚猛，外道一些重要流派如数论及胜论等正统派逐渐构成体系。为了应对外道的蓬勃发展，日趋分裂的部派佛教已经力不从心，只有大乘佛教以普摄性的菩萨行以及甚深、广大、微妙的理境才能与之抗衡。在这个意义上，大乘佛教在南印度的兴起也是佛教试图打破危局的必然选择。

西北印度在孔雀帝国后，外族竞相登场、轮流坐庄，直到贵霜王朝建立，才有稳定局面。所以，西北印度人民备尝苦难，大乘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思想不啻为福音，而且西北印度人种复杂、宗教类型繁多，外来民族为了建立稳固统治，需要一个新兴的、统摄广大、超越差别的宗教来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指导，因此，大乘兴起后，很快传到西北印度，在那里繁荣起来，成为其主要宗教之一。

另有两大因素对大乘佛教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一是对佛陀的崇拜的兴起。这分三种情况：

一者是对佛陀舍利、遗物、遗迹的崇拜。在释迦牟尼佛圆寂后，佛弟子怀念、追慕佛陀，通过供奉佛陀舍利、遗物以及于遗迹处建立佛塔或者支提，兴起对佛身的崇拜。佛塔或者支提的建立都是在家众的行为，他们集资建造，然后维护、管理。因此，一般佛塔虽然都包括在僧园或者伽蓝的范围内，但其是独立于僧伽之外的，若挪塔物于僧用，则犯波罗夷罪。佛塔代表了佛陀的存在，成为在家众礼拜、纪念与崇奉的象征对象与信仰投射中心。出家众也加入到对佛塔的崇拜行列中。其中，最著名的一些佛塔乃国王或者大富长者发起建造，影响最大。比如，佛陀圆寂后建造的八大舍利塔，阿育王建造的众多舍利塔，以及桑奇大塔、菩提伽耶大塔、巴尔胡特大塔等，无不象征着佛陀以及佛教的存在，激励、安定着信众的信仰。通过佛塔崇拜来表达、凝结对佛陀的怀念、追慕、崇敬与皈信之情的趋势，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这在大乘佛教的兴起过程中直接体现了出来。[6]

二者是对佛的功德的崇敬。佛弟子大量编纂佛陀的本生、譬喻、因缘故事，演绎佛陀过去多生的以各种身位度化众生的事迹，显扬佛陀作为菩萨时种种菩萨大行的无上功德，以激发信众对佛陀功德的崇敬。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佛陀传记事。在佛灭后的阿含佛教时期，开始根据律藏编辑与撰写佛传，在部派分裂后，各部派对佛传进行加工，形成自己部派的佛传，如《佛本行集经》最后云：

或问曰：“当何名此经？”答曰：“摩诃僧祇师名为《大事》；萨婆多师名此经为《大庄严》；迦叶维师名为《佛生因缘》；昙无德师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尼沙塞师名为《毗尼藏根本》。”[7]

此中意为，佛传，大众部称为《大事》，说一切有部称《大庄严》，饮光部称《佛生因缘》，法藏部称《释迦牟尼佛本行》，化地部称《毗尼藏根本》。在佛传中，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者释迦牟尼为燃灯佛授记当成佛；二者其在过去世依大悲心以三界种种众生身位、种种行度化各种众生；三者最后生作为悉达多从兜率天下生乃至菩提树下成道，转法轮度化众生，最后涅槃。在佛传中，强调对佛陀的皈信，对佛陀的赞颂形成“赞佛乘”一流，而超出了早期佛教故事中的尺度。[8]

三者是佛教艺术对佛陀的凸显。印度佛教艺术的全面发展，通过壁画、雕刻不仅反映佛陀度化众生的事迹，而且显示佛陀的形象，使佛陀进入到更加广大的人群中去，唤起人们对佛陀的广泛崇拜与追慕，从而大乘佛教以全新的佛陀观彰显佛陀圆满形象的教说，能够引起印度社会的广泛响应。

总之，在部派佛教的开展中，“由于佛塔与僧院的发达，与建筑、雕刻、图画、伎乐——音乐、歌舞等艺术相融合，在敬虔、严肃的环境中，露出富丽堂皇的尊贵气息。‘微妙庄严’的佛教地区，表现出新境界，佛教无疑已进入一新的阶段”[9]。这成为大乘佛教能够顺势而起的重要原因。

其二是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呼唤新的宗教思想。印度的分裂并没有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四种姓发生了进一步分化与重组。特别是吠舍种姓分化最为严重，相当一部分或者变成首陀罗式的奴仆，而地位下降；或者变成商人和高利贷者而富裕起来，以长者身份进入上层社会。但后者作为新兴的商人和富裕的市民阶层，在传统婆罗门教体系内难以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承认，所以信仰佛教遂成他们的重要选择，而大乘佛教的出现，更是受到他们的欢迎。这些人成为大乘佛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10]大乘经典的重要经典《维摩诘所说经》的传出，就顺应并反映了这样一种历史状况。

二 思想条件

在孔雀帝国时期，佛教兴盛起来，部派不断分裂，虽在思想分歧上多显得琐碎，但总体上对解脱道的理解趋于自由发挥，新思想因素纷纭出现。这些新思想因素对部派中保守的立场是一种冲击与批判，具有众多与大乘精神相似之处。因此，部派佛教的发展为大乘佛教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条件与生存空间。

（一）理的展开

阿含佛教所显示的理境相对而言是简约的，虽然并没有加上边界，但重心在于解脱智所相应者，所以才有“箭喻”与“十四无记”之说。在部派佛教中，对阿含佛教的理境在不同方向上都有进一步开显。在空说方面，在大众系中，实际上大多不再限于在无补特伽罗我或者十二缘起的意义上使用空义，但由于不善巧，导致最终出现了方广宗，即方广道人，对一切予以否定，堕入了大乘所说的顽空即虚无主义的极端。不过，对空义的泛化毕竟显示了深化空义的可能性，后者是在大乘的空说中真正实现的。与此相关，是将凡夫的认识与名言、分别心联系起来，从中显示了名言境的虚妄性，以及凡夫使用分别而成执着的习惯。这在大乘佛教中有更深刻的表达，即将名言境皆视为假立，而凡夫分别完全属于执着，即虚妄忆想分别，或者虚妄分别。在缘起说方面，虽然在阿含经中除业感的十二因缘缘起外，也谈到诸法的缘起性，但阐示较少，直到部派佛教才开始多角度、多层次开显。特别是说一切有部，建立了部派佛教中最为系统的缘起说，对一切有为法皆从缘起角度予以说明。这已经有将因果思想普遍化的倾向，与大乘的普遍化因果思想有相似性。在真实性方面，阿含经教更多从否定方面诠显，说无常、苦、空、无我，最终指向寂灭相，但到部派佛教时期，不再限于寂灭相，而是广泛地谈有谈无，不仅涉及杂染法，而且涉及清净法，其广阔视野完全可以视为是对大乘佛教关于真实性的种种佛说的传出与开展的一种呼唤。

（二）佛乘与大乘

阿含佛教旨趣在解脱道，一再表明不仅阿罗汉作为声闻弟子是依解脱道成就，而且佛陀作为本师亦然。但作为解脱道，仍可细分为三，即声闻乘、独觉乘与佛乘。从阿含经中可知，虽有三乘的区分，但未见有进一步说明，不过佛乘已经容有与大乘相通的可能，只是二者强调的方面有别。阿含佛教的佛乘凸显解脱的一面，而大乘佛教的大乘偏重菩提的一面，但二者都承许佛陀为大菩提与大解脱的成就者，皆以自道为成佛之路，无疑是一致的。

被认为属大众部所传的《增一阿含经》的序品，应该反映了大众部的立场。在其中说“方等大乘义玄邃”，[11]结合经中有声闻乘、独觉乘与佛乘的区分，可知其将广大、甚深义的方等经许为了大乘经，即是以佛乘为大乘了。实际上，不独大众部，部派皆一致承许有声闻乘、独觉乘与佛乘三乘的区分，包括在部派佛教中最保守的说一切有部都强调三乘即声闻乘、独觉乘与佛乘的差别，如云：“佛与二乘解脱无异，三乘圣道各有差别。”[12]而且如前文所说，说一切有部也以佛乘为大乘。它还称，众生只要发趣，即发心成佛，就走上了大乘道。并主张，三乘都有其种姓，下乘种姓可转化为上乘种姓。这意味着，在部派佛教那里，成佛之道作为大乘，几乎已许可为一条具有普被性的大道了。[13]

（三）菩萨、菩萨行与菩萨道

在阿含经教中，菩萨乃已为佛所授记的定当成佛者，换言之，是就成佛者的各个前身位乃至最后身位而安立的。在本生等故事中，可以看到佛陀宿世作为菩萨，多生累劫不断开发自己的悲心，以各种身位如天神（帝释天、大梵天等）、树神、海神等，仙人，种种外道，王、臣、农、工、商贾等，甚至种种动物如猿、象、狮子、牛、马、鹿、鹅、孔雀、金翅鸟、鸠、兔、鱼等度化众生，将自己的室家财富、头目手脚，乃至生命等布施——只要是利益众生之事，都以种种方便去做、去行。这些故事有的是佛所亲说，有的是佛弟子依传说的撰造，但都显示了菩萨将己身置之度外而济度一切众生的大悲情怀，彰显出无上的菩萨精神。

在法的安立上，已提及度与摄两类法。虽然度即波罗蜜多思想最早是在部派佛教著述中才见到，但被称为佛陀所说，比如在《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谈到大乘、菩萨行、六度等。[14]而且在《增一阿含经》中还以四摄事为诸佛教导的常法，虽未直接与菩萨行联系起来，但明显显露出普摄众生的意趣。[15]尤其在《杂阿含经》中，四摄事明显超越了解脱道意趣，如佛云：

布施及爱语，或有行利者，同利诸行生，各随其所应，以此摄世间，犹车因[image: ]运。世无四摄事，母恩子养忘，亦无父等尊、谦下之奉事。以有四摄事，随顺之法故，是故有大士，德被于世间。[16]

这里的四摄事实际就是布施、爱、利行、同事的异译。从引文可知，此四摄事也是用于摄受众生而利他的，而且是大士德被世间的胜法。大士显然不是阿罗汉，而是菩萨性质的大德。从此中我们也看到了与大乘利他菩萨行一致的意趣。

在部派佛教时期，随着本生等故事的不断编纂与佛传的专门撰造，菩萨观念被大大泛化与深化。比如说一切有部将一切发心成佛者都视为菩萨，这可见于《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菩萨乃至初无数劫满时，虽具修种种难行苦行，而未能决定自知作佛；第二无数劫满时，虽能决定自知作佛，而犹未敢发无畏言我当作佛；第三无数劫满已修妙相业时，亦决定知我当作佛，亦发无畏狮子吼言：“我当作佛。”齐何名菩萨？答：“齐能造作增长相异熟业。”问：“若诸有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不退转，从此便应说为菩萨，何故乃至造作增长相异熟业方名菩萨耶？”答：“若于菩提决定及趣决定，乃名真实菩萨。从初发心乃至未修妙相业来，虽于菩提决定，而趣未决定，未得名为真实菩萨；要至修习妙相业时，乃于菩提决定，趣亦决定，是故齐此方名菩萨。”[17]

从文中还可知，在趣求佛果而未得趣决定前，修学者虽已于菩提得决定，可称为菩萨，但还不能称为真实菩萨，只有获得了菩提决定与趣决定时，乃为真实菩萨。而且还可知，菩萨在发心后，要历经三大阿僧祇劫（三无数劫）方能实现无上正等正觉，即成佛。在这样的意趣下，成佛之道实际上就成了菩萨道。

在阿含佛教以及部派佛教中，有一点得到共同强调，即佛陀与阿罗汉的解脱虽然平等，但佛陀的智慧、慈悲远不是阿罗汉可比拟的，不啻天差地别，而佛又由菩萨所成，所以慈悲度生的菩萨远较一味离苦趣寂的阿罗汉功德殊胜、形象高大。

从道次第看，解脱道中也有一些显示。在阿含佛教中已有提及，菩萨是指佛陀成佛之前乃至宿世的身位，主要区分了过去世菩萨与最后身菩萨（如悉达多）。在部派佛教的上座系特别是说一切有部中，进一步将成佛的菩萨行过程具体化，可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者，未发菩提心的凡夫流转阶段。无始以来皆如此。不过，在此阶段，虽未发心，但内在本是菩萨种姓。

二者，已发心但未起确信菩萨阶段。在此阶段菩萨虽修种种难行苦行，但不能确知自己当得作佛，即成佛的信心未具，有一大阿僧祇劫时间。即依于本具的菩萨根性自发而行。

三者，渐至确信菩萨阶段。在第一大阿僧祇劫后，功德智慧的积累增长，菩萨渐至确信自己当得作佛，到第二大阿僧祇劫满时，完全确信自己当得作佛。在这一大阿僧祇中，渐渐有信心地增上而行。

四者，已起确信但未获无畏菩萨阶段。在第二大阿僧祇满时，获得确信当得作佛，但仍未敢无畏宣言我当作佛。但在此后一大阿僧祇中，渐获得无畏。在这一大阿僧祇即第三大阿僧祇中，菩萨以信心增上而行。

五者，已获无畏而得趣决定菩萨阶段。在第三大阿僧祇劫满时，获得无畏宣言我当作佛。这是修妙相业菩萨位。在此阶段的最后边，即最后身菩萨位，菩萨具妙相，决定成佛。

与大乘菩萨道比较，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趣决定位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后，而在大乘道中，只要未成佛，皆归于三大阿僧祇劫之内，而且在大乘道，只要大乘善根成熟，一发心就知自己当成佛；第二，在三大阿僧祇劫中的菩萨，并非真实菩萨，只有最后身位菩萨才是真实菩萨，这与大乘菩萨道差别甚大，因为在后者中，第二与第三大阿僧祇劫中的菩萨皆为真实菩萨，即圣者菩萨。

在部派佛教的大众系中，根据菩萨行的性质，将成佛过程区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自性行”阶段。还没有发成佛心，但本为菩萨种姓，本性贤良质直，顺父母教，信敬世间出世间具德者，善知家内尊卑亲疏，知已恭敬承事无失，具足十善，又能广行其余善业，增长善根，成就菩萨法器。可称种姓位。

第二，“愿性行”阶段。即发起成佛的菩提心，誓愿成就佛果的阶段。可称发心位。

第三，“顺性行”阶段。依止、随顺菩提愿心，修种种菩萨行阶段。可称随顺修行位。

第四，“转性行”阶段。即不退转位，蒙佛授记，得趣决定。可称不退转位。[18]

在这两类道次第中，前者的第一位与后者的第一位一致，前者的第二至第四位相当于后者的第二、三两位，前者的第五位对应于后者的第四位。大乘最早出现的般若思想，其道次第相似于后者，而后来出现的瑜伽行思想，其道次第与前者相近。

最后身位菩萨，作为真实菩萨，修妙相业，具种种相好。在《舍利弗阿毗昙论》中所说的菩萨人，即最后身菩萨：

云何菩萨人？若人三十二相成就，不从他闻，不受他教，不请他说，不听他法，自思、自觉、自观，于一切法知见无碍，当得自力自在、豪尊胜贵自在，当得知见无上正觉，当成就如来十力、四无所畏，成就大慈，转于法轮，是名菩萨人。[19]

即最后身位菩萨是人身，称菩萨人，具妙相，能当生成就佛果。

无论如何，在小乘中显示的菩萨道道次第与大乘菩萨道道次第有相当接近之处，这成为大乘菩萨道能够弘传的重要原因。

在阿含佛教与部派佛教中，对具体的菩萨行也有提及。在《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直接提到六度，如云：

菩萨发意趣大乘，如来说此种种别。人尊说六度无极，布施持戒忍精进、禅智慧力如月初，逮度无极睹诸法。[20]

即六度是大乘根本法，为佛陀所说，菩萨由此可以达到彼岸而见诸法实相，成就佛果。这也反映了大众部系的立场。

上座系的说一切有部也提到菩萨之行有波罗蜜多，如在《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中有说“菩萨经三大阿僧祇劫，修四波罗蜜多而得圆满，谓施波罗蜜多、戒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还有说六波罗蜜多，即于前四再加忍与静虑，或者加闻及忍。[21]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中称佛陀说其在菩萨位行六波罗蜜，即檀度、持戒到彼岸、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22]

总的来看，不论大众系还是上座系，多有许可菩萨行以六度为体的，而且都将其许为佛所亲说。这与大乘菩萨行思想的意趣多相一致。

（四）佛身与佛陀观

大乘佛教的佛身观和佛陀观是其特征性学说之一，通过与阿含佛教以及部派佛教的佛身观和佛陀观略加比较，可知其能在部派佛教阶段流传并不困难。

先看佛身观。在阿含佛教中，这样一幅图像是得到了共许的：释迦牟尼佛的最后身从天上下生，乃至成道、转法轮，以及最后入灭。但对其中释迦牟尼佛的佛身及其诸位相，部派佛教的上座系与大众系的解释差别相当大，甚至可以认为是对立的。

上座系的代表部派说一切有部认为佛陀是由最后菩萨身悉达多转变而来的，还有一分有漏性没有转尽，其色身非完全无漏，其言说亦非全转法轮，还有无义语，寿量有限，在入灭后即灰身灭智，不再存在。但大众部认为佛陀色身与心已完全转变，全为无漏性，所有言说都转法轮，没有无义语，且寿量无限，在此意义上，佛陀入灭仅是示现，实际佛体恒在，只是不再在众生面前显现而已。[23]

大乘认为佛身非一，其报身恒相续而不灭，诸佛身皆为无漏，佛所说皆为善巧，而无无义之戏论，释迦牟尼佛只是化身示现，等等。显然，大众部的佛身观与大乘佛身观相一致处甚多。

再看佛陀观。在《阿含经》中，不仅谈有七佛，即在过去世有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现在世是释迦牟尼佛，而且谈“未来佛者如无量恒河沙”，“过去世佛亦如无量恒河沙数”。[24]阿含经甚至显示他方世界有佛，如在《长阿含经》中，谈到沙门天王皈敬了三宝之后，又皈敬释迦牟尼佛，可以推知他方世界亦有佛。[25]对他方世界的承许在《杂阿含经》中可见到，如云：“世尊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譬如普天大雨洪澍，东、西、南、北无断绝处，如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无量国土劫成、劫坏，如天大雨，普雨天下，无断绝处。’”[26]此中，“无量国土”当指他方世界国土。

部派佛教对人间过去已出现、未来当出现无量佛是一致许可的，但对他方世界是否同时有佛立场就大相径庭。反对者有有部，赞成者以大众部为代表，后者承许他方世界同时也有诸佛。与部派佛教这种分歧的佛陀观不同，大乘经典皆承许十方三世有无量诸佛。显然，只有大众部与大乘佛教的佛陀观相近。

大乘佛陀观与部派佛教佛陀观有一个重要差别必须注意。不论阿含佛教还是部派佛教，都偏显在时间轴上在人间出现的诸佛，强调佛陀基于人间而对三界众生的化度。大乘佛教进一步显示十方世界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无量诸佛，且本位的报身佛并非在人间成就，摄有自己的报土，而作为度化众生之佛遍及三界与净土，皆为示现，比如阿含佛教中提到的人间诸佛只是在人间的化身示现而已。

三 具有大乘思想的部派佛教行者

部派佛教的各部派几乎都承许有大乘存在，包括最保守的说一切有部。这不仅表现在具有大乘理因素方面，而且表现在具有大乘行因素方面。有部作为最保守的部派，称发菩提心即成为菩萨行者，这绝非偶然，应该是部派较为普遍分享的观念。换言之，在部派佛教中已有一部分人具有大乘意识。其中，大众系与分别说系在思想和行为上与初期大乘最为相近，尤其是大众部，致使学术界大多认为大众部是大乘先驱。大乘理因素与实践因素的普遍存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即即使是说一切有部这样的保守部派，也有一些大比丘自称或者被他人称为菩萨。

佛教的修学者分为两类，即在家众与出家众。这两者在大乘佛教的兴起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在阿含佛教与部派佛教中，出家众是佛教教团的核心，在家众依附于出家众，在修行与弘法方面皆如此。但在部派佛教的开展中，在在家众中普遍出现一些大乘的观念，他们在认识与弘法上开始具有独立性，成为响应与弘扬大乘思想的重要力量。这些在家众甚至组成了独立的信众团体，以大乘信仰与菩萨行修行与弘法。

可惜，具有大乘思想倾向的在家众在部派佛教典籍中甚少有具体记载，但出家众却并不罕见，其中有四人最为著名，即大德法救、世友、胁尊者、马鸣，略述如下：

一是大德法救。此师乃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之一，但作为说一切有部中的异流——譬喻者，对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传统持批评立场，其思想有自由发挥的一面，持有近于大乘的菩萨观，在中国古代就称其为菩萨。

二是世友菩萨。历史上有多位世友，作为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之一的世友，在前文已有详细介绍，但并非这里要说及的世友菩萨。称为世友菩萨的可能是两位，一者为《异部宗轮论》的作者。在该论中，世友的叙述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大众系的佛陀观，其次是大众系以及分别说系的菩萨观，再次是上座系说一切有部的三乘观。这三者都相近于大乘思想。世友这样的客观叙述，表明其立场也偏于大乘思想，所以真谛法师、玄奘法师直接在译本中称其为“世友菩萨”。另外一个世友菩萨是《大唐西域记》卷三所称的作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结集组织者之一的世友。这个世友明确是现解脱道行者身的菩萨行者。在《大唐西域记》卷三中说，世友自荐可以参与结集，但遭众比丘拒绝：

诸阿罗汉谓世友曰：“结使未除，诤议乖谬，尔宜远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诸贤于法无疑，代佛施化，方集大义，欲制正论，我虽不敏，粗达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颇亦沉研，得其趣矣。”诸罗汉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证无学，已而会此，时未晚也。”世友曰：“我顾无学其犹洟唾，志求佛果，不趋小径，掷此缕丸，未坠于地，必当证得无学圣果。”时诸罗汉重诃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谓也。无学果者，诸佛所赞，宜可速证，以决众疑。”于是世友即掷缕丸空中，诸天接缕丸而请曰：“方证佛果，次补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赖，如何于此欲证小果？”时诸罗汉见是事已，谢咎推德，请为上座，凡有疑议，咸取决焉。[27]

从中可知，世友于解脱道现身，实即内在是菩萨身位。这种情况在声闻乘中不在少数。这两位世友菩萨应是两人，因为不在同一时期，造《异部宗轮论》的世友提及经量部，时间较后。

三是胁尊者。胁尊者乃《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结集的发起者与主要组织者，对有部思想的集大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大乘佛教行者眼里，他还有重要的一面，即具有大乘思想倾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曾记载这样一段话：

胁尊者言：“此中般若，说名方广，事用大故。”[28]

正因为胁尊者发起结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对有部思想的保守倾向以及局限性极为了解，与之保持了距离，所以能肯定大乘性质的思想，并将其归入方广一类，而谋求在小乘声闻乘三藏中安置大乘性质的教说。在此意义上称其为“外现声闻身，内秘菩萨行”的典型是恰如其分的。[29]

四是马鸣菩萨。马鸣是在大乘佛教兴起阶段在部派佛教大师中弘传大乘思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推动者。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仍属部派佛教中人，但后世大乘行者一直视其为菩萨行者，甚至是大乘佛教运动中最早的代表人物。马鸣主要在两个方面体现了大乘精神：一者是在传统的小乘佛教表述中注入大乘思想，以旧瓶装新酒，如对五蕴以大乘空说阐发；二者以种种方便，应机说法，善巧引导有缘众生，如《马鸣菩萨传》云：

于北天竺广宣佛法，导利群生，善能方便，成人功德，四辈敬重，复咸称为功德日。[30]

马鸣菩萨在早期大乘佛教史上，与龙树菩萨交相辉映。前者作为部派佛教论师，为部派佛教打开新天地，并弘扬大乘佛教精神与思想；后者作为大乘佛教论师，高举大乘旗帜，批判部派佛教的保守与褊狭，阐扬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奠定了大乘佛教普化的稳固基础。

第三节 大乘佛教的兴起

一 一般学术立场的大乘兴起说

学术界大多认为，大乘运动是部派佛教的革新者们倡扬与推动起来的，因此，大乘佛教思想没有独立来源，离不开部派佛教及其基础阿含佛教。这种立场最先在日本佛教学者那里系统建立，在中国对该立场有充分表达的则是释印顺。在他们看来，大乘运动兴起的核心因素是对佛的崇拜的大规模与持久发生。在释迦牟尼佛圆寂后，佛弟子们怀念、追慕佛陀，形成佛舍利与佛塔的崇拜。这种感情与行为反映到部派佛教的论中，就有了佛陀永恒不灭的观念。大众部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主张佛陀寿命无量，身心无漏，语也无戏论。而在此过程中，“本生”“譬喻”“因缘”故事等的大量传出，被认为是其中关键的一环。释印顺说：

大乘佛法的兴起，与十方现在的多佛多菩萨，是不可分的。起初，由于释尊的入灭，佛弟子出于崇信怀念的心情，传出有关释尊的“本生”、“譬喻”、“因缘”。到后来，十方现在佛的信仰流行起来，因而又传出了有关十方现在佛的“本生”、“譬喻”与“因缘”。十方现在的佛与菩萨（大都是大菩萨），成为佛弟子的信仰，引起修学菩萨道的热诚，大乘法就开始流行。[31]

十方世界佛菩萨观念与信仰的建立，以及菩萨道的集成，就宣告了大乘法兴起。总的来看，学术立场的大乘兴起说有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强调大乘的兴起与对佛陀的怀念、追慕直接相关，乃属出于情感方向的信仰。最初信众除一些部派佛教出家众外，更多是在家众，特别是那些建造与管理佛塔的佛教信众成为最初主要的大乘信众，逐渐演变为大乘团体。如前文所述，印度的佛塔很少属于僧团，因而其建造与管理佛塔的信众没有部派的归属性，他们在对佛陀信仰的升华中成为第一批大乘信仰者，这不难理解。这是从信仰角度的说明。

第二，试图表明大乘佛教的经典并非佛陀亲说，而是由早期大乘信仰者们编撰，然后集出的。这些大乘典籍在不同时处因不同背景撰成，使印度大乘初期就出现了种种类型。在形式上仍是仿阿含经，以“如是我闻”开始，借诸佛与诸菩萨之名展开内容。简言之，普遍主张在大乘非源自佛亲说的意义上的“大乘非佛说”。

第三，大乘经的基本思想源于阿含经。但阿含经相对素朴的思想经过了部派佛教阐发与深化，再由大乘信仰者进一步深化与开展，才能到达在大乘经中的形态。简言之，大乘经是信仰、想象、夸张与小乘思想的深化版的糅合乃至融合。在这其中，试图显示大乘佛教根源于阿含佛教，既突破了部派佛教的狭隘与琐碎，又成长于部派佛教的新因素。

将大乘佛教视为后世佛陀的追慕与信仰者的撰造，以及视为小乘佛教的发展与变异，实质是将其引入历史与逻辑的知识合理性诠释范畴。按照这样的立场观照，大乘佛教失去了其本位宣称的独自传承于佛陀的“如是我闻性”即圣教量性[32]。

二 大乘本位的大乘兴起说

学术立场的大乘兴起说否定了大乘经典与佛陀的直接关系，在此意义上，在《增一阿含经》中所说的相对独立的三乘道，即声闻乘、独觉乘（缘觉乘）、佛乘，就失去了真实性，只余下声闻乘的解脱道，顶多再包括独觉乘。在他们看来，三乘的划分源于大众部自己的思想发展，而《增一阿含经》即传自大众部，其三乘说乃大众部弟子托佛陀名添入的。

但这样的观点激起了持大乘本位立场者的反对。按照后者的立场，三乘如果仅仅是大众部的提法，则判为非佛说不无道理，然而，为何在最保守的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以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等中都承认三乘？只能推测他们与大众部一样，都接受三乘是佛亲说的立场。这反过来也显示了三乘在阿含经中的记载，是被部派佛教普遍许可为佛亲说的言教的。考虑到部派佛教作为声闻道有捍卫自道的本位立场，应该说，“佛乘”或者“大乘”如果不是来自佛陀的金口玉言，两大派系很难一致有此承许，所以，他们的看法反映了佛说，是可信的。在此意义上，结合大乘佛教典籍自己的说法，可以判定，佛陀本来安立有三乘，但在因缘聚会下，主要显示声闻乘，佛乘虽有宣说，但显说甚少，多属于密传。这样的判断与大乘佛教后来有大量经典传出的历史事实并不矛盾。换言之，在阿含佛教时期，声闻乘与大乘构成一显一隐的关系，或者在大乘的视野中，构成小显大隐的关系。中国现代佛教大师释太虚就是持这种立场者的代表，如云：

印度之佛教：佛世根本为一期，初五百年小行大隐为一期，中五百年大盛小衰为一期，后五百年密兴显附为一期。此按着教史常识，灼然可知者。[33]

此中的“小行大隐”就是“小显大隐”。具体而言，佛陀所宣说的大乘言教，其一分口耳相传而暗地流传，一分入小乘三藏的方广或者杂藏中，在此阶段没有直接以佛乘或者大乘的名义显行于世。

这样的立场亦能对佛教的历史开展予以合理说明。按此视角，佛陀同时弘传大小乘思想，其眷属与一些重要弟子在大小乘中都扮演有自己的度化或者修学角色，如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目犍连、摩诃迦叶、阿难等内在应是大菩萨，但外在以阿罗汉面目显现。在此意义上，在阿含佛教中显露一些佛乘信息，绝对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的。在小乘教的方广或者杂藏中的大乘思想，以及在其他教说中含有的大乘思想，影响了一些部派佛教行者，使他们的思想自然生发了大乘趣向。还有，一些部派佛教行者内在本就是大乘行者，响应与弘扬大乘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简言之，按照佛教本位立场看，在部派佛教的大乘思想因素熏习下，大乘根性趋于成熟，最初显名出现于世的大乘菩萨们，即传出佛陀大乘经典。皈依于此，大乘信众开始出现，渐兴起最初的大乘运动。

三 大乘兴起的阶段及其特征

印度大乘佛教的兴起有一个过程，从历史显现角度或者学术立场观察，可以四期略明，即唯名期、酝酿期、发起期、形成期。但从大乘佛教的本位看，这对应着隐行期、渐现期、现起期、显成期。具体如下：

（一）第一期

这是学术立场下的唯名期。虽然不无争议，但可以判断在阿含佛教中佛陀已显示有三乘，而佛乘作为大乘的别名，已然出现，不过，没有大乘传承的历史记载。大乘法是否在方广或者杂藏中有集载，没有定论。但按照大乘自己的典籍，这时的大乘佛教是潜传，不仅有相当一分小乘信众内实是大乘行者，如舍利弗等，而且还有一些未皈依的俗众亦然。这属于隐行期。这个时期大致到部派兴起之时为止。

（二）第二期

这是学术立场下的酝酿期，相当于自部派兴起至公元前后有大乘经典传出之时。在此期间，一方面，大乘思想要素通过本生、因缘等故事，或者通过部派佛教论著显示出来，在流传过程中，逐步得到发挥。另一方面，佛陀圆寂后一部分弟子怀念、追慕不已，在佛塔的建造与管理过程中积聚了一批这样的信众，他们从信仰角度将佛陀的形象上升到超越三界，同时提出十方佛观与佛土观，又将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的菩萨位及其菩萨行，与发菩提心者联系起来，而成菩萨道雏形。这种种信仰与思想的因素渐渐被整合起来。这个时期的起始计为部派佛教兴起之时，主要是因为此时佛教思想与信仰空前活跃，在各个维度都开始有深化与扩展乃至自由发挥。但从大乘本位看，这个时期称渐现期。社会大众在佛教的熏习中大乘善根渐渐成熟，“潜行”的菩萨行者们又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如信仰、思想、行动等显露大乘因素，所以，大乘道的面貌逐步明朗开来，开始深入一部分人心中。

（三）第三期

这是学术立场下的发起期，指从公元前后到龙树菩萨出世弘法的时期。这以大乘经传出为标志。现代学者们根据中国最早由支娄迦谶所译大乘经典出现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判断，最早的大乘经有可能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最迟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甚至，在这个时期应已有不少大乘经典传出，传出的地区有南有北。依据这些经典，在不同地方有大乘团体出现，主要是在家众组成。这相当于发起了大乘运动。按照大乘佛教本位立场，这是现起期。在大乘善根普遍成熟的情况下，大乘菩萨行者当然会传出来自佛陀的大乘经典。有以佛说的形式传出的大乘经，正法与皈信、实践的传承才能得到保证。在此基础上稳定的团体与信徒不断出现，大乘运动就揭开了序幕。

作为大乘佛教兴起的序幕，必然需一定规模，这就要求构成运动。大乘经典的传出受到了部派佛教一些人的攻击，但同时也受到了更多人的热烈欢迎，甚至很多部派佛教信仰者转而皈依大乘。大乘的最初弘传就在这样的纷乱中展开了。

早期的大乘信众大多是在家人，他们组成在家信众团体，而别于比丘僧团，自称是菩萨，即菩提萨埵（Bodhisattva），或者说菩萨行者。因此，最初的大乘运动也可称为菩萨道运动，即以菩萨行者自称而行菩萨行的运动。大乘运动特重信仰与修行实践，在思想上以宗经为特征。大乘运动的出现，代表了大乘兴起的内在动力因素。

（四）第四期

这是学术立场下的形成期，乃大乘佛教兴起的标志时期。这在大乘佛教本位，相当于显成期。在此阶段，大乘佛教作为一个教派已经完全显现出来，开始独立地与其他部派在理论、实践以及信众、组织、社会资源等方面进行竞争，争取教派生存的权利与机会。这主要有两个具体标志：

一者，是有直接弘扬大乘并造成广泛影响的大乘菩萨出现。在印度大乘佛教史上，第一位代表大乘出场并影响广泛的菩萨是龙树，时间约在公元一二世纪。他先在南印度弘扬大乘佛教，后又转到北印度弘扬。在一些学者看来，甚至是龙树菩萨开创了大乘。即使是在将大乘直接归于佛陀的大乘佛教本位，龙树也是第一个在社会大众中家喻户晓的大乘菩萨，影响深远，不仅开创了中观派，而且后世相当多佛教宗派都尊其为祖师，如在中国，八大宗派成实宗、净土宗、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都尊其为共祖。大乘有代表性的弘扬者出现，构成了大乘兴起内在的引领因素。

二者，是成立了大乘宗派。但大乘运动必须开花结果，形成宗派，否则仍会很快烟消云散。故大乘宗派的成立才真正标志了大乘道的确立，这是大乘佛教兴起的主要外在标志。对印度大乘佛教而言，其兴起最终是因为由龙树菩萨、提婆菩萨师弟相传，传承出大乘中观派，由此有了自己的经、律、论，而成三藏，同时依其有大乘三宝即大乘佛、法、僧宝。这其中，大乘佛宝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而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大乘法宝谓大乘经律论三藏，以及其所摄大乘无上、甚深、微妙境界；大乘僧宝谓三世菩萨，特别是以现前的龙树、提婆菩萨为代表的大乘僧伽。

四 最初大乘运动的分类

大乘佛教兴起的基础是出现大乘运动，而大乘运动要求一定规模的大乘信仰者参与才能形成。从印度大乘佛教的具体发生过程看，主要有两类：一是重教理思维倾向，二是重信仰实践倾向。

重教理思维的倾向首先发生在南印度，这里也是大乘运动最初形成之地。在南印度最早出现大乘运动，而且与般若经关联在一起，已是定论。虽然在印度不少地方都有大乘经传出，但最初是在最早传出《般若经》的南方形成了有规模的大乘运动。般若思想主遮，或者说破，其批判性不仅在佛教中最彻底，而且在印度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亦然。其在南方传出，从思想史角度而言，是相当合理的。这与大众部的弘化分不开。在部派佛教中，大众系的思想最为自由、开放，批判性也最强，与大乘相近的思想因素也最多。大众系主要弘传于南印度，后婆罗门教又在南印度流行，再加上南印度本是印度土著人集中之地，所以，种种新思想的激发与相互竞争，使佛教的信奉者从信仰与教理方面对容受大乘有了心理与思想上的准备。在南方还有分别说系，与大众系在思想上早已趋近，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般若思想弘传的基础。因此，大乘般若类经典的传出，以及依此在南方形成弘传的气候并非偶然。大众部的弘化基地在南印度的案达罗，大乘运动最初就在此地发起。

重信仰实践的倾向首先发生在西北印度。大乘佛教运动最初是怀念、追慕佛陀的信仰在大乘经的引领下所激发的，即使是重教理的倾向，也含有强烈的信仰色彩在其中，这与解脱道的精神大为有别。所以，这里所说的重信仰倾向，并非指大乘普遍的信仰色彩，而是指在具有强化这种倾向的经典指导下形成的信仰实践方式。在初期大乘佛教中，有西方兴起的阿弥陀佛净土信仰，以及在东方兴起的阿閦佛即不动佛的净土信仰。但西方实际与西北印度联系在一起，而东方又与南印度多有关联，这样，一般用西北印度与东南印度来代表这两类信仰发生的区域。

东方阿閦佛信仰的发生情况较为模糊，不易推测，只知道这种信仰与般若思想有关联，因为在般若经中最为重视的净土就是阿閦佛净土，即妙喜世界（或妙乐世界）。西北方的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可推知更多一些端倪。《阿弥陀经》在早应该从西北印度传出，龙树菩萨在雪山阅读的一些大乘典籍中或许就有它。马鸣菩萨在此信仰的兴起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通过诗歌、戏剧来渲染佛陀的本生以及成道等种种事迹，确能引导并催化民众对佛陀的信仰，对净土信仰的弘传自然助力不小。但这时阿弥陀经是否已经传出无法定说。不过有一点应予注意：在西北印度的外来民族中希腊、波斯等国的有神宗教对民众发起净土信仰的影响不应忽略。种种因素启发了西部印度人的信仰情感，在说一切有部中出现譬喻论者或许也跟这种气氛有关。阿弥陀经的传出既顺应了这种倾向，又强化了这种倾向，结果就推动形成了大乘初期重信仰的一流。

五 大乘佛教兴起的最初路径

从大乘运动的发生到大乘的真正兴起，都可以看到般若经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仅学术界而且佛教界都通过般若经中关于般若思想的弘传路径的内容，读出了大乘兴起与流播的最初路径。般若思想的弘传过程也是般若经集成后来的不同类型如小品、中品、大品的定型过程。一般认为，最初的般若经属于其基本形态，学术界多称原始形态。中国传译的般若类经典最早在公元2世纪出现，属小品类，以后来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译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为其代表。在小品经中佛陀对舍利弗说，般若思想将从南印度弘传到西印度，再到北印度：

如来灭后，是般若波罗蜜当流布南方，从南方流布西方，从西方流布北方……我法盛时，无有灭相。……后五百岁时，般若波罗蜜当广流布北方。其中善男子、善女人闻般若波罗蜜，受持、读诵、修习，当知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34]

对这一段话，后世大乘修学者认为是佛陀所说，其内容给出了佛陀关于般若思想传播的“预记”，即所谓“授记”，也就是通过圆满智慧无上神通预先指出将要发生的历史事实。而学术界也承认这段话叙述了般若思想传播的历史事实，但并不认为是佛陀所说，应是后世编撰者之语，其中也显示了这部经编集的时间。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许的，即这段话显示了早期般若思想流布的过程：大乘佛教通过弘扬般若思想，由南向西再北流布开来，而在北印度编集成了小品般若经。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大乘佛教兴起的过程。

在大乘佛教兴起过程中，龙树菩萨出世弘法成为标志。龙树菩萨在雪山初读大乘经典，后又至龙宫修学了更多大乘经典。也由此可知，他最初是在南印度弘扬般若思想，并破斥外道，著书立说，后收提婆菩萨为弟子，为中观派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至此，大乘在印度作为佛教的一个流派正式确立，并开始宗派性发展。

按照佛教典籍记载，龙树菩萨曾到西北印度弘扬大乘，如果说马鸣菩萨作为大乘弘传者在历史上形象并不鲜明，那龙树菩萨却是公认的大乘大论师与大法师。龙树菩萨到西北印度时，有说正是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但实在其后，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应该已经成型。西北印度本是说一切有部盛弘的范围，其重法相的辨析与体系的建构，所以在大乘般若思想弘化后，这里有内容更加丰富的大乘经典传出，大乘的弘扬开始进入百花齐放的阶段。从佛教史角度看，中观派虽然形成了第一个大乘宗派，但并没能统摄大乘各种思想势力，换言之，在中观派由龙树菩萨到提婆菩萨以及再往下传承的过程中，各种经典的传习不断出现，但并不属于中观派的传统。这些传习包括了从阿弥陀经系到涅槃经系的各种重信与谈有的经典，其重经的倾向与重论的中观派构成了对比，虽然并没有形成宗派。毕竟宗派不仅要有经，还得有系统的论，可后一条件远没有成熟。直到瑜伽行派出现，大乘才有了一个能与中观派并称的宗派。

第四节“大乘非佛说”问题

一 激烈版与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

一方面大乘佛教的兴起得助于部派佛教中的一些新思想因素及一些僧俗的推动，另一方面大乘佛教在判解脱道为小乘的基础上，批判属于解脱道的部派佛教的保守与狭隘之处，特别是其教理上滞于法的执着，以及急欲趋寂而不重利他的倾向，因此，部派佛教对待大乘运动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些僧俗转变成大乘佛教的拥护者，一些予以消极对待，而少数成为其敌人。后两种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乘非佛说”，直接判定大乘佛教经典不是佛陀亲说之教，即非佛陀圣教量性质，或称非圣教性。

部派佛教的“大乘非佛说”者否定大乘经非佛亲说，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认为在佛陀时代没有传出这些大乘经，在佛陀圆寂了几百年后再传出，只能说明乃后世人所撰造，而非来自于佛陀的金口玉言。二是认为大乘经谈菩提道，违背了阿含教的解脱道旨趣。在部派佛教中，说一切有部势力最大，每以正统自居，所以其一部分人对大乘经的批判也最激烈。从早期大乘经典可知，批判者被称为恶魔，或者魔使，他们伪装成比丘，或者佛形象，来破坏僧众和合，或者攻击大乘教法。显然，批判者是一些比丘，甚至还是有着神通的大能比丘。这告诉我们，批判大乘者的势力相当强大。

按照早期大乘经典，部派佛教的“大乘非佛说”有两类：一类是激烈版，一类是温和版。激烈版“大乘非佛说”含有三层意思。第一，大乘经典绝非佛陀所说，即非听闻佛说而口耳相传下来的。第二，大乘经内容违背佛说，即与佛陀阿含教相违背。第三，大乘经典是魔为破坏佛教而撰造或者宣说的。总之，大乘经是邪说，造大乘经与弘传大乘经者是魔，是佛教即正法的敌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云：

恶魔复作佛身来到菩萨所，作是言：“汝所学经书非佛所说，亦非声闻说，是魔所说。”[35]

这应是大能的部派佛教比丘，以佛的形象或者以佛的言说方式，指责大乘经典非佛亲说，亦非其声闻弟子们代佛所说，而是魔所说。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玄奘所译更为清楚：“设有恶魔或魔使者诈现佛像语菩萨言：‘汝所受持大乘经典，非佛所说，亦非如来弟子所说，是诸恶魔或诸外道，为诳惑汝作如是说，汝今不应受持读诵。’”[36]即批判者判定说大乘者，乃恶魔或者外道，绝非佛教中人。

从有的大乘经的授记中还可看出，一些大乘经是由部派佛教的比丘传出的，并遭到了一些比丘的猛烈批判，称这些传经的比丘为提婆达多（调达）之流。如在《大般涅槃经》中引批判者们的所说云：

汝所有律是魔所说，我等经律是佛所制。如来先说九部法印，如是九印印我经律。初不闻有方等经典一句一字如来所说，无量经律何处有说方等经耶？如是等中未曾闻有十部经名。如其有者，当知必定调达所作。调达恶人以灭善法造方等经，我等不信。如是等经是魔所说。何以故？破坏佛法相是非故。如是之言汝经中有，我经中无。我经律中如来说言：“我涅槃后恶世当有不正经律，所谓大乘方等经典，未来之世当有如是诸恶比丘。”[37]

从这段话中可知，批判者们有的还称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曾授记说未来将有一些恶比丘为破坏正法，传出伪经，即大乘方等经。但这种内容在阿含经中并未出现，所以，才有瑜伽行派的祖师弥勒菩萨等将佛陀未授记大乘经为伪经作为为大乘经辩护的基本论据之一。

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当然也是否定大乘经为佛所亲说，非佛法，但没有定性传出大乘经是欲破坏正法，而是判其为藻饰夸张的宗教文学作品，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云：

恶魔化作比丘被服来至菩萨所，语菩萨言：“汝先闻应如是净修六波罗蜜，乃至应如是净修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事汝疾悔舍。汝先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从初发心乃至法住，于其中间所作善根，随喜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事汝亦疾放舍。若汝疾舍，我当语汝真佛法。汝先所闻皆非佛法、非佛教，皆是文饰合集作耳。我所说是真佛法。”[38]

这里，“恶魔化作比丘”应是指部派佛教的比丘，他们指责大乘非佛说，即“非佛教”，同时非理非正法，即“非佛法”，而是“文饰合集作耳”，即是由凡夫撰造的宗教文学作品，与圣道没有直接关系。

在现代，温和版又有了一种新类型，主要是原来信奉大乘的一些僧俗人士建立的，在中国以释印顺为代表。在他们看来，大乘经肯定非直接来自佛陀亲说，但并非完全凭空虚构，其基本精神源自阿含经教，其基本要素都可在阿含佛教、部派佛教中找到；而且大乘经乃佛陀圆寂后佛弟子追慕、怀念佛陀所撰造，是为弘扬佛教的善意之作。当然，即使是这种温和版，也判定大乘经非佛陀亲说教性，即非圣教性。

针对部派佛教中的“大乘非佛说”论，印度早中期大乘教派一直在为大乘的圣教性辩护，并力阐大乘优于小乘之处。

二 对大乘是佛说的辩护

早期大乘佛教论师对大乘的圣教性的辩护属于间接性，主要表现在教理方面，具体是批判部派佛教在理境方面的执着性与在行果方面的狭隘性，并显示大乘佛教在境行果或总或别的殊胜之处，所谓弹小褒大。在大乘中期即瑜伽行派时期，“大乘非佛说”仍不断泛起，像著名的瑜伽行派论师世亲在没有回小向大时作为部派佛教论师也持这样的立场，对大乘予以了猛烈的攻击。这时传出或者撰造的一些瑜伽行派论典开始直接并系统地回应“大乘非佛说”，为大乘经的圣教性辩护。在这其中，《大乘庄严经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为代表。如《大乘庄严经论》云：

有人疑此大乘非佛所说，云何有此功德可得？我今决彼疑网，成立大乘真是佛说。偈曰：不记亦同行，不行亦成就，体非体能治，文异八因成。释曰：成立大乘略有八因：一者不记，二者同行，三者不行，四者成就，五者体，六者非体，七者能治，八者文异。[39]

依据此中的八因，为大乘的辩护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是显示可能性。“一者不记”意为，佛陀在阿含经中没有授记将来有冒名佛教的邪教出现来危害正法，所以不能排除大乘是佛教正法的可能性。“二者同行”意为，大乘经典与小乘经典的文本同时问世流布，凭什么说唯阿含经是自佛亲说而口耳相传来，而大乘经典不是？“七者能治”意为，你阿含经典能对治烦恼执着，我大乘经典一样能够，为什么大乘经典不能是正法？

第二是先不流传的原因。“三者不行”意为，在佛陀时代对那些佛子只传阿含经而不传大乘经，原因在于他们是小乘善根成熟，而非大乘善根成熟。大乘经作为成佛之道，非大乘善根不能相应与信受，所以对小乘善根传之非但无用，反倒起障碍。

第三是反证法。“四者成就”与“五者体”两项意为，因为有的部派所传阿含经中承认有大乘即“佛乘”，所以一些人认为是其他佛说有大乘，而非释迦牟尼佛所说，或者，是其他佛由大乘修成，而非释迦牟尼佛，但若如此，反倒说明了有大乘存在。“六者非体”意为，非大乘而不能成就佛，如阿含经所诠的声闻道就不能成就佛，只能成就阿罗汉，而没有佛，也就没有佛所说的声闻道，即小乘道。

第四是会违。“八者文异”意为，有部派佛教中人指责大乘文义与阿含经不同，这是因为大乘乃成佛之道，在义理上要深广，不能以依名执义的方式去理解，自然小根性之人不能把握。

瑜伽行派的这些辩解在佛教范围内还是相当有力的，但宗教论争并非单纯靠思想交锋就能解决，真正使大乘立足的还是教派的建立、理论的系统化以及修行实践的巨大成就，使其能够全方位与部派佛教抗衡。这是到了瑜伽行派时期才真正变得可能。

三 结语及“授记”问题

最后必须指出，对于大乘经的性质至少有几点结论可以确定：

第一，不能判定大乘经内容非佛亲说，因为佛在世时曾宣说大乘而后口耳相传，并非不可能，毕竟阿含经就是口耳相传而来再写定成文本的。

第二，阿含经教的方广一分与杂藏中含有佛陀大乘言教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第三，《增一阿含经》出现了三乘即声闻乘、独觉乘与佛乘的经文，而且所有部派都一致有三乘的说法，表明三乘说来自佛陀绝非妄断。

第四，否定大乘佛教的佛说性，同样危及阿含佛教的佛说性。

第五，承许大乘经直接来自佛陀的金口玉言，并不意味要求大乘经中一切皆为佛亲说，实际上有一部分绝非佛陀亲口所说，这在大乘经中可直接看到。按照大乘立场，直接能够判为佛说者，有佛陀亲说，以及佛陀加持、开许其他善知识代佛所说。这些代佛说法的善知识有种种，如或他方佛，或化佛，或菩萨，或声闻，或诸仙，或诸天，或智者，或者大富长者，或者优婆塞、优婆夷，等等。这样的代佛说与佛亲说意义相同，亦可称为佛亲说。所以，凡称为佛亲说者，实际包括了真正的佛亲说，以及前述的代佛说。另外经典中还有叙述者所述之介绍性语以及编辑所加之语等。

第六，大乘经的文本一般非一次传出就定型了，在弘传过程中有增有减。这可能是传承者有所改动，也可能是不同经文结集在一起的，如般若系经、华严系经等就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编辑定型的过程。

第七，在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论师的论争中，“授记”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佛陀是无上正等正觉者，如实了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法，所以只要许为佛陀所说，其中对未来的任何授记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对现代学术研究而言，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比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大乘经对部派佛教的一些授记，大乘修学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直接就可接受为在部派佛教中现实发生的一些事情。但现代学术立场会认为这恰说明至少这部分经文是在后来由传出者或者编纂者加上去的，因为现代学术立场作为世俗公共视角，不承许有无上正等正觉者，这些在佛灭后出现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在未发生之前就清楚地知道而授记的。

简而言之，对待“授记”问题就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佛教可接受其为对未来的准确预言，而学术立场则认为是后来添加进去的。但无论如何，双方对所授记的内容的真实性一般都接受——这是颇为吊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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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初期大乘经典及其思想

第一节 大乘经典的来源与结集

一 大乘经典的来源与结集

既然不能排除佛陀曾有大乘言说而口耳相传并最终结集或者编辑为大乘经典的可能性，那大乘经典的来源问题就完全可以按照佛教的传统立场进行处理。大乘经典文本的出现，用考证与佛教自己的说法，应如《大乘庄严经论》所称的“同行”，即与阿含经典文本的出现大致是同时的。这意味着，在显行的层面上，佛陀宣说的声闻法口耳相传，在佛灭后的第一次结集后分类成型；而在隐行的层面上，佛陀宣说的大乘菩提道法一直口耳相传，到公元前后才逐渐以文本的形式流传。

但现在我们要问，这些文本以什么方式及在多大程度上与大乘佛说相关联？在承认这些经典源于佛陀大乘言教的前提下，关联是必然的，但到底如何关联，或者关联到什么程度，是一个要慎重回答的问题。大乘经典有不少小经、散经，但卷帙颇大的也为数甚多。从口耳相传，到结集为单位经典，再编辑为大部经典，整个过程非常复杂，应该说，听闻者、口传者、结集者、编辑者、传抄者、翻译者等，都有可能增减、改变一些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要说经典上某一句一定是佛陀原话，并不可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说这部经是佛说的。换言之，只要文本表达的旨趣以及基本内容是直接源于佛陀金口玉言（包括佛陀加持、开许下的代佛说），就可认定其真为佛说。

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全体字句为佛说变得不重要。如果定要按照全体文句建立佛陀大乘圣教的亲说性，即圣教量性，那根本不可能实现，结果会堕入大乘佛典虚无主义，即没有佛大乘亲说教。与此相对，认定一切大乘佛典每一个字都是佛亲说教，则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不过这个极端并不稳定，表面上是虔诚性，但在某个临界点会滑向怀疑主义，最终信仰崩溃。只要认识到大乘经典内容源自佛说（包括了佛亲说以及意义等同的代佛说），就可认为大乘是佛说了。后世看到的大乘经，还包括了转述者以及随后的口传者、结集者、编辑者、传抄者、翻译者等所加及所改变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在符合佛说意趣的意义上可称佛等说，或者等佛说，简称等说，它们与佛亲说、代佛说教合在一起，仍可方便称佛说。

简言之，大乘佛典成为今天我们看见的形态，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其都是由基本型通过结集，或者通过菩萨编辑而演变，一般是两者都有，特别是大篇幅之经，常是众多经编在一起形成的。这样得到之经，仍保持佛陀亲说教（摄代佛说教）的主体地位，仍称佛亲说，或者佛说。大小乘经典都谈到“四依四不依”，即一依法不依人，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三依义不依语，四依智不依识。此中的依法不依人，并非是说佛说的言教可以不依，而是说其他因位善知识的言说也有与佛说意趣一致的，其作为佛等说，可与佛说在度化众生方面起到相似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经典的等说，在佛说的摄受下，与佛说意义一致，亦方便称佛说。

这其中涉及大乘经典的结集问题。这在前文已有说明。在有的大乘典籍中称，在佛灭后也有大乘结集。《菩萨处胎经》说由摩诃迦叶尊者召集，以阿难尊者为上首，结集了菩萨藏、声闻藏、戒律藏，又进一步分为八藏，即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大智度论》云文殊、弥勒菩萨携阿难尊者，于铁围山结集摩诃衍（大乘）；《金刚仙论》亦云在铁围山外结集大乘法藏。这些说法似有传说性质，但不能轻易否定。真谛及玄奘大师称第一次王舍城结集时，在窟外亦有大众结集，其中就有大乘经，恐怕并非空穴来风。

综合推测，在佛灭后第一阶段的结集中以方广或者杂藏形态含摄大乘经典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主要大乘经典作为佛亲说或者代佛说的部分应主要是在弟子口耳相传中暗里流布的。从后世大乘经典的传出方式看，对大乘佛说的大规模结集可能性不大。大乘经典的形成过程颇为复杂，有单线直传而通过简单编辑后写定的，也有通过小规模结集，常常是一类经的汇集与编辑成立的，等等。

大乘经典的传出者大多并非其编辑者。在早期的传出者中，龙树菩萨最为著名。一般的菩萨行者传出的大乘经典多为单部或者少量部，但龙树菩萨例外。在《龙树菩萨传》中提到龙树菩萨在北方雪山以及南方龙宫均看到大量的大乘经典，而且在其著述中也提到大量的经典，由此可推测相当多的大乘经典是龙树菩萨集中传出的，如中国就传龙树菩萨传出《般若经》《华严经》等。这其中，《般若经》的基本形态早有传出，但从基本形态到最后的大品，般若经还有种种形态，因此并非不可能。这也表明，除部分早就在部派佛教僧人以及居士中流传外，大量大乘经典保存或者流传在隐修者中，而这些隐修者多在北方雪山或者南方沿海地方。

二 初期大乘经典及其出现年代

在前文已述，大乘的兴起以龙树菩萨出世为标志，此后大乘中观派出现，奠定了大乘佛教在世间规模性弘化的基础。这在公元2—3世纪间。叙述大乘经典的早期出世情况，一般就以此为界。

对在此前出现的大乘经典流布情况，需要了解有哪些经典出现，以及出现的时间，但由于年代久远以及传承历史资料的缺乏，这一点变得不大可能，只能予以大致推测。一般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早期论师著述或者根据中国译经史寻找线索，然后综合论定。比如龙树菩萨的论著能提供一些重要线索，在《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中就引用了一些大乘经典。中国译经史上最早的翻译家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等所译的大乘经典，都可视为在早期传出的，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这种方法较为粗疏，实际上还有更为细致的探幽索隐的方法，能够生发的线索更多。在这方面，释印顺根据大乘经自身的线索做的工作相当系统。略有下面几种情况：[1]

（1）在早期大乘经中有授记这时期经典流布，以及经典出世的年代等情况，如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中就有授记般若思想的弘传路线，又有经典授记其出世在佛灭或者佛后四百年或五百年不等。

（2）在早期大乘经中常有引述其他经典的情况，如：“经中尝引述余经，如《无量义经》叙及《般若》《华严》；《法华经》又叙及《无量义》；《大般涅槃经》则论及《华严》《般若》《法华》；《楞伽经》叙及《大云》《涅槃》《胜鬘》《央掘魔》；《密严经》则又叙及《华严》《楞伽》。”[2]

（3）在大乘经中也授记后代的论师，如《摩诃摩耶经》中的马鸣、龙树；《楞伽经》中的龙树；《文殊大教王经》中的龙树、无著等。

（4）在经中涉及一些印度的王、臣之名。

（5）根据经典中的判教也可得知一些经典流布的先后情况，如：“《陀罗尼自在王经》，《金光明经》，《千钵经》，并判先说有，次说空，后说真常（中）之三教。《理趣经》举《三藏》、《般若》、《陀罗尼》。凡此三教，约理而论，初说事有，次明性空，后显真常。约被机而论，初则声闻，次则不废声闻而明大乘，后则一切有情成佛之一乘。……《解深密经》立有、空、中三教，寄圆成实之真常于依他有中明之。初为小，次为大，后为三乘。”[3]

在这五种情况之外，还有前文所述的两种情况：

（6）早期论师如龙树菩萨等著述中引述的大乘经典。

（7）早期中国所译大乘经典的情况。

还可以加上一条：

（8）后世论师著述如《龙树菩萨传》等中所述相关情况。

这样，共有八种情况。其他方面比如印度其他宗教派别或者历史资料等所能提供的线索较少，所以一般根据这八种情况清理、推测相关线索，当然也只能大致了知早期阶段大乘经典的流出情况。下一节就具体叙述早期代表性的经典或者经类。

第二节 初期大乘经典及其思想

一 大乘经的分期与分类

大乘经从一开始出现，就显示出与阿含经教不同的特色，不仅表现在内容与意趣上，而且表现在形式与语言风格上。大乘经如同阿含经一样，都以“如是我闻”方式开始叙述，以显示大乘经的内容仍是来自佛陀的金口玉言。但小乘经的文体较为朴实，直接记实叙事，很少敷陈铺张，而大乘经则多带文学性笔触，对场景有瑰丽的描述，语言也生动有趣，以引动众生趋向佛道，同时在说理上细致繁复，有的甚至如同论书有严整的形态。而且，大乘经常常规模浩大。在结尾，大乘经与阿含经也差别甚大。阿含经一般只提到闻法者的欢喜奉行，而大乘经则多有完整的流通分，强调此经在佛教中的殊胜地位，以及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等的无上功德，并嘱咐菩萨、天神、王臣等大力护持。

（一）大乘经典的传出分期

大乘经典的传出是有阶段性的，略可分为初期、中期与晚期。不过，这其中不包括大乘密教经典在内。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前后，乃大乘经最早传出时期，自此到公元3世纪，大乘早期的各类经典都已经出现，包括般若类、净土类、华严类、法华类等，但弘扬以般若类为主。这是初期大乘经典。

在此后，即公元3—4世纪，传出的经典以佛性如来藏类为首，是对初期以空教为主的一种补充，构成借空谈有的一类，包括《大般涅槃经》《如来藏经》《金光明经》《胜鬘经》等。这是中期大乘经典。

而在公元4—5世纪，大乘的瑜伽行教即唯识教传出，包括《解深密经》《阿毗达摩大乘经》《楞伽经》《密严经》《佛地经》等，通过三性唯识观以统摄空有两分，代表了大乘经教的最后传出阶段。这是晚期大乘经典。

（二）大乘经典分类

大乘经典可以种种方式分类，像后来大藏经的编辑就形成了一些分类方式，如《大正藏》（《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分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涅槃部、宝积部、大集部、经集部，乃一种混合分法，即先按照经的意义即重要性（如法华、华严）、经的内容（般若、涅槃）、经的意趣（大集、宝积）等分类，然后将其余合统在一起，而成杂类（经集）。

但实际还可有较为单纯的分法，如按性质与内容分类。

一者按照经的义理内容分类，如依据释太虚、释印顺将大乘思想分为三类的方式，可分大乘经为般若经类、佛性如来藏经类与瑜伽行经类；如果再区分出净土经类，即成四类：净土经类、般若经类、佛性如来藏经类、瑜伽行经类。

二者按照性质与内容相结合的方式分类，如先将大乘经分为总相经、别相经两类，再进一步区分，如将总相经类分为法华经类、华严经类与经集类，别相经类分为净土经类、般若经类、佛性如来藏经类与瑜伽行经类。这样大乘经就分为了总别七类。

总相经：法华经类、华严经类、经集类

别相经：净土经类、般若经类、佛性如来藏经类、瑜伽行经类

其中，总相谓体现大乘经总体意趣方面，别相谓体现大乘经各别意趣方面。

二 初期大乘经典出现的三个阶段

初期大乘经略可分为三类，即最早期大乘经、早初期大乘经与早晚期大乘经，相应于三个阶段。前者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前后传出，中者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传出，后者在公元二三世纪传出。

最早传出的大乘经典较为零散，并非一类性，按照平川彰的推断，有《六波罗蜜经》《菩萨藏经》《三品经》《道智大经》。这些经典因为早期大乘经典所引用，被判作最早大乘经。[4]释印顺针对此说有细致的考辨，主张《六波罗蜜经》可能与汉译的《六度集经》有关联，属于重悲的一流；《道智大经》或许即《道行经》，属最早般若经，乃重智的一流；《三品经》属于礼拜十方诸佛的“忏悔（灭业障）法门”，是最早的重信的一流。[5]而《菩萨藏经》或许与后出的菩萨藏经类有关系，但具体形态难以推定。

最早大乘经现今已无法直接睹其面目，根据现今能够见到的最早者，可称相应阶段传出者为早初期大乘经。早初期大乘经有《大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八千颂般若经》），还有《阿閦佛国经》《舍利弗悔过经》《阿难四事经》《月明菩萨经》《龙施女经》《七女经》《老女人经》《菩萨行五十缘身经》《梵志女首意经》《佛说心明经》《太子和休经》等。[6]在此阶段传出的大乘经以般若教为首，其普遍的弘传以及其破执为主的性质，为大乘佛教兴起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传出的大乘经，即早晚期大乘经，代表了初期大乘佛教的基本面貌，展现出大乘佛教的甚深、微妙与广大的气象。此阶段大乘经典大致可分为般若类经、华严类经、法华类经、净土类经、文殊类经等，以及《维摩诘经》《大宝积经》《大方等大集经》《金光明经》《月灯三昧经》《稻竿经》等。[7]

三 般若类经

在大乘佛教初期阶段，最普遍弘传者乃般若思想。般若思想在大乘佛教思想的传播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一方面其作为大乘思想的基础，成为大乘思想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其以谈空荡执为特质，对外道以及小乘佛教中的实体主义思想予以了猛烈批判，为大乘思想的进一步传播扫平了道路。

（一）般若类经

般若类经通称般若经，是《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image: ]ā-pāramitā-sūtra，《般若波罗蜜经》），或者《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Mahā-praj[image: ]ā-pāramitā-sūtra，《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简称。后世流传的般若类经典极多，时间跨度亦大，从最早时期，到后来的瑜伽行派以及大乘密宗时期，都有这类经典出现。这在大藏经中形成了般若部，像通用的《大正藏》，般若部就占四册，规模甚大。般若类经典最大的有数百万字，最小的仅二百余字。般若类经典可分为六种。

一者，小章，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raj[image: ]ā-pāramitā-hrdaya-sūtra），唐玄奘译。这里的“心”，即精要之义。此经称为心经名副其实，在中国也颇受重视，是流传最广、念诵最多的佛教经典。通行的乃玄奘所译。还有六种异译，如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等。存梵本与藏译本，形态有差别。

二者，大章，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Vajracchedikā-Praj[image: ]-pāramitā-sūtra），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译，如根据梵本原名直译，应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此经简称《金刚经》，乃最早传出的般若经。通行的是鸠摩罗什所译，还有五种异译，如玄奘所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有梵本与藏译本。

三者，小品，即《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小品经》），十卷，十六国秦鸠摩罗什译。此经也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大品同名，为区别开来，而有小大之别称。异译还有后汉支娄迦谶所译《道行般若经》十卷等约十种。有梵本与藏译本。梵本称《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与《金刚经》一样，是初期传出的般若经，也是般若经的最基本形态。据西藏史料所传，此为文殊菩萨现比丘相所传出，最早出世之地应在南印度，后传到西印度，又到北印度，而集成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在中国译经史上，根据小品经在后汉熹平元年（172年）或者光和二年（179年）以前由竺佛朔翻译的《道行经》一卷，是汉译的第一部大乘经，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与印度大乘最早主要弘扬般若经相一致。对于《小品般若》的形成，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该经是从《大品般若》中抄出的，乃道安与支道林的观点。但更多认为《大品般若》是在小品基础上再结集与编辑而成的。

四者，大品，即《大品般若波罗蜜经》（《大品经》），二十七卷（或三十卷等），十六国秦鸠摩罗什译。此经通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名。其汉文初译是西晋竺法护所译的《光赞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还有西晋竺叔兰与无罗叉所译的《放光般若经》，三十卷（或二十卷）。有梵本与藏译本。对此经的释解最主要有龙树菩萨的释论《大智度论》，相当于梵本《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

五者，杂品。除纯粹般若经外，还有一些杂品般若经，即包括有其他类思想的般若经典。如《般若理趣经》，又名《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么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品》等，唐不空译，属于密宗经典，还有五个异译本。

六者，大集，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玄奘译。《大般若经》是般若类经典的汇集，共十六会。金刚经、小品、大品都在其中，《般若理趣经》也如此。《大般若经》一般分为两部分，一者根本般若，相应于初分至第五分；二者杂部般若，相应于第六分至第十六分。

（二）般若类经的思想特质

般若思想又称空说，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其在真理观上，强调世间的一切都不可得，而且出世间作为世间的相待安立，也不例外。有一句标准言教，其意趣贯穿于全部般若思想中：“一切法一相，所谓无相。”意为，一切法“皆不合，不散，无色，无形，无对”，皆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皆无二，无住，不可得（无得、无所得），由此故无相，即空。并以十喻比喻：“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揵闼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8]这样，一切法都是文字相，无自体性，亦无差别相，平等平等。

二是在方法论上重破，或者称遮、遣。在这种破中，一切皆无丝毫自性可得，故一切空，空亦复空，即毕竟空；故所不可得，能亦不可得，能所双亡，皆归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

但般若思想谈空（[image: ]ūnya，或[image: ]ūnyatā，空性），并非意在哲学式的探究，而是引导众生对治一切执着，获得圆满的觉悟、彻底的解脱。在其看来，通过空的真理观的践行、体证，就能实现最终的目标。这就是般若波罗蜜，或译般若波罗蜜多，所谓智慧到彼岸。般若（智慧）是对空（空性）如实、直接的认识，所谓证得。彼岸即涅槃，是真理的圆满显现，也是烦恼执着的无余解脱，亦称成佛。通过智慧，就可达到彼岸。在此意义上，称般若波罗蜜多为菩萨母，为佛母。

当然，这一切都是方便安立。既然一切都不可得，言说、思议乃至譬喻就不可能达到真实。但众生执着于言说以及名字相，所以佛陀方便安立种种言说来善巧引导，而这些安立都不可得、不可住、不可执。

在般若思想中，还提到般若波罗蜜，作为空性智，是通于一切圣道的。大乘菩提道是其全分，而小乘解脱道是其一分。而且强调，菩萨要圆满道种智，即道相智，才能成就佛果。道种智者，谓不住一切道，而知一切道，包括世间种种道、出世间种种道。

般若思想明确表明十方三世有无量佛土、无量诸佛，而与阿含佛教的说法构成了鲜明对比。

四《华严经》

（一）《华严经》与华严系经

华严经有一个经系，称华严系经。作为结集本的《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Buddha-avatamsaka-mahā-vaipulya-sūtra），在中国译有三种。一者，东晋佛驮跋陀罗所译，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又称为“旧译《华严》”“晋译《华严》”，或称《六十华严》。二者，唐武周时实叉难陀所译，亦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又称为“新译《华严》”，或《八十华严》。三者，唐般若所译，仍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卷，其全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简称《普贤行愿品》，或称《四十华严》。后者相当于旧新两译《华严经》的“入法界品”一品，但添有普贤十大行愿和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偈，文字也增广甚多。

《华严经》大本的成立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公元2世纪—4世纪中叶之间。西域传说《华严经》大本有上中下三类：下本有十万偈，四十八品，流行天竺，而上中两本更为浩繁，则隐而不传。现今我们见到的《华严经》梵本最大四万五千多偈，不及十万偈，是传言不实，还是只传来部分，真相估计已经湮灭了。

《华严经》最核心的部分曾单独流传，即《十地经》及“入法界品”，现今仍存梵本。这二者在龙树著作中有引用，可能在其前就已传出。据中国传说，是龙树菩萨最初传出《华严经》的，大概指下本的一部分。华严系经别行本很早就有汉译，最早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聂道真等曾进行翻译，到南北朝、隋、唐仍有翻译。其中，后汉支娄迦谶在洛阳译出《兜沙经》一卷，是别行本汉译的开端。这也表明，华严系经的种种别行本在印度大乘佛教早期阶段就有流传，最早流传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和中印度。

（二）《华严经》的基本思想

《华严经》在大乘经中，第一次完整给出了境行果系统。在理境方面，从诸法的空性与无所得角度显示了诸法真实相，同时又以诸法相互依待的缘起关系，阐示诸法的全体关联性，而成相即相入的无尽缘起境界。这种境界虽然是通过甚深三昧显现的，但却是诸法缘起相的示现与体现。

而且《华严经》中提出三界唯心的思想。在《杂阿含经》谈到心净众生净，心染众生染，并以画师能随意画像作喻，[9]《华严经》进一步说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蕴（阴）。这种“画”不是指意识的分别，而是指五蕴皆为心体性，非独立于心之别存。而且诸法的缘起也是如此，如说：“十二缘分，是皆依心。”[10]这些都反映在教言“三界虚妄，但是心作”[11]中。这是在佛教经典中第一次教说真正意义上的唯心观，显示三界一切的一切都是唯心性质。在后来的唯识学的论著中，都以此三界唯心的教言为阐示唯识观的基本教据。

《华严经》在行果方面有几个重要特点：

一者，强调佛教以信为学修的前提，所谓“信为道元功德母”，也就是以信作为众生成为佛子的内在标志。

二者，强调发菩提心为学修的起点、成佛之因，以种种譬喻言辞赞叹发菩提心的无上功德，特别是如恒河沙数的声闻、独觉的功德都不能及。并且强调发菩提心就是发愿，其中的普贤行十大愿被称为十大愿王。普贤行十大愿，初看平常，就如菩萨四摄事一样，但与普贤境界联系起来，而成为行普贤行成就佛果的向导。

三者，将成佛过程视为一个通过菩萨行而展开的漫长渐修过程，需要不断进化智慧，增长功德。在这过程中，要亲近无量善知识，历经无量佛所，即无量普贤清净刹土，行广大的菩萨行。这里，一切佛刹土都摄在普贤刹土中，广大菩萨行为普贤行愿所导，就称为普贤行。普贤菩萨是行普贤行的最高样板，而善财童子及其五十三参则是最亲切的示范。

四者，特别需要指出，众生发菩提心后，要经过一步一步的道次第。其中最重要的是阐明了菩萨的十地次第。十地为欢喜、离垢、发光、焰慧、难胜、现前、远行、不动、善慧、法云十个圣位阶次。十地名目虽然在《般若经》中已经出现，但是《华严经》首次清晰与充分地阐明了十地的位置、性质与意义，所以，一般将十地理论与《华严经》联系起来。

五者，在《华严经》中，佛陀境界是通过普贤境界显示的。普贤境界就其本身而言，是大日如来的境界，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所以在经中一方面以甚深禅定来暗示，另一方面以无尽时间、无边空间的相即相入的整体关联来间接显示。而这种无尽缘起境界与无量佛及其国土联系起来，也是普贤愿行所要皈依与修行所要历经的，即皈依境与行持境。

《华严经》通过语言的高超运用与巧妙烘托，完整显示了大乘境行果及其甚深、微妙、广大的殊胜性，特别是普贤境界相即相入、重重无尽的缘起浩相，以及菩萨行作为普贤行的久劫、无量与周遍诸界诸土性，在大乘经中独树一帜，深刻与广泛地影响了全体大乘佛教，成为大乘思想展开的根本基础之一。

五《法华经》

（一）《法华经》

《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梵文Saddharma-pundarika-sūtra，直译为《正法白莲花经》。有多种梵本存在，在巴基斯坦、尼泊尔、中国新疆和西藏皆有发现，也有藏译本。《法华经》是结集编辑而成的，其各部分逐渐出现，有的部分问世相当早，略在公元前后，但其会三归一的基本部分应该出现较晚一些。大乘最初经典如《般若经》《华严经》等都是贬斥小乘、褒扬大乘的，当时虽然一部分部派佛教徒容受甚至支持大乘，但有一部分猛烈反对大乘，视大乘非佛说，所以佛教内部的论争频繁，应该是在这时具有融摄大小乘作为方便道而成一乘的《法华经》随缘出现，时间大致在公元一二世纪。

《法华经》还有眷属经《无量义经》《观普贤经》，构成法华系经。《法华经》集成本汉译共有六译，现存三译。最早译本是西晋竺法护译出的《正法华经》十卷，后十六国秦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八卷，又有隋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译作《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等。《法华经》是大乘中文辞最为优美的经典之一，也是最系统揭示会三归一的一乘思想的经典，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流传极广。

（二）《法华经》的基本思想

《法华经》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人间是化身示现，其在久远已经成佛，但为了“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如该经中佛对舍利弗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12]此中，佛之知见即是证悟诸法实相的佛智慧。意为，诸佛皆因获得佛智慧而成就，其出世也是为众生开示佛之智慧，并帮助众生获得佛之智慧，即证悟诸法实相而成佛。诸法实相者，甚深微妙，不可思议，非言辞所及，所谓“是法不可示，言辞相寂灭”[13]。诸佛皆为此“开”“示”“悟”“入”的“大事因缘”出世，其一切言教皆体现了此根本意趣，皆为实现这样一个目的的“方便”。正因此，佛陀说：“吾从成佛已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演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著。”[14]不同对象，不同因缘，以不同方便引导，这其中，种种譬喻，无量妙词，都是为善巧显示诸法实相，以及帮助众生消除种种执着、障碍，从而最终悟入诸法实相。

既然要以种种方便善巧引导众生，就要针对众生的善根因缘施设教法。众生善根有下、中、上之别，所以佛陀安立声闻乘、独觉乘与大乘（佛乘）来相应度化。但这种别别度化本身并非目的，其目的皆是要令所度化众生善根增长与转变，最终走上成佛之道。这就是一乘思想。在其中，佛陀教法的本来面目不再是三乘，而是一乘，所谓三乘是方便，一乘乃究竟。在《法华经》中，为了使众生易于悟入一乘思想，佛陀讲了多喻，即火宅四车喻、长者穷子喻、云雨药草喻、化城喻等，其中以火宅四车喻最有代表性。在该喻中，以三车羊车、鹿车、牛车喻三乘声闻乘、独觉乘、大乘，以大白牛车喻一乘，即一佛乘。长者以三车诱导诸子逃离火宅，而入大白牛车，比喻佛陀以三乘诱导众生出离世间，而入于成就佛果的一佛乘中。必须指出，揭示圣教实相乃是《法华经》的基本意趣。

《法华经》还强调，以一切法为方便，应机随缘度化众生，将他们方便导向成佛大道，要求菩萨行者不仅应自利，而且应利他。自利者，谓安乐行，而利他者，即观世音普门行，也就是随缘随类方便示现，而度化众生，如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乃至应以梵王、帝释、自在天、大自在天、天大将军、毗沙门、小王、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妇女、童男、童女、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执金刚身得度者，即示现相应身而为说法。

六《维摩诘经》

（一）《维摩诘经》

在印度大乘佛教的早期阶段，出现了一部在印度与中国都影响广泛的经典《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īrti-nirde[image: ]a-sūtra）。这部经以《般若经》的空思想为基础，阐发诸法实相的甚深性，应该是在早期《般若经》后传出的，时间约在公元2世纪前后，大致与《法华经》时代相当，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已有引述。《维摩诘所说经》在中国共有七个译本，现存三部，以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大师所译最为流行。鸠摩罗什译本即称《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摩诘经》《维摩经》，也称《不思议解脱经》，共三卷。还有两个异译本保存至今：一是三国吴支谦所译的《维摩诘经》二卷（或三卷）；二是唐玄奘翻译的《说无垢称经》六卷。现存梵本以及藏译本。

在《维摩诘经》中，除佛陀外，另一中心人物是维摩诘居士，经中相当多内容是维摩诘居士在佛陀加持下代佛说法，因此在大乘思想中占据极为独特与不可替代的位置。维摩诘居士是佛陀在世时吠舍离城长者。佛陀曾住吠舍离城，维摩诘在佛加持下称病，借问病之机，与佛派来问病之文殊师利菩萨等反复共论佛法，以贬小褒大，弘扬大乘的甚深、微妙、广大之义理，所以此经称维摩诘所说之经。

（二）《维摩诘经》的基本思想

第一，在《维摩诘经》中，阐扬大乘菩萨道的平等性，不仅意在普度一切众生意义上的平等，而且意在普度众生的善知识即老师的平等。在阿含佛教与部派佛教中，是以出家众为本位，所以凸显阿罗汉为领袖。大乘兴起，菩萨道中菩萨以菩提心为本，趋于内在化，所以菩萨行者的身份模糊了。在菩萨行方面，相对于在家众，出家众不再天然具有殊胜地位，出家在家本质上是平等的。甚至，极力颂扬居士菩萨行者的功德。在《华严经》中，普贤行者的代表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访主要是居士菩萨。而在《维摩诘经》中更主要是褒扬居士菩萨维摩诘。[15]维摩诘作为大富长者，纵横于商界，出入于宫廷，游戏伎乐不乏应酬，外道杂学遍加涉猎，但其虽在世间而不为世间所染，境界远超作为出家众代表的众阿罗汉，而与文殊菩萨平等，实际表征了佛陀境界。这刻意地抑出家众领袖而扬在家众领袖，带有对治的意趣，事实上，部派佛教强调出家众的地位，脱离大众与社会，给佛教的普遍弘传与度化带来了障碍。所以，褒扬居士地位，彰显在家出家只是外相的差别，根本在于高扬大乘的智慧境界与慈悲精神。这对大乘通过居士群体在社会广泛弘扬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也暗含着建立宽泛意义上的菩萨僧伽的可能。

第二，《维摩诘经》的基本教义是，通过般若思想的空，而达到第一义。一切法都如幻如化，种种差别都不可得，所谓无住，即一切法以无住为本，而无住则无本。这样就进入了无二（“不二”），进入了第一义。这就是该经中著名的“不二之门”，实即“无二之门”。

第三，在《维摩诘经》中，显示了菩萨行的广大与方便性。只要住于“第一义”而不动，就可以一切法为方便，广行菩萨道，甚至，可以行“非道”而“通达佛道”，所谓不离烦恼而得菩提，不离生死而得涅槃。在此意义上，《维摩诘经》提出了菩萨行的基本指导思想：“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16]在《般若经》强调智度即般若波罗蜜为菩萨母的基础上，再强调依于般若波罗蜜的一切行作为菩萨行，是达到最终的佛果的方便，即加行，所以谓父。由此《维摩诘经》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17]即菩萨行者应以种种面目、种种方便善巧度化众生，先缘摄、后令入。

第四，《维摩诘经》中提倡唯心净土思想。一切法无二无别，所以本性上是清净的，而外相上的染净差别，依据于内在心的染净差别。在《杂阿含经》中谈心净众生净，心染众生染，而《维摩诘经》中进一步谈到，心净不仅众生净，而且其所依的佛土亦得清净：“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18]这样，净土不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心净性的显现——心净者，在在处处，都是净土。

七 净土经典

在阿含经典中，谈娑婆世界三世诸佛，以当下立足的娑婆世界为佛土，而没有直接谈及十方三世的诸佛观以及他方佛土说，结果，众生来世将在三界诸趣中升沉，除娑婆世界佛土外，未提有净土可以往生，换言之，从现今的娑婆世界只有再来或者升天是世间善趣的归向。在阿含佛教中，虽然出现了念佛、念天，甚至念佛生天之法，但并非往生净土的思想。

但大乘出现，以新的佛陀观揭示十方三世有无量诸佛，即过去已有、现在正有、未来当有无量诸佛成就，相应也就有无量诸佛所依的无量佛土。这样，修学者在来生的去向，除了三界诸道的流转外，还有更好的地方，即无量清净佛土，简称净土。但清净佛土是诸佛功德所感引，所以要求修行者通过修行，积累足够资粮才能往生。这就出现了净土法门，最早的净土经典就是专于宣说净土法门的经典。

这其中，净土，又称佛土、佛国、佛刹、刹土等，梵文为Ksetra，或者Buddha-ksetra。有称净土经典是源于太阳神或者拜火崇拜等，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完全否定了大乘思想中佛陀观与净土观的内在关联，以及净土法门与净土经典源自佛陀的金口玉言而口耳相传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实际是颇为偏颇的。

大乘净土思想，总略地看，主要乃属道场思想，即主要以净土为进一步教化众生的最大、最胜道场，众生在其中不仅享受法乐，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进一步修学的最优越的条件。但后来的净土法门基本将其解释为受用法乐的“天堂”。

现今传承的净土经典涉及的净土主要有两类：一是佛净土，如东方佛净土，即阿閦佛的妙喜净土，以及西方佛净土，即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二是菩萨净土，如弥勒菩萨所在的兜率净土。下面据此三类净土略述一下早期相关经典。

（一）阿閦佛的妙喜净土经

阿閦，梵文Aksobhya，义为不动。阿閦佛及其土在东方。在大乘最早流传经典《般若经》中就有阿閦佛出现，而后在诸经中都可见到。可以认为，阿閦佛净土思想是在大乘净土思想中最早传出的。此净土思想可比较集中地见于后汉支娄迦谶译的《阿閦佛国经》。后还有两译，现存菩提流志译的《大宝积经》的第六“不动如来会”。阿閦菩萨于过去因地时，在大目如来所听闻佛法，发大誓愿，修六度菩萨行，最后于东方成就阿閦佛，功德感现阿閦佛国，即妙喜净土。修学者只要发愿，受持讽诵阿閦佛德号法经，修菩萨行，积累功德，可往生阿閦佛国。在这里，是以自力功德为主往生，而且靠菩萨行积累功德，这在净土法门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另外，阿閦佛国是女人的乐土，如佛对舍利弗说：

其佛刹女人无有女人之态，如我刹中女人之态也。舍利弗，我刹女人态云何？我刹女人恶色丑恶舌，嫉妒于法，意着邪事。我刹女人有是诸态，彼佛刹女人无有是态。[19]

而且该刹女人免受生产等诸苦，一向安乐。女人在生存与修行上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男身相对于女身不再有优胜价值。

在大乘东方净土思想中还有药师琉璃光如来（Bhagavān-bhaisajyaguru-vaidūryaprabha）净土，即净琉璃世界，在中国流传有玄奘所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此经还有义净等所译四种汉译，以及两种藏译。现代中国尤重此经，视其为获得现世福报最应依止之经。

（二）弥勒的兜率净土诸经

弥勒，梵文为Maitreya，意译慈氏，在阿含佛教、大乘佛教中都是未来佛。弥勒现居兜率天，未来将下生娑婆世界，在龙华树下示现成佛，度化众生。关于弥勒成佛的经典在大乘早期就有传出，龙树菩萨曾引用了《弥勒大成佛经》及《弥勒下生经》等。现汉译中有弥勒六部经，其中沮渠京声所译《观弥勒上生经》、竺法护所译《观弥勒菩萨下生经》与鸠摩罗什所译《弥勒大成佛经》最为著名，称弥勒三部经。在其中，沮渠京声译出的《观弥勒上生经》，全称《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传出时间稍晚，但是弥勒净土方面的主要经典。在该经中，对兜率天及其乐，与兜率天成为弥勒道场的殊胜予以了描述，劝人往生此土。往生兜率的法门，是观想兜率之乐及弥勒功德，并称念弥勒之名号。在印度后来还传说有弥勒法门，乃慈悲修法，与弥勒名之义相合，也是亲见弥勒与升兜率天的专修法。

（三）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经

阿弥陀佛（Amita-buddha），又名无量光Amita-bhā、无量寿（Amita-yus），其佛土是西方极乐国，即极乐净土，或者称具乐净土。从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等的所引看，阿弥陀佛净土思想在大乘佛教兴起的早期就已出现。汉译的阿弥陀佛经典达七种之多，最早是支谦译的《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以及康僧铠译的《佛说无量寿经》。其中的三部经最受重视，即《佛说无量寿经》（Aparimitāyur-sūtra）二卷、《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一卷、《佛说阿弥陀经》一卷，而鸠摩罗什所译的《佛说阿弥陀经》最为流行。后者现存梵本《极乐庄严》（Sukhāvati-vyūha-sūtra，《具乐庄严》）以及藏文译本。在这些净土经中，阿弥陀佛本是一个国王，在世自在佛的感召下，出家名为法藏比丘，发大愿修行，愿以功德感生极乐净土，令有缘众生往生此土受用法乐。在不同经中，所述发愿数目不等，在《佛说无量寿经》中发四十八大愿，最有代表性。

在阿弥陀佛经中，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虽强调不谤大乘，修大乘行，但更强调观想与系念，甚至静心十念即可往生，如愿中云：

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殖诸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20]

从中可知，阿弥陀佛经不再提倡纯粹自力的往生，而强调了阿弥陀佛的功德增上力即加持力的并重，在往生刹那蒙佛亲临接引，而且能够带业往生。以念佛为主的方面，龙树在《十住毗婆沙论》中称为“易行道”。这种意趣后在东亚被极端化为他力往生思想。



[1] 释印顺：《印度之佛教》，第186—188页，载《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巨石网络版。

[2] 释印顺：《印度之佛教》，载《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巨石网络版，第186—187页。

[3] 同上书，第188页。

[4] ［日］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商周出版2009年版，第232页。

[5] 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590页，载《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巨石网络版。

[6] 这主要参考了静谷正雄的说法，但将其“原始大乘”判在第二阶段，改称早初期大乘，因为此类明显不包括最早期大乘经典。见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554—555页，载《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巨石网络版。

[7] ［日］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商周出版2009年版，第233—247页。

[8]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序品第一，《大正藏》第8册，第217页上。

[9] 《杂阿含经》卷十之二六七经，《大正藏》第2册，第69页下。

[10] （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五，《大正藏》第9册，第558页下。

[11] 同上。

[12] 《妙法莲华经》卷一方便品第二，《大正藏》第9册，第7页上。

[13] 《妙法莲华经》卷一方便品第二，《大正藏》第9册，第5页下。

[14] 同上。

[15] 在《胜鬘经》中，胜鬘夫人也是代佛说如来藏与一乘法的居士。

[16] 《维摩诘所说经》卷中佛道品第八，《大正藏》第14册，第549页下。

[17] 同上书，第550页中。

[18] 《维摩诘所说经》卷中佛道品第八，卷上佛国品第一，《大正藏》第14册，第538页下。

[19] 《阿閦佛国经》卷上阿閦佛刹善快品第二，《大正藏》第11册，第756页中。

[20] 《佛说无量寿经》卷上，《大正藏》第12册，第268页上—下。


第十三章 龙树、提婆菩萨与中观学派

第一节 大乘两宗派与三系

一 大乘宗派与大乘系

（一）大乘佛教两大宗派

大乘佛教的兴起与龙树菩萨的名字连在一起。正是龙树菩萨出现，阐扬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殊胜性，批判部派佛教自利趋寂的保守性，不仅使大乘佛教在佛教以及社会文化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而且其精神广播群生。大乘佛教自此始以教派形式建立起来，而开创了度化众生的新的广阔空间。龙树菩萨作为大乘佛教最早的著名倡扬者，名垂佛教史册，被誉为第二佛陀。龙树菩萨及其弟子提婆菩萨依止佛陀般若教，创立了印度大乘佛教第一个教派中观派，成为大乘宗派佛教的两大著名祖师。

在龙树、提婆菩萨开创中观学派后，弥勒、无著师弟传出佛陀瑜伽行教，开创了印度大乘佛教的另一个宗派瑜伽行派，构成印度大乘佛教的两大宗派。诚如义净法师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所说：“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1]如果说龙树菩萨、提婆菩萨显扬了大乘的甚深性，那弥勒菩萨、无著菩萨在此基础上则开显了大乘的广大性与完整性。总之，按照大乘佛教的判教，这两派发挥了佛陀大乘圣教的不同思想意趣，显示出大乘佛教的甚深、微妙与广大性。

印度大乘宗派佛教思想的兴起与印度大乘佛教经教思想的历史展开分不开，这本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但从理境角度观察最容易把握宗派形成的思想特质。实际上，正是根据经教思想的两种趣向，形成了大乘宗派的中观派与瑜伽行派两支。最初针对部派佛教以及外道学对法的执着方面，以破来显示佛教的趣向与世间性的根本差别，凸显一切法空方面，所以主要弘传般若思想；对此的随顺、开阐，成立了中观派。其后，为对治学修般若思想的末流顽空见，表明空并非一切的一切都无，还有根本真实即真如法性的实有，主要弘传承许真如的圣教；对此的随顺、开阐，以及通过三性思想的系统表述，最终形成了瑜伽行派。这是传统根据经教空有趣向的二分来把握大乘宗派二分的思想特质的方式，在印度时就已形成，在中国一般亦皆沿袭。应该说，这大致是符合印度大乘经教与宗派思想的历史显现的实际的。

（二）大乘经教三系与四趣

不过，不得不承认，以两分趣向来判分大乘印度经教以及宗派思想的思想特质略显粗疏。特别到中国后，中国化佛教在重有的趣向中宗佛性如来藏思想，又有新的区判。到现代，释太虚与释印顺有关大乘思想类型的见解最有代表性。

释太虚最初成立三宗即空慧宗、唯识宗与真如宗来摄中国佛教诸宗，其中以空慧宗摄三论宗，以唯识宗摄唯识及戒律宗，以真如宗摄禅、天台、贤首、真如、净土宗。后来，释太虚又将此三宗与佛陀圣教教理的分趣联系起来，改为了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在这三宗中，法性空慧宗摄般若教、中观派乃至中国三论宗，法相唯识宗摄瑜伽行教、印度瑜伽行派乃至中国唯识宗，法界圆觉宗摄佛性如来藏教与中国天台、华严、禅宗等。这三宗的划分，实际将佛陀圣教化为了三系。当然，在这种理解中存在一些有待深细抉择的问题，如将瑜伽行派简单判为唯识思想，而与佛性如来藏思想区割开来；又如在佛性如来藏教中摄入颇具争议的《圆觉经》《楞严经》等，因为这两经非印度经典几成学术界定论。

释印顺在太虚大师的判分基础上，将中国因素剥离，而用三宗将印度大乘佛教判为三系：一者性空唯名论，谓般若中观思想；二者虚妄唯识论，谓瑜伽行唯识思想；三者真常唯心论，谓佛梵合流的佛性如来藏思想。在这样的划分中，前二系以论为主，以论统经，更注重宗派佛教的开展，第三系则主要是经的思想。释印顺的判摄如同释太虚的一样，注意从理境角度入手，但其中也有不当之处，如也将佛性如来藏思想与瑜伽行派思想区分开来，没有看到后者的复杂性，而且主张佛性如来藏思想是梵佛合流，实际否定了佛性如来藏思想为正法的可能性，这是一大问题。

在我们看来，前述从理境角度观察印度大乘佛教的分类相当有道理，只是还可以更准确与深入一些。总的来看，经教的传出不仅有先空后有的针对性，而且还有最后的统合性，即先是个别的针对性，后走向统合。具体而言，最初般若思想出世谈空以破外道学与小乘部派的执着，但其末流修学者易生顽空见；其后，为对治此顽空见，表明空并非一切的一切都无，还存在根本真实即真如法性实有，而提阐佛性如来藏思想；最后既要防止般若思想的末流修学者堕偏空的极端，即顽空见，又要防止佛性如来藏思想的末流修学者堕偏有的极端，即梵我见，凸显非空非有的依他起性，而统合空与真实有两方面，阐扬三性说，弘传瑜伽行思想。所以，在瑜伽行思想中，融合了般若空说以及佛性如来藏说。这样瑜伽行思想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在唯识观下走向了两个方向，一者是纯粹性的一面，可称有为依唯识思想；二者是杂糅性的一面，可称无为依唯识思想，也就是与佛性如来藏思想合流的唯识思想。按照这样的分析，大乘佛教经教思想可分四种趣向：

一是谈空的般若教，可称无相唯名教，相当于释印顺所称的性空唯名论所指的教分，但般若思想谈空更多是以无相总称的，所以比用性空更恰当。代表经典即般若类经。

二是谈法性真如实有的早期佛性如来藏教，即法性如来藏教，可称真常唯性教，还没有与唯识观融贯，相当于释印顺所说的真常唯心论所指的教分的一部分。代表经典即《大般涅槃经》《如来藏经》《胜鬘经》等。

三是谈纯粹唯识思想的瑜伽行教，可称虚妄唯识教，或有为依唯识教，相当于释印顺所称的虚妄唯识论所指的教分。代表经典有《解深密经》《阿毗达磨大乘经》《佛地经》等。

四是谈杂糅唯识思想的瑜伽行教，即心性如来藏教，也就是与唯识观相融贯的佛性如来藏说，即晚期佛性如来藏教，可称真常唯心教，或无为依唯识教，相当于释印顺所称的真常唯心论所指的教分的一部分。代表经典即《楞伽经》《密严经》等。

（三）大乘佛教系与宗派

依据其所宗之教的观察，在印度大乘的两个宗派中，中观派较为纯粹，是宗般若思想的，所以其思想特质仍可称无相唯名论。但瑜伽行派非常复杂，在教上是唯识教与佛性如来藏教的合流，在宗派思想的展开上也是如此，所以这两类思想在印度不分家，唯识学大师如弥勒、世亲等亦是如来藏思想大师。在此意义上，瑜伽行思想就特征而言，只能以唯识论方面来统摄，具体依据教的分类亦可分为两种趣向，即有为依唯识论与无为依唯识论，或者称为虚妄唯识论与真常唯心论。不过也应该看到，早期佛性如来藏思想，即真常唯性论，虽然可以归摄于瑜伽行派，但因为没有唯识化，亦可以单独列出来。其通过《究竟一乘宝性论》的组织与统摄，也有其完整理论形态，但没有直接的宗派的发展。在中国多传承真常唯心论，即无为依唯识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真常唯性论在天台荆溪湛然的“无情有佛性”思想那里产生了回响。

上述分析是就理境角度的说明，教与宗容易相一致地得到区分，但如从其他角度看，大乘教宗思想可有种种不同的归类，教宗的一致性就不大容易保证，交叉变得相当复杂，这里不赘述了。

二 大乘佛教三期

从前文可知，大乘佛教在兴起后，其开展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而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从经教及系、宗派开展角度说明。

（一）初期大乘佛教

初期大乘佛教指从公元前后到公元3世纪的大乘佛教。在此阶段，初期大乘经典传出，但主要是般若经教即般若空教得到了广泛弘传。在此过程中，龙树、提婆菩萨系统阐释般若思想，建立大乘第一个宗派中观派。

（二）中期大乘佛教

中期大乘佛教谓公元3—4世纪的大乘佛教。此阶段传出的代表经典是佛性如来藏类，但没有形成相应的大乘宗派。从宗派开展角度看，相当于一个过渡阶段。

（三）晚期大乘佛教

晚期大乘佛教即公元4—7世纪。这是大乘佛教开展最为活跃与深入的阶段。在此阶段，大乘佛教进入盛期，后又衰落。此阶段传出的主要经典是瑜伽行派经典，以其为基础，弥勒、无著、世亲菩萨建立了大乘佛教第二个宗派瑜伽行派。瑜伽行派不仅显扬纯粹唯识思想，而且弘传在唯识意义上的佛性如来藏思想，即心性如来藏思想。稍后兴起的晚期中观派与瑜伽行派相互竞争，带来了大乘佛教的兴盛，也导致了大乘佛教的衰落。

从公元7世纪下半叶起，印度佛教进入了大乘密教阶段，直至13世纪在印度消亡。

第二节 龙树菩萨生平及其著述、思想

一 龙树菩萨的生平

龙树菩萨是大乘佛教最初的主要弘扬者，在后世几乎所有宗派都尊之为祖师，他及其弟子的弘化开创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第一个宗派——中观派，由此大乘佛教的旗帜在印度高高飘扬。

龙树菩萨在早期、中期大乘佛教史上的传说是一致的，但在大乘密宗中就有所不同，不仅其著述增幅很大，而且寿元也增至近千岁。但结合考证看，龙树菩萨的生平当以前者所记更为合理一些，我们就以此为准来叙述。

龙树，梵文Nāgārjuna，音译有那伽阏剌树那、那伽夷离淳那、那伽曷树那、那伽阿顺那等，也有称龙胜、龙猛、龙叫等。《龙树菩萨传》云：“其母树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树名也；以龙成其道故，以龙配字，号曰龙树也。”[2]但也有说龙猛、龙叫等是另外一人，而非龙树。释印顺说：“龙树的传记极为混乱，主要是《楞伽经》中，‘证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的那位龙树，梵语Nāgāhvaya，应译为龙叫、龙名或龙猛，与Nāgārjuna——龙树，是根本不同的。多氏《印度佛教史》说：南方阿阇黎耶龙叫Nāgāhvaya，真实的名字是如来贤Tathāgata-bhadra，阐扬唯识中道，是龙树的弟子。”[3]但未有定论。

龙树出身于南印度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属婆罗门种姓。在种种记载中，都显示龙树菩萨的寿命相当长。现今一般认为龙树寿命虽然远远高于当时普遍寿命，但也就是一百岁左右。其生年在公元2—3世纪，约公元150—250年。

在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龙树菩萨传》中，叙述龙树生平最多。传中说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天聪奇悟，事不再告。在乳哺之中，闻诸梵志诵四韦陀典各四万偈，偈有三十二字，背诵其文而领其义。弱冠驰名，独步诸国。世学艺能、天文、地理、图纬、秘谶，及诸道术，无不悉练。”[4]但遍学世间之学，并没有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定，知识的获得也没有压抑住欲望，反而刺激其澎湃起来。他与三个密友商议：“天下义理可以开神明悟幽旨者，吾等尽之矣，复欲何以自娱？骋情极欲最是一生之乐。”[5]其后四人相率学隐身术，出入王宫，淫乱宫中美女，达百余日，嗣后事败，国王令诸力士挥刀空斩三友，唯有龙树敛身屏气躲藏在王头侧，而得幸免。在这生死时刻，龙树“始悟欲为苦本，众祸之根，败德危身，皆由此起。即自誓曰：‘我若得脱，当诣沙门，受出家法’”[6]。龙树逃脱，遂践誓出家。

按照布顿《佛教史》，龙树出家于那烂陀。但按照现代研究，作为佛教学修中心的那烂陀寺那时应该还未建立，如果布顿所说事情属实，可能指其前身寺院。出家后，龙树就学于沙罗诃婆罗门，以及长老罗睺罗跋陀罗，后在龙国得《十万颂般若》。多有说龙树师从罗睺罗跋陀罗。一般认为，《大智度论》卷一八引用的“叹般若偈”，就出自此师。但因为提婆的弟子也名罗睺罗跋陀罗，所以未有定论。又据《龙树菩萨传》，龙树入山诣一佛塔出家受戒，在三个月内遍学小乘三藏，后继续搜求小乘经典而不可得。

此后，龙树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诃衍经典与之，诵受爱乐，虽知实义，未得通利，周游诸国，更求余经，于阎浮提中遍求不得。外道论师，沙门义宗，咸皆摧伏”[7]。龙树此时虽已于经典有所解悟，但未得彻底通达，又遇外道挑唆，而生邪慢心。这时，大龙菩萨见其将入歧途，惜而愍之，即接之入海，“于宫殿中开七宝藏，发七宝华函，以诸方等深奥经典无量妙法授之。龙树受读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体得宝利。龙知其心而问之曰：‘看经遍未？’答言：‘汝诸函中经多无量，不可尽也，我可读者已十倍阎浮提。’龙言：‘如我宫中所有经典，诸处此比复不可数。’龙树既得诸经，一相深入，无生二忍具足”[8]。在龙宫九十天的研读，龙树菩萨不仅闻思系统深化，所谓“通解甚多，其心深入，体得宝利”，而且于真实得证，所谓“无生二忍具足”，即得无众生我、无法我之忍，成为圣者。此后龙树菩萨回到大陆，开始弘法利生。不同的书中记载的龙树弘法活动大相径庭，但并没有根本冲突之处，可能是来源所限的结果。因此，应综合起来梳理。可以推断，龙树弘法的足迹遍及南方、北方以及东方、中印度等地。

龙树回到南印度，“大弘佛法，摧伏外道，广明摩诃衍：作优波提舍十万偈，又作庄严佛道论五千偈，大慈方便论五千偈，中论五百偈，令摩诃衍教大行于天竺；又造无畏论十万偈，中论出其中”[9]。这其中告诉我们，龙树菩萨力弘大乘，破诸外道，广造诸论，使大乘佛教大行于当时印度。

当时南印度王“总御诸国，信用邪道，沙门释子一不得见，国人远近皆化其道”[10]。此王所信“邪道”应是指印度教的初期形态，由南印度本地宗教与婆罗门教融合所成。龙树菩萨稍现神通，即降服此王。同时降服王宫殿上万名婆罗门，他们皆弃束发，受成就戒。龙树菩萨预知将去世，正逢一位小乘法师嫉妒忿恨，便以此因缘退入闲室，在定中入灭。这个入灭的因缘的记载或许应该这样解释：由于受小乘部派的部分势力逼迫，龙树菩萨选择入灭。

在《大唐西域记》中则称，龙树在弘扬大乘佛教中，曾度化南印度憍萨罗国王娑多婆诃（引正王）为弟子，后者于跋逻末罗耆厘山（黑峰山）为龙树建筑伽蓝，五层四院，有众多精舍，以及佛金像，巍峨庄严，但功犹未半，人力疲竭，府库空虚，龙树得知，即用药物，滴石成金，遂续营建，济成胜业。后来法显、玄奘去印时曾见到此伽蓝遗址。龙树晚年到了东南印度靠近阿玛拉瓦蒂大塔西北约五十公里处的吉祥山（当地又称龙树山），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因王权政治势力的逼迫而自杀。

在《大唐西域记》中有龙树自杀的原因的一种记载。因龙树善闲药术，餐饵养生，寿年数百，志貌不衰。引正王亦得龙树妙药，寿亦数百。太子见父王康健，继承王位遥遥无期，知龙树菩萨慈悲众生，乃向菩萨乞头。龙树菩萨言：“我求佛圣果，我学佛能舍，是身如响，是身如泡，流转四生，去来六趣，宿契弘誓，不违物欲。”[11]竟自刎寿终。王闻之，亦哀痛而死。

在布顿《佛教史》中，龙树曾到东方的派吐韦沙及北方的拘楼等地游方弘法，建造寺院，撰造著述，最后亦是因为政治原因被谋杀。具体与《大唐西域记》所载有相似之处：龙树弟子国王乐行贤王随其修长寿辟谷法成就，寿命绵长，王太子具能童子为早日继位，到吉祥山逼迫龙树自杀，遂以吉祥草杀害了龙树菩萨。[12]

二 龙树菩萨的著述

龙树菩萨在其漫长的弘法生涯中写下了大量著述，有“千部论主”之誉。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有署名龙树的著作25部，《西藏大藏经》收有署名龙树的著作125部。在这些著述中，一些确为龙树所著，但也有一些为他人托名所作。自然，龙树亦有一些论著早已佚失不传。在前述所说著述中，一般认为属龙树之作者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中论颂》（Mūla-madhyamaka-kārikā）。凡称“中论”者，实际都是此颂本的注释书，即释论。现存梵本，乃是从月称注中辑出的。这是龙树的代表著作，有五百颂。印度历史上注释《中论颂》的释论众多，主要有八大家之说，即龙树、佛护、月称、提婆设摩（Deva-sarman，公元五六世纪）、求那师利（Guna[image: ]rī，公元五六世纪）、德慧（Gunamati，公元5—6世纪）、安慧（Sthiramati，公元6世纪）、清辨。还存已有汉译的青目注与无著注，以及传说的罗睺罗（Rāhula）注，至少有十一注。其中流传至今的有：

①无畏注。一般称为龙树自撰，梵本不存，仅有藏译本。

②青目注。这是中译本的《中论》，鸠摩罗什法师所译，梵本不存，无藏译本。

③佛护注。称《根本中疏》，梵本仅断片存，有藏译本。

④清辨注。梵本不存，汉译及藏译本称《般若灯论释》。

⑤月称注。梵文称《净明句论》，现存，有同名藏译本。

⑥安慧注。梵本不存，有汉译本《大乘中观释论》，也有藏译。

⑦无著注。汉译的《顺中论》，即《顺中论义入大般若波罗蜜经初品法门》，是以“八不”偈为纲，并摄经论，来解释龙树《中论颂》的基本意趣的。

（2）《十二门论》（Dvāda[image: ]a-mukha-[image: ]āstra），一卷。有鸠摩罗什汉译，梵本不存。

（3）《六十颂如理论》，一卷。存梵本，有施护汉译，亦有藏译本。

（4）《回诤论》，一卷。梵本现存，有毗目智仙、瞿昙流支汉译本，亦有藏译本。

（5）《大乘破有论》。有施护汉译本，亦有藏译本。

（6）《大智度论》（Mahāpraj[image: ]ā-pāramitā-[image: ]āstra），一百卷。有鸠摩罗什汉译，系二万五千颂的大品般若的释论。梵本不存，亦未有藏译。也有称此论非龙树所作。

（7）《十住毗婆沙论》（Da[image: ]a-bhūmikā-vibhās-[image: ]āstra），十七卷。鸠摩罗什汉译，是《十地经》的释论，仅译出初地及二地部分。梵本不存，亦未有藏译。

（8）《七十空性论》（[image: ]ūnyatā-saptati），有藏译本，今有任杰从藏译转译的汉译本。

（9）《大乘二十颂论》。梵本存，有施护汉译，也有藏译本。有说此论非龙树作。

（10）《因缘心论颂》、《因缘心论释》，一卷。汉失译，有藏译本。

（11）《菩提资粮论颂》（Bodhi-sambhāra-kārikā），六卷。自在作释，并与达摩笈多汉译。

（12）《宝行王正论》，一卷。梵本现存，真谛汉译，亦有藏译本。

（13）《龙树菩萨劝诫王颂》，一卷。梵本不存，义净汉译，另有异译二种，也有藏译本。

（14）《一输芦迦论》，一卷，瞿昙般若流支译。

三 龙树菩萨的思想

虽然是大乘佛教早期论师，但龙树菩萨著述的思想包含了大乘的众多维度与层次，非常丰富、复杂，如主体思想是直谈空，但亦有广大菩萨行思想以及净土思想，甚至有世间国家一般教化思想等，而且按文字表面看似乎多有自相矛盾之处。按照思想史立场观察，龙树著述思想的不统一，可以归因于其寿命长，受各种思想影响庞杂，著述前后思想发生变化；或者，有的著述可能就不是龙树所作，乃托名之作，思想会出现差别甚至矛盾也就自然而然。

但如果从佛教本位立场看，其实也不难理解。所谓的矛盾实际是针对性与方便性显示的差别。龙树菩萨在圣道与外道、出世法与世间法间区分很清晰，但同时又阐明了佛法是方便的意趣。所以，对不同社会阶层多以种种方便予以诱劝，或者对善根成熟者以圣道，或大乘，或小乘，进行引导。这样，就出现了种种看似矛盾之说。特别是在凸显佛教意趣时，有对空思想的深入阐发，更显出了与方便诱导之说的差别性。但这些恰恰是在反映般若波罗蜜的殊胜性。下面略述一下龙树菩萨的思想。

（1）龙树最基本的思想倾向，也是根本中观派的核心思想倾向，是对《般若经》中的空说的系统阐发。般若思想谈空，虽然也从比喻、缘起说、唯名说等方面论说，但多是直指，修学者如不能很好地把握意趣，容易堕于偏空。所以，龙树菩萨悲悯众生，而著论予以系统阐发。这最集中地反映在《中论颂》中。

在《中论颂》中，第一品的第一颂为：“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13]这是对空相的直接显示。一切法若就如其自性而言，即是分别、戏论，说生说灭、说常说断、说一说异、说来说出，都是如此，所以本来皆空，不可得，在此意义上，言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乃所谓无二，所谓本来寂静、自性涅槃。

这样以“八不”直显的空相，龙树在《中论颂》中进一步以缘起说来启发。他首先批判了各种关于条件和合的学说，即世间学中的因缘观，然后表明佛教的因缘说意趣不在成立法，而在显示法的无自性，即空。换言之，一切法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体相皆无。如言：“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14]总之，是在遮的意趣下，显示诸法无自性这个真实。

这在《中论颂》著名的“三是偈”中，与中道义联系了起来：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或译无——笔者注），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15]

从此颂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严格的论说关系：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所以无相；既然无相，所以只是假名；而假名安立意味一切不可得，所谓有、无等皆不可得，即是中道。这里，即在空的意义上，建立了中道。在中国佛教中多解释为，因缘法一方面说无自性，即空，另一方面说有假名，即并非全无，因此非有非无，成立中道。这样的诠释，虽然似乎言之成理，但显然不符合龙树《中论颂》的意趣。天台宗更依此偈成立了空、假、中三谛说。但在《中论颂》以及龙树其他论著中，都提二谛的相待，而非三谛，如云：“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16]所以三谛说亦非与龙树意趣直接一致。

（2）龙树强调一切法空，是假名，同时，正因为空，才能安立一切法，如云：“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17]一切佛法亦然，包括大乘果位无住涅槃亦如此建立。在此意义上，一切佛法都是方便。违背了这个意趣，即成戏论。也因此，凡夫境界的一切，由颠倒认识的无明所摄，都是戏论。

（3）在方法论上，提倡破而不立，即一切论说旨在破除敌论或者执着，而并非用于建立自己的立场，换言之，在破除对象后自己的言说也当放弃，而无粘留。龙树在《回诤论》中云：“若我宗有者，我则是有过；我宗无物故，如是不得过。”（或译为：若我有所立，则我有过失；我因无立故，于我应无过。）[18]即能遮、所遮相待，所遮不成立，能遮也不能独立而成。而且这种不能立是诸法本来无自性决定的，本然如此，因此龙树又说：“化人于化人，幻人于幻人，如是遮所遮，其义亦如是。”[19]即能遮、所遮皆如幻、化人，皆无自性成立。在《中论颂》中也贯彻了这个立场，故有说“龙树破他是以‘空义’作武器，同时也主张自己的武器也是空”。[20]这种遮的方法后经提婆、佛护、月称得以发扬。在中国多说龙树是“破邪显正”，实际并非完全中的。

（4）龙树作为大菩萨，发扬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提倡广大的菩萨行。虽然龙树宗般若思想，而般若思想以般若波罗蜜的深观为旨趣，但亦深契《十地经》等的菩萨道精神，提倡智悲双运、自利利他的菩萨行，强调只有以广大菩萨行积集福德智慧资粮，才能最终成就佛果。

（5）龙树菩萨亦重净土思想，将发愿往生净土称为易行道，对后世净土思想影响颇大。

第三节 提婆菩萨的生平及其著述、思想

一 提婆菩萨的生平

在早期大乘的著名弘扬者中，提婆菩萨的名字是与龙树菩萨连在一起的，一般以龙树提婆并称，二者同为中观派的创始者。

提婆，乃梵文Deva音译，直译为天，但因其已经入圣位，而称圣提婆，或圣天，即[image: ]rya-deva；而且又因其是独眼，亦称独眼提婆，即Kāna-deva，音译迦那提婆。古代典籍称提婆出身于南印度婆罗门族，也有称其系狮子国（旧译“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的王子。约是170—270年间人。有一点毋庸置疑，提婆是龙树菩萨的弟子。有称提婆是唯一弟子，但应该是龙树的弟子中继承了其衣钵的传承者。

在汉文译籍中，有一部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提婆菩萨传》，从中可得知一些提婆菩萨的生平事迹。在俗家时，提婆已博识渊揽，才辩绝伦，擅名天竺，为诸国所推。当时在其国供有一用黄金铸造的大自在天像，身长二丈，灵异多验，人有愿求尽能遂满。但见者不能正视，否则像会怒目反视，观者头晕目眩达百日之久。提婆无畏径见，沿梯而上，凿出其左眼。但后感其灵验，乃挖出左眼，施自在天像，提婆也因此得迦那提婆之名。

按照《提婆菩萨传》，正是由于前述因缘，提婆感到还有当学当知者，遂进入佛门，皈依龙树菩萨，“受出家法、剃头法服，周游扬化”[21]。在此传中，对皈依经过没有具体记载，但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一段著名传说：

时提婆菩萨自执师子国来求论义，谓门者曰：“幸为通谒。”时门者遂为白，龙猛雅知其名，盛满钵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见水，默而投针。弟子持钵，怀疑而返。龙猛曰：“彼何辞乎？”对曰：“默无所说，但投针于水而已。”龙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几其神，察微亚圣，盛德若此，宜速命入。”[22]

龙树提婆都早已名满五印，机辩学识自然无疑，但拜师择徒是双方都要考察之大事，必然慎重。所以龙树设“钵水关”来试探。提婆以针破水，巧过此关，入得龙树法眼。龙树对门人解释说：

夫水也者，随器方圆，逐物清浊，弥漫无间，澄湛莫测，满而示之，比我学之智周也，彼乃投针，遂穷其极，此非常人，宜速召进。[23]

《大唐西域记》又云：

龙猛风范懔然肃物，言谈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风徽，久希请益，方欲受业，先骋机神，雅惧威严，升堂僻坐，谈玄永日，辞义清高。龙猛曰：“后学冠世，妙辩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彦，诚乃写瓶有寄，传灯不绝，法教弘扬，伊人是赖，幸能前席，雅谈玄奥。”提婆闻命，心独自负，将开义府，先游辩囿，提振辞端，仰视质义，忽睹威颜，忘言杜口，避坐引责，遂请受业。龙猛曰：“复坐。今将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诚。”提婆五体投地，一心归命，曰：“而今而后，敢闻命矣。”[24]

虽已入龙树法眼，但提婆仍未心服，所以见面后，谈玄征妙，驰骋词锋，但最终铭感于龙树之威德，而折服皈依。从此，提婆追随龙树，为大乘在印度的弘传与广播立下殊勋。

提婆菩萨弘化最初在南印度。但当时在中印度佛教势力衰微，比如在原佛教盛行的摩揭陀的波吒厘子（华氏城旧都），甚至禁止在寺庙击犍椎集众，相当于禁止佛徒的集体活动，长达十二年之久。龙树在南印度闻之，曾欲前往化度。提婆自愿代师前往，在那里大破外道，重振佛教。当地信众曾修“重建犍椎塔”来纪念提婆重兴佛教之功德。此塔于玄奘去印时仍在。随后提婆继续在中印度以及北印度一带弘法与破外道，在窣禄勤那、钵罗耶伽两地就有这样的故事流传。[25]

后提婆菩萨回到南印度，应该是在龙树菩萨入灭之后。当时统治南印度的国王信用邪道，排斥释子，提婆先募为其将，后设方便度化了此王及万余婆罗门，如同龙树菩萨一样。随后提婆在王都中建高座立三论，谓：

一切诸圣中佛圣最第一，一切诸法中佛法正第一，一切救世中佛僧为第一。[26]

并言：“八方诸论士有能坏此语者，我当斩首以谢其屈。”[27]立论三月，提婆以辩论的方式，摧破种种外道，度化百万余人，大乘弘播开来。

但有一外道的弟子，其师遭提婆论破，心结怨忿，怀恨不舍，立誓言：“汝以口胜伏我，我当以刀胜伏汝；汝以空刀困我，我以实刀困汝。”[28]此后伺机刺杀。

提婆结束无遮辩论会后，在闲林中思维著述，写成百论二十品，又造四百论，以破邪见。终于有一天，提婆菩萨正在闲林经行，遭到那名外道弟子阻杀。虽已腹破而五脏落地，但慈悲的提婆菩萨仍说：“吾有三衣钵盂，在吾住处，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慎勿下就平道。我诸弟子未得法忍者，必当捉汝，或当相得送汝于官。”[29]当门人赶到刺杀现场，未得法忍者便大哭大叫，狂奔突走，追截捉拿凶手。提婆菩萨却趁机教诲门弟子说：“诸法之实，谁冤谁酷，谁割谁截？诸法之实，实无受者，亦无害者，谁亲谁怨，谁贼谁害？汝为痴毒所欺，妄生著见而大号，种不善业。彼人所害，害诸业报，非害我也。汝等思之，慎无以狂追狂，以哀悲哀也。”[30]开示训诫完毕，便安然蝉蜕而去。从这里，可以看到大乘菩萨精神的光辉。在《大唐西域记》中云弥勒菩萨曾赞：“彼提婆者，旷劫修行，贤劫之中当绍佛位。”[31]从中可见提婆在佛教中地位之崇高。

龙树、提婆菩萨师弟二人皆为人害死，或者政治势力，或者外道宗教势力，说明一个问题：在大乘佛教还未牢牢站稳脚跟的情况下，龙树提婆菩萨虽靠其智慧张扬大乘，摧破外道，度化甚众，使大乘的法音遍及五印，但也遭到了政治与宗教势力的反扑。不过，他们的弘扬与牺牲彰显了大慈大悲、勇猛精进的菩萨精神，带来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第一个高潮。

二 提婆菩萨的著述

龙树菩萨是千部论主，但其传人提婆菩萨的著述却不多，颇令人费解。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即《大正藏》中，收有提婆六部著述；在西藏藏经中，收有九部。但真正被公认出于提婆之手的主要有三部。

（1）《四百论》（Catuh[image: ]ataka）。梵本现仅存断片，西藏有全译本，而玄奘的汉译《大乘广百论本》相当于《四百论》后半的二百偈，一卷。

（2）《百论》（[image: ]ata-[image: ]āstra），二卷。梵本不存，鸠摩罗什汉译。此论与《四百论》的大纲一致，有说其为四百论的纲要书，有说四百论是根据其扩充之作。《百论》与龙树的两部论著即青目所释的《中论》《十二门论》并称为“三论”，是中国佛教宗派三论宗所宗的三部论典。

（3）《百字论》（Aksara-[image: ]ataka），一卷。菩提流支汉译，亦有藏译本。有说是龙树所作。或说乃《百论》纲要书，或说《百论》依其扩增而成。“传说《百字论》是提婆被刺以后，未死之前，用自己的血写下的。这暗示此论是提婆的重要著作，是临死时忍痛写出的。”[32]

三 提婆菩萨的思想特点

提婆的著述是宗龙树思想撰造的，就其主旨看，是以破即遮为基本特色，但在方法论上比龙树更加鲜明，所以有说：“他的破斥原则与破斥方法都比龙树彻底。”[33]

提婆菩萨对空的阐发是在龙树菩萨以缘起明空的基础上进行的，主张一有一切有，一空一切空。如颂言：

一法若有体，诸法亦复然。一切法本无，因缘皆悉空。[34]

此中，空即是无。引文意为，空是毕竟空，或者说遍空。换言之，谈空必定是一切法空。因为，若一法空，余一切法相待于此一法建立也就必空；而若有一法不空，余一切法相待于此一法建立，也就不空。因此，只要一法不空，即一法有，就是一切法有，也就无从谈空。而且，只要空，一定是本来如此的。换言之，不可能先有而后空，或者先空，再有，而后再空。因为如有，就不可能成立空。在此意义上，谈一切法因缘和合而起，就意味着，不仅果空，因缘也皆如此。所以提婆菩萨说：

真实观一法，诸法不二相。谛了是空已，则见一切空。[35]

意为，一法空则一切法空，因此一切法无二，一相而平等；真正悟入空者，必见一切法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提婆菩萨遍遮无余的锐利破法。

提婆菩萨不仅在破的内容上一破到底，而且在破的原则与方法上也极为彻底。龙树破的原则常是二分法，即相待破，如八不，破两个对待的极端而得中道。虽然这已经可以摄一切而破，但毕竟没有明确直破一切，所以似意犹未尽。提婆菩萨采用三分法，更彻底、更明确，如破有，破无，破亦有亦无，这等于将有、无涉及的一切皆破。后来三论宗的吉藏法师还将非有非无亦破，所谓的“破四句”，就更加细致了。具体在破的方法上，提婆与龙树有所不同。在《中论颂》中，龙树大多用假言推理，先假设一论题，再加以破斥，是单向破法，而提婆多采用双向破法，所谓“双刀论法”，即提出的问题是两面的，从两面来推论，得出都不能成立的结果。这种方法龙树在《中论颂》中也用，但一般只用在破斥上，而提婆还用之于论据上，即采用“逐因破”，进行追击式的破，显得更为犀利。[36]

既然是“一空一切空”，所以提婆菩萨在破斥敌论时，强调只破不立，或者说，破而不立。这与龙树的方法论立场一脉相承，甚至比龙树菩萨所谈在用词上更为明晰与锐利，以致后世多将这种“不立自宗”的立场归为提婆，而以此特征标为“提婆宗”。

“破而不立”对利根人是非常锐利的方法，禅宗不立文字的说法就受其影响。但消极的一面是对钝根人，不易善巧把握，常流于外在形式，从而导致恶趣空，即顽空，所谓虚无主义。事实上，后来中观派末流者常堕入这样的误区。

提婆菩萨建立这种锐利的破法，并非只意在遮破，而最终是要通过破除一切执着，而显现真实，即“破执显真”。这点不同于龙树菩萨。龙树菩萨秉承般若思想的意趣，重在破执。而提婆菩萨则进一步以破显真。如云：

诸世间可说，皆是假非真，离世俗名言，乃是真非假。[37]

言说者为假有，离言说乃为真。凡夫依言说起执，圣者离言说显真。这种破执显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

第四节 中观派的发展与传承

中观派，梵名Mādhyamaka，或者Mādhyamika，亦称中观学派；在与瑜伽行派相对比后，又称中观行派。这是依于佛陀般若思想而宗龙树的《中论颂》所形成的大乘第一个宗派。

一 根本中观派与枝末中观派

一般认为，龙树提婆菩萨构成的师弟传承，因为很快就衰微，所以没有明确形成宗派。但在我们看来，实际龙树提婆的传承还是有其明确线索的，而且后来得到了佛护、清辨等的有力接续，直接归宗为中观派，与瑜伽行派分庭抗礼，当然应该是形成了宗派，不仅如此，还是中观派的根本，即根本中观派。

换言之，龙树提婆菩萨开创了中观派，可称根本中观派，而后复兴的中观派，即佛护、清辨、月称等的中观派，秉承与发挥了龙树提婆之学，可称枝末中观派。

由于根本与枝末中观派分属中观派的早晚期，因此还可以根据时间阶段，称为早期中观派与晚期中观派。在这两者之间，中观派的传承不明，比较沉寂，但并没有中断。

二 根本中观派的传承

根本中观派从龙树菩萨算起，其门人当不止提婆菩萨一人，这从《提婆菩萨传》《大唐西域记》等汉译典籍以及西藏布顿、多罗那他等的记载可以看出，但著名者唯提婆菩萨一人。提婆菩萨作为第一代弟子的代表与传人，是根本中观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龙树弟子除提婆外，据西藏史料记载，较著名的还有龙叫、龙觉等。这个龙叫，在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的汉译中译为龙召，实名如来贤，据称曾长期做那烂陀寺首座，也曾七次到龙处弘扬大乘奥义，而主要立场已经偏离龙树宗义，取唯识中道义。龙叫著有《佛三身赞》《如来藏赞》等，看来其思想是唯识学中的如来藏思想方面。他的教化曾使如来藏思想在印度南方颇为流行。按照多罗那他的著述，龙树还有一批弟子是修密教，其中最著名者是龙觉，又称龙智，龙树圆寂后其一直住在吉祥山，修大手印法成就。[38]但这二者应该是隔代遥尊龙树的。

总的来看，在龙树弟子中，能纯粹弘传龙树之学的只有提婆一支。提婆的弟子中有两人较为著名：一是摩咥里制吒，另一是罗睺罗跋陀罗。

摩咥里制吒（Mātrceta），又名难胜黑，系公元二三世纪中印度人氏。据多罗那他记载，此师原信奉婆罗门教的大自在天，骄慢好诤论，后为提婆菩萨调伏，而皈依佛教出家。[39]唐代义净大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曾说：“传云：昔佛在时，佛因亲领徒众人间游行，时有莺鸟，见佛相好，俨若金山，乃于林内发和雅音，如似赞咏。佛乃顾诸弟子曰：‘此鸟见我欢喜，不觉哀鸣，缘斯福故，我没代后，获得人身，名摩咥里制吒，广为称叹赞我实德也。’其人初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既是所尊，具申赞咏，后乃见所记名，翻心奉佛染衣出俗，广兴赞叹；悔前非之已往，遵胜辙于将来，自悲不遇大师，但逢遗像，遂抽盛藻，仰符授记，赞佛功德；初造四百赞，次造一百五十赞，总陈六度，明佛世尊所有胜德；斯可谓文情婉丽，共天蘤而齐芳，理致清高，与地岳而争峻。西方造赞颂者，莫不咸同祖习，无著世亲菩萨悉皆仰趾。”[40]其所造四百赞、一百五十赞，后为印度佛教僧俗唱赞的主要文本。此师当时影响甚大，大小乘都推重他，他曾度化迦腻色迦王皈依佛教。也有说此师是马鸣，但无定论。[41]

提婆菩萨的主要传法弟子乃罗睺罗跋陀罗（Rāhula-bhadra），即罗睺罗贤，为提婆晚年在建志城（Kā[image: ]cipura）所度化，并在那里受提婆的心传。有说其出身于婆罗门家庭，有说是首陀罗种姓。传龙树之师亦名罗睺罗跋陀罗，应只是同名而已。一般认为此师著有著名的《赞般若偈》二十一颂。《大智度论》第十八卷有引此赞，但未指明谁是作者。吉藏在《中论疏》第二十卷说此赞为罗睺罗法师作；而一部梵本八千般若写本前有此赞，亦标明是罗睺罗所作。根据这些可以推断《赞般若偈》归属于罗睺罗跋陀罗，大致不错。但《大智度论》引此赞，是否意味这个罗睺罗可能是龙树之师？这两个罗睺罗是同时代人，应该有此可能。不过，从此赞的思想看，强调佛、般若、涅槃相统一，在龙树那里没有直接反映，而与较后时期涅槃思想的兴起有关，看来是作为提婆弟子的罗睺罗跋陀罗更有可能。又此师作有《法华略颂》，为对《中论颂》初品“八不颂”之释，是公认的。对般若思想在龙树提婆阐发的基础上强调涅槃论方面，是罗睺罗跋陀罗思想的特色。[42]

在罗睺罗跋陀罗之后，根本中观派的传承就不太明晰了。从中国翻译典籍看，鸠摩罗什传人青目（Pi[image: ]gala-netra，照字义应译为黄目）所释的《中论》，可以视为龙树提婆派的余绪。可归入这个传承的，还有婆薮开士（Vasubandhu，不是瑜伽行派的世亲论师），著有《百论本颂释》，即现存汉译《百论》中的注释。也有将坚意（Sthiramati，或Sāramati）归入此列的，其作有《入大乘论》二卷，由十六国北凉道泰等译出。但这其中的渊源关系已经无法梳理清楚了。

三 中观派的复兴与中观应成派、自续派

自罗睺罗跋陀罗之后，具体的传承不明，这也意味着龙树提婆之学走向衰微。但在瑜伽行派兴起后，借助于大乘思想重光之机，中观派也开始复兴。

据称，在世亲时代，有龙友的弟子僧护（Sa[image: ]gha-raksita，又译众护）显扬般若中观之学，接续龙树提婆之学脉。由于传承中断的原因，龙树提婆菩萨的著述多有散佚。僧护主要在中印度弘扬《中论颂》及《百论颂》，从其受学者，有后来成为佛学大师的佛护、清辨、解脱军等人。正是他们及其弟子们带来了中观派的大兴局面，开创了中观派的两大分支，即中观应成派与中观自续派。

佛护曾作《中论颂》的释论，被认为是中观应成派的开创者。清辨也作有《中论颂》的释论，是中观自续派的开创者。这两个流派宗龙树提婆之学，以破为其思想特质，但具体路线或者方式有所差异。

应成派，又称随应破派、归谬论证派，或者中观具缘派，梵文为Mādhyamika-prāsa[image: ]gika。该派在破除敌论时，不立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对方立论之中，寻找其矛盾性，显示对方立论自相矛盾而不能成立，所谓应成过失，由此破邪即显正。

自续派，又称自立量派、自立论证中观派，梵文Svatantra-mādhyamika。该派在破除敌论时，是立论而破，即建立自己的论式，通过论证而论破对方的宗说，所谓依自意立宗，由此破邪去执。

自续派的最大代表是清辨，但应成派的代表并非佛护，而是此后的月称。月称亦作《中论颂》的释论，此论一出，其他释论几乎尽废。而且他作为与瑜伽行派对抗的主将，继清辨后继续“空有之争”。这也是中观派极盛时期。

但自续派与应成派的称法，在清辨与月称他们活动的时代并没有命名，应该是在更晚的时期区分了二者的思想边界后而建立的。二者之名及其思想在判教意义上的进一步切割，则发生在应成派在西藏流行之后。

四 中观派的衰落

虽然中观派有应成派与自续派的分流，但毕竟是以破为中心的，更讲究一切法的方便性，所以一边与瑜伽行派对峙，一边就与密教合流。这也是中观派衰落之机。实际上，自中观派的复兴始，就已经不再纯粹，如佛护、清辨等就已是密教的大师。伴随密教的兴起，不仅中观派，最后瑜伽行派亦沦为了密教的注脚。

另外，中观派的衰落从思想上看，还与其后期和瑜伽行派、经量部合流有关。作为自续派的后继，观誓（Avalokita-vrata）、智藏（J[image: ]āna-garbha）等采经量部思想，形成经量中观派，而寂护（[image: ]āntaraks·ita）等采瑜伽行派思想，形成瑜伽行中观派。这样，中观思想的特色在这种合流中就消失了，随之就是中观派的消亡。

在晚期中观派的衰变中，也有试图保守中观自身特色的一支，主要是应成派的寂天（[image: ]āntideva）、阿底峡（Ati[image: ]a）等。阿底峡将中观派传到西藏，其余绪通过格鲁派，至今绵绵不绝。

第五节 佛护与清辨论师略述

一 佛护论师

佛护，是梵名Buddhapālita的意译，约公元470—540年，相当于在瑜伽行派世亲论师的晚年时期出生，是南印度坦婆罗国人。

佛护的生平后世知之甚少。从中观派的传承看，他师从于龙友的弟子僧护，系统学习了龙树、提婆菩萨的著述。在学成后，师回南印度，在羯陵伽的古都檀多弗利的伽蓝弘法利生，并为龙树、提婆等的论书作注释。佛护作为龙树著述最早的杰出注释家，乃根本《中论颂》的八大注释家之一，被尊称为“长老佛护”。其对般若中观思想的发挥，强调归谬论证，不立宗而破。曾有评论说：“自龙树、提婆以来，中观学者都以破而不立为其趋向，到了佛护时代，因明已有广泛的运用，他也就吸收了这一方法，与破而不立精神相结合，遂构成‘就敌论随言出过’这样一个‘应成’方式。这一方式常用的格式是：若照你那样讲，应该成为怎样怎样的反面。就是说，从敌论的本身指出它的过错，自己并不提出正面主张。”[43]这种“应成”论式，构成了中观应成派方法论的基本旨趣。由此，佛护论师被奉为中观应成派的始祖。

佛护论师为《中论颂》所作的注疏，现有藏译本，近来又发现有梵本断片。据称，此释论依于《中论颂》的无畏释而作，曾遭到清辨论师的猛烈批判，但到月称论师，又对其大加弘扬，因此而致应成派的兴盛。

佛护论师的出现，意味着中观派复兴的开始，因此其在印度佛教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

二 清辨论师

清辨，梵名为Bhavaviveka，或简称Bhavya，音译婆毗吠伽、婆毗薜迦，又作清辩、明辩，或分别明，约490—570年。是南方末利耶那国之王族，也有说为摩揭陀国种姓大士。

清辨出家后，精通小乘三藏，又赴中印度，随僧护学习大乘经典与龙树、提婆论典，与佛护为师兄弟。学成还南方，主持五十余所伽蓝，常随弟子有比丘千人。清辨虽是大乘大论师，但不拘细行，据《大唐西域记》称，“论师雅量弘远，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内弘龙猛之学”[44]。此中“僧佉”者，即数论派。

清辨论师在弘法的同时勤于著述，主要有以下著作。

（1）《根本中观般若灯释》（Praj[image: ]ā-pradīpa-mūla-madhyamaka-vrtti），又简称Praj[image: ]ā-pradīpa，即《般若灯论》，十五卷。唐波罗颇迦罗蜜多罗译，也有藏译。汉译后期中观论著极少，此为其一。此著对历史上中国佛教界理解后期中观以及“空有之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2）《大乘掌珍论》（Karatala-ratna）。两卷，唐玄奘译。无藏译。

（3）《中观心论颂》（Madhyamaka-hrdaya-kārikā）。存梵本，有藏译。

（4）《中观心论注思择焰》（Madhyamaka-hrdaya-vrtti-Tarkajvāla）等。存梵本，有藏译。

此外清辨还著有《中观义集》《中观缘起论》《异部宗精释》等。

师传承龙树之学，但其所造《中论》之释，有自己的独到发挥，特别是注重因明的运用。在其中，对敌论的破除，阐发了立宗破的立场，由此奠定了自续派的思想基础，乃自续派的创立者与代表，而且由于其吸收了不少经部思想，又称随经部行中观派的先驱者。其立场与佛护的应成破的立场相对立，因而虽然为同门，但仍对佛护的立场毫不留情地予以了批判。

不仅如此，清辨还对当时占大乘主流的瑜伽行派学说予以批判，大乘内部的空有之争由此肇始。师闻护法论师在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弘宣瑜伽行派学说，随学者达数千众，极一时之盛，乃前往中印度，欲与护法论师论说法义。但护法论师谓“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诚，未遑谈议”，竟不与见。师遂发愿长生，等待弥勒下生成佛以决所疑。“于观自在菩萨像前诵随心陀罗尼，绝粒饮水时历三岁。”后感得观自在菩萨示现，指示其往驮那羯磔迦国城南山岩执金刚神之所，又被告知发愿勤修可遂所愿。三年后，咒芥子以击石岩壁豁而洞开，乃入其中，以待弥勒下生，岩壁复合。[45]

清辨为何要与瑜伽行派论辩，乃至坚持要亲见弥勒菩萨论决法义？原因在于其对瑜伽行学的根本理论三性说有疑问。在他看来，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以世俗谛可以说有，但以胜义谛则皆无，所谓俗有真无。这与瑜伽行派的主张相反。后者认为，以世俗谛说三性无，以胜义谛则说为有，所谓俗无真有。清辨的主张明显有违佛陀言教以及弥勒菩萨之论意，所以其作为真理的追求者，誓愿面见弥勒菩萨决疑。

清辨开启的“空有之争”后来愈演愈烈，不能不说，此举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论说法义的初衷，乃至只有胜负，没有真理。其中，不乏对佛陀圣教的似谤过激言论发生。而且，在中观派内部，自续派与应成派之间也论战不休。先是清辨批驳佛护，后来月称护佛护而反驳清辨，同时期，智光又依清辨学说而批驳月称。比如月称对清辨的批评，主要有如下两方面：

一者，清辨试图立宗是徒劳的。一切法无自性，当然一切言说也皆如此，所以宗无法获得自足的意义，不可能得以成立。而且按照因明的宗因喻论式，宗的成立依赖于因、喻的成立，但因、喻皆无自性，所以无法成立宗。在这方面，月称采用了龙树提婆以来中观派传统的“不立自宗”的方法论立场。

二师的分歧反映到破上，也有泾渭分明的差别。清辨是“立宗破”，即通过成立自宗来破斥敌宗，而月称如同佛护是“不立宗破”，即“随应破”，针对具体的敌宗以种种方式寻过而破，不立自宗。

二者，清辨关于在世俗谛意义上一切法有自性的主张是错误的。月称与清辨都认为在胜义谛意义上一切法无自性，但在世俗谛上一切法是否有自性方面就出现了分歧。月称主张在世俗谛意义上一切法也是无自性的，与清辨的立场针锋相对。

这些论诤并未能真正阐明真理，消除误解与谬误，最终反而是各走极端。总之，不论是中观派的内诤，还是与瑜伽行派的外诤，都非批驳外道之说，因而对佛教的整体发展未见有利，反倒是加速了大乘佛教的衰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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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状况

第一节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状况

一 笈多王朝前的印度政治状况

古代印度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再加上外族窥伺、入侵，多处分裂状态，而少有统一之时。孔雀王朝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尤其在阿育王的统治下，印度经济以及文化都得到了大的发展，佛教更因此成为世界性宗教。但经过短暂的繁荣后，印度很快又陷入了混乱之中，不仅南北分裂，而且外族接连入侵，内忧外患，达数百年之久。在之后中印度接连建立巽迦王朝、甘婆王朝，婆罗门教开始复兴，并向印度教转化，而佛教有所衰落，甚至遭到排斥、打压。

在南印度德干地区，达罗毗荼人建立案达罗王朝，在其治下，婆罗门教最为兴盛，也开始转化为印度教，对佛教亦有兼容，大乘佛教乃在那里兴起。案达罗王朝在公元3世纪衰亡，在其废墟上出现了一系列由甘蔗族人、布提人、鸠都人和伐迦陀迦人等建立的小王国，其中后者在公元4—6世纪在德干地区举足轻重。在南印度南端，还曾出现了三个有若干小国依附的较大国家，即朱罗（Cola）、哲罗（Cera）、潘地亚（Pandya）。[1]

在北方，入侵的希腊人建有很多小国，后安息人接踵而至，塞人也作为一大势力侵入，建立诸多小国，最后融入了印度。在这个阶段，来自中国的大月氏人侵入西北印度，推翻了希腊与安息人的政权，建立贵霜帝国，其最著名的帝王迦腻色迦将其疆域从西北印度扩张到恒河流域的波罗奈斯，构建了种族融合与文化融合的大舞台，这其中，大乘佛教兴盛起来，佛教艺术也相当发达。

在这样混乱的政治状况中，慢慢出现了统一的趋向，主要原因在于，相当多外来入侵者在占领北印度后，经过长期的冲突与适应，逐渐皈化印度文化，外来色彩逐渐融化成为一种新印度元素。由此，印度统一的时机开始成熟，最终迎来了印度的第二个统一的王朝——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

二 笈多王朝概况与超日王

在贵霜王朝之后，印度北方又分裂为许多的君主国与共和国，其中有一个国家由名为室利·笈多（Sri Gupta）的国王统治。笈多王国在与其他小国的征战中渐渐壮大，到了第一代笈多国王的孙子旃陀罗·笈多时代，笈多王国成为一个大国。旃陀罗·笈多（Gandra Gupta，？—约335年）通过与离车族公主联姻扩张势力，不仅据有今阿拉哈巴德、奥德与南比哈尔地区，而且进入了那伽人所在的恒河与亚穆纳河流域，自称“伟大的王中最高的王”。他是笈多王朝的真正创始者，史称旃陀罗·笈多一世（Gandra Gupta I），于320年称帝，建立笈多纪元，定都华氏城（也有称是吠舍离），并发行了纪念金币，刻有他自己及其王后和盟族离车的名字。

自笈多一世开始，笈多王朝进入兴盛期。下一代笈多国王三摩答剌·笈多（Samudra Gupta，约335—380年在位）时，笈多王朝进行了大规模扩张，扫荡了塞人与贵霜人的统治，征服恒河上游与印度河流域东部，又挥师东进，征服恒河下游与三角洲，吞并孟加拉、阿萨姆、北方邦以及阿尔瓦地区，又南向进抵奥里萨与德干高原东部，南印度也望风披靡，笈多王朝的势力甚至远达苏门答腊与爪哇。三摩答剌不仅以武功著称，而且精通印度传统文化经典，他爱好并能够创作诗歌音乐，被誉为“诗人国王”。三摩答剌推行宗教宽容政策，虽然他自己是印度教徒，但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也不排斥。此王曾允许僧伽罗国王麦伽伐罗曼为方便其国佛教徒朝圣而在菩提伽耶佛陀成道处建立一所佛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宗师世亲经常出入其宫廷。[2]

笈多王朝的极盛期是在三摩答剌之子超日王统治的时代，后者又称旃陀罗·笈多二世（Gandra Gupta Ⅱ），乃印度古代最重要、最著名的帝王之一。超日王（Vikrama-aditya，380—415年在位），音译毗讫罗摩阿迭多、馝柯罗摩帙多，又作正勤日王。他即位后通过联姻与战争方式进一步扩大了笈多王朝的版图。他自己娶那伽族酋长的女儿，又将自己的女儿嫁与德干半岛的伐迦陀迦国王，驱逐了最后一个塞人西方总督楼陀罗辛哈三世，这样，印度北方除了旁遮普西部与克什米尔、南方除了德干半岛南端的一些小国外，都归其治下，超日王几乎统一了印度全境，疆域大致与孔雀王朝相当。据《大唐西域记》记载，超日王“威风远洽，臣诸印度，日以五亿金钱周给贫窭孤独”[3]。而且，在超日王治下，笈多王朝继续执行宗教宽容政策，保护各种宗教，此时期除印度教繁荣外，大乘佛教等也蓬勃发展，帝国大臣与将领多信奉印度教（湿婆教）或者大乘佛教。当时，瑜伽行派宗师无著、世亲等在世，大乘佛教的极盛期开始到来。在真谛法师所译的《婆薮槃豆传》中说到“世亲很得正勤日王和新日王两代的信仰（笈多王朝帝王除以笈多为名外，还以阿迭多为名——“阿迭多”意为“日”），特别是新日王跟世亲受过戒，正勤日王的妃子随世亲出了家，后来新日王和他母亲又请世亲常住于阿逾陀”[4]。超日王还极力奖掖文学与艺术，对诗人与学者都很重视、优待，在其宫廷中曾供养有九位著名诗人与学者，号称“九宝”。这一时期笈多王朝的文学、建筑、雕塑及其他艺术可谓成就巨大。这是笈多王朝的极盛期。中国的法显法师也在这时到印度游历、朝圣、取经，曾记载该王朝的盛世景象。

在超日王之后，笈多王朝开始步入衰落期，但大乘佛教却进入了极盛期。王朝由超日王之子鸠摩罗笈多一世（Kumara Gupta I，415—445年在位）统治。其在位时开始建造后来成为印度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修学与研究中心的那烂陀寺，这对印度大乘佛教达到极盛创造了条件。但此时外敌接连入侵，先是在南方有布湿耶密多罗的部落民引发的边患，接着有西北方的嚈哒人的入侵，导致国力下降，内部矛盾加深。到其子塞建陀·笈多（Skanda Gupta，455—468年在位）即位后，连年战争，国家的财力物力大多用于抵抗入侵，但仍未能解决边患，国势急速衰微。虽然塞建陀试图通过货币改革来重振国威，但无济于事，最终民穷财尽，国家趋于瓦解。

在塞建陀之后，已经占据了犍陀罗和西北旁遮普的嚈哒人的入侵变本加厉，王朝内部混乱不堪。在公元500年前后，白匈奴族吐拉摩那（Toramana）乘笈多王朝内乱，入侵并占据中印度，同时，地方割据政权纷纷出现，一些地区相继独立，统一的笈多王朝宣告解体。王朝萎缩到摩揭陀、阿逾陀一带，苟延残喘，进入后笈多王朝阶段。

三 笈多王朝的社会经济状况

笈多王朝是古代印度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王朝，给饱经分裂与战乱之苦的印度各族人民带来了一百余年的政治统一、社会安定、宗教宽容、经济繁荣。这不仅可通过传至后世的宗教、文学与艺术作品显示的文化兴盛来间接了知，而且可通过中国取经僧人法显大师（334—422）在其《佛国记》中所记载的中印度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获得直接的信息：

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斩，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5]

笈多王朝的统治是中央集权制，但并非郡县制，而是在中央政府控制下有众多的小王公，小王公属下的官吏对百姓行使具体的行政管理权。总的来看，其统治是较为宽仁的，没有苛律峻法，国内社会气氛自由宽松，人民慈善殷乐，这在引文中可以略窥。不过，引文直接反映的是中印度，即印度的“中国”，其属于恒河流域，又是首都华氏城所在地区，乃笈多王朝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区域。

笈多王朝的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超日王十分重视农业，其重要措施之一是大力修复与兴建水利灌溉工程。当时，较轻便的铁铧犁以及铁制的锄、铲、镰已经广泛使用在农业中，施肥、轮种等农业技术也已经推广普及，这些使农业生产上了一个台阶。手工业也有长足发展，其中，冶铁、棉纺织、造船技术更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笈多王朝还通过其控制的孟加拉与西印度沿海港口，与拜占庭帝国、希腊、埃及以及阿拉伯国家进行广泛贸易往来，对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则通过恒河三角洲与羯陵伽港口即沿“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商业与贸易的发达，推动了城市里一个富裕的工商阶层的形成。[6]

笈多王朝通过永久性地赐地给一些婆罗门与刹帝利贵族，逐渐建立起一种土地分封制度。这种制度刺激了拓边与农业发展，但也使在封建领地的农民失去自由，成为半农奴。而且随着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兴起，在佛教、耆那教兴起后一度衰落的种姓制度得以复兴。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阶层的急剧变化，种姓制度形成一种新形态——新的分工体制采取了种姓形式，即亚种姓集团，也就是所谓的贾提（Jāti）制度。这对原来的四种姓制度即瓦尔纳制度构成巨大冲击，以致其完全失去意义而被取代。换言之，自孔雀帝国时代开始的种姓制度的演变，终于达成了新的形态。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吠舍、首陀罗两个阶层不断分化而衍生出相当多以世袭职业与内婚制为主要特征的职业集团，即贾提。这是贾提制度形成的最初原因。

第二，一些非雅利安人的土著部落也形成了具有贾提特征的集团。

第三，婆罗门与刹帝利分化出很多更小的集团。

当然，分化出的贾提集团仍属于某个种姓即瓦尔纳，但它进一步细化了种姓制度，使其更牢固地根植于不同分工与阶层中，也就使其更加僵化与顽固。[7]对此，曾有说：“笈多王朝（公元320—500年）是封建制的完成时期。社会制度也从种姓制逐渐分化，形成为类似中国的门阀制。即在原来的种姓中，依据职业的不同，又分出许多姓阶来，并且是世袭的，所谓‘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每一姓阶之间，不得互通婚媾，从而使姓阶制度更为巩固。而且姓阶愈分愈多，数以千计，这就使得农村公社的残余，长期不能改变。因为每一公社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附属有一整套手工业行业。这一制度，即使到了后来变化也是不大的。”[8]这种种姓制度的负面意义在法显大师的记载中有直观体现：

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店及沽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渔猎师卖肉耳。[9]

从中可看出当时种姓制度的牢固性。人民被牢牢束缚在相应种姓下。旃荼罗作为从首陀罗中分化出来的最低贱的一部分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做最下贱的工作，被视为“恶人”“不可接触的人”，毫无尊严与人格。这也表明佛陀提出的种姓平等思想并未在古代印度政治意识形态中获得位置。不过，亦要知道，包括旃荼罗在内的低种姓者并不一定就是奴隶，还是有与其分工相应的社会位置的。

四 笈多王朝之后政治状况

在笈多王朝分裂后，全印度的大小政治势力数量相当多，他们互相征战，局面混乱不堪。在中印度是占据摩揭陀地区的后笈多王朝，其约在公元6世纪中叶灭亡。在北印度，有西北印度的嚈哒人，其在密希罗古罗领导时相当强大，但遭耶输达曼击败后其残余势力只占有一些小地方，后归并为拉其普特人；有耶输达曼领导的曼达索尔势力，但在其死后也急剧衰败；有在卡提阿瓦半岛存在近三个世纪的伐腊毗王国，后为阿拉伯人所灭；有建在今北方邦东部及伽雅附近的穆克里王国，后归戒日王所据；还有在塔内萨建立的布舍菩地王朝，后在戒日王统治下曾称霸北印度。

布舍菩地王朝（Pusyabhūti Dynasty）建立于公元6世纪，最初并不强大，但在公元6世纪末战胜嚈哒人与古吉拉特的瞿折罗人后，势力膨胀。公元606年，戒日（[image: ]īlāditya）接替了其哥王增（Rājya-Vardhana）的王位，在短期内使布舍菩地王朝成为北印度的强国，并将国都迁到曲女城（Kānyakubja，今卡瑙季）。但他向南印度的扩张之势于634年在纳巴达河畔被遮娄其国军队击败后遭到了遏制，最终未能成为孔雀帝国或者笈多王朝这样的大帝国。王朝疆域达到整个恒河流域，北边到达雪山，南边到达耐秣陀河，东边到达恒河河口，西边到达设多图卢河。

戒日王不仅是威名远扬的帝王，而且是宗教与文学艺术的扶持者。作为一个宗教宽容君主，他虽然是侍奉湿婆神的印度教徒，但也对大乘佛教颇为热心，到晚年更是给予佛教大量供养，乃当时佛教最重要的修学与研究中心那烂陀寺的主要施主。他还屡次召开大法会弘扬佛教，在五印度修建了数千佛塔，广建精舍伽蓝，普以饮食医药施诸贫困，每年一度集会诸国沙门，于三七日中四事供养，又“五年一请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及贫穷孤独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10]戒日王对佛教的供养与扶持，赢得了中印佛教徒的赞誉，视其为齐名于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的著名佛教护法王。

戒日王在位41年，于公元647年去世，在其治下，北印度在动荡的大环境中获得了相对稳定、和平与繁荣。中国玄奘大师西行取经，正值戒日王统治盛期。但在戒日王死后，帝国开始分裂，很快就重新陷入了外敌频繁入侵与内部四处混战的混乱局面。

在南印度，在公元4世纪初案达罗王朝灭亡后，也建立了众多小国，其中伐迦陀迦国与波罗瓦国是最强大的。伐迦陀迦国最初局限在班德勒坎德与彭甘加河之间，不过它很快就扩张到海德拉巴，后又通过与笈多王朝联姻，并趁后者衰落之机，将版图扩大到今古吉拉特、中央邦与马哈拉斯特拉地区。但到公元6世纪中叶时，伐迦陀迦急速衰亡。此朝在艺术上因开凿有著名的阿旃陀研究而为后世所知。

波罗瓦人最初据有今泰米尔纳杜邦一部分立国，都城为建志（Kā[image: ]cipura，今康契普腊姆），公元4世纪中叶波罗瓦国曾败于三摩答剌·笈多，但公元6世纪末时它强大起来。在其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波罗瓦国一直谋求南印度的霸权，其间曾占领朱罗，并跨海征服过僧伽罗国，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才衰落下来。其首都建志是当时南印度重要的文化城市与梵文中心，遗留有许多珍贵的建筑与雕刻艺术作品。

在南印度的其他地区，公元6世纪后，出现了众多国家，遮娄其、朱罗等是其中较大者，也呈现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遮娄其人最初生活在阿逾陀城，自称拉其普特，后迁移到德干地区，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的鼎盛时期，曾据有从纳巴达河到科佛里河的广大地区，首府在伐达比（今巴达米）。像当时绝大多数国家那样，遮娄其也奉行宗教宽容政策，其统治者乃虔诚的印度教徒，曾建不少寺庙与洞窟奉祀印度教的神祇，但对佛教与耆那教也持允许态度。朱罗国在臣服波罗瓦人后衰落，玄奘大师曾有过记载，后在公元8世纪才复兴。朱罗国主要信奉印度教的湿婆神，其遗留至今的建筑都是达罗毗荼风格，属于纯粹土著文化风格。[11]

第二节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非佛教宗教与哲学状况

笈多王朝的统一、仁政以及经济的巨大发展，造就了一个文化盛世，被誉为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相当于中国的盛唐时代。在宗教宽容与尊重文化的政策导向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出现了全面繁荣。这其中，作为新婆罗门教的印度教兴起并占据宗教的主导地位，标志着印度古典文化结构的成熟与定型。虽然笈多王朝的政治统一到公元6世纪初就已崩坏，但其开创的文化繁荣一直延续到公元7世纪。所以，文化史意义上的“笈多王朝时代”要比政治史意义上的时期要长得多，这一点已成学术界的共识。[12]

一 印度教的兴起

在佛教兴起后，婆罗门教曾有所衰落，但在部派佛教开展的过程中，婆罗门教也开始复兴。这离不开大多数王权的提倡与扶持，他们为了保证婆罗门教第一宗教的地位，甚至不惜放弃传统的宗教宽容政策，打压佛教，同时也恢复一些已经废止的重要祭祀活动，如马祀等。在这期间，婆罗门教自身在理论与实践上也不再墨守成规，而开始因地因时地有所改变与发展，特别是通过吸收佛教以及耆那教等非正统思想因素，以及融合民间即土著的信仰习俗，渐渐形成了一种多神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极强的新信仰形态，即印度教。一般认为，正是在笈多王朝时期，印度教奠定了其基本信仰模式。

婆罗门教原也是多神教，在转化为印度教的过程中，又塑造了更多的神，成千上万都不足数之，但其中有三位主神，即毗湿奴、湿婆与梵天。

（1）梵天，梵文Brahmā（或Brahma-deva），音译又作婆罗贺摩、梵摩等，意译清净、离欲。梵天本来是将万物本体“梵”神格化而成的神祇，在神话中自金胎（梵卵）而生，其四头象征四部吠陀，四臂象征四种姓，是宇宙的创造主，万物由其创造，灭后复归于他。梵天在吠陀文献以及《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两大史诗中都极为重要，乃婆罗门教的最高神，但在印度教中地位下降，已无法与毗湿奴和湿婆的重要性相比。在佛教中也有梵天，又称梵王，多指色界的大梵天王，别名尸弃（Sikhī）、世主（Prajāpati），为佛教的护法神，与帝释天一样为佛教护法神的代表，经常在佛陀的法会中出现。

（2）毗湿奴，梵文Visn（又名Hari），音译又作毗纽、韦纽等，意译遍闻、遍胜、遍入、遍净、幻惑等。毗湿奴与湿婆乃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两尊神祇。毗湿奴在吠陀中为太阳神，而在印度教中升格为世界的护持神，以种种化身著称。在后来的印度教典籍中，其有十个化身最为重要，即猪、人狮、龟、侏儒、鱼、罗摩、持斧罗摩、大黑天（克里希那）、佛陀、伽尔基。佛陀被视为毗湿奴的第九化身，但为反面的形象，其作为化身出世意在创立错误的学说以引导恶人们走向灭亡，从而澄清世界。在阿含佛教与大乘佛教中，毗湿奴也是一位大天神。

（3）湿婆，梵文[image: ]iva，在印度教中乃破坏神，是最为重要的两大主神之一。其本来在吠陀中指暴风神Rudra，后逐渐演变为破坏、恐怖之神与治疗、痊愈之神，又是“伟大的苦行者”与“舞王”等，还被称有兽主、大神、主宰者等名。佛典中所说崇拜自在天或大自在天的涂灰外道，或以髑髅为首饰的外道等，皆属于湿婆派的修行者。

印度教在理论上的成熟，并未在笈多王朝时代达到，而是在几个世纪后乔荼波陀（Gaudapāda）、商羯罗（[image: ]ankara）在吠陀、奥义书、梵经等基础上通过融合大乘佛教中观派与唯识派思想而将吠檀多派推向顶峰后，才真正实现的。

婆罗门教主张“祭祀万能”，在笈多王朝时代，印度教放弃了这个主张，但仍强调了祭祀的重要意义。其祭祀主要分两类，即公祭与家祭。公祭是在公共场所举行的大型祭祀，多在神庙展开；家祭是在家庭中举行的祭祀活动。公祭对印度教保持国教地位以及占据意识形态垄断地位，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家祭活动则大大有利于印度教信仰形态在民间的模式化、固定化与普及化。

二 正统六派及其根本经典的完成

在笈多王朝时代，婆罗门教转化为印度教，并全面繁荣，在宗教思想方面表现为正统六派思想的根本经典已经全部完成。在前文已知，承认吠陀为真理与知识的最高权威的思想，称正统思想，否则就是非正统思想。非正统思想以佛教与耆那教为代表，正统思想则以正统六派思想为代表，即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与吠檀多派，而文法学派、医学派等相对影响较小。实际正统六派都是宗教性质，以解脱为最高诉求，但其通过对以吠陀为代表的古代典籍的注释（包括注解、复注与注疏）与提炼，并融进独特的生命的体验与认识的体证，创作了自己的经典，并逐渐依此形成了自己的论说与修持系统。这些思想系统已经突破了一般迷信与神话的范畴，形成各有特色的学问形态。这些派别皆可溯源于吠陀时代，它们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但成熟时间各不相同。在这个时代，总体而言，六派主要是其根本经典得以完成，除数论等少数派别外，大多还有待进一步系统化。由于皆宗吠陀，因此六派都可归摄在印度教的文化统摄范围内，后来更是渐渐融合到以吠檀多思想为标志的印度教思想主体中去，而真正进入了印度教的范畴。

（一）数论派与《数论颂》

一般认为，数论思想是印度正统思想六派中成立最早的一支，也是在佛教文献中介绍与批判最频繁、最详细的印度外道思想流派之一。数论，乃梵名Sāmkhya的直译，多音译为僧佉。Sāmkhya的原义是“数”、“计算”等，又转义为“审择”，或许数论派以一组基本存在统摄万事万物，是其如此称名的主要原因。

就数论派的思想元素而言，在吠陀以及奥义书中可以找到其渊源，但其基本形态的确立，据称，应该归于劫比罗（Kapila，迦毗罗），即所谓的“黄赤色仙人”。按照汉文典籍，劫比罗撰作了《僧佉经》（Sāmkhya-Sūtra）。但现今看到的《数论经》出现非常晚，约在公元9世纪甚至14世纪，显然不是迦毗罗所作，《僧佉经》实际上早已失传，不过，其基本思想应该体现在了早期数论派思想中。[13]在佛教典籍中，称释迦佛出家初曾参访过数论派的大师，这意味数论派出现的时间极早。一般认为，数论派思想发展的原始形态是在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左右出现，而现存最早的数论派成型思想见于公元初印度著名医学家遮罗迦的著述《遮罗迦本集》。但数论派进一步经过自在黑（[image: ][image: ]vara-kr·s·a，约300—400）等的发展，进入古典数论时期，才真正建立起来。数论派早期著述大多已经散佚，现存最古的完整经典是自在黑所撰《数论颂》（Sāmkhya-kārikā），真谛大师所译《金七十论》系留存至今的最早《数论颂》注释书。

古典数论是数论的成熟形态，主要反映在自在黑的著述中。根据《数论颂》，其核心思想是二十五谛，即自性、神我、觉（又称大）、我慢、五知根、心、五作根、五唯、五大。其中，最基本的存在是二元性的，一为物质性，即自性（Prakrti），又译原初物质、本、胜因、世性、胜性、冥谛等；一为精神性，即神我（Purusa）；其余二十三谛乃从自性的转变渐次派生，属次级存在。需注意，在其中神我虽然只有静观的功能，但对自性的转变有配合作用。对神我的这种作用，在数论中有一假肢残疾人譬喻。如同一个残疾人，看起来由两只脚走路，实际其中一只是假肢。假肢能保持整个身体的平衡，但并不属于身体的组成部分。神我就如同假肢，在神我的配合下，自性转变为觉（大），觉又转变为我慢，又进一步转变为五知根（耳、身、眼、舌、鼻根）、心、五作根（舌、手、足、排泄器官、生殖器官）、五唯（色、声、香、味、触），再五唯生五大（火、空、地、水、风），由此乃有万事万物的演化产生。[14]显然，这样转变而成的现象事物，实质皆是物质性的，所谓意识现象，也不外物质的功能而已。

如此基于自性的物质性演化，也是一个因果过程。自性本是不生不灭的，但其内含有三种功能要素，即三德，所谓萨埵（Sattva）、罗阇（Rājas）、答磨（Tāmas），就可以带来变化。德（Guna）是与实体相对的概念，为实体所具的性质或功能。三德中，萨埵以喜为体，具有轻、光相；罗阇以忧为体，具有持、动相；答磨以暗痴为体，具有重、覆相。当三德的活动平衡时，自性处于静止状态；当失衡时，自性开始转变而演化出觉等，乃至万事万物。在此因果过程中，所有的生成物都是最终由自性转变所成，所以这种因生果的方式，称“转变说”，而因与果的关系，称为“因中有果说”，同时果称为“无常”，所谓“转变无常说”。从中不难看到，虽然数论称宗吠陀，但其却是无神论的，与吠陀的有神论性质相背离。

数论学说实际是一种宗教解脱论，主张世间生存皆为神我与自性和合所演变而成，精神受到了物质的束缚，因而处于轮回中，都是苦，必须通过修行让精神脱离物质的束缚，打破神我与自性的和合，使神我独立出来，才能实现解脱而彻底离苦。

（二）瑜伽派与《瑜伽经》

瑜伽派是与数论派联系在一起的，其理论在很多方面直接采用了数论思想，但其也有自己的特色学说，主要是瑜伽思想。瑜伽思想起源非常早，最初并非雅利安思想性质，更多体现的是土著文化的特色，但其作为修持方法的逐渐形成，受到过佛教的影响，并为印度各宗派所重视。

“瑜伽”乃梵文Yoga的音译，其梵文词根是Yuj，意指给牛马装上套具，以驾驭牛马，后引申为联系、结合、冥想、活动、心的统一等含义，一般汉译为“相应”。在瑜伽派的用法中，“瑜伽”指对身心的调控、抑制，所以瑜伽思想并非意在提供一种单纯的实用技术，而是建立一种实现解脱的趣求的方法与修持。瑜伽派中为了解脱而修瑜伽者，称为“瑜伽行者”（Yogin）。

瑜伽派的根本经典是《瑜伽经》，据称编纂者是钵颠阇梨（Pata[image: ]jali）。《瑜伽经》（Yoga-sūtra）原型出现于约公元前1世纪前，约在公元4—6世纪间定型。在该经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数论思想与瑜伽思想的结合，如自性与神我等，或者如瑜伽八支作法、神的概念等。《瑜伽经》认为世间众生之神我在业与烦恼的束缚下不得自在，所以处于轮回之苦中，但可以通过修持瑜伽，消灭烦恼与业，使神我脱离系缚而独立，即得解脱。这也与数论派的解脱思想是一致的。

《瑜伽经》在数论派的神我观念上，成立了神（[image: ][image: ]vara，自在天）的观念，二者都是静观性质，但一为受缚者的轮回性，一为非受缚者的解脱性。解脱使神我脱离束缚，获得神那样的独立性，但并不是成为神。所以，一般认为这个神观念是多余的，应是试图将吠陀思想的有神论融入数论的无神论的僵硬努力。

在《瑜伽经》中，核心思想是瑜伽的八支作法，即瑜伽修持分为八支：禁制（Yama，夜摩）、劝制（Niyama，尼夜靡）、坐法（[image: ]sana）、调息（Pranāyāma）、制感（Pratyāhāra）、执持（Dhāranā，总持）、静虑（Dhyāna，禅定、禅那）、等持（Samādhi，三昧、三摩地）。[15]

（1）禁制，即禁戒，是对应该禁止的行为的规定，即五戒，谓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梵行（不淫）、不贪。

（2）劝制，乃对应该遵行的行为的规定，属于积极性提倡，有五，谓清净、满足（知足）、苦行、读诵、念神。

（3）坐法，即按一定坐姿调整身体，要求身体稳固、放松，切忌用力，精神怡然。这是瑜伽修持的基础。从坐法开始正式进入瑜伽修持阶段。

（4）调息，即通过吸气、呼气与止息调整呼吸，以徐徐入定。这是紧接在坐法完成后的步骤。

（5）制感，即制根（感官），使眼等感觉器官与对象分离，予以调服，即把感官置于心的控制之下。

（6）执持，即心注一处。在调服感官后，使心不驰散，专注或凝聚一处，所谓制心不动。

（7）静虑，亦称禅定，即在执持基础上，进一步使所专注或凝聚之对象和心相（表象）融合。

（8）等持，即三摩地，此时对自我的认识似乎消失如同虚空，对象占据整个心中，即心与对象冥合为一，主观消融于客观之中。这是静虑的进一步发展，乃瑜伽修持的最后阶段。[16]

（三）胜论派与《胜论经》

胜论，乃梵文Vai[image: ]esika的意译，又作胜宗等，音译有吠世师迦、毗世师、卫世师等。Vai[image: ]esika明显来源于Vi[image: ]esa（差别、殊胜等义），其名称的获得应该与其核心思想是句义说即范畴说有关，后者正是用于显示事物的差别性或者特殊性方面的。[17]胜论派，如同数论派，是在佛教典籍中受到批判最多的印度正统派别，同样为中国佛教界所熟知。

胜论派传为迦那陀（Kanada）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所创立。迦那陀还有种种称名：因“Kana”有“原子”之义，所以又称为“原子论者”，亦名优楼佉（Ulūka，可指鸱鸺或獯猴）；还称蹇拏仆（Kanabhuj），即食谷者，意译为“食米仙人”。该派根本经典《胜论经》（Vai[image: ]esika-sūtra）到公元1—2世纪才编纂完成，而真正成为一个系统思想体系，更是迟至公元5世纪上半叶才由于波罗奢思多跋陀（Pra[image: ]astapāda）所作《胜论经》的注释书《摄句义法论》的出现而实现。玄奘大师所译、慧月所造的《胜宗十句义论》也是胜论的成熟形态——古典胜论——的重要著作。

胜论派偏重于对宇宙万有的解析与说明，也就是强调概念分析方面，但也属于宗教派别，其基本学说可略摄为四，即句义说、极微说、因中无果说与真理解脱论。

1.句义说，即范畴说

一切被归入六个句义（Padārtha），即实、德、业、同、异、和合六范畴，后来慧月又增加有能、无能、俱分、无说四句义，构成十句义。[18]六句义乃其基本学说，略说如下。

（1）实（Dravya）。实即实体，是世界一切现象之本质存在，其作为与性质（德）、运动（业）等表观差异性不同的纯粹之实体，是性质、运动等依存的基础（基体），而且与性质、运动等不相分离，构成本质与现象的不一不异之关系。由于其为德、业所依存，实即是德、业存在之根本原因。实分九，谓地、水、火、风、空、时、方（空间）、我（阿特曼、灵魂）、意“九事”。

地、水、火、风、空是物质的五个基本原素，且地、水、火、风四者由更小的存在极微（原子）所构成。

时、方即时间与空间，二者皆具有不同于现象性事物的绝对性，是“常、一”之实体。

我、意二者是构成主观世界之要素，不同于前七是构成客观世界之因素。其中，我（[image: ]tman）乃个体灵魂，有众多，且为恒常的实体，周遍一切，而意（Manas）则是心，乃我与根（感觉器官）间的中介或者联络者，相当于一个传导与引领、执行中枢，且微小，不遍在（物质即无意），循身运行速度极快，因此就像遍在于身体一样。

（2）德（Guna）。德相当于性质，即依存于实体之属性。《胜论经》列十七种德，谓色、味、香、触；数、量；别异；合、离；彼、此；觉；乐、苦；欲、嗔、勤勇。《摄句义法论》在上述十七种外，又增加重、液性、润、声、法、非法、行，构成二十四种德。

（3）业（Karma）。业又译为运动，乃运动状态本身，指物体空间位置之移动，是物体的动态特性。不同于实（实体），亦不同于德。业分为取、舍、屈、伸、行五种。

（4）同（Sāmānya）与异（Vi[image: ]esa）。同相当于普遍性，异相当于特殊性，二者是一对相对的范畴。必须注意，同与异作为事物的属性，并非全然是依附性的，自身还有其独立的存在性。

（5）和合（Samavāya）。和合，又译为内属，指特定的连属关系，其首先反映的是德、业与实的连属关系，其次反映整体与部分的连属关系。

2.极微说，亦即原子论

此说认为，一切事物皆由极微和合而成，而极微具有常住不变的性质。

3.因中无果说

此说强调，既然一切事物皆是极微和合所成，果的性质就不可能在因中先在地具有，所谓因中必无果在。因中无果说与数论的因中有果说正好对立，二者在大乘佛教思想史上一直是佛教缘起说的重要批判对象。

4.真理解脱论

《胜论经》将生命的存在判定为苦乐的交替，即轮回，这种生活是无可逃避的，除非获得了解脱。解脱是离苦的存在状态，称升天以及至善的实现。如果我脱离身体，也就是身体消失而我独存，即是解脱。这与数论派甚至《奥义书》等解脱观念并无二致。解脱的途径，一是通过持戒律与修行来息苦，二是认识真理。其中，认识真理，乃认识法，也就是获得关于句义的知识。而在这两者之中，认识真理是解脱的根本途径。

（四）正理派与《正理经》

正理派与胜论派，如同瑜伽派与数论派一样，是紧密关联的，也如同瑜伽派似为数论派提供技术方面，正理派似也为数论派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事实上，后来，瑜伽派与数论派合称在一起，正理派与胜论派亦如此。

抛开与胜论派相共的形而上学内容，正理派的独特思想是其正理学说，主要包括逻辑推理与论辩方法的理论，其也因此获得了正理派的称名。“正理”是梵文Nyāya的意译，音译为“尼夜耶”“尼耶也”等。正理Nyāya的本义是确定正确含义或正当事物的方法，所以常被称为因明（Hetu），或者因明学（Hetu-vidyā），在佛教中特别强调这一点。

正理派学说起源甚早，可以追溯到吠陀与梵书时代，但其基本思想到公元前3世纪前后才形成，成熟则到公元4世纪，其标志是《正理经》（Nyāya-sūtra）的出现。传说《正理经》的作者为足目。足目乃Aks·apāda的意译，音译可作恶叉波陀，或者恶叉波陀·乔答摩（Aksapāda Gotama），其生卒年约在公元50—150年间。足目应该仅撰作了《正理经》的雏形，到公元4世纪才集成现在看到的《正理经》的成熟形态。随着对《正理经》的注解与发挥的不断出现，形成了正理派。

应该说，正理派的因明学说被印度各派广泛吸收，对印度各派思想的系统化与严密化，以及各派之间思想的碰撞与交流，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学说本身到了佛教手中，有了重大发展。陈那与法称两位佛教大师改造并发展了正理派的因明学说，使其达到了一个高峰，并获“新因明”的赞誉。

《正理经》奠定了正理学说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十六句义，又称十六谛，即量、所量、疑、动机、见边、宗义、论式、思择、决了、论议、论诤、坏义、似因、曲解、倒难、堕负。[19]这十六谛的主要思想可概括为三方面，即量论、辩论与推理学说、解脱论。

1.解脱论

解脱论是正理派理论最终的归趣。在解脱论上，正理派与胜论派是一致的。一切生命的存在都处在轮回中，受着苦的系缚，得到的有限的乐实际是一种假象，是苦的折射。我被身体所缠缚，在苦的状态中不得自在。苦的原因不外贪嗔痴，而痴是根本。所以，要获得解脱，根本是要灭除痴。这需要对一切生起正确认识。在《正理经》看来，只要获得了十六谛的知识，即是获得了对一切的正确认识，就可除灭痴，以及以其为基础的贪嗔，也就可除灭烦恼支配下的作业，随应即得永远断灭轮回的再生、永远止息苦的状态，达到至善，而解脱。

2.量论

主要内容一般可分为量与所量两部分。

量，梵文是Pramāna，有正确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来源、根据、标准、工具与方法等种种含义。既然量乃获取知识或者真理的根据与基础，对其的正确认识就成为获得知识或者真理的前提。

按照《正理经》，量分四类，谓现量、比量、譬喻量、圣教量，而与其相反，是疑与谬误。

现量（Pratyaksa）者，乃眼耳鼻舌皮五根（感官）直接感知境（对象）所产生的认识。其产生需满足四方面要求：一是根对境的直接感知，要求根功能没有遭到损坏以及没有障碍；二是确定而无疑惑；三是不可言说，即纯粹而未被概念化；四是无错谬，为对境的如实感知。现量是最为重要之量，乃一切正确认识的基础。

比量（Anumāna）者，即是在现量之基础上，通过推理对未能直接观察的事物获得的认识，分三种：一者有前比量，即从因推果，如见黑云，知要下雨；二者有余比量，即从果推因，如见河下游涨满浊水，知上游下雨；三者平等比量，即同类推理，如见院中下雨，知邻院也下雨。这个分类与数论派一样。

譬喻量（Upamāna）者，即是由已知推知与其同类的未知事物，与平等比量相似，所以数论、胜论以及佛教等，取消了譬喻量，一般归其为比量。

圣教量（[image: ]abda）者，直译为声量或言量，又译作圣言量、传承量、正言量等，即是根据权威的言教获得的认识。在印度，不论是否正统流派，都承许圣教量，这是印度思想的宗教性决定的。

所量（prameya）者，谓所认识的对象。在《正理经》中，所量分十二种，即我、身、根、境、觉、意、作业、过失、再生、果报、苦、解脱。我、身、根、境、觉、意乃实体对象，属于本体论与认识论范畴；作业、过失、再生、果报、苦、解脱，乃解脱论范畴。在此之外，《正理经》还提到神的概念，但实际其是外在的，按照正理派的思想逻辑看，并非必须。

3.辩论与推理学说

这是一般“因明”一词所指的基本内容，但后者也可以摄括量论在内。此部分可分为论辩与论证的结构、论辩与论证进行的方式，以及论辩与论证的失败及其原因三方面内容。[20]

（1）论辩与论证的结构。其包括动机、见边、宗义、论式、思择、决了六项，分三阶段：动机阶段、立论与论证阶段、判定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唯摄动机，第二阶段摄见边（实例）、宗义、论式，第三阶段摄思择、决了。在其中，论式是其核心部分，略述如下。

论式者，谓论辨或推理所使用的步骤、形式或者程式，称五支作法，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

宗（Pratij[image: ]ā），乃所立的命题，又称所立。宗对立论者而言是理所当然成立的，但对敌论者而言，则非如此，需要论证。宗如：声是无常。

因（Hetu）者，即成立宗之论据，又称能立。因如：所作故。

喻（Udāharana）者，即实例（见边），是立论之基础，要求为立敌双方所共许，即必须是“极成”的，可以对因从正反两方面予以支持。所以，喻分同喻与异喻。同喻如：如瓦罐（乃所作故，是无常）；异喻如：如我（非所作故，是常）。

合（Upanaya）者，即因通过与喻例类比而与喻的特性联系起来，也就是根据喻的特性表明宗中所述事物的特性与之相同或相异。合如：声如瓦罐，是所作；声非如我（非所作），是所作。

结（Nigamana）者，即因通过合完成与喻的类比从而得出结论即宗，换言之，根据喻与合，因构成对宗的支持而使宗得以成立。结如：声是无常。

五支论式例举如表14-1所示

表14-1 五支论式

[image: ]

（2）论辩与论证的方式。其分三种方式，即论议、论诤与坏义。

论议，又称真论议，指立、敌双方按照五支论式对所立宗义进行讨论、推理，以获得正确认识的辩论与推理方式。

论诤，又译纷论议，即诡辩，指辩论者虽立论式，貌似作真论议，但其实际用意不在于辨别宗义之真伪，而是通过种种花招混淆是非，以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

坏义，又译论诘，所谓只破不立，即专以挑剔、破坏对方论证的方式来获胜，而己方不立任何宗义。

（3）论辩与论证的失败及其原因。其分四种，即似因、曲解、倒难、堕负。

似因者，谓错误之因，即不能支持宗义的理由，略分为五种，即不定、相违、问题相似、未证明、过时。

曲解者，谓论辩时故意歪曲对方言论所指之义，略分为三种，即言辞的曲解、类的曲解、譬喻的曲解。

倒难者，谓错误的诘难或说非难。《正理经》分二十四种，即同法相似、异法相似、增益相似、损减相似、要证相似、不要证相似、分别相似、所立相似、到相似、不到相似、无穷相似、反喻相似、无生相似、疑相似、问题相似、无因相似、义准相似、无异相似、可能相似、可得相似、不可得相似、无常相似、常住相似、果相似。

堕负者，谓论辩失败的情况或原因。《正理经》分为二十二种，即坏宗、异宗、矛盾宗、舍宗、异因、异义、无义、不可解义、缺义、不至时、缺减、增加、重言、不能诵、不知、不善巧、避遁、认许他难、忽视可责、责不可责（又称非处说堕负）、离宗义、似因。

（五）弥曼差派与《弥曼差经》

弥曼差派，梵文Mīmāmsā，音译又作弥[image: ]娑学派、弥息伽学派、弭曼差学派等。Mīmāmsā派生于词根man，有思维、审察、论究等义，引生为对吠陀传统的思考。另，弥曼差派以持“声是常”见著称，故又称声论学派。

印度正统六派虽都宗尊吠陀，但是有亲疏远近的。数论、瑜伽、胜论、正理四派称依吠陀，更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唯有弥曼差与吠檀多两派堪称具有吠陀传统的传承。正因为后二派基于吠陀传统建立，历史上常统称为弥曼差派。就吠陀传统的展开而言，可略分为两方面：一是属于实践方面，指婆罗门日常应该实行的祭祀仪轨、义务等，即所谓的业品；二是属于哲理思维方面，主要针对吠陀奥义书的梵我思想，即所谓的智品。在其中，偏重于前者，成立弥曼差派，其主要探讨、诠释吠陀传统关于祭祀的仪轨、义务、意义等，并解答相关的疑义等，又称业弥曼差派；偏重于后者，成立吠檀多派，其主要组织、发挥吠陀传统中的哲理方面即梵我思想，又称智弥曼差派，或梵弥曼差派。显然，二者在思想内容、性质上构成互补，是姐妹派别关系。从时间关系上看，弥曼差派成立在前，所以称前弥曼差派，而吠檀多派称后弥曼差派。虽然两派都可称弥曼差派，但因为前者更加恪守吠陀传统，不像后者广泛吸收其他派别如佛教思想，也不像后者那样趋于自由发挥，所以唯前者正式获得弥曼差派的称名。应该说，这二派构成印度正统宗教哲学思想乃至印度教思想的主轴。

弥曼差派思想起源于梵书时代，那时建立了“祭祀万能”的观念，有了一批专门研究祭祀的学者，称弥曼差师，但这时还不是弥曼差派开始的阶段。经过漫长的时间后，“祭祀万能”的信条渐渐失去了权威，由此出现了一些人来维护、释疑与阐发，这才意味着弥曼差派真正开始兴起，相当于经书编纂时期。当然，弥曼差派的立派一般以《弥曼差经》（Mīmāmsā-sūtra）的出现为标志，时间大约在公元100年。传说《弥曼差经》的作者为阇弥尼（Jaimini），但其生平不可考，有说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有说生活在公元前2—前1世纪。[21]一般认为，阇弥尼乃伪托，最多撰作了该经的雏形，其最终形态是经过长时期编纂而成的。《弥曼差经》，又称《前弥曼差经》，是印度正统六派中内容最庞杂、篇幅最大的经典，其现存最古的注疏是《夏伯罗注》，出现时间约在公元1—4世纪间，但具体年代没有定论。此注疏对弥曼差派思想有较为系统的组织与阐发，乃早期弥曼差派思想的集大成著述，对后世弥曼差派思想的发展影响极大。正是基于此，弥曼差派获得了其古典形态。

《弥曼差经》的中心观念是法，而法实际所指是按照吠陀、梵书规定进行的祭祀。关于祭祀，有严格的规定，分为五支，即仪轨、祭文、祭名、禁制、释义。五支具足，祭祀思想方为完整。其中，仪轨分发端、方法、次第、适人（资格）仪规，祭文分赞歌、歌咏、祭词。在弥曼差派看来，吠陀是天启的经典，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所以，按照其祭祀，就可达到升天的目的。但在具体的解释中，弥曼差派认为祭祀发生效果或说结果，有其内在的发生作用的机制，属于自然发生的过程，并非神的干预，所以，这实际把神排除在祭祀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与过程之外。他们将在祭祀中引发作用的动因称为“无前”（Apūrva）。在他们看来，祭祀行为本身是要灭的，但其留下“无前”作为动因，能够引发祭祀所希求的目的实现，而构成了一个因果过程。[22]

弥曼差派还有一重要主张，即“声常住论”，这也是佛教典籍中经常批判的一种立场。按照弥曼差派，既然吠陀为天启性，那么从其内容到语声（语言以及语音）都必然是神圣的，而且，因为吠陀的语声决定了吠陀的形式、内容与其所要揭示的真理，以及通过吟诵、唱赞、祈祷的祭祀行为，可以感得快乐、幸福乃至升天的大果，具有内在的神秘力量，因而不会随时间发生错缪或者衰减其感应之力，也不会消失，所以吠陀的语声具有永恒常住的性质。弥曼差派进一步认为，吠陀的语声作为神圣与真实的存在，必然是一切语声的最高存在，也是一切语声存在的基础，换言之，一切语声仅是其外在的显现。可以看出，从对吠陀的极端尊崇，走到“声常住论”，有其必然性。当然，他们强调声的常住性，目的不在建立一种纯粹的哲学理论，而是试图因此将吠陀神圣化与永恒化，使其成为人们永远要尊奉的圣教。[23]

（六）吠檀多派与《梵经》

吠檀多派虽然在印度正统六派中是出现最晚的，但最终成为印度教思想中的基本派别，其他派别的思想都试图与其融合起来，以取得正统的定位。

“吠檀多”是梵文Vedānta的音译，意译为“吠陀之末分”，或者“吠陀之终结”，意思是说，吠檀多派学说作为吠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者，在哲学上乃是其最后也是最高阶段，由此既是吠陀传统的终结者，也是基于其上的新传统的开创者。

吠檀多派作为智弥曼差派，继承的是吠陀传统中哲理探究与阐发的这一面，因此，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早期奥义书传统。事实上，吠檀多派一直将《奥义书》作为其基本思想依据与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吠檀多思想是对《奥义书》纷繁复杂的思想的一个理论总结与发展。

一般认为，吠檀多派的建立是在公元前后，其开创者是跋达罗衍那（Bādarāyāna）。跋达罗衍那生平不详，传说是《梵经》（Brahma-sūtra）的作者。但现存的《梵经》约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编纂而成，所以跋达罗衍那最多是创作了该经的雏形。《梵经》，又称《吠檀多经》《广博经》，乃吠檀多派的根本经典，也是吠檀多派的基本思想范型形成的标志。

吠檀多派对吠陀传统的哲学思想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其所宗经典除《奥义书》《梵经》外，还有《薄伽梵歌》，这三者合称为“吠檀多三经”。可以这么认为，吠檀多派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把握与注疏这三部经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梵经》的注疏，指示了主轴性的发展方向。在笈多王朝时代，就有多人注疏《梵经》，如优波伐沙（Upavarsa，约公元450—500）、菩达衍那（Bodhāyana，约公元500年）等，到公元8世纪出现了最著名的一部《梵经注》，即商羯罗（[image: ]a[image: ]kara，约公元8世纪）所注者，这也是现今可见的最古的一部《梵经注》。

《梵经》主张，梵（Brahman）是绝对与最高的存在，是纯粹的精神实体，超越于一切差别，如时空、苦乐、善恶等，也是一切事物产生与存在的根源，换言之，梵虽然是独立自在的存在，但其作为世界的母胎，可以展开即转变而生起万物，或者显现万物，即为万物的质料因而构成世界，为万物的动力因而创造世界，为万物的形相因而显现世界，为万物的目的因而指向自身——为游戏而显现。

《梵经》还认为，梵与个我的关系是不一不异，所谓“梵我不一不异”。梵作为最高我与个我构成根源与派生物，以及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而本质上是同一的，相互蕴含，不可分割，所谓“不异”。二者的差别性表现在：“①最高我是宇宙成立的原理，是世界的支配者，而个我并不具备创造或毁灭世界的能力，它只是从属者。②二者成立的自身本质不同，梵是由欢喜的性质而成的最高我，个我却不具此性质。③梵是超越一切罪恶的，也不会感受苦乐；而个我却是要感受果报所带来的苦乐的。”[24]此即所谓的“不一”。《梵经》试图通过“不一不异”表明梵与个我之间具有一致又相区别的复杂关系。

《梵经》是以解脱论为归趣的，强调解脱是人生的最高意义与最终趣求。我被无明所障蔽，而轮回不已。如果能够祭祀、布施、苦行、履行种姓义务、禅定，就能获得真理，而使我与梵合一而无区别，实现解脱。

三 非正统派耆那教及其基本经典的完成

（一）耆那教的传播

古代印度非正统派中以佛教与耆那教为代表。大雄尼干陀·若提子是沙门六师之一，但在其去世后，如同佛陀之教说一样，其说并没有湮没，而是由其弟子发扬光大，遂成为印度非正统的一种重要宗教与思想力量——耆那教（Jainism）。虽然耆那教的势力在佛教小乘、大乘盛行时无法与其相比，但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佛教于13世纪在印度灭绝后，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延续至今，并传播到了世界范围。

耆那教的主要信众是城市工商界人士以及知识分子，所以，商贸与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耆那教发展的契机。在孔雀王朝时代，阿育王采取宗教宽容政策，重视佛教，耆那教也受到支持和保护，有了长足发展。再后来新的城市和贸易中心出现，加快了耆那教的传播。

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中印度摩揭陀地区发生了连续十二年的大饥荒，第六代祖师跋陀罗跋霍带领部分弟子远征到南印度迈索尔一带乞食，其大弟子斯陀罗跋陀罗带领另一部分留在原处。原先耆那教徒都是裸身的，南下的教徒仍严格恪守这个戒律，但留在中印度的教徒慢慢改变了这个习惯，穿上了白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教派分裂，分成了裸体派，即天衣派，又称空衣派，以及穿衣派，即白衣派。[25]后来各自又有进一步分裂。在两派间存在长期的激烈争论，但主要分歧是在教规礼仪方面，而非教义方面。

天衣派主张不应蓄私财，衣服也不例外，只能裸体。他们尽量与世人隔离，生活在寺庙或远离世人的住所，靠乞食为生，鄙视妇女；严持不杀生戒，手持孔雀毛掸子，用以驱赶路上的小虫，以免伤害生命。白衣派穿着白衣，以白衣象征洁净，主张男女平等。但在宗教仪式方面，白衣派要求严格，只允许在耆那教寺庙举行。反倒是天衣派不那么保守，主张可在耆那教寺庙举行，也可借用印度教寺庙开展。这可能与二者的经济地位的差别有关。

玄奘去印度时，耆那教已经在全印度传播。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当时中印度的吠舍离、奔那伐檀那（Pundd·ra-vardhana），南印度的羯陵伽、达罗毗荼，东印度的三摩呾吒（Samatata）等国都流行耆那教，一些国王都皈依了耆那教，还有将其定为国教的。但随着印度教的兴起与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伊斯兰军队对印度的征服，耆那教遭到削弱，但一直存在并传播着。这点迥异于佛教在印度的命运。

（二）耆那教的经典

耆那教的典籍分为经典与非经典两类。耆那教的经典统称“阿笈摩”（[image: ]gama），或者“悉檀多”（Siddhānta）。传说其最根本的经典“十二支”在公元前3世纪在华氏城第一次结集时集成。后世一般认为，在笈多王朝时期，约公元五六世纪，耆那教经典才真正编成，以半摩揭陀语书写，共分为六类。[26]

（1）十二支：一者《所行支》，谈僧侣的生活方式，强调不杀生与苦行；二者《分辨支》，讲僧侣的戒规，批驳异教学说；三者《增一支》，论说各种宗教问题，按照数目从一到十的次序编成，相似于《增一阿含经》的体裁；四者《数目支》，接续上一支的编辑方式，但数目远超于十的数目；五者《圣训支》，以问答与对话方式，阐述耆那教教义；六者《法记支》，讲述耆那教的传说与故事；七者《十居士支》，说明在家信徒的戒规；八者《十终极支》与九者《十升天支》，论说虔诚的苦行僧；十者《释问支》，论述五戒及相应的五德；十一者《果报支》，讲述善恶报应的传说；十二者《杂说支》，杂论各种耆那教教义，但此支后来亡佚了。

（2）十二次支：一者《所至》，讲述善恶果报，以及僧侣与在家信众的职责；二者《波斯匿王》，讲述国王巴亚希与僧侣盖希讨论灵魂问题，最后前者皈依耆那教；三者《命非命说》与四者《陈述》，讲述生物的分类；五者《太阳》、六者《月亮》与七者《赡部洲》，讲述耆那教的天文地理；八者《地狱》，讲述十兄弟反对祖父，最后堕入各种地狱；九者《天堂》，讲述前述十兄弟的十个儿子出家当苦行僧，最后升入各种天堂；十者《飞车》与十一者《飞车续》，讲述崇拜大雄的天神们先前的生活；十二者《十婆利湿尼》，讲述耆那教第二十二祖师内密纳特度化婆利湿尼地区的十王。

（3）十杂：一者《四庇护》，讲述可以获得四种庇护的祷词；二者《病弃生》、三者《绝食》、四者《草席》与九者《大弃生》，主要讲述死亡以及应如何面对死亡（如忏悔、绝食等）；五者《谷粒》，是大雄与其弟子乔达摩关于怀孕与人体知识的对话；六者《穿瞳》，讲述师徒关系与一般戒律；七者《天王赞》，讲述天神分类；八者《占星学》，讲述占星术；十者《大雄赞》，罗列大雄名号。

（4）六惩戒经：一者《禁忌经》，是关于违反日常生活戒律的惩罚条例；二者《大禁忌经》，是关于忏悔与赎罪的条例；三者《量刑经》，是关于犯戒的量刑方法；四者《十所行经》，包含十经，内容较杂，其中第八《劫波经》有大雄传记、教派名单与僧侣在雨季的戒律；五者《大劫波经》，是关于男女僧侣的戒律；六者《胜劫波经》，是关于僧侣犯戒的案例。

（5）四根本经：一者《后学经》，包含不同时期的各种经文，最古老的核心部分是箴言诗、寓言诗与对话诗；二者《常规经》，讲述僧侣的日常六种职责；三者《十晚经》与四者《饭释经》，讲述僧侣的生活与戒规。

（6）两经：《吉祥经》与《问答经》，讲述耆那教徒应知的一切知识，具有百科全书性质。

耆那教非经典的文献涉及印度各个思想领域，数量极大，主要书写语言是耆那摩诃剌陀语、阿波布朗舍语与梵语。其中，在论典中，获得两派共同承认的论著乌玛斯伐蒂（Umāsvāti）所著的《入谛义经》（Tattva-artha-adhigama-sūtra），又译作《真理证得经》《谛义证得经》，最为重要。

（三）耆那教基本思想

1.七谛说

按照《入谛义经》，耆那教的基本思想一般可归摄为七谛说。这是天衣派与白衣派都公认的基本道理系统。七谛指命、非命、漏、缚、遮、灭、解脱七个基本道理，类似于佛教的四谛，或者胜论派的句义。

（1）命（Jīva，灵魂）与非命（Ajīva，非灵魂）。在耆那教看来，世界的基本元素只有两种，即精神性的命与物质性的非命，二者构成了一切事物。命可分两种：一者已经得到解脱，不受物质的束缚；二者未得解脱，仍受物质的束缚，存在于地、水、火、风四大及各种动物、植物中，作为其精神性的内在原因与本质。后者又可分为能动和非能动（不动）两大类。其中，根据感觉器官的数量差别，能动的可分为六种：一个器官（皮）的，如植物；两个器官（皮、舌）的，如虫；三个器官（皮、舌、鼻）的，如蚁；四个器官（皮、舌、鼻、眼）的，如蜂；五个器官（皮、舌、鼻、眼、耳）的，如兽；五个以上器官（皮、舌、鼻、眼、耳、心）的，如人、神与魔。非能动的存在于地、水、风、火四大元素等之中。正因为动植物和非生物体内均有命（灵魂）在，就不能任意伤害。这也是他们非暴力主义的理论基础。

非命也分两种，即有定形的与无定形的。有定形的物质由极微（Anu）与极微的复合体组成。极微，相当于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是无限小、不可分割、恒常、不灭、唯一、能造而非被造的，具有形状、声音、大小、可分性、结合性，具体是具味、香、色和两种触（粗与细，冷与热）的属性。极微与极微的复合体具有种种性质、数量、形状与状态，即除具有触、味、香、色的属性外，还有光、热、影、不透明、大小、形状、可分性、结合性等物理性质。纷繁复杂、气象万千的世界因此而产生。甚至人们的心灵、感觉之不同，完全取决于极微结合的形式的差别。无定形的物质包括时间、空间、法与非法，是命与有定形的物质的活动条件与依据，相当于佛教所说的心不相应行法。其中，时间为一切事物的持续性、变化、运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乃一切事物和运动的场所；法是运动的条件，如水能帮助鱼游动；非法是静止的条件，如树荫为旅客休息提供了方便。

（2）漏（[image: ]srava）与缚（Bandha）。不同于佛教将其视为行为及其对心所产生的影响，耆那教认为“业”是一种特殊的、细微不可见的物质，可以漏泄在潜藏在人肉体中的“命”上，这种作用称为“漏”。漏泄在命上的业可以束缚命，使命污秽和堕落，这种作用则称为“缚”。业漏入命后，与之随转，从而决定人的寿夭穷通乃至生死轮回。业有种种，相应人的命运就不同。

（3）遮（Samvara，制御）、灭与解脱。在业不断漏入与束缚命的情况下，生命的存在是苦的。这也是一般世间的生存状态。但耆那教并非悲观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遮、灭，实现解脱，而上升到极乐的天界。首先是必须不造作引起漏入的行为，并且阻止业再漏泄到命上，这种作用称“遮”。进一步必须以各种方法将已经漏泄到命上的业消除掉，这种作用称“灭”。如果“遮”与“灭”都彻底实现，就达到了最后的“解脱”。

要通过遮、灭而实现解脱，必须持守五戒，修习三宝，实行苦行。其中，五戒是不杀生、不欺狂、不偷盗、不奸淫、不蓄私财；三宝为正智、正信、正行。耆那教强调苦行，认为只有苦行才能使新业不生，并消除旧业，达到业的寂灭，从而使命脱离业的束缚，获得解脱。[27]

2.七支论法

耆那教持有独特的认识论立场，即“非一端论”（Anekāntavāda）。这是一种“相对多元论”或者“多元实在论”。耆那教否定独断的认识方式，反对任何片面化的认识，主张一切判断与认识都是有限的、相对的，只在特定的条件和限制下才能成立。

进一步，耆那教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只能是或然的、可能的，不可能有绝对的肯定或否定的认识，因为世界的极端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决定不存在简单的认识通道。在此意义上，耆那教建立“七支论法”（Sapta-bha[image: ]gī-naya），将一切判断归纳为七种判断方式，以此方式来观察与认识事物。这七种判断方式是：实体或性质①是；②不是；③是又不是；④不可描述；⑤是但不可描述；⑥不是且不可描述；⑦是又不是且不可描述。现用符号解释如下：

（1）或许S是P。这是一个肯定判断。例如，“或许，树上的苹果是圆的”。即在特定的时空、状态以及认识关系下是圆的。

（2）或许S不是P。这是一个否定的判断。例如，“或许，树上的苹果不是圆的”。

（3）或许S是P，也不是P。这是一个复合判断。例如，“或许，树上的苹果是圆的，也不是圆的”。

（4）或许S是不可描述的。例如，“或许，树上的苹果是不可描述的”，因为树上的苹果的形状在其生长过程中是变的，无法给出一个确定判断。

（5）或许S是P，但不可描述。这是第一种判断与第四种判断的综合。

（6）或许S不是P，且不可描述。这是第二种判断与第四种判断的综合。

（7）或许S是P，又不是P，且不可描述。这是第三种判断与第四种判断的综合。

“七支论法”对独断与简单的认识方式予以了批判，但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可知论、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色彩，导致这种认识方式本身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28]

第三节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大乘佛教的盛衰

一 宗教宽容政策与大乘佛教

在孔雀王朝崩溃后，作为对扶植佛教的反动，在中印度曾出现对佛教的灭法，与之伴随的是婆罗门教的复兴与转型，即作为新婆罗门教的印度教的兴起。随后出现的一些王朝在印度教已经占优势的情况下，重新回到了宗教宽容政策上。佛教也渐渐在中印度恢复了一些元气，但仍难复旧观。笈多王朝建都中印度后，最初注意力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强与巩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地位上，如恢复马祭等，对佛教等非正统宗教是消极的宽容。“当时佛教对统治者的态度，像《涅槃经》中所表示的，只要求国王给予外护就可以了。从佛教立场来谈政治的《王法正理论》，也只希望统治者常常与沙门婆罗门咨询政事。这里用了‘沙门婆罗门’字样，没有单独提出佛教来，与龙树作《宝行王正论》的情形已大不相同。那时龙树完全站在佛教立场，要国王不亲近崇奉外道，因为案达罗国王信仰佛教对龙树十分尊重的缘故。现在的情况，笈多国王仅是对佛教不排斥而已，因此，说话的口气就不能那么硬了。”[29]吕澂这段话正好说明了这种情况。但从最初诸王开始，笈多王朝奖掖文化，而佛教在相当意义上已经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不出意料佛教渐渐成为统治者的关注对象之一。在此过程中，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对佛教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扶助。这是从超日王（正勤日王）时代开始的，即使那时的外道也说超日王“于沙门婆罗门心无偏爱”。[30]据《婆薮槃豆法师传》记载，超日王曾令太子皈依世亲法师：“王本令太子就法师受戒，王妃出家亦为法师弟子。太子后登王位，母子同请留法师住阿緰阇国，受其供养，法师即许之。”[31]这表明佛教已成为受王室重视的重要宗教，大乘瑜伽行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盛起来的。在超日王时旅印的法显法师曾记载：

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众僧住止房舍，床蓐、饮食、衣服都无阙乏，处处皆尔。……众僧住处作舍利弗塔、目连阿难塔，并阿毗昙律经塔。安居后一月诸希福之家劝化供养僧，行非时浆，众僧大会说法。说法已，供养舍利弗塔种种华香，通夜然灯，使伎乐人作舍利弗大婆罗门时诣佛求出家，大目连、大迦叶亦如是；诸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以阿难请世尊听女人出家故；诸沙弥多供养罗云，阿毗昙师者供养阿毗昙，律师者供养律：年年一供养，各自有日。摩诃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观世音等。众僧受岁竟，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各将种种衣物沙门所须以用布施众僧，僧受亦自各各布施。佛泥洹已来，圣众所行威仪法则，相承不纪。[32]

法显法师从当时佛教的兴盛推知佛陀圆寂后佛教的总体流传状况，虽多少有些想象成分，但表明了当时的宗教政策以及气氛无疑对佛教是有利的。超日王后一代帝日王（塞建陀·笈多）既信奉印度教，也信奉佛教，曾经在公元459年为庆祝打败白匈奴而建立了一座毗湿奴神庙，而且很有可能也在那时开始建立大乘佛教盛期的义学与修持中心那烂陀寺。[33]在政府官员中，既有信奉印度教的，也有信奉佛教的，长者、居士、婆罗门等也普遍敬仰毗湿奴、太阳神、大雄（耆那教主）、佛陀，修建有各教庙宇。

从帝日王开始，国势日衰，但大乘佛教反倒兴盛起来。有人将其视作国运走下坡路后王朝试图通过加大力度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以收摄民心带来的结果，但实际应与在长期政治、宗教宽松环境中佛教得以持续发展关系更为密切。帝日王后，对佛教的亲善政策未变，觉护王、幼日王等相继扩建了那烂陀寺，世亲及一些佛教大师相继住持该寺，以此为中心迎来了大乘佛教最黄金的时代。陈那、亲胜、火辨、德慧、难陀、安慧、净月、护法、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大师的相继出现，代表了大乘瑜伽行派的全盛时期。在这期间，大乘中观派复兴，出现了佛护、清辨以及稍晚一些的月称等大师，渐与瑜伽行派分庭抗礼。

随着笈多王朝的崩溃，印度陷入分裂的政治混乱之中，经济与文化发展也受到了影响。大乘佛教随着乱世的到来而渐渐衰落。代表城市发展水平的工商业经济的衰退，使支持佛教与耆那教的城市工商业阶层遭到削弱，大乘佛教的发展势头被遏制，开始由盛转衰，甚至佛教徒受到排挤，一些寺院被没收。在这种背景下，大乘佛教世俗化加剧，一方面吸收民间信仰与习俗，另一方面接受印度教的一些理论与信仰模式及仪轨，开始转变为大乘密教，密教渐渐成为佛教的主流。

在乱世中，佛教在政治上缺乏有力的外护，这直到公元7世纪上半叶的戒日王短暂统一北印度与中印度才有所改变。戒日王嘉护与扶植大乘佛教，对玄奘大师礼遇有加。他大力资助当时佛教最重要的修学与研究中心那烂陀寺，在印度各地广修佛教寺院与佛塔，每年一度集会诸国沙门，于三七日中四事供养，五年一开七十五日无遮大会，供养沙门婆罗门，而且多次主持召开佛教弘法大会，使大乘佛教在中印度颇有中兴之势。但戒日王朝的统一是短暂的，佛教随着混乱的政局与社会状况，真正江河日下了，只能作为显教而转型为大乘密教的附庸。

二 那烂陀寺与大乘佛教

笈多王朝时期，作为印度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其标志以及重要原因是教育的高水平。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是婆罗门，现在佛教僧侣也进入其列。佛教寺院成为社会的主要教育机构，并设有大型图书馆，对社会的文化知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佛教僧侣在教育中的作用可与中世纪初期西方基督教教士相媲美，不过，由于当时印度总的知识水准远高于此时西方的水准，因而佛教僧侣的学识更为博大精深。一些佛教寺院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中心，欧洲在中世纪晚期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兴起之前根本无法与此抗衡，最大的佛教大学之一、建于恒河谷地的那烂陀（位于今比哈尔邦），它早在公元4或5世纪就已发挥作用。”[34]确实，那烂陀寺虽然未必是古代印度历史上最大的佛教大学，但无疑是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大学，也是当时全印度最大的大学。当然，其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寺院，首先是一个大乘佛教中心，一直引领着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一）那烂陀寺的建立

那烂陀寺，据《大唐西域记》等记载，位于古代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在属古代摩揭陀国的地区进行考古挖掘时，在菩提伽耶、鹿野苑等处有重要发现，又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腊贡发现了一处佛教遗址，经与《大唐西域记》的相关记载对照，判定乃那烂陀寺。后经过1915年的系统考古挖掘，人们对其建筑面貌才有清楚了解。从此，那烂陀寺这个原只在佛教内部的记载与传说中出现的佛教学修圣地重现于世。

那烂陀寺，梵语Nālandā，即那烂陀僧伽蓝（Nālanda-samghārāma）、那烂陀莫诃毗诃罗（Nālanda-mahāvihāra），又译作那兰陀、阿兰陀等。按照《大唐西域记》，“那烂陀”（Nālanda）是“施无厌”之义，但有两种不同传说：一者，此地池中有龙，此为龙名；二者，佛陀往世在此地修菩萨行时，曾做国王，建都于此，悲悯众生，乐好施与，故得此德号“施无厌”。[35]

那烂陀附近有舍利弗出生与涅槃之处，佛陀也曾在此地的庵摩罗园受大供养而居停说法三月，在此建寺或许与这些有关。但佛教典籍对在该处建寺的时间说法不一。按照多罗那他的记载，该寺由阿育王建造，龙树曾经在那里住持弘法，如云：

那烂陀原是圣者舍利弗诞生之地，后来也是舍利弗及八万阿罗汉眷属入涅槃的地方，……那烂陀寺的创建人为阿育王，扩大法产的是五百阿阇梨和牟陀伽罗瞿民兄弟，发展的是罗睺罗贤，使之最极发达的是龙树。[36]

但这种说法现代研究者并不认可。因为在公元5世纪初中国僧人法显游历印度时，曾到过该地，没有提到寺院：“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还于此中般泥洹，即此处起塔，今现在。”[37]此中“那罗”应是“那烂陀”的音译。不过，在阿育王时代修有寺院并非不可能，毕竟阿育王时代距法显至印时已有六七百年。玄奘记载建寺在公元前2至公元前1世纪，[38]可能是将在附近因舍利弗舍利塔的缘故建立的小寺院笼统称为那烂陀寺，并记入了后来那烂陀寺的历史。大概因为舍利塔带小伽蓝是常态，所以法显未着意记载。但如果如多罗那他说龙树时代在那烂陀建有一百零八座佛殿，而一二百年后的法显一无提及，就不大可能了。现代学者一般按照玄奘、义净（635—713）的记载综合推断后来的大那烂陀寺初建在公元5世纪笈多王朝时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云：

佛涅槃后未久，此国先王铄迦罗阿逸多（唐言帝日），敬重一乘，遵崇三宝，式占福地，建此伽蓝。……其子佛陀鞠多王（唐言觉护）继体承统，聿遵胜业，次此之南又建伽蓝。呾他揭多鞠多王（唐言如来）笃修前绪，次此之东又建伽蓝。婆罗阿迭多（唐言幼日）王之嗣位也，次此东北又建伽蓝。……其王之子代阇罗（唐言金刚）嗣位之后，信心贞固，复于此西建立伽蓝。其后中印度王，此北复建大伽蓝。于是周垣峻峙，同为一门，既历代君王继世兴建，穷诸剞劂，诚壮观也。[39]

即称那烂陀寺最初由帝日王所造，其后代续之。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亦这样记叙，说：“大觉寺东北行七驿许，至那烂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铄羯罗昳底，为北天苾刍曷罗社槃所造。此寺初基才余方堵，其后代国王苗裔相承造制宏壮。”[40]其中，“铄羯罗昳底”即帝日王，乃“铄迦罗阿逸多”的异译。吕澂结合《婆薮槃豆传》分析认为，在世亲的时代，那烂陀寺无疑已经建立。在他看来，“关于历代扩建的帝王名字，玄奘所传与一般历史说的还不一致，相同的只幼日王、觉护王二人，其他尚待研究。不过可以肯定，那寺是在笈多王朝时建立，后来逐渐扩大的”[41]。从遗址的考古挖掘看，文物皆是笈多王朝的，如鸠摩罗·笈多时期的铜币、陶器等，还有金币提到新日王、童护王的名字，这些也证明那烂陀寺确为笈多王朝所建。综合推测，应是在鸠摩罗·笈多（Kumāra-gupta）一世（414—455年在位）时建立那烂陀寺的。[42]

按照《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那烂陀寺有六帝先后营造伽蓝，合为一大寺，致使规模宏大，壮丽辉煌，而为当时印度最负盛名之寺院。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

六帝相承，各加营造，又以砖垒其外，合为一寺，都建一门，庭序别开，中分八院。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竦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牖，交日月于轩檐，加以渌水逶迤，青莲菡萏，羯尼花树晖焕其间，庵没罗林森疏其外。诸院僧室皆四重重阁，虬栋虹梁，绣栌朱柱，雕楹镂槛，玉础文[image: ]，甍接瑶晖，榱连绳彩。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43]

此中说大寺分八大院，义净也云“寺有八院，房有三百”。[44]寺的大致布局如下：

然其寺形畟方如域，四面直檐长廊遍匝，皆是砖室，重叠三层，层高丈余，横梁板阗，本无椽瓦，用砖平覆；寺背正直，随意旋往，其房后壁，即为外面也，垒砖峻峭，高三四丈，上作人头，高共人等。其僧房也，面有九焉，一一房中，可方丈许，后面通窗户向檐矣；其门既高，唯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许安帘，出外平观，四面皆睹，互相检察，宁容片私！于一角头作阁道还往。寺上四角各为砖堂，多闻大德而住于此。寺门西向，飞阁凌虚，雕刻奇形，妙尽工饰。其门乃与房相连，元不别作，但前出两步，齐安四柱。其门虽非过大，实乃装架弥坚，每至食时，重关返闭。既是圣教，意在防私，寺内之地方三十步许，皆以砖砌，小者或七步，或五步耳。……如斯等类，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规矩相似。……如观一寺，余七同然，背上平直，通人还往。凡观寺样者，须南面看之。欲使西出其门，方得直势。[45]

即那烂陀寺有八院（寺），皆宛如方城，四周有长廊。且寺皆砖砌，有三层，每层高约丈余，寺门向西。以木板搭造横梁，用砖平铺寺顶。每一寺四边各有九间方形僧房，宽约丈许，四角砌砖堂。僧房安有高门，前立门庭四柱；后壁乃寺外围墙，开窗向外，围墙高三四丈。八寺建筑规范相似。八寺列成一直线，出西门可一目了然。

19世纪与20世纪的考古挖掘，证实了玄奘、义净的记载。那烂陀寺院遗迹发掘出八座大型寺院、四座中型寺院以及一小型寺院。八大院按南北方向一字排列，大门向西。大院每边九僧房，中院每边七僧房，小院每边五僧房。院内较为狭窄，但都建有石桌、水井和厨房等。

在寺院外还有窣堵波以及支提等，具体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云：

于门南畔可二十步有窣堵波，高百尺许，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处，梵名慕[image: ]健陀俱胝，唐云根本香殿矣。门北畔五十步许，复有大窣堵波更高于此，是幼日王所造，皆并砖作，装饰精妙，金床宝地，供养希有，中有如来转法轮像。次此西南有小制底（支提——笔者注），高一丈余，是婆罗门执雀请问处，唐云雀离浮图，此即是也。根本殿西有佛齿木树，非是杨柳。其次西畔，有戒坛，方可大尺一丈余，即于平地周垒砖墙子，高二尺许，墙内坐基可高五寸，中有小制底。坛东殿角，有佛经行之基，垒砖为之，宽可二肘，长十四五肘，高可二肘余，上乃石灰塑作莲华开势，高可二寸，阔一尺许，有十四五，表佛足迹。[46]

这些窣堵波与支提，共有百数，显示了那烂陀寺首先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

（二）那烂陀寺与大乘佛教

那烂陀寺是在大乘佛教走向盛期时创建的，反过来又加快了大乘佛教盛期的到来。大乘佛教的盛期是与瑜伽行派的流行相一致的，开始于世亲菩萨弘法阶段，其弟子陈那论师以及唯识十大论师安慧护法等的出现，以及中观派在佛护论师、清辨论师推动下的复兴，更加稳固了大乘佛教的兴盛。在其中，那烂陀寺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以致成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心与标志。后世曾叹曰：“那烂陀寺，像法之泉源、众圣之都会也！”[47]

公元7世纪初玄奘大师去印时，印度大乘佛教已经转入衰变期，那烂陀寺虽然仍处于盛期，但很快就要开始衰落。据玄奘的记载，当时在那烂陀寺学习的僧徒有万余人，但到四十余年后义净大师到印度时，僧徒虽然“人众殷繁”，但数为三千多人，已经远逊于玄奘所记载的数目了。[48]安慧护法时的那烂陀寺乃其黄金时代，定然胜于玄奘时的状况，毕竟那时大师辈出，其盛况可想而知！据玄奘、义净记载，那烂陀寺的兴盛与国家的大力供养分不开：“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粳米酥乳数百石。由是学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艺业成就斯其力焉。”[49]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对那烂陀寺的教学盛况及其诸位大师有过描述与说明：

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请益谈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其有不谈三藏幽旨者，则形影自愧矣。故异域学人欲驰声问，咸来稽疑，方流雅誉。是以窃名而游，咸得礼重。殊方异域欲入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于是客游后进，详论艺能，其退飞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众中次诘，莫不挫其锐、颓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强识多能，明德哲人，联晖继轨。至如护法、护月振芳尘于遗教，德慧、坚慧流雅誉于当时；光友之清论，胜友之高谈；智月则风鉴明敏，戒贤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众所知识，德隆先达，学贯旧章，述作论释各十数部，并盛流通，见珍当世。[50]

在数千僧徒中，多是学有所成之俊杰翘楚，甚至有数百是德重当时、声名远播之大师。其中，最著名的有护法、护月、德慧、安慧（“坚慧”）、光友、胜友、智月、戒贤等。早中期那烂陀寺历任住持主要出自大乘瑜伽行派，在玄奘去印时正值瑜伽行派的戒贤为住持。戒贤论师乃护法之弟子，也是玄奘的印度师父，时已百余岁高龄，德高望重，造论作释皆有十余部，影响早越出了印度范围，被尊称为“正法藏”。[51]

据多罗那他所传，大乘中观派大师月称做过那烂陀寺住持，乃护法的前任，而护法后由中观派的胜天接任住持，[52]但这与一般公认的时间记载不合，应该不是历史事实。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烂陀寺是佛教各派大师与学生的会聚之地，在戒贤作住持时，中观派的师子光就在寺内作教师。这些大师不仅引领了印度大乘部派佛教的开展，而且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大乘佛教在异域他方的弘传。公元7世纪大唐留学僧玄奘回国后，开创了汉地唯识派，而公元8世纪那烂陀寺寺僧寂护及其弟子莲花戒先后入西藏弘法，奠定了藏传中观派的思想基础。

那烂陀寺在教学方面是兼收并蓄，博采诸宗诸学，《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

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指玄奘——笔者注）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居自然严肃。[53]

从前文可知，那烂陀寺教学有五大特点。

一者，师资力量强，如前所述，有众多大师级老师授课。

二者，学僧素质高，很多已是卓有成就者，而且生源广，包括了一些印度外的留学生与访问参学者。

三者，教学规模大，即全寺师生万余人，每日开有一百多场讲座课。

四者，教学范围广，分四类：①内学，即大乘学与小乘学（“十八部”）；②世间共学，即外明，如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③外道宗教，如吠陀等；④其他俗典。那烂陀是大乘学府，又以瑜伽行派占主导，所以所学以《瑜伽师地论》所提倡的大乘菩萨五明学处为基本范围。《瑜伽师地论》云：“诸菩萨以要言之，当求一切菩萨藏法、声闻藏法、一切外论、一切世间工业处论。当知于彼十二分教，方广一分唯菩萨藏，所余诸分有声闻藏。一切外论略有三种：一者因论，二者声论，三者医方论。一切世间工业处论，非一众多种种品类，谓金师、铁师、末尼师等工业智处。如是一切明处所摄，有五明处：一内明处，二因明处，三声明处，四医方明处，五工业明处。菩萨于此五种明处若正勤求，则名勤求一切明处。”[54]此中，“明”相当于知识之义。前文内学与世间共学分别属内明与外明，[55]乃基本学习内容，而外道宗教与其他俗典虽然不在内、外明中，但也必须学习，以用于批判，以及摄受其信奉者。在内学教学中，小乘诸派（十八部）都包括在内，大乘乃中观与瑜伽行派两大派。显然，吕澂说公元5世纪后印度佛学就逐渐有了明确分科，即因明、对法、戒律、中观与瑜伽五科，[56]此说并不正确，至少在公元7世纪玄奘去印时还没有形成，在义净去时亦很难这样归类。

五者，对学僧管理严格。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这样赞扬道：“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57]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曾以“极严峻”“敬惧”等语来描述那烂陀寺的律制：“此之寺制，理极严峻，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读制。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为此僧徒咸相敬惧。”实际上，那烂陀寺在管理中还想方设法压缩学僧的私人空间，造成互相监督的气氛，比如僧房“其门既高，唯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许安帘，出外平观，四面皆睹，互相检察，宁容片私”！[58]

那烂陀寺是五印度皆仰望、向往之圣地，异域如东方大唐、新罗等都有众多僧人不畏艰险、万里跋涉来此参访求学。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在公元7世纪，不仅有名垂千古的大师大唐玄奘、义净，而且有众多默默无闻的矢志修学求法者，如大唐太州玄照、齐州道希、并州道生、爱州大乘灯、荆州道琳、洛阳智弘、荆州无行等，新罗阿难耶跋摩、慧业等，睹货速利国佛陀达摩等。在公元7—8世纪，还有一批由印度来华的僧侣曾在那烂陀寺修学，如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地婆诃罗、善无畏、金刚智等。这也说明此时那烂陀寺已经有大乘密教在弘传了。

那烂陀寺是在瑜伽行派兴起时建立的，也一直是瑜伽行派占主导，但随着中观派的复兴，中观派的一些大师也进入其中，瑜伽行派与中观派在那烂陀寺共存。但公元7世纪下半叶的那烂陀寺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一是大乘密教在那里影响越来越大，后来的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善无畏当时曾在那烂陀寺礼昙无德（达摩鞠多）为师，研究过密教奥义，得受密法灌顶，就是一个明证；二是中观派力量逐渐强过瑜伽行派。到8世纪以后，瑜伽行派、中观派都与大乘密教合流了，这也意味着那烂陀寺已经衰落。

在玄奘时，那烂陀寺实际已开始衰落。在玄奘回国三年后，戒日王去世，印度发生饥荒、混乱，恶人相害，那烂陀寺也萧条起来。玄奘曾以梦的形式显示这个事实：“在于夜中忽梦见那烂陀寺房院荒秽，并系水牛，无复僧侣。”[59]但很快那烂陀寺就复兴了。不过，到义净时，如前文所述，那烂陀寺规模已有所衰减。但那烂陀寺一直保持较大规模，直到12世纪末。当时伊斯兰军队占领并焚毁了那烂陀寺，大批僧徒遭到屠杀。从此，那烂陀寺成为废墟与记忆。以此为标志，宣告除东印度外，佛教在印度大部地区趋于灭亡。

三“空有之争”与大乘佛教的衰落

在公元六七世纪，大乘佛教的演变与瑜伽行派和中观派间的论争，即历史上著名的“空有之争”分不开。

瑜伽行派在世亲大师之后，有其弟子陈那大师继承其法脉。陈那大师在唯识学以及因明学方面卓有建树，其中在唯识学方面引领了中期即唯识思想集大成展开的阶段，在因明学方面更是奠定了“新因明”的基础，使随后因明学的发展冠上了“佛教因明学”之名。中期唯识发展是在对世亲晚年代表著作《唯识三十颂》的诠释中展开的，此中涌现出众多杰出的注释家，其中以十大论师为代表，正是他们将唯识思想的开展推向了其逻辑展开的高峰。随后，瑜伽行派转向以因明学为中心的方向，法称大师光大陈那之学，完成了“新因明”。而唯识思想渐走向与部派佛教经量部以及大乘中观派合流，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中观派在龙树、提婆大师圆寂后，很快沉寂下来，到佛护大师开始复兴。此后清辨大师创立中观派的第一个分支，即自续派，并与瑜伽行派的护法大师论争，引发了“空有之争”之端。清辨之后，出现了中晚期中观派的另一位大师月称。月称甚至可称是龙树后最有影响的中观派大师，其创立了应成派，现今西藏的格鲁派就是源自月称大师一流的。月称重新激活了龙树的中观传统，并予以了全面的发挥，与晚期瑜伽行派的代表人物月官大师有新的论争。这是“空有之争”的高潮，也是瑜伽行派与中观派理论大争之终结。

“空有之争”在印度佛教史上总共有三次大的事件，即护法与清辨之论争、戒贤与智光之论争，以及月官与月称之论争。

中观派是龙树、提婆菩萨依于般若经思想开创的，乃大乘佛教最早的宗派，而弥勒、无著、世亲菩萨依于瑜伽行经思想建立的瑜伽行派，晚于其一百余年出现。中观派主要从遮角度谈一切法自性不可得之“空”，瑜伽行派更多依于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谈一切法在凡夫、圣者视角下的“有”，二者从对立的两端进入，意趣大相径庭。在弥勒、无著、世亲菩萨创派的时代，中观派已经衰微，瑜伽行派虽然也批评中观宗末流的顽空见，但对般若思想以及中观基本宗义以三性观立场予以了会通、摄受。到了中观派复兴时，瑜伽行派正处于盛期，所以中观派为了凸显宗义以及宗派立足，发起论争势所必然。最初的重要论争是清辨挑起的，但在此后的长期论争过程中，瑜伽行派也有主动挑起之时，如月官就发起了与月称的论辩。论争的方式，有造论与论辩两种，如释印顺所说：“中观与瑜伽者的论诤，不只是文字（笔墨）上的论诤，还采取印度当时流行的公开辩论。”[60]

第一次论争发生在清辨与那烂陀寺住持护法（Dharma-pāla）之间，时间在公元6世纪中叶。焦点在依他起性是否有体上。清辨以相待而立为无自性，在他看来，依他起性乃缘起性，因而绝无自性，故无体，连带阿赖耶识作为依他起性，也不能成立；但护法认为，依他起性作为缘起性，虽然非自然而有，可说其无自性，但绝非完全非有，故仍应许其有自性。清辨断言护法关于依他起性之见肯定过度，堕入了外道的实有见，即所谓自性见；而护法认为清辨之见所遮过度，相当于否定一切，堕入了外道的顽空见。双方尖锐对立，都无法说服对方。这次论争奠定了后来“空有之争”的基调。据《大唐西域记》记载，清辨曾存商榷论辩之心去见护法，但护法遣使避见，后清辨入石壁阿素洛宫中，发誓等待弥勒下生成佛，而面见决疑。[61]看来，清辨与护法的论争还是以造论方式进行的，直接见面的论辩并没有实现。

第二次论争发生在那烂陀寺中观派论师智光（J[image: ]āna-prabhā）与瑜伽行派论师戒贤（[image: ]īla-bhadra）之间，时间约在公元6世纪后半叶。这次论争主要据《华严经搜玄记》卷一中来自中天竺的译经师地婆诃罗（Divākara，日照）的传说。据称，二师同一时代，都曾任那烂陀寺主持，皆“神解超伦，声高五印，群邪稽颡，异部归诚，大乘学人仰之如日月，独步天竺各一人而已。以所承宗别，立教不同”。[62]戒贤是护法的弟子，在晚年又成为玄奘的师尊。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所载，有一智光法师乃戒贤学生，非中观师，戒贤示寂后继任那烂陀寺住持。玄奘在那烂陀寺时，曾与其相互论说法义，后回国又曾致信问候。在玄奘去印时，戒贤已经一百余岁。如果法藏所说属实，中观论师智光并非戒贤学生智光，应早已去世，其与戒贤的论争应发生在戒贤的盛年，否则玄奘应有所记载。

在《解深密经》中给出“三时判教”，顺序是第一时为四谛教，第二时为般若空教，第三时为瑜伽行有教，以在后者为较殊胜了义，而瑜伽行有教最胜。[63]戒贤的判教立场随顺了《解深密经》。但智光的判教不同，顺序是第一时四谛教，第二时瑜伽行有教，第三时般若空教，以般若空教最胜，如《华严经搜玄记》云：

戒贤即远承弥勒、无著，近踵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立三种教，谓佛初鹿园说小乘法，虽说生空，然犹未说法空真理，故非了义，即四《阿含》等经；第二时中虽依遍计所执自性说诸法空，然犹未说依他、圆成唯识道理，故亦非了义，即诸部《般若》等教；第三时中方就大乘正理具说三性三无性等唯识二谛，方为了义，即《解深密》等经。……智光论师远承文殊、龙树，近稟提婆、清辨，依《般若》等经、中观等论亦立三教，谓佛初鹿园为诸小根说小乘法，明心境俱有；第二时中为彼中根说法相大乘，明境空心有唯识道理，以根犹劣、未能令入平等真空故作是说；于第三时为上根说无相大乘，辩心境俱空平等一味，为真了义。……此三教次第如智光论师《般若灯论释》中具引《苏若那摩诃衍经》说。此（指《苏若那摩诃衍经》——笔者注）云大乘妙智经，此昔所未闻也。[64]

显然，戒贤与智光的判教立场针锋相对。但《大乘妙智经》以及智光的《般若灯论释》未见梵本以及藏译，也不见其他独立记载，所以这个传说的可靠性并没有定论。不过，其反映了中观一系的判教立场及其与瑜伽行派判教立场的对立，应是可信的。

在这里还要插叙一下玄奘与师子光（Simha-ra[image: ]mi）间的论争。玄奘旅印时，在那烂陀寺与该寺中观论师师子光有一场论辩，最终取胜。当时玄奘法师的师父戒贤论师派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寺讲瑜伽行派著述《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而那烂陀寺的中观论师师子光同时在讲中观派著述《中论》《百论》，并以中观派宗义破斥瑜伽行派宗义，玄奘法师则予以辩护，认为圣人立教，各有针对性，虽有差别，但并非矛盾，所以瑜伽行派宗义与中观派宗义皆能成立，而不相违。就这样，在往复辩论的过程中，玄奘法师以会通两派的方式处理对手所说中观旨意，以致师子光法师最后无言以对，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所说：

法师（指玄奘——笔者注）妙闲《中（论）》、《百（论）》，又善《瑜伽》（《瑜伽师地论》），以为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岂关于法也！愍其局狭，数往征诘，复不能酬答。由是学徒渐散，而宗附法师。[65]

师子光法师具体批评的是瑜伽行派的核心学说三性说。他如清辨大师一样认为，按照中观派基本宗义一切法无自性见，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乃一切法所摄，必为无自性而无所得，所以三性说许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为自性有不能成立。但在玄奘看来，无自性见针对的是遍计所执性，而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不在其诠指的遍计所执性一切法的范围内，所以中观派无自性见与瑜伽行派三性说并不矛盾。为明此会通两派的意趣，玄奘大师特著《会宗论》三千颂，受到戒贤论师以及那烂陀寺的其他僧众的一致赞扬，所谓“无不称善，并共宣行”。师子光辩论失败，可他内心并不服气，遂请其东印度同学旃陀罗僧诃法师来与玄奘大师辩难，以雪前耻，但不料此人“既至，惮威而默，不敢致言”，徒增玄奘法师的威名。[66]这次论辩的胜利以及玄奘法师后来与正量部论师般若鞠多论辩的胜利，为瑜伽行派学说当时在中印度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缓了瑜伽行派的衰落。

第三次论争发生在中观论师月称与瑜伽行派论师月官（Candra-gomin）之间，约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在清辨与护法论争之后，据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记载，还有多次论辩，“南印度清辨的弟子们，不满意安慧的《中观释论》，到那烂陀（Nālandā）寺来，与安慧的弟子争辩。安慧的在家弟子月官（Candra-gomin），到那烂陀寺来，与月称作了七年的长期论辩。德慧的《〈中论〉注》，破斥清辨；清辨的弟子三钵罗多陀（Sampraduta），与德慧在南方的婆罗保梨（Balapurī），也作了长期的论辩”。[67]当然，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还是月官与月称间的论辩。

月官是瑜伽行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乃在家居士，与月称论辩时，后者是那烂陀寺住持。这一僧一俗往复论辩达七年之久，以致他们分别宣讲的宗义连周围村子的儿童们都已知晓。应该是在这漫长的论辩过程中，月称将其对待瑜伽行派的立场予以了厘清，并在其重要的著述中有清楚完整的表述。应成派在获得中观派主流地位后，其立场成为该派区分宗派见的标准。释印顺认为，对瑜伽行派学说，月称视其为教化劣机的不了义的方便说，相对温和，而清辨较为极端，直接加以否定，斥为违背佛经的过度发挥。[68]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实际月称在其论中态度也常是相当强硬的。

就这场马拉松式的论辩的结果而言，月称是处在了下风，如当时有颂唱到：“噫嘻龙树论，有药亦有毒，慈氏无著论，是群生甘露。”[69]月称与月官的论辩，对传播与普及中观派与瑜伽行派学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大乘佛教因宗派见而对立乃至分裂的后果，这加速了大乘佛教的衰落。

应该说，在月官、月称时代，瑜伽行派已经发生了转向，更加强调因明学方向，唯识学方向趋于沉寂，而反倒是中观派通过不断吸收瑜伽行派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在此过程中，瑜伽行派渐与中观派合流，形成瑜伽行中观派。结果，瑜伽行派与中观派都失去了自己的特色，逐渐变成了大乘密教的附庸。事实上，当时的所谓瑜伽行论师以及中观论师，毋宁说是密教论师。可以这么认为，印度大乘佛教在“空有之争”过程中走到了其理论逻辑开展的顶点，又急转而下，由盛转衰。在此演变过程中，伴随着大乘密教兴起，而渐被后者取代。

大乘佛教的衰落除有与密教合流以及内部宗派的恶性竞争的因素外，吠檀多思想以及印度教信仰的兴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吠檀多思想大力吸收大乘佛教般若中观思想以及瑜伽行思想并重新诠释、改造从而深化与系统化吠陀奥义书传统的宗教思想，以致其早期一些论师的著述带有浓重的大乘思想色彩。这使印度教在理论上完成了基于婆罗门教的转化，奠定了自己的基本思想特色。同时印度教作为婆罗门教的继承，获得了印度的宗教与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在信仰上融合了原婆罗门教与土著宗教的虔信方面，并通过将释迦牟尼佛列为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以其作为反面角色来消解佛教信仰。这样，印度教利用其正统地位以及广泛影响，通过在理论上暗地里吸收，而在明面的信仰上又贬低丑化，使佛教的影响急剧下降。从这个角度看，大乘佛教转化为与印度教相近的大乘密教可以看作是在迫不得已的局势下的一种自保之举，也是大乘佛教试图顺应时代背景与生存条件变化的方便措施。

当然，大乘佛教最终灭亡的原因主要在于，大乘佛教在各种合流中渐渐失去自己的特色，以及大乘密教片面强调“方便为究竟”，而“方便出下流”，导致戒律松弛，淫邪、迷信与庸俗混流，最后在伊斯兰军队的屠刀下灭绝。

第四节 晚期部派佛教的流布与演变状况

部派佛教在大乘佛教兴起后，便进入了晚期。晚期部派佛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直至灭亡的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晚初、晚中、晚终期。

一 部派佛教晚初期

这约相当于公元2世纪中到公元5世纪初，部派佛教早已经遍及五印。大乘佛教的兴起，与部派佛教关系密切，一部分部派佛教信众直接转化为了大乘信众，甚至成为大乘早期的弘扬者与论师，即使是在后来整个大乘佛教流布时期，大乘修行者也大多依于部派佛教的部派出家受戒，然后再修大乘。所以，大多数部派，不论上座系还是大众系，都与大乘佛教有融合而共转的倾向，兼修大乘法的比比皆是。但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保守的部派佛教修行者，视大乘佛教的兴起为“正法”的危机。他们斥大乘“非佛说”，坚持部派佛教传统而拒绝大乘佛教开创的自由开放的思想方式。这时部派佛教的主要派别乃说一切有部（有部）、经部（经量部）、大众部等，而正量部的影响随着大乘的兴起也越来越大。

说一切有部分东西两部，即西方师在犍陀罗，东方师在迦湿弥罗。后来东方师占上风，以其立场编辑成集大成性质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收罗了各种异说，并对西方师予以了批判，将有部学推向顶峰，但同时也终结了传统有部学的发展。由此，有部思想进入了晚期阶段。在此阶段，其思想的开展受到了大乘思想的影响。但相较于在犍陀罗，有部传统在迦湿弥罗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延续。最值得注意的是，多位有部大师注释了西方师法胜的《阿毗昙心论》，其中法救（非有部四大家的法救）采《大毗婆沙论》的一些思想，补充与系统化了《阿毗昙心论》的系统，而成《杂阿毗昙心论》，对有部东西方思想予以了综合。此书乃这个时期有部主要的著作。

经部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西北印度，而大众部主要在中印度与南印度发展，二者都传承不明。但可知此时出现了一位大师师子铠（诃梨跋摩），传承了二者之学。师子铠乃经部的集大成者童受的学生，在离开老师后，来到了中印度阿逾陀。“当时那一带的部派佛学中僧祇一部已到了多闻阶段，学说规模宏大，不拘守一宗一派之言，采用大乘的说法，开展了综合性的学风。”[70]师子铠综合经量部与大众部（“僧祇”）之学，融合一些大乘思想，写成了一部性质介于部派佛教与大乘之间的论著《成实论》。

二 部派佛教晚中期

这指公元5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初前后。在此阶段，大乘佛教从般若思想的批判性，转变为如来藏思想的信仰性，再到瑜伽行思想的集大成性质的建构性，由此进入盛期，但很快就开始衰落。其间，部派佛教最主要部派说一切有部、上座部、大众部仍存，但势力也大衰；而经部思想影响犹在，不过已经失去其主要部派的地位，为正量部所取代，正量部一跃而成最大部派。从《大唐西域记》可知，这个阶段是印度佛教宗派论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部派佛教彼此之间、大乘彼此之间、大乘与部派佛教之间，都有发生，所谓“部执峰峙，诤论波涛”。[71]

（一）大、小乘佛教及其僧众分布

小乘在此阶段虽遍及五印，但分布变化甚大。在西北印度这样的小乘传统根据地犍陀罗等地部派佛教已经大大衰落，在玄奘去印时，只见少量部派佛教僧众，而整个北方也就迦湿弥罗国小乘僧众较多，小乘佛教的开展只在中印度、南印度、西印度规模较大。

大乘佛教最初在南印度兴起，后经西印度发展到西北印度，又传播到中印度、东印度，乃至五印皆有大乘。但在西北印度，最初由于龙树等的弘传，有大乘般若思想的广泛传播，后来更由于世亲回小向大的皈依以及无著的阐扬，大乘瑜伽行派曾经兴盛，不过，随着印度婆罗门教在此地复兴，大乘佛教开始衰落，到玄奘去印时，除乌仗那国外，仅见少量大乘僧众，而传到中、东、南、西印度者，仍存三个中心即摩揭陀国（中）、乌荼国（东）[72]与[image: ]萨罗国（南）。

按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公元7世纪初，五印诸国习学佛教有五种类型：一者纯习小乘；二者纯习大乘；三者兼功习学大、小乘；四者学无专习，即没有形成修学传统的；五者习学大乘上座部，代表小乘融摄大乘的形态。这也应该是此整个阶段的基本状况。对此分布，季羡林曾有一个大略总结：“崇信大乘的‘国’或伽蓝共有十六个，崇信小乘的有三十七个；崇信大小二乘的有十二个；没有说明或‘学无专习’的有十七个。至于信徒人数则无法统计。从单位数字看来，大、小乘五天竺都有，而小乘的力量，要比大乘强大得多。”[73]具体情况如下。

（1）纯学大乘共十六教区。谓北印度滥波国、犍陀罗国两伽蓝、乌仗那国、呾叉始罗国、僧诃补罗国、乌剌尸国、迦湿弥罗国一伽蓝、屈露多国（“多学大乘，少习诸部”）；中印度毗罗删拏国、战主国数伽蓝、吠舍离国一伽蓝、摩揭陀国数十伽蓝；东印度乌荼国；南印度[image: ]萨罗国、驮那羯磔迦国[74]；西印度伐剌拏国。其中，北印度乌仗那国应有一万左右僧众；中印度摩揭陀国一万余僧众；南印度[image: ]萨罗国一万左右僧众；东印度乌荼国一万余僧众。此十六教区共四万到五万僧众。西印度较弱。

（2）纯学小乘共三十七教区。谓北印度犍陀罗三伽蓝、迦湿弥罗国、磔迦国一伽蓝、至那仆底国一伽蓝；中印度波理夜呾罗国、萨他泥湿伐罗国、窣禄勤那国（“多学小乘，少习余部”）、秣底补罗国、瞿毗霜那国、垩醯掣呾罗国、劫比他国、羯若鞠阇国四伽蓝、阿耶穆佉国、钵逻耶伽国、憍赏弥国、鞞索迦国、舍卫国、迦比罗卫国、波罗痆斯国、战主国、吠舍离国一伽蓝、摩揭陀国两伽蓝、伊兰拏钵伐多国、瞻波国、羯朱嗢祗罗国；东印度三摩呾吒国、羯罗拏苏伐剌那国；南印度达罗毗荼国、摩腊婆国、伐腊毗国；西印度阿难陀补罗国、瞿折罗国、信度国、阿点婆翅罗国、波剌斯国、臂多势罗国、阿軬荼国。其中的中心有北印度迦湿弥罗五千余僧众；中印度波罗痆斯国五千左右僧众、伊兰拏钵伐多国六千左右僧众；南印度达罗毗荼国万余僧众、摩腊婆国两万余僧众、伐腊毗国六千余僧众；西印度信度国万余僧众、阿点婆翅罗国五千余僧众。三十七教区共九万左右僧众。南印度、西印度、中印度较强，东印度较弱。

（3）兼功习学大小乘共十二教区。这其中“兼功习学”之义需要略辨一下。季羡林主张非指一个人兼习大小乘，而应指一个地方流传大小乘。[75]然而，此说并非完全合理。在《大唐西域记》中，有的国家如摩揭陀国既流传大乘，也流传小乘，但玄奘并未称其国“兼功习学”大小乘，而是标出其有的伽蓝习大乘，有的伽蓝习小乘。这表明“兼功习学”是指在这些地方或者伽蓝是混传大小乘的，也就必然有一些僧众兼习大小乘，甚至应该指这些地方的僧众大多都兼习大小乘。

兼习大小乘的十二教区谓北印度阇烂达罗国；中印度秣菟罗国、羯若鞠阇国、阿逾陀国、弗栗恃国、奔那伐弹那国；南印度恭建那补罗国、摩诃剌侘国、契吒国；西印度邬阇衍那国、钵伐多国、狼揭罗国。较大中心为中印度羯若鞠阇国万余僧众，南印度恭建那补罗国万余僧众、摩诃剌侘国五千余僧众，西印度狼揭罗国六千余僧众。十二教区总计四万僧众。其中中印度、南印度混传较多，东印度没有混传情况。混传反映了该地大小乘的混融状况。

（4）学无专习共十七教区。谓北印度那揭罗曷国、钵露罗国、半笯蹉国、曷逻阇补罗国、磔迦国、至那仆底国；中印度设多图卢国、婆罗吸摩补罗国、蓝摩国、拘尸那揭罗国、吠舍离国；东印度耽摩栗底国；南印度案达罗国、珠利耶国、秣罗矩吒国；西印度掷枳陀国、茂罗三部卢国。主要分布在北印度钵露罗国数千僧众，东印度耽摩栗底国千余僧众，南印度案达罗国三千余僧众。十七教区共一万左右僧众。学无专习的情况应该反映了该地佛教教派不断发生变化而不稳定的状况，原因可能有二：一者佛教教派间的不断论争替换，二者外道教派势力大而令佛教教派不断变动。

（5）习学小乘摄大乘的融合教义共四个教区。《大唐西域记》提到斯里兰卡主要习学“大乘上座部”，有两万余僧众；在印度也有习学的，如中印度摩揭陀国摩诃菩提僧伽蓝，南印度羯陵伽国、跋禄羯咕婆国，西印度苏剌侘国，共约五千僧众。“大乘上座部”应是融合了大乘部分学说的小乘上座部。[76]其实不仅有“大乘上座部”，还应有“大乘大众部”，如前面谈到的《成实论》即反映了这种小乘大众部摄受大乘思想的类型。[77]大乘摄小乘不算新类型，因为学大乘要求学小乘，以圆满道种智（道相智）。

根据前面所述公元7世纪初大小乘分类发展状况，对整个印度部派佛教晚中期情况可得如下几点推论：

一者，小乘总的僧众要大大多于大乘，可推论，在印度即使是在大乘佛教的盛期，其力量也要弱于小乘不少。

二者，大乘在北印度与东印度要强于小乘，在中印度相当，而在南、西印度要弱得多。

三者，大乘佛教在此阶段达到盛期，但很快开始衰落，特别在北印度。

四者，小乘佛教在此阶段发展有跌有涨。在北印度大大衰落，但在西、南印度尤其在南印度由于正量部的崛起而有大发展，虽然大众部在南印度已衰落。

（二）小乘部派分布及其僧众

在此阶段大乘佛教达到盛期，但随即开始衰落，而处在衰变过程中的部派佛教却有了一个不小的复兴。此阶段结束时，即公元7世纪初期，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及的部派主要有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大众部，这些也应该是此阶段的主要部派。在三大传统部派上座部、说一切有部、大众部外，只提后来兴盛的正量部，并不是说没有其余部派的单纯存在。在唯标小乘的一类中应有前四类以及其余部派的存在，甚至可能有其余部派的纯粹类型。纯粹部派弘传教区的具体分布如下。

（1）宗崇上座部的地区：东印度三摩呾吒国，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共一万二千余僧众。

（2）宗崇说一切有部的地区：北印度至那仆底国，中印度秣底补罗国、羯若鞠阇国、伊兰拏钵伐多国、摩揭陀国迦布德迦伽蓝，西印度瞿折罗国、波剌斯国，共四千数百僧众。

（3）宗崇正量部的地区：中印度垩醯掣呾罗国、劫比他国、阿耶穆佉国、鞞索迦国、舍卫国、迦比罗卫、波罗痆斯国、吠舍厘国、伊兰拏钵伐多国，东印度羯罗拏苏伐剌那国，南印度摩腊婆国、伐腊毗国，西印度阿难陀补罗国、信度国、阿点婆翅罗国、臂多势罗国、阿軬荼国，共六万数千僧众。

（4）宗崇大众部的地区：北印度迦湿弥罗国，共百余僧众。

（5）宗崇小乘的地区：北印度犍陀罗三伽蓝、迦湿弥罗、磔迦国一伽蓝，中印度波理夜呾罗国、萨他泥湿伐罗国、窣禄勤那国（“多学小乘，少习余部”）、秣底补罗国一伽蓝、瞿毗霜那国、钵逻耶伽国、憍赏弥国、战主国、摩揭陀一伽蓝、瞻波国，共九千左右僧众。从中可知，玄奘大师去印度时，四大部派外其余部派的单纯存在只能在北印度与中印度才有可能。在北印度此三教区中，可能有单纯经量部存在，而在中印度可能有经量部、犊子部、化地部、法藏部等的单纯存在。比如在[image: ]赏弥国，可能仍有犊子部的单纯存在。

容易看出，上座部主要在南印度与东印度流行；说一切有部在北、中与西印度，南印度、东印度无；正量部在中、西、东、南印度有，但主要在中印度、西印度、南印度，而北印度无；大众部已经完全衰落，只在北印度有明确僧团小规模弘传。在这些部派中，正量部与说一切有部流传最广。[78]

在其中还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印度的犍陀罗与迦湿弥罗过去一直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据地，毗婆沙西方师与东方师分别在二地活跃，但在此阶段就面目全非了，其中迦湿弥罗只能见到后传到北方的大众部；正量部则力量崛起，一跃而成为最大部派，改变了部派佛教生态。

简言之，在北印度有说一切有部与大众部；在中印度有说一切有部与正量部，其中此二者占据主流，而在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形成一个大小乘并存的佛教学修中心；在东印度有上座部与正量部；在西印度有正量部与说一切有部；在南印度有上座部与正量部，其中正量部在摩腊婆形成了一个部派佛教最大中心。

（三）有部系、大众系与分别说系的开展

如果从本书的三系角度观察，前述四部可以重新归类，大众部归大众系，有部归有部系，上座部与正量部归分别说系。

先看有部系。大乘佛教的兴盛迫使部派佛教的传统力量也要因应而有所振奋。世亲大师早期作为批判大乘的重要论师，朋经部而对以《大毗婆沙论》为代表的有部说予以了批判、抉择与改造，在《杂阿毗昙心论》的基础上，撰造了著名的《阿毗达磨俱舍论》。此论对有部与经部的学说作了抉择与统一的工作，影响极大，甚至地位直追《大毗婆沙论》，而被称为“新有部说”。

但《俱舍论》的立场在经部与有部间折衷，又出新说，并未能使传统力量满意，所以遭到悟入论师的弟子众贤论师等的批评。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众贤论师专研《俱舍论》十二年，写成一部针对性的论著，也就是《顺正理论》，其节本称《显宗论》。《顺正理论》以毗婆沙师的立场，对《俱舍论》有批判，也有抉择，相当系统，代表了宗《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毗婆沙师试图回到有部传统的最后努力。

经量部在中印度与北印度仍有弘传，但已衰微。其思想受到瑜伽行派的吸收，如陈那论师取经部的“自证说”与“带相说”明确阐发了有相唯识观。在此阶段晚期，经量部已经有与瑜伽行派合流的倾向。

大众系的主要部派大众部最初在南印度，后发展到中印度、北印度，但到玄奘去印时，在南印度以及中印度皆已没有单纯大众部了，只在北印度迦湿弥罗还有单纯传承。大众部思想与大乘相近，所以在大乘兴盛后，其特色不再，衰落在所难免。而大众系其余部派更早已消失。

分别说系上座部最初在北方，后向东、向南流传，而犊子部主要在中印度，化地部、法藏部初亦主要在中印度，后传到西印度、南印度，而在南印度的案达罗与大众部相邻，但后来衰落。在斯里兰卡（僧伽罗国）分别说系更为强盛，有大寺派（Mahā-vihāra-nikāya，摩诃毗诃罗住部）以及无畏山派（Abhaya-giri-vihāra，阿跋邪只厘住部）。如《大唐西域记》记载，僧伽罗国最初习大乘上座部法，僧伽有二万余人，后“分成二部：一曰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教，二曰阿跋邪只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79]再后又分出祇多林住派（Jetavana-ārāma）。无畏山派与祇多林住派都是大小乘兼修，而大寺派唯修小乘。

正量部随顺犊子部，而承诺有我论，由此与大乘如来藏思想有相似之处，此时成为一大部派，乃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早期大乘宗派中观派在佛教中的论敌是说一切有部，而到此阶段，大乘宗派瑜伽行派的论敌渐转为了正量部。所以，在大乘极盛时期，正量部具有了与大乘佛教相抗衡的力量。

正量部最初是在西印度流行，后流传到南印度，可能是其业力不空的思想在乱世中受到欢迎，故发展很快，特别受到工商阶层的支持。据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记载，除北印度以外，正量部在印度其他地区都有流传，计十九国，共六万多僧众。当时印度有两大重学的地区：一是中印度摩揭陀国，那里建有那烂陀寺；一是西南印度摩腊婆国，如在述及摩腊婆国时云：“五印度境两国重学，西南摩腊婆国，东北摩揭陀国，贵德尚仁，明敏强学。而此国也邪正杂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80]

玄奘在印时，曾代表那烂陀寺应对正量部论师般若鞠多对大乘佛教的挑战。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当时“南印度王灌顶师老婆罗门名般若鞠多，明正量部义，造《破大乘论》七百颂，诸小乘师咸皆叹重”。在该论中，般若鞠多判大乘为“空花外道，非佛所说”，予以批判。此论影响甚大，以致那烂陀寺的大乘论师们颇有畏惧，而不愿应战。玄奘自告奋勇请许代应战得允，遂造《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以大乘义破斥该论。[81]此论在戒日王于曲女城召开的十八日无遮大法会上宣布，竟无人敢质疑一字，玄奘遂赢得极大声誉。从这次事件可知正量部在印度南部佛教中的强大地位。

三 部派佛教晚终期

部派佛教晚终期是指公元7世纪初以后直到佛教在印度消亡间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部派佛教先是延续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部派大略情况，即分为四大派，也就是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与大众部。在晚终期有影响的佛教思想还有经部之说，但其并没有再以现实的宗派形式出现。义净大师在公元7世纪下半叶（671）去印度取经与朝圣，曾记载了那时印度部派佛教的情况：

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国相承，大纲唯四。一阿离耶莫诃僧祇尼迦耶，唐云圣大众部，分出七部，三藏各有十万颂，唐译可成千卷；二阿离耶悉他陛[image: ]尼迦耶，唐云圣上座部，分出三部，三藏多少同前；三阿离耶慕[image: ]萨婆悉底婆拖尼迦耶，唐云圣根本说一切有部，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四阿离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唐云圣正量部，分出四部，三藏三十万颂。然而部执所传，多有同异，且依现事言其十八，分为五部，不闻于西国耳。其间离分出没，部别名字，事非一致，如余所论，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诸洲，皆云四种尼迦耶，然其所钦处有多少。摩揭陀则四部通习，有部最盛；罗荼、信度（西印度国名）则少兼三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时逢大众；南面则咸遵上座，余部少存；东裔诸国杂行四部（从那烂陀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师子洲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82]

从中可知，当时北印度主要流传说一切有部，再加少量大众部；中印度（摩揭陀国）通行四部，即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与大众部，但主要是说一切有部；西印度（信度国）与西南印度（罗荼国）其他较少，正量部尤其多；南印度主要传播上座部，正量部与大众部已经很少了，而在师子洲即僧伽罗国皆是上座部。

从西去印度取经、朝圣的法显大师、玄奘大师、义净大师的见闻比较可以看出，部派佛教的衰势十分明显。西北印度犍陀罗与北印度的迦湿弥罗曾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据地，二者的衰颓变化是一个典型。在法显大师去印时，说一切有部在犍陀罗已经衰落，但仍是小乘学流行，包括有部以及经部，但后来长期战乱，破坏了传统信仰结构，小乘衰落，到了玄奘法师去印时，甚至其小乘佛教都衰微到不值一提的状态了。迦湿弥罗在世亲菩萨在世时仍是说一切有部的天下，但经过乱世与灭法，说一切有部的痕迹似乎消除不见，迦湿弥罗反倒成了后传到北方的大众部的化地。乌仗那国在法显大师去时小乘甚盛，但在玄奘大师时已经消失，被大乘信仰取而代之。对比法显时代与玄奘时代，可见[image: ]赏弥国从小乘盛行衰为伽蓝倾颓荒芜、僧众只有三百人的衰景；耽摩栗底国从尽有僧住的二十四伽蓝变为只有十余所；伐剌拏国从三千多小乘僧到伽蓝荒圮、僧徒三百，亦尽显衰颓；如是等等，不一而足。总的来看，玄奘大师去印时，部派佛教已经衰颓，规模大不如前，传统寺院多数衰朽，僧群缩小，化地也多有变动，只有正量部变得强大。从总的实力看，小乘还是远强于大乘。

义净去印时代距离玄奘去印时代不到半个世纪，但其间小乘佛教的衰变堪称急剧。中印度本是正量部流布最广之地，大大超过说一切有部，却已经不复旧观。西南印度（也称南印度）的摩腊婆、伐腊毗国在玄奘时代都是正量部独大，然而义净只提到该地区正量部主要在罗荼国，可见摩腊婆已失去其正量部中心的地位。南印度最初是大众部最为流行，在玄奘去印时已成上座部化地，义净的记载亦如此，而大众部仅存少量。

部派佛教晚期与大乘佛教一样，受到了印度教快速发展的挤压，这是其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伊斯兰人从公元8世纪开始从西北印度对印度的不断入侵，则给了部派佛教以毁灭性打击。因为部派佛教具有相对严格的僧团制度以及相对保守的思想方式，而且大多集中在印度北部、中部、西部以及南部，所以最先遭到破坏，很快就趋于消亡，而大乘佛教已经渐转型为大乘密教，且主要在偏于印度东部的地区发展，因而偏安的时间较长，直到13世纪初伊斯兰军队毁灭了大乘密教最后一个学修中心超戒寺（Vikrama-[image: ]īla）后，方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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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晚期大乘经典及其思想

序说 中期与晚期大乘佛教

初期印度大乘佛教虽然有各类大乘经传出，但弘扬最盛的是般若经典。在思想特质上是谈空，在方法论上是遮（破），而在修法上是注重般若波罗蜜多，以空观为中心，以无住、无所得精神为行持指导。简言之，般若思想谈空破执，对外道以及部派佛教的执着予以有力扫荡，同时体现出大乘智慧及其境界的无上甚深与微妙性。

龙树、提婆菩萨依止般若思想，以缘起明空，以否定自性为遮，建立中观派。龙树提婆师弟的弘扬及其中观思想的传承，意味大乘佛教获得了自己的社会与宗教、思想地位。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早期阶段。

龙树提婆的传承强调空说，凸显破执，单刀直入，但修学者不易把握，原因在于难以如实契入空意趣，导致末流在方法上多有偏颇，在认识上多有武断，甚至诽拨一切皆无，而堕入顽空。这在瑜伽行派的大论《瑜伽师地论》的真实义品中就有指出，如云：“如有一类闻说难解大乘相应、空性相应、未极显了密意趣义、甚深经典，不能如实解所说义，起不如理虚妄分别，由不巧便所引寻思，起如是见立如是论：‘一切唯假，是为真实，若作是观，名为正观。’彼于虚假所依处所实有唯事，拨为非有，是则一切虚假皆无，何当得有‘一切唯假，是为真实’？由此道理彼于真实及以虚假二种俱谤都无所有。由谤真实及虚假故，当知是名最极无者。”[1]

堕于顽空不仅遮蔽诸法实相，而且破坏修学与成佛的根基，所以为了对治这种弊端，以及在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显示诸法实相，乃至建立成佛的根据，又有大乘经传出。这就是佛性如来藏经典，如《大般涅槃经》《如来藏经》《大法鼓经》《不增不减经》《胜鬘经》《无上依经》等。这类经典首先告诉我们成佛必须要有内在的根据与可能，即佛性、如来藏，而且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其次，并非一切法完全无有，诸法最根本体性即诸法实性就真实存在，所谓法性、法界、真如等；最后，真如法界，即是自性清净心，即是佛性、如来藏。这就引发了大乘思想与修行的一大转向，即成佛之路从重空观的般若波罗蜜多，转到去除缠覆佛性如来藏的烦恼尘垢而豁显佛性如来藏。由此，也意味印度大乘佛教进入了中期阶段。

但不论是初期大乘般若思想，还是进入中期的佛性如来藏思想，在大乘佛教的境、行、果的建立方面，都没有完成系统化，所以随后传出大乘晚期的瑜伽行经典，形成完整的境行果系统，并完成大乘小乘思想的集大成。这些佛陀圣教经典是《解深密经》《阿毗达磨大乘经》《楞伽经》《密严经》《佛地经》等。它们在诸法实相上将空与真如通过依他起性融合起来，成立三性说；在法观上建立了唯识观；在缘起上建立了种子现行的生、熏说；在道行上建立了转依说；在佛陀观上开显了佛身说；而且融合佛性如来藏思想，成立了心性如来藏说。

宗瑜伽行教典，弥勒、无著菩萨以及世亲论师，开创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第二个宗派，即瑜伽行派。瑜伽行派越过了专破阶段，而建立了完整的境行果学，标志印度大乘佛教进入了成熟阶段，也是大乘佛教理论展开的顶点。其精于阿毗达磨性质的抉择，通过因明学的发展，建立起了经院式佛教研究传统，但也影响了后期大乘佛教的末流渐形成琐碎支离的学风。

瑜伽行派在进入盛期时，中观派开始复兴，而随着密教的兴起，中观派与瑜伽行派都走向了衰微。

第一节 佛性如来藏经典及其思想

中期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是佛性如来藏经典。这些经典在般若思想的基础上传出，思想与修行指向更加内在化：一者通过空扫除凡夫的执著，而反显最根本真实，这主要反映对般若思想的深化；二者以佛性、如来藏为成佛的内在根据，这是佛性如来藏经典的本位特色；三者以佛性如来藏为自性清净心，这是对阿含经典的“心性本净”思想的深化，成立大乘的“心性本净”思想；四者，将此三方面思想统一起来，即法性、佛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合一。

因为较晚时期还有佛性如来藏经典传出，所以这些经典称早期佛性如来藏经典，主要有《大般涅槃经》《如来藏经》《大法鼓经》《不增不减经》《胜鬘经》《无上依经》等，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般涅槃经》《如来藏经》《胜鬘经》，此三经下面略加说明。

一《涅槃经》

（一）涅槃经类及《大般涅槃经》

涅槃经构成一类，是关于佛陀最后涅槃之经类，有大小乘两部类。这两部类意趣不同。小乘涅槃经强调无常与寂灭，而大乘涅槃经强调佛身常在。

小乘涅槃经：西晋白法祖所译的《佛般泥洹经》二卷、东晋法显所译的《大般涅槃经》三卷、失译《般泥洹经》三卷，皆为同本异译；竺佛念译《长阿含经》第二经“游行经”三卷；巴利《长部》第十六经“大般涅槃经”等。

大乘涅槃经：西晋竺法护所译的《佛说方等般泥洹经》二卷、东晋法显所译《大般泥洹经》六卷、隋阇那崛多所译《四童子三昧经》三卷；十六国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前三广略不同，皆属于后《大般涅槃经》的初一分。下面介绍一下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

《大般涅槃经》，梵名Mahā-parinirvāna-sūtra，又称大涅槃经。由十六国北凉昙无谶汉译，共四十卷。此本称为北本。此本经慧严、慧观、谢灵运等人融入法显所译的泥洹经六卷本，成二十五品三十六卷。此经的梵本原有二万五千颂。藏译本有两种，一者译自梵本，相当于本经之初分五品，另一转译自汉译本，相当于本经及大般涅槃经后分。梵本已不存，但现今发现了其一些残片。

（二）《大般涅槃经》的基本思想

（1）一切法的实性实有。在阿含佛教中否定外道凡夫的我执，而倡无我说，以此作为佛教的法印，即标志性学说。在大乘佛教的般若思想中，更以空说谈一切法不可得，由此将无我思想从众生无我而扩展到一切法无我。但在《大般涅槃经》中，主张佛教谈无我的意趣，是为了对治凡夫外道的我见，而非真正否定诸法的实性。换言之，凡夫外道谈我，只是偶然性的猜想，并非实证，属于执着，所以要以无我对治。但诸法的实性是真实存在，是真我。如该经中佛言：

比丘当知，是诸外道所言我者，如虫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来于佛法中唱是无我。为调众生故，为知时故，说是无我。有因缘故亦说有我，如彼良医善知于乳是药非药，非如凡夫所计吾我。凡夫愚人所计我者，或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尘，如来说我悉不如是。是故说言诸法无我，实非无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变易者，是名为我。如彼大医善解乳药，如来亦尔，为众生故说诸法中真实有我。[2]

这样一种“真我说”的传出，标志诸法实相从空到有的一种全新表达，亦标志大乘佛教的思想开展与修行实践的重大转折。

（2）佛身常住。在部派佛教大众部中曾主张佛身常在，无漏殊胜。大乘《法华经》揭示释迦牟尼佛出世说法，乃化身示现，其真身久远以前已经成佛，常住不灭。《大般涅槃经》则进一步表明，佛陀入灭只是示现而已，佛陀之身不是食身、烦恼之身，而是常身、法身、金刚之身，常住不灭。换言之，此身已非无常、苦、空、无我的过患身，而是常、乐、我、净的功德身。此身的开显为随后大乘经开显三身说铺平了道路。

（3）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皆可成佛。佛的法身不生不灭，所以并非由因缘生起，亦非流转所能破坏，在众生位亦当如此。这样，佛与众生平等平等。在众生位看待此法身，即是内在成佛的可能性，即佛性；亦是众生内在佛体，成佛即是其圆满显现，所以称如来藏。因此，一切众生都可成佛，只是由于障的厚薄时间迟早而已。这是佛性如来藏教的最早明确显示。

（4）一阐提可以成佛。一阐提者，谓不信佛法的人，断诸善根、不信因果业报、不亲善友的人，这类众生是否可以成佛呢？在中国佛教史上曾有一公案。先有六卷《大般泥洹经》译成，中言众生除一阐提，皆有佛性，但道生法师坚信经言未尽，应是一切众生，包括一阐提，都有佛性，皆能够成佛。待昙无谶译出更完整的《大般涅槃经》，中言一阐提也可成佛，印证了道生之说。这对中国佛教的佛性观带来了震撼性影响。按照《大般涅槃经》，由于一切众生内在具有如来藏，一阐提亦不可能例外，亦有成佛之因，一旦待其罪障消除，即可生善，走上成佛之路。

二《如来藏经》

《如来藏经》（Tathāgata-garbha-sūtra），一卷。梵本不存，有藏译本，亦有汉译本。汉译共有四译，最早系西晋法炬所译，但现仅存两译，一名《大方等如来藏经》，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一名《大方广如来藏经》，唐代不空所译。其中不空的译本内容要详细丰富。

此经的主题是如来藏，以九种比喻来显示。经文先以长行说明，再以同样意趣的偈颂复述总结。首先以莲花中的化佛，比喻众生身心中有完整佛陀，智慧功德具足，如言：“一切众生贪欲恚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加趺坐俨然不动，……一切众生虽在诸趣烦恼身中，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德相备足，如我无异。”[3]随后又以树蜜、谷中米、粪中金块、贫家怀宝、树种子、秽帛裹佛像、丑女贵胎、泥模中金像等譬喻，广明如来藏。此经以譬喻方式说明如来藏，未涉及真如等道理，再加上译出时间非常早，可推测在如来藏经类中应是属最早传出的一类。《如来藏经》的主要思想可略述如下：

（1）众生皆本具如来藏，即内在以如来体性为体性，智慧功德本来具足。此是成佛之因，因而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2）如来藏为贪嗔痴烦恼尘垢所染覆，即为众生位。

（3）如来藏虽被染覆，但清净性不变。

（4）如来藏恒常不变，不增不减。

（5）众生如来藏被染覆，不自知，需如来教示方知。

（6）众生依从如来教示而修行，可渐渐去除贪嗔痴尘垢。

（7）待贪嗔痴尘垢去尽，如来藏显现，即成佛果，换言之，如来藏离垢，即为佛位。

《如来藏经》乃佛性如来藏经典中最基本者，其如来藏思想及其九种譬喻，后来在《究竟一乘宝性论》及《佛性论》中得到了继承与阐扬，成为如来藏思想的基础。

三《胜鬘经》

《胜鬘经》，梵名[image: ]rīmālā-simha-nāda-sūtra，全名《胜鬘夫人师子吼经》。梵本不存，有汉、藏译本。汉译本有三种：①《胜鬘经》一卷，十六国北凉昙无谶所译，已佚；②《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一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所译，今存，最为流行；③《胜鬘夫人会》一卷，唐菩提流志所译，编入《大宝积经》第四十八会，今存。

《胜鬘经》作为佛性如来藏经典，在佛性如来藏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思想略列如下：

（1）此经与《维摩诘经》一样在大乘佛教教化思想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维摩诘经》褒扬居士菩萨的无上功德，表明在家众与出家众作为菩萨行者的平等性；而此经唱赞女居士菩萨的功德，强调了男女修行者在大乘修学中的平等性。

（2）提出更具统摄性的一乘思想。在《法华经》中，以声闻乘、独觉乘与大乘三乘归摄为一乘，但在《胜鬘经》则以人天善道、声闻乘、独觉乘、大乘归摄为一乘。在此经中，一乘，也叫第一义乘，又总称摄受正法。因为大乘是直通佛果之道，所以也以大乘摄余乘来成立一乘。

（3）指出如来不仅觉悟是圆满的，而且解脱也是最究竟的。在大小乘一般都谈阿罗汉与佛解脱平等，但此经说阿罗汉、独觉并没有究竟解脱，还有无明住地烦恼未断，所以未得究竟解脱，称有余过解脱。在功德、涅槃方面也是不圆满、不究竟的。

（4）明确如来藏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亦是自性清净心，本来清净，不为贪、嗔、痴烦恼所染，而且具足如来智慧功德，所谓“空如来藏，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藏；……不空如来藏，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4]即由空如来藏，而显本来清净，即自性清净；由不空如来藏，显本来具足一切如来智慧功德。

（5）依于如来藏，可成立生死，以及涅槃。如该经说：“生死者依如来藏。以如来藏故，说本际不可知。……有如来藏故说生死，是名善说。……非如来藏有生有死，如来藏者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断脱异外有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5]即没有如来藏一切都不能建立。

（6）如来藏是成佛之因，所以“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6]一切众生皆具此成佛之因，依于如来藏，而发起修行，最终皆能成佛。

第二节 瑜伽行派经典及其思想

后期大乘佛教传出的代表经典主要是瑜伽行派经典，或称唯识经典。这些经典是在佛教思想开始内在化并进一步唯心化的过程中传出的，但具体又随顺了两类背景。一部分经典是随顺阿含佛教、说一切有部、经量部这一系重缘起而建立学说的趣向传出的，主要在唯识观下以阿赖耶识为中心立说，有《解深密经》《阿毗达磨大乘经》等，开出了有为依唯识思想系统。一部分是随顺大乘佛性如来藏经典这一系重佛性如来藏而建立学说的趣向传出的，主要在唯识观下以心性真如为中心立说，而且融贯了前一类经典思想，有《楞伽经》《密严经》等，开出了无为依唯识思想系统，即心性如来藏思想系统。[7]还有一部分是与这两类都有关联的经典，如《佛地经》等。

总的来看，瑜伽行派经典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对大乘学说以体系形式呈现，所以，与前期出现的大小乘经典形式有别，大多属于论经性质，所谓阿毗达磨形态，即像论一样，有严密的理论组织。具体来看，其内容一般按照境、行、果结构组织，这是其重要特色。下面略说其中的代表性的四部即《解深密经》《阿毗达磨大乘经》《楞伽经》《佛地经》。

一《解深密经》

《解深密经》，梵名Samdhi-nirmocana-sūtra。梵本不存，有汉译、藏译本。汉译五卷，玄奘译。相传此经有梵文广本十万颂，汉译译自略本，约一千五百颂。异译有三种：一者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相续解脱经》一卷；二者北朝北魏菩提流支译《深密解脱经》五卷；三者南朝陈真谛译《解节经》一卷。宋译与陈译皆仅《解深密经》的一部分。此经除序品外的其余七品最早收在《瑜伽师地论》卷七十五至七十八而随论出现。也有说此经最早出现的是第二至第五品，后加入第六品，最后又加入第一序品及第七、第八的两品，便成玄奘所译的《解深密经》了。

《解深密经》乃一部典型的论经，而且是现存的最有代表性的论经，具有完整的境行果结构。这可根据其品目结构看出。共分八品：一序品，二胜义谛相品，三心意识相品，四一切法相品，五无自性相品，六分别瑜伽品，七地波罗蜜多品，八如来成所作事品。其中，二、三、四、五品是说理境，六、七品是说道行，八品则谈果地，即为境行果结构。而且，《解深密经》是现存的以阿赖耶识为中心组织唯识思想的唯一一部大乘经典，所以在瑜伽行思想乃至全体佛教思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解深密经》的基本思想可略说如下：

（1）阐发三性与三无性。最早传出的瑜伽行派经典《解深密经》《阿毗达磨大乘经》提出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在《解深密经》中还提出了三无性，即相无性、生无性、胜义无性。三性与三无性相融贯，意在从有无两方面善巧显示诸法实相，成立唯识中道。而且《解深密经》与《阿毗达磨大乘经》的三性说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三性说基于普遍角度，而后者直接从唯识意义上引入。以三性三无性诠显诸法实相，乃佛陀诸法实相说的完整建立。

在三性中，依他起性乃枢纽，它是因缘和合之法，即缘起之法，而遍计所执性是对缘起法的执着所成法，圆成实性是依他起性法的平等体性，即真实体性。三无性，又称三无自性性。其中，遍计所执性本无，称相无性；依他起性非自然有，称生无性；圆成实性非凡夫所执之我性，以及非分别方式所能认知，称胜义无性。

在三性中，特别强调圆成实性，称为胜义谛，如云：“内证无相之所行、不可言说绝表示、息诸诤论胜义谛，超过一切寻思相。”[8]即胜义谛真如，无有差别，不可分别，不可言说乃至不可以任何方式直接表示，只能是智慧自内所证。这是佛典中对真如的最充分的显示，即了义说。

（2）在《解深密经》中，明确众生执着为我之体是阿陀那识，即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作为种子体，相似相续地流转，凡夫就执其为常一自在的“我”。这不同于其他大小乘部派的解释立场。

（3）提出阿赖耶识为中心的缘起图景。如云：“阿陀那识为依止、为建立故，六识身转，谓眼识，耳、鼻、舌、身、意识。此中有识，眼及色为缘生眼识，与眼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有识，耳、鼻、舌、身及声、香、味、触为缘，生耳、鼻、舌、身识，与耳、鼻、舌、身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若于尔时一眼识转，即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眼识同所行转；若于尔时二、三、四、五诸识身转，即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五识身同所行转。……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缘现前，唯一浪转；若二若多浪生缘现前，有多浪转。然此瀑水自类恒流，无断无尽。又如善净镜面，若有一影生缘现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缘现前，有多影起。非此镜面转变为影，亦无受用灭尽可得，如是，……由似瀑流阿陀那识为依止、为建立故，若于尔时有一眼识生缘现前，即于此时一眼识转；若于尔时乃至有五识身生缘现前，即于此时五识身转。”[9]即阿赖耶识，或称阿陀那识，相续不断，前六识或总或别依其生起，而相伴随总有第六意识。这里没有提到末那识，应是作为第六识之根，摄在第六意识那里。

（4）给出三时判教。判教是从价值与意义角度给出佛陀不同圣教间的相对位置排序。在《解深密经》中，通过了义与非了义的区分对佛陀圣教予以了判教。了义是指充分的阐说，而非了义是指非充分的阐说。该经言：

世尊初于一时在婆罗膩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惟为发趣声闻乘者，以四谛相转正法轮，虽是甚奇、甚为希有，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是未了义，是诸诤论安足处所。世尊在昔第二时中惟为发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隐密相转正法轮，虽更甚奇、甚为希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犹未了义，是诸诤论安足处所。世尊于今第三时中普为发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轮，第一甚奇、最为希有，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是真了义，非诸诤论安足处所。[10]

将佛陀大小乘教判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四谛教，属于小乘教，其次两个层次是大乘教，即次之是般若教，即空教，最后则是瑜伽行教，摄一切直接阐发真如的圣教，包括早期佛性如来藏圣教以及唯识圣教。这样按了义程度给出了一个排序，即依次递增，最后的瑜伽行教是了义教，所谓无上、无容，无可争议，因为对诸法实相阐发已达充分，不需再补充说明。这三个层次，恰对应佛陀圣教传出的三个阶段，所以称为三时教。此判教的意义在于不仅对全体圣教予以判摄，而且与佛教的历史显现和展开一致。这个判教来自佛陀，且对圣教全体给出了一个简明又层次清晰的判定，因而在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5）在佛陀圣教中第一次明确阐明唯识观。在《华严经》中提到三界唯心，而在《解深密经》中有完整的指导。如言：

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诸毗钵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与此心当言有异，当言无异？”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言无异。何以故？由彼影像唯是识故；善男子，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世尊，若彼所行影像即与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善男子，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善男子，如依善莹清净镜面，以质为缘，还见本质，而谓我今见于影像，及谓离质别有所行影像显现。如是此心生时，相似有异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世尊，若诸有情自性而住，缘色等心所行影像，彼与此心亦无异耶？”“善男子，亦无有异，而诸愚夫由颠倒觉，于诸影像不能如实知唯是识，作颠倒解。”[11]

在佛陀与弥勒的对话中，将唯识观渐次显示了出来。在修三摩地毗钵舍那即止观时，心所缘（所认识）的对象并非在心识外，而是心识所显现的，属于心，也就是说，并非是心在认识一个独立于心的外境之物，而是心面对一个心自己所显现之影像。佛陀指出，当心生时，同时就有影像相应显现，而凡夫就以为心认识了对象。如同看镜子中的“影像”，实际离开镜子与原物，并没有一个外在的影像在镜子中，当看“影像”时，只是通过镜子看到了原物，而凡夫以为是看到了在镜子中的影像。佛陀在与弥勒菩萨的问答中进一步指出，在一般即非在止观的情况下，所谓的外物同样是心所显现的，而不是外在于心的存在，但凡夫由无明的原因，而执着所显现影像为外境，认识不到其唯识性。

（6）提出了众生具有不同种姓的思想，而且这些差别是确定的，所谓定性种姓之说。比如，定性声闻种姓，在种姓善根成熟后，就会发出离心，修解脱道，直趋解脱，而不能发起菩提心，走菩提道成就佛果。以种姓为成就圣果之因，不同于佛性如来藏经典以佛性或者如来藏为成佛之因的思想。

（7）以三性统摄一切佛陀圣教乃至一切道，大小乘都在其中，由此成立一乘思想。这样，小乘行者由悟三性而成阿罗汉，大乘行者由悟三性而成佛，差别在于圆满与否而已。但这与前述种姓的定性差别思想趣向不同，暗示阿罗汉皆可回小向大，只需通过对三性的进一步认识而深化智慧即可。

（8）在菩萨修行中，以六度统摄一切修行，但也注重止观。即以止观即瑜伽为内在之行，而以六度为外在体现。这是后来唯识学修行的基本方式：以止观即唯识观为纲，统摄六度四摄——这就是瑜伽行的精义。

（9）强调修行以闻思为基础，而闻思区分缘总法与缘别法闻思，以缘总法闻思为上。缘别法闻思谓“于各别契经等法，于如所受所思惟法”作意思维，而缘总法闻思谓将佛陀“一切契经等法集为一团、一积、一分、一聚作意思惟”，即将佛陀一切教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闻思。[12]且《解深密经》进一步在缘总法闻思中区分出缘小总法、缘大总法、缘无量总法闻思三个层次，以保证随力随能来循序渐进地开展闻思。

二《阿毗达磨大乘经》

《阿毗达磨大乘经》，梵文名Abhidharma-mahāyāna-sūtra，或者Abhidharma-sūtra，藏文Chos-mngon-pa theg-pa-chen-po'i mdo，又称《阿毗达磨经》《大乘阿毗达磨经》。梵本不存，亦无汉、藏译本。但在汉译与藏译的论典中皆提到此经，而且引有该经的一些偈颂，这些偈颂对瑜伽行派义理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在汉译典籍中，《摄大乘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摄大乘论世亲释》《摄大乘论无性释》《唯识二十论述记》等皆有引用。在梵、藏本中，《唯识三十颂释》《中边分别论疏》等也有引用。无著的《摄大乘论》是解释《阿毗达磨大乘经》“摄大乘品”的，即为此品的释论。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该论不像是解释经的一品而是经的全体。[13]大多推测该经主要是颂体，但也有长行。颇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部瑜伽行派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重要经典，为何没有汉、藏译本？特别是玄奘未译成为谜团。难道在公元7世纪时其梵本就已经无存了？所以，有猜测根本无此经典。当然，这种猜测理由并不充分，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阿毗达磨大乘经》之名直接表明其是阿毗达磨体裁，即典型的论经。从其摄大乘品看，构成了一个境行果的系统组织，通过“十殊胜殊胜语”显现了出来。根据汉藏译的典籍的引文，可见到其如下一些重要思想：

（1）该经通过“十殊胜殊胜语”给出了在瑜伽行义境中整个大乘的境行果结构。根据《摄大乘论》此十为：“一者所知依殊胜殊胜语，二者所知相殊胜殊胜语，三者入所知相殊胜殊胜语，四者彼入因果殊胜殊胜语，五者彼因果修差别殊胜殊胜语，六者即于如是修差别中增上戒殊胜殊胜语，七者即于此中增上心殊胜殊胜语，八者即于此中增上慧殊胜殊胜语，九者彼果断殊胜殊胜语，十者彼果智殊胜殊胜语。”[14]第一说明有体法的存在结构以及体用、因果关系，第二说明一切法之性相，即诸法实相。此二者是理境方面。第三是如何证入诸法实相；第四、第六、第七、第八是证入诸法实相所需的修行，即六度、戒定慧；第五是修行的道地。此六者为道行方面。第九、第十是断、证功德及境界，包括无住涅槃、四智、三身。四智谓佛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三身即佛自性身，即法身，受用身与变化身。三身、四智是在《佛地经》中首先明确的。第九、第十这二者乃果地方面。

（2）该经以阿赖耶识为建立一切法的根本所依，所谓所知依，并且依于阿赖耶识建立流转与涅槃两种因果关系，如颂言：“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15]界者即指阿赖耶识，其作为一切法的平等所依，可以建立诸趣即流转方面，以及涅槃方面。

（3）该经指出阿赖耶识与其余诸识乃至一切法之间构成相互的因果关系，所谓互为因果，如颂言：“诸法于识藏，识于法亦尔，更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16]其中，识藏即阿赖耶识。而且表明真正的缘起只发生在心识层面。

（4）该经以四法说明唯识性。如《摄大乘论》云：“若诸菩萨成就四法，能随悟入一切唯识、都无有义：一者成就相违识相智，如饿鬼、傍生及诸天人同于一事，见彼所识有差别故；二者成就无所缘识现可得智，如过去、未来、梦影缘中有所得故；三者成就应离功用无颠倒智，如有义中能缘义识应无颠倒，不由功用智真实故；四者成就三种胜智随转妙智。何等为三？一得心自在一切菩萨得静虑者，随胜解力诸义显现；二得奢摩他修法观者，才作意时诸义显现；三已得无分别智者，无分别智现在前时，一切诸义皆不显现。”[17]即以四种道理来启发佛教修学者理解、接受唯识无境（Artha，义）思想。第一是通过不同道类众生由于共业不同而显现不同，表明没有客观外境。第二是根据于过去、未来、梦境之类本非实境但识上可显现出实境的现象，表明没有实境但心识可显现实境，从而反过来显示虽有实境显现，但完全可以是假的。第三是如果所显现境是真的，就说明凡夫认识没有颠倒，就不会有觉悟的发生；既然有觉悟发生，反过来表明凡夫所显现境是假的。第四的三种情况：前两种是表明在高级止观或者定中，可随心而转变外境物，而此物是有此物之相、用的，说明外境物并非客观性；后一种情况是指在生起根本无分别智时，外境是不显现的，表明外境并非实有，否则在智慧中会显现出来。该经以此四种道理显示无外境、唯有识，成为瑜伽行派显示唯识道理的最基本方式。

（5）该经以依他起性统摄三性，如《摄大乘论本》云：“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薄伽梵说法有三种：一杂染分，二清净分，三彼二分。”[18]这三分通过三性来区分：与遍计所执性相应者，乃杂染分；与圆成实性相应者，谓清净分；就其本身而言，称“彼二分”，即依他起性。换言之，通过依他起性，由其上似外境的显现，建立遍计所执性；由其上所显现外境非实之性，建立圆成实性。

三《楞伽经》

《楞伽经》，梵文La[image: ]ka-avatāra-sūtra，直译是《入楞伽经》。梵本现存，古代有四种汉译，藏译有两种，其中一种译自梵本，一种是从汉译的转译。汉译四种：一者，十六国北凉昙无谶所译的《楞伽经》，早佚；二者，南朝宋求那跋陀罗所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简称宋译；三者，北朝北魏魏菩提流支所译的《入楞伽经》，十卷，简称魏译；四者，唐实叉难陀所译的《大乘入楞伽经》，七卷，简称唐译。后三译现存。从对比看，唐译与梵本最接近，宋译是最初即最基本的形态。可推测，从宋译的梵本到与唐译相当的梵本有一个结集、编辑的过程。在三译中，宋译影响最大，而唐译影响最小。尤其对宋译的传习曾有楞伽师出现，甚至禅宗最初几祖皆以其印心。近年又有黄宝生据梵本的现代汉语译本。

《楞伽经》最有特色的思想可略述如下：

（1）该经提出如来藏藏识之说，即将阿赖耶识（识藏、藏识）及其心性真如合称为如来藏藏识，但在具体谈论时，会有所偏重：或者凸显阿赖耶识一面，以其为习气种子体；或者凸显心性真如一面，以其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或者以阿赖耶识摄心性真如谈；或者以心性真如摄阿赖耶识谈。将如来藏藏识合谈，在后来中国出现的《大乘起信论》中，就转释为不生灭与生灭的和合，而开出“一心二门”。

（2）又立第九心，实际即心性真如，以其为如来藏。由于此心性真如是唯识意义上的，以其统摄一切如来净法，所以称心性如来藏，而且又以其统摄一切法，所以称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依。这是一种无为法性质的根本所依，即无为依。这样，该经思想作为佛性如来藏思想与唯识观的融合，可称心性如来藏思想，也可称无为依唯识思想。

（3）在缘起观上，有时以阿赖耶识所摄习气为亲因，这是一般唯识缘起说；有时又谈以如来藏为一切法的因，这是如来藏思想的缘起思想。后者如云：

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变现诸趣，离我我所；不觉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觉计著作者；为无始虚伪恶习所薰，名为识藏，生无明住地与七识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19]

这容易理解为真如缘起。但实际上，在该经中，如来藏，或者识藏（藏识），有时是如来藏藏识的简称，即如来藏与藏识常是互摄的。所以谈如来藏为因，应该理解为真如是因，但非亲因，而是所依因，亲因仍是如来藏所摄的习气。在经中，由于藏识是习气体，在与真如如来藏的关系中多直接称为习气。

（4）如来藏容易被执为我，所以《楞伽经》就强调其是无我如来之藏，如云：

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相，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以是因缘故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是名说如来藏。开引计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令离不实我见妄想，入三解脱门境界，悕望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作如是说。如来之藏若不如是，则同外道所说之我。……为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如来之藏。[20]

即如来藏是诱导我见重的凡夫的方便说，而且恰是为了对治凡夫的我执，而在无我的意义上说如来藏。

（5）《解深密经》立有定性种姓，称并非所有众生都可成佛，但《楞伽经》随顺佛性如来藏经典的传统立场，称一切众生都可成佛。作为这种立场的直接体现，就是主张声闻、独觉（缘觉）亦非决定性的，仍可以成佛，如云：“觉人法无我，了知二障，离二种死，断二烦恼，是名佛之知觉。声闻、缘觉得此法者，亦名为佛。以是因缘故我说一乘。”[21]

（6）提出法相学的总纲，即五法三性八识二无我，以此统摄染净一切法。这是从瑜伽行思想对大乘法相的统摄。五法即名、相、妄想（分别）、正智、如如（真如）。五法已将凡夫境界、圣者境界所摄一切法都统摄在内。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将一切法的体性显示了出来。八识，即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将一切法中缘起生灭界的一切法统摄了起来。二无我，即众生无我（人无我）、法无我，显示一切法中那些法无有，以及最根本真实为何，即众生我（人我）、法我绝对无，而二无我性，其所显为真如，是真实有。

（7）区分宗通与说通，即单刀直入的自觉悟入与借助教法的引导悟入，强调圣道法必具这两个向度：

佛告大慧：“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有二种通相，谓宗通及说通。大慧！宗通者，谓缘自得胜进相，远离言说文字妄想，趣无漏界自觉地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想，降伏一切外道众魔，缘自觉趣光明晖发，是名宗通相。云何说通相？谓说九部种种教法，离异不异、有无等相，以巧方便随顺众生，如应说法令得度脱，是名说通相。”[22]

显然，宗通强调离于文字，而说通强调借助文字，但二者是不可分割、不能对立的，在一个修行者身上，这两种证悟真理的方式都必须具足。这也体现了闻思与修的一体性。

（8）提倡素食，说肉食过患，强调“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23]这对中国佛教形成素食传统影响极大。

四《佛地经》

《佛地经》，梵名Buddha-bhūmi-sūtra。梵本不存，有唐玄奘汉译本。此经所述为佛陀于最胜大宫殿中为妙生菩萨以五种法相开显佛地。此经极为重要，对佛地的境界予以详细显示，由此与其他更注意显示理境与道行的瑜伽行经典互补，构成了瑜伽行思想的完整系统。

佛地，经中又称大觉地。在该经中，佛地以清净法界为体。依于清净法界，有两种方式显示佛地：一是建立三身，二是建立四智。在其中，三身即自性身、受用身与变化身，但该经没有细说。而清净法界及四智，构成境界与智慧的两方面，在该经中最为强调，称为五法相，即清净法界、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与成所作智。

清净法界，其体实即真如，无相无所得，平等周遍，犹如虚空，而自性清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动不转，不坏不成，不起不作，然摄一切清净法，又是一切法生起或者显现的所依。所以，诸佛及其诸佛国乃至所有度化众生之事依之示现。总之，清净法界既是一切法存在与发生的最根本依持，也是佛陀智慧的境界。

大圆镜智，是佛位最根本之智。该经云：“大圆镜智者，如依圆镜众像影现，如是依止如来智镜，诸处境识众像影现。唯以圆镜为譬喻者，当知圆镜如来智镜平等平等，是故智镜名圆镜智。”[24]

平等性智，由十种相圆满成就，如该经云：“证得诸相增上喜爱平等法性圆满成故；证得一切领受缘起平等法性圆满成故；证得远离异相非相平等法性圆满成故；弘济大慈平等法性圆满成故；无待大悲平等法性圆满成故；随诸众生所乐示现平等法性圆满成故；一切众生敬受所说平等法性圆满成故；世间寂静皆同一味平等法性圆满成故；世间诸法苦乐一味平等法性圆满成故；修殖无量功德究竟平等法性圆满成故。”[25]

妙观察智，能于一切法如实了知，统摄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能善观察诸法因缘，能善安立无量种种道法，能示现诸佛众会，能以无量方便说法而令众生受用妙法乐。

成所作智，能以身口意所摄的种种方便力，随应示现佛变化事与种种业用，引导众生进入圣教，走向解脱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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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瑜伽行派论师、著述及其思想

第一节 瑜伽行派及其思想开展阶段

一 瑜伽行派的兴起

在印度佛教中，小乘部派佛教有二十个左右较大部派，但大乘佛教只有两大派，即中观派与瑜伽行派。中观派兴起于公元3世纪，而瑜伽行派，即唯识派，兴起于公元4世纪。

（一）瑜伽行义

瑜伽行，梵文为Yoga-ācāra，瑜伽是梵文Yoga的音译。Yoga来源于Yuj，后者本义是用轭架到牛脖子上而对其予以控制，后转义为“相应”。从其基本含义看，“相应”跟止观有关。止观亦即修定修观，止即定，观即在定中之观察、思维。所以瑜伽在佛教中作为相应之义，亦首先指止观。而“瑜伽行”，可解为相即关系，所谓瑜伽即行；或者偏正关系，所谓瑜伽之行；或者动宾结构，所谓行瑜伽。换言之，瑜伽行或指瑜伽，或指瑜伽之行，或指修习瑜伽。总之，瑜伽行是围绕瑜伽安立的，直接显示的是一种与真理相应的特定修行方式，表明了以修行为本的立场。瑜伽行派正是依于此意趣而得名的。瑜伽行派，又称唯识派。这里，唯识，梵文为Vij[image: ]apti-mātratā，直译为唯了别，乃瑜伽行派的基本思想观念，所以多以其为标志来指称瑜伽行派思想。还有一点要说明，在印度“外道”的正统六派中有一瑜伽派，它以瑜伽修持为本，主张调控身心以与神我相应，起源比瑜伽行派还早，后来其理论的系统化受到过瑜伽行派的影响。[1]

（二）瑜伽行派阿毗达磨经典与心性如来藏经典的传出

瑜伽行派所宗经典，有两类。一者是已有的，如《般若经》《华严经》等，但这一类不属自己一派不共的经典。二者是新传出的属自己一派不共的传承经典，如《解深密经》《阿毗达磨大乘经》《楞伽经》《密严经》《佛地经》等。

从历史角度显现看，瑜伽行派自己一派不共经典的传出有两种因缘。一是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重因缘而以因缘来建立染净种种法相之学，即阿毗达磨之学，在此背景下，传出了以缘起为中心而融合唯识三性说的唯识经典，如《解深密经》《阿毗达磨大乘经》等，可称大乘阿毗达磨类经典，奠定了以阿赖耶识为中心的有为依唯识学的思想基础。二是翻初期大乘重空为中期大乘佛性如来藏经典而重最根本真实即法性真如，建立佛性如来藏学，由此强化在唯识观下真如的中心意义，传出了融合唯识观的佛性如来藏经典，如《楞伽经》《密严经》等，可称大乘心性如来藏类经典。与后者相对，中期大乘之佛性如来藏经典还未与唯识观融贯，可称大乘法性如来藏类经典。心性如来藏经典，作为唯识学中的佛性如来藏经典，奠定了无为依唯识学的思想基础。

大乘中期与晚期阶段都传出佛性如来藏经典，但都出人意料地最先传自南印度。佛性如来藏经典的内在化倾向，最终落实在诸法实性真如上，似乎与初期南方大乘即谈空的般若教思想异趣，但实际不难理解。空说在于扫除假象与执着，扫除之后并非全无，而是有真实面貌显现，即是法性真如，或者说佛性、如来藏。换言之，空并不意味一切皆无，真空意味真有，即一面是真空，一面是真实有。按照佛教的基本精神，这是有必然性的。否则就堕入断空，即断灭见。故在南印度传出佛性如来藏经典反倒顺理成章。中期与晚期的佛性如来藏经典的思想差别，主要在于有无唯识观的融贯。

不同于佛性如来藏经典主要传自南印度，瑜伽行派阿毗达磨经典主要传自中印度。在无著菩萨所传、弥勒菩萨所著的《瑜伽师地论》中，有《解深密经》的主要内容，而在其《摄大乘论》中有《阿毗达磨大乘经》的摄大乘论品的基本内容。

（三）瑜伽行派基本论典的撰作

早期的瑜伽行派的宗派思想，即宗祖师弥勒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菩萨的思想，乃主要依据大乘阿毗达磨经典与佛性如来藏经典阐发、开展，其与佛陀的瑜伽行教思想一起，构成了瑜伽行派早期思想，也是瑜伽行派根本思想。换言之，瑜伽行派思想包括了瑜伽行经典思想与瑜伽行论典思想，而其早期部分乃具有奠基的意义。其中，最初的代表性论典是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颂》《辩中边论颂》等，由无著菩萨传出；接着是无著菩萨自著的《摄大乘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等；最后是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大乘成业论》等。这些构成了瑜伽行派最基本的论典。

（四）瑜伽行派中后期论典

瑜伽行派在进一步发展中，其论典不断地出现，这形成了两个传统。一者乃顺宗，以注疏宗祖师的著述为主，尤其是世亲论师的著述，后者的《唯识三十颂》被众多论师注解与发挥，引领了中期唯识学的主要开展方向。后来玄奘法师将其中最著名的十大论师之注解糅译为《成唯识论》，奠定了中国唯识宗的理论基础。这是通过注疏而完整诠显瑜伽行学境行果的传统。二者乃开新，起于陈那论师造《集量论》，而开出量论发展方向，史称“新因明”。到后期，法称论师作《集量论》的释论《释量论》，实现量论的集大成发展。这是晚期瑜伽行派的主要开展方向，而形成偏向世俗化的知识论传统。

二 瑜伽行派的开展

根据瑜伽行派思想的来源及佛教信众的思想背景，可以判断瑜伽行派思想的早期流传地域。最初瑜伽行经典传自中印度阿逾陀国（Ayodhyā），无著菩萨亦在此传承弥勒菩萨的瑜伽行论典，也主要在此撰述与弘传，世亲菩萨作为无著菩萨的弟子也是如此，中印度遂成为瑜伽行派的兴起基地。从中印度到西北印度这一线，是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与经量部的主要弘传之地，重因缘与法相，所以，具有同样倾向的瑜伽行派主流有为依唯识思想，就在这个方向弘传开来。再加上无著、世亲菩萨出生于西北印度，西北印度最终成为瑜伽行派思想的主要根据地并非偶然。

而唯识观传到南方，与在那里已经有所弘扬的佛性如来藏思想相融合，构成了传出《楞伽经》的增上因缘。结果，虽然在阿逾陀弥勒、世亲菩萨已有无为依唯识论典的传出，但必须要说，是南印度成了无为依唯识思想即心性如来藏思想最早兴起的地域。

总的来看，瑜伽行派最初在中印度阿逾陀国兴起，后弘传到西北印度，同时又向南方流布，形成了西北方与南方两大新基地，加上中印度，共有这三个弘化中心。中印度的弘化中心最初是在阿逾陀国，后转到了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在瑜伽行派的盛期，曾有数位唯识学大师成为那烂陀寺的方丈，也就是这个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学府的住持。这也代表了当时瑜伽行学在佛教中的地位。从唯识思想的具体趣向看，中印度与西北印度主要是有为依唯识思想路线，而南印度是无为依唯识思想即心性如来藏思想路线。但通过那烂陀寺，确立前者成为唯识思想主流。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阿逾陀在瑜伽行派兴起的时代渐变成了政治与文化中心，公元4世纪末笈多王朝移都于此。无著菩萨、世亲菩萨传出佛陀经典与弥勒菩萨论典，开创瑜伽行派，与印度新文化中心的形成也不无关联。这也体现了大乘佛教在成熟时期已经进入了印度文化主流。

笈多王朝时期也是印度文化思想除吠檀多派外的各派成熟时期，大乘佛教也在此时期达到兴盛，而且从过去大小乘各派强调各自特色的发展方式走向了思想整合的阶段。瑜伽行派正是统摄了大小乘思想而形成了集大成的系统学说，将佛教义学推向了最高峰。

三 瑜伽行派开展的阶段

瑜伽行派在印度经历了一个兴起、展开与衰落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者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下半叶，乃瑜伽行派开创阶段，即瑜伽行派的两大宗祖师无著、世亲出世著述与弘法时期，传出佛陀瑜伽行经典以及弥勒菩萨论典，并对唯识思想予以了系统组织。就其意义而言，可称根本瑜伽行思想时期。

按照瑜伽行派传统，瑜伽行派有立教的本师，即释迦牟尼佛，也有立宗的祖师即弥勒、无著、世亲菩萨，而三大宗祖师间有师承关系。其中，弥勒为十地菩萨、未来佛，无著为其传承唯识学的唯一弟子，而世亲是无著之亲弟弟，亦是其主要弟子，即弥勒、无著、世亲构成师弟的相续传承关系。

二者公元5世纪下半叶至公元6世纪下半叶，乃瑜伽行派兴盛时期，以陈那以及安慧护法等十大论师为代表，瑜伽行派进入了体系化与精细化的经院性研究阶段，可称体系瑜伽行思想时期。在此时期，瑜伽行派论师通过边缘化心性如来藏思想，纯粹化唯识观念，围绕阿赖耶识建立了有为依唯识学的精致系统。这种带有佛教意识形态性质的思想诉求，在经玄奘传到中国后在中国唯识宗中更趋于极端化。玄奘所传的“新译唯识”成为正宗，而排斥甚至否定了菩提流支（Bodhiruci，公元5—6世纪）、勒那摩提（Ratnamati，公元5—6世纪）、真谛（Paramārtha，公元5—6世纪）等所传属于心性如来藏学的“旧译唯识”。

三者公元7世纪至公元8世纪，乃瑜伽行派衰落阶段，以法称、月官等为代表，唯识学转到量论发展方向，并逐渐与经量部以及中观派合流，失去自己的特色，可称流变瑜伽行思想时期。同时，大乘佛教转向密教化，已经在唯识学中边缘化的心性如来藏思想摇身一变，成为大乘密教的思想基础之一。

第二节 弥勒、无著与世亲菩萨的生平、著述

一 弥勒菩萨的生平

弥勒，梵名Maitreya，又称梅呾丽耶、末怛唎耶、弥帝礼等，意译慈氏。有的经典、论典又称其为阿逸多，梵名Ajita，又作阿氏多、阿恃多等，意译无胜、无能胜等。不过在佛典中也有记载似乎表明阿逸多另有其人，并非弥勒。应该是还有一位名阿逸多的佛弟子，但这与弥勒也有一别名阿逸多并不矛盾。弥勒出身于婆罗门家庭，后出家为佛弟子，先佛入灭。据佛典，弥勒入灭后升兜率天，居十地菩萨位，且是十地最后边菩萨，所谓一生补处菩萨，简称补处菩萨。弥勒菩萨在初发心时即不食肉，以此因缘得名慈氏。

在瑜伽行派的弥勒、无著、世亲三大宗祖师中，无著、世亲菩萨乃历史人物无疑，但弥勒菩萨的身份有争议。在佛教历史上，本来一致认为此弥勒菩萨即是兜率天的弥勒菩萨，即未来佛，但现代学术研究对此有疑问，甚至多予以否认。学者一般分两种立场。一者称此弥勒菩萨乃无著托名，并非真有这样一位弥勒宗祖。二者主张实有这样一位弥勒宗祖，但并非是兜率天的弥勒菩萨，而是一位称为弥勒的说一切有部系统的瑜伽行者，这位瑜伽行者接受了大乘的教义，撰造了《瑜伽师地论》等著述，所以又称弥勒论师。但这些仅仅停留在猜测或者推测阶段，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撑。反倒是在佛教典籍中有众多关于兜率天弥勒作为唯识宗祖师的传说与记载。比如经典中唯识法门一般都通过弥勒菩萨传出，论典中有弥勒作为撰作者的传承记载，印度、中国（包括西藏）都有弥勒作为唯识宗祖的传记传说，而且这些都一致地指向唯识宗祖弥勒乃兜率天弥勒这个结论。在此意义上，随顺这种佛教本位立场来叙述弥勒，是恰当的。

按照佛典，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四千岁后，亦即人间五十七亿六千万年之后下生娑婆世界（阎浮提），于龙华树下示现成佛，三会转妙法轮，度化众生。这是继释迦牟尼佛之后成佛，所以称未来佛，而释迦牟尼为现在佛。在《大智度论》中称，过去世释迦牟尼曾与弥勒同为菩萨，当时释迦牟尼菩萨心未纯淑，而其诸弟子心皆纯淑；但弥勒菩萨心已纯淑，而其诸弟子心未纯淑。因为释迦牟尼菩萨饶益众生多，为自身少，而弥勒菩萨为己身要多，为众生要少，结果，释迦牟尼先弥勒菩萨成佛。[2]但经中称，弥勒菩萨在人间修菩萨行时，多示方便度化众生，出入于帝王将相、名流豪贵乃至烟花伎乐之所，三教九流无所不交，以致被讥为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这些又显示了弥勒的慈悲形象。《大智度论》中所说可能是就释迦牟尼修菩萨行时多有割肉喂鹰、以身饲虎等壮烈牺牲之举，但弥勒菩萨较少而言的。

弥勒菩萨虽在兜率内院，但仍关心娑婆世界的众生，曾在无著菩萨的祈请下，下到印度阿逾陀国，为无著菩萨说法。据《婆薮盘豆法师传》云：

无著法师即自发愿：“我今欲令众生信解大乘，唯愿大师下阎浮提解说大乘，令诸众生皆得信解！”弥勒即如其愿，于夜时下阎浮提，放大光明，广集有缘众，于说法堂诵出十七地经，随所诵出，随解其义，经四月夜解十七地经方竟。虽同于一堂听法，唯无著法师得近弥勒菩萨，余人但得遥闻。夜共听弥勒说法，昼时无著法师更为余人解释弥勒所说。因此众人闻信大乘弥勒菩萨教。[3]

这里叙述的是弥勒传无著《十七地经》（《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的情况。但在西藏著述以及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说有所不同。据布顿佛教史，印度有说无著因悲心感现弥勒，后者以神通力带其上升兜率天，在那里无著听闻弥勒菩萨传授众多大乘经教，以及《瑜伽师地论》《慈氏五论》《现观庄严论》等著述。[4]《大唐西域记》称无著自以神通力上升兜率天请法，如云：“无著菩萨夜升天宫，于慈氏菩萨所，受《瑜伽师地论》《庄严大乘经论》《中边分别论》等，昼为大众讲宣妙理。”[5]即无著菩萨晚上以神通力升兜率天听弥勒传法，而白天回到阿逾陀给弟子们讲述。也有说《瑜伽师地论》是无著从兜率天听法后撰造的。[6]

在所有的记载以及传说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弥勒诸论著皆是无著传出，这也是有人主张弥勒宗祖乃无著托名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弥勒之著述完全通过无著传出，甚至最早的佛陀瑜伽行经典也是如此，所以无著菩萨乃实际在印度创建瑜伽行派的宗祖师。

二 弥勒菩萨的著述

弥勒菩萨的著述在中国汉地传有五种，即弥勒五论，谓《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颂》《辩中边论颂》（《中边分别论颂》）《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颂》《分别瑜伽论颂》。中国西藏即中国藏地所传，亦是五论，但有三种不同。这五论即《大乘庄严经论颂》《辩中边论颂》《现观庄严论颂》《法法性分别论颂》（《辩法法性论颂》）《大乘究竟要义论颂》（《究竟一乘宝性论颂》）。略述如下。

（1）《瑜伽师地论》（Yogācāra-bhūmi-[image: ]āstra），又作《瑜伽行地论》，一百卷，唐玄奘译。其中，“本地分”有梵本，余梵本不存；有藏译本，但相对于奘译不全；余汉译亦非全本，共六种。其他汉译本有：①《菩萨地持经》，十卷，十六国北凉昙无谶所译，相当于奘译“本地分”第三十五至五十卷前半，即“菩萨地”；②《菩萨戒本》，一卷，昙无谶所译，相当于“本地分”第四十至四十一卷，即“菩萨地戒品”；③《菩萨善戒经》，九卷，南朝宋求那跋摩所译，相当于“菩萨地”，亦与《地持经》大同，不过增有“序品”；④《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一卷，求那跋摩所译，乃《菩萨戒本》的异译；⑤《十七地论》，五卷（已佚），南朝梁真谛所译，相当于“本地分”第一至三卷，即“五识身相应地”和“意地”；⑥《决定藏论》，三卷，南朝梁真谛所译，相当于“摄抉择分”第五十一至五十四卷，即“摄决择分五识身相应地意地”。前五十卷“本地分”乃弥勒直传，后五十卷“摄决择分”“摄释分”“摄异门分”“摄事分”是无著根据弥勒所解说编纂的。这部著作是瑜伽行派最重要的论典，即根本之论。

（2）《大乘庄严经颂》（Mahāyāna-sūtra-alamkāra-kārikā），一卷，唐波罗颇蜜多罗译。有梵本及藏译本。此著是瑜伽行派的基本论典之一。

（3）《辩中边颂》（Madhyānta-vibhāga-kārikā），又作《中边分别颂》，一卷。梵本现存，有玄奘、真谛汉译本，有藏译本。此著是瑜伽行派的基本论典之一。

（4）《现观庄严颂》（Abhisamaya-alamkāra-kārikā），有梵本及藏译本，古代未汉译，但现代有从藏译本的转译本。

（5）《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一卷。梵本不存，有菩提流支及义净两种汉译本，无藏译本。但汉译本标为无著著，一般认为实为弥勒所著。

（6）《辩法法性颂》（Dharma-dharmatā-vibha[image: ]ga-kārikā），又作《法法性分别颂》，梵本不存，有藏译本，古代中国未译，但现代有从藏译本的转译本。

（7）《究竟一乘宝性颂》（Mahāyāna-uttara-tantra-kārikā），连同释论，为北朝北魏勒那摩提所汉译。在中国传说此颂非弥勒作，而为坚慧（Sāramati）所造，但在藏译本中标为弥勒之作。这部著作是对早期佛性如来藏经典思想的集大成式的总结与总摄。

（8）《分别瑜伽颂》，梵本不存，无汉、藏译。有说与《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有关系。

弥勒的著述皆由无著传出，根据《婆薮盘豆法师传》，传出阶段大致可推知分二：第一阶段，无著反复上兜率天咨问请学，先受学法相与止观方面的著述，即《辨中边论颂》《辨法法性论颂》《分别瑜伽论颂》，《金刚经论颂》等；后反复闻听大乘经教，受学弥勒《大乘庄严经论颂》《究竟一乘宝性论颂》，以及《现观庄严论颂》等；这些著述无著在修学的同时陆续传出。第二阶段无著请弥勒下阿逾陀，传《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相当于汉译本前五十卷），并根据弥勒所讲纂作《摄抉择分》等（相当于汉译后五十卷）。[7]

三 无著菩萨的生平

无著，是梵名Asa[image: ]ga的意译，音译为阿僧伽。关于其生年古代传说有种种，如玄奘一系认为无著生于佛灭后九百年，而真谛一系认为其生于佛灭后一千一百年等。师应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上半叶间在世，大致处于笈多王朝的盛期。在这个时代，法显曾去印取经，鸠摩罗什也同时在世。师乃西北印度健驮逻富娄沙富罗（Purusaapura，丈夫城）人氏，出身于婆罗门家庭。其父名[image: ]尸迦（Kau[image: ]ika），乃国师。无著有兄弟三人，皆称婆薮槃豆（Vasubandhu），但后只有一人即著名的世亲菩萨仍称婆薮槃豆，余二一者称无著，一者称比邻持跋婆。无著为兄，世亲次之，比邻持跋婆行三。前二者后皆为大乘论师，而第三者于小乘说一切有部出家，最后成就了阿罗汉果。

据《婆薮槃豆法师传》记载，无著最初于说一切有部（也有说是化地部）出家，因是菩萨根性之人，对小乘部义难以契入，曾欲自杀，但后得宾头罗（Pindola）阿罗汉指导而得契入，可仍不满足。如该传云：“修定得离欲，思惟空义，不能得入，欲自杀身。宾头罗阿罗汉在东毗提诃观见此事，从彼方来，为说小乘空观。如教观之，即便得入。虽得小乘空观，意犹未安，谓理不应止尔。”[8]得小乘空观，即是入众生无我（人无我），成为小乘圣者。但无著仍觉理不究竟，意欲深入。遂入深定，发起神通，上兜率天咨问请教弥勒菩萨法义。

但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叙说的无著与弥勒相见的因缘不同。无著在鸡足山修弥勒法以图振兴佛教。但修十二年没有任何感悟，便心灰意冷离开闭关之处，去向城中。路见一母狗身有创口，已经生蛆，现出疼痛难忍即将死去的惨状，便起大悲心，“想到除去狗身上的蛆虫，而虫将死；不除去蛆虫，而狗将死。因此，想到割下自身的肉来饲养蛆虫，使虫离开，两者均得存活之法”。[9]但当其以刀割肉后，准备放入蛆时，发现狗与蛆皆消失，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问其愿望，答愿弘扬大乘佛法。弥勒菩萨遂以神通力带着无著入兜率天宫。

无著上兜率天，求教于弥勒菩萨，回小向大，转向大乘，回到娑婆世界，通过修习止观，悟入大乘空观，成为大乘圣者。如《婆薮槃豆法师传》说，无著“乘神通，往兜率多天咨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为说大乘空观。还阎浮提如说思惟，即便得悟，于思惟时地六种动。既得大乘空观，因此为名，名阿僧伽。阿僧伽译为无著”[10]。后来无著还“数上兜率多天咨问弥勒大乘经义，弥勒广为解说，随有所得，还阎浮提，以己所闻为余人说”[11]。但这些人皆属说一切有部，对无著所传的弥勒大乘义并不信受，所以无著菩萨又上兜率天祈请弥勒菩萨下到人间来传法。

当时，无著在中印度阿逾陀国，弥勒下到无著所，众人皆见，但只允许无著近前。弥勒为其传授并讲解《十七地经》（《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无著又转授余人，众人始信。由此，无著菩萨在印度依于佛陀以及弥勒的教言，著论立说，开创出了瑜伽行派，成为与龙树菩萨齐名的又一位创派大师。

最初无著是在中印度阿逾陀国弘扬瑜伽行学，那里遂成为瑜伽行派的最初学修中心。后来那烂陀寺建造起来，一些唯识学大师相继任住持，瑜伽行派得以在中印度很长时间盛传不衰。无著晚年回到故国富娄沙富罗，又影响西北印度成为瑜伽行派的又一个重要根据地。

在无著晚年，其弟弟世亲已经在说一切有部成为著名论师，不仅造论弘扬小乘法义，而且批判大乘，谤其为非佛说。无著乃设方便，诱导世亲回小向大，皈依大乘。这对瑜伽行派乃至印度大乘佛教是一件大事。无著弘法主要在中印度与西北印度，虽然其随侍弟子只有二十余人，但却使大乘兴盛起来，大乘比丘达数万人，而龙树时期只有不到一万人。[12]世亲作为无著传人而接力弘扬，在利生的规模上，更上一层楼，大乘进入盛期。总之，无著、世亲师弟的活动与著述，使瑜伽行派成为印度佛教的一大流派。

无著菩萨的弟子除世亲外，著名的还有佛使（Buddha-dāsa）、法使（Dharma-dāsa）比丘，后者亦是世亲弟子。[13]在汉文典籍中，还记载有师子觉（Buddha-simha）论师为无著弟子。

四 无著菩萨的著述

无著的著作，如按汉、藏译本合计，约有三十种。其中重要者如下：

（1）《显扬圣教颂》（Prakarana-ārya-vācā-kārikā），一卷；《显扬圣教论》（Prakarana-ārya-vācā-[image: ]āstra），二十卷。梵本不存，有玄奘汉译，无藏译本。玄奘既译论，又将颂单独译出，引发了猜测，认为二者不是一人所作，但没有定论。此论是解释《瑜伽师地论》要义之作。较不易理解的是，西藏没有此论的传闻。

（2）《摄大乘论》（Mahāyāna-samgraha-[image: ]āstra），三卷，唐玄奘汉译，还有北朝北魏佛陀扇多译本，两卷；南朝陈真谛译本，三卷。梵本不存，有藏译本。此论是从唯识观角度统摄瑜伽行学的基本论著，也是大乘佛教的一部代表性纲要著作。

（3）《大乘阿毗达磨集论》（Mahāyāna-abhidharma-samuccaya-[image: ]āstra），七卷，唐玄奘译。梵本部分现存，有藏译本。《杂集论述记》有云：“大圣无著具广慧悲，集阿毗达磨经所有宗要，括瑜伽师地论一切法门，叙此本文，演斯妙义。”[14]此著是瑜伽行派唯一一部完整的阿毗达磨著作，形式上与有部系的阿毗达磨著述有相似之处，但在内容上已经以唯识思想贯通。

（4）《金刚般若经论》，二卷或三卷，隋达摩笈多译，亦有藏译本。还有一部论容易相混，即弥勒作颂、世亲作释论而成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有北朝北魏菩提流支与唐义净的汉译本。后者之颂汉译亦称无著所作，但一般认为应是弥勒所作。

（5）《顺中论》，全名《顺中论义入大般若波罗蜜经初品法门》，二卷，北朝北魏般若流支译。此论是对龙树的《中论颂》的要义的阐释，由龙树造颂。也有说是菩提流支所译。

（6）《六门教授习定颂》，一卷，无著造颂，世亲作释论，唐义净译。是简述瑜伽行派禅定之著述。

（7）《解深密经释论》，有藏译本。

五 世亲菩萨的生平

世亲（天亲）的生平在本书部派佛教部分已经有所叙述，这里叙述其作为大乘论师的部分。世亲是无著的弟弟，最初出家于说一切有部。世亲作为小乘论师时，著有不少小乘论著。曾在阿逾陀国造论破外道数论师的《七十真实论》，如《婆薮槃豆法师传》云：“造《七十真实论》，破外道所造僧佉论，首尾瓦解，无一句得立。”[15]国王馝柯罗摩阿祑多（译为正勒日）赐金奖赏。后此王令太子婆罗秩底也（译为新日）皈依世亲，王妃出家亦为世亲弟子。太子即位后，仍受到敬奉、供养。世亲作为小乘论师的代表著作是《阿毗达磨俱舍论》。此著作为晚期小乘阿毗达磨著述的代表，流传至今。

据中国与西藏译传及撰述的典籍记载，世亲作为小乘论师时，曾试图破大乘道。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云，在无著菩萨弘扬《瑜伽师地论》时，世亲仍为小乘论师，于大乘生起嗔恨，而诽谤大乘，攻击大乘非佛说。[16]在《婆薮槃豆法师传》中，称世亲欲破大乘时间在造《阿毗达磨俱舍论》后。“法师既遍通十八部义，妙解小乘执小乘，为是不信大乘，谓摩诃衍非佛所说。”世亲名声显赫，所以，这种立场影响颇大，引起无著菩萨的忧虑。“阿僧伽法师既见此弟聪明过人，识解深广，该通内外，恐其造论破坏大乘”，遂设方便度化，令其舍小归大，即回小向大，进入大乘。这时已是无著的晚年。无著住在西北印富娄沙富罗，遣使往阿逾陀国，称其病重，时日无多，令世亲回国探视。[17]《婆薮槃豆法师传》云：

天亲即随使还本国，与兄相见，咨问疾源，兄答云：“我今心有重病，由汝而生。”天亲又问：“云何赐由？”。兄云：“汝不信大乘，恒生毁谤，以此恶业，必永沦恶道。我今愁苦，命将不全。”天亲闻此惊惧，即请兄为解说大乘，兄即为略说大乘要义。法师聪明，殊有深浅，即于此时悟知大乘理应过小乘。于是就兄遍学大乘义，后如兄所解悉得通达，解意即明，思惟前后，悉与理相应，无有乖背。始验小乘为失，大乘为得，若无大乘，则无三乘道果。昔既毁谤大乘不生信乐，惧此罪业必入恶道，深自咎责，欲悔先过。[18]

但据《大唐西域记》卷五以及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是无著住在中印度，一说阿逾陀，一说摩揭陀，而反是世亲住在北印度富娄沙富罗。不过，都说是世亲到无著处。无著对世亲的度化，二者的记载相近。《大唐西域记》称无著令人于夜分诵《十地经》，世亲闻已叹甚深妙法，昔所未闻，感悟追悔诽谤之罪。[19]在《印度佛教史》中，则是无著令人于黄昏先诵《无尽慧所说经》，后诵《十地经》，世亲闻前者心想：“这大乘因上是好的，但果上却走了懒散之路了。”待再闻后者，又想：“因果二者都好。”于是大为悔恨，思诽谤造下了重业。[20]

汉藏所传典籍都一致记载，世亲悔恨诽谤大乘之大罪业，欲断舌谢罪，因为诽谤从舌发出。但无著菩萨一看机缘成熟，世亲已被调伏，可回小向大，便对世亲道：

汝设割千舌亦不能灭此罪，汝若欲灭此罪，当更为方便。[21]

世亲即请兄说灭罪方便，无著云：

汝舌能善以毁谤大乘，汝若欲灭此罪，当善以解说大乘。[22]

即杜口绝言不能灭罪，只是不新造罪业而已，往罪业还得靠弘扬大乘乃能除灭。此后，世亲以无著为师，精勤闻思修，广学并注释大乘经论，全面了解与把握大乘思想，堪称当时最为博学的班智达。

在无著去世后，世亲才开始撰造大乘著述。几乎遍释了大乘经论，又造不少大乘论著。[23]最后之作乃其唯识思想的总结性著作《唯识三十颂》。《大唐西域记》称世亲共著有论著一百余部。[24]还有说其造小乘论五百部、大乘论五百部，故称“千部论主”。[25]后者应属传说，不过造一百余部倒是可能的，但主要是释论。

无著菩萨入灭后二十五年，世亲方去世。世亲以中印度为中心弘法，在无著菩萨打开的局面基础上，推动了大乘盛期的到来。其著述在当时就影响甚大，“凡是法师所造，文义精妙，有见闻者，靡不信求。故天竺及余边土学大小乘人，悉以法师所造为学本，异部及外道论师闻法师名莫不畏伏”[26]。由此，瑜伽行派学说遂大盛。据称，世亲造寺院六百余处，身边常随弟子达一千余人；而当时的大乘比丘有六万余人。世亲与外道辩论达五百余次，度化了著名的婆罗门与其他外道五千余人。[27]

在中观与瑜伽行两派祖师中，除世亲外，皆是圣者。世亲虽是凡夫善知识，但已经位于加行道顶端，只差一步即可成圣。所以，“虽迹居凡地，理实难思议也”[28]。

世亲到底是在何处圆寂，典籍记载不一。比如，汉译典籍说在中印度阿逾陀国，寿年八十；[29]而西藏典籍说世亲后到尼泊尔国圆寂，寿年一百岁。[30]从其著述的浩繁以及与无著的寿年关系看，寿年一百岁许是合理的。

世亲对后世的影响，可从四方面看：

一者，后来瑜伽行派的发展基本都是其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推动的，比如中期唯识的十大论师大多乃其弟子或再传弟子。

二者，后来的印度唯识正宗学说是围绕其著述《唯识三十颂》展开的，以安慧、护法之学为代表。

三者，中国唯识宗有“旧学”派与“新学”派。真谛等开创的“唯识旧学”以无著的《摄大乘论》为本，可称“摄论派”；玄奘所传的“唯识新学”则以注释世亲《唯识三十颂》的《成唯识论》为本，可称“成论派”。奘传唯识直接来自世亲之学，被尊为中国唯识正宗，直到现在仍是中国唯识学主流。

四者，后世中国大多数宗派都将世亲尊入祖师之列。

六 世亲菩萨的主要论著

世亲菩萨的著述数量在印度大乘佛教论师中，差不多应占据首位。其“千部论师”之称，主要表明其著述甚多，但如真称小乘论著五百部、大乘论著五百部，就属牵强附会了。世亲著述现今留存者，约有数十部，如日本的《大正藏》收有近三十部；西藏的《大藏经》收三十余部。

世亲现今所存著述分经释、论释以及独立论著三类。经释有《般若经》《法华经》《十地经》《涅槃经》《维摩诘经》《胜鬘经》《无量寿经》《无尽慧所说经》《随念三宝经》《缘起经》等大乘经的释论；论释有《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边论》《辩法法性论》《究竟一乘宝性论》《六门教授习定论》《摄大乘论释》等；独立论著有《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五蕴论》《三自性论》《佛性论》《百法明门论》《大乘成业论》等。[31]小乘方面是《阿毗达磨俱舍论》。其中的主要著述略说如下：

（1）《阿毗达磨俱舍论》（Abhidharma-ko[image: ]a-[image: ]āstra），三十卷，唐玄奘译。梵本存，有藏译本。陈真谛别译《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这是属于新有部系的代表作品，立场是朋经部而多批评、抉择有部。

（2）《唯识三十颂》（Trim[image: ]ikā-vij[image: ]apti-kārikā），一卷，唐玄奘译。有梵本，以及藏译。是对唯识思想的一个简明概括，乃一精要之作。后为印度中期唯识思想展开的主要纲领著作。曾有众多论师作注，代表有十大论师。玄奘曾接受窥基的建议，以护法论师之注为主，再糅译其他论师的一些注解，而成《成唯识论》。

（3）《唯识二十论》（Vim[image: ]atikā-vij[image: ]aptimātratā-siddhi），一卷，唐玄奘译。有梵本与藏译。南朝陈真谛别译有《大乘唯识论》一卷，北朝北魏般若流支别译《唯识论》一卷。此论是对唯识性的论说。

（4）《大乘五蕴论》（Pa[image: ]ca-skandha-prakarana），一卷，唐玄奘译。有藏译。是以五蕴门开显的一部简明的法相著作。

（5）《大乘百法明门论》（Mahāyāna-[image: ]ata-dharma-prakā[image: ]a-mukha-[image: ]āstra），一卷，唐玄奘译。有藏译。是以五位法门开显的一部简明的法相著作。

（6）《大乘成业论》（Karma-siddhi-prakarana），一卷，唐玄奘译。还有北朝北魏毗目智仙别译《业成就论》一卷。有藏译。是对大乘业力说的论说。

（7）《佛性论》，四卷，陈真谛译。无梵本，亦无藏译。内容与《究竟一乘宝性论》紧密相关。论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8）《摄大乘论释》（Mahāyāna-samgraha-bhāsya），十卷，唐玄奘译。有藏译。陈真谛别译《摄大乘论释》十五卷，隋笈多共行矩等别译《摄大乘论释论》，十卷。这是对《摄大乘论》的一部最权威的释论。

（9）《辩中边论》（Madhyānta-vibhāga-[image: ]āstra），三卷，唐玄奘译。有梵本与藏译。陈真谛别译有《中边分别论》二卷。此论是对弥勒的《辩中边论颂》的释论。

（10）《十地经论》（Da[image: ]a-bhūmi-vyākhyāna），十二卷，北朝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同译，佛陀扇多传语。有藏译本。这是对《十地经》的释论。

（11）《究竟一乘宝性论》（Mahāyāna-uttara-tantra-[image: ]āstra），四卷，北朝北魏勒那摩提译。有梵本与藏译。据经录，菩提流支曾有译本，但已佚。《究竟一乘宝性论》是对弥勒的《究竟一乘宝性论颂》的释论。一般认为是坚慧所作，但实应是世亲初作，而坚慧补充而成。[32]

（12）《妙法莲华经优波提舍》，二卷，北朝北魏菩提流支共昙林等译。这是对《法华经》的释论。

（13）《无量寿经优波提舍》，一卷，北朝北魏菩提流支译。这是对《无量寿经》的释论，颂体，又称《往生论》。此论乃现存的唯一一部印度撰述的净土论著，在净土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节 弥勒、无著与世亲菩萨的基本思想

一 弥勒菩萨著述的基本思想

从佛教本位看，弥勒菩萨在瑜伽行即唯识思想的开展中，是一个关键环节。佛陀的瑜伽行教，主要通过弥勒菩萨传出，而弥勒菩萨是下一任佛陀，所以这种传承极有意味。这反映出在佛教中瑜伽行学的特殊地位：由两代佛陀联手弘扬，权威性极大。弥勒不仅传承佛陀的瑜伽行教，而且造论予以系统阐发。弥勒菩萨唯识著述的基本思想下面略举说明：

（1）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弥勒将世间出世间一切道地统摄在一起，将瑜伽行学的集大成性与系统性体现得相当充分，显示出瑜伽行学的不共特色。此中道地，即地（Bhūmi），乃修行所达到与历经的位次及其境界。这些世间出世间道地根据不同角度区分为十七地，可归为两大类，即世间地与出世间地。

一者世间地，即未修佛教出世法的境界划分，共有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等引地、非等引地、有心地、无心地九地。其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这两层次是生起世间境界所依的共同基础；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是以思维粗细来划分的世间境界三个层次；等引地、非等引地、有心地、无心地是按第六意识在定不在定、生起未生起来划分的世间境界层次。这九者并非逻辑递增的，而是从不同角度的层次划分。

二者出世间地，即修佛教出世法的境界划分，共分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八地。其中，闻、思、修所成地是修成出世境界的共同基础因层次；有余依地、无余依地即有余依涅槃地、无余依涅槃地，乃出世间境界的共同果层次；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三地是三种圣道因果层次。

（2）在《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中，弥勒菩萨对菩萨道有系统安立，下面几点意义重大：在《解深密经》基础上更深入阐明了菩萨种姓的思想，并区分有本性住种姓与习所成种姓，将成佛的因在瑜伽行思想中通过因果关系建立起来；全面阐释了菩提心思想，将大乘经典中菩提心作为成佛的加行因的意义，予以了系统揭示；系统建立了菩萨戒思想，突破了小乘解脱道的别解脱戒的意义，而贯彻以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意趣；通过揭示菩萨种姓无始时来的熏长性及其内在性，而将大乘行的发起视为内在因力在外缘下的显发，因此，强调皈依三宝的自誓性质，表明了大乘修行的内在化特征；以菩萨行为本阐明了大乘菩萨道成就佛果的道次第。

（3）在《瑜伽师地论》中阐释了佛教的真理观，对真实予以了分类。如云：

云何真实义？谓略有二种：一者依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二者依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如是诸法真实性、一切性，应知总名真实义。此真实义品类差别复有四种：一者世间极成真实，二者道理极成真实，三者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四者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33]

引文首先将真实分为两种：如所有性真实即诸法的实性真如，以及尽所有性真实即诸法的种种差别。这是就一切法的存在性角度来区分的诸法的性相的真实。其次，还就凡夫与圣者的认识境界角度区分出四种真实。其中，世间极成真实相当于世间常识性境界，道理极成真实相当于世间科学与哲学这类探究性境界，而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相当于解脱道所显的境界，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相当于菩提道所显的境界。前二为世间知识，后二为出世间真理。这四种区分也是《瑜伽师地论》建立五明学说的基础。五明分内明、医方明、声明、工业明（工巧明）、因明。五明乃五明处（Vidyā-sthāna）的简称。内明（Adhyātma-vidyā），谓佛教自己的出世道，摄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与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医方明、声明、工业明、因明称外明。其中，医方明（Cikitsā-vidyā）谓医学、药学及其技术，声明（[image: ]abda-vidyā）谓语言与语法学，工业明（[image: ]ilpa-karma-vidyā）谓工艺、技术与算历学，因明（Hetu-vidyā），谓逻辑与论辩学。四外明乃世间共学，摄世间极成真实与道理极成真实。内明为本，而摄四外明，即可作为菩萨所应修学的一切。通达五明，按照《瑜伽师地论》，才能以种种方便自度度他，修集一切智慧福德资粮与一切如来善法，成就佛果。

（4）在《瑜伽师地论》中，三性中的依他起性，主要从杂染角度说明，所以属于需要断除的方面，而一切有为无为清净，归在清净法界，即无漏界，属于证显方面。这不同于在《摄大乘论》中，无著依于《阿毗达磨大乘经》将依他起性二分为杂染分与清净分。

（5）《瑜伽师地论》建立了系统阿赖耶识说，对阿赖耶识的成立予以了论证，并且对阿赖耶识的性质及其安立意义予以了说明。阿赖耶识作为识，具有能缘与所缘两分，与其他七识相同，但也有其重要的不共功能，如微细隐伏，乃种子体与生命当体，同时是转依之体，因为阿赖耶识摄轮回的过失力与解脱的功德力，最终须转断其杂染性而显无漏性方能成佛。

（6）在《瑜伽师地论》中，对缘起的因在说一切有部因论的基础上以大乘的意趣有细致的论说，特别在因七义中提出了因果平等原则，否定了一切不平等因作为发生因（亲因）的可能。这对唯识思想的缘起理论是一个重要的限定原则。

（7）在《辩中边论颂》《大乘庄严经论颂》《辩法法性论颂》中阐发了唯识观。这是属于无相唯识观。即将心识视为虚妄分别体性，而其一切显现作为遍计所执性，都是虚妄不可得的，即能取与所取，乃至其所摄的一切皆如此。不过，虽然所显现的能取所取二取无体，但并非说在显现中一切的一切皆无，心识作为依他起性仍有其体性，而且在心识上由二取不可得，可知二取空之性亦实有。这样建立了唯识意义上的三性，即心识为依他起性，其所显现的二取为遍计所执性，心识上由二取空所显之性为圆成实性。

（8）在《究竟一乘宝性论颂》中，以真如为佛性、如来藏，以及自性清净心。在凡夫位真如作为佛性如来藏在缠，即为在缠法身，但在去除虚妄分别杂染的覆障后，真如显现，即真如出缠，所谓法身现前，即为佛位。这样，弥勒菩萨就于真如建立了转依思想。

（9）在《辩中边论颂》《大乘庄严经论颂》《辩法法性论颂》中，有在唯识意义上的“心性本净”思想，即以心识上能取所取空之性即二取空性为心性，所谓心真如，即此心性谈客尘垢的染覆，修行乃是去除客尘垢，而显现心真如，并以金、水、虚空作喻。这种唯识意义上的“心性本净”思想，有别于在《究竟一乘宝性论颂》中的非唯识意义上的“心性本净”思想。

（10）在弥勒的论著中，就揭示了两种唯识思想模式：一是以阿赖耶识为中心建立的唯识思想模式，即有为依唯识思想，主要见之于《瑜伽师地论》；二是以唯识意义上的心性真如为中心的唯识思想模式，即无为依唯识思想，主要见之于《辩中边论颂》《大乘庄严经论颂》《辩法法性论颂》中。在后者基础上，进一步以唯识性的心性真如为佛性、如来藏，即为心性如来藏思想，这在稍晚传出的佛陀经教《楞伽经》《密严经》中有充分阐发。

（11）在《大乘庄严经论颂》中，以八义即先不记、俱行、非余境、应极成、有、无有、能对治、义异文辩护大乘是佛说，驳斥小乘部派论师的“大乘非佛说”论，这是大乘佛教史上第一次以系统论说的方式辩护大乘。

二 无著菩萨著述的基本思想

无著菩萨作为瑜伽行派的实际创宗者，传承了佛陀与弥勒的瑜伽行教说，但同时造论予以系统阐扬。如果说弥勒菩萨的论著突出了瑜伽行思想的集大成性，则无著菩萨的论著强调了瑜伽行思想的不共特色。具体而言，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中以十七地统摄了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境界道地，而无著菩萨唯凸显大乘；弥勒菩萨是有为依唯识思想与无为依唯识思想都有弘传，但无著菩萨唯弘传有为依唯识思想，即纯粹唯识思想。无著菩萨可称为纯粹的唯识学家。

无著菩萨对唯识思想的阐扬分三部分：一是以唯识观统摄瑜伽行学的境行果学，这反映在《摄大乘论》中；二是以唯识观组织瑜伽行学的法相即阿毗达磨思想，可见于《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三是对瑜伽行学的止观思想予以了系统表达，可见于《六门教授习定论颂》。具体的要点略说如下：

（1）在《摄大乘论》中，无著菩萨以《阿毗达磨大乘经》的“十殊胜殊胜语”为纲，广引经论，阐释与展开了大乘在唯识观下的完整境行果学，给出了唯识观下的完整道次第，体现了从唯识观角度摄大乘的不共特色。

第一，强调阿赖耶识是所知依，是心体，即以阿赖耶识为一切法存在与发生的根本所依体。在论中引大小乘经教、部派佛教思想，系统论说了阿赖耶识的成立。

第二，系统阐发了瑜伽行缘起思想中的发生与熏习学说。在该论中，说明阿赖耶识与余识（前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构成相互为因的因果关系，阿赖耶识所摄种子生起余识，余识反过来于阿赖耶识熏习习气种子。

第三，以闻思修摄一切修行，并且又以正闻熏习摄一切闻思修的开展，通过正闻熏习所摄闻思修的下中上品辗转增上，即可最终成就佛果。

第四，在第八识中，除有阿赖耶识以外，还有非阿赖耶识，二者构成在因位的一染一净两种势力，修行即是逐渐抑制乃至断除阿赖耶识势力，最终唯有非阿赖耶识势力，而成就转依。换言之，轮回与涅槃皆依于第八识成立。

第五，以唯识（Vij[image: ]ānamātratā）为唯了别（Vij[image: ]aptimātratā），一切皆是唯了别。一切了别为依他起性，共分为九种了别（Vij[image: ]apti），即谓身身者受者、彼所受、彼能受、世、数、处、言说、自他差别、善趣恶趣死生了别。这些了别的显现即为义（Artha），也就是外境，体性为遍计所执性。但在依他起性上这种种显现之义皆无有，这种空性即圆成实性。

第六，以依他起性为中心，统摄三性，乃至一切法。在此意义上，强调依他起性是摄遍计所执性与圆成实性即有杂染分与清净分的缘起存在，因此是无二的。

第七，提出依他起性的一切了别，可分为见、相二分，由此才有将识分为见、相二分的学说出现。

第八，将凡夫指向觉悟之智称加行无分别智，将因位圣者之智分为根本无分别智与后得无分别智，并以五种相以及种种比喻说明根本无分别智与后得无分别智的区别。根本无分别智是证入真如之智，后得无分别智是如实证知一切差别相之智。

第九，强调修行即是转依，即转杂染依他起性为清净依他起性。其中，转断杂染依他起性，得大涅槃，即无住涅槃；转得清净依他起性，则得大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

第十，将佛果以三身四智解说，这是引述了《佛地经》的教说。即在唯识意义上建立三身四智说。三身者，即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此中自性身者，谓诸如来法身，一切法自在转所依止故；受用身者，谓依法身种种诸佛众会所显，清净佛土、大乘法乐为所受故；变化身者，亦依法身从睹史多天宫现没，受生、受欲、踰城出家，往外道所修诸苦行，证大菩提，转大法轮，入大涅槃故。”[34]而释迦牟尼佛即是一化身佛。四智即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与成所作智，乃转诸识而得。

第十一，主张三乘究竟、一乘方便之说。即三乘各有其直接度化的根性，而一乘只是对不定根性而言的。

（2）在阿毗达磨即法相门的五法中，强调心心所挂帅。说一切有部谈五法，所谓色、心、心所、不相应行、无为法，但以色法为先。而在《显扬圣教论》中，无著菩萨以心为先，建立五法，即心、心所、色、不相应行、无为法，以此直接体现唯识观下的法相立场。

（3）《六门教授习定颂》给出了一个止观的指南，在其中，无著菩萨对止观及其增上与违缘、胜用等予以了细致分析，特别强调了闻思与戒对止观的基础意义。此论是瑜伽行学的道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4）无著菩萨极力维护大乘佛教，坚决反对“大乘非佛说”论。首先是度化持“大乘非佛说”的部派佛教大论师世亲入大乘，改变了大乘佛教在当时印度佛教中的生存环境，其次是在论著中反复阐扬“大乘是佛说”，如在《摄大乘论》中论说“大乘是佛语”，又如在《显扬圣教论》中以十相明“大乘言教是佛所说”。[35]

三 世亲菩萨著述的基本思想

世亲菩萨的大乘著述，主要是经与论的释论，但也有一些独立的著述。从这两方面看，世亲的思想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其著述既有纯粹唯识思想方面，即有为依唯识学，亦有杂糅的唯识思想方面，即无为依唯识学。其有特色的基本思想略述如下。

（1）在《唯识三十颂》即《唯识三十论颂》中，世亲菩萨将唯识观建立在了转变论（Parināma-vāda）基础上。弥勒、无著菩萨的唯识观一般是显现论，在此意义上趣向于无相唯识观。部派佛教比如经部就有转变论，世亲在《俱舍论》中已有采用。在《唯识三十颂》中，世亲以诸识为能转变识，分为了三类：异熟者，谓阿赖耶识；思量者，谓末那识；了别境者，谓眼识等前六识。八识生起时，即发生转变，而转变出对象识分，即相分，所谓内境，而识体，即能分别者，也就是见分。这样，识就不仅具有能缘之识体，还有所缘的内境。在此关系中，外境就是见分对内境执着所成。由此形成的唯识观，称有相唯识观。

（2）在《唯识三十颂》中，通过转变论为理论基础的有相唯识观，建立了一个纯粹的唯识观行的道理系统，即境行果系统。这样一个纯粹的唯识道次第，通过十大论师的诠释与展开，成为印度中期乃至晚期唯识学开展的理论基础，影响甚大。玄奘大师到印度所传承过来的唯识思想即是这个系统。

（3）在《唯识二十论》与《唯识三十颂》中，世亲菩萨强调了外境无有而唯识，但并非此唯识性是实有的，必须要悟知此“唯识性”亦不可得，方能悟入真如。如《唯识三十颂》云：“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以有所得故，非实住唯识。”[36]即以唯识性遣除外境之执，再进一步遣除唯识性之执，即破粗、细外境之执，方可悟入真如。这才是真正悟入唯识，即所谓“住唯识”。

（4）在《大乘百法明门论》中，世亲菩萨以百法统摄一切法相，由此也说明了一切法无我。百法的基本类是五法，即心、心所、色、不相应行、无为法，此五分门别类进一步统摄共一百法。具体如下：

心法统摄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称为心王，各有其自体，而能统摄各类心所。

心所即心所有法，统摄六类五十一法，即：

遍行，有作意、触、受、想、思五种心所，一切识生起皆有伴随；

别境，有欲、胜解、念、定、慧五种心所；

善，有信、精进、惭、愧、无贪、无嗔、无痴、轻安、不放逸、行舍、不害十一种心所；

烦恼，有贪、嗔、痴、慢、疑、恶见六种心所，即根本烦恼；

随烦恼，有忿、恨、恼、覆、诳、谄、憍、害、嫉、悭、无惭、无愧、不信、懈怠、放逸、惛沈、掉举、失念、不正知、散乱二十种心所；

不定，有悔、眠、寻、伺四种心所。

色法有十一种，即眼、耳、鼻、舌、身五根，色、声、香、味、触五境，及法处所摄一分。

不相应行法即心不相应行法有二十四种，即：一得，二命根，三众同分，四异生性，五无想定，六灭尽定，七无想报，八名身，九句身，十文身，十一生，十二住，十三老，十四无常，十五流转，十六定异，十七相应，十八势速，十九次第，二十时，二十一方，二十二数，二十三和合性，二十四不和合性。

无为法有六种，即：一虚空无为，二择灭无为，三非择灭无为，四不动灭无为，五想受灭无为，六真如无为。

这一百法的法相规模，成为后来瑜伽行学的简明法相的代表系统。

（5）在《大乘成业论》中，世亲菩萨依于瑜伽行学的缘起观阐明了瑜伽行学的业力说。

（6）在《大乘成业论》中，阐明了瑜伽行学的刹那论思想，即一切法因缘和合而生，刹那而灭，且灭不需因缘，所谓“灭不待因”。[37]

（7）在《佛性论》中，世亲菩萨实际上阐明了在唯识观下的佛性如来藏思想。弥勒菩萨在《究竟一乘宝性论》中以一切法平等的法性真如为佛性如来藏，但没有融合唯识观，而在《佛性论》中，世亲菩萨随顺《宝性论》亦以真如为佛性如来藏，但此真如已是在唯识观下的心性真如了。所以，此佛性如来藏思想为心性如来藏思想。这是在瑜伽行宗学中最先展开的心性如来藏思想。

第四节 瑜伽行派的陈那、安慧、护法等论师

在世亲菩萨之后，瑜伽行派学说的开展进入了百花齐放阶段，但都与世亲开创的思想路线有关。最初以陈那以及十大论师最为著名，十大论师为德慧、安慧、护法、难陀、净月、亲胜、火辨、胜友、最胜子、智月；另有胜军、护月、无性论师也相当出色；其后又有法称论师出现；最后阶段著名的还有月官论师。义净法师曾在《南海内法寄归录》中谈及了印度到公元7世纪为止大乘最著名的大师：“取喻同乎日月，表况譬之龙象。斯乃远则龙猛、提婆、马鸣之类，中则世亲、无著、僧贤、清哲之徒，近则陈那、护法、法称、戒贤及师子月、安慧、德慧、慧护、德光、胜光之辈。斯等大师，无不具前内外众德，各并少欲知足，诚无与比。”[38]其中就多位是瑜伽行派大师，他们为瑜伽行派灿烂星河中的几个代表。

一 师子觉、亲胜与火辩论师

（一）师子觉

师子觉，梵名Buddhasimha，音译作佛陀僧诃，乃无著菩萨弟子。《大唐西域记》称其“密行莫测，高才有闻”。[39]师子觉曾注释无著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后安慧论师据其所释，作《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传世。

（二）亲胜

亲胜，梵名Bandhu[image: ]ri，音译畔徒室利等，公元5世纪在世，乃世亲同时代人，十大论师之一，最早为《唯识三十颂》作注者。《成唯识论述记》云：“本颂初行，先为略释，妙得作者之意，后德因而释焉。”[40]即其对《唯识三十颂》所作之注，后为诸师作释的基本参考。

（三）火辩

火辩，梵名Citrabhana，音译质坦罗婆努，公元5世纪在世，与世亲、亲胜同时，十大论师之一，亦为《唯识三十颂》的最早作注者之一。《成唯识论述记》云：“尤善文辞，深闲注述，形虽隐俗，而道高真侣。”[41]从中可知火辩论师是一在家居士，但学问著述、道心德望，深为时重。

二 陈那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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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亲菩萨的弟子有记载的并不多，包括有陈那、僧使与法使等。僧使（Saghadāsa）出身于南印度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于说一切有部出家，后皈依世亲菩萨。僧使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弘扬、推动大乘在迦湿弥罗逐渐兴盛起来。无著、世亲曾在那里有所弘扬，但直到僧使大乘才真正广泛开展起来。法使大师也是无著的弟子，他在弘法游历各国时，每到一地都要建造一个文殊殿，而在义学方面，是对《瑜伽师地论》全书作了疏释。当然，在世亲弟子中，最著名的是陈那。

陈那，梵文Dignāga或Dinnāga，音译陈那迦，略称陈那，意译域龙、大域龙、方象，公元五六世纪在世，为南印度建志附近的辛哈瓦库吐拉人，属婆罗门种姓。

据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记载，陈那在出家前，已经精通外道一切学说，后入小乘犊子部，皈依那迦达多即象授（Nāgadatta），因怀疑此宗宗义，而被逐出。随即从世亲学大小乘，遍学大小乘经论，并在修法中亲见文殊菩萨。[42]

按照《大唐西域记》，陈那曾住南印度安达罗国。其在修法中亲见文殊菩萨的经历在《大唐西域记》有这样的演绎：陈那住在南印度安达罗国之都城瓶耆罗外二十余里的孤山，作意思维，欲造因明著述，于阿兰若入于禅定，思维造论功德过失，忽神通显现，大方光明，又有山神唱颂，惊动国王。国王大加尊崇，并请陈那证阿罗汉，陈那心悦而欲从王请，但文殊师利菩萨示现警之，乃止：

时妙吉祥菩萨知而惜焉，欲相警诫，乃弹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舍广大心为狭劣志，从独善之怀弃兼济之愿？欲为善利，当广传说慈氏菩萨所制《瑜伽师地论》，导诱后学，为利甚大！”陈那菩萨敬受指诲，奉以周旋，于是覃思沉研广因明论，犹恐学者惧其文微辞约也，乃举其大义，综其微言，作因明论，以导后进。自兹已后，宣畅瑜伽，盛业门人有知当世。[43]

即陈那先造因明著述，“广因明论”可能指《集量论》，“因明论”可能指《因明正理门论》，后围绕《瑜伽师地论》弘瑜伽行派学说。陈那为弘扬佛教，曾游历印度各地，摧伏外道，有“辩论牛王”之美誉。[44]其还到处建造与恢复佛教道场，后回乌荼国教化。陈那行十二头陀法，虽然所化弟子甚多，但并无常侍沙弥。他最后于乌荼国森林洞窟中圆寂。在瑜伽行派中，陈那是与法称并称的卓越大师。

陈那的著述很丰富，包括了因明学方面与唯识学方面。据义净法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陈那有因明八论：《观三世论》《观总相论》《观境论》《因明论》《似因明论》《理门论》《取事施设论》《集量论》。其中，《集量论》最为重要，是一集大成性质的著述。现存陈那著述主要有：

（1）《集量论》（Pramāna-samuccaya-[image: ]āstra），有藏译本。唐义净大师曾有汉译，但不久亡佚。此乃唯识学中后期转向量论的奠基著作，也是“新因明”的开山之作。

（2）《因明正理门论本》（Nyāya-dvāra-tarka-[image: ]āstra），一卷，唐玄奘译；另有唐义净异译《因明正理门论》一卷，即《理门论》。有藏译。

（3）《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圆集要义论》，一卷，宋施护等译。

（4）《观所缘缘论》（[image: ]lambana-parīksā-vrtti），一卷，唐玄奘译。另有南朝陈真谛异译《无相思尘论》一卷，即《观境论》。有藏译本。

（5）《取因假设论》，一卷，唐义净译。可能是《取事施设论》。

（6）《观总相论颂》，一卷，唐义净译。

（7）《掌中论》（Hasta-vāla-prakarana），一卷，唐义净译；另有南朝陈真谛异译《解捲论》一卷。

另有《因轮论》《观三世论》《普贤行愿义摄》《入瑜伽》《阿毗达磨（俱舍论）注紧要义灯》《圣文殊瞿沙赞》等藏译本。另传陈那还著有《摄律仪论》等。陈那擅长文学，作有佛教唱赞作品，以及戏曲。

陈那在瑜伽行派中影响深远。一者作为唯识学家，对瑜伽行派进入中期阶段的繁荣起到了引领作用；二者作为因明学家，对瑜伽行派后期阶段转向量论方向奠定了基础。其思想相应可分两大方面：一者瑜伽行唯识思想，二者因明思想。

陈那直接受业于世亲，与安慧、护法同属三大宗祖师后影响最大的唯识学家，乃对唯识学从早期注重止观方向转为注重思辨方面的关键人物。他在唯识学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

一者在唯识学中引入“带相说”。在部派佛教中，正量部认为识可以直缘对象，而经量部认为识在缘取对象时，先变起对象之相，再以此相作为缘虑之对境，即是变相而缘，此即所谓的“带相说”。陈那将此“带相说”导入唯识学中，解决了无离识外境如何能保持能缘所缘的认知二分形式的难题。

二者在唯识学中引入“自证说”。陈那又将经部的“自证说”引入唯识学。即在识的见相二分结构中，再区分出作为识体的自证分，而成三分结构，由见分证相分，自证分证见分，以解决如何在认识过程中保持认识的记忆以及如何能够自我认知等问题。

三者，由于注重识三分结构，因此有内境的成立，而成为“有相唯识观”的肇始者。正是因为陈那的工作，唯识思想向认识论方向发生了转向。

因明学在印度正统非正统各派思想中都有发展，其中印度正统派之一正理派以此为其立宗学说。陈那对因明学予以改造，有许多创造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者是量论（Pramāna-vāda）方面的工作，将圣教量（[image: ]gama-pramāna）、现量（Pratyaksa-pramāna）、比量（Anumāna-pramāna）三量收摄为现量与比量，即认为圣教量没有独立作为量的存在意义，而将其取消，归于现量与比量中。此举客观上淡化了唯识学及其量论的佛教色彩，影响甚大。

二者是因明论式方面的工作，将过去因明的“五支作法”即宗、因、喻、合、结，改造为“三支作法”即宗、因、喻，这在相当意义上相似于西方逻辑三段论式的倒置。例：



[image: ]

从逻辑三段式看，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大致可对应于喻（凡所作者皆无常）、因（声是所作）、宗（声是无常）。显然，陈那的三支作法的建立使因明论式更具有逻辑论证即形式化的特色，而渐渐脱离出早期纯粹作为辩论工具的范畴。

三者是对因明的因理论的发展，这分两项。

首先是确立因三相，明确因明论式中原因与结论的关系，对因明论式的逻辑化意义重大。相者，谓性质。因三相：

1.遍是宗法性；

2.同品定有性；

3.异品遍无性。

三相乃分别针对因与宗、因与同喻、因与异喻的关系的规定，其实质是要求因与宗和同喻必有直接连属关系，但同时与异喻绝无连属关系。如在前例中，因（“所作性”）必要直接连属于宗，即遍于一切“声”，也就是凡声必皆为所作性，这是第一相的要求；“所作性”必与宗同品即同喻直接连属，即一切“所作性”者皆必是无常，如瓦是所作性而无常，这是第二相的要求；“所作性”必与宗异品即异喻无连属关系，即常者必非所作性，如虚空是常而非所作性。

其次是创立九句因，以判别正因、似因。九句因即：①同品有异品有；②同品有异品非有；③同品有异品有非有；④同品非有异品有；⑤同品非有异品非有；⑥同品非有异品有非有；⑦同品有非有异品有；⑧同品有非有异品非有；⑨同品有非有异品有非有。

这是从宗同品与宗异品望因，根据因与其有无直接连属关系来建立的逻辑区分，即因对宗同品具有、非有、有非有三种连属关系以及对宗异品具有、非有、有非有三种连属关系，二者相互配合而成九种关系，即九句因。其中第二、第八为正因，其他属于不定、相违的似因，即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为不定因，第四、第六为相违因。

四者提出“遮诠”说（Apoha-vāda）。遮诠（Apoha），即“遮余”（Anyāpoha，“简别余”），指在名相指称分析中，通过排除事物不属于自身的种种矛盾性质从而肯定自身的性质，即通过排除其他而凸显自身的方法。例如说“人”，必非直接的认识，而是通过排除其他动物，乃至非生命物，来间接显示的。又如说“见烟知有火”，是通过有烟，排除非火者而揭示火的。

陈那重建因明学，开创了“新因明”，使印度因明学进入了佛教因明阶段，在印度因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被尊为“新因明”鼻祖。

三 德慧、难陀、净月与无性论师

（一）德慧

德慧，梵名Gunamati，音译求那摩帝、寠拏末底等，南印度人，公元五六世纪在世。为十大论师之一，安慧论师之师。《成唯识论述记》云：“梵云寠拏末底，唐言德慧，安慧之师；业冠前英，道光时彦；芳声流于四主，雅韵骧于五天；圣德神奇，未易详举。”[45]《大唐西域记》云，“幼而敏达，早擅清徽；学通三藏，理穷四谛”，[46]尤其擅长定学，[47]也是辩论大师，曾辩胜摩揭陀国数论派著名论师摩沓婆（Mādhava）。摩沓婆“学穷内外，言极空有；名高前烈，德重当时；君王尊敬，谓之国宝；臣庶宗仰，咸曰家师；邻国学人，承风仰德；俦之先进，诚博达也”[48]。德慧约三年之期辩论，约期到，与其论辩，第六日摩沓婆辞穷，吐血而死，由是德慧论师声名大著，深得国王崇信。后住于那烂陀寺，德声远播。其著作相传有《随相论》《中论疏》及《唯识三十颂释》等，现在西藏的大藏经中，有其两部注释世亲论著之书，即《缘起初分分别说论疏》与《解说如理论疏》。

（二）难陀

难陀，梵名Nanda，意译欢喜，公元五六世纪在世，是胜军论师的祖师，与安慧同时但年代略早，乃十大论师中较为重要的一位，其主张在《成唯识论》中可以见到。在十大论师中，难陀与净月属于“二分家”，即主张见、相二分说；又与安慧同持“无相唯识”立场，主张相分无体；还与胜军称为“新熏家”，即否定种子本有说，而主张种子皆由现行薰习而新生。难陀论师著有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世亲《唯识三十颂》等的注释书，但早已不传。

（三）净月

净月，梵名[image: ]uddha-candra，音译戍陀战达罗。公元五六世纪在世，安慧同时代人，唯识十大论师之一。净月主张识的二分说，与难陀一样属“二分家”；不同意安慧主张第八识无俱有依，认为第八识必以第七识为其俱有依，方能持立。曾对无著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作释，又对世亲的《唯识三十颂》《胜义七十论》作释。

（四）无性

无性，梵名Asvabhāva，公元五六世纪人，生于陈那之后。据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记载，无性是居士，生于商人世家，通晓大乘学，曾亲见文殊菩萨，自心中涌出五十部经，恒常不离十法行，后广在居士中弘法，常随有一千居士众。[49]作为唯识论师，其立场更趋近无相唯识观。无性所著《摄大乘论释》十卷，唐玄奘译，亦有藏译本，与世亲的《摄大乘论释》齐名，乃学习《摄大乘论》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另著有《大乘庄严经论注疏》，是对世亲《大乘庄严经论注释》的注疏，有藏译。

四 安慧论师

安慧，梵名Sthiramati，音译悉耻罗末底等，南印度罗罗国即伐腊毗国人，公元五六世纪在世。安慧与护法齐名，同为十大论师中的代表人物。

据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安慧与世亲同时代但要晚，他是聆听世亲诵大乘经的鸽子死后转生的，对世亲的记忆并未有消除，七岁成为世亲弟子。安慧曾多次伏破外道论师的辩难，有“言说自在”美名。其精通大小乘对法即阿毗达磨，注释了包括《唯识三十颂》在内的大部分世亲著述，对《宝积经》第四十九会以及《中论颂》也做过注。[50]不过，一般认为安慧乃德慧弟子，与护法同时但略早。如《成唯识论述记》云：“梵云悉耻罗末底，唐言安慧，即糅杂集，救俱舍论，破正理师，护法论师同时先德，南印度境罗罗国人也。妙解因明，善穷内论，扇徽猷于小运，飞兰蕙于大乘，神彩至高，固难提议。”[51]从此中还可知，安慧精通大小乘，也擅长因明，曾糅释《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补救《阿毗达磨俱舍论》，辩胜正理派论师。除了年代带来的师承关系的不同外，关于二者的其他记载并不相违。

在汉译典籍中，有作者名坚慧（Sāramati，音译娑啰末底）的如来藏思想性质著述，即坚慧著的《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以及坚慧在世亲释基础上糅释的《究竟一乘宝性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列举那烂陀寺的大师，有护法、护月、德慧、坚慧、光友、胜友、智月、戒贤等，而将德慧与坚慧并提，如云：“至如护法、护月振芳尘于遗教，德慧、坚慧流雅誉于当时；光友之清论，胜友之高谈；智月则风鉴明敏，戒贤乃至德幽邃。”[52]可以认为，坚慧极有可能就是安慧。实际上，毫不奇怪，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本来在瑜伽行派中就是并存的。但作《入大乘论》的坚意不应是安慧，因为从思想、年代角度看不符。

安慧著述甚丰，汉译有如下著述：

（1）《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Mahāyāna-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简称《杂集论》，十六卷，唐玄奘译，有藏译，但题为最胜子（Jina-putra）著。《杂集论》乃安慧糅合师子觉之释对《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的解释，在后世瑜伽行派学者中，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集论》。

（2）《大乘广五蕴论》，一卷，唐地婆诃罗译。

（3）《宝积经论》，四卷，北魏菩提流支译。

（4）《大乘中观释论》，九卷，宋惟净、护法译。

（5）《俱舍论实义疏》，五卷，失译。

（6）《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唐提云般若译。

还有未有汉译但有藏译的《大乘庄严经论疏》《辩中边论疏》《三十唯识颂释》等。其中，《三十唯识颂释》（Trim[image: ]ikā-vij[image: ]apti-bhāsya，《三十了别释》）梵本现存，对了解其唯识思想有巨大帮助。

据玄奘所传，安慧与难陀同为“无相唯识观”的代表。安慧的出发点是三分说，他主张见分、相分乃能取、所取，属遍计所执性，完全无体，而自证分属依他起性，有体。据此，由见、相分无体，而为“无相”；由有“自证分”，而谓“有识”，即成“无相唯识观”。且由在识中只承许自证分有体，故称“一分家”。

安慧主张凡夫一切识都是“虚妄分别”（Abhūta-Parikalpa），即有执，而与另一位中期唯识学代表护法的立场不同，后者认为凡夫并非一切识都是虚妄分别。这种差别概括在古代中国唯识宗流传的一个颂子中：“二障相应前七转，二执相应唯六七，五八无执护法宗；所知法执五六八，我执相应唯六七，烦恼相应前七转，五八法执安慧宗。”其中，二障即所知障与烦恼障。护法主张，在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中，前七识具二障，第八识无障；第六、七识具我执与法执，前五识与第八识无执。安慧则认为，前七识有烦恼障，第八识不具，但所知障只在前六识与第八识，而第七识不具；前六识与第八识有法执，但我执只在第六、第七识。即在安慧看来，八识皆有执，而护法认为只有六、第七识有执。

安慧还主张第八识相似相续，前灭后生，能够自持而立，不需第七识作为俱有依来扶持。

现代学者根据现代发现署名安慧的梵藏文文献质疑玄奘所传安慧思想的可靠性，但玄奘大师去印度时安慧去世未久，对其思想了解更为直接，一般应更可信一些。

五 护法论师

护法，梵名Dharmapāla，音译达磨波罗。公元6世纪在世，乃世亲三传弟子。据汉传佛教典籍，其寿甚短，只活了三十二岁，但却是瑜伽行派中期的代表人物。

《大唐西域记》记载，护法乃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国都建志补罗一大臣之长子，与王女有婚约，但在结婚之日远遁出家。如云：“幼怀雅量，长而弘远，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礼筵之夕忧心惨凄，对佛像前殷勤祈请，至诚所感，神负远遁。去此数百里至山伽蓝，坐佛堂中，有僧开户，见此少年疑其盗也，更诘问之。菩萨具怀指告，因请出家，众咸惊异，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迩，乃知菩萨神负远尘，王之知也增深敬异。自染衣已笃学精勤。”[53]在《成唯识论述记》中则云，护法乃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建至城中帝王之子，博学内外，通达无碍，“学乃泉于海濬，解又朗于曦明；内教穷于大、小，声论光于真、俗。外道、小乘咸议之曰：‘大乘有此人也，既犹日月之丽天，皎皎而垂彩，亦如溟渤之纪地，浩浩而无竭。天亲以后一人而已’”[54]。赞其乃世亲菩萨后瑜伽行派的最大代表。

护法后来主要活动在中印度，多次在那里破外道、小乘，玄奘西游时曾见其故地。略举两例。在中印度憍赏弥国迦奢布罗城外伽蓝，护法曾摧伏外道。《大唐西域记》云：

此国先王扶于邪说，欲毁佛法崇敬外道，外道众中召一论师聪敏高明达幽微者，作伪邪书千颂，凡三万二千言，非毁佛法，扶正本宗。于是召集僧众令相摧论，外道有胜当毁佛法，众僧无负断舌以谢。是时僧徒惧有退负，集而议曰：“慧日已沈，法桥将毁，王党外道其可敌乎？事势若斯，计将安出？”众咸默然，无竖议者。护法菩萨年在幼稚，辩慧多闻，风范弘远，在大众中扬言赞曰：“愚虽不敏，请陈其略。诚宜以我疾应王命，高论得胜斯灵祐也，征议堕负乃稚齿也。然则进退有辞，法僧无咎。”佥曰允谐，如其筹策。[55]

护法此时虽年尚轻，但学问渊深，见识超迈，胸富韬略，胆气宏壮，挺身护法而无迟疑。这也是他很快成为那烂陀寺住持的原因。随即护法应王命与外道论辩，辞理无懈可击，外道不敌拜服，并皈依佛教。后护法论师又在中印度鞞索迦国外伽蓝，于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论师。护法众望所归，成为那烂陀寺住持。在其住持那烂陀寺期间，是该寺法事最为隆盛之时。护法常有法徒随侍，达数千人。

至年二十九岁，护法退隐大菩提寺，住菩提树处。此间清辨曾试图与其辩论，但护法已经息心隐修，回信竟不会见。《成唯识论述记》云：护法论师“年三十二而卒于大菩提寺。临终之日天乐霄迎，悲声恸城，空中响报，婆罗门曰：‘此是贤劫之一佛也。’故诸神异难以备言”。从其中，可以看出护法在当时印度佛教界的地位。他带来了瑜伽行派的极盛时期，不愧世亲之下第一人的赞誉。

护法之师为天主，梵名[image: ]a[image: ]kara-svāmin，音译商羯罗塞缚弥，意译骨锁主，又称商羯罗主，公元6世纪人，为陈那弟子。天主传承陈那因明之学，流传至今的著述为《因明入正理论》（一卷，唐玄奘译），是解释陈那《因明正理门论》之作。

护法弟子甚多，主要有戒贤、胜友、胜子、智月、亲光等。其中，戒贤是玄奘的印度师尊。

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称护法出身于诗人的族姓，在俗家时也是一个大诗人。后依法使论师出家，学习毗尼；后又至中印度，依从陈那学习三藏，成为善巧自在者，能诵持大经一百部。其在金刚座修虚空藏菩萨法，说法三十年，后继月称作那烂陀寺住持。[56]《印度佛教史》称护法先后拜世亲两大弟子为师，但不如中国传说为天主论师弟子可能性大。又称比月称同时代而稍晚，更不足凭信。根据这种说法，护法寿命应不止三十余岁。考虑到玄奘是护法的再传弟子，其所传护法寿数三十二岁应是可信的。

护法著述甚多，但现存只有寥寥几部，主要著作如下：

（1）《大乘广百论释》，十卷，唐玄奘译。

（2）《观所缘论释》，一卷，唐义净译。

（3）《成唯识宝生论》，五卷，唐义净译。

（4）《三十唯识论释》，已佚。此释原在印度没有公开流通，由护法弟子戒贤收藏，后转交玄奘，成为玄奘糅译《成唯识论》的根干。

（5）《二十唯识论释》，已佚。

另外，护法也是一个著名的声明学家，著有声明著作《杂宝生明论》二万五千颂等，已佚。

在唯识思想方面，护法以兼收并蓄著称，善于融合与会通，将诸家之说融会贯通在一起，而成为瑜伽行派中期唯识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唯识思想有五大新的开展。

一者，在陈那“三分说”的基础上，提出识的“四分说”，即相分（Nimitta-bhāga）、见分（Dar[image: ]ana-bhāga）、自证分（Svasamvitti-bhāga）、证自证分（Svasamvitti-samvitti-bhāga），认为见分证相分，自证分证见分，但自证分不能无证，须安立第四分即证自证分来证自证分，而证自证分复由自证分所证，这样，在能所关系的具足中，实现了逻辑的自洽与完整。

二者，以相分内境不离识，而为识体所摄，成立“不离识”的唯识观，[57]进一步完善陈那的有相唯识说立场。这成为印度后来主流的唯识观。在经玄奘传到中国后，又成了中国正宗的唯识观。

三者，明确第八识与前五识无执，而与安慧认为第八识与前五识皆有法执相对立。

四者，提出种子本有与新熏“兼有说”。在之前，瑜伽行学中的种子说有新熏与本有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各有其经论依据，所以护法予以了会通，认为种子既有本有，又有新熏，调和这两种立场，成立了种子兼有说。

五者，根据本有种子的差别性，护法维护了种姓差别决定说立场，因而定有一分众生决定不能成佛，甚至有一分众生决定不能成为圣者。这个立场也为玄奘所许可和弘传，而与中国传统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观念相违。这也是后来唯识学在中国弘传很快消沉的重要原因之一。

护法通过天主，还传承了陈那因明之学，在此方面也有所建树，发展了名相的“简别”说，使因明论式更具逻辑推理的形式特征。

六 德光、护月、胜友、胜子、智月与亲光论师

（一）德光

德光，梵名Guna-prabha，音译瞿拏钵剌婆，略称瞿波。后世典籍对其生平记叙甚为混乱。根据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德光乃秣菟罗国人，出身于婆罗门家庭，精通一切外典世学，后出家受具足戒，此后成为世亲弟子，广学大小乘经论，能默诵一切毗奈耶典籍。德光持戒清净，住于阿伽罗补梨迦兰，受其影响，同住者五千僧都持戒精严，能防护细行，其中有五百能念诵全部毗奈耶典籍。按《印度佛教史》说，德光与安慧、陈那为同时代人。[58]

德光论师有一弟子蜜多斯那（Mitrasena），玄奘到印度时，其已九十岁高龄。玄奘从其学《辩真论》《随发智论》等德光著述。[59]根据这个关系推测，德光论师不可能为世亲弟子，而应是公元6世纪前后的人。但其属于世亲系是可能的。

汉文典籍的记载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甚至可说是毁誉参半的形象。德光乃北印度钵伐多国人，[60]在那里出家。《大唐西域记》云：

论师少而英杰，长而弘敏，博物强识，硕学多闻；本习大乘，未穷玄奥；因览毗婆沙论，退业而学小乘；作数十部论，破大乘纲纪，成小乘执著。又制俗书数十余部，非斥先进；所作典论，覃思佛经，十数不决；研精虽久，疑情未除。[61]

即德光论师先学大乘，但后膺服小乘，回大向小，并著论批判大乘。《大唐西域记》又记，时有提媻犀那（Devasena，天军）罗汉往来兜率天，德光愿见弥勒菩萨，决疑请益，天军以神通力接其上天宫。但德光见弥勒菩萨，长揖不礼。弥勒菩萨知其我慢心固，非闻法器。往来三返，不得决疑。后更请天军，重欲觐礼，天军恶其我慢，遂不再理会。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后虽趣山林，修定发起神通，但我慢未除，不能证果。[62]

根据藏文典籍的记载，德光更应是一个律师。义净亦说其“再弘《律藏》”。[63]确实有《律经》一书，就署名德光。一般后世推断，此德光就与玄奘记载的德光乃同一人。这种说法是合理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他回大向小的原因，因为在律典方面，小乘最为完备。当然，结合玄奘的记载，说其是一个重律的论师更为恰当，毕竟他还著有《辩真论》（Tattva-satya-[image: ]āstra）等大量其他类著述。在瑜伽行学方面，传德光论师还注释过《瑜伽师地论》的前几品以及“菩萨地”的戒品。

（二）护月

护月，梵名Candra-pāla或Candra-gupta，意译月藏，与护法论师为同时人，那烂陀寺学僧。著有《辩中边论释》《唯识三十颂释》等，但已不传。在唯识学方面最重要的建树，是首倡种子“本有说”。

（三）胜友

胜友，梵名Vi[image: ]esa-mitra，音译毗世沙蜜多罗，意译又作胜亲等。公元六七世纪在世，唯识十大论师之一，乃护法弟子。其以“高谈”闻名于世，如《大唐西域记》云：“至如护法、护月振芳尘于遗教，德慧、坚慧流雅誉于当时；光友之清论，胜友之高谈，智月则风鉴明敏，戒贤乃至德幽邃。”[64]著有《唯识三十颂释》等。

（四）胜子

胜子，梵名Jinaputra，音译辰那弗多罗等，意译又作最胜子。公元六七世纪人，十大论师之一，护法弟子。曾著《唯识三十颂》之释，已佚，但所著《瑜伽师地论释》（一卷，唐玄奘译）流传至今。还著有菩萨戒品释、集论释，后者有藏译。

（五）智月

智月，梵名J[image: ]āna-candra，音译作若那战达罗。十大论师之一，乃护法弟子，与胜友同为那烂陀寺学僧。著有包括《唯识三十颂释》在内十余部著述，但都已不传。

（六）亲光

亲光，梵名Bandhu-prabha或prabhā-mitra，约公元6世纪中叶在世。据传为护法弟子，那烂陀寺学僧，著有《佛地经论》（七卷，唐玄奘译）传世。此汉译《佛地经论》玄奘标为“亲光等造”。西藏的《大藏经》收有题作者名戒贤所造的《圣佛地经释》，内容大同小异。亲光是戒贤的学生，一般认为是玄奘在亲光的释论中糅入了一些戒贤的解释，故标“亲光等造”字样。《佛地经论》是瑜伽行派的一部重要论著，将佛果的三身即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与四智即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对应起来解释，反映了瑜伽行派对于佛果的周密理论。亲光对《佛地经》的科判对后世的释经者影响甚大，所谓“三分科经”，即教起因缘分、圣教所说分、依教奉行分。此与东晋道安的“三分科经”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等三分之说相一致。

七 戒贤、调伏光与胜军论师

（一）戒贤

戒贤，梵名[image: ]īla-bhadra，音译尸罗跋陀罗，公元六七世纪在世，东印度三摩呾吒国王族，属婆罗门种姓。戒贤乃护法论师弟子，玄奘法师的印度师尊，寿量达一百二十余岁。

据《大唐西域记》记载，戒贤“少好学，有风操，游诸印度，询求明哲。至此国那烂陀僧伽蓝，遇护法菩萨，闻法信悟，请服染衣。咨以究竟之致，问以解脱之路。既穷至理，亦究微言，名擅当时，声高异域”[65]。后继护法论师为那烂陀寺住持。戒贤论师当时德高望重，僧俗共尊，都不称其名，而尊称其“正法藏”。[66]

戒贤论师曾在梦中见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观自在菩萨，文殊菩萨对其预示三年后有支那僧来就学，后三年玄奘至，果如梦示，戒贤甚为惊异，待为上宾。[67]此时乃唐贞观十年（636），戒贤已106岁。玄奘遂拜戒贤为师，从其听讲《瑜伽师地论》三遍。

相传戒贤论师著述有十余部，但很遗憾玄奘一部都未翻译，在西藏幸翻译有一部《佛地经》的释论《圣佛地经释》。玄奘翻译的亲光所糅释的《佛地经论》，应采有戒贤的解释。戒贤论师的重要思想，现我们已知者有二。

一者是在判教方面。戒贤根据《解深密经》以及瑜伽行派义理，将大小乘佛陀圣教全体判为了有、空、中三时，对应于《解深密经》中的圣教三时。

二者是在种姓论方面。戒贤主张五种姓差别决定说。中国佛教界都持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佛因论，所以，玄奘不愿在回国后弘扬五种姓差别决定说，但戒贤论师不允。玄奘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上，后来五种姓说的提倡，成为玄奘所传唯识学在中国一直“水土不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玄奘外，戒贤还有弟子智光（j[image: ]āna-prabha）等，但可惜没有著述传下来。

（二）调伏光

调伏光，梵名Vinīta-prabha，乃北印度至那仆底国人。玄奘在印度时，曾从其学习。师撰作有《广五蕴论释》等著述。

（三）胜军

胜军，梵名Jaya-sena，音译阇耶犀那，西印度苏刺陀国人，属刹帝利种姓，乃佛教居士。《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胜军论师“幼而好学。先于贤爱论师所学因明，又从安慧菩萨学声明、大小乘论，又从戒贤法师学瑜伽论。爰至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医方、术数，无不究览根源，穷尽枝叶。既学该内外，德为时尊。摩揭陀主满胄王钦贤重士，闻风而悦，发使邀请立为国师，封二十大邑，论师不受。满胄崩后，戒日王又请为师，封乌荼国八十大邑，论师亦辞不受。王再三固请，亦皆固辞”[68]。从中可知，胜军论师不仅学问渊博，且淡泊名利物欲，品行高洁。

胜军论师在杖林山收徒讲学，常有僧俗众数百围绕。玄奘到印后，曾从其学习唯识著述，请教因明问题，首尾达两年。至晚年，胜军论师一方面习诵经教，导诱学人，另一方面亲做小窣堵波，置经文于其中，谓法舍利。夜晚经行礼诵，宴座思惟，昼夜无怠。师年至百岁，仍志业不衰，三十年间，竟作七亿法舍利窣堵波。满一亿，则建大窣堵波放入，并延僧举行大法会。窣堵波常放光明，灵异昭彰。[69]

胜军论师的著述早已不存，但其擅长因明，曾立有一比量，显示出其拳拳护法之心，如《因明入正理论疏》云：胜军论师“四十余年，立一比量云：‘诸大乘经皆佛说宗’”[70]。此即著名的“胜军比量”。看来，胜军也是一位热诚、坚定的护持大乘、破斥“大乘非佛说”的护法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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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印度佛教与非佛教的文学、艺术

第一节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印度非佛教文学与艺术

一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印度非佛教文学

（一）《薄伽梵歌》

《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乃《摩诃婆罗多》第六卷的一部分，共有十八章，七百颂，后成为印度教的最重要经典之一，也是吠檀多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一般认为，《薄伽梵歌》属《摩诃婆罗多》中晚出的部分，但对其具体成书年代争论较多。这样一种观点应该是较为合理的：《薄伽梵歌》的原始部分甚至能够追溯到公元前4至前3世纪，但最终定形是在公元4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代。[1]

《薄伽梵歌》主要通过阿周那（Arjuna）王子与毗湿奴的化身克里希那（Krsna，黑天）的对话，阐明解脱的道路即瑜伽（Yoga）。书中的瑜伽具体分有种种，实际上其十八章全都冠以瑜伽之名，全书又名“奥义书、梵学与瑜伽论”。这些瑜伽又可概括为业（Karma，有为、行动）瑜伽、智（J[image: ]āna，知识）瑜伽与信（Bhakti，虔信）瑜伽。

具体而言，业瑜伽肯定有为，即行动，主张克制乃至放弃个人欲望，不计较成败与得失，以超然的态度履行社会义务与职责。智瑜伽强调行动内在要有智相应，即透过一切现象，把握其本质——宇宙最高存在，即梵（Brahman），以求个体之我（[image: ]tman）与梵的合一。但这些要求以信瑜伽为前提，即虔信与崇拜黑天，舍弃欲望，行为归向黑天，才能超脱于善恶的业果，与梵合一，获得解脱。在其中，黑天已经由《摩诃婆罗多》中的雅达婆族（Yādava）的刹帝利，转变为了世界的创造者与毁灭者，即从人塑造成了神，这也是判断《薄伽梵歌》晚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此书对黑天神化与崇拜的宣扬，开启了印度中世纪印度教的虔信运动。

《薄伽梵歌》将梵我思想融入优美的诗歌形式中，被威廉·洪堡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哲学诗”。[2]确实，其语言浑朴有力，热情奔放，象征与比喻绚丽多彩，在艺术与思想上影响深远。

（二）往世书

往世书（Purāna）是印度梵语文学中一批神话传说作品的总称，其出现划分了历史传说与神话传说的界限。其中历史传说主要指英雄史诗，以《摩诃婆罗多》为代表，神话传说则以往世书为代表。

现存种种往世书内容各部间常相矛盾，但丰富庞杂，总成一种百科全书式作品，统称十八部大往世书与十八部小往世书，成书年代跨度很大，有的内容在公元前后就出现，但最终定形大多在公元7—12世纪间。

早期往世书主要是创世神话、天神与仙人谱系、各个摩奴时期、帝王谱系等，后来又加入了解脱以及宇宙最高真理等内容。在往世书中，围绕三大主神构造神话系统。三大主神即梵天、毗湿奴与湿婆，一般而言，梵天主要司职创造，毗湿奴主要管保护，湿婆主宰毁灭。世界在三大主神的主宰下，创造、保护、毁灭，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样一个从创造到毁灭的过程分为四个时代，即圆满时代、三分时代、二分时代、迦利时代。此乃一个道德退化的过程。最初是圆满时代，充满正义，邪恶不行，人类随愿过着道德、幸福的生活。三分时代道德有所破缺，正义失去四分之一，要靠各种宗教祭祀仪式来维持不倒。二分时代道德状况继续恶化，正义剩下二分之一。而到迦利时代，正义大部失去，唯剩四分之一，灾难、疾病、饥饿、争斗、恐怖等遍布不息，直至世界最终毁灭。[3]

（三）迦梨陀娑与梵语古典诗歌、戏剧

在古代印度的梵语诗歌与戏剧领域，马鸣是最早的代表作家，而迦梨陀娑（Kālidāsa）是古典时期成就最大者，在现代有“印度的莎士比亚”的美誉，但其生平事迹后世知之甚少。不过，后世多认为迦梨陀娑是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宫廷诗人，所以一般判定其年代在公元4—5世纪。

迦梨陀娑的作品公认有七部，即抒情短诗集《时令之环》，抒情长诗《云使》，叙事诗《鸠摩罗出世》《罗怙世系》，剧本《摩罗维迦和火友王》《优哩婆湿》《沙恭达罗》。

在诗歌方面，《云使》（Megha-dūta）乃其代表作。《云使》是古代印度文学史上第一部抒情长诗。在迦梨陀娑前后，古典梵语诗歌大致可归为四类：①颂扬神祇的赞颂诗，②描绘自然风光的风景诗，③描写爱情生活的爱情诗，④表达人生哲理的格言诗。[4]《云使》作为一部爱情诗，其感情真挚热烈，语言凝练优美，想象丰富多彩，韵律和谐独特，交织成一部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也是印度梵语古典抒情诗乃至整个古典诗艺术的最高成就。

在戏剧方面，以《沙恭达罗》（Abhij[image: ]āna-[image: ]akuntala）最为著名。此剧取材于印度古代传说，叙述国王豆扇陀与净修林女沙恭达罗的爱情故事，被誉为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统一的典范，曾有梵文诗歌赞颂道：“一切语言艺术中，戏剧最美；一切戏剧中，《沙恭达罗》最美。”[5]此剧堪称迦梨陀娑的最优秀作品，也是古典梵语戏剧的代表作。

在当时，戏剧大多是浪漫的戏剧，以达到娱乐怡情的效果，但也有例外。首陀罗迦（[image: ]udraka）的名剧《小泥车》（Mrcchakatika）就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总的来看，戏剧在公元前后通过戏剧理论著作《舞论》奠定其理论基础后，在笈多王朝时代开始了繁荣。以迦梨陀娑为代表的众多古典梵语诗人与戏剧家的艺术创作，标志印度古代梵语文学进入了黄金时代，与印度宗教思想以及艺术一道缔造了一个古典文化盛世。

（四）超日王、戒日王与印度文学艺术以及一般学术

这个古代印度辉煌的文化盛世的到来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笈多王朝的宗教宽容政策及其对文学艺术乃至一切学术的提倡是前提。其次，有当时发达的正规系统教育奠定基础。笈多王朝的正规教育或者得自婆罗门机构，或者得自佛教寺院，特别是后者，以那烂陀寺为代表，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正规教育的基本科目是文法、修辞学、散文与诗歌创作、因明、形而上学、医学等，文化的全面进展给教育增添了活力，并提供了系统化的条件。所以，笈多王朝开创的文化黄金时代并不偶然。[6]

历代笈多王朝帝王都是文化的最大施主，其中超日王与戒日王两大帝王厥功至伟。第二代笈多王三摩答剌·笈多既是诗人，又是诗人学者的保护与赞助者，其后的超日王更是对文学艺术大加奖掖，在其宫殿供养有著名的“九宝”（Nava-ratna），即剧作家和诗人迦梨陀娑、天文学家彘日（Varāhamihira）、名医丹文塔里（Dhanvantari）、耆那教圣人克沙帕纳卡（Ksapanaka）、字典学者阿玛拉·辛哈（Amara-simha）、数学家桑库（[image: ]a[image: ]ku）、诗人贝塔拉·巴塔（Vetāla-bhatta）与加塔·卡尔帕拉（Ghata-karpara）、文法学者瓦拉鲁奇（Vara-ruci），他们在后世成为这个王朝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当时印度医学相当发达，已系统化，甚至向西传播影响到西亚。数学取得很大进展，十进位数字广泛应用，后经阿拉伯世界传到欧洲，取代了罗马数字，即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天文学也从数学中独立出来，阳历年的时间长度计算到了365.3586805天。

在后世的文化史上，戒日王不仅以供奉玄奘法师著称，还供奉了著名的古典梵语小说家波那（Bāna）、诗人魔由罗（Mayūra）与地婆迦罗（Divakara），而且他本身即是一位著名诗人与戏剧家，他创作了三部戏剧，即《龙喜记》《妙容传》《璎珞传》。义净法师在戒日王去世后不久到印度，曾对《龙喜记》（Nāga-ānanda）有评论：

又戒日王取乘云菩萨以身代龙之事，缉为歌咏，奏谐弦管，令人作乐，舞之蹈之，流布于代。[7]

《龙喜记》在艺术上并非完美杰作，但其中显示了一代帝王对佛教、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的参与与赞护的热诚。

二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印度非佛教艺术

（一）印度传统艺术理论的发展

在公元后，印度文学艺术的开展不仅有其具体实践，而且出现了一些文艺术理论著作。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印度文学艺术的创作从自发的无意识冲动，变成了一种有自我意识的自觉行为，推动了印度文学艺术的发展，对笈多王朝时期印度古典文化黄金时代的到来起到了引领作用。不过，它们大多具有轻内容、重形式以及程式化、繁琐化的特点，形式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

在戏剧领域，出现了一部划时代的戏剧理论著作《舞论》，这也是第一部印度文艺理论著作，一般认为，其原始文本产生于公元初，而在公元四五世纪定型，但没有定论。《舞论》主张，大梵天从《梨俱吠陀》中撷取“吟诵”，从《娑摩吠陀》中撷取“歌唱”，从《夜柔吠陀》中撷取“模仿”，从《阿达婆吠陀》中撷取“情味”，创造出第五吠陀——戏剧。《舞论》的戏剧理论建立在其“味论”上。味指戏剧艺术的感情效应，也就是观者在观剧时的审美体验。味分八种，即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与奇异，与此相应有八种基本感情，谓欢、笑、悲、怒、勇、惧、厌与惊。在具体表现方面，区分为形体、语言、装饰与感情。味论影响甚大，成为后来印度最重要的文艺创作、欣赏与批评的基本原则之一。[8]

在《舞论》的影响下，印度传统绘画理论基本著作《画经》在公元五六世纪问世，其中提出了绘画六要素，即形象差异、度量比例、情感状态、美丽优雅、意象相似、色彩区别，乃后世印度传统绘画审美的基本标准。《画经》进一步将《舞论》的味论予以发扬，八味以八种颜色对应起来：①黑色代表恐怖；②白色代表滑稽；③灰色代表悲悯；④红色代表暴戾；⑤黄色代表奇异；⑥蓝色代表厌恶；⑦橙色代表英勇；⑧绿色代表艳情。[9]这些在绘画中的具体运用，一方面增强了印度绘画的象征性与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也带来形式主义的弊端。

在文学方面，也是受到《舞论》影响，在公元7世纪，婆摩诃（Bhāmaha）撰造了第一部古典梵语诗学理论著作《诗庄严论》，注重音与义庄严，特别是后者；同时代还出现了檀丁（Dandin）诗学著作《诗镜》，提出了风格论。后随着《诗庄严经》《韵光》等诗学与修辞学著述纷纷涌现，独具特色的印度古典文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10]

（二）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非佛教艺术

古典时代的印度艺术以佛教的艺术著称，但随着婆罗门教的复兴及其替代者印度教的兴起，印度非佛教艺术开始繁荣。

阿旃陀（Ajantā）壁画是印度古典绘画成熟的标志以及典范，位于今德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阿旃陀石窟。其具体位置在马哈拉斯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县阿旃陀村的瓦古尔纳河谷的山上。阿旃陀山是一个马蹄形悬崖山，山上葱茏树木，山下清净溪流，石窟就开凿在离谷底76米的悬崖峭壁上，29个石窟就呈马蹄形（又称月牙形）排列在一起。

阿旃陀石窟开凿时间始于公元前2世纪，终于公元7世纪。这是一个主要反映佛教内容的艺术宝库，也有一些非佛教的、反映世俗生活与人物的内容。该石窟在佛教衰落后渐湮没无闻，一直到1819年被一个英国军官打猎时偶然发现，才重现于世，引起世界艺术界的轰动与惊叹。

在笈多王朝，印度教的兴起带来了偶像崇拜的潮流，神像雕刻成为其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中，毗湿奴、湿婆、黑天、太阳神、难近母等男女诸神，以及神的化身如神龟、灵鱼、野猪、人狮、侏儒等的雕像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在中央邦乌代吉里石窟中雕刻的毗湿奴化身为野猪的巨幅高浮雕像最有代表性。雕像高近4米，表现毗湿奴化身野猪、脚踏多头蛇王、用獠牙将大地女神从乳海深渊中救起的情景。旃陀罗二世时，在现今德里市，有一个用纯熟铁铸成的金翅鸟毗湿奴圆柱，高7.25米，迄今屹立不倒，亦未生锈。湿婆雕像不多见，主要是其标志林伽（男根），有的在林伽表面雕一浮雕湿婆人形。[11]

埃罗拉（Ellora）石窟位于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奥兰加巴德西北二三十公里处，与阿旃陀石窟同属一邦，相距百余公里，但二者有三点差别：一者阿旃陀仅是佛教石窟，而埃罗拉开凿了佛教、耆那教与印度教三种石窟，且以印度教石窟最多、最大，在艺术上最精美；二者阿旃陀石窟以壁画最负盛名，而埃罗拉以雕刻著称于世；三者阿旃陀石窟开凿止于公元7世纪，而埃罗拉基本上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凿造。在埃罗拉，印度教石窟开凿最晚，始于公元8世纪，其中有17座石窟为印度教雕刻，雕刻有众多毗湿奴、湿婆等印度诸神及其化身像，精美异常，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印度教的宗教内容。其雕刻的特色是融合了印度南北文化与佛教艺术的优点，既保持了笈多时代的华丽，又吸收了德干雕刻的厚重与南印度的秀雅。大约同时开凿的另一个印度教石窟象岛石窟，位于孟买海上十公里处的一个海岛上，因一座石雕大象而得名。共有五座石窟，而第1号窟是一个湿婆神庙。在其门廊两侧与窟内岩壁上，刻着九块高浮雕，以表现湿婆诸相，其中“湿婆三面像”高达5.5米，最为出色。该像以三头分别代表湿婆毁灭、保存与创造三方面的能力：左侧男性面目凶残，表征毁灭；中间面孔静穆，代表保存；右边女性面目和善，表征创造。[12]

在笈多王朝后期，印度教在中印度与南印度成为主流宗教，大量神庙逐渐修造起来，其中充满了无数印度教雕刻。这些艺术作品造型夸张、动感强烈、变化多端，与印度教的教义和神话融合起来，艺术水平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

在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马德拉斯，有一幅创作于公元7世纪的著名雕刻《恒河下凡》。《恒河下凡》是一高9米、宽26米的巨型岩壁高浮雕。浮雕内容反映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民间神话传说：一个婆罗门修行千年升天后，引来恒河水，利益众生，造福人间。这幅画被认为是印度美术中少有的表现世俗性精神的著名作品。

在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也有众多皈信印度教，他们利用擅长的铜雕艺术来制作青铜雕像，后以朱罗王朝的最有代表性。朱罗王朝的青铜雕像题材广泛，有男女诸神、圣徒、国王、王后，以及动物，特别是其青铜舞王湿婆神像有种种形态，在后世享有盛誉。[13]

印度教的神庙建筑出现较晚。最初在笈多王朝时期，约公元4世纪末，开始建造神龛，即圣所，用于放置主神像，又称为秘藏室，字面意思即子宫或胚胎。圣所带一个柱廊。柱廊是带顶棚的列柱长廊，是用于教徒聚会的大厅。到公元5世纪初，人们开始在圣所周围增建一个带有花格窗的顶盖围廊，圣所前有凸出的台阶，整个神庙建立在一个正方形或者长方形台基上。到公元5世纪末，受到佛教窣堵波与支提塔的影响，人们又在神龛上加一高塔，俯视四周，象征宇宙之山，就成了真正的庙宇。在庙宇中有无数神像、神话浮雕与饰物的繁复装饰，使其整个结构功能显得复杂化。庙宇大多以石头作为建筑材料，取代了砖瓦或者木头，也因此形成了纪念碑式风格特征。明显反映了佛教支提塔影响的神庙，著名的有早期遮卢迦王朝在迈索尔建立的一些神庙群。初期神庙现存不多，主要有中央邦的黛维神庙；稍后带高塔的神庙有北方邦的德奥伽尔化身神庙、比塔尔冈砖庙等。但直到公元8世纪前，印度教庙宇都没有大量涌现，比如北印度最早的神庙群——奥里萨邦的巴内斯瓦尔附近的奥里萨神庙群，最早是在公元8世纪开始建造的，到13世纪为止，共成数千座神庙，现仅存五百余座。事实上，直到公元10世纪，以印度教庙宇为代表的印度教建筑才真正兴盛起来。[14]

笈多王朝的一些印度教石窟是现今可见的最早印度教建筑，如公元5世纪中央邦的乌代吉里石窟，创造了丰富的印度教雕刻与建筑。在公元7世纪初，帕拉瓦王朝国王马亨德拉瓦尔曼一世虔信印度教，自称“神庙建造者”，在泰米尔纳杜地区开凿了一系列印度教石窟柱廊，其子继位，敕建独立式岩凿神庙，它们后来成为南印度神庙的标准建筑模式。公元7世纪初的一座著名神庙五战车神庙位于马德拉斯以南五十公里处的沿海，是在一整块巨型岩石上雕凿成的五座独立建筑，四座在一直线上，一座略偏，按照《摩诃婆罗多》中的人物，分别命名为黑公主战车、阿周那战车、毗摩战车、法王战车、无种偕天战车，它们风格不一，皆是仿木结构由岩石凿成。同一时期还有一著名神庙海岸神庙，与五战车神庙相距数十公里，用大块方整岩石垒砌而成。神庙共有三间殿堂，最大的一间东临大海，分四层，底层是八角形，上层是方形。神庙圣所供奉着一个岩石磨成的大林伽，直插地表。神庙雕有大石狮，面向大海，瞪眼、呲牙，怒视前方，左膝上还雕有一小湿婆像。这两者是帕拉瓦王朝现存的十余座神庙的代表。[15]

神庙是以塔为标志的，由此，按照塔的形状可将神庙分为两大类：一是“印度—雅利安”风格，神庙中有一个竖式弯梁的曲线形塔，可能是受到佛教窣堵波影响形成的，流行于印度北部；二是“达罗毗荼”风格，神庙有一个多层的梯形尖塔，类似于阶梯状金字塔，可能受到早期佛教凿岩而成的寺院建筑的影响，主要见于南印度。[16]

可以这么认为，印度教在印度的盛行，是与这样一些辉煌的神庙建筑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节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印度佛教文学与艺术

一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印度佛教文学

在笈多王朝及其前，般若类、华严类等经仍不断传出，开始编辑为大本；大乘后期的如来藏与瑜伽行经典相续传出；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对佛陀本生故事等仍有编辑，但差不多都已经与大乘思想相融贯。从佛教文学角度看，大乘经典影响最大。这个时期大乘经典分为两类：一类是阿毗达磨式的，如《解深密经》，主要是义理的系统阐发，没有凸显文学方面；另一类除有前一类的一些特色外，还带有鲜明的赞颂性质，而直接体现出很高的文学价值，如后续传出的《华严经》类经典。下面就以陆续传出的《华严经》类及其大本来略显佛教经典的文学价值。

在中国传译《华严经》类有一个过程，大本分三，在前文已述，即“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四十华严”。最早大本“六十华严”由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359—429）译于东晋元熙二年（420），但在其前，已有零散传译，如：《佛说兜沙经》一卷（“如来名号品”，“光明觉品”），后汉支娄迦谶译；《佛说菩萨本业经》一卷（“净行品”，“十住品”），吴支谦译；《诸菩萨求佛本业经》一卷（“净行品”），西晋聂道真译；《菩萨十住行道品》一卷（“十住品”），西晋竺法护译；《渐备一切功德经》五卷（“十地品”），西晋竺法护译；《菩萨十住经》一卷（“十住品”），东晋祇多密译；《十住经》四卷（“十地品”），十六国秦鸠摩罗什译；《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三卷（“十定品”），西晋竺法护译。从前述汉译以及其他文献记载可知，在印度最早传出的《华严经》核心部分《十地经》，早有翻译，而另一核心部分《入法界品》，最早未见翻译，在印度应该传出稍晚。大本的华严是对种种单出之经的一个合汇编辑。

在最早的华严类经中，就开始以十为计量单位组织经文与表达、论述教理，并且以十为计量单位略举菩萨修行名目，组织道次第，如十住、十行、十无尽藏、十回向、十地、十定、十通、十忍等，在“四十华严”中还有十愿等，结果“十”被赋予了超出计数范围的佛教象征意义，而形成了《华严经》的一个重要特色。[17]

从《兜沙经》中，我们看到了十方佛刹以及诸佛、菩萨的无数无量。释迦牟尼佛（“释迦文佛”）升座，就有十方诸佛来会，每一佛都有十佛刹尘数菩萨伴随。以佛陀为中心，构成了一个佛世界，各方有十亿小国土，各有佛分身住持，如云：

释迦文佛都所典主十方国，一一方各有一亿小国土，皆有一大海，一须弥山，上至三十三天。一小国土如是所部，凡有十亿小国土，合为一佛刹，名为蔡呵只。佛分身悉遍至十亿小国土，一一小国土皆有一佛，凡有十亿佛，皆与诸菩萨共坐十亿小国土。诸天人民皆悉见佛、诸菩萨。诸天人民皆持佛威神，相视、如迎、相见。[18]

这一佛刹结构，在《华严经》类的后续经典中，作为一个特例，融入华藏世界的无量无边佛刹海中。华藏世界全名“莲华藏庄严世界海”，乃卢舍那佛所居之处，为其修行所感生者，如云：

此莲华藏世界海，是卢舍那佛本修菩萨行时，于阿僧祇世界微尘数劫之所严净，于一一劫恭敬供养世界微尘等如来，一一佛所净修世界海微尘数愿行。[19]

此莲华藏世界海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十方都有世界海相邻，这些世界海又连着世界海，乃至有无边无量世界海。这些世界海各有所依而住：

一一世界海所依住，如世界微尘数，所谓依一切庄严住，或依虚空住，或依一切宝住，或依佛光明住，或依幻业住，或依摩诃那伽金刚力士掌中住，或依普贤菩萨愿力住。[20]

这些世界海有种种形状，如“或方，或圆，或非方圆，或如水洄澓，或复如华形，或种种众生形者”等，其体也多异，如“一切宝庄严体，或一宝体，或金刚坚固地体，或众香体，或日珠轮体”等。[21]

在每一世界海中，有世界海尘数诸佛出现于世：

一一世界海有世界海尘数诸佛出兴于世，所谓有佛兴世，色身示现，遍满法界，或有短寿，或无量劫，如是一一世界海有世界海尘数佛出兴于世。[22]

华藏世界由风轮持住，如云：

有须弥山微尘等风轮，持此莲华藏庄严世界海。……最上风轮名胜藏，持一切香水海，彼香水海中有大莲华，名香幢光明庄严，持此莲华藏庄严世界海。此世界海边有金刚山周匝围绕。[23]

其间有不可说佛刹微尘等香水海围绕：

众宝庄严，一切香摩尼宝王以为其岸，宝王罗网弥覆其上，众宝色水盈满其中，一切众华皆悉开敷，细末栴檀以香其水，常出如来妙音不绝，众香次第普熏十方，杂宝阶道，真珠栏楯，众宝潮浪出妙音声，恒沙佛刹微尘数等宝华楼阁周匝围绕，无量佛刹微尘等众宝华城以周其外，十大千世界微尘数华，一一莲华各十由旬，开敷鲜茂，遍布水上，其香普熏一切世界，十佛国土尘数香树以为庄严。[24]

这些香水海又有四天下微尘数香水河围绕，而且在香水海的莲花上有世界，世界上又有香水海，上复有世界，乃至无穷，如是一方，十方也如此。

卢舍那佛为使一切菩萨大众了知佛无量无边境界自在法门，放眉间白毫相一切宝色灯明云光，遍照一切佛刹，于一念中普照一切法界，于一切世界雨一切佛诸大愿云，显现普贤菩萨，示大众已，回入于足下相轮。

《华严经》为了描述世界海中的佛刹数等，还建立了平方进位的数字单位系列，它们以“百千”开始，“百千百千为一拘梨，拘梨拘梨名一不变，不变不变名一那由他，那由他那由他名一鞞婆逻，……受受名一阿僧祇，阿僧祇阿僧祇名一阿僧祇转，阿僧祇转阿僧祇转名一无量，无量无量名一无量转，……无周遍转无周遍转名一无数，无数无数名一无数转，无数转无数转名一不可称，不可称不可称名一不可称转，不可称转不可称转名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名一不可思议转，不可思议转不可思议转名一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名一不可量转，不可量转不可量转名一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名一不可说转，不可说转不可说转名一不可说转转”[25]。这其中共有一百二十二项。在经中对佛刹等常说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不可说等，并非一定要按照前述平方数字进位来了解，更多是象征意义，表明其不可胜数之量。

这样数量的佛刹是卢舍那佛感生的，也由其神通力显现，能在一切众生那里现前，作为卢舍那佛的因位体现者的普贤菩萨，也能在定中亲见与示现这样的境界。在卢舍那佛或者普贤菩萨的神通示现中，一切是互摄相入的，即一摄一切，一切摄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事物、空间、时间的一切皆如此，没有例外，如云：

所谓一切世界入一毛道，一毛道出不可思议刹；一切众生身悉入一身，于一身出无量诸身；不可说劫悉入一念，令一念入不可说劫；一切佛法悉入一法，令一法入一切佛法；一切诸入入于一入，令一入入一切诸入；一切诸根入于一根，令一根入一切诸根；一切诸根入非根法，非根法入一切诸根；一切诸相悉入一相，一相入于一切诸相；一切语音入一语音，一语音入一切语音；一切三世悉入一世，令一世入一切三世。[26]

这样的互摄相入的重重无尽的境界，在《华严经》中用因陀罗网作譬喻，也以无量重阁作譬喻，如“四十华严”云：

时弥勒菩萨前诣毗卢遮那庄严藏楼阁，即以右手弹指出声，其门即开，命善财入。善财心喜，入已还闭。见其楼阁广博无量，同于虚空，阿僧祇宝以为其地；阿僧祇宫殿、阿僧祇门闼、阿僧祇窗牖、阿僧祇阶陛、阿僧祇栏楯、阿僧祇道路皆七宝成；阿僧祇幡、阿僧祇幢、阿僧祇盖周回间列；阿僧祇众宝璎珞、阿僧祇白真珠璎珞、阿僧祇赤真珠璎珞、阿僧只师子珠璎珞处处垂下；阿僧祇半月、阿僧祇满月、阿僧祇缯带以为严饰；阿僧祇师子幢网、阿僧祇摩尼网、阿僧祇妙金网、阿僧祇金线网间错庄严，罗覆其上；阿僧祇宝铎、阿僧祇宝铃风动流音，其声可爱；……有如是等无量阿僧祇诸庄严具，以为庄严。善财又见楼阁之中，具有无量百千楼阁，一一楼阁种种庄严，悉如上说，广博严丽，皆同虚空；显现分明，犹如形影；互相映彻，无有障碍，不相杂乱。善财童子于一处中，见一切处，一切诸处，亦如是见。如是一切，尽无有余，一一物中见皆如是。[27]

此中是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后，拜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即以神通力示现此无尽互摄相入之重阁。这样的示现称为普贤境界。示现普贤境界是为了表明成佛要历经一切佛刹，亲近一切诸佛，修行一切菩萨行，也就是要修行普贤愿行。普贤境界、普贤刹土、普贤愿行常通过普贤身示现，如“八十华严”云：

尔时，善财童子观普贤菩萨身相好肢节一一毛孔中，皆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海，一一刹海皆有诸佛出兴于世，大菩萨众所共围绕。又复见彼一切刹海种种建立、种种形状、种种庄严；种种大山周匝围绕；种种色云弥覆虚空；种种佛兴，演种种法；如是等事各各不同。又见普贤于一一世界海中，出一切佛刹微尘数佛化身云，周遍十方一切世界，教化众生，令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善财童子又见自身在普贤身内十方一切诸世界中教化众生。又，善财童子亲近佛刹微尘数诸善知识，……善财童子于普贤菩萨毛孔刹中行一步，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如是而行，尽未来劫。……善财童子于普贤菩萨毛孔刹中，或于一刹经于一劫，如是而行，乃至或有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劫，如是而行，亦不于此刹没、于彼刹现，念念周遍无边刹海，教化众生，令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是之时，善财童子则次第得普贤菩萨诸行愿海，与普贤等，与诸佛等，一身充满一切世界，刹等，行等，正觉等，神通等，法轮等，辩才等，言辞等，音声等，力无畏等，佛所住等，大慈悲等，不可思议、解脱自在悉皆同等。[28]

提倡一切菩萨行者通过普贤愿行，历经一切普贤刹土，证得普贤境界，从而历经一切佛刹，最终证得卢舍那佛亦即毗卢遮那佛境界，乃《华严经》之所趣求。

《华严经》不愧为“经王”，对十方世界海微尘刹土、诸佛、诸菩萨、一切众生，乃至三世的一切的一切，以种种言说、种种譬喻显示其互摄相入的无尽关联，被中国华严宗奉为佛陀教理的最高体现，而且其语言优美，瑰丽多彩，境界如幻如梦，震撼人心，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 笈多王朝及其前后的佛教艺术

在笈多王朝时期，大乘佛教达到盛期，但随着印度教逐渐走向兴盛，大乘佛教开始衰落。以雕刻、石窟、绘画为代表的佛教艺术在此时臻于成熟，达到鼎盛，在鲜明的民族色彩之上，又融入了犍陀罗式的外来风格，形成“笈多美术”，为世间奉献了精美的作品。不过这也是在书写其最后的辉煌，此后就是印度教艺术的天下了。

（一）佛教雕刻

佛像雕刻于公元3—4世纪在东德干的阿玛拉瓦蒂得到发展，它们继承桑奇艺术的风格，未受希腊风格的影响，其突出肉感、崇尚自然、强调雕像内在的精神力量与静穆气氛的特色在后来影响甚大。到笈多王朝时期，在马土腊、贝拿勒斯、鹿野苑、桑奇、阿旃陀、埃罗拉等地，都有佛教雕刻艺术的开展。

笈多王朝的佛教雕刻，具有成熟而独特的艺术品格，略分为两种样态：一者笈多马土腊式雕刻；二者、笈多鹿野苑式雕刻。

第一，笈多马土腊式雕刻。在贵霜王朝时期，希腊、波斯及西亚等外来文化进入北印度，进而影响了印度文化。这时兴起了两种佛教雕刻艺术流派，即犍陀罗式与马土腊式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艺术渐渐摆脱了外来文化色彩，外国因素被本土艺术所吸收，二者开始融合，形成新的面貌。到笈多王朝，在融合的过程中，马土腊式雕刻的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早期马土腊式风格的直接延续或者简单模仿，而是在其上创造性地吸收了一些犍陀罗式风格。这时期的马土腊式雕像，多是印度人脸型，具有沉思的眼神、希腊式鼻子、微抿的嘴唇、整齐的螺发、华丽的光环、半透明的波纹袈裟，塑造了一种具人体美感又具理想主义风格的艺术形象。

第二，笈多鹿野苑式雕刻。鹿野苑是佛陀度化五比丘、初转法论之地。在笈多王朝时期，中印度印度教已经兴起，与大乘佛教展开竞争，但在艺术领域还没多少探索，完全是佛教艺术流行。这时鹿野苑式佛像雕刻深受笈多马土腊雕刻艺术的影响，并将其理想主义风格发挥到极致。从现存的雕像看，其在两个方向都有了发展：一方面佛像采用白色大理石，更能显出人体美感，同时更符合印度传统审美意识；另一方面带有希腊鼻子的形象更加完美。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头部背后大光环图案繁密，更为华丽，贴身袈裟显得更薄更透明。这样的融合使笈多鹿野苑佛像雕刻成就了佛教雕像艺术的最高水平。

笈多鹿野苑式佛像以其华丽的风格影响了中印度的佛像雕刻。现存的一尊比哈尔佛陀立像体现了这种影响。圆形慈祥的印度面孔，细长的希腊式鼻子，微笑的嘴角，禅思的眼神，纯净和谐的立姿，右手施无畏印略微前伸，长袍袈裟光洁透明，人体造型优美匀称，清晰可见，精神宁静而内敛，整体庄严圣洁，高雅自然，是佛像雕刻艺术的完美结晶。

在阿旃陀石窟第6号窟，分上下两层，以石雕像为主。下层多是小型坐佛，上层有一两米多高的高浮雕大佛，是典型的笈多鹿野苑式佛像。身体直立端庄，螺发均匀，面额圆润丰满，双耳垂肩，双手一曲一直，手法圆熟洗练。

在公元5世纪的孟加拉素丹甘吉，创作有一青铜佛像，形态与笈多鹿野苑式雕像极为相似，被后世誉为笈多艺术与冶金术完美融合的顶峰之作。[29]

笈多鹿野苑式雕像包含种种类型，除佛像外，还有菩萨像、药叉像，以及非佛教像，风格相近，都是庄严的宗教情怀与东方的人体美的巧妙融合。

笈多王朝的雕刻艺术，不仅直接体现在专门的艺术创作中，而且还反映到相关的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其丰富多彩的金币上，就有精美的雕刻。由于货币的流通与交换性质，雕刻者有意采用外来的艺术形式，以与本国的艺术传统相融合，其独特的风格使其不啻真正的艺术作品。

笈多时期后期印度教神像雕刻开始兴起，而佛教佛像雕刻走向衰落，二者在风格上也迥然有别：一者，佛像一般以人类为模型，神像则多为超人类型，比如多头多臂形象；二者，佛像一般精细而严谨，而神像多气魄宏大，形象奇丽瑰伟；三者，佛像一般宁静、肃穆、深邃、慈祥，神像则多摇头摆臂，形体活泼，充满活力；四者，佛像一般呈冥想禅思之态，而神像多激情洋溢。[30]

（二）佛教绘画

在笈多王朝时期，佛教壁画的发展也进到了其最高水平与最后阶段，其流传至今的壁画主要集中在阿旃陀佛教岩窟中。

阿旃陀佛教石窟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开凿，到公元7世纪停止，其壁画创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小乘佛教壁画与大乘佛教壁画时期。前者约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中到公元1世纪，后者出现在大乘佛教流行时期，主要集中在笈多王朝时期，约公元5世纪下半叶到公元6世纪上半叶间，也有说在公元4世纪至7世纪间。[31]其中大乘壁画数量最多，占绝大多数。

这些后期壁画，从题材到技巧造型，都涵盖与代表了印度大乘佛教绘画的内容与风格。特别要提到，在表现手法上，其既带有鲜明的佛教色彩，又体现了印度绘画的传统艺术特征，对客观物象的立体感与阴影的处理，以及对人物表情、肌肤、衣纹等的描绘，都手法巧妙高超，极具东方色彩；衣衫、袈裟都是薄纱式的，可以透看人体，还有相当多裸体或者半裸体。

《画经》以颜色来具体体现情，而与味直接对应起来，这应该并非《画经》的独创，而是当时印度绘画实践的理论总结与系统化，所以我们会看到在阿旃陀石窟绘画中颜色以象征方式广泛运用，在印度古代绘画中也都如此。在阿旃陀壁画中，绿色代表的艳情味与灰色代表的悲悯味出现最多，构成其壁画的独特风格。艳情味指男女间的情、爱、性，被认为是印度古代生殖崇拜的美学升华，但也代表了众生对世间贪著，而悲悯味指对世间作为轮回之苦的感切与同情。所以，二者交织在一切，既表明了佛教对世间的价值立场，也显示了修学者在世间与出世间之间的心灵挣扎。

阿旃陀石窟乃佛教岩窟，全部29洞窟的壁画主题与主体皆是佛教内容。其中，第1、第2、第9、第10、第16、第17号窟等是后期壁画。第16号约作于公元5世纪下半叶，第9、第10号约作于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第1、第2、第17号约作于公元6世纪上半叶。

从后期壁画的分布看，石窟正面都是佛像，多描绘佛经故事，如佛传、本生故事。不过，虽然佛教壁画占据了主体数量，但也有一些非佛教内容。这些非佛教内容包罗万象，除藻井图案外，还展现了从宫廷到民间生活的众多层面，包括山林、田舍、战争、乐舞与狩猎、畜牧、生产等场面，俨然一印度古代历史与生活的场景展览。在藻井的花纹中，夹有动物、花卉以及人物图画。在佛画的边角背景中，还有很多生动的生活场景图，如男女对坐、孩童嬉戏、攀树摘果、二牛角斗、飞鸟翱翔、鲜花怒放等，使阿旃陀壁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能将观者带入生活的现实存在中去感受与体验。

第16、第17号石窟在后期阿旃陀石窟绘画中最有代表性。这两个石窟最初是僧人居住与读诵经典所用，后来也全部绘满了图画，窟顶与四壁也不例外。第16号窟壁画约作于公元5世纪下半叶，色调多呈暗褐色，其中代表性的壁画是《难陀皈依》《乌马伽本生》《摩耶之梦》《竞试武艺》等图。《难陀皈依》图最为著名，内容是佛教史上佛陀回家度化同父异母弟弟难陀（Nanda）的故事。难陀多情，与其美丽的妻子孙陀利（Sundarī）恩爱异常。难陀受佛陀劝导剃度出家，披上袈裟，但内心不舍孙陀利，离别之时，孙陀利全身赤裸，悲痛欲绝，昏倒在地，几个侍女向前搀扶。这幅画在悲悯味中艳情味的凸显给人以强烈震撼，反映了世俗与出世的尖锐冲突，以及世间的执着、痛苦与出世求道的艰难。

第17号石窟壁画作于公元6世纪，其代表性壁画有《须大拿本生》《太子与公主》《美人化妆》《驯服醉象》《金鹅本生》等图，主要反映宫廷生活，色彩要比16号窟明亮鲜艳。其中《须大拿本生》是连续画面，描写须大拿太子一家的悲欢离合。须大拿太子（Sudāna），即须大拏太子，又名毗输安呾啰，乃佛陀过去生修菩萨行之身位，以施著称，凡有所求，不论衣服饮食、金银珍宝，还是车马田宅，无不施与，后为修道，又将妻与子女施与他人。这个故事在古代印度影响甚大，不断成为诗歌与雕刻绘画的主题，如在阿玛拉瓦蒂塔的栏楯、桑奇大塔南门的横梁等上犹可看到，而在第17号石窟中是描绘最为完整的。第17号窟通过艺术表现，在佛教的寓意中，又以艳情味与人体美体现了凡夫对世间的眷念以及对爱情的执着。

第9、第10号窟虽然开凿于公元前2—前1世纪，但壁画绘于笈多王朝，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艺术风格多带纯印度色彩，没有沾染外来元素，从造型以及衣纹线条看，是阿玛拉瓦蒂艺术风格的体现。

第1、第2号窟开凿最晚，其壁画最为华丽精美，现今仍光彩如初，栩栩如生，充满了艳情味所散发的世俗气息。第1号窟中主题是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故事，特别是佛陀为王后与宫女所包围的宫廷生活。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持莲花的菩萨》。菩萨身体成“三道弯式”站着，[32]上身赤裸，既有男性的高大魁梧，又有女性的柔软曲线，手中一朵莲花，头上的高冠缀满珍宝，颈背上也带有饰物，凝神沉思，身后杂拥的宫女更衬托出其宁静与超脱。[33]在1号窟中，还有一幅《降魔图》，令观者惊心动魄。魔女完全裸体，以种种诱惑之姿试图迷惑佛陀，浓烈的艳情味意在表明，佛陀的境界是在烈火中锻造出来的，超越于世间的贪嗔痴相。

在第2号窟中，四壁以及窟顶布满装饰性图案，小佛龛内皆有写实性的、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小画，如妇女、小孩、侍女等。有《千佛图》，有1055尊佛像，满布整个洞窟，构成装饰性的美丽图案。[34]

（三）佛教建筑

笈多王朝时代，在建筑方面，主要有阿旃陀、埃罗拉、桑奇、鹿野苑、那烂陀、那锡克、巴格等处。外来的影响弱化，或者已经被融合吸收，印度自己的建筑艺术风格渐渐成熟。

笈多时代的建筑，现今多已不存。著名的那烂陀（Nālanda）寺现唯余一个遗址。该寺建筑大多呈方形，四周围有长廊。中心为一大殿，位于一座小山丘旁边，四层砖石结构，每层高一丈多，层间有许多巨大石柱，柱间石壁雕刻着佛像，横梁用木板搭造，用砖平铺为房顶。寺外还有经堂、大塔、僧房等。围墙高三四丈，上面排列人身大小的塑像，雕刻精细，美不胜收。[35]那烂陀寺于12世纪末被伊斯兰军队毁坏。

在桑奇大塔南侧，现今仍存一座石砌的殿堂，约建于公元5世纪初。殿堂较小，平面为纵向的长方形，门前的柱廊有四根粗大的石柱，柱头为覆钟式，顶端装饰两两相背的四只狮子。入门即是平顶、方形的正殿。在其旁边，还有一座笈多王朝晚期的寺院遗址。[36]

在笈多王朝，开凿岩窟作为僧房（Vihāra，毗诃罗）、支提（Caitya）蔚然成风。其实，最初在阿旃陀开凿的石窟就是用于信众祭拜的佛殿，即支提，以及供僧众居住与念经的僧房。但大量艺术性雕刻与壁画的创作使其成为艺术瑰宝，以致后来有的就转变为纯粹的佛教艺术洞窟。其从公元前2世纪始凿，反映了佛教艺术到公元7世纪大乘衰落期为止的的整个历史进程，是一个集建筑、雕刻与绘画的灿烂的艺术综合宝库。

在阿旃陀29个石窟中，有5个（第9、第10、第19、第26、第29号）是佛殿，其余是僧房。如前所述，其石窟开凿分为了早、晚两个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小乘佛教时期，与公元4世纪到7世纪的大乘佛教时期，也有分为三个时期的，即将后期再分为4世纪到6世纪中期、6世纪下半叶到7世纪两阶段。[37]

这些佛殿都像宫殿，其中早期的佛殿（第9、第10号为代表）较为简朴，有竹木构造的倾向，晚期的则装饰相当华丽。第10号佛殿正面是一大支提窗，窟内有39根八角列柱，贯穿中后殿形成柱廊，半圆形后殿正前是双层窣堵波。第9号窟与第10号窟相似，但稍小，窟内稍长。

相当于笈多王朝时期的后期佛殿最有代表性的是第19、第26号窟，约开凿于公元6世纪。第19号窟正面看雄伟、开敞、华贵，门庭最外是两根圆柱支撑，两侧各三根壁柱连成一条门廊，撑起上方横楣浮雕饰带。正上方是马蹄形大支提窗，两侧各雕有一守护药叉像，而其上又是一宽大浮雕饰带。门窗左右上下布满大小各异的雕刻。第26号窟与19号窟相似，但要大，可惜已残破。马蹄形大支提窗间隔更大更深，隔间雕有很多小佛像，正面窟壁装饰更要华丽繁复，守护药叉也更为高大威武，而在左侧廊壁外沿雕有一横长7米的佛陀涅槃像。

早期僧房较简朴，规模也小，但后期的规模就较大，装饰也较华丽。如第4号窟近5米高，26米深，正面有门庭列柱，内有三十多个侧室，后壁有佛像祠堂。第1、第2、第6、第16、第17号窟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正面雕饰亦较华丽，内部亦有多个僧室、多根列柱。如第1号窟正面的柱头雕饰繁复绚丽，程度超过希腊柯林斯柱式，内部的二十多根列柱的上楣雕有一幅一头四身的鹿浮雕，后壁祠堂有一佛陀坐像，颇具特色：像高3米，正面看去，佛似在沉思；左面看似在微笑；右面看似在凝视。[38]

埃罗拉石窟后来主要以印度教建筑与雕刻著称，但佛教建筑与雕刻也闻名于世，而且一般认为开凿较早。石窟始凿于阿旃陀石窟的末期，即佛教开始衰退的公元6世纪至公元7世纪。埃罗拉石窟从南到北分别为佛教窟、印度教窟、耆那教窟，共有34座石窟，其中，第1号窟至第12号窟是佛教窟，第13号窟至第29号窟是印度教窟，从第30号窟开始的5座窟是耆那教窟。在佛教石窟中有柱式大厅，墙壁上雕刻的大乘佛教诸佛像并排结跏趺坐，头后现大光圈，手结禅定印，处禅定状态，而佛堂里有处于自然状态的佛坐像。

埃罗拉佛教第10号窟是那里唯一的佛殿窟。正面有阳台，装饰着平板浮雕，其柱子多装饰壶叶。内部呈前方后圆形，高高的圆筒形顶部模仿木结构建筑雕刻着肋形椽子，两壁雕出有约4米高的石柱。有舍利塔，其正面佛龛内是佛坐像，两旁侍奉有赤莲花菩萨和密迹金刚菩萨。这表明大乘已经开始向大乘密教转变。

公元8世纪开始在现比哈尔邦巴特那城南150公里、伽耶市近郊7公里处的菩提伽耶建造的菩提伽耶大塔，至今犹存。菩提伽耶大塔高约50米，金字塔造型，底部是正方形，边长为15米，顶部呈圆柱形，上立一铜制螺旋形圆顶。这座大塔具有纷繁复杂的装饰，已经带有典型的大乘密教与印度教艺术的色彩。这标志随着印度教占据印度宗教生活的主导以及佛教大乘密教的兴起，印度佛教传统艺术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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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佛教密教的兴起

印度在传统大乘佛教衰落的同时，佛教密教兴起，乃至最终取代了中观派与瑜伽行派代表的传统大乘佛教，成为大乘乃至佛教的主流。

佛教密教，又称大乘密教，梵名Guhya-yāna，即密乘，晚期又称金刚乘（Vajra-yāna）等。现今常用之名有Buddhist tantrism、Tantric Buddhism，或Esoteric Buddhism、Buddhist esoterism。佛教密教之所以称为密教，即秘密教，乃是其理论与修行特点决定的，其特点大致如下：一者，以修行的基本方法为秘密，谓口诵真言、手结契印、心作观想的身、口、意三密相故；二者，以教义为秘密，谓自称乃佛陀的最秘密、最深奥之究竟、根本教义故；三者，以修行操作方式为秘密，谓其所举行的仪轨、修行活动皆秘密进行故；四者，以传承方式为秘密，谓其师徒传承，皆秘授秘传故；五者，以经典为秘密，以该派经典秘密传授故。[1]在汉传佛教中，一般将之前的佛教称为显教，以与密教相区别。而这种区分可能源于汉译《大智度论》的说法：“佛法有两种：一秘密，二显示。”[2]

虽然佛教密教的因素甚至一些修行方式在佛教的小乘、大乘的开展过程中都有出现，但真正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教派的兴起，是在大乘佛教后期，而且以大乘佛教思想为理论基础，所以得称大乘密教。以此为标志可将佛教密教按照历史发展过程予以判分，即初始阶段、早期阶段、中期阶段与晚期阶段，相应于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成熟阶段与变异阶段。初始阶段相当于佛陀时代到公元前后大乘兴起时；早期阶段指从大乘兴起时到公元7世纪《大日经》《金刚顶经》出现前；成熟阶段谓从公元7世纪《大日经》《金刚顶经》的出现到公元10世纪无上瑜伽形成前；变异阶段指公元10世纪无上瑜伽形成后佛教密教进一步俗化直至灭亡时。本章只谈前二阶段。

第一节 佛教密教的起源

大乘密教的兴起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结果，但其起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尚无定论。现今对印度密教的起源略有五说。

一者自大乘佛教说，主张佛教密教是大乘佛教的进一步开展，是佛教的最高与圆满阶段，其始祖乃龙树菩萨。这是佛教密教自己所许的立场。

二者自吠陀文化说，谓佛教密教源于吠陀—婆罗门教—印度教传统，即印度雅利安文化传统，这是最普遍的一类立场。这类立场还有更强的主张，即佛教密教不仅源于吠陀—婆罗门教—印度教传统，而且直接就是其变异而成。在他们看来，雅利安人的《吠陀本集》是源头，特别是《阿闼婆吠陀》中的神祇、赞颂、祷词、明咒、祭祀仪式以及护摩火祭法等乃佛教密教最初形态的直接来源；或者认为佛教密教本质上是婆罗门教中的祭祀主义披上佛教外衣而已，如曼荼罗来自婆罗门教的土坛等；或者认为印度教的神祇与性力崇拜组成后期佛教密教的基本内容，如金刚、明王、明妃等在印度教中直接就有对应的形象。

三者自土著文化说，谓佛教密教的根源在于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一些基本要素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就已经流行，虽然在雅利安文化即吠陀文化的兴起后遭边缘化，但仍在民间与边远地区流传与发展。按照这种立场，佛教密教中的女神性力崇拜，金刚、明王等恐怖愤怒诸形象，以及咒术、占星等内容，无疑最初来自土著文化。

四者自道教说，认为密教与道教的思维方式、思想以及修行方法有相当多相同或者相似的特征，像密教的双修法实际取之于道教的房中术等。

五者综合说，谓佛教密教的兴起不能归为一种单一的来源，乃种种不同方面的因素的凑合乃至融合所成，包括了前面所述的印度吠陀文化传统、土著与民间文化传统、大乘佛教，乃至周边地域如中亚的祆教、摩尼教、萨满教以及中国的谶纬、星相占验以及道教等。[3]

应该说，最后这种立场是较为合理的。当然，在其中前三者乃主要影响方面。这是从思想史或者宗教史角度的外在说明。从佛教本位看，佛教密教乃大乘佛教思想摄取印度吠陀文化以及土著文化等因素而建立的，体现的是佛教四悉檀的世界悉檀与各各为人悉檀的意趣。四悉檀谓世界悉檀、各各为人悉檀、对治悉檀与第一义悉檀。[4]世界悉檀谓一切佛法皆是为了方便度化一切众生而因缘和合建立的。各各为人悉檀谓一切佛法皆是针对具体众生，观其因缘、心行而方便建立的。在此意义上，大乘密教是以大乘精神摄受印度吠陀文化、土著文化等而立，以方便化度印度文化背景的众生，乃至一切相似机缘众生。

第二节 佛教密教的初始与早期阶段

一 佛教密教开展的初始阶段

佛教密教的起源是佛教摄取印度婆罗门教与民间以及土著信仰的咒术之类，以用于治病或护法等。咒术包括咒语与法术，以咒语为核心。咒，或者咒语，梵文为Mantra，本义是语言、音声，在吠陀—奥义书传统中特指神的语言与音声，转义为赞歌、祷词、咒语之义，佛教后也常翻为真言。常译为咒的还有Vidyā，又作明、明咒，以及Dhāranī，又作总持、总持咒、能持、闻持、能遮等，音译陀罗尼、陀邻尼等。在初始阶段，咒主要指Mantra与Vidyā。

在阿含佛教时期，就纯粹的解脱趣求而言，是否定咒术之类的使用而诉求纯粹的戒、定、慧路径的。佛陀在阿含经中特别强调“邪命”即不正当的生活方式的无益以及对解脱的障碍，将“正命”，即正当的生活方式，作为八正道之一。僧人如以咒术之类行遮道法，以求利养，“邪命自活”，自然遭到了坚决否定，包括“瞻相男女、吉凶好丑及相畜生，以求利养”“召唤鬼神，或复驱遣，种种[image: ]祷，无数方道，恐热于人，能聚能散，能苦能乐，又能为人安胎出衣，亦能咒人使作驴马，亦能使人聋盲瘖哑，现诸技术，叉手向日月，作诸苦行，以求利养”“或为人咒病，或诵恶咒，或诵刹咒，或为医方、针灸、药石疗治众病”“或咒水火，或为鬼咒，或诵剎利咒，或诵象咒，或支节咒，或安宅符咒，或火烧、鼠啮能为解咒，或诵知死生书，或诵梦书，或相手面，或诵天文书，或诵一切音书”“瞻相天时，言雨不雨、谷贵谷贱、多病少病、恐怖安隐，或说地动、彗星、月蚀、日蚀，或言星蚀，或言不蚀，方面所在，皆能记之。……或言此国当胜、彼国不如，或言彼国当胜、此国不如，瞻相吉凶，说其盛衰”等，就归在此列。[5]简言之，佛陀强调“不为种种伎术、咒说邪命活，但以法求衣，不以非法”。[6]强调伎术、咒说为邪命，本质上是因为其无助甚至障碍解脱，属于“非法”。佛陀认为生命流转之苦，即老、病、死、无常，为“四大恐怖”，“来至此身，不可障护，亦不可以言语、咒术、药草、符书所可除去”，[7]所以出家人要依正见、正命、正法而行，才能走向解脱。在大乘中，其基本旨趣在于般若波罗蜜多即智慧到彼岸，也否定以咒术之类能直趋涅槃彼岸，如《大般若经》云：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作意，恒不远离大菩提心，恒修净命，不行咒术、医药、占卜诸邪命事；不为名利咒诸鬼神令着男女问其凶吉；亦不咒禁男女大小、傍生、鬼等现希有事；亦不占相寿量长短、财位男女诸善恶事；亦不悬记寒热、丰俭、吉凶、好恶惑乱有情；亦不咒禁合和汤药、左道疗疾结好贵人；亦不为他通致使命现亲友相徇利求名；尚不染心观视男女戏笑与语，况有余事！亦不恭敬供养鬼神。是故我说常为上士，不为下士，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性相皆空，性相空中不见有相，不见相故远离种种邪命咒术医药占相，唯求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常作饶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8]

但佛陀是否绝对否定咒术之类的功用呢？当然不是。咒术之类能够帮助治病、定心、消灾等，在印度民间以及印度其他宗教中普遍流行，佛教也是承认的，佛陀也善巧摄用，以其方便安顿众生身心。在《杂阿含经》中，佛陀曾为比丘治病而说咒：

如此真谛言，无上大师说，我今诵习此，大师真实语，一切诸恶毒，不能害我身。……故说是咒术章句，所谓：“坞，耽婆隶，耽婆隶，耽陆，波婆耽陆，[image: ]渧，肃[image: ]渧，抧跋渧，文那移，三摩移，檀谛，尼罗枳施，婆罗拘閇，坞隶，坞娱隶，悉波呵。”[9]

特别对居士信众，以咒术之类方便施用以治病、护身等，并不鲜见。在阿含经中，为了普化摄众，建立有“念佛，念法，念僧，念施，念戒，念天”的六念法门，强调念诵的力量，所以后来在佛教中咒语的融入渐渐也就顺理成章了。在部派佛教中，开始广泛施用咒语，其中又有以愿的形式出现的，如《十诵律》云：“僧饱满食已，摄钵，洗手，咒愿；咒愿已，从上座次第却地敷而出。”[10]

部派佛教一方面尊奉佛陀的教诲，反对以咒术求食，视其为“邪命”，如《摩诃僧祇律》云：“口邪命者，诵咒行术，咒蛇、咒龙，咒鬼、咒病，咒水、咒火，如是种种求食，是名口邪命”；另一方面又将咒术大量摄入佛教，以发挥其善用。有的部派甚至将这些咒术结集起来，而成立咒藏。先是大众部集成五藏，即集素呾缆藏（经藏）、毗奈耶藏（律藏）、阿毗达磨藏（论藏）、杂集藏、禁咒藏，其中的禁咒藏无疑乃咒术之类的结集。后法藏部亦有类似的安立，所立五藏为经、律、论、明咒及菩萨藏。其中受到了大众部影响，仅是将杂集藏改为了菩萨藏。但与大众部不同，法藏部特别重视明咒藏，所以一般认为后世大乘密教的兴起与此极有关联。此中，不论禁咒藏还是明咒藏，后世认为都是持明藏，梵文Vidyā-dhāra-pitaka，即咒语Mantra与明咒Vidyā的集成。

但这时的咒术主要是咒语与法术，并未形成修持方法，还没有整合进佛教的修行系统中去。

二 佛教密教开展的早期阶段

即使在部派佛教有咒术的广泛应用，也没有直接引生佛教密教的出现，而是在大乘佛教，由于对陀罗尼的重视及其与咒术的融合，才导致了佛教密教的形成，换言之，直接对大乘密教的形成起推动作用的是陀罗尼在大乘中的普遍与深度的应用。

（一）陀罗尼与陀罗尼门

陀罗尼最初是作为总持方法出现的，相当于记忆的法门，可令所要记忆的内容铭刻在心，忆持不忘。佛陀时代经文都是口耳相传而靠忆持传承的，直到公元前后才有文字记录下来，但忆持一直是印度佛教保存经典的基本方式。佛教经典有偈颂体与散文体，偈颂体就是为了方便忆持采用的，而散文部分一般在最后都要以重颂（Geya，祇夜）总结，复述其内容。总的来看，经典的结集都以方便忆持为要。记忆力在经典忆持上之体现，就是总持，或者总持力。在阿含佛教阶段，佛陀的随侍弟子阿难的总持力最为强悍，佛陀的言教只要过其耳者都能忆持下来，所以称为“多闻第一”“总持第一”，以致在第一次大结集时经教诵出者非其莫属。从阿含佛教开始，对记忆术的研究就相当重视，他们总结出了许多记忆的规律与方法，而且与禅定、观想结合起来，对忆持经典促进甚大。以陀罗尼来总摄忆持及其方法，就这样兴起。在部派佛教中，陀罗尼虽然有广泛应用与研究，但这种含义仍没有变化。

但到大乘佛教兴起后，陀罗尼的意义与作用得到了强化，其含义进一步深化与扩展。这在早期大乘的主要经典如《般若经》《宝积经》《法华经》《华严经》等，以及一些主要论著如《大智度论》等中都有反映，具体表现在下面诸多方面：

第一，在初期大乘中即对陀罗尼名义及其性质、胜用有明确说明，如《大智度论》云：

何以故名陀罗尼？云何陀罗尼？答曰：陀罗尼，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者，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恶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恶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罗尼。……复次，得陀罗尼菩萨，一切所闻法以念力故，能持不失。复次，是陀罗尼法常逐菩萨，……是陀罗尼不离菩萨，……是陀罗尼常随菩萨，如善不善律仪。[11]

即陀罗尼乃一种忆持能力，能持、能遮，获得者不会再失去。即于一文句之中，持一切文句；于一法之中，持一切法；于一义之中，持一切义。换言之，由忆持一文一法一义，而能联想忆持一切之文、法、义，从而总持无量善法而不散不失，同时能遮除各种恶法。大乘菩萨行者须得陀罗尼，否则不能自利利他，度化一切众生，成就佛果。

第二，陀罗尼不再仅仅局限在对佛陀教法的语言文句的正确听闻和牢固记忆上，而更要把握其含义，最终使其转变为自身的善的积累，换言之，陀罗尼由单纯的忆持力转化为善法力。

第三，即使作为忆持法，通过对语言与文字规律深入阐发，也有更系统的建立，而且通过文句，更进一步统摄一切甚深的法义，如有种种字门。在部派佛教就有字门，如《四分律》中的五字门，所谓“阿、罗、波、遮、那”，[12]即阿（a）、罗（ra）、波（pa）、遮（ca）、那（na）。在大乘中更有八字、十九字、二十四字、二十六字、四十二字、五十字等字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乃四十二字门，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说：阿、罗、波、遮、那、逻、陀、婆、荼、沙、和、多、夜、吒、迦、娑、磨、迦、他、阇、[image: ]、驮、赊、呿、叉、哆、若、耢、婆、车、摩、火、嗟、伽、他、拏、颇、歌、醝、遮、吒、荼，以其构成陀罗尼门统摄大乘甚深之义，如云：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摩诃衍所谓字等、语等诸字入门，何等为字等、语等诸字入门？阿字门，一切法初不生故；罗字门，一切法离垢故；波字门，一切法第一义故；遮字门，一切法终不可得故，诸法不终不生故；那字门，诸法离名性相不得不失故；……荼字门，入诸法边竟处故不终不生。过荼无字可说。……须菩提，是名陀罗尼门。……须菩提，是陀罗尼门阿字门等，是名菩萨摩诃萨摩诃衍。[13]

正因为阿字门等四十二字门作为陀罗尼门能摄大乘甚深之义，所以佛陀称其为菩萨大士（“菩萨摩诃萨”）的大乘（“摩诃衍”）。这就将陀罗尼门提到了极高的位置。龙树在解释上述引文时，说道：

字等、语等者，是陀罗尼，……菩萨以此陀罗尼，于一切诸法通达无碍，是名字等、语等。……复次，诸陀罗尼法皆从分别字语生。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语，因语有名，因名有义，菩萨若闻字因字，乃至能了其义。[14]

以字门摄一切字，乃至一切语，最终摄一切法，而通达字门，就可通达一切字，乃至一切语，最终通达一切法，所以字门就是陀罗尼。正如后来无著菩萨的《显扬圣教论》所说：“若欲略说陀罗尼相者，谓诸菩萨成就字类通达；于名句文身，如意自在；得如是种类念持之力；由念力故，随一字中而能显示、分别、开演一切种染净之义，是故说名陀罗尼门。”[15]

第四，既然陀罗尼通过字门具有广摄性，所以可以分为种种，如《大智度论》说“是文字陀罗尼，是诸陀罗尼门”，又说“若略说则五百陀罗尼门，若广说则无量陀罗尼门”[16]。

第五，陀罗尼与咒术结合，陀罗尼亦成为咒的一种，所谓咒陀罗尼。这是因为陀罗尼的形式乃总持文句，类同咒语。甚至不仅视陀罗尼为咒，而且以陀罗尼代表咒，即Mantra、Vidyā与Dhāranī混用互代。但到后来，则以字句长短进行区分，长者为陀罗尼，短者乃一般咒语。这样，在对陀罗尼予以分类时，就将明咒陀罗尼纳入，这在后来的《瑜伽师地论》就有集中的反映：

云何菩萨妙陀罗尼？当知如是妙陀罗尼略有四种：一者法陀罗尼，二者义陀罗尼，三者咒陀罗尼，四者能得菩萨忍陀罗尼。[17]

其中，法陀罗尼能忆持经句不散不忘；义陀罗尼能把握经义不忘；咒陀罗尼依禅定力起咒术，能消灾去厄；忍陀罗尼能安住于真实谛义不失。

第六，陀罗尼门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修法，与三摩地门相并列，甚至与戒、定、慧并列，如《大集经》云：

佛言：“善男子，菩萨有四璎珞庄严：一者戒璎珞庄严，二者三昧璎珞庄严，三者智慧璎珞庄严，四者陀罗尼璎珞庄严。”[18]

此中前三为戒、定、慧，第四为陀罗尼。陀罗尼门与戒定慧相提并论，与前文称其为“菩萨摩诃萨摩诃衍”意义一致，显示了其在大乘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又将以陀罗尼及其所统摄的明、咒与般若波罗蜜多直接等同起来，如《般若般罗蜜多心经》言：“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19]其中“咒”即Mantra，“明咒”的“明”即Vidyā。

第七，陀罗尼对明、咒的统摄以及与大乘教理的融合，成为通过大乘佛教走向大乘密教的重要步骤。

（二）陀罗尼门

在其与大乘思想融合发展的同时，陀罗尼思想也有自己的独立发展，正是这两个方向的开展为大乘密教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与实践的准备。必须指出，陀罗尼门正是陀罗尼思想独立发展的结果。在此方向的进一步开展则以陀罗尼经典《无量门微密持经》为标志。

《无量门微密持经》在公元3世纪中叶由三国吴支谦翻译为汉文，这表明其至少不迟于公元3世纪初出现。在该经中，以陀罗尼为主题，阐其对成佛的胜用。佛陀称赞陀罗尼为无量门微密之持，乃法之要，得此于无上正真之道即无上正等正觉之道能不退转，能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陀罗尼门不再是在其他大乘经中所说的大乘道的辅助法门，而是一种独立之道，能成佛之道。此道之获得，本身需修行功德为基础，可修种种法而得，如云：“有四法行，疾得是持。何等为四？已厌恶于爱欲，己无贼害于众生，以一切有而为布施，以无疲厌昼夜乐法。”[20]修此陀罗尼法门，有“八大神在雪山中，共视护之”，还有“有八菩萨今在欲行天，常当存念”。[21]将陀罗尼门独立出来，强调其作为修行大道之意义，这是此经被公认为早期佛教密教代表经典的原因。在西晋竺法护所译的《佛说决定总持经》中亦体现此意趣，称陀罗尼为决定总持门、普智行总持之门，修习此门，“超三十六劫生死之难，逮不退转，当成无上正真之道”。[22]在该经中，崇敬法师即菩萨的思想亦对后来大乘密教影响甚大：

其有诽谤法师者，则谤如来；欲得供养于如来者，当奉法师；欲敬如来，当顺法师；欲礼如来，当礼法师。所以者何？诸菩萨等皆从法生，从诸菩萨成一切智，因一切智成佛世尊。[23]

随着陀罗尼思想的独立开展，出现了一批陀罗尼法门的专修者。也因此，此阶段又被称为原始密教，即陀罗尼密教阶段。[24]不过，称教稍过，称陀罗尼门较妥。

陀罗尼门的出现与初期大乘关系密切，所以从流行的区域看，也与大乘的流行区域相关联。最初是在南印度以及西印度，然后传播至西北印度乃至西域。中国汉地的密教也正是从西域传播而来。

（三）持明门与咒印相应

陀罗尼门实现了陀罗尼与咒的融合，在其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因素进入，从而在形态上也发生了转变。在公元3世纪末，手印思想被引入陀罗尼思想中，使咒与手印的配合成为早期密教的修行方式，也成为后来大乘密教的基本修行方式。印，梵语Mudrā，音译母陀罗、母捺罗、慕捺罗、牟陀罗、目陀罗等，在佛教中略有两义：一者乃表记、标识之义，即印相、印契、密印等，如佛教显教中的施无畏印、禅定印等，又如后来密教中的种种印等；二者乃信义，即印可决定、决定不改之义，如法印（Dharma-Murdā）。手印属于第一种意义。

这样的发展使咒的意义得到了新的阐明与开发。如前所述，咒摄Mantra、Vidyā与Dhāranī。在初期主要以咒语（Mantra）强调其力能；后主要以陀罗尼（Dhāranī）强调其对法义的统摄及作为道门的意义；到手印引入的阶段，主要以明（Vidyā，明咒）强调其对烦恼的对治性。在这样的过程中，对咒的意义渐由其外在的功能作用，转而为内在智慧的力量，所以强调“明”及其对烦恼的对治力。手印在古代印度民间文化以及婆罗门教有广泛运用，甚至用来召唤神祇，佛教早期多用其象征性，在佛像绘画与雕刻中时有见之。但在陀罗尼门中引入手印，使手印与明咒相结合，则意义不同，开启了密教三密相应的大门。

在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反映印咒相契的发展、结集了印咒法的典籍《持明咒藏》（Vidyā-d-hāra-pitakam）的出现，为持明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据义净记载，《持明咒藏》原本传说有十万颂，到龙树时已经多有散佚。龙树精通此藏精要，而其弟子难陀浸淫其中，专修不懈，多有感应，撮其感应所得经，予以结集，得一万两千颂，即《持明咒藏》，而成“一家之言”。义净大师又说及此《持明咒藏》有如下特点：“每于一颂之内，离合咒印之文，虽复言同字同，实乃义别用别，自非口相传授，而实无解悟之因。”[25]即强调手印与咒的契合以及师父传授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后来密教的基本特质之一。这个阶段印咒相应的发展，有称其为持明教、持明宗的，[26]但实称为持明门为当。

《持明咒藏》在西印度编成，持明门随之兴起。之后向南印度、中印度以及北印度传播，在公元四五世纪影响已达全印，并进而传向西域，乃至中国。到公元6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些密教中心，像西北印度犍陀罗国大林寺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四）持明门与曼荼罗法

以印咒相应为契机，进一步建立像法、坛法、供养法、曼荼罗法、灌顶法、成就法等，早期密教很快趋于体系化，这体现在公元5世纪中叶出现的《金刚道场经》《灌顶大乘经》等经典中。这些经典的特点是建立了曼荼罗坛法为中心的像法、供养法等系统修法。曼荼罗，梵文为Mandala，又作曼陀罗、曼吒罗、漫荼罗、蔓陀罗、曼拏罗、满荼逻、满拏啰、漫怛罗等，意译坛城、坛场、道场、中围、轮圆具足、聚集等。曼荼罗最初是作祭坛用的，即筑方或圆的土坛，于上安置诸尊，作为祭供的对象，后来把放置牺牲与其他祭品之处，以及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也包括在内。在佛灭后，渐渐佛教也摄用曼荼罗法来做佛事。在部派佛教中，曼荼罗已有广泛应用，主要是画出圆形或方形的区域，然后作种种布置而成，大致分类如下。

一者，供养善知识，比如须于佛所以及诸贤圣同梵行处，“洒扫涂拭，作曼荼罗，布列众华，烧香供养”；又如要求在“其师欲嚼齿木之处，应先净扫作曼荼罗，安置坐枯及盛水瓶器，并澡豆、土屑、净齿木、刮舌篦，既澡漱已，除所须物”；等等。[27]

二者为避不净，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云：

时彼苾刍既至寺已，安其食钵，并置水罗、抖擞僧伽胝、濯足、洗手、滤水观虫，作曼荼罗，取其落叶，布地而食。[28]

三者，作种种事，如伐树时“于七八日前在彼树下作曼荼罗，布列香花，设诸祭食，诵三启经，耆宿苾刍应作特欹拏咒愿，说十善道，赞叹善业。复应告语：若于此树旧住天神，应向余处别求居止……。”[29]“小乘诸部中曼荼罗仪式运用之广，几至每事必作曼荼罗而后行。”[30]

在初期大乘曼荼罗亦有运用，但并不普遍，但在陀罗尼门流行过程中，随着礼敬佛陀与诸天神护法的崇拜活动、像法、供养法、护摩法的兴盛，曼荼罗法在大乘中也开始流行起来。而且在受持读诵咒时，也是要结曼荼罗配合的。曼荼罗法成为这一切法事活动的基础条件。这时的曼荼罗不再是在部派佛教阶段那样的简陋的划界，而是有较为复杂的形式。

一者结界做坛，种种装饰敷陈，不一而足，如《合部金光明经》在述“咒药洗浴法”时，要先结曼荼罗：

以牛粪涂地，纵广七肘，以为道场。以华散着道场中，遍覆其地，悬缯幡盖；用金碗、银碗盛石蜜浆、葡萄浆、蜜浆、乳汁，置于道场外；四角头各置一人，身带鍪钾，手持戎仗，隐身而立。复须四童女子各着净衣，奉持华瓶，亦于道场四角而立。烧胶香供养，不得断绝。复作五色神幡，四角安宝幢，五种音声伎乐，以新净器盛其香汤，置道场中。于先结界，然后洗浴。[31]

二者画像做坛，画佛、护法神像，烧香燃灯，种种供养，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多闻天王云：

若持咒时，欲得见我自身现者，可于月八日或十五日，于白叠上画佛形像，当用木胶杂彩，庄饰其画像，人为受八戒，于佛左边，作吉祥天女像，于佛右边作我多闻天像，并画男女眷属之类，安置座处，咸令如法。布列花彩，烧众名香，然灯续明，昼夜无歇。上妙饮食，种种珍奇，发殷重心，随时供养。受持神咒，不得轻心。[32]

三者结合类坛。一般后来的曼荼罗法都是前二者的结合，即画佛护法神像，结界作或方或圆形之坛，再装饰以种种，供养以种种。

（五）曼荼罗法与佛、护法神系统

与曼荼罗法相应而俱起的佛与诸护法神系统的出现，是早期密教形成的又一重要标志。这比较充分地反映在《陀罗尼集经》中。该经在公元653—654年由唐阿地瞿多出，共十二卷，其中分佛部、菩萨部、金刚部、天部、普集会坛法五类。但在此阶段，一般在护法神类中还可分出药叉部与龙王部。在此佛与护法神的系统中，包括了前期佛教中的佛与诸护法神，也有新出现的，如佛部中的佛顶类、菩萨部中的观世音类、金刚部的金刚手以及天女等。其中，佛顶类指佛顶髻的化佛，称佛顶佛。顶髻在佛之头顶，象征最高、最胜、最尊。在古代印度佛教中，对佛陀的顶骨与顶髻崇拜十分流行，在民间佛教信仰中尤其如此。所以，摄受到大乘佛教中，就有佛顶佛的出现，体现类似的象征意义。此阶段佛顶佛分三佛顶、五佛顶、八佛顶，以及释迦佛顶、金轮佛顶、尊胜佛顶。这时出现的观音菩萨，与在一般大乘经典中的形象不同，多为多面多臂与忿怒相，比如十一面、千手千眼、马头、罥索、如意轮、千转等。金刚手，又称金刚力士、执金刚、密迹金刚等。金刚乃武器，称金刚杵，其不可破坏，而能摧破一切，故喻为金刚。金刚手在部派佛教中就是佛的护法神，在大乘中其护法的地位与能力更得到渲染，可从《密迹金刚力士经》（《大宝积经》之“密迹金刚力士会”）中看到。金刚手常有五百密迹金刚作为眷属，侍卫诸佛，降服魔众，令皈依三宝。在此阶段，天女在佛与护法神系统中并没有显著的位置。[33]

（六）真言门与悉地法

在公元6—7世纪，在咒所摄的Mantra、Vidyā与Dhāranī中，从强调明咒Vidyā转到强调Mantra，这时Mantra一般汉译为“真言”，所谓“真语、如语、不妄、不异之音”；[34]在之前的大乘典籍中多翻为咒、章句等。“真言”也成为后来一般密教典籍中包括明咒、陀罗尼在内的一切咒的汉译统称。这时出现了一批密教的经典，强调以“真言”统摄其教法，以“悉地法”为其基本密法。这标志着大乘密教“真言乘”的兴起，但这只是其雏形，可称真言门，为由持明门向真言乘的过渡阶段。其代表经典是《苏悉地羯罗经》《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苏婆呼童子请问经》《佛顶轮王经》《蕤呬耶经》等。

在此阶段，在密法方面悉地法兴盛起来。悉地乃梵语Siddhi的音译，其意译作成就、妙成就，或者混译作成就悉地、悉地成就，指世间、出世间种种果。悉地法即是成就法。既然悉地包括了世间、出世间成就，悉地法也就包括了世间一切知识乃至佛教的一切道理与修法。

《苏悉地羯罗经》（Susiddhikara-mahātantra-sādhana-upāyika-patala）是此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经典，其以真言统摄成就法，而有种种真言分类，主要有基于部类的区分如佛部真言、观音真言（莲华部真言）、金刚真言（金刚部真言），以及基于教授者的圣者真言、诸天所说真言、世天真言，由此区分出上品、中品、下品真言，而以前三真言依次为上、中、下品。[35]《苏婆呼童子请问经》（Suvāhu-pariprcchā-sūtra）则将真言归为六类，在佛部、金刚部、莲华部外，再加般支迦部、摩尼部，还有非部所摄的一类。[36]

由不同真言，而有不同成就，亦分上、中、下三品，如《苏悉地羯罗经》云：

悉地成就，乘空而进，此为最上；藏形隐迹，为中成就；世间诸事，为下悉地。上、中、下成有此三种。[37]

此中上、中、下品成就，各可以再分为上、中、下品。如其中的上品的上上、上中、上下三品为：

乘空、隐形、世间事等三种成就，随上、中、下更分别之。……持明仙乘空，成就五通，及有多种，或得诸漏尽，或辟支佛，或证菩萨位地，或知解一切事，或辩才多闻，或成就吠多罗尸，或成就药叉尼，或得真陀摩尼，或得无尽伏藏，具如上等事，为上中上成就。次说三部之内中成就法。隐形藏迹，身得大力，先来懈怠而得精勤，入修罗宫得长寿药，成钵[image: ]史迦天使，或能使鬼，或能成就娑罗坌尔迦树神，或成多闻，未经所闻，深知义理，或合药成才涂足顶，纵远所涉，无有疲乏，如上所说悉地，名中上成就。次说下中成就法。以真言力所令众喜见，或摄伏众人，或能惩罚恶人，降诸众怨，及余下事，为上中下。[38]

真言所摄具体的成就法不同的经典所列不同。《苏婆呼童子请问经》的上、中、下三品成就法如下：

念诵人所有成就之法，总有八种。何等为八？谓成真言法、成金水法、成长年法、出伏藏法、入修罗宫法、合成金法、土成金法、成无价宝法，是名八法。于中有三：成真言法、入修罗宫法、得长年法是三种法，是名上上悉地法；成无价宝法、土成金法、出伏藏法此三种法，是名为中；合成金法、成金水法此之二法，是名下法。[39]

该经还区分了趣求上中下成就法的修行者：“若有众生具有戒慧、乐此法者，如是之人乐上上成就；若有众生多贪财欲者，如是之人乐中成就；若有众生多愚痴故反价求利者，如是之人得下成就。”[40]

在此类经中，还强调了传承教授真言与灌顶的阿阇梨（cārya）的重要性，因为“一切真言由彼而得，故知阇梨最为相本”。[41]阿阇梨要求甚严，比如功德具足，深入大乘，成就密法，先师印可，堪能授徒等。弟子必须从阿阇梨处得灌顶与真言，方能成就悉地，否则徒用功劳，终不获果。对弟子也有严格要求：

弟子之法，视阿阇梨犹如三宝及菩萨等，为能授与归依之处，于诸善事而为因首；现世安乐，当来获果。为依阿阇梨故，不久而得无上胜事，所谓菩提。以是义故，比之如佛。以为弟子，承事阇梨，无有懈怠，勤持不阙。[42]

视阿阇梨如同佛、菩萨，如同三宝，为善之根本因，乃后来密教视其为三宝的总摄之滥觞。

总的来看，悉地及悉地法，上包括成佛、独觉、阿罗汉及其道法等，下包括了世间知识、各种民间方术乃至世间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密教既关注众生获得觉悟解脱的最终诉求，也关注暂安顿众生身心的现实需要，但同时暴露出其过分注重世间知识、技艺、方术以及现实需要与世间利益的俗化倾向，其中也不乏退堕入迷信之处。这也是在印度教兴起而佛教自身逐渐衰微的过程中，为利益更多众生，必须随缘摄用印度教以及民间文化与信仰的一些内容而不可避免会带来的后果。

（七）金刚神信仰与金刚门

大乘密教成熟阶段真言乘外的另外一支金刚乘（Vajra-yāna）兴起于南印度，其前驱是金刚神信仰，或者可称金刚门密教。

在阿含佛教中，就有金刚手（Vajra-pāni；执金刚，Vajra-dhara；密迹金刚，Guhya-pāda-vajra；金刚力士，Vajra-pāni-balin，又译作金刚神、执金刚神、金刚夜叉等）出现。在《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中，金刚手手执金刚杵，具有威伏魔众怨敌之刚猛相，成为了佛陀以及佛教的护法神，如云：

时，有金刚力鬼神持金刚杵，猛火炽然，在虚空中临萨遮尼犍子头上，作是言：“世尊再三问，汝何故不答？我当以金刚杵碎破汝头，令作七分！”佛神力故，唯令萨遮尼犍子见金刚神，余众不见，萨遮尼犍子得大恐怖。[43]

金刚手作为佛陀以及佛教的护法神，在阿含佛教中就有广泛认可，所以《五分律》云：“诸佛常法，有五百金刚神侍卫左右。”[44]到印度部派佛教时期，金刚手护法神进入了佛教信众的宗教生活中，比如，金刚手常作为伽蓝的护卫门神出现，雕刻在门侧。

在早期大乘经典中，金刚手作为佛教的护法神出现更多，更称为金刚手菩萨，或者执金刚菩萨，护卫佛，也常护卫菩萨。如前文所述，《密迹金刚力士经》（《大宝积经》之［密迹金刚力士会］）则进一步凸显了金刚手的重要性。金刚手本有众多，但在这里则指特定的代表。具体而言，在该经中，转轮圣王勇郡的王子法念誓愿在贤劫的如来出世时成为梵天，常劝请如来转大法轮，王子法意则誓愿成为亲近佛陀、捍卫佛法、传承秘要的金刚力士：

吾自要誓，诸人成得佛时，当作金刚力士，常亲近佛，在外威仪，省诸如来一切秘要，常委托依，普闻一切诸佛秘要密迹之事，信乐受喜，不怀疑结。[45]

法意太子最终成就密迹金刚力士，护持诸佛菩萨，降服魔敌外道，令归佛教，而且传承佛陀密法，如在该经中说，其代表佛陀宣说“秘要法教”，所谓身密、言密与心密三密。[46]因此，后来金刚手作为密迹金刚力士，又称秘密主。

在密教的进一步开展中，金刚手作为秘密主，又称金刚萨埵（Vajra-sattva），或者金刚萨埵摩诃萨埵（Vajra-sattva-mahāsattva），成为金刚部的主金刚手。按照《大日经》，在毗卢遮那佛的真言法会中，金刚手秘密主与普贤菩萨地位相等，皆为上首菩萨，甚至代表菩萨而与佛陀对话宣说真言密法。实际在更早的一些经中，金刚手秘密主直接被视为普贤菩萨了。

在印度大乘佛教的金刚手信仰是普遍的，即使是大乘佛教即大乘显教的一些大师也不例外，如清辨论师。《大唐西域记》载：

论师（指清辨——笔者注）既还本土，静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谁决我疑？”于观自在菩萨像前诵《随心陀罗尼》，绝粒饮水，时历三岁。观自在菩萨乃现妙色身，谓论师曰：“何所志乎？”对曰：“愿留此身，待见慈氏。”观自在菩萨曰：“人命危脆，世间浮幻，宜修胜善愿，生睹史多天，于斯礼觐，尚速待见。”论师曰：“志不可夺，心不可贰。”菩萨曰：“若然者，宜往驮那羯磔迦国城南山岩执金刚神所，至诚诵持《执金刚陀罗尼》者，当遂此愿。”论师于是往而诵焉。三岁之后，神乃谓曰：“伊何所愿，若此勤励？”论师曰：“愿留此身，待见慈氏。观自在菩萨指遣来请，成我愿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谓之曰：“此岩石内有阿素洛宫，如法行请，石壁当开，开即入中，可以待见。”论师曰：“幽居无睹，讵知佛兴？”执金刚曰：“慈氏出世，我当相报。”论师受命，专精诵持，复历三岁，初无异想，咒芥子以击石，岩壁豁而洞开。是时百千万众观睹忘返，论师跨其户而告众曰：“吾久祈请，待见慈氏，圣灵警祐，大愿斯遂，宜可入此，同见佛兴。”[47]

以金刚神信仰为中心的金刚门，通过金刚部的开展，最终成熟为金刚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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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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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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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一 后笈多时代佛教回顾

笈多王朝崛起于今北印度比哈尔邦一带，原来属于摩揭陀古国的统治区域。公元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I，约320—335年在位）建立笈多王朝，定都华氏城（Pā[image: ]aliputra）。其子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gupta，335—376年在位）征服北印度与中印度大部，举行马祭大典，使远近诸国臣服，成为继孔雀王朝之后统一南北印度的大帝国。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II，约376—415年在位）号称“超日王”（Vikramaditya），他战胜西印度的塞族王朝，笈多王朝出现“人民殷乐”的太平盛世。承其王位的鸠摩罗一世（Kumaragupta I，415—455年在位）曾举行盛大的马祭活动，但很快，国内的太平盛世就被大规模的叛乱打破。其后塞建陀笈多（Skandgupta,公元455—467年在位）平息叛乱，击败[image: ]哒人（白匈奴）进犯，维护了帝国的统一，因此亦号称“超日王”（Vikramaditya）。塞建陀笈多之后，在[image: ]哒人的入侵和冲击下，笈多王朝的统治渐趋式微，其影响力不断减弱，先前笈多王朝统治下的许多地方王公也纷纷独立，成为地区性的小王国或政治势力。公元6世纪，笈多王朝的残余势力被局限于摩揭陀、阿踰陀一带，其统治者一般被认为是笈多王朝的封臣，而非其后裔，故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后笈多王朝。

笈多王朝前后二百余年，大致维持了南北印度的一统局面。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国内经济发达、贸易畅通，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为印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等古典文化的全面繁荣提供了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丰厚充裕的物质基础，笈多时代因此成为印度古典学术的黄金时代。笈多文化在继承贵霜文化鲜明的外来文化色彩之时，更高扬印度本土文化传统，把印度古典文化推向巅峰；笈多王朝把婆罗门使用的梵语尊为官方语言，迎来了古典梵语文学的兴盛时期；两大史诗及几部主要的往世书文献陆续用梵文编写出定本，更出现了以迦梨陀娑（Kālidāsa）为代表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笈多时期也是科学昌明的时代，其天文、历法和数学皆居于世界前列，冶金术也高度发达。笈多诸王大多信奉印度教，尤其崇拜印度教大神毗湿奴，但对佛教、耆那教等异教也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政策，使各种宗教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婆罗门教已开始向印度教转化，正统的婆罗门六派哲学逐步系统化，以无著、世亲为核心的佛教瑜伽行派更把大乘佛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不同学科的发展与繁荣为印度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的分化、融合乃至相互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进了新的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构建。当然，不同的宗教或哲学派别对当时的知识体系及不同学科的划分会有差别。对佛教而言，“五明”或称“五明处”（pañcavidyａ-sthānāni）是笈多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后笈多诸王中，羯毗陀笈多一世（Jīvitagupta I）与日军王（[image: ]dītyasena）为佛教在其王国的持续发展付出较多的努力。公元539年，当羯毗陀笈多一世在位时，南朝梁武帝派遣的使节来迎请大乘经典与译经高僧，羯毗陀笈多一世曾派遣真谛到中土译经弘化。[1]日军王则护持佛教，布施僧众，屡造寺庙。[2]

大约从塞建陀笈多时代开始，摩揭陀的那烂陀寺逐渐发展成为印度佛教的中心，经历代帝王不断兴修，它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兴盛局面一直持续到12世纪。

吕澂先生据西藏传承的佛学史料，从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差别角度，把无著、世亲之后的大乘佛学分为两大阵营，即世亲学系与龙树、提婆学系。他认为，世亲之佛学“博大精深，充其极量”，其门徒众多，但只能各擅一科而未备全体。大致说来，可分为四科或四派，分别是传毗昙学的安慧，传唯识因明学的陈那、护法，传律学的德光，以及传般若学的解脱军。其中，陈那、护法都曾在那烂陀寺讲学弘法，此寺遂发展成为唯识、因明学的中心。承龙树、提婆之中观学者分为两派，一派以佛护为代表，一派以清辩为代表，他们都主要活动于南印度一带。[3]

传世亲之学的四家与传龙树、提婆之学的两家，因各自关注的重点不一，故立场与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甚或有许多相互矛盾、扞格依违的地方，因而相互之间的辩难也就时有发生。此时小乘各部如上座部、大众部、经量部与一切有部也有新的发展，并时时质疑大乘的合理性，认为大乘经典非佛所说。另外，佛教以外的其他教派，比如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印度教诸派别，也时时与佛教互相攻诘，争取宗教资源。于是佛教与外道、大乘与小乘、中观与唯识、中观之自立量与应成、唯识之有相与无相等，不同层次的争鸣与探讨此起彼伏，连绵未绝。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印度佛教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

二 地区性王国的兴起与佛教的转型

不管是从其外部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地理环境而言，还是从其内在思想发展的理路与趋势而言，公元7世纪都是印度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期，是印度佛教盛极而衰的时代，这种转变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见出。

第一，亚洲政治格局的剧变为公元7世纪后佛教的发展与演进限定了航道与方向。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了伊斯兰教。到他逝世时（632），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的、政教合一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出现于阿拉伯半岛，是为伊斯兰哈里发国家，即中国史书中所谓的大食，西方史籍则称为萨拉森帝国（Saracen Empire）。对佛教而言，大食或者说伊斯兰教势力的异军突起，与其说是在其旁边立起一道密不透风的万仞铜墙，倒不如说是一场锐不可当的洪水，它使沉浸在“常乐我净”温柔梦乡的佛教徒体会到苦空无常的寂灭痛苦。经过几个世纪的蚕食与冲刷，佛教在印度本土几乎了无痕迹。剩下的，只是印度教、耆那教等其他传统宗教对其模糊的忆念与微弱的回应。

不过，佛陀的慧命并没有消失，佛教在喜马拉雅山北侧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找到适宜其生存发展的沃土，而这又与中华大地上两大政治势力的崛起密不可分。公元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中国再次出现大一统的王朝。29年后，即公元618年，隋唐易代，唐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出现在历史舞台上。627年，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即位，缘于他的雄才大略与励精图治，唐王朝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均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盛况，而在随后二百余年的统治中，唐朝的历代帝王大多对佛教采取优渥有加的扶植政策，使佛教与佛学的发展达到巅峰状态。

当唐王朝于汉地蒸蒸日上时，雪域高原上吐蕃王朝亦迅速崛起。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继位的第四个年头，年仅13岁的松赞干布（617—650）继其父朗日松赞之位。经过三年的征讨，松赞干布平定反叛的苏毗等部，定都逻娑（拉萨），建立吐蕃王朝。紧接着，他便派吞米桑布扎等人去印度学习梵语言文字，数年后创制了藏文。贞观九年（635），松赞干布派使者到尼泊尔迎娶墀尊公主为妃，六年后（641）又迎庚文成公主入藏。文成公主带来的汉族工匠修建拉萨小昭寺，供奉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由文成公主协助，墀尊公主修建拉萨大昭寺。松赞干布还和文成公主在山南的乃东修建昌珠寺居住。佛教由此得以在藏地传布。

第二，地区性王国的此起彼伏，使佛教的发展对政治环境的依赖逐步加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也成为当时印度佛教与世俗王权的真实写照。这种连带关系的加强，也使得这些地区性王国的结构特征在此期兴起的秘密佛教中反映出来。近年来，不管是印度史学界与佛教研究蜀的不少学者认为，秘密佛教中广泛应用的曼荼罗坛场，或为中世纪印度诸地区性王国政治关系与统治结构的仿效或再现。[4] 笈多王朝衰落后，印度北方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逐步丧失。北方的小国无力实现对南方的征服，即便雄才大略的戒日王也只能将其势力拓展到纳尔巴达河（Narbhada）以北。此时，德干西部和南部的达罗毗荼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上升阶段，通过吸收雅利安文化而形成的新的泰米尔文化逐渐在印度文化史上发挥其影响。[5]这一时期，纳尔巴达河以南的南印度，分为德干西部与泰米尔两个政治、地理区域，这两个区域的历朝历代为争夺戈达瓦里（Godavari）河与克里希纳（Krishna）河之间的文吉（Vanci）地区，相互斗争达数百年之久，其动荡局面一如北印度诸王国的争霸局面。[6]出现在五方印度广袤土地上的地区性王国，林林总总，大大小小，他们之间或联横以吞并其他小国，拓展自身势力，或合纵以抗击强敌，维持共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势力犬牙交错，此消彼长，前后更替。

当玄奘于印度巡礼求法时的公元7世纪上半叶，北方有布施耶菩地王朝（Pushyabuti）的戒日王（[image: ]īlāditya）、迦摩缕波王朝（Kāmarūpa）的鸠摩罗王（Kumara），南方有波罗瓦王朝（Pallavas）的那罗辛哈跋摩（Narasingha varma），东西有遮娄其王朝（Chalukya）的补罗稽舍二世（Pulakheshin II，610—642），西北印度则有迦湿弥罗一带的迦尔古陀王朝（Karkota Dynasty，625—1003）。

有别于自上而下任命的封建集权制国家，中世纪印度诸王国普遍实行一种叫作萨蒙塔（samanta）的统治模式。在这种体制中，大的地区性王国除了对核心区域的控制外，其政治势力控制的周边地区是一些大小不等的小王国或藩邦，其统治管理者或为王室的亲王，或为向国王臣属的邦主，甚至还有许多是被征服之后才俯首称臣的地方君主。他们除了向国王缴纳贡赋和供养军队开支外，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控制当地的农业与贸易，拥有大量的财富。国王对他们的影响力度也深浅不一，通常是统治中心向外围呈递减趋势。处于边缘的藩邦或许同时受到两个甚至多个政治势力的影响，同时成为多个大王国的萨蒙塔。这样，在整个印度就出现了围绕着几个大的地区性王国而形成的数量众多的小藩邦，其统治结构就如同以数个点为核心的大圆周之内、周边或交界处，出现大小不等的小圆周，恰如后来密教曼荼罗以主尊为核心的众神布局模式。同时，处于边缘的小国很有可能不断成长为大的地区性王国，再次实现对周边诸国的征服，从而完成一次新的权力划分与布局。这样，中世纪的政治结构与变迁就如同一幅轮圆具足的曼荼罗坛城，主次分别，相互牵制，却又变动不居。[7]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佛教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短暂、局促的地区性王国已不能为佛教寺院提供稳定而充裕的供养；另一方面，地区性王国的统治者对佛教的崇信与贬抑，对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更为直接、迅捷的影响。因此，7世纪以后的印度佛教已经不再是一种弥散性的分布，而是退缩到几个特定的区域。

第三，以五明为主体的宗教学科体系既促进了不同宗派间的分化与对立，又拉动了各教派间的相互融合。五明又称五明处，是印度古代的五类学术，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内明。[8]五明作为一种知识或学科体系始于何时，以及是否为印度各个宗教或哲学流派所共许，尚不好确定。不过，从大乘佛教开始，更准确地说是从弥勒、无著、世亲所开创的瑜伽行派以来，五明即作为大乘菩萨道修习的重要内容，屡屡为瑜伽行派的经论述及。在《瑜伽师地论》中，五明是作为本地分闻所成地所修习的内容：

云何闻所成地？谓若略说，于五明处名句文身，无量差别，觉慧为先，听闻领受，读诵忆念，又于依止名身句身文身义中，无倒解了，如是名为闻所成地。何等名五明处？谓内明处，医方明处，因明处，声明处，工业明处。[9]

至于五明涉及的具体内容，论文亦给出非常详细的解说。其中，内明有四种相，即由事施设建立相、由想差别施设建立相、由摄圣教义相、由佛教所应知处相；医方明略有四种，谓于病相善巧、于病因善巧、于已生病断灭善巧、于已断病后更不生方便善巧；因明略有七种，包括论体性、论处所、论所依、论庄严、论堕负、论出离、论多所作法。声明略有六相，分别是法施设建立相、义施设建立相、补特伽罗施设建立相、时施设建立相、数施设建立相、处所根栽施设建立相。工业明有十二类，有营农工业、商估工业、事王工业、书算计度数印工业、占相工业、咒术工业、营造工业、生成工业、纺那工业、和合工业、成熟工业、音乐工业。如上所列，五明实际赅举了无著、世亲所在的笈多王朝时代出世间与世间学术的总和，被置于首位的内明是出世间学的总称，对佛教而言是佛学总体的代称，对其他印度宗教而言则是各自宗教学的整体。在世间学术中，声明与因明即语言学与逻辑学是作为两个重要的类别，与涵括其他世间学术的医方明与工业明相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这种学科分类体系是重道轻器、重智慧轻技术的。无著、世亲之后，五明在大乘佛教尤其是瑜伽唯识学派中的修习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陈那、护法所代表的那烂陀学系尤其强调因明与声明的修习与运用。陈那是佛教因明学的创始人，他的《因明论》即是在精研《瑜伽师地论》之后而创作出来的。护法著有《杂宝声明论》二千五百颂，又有《因明》学著作多种。五明教学体系的形成大大促进了佛教内部的分化与对立，同时也促使佛学与印度正统学术体系的媾和，例如围绕着对因明学的取舍，大乘中观学派出现了应成派与自立量派之间的分化。围绕着声明学及工业明的取舍，尤其是咒语与真言的应用问题，出现了显教与密教的分化。另外，五明体系在佛教信徒中的广泛普及，拉近了佛教与印度教的距离，除了教理的相互借鉴外，修行方式与证道法门也渐趋一致。佛教内部的分化、佛教与印度教诸派融合使得佛教自身的内聚力有明显削弱，佛教已不再是孤立特行的一支，而是整个印度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一系，7世纪后骤然兴起秘密佛教即是佛教与印度其他宗教合流的产物。也就是说，五明既促进了佛教与印度其他教派的合流，也为合流后产生的新教派提供了知识与学养上的准备。实际上，6世纪后半期，护法主持那烂陀寺的时候，佛教内部已经出现了新的势头。吕澂先生指出，护法的佛学思想的理据多出于《密严经》，此经提到有个超世界的地方，即所谓密严净土，佛就住在那里。佛身是无形色的，是变易身，虽然可以被看到，但并无形像。这种说法已经带有明显的密教色彩。

第四，显密分立，秘密佛教从大乘佛教的附属地位独立出来，真言道（mantranaya）与波罗蜜道（paramitanaya）成为大乘佛教两大并行不悖的教法体系，即后世所谓的显密并弘的时代。

显、密作为相对的两种教法，在龙树《大智度论》卷四已经提及：“菩萨虽应次佛，以诸烦恼未尽故，先说阿罗汉。诸阿罗汉，智慧虽少，而已成熟。诸菩萨，智慧虽多，而烦恼未尽。是故先说阿罗汉。佛法有二种：一秘密，二现示。现示中，佛、辟支佛、阿罗汉皆是福田，以其烦恼尽无余故。秘密中，说诸菩萨得无生法忍，烦恼已断，具六神通，利益众生。”[10]同论卷六十五亦云：“诸佛事有二种，一者密，二者现。”[11]这里所谓的秘密与现示、密与现，跟后来所说的显教与密教并非一回事，它说的显示与现，是指为劣根的缘觉、阿罗汉而说的小乘教；所说的秘密与密，是指为大乘菩萨所说的深远的大乘教。公元5世纪初，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央掘魔罗经》云：“彼诸众生亦复如是。久习无我隐覆之教，如彼凡愚染诸邪说，去来现在不解密教。”[12]此处的“密教”指的只是深奥之教。其他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诸大乘经典中也多次出现“密教”一词，其义旨也是指如来所说的大乘广大甚深教法。唐初阿地瞿多译出的《陀罗尼集经》卷十二用“密藏”或“秘密法藏”一词，来指代由陀罗尼、印、坛法构成的一套通过仪轨与作法以获得超常神通或成就的秘密教法，即是后来所说的秘密佛教的滥觞。《陀罗尼集经》所宣讲的教法被称为“陀罗尼印坛法门”，是梵本《金刚大道场经》的节译，而后者是大明咒藏之少分。对大明咒藏的源流，公元7世纪中后期到印度求法的义净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道琳传”有记载：

明咒者，梵云毗睇陀罗必棏家，毗睇译为明咒，陀罗是持，必棏家是藏，应云持明咒藏。然相承云，此咒藏梵本有十万颂，唐译可成三百卷，现今求觅，多失少全。而大圣没后，阿离野那伽曷树那，即龙树菩萨，特精斯要。时彼弟子厥号难陀，聪明博识，渍意斯典，在西印度经十二年，专心持咒，遂便感应，每至食时，食从空下。又诵呪，求如意瓶，不久便获，乃于瓶中得经欢喜，不以咒结，其瓶遂去。于是，难陀法师恐咒明散失，遂便撮集，可十二千颂，成一家之言。每于一颂之内，离合咒印之文，虽复言同字同，实乃义别用别，自非口相传授，而实解悟无因。……故咒藏云：升天乘龙，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咒是亲。[13]

由此可见，明咒教法在龙树时代即在大乘佛教徒中广泛流行，历代来华的印度与西域僧人，如康僧会、竺法护、帛尸梨密、佛图澄、波颇、那提等人多精于此道。如同大乘佛教徒把咒术或陀罗尼法作为一种附随，公元6世纪以前的陀罗尼密典也仅是作为诸大乘经典的附属或组成部分。公元六七世纪，这类经典得到空前的发展，其数量、规模与体系愈益繁复细密，并在公元7世纪发展出《大毗卢遮那成法神变加持经》与《金刚顶经》，学界通常把这两部经典的成立作为秘密佛教自觉与独立的标志。公元8世纪中期，不空在其《总释陀罗尼义赞》明确以“波罗蜜道”与“真言道”来区分大乘佛法与秘密佛法，以“显教”与“真言密教”来区分大小乘佛教与秘密佛教：“于大乘修菩萨道二种修行，证无上菩提道，所谓依诸波罗蜜修行成佛，依真言陀罗尼三密门修行成佛。……如上陀罗尼、真言、密言、明，义依梵文，复于显教修多罗中称说，或于真言密教中说。”[14]此后秘密佛教作为与既往的大、小乘佛教迥异的教法体系迅速发展壮大，推陈出新，形成不同体系的秘密教法。

公元600年，是印度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大乘佛教发展演变的新起点。中国的玄奘、印度的月称与法称于此年出生，此后，他们三人将印度佛教推向新的高潮，并见证了印度佛教的重大转折，尤其是玄奘，更通过其《大唐西域记》及其后学弟子据其口传所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后代记录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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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戒日王时代的佛教

第一节 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概况

在玄奘的笔下，不管是《大唐西域记》，还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都是在过了迦毕试国，到滥波国之后，才算进入了印度境内，因为在当时的印度人看来，“自斯以北境域，皆号蔑戾车”，即边鄙之地[1]。今依二书所载，略列五方印度各王国、地区与城邦的佛教概况，以观盛见衰，显示玄奘时代五天印度佛教的寺庙建筑、部派、信众，以及与外道的对比状况。

一 北印度佛教概况

《大唐西域记》卷二、卷三记载的北印度有二十国，约为今旁遮普、克什米尔、西北境州的印度西北地区。佛教发源于中天竺，很快就传至北印度诸地，出现了诸如健驮罗、迦湿弥罗、呾叉始罗等一类的佛教文化中心，尤其是在公元1—3世纪月支人建立的贵霜王朝时代，北印度更成为整个印度的佛教中心地区，出现了说一切有部诸多论师，以及后来创立唯识学派的无著、世亲兄弟。其后北印度虽不断遭受西北来的不同民族的侵袭与占领，但佛教在此地区的影响力经久不衰。佛教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兴衰，除了受制于佛教自身及当地王公大臣的喜好与否之外，还时时受到不断兴起的外道势力的挑战。北印度各国的佛教概况可以通过表1—1反映出来。

表1—1 北印度各国的佛教概况[2][3][4]

[image: ]

续表[5]

[image: ]

如表1—1所列，北印度诸国的伽蓝，尤其是伽蓝旧迹颇多，最典型的是健驮罗国有伽蓝千余所，僧众上千人的国家更是不在少数，说明此地区的佛教势力依然兴盛，但从健驮罗国千余所伽蓝大多已经荒废的现象来看，佛教的发展已经表现出了衰微的趋势。就佛教部派而言，这一时期大小乘都曾存在，但因为此地曾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据地，故仍以小乘僧徒居多。另外，外道各派的信徒亦颇为繁多，杂居不定。

在北印度诸国中，健驮罗（Gandhāra）是佛教史上的重要地区，其地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Kabul）下游，五河流域之北。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Kushan）兴起于北方，渐次扩张版图，并有喀布尔河一带。迦腻色迦王在位时，定都布路沙布逻（Puru[image: ]apura，丈夫城，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使此地佛教空前兴盛，并发展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以说一切有部为主，大、小乘佛教在此地都有传播。不过，公元五六世纪以来，王室久绝，其国隶属于突厥王种统治下的迦毕试国。佛教由于失去王室的庇护，势力锐减，大不如前。因此，等玄奘到此地时，其颓败的状貌已呈现出无可挽回的态势。

与健驮罗国一同衰退的还有呾叉始罗国（Tak[image: ]a[image: ]ilā）。此国为一城邦，最早曾是健驮罗国的首都，后来又是佛教和犍陀罗艺术的主要中心，玄奘途经此地时亦显萧条景象，此国由地方豪族统治，曾归属迦毕试国，近又归顺迦湿弥罗国。

迦湿弥罗（Ka[image: ]mīra）在健驮罗的东北方，喜马拉雅山麓，即今之克什米尔地方。《汉书》称为罽宾，不过后来的罽宾指西部的漕国或迦毕试国，所以《唐书》称为个失蜜或迦湿弥罗。迦湿弥罗是佛经第四次结集之地，向来是北印度佛教的中心之地，玄奘到时，此地的寺庙与僧众数量都颇为可观，它在后来的数个世纪内也一直是印度佛教的中心之地。

在上述北印度诸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乌仗那国（Udyāna）。乌仗那在中国古书中或作乌苌、乌场、乌长那等，是玄奘途经北印度途中佛教最兴盛的地区，其伽蓝、僧徒、部派与修行方式的多样化，都居北印度之冠，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地带。在公元5世纪初法显到此地时，这里还尽是小乘佛教的势力范围，大约百年之后，北魏宋云途经此处时，这里已经完全成为大乘佛教的天下。从公元5世纪[image: ]哒人入侵印度以来，佛教颇受冲击。在健驮罗、呾叉始罗诸国的佛教渐趋衰退时，乌仗那国的佛教仍然勉力维持，保持其既有规模。据玄奘所载，此国僧徒多以寂定为业，戒行清洁，行五部律仪，且特闲禁咒，不过对经文未究深义。这也说明，这个地区的佛教僧徒比较注重信仰、注重禅定，坚持以修证为主的道风。[6]或许是源于此地僧徒重视研习禁咒的风气，后来人们常把这里作为秘密佛教的四大圣地之一。

二 中印度佛教概况

依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以下所载，当时中印度有三十余国，在五印度中，中印度的范围最广，包含现今拉贾斯坦（Rajasthan）的东半部、中央诸省、中央印度省、联合省及西孟加拉国省等地。中印度诸国的佛教与外道的发展状况，可从表1—2反映出来。

表1—2 中印度诸国佛教与外道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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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玄奘所载，中印度诸国的佛教应该还是颇为兴盛的。在表1—2中列举的28个国家中，僧众人数超过一千人者就有十五个国家，其中又有九个国家僧众人数超三千余人，而且羯若鞠阇国、摩揭陀国、[image: ]萨罗国三地的佛教僧徒都有万人之多，其兴盛局面可见一斑。就佛教部派而言，中印度各地以小乘正量部与大乘居首，其次便是小乘说一切有部，对其他小乘部派玄奘并没有点明。

此期外道在中印度的分布非常均衡，几乎每国都有他们的身影，其庙多则数百，少则数十，多达百余座天祠的地区就有七个，可以想见其势头与规模比佛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在外道的圣城婆罗痆斯国，即今瓦勒纳西（Varanasi，贝拿勒斯），崇奉大自在天湿婆神的信徒人数非常之多，显示出印度教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

玄奘巡礼中印度诸国时，正当戒日王统治时期，羯若鞠阇国（Kanyākubja）即戒日王统治的核心地区，其首都为曲女城。受戒日王扶植，当地佛教非常兴盛。自佛陀时代起，摩揭陀即为佛教中心，佛教圣迹遍及此国各地，不仅吸引着印度大批佛教信徒，更成为印度以外的中国、中亚及东南亚诸国佛教信徒朝圣的中心。此国的那烂陀寺则是整个印度的佛学中心，其庙宇宏大，驻留着大批朝圣与求法的佛教僧徒。其他诸国的佛教也有不少是在戒日王的弘宣之下，快速发展起来的。如玄奘在伊烂拏国，就提及此国“近有邻王废其国君，以都城施僧，于中并建二寺，各有千僧”[7]。此处提及的邻王应该就是戒日王，他在攻占此国后，废除原来的君主，将其都城施给僧徒。

在中印度诸国中，[image: ]萨罗国（Kosala）或称南[image: ]萨罗国，毗邻南印度，也是中印度佛教兴盛的地区之一，其僧众人数近万人，寺庙有百余所。据玄奘记载，此地是龙猛即龙树菩萨降帐招纳提婆为弟子的地方，而龙树、提婆又是大乘中观学派的创立者，故知此地僧徒习学大乘佛法，也是渊源有自。此国的国王为刹帝利人，崇信佛法。他是否归顺戒日王，抑或隶属于南印度的波罗瓦（Pallava）王朝，尚无从考知。

三 东印度佛教概况

与其他四方印度相比，东印度地区最为狭小，玄奘在《西域记》中只提及六个国家。这六个国家中佛教与外道的概况如表1—3所示。

表1—3 东印度佛教与外道的概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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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3所示，东印度诸国的伽蓝与僧众都颇具规模，即便是在不信佛法的迦摩缕波国，也在玄奘的教化之下，其王转依佛教。就其部派来看，东印诸国的佛教信徒主要以小乘的上座部与正量部居多，而在乌荼国则以大乘法教为主，其信徒有万余人，可视为东印度大乘佛教的中心，此地后来也被视为密教发源地或重心之一。不过，通过玄奘的记述，我们还发现东印度诸国的硕学名僧，通常会移住东北方的奔那伐弹那国的跋始婆（Vā[image: ]ībhā）僧伽蓝,其地庭宇显敞，台阁崇高，僧徒七百余人，以大乘教法为主。奔那伐弹那国在《西域记》中被视为中印度国，在《慈恩传》中则被划属南印度。其实从其地理位置与玄奘的巡行路线来看，此国亦应属东印度地带。

三摩呾咤国（Samata[image: ]a）是玄奘所到印度最靠东北部的国家，此地位于恒河与梅格纳河的三角洲，是东印度上座部佛学的集中地。公元7世纪中后期，在三摩呾咤国王曷罗社跋吒（Har[image: ]abha[image: ]a/Rājabha[image: ]a）的赞助下，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王城内的僧尼达四千之众。曷罗社跋吒王为虔诚的大居士，尝造模泥像十万躯，并通过读大般若十万颂，奉献鲜花十万充作供养，每次出行时，先以观自在（观音）像居前，幡旗鼓乐，涨日弥空，然后是佛像僧徒，后面才是国王及其侍臣。对境内僧尼的供养礼敬亦殷勤备至，每日上朝之前，先令使者至寺庙向僧众请安，僧众则报以“愿大王无病长寿，国祚安宁”，使者报知国王以后，才开始讨论国事。因此，五天聪明大德、广慧才人、博学十八部经、通解五明大论者，多汇集此国。唐代求法僧人僧哲及其弟子玄游即住于此国，备受礼敬。[9]耽摩栗底国（Tāmraliptī）位于恒河河口，其地为海陆交汇处，商业繁盛，取海路来印度求法的中国与东南亚僧人大多由此登陆，然后西取中印度。大乘灯、道琳、义净等人即是把此地作为出入印度的门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印度为数不多的国家中，外道的势力非常之大，其宗教场所少则五十余，多则数百，其信徒更是万余人，甚或数万。

东印度这种佛教与印度教密集的地区，非常便于两种宗教的交流与融合，公元8世纪后半期波罗王朝治下秘密佛教的兴起，与佛教和印度教之间的融合趋势颇有关联，乌荼国很快成为秘密佛教的一处中心，就是典型的例子。乌荼国在今印度奥立萨邦的北部，其地公元7世纪后还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国王吉祥自在清净师子曾手抄梵文《华严经》，于唐贞元十一年（795）献至唐朝。

四 南印度佛教概况

据玄奘的记载，公元7世纪南印度主要指纳巴达河与马哈那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纳巴达河以北是西印度及中印度，马哈那的河以北则是东印度。南印度诸国佛教与外道的发展状况如表1—4所示。

表1—4 南印度诸国佛教与外道的发展状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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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上半叶，当玄奘于印度求法巡礼时，在南印度西侧接近中印度遮娄其（Chalukya）治下的摩诃剌侘国，也是当时佛教兴盛之地。

遮娄其王朝建立于公元6世纪中期，立国后其势力不断增强，疆域也随之拓展。到公元7世纪上半叶玄奘经行此地时，在位的是第四代补罗稽舍二世（Pulakeshi Ⅱ，609/610—642），此时王朝的势力达到最盛状态。首都瓦达比（Vātāpi），相当于迈索尔的比遮普地方的巴达密（Badami），北以纳巴达河与中印度的戒日王国土相接，南至迦吠离河（Kaveri），包括了德干高原到案达罗的大片地区。同时，补罗稽舍还令北方的瞿折罗和摩腊婆表示臣服，挫败戒日王的扩张；又向东征服羯陵伽，打败了波罗瓦人，将军队推进至其首都建志附近。

从玄奘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此国的国情民俗，以及其国王与军队的势力：“土地沃壤，稼穑殷盛。气序温暑，风俗淳质。其形伟大，其性傲逸，有恩必报，有怨必复……国养勇士，有数百人，每将决战，饮酒酣醉，一人摧锋，万夫挫锐。……复饲暴象，凡数百头，将欲阵战，亦先饮酒，群驰蹈践，前无坚敌。其王恃此人象，轻陵邻国。王，刹帝利种也，名补罗稽舍，谋猷弘远，仁慈广被，臣下事之，尽其忠矣。今戒日大王东征西伐，远宾迩肃，唯此国人独不臣伏，屡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诸国烈将，躬往讨伐，犹未克胜。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学，邪正兼崇。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天祠百数，异道甚多。”[11]

遮娄其国佛教圣地与遗迹颇多，据《西域记》载，此国都城内外有佛塔五座，规模较大，相传为阿育王所建，另外还有无数砖砌或石垒的佛塔。城南有一座伽蓝，供奉的观自在菩萨石像，颇有灵验。

摩诃剌侘国最有名的佛教胜迹便是著名的阿旃陀（Ajaṇ[image: ]a，无想）石窟寺。该寺位于此国东部的山区，其地有崇山峻岭，地势颇为险要。玄奘记载，此寺群最初由阿折罗（[image: ]cāra所行）阿罗汉为报母恩而兴建，后来陈那曾驻足此地。此寺是建在一处幽静的山谷之地，庙堂高敞，屋宇深邃。其佛堂高百余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余尺，上覆以七重石盖。佛堂四周石壁上雕刻着佛为菩萨时各种因缘本生故事，其雕刻技术精巧入微，巨细无遗，寺庙门外，南、北、左、右各一石像。据后代的考古学者研究，阿旃陀石窟的开凿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或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6或公元7世纪，营建达七百余年。这也就意味着，当玄奘巡礼此国时，其地仍在修建，仍然有居于此地的佛教僧徒。

案达罗国（[image: ]ndhra）位于今安得拉邦以海得拉巴为中心的一些地方，是南印度的古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曾经出现过著名的娑多婆汉那王朝（Satavahana dynasty）。当时的大天即居于此国传布大众部的教义，是大众部佛教的中心。公元4—6世纪，此地区先为建志补罗的波罗瓦（Pallava）王朝控制,公元7世纪，此地区即为崛起的遮娄其王朝补罗稽舍二世控制，并于611年将此地封给其弟弟拘阇·毗湿奴伐弹那（Kubja Visnu-vardhana I）。615年，拘阇即据瓶耆罗城而独立，成立遮娄其王朝，定都瓶耆罗（Ve[image: ]gīpura）。玄奘经历此国时，正是在此王朝治下。玄奘到达的下一站驮那羯磔迦国（Dhānaka[image: ]aka）约在克里希那河河口两岸地区，也是在此王的辖域之内，因此玄奘亦把它称为大安达逻国。

上述达罗毗荼国（Dravi[image: ]a、Dramida，与Taimil同义，既指种族又指地域）也处于波罗瓦王朝治下。自公元4世纪初这里就在波罗瓦人的统治下。从公元3世纪后半期起，佛教已在此流行，公元437年即位的狮铠（Siṃhavarman）虔信佛教，当地出土的石柱铭文也说，建志城诸王中就有一位皈依佛教，并以Buddha为名的觉铠（Buddhavarman）。从公元6世纪中叶到753年，波罗瓦王朝与遮娄其王朝为争夺南印度的霸权，进行过二百余年的斗争。公元7世纪初，在位的波罗瓦国王摩亨佐跋摩一世（Mahendravarman I,约600—630年在位）被遮娄其王补罗稽舍二世击败，其子那罗辛哈跋摩一世（Narasiṃhavarman I，约630—668）即位后，重整军队，击溃补罗稽舍军队，夺回北方失地，并曾一度占领遮娄其首都巴达米（Bādāmi），再次使波罗瓦成为南印度的地区性强国。

波罗瓦王朝治下的宗教学术文化事业颇为兴旺发达，其宗教建筑与雕刻艺术被视为印度艺术学派中最重要、最有意味的一派。在其治下的许多地方，诸如南北阿尔柯提（Arcot）、钦勒普特（Chīngleput）、特里奇诺玻利（Trichinopoly）等，均开凿了规模不一的石窟寺，建立了许多窣堵波。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玛摩勒普拉母（Māmallapuram）的七宝塔，此塔由一块巨大的圆石开凿成，雕刻繁复绚丽，精巧细腻。

波罗瓦王朝的文学艺术也较为繁荣，著有《野人与有修》（Kirātārjunīya）的诗人日辉（Bhāravi），以及梵文文艺理论家和作家檀丁（Daṇ[image: ]in）皆为其王朝的宫廷文人（有说是那罗辛哈跋摩二世时期）。公元8世纪初的那罗辛哈跋摩二世曾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并接受唐王朝的册封。

上列摩腊婆国与伐腊毗国是公元7世纪时小乘佛教的学术中心，可以与大乘佛教中心的那烂陀相提并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记载：“致想因明，虔诚《俱舍》，寻《理门论》比量善成，习本生贯，清才秀发，然后函丈传授，经三二年，多在那烂陀寺（小字注：中天也），或居跋腊毗国（小字注：西天也）。斯两处者，事等金马石渠，龙门阙里，英彦云聚，商榷是非。”由此可见，当时的佛教僧徒都把这两处作为印度最高级别的佛学殿堂。不过，摩腊婆国与伐腊毗国通常被视为西印度。

五 西印度佛教概况

玄奘所谓的西印度地区约当今印度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与巴基斯坦东南部的海德拉巴邦，属印度河中下游地区，此地曾是印度河文明的发源地。公元六七世纪以来，这里成为印度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交汇的地带，不同宗教的影响力相互交错，显示出一定的复杂性。西印度诸国的佛教与外道发展情况如表1—5所示。

表1—5 西印度诸国佛教与外道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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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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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中所列西印度诸国多位于巴基斯坦东南与印度毗连的地区，如阿点婆翅罗国约为巴基斯坦南部的卡拉奇，狼揭罗国约在巴基斯坦俾路支东南部，臂多絷罗国约与今巴基斯坦海德拉巴相当。从玄奘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出以信度为中心的西印度诸国，其佛教势力并不像其他地区那么强大，其僧众多属小乘正量部。

第二节 戒日王的武功文治及其对佛教的弘扬

公元7世纪以那烂陀寺为中心出现的印度佛学繁荣局面与戒日王统治下的布施耶菩地王朝在北印度的崛起密不可分。布施耶菩地王朝初建于公元6世纪阎牟那河上游的塔内萨。公元6世纪末，光增王（Prabhākara-vardhana，？—605）在位，据说他拥有后笈多王朝血统，是某位公主的儿子。在他的领导下，此王朝战胜[image: ]哒人和古吉拉特的瞿折罗人，逐渐强大起来，他把女儿罗阇室利（Rājya[image: ]rī）许配给穆克里王朝（Maukhari Dynasty）的揭罗诃跋摩。通过这种政治联姻，此二国成为中天竺（恒河上游）最有势力的两个王朝。

公元7世纪初，新继位的罗阇伐弹那（Rajya-vardhana）为替其妹夫穆克里王迦罗诃跋摩（Grahavarman）复仇，出兵攻伐摩腊婆（Mālava）。在击败摩腊婆王后，却为摩腊婆的盟军高达王（Gauda）设赏迦（[image: ]a[image: ]a[image: ]ka，月王）杀害。

公元606年，喜增王（Harasa-vardhana，喜增）接替其兄长，继承王位。很快又取得穆克里王国的统治权，移都曲女城（Kanyākubja,今卡瑙季）,公元612年始称“戒日王”（[image: ]īlāditya）。很快，他同迦摩缕波国（今阿萨姆、不丹和孟加拉国的一部分）的日胄王（Bhaskaravarman）结盟，使设赏迦腹背受敌。同时，他又与居住在马尔瓦和摩揭陀的后笈多王朝世系的摩塔婆笈多结成朋友，将被囚禁于曲女城的罗阇室利（Rājya[image: ]rī）救出。又命令潘迪（Bhandi）进攻高达王，为其兄复仇。公元620年，戒日王灭掉高达王国，与迦摩缕波国王将其国瓜分。

公元634年，戒日王向南进军，远达内尔布达河，在那里受到德干境内瓦达比的遮娄其王朝补罗稽舍二世的阻挡。直至补罗稽舍二世于642年去世后，戒日王才于次年远征甘贾姆。

在西方，戒日王又击败了伐腊毗国王。641年，玄奘访问此地时，在位的国王德鲁婆跋陀通过联姻依附于戒日王。这一年，戒日王称摩揭陀王，并与中国交换使节。除此之外，戒日王还曾远征雪山索取贡品，到迦湿弥罗携回佛牙舍利，到信德夺取当地统治者的王室财富。

经过他的精心经营，戒日王统治下的帝国包括塔内萨尔（东旁遮普）、曲女城（恒河河间地带）、阿喜掣多罗（罗希尔坎德）、舍卫城（奥德）和钵罗耶伽（阿拉哈巴德）等地。从641年起，其领土还包括摩揭陀、奥里萨，贾兰塔尔的乌迪塔和东马尔瓦的摩塔婆·笈多为其藩属。这样，从北方的雪山到南方的纳巴达河，从东方的甘贾姆到西方的伐腊毗，都成为戒日王统治的疆域，戒日王成为当时北印度最强大的统治者。戒日王很快统一了除旁遮普与拉贾斯坦（Rajasthana）以外的北印度各地，南方以纳巴达河为境与补罗稽舍二世（Pulake[image: ]i II，609—642）统治的遮娄其王朝相拒。

在戒日王统治的四十余年中，北印度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与发展状态，他又通过大量对教俗封建主颁赐土地，促进了印度封建制的发展。据玄奘记载，那烂陀寺首座戒贤的俗家弟子胜军因为学行殊异，受到戒日王的倚重，戒日王试图聘他为国师，并赐以乌荼国八十大邑。还有一位婆罗门从戒贤研习《瑜伽论》，学成后，戒贤把他推荐给戒日王，即被封以三邑之地。[12]土地分封制度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由此，北印度的生产力与贸易交通都有所发展与改善。这一点，从玄奘对其都城曲女城的社会生活状况的记述即可窥见一斑：

国大都城西临殑伽河，其长二十余里，广四五里。城隍坚峻，台阁相望，花林池沼，光鲜澄镜。异方奇货，多聚于此。居人丰乐，家室富饶。华果具繁，稼穑时播。气序和洽，风俗淳质。容貌妍雅，服饰鲜绮。笃学游艺，谈论清远。[13]

戒日王在拓展其势力范围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思想文化建设。戒日王本人既是一位富有学养与文采的梵语文学家，又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自然也就成为文学艺术与宗教学术的保护人。他把婆那（Bāṇa）、摩由罗（Mayura）、提婆伽罗（Divakara）、玄奘等一批宫廷诗人与宗教圣徒延致其麾下，崇信奖掖有加。戒日王的诸多丰功伟绩即是由他所扶植崇信的僧俗文士所记录的，其中最著名的即是婆那的《戒日王行传》（Har[image: ]acarita）。

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与剧作家，戒日王对古典梵语诗歌与戏剧具有很浓烈的兴趣与热情。在各种梵语诗体中，诗赞尤能展示一个人的文采辞笔，戒日王曾在其宫廷中公开征集各类赞词，最后得到五百余夹。他本人也创作了两篇赞佛诗《八大灵塔梵赞》（A[image: ][image: ]amahā-sthānacaity-vandadanā-stava）和《野朝赞》。[14]就其戏剧而言，戒日王创作的三部戏剧在古典梵语文学史上亦有一定的地位。这三部戏剧分别是《钟情记》（Priyadar[image: ]ikā）、《璎珞传》（Ratnāvalī）、《龙喜记》（Nāgānanda）。其中，《龙喜记》取材于佛的本生故事，描写佛在修菩萨行时舍身为人的精神。故事说佛曾一度做过云乘太子，据印度传说，有一种金翅鸟，专门吃龙，云乘有一次看到金翅鸟要吃一条小龙，就要求用自身替代小龙，终于使金翅鸟受到感动，从此就不与龙为敌了，于是龙族皆大欢喜。[15]

在宗教信仰方面，戒日王本人敬贤爱法，倾力扶植他治下的各种宗教。他奉持宗教的戒杀与慈悲精神，戒日王令其臣民不得杀生食肉，并在其治下的五印度各地，如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储藏饮食，扶危济困。戒日王还承续印度历代帝王的布施之道，向宗教信徒布施土地与钱财，每五年设一次无遮大会，竭府库之所有，惠及各色僧侣。“今戒日王亦继斯轨，五年积财，七十五日散施，上从三宝，下至孤穷，无不悉施。”[16]同时，他还鼓励不同宗教间的相互争鸣，礼敬德行与学养兼擅的有道高僧。同时，戒日王还在宗教圣地兴建诸多塔庙寺院，供僧侣居住修行。在与邻国的邦交中，戒日王也把对方是否崇信正法作为交往的标准之一。

从玄奘的记载来看，在各种宗教中，戒日王对佛教扶植的力度最大。除上述各种举措外，戒日王还参与佛教之间的论辩，大力支持玄奘在印度的弘法活动。

戒日王最初信奉印度教湿婆派，后来可能受其妹妹罗阇室利影响而崇信佛教，尤其对以那烂陀寺为中心的大乘唯识学派独有偏赏。他曾在那烂陀寺旁建造了一处[image: ]石精舍，有十丈多高，在当时颇有影响。后来，戒日王率兵攻伐南方的恭御陀国，路经乌荼国，当地的小乘信徒就向他提出质疑，认为那烂陀寺僧不是真佛教徒，要求与那烂陀寺的大乘僧徒在他面前一决高下。戒日王即写信给那烂陀寺住持戒贤，让他派四名学通诸派的僧人来与当地小乘僧徒对决，戒贤即派玄奘等四人准备参与小乘僧徒的论辩。

戒日王对玄奘的青睐，固然和他与大唐王朝结好的政治企图有关，恐怕主要还在于他对大乘唯识学的推重与喜好。玄奘回国前，戒日王更为其举行声势浩大的无遮大会，使大乘佛学唯识学说在印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缘于此，近人吕澂先生认为那烂陀寺大乘佛学在公元7世纪的振兴，与戒日王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节 那烂陀佛学

一 建制与规模

摩揭陀是佛教的发源地，也是佛学传承的中心区域，自笈多王朝以来，摩揭陀的那烂陀寺就逐渐成为印度大乘佛学的中心。自陈那、护法以来，该寺即成为印度大乘佛学尤其是瑜伽唯识学的中心。到公元7世纪，在戒日王的支持下，在戒贤、玄奘、月称、法称等佛门龙象的鼓吹下，那烂陀寺更是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新时期。

那烂陀寺（Nālandā），意译施无厌寺，全称为那烂陀僧伽蓝（Nālandā saṃghārāma）。《大唐西域记》卷九非常详细地记载了那烂陀寺建寺的由来及其沿革。据称此地最初为庵摩罗园，佛陀曾于此说法三月，使五百商人得度。佛陀入灭后，帝日王即于此处创建伽蓝。又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一记载，此伽蓝是帝日王（[image: ]akrāditya）为北印度一位叫作曷罗社盘社的比丘修建的。之后，觉护王、如来王、幼日王、金刚王、中印度王，前后六代帝王先后布施，各自兴建一座伽蓝，规模渐增，到最后用围墙把它们围在一起，就成为一座规模很大的寺庙，这就是那烂陀寺。

关于寺名的由来，玄奘提及两种传说。一说伽蓝之南庵摩罗林有池，池中有龙，名那烂陀，故取为寺名。一说如来往昔修菩萨行时，为大国王，建都此地，遍行布施，德号施无厌，伽蓝即取其名号。玄奘还提及附近有如来三月说法的精舍、发爪塔、雀离浮图、观自在菩萨立像及精舍等诸多灵迹。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那烂陀寺南望王城三十里，鹫岭、竹苑皆在城傍，西南向大觉寺，正南为尊足山，北至薛舍离（吠舍离）有二十五天的路程，西至鹿野苑有二十余天的路程，再加上东距入海口的耽摩立底国不远，因而交通亦非常便利。[17]可以说，那烂陀寺处于佛教徒瞻礼圣迹的核心位置。

对那烂陀寺的规模与建制，义净记载得最为详细。除文字记载外，义净还专门绘制过一张详细的地图。根据义净的记述，那烂陀寺宛如一座方城，四周围匝长廊。寺高三层，高三到四丈，用砖建造，每层高一丈多。横梁用木板搭造，房顶用砖平铺。每一寺的四边各有九间僧房，房呈四方形，宽约一丈多。僧房前方安有高门，开有窗洞，但不得安帘幕，以便互相瞻望，不容存在隐私。寺庙建筑的四角，各为砖堂，由多闻大德居住。僧房后壁是寺的外围墙，有窗通外。围墙高三四丈，上面排列人身大小的塑像，雕刻精细，美轮美奂。

寺的房顶、房檐和院落地面，都要用特制的材料覆盖，这种覆盖料是用核桃大小的碎砖和以黏土制成，覆盖碾平后，再用浸泡多日的石灰杂以麻筋麻滓烂皮涂上，盖上青草三五天，在完全干透之前，用滑石磨光，然后先涂上一道赤土汁，最后再涂上油漆，光亮如明镜一般。经过如此处理的寺院地面，坚实耐用，经得起人们践踏二三十年而不坏。像这样的寺庙有八座之多，其建筑布局基本相同。在寺的东面又有安置佛像的台观与佛殿。佛塔、塔幢、戒坛一类的建筑则建于西大门的南北两侧。

二 运营与管理

那烂陀寺建筑规模宏大，常住及来访的僧人亦为数众多。玄奘记述说，此寺僧徒主客常有万人。要维持众多僧众的日常生活与修习，不管是在日常供给上，还是在经营与管理方面，都需要充裕的物质基础与严密的管理运营体系。

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的时候被视为上宾，享受非常优厚的待遇。他住的房子位于先前护法菩萨房北，每天所得的供养有赡步罗果一百二十枚、槟榔子二十颗、豆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供大人米一升；每月给油三升，酥乳等随用随足；另外还配置净人一人、婆罗门一人；出门的时候行乘象舆，有专人侍候。享受玄奘这种待遇的人共有十人。此外的僧徒享受不同层次的待遇，倘有万余人的话，其给养也是数目庞大的。由此可以想见，戒日王对那烂陀寺的扶植力度。

除了帝王的布施之外，寺院自身还有专属的土地与役工。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一“慧轮师”条载，寺内僧众有三千五百人，属寺村庄二百零一所，都是历代君王封赐给的，其土地人户，永充寺庙供养。

在寺院的职事与管理方面，那烂陀寺有完备的体系与高效的制度。例如，僧徒纲轨、出纳之仪，寺内但以最老上座为尊主，不论其德。大小房间的钥匙，每晚封闭后，都交由他掌管。造寺之人名为寺主，典掌寺门、召集僧众与传达信息者，称为护寺。鸣健稚及监食者，名为羯磨陀那，义为授事。僧众有事时，要召集众人评议，先让护寺巡行告白，征求各自的意见。若有不同意见，需共同商讨，直到达成一致，才能做出最后决议。在僧众财务的管理方面尤为严格，需要相应的开支时，需要征得值事众人的一致同意，杜绝那种独断专行的家主做法。

对寺内僧众的纪律与管理上，那烂陀寺亦采取严格的制度。每半月令典事僧值，巡房读制，众僧名字不论其世俗出身，凡有犯戒者依律处罚，概不宽容。这种严明的管理制虽看似有些苛刻，但它使那烂陀寺的声名远扬，各种供给因之倍加丰厚。

另外，寺院还置有漏水计时，夜分三分，初夜、晨朝僧众须行禅诵，中间一段时间才能各自休息。[18]在每一个时间段的起止时刻，都会有负责此事的净人及户人鸣鼓来告知寺僧。

三 教学内容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载，那烂陀寺的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还有俗典《吠陀》等书，以及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世俗方面的知识。在寺内，通解经、论二十部者有一千余人，三十部者有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包括玄奘共有十人。寺内每天的各种讲座就有一百多场次。

从玄奘的记述可以看出，那烂陀寺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佛教经论，以大乘为主，兼及小乘经论；其次是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根本经典，其中又以吠陀类经典为代表；最后便是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等世俗知识。如果把前两类分别看作佛教与印度教诸派的内明，那么整个那烂陀寺的教学体系，实际采用的是以五明为主的教学体系。

五明教学体系在那烂陀寺的僧伽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后来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走向都产生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与影响。从玄奘、义净等人的记述，可以见出公元7世纪那烂陀寺五明教学的大致情形。

《大唐西域记》卷二述及印度当时的教育内容时，即把五明作为童子七岁之后渐次学习的内容：“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疏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这里是按童子学习的次序来排列五明的，与《瑜伽师地论》中以内明居首，然后医方明、声明、因明、工业明的修学次序有些差异。

（一）声明学

《瑜伽师地论》卷十五“本地分中闻所成地第十之三”亦对声明学做了详细介绍：

云何声明处？当知此处略有六相：一法施设建立相，二义施设建立相，三补特伽罗施设建立相，四时施设建立相，五数施设建立相，六处所根栽施设建立相。嗢拖南曰：法义数取趣，时数与处所，若根栽所依，是略声明相。

云何法施设建立？谓名身、句身、文身，及五德相应声：一不鄙陋，二轻易，三雄朗，四相应，五义善。

云何义施设建立？当知略有十种：一根建立。二大种建立。三业建立。四寻求建立。五非法建立。六法建立。七兴盛建立。八衰损建立。九受用建立。十守护建立。……

云何补特伽罗施设建立？谓建立男、女、非男非女声相差别。或复建立初、中、上士声相差别。

云何时施设建立？谓有三时声相差别：一过去、过去殊胜。二未来、未来殊胜。三现在、现在殊胜。

云何数施设建立？谓有三数声相差别，一者一数，二者二数，三者多数。

云何处所根栽施设建立？当知处所略有五种：一相续，二名号，三总略，四彼益，五宣说。若界颂等，名为根栽。如是二种，总名处所根栽建立。[19]

在这段文字中，弥勒把声明学分为六类，即所谓“六相”（[image: ]a[image: ]ā-kāra）或“六种施设建立”（[image: ]a[image: ]-prajñapti-vyavasthānata[image: ]）。其中，法施设建立是对字、词、句语言层面的分析，以及不同修辞风格的类别。义施设建立是关于词汇的分类与词义的解释，即词汇学。补特伽罗施设建立讨论梵语名词的阳、中、阴三性，以及动词第三、第二、第一的人称变化。时施设建立指的是梵语的时态变化，涉及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三种时态。数施设建立指的是单、双、复三数的变化。

上述“五相”所涉内容较容易理解，比较费解的是第六相即“处所根栽施设建立”。依据玄奘弟子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的解释，处所根栽施设建立包括处所与根栽两个部分，处所即声明学成立的依据或出处，即声明学的根本典籍，主要包括如下几种：

谓劫初起，梵王创造一百万颂声明。后命慧减，帝释复略为十万颂。次有迦单没罗仙，略为一万二千颂。次次波腻尼仙，略为八千颂。此上四论总名处所。今现行者唯有后二，前之二论并已灭没。《字体根栽声明论》，有三百颂，波腻尼仙所造，略成《声明颂》，为一千颂，名为声明略本颂；后有《八界论》，有八百颂，名为因缘；又有《闻释迦论》，一千五百颂；又有《温那地论》，两千五百颂。此五声明并名根栽，能与根本处所声明，为生智解所依本故。[20]

根栽包括五项内容，即相续、名号、总略、彼益、宣说，窥基把它们解释为声明学的品名，即章节名称。除其中的相续为连声外，其余四章的解释都有些令人费解。查检《瑜伽师地论》的梵本，此五品相对应的梵语词汇分别是sandhi（连声）、nāma（名词）、samāsa[image: ]（复合词）、taddhitam（间接后缀，即加在词干上的后缀）、ākhyātaṃ（动词、述词）。这样来看，此五品的内容就非常清楚明白了。至于根栽建立部分，讲的是梵语动词的词根，在梵语语法体系中常把动词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认为包括名词在内的其他词语都是由动词变化出来的，即所谓“名出于动”。波腻尼把词类分为名词（苏漫多）和动词（底彦多），名词又从动词变化而来，也就意味着，梵语中的所有词汇皆出于动词。

自《瑜伽师地论》把声明作为菩萨应当修学的重要内容以来，大乘佛教僧徒着意于声明学研求，代有其人。公元6世纪中后期，那烂陀寺的护法即精于此道，曾著《杂宝声明论》二万五千颂，被时人称为“声明究竟之极论”而盛行于世。除护法的这部著作外，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还提到阇耶昳底（Jayayiti）著的《苾栗底苏呾罗》（V[image: ]tti-sūtra），据后人考证，阇耶昳底亦为佛门僧徒，他与另外一位叫跋摩纳（Vamana）的僧人合著完成《迦湿迦》（Kā[image: ]ikā）一书，二人生活的时代约在公元7世纪40年代。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以及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对声明学的源流与内容有较多的记述，尤其是义净介绍得更为详细。

在义净的记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他提到伐致柯利的两部著作，其二是“西方相承有学聪明法，一谓覆审生智，二则字母安神”。

公元7世纪在那烂陀寺活动过的月官与月称等人都对声明学有过精深的研究，尤其是月官，其声明学著作至今犹存。

（二）因明学

佛教中关于“因明”的系统叙述，始见于《瑜伽师地论》中“闻所成地”一段文字：“云何因明处？谓于观察义中诸所有事，此复云何？嗢拕南曰：论体论处所，论据论庄严，论负论出离，论多所作法。当知此中略有七种，一论体性，二论处所，三论所依，四论庄严，五论堕负，六论出离，七论多所作法。”[21]可见在《瑜伽师地论》中所说的因明，事实上是辩论的方法与技术，所以书中以与辩论有关的七事来解因明。七事为论体、论所依、论处所、论庄严、论堕负、论出离、论多所作法。

公元6世纪初，佛教因明学者陈那出世，改因明学的五分为三支，著因明论典八部：《观三世论》、《观总相论》、《观境论》、《因门论》、《似因门论》、《因明正理门论》、《取因假设论》（又名《取事施设论》）、《集量论》。陈那的弟子有商羯罗主、护法和自在军，都在因明学方面很有建树。商羯罗主著有《因明入正理论》，护法关于因明的著作现在已不可考。护法和自在军的弟子为法称，著有《释量论》等七部因明著作，他把逻辑学与知识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因明学摆脱辩论术的羁绊，具有更为稳固的基础。护法死后，那烂陀寺就由他的弟子戒贤主持。护法的另一个弟子胜军也是享有盛名的法相唯识学家。戒贤和胜军都是研究陈那因明学说的权威，玄奘曾从之受学。法称是陈那以后佛教中最著名的因明大师，也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的集大成者。自法称以后，围绕他的七部因明学注释与阐发而展开的因明学构成了晚期印度佛学的重要议题之一。

（三）医方明

医方明（cikitsā-vidyā），又作医明、医方论，系古代印度解说有关疾病、医疗、药方的学科门类。佛教经律之中，有关医疗的记载甚多，尤其是在律典中，对于观察病情的方法所载甚详。佛陀世时有耆婆，任职于频婆娑罗王宫廷，以精通医术著称于世，曾多次治愈各种疑难病症。

到无著时，医方明已经成为佛教僧团教育的重要科目，且其体系甚为完整。《瑜伽师地论》：“云何医方明处，当知此明略有四种，谓于病相善巧，于病因善巧，于已生病断灭善巧，于已断病后更不生方便善巧，如是善巧广分别义，如经应知，已说医方明处。”[22]这里涉及诊断症状、察知病因、治愈疾病、后期保养四个方面。

义净《南海寄归传》卷三“先体病源”、“进药方法”、“除其弊药”诸条，即是他在那烂陀寺求学期间，对医方明相关知识与理论的记录。根据义净的记载，印度当时将各种诊察开药的方法归纳为八类，即后来流传甚广的“八医”或“八支”理论学说：①论所有诸疮，兼及体内外之疮毒；②论针刺及头部之疾病；③论身患，即咽喉以下的疾病；④论鬼瘴，即一般流行病及邪魅所引发之疾病；⑤论恶揭陀药，论述遍治诸毒之药；⑥论童子病，包括自胎内至十六岁各阶段所易患之疾病；⑦论长命之方法；⑧论体健力足，即一般保健强身之基础。后来西藏通行的《八支甘露心要》，即是对公元7世纪那烂陀寺医学的传承与发展。[23]

就汉文大藏经的记载来看，与医方明有关的典籍为数甚多，如《佛医经》一卷、《医喻经》一卷、《治禅病秘要经》二卷、《疗痔病经》一卷、《啰[image: ]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二卷、《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一卷、《能净一切眼疾病陀罗尼经》一卷、《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一卷、《咒齿经》一卷、《咒时气病经》一卷、《咒目经》一卷、《咒小儿经》一卷等。从这些经典可以看出，医方明在佛教学科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四）工巧明

工巧明（[image: ]ilpasthāna-vidya），又作世工业明、巧业明，指通达有关技术、工艺、音乐、美术、书术、占相、咒术等内容的艺能与学问。五明之中以工巧明的范围最广泛，照今天来看，它事实上涵盖了语言学、逻辑学、医学，以及佛教教理之外的自然、人文与社会科学。《瑜伽师地论》卷十五载，工业明处有十二种，营农工业，商估工业，事王工业，书、算、计度、数、印工业，占相工业，咒术工业，营造工业，生成工业（饲养六畜等），防那工业（织工），和合工业（调解诤讼的事务），成熟工业（饮食），音乐工业。[24]工巧明成为那烂陀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说明佛教所具有的世间特征，另一方面也足以证明那烂陀寺在当时已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教育与科研中心。

（五）内明

内明，梵文作adhyātma-vidyā，义谓关于“至上神我”的学问，指与声明、工巧等外在学艺相区别的、形上学的思索。佛教徒以佛教的所有经典、法相名数与理论学说，即诸佛的言教为内明，外道婆罗门教徒也自称其所宗为内明。《瑜伽师地论》卷十三“本地分中闻所成地”第十之一：“云何内明处？当知略说由四种相，一由事施设建立相，二由想差别施设建立相，三由摄圣教义相，四由佛教所应知处相。”[25]其中，事施设建立指由三种事，即佛教的经、律、论，总摄一切诸佛的言教。想施设建立的想，指名相，即佛教中一切专有名相的建立。摄圣教义的义，指佛教所说明解释的义理。佛教所应知处则指佛教所应当知道的法数。据《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力种姓品”载，内明论有两种相，即两个特征，一是显示正因果相，二是显示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

近人吕澂先生《奘净两师所传的五科佛学》把当时那烂陀寺传承的佛学概括为五科，即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唯识，是基于法相唯识学派的立场，不过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那烂陀寺唯识学的兴盛局面。[26]吕澂先生所讲的五科佛学应该算得上是公元7世纪那烂陀寺之“内明”，其中把因明纳进去，也与当时因明已经与大乘唯识佛学交织在一起，与单纯的形式逻辑推理与论证大异其趣。

第四节 玄奘对唯识学的弘扬

公元7世纪那烂陀大乘佛学振兴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戒日王的支持，另一方面则缘于玄奘在那里的一系列弘法活动。因而，玄奘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他对那个历史时段佛教事业的记述、参与及建树，是后人了解当时印度佛教、揭开诸多谜底的重要资料与线索，而他本人转益多师、遍参有道的求法经历，会通大乘与小乘、和会中观与唯识的融通视野，以及称扬大乘、雄视百家的宏大气魄，更成为当时印度佛学尤其是瑜伽唯识学兴盛的重要标志。

玄奘在印度佛学史上的位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首先，玄奘遍历五天印度，转益多师，广泛学习佛教经论，其佛学根底与视野受到印度各地僧徒的称赏与礼敬。

在西行求法之前，玄奘在国内即已广参诸师，通达诸大乘经典与唯识学系的论典。在未出家之前，玄奘就已熟习《法华》、《维摩》等经论。出家为僧后，玄奘先后随景法师听《涅槃》，从严法师学《摄论》，后又至成都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受具足戒后，又在赵州从道深学《成实》，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唐贞观元年（627），玄奘再到长安，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俱舍》、《摄论》、《涅槃》，他很快就穷尽诸家学说，誉满京师。广研诸说之后，有感于诸家学说存在的差异，尤其是《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的矛盾，玄奘心生到印度求取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的想法。有人以为玄奘的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受到当时来中国弘法的那烂陀寺僧波颇的影响。考虑到波颇到达长安的时间也是在贞观元年，而且他就是那烂陀寺座主戒贤的弟子，这种猜想并非没有可能。由于玄奘对佛教经典相当熟稔，而且在取经路上能够随听随学，在西行途中他就能够屡挫小乘僧徒。行至高昌时，玄奘在奇特寺遇见了专习小乘的木叉毱多。木叉曾留学印度二十余载，广涉众经，而以《声明》最善。玄奘与他就《俱舍》教义展开讨论，很快就使他赧服，并生敬畏之心。他给玄奘的评价是：“此支那僧非易酬对。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出也。”[27]在高昌王妹婿所在的活国，玄奘又碰见一位曾经游学印度、在葱岭以西颇有名望的僧人达摩僧伽。玄奘就小乘《婆沙》义申问，达摩僧伽皆不能酬对，使其生起崇敬之心。

在北印度佛学重镇迦湿弥罗国，玄奘于胜帝释寺（Jayendra）值遇年届七十的僧称法师，倾心求教，深受僧称看重，僧称专门为他讲授《俱舍论》、《顺正理论》，以及《因明》、《声明论》。当时此国的佛门诸大德如大乘学僧净师子、最胜亲，有部学僧如来友、世友，以及大众部学僧日天、最胜救等皆是当地颇负盛名的义解僧，见僧称对玄奘如此看重，即登门辩论，玄奘酬对应答，亦逐一使其惭服。

如是之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今依《大唐西域记》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将玄奘在印度诸国参学的情形逐一论列，以见其为学之广博（见表1—6）。

表1—6 玄奘在印度诸国参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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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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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玄奘师法的对象来看，他们主要分布于南、北、中印度各国，其中又以中印度与北印度居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印度各地佛学的发展情况。从玄奘所学习的内容来看，涵盖了大小乘佛学以及声明、因明诸种门类，包括小乘说一切有部、经部、正量部、大众部等部派的论典，大乘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以及唯识学派的《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还有当时印度各个宗教派别都要学习的声明与因明。

正是缘于对诸派经典的广泛学习，玄奘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唯识学派的胜妙之处，因而在与外道，以及佛教内部不同部派的辩论中能够不囿于一宗派、一典一论。正是这种深厚广博的佛学根基，他才能高树法幢，把那烂陀寺的唯识学声势推至高潮。

其次，对外道与大小乘褊狭之见作有的放矢的破斥。

在五天印度巡礼求学之后，玄奘回到那烂陀寺继续向摩揭陀国诸大德如智贤、胜军问业。当时有一位顺世外道（Lokāyatika）登门论辩，立四十条教义，书写后悬在那烂陀寺的门口，并声称，如果能难破其中的一条他就斩首谢罪。奇怪的是数日之后，佛教僧徒并没有人做出回应，不知是此婆罗门立义高深，还是诸大德不屑回复。在这种情况下，玄奘命侍者取回悬书，审视之后，即将其毁破，派人将婆罗门带进寺庙，请戒贤等大德为证，与之辩论。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保存了一段文字，是玄奘针对此顺世外道所作的驳难，其内容如下：

如[image: ]多外道、离系外道、髅鬘外道、殊征伽外道，四种形服不同；数论外道（旧曰僧佉）、胜论外道（旧曰卫世师也），二家立义有别。

[image: ]多之辈以灰涂体，用为修道，遍身艾白，犹寝灶之猫狸。离系之徒则露质标奇，拔发为德，皮裂足皴，状临河之朽树。髅鬘之类，以髅骨为鬘，装头挂颈，陷枯磈磊，若塜侧之药叉。征伽之流披服粪衣，饮噉便秽，腥臊臭恶，譬溷中之狂豕。尔等以此为道，岂不愚哉！

至如数论外道，立二十五谛义，从自性生大，从大生我执，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二十四并供奉于我，我所受用；除离此已，则我得清净。

胜论师立六句义，谓实、德、业、有、同异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脱已来受用前六；若得解脱，与六相离，称为涅槃。

今破数论所立，如汝二十五谛中，我之一种是别性，余二十四展转同为一体，而自性一种以三法为体，谓萨埵、剌阇、答摩。此三展转合成，大等二十三谛，二十三谛一一皆以三法为体。若使大等一一皆揽三成，如众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实？又此大等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若一则一切，则应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许然，何因执三为一切体性？又若一则一切，应口眼等根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应口耳等根闻香见色。若不尔者，何得执三为一切法体？岂有智人而立此义？又自性既常，应如我体，何能转变作大等法？又所计我其性若常，应如自性，不应是我。若如自性，其体非我，不应受用二十四谛。是则我非能受，二十四谛非是所受，既能所俱无，则谛义不立。[28]

顺世外道或作顺世派（Lokāyata），是印度古代唯物论的一派，主张人的身心由地、水、火、风四元素即四大组成，四大离散，五官、五识皆归之虚空，所以人死后一切皆无，灵魂亦不存在，并由此否认轮回、业，否认祭祀、供仪、布施的意义。在认识论上主张感觉论，强调基于生活实践的快乐。同时，此派又将四大分析至“极微”，即最小的物质单位，除此极微外，便无他物。他们主张极微又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极精虚，指心与心所；清净，指眼、耳、鼻、舌等诸根；非虚净，指色、声、香、味等之外法[29]。在上段文字中，玄奘在批驳顺世外道的同时，也兼及其他印度教派别。如其中的[image: ]多外道指涂灰外道（Bhasman）为事奉大自在天的派别之一，他们以灰涂体，遍身艾白，形如在灶台旁卧着的猫狸，企图通过受持牛、狗戒修苦行而得升于大自在天。离系外道或称尼虔子外道（Nirgrantha-[image: ]rāvaka），即裸形外道，主张离一切系缚而修苦行。髅鬘外道也是修苦行的一派，他们取人之髅骨为鬘而悬于颈项，通常栖隐于枯木、石堆、冢侧等处。殊征伽外道（Ju[image: ]i[image: ]ga）是着恶衣餐恶食以期获得解脱的苦行派别，主张诸蕴皆有其自性。数论与胜论则是六派哲学中的两个派别，分别立二十五谛义与六德义，玄奘在这里简要介绍其根本思想之后，尤其针对数论二十五谛义的矛盾之处作了批判。

就这样，玄奘通过对外道诸派形貌的鄙陋以及根本思想中矛盾之处的评破，将这位婆罗门征服，命其随侍左右。

玄奘与小乘佛教的交锋，主要是针对经量部般若毱多的《破大乘义》而引发的。依《大唐西域记》所载，玄奘入印度时，正量部的势力仅次于说一切有部，盛行于北印度之外的十九国，僧徒合计六万多人。摩腊婆国是西印度佛学的中心地，而正量部僧众就有两万人。当时，南印度老婆罗门般若毱多（Prajñāgupta，智护，慧藏）发挥正量部的说法，作《破大乘论》七百颂，为各派小乘师所一致推崇，并被乌荼国小乘僧徒作为向那烂陀大乘唯识学派挑战的“战书”。受戒贤委托，准备参加论战的海慧、智光、师子光三人都深怀戒虑，足见其学说的严密性。玄奘则基于大小乘经论的深入理解，并通过被他降伏的顺世论婆罗门了解其理论体系，找出其矛盾之处，利用大乘理论逐一破斥，用梵语写成一千六百颂的《破恶见论》，深受戒贤及其徒众的叹赏。与经量部的这次辩论最后并没有公开举行，据玄奘弟子窥基的记载，戒日王曾三次派人请般若毱多来论战，毱多三次都借故回绝了。[30]

与正量部的论战虽未如期举行，玄奘的《制恶见论》很快在印度传播开来。戒日王与玄奘相见时，首先就提出要读取此论。据戒日王转述，长于学问与义解的小乘论师提婆犀那（Devasena,天军），常攻击大乘，读了《制恶见论》之后，深怀戒惧，听说玄奘要来与戒日王相见，就望风而逃，找个借口跑到吠舍厘去了。戒日王阅后深生钦敬，又把此论送与精擅正量部义的妹妹，王妹亦赞叹不已。紧接着，戒日王就为玄奘在曲女城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法会，意在向印度的沙门、婆罗门及外道宣扬大乘的微妙之理。

这次法会的规模可谓盛况空前。参加者有五天印度的十八个国家，通解大小乘佛教的僧众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千余人。开讲当日，先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供佛活动，戒日王扮成帝释的样子，手执白拂侍于右侧，鸠摩罗王扮作梵王的样子，执宝盖侍于左，佛像则置于中间，显示出对佛教的尊崇。到达法会场所，将佛像安置于宝座，戒日王与玄奘依次供养，然后才让十八国王、诸国高僧千余人、婆罗门五百余人、各国的大臣二百余人，依次进入会场，其余僧俗众人在会场外安置。经过施食、布施之后，玄奘才登宝座正式开讲，宣扬大乘教理，阐明制作《破恶见论》的意义。同时让那烂陀寺的明贤法师警示大众，如果提出的问题有一字无理被驳倒者，就要以头谢罪。在这种情形下，小乘僧徒与外道没有一位敢于提出异见。后来，有一位外道气愤不过，试图要谋害玄奘，被戒日王制止。在戒日王的支持下，玄奘在为期十八日的法会内，没有遭遇一位持异见者，由是声名远播，大乘学说得到空前弘扬，玄奘也被冠以“大乘天”的美名。

玄奘《制恶见论》的具体内容，由于原文佚失，今天已不得而知。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载：“且如大师周游西域，学满将还，时戒日王，王五印度，为设十八日无遮大会，令大师立义……大师立唯识比量云：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宗。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因。犹如眼识，喻。”[31]根据这些记载，我们能够了解的是，玄奘的《制恶见论》是用因明学的辩论方法申述大乘唯识学说的义理。

玄奘对小乘诸论师的攻破与教化，还可以通过他与那烂陀寺慧天论师的交往见出。慧天对小乘十八部颇为精通，在那烂陀寺负有盛名，玄奘住寺时即曾与之切磋，并对其昧于大等方等经典的做法有所批判。在曲女城法集期间，还私下与之论辩，使其顺伏，以至于玄奘归国后，犹来信通好，申述其思念之情。

玄奘对大乘唯识学说的弘扬，还可以通过他对中观学僧师子光的破斥见出。师子光（Siṃha-ra[image: ]mi）是那烂陀寺的大德，在那烂陀寺为僧众讲述《中论》与《百论》时，常驳斥《瑜伽》的教义。玄奘看出师子光的褊狭与局限，便与之论辩，使其无法应对。从他听讲的僧徒也转过来向玄奘问学。玄奘向僧众指出《中》、《百》论旨所攻破的“空无所得”，仅限于唯识三性中的遍计所执性，而不能兼及依他起性及圆成实性。师子光不能善悟，昧于此理，见《瑜伽论》中有“一切无所得”的字样，即声称《瑜伽论》也把圆成实性视为“空无所得”无自性存在。玄奘有感于此，即著《会宗论》三千颂，以会通中观与唯识教理。撰写完毕后，玄奘即把它送给戒贤等人，再次受到那烂陀僧众的叹服。师子光看后亦深生惭愧之心，即逃往菩提寺，同时让东印度的同学旃陀罗僧诃前来助阵，向玄奘问难。旃陀罗僧诃过来后，也惮于玄奘的声威，不敢上前论难。

除上述诸端外，玄奘在印度期间还破斥过东印度迦摩缕波国的外道婆罗门教，并教化其国王皈依佛教。鸠摩罗王是从玄奘降伏的顺世婆罗门那里了解到玄奘的，然后邀玄奘至其国，为此还不惜动用武力。玄奘应邀前往，诸外道婆罗门也云集王宫，要与玄奘展开辩论。经过几个回合的往复，玄奘即使诸外道婆罗门屈服，令鸠摩罗王心生敬重之心，非常虔诚地向玄奘请教诸佛功德。为教化此王，玄奘著《三身论》三百偈，讲述如来三身利物的功德，鸠摩罗王阅后，欢喜赞叹，即顶戴受持，从此与戒日王一起成为佛教的赞助者。当戒日王为玄奘举行法会时，鸠摩罗王也积极参与，并向僧众布施。玄奘对鸠摩罗王的教化也促进了佛教在东印度的进一步传播。

公元7世纪中叶大乘唯识学说在印度的振兴，除了戒日王的大力扶植外，还与玄奘在那里高建法幢弘宣唯识教理密不可分。倘结合上述玄奘在印度期间立佛法正道以袪外道邪教，树大乘义理以除小乘之弊，会通中观与唯识的诸种行迹，可以发现这种说法还是颇有道理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玄奘在与不同观点的僧徒论辩时，本着佛教的慈悲教化精神，在降伏论敌后，经常善加诱引，往往使其皈依佛教，转依大乘，系心唯识。

第五节 法相与法性——中观与唯识的判教之异

据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来华的中印度僧人地婆诃罗所载，当其在中印度摩诃菩提寺、那烂陀寺游学期间，那烂陀寺最有影响的两种佛法分判体系分别出自戒贤与智光两位论师，两人“并神解超伦，声高五印，六师稽颡，异部归依，大乘学人，仰之日月如，天竺独步，轨范成规，遂各守一宗互为矛盾”[32]。考诸玄奘《大唐西域记》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那烂陀寺前后两任住持戒贤与智光的情形，地婆诃罗的这种说法在时间上颇相吻合。

一 戒贤之三时教

戒贤（[image: ]īlabhadra，音译尸罗跋陀罗，约528—651/529—645）是戒日王时代那烂陀寺的住持，是公元7世纪前期印度瑜伽唯识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见证了印度佛学最后的辉煌与灿烂。戒贤出身东印度三摩咤国王族，属婆罗门种姓,少好学，遍历诸师，求学访道。后至摩揭陀国那烂陀寺谒护法，从之出家，学有成就。戒贤深究瑜伽唯识论，精通因明、声明等学，声誉颇隆。30岁的时候，戒贤代表师护法与外道辩论获胜，为王嘉赏，为建伽蓝，享有盛誉。[33]此后，戒贤担任那烂陀寺住持一职，讲授《瑜伽师地论》，弘传唯识教义。当时那烂陀寺常住僧人四千多，加上临时来往僧俗，常逾万人。玄奘访印时，戒贤年事最高，为那烂陀寺大长老，受人崇敬。玄奘拜他为师，从学多年，从之听受《瑜伽师地论》，前后共计三遍，历时九月。此外，又从之听受《顺正理论》、《显扬论》、《对法论》、《因明》、《声明》、《集量》、《中论》、《百论》等书。因此，他在佛学思想上对玄奘的启发与影响至深且巨。玄奘在印度期间屡挫诸外道、小乘与中观诸派，高扬唯识法幢，也是戒贤在印度佛教中巨大影响力的一个说明。玄奘归国后，在回复昔日那烂陀寺同门智光的信中，犹盛赞戒贤的学行、功德与成就，称他是“三乘半满之教，异道断常之书，莫不韫综胸怀，贯练心府。文盘节而克畅，理隐昧而必彰，故使内外归依，为印度之宗袖”，时人皆敬称其为“大正法藏”。[34]

戒贤的理论学说均被玄奘传至汉地，其学说主要来源于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华严法藏曾述其思想学说：

戒贤则远承弥勒、无著，近踵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明法相大乘，广分名数，用三教开宗，显自所依为真了义。谓佛初鹿园转于四谛小乘法轮，虽说人空，翻诸外道，然于缘生定说实有。第二时中，虽依遍计所执，而说诸法自性皆空，翻彼小乘，然于依他圆成犹未说有。第三时中，就大乘正理，具说三性、三无性等，方为尽理，是故于因缘生法，初时唯说有则堕有边。次说于空，则堕空边。既各堕边，俱非了义。后时具说所执性空，余二为有，契会中道，方为了义。是故，依此所说，判《般若》等经多说空宗，是第二教摄，非为了义。此依《解深密经》判也。[35]

据此可知，戒贤依《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把佛教判为有、空、中三时，即“三时教”。第一时教为“四阿含”等经。指佛成道最初在鹿野苑所说的小乘法，虽说人我空，还未说法空。第二时教为诸部《般若经》等。虽依偏计所执自性说诸法性空，但还未说依他起、圆成实唯识道理等。第三时教为《解深密经》等，就大乘正理，说三性、三无性等唯识二谛。从戒贤对三时教的判定可知，他认为只有第三时的唯识大乘才是真正的了义之教。

相传戒贤的著作有十余部，今多不存，仅有藏译的《圣佛地经解说》行世。[36]即便是这仅有的一部也因为与亲光所著的《佛地经论》内容重合，容易令人滋生疑惑。又清代钱谦益钞《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卷十（之一）收录有一篇题名为“西域那烂陀寺戒贤论师”的《祈观音文》，其中有：“闻性空持妙无比，思修顿入三摩地。无缘慈力赴群机，明月影临千涧水。”恐系讹传。

二 智光之三时教

按地婆诃罗所述，智光“远承文殊、龙树，近禀青目（或作提婆）、清辩，依《般若》等经，《中观》等论，显无相大乘，广辨真空，亦以三教开宗，显自所依真为了义”，显然传承的是龙树、提婆的大乘中观之学，与前述戒贤所传弥勒、无著之瑜伽唯识学派迥异。所以，他在判教时是站在中观派的立场，认为：

佛初鹿园，为诸小根转于四谛小乘法轮，说心境俱有。次于第二时，为中根说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则唯识义等，以根犹劣，故未能全入平等真空，故作是说。于第三时，方为上根，说此无相大乘，显心境俱空，平等一味，为真了义。又初则为破外道自性等，故说因缘生法决定是有。次则为破小乘实有，说此缘生但是假有，以恐彼怖畏此真空，故犹存有而接引之。第三方就究竟大乘，说此缘生即是性空，平等一相，此亦是入法之渐次也。[37]

在这里，智光把《般若》等经视为真了义，而把包括法相唯识所说的各种法相名数看作不了义，是方便说。地婆诃罗还补充说，这种判教方式出自智光《般若灯论释》引《大乘妙智经》所说。《大乘妙智经》是何经尚未清楚，或以为即是《般若经》之异称。至于《般若灯论释》，波罗颇蜜多罗译于唐贞观六年（632）的汉译本作分别明菩萨所撰，地婆诃罗以之为智光。

地婆诃罗所说的这位智光是否就是玄奘在印度时见到的智光呢？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智光于大、小乘及彼外书、四韦陀、五明论等莫不洞达，即戒贤法师门人之上首，五印度学者咸共宗焉”，玄奘在给智光的信中说他“夙承雅训，早升堂室，攀恋之情当难可处，奈何奈何”，又说“今法将归真，法师次任其事，唯愿清词妙辩，共四海而恒流，福智庄严，与五山而永久”，由此可知，智光应是戒贤的弟子，戒贤殁后，智光“次任其事”，当是传承戒贤法脉。而根据地婆诃罗的记述，戒贤与智光一主中观，一倡唯识，从学理上看，这似乎与戒贤、智光师徒相承的身份不合。但是，对佛法的分判，或对唯识、中观的选择，抑或许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须知那烂陀寺在当时本就是一所兼容佛教与外道、大乘与小乘、唯识与中观的开放性寺院。[38]

三 亲光《佛地经论释》的“三身说”

汉译《佛地经论》七卷，题为“亲光菩萨等造”，系玄奘于唐永徽年间所译。因为《圣佛地经解说》与《佛地经论》内容相近，人们对戒贤与亲光（Bandhu-prabha/Prabhā-mitra）的关系有不同的揣测。或认为他与戒贤皆为护法弟子，二书的基本立场与思想皆承袭护法。又有人发现亲光似乎对护法、戒贤以来的佛果思想有所发展，由此认为亲光很可能是戒贤的弟子。[39]

《佛地经》首倡佛具三身说，即自性身、受用身和变化身。亲光在《佛地经论》卷七释经文“自性法受用，变化差别转”时说：“自性法者，即是如来初自性身，体常不变，故名自性；力、无畏等诸功德法所依止，故亦名法身。受用即是次受用身，能令自他受用种种大法乐故。变化即是后变化身，为欲利益安乐众生，示现种种变化事故。体义、依义、众德聚义，总名为身。”[40]此三身以五法为体，五法即佛果的境界。佛果在弥勒和无著的论著中是以断果和智果摄尽的。亲光承前人之说，以清净法界（真如异名）为断果，摄佛地的无为功德；分智果为四法，摄佛地的有为功德。此四法分别是：

（1）大圆镜智，由第八识转依所成，能任持佛地一切功德，穷未来际无有断尽。

（2）平等性智，由第六识转依所成，常与大慈大悲相应，无住涅槃即依此智而建立，受用身的影像也由此智所示现，是妙观察智的不共所依。

（3）妙观察智，由第六识转依所成，能任持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在大众会中说法断疑。

（4）成所作智，由前五识转依所成，能在一切世界随应示现佛变化事，利乐一切有情，依这一智的业用成立如来化身。

把佛地的一切功德摄入五法加以阐明后，佛的三身的意义也就随之确定下来。

《佛地经》末尾的四颂总摄经义，《佛地经论》最后两卷详细解释了四颂之义，其中颇多精要，如真如义、二障义、断惑义、化业义、三身差别义、三身形量义、如来三身有别无别义、如来化缘共不共义等，都使异说杂陈的疑难得到很好的解释。

总之，《佛地经论》所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本于护法，成于戒贤，最后在亲光这里得到更详细的阐发。而从大乘佛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可以说是自龙树以来关于佛果问题的集成之作，佛的果德问题由此得到更为精密周详的阐明。

四 胜军的唯识种子说与种姓义

就瑜伽唯识学的传承而言，胜军是戒贤的弟子。不过，若就学识而言，胜军或许比戒贤更为广博。他与戒贤年岁相当，都是当时负有盛名的佛门巨擘。

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载，胜军（Jayasena，阇耶犀那）原为西印度苏剌佗国人，刹帝利种姓，“幼而好学，先于贤爱论师所学《因明》，又从安慧菩萨学《声明》、大小乘论，又从戒贤法师学《瑜伽论》，爰至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医方、术数，无不究览根源，穷尽枝叶。既学该内外，德为时尊”[41]。摩揭陀国主满胄王闻其学德，曾派遣使者迎请他为国师，并封赐二十大邑，胜军辞而不受。满胄王殁后，戒日王继位，又以乌荼国八十大邑为封邑，请他担任国师，胜军仍然坚辞不受。后于杖林山（Ya[image: ][image: ]i）聚徒讲学，从其问学者常有数百人。除佛教徒外，婆罗门外道异学、国王大臣、长者豪右亦所在多有。胜军讲学的盛况，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所记甚详：“志尚夷简，情悦山林，迹居幻境，心游真际。内外典籍，穷究幽微。词论清高，仪范闲雅。诸沙门婆罗门外道异学国王大臣长者豪右，相趣通谒，伏膺请益。受业门人，十室而六。年渐七十，耽读不倦。余艺捐废，惟习佛经。策励身心，不舍昼夜。”[42]玄奘曾在其门下二年，学习《唯识决择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以及瑜伽、因明等方面的义理。

70岁以后，胜军专意佛经的研习与修行，讲说大乘佛教经典，尝立“诸大乘经皆佛说宗”论，四十余年未曾遭遇对手。[43]于讲经之余，胜军常以香泥作小塔，并置经文于其中，即当时人所谓的“法舍利”。胜军毕生造塔无数。

胜军虽没有著作传世，不过其思想与学说在玄奘及其弟子的经疏中时有引用。如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云：“故有大名居士，声德独高，道颖五天，芳传四主，时贤不敢斥其尊德，号曰抱蹉迦，此云食邑。学艺超群，理当食邑，即胜军论师也。四十余年，立一比量云，诸大乘经皆佛说宗，两俱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因如增一等阿笈摩喻。”其说既出，很久都没有人敢对此提出反驳，玄奘到印度从其问道期间，即对此学说提出疑问，并矫正其说，认为如果将其改为“诸大乘经皆佛说宗，自许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简彼《发智》等非自许故”，就不会有瑕漏。[44]

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遁伦《瑜伽论记》等著述中，对胜军以唯识立场解释“种姓”、“种子”等相关名相皆有引述。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列举印度注释《唯识三十颂》的十大论师时，指出胜军在解释“种子”义时所持的“新熏说”是祖述难陀之义。《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摄决择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之二”云：“诸出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非彼习气积集种子所生。”对其中的“真如所缘缘种子”，印度当时有三家解释，包括胜军的“唯新熏宗”、护月的“本有宗”与戒贤的“新旧合”。胜军之说“自有两解：一云诸佛菩萨由证真如，展转流出十二分教。见道已前胜解行地缘彼经教作所缘生。从本为名名从真如所缘缘生。二云初地出世圣道。一从世第一法为增上，无间二缘而生。二从真如所缘缘生”。

遁伦《瑜伽论记》明“二种姓（性种姓或本性住种姓，习种姓或习所成种姓）义”，立五门分别，于第一辨体门，引胜军之说：“无别姓种姓体，但彼身中二种障，有可断义，云立本姓住种姓，后时值善知识闻法，发心求菩提等，地前熏成，有四闻熏。初从福分有漏善，渐修成道分，道分渐修增长，熏成无漏种子，名习种姓，即生无分别智等。”于第四门“为缘通塞”引胜军之说云：“性种性无体，是故不论。习种望初地无分别智有两解：一云有因缘，何以故？同是道谛故。一云唯有增上缘，如小乘苦忍无自分因。”第五门“对佛果别”复引胜军说云：“平等性智、妙观察智，熏成种子故，能生佛果八识四智。”[45]

玄奘及其后学在引述胜军之“种子说”与“种姓义”时，还将其说与护月论师、戒贤论师的相关解释做比较。护月（Candragupta）或译为月藏，事迹不详，亦为中印度那烂陀寺沙门，约与护法论师处同一时代，尝造《辩中边论释》，说赖耶缘起论，倡本有种子说。由此可以看出胜军虽为在家居士，而他关于唯识的诸种学说实可与那烂陀寺的前代名宿护月及当代住持戒贤比肩，因此成为印度当时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唯识学派代表之一。

第六节 甘露与毒药——中观与唯识之争

月官（Candragomin，旃陀罗瞿民，620—680）是公元7世纪时的佛门居士，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除传承世亲无著的瑜伽唯识之学外，他在声明学即印度古典文法学方面亦自成一家，而且还因为他的多罗菩萨（Tārā,度母）和观自在菩萨的信仰而被视为早期的密教论师。[46]不过，传瑜伽唯识学的月官与修多罗、观自在信仰的月官是否为一人，尚不确定。

汉文中关于月官的记载很少，仅673—687年在印度求法的义净曾提及他的生平与著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西方学法”条载，月官为东印度佛教居士，义净到东印度时，月官仍然在世。义净记载了当时盛传的一段月官关于毒药与毒境的问答：“毒境与毒药，为害谁重？月官应声答曰：毒药与毒境，相去实成遥。毒药餐方害，毒境念便烧。”[47]除此之外，义净还提到月官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毗输安呾啰太子歌》（Vishvāntara），受到五天词人的重视，尝被付之舞咏，影响遍及五天；另一部是月官为无著《金刚般若经七门义释》所作的注释。

藏文中关于月官的材料非常丰富，并把他置于非常高的位置。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月官生于东印度婆连陀罗（Varendha/Varendri）国，生而聪慧，7岁就能用偈颂破斥某位外道的辟佛诗颂，并在与这位外道的辩论中获胜，显示出在声明学与辩论术方面的殊异天赋。后来，月官皈依某位大乘阿阇梨，跟他学习五明诸论；又跟随瑜伽行派伐腊毗（Valabhi）学派的安慧（Sthiramati）阿阇梨听受经部与对法藏，能一闻即解；后月官又跟随持明阿阇梨阿育（A[image: ]oka）受取经教口传，修持明咒，亲见本尊观自在与多罗母。此后，月官受东方跋舍王（Var[image: ]a）供养，造作了很多关于医药、诗韵、工艺等方面的论著，其中尤以讲声明的居多。后至印度东部恒河和大海交界处的一个海岛建造观自在像和多罗像，深受当地土著敬重。[48]据说此后月官又随商人到达僧伽罗岛，为当地人袪除疾病，因之建立圣狮子吼佛殿[49]，传播大乘佛法。寻又辗转至南印度，从婆罗流支听受声明之学，有感于当地流传的《波你尼经》注释字多义少，重复残缺，于是著《旃陀罗声明记论》等著述解释《波你尼经》，其内容简短明了、完整准确。

此后，月官便来到那烂陀寺，向当时住持该寺的月称发起挑战，要求辩论。当月称问月官知道什么法时，月官答以除《波你尼声明》、《一百五十佛赞》、《真实名经》[50]三部著作外，再一无所知。这种看似自谦的回答实际上表明了他对一切声明、经典赞颂、持明咒语无所不知的态度，月称也由此认识了月官。在辩论时，月官依从无著宗风，持唯识宗义，月称依佛护等所疏释的龙树论著，主张无自性说。据传这场辩论持续了七年，仍然没有分出高下。不过，后来流传的一首关于这场辩论的歌谣说：“噫嘻龙树论，有药亦有毒，慈氏无著论，是群生甘露。”[51]据此判断，月官所持的唯识宗义似乎更胜一筹。除了中观与唯识的论争外，月官与月称的较量还体现在他们在声明学著述中。据多罗那他载，月称著有声明学类的著作《普贤颂》，月官看了之后，大为佩服，由此对自己的声明学著作失去信心，想丢到井中毁弃掉，后得观自在菩萨加持启示，才决定将自己的著作保存下来。

两人的辩论结束后，月官在那烂陀寺撰写了百余种著作，内容涉及工艺、声明、辩论、医药、诗韵、歌舞、词汇、诗歌、星象等五明之学的各个领域。除此之外，月官又为僧众讲说《十地》、《月灯》、《宝树庄严》、《华严经》、《入楞伽》、《般若经》等大乘经典，并造作总摄各部经义的论典。最后，月官到了檀那室利岛（Dhana[image: ]rī），在那里建造了多罗殿与观自在殿，最后逝于补普陀罗山。

月官学贯显密，精通内外五明，著述丰富，相传他著有世间的声明、工巧，佛家的赞颂、义理等四方面的著作各有108部，总计432部，然今存甚少。梵文本仅存《与弟子书》（[image: ]ik[image: ]alekha），是为了调伏破戒的刹帝利比丘而作。汉译本全无。藏译本题名为月官的著作有四十余部，其中多半为有关密教的著作，它们是否出自月官之手尚无法确定。此外，月官在西藏主要是以文法学者而名彰后世。依《布顿佛教史》所载，他的声明学著作主要有如下四种，即《旃陀罗记论》（Candravyākaraṇa-sūtra）、《接头辞二十注》（Viṃ[image: ]atyupasargav[image: ]tti）、《字母经》（Varṇa-sūtra）、《语根经》（Dhātu-sūtra）。声明的根本经典是《波你尼经》，《旃陀罗记论》是对它的注释，其他三种则是构词法、字母与词根的小册子，是对《记论》的补充。

与月官进行辩论达七年之久的月称，传承的是龙树、提婆的中观无自性说。

相传月称（Candrakārti，约600—650/560—640），出生于南印度的萨曼多（Samanta），婆罗门族。舍世出家后，从佛护与清辩的弟子莲花觉（Kamalabudhi）学习龙树思想，精通佛家学说。月称尝任那烂陀寺住持，完成了多种中观学与因明方面的著作，如《中观本颂明句疏》、《入中论》、《菩萨瑜伽行四百广注》和《六十如理论疏》等。他在与月官就中观、唯识宗义进行的论争中，大弘佛护宗风。据说，月称在那烂陀寺期间曾经展示过多种神通，如从图画中的乳牛挤出牛奶，以乳糜满足一切僧众；可以把手伸入石柱；还可以毫无障碍地穿行墙壁。后来，月称又到南印度一带，在恭军那国破斥外道，与他们多次辩难，使大多数婆罗门和家主入于佛教，建立了众多的寺院。再往后，他在摩奴藩伽山（Manubha[image: ]ga）打算依止真言道证得殊胜成就，其后不知所终。

月称的著述颇多，现存者约十部，以梵文、藏文为主，分属显、密两部类。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以下几部。

（1）《中观根本明句论》（Mūlamadhyamakav[image: ]ttiprasannapadā），又译作《明句论》，为龙树《中论》的注解。有颂文，有长行，此书第一品“观缘品”与最后的“观涅槃品”，经舍尔巴次基译为英文，吕澂先生认为此英译本颇为准确。又有日本译本两种，荻原云来译出六品，山口益译出十一品。

（2）《入中论》（Madhyamakāvatāra）。此论包括本颂三百二十九颂及作者自注。《入中论》受《十地经》启示，将菩萨的发心分为十阶位，分十品论述十波罗蜜，其后再加二品，叙说菩萨地及佛地的功德，共计十二品。其卷首赞叹大悲，以大悲心、智慧和菩提心为菩萨因，而大悲心是智慧和菩提心的根本，其次说出造论的目的，并进一步解说《中论》之精要。文中所引用的经论，有《般若经》、《中论》、《十地经》、《楞伽经》等三十多种。第六品详说中观归谬论证派的学说，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三，是本论的中心内容。文中以《十地经》为经证，以龙树的《中论》为理证，论述缘起（般若波罗蜜）的修习，以及人法二无我、空性的差别。同时将人法二无我之理论，与唯识派、顺世派、数论学派、胜论学派、吠檀多学派及正量部等学说相比较，并加以批判。此外，《入中论》又述及二谛说、了义与未了义的抉择、无自性、假设有、归谬论法等中观派的主要论题。关于空性的差别，则依《般若经》解说十六空和四空。《入中论》对寂天的《入菩提论》等后期论书，以及12世纪以后的西藏佛教都有很大的影响。该书的注疏，除了月称本人的《入中论自注》（Bhāsya）外，还有胜喜（Jayānanda）的《入中观论注疏》（Madhyamakavatāra-[image: ]ā，西藏所传），宗喀巴的《入中论善显密意疏》。《入中论》梵本已阙，仅存西藏译本。比利时学者普辛（Vallee Poussin）已将其校印出版。法尊则从藏译本译成汉语，分为十品。

（3）《菩萨瑜伽行四百论注疏》（Bodhisattvayogācaryācatut[image: ]ataka[image: ]ikā），本书为提婆《四百论》的注释。

除上述长篇论著外，月称另有小品之作，如《五蕴品类论释》（Pañcaskandhaprakaraṇa）、《七十空性论注》（[image: ]ūnyatāsaptativ[image: ]tti，注释龙树《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疏》（Yukti[image: ]a[image: ][image: ]ikāv[image: ]tti，注释龙树《六十如理论》）、《入中观慧》（Madhyamaka-prajñāvatāra）等。此外，西藏大藏经还收有题名为月称所作的、明显属于密教成就的著作，计有《六支瑜伽注》（[image: ]a[image: ]an·ga-yoga-nāma-[image: ]ā）、《圣文殊师利名等诵注释》（[image: ]ryamañju[image: ]rī-nāma-san·gīti-v[image: ]tti）、《金刚萨埵成就法》（Vajrasattva-sādhana）等书，恐出自同名作者之手。

月称师事的莲花觉是佛护与清辩的弟子。佛护与清辩同为公元6世纪中观学派的大家，佛护继承龙树、提婆破而不立的传统，以龙树之空“是遮非表”，即从各方面指摘论敌所说的矛盾，证明其不能成立，从而否定一切法之实有自性，而不是提出自己正面的、积极的主张，不肯定任何规定性的存在。与此相对，清辩则认为对空性要用因明的推论形式（比量）积极地加以表述。由于佛护与清辩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观派分裂成两大派别。后世称属于佛护系统者为归谬论证派（具缘派），称属于清辩系统者为自立论证派（依自起派）。就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相似性而言，月称与佛护更为接近，或者说月称就是站在佛护的立场上，因而与清辩也就有了显著的差异。

在方法论上，月称支持佛护破而不立的方法，认为清辩援引因明学入中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观派的根本精神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的，因明的因、喻也应该是无自性的。清辩要自立量，那就应该承认自因、自喻是实在的，只有先肯定了这点才能有立量，否则，如说无自性，便自相矛盾，因而不能成立。所以，运用因明的结果，就会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混乱。在对二谛即胜义谛与俗义谛的有无方面，也可以看出月称与清辩的差异。按胜义谛说，一切都是无自性的，对此清辩与月称同为中观派的论师并没有异议，但在俗义谛是否有无自性则有显著的差异。清辩认为，如果从世俗谛讲，一切法都有自性，月称则不同意，认为俗谛（世间）看着像有自性，这是由于被无明所蔽的缘故，那是一种根本颠倒的“覆俗”，所以从俗谛讲也是一切法无自性。两家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分歧。

在对瑜伽行派的评破上，月称充分发挥其破而不立、直击论敌要害的论证方法。如在评破瑜伽行派依他起有自性时，月称指出，依他起是表示缘起的，而缘起的性质即是无自性。所以若承认缘起，便不能同时承认还有自性。瑜伽虽也讲空，但讲得不彻底，认为在依他起法上没有遍计执法便是空，并不是依他起本身就是空。如视绳为蛇，把蛇执去掉就是空，并不认为绳也是空。因此，瑜伽所说的空是他性空，而不是自性空。月称认为这样讲不合理，要空就是自性空。他说瑜伽行派依他法的根本性质是识，而一切识的根本是阿赖耶，月称认为阿赖耶是一种假立，并无其识，阿赖耶识是多余的，业由于自身的相续是不会消失的。业的现行虽然消失了，但它的性质、势力并不消失，这只是业的状态不同，明显时是现行，潜伏时是消灭，事实上还是相续的。只有等到受报以后，才会真正消失，因而并不需要有个阿赖耶识保存它。月称既反对阿赖耶识，便连带着也反对前七识。

对瑜伽行派的自证主张，月称亦予以反驳。瑜伽行派认为人有记忆，是因为当见闻觉知时，就自己对自己作过了解，这种了解就是自证。由于自证，就可证明自己是存在的，而不必经由其他理由才存在。月称批驳说，任何事物不能自为能、所，犹如刀不自割、手不自触。

瑜伽行派又有心外无境的唯识说，其说以梦为喻，论证有心无境，梦中所见，只是心的构想，醒后所见，同样也是心的构想，梦与非梦，仅是浅深程度不同而已，并无原则上的区别。只有到达真正的觉悟时，才能认识到所谓境界，不过如幻如化。月称认为心与境是平等的，如果梦中无境，同样也应无心，睡梦中不可能有心无境。

通过上述月称对瑜伽行派的批判，可以看出月称中观无自性的说法发展得还是比较彻底的。他发挥了中观无自性学说，反对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不同意立自证分。月称承认有离心的名言外境，但认为无论是世俗谛、胜义谛外境都无自性，反对清辩的世俗谛有自性。他把龙树的缘起性空的理论发展成性空缘起，并发展了如何安立烦恼障和所知障的二障差别，以及佛果位的尽所有智如何观照世俗谛的理论。在方法论上，他发扬了佛护的传统，对论敌的观点采用归谬论证法，严格地只破不立，以破显宗。因此他与佛护被视为公元七世纪中观“随应破派”或“应成派”的代表性人物。[52]

除中观部注疏与论典外，藏文大藏经中还收了数部题名为月称所作的怛特罗类经典，从怛特罗经典成立史上来看，这些著作显系后人伪托，或出自同名密教成就师之手。

第七节 法称与佛教新因明

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中说：“法称大阿阇梨以前，佛教像太阳那样的辉耀。在他以后清净的大教师一般说来对佛教所做的殊异事业固然是很多，但与过去一些阿阇梨相等的则不大出现，即使出现了，也由于时运关系，佛教不如以前光辉。”[53]由此而言，在印度佛教史上，法称（Dharmakīrti）属于见证佛教盛极而衰的标志性人物。

对于公元7世纪前后的印度佛教，尽管有玄奘、义净的翔实记录，但其中关于法称的记载却少之又少。玄奘在其著述中未曾提及法称。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无行禅师传”称，无行禅师曾经在离那烂陀寺两驿远的羝罗荼寺，向一位善解因明的僧徒学习“陈那、法称之作”，可知公元7世纪七八十年代，陈那与法称被视为佛教因明学的代表人物。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义净又将法称看作与陈那、护法、戒贤等人匹敌的大师，继陈那之后重显因明之学。根据义净的记载，可以推知法称主要活动于公元7世纪70年代以前，他生前似乎不太显赫，其著作在当时似乎流传亦不甚广。汉文大藏经中托名为法称所造的《大乘集菩萨学论》与《金刚针论》，实际分别出自寂天与马鸣之手。

相比之下，在藏传佛教中法称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藏传佛教史著作如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与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都把法称作为与陈那比肩的因明学论师。

法称出身于南印度睹梨摩罗耶（Tri[image: ]malaya，或作Tirumalla）一个婆罗门家庭，早年学习婆罗门教各种学派的教理，后转学佛法，至中印度那烂陀寺从护法出家，修习唯识学。之后因对逻辑问题深感兴趣，法称又师事陈那的另一位弟子自在军（I[image: ]varasena），学习陈那的《集量论》，成绩优异。在自在军的赞同下，法称用便于记忆的偈颂体裁写成《释量论》一书，对陈那的《集量论》作了透彻而详尽的注解与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陈那的因明学。

其后，法称曾就金刚阿阇梨受灌顶，游历诸方，弘法宣化。法称力图振衰起弊，挽救佛教的颓势，相传他经常到正法未及之地建立道场，与外道论议辩难，度化比丘，因此法称的弟子满天下。至晚年，法称入羯陵伽国，建立伽蓝，入寂于该地。

法称对佛法的弘扬功莫大焉。然而，法称所处的时代，正是印度教复兴运动兴起的时期。法称与印度教复兴运动的巨匠鸠摩梨罗（Kumārila）和商羯罗阿阇梨（[image: ]a[image: ]karācārya）正值同一时代，相传法称曾经和他们进行过公开辩论，并取得胜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法称对佛法的大力弘扬仍未能挽回佛教的颓势。他与鸠摩梨罗、商羯罗阿阇梨论辩的胜利，也很可能只是法称的徒众们的设想与祈愿。

从学术上来看，法称的主要贡献在因明学，他的著作对后期佛家逻辑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其因明学著作有如下数种。

（1）《释量论》（Pramān·avārtika-kārikā/Pramān·arārtika），或译为《量评释论》，该书评破陈那的《集量论》，其中有许多他本人关于因明学的新见解。书的内容分为四品一千四百五十四颂，四品分别是“为自比量品”（Svārthānumāna,三百四十二颂），“量成就品”（Pramā[image: ]a-siddhi,二百八十五颂），“现量品”（Pratyak[image: ]a五百四十一颂），“为他比量品”（Parārtha-vākya,二百八十六颂），依次讨论推理、知识的实效、感官知觉和推论式四项内容。这是法称因明理论和哲学思想的总结，为法称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54]

法称在对现量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实在论的观点，即承认客观的实际存在，显示出唯物论倾向,故后代论者往往把他划为主张外境实有的经量部。不过，就其哲学思想看，法称在哲学上与陈那一样，都是法相唯识论者。法称在《释量论》中对陈那的瑜伽现量（超验的存在）作过详细的论述，强调心识中存在一种超验的精神境界——瑜伽现量境界。按照瑜伽修习次，通过自我克制，禅修，瑜伽行者会从内心生起瑜伽智慧，直接觉知瑜伽现量境界，达到瑜伽现量与瑜伽智慧的统一。达此境界者，可以脱离一切缘虑分别，消除贪欲、恐惧、骄傲、梦想，如实觉知现实世间犹如梦境、虚妄不真，只有自我意识中的瑜伽现量和瑜伽智慧才真实不虚。[55]

（2）《量抉择论》（Pramāna-vini[image: ]caya），是《释量论》的略本。全书以诗体与散文体（长行）混合写成，其中半数以上的偈颂借自《释量论》。分三章，分别讨论感官知觉、推理和推论式三个项目。《量抉择论》目前有两种汉译本，一种是王森依据梵本文翻译而成，另一种是杨化群依据藏文本翻译而成。

（3）《正理滴论》（Nyāya-bindu），为《量抉择论》略本。亦分三品，即现量品、为自比量品及为他比量品，分别讨论感官知觉、推理和推论式三个问题。其理论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合并因、喻，改革陈那以来的宗、因、喻三支论式为宗、因二支论式。三支论式是陈那改革五支论式而成，其中“因”又有“三相”，分别为遍是宗法性（中词必寓于小词）、同品定有性（中词必须寓于大词同类的事物）、异品偏无性（中词必不寓于与大词异类的事物）。法称认为，被归入喻支的同喻与异喻的意义已显示在因三相中，其中第二相实际上包括了喻支的同喻，第三相已包括了喻支的异喻。因此，在新因明论中，只要构成因三相的条件得到满足，这个因即可成为正确的能立。这就是说，把相当于喻体的一部分合并于因，从而构成因喻一体，使因的能立功能得到加强和扩大，如此一来，喻支就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因此，法称认为不必再沿袭旧例，另立喻支。这一改革，是法称对因三相理论的重要发展。

其二，确立三种正因。因是推理的理由或依据，正因就是具备“三相”的正确理由或依据。法称对前代所立的诸种繁多而不确切的因进行整理、精简，认为能够具备因三相的因仅三个，分别是不可得比量因（非觉知或非现量）、自性比量因（同一性）、果比量因（因果关系）。不可得因，就是曾经认识的一物即使不在眼前，但据过去对它的认识和印象，可推知它的存在。三种正因中，不可得因是否定判断，自性因与果比量因是肯定判断，三者都要与所判断的“法”（大词）保持“相随不离”的关系，即中词必须属于大词。论式中有了正因，才能使宗（命题）成立，使比量论式更加符合因明的规则。

其三，取消“不共不定”和“相违决定”。只有因三相具足，才可成立所立的宗（命题），如因三相的后二相即同品定有、异品非有缺陷，这样的因称为不定因，即因不一定能够成立所立。法称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推理思维不会出现这种谬误，所以将它从不定过中删去。相违决定就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命题各具三相，以致使人无法决定何者正确。法称认为这是双方各按自宗立量，无视共同讨论的问题所造成的混乱，是不正常的推理现象，应该取消。[56]

《正理滴论》是法称学说的提要性著作，相当简略，但非常重要。印度耆那教也注意因明，因此对法称的学说很重视，《正理滴论》就是他们保存下来的。藏译本也早有流行，汉译本则出现很晚，目前有徐梵澄、王森、杨化群的三种译本。[57]

除上述三种著作之外，法称还著有《因一滴论》（Hetubindu，略述逻辑推理的分类，仅存藏文本）、《观相属论》（Sambandha-pariksha，考察各种关系，用诗体写成，内附作者自己的评语）、《成他相续论》（Santanantara-siddhi，讨论艺术的短文）以及《论议正理论》（Condada-prakaraṇa，讨论他心真实性并驳斥唯我论的文章）。此外，藏文大藏经中还收有传为法称的其他著述，如《本生广疏》、《律经疏》等，但其真伪尚难确定。

法称的上述七部著作合称“因明七论”或“七支论”。这七部著作似乎在仿效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的阿毗达磨“一身六足”论。如果把法称的因明理论视为一具躯体，《释量论》则为其躯干，其余六论为其六足。由此逻辑结构可以看出，法称试图以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研究来代替早期佛教的旧哲学，进而挽救佛教的颓势。不论当时的结果如何，法称的因明学说在印度逻辑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他之后，印度的逻辑学派大都受其影响，佛教学派、耆那教吸收了法称的思想，新正理派也接受法称的批判，放弃了许多旧的论点。除此之外，法称的学说对中国藏传佛教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藏传佛教有解释因明的著作约17万颂的藏语译文，其中解释法称作品的约有13.7万颂，而《释量论》的注解独占10.5万颂。近世各国印度学家大多根据法称的著作，特别是《正理滴论》来研究因明。

法称之后，其弟子天主慧（Devendramati/Devendrabuddhi，630—690，或作帝释慧）传其学。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载，法称在世时，曾为天主慧讲授七部量论，不过天主慧的天资与理解力好像并不能达到法称的期望。法称为自己的《释量论》作注，仅完成第一品，其余三品委托天主慧完成。天主慧三易其稿，完成《释量论细疏》（Pramāṇavarttikapañjikā），仍未令法称满意，他认为天主慧只把论文中的字句疏释讲清楚了，其中隐含的奥义还没有厘清，由此发出“有如江河之于海，没入自身而消失”的慨叹。[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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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刚乘的全面发展与大乘佛教的合流

第一节 公元8世纪印度的政治格局与势力更替

戒日王殁后，南北印度一直处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公元8世纪上叶，耶输跋摩王以曲女城（Kānyakudja）为中心立国，才使中印度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耶输跋摩（Yasovarman，约690—740年在位），自称是月族的后裔，以曲女城为都，曾战胜孟加拉国的高达人（Gauda），杀死其国王，征服孟加拉国中部和东部的文加人，又转向南方，抵达内尔布达河。然后通过拉杰普塔纳沙漠和塔内萨尔平原，回到曲女城。瓦克帕提拉贾（Vakpatiraja，一作Vakpati，辞主或语主）用俗语写成的《高达征服记》（Gau[image: ]avaho）记载其光辉业绩，称其兵威远达摩揭陀、孟加拉国和南印度。公元731年（唐开元十九年）十月，耶输跋摩派遣其大臣——大德僧觉军（Buddhasena）至唐王朝，并献方物。[1]公元8世纪上半叶（723—727），来印度求法巡礼的新罗僧慧超记载耶输跋摩王“有九百头象，大首领各有二三百头”，慧超称耶输跋摩王敬信佛教：“其王首领等，甚敬信三宝，若对师僧前，王及首领等在地而坐，不肯坐床。”其房舍与寺庙建筑，“并皆三重作楼，从下第一重作库，上二重人住。诸大首领等亦然。屋皆平头，砖木所造”[2]。

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是这样记载当时中天佛教的情景的：

此中天大小乘俱行。即此中天界内，有四大塔，恒河（在）北岸有三大塔，一舍卫国给孤园中，见有寺有僧。二毗耶离城庵罗园中，有塔见在，其寺荒废无僧。三迦毗耶罗国，即佛本生城，无忧树见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此城最居北，林木荒多，道路足贼。往彼礼拜者，甚难方迷。四三道宝阶塔，在中天王住城西七日程，在两恒河间，佛当从刀利天变成三道宝阶，下阎浮提地处。左金右银，中吠瑠璃，佛于中道，梵王左路，帝释右阶，侍佛下来，即于此处置塔，见有寺有僧。[3]

耶输跋摩早年曾与北面克什米尔（迦湿弥罗）丽日王（Lālitāditya）结盟，后变为死敌，终为丽日王所灭。对他们之间的战争，诗人迦尔诃那（Kalhana）的长诗《王河》（Rājatarangini）第四章第144—146颂有载。丽日王在《新唐书》中有记载，音译为木多笔。唐开元二十一年（733）他曾遣使来华，唐朝册封其为“个失密国王”，其事见《册府元龟》卷964。

从公元8世纪中叶起，印度半岛上出现了三个比较有影响的王朝，分别是波罗王朝（Pāla Dynasty）、波罗提诃罗（Pratihāra Dynasty）和拉什特拉库塔王朝（Rashtrakuta Dynasty），这三个王国之间的活动范围与势力以曲女城为交会点，互相攻伐，进退起伏，成为公元8—10世纪南亚半岛上主要的政治势力。

公元725年，波罗提诃罗的首领那伽波陀一世（Nagabhata I）成功抵御来自信德的穆斯林侵略者，建立波罗提诃罗王朝（Pratihāra Dynasty，750—1000）。此王朝同波罗王朝和罗湿陀拘陀王朝长期角逐攻伐，逐渐将领土扩张至拉贾斯坦邦、旁遮普和瓜廖尔。

在波罗提诃罗王朝的碑文中，他们自称是《罗摩衍那》中罗摩的弟弟罗克什曼那（Lakshmana）的后裔，刹帝利种姓，其初祖名为诃梨旃陀罗（Haricandra）。究其实而言，他们属瞿折罗种族的支系，大约在公元8世纪中叶，某些瞿折罗酋长在邬阇衍那（Ujjiyana）举行的一次献祭中为拉什特拉库塔的君主充当波罗提诃罗（Pratihāra,守门人），此后即沿用此名。《罗摩衍那》记载，罗摩流放时，其兄弟罗克什曼那也曾为罗摩守过门。

据耆那教《诃利世系》（Harivaṃsa）所载，在波罗提诃罗王朝中，有位弗少王（Vatsaraja，780—800）曾是环绕邬阇衍那的阿盘底的统治者，他是纳加巴塔一世的侄孙，他在位的时间约为公元8世纪后期。弗少王曾努力复兴瞿折罗人的势力，但时常受到来自信德的阿拉伯人、来自德干的遮娄其人和拉什特拉库塔人的威胁。不过，弗少王还是把征服的范围推进到孟加拉国的波罗王朝，很快他又被拉什特拉库塔国王德鲁瓦（Dhruva Dharavarsha，780—793）驱至荒无人烟之地。其子那伽波陀二世（Nagabhata Ⅱ）承其位，将势力扩张至从北方的信德到南方的安陀罗、从西方卡提阿瓦的阿那尔塔到东方的孟加拉国边境，曾成功击败了孟加拉国王达摩波罗，最后却又被拉什特拉库塔国王戈文达三世（Govinda Ⅲ，793—814）击败。

公元753年（一说750年），丹提·杜尔伽（Danti Durga）推翻遮娄其王朝，建立拉什特拉库塔王朝（Rā[image: ]trakū[image: ]a，753—973，一说为750—975）。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是公元8—10世纪存在于印度中部与南部的德干高原一带的重要王国。拉什特拉库塔人是拉其普特人，原为遮娄其王朝治下的世袭酋长。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中，该王朝在南北印度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在其鼎盛期，他们占据着北起马尔瓦、南到建志的大部分中印和南印土地。该王朝末期曾与朱罗人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为遮娄其王朝所取代。

从现存资料与证据来看，拉什特拉库塔诸王提倡宗教宽容，对所有宗教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他们自己多属印度教徒，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耆那教。因此，在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治下，印度教与耆那教的势力显著上升，佛教的影响力则趋于没落，这一点从他们开凿埃劳拉石窟群的宗教取向即可见出。

埃劳拉石窟群（Ellora Caves）位于今马哈拉斯特拉邦重镇奥兰加巴德西北29公里一座南北走向的月牙形山上，自南向北有34座石窟，南面的12座石窟为佛教石窟，主要开凿于公元6—8世纪，说明当时佛教在此地的兴盛。中间第13—29窟为印度教石窟，北侧30—34窟为耆那教石窟，开凿年代都是在公元7—9世纪，尤其以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时期最多。

孟加拉国在戒日王殁后陷入混乱。公元8世纪初叶，孟加拉国东部和西部遭到曲女城的耶输跋摩王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蹂躏，高达王国陷于无政府状态。后来，人们选举瞿波罗（Gau-pala，730—770）为最高长官，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后来的文献记载，波罗王室被称为文加之主或高达之主，足征此王朝统辖着东、西孟加拉国部分。在其后半生，瞿波罗王又将摩揭陀并入其王国，在辖域内建立寺产，供养僧众。继瞿波罗之后，波罗王朝的十七代国王皆承续瞿波罗王的宗教政策，修建寺院，延请僧众，大力扶植佛教，使此地成为公元8—12世纪印度佛教的中心。

公元8世纪中叶，瞿波罗在那烂陀寺附近修建了飞行寺（Udaṇ[image: ]apura，欧丹多富梨寺），该寺后来成为非常著名的佛教寺院。飞行寺位于印度比哈尔（Bīhār）省附近，与附近的那烂陀寺以及后来建造的超戒寺都是金刚乘的中心。瞿波罗王在位的45年间，印度各地出现了许多有名的佛教僧徒。在东印度有智藏（Jñānagarbha，700—760），继承清辩中观学说，被视为中观自立论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其弟子寂护、再传弟子莲花戒，师弟相承。迦湿弥罗国处于纥梨曷舍提婆（Harihar[image: ]adeva）统治之下。从活动于其地的诸多佛教徒来看，此王对佛教亦多所扶植。这时活动于迦湿弥罗国的僧徒计有释迦光、大檀那尸罗（Mahādāna[image: ]īla）、异友（Vi[image: ]esamitra）、慧铠（Prajñavarman）与持律者毗罗（Vīra）等人。释迦光系寂光与福称的弟子，生于西印度，主要在迦湿弥罗国教化救度众生。其弟子为释迦友，主要活动于提婆波罗王时代。在此时代有释迦慧（Sākyamati）、本性贤（Nisargasīlabhadra）、称友（Ya[image: ]omitra）[4]与地亲（Prithivībandhu）班智达等出世。此时亦有一些修习密法的成就者，其中西印度契咤国（Kacca）的小毗卢波（Cūlla-virūpa，Virūpa）名声甚著。

公元780年，瞿波罗的儿子达摩波罗（Dharmapāla）即位[5]，他是波罗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之一，他把波罗王朝提升为北印度最主要的强国，并努力恢复古代帝都华氏城的面貌。他击败了因陀罗罗阇和其他敌人，征服曲女城，把查克拉尤达扶植为王，试图把政治重心转移到东方孔雀帝国和伟大笈多王朝的本土。有记载说，他是北自喜马拉雅山南至戈卡纳的征服者。不过，这种兴盛只是暂时的，德干的拉什特拉库塔王朝在772—794年，曾将高达国王逐出恒河与朱木拿河之间的地带。

达摩波罗王在扩大领土的同时，也重视对佛教的护持，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事情，就是在公元8世纪末至公元9世纪初于恒河河畔创建超戒寺（Vikrama[image: ]ilā，毗鸠摩尸罗寺）。超戒寺规模甚大，堪称波罗王朝治下的佛教中心。超戒寺的中央是建在小山顶上的大觉（佛成道像）身量的佛殿，周围建立内道密咒的小佛殿53座，普通佛殿54座，共计108座佛殿，外面墙垣围绕。供给108名班智达以及施食阿阇梨、开光阿阇梨、护摩阿阇梨、防鼠者、防鸽者、伽蓝民管理者共114名衣食之需，每人生活的殊异等于4人所需。凡是超戒寺的寺主都兼管那烂陀寺。超戒寺除佛教外，也传授形而上学、论理学、文法学等印度古典文化，海外留学僧皆云集于此。据西藏资料记载，超戒寺规模宏大，装饰华丽，藏有巨量财宝、文物。全寺共有一百余座僧院及六座研究院，中心为观自在殿，供奉男女诸尊塑像。寺有六门，每门置有守门者接受各方问答、辩论或挑战。印度佛教后期的著名学者多出身于此，超戒寺成为晚期大乘佛学的中心。达摩波罗王特别推重《般若经》，他对精通《般若经》和《现观庄严论》的师子贤颇为倚重，优渥有加。超戒寺又是公元8世纪兴起的密教根本道场，住有许多精进修行的瑜伽行者与成就师。

在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中，以这三个王朝为核心，不断上演着地区性王国的相互征战、攻伐与兴替，佛教也就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获得了不断的发展。日本学者山田龙城曾对汉译密教经典的译出年代与数量作过统计与分析，他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与印度密教经典的形成与流行时间基本是平行的。他以《大正藏》第18—21册“秘密部”所收录的573部经卷为例，其中明记译者的有495部，大部分都是义净以后翻译的。他把翻译这些经的时间分为三个时期，其中隋代以前（618）的译本有40部，元代即13世纪以后有15部，其余的440部都是唐宋时期（7—12世纪）翻译的，其中又以“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译出的密典居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元8世纪印度密教经典全面繁荣与蓬勃涌现的程度。[6]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元8世纪是秘密佛教全面发展的时代。其中，以《大日经》为根本经典的真言密法和以《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的金刚乘密法的出现，是体系化的秘密佛教产生的标志。

第二节 《金刚大道场经》与秘密佛教的滥觞

佛教秘密教法及其经典在印度社会历史长河中的渊源甚为久远，抛开远古的吠陀教及由此而发展出的婆罗门教不论，就佛教自身的发展而言，它有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围绕着咒法与咒藏的不断丰富与集结，诸种外在因缘（佛教宗派的分立、地域文化的影响等）与内在因素（如手印、坛法、灌顶法等）不断聚集，使其体系与规模、形态与功能不断拓展，最终到公元7世纪前后，发展成与旧有的教派与教法可以分庭抗礼的新体系。

早在部派佛教发展过程中，大众部与法藏部已将他们的经藏立为五部，即在传统的经、律、论三藏之外，分立菩萨藏与咒藏。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三记大众部结集五种藏经的情形：“诸学、无学数千人，大迦叶结集时不预者，共集此中，更相谓曰：如来在日，同一师学。世尊灭度，驱简我等，我等岂不能结集法藏报佛恩耶？复集素怛缆藏、毗奈耶藏、阿毗达磨藏、杂集藏、禁咒藏，别为五藏，此中凡、圣同会，因谓之大众部。”[7]与以大迦叶为代表的上座部僧众不同，大众部的僧众是尚未达到“具三明、六通，总持如来一切法藏无错谬”者，他们修习的教法除了经、律、论三藏之外，还有杂藏与咒藏。由此可见，禁咒在佛陀在世时就应是僧众修习的内容，佛陀去世后，才被结集成部，成为大众部僧徒修习的重要类别与内容。

至于法藏部，北传的《异部宗轮论》与南传的《岛史》、《大史》，都把它看作从化地部分裂出来。化地部又是从上座部经过不同的分裂而出现的，其间的分裂情形，南北两传的记载并不一致。北传佛教是这样记载的：

三百年从萨婆多部复出一部，名正地部。有婆罗门是国师，名正地部，善解四韦陀，出家得罗汉，取四韦陀好语，庄严佛经，执义又异。时人有信其所说，故别为一部。三百年中，从正地部又出一部，名法护部，其本是目连弟子，得罗汉，恒随目连往色界中，有所说法皆能诵持，自撰为五藏，三藏如常，四咒藏，五菩萨藏。有信其所说者，故别成一部也。[8]

由此可以看出，咒藏的成立与婆罗门教的四吠陀颇有关联，即以吠陀好语庄严佛经的结果。“好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义善，其二是悦耳动听，咒藏应该兼具这两个特点。

除了这两个部派外，印度大乘佛教的奠基者龙树、难陀师徒对咒藏的传承与整理颇有其功。据义净记载，龙树菩萨“特精斯要”，并影响到其弟子难陀。难陀聪明博识，专意咒藏经典的研习，曾在西印度的某个地方专心持咒达十二年，最后获得成就，出现各种神迹：“每至食时，食从空下。又诵咒，求如意瓶，不久便获，乃于瓶中得经欢喜，不以咒结，其瓶遂去。”后来，难陀法师担心这种秘法失传，即简择其要法，将其编辑成册，约有一万二千颂的篇幅。难陀结集的明咒藏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都极富匠心，义净称其“每于一颂之内，离合咒印之文，虽复言同字同，实乃义别用别，自非口相传授，而实解悟无因。后陈那论师见其制作，功殊人智，思极情端，抚经叹曰：向使此贤致意因明者，我复何颜之有乎”！这说明咒藏“文字功殊人智，思极情端”，文辞与义理兼美，因而受到陈那的赞叹。[9]

陈那生活的时代在公元五六世纪，其时持明咒藏已在原来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其传承趋广，影响渐深，很快发展出在密教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金刚大道场经》。

《金刚大道场经》或称《金刚大道场神咒经》，是大明咒藏之少分，被称为“总持三昧神呪法印坛等秘密法藏”，（《陀罗尼集经》卷十二），是后来各系秘密成就法门的基础。它所宣说的内容被称为“陀罗尼印坛法门”，为“众经之心髓，引万行之导首。宗深秘密，非浅识之所知；义趣冲玄，匪思虑之能测。密中更密，无得称焉”[10]。

一 《金刚大道场经》成书年代与传播

《金刚大道场经》（Vajra-mahābodhimaṇ[image: ]ala-sūtra）的梵本早已亡佚，但是，根据公元6—8世纪来华印度僧人陆续译出的部分，可以推断它在印度的形成年代与传播情形。

北周武帝保定四年至建德元年间（564—572），中印度摩伽陀国僧人阇那耶舍（Jñānaya[image: ]a）与其弟子优婆国人耶舍崛多（Yasagupta）、犍陀罗国人阇那崛多（Jñānagupta）来至汉地，在长安旧城四天王寺译出许多密教佛典，其中就有出自《金刚大道场经》的多部。如《佛顶咒经并功能》一卷、《十一面观世音咒经并功能》一卷。在《十一面观世音咒经并功能》卷末，译者耶舍崛多、阇那崛多附注云：“此经名《金刚大道场神咒经》十万偈，成部略出《十一面观世音》一品。”[11]据道宣《大唐内典录》卷第五“隋朝传译佛经录”第十七载，阇那耶舍师徒来中国的时间，在北周明帝武成（559—560）年初。[12]由此推测，至迟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印度相传已经有十万偈本的《金刚大道场经》。

继阇那耶舍师徒译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之后，又有多种《金刚大道场经》的支分经被翻传至中土。入隋以后，阇那崛多又单独译出《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

入唐之后，《金刚大道场经》支分经的翻译情况如下：

唐武德年间（618—626）有中天竺婆罗门僧瞿多提婆（Gutadeva）传《金刚大道场经》所载密法，曾于细[image: ]上图画形质，以及与结坛手印相关的经本，献至唐王朝，后因不被朝廷重视，抑郁而返。

武德九年至贞观元年间（626—627），波颇密多罗（Babhamitra）传《金刚大道场经》中的“理趣般若陀罗尼”及像法于玄模。

贞观十八年（644），玄奘自印度回国后曾将《金刚大道场经》中的“随心咒印”传于智通，并译有《十一面神咒心经》一卷，《千啭陀罗尼咒》、《六字陀罗尼咒》、《七俱胝佛所说神咒》、《随一切如来意神咒》、《观自在菩萨随心咒》，以及五种陀罗尼咒。

贞观年间（627—649），有北天竺僧人携《千臂千眼陀罗尼》梵本奉进，太宗勅令大总持寺沙门智通与梵僧一起译为汉语。永徽四年（654），智通又译出《千啭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一卷、《观自在菩萨随心咒》一卷、《清净观世音菩萨陀罗尼》一卷。

永徽四年至五年（653—654），中印度僧人阿地瞿多（Adikuta，无极高）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翻译出十二卷本《陀罗尼集》。

神龙元年（705），中天竺沙门般剌蜜帝（Pramiti）在广州制止道场译《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有题注云：“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又卷七有“中印度那兰陀曼荼罗灌顶金刚大道场神咒”，出自“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啰菩萨万行品”。[13]

由上列诸经传译情形，可以看出公元6—8世纪，《金刚大道场经》在以中印度那烂陀寺为中心的印度各地流传颇广。倘结合此经在汉地流传的情况来看，它在传承过程中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状态。比如相较于后来阿地瞿多译出的《陀罗尼集经》卷四所收《十一面观音神咒经》，北周时期阇那耶舍师徒译本所载各种咒法、像法与坛法都较为简略。这足以说明，这一百年间正是《金刚大道场经》所载各系密法在印度蓬勃发展的时期。

二 《金刚大道场经》的内容与体系

在上列诸种支分经中，阿地瞿多所译《陀罗尼集经》所涉内容最为广博，由此可以看出《金刚大道场经》的结构体系与基本内容。

《陀罗尼集经》有十二卷十六品，其品目依次如下：

（1）释迦佛顶三昧陀罗尼品；

（2）佛说作数珠法相品；

（3）佛说跋折啰功能法相品；

（4）观世音毗俱知菩萨三昧法印咒品；

（5）毗俱知菩萨降魔印咒法品；

（6）毗俱知菩萨使者法印品；

（7）毗俱知救病法坛品；

（8）何耶揭唎婆观世音菩萨法印咒品；

（9）诸大菩萨法会印咒品；

（10）佛说金刚藏大威神力三昧法印咒品；

（11）金刚藏眷属法印咒品；

（12）金刚阿蜜哩多军荼利菩萨自在神力咒印品；

（13）金刚乌枢沙摩法印咒品；

（14）乌枢沙摩金刚法印咒品；

（15）诸天等献佛助成三昧法印咒品；

（16）佛说诸佛大陀罗尼都会道场印品。

缘于卷帙与品目之间互有出入，我们无法确知各品目是否依据《金刚大道场经》所立，抑或在翻译成汉语时译者所加。

于卷帙、品目之外，《陀罗尼集经》更依据诸种行法的主尊及其眷属类别，将其分为五部，即佛部、般若部、菩萨部、金刚部与天部。其中，佛部两卷（1—2），收有《大神力陀罗尼经》、《阿弥陀佛大思惟经》；般若部一卷（3），收有与《般若波罗蜜多大心经》相关的咒法、印法与坛法；菩萨部三卷（4、5、6），收有《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毗俱知菩萨三昧法》、《毗俱知菩萨降魔法》、《毗俱知菩萨使者法》、《毗俱知菩萨救病法》、《何耶揭唎婆菩萨法》、《诸大菩萨法会》；金刚部三卷（7、8、9），收有《金刚藏大威神力三昧法》、《金刚藏大威神力眷属法》、《金刚藏大威神力随心法》、《金刚藏军荼利菩萨自在神力法》、《金刚乌枢沙摩法》；诸天部两卷（10、11卷），收有《摩利支天经》、《功德天法》、《诸天等献佛助成三昧法》。

继各部之后，最后一卷为道场部或普集会坛部，即把前十一卷各部所列佛、般若、菩萨、金刚、诸天等主尊及其眷属，分别部居，按顺序排列，组成完整而系统的道场或坛城。

三 《金刚大道场经》所载秘密法藏

《金刚大道场经》演说的法门被称为“秘密法藏”，经文中反复提及这种秘密法藏，并就其内容作多方面的阐发。如在佛部将其称为“陀罗尼秘密法藏”，其《阿弥陀佛大思惟经》说序分第一“佛说作数珠法相品”述之云：

尔时，佛告苾刍、苾刍尼、优婆塞迦、优婆斯迦：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发心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及诵持我三昧陀罗尼秘密法藏神印咒者，欲得成就往生彼国，及共护念一切众生，复能苦行至心受持，日日供养，一心专在，莫缘余境。[14]

又，《阿弥陀佛大思惟经》说序分第一“佛说跋折啰功能法相品”指出这种陀罗尼秘密法藏具有令诸天众鬼神战悚的威力：

尔时，佛在耆阇崛山大会演说诸陀罗尼秘密法藏，时金刚藏菩萨从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如来今会说此微妙可贵之法，我等心中甚大欢喜，得未曾有，是诸欲界天魔波旬及鬼神等莫不战悚。[15]

在金刚部中，金刚藏菩萨自称这种密法为“陀罗尼印秘密法藏”、“成就陀罗尼印神咒法门”，是大乘妙藏稀有之法：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富罗山，与阿僧祇诸大菩萨摩诃萨众并及无数诸阿罗汉天龙八部，前后围绕俱共会，说陀罗尼印秘密法藏。……我（金刚藏菩萨）有密意具诸法相，佛已知之，助成印可，非是汝等所知境界，是故称云秘密法藏大陀啰尼神咒法印，利益无量，如佛所证。……我今上佛难思议深秘密法藏可贵教法，汝等皆当信受，共护是经，即是同于诸佛大乘妙藏希有之法，即是成就陀罗尼印神咒法门。[16]

在诸天部，佛世尊亲为诸天鬼神说这种密法：

一时佛在毗富罗山大众会中，说诸金刚陀罗尼印秘密法藏神咒坛法。于是会中，有梵天王及天帝释摩酰首罗，日天月天星天地天四天大王火天等俱，是诸天王各有无量诸眷属，俱共会说法，又有无量天龙八部诸大鬼神药叉罗刹诸眷属等。[17]

在“佛说诸佛大陀罗尼都会道场印品”，佛陀会集诸大阿罗汉、菩萨、金刚及诸眷属，以及天龙八部、六师外道、人非人等，详为演说置办诸佛大陀罗尼都会道场的步骤与细则，称为“诸陀罗尼三昧神咒法印坛等秘密法藏”。

从上面所列诸种称名可以看出，《金刚大道经》所载各系密法包括咒法、印法与坛法三项基本要素，即陀罗尼法、母陀罗法与曼荼罗法。可以说，正是此三种法门的相互结合，互为表里，才催生了秘密佛教的诞生。

陀罗尼法，或称咒法，是通过咒语的持念获得某种成就与功德的法门。陀罗尼，梵文作dhāraṇī，来自梵文词根[image: ]dh[image: ]（执持、拿着），意译总持、能持、能遮。在早期的佛典中，与陀罗尼类似的词已出现。巴利藏《毗奈耶经》载：“学文字，学持（Dhāraṇa），为了守护而学护咒，不犯。”[18]此处的“持”，或译执持、总持，梵语作Dhāraṇa，是一种淬炼心智的修行法门。印度六派哲学中的瑜伽派把“持”视为瑜伽八支之一，把它与禅（dhyāna）、三昧（samādhi）视为八支中的内三支，即精神层面的修行法门。Dhāraṇa是就其动作行为而言，Dhāraṇī强调的是动作、行为的对象，即执持的对象。龙树《大智度论》卷五：“云何陀罗尼？答曰：陀罗尼，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者，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恶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恶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罗尼。”[19]根据龙树的解释，可以把陀罗尼理解为摄持佛教正法、遮持不善法的慧力。

在大乘佛典中，陀罗尼是最常见的经咒形式，许多大乘经典，诸如《般若经》、《法华经》、《大集经》都有“陀罗尼品”。到大乘佛教的中后期，陀罗尼的应用更为广泛，其功德与业力也不断拓展，并与具有同类性质的“护咒”（paritta）、真实语（satya-vacana）、明咒（vidyā）、真言（mantra）等合流，《金刚大道场经》中的各种秘密成就法就是以各种陀罗尼的念诵与奉持为基本要素而展开的。

印法即运用印契的各种法门。印契（mūdra，母陀罗）或称印相、契印、密印等，用手指或身体其他部位的动作、姿势或表情诠表不同的法义或功德，《大毗婆沙论》一百二十六卷云：“印名何法？答：谓如理转变身业及此所依诸巧便智。”此处所谓的印契是通过身业诠表诸巧便智，故可谓之“身印”。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一载：“佛言凡印有二种，一是大众，二是私物。若大众印可刻转法轮像，两边安鹿伏跪而住，其下应书元本造寺、施主名字。若私印者刻作骨锁像，或作髑髅形，欲令见时生厌离故。”[20]由此可知印契在佛教僧团中的应用颇早，且有大众印与私印之别，都是用作觉悟众生的信物或标志。陀罗尼咒法门兴起后，通过声字诠表教义的做法也被视为印契的一种。不过，《金刚大道场经》以身手为主的各种印法应该是借鉴了此前印度戏剧与舞蹈中广泛应用的身姿与手势表演。

从身印在印度的发展与应用情况来看，它与印度戏剧和舞蹈表演中的形体表演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纪元前后，婆罗多著《舞论》（Nātya-[image: ]āstra，或译《戏剧论》）第八章至第十三章即专门讨论各种形体表演，如手、胸、胁、腹、腰、大腿、小腿、脚、头、眼、眉、鼻、颊、唇、颏和颈的动作，以及各种站姿、步姿、坐姿和睡姿，内中详细记述了24种手印。公元2世纪的难敌自在（Nandikeshvara）在《舞台宝鉴》（AbhinayaDarpana）中给出28种手印，成为后来印度古典戏剧中最根本的手印，后来在印度影响较大的婆罗多舞即传承保持了这些基本的手印。

也就是说在公元1—5世纪，印度戏剧已将手印的运用发展到非常完美、高超的境地。除了佛教之外，印度的其他宗教如印度教、耆那教都广泛应用印契诠表法义教理，这在笈多时期各种宗教建筑中的人物雕塑造型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佛教显然也是受到这种宗教文化风习的影响，而发展出自己的印契应用与修习体系。如在南朝梁代失译的《牟梨曼拏罗咒经》中，佛世尊为金刚主说十九种印契法及其功用，《金刚大道场经》因为是诸种陀罗尼印坛法门的集成，所述各种印法更为复杂，仅阿地瞿多节译的《陀罗尼集经》中就有三百多种。

坛法即曼荼罗法。曼荼罗（maṇ[image: ]ala），或称曼陀罗、曼咤罗、漫荼罗等，意译坛城、道场、聚集等多种意义，它是由词根maṇ[image: ]（环绕、围绕；区分、分类）加语尾-la组成，合起来即具有道场、坛城、聚集、本质、章节等多种意义。早在吠陀时代，曼荼罗被用作吠陀原典章段区分的称谓，如《梨俱吠陀》中的赞歌分为十曼荼罗，即十段、十分、十章等。在《摩诃婆罗多》中，曼荼罗一词或取其聚集义，表示军队的队列与阵形，或取其区分义表示王国的不同区域或区划。在早期佛典，如巴利佛典《长部》及优波底沙之《解脱道论》中，则取其包围、环绕义，表示圆轮或环形的物体。

后来，曼荼罗被作为激发起神圣宗教情感的场所或区域，被赋予道场、聚集、本质等多种意义，如唐那提译《师子庄严王菩萨请问经》谓“道场之处，当作方坛，名曼荼罗”[21]，《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第三称诵咒之坛为曼荼罗，《摩诃僧祇律》第十六称戒坛为“满陀罗”。《金刚大道场经》中的曼荼罗即是指施行诸种密法时的道场，其坛法也就是布置、施设整个道场的一系列行法与科仪，如其佛顶八肘坛法就包括治地、埋宝、[image: ]绳、点位、五色界道、四方四门的布置，六十四尊的布列，以及供养灯明、饮食、香华、香水等供物的施设等。

如上所述，正是在《金刚大道场经》中，咒法、印法与坛法统一起来，互为诠表，共同构成了一系列秘密行法，如其《阿弥陀佛大思惟经》说序分第一述阿弥陀行法：“佛告观世音菩萨言：若四部众欲生彼国者，应当受持阿弥陀佛印，并陀罗尼，及作坛法，供养礼拜，方得往生彼佛国土。”[22]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行法之外，《金刚大道场经》所载各系密法还包括像法、数珠法、造跋折罗（金刚杵）法，以及置办种种纷繁复杂的物料如鲜花、香料、蔬果等方面的具体事项。

所谓像法，即是图画本尊的方法，主要讲每一本尊及其眷属的身姿形像与布列。在各种秘密行法中，本尊像通常置于曼荼罗的中心，作为礼拜供奉的对象。以“金轮佛顶像法”为例，即可略知一二：

取净白迭若净绢布，阔狭任意，不得截割，于其迭上画世尊像，身真金色，着赤袈裟。戴七宝冠，作通身光。手作母陀罗，结跏趺坐七宝庄严莲华座上。其华座下竖着金轮，其金轮下画作宝池。绕池四边作郁金华，及四天王各随方立。其下左边，画作文殊师利菩萨，身皆白色，顶背有光，七宝璎珞，宝冠天衣，种种庄严乘于师子。右边画作普贤菩萨，庄严如前，乘于白象于其师子。白象中间画大般若菩萨之像，面有三目，庄严如前，手把经匣端身而坐。于佛顶上空中，画作五色云盖，其盖左右有净居天，雨七宝华。[23]

从金轮佛顶像法可以看出，《金刚大道场经》所载各系秘密行法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本尊崇拜。本尊，梵音娑也地提[image: ]多，对应的梵语词语或为I[image: ][image: ]a-devatā，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谓本有而于出世间为最胜最尊，故名本尊；其二为于诸尊中以其尊为本而尊崇之，故名本尊。在《金刚大道场经》中立五部本尊，即佛、般若、菩萨、金刚、天，[24]每一部又有不同的本尊，其重要者列之如下。

（1）佛部：佛顶佛、阿[image: ]佛、无忧德佛、栴檀德佛、毗婆尸佛、相德佛、药师佛、弥陀佛等。

（2）般若部：般若菩萨。

（3）菩萨部：十一面观自在、千转观自在、白衣观自在、随心观自在、十二臂观自在、不空罥索观自在、毗俱胝观自在、马头观自在，以及大势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

（4）金刚部：金刚藏、金刚摩摩鸡（Vajra-māmāki）、金刚母瑟羝（Vajramu[image: ][image: ]i，金刚拳）、金刚央俱施（Vajrā[image: ]ku[image: ]a，金刚钩）、金刚商迦罗（Vajra-[image: ][image: ][image: ]khalā，金刚锁）、金刚阿蜜哩多军荼利（Vajrām[image: ]ta-Kuṇ[image: ]ali）、金刚乌枢沙摩（Vajra-ucchu[image: ]ma）。

（5）诸天部：摩利支天、功德天、大梵摩天、帝释天、摩醯首罗天、四天王、日天、月天、星宿天、那罗延天、大辩天、地天、火天、水天、风天，以及阎罗王、一切龙王、乾闼婆、紧那罗（Kiṃnara，歌神，乐神）、摩呼啰伽（Mahoraga，大蟒神）、大孔雀王、狮子王、大辩天神天、阿修罗王、遮文荼天（Chamaṇ[image: ]a，起尸鬼）、毗那夜迦（Vināyaka，象鼻神）、药叉（Yak[image: ]a）、罗刹（rāk[image: ]asa）等。

在五部之中，佛、菩萨部通常是大乘显教经典中崇拜供奉的对象，金刚部与诸天部作为本尊或主尊受到崇拜供奉应该是《金刚大道场经》各系秘密行法中新出现的，其金刚部的原型很可能是源自佛教的各系护法，如王公大臣、贵胄商旅等，而诸天部多系源自外道神明，他们作为崇拜供奉的对象，进入佛教，一方面说明新兴起的秘密佛教对外道的融摄，另一方面也是印度教各派开始崛起，其影响力不断向佛教渗透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金刚大道场经》中金刚部与诸天部的本尊还只是相应部类的本尊，在都会大道场即五部诸尊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只能由佛、菩萨部的主尊作为都会法坛的座主：

当中心敷大莲花座，座主即是释迦如来顶上化佛，号佛顶佛。如其不以佛顶为主，随意所念诸佛、菩萨替位亦得。除其座主以外，诸佛及菩萨等，皆在本位而受供养。自非诸佛般若及十一面等菩萨相替，余皆不得而作都会法坛之主。[25]

由此可见，在《金刚大道场经》中的各系密法中，金刚部与诸天部尚不能凌驾于佛、菩萨之上，作为普集会坛的核心本尊，只有佛、菩萨才能居于众部之尊。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金刚部的第一主尊为金刚藏，他属于金刚部，但在经文中又被称为菩萨，他能否作为都会道场的各部座主就无法推知了。这也说明《金刚大道场经》所载各系秘密佛法尚处于初始阶段，其行法还存某些龃龉之处。

除上述诸种事项之外，秘密佛法的承事者还要募集众多的物料，诸如庄严道场种种金、银、铜、珍珠等各种质地的宝具，以及用作供具的种种丝织品、鲜花、香料、颜料、谷物、蔬果等。《陀罗尼集经》卷十二“佛说庄严道场及供养具支料度法”即粗列了承办普集会坛所需的各种物料。其中用以庄严道场用的种种宝具就有如下多种：

七尺金铜铃带，四十八道

六尺大佩、四尺小佩，各二十八道

一尺宽大镜，二十八面

小镜，四十面

一尺见方琉璃泡华，四百枚

一百尺或四十九尺长彩色大幡，二十四口

杂彩幡，二百二十口

五尺长真珠，二百条

四尺宽一丈长朱网，八扇

一升大小金银瓶，四十六枚

一尺五寸大铜楪，四百枚

七寸小铜楪，二百枚

二尺五寸银盘，四面

杂金银器，八十枚

金盘，四面

金银砂罗，四十八枚

金勺、银勺，各一枚

铜香炉宝子，六具

金香炉宝子，一具

一升大小金，银娑罗，各一枚

四尺高七宝金银莲华，五树

杂彩假华树，一百树

铜烛檠，十二枚

金银盏屈卮等，四十八枚

五色蜡烛，十条

铜澡罐，二十六枚

净布手巾，三

澡豆，一升

皂荚，四十枚

炭灰，一升

杨枝，一束[26]

如此众多的物料，如果没有来自诸如王公大臣、富商贵胄等经济上的支持或赞助，很难承办类似的普集会坛。针对施主与承办者不同的情形，曼荼罗的设置也有广、略之分，如果施主是国王、大臣、长者，能够提供各种上妙七宝供具及其他七宝器具，承办曼荼罗的阿阇梨又有较多聪明麻利的弟子，就可以建立广曼荼罗，即广坛。如果是普通的施主，缺少相应的资助与供具，阿阇梨又没有明敏弟子，就只好设置简易的曼荼罗即所谓略坛了。

总的来说，《金刚大道场经》是公元6—8世纪印度广泛流行且不断增广的一部丛书式教法集，它是陀罗尼秘密教法的集成，更是这一时期迅速发展的金刚顶系教法的基础。日僧安然认为《金刚大道场经》是陀罗尼密教经典中最完备的经典，它以金刚大道场为名，为金刚界密法的滥觞，不过日本近代密教学者大村西涯则认为其教法系统乃是胎藏界教法之源出。[27]将《金刚大道场经》中所宣说的秘密教法与公元7世纪后半期兴起的胎藏界与金刚界密法相比，其中所涉事相如咒法、印法与坛法，以及诸本尊及其眷属的布列，多有相通或借鉴之处。按照后来四分怛特罗密典的划分原则来看，《金刚大道场经》各系密法属事部怛特罗，其后的行、瑜伽、无上瑜伽诸部怛特罗密法都是从此发展出来的。

第三节 《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与真言道密法

一 《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的成立与内容

公元七八世纪之交真言道根本经典《大日经》的出现与流传，标志着秘密教法的独立。它的出现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以此为始，佛教开始迅速朝着秘密化方向发展，秘密佛教正式成立。

《大日经》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Mahāvairocanābhisa-mbodhi-vikurvita-adhi[image: ][image: ]hāna-vaipulya-sūtra），是阐述大毗卢遮那佛的成佛、觉悟，依神变加持众生的经典，它通过大日如来在金刚法界宫为金刚手、秘密主等说法的形式，论述了一切众生本有的如实自知的清净菩提心，以及修证悟入的“三密”法门。从其名称来看，汉译所据梵本《大日经》全名作《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方广经》，属于大乘方广类经典，后来的藏译本则题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方广经因陀罗王教法》（Mahāvairocanābhisambodhi-vikurvita-adhi[image: ][image: ]hāna-vaipulya-sūtra-indra-rāja-nāma-dharma-paryāya）。其名称差异可能是传承派系有异，但更可能是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与体系化的结果。

《大日经》梵本已经佚失，仅存少量的断篇，后人只能依据它的汉译本与藏译本探究其基本内容。此经的汉译本是唐开元十二年（724）由善无畏与一行等人翻译的。最初有六卷的篇幅。次年，善无畏又据其所携梵本译出一卷，附于前六卷之后，是为现存七卷本的汉译《大日经》。后来，又有菩提金刚译《大毗卢遮那佛说要略念诵经》一卷，与善无畏等人所译为同本异译。西藏译本是公元9世纪初印度僧人戒主慧（[image: ]īlendrabodhi）与西藏僧人巴尔谢（Dpal-brtscgs）合译而成。全书分内外两篇。其中内编和汉译的前六卷相当，内容亦大同小异，但章品的开立及次第则不同，藏译本仅分二十九品；外编则分《寂静护摩仪轨品》等七品，合内外编亦为三十六品。但藏译外编，汉译全无，而汉译的第七卷，藏译以“供养仪轨”之名收在《丹珠尔》之中。

据一行转述善无畏口传，《毗卢遮那》大本有十万偈，以浩广难持故，传法者采其宗要，成三千余颂的略本。[28]不过，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下则认为，此经梵夹有三本，广本十万偈，若依梵本具译可有三百余卷，广本在西国，不到此土。梵经略本四千偈经，是善无畏于唐开元七年奉诏译。更有略本，二千五百偈，中天竺国大阿阇梨集。海云所载的翻译时间及诸本卷帙都与通常所载不同，相比之下，一行所言似更可信。

在汉译本的七卷三十六品中，前六卷的三十一品为全经的主体，其内容涉及教相与事相两个方面。述教相者即第一品《入真言门住心品》，内中对善心次第成熟的八个阶段——“八心”、凡夫由“我执”生起的六十种虚妄分别的妄心——“六十心”、密教修行者发菩提心之后所能获得的六种功德——“六无畏”、由因缘关系而产生的并无自性的十种现象——“十缘生”，以及三劫、十地等理论进行了阐述。说事相者为第二品《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至第三十一品《嘱累品》，主要讲密教的各种仪轨和行法，内容包括择地造坛、灌顶护摩、念诵印契、供养诸尊、字轮观修、护持禁戒、无相三昧等，而其根本尽归于“阿”字门。它认为，阿字具有“一切法本不生”的意义，普摄世间、出世间的一切事物，是一切真言的本体即“一切真言心”，也是至高无上的统领即“真言王”，只要观想此“阿”字的字形和字义，就能成就佛果。末一卷五品，即《供养次第法中真言行学处品》、《增益守护清净行品》、《供养仪式品》、《持诵法则品》、《真言事业品》，主要论述供养曼荼罗海会诸尊的仪式、行法与戒法，是为实际修行而编纂的仪轨。[29]

《大日经》汉译七卷本各品内容略述如下：

住心品第一，此品统论全经大意，认为众生自心就是一切智智，如实了知，名为一切智者。修习此教法的诸菩萨以真语为门，自心发菩提，即心具万行，见心正等觉，证心大涅槃，发起心方便，严净心佛国，从因至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所以称为“入真言门住心品”。入真言门略有三事，一为身密门，二为语密门，三为心密门。修行者以此三方便，自净三业，为如来之三密加持，就能于此生证得诸地波罗蜜，而不需要经历数劫修习种种对治之行。之后依次阐述三句、八心、六十心、三劫、六无畏、十地、十喻（十缘生句）等名相句义。

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第二，入为趣向、游履、引入之义。曼荼罗意为修行的道场。具缘为具足因缘之义。广说胎藏大法，包括择地、警觉地神、治地、涂坛、香水洒净、白檀涂画曼荼罗、结护弟子、令弟子嚼齿木、结线系弟子臂、为弟子占梦、取水、[image: ]线点位、画大悲胎藏生曼荼罗（包括诸尊位、身色、相貌、严身、印、持物、彩色、厢卫）、思惟真言字义、供养圣尊（依次为华鬘、涂香、烧香、饮食、灯烛、幡盖、铃铎、水瓶、瓶中盛药、华果严饰、结护、系衣诸事）、授印、覆弟子首、引入弟子、投华、护摩、令弟子嚫施、作灌顶坛、灌顶、供养弟子（含涂香、华、灯明、阏伽、幡盖、音乐与伽陀七步骤）、授金篦、明镜、法螺等事项，又说大力大护明妃、入佛三昧耶、法界生、金刚萨埵加持、金刚铠、如来眼、涂香、华、烧香、饮食、灯、阏伽、如来顶相、如来甲、如来圆光、如来舌相等真言。

息障品第三，阐述息除内外两种障难的方法。真言阿阇梨或弟子，在画曼荼罗或持诵真言时，容易生起种种障难。经文指出种种障难多是行者内心所生，其原因在于悭贪邪见等，只有菩提心最能对治此等障难。

普通真言藏品第四，普通意为遍通一切方便。此品为胎藏界诸尊各说其真言法句，前后共一百十九种，并指出阿字门为一切诸真言心，最为无上，是一切真言所住。

世间成就品第五，阐示世间之息灾、增益、敬爱、降伏等诸种成就。指出世间之甚深秘密宝藏，不能以言说示人，故借世间有为、有相事，喻示法界藏之甚深微妙意。

悉地出现品第六，世间名成就，出世间曰悉地，意指依靠心念愿力的成就。此品述悉地成就相、无所不至真言、三月念诵法、虚空藏转明妃、加持药物、降魔一切智智真言、五轮五字观等。

成就悉地品第七，解明心成就之相，明大菩萨之意处即是曼荼罗，示法之成就。叙阿字之妙体，为内心成就相，

转字轮曼荼罗行品第八，转，旋转义，即顺着陀罗尼旋转观诵，将此陀罗尼字轮旋转观诵，即曼荼罗行。观诵，指行者于心中见阿字，于口诵时，观菩提心之义。口诵伊等字时，如观三昧门。内中把阿字当作百光遍照王，其光明成百千万亿字门而显现，百千万亿字门归于阿字。

密印品第九，密是秘密，印为标帜，密印即法界曼荼罗之标帜。一切诸佛皆以法界标帜庄严自身，故能成如来之法界身。真言行者以此密印加持自身，能与如来之法界身同等。此品开示身密，所说之印数有一百三十九种。

字轮品第十，说一切字轮摄于三部、四处轮（包括顶至咽为风轮、咽至心为火轮、心至脐为水轮、脐以下为地轮），行者当住于此。字轮在经中称为遍一切处法门，真言行菩萨若住此字轮观，从初发净菩提心乃至成佛，在这期间的自利利他事业，由此法门加持，皆可成就。

秘密曼荼罗品第十一，说自体四轮（地、火、火、风）内外护摩、三种灌顶（离作业、起作众事、以心授）、五种三昧耶（包括初见曼陀罗、入睹圣天会、具坛印、许传授、要誓随法灌顶），以及心灌顶之秘密曼荼罗法。

入秘密曼荼罗法品第十二，说身分布字十二支句。真言大阿阇梨耶使受法弟子入此秘密曼荼罗，以字门法教弟子烧尽业障，入秘密曼荼罗。

入秘密曼荼罗位品第十三，明示弟子入坛后安住于法佛平等大空位的要旨，内心自证秘密曼荼罗中台八叶四佛（东宝幢、南开敷华王、西阿弥陀、北鼓音王）与四菩萨（东南普贤、西南妙吉祥、西北慈氏、东北观自在）。

秘密八印品第十四，说中台八尊印明。秘密八印是大威德生印、金刚不坏印、莲华藏印、万德庄严印、一切支分生印、世尊陀罗尼印、如来法住印、迅速持印。真言行菩萨入住秘密曼荼罗中，加持此八印及真言，本尊会依此加持妙力降临道场。

持明禁戒品第十五，持明指六个月的真言念诵，禁戒为持诵真言期间应护持制戒，以防非止恶。

阿阇梨真实智品第十六，真实智为阿字所生之智，即本有之妙智，又为自性清净内证真实之心（h[image: ]daya）。此品叙说由阿字出生之心，是阿阇梨真实智，将阿字视为遍一切处曼荼罗的真言种子。

布字品第十七，在真言行者自身之上、中、下布置种子字，即将诸佛之万德具于其身。行者住于阿字净菩提心地，将一切的字门布置于身体各部，行者之身即成为遍一切处普门法界曼荼罗。

受方便学处品第十八，揭示方便学处，为真言行人用心处。学处指作为大乘菩萨应学之处，梵文作式沙迦罗尼（[image: ]ik[image: ]ākāraṇī），意译为应当学。其戒相是十善戒、十重禁戒、五戒、四重戒等。

说百字生品第十九，自暗字（aṃ）衍生二十五字，各自施予四转而成百字，故将暗字称为百光遍照王。暗字为成佛之要谛，三世十方诸佛观想此字能成正觉，为成佛之直道、现证之妙行。暗字是一切真言之心，于一切真言中，最为尊贵，故称为不空教真言。

百字果相应品第二十，揭示百字光明遍照果地之德，叙说三密及与暗字门相应诸事。

百字位成品第二十一，揭示百字成就相。依暗字加持，于意念中生八叶台上，安住于三三昧耶，证得金刚微妙之极位，为秘密中之最秘，难得中之最难得。

百字成就持诵品第二十二，阐述百光遍照王之暗字门的持诵法则。由暗字中揭示分别三十二字，是三十二相，仰等五字是八十种好。依百字成就持诵力，证成垢身及净身平等无异，染心与净心平等无二。

百字真言法品第二十三，此品揭示暗字（aṃ）之体、阿字（a）之德。阿字有本不生、不可得、空诸义，行者之心如与此阿字义相应，就能达到诸法之源极，具足众德而得通达一切佛法。

说菩提性品第二十四，此品说菩提性“如十方虚空相，常遍一切无所依，如是真言救世者，于一切法无所依”。真言救世者是指大日如来，为诸法所依，为一切根源，其本身无所依据，故称无所依。

三三昧耶品第二十五，三三昧即三平等之义。心、智、悲三者，平等为一，故名三三昧耶；佛、法、僧三者为一而平等，故曰三三昧耶；法身、报身、应身三者本来平等，故称三三昧耶；证悟心、佛、众生三者为无二无别，此亦为三三昧耶之义。三昧耶（samaya）即为平等，一致相应之义。

说如来品第二十六，述说菩提、佛、正觉、如来四者。住于如实菩提心，乐求菩提者，名为菩萨。满足十地，达至法之无性，上冥会于法身，下契合于六道，名为佛。觉法之无相，圆满十方者，名为正觉。脱离无明之域，安住于自性智者，名曰如来。

世出世护摩法品第二十七，揭示外道护摩四十四种，佛法外护摩有十三种，并列举内护摩、外护摩之众缘支分，以及内护摩作业。护摩主要涉及本尊、火炉及行者。

本尊三昧品第二十八，揭示本尊有字、印、形之别，字又有声及菩提心之别，印有无形及有形之别，形更有清净与非清净之别。字、印、形各有二别，亦即有相及无相之别。凝滞于有相之成就，为有相悉地；体达无相，为无相悉地，也就是成就佛果。

说无相三昧品第二十九，无相指自性清净的圆明法体，离有相是认清圆明实性之不可思议的实相。因不生不灭故，阿字成为契合于本不生际之深理。为使凡夫行者悟入无相法体，依有相三密行相，受无相阿字门诱导，使其归入平等绝对之圆明。真言行修有相三密之妙行，但心机一转，即入无相平等妙观。

世出世持诵品第三十，真言法中有世间、出世间之别。世间持诵意在世间福乐长寿，出世间持诵以断烦恼、得佛果为目的。行者作世间念诵时当心念专注于本尊，口诵本尊誓要的真言，作心意念诵与出入息念诵。心意念诵是将行者的心力专注于所念诵的真言，出入息念诵是顺应出入息节率，口诵本尊真言。

嘱累品第三十一，将真言妙法付嘱于弟子，使法脉传承不断。传授密法时需严择人、时、地，阿阇梨若怠忽松懈，会灾祸及其身。

除上述前六卷三十一品之外，第七卷载供养念诵仪轨，包括五品，依次为供养念诵三昧耶法门真言行学处品第一，广明真言行者用心及修行要点。增益守护清净行品第二，说九方便[30]、入佛三昧耶、法界生、金刚萨埵、金刚甲胄、蓝字观、无堪忍大护印明。供养仪式品第三，说布字、四字观、道场观、虚空藏转明妃，以及释迦、文殊种子，不动尊、召请方便、入佛三昧耶、阏伽、如来座诸真言，金刚种子心，金刚萨埵、降伏魔、无能堪忍真言，不动尊种子心，还有涂香、华、焚香、燃灯、施食五种供养真言。持诵法则品第四，说支分布字观法，如观佉（kha）字于其顶，思自身与虚空等同。次观暗字（aṃ）于颈内，持诵本尊真言，依法身加持力，可得成就诸愿；阿阇梨灌顶与持明灌顶；以及息灾、增益、降伏、召摄四种护摩法。真言事业品第五，说阏伽、启白以下印明、加持，以及诸种行法。

作为首部系统性的密教经典，《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把此前的中观、唯识、如来藏三大系统的思想综合起来。对其核心内容，有学者从五个方面做出总结：一是大日如来观的成立，二是依曼荼罗、真言、印契三密瑜伽的修行体系的成立，三是诸种思想的批判性综合与主体性实践之结合，四是世间道与出世间道之教理及实践的统一，五是解脱论与救济论的统一。[31]

二 胎藏界曼荼罗

在《大日经》所宣说的胎藏界密法中，曼陀罗的建立居于核心位置。胎藏界曼荼罗（garbhako[image: ]adhātu maṇ[image: ]ala）全称大悲胎藏生曼荼罗，或称胎藏曼荼罗、大悲曼荼罗。它是自毗卢遮那如来之大悲胎藏平等心地中所生出，系据《大日经·具缘品》所建立，其曼荼罗的整体格局大致如图2—1所示。

[image: ]

图2—1 胎藏界曼荼罗平面图

在此曼荼罗中，以大日如来本尊居中，在其东西南北四方、四隅诸佛与菩萨分别部居，构成了一个层层环绕的法界，此法界由十二分院组成。

（1）中台八叶院。居于整个曼荼罗的中心，呈正方形，其内部为一敷开的八叶莲花，大日如来住莲花中心，宝幢、无量寿、开敷华、天鼓四佛住于东、西、南、北四方，普贤、文殊、弥勒、观自在四菩萨分别居于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隅，四方四隅成八叶，加位于中心的大日如来佛，合有九尊。

从一行《大日经疏》卷四可以确知四佛诠表的意蕴，即东方宝幢佛是菩提心义，菩提心犹如大将幢旗，如来万行亦以一切智愿为幢旗。南方开敷花王佛是大悲万行开敷义。北方天鼓雷音佛是如来涅槃说法智，不同二乘涅槃永寂，故以天鼓为喻。西方无量寿佛，是如来方便智，以众生界无尽故，大悲方便亦无尽，故名无量寿。对四隅四菩萨的意旨，《大日经疏》卷二十也有明确的说明，东南普贤是菩提心，若无此妙因，终不能至大果。西南文殊是大智慧，断无始无明之根。西北弥勒是大悲，若慧而无悲，则方便不具不得菩提。东北观自在即是行愿成满。总体来看，中台八叶院的八叶莲华，表众生八瓣肉团心，示阿字本不生，显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理趣。此院为胎藏曼荼罗之总体，其他院为其别德。

胎藏界以中台八叶院为核心，取八叶莲花形状，表八瓣肉团心（h[image: ]ta），其状如莲花合而未开，佛心则如开敷莲花，其八叶表菩提心之德。这样，中台八叶院的义旨与功能，即是让修行者在自心中观八叶九尊之德，开发自己本有的菩提心。

（2）遍知院，又称佛母院。位于中台八叶院上方（东方），有佛眼佛母等七尊，表诸佛遍知之德与诸佛能生之德。其中央画三角形的遍知印，又名一切如来智印，象征大圆镜智一切遍知的功德。

（3）观自在院，位于中台八叶院北方，有大势至等三十七尊，以观自在为主尊，又称莲花部院，相当于妙观察智，表示如来的大悲下化之德。

（4）金刚手院，位于中台八叶院南方，有虚空无垢轮持金刚等三十三尊，以金刚萨埵为主尊，又称萨埵院，相当于成所作智，表示大智上求之德。

（5）持明院，又称五大院、忿怒院，位于中台八叶院之下方（西方），有五大尊忿怒明王，是大日如来所现的教令轮身，称为持明使者，教称持明院，相当于平等性智，表示净除自他的烦恼，入于平等实相，象征折伏、摄受二德。

（6）释迦院，位于遍知院之上方（东方），有释迦牟尼佛等三十九尊，以变化身的释迦牟尼为主尊，表方便摄化之德，以智、悲二德变现为释迦如来，济度众生。

（7）除盖障院（Sarvanīvaraṇavi[image: ]kambhin），位于金刚手院之南方，有悲愍菩萨等九尊，表由金刚之智门除众生之盖障。

（8）地藏院，位于观自在院之北方，有地藏等九尊。此院表由观自在之悲门救九界之迷情。

（9）虚空藏院，位于持明院之下方，有虚空藏等二十八尊。此院表悲智合一，包藏万德，能从众生愿授一切宝，兼具智德，而以福德为本。

（10）文殊院，位于释迦院上方，有文殊菩萨等二十五尊。此院表大日之智慧能断一切戏论，兼福德而以智德为本。

（11）苏悉地院，位于虚空藏院之下方（西方）。苏悉地，意译妙成就。有十一面观自在等八尊。此院表自他二利成就之德。

（12）外金刚部院（Upa-vajra），围绕于胎藏界曼荼罗东西南北四方外层，合四方共有二百零五尊，表随类应化之德与圣凡不二之理。此院诸尊包括极广，凡一切经典中所说的诸天神等，乃至世人所信奉的外道五通仙围陀事火之类，都可列入。如《大日经疏》卷六所谓：“凡此等诸尊若余经中具说形相者，亦可依彼图画入曼荼罗中……其山海河池、林树谷药、城邑道路等神，各以本名为标帜相，山神坐山，河神在河，其树药等或手执持，或依其上，当以义类推之，华严中更有足行神、身众神……当知毗卢遮那普门身中纯是杂类鬼神傍生等，图中无别名相者，多在其中，所摄最多也。”[32]

除上述十二院外，其四围尚有四大护院，通常略而不具。于十二院中，中台为佛部，观音院为莲华部，金刚手院为金刚部，遍、释、文、持、虚、苏六院属佛部，地藏院属莲华部，除盖障院属金刚部，外金刚属三部。《大日经》的中心教义，就是“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三句，胎藏界曼荼罗的组织系统即是依据这三句的意旨，以中台八叶院为中心，构建出三重曼荼罗。对此，一行《大日经疏》卷三有明确的解释：“从佛菩提自证之德现八叶中胎藏身，从金刚密印现第一重金刚手等诸内眷属，从大悲万行现第二重摩诃萨埵诸大眷属，从普门方便现第三重一切众生喜见随类之身。若以轮王灌顶方之，则第三重如万国君长，第二重如朝廷百揆，第一重如宗枝内弼，中胎如垂拱之君……若自本垂迹，则从中胎一一门各流出第一重种种门，从第一重一一门各流出第二重种种门，从第二重一一门各流出第三重种种门。若行因至果，则第三重之所引摄成就能通第二重，第二重之所引摄成就能通第一重，第一重之所引摄成就能见中胎藏。”[33]

三 《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与真言乘的成立

在印度佛教史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及其所弘宣的胎藏界密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经的形成与出现被视为佛教秘密修行法门独立的标志。它以真言道为修证法门，有别于以往大乘显教的六度修证法门，故被称为真言道（Mantranāya）或真言乘（Mantrayāna）。因此，《大日经》所宣讲的胎藏界密法又称真言密教、真言乘，修行此法的人称为“真言行人”、“真言行者”、“真言门行者”、“真言门菩萨”等，故知真言密教、真言乘乃是因其修行方式而立名的。既然以修行方式立名，那么真言也就成为了解此种密法的关键所在。

《大日经》第一卷述本经义旨，包括“入真言门住心品”与“入曼陀罗具缘真言品”，亦以“真言”立名。何谓真言？一行在“入真言门住心品”解题中讲得很清楚：

入真言门住心品者，梵本具有二题，初云修真言行品，次云入真言门住心品。窃谓入住之义以兼修行语，故离烦文但着其一。真言，梵曰漫怛[image: ]，即是真语、如语、不妄不异之音，龙树《释论》谓之秘密号，旧译云咒，非正翻也。此品统论经之大意，所谓众生自心，即是一切智智，如实了知，名为一切智者。是故，此教诸菩萨，真语为门，自心发菩提，即心具万行，见心正等觉，证心大涅槃，发起心方便，严净心佛国。从因至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故曰入真言门住心品也。入真言门略有三事：一者身密门，二者语密门，三者心密门。[34]

据一行释文可知，真言指的是真实而不虚妄的言辞，以此为法门，通过身、语、心的修行，可以发起修行者本具的菩提心，而达到速疾成佛的神奇功效。上文所说的“漫怛[image: ]”，即梵语中的mantra一词，其词根为√man，原意为思维、思想、思念，后缀-tra，意为工具、器具，合起来意为“用来思维的工具”，正与现代语言学把语言定义为思维的工具契合。从一行的解释中还可以看出，真言与大乘经典的咒语、陀罗尼等在意思上有些接近，因为三者都是通过神秘、深奥言辞的念诵而获得某种业力，所以后来人们也常把真言称为咒陀罗尼。其次，真言法门包括三项内容的修习，即身密门、语密门与心密门。身密门即“身平等之密印”，语密门即“语平等之真言”，心密门即“心平等之妙观”，此处所说的“平等”实即暗含了真言行者与大毗卢遮那佛的平等无差别。在三事之中，仍然强调的是作为语密的真言。

在《大日经》中，真言的类别甚为繁杂，据作真言密语者的身份，可分为如来说、菩萨金刚说、二乘说、诸天说、地居天说五种；前三种为圣者真言，后两种为诸神真言。据修习、供奉的本尊类别，以及真言中涉及的名义境界，可分为佛部、莲华部、金刚部三部。除上述分类外，《大日经》卷二“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第二之余”则据真言中出现的关键词来区别其持诵者与功用：

若唵字吽字，及与泼磔迦，或颉唎媲等，是佛顶名号。

若揭[image: ]佷拏，佉陀耶畔阇，诃娜摩啰也，钵咤也等类，

是奉教使者，诸忿怒真言。若有纳么字，及莎缚诃等，

是修三摩地，寂行者标相。若有扇多字，微戍陀字等，

当知能满足，一切所希愿，此正觉佛子，救世者真言。[35]

以上述分类法为基础，《大日经》又承袭大乘显教经典中常用的借根本梵字诠表教理的方法，使每一个根本字都可以诠表相应的法门或义理，修行者以此根本字母为门，即可悟得诸法实相，是所谓“入字门”，经文中又称为“真言道”或“真言教法”：

秘密主！云何如来真言道？谓加持此书写文字。秘密主！如来无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华经劫积集修行真实谛语、四圣谛、四念处、四神足、十如来力、六波罗蜜、七菩提宝、四梵住、十八佛不共法。秘密主！以要言之，诸如来一切智智，一切如来自福智力、自愿智力，一切法界加持力，随顺众生，如其种类，开示真言教法。云何真言教法？

谓阿字门，一切诸法本不生故。

迦字门，一切诸法离作业故。

佉字门，一切诸法等虚空不可得故。

……

娑字门，一切诸法一切谛不可得故。

诃字门，一切诸法因不可得故。

秘密主！仰、若、拏、那、么于一切三昧自在，速能成辨诸事，所为义利皆悉成就。[36]

以上述二十九个根本字为门，即可以悟得不同的义理，而这些义理又都与四圣谛、四念处、四神足、十如来力、六波罗蜜、七菩提宝、四梵住、十八佛不共法等法门名相相通。

真言密教的修行法门包括三事，即身平等之密印、语平等之真言、心平等之妙观，是所谓身、口、意三密。非常有意思的是，其中的每一种修法都涉及梵字，不管是身作印契，还是口诵真言，乃至心作妙观，都把真言梵字作为其重要事项，使梵字在真言密法中兼具了不同的形态与功用。

（一）身密——布字于身

《大日经》卷五有“布字品”，所述法门是将根本字、增加字与加点字依次布列于身，其文云：

尔时，世尊复告金刚手言：

复次秘密主，诸佛所宣说，安布诸字门，佛子一心听。

迦字在咽下，佉字在腭上，誐字以为颈，伽字在喉中。

……

缢伊在二眦，坞乌为二唇，翳蔼为二耳，污奥为二颊，

暗字菩提句，恶字般涅槃，知是一切法，行者成正觉。

一切智资财，常在于其心，世号一切智，是谓萨婆若。[37]

布字于身实际上是基于《大日经》中宣扬的修行者与本尊平等无二、即身即佛的观念，也就是后来空海所说的“即身成佛义”。修行者将诠表诸法实相的梵字布列于身，也就意谓这些梵字诠表的诸法皆备于其身，从而具有了一切如来种种功德。如“阿”字表菩提心义，是一切真言法教之本，故将此字布于心上。其法为：

先观其心，八叶开敷，置阿字其上，此阿即有圆明之照也。将行者染欲之心与真实慧心而相和合，即同于真而共一味也。[38]

阿字表菩提心，把此菩提心同自心相和，即可使自心同如来的真实慧心相和合。其他字母亦准此法，最终达到自身与佛身等同，成就、具足一切功德。如前所述，三密法门的修行，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因而布字于身并非仅关身密一事，在布字时，同样还要需口诵密语，心存妙观。

（二）语密——字轮真言

真言法教中，能诠表诸法实相的根本字称为字门，把诸字门逆次旋转布列，辗转相释，其意义即可通达无碍，此即为字轮。称为“轮”是取其旋转相生之义。与字门一样，字轮也是真言法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日经》卷五有“字轮品”，专述字轮事。

从其功用来看，真言密教中的字轮是一种即身成佛的法门，被称为“遍一切处法门”。“于是中间所有一切自利利他种种事业，由入此法门故，一切皆得成就，无有罣碍。”[39]

真言密教中的字轮共有五种，第一种为“阿字轮”，“阿”字在《大日经》中被作为菩提心体，因而以它为中心的字轮又叫作“阿字菩提心轮”。“阿字菩提心轮”以“阿”字为中心，然后依次布列“阿”字之外的二十八个智慧字，这二十八个字皆是男声。从此“阿”字生出长阿（ā）、暗（aṃ）、恶（a[image: ]）、长恶（ā[image: ]）四字，被称为大悲胎藏之叶，这四个字都是“阿”字的变体；又从此四字分别转生迦等其他字，由此成四种字轮，即“长阿字轮”、“暗字轮”、“恶字轮”、“长恶字轮”。

《大日经》把涉及字轮的内容称为观字轮，意谓字轮的修行方式是通过修行者的观想存念而完成的：

复次，世间持诵品中先观圆明中，有环绕真言字轮（头尾），念诵时，从初字，于口中入，流入身中，犹如入息，周遍身分，此是如来自在神力之所加持，如是念者，能除众生一切业垢也。如是遍身已，还从口出，入尊足下，遍至本处，如是一一字流入之时，以次字即相续不断，次第连环也。若初学人，恐心散乱，不能如是成者，当只观种子字，如前作之，乃至心串习渐加字也。[40]

字轮的修行既然是以观想的方式完成的，修行境界的高低自然也就与修行者观想入定的程度密切相关，因而，初学者只能先观想单个的种子字，待达到一定境界后，再观想字轮。由此看来字轮真言实际上是以语密为切入点，进而调动身密，以达致意密的真言法门，仍然是三密相互加持，互相成就。取其为轮，除了字义上旋转无碍，互入互即外，亦包含身、语、意三密之间的相互轮转，圆融无碍。

（三）意密——现字形

布字于身与观想字轮都是借梵字以明法门义理，在《大日经》中的修行法门中，还有一通过字义的观想而逆观字形，进而观想本尊形相及其功德，以速疾成佛的法门，即本经卷第六“百字成就持诵品”所讲的“现字形”：

秘密主，如是阿字住于种种庄严，布列图位，以一切法本不生故，显示自形。

或以不可得义，现[image: ]字形。

或诸法远离造作故，现迦字形。

或一切法等虚空故，现佉字形。

或行不可得故，现誐字形。

……

秘密主，随入此等一一三昧门，秘密主，观是乃至三十二大人相等，皆从此中出。仰、壤、拏、曩、莽等于一切法，自在而转，此等随现成就三藐三佛陀随形好。[41]

此中所列字形有二十八个。另外据一行的释文还应有四个，但释文并未明言，未详所指。这样，把前后各字加起来就有三十二个，正可与佛陀的三十二相对应。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对字形的观想其实是对一种文字曼荼罗的观想，在《大日经》中，这种法门又称为“转字成身法”。

在《大日经》所代表的真言密教中，真言梵字在胎藏界密法的修行中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构成真言的基本要素，更是理解真言甚深秘义的关键，而且也是真言密教中身、口、意三密修行的内容与基础。这种密法中的梵字在承袭了大乘显教经典十四音、四十二字门等陀罗尼字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立足于本宗的教义，将梵字分为根本字、增加字与加点字三类，每一类都隐含了本宗特有的深秘义，并在此基础上做更为繁复的演绎、密化。

《大日经》把胎藏界真言密法的根本要义概括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如果从真言的角度来考虑，它诠表的是一个以由真言声字构成的符号世界，菩提心即种子字阿字，代表大日如来本尊，也是指修行者心中的成佛种子。大悲为根本,是取其长养义，如同胎藏或生长发育的土地，即修行者所处的整个曼陀罗世界，此曼陀罗既可为本尊形相，亦可为由梵字组成的文字曼陀罗。方便为究竟意味着种种真言密语与表菩提心的阿字轮可以互即互入。换言之，在真言密教中，梵语声字不仅可以常住不灭，而且可以与大日如来互即一如，所谓声字即实相，是为真言乘成立的基础。

四 胎藏界密法的弘传

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下“略叙传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教相承付法次第记”载善无畏述胎藏秘法传承云，此法初从毗卢遮那佛付嘱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经数百年传付中印度那烂陀寺达磨掬多阿阇梨，达磨掬多阿阇梨次付善无畏。毗卢遮那佛与金刚手菩萨都是《大日经》中的主尊，未必实有其人。因此，将胎藏界密法公之于世者当是那烂陀寺的达磨掬多阿阇梨。达磨掬多（Dharmagupta，法护）其生平不详，《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称：“寺有达摩掬多者，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颜如四十许，其实八百岁也。玄奘三藏昔曾见之。畏投身接足，奉为本师。”[42]由此可见，《大日经》及胎藏界密法是从中印度那烂陀寺发源的。

（一）善无畏对胎藏界密法的传播

承达摩掬多之教，善无畏对《大日经》及其密法的弘传颇有其功。

善无畏（[image: ]ubhakarasiṃha，637—735）是中印度人，其祖先出自中天竺，因国难分封到乌荼国为王，其父曰佛手王。善无畏生而有神姿，德才兼具，10岁能统领军队，13继承王位，深得军民拥戴。后将国王之位让于兄长，自己出家修行佛道。先南至海滨，遇殊胜招提，得法华三昧。又寄身商船，游历海岛诸国，常密修禅诵，多见灵异，据说他曾讽诵真言，感得七俱胝尊（Sapta-ko[image: ]i-buddha-māt[image: ]）现身相。后来，善无畏又转至中天竺某国弘扬正法，使此国风习大变。此后，善无畏来到那烂陀寺，从该寺大德长老达摩掬多受教，学习总持瑜伽三密教，受诸种印契，得传法灌顶。从达摩掬多受持密法之后，善无畏曾在中印度一带弘宣佛教正法。当时印度五天之地，印度教等外道势力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善无畏依据其所学对诸外道多有摧伏。后来，他又到了迦湿弥罗国，受到小乘学僧的礼敬，又到过乌苌国，为突厥王庭讲授《大日经》教法，为可敦王授禅定密法。

在公元七八世纪之交，除了善无畏之外，弘扬《大日经》胎藏界密法者鲜有其人，故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上载：“时三藏金刚智知中天竺国无畏三藏解大毗卢遮那教，叹言此法甚深难逢难遇，昔于南天竺国闻有大毗卢遮那教名，遂游五天访求都无解者。今至大唐喜遇此教，遂请无畏三藏求授大毗卢遮那大教。”[43]

另外，《开元释教录》卷九载：“曩时沙门无行西游天竺，学毕言归回，至北天不幸而卒，所将梵本有敕迎归，比在西京华严寺收掌。无畏与沙门一行，于彼简得数本梵经并总持妙门，先未曾译。至十二年随驾入洛，于大福先寺安置，遂为沙门一行译《大毗卢遮那经》。”[44]后人或据此认为，《大日经》梵本是公元7世纪中期中国沙门无行于那烂陀寺所得。但细究起来，这一段文字记载得比较含混，并没有明确说《大日经》系无行所得还是善无畏亲自将来。结合《大日经》的实情来看，经文本身较为简略，善无畏如果不能对经中所涉及的教相与事相有精深的了解，很难准确地译出此经，更不能为一行讲述经文中涉及的诸种仪轨。

善无畏所译《大日经》梵本是否出自无行虽不能确定，不过无行对当时在中印度兴起的真言教法却颇为关注，《南荆州沙门无行在天竺国致于唐国书》有载云“近者新有真言教法，举国崇仰”[45]，可以如实地证明《大日经》所载真言教法在中印度蔚然兴起的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善无畏还擅长工巧艺术，相传他自制模型，铸造金铜灵塔，备极庄严。他所画的曼荼罗尤其精妙。他的这种能力与技巧也是印度密教修习者所具有的基本修养之一，是密教行者兼通教相与事相的明证。

（二）佛密对胎藏界密法的修持与传布

继善无畏之后，在印度传承《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及胎藏界密法者为佛密。

佛密（Buddhaguhya，佛陀瞿呬耶）为公元8世纪后半叶印度三大密教瑜伽部学僧，初从金刚手（Vajra-pāni）受教，精通事业、修行、瑜伽之三仪轨，并依瑜伽仪轨而得成就。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对佛密生平行迹的记载颇多神异之处，不过其中仍有真实的影子。相传佛密最初在婆罗奈斯（贝拿勒斯）以文殊师利（āryā-Mañju[image: ]rī）为本尊修习密法，得其现身加持，身离一切疾病，行动轻便有力，智慧悦敏，具足神通。

又传佛密与佛寂（Buddha[image: ]ānti，觉寂）都是佛智足论师上半生的弟子，其时约在公元8世纪后半叶，正是怛特罗密法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们曾经共同修持，佛寂专意观修，并不置办各种法器与庄严之具，但他所获得的功德与佛密不相上下。

后来，他们同往普陀罗山（Potala）朝拜观自在，在山脚下见到一个老妇人在放牧大牛群，在山腰见到一个少女在放牧大羊群，在山顶也仅见到一尊观自在石像，此外再无灵异。佛寂依旧心怀虔敬，祈祷不止，获得能随意转变的无量神变和神通，了知此前所未学的法，证得本性等同虚空之义。佛密也如法祈祷，但心存疑虑，最终只得到足不触地而行的成就。当获知佛寂的成就后，佛密心生妒忌之念，连足不触地的成就也消失了，后经长时忏悔才得以恢复。后来，他们才知道老妇人牧牛实为多罗圣母（āryā-Tārā）对龙群说法，少女牧羊是毗俱胝佛母[46]为阿修罗与夜叉众宣教。到山下后，老妇人为佛密授记，让他到冈底斯雪山去修行。相传佛密承命赴冈底斯山，屡次亲见金刚界大曼陀罗，相传他能驱使一切非人为他做仆役，其业聚与各种成就都获得自在状态。

西藏的赞普赤松祖赞（Khri-srong-lde-bstan，742—797）听到佛密的名声，派人来迎请他，他没有应请赴藏弘法。至于其原因，或说是未获文殊许可，或说是年迈不能成行。不过，佛密曾为藏王派来的使者讲说事、行、瑜伽三部，其著作与所传教法得以在藏地流布。

据日本《东北目录》与《大谷目录》，藏文大藏经中的佛密著作有二十四种，包括疏释、论书与书翰三类，其中与胎藏界密法相关的著作有《毗卢遮那成道经疏》（Vairocanābhisaṃ-bodhi-tantra-v[image: ]tti）、《毗卢遮那成道经集义》（Vairocanābhisaṃbodhi-tantra-piṇ[image: ]ārtha）、《入怛特罗义》（Tantrārthāvatāra）。

从佛密的著述来看，他对当时流传的胎藏界与金刚界两种密法都做过修习与研究，尤其侧重于《大毗卢遮成佛神变加持经》及其教法的传承与修持。

《青史》认为西藏前弘期流传的密教经疏多出自佛密之手：“事续部和行续部的诸密续，在西藏佛教前弘期中，是以阿阇黎桑杰桑哇佛密的释论为主要。其他班智达也根据佛密的释论来对于《妙臂》、《秘密总续》、《禅定后续》等，及行续部中的《毗卢遮那现证菩提续》等作讲解；诸译师也都是掌握阿阇黎佛密的《摄义释论》和其说法来作著述；而且翻译出一部《金刚手灌顶续释》。”[47]从《青史》所载，一方面可以看出佛密对前弘期藏传佛教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佛密所传密法与同时期汉地所译密典基本一致，都是以事、行两部密法为主。

另外，佛密又基于当时流传的各种秘密教法，将其分判为作部、行部与瑜伽三部，说明当时无上瑜伽部密法尚未独立，不过，从佛密著作中的称名来看，“怛特罗”一词已经出现在他的著作，这应该是密教经典开始怛特罗化的一个征兆或信号。

第四节 《金刚顶经》与金刚界密法的兴起

一 《金刚顶经》文献源流

约与《大日经》成立及传播的时间同时，在印度秘密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金刚顶经》也在公元七八世纪之交开始在南印度流传。根据目前现有的史料来看，《金刚顶经》最早是由唐开元年间（713—741）来华的南印度僧人金刚智传承的。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上“略叙《金刚界大教王经》师资相承付法次第记”记载其传承颇为详细：

三藏金刚智云：我从南竺国，亲于龙智阿阇梨边，传得此金刚界百千颂经。龙智阿阇梨自云：从毗卢遮那如来（小字注：即释迦如来是，此约法性身为名）在世，以此金刚界最上乘法，付属普贤金刚萨埵，普贤金刚萨埵付妙吉祥菩萨，妙吉祥菩萨复经十二代，以法付嘱龙猛菩萨（小字注：龙猛菩萨即龙树菩萨也。菩萨生时，于龙树下生，故名龙树也），龙猛菩萨又经数百年，以法付嘱龙智阿阇梨，龙智阿阇梨又经百余年（小字注：此二圣者道果成就，皆寿数百岁），以法付金刚智三藏。[48]

由此可见《金刚顶经》的最初传承是与几位大乘菩萨与阿阇梨相关的。推溯其源，金刚智认为此教法出自释迦牟尼之法性身毗卢遮那如来，其传承者普贤金刚萨埵、妙吉祥菩萨即普贤与文殊菩萨的密教化身，龙猛（Nāgārjuna）即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论师龙树，龙智（Nāgabodhi）则是金刚智的师父，又是龙树的亲传弟子。通过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金刚顶》的传承法系是：毗卢遮那如来（释迦牟尼佛法性身）—普贤金刚萨埵—妙吉祥菩萨—（中经十二代）—龙树—龙智—金刚智。这一法系的历史真实性自不待言，不过由此可以看出此教派认为金刚顶系密法亦出自释迦牟尼佛。在此教法的形成史上金刚智的付法师龙智应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然因史料缺乏，其生平行迹难以稽考。

《金刚顶经》所传的教法称为金刚界法，其殊胜性与具体内容亦可从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卷上的记述中见出：

其有得传金刚界法者，顿见菩提，入曼荼罗，得授阿阇梨灌顶，如授法轮王位。此大教王名金刚界者，金刚者，坚固义也，以表一切如来法身，坚固不坏、无生无灭、无始无终、坚固常存，不坏也。界者，性也，明一切如来金刚性遍一切有想身中，本来具足圆满普贤毗卢遮那大用自性身海性功德。故修瑜伽者又以大乐普贤金刚欲箭三摩地，破彼无明住地二障种现及二乘种，摧碎无余，于一念顷证大日毗卢遮那位。此经又名金刚顶者，如人之身，顶最为胜，此教于一切大乘法中最为尊上，故名金刚顶。[49]又，是金刚界光明遍照如来现等觉身，示现三密、五智，令一切有情证大圆镜智，成大菩提也。[50]

在传持《金刚顶经》之金刚界密法的僧徒看来，其教法于一切大乘法中最为尊上，功德最为殊胜。就其属性而言，此教法所述之金刚界或称金刚性，为毗卢遮那之自性身，亦遍于一切有想即有情身中，本来具足，常驻不变。其修习者入曼荼罗，得授阿阇梨灌顶，观想身、语、意三密，照见五智，即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即可顿见菩提，成就自身所具之金刚法性。

依据金刚智所述，《金刚顶经》的梵文有广、中、略三本。其广本有无量百千数偈，不可称数，藏于南天竺国大铁塔内，抄录此广本的梵夹，广八九尺，高下五六尺。其真实性无可稽考。其中本则有十万偈，海云《付法记》称金刚智乘船来华时即携带此本，因在海上遭遇风暴，被迫投诸海中。后来，金刚智的弟子不空到锡兰求法时，又从南天竺普贤阿阇梨求得十万偈本，并携至中土。但从不空所传译的经典及不空的传记中，并没有明确说他曾将此十万偈本携至中土。海云的说法恐不足信。不空在赴锡兰、印度求法之后，曾著有《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归》对十万偈本的内容作了提要性的概述，内中依据十八处说法的地方，将《金刚顶经》分为十八会，每一会的说法地点有异，所述的内容亦各有不同。

从金刚智与不空师徒所传密法来看，公元8世纪印度流传的《金刚顶经》只是其十八会中的第一会之第一分，即《金刚顶经》“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见证大教王会”之“金刚界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这一部分是整个《金刚顶经》的基础，是金刚界秘密佛法成立的根本经典，因此受到金刚智、不空师徒的重视，先后译出此经本。

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四卷，或称《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金刚顶略出念诵经》、《略出念诵经》、《略出经》，开元十一年癸亥（723）于资圣寺译出，系由《金刚顶经》中略出瑜伽秘要而成，故卷一开篇继归敬颂后，述云：“我今于百千颂中，金刚顶大瑜伽教主中，为修瑜伽者，成就瑜伽法故，略说一切如来所摄真实最胜秘密之法。”[51]经文分为序分及正宗分，卷一首揭归敬序，次明受法者资格、对入坛者之慰谕、作坛场所之选定、阿阇梨之所作及入三摩地法（诸作法、道场观、三十七尊出生等）。卷二明五相成身观及灌顶法。卷三述制作曼荼罗法、诸作法及三十七尊、一切成就三摩耶契法，以及总供养等。卷四述赞颂、念诵、别供养、入坛受法（受法者誓愿、阿阇梨劝谕、灌顶等），以及护摩（护摩坛及炉、供物、护摩木、诸作法及慰谕等）。总体来看，此译本对于灌顶等作法有较详细的记述。

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Vajra[image: ]ekharasarva-tathāgata-satya-saṃgraha-mahāyāna-pratyutpannābhisambuddha-mahā-tantra-raja-sūtra）三卷本，又称《金刚顶大教王经》、《金刚顶经》、《教王经》等，译出时间在唐开元十二年（753）。此本是十八会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见证大教王会”的初品即金刚界品的翻译。略述金刚界如来入金刚三摩地、出生金刚界三十七尊、礼赞如来、建立金刚界大曼荼罗之仪则、引弟子入曼荼罗之法，以及羯磨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法曼荼罗等。此种译本因译文完备，通常作为金刚界密法的根本经典。

除此三卷本《金刚顶经》初品之初分外，不空译还译有多部与金刚界密法相关的经典与仪规。

（1）《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二卷四品，依次演述大曼陀罗、羯磨、三昧耶及供养四会，故分为四品。第一品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习瑜伽仪，述与承办大曼荼罗有关的事项与仪则，依次为净地、净三业、观佛、警觉、四礼、遍礼、发胜心、辟除结界、金刚掌、金刚缚、开户、入藏识、坚固、观普贤、极喜三昧耶、降三世、莲花三昧耶、法轮、大欲、大乐不空身、召罪、摧罪、净业障、成菩提心、五相成身、诸佛加持、四佛三昧耶、五佛灌顶、五佛系鬘、被甲、拍掌、现智身、见智身、四明、陈三昧耶、道场观、金刚轮、启请、开门、启白、弹指、赞叹百八名、四明、金刚拍、阏伽（argha，功德水）、振铃、八十九印诸事，这些事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构建大曼荼罗的过程。第二品金刚界大曼拏啰毗卢遮那一切如来族秘密心地印真言羯磨部，述五如来、四波罗蜜、十六尊、贤劫位、十六大名称等四十二印咒。第三品金刚界大曼拏啰毗卢遮那一切如来族秘密心地印真言三昧耶部，包括五佛、四波罗蜜、十六尊、八供、四摄等三十七印咒。第四品金刚界大曼拏啰毗卢遮那一切如来族秘密心地印真言供养部，说大日、金刚萨埵、金刚宝、金刚法、金刚业、心上金刚缚，以及右胁、额上、口上、右耳、左耳、顶后、香顶上、华右肩等身体部位，散花、烧香、灯诸事项，三昧耶宝、羯摩三昧耶、达摩三昧耶、宝幢三昧耶诸三昧耶，百字明、珠鬘加持、千转加持、羯磨拳、奉送、甲胄、被甲等总共四十一印咒。

除所涉真言外，《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通篇皆为偈颂体，讲诵修习金刚界瑜伽密法的修习与供养仪轨，广说行法、印咒，是一套比较完整的金刚界法仪轨则。

（2）《金刚顶莲华部心念诵仪轨》一卷，或作《金刚界仪轨》、《莲华部心念诵仪轨》、《莲华部心仪轨》、《莲华部心轨》、《莲华部仪轨》等，主要记述金刚界曼荼罗诸尊的念诵供养法，依照金刚界大曼荼罗的顺序，明示成身会、羯磨会、三昧耶会、供养会等诸尊的印契与真言。此仪轨与上述二卷四会的仪轨大致相通，只是在观想中，金刚以莲花的面目出现。

（3）《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一卷，又作《金刚顶三十七尊分别圣位法门》、《金刚顶分别圣位经》、《分别圣位经》、《圣位经》，主要阐明密教金刚界五佛、四波罗蜜、十六大菩萨、四摄、内、外四供养等三十七尊出现之相，以及由其加持而证成之义。经中指出如来有四种法身，即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与等流身。其受用身具四智，包括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与成所作智。由此四智流出四方四佛，乃至种种三摩地流出十六大菩萨、四波罗蜜、四摄、八供，此三十六尊皆同自性身。发菩提心由阿[image: ]佛加持，证菩提心由宝生佛加持，受法王位由观自在王加持，能说法门由不空成就加持，又有金刚波罗蜜等加持，而证得大圆镜智等四智。如来原以三十七内证无上金刚界分智加持，顿证佛身，因此大日如来与三十六尊可互为能所、因果，大日光明又流出贤劫十六尊及八方等内外大护，以为窣堵波阶级，乃成如来全身。文中明确指出，三十七尊与显教之三十七菩提分法相应，故知三十七尊之教理与名数乃出自显教。

（4）《金刚顶经金刚界大道场毗卢遮那如来自受用身内证智眷属法身异名佛最上乘秘密三摩地礼忏文》一卷，又名《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礼》、《三十七尊礼忏文》，内容为归命三十七尊，然后是至心忏悔颂、至心欢喜颂、至心劝请颂、至心回向颂，最后为归命大日如来佛。

二 金刚界密法与金刚界曼荼罗

结合金刚智、不空翻译的相关经典与不空《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归》来看，公元8世纪流行与传承的金刚界密法是基于《金刚顶经》之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教王”（Sarva-tathāgata-tattva-saṃgraha-nāma-Mahāyāna-sūtra）的初品——金刚界品而成立的。此法门称为金刚界密法，是取金刚之坚固义，表示此如来法身坚固不坏、无生无灭、无始无终、坚固常存不坏。界（dhātu）即性，明一切如来金刚性遍一切有，观想自身本来具足圆满毗卢遮那功德。因此，修瑜伽者以大乐普贤金刚欲箭三摩地，破彼无明住地二障种现及二乘种，于一念顷证大毗卢遮那位。

金刚界法门，又称瑜伽教，或被冠以“极无有上者”（anuttara）、“大教王”（Mahā-kalpa-rāja/Mahā-rāja-tantra）等名目，这是因为“显教心地唯明理观，今此瑜伽教通理、事二门，住金刚界，一念相应，便登正觉”[52]。凡传金刚界法者，能顿见菩提，入曼荼罗，得授阿阇梨灌顶，如授法轮王位。

日本学者山田龙城认为，以菩提心为核心，趋向五阶段成佛之道的“五相成身”是此经的主旨，为完成此种修行而宣说诸尊大曼陀罗，诸尊三昧耶真言，诸尊的名号、真言、种子，以及诸尊利他活动的四种曼荼罗等事项是此经的特色。[53]其中，金刚界曼荼罗居于其核心位置。

金刚界曼荼罗（Vajra-dhātu-maṇ[image: ]ala）由九个小型曼荼罗组成，故又称九会曼荼罗、金刚界九会曼荼罗，即九种曼荼罗的集合（par[image: ]ad）。金刚界曼荼罗是金刚界的大日如来最初为金刚手、观自在等十地菩萨在色究竟天宫示现。为了摄取此会所遗漏的根机，又下降到须弥顶重为示现，其构造完全等于色究竟天和须弥顶的式样，完整地再现了当时集会的情形。

在九会曼荼罗中，前七会对应于《金刚顶经》初会四大品中的“金刚界品”所说的六种曼荼罗，即金刚界曼荼罗、金刚秘密曼荼罗、金刚微妙曼荼罗、金刚事业曼荼罗、最上四印曼荼罗、最上萨埵曼荼罗，最上萨埵曼荼罗又分为两种，即一印会与理趣会，成第六、七两会。前六会为大日如来之自性轮身，第七会属于以正法化人的正法轮身曼荼罗。后二会对应于上述四大品中的降三世品，此品也分为两种，成九会的第八、九会，为大日如来之教令轮身。

金刚界曼荼罗以上端为西方，下端为东方，左南右北，纵横等分为三，共有九会。以居于中央的成身会为始，向下至第二三昧耶会，然后呈顺时针旋转，至东北隅的第九会。从其所代表的法轮身来看，就是按照自性轮身、正法轮身与教令轮身的顺序，表示大日如来为化济众生，以三种轮身示现，按照从果向因的顺序，构建出此九会曼荼罗。如果相反的顺序，从东北隅的第九会开始，就成了从因向果的上转门，表示菩萨修行成佛的次第与过程（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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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金刚界九会曼荼罗示意图

在金刚界九会曼荼罗中，第一为成身会（Kāya-sāddhana-par[image: ]ad），又叫羯磨会，位于九会曼荼罗的中央，是经文中所说的六种曼荼罗中的第一金刚界曼荼罗，为金刚界九会曼荼罗的根本，属四种曼荼罗中的大曼荼罗。真言行者观想这里面所画的本尊容貌相状，可以成就自身的佛果，所以叫成身会。又因为此会所表示诸尊的威仪事业与相互供养事业，故又称为羯磨会。

成身会的中央是大金刚轮，表示五佛所住的宝楼阁。四方四佛的两侧以金刚杵间隔，共有八根，表示楼阁的八柱。八柱围绕的内侧有五个月轮，表五佛的解脱地，称为五解脱轮。五解脱轮中又各有五月轮，内各有莲花，表本有功德。莲花上住有五佛、四波罗蜜、十六尊等。大金刚轮四隅的外侧支撑宝楼阁的是地、水、火、风四大天神。在大金刚轮与四大天神之外的四围为贤劫千佛等，集于宝楼阁的廊庑。此会的最外一重是外金刚部，其四围各有五部天尊，加起来共有二十，成二十护世天。

成身会曼荼罗的诸尊有一千零六十一之多，但一般只讲其中的三十七尊，称为金刚界三十七尊。此三十七尊的关系始于中央的大日如来，即中央法界体性智的大日如来，由四智流出四方四佛，大圆镜智现东方阿閦佛，平等性智现南方宝生佛，妙观察智现西方弥陀佛，成所作智现北方不空成就佛。此四佛又流出各自四方的四亲侍，共有十六大菩萨，称为慧门（男形）十六尊。同时，四方四佛为供养（puja）中央大日如来，于大日如来四方现出四波罗蜜女菩萨围绕，表示四智摄归总体。大日如来为酬答四佛的供养，又于四方四佛之侧，现出嬉、鬘、歌、舞四天女，表示心王翼赞四智。四佛更欲酬答大日，故于第二重四隅示现香、花、灯、涂四天女，表四智胜妙精进。大日如来为增加威光，又于四方四门示现钩、索、锁、铃四摄天女，表摄召一切众生。此四摄、八供及四波罗蜜，称为定门（女形）十六尊。定慧各十六尊，加五佛，共称三十七尊，此三十七尊，本为金刚界如来一法界身所现，所以相互供养者，表示佛作佛业，所以称为羯磨会。

第二三昧耶会（Samaya-par[image: ]ad），在九会的东方，属四种曼荼罗中的三昧耶曼荼罗，它以塔、杵、珠、刀、剑等标帜，象征成身会的本尊形象。其中央月轮中安置由璎珞、风轮等庄严而成的多宝塔，象征大日如来之三昧耶身，塔身下横置五股金刚杵，代表五智显现之三昧耶形。四方四佛之三昧耶形依次为，东方阿[image: ]佛为竖金刚杵，南方宝生佛为宝珠，西方阿弥陀佛为莲花，北方不空成就佛为羯磨杵。其余十六大菩萨、八供养菩萨、四摄菩萨等，亦各皆以三昧耶形表示，也有三十七尊，位置大致与成身会相同。

第三微细会，又称金刚微细会（Vajra-sūk[image: ]ma-par[image: ]ad），在东南方，属于四种曼荼罗中的法曼荼罗，其结构形制与成身会基本相同，不过各尊都画在三股金刚杵里面，三股表事业成就义，故曰羯磨。其相微细，无心佛众生差别，且一尊具足诸尊之德，表示诸尊各具五智无际智等重重微细之智用。

第四供养会，又称大供养会（Mahā-puja-par[image: ]ad），在南方，属四种曼荼罗中之羯磨曼荼罗，因诸尊呈现供养义，所以叫供养会。在三十七尊中，除五佛外，其余诸尊皆左手作拳，右手持莲花，其上安置三昧耶形，即诸尊皆捧其三昧耶形于莲花，供养心王大日如来。

第五为四印会（Catur-mūdra-par[image: ]ad），在西南方，综合上面四种曼荼罗，使不相离，所以叫四印会。其中央为大日如来，东西南北四方各安置金刚萨埵、观自在、虚空藏、毗首羯磨四尊，大圆轮四隅安置四波罗蜜菩萨之三昧耶形（五股杵、宝珠、莲花、羯磨），及金刚嬉、鬘、歌、舞四菩萨之三昧耶形（三股杵、花鬘、箜篌、羯磨）。图中之大日如来象征四曼之所依，四波罗蜜菩萨则依次象征四曼，共有十三尊。

第六一印会（Eka-mūdra-par[image: ]ad），在西方正中央，仅有大日如来法身一位本尊，表四曼会归一实之义。大日如来安坐于大月轮，头戴五佛宝冠，身着白色天衣，住于智拳印中，象征五智圆满独一法身之义。

第七理趣会（Naya-par[image: ]ad），亦名正法轮身曼荼罗，在西北方，大日如来现金刚萨埵之身，以正法广济众生，是名正法轮身。其中央为头戴五智宝冠的金刚萨埵，四方安置欲、触、爱、慢四金刚，四隅安置意生、计里吉罗、爱乐、意气四金刚女。外院安置四摄菩萨及金刚嬉、鬘、歌、舞内四供养菩萨。不过，此会内外四供养菩萨的位置与其他诸会相反，表示内外无碍融会贯通义。此会有十七尊。

第八降三世会（Trailokya-vijaya-par[image: ]ad），又称降三世羯磨会，在北方中央，属四种曼荼罗中的大曼荼罗，内中诸尊皆现忿怒相，表示降伏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毒（贪、瞋、痴），袪除迷妄、烦恼，使成正觉，故名降三世。此会表示大日如来现忿怒身以降伏刚强难化众生，如大自在天之流。会中中央大日如来住于智拳印，示现降伏四魔之形，四方四佛及十六大菩萨亦交拳现忿怒相。其金刚萨埵呈现三面八臂的降三世忿怒明王相，足踏大自在天（Mahe[image: ]vara）与乌摩妃（Um），二者象征有碍涅槃的烦恼障与有碍菩提的所知障。外金刚部的四隅安置金刚夜叉、军荼利、大威德、不动四大明王，或有说是安置色、声、香、味四明妃。此会共有七十七尊。

第九降三世三昧耶会（Trailokya-vijaya-samaya-par[image: ]ad），在东北方，与降三世会同。但此会画降三世的三昧耶形，表大日如来降伏大自在天的本誓（Samaya，三昧耶）之义。大自在天象征根本无明，故此会表示，以自性清净之智光，驱除行者心内尘垢。

按照汉地所传金刚智、不空等人的解释，金刚界曼荼罗是始觉上转的法门，它可以转因位之九识，成果上之五智，所以建立五部：中央法界体性智，以大日为主，属于佛部；南方平等性智，以宝生为主，属宝部；西方妙观察智，以弥陀为主，属莲花部；北方成所作智，以不空成就为主，属羯磨部；东方大圆镜智，以阿[image: ]为主，属金刚部。按照由因向果的顺序，第一莲花部是众生本有清净菩提心，在生死泥中不染，犹如莲花出在污泥，故名莲花部。第二金刚部是众生在自心之理的处所，同时又具有坚固不坏的智慧、能破烦恼，犹如金刚不坏，能坏一切。第三佛部上面的理智二德，在凡夫时作用未显，入佛果后理智显现，觉道圆成，故名佛部。第四宝部在佛的万德圆满中，福聚无边，故名宝部。第五羯磨部，佛为众生成办一切慈悲事业，故名羯磨部。[54]

三 金刚界密法的传承

按照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的记载，《金刚顶》的传承法系是毗卢遮那如来（释迦牟尼佛法性身）—普贤金刚萨埵—妙吉祥菩萨—（中经十二代）—龙树—龙智—金刚智。但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最早传承金刚界密法者当从金刚智开始。

（一）金刚智

最早传习金刚界密法者是公元8世纪初来华的金刚智（Vajrajñāna，661—732），他是南印度摩赖耶国（Malaya，光明国）人，属婆罗门种，相传其国距观自在宫殿补陀落山很近。据其及门弟子吕向记载，金刚智本为中天竺国刹帝利王伊舍那靺摩第三子，来中国后，因为南天国将军米准那推荐，才自称为南天竺人。10岁时（671），金刚智于那烂陀寺出家，依寂静智（Santa-jñāna）学声明论。15岁时（676），往西天竺国，学法称论；四年后（681），又回到那烂陀寺。20岁，受具足戒，学大小乘律六年。后来又学习南宗[55]《般若灯论》、《百论》、《十二门论》。28岁时，金刚智于迦毗罗卫城，就胜贤论师学《瑜伽论》、《唯识论》、《辩中边论》三年（689—692）。从其早年求学经历来看，金刚智对大乘中观学与唯识学皆做过精深的研求。

31岁时，金刚智至南天竺，相传他师事龙树弟子龙智，学习《金刚顶瑜伽经》及毗卢遮那总持陀罗尼法门，诸大乘经典并五明论，受五部灌顶。按时代计算，假若其时龙智果真在世，当已有七百岁高龄。无论如何，南天竺之行，金刚智得以通达诸佛秘要之藏。七年后（698），金刚智回到中天竺，巡礼如来八相灵塔。

后来南天竺大旱三年，波罗瓦国（Pallava）国王捺罗僧伽补多靺摩（Narasimha-pota-varman）遣使迎请金刚智，在王宫中建立灌顶道场请雨。很快，天降甘霖，国王及诸臣深受鼓舞，为其营造寺庙。金刚智驻锡此地三年，弘宣其密法。在此期间，金刚智屡示神通，深受当地信众推许。相传此国南毗邻大海处有观自在菩萨寺，寺院旁边有尼枸陀树，先已枯萎。金刚智七日断食行道，使此树重新吐绿，并感观自在菩萨示现，令其至师子国瞻礼佛牙，登楞伽山礼拜佛迹，然后往中国礼谒文殊师利菩萨。

从金刚智在南天竺的这段传奇记载，可以推知当时师子国应为一重要的佛教中心，而且其秘密佛教颇为发达，所以才有后来金刚智嘱不空来师子国重新求取密法的事情发生。金刚智弟子道俗八人，往师子国至楞伽城，深受王臣四众礼敬，寻往无畏王寺顶礼佛牙，当其持香花供养时，感得佛牙放光。在无畏山寺住半年，金刚智即巡礼当地的佛眼塔，经七宝山城，取道东南，往楞伽山。其时楞伽山属噜呵那国，国王先信小乘，金刚智为其讲解大乘性理，使其改宗大乘。相传楞伽山多猛兽，师子、毒龙、野人、罗刹、黑风、苦雾，常守护此山上珍宝，金刚智焚香顶礼，发弘誓愿，辗转多日，始至山顶，得见佛足灵迹。

一年后，金刚智返至南天竺，再受国王奉养。不久之后，金刚智即发愿赴中国礼拜文殊，国王即遣将军米准那奉大般若波罗蜜多梵夹、七宝绳床、七宝金钏、宝钿耳珰、杂物衣甲、彩绁、沈水、龙脑、诸物香药等南天竺方物，取海道赴中国。

唐开元八年（720），金刚智初到东都洛阳，十一年（723）始从事佛经翻译，先在资圣寺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及《七俱胝陀罗尼》一卷。

开元十八年（730），金刚智又于大荐福寺译出《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各一卷，次年又译出《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么地法》、《千手千眼观世音（观自在）菩萨大身咒本》、《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经》。

另有两部题为金刚智翻译的经典，即《千臂千钵曼殊室利经》十卷与《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唐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下、《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都把《千臂千钵曼殊室利经》十卷作为金刚智所译经，且此经前的序言也称金刚智曾于开元二十八年译出《大乘瑜伽千臂千钵曼殊室利经》法教，并于天宝一年二月十九日“将此经梵本及五天竺阿阇梨书，并总分付与梵僧目叉难陀婆伽。令送此经梵本并书，将与五印度南天竺师子国本师宝觉阿阇梨”[56]，然其时金刚智已经圆寂，其说尚须作进一步探讨。

《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Vajra-[image: ]ekhara-vimāna-sarva-yegayogi-sūtra）二卷，经题金刚智译，或作不空译，从其体例与内容来看，此经更像出自不空之手。

全经分十二品。第一序品，叙述金刚界遍照如来与自性所成眷属三十六尊，共住于光明心殿，各说一字心真言。

第二，一切如来金刚最胜王义利坚固染爱王心品，述大日如来入马阴藏三摩地，说金刚染爱王之根本印及心真言，此真言为一切瑜伽中最尊最胜者，能令速获悉地。

第三，摄一切如来大阿阇梨位品，述如来复入一切如来眼色妙明照三摩地，说摄一切阿阇梨行位真言，诵此明言一日乃至一月，即可通达一切阿阇梨所修行法，得法性大日身。

第四，金刚萨埵冒地心品，说金刚萨埵菩提心明，每日持此真言七遍，即于现世代替诸佛救度有情，可亲近诸曼荼罗王。

第五，爱染王品，金刚手以偈颂说爱染王（Rāga-rāja）画像法、五修法密印，以及一字心印等。

第六，一切佛顶最上遍照王胜义难摧邪一切处瑜伽四行摄法品，金刚手说一切处无不相应真言，以四摄法（起慈、钩悲、引喜、[image: ]舍）广作利乐一切有情，坏二乘心。

第七,瑜伽成就品，金刚手说成就金刚萨埵，一字心大胜心相应真言，会中诸地菩萨各以神力、福德威光赞叹金刚手，时有一障者忽然而现，不久即作金刚萨埵形，遍身放光，照烛会中诸大菩萨，表障者即是菩提心之义。

第八,大胜金刚品，叙述遍照如来于顶上放金刚威怒光明，复现身手，具十二臂，持智拳印及十二大印，身住千叶大白莲华，即说大胜金刚顶最胜真实大三昧耶真言及根本印，其次说明四摄等八明，及五种瑜伽行相。

第九,金刚吉祥大成就品述佛眼尊真言（大咒），欲教授秘密法印，先当诵此真言一千遍，令一切诸佛菩萨金刚萨埵皆悉欢喜，又说其根本大印（五眼印），及一百八名赞、佛眼曼荼罗之图位等，又说大悲胎藏八字真言及印相，五大金刚虚空藏真言、画法，所用之珠、金刚线等。

第十，内护摩品，广明大阿阇梨所行内护摩法。

第十一，内作业灌顶品，说五部灌顶法，列举内护摩法及外护摩法所用的黑盐、黑沉香、黑华等护摩物。

第十二，金刚焰口品，述大焰口金刚夜叉法及其曼荼罗画法。

除了译出上述秘密佛教经典外，金刚智还在所栖止的寺院依法创建金刚界大曼荼罗灌顶道场，自作阿阇梨为诸信众及弟子灌顶。也就是说金刚智所传密法多系《金刚顶经》的节译。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因病示寂于洛阳广福寺，时年71岁，敕葬于龙门。唐永泰元年（761）敕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大弘教三藏”。

从金刚智的行迹来看，他在印度期间主要活动于南印度与斯里兰卡，传持的金刚界密法也是从南印度龙智阿阇梨处获得。

（二）不空对金刚界密法的传承

如同研究公元7世纪的印度佛教史离不开玄奘、义净等人的记载与佛经传译，探究公元8世纪的印度佛教状况，同样离不开到印度求取经法，回国后又大量翻译佛典的密教僧人不空。通过不空所译密教经典，可以看出公元8世纪中叶印度，尤其是南印度秘密佛教的发展情形。

公元742年，不空（Amoghavajra，705—774）率弟子含光等人以大唐使者身份到狮子国。狮子国王殊礼接待，安置于佛牙寺。自公元742—746年，不空在斯里兰卡与南印度一带，广求密教经典、仪轨与成就法，《宋高僧传》“不空传”载：“既达师子国。……空始见普贤阿阇梨，遂奉献金宝锦绣之属。请开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许含光、慧辩等同受五部灌顶。空自尔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本三昧耶，诸尊密印，仪形色像，坛法幖帜，文义性相，无不尽源。”此后，不空广事搜求密藏和各种经论，获得陀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大小乘经论二十部，共计一千二百卷。[57]回国时，狮子国王尸罗迷伽（Sīla-megha,戒云，719—759）请附表，并托献方物，不空即同使者弥陀携带献物和梵夹等返回唐朝。天宝五年（746），不空一行到达长安，初居于长安净影寺，从事翻译和开坛灌顶。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不空的经历虽屡有浮沉，但其主要精力还是在于金刚界密法的弘传与佛典的翻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不空上表搜求、整理梵文经夹，并翻译传授。蒙敕许可后，不空携众弟子始将长安慈恩、荐福等寺，洛阳圣善、长寿等寺，以及各县的寺舍、村坊所藏，前代玄奘、义净、善无畏、菩提流支、宝胜等人带来的梵夹集中起来，对其做了一次集中的整理与有选择的翻译。

据统计，不空前后翻译佛经有111部合140卷。其中，显教经典有13部合20卷，密教经典88部合120卷。在其所译密教经典中，属于金刚顶系统的有29部合33卷，胎藏系的有3部合3卷，持明系的有23部合31卷，以瑜伽密法改编的经法系有14部合14卷，陀罗尼系密典有12部15卷。[58]就不空所译密教经典整体而言，其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文体多样，涵括了胎藏界、金刚界、苏悉地、陀罗尼等不同教法的经典、仪轨与念诵法。不空的佛典翻译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数量多、类型广；其二，把握秘密佛教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集中系统介绍大部《金刚顶经》中的教法；其三，全面、完整的翻译少，有选择的编译多，具有明显的实用性。

（三）因陀罗部底王

据藏文藏料记载，于公元8世纪上半叶传持密教法门的东印度因陀罗菩提也是较早接触到金刚界密法者。智友（Jñāna-mitra）《百五十偈之圣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疏》（[image: ]rya-prajñāpāramitā-naya-[image: ]atapañcā[image: ]atikā-tikā）载：“佛入涅槃后，一切佛集会瑜伽（Sarva-Buddha-samāja-yoga）等十八会之《金刚顶经》，于萨诃罗国（Sahor）出现，此国国王因陀罗部底，一见此经，不能领解。此时摩腊婆国的库库喇阿阇梨，通于密教，王遣使者邀请阿阇梨，为他讲说十八会的《金刚顶经》。可是库库喇也未见过十八会的《金刚顶经》，首先借去通览之后，仍不能解释。因而祈之于佛天的加被，终于金刚萨埵影现，亲自指授。后再向王解说，并且基以此经法，授王灌顶。”[59]

这里提到的萨诃罗国又名札诃罗（Zahor），位于东印度达卡（Dacca）省的萨巴尔（Sabbhar）。因陀罗部底王（Indra-bhūti），是乌地耶那国（U[image: ][image: ]iyana）的国王，主要活动于公元8世纪中叶。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乌地耶那国指的是东印度奥利萨。这里说因陀罗部底为萨诃罗国国王，可能是此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由此可以看出，因陀罗部底王时，金刚界密法已传至东印度，但通解者甚少，他向来自西印度摩腊婆的库库喇（Kukura，Kukurāja，Kukurarāja）咨询此密法，库库喇未曾听闻此教法。公元8世纪后半叶，因陀罗部底王的弟子释迦友（[image: ]ākya-mitra），在达克耶（Takkya）随坚慧穷究《金刚顶经》的奥蕴，造了《金刚顶经》初会《真实摄经疏》。或以为达克耶即萨诃罗国所在之地，与今之达卡（Dacca）相当。由此可以推知，当时东印度流传的《金刚顶经》也只是其初会部分。

（四）般若

公元8世纪后半叶，赤松德赞王时（742—797年在位），有法称入藏传金刚界法，因史料所限无从考知其详。不过，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来华的印度僧人般若曾在南天竺师事一位名叫法称的僧人学瑜伽教，受五部灌顶，即金刚界灌顶。[60]借此可以推想，法称、般若师徒都极有可能是金刚界密法的传承者。

般若（Prajñā，733—798）姓乔答摩，北印度迦毕试国人。7岁（738）出家，投大德调伏军（Vinītasena）之门，诵四阿含及阿毗达磨。14岁（745）随师入迦湿弥罗，诵习研究有部律、《俱舍》及《婆沙》，前后达七年。20岁（751）受具足戒。23岁（754），至中印度那烂陀寺，从智护（Jñānarak[image: ]ita）、进友、智友（Jñāna-mitra）三大论师，学《唯识》、《瑜伽》、《中边》诸论，后来他又瞻礼双林八塔等佛教圣迹，前后达十八年。在游行期间，般若听说南天崇尚持明密法，即取道南天竺访求，得从灌顶师法称（Dharmaya[image: ]a）[61]受瑜伽教，入曼荼罗三密护身五部契印，学习密教经典达一年，诵满三千五百余颂。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般若抵达广州，次年至长安。贞元十二年（796）六月，般若奉命于崇福寺宣译乌荼国进贡的《华严经》，所谓《四十华严经》。后来又译有《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八卷。般若于公元811年译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八卷通常被认为是金刚界密法之先声，首倡五部佛说，与胎藏界密法所重的三部佛说有别。其梵本系唐高宗时师子国即斯里兰卡所进。[62]

般若所译《诸佛境界摄真实经》三卷，或称《诸佛境界大瑜伽大乘对法诸佛秘密摄真实经》，通常被认为是《金刚顶经》初会初品之异出。[63]此译本分作九品，序品叙大日如来住妙高山顶帝释天宫宝楼阁，有十六大菩萨、四金刚女、四金刚天及诸天集会，如来为诸会众说“诸佛境界真实瑜伽秘密心地法”，或称“一切如来真实境界大乘瑜伽微妙对法”。第二出生品，说从如来心生普贤菩萨，如来与之灌顶，授印命名为金刚手。第三金刚界大道场品，述金刚手菩萨生大悲心，启请大毗卢遮那如来说金刚界大曼陀罗无上大法，如来即承其请，详说诸佛境界金刚界瑜伽大曼陀罗法。第四金刚外界品，依次说三十七尊真实契印秘密观行法。第五金刚界外供养品，说金刚嬉等十二菩萨外院供养法。第六修行仪轨品，说建立曼陀罗道场法。第七建立道场发愿品，述瑜伽行者发愿利乐众生，使其速证无上菩提。第八持念品，说修习曼陀罗成佛之法，先作金刚降伏半跏趺坐，端身正念，口习真言，心中观想梵字等。第九护摩品说真实内护摩法，包括成就、调伏、爱敬与增益四种。从其内容来看，此经所说金刚界密法非常简易，与金刚智、不空所传承的《金刚顶经》初品相去甚远。

第五节 《金刚顶经》与金刚乘密法的成立

足本的《金刚顶经》是否存在一直是个谜，其完整面目究竟如何无从考知，不过，从公元8世纪中期赴印度求取密法的不空译述来看，在当时的南印度与斯里兰卡至少有一个传承或体系化的纲要。通过不空编译的《金刚顶十八会指归》，可以推测十万颂的《金刚顶经》是一部体系庞大的密教丛书。结合后来产生的怛特罗无上瑜伽密教来看，十八会《金刚顶经》应该是一部开放的丛书体系，其中每一会的内容都处于不断增益之中。各会所涉及的内容在公元9世纪后分别发展成独立的怛特罗教法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刚顶经》应该是后世所谓的金刚乘密法的根本经典，由它进一步发展，衍生出无上怛特罗密法。

一 《金刚顶经》十八会述要

从不空编译的《金刚顶十八会指归》可以对《金刚顶经》各会的内容有相对清晰的了解。

《金刚顶经》初会名“一切如来真实摄教王”（Sarvatathāgata-tattva-saṃgraha），有四大品，一名金刚界，二名降三世，三名遍调伏，四名一切义成就，表四智印。

初品包括六种曼荼罗仪轨：①金刚界大曼荼罗，说毗卢遮那佛受用身以五相[64]现成等正觉成佛后，以金刚三摩地，生三十七智，广说曼荼罗仪则，为弟子授速证菩萨地、佛地法。②陀罗尼曼荼罗，三十七圣众住波罗蜜形[65]，广说入曼荼罗仪轨，为弟子授四种眼即法眼、炽盛眼、忿怒眼与慈眼，说敬爱法、钩召法、降伏法与息灾法。③微细金刚曼荼罗，三十七圣众住金刚杵中，各持定印，广说入曼荼罗仪轨。为弟子令心堪任、调柔与自在，说微细金刚三摩地，修四静虑法，修四无量心及三解脱门。[66]④一切如来广大供养羯磨曼荼罗，三十七圣众各持本幖帜，供养而住，广说入曼茶罗法，为弟子讲授十六大供养法与四种秘密供养法。⑤四印曼荼罗，弟子受四种速成就法，以此曼荼罗求悉地成就，像法如前。⑥一印曼荼罗，持毗卢遮那真言及金刚萨埵菩萨，具十七尊，余皆具十三，说入曼荼罗仪，为弟子授先行法，修集本尊三摩地。

第二降三世（Trailokya-vijaya）大品，也包括六种曼荼罗。述如来成等正觉后，于须弥顶转金刚界轮，为诸菩萨授名号与职责后，因摩酰首罗（Mahe[image: ]vara）等刚强难化，不能用寂静法，一切如来以一百八名赞礼金刚萨埵（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应请入悲怒金刚三摩地，现大威德身，以种种方便调伏摩酰首罗，致其命终。摩酰首罗死后，于灰庄严世界成等正觉，名怖畏自在王如来。执金刚菩萨以脚按之，诵金刚寿命真言，使其复苏并接受教化。金刚萨埵说大曼荼罗，引之入诸天，受金刚名号。为说建立十曼荼罗仪则，除前述大、秘密、法、羯磨、四印、一印六曼荼罗外，又有教勅大曼荼罗、教勅三昧耶曼荼罗、教勅法曼荼罗、教勅羯磨曼荼罗。

第三遍调伏大品，亦说六种曼荼罗法，内中诸尊皆观自在菩萨化身，其前四种有三十七尊，第五、六种分别有二十一、十三尊。每种曼荼罗皆先说引入弟子仪，次说种种仪法。第一大曼荼罗说十六种成就、速疾神通、三摩地仪。第二三昧耶曼荼罗说钩召、敬爱十六种三摩地。第三法曼荼罗说修心及求智慧、辩才法十六种。第四羯磨曼荼罗说莲花部供养仪及转罪障报、障盖缠业障法。第五莲花部四印曼荼罗说成就先行法。第六莲花部中一印曼荼罗说修本尊法、通修世间出世间法。

第四说一切义成就大品中，说六种曼荼罗法，各曼荼罗诸尊之数与遍调伏品完全相同，唯其功能有异，每种曼荼罗先述引入弟子仪，然后说种种仪轨。第一大曼荼罗，入此曼荼罗，除贫匮业，说求丰财，求佛菩萨位及世间荣位。第二秘密三昧耶曼荼罗说求伏藏法，速满檀波罗蜜福德聚法。第三法曼荼罗说宝部修三摩地法，令心安住、堪任、调柔与自在，以及见虚空藏菩萨法。第四羯磨曼荼罗说加持掘伏藏事业法、宝部广大供养诸佛仪。第五四印曼荼罗说修先行法，以及前四种曼荼罗的悉地法。第六一印曼荼罗说修一尊法、修诸药等三摩地。

第二会名“一切如来秘密王瑜伽”（Sarva-tathā-gata-guhya-rāja-yoga），广说微细实相理、降摩醯首罗天，以偈与金刚菩萨酬答。

第三会名“一切教集瑜伽”（Sarva-tantra-samaya-yoga），说大曼荼罗五部，一一部中五曼荼罗，各具三十七，都成一大曼荼罗。一一尊各说四印，所谓大印、三昧耶印、法印、羯磨印，各说成就法。又说一百二十五种护摩炉法及其功能。

第四会名“降三世金刚瑜伽”（Trailokya-vijaya-mahā-kalpa-rāja），金刚藏等八大菩萨各说四种曼荼罗。初说降伏摩醯首罗、诸天入曼荼罗授职位、授名号，次说大、三昧耶、法、羯磨四曼荼罗，引入弟子仪及成就法，又说诸尊三昧耶结印次第、秘密禁戒及秘密修行。[67]

第五会名“世间出世间金刚瑜伽”（Loka-lokottara-vajrayoga），略说五佛、诸菩萨、诸外金刚部曼荼罗，各部曼荼罗皆具四种，各说引入弟子仪及求悉地法。

第六会名“大安乐不空三昧耶真实瑜伽”（[image: ]rīparamādya），依次说普贤菩萨、毗卢遮那、金刚藏、金刚拳菩萨及外金刚部曼荼罗。又说般若理趣，一一尊各具四种曼荼罗，每一曼荼罗都包括引入弟子仪、授理趣般若波罗蜜多法、受四种印法、求世间与出世间悉地法。[68]

第七会名“普贤瑜伽”（[image: ]rīparamādya），普贤菩萨、金刚拳菩萨及外金刚部诸尊各说四种曼荼罗，引入弟子仪，受四种印，修世间、出世间悉地。又说密法修行者不依世间禁戒，以菩提心为先，以无为戒为本。[69]

第八会名“胜初瑜伽”（[image: ]rīparamādya），普贤菩萨等至外金刚部，各说四种曼荼罗，说实相理，分别诸曼荼罗仪则，稍广于第七会说。[70]

第九会名“一切佛集会拏吉尼戒网瑜伽”（Sarvabuddhasamāyoga[image: ]āki-nījālasaṃvara），说立自身为本尊瑜伽，诃身外主形像瑜伽者，又广说实相理及五部根源，并说瑜伽法具九味，所谓华丽（金刚萨埵）、勇健（毗卢遮那）、大悲（持金刚）、喜笑（观自在）、瞋怒（金刚光）、恐怖（降三世）、厌患（释迦牟尼佛）、奇特（金刚笑）、寂静（瑜伽中毗卢遮那），说普贤菩萨等，至金刚拳，各说四种曼荼罗，及引入弟子仪，及受四种印，并说五部中歌赞舞仪。[71]

第十“大三昧耶瑜伽会”（Mahāsamaya）普贤菩萨等至金刚拳菩萨十六大菩萨，各说四种曼荼罗，引入弟子仪，受四种印法。内中所说偈语有“心自为等觉，余处不说佛”，颇有汉地禅宗所说的“即心是佛”的意味。[72]

第十一“大乘现证瑜伽会”，说毗卢遮那佛等至金刚毗首羯磨菩萨，及八大供养、四摄出生次第，同真实摄瑜伽，一一尊具四种曼荼罗、四种印，广说实相理、心建立曼荼罗仪则。

第十二“三昧耶最胜瑜伽会”（Samaya-parama-yoga），毗卢遮那等四部中的上首菩萨，金刚拳等八菩萨及外金刚部，各说四种曼荼罗、四印等，于自身上建立曼荼罗，说自身本尊瑜伽。广说阿字门通达于染净，有为无为无碍。

第十三“大三昧耶真实瑜伽会”（Mahā-samaya-tattva-yoga），说普贤菩萨十七字真言，适悦不空曼荼罗，一百八道契，世间出世间悉地。[73]

第十四会名“如来三昧耶真实瑜伽”（Tatha-gatta-samaya-tattva-yoga）说四种曼荼罗、四印，广说五部互圆融，如来部即金刚部，莲花部即宝部，互相涉入，法界即真如，般若即实际。诸菩萨及外金刚部诸尊各说其真言、曼荼罗与印契。

第十五会名“秘密集会瑜伽”（Guhyasamāja-tantra），说教法坛、印契、真言，住禁戒，明确提出以粗言杂染相应语入佛道，广说实相三摩地，诸菩萨各说四种曼荼罗、四印。[74]

第十六会名“无二平等瑜伽”（Advayasamatākalparājā），毗卢遮那佛及诸菩萨并外金刚部等各说四种曼荼罗，具四印。承上会之说，也主张生死涅槃、世间出世间、自他平等无二，皆成一切佛身。[75]

第十七会名“如虚空瑜伽”，说虚空三摩地相应法。毗卢遮那佛、普贤菩萨及外金刚部各说四种曼荼罗，具四种印。修行者与一一尊相应，皆量同虚空，法身相应，离一切万物，法体光明，量同虚空，无来无去。

第十八会名“金刚宝冠瑜伽”，金刚萨埵菩萨请佛为大梵天娑诃世界主，说五部瑜伽曼荼罗，引入弟子仪，具三十七，亦说四种曼荼罗，具四印。又说心念诵法，即于月轮上右旋布列真言梵字，注心于一一字，与实相理相应，周而复始，成就世间、出世间悉地。此法门不假持珠遍数，但证理门，心不散动，住本尊瑜伽为限。

上述十八会，其篇幅长短不一，或四千颂，或五千颂，或七千颂，总共有十万颂，每一会都讲五部、四种曼荼罗、四种印契[76]，三十七尊。修行者如果能领悟各会所宣说的瑜伽大意，住于果位，即可圆证四身，即所谓自性身（dharma-kāya）、受用身（saṃbhoga-kāya）、变化身（nirmāṇa-kāya）、等流身（ni[image: ]yanda-kāya），能成办利乐一切有情、诸菩萨、声闻、缘觉及诸外道的事业，是为此经所宣扬的“瑜伽金刚乘教法”。

二 《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对《金刚顶经》初会的发展

尽管不空对《金刚顶经》十八会的内容皆做了介绍，又翻译出各会的部分经典，但他是否在印度见过十万颂的大本《金刚顶经》仍无法确定。另外，金刚智、不空与般若等人传承的初会《金刚顶经》仅是初会的金刚界品，此会的完整面目——《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则迟至10—11世纪才问世。

《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Sarvatathāgata-mahāyānābhisamayān-mahā-kalpa-rājād）或简称《真实摄大教王经》，目前有梵、藏、汉三种传本。梵文写本所用的字体近似于婆罗谜体，这种字体源自公元9—10世纪的印度比哈尔邦，该梵本的抄写时间当在此之后。[77]梵文写本的保存较为完整，包括二十六分。《真实摄大教王经》的汉文译本作《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由北印度乌填曩国僧人施护于宋代大中祥符五年至八年（1012—1015）译出，二十六分，析作三十卷。藏文译本由信作铠（[image: ]raddhākaravarma）与宝贤（Rin chen bzam po，958—1055）于11世纪初译出，约与施护翻译的时间相近，其内容与篇幅也同梵、汉两本相当。为对其内容与结构有清晰的了解，今将各会的汉、梵题名列之如下：

（1）金刚界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Vajra-dhātu-mahā-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2）金刚秘密曼拏罗广大仪轨分（Vajra-guhya-vajr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3）金刚智法曼拏罗广大仪轨分（Vajra-jñāna-dhamrm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4）金刚事业曼拏罗广大仪轨分（Vajra-kārya-karm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5）现证三昧大仪轨分（abhisamayo-nāma Mahā-kalpa-rājā）

（6）降三世曼拏罗广大仪轨分（Tri-loka-vijaya-mahā-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7）忿怒秘密印曼拏罗广大仪轨分（Krodha-guhya-mudrā-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8）金刚部法智三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Vajra-kula-dharma-jñāna-samay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9）金刚部羯磨曼拏罗广大仪轨分（Vajra-kula-karm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10）金刚部广大仪轨分（Vajra-kula-mahā-kalpa-vidhi-vistara[image: ]）

（11）三世轮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Tri-loka-cakra-mahā-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12）一切金刚部金刚曼拏罗广大仪轨分（Sarva-vajra-kula-vajr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13）一切金刚部法三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Sarva-vajra-kula-dharma-samay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14）一切金刚部羯磨曼拏罗广大仪轨分（Sarva-vajra-kula-karm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15）调伏一切世间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Sakala-jagad-vinaya-mahā-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16）莲华秘密印曼拏罗广大仪轨分（Padma-guhya-mudrā-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17）智曼拏罗广大仪轨分（J[image: ]ān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18）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Mahā-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19）一切义成就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Sarvārtha-siddhi-mahā-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20）宝秘密印曼拏罗广大仪轨分（Ratna-guhya-mudrā-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21）智曼拏罗广大仪轨分（Jñān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22）羯磨曼拏罗广大仪轨分（Karma-maṇ[image: ]ala-vidhi-vistara[image: ]）

（23）一切如来真实摄一切仪轨随应方便广大教理分（Sarva-tathāgata-tatva-saṃgrahāt-Sarva-kalpopāya-siddhi-viddhi-vistara-tantraṃ）

（24）一切如来真实摄诸部仪轨秘密法用广大教理分（Sarva-tathāgata-tatva-saṃgrahāt-Sarva-kula-kalpa-guhya-viddhi-vistara-tantraṃ）

（25）一切如来真实摄一切仪轨最上秘密广大教理分（Sarva-tathāgata-tatva-saṃgrahāt-Sarva-kula-guhyottara-tantra-viddhi-vistara[image: ]）

（26）一切如来真实摄一切仪轨胜上教理分（Sarva-tathāgata-tatva-saṃgrahāt-Sarva-kalpānuttara-tantraṃ）

上列二十六分可分作五个部分，第一至五分属大乘现证三昧（Mahāyānābhisamaya nāma mahā-kalpa-rāja）,第六至十四分属金刚三昧（Vajra-samaya nāmaMahā-kalpa-rāja），第十五至十八分属法三昧（Dharma-samaya nāmaMahā-kalpa-rāja），第十九至二十二分属羯磨三昧（Karma-samaya nāmaMahā-kalpa-rāja），后四分属诸部秘密教理所摄（Tatva-saṃgrahāt nāma Mahāyāna-sūtra）。

从《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汉、藏、梵三种文本的流传来看，各本都是《金刚顶》十万颂本的第一会，其内容几乎完全相同。[78]公元8世纪的两种汉译本，即金刚智译的四卷本与不空译三卷本，仅是第一分的第一品——金刚界品。这就使得后人对《金刚顶经》的文本源流产生诸多疑问，比如金刚智、不空时代是否真的有十八会的十万颂偈本？第一会的全本为什么迟至10世纪之后才出现？后代学者对这些问题持论不一，如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密教发达志》认为十八会十万颂的本子是不存在的，“盖《指归》（《十八会指归》）者，即不过豫定编述目录而已”[79]。小野玄妙《佛教美术史》则认为是可能的。倘结合梵本来看，晚出的二十六分本差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其中的后三分专门讨论诸部秘密教理所摄，各分的题名在“广大仪轨”（viddhi-vistaraṃ）基础上发展为“广大仪轨怛特罗”（Viddhi-vistara-tantraṃ），而且在第二十五、二十六标题中出现“上怛特罗”（Uttara-tantra）与“无上怛特罗”（Anuttara-tantra）字样。从怛特罗经典的出现时间来看，这一部分应该是在无上瑜伽密法发展起来之后，在原经的基础上不断增补而成。由此说明，《金刚顶经》是随着秘密佛教的发展，其经典有一个不断增益的过程。

三 《金刚顶经》与金刚乘的成立

从陀罗尼密教的集成之作《金刚大道场经》开始，金刚即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其义旨也越来越丰富。经题取金刚大道场当取其金刚不坏义。其中以金刚藏菩萨为代表的金刚部主尊与眷属如金刚母摩么鸡菩萨、金刚军荼利菩萨、金刚童子、金刚儿等即是早期金刚部的代表神尊。相应的修习方法也占有很大的篇幅，如《佛说金刚藏大威神力三昧法印咒品》讲金刚藏菩萨像法、作法及十几种金刚印咒等，咒印有金刚印、金刚轮印、金刚王印、金刚陀罗尼等，法器有金刚叉、金刚杵等。在佛顶部密法中，立于佛顶像左右两侧的胁侍者分别是金刚藏菩萨与观自在菩萨。

在《大日经》中，金刚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经文初始即将说法的场所定位于金刚法界宫，参加集会的皆是执金刚者，其中又以金刚手秘密主为上首，与毗卢遮那佛展开经义的对答。一行承善无畏之教，在《大日经疏》卷一释金刚法界宫之“金刚”义云：“金刚喻实相智，过一切语言心行道，适无所依，不示诸法，无初中后，不尽不坏，离诸过罪，不可变易，不可破毁，故名金刚。如世间金刚宝有三事最胜，一者不可坏故，二者宝中之上故，三者战具中胜故。”[80]

《金刚顶经》出现后，金刚被赋予特定的含义与指称，由此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修行解脱之道——金刚乘。

《金刚顶经》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宣说的教法名为金刚界法，依之建立的曼陀罗法称为金刚界曼陀罗，《金刚顶经》宣扬的教法称为金刚乘。金刚智译《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中有云：“归命毗卢遮那佛，身口意业遍虚空。演说如来三密门，金刚一乘甚深教。我依瑜伽最胜法，开示如实修行处。为令众生显真实，顿证无上正等觉。”[81]

此后，不空译《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出生义》亦综述此派教法大义，指出：“此教门既异诸大乘故，难其授受，传法阿阇梨纵择得其器，必授以菩萨性戒，入以大会法坛，取金刚界贤圣，摄持金刚乘甘露灌顶，然后示以入佛心阃阈焉。”[82]这里将金刚乘与其他诸大乘教法并提，以显示此教法的殊胜。

另外，不空还在《仁王般若陀罗尼释》中，对金刚乘的含义作了解释：“金刚波罗蜜多菩萨者……此菩萨请如来转金刚乘法轮，由乘此法轮般若船，从此岸运载无量无边有情，至无住涅槃岸。”[83]

金刚乘教法或称瑜伽金刚乘教法，其修习者称为金刚乘人或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在修习此教法前需受菩提心戒，念诵三归依偈：“弟子某甲等，从今日以往，归依诸如来，五智三身佛。归依金刚乘，自性真如法。归依不退转，大悲菩萨僧。归依三宝竟，终不更归依。自利邪见道，我今至心礼。”[84]此三归依偈仍然沿用显教归依佛、法、僧三宝的旧例，不过其佛变成了五智三身佛，法变成了金刚乘真如法，僧变成了大悲菩萨僧。

由此可见，人们后来所说的金刚乘事实上是源自十八会《金刚顶经》，公元9世纪兴起的无上瑜伽密法亦出自此经，虽然这类经典亦多在经题中冠以“怛特罗”，研究者将其教法称为怛特罗乘，但从源头上讲，它们应该是金刚乘教法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由此而言，《金刚顶经》可以说是公元7世纪末之后印度最为重要的密教经典，它上承《金刚大道场经》，下启诸种怛特罗经典。从教法体系来看，《金刚顶经》宣说的瑜伽部密法或称金刚乘秘密教法，上承持明密法，下启无上瑜伽密法，在印度秘密佛教发展史上具有至为关键的地位。

第六节 密教行法的整合与科判

在不空所译密教经典中，有两部通论性的密教译述颇值得关注，其一为《总释陀罗尼义赞》，其二为《都部陀罗尼目》。二者篇幅不大，大致反映出公元8世纪上半叶印度秘密佛法的概貌。

《总释陀罗尼义赞》一卷，题“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奉诏解释”，显系不空撰述。从其内容来看，应该是不空综合印度佛教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印度秘密佛教异军突起，与大乘显教分张并立的局面，对秘密佛法中语密形态与功用的综述，属秘密佛教身语意三密中的语密通则。其开篇即以陀罗尼真言文字乃是如来于无量劫以来所积聚的菩提资粮，是顿悟菩萨的福德智慧，是大乘菩萨道修行成佛的两种法门之一，明确将“依真言陀罗尼三密门修行成佛”秘密佛教与“依诸波罗蜜修行成佛”的大乘显教并列，即所谓真言道（Mantranaya）与波罗蜜道（Paramitanaya）。兹篇主要列举了陀罗尼（Dharaṇī）、真言（Mantra）、秘密语（Guhyavāc）与明（Vidya）四种语密的类别与功用，以及它们在秘密佛教中的共通之处。今依其所述，将它们的类别与相应功德列为表2—1。

表2—1 陀罗尼异名、类型与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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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空对陀罗尼、真言、秘密语、明等语密的整合与类别划分，可以看出公元8世纪印度密教僧徒的语文与语用观念。一方面他们认为语密的形态、类型与渊源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功能则是一致的，即“能转定业，速疾成佛之道”；另一方面，不空的语密四分法或源出无著《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五中的陀罗尼四分法：“当知如是妙陀罗尼略有四种，一者法陀罗尼，二者义陀罗尼，三者咒陀罗尼，四者能得菩萨忍陀罗尼。”[85]秘密佛教不仅在教理上承袭了唯识学派的思想体系，也在语密等事相方面承袭其制。至于真言、陀罗尼、明，从其概念的源头上来看，它们分别来自吠陀教派、瑜伽学派与印度教派，也就是说，秘密佛教中的语密实际上整合了印度宗教史上包括佛教与其他印度宗教在内的语言文字观念及其应用，才发展出其内容丰富、应用广泛、功德殊异的语文形态。

不空译《都部陀罗尼目》一卷，是关于密教经典的解题或叙录，兹篇举《金刚顶经》、《大日经》、《苏悉地经》、《蕤呬耶经》、《苏婆呼童子经》、《怛唎三昧耶经》等印度当时流行的密教经典，略述其要目与事相。《金刚顶经》与《大日经》是印度当时最有影响的秘密教法，其他各经多是通论性的秘密行法，其侧重点或着眼点虽有差别，但都显示出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秘密行法的整合与统一倾向。[86]

一 苏悉地密法

公元七八世纪之交，苏悉地法是印度流行颇广的一部秘密教法。如果说前述《金刚大道场经》的秘密教法意在赅罗诸尊行法；《大日经》中的胎藏界密法着眼于诸尊曼荼罗之建立，立即身成佛法门；则苏悉地法就是试图对各种秘密行法做统一整理。

苏悉地（Susiddhi），意为妙成就，也主张通过修持“三密”，达到与本尊的身、口、意三业相应，即身成佛。苏悉地法的主要经典是《苏悉地经》、《苏悉地羯罗供养法》、《苏婆呼童子请问经》三部，都是由善无畏传至汉地，并翻译完成的。

《苏悉地羯罗经》（Susiddhikara-mahā-tantra-sādhana-upāyika-pa[image: ]ala），又名《苏悉地经》、《妙成就法》、《妙成就作业经》，三卷三十八品，善无畏于唐开元十四年（726）译。此经第一品“请问品”始以忿怒军荼利菩萨的请问开篇，军荼利菩萨告诉尊者执金刚足说，自己已经听闻过一切明王曼荼罗法与次第，以及明王与其眷属的神验之德，希望执金刚足能为有情众生解说持诵真言速得成就的法则。这三种差异也正可以说明《大日经》、《金刚大道场经》与《苏悉地经》编辑宗旨的差别。

在经文中，忿怒军荼利菩萨围绕成就真言教法的修习步骤与环节，提出许多问题，由此构成其他三十七品的内容。这些内容依次为：

云何真言相，及阿阇梨相？

云何成就者，并说伴侣相？

方所何为胜，何处速易成？

云何调伏相，及应不应作？

云何诵真言，方便及次第？

何花得易成，云何用涂香？

云何供养食，复烧何等香？

云何然灯相，云何扇底迦？

云何增益相，云何降伏怨？

于此三种中，各成何等事？

云何上中下，次第成就相？

以何法请召，云何供养之？

云何作护身，云何广持诵？

何相诵真言，云何作灌顶？

真言试何相，云何当受持？

云何字得圆，云何得增益？

云何作护摩，及以次第法？

复用何等物，能令速成就？

云何成就诸药相，云何而受诸药相？

云何能净诸药法，云何药量及多少？

彼诸药等并相貌，唯愿尊者具慈悲？

一一分明为我说，云何护诸成就物？

及以分别为分数，云何受用成就物？

唯垂分别说彼相，云何失物令却得？

云何被破令着彼，云何先知作碍相？

云何成就曼荼罗，云何事相曼荼罗？云何灌顶曼荼罗？[87]

着眼于各种行法的仪轨与功用，《苏悉地经》将各种成就法分为息灾法、增益法与调伏法三种，并以此来统摄各种成就的事项，分判其类别（见表2—2）。

表2—2 成就法类别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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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种种差别外，于涂香、烧香、燃灯、献食，以及结发、漱口、饮水、洒净、献水，还有净珠、持珠、五净等事项，《苏悉地经》亦别为三类，供息灾、增益、调伏差别为用。

与胎藏界真言教法相类，苏悉地教法也把成办曼荼罗作为整个行法的核心事项，《苏悉地经》所说的曼荼罗有十种，分别是成就、佛部、莲花部、金刚部、成就诸物、通三部秘密、盗物却征、通三部秘密、成办诸事、灌顶、光物[88]共十种曼荼罗。

《苏悉地经》自称其法具五种庄严，即大精进、明王、除障、成就诸勇猛事、成就一切真言。[89]于诸种真言教法中，当持诵其他真言之法不能成就时，应同时持诵此经，日僧圆仁称此经为“绪统真言之秘旨，该贯大经之要妙……且通诸部而成阶位”[90]。不过，由于该经详细阐明真言行者之威仪法则等，又通常被称为咒毗奈耶，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九：“苏悉地羯罗经三卷，唐言妙成就法，此与苏婆呼并是咒毗奈耶，不曾入大曼荼罗，不合辄读。同未受具人盗听戒律，便成盗法。”[91]

除《苏悉地经》作为苏悉地法的根本经典法，又有《苏悉地羯罗供养法》（Susiddhikara-Pūjavidhi）三卷[92]，主要阐述《苏悉地经》的供养法，由善无畏于开元十五年（727）至开元二十三年（735）译为汉语。不过，日本学者大村西崖以其未载于《开元》、《贞元》二录，认为系善无畏自撰，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善无畏据印度所承，可以反映此密法在印度流行的状况。

此供养法起首归命三部本尊及眷属竟，即以偈诵总叙其供养法诸事项：

我今依教说，供养持诵法。省略通三部，次第及相应。

先见神室处，复明其事法。对受得真言，及作手印法。

于外出入处，分土洗净法。洒扫神室处，除萎花等法。

澡浴自灌顶，献三掬水法。往于神室门，换衣洒身法。

入室便礼拜，办诸供具法。数珠及神线，茅草镮等法。

奉献阏伽水，及置宝座法。复示三么耶，去身障难法。

辟除及泻垢，清净光泽法。护身及结界，八方上下法。

初应想神座，观念本尊法。随所在方处，奉请于尊法。

以其本真言，启请本尊已，即除遣从魔，奉座令坐法。

复示三摩耶，即奉阏伽水，浴尊奉衣法。

次献涂香花，烧香及饮食，燃灯供养法。

真言并手印，运心供养法，赞叹忏悔等。

护身及己身，并护其处所，便结大界法。

备具[image: ]日罗，及数珠等法。充满真言分，次坐持诵法。

求请本所愿，及护所念诵，回施功德法，起广大发愿。

又奉阏伽水，涂烧香等法。

复视三摩耶，护身及己身，解所结方界，然后发遣法。

护摩支分等，谓炉神及地，烧祀之具法。

转读方广经，及作制底法。次作慈等观，思惟六念法。

继此段偈颂之后，经文便依次详细解说各种事项与行法的步骤与方法。从其过程来看，此供养法包括了整个密教行法的所有事项与方法，即先以入曼荼罗，从师受真言及印法为起点，开始净身、礼拜、供养、除障、结界等前期准备工作，其次为启请本尊、浴尊，以及用香花、花食、燃灯供养本尊，然后持诵发愿，请本尊加持护佑，然后再作供奉、解界、发遣、护摩，从而完成了一整套启请、供养、发愿、遣送本尊的完整过程。

二 苏婆呼密法

与《苏悉地经》所述秘法相类，《苏婆呼童子请问经》也试图对各种秘密行法中的通用仪轨进行讨论。《苏婆呼童子请问经》（Suvāhu-parip[image: ]cchā-[image: ]ūtra），又名《苏婆呼童子经》、《苏婆呼经》，原本作十二品，善无畏于开元十四年（726）译成汉文合为三卷。此经起首以执金刚菩萨大药叉将应答苏婆呼童子之问为缘起，解答世间与出世间众生修行陀罗尼秘密成就法屡不获验的疑问，依次讲述三昧耶戒律、处所、除障、作五股金刚杵、药验、成就悉地，看事、遮难、成就八法等通则。其造作初衷也在于统一各种秘密行法，与苏悉地法颇有相通之处，不过《苏悉地经》成于中天，此经或出于南天[93]，系善无畏于公元7世纪末在南天所承习。

全经分为十二品，各品内容具列如下：

律分品一，述行密法者当入各种曼荼罗，如大三昧耶曼荼罗、事法妙曼荼罗、最胜明王大曼荼罗、真言大曼荼罗等，发起慈悲心及菩提心。

分别处所分品二，讲述择地、设坛、洒净、画像、供养、礼拜、赞叹、念诵等各种行法中应注意的事项。

除障分品三，讲述执取数珠，使身心清净，袪除各种障碍的净法。

分别金刚杵及药证验分品四，讲述金刚杵的形制与质地、十七种药物、四部毗那夜迦，以及择地设除障坛的行法。

分别成就相分品五，述护摩法，列述外道真言行法的不同要素，计有十种（行人、真言、伴侣、所成就物、精勤、处所、净地、时节、本尊、财物）、五种（真言、所成就物、处所、本尊、财物）、四种（处所、精勤、时节、依法）、三种（真言、行人、伴侣）说，指出佛教的基本要素乃在于行人与真言两种。其行人当具行戒律，正勤精进，于他利养不起贪嫉，于身命财常无恋着。真言文字不得脱漏错讹，随意加减，念诵时声相须圆满分明。

念诵真言轨则观像印等梦证分品六，讲述念诵真言、观像本尊身相与身印的规则，以及真言行人获得成就的各种梦相。

悉地相分品七，明真言行人当持八戒、断饮食二三日，然后依法修习成就法，得上中下三种悉地相，即火光悉地、烟悉地、温悉地。

下钵私那分品八，讲述召请钵私那天的行法。钵私那，北宋法天译《妙臂菩萨所问经》作“钵天”，其梵名不详，其行法与《速疾立验魔酰首罗天说阿尾奢法》之行法略同。

分别遮难分品九，述真言行人当诚心忏悔过往罪恶，袪除获得成就法的业障。

分别道分品十，说真言行人的八正道法，护摩炉的形制与用途差别，护摩过程中出现成就时火焰与烟气，以及不成就相的补救方法。还有召请诸天尊及其眷属作食供养的次第。

分别诸部分品十一，说佛、莲华、广大金刚、般支迦与摩尼[94]五部真言的数量、名称、部主及其眷属。除五部之外，魔醯首罗天、那罗延天、梵天、日天等天众于佛世尊前所说真言数量不等，并与佛教义旨相符者，分属五部。在念诵各部真言时，大致依照归命三宝、归命部主、念诵真言的三个步骤进行。值得注意的是，此分还述及外道真言之教的部类与数量，如大自在天说十俱胝真言，那罗延天说三十千真言，大梵天说六十千真言等，诸种外道的种种真言都与相应的印契、曼拏罗仪轨相应，成为体系化的秘密修习法门。由此可以看出公元7世纪后半叶南印度佛教持明藏，以及诸外道真言之教的基本状况。

分别八法分品十二，说八种成就法，即成真言法、入阿修罗宫法、成长年法、成无价宝法、土成金法、出伏藏法、合成金法、成金水法，其中前三种为上成就，次三种为中成就，后两种为下成就。成上品者可以升空而去，中品者获得贱财乃至自在富贵，举意从心，下品者能令人相憎，摄来令去。又说世间数十种毒虫及袪除之法。

到北宋时法天又重译此经，成《妙臂菩萨所问经》四卷，这说明《苏悉地经》在印度一直有流传。

三 《蕤呬耶经》与秘密曼荼罗行法

《蕤呬耶经》（Sarva-maṇ[image: ]ala-sāmānya-vidhāna-guhyatantra），又称《瞿醯经》、《瞿醯坛哆罗经》、《玉呬耶经》、《玉呬怛跢罗经》，全经凡十一品。其序品称此经的主旨在于“通摄一切作曼荼罗秘密次第”，并依据当时的各种秘密佛教经典，参稽三千五百种曼荼罗作法，归纳总结出曼荼罗的作法次第的通则。同时指出，无能胜明王曼荼罗（Aparājita-vidyā-rāja maṇ[image: ]ala）、善住明王曼荼罗（Su-prati[image: ][image: ]hita-guhya-vidyā-rāja maṇ[image: ]ala）、除避明王曼荼罗（Prāsamana-vidyā-rāja maṇ[image: ]ala）分别居于诸佛部、莲华部与金刚部曼荼罗之上首。

无能胜明王或称无能胜菩萨，为密教八大菩萨之一，密号胜妙金刚，相传在释迦佛于菩提树下成道时，他曾以其明咒威力降伏魔军，在汉译密教典籍中曾多次出现，比如在《大日经》所述胎藏界曼荼罗中，他居于释迦院释迦牟尼佛左边，身呈青色，四面四臂，四面皆颦眉嗔怒而有火发。右第一手竖拳，舒食指置于胸前，第二手之中指、无名指压于拇指上，食指伸直，屈肘向上；左第一手持三戟叉，第二手持钺斧。

善住明王与除避明王仅见于《蕤呬耶经》，不见于其他汉译经典，其详情待考。

第二阿阇梨相品述密教传法阿阇梨的各种条件；第三拣择地相品，详述选择成办曼荼罗的场所；第四净地品，说净地之法；第五召请品，述召请诸本尊之法；第六拣择弟子品述正式作法前一日带领弟子如法召请及占其梦相的办法；第七摩诃曼荼罗品，详细解说成办大曼荼罗步骤与方法；第八奉请供养品，说奉请及供养法；第九分别相品，说判断成就与否的相状与方法；第十护摩品，说息灾、增益及降伏三种护摩法的差别；第十一补阙品，补充说明建立曼荼罗之法。

第七节 秘密经法的出现、应用与流传

公元8世纪是印度佛教密教化趋势全面展开的时代，各系密法蓬勃发展，其中以早期陀罗尼密典为经典依据，以相应本尊为崇拜中心，具有增益、降伏、呼召等特定功用的秘密经法，即是其重要类型。这类经法将佛教早期的陀罗尼经典与新兴的密教行法结合起来，形成特定的密教仪轨。仪轨（kalpa、vidhi），或称秘密仪轨、密轨、供养法等。自古吠陀时代起，印度人即将礼拜诸神的方法称为kalpa，如六吠陀支中即有《劫波经》（kalpa-sūtra）,专述种种仪轨。秘密佛教沿袭这一传统，将有关佛、菩萨、诸天之造像、念诵、迎请、灌顶、供养、遣散等系列行法与轨则称为仪轨。公元七八世纪之交，除了《大日经》、《金刚顶经》所代表的胎藏界与金刚界两部密法之外，先前在佛教内部流传的各种陀罗尼经典也发展出系统化的修习体系，出现了配合这类经典的仪轨、念诵法与陀罗尼释，形成经典与仪轨相结合的秘密修行法门。通过不空等译经僧传译的这类密教经法，即可看出它们在印度的传习状况与兴盛态势。

一 孔雀明王经法

孔雀明王经法，或略称孔雀经法，是依《大孔雀明王经》（Mahāma-yūrīvidyā-rājñī）为典据，以佛母孔雀明王为本尊而修习的秘密行法。

至迟在公元4世纪初，《大孔雀明王经》已经开始在印度流传，东晋时期龟兹僧人帛尸梨蜜善持咒术，首次将此经译为汉文。继帛尸梨蜜之后，又有十六国时期秦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一卷，以及两种失译附秦录的译本，即《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南朝梁扶南国僧伽婆罗（460—524）译《孔雀王咒经》二卷，唐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三卷，还有唐不空翻译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附《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一卷。

从上述汉译情况可以看出，孔雀明王经在印度成立早，流传广，历时久，故义净称此经在“五天之地，南海十洲及北方土货罗等二十余国，无问道俗，大乘小乘，皆共尊敬”[95]。从其内容来看，各译本之间有显著的差别，即早期的译本较为简略，后出的本子渐趋繁复细密，其经文也有一个前行未密、后出转精的过程。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或称《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孔雀明王经》、《大孔雀明王经》、《孔雀经》等。经文述世尊居室罗伐城（Srāvasti，舍卫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一名为莎底（Svati）的比丘，出家后执掌砍柴、澡浴之事。有大黑蛇自朽木出，螫其右足拇指，毒气遍行全身，倒地闷绝。阿难以其事白佛，佛告阿难有大孔雀佛母明王陀罗尼能灭一切诸毒、怖畏、灾恼，摄受一切有情，乃命阿难诵此神咒，救护莎底比丘，并述往昔金曜孔雀王以此神咒获救的故事，以及持诵此陀罗尼的功德。金曜孔雀王（Suvarṇā-vabhāsa）以诵咒自护的故事在印度颇有渊源，巴利藏《生经》有依之而编撰的《孔雀生经》（Morajātaka）、《大孔雀生经》（Mahāmorajātaka）二经，其孔雀咒名曰“护咒”（paritta），与梵文的保护、救助（rāk[image: ]ā）相当。孔雀在印度为毒蛇的天敌，大孔雀咒就成为灭除蛇毒、救助灾难的咒语。

继佛说佛母大孔雀明王陀罗尼、佛母大孔雀明王心陀罗尼与明王陀罗尼之后，经文又历述包括佛教诸尊在内的印度宗教诸神众各说其明咒、陀罗尼或真言，以及他们随喜大孔雀明王咒时所说真言。其中所涉佛、天王等诸天鬼为数甚众。依经文次序，计有七佛世尊、四大天王（Mahārāja）、矩吠罗（Kuvera）长子珊逝耶（Naravahana）、大药叉（Yak[image: ]a）及二十八药叉大将（Mahāyaksasenāpati）、薜室罗末拏天王（Vai[image: ]ravaṇa）并诸法弟（dharmabhrāt[image: ]）、十二大毕舍遮女（Mahāpi[image: ]ācī）、八大女鬼、七大女鬼、五大女鬼、八大罗刹女（Mahārāksasī）、十大罗刹女、十二大罗刹女、十二天母（Māt[image: ]）、一髻大毕舍支女（Ekaja[image: ]āmahāpi[image: ]ācī）、七十七大罗刹女、一百零八龙王（Nāgarāja）、大梵天王（Brahmā Sahāpati）、帝释天王（Sakra）、三十九河王（Nadīrajñī）、五十八山王（Parvatarāja）、二十八星神（Nak[image: ]atra）、六十七仙人（[image: ][image: ]i）、十三大毒药（Mahāprajāpati）。经文中对诸神的列举一方面说明此护咒威力之大，另一方面说明佛教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互动与相互渗透。经文结尾，佛嘱阿难当令世间人受持、宣说、书写此经，并建立坛场，以香花饮食供养，使其远离忧恼、获福无量，寿命百年。

以此经而修的密法称为“孔雀明王经法”，略称“孔雀经法”，修法时所用的曼荼罗称为“孔雀明王经曼荼罗”，不空译《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专述其法。

建立孔雀明王曼荼罗第一步为择地及净地，选择王宫、胜地、清净伽蓝、所居宅舍等处，掘地深一肘，除去瓦砾及土中秽物，填满净土，令其平正。然后，在此地基上作五肘方坛，高四指，以彩画或五色粉，自内向外，依次为内院、二院与三院，于其中分别布列大孔雀明王菩萨及诸尊。

其内院为佛母大孔雀明王菩萨及诸佛尊菩萨。八叶莲华中心为佛母大孔雀明王菩萨，有四臂，住莲胎上，面向东方，白色。着白缯轻衣，有头冠、璎珞、耳珰、臂钏等种种庄严。乘金色孔雀王，结跏趺坐白莲华或青绿花上，示慈悲相。八叶莲花上，从佛母右边右旋，依次为七佛世尊及慈氏菩萨，皆头向外坐，各住定相。西北角第八叶上，为慈氏菩萨，左手执军持，右手扬掌向外，作施无畏势。莲华四方为四辟支佛，顶有肉髻，住定相。四隅画四大声闻，从东北隅起，依次为阿难陀、罗睺罗、舍利弗、大目犍连，皆着犍陀袈裟，偏袒右臂。

第二院为八方天王并诸眷属。东方帝释天王，执金刚杵，与诸天众围绕。东南方火天，左手执军持，右手施无畏，与五通苦行仙众围绕。南方焰摩天王，执焰摩幢，与焰摩界鬼众围绕。西南方罗刹王，执刀，与诸罗刹众围绕。西方水天，持罥索，与诸龙众围绕。西北方风天王，执幢幡，与诸持明仙众围绕。北方多闻天王，执宝棒，与诸药叉众围绕。东北方伊舍那天，执三戟叉，与诸步多鬼众围绕。

第三院从东北隅右旋布列二十八大药叉将，各与诸鬼神众围绕，以及宿曜十二宫神。此院外用香泥涂饰，布以荷叶，叶上安置供养食品，诸如乳麋酪饭食果子等，皆以真言加持，香水散洒，布列四边供养，并以诸浆、沙糖、石蜜、石榴、蜜浆等奉献。

曼荼罗坛上散白色花，四角置酥灯四盏。四门各置二净器，满盛香水。坛东安佛母大孔雀明王像。中院圣众，烧沉香、和香等供养。东方天众，烧白胶香供养。南方天众，以紫矿芥子及盐相和，烧之供养。西方天众，以酥和安悉香，烧之供养。北方天众，烧熏陆香供养。

建立曼荼罗之后，开始如法行持。先有持诵者于坛西面，敷茅荐或卑脚床子为座，所用经案以香花供养，置于坛前。转读经者三、五、七人均可，更替相续，昼夜不间断，至心读诵，遍数多多益善。其中一人须明闲教法，按咒师指挥，作法结印，启请贤圣，殷重发愿，依三十七尊礼忏，三时或六时。其作法时间一日至七日不等。转经者在家、出家均可，须每日澡浴，着新净衣。

起首时，行者对道场前，礼诸圣众。次以印契真言，召请一切佛菩萨及诸天众，如法供养。述所求事，殷勤启告，为一切苦难众生广发大愿。后结跏趺坐，以香涂手。然后依次结三昧耶印，诵三昧耶真言七遍，以印加持自身心、额、喉、顶，于顶上散印。次结金刚钩菩萨印，不间断诵真言七遍，普召诸佛菩萨诸天鬼神一切圣众。次结阿波罗尔多明王印，用结地界与方隅界，以印顶上右旋三匝，随心远近便成结界，诵七遍真言。次结普供养一切贤圣印，当心诵七遍，于顶上散印真言。次结佛母大孔雀明王印，诵真言七遍，如前以印加持四处，顶上散印。次捧香炉，奉献启请，告白圣众，述所求事。然后起悲悯心，为拔济众生苦难，转读此经。

从其曼荼罗的布置来看，大孔雀明王曼荼罗的布置与胎藏界曼荼罗的布置颇有相通之处，其中心皆以八叶莲花为中心，其本尊佛母大孔雀明王菩萨居中，由八佛围绕，足见此孔雀明王地位之尊崇。另外，大孔雀明王被冠以佛母之称，也显示出当时秘密佛教中女性本尊地位的崛起。

除汉译本之外，《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还有藏文译本以及梵文钞本，其时代相对较晚，说明此经在不空所处的公元8世纪之后，依旧继续在印度传布不断。[96]

二 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法

无边门经法是以《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为经典依据，以羯磨波罗密菩萨（Karma-vajrī）为本尊的秘密行法，修习此法可得八大药叉与八大菩萨护持。

《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是一部篇幅较短小的陀罗尼经典，在印度成立的时间很早，自中国三国时期即经支谦译为汉文，译作《无量门微密持经》。此后，此经在汉地屡有传译，又出现过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生无量门持经》、南朝宋求那跋陀罗（394—468）译《出无量门持经》、同为南朝宋时期功德直与玄畅合译《无量门破魔陀罗尼经》、南朝梁僧伽婆罗译《舍利弗陀罗尼经》、北朝北魏佛陀扇多译《阿难陀目佉尼诃离陀邻尼经》、隋阇那崛多等译《一向出生菩萨经》、唐智严译《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唐不空译《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足见此经法在印度流传之久远。不过，作为一套完整的秘密行法，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法到不空时代始告完备。

不空译《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Anantamukha-nirhāra-dhāraṇī，anantamukha-sādhaka-nāma-dhāraṇī）一卷，与其他译本的内容与篇幅基本相同。此经揭示菩萨行要义，叙述佛陀世尊薄伽梵住毗舍离大林（Mahā-vana）重楼阁，对舍利弗等宣说，菩萨若欲得无边门总持，须具备四种清净行法、四种悦意法。得彼法已，能入四陀罗尼门，所谓入出生无尽陀罗尼门，入众生根善巧陀罗尼门，入业报善巧无为陀罗尼门，入甚深法忍陀罗尼门。佛即说真言陀罗尼句，并说此无边门陀罗尼义。又说菩萨四法成就、四法得陀罗尼、入八字义得四法成就、四种功德，以及此无边门陀罗因缘。修习此无边门陀罗尼可得八大药叉与八大菩萨护持。

除经文之外，不空又译出《佛说出生无边门陀罗尼仪轨》一卷，以偈颂体讲述修习此陀罗尼法门的仪轨，修习此法须运用身、语、意三种业，称为三秘密门或三金刚，观羯磨波罗密菩萨，住出生相，示少女形，为大慈母，结跏趺坐于莲台上。现大印威仪，手结定羽金刚拳，当心持莲华，慧羽说法相，扬掌申五轮。头着五如来冠，身草绿色。又于其身支分安布八字门，观其字相，转成字轮。又有八十俱胝佛围绕此尊而住，八菩萨、八药叉安住八方，作四摄八供养。

从其经文内容与供养仪轨来看，《无边门陀罗尼经》所述秘密行法颇为简易，它运用身、语、意三秘密门，通过观想本尊、安布字门、观想字轮，作种种身印，与胎藏界密法中的瑜伽修习观想较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此经法的本尊羯磨波罗密菩萨以少年女形示现，被称为大慈母，显示出公元8世纪中后期秘密行法中显著的女性崇拜趋向。

三 守护经法

守护经法是依据《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而成立的秘密行法，它具有满众愿、增寿命、除鬼病、灭逆罪、拔无间苦、祈雨止雨等多种功德。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image: ]ryadhāraṇī[image: ]vararāja-sūtra）又作《守护国界主经》、《守护国界经》、《守护经》，它最初在印度流传的时间尚不清楚，今存汉文译本系唐贞元六年（790）天竺僧人般若（Prajñā）与牟尼室利（Muni[image: ]rī）合译，其在印度流行的时间当在公元8世纪前后。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分十一品，其序品述佛在菩提树下与诸比丘、天龙八部众集会，文殊师利菩萨以伽陀赞佛。陀罗尼品第二，述一切法自在王菩萨请问诸佛境界三昧，佛言此甚深三昧，以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修习无上菩提以为究竟。并指出此菩提心性虚空，与陀罗尼性无分别。又有观想此身，次第成就五如来身，以及八种陀罗尼。大悲胎藏出生品第三，述大悲以众生受苦为本，菩萨起十六大悲之心，入涅槃门，住是十六大悲，即能建立三十二种不共事业。入如来大悲不思议品第四，佛为文殊说如来大悲海门一滴之相，乃至二乘之悲。入如来不思议甚深事业品第五，广明三十二种正觉甚深事业，即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菩萨璎珞庄严品第六，为文殊师利说菩萨四种璎珞，即戒、定、慧与四陀罗尼。大光普照庄严品第七，说八种大光普照，一念，二意，三解，四法，五智，六谛，七神通，八修行。般若根本事业庄严品第八，为般若峰菩萨说般若母以及般若所生事业，为无畏辩才菩萨说般若峰得名往因。陀罗尼功德轨仪品第九，为金刚手菩萨说唵字三和合义，金刚城大曼荼罗轨仪法则，还有陀罗尼供养及念诵法，是守护经法的核心部分。阿阇世王受记品第十，述阿阇世王与佛陀的问答，后决定皈依佛法僧三宝，誓持五戒，以菩提心，回向众生。如来嘱累品第十一，文殊师利广叹此陀罗尼法门，佛又之为说持经功德。

守护经法的行法主要见于此经“陀罗尼功德轨仪品”，此品述释迦佛住菩提树下金刚道场，为金刚手及诸国王说守护国界主陀罗尼为一切陀罗尼母：

善男子，陀罗尼母所谓唵（oṃ）字，所以者何？三字和合，为唵字故，谓婀（a），乌（u），莾（ma），婀字者，是菩提心义，是诸法门义，亦无二义，亦诸法果义，亦是性义，是自在义，犹如国王，黑白善恶，随心自在，又法身义。二乌字者，即报身义。三莾字者，是化身义。以合三字，共为唵字，摄义无边，故为一切陀罗尼首，与诸字义而作先导，即一切法所生之处。三世诸佛皆观此字而得菩提，故为一切陀罗尼母。一切菩萨从此而生，一切诸佛从此出现，即是诸佛一切菩萨诸陀罗尼集会之处。[97]

众所周知，在婆罗门教中，唵字被当作宇宙之中最神圣的声音，与大梵等同，是一切真言之始。在《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中，唵由真言变成了陀罗尼，它诠表的婆罗门教义理变成了佛教正法，集佛之法身、报身、化身于一体，具有殊异的护国功能。

守护经法的坛法被称为金刚城大曼荼罗轨仪法则，第一步择地、净地，其曼荼罗大小高广皆无定规，可依其财力或意愿而设。其坛城作四方，各开四门，上安阀阅。四周栏楯围绕，成三重共十二角。坛中心设毗卢遮那如来像，又设四波罗蜜菩萨，四方四佛，各有四菩萨，菩萨各有眷属。中院安十二供养菩萨，最外一院安置十天。上述诸尊各有真言。坛城布置已，阿阇梨为入坛者，先授三昧耶戒以为先导，然后灌顶，再教其如法如仪念诵真言。念诵时用念珠记数，其念珠有一百零八颗，其质地依佛、金刚、宝、莲花、羯磨五部之别，分别用菩提子、金刚子、金银等宝、莲子、和合串成。

除上述灌顶仪规外，此品又说念诵轨仪法则与持念仪规，前者为祈雨、退敌、除灾、袪魅法，后者为祛病之法。此品最后又说唵字月轮观，以之为成等正觉的独有法门：

当于鼻端想净月轮，于月轮中作唵字观。作是观已，于夜后分，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十方世界如恒河沙三世诸佛，不于月轮作唵字观，得成佛者，无有是处。何以故？唵字即是一切法门，亦是八万四千法门宝炬关钥，唵字即是毗卢遮那佛之真身，唵字即是一切陀罗尼母，从此能生一切如来，从如来生一切菩萨，从菩萨生一切众生，乃至少分所有善根。[98]

从经文所谈法相义理来看，《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或与《大集经》第二“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有相通之处，唯次第稍异。不过此经陀罗尼品述诸佛境界三昧以“以菩提心而为其因，以大慈悲而为根本，方便修习无上菩提以为究竟”的理念[99]，其大悲胎藏出生品的大悲思想，其陀罗尼功德轨仪品的月轮文字观，又都与《大日经》的义趣多有相涉之处。

四 宝楼阁经法

宝楼阁经法，又称大宝楼阁法、宝楼阁法，是以《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为经典依据，以释迦如来为本尊，为灭除罪愆及令亡者得解脱而修习的密法。修习此法时，当于道场绘制宝楼阁曼荼罗，在曼荼罗前设大坛，亦设护摩坛，并诵广大善住秘密楼阁陀罗尼。

从佛经汉译史的角度来看，宝楼阁经法是印度成立较早的一部教法，早在中国南北朝时的梁代（502—557），此经法已被节译成汉文，题作《牟梨曼陀罗咒经》（Muli-mantra-sūtra，根本咒经）。它首次将陀罗尼、印、坛城、画像法结合起来，是印度秘密佛教渐趋成形的标志性经典。具体言之，此经法首次确立根本（Muli,牟梨）、心（H[image: ]d,于[image: ]）、随心（Utpala）三种印咒，即与秘密本尊对应的三种印咒。根本印咒是将诸尊的内证本誓功德作详细宣说的印咒，心印咒显示本尊内证秘密的真实精要，随心印咒又称心中心印咒，是宣说诸尊内证本誓秘密的核心精奥。其次，《牟梨曼陀罗咒经》首次将秘密行法的诸支分基本配置完备，即将印、咒、坛城与画像结合起来，使秘密行法的程序与基本环节初具规模，经中列出三十种咒、十六种印、坛城的置办步骤，以及通过画像展示本尊及其眷属的空间方位布置。另外，此经列大（四方，一肘）、中（四方，二十指）、小（三角、九指）三种形制的护摩炉，又通过火相与柴相判定其成就与否，初步奠定了后世秘密佛教的护摩法。

除了梁代失译《牟梨曼陀罗咒经》之外，唐代又先后有南天竺菩提流志与不空两种译本，说明此经法在印度尤其是在南印度颇有其传。从三种译本之间的内容差异来看，它也有一个不断趋于细密、繁复的秘密化过程。

不空译《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Mahā-maṇi-vipula-vimāna-vi[image: ]va-supra-ti[image: ][image: ]hita-guhya-parama-rahasya-kalpa-rāja-dhāraṇī）[100]，略称《宝楼阁经》，分九品合三卷。其序品述薄伽梵住王舍大城，于初会时降伏俱知魔军及调伏一切外道，于王舍城现大瑞相，花中出警觉陀罗尼音，佛为金刚手秘密主菩萨说此大么尼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威德及往昔种种因缘与功德，佛又以净妙梵音，说警觉心陀罗尼，现种种庄严瑞相，佛即应请为诸会众说大宝广博楼阁陀罗尼，或称陀罗尼大教王法、大陀罗尼王曼荼罗印法画像法。

根本陀罗尼品二，世尊告诸大众说，此陀罗尼教王能成就无上菩提，除一切罪业，身得清净，即说其根本陀罗尼，并将其付嘱执金刚手菩萨及四大天王。

心及随心心陀罗尼品三，先出心及随心两种陀罗尼，又详说诵持根本陀罗尼法，即根本陀罗尼的具体行法或成就法。

成就心陀罗尼品四，述心陀罗尼受持法与种种成就验方。如经中说诵此心陀罗尼十万遍即见一切如来，诵二十万遍得见一切佛土，三十万遍得成入一切曼荼罗，一切真言法悉得成就，诵四十万遍得持明仙中转轮王。

成就随心陀罗尼品五，略述随心陀罗尼诵持法与成就验方。

诸仪轨陀罗尼品六，说诸种真言及相应行法，包括坐坛、结坛界、结十方界、辟毗那夜迦、顶髻、加持衣、洗漱、洗浴、护、神线、献花（散华）、涂香、烧香、灯、献食、献阏伽、奉献供养物及食等、护摩、加持念珠、念诵、结跏坐、警觉一切如来、请一切如来、求愿、求菩萨愿、请一切天龙、请四天王等、加持弟子、令弟子入坛、献一切佛一切菩萨诸天等食、献一切香花饮食、护身、奉送诸圣众等真言。

建立曼荼罗品七，说建立曼荼罗仪规，其法为先择胜地，作四肘四门坛，于坛中心作二肘小方坛，先后以白檀香、郁金香涂抹，小坛中画七宝楼阁，内中画说法佛像。左边金刚手菩萨，作忿怒形，右手执金刚杵，左手执白拂。右边摩尼金刚菩萨，种种璎珞庄严其身，左手执持宝珠，右手执白拂。四角各画四天大王，身着甲胄，手执器仗，作瞋怒形。小坛中画七宝界道，坛上悬伞盖，四面周匝悬幡。大坛东门悬五色缯幡，四角置四金瓶，四隅安四银瓶。中坛南门中画大吉祥天女，北门中画饷弃尼天女，西门金刚使者天女。中坛四边，以香料、鲜花、饮食、燃灯，随力供养，各种花果散其坛上。并在佛及眷属前置香炉，烧种种香，备种种饮食供养。中坛四门外，各立吉祥标门。大坛东门中画诃利帝母，七子围绕。南门中画大自在天王，西门中画花齿罗刹女，北门中画毗摩天女。坛上四边插三十二只箭，各以五色加持线缠。于大坛外食界道上，安置种种香花饮食灯，种类繁杂，为数亦众。诸事项承办之后，阿阇梨引弟子入坛门，为弟子作入坛仪轨，为其灌顶，诵灌顶真言。

画像品八，说画像法，与建立曼荼罗品之内坛布置释迦如来及眷属的做法基本一致，持诵者于如来像前虔心念诵，即可得种种成就与功德。

护摩品九说护摩法，先须清净身心，然后作护摩法供养。先说护摩真言，以之加持护摩物品如白芥子、安悉香、白胶香、天木、酥、饮食、粳米、胡椒等，然后护摩一千八百遍，即可得息灾、安乐、财利等种种成就。此品末尾又重述此教法之威德，据自身财力如法供养可得种种功德成就。

与菩提流志译本相比，不空译本缺少印法品。此品专说种种印法，即在佛坛中作四佛心与四圣金刚心印咒，以此二印启请诸佛。持印咒者应净洗浴，着鲜洁衣，以五种牛净物，用护其身，以涂香遍拭其体，以白檀香涂其手掌，以郁金香再涂其上，以五色咒索交结其身，观想自身为本圣尊，面向东坐，端意寂静，发慈悲心，念根本咒、心咒、随心咒。并常以香花供养诸佛，礼十方诸佛贤圣，启请白佛，依次说宝莲花、普光明宝清净一切如来心、一切如来心、一切如来普光大宝会秘密等种种印咒法。

五 菩提场经法

菩提场经法是以《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为典据发展出的秘密行法，其情形可据不空译《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Bodhi-maṇ[image: ]āla-laṃkāra-dhāraṇī-sūtra）见出。此经述薄伽梵住筏罗痆斯大城广博大园，与诸僧众、菩萨、外道、天众等人集会，应波咤离子城毗钮达多之请，为说“菩提场庄严陀罗尼大教王”（Bodhi-maṇ[image: ]āla-laṃkāra-mahātantra-rāja）往昔因缘。世尊即应众请，说其善根法，也就是此陀罗尼的日常供养法与流通法。其供养法是作方曼荼罗，以五净洒，随财力作散花、烧香供养。将此菩提场庄严陀罗尼书于桦皮上，置金刚杵、佛像、画像、印塔、窣堵波中，即为其流通法，又能使行者得种种福聚。

其次，佛为文殊师利童真菩萨、金刚手秘密主菩萨及四大天王说其行法，即置白芥子于熟铜器中，诵此陀罗尼千遍加持已，以白芥子掷于相应之处，即获种种成就，如掷空中可止风暴，掷四方可止毒虫，入河中水为不流等。

其像法是在中央宝树下画释迦牟尼佛，坐师子座，宝树上画佛陀说法像，其右侧为文殊师利菩萨，以二手捧钵，作献佛之势。其左边为金刚手菩萨，右手持金刚杵，瞻仰如来。文殊师利后安置宝幢，幢中有如来坐师子座，作安慰相，其下有吉祥天女。金刚手之后置菩提场陀罗尼箧，宝箧四面有化佛围绕，其下画金刚使者。佛下方配持国、增长、广目、多闻四天王。

其曼荼罗坛法是先择一清净地，作十六肘坛，先以牛粪和土涂抺坛周围，然后由画坛人于四角画四天王，中央画佛形像，于门中画宝树，于东门画吉祥天女，南门画辩才天女，西门商弃尼天女，北门花齿天女。以稻谷花和白芥子散于坛上，兼散时花涂香末香。四角安四香水瓶，以四器盛食饮供养。四门安四香炉，兼诸饮食种种花鬘及三白食。四角安四盏灯。念诵者面东坐，后夜入曼荼罗护身结界。入此曼荼罗即得种种成就，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一切悉地皆得成就，一切福聚皆得生长。

入此曼荼罗得不退转地，佛世尊即依次说心陀罗尼、心中心陀罗尼、澡浴洒净陀罗尼、结界陀罗尼、结曼荼罗界陀罗尼、供养食陀罗尼、迎请陀罗尼、供养花陀罗尼、供养烧香陀罗尼、灌顶陀罗尼、结顶髻陀罗尼、加持衣服陀罗尼、护弟子身加持陀罗尼、奉送圣众陀罗尼、加持念珠陀罗尼、献座陀罗尼、缚毗那夜迦陀罗尼、迎请一切如来陀罗尼、护身陀罗尼、供养灯陀罗尼、护摩陀罗尼、请一切如来陀罗尼等。次说修行心陀罗尼、心中心陀罗尼功能，如诵心陀罗尼百千遍，得为持明仙，加持千遍取点额得飞腾虚空，诵一万遍得见一切如来等。

又说其印法，即以二手平展，以右手押左手，仰掌安心上，名为菩提场庄严陀罗尼根本印，才结此印即灭一切罪。

总体看来，菩提场庄严陀罗尼法较为丰富，但陀罗尼行法、像法、坛法与印法也都非常简易，具有显著的早期陀罗尼密教的特点，以四部怛特罗密法来衡量，它应属早期的事部陀罗尼。不过，从经文中出现的种种关于此教法的名称来看，如菩提场庄严陀罗尼大教王、菩提场庄严陀罗尼教王、大陀罗尼教王、菩提场庄严陀罗尼法要大教王仪轨等，此中所云大教王、教王，或即mahā-kalpa-rāja、mahā-tantra-rāja与rāja-tantra的意译。事实上，也就是从不空所处的公元8世纪中期开始，怛特罗类的秘密教法开始集中出现。

六 请雨经法

请雨经法是以《大云轮请雨经》为典据，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尊，以诸龙王为眷属，通过佛陀与龙王对话的形式，讲述与请雨有关的陀罗尼与种种修法与仪礼。

《大云轮请雨经》（Mahā-megha-sūtra）又作《大云请雨经》、《大云轮经》、《请雨经》，主要叙述请雨时应受持的陀罗尼。初举难陀龙王等百六十五龙王名，请诸龙王发愿供养尊重一切诸佛，次述无边庄严海云威德轮盖龙王代表诸龙王，请佛陀说除灭一切苦恼，以及普降甘雨，利乐赡部洲一切众生的法门。佛即告以施一切乐陀罗尼，忆念受持毗卢遮那藏大云如来等五十四如来名号，除灭请雨、止雨及降雨五障的两种陀罗尼。

中国自南北朝末期开始有《大云轮请雨经》传至，先有北周天和五年（570）阇那耶舍译出《大云请雨经》一卷，隋开皇五年（585）那连提耶舍译《大云轮请雨经》二卷，以及《大方等大云请雨经》一卷。到唐代，不空译出《大云轮请雨经》二卷、《大云经祈雨坛法》一卷，请雨经法始告完备。除了译出经法外，不空还先后于唐天宝五年（746）、大历六年（771），应用此经法，作祈雨坛法，所行皆验。从此经的汉译情形，可以看出公元6—8世纪，此经在印度广泛流行的情形。从此经的藏语译本以及种种梵语写本来看，此经在公元9世纪以后仍然颇有其传。[101]

依不空《大云经祈雨坛法》所载，若遭逢天旱时，请雨者应于露地作坛，坛中画七宝水池，池中画海龙王宫，宫中有释迦牟尼如来住说法相。佛右画观自在菩萨，左画金刚手菩萨，佛前右画三千大千世界主轮盖龙王，佛前左画难陀、跋难陀二龙王。坛四方各画一龙王，东方龙王一身三头，南方龙王一身五头，西方龙王一身七头，北方龙王一身九头，各有眷属围绕，皆住青黑云中，半身以下如蛇形，尾在池中，半身以上如菩萨形，皆合掌从池涌出。坛四角置四清水瓶，并随其财力供养饮食果子。烧香散青色华，道场中所用皆作青色。祈雨之人若是出家者应具律仪，若为俗士应受八戒。作法时，吃三白食，每日香汤沐浴，着新净青衣。以青物为座坐于坛西面，以香涂手。先应三密加持自身，守护坛场，案上置此《大云经》。于一切有情起大慈悲心，启请一切佛菩萨加持，二人至七人不等，昼夜虔诚诵读此经，不应间断。经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即普降甘霖。

第八节 秘密佛教中的观自在信仰与行法

自大乘佛教兴起以来，观自在菩萨（Avalokite[image: ]vara）或称观音菩萨（Avalokite[image: ]vara）即以其大慈大悲、救人苦难的淑世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大乘佛教最受崇敬的信仰对象，其神格属性与功德从其多种名号中即可显示出来，如救苦救难者（Du[image: ]kharak[image: ]aka）、施无畏者（Abhayaṃdada）、莲华手（Padmapāṇi）、普门（Samanta-mukha）、大悲圣者（Mahā-kāruṇika-muni）等。同样，在秘密佛教的各部密法中，莲华部中的观自在类秘密教法也居于非常突出的位置，其教典多，功用大，流布广，身形众，影响深，是密教菩萨信仰中最为显赫的一系。以《大正藏》收录汉译密典中的诸菩萨仪轨为例，在总共168部菩萨密典中，观自在菩萨仪规有88种，占了1/2强。就其功用而言，北宋印度来华的译经僧施护所译、西方贤圣即印度诸大德所集《圣观自在菩萨功德赞》，称颂观自在菩萨的种种功德，集中体现出此菩萨“常以大悲方便力，救度一切苦众生”，“以最上法施众生，普令有情证菩提”，以及其“悲智方便力，能入一切趣类”的种种善行功德。就密教观自在菩萨的身形来看，除了其法身之外，更有各种秘密化身，其中影响较大、为人们所熟知者就有千手千眼观自在、十一面观自在、马头观自在、毗俱胝观自在、如意轮观自在、不空罥索观自在与圣多罗观自在等。大致说来，这些密教观自在菩萨大多以忿怒、威猛身相示现，让人生起大敬畏心，其面孔身形变化多端，所执法器亦富于变幻，各具特色，诠表不同的神格属性，这些神格属性都或多或少地与印度教诸神，尤其是湿婆神，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可以说，观自在菩萨与湿婆（Mahe[image: ]vara,大自在天）除了名称上的对应外，观自在（观音）菩萨及其化身的种种神格属性总能在湿婆及其种种化身中找到源头或对应关系，秘密佛教观自在信仰在特定时代与地域的兴起与流布也反映出湿婆信仰已经在彼时彼地广泛传布的事实。

就其传布与影响而言，种种观自在密法仪轨来自五天印度的不同地区，跨越了公元6—13世纪的数百年，且对印度以外的其他佛教国家与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还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一 千手千眼观自在密法

千手千眼观自在（Avalokite[image: ]vara-sahasrabhuja-locana），又作千手圣观自在（Sahasra-bhujāryāvalokite[image: ]vara）、千光观自在等，另外，据千手千眼观自在的根本陀罗尼所载，它还被称为千眼千首千足千舌千臂观自在菩提萨埵等。

关于此尊的来源，诸经所载不一。《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序》称：“千手千眼菩萨者，即观世音之变现，伏魔怨之神迹也。”此处所说的魔怨为大力鬼神毗那翼迦（Vināyaka），象鼻人身，约与印度教中的象鼻神（Gane[image: ]a）相当,它经常毁坏善法，增长恶业，对佛教正法构成严重威胁，观自在（观音）菩萨即现作千臂千眼之形，运用相应的神咒与印法，降伏此魔。[102]

除了伏魔怨之外，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则认为，此尊系观自在菩萨闻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为利益众生，发愿具足千手千眼所成形像：

观世音菩萨重白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静住如来”。彼佛世尊怜念我故，及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摩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是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实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发是愿已，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103]

不管是伏魔怨，还是利众生，千手千眼尊都是观自在菩萨的变化身，其形像变化与观自在菩萨寻声救难、慈悲济世的情怀相应。

近代学者考察千手千眼菩萨在印度宗教文化传统中的原型，发现它的神格属性，尤其是千手千眼特征，与印度早期诸神尊如楼陀罗（Rudra）、原人（Puru[image: ]a）、湿婆（[image: ]iva）、毗湿奴（Vi[image: ]ṇu）等多有相通之处，是集取众神的不同特征而成。如《白骡奥义书》第十三章第十四颂称楼陀罗（原人）“有千头、千眼和千足，覆盖整个大地，还超出十指”。[104]在《摩诃婆罗多》“教诫篇”第十四章，湿婆被描述为千眼、千首、千足形象[105]。可以说楼陀罗与湿婆的这些属性都是佛教中千手千眼观自在的原型。

关于千手千眼菩萨的形像，诸经所载不一。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卷上，以及南天竺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画坛法”，皆作檀金色，一面三眼，身有千臂，千臂之掌中各有一眼，手中各执种种器仗等印。此二经本为同本异译，所述千手千眼菩萨详略有异，但都指出，在实际行法中，此尊或不作千眼千臂，仅在额上更安一眼，即一面三眼亦可。智通所据梵本系北天竺僧人所进，菩提流志梵本当系南天竺所传，由此也可以看出千手千眼菩萨行法在公元七八世纪广泛流行的情形。

不空译《摄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经计一法中出无量义南方满愿补陀落海会五部诸尊等弘誓力方位及威仪形色执持三摩耶幖帜曼荼罗仪轨》“五部尊法”所载千手千眼菩萨的形像是另一番样子：“中有本尊像，号千手千眼，妙色超三界，金色具晖曜。首持发髻冠，宝冠绀发垂。顶上五百面，具足眼一千。诸头宝冠中，安住化佛身。身相十百臂，其中采杂宝。”[106]此处的千眼指菩萨顶上的五百面，面各二眼，成千眼。

另据唐三昧苏[image: ]罗译《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所载，观自在菩萨于千光王静住如来处受大悲心陀罗尼，心得欢喜，发大誓愿，应时具足千手千眼，即入三昧名无所畏。于三昧光中，涌出二十五菩萨。此诸菩萨身皆金色，具诸相好如观自在，亦于顶上具十一面。各于身上具足四十手，每手掌中有一慈眼。二十五菩萨各具四十手目，合为千手千眼。[107]这种千手千眼的造型又与前述两种不同。

千手千眼菩萨佛典在公元七八世纪的汉译情况如下：

唐武德年间（618—626），先有中天竺婆罗门僧瞿多提婆（Gupta-deva），曾于细[image: ]上图画千手千眼形象，以及相应的结坛、手印经本，献给唐王朝，惜不被唐高祖重视。

唐贞观年间（627—649），北天竺僧人赍《千臂千眼陀罗尼》梵本奉进，唐太宗敕令大总持寺法师智通与梵僧翻出咒经并手印等，成《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二卷。另外，智通还曾从某位印度来的僧人中获得另外一种梵文本子。其时，又有北印度乌伐那国婆罗门僧达摩战陀（Dharma-candra），善明悉陀罗尼咒句，曾画千臂菩萨像，将其与该经咒进献给朝廷。

唐永徽、显庆年间（650—660），西天竺僧人伽梵达摩（Bhagavat-dharma，尊法）译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各一卷。

景龙三年（709）夏，南天竺菩提流志（Bodhi-ruci）于西崇福寺译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一卷。

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大力弘扬秘密佛法的开元三大士分别译有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行法相关的经典。如金刚智于开元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723—736）译出《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各一卷，通篇采用音译的方式，但两本篇幅长短有异。善无畏译有《千手观音造次第法仪轨》一卷不载于各家目录，首尾不全，或节译自其他仪轨。

不空于天宝五年至大历九年间（746—774）译出三种千手千眼菩萨的仪轨，分别是《大悲心陀罗尼修行念诵略仪》一卷、《摄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经计一法中出无量义南方满愿补陀落海会五部诸尊等弘誓力方位及威仪形色执持三摩耶幖帜曼荼罗仪轨》一卷，以及《金刚顶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二卷。

除上述译本外，还有题为三昧苏[image: ]罗所译《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一卷，未详其年代。

根据千手千眼观世菩萨佛典的汉译情况，可以推知这一时期千手千眼观世菩萨经典、咒语与行法在五天印度流布甚广。

千手千眼观自在经典基本上是以千手千眼大悲陀罗尼，即大悲咒而展开的，到公元8世纪中后期，形成多种与之相关的念诵略仪与修行仪轨。

大悲心陀罗尼（Mahā-kāruṇika-citta-dhāraṇī），又称千手千眼观自在大悲心陀罗尼、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俗称大悲咒，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内证功德之根本咒。唐代伽梵达磨所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载其咒文为84句，声称诵此咒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其咒文有多种音写或传译，章句依各经本而异，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卷上与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相同，皆作94句。金刚智译《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作113句，不空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所载则为82句。而在不空所译《金刚顶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卷下简为40句，并称诵此咒可得息灾、增益、降伏、敬爱钩召四种成就。[108]

值得一提的是，大悲咒虽然是千手千眼观自在大悲心陀罗尼的简称，但它并非仅见于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的经典行法中，也出现在青颈观自在的行法与经典中。青颈观自在菩萨（nīla-kaṇ[image: ]ha），是观自在菩萨的另一化身，不空译《青颈观自在菩萨心陀罗尼经》称：“其像三面，当前正面作慈悲熙怡貌，右边作师子面，左边作猪面。首戴宝冠，冠中有化无量寿佛。又有四臂，右第一臂执杖，第二臂执把莲花，左第一执轮，左第二执螺。以虎皮为裙，以黑鹿皮于左膊角络，被黑蛇以为神线。于八叶莲花上立，璎珞臂钏，镮佩光焰，庄严其身。”[109]南天竺菩提流志译《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载其形像为左手执莲华，右手扬掌，结跏趺坐，为观自在种族母。结合其名称及诸经对其形像的记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青颈观自在的体貌特征与湿婆的青颈造型颇有相通之处。

汉译有关青颈观自在密法的经典主要出自金刚智、不空师徒，包括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青颈大悲王观自在念诵仪轨》一卷，不空译《青颈观自在菩萨心陀罗尼经》、《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自在王菩萨广大圆满无碍自在青颈大悲心陀罗尼》各一卷，其流行地区与梵本来源都应是出自南印度地区。

二 十一面观自在密法

十一面观自在菩萨（Ekada[image: ]a-mukha），汉译多作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大光普照观世音菩萨，其原型当源自印度教中的十一位大荒神（Ekāda[image: ]a-rudra，鲁特拉），是大自在天湿婆神在吠陀时代的原型。[110]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被佛教吸纳，成为观自在菩萨的化身之一。此菩萨的标志性特征即为其十一面，依据唐不空译《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所载，其各面造型如下：

十一头四臂，右边第一手把念珠，第二手施无畏，左第一手持莲花，第二手执君持。其十一面，当前三面作寂静相，左三面威怒相，右三面利牙出现相，后一面作笑怒容，最上一面作如来相。头冠中各有化佛。[111]

这种左、中、右各三，后、上各一的头面排列方式在十一面观自在经典中基本相同，在后出的其他秘密经典中，十一面观自在菩萨造型又有所变化与发展，通常在本面之上安置其余十面，如在《大日经》所代表的胎藏界曼荼罗之苏悉地院中，十一面观自在是在本面两侧各一面，其上具五面，其上又有三面，成十一面。依慧沼《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载，十一面各诠表不同的意旨：“前三面，慈相见善众生，而生慈心，大慈与乐。左三面，瞋面见恶众生，而生悲心，大悲救苦。右三面，白牙上出，面见净业者，发希有赞，劝进佛道。最后一面，暴大笑面，见善恶杂秽众生，而生怪咲，改恶向道。顶上佛面，或对习行大乘机者，而说诸法究竟佛道，故现佛面。”[112]

十一面观自在类的秘密经典出现甚早，公元五六世纪之交出现的《金刚大道场经》已经有“十一面观自在品”，后出的相关经典都是由此衍生而来，其详略各有不同。比较公元6—8世纪的各种汉语译本，即可看出十一面观自在密法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是北周时代印度耶舍崛多译《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Avalokite-[image: ]varaikādāsamukha-dhāranī）一卷，其经末题云：“此经名金刚大道场神咒经，十万偈成部，略出一品。”此后又有玄奘译《十一面神咒心经》（Mukhada[image: ]aikavidyā-mantra-h[image: ]daya）一卷。阿地瞿多译《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一卷，载于他撮要抄译的《陀罗尼集经》第四卷。最后是不空译《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三卷，篇幅较长，内容丰富，相对完整，堪为十一面观自在密法的集成之作。

《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述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观自在菩萨为诸会众说十一面观自在心咒因缘，称此咒为十一面心密语，系十一俱胝如来同共宣说，若有信众持是心密语能得十种胜利、四种功德，得一切诸佛大慈悲喜舍诵慧藏法门等功德。然后依次叙说此根本密言（咒），澡浴灌洒净衣密言，献焚香密言，献花密言，奉献饮食密言，护摩密言，结方隅界密言，奉送圣众还宫密言等。次说造十一面观自在像法，除病、降敌、息灾、诤论等种种成就法。次说十一面观自在念诵仪轨，包括各种真言法、印法与观想法等。最后附“护摩仪轨品”，说护摩仪轨中的种种行法，如护摩坛法，迎请诸尊念诵真言法，种种密印法，以及判定护摩相法。

三 马头观自在法

马头观自在（Haya-grīva；Haya-[image: ]i-r[image: ]a），汉译多作马头观世音（自在），又作马头大士、马头明王、马头金刚明王，俗称马头尊，密号为啖食金刚、迅速金刚等，音译作何耶揭唎婆。作为观自在菩萨的化身，马头观自在通常以大忿怒形示现，或三面八臂，或四面八臂，或三面二臂，或一面四臂等，顶部的马头是其身份标志。在秘密佛法中，马头观自在通常被视为莲华部主，[113]在印度教传统中，马头明王是毗湿奴的化身之一，马头人身，全身洁白，坐白莲花，代表智慧与知识，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它被吸收到佛教中，成为密教观自在菩萨的化身之一。

《金刚大道场经》“观世音等诸菩萨部”有“何耶揭唎婆观世音菩萨法印咒品”，收录与马头观自在（观世音）相关的印咒成就法门，包括护身结界法印咒、大法身印咒、法心印咒、头法印咒、顶法印咒、口法印咒、牙法印咒、乞食法印咒、解禁刀法印咒、疗病法印咒，另外还有马头观世音菩萨大咒（一百二十五）与别大咒（九十一句）、发遣马头观世音印咒、画作像法、作何耶揭唎婆像法、马头观世音菩萨受法坛等，印、咒、像、坛构成其密法的基本因素。

除其大咒外，上列种种印咒法皆有其独特的功用，如头法印咒、顶法印咒可治头疼，口法印咒可除一切鬼病，牙法印咒可破斥种种邪法。

“画作像法”述马头观自在的形像，称其像身高一肘长，有四面，正面三面，顶上一面，皆作欢喜状。其左边一面作黑色，绿眼狗牙；右边一面作赤色，名吃咒面；当中一面如菩萨面，相貌端正，作白色；顶上一面作青色，口吐宝珠。四面各戴宝冠，冠有化佛。左手持莲花，右臂下垂，作施无畏手状。整体来看，这种身形并没有将顶部的马头造型凸显出来，在“作何耶揭唎婆像法”顶上一面作合口碧马头造型，是马头观自在的典型造像。

坛法的设置是以马头观自在菩萨为中心，北面置八臂观自在，东面十一面菩萨，南面为八龙王，坛西安护摩炉，依法念咒作印、散华烧香，作种种供养，即可得观自在菩萨忆念、加持，得种种成就。

在胎藏界密法中，马头观自在菩萨化身为莲华部忿怒持明王，其身非黄非赤，佩戴白色莲华璎珞，指甲长利，双牙上出，头发如师子顶毛，光焰猛盛，作吼怒状。

在金刚界密法中，马头观自在密法得到更为系统的发展。一方面其身、语、意的配合更为紧密，秘密观想法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整个秘密行法的各个环节与事项更为缜密、复杂。这两种特点在《圣贺野纥哩缚大威怒王立成大神验供养念诵仪轨法品》（不空译）中有非常显著的体现，如修习此法的瑜伽行者在礼拜诸佛菩萨时，即是通过观想或意念完成的。瑜伽者先结诵定中礼佛印与真言，想自身遍礼一切如来及菩萨足，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够不起于座而遍至十方，敬礼诸佛如来。礼拜之后，瑜伽行者端身正坐，俨然不动，想自身在一切如来海会，观一一佛身微细如胡麻，相好具足，了了分明，更通过反复观想，渐次进入自身与主尊一如不二的三昧境界：

即入观自在菩萨智，作是思惟：一切法本来清净，我亦清净。于世间贪爱清净故，则瞋恚清净；于世间尘垢清净故，则一切罪清净；于世间一切法清净故，则一切有情清净；于世间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则萨婆若清净。瑜伽者作是观已，身心豁然清净，即诵通达心真言，由此证二无我，显现如来藏，证圆满菩提心，即诵菩提心真言。闭目澄心，观自身中，正当胸间，有圆满清凉洁白满月，一心专注，更不易缘。于圆明上，想有八叶莲花，胎中观纥哩字，如红颇梨色，……如是观已，即诵自身成本尊瑜伽真言，瑜伽者自身与本尊无有异。[114]

这一过程包括了对佛法义理的思惟与分别、月轮观、声字观等种种观法，是瑜伽秘密行法中常见的观行法门。

整个供养念诵仪轨的次第与程序非常烦琐，仅起始的几个环节，依次就有结诵警觉印咒，礼四方如来并结诵相应的印咒，作四无量心观结诵相应身印与真言，结诵如来部、莲华部、金刚部三摩耶契与真言，结诵金刚甲胄印咒，结诵金刚轮菩萨印与真言等，种种仪则与程序非常繁杂、琐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种种密行与仪法都是在观想状态下进行的，当这种观想进入高潮阶段，马头观自在及其眷属的面貌与情态即在瑜伽者意念中映现出来：

又观楼阁中有莲花胎，于莲花胎中想纥哩字，流出大光明，……从此大光明中，涌出马头大威怒王，有四面皆忿怒，虎牙上下出现，八臂各执器杖，安坐宝盘石上莲花台上。中面顶上有碧马头，发如螺焰，身色赫奕如日轮，遍身火焰炯燃逾劫灾火，焚烧内外人天业障。[115]

伴随马头大忿怒王出现的，还有无量忿怒众、十波罗蜜菩萨、八供养菩萨、四大童子、八大龙王、十二大天王、诸天八部等及各自眷属。

与上述种种烦琐的程序与种种细密的观想形成对比，《圣贺野纥哩缚大威怒王立成大神验供养念诵仪轨法品》所记载的坛法较为简易，选择一处清净之地作为坛场，先以瞿摩夷（牛粪）涂拭，次以白檀泥涂其道场。坛场周匝悬挂幡盖。坛西安置马头本尊像，瑜伽者于坛东对像，坐于茅草垫上或小床上，然后分布曼荼罗，列诸圣位。置二阏伽瓶满盛香水，安四贤瓶于坛四角。每日取种种时花散坛上，又以烧香、涂香、灯明、饮食及果子，加持分布，作种种供养。

这种简易的坛法形式在《何耶揭唎婆观世音菩萨受法坛》中也有所体现，其受法坛纵广四肘，坛开四门，中心作莲华座，安置马头观世音（自在）像，东门作华座安十一面菩萨，北门作莲华座安八臂观世音，南方安八龙王。以粳米、乳糜供养八龙王，其余诸尊，随取供物，无特别限制。燃四十五灯以为供养。[116]这种简于坛法与像法、详于印咒与观想的修习法门也是瑜伽密法共有的特征。

四 如意轮观自在密法

如意轮观自在（Cintā-mani-cakra-loke[image: ]vara）是以手持如意宝珠与轮宝而得名的观自在菩萨化身，其如意宝珠表满足众生祈愿，轮宝表转法轮，故此菩萨的密号为持宝金刚。以如意轮观自在为本尊，为了增益福德、减除罪愆、救拔苦难等目的所修习的密法，称为如意轮观自在法，或如意宝珠法。依《如意轮陀罗尼经》所载，久远世时观自在菩萨得到世尊加持，宣说如意轮陀罗尼，能满足一切有情世间、出世间的各种胜愿，由此化生出如意轮观自在。

如意轮观自在的形像种类甚多，计有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等，比较常见的是六臂像，右第二手持宝珠置胸前。如《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所载的如意轮观自在的形像即是：“手持如意宝，六臂身金色，顶髻宝庄严，冠坐自在王，住于说法相。第一手思惟，愍念有情故。第二手持意宝，能满众生愿。第三手持念珠，为度傍生苦。左按光明山，成就无倾动。第二持莲手，能净诸非法。第三手持轮，能转无上法。六臂广博体，能游于六道。”[117]从其形像可以看出，如意轮观自在的形成是观自在信仰传播过程中，其法具（法器）或神通人格化的结果。

如音轮观自在菩萨密法的根本典据是《如意轮陀罗尼经》（Cintāmanicakra-loke[image: ]vara-dhāraṇi）[118]，据唐代菩提流志的汉语译本，此经出自《大莲华金刚三昧耶加持秘密无障碍经》，包括十品，合为一卷。

其序品叙观自在菩萨于佛说“大莲华峰金刚秘密无障碍如意轮陀罗尼明三昧耶”之根本陀罗尼明、大心陀罗尼明与小心陀罗尼明。

第二破业障品，说修持如意轮陀罗尼咒成就法。行者于净室中，面东趺坐，想观自在坐莲花上，身相姣好圆满，如日初出，放大光明。次烧沉水香，运心供养，恭敬礼拜，香花供献不绝。通过这种瑜伽观法与念诵，行者得观自在加护，种种疾病与罪障、自然灾害、军阵斗战、官事诤讼等皆被除灭，得见极乐世界或观自在菩萨所住补陀落山七宝宫殿。

第三诵念法品，说秘密如意轮陀罗尼有二法，即世间法与出世间法。行者欲成就此陀罗尼法，当一心观想观自在菩萨相好圆满，如日初出，光明晃曜。诵持陀罗尼无有间断，即得圣观自在现金色身，证成各种成就，如安怛陀那法、多闻持法、如意珠法、住年药法、雨宝雨法、见伏藏法、入阿修罗窟法、随意形法、种种药法、杵法、瓶法等种种世、出世间法。

第四法印品述如意轮陀罗尼法中的印法，每一印通常包括印法、明与行法三项内容。依次列述大莲花三昧耶印、明与行法，解脱印、明与行法等五十种印法。

第五坛法品说秘密如意轮陀罗尼大曼荼罗印三昧耶法，此法能成就世间三种药法。此曼荼罗有四肘、五肘或八肘坛等不同形制，依次用瞿摩夷、黄土、香泥涂饰。坛分二院，其内院当心画三十二叶开敷莲花，于花台上安置如意轮观自在菩萨，面西结跏趺坐，颜貌熙怡，身金色相。首戴宝冠，冠有化佛。菩萨左手执开莲花，当其台上画如意宝珠，右手作说法相。如意轮观自在菩萨东面画圆满意愿明王与白衣观自在母菩萨，北面画大势至菩萨与多罗菩萨，西面画马头观自在明王与一髻罗刹女，南面画四面观自在明王与毗俱胝菩萨。

外院东面画天帝释，左右画诸天众围绕；南面画焰魔王（或云阎罗王），左右画诸鬼母众围绕；西面画水天王，左右画难陀龙王乌波难驮龙王及诸龙王众围绕；北面画多闻天王，左右画诸药叉众围绕。其四隅自东南起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火天神、罗刹王、风天王、大自在天王及其眷属。此外又有日天子、月天子、地天神、大梵天王、阿素落王等诸天明王。倘因财力所限，也可仅设座位，题写诸尊名字，作法供养，也能获得成就。

承上品坛法，第六、七、八三品依次说佩药、含药与眼药的成就法，即三类药物的合成法。佩药是佩戴在身上或涂抹在身上的药即外用药，含药则是指口服药即内用药，眼药指主治眼疾的各种药物。第六品说佩药合成法，系用等量的牛黄、白栴檀香、郁金香、龙脑香、麝香、丁香、白豆蔻、红莲花须、青莲花叶、肉豆蔻、素靺啰拏钵怛啰（唐人翻为曼陀罗叶，或译云金薄，未详孰是）、石蜜等原料，然后依法造坛结界，念诵真言，将种种药物捣碎，和合成丸。次将合成的药丸盛入容器内，置坛内观自在像前，诵根本明、大心明、小心明加持其药，时日既久，药物即现种种成就相，如光明相、烟相、暖相、增相等，标明此药法炼成，以之熏烧、佩戴、涂抹身上，不为外在的业障所侵害。第七品说含药合成法，基本程序大致相当，仅所用原料有别，即以等量龙脑香、麝香、郁金香、牛黄为原料，以天雨水和合成丸，亦置于坛内观自在像前，诵根本陀罗尼明、大心明、小心明，待种种成就相显现，行者即依成就相判定其药用。第八品说眼药成就亦大致如此，唯所用原料有别。

第九护摩品，述与此如意轮法相关的护摩法，以及如意轮陀罗尼明的种种功德。

第十嘱累品述世尊称赞观自在菩萨，指出读诵受持如意轮陀罗尼明，能于此生证见“色寂圆照神通游戏智三昧耶”。

除《如意轮陀罗尼经》外，与如意轮观自在密法相关的仪轨亦有多种。唐宋年间译为汉语的如意轮观自在密法仪轨计有《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金刚智译）、《观自在菩萨如意轮瑜伽》一卷（不空译）、《都表如意摩尼转轮圣王次第念诵秘密最要略法》一卷（解脱师子译）、《佛说如意轮莲华心如来修行观门仪》一卷（宋慈贤译）。这些法要或仪轨都是以《如意轮陀罗尼经》为根本典据，以如意轮观自在菩萨为本尊的秘密修习法门，其念诵、观想的内容都包括如意轮观自在菩萨的根本陀罗尼、大心陀罗尼（oṃ-padma-cintā-maṇi-jvala-hūṃ）与小心陀罗尼（oṃ-varada-padme-hūṃ）。不过，在具体的行法中，又依据不同的修习法门或派别对其作了改编。如不空译《观自在菩萨如意轮念诵仪轨》是依《灌顶道场经》所说修陀罗尼法门，对原始经典进行的改编。金刚智译《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不空译《观自在菩萨如意轮瑜伽》为同本异译，是《金刚顶经》所说摩尼莲花部如意念诵法的节译[119]，更是依据瑜伽秘密法门对《如意轮陀罗尼经》所做的修订与改编，其中夹杂了瑜伽秘密行法特有的观想，如本尊观、声字观、月轮观等：

所在诸如来，皆入为一体，犹如于明镜，能现于万像。法界自性体，住于金刚莲。即变其宝莲，为真多菩萨[120]，手持如意宝，六臂身金色。皆想于自身，顶髻宝庄严，冠坐自在王，住于说法相。第一手思惟，愍念有情故；第二持意宝，能满一切愿；第三持念珠，为度傍生苦。左按光明山，成就无倾动；第二持莲手，能净诸非法；第三挈轮手，能转无上法。六臂广博体，能游于六道，以大悲方便，断诸有情苦。行者如是观，坐于月轮中，身流千光明，项背皆圆光。复想心月轮，亦有宝莲花，以是能坚固，无动观已身。[121]

继不空所译瑜伽密法（Yoga-tantra）的如意轮观自在菩萨秘密行法之后，解脱师子所译《都表如意摩尼转轮圣王次第念诵秘密最要略法》，是基于秘密成就法的四种功用（息灾、增益、爱念、降伏）而出现的如意轮观自在密法。宋代慈贤所译《佛说如意轮莲华心如来修行观门仪》在身语意三密门的结合与应用，以及观想法门、仪行次第等方面更趋缜密、复杂，是晚期如意轮观自在密法的代表性仪轨。上述种种变化与发展显示出公元8—13世纪如意轮观自在密法在印度传承演变的大致情形。

第九节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所载不空罥索菩萨密法

不空罥索菩萨密法是以《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Amogha-pā[image: ]a-vikurvaṇa-kalpa-rāja）为根本经典，以不空罥索观自在菩萨为本尊，以不空罥索心王母陀罗尼为根本真言，通过真言、密印、曼拏罗、像法、护摩、瑜伽观行等各种行法的修习，而达致成就与解脱的秘密法门。

一 不空罥索菩萨密法的经典文本

从不空罥索菩萨密法的汉译情形来看，它出现并流行于公元6—10世纪的南北印度，其文本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五收观世音菩萨不空罥索之身印咒、口法印、牙法印、心中心咒四种，云出《不空罥索经》，系《金刚大道场经》菩萨部中的支分经。这说明在《金刚大道场经》最晚成书的公元6世纪二三十年代，不空罥索菩萨密法即已出现。现存与不空罥索菩萨密法相关的经典可分为如下三类。

其一为根本经典，此本的汉、藏、梵三种文本皆存世，其汉译本较早。先后有四种译本，即隋开皇七年（587）北印度犍陀罗国僧阇那崛多译出《不空罥索咒经》一卷，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玄奘在大慈恩寺弘法院译出《不空罥索神咒心经》一卷，武后大周长寿二年（692），菩提流志译《不空罥索咒心经》一卷，宋施护译《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一卷。

其二为大本不空罥索经典，即《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Amogha-pā[image: ]a-vikurvaṇa-kalpa-rāja）。此本的汉、藏、梵皆存世，汉译本为唐菩提流志译《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七十八品，合三十卷。藏译本为《不空罥索详细仪轨王》五十六品，合二十四卷。其梵语写本是近代印度僧人罗睺罗在西藏所得梵语写本，其内容结构与藏译本相同。

其三为不空罥索密法的别传本，仅存汉译本。除了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五收《不空罥索经》外，又有大周圣历三年（700）岚婆国婆罗门李无谄于洛阳佛授记寺译《不空罥索陀罗尼经》十六品，合一卷；唐长寿二年（692），天竺宝思惟译《不空罥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或称《不空罥索心咒王经》）十六品，合三卷。

在上述三类经典中，唐神龙三年（707）至景龙三年（709），南天竺菩提流志译出的《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是观世菩萨密法或称莲华部密法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密教经典，标志着不空罥索密法已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由此可以看出公元七八世纪之交不空罥索菩萨密法在印度尤其是南印度传习的盛况。

二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的结构与内容

从其结构上看，《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各品之间并非逐次递进、前后连贯、完整如一，而是将各种观自在菩萨密法采用平行或支属的方式连缀为一体。因此，准确而言，《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更像是关于不空罥索密法的丛书。其中的每种秘密行法都包括陀罗尼真言法、印法、坛法、像法，以及药法、宝瓶法等种种成就法。统观全经，基本内容可分为以下几部分：

（1）广大解脱莲华曼拏罗印三昧耶（1—19品），说广大解脱莲华曼拏罗印三昧耶法。其中，“母陀罗尼真言序品”，叙述佛在布呾洛迦山观世音菩萨宫殿中，观自在菩萨为佛陀说过去劫中从世间自在王如来所得不空罥索心王陀罗尼真言三昧耶法，称修习此法于现世可得二十种功德，命终时现八种瑞相。从《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的流传与各品间的内容来看，此品出现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是其他各品成立的基础。序品所说长达278句的不空罥索心王母陀罗尼是统摄全经的核心，也是不空罥索密法成立的基础。

第二、三品说与广大解脱莲华曼拏罗印三昧耶相关的八十余种真言法，第四、五品说与之相关的三十七种曼拏罗印法。第六至十八品分别说“最胜广大解脱莲华曼拏罗”中的种种成就法，如罥索成就、像法成就，护摩成就，灌顶成就，以及不空悉地王成就等。其中的不空悉地王成就法即占了四品的篇幅，自成一体，包括真言，像法，以及不空摩尼香王、金刚摩尼药与如意摩尼瓶等种种三昧耶成就法。

（2）第二十—二十九品是“广大莲华解脱曼拏罗三昧耶”的三种附属或支分秘密行法。其中第二十、二十一品说溥遍心印真言三昧耶法，隶属于广大解脱莲花坛印三昧耶法，其溥遍心印真言（18句）具大神通，依法持诵，可示现不空千手千臂观自在菩萨种种形好神变，且能成就一切出世间、出世间成就。第二十二—二十六品说不思议观陀罗尼真言密法，说不思议观陀罗尼真言密法，包括真言、真言观法、曼拏罗法、护摩法与像法。此法全称“一切不空如来出世最上广大解脱莲花秘密心王神通坛印三昧耶中不思议观陀罗尼真言三昧耶”。第二十七—二十九品说一切菩萨敬礼解脱三昧耶真言密法，包括真言法、印法与曼拏罗法三部分。

（3）根本莲华顶陀罗尼真言三昧耶（第三十—四十品）。根本莲华顶陀罗尼真言三昧耶法，全称“不空罥索心王陀罗尼真言三昧耶中根本莲华顶陀罗尼真言秘密心印溥遍幻化观大曼拏罗广大神变最上三昧耶”，是与前述“广大解脱莲花坛印三昧耶法”并列的秘密法门，依次包括真言法、成就法（世间成就法、药成就法与护摩成就法）、印法、曼拏罗法与像法等。[122]

（4）不空王神通解脱心陀罗尼真言曼拏罗印三昧耶法（第四十一—四十六品）。

说不空王神通解脱心陀罗尼真言曼拏罗印三昧耶，依次出其真言、本尊、观行法、供养法、灌顶法、药法、香法、摩尼法、坛法种种像法。从其名称上推断，此密法或与前述根本莲花顶陀罗尼真言三昧耶法、广大解脱莲花坛印三昧耶法并列，经文称此法能大成显广大解脱莲华曼拏罗印三昧耶。

（5）不空大奋怒王真言三昧耶法（第四十七—五十一品），说不空大奋怒王真言种种三昧耶法，包括真言法、曼拏罗法与印法。

（6）央俱舍真言三昧耶法（第五十二—七十七品），说三种央俱舍真言密法，经文虽称其为广大解脱莲华曼拏罗三昧耶法之支分，但从其内容来看，应该是与之并行的密法。央俱舍（a[image: ]ku[image: ]a），意译钩、钩召，是与罥索相类似的法具。

其中，第五十二—五十七品说不空广大明王央俱舍真言三昧耶法，包括不空广大明王央俱舍真言、行法与功德，广大明王摩尼曼拏罗法，广大明王央俱舍真言三昧耶用于息灾、增益、调伏时的观行法，以广大明王央俱舍真言加持成就种种药物法，不空广大莲华央俱舍曼拏罗印三昧耶法，以及不空广大明王观自在像法。

第五十八—六十六品说不空大可畏明王央俱舍真言三昧耶法，包括不空大可畏明王央俱舍真言、曼拏罗印三昧耶成就法、燃顶香王三昧耶、神通阿伽陀药（agada，不死之药）三昧耶、护摩安稳三昧耶、斫刍阿伽陀药三昧耶、神变阿伽陀药三昧耶等种种成就法，大可畏明王观自在菩萨像法，以及曼拏罗三昧耶。

第六十七—七十七品说不空清净莲华明王央俱舍真言三昧耶法，内中有真言法、灌顶法、摩尼供养法、祈雨法，还有清净莲华明王像法、曼拏罗法、瑜伽观法与供养念诵法等。

（6）第七十八嘱累品总结全经，称该经为观自在菩萨最极甚深秘密法藏，是一切如来种族通用秘密大曼拏罗印藏三昧耶处，一切有情趣大菩提出生死处，由此勉励行者受持读诵恭敬供养此《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

三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的思想基础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七十八品所宣说的各类密法约有几十种，每一种密法都被冠以三昧耶之名，如上文所列广大解脱莲华曼拏罗印三昧耶、根本莲华顶陀罗尼真言三昧耶、央俱舍真言三昧耶法等几部体系庞杂的秘密行法，还有罥索三昧耶、轮罥索三昧耶、莲华罥索三昧耶、金刚杵罥索三昧耶、摩尼宝索三昧耶、剑罥索三昧耶、龙罥索三昧耶等具体的秘密行法。其他，诸如真言法、曼拏罗法、印法、成就法、像法等都被称为三昧耶。三昧耶（samaya）一词，意义甚多，仅常见的就有时（一时佛在）、会（大曾经）、宗（显宗论）、平等、誓愿、惊觉、除垢障等，结合三昧耶在该经中出现的情况，其诠表的意义应该是不二平等、如如义，即不管是体系庞杂的三昧耶，还是具体而微的三昧耶，它们都是表示理事相即，真实不虚的成就法门。

从称名上来看，《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与《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都是神变（vikurvita）或神变加持（vikurvita-adhi[image: ][image: ]hāna）类的密典，二者都属真言类密教经典，所宣说的都是真言教法。就其渊源看，二者都是形成于公元七八世纪之交的南印度地区，分别由两位在此游学甚久的菩提流志与善无畏传译至汉地。如果更进一步比较两部密典的思想内容，其相通之处更为明显。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卷二十三“陀罗尼真言辩解脱品”：

一切法本，无色无行，离诸染着，心不住内外，不在两间，内外两间亦不可得。本自清净，平等无二，舍无我心，……何以故？心前中后际不可得故。[123]

《大日经》卷一“入真言门住心品”：

自心寻求菩提及一切智，何以故？本性清净故，心不在内，不在外及两中间，心不可得。[124]

上列两段文句有不少相同之处，这种法本清净、不住内外、平等无二的思想都是来自《大般若经》，与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第六分“现相品”第八所述颇为一致：

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心无所缘，亦无所住。……心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两间；心不缘法，亦不缘智，不住三世，不住离三世。[125]

另外，《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卷三十“根本莲华顶陀罗尼真言品”说种种法数：

自如实观一切法性无所执着，亦劝他观一切法性无所执着，亦复不住自性自相，若动若住不可得故。所修四正断时，于诸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于诸已生恶不善法，为永断故，未生善法为令生故，已生善法为令安住，不忘增广倍修满故。所修四神足，修欲三摩地时，断行离依成就神足，修勤三摩地时，断行离依成就神足，修心三摩地时，断行离依成就神足。修观三摩地时，断行离依成就神足。以无所得为方便。[126]

此段以下说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三解脱、三摩地、十一智、四无畏、四无碍解、十八不共法等，与《大品般若经》卷十九“广乘品”所说诸法数相类。

要之，就其思想渊源言之，《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与《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一样，都与《大品般若经》所宣说的诸法性空思想相通。[127]

四 不空罥索菩萨密法与湿婆悉昙多派的“罥索”思想

罥索（pa[image: ]a）本义为古代印度人在战争中或狩猎时捕捉人马或猎物的绳索，这没有什么疑义。但不空罥索菩萨密法为何以罥索命名，“罥索”一词在佛教语境中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检索大藏经可以看出，罥索在佛典中通常是作为一种系缚、摄取敌人或众生的武器。

（1）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一“第四分”《世记经》“战斗品”：“时帝释……自出天宫与阿须伦往斗，所谓严兵仗、刀剑、鉾矟、弓矢、斲釿、钺斧、旋轮、罥索，兵仗铠器以七宝成。”[128]

（2）罽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三“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善知识者，犹如罥索，能摄众生入佛智故。”[129]

（3）罽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五“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菩提心者，犹如罥索，摄取一切所应化故。”[130]

（4）善无畏共沙门一行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卷第一“入真言门住心品”：“云何罥索心，谓一切处住于我缚为性。”一行注云：“罥索是菩提心中四摄方便，以此执系不降伏者，以利慧刃，断其业寿无穷之命，令得大空生也。”[131]

在《不空罥索真言神变经》中罥索尤其受到特别的关注，此密法的本尊称为不空罥索观自在菩萨，第五罥索品专门讲修治不空王八种罥索三昧耶，如罥索三昧耶、轮罥索三昧耶、莲华罥索三昧耶、金刚杵罥索三昧耶、摩尼宝索三昧耶、剑罥索三昧耶、龙罥索三昧耶，以及大自在天三叉戟罥索三昧耶，此八种罥索密法中都谈及不同的罥索合成方法（见表2—3）。

表2—3 八罥索合成法

[image: ]

由此可见，罥索在不空罥索菩萨密法中具有非常殊胜的位置，它为何受到如此重视呢？其思想渊源何在？倘对产生不空罥菩萨密法的时代与地域作深一步的探究，会发现不空罥索密法中的罥索应该与彼时彼地流行的湿婆悉昙陀教义密切相关。换言之，不空罥索密法中罥索之宗教蕴含，极有可能是受了公元五六世纪以来流行于泰米尔地区的湿婆悉昙多教义的影响。

湿婆悉昙多派是流行于泰米尔语地区的湿婆教支派，除了承认二十八部湿婆阿含的权威，他们也承认大量的泰米尔语钞本，称其为“泰米尔语吠陀”。在其神学思想中，湿婆悉昙多派认为有三种终极实在，或称常住不灭的真实，即主尊、众生与物质世界。这三种真实分别被冠以Pati、Pa[image: ]u与Pā[image: ]a之名。简·恭达（Jan Gonda）在其《中世纪宗教文献》中，曾这样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是主尊（Pati）以其意念之力（[image: ]akti）为工具因，以摩耶（Māyā）为质料因，创造和合而成，是真实不虚的。他创造世界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放无始以来的众多灵魂，他们被视为罥索（Pā[image: ]a）系缚的牲畜（Pa[image: ]u），因为染浊（mala）或称精神上的无知，而挣扎于各种业行之中。”[132]

在湿婆悉昙多的根本经典中曾专门对三者的本质与相互关系作过讨论，如麦堪达尔（Meikaṇ[image: ]ār）所著《湿婆智慧证悟》（[image: ]ivajñānaBodham）中即对Pati、Pa[image: ]u与Pā[image: ]a之存在给予逻辑上的论证，并揭示其本质与相互关系。麦堪达尔的弟子湿婆师阿鲁哩难敌（Aru[image: ]nandi [image: ]ivācāriyār）也在其《湿婆智慧成就》（[image: ]ivajñānaSiddhiyār）中指出，要想把握关于Pati、Pa[image: ]u与Pā[image: ]a的真知，修行者首先要了解关于理性的规则与定律。湿婆悉昙多派不仅把Pati、Pa[image: ]u与Pā[image: ]a作为最高的真实存在，还把与他们相关的知识称为最高的智慧与学识，掌握了他们就能获得解脱。

由此可见，不空罥索密法中的罥索应该是借鉴或承袭了湿婆悉昙多教派教义中“罥索”之宗教意义，除了时间与地域上的便利之外，观自在与湿婆之间的诸多相通之处，也容易让人将二者联系起来，上面所列举的“大自在天三叉戟罥索三昧耶”即是很好的例证。[133]

五 《不空罥索真言经》中的“药成就法”

在七十八品之巨的《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中，讲药成就法的就有八品，依次为金刚摩尼药品、莲华顶阿伽陀药品、溥遍轮转轮王阿伽陀药品、如意阿伽陀药品、广大明王阿加陀药品、点药成就品、斫刍眼药成就品、神变阿伽陀药品，其篇幅占了1/10多，各品的具体内容不一，不过都是讲药物的合成与功效。那么，不空罥索菩萨密法中的药成就法何以如此重要呢？

检讨印度古代药学史，其传统药学通常分为三大派系，即阿尤吠陀派、希腊—罗马派，以及悉陀派。

阿尤吠陀派（[image: ]yurveda），或称生命吠陀派，此派医学是最具本土特色的药物学流派，其时代可以推溯到公元前数个世纪，在阿尤吠陀中，仙人们具有强烈的信念，即认为他们拥有不死的肉身，自我是可以常住不灭的。相传其经典为《遮罗迦本集》（CarakaSaṃhitā）与《妙闻本集》（Su-[image: ]rutaSaṃhitā），大约出现于公元三四世纪。据说他们的医学理念是基于数论派与正理—胜论派而形成的，比如他们的五大说（Pañca-bhūtas,地、水、火、风、空）、六味说（[image: ]a[image: ]-rasa）、三病说（Tri-do[image: ]a，三垢）等。

希腊—罗马派（Greco-Roman）或称为Unāni药学，相传源自希腊，于12—13世纪传至印度，繁荣于莫卧尔王朝，是综合希腊药学与印度药学相结合的产物。

悉陀派（Siddhas），或称悉陀医学，是由南印度的泰米尔仙人成就者（Sdiddhas，悉陀师）发展出的医学理念与实践。他们以植物、水银、硫黄、金属、矿物与盐等为原料，通过其缜密的瑜伽行法，发展出不同的药物合成体系。与吠陀时代的仙人们不同，悉陀师并不认为他们拥有不死的肉身与常住不灭的自我，他们认为肉身的坏灭不可避免，他们通过各种成就法的修行，即通过炼取各种长生之药，使自己能暂时克服死亡，延长生命的寿限。

据目前保存的文献与后人的研究，悉陀药学主要流行于泰米尔语地区。根据泰米尔传统，悉陀药学的发端与发展应当归功于十八位悉陀师，这十八悉陀师的名字是有记载的，他们的名字在不同的传承与记载中略有差异，但所有的记载都把阿格斯地亚尔（Agastyār）、提鲁牟拉尔（Tirumūlar）与朴葛尔（Bhogar）作为三位最早的悉陀师。三位悉陀师生活的具体年代无法确定，后人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认为阿格斯地亚尔与提鲁牟拉尔活动于公元4—5世纪，朴葛尔可能是公元5—6世纪的悉陀师，其余的十五位就更晚一些。

朴葛尔是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悉陀师，传说他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佛教徒，约于公元6世纪前后到达印度，曾参访过佛陀伽耶与华氏城，后来终老于印度。值得关注的是，朴葛尔把中国的炼金术，包括炼丹理论与实践带到印度。公元5—7世纪，正是印度的密教或称怛特罗教形成的时期，朴葛尔所传的炼丹术在怛特罗教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朴葛尔是一位精于《真言论》（Mantra[image: ]āstra）的怛特罗师，又是精于医药的医方悉陀师，他定居于泰米尔纳都（Tamil Nadu）的巴尔尼山（Pālṇi Hill），创立了崇拜湿婆之子木卢迦（Muruga，或称妙梵Subrahmaṇyā）像的崇拜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修行者要利用包括砒礵在内的九种毒物（Pā[image: ]āṇas），合成冶炼新的药物。巴尔尼是泰米尔地区朝拜者的中心之地，当地的木卢迦信仰非常兴盛，且颇有神力。据说朴葛尔本人已获得长生不老之术，由此被后代的悉陀师崇拜。

在泰米尔地区有一句格言：医者，丹家之子也。由此可以看出悉陀药学与炼丹术之间的关系。据相关研究，泰米尔的悉陀医学吸收中医的阴阳理论，汞、硫黄及其合成朱砂（cinnabar，硫化汞）术，以及采择长生不死药草的技术。在中医理论与技术向印度传播的过程中，印度的译经僧人与中国的求法僧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约在后笈多王朝时代，即6世纪之后的三四个世纪里，也是印度秘密佛教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段，中医理论与实践不断被悉陀医学吸收融合，比如水银被视作湿婆之男性创造力的源泉，硫黄则被视为其配偶夏克蒂（[image: ]akti）或天女（Devī）之力量源泉。除外，在怛特罗教（Tāntrika）画像法中，还有通过阴阳交合获得八种神圣力量的说法，即所谓“微细等八成就法”（aṇimādi a[image: ][image: ]asiddhis），包括微细（aṇimā）、宏大（mahimā）、御风（laghimā）、舒展（garimā）、如意得（prāpti）、离欲（prākāmyam）、驭众（[image: ]itvam）与降伏（va[image: ]itvam）。

在对悉陀药学有了如许的了解之后，再来看不空罥索密法中的诸种药成就法，很容易发现二者在内容上的相通之处，如《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卷第二“秘密心真言品”：“如是真言（眼药真言）三昧耶，雄黄、牛黄各一分。青优钵啰花、海末，二物各数十二分。精治研之石蜜和，清水和研加持用。点眼眼眵医瞙除，诸佛观音皆欢喜。诸恶鬼神不相障，梦恒吉善眼根净。”[134]这里的眼药合成术以雄黄与牛黄为主要原料，二者都是中医常见的药物。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卷第七“护摩增益品”载成就光焰药法，是以雌黄、雄黄为点身药，精治别盛容器内，置于曼荼罗坛内。持诵母陀罗尼真言广大明王央俱舍真言，加持其药，令其现暖烟光相，名成就光焰药法。用这种药点额点眼，点两肩上、二手掌上，便证不空光焰药神通三昧耶，可寿增千岁。雄黄与雌黄都是丹家常用的原料，其成分以硫化物为主，它们在不空罥索密法中的频繁出现，也足以证明不空罥索密法中的药成就法与悉陀医学间的密切关系。

最后，还可以通过《不空罥索真言加持经》“祈雨法品”中的长生观念看出不空罥索菩萨密法与悉陀药法之间的关系：“又法于龙湫沜作四肘坛，如法泥涂，置像坛中，像前加持七枚欢喜团（mahotikā，欢喜丸，和众味而成）一千八遍，掷置湫中。准前称龙王名，诵念真言一千八遍，则得龙王变作童子，半身出现……重复告言：为我溥遍赡部洲中降大甘雨，令诸苗稼溥大滋泽，一切众生得大安乐！是时，童子白真言者：与我延年甘露上药！真言者语：汝当受取延年七药。”[135]这段文字中所说的“延年甘露药”正是悉陀药学派追求长生观念的体现，二者在相同时空的交汇出现，正说明不空罥索密法对悉陀药学的借鉴与发展。

由《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所载种种不空罥索菩萨密法可以看出，公元七八世纪之交印度尤其是南印度地区不空罥索菩萨信仰全面繁荣的盛况。作为观自在菩萨的重要化身之一，不空罥索菩萨当是在佛教与南印度流行的湿婆悉丹多教派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还夹杂有中国道教的炼丹术与长生观念。因此，《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对研究南印度佛教史、研究佛教与湿婆教之关系，以及中印宗教文化交流，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十节 文殊密法与《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

文殊师利（Mañju[image: ]rī），或作曼殊师利、妙吉祥，是大乘佛教中以智慧著称的菩萨，与普贤菩萨同为释迦牟尼佛的左右两大胁侍，一表智、证与般若，一表理、行与三昧。在大乘佛典中，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象征，他在过去世曾为七佛之师。晋代失译《佛说放钵经》载，佛陀曾告诉诸菩萨、阿罗汉说，他能成佛得道，皆蒙文殊师利之恩，故以文殊为本师，并称：“过去无央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当来者亦是其威神恩力所致。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136]《首楞严三昧经》记载说，文殊师利在久远过去世早已成佛，号称龙种上如来。[137]在各种大乘佛典中，文殊常以反诘、否定、突兀的言语或行动警醒众生，代表不拘常法、重视第一义谛的善巧法门。

在秘密佛教中，文殊师利密法是除观自在密法之外最为盛行的菩萨道密法，与之相关的秘密仪轨在公元6—13世纪的印度非常流行，此期流传的种种汉、藏、梵等各种文本的文殊师利密法仪轨即是很好的证明。通过这些文殊类密教经典的谱系，可以看出这六百年间文殊密法在印度的发展与源流。

一 文殊密法源流

检讨文殊密法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比如文殊持诵的陀罗尼或真言，可以分为一字文殊、五字文殊、六字文殊、八字文殊等不同类型；按文殊造型尤其是顶髻数目有一髻文殊、五髻文殊、八髻文殊；如果按后来秘密佛教的四部怛特罗分类法，文殊密法则跨越了事、行、瑜伽、无上瑜伽四个阶段。今依汉译文殊密教经典为主要典据，同时结合相应的藏译本与梵语写本，粗略勾勒公元6—13世纪文殊密法演变的基本轮廓。

（一）《金刚大道场经》中的文殊密法

早在公元6世纪前后文殊密法即已在印度出现，此期结集的《金刚大道场经》即收录其法。其详情由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六“诸大菩萨法会印咒品”中的文殊师利印咒法门见出。唐长寿二年（694）南天竺菩提流志所译《六字神咒经》与上述文殊师利印咒内容基本相同，是文殊密法的单行本。又有唐代失译《文殊师利菩萨六字咒功能法经》一卷，或称《六字神咒经》、《六字咒经》，与上述两种译本基本相同。除此之外，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与法经《众经目录》皆注录有《六字神咒经》，系节译大本经。其经本已佚，无从考知其具体内容，但从经题来看，很可能也是早期文殊密法的经本，与阿地瞿多、菩提流志译本同。

从今天传世的三个本子来看，公元六七世纪流行的文殊师利密法还比较简单，主要包括六字咒、像法、供养法、护摩法与种种成就法。其六字咒为：唵、婆、鸡、陀、那、么，莎诃（Om-va-ci-dha-na-ma，Svaha），去掉后面的莎诃，正好有六字（音节）组成。在其像法中，文殊身作童子形，黄金色，衣作白色，遮脐以下，身佩璎珞，臂印钏等，左为观自在菩萨，右为普贤菩萨，又在文殊下方画持咒人，瞻仰文殊。在其种种成就法中，画像通常置于舍利塔旁，在布置好道场，作种种香花、饮食、果子、香灯供养，咒师即诵咒作种种护摩供养，即可感得文殊师利现身，所求皆得满足。除此种根本成就法外，又以六字咒与像法为基础，以神咒加持种种药物、器具，依法行持，即能获得种种呼召、增益、降伏、袪病、掘藏等成就。如其以五种香料和合作丸治恶疮恶病事：

复次，是法印咒若有人患，取龙脑香、沈香、甘松香、多伽罗香、苦楝树皮，是五种物总捣为末，以牛胆和而作团已竟，然后阴干。欲用之时，日中暴干，仍以净布覆其药上，勿令见日。当以前印印其药上，亦以前咒咒药，满足一百八遍，更作小丸如弹丸大，于大盘中盛水和竟，用涂疮上，二十一遍涂之即差。[138]

从其行法来看，此一时期的文殊密法还只是着眼于外在的行事（kariya），按后来的四部怛特罗分类法来看，属事部怛特罗密法，或称陀罗尼密法。

除文殊六字咒法外，在公元六七世纪印度还流传文殊一字咒法，公元七八世纪之后，先后有南印度菩提流志、北印度迦湿蜜罗国宝思惟与唐求法僧义净译出此种密教经典。唐长寿二年（694）菩提流志于佛授记寺译出《文殊师利咒法藏经》（或称《一字咒王经》一卷），长安二年（702）北印度迦湿蜜罗国宝思惟译《大方广菩萨藏经中文殊师利根本一字陀罗尼经》，次年十月义净又重译此经，题作《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139]从三种译本的译者与梵本来源推测，此法当流传于南北印度各地。

一字文殊密法或称文殊师利童子行轮咒法，是一切如来所有秘密心大神咒王。修习持诵者即得文殊师利拥护，能消灾障、除噩梦、去怨敌、灭罪业等功效，还能成办各种善事，是一种简便易行、功用广泛的陀罗尼密法。

比如行者只要以五色线结咒索系其顶上，即可护其身，诵其根本咒“唵齿[image: ]”（Om K[image: ]lhī[image: ]），可以成办种种除障袪恶消罪，增益生善起悲等种种事业。再如有人患一切鬼病，行者以咒咒右手一百八遍，烧安息香熏之，左手作本生印，右手磨病人头，患即除愈。如有因怨敌及噩梦令人身心不安者，行者以七色线结咒索作莲花形，或作轮形，或作金刚杵形，咒之一百八遍，烧安息香熏之，系其身项上七日，可袪除一切厄难。一字咒法并没有对坛场、画像与印契有特殊的要求，应该是出现较早的陀罗尼密法。

（二）胎藏界密法中的文殊师利

在胎藏曼荼罗中，文殊首先作为八大菩萨之一被安置于中台八叶院的西南叶上，密号吉祥金刚，另外，胎藏曼荼罗又有文殊院，以文殊菩萨为主尊，表大日之智慧能断一切戏论，兼福德而以智德为本。在胎藏界曼荼罗中，文殊师利的身形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身郁金色，顶有五髻，皆作童子形，左持泥卢钵罗[140]，是细叶青莲花，花上有金刚印。极熙怡微笑，坐白莲花台”。[141]按照善无畏的解释，其身形的每处都是一种秘密符号，即所谓“秘密标帜”，其身作郁金色是用表金刚深慧，顶上的五髻表示久已成就如来五智，他以童子形示现是为了表示其本愿因缘，左手持青莲表示不染着诸法三昧，以无所住故得见实相，其金刚印表能以常寂之光遍照法界，所坐白莲意表胎藏之意。

（三）金刚顶系的文殊密法

在金刚界曼荼罗中，文殊菩萨为贤劫十六尊之一，即金刚界曼荼罗九会中，列于羯磨会、三昧耶会、供养会、降三世会等各轮坛外四方的十六尊菩萨，与无尽意、金刚藏、普贤为北方四尊。受金刚顶系瑜伽怛特罗密法影响，在印度还出现了文殊五字瑜伽密法，公元8世纪初金刚智汉译的《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一卷即是关于此种密法的经典。公元8世纪中叶，不空重译与文殊五字瑜伽密法相关的经典，计有如下数种：

（1）《金刚顶经瑜伽文殊师利菩萨法》一卷，包括文殊师利菩萨法与供养仪轨两部分。

（2）《金刚顶经瑜伽文殊师利菩萨供养仪轨》一卷，与《金刚顶经瑜伽文殊师利菩萨法》后半部分同，讲文殊五字瑜伽密法的供养仪轨。

（3）《金刚顶超胜三界经说文殊五字真言胜相》一卷，说文殊五字真言的殊胜之字相、字义与功德。

（4）《五字陀罗尼颂》一卷，以偈颂体形式略述文殊五字瑜伽真言密法，除中间夹杂的三十余种真言外，通篇皆为五言偈颂体。

（5）《曼殊室利童子菩萨五字瑜伽法》一卷，列文殊瑜伽密法中的真言与文殊赞，其真言包括一字真言、二字真言、五字真言（五种）、六字真言（六种）、加持灌顶瓶真言、菩提庄严成就真言，其真言与文殊赞都以梵字（悉昙体）与汉字（音译）的对照的形式。

文殊五字瑜伽密法，或称五字陀罗尼法，是文殊师利菩萨在毗卢遮那大会中为佛世尊及其他集会大众所说，包括真言、四种曼陀罗法与画像法，其奉请、供养与承事仪轨见于不空所译《金刚顶经瑜伽文殊师利菩萨供养仪轨》。

文殊密法中的真言，或称五字陀罗尼，即阿啰跛者曩（arapacana）五字，是四十二字门的前五字。四十二字门始见于大乘般若类经典，后在佛传类、《华严经》“入法界品”出现，是释迦牟尼太子入学堂学书、善知众艺童子传持的法门，其前五字如何转变为文殊真言，其间的历史细节值得探讨。

如同金刚顶系其他瑜伽密法中的曼荼罗一样，文殊五字瑜伽密法曼荼罗也有四种曼荼罗，即大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法曼荼罗、羯磨曼荼罗。大曼荼罗或称尊形曼荼罗，即以种种色彩显示诸尊相好具足之身的曼荼罗。其具体做法为，选择每月的十四、十五日，择清净之地作曼荼罗，大小随意，并以瞿摩夷（牛粪）、白檀香泥涂之。在曼荼罗中，画文殊师利，作五髻童子形状，身郁金色，以种种璎珞庄严其身，右手把金刚剑，左手把梵夹，坐月轮中。绕月轮，书五字陀罗尼。造作完毕后，阿阇梨对曼荼陀，结金刚剑印，念诵真言，即感得文殊师利加持、现身，得无碍辩才，悟得此五字陀罗尼甚深义理。阿阇梨即礼拜，出道场外，为弟子授菩萨戒，以绯帛覆其眼，引之入坛场。阿阇梨即为弟子授记付法，传授此陀罗尼密义：“此陀罗尼极应秘密，阿啰跛者曩者，是满一切愿义。何以故？阿字者，乐欲菩提义（？）。啰字者，深着不舍众生义（ra-sattva）。跛字者，第一义谛义（paramārtha-satya）。者字者，妙行义（su-carita）。曩字者，无自性义（na-svabhāva）。乐欲菩提，不舍众生，深入第一义谛中行行，修习诸法，无有自性。”[142]在此种密法修习中，行者获得文殊的加持，了悟其第一义谛。

其契印曼荼罗即在中心画代表文殊的金刚剑，其四方画八供养印契与四摄印契。三摩耶曼荼罗系在坛中书五字，以及八供养、四摄种子字。其羯磨曼荼罗系在坛中安般若波罗蜜经卷，日日读诵、念诵，作种种供养。

在具体的行法方面，不空所译《金刚顶经瑜伽文殊师利菩萨供养仪轨》所言非常细致，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密法的种种特点。要略言之，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供养程序繁复，事相众多，意象变化多端。除了上述曼荼罗的布置与像法的描绘外，文殊五字瑜伽供养法的前后程序或事项非常复杂，行者先从观想金刚杵加持自身、诵警觉真言始，依次要经过敬礼四方佛与十方诸佛，开闭心户入于佛智，谛观本心作月轮观、菩提心月观、昙字观、智剑观、文殊观等观想，自灌顶成本尊坚固体，修四摄得般若智、作八供养，本尊供养，奉送诸尊等十余种程序。

其二，身语意三密结合，行者与诸佛本尊当体不二。金刚顶系密法属瑜伽怛特罗（Yoga-tantra）密法，之所以瑜伽命名乃在于此种密法强调种种行法的彼此呼应与结合，着眼于修习者本人与所奉本尊的一体不二境界。

在举行供养法时，行者须念归敬诵，诵文中即强调此种密法身、口、意三密结合的特点，如“归命童真妙吉祥，我依瑜伽说念诵。身口意业金刚念，如来甚深三密门”[143]。在如法如仪设置好曼荼罗坛城与本尊之后，阿阇梨须遍观十方诸佛，礼敬供养诸如来足，“为成三业金刚故，当于二手舌心中，应想五智金刚杵，由此加持皆悉地”，观想的同时，结警觉印契，二手作金刚拳，诵警觉言。[144]然后阿阇梨即顶礼四方佛，身作礼拜，手结金刚合掌印，口念诵真言，心作观想。首先礼东方阿[image: ]佛，舍身求请不退转位，全身着地，以心礼拜，金刚合掌舒顶上，同时诵舍身求请加持真言，心想吽字青色。次礼宝生佛，舍身求请灌顶位，行者作金刚合掌当于心，以额着地虔诚礼拜，诵舍身求请灌顶真言，额想黄色。再礼观自在王佛（阿弥陀佛），舍身求请三么地，作金刚合掌，置顶上，以口着地，口想赤色。最后礼不空成就佛，舍身求请善巧智，作金刚合掌安于心，以顶着地稽首礼，诵舍身求请方便真言，顶想绿色。

瑜伽密法中将修习者与本尊观想为一体不二的观行法门在文殊五字瑜伽密法中时有体现。如行者在行法过程中，要先后结诵金刚智剑印咒、灌顶结宝印、智拳印咒、宝剑自灌顶印咒、甲胄印咒等，置于上至心、额、喉、顶，下至脐下、腰及两膝等身体部位，使其身得诸印咒加持，获得本尊坚固之体。其次，修习者须结诵文殊三么耶印真言，想身同等妙吉祥，继之以结诵喜三昧印咒；结诵金刚降三世印真言，想自身与本尊无差别，以悲心示现威怒形；结诵莲花三么耶印真言，令观行成就。此后，修习者还要在金刚利（Vajra-ti[image: ]k[image: ]ṇa）菩萨结诵金刚钩、索、锁、铃四摄印与真言，即作金刚钩（Vajrā[image: ]ku[image: ]a[image: ]）印真言，召请菩萨入自身，想自身与菩萨等同；结诵金刚索（Vajra-pā[image: ]a）印真言，观想自身与金刚索菩萨一体不二；结诵金刚锁（Vajra-spho[image: ]ā/Vajra-[image: ][image: ][image: ]khalā）印真言，使全身坚固不变；结诵金刚铃（Vajrghaṇ[image: ]a/Vajrāve[image: ]a，遍入义）印真言，令速得妙成就。金刚利菩萨或称文殊师利萨，系文殊的密教化身之一，此尊身形与文殊颇有相通之处，身作金色，示佛智成满之相，一手持梵箧，一手执剑，表示能以佛智斩除惑障，行者与金刚利菩萨的结合，也就意味着与文殊师利的一体不二。

其三，以文殊为本尊的观想法门细密，重在佛智的修习与获得。

在整个供养仪轨中，观想法居于重要的位置，诸多环节的进行，诸如诸佛、菩萨的召请、礼拜、供养、赞颂、遣送等环节都是在观想状态通过意念或神智的转换来带动的。外在事相的布置与运作都是浅显的，其表征的密意以及整个密法蕴含的深层次意蕴或思理，都是由内在的观想来实现的。比如以行者谛观本心，以照见清净菩提心的过程中，就涉及月轮观、文字观、智剑观、文殊本尊观等种种意象与转换，其目的在于佛智或曰文殊智慧的获得。如在行法过程中，修习者就有开心户入佛智的观想过程，即于两乳想怛啰（tra）、咤（Ta）两字，如两扇窗户，字皆白色，两手结金刚缚印，三拍其二处，诵开心真言。次观妙莲阿字门，以金刚缚印召之入心殿，想入其字。然后再结闭心户印，诵金刚拳真言，意味佛智进入其身心。再如，行者在金刚利菩萨前作内外八供养的目的，在于获得六波罗蜜与方便、誓愿波罗蜜。就修习者主体而言，是以般若甚深智即佛智的获得为最高境界。另外，修习者在作三摩地念诵时，在当心观大圆镜智（ādar[image: ]a-jñāna），即如实映现一切法之佛智，在心中布五字门，了了谛观，随义相应，使自心与般若波罗蜜义结合。

除上述不空传译的文殊五字瑜伽密法外，唐上元元年（760）印度婆罗门金刚福寿于秦州开元寺所译《一髻文殊师利童子陀罗尼念诵仪轨》（或称《一髻文殊童子速成就无尽宝藏经》）一卷，也是与文殊五字瑜伽密法相关的经典，其坛场布置法具如文殊五字瑜伽法所言，内中有十七尊，如法供养、念诵、观想可得种种金钱、摩尼宝、五谷等无尽宝藏。不过，其像法稍有不同，即文殊师利童子首作一髻之形。从其行法的功能与成就来看，此种密法与事部怛特罗密法相类。

（四）八字文殊密法

除了上述提及的文殊五字瑜伽密法外，公元八九世纪时印度还流行八字文殊密法。其根本经典《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或作《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文殊师利菩萨八字三昧法》，唐景龙四年（710）曾由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在长安西崇福寺译为汉文。经文叙佛在净居天，光照文殊顶，文殊又以光照金刚密迹主顶，金刚请问法灭之后，文殊为何及如何广利众生？佛称于东北方大振那国有五顶山，文殊师利于此游行居住，以秘密心咒，并画像、坛印等法门教化众生。经文先说十八大陀罗尼，次说八字秘密心陀罗尼，或称大威德秘密心陀罗尼：唵，阿末啰吽却哳啰（Om· ā[image: ] dhī ra hūm· kha ca ra[image: ]），次说画像法，坛法与印法。其像法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文殊师利、观自在等五菩萨居其右，弥勒、无垢称等五菩萨居其左，此外又有说法七佛、二龙王、梵天王、魔醯首罗天、那罗延天、帝释天等。曼荼罗作三重界院，坛中诸尊皆以羯磨印标示，其印法亦颇为细密。总体来看，文殊在这种密法中并非以本尊或主尊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弘传此种密法的真言行者出现的。

唐长庆四年（824），中天竺那烂陀寺戒行沙门菩提仙净智金刚在中土翻译的《大圣妙吉祥菩萨秘密八字陀罗尼修行曼荼罗次第仪轨法》，始将文殊作为八字陀罗尼密法的本尊供养。《大圣妙吉祥菩萨秘密八字陀罗尼修行曼荼罗次第仪轨法》一卷，题云“出《文殊菩萨普集会经》除灾救难息障品”，经文初说八字大威德心真言及其功德，此真言或诵，或书写，且与文殊师利童子像合用，具有疗病、袪害、降伏等功用，命终时得普门三昧，亲见文殊菩萨。

八字文殊密法的曼荼罗以文殊为中心，其形象作童子形，顶上八髻为其标志性特征，即在通常的五髻顶上作一髻，顶后两髻，八髻之上皆有佛身。整个曼荼罗作圆形，中心的文殊师利常用梵字或种子字代替，因为作法功用或所求成就有别，内坛中心所书梵字会有所调整，如求福禄吉祥事，其中心书冑室利（[image: ]rī）字，若求息灾中心书满（maṃ）字，降伏事则用淡（dhaṃ）字，摧破事则用瑟置唎（[image: ][image: ]ri）字。在安布好中心的文殊师利或种子字之后，行者须在本尊周围书写八字真言，即在北面书唵（oṃ）字，东北角书阿（ā[image: ]）字，东方书味（vī）字，东南角书罗（ra）字，南方书[image: ]（hūṃ）字，西南角书佉（kha）字，西方书左（ca）字，西北角书洛（ra[image: ]）字。这是内院的布置，也是曼荼罗的中心。曼荼罗的第二院为八吉祥童子与四忿怒明王，第三院为十六大天外护。

（五）后期文殊密法勾陈

公元8世纪中期以后，印度的文殊秘密信仰与密法修持日益兴盛，旧有的经典不断发展，并被分类编辑，新出的经典日益繁复，层出不穷，由此使文殊密法成为法门众多、事项繁杂、成就殊异的菩萨信仰。就其经典与仪轨而言，公元9世纪以后除了文殊密法信仰的集成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不断被编订增广外，新出的文殊密教经典与仪轨不断踵事增华，代有新变，使文殊信仰在印度佛教史上的地位不断巩固增强，其影响力也日趋深入。总体来看，公元9世纪以后印度佛教中的文殊信仰与密法显示出两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文殊密法不断朝着细密化、整饬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倾向在公元9—11世纪流行的两部重要的文殊密典中都有明确体现。如《佛说最胜妙吉祥根本智最上秘密一切名义三摩地分》（[image: ]ākyamuni-bhā[image: ]itā-bhagavato-Mañju[image: ]rījñāna-sattvasya-advaya-paramārthā-Nāmasaṃgīti），[145]通篇包括四部分内容，即序分、诸种曼陀罗赞及其诠法义名目、五轮功德、流通分。中间的两部分内容是此经的主体，都按照先分述、次总述的结构谋篇，如第二部分说五佛、五智，依次包括三十七菩提曼荼罗赞，金刚菩提心86名，计24颂；毗卢遮那佛曼荼罗赞，清净法界智108名，计24颂3句；不动佛曼荼罗赞，大圆镜智71名，计10颂；无量寿佛曼荼罗赞，妙观察智275名，计42颂；宝生佛曼荼罗赞，平等性智104名，计24颂；有义成就佛曼荼罗赞，成所作智95名，计15颂。又结赞大圆镜智、清净法界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各一颂。第三部分说五轮功德亦是如此，使得经文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都鲜明统一。

文殊密法中细密化、整饬化的倾向在《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五卷）体现得尤为明显。此经述世尊在舍卫国，弥勒菩萨等请问三乘妙法门外更有何法，佛言有摩诃三昧耶秘密内法，行者如法修习可速得成佛。佛即入金刚定，眉间放五色光（青、白、黄、红、绿），由此化生五佛（青光化阿閦佛，白光化毗卢遮那佛，黄光化宝生佛，红光化无量寿佛，绿光化不空成就佛）。又依次化出五眼菩萨（佛、天、法、智、禅），八金刚藏菩萨（眼、耳、鼻、舌、身、心、智、慧），十二供养菩萨（灯、声、香、甘露、衣、幢、舞、涂香、散花、贯花、宝盖、善哉），四金刚菩萨（钩、索、锁、铃），十大明王（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大爱、大威怒、大力、无动、降三世、顶轮）。次说求授灌顶法，加持五瓶（中方水精宝瓶、东方玛瑙宝瓶、南方摩尼宝瓶、西方珊瑚宝瓶、北方瑠璃宝瓶），四宝末（金银铜铁），五河水（蘗誐河、琰母娜河、信度河、缚刍河、泥连缮那河），五香末（白栴檀香、红栴檀香、牛头香、工骨摩香、龙脑香），五谷（稻、谷、青芝麻、大麦、绿豆），五种子（白芥子、紫芥子、黄芥子、蔓菁子、莳萝子），其他还有五藏物、五色彩、五菩提叶、五时华、五吉祥草、五色线、五伞盖等。如是种种事项，倍加繁杂，皆以五为基准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主持此种密法的阿阇梨也有五位，即东门金刚阿阇黎、南门宝金刚阿阇黎、西门法金刚阿阇黎、北门办事金刚阿阇黎、中方轮王阿阇黎。

除了以五基准数的种种繁杂的事项外，《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又详说曼荼罗观想印咒法，大曼荼罗法建造细则与功德，大曼荼罗坛场圣众真言、行法与功德等种种行法与仪规，如是等等皆备极细密、繁复，标志着后期文殊密法的烦琐化倾向。

其二，后期文殊密法的另一个特征是作为文殊秘密化身的阎曼得迦密法得到空前发展。阎曼德迦（Yamāntaka，意为降伏阎魔者，或阎魔终结者）又称降阎摩尊、六足尊、大威德明王等，其身形呈青黑色，现忿怒形，有六头、六臂、六足，密号大威德金刚。一行《大日经疏》卷六载：“降阎摩尊是文殊眷属，具大威势，其身六面、六臂、六足，水牛为座，面有三目，色如玄云，作极忿怒之状。”[146]此后阎曼德迦在秘密佛教中的地位中不断加强，成为五大明王之一。尤其是在金刚界密法的“三轮身说”中，阿弥陀佛、文殊师利和阎曼德迦分别代表西方佛土的自性轮身、正法轮身和教令轮身。因此在多部文殊密教经典中，文殊师利与阎曼德迦的身形常相互转换。如《大乘方广曼殊室利菩萨华严本教阎曼德迦忿怒王真言大威德仪轨品第三十》有大威德以曼殊室利童子形而说法的记载，《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序品则称妙吉祥童子化为大忿怒明王名焰曼德迦，有时二者还相互对论，弘扬佛法。[147]文殊师利化身为阎曼德迦明王弘宣密法的情形在《佛说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经》最具典型性，此经开篇即称：“尔时妙吉祥，化身大明王，名焰鬘得迦，遍身炽盛光，甚恶大怖畏。”[148]据宋西天译经僧法贤的汉译本，《佛说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经》分为十品合三卷，依次说成就仪轨、曼荼罗法、供养仪轨、印成就与印修习等多密法。此部密法因产生时代较晚，故其中夹杂了不少后期无上瑜伽密法的成分，如其曼荼罗的粉画多用骨灰，各种成就法或以人体骨髅、尸体、动物血毛等，其中的幻化之法，即是持明者用尸灰与兔血合和，然后将其塞入一髑髅内，在护摩时则用尸灰与酥和合以为供养。这些做法显然与传统佛教中的戒荤腥、远杀害的主旨相去甚远，夹杂了许多左道密教的成分。

二 文殊密法的集成——《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

《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image: ]ryamañju[image: ]rīmūlakalpa）或称《文殊师利根本仪轨》，是文殊师利密法的分类汇编，约形成于公元8世纪中期之后[149]，其内容广博，篇幅宏大，形成时段跨度大，流播地域范围广，是印度公元9—13世纪文殊信仰中的根本经典，经文中所述秘密集会涉及数千位密教诸尊，详述各种曼陀罗的建造法、护摩法、灌顶法、画像法、成就法等各种仪轨，又有记载不同时期印度的地名、山川、河谷、风俗、名物、言语、数字、单位、星占、王统世系，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典籍，除其宗教价值外，更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史料价值。

（一）文献综述

《文殊师利根本仪轨》是一部集成式的著作，经文所载各种文殊密法成形或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比如其中的六字文殊、八字文殊密法在公元8世纪初即由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传至中土译成汉文经典流传，对中国的文殊信仰产生了至为关键的影响，[150]经文中所载的各种成就法，如阎曼德迦忿怒明王法、起尸法、大自在天法与那罗[image: ]天法被吸纳入佛教密法的时间则相对较迟。经文中所载各品内容形成的时间与被编订入册的时间并不一致，如“诸王受记品”（Rāja-vyākaraṇā-parivarta）记载中、东印度王统世系（公元前700—公元700年，即前释迦牟尼时代至波罗王朝初期），可以确定其编订成书的时间应在公元8世纪初，而且在公元9世纪前后，曾被译为藏文，但在10世纪末的《文殊师利根本仪轨》汉语译本中尚未收录这一部分内容。由此可见，这部经典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编辑修订，其篇次、品目，乃至其篇幅始终处在变化中，目前保存的汉、藏译本与梵文写本即互有出入。如北宋雍熙三年（986），天息灾所译《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有二十八品合二十卷，11世纪初由古玛尔·迦尔萨（Kumāra-kalasa）完成的藏文译本《圣文殊根本怛特罗》（[image: ]rya-mañju[image: ]rī-mūla-kalpa）分为三十六品，20世纪初才问世的梵语写本篇目增广至五十五品。就具体内容而论，汉译本内容最少，藏译本次之，梵语写本晚出，内容最为丰富。今将梵、藏、汉各品对应关系，以及相应的支分经（单品流通的本子）胪列于下，以见其发展（见表2—4）。

表2—4 《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梵藏汉本品次对照表[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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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介绍

《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序品叙述说法缘起与会众。释迦牟尼佛住净光天未曾有、不思议、清净菩萨众集会菩提道场，为净光天子说菩萨行最上三摩地事，入“清净境界破暗光明三摩地”（Vi[image: ]uddha-vi[image: ]aya-jyotir-vikaraṇa-vidhvam·sinī-Samādhi），眉间发光明，照耀至东北方开华世界。居于此佛土的妙吉祥童子感其光明，刹那间至于净光天，住大摩尼宝地，入“明珠庄严照三摩地”（Jyoti-ratna-pratimaṇ[image: ]anoddyotanī-Samādhi），以种种庄严与神通敬礼释迦如来。佛为其说真言行仪轨法藏（Mantra-caryā-vidhini-dharma-pitaka），妙吉祥入“一切佛威德明珠庄严照三摩地”（Sarva-buddhādhi[image: ][image: ]hāna-jyoti-ra[image: ]mi-vyūhāla[image: ]kāra sa～codanī-Samādhi），以光明照诸佛刹，佛、菩萨、明王、天王等圣众及眷属皆来听受如来“无能胜教真言仪轨最上三摩地”。来预此会者计有佛部、菩萨部、明王部、陀罗尼部、辟支佛部、大声闻部及其眷属，还有无量天龙八部、诸天天王、空居大曜、星宿、三十六宫等无量圣众及其眷属。前后列出列举的诸众圣有千余名，其中又以明王部属居多。

第二，“菩萨变化仪轨品”说种种真言行仪轨与曼拏罗法品仪轨，其真言包括大忿怒明王心真言、外心真言、内心微妙真言，一切佛心大无畏八字真言等本尊真言，以及召请众圣真言（Ahvānana-mantra）、献香真言、献水真言、焚香真言（Gandha-mantra）、献华真言（Pu[image: ]pa-mantra）、燃灯真言（Pradīpa-mantra）、燃火真言（Agnikārikā mantrā）等行事真言，每一种真言都有相应的密印。曼荼罗仪轨依次包括选择吉日与清净之地，设计形制大小，准备种种庄严器物、事项如香、花、灯、食等。诸种事项准备完毕，阿阇梨即根据供养人财力、身份与目的，依法建造种种规模、风格、功用不同的曼荼罗，布列坛中诸尊与各种庄严之具。又说曼荼罗供养仪轨与灌顶仪轨。

第三，“曼拏罗仪则品”（Tritīyo maṇ[image: ]ala-vidhāna-parivarta[image: ]）承上品内容，说与一字真言最上秘密法相应的曼荼罗仪轨，如地点与时间的选择、坛内神尊的布置、印相的粉画，等等。

第四，“上品[image: ]像仪则品”（Caturtha[image: ] prathamapa[image: ]a-vidhāna-visara[image: ]）说造上品[image: ]像仪则，此[image: ]像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十六菩萨、八辟支佛、八佛世尊、八大声闻、净光天子、焰曼德迦忿怒明王、大海龙王等种种神尊，又饰以大海、高山、楼阁、花树等，倍极细致奢华，是专为国王、大臣及大财主求成就而设。

第五，“中品[image: ]像仪则品”（Pañcama[image: ] pa[image: ]alavisara[image: ]，dvitīya[image: ] pa[image: ]a-vidhāna）说中等[image: ]像法则。中等[image: ]像的尺寸，佛、菩萨、声闻、天王等神尊仪形与布置略有不同，不过，其主尊仍然是释迦牟尼佛，观自在与文殊分别居其左右。中等[image: ]像能成就世间中等增益、利乐之事。

第六，“下品[image: ]像仪则品”（[image: ]a[image: ][image: ]ha[image: ] pa[image: ]ala-vīsarah-trtīya[image: ]-kanyasa-pa[image: ]a-vidhāna[image: ]）说下等[image: ]像秘密仪则，是专为懒堕懈怠，不勤修习众生而设，具有息灾、增益、降伏等功德。此种[image: ]像与前两种[image: ]像的最大差别即在于它是以妙吉祥为主尊，普贤居其左，观自在居其右，又有焰曼德迦忿怒明王、开华王如来、净光天子等。

第七，“第四[image: ]像仪则品”（Saptama[image: ] pa[image: ]ala-visarā[image: ]-caturtha[image: ] pa[image: ]a-vidhāna-pa[image: ]ala-visara[image: ]），述六字真言微妙心（Parama-h[image: ]dayā）真言及其[image: ]像仪则。其[image: ]像以妙吉祥童子为主尊，右普贤，左观自在，三菩萨皆坐白莲上，莲花出于池水一大绿宝色茎干上。池水有二龙王，举头瞻视妙吉祥菩萨，又有二散花天子及持诵者。

第八，“第一成就最上法品”（A[image: ][image: ]ama uttama-sādhana-upayika-karma-pa[image: ]ala-visarāt prathama[image: ]），释迦牟尼佛为众生解说[image: ]像法则之福德业报。

第九，“第二成就最上法品”（Navama[image: ] pa[image: ]ala-visarāddvitīya[image: ] uttama-sādhanopayika-karma pa[image: ]ala-visara[image: ]），世尊释迦牟尼佛于大众中说一字真言法（一字明王）密法，尤其是建坛法与成就法。

第十，“第三成就最上法品”（Da[image: ]ama[image: ] uttama-pa[image: ]a-vidhāna-pa[image: ]ala-visara[image: ]）说种种成就法。

第十一，“第四净行观想护摩成就法品”（Ekāda[image: ]ama-pa[image: ]ala-visarāccat-urtha[image: ]-sādhanopayika-karma-sthāna-japa-niyama-homā-dhyāna-[image: ]ancācāra-sarva-karma-vidhi-sādhana-pa[image: ]ala-visara[image: ]）说中品[image: ]像仪则事，尤其详说七种曼陀罗法，第一曼拏罗献释迦牟尼佛，第二曼拏罗献菩萨，第三曼拏罗献本尊真言，第四曼拏罗献辟支佛，第五曼拏罗献三宝，第六曼拏罗献一切贤圣，第七曼拏罗献一切众生。

第十二，“数珠仪则品”（Dvāda[image: ]ama[image: ] ak[image: ]asūtra-vidhipa[image: ]ala-visara[image: ]），说择取、造作、贯串、打磨、供养、安放数珠的仪规与方法，以及通过梦占判断密法成就与否的方法。

第十三，“护摩品”（Trayo-da[image: ]amat-pa[image: ]ala-visara[image: ]），广说妙真言句护摩等事最上仪则。

第十四，“曼拏罗成就法大轮一字明王画像仪则品”（Caturda[image: ]ama[image: ] ca-kra-vartti-pa[image: ]ala-vidhāna-maṇ[image: ]ala-sādhanopayika-visara[image: ]），说大轮一字明王持诵仪轨。

第十五，“一切法行义品”（sarva-karma-triyārtha[image: ]-pa[image: ]ala-visara[image: ]），说通过梦境的吉凶，以及真言行人出生时节所属的星相、宫属，以推测所作行法的成就与否。

第十六，“法义品”（Gāthā-pa[image: ]a[image: ]a-nirde[image: ]a-visara[image: ]）说真言行者为世间利益而求成就，当诚谛专注，慈心悲愍，发大誓愿清净之心，又说文殊根仪轨与文殊名号皆具殊胜功德与威力，行者倘能如法修行定获成就。

第十七，“随业因果品”（Karma-svaka-pratyaya-pa[image: ]ala-visara[image: ]）说业感因果法，因种种业行差别，遂有外道、小乘、大乘等因果差别，只有于真言法中求成就始得最上果，真言行者须了知成就相，识别一切障难诸不吉相及恶梦寐诸星宿天。

第十八，“阴阳善恶征应品”（Graha-nak[image: ]atra-lak[image: ]aṇa-k[image: ]etra-jyoti[image: ]a-jñāna-parivarta-pa[image: ]ala-visara[image: ]）述文殊密法与宿曜运行之间的关系。详说阴阳宿曜法，二十八宿，十二宫分法，有情众生处于不同的宫分与时节，遂有善恶顺逆等差异，因此识别宿曜运行的善恶、时节与变化规律，所作秘密行法才能获得成就。

第十九，“略说大轮一字品”（Ekāk[image: ]ara-cak[image: ]a-varty-udbhava-pa[image: ]ala-visara[image: ]）述佛顶大轮一字明王法的种种成就法。经文以佛顶大轮一字明“部林“（bhrum）为诸佛世尊一切智智真言之相，住大悲行一切众生之师，为吉祥真言之主，真言行者专心持诵即不为诸恶宿曜所侵，不为诸恶障所害。

第二十，“略说一字大轮明王画像成就品”（Ekak[image: ]ara-cakravarti-karma-vidhi-pa[image: ]a-nirde[image: ]a-pa[image: ]ala-visara[image: ]）承上品内容说一字大轮明王画像法及种种成就法。其像法以宝幢如来为主尊，左金刚手、梵王，右持鬘天人、持诵行人。其成就法有多种，如轮成就、伞盖成就、佛顶成就、如意宝成就、金刚杵成就、剑成就、雄黄成就、三戟叉成就、尸成就、钩成就、[image: ]成就、大自在天（那罗延天、梵天）成就、降夜叉女成就、求见金刚手成就等。

第二十一，“一字根本心真言仪则品”（Ekāk[image: ]ara-mūla-mantra-ārya-mañju[image: ]rī-h[image: ]daya-kalpa-pa[image: ]a-vidhana-visara[image: ]）说一字根本心真言相应的种种仪则，如画像法、供养法与占验吉凶法。

第二十二，“妙吉祥心么字唵字成就法仪则品”（Karma-vidhānārya-mañju[image: ]āya-parivartta-pa[image: ]ala-visara[image: ].）说一字心真言、六字根本么字真言、六字心与唵字真言行法仪则，包括七种真言仪则，依次为画像仪则最上法，第二求成就仪则，第三求爱重仪则，第四得文殊童子加持获种种成就仪则，第五妙吉祥菩萨造像供养成就法，第六调伏仪则。

第二十三，“妙吉祥六字心真言品”（Mañju[image: ]rī-pa[image: ]a-vidhāna-parivarta-karma-vidhi[image: ] saptamaka-pa[image: ]ala-visara[image: ].），说第七仪则不空成就法——六字心真言种种成就法。

第二十四，“修行地位时节仪则品”（K[image: ]etra-kāla-vidhi-niyama-pa[image: ]ala-visara[image: ]），佛为妙吉祥说众明王得成就处，记录诸天明王、夜叉鬼神的区域分布，可视作明王鬼魅信仰的地理分布图。据其所载，妙吉祥菩萨真言在支那国、大支那国易得成就；佛顶王真言在龟兹国、乌尼也曩国、迦湿弥罗、西印度并雪山四面等印度北方地区能得成就；莲华族、金刚族及宝族等真言在雪山及中国人间易得成就；半支迦药叉、诃利帝药叉女、[image: ]达哩[image: ]等真言在迦微国、摩伽陀国、迦摩噜播国、路呬你也适悦河岸等地域易得成就。金毗罗神、宝贤大将真言流行于东印度，贤多啰、毗俱胝、大吉祥白伞盖等真言流行于海岸洲、师子国等地。阎魔真言、金刚手说作恶真言在南方流行，日天、伊舍那天所说真言也流行于南方。大力药叉王真言流行于西方，能成就一切财主。再如佛所说真言北方、东方易得成就，莲华族所说真言南方得成就，金刚族所说真言于西方得成就。宝贤族于西北方得成就，一切药叉族于西南方得成就。一切声闻大德族于东南方得成就，辟支佛族于东北方得成就等。

第二十五，“执魅者仪则品”（[image: ]vi[image: ][image: ]ace[image: ][image: ]a-vidhi-parivarta-pa[image: ][image: ]a-visara[image: ]），说五印度诸国土种种鬼魅作恶者的本形、言语、幖帜、种种心行、生地与时节，指出欲执持降伏种种鬼魅，须用妙吉祥童子六字心真言、五髻大印，作种种仪法以为拥护，使众生等获得无量、最上快乐。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记述了各种圣人、天人、乾闼婆、夜叉、罗刹、毗舍左、摩睺罗伽、部多、人非人类等分布的国家与地域，以及其语言特点。

第二十六，“如来藏大法宝法界相无数功德祥瑞品”（Vidhi-niyavidhi-nimitta-jnana-nirdeshah），说真言的类型（一字、二字、三字，乃至百字；又如来所说上品，佛子所说为中品，人天所说为下品）、持诵法则（依法、义、声三原则默诵，），以及“真言相”即不同真言中的关键字。次说智算数（1—1021）、量算数（1022—1029）、勇猛智算数（1030—1045），以及息灾增益之处功德算数（1046—1070）。进而指出佛为教化诸众生，说种种世间、出世间工巧技艺，化作种种身形。显示出秘密佛教仪轨中蕴含的丰富知识与技艺。

第二十七，“生无量功德果报品”（Karma-kriya-vidhi-nimitta-jnana-nirdesah），释迦牟尼佛为妙吉祥童子说一切真言广大仪轨与秘密明获得功德果报的种种条件与注意事项，指出依次第修习秘密明法者能得最上修行，诵真言者须默诵才能获得成就，另外还要饮食如法，安静无恼，心神专注等。又指出，佛在时真言行者得最上成就，像法之世得中品成就，末法之世得下品成就。佛在世时，如来族真言教法常得成就；佛灭后，莲华族真言教法能得成就；末法时，金刚族易得成就。

第二十八，“说印仪则品”（Mudrācodana-vidhi-mañju[image: ]ri-parip[image: ]ccha-nirde[image: ]a-parivarta[image: ] Pa[image: ]ala-visara[image: ]），初述传承此最上秘密真言及印法的条件，列举不适宜与适宜传法的人群，其次，指出真言法与印法的关系，认为要想获得成就，真言与印契须相互为用，相互依侍，互为因果，真言中须有印契，印契中须有真言。最后是释迦牟尼为妙吉祥付法，嘱其当于末法时代现童子形教化众生，于大野、雪地、适悦地、跋提河岸、佛涅槃等地弘传此密法仪轨。

（三）密法特色及影响

《文殊师利根本仪轨》是文殊密法的分类集成本，汇集了公元6—13世纪不同时代的文殊秘密修习法门，既显示出事、行、瑜伽与无上瑜伽等不同阶段的密法属性与特点，具有层累的构造特征，又代表文殊密法发展的最高阶段，其事项与秘密仪则复杂而又自具系统。统观《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全书，内中的文殊密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其一，密教事相备极繁多、复杂，相互关联更为紧密。除了密教常用的真言、身印、画像（[image: ]像）、曼荼罗、护摩、观想之外，《文殊师利根本仪轨》所载密法又汇集了天文、星占、舆地、数学、语言等新的事项与行仪。

以秘密行法中最基本的真言而论，其类别、功用与念诵仪则更为丰富多样，与其他事项的关联也更为紧密。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中，真言或称真言行、真言成就，意谓它是一个以真言为中心的系统性仪则结构。就其种类而言，它包括本尊真言与行事真言两大类别，本尊真言是属于特定本尊的秘密真言，如与文殊师相关的真言有根本真言（Mūla-mantra）、内心真言（Parama-h[image: ]daya）、外心真言（Upah[image: ]daya）、一字心根本真言、三字真言、六字心真言、一切佛心大无畏八字真言等，以及大忿怒明王的心真言、外心真言、内心微妙真言等。行事真言则是贯穿于秘密行仪中的真言，如召请众圣真言（Ahvānana-mantra）、焚香真言（Gandha-mantra）、献华真言（Pu[image: ]pa-mantra）、燃灯真言（Pradīpa-mantra）、燃火真言（Agnikārikā mantrā）、发遣贤圣真言（Visarjana-mantra）等，此经的序品与第二品即详列种种本尊真言与行事真言。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品所列种种真言有时亦称作明、句、密语、陀罗尼等，显示出种种真言名称的地域、时代与派别差异。

《文殊师利根本仪轨》所载种种真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其他事项之间的关联在经文不断被反复强调，如第二品列述种种真言时，同时指出与之相应的印法，“结诵”即结印契诵真言成为秘密行仪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第二十八说印仪则品在详解种种印契仪则时，即把真言与印契相互为用的情形作为最为重要的仪则。

除真言之外，最能代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所载事项之繁复、细密者当以其[image: ]像法为最。第四、五、六、七，释迦牟尼佛为妙吉祥童子说上、中、下、四，前后共四种[image: ]像仪则。如经文所载，欲成就一切真言行，须依仪则具[image: ]像功德，所作所求才能获得成就。[image: ]像有三品差别，上品[image: ]像有上品福利，中品[image: ]像有中品福利，下品[image: ]像有下品福利。从形制上讲，上品[image: ]阔四肘长八肘，中品[image: ]阔二肘长五肘，下品[image: ]阔佛尺一尺长三肘半。佛尺者即身长八尺者一肘为佛尺也。上品[image: ]能成就最上入圣事等；中品[image: ]佛灭度后求最上位，求最上福德俱获成就；下品[image: ]求人天快乐、财帛珍宝及降伏事。除此三品[image: ]像，更于第七品说第四[image: ]像。经文对各品[image: ]像的功德、形制、布局与作法皆不避烦琐，巨细无遗，完整细致地记述了种种[image: ]像的做法。有学者认为藏传佛教艺术中以细密烦琐著称的唐卡艺术即是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的[image: ]像仪则影响下发展出来的。[153]

其二，融摄印度不同教派的秘密行仪，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按密教最常用的四部分类法，《文殊师利根本仪轨》通常被视为所作（kariya）或称事部密法，不过就其形成时段与实际内容来看，它实际上融摄了事、行、瑜伽与无上瑜伽四部密法的不同特征。准确而言，它是以事部密法为基础，融合吸收了后代新出的种种密法仪则与特点，如其所述种种成就法中，就包括了尸成就、大自在天成就等后期秘密佛教才有的内容。

《文殊师利根本仪轨》所载密法的包容性特点在经文中也有明确的交代：“又有菩萨摩诃萨行无量义，变身为女人形，以世间法引导一切众生，令心坚固不退道意，得不思议明句陀罗尼。或变种种飞禽形，夜叉形，罗刹形，摩尼宝形，人非人等形，如是所作殊异色相，随意教化一切众生，令入菩萨行。”[154]通过种种变化身，原属于印度教的种种神祇与主尊被吸收进来，成为秘密佛法中的一部分。另外本经第十八阴阳善恶征应品也有类似记载：“我于尔时身为菩萨，见彼众生有如是已，心悲愍故而现异身，所谓现作仙人之身，或现梵王之身、大自在天身、那罗延身、迦楼罗身、乃至夜叉、罗刹、毗舍左等种种之身，于生生中为一切众生恒常解说菩提行义。”[155]除此之外，第二十四修行地位时节仪则品、第二十五执魅者仪则品，详述诸天明王、夜叉鬼神的区域分布，以及种种鬼魅的本形、言语、幖帜、种种心行、生地与时节，显示出对印度种种秘密仪行的包容与吸收。

其三，内容丰富，所涉学科门类众多，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编订、传承的年代跨越公元6—13世纪，约七百余年的时段，它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殊密法仪则，其丰富繁杂的事项涉及不同的学科门类，举凡神祇、天文、舆地、风俗、言语、数字、星占、王统、艺术、经典等皆有所涉及。如第十八“阴阳善恶征应品”说文殊密法与宿曜运行之间的关系，详述印度的天文历法与星占术；藏文译本与梵语写本的“诸王受记品”（Rāja-vyākaraṇa-parivarta）以悬记（预言）形式讲说释迦牟尼以前至波罗王朝初期印度各地的王统史，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珍贵史料，深受布顿、多罗那他等西藏佛教史家的重视与引用。第二十五执魅者仪则品品说种种鬼魅言语差异与特征为了解印度当时不同地区的方言差异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所有言语一一辩察，可知真实：……若摩睺罗伽、若紧曩罗等者，皆作东印度语，彼大力迦楼罗生东印度，亦作东印度语，彼紧曩罗亦作东印度语。若是圣人、天人及辟支迦，乃至诸五通仙等，皆作满城语。所有舍里摩多河边言语，及贺里计罗城言语，不分明及不正，多以罗字为言，以捺字为语末，此是毗舍左语。若有作曩尼计罗州、[image: ]噜沙州裸形外道，及海中舍婆国，及诸洲国住者众生言语不正，多以罗字为言，语涩及不分明，此为瞋怒鬼语。若有作南印度阿捺啰国、迦啰拏咤国、捺啰弭拏国、俱萨罗国等，及师子国及别海洲所生众生，多以拏字为言，此为罗刹语。”[156]继东印度、南印度诸方鬼魅神祇言语及其语音特征外，此品又细数西印度、北印度、中印度等地的语言及特征，虽稍嫌烦琐，但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五天印度的宗教语言地图。

略如上述，《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作为文殊密法的集成类编，其繁富细密的事项，对印度诸宗教秘密行仪的融摄，以及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使这部经典不仅具有宗教研究价值，更对印度古代的天文、星占、历史、舆地、语言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值得做深入的探究。

第十一节 中观学派的新变与发展

公元8世纪时中观学派代有其人，名家辈出，一改公元7世纪受制于唯识学派的窘况，观誓、寂天、智藏、寂护、莲花戒、师子贤等诸位中观论师，在祖述前代诸家学说的同时，又颇多己说，显示出全新的风格与特色。中观学派不仅实现了与唯识学派的融合，更为公元八九世之交发展起来的无上瑜教怛特罗密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寂护师徒融合中观唯识学说，促进了大乘佛教两大阵营的融合与互摄，寂天的《入菩提行论》与因师子贤而昌明的《现观庄严论》成为后来传承不辍、注家纷出的重要论典。可以说，公元8世纪的中观学与此期勃然兴起的金刚乘密法是此期印度佛教最夺人心目的亮点。

观誓（Avalokitavrata）生平不详，主要活动于公元700年前后，著有《般若灯论释疏》（Prajñāpradīpa[image: ]ikā，或称《般若灯论复注》），因疏释清辩（Bhāvaviveka）的《般若灯论释》（Prajñā-pradīpa-mūla-madhyamaka-v[image: ]tti），故被后人视为清辩以后自立量派（Svātantrika，或称依自起派）的代表人物。该书以传为龙树自作的《无畏注》（Mūla-madhyamaka-v[image: ]ttiAkutobhayā）[157]为始，列举了佛护的《根本中论注》（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image: ]tti）、月称（Candrakīrti）的《中论注》（Madhyamaka-v[image: ]tti）、安慧（Sthiramati）之《大乘中观释论》（Mūla-madhyamakasandhi-nirmocana-vyākhyā），以及提婆设摩（Devasarma）、求那师利（Guna[image: ]rī）、德慧（Gunamati）等多家关于《中论》的注释，还有佛教以外的相关学说，内容比较丰富，其篇幅约当清辩原书的4倍。由于所引各家著述多已亡佚，故其价值尤可珍贵。另外，观誓在此书中还提及属于案达罗大众部的东山住部及西山住部，以普拉克利特语（Prākrit，俗语）传持大乘《般若经》，证明了后期大小乘佛教的混合情形，出现诸如大乘大众部或大乘上座部的特殊部派。

一 寂天及其《入菩提行论》

寂天（[image: ]āntideva，约650—750），公元七八世纪之交中观派著名的论师，其学行中亦夹杂着秘密成就法的因素。其生卒年代尚不能确定。班达尔（C.Bendall）认为是公元7世纪中叶至公元9世纪。巴达查里雅（B.Bhattacharyya）因为义净的著作中未曾提及寂天之名，而寂护（[image: ]āntarak[image: ]ita）的《真性成就》（Tattva-siddhi）中又引用了他的《入菩提行论》，故认为他主要活动于义净离开印度后至寂护入藏前的时段内，应是公元695年至公元743年的人。

《布敦佛教史》述及寂天的生平时，引用了四句颂文：“本尊喜住那烂陀，示迹圆满破诤辩，事迹奇异度乞丐，降伏国王外道师。”大致概括了他的主要行迹。寂天原名寂铠（[image: ]ānti-varman），是南印度梭罗修多罗（Saurā[image: ][image: ]ra）国德铠王（Kalyāṇavarman）之子。幼学五明及诸艺，又从上师古苏鲁修习文殊师利成就法，时有灵验。后舍王位，至那烂陀寺从胜天（Jayadeva）出家，取名寂天。在那烂陀寺，寂天内勤修学，外示放逸，密著《集学论》、《集经论》及《入菩提行论》三种。因为寂天行为放逸懒散，颇受寺众同侪诟病，戏称他为“三行者”或“三想僧”，意谓他只会贪吃、贪睡与大小便，此外便无所事事。直到后来，他当众诵出《入菩提行》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不久，寂天离开那烂陀寺，赴南印度为僧众讲说其著述。

后来，寂天主要从事平息僧诤、降伏外道、弘扬佛法的活动。传说他曾在东印度以神变平息争端，使诸派和解，大家相安无事。在摩揭陀国西部不远的某地出现饥荒，寂天向五百外道及数千饥民施食，最终使其改宗佛教。为了获取财施，寂天又曾至东印度阿梨毗夏那国王处任职，并示现神通，使国王心生恭敬而皈依佛法。最后，寂天又到南印度斯利巴尔瓦德（[image: ]riparvata）修乌枢瑟摩（Ucchu[image: ]man）法时，婆罗门商羯罗天（[image: ]a[image: ]karadeva）企图以神变欲逼（Khatavihāra）王信奉其教派，寂天应请以神通摧毁其神变，使其皈依佛门。此处的外道或即吠坛多派之商羯罗，亦未可知。

从寂天留传下来的三部著述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根基是以中观派为主。其中，最能代表其佛学思想的是《入菩提行论》（Bodhisattva-caryāvatāra）。

《入菩提行论》为偈颂体，有九百多颂，分成十品，主要讲述达到菩提、证得最高智慧、成就无上正等觉的修行方式。各品内容分别为：第一，“赞菩提心品”赞颂菩提心，鼓励众生发起、实行菩提心。第二，“忏悔品”指出虔诚皈依三宝，真心忏悔，才能涤除以往的罪业。第三，“受持菩提心品”讲述实行菩提心，应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奉献给众生。第四，“菩提心不放逸品”讲述实行菩提心，应该遵循菩萨学，修习善法，断除一切烦恼。第五，“守护正知品”讲述实行菩提心，奥秘在于守护心，就是要努力守护忆念和正知。守护住心门，也就能守护和履行菩萨学。第六，“忍辱波罗蜜品”讲述实行菩提心，必须克服憎恨和愤怒，忍受一切痛苦和屈辱，善待众生，为众生造福。第七，“精进波罗蜜品”讲述实行菩提心，须精进努力，摒弃懒惰和消沉，排除一切障碍，行善积德。第八，“禅定波罗蜜品”讲述实行菩提心，要保持身心清净，修习禅定，摒弃贪欲和烦恼，注重人我平等。第九，“般若波罗蜜品”讲述实行菩提心是为了获得最高智慧，即中观的“空性”，包括“人无我”、“法无我”与“万法皆空”。本品依据空论，还批判了佛教内外种种错误见解，确认唯有空论能消除烦恼，灭寂痛苦，获得解脱。第十，“回向品”讲述将自己修习菩提心获得的一切功德，回向奉献给众生及佛和菩萨。

与其《入菩提行论》思想主旨与品目的划分基本相同，寂天的《大乘集菩萨学论》与《诸经要集》可视为前一书的两种资料类编，仅有广略之别。

《大乘集菩萨学论》（[image: ]ik[image: ]āsamuccaya），或称《学处要集》、《集菩萨学论》。它以二十七首“本颂”（Kārikā）为纲要，引述排列一百余种经典，阐述以中观派为主的大乘教理。宋代法护翻译的汉译本分为二十五卷，十八品，其内容如下：第一，“集布施学品”，发菩提心，住大悲心，广行布施，除灭众生切苦恼。第二，“护持正法戒品”，不舍善知识，不吝身命，尊重护持正法。第三，“护法师品”，行者护持正法所遭遇的各种法难。第四，“空品”，远离十恶等诸罪难。第五，“集离难戒学品”，叙述当远离之诸过难。第六，“护身品”，述护持身心之诸戒行。第七，“护受用福品”，为利益众生应护持的清净福业。第八，“清净品”，令身心清净之法。第九，“忍辱品”，长养戒行的忍辱行。第十，“精进波罗蜜多品”，精进之功德。第十一，“说阿兰若品”，可止住的阿兰若处。第十二，“治心品”，依禅定治诸烦恼。第十三，“念处品”，示四念处之相。第十四，“自性清净品”，离毁犯时，知法自性清净空寂。第十五，“正命受用品”，远离非法邪恶之活命，可受用正命平等。第十六，“增长胜力品”，增长殊胜坚固力的方法。第十七，“恭敬作礼品”，恭敬诸佛增长福行。第十八，“念三宝品”，念三宝之相。从其内容来看，本论主要依据契经中有关菩萨行的伦理部分，在不了义层面上探讨世俗生活的伦理。

《诸经要集》（Sūtra-samuccaya），体裁与《学处要集论》相似，也是提纲式地点一下，然后引经。不过比《学集》更为简略，引经也比较少。[158]

后人通常根据寂天的这三部著作把他看成是中观应成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对唯识派的思想提出批判。在《入菩提心论》“般若品”的前二十几颂，就特别批判了瑜伽行派的唯心之说。唯心说证明心的存在最主要的理由是自证，而有关自证的作用中又特别提到记忆，寂天对于自证、记忆等说都一一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可见他是站在中观无自性立场上的。[159]

除上述三书外，《西藏大藏经》另收有寂天所著《俱生歌》（Sahaja-gātā）、《圣命终智经注》（[image: ]ryātyaya-jñāna-nāmahāyānasūtra-v[image: ]tti）二书。从寂天屡次示现神通降伏外道的行迹来看，他极有可能有密教方面的修行与成就。与他同出胜天门下的毗卢波即是著名的瑜伽成就者，且他修行的成就法可能受当时兴起的易行乘的影响，所以才有《俱生歌》一类的著述。不过，这两部著作是否出自此寂天之手尚不确定。近人吕澂总结寂天的学风有两点，其第一点是“由博返约”的简洁之风，即入乎经院之学，学养深厚，尽萃其精，而又能不流于烦琐，以清新简洁的文字阐发深奥的义理；第二点是学行相应，注重学理与智慧的开发，也强调实际的宗教修持与体验。

寂天的这种解行相应的学风在当时及以后都颇受重视。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中提到，关于《入行论》的释论，在印度有百余种之多，在西藏译成藏文的释论只有八种。在藏译中，《入菩提行论》通常被称为《入菩萨行论》（Bodhisattvacaryāvatāra）。《佛教史大宝藏论》所附的《关于菩萨行的论著目录》中，列有《入菩萨行论》以及智作慧（Prajñākaramati）的《入菩萨行详解》、格尾拉（Govīra）的《入菩萨行释》和纳波色的《入菩萨行难义释》等多种注释本的藏译本。[160]这些记载说明《入菩提行论》当时在印度很流行，传入西藏地区后也备受推崇。

与在藏地的情形不同，寂天的三部著作在汉地都有翻译，但因为译笔拙劣，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20世纪以来，受藏传佛教影响，寂天的《入菩提心论》在汉地流传渐广，先后有隆莲法师、如石法师据藏文翻译的汉译本。近年来，黄宝生先生又据梵文原本翻出现代汉语译本，成《梵汉对勘入菩提心论》，甚便于读者使用。

二 东方自立量派三大家与瑜伽行中观派

公元8世纪，中观派论师中的智藏、寂护、莲花戒先后师师相授，传承、弘扬清辩之中观学说，故被称为东方自立量派三大家，寂护、莲花戒又因融会中观、瑜伽行两派的学说，故又被称瑜伽行中观派的代表人物。

智藏（Jñānagarbha，700/705—760/764）是后期中观谛说的代表人物，又受法称认识论的影响，成为后期中观思想家寂护等人的先驱。对继承自立论证派之祖清辩的二法系，西藏学者的看法颇不一致，札巴贤赞（Grags pa rgyal mtshan）以之为世间极成行中观派，布顿（Bu ston）以为是瑜伽行中观派，格鲁派（dGe lugs pa）则以为是经量中观派。智藏的主要著作有《二谛分别论》（Satyadvayavibhan·ga），后来寂护作《二谛分别论细疏》注释此书。原本已不存，只有题名寂护注释的藏译本。论有颂有释，从中可以了解到智藏的学说。另外，智藏还著有《瑜伽修习道》（Yogabhāvanāmārga）、《圣无边门成就陀罗尼释偈》（Aryānanta-mukha-nirā-hāradhāraṇā-vyākhyānakā-rikā）等。

寂护（[image: ]āntarak[image: ]ita，725—784/788/790），在藏传佛教中，寂护又被尊称为阿遮利耶菩提萨埵（ācārya-bodhisattva），是印度后期中观派的代表性论师。寂护原为东印度查贺（Zāhor）王室的贵族，后依智藏出家，学德兼备，曾任那烂陀寺的主讲（住持）。763年，应西藏国王赤松德赞的邀请，寂护经由尼泊尔入藏，然因逢藏地政治纷争，四个月之后即返回尼泊尔，于当地停留四年。其间，寂护向藏王推荐深谙法术的莲花生入藏弘法。775年，寂护再度入藏，仿印度飞行寺兴建桑耶寺，使之成为西藏佛教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最后，寂护又将自己的学生莲花戒（Kāmala[image: ]īla）召至西藏。经由他们的努力，印度的中观佛学思想终于在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寂护的学说，既承继清辩之自立论证派系统，同时也深受法称的认识论及论理学的影响，故将唯识派理论导入中观教义之中，而形成瑜伽行中观派思想。其主要著作有《中观庄严论》（Madhyamakālaṃkāra）及自注、《摄真实论》（Tattvasaṃgraha）、《二十律仪注》（Saṃvara-vim[image: ]aka-v[image: ]tti）、《世尊赞吉祥执金刚歌广释》（[image: ]rī-vajradhara-saṃgīti-bhagavata-stotra[image: ]ikā）、《八如来赞》（A[image: ][image: ]a-tathāgata-stotra）、《二谛分别难语释》（Satya-dvaya-vibhan·ga-pañjikā）等多种。

寂护的《中观庄严论》有一百颂，或说有九十七颂。首颂强调一切法无自性，犹如影像。第二至六十二颂，依据第一颂的理念，通过对诸学派的批判而明示正理。其批判的对象，除胜论学派、有部的极微说之外，重心仍在驳斥唯识论者的有相说与无相说。通过对这些学说的批判，显示一切存在皆无单一性。第六十三颂以下，论述一切法无自性的论理学方法如何得以存立，以及世俗谛与胜义谛之关系，以揭示瑜伽行中观派的学说。

寂护在《中观庄严论》中清晰地突出其哲学主张，他继承以清辩为首的自立论证派的中观学说，同时运用月称的因明学及认识论体系下的因明学方法，在偏重中观思想的基础上，努力综合中观与唯识思想，把瑜伽行派学说采入中观，由此提出了中观无自性的看法。当时各家学说对所谓自性的执着，不外乎是一或多，他认为应离一离多，方成无自性，主张应从唯心无境的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到法无我，并且认为这是瑜伽、中观两家都应该掌握的，因而两家可以合二为一。

需要注意的是寂护的吸收唯心说，只限制在观行[161]方面。瑜伽行派的唯心说也是从观行开始，后来才扩大到去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缘起，才把宇宙现象解释为心里显现的影像。他们首先说唯心无境，肯定了心，否定了境；后来再进一层，心亦不可得，把心也否定了。所以从瑜伽方面来看，在观行中，唯心说乃是达到说明心亦不可得的桥梁。清辩反对瑜伽行派的这种说法，认为与其这样转弯抹角地说，不如干脆说二者皆无。但寂护吸收了这种观点，即认为在世俗谛，是唯心无境，在胜义谛，心境俱无。

除本论外，寂护又作《中观庄严论注》六百颂。后来其弟子莲花戒又在其注释上作更详细的复注。这两种注释都保存于藏文大藏经中。

《摄真实论》（Tattvasaṃgraha），或名《真性要集》，计有26品，3646颂，作于寂护入藏前，即公元770年之前。该书评破外道诸派思想，以及佛教内部不属于瑜伽行中观派的学说，同时阐述本宗观点。文中所评破或介绍的论师为数颇多，包括顺世、正理、弥曼差、数论、耆那及裸形耆那六派的哲学家，还有修辞家巴摩诃（Bhāmaha），印度教的巴那（Bāṇa），以及佛教学者世友、法救、瞿沙、众贤、世亲、陈那、法称等人。该书对寂护自身的中观哲学并没有特别强调，而是更注重对印度哲学思辨的整体概括，如书中对二十六种“真性”（tattva）如至高实体、第一因、范畴等的批判。准确地说，它更像一部印度哲学的百科全书。

《摄真实论》在语义、现量、比量、破外境等各品中，多祖述承袭法称的观点，因而此书也是了解法称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入门书。另外，寂护曾注释法称七书中的最后一部《论议正理论》（Vādanyāya，或译作《摄真实颂》），对法称的学说也有所发展。

《摄真实论》梵文原典系布赫勒（G.Buhler）于1873年在耆那教寺院所发现，其后与弟子莲花戒的注疏合刊为一书。

寂护的学说混合中观、瑜伽学两派，征引广博，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经过其后学弟子如莲花戒等人在印、藏等地的弘传，寂护成为印度佛教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162]

莲花戒（Kamalasīla，740—795）初为那烂陀寺学僧，寂护的传法弟子。寂护卒后，莲花戒应赞普赤松德赞之请入吐蕃，参与汉印僧人顿渐之争。汉僧大乘和尚立顿悟说，莲花戒主渐悟说，认为修行必须经过不同的阶段，通过个人的长期精勤努力，修习六度，才能达到正智或无分别智的境界。此次争论的内容在敦煌出土的汉文卷子《顿悟大乘正理决要》和西藏的《五部遗教》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莲花戒在争论中取胜后，备受赞普和吐蕃佛教界的推崇，但遭到苯教的嫉妒，传说他后来被苯教徒杀害。

在佛学思想方面，莲华戒追随寂护的中观瑜伽行见，从中观派缘起性空的立场出发，融合瑜伽行派的思想，在世界观上主张无相唯识，在方法上受到清辩、法称的强烈影响，对佛教说一切有部、经量部及前期中观派和瑜伽行派进行了批评；并对婆罗门教弥曼差派的学说、顺世论的断灭论和时论等进行了批判。他的佛学思想对藏传佛教显宗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163]

藏文大藏经中保存的莲花戒的著作颇多，《布顿目录》中收录其三种般若类经典的注疏，分别是《七百般若释》（Arya-sapta-[image: ]atika-prajñā-pāramitā-[image: ]ā）六卷；《能断金刚般若释》（[image: ]rya-vajra-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r·īā,即《金刚经释》）五卷；《般若心经释》（Prajñā-pāramitā-h[image: ]daya-nāma-[image: ]ā）。

莲花戒的中观学思想主要是通过疏释寂护的论著体现出来，他的《中观庄严颂详释解》（Madhyamaka-alaṃkāra-pañjikā）五卷、《中观光明论》（Madhyamaka-ālokanāma）两千七百颂约合九卷，均为疏释寂护的《中观庄严论》而作，其《摄真实论难语释》（Tattvasaṃgraha-pañjikā）是寂护《摄真实论》的重要注疏，流传颇广。另外，他的《成一切法无自性论》（Sarva-dharma-abhāva-siddhi）一卷半、《显真实性品类论》（Tattava-āloka-prakaraṇa）二卷，也是对中观学说中的“法无自性”、“真实”等重要命题的探讨与阐发。

莲花戒的《修习次第》（Bhāvanā-krama）是阐述其佛教修行论的根本著作，内中宣说的思想体系与修习法门，于公元8世纪末叶中印佛教修行论在藏地交锋时明显处于优势，从而奠定了瑜伽中观派在藏地广泛传承的根基。《修习次第》分上、中、下三篇，皆收录于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下篇有宋施护汉译本，题为《广释菩提心论》。这部著作广泛引征契经，综述中观波罗蜜多的渐修训练课程，同时批判唯识宗和顿悟派。书中指出，习禅需将“止”（[image: ]amatha，奢摩他）与“观”（vipasyanā或vidarsana）两者结合起来，如《修习次第》中篇所谓“于彼，若瑜伽行者，凡先一时速得安乐，入于止、观，当愈益依止止、观之资粮”[164]。布顿目录还收录了莲花戒的《入瑜伽修习颂》（Bhāvanā-yoga-avatāra，三十颂），应该也是关于修行论的著作。

莲花戒能在与汉地大乘和尚的辩论中获胜的技术原因乃在于他承续了清辩以来印度中观自立量派的传统，擅长因明论辩之术。他的《正理一滴前宗略论》（Nyāya-bindu-pūrvapak[image: ]a-saṃks[image: ]pti）一百颂、《量真实性略颂释》（又名《一万八千颂量释》）足以显示出他在因明学方面的成就。

另外，藏文大藏经中还收录了莲花戒的《稻秆经注疏》（[image: ]rya-[image: ]āli-stambaka-[image: ]a）一卷半、《入无分别陀罗尼释》（[image: ]rya-avikalpa-prave[image: ]a-dhāraṇī-[image: ]a）二卷、《与妥萨谟·昌比央说八苦分别开示录》（A[image: ][image: ]a-duh[image: ]-kha-vi[image: ]e[image: ]a-nide[image: ]a）、《沙门五十颂释八义论》（[image: ]ramaṇa-pañcā[image: ]ataka-kārikā-pada-abhismaraṇa）等，由此可以看出莲花戒严守渐教的笃实学风与修习特点。

除上述寂护师徒的传承与授受外，这一时期印度还有一位室利笈多，在思想上与寂护颇为近似，或与之有思想渊源。室利笈多（[image: ]rīgupta），主要活动于公元7世纪后期，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他是东方大阿阇梨中观师，又说他与法称同时，受毗摩罗旃陀罗王的供养。据《布顿佛教史》记载，他是瑜伽行中观派（Yogāīcāramadhyamika）的思想家之一。著有《入真实论注》（Tattvāvatārav[image: ]tti）。此书是一部以“离一多性”为证因，而证明一切法无自性的著作。有些学者认为此书和寂护的《中观庄严论》在思想上非常近似，因为书中引用了不少法称《量评释》的文句。在藏传佛教传统中，一般以为室利笈多是寂护之前的学者，尤其在《了义解明》与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中，更说室利笈多是寂护的老师。如果上情属实，那么首创以“离一多性”证明一切法无自性者应是室利笈多，而非寂护。不过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说室到笈多是寂护之后的思想家。

三 师子贤对《现观庄严论》的弘传

师子贤是公元八九世纪间印度佛教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大乘般若经学与中观学派的集大成人物，正是从他开始，印度后期及西藏佛教传承的弥勒《现观庄严论》才被世人了解。

师子贤（Haribhadra）生卒年不详[165]，主要活动于公元8世纪末至公元9世纪上半叶，印度大乘佛教瑜伽中观派学者。师子贤出身于刹帝力族，出家为佛教僧徒后，广习各家宗义，布敦《佛教史大宝庄严论》与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记载，他曾从寂护听受中观论等及其教授（阿婆陀那），从亲教师遍照贤（Vairocanabhadra）听受《般若经》、《现观庄严论》及其优婆提舍。后来，师子贤在东方法萨波尼（Khasarpaṇi）森林中修持无能胜佛（Jina-Ajita，弥勒），于梦中见到弥勒圣容，从其启请解说般若义的论典宗义纷纭应从何说的疑惑，获得弥勒答复说，应综合合理部分。不久，师子贤被达摩波罗王所迎请至都城，住在苏摩普里（Somapuri，三辛寺），以弘扬般若经学为要务，从他听法的人达到数千人。

在讲授般若经学的过程中，师子贤先后完成了四种关于般若学的著作，即《二万五千颂》释、《八千颂》释、《般若摄颂》释，以及未结合经的《现观明义释》。这四部著作都是结合弥勒《现观庄严论》学说体系而造的，被后人视为四部《现观》注释，也就是说师子贤的著作与学说都是以《现观庄严论》为中心而展开的。

其中，《二万五千颂释》（Pañcaviṃ[image: ]ati-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或称《八品释》，据说属于师子贤早期的作品，是根据圣解脱军的二万五千颂注释，逐段罗列《二万五千颂般若经》，略加调整和增删，以“如是（iti）……”标明每一段相应于《现观》的内容，没有多少自己的发挥，在性质上类似佛经的“会集本”。目前流行的梵文本《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即从师子贤《八品书》中节出。

《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释·现观庄严光明》（A[image: ][image: ]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vyākhya-abhisamaya-alan·kārāloka），是《八千颂般若》的第一部注释，被称为《大疏》，因为它不仅解释《八千颂》中的难词，而且将《八千颂》与《现观》配合解释其义理，是后人学习《现观庄严论》的基本典籍。在这部著作的开头，师子贤即指出：“《现观庄严论偈》是为了疏导流转中的困惫的有情，弥勒为明了般若波罗蜜理趣所造之著，无著为其作谛抉择之释论，世亲造本疏，圣解脱军造疏，大德解脱军造大疏，经此传统，师子贤本人新造注解。”除此之外，师子贤还对无著等人的注释提出批评：“无著、世亲虽作《现观庄严论颂》之注释，然未对般若经的正文及现观道的相应进行注释，且所作的又是与瑜伽唯识的教理一致的注释，故其犯过失多。进一步说，虽圣解脱军和大德解脱军等二先觉亦注解《现观庄严》，但并没有满意明了地提出问题，故自新造注释，且是从中观派立场进行的。”[166]

《般若波罗蜜多教授现观庄严论释》（Abhisamayālan·kāra-nāma-prajñāpāramita-upade[image: ]a-[image: ]āstra-v[image: ]tti）又称《明义释》（Sphu[image: ]ārthā），或以为这部注释的观点与其《八品释》有较大差别，能代表师子贤后期的理论学说。

《薄伽梵功德宝集偈难处释》（Bhagavadratnaguṇasañcayagāthā-nāma-pañjikā），《薄伽梵功德宝集偈》藏传佛教俗称《般若摄颂》，相当于汉译宋代法贤译《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

现存《现观庄严论》虽题为弥勒所著，师子贤本人也提及无著、世亲、解脱军与大德解脱军的疏释，但近世学人对其作者与产生的时代颇存疑虑。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所载，从世亲学习般若的解脱军对经文与《现观庄严论》间的不符之处存有疑问，后来见到从南印度布呾洛迦山请来的《般若二万颂》分七品，正好与论相合，才据以作释。据此，此论似乎在公元五六世纪之交已经流行。然而唐代以前来华传译无著、世亲、陈那之学的印度译师都未提到这一部论，唐代入印求法的玄奘、义净、不空等也未提及这一部论，终唐之世来华的印度译师也未说到这一部论。尤其是与不空同时代的寂护，虽然是师子贤的老师，在其著作中也没有提及这部论书。种种迹象显示，《现观庄严论》是从师子贤开始才进入人们视野的。

《现观庄严论》（Abhisamayalaṃkāra-[image: ]āstra）是解释《大般若经》的，它用论议（Upade[image: ]a,优婆提舍）的体裁，将经文逐段的大意写成提纲，归纳在各种句义之内，并不拘于字句的解释。现观义为亲证，即亲切明了地认识真理。讲现观的书很多，原始佛学和部派佛学时期就有这一名称。庄严是一种文体，以颂来解释义理的，此论即以这种文体来发挥现观的意义，贯通全部《般若经》。整部论著分八品，二百七十四颂，每品又各有若干要义，总计为七十个句义（padārtha，概念、范畴）。此八品分别为：

一切相智品（七十三颂），依发心、教授、抉择支、行依持、所缘、所期、所作、资粮、成办等，证入佛果之次第，说明佛之一切相智性。

道相智品（三十一颂），阐明道智之所依、二乘菩萨及佛境界之差别、声闻缘觉之道、菩萨之见道修道等。

一切智品（十六颂），示声闻独觉之取相、佛母之远近、有所得及无所得之所对治能对治、菩萨加行、所观之见道等。

现证一切相品（六十三颂），阐述顺解脱分之善根生起、胜加行诸行相、顺决择分之过程等，示摄一切之相与道，修第三的一切智性之现证一切相品。

顶现观品（四十二颂），说四善根自性之表相、增进、确实，及心安住、能、所执之二种分别、所对治能对治、无间三摩地等，以示由胜进道殊胜边际所证之顶现观。

渐次现观品（一颂），明六波罗蜜多、六随念，及一切法无性自性觉等十三品性之次第现观。

一刹那现观品（五颂），说由一切法非异无漏之一刹那相等之四差别相，一刹那现起所证之法。

法身品（四十颂），分别法身、自性身、受用身及化身。在八品前有归敬颂一颂，最后有总结两颂。前三品说遍知一切智性即境，次四品说使一切智性得自在的加行，终品阐说由加行可达到佛果，显示出境、行、果合一的完整结构。[167]

关于师子贤与《现观庄严论》的因缘，布敦《佛教史大宝庄严论》的记载颇有意味，大意谓师子贤从其师遍照贤，请求传授修弥勒的成就法。他如法观修后，梦见一位身着红色僧装，威仪庄严的比丘，对他授记说：速往东方喀萨巴梨（观自在菩萨立像）那里去。师子贤醒来后，即刻前往，修了三天“观自在斋戒法”，并注意观察梦相，在即将黎明时的梦境中，梦见乌仗延那补梨寺的毗哈梨根洛山顶虚空中，现起浓厚的云层，透出菩萨的上半身像，并供有各种供物。因而问道：这是在做什么？回答说：这是为至尊弥勒讲说《八千般若》而作的供养。他经过长时间的细心观察后，只看见至尊弥勒的金色容颜，顶上有佛塔为庄严，右手作说法印。师子贤当即礼拜而作供养，并向弥勒申问：慈尊的论著，如今已有多种论释，我当以何种为指南呢？弥勒回答说：你当很好地去通晓一切论释，将合理的总摄起来，综合在一起来著作论述。师子贤得到弥勒的嘱咐，醒后作了供养，后来寻求达摩波罗王为施主，全力完成其著述。在这一段叙述中，师子贤“总摄诸家论释的方法”,居然是通过梦中授记的方式直接从弥勒那里获得。

师子贤对《现观庄严论》的结构体系，即八品之间的次第关系，有非常清晰的解释：希求佛果的菩萨应普遍知道一切法相，故初举果位的一切相智性来做目标。一切相智须遍知声闻等道才成就，所以其次说道智。道智须遍知一切事才成就，故又说一切智。为修习前三类智，须把握相、道、事的一切相现等觉。其次精进修习达于最胜的边际，得至顶现观。又次对已知道的义理或分或合，整理、巩固来修习，是为次第现观。再加以充分修习，最后证得一刹那现观，此一刹那即证得究竟的法身。[168]

从对其结构的熟稔来看，师子贤似乎远过于注解《现观庄严论》的前辈如无著、世亲与二位解脱军，他指出无著、世亲“未对般若经的正文及现观道的相应进行注释”，两位解脱军“没有满意明了地提出问题”，换言之，师子贤的意思是说，无著、世亲没有把《般若经》与现观道（Abhisamaya-marga）结合起来，两位解脱军更是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他本人才从中观派立场新造注释。如是种种信息都暗示出师子贤与《现观庄严论》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师子贤，就没有《现观庄严论》的传承。

在其四部注疏中，师子贤以般若为基础，融通中观、瑜伽的理论，认为般若是能够得到大菩提的最胜方便，瑜伽也同样是为了得到菩提，故般若即瑜伽，瑜伽即般若。在师子贤的《现观庄严论》四部注释中，以《明义释》与《现观庄严明》两种最为重要，后代注解《现观庄严论》者大都以二者为据。在师子贤殁后，他的弟子觉智足（Buddhajñānapala）承其遗志，继续弘扬《现观庄严论》。

第十二节 瑜伽唯识学之异说

公元8世纪的瑜伽唯识学派，不管从其影响力，还是从其代表人物来看，都远不如公元7世纪风光，与此期的中观唯识学派相比也逊色不少。此期的瑜伽唯识学基本上继承法称的学说，侧重于其著作的注疏与阐释，于认识论颇多发明。谢尔巴茨基曾将注释法称著作的学者分为释文派、阐义派、明教派，分别代表不同的风格与学术取向。

一 释文派

此期释文派的代表人物是释迦慧与调伏天。释迦慧（[image: ]ākyabuddhi/[image: ]ākyamati）生平不详，多罗那他认为他与天主慧都是法称的弟子，但从其著作来看，释迦慧作为天主慧弟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释迦慧所著的《释量论注疏》（Prāmāṇavārttika[image: ]ā）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法称《释量论》“为自比量章”自注的注疏，其二是对天主慧《释量论细疏》的注释，其注释风格也是采取逐字逐句的解释，思想立场也基本同于天主慧，均取有相唯识说的立场。

调伏天（Vinītadeva），或称律天，是公元700年左右唯识派的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因明学者，广释世亲、陈那、法称有关因明唯识的著作，被后人作为无相唯识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他生活在师子贤之前，因为他曾为法称的著作做过注释，后来又被法上批判，由此推定其生存年代应为公元7世纪后末至公元8世纪上半叶，成书于公元824年的西藏《登噶尔玛目录》收录其五部论理学著作。

调伏天的著作可分为三类，在律典方面有《律赞句解说论》（Vinaya-stotra-pada-vyākhyāna）、《律分别句解说论》（Vinaya-vibhan·ga-pada-vyākhyāna）。

第二类为注解世亲唯识典籍的著述，有《二十论广注》（Prakaraṇavi-ṃ[image: ]aka[image: ]ā）。另外，他还对安慧的《唯识三十颂释论》（Triṃ[image: ]ikā-vijñapti-bhā[image: ]ya）作了注释，完成《唯识三十颂解说论》（Triṃ[image: ]ata-kārikā-vyākhyāna）。调伏天对于有相唯识派代表人物护法的学说不尽满意，且在其著作中时有流露，因此被后人视为传承德慧—安慧派的无相唯识学代表人物。

最后一类是因明学著作，主要是对法称著作的注释，计有《成他相续论证论广注》（San-tānāntarasiddhi[image: ]ā）、《正理一滴论广注》（Nyāyabindu-[image: ]ā）、《因一滴论广注》（Hetubindu[image: ]ā）、《观相续论广注》（Sam-bandhaparī-k[image: ]ā[image: ]ā）、《诤正理论广注》（Vādanyāya[image: ]ā）、《观所缘论广注》（[image: ]lambanaparīk[image: ]āt[image: ]-kā）。其中，前五部是法称论理学著作的注释；《观所缘论广注》则是陈那著作之注释。

调伏天之注解十分简明、平实，并且是逐字逐句注释，因此，俄国学者谢尔巴斯基以为他是注解法称著作中的“释文派”。值得注意的是，调伏天与前述天主慧、释迦慧在传承法称之学上同属释文派，但在唯识学思想的有相与无相的分判上并不相同。

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内还收有失译的调伏天《异部宗轮论中异部说集》，系依据《异部宗轮论》抄辑而成，其中时或杂以个人的意见，故与原论有些差异。如他将分别说部作为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的最后一个支派，指出此支派的特有主张包括：其一，有胜义（paramārtha）补特伽罗（pudgala）。这是犊子部特有的根本见解。其二，非异熟果以外之过去（atīta）是没有的；果（phala）以外之未来是没有的。这是饮光部特有之根本见解。其三，不同类（不相应之类）之现在是没有的。此点意义不明。其四，法不能成为无间因（samanantarahetu）。其五，色（rūpa）之同类因（sabhāgahetu）亦无。调伏天的这些说法颇具调和色彩，因为其中兼有犊子部及化地部的基本主张，还有一项与譬喻者（Darstāntika）的主张相同，因此颇受后人的质疑。不过，他清楚地区别分别说部及说假部（Prajñāptivādin），将前者置于说一切有部，将后者置于大众部集团内。[169]

二 阐义派

善护与法上师徒是明义派的代表人物。善护（[image: ]ubhagupta，720—780）生平不详。他有五篇因明学方面的著述，包括《成一切智颂》（Sarvajñāsiddhikārikā）二百五十偈、《成外境颂》（Bāhyārthasi-ddhikārikā）一卷、《观闻颂》（[image: ]rutiparīk[image: ]ākārikā）、《观破他颂》（Anyāpo-havicārakārikā），《大自在坏灭颂》（[image: ]varabhan·gakārikā）。其中一篇是建立外境的实在性（反唯识），另有两篇是批判弥曼差和正理派神学的文章。

法上（Dharmottara，约750—810）是公元8世纪后半期至公元9世纪初瑜伽唯识派的代表人物，以注释法称学说而著名，被后人视为传承、注释法称后学阐义派的代表人物。据克什米尔《王统记》（Rājatarangini）所载，公元800年左右，法上应阇夜毗陀（Jayāpīda）王邀请抵达克什米尔，并活跃于当地。据《布顿佛教史》记载，法上主要师承善护及法源施之学，对法称著作的微言大义予以阐发，其重要者有如下两种。

《量决择注疏》（Pramāṇavini[image: ]caya-[image: ]ā），或称《大疏》。此书在克什米尔颇有影响，当地著名诗学理论家、著有《韵光》一书的欢增，曾为之作疏释（Viv[image: ]tti），惜其书至今未见存本。另外克什米尔的婆罗门智吉祥（Jñānasrī）亦曾为该书作疏释，其藏译本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

《正理一滴论注疏》（Nyāyabindu-[image: ]ā），或称小疏。在此书中，法上对追寻天主慧、释迦慧的调伏天（律天）予以批驳，反对他们拘泥于法称著作中的字句，而昧于其义理。其言辞犀利，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该书已有梵文本刊行，在近代印度学史上，被视为研究法称论理学的入门书。

另外，法上还著有《量考察论》（Pramāṇa-parīks＇ā）、《离论》（Apoha-nāma-prakaraṇa）、《他世间论证论》（Paraloka-siddhi）、《刹那灭论证论》（K[image: ]aṇabhan·gasiddhi）等书。法上在其著作中对若干重要因明理论问题做出深入的阐释与批判，后人因其能阐述法称深义，称其为阐义派的代表人物。其后学有阿难陀、声主会（Vācaspati-misra）[170]、释迦吉祥贤。后人对法上思想立场的判定颇多争议，如有人认为法上是以法称《释量论》的立场为主，即属于有相唯识论，在当时及后来的藏传佛教中都有较大的影响。

三 明教派

智作护（Prajñākaragupta，约700—750），或作慧生护，是明教派的代表人物，生于孟加拉国，属于经量部有相唯识论者。他在陈那、法称的论理学著作中领悟出佛陀的本质，进而解明佛之法身、自性身、智身的意义。他撰有《量评释论庄严疏》，系法称《量评释论》的注释书。除了“为自比量品”外，智作护对其余各品皆作了阐发，对成量品与现量品的解释尤为详细，且多发挥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法称的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因明著作，而且也是一部佛教哲学的著作。后来又有日护（Ravigupta）、夜摩梨（Yamari）二人先后为智作护的《量评释论庄严疏》作进一步的疏释，均谓得智作护本意，后人将他们称为庄严派或明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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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怛特罗佛教——无上瑜伽密法的兴起与繁荣

公元9世纪40年代以前印度佛教的发展情形，可以从中国求法僧与印度译经僧的传述与所译经典推知，这是因为公元7世纪以来，包括汉地与藏地在内的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的交流开展得如火如荼，印度僧人来中国弘法传道、传经献宝、归化附随者代有其人，中国的求法僧到印度求法巡礼者更是络绎不绝，为数众多，中国佛教也由此成为与印度佛教相颉颃的中心，印度佛教的基本风貌与不同时期的发展态势总能从中国佛教的佛典与各种载籍中推知。不过，公元9世纪40年代发生在藏地与汉地的两次法难，使得中国佛教的兴盛局面急转直下，我们无法再依据中国佛教烛照印度佛教的情形与动态。这两次法难就是发生在藏地的朗达玛王毁佛与发生在汉地的会昌法难。

朗达玛王（Gla[image: ] dar-ma）是藏王赤德松赞（俗称为赛那累）的第四子，继其弟赤祖德赞（816—838年在位）之后，于838—842年居藏地赞普之位。赤祖德赞在位期间大力保护佛教，招致苯教徒的反感，将其杀害。赤祖德赞死后，藏地贵族大臣拥立朗达玛为赞普，朗达玛即位后以苯教徒自居，利用多种手段，严厉打击佛教。比如其他下令停建、封闭佛教寺院，在赤祖德赞时期开工修建的寺院一律下令停工；封闭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小昭寺废为牛圈，其他佛教活动的场所也一概封锁。其二是破坏寺庙设施，涂毁寺院内的壁画，在上面构画僧人饮酒作乐图，将佛像钉上钉子，丢弃河中。其三是焚毁佛教经卷，使僧人夹带经籍远逃，或将其埋藏于岩洞中。还有一点是镇压佛教僧人，僧人或被迫逃亡，或被杀害，幸存者须改信苯教或还俗。这些措施彻底摧毁了佛教在西藏的势力与影响。842年，朗达玛在大昭寺前遭佛教僧人暗杀，藏地王室分裂，交相混战，各地将领更拥兵自重。其后，赞普的继承问题也悬而未决，使西藏佛教在其后的70—100年间，成为藏传佛教史上的黑暗时代。这种情形直到10世纪后半叶才得以改变。

会昌法难指的是汉地唐王朝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的排佛运动。唐武宗即位后，崇信道术，诏令赵归真等八十一位道士入宫，亲受法箓。赵归真等人恃宠而骄，每有进言，必诋毁佛教，相互结纳以厚其势，宰相李德裕亦顺势襄助。会昌五年（845），唐武宗应道士之请，下敕废佛。除长安、洛阳各四寺，地方诸州各一寺外，悉皆毁坏之。僧徒则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其余僧众悉令归俗。毁弃寺庙的建材，用于兴建校舍与驿站。寺庙中的金银财物由各地财政部门收缴，寺庙内的铁像用于制造农具，铜像、铜器用来铸钱。遣返由印度与西域来华的传法僧人，以及朝鲜、日本的求法巡礼僧人。此次毁佛，大约有五十余万僧众被勒令还俗，废毁了六万余区佛教殿堂庙舍。汉地的佛教因此遭受巨大打击，除禅宗之外的各种佛教宗派也由此一蹶不振，与印度佛教的交通更是因之被阻断。因此，公元9世纪中期以后的印度佛教，只能借10世纪后期在藏地重新兴起的后宏期佛教所传承弘扬的经典与教法来推溯其支派源流。

在公元843年即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前，汉地所译密教经典鲜有怛特罗类经典，偶或有之也是极例外，只在日本入唐求法僧的求法录中提及一二。就藏地情形而言，公元8世纪中后期弘扬佛教的赤松德赞（742—797）去世时，西藏的佛教已初具规模，其经典“密教方面除无上瑜伽部，显教方面除《阿含经》类及一部分《中观》、《因明论》外，其余的显密经论，大体上都具备了”[1]，据说唯一的例外是，印度论师无垢友曾传译过无上瑜伽部经论，但并未收入当时的经录。这种情形也说明怛特罗类经典在印度本土还没有大批量地出现。从热巴巾王（815—838年在位）时编成的《丹噶目录》来看，藏译显教经论基本译全，密教方面缺少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经典。有学者根据佛教史籍记载，说吐蕃时期已经翻译了一部分瑜伽部及无上瑜伽部经怛特罗，由于受赤热巴巾的禁令，未能收进《丹噶目录》中。由此可以看出，在公元9世纪初期，无上瑜伽部密典，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怛特罗经典尚处于初始阶段，其教法尚未大规模地传播。这类经典大规模地出现，并且得到广泛传播，应该是公元9世纪40年代以后，即汉地的会昌灭佛、藏地的朗达玛灭法之后。

由于受到全面兴起的印度教与步步进逼的伊斯兰教的打压，印度佛教的社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主要限于东印度、北印度与西北印度的特定区域。为了应对这种社会空间的逼仄，佛教徒一方面加大了与某些印度教派的融合，另一方面不断借助瑜伽、禅定与冥想构造广阔的精神世界，由此使得其内省的法门与空间越来越丰富，反映在经典与修行法门中，其仪轨越来越繁复，通过瑜伽禅观反映的现实世界也越来越丰富。公元九、十世纪之交全面兴起的怛特罗密法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第一节 怛特罗经典的成立及其密法体系

与佛教成住坏灭的四劫说相通，印度教同样把往复循环不断的历史分为四个时代，即圆满期（Kritnyuga/Satyayuga）、三分期（Tretayuga）、二分期（Dvaparayuga）、争斗期（Kaliyuga）。相对于这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印度古代的经典亦可以依据传承、性质与功能分为四类，且可以与上述四个时代相对应：

（1）天启经典（[image: ]ruti），属于圆满期。天启类经典包括《四吠陀本诵》（Caturvedasamhitas）及其所属之《梵书》（Brāhmana）、《森林书》（Aranyaka）、《奥义书》（Upanisad）等。

（2）圣传经典（Sm[image: ]ti），属于三分期。圣传类经典包括各种副吠陀（upa-vedas）、吠陀支（Vedā[image: ]gas），以及《家庭经》（Grihasūtra）、《法经》（Dharmasūtra）等。

（3）往世书经典（Purāṇa）与经疏类经典（Sūtra）属于二分期。往世书（Purāṇa）包括大、小各十八种的往世书经典。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六派哲学与佛教、耆那教等各种经疏类文献。

（4）怛特罗经典（Tantra）。属于争斗期的怛特罗（Tantra）经典，指中世纪印度教、佛教等宗教派别的密教经典。这是从印度教立场对印度教经典之更替所做的分判。[2]

由此可以看出，从印度教立场上来看，怛特罗是继往世书之后形成的经典类型，这同佛教经典的发展、演变情形基本一致。从印度古代文献对“怛特罗”一词的应用与解释，大致可以看出这类经典形成的年代。

一 怛特罗释义

怛特罗，是梵语tantra一词的音译，有经丝、织物、织机、网、体系、组织等含义，作为晚期印度佛教出现的密教经典类型，人们通常沿用藏传佛教的传统，将其译为“续”，进而将怛特罗类经典称为密续或续部经典。不过，就怛特罗的应用情形而言，它隐含了多个方面的意义，对它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

印度古代最著名的寓言故事集《五卷书》，梵语作Pañca-tantra，其中的tantra有寓言之义。《五卷书》在公元6世纪即结集流传，同一时期的佛教瑜伽行派所说的“依他起性”，梵语作para-tantra，其中的tantra，即有“依属”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注录东晋安帝年间（382—419）由高昌郡沙门释法众译出过一部《方等檀特陀罗尼经》（或云《大方等陀罗尼》）四卷。《贞元新定释教录》卷六亦注录《大方等陀罗尼经》为四卷，并附注云：“或无大字，一名《方等檀特陀罗尼经》，或直云《檀特陀罗尼经》，见竺道祖《晋世杂录》及《僧佑录》。”[3]此檀特陀罗尼，在智[image: ]《摩诃止观》卷二讲止观时亦曾应用：“意止观者，经令思惟，思惟摩诃袒持陀罗尼，翻为大秘要，遮恶持善，秘要只是实相，中道正空。”[4]此中的摩诃袒持陀罗尼，即Mahātantradhāraṇi，亦可证tantra在当时即有甚深、秘要之义，用以指大乘佛教的中道实相义，或空义。

公元6世纪，弥曼差派的沙巴罗斯瓦明（[image: ]abarasvāmin）在注释《弥曼差经》（Mīmaṃsāsūtra）的《沙巴罗疏》（[image: ]abarabhāsya）中指出：“所作之事能予众人利益者，称为怛特罗。”公元7世纪印度声明学著作《迦湿迦注》（Kā[image: ]ikāv[image: ]tti）认为，tantra一词是由扩展义的动词词根[image: ]tan衍生出来的。后来，tantra又被认为是出自含有创造或知识意义的[image: ]tatri或[image: ]tantri派生出的，具有知识因之而广阔的意思。现代印度哲学家达斯笈多（Das Gupta）即取此义，认为tantra是由[image: ]tan（弘布、宣传义），加上trāṇa（救护义）的语根tra，所组成的合成词，义为宣传救护者。

湿婆派的经典《迦弥迦阿笈摩》（Kāmika-āgama）在承继前代各种解释的基础上，总结出tantra是宣扬、救护与真实（tattva）、真言（mantra）有关的广大智，并表述其目的。

再后来的怛特罗佛教中的《秘密集会仪轨》第十八品谓怛特罗有相续义，其相续有三种，即依持、自性与不夺。自性者无作之因，与不夺同为果，依持者为方便。也就是说tantra是由具持续义的[image: ]tan，加上使其成为名词的后接语tra所构成，意为持续者，或相续、连续。

基于上述诸说，世友（Visvamitra）给出了四种tantra的定义：

（1）以连续不断的文字来叙述本有菩提心的真相。

（2）显示如纲目那样有相互关联的种种方便相。

（3）纠正经文的杂乱，使上下有关联，并阐明其意义。

（4）如同缝合布料，制成衣服，将种种相关的部分辑合，而成就佛果。

如上所述，对于tantra的解释，印度教与佛教的解释有所不同，但两者皆认为向一般大众广泛宣扬本教真理且师资相承的教派就是tantra。

从对怛特罗的多样性理解，即可以想见这类经典为不同的印度宗教派别广泛应用的情形。不过，怛特罗何时被广泛应用于指称印度秘密佛教的经典，或佛教怛特罗经典何时成为独立的类别，仍是颇有争议的问题。

就汉译佛教经典而言，虽然智[image: ]已将怛特罗译为秘要，但用它作为经典名或经典类别却鲜有其例，仅不空译《蕤呬耶经》卷下列第十品为“瞿醯坛怛啰经分别护摩品”，可知其经名为Guhyatantra[image: ]ūtra。在入唐求法僧所著求法目录中，此经或作《玉呬怛跢罗经》[5]，tantra音译坛怛啰或怛跢罗。除此经之外，笔者尚未在汉译密教经典中找到类似情形。由此可见，在不空（705—744）时代，甚或更早以前，怛特罗虽然已经出现于佛典题名中，但汉译佛典此类用例甚少的事实，足以说明怛特罗尚未成为一种特定的密教经典类型。不过，在不空所译密教经典中，有几种称为“大教王经”的经典值得关注：

（1）《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系《金刚顶经》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教王”的第一品“金刚界大曼荼罗广大仪轨品”的节译。

（2）《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二卷四品。

（3）《文殊师利菩萨根本大教王经金翅鸟王品》一卷。

这类经典题名中的“大教王”很可能是Mahātantrarāja或Mahārājatantra的意译，此中所谓“教”者，即指怛特罗经典，它具有教法、教习、教轨诸义，是可付诸行事、付诸实践的佛教经典。不过，此处所谓的“大教王”也有可能是Mahākalparāja，如宋代施护所译《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Sarvatathāgata-mahāyānābhisamayān-mahā-kalpa-rājād）中的大教王即是如此。究其实如何，还需要有更多梵本文献依据。

除上述经题之外，不空所译其他经典中，也多次提及这种可付诸实践的“大教王法”：

（1）不空译《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我为略说真言明王佛顶转轮王功德。……于无量劫不能说此大教王无量百俱胝劫不能尽其功德边际，我今少分而说。”

（2）不空译《一字奇特佛顶经》（Ekāk[image: ]ara-u[image: ]ṇī[image: ]acakra-varti-tantra）卷上：“善男子，此转轮王佛顶一切真言王中为上上，如是先事仪轨，即成成就仪。先当说画像仪，由才见此像，修一切真言于一切教，成就堪任。……由才见此，十八大教王安乐易得成就。”

（3）不空译《金刚顶经一字顶轮王瑜伽一切时处念诵成佛仪轨》：“我依金刚顶，瑜伽大教王，为修瑜伽者，纂集此微妙，成佛理趣门。”

（4）不空译《成就妙法莲华经王瑜伽观智仪轨》（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rāja-yoga-abhisamaya-jñāna-kalpa）：“归命释迦牟尼佛，宣说方广大乘典。为诸菩萨而开示，甚深最胜真实教。我今依于大教王，遍照如来成道法。若能依此胜义修，现世得成无上觉。”

（5）不空译《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Mahā-maṇi-vipula-vimāna-vi[image: ]va-supra-ti[image: ][image: ]hita-guhya-parama-rahasya-kalpa-rāja-dhāraṇī）卷上：“尔时，世尊闻大众虔诚请已，即为广说此陀罗尼大教王法。”

（6）不空译《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Bodhi-maṇ[image: ]āla-laṃkāra-dhāraṇī-sūtra）：“大婆罗门，有菩提场庄严陀罗尼大教王，由此陀罗尼，种植一切善根，能满一切意愿。”

从不空所译密教经典所涉大教王事可以看出，不空时代怛特罗类经典已经显示出风起云涌的状态，以金刚顶瑜伽密法为核心，发展出各种大教王法或大怛特罗王教法。不过，从不空对大怛特罗王教法采取意译而非音译的翻译方式，可以看出怛特罗类经典尚未形成一个独特的类别，怛特罗所蕴含的意义也相对确定，指可付诸实践的教法，与公元9世纪以后怛特罗经典独立后所融摄的丰富义旨还有显著的差别。

在藏传佛教传统中，怛特罗经典通常被称为续（gyu）或密续，他们认为怛特罗有恒常不变、相续不断之义，怛特罗经典所宣说的方便智慧法门，圆融常住，无覆无障，相续不绝，故称之密续。

二 密教经典的分判与四部怛特罗

公元8世纪以后密教经典与密教行法、修法全面繁荣，体系众多，相互之间盘根错节，为人们修习与理解密教法门带来甚多不便。后来的修习者往往根据其思想渊源、传承派别与修习方法，将密教经典分作不同的部类，比较有影响的就有二、三、四、五、六、七部说，其中又以四部分类法最为流行。

公元8世纪末期的佛密论师持二部说，他把一切密典归纳为事部和瑜伽部，《三三昧耶庄严经》、《大日经》等属于事部，《真实摄略经》（《金刚顶经》）等属于瑜伽部。[6]在主张二分说的同时，佛密在其《大日经要义释》又提出三部分类说，即将密教经典分为作部、行部与瑜伽部，这一主张得到后来的游戏金刚与庆喜藏的认同。五部说见于11世纪宝积静的《三乘建立》（或称《三乘差别论》），认为怛特罗经典可以分为作、行、瑜伽、大瑜伽、无上瑜伽五种。六部怛特罗说出自10世纪末的那若巴，他根据《胜乐根本怛特罗》提出了事、行、瑜伽、无上父、无上母与秘密六种。阿底峡《菩提道灯论本注》主七部怛特罗说，分为事、行、思惟、二者、瑜伽、大瑜伽及无上瑜伽。

如前所述，怛特罗作为经题，如“××怛特罗”，集中出现的时间首先是从无上瑜伽密典开始的，怛特罗经典最初应该是专指这类经题中有怛特罗字样的无上瑜伽密教经典。四部分类法是在怛特罗经典全面发展之后出现的，其出现时间不会早于公元9世纪中叶，甚或更晚，它是基于无上瑜伽密教经典对所有密教经典所做的分判。密教经典的四部分类法究系何人首倡，我们尚不清楚，14世纪西藏佛教史家布顿在《佛教史大宝藏论》中即采取这种四分法，将密教经典分为事、行、瑜伽、无上瑜伽。

（一）事怛特罗

事怛特罗（kriyā-tantra），或译作怛特罗，指陀罗尼及经之口诵、印契法、观佛、诸尊供养等法式，即通过外在的作为所修行的密仪。属于此部的怛特罗经典主要有《秘密总怛特罗》、《苏悉地怛特罗》、《妙臂问怛特罗》和《后静虑怛特罗》。《秘密总怛特罗》讲述佛说曼荼罗。《苏悉地怛特罗》讲述修习明咒的仪轨、事业成就法、防护法和应守的三昧耶。《妙臂问怛特罗》补充说明《秘密总怛特罗》和《苏悉地怛特罗》遗漏的曼荼罗和明咒法，详细叙述修炼息灾、增益、敬爱、降伏四事业的成就法。《后静虑怛特罗》讲述修行处相、我空性、明咒空性、本尊空性、住火静虑、住声静虑、解脱静虑、修明咒的仪轨、护摩仪轨和灌顶仪轨十事。不过，就其实而言，汉译佛典中的《摩登伽经》、《华积陀罗尼经》、《持句陀罗尼经》、《无量门陀罗尼经》等陀罗尼经典，以及其他各种成就法和赞歌，都属于这一类。这种经典产生较早，像其中的《摩登伽经》、《无量门陀罗尼经》等经典产生的时间非常早。

事怛特罗之修法，先灌顶、授戒，其次正修。在其修法之中，又包括有念诵静虑、不观待念诵静虑、善承侍己修悉地法三种。

（二）行怛特罗

行怛特罗（caryā-tantra）不仅注重洁净等外事，双取世出世行，外事与内修瑜伽，交相为重，如此之教，故称行怛特罗。行怛特罗之修法，亦先灌顶，次学戒，再次正修。

行部怛特罗经典，相传是佛在须弥山顶的两座石窟中为色界的天、龙讲的，由马头金刚萨结集，共有七类，流传于世的只有三类，即吉祥日光怛特罗、持明藏怛特罗和后静虑怛特罗，该怛特罗为《毗卢遮那现证菩提怛特罗》，即汉译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注释怛特罗《三昧耶庄严王密怛特罗》等属如来部。莲华部藏中未译，金刚部有《金刚手灌顶经》等。

（三）瑜伽怛特罗

瑜伽怛特罗（yoga-tantra）专示修内瑜伽三摩地法，以《金刚顶经》之初会《真实摄经》与《理趣经》（《最胜本初》）为代表经典。瑜伽怛特罗的修习方法，可分为灌顶、授戒与正修三步。灌顶法有多种，初为水、冠、杵、铃、名五种灌顶，名弟子五灌顶。在此基础上，又有不退转金刚阿阇黎、秘密、随许、授记、安慰、赞誉六种灌顶，前后共十一种。授戒者，指菩萨戒、密咒十四根本戒，以及五部三昧耶戒。正修法分有相三摩地及无相三摩地两种。

（四）无上瑜伽怛特罗

无上瑜伽怛特罗（anūttarayoga-tantra）是怛特罗经典成立的依据与主体，指专显内瑜伽最胜三摩地之修法，除此更无过者。无上瑜伽怛特罗依其性质，通常可分为三部分，即方便（upāya）、般若（prajñā）、双入（yuganaddha）三大部类的怛特罗。

方便怛特罗以主张方便空而得名，又名为大瑜伽怛特罗（mahā-yoga-tantra）或父怛特罗，有阿[image: ]、毗卢遮那、宝生、无量光、不空成就、持金刚六族，即五部如来加入持金刚。其代表经典有《密集》、《阎曼德迦》、《毗卢幻网》等。

般若怛特罗以主张般若大乐而得名，又名母怛特罗或瑜伽母怛特罗（Yoginī），有六族平等、毗卢遮那、金刚日、莲华舞自在、上马、持金刚七族。其代表经典有《欢喜金刚》、《摩耶》、《佛顶》、《四座》、《佛平等合》等。

双入怛特罗，又名不二（advaya）怛特罗，它是在方便父与般若母两种怛特罗基础发展起来的。事实上，方便父与般若母二类怛特罗相互对照，更可以显示出其各自的特点，如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认为，方便为俱生大乐智，诠乐；智慧悟法无自性智，属空。再如父怛特罗具有很强的毗湿奴派倾向，与当时印度教中的王瑜伽（rājayoga）相当，母怛特罗具有很强的性力色彩，与印度教中的诃特瑜伽（ha[image: ]hayoga）相当。除了代表瑜伽修习的方式与风格之外，后来的密教师还以方便父怛特罗象征人类，以般若母象征时间，由此发展出代表人类小宇宙的cakara，以及连接天文和历法的大宇宙kāla，将二者结合形成的kālacakara即将大宇宙与小宇宙结合，形成常驻不变与生生不息的相即不二关系。双入怛特罗的代表经典《时轮怛特罗》（Kālacakratantra）即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近人印顺法师立足于四部密法的主尊与印度教之关系，对四部密法作了颇为精准的概括[7]，其说如图3-1所示：

[image: ]

图3-1 四部怛特罗主尊及义旨
 第二节 密集教法的形成与传播

一 密集教法的兴起

密集教法是在《金刚顶经》第十五会“秘密集会瑜伽”（Guhyasamāja-tantra）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教义与仪轨自公元8世纪上半叶的不空时代或已存在，不空在《金刚顶瑜伽经十八会指归》中介绍此教法的义旨：“秘密集会瑜伽，于秘密处说，所谓喻师婆伽处说，号般若波罗蜜宫。此中说教法坛、印契、真言，住禁戒，似如世间贪染相应语。会中，除盖障菩萨等从座而起，礼佛白言：世尊大人，不应出粗言杂染相应语！佛言：汝等清净相应语，有何相状？我之此语，加持文字，应化缘方便，引入佛道，亦无相状，成大利益。汝等不应生疑！从此广说实相三摩地，诸菩萨各各说四种曼荼罗四印。”[8]这种教法的最大特色或在于以世间贪染相应语为清浄，作杀、盗、淫、妄语、饮酒五种恶业者皆可获得成就，其根本经典《佛说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甚深秘密中秘密诸佛大集会一切明句行分第五”就明确指出：“若有众生造杀生业，行不与取，受诸邪染，起大妄语，造如是等诸恶业者，若能起净信解，修秘密法，如是等人亦得成就。何以故？诸大士，当知秘密法中，若染，若净，若怨，若亲，皆悉平等。若了知者，乃能安住最上大乘秘密法要，是即成就诸佛自性，以如是故于一切法得离疑惑，唯除毁谤阿阇梨者。如是等人，设使勤求于秘密法，不能成就。”[9]在此种密法中染净、怨亲是平等无二的，但有一点是不可违反的，即要对此密法起净信解，不得毁谤阿阇梨。与这种旨趣相类，此种教法还主张用象肉、马肉、狗肉，甚至人肉等作为供品，与此前佛教主张的非杀原则大异其趣，这些特点成为无上瑜伽密法即怛特罗乘佛教的显著特色。

虽然不空已经提及密集教法，但与这种教法相应的根本经典在当时尚不见流传。现存密集教法的各种经典，包括其根本怛特罗经典与相应的注释都是公元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密集教法的成熟时间也应该在这一时期。密集教法是最早的一种无上瑜伽密法，其根本经典《秘密集会怛特罗》是怛特罗佛教成立的标志。

二 密集教法的经典

《秘密集会怛特罗》（Guhyasamāja-tantra）全名作《吉祥一切如来身语意秘密不退转吉祥秘密集会大怛陀罗王前分》（[image: ]rī-sarva-tathāgata-kāya-vāk-citta-rahasyād-vinirgama[image: ]rī-guhya-samājasya-mahā-tantra-rājasya-pūrvārd-dha[image: ]），属于方便（父）怛特罗中的阿閦族，为其根本怛特罗，也是在怛特罗佛教演变史上最受关注的经典。《密集怛特罗》是产生最早且最为重要的怛特罗，主要讨论瑜伽的修习、仪轨与禅定，包含大量的真言，以及构建曼怛罗及观想众本尊的细致描述，它通过持金刚追求解脱开悟的过程，论述现象界诸有的本质，对空性的觉悟，揭示出独特的解脱方便法门、概念及修习方法。

《密集怛特罗》的成立年代争议颇大，如巴特查尔亚耶（B. Bhattacharyya）、韦曼（Alex Wayman）等人认为此经成立于公元4世纪。温特尼兹（M.Winternitz）等人认为它与《如来秘密经》（Tathāgataguhyasūtra）属同本异传，而寂天的《大乘集菩萨学论》（Sik[image: ]āsamuccaya）中曾引用《如来秘密经》的经文，故将此经的成立年代推定为公元7世纪前，温德尼兹后来发现两者并不相同，曾修正其观点。图齐（G.Tucci）认为它出现于公元7世纪到公元8世纪初期；羽田野伯猷认为是在公元800年前后；松长有庆则认为在8世纪中期《秘密集会》中的思想开始萌芽，在公元800年左右它发展成为独立的经典。从怛特罗经典的成立史来看，松长有庆的观点似乎更稳妥一些。《密集怛特罗》作为独立经典出现的时期也是怛特罗类经典逐步成规模出现的时期。

《秘密集会怛特罗》的梵文写本现存颇多，其抄写的年代多不可考。在英国博物馆、剑桥大学博物馆及印度、日本的某些图书馆都有保存，如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所收的梵文写本就有六种。从日本保存的写本来看，此怛特罗的梵文写本大抵可分为前分（pūrvārdha）与后分（parārdha）。其中只有前半部的有两种（No.435,No.436），只有后半部的也有两种（No.120,No.438），前后两部皆齐全的也有两种（No.437,No.439）。前分即通常流行的十八分本，与汉译及藏译本相对应。后分则有三十五品，其内容较为驳杂，是相当晚期的作品。因此，一般认为前分为《密集怛特罗》的原型，称为根本怛特罗。[10]

相比而言，11世纪初翻译的汉、藏译本比现存梵文本的时间可能要早。北宋施护于1002年完成的汉译本题作《佛说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略称《教王经》、《金刚三业经》、《秘密大教王经》等，析为十八分。此经初叙大毗卢遮那如来住于清净境界，同住一处之阿閦如来加持大三昧耶时，从大毗卢遮那如来次第出现诸佛之曼荼罗。次述诸佛菩提心义。自实践层面言之，大毗卢遮那如来为表现一切如来身、语、意之主，诸佛之菩提心亦须具有菩萨实践原理的内在性质，故谓菩提心乃透过身、语而可具现者，皆由大毗卢遮那如来统摄之。复次阐述欲达此境，须借种种瑜伽行，包括须具备特殊技艺之诃特瑜伽，而以大三昧耶曼荼罗之大毗卢遮那为观想对象，以达到最高阶段的微细瑜伽或最上观想。其各分内容依次如下：

安住一切如来三摩地大曼拏罗分第一（Sarva-tathāgata-sam-ādhi-maṇ[image: ]-alādhi[image: ][image: ]hānam· nāma prathama[image: ] pa[image: ]ata[image: ]），菩提心分第二（Bodhicittannāma dvitīy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金刚庄严三摩地分第三（Vajra-vyūha-nāma-samādhi[image: ] t[image: ]tīy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一切如来心曼拏罗分第四（Sarva-tathāgata-citta-maṇ[image: ]ala-caturtha pa[image: ]ala[image: ]），一切明句行分第五（Samanta-caryāgra-pañcam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身语心加持分第六（Kāya-vāk-cittādhi[image: ][image: ]hāna-[image: ]a[image: ][image: ]h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秘密精妙行分第七（Mantra-caryāgra-saptam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甘露三昧分第八（Mantra-samaya-a[image: ][image: ]hama[image: ]pa[image: ]ala[image: ]），最上清净真实三昧分第九（paramārtha-[image: ]uddhatvārtha-samayo nāma navam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观察一切如来心分第十（sarva-tathāgata-h[image: ]daya-sam·vādano nāma da[image: ]am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一切如来真实三昧最上持明大士分第十一（sarva-tathāgata-mantra-samaya-tattvavidyā-puru[image: ]ottama ekada[image: ]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一切如来金刚相应三昧最上成就分第十二（vajra-yoga-samaya-sādhanā-gratir-de[image: ]a-dvāda[image: ]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金刚相应庄严三昧真实观想正智三摩地分第十三（sarva-vajra-samaya-vyūtha-tattvārtha-bhāvanā-sambodhi-trayo-da[image: ]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身语心未曾有大明句召尾日林毗多王最胜三摩地分第十四（Kāya-vāk-cittāt bhuta mantrā kar[image: ]aṇa-vijrimbhita-rajo nāma caturda[image: ]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一切心真实金刚出生三昧分第十五（Sarva-citta-samaya-sāravajra sam·bhūtir nāma pañcada[image: ]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一切曼拏罗成就金刚现证菩提分第十六（sarva siddhi-maṇ[image: ]ala vajrābhi-sam·bodhir [image: ]o[image: ]a[image: ]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一切如来三昧法金刚加持王分第十七（sarva-tathāgata-samaya-sam·vara-vajrādhi[image: ][image: ]hāna-vajro saptada[image: ]a[image: ] pa[image: ]la[image: ]），宣说一切秘密行金刚加持分第十八（Mahā-tantra-rāje sarva-guhya-nirde[image: ]a-vajra-jñānādhi[image: ][image: ]hā-nāmā[image: ][image: ]āda[image: ]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八分，它通过偈颂问答的形式对密集教法的教义与修行方法作了总述。

大约与汉译本完成的时间一致，《密集怛特罗》的藏文译本也由信作铠（[image: ]raddhākaravarma）与宝贤（Rin chen bzam po）于11世纪初译出。后来，在大金刚持至尊日自在（Nyimadbangpo，尼玛旺波）的指导下，由恰译师吉祥法王校订。其中最后一分被认作根本怛特罗的后怛特罗，共二百零八颂。

如上所述，无论是梵本，或藏译、汉译的《秘密集会怛特罗》，都分为十八分（pa[image: ]ala，或作品）。藏译本的第十八分名为“上怛特罗”（uttaratantra），前十七分则为“根本怛特罗”（mūlatantra）。对这十七分的内容，后来的注释家将其科判为四部分，其中第五、九、十三、十七分述佛及众菩萨的大成就法（Mahāsādhana），第四、八、十二、十六分述阿阇黎之业、成就禁戒律，第二、六、十、十四分随贪忿怒行，是近修律仪，第三、七、十一、十五分成就田及相，是念修律仪。宝作寂则在其注释中把第一分视为目的怛特罗（Upeyatantra），第二至十七分看作方便怛特罗（Upāyatantra）[11]。不过，也有很多学者从此各分出现的时代着眼，将前十二分看作此怛特罗经典的原始部分，第十三至十七分是晚出的解释性内容，第十八分出现得更晚，是对前十七分的注释。

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无上瑜伽部的怛特罗通常以根本怛特罗为中心，另附随有《怛特罗之怛特罗》或《注释怛特罗》（Vyākhyātantra），这一传统在藏传佛教传承中保存得比较完整。据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所载，《秘密集会怛特罗》的注释怛特罗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四部：

（1）《智慧金刚集》（Vajrajñāna-samuccya-nāma-tantra）一万颂，解释《根本怛特罗》的六边、四理等。

（2）《密集密意悬记》（Sandhivyākaraṇa-nāma-tantra）一千零四颂，重点解释词句。

（3）《四天女所问怛特罗》（Caturdevīparip[image: ]cchā）四品，通过佛眼天女、白衣天女、玛玛格天女和度母请问的形式，介绍身曼荼罗和二十四地等，涉及许多胜乐思想。

（4）《金刚鬘》（Vajramāla）。

上述四种密集注释怛特罗的梵本皆已亡佚，不过在后出的怛特罗论师所著《略集次第》与《五次第》中时有引用，目前研究者只能依据它们的藏文译本。这四部注释怛特罗与密集根本怛特罗构成了密集教法的思想框架，缺乏其中的任何一部，都难以全面理解和掌握口诀六边、四种方法和生圆二次第教法的实践方法。在藏传佛教传统中，除了上述四部注释怛特罗，《密集注释怛特罗》尚有五部、六部、八部、九部和十部等不同的说法。[12]这些注释怛特罗一方面详细解释密集根本怛特罗中的基本教义与仪轨，另一方面也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发展与丰富密集教法的思想体系与各种行法。

在上述四部注释怛特罗著作中，《金刚鬘》是较重要的一种。它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密集教法的基本思想与修行规则，尤其对以身体气脉瑜伽为中心的内瑜伽理论与行法做了多方面的探讨，颇受后人关注。《金刚鬘》全名《吉祥金刚鬘现说大瑜伽怛特罗一切怛特罗秘密心要分别名释》（[image: ]rīvajra-mālābhidhāna-mahāyoga-tantra-sarva-tantra-h[image: ]daya-rahasya-vibhan·ga-nāma），全文共六十八品，由印度妙吉祥慧（Sudhāna[image: ]rījñāyana）和寂光在托林寺初译成藏文，其各品内容依次为：第一品为绪论部分，内容涉及祈祷、问难、弟子之业。第二品讲述观察阿阇梨、弟子之相与灌顶。第三品为金刚鬘词句分别。第四品解释《密集根本怛特罗》中的关键词句。第五品讲空性义。第六品讲明点差别以及所修殊胜瑜伽。第七品解释“那”（nā）、“答”（dā）二字之义。第八品讲大密资粮。第九品陈述决定律仪。第十品为决定三昧耶义。第十一品决定声音义。第十二品讲气息空性。第十三品解释大乐词句。第十四品解释大乐莲花正加行。第十五品讲真言之空性义。

第十六品论气息的标准。第十七品讲身体脉轮。第十八品讲摄集瑜伽行者的身根本。第十九品广释刹那相。第二十品为分别喜相。第二十一品分别三明点。第二十二品解释三身。第二十三品决定三空性的三昧耶。第二十四品决定三鼻顶。第二十五品解释空性词句。第二十六品讲身本尊智慧相。第二十七品分别四轮的四本尊次第。第二十八品升降品。第二十九品生喜相。第三十品脉流行品。第三十一品决定分界三脉。第三十二品气息所生士夫生。第三十三品解释气息次第尽命。第三十四品讲摄集空行母。第三十五品决断观察气相。第三十六品讲无观察相。第三十七品讲诸脉降落的加行。第三十八品修炼六轮之法。

第三十九品广释时及时节。第四十品释秘密果。第四十一品明法界义。第四十二品释金刚。第四十三品摄集部种差别。第四十四品讲手印差别。第四十五品讲蕴及生处相。第四十六品述大手印义。第四十七品释相状差别。第四十八品释“阿”（ā）、“哈”（hā）二字。第四十九品述空性相。第五十品讲空性金刚鬘生起次第相。第五十一品广释昼夜。第五十二品释“阿鬘”（āli）、“迦鬘”（kali）。第五十三品明分际相。

第五十四品广说二十仪轨。第五十五品讲二十仪轨的因果。第五十六品介绍供养四我的仪轨差别。第五十七品述天女相。第五十八品述方便与智慧。第五十九品为方便、智慧双运释。第六十品讲内我护摩仪轨。第六十一品为五甘露饮食仪轨。第六十二品讲会供仪轨及瑜伽母。第六十三品讲秘密语。第六十四品讲身、语、意三种曼荼罗。第六十五品讲佛、法、僧三宝相。第六十六品讲弟子正行自息业果。第六十七品为忿怒咒及寂等八成就。第六十八品为摄集一切成就。[13]

三 密集教法在印度的流传

密集教法在印度兴起以后，很快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后人依据传习者的思想源流与师承将其分为多个派别，其中智足派与圣者派是影响较大的两个派别，智足派出现最早，而圣者派则影响最大。

（一）智足派

智足派得名于此派的创立者智足论师，他是密集怛特罗教法传承史上第一位论师。智足（Jñānapāda），本名佛吉祥智（Buddha[image: ]rījñāna），是师子贤的弟子，师子贤是波罗王朝达摩波罗王（Dharmapāla，780—815）时期大力弘扬般若学的著名论师，由于他的大力倡导，研求与传承《现观庄严论》成为此后印度佛学的一门显学。从这种师承关系上来推定，佛智足活动的年代在公元8世纪末至公元9世纪上半叶。

佛智足论师早年从师子贤学习般若学，贯通中观、唯识两大学派宗义，在那烂陀寺向五百班智达讲授《般若经》，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他在这里师事俱密，开始接触密集教法，随后他转至邬仗那从游戏金刚（Lalitavajra）学习事部和瑜伽部密法，并从当地一位名叫鸠尼茹（Guneru）的女瑜伽师听受无上瑜伽部密法。在阉烂达罗（Jalandara）的拘尼奢（Konedze）城镇，从小童足（Kumara-pāda）修习智慧怛特罗，后又辗转至南印度寻访名师，修炼生起次第教法，成就显著。

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载，觉智足在师子贤去世后获得成就，开始说法度人，成为达摩波罗王的上师，主持超戒寺的开光等事，升为该寺的金刚阿阇梨，受到非常丰赡的供养。相传他曾向吉祥密集十九尊供奉如车轮般大小的灯各七盏，八菩萨与六明王各三盏，十五护方神各供二人肩荷的施食十五抬。以此为例，他还使一切听法弟子、出家人、种种乞求者都得到满足。

佛智足曾告诫达摩波罗王，声称在其孙子时代，国家有毁灭的征兆，只有作大护摩仪式，才可以长久存在。达磨波罗王即承其教，奉献出价值达九十万二千银多拉的资具，请佛智足等人施行长达数年的护摩仪，以护持其王朝。

又相传金刚座（Vajrāsana）佛殿中有一尊银制的亥鲁迦大佛像和很多真言经卷，来自斯里兰卡等地的小乘佛教徒说这些都是魔王所造，即将经卷烧毁，把佛像破为碎片，随人分取。此举遭到达磨波罗王的惩治，佛智足则采取比较宽厚的态度，设计将他们救出来，显示出他对不同教派的包容。

智足说事瑜伽三部，更对密集（Guhyasamāja）、幻化网（Māyāja）、诸佛瑜伽（Buddha-samayoga）、月密明点（Candra-guhya-tilaka）与忿怒文殊（Mañju[image: ]rī-krodha）五部内怛特罗教法多所研求，尤其致力于密集教法的修习与弘扬。因为受到达磨波罗的支持，密集教法在当时特别盛行。

智足晚年隐居金刚座附近大灌顶宝岩洞，根据《密集根本怛特罗》、《密集后怛特罗》和《金刚藏庄严怛特罗》，著成《妙吉祥教语》、《妙吉祥教语略义》、《成就法普妙论》（Samanta-bhadra-nāma-sādhana）、《普贤母成就法》、《自入成就法》（Mukhāgama）、《解脱明点论》（Mukti-tilaka）、《呬噜迦忿怒尊成就法》（Heruka-sādhana）等多部论著，系统解释《密集》生起与圆满两种次第法的仪轨和修行方法，以及方便父部和智慧母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父怛特罗反映法的体性，其生起次第法强调念修、近修、修和大修，圆满次第着眼于解脱的明点，针对人体四轮修炼明点，产生四喜和俱生分别智。《布顿目录》还收录了智足所著的《四支依法》，以及关于此修法的《四支修法释具住论》和《四支配合普贤修法》，此三种也是关于密集教法的著作。

佛智足的弟子有十八位，其中继承法位的有燃灯贤、极寂友、罗睺罗贤和大乐金刚四人。其后学人数更多，他们都围绕着智足的论著作进一步的探讨与注释。

燃灯贤（Dīpa[image: ]kara-bhadra，或作燃灯智）是超戒寺的一位学者，他以佛智论师的思想为基础，研求密集曼荼罗涉及的四百五十种仪轨，著有《密集曼荼罗仪轨》（Guhyasamṇja-maṇ[image: ]alopāyikā）。在《布顿目录中》，燃灯贤的《曼荼罗仪轨》有四百五十颂，后来无垢祥论师作《曼荼罗仪轨释》，为他的这部著作作注。[14]这两部著作都由仁钦桑布译为藏文。

燃灯贤又把教法传授给妙吉祥友、吉祥军、庆喜藏、妙吉祥称、药足等人，他们都是密集教法的重要传承者，并形成不同的法系。

妙吉祥友把密集教法传给游戏金刚。游戏金刚又名“那措苏”或“胜菩提”、“诺布尔”（宝洲），这都是根据他所做的事业和出生地命名的。游戏金刚是北印度人，曾在文殊息怒坛城中受妙吉祥友灌顶，随其修习《密集》、《文殊根本怛特罗》和《幻网经》等，著有《密集序分解说》等，他首次把胜乐教法的某些方法和思想纳入密集教法中。

吉祥军一系的法位继承人有无垢隐、宝金刚（Ratna-vajra）、宝称、普贤、智祥、宝称（Ratna-kirti）、福祥（Punya[image: ]rī）等人。

无垢隐著有《密集十七品释》，其弟子月光（达沃）著有《密集第十八品释》、《开光仪轨》，宝金刚著《不动金刚修行法》，普贤著《密集金刚修法解脱》。普贤的《心要释论》为佛智足《普贤母成就法》的释论。另外，尚有一种题为吉祥普贤足（[image: ]rīsamantabhadra-pāda）所著的《四支成就释》（Sāramañjar[image: ] nāma-caturan·gasādhanasya [image: ][image: ]kā[image: ]）或亦出自普贤之手，系注释佛智足之《四支依法》的著作。

极寂友（Pra[image: ]āntamitra）是佛智足的四大弟子之一，他精通对法、波罗蜜多、三部事瑜伽，常随遇而住，是一位大具缘者。从佛智足受密教灌顶后，极寂友依教修持，亲见降阎魔梨尊（Yamāri），修成“夜叉婆罗主”，获得特殊的受用，能随愿立取，施予寻求资具的人们，相传他能以夜叉为仆役，在那烂陀的南方建立甘露源寺（Am[image: ]tākara），最后获得即身成就持明位（Vidyādhara）。

智足的另一弟子罗睺罗贤（Rāhulabhadra）出身于刹帝力种，出家后修习各种知识，获得班智达称号，后接受智足灌顶，在西方信度国附近某条河岸边长期修持密集教法，最后亲见五部如来圣容，现证秘密主（Guhyapati）成就，此后便在印度各地弘扬密集教法。他曾在南印度的达罗毗罗国（Dravi[image: ]a）传授秘密怛特罗教法与咒语。传说罗睺罗贤能从龙处获得财宝，雇用工匠五百人，建成一座大型的密集佛寺，获得即身成就持明身，后来为调伏诸龙而移居大海之中，住世甚久。

除了其弟子之外，佛智足的后学亦为数甚众，他们大多致力于对佛智足相关著述的解释与阐发。如医足（曼贝夏）著《妙花庄严论》为《妙吉祥教语》的释论，其《解脱明点释论》和《成就法悉地生源宝藏》注释《解脱明点论》。除此之外，他还著有《密集十八品释正明论》。医足或作药足，《七系付法传》说他生于边境婆罗门家，后皈依佛教，至中印度那烂陀寺从阿阇梨燃灯贤及其师佛智足学般若及怛特罗教法，于密集教法渐有成就，即与一低种姓旃陀罗女行双修法，亲见吉祥呬噜迦等一切曼陀罗现前，得大成就。此后即收授门徒，造作论典，专力弘扬密集教法。其受业弟子为阿[image: ]都底波，阿[image: ]都底波传宝生寂，宝生寂传大金刚座，大金刚座传俱萨梨波。又有一说，药足传乌仗那国阿阇黎佛吉祥寂，吉祥寂传大金刚座，大金刚座传金刚座。金刚座亦名扫梨波、宝生密，或中金刚座。

佛智足后学弟子的阐释著作，除了医足的相关著作之外，祥果多杰《成就法普妙释论》与塔嘎纳《成就法普妙释论》两书专门解释佛智足的《成就法普妙论》。医足之子佛施的《密集难义释》、遍照金刚的《加行六支显现次第》、《呬噜迦成就法释》，也都是注释、阐发佛智足著作的。

（二）圣者派

圣者派，又称父子派或密集龙树派。此派以缘起性空理论为指导，运用中观教理解释密集怛特罗教法。相传自在慧王得到灌顶后，依教刻苦修炼获得持明身，把教法传给龙变瑜伽女，瑜伽女传婆薮迦波王（Vasukabha），沙罗诃从学于婆薮迦波王，摄收中观学派龙树为徒，龙树广为著述，提出了二十仪轨和灌顶教诫，使中观思想和密法实践相互结合。其后又有释迦友、提婆、龙菩提、罗睺罗吉祥友和月称论师传承其法统。显然，这一法系的龙树、提婆、月称等人与大乘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龙树、提婆师徒与公元7世纪的中观派论师月称非同一人，他们应当都是在《密集怛特罗》出现的公元9世纪至10世纪的密教论师。他们将中观派理论与方法同密集教法结合起来，是中观学与怛特罗教合流的代表人物。

龙树作有《五次第》、《菩提心释》等著作，论述生圆次第。其弟子提婆又造《密集道次大全修行明灯论》（Caryamelapakapradipa）、《净心垢论》、《加持我论》、《现菩提论》四论。又有龙菩提著《建立次第论》、《曼陀罗二十仪轨》等。罗睺罗吉祥友作《显明双运曼陀罗仪轨》，月称论师作《根本怛特罗明释》（Pradīpodyotana）。后来又有毗补底旃陀罗、黑誓句金刚、嬉金刚等人均曾为《五次第》作过注释。

1.沙罗诃对怛特罗密教的传承

在密集教法圣者派传承中，摄受龙树的沙罗诃是一位关键人物。不少西藏史籍都把传承密集教法的龙树等同于公元1世纪大乘中观派论师龙树，由此认为沙罗诃是生活于公元前后。不过，倘若结合无上瑜伽密法出现的时代，以及圣者派所传承的密集教法特点，此龙树应该是公元9世纪中期以后的密教论师，因此，沙罗诃生活的时代应该在公元9世纪前后。

沙罗诃（Saraha）或作萨罗诃、萨日哈、萨惹哈等，相传是东印度拉吉腻（Rājñī）人。其父为婆罗门种，母为拏吉你种（[image: ]ākin），初名罗睺罗跋陀罗（Rahulabhadra）。他虽然出身于婆罗门种姓，但自幼就对大乘佛教有特殊的兴趣，因此他白天穿婆罗门的衣服，晚上穿佛教徒的衣服。后来，罗睺罗跋陀罗来到中印度，在那烂陀寺成为佛教比丘，并通过努力成为上座阿阇梨。受佛教平等思想的影响，他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并在生活中实践这一理念，他曾从卖酒种姓的妇女手中取酒喝，又与低种姓的土著女孩结为瑜伽修行伙伴，并娶她为妻。此瑜伽女出身于制箭种姓，罗睺罗跋陀罗也将自己的名字改称“萨罗诃”，意思是“做箭人”。

萨罗诃曾经在拉特纳哈拉王（Ratnaphala）及其婆罗门宰相前现神变，令他们皈信佛教。他在奥利萨（Orissa）学真言乘后，又到摩诃剌佗（Mahārāstra）修习大手印法，故以成就者沙罗诃（Siddha-saraha）著称于世。后人把他作为印度八十四成就者之一，称其为萨罗诃巴（Sarahapa），“巴”为“巴多”（Pada）之简称，有行脚义。沙罗诃常持诵朵哈赞歌（Dohā，或称证道歌），教化国王及五千民众。

沙罗诃倡导的修行法门被后人称为sahajayoga，意译易行瑜伽或俱生瑜伽，指一种随顺自然的双修瑜伽（yuganaddha）形式。在萨罗诃巴看来，双修是秘密修炼的最高阶段，通过这个途径，才能从“二”（dvaita）融合为“不二”（advaita）。物质世界都表现为两重特征，法与我、佛与我、悲与空、智与行、男与女，等等。只有这种成双成对的紧密结合，才是正确道路和法门，才能实现解脱的愿望。如他曾经在歌中吟唱道：“莲花宝石中间，交合之乐隐含。享受世间快乐，愿望得以实现。”[15]

沙罗诃通常被视为早期的怛特罗佛教阿阇梨，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四十三章将他作为把根本怛特罗介绍于世俗的诸成就师之首，为佛顶盖怛特罗之介绍者，从他的这一身份来看，他活动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八九世纪之交，甚或更晚一些。

除了朵哈证道歌之外，沙罗诃还著有多种著作，包括《吉祥佛顶盖怛特罗难语释具慧》（[image: ]rī-buddhakapāla-tantra-pañjikā-jñānavatā）、《吉祥佛顶盖成就法》（[image: ]rā-buddhakapāla-sādhana）、《一切部多供物仪轨》（Sarva-bhāta-bah-vidhi）、《吉祥佛顶盖曼荼罗仪轨次第明》（[image: ]rī-buddhakapāla-maṇ-[image: ]ala-vidhi-krama-pradyotana）、《三世间征服世自在成就法》（Trailokya-va-[image: ]aṃkara-loke[image: ]vara-sādhana）等。其嗣法弟子为龙树（Nāgārjuna），即圣者派密集怛特罗教法的开创者。

2.圣者龙树《五次第论》

根据藏文资料记载，圣者龙树从沙罗诃受学密集教法，运用中观方法，以缘起性空思想为指导，对《密集》作详尽解释。龙树生平不详，从他与沙罗诃的师承关系上来看，他应该主要活动于公元9—10世纪。《布顿目录》中题名为龙树的密集论著有如下八种，即《密集金刚怛特罗释》（[image: ]rī-guhyasamajā-tantrasya-tantra-tīka）、《密集成就法摄要》、《密集经合释》（[image: ]rī-guhyasamaja-mahāyogatantra-utpadakram-sādhana-sūtra-melāpaka）、《密集曼荼罗仪轨》（[image: ]rī-guhyasamaja-maṇ[image: ]ala-vidhi）二十颂、《密集第十八品释》（A[image: ][image: ]ādā[image: ]a-pa[image: ]ala[image: ]vitara-vyākhyā）、《五次第论》（Pañcakrama）、《菩提心释颂》、《菩提心释散文体》。其中的《密集修法摄要》和《密集合经义释》着重讲述生起次第法，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密集五次第论》和《菩提心释颂》主要讲圆满次第法，这四部重点讲解脱道。《密集曼荼罗仪轨》二十颂讲成熟灌顶的各种差别，不过这部著作的真伪还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圣者龙树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五次第论》，它奠定了密集龙树派的思想基础。关于本书的成书时间，学者多有争议，从其思想体系来看，它大约成书于10世纪。本书问世后，相关的注疏非常多，由此形成密集龙树派蔚为壮观的声势。

《五次第论》主要讲修习究竟次第的方法与步骤，全书计由五部分构成：

第一，金刚念诵次第（Vajrajāpakrama），又称语净化次第（vāgvi-veka-krama），是以呼吸法为基础的念诵法，主要讨论语寂。语寂，首先要身寂，身寂是补特伽罗究竟生起次第法，住修初业禅定。龙树认为，诸法皆空，唯名安立，蕴、界、处也不例外，它们之所以成立是佛陀说法的需要，是假立的名言概念，空无实体。身寂包括色身寂、自性身寂、识身寂和禅定身寂。身寂则语寂，语寂则心不散乱，身、语二寂的究竟者，是咒语空性，它比意寂表现得更加明显，又叫手印空性。语寂着重修心轮的真言明点，面部的光明点和秘密轮的体明点。

第二，无上密意次第（Anuttarasaṃdhi），又称心净化次第（cittavi-veka-krama）、心清净次第（cittavi[image: ]udhi-krama），主要阐明心的净化过程。

第三，自加持次第（Svādhi[image: ][image: ]hānakrama），又称幻身次第，以受阿阇梨灌顶，加持行者之身为其主题。幻身次第是为了掌握诸法空性的道理，了解世俗谛与幻身的关系，它包括等引幻化和后得幻化。修等引幻化时，瑜伽行者跏趺于垫，脊直肩张，双目微闭，调息平稳，静心不语，手结定印，右足压左，二拇指相拄，舌抵上腭。坐定后清除三时一切戏论杂念，不著有无、空与非空，心静不起分别，最终观见以幻身十二喻为首的各种形象。后得幻化的修持，包括光明幻化、梦幻化、中有幻化。

第四，乐现等觉次第（Paramarahasyasukhābhisambodhi/Prabhāsvara-padakrama），以三智和合为因，经由幻身次第而入一切空之观法。此品提出胜义谛光明，光明即空性，由具相轨范师传授不同灌顶，尽除无明习气，一切皆空。光明如阳焰，能观见五种资粮。光明禅定包括等引光明、睡眠光明、死亡光明。等引光明又分法性光明、道光明和智慧光明。

第五，双入次第（Yuganaddhakrama），旨在阐明轮回与涅槃、有相与无相、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等，皆为不二及究竟大乐不二智，观佛与众生为不二之一体。双入次第重点在证菩提心，使生死涅槃、世俗谛胜义谛、生圆二次第等诸法融为一体，通过双修，求得解脱。双运分有学双运及无学双运，获得双运果后，满足现状而不学他道，不除弃障覆烦恼，获得无学双运；学习他道而究竟三行，用金刚诵等方法利益他人，叫作有学双运。

总的来说，《密集五次第论》主要从语寂、意寂、幻身、光明、双运五个方面来讨论修行的五种次第与方法。[16]在现存梵本《五次第》中，其作者题为龙树足（Nāgārjuna-pāda）。这一称名似乎亦透露了出自智足派的痕迹。

与论述究竟次第的《五次第论》相对应，圣者派论述生起次第的《和合次第》（Piṇd·īrama）亦题为龙树所作。此论又称《和合成就作法》（Piṇd·ī[image: ]ta-sādhana），专门讨论初始瑜伽、曼荼罗王、业王三种三摩地的构成。近代印度学者罗睺罗在西藏还发现了它的梵语写本，题作龙树巴（Nāgārjuna-pāda）。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梵语写本，则题为指足（A[image: ]guri-pāda）作。其详情如何，尚待进一步考察。

《布顿目录》中收录的龙智（鲁洛）所著《生起次第建立次第论》或为《和合次第》的注释著作，龙智或译龙慧，其生平无考，《布顿目录》还著录了他的《业边际分别论》、《五次第内容摄要》。

3.圣提婆《行合集灯》

依《布顿目录》所载，继密集师龙树之后，托名为提婆的著作亦有多种，分别为《行合集灯》，主要讲述圆满次第法；《心障清净论》（Cittāvar-aṇavi[image: ]odha-prakaraṇaCittaratṇa-vi[image: ]odhana），或称《心清净论》（Citta[image: ]udhiprakaraṇa），讲述心寂或意寂法；《自我加持次第》（Svādhi[image: ][image: ]hānakramaprabheda），讲述幻身法；《现证菩提次第》（Abhisambodhikrama）讲述光明语。后面这三部著作是对《五次第》中二、三、四次第的注释。另外，题名为提婆的著作，还有《密集法中荼毗仪轨》和《雅、惹、那、哇四义解说》。

在圣提婆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行合集灯》（Caryāmelāpakapr-adīpa，或称《摄行灯论》）。这本书与题名龙树著的《五次第》同为怛特罗密集教法圣者派的重要著作，被认为是此派成立的标志。《行合集灯》有十一品，主要阐明《五次第》包含的观念，它采用金刚弟子与金刚上师的问答形式，把《密集怛特罗》中的神秘教法用浅显易懂的话表述出来，是从诸《秘密集会怛特罗》中探求五次第的经典依据。

《行合集灯》面世后，流传颇广，并出现了相应的注释，其著名者有释迦友《摄行灯论释》、龙菩提《曼荼罗仪轨》等。

承圣提婆之业者为摩腾枳（Māta[image: ]gī-pa），他出身下层的旃荼罗（Caṇ[image: ]āla）家族，受圣提婆加持后，通晓究竟法义，观修获得成就，精通圣龙树师徒的一切真言教典，随宜讲说，大弘其道。

4.龙菩提《曼荼罗二十仪轨》

与《五次第》一样，龙菩提的《曼荼罗二十仪轨》（Samāja-maṇ[image: ]alopāyikā）也是密集圣者派的特有法门。龙菩提或作龙菩提巴（Nāgabuddhi-pāda），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他是东印度藩伽罗国人，出身于婆罗门种族，也是龙树的弟子。《布顿目录》载其关于密集教法的论著有《密集曼荼罗二十仪轨》、《五次第释摩尼鬘论》、《五次第释难义明论》（此著作的真实性尚存疑），共计四部。

龙菩提《曼荼罗二十仪轨》所讲的二十仪轨，指净地仪轨、持地仪轨、消除外部障害仪轨、用石粉打线仪轨、加行仪轨、祈祷本尊仪轨、外部弟子加行仪轨、向天空打线仪轨、五色颜料仪轨、仰料仪轨、迎请本尊仪轨、弟子人坛仪轨，洗濯曼荼罗仪轨、灌顶仪轨、手相灌顶仪轨、向本尊献供仪轨、向上师献供仪轨、摄授仪轨、离坛祈祷仪轨或近摄仪轨、摄集金刚橛仪轨等，这些仪轨反映了从建造曼荼罗到迎请本尊入坛、灌顶及离坛的全部过程。灌顶仪式开始时，弟子向轨范师呈献学费和曼荼罗，然后右膝跪地，向上师祈祷三次，轨范师则口诵羯磨咒语，双手捧白芥子，左旋两周，诵咒，接着右旋两周，再诵咒。二十仪轨讲修行前设置曼荼罗和灌顶仪式。

龙菩提的这部著作与龙树所著的《曼陀罗仪轨二十颂》题名相近，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关联，后来的学者如布顿等人对这两部著作的真实性都有怀疑。曾经到印度专门学习密集教法的西藏桂译师则认为，《曼荼罗仪轨二十颂》或称《曼荼罗二十仪轨》，就是龙树的著作。这种意见又把龙菩提的著作权否定了。围绕着《曼荼罗二十仪轨》的争议虽然很多，但它一直被视为密集圣者学派的代表性作品，针对此书的注释很多，罗睺罗吉祥友所著《曼荼罗仪轨双运显明论》，就是其中较重要的一种。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提及一位师事龙菩提的班智达罗睺罗（Rāhula），或即罗睺罗吉祥友。在这一时期，密集圣者派教法已经开始流行。

5.月称《释明灯论》

在密集圣者派的传承中，月称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其生平无考，约活动于公元9—10世纪，在藏传佛教传统中，他被当成圣龙树的亲传弟子。据藏文资料记载，月称共有九部密教论著，其中《密集金刚怛特罗释明灯论》（Pradīpodyotana-[image: ]ā）注释密集根本怛特罗，是密集圣者学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7]本书依据六边和四理，详细阐述龙树所传密集生、圆二次第教法，并补充说明龙树师徒著作中含混不清的曼荼罗问题。在密集圣者学派传承史上，通常把此书与圣提婆的《行合集灯》相提并论，称为“天上两日月，地上两光明”。

据多罗那他记载，月称的这部最著作最早是由其弟子护足传布的。护足（Rak[image: ]ita-pāda）在恭建那（Ko[image: ]kana）亲从月称闻法，听受其《密集金刚怛特罗释明灯论》，并向世人宣讲其法。印度巴罗达东方丛书第五十三卷收有题名为利他护足（Parahitarak[image: ]ita-pāda）所著《五次第略集》（Pañcakram-[image: ]ippaṇī）梵语写本，或与护足为同一人。[18]月称的另一位弟子有学金刚著《五次第明灯释》是《明灯论》较早的一部注释。后来又有一位清辨写过《明灯论难义解说》。

《金刚萨埵成就法》（Vajrasattva-sādhana），或称《金刚萨埵成就经》（Vajrasattva-ni[image: ]pādanasūtra）,后记中有“月称”（Candakirti）字样。游戏金刚（Līlāvajra）和如作护（Tatararak[image: ]ata）二人曾为其书作过注释，游戏金刚的注释也题作《金刚萨埵成就法》（Vajrasattva-sādhana）。[19]

另外，《布顿目录》中还著录了月称的《密集现观庄严释》，同时又指出此书尚有不少可疑之点。

月称把教法传授给有学金刚，有学金刚又传给黑行者。黑行者，或称小黑行，是密集圣者派中较有影响的后学。黑行者关于密集方面的著述有《金刚萨捶供养仪轨》、《密集曼荼罗仪轨》、《密集朵玛仪轨》、《密集开光仪轨》、《密集五次第论释》等，对密集教法的各种仪轨作出详尽的解释，成就斐然。

黑行者又把密集教法传给无垢慧和萨阉波。无垢慧传授给西印度的智藏论师，萨阉波则传给毗罗耶巴阁、欧协犍（现证者）、孟加拉国的天首月（Devakaratcandra）、宝作寂（Ratākara[image: ]anti）、无垢隐及燃灯。至此，集集教法已经在印度十分盛行，修学大乘显学的许多学者纷纷改修密集教法。

（三）念智称对密集教法的传播

公元9—10世纪是密集教法在印度全面发展与弘扬的时期，到10世纪末，密集教法的经典开始传至西藏。其时有念智称法师应邀赴藏弘法译经，他运用中观与瑜伽学派理论解释、弘扬密集怛特罗教法，对藏传佛教影响甚大。

念智称（Sm[image: ]tijñānakrti），或称弥底（Smriti）论师，生卒不详，约为10—11世纪人。念智称自幼勤学苦渎，知识渊博，且善于辩论，曾师事那罗巴，为其八大弟子之一。10世纪后半叶，应尼泊尔译师莲花光（Padmaruci）邀请至西藏。莲花光病逝后，念智称流落至后藏达纳（Rtanag）地方，以牧羊为生。时遇译师赛匝索南坚赞，始应邀至曼垄（Sman-lung）学法。其后，又转赴西康、李曲色喀等地讲述《俱舍论》、《四座》等显密经论，并将所撰《四座释》（Catuh[image: ]-pī[image: ]ha-[image: ]ikā）、《文殊师利名等诵具秘密成就法释慧明》（[image: ]rya-Mañju[image: ]rī-nāmāsam·gīti-guhyavadvidhi-v[image: ]tti-jñānadīpa）、《真言义胜观》（Mantrārtha-vipa[image: ]yinī）等书译成藏文。

除此之外，念智称还撰有如下著述：《六真性安立》（Sa[image: ]-tattva-vyavasthāna）、《菩提心注疏》（Bodhicitta-vivaraṇa-[image: ]ā）、《瑜伽六支释名》（Sa[image: ]an·ga-yoga-nāma-[image: ]ā）、《吉祥秘密集会怛特罗王释》（[image: ]rīguhy-asamāja-tantra-rāja-v[image: ]tti）、《四天女请问释优波提舍增益》（Catur-devata-parip[image: ]cchā-vyākhyāna-upade[image: ]a-pau[image: ][image: ]ika）、《开眼仪轨》（Prati[image: ][image: ]hā-vidhi）、《金刚摧破陀罗尼名释》（Vajra-vidāraṇā-nāma-dhāraṇī-v[image: ]tti）、《金刚摧破陀罗尼名优波提舍》（Vajra-vidāranā-nāma-dhāraṇy-upade[image: ]a），以及《语言门论》等。

上述著述皆收录于《西藏大藏经》“丹珠尔”中，其中《语言门论》为一部藏文文法书。另外，相传辞典《语义》亦为念智称所译。念智称站在中观学派的立场上，以缘起性空思想为理论，解释《密集》，同时运用了瑜伽行派的一些方法。他在印度佛教史上的地位尚不明确，但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1世纪中后期，随着时轮怛特罗教法在印度的兴起，密集教法的传承者又吸收时轮教法对密集教法进行了新的发展。以密集曼荼罗为例，当时流行的密集曼荼罗仪轨有六种之多：密集九尊佛母是《密集》五部、四父母的曼荼罗；十三尊曼荼罗出自《密集根本怛特罗》，也有说是智慧成就的创造；密集十九尊曼荼罗，是在十三尊基础上，增加六金刚佛母，由佛智论师首倡；密集二十六尊曼荼罗，是在十九尊上面增加慈氏和地藏六菩萨的，此说出自庆喜藏；密集三十二尊是在二十六位本尊的基础上，增加五尊忿怒顶髻和一尊忿怒佛母，此说由龙树提出；之后出现的密集三十四尊曼荼罗，即在三十二尊上面增加逊婆明王和善蓝佛母，就是依据时轮教法，尤其是时轮坛城，进行重新解释或构建而成的。

第三节 阎曼德迦教法的兴起与传承

一 阎曼德迦教法的缘起

阎曼德迦（Yamāntaka），又称大威德尊、大威德忿怒明王、金刚大威德或能怖金刚等，其字面意思为摧杀阎魔者，故别号降阎魔尊。在早期秘密佛教文献中，大威德金刚通常作为文殊菩萨的眷属或化身出现。一行《大日经疏》卷六云：“降阎摩尊是文殊眷属，具大威势，其身六面、六臂、六足，水牛为座，面有三目，色如玄云，作极忿怒之状。”[20]八世纪中期不空译《圣阎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验念诵法》中把阎曼德迦威怒王作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尔时，释迦牟尼佛观净居天宫诸菩萨天龙八部，告文殊师利言：……今正是时汝当宣说！圣阎曼德威怒王身乘青水牛，持种种器仗，以髑髅为璎珞，头冠虎皮为裙，其身长，大无量由旬，遍身火焰洞然，如劫烧焰，顾视四方，如师子奋迅。”除此之外，不空还翻译出《大乘方广曼殊室利菩萨华严本教赞阎曼德迦忿怒王真言大威德仪轨品第三十》、《大方广曼殊室利童真菩萨华严本教赞阎曼德迦忿怒王真言阿毗遮噜迦仪轨品第三十一》（小字注云：六足本尊品第二）两种，以阎曼德迦为本尊的密教仪轨。又有题为“一行撰译”的《曼殊室利焰曼德迦万爱秘术如意法》，以及未详译者与出处的《文殊师利耶曼德迦咒法》。

唐长庆四年（824），中天竺那烂陀僧人菩提仙等译出的《大圣妙吉祥菩萨秘密八字陀罗尼修行曼荼罗次第仪轨法》，述最胜大威德八字曼荼罗坛法，也将阎曼德迦金刚作为文殊的眷属，述其形像为“青黑色，六头、六臂、六足，各执器仗，左上手执戟，次下手执弓，次下手执索，右上手执剑，次下手执箭，次下手执棒。乘青水牛为座”[21]。此《八字仪轨》出《文殊菩萨普集会经》“除灾救难息障品”。

从汉译佛典来看，公元9世纪初期以前，阎曼德迦还只是作为文殊菩萨的眷属或化身，尚没有在印度发展出独立的教法体系。不过，依据藏传佛教传统来看，自公元9世纪以后，随着怛特罗佛教的兴起，阎曼德迦教法很快成为蔚为壮观的秘密教法体系。

依据藏传佛教传统，阎曼德迦法和密集教法一样，同属于无上瑜伽部父怛特罗教法。密集教法是佛陀为调伏具贪弟子讲的，阎曼德迦法是为调伏具瞋弟子讲的，贪、瞠、痴三毒系缚众生不得解脱。大威德金刚是无上瑜伽部最高的本尊之一。与此尊有关的密法很多，主要作用是在除魔与对治阎罗死魔等，是父怛特罗中即身成就的主尊。

在无上瑜伽密法中，阎曼德迦是由文殊童子化现的，一面二臂。不过，他又应机化现多种身形，通常是獠牙暴齿，头发蓬乱，眼露威光，嘴能吞食三界，气息如毒蛇，牙齿如雪山。双手作期克印，能迅速赐予修行者以成就。足腿伸张时世界振动，其脚踵或指头就能镇压梵天。且以期克印使东方大自在天、南方帝释天、西方大梵天、东方遍入天、东南他化自在天、西南象鼻天、西北镇格迪天、东北六面童子和众阎罗王之间的异生恐惧，消除修行者遇到的一切障碍，成就其果位。

二 阎曼德迦教法的经典

与其他无上瑜伽怛特罗教典一样，传说《阎曼德迦怛特罗》分广、中、略三种传本，黑色与红色两种教法。广本是化身佛文殊菩萨为消除诸相和分别，立足于空性理论而说的，有十二万一千颂；中本是受用身或称报身为十地自在、大天等数十万空行众讲的；略本是由化身佛说的。广本与中本仅存于传说中，真正流传于世的是略本。

《阎曼德迦怛特罗》略本由五部经典组成，包括《一切如来身语意黑阎曼德迦怛特罗》、《黑色大威德轮成就一切事业六面童子怛特罗》、《吉祥金刚大威德怛特罗》、《吉祥红阎曼德迦怛特罗王》，以及《红阎曼德迦怛特罗》二十品。前三部属于黑阎曼德迦教法，后两部属于红阎曼德迦教法。

《一切如来身语意黑阎曼德迦怛特罗》（Sarva-tathāgata-kāvya-vāk-citta-k[image: ][image: ]ṇa-yamāri-（mahā）-tantra），或略称《黑阎摩梨怛特罗》（K[image: ][image: ]ṇa-yamāri-tantra）通常被视作黑阎曼德迦教法的根本怛特罗，共十八品，于11世纪初翻译成藏文，后来又经过进一步校订。全经十八品，全面系统地叙述阎曼德迦的名称、菩提心、羯磨、幻轮、护摩仪轨及文殊金刚、呬噜迦的修持方法等。第一现观次第品，讲述金刚持生起次第仪轨、十六字咒、十七位本尊的现证、曼荼罗诸本尊的真言和现观次第。第二大曼荼罗次第品，讲述生处加持及曼荼罗。第三羯磨次第品，讲择地仪轨、受用甘露法、五本尊座、四羯磨本尊修法及眼药等成就的修持方法、功能等。第四次第分别品，讲预备、寂静、广博、灌顶、召引、坚定、诅咒、杀害八业。第五幻轮画法品，讲述幻轮的差别及驱逐法。第六绘轮品，讲述祈祷、部主、三昧耶、灌顶种类及施食仪轨，以及幻轮咒语。第七加行品，讲四本尊母的业加行、灌顶语及勾召加行。第八护摩仪轨品，讲述进行护摩仪式的准备、寂静、广博、灌顶、召引、坚定、诅咒、杀害八业。第九曼曼德迦名称品，介绍阎曼德迦称大威德的原因，以及降雨、海浪、观见本尊、幻执、消除头部疾病、嗾使杀害、敌魔游荡七种微业。第十随念品，讲述修持诈尸法，现证四护门、空中曼荼罗、本尊母座及如何修炼随念的方法。第十一净冶品，讲述九本尊、秘密曼荼罗生起、手印相、明禁戒行和手印法，以及持棒阎曼德迦、三昧耶、能依甘露修持法。第十二所为业品，讲四本尊母赞歌、念诵、数珠、惩治恶魔、念诵的标准、施食、献食和供奉等。第十三决定成就品，首先讲十三尊金刚空行佛母像的曼荼罗、仪轨，然后讲述逊婆明王所修地下法，以及十三尊马头明王所修空行法的方法仪轨。第十四文殊金刚修行法品，介绍曼荼罗安置、标准、用料及本尊的标准，以及十三尊独髻天母、十三尊文殊金刚佛母的修行方法等。第十五无身金刚修行法品，介绍十三尊除毒佛母拘鲁拘勒八手和十三尊无身金刚修行法。第十六呬噜迦修行法品，针对殊胜成就，讲述十三尊呬噜迦修行法。第十七菩提心品，讲述生起次第法的祈请、四瑜伽定持、十四根本堕罪及圆满次第胜义菩提心。第十八品述佛陀委托金刚手菩萨讲授阎曼德迦法的全部过程，以及阎曼德迦、空行佛母、逊婆明王、马头金刚、独髻佛母、文殊金刚、除毒佛母、无身金刚、呬噜迦八曼荼罗教授。一般认为，此怛特罗前十七品是正文，第十八品为后记。[22]

《黑阎曼德迦轮成就一切业怛特罗王》（Yamāri-k[image: ][image: ]n·a-karma-sarvacakra-Siddhakara-nāma-tantrarāja），又称《黑色大威德轮成就一切业六面童子怛特罗》，简称《六面童子怛特罗》通常被看作《一切如来身语意黑阎曼德迦怛特罗》的注释，重点介绍施食和坛城仪轨，以及大、中、小三种律仪，并对幻轮作了补充说明。关于六面童子的来源，此怛特罗记载说，佛薄伽梵的身、语、意金刚，同痴金刚、悭金刚、贪金刚、嫉金刚、地金刚、水金刚、火金刚、风金刚、菩提心大乐女、功德髻女、心续能满女、精进本性女、熏香女、花女、燃灯女、看水女，齐住于后妃之生殖器。毗多罗天女起座合掌白佛，问以避免侵袭大乘及众有情的法门。佛薄伽梵从自我身、语、意金刚取出此心，化成六面童子六臂六足形象。六面童子的形象由此产生出来，相应的教法被整理成《六面童子怛特罗》。

除此之外，六面童子还有印度教湿婆派即大自在天派的背景。11世纪去印度与尼泊尔求法的热译师在其《吉祥金刚大威德广疏黑释》记载，在南赡部洲形成时，大自在天和乌玛合欢时，被一位前来化缘的仙人看见，乌玛非常生气，责备仙人不该这时来化缘，即取出一颗热种子放进仙人嘴中。仙人立时觉得口中灼热，至海边漱口，冷热结合，种子变成一位童子。此时，海边有六位沐浴的少女，发现了这位童子，争着说孩子是自己的。当她们争执未决时，孩子化出六面，同时满足了六位少女的心愿，故名六面童子。童子化现六面之际，大自在天委任象鼻神为赡部洲主人，引起摩多罗摩神的嫉恨，双方刀戈相见。结果，象鼻神战败，大自在天又派象鼻神联合六面童子与摩多罗摩战斗，再遭遇惨败。大自在天大怒之下，又联合三十三天的神鬼八部再战摩多罗摩。摩多罗摩因寡不敌众，遁至佛薄伽梵文殊金刚跟前求援。文殊金刚为调伏三十三天的鬼神八部与大自在天化现三十四臂，为调伏马头金刚化现水牛相。另外，文殊金刚为对治地上八病与八害化现十六足，为对治大自在天，又生起坚固相。调伏一切后，文殊金刚宣讲《佛薄伽梵吉祥金刚大威德》十万颂，并将其法密封，授予胜佛母金刚起尸女和秘密主金刚手菩萨。他们预见到诤劫的徒众无人修此法，便将其埋藏在邬仗那空行地法库中。之后，这种密法被游戏金刚等人发掘弘传，是为大威德教法，也是六面童子法的来源。显然，这个故事带有藏地的伏藏传统，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大威德金刚密法掺杂了不少大自在天（湿婆）教派的因素与影响。

《六面童子怛特罗》还记载了阎曼德迦教法的缘起，内中说佛陀调伏忿怒羯摩阎曼德迦后，始讲《阎曼德伽怛特罗》，为调伏天子讲授《阎曼德迦黑敌怛特罗》，为调伏业阎摩而讲授《六面童子怛特罗》，为调伏大自在天，讲授《九尊大威德怛特罗》。通过这种方式，就把阎曼德迦教法的起源溯至佛陀时代，虽然其中掺杂有太多的虚构成分，但由此也进一步证实了此秘密教法与印度教大自在天（湿婆）派的相互影响与借用。

黑阎曼德迦教法的第三部经典是《吉祥金刚大威德怛特罗》（[image: ]rī-vajra-mahābhairava-māmatantra），又称《吉祥金刚大威德大瑜伽怛特罗》，全经共七品，分别是曼荼罗品、一切成就品、咒语拾品、修行品、画像品、护摩业仪轨品和禅定业修行品。此经也通常被看成《一切如来身语意黑阎曼德迦怛特罗》的注释，主要解释忿怒羯摩部分。在藏传佛教传统中，此经被视为《吉祥金刚大威德轮十万怛特罗》的节本，是游戏金刚从邬仗那掘出。如此而言，此经与《六面童子怛特罗》一样都是出自邬仗那。[23]

《吉祥红阎曼德迦怛特罗王》（[image: ]rī-rakta-Yamāni-tantrarāja）是红阎曼德迦法的主要经典，共有十九品，依次为现观次第品、幻轮品、真言加行品、大威德品、五修行品、胜敌军品、修行非有眼药精华品、修梦魔品、修诈尸和夜叉女品、护摩仪轨品、护摩品、大曼荼罗品、灌顶品、三昧耶修行品、修一切方便品、决定成就品、无身品、菩提品、双运品。在这十九品中，第一品主要讲述五本尊的现观，附带介绍圆满次第法。第六、七、八、九品，先讲提炼精华的方法和使役修行，然后介绍业资粮及各种成就。第十一品以后各品详细介绍施食仪轨。第十九品讲双运法，其余各品讲述曼荼罗的设置方法和规则。

于上述十九品本外，此部怛特罗还有一部二十二品本，相传是毗畦巴从邬仗那请出的，也被翻译成藏文，布顿曾依据梵文本作过校订。但因为这个本子结构错乱，又有残缺，所以并不怎么流行。

《红阎曼德迦怛特罗》（Raktayamaritantra）二十品是也讲红阎曼德迦教，不过它通常被视为母怛特罗部。

除上述五部根本经典外，藏文大藏经中还有多种关于阎曼德迦怛特罗的经典，如被称为能怖三法的《吉祥能怖金刚怛特罗》第七品、《厥宗能怖金刚》第三品、《厥宗能怖金刚》第一品。《独髻母怛特罗品类》，印度金刚吉祥降服天和妙吉祥的译名是《佛薄伽梵独髻品类怛特罗王》，不分品次，主要讲述佛薄伽梵独髻的修行仪则，因此有人认为它应属事部密典。

藏地还流传一部《花阎曼德迦尊胜怛特罗》，全经有二十三品，前八品被称为根本怛特罗，第九品为后部怛特罗，第十品为再后部，第十一品至第十八品为补足怛特罗，第十九品至第二十三品为秘密怛特罗。整部经典运用念修四支解释成就修行的方法，介绍了棍子、标杆、短枪、人尸、持髅、尸林六种曼荼罗。其内容同《黑部怛特罗》七品相类似。多罗那他指出，这部经的两部梵文释著都有藏文译本，哇日·曲扎译师注释过。或以为《花阎曼德迦尊胜怛特罗》与《布顿目录》行怛特罗部中的《忿怒阎摩内现尊胜根本怛特罗》、《忿怒自摩内现尊胜后怛特罗》、《忿怒自摩内现尊胜再后怛特罗》相当。[24]布顿解释说：“这三部密典，日惹论师说是藏人所著，但不确实，因为可靠的注疏中曾引据过三种密典的语句。”[25]

除上述藏译阎曼德迦密教经典外，在同一时期的汉传佛教中也有一部关于阎曼德迦密法的经典，即北宋成平四年（1001）由中天竺那烂陀寺僧法贤译出的《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经》。此经又名《妙吉祥大教王经》，有三卷十分，即焰鬘得迦忿怒明王成就仪轨分、焰鬘得迦必隶睹得羯咤曼孥罗成就仪轨分、忿怒明王必隶睹得羯咤曼孥罗大明成就仪轨分、忿怒明王必隶睹得羯咤宝杖印曼孥罗秘密供养仪轨分、忿怒明王必隶多曩毗宝杖印曼孥罗秘密供养仪轨分、吠多梨印成就句召仪轨分、焰鬘得迦吠多梨印修行仪轨分、焰鬘得迦明王本法仪轨分、焰鬘得迦明王最上仪轨分、妙吉祥化身焰鬘得迦明王仪轨略出分，主要记述文殊师利化身大威德明王（焰鬘得迦忿怒明王）所说的秘密法门。此怛特罗是否与藏地所传诸种阎曼德迦教法同出一源尚不清楚。

三 阎曼德迦教法的流传

按藏地所传阎曼德迦教法的记载，释迦牟尼觉悟成佛之时，忽然有许多妖魔前来作障，释迦牟尼自心间化现忿怒黑敌王，让金刚手化成阎曼德迦形象，降伏天龙夜叉等诸妖魔，金刚手领受佛命，又化成许多黑敌调伏诸魔，讲授《阎曼德伽黑怛特罗》十八品、《注释怛特罗六面童子》、《七品怛特罗》和《阎曼德迦红怛特罗》四部。一种说法是文殊菩萨显示大威德形象调状众魔，讲授经怛特罗，此教法便开始流传。

后来，这种教法在五天印度不同王国间流行，多有灵验。据说在东印度的札娑萨弥城，猛利圆满王念诵阎曼德迦陀罗尼，消除了各种恶摩的侵扰，以法摄政。西印度的诃罗波罗舍摩罗札城，许多人修得持明身，往生文殊刹土。北印度耶波那的某一位王执政百年，遇见一位曾亲眼看见文殊菩萨现身的比丘，向他学习阎曼德迦法，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精神焕发，再活百年。在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国，狮子天王通过阎曼德迦法力，征服了周边地区，扩展了疆土，城池近百座。从这些传说中，可以看出阎曼德迦法由于降伏恶魔的威力，因而受到五天印度诸多王国的皈信、修习与弘扬。

又相传许多修习阎曼德迦法的成就者，住修阎曼德迦坛城，获得大手印成就。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南印度商人之子怨敌（ra）和大海（Sara）兄弟二人。后来，阎曼德迦法的修习者与成就者越来越多，分别在南、北印度各地，如南印度欧提毗舍国的月隐王（月藏）当政期间，有位名叫一切种源的人精通三藏，从世光学习阎曼德迦教法，六个月修得成就。

相传又有廓日的婆罗门阉那迦曾修炼阎曼德迦密法。摩腊波（mallava）的婆罗门善成就（Susādhana）阿阁黎著《阎曼德迦八千一百仪轨》，传给三位弟子，被他们藏在岩洞里。西印度的轨范师狮子网（Harijāla/Singhajāla）与莲作（Kāmalakara）等人在阎曼德迦法方面很有成就。莲作生于首陀罗族，曾从一位瑜伽师学习阎曼德迦法，苦修几年，获得成就，在西印度邬仗那的十三座城镇边缘行善，引导众人皈依佛门。

再后来，阎曼德迦经怛特罗开始出现，以游戏金刚师徒为首的一大批学者积极宣讲阎曼德迦教法。揆诸怛特罗类经典出现的时间，阎曼德迦经怛特罗出现的时间应该在公元9世纪中后期。到10世纪中后期，超岩寺六贤门出世，阎曼德迦教法发展达到鼎盛，大部分人重视学习红、黑《阎曼德迦怛特罗》，成绩显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游戏金刚、不空金刚（Amoghavajra）、寂智、妙吉祥智等人，在他们的努力下，阎曼德迦教法在印度广大地区流传，且远播至尼泊尔。

晚出的时轮教法认为，佛陀在南印度的吉祥米积山化现成大威德形象及黑敌坛城，向金刚手菩萨及无数受用身、化身讲授阎曼德迦教法。从这一传说可以看出阎曼德迦教法对时轮教法的影响与融合。

（一）黑阎曼德迦教法的传承

佛智论师被视为第一个传讲阎曼德迦教法的人，他把此教法传给燃灯贤，由燃灯贤传给游戏金刚。阎曼德迦教法总分为红、黑两大类，黑教法方面大体上有以下几派。

1.游戏金刚

在阎曼德迦法承中，公元9世纪的游戏金刚（Līlavajra）是一位关键人物，相传他是最早获取阎曼德迦经怛特罗的人。

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等文献记载，游戏金刚生于悉舍罗国（[image: ]aṃ[image: ]a），又有说他是南印度欧提毗舍人，婆罗门种姓。游戏金刚天资聪慧，不到两岁便能背诵有关妙吉祥和大威德方面的咒语。10岁时，他向父亲表达了从一位精通《妙吉祥名号》的上师出家习法的愿望，得到父亲的同意，于是前往中印度的金刚座从无忧吉祥（Asoka[image: ]rī）受戒，随学因明、诗律及大乘佛教义理。在那烂陀寺学习和后来的巡回辩经过程中，游戏金刚接触到了许多陀罗尼，并得到《幻网经》灌顶。

为了求取密法，游戏金刚历经艰险，赴乌仗那从金刚瑜伽母受灌顶，苦修三月，掌握了生、圆二次第教法，最后从邬仗那的佛法宝库（Dharmako[image: ]a）获取大威德经怛特罗三部，也就是后来的三部黑阎曼德迦教法。他按照空行母的要求，于七日内熟记《一切如来身语意黑阎曼德迦怛特罗》、《六面童子怛特罗》、《吉祥金刚大威德大瑜伽怛特罗》和部分陀罗尼，又在乌仗那的摩提摩岛上修持《圣文殊真实名经》（[image: ]rya-mañju[image: ]ri-nāma-saṃgiti-siddhi）。经过一段时间的修习，在他接近成就圣文殊时，文殊画像的圣容大放光明，长期照耀那个岛，因此他被人们称为“如日”。有几个邪见者需要佛教班智达的五根作为修行的材料，想来谋杀他。游戏金刚即变化为牛、马、童女、幼儿等种种现象，使行凶者不能辨识，只好退去，由此他又被称为“具种种形”。在其后半生，游戏金刚主要在乌仗那教化众生，最后获得虹化身金刚体。他出家之名为“吉祥最胜菩提具缘”（[image: ]rīvarabhodi-bhagavant），密号为游戏金刚，因此他所造的论著都题有游戏金刚、如日、具种种形、吉祥最胜菩提具经造。

游戏金刚曾在那烂陀寺栖止过十年，广说真言乘教法，著有《真实名经注疏》（[image: ]rya-mañju[image: ]ri-nāma-saṃgiti，圣文殊名义如实赞）、《黑敌阎曼德迦荼罗仪轨》、《阎曼德迦生源论》、《吉祥金刚大威德修行法》、《大威德四十九尊母修法》、《吉祥金刚大威德怛特罗王初品修法》、《四门论》和《八起尸广论》等。相传，游戏金刚后来离开那烂陀，又到中印度的摩揭陀、东印度的潘伽罗和南印度的欧提毗舍等印度大部分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在其晚年，游戏金刚第二次赴乌仗那传法，受到自在慧王的热情接待，再后来，他又赴迦湿弥罗国传教，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游戏金刚对阎曼德迦教法的弘扬功莫大焉。他首创阎曼德迦四十九尊曼荼罗仪轨及灌顶教授，以及大威德八起尸灌顶法门，并广泛传播阎曼德迦教法。四十九尊大威德曼荼罗修持法，是游戏金刚根据《吉祥金刚大威德怛特罗王》提出的，主张在无量宫、幻轮和尸林中以佛薄伽梵为本尊观想修行。具体方法是在金刚和天衣、旗幡等装饰的宝座上供置执持各种标帜的本尊大威德，金刚阿阇黎居本尊像前，为弟子灌顶，指导修炼起尸法。这种修行方法在他的《金刚大威德四十九尊修法》有详细的陈述。

传说他在世时，有一支突厥军队入侵中印度，游戏金刚勾画了降阎魔尊坛城以压制入侵军队，突厥士兵才到摩揭陀，全部出现长时瘖哑、身体僵直等现象，最后不得不退兵。

游戏金刚承法弟子甚众，皆各有所成。如僧伽罗主修金刚空行母法，婆罗门赛孜主修逊婆明王法（Sumbha-vidya-rāja），增上慢（Abhiman）修炼马头明王法，札迦奢多达以独尊佛母为本尊修炼夜叉女法，长胜友专修虹身金刚法，婆罗门法使（Dharmada[image: ]a）主修除毒女法[26]，导胜主修无身。

从游戏金刚传承阎曼德迦教法的是南印度的施乐足。施乐足（Dana-ananda-pāda）通晓大瑜伽怛特罗，他把法传授给精通经论的赛那巴（Sena-pa），赛那巴传给迦湿弥罗人阿波梨那波。阿波梨那波经过刻苦修炼，获得捷足成就，传法给跋烂陀罗波的德尊贤。德尊贤是南印人还是东印人尚有争议，他把法传超戒寺六贤门之一的语自在称。语自在称传法给提婆阿伽罗旃陀罗。阿伽罗旃陀罗（Akaracandra）是中印度摩揭陀人，对时轮、密集、阎曼德迦等教法研究颇深，尤其在阎曼德迦方面成绩显著，被称为白班智达。

与上述传承谱系颇有出入的是，热译师认为《黑怛特罗》的传承法系是，游戏金刚传佛智论师，佛智论师传吉祥持，他们三人被称为“大曼荼罗金刚阿阉黎”。但从其活动的时间来看，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

2.吉祥持

吉祥持（[image: ]rīdharana/[image: ]rīdhara），印度摩揭陀人，婆罗门种姓，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载，他曾经担任过超戒寺的首座，从他的师承及传授的教法来看，他似应活动于公元9世纪中叶。

吉祥持自幼学习语言和逻辑学，于超岩寺受出家戒和具足戒，钻研三藏，跟随佛智论师的几位上首弟子黑行等人学习密集和阎曼德迦密法，取得了显著成就。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他曾跟随黑行修习妙音天女真言念诵教诫，很快就亲见住于坛城西北的妙音天女，获得大手印最胜成就。此后，吉祥持前往南印度弘法，在南方毗陀婆国时，信奉外道的国王要将三藏比丘大说法师斩首，吉祥持请求国王不要这么做。国王提出条件，要以吉祥持的头颅来置换。吉祥持即自断其头献于王前，并以水牛头安置于自己的头上，于是被人们称为牛首阿阇梨。[27]后来，吉祥持在南印度毗达罗和一些外道僧人辩论，险遭毒害，被迫返回中印度，住于超戒寺，专心修持与著述。不过，多罗那他则记载说，他是在南方示现神通，名声显赫，因而被迎请至超戒寺担任首座。[28]。

在超戒寺期间，吉祥持专意著述，有多种著作传世，由于他对黑、红两种阎曼德迦教法都有修习，与之相应的著述也特别突出。在黑阎曼德迦教法方面，吉祥持著有《一切如来身语意黑阎曼德迦怛特罗释俱生光明论》（Sarva-tathāgata-kāvya-vāk-citta-k[image: ][image: ]ṇa-yamāri-mahā-tantra-Sahajāloka-pañjikā）[29]、《黑阎曼德迦修法明句论》、《黑阎曼德迦修法》、《黑色十三尊大威德修法仪轨》。

在红阎曼德迦教授方面，吉祥持亦有显著的成就，著有《红阎曼德迦十三尊曼荼罗圆满修法》、《独雄大威德修法》、《曼荼罗仪轨》、《忿怒火神供养仪轨》、《红大威德共同供养仪轨》。其中《十三尊红阎曼德迦母修行仪轨》是吉祥持根据《吉祥红阎曼德迦怛特罗王》十九品所作，这种十三尊曼荼罗四灌顶教授法门后由毗若奢波继承法位继续弘传，使红怛特罗教法一直盛传不衰。

除了关于黑、红两种大威德教法的著作之外，吉祥持的《根本怛特罗广疏》、《亥母供养仪轨》、《妙音母供养仪轨》、《四天女修法》主要论述生起次第教法，他的《四瑜伽加持》、《四瑜伽七言句论》、《往生加持》、《往生口诀》、《幻轮及回遮口诀》、《持光女加持》、《修行法》、《三摩地仪轨》八部著作则主要讨论圆满次第法。

从吉祥持派分出了以大不空金刚、智尊、吉祥金刚、波罗达阿陀罗阉耶、大成就者那罗巴、班智达佛护为代表的六派，通称“印度班智达六宗”。加上尼泊尔智慧断手派，共七派。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大威德曼荼罗的认识上，代表了大威德生起次第法方面的七种修持方法。

大不空金刚（Mahāmogha-vajra）是10世纪时人，以修持与传承忿怒佛母四轮、大威德八忿怒佛母法和八起尸法等著称。他的《十七尊大威德曼荼罗修法文殊摄论》首次开创大威德十七尊曼荼罗灌顶法门。这种法门是大不空金刚根据《吉祥金刚大威德怛特罗王》和其他几部经典提出来的。具体修持方法把无量宫、幻轮、护轮、寒林作为曼坛城，主供佛薄伽梵金刚大威德，手持各种法器，以八位夜叉母替代八起尸法，八办外莲换成八位阎曼德迦本尊，共十七尊。阿阇黎居坛城中央传授灌顶，亲自指导修炼。大不空金刚弟子有自在慧和寂生慧。寂生慧传承幻轮、护摩等教法，莲花金刚继承其法位。

莲花金刚（Padma-vajra），北印度乌仗那人，不过也有人说他是南印度欧提毗舍人，原名罗摩波罗（Ramapala），法号吉祥护（[image: ]rīgupta），莲花金刚是他入修密法以后的名号，又或因其为乌仗那人，称为乌那巴。莲花金刚晚年依止自在意专修密法，对十三尊大威德教法很有研究。

莲花金刚的弟子智慧断手是尼泊尔人，婆罗门种族，初学吠陀法，担任过国王的侍从，后来前往乌仗那从莲花金刚接受灌顶，修炼大威德法。由于他刻苦修炼，得到了智者文殊的称呼，创立了一面二臂、一面四臂和三面六臂三种大威德曼荼罗法门。

莲花金刚的另一位弟子燃灯作护（Dīpakararak[image: ]ita），也是尼泊尔人，曾就学于慧源、金寂祥、法尊和莲花金刚门下，全面掌握了鲁伊巴所传《胜乐》教授和十三尊大威德法，被誉为尼泊尔观自在。燃灯作护晚年进藏传法，培养出了许多有名学者。

还有一位未详其生平行迹的胜祥创立独雄大威德本尊法门，将大威德教法与胜乐教法结合起来。据说修炼此教法时能同时出现能依、所依两种相状，如同鳖状。此前吉祥持的《黑色大威德修法明句论》、妙音的《独雄大威德修法》与不空金刚的《阎曼德迦修法及曼荼罗仪轨》已经也提及这种修持方法，不过没有作详细的论述，胜祥结合鲁伊巴所传胜乐教法，将独雄大威德本尊法进一步系统化，其《独雄大威德摄论》即专门陈述这种教法。

（二）红阎曼德迦教法的传承

相传红阎曼德迦教法最初由毗哇巴和毗卢波分别从乌仗那的《阎曼德迦广怛特罗》十万颂中整理出《红怛特罗二十二品》和《红怛特罗十九品》加以传播。又有人说是游戏金刚从乌仗那的一座法库中请来的。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记载：“若依照圣地最著称的传说，瑜伽自在毗卢波观修降阎摩尊之道而为金刚亥母加持，获得成就。成为与降阎摩尊不二的大瑜伽自在固然可以开示一切怛特罗，但是成就者们适应现实所教化者的缘分而作教示那是自然的，因此请出《红色降阎摩尊怛特罗》，并依照世尊所说将修法与教诫（upade[image: ]a，优婆提舍）笔录成文。”如果按多罗那他的这种记载，红阎曼德迦教法很有可能就是由毗卢波所创，宗喀巴依据教法传承关系判定毗卢波与毗哇巴为同一人，这种说法进一步凸显出毗哇巴在红阎曼德迦教法传承中的关键性角色。

毗哇巴，全名“瑜伽自在吉祥毗哇巴”，意为“吉祥护法”，印度密教八十四位成就师之一。他是东印度苏摩补梨寺的一位上师，曾经受过胜乐灌顶，苦修二十四年，获得大手印成就。由于他性格怪异，嗜好酒肉，宰食了寺中的鸽子，被发现后棒打出寺。在离寺渡海过程中，毗哇巴乘坐一片莲叶，显示出高超的神通，寺院长老们目睹这一情景，追悔莫及，立即派人重新召回毗哇巴。重返寺院后，毗哇巴说明了宰食鸽子的缘由，并施法使鸽子起死回生，然后抛弃比丘的装束，做了一名瑜伽行者，来到恒河岸边行乞。在因陀罗城，他和外道僧比试法力辩经，取得胜利，又在东印度的提毗俱咤战胜外道僧徒，使其信徒全部皈入佛道。

毗哇巴建立了“五尊红阎曼德迦曼荼罗灌顶”和“无戏论”两种教授法门。《布顿目录》中署名毗哇巴的著作有四部，即《红色大威德修法》、《光明显现次第论》、《红色大威德幻化轮蔓论》、《红色大威德圆满次第极无戏论真实性密要论》。

不过，毗哇巴与毗卢波是否真的如宗喀巴所言为同一人的不同名号，仍有较大的争议，许多藏传佛教中的各家目录在列出毗哇巴的著作后，通常又列出毗卢波关于红阎曼德迦教法的撰述——《红色大威德修法》和《供施朵玛仪轨》。

毗哇巴之后，吉祥持根据《吉祥红阎曼德迦怛特罗王》十九品，撰著《十三尊红阎曼德迦母修行仪轨》，建立了十三尊曼荼罗四灌顶教授法门。吉祥持去世后，由毗若奢波继承法位继续弘传，使红怛特罗教法一直盛传不衰。

智藏也是传承红阎曼德迦教法的阿阇梨，其生平不可考，据说他依据《大威德广怛特罗》十万颂创立五本尊曼荼罗灌顶法门，其具体行法在他的《红色大威德现观修法》与《自我加持次第论》中有详细的陈述与解释。

在阎曼德迦教法传承史上，纳波巴是晚出的一位大家，他在各种怛特罗教法的传承谱系上都出现过，据相关的史料记载，他似乎是将阎曼教法与时轮教法结合起来的一位密教成就者。其时代应该是在各种无上瑜伽密法全面繁荣之后，《时轮根本怛特罗》中说：“喀扎木江是持酒器，生为黑色著名瑜伽师。”《大黑天怙主现生怛特罗》也记载说：“在欧提毗夏地方，士夫具有精进心，以对待罗摩衍那教诫之人一般应该努力扶持。这位优胜者获得剑等八种成就，于世间未曾出现，也不可出现。弟子中六人获得了舍身法大印成就。”[30]从这些信息判断，纳波巴活动的时代应该是在11世纪中期之后。

据多罗那他《金刚乘密法概论》载，纳波巴论师生于东印度欧提毗舍，早年跟从阇兰达拉巴（Jalendra-pa）修习密法，成为那烂陀寺的大学者。后来，他又到北印度阇兰达拉，修习生起次第法，获得不动地和飞岩走壁的成就，后来还修成剑等八种共同悉地，修成中期佛果。相传他曾从空行母贤动手中请来桑布扎怛特罗，教化鬼魅，降服危害世人的罗刹女。纳波巴曾在十三个地区教授金刚乘法，承业弟子甚多，据说追随他的随明轮弟子七百人，不明轮弟子人七百名，成就者有一千四百人。他在大威德教法与胜乐教法方面都有自己独有的成就，《布顿目录》中著录其多种关于阎曼德迦教法的著作：《黑色大威德怛特罗广释现观道灯论》、《修塔仪轨》、《荼毗仪轨》、《会供轮仪轨》、《供养仪轨次第》、《大威德修法》、《修塔仪轨》、《十大忿怒明王垛玛食子供养仪轨并实修法》、《六面大威德修法》。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纳波巴对阎曼德迦教法的各种仪轨与修习方法有较为深入的研求。此外，他还在胜乐教法方面也有相应的著作传世，如《胜乐修法灌项》、《胜乐修法仪轨》、《胜乐修法护摩》、《明点》、《四次第》、《秘密真实性》六部大论，其中的前三部是生起次第法方面的论著，后三部是圆满次第法方面的论著。相传纳波巴曾经在二十四处与八大寒林中调伏教化了外道成就师止夏纳布玛和噶杂王等人，又运用胜乐教法显示神通，使东印度邦迦拉王等人改信佛教，使胜乐教法在当地广为流行，形成当时最有影响的胜乐流派。其嗣法弟子其众，其中有六位上首弟子，即艾雅罗、玛诃罗、达玛罗、德玛巴、贤足、沙弥切布巴。[31]

第四节 呼金刚教法的经典与传承

在无上瑜伽怛特罗方便父部兴起的同时，与之相应的智慧母部也继之而起。智慧母是相对于方便父说的，智慧即母，母就是智慧，是同类法的不同称呼。关于智慧母怛特罗教法，印度黑行者认为，凡直接讲生起次第法，间接讲圆满次第法者属父怛特罗；凡直接讲圆满次第法，间接讲生起次第法者属母怛特罗。承黑行者之说，西藏的佛教论师也认同方便父怛特罗讲生起次第法，智慧母怛特罗讲圆满次第法，方便是慈悲，智慧是空性。不过，多罗那他指出，方便父和智慧母的区分标准不是慈悲与空性，或生起与圆满二次第，也不应是幻身光明、福德智慧、乐空明空等，因为父部与母部都涉及这些内容，所不同的是修习方法、侧重点以及追求的境界。具体言之，智慧母部包括六个部族的法门，呬噜迦族、毗卢遮那族、宝生族、无量光族、不空罥索族、金刚菩萨族，布顿将其概括为呼金刚族、胜乐金刚族、胜乐金刚惹里族和大手印明点族，其中公元9世纪以后兴起的呼金刚怛特罗教法在母部怛特罗教法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与影响。

一 呼金刚教法的基本典籍

呼金刚（Hevajra），又称喜金刚、饮血喜金刚。呼金刚（Hevajra）一词，He在梵文语法中是呼格，象征慈悲，即方便；金刚（vajra）象征智慧即空性，因此呼金刚就兼具慈悲方便与智慧空性两方面的含义。[32]作为呼金刚教法中的本尊，呼金刚被塑造为五面四足、十六臂，每只手托着白色骷髅碗，内盛神物，白象、青鹿、青驴、红牛、灰驼、红人、青狮、赤猫，黄天地、白水神、红火神、青风神、白日天、青狱帝、黄施财等立在上面。主臂拥抱明妃，脚踩被降服的伏魔，骷髅头冠顶饰一尊忿怒明王像。《喜金刚空行母幻网律仪怛特罗》记载呼金刚的形象，称其“八面有八足，十六只手臂，足踩四妖魔，怖畏又怖畏。头髻作璎珞，住日而乐声，色黑极怖畏，金刚当顶持。口中发吽音，全身涂满灰，无我俱等合，等引四欢喜。顺利得快乐，无慢心本性；本面是黑色，右面为黑色，左红而惧畏，顶饰忿怒相，二十四只眼，其余面黑色”[33]。

呼金刚教法的基本典籍为《呼金刚怛特罗》，其全名题为《三十二仪轨分中择出二无我仪轨吉祥呼金刚达吉女网威仪大怛特罗王》（Dvātriṃ-[image: ]at-kalpoddh[image: ]ta-kalpa-dvayātmaka-[image: ]rī-hevajra-[image: ]ākinī-jāla-saṃvara-mahā-tantra-rāja），因为它包括两部仪轨，即《金刚藏现等觉仪轨》与《大怛特罗王幻化仪轨》，因此它又被称为《二仪轨》（Dvikalpa）。

从其称名来看，《呼金刚怛特罗》可能有篇幅更大的本子，所以梵本经题中说它是从三十二仪轨中简择出的两种无我仪轨，汉译本于经题旁亦附加小注云：“大幻化普通仪轨三十一分中略出二无我法”，这里的三十一分或为三十二分之误。藏译本的翻译者卓弥·释迦益西指出，呼金刚的广本怛特罗有七十万颂，后来有人从中摄集出五十万颂三十二分本，现存的两部怛特罗仪轨即是此三十二分的第一、二分。梵、藏两种本子依旧保持了原来的二分法，在内容上亦几乎完全相同。汉译本则将其合并为五卷二十品，而且在涉及男女双修等有悖于中国道德伦理的内容时用了比较隐晦的言辞。

（1）《呼金刚怛特罗》第一分为“金刚藏现等觉”或“金刚藏现三菩提”（Vajra-garbhābhisaṃbodhi[image: ]）,包括十一品，其各品内容如下。

一切如来身语意呼金刚金刚仪轨品第一（Sarva-tathāgata-kāya-vāk-citta-hevajra-vajra-kulpa-pa[image: ]ala[image: ]-prathama[image: ]），述世尊住金刚明妃阴门形法生中之宫殿，出生妙三摩地，由此三摩地起，对金刚藏菩萨明示金刚萨埵、大萨埵、三昧耶萨埵，且谓此悉从大悲智金刚大菩提心所开示。次说空智金刚之三十二血脉相，表三十二菩提心，此三十二相总摄于罗罗拿（lalanā，左脉，即胜慧自性）、辣娑拿（rasanā，右脉，善巧方便）、阿[image: ]底（avadhūtī，中脉，即离能取所取的中说）三相。三十二脉行于流通三十二种菩提心的大乐处，通过修脉断除对三界的执着。次述说法因缘，即为欲成熟三有，远离一切能取所取，以诸方便了别性相，为持戒者分别解说诸佛贤圣智慧方便、三身三业及四佛母菩萨等，依四圣谛、四真实、四欢喜、四种律、四种明妃建四身轮。

真言品第二（Mantrapa[image: ]alo dvitīya[image: ]），列述诸种真言咒语，由此悟解我空、真言空、本尊空和智慧空性的道理，日月和合，方便智慧双修产生四喜。

一切如来身语意呼金刚诸天品第三（Sarva-tathāgata-kāya-vāk-citta-hevajra-devatā-pa[image: ]alas-t[image: ]tīya[image: ]），讲述修本尊的方法，先修慈，次修悲，后修喜，最后等至修。或者初修空菩提，次摄种，后修成形体，最后安排咒字。

灌顶品第四（Abhi[image: ]ekapa[image: ]ala[image: ] caturtha[image: ]），述灌顶之方法，具体方法是先于自心及自种子出生黑色炽然光焰，左手执钩，右手作期克印，如佛住三界中。钩召八大明妃，随其供养本尊。先以唵字得一切如来灌顶，即以彼佛成空智明王相，持五甘露成办五如来贤瓶，作五种灌顶。当灌顶时，散众名华及郁金香，击鼓歌咏，供养金刚部、佛眼母等，成办空智三界，加持于四威仪如彼圣贤。

真实品第五（Tattva-pa[image: ]ala[image: ] pañcama[image: ]），讲空性。佛教认为，五蕴及心、心所法都是假立的名言概念，空无实体。

行品第六（Caryā-pa[image: ]ala[image: ][image: ]a[image: ][image: ]a[image: ]）介绍成就金刚空智的观行方法与仪轨，尤其是诸种庄严事相中隐含的甚深义旨。如修观者当顶想宝轮，耳带宝镮，手串宝钏，腰垂宝带，足系宝铎及妙臂钏，颈严宝鬘，其中轮表阿閦如来，镮表无量寿如来，颈上鬘者宝生如来，手宝钏者大毗卢遮那如来，腰宝带者不空成就如来。

密行品第七（Chomā-pa[image: ]ala[image: ] saptama[image: ]），列举各种身印与修行处所，以及金刚空智仪轨。身印即身体的各个部位与举手投足间诠表的意旨，修习瑜伽者应知各种密印。修习密法于远离魔事之处，具体而言有十二处，一者惹蓝驮[image: ]国（Jālam·dhara）、歌摩噜国（Kāmarūpa），或酤罗山（Molava/maurva）清净园林。二者摩罗鑁国，或信度河城（Sindhu）。三者蒙牟尼国、俱摩罗钵咤国（Kamārapātaka），及天后城（Devīko[image: ]ā）。四者酤罗城（Kulata）、阿哩母城、虞那哩河，及呬末河。五者诃梨国（Hari）、蓝婆国（Lampāka）、韶国、金色城，或咸海（Lavana-sāgara）中。六者迦陵誐国（Kali[image: ]ga）、洲子国、弥佉罗国（Mīkara）、矜羯那国（Koka[image: ]a）……九者鼙罗[image: ]城（Pīlava）广大聚落。十者善行城（Caritra）、[image: ]萨罗城（Kosala）、泯陀城（Vindhya）、俱摩罗布哩城（Komārapura）。十一者众所乐处，或大海边。十二者华果园林清净池沼。上述所列诸国当是呼金刚怛特罗教法形成时的佛法行盛之地或佛法修习中心。在修习金刚空智仪轨中，所有真言印契，皆住吉祥呬噜迦（[image: ]rī-Heruka）义，吉祥谓不二智，呬空性本因故，噜谓离染胜庄严，迦者无所住故。

摄集瑜伽母轮第八品（Yoginīcakro-nāma-mahā-yoginīnāṃ-melāpakapa-[image: ]alo'[image: ][image: ]ama[image: ]），讲四喜的修持法。修行时，意想虚空界如女性生殖器，是智慧的象征，专心于虚空界，证得大乐轮，如同阿鬘代表智慧，迦鬘代表方便，两者融合，产生白光五蕴。在修行所得的四种欢喜中，喜相当于瑜伽行者，胜喜相当于瑜伽母，两者决定极乐喜，离喜脱离贪欲。从世俗层面讲，第一步双方希望接触，第二步希望欢乐，第三步一切欲望破灭，第四步开始修炼，两者融为一体，产生俱生欢喜。

清净品第九（Vi[image: ]uddhi-pa[image: ]alo navama[image: ]），佛为金刚藏菩萨释清净义，即于色等境观想远离能取所取，所谓眼取色耳取声，鼻取香舌取味，身取触意取妙乐。又知金刚明妃即色蕴清净，遨哩明妃即受蕴清净，[image: ]哩明妃即想蕴清净，金刚拏吉尼明妃即行蕴清净，无我明妃即识蕴清净，五明妃即五蕴，五蕴清净即心清净，心清净则一切清净。

灌顶品第十（Abhi[image: ]eka-pa[image: ]alao da[image: ]ama[image: ]），详细介绍灌顶曼荼罗的安置法和弟子受灌顶后如何实践的具体方法和途径。灌顶曼荼罗法包括择清净地，以吽字义作仪轨，以五宝末或米粉末画最上大曼荼罗，然后作坛。弟子入坛后先以帛覆面，为其说各种希有之相，劝发其生起诸种想，然后在灌顶师的指导下诵真言、作身印与观想。又说五大种为菩提心之所容受，坚硬法即是地大，湿润性即是水大，温热性即是火大，动转性即是风大，说妙乐性即是空大。若于妙乐发俱生喜，说是自性，一切所作即是持戒，与大悲方便之所相应。

第十一品无名目亦无标号。

（2）《呼金刚怛特罗》第二分名为“大怛特罗王幻化仪轨”（Mahāt-antra-rāja-māyā-kalpa），有十二品，其内容依次如下。

护摩决定处所品第一（Homa-nirṇaya-pra[image: ]i[image: ][image: ]hā-pa[image: ]ala[image: ]-prathama[image: ]）说护摩之法，即息灾用圆炉，白色，广一肘半，深等半。增益用四方炉，黄色，广二肘，深一肘。降伏用三角炉，黑色，广十指，深五指。信爱红色，钩召如信爱同，忿怒与降伏同。息灾用脂麻，增益用酪，降伏用羯诺迦木，忿怒用棘木，信爱钩召并用红优钵罗华。

成就决定品第二（Siddhi-nirṇaya-pa[image: ]alo dvitīya[image: ]）介绍各种成就法的具体仪式与行法。

呼金刚一切怛特罗缘起和合秘语品第三（Hevajra-sarva-tantra-nidāna-sandhy-ābhā[image: ]a-pa[image: ]alas t[image: ]tīya[image: ]），介绍呼金刚密法仪轨中各种事相隐含的义旨，相当于此秘密法中专用术语及诠表的佛法义旨的汇集。

呼金刚一切怛特罗手印摄义品第四（Hevajra-sarvatantra-mudra-ṇapīṇ[image: ]ārtha-pa[image: ]alas t[image: ]tīya[image: ]），介绍金刚身印的仪轨如供养、观想等事项的步骤与义旨。

呼金刚现生品第五（[image: ]bhyudaya-pa[image: ]ala[image: ] pañcama[image: ]），述大悲空智金刚王示现忿怒相与柔软相。其忿怒相为身放青色炽盛光焰，八面一十六臂，足踏四魔，现忿怒相，带髑髅鬘及妙璎珞，得大无畏，住日轮中立如舞势，顶戴善巧金刚杵，黑色忿怒，以灰涂身，口诵吽发咤字，入乐寂静，离烦恼缚，妙三摩地。正面大黑色，右面如白色俱那华，左面红色大忿怒相，上面笑容，余四面并青黑色，共二十四目。

呼金刚画像仪轨品第六（Hevjra-pa[image: ]avidhāna-pa[image: ]ala[image: ] [image: ]a[image: ][image: ]a[image: ]），述画像时画师所应行持的仪轨与戒律。与求成就者一样，画师也应受三昧耶戒，画像所用缯帛须清净细密，择去发毛。然后以莲华器成五彩色，于像[image: ]下画自师尊。或先以丝线加持供养，如其大小织作[image: ]样，又以广大三昧耶相应加持。作画的时间要安排在黑月分十四日，或空寂舍中日分时，画师起勇悍心，以上味法食，服妙缯彩，众宝严饰。然后求一具相童子，性行调柔，众所爱敬，住于左边，散妙香华。

饮食品第七（Bhojana-pa[image: ]ala[image: ] saptama[image: ]），介绍在住曼荼罗修习期间的饮食安排仪轨，包括设置饮食的处所、布局与装饰等，如修习者用一莲华器盛奶酪，作莲华印契，手奉自师尊，作大礼敬，待师取已，然后自食，就可获大福报。

调伏品第八（Vineya-pa[image: ]alo'[image: ][image: ]ama[image: ]），或称教授品，述选择弟子的身相与德相，教授弟子的内容，介绍调伏法仪轨。受法弟子须先布萨，净住律仪，教授经法、《瑜伽》、《观行》、《大毗婆沙》及《中论》等。待一切真言理趣如实知已，然后才为其说吉祥金刚空智。

集咒品第九（Mantroddhāra-pa[image: ]alo-navama[image: ]），汇集各种咒语。

念诵品第十（Jāpa-pa[image: ]alo da[image: ]ama[image: ]）或称持念品，介绍各种念诵仪轨，如用于不同功能的念珠所用材料也不同，禁止法用乳汁，以水精为念珠。信爱法用璨拏摩药，以赤栴檀为念珠。二种降伏法并用悉罗诃香，以木槵子或水牛角为念珠。忿怒法用白米饭，以真珠为念珠。钩召法用四种妙香，以末啰多木为念珠。发遣用麝香或自止出入息，以玛瑙为念珠。又求雨法及忿怒法，并真珠为念珠。

俱生义品第十一（Sahajārtha-pa[image: ]ala ekāda[image: ]a[image: ]），述诸本尊颜色、手相与灌顶四种伽陀，以及加持金刚莲花真言。各部本尊颜色及手相依次为，阿[image: ]如来部黑色，手如轮相；毗卢遮那如来部大白色，手如莲华文；无量寿如来部红色，手如宝剑相；不空成就如来部大绿色，手如妙宝珠；宝生如来部金色相，金刚萨埵部淡黄色，修瑜伽者当应具如是知见，慈心相应，不生悔慢。

呼金刚怛特罗的汉译本作《佛说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题注云“大幻化普通仪轨三十一分中略出二无我法”，由迦湿弥罗僧人法护译。全经共五卷二十品，因内容涉及男女双修，故译笔隐晦，不过从目前保存的各种文本的《呼金刚怛特罗》来看，汉译本在某些地方比梵语原本与藏语译本内容更为完整。

在藏传佛教传统中，喜金刚经怛特罗分《根本怛特罗》、《注释怛特罗》和《后怛特罗》。《布顿目录》认为分别对应于《呼金刚根本怛特罗第二分》、《空行母不共金刚歌注释怛特罗》、《吉祥桑布札后怛特罗》三部经典。不过，布顿的这种说法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第一分相当于广本怛特罗，第二分相当于略怛特罗或注释怛特罗。[34]《呼金刚根本怛特罗王》第一分初由藏族翻译家卓弥·释迦益西于印度犍耶陀罗（Ghayathara）座下译为藏文，后来郭译师又作了补充翻译，成《金刚心要释》。在《布顿目录》中，《呼金刚根本怛特罗王》第二分又称《呼金刚空行母网律仪怛特罗》，被置于胜乐金刚“惹里续部”中。

从《呼金刚怛特罗》各品内容来看，呼金刚教法具有显著的性力崇拜、身体瑜伽与借破戒以求解脱的特点。

呼金刚教法中的性力崇拜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宣说此教法的地点是在金刚明妃生殖器化现的宫殿，本尊呼金刚是以怀抱其明妃的面貌示现，曼陀罗修习与禅定冥想中始终有多位明妃伴随在本尊左右，而通过修行达致解脱的各种次第与性相，更是隐喻在莲花与金刚的结合即男女性爱之中。在呼金刚教法的瑜伽观行中，瑜伽行者当作轮坛观想，其内院有五位瑜伽女，是为五蕴，东边是金刚明妃，南边是遨哩（Gaurī），西边是[image: ]哩明妃（Vāriyoginī），北边是金刚荼吉尼（Vajradākinī），中央是无我天女。外院有遨哩、陬哩（Caurī）、尾多梨（Vetalī）、渴三摩哩（Ghasmarī）、卜葛西（Pukkasī）、设[image: ]哩（Savarī）、赞拏哩（Candālī）、努弭哩（Dombinī）八位天女，顶部有空行明妃（Khecarī），底部有地居明妃（Bhucarī），分别代表轮回与涅槃。诸天女皆黑色，面现忿怒相，手执宝刀、髑髅与髑髅杖，以宝钏、宝鬘、宝带为庄严，立于尸首之上。通过这些观想，修习者可以悟得空性、方便，达致解脱圆满境地。

呼金刚教法的另一特色乃在于其独特的身体瑜伽观想。作为无上瑜伽母部的重要法门，呼金刚教法主要讲述圆满次第的身体瑜伽修持，明确指出人体内有三脉和三十二条脉道。在《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卷一“金刚部序品”中，佛回答金刚藏菩萨的相关问题时指出，血脉相有三十二种，是名三十二菩提之心。又此法于大乐处总有三种，谓左脉、右脉与中脉，此三种即是住持不动清净智月。[35]修持身体瑜伽时，血脉之相自大悲空智现起，并与菩提心相应。从中衍生出的左脉为般若，右脉为方便，阿[image: ]底即是中脉，左脉与右脉在此结合，是大乐之居所。三脉皆远离能取所取，为住持不动的清净智月自性，体现了该部的中道之说。左脉为女脉，代表女性创造力（sakti）、母、卵（rakta，红），元音系列（ali），与月对应，最后升华为空（[image: ]ūnyata）和般若（prajñā）。右脉为男脉，代表着男性创造力（puru[image: ]a）、父、精（sukra），辅音系列（kali），与日对应，最终升华为悲（karuṇā）和方便（upāya）。左脉与右脉结合后，使菩提心沿着中脉上行，最终达致解脱成佛之大乐境界。在具体行法方法，这部教法还记述喜金刚修持法中的四灌顶（阿阇梨、秘密、智慧、第四灌顶）、四喜（欢喜、至上欢喜、止灭欢喜、俱生欢喜）与四刹那（各种、异熟、圆满、无相），皆与性体验有关。[36]

呼金刚教法中借破戒以求解脱的方式亦非常明显，除了前述贪图女色与淫欲之外，呼金刚怛特罗中更突破佛教传统中的五戒，公开倡导杀、盗、淫、妄语与饮酒。梵本呼金刚第二分第三品第二十九颂指出，当金刚藏请问世尊应遵从何种习俗仪轨时，世尊即答以：“你应杀生,你应说谎，你应取所不予，你应常追逐他人之妻。”以此为始，世尊还进一步开导说，不应避开任何事物，不要试图了解它们是否适宜。智者不放弃睡眠，也不控制感官。他食用一切肉类，与各色人等交往。他与一切妇女亲热，他的心从不惊慌。他不喜爱朋友，也不憎恨任何敌人。他不应顶礼膜拜神像，因为瑜伽行者永远住于自己本尊神之中。智者随时准备接触一切种姓的人，一如接触自己的身体，无论是婆罗门、刹帝力、吠舍和首陀罗，还是种姓之外的董巴（doṃba）、詹陀罗（candāla）、迦摩罗（carmara）与呵迪迦（haddika）等。在吃喝饮食上他无任何禁忌，因为他的心识无分别。

上述呼金刚教教法的诸种特点在其他母部怛特罗教法如胜乐教法、四座教法等都有显著的体现，这类怛特罗经典大约定型于公元9世纪以后，其教法在后来几个世纪的印度佛教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点通过各系教法的传承即可见出。

二 呼金刚教法的传承

据藏传佛教资料记载，《呼金刚怛特罗》在印度最初是由腊瓦巴（Lvava-pa）、海生金刚（Saroruha）等传出，后传黑誓愿金刚（K[image: ][image: ]ṇā-samaya-vajra）、难胜月（Durjaya-candra）、那若巴（Naropā）、麦哲巴（Maitripā）等成为七派。后来又有《金刚心释》、《难释》等，共有十二派。[37]

《根本经》二《现观怛特罗》有六曼陀罗，解释经《金刚幕怛特罗》有六十二曼陀罗，怛特罗后分有《大手印点怛特罗》，后又分出《智藏怛特罗》，二者各有一曼陀罗。又讲怛特罗《智点》有五曼陀罗，果怛特罗《真谛灯》有一曼陀罗，他如《外曼陀罗》、《身曼陀罗》、《十五无我母》，以及桑补扎所说《寂静金刚萨埵法》、《钺刀五尊、八尊、十二尊、十七尊》和《谷棍十忿怒》随许等，其派别纷繁，体系庞杂，很难梳理清楚，由此也可以看出，呼金刚怛特罗教法传承之兴盛。

毗汝巴（Virūpa）为胜天（Jayadeva）的弟子，亲入十五无我母曼陀罗中，传其灌顶，得神通自在，相传他从乌杖那请出《红阎曼德迦怛特罗》，造《道果金刚句》、《无分别阎曼德迦》等金刚乘论，收伏外道，教化众生甚多。

毗汝巴弟子为卓毗黑汝迦，初为皮匠，得道后度斯那日王，后与此王及城廓、鸡犬一齐飞升。他又从乌仗那请出《古汝古烈笃巴》、《阿若里》两种怛特罗，还造立各种密部论典，得空行母讲授了悟《欢喜金刚》心义，遂造《无我母修法》、《俱生成就法》等，为弟子普灌顶。后以綦地传罗瓦巴（Lvava-pa）。[38]

鲁伊巴得毗汝巴灌顶及其根本怛特罗，经十二年而得成就。从邬伏延那请出《呼金刚本怛特罗》，又造作多种论典，为众生宣示圆满次第之法，备受邬伏延那王因陀罗菩提（indra-bhuti）所崇敬。后来，他又度化因陀罗菩提王，使其也获得成就。

莲花金刚（Padama-vajra）相传是佛吉祥智的弟子。不过，从呼金刚教法传播的历史发展来看，莲花金刚似乎应是佛吉祥智的后学。他著有多种与呼金刚教法相关的著作，如《呼金刚成就教示》、《会供轮第五三昧耶》、《呼金刚如灯焰端秘要》、《呼金刚曼遮及护摩仪轨》、《呼金刚海岛曼荼罗仪轨》、《呼金刚赞二十颂》。另外据《布顿目录》所载，他还与一位亨遮菩提王合著《呼金刚根本现观广略二论》。莲花金刚的《呼金刚成就教示》（Hevajra-sādhanopāyika）有梵文写本，内题为莲（Saroruha）、莲花金刚（Padma-vajra）、莲花（Kambala）等，《布顿目录》注录为《呼金刚修法》。这本书的注释书有阇兰达里巴（Jālandharī-pa）的《呼金刚修法释清净金刚明灯论》（Vajrapradīpa），阇兰达里巴是鲁伊巴弟子黑行的老师，由此可以判断，莲花金刚应与鲁伊巴同时。

黑誓愿金刚（K[image: ][image: ]ṇācārya）或称黑誓句金刚、黑三昧耶金刚，是觉智足法统的奉持者，在罗罗地方一个寂静处陈设一个呼金刚的画像，专一修持。经历好多年，一次，在他专注于自身坛城的显现时，其明妃看到画像前面有个颤动的东西，告诉黑誓愿金刚，先前显现的坛城消失。用手抓住颤动的东西，发现是一具尸体。黑誓愿金刚知道这是成就的物料，就毫不犹豫地受用了，由此进入大乐空寂的状态，七天后亲见呼金刚坛城，由此获得无量能力，得《呼金刚法》成就。他认为呼金刚法门超越菩萨所修的六圆满行的波罗蜜法门，因为波罗蜜法门须经累世精进修行，耗时无限，方有可能证得佛果，臻至胜境；而呼金刚法门则可使合格的禅修者在现世中证觉成佛。

难胜月（Durjaya-candra），相传他最初从屠女出身的瑜伽母僧伽罗（Sa[image: ]gara）请法，后至乌苌国专心修观，在此期间，遇到钟毗巴及其明母，遂从其受诀要。后来，难胜月至墓地间，用死人的前颅骨搭建起居所，与一瑜伽女专精修行，感呬噜迦示现，得共同悉地。修行获得成就之后，难胜月至超戒寺，被推举为住持。难胜月的著作主要有如下数种：《曼荼罗美妙全摄仪轨》（Suparigraha-nāma-maṇ[image: ]ala-upāyikā-vidhi）、《六支修法》（[image: ]a[image: ]an·ga-nāma-sādhana）、《七字成就法》（Saptāk[image: ]ara-sādhana）、《无我母十五尊赞》（Nairātmya-devī-pañca-da[image: ]a-stotra）、《无我成就法》（Nairātmya-sādhana）、《供施一切部多垛玛食子仪轨》（Sarva-bhūta-bali）、《金刚幕空行母五尊修法》（[image: ]ākinī-vajra-pañjara-pañca[image: ]āka-sādhana）、《宝难义释》（Ratna-ccha[image: ]ā-nāma-pañjikā）、《胜乐轮成就法甘露字论》（Cakra-samvara-sādhana-am[image: ]tāk[image: ]ara-nāma）《月光难义释》（Kaumudī-nāma-pañjikā）、《摩诃摩耶难义释具幻化论》（Mahā-māyā-tantaasya-pañjikā-māyāvatī-nāma）。难胜月传法于其明妃苏部伽，苏部伽传于陀耶室利，陀耶室利传于中金刚座，中金刚座传于俱萨黎。

游戏金刚（Kelikuli[image: ]a）在传承黑阎曼德教法的同时，也是呼金刚教法的主要传承者。他著有《呼金刚达吉女刚金刚宝鬘》（Hevajra-[image: ]āki-nījāla-mahāntantra-[image: ]ā Vajraratnāvalī）。

金刚藏（Vajragarbha）著有《呼金刚摄义广注》（Hevajra-piṇ[image: ]ārtha-[image: ]a）、《六千颂呼金刚广注》（[image: ]a[image: ]sāhasrikā Hevajra-[image: ]ā）两种，后一种是现存注释呼金刚怛特罗最大部头的著作。

吉祥莲花怙（[image: ]rīkamalanātha）著有《喜金刚怛特罗注释》（Hevajra-tantra-pañjika）。

超戒寺六贤门中的那若巴（Naropa）著《金刚句真髓集细疏》（Vajrapadasāra-saṃgoaha-pañjika），另有《吉祥呼金刚细疏真珠鬘》（[image: ]rī-hevajra-pañjikā-muktāvalī），经内题为“大阿阇梨吉祥宝作寂”（Ratnākara[image: ]ānti）著。故知呼金刚教法在超戒寺传承颇为兴盛。同时代又有罗睺罗护足（Maṇ[image: ]alācāryya-[image: ]rīrāhulagupta-pāda）为阿底峡（982—1054）的上师之一，著有《无上五次第呼金刚明解》（Pañcakramānuttara-Hevajra-prakā[image: ]a）将密集教法与呼金刚教法结合起来。阿底侠尊者著《呼金刚法中供施一切部多垛玛食子仪轨》。

约与超戒寺六贤门同时，于超戒寺出家受戒的法护法师在北宋王朝译传呼金刚教法。法护（Dharmapāla,980—1058）姓[image: ]尸迦，为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人，出身于当地的婆罗门种姓。自幼学习吠陀及其他印度教经典，后至中天竺摩揭陀国，于超戒寺出家归信佛教。受具足戒之后，先后从希有乘、妙意尊、施铠学习律藏、声明与三乘之学，复访求名师学习大乘经论。25岁时，即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法护与法兄觉吉祥智结伴来到宋代都城汴梁，向朝廷进献佛舍利与贝叶梵经，受到宋真宗的召见与礼遇，受赐紫衣束帛，敕住译经院从事译经。景德三年（1006）受诏担任译场证梵文一职，赐为普明惠觉、传梵大师。从真宗朝至仁宗朝，法护先后拜封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试鸿胪卿，终至试光禄卿。仁宗嘉祐三年（1058）示寂，年79岁。

11世纪中后期的纳波巴为诸种怛特罗教法的集大成者，他除了精于阎曼德迦、胜乐等教法外，在呼金刚教法的传承方面也很有成就。《布顿目录》中收录了他的《呼金刚独勇修法》、《会供轮仪轨》、《护摩修法》、《曼荼罗仪轨释》、《无我母修法》、《呼金刚修法真实性显明论》、《度亡仪轨》、《唉、榜、玛、雅解说明灯次第》。又有枳布巴著《呼金刚独勇修法》或是承纳波巴之法系者。

《布顿目录》还著录了多种呼金刚教法的论著，如达惹西的《二臂呼金刚修法》、宝月（Ratna-candra）的《呼金刚净瓶修法》、嘎巴日的《呼金刚一念修法》、勇金刚（Vira-vajra）的《呼金刚仪轨宝焰论》等。这些著作重在探讨呼金刚教法中的某种具体法门。又有略纳巴的《呼金刚密灌顶解说》、《大灌顶第三次第》，岗巴那的《呼金刚修法真实性四次第》，菩提藏（Bodhigarbha）的《呼金刚护摩略修仪轨》、《呼金刚修法》等，则对呼金刚教法的次第与各种仪轨做专门性研究。

第五节 胜乐教法的兴起与传承

一 胜乐教法的兴起

关于胜乐教法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相关的记载与传说颇有分歧。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胜乐教法源于释迦牟尼生前说。此说认为,早在拘留孙佛出世的圆满劫时，拘那牟尼佛出现的三分时，迦叶佛出现的二分时，胜乐教法就开始宣讲，有二十四个地区的勇士和瑜伽母依教修持。诤劫开始时，众生相互杀戮，将尸体送往八方，形成八大寒林，寒林之气形成八大云，降雨形成八水，水中生长八种树，树中出现八方护神，八水中又出现八龙。这时大自在天以神通到达须弥山和赡部洲，化现出二十四个地方，由大自在变化的二十四位金刚大威德富女守护。大自在天是金刚手所化，调伏教化他们的本尊是呬噜迦胜乐金刚，这样二十四个地方成了胜乐金刚等修行胜乐教法的主要场所，二十四个地方也成为佛教的二十四圣地。

第二，释迦牟尼宣讲胜乐法。自在慧王《随顺胜乐本怛特罗意趣总母怛特罗释》中记载，释迦牟尼最初在色究竟天宣讲胜乐怛特罗，然后来到须弥山继怛特罗宣讲，最后在南赡部洲示现十二行，三转法轮。为了有缘徒众在南印度的米积山修胜乐轮禅定，变化曼荼罗轮，向数千万瑜伽母讲《胜乐根本怛特罗》。

第三，释迦佛于诤劫宣讲胜乐教法。《金刚空行海怛特罗》认为，佛释迦狮子在诤劫宣讲《胜乐怛特罗》三十六万颂，为此经的广本。

第四，胜乐教法源于具二时。莲花金刚认为，佛为了凋伏威猛大自在天讲授胜乐教法。[39]

上列诸说皆杂有很多神话传说，虚实相生，真假莫辨，都是后出的怛特罗注释家为了证明其教法渊源有自，不断推演所致。不过推演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事实上，胜乐教法的相关咒语与仪轨源自公元七八世纪不断发展的印度宗教的各系密法，尤其是受到湿婆派教义的影响[40]，胜乐经典则是在密集、大威德诸父系无上瑜伽怛特罗教法之后出现的，其时代当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按照西藏的说法，《胜乐根本怛特罗》等胜乐类经典形成于乌仗那，在向外传播过程中，自在慧王起了非常关键的传承作用。这种说法与密集教法颇为相似。从另一方面讲，乌仗那成为一个异军突起的无上瑜伽密法中心也是在公元八九世纪之交以后。

二 胜乐教法经典序说

继父部的密集教法与大威德教法之后，金刚乘无上瑜伽母部的重要经典《胜乐轮经》问世，标志着胜乐教法的正式成立。《胜乐轮经》（Cakrasaṃvara），或称《如意轮怛特罗》，梵文经题作《吉祥亥如伽论怛特罗》（[image: ]riheruka-abhidhānatantra）。

这一部怛特罗描绘的是以吉祥亥如伽与金刚亥母为中心的众神住所，其主尊为胜乐金刚。胜乐金刚，又称上乐金刚，是密教五大本尊之一，其面色灰蓝，和蔼慈祥，四头呈现白、绿、红色，每头三只眼，两条腿，十二只手，其中两手在胸前作法印状，其余十只手分列两侧，持斧、月刀、三股戟、骷髅、金刚索、金刚钩、人头等，腰系虎皮裙，怀抱明妃金刚亥母。

与其他怛特罗教法相类，相传胜乐教法的经典体系与篇幅也非常庞大，如《吉祥亥如伽论怛特罗》于末尾附记此经典系“从总数为十万的《大怛特罗王》中选出的胜中之胜，为一切圣典之王，是修成吉祥亥如伽大英雄的一切宣说之最胜光辉，是殊胜怛特罗之第一悉地”[41]。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云：“在此动摇不定的世界中……有十万品的《胜乐广怛特罗》，有十万颂的胜乐后怛特罗。”日本学者津田真一经过考证，指出胜乐教法的根本经典有三种，其一为传说中的十万品根本怛特罗。其二为胜乐论怛特罗，有三十万颂或十万颂。其三为现存的五十一品根本怛特罗，有七百颂。不过，从现存文献来看，前两种大部头的怛特罗从来没有人见过，更没有人引述过相关的文字。[42]因此可以说，目前存世的五十一品《吉祥亥如伽论怛特罗》是胜乐怛特罗教法的根本经典。

（一）胜乐根本怛特罗

《吉祥亥如伽论怛特罗》（[image: ]riheruka-abhidhānatantra），又称《吉祥胜乐本怛特罗王略要》，或简称《小本胜乐》（Laghusaṃvara），称为略本或小本当是相对于传说中的大本而言。此怛特罗仅有梵文本与藏文译本传世，没有汉译本。其梵文本除了两种整理本外，还有一种写本系用尼瓦里（Nevārī）的菩吉旄拉（Bhujiṃmola）字体书写。藏译本是11世初由宝贤翻译成文。

《吉祥亥如伽论怛特罗》着重讲气、脉、明点、猛厉火和菩提心的具体修炼方法，共五十一品，各品名目与内容依次如下。

第一入曼荼罗仪轨品（Maṇ[image: ]alāvatāra-vidhi-pa[image: ]ala[image: ] prathama[image: ]）。相当于此根本怛特罗的总论，内容涉及秘密道果和曼荼罗的设置方法。秘密道包括生起次第道和圆满次第道，对于修行者来说，生起次第道是共同道，即一般道，圆满次第道是不共道，即特殊道。通过修行证得诸法性空的俱生智慧，叫作空性俱生智慧，它是佛所现知的行境，故为秘密果。《胜乐根本怛特罗》所说曼荼罗种类繁多，规格不一。

第二供轮供养仪轨品（Cakra-pūjā-vidhi-pa[image: ]alo dvitīya[image: ]），强调主持献供的阿阇梨须详细观察寒林各处，掌握供祭的各种仪轨。

第三品功德灌顶仪轨（Dak[image: ]īṇābhi[image: ]eka-pa[image: ]alast[image: ]tīya[image: ]），介绍灌顶之前授受双方点燃香料，陈设鲜花，敲锣击鼓；灌顶时，用旗帜覆盖弟子的面部，手持鲜花，按照规定等住；灌顶结束后，向曼荼罗撒放鲜花。

第四品勇士与瑜伽母无二仪轨（Vīra-yoginyadvayaṃ nāma-vidhi-pa[image: ]-ala[image: ]catūrtha[image: ]）讲述胜乐金刚与瑜伽母无二修炼方法。

第五品根本真言声字抉择仪轨（Mūlamantrasyāk[image: ]aroddhāra-vidhi-pa[image: ]ala[image: ] pañcama[image: ]），汇集根本真言的仪轨。根本真言咒语是ālikali，通过咒语体会道秘和四灌顶，证达八大空性。生起次第四大空性包括曼荼罗空性、本尊空性、真言空性和智慧空性，圆满次第四大空性的曼荼罗空性是各位瑜伽母，本尊空性是精进，真言空性是所说本名，智慧空性是脉道菩提心。

第六品六勇士甲胄抉择仪轨（[image: ]a[image: ]-vīrakavacoddhāra-vidhi-pa[image: ]ala[image: ] [image: ]a[image: ][image: ]ha[image: ]）,汇集六种胜乐的甲胄真言。

第七品真言抉择仪轨，（Mantroddhāra-vidhi-pa[image: ]ala[image: ] saptama[image: ]）,讲述六位瑜伽女的甲胄真言。

第八品颠倒心及六瑜伽母真言抉择仪轨（Viparīta-h[image: ]daya-[image: ]a[image: ]-yoginī-mantroddhāra-vidhi-pa[image: ]alo-a[image: ][image: ]ama[image: ]）。

第九品根本真言羯磨仪轨（Mūlamantrasya karma-vidhi-pa[image: ]alo-navama[image: ]）,以真言为基础，在手印的配合下，能迅速获得一切成就。

第十品成就三身心咒羯磨仪轨（Kāyatraya-siddha-h[image: ]dya-mantrasya-karma-viddhi-pa[image: ]alo-da[image: ]ama[image: ]）,三身即化身、受用身与法身，分道三身和果三身。

第十一品七生性相仪轨（Saptajanmana[image: ] lak[image: ]aṇa-vidhi-pa[image: ]alo-ekāda[image: ]ama[image: ]），指出修习者通过修炼三身现心的业聚与相应密法，念诵胜乐心咒，就会获得悉地。

第十二品近心羯磨仪轨（Upah[image: ]dayasya karma-viddhi-pa[image: ]alo-dvada[image: ]ama[image: ]）,为修本尊心咒的业仪轨，指出本尊心咒能完成业资粮的一切成就。

第十三品甲胄真言加行仪轨（Kavaca-mantrasya prayoga-viddhi-pa[image: ]ala[image: ] trayoda[image: ]ama[image: ]），讲甲胄真言的业仪轨，即依靠轮修业资粮的方法。

第十四品吉祥呬噜迦母驴相成就仪轨（Gardabhāra-yoga-[image: ]rīherukī-karaṇa-vidhi-pa[image: ]ala[image: ] caturda[image: ]ama[image: ]），说呬噜迦显现驴相仪轨，即通过驴瑜伽观见七生相。

第十五品声字密印仪轨（Ak[image: ]arachoma-vidhi-pa[image: ]ala[image: ] pañcada[image: ]ama[image: ]）,通过念诵咒语，加强修炼，能成就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成就。

第十六品七瑜伽母相观察仪轨（Sapta-yoginī-lak[image: ]aṇa-parīk[image: ]ā-vidhi-pa[image: ]-ala[image: ] [image: ]o[image: ]a[image: ]ama[image: ]），为观察瑜伽母身相的方法。瑜伽母，指七空行母，或具种女，其肤色白如莲根，形若莲瓣，眼睛竖长，喜着白衣，全身散发檀香味，供养佛像塔。

第十七品开示一切瑜伽母身形互易与手印仪轨（Sarva-yoginī-rūpa-parivartecihna-mūdra-vidhi-pa[image: ]ala[image: ]-sapta-da[image: ]ama[image: ]）,讲手印仪轨。三十七位空行者在世间和出世间被当作本尊供养。

第十八品一切瑜伽母色相标帜仪轨（Sarva-yoginī-varṇa-lak[image: ]aṇa-cihna-vidhi-pa[image: ]alo a[image: ][image: ]āda[image: ]ama[image: ]）,为一切瑜伽母色相、相决定仪轨。

第十九品一切瑜伽母手印分别仪轨（Sarva-yoginī-mudrā-nirde[image: ]a-vidhi-pa[image: ]ala ūnaviṃ[image: ]atiṃa[image: ]）,述一切瑜伽母的手印。瑜伽母的手印分莲花手印、龟手印、剑手印、铃手印、轮手印和螺手印，各种手印皆有不同的修炼方法与旨趣。

第二十品一切瑜伽母持印施设仪轨（Sarva-yogīnya hasta-mudrā-saṃketa-vidhi-pa[image: ]alo viṃ[image: ]atiṃa[image: ]）,为一切瑜伽母的手印诀咒仪轨。

第二十一品观见支分印相仪轨（Dar[image: ]anāṇga-mudrālak[image: ]aṇa-vidhi-pa[image: ]ala ekaviṃ[image: ]atima[image: ]）,说支相仪轨，介绍向他人显示手印的方法。

第二十二品分别印相仪轨（Vi[image: ]e[image: ]amudrā-lak[image: ]aṇa-vidhi-pa[image: ]alo dvāviṃsa-tima[image: ]）讲述手印相仪轨，手印指手的标帜，也包括舌、头、眼等一些支手印。

第二十三品空行母分别标帜印相仪轨（[image: ]ākinī-vi[image: ]e[image: ]a-cihna-mudrā-lak[image: ]-aṇa-vidhi-pa[image: ]alas-trayo-viṃ[image: ]atiṃa[image: ]）,为空行母殊相手印的性相仪轨。

第二十四品四部一切施设语仪轨（Catur-varga-sarva-sa[image: ]ketabhā[image: ]ā-vidhi pa[image: ]alascatur-viṃ[image: ]atima[image: ]）,为四部相仪轨，补充说明第十五品提出的摄集字咒的标记。

第二十五品根本真言一切守护仪轨（Mūla-mantra sarva gopya-vidhi-pa-[image: ]ala[image: ] pañca-viṃ[image: ]atima[image: ]）,讲众弟子及律仪仪轨，叙述所要持守的八种三昧耶。

第二十六品弟子分别胜乐仪轨（[image: ]i[image: ]yaparīk[image: ]ā-samvara-vidhi-pa[image: ]ala[image: ]-[image: ]a[image: ]-viṃ[image: ]atima[image: ]）述与弟子修行有关的仪轨

第二十七品行、荼行、供养、施食仪轨（Carya-vrata-pūjā-bali-vidhir-nāma-pa[image: ]ala[image: ] sapta-viṃ[image: ]atima[image: ]）,讲述行、禁行、供奉、朵玛仪轨。

第二十八品内护摩与同种仪轨（Adhyātmahomavarṇaktva-vidhi-pa[image: ]alo a[image: ][image: ]āviṃ[image: ]atima[image: ]）,是使者相与能力位仪轨，讲述女友修炼俱生智慧的具体方法。

第二十九品女使相爱染安住仪轨（Dūtī-lak[image: ]aṇa-sakty-avasthā-vidhi pa-[image: ]ala ekonatriṃ[image: ]atima[image: ]）,讲内护摩及同种仪轨，重在戏论行的所依补特伽罗的所作、非所作的区别。

第三十品集结鼓咒抉择仪轨（Marajabandha-mantroddhāra-vidhi-pa[image: ]alastriṃ[image: ]atima[image: ]）,采集鼓咒。结合第五、七两品所说的本咒成就，讲述采集婆娑明王真言的过程。

第三十一品秘密恭敬供养仪轨（Guhya-pūjā-satkāra-vidhi-pa[image: ]alas-trayas-triṃsatima[image: ]）,介绍实践啖食、护摩、施食的仪轨。

第三十二品畜生起尸成就法生起次第仪轨（Tiryak-pa[image: ]u-vetāla-sādhan-otpattikrama-vidhi-pa [image: ]alo dvātriṃ[image: ]atima[image: ]）,介绍修炼畜牲、起尸和生起次第法的仪轨。

第三十三品秘密供养、承事仪轨（Guhya-pūjāsatkāravidhi-pa[image: ]alas triṃ[image: ]-atima[image: ]）,叙述秘密供和承事供。

第三十四品（Advayadūtīhomākar[image: ]aṇa-vidhi-pa[image: ]ala[image: ]catustriṃsatima[image: ]）,密友护摩及羯磨仪轨。

第三十五品不二羯磨与非时死救赎仪轨（Advaya-karma-kālam[image: ]tyuvancana vidhi-pa[image: ]ala[image: ] pañcātriṃ[image: ]ātima[image: ]），主要叙述在前品修法基础上进一步修持四次第业的方法。

第三十六品真实供养与承事仪轨（Tattva-pūjākar[image: ]aṇa-vidhi-pa[image: ]ala[image: ] [image: ]a[image: ]-triṃ[image: ]atima[image: ]）,空性供和羯磨仪轨，低根人依羯磨手印修行，中根人依三昧耶手印光明妃即右脉修行。

第三十七品内自在供养仪轨（Adhyātmava[image: ]yādhikāravidhi-pa[image: ]ala[image: ] saptatriṃ[image: ]atima[image: ]），着重介绍手印修炼法，从羯磨手印讲右脉修持法，从本咒修炼讲三种方便和护摩手印的修持方法。

第三十八品瑜伽母修行地及秘密勇士仪轨（Yoginīsādhya（sthāna）prade[image: ]aguhyavīrālaya-vidhi pa[image: ]alo'[image: ][image: ]atriṃ[image: ]atima[image: ]），重点讲道秘和自利行中的无戏论及极无戏论法。

第三十九品观笑仪轨（Dar[image: ]anā[image: ][image: ]ahāsa vidhi pa[image: ]ala ūnacālī[image: ]atima[image: ]），介绍瑜伽师在尸寒林等修行圣地修炼八笑的方法。

第四十品五种姓及依止大手印的仪轨（Pañcavarṇava[image: ]īkaraṇamahā-mudrāsevana-vidhi pa[image: ]ala[image: ] cālī[image: ]atima[image: ]），讲述五种羯磨手印。

第四十一品安排二十四字咒曼荼罗仪轨（Utpannasāmarthasyayogina[image: ] karmasiddhasvarūpa varṇaṃ caturvi[image: ]ati yoginīnāmtāvatsaṃkhyāka gopyāk[image: ]are[image: ]u nyāsaviddhinaṃca），通过业资粮讲成就相。

第四十二品笑咒和空行母形象的幻化仪轨（Hāsamantrasya yoginīrū-pamāyāyā[image: ]ca vidhivarṇanam），介绍依止瑜伽母修行果秘密成就方法。

第四十三品内心羯磨成就仪轨（Upahr。dayakarmasiddhi vidhi-pa[image: ]ala[image: ] tricālī[image: ]atima[image: ]），介绍果秘密七字羯磨资粮。

第四十四品六瑜伽母七字羯磨仪轨（[image: ]a[image: ]yoginīnāṃ saptāk[image: ]arakarma-vidhi-pa[image: ]ala[image: ] catu[image: ]cālī[image: ]atima[image: ]），讲秘密果中六位瑜伽行者的特殊业七字幻轮业资粮。

第四十五品六瑜伽母羯磨语成就与勾召仪轨（[image: ]a[image: ]yoginīnāṃ karmavā-ksiddhyākar[image: ]aṇa-vidhi pa[image: ]ala[image: ] pañcacālī[image: ]atima[image: ]），向六位瑜伽母授记及字成就仪轨，重点介绍修炼果秘密法时涉及的六位瑜伽母的甲胄咒业资粮。

第四十六品诃等五字羯磨仪轨（Pañcahakārakarmavidhi pa[image: ]ala[image: ]-[image: ]a[image: ]cālī-[image: ]atima[image: ]），为诃（ha）等五字的业仪轨。

第四十七品一切佛母荼吉尼真言诸羯磨仪轨（Sarvabuddhā[image: ]ākinīmant-rasya sarvakarma-vidhipa[image: ]ala[image: ] saptacālī[image: ]atima[image: ]），述空行母咒的一切业仪轨。

第四十八品一切勇士及荼及尼守护藏曼荼罗仪轨（Sarvavīrā[image: ]ākinyā-layagopyamaṇ[image: ]ala-vidhipa[image: ]ala[image: ] a[image: ][image: ]acālī[image: ]atima[image: ]），瑜伽师与空行母的地秘密坛城仪轨，重点讲述业资粮真言的特殊功能。

第四十九品七生所成相转变仪轨（Saptajanmasādhyarupaparivartana-vidhipa[image: ]ala ūnapañcā[image: ]atima[image: ]），修炼七生相的仪轨。

第五十自在护摩初地场所分别仪轨（Va[image: ]yahomapī[image: ]hādibhūminirde[image: ]a-vidhi pa[image: ]ala[image: ] pañcā[image: ]atima[image: ]），主要讲术用金刚瑜伽母的心咒修业的方法。

第五十一品吉祥呬噜迦怛特罗王十万颂中集出一切怛特罗最上吉祥呬噜迦大勇士念诵成就一切无能胜本来成就后怛特罗（Mahātantrarājaṃ lak[image: ]-ānta ā[image: ]pāti cottarottaraṃ rājā sarva [image: ]āstrāṇāṃ [image: ]rīherukamahāvīrapa[image: ]hitasiddhisar-vajñāparājita-ādisiddhi cottaratantraṃ [image: ]rīcakrasaṃvaraṃ nāma mahāyoginītantra-rāja ekapañcā[image: ]atima[image: ] pa[image: ]ala[image: ] samāpta[image: ]），全面总结第一品提出的道秘和果秘，运用卵生原理解析十四种空性，认为法衣对修行生起次第法大有裨益，五手印是修定时瑜伽行者和瑜伽母的身体所有的装饰。[43]

（二）《胜乐》注释怛特罗

胜乐教法自产生就在印度甚为流行，从其根本怛特罗问世后，它在10—13世纪广为流传。胜乐教法不仅曾在北印度流行，它还远播斯里兰卡。1400年前后，天护编纂的《集异门论》（Nikāya-saṃgraha）列出无畏山寺派研习的三十四部怛特罗[44]，其中就有《胜乐根本怛特罗》。以胜乐根本怛特罗为基础，又出现了多种胜乐注释怛特罗，以补充完善根本怛特罗的内容，并对其义理、词义作阐发与详解。宗喀巴认为，注释怛特罗主要解释根本怛特罗的圆满次第法，强调气、脉、明点、猛厉火及菩提心。

胜乐教法的注释怛特罗为数颇多，当时的修习与传承者对这类著作的分判也各有差别，如金刚阿阇梨认为有三十二部之多。星王月提及六部，其中《金刚空行怛特罗》、《桑布札怛特罗》、《阿毗达那怛特罗》属注释怛特罗，《呬噜迦现生怛特罗》、《金刚亥母现生怛特罗》、《胜乐生律精要怛特罗》属于生源类。[45]超戒寺北门守护师那若巴（Naropa）认为胜乐教法的注释怛特罗有五部，即《金刚呬噜迦现生》、《空刚空行》、《瑜伽母现行》、《四瑜伽全怛特罗》与《胜乐金刚注释阿毗达那》。又有班智达持满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两部，持七部说。

在西藏佛教传统中，胜乐教法的注释怛特罗为数更多，通常认为有九部。《布顿目录》中列出胜乐注释怛特罗多达十二种，分别是《胜乐金刚注释怛特罗阿毗达那》、《金刚空行现行法》、《瑜伽母现行法》、《金刚空行海》、《胜乐生律精要怛特罗》、《胜乐饮血现生怛特罗》、《胜乐金刚等虚空怛特罗》、《金刚亥母现生根本怛特罗》、《金刚亥母现生后怛特罗》、《金刚亥母现生注释怛特罗》、《四瑜伽母合怛特罗》、《三俱胝中所出发髻上竖大幻化母密怛特罗》。

《胜乐金刚注释怛特罗阿毗达那》（Abhidhāna-uttara-tantra-nāma），又名《决定说上师怛特罗之上师怛特罗王》，简称《阿毗达那》，是胜乐根本怛特罗的最早注释本。全书分六十九品，分两部分详细解释生、圆两种次第法的主要内容，提出三十八种曼荼罗法，通过转寿、隐父、隐母、摄种等六百七十一尊寿曼荼罗，对《胜乐根本怛特罗》所说的生起次第法作了补充、说明和解析。

《大怛特罗王吉祥金刚空行怛特罗》（[image: ]ri-vajra[image: ]āka-māma-mahātantrarāja），简称《金刚空行》，共五十品，从实有、咒语、禅定、幻轮等方面解释根本怛特罗提出的业资粮。其中第一、二、十二、十四品讲生起次第业，第十一品讲猛厉火的修炼方法，第十五品讲顶轮、喉轮、心轮及脐轮以及依止四轮修气人中脉，依运气修生起猛厉火的圆满次第法的方法，其余诸品讲述方便、智慧无二法及根本咒、四手印等。

《瑜伽母遍行怛特罗》（Yoginisamcārya）共十七品，注释根本怛特罗所说的各种仪轨。前十品讲生起次第法的俱生智慧及修炼俱生智慧所依据的各种咒语，尤其对三十七菩提分法、无二行仪轨及呬噜迦成就解释颇为详细。

《金刚亥母现生怛特罗》（Khyāvajra-vārāhi-abhidhanāta-tantrattara-vārāhi-abhibodhiya-nāma）由《根本怛特罗》、《后怛特罗》、《注释怛特罗》三部分组成。《根本怛特罗》全名《一切空行母无二意不可思议慧亥母现生根本怛特罗》共十品，据译后记声称，此经是由佛薄伽梵大威德呬噜迦宣讲。《后怛特罗》有两品。《注释怛特罗》全名《亥母现生注释怛特罗》，或《亥母现证》，共四十五品，从采集金刚亥母本咒及其他根本咒语方面解析业资粮和三摩地，建立三曼荼罗灌顶法门。

《吉祥大胜乐出生怛特罗王》（[image: ]rī-mahāsaṃvarodaya-tantrarāja），又名《胜乐生律精要怛特罗》，共三十三品。[46]这部书一向被认为是注释根本怛特罗王的著作，从其内容来看，它对胜乐教法已有了很显著的发展，具有晚出的时轮教法的影子，在胜乐教法的传承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因而备受重视。

《吉祥大胜乐出生怛特罗王》第一品为绪论，金刚手请世尊开示胜乐教法，声称此怛特罗仅为一种略本。第二品讲生起次第法（Utpattinirdeshapa[image: ]ala），提出胜乐的本源问题，即胚胎发育过程。经文指出，人体全身有一千零七十二条脉，其中以左、右、中三脉为主干脉，精血住中脉，是明点产生的地方。精、血结合后第一个七日，凝结如酪，尚未成肉，称阿部昙（arbuda）。羯罗蓝位状如凝酥，开始浮动。到了第三个星期闭尸位，成肉而稀。第四周成肉坚硬，始被气所动，成肉形。五个月时，四肢形成。七个月毛发长出，始有声音，指甲成形。八个月根和身体的支节出现。九个月全部成熟。十月分娩。前五位相当于不动佛、宝生佛、无量光佛、不空罥索佛和毗卢遮那佛。左脉主管精液，右脉主管经血，两相结合，为法体性。水界为父，从父的精液形成筋脉、足、精液。火界为母，从母血形成皮、肉、血。这是即人体胚胎发育过程来隐喻佛法的根本义旨与修习次第。

第三品讲述圆满次第教法（Utpannakramanirdeshapa[image: ]ala），依止身曼荼罗，成就法身、受用身和化身，以慈悲为方便。第四品，讲四大种、五蕴、五部佛、六境的差别。风是命气，火是生活相，水是甘露，地是居住田，地、水、火、风成为构成自然界和人体的四大元素。第五品讲日月的口诀。日月是脐轮的两条脉，月脉在下，日脉在上，阿鬘、迦鬘分别流通于月脉和日脉上，两脉流动之相，左脉是进入道，右脉是生源道。第六品讲身体的气。第七品讲脉轮方便。身体的一千七十二条脉中，主脉一百二十余条，其中二十四条中的左、右、中三脉支配身体的各个部分，是生命的支柱，气通则脉顺，脉顺则明点足，明点足则脐火旺盛，最终产生俱生智慧。

第八品讲三昧耶的名号仪轨。第九品讲修行之地的特点与择法。第十品讲业的差别和曼荼罗的设置方法。第十一品讲述所诵的咒语。第十二品讲念珠的形制、数目与颜色。第十三、十四、十五品，讲呬噜迦的生起次第法、供奉仪轨和所使用的器皿，要求向本尊献供的器具必须是金、银、铜器，或海螺和泥制品。一般分为龟器、摩纳器和石器。第十六品讲五种甘露的修持法。第十七品讲曼荼罗线相。第十八品讲灌顶的程序。

第十九品，讲死亡预兆和往生瑜伽。往生瑜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修行方法，当血脉流至口、两耳、两鼻孔、两目、肛门、尿道时，在中枢神经的领导下，依靠心脏控制。血脉压制呼吸，意识被夺，面临死亡，这时必须加强修炼往生瑜伽。

第二十、二十一品讲四时及行。第二十二品讲本尊，瑜伽怛特罗瑜伽母怛特罗的本尊有数十万，运用方便智慧双运瑜伽修炼大乐。第二十三品讲护摩。第二十四品至第二十八品讲业、护摩、真言咒语等。第二十九品讲空性，胜乐的体性是俱生智慧，脉是空行母，生处支是曼荼罗，三者一如，即无碍无住。第三十品讲画像的方法。第三十一品讲菩提心的转变。第三十二品讲食子供。

第三十三品总结全书，指出身体是修证佛法的根本，如果无色就无其他一切，没有常住之法，根本谈不上取舍。因此，诸法若如梦境，喜果和菩提心无二无别，欢喜大乐和智慧慈悲犹如灯和光，智慧和方便双运修，能成就菩提心。

《四瑜伽母相合怛特罗》（Catur-yogini-saṃpu[image: ]a-tantra）七品，重点介绍金刚亥母法。第一品讲在众瑜伽母所生大怛特罗中四瑜伽母相合，讲八位金刚亥母和八种手印。八手印，指趋入手印、发心手印、愚弄手印、堕落手印、舞女手印、能杀女手印、能尽手印和取上手印。第二品讲述曼荼罗。第三品讲三昧耶的五种甘露法。第四品讲空性口诀加行法，以及胎生与五大的关系。第五品讲护摩仪式。第六品讲中观空性。

《金刚空行海怛特罗》，全名《吉祥空行海瑜伽母怛特罗大王》（[image: ]rī-dākārṇava-mahāyogini-tantrarāja），共五十一品，第一品讲灌顶。第二品讲坛城。第三品讲灌顶本性。第四品讲灌顶的意义，提出修炼生、圆二次第法的静虑和咒语。第五品至第八品讲咒语。第九品至第十四品讲修行成就究竟业的方法。第十五品至第二十四品从字号、六部差别、名差别、空行部相、罗玛部相、手记、观手印、支手印、性相手印、语记十方面讲述使者俱生成就法。第二十五品讲根本咒。第二十六品讲女伴喜守的三昧耶。第二十七品讲所得手印。第二十八品、第二十九品，讲有戏论行。第三十品至第三十三品，讲诸行三昧耶，包括手供、名号及食物仪轨。第三十四品，讲大手印法。第三十五品至第三十七品分别讲法手印、讲业手印和三昧耶手印。其余各品讲述三瑜伽的共同成就等。[47]

三 胜乐教法的传承

胜乐教法在密教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处于密集教法向时轮金刚乘教法的过渡阶段，在印度怛特罗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9世纪到11世纪，胜乐教法在超戒寺堪称显学，其数任住持都是以传承胜乐教法而著称的成就师。

超戒寺第三任住持——来自斯里兰卡的胜贤法师，致力于胜乐教法的修习与传承，其法脉非常兴盛。胜贤或称楞伽胜贤（La[image: ]ka-jayabhadra），主要活动于摩须罗祇多王（Masurak[image: ]ita）时代，其时约当公元9世纪中期。胜贤生于楞伽国即斯里兰卡，在本国时他就是精习一切声闻教藏的比丘班智达，后来又到摩揭陀精研大乘教法，特别擅长秘密真言。相传他曾到南方恭建那（Ko[image: ]kana）国，住在一个叫作摩诃频婆（Mahābiṃba）的地方，此地又称无触塔，相传是在天空生成的塔形。楞伽胜贤住于塔中为诸弟子教授真言乘教法。又传说林中水牛要来伤害他时，他运用期克印指向狂怒的水牛，水牛即就地死去。后来，胜贤曾经在超戒寺担任第三任住持，修持总摄轮（Cakrasambara），即胜乐轮，亲见本尊，并著有《秘密胜乐轮怛特罗疏》（Cakrasaṃvara-viv[image: ]ti）等著作。胜贤的《秘密胜乐轮怛特罗疏》是较早的一部胜乐根本怛特罗注疏，其书中尚缺少对根本怛特罗第五十品下半部分与五十一品的注释，其时胜乐根本怛特罗仍处于发展阶段，这些内容是后来补充进去的。[48]承胜贤之法者为金刚笑（Vajrahāsa）。金刚笑在胜乐轮的修持方面负有盛名，超戒寺六贤门之西门守护者语自在称（Vāgī[image: ]varakīrti）即出其门下。语自在称传胜乐教法，获得语自在悉地，故得名语自在称。

超戒寺第五任住持是有贤（Bhavabhadra），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他精通一切法，特别熟习唯识宗义，通晓怛特罗经典达五十种。相传他是在睡梦中接受胜乐轮加持，亲见多罗母，修持丸成就。此外他还修持采炼之术等多种法门，也都获得成就，获得丰厚的供养，利益教化众生。据考证，有贤又名婆和婆咤（Bhavabha[image: ][image: ]a）[49]，曾以“班智达阿阇梨婆和婆咤足”（Paṇ[image: ]itācārya-Bhava-bha[image: ][image: ]a-pāda）之名著《吉祥胜乐轮详注》（[image: ]rī-cakra-saṃvara-viv[image: ]ti/pañjika）一书，是现存胜乐根本怛特罗最早的完整注本。与前述胜贤的胜乐注相比，婆和婆咤的注释晚出二三十年，正是胜乐根本怛特罗最后写定的时期，所以他对全部五十一品都作了详细的注释。[50]婆和婆咤的这部著作有数种梵语写本及藏文译本，《布顿目录》注录此书，题作《胜乐轮难义释》（[image: ]rī-cakra-saṃvara-pañjika）。

超戒寺第六任住持是具缘称，或译作福称（Bhavya-kīrti），也精于胜乐教法，著有《胜乐根本怛特罗难义释勇士悦意论》（[image: ]rī-cakra-saṃvara-pañjikā-[image: ]ūramanojñā-nāma）。多罗那他说他具足无碍神通，是到达真言论海彼岸者。

超戒寺第十任住持为善逝护（Tatha-gata-rak[image: ]ita，如来护），他精通降阎魔尊和胜乐教法，由此获得声誉与权威。相传他具有观缘每一内脉处，就能知道不同地域和种种动物的语言，没学过的论典能自然了知。[51]据《布顿目录》所载，他著有《胜乐根本怛特罗二种合解》，即《双俱解构》（Ubhaya-nibandha）、《瑜伽母平等行解构》（Yoginīsaṃcārya-nibandha）。

以超戒寺为中心，胜乐教法在佛教兴盛的北印度地区传习之风颇为兴盛，修炼胜乐教法获得成就的人很多，他们为《胜乐怛特罗》作注，阐发其义旨，补充、修订其仪轨，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传承关系。据循奴贝《青史》与宗喀巴《显明论》所载，胜乐教法的传承依次为金刚持（Vajradhara）传金刚手（Vajrapāṇi），以后依次为沙罗诃（Sara[image: ]）、山隐自在（[image: ]abare[image: ]vara）、鲁伊巴（Lūipa）、陀梨迦波（Dārika-pa）、金刚铃（Vajra-ghaṇ[image: ]a）、龟足（Kurma-pāda）、持燃（Jayandhara）、黑行者（K[image: ][image: ]ṇācārya）、尊胜（Vijaya-pāda）、谛洛巴（Tillipa）、那若巴（Nāropa）、扇底巴（[image: ]āntipa，宝作寂）、阿底峡（Atī[image: ]a）等。除此之外，11世纪到印度亲从那若巴听闻胜乐教法的玛尔巴译师传承了另外一种法系。

在胜乐教法各系传承中，金刚持与金刚手似乎是传说中的人物，有一种题为金刚手（Vajrapāṇi）所著的《胜乐根本怛特罗上部释》（Lak[image: ]ābhi-dhānāduddh[image: ]ta-/Lak[image: ]ābhidhānataṃtroddh[image: ]ta-laghvabhidhāne Piṇ[image: ]ārthavivar-aṇaṃ nāma prathama[image: ]-nāma-prathama[image: ] [image: ]īkā-pariccheda[image: ]）仍存有梵语写本，其生平行迹尚不清楚。

依据藏传佛教传统，在胜乐教法传承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是鲁伊巴、金刚铃、黑行者、那若巴，他们都建立了独特的修持方法，颇受后世密教僧徒的重视。

（一）鲁伊巴的生平与修持法

鲁伊巴（Lūyīpā,或译鲁俄巴），意为食鱼肠者。相传他在修行期间，曾以鱼肠为食，故得此名。鲁伊巴原名为庆喜贤（Anandabhadra），于公元八九世纪之交出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乌仗那国。自幼学习语言文字、数学和其他技艺，后偶遇山隐自在（《竹巴教史》说是沙罗诃），通过承事供养，被摄授为徒，山隐自在在吉祥轮律仪曼荼罗中传授灌顶，讲解经怛特罗口诀，亲自指导实践。

山隐自在（[image: ]abare[image: ]vara），意为狩猎者或居山修行者。相传他长期在旃陀罗毗陀罗摩罗山以狩猎为生，被观自在菩萨照见后，化成一位同样的狩猎者来到他跟前讲解杀生的罪过，引导他步入佛道。山隐自在遵循观自在教导，来到达德日山苦修十二年，获得殊胜成就。

鲁伊巴从山隐自在学得胜乐教法后，从西印度远涉来到东印度的藩伽罗传教，经常以树叶当衣，鱼肠为食，不追求享乐，因其成就显著，被誉为“大瑜伽自在鲁伊巴”（Mahāyoge[image: ]vara-Lūyīpāda），达摩波罗王奉他为上师。晚年，鲁伊巴从东北印度经中印度行化来到南印度的欧提毗舍城，教化了无垢旃檀王及其众臣，调伏了外道僧。

与上述记载不同，多罗那他《八十四位成就者传》记述说，鲁伊巴是僧伽罗洲的一位王子，父王驾崩后被众臣拥立为王，但他厌烦政治，虔诚佛法。为了达到削发为僧的目的，他用金银贿赂侍从，换成粗布衣服趁黑夜逃离王宫来到罗摩纳（Ramana）王所辖的罗麦舍罗（Rameshavra）行乞。由于他天资聪慧，相貌庄严，因而赢得当地人的青睐和布施。不久，鲁伊巴前往中印度的金刚座，夜宿尸林，昼出行化，受空行母的指点舍弃分别相，苦心修炼胜乐教法十二年，得大手印成就。但相比之下，更多的资料证明鲁伊巴是乌仗那人，为山隐自在的直传弟子。

据《布顿目录》所载，鲁伊巴在胜乐教法方面的撰述有《胜乐金刚修持法》（[image: ]rīcakrasaṃvarābhisamaya），或作《吉祥佛薄伽梵现观论》、《胜乐独雄修法摄略论》[52]。此书在当时及后来都有很大影响，后来的陀梨迦波、腊哇巴（或腊瓦巴）、如来金刚、慧护（Prajñārak[image: ]ita）、阿底峡、童觉（Kumarabodhi）、猛金刚（Viravajra）等人均曾为其书做过注释。如慧护著有《吉祥现观名义详注》（[image: ]rī-abhisamaya-nāma-pañjikā），阿底峡作《现观分别名论》（[image: ]bhisamaya-vibhan·ga-nāma），猛金刚著有《吉祥胜紧凑乐轮现观详注》（[image: ]rī-cakra-saṃvara-abhisamaya-pañjikā）等。

鲁伊巴所传的胜乐教法被称为“胜乐根本教法”。它以缘起性空为思想基础，目的在于证达性空。胜乐空性分住空、升腾空、供养空、趋人空、圆满空、加持空、灌顶空、三摩地空、摄集空以及清净空。鲁伊巴认为，胜乐教法中所说的呼气，包括如来呼气和持金刚呼气两种。世俗谛是如来呼气，世俗谛者，趋入空慧及一乘智慧所成就的相好正圆满幻身，光明智慧用“翳”（e）字表示，为般若、空性；正圆满幻身用“旺”（vam）字表，为大悲、方便。两者无二无别，相互结合。胜义谛是金刚呼气，从道方面讲，包括生起次第道和圆满次第道；从果方面讲，为色身和法身。

鲁伊巴认为，方便为乐，智慧为空性，要认识体悟其道理，须依靠手印女和其他加行。手印女并非真正的女性，而是智慧。离开手印而单独修行，难以得到光明身与佛果。心住空性，修菩提心，引导左右二脉之气进入中脉，产生明点，猛厉火燃炽，熔化菩提心，达到俱生欢喜的感受。其中菩提心包括白菩提心和红菩提心两种。

鲁伊巴所讲的圆满次第法着重探讨消除烦恼罪过、修金刚心、证悟诸法性空的道理和行道方法。圆满现观法涉及咒生、田生和俱生，被称为三使者。咒生，亦名“胎生”，是从真言念诵声中出现的瑜伽师。田生指住于赡部洲的化身。俱生指受用身住于无色界的大乐轮五本尊。从观想的本尊角度来看，胎生指瑜伽师所想象的三十七位本尊，田生指能摄、所摄赡部洲三十七位本尊，俱生指住于五色界的各位本尊，相当于凡夫心行境上的三位使者。鲁伊巴认为，曼荼罗轮也有胎生、田生和俱生之别，分指护守曼荼罗八角门的瑜伽母，二十四位男女勇士和五位大乐本尊。咒生、田生、俱生和法身相互关联。气入中脉后，出现身、气、心、见和梦境五种相状，身相为汇聚于眉间的气息，缓慢上行到顶轮消化。气相是修行至极高境界时从两鼻道缓慢流动的气息。心相与明空无别。见相如烟焰。梦境相为梦见自身腾飞和身子浮起，或乘车、疾驰的相状。

咒修是鲁伊巴所传生起次第法的重要法门，它包括三步，首先是修炼根本五喻，包括磁铁动铁喻、重摄银水喻、龟支缩喻、流星相互溶入喻与盐溶入水喻。其次是字咒修持法。生起次第法修行圆满后，刹那忆念本尊呬噜迦父母，意想脐间四瓣莲花之东地气为黄色，左边水气为白色，背面火气为红色，右边风气为绿色，中央天空之风气明点为蓝色。依次通过出、入息观想，修炼心、生、人、气瑜伽，观见酥油灯燃烧的相状，是气归入气之相。观见绿色“伊”（yi）字融入中央的蓝色明点中散发光芒。最后是明点修。在字咒的基础上修炼明点，东修黄色明点，左修白色明点，后修红色明点，右修绿色明点，按照同样的方法修炼光明线的生、人、气瑜伽，获得俱生智慧，证达空性。

在鲁伊巴所传教法中，化、受用、法三身被视为修道的方法。自心曼荼罗是田生所化，田生又是俱生所化，两者都是化身。俱生运用无住、寿转两种方法享受无漏之乐，叫作圆满受用身。法身是法之身。从坛城轮三身讲，大乐轮是法身，三轮是受用身，八边门是化身。从现观三身讲，外曼荼罗是化身作道的修持法，身曼荼罗咒加持是圆满受用身作道修持法，圆满次第行是法身作道修持法。

供养分真言供、外供、甘露供、欢喜供、意些供、赞颂供和秘密供。修行结束后，举行施食仪式，抛撒食品、酒肉等以供养本尊。时间一般选在下弦月初十及仲冬初十。施食时，瑜伽师坐北朝南，立坛供养。[53]

鲁伊巴一生重在传法灌顶，无暇撰述，故流传著作不多，但从其受法弟子甚众，上到君臣权贵，下及缁素百姓，随学徒众甚多，其中陀梨迦波和阇格巴堪为其衣钵传人。

陀梨迦波（Dārika-pa），意为“服待娼妓”或“女儿者”，本名因陀罗或无垢旃陀罗，是萨勒毗陀罗（Saliputra）的国王。一次，他率领众臣出宫去狩猎，返途中受到庶民百姓的恭敬叩拜，唯独鲁伊巴视而不拜。当其遭到侍者的斥责时，鲁伊巴不为所惧，并施展法术，使在场众人归服。鲁伊巴又以佛陀胜义说服陀梨迦波王禅位王子，与大臣阇格巴一起皈依佛门。随后，陀梨迦波王与阇格巴入曼荼罗坛城，从鲁伊巴受胜乐灌顶。此后，陀梨迦波游学欧提毗舍、毗达毗罗等地区，经过十二年的苦行修炼，获得大手印成就，度化了几百名娼妓，引导其趋入佛门。

大成就者阇格巴（Jaga-pa），意为“舂米者”，初为陀梨迦波王的大臣，后被鲁伊巴摄服，与其君王同时皈依佛门。相传，鲁伊巴为消除他的轻慢之心，以三百多罗黄金的价格将他卖给阇亨那达毗罗一家酒店的女老板，让他舂米酿酒。在酒店的十二年中，他白天舂米，夜晚修炼密法，最后获得大手印成就，在当地度化七百人。相传他和陀梨迦波王合著有《吉祥佛薄伽梵现观论释》，并把胜乐教法传授给金刚铃，使鲁伊巴的法嗣不断。

（二）金刚铃及其胜乐修持法

金刚铃（Vajraghaṇ[image: ]ā-pāda），是东印度罗那陀罗王子，父王谢世后嗣继王位。后因好佛厌政，他便舍弃王位进入那烂陀寺，从胜天（Jayadeva）论师受出家戒，法名智藏（Jñāna-garbha）。智藏聪明好学，善于思考，经数年苦心钻研，掌握了内外各派的教理。相传他曾代表那烂陀寺与一位学识渊博的外道僧辩论，获得胜利，赢得“阿阇黎胜敌”的美称，被萨勒毗陀罗王提婆波罗奉为上师，随他修习三藏。此后，他拜陀梨迦波王为师，在胜乐坛城中接受灌顶，一边钻研经义，一边修行体验。他遵照上师的教导，来到藩伽罗的一片密林深处静心修炼，不久又赴乌仗那，从学于一位女瑜伽师，再受胜乐灌顶，研求胜乐五次第教法。

获得成就后，智藏奉师命赴南印度欧提毗舍，在密林中继续修炼，被狩猎的国王发现，其时他正修炼五次第法中的第三次等三昧耶手印法。国王邀请他赴城中做应供上师，被智藏严词拒绝。国王大怒，向全国发出通告，募集能毁坏其修行者，有酒店女老板受命前往。她先向智藏供养食物，又派自己16岁的女儿前去服侍，结果其女儿被智藏作为修炼五次第法的手印明妃，一年后生下一男一女。这成为国王追杀智藏的借口。为了躲避国王的追杀，智藏施展法术，将男孩变成金刚，把女孩变成铃，把明妃变成金刚亥母，把自己变成胜乐轮，以此躲过劫难。此后他便被世人称为金刚铃尊者。

在其后半生中，金刚铃主要活动于当时印度的密教中心欧提毗舍等地。他恪守戒律，弘法授业，教授不辍，从学弟子甚多。金刚铃在无上瑜伽密法的修习与教授，尤其是在密集教法与胜乐教法方面颇有成就。《布顿目录》著录了他的多种著作，包括《长呼金刚独勇修法》（[image: ]rī-eka-vīra-sadhana ,亦称《吉祥独雄修法》）、《吉祥胜乐灌顶作业略论》（[image: ]rī-cakra-saṃvara-seka-prakriyopade[image: ]a-nāma）、《吉祥胜乐轮五次第论》（pañcakramo-pade[image: ]a）、《吉祥胜乐轮身曼荼罗现观论》、《吉祥胜乐轮五次第释》、《佛薄伽梵吉祥胜乐修法如意宝》、《会供轮仪轨》、《胜乐轮曼荼罗本尊颂》、《宝幻施论》、《胜乐俱生修法》、《吉祥二臂胜乐俱生修法》、《亥母五尊修法》等。

金刚铃的思想主要反映在胜乐五次第法方面。第一步是修身寂和语寂；第二次第针对中脉的上端或下端，修金刚身；第三次第依止四手印中的任一手印，修炼宝满法；第四步依止脐轮、生殖轮或顶部修中脉。此前四次第是行道次第；第五次第修心寂，断除一切戏论，证达光明智。从实践层面言之，此五次第法又可以概括为两种，即外曼荼罗五本尊生起次第法和身曼荼罗二次第。

外曼荼罗五本尊生起次第法的修行分两步。第一步准备阶段，刹那顿悟后，通过金刚铃和内供求得加持，念诵金刚菩萨修行咒。然后修炼其他瑜伽，清净身、语、意三门，积累福德资粮，引导死者转入法身道。然后积累智慧资粮，于中有位修炼受用身。其次为破除不顺缘，修炼护轮，护轮中央修无量宫，意想本尊显现。中有识住于红、白界中间，修大圆镜智和平等性智。化身和中有识住胎期间，身体逐渐发育成熟，这时着重修炼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二智是后瑜伽。刹那成就出胎和顺法所依、能依的曼荼罗，从法界智到生起次第仪轨圆满之间是极瑜伽。

生起次第法的准备阶段着重修身喜、语喜和意喜。把利他之心和一切有当作本尊法修炼是身喜。口诵八反咒是语喜。常思梵行而舍弃粗分别是意喜。修炼三喜标志着已经进入圆满次第法的修炼阶段，即第二步修，它包括睡瑜伽、跃瑜伽、浴洗瑜伽、食物瑜伽、朵玛瑜伽等。

身曼荼罗二次第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修慈悲心；第二，金刚阿阇黎相及四羯摩灌顶；第三，受灌顶守持三昧耶及律仪；第四，能熟生起次第支；第五，解脱除障。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第四能熟生起次第支，它分为加行、正行和后次第。加行，重点讲刹那顿生、金刚铃加持、先行供及朵玛加持、空行朵玛、自生供加持、金刚菩萨修咒等。正行，主要讲瑜伽支和正瑜伽。

瑜伽支的具体修行方法和外曼荼罗五本尊生起次第法的修持法相同，最后修护轮，袪除不顺缘，在护轮火山中央有四大、须弥山、各种莲花、各种金刚，从莲花至红白月之间相当于瑜伽，之后经过后瑜伽、极瑜伽的修炼，证得空乐双运和明空双运的智慧。[54]

藏文史籍把金刚铃的这两种传法叫作“五尊大灌顶传承法”和“胜乐身曼荼罗灌顶法”，罗贝娑坚（Radpalshacan）是其法位继承人。

（三）黑行者的生平和著述

黑行者（K[image: ][image: ]ṇācārya）是东印度藩伽罗所辖欧提毗舍人，出身于刹帝力种姓，初从鸠须罗（Kusula）的某位上师学习呼金刚教法，后从持燃（Jayandhara）法师受胜乐灌顶，听讲口诀教法，并付诸实践，修成四种观法，由此滋长起骄慢之心。相传他曾在磐石上施法，使足入石中，并为自己的成就而得意洋洋。又有一次，他离地一尺行走，能听到空中的各种声音。再后来，黑行者意欲赴楞伽毗惹传法，可因为自己的骄慢之心太重，法力全失，掉入水中。经其上师指点，黑行者开始去除骄慢之心，赴萨勒毗陀罗，从织者阿阇梨学习佛法，修炼各种法术。得其真传后，黑行者赴东印度苏摩普梨（Somapuri）和藩伽罗等地传法，教化许多外道僧人与王臣权贵。最后，他在东印度的提毗俱咤（Devi-ku[image: ]a）与一位女咒师比赛法力时染病身亡。其弟子尊胜足承其衣钵，弘扬密法。

在藏传佛教传统中，归入黑行者名下的著作甚多，计有《大怛特罗部王喜金刚二品释难忆源》、《喜金刚烧施仪轨》、《呼金刚真实性分别论》、《呼金刚注疏怛特罗合论》、《吉祥喜金刚独雄修法》、《吉祥喜金刚经义释曼荼罗仪轨》、《开光仪轨法》、《会供轮供养次第》、《供养仪轨次第》、《修塔仪轨》、《荼毗仪轨》、《度亡仪轨》、《一切种之朵玛仪轨》、《唉、榜、玛、雅解明灯次第》、《吉祥胜乐轮护摩仪轨》、《吉祥佛空行修法》、《大幻化曼荼罗仪轨次第明论》、《总法行论》、《五部空行颂》、《吉祥咽噜迦轮颂》、《七偈仪轨》、《看明点》、《密集曼荼罗及开光仪轨》、《金刚萨埵供养仪轨》、《现观次第论》、《六十四杖论》、《金刚空行根本品论》、《圣空行母金刚帐大怛特罗部王第一品王论》、《七字修法》、《一髻母加持仪轨》、《黑色大威德怛特罗广释现观道灯论》、《大威德修法》等。

黑行者的著作涉及密集、大威德、胜乐等密教的各种仪轨，其主要成就在胜乐教法，尤以其胜乐四灌顶法影响最大，其代表性著作为《吉祥胜乐轮成就法》（[image: ]rīcakra-saṃvara-sādhana）。

黑行者认为修炼密法须以般若乘的理论为基础，敬信根本上师，接受灌顶，恪守戒律，守护三昧耶，受用三昧耶，不离三昧耶，修行三昧耶。修行的场所当以园林、海边，或者能伸展两腿两臂禅定房为宜，确定场所后，要喷洒五种甘露水。修行时间一般在初夜、黎明、正午。

正式修持阶段分为四步，即修本尊、修咒、修果和除障。修本尊法是在持戒的基础上，积累两种资粮，意想自己的身、语、意和胜乐本尊的身、语、意融为一体，无二无别。同时，意想从心间发光，迎请五色界的受用身所化现的六十二尊曼荼罗现前，八大狮子支撑的宝座上有莲日曼荼罗，其上有根本上师的金刚法身，红色，一面两臂，执持金刚和铃交错于胸前，跏趺静坐，周身以珠宝相饰，面带微笑，用智慧加持自我修行。金刚法身的左侧有蓝色金刚手菩萨，右侧有各种金刚。继修本尊之后的咒、果与除障的修习也都有其独特的理论与仪轨，在当时流传很广。

在胜乐教法的传承中尚有一大批成绩突出的学者，如谛洛巴、那若巴等，他们建立了各自的学说和修持方法，有继承，也有发展。

第六节 诸部怛特罗教法拾遗

一 庆喜藏对瑜伽部密法的传承

庆喜藏（Anandagarbha）主要活动于公元9世纪中后期，其弟子慧护主要活动于10世纪上半叶。庆喜藏出身于摩揭陀的吠舍家族，初从大众部出家，习唯识、中观之学，后至超戒寺精研五明之学。当时，王子出身的成就者极明月（Prakā[image: ]acandra）的众弟子正在藩伽罗国讲说一切瑜伽怛特罗教法，颇有声势。庆喜藏慕名往学，师事善现护（Sūbhūtipālita）等阿阇梨，接受诸种瑜伽怛特罗灌顶。此后，他住于十二头陀功德，在林中修行，亲见金刚界大曼陀罗，获得造论的授记，能够随时与其本尊交流，又能借明咒之力获得各种业聚无碍成就，其名声亦随之远扬。中印度僧人慧护（Prajñāpālita）企慕他的名声，前来问道求法。庆喜藏为之灌顶，讲解《摄真实性》，并为之作《金刚界大曼陀罗仪轨一切金刚出现》（Vajradhatumahamaṇ[image: ]alavidhisarvavajradaya）。慧护学成后，返回中印度讲说其教法。摩酰波罗王（Mahīpāla）听到后，向他咨询此法的传承与出处，慧护向他称颂庆喜藏的学行与成就。摩醯波罗王听后，生敬重之心，遂将庆喜藏请到摩揭陀南方炽燃岩洞（Jvālāguhā）附近的欧遮衍顶宝寺（Ocayanacūdāmaṇi）供养。庆喜藏于此地作《摄真实性》的大疏《真实性显现》等众多论典。后来，摩醯波罗王的同父兄弟毗罗阇梨耶（Virācārya）王又将他延致欧提毗舍国的一座寺院，庆喜藏于此地撰写了《密集》、《吉祥最上本初注释》（[image: ]rīparamādivivaraṇa）等多种密教经典的注解。

《布顿目录》中著录了庆喜藏的十余种著作。其中属于瑜伽部的有十种，即《瑜伽怛特罗摄义广释显现真实性》一万八千颂、《金刚界曼荼罗金刚现生仪轨》（[image: ]rīmahāryasarvatathāgatatattvasaṃgrahādmahāyānābhisamayādmahātantrāduddh[image: ]toVajradhātumahāmaṇ[image: ]alopāyikā Sarvavajrodayanāma，经题“大金刚阿阇梨庆喜藏”著）、《吉祥最胜第一品类广释》二万四千颂、《吉祥最胜智慧品类摄义释》、《吉祥最胜般若波罗蜜多曼荼罗仪轨》、《净治恶趣后怛特罗等义释明灯论》、《净治恶趣曼荼罗仪轨》（属紧凑九髻法门，其真伪有争议）、《三世间尊胜曼荼罗仪轨》（[image: ]rya-tattva-saṃgraham-tantra-uddh[image: ]ta-[image: ]ri-trailokya-vijaya-maṇ[image: ]ala-upāyikā）、《佛眼开眼仪轨》，属于普明类密法的著作有三种，包括《普明曼荼罗仪轨》（Paramādi-maṇ[image: ]ala-vidhi-nāma）、《开光仪轨》（Prati[image: ][image: ]hā-vidhi）、《金刚萨埵生源广略释论》（Vajra-sattva-udaya-nāma-sādhand-upāyikā）。另外还有《幻化网广释》（Māyājāla-mahātantra-rāja-[image: ]ikā）、《密集难义释》（[image: ]rī-guhya-samāja-pañjikā.）与《佛陀等住合修释智慧光明论》。

基于对当时流通的各种密典的全面把握，庆喜藏把各种秘密教法分判为事部、行部与秘密部三种。由此可以看出，庆喜藏的时代，无上瑜伽密法尚未作为独立的部类。照西藏传统的说法，庆喜藏曾经造作过一百零八种瑜伽怛特罗的注释。不过多罗那他认为，当时在印度各地传承的各种瑜伽部秘典加起来也不过二十余种，一百零八种注释的说法显然有夸张的成分。

庆喜藏在当时印度密教经典的传承上颇有影响，他晚年曾经应邀到东印度传法，其承法弟子有佛尊、信铠、莲花作、慧护等人。

继庆喜藏之后，慧护在中印度传承其教法，声誉颇著。在西藏后弘期佛教开始时，西藏阿里的智光王遣二十一位藏人至印度求法，临出发前即叮嘱他们要到中印度从般若缚黎论师学二部摄怛特罗，包括《密集》、《摄真实经》、《摄真实经庆喜藏摄论》。庆喜藏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由仁钦桑布译师译为藏文，在西藏流传甚广。

二 金刚甘露怛特罗教法与传承

公元9世纪中叶，金刚甘露密法的教授与修习相继在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乌仗那，南印度的摩腊婆，以及中印度的摩揭陀一带兴起。

相传金刚甘露密法（Vajrām[image: ]tatantra）最初由迦湿弥罗国的甚深金刚首倡。甚深金刚（Gambhīravajra）身世不详，相传是迦湿弥罗国的一位班智达，他曾在尸陀塞林（[image: ]ītavana）依《吉祥诸佛平等瑜伽续》（[image: ]rī-sarva-buddha-samayoga-tantra）修持金刚太阳法（Vajrasūrya），亲见金刚甘露大曼陀罗，又得到相续加持，获得共通成就。甚深金刚祈求本尊赐予其殊胜成就，本尊即为其示现，让他到乌仗那的达摩史提罗（Dharmasthira）去寻求一位空行母，此空行母身如青莲花，额头上有子母绿宝石般的纹理，可以向他教授殊胜成就法。甚深金刚依言而行，找到这位空行母，向她学习秘法。空行母于四甘露坛城中为甚深金刚灌顶，讲授密教怛特罗并付与经卷，观修其中的醯鲁迦（Heruka），获得大手印悉地。获得成就后，甚深金刚住于摩腊婆（Mālava），度化八位有缘的乞丐，为其灌顶，向他们传授观修的方法，还把他在尸陀林修成的八个起尸（vetāla）送给他们，使这八个人都获得大成就。甚深金刚又曾向四位弟子传授甘露秘法，让他们各自观修一座四甘露坛城，为其开示圆满次第，据说这四位弟子因而证得金刚身，隐身而去。

将甘露秘法进一步弘扬的是甚深金刚的弟子甘露密（Am[image: ]taguhya）。甘露密应该是甚深金刚晚年的弟子，他从甚深金刚接受秘法灌顶后，学习怛特罗经典及相关的论疏。甚深金刚殁后，甘露密努力修习，很快也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大瑜伽师。相传他曾修成八个宝藏瓶，向一切穷人布施财产，还能从天神之处获得资财，支持八大法产，即八个大的佛法中心。

甚深金刚与甘露密活动的年代大致在公元8世纪后半叶至公元9世纪初。承甘露密之法的是婆瞿（Bhago）。婆瞿的生卒年代不详，主要活动于公元9世纪中叶，他从甘露密灌顶，修习秘法，在起尸法与甘露法上都获得成就。他修习起尸法，依之修成众多妙宝藏瓶，供给四方人众。婆瞿又在多处修建法产，传授甘露秘法。他曾在钵罗耶迦城（Prayāga）附近建立五部如来的大庙，在南印度竭拏咤（Karṇā[image: ]a）建立金刚甘露大寺，还向无垢贤（Vimalabhadra）等众多班智达讲说此怛特罗部秘法。经过其弟子的广泛教授与讲说，甘露秘法在印度的多个地方兴盛起来，尤其在摩揭陀特别盛行。1934年4—10月，印度学者罗睺罗比丘在西藏的霞鲁寺收集到用瓦尔土拉（vartula）字体抄写的梵文《金刚甘露怛特罗》，计有八片贝叶，此经或即甘露密法的根本经典。[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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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六贤门时代之佛教

第一节 汉藏求法、传译活动所见印度佛教之新变

汉藏两地在公元9世纪40年代前后都遭遇到佛教发展史上的法难，佛经的传译与佛法的传播几乎处于终止状态，经过百余年，到10世纪六七十年代，汉藏两地又同时迎来赴印度求法与佛典传译的兴盛期，通过这些求法活动与佛经传译活动，可以勾勒出九、十世纪及此后印度佛教发展的概貌。

一 北宋王朝的佛经翻译

汉地的北宋王朝自建立起即大力扶植佛教，宋太祖乾德二年（964），朝廷派僧人继业等300人前往天竺求取舍利与佛经。同时，前代往印度求法的汉地僧人也有携梵夹返回者，如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僧人道圆自天竺携佛舍利、贝叶经等返汴京。《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传》六“天竺国”条载其事云：

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天福中（936—942）诣西域，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

除了汉地的求法僧外，还有携梵本佛典慕名归化的印度僧人。宋太祖乾德八年（970），沙门法遇自天竺取经回，声称天竺僧弥摩罗失黎愿至汉地译经，其事在《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传》有载：

（乾德）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至三佛齐，遇天竺僧语不多令，附表愿至中国译经，上优诏召之。法遇后募缘制龙宝盖袈裟，将复往天竺。

宋太祖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开宝四年（971），有僧人建盛偕中天竺王子曼珠室利入华献贝叶经。四年后，即开宝八年（975），有东印度王子曼殊室利（穰结说罗）来朝贡。[1]宋朝开宝六年（973），那烂陀寺僧法天和兄法护携带梵本经典至鄜（漉）州蒲津。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印度僧法天、法贤、施护等携带梵本经典相继来华。汉地与天竺僧人间的交通往来为宋代的佛经翻译提供了条件，北宋王朝很快就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佛经翻译活动。根据这些从印度来华僧人所携梵夹及所译经典，可以推知10世纪中后期印度佛教的大致情形。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朝廷命法天、法护兄弟与天息灾、施护兄弟等人于太平兴国寺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

法天是中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僧，原出刹帝利族，通达三藏。当时印度佛教徒受伊斯兰教的入侵，四处奔散，寻找出路，法天和兄法护也携带梵本经典来到汉地的鄜州，与河中府梵学僧法进合作，翻译《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最胜佛顶陀罗尼经》和《七佛赞呗伽陀》。其译文委婉简约，受到宋太祖的称赞。

天息灾生于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是中印度惹烂驮罗国密林寺僧，施护是北印度乌填曩国帝释官寺僧。太平兴国五年（980），二人一同携带梵本来宋，也受到优待。朝廷命法天、法护弟兄与天息灾、施护弟兄审查宫廷收藏的各种梵本，筹备佛经的翻译工作，到太平兴国七年开始从事佛典翻译。

天息灾等参酌密教仪轨，布置了译场。场内设金刚界的曼陀罗，分布诸尊的种子梵字，称为大法曼拏罗。每天用香华灯水果品等按时供养，礼拜旋绕，恭心祈祷。坛外安排了译场各种职事的座位，在宋初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天息灾等便是在这种组织下进行翻译的。由此可以看出，无上瑜伽密教的大曼拏罗法已经在印度本土的各种佛教科仪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

太平兴国七年（982）七月，天息灾、法天和施护等人分别试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圣吉祥持世陀罗尼经》、《无能胜幡王如来庄严陀罗尼经》各一卷。法天之兄法护，最初也曾参加译事，在太平兴国八年译出《大力明王经》二卷后便回印度去了。其后，宋王朝的佛典翻译事业即正式拉开帷幕。

天息灾等新译的经典在雍熙元年（984）九月刻版流通。雍熙四年（987），天息灾奉诏改名法贤，其翻译工作一直持续，直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法贤病死。次年，法天也病殁，剩施护一人主持译业。景德三年（1006）又有北印度僧人法护（Dharmapāla）加入，担任证梵义一职。其译经事业一直继续到天禧元年（1017）施护病死时为止。

太平兴国七年天息灾等试译新经成功以后，译经院的东西两边更扩建了殿堂，分别安置佛像和经藏；宋代宫廷所藏梵本都取了出来，供给翻译之用。当时太宗诏令用新刻的大藏经目录对勘，拣取先前未有的经典翻译，避免重复。因此，印度新流行的密教经典译出最多，在天息灾等翻译的252部合481卷佛典中，大乘秘密部经就有126部240卷，整整占了一半。再就其内容看，大部《金刚顶经》十八会的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施护译）、六会（《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七卷，法贤译）、十五会（《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七卷，施护译），都有了新译。另外像观自在六字明咒信仰的根本经典《大乘庄严宝王经》也翻译了过来（天息灾译）。

淳化五年（994），法贤译的《频那夜迦成就仪轨经》记述种种与毗那夜迦（vināyaka）即象鼻神有关的成就法，有非常显著的湿婆派倾向，其中杂有很多印度后期佛教密法中的荤血之祀与厌诅之词，如此经曾讲一种成就法即以牛肉、人肉、鸡肉等作为供奉：“复次成就法，持明者用牛肉、人肉同和为第一分，鸡肉、羖羊、猫儿、馲驼等肉为第二分，象、马、驴、狗、鹫、狐、狼、鼠、牛、肉等为第三分，弩摩赞拏拶哩、摩迦罗肉等为第四分，如是等肉得周备已。持明者观想自身即作五如来之体，或四亲近菩萨身。若依频那夜迦天法，我身即是一切如来之体，心离二相，如虚空界，持明者无复疑惑，如是观想真实空法。人法俱无，绝诸戏论，是名善作法者。”[2]

10—11世纪，正是印度佛教无上瑜伽密法高度发达期，以超戒寺六贤门为代表的印度僧人，早已完成了大乘显教理论与密乘成就法门的融摄，其经典教法体系与中断了一百五十余年的汉传佛教有着显著的差别，因此天息灾、施护等人翻译的佛典中即有多种无上瑜伽部怛特罗经典。

天息灾、施护等人新译佛典中，也有几种是中观、瑜伽学派的重要论著，如施护所翻译的龙树《六十颂如理论》、《大乘二十颂论》，陈那《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与三宝尊《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之释论》，天息灾翻译的寂天《菩提行经》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印度大乘中观学派仍然作为重要的部派而传承。

天息灾等所译经典包括为数较多的梵赞，如法天初到汉地在鄜州所译的《七佛赞呗伽陀》，后来更有法天译的《文殊师利一百八名梵赞》、《圣观自在菩萨梵赞》，法贤译的《三身梵赞》、《八大灵塔梵赞》、《犍椎梵赞》、《圣金刚手菩萨一百八名梵赞》、《曼殊室利菩萨吉祥伽陀》，施护译的《圣多罗菩萨梵赞》。从其篇幅看，这类梵赞都不是太长，就其用途而言，应该是各种密教仪规中对本尊唱颂的赞辞，其内容多为盛赞本尊与上师的功德，以及念诵者的虔诚皈依之情，堪为后来在南印度兴起的巴克提（bhakti）即虔信运动的先声。

二 藏地后弘期的入印求法僧

约与汉地重启佛典翻译的时间相当，藏地的求法活动与佛典翻译事业在中止了百余年之后，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藏传佛教由此进入后弘期的高度繁荣阶段。

978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佛教从青海、阿里两路传入西藏，佛教在西藏再度弘兴，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也有说后弘期佛教始于913年或918年。不过，求诸佛法传播与佛典翻译的史实，以始于10世纪六七十年代似更合理。

10世纪中后期，藏地阿里地区的统治者智光力谋复兴佛法，选派沙门宝贤等赴印学习《密集》、《时轮》等经部怛特罗、注释与仪轨等，并迎请印度僧人信作铠、莲作密、佛详静、佛护、莲花密等入藏，从事显密经论的翻译，而以瑜伽密部尤其是密集教法为重点。又有东印度僧人法护和他的弟子等在藏地译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密乘典籍，使密教在藏地盛行弘通。超岩寺僧人阿底峡也于11世纪应请入藏，宣扬显密观行具备的教法，使密乘获得相应发展。

阿底峡弟子仲敦巴（1005—1064）续其法灯，奉四尊（释迦、观自在、救度母、不动明王）法，分别四密（事、行、瑜伽、无上瑜伽）次第，以上乐、密集为最胜，奠定了西藏无上瑜伽部弘通的基础，首开西藏佛教的迦当一派。而迦举派起自玛尔巴译师，传承东印度弥勒巴之学，弘密集、呼金刚等法，尤注重于空智不二解脱的大印教授。萨迦派以卓弥译师为始，注重道果教授，以清辩系中观学为密乘解释。觉曩派创自不动金刚，以时轮、密集等教法为主。此外，又有宁玛派传承前弘期莲花生、无垢友、遍照护等所传旧派密法，注重大圆满教授，为藏地密教中最古老的一派。

上述派别的开创者多为南行印度求法多年，亲从印度佛教诸名僧大德授受教法，返至藏地后又将所学教法与经典转梵为藏的高僧。因此，从他们的求法经历与佛典翻译亦可以推知10世纪中后期印度佛教发展情形。缘于后弘期藏人援佛入藏的运动远过于同一时期的汉地，因而借后弘期印藏佛教的互动更能真切、翔实地把握印度佛教发展的脉络。

朗达玛灭法后不久就遇害了，其后代分据藏区各地，居于阿里的为其曾孙日怙，日怙有三子，幼子得祖滚住漾绒。得祖滚有两个儿子阔惹、松内。阔惹传位松内，出家事佛，法名智光，他曾迎请达摩波罗（法护）论师与慧护论师等到阿里传比丘戒。有胜慧者，从法护受戒，往尼泊尔从枳达迦学律，并且在尼泊尔和迦湿弥罗等地亲近诸持律大师，精通律藏，且持戒精严。可见当时的尼泊尔与迦湿弥罗之律学颇有其传。

智光在阿里弘扬佛法，觉得前弘期留下的教法多不完整，尤其一般咒师没有通达真空法性，妄行诛法等邪行严重违反了佛教的意旨。为挽救这种弊害，弘扬纯正的佛法，智光选派阿里三区的青年二十一人，先让他们学习声明和佛教基本知识，然后使其携重金前往印度求法，临行前，他依据自己所掌握的印度佛教概况，嘱咐各位求法僧：第一，迎请迦湿弥罗国宝金刚（Ratnavajra）论师、东印达摩波罗（Dharmapāla）论师、西方迦鲁国摩尼洲（Mani-vīpa）论师。第二，从中印度般若缚黎（Prajñāvali）论师学二部摄怛特罗，其一为《密集》，其二为《摄真实经》和《摄真实经庆喜藏摄论》；从摩尼洲与达摩波罗学《断除业障怛特罗》及注释，并学胜天造《曼陀罗三百四十尊》、佛智足及龙猛菩萨造《密集曼陀罗仪轨》；从宝金刚（Ratna-vajra）论师学时轮教法，以及四金刚座怛特罗释论。第三，超戒寺有名论师一百零八位，大论师七十二位，无可比者三十七位，如顶珠者一位，如瞻部庄严者八位，如三界眼目者两位。对这些论师，最好的办法是迎请他们来藏地弘法，其次是从他们问学，最次的结果也应当访知他通达善巧什么教法，进而求得他的传承，迎请他的经书。上述论师、密法、经典与寺院都是当时蜚声印度佛教界的代表，反映出印度佛教发展的真实状况。

智光派去的二十一位入印求法僧最后只有宝贤和善慧学成返藏，其余都病殁于印度。

宝贤译师（Rin-chen-bza[image: ]-po，仁钦桑布，958—1055），13岁依智贤出家，曾往印度及迦湿弥罗留学三次，亲近那若巴等七十五位大论师，学习一切显密教义。又迎请作信铠、作莲密、佛祥静、佛护、莲花密等到藏，从事翻译显密经论，尤其注重翻译瑜伽部和密集怛特罗，广事弘扬。后来又迎请法护、慧护两位论师弘传戒法。据统计，宝贤一生共翻译十七种经，三十三种论，一百零八种怛特罗，另外还有医药、文法、工艺等方面的一些书。宝贤译经的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以密宗为主。

西藏佛教史上，通常把宝贤和他以后所翻译的密宗经典称为新译密典，而将在他之前所译出的称为旧译密典。有人认为西藏后弘期密法之盛和宝贤翻译大量密宗经典有直接的关系，不过，这也说明秘密佛教在当时的印度佛教中居于主流地位。

其时藏王光护长子吉祥积（扎西泽巴）占据拉朵地区，大力弘扬佛法，延请释迦童和智精进在此地弘扬佛法（《青史》、《伦主史》说是十人）。这两位法师在拉朵两百多名僧众中，选拔出卓弥·释迦益西（994—1078，释迦智）和达诺·宣奴准珠（童精进）等人，派他们去印度求取佛法。临行之前，上师叮嘱他们，戒律是佛陀圣教的根本，般若波罗蜜多是佛陀的心要，密法是佛陀圣教的心髓，因此要在印度学习这三种教法。

卓弥等人离开藏地后，先在尼泊尔住了一年，在静贤论师（辛哈班遮）座前听受密法。静贤是超戒寺辛底巴（寂静）和那若巴大师的弟子，向卓弥等人介绍超戒寺佛学之发达，首次提及超戒寺的“六庄严”，说印度超戒寺有六位善巧师，号为六庄严,即东门辛底巴（寂静论师）、南门阿根旺秋札巴（语自在称）、西门的协饶穹勒洛卓（智慧生）、北门的伦若班钦（那若巴）、中央仁钦多杰（宝金刚）及莲纳西（吉祥智）等人。

承静贤之教，卓弥等人便前往印度超戒寺，在东门辛底巴（[image: ]ānti-pa）座前受教。辛底巴曾在恒河施放不动明王大食子，由此击沉了背叛摩诃波罗王的伽那派出的军船，因而声名鹊起。卓弥先后在超戒寺学习了八年，在超戒寺诸法师座下听受戒律，听讲般若波罗蜜多，并听习密法，得怛特罗要义，成为大善巧师。此后卓弥又来到南印度的底威扣提，得到自生观自在菩萨（喀萨巴里）的授记。

继此之后，卓弥又转道东印度，师事毗瓦巴的三传弟子般若因札如箕，专门学习密法，得其秘密灌顶，听受秘密怛特罗要诀的种种教授，尤其是无上瑜伽部的“道果”教授。据说般若因札如箕所传诸法，使卓弥生起更为广大的信心，“道果”教授后来也成为卓弥后学所创萨迦派的重要法门。

继卓弥译师之后，到印度求法的西藏僧人又有噶举派的始祖玛尔巴译师。玛尔巴（Marpa，1012—1097）译师，本名却吉罗追（Chos-kyi blo-gros），出生于洛扎（Lho-brag，前藏南部）的富足人家。15岁（1026），从父命到萨迦寺附近的女古垄寺，跟随卓弥译师学习梵文，后募集资产，先后三次赴印度、四次去尼泊尔求取佛法。玛尔巴在印度师事的法师有十几位，比较有名的有那若巴、弥勒巴、寂贤、智藏、瑜伽女乳必坚金、噶索日瓦、日日巴（森格岭巴兄弟）、泽达日巴、古苏鲁切瓦、扎加惹恰达、基特瓦、本达瓦（尼婆罗弟兄）、尊者阿底峡等，广学密集、胜乐、欢喜金刚、摩诃摩耶、四座等种种密法。除玛尔巴之外，卓弥译师的另一位弟子廓枯巴拉则译师也曾三次赴印度求法，师承静贤等七十二位得成就的大论师，学习密集龙猛派教法，翻译《胜乐金刚空行怛特罗》、《四座怛特罗》、《摩诃摩耶怛特罗》、《欢喜金刚怛特罗》等密教经典。

这一时期，藏地僧人罗敦协饶、跋曹日称两位译者曾往迦湿弥罗求学，说明迦湿弥罗依旧保持其佛教重要中心的地位。罗敦协饶（1059—1109）在迦湿弥罗求学十七年，从利他贤、善根王学因明，从廓弥其梅等学慈氏五论等显密诸法，返回西藏后广弘因明、般若、入行论等。跋曹日称译师在迦湿弥罗留学二十三年,迎请迦那迦嚩玛（Ganaka Varma）论师到藏地，翻译中观宗月称派诸论。

此后又有玛尔巴的再传弟子即米拉日巴的弟子热穹到印度求法。热穹（Ras-chung，1083—1161），本名多吉扎（Rdo-rjegrags），初从米拉日巴学法，15岁时（1097）因癞病被三个印度人带至印度，从颇罗旃陀罗论师学金翅鸟法，其病随之痊愈，归藏途中经尼泊尔，从无等使（Atulyadāsa）学胜乐等数种怛特罗口传教法。后来，他又应米拉日巴派遣，再次到印度，从那若巴和弥勒巴的弟子底布巴（Tipupa，主要活动于12世纪上半期）学习玛尔巴所未学得九种无身空行母法的另外四种。

12世纪初期，藏人琼波南交在印度的求法经历尤其能反映出当时印度佛教发展的状况。琼波南交（Khyung-po Rnal-'byor，1086—？），意为琼波族的瑜伽士。他出生时，适逢印度成就者不空（Amogha）给他送上吉祥的祝福，他10岁时掌握了梵藏两种文字，并接触到时轮教法。13岁时（1098），琼波从一位苯教师习苯教，成为较有影响的苯教师。后来琼波改习宁玛派的大圆满法，未获满足，遂携黄金至尼泊尔求法，从世慧（Vasumati）进修梵文，并学密法。又得到不可称金刚（Atulya-vajra）与不空金刚（Amogha-vajra，rDo-rje-gdan-pa）的善待，从他们那里学得不少教义，还从密教师跋陀罗·舍阇那（[image: ]rī-bhadra-sajjana）、遍照（Vairocana）学得诸多秘密教法，然后返回藏地。数年之后，琼波南交又返回尼泊尔，从潘提巴（Pham-mthi[image: ]-pa）学习胜乐根本怛特罗与四座教法。此后，琼波继续南行至印度，向不空金刚献上黄金，得到他的指教并在印度转益多师，求法不辍。琼波在那烂陀从戒施（Dāna-[image: ]īla,那若巴的弟子）、妙慧称（Sumati-kīrti）、罗摩波罗（Rāma-pāla）、那得迦罗（Natekara）等人问学，在迦摩迦他（Kaṃ-ka-ta）师从著名的宝天女（Ratna-devī）,又从古古梨巴（Kukuri-pā）的弟子成就者日藏（Sūrya-garbha）受业。此后，他又有幸拜见弥勒巴（Maitrī-pā），奉上黄金之后，从他那里学得诸多怛特罗教法。相传琼波南交还师事那若巴的妹妹宁古玛（Ni-hu-mā），得其六种教授。琼波在印度师事的论师还有游戏金刚（Lalita-vajra）、圣提婆（[image: ]rya-deva）、空行妙意（[image: ]āki Sumati）、空行母极乐成就（[image: ]ākinī Sukhasiddhi，毗卢巴的弟子）、恒伽陀罗·普贤女（Ga[image: ]gādharā Samantabhadrī）、极乐金刚（Sukhavajra）、不二金刚（Advaya-vajra）等。据说，琼波在印度期间先后拜访或师承一百五十位教师。回到藏地后，琼波南交携带的梵语写本经典有些残损，适逢阿底峡携大量梵本经典来至藏地弘法，琼波即依其经典，对自己的残本作了补充。此后，琼波南交才从朗日塘巴（噶丹派博德哇弟子）受比丘戒，正式出家为僧，他先在前藏盆域（'Phan-rul，拉萨以北）建寺，又到后藏的香地方（Shangs）去，相传他在那里三年之间建立了一百零八座寺，有很多弟子。此派僧徒在香地有很大势力，被称为香巴噶举。

1196年（藏历第三饶迥木兔年，宋宁宗庆元四年），又有卓浦译师前往尼泊尔、印度求法迎请印度高僧，见证了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卓浦译师（1173—1225），原名楚臣喜饶，法名强必贝，初学显密经论，解经义，善辩论。1196年，卓浦至尼泊尔，迎请弥遮卓根大师，翻译《独髻胜乐法门》、《息心法要》和《教法舟揖》等。此后，他又迎请喀什米尔的班智达布达西遮那（Buddha[image: ]rījñāna），翻译了《现观庄严论慧灯释》、《入胜者道》、《大悲观音成就百法》等。最后他迎请了克什米尔的释迦吉祥贤（[image: ]ākya[image: ]rībhadra）及其随从。卓浦译师的《百种要门》收有释迦吉祥贤为大众开示的散论，以及金刚座寺主腻迦楞伽提婆所传《解缚论》。

由此可以看出，自10世纪中后期开始，一直到佛教在印度趋于消亡的13世纪初，藏地赴印求法的僧人络绎不绝，从这些求法与译师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印度的佛教中心主要集中于中印度那烂陀寺、东印度的超戒寺以及迦湿弥罗与尼泊尔等地。[3]

第二节 时轮教法的兴起与传承

继无上瑜伽父部与母部怛特罗之后，整合父部与母部特质的双入或称不二怛特罗的时轮教法约于10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初于印度开始传播，并很快发展出颇具声势的教派与传承，被后世佛教史家视为秘密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从修习仪式的繁复程度、从瑜伽禅定的精神层次与空间拓展、从佛教对印度教的融摄与吸收等方面来看，时轮怛特罗教法也的确代表了秘密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其传播之广、影响力之深、生命力之强，是其他怛特罗教法无法比拟与超越的。时至今日，时轮教法仍在中国的蒙、藏佛教中占据核心地位。

与其他怛特罗教法相似，时轮怛特罗教法的确立或形成也是以时轮怛特罗经典的面世为标志或起点。时轮怛特罗经典成形或出现的时代异说颇多，中间还时常杂有历史与神话传说，因此很难对此种教法的历史，诸如其怛特罗经典的形成年代、创作者与地点等，作出清晰、翔实的描述。从其根本经典传承来看，一般认为11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印度摩揭陀国的大时足（Kālamahāpāda）与小时足（Kālahinapāda），是《时轮怛特罗略》与《无垢光》的作者，所以《时轮怛特罗》成立的年代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4]

一 香巴拉与时轮怛特罗经典

据时轮教法自身传承，时轮怛特罗经典的出现与传承都跟时轮教法的传承地——香巴拉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佛陀涅槃前两年，金刚手（Vajrapāṇi）菩萨的化身——香巴拉国的妙月王（Sucandra）向佛陀请问将要流行于香巴拉等国的经典，佛陀即为其说《时轮根本怛特罗》（Mūlakālacakratantra）一万二千颂。妙月王得到这部经典后，将其携至香巴拉国。

据后代时轮教法的注释家描述，香巴拉（[image: ]ambhala），又称香格里拉，意为持安乐，是时轮教法的发源地，也是此教法所宣扬的理想佛国。据说此地位于雪山中央的西端，周围被雪山环抱，整体呈圆形，如同盛开的莲花，从白雪皑皑的山顶到绿地中间有岩石山、泥土山、草山和森林，生长着各种鲜花和药草，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青草茂盛，绿树成荫，有许多修行圣地。其中央耸立着迦罗波王宫殿，宫殿中央是国王的寝宫宝座，富丽堂皇，宫殿周围分布着大小池塘。此国王拥有很多大臣和军队，可以乘骑的狮子、大象、骏马无数；物产丰富，百姓安居乐业。宫殿南面的玛拉雅园林亦有十二踰缮那，中央是妙月王用五种珠宝建成的时轮坛城，高四百一十二尺，诠表身、语、意三密，周围分布着历代具种王建造的坛城。花园东面有如意湖，如初八的月亮，西面有白莲湖，月牙形。房舍多为两层建筑，呈典型的印度风格。此地修炼密法的人较多，很少有疾病发生。国王头发盘顶，为五部佛相，头戴班智达帽，如转轮王形象。男性以巾缠头，着红白或纯白色粗布衣。王臣权贵与庶民百姓都虔信佛法，供养三宝。出家人身着法衣，手持乞化钵和锡杖。其安乐、祥和、富足的场面俨然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佛国世界。[5]

妙月王是香巴拉国的首任法王，是日光和尊胜天女之子，他在南印度吉祥米积大佛塔从佛陀听闻《时轮根本怛特罗》（Paramādibuddhoddh[image: ]ta-[image: ]rīkālacakra-nāmatantrarāja，或称Kālacakra-māla-tantra 略作Kālacakra-tantra）。相传妙月王得到这部怛特罗之后，曾为其作注，完成六万颂的注疏，被后代称为《时轮怛特罗广释》。此后，这两部经典即由香巴拉国国王世代相传。

从妙月王开始，香巴拉国共传三十四代法王，被称为香巴拉三十四代具种王（Kalki）。六百年后，传至第八代，即文殊化身的香巴拉国具称王（[image: ]rī-Mañju[image: ]rī-ya[image: ]a），他为了对抗将于两百年后兴起于麦加（Makkah）而可能灭亡香巴拉国的回教，纠集梵天、湿婆、毗湿奴教徒，将他们召入时轮曼荼罗内，给予时轮大密法灌顶，严禁杀生，并宣说《时轮怛特罗要略》（[image: ]rī-laghukālacakra-tantra-rāja）一千零三十颂，即现在通行的时轮怛特罗。据说《时轮怛特罗要略》是具称王依据妙月王的《广释》，并摄取《根本怛特罗》的中心思想而完成的。

继具称王之后，第九代香巴拉国王——相传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白莲王（Puṇóarīka），蒙佛授记，随顺根本怛特罗，著十二千颂的《时轮根本略怛特罗无垢光疏》（Kālacakra-tantra-[image: ]ā Vimalaprabhā/[image: ]rī-Mūlatantra-anusāriṇī-dvāda[image: ]a-sāhasrikā/[image: ]rī-Mahādibuddha-uddh[image: ]ta-laghu-kāla-cakra-tantra-rāja-[image: ]ā Vimalaprabhā），简称《无垢光疏》（Vimālaprabhā-[image: ]ā）。

从时轮怛特罗教法传承史来看，《时轮根本怛特罗》（Mūla-kālacakra-tantra）或称《本初佛怛特罗》（[image: ]dibuddhatantra）、《最胜本初佛怛特罗》（Paramādibuddhatantra）。此书似乎只存在于传说中，尚不见有任何语言文字的传本。

妙月（Sucandra）的《时轮根本怛特罗广释》亦不见有传本，据藏文资料记载，《时轮根本怛特罗广释》共两品，内容概括为七点：第一，讲三门四谛；第二，讲集谛；第三，讲转轮王和车粟之乱，以及时轮本尊；第四，讲死相和脉；第五，讲世俗的生灭变化和刹那相、决定时轮义；第六，讲修炼方法及童怛特罗；第七，讲本派和他派的见解。[6]

具称王（[image: ]rīya[image: ]a）的《时轮怛特罗王要略》（Laghu-kālacakra-tantra-rāja），或名《最上本初佛后怛特罗王吉祥时轮》、《吉祥本初佛所说时轮略怛特罗王》，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作《从月出初佛出现吉祥时轮本怛特罗王》，是对《时轮根本怛特罗》内容的概括和总结。从其内容可以见出《时轮根本怛特罗》的内容与要旨。

《时轮根本怛特罗要略》共分五品。[7]第一，初世界庄严品（Lokadhātu-pa[image: ]ala），一百六十九颂，叙世界形成，主要叙述微尘堆积之宇宙世界的形成、日月星辰的变化、昼夜的更替以及须弥山的形状等，用佛教特有的宇宙生成论详细地阐述人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它指出宇宙最初是微尘堆积的空的世界，由空产生出四大，即风微尘相互粘连、结合，形成轻漂而流动的风；由火微尘相互黏合，形成具风之电——火；由水微尘相互结合形成具有风、火之雨——水；地微尘互相黏合，于虚空出现帝释弓（彩虹），形成地。由于风的吹动搅和，逐渐形成了地基四大洲，其上有七小洲（岛）、七山、七海、二十七宿等。七星之日、月、星辰组成了星曜群。七仙居住的星宿称为七痣。在此宇宙生活的有天、饿鬼、龙、畜生等。大鹏蛋所生是风的生处，牛、象根等胎所生是火的生处，小虫、蝴蝶、蚂蚁等湿温所生是水的生处，树等幻生是地的生处。整个宇宙生成最初是由卵所生。在提出宇宙形成过程后，此品又从身、语、意三方面解释所生成的世界，即从金刚咒（诵）之体所生的十种世界，从牢固命气所生的星宿等世界，从智慧与方便相交合所生的空乐世界。《时轮根本摄怛特罗》在论及世界的大小时，指出从胜义方面讲，世界无所谓大小量制，犹如梦境空无实有，量制只是就世俗人的主观认识而言，世界约有四十万逾缮那大小。[8]

第二，内自品（Adhyātma-pa[image: ]ala），或称定病品，一百八十颂。与佛教五明中医方明的内容颇为相近，讲述身体的生理机能和疾病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身体是成就之因，需要用咒语护持，无身体即无所谓成就，也就无快乐的感受。因此，须昼夜修炼使血脉畅通、身体健康。其具体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瑜伽修习，二是药物治疗。此品对人体的生理形成、胚胎发育、病理病因、医药医疗、气功疗法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说明。相对于大宇宙而言，人体可以称为小宇宙。小宇宙人体是由精液与经血交合形成的，精液相当于密宗所说的三十元音之我，经血是三十辅音之我。一月圆满后，父亲精液之元音虚空界阿字（a），趋入母亲经血迦（ka）等三十辅音之中，两者相互结合。第二个月的上弦由精液之风界俄字（[image: ]a），加持入经血之三十辅音；下弦经血之水界吾字保护入三十辅音。第三个月上弦精液之火界日字保护入三十辅音；下弦经血之火界由字保护入三十辅音。第四个月上弦精液水界吾字保护入三十辅音；下弦经血风界俄字保护入三十辅音。第五个月是地界勒。精液是胎儿骨头、足生成的主要因素，加上母亲赤分作助缘，使骨头等逐渐生长成熟。月经是肉、皮等生成的主要因素，由精液帮助逐渐发育成熟。男子12岁成熟，具有方便——精液；女子16岁成熟，具有智慧——月经。精液与经血在胎中交合后，首月形成胎儿的血液及种子甘露之味、十种细微脉，形成手、足、面的因素具备。第二个月手、足、面成形。第三个月手足颈头平齐。第四个月手、足、颈、面之脉流通。第五个月内脏、血、骨头等各关节成熟。第六个月有一定的触觉与苦乐之感，皮毛结实。其后几个月眼睛眨动，吸收营养，消化功能开始工作。另外，本品还提出了生病之因与除病之法。身体是一切成就之因，如果没有身体就不会有成就，亦不会有殊胜快乐。若要使身体健康必须昼夜修炼气功，使心脉调和，脉波流通。生病除了用气功治疗外，也可以用各种植物、动物、矿物等配制成的药物调服。具体的治疗方法在经文中有专门介绍。[9]

第三，灌顶品（Abhi[image: ]eka-pa[image: ]ala），二百零三颂。此品指出灌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仪式，授灌顶的阿阇黎必须具备一定的佛学知识，了解世间、出世间的一切道理，谨慎行事，布施众人，以身语意三业护佑僧众。其步骤是，先在选择好的清净地方，按照一定的规定尺寸设置坛城。一般坛城的形状为圆形，周围作五幅画，中间设立五相装饰的八瓣莲花，莲花中间供奉本尊、本尊母、佛像，以防妖魔邪气的侵入。灌顶仪式开始时，先用双手拇指护祭火，待到跏趺地烟火熄灭，心定诵咒，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开始授灌顶，传授知识。然后用五甘露珠胜金刚加持，诵咒火祭，散放颜料石粉，设置咒相，相角用五根白线系缚宝瓶。金刚阿阇黎东面供奉金刚莲花所生忿怒本尊。之后用三金刚护佑僧徒的头、心、脐、喉等，使气脉畅通。身着黄衣、眼被障覆的僧徒坐在其中，接受阿阇黎的灌顶。灌顶仪式结束后，再次进行护摩，使菩萨智慧进入自己的心莲。此品还提出了瑜伽师应供奉的十母。

第四，修法品（Sādhana-pa[image: ]ala），二百三十四颂。主要讲述修行的姿势、应修的几种金刚母、修行达到的目的，以及瑜伽师所修之事相等，同时介绍了几种不同的禅定。修行姿势右足（腿）弯曲立地，左腿伸直；左边交合使右腿伸直，两腿平等，功德力使双膝伸直。为了修成手印快乐之成就，瑜伽师须不分昼夜专心修炼。[10]

第五，智慧品（Jñāna-pa[image: ]ala），二百六十一颂，讲述智慧与方便合修得到的俱生快乐，以及用各种矿物质配药的方法和医治疾病的功能。所执境是智慧，能执根是方便，二者各有身体。如果从昼夜的变化去区分认识，夜晚（短元音）思想的区分即是智慧，身体的区分为方便；白昼（长元音）思想的区分为方便，身体的区分为智慧。当两者相互交合时，方便思想进入智慧之中，而智慧思想则进入方便之中，相互融为一体。时轮教法把方便比喻成月亮，以及显教的理论；把智慧比喻成太阳，以及密宗的实践，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会产生空乐。身体与思想都有地、水、火、风等味与大味，味是虚空界之名，大味是智慧之名。从方便有三现与非三现之区分，水风味之三界是从精液出现，其余三界非从精液出现。从月经亦有三现与非三现，地火大味之三界是从月经出现，其余三界非从智慧月经出现。非从两者单独出现者是从两者交合之助缘出现。从智慧、方便出现的三界逐渐成为胎生之身、语、意。佛之俱生快乐，为了增益首先依赖业印（三昧耶手印），然后日色身体、面、足、顶一切支圆满，随顺电的挥舞生起不变快乐，使一切相圆满。三昧耶手印、法手印、羯磨手印及大手印（内分实住大手印、空乐大手印、光明大手印）可于任何地方修炼。修炼到一定程度，使身脉气心调和，即“身调则脉调，脉调则气调，气调则心调”，最后达到一种快乐的境界。俱生快乐是法界施予的。在论述智慧方便与几种佛身的关系时说，非智慧非方便是俱生身或法身；智慧方便之自性脱离黑暗是受用圆满身，犹如身影，众生之义即是作者，众生为了成熟又成为佛之变化身。欢喜是受用圆满身，语意俱生与欢喜亦可生快乐。此品对佛的三十二种相也作了详细的说明。

二 时轮教法的教义与修习

时轮教法宣说的核心义旨为时轮（kālacakra），主张被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限制的迷界，能依宇宙本源之本初佛（[image: ]di-buddha）而得解脱。此教法十分重视时间的作用，认为时间循环往复，转流不息，构成岁月的时轮，具有无穷的威力，天地万物皆由时轮创造，又被时轮碾碎而灰飞烟灭，一切众生都在过去、现在、未来“三时”的迷界之中，宇宙间的成、住、坏、空规律，春夏秋冬、季节月令的变化，乃至各种生命形态、人的生老病死等皆包括在时轮内。它把由时空构成的大宇宙与人体构造的小宇宙联系起来，通过本初佛宣说的教义，将空性与世间万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体系，提出外时轮、内时轮与他时轮构成的三时轮之说。

外时轮或外世界，指包括四洲、须弥山及日月星辰在内的大宇宙器世间。时轮教法认为，微尘堆积的世界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一个空的世界。由此依次出现风、火、水、地四大，然后在虚空中出现帝释天，最后形成虚空。经风的吹动搅和逐渐形成了四大洲，上面有七小洲、七山、七海、二十七宿，七曜日月星辰组成星曜群。须弥山，意为妙高山，原为印度神话传说中的神山，在时轮教法中，它是宇宙器世间的基础——金轮山上形成的高山，高八万四千由旬，山顶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大天王天，东面银质，南面琉璃，西面赤晶，北面黄金，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七金山外有铁围，环绕咸海，四周有四大部洲。东胜神洲形如半月或扇形，三面各长二千由旬，一面长三百五十由旬，居住这里的人身体高大。南赡部洲形如车，南边长三由旬半，其余三边各长两千由旬。西牛货洲圆形，周长七千五百由旬，直径二千五百由旬。北俱卢洲，正方形，周长八千由旬，四边各长二千由旬。另有提诃洲、毗提诃洲、遮未罗洲、筏罗遮未罗洲、舍搋洲、温怛罗漫怛里拿洲、矩拉婆洲。大鹏与八蛋所生是风的生处，牛象根等胎生是火的生处，蝴蝶、蚂蚁等温湿所生是水的生处，树等幻生是天地的生处，宇宙属于卵生，生活在这里的有天、龙、饿鬼和畜生等。

从佛教名相法数角度来看，外时轮是由地、水、火、风、空五大元素构成，须弥山是虚空，须弥山之东和东洲为风界，须弥山南及南洲为火界，须弥山北及北洲为水界，须弥山西及西洲为地界，须弥山的法性为智慧界。从方隅划分，东南为风界，西南为火界，东北为水界，西北为地界，须弥山上为虚空界，须弥山下为智慧界，香、色、味、触、声音、六法，依次和地、水、火、风、空结合。香，一般指麝香、莲花、旃檀、大小便、骨肉之香；色，分颜色和形状两大类，包括黄、白、红、黑、绿、蓝六色和四方形、白圆形、三角形、半月形、绿圆形、齿圆形等；味有甜味、酸味、咸味、苦味、涩味、辣味等；触，指重、柔软、粗、轻、昏、死；声音，包括悦耳非悦耳声、执受非执受声、半执受半非执受声。

内时轮指小宇宙，即人的身体，人体脉道、轮、明点以及气息的流动都展示在内时轮中。从生理学角度讲，人身是由精液与经血结合形成的，精液相当于三十元音之“我”，经血相当于三十辅音之“我”，二我结合后，生命开始形成。经十余年后，生命长成后，即靠身体的气、脉、明点来维持、长养。内时轮的内部也区分为五欲界、六欲天、十六色界和四无色处边。金、木、水、火、土五曜上增加日月、罗睺星、罗睺尾星、计都星，共十曜。东七曜、南七曜、北七曜、西七曜，共二十八宿。胎生、卵生、化生、幻生和温湿生，通称五生。布顿说，内时轮是智慧身，出现于头顶的三十二个元音本性，月色相饰为顶轮；下面的八十个辅音，由日色随好相饰，成为金刚宝莲花，其本性是三界众生，或具有身、语、意三相上师，即讲授者和殊胜不变的智金刚。

如果把内外时轮结合起来讲，地、水、火、风、空、智配合六十花甲子和十二月的南行六月与北行六月，把所作圆满的六十刹那叫作一腊缚，三十腊缚为一须臾，三十须臾为一昼夜。健康男子的六折呼吸为一两水，一两水为三昼夜。地、水、火、风、空、智配合十六元音、三十辅音、六脉轮和十气息，持命气虚空为不动佛，下泻气智慧为金刚菩萨，等住气和龟气为不空罥索佛，上行气和蜥蜴气火为宝生佛，能遍施气水为无量光佛，龙气和胜宝气地界为毗卢遮那佛。六界与根本心、随伺察心、伺察心、定持心、断除心、愿菩提心结合，产生贪心、瞠心、痴心、慢心、嫉妒心和吝啬心。

他时轮，讲的是对治方法，因有别于内外时轮，故称别时轮，即是针对内、外时轮相对应而提出的对策。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灌顶，以及在时轮坛城中修持时轮金刚本尊法的仪轨等，修炼时轮教法，进行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所组成的修观，运用这种方式成就空慧形象的佛身。它包括生、圆二次第灌顶和能依、所依、气、脉、明点等。

他时轮主要讲地、水、火、风、空、智六界与生圆二次第的关系，生起次第重点介绍六界与人体十六部分、俱生十六喜、十六灌顶、十六供、十六三昧耶、十二谛义、三身、三语、三意、三智的对应关系。从圆满次第讲，顶轮有四空四脉叶，额轮有风十六脉叶，喉轮有火三十二脉叶，心轮有水八脉叶，脐轮有地六十四脉叶，生殖轮有智十六脉叶，经过不间断的修炼，各脉畅通，气聚脐轮产生明点。

三种时轮的圆满叫作果时轮。内、外、他三时轮修行圆满后，进入果时轮的修炼阶段。根据六界讲，瞠绿不动佛相当于空界，嫉黑不空罥索为风界，贪红宝生佛为火界，吝蓝金刚菩萨为识界（智界），六部佛通过瑜伽师的修炼获得。如上所述，阻止额轮、顶轮的半圆满、圆满脉轮上的业气，成就时轮千色大手印父母身，最后证得四智和时轮大乐。

时轮坛城的主尊为时轮金刚，一尊双身像，四头，每头三只眼，主体蓝色，左边一面红色，右边两面一白一黄，上肢繁多，层层叠叠向四周伸张，形成圆形，最上四臂白色，中间四臂红色，最下四臂蓝色，其中两臂拥抱金黄色双臂与其平等的明妃，手持金刚杵。明妃的上下两面，颜色不同。两者合起来的三十二只手持战斧、棒、轮、月刀、戟、短剑、弓箭、骷髅鼓、海螺、莲花、钩、索、骷髅碗等法器，各有象征义。时轮金刚的脚下莲台上横卧着处于挣扎状态的欲望神与妖魔，其身后有火焰背光。除此之外，时轮金刚还具有很多的形象，不同形象有不同的象征。如金刚乘中所有的双身佛，时轮金刚代表大悲方便，为阳性；明妃为阴性，代表般若智慧，双身即表示阴阳和合，须臾不可分离，表明宇宙间与世间形成的一切规律，因此在时轮教法中，需在修观时观想时轮金刚与明妃的合身。

上师对弟子施予时轮教法的灌顶和修持，必须在时轮坛城中进行，时轮灌顶总共有十一次。灌顶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灌顶，使弟子获得修持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瑜伽的资格，身、语、意清净，达到心灵体悟的高层次，以期为达到终极目标做好充分准备。[11]

总体而言，时轮教法在哲学上肯定本初佛的教义，认为能依宇宙本源本初佛（Adi-buddha）而获解脱；并极其重视身体瑜伽的修炼法，其修行仪轨十分繁复，主要目的是通过观察宇宙的结构与活动，即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其迁流变化，以主动控制与此对应的人体脉管、轮、气息之迁流变化，以达到究极合一之境界。时轮教法以般若与方便的双入不二，实现真实智慧为目的，其修持原理是通过观察宇宙日月星辰的变化，以调整与之对应的人体脉管（nā[image: ]ī）、轮（cakra）、气息（prāṇa-vāyu），以达到相即合一的境界。由此而言，时轮教法是密集、大威德、胜乐和喜金刚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言之，时轮教法是包括佛教在内的印度宗教和伊斯兰教斗争的产物。其基本立场是佛教的无我理论，即没有什么永恒存在的东西，其表现的形式有变化，证道的法门有变化。时轮教是印度教与佛教进一步结合的产物，是密教教相与事相高度体系化，也是秘密佛教发展的最后阶段。经文中的梵天、湿婆、毗湿奴为印度教三大神，而且毗湿奴教派也流传着有关香巴拉国的传说，卡尔基是毗湿奴的第十次化身，出现于迦梨时代末期，化身为骑马执剑、铲除邪祟、恢复正法的救世英雄。《时轮怛特罗》将这些印度教因素纳入密教体系，反映出当时伊斯兰教入侵印度造成的恐怖与混乱之状，同时也折射出佛教试图借助甚至联合印度教等印度诸宗教，抵抗以至战胜来势凶猛的穆斯林入侵者的强烈意愿。

三 时轮教法的传承

时轮教法的传承多系口传，不同的传承者又有多种名号，再加上由于师承的派别不同，诸家所载往往互有出入，其教法很难清理出一个明确可靠的谱系，只能就诸史家所载得其大概。

相传从香巴拉把时轮教法传播到中印度的是毗睹波（Pi[image: ]o/Vi[image: ]o-pa）。多罗那他《七系付法传》记载，《时轮》等多种怛特罗部是由毗睹波得金刚手授记，以神通力到香巴拉国迎请所得，后来他在罗怛那企梨（Ratnagiri,宝山）传弟子多人，其大弟子有六人，其中三人得金刚身隐没不现，比丘阿缚都底巴（Avadhūti-pā,阿底峡老师之一）、觉吉祥（Buddha[image: ]rī）及那若巴（Naropa，[image: ]rī-Nā[image: ]a-pāda，干足）三人则弘扬其法。阿缚都底波又将时轮教法传与扫黎波（即中金刚座）。

继毗睹波之后传承时轮教法的是阇娄巴。对其学法经过，布顿曾作过记述。东印度五部中的俄尔吾巴的阇娄巴班智达精通一切藏，他曾学于罗那格惹乌睺罗、超戒寺和那烂陀寺。为求得密典和三部菩萨释论，阇娄巴受本尊的指示，和下海探宝的商人结伴，前往香巴拉。当他攀登上一座高山时，遇到一人，问其欲往何处，阇娄巴即答以去香巴拉寻找菩萨释论。其人告以去香巴拉的路非常难走云云。据说阇娄巴遇见的人就是月贤王的化身。

阇娄巴有三位承法弟子，即塔玛巴（普通人）、成就者觉作护（Buddhakaragupta）和孟加拉国的班智达阿阇黎时轮足。又说阇娄巴把时轮教法传授给南印度的一位大臣邬那毗多、婆罗门提梨波尼和语言学家苏纳室利三人。

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记载毗睹波传时轮教法于大时轮足，因此有人认为大时轮足和阇娄巴是同一个人，直接从香巴拉具种王祥护受时轮灌顶，修习《时轮根本略怛特罗》。

大时轮足（Kālacakra-pada），本名妙吉祥金刚（Mañju[image: ]rīvajra）,《青史》说他是中印度王种,《竹巴教史》认为他是东印度孟加拉国人，父母都是瑜伽行者，他精通五明学处，被尊称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据说，大时轮足7岁时由瑜伽母引导前往北印度的香巴拉，途中被一位比丘僧摄收为徒，教授佛法。由于他天资聪明，能日诵七千颂经文，掌握诸经怛特罗后，被比丘僧带领到香巴拉，直接从具种王祥护（又说是月光）学习《时轮》三部释著，然后奉命去南印度传教。其著作主要有《吉祥时轮口诀》、《时轮修法十一支论》（《布顿目录》作《具祥行星曼荼罗修法十一支》）。

大时轮足有十二名得意门徒，其中阿阇黎调伏、戒生智、解脱生处隐者、狮童和无边胜五位班智达把法传给那若巴后去莲花山静修。

大时轮足的法位继承人是小时轮足。小时轮足（Kālahinapāda），本名室利跋陀罗（[image: ]ribhādra，吉祥贤），是中印度人，刹帝利种姓，父亲斯贝陀罗菩提是一位居士。他早年从伯父习佛法，熟谙显教理论，后来和那若巴一起在大时轮足座前听讲时轮法，在那烂陀寺舌战诸班智达，除语自在称和智生两位班智达外，其余都顶礼归服，拜他为师，因此，被尊称为时轮师。为了和大时轮足相区别，他被称为小时轮足。其著作翻译成藏文的有《吉祥时轮修法四支》、《时轮灌顶总示广释》、《六支瑜伽口诀》、《正说文殊菩萨相利乐释——真言义心要略论》（亦名《真言义秘要论》）、《六支瑜伽要诀》、《六支瑜伽教授必要》，共计六部，重点解析《时轮根本怛特罗》所说的六支瑜伽。

《青史》认为，当时修炼时轮教法的人很多，由毗睹波传给南方的陀梨伽波，彼传阇娄巴，阇娄巴传给大时轮足，大时轮足传小时轮足；小时轮足把此教法传给觉贤（Bodhibhadra）和萨都毗陀（Sādhuputa，善家子）二人。大时轮足把教法传给无畏作和阿毗诃利拘伽诃（Abhidzukha）；后者传法尊和毗迦罗（Bhaskara）。无畏作护著《吉祥时轮纲要》和《星算论著入时轮论》，传给西藏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索朗坚参。

迦湿弥罗的月贤（Candrabhadra），又名苏罗耶迦都（Surayaketu），传法给班智达金光（Sonashi）、吉祥作（Lak[image: ]amākara）、施祥（Dāna[image: ]ri）、旃陀罗罗睺罗（Candra Rahulal）、月怙主（Somanartha）等人，足证此教法在迦湿弥罗地区颇有流传。其中，月怙主又把时轮教法传入藏地。

月怙主，当地土语称为婆罗门贤足，是一位学富五明的班智达，早年专修因明学和般若学，一次能牢记十六偈经文。后来结识了班智达戒生智，接受灌顶，开始修习密法。为了得到真传，他远涉中印度的那烂陀寺从小时轮足学习时轮教法，进一步发展了六支瑜伽，成就显著，据说达到了能截断大小便的程度。《青史》记载，他曾三次进藏传法译经，著有《时轮无尽明灯教授释论》和《根本智论释》，把《胜义近修》和《无垢光疏》译为藏文，其译文流畅，用词适当，词义表达准确。在其指导下，藏族僧人首次翻译了《时轮根本略怛特罗》部分章节。

总的来看，时轮教法的传承是以大、小时轮足为中心，至于其间的相互授受，在藏传佛教传统中颇有分歧，如热译师认为，小时轮足传给妙称和遍吉祥。《竹巴教史》说，那饶巴传妙称，妙称传尼泊尔的萨曼达室利跋陀罗（遍吉祥）。卓译师认为，小时轮足传月怙主。咱弥译师认为，大时轮足传班智达释迦狮子幢等。如是等等，意见分歧很大，让人无所适从。不过，通过种种异法与不同的记载，可以看出时轮教法在11世纪前后得到了很大发展。

按照藏文《时轮经》的翻译时间推算，《时轮》的传承大致可以列为毗都波—大时轮足—小时轮足—月怙主，这样粗略的脉络。从毗睹波于965年获得《时轮经》到1027年结觉·达哇欧色初译成藏文，中间相差六十余年，其间时轮教法主要在中印度和北印度流传。[12]

第三节 六贤门时代之佛教

10世纪中后期至11世纪中期，印度佛教迎来了一次新的高潮，以超戒寺六贤门为代表的大阿阇梨如群星般熣灿闪耀于后期印度佛教史上，其时约当波罗王朝的摩诃波罗王（923—962）的后半期与遮那迦王（978—1009）时代，此王朝占据中东印度，大力护持佛教。这一时期，整个南亚半岛依旧上演着王朝之间的攻伐更替，以及穆斯林军队对印度的步步征服。10世纪上半期，南亚半岛最强大的王朝是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时当克里希纳三世在位，他征服了东南印度的朱罗王朝。不过，到公元973年，拉什特拉库塔王朝被泰拉推翻，建立卡尔亚尼遮娄其王朝（973—1200），是为后期遮娄其王朝。紧接着南印度的朱罗王朝崛起，拉贾拉贾（王中之王，985—1014年在位）建立朱罗帝国,征服南印度和斯里兰卡，在南印度半岛颇有声势。其子拉亨德拉（Rajendra，1014—1047）继位后，曾于1022—1023年，率军队远赴恒河,打败了奥里萨的索马瓦姆希（Somavamshis）王朝和波罗王朝。1025年，朱罗王朝的海军又征服东南亚的室利佛逝国。在南印度诸王国更替过程中，印度教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到11世纪，印度教吠檀多哲学家罗摩奴阇（1017—1137）出世，使印度有了新的发展。

在中印度10世纪中叶开始，金德拉王朝（950—1203）在卡朱拉霍开始兴建神庙，此神庙具有极为显明的性力色彩。在西印度地区，索兰基王朝（Solanki dynasty）治下的耆那教大为兴盛，其宗教艺术颇有特色。另外，在西北印度，穆斯林入侵者依旧不断加强对印度的征服。公元971年阿富汗统治者伽色尼（Ghazni）的马哈茂德（Mahmud）以穆斯林（Muslim）的名义宣布对印度发动圣战。1000—1025年，马哈茂德在第十七次远征中劫掠北印度大部，摧毁了马图拉、卡瑙季和索姆纳特神庙，占领了印度北部的旁遮普。在穆斯林军队逐步深入的劫掳与征服中，局据于东北印度一隅的印度佛教迎来了最后的辉煌。

以超戒寺六贤门为代表的佛门僧徒兼具大乘佛教论师与密教成就师的身份，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学说与密教的修行科仪充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显密圆融的完备体系，将超戒寺佛学推至高潮阶段。东门之宝作寂，南门之智作慧，西门之自在语称，北门之那若巴、觉贤，中门之宝金刚、智吉祥友，各有所擅。稍后出现的阿底峡更转益多师，就学于超戒寺六贤门诸师，复从当时的、明杜鹃菩萨、阿[image: ]都帝巴、大瑜伽师罗睺罗笈多伐折罗、金刚座末底寺戒护论师，更至东南亚苏门答腊岛的金洲法称学习，成为集诸家之成的大师，最后应藏王之邀，赴藏地传经弘法，使佛法之慧炬在藏地长明不灭。

一 东门守护者——宝作寂

宝作寂（Ratnākara[image: ]ānti，974—1026或978—1030），或译宝积静、宝藏寂、宝手寂、宝生寂等，又称扇底巴（[image: ]āntipa，当为其密号），为10—11世纪印度后期唯识派论师，为阿底峡（Atī[image: ]a）的老师，也是后期印度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在唯识学派中，宝作寂属无相唯识派，他与有相唯识派论师智吉祥友的论争，在当时非常著名，他还曾经批判过中观派月称（Candrakīrti）的学说。相传他曾经随那若巴（Nāropa）学习密教怛特罗，多有成就，对密教影响深远。

宝作寂的著述甚多，关于唯识的有《般若波罗蜜多教诫论》（Prajñāpāramitopade[image: ]a，此书篇幅虽小，却代表其哲学立场）、《中观庄严教诫论》（Madhyamakālakāropade[image: ]a）、《中观庄严释疏中道成就》（Madhyamakāln·kārav[image: ]tti;Madhyamaprati-padāsiddhi-nāma）、《成就唯识性论》（Vijñaptimātratāsiddhi）等书。在因明学方面，宝作寂著有《内遍充论》（Antarvyāptisamarthana）。在中观学方面，宝作寂著有《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细疏最上心髓》（[image: ]ryā[image: ][image: ]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pañjikā-Sārottamānāma，或作《八千般若释最胜心要论》）、《二万五千般若现观庄严颂释具足清净论》（Abhisamayālan·kāra-kārikā-v[image: ]tti-[image: ]uddha-matī）。

宝作寂是此期无相唯识派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中观与唯识有相近的传统，学理上可以相通，带有显著中观瑜伽派倾向，如他将《入楞伽经》第十品二百五十六、二百五十七、二百五十八三颂作为自己思想的根据，其《般若波罗蜜多论》即把中观与唯识的修习次第匹配起来。

他曾经批判有相唯识派的代表人物智吉祥友，指出世界所有的现象不过是认识的表象，形象由无始以来的错误印象所生，故不是实在，如梦中的知觉那样。这形象倘若不依靠作为认识的烛照作用，是无法单独生起的。另外，某种特定的形象通常可以被其他的形象所否定，其自身不能独立地显现，因此可以说它是虚妄不实的。不过，就认识本身而言，它是实在的。有相论者认为，形象可以通过认识显现出来，则形象与认识应是统一的，也具实在性。倘非如此，形象就不可能被认识。宝作寂反驳说，倘若如此，所有认识的形象都应是正确的，所有的人都具有正确的认识，都可以由此得到解脱，这样就不会有凡夫与圣者的区别，而从实际情形来看，混淆凡夫与圣者、等同认识与形象是显然不能成立。有相唯识派把形象与思唯区别开来。他们认为思唯是虚构的，形象是实在，是认识的本质。宝作寂认为形象与思唯俱为虚构，认识当体远离形象与思唯。

宝作寂也对早期的无相唯识说作出反省与批判，早期有相唯识派认为一切都是认识的表象，并无外界的对象存在。由于对象不存在，因而认识亦不存在。宝作寂认为，说主观、客观的不存在，并不是命题的否定，而是含有对另一实在即认识本身的肯定之意。倘非如此，圣者以真实智慧去直观空性，就与凡夫的暗黑无知状态没有差别。

对中观派的观点，宝作寂亦有批驳。如承清辩之学的经量中观派，承认外界的对象与内界的心灵这两者的存在性，但就胜义谛言之，两者皆不存在。宝作寂表示，倘若作为最高的真实，心灵不是实在的话，觉悟便不能成立。因为觉悟不外是智慧，是心灵上的事情。即便说智能是错误的想象，其言说本身仍不外是智能，何以能以智慧来否定智慧呢？寂护等人的中观瑜伽派否定外界的存在，只肯定心灵的存在，不过，在论及最高真实，他们也否定心灵的实在性。对此，宝作寂引用《中边分别论》，把一般的理解与最高的真实各各分类为三种。并且表示，最高真实可以是空性，这是真实智慧的对象；亦可以是涅槃，这是真实智慧的结果；亦可以是真实智慧当体。他认为即便认识的形象是虚伪，我们也不能把认识视为不存在。

由此宝作寂把心灵的本质视为认识的本质（照明当体），他融摄了中观与唯识共通的真理，再度回归至《般若经》所说的清洁光辉之心灵。

除对唯识与中观的批判外，对瑜伽的次第，宝作寂亦有独特的认识。在他看来，觉悟远离形象，是心灵的最高次第。瑜伽行者经过闻、思之后，集中于冥想即修上。他把冥想分为四个次第。

第一阶段是以阿毗达磨哲学的十八种范畴为对象，从事冥想，是为“以尽其所有为对象的阶段”。瑜伽行者弃置思维，把心专注于对象中，保持静寂。这点作了，止心完成时，即思维十八种真理，确信这是没有错误的真理，达成观察。其次，他要努力使止心与观察这两种瑜伽并行，达成两者的统一。

第二阶段，瑜伽者当以诸法原有的真相，作为冥想的对象，观察到外界的存在并不外于心灵，是认识的表象，是为唯识的真理。以此为对象，修习止心、观察及两者的统一。是为“以作为如实的真理的唯心为对象的阶段”。

第三阶段，瑜伽行者认识到心灵显现的形象是错误的表象，不是心灵的本质。在这个阶段，瑜伽行者当以无形象唯识论的真理——心灵的本质是离主客离形象的照明当体——为对象，不断修习止心、观察与两者的统一，是为“以真如为对象的阶段”。

第四阶段，瑜伽修习者不再以真如为对象，修行者成为真如自身，得到超越乎思唯的智慧（无分别智），是为“无显现的阶段”。

瑜伽行者完成这些阶段后，就达到信解行地，接着便修习菩萨十地，最后升至佛位。

在其《三乘建立论》一书中，宝作寂把怛特罗教分为五种，即作、行、瑜伽、大瑜伽、无上瑜伽。[13]

除了在无相唯识学方面的建树外，宝作寂在怛特罗教法的修习与弘扬方面也颇有成就，相关的著述传世颇多，这些著作皆题为“扇底巴”（[image: ]āntipa）。如其《随求母轮写绘法》、《五护法仪轨》（Pañcarak[image: ]ā-vidhi）是关于事部怛特罗教法的著作，《一切密怛特罗合解密灯论》是关于瑜伽部教法的著作。

在无上瑜伽密法的修持与传承上，宝作寂的成就更为突出，在密集教法的传承方面，他曾经在超岩寺后师事那若巴（Naropa），修习密集、胜乐和喜金刚密法，其著作有《密集解脱花鬘论》（Muktāvalī）和《密集二十五位本尊仪轨》（《密集垛玛食品供养仪轨》），他把唯识学思想贯穿进密集教法中，提出以不动金刚佛为主尊的密集二十五尊曼荼罗灌顶仪轨，形成密集扇底巴派。

在阎曼德迦教法方面，其著有《治死敌黑色阎曼德迦修法犹如君陀花开论》、《会供轮修法》、《黑色大威德怛特罗释宝灯论》。

在胜乐教法方面，宝作寂著有《呼金刚怛特罗细疏之解脱鬘论》（Srī-hevajra-pañjikā-muktāvalī）、《俱生喜论》（Hevajrasahajasadyoga）、《俱生瑜伽次第》（Sahajayogakrama）、《修法断谬论》（BhramaharanāmaHevajrasādhana）、《量等虚空怛特罗广释》（Khasamātīkā）。

另外，在摩诃摩耶密法（Mahāmāyātantra）方面，宝作寂著有《摩诃摩耶续释具功德论》（Guṇavati）、《大幻化修法》。

宝作寂在佛教史上的地位甚高，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中把他与后出的浊世佛——无畏作护相提并论，认为由于时运不济，此二人对于教化众生所作利益有大小，其功德可以与世亲等人媲美。

二 南门守护者——智作慧

守护南门的智作慧（Prajñākaramati,约950—1000），精于一切明处，亲见文殊圣容。据说与外道辩论时，智作慧对一幅文殊画像供像祈祷，于是外道的辩论如何说出，以及对它的答法在心中一起现出，然后再去辩论，他绝对获胜。《青史》以他为西门守护者，《多罗那他佛教史》则以他为南门守护者。其著作以《入菩提行难处释》（Bodhicaryāvatāra-pañjikā）为最著名。此疏乃寂天《入菩提行论》之注释，为现存《入菩提行论》之注释中卷帙最大的一部。[14]此外，他还著有《现观庄严论注摄义》（Abhisamayālaṃkārav[image: ]ttipiṇ[image: ]ārtha），是总结师子贤所著的《明义释》而造的。他是清辩系统的学者，与寂护有不同的倾向，他并不赞成与唯识派相融合，而且站在相反方，要尽力否定融和的做法。由此可以看出，智作慧是严守中观立场的，是继寂天与师子贤之后出现的中观学派代表人物。

三 西门守护者——语自在称

在六贤门之中，守护西门的是语自在称，有些藏文史料说他是南门的守护者，但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中指出，传自印度的三种梵籍皆以其为西门守护者。

语自在称（Vāgī[image: ]varakīrti）出生于贝拿勒斯，属刹帝利种姓，初在大众部出家，法名戒称（[image: ]īlakīrti）。出家后，广泛学习声明、因明、宗义等诸科佛学，成为学识渊博的班智达。后即由显入密，向恭建那（Ko[image: ]kana）、胜贤（Jayabhadra）的追随者金刚笑（Hāsavajra）乞请《总摄论》（Cakrasamvara）教法，然后在摩揭陀的某个地方修持。相传戒称博闻强志，获得大自在成就，一天能记诵一千颂经文，由此获得语自在称的名号。他对一切经咒明处特别精通，讲说、辩论、著述三事完全无碍，时常亲见圣多罗母，断除疑难。

后来，语自在称巡游各地，摧破诸多外道，声誉大起。遮那迦王慕名迎请，先后让他职掌那烂陀寺与超戒寺西门。从毗那夜迦（Gaṇapati，聚落主）处取得财物，供养众多佛寺与僧众，先后设置般若波罗蜜多的法产八处，讲说密集的法产四处，讲说上乐、喜金刚、四座、摩耶各一处，以及中观、因明的零散法产。他又多次聚集僧众，就《中论》、《现观庄严论》、《经庄严》、《密集》、《喜金刚》、《降阎摩》和《入楞伽》等展开讨论。

语自在称心智敏锐，曾破斥三百余位西印度来的论难者。论难中屡屡获胜，语自在称非常自负，传说他曾经与比丘阿伐杜底巴（Avadhūti-pā）讨论教法，后者引用世亲的言语为证，语自在称以戏谑的口吻评述世亲之说，显示出对世亲的不屑，当晚他的舌头就肿起来，无法言语。后来他向多罗母祈请，多罗母即告诫他这是由于对世亲的讥毁所致，语自在称从多罗母之教，造颂称扬世亲，其舌头才得以康复如初。通过这一传说可以看出世亲的学说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影响力。

传说语自在称在超戒寺弘法利生多年之后，后半生来到尼泊尔国，专心修持，重点宣说真言乘教法，且常以神通示人。传说他能通过睇视瓶中之水使其沸腾，又能使佛像跃动自如，还能结守护坛，使滚滚而来的洪水止于坛城之外。又有传说，语自在称有很多妻室，许多人认为他不能持戒。某次国王在删多补梨兴建一座总摄轮佛殿，开光后举行大会供轮，语自在称应邀携两位妻子参加，并主持会供。仪式结束以后，语自在称夫妇三人在殿内取了六十多份会供物品。国王心生疑虑，从门缝看见胜乐曼陀罗轮中的六十二尊现前，享受会供物，此后语自在称即在那里化虹身而去。

从藏文大藏经来看，语自在称的著述很多，其中多是密教的各种修法，诸如《大佛塔九尊修法》、《独勇金刚修法》（Siddha-ekav1ra-mañjugho[image: ]a-stotra-suvarṇa-māla-nāma）、《白衣金刚手修法》、《金翅鸟王修法》、《大部主修法》、《赎死修法》、《开光修法》、《陀罗尼修法》、《真实性明灯修法教授》、《修习次第》，以及各种密法的修习仪轨，如《供垛玛食子仪轨》、《净瓶修法仪轨》、《密集曼荼罗略轨》，以及各种密法教授的秘诀，如《诸轮教授秘诀》等。另外《各种羯摩略论》、《释义明灯》、《具足七支真实性大宝光明根本释》三部应该是密教的各种释论。至于《金刚手赞》、《救度母赞》（Samaya-tārā-stava）、《白文殊金鬘赞》则是对密教本尊的赞辞。

四 北门守护者——那若巴与菩提贤

那若巴（Naropa[15]，956—1040/1016—1100）出身于孟加拉国一个高等的婆罗门家族，早岁即显示出好学深思的禀赋，成年后从父母之命与一位年轻的婆罗门女孩结婚。八年之后，经双方同意解除婚约，那若巴即受戒出家学佛。28岁时，那若巴进入那烂陀寺学习佛教经典与怛特罗教法，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与不败的辩论家。根据当时印度的文化习俗，在辩论中失败的一方要皈依胜利者，由此那若巴拥有众多弟子与追随者，并被推举为当时著名的超戒寺的北门守护者。

据西藏史料所载，有一天那若巴正在修行时，出现了一位空行母（荼吉女），询问他是否懂得佛陀所教授的法语，那若巴做出肯定的答复，此空行母对其回答非常满意，那若巴又补充说，自己对佛法的教义亦完全通达。空行母听了那若巴的这句话，忽然抽泣起来，说她哥哥谛洛巴竟然是个大骗子，声称自己是大学者，是唯一通达佛法要义的人。后来的佛教史家通常认为此空行母即是谛洛巴的妹妹宁古玛，她有时也被作视为那若巴的妻子或瑜伽女。听到谛洛巴的名字，那洛巴即生起想拜见他的强烈愿望，以便于获得完全的觉悟。于是，那若巴放弃他在超戒寺的一切，去寻访谛洛巴。历经大大小小的十二种磨难，那若巴终于找到谛洛巴，接受谛洛巴的四种语旨教授，获得大手印成就。

那若巴11岁时前往当时佛法重镇克什米尔求学，后来被迫与尼古玛（后从事文学创作，作品风格与那若巴相近）成婚。八年后，彼此同意解除婚约。同年，那若巴再度赴克什米尔。三年后，那若巴至布拉哈利，相传藏地求法者玛尔巴即于此地接受那若巴最后的教法，该地后遂成为西藏佛教史上闻名的胜地。后来那若巴来到那烂陀寺，参与一连串的宗教哲学辩论，大获全胜，被推举为那烂陀寺的住持。后来，那若巴在读金刚乘典籍时，受夜叉女指示，赴东方访求金刚成就者。经历多次试炼后，那若巴得以师事谛洛巴，受其教化。那若巴的老师谛洛巴[16]（Tilopa/Tilli-pā，988—1069），或译迪洛巴、底洛巴、底梨波、德洛巴等，他是四大语旨教授的重要创立者和传承者。[17]相传他是东印度萨霍尔国人，父母都是学识渊博的婆罗门。相传谛洛巴在8岁时，亲见金刚手，得其加持，具有种种特异的禀赋。12岁时，谛洛巴已通解五明，四年后入胜乐主尊内外曼荼罗，获得灌顶。20岁时，得遇一奇女子，虽然相貌鄙陋却拥有种种法力，谛洛巴依之出家，法名慧贤（Jñānabhadra），根据传说，谛洛巴得到这位女子的授记和加持，在索摩布里寺（Somapuri）以链系脚，苦修十二年，依托药物、咒语之力，证得内外道共许的共通悉地，成为通达诸种法藏的班智达。此后，谛洛巴到南方修习布金刚喜尸林，得遇在茅屋中修行的金刚玛当格（Vajra-mandaka）,获得其摄授，尽承其法，领悟到心的真实性。承玛当格授记，谛洛巴来到萨霍尔国的舍罗迦卫城，成为一名妓女的仆人，担当榨芝麻油的职责。在榨油时，他领悟到芝麻含油，但如不经过压榨即不会出油，同理人虽具佛性，但不经过勤苦修习，即无法获得觉悟。由是，他精进修习，最终觉悟证得真实性，并感得金刚持佛示现，为其灌顶，得受怛特罗教授。此后，谛洛巴摄受此妓女及其眷属，亦使他们获得了解脱。谛洛巴原义为榨油者，就是人们依其开悟因缘而给他的称号。

觉悟之后，谛洛巴教授四方，获得人们的崇信。相传他曾在印度南部教化旃陀底巴王，在此王为其母亲举办的法会上，与内外道学者辩论，不管是在声明、因明，还是各种神通方面，谛洛巴都所向披靡，大获全胜。又相传，他曾到印度西方的邬坚国，取得《胜乐金刚根本怛特罗》五十一品及六种注释，还有《无身空行九密法》等。谛洛巴的著作在藏文大藏经中收有《吉祥俱生胜乐自身加持》（[image: ]rī-sahajasambarasvādhi[image: ][image: ]hāna-nāma）、《大手印秘密要诀》、《真实性第四教授明灯论》等。除此之外，他还综合其学，创立四大语旨教授。

四大语旨教授，又称四教诲、四大传授，即四种口传的教法传承。第一种语旨教授是《密集》及《五次第》、《四座》（cutuh[image: ]-p-i[image: ]ha）及瑜伽修习的往生、夺舍法，其传授依次为金刚持—因陀罗菩提—龙变瑜伽母—毗苏迦巴—萨乐诃—龙树—玛当格—谛洛巴。第二种语旨教授为《大幻化》（Mahāmāya）之圆满次第，以及瑜伽修习中的梦境、幻身法，其传承依次为金刚持—智慧空行母—姑姑热巴—咱热耶巴—谛洛巴。第三种语旨教授是《胜乐金刚》等无上瑜伽母部怛特罗及瑜伽修习中的光明法，其传承为金刚持—金刚手—卓毗斯噜迦—毗那萨班杂—罗瓦巴—谛洛巴。第四种语旨教授是《呼金刚根本怛特罗》及其注释与瑜伽修习之脐轮火法，其传承为金刚持—金刚手—无支金刚—莲花金刚—善缘空行母—谛洛巴。因史料所限，这四种语旨教授传承的真实性无从考知，但从其教法内容来看，谛洛巴把当时流行的《密集》、《大幻化》、《胜乐》、《呼金刚》等无上瑜伽部的本尊修习法与其独特的瑜伽修行方式结合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六种瑜伽修行方式究竟是谛洛巴对相应怛特罗经典的总结，从其抽绎而出，还是他将这些瑜伽修行方式与无上瑜伽密典匹配，发展出新的秘密修行方式，尚需人们做进一步的讨论。

师承谛洛巴的那若巴，尽承谛洛巴的四大语旨教授，并以之为基础，创立了以善巧方便道接引学人的“那若六法”。此后那若巴就一直居住在普乐诃利（Pullahari），一直到85岁时去世。

那若巴在担任北门守者时，守护东门的宝作寂即扇底巴也曾从其问法。传说他们的相识始于一次供养，当时有弟子送施食，扇底巴看见施食的台子上有一极畏怖的瑜伽行者，遂惊惧奔走。得知是那若巴后，扇底巴才顶礼足下，频频致敬，从其受灌项教授。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八十四成道者传》中对师徒二人的灵异与神通多有记述。据说，那若巴做了几年北门的守护者之后，即辞去此职，专事修行，北门守护者由觉贤接任。

那若巴在当时影响颇大，其著作收于西藏大藏经丹珠尔部中者有三十余种，其重要者如下所列：《吉祥金刚成就法》、《吉祥秘密宝如意珠》、《吉祥大黑天女成就法》、《耳相传金刚句》、《那若班智达歌》、《吉祥律轮仪口耳相传如意珠优波提舍》、《蝎来缘起自在法》、《说灌顶经集胜义注释》、《至尊百字明菩萨跏趺三种修观法》、《呼金刚密续广释》、《金刚亥母修法》、《金刚句真髓集细疏》、《独勇嘿汝嘎修法》、《时轮灌顶略释》、《荼毗仪轨》、《无二尊胜教广释》、《金刚歌两种》。

这些著作多为呼金刚、时轮教法的注释。其中《金刚句真髓集细疏》（Vajrapada-sāra-saṃgraha-pañjikā）在印度及藏地流行颇广。

据《青史》记载，那若巴的承法弟子有阿底峡、扇底巴（宝作寂）、弥勒巴、克什米尔人藏作（Jñānākara）、尼泊尔人潘汀巴（Pham-mthi[image: ]-pa）兄弟等。另外，藏人玛尔巴（Mar-pa）与多巴（Do-pa）也在第尔胡特（Tirhut）曾向那若巴问道。

接任那若巴担任超戒寺北门守护者的菩提贤（Bodhibhadra），或称觉贤，生于欧提毗舍的吠舍族中，修行种种菩萨行。相传他曾经面见观世音，亲闻教法，后来担任过金刚座的主持。菩提贤是10—11世纪印度后期中观派的思想家，以撰《智心髓集会疏》（Jñānasārasamuccayanib-andhana）注释圣提婆之《智心髓集》而知名于世。

《智心髓集》（Jñānasārasamuccaya）是一部学说纲要书或判教书。内容除批判外教外，还依次解说有部、经量部、唯识派、中观派佛教四大学派的基本学说，并将中观思想视为最高位。值得注意的是，菩提贤在其注疏中将经量部视为大乘，又将唯识学派分为陈那系统之有相派与无著系统之无相派，还将中观派分成清辩系统与寂护系统。

另外觉贤还有两部与菩萨律仪有关的著作，即《菩萨律仪二十论细疏》（Bodhi-sattva-saṃvara-viṃ[image: ]aka-pañjikā）、《菩萨律仪仪轨》（Bodhisattva-saṃvaravidhī），其中，《菩萨律仪二十论细疏》是注释月官《菩萨律仪二十论》的著作。

五 中央第一大柱守护者——宝金刚

守护超戒寺中央第一大金刚柱的是宝金刚。宝金刚（Ratna-vajra）出生于迦湿弥罗的婆罗门世系。传说其祖上是修待大自在天的婆罗门世家，后来获得授记，预言其族胤中总是出生有名的学者，第二十四代以前是外道，第二十五代即转入佛门。后来，果真到了第二十五代师子贤（Haribhadra）时，以教为誓，与佛教徒辩论，辩论失败后归入佛门，成为善巧通达教法的班智达。师子贤的儿子就是宝金刚婆罗门。从宝金刚父子改大自在即湿婆信仰而转入佛门的事例，可以推见10—11世纪，佛教与湿婆教在迦湿弥罗的相互影响与势力对比。

据载宝金刚30岁以前以佛教优婆塞的身份，在迦湿弥罗当地学习，通达一切经咒明处。之后，他来到摩揭陀继续听闻教法，在金刚座修持，亲见总摄轮、金刚亥母等众多本尊。国王赐予他超戒寺的贝多罗，让他在那里讲说真言乘众多法门、七部量论、慈氏五法等，多年利益,教化众生。

后来，宝金刚回到迦湿弥罗，通过辩论破斥众多外道，并使之归入佛教。相传他曾经建立几所讲说正理聚、经庄严以及密集等教法的学院。宝金刚后半生到西方的乌仗那弘法，收授门徒。传说迦湿弥罗国有一个精通外道宗义并亲见大自在天的婆罗门，得到山神的授记说：到乌仗那去，成就巨大义利！这位婆罗门依教而行，到达乌仗那，碰见宝金刚。两人以教为誓，展开辩论，最后宝金刚获胜，这位婆罗门于是皈依宝金刚门下，取名密智（Guhya-prajña），跟从宝金刚学习怛特罗教法，并最终获得成就，并到藏地弘法。

据藏传佛教资料记载，宝金刚的著述主要有如下几种：《呬噜迦成就论》（Heruka-sādhana-nāma）、《胜乐轮吉祥偈》（Cakra-saṃvara-man·gala-gāthā）、《胜乐轮曼陀罗诸尊赞》（Cakra-samvara-maṇ[image: ]ala-devagaṇa-stotra）、《胜乐轮赞》（Cakra-samvara-stotra）、《业力次第》（Bali-karma-krama）、《呼金刚赞》（Hevajra-stotra）、《一切佛平等瑜伽达吉尼女网胜乐大怛特罗王》（Sarva-buddha-samayoga-[image: ]ākiṇī-jāla-sṃmvara-mahā-tantra-rāja）。[18]

六 中央第二大柱守护者——智吉祥友

守护中央第二大柱的智吉祥友（Jñāna[image: ]rīmitra，980—1030），是印度后期佛教的论理学者，密教学僧，也是阿底峡的老师之一。智吉祥友生于瞿荼地方，最初是声闻众仙陀婆的班智达，精通该宗派的三藏。后来对大乘有了信仰，精研龙树、无著等人的著作，同时通晓很多秘密真言的怛特罗部。相传智吉祥友的听受范围极其广大，他修行菩提心，多次面见薄伽梵释迦王、慈氏、观世音三尊，具足无碍神通。

10世纪，正理（尼夜耶）学派学者曾对法称以来的佛教论理学作过批判。针对此事，智吉祥友著《刹那灭论》（K[image: ]aṇabhan·gādhyāya）、《有神论批判》（[image: ]varavādādhikara）等，从佛教立场反驳正理学派。智吉祥友也是当时有相唯识派的代表，曾与无相唯识派的宝积静（Ratnākara[image: ]ānti）展开激烈论争。

智吉祥友的著作较多，除了上述两种之外，还有《遍充论》（Vyāpticarcā）、《差别无差别考察论》（Bhedābhedaparīk[image: ]ā）、《不认识秘密论》（Anupalabdhirahasya）、《瑜伽师决择论》（Yoginirṇayaprakaraṇa）、《有形象论证论》（Sakārasiddhi[image: ]āstra）、《不二一滴论》（Advaitabinduprakaraṇa）、《因果关系论证论》（Kāryakāraṇabhāvasiddhi，有藏译及英译本）等。在他的承法弟子之中，以宝称较为知名。

宝称（Ratnakīrti），生平事迹不详。他是11世纪印度后期的唯识论师、因明学学者，属于有相唯识派。宝称著有《一切智者论证论》（Sarvajñasiddhi）、《自在神论证破斥论》（[image: ]varasādhanadū[image: ]aṇa）、《离论证论》（Apohasiddhi）、《刹那灭论证论》（K[image: ]aṇabhan·gasiddhi）、《量内在论》（Pramāṇāntarbhāvaprakaraṇa）、《遍充决择论》（Vyāptinirṇaya）、《常恒论证破斥论》（Sthirasiddhidū[image: ]aṇa）、《多样不二显现论》（Citrādvaitaprakā[image: ]avāda）、《他相续破斥论》（Santānāntaradū[image: ]aṇa）。后整理汇集成《宝称著作集》（Ratnakīrtini-bandhāvalī）。[19]

此外，在《西藏大藏经》也收有宝称撰著的唯识学与密教方面的若干著作。

七 胜敌的宗义学说

除了上述守护六门的诸位僧徒之外，超戒寺亦集中了众多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名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中观、因明及宗义学说等方面均有研究的胜敌。

胜敌（Jitāri,Jetāri）或音译作吉达利。他活动的时间在10世纪后半期至11世纪前半期。胜敌为超戒寺学僧，也是阿底峡的师父，是印度后期中观派的思想家及因明学者。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中记载，胜敌是东印度小国的王妃与婆罗门所生，年轻时听闻文殊菩萨说法，通达一切学艺。后因诋毁不动尊，在多罗女神的劝诱下撰写了许多大乘论书来消除罪过。之后，胜敌成为超戒寺僧人，曾经为寂天《大乘集菩萨学论》及《入菩提行论》作注释。

胜敌在宗义学说的分判方面颇有影响。他的《善逝宗义分别论》（Sugatamatavibhan·ga）是由八偈组成的小论，与圣提婆《智心髓集》（Jñāna[image: ]araSamuccaya）的第二十一偈至第二十八偈完全一致，依次各以二偈解说毗婆沙、经量部、唯识派、中观派四大学派的学说。在此基础上，他又完成《善逝宗义分别论疏》（Sugatamatavibhan·ga-bhā[image: ]ya），这是其《善逝宗义分别论》的自疏。解脱生护（Mok[image: ]ākaragupta）在《思择说论》（Tarkabhā[image: ]ā）中解说四大学派的学说时，曾多次引述胜敌的学说。[20]

在因明学研究方面，胜敌也颇有成就，著有《因实义教诫论》（Hetutattvopade[image: ]a）、《幼童入门思择论》（Bālāvatāratarka）、《类否定论》（Jātinirāk[image: ]ti）、《不决定论舍离论》（Anekāntavādanirāsa）四种因明学著作。

胜敌所著《菩提心生起受持仪轨》（Bodhicittotpādasamādāna-vidhi）多处引用了寂天《入菩提行论》中的观点，密教色彩极浓，不过在《西藏大藏经》中仍被列入中观部。

除上述几种，胜敌还有一些密教著作，多罗那他说他有各种显密著作达百余种。关于胜敌的思想立场，嘉木样协巴《大学说》认为他是属于无相有垢论的瑜伽行中观派。但同时，该书中也提到胜敌将法称的立场解释为多样不二论（有相论的一种），而认为他属于有相派。

第四节 阿底峡对印度佛教之集成与弘传

在六贤门之后，活跃于印度佛教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便是在印藏佛教史上最负盛名的阿底峡。

阿底峡（Atī[image: ]a，Dīpamkara [image: ]rījñāna，982—1054/980—1052），生于距东印度超戒寺不远的超越城（Vikramapura），为当地善胜吉祥王（Kalyāna[image: ]rī）第三子，俗名月藏（Candragarbha）。阿底峡幼年时即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聪颖与宗教禀，3岁时熟习算数、字书，6岁时就能辨别内外正邪教理。受当地浓厚的佛教氛围影响，阿底峡很早就皈依三宝，读诵诸种佛教经论以寻求正法。

11岁时（983），阿底峡听从独处修行的胜敌婆罗门的劝诫，赴中印度那烂陀寺跟从菩提贤（Bodhibhadra）论师学习发心教授，传承其定学与慧学。阿底峡后来所作的《难处释》中的定学与慧学二章即是依据菩提贤的著作改编而成的。

次年，阿底峡赴金刚座，以阿伐都帝（Avadhuti，中脉师）为上师，从其学习出离心教授。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载，阿伐都帝曾与超戒寺六贤门之一的西门守护者语自在称讨论佛法，之后在金刚座潜修。在此后的七年间，阿底峡跟随阿伐都帝学习各种经论，修习种种难行。

18岁时（1000），阿底峡转赴超戒寺，跟随北门守护者那若巴（Nāropā）学习各种密法，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在此期间，阿底峡也跟随超戒寺的其他上师学习，如跟随黑山的罗睺罗笈多（Rāhulagupta）学习“呼金刚”（Hevajra）密法，密号“智密金刚”（Jñānaguhyavajra）。29岁时（1011），阿底峡以超戒寺持律比丘戒护（[image: ]īlarak[image: ]ita）为亲教师，剃发出家，学习戒律与因明、工巧明等世间学问，取名“燃灯佛智”。戒护是大众部说出世系的上座。此后，阿底峡又到飞行寺跟从法铠（Dharmavarma）论师听受《毗婆沙藏》，在法护座前听受律学和密教实践法。

这些求学经历使阿底峡在31岁时，就已具备了扎实完备的佛学基础。《青史》因此记载说：“直至三十一岁之间，关于四部之三藏教义大都听受，并精进实践作法，而成为一切部之教义问唯处。”[21]

在这一时期，苏门答腊岛的金洲法称论师正在大弘佛陀教法，威名远播印度。阿底峡仰慕其高深学养，于是泛舟渡海，至苏门答腊岛师事法称。金洲法称（Dharmakīrti）年轻时，曾在印度留学多年，师事宝军（Kusulupa），尽得圆满教法。返回金洲后，即高立法幢，弘扬如来正法，声名远播，许多印度僧人如超戒寺的宝作寂、宝称、智吉祥友等都曾慕名来学。其著作现存六种，皆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中。而这些著作都是后来阿底峡赴藏弘法时传译过去的。

阿底峡师事金洲法称学习的时间大约有十二年，主要学习《现观庄严论》、《学处集要》、《入菩萨行》等大乘论典。在此期间，阿底峡还特意赴爪哇岛，从当地一位乞食瑜伽士求受瑜伽灌顶和教授。这件事充分说明密教在当地十分盛行。1024—1025年，南印度朱罗王朝（Cola）入侵苏门答腊，护持金洲法称的大山帝国（[image: ]ailendra）灭亡，阿底峡遂返回印度。

回到印度后，阿底峡初住金刚座，后应达摩波罗王迎请驻锡超戒寺。此时，阿底峡已成为博通显密、教证双全的高僧，其名声享誉印度各地，摩揭陀、欧丹富多梨、那烂陀、超戒等寺的成就者和班智达都尊他为师，先后职掌众多寺务与教学工作。传说在当时的超戒寺，右边画着龙树论师的像，左边画着阿底峡的像，可见当时人认为他可与龙树并论。又据传说，超戒寺大殿的左右墙壁一边画着通达五明的人，一边画着得成就者，而左右两墙都有阿底峡的画像。另外，相传当时印度的寺规，只有大善巧者才能掌管钥匙，而阿[image: ]峡一人就掌管了十八把钥匙。这些传说的流传，都说明阿[image: ]峡在当时享有的名望与声誉。

这一时期西藏阿里地区的僧统智光为纯净佛法，派贾精进狮子来印度迎请阿底峡，遭到阿底峡的拒绝。后来，智光的侄孙菩提光又派戒胜律师来到印度迎请阿底峡。戒胜到达超戒寺，与贾精进狮子秘密会见阿底峡，殷切陈辞，虔心奉请，阿底峡为其诚意所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与安排，阿[image: ]峡决定赴藏弘法。

阿底峡在藏地弘法十二年，对恢复和发展西藏佛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使藏传佛教的教理趋于系统化，修持更加规范化，完成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理论上讲，阿[image: ]峡认为，一切教法摄于三藏，证教摄于三学，戒学是一切定学知识的基础，定学和慧学是证得菩提道的手段。实践密法，首先要受取灌顶，守护三昧耶律仪，然后再进修生圆二次第法。这就比较好地处理了戒、定、慧三学之间的关系。

阿底峡的著述弘富，体大思精。其著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为怛特罗部，如《现观分别论》、《独勇成就法》、《金刚座金刚歌》、《吉祥密集世自在成就法》、《圣观自在成就法》、《大威德遍照现观》、《法界见歌》、《定资粮品》、《超世间七支仪轨》、《不动成就法》、《一切如来三摩耶守护成就法》、《摄一切三摩耶论》。

其二为中观部，主要有《入二谛论》、《一念优波提舍》、《中观优波提舍》、《经集摄义》、《菩提道灯论》、《心要略摄》、《菩萨宝鬘论》、《显示归依论》、《成大乘道方便略录》、《经义集优波提舍》、《业分别论》。

另外，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有一函名为“阿底峡小品集”，收录阿底峡自著和阿底峡学说所依据的小品著作。

除了数量巨多的著作之外，阿底峡还翻译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杜毗波著《十真性》，法称祥著《现观庄严论注释难疏》，善观自在称著《金刚手成就法》、《大威德成就法》，圣天著《中观破迷论》，清辩著《中观心要颂》、《中观心要分别燃论》、《摄中观义论》、《异部分派解说》，德光著《菩萨地注》，世亲著《摄大乘论释》，涉及中观、唯识及密教成就法等当时印度流传的各种著作。

在阿底峡入藏未久，印度佛教就遭遇到新的挑战。除了来自伊斯兰教的不断侵并与劫掳之外，一贯支持佛教的波罗王朝逐渐被新兴的塞那（Sena）王朝代替，塞那王朝逐渐改信印度教，虽然同时也支持佛教，但其支持力度已难以与波罗王朝对佛教的扶植相提并论，佛教在印度最后的一片领地也岌岌可危。阿底峡赴藏后，活动于超戒寺与那烂陀寺的主要是六贤门与阿底峡的弟子其中以密教成就师、那若巴的弟子弥勒巴最负盛名。

弥勒巴（Maitrīpā）或译作麦哲巴、梅哲巴等，本名为弥底梨多，密号不二金刚（Advaya-vajra），主要活跃于十一、十二世纪间。弥勒巴最早为婆罗门外道学者，后师从那若巴转入内道，请授灌顶及教授，并于那烂陀寺出家，依止宝作寂等大德上师多人，得以成为大学者。其后，弥勒巴住于超岩寺镇伏相精舍中，研求佛教义理兼修密行，由此得以面见金刚瑜伽母，密修内普行法。据说其时职掌超戒寺的阿底峡也曾从其闻法。后因其修行中从事饮酒、沾惹女色，遂为僧众摈弃。之后遵本尊授记，至吉祥山访求舍婆梨波（Savaripa），从之受灌顶及教授。又至中印度坟地的寒林中，行夺舍法与大黑天法，都取得成就。最后，弥勒巴居于东方俱萨椤林中修行，终老于斯，时年70岁。[22]

《七系付法传》把弥勒巴置于传手印法的成就者之中，在那若巴（956—1041）去世之后，从事弘法利生的事业。弥勒巴之前佛法在印度非常兴盛，名家云集，从他之后，大师无多，佛法主要在尼波罗及西藏等北方诸处。

根据西藏的传说，弥勒巴的弟子有四大、七中、十小之说。但是，根据多罗那他见闻，在印度则仅有四大弟子的传闻。此四人为俱生金刚、空性三昧、罗摩波罗及金刚手。

除了弥勒巴之外，那若巴的亲炙弟子尚有杜毗巴、梨梨巴、慧护等。

杜毗巴（[image: ]ombhipa），或名小钟毗波。他最初是国王的象奴，不识读诵，后来见到那若巴后心生敬慕，数献乳酥，那若巴教以发心，并在呼金刚曼荼罗中为之授灌顶，教修观法，杜毗巴由此依教奉行修观。相传他曾经在鱼腹中得见呬噜迦曼荼罗，无损而出；又曾在那若巴跟前修习普断行，专心观想，证入最胜悉地，慧境日增。后为众多弟子说法，皆得悉地。后来因为需要撰著论典，他才开始学习文字。外道以及内宗智者欲来问难，他都能以法语使之折服，由此声名远播。阿[image: ]峡曾奉杜毗巴为上师，跟随他学习不动胜义修法。杜毗巴所著四论中，就保存着阿底峡的注释，其中多有亲承之言。

梨梨巴（Lilipa）出身于被称为贱种的旃荼罗族，见到那若巴即心生欢喜，生起很大的信力，于是跟从那若巴做了瑜伽行者，并请得总摄轮灌顶，修习生起次第，不久证得殊胜悉地，具备了无碍智慧。传说他在做那若巴的眷属时，只有在必要时才现出身体，平常都是隐身而行。又有传说说当时有突厥的军队来到，梨梨巴便在贝拿勒斯城西方的一条路上作秘密法行，突厥军队过来的时候，所有石头、树木、隆起的土块等看来都是人尸，突厥人因此退兵。

慧护（Prajñārak[image: ]ita）是一位大班智达比丘，依止那若巴十二年，听闻父怛特罗与母怛特罗教法，特别精通母怛特罗，其中又最精通总摄轮，通解四家的注释及多家的教诫。慧护在飞行寺附近的一个小地方修持五年，得以亲见总摄轮的曼陀罗、文殊、时轮等无量本尊，据说他掌握的各种总摄轮类的灌顶有七十种左右。传说慧护法力极大，有一次突厥兵来到超戒寺，他做了一个总摄轮，使突厥军队连续遭遇四次雷击，突厥军官与士兵多人死亡，被迫退兵。

除上述诸人之外，活动于这一时期的，还有阿底峡的五位得意弟子，即摩诃比朵波、法生藏、地藏、中观狮子、友密等人。

第五节 无畏作护及其后学

到了11、12世纪之交，罗摩波罗王在位期间，出现了印度佛教史上的最后一位大师级人物，即被称为浊世佛的无畏作护。

无畏作护（Abhayākaragupta，1004—1125），或称无畏源藏，无畏源隐，印度密教末期的大学者，主要活动于罗摩波罗王朝（Rāmapāla，约1075—1120），先后做过金刚座寺、超岩寺和那烂陀寺的主座，他是大乘和密宗佛教最伟大的导师之一，同时也是中观金刚乘混合派的最后系统化者。无畏作护精通《金刚顶经》、《时轮经》等一切密教怛特罗，甚受当时佛教徒的尊崇，被视为阿弥陀佛的化身，故有“浊世佛”之称。

无畏作护生于印度南方欧胝舍国邻近的阇梨勘拏，父为刹帝利种，母为婆罗门种，在童稚之时已精通吠陀及诸支分，亦熟知声论、因明等。随着年岁增长，逐渐通晓外道一切怛特罗部及诸教典。根据记载，有一日，无畏作护在一园林中修诵明咒时，有美貌少女来到跟前，对他说：我是旃陀罗女，想和你合修。无畏作护拒之，声称：“此何可为？我乃贵种，如此不将有恶声耶？去勿留此。”那位女子于是离开了。之后无畏作护仔细审视，始悟种族门户是由自心所出。他不知此美少女是谁，就去向他的佛教瑜伽师请教。瑜伽师告诉他说：“此乃金刚瑜伽母，你不接受其所赐悉地，会有生命危险！今当入佛教，前往东方学习免灾之术。”无畏作护依其言，前往东方彭伽罗国，精学一切经咒，跟随多位阿阇黎请授众多灌顶，于是成为比丘大三藏法师，持一切律之阿阇黎。又据传说，无畏作护曾经在佛殿天井中，看见一少女现身，手里拿着鲜血淋漓的牛肉，对他说：“我为旃陀罗女，今为汝杀牛，请即食之。”无畏作护回答说：“我乃净行比丘，何得食此牛肉？”女子于是向外走去，走下台阶就隐身不见了。

前往彭伽罗国的经历使无畏作护成为三藏宗师，但他对于口诀传承仍然未能通达，于是就跟随号称已获得究竟口诀的诸位法师，听受种种口诀。之后，他又游化诸方，主要在那烂陀寺，遍寻广研四部一切律仪、其余声闻乘藏经、大乘空有二部契经，一切论典等诸多经论，终于对内道因明等无不精娴，尤其精通密咒。

之后，无畏作护又至超戒寺金刚吉祥座的扫黎波前，奉其为根本上师，请其传授他所具有的一切真言法要。相传无畏作护在扫黎波的兰若处修口诀，天黑时看见扫黎波的取水使女来到他静修的房中，要与之合修会供轮。无畏作护又生起分别心，拒不修作。使女说：“你已了知三百怛特罗部，彼等究竟口诀亦皆已得，怎能还妄生分别？”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扫黎波，才觉悟又是金刚亥母欲为其加持。于是心生愧悔，七日不食，专心祈请。到第七日夜里，又梦中见先前所见女子化作老妪状而来，心知此即金刚亥母，便殷勤祈请。那女子化为金刚亥母，对他说：“你数世修真言行供养我，我已三次赐你悉地，可你不接受，恐怕今生你已经不能得胜悉地，今当多造论典，多为人宣说法要，于中有中，可得胜果。”

得到金刚亥母加持的无畏作护，造作论著时多有神验。例如，作般若八千颂疏时，感十方诸佛现身赞叹；撰《金刚鬘》时，天降花雨；撰《口诀穗》时，感胜乐、呼金刚、时轮三尊现身赞叹。因此，无畏作护名声遍扬十方。罗摩波罗王妃建翳拿富罗寺献给他，他住于此修三摩地，屡现神通，时人称为具力菩萨，并迎请他为金刚座亲教师。后来，无畏作护又被众人迎请至那烂陀寺及超戒寺为亲教师，国王亦尊为上师。

无畏作护著述弘富，对大乘显教经论与密教经法仪轨都有广泛且深入的探究，其著作大都显示出集成性的特点。他综述的《般若经》主要有《现观庄严论注疏》（Marma-kaumudi，《要注》），《佛觉庄严论》（Muni-mata-alan·kāra）；关于中观、因明、戒律的有《波罗蜜多乘牟尼密义庄严》、《阿毗达摩世间集》、《毗奈耶比丘明论释》、《毗奈耶光显论》、《中观穗论》等。

作为密教最伟大的导师之一，无畏作护的密教著作主要有《金刚鬘》（Vajramālā）、《成就义海》（Sādhanasāgara）、《无畏道次第》（Abhayamār-gakrama）、《成就瑜伽鬘》等。

《成就瑜伽鬘》（Ni[image: ]pannayogāvalī）或题《究竟瑜伽鬘》，义为业已达到完成状态的瑜伽花环。该经成书于超戒寺，共二十六章，每章分别描述一种密教修行中使用的曼荼罗。《成就瑜伽鬘》可以说是密教主要曼荼罗的汇总，它通过简练的语言将其中一些较重要的曼荼罗的精要进行了描述，使初学者能够很快地对曼荼罗产生感性的认识，秘密佛教中具有代表性的“金刚界曼荼罗”、“法界曼荼罗”、“时轮金刚曼荼罗”等均收录其中。此书在尼泊尔、西藏流传很广，藏族学者章嘉·阿旺洛桑却丹（1642—1714）为此书作过详细注疏，后由竹巴白玛嘎波泽成藏文并加注，收在他的著述《瑜伽圆满鬘：法性现观无边利他》中，成为西藏曼荼罗图像学研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其梵文写本经印度学者B.巴特查尔雅耶整理，收入“盖格沃德东方丛书”，于1949年出版，在日本、西方学者中影响也很大。[23]近年又有韩国学者李永讯（Lee Yong-hyun）对其梵本重新校订出版。[24]

另外，无畏作护又为《时轮经》（Kālacakra）作《时轮释难》（Kālacakaroddāna）、《时轮光显论》（Kālacakara）、《入算法论》等。为《佛颅怛特罗》（Buddhakapālatantra）作《无畏疏》（Abhayapaddhati）[25]，为《合十经》（Sampuñajari，即《圣教英华》[image: ]mnāyamañjari）、《五次第》等秘密经典或咒文作注。

无畏作护精通五明，平生注重修持戒行，反对左道密教的实践法。无畏作护一派在后期的印度颇为盛行，直至其后学为回教徒杀害或驱散。他的学说在藏地也非常流行，被视为阿弥陀佛的化身。作为金刚乘或怛特罗乘的最后代表人物，他在秘密佛教史上的地位恰如公元7世纪的法称在大乘显教中的地位。

无畏作护殁后未久，波罗王朝为塞那王朝代替。塞那王朝先后有四位国王在位，被后人称为“塞那四王”（1130—1203）。这一时期，活跃于印度佛教界的名僧多为无畏作护的弟子或后学，诸如善作护（[image: ]ubhākaragupta）、罗毗室利阇那（Ravi[image: ]rījñāna）、奈耶迦波室利（Nayakapa[image: ]ri）、吉祥十力（Da[image: ]abala[image: ]rī）以及略后于他们的法生寂（Dharmākara[image: ]ānti）、吉祥遍称天（[image: ]rīviya[image: ]odeva）、尼色迦楞伽提婆（Ni[image: ]kalankadeva）、法作护（Dharmākaragupta）等。其中，善作护、法作护都曾做过超戒寺的住持，从其名号来看，他们应该都是无畏作护的弟子或再传。

到12世纪中期，印度那烂陀寺高僧苏陀室利（Sudhasri）以专精《华严》著名，他以85岁的高龄，来中土五台山，示寂于灵鹫寺,时值金代。据《补续高僧传》卷一载，苏陀室利是中印度那烂陀寺僧，内闲三藏，外彻五明，能诵《杂华经》。因仰慕汉地清凉山文殊菩萨圣迹，于85岁时，与弟子七人航海而来。数经反复，弟子殒命，最后仅有佛陀室利一人来到中土。到这一时期，汉地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已经鲜有直接的交往了。

第六节 释迦吉祥贤时代佛教之星散

波罗王朝十八世夜叉波罗王（Yak[image: ]apāla）在位仅一年，政权即为其大臣罗婆塞那（Lavasena）篡夺，建立塞那王朝。此王朝传四代，罗婆塞那之后，先后继位的有他的儿子佛陀塞那（Buddhasena），佛陀塞那的儿子诃梨多塞那（Haritasena），以及诃梨多塞那的儿子钵罗底多塞那（Pratitasena），前后约八十余年。到12世纪末期，塞那王朝遭到伊斯兰教徒的毀灭性攻击。这是一个佛教寺院被毁、佛教徒星散、佛陀教法殄灭的时代。

据说塞那国王在飞行寺和超戒寺曾修建堡垒工事，派遣士兵防守，但这一时期，超戒寺和飞行寺两处聚集的僧众仍大致与无畏作护时代相等。欧提毗舍与超戒寺的座主为防止外强侵凌，曾担任城堡的守护者，寺院僧众也都曾经参加战役。另外，金刚座寺虽没有建立大乘部，但延请了一些瑜伽行者和大乘师来说法。至于其他寺院，大部分趋于没落。在塞那一世时，摩揭陀外道势力日渐兴盛，人民改信伊斯兰教者众多。数年之后，在恒河和阎牟那河之间的案达罗毗地国（Antarabhidi）突厥王明月（Zlaba）出世，他联合藩伽罗等地的很多突厥小王，一起侵入摩揭陀全境，杀死了飞行寺的僧人。在欧丹多寺的遗址上，突厥人建起了大食堡垒。此时的塞那王朝必须接受突厥的命令，国王的权力极小。不过，他们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佛教提供给养。特别是在佛陀塞那的时代，大班智达罗睺罗吉祥贤（Rāhula[image: ]rībhadra）住那烂陀寺，听法者大约有七十人。至1192年，在塔拉因之战中，古尔的穆罕默德打败了普里特维拉吉统率的拉其普特联盟，紧接着，穆斯林军队征服了印度北部和东部，穆斯林的统治迅速遍及印度南北地区。1203年，佛教最后的根据地——超戒寺被烧毁，学僧四散，残留的僧徒被虐杀。至此，作为印度佛教核心地区的摩揭陀国的佛教遭遇严重打击，自佛陀创教以来作为印度佛教中心的摩揭陀地区盛况不再。

在罗提迦塞那王时代，比较著名的佛教僧徒有迦湿弥罗大班智达释迦吉祥贤、尼泊尔僧人觉吉祥（Buddha[image: ]rī）、大阿阇梨宝护（Ratnarak[image: ]ita）、大学者智作护（Jñānākaragupta）、觉吉祥友（Buddha[image: ]rīmitra）、僧伽摩阇那（Sa[image: ]ghamajñāna）、罗毗室利跋陀罗（Ravi-[image: ]rī-bhadra），以及月生密（Candrākara-gupta）等。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二十四名大究竟师的众多持金刚比丘。

迦湿弥罗的大班智达释迦吉祥贤（[image: ]ākya[image: ]rībhadra，1127—1225），又被译为释迦室利。其生平因被载入请他到藏地传法的卓浦译师的自传中而被记载下来。卓浦译师自传的第四部分记载了释迦吉祥贤的生平行迹。据卓浦译师的记载，释迦吉祥贤出生于止布或止布丹，在克什米尔河谷的斯利那伽或阿瓦提普尔（Shrinagar or Avantipur）。释迦吉祥贤主要在他的出生地克什米尔学习，成年后去了摩揭陀，在那兰陀寺和超戒寺进一步学习。释迦吉祥贤29岁时受戒出家为僧，多方游学，最后担任超戒寺住持一职。在超戒寺被毁之后，释迦吉祥贤与其弟子自在月（著有《量释论心愿具喜注》）到东方欧提毗舍国的阇揭陀罗（Jagardala）躲避兵难。三年之后，阇揭陀罗也遭到伊斯兰教军队的摧毁，释迦吉祥贤师徒流亡到尼泊尔，最后被人捕获，幸得西藏的卓浦译师赎身，被迎请至西藏。

卓浦译师在12世纪90年代早期去过印度。由于印度北部外来军队的入侵，他随后又去了加德满都河谷，在那里停留了四年多。在此期间，卓浦译师听闻释迦吉祥贤的行迹，决定邀请释迦吉祥贤进藏弘法。他派了一个使团去恰噶达拉，恰好在丛林里遇到了被捕获的释迦吉祥贤。卓译师为他赎身，把他带到了西藏。

释迦吉祥贤到藏地后掀起了一股新的律经翻译浪潮，对西藏律学的传承影响很大。同时，他还把认识法称及其因明学的新方法传至西藏，使法称的因明学在西藏得到弘扬。此外，释迦吉祥贤又把时轮历传入西藏，由此可以计算佛陀出生和涅槃的时间，也为藏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当时，随释迦吉祥贤入藏的还有僧伽师利、苏古达师利（妙逝祥）、达那尸罗（施戒，著《量释论庄严释》）等几位印度僧人。

值得注意的是，卓浦译师邀请释迦吉祥贤时曾写过一封信。根据这封信可以看出13世纪初西藏佛教的盛况。卓浦译师说，智慧之地均有源头，如摩揭陀等，但这些地方已被征服；乌仗那、克什米尔、加德满都河谷的人们行为不端，并非传法的善地；只有在西藏这块土地上，有伟大的人物，会保护这样的一块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对西藏佛教的精英来说，印度已经不再是佛教的中心，世界佛教的中心已经变成了西藏，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西藏的大师被邀请到西夏成为帝师，后来元朝也邀请藏族僧人担任帝师，这与世界佛教整体的发展趋势以及西藏佛教僧侣的这种自我认知的转变、自信的增强均有直接的关联。

除了释迦吉祥贤之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僧人，根据能搜集到的资料，略述如下。

宝护（Ratnarak[image: ]ita），早期行迹不详。初在大众部出家为僧，精通波罗蜜乘与怛特罗秘行，曾担任超戒寺的真言阿阇梨，亲见总摄轮（Cakrasamvara，或译胜乐轮）、时轮（Kālacakra）、降阎魔尊（Yamāri）等无量本尊。宝护对波罗蜜乘的通达与修习和释迦吉祥贤不相上下，只是释迦吉祥贤更精通因明，而宝护则以怛特罗见长。宝护最精通“眼观法”，通过这种法术，他曾经使发狂的大象瞬间僵直倒地，让受惊的水牛立时驯服，并让他乘坐。早在摩揭陀地区的佛教被摧毁之前，宝护就预见到这一不可避免的末运，率领其弟子转往迦湿弥罗和尼泊尔地区，在那里教化众生，还曾到西藏待过一段时间。著有《总摄轮出生广注》（Cakra-saṃvarodaya-[image: ]a）的注解。

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记载，除了释迦吉祥贤与宝护之外，摩揭陀国的其他几位阿阇梨在佛寺被毁之后，携其徒众远徙印度南部与东部地区寻找出路：“大学者智生密等几位大班智达和一百小班智达到印度西南方。大学者觉详友和十力的弟子金刚吉祥，此外还偕同小班智达多人远走南方。学者僧伽摩室利阇那、罗毗室利跋陀罗、月生密等约十六人与小班智达约二百人去到遥远的东方罗康牟酿和甘菩遮等地，以后摩揭陀佛教趋于没落。”[26]这些流亡至南印度与东印度的僧人在当地继续弘扬佛法，在当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释迦吉祥贤之后有地吉祥贤（Bhūmi[image: ]rībhadra），再往后有方便吉祥贤（Upāya[image: ]rībhadra）等出世。与他们同时的悲吉祥贤（Karuṇā[image: ]rībhadra）和仁帝吉祥贤（Munīndra[image: ]rībhadra），也尽其力来护持释迦牟尼的教法。

钵罗底多塞那去世以后，塞那王朝嗣胤断绝，对佛教的供养也由此断绝。没有了王室的供养与庇护，佛教寺庙的香火无以为继，日趋倾颓，佛教僧徒流离失所，再加上异教徒的侵袭，佛教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在此后长达六百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在印度陷入沉寂状态，昔日的繁华与风光已消失殆尽，残存的只是星星点点的微弱光芒。

此后约有百年，藩伽罗国（孟加拉国）出现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旃伽罗王（Cangalarāja）。他收服了提利（Dili,Delhi，今德里）以内的信都（Hindu）和全部突厥。旃伽罗王最初信仰婆罗门，后因王妃信佛而改宗佛教，在金刚座做大供养，恢复了所有残破的寺庙。金刚座寺里九层的大净香殿被突厥人毁坏了四层，旃伽罗王出资将其修葺一新，并延请班智达舍利弗（[image: ]āriputra）入主其寺。除此之外，他也在那烂陀对各佛殿作大供养。旃伽罗王享年甚久，自从他去世之后，摩揭陀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供奉佛法的国王，因此也就不再有奉持教藏的比丘。再往后，牟军陀提婆王（Mukundadeva）在欧提毗舍兴起，他收服了中印度大部，但并未在摩揭陀建立佛教寺院，仅在欧提毗舍兴建一些佛寺，对佛教稍有弘扬。

第七节 黑暗世纪里的佛教孑遗

1203年，象征印度佛教传承与存在的那烂陀寺与超戒寺被伊斯兰教徒焚毁。佛教寺院没有了，承载佛法的佛教徒在印度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印度佛教徒星散四方，各谋出路，印度佛教转入沉寂状态。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佛教从此在印度消亡了。1206年，艾巴克建立德里苏丹国，印度历史也随之进入了伊斯兰化时代，先前以梵文化传统为主导的印度文化宣告结束，进入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并存的时代，传承一千六百余年的佛教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佛教正法不在。因此，后代史家通常把13—19世纪约六百年的时间称为印度佛史上的黑暗期。

不过，求诸各方面的文献记载，佛教、佛法在印度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仍然零零星星地存在于印度某些地区，或被吸收到印度教的某些派别，以新的面目存在或示现。比如流行于东北印度及尼泊尔地区的守护道或称那特派，即通常被视为佛教分出的支脉或佛教影响下形成的新兴宗教。

一 东印度之守护道

守护道（Nātha-mārga），又被译作“那特派”（Nathas，主尊崇拜），是11世纪存在于东印度、孟加拉国等地的教团名，相传为摩醯波罗王（Mahīpāla，978—1030）时由此前盛行的金刚乘（Vajrayāna）发展出来。其教理及教团的详细情形则无法得知，其信徒均娶妻生子，过半俗半僧生活。或以为此派与此前的流行于东印度的俱生乘（Saha-jayāna，Sahajiya）有些关联，即公元8世纪时的莲花生（Pad-masambhava）曾娶寂护（[image: ]āntarak[image: ]ita）的妹妹为妻，被后人视为左道密教（Vamācāra-vajrayāna）的分支，此派称年方16岁的妙龄女子为般若，修行者与其交会可成就大乐解脱。

到14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之后，守护道继续在东北印度与孟加拉国存在，并且与印度教不断融合，继续发展，主要在低阶层的民众中传播。在尼泊尔地区，具代表神之地位者，如Matsyendranātha等被认为与此派有很深的关联。在孟加拉国的守护道，或被称为法王崇拜或法格崇拜，现仍存于孟加拉国西南的下层社会中。其信条表白文系用梵语及孟加拉国语书写，所供奉之本尊则或为奇妙神像，或为石片，或为充水之瓶，常安置于寺塔内、树下或原野而加以崇拜。崇拜时，先清洗第一神像，供奉灯、花、香、果等，这与印度教崇拜仪轨相同；其相异之处，则是守护道崇拜的本尊面部必向东方。此外，守护道崇拜一年一度必须举行大祭典，连续十二日音乐舞蹈不断，盛况非常。[27]

二 南印度佛教拾遗

13世纪初，曾经在南印度兴盛了数个世纪的朱罗王朝（846—1279）势力削弱，不断受到周围王国的侵扰。1215年，库罗通伽·朱罗三世（Kulothunga Chola）在位时，被相邻的潘地亚国王摩罗伐摩·孙达罗（Maravarman Sundara Pandiyan II）[28]击败。随后，原本臣服于朱罗王朝的锡兰（斯里兰卡）国王也起兵反叛，并控制了朱罗王朝的部分疆域。锡兰国国王扶植佛教的发展，除了迎请南印度的佛教僧徒到锡兰弘法外，还在其治下的南印度地区兴建佛塔，恢复寺院。

锡兰王毗阇耶跋呵第三（1232—1236年在位）在位时，以跋耆萨罗（Vacissara）为首的一帮僧徒携佛钵与佛牙正在南印度避难。毗阇耶跋呵王便把他们迎请至锡兰，在卑罗斯罗（Billasela）山建舍利阁安置佛钵与佛牙，并在跋耆萨罗等人的帮助下，修理佛寺，整理僧伽，抄写出了许多散佚的佛典。

继毗阇耶跋跒第三之后，继位的波罗羯摩跋呵第二（1236—1271）继续弘扬佛教。他曾遣使至南印度古里国，请三藏法师达摩揭谛（Dhammakitti）等许多大德比丘来锡兰复兴佛教，整理国内的佛典，并请他用巴利文写了《大史》的续编和《小史》（Culavaṃsa）第一部。今存《大史》公元8—12世纪的部分据说即出自达摩揭谛之手。另外，波罗羯摩跋呵第二还派人还从南印度取来许多佛教经典，使僧徒研究因明、声明及佛教经论。

不过，南印度的佛教信仰很快就受到了印度教的冲击。14世纪中叶，锡兰王菩梵奈迦跋呵第四（1346—1353年在位）在位时，曾模仿当时南印度的风格造了几座大寺，其建筑风格基本与印度教寺庙相近。由此可以推测佛教与印度教在南印度不断加剧的融合态势。

13世纪中期被迎请至锡兰的达摩揭谛（Dhammakitti）来自南印度的古里国。古里国是位于印度西南部的一个小国，其境在今印度西南部卡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zhikode）一带，为古代印度洋海上的交通要冲。[29]从达摩揭谛应请赴锡兰弘法并受命编撰史书之事可以看出，他在古里国应该是比较著名且文化层次较高的僧徒。达摩揭谛的法脉应来自智生密。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记载，当摩揭陀地区遭受阿拉伯人的入侵，佛教徒四处逃难时，智生密（Jñānakaragupta）等几位大班智达和一百小班智逃往印度西南方，活动于柯枝、古里等国的佛教徒当出自其门下。

另据明代随郑和三下西洋的马欢记载，到15世纪上半叶，位于西南印度的古里国、小葛兰国与柯枝国仍有佛教存在的迹象。

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了当时古里国的佛教信仰状况：

国王系南昆人，崇信佛敎，尊敬象牛。国人内有五等：回回人、南昆人、哲地人、革令人、木瓜人。……王以铜铸佛像，名乃纳儿，起造佛殿，以铜铸瓦而盖佛座。傍掘井，每日侵晨，王至汲水浴佛，拜讫，令人收取黄牛净粪，用水调于铜盆如糊，遍擦殿内地面墙壁。且命头目并富家，每早亦涂擦牛混粪。又将牛粪烧成白灰，研细，用好布为小袋盛灰，常带在身，每日清晨洗面毕，取牛粪灰调水，搽涂其额，并两股间各三次，为敬佛敬牛之诚。

马欢曾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永乐十九年（1421）和宣德六年（1431）三次以翻译官的身份随郑和下西洋，他的记载如实地反映出古里国或南印度的佛教信仰状况。

除古里国之外，马欢也对相邻的小葛兰国与柯枝国有记述，并提及这两个国家的佛教信仰状况。小葛兰国（Kollam），中国古代称故临、俱兰，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现为印度卡拉拉邦（Kerala）奎隆县城镇和行政中心，南距邦首府特里凡得琅71公里。马欢《瀛涯胜览》载，“其国边海，东连大山，西是大海，国王、国人皆锁俚人氏，崇信佛教，尊敬象、牛”。

柯枝国位于小葛兰国北，其国东是大山，西临大海，南北边海，有路可往邻国。马欢记述称：“其国王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建造佛殿，以铜铸佛像，用青石砌座，佛座边周围砌成水沟，傍穿一井，每日清晨，则鸣钟击鼓，汲井水，于佛顶浇之再三，众皆罗拜而退。”

三 北印度地区的佛教僧徒

十三、十四世纪之交，北印度地区也有为数不少的佛教徒，其中最著名的当为林宝，其行迹因其弟子廓诺·　迅鲁伯的记载而为后人了解。林宝（Vana-ratna，1384—1468）生于东印度舍得那伽城（Sadnagara，青史作圣贤城）的国王之家，其地位于东孟加拉国的吉大港（Chittagong）附近。8岁时，林宝在当地的摩诃吉达耶寺（Mahācittaya）跟随觉音（Buddhagho[image: ]a）法师学习佛法及各种明处。觉音具足众德，精通一切明处，在当地僧众中颇负盛望，被推为僧界领袖。后来，林宝又从苏伽陀若特那（Sujātaratna）阿阇梨受沙弥戒。20岁（1404）时，林宝在觉音与苏伽陀若特那两位法师座下受具足戒，即以游行僧的身份旅至锡兰（斯里兰卡），朝拜各处佛教圣地的佛像、灵塔，经历各种稀有神变。并在法称法师座前听受《毗奈耶》与《净罪月光论》等经典。《青史》载，六年之后（1410），林宝返至赡部洲时，亲见大雪山诸佛海会，为避免外道的加害，他又转道印度南部的羯棱伽（Kali[image: ]ga）国。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徒生存环境的艰险，亦知当时南印度的羯棱伽或许尚有佛教存在。在羯棱伽，林宝依止那罗阿帝蒂耶（Narāditya，人中日）大班智达，深受其推许，据说这位班智达在阎浮提洲颇负盛名。林宝于其座前作颂云：“上座大德林中宝，净烦恼油证离贪。为灭众生生死故，我以敬信作依止。”在承侍此大班智达一段时间后，林宝又来到吉祥米聚塔前，在龙菩提尊者的寺院居留一段时日，结识了成就师一切自在。此后，林宝到了摩揭陀，此时的摩揭陀佛教趋于式微，他先跟随一位外道师诃利诃罗（Harihara）学习《劫波经》、《声明集分论》，并精修瑜伽六支，获得成就。在此期间，林宝结识了数位瑜伽自在师与成就者。有一次，林宝在乌鲁跋萨寺时，刻在石板上的观自在菩萨示现，对他说：到西藏去！你会得到一位国王的支持，广作利生事业！听从这一启示，林宝先到了尼泊尔，在希那萨嘎惹（Senasakara）座前听受入菩萨行教法的发菩提心法，最后于藏历的火马年，即1426年到达藏地。在拉萨、雅隆停留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尼泊尔，修习胜乐灌顶法，后被藏人迎请至江孜、拉萨、贡嘎、哲塘、桑普故塘等地传授瑜伽六支教法、文殊曼荼罗灌顶、时轮圆满灌顶等金刚乘了义法。

此时从印度来的班智达已为数甚少，故林宝被其弟子廓诺·迅鲁伯称为最后一位班智达。在丹珠尔中收录了他撰著、翻译的著作四十余种。从法系上来讲，他被置于无畏、那耶劫巴、吉祥十力、吉祥贤、游戏金刚、法护、宝源、莲花金刚等一系。迅鲁伯在《青史》中为其立传，称他为晚期来藏地的最著名的印度班智达。[30]

四 最后的密法集成者——寂密

作为印度最后一位获得大成就的佛教瑜伽师，寂密丰富而奇异的行迹，承载着以多罗那他为代表的后期佛教徒对前代祖师的集体记忆，寂密由此成为一位箭垛式的人物，前代大成就者所有的奇闻异行都被集中在他的身上。据多罗那他《七系付法传载》“光明教授”，寂密是智友的弟子，智友是阿悉多伽那的弟子，此三人住世都很久，少则百余年，多则两百年。因此，多罗那他认为阿悉多伽那大约与藏地的米拉日巴时代相当，其住世达两百年，是12—14世纪成就师；智友亦寿至一百五十余岁，再传至寂密；寂密活动的年代约在14—15世纪；寂密的弟子佛密怙为多罗那他的老师。在多罗那他的笔下，阿悉多伽那、智友与寂密都是大成就者，住世很久，寿至百余多或两百岁。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三人之间的授受未必是亲传，很可能只是前辈与后学的关系。

相传阿悉多伽那（Asiddha-ghana）初为外道瑜伽师，生于中印度波啰耶伽国（Prayāga），精娴声明及因明，修大自在天，得水银成就。相传他能保持其身姿容颜不衰老，又能以母女及部多真言行降伏之事。在与一位佛教瑜伽师较量法力时，阿悉多伽那的法力被压制，其降伏威力无法施展，使他对佛教生起净信，即皈依佛门。阿悉多伽那先后跟从班智达光胄、大阿阇黎宝护、毗部底旃陀罗及天生等，修习胜乐、呼金刚、大威德、四座、密集五部怛特罗秘密教法，并精通其法义。后来，他遇到阿阇黎小俱萨罗跋陀罗，蒙受一切诀要。据《七系付法传》载，小俱萨罗跋陀罗是大手印教授、羯磨手印传承、光明教授三系密法的传承者。不过，阿悉多伽那与小俱萨罗跋陀罗既是同学关系，又是师生关系，就大手印法的教授而言，他们都是罗摩波罗的弟子；就光明教授言之，阿悉多伽那则是小俱萨罗跋陀罗的得意弟子。阿悉多伽那师事小俱萨罗跋陀罗，从其受法，住于林中专心观修七年，终证得成就。相传阿悉多伽那撰有《证道歌》及怛特罗部论著多种。

智友（Jñāna-mitra）活动的年代在14—15世纪，他生于底布啰国（Matipura，或为中印度秣底补罗国之异称）的首陀罗种姓家，后来在东方阇伽陀啰精舍依正量部出家，通晓本部律、论，兼及多种大乘教典，同时，他又跟从精通真言密教的多位阿阇黎，修习密集、阎曼德迦、秘密明点、大手印与时轮等教法，获得摩诃摩耶及四座之法。相传智友跟从阿悉多伽那时，尽承其教法。后来，智友游历诸方，修无戏论行与极无戏论行，得证大手印最胜悉地果位。相传在邬胝舍国有外道寺庙，名为奢伽那陀，有遍入天石像，非常神异。智友与他的四位瑜伽母来到庙里，观看其壁画，却不作礼拜。寺庙住持以杖击打智友，智友即吹起号角，寺庙神像立时化为粉末。此后，智友就在邬胝舍国重兴佛法，传法弟子甚多，相传现证最胜悉地的有四人，包括阿奢黎法生、瑜伽母月光、瑜伽母奢噜噜与寂密。

寂密（[image: ]ānti-guhya）生于南方奢曼荼罗城一刹帝利种姓家，幼年即于声明、因明等多所通达。其父为面见至尊多罗的一位真言师，寂密早年从其父听受多罗灌顶及修习之法。

22岁时，寂密至恭俱那国金幢寺学法。据说这所寺庙僧众贤善，法舍广大，常住僧众有五十人，举行法会时会有千余名居士来听法。寂密在金幢寺初从亲教师啰底崛多（Rati-gupta）受具戒，学声闻三藏，中观、唯识等一切教典，持念《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唯识四经等圣典。后来，寂密至僧伽罗州，修大黑天明咒，获得众多利养，将其供奉给啰底崛多，遂蒙其授一切灌顶，传怛特罗部注释五十部，成为“辞句传承”与“别传口诀传承”的最后传人。啰底崛多殁后，寂密在金幢寺任僧伽上座九年，然后辞去职务，遍行诸国以访求名师。他曾经到过尼婆罗国、乌仗那国等，从多位成就者与瑜伽空行母修行，后赴东印度访求智友。历经种种曲折、艰辛，寂密得以从智友问道，随其游历罗康、孟加拉国、尼泊尔、迦没路、欧胝毗舍、底梨陵伽国等地，从智友听受诸种口诀与光明教授，成为瑜伽大自在者。

智友圆寂后，寂密奉命赴苏刺陀国，专事禅定，重在极无戏论之行。获得解脱后，寂密游行于城市、乡村与森林，修习各种秘密行法，同时教化众生，《七系付法传》记载了很多他降伏外道、教化国王、弘扬佛法的传闻。

相传寂密常用神通降伏外道信徒，如中印度摩菟罗国的外道瑜伽师——牟军陀末底（Moghanta-mati）修成“阿呼诧替拏梨法”，降服很多人，深得大食诃迷呼波遮波大王及其太子阿迦波罗等人崇信，被称为得成就者。寂密携弟子来到摩菟罗大城，与牟军陀末底及其侍从较量法力，先以三摩地威力令牟军陀末底不能化现，又以视法令其癫狂而驰，七日不觉，将其制服。

寂密在南印度时曾教化彭陀梵国国王作善勇猛，为他讲说真实言教，国王承其教化，携眷属皈信，迎请寂密长住王宫，供养不辍。受寂密影响，作善勇猛又迎请金洲、陀那室利洲、毗瞿洲、罗康、补岗等地的僧众前来，接受供养。三年后，此国有出家僧众近三千，又有许多优婆塞、优婆夷等，四方瑜伽师也为数众多，他们都以寂密为大阿阇梨，或问修法，或问口诀，或请灌顶及加持。摩罗诃咤及恭俱那等地佛教僧徒慕名迎请寂密，寂密于是前往各处弘法，传授灌顶口诀及怛特罗释等，使金刚乘教法在南印度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时之间蔚为兴盛。

除此之外，寂密曾在摩噜国（Maru）用定身视法令外道及突厥大食等人僵住不动，又以降服视法令其国人官长等降伏，摩噜国佛教徒由此增多。寂密还曾在南印度羯那咤国以无量神通调伏教化信奉外道的国王而名声远扬。

在降伏外道、教化国王的过程中，寂密说法不辍，随时度化、教授众多弟子，使其教法远播，闻名遐迩。多罗那他在《七系付法传》“寂密传”中称：“我之亲教印度上师，凡有三人皆从此大德闻法，而南方上师则为法子之上首，其上师虽有三人，而诸广大口传则从此大师亲闻也。又阿奢黎深意与瑜伽自在大母地那羯罗则听受灌顶、加持及解释等甚多，其已断除疑惑之弟子虽有十余人，然诸弟子之首则唯此二人也。”[31]此处的南方上师，当即多罗那他的老师佛密怙。

寂密的求法、弘法经历，以及广泛流传的种种神通，使他成为印度佛教史上黑暗时期硕果仅存的导师，时人尊称他为“吉祥有情怙主”（[image: ]rī-sattva-nātha）。在多罗那他的笔下，寂密的求法过程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弘法过程中也显示了各种各样的神通。这些苦难与神通，在前代诸成就者身上均发生过，寂密不过是在重复或重现前代诸位佛教大成就者的行迹与使命。寂密的名字似乎是一种宗教文化符号，无意之中诠释出当时印度佛教的沉寂状态与秘密传承方式。

1590年，寂密的后学佛密怙赴西藏传法，多罗那他从其受教。佛密怙（Buddhaguptanātha,约1514—1610）生于南印度的因陀罗林伽（Indrali[image: ]ga），具有显著的那特瑜伽（Nāthayoga）背景，曾经修持那特瑜伽达三十年余年，后常于定中见到金刚瑜伽母，逐渐转变为佛教徒，受持许多佛教秘密怛特罗的灌顶。后参访印度各地，如波罗奈、德里、恒河门（Ga[image: ]ga-avāra，今Hardwar），在参访过程中曾师事黑怙（K[image: ][image: ]ṇanātha）等佛教僧人。他还游学海外，到过爪哇岛（Java-dvīpa），遇到过声闻乘的僧人，后由锡兰、恭建那归国，复经佛陀伽耶、钵罗耶伽（Prayāga）、阿萨姆，而后于1590年进入西藏。其时，佛密怙已有76岁高龄，年方15岁的多罗那他即从其受瑜伽灌顶，[32]并听从其演述佛教传承与演变的历史。可以说，多罗那他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记述即来自佛密怙口传，佛密怙不仅是一位密教怛特罗师、瑜伽成就者，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佛教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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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佛教的发现与复兴

经过几个世纪的沉寂，佛教已经从印度的民族记忆中失去了原有的位置，虽然有些地方的印度人也会礼拜佛像，礼拜菩萨像，但在他们的观念中，佛、菩萨只不过是印度宗教或印度传统中的某一位神灵，甚或某个地区的地方神。一言以蔽之，佛教已经不再是独立的存在，它已经被糅合进印度教传统中。

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佛教作为印度旧有的遗产，诸如其文化遗迹、艺术成就，乃至其思想内涵，才被英国人重新发掘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近现代在印度的重兴，是从对佛教遗址的考古发掘，从对佛教圣地的考察，从佛经写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开始的。正是考古学家、探险家、佛教研究者对佛教遗产的发掘、揭示与探究，以及随之而来的佛教复兴运动及宗教改革运动，才使佛教的熠熠光辉重新在南亚次大陆闪耀。

第一节 发现印度佛教

佛教的重新发现始于19世纪上半叶，其时印度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许多被派往印度任职的英国人对印度历史充满好奇之心，一些考古学家与文物收藏家尤其如此。早期的文物收藏家为古代印度丰富的文献、神秘莫测的铭文，以及大量的古钱币所吸引，由此激发起对印度古代宏富壮丽的文化与遗迹的无穷遐想与鉴赏。当时人们尚未对其做如实的分析与考证，所以专事印度考古的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康宁汉姆称他们是“壁橱里的考古家”，不过，这种文物鉴赏活动仍然为后来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一 佛教遗迹的发现

英国人对印度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系统研究，应该是从威廉·琼斯于1784年6月15日在加尔各答成立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算起。琼斯本人对梵语与欧洲诸语言间同源关系的构拟，更是激起了欧洲学界对印度文明与文化的研究热情。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早年就显示出过人的记忆力与语言天赋，在儿童和少年时期就掌握了多种语言，此后在牛津大学时，虽然他的专业是法律，但他依旧对语言学具有浓厚的兴趣。1783年，威廉·琼斯被授予爵士勋位，派往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国最高法院任法官。在从事司法工作之余，琼斯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语言学习和东方学研究上。他召集同道创建亚洲学会的初衷，即在于对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科学展开全面研究。

以亚洲学会的成立为契机，琼斯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研究印度古代经典。他除了在自己主持的学会会刊——《亚洲研究》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外，还在亚洲学会的年会上介绍学会的工作进展情况。由于威廉·琼斯及其后续者的努力，亚洲学会在未来的百余年中成为世界范围内印度学研究的中心机构，而琼斯本人则以发现梵语与欧洲诸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之间的同源关系，成为近现代历史比较语言学甚或现代语言科学的奠基人。

琼斯在学习、研究梵语的过程中，除了揭示出梵语自身的结构特点、语词规律之外，更发现这种语言同欧洲诸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或对应关系，由此大胆地提出梵语与欧洲诸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他说：

梵语不管多么古老，它的结构是令人惊叹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更精练，但是与它们在动词词根方面和语法形式方面都有很显著的相似性，这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这种相似性如此显著，没有一个考察这三种语言的语文学家会不相信它们同出一源，这个源头可能已不复存在；同样有理由（虽然这理由的说服力不是特别强）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尽管夹杂了迥异的文法，还是与梵语同源；假如这里有篇幅讨论与波斯的历史有关的问题，或许能把古波斯语加入同一个语系。[1]

琼斯的这段名言出自他在亚洲学会第三次年会上的演讲。通过这次演讲以及后来的系列论述，他勾勒出印欧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阿尔泰语系及含—闪语系的雏形，并提出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某些原则和方法，初步奠定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将人类对语言的探索引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

事实上，琼斯的印欧语同源之说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历史比较语言学本身，以印欧语同源为基础，进而又发展出印欧人种的同源关系，以及雅利安人的迁徙历史与文化进程。梵语作为一种活化石，成了沟通具有久远传统的印度文明与欧洲古代文明之间的纽带，由是印度学研究逐渐成为当时英、德、法、比诸国学术研究领域的显学。

19世纪初，英国的印度学研究者热衷于对印度古代文物与古代文化遗迹的探究与细致描摹，残存于印度各地的诸多佛教遗迹，如石窟、佛塔、造像、铭文等激发起英国人的好奇心，被尘封数个世纪的佛教随之浮现出来，佛陀、僧团、佛法、佛教经典轮廓与面貌越来越清晰，古代印度丰富灿烂的佛教文化渐次浮现。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掌亚洲学会的詹姆斯·普林塞对阿育王铭文与发现于印度西北的希腊文—佉卢文二体钱币的破译，揭开了佛教在印度被重新发现的序幕。

在此之前，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各地发现了阿育王石柱，以及刻写在上面的铭文。如1750年，帕莱·蒂芬德勒（Padre Tieffenthaler）在德里发现了德里—麦卢特（Delhi-Meerut）石柱及上面残缺的文字。同年，他又发现了位于阿拉哈巴德的阿拉哈巴德——[image: ]赏弥石柱（Allahabad-Kosam）。1784年，劳瑞耶—阿拉拉贾（Lauriya-Araraj）石柱亦被发现。1785年，鲍列上尉（Captain Polier）在德里弗劳萨·考特拉（Ferozshah Kotla）发现了德里—托普拉（Delhi-Topra）石柱，并把上面的文字拓片寄给威廉·琼斯。

1801年，詹姆士·赫瑞（James Hoare）上尉在孟加拉国亚洲学会的会刊《亚洲研究》上刊出德里—托普拉石柱铭文的图片，引起学界的关注，人们热切期待对阿育王文字的解读，相应的收集、整理、研究、解读渐次展开。

1819年，一队正在巡逻的英国士兵意外地发现了尘封千余年的阿旃陀石窟，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阿旃陀石窟将建筑、雕刻与绘画三种宗教艺术完美地融为一体。此后，在西印度的诸多地区，又发现了不同形式与风格的石窟，如埃劳拉（Ellora）、纳什迦（Nasik）、卡尔勒（Karle）、帕贾（Bhaja）、朱那尔（Junnar）等。

1822年，詹姆士·都德上校（Major James Todd）在古吉拉特的吉那尔（Girnar）首次发现岩刻铭文。1834年，阿拉哈巴德的石柱铭文复件由陆军少尉T.S.博特（T.S.Burt）在孟加拉国亚洲学会杂志上刊出。两年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沙巴尕黑（Shahbazgarhi）岩石铭文由法国官员科尔特（M.A.Court）发现，其时他正服务于锡克教的拉吉·辛大王（Maharaja Ranjit Singh）的王国。到1836年，大量的岩石与石柱铭文在印度各地发现。

不过，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些石柱与岩刻铭文的内容，以及造立者的名字。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驻印度事务部的官员，同时兼任孟加拉国亚洲学会秘书的普林塞，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成功地解读出这种用俗语刻写的铭文。

詹姆斯·普林塞（James Prinsep，1799—1840）出身于英国商人家庭，其父曾在印度经商并取得成功。普林塞早年在绘画与机械发明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曾在建筑学上下过功夫，后因视力问题而中辍，改学化学分析。后来，普林塞得到印度加尔各答铸币厂的一个职位，于1819年与他的两位兄长赴印度任职。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普林塞先后在加尔各答与贝拿勒斯担任铸币厂的化验分析师，并在该领域取得不错的成绩，对后来英国与印度度量衡标准的制定与改革产生了影响。此外，他还对天文、地理、建筑、绘画等多个行业都很有兴趣，在贝拿勒斯任职期间，他就曾对印度的寺庙建筑做过调查。

1830年，普林塞担任孟加拉亚洲学会的秘书长，并掌管《亚洲学会杂志》的编辑工作，在上面发表了许多关于化学、矿物学、古钱币学与印度文物研究方面的文章。普林塞对印度古钱币学兴趣尤浓，他曾经考察过大夏、贵霜与笈多王朝时典的古钱币制造工艺，他起初曾否认印度古代出现过货币制度。不过，随着他收集到的古钱币的增多，他修改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印度古代曾经使用过锻造的金银货币。

普林塞担任亚洲学会杂志的主编后，来自印度各地的古钱币与碑铭文字复件都会转交到他手上，然后经过释读、转译之后，再正式出版。普林塞为了研究的方便，曾将前伊斯兰教时代印度王朝世系作了排列，并考订其年代，这项工作的成果以《实用图表》（UsefulTables）为名于1834年出版。

普林塞最伟大的贡献还在于破译发现印度各地的碑铭文字与古钱币文字，以及阿育王石柱铭文。在整理、研究他获得的古钱币时，他收集到一些来自印度西北克什米尔的古钱币，这种钱币正反两面分别用佉卢文与希腊文两种文字铭刻。普林塞通晓古希腊语，他发现这种双语古币的面是用希腊文铭刻的“Basileos Sotēros Menandroy”，另一面是用佉卢文铭刻的相同内容，即“大救世主弥兰陀王”（Maharaja Tratasa Menandrasa）。经过进一步比对分析，他依次破译出佉卢文字。

1836—1838年，普林塞把主要精力放在破译解读发现于印度各地的石刻铭文上。这些铭文主要以婆罗谜文与佉卢文刻写，所用的语言是一种俗语，介于巴利语与梵语之间。在巴利语与梵语学者的帮助下，普林塞找到一种解读的方法。1837年7月，普林塞刊出了七种石柱铭文的传真照片、语音转写，以及英文翻译。在这些铭文的开始，都有这样一句话：“为上天所喜爱的Piyadasi王如是言曰”（Devanampriya Piyadasi）。不过，究竟谁是Piyadasi王当时仍旧是未解之谜。幸运的是，此年乔治·特纳尔（George Turnour）以英文翻译并出版了《大史》（Mahavamsa），这是一部斯里兰卡的编年史。《大史》中也出现了Piyadasi王，以此为线索，普林塞很快就确认此Piyadasi王就是印度孔雀王朝时代作为佛教信徒的阿育王。

1838年，詹姆士·普林塞解读并出版了诸多岩石铭文，这些铭文分别发现于吉尔那尔（Girnar），普里（Puri Diss.）的多里（Dhauli），奥立萨（Orissa）［1837,由列泰难特·奇多（Lieutenant Kittoe）发现］。这样，在短短的十个月内，普林塞靠个人的力量，就将阿育王铭文的大部分内容解读出来，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超负荷的工作摧垮了普林塞的身体，1840年他回到英国，不久即病故了。

阿育王铭刻文字的解读与阿育王身份的确认，为佛教在印度的复苏拉开了序幕。它丰富了印度历史与佛教的历史，此前的历史书都将被重新改写。

普林塞去世之后，古印度石刻碑铭不断有新的发现。以普林塞的工作为基础，后来这类碑铭文字的转写与翻译就容易很多。1840年，博特（Burt）上尉在斋浦尔（Jaipur）附近的巴尔特（Bairat）发现了帕布鲁（Bhabru）石刻，后由纪都（Kittoe）上尉转写、译出。1850年乔迦达石刻铭文在奥瑞萨的甘杰姆地区由瓦特尔·爱丽奥特（Walter Elliot）发现并复制，他把它当成在德里、吉尔那、沙巴迦黑等地发现的阿育王铭文的另一版本。1860年，福斯特（Forrest）也在德拉敦（Dehra Dun）附近的卡什（Kalsi）发现阿育王岩刻铭文。

普林塞生前曾提出要编集《印度碑铭文集》的构想，但因生年有限，这成了他的未竟梦想。不过，这一工作由受他影响较大的亚历山大·康宁汉姆于1877年正式启动。继普林塞之后，康宁汉姆对印度佛教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使人们对佛教在印度历史上的存在状况与文化空间有了更真切、更具体的认识。

亚历山大·康宁汉姆（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出生于英国的邓弗里斯郡（Dumfrieshire），早年曾在东印度公司旗下的军校接受军事教育。1933年，19岁的康宁汉姆来到印度，成为东印度公司下属部队的军事工程师。很快，他在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的总部遇到詹姆士·普林塞（James Prinsep）。普林塞当时正对印度古钱币学与历史文物展开搜寻与探究，印度各地搜集品、新发现与调查报告，正源源不断地送到他那里。普林塞的工作热情与兴趣很快感染了康宁汉姆，激发起他对印度古钱币及历史遗迹的兴趣，唐宁汉姆很快成为普林塞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1834年，康宁汉姆在英国皇家工程兵部队服役，最早驻扎在贝拿勒斯（Benares），后来他在贝拿勒斯附近发现了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鹿野苑（Sārnāth）。1837年，康宁汉姆在贝拿勒斯城外看见一个三十多米高的圆顶建筑，决定进行一次小小的发掘。很快他就发掘出一些精美的雕像，还找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石头。从破译的文字来看，这可能是一座佛教遗址，康宁汉姆同时得知佛祖确有其人，出生在印度北部的某个地方。这次的发掘成果仅此而已，直到后来，康宁汉姆了解到，中国古代僧人法显《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曾对印度古代的佛教遗址与地理状况有过较为翔实的记载。根据这两种著作，康宁汉姆认识到鹿野苑宏伟的圆顶建筑就是一座佛塔，是纪念佛祖觉悟后第一次讲经的鹿野苑。英国人的考古发掘，再加上中国的历史资料，使佛教的历史与圣迹从此被一点一点地剖开，一千多年璀璨夺目的佛教光辉开始重现。

1842年，康宁汉姆发现桑奇佛教遗址，并于1851年开始对桑奇大塔进行发掘，在第三座佛塔下面，他发现了佛陀两位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的灵骨，这些灵骨被携至英国伦敦安全地保存起来，直到1949年才又被迎请回来。这次发现对佛教僧团与历史的阐明起到了显著的推进作用。

1848—1849年，康宁汉姆在拉达克任职期间，还对当地及周边如克什米尔等地的庙宇与建筑做了调查，相关的调查报告于1954年结集为《拉达克之自然、统计与历史，兼及周边诸国》（Ladāk：Physical，Statistical，andHistoricalwithNoticesoftheSurroundingCountries）。除此书之外，康宁汉姆又出版了《比尔萨群塔或中印度佛教遗址》（TheBhilsaTopesorBuddhistMonumentsofCentralIndia，1854）一书，对中印度发现的佛塔群进行了介绍，首次通过佛教建筑遗迹探寻佛教历史。

1861年，康宁汉姆以少将军衔从军队退役，担任新成立的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首任局长。这一年，他在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菩提伽耶（Bodh Gaya）找到了大菩提寺的遗址。他在日记中写道：“发掘工作很单调，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在阅读中国人的《大唐西域记》，玄奘对那棵著名的菩提树以及周围的佛像和庙宇记载的都很详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大量的遗迹，书中的描述和发现结果非常吻合。”[2]到19世纪80年代，英印政府委派康宁汉姆恢复大菩提寺，他就根据玄奘的记载与描述，展开寺庙的修缮工作，据说连装饰图案和建筑材料也依据《大唐西域记》的记录。1865年印度考古局解散，1870年复置。在此后的15年里，康宁汉姆继续担任考古调查局局长。他在北印度的废墟中展开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及时出版调查与发掘报告。他主编的《印度考古调查局报告》（ReportsoftheArchaeologicalSurveyofIndia）先后出版了24卷，其中一半的内容都是由他本人撰写的，其余的则是在他的严格指导下由他的两位助手完成。康宁汉姆撰写的调查报告都具有显著的学术性，注重将现场考察与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结合起来。

除了搜集古钱币与文物之外，康宁汉姆还对其所经之处的古迹进行评估、图绘乃至场景拍摄，还对各地的环境、文化与经济状况作了详细记录，其卷帙浩繁的考察报告为印度的历史考古学打下了很好的根基，对当时及后来的佛学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现代考古发掘的标准衡量，康宁汉姆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粗糙，甚至遭受后来考古学家的诟病，不过，他对印度佛教历史遗迹的发掘与整理、对印度考古学的整体发展仍然是功莫大焉。

在主编各种发掘报告期间，康宁汉姆还独立完成了不少著作。1871年，他出版《古代印度地理》（AncientGeographyofIndia），首次收集了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法令。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佛教时期”，作者深为在印度各地征集到的、代表佛教光辉历史的佛教遗存与遗址而叹服，并依据其考古所得对佛教历史做出富有深度的探讨。1873—1874年，康宁汉姆发掘、整理了巴尔胡特佛塔——印度中部地区最古老的佛塔的残迹，后来他将收集到各种文物放置在加尔各答博物馆，又于1879年出版《巴尔胡特塔》（TheStupaofBharhut），该书在对巴尔胡特塔碑文解读，以及雕刻内容的比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其通过历史文物与遗迹探究佛教历史的方法也对后人颇有启发。1883年，康宁汉姆出版了一种关于历史纪年考订的著作——《印度纪元手册，附印度历史计年表》（TheBookofIndianEras，withtablesforcalculatingIndiandates）。

1885年，康宁汉姆从考古局退休，此后他投身于印度古钱币的研究，并出版了《古代印度钱币》（CoinsofancientIndia，1891），这也是他继承普林塞的遗愿而完成的一项工作。

印度近代佛教史研究的著名学者D.C.阿歇尔认为康宁汉姆是“无可置疑的伟大考古学家与复兴佛教的英雄”，是“人们所推许的杰出人士，印度能够吸引住他是一件幸事，佛教徒尤其需要感念其功德”[3]。

接替康宁汉姆担任印度考古调查局一职的是英国人詹姆士·柏盖斯（James Burgess），他从1874年起曾参与考古调查局在印度西部与南部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对印度的佛教石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曾于1883年出版过《佛教石窟庙与题铭》（Buddhistcavetemplesandtheirinscriptions）。印度本土第一位考古学者是薄伽梵拉尔·因陀罗吉博士（Bhagawanlal Indraji），他于1882年在孟买附近的肖帕拉（Sopara）发现一些阿育王岩刻残片及佛塔，在佛塔的下面出土了五件装有遗骨的坛子，因陀罗吉博士依据铭文识读出其时代约在公元160年。

1896年，德国考古学家安东·阿洛伊斯·福特勒（Alois Anton Führer，1853—1930）获准展开对尼泊尔的考古调查，在蓝毗尼花园发现了阿育王于公元前249年拜访此地的纪念碑，上面书有“尊贵之神诞生地”字样。福特勒将这次考察与研究的成果编为《关于佛祖释迦牟尼之诞生地位于尼泊尔特赖的专论》（MonographonBuddhaSakyamuni'sBirth-PlaceintheNepaleseTarai，GovernmentPress，N.W.P.andOudh，allahabad，1897）出版，他的这一重要发现及其他相关信息，证实了蓝毗尼是佛祖诞生地这一事实，为佛陀生平及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 佛教经典的搜集与整理

如上所述，诸多探险家、考古学家与学者的工作袪除了数百年来遮蔽在佛教上面的尘埃，使佛教旧有的辉煌重新显示在世人面前。不过，文物收集与考古发掘只是为印度佛教的重新被发现提供了一些历史碎片，对佛教或佛法的具体内涵与历史演进的系统了解还需要佛教经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佛典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由此孕育、营造出印度佛学研究的浓厚氛围，其风气所及不仅影响到印度学者积极投身佛学研究，更为20世纪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经典依据与理论支持。

至19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谓“礼失求诸野”。佛教经典的搜集、整理、翻译与研究，是从斯里兰卡、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等地保存的巴利语系与梵语系佛典的搜集开始的。

（一）巴利佛典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西方第一位巴利语研究者是在泰国传教的法国人拉诺（Laneau），他于1672年编撰了一部巴利语与泰语的文法和辞典，不过现在已经佚失。1685年，他曾给圣路加福音（St.Luke's Gospel）的泰文译本写过一篇巴利语的序和跋，目前仍有保存。后来，又有一位法国人西蒙·罗百瑞（Simon de La Loubère）于1687—1688年担任法王路易十四的使节出使泰国，回国后撰写了一部名为《暹罗王国记》（TheKingdomofSiam，London，1693）的著作，对泰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做了一定的记述。在谈及泰国佛教时，他特别提到泰国佛教所用的语言叫作“Balie”，与泰语有较大的差别，与梵语有较密切的关联。

1824年，英国传教士本杰明·克拉夫（Benjamin Clough）出版了《简明巴利语文法——附丰富词汇》（ACompendiousPaliGrammarwithaCopiousVocabularyintheSameLanguage，Colombo，1824）一书，首次在英语世界用Pali一词。两年后，布奴夫与拉森（Chr.Lassen）在他们合著的《试论印度半岛恒河流域之圣言巴利语》（EssaisurlePalioulanguesacréedelapresquleau-delà duGange）中也沿用此名。布奴夫与拉森合著的这部巴利语著作出版后，引起西方学界对巴利语的注意，此前除锡兰、缅甸及泰国之外，其他地区很少人了解到巴利文的存在。

1837年，乔治·特纳尔（George Turnour）以英文翻译并出版了斯里兰卡编年史《大史》（Mahavamsa）。原书有一百章，出自多人之手，乔治仅翻译了前三十八章。此书的出版不仅帮助普林塞翻译出阿育王碑铭，而且对巴利语系佛教历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后来巴利圣典学会的创始人瑞斯·大卫即把此书视为“所有巴利学问之基础”。

1881年，英国学者瑞斯·大卫于伦敦成立巴利圣典学会（The Pali Text Society），专门校订、翻译、出版南传佛教巴利语经典及相关的研究著作，后来发展成为巴利语系佛教经典与整理的核心组织。

托马斯·威廉·瑞斯·大卫（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生于英国的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其父为威尔士公理会的教士。大卫年轻时希望成为一名公务员，于是到德国的布莱斯劳大学（University of Breslau）跟随著名梵语学者斯坦茨勒（A.F.Stenzler）学习梵语，业余时间以教授英语谋生。1863年，大卫回到英国，通过公务员考试，被派往斯里兰卡担任地方法官，因为案件的卷宗涉及巴利语，他便开始巴利语的学习。后来，大卫又参与斯里兰考佛教遗址的发掘，并因之热衷碑铭与写本的收集，1870—1872年，他给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部的杂志写了一系列论文。

后来，大卫在斯里兰卡的工作因故中止，返回到伦敦，以律师职业谋生，不过他对斯里兰卡佛教与巴利语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最后他完全放弃律师职业，专心从事巴利语系的佛教研究。1881年5月，他正式宣布成立巴利圣典学会，并阐明其宗旨与主要任务。学会首任委员会的成员除大卫外，还有威高·福斯保尔（Viggo Fausball）、赫曼·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erg）、爱弥尔·塞纳特（Emile Senart）、理查德·默瑞斯（Richard Morris）等。学会的运作经费来自私人捐款、大学与其他机构的赞助。学会还吸收了一批出于对巴利圣典的热爱，愿意无偿编译相应经典的学者。次年，大卫又创办了《巴利圣典协会学报》（JournalofthePaliTextSociety，1882）发表与巴利佛教相关的文章与信息。

1882—1904年，大卫担任伦敦大学的巴利语教授，同时在1890—1904年担任皇家亚洲学会的秘书及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不列颠学院（Britian Academy）与伦敦东方及非洲研究所（London Oriental and African School）。1884年，大卫编辑阿奴楼陀长老（Anuruddha Thera）的《摄阿毗达磨义论》（Abhidhammatthasangaha），由巴利圣典学会刊出。

在从事繁忙的会务、教学工作之余，大卫还通过其他不同的方式来传播佛教。1894年，大卫夫妇到美国访学，在康奈尔大学做了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后来结集为《佛教，其历史与文献》（Buddhism，ItsHistoryAndLiterature ,1907）。1899—1900年，大卫如愿到印度参访，巡礼菩提迦耶及其他佛教圣地，回到英国后，撰写了《佛教之印度》（BuddhistIndia，1903）一书，对佛教兴起后的社会与政治状况做了一次鸟瞰式的叙述。1899—1921年，大卫夫妇将巴利经藏中《长》、《中》尼迦耶中的经典翻译成英文，最后结集成三卷本的《佛陀对话录》（DialoguesoftheBuddha）。

1905—1915年，大卫担任曼彻斯特大学比较宗教学教授，并于1908年在伦敦创立佛教协会，出任会长，刊行与翻译巴利语三藏，又于1910年担任新成立的印度学会的会长。一直到他1922年逝世为止，大卫始终都在为巴利佛典及佛教的编译、研究与传播而不断努力。

除上文所列外，他完成的撰述或译作还有与斯特德（T.W.，Stede，William）合编《巴利语—英语词典》（ThePaliTextSociety'sPali-EnglishDictionary），翻译《律典》三卷（VinayaTexts，3 volumes,1881—1885）、《弥兰陀王问经》二卷（QuestionsofKingMilinda，SacredBooksoftheEast，2 volumes，1890—1894）。其中的《律典》系与德国学者奥登伯格（Oldenberg，Hermann）合作翻译完成，《律典》是对巴利律藏中“犍度”（khandhaka，本义为躯干或集合体，引申为汇编而成的篇章）的翻译，此篇是有关僧团和僧尼戒规的汇编，包《大品》（Mahavagga）十犍度与《小品》（Kullavagga）十二犍度。

另外，他还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过《佛教的部派》（TheSectsoftheBuddhists，1891）与《阿育王与佛陀灵骨》（AsokaandtheBuddha-relics，1901）等系列文章，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大卫的努力，西方的巴利语系佛教研究与传播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佛教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大卫去世后，巴利圣典学会由其夫人卡罗琳·奥古斯泰·戴维斯（Caroline Augusta Foley Rhys Davids，1857—1942）掌管（1922—1942年间负责学会工作），她也是著名的佛学家，曾任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高级讲师,长期与丈夫合作,从事巴利文佛典的校勘和翻译工作。卡罗琳著有《佛教：对佛教规范之研究》（Buddhism：AStudyoftheBuddhistNorm，1912）、《佛教心理学：巴利文献中的心理分析与理论探究》（BuddhistPsychology：AnInquiryintotheAnalysisandTheoryofMindinPaliLiterature，1914）、《什么是佛教原初福音》（WhatwastheoriginalgospelinBuddhism ?1938）、《乔达摩这个人》（GotamatheMan，1928）、《学生高级佛教手册》（AManualofBuddhismforadvancedStudents，1932）、《佛教大纲·历史概要》（OutlinesofBuddhism：AHistoricalSketch，1934）等，另外，她还翻译了《佛陀故事集：本生经选译》（StoriesoftheBuddha：BeingSelectionsfromtheJataka，1929）等。

（二）梵语佛典的收集与整理

在尼泊尔梵文佛典写本与抄本的发现与搜集方面，英国派驻在尼泊尔的公务员何德逊（Houghton Hodgson，1800/1801—1893/1894）首张其事，其工作为后来的大乘佛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

何德逊于1818年来到印度，以书记员的身份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学习过梵语与波斯语，这在他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19—1820年，他被任命为毗邻尼泊尔的库默恩（Kumaon）专员助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他长期在尼泊尔任职。1821—1844年，他基本上在尼泊尔工作。在此期间，何德逊对尼泊尔的语言、文献与宗教做过广泛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845年，他居住在大吉岭，继续对北印度的人种做了十三年的研究之后，才返回英国。

在尼泊尔任职期间，何德逊熟练地掌握了尼泊尔语与尼瓦里语（Newari），他还搜集到诸多梵语佛经写本，并与他的朋友大班智达甘露喜（Amritananda）共同进行研究。他认为佛教曾经有四个部派，而且梵语佛典比那些巴利语佛典还要古老，为此他还专门研究了小乘佛教的哲学思想。何德逊还得到一些甘珠尔与丹珠尔的藏文大藏经复本，其中一套是西藏的大喇嘛作为礼物送给他的。

何德逊前后收集到的梵本佛典计有380余包，他曾将他收集的梵文佛教文献分别移交给伦敦、巴黎及加尔各答图书馆，另外他还以2000镑的价格把其中一部分卖给了俄国政府。何德逊针对自己的收集品也撰写了一些文章，分别发表在加尔各答的《亚洲研究》以及1818年伦敦出版的《皇家亚洲协会学报》中。何德逊出版的著作很多，其中与佛教有关者，有1841年出版的《插图本佛教文献与宗教》（IllustrationsoftheliteratureandreligionoftheBuddhists，Self-published，Serampore）、1874年出版的《尼泊尔、西藏的语言、文献与宗教论集》（EssaysontheLanguages，LiteratureandReligionofNepalandTibet.Trubner and Co.，London）。鉴于何德逊在佛教文献与研究方面的贡献，他被当时法国著名的佛学研究者布如夫盛赞为“印度佛教研究的真正创立者”。

何德逊对喜马拉雅山区的文化与人民很感兴趣。受威廉·琼斯等人影响，他认为通过语言研究可以识别不同的种族。通过他的研究，他发现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土著居民不属亚利人种或高加索人种，他将这种人种称为塔姆林族（Tamulian），是较为特殊的印度人种。除人种学研究外，何德逊还对喜马拉雅山区大量的鸟类与哺乳类动物做了观察与记述，有许多鸟类就由他命名。

继何德逊之后，另一位英国梵语学者塞西·本达尔在尼泊尔梵本佛典的搜集与整理，以及北传佛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塞西·本达尔（Cecil Bendall,1856—1907）1884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攻梵文，曾到印度各地旅行，后到尼泊尔王室附属的杜尔巴图书馆（Durbar Library）从事佛教研究。1880年，他在《英格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ofEngland）上发表《大云请雨经》（Meghasutra）的梵本校订。1883年，本达尔编辑剑桥大学所藏佛教梵语写本目录，推定尼泊尔梵本佛典的年代，并附有对梵文字体的研究。1886年，他又出版了《尼泊尔与北印度文献与考古研究之旅》（JourneyofLiteraryandArchaeologicalResearchinNepalandNorthernIndia）。1888年，他在《英格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怛特罗乘》（Tantrakayana），专门探究怛特罗佛教的特点与经典。

本达尔在尼泊尔期间，非常注重梵语佛典的搜集，在他的早期收藏品中，就有500余部抄本经典。其中有些抄写时间比较久远，《十地经》与《行愿赞》的残片就是用13世纪以前的书体抄写而成，其梵本律藏经典也是当时的孤本。1898年，他到尼泊尔探险，又搜集到90部古代经典。本达尔搜集的佛教写本都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那里因此成为重要的梵本佛典收藏中心。

《佛教文库》第一卷就发表了本达尔校订的寂天著《菩萨学集论》（Sik[image: ]āsamuccaya）。寂天的这部著作涉及多种大乘佛教经论，本达尔为校订该书费时甚久，这本书是本达尔多年心血的结晶，成为后来的佛教经典史家的重要参考书。

（三）佛学研究的展开

伴随着梵巴佛教圣典收集与整理工作的展开，欧洲各国印度学研究者对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究也渐次展开，呈现出名家辈出、成果丰硕的研究格局。其中法国的布奴夫、莱维（Sylvain Levi,1863—1935），丹麦的福斯堡，德国的奥登伯格、温德尼兹，比利时的普辛（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1869—1937），俄国的舍尔巴茨基（Stcherbatsky）等人在佛教经典的整理、翻译与研究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印度佛教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法国学者尤金·布奴夫（E.Burnouf，1801—1852）是西方第一位以系统及科学方法研究佛教的学者，被称为欧洲佛教研究之父，1826年，他与德国学者拉森（Christian Lassen）合著的《试论印度半岛恒河流域之圣言巴利语》一文，使巴利语及巴利语记载的佛教圣典引起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不过，布奴夫很快就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梵语大乘佛典的整理、翻译与研究，由此开启了法国大乘佛教经典、历史与哲学研究的先声。1832年，布奴夫任法国国立高等教育学院（Colle[image: ]ge de France）梵语教授，他以何德逊寄到巴黎的梵本大乘佛教经典为基础从事佛教历史研究。1844年，布奴夫出版了首部印度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序说》（Introductionah[image: ] l'histoireduBouddhismeIndien），此书对《般若》、《楞伽》、《华严》、《金光明》、《法华》等大乘经典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叙说，对佛传、佛教义理与梵语佛典的研究而言都颇具新意。1952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著作——《妙法莲花经》的法文翻译，为后世梵本西译之典范。

福斯堡（Michael Viggo Fausbll，1821—1908）是丹麦巴利学研究的先驱，担任哥本哈根大学的梵语教授，在早期巴利语经典的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855年，福斯堡曾出版过《法句经》（Dhammapada）的拉丁文转写，又于1881年出版了《经集》（Sutta-NipAta）的英文翻译。他对《本生经》（Jatakas）及其注释的翻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此书分成六卷，在1877—1896年陆续刊出。

德籍学者荷尔曼·奥登伯格（Herman Oldenburg，1854—1920）是德国的一位印度学巨擘，先后担任过基尔大学与哥廷根大学的教授，曾翻译过《吠陀赞歌》（VedicHymns，1897）与《家庭经：吠陀家祭仪规》（TheGrihya-stras，rulesofVedicdomesticceremonies，1886、1892），他的《吠陀宗教》（DiereligiondesVeda，1894）、《古代印度的语言与宗教》（AncientIndia：itslanguageandreligions，1896）都是印度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不断再版。在巴利圣典学会成立之初，奥登伯格就参与其事，并与瑞斯·大卫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曾经在1879—1883年将巴利藏中的毗奈耶经典译成英语，分三册出版。他基于巴利经典撰写的《佛陀之生平、教化与律法》（Buddha，hislife，histeachings,hisorder）一书，考订佛陀的相关史实，驳斥一位法国学者假想的佛陀乃神话人物的谬说，论证历史上确有其人，成为佛教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自1881年出版后，此书已经翻译成8种语言，有107种版本。

对佛教文献历史的系统探讨是由德国学者温德尼茨完成的。温德尼茨（Maurice Winternit，1863—1937）是德国布拉格大学印度学与人种学的教授，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印度国际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并协助马克斯·缪勒编辑东方圣书，在印度学研究中完成诸多优异的成果，其《印度文献学史》（AhistoryofIndianliterature）第二卷中对佛教文献史及相关经典的内容做过细致的研究，至今还是佛教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著作。

除上列诸多通过佛学研究传播佛教的学者之外，19世纪在欧洲传播佛教的还有一位英国诗人——爱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1832—1904），他在1879年创作的长诗《亚洲之光》（TheLightofAsia）对佛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颇有贡献。阿诺德出生于英国肯特郡，1857年，他在25岁时来到印度，担任普纳德干学院（或作公立梵文学院）的校长，很快就醉心于印度的宗教传说，尤其被佛教所吸引。1861年，他回到伦敦，在《每日电讯》任职，不过他对佛教的兴趣依旧在滋长，最终形诸笔端，完成《亚洲之光》这部史诗。这部作品是依据《普曜经》的记载，用诗体语言为佛陀撰写的一部传记，其诗句清新、优美，又给人以庄严、神圣的感觉，对欧美人了解、认识佛教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影响甚大。《亚洲之光》后来被译成多种语言，仅日语译本就有三种[4]，此书在印度还作为一些大学与学院的必读书，很多人对佛教的关注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1885年，阿诺德参访菩提迦耶，为眼前佛教最伟大的圣地——大菩提寺的破败景象所震惊。此后，爱德温在他主编的《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y）周刊上发表系列文章，意图唤起全体佛教徒的警觉，使大菩提寺免遭进一步的破坏。此后，他还积极参与达磨波罗组织的大菩提学会，为其早期发起人之一。

三 印度本土学者对佛教传统的探寻

1772—1911年，加尔各答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都，是印度政治、文化、科技与教育中心，这里汇集了印度一大批文化精英，他们接受英国带来的西方文明，同时积极参与英国人设立的各种事务机构，是印度近代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19世纪以来，英国人对佛教文物的搜集、佛教遗迹的考古发掘，以及佛教经典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逐渐引起印度本土文化精英对佛教的关注，他们开始投身于对已经逝去的佛教文化传统的探究与发掘。近代最先投身于佛教研究的印度本土学者，即是较早沐浴英国文明的东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的印度教文化精英。

（一）密特拉对梵语佛典的整理

拉詹陀罗·拉尔·密特拉（Rajendra Lal Mitra，1823/1824—1891）出身于加尔各答东部的苏拉（Soora）地区一个颇有地位的家族，其祖父辈皆以诗才而负盛名，有非常高的文化素养。密特拉自小就接受到良好的教育，1837年他考入医学院，后来中途辍学，转学法律，想成为一名律师，但他的法学教育也没有完成。其后，他们家族精通多种语言的文化传统很快就使他全身心地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梵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印地语、英语等为他后来在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后来他又熟练地掌握了法语、希腊语与拉丁语。

1846年，密特拉被任命为孟加拉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图书管理员兼学会助理秘书长，此后他一直在亚洲学会任职，曾担任过不同职务。1857—1865年，密特拉担任学会的秘书长，并从1865年起担任副会长。1885年，密特拉升任亚洲学会会长，成为该会成立以来印度本土出生的首任会长。

在亚洲学会编辑发行的“印度文库丛书”（Bibliotheca Indica series）中，从1854年到他去世的1891年，密特拉负责编辑的就不下十四种，与此同时，他还发现、收集、编目并记述各种梵文写本，这些写本主要保存于孟加尔与其他省份，其中有的还来自尼泊尔。密特拉的这项工作由于受到亚洲学会与印度政府的支持，开展得非常顺利，取得的成绩也非常显著。1880年，密特拉编著完成《比卡奈尔大王图书馆藏梵文写本目录》（ACatalogueofSanskritManuscripts：inthelibraryofthemaharajaofBikaner，Calcutta：Govt.of India，1880）。到1882年，他又在该《写本目录》的基础上完成了《尼泊尔佛教梵语文献》（SanskritBuddhistLiteratureofNepal），此书的完成，开启了佛教梵语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纪元，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除了编辑、翻译与编目工作外，密特拉还有另外两部堪称开风气的著作：《奥利萨遗迹》（TheAntiquitiesofOrissa，1875）、《佛陀迦耶——释迦牟尼的隐迹之地》（BuddhaGaya，theHermitageofSakyaMuni，187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几部著作外，密特拉还用英语与孟加拉国语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诸多演讲，撰写了120余篇文章，以及多篇亚洲学会的会议记录。此外，他还作为马克斯·缪勒的助理，编辑、校订、出版了多部古代梵语著作，如梵本《神通游戏》（Lalitavistara ,1887）、《小品八千颂般若经》（1887—1888）等，受到海内外印度学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此外，密特拉还与其他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印度学家相互交流与合作，展开平等对话。1858年出版的《佛教与奥丁教之相似性》（BuddhismandOdinism，theirsimilitude，Calcutta：s.n.，1858）一书，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可以说，密特拉是殖民时代印度本土学者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从事印度学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佛学研究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不但受到欧洲印度学家的高度赞誉，更启发影响了印度本土的印度学研究。

密特拉搜集与整理尼泊尔梵语佛典的工作，离不开他的得力助手——孟加拉国学者哈拉·布拉萨德·夏斯特里的大力协助。

哈拉·布拉萨德·夏斯特里（Hara Prasad Sastri，1853—1931）出生于孟加拉国一个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婆罗门班智达精英家庭，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其高祖摩尼卡耶·塔卡普萨纳（Manikya Tarkabhusana）迁居于加尔各答北部的奈哈迪（Naihati）并创办了一所教授梵语的免费学校。这种教育模式在当时受到好评，不但得到地方长官的资助，同时也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与赞许。其祖父希那特·塔卡兰迦罗（Srinath Tarkalankara）继承其父的职业，仍然以教授梵语为生。哈拉·布拉萨德的父亲兰卡姆（Ramkamal）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以研究正理哲学而著称，其学识与梵语教学受到孟加拉国人的尊敬。

哈拉·布拉萨德是兰卡姆的第五子，从加尔各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因为精通梵语而被冠以夏斯特里（Sastri）的头衔。他后来在印度学、佛学与孟加拉国语文学研究领域远近闻名，名声播及海内外。后来，哈拉·布拉萨德在加尔各答大学任教，并被授予荣誉文学博士，他还兼任过孟加拉国文学社团（Vangiya Sahitya Parisad）的主席，被印度政府授予“尊中之尊导师”（Mahamahopadhyaya）。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哈拉·布拉萨德于1897年在孟加拉国发现了仍然传承着的佛教。这个分布于吉大港的佛教社团，说明被认为已经沉寂的印度佛教仍然在以其独特的形式流传。哈拉·布拉萨德是一位成果丰富的学者，他著有六十余种著作，其《佛教歌曲与佛教朵哈集》（BauddhaGanaOBauddhaDoha，1916）收录了33位著名成就师的50首诗歌，使孟加拉国学者认识到佛教研究的必要性。此外，他还于1927年整理了11世纪印度著名佛教瑜伽行者不二金刚的20部著作，编成《摄不二金刚集》（Advayavajra-samgraha），放在其子编辑的盖格沃德东方丛书（Gaikward）中出版。另外，他编辑整理的提婆《四百论》，收录在孟加拉国亚洲学会纪念专辑中。

（二）达斯对藏地梵本佛典的搜集

在梵本佛典的收集方面，出生于东孟加拉国的印度人达斯及其创立的佛教圣典学会有首倡之功，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萨拉德·昌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1849—1917）出身于东孟加拉国吉大港一个印度教徒家庭，早年入加尔各答的管理学院。在学习期间，达斯认识了孟加拉国公共教育局局长艾尔弗雷德爵士，受到其赏识。1874年，由于艾尔弗雷德的推荐，达斯被任命为大吉岭的菩提寄宿学校（Bhutia Boarding School）校长。这所学校是英国人开办的，专门培养当地土著，使其接受秘密间谍训练，然后派往西藏，以对抗其时俄国势力在中亚的扩张。

1878年，藏族教师、喇嘛伍金嘉措（Ugyen-gyatso）为达斯取得了赴扎什伦布寺的护照。1879年6月，达斯和伍金嘉措自大吉岭起程赴西藏。他们在西藏逗留了六个月，并带着许多藏文和梵文文献回到大吉岭。这些文献为达斯日后从事藏学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1881年11月，达斯和伍金嘉措再次赴西藏。他们考察了雅砻河谷（Yarlung Valley），并于1883年回到印度。

作为英国间谍，达斯两度赴西藏地区，从藏族人、俄国人、汉人那里获取情报。在他离开西藏后，他的身份曝光，许多之前和他友好的藏族人都因此遭到了惩罚。

自西藏返回后，达斯在大吉岭度过了余生。他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拉萨别墅”（Lhasa Villa），在这里接待了许多知名人物，如查尔斯·阿尔弗雷德·贝尔（Charles Alfred Bell）以及日本人河口慧海（Ekai Kawaguchi）。1882年，他会见了两位神智学会的创始人——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和亨利·斯太尔·奥尔科特（Henry Steel Olcott）。

作为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斯从拉萨的萨迦派的寺庙图书馆中获得大量的古代梵语文献与资料，其旅程报告后来发表在佛教圣典学会（Buddhist Text Society）的杂志上。这份杂志是达斯于1882年在大吉岭创办的。此外，他还就西藏古代的印度班智达发表了多次演讲，使莲花戒（Kamasila）、阿底峡等人的著作重见天日，这些演讲稿后来结集为《雪域的印度班智达》（IndianPanditsintheLandofSnow，1893）。

1893年，达斯创立“印度佛典与人类学会”（Buddhist Text and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India），出版佛教原典，如觉音的《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1893）、寂天的《入菩提行论》（Bodhicaryavatara，1894）等。另外，佛教圣典学会还出版过《自生往世书》（Svayambhu-purana）、夏斯特里翻译的《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诃利莫罕·维第耶普扇节译的月称《中论疏》。该学会还参照国外的佛学研究机构，在加尔各答梵语学院设佛学研究系，开启了印度佛学研究的新里程。

在藏学研究方面，达斯还编著有《藏语文法导论》（附《悉都文法金刚明鉴》及《悉都讲义》，1915）、《藏英辞典》（附梵文同义语，1902），两书在西藏学研究界颇受重视，曾多次再版。其《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JourneytoLhasa & CentralTibet，1902）记述19世纪末期西藏社会风俗与宗教，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广为流传，现已有中文译本出版。

密特拉、夏斯特里、达斯等近现代知识阶层致力于印度古代经典的收集与整理时，其成果也得到一些地方王公与文化机构的赞助与支持，大批印度古代经典经过重新汇集、整理，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特里梵特琅梵文丛书（Trivandrum Sanskrit Series）、乔勘巴梵语丛书（Chowkhambā Skt.S.）、孟买梵语与俗语丛书（Bombay Skt.and Prakrit S.）、阿难陀斯罗梵语丛书（Anandasra Skt.Series）等。

1908年，西南印度特里凡特琅的地方政府设立东方文献保存机构，专门整理当地公立图书馆与私人收藏的梵语写本，主其事者为伽纳帕底·夏斯特里（T.GaNapati ShAstrI）。这个机构仅存在了17年，但其编订的梵语写本目录及出版的特里梵特琅梵文丛书（Trivandrum Sanskrit Series）颇受后人关注。其梵语写本目录收录了1400余种梵语写本，分七部分出版，堪为当时最丰富的梵语写本目录，对于后人构建梵语文献史颇有价值。主事者以写本目录为基础，精选其中的珍品，以“特里梵特琅梵文丛书”的名义将其出版。这些文献多为未曾出版过的古代善本，其中的第一本名为《天命论》（Daivam），是一部梵语语法著作，出版于1905年。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中，丛书陆续推出一百余种梵文著作，其内容涉及文学理论、诗学、戏剧、修辞与语法，哲学理论诸如正理论、吠檀多、弥曼差与其他宗教哲学派别的著作，最令人瞩目的应是公元7世纪戒日王的宫廷戏剧家跋沙创作的十三种戏剧作品。

在特里凡特琅梵文丛书中，令佛教研究者意外的是，其中有一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这是一部大乘佛教的著作，它的藏文与中文译本在中国流传很广，对藏传佛教以及元代以还的中国佛教影响较大。佛教研究者认为此书的梵语文本在印度早已失传，但是它却在特里凡特琅的一隅被发现。因此，此书一经发现，立时引起佛教研究者的惊异与兴趣。据说这部经典的梵语写本是由一位名叫拉毗詹特拉（Ravicandra）的班智达复制，他是吉祥根本音寺（[image: ]rī-mūlagho[image: ]a-vihāra）的主持。该寺位于特里昆那布萨（Thrikkunnapuzha）,即今奎兰市（Quilon）北30英里，曾是一座佛教寺庙，现在已被海水冲刷掉。因此，经典抄写者与寺庙的年代问题也就成了永久的谜。

第二节 神智学会与印度佛教复兴的先声

近现代印度佛教的发现与研究是由英、法、德、俄等欧洲诸国学者发起的，随之而起的佛教复兴运动同样也是由外力来推动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19世纪后期以来发生在斯里兰卡的佛教改革运动与复兴思潮对印度佛教的复兴运动起到了引领与推动作用。

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派遣其子摩哂陀（Mahendra）把佛教传入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国王天爱帝须（Devānaṃpiya-tissa）受摩哂陀影响而信奉佛教。此后，佛教就在斯里兰卡得到了持续不断的传承。佛教在印度被伊斯兰教摧毁时，斯里兰卡的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之后屡有兴衰，起伏不定。尤其是到1505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后，为推行其基督教信仰，不断抑制打击佛教，佛教的寺庙被毁，僧徒被驱逐或改宗。1592年，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Vimala-dharmasuriya I，1592—1604年在位）即位，又先后两次迎请缅甸佛教长老，来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后来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Sri Vijaya Raja-singha，1739—1747年在位）又从缅甸的贝古（Pegu）、阿拉干（Arakan）和暹罗的阿尤帖（Ayudhya）迎请佛法。继葡萄牙侵占之后，1658—1796年，斯里兰卡被荷兰占领，在18世纪末又成为英国殖民地。虽然殖民者曾经试图维持斯里兰卡的传统文化与民众的宗教信仰，但是受制于西方殖民国家基督教教会的强势压制，这种相对温和的宗教文化政策始终难以贯彻执行，斯里兰卡的佛教文化传统也不断遭遇挑战或打压。19世纪初期，英国殖民者曾经试图避免干涉斯里兰卡的宗教事务，以维持和保护当地民众的信仰。可是此举遭到英国教会的强烈反对，斯里兰卡总督府不得不在1818—1853年逐渐废除了先前的佛教信仰自由的承诺。此举引起佛教势力的反弹，佛教的变革与复兴运动随之风起云涌。

18世纪先有僧人萨拉那姆卡拉（Saranamkara）鼓吹僧伽改革，继有19世纪改革派——尼伽耶派（nikāyas）的创立，是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的先声。1849年，僧人悉达多（Valana Siddhārtha）在科伦坡城南数英里的拉特马拉那（Ratmalana）市创建第一所现代僧伽学校。1873年，智益佛学院（Vidyodaya Pirivena）在科伦坡成立，两年后智严佛学院（Vidyalankara）又在科伦坡附近的克兰尼亚（Kelaniya）市创立。僧伽改革与僧伽教育机构对斯里兰卡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欧美诸国外部势力对佛教的认同与探求也成为现代斯里兰卡佛教复兴的助推剂。从1865年起，佛教僧侣和基督教传教士多次展开公开的宗教对话与辩论，探讨各自的优劣得失。1873年，摩诃提瓦特·古纳阿难陀长老（Mohottivatte Gunānanda Thera）代表佛教，与戴维·德·席尔瓦（Davidde Silva）和F.S.西林曼尼（F.S.Sirimanne）代表的基督教展开一场宗教大辩论，显示出佛教的殊胜与优势。同年，美国人匹布勒斯（J.M.Peebles）把这次宗教讨论的实录译成英文出版，在当时东西方宗教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也成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的转折点。

一 神智学会在印度的发展

佛耶辩论文集的出版引起了美国亨利·斯蒂尔·奥尔科特（Henry Steel Olcott，1832—1907）上校对佛教的关注，对佛教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5]后来，奥尔科特又结识了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布拉瓦茨基（Blavatsky，1831—1891）夫人。布拉瓦茨基原名海伦娜·H.V.罗顿斯坦（Helene H.V.Rottenstem），出身俄国贵族，身世不详，以倡导带有巫术性质的通灵术及人类潜能著称。1875年，二人于纽约共同创立了神智学会（The Theosophical Society），此会创立的宗旨主要有三条：其一，主张全人类皆是兄弟，不分种族、信仰、性别、阶级或肤色；其二，提倡研究比较宗教学、哲学及科学；其三，探究未经阐述的自然律及人类内在潜能（神秘主义）。神智学会的创建者对佛教的高度尊重，有力地推动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

由于其思想理念和印度宗教文化相契合，奥尔科特与布拉瓦茨基于1878年来到印度，决定在印度发展其神智学事业。他们先在孟买建立神智学会的总部，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其住所经常访客盈门。次年，他们在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贝拿勒斯等地做了巡行宣讲，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许多人加入他们学会中。

1880年，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奥尔科特访问斯里兰卡，受到当地佛教徒的热烈欢迎。是年5月21日，他们在锡兰南部的迦莱（Galle）公开皈依佛教，在四周上千佛教信徒的簇拥下，他们如法接受巴利传统的三归、五戒皈依仪式。事后，他们在全岛做了巡回演讲，与不同的宗教神职人员做了交流。很快，他们就在斯里兰卡创立佛教神智协会（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通过建立佛教学校，推行佛化教育，以保存佛教文化传统。这一事件被视为斯里兰卡现代佛教复兴的发端。

此后布拉瓦茨基夫人返回印度孟买，编辑《神智学家》（TheTheosophist）并传播其教理，奥尔科特留在斯里兰卡，出版《佛教教义问答》（BuddhistCatechism），并成立佛教教育协会（Buddhist Educational Association）。两年后，他们在南印度马德拉斯（Madras）的阿迪耶尔（Adyar）成立神智学会首个灵修中心。

1885年，奥尔科特在南北印度各地巡行宣讲，在阿迪耶尔设立一座图书馆，于次年对外开放。1889年，奥尔科特出访日本，号召日本的十二个佛教宗派设立一个联合会，同时他又呼吁缅甸、泰国与斯里兰卡成立南传佛教联合会。

后来，又有安尼伯森夫人（Annie Basant，1847—1933）参与神智学会，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宣扬及印度佛教的复兴大有帮助。安尼伯森夫人本是爱尔兰人，因不满足于基督教教义，与丈夫离异后加入当时颇为盛行的神智学会，并在该会主席布拉瓦茨基夫人1891年逝世后，接掌该会在东欧及印度的日常工作。

1893年，安尼伯森夫人来到印度，两年后在贝拿勒斯定居，并以此地为中心，推广宗教、教育、社会改良及政治等方面的工作，成为近代印度社会改革的推动者。1898年，她于波罗奈城创办中央印度学院（the Central Hindu College），后又创办中央印度女子学校，同时在全印各地开设学校。其中，有多所学校系专门为贱民阶层——“曷利阇”（Harijan）的民众而设，比如清道夫学校（Scavenger School）即非常有教育实践意义。另外，安尼伯森夫人还竭力从事印度独立的宣传工作，为此创立“自治联盟”（Home Rule League）及《新印度》（NewIndia）英文日报。

此后，神智学会在印度开展各种活动，这些活动与此期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印度教复兴运动联结在一起，尤其对随后兴起的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二 神智学会对佛教复兴运动的影响

除了追随奥尔科特的达磨波罗成立大菩提学会发愿在印度弘扬佛教外，印度近现代早期的几位佛教徒，以及南印度泰米尔地区达利特人的兴佛运动，都是在神智学会的影响下出现的。

阿尤迭·达萨（C.Ayodhya Dasa，1845—1914）班智达，又名伊尤提·塔斯（Iyothee Thass），出身于泰米尔那德邦的科因拜陀（Coimbatore）地区一个达利特族家庭，懂得泰米尔语、英语、梵语与巴利语，精通泰米尔文学、哲学与传统医学。19世纪70年代，他联合当地的多达人与山地的某些部落，组成强大的统一势力，发起不二喜乐社（Advaidananda Sabha），创办《达罗毗荼潘迪人》（DravidaPandian）杂志。1886年，阿尤迭发布革命宣言，声称不可接触者不是印度教徒，并于1891年创立达罗毗荼大众联合会（Dravida Mahajana Sabha）。在这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倡议达罗毗荼人在登记注册时把自己称为“没有种姓的达罗毗荼人”，而不是印度教徒。后来，阿尤迭认为达利特族人最初是佛教徒。为此，他代表达利特族的精英阶层与奥尔特科取得联系，希望他帮助达利特人重建泰米尔佛教。1897年，在奥尔科特帮助下，阿尤迭出访斯里兰卡，在那里接受苏摩伽罗·纳耶凯（Sumangala Nayake）比丘的灌顶成为一名佛教徒。返回印度后，阿尤迭在马德拉斯建立了释迦佛教学会（Sakya Buddhist Society），后又在卡尔纳特迦（Karnataka）等地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

与阿尤迭一起创建释迦佛教学会的拉克希米·纳拉苏教授，也是当时在南印度弘扬佛教的著名人物。纳拉苏（P.Lakshmi Narasu,？—1934）毕业于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物理系，长期担任该校的物理—化学教授，后被任命为帕恰帕学院（Pachiappa's College）的校长。纳拉苏对佛教颇为仰慕，时常在周末宣扬佛教，做关于佛法的演讲。1907年，那拉苏出版《佛教要义》（TheEssenceofBuddhism）一书，专门探讨佛教教义，明确强调佛教的社会意义，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反响。他明确把佛教看作比其他宗教更有竞争力的宗教，认为“慈爱与清净是佛教徒的第一大智慧”。1912年该书再版，附上达磨波罗写的引言，后来在1948年再版时又加入了安贝卡的序言。那拉苏理论素养丰富，当地的很多不可接触者归信佛教都与他的鼓舞有关，有两位非婆罗门宗教领袖在听到那拉苏富有理性与激情的鼓舞下也转向佛教。

1907年，阿尤迭在钦奈创办名为《一派萨[6]的泰米尔人》（OnePaisaTamilian）期刊，作为联络释迦佛教学会各分支机构的通讯，这份杂志探讨泰米尔佛教的传统与实践，记述佛教界的新发展，用佛教视野考察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阿尤迭于1914年去世后，释迦佛教学会由那拉苏教授担任会长，使南印度的佛教复兴取得显著的成绩。那拉苏的佛教复兴事业还得到了阿帕杜拉的协助，他是泰米尔的一位不可接触者，希望能在贱民中发起一场佛教运动。

在安得拉邦，薄伽·雷迪·沃玛（Bhagya Reddy Verma，1888—？）作为当地达利特族人的领袖，也对佛教很感兴趣，曾在达利特民众中推广佛教，先后创办过二十余所学校，在达利特族人中推广教育。

伊希瓦尔德特·麦塔提（Ishvardatt Medharthi，1900—1971）阿阇梨亦对达利特佛教运动非常支持，他曾经在古鲁库勒·坎吉里（Gurukul Kangri）学院学习巴利语，对佛教经典颇为熟悉，1937年，他依从吉安·凯托与光明怙（Lokanatha）两位比丘皈依佛教。吉安·凯托（Gyan Keto，1906—1984）原名比得·斯考费尔德（Peter Schoenfeldt），是一名德国人，1936年至锡兰成为一名佛教徒。麦塔提强烈地批判印度的种姓制度，他指出达利塔人是古代印度的统治者，后来才被雅利安入侵者变成奴隶。

除上述诸人外，在北印度勒克瑙地区达利特族中弘扬佛教的觉喜法师也是受神智学会的影响而走上佛法弘扬之路的。

觉喜（Bodhanand Mahastavir，1874—1952）原名穆昆德·普拉盖什（Mukund Prakash），出生于孟加拉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年幼时成为孤儿，由寡居在贝拿勒斯的姨母抚养。觉喜早年受到基督教影响，非常喜欢参与慈善事业，受这种氛围感染，他自己也成为一名慈善工作者，并被称为“觉喜先生”。1896年，普拉盖什遇见了到贝拿勒斯参加神智学会议的锡兰比丘，他对这些人的真诚、尊严与生活方式印象颇深，感受到佛教的吸引力，受他们影响开始亲近佛教。

后来，出家后的觉喜回忆说：“当我正在服务于卡什受灾的民众时，我幸运地遇上了来自锡兰的佛教徒。从他们那儿我了解到佛教。通过学习，我发现现代印度教的各种优点与服务大众的教谕皆来自佛教。佛教是印度原生的印度宗教，它有重塑印度的能力，尤其是对印度教而言，它能使这个民族联系得更为紧密，因为在佛教里没有为种姓与不平等留有余地。”[7]

从1904年起，普拉盖什定居于勒克瑙（Lucknow）。作为一名毗湿奴善知识，他在勒克瑙的阿米纳巴德公园建造了大雄圣寂寺（Mahavir Shanti Mandir）,在庙里悬挂了佛陀的像。此举引起很多印度教徒的反对，普拉盖什并没有为之屈服，而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将寺庙迁至当地的雷萨德尔公园（Risaldar Park）里。

1914年10月，普拉盖什因为不满足于印度教徒的生活方式，决定彻底成为一个佛教徒。他赴加尔各答，从克里帕萨兰（Kripasaran Mahasthavir）与功德严（Gunalankar Maha Thera）两位上座长老的座下皈依佛教，法名觉喜·摩诃斯塔维尔（Bodhanand Mahastavir），成为现代第一位在印度境内受戒皈依佛教的比丘。据说由于当时尚未有戒坛，觉喜是在加尔各答附近恒河的一只船上皈依的。因为依照戒律，比丘可以在没有戒坛的水中举行皈依仪式。

1916年，觉喜创立印度佛教联合会（Bharatiye Buddh Samiti），其总部设在勒克瑙，以便于在印度北部地区宣传推广佛教。1925年，他在雷萨德尔公园里建造了一座精美的佛寺，并设立佛教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巴利语、梵语、孟加拉国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与英语书籍。随着寺庙与图书馆的设立，勒克瑙成为很好的佛教宣传中心。在随后的数年中，觉喜鼓励许多人，包括后来著名的罗睺罗皈信佛教。

除了口头宣扬佛教外，觉喜法师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他曾用印地语写了《薄伽梵乔达摩佛陀》介绍佛陀生平与教法，而《佛陀双行法仪》（BaudhaDvicharya）是一本关于佛教礼仪的著作。除外，觉喜还写了许多关于宗教与社会的小册子，在当地的民众中流传广泛。

觉喜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度，尤其反对不可接触种族的划分，他认为这是印度社会罪恶的根源。在其《婆罗多原住民与雅利安人》（MulaBharatavasiaurarya）一书中，觉喜指出首陀罗是印度的原住民，他们是被雅利安人所奴役。除了在宗教信仰上帮助低种姓外，觉喜也顾及其社会经济之需，曾在1928年建立一个名为“全新财富联合会”（Nava-Ratana-Samiti）的组织，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落后阶层联盟”（Backward Classes League）。

在勒克瑙弘法期间，觉喜还与当地的巴鲁阿佛教徒取得联系，当时他们多被英国人雇用为厨师，他们是1905年孟加拉国分治时由孟加拉国吉大港移居而来的，都是世代奉佛的家庭。1914年，觉喜即在勒克瑙弘扬佛法，并于1928年建立了一座寺庙。1952年，觉喜78岁时去世，为北方邦佛教的复兴留下了肥沃的宗教土壤。依照其遗愿，觉喜建造的寺庙转归印度大菩提会。

第三节 大菩提学会的佛教复兴之旅（上）

在近现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中，通常把达磨波罗1891年创建大菩提学会、立志在印度复兴佛教作为近现代印度佛教复兴的发端或起点。事实也确实如此，正是达磨波罗及其后继者师子鬘、僧宝、法宝诸法师的努力下，佛教在印度才重新生根、发芽，并逐渐显示出喜人的生长态势。

一 达磨波罗早年的生活经历

达磨波罗原名董·大卫·海瓦维他奈（Don David Hewavitarne），于1864年9月17日出生在斯里兰卡的一个佛教家庭。其父董·卡罗雷斯·木达列尔·海瓦维他奈（Don Carolis Mudaliar Hewavitarne）在科伦坡从事家具制造行业。其母玛丽迦（Mallika）为科伦坡另一商人之女，斯里兰卡的第一所佛教学院——益智佛学院即为其外祖父出资修建。在他出生时，由于葡萄牙、荷兰与英国入侵者的连续打压，斯里兰卡的民族宗教与文化已跌至低谷，许多斯里兰卡人也为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种族与肤色感到羞愧，甚至佛教徒被强迫改宗基督教。父母为佛教徒的孩子出生之后，都要被迫到教堂去登记，然后依照圣经来命名。遵循这一规则，达磨波罗刚出生时被命名为董·大卫。不过，其父母作为虔诚的佛教徒，还是把他放在具有浓郁的锡兰文化传统中抚养。其母亲对佛教尤为虔诚，坚持要让他感受并学习传统佛教文化，认为这是在锡兰已经持续两千余年的文化遗产。8岁时，大卫被送到一所私立学校，跟从一位著名的佛教徒学习锡兰传统经典。

董·大卫后来被送到科伦坡附近科泰（Kotte）市的一所英国教会学校，首次体验到强制式的教会教育。他每天不得不于早上六点半起床，参加教堂的服务，在课堂里念诵创世书或马太福音，但是基督传教士们对佛教经典则采取非常蛮横的态度。有一次，大卫正在静静地阅读关于四圣谛的小册子，学校的学监走到他跟前，从他手里夺过手册就扔到窗外去。这件事之后，大卫于1878年转到科伦坡北部的托马斯学院附属学校，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的佛法信仰与学校的规章制度发生严重冲突。在佛诞节前夜，他到校长办公室解释说这个节日对佛教徒而言是最神圣的节日，希望获允回家举行宗教敬拜与巡礼活动。校长拒绝其要求，并表现出对这个佛教节日的满不在乎。大卫听后，拿起自己的书就从学校回家了，第二天返校后他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与处分。此后的两年里，大卫常因为这种宗教文化理念的冲突，感受到歧视与压制，这种经历使他决心要为佛教的复兴而努力。这一愿望在他听到锡兰著名比丘弥盖图瓦泰·古纳难陀（Migetuvatte Gunananda）法师的演讲之后愈发强烈。古纳难陀法师是当时锡兰最著名的演说家与辩论家，曾经在1873年的佛耶论辩中挑战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并使他们理屈词穷。其时这位法师正任教于乔他诃纳寺（Kotahena Vihara），而这所寺庙正好是大卫去托玛斯学院的必经之路，因此他成了这所寺院的常客，而且古纳难陀法师很喜欢他。

1880年5月，神智学会的两位创办人奥尔科特上校与布拉维茨基夫人来到科伦坡，此前大卫已通过古纳难陀法师对神智学会有所了解，因此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激动。奥尔科特与布拉维茨基很快皈依佛教，大卫随其父亲与伯父出席了盛大的皈依仪式，后来又在科伦坡听到奥尔科特就佛教所做的演讲，深深受到他们的吸引。

当锡兰的佛教复兴运动开始取得全面进展时，天主教徒也没有停止对佛教的压制。1883年3月，正在前往古纳难陀寺院从事佛教活动的佛教徒受到一伙天主教徒的侮辱与攻击，这使得大卫父亲大为恼火，不再让他到任何基督教学校去学习。1884年，大卫与另外两名佛教徒加入神智学会，他们都是深受奥尔科特上校与布拉维茨基夫人的影响，成为神智学会的终生会员。此后不久，大卫随布拉维茨基夫人前往印度马德拉斯邦阿迪亚尔（Adyar），在那里的神智学会总部协助其工作。返回锡兰之后，大卫决定全心协助神智学会从事佛教复兴事业，经父母允许之后，他决定离家从事梵行（Brahmacharya），终生服侍于法，成为一名无家者（Anagarika），在神智学会驻科伦坡的中心工作。

1886年，奥尔科特与神智学会的李弼特（C.W.Leadbeater）来到科伦坡，打算在全锡兰岛做一次巡回演说，为佛教教育基金会募集资金。演说需要一名翻译，大卫自荐担当此任。在接下来的数个月中，奥尔科特在演讲中盛赞佛教的诸多殊胜之处，大卫将其译成浅显直白的锡兰语，深受听众的欢迎。这次弘法之旅大大拓宽了大卫的视野，使其复兴佛法的愿望得到进一步增强。返回科伦坡之后，他协助奥尔科特创办了一家印刷厂，开始用僧伽罗语出版佛教周刊，后来又于1888年出版相应的英文版。在紧张的弘法工作之余，他给自己取名达磨波罗，即护法之意。于是他就被称为阿纳嘎里迦·达磨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意为无家的护法者。

1889年1月，达磨波罗陪同奥尔科特应邀到日本出访，参加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佛教会议，目睹日本民众对佛法的虔诚与崇信，这次出访也建立起了斯里兰卡佛教与日本佛教的联系。达磨波罗为之深受鼓舞，致力于佛法复兴的信心更为坚定。第二年，达磨波罗在巴姆巴格拉（Bambaragala）寺院发现了一本用僧伽罗语写成的禅定手册抄本，即巴利圣典学会出版的《瑜伽手册》（Theyogavachara'smanual）。达磨波罗在仔细研究这本手册后，决定使禅定实践的传统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 菩提学会的创立

1890年前后，达磨波罗读到了爱德温·阿诺德在英国《每周电讯》上关于佛教圣地菩提迦耶面临倾颓的报道，当即决定亲临圣地，以观究竟。1891年1月，他与日本僧人兴然（Kozen Gunaratna）专程赴鹿野苑与菩提迦耶参访。但是在佛陀初传法轮之地的鹿野苑，看不到一个僧人的影子，只有野猪在荒废、破败的窣堵波与残缺的碑铭间逡巡。当时，整个菩提迦耶由大自在天即湿婆派控制，大菩提寺已倾塌废弃，残缺的佛像散落在各处。达磨波罗深受刺激，与兴然约定，要恢复这里旧有的神圣与荣耀，使其再次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

返回到缅甸国王敏敦（Mindon）1875年在菩提迦耶附近修建的僧舍之后，达磨波罗就开始给锡兰、缅甸与印度的许多人写信，描述菩提迦耶的破败情形，请求他们的合作、帮助或协助，在那里重建僧团。他还用锡兰语与英文撰文，分别刊发于科伦坡的《桑德莱萨》（Sandaresa）与《佛教徒》。达磨波罗同时通过官方索取对寺庙的归属权，很快得到回复说，寺庙及周围的一切归属湿婆教的摩亨特，不过通过政府的帮助，佛教或许可以从摩亨特手中买下寺庙。达磨波罗立时经加尔各答到缅甸，游说缅甸僧徒共同努力，筹措资金购买大菩提寺。得到缅甸僧徒的允诺后，达摩波罗返回科伦坡，很快与爱德温·阿诺德等人发起倡议，准备成立“菩提迦耶大菩提学会”。

1891年5月31日，“菩提迦耶大菩提学会”（the Buddha Gaya Maha Bodhi Society）正式在锡兰科伦坡成立。当时，该会选出希卡杜维·苏芒迦勒·摩诃·纳耶迦长老（Ven.Hikkaduwe Sumangala Maha Nayaka Thera）担任大菩提学会的首任会长，达摩波罗本人担任秘书长。另由日本“印度佛迹复兴协会”的释云照、堀内氏两人担任理事。根据当时发表的大会宗旨，该会的目的是：①在印度各地设立佛教寺院、佛教学院。②佛陀伽耶大菩提寺之维持与管理，由中国、日本、暹罗（泰国）、柬埔寨、锡兰、孟加拉国、尼泊尔、西藏、缅甸的代表比丘负责。③呼吁世界各国的佛教徒协力复兴佛教遗迹。④出版英语、印度语的佛学书籍。

学会成立后，达磨波罗打算在阿沙荼月（Asadha）[8]的月圆之夜，在佛陀迦耶建立比丘僧团，因为这天是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的日子。他向锡兰的僧人发出倡议后，有四位比丘应召而来，他们在预定的日子到达佛陀迦耶。第二天清晨，达磨波罗将四位比丘安置在附近的缅甸僧舍之后，来到摩亨特处商讨为大菩提会购买土地的事宜。但是，摩亨特的拖延与迦耶税收官的漠不关心让他非常失望。受到这种阻挠态度的刺激，达磨波罗决定在佛陀迦耶举办一次国际佛教会议。这一年10月31日，在大菩提学会的倡议与主导下，一场国际佛教会议在菩提迦耶召开，来自斯里兰卡、中国、日本与吉大港的佛教代表，共同思考拯救佛陀觉悟处免于进一步破败的方法与手段。[9]

三 争夺佛陀迦耶

1892年初，大菩提学会的办事处迁至加尔各答，暂时设在热心商人尼尔·考默尔·穆克纪（Neel Comul Mookerjee）家中。5月，达摩波罗创办《摩诃菩提》（TheMahā Bodhi）杂志，以联络各国教友，逐步复兴印度佛教，准备设立佛陀伽耶僧院及大学，计划将巴利三藏译成英语及印度语。其后，该会在各地设立分会，并在佛陀伽耶、鹿野苑等地建造朝圣精舍。当达摩波罗以持久的热情与不倦的精力弘法时，却在佛陀迦耶遭遇到严重敌视。1893年2月，达磨波罗与奥尔科特一同到达佛陀迦耶，才知道前一天晚上，驻守佛陀迦耶的苏芒迦罗比丘（Ven Sumangala）与同伴念诵佛经时，遭到摩亨特手下的毒打。奥尔科特立即前去找摩亨特理论。摩亨特声称整个佛陀迦耶都是他的财产，他反对佛教徒出现在这里，也拒绝以任何条件出售或租借土地，更不允许佛教徒为朝圣者修建住所。索还大菩提寺一事再次搁浅。

1893年7月，达磨波罗赴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议会。在去美国时，达磨波罗先赴英国伦敦待了一段时间，拜会了爱德温·阿诺德、里德比特等人，还与巴利学会的创始者大卫会晤。

世界佛教议会首次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代表，达磨波罗是作为上座部佛教徒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的。他在会上做了题为《世界当感恩佛陀》（TheWorldisDebttoBuddha）的演讲，其语言简单、有力而又流畅，风格优雅而直白，在听众中产生较大的反响。人们对锡兰来的这位年轻教士印象非常深刻，有人甚至把他比为耶稣基督。会议结束后，达磨波罗又以佛教与神智学为题做了几次演讲，在当地引起轰动，纽约一位哲学与比较宗教学专业的学生斯卓思（C.T.Struss）受其影响，皈依佛教，成为美国第一位佛教徒。

达磨波罗返回印度时，途经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与玛丽·伊丽莎白·米克拉·福斯特夫人（Ms.Mary Elizabeth Mikhala Foster，1844—1930）邂逅，由此结下深厚的缘分。福斯特夫人是某位北美富商的妻子，其时正为难以控制的愤懑情绪所扰。达磨波罗向她推荐了一种意念控制情绪的方法，即心中默念：我很好！我可以控制心中滋长的愤懑情绪！这两句看似简单的言辞产生奇效，福斯特夫人借此克服情绪的困扰，归于宁静。她对这一转变刻骨铭心，决心要用她的巨额财产帮助达磨波罗传播佛陀的福音。随后，达磨波罗途经日本横滨、中国上海、泰国与锡兰等地，与那里的佛教徒取得联系，倡议在印度复兴佛教。

回到加尔各答后，达磨波罗决定将日本僧徒赠送的佛教画像挂在佛陀迦耶的大菩提寺中。当地的税收官建议他先取得印度教徒们的许可，于是他来到贝拿勒斯会见婆罗门教长。这些正统的印度教徒反对他在大菩提寺悬挂佛像，认为大菩提寺是印度教寺庙，佛陀不过是毗湿奴的一种化身，而且还威胁达磨波罗，如果他执意这么做一切后果都将由他负责。

数月后，达磨波罗仍旧执意去大菩提寺悬挂佛像，遭到摩亨特等人的攻击，佛像被迫搁置在缅甸僧舍中。随后，摩亨特与部分印度教机构，尤其是设在伦敦的英国—印度学会（The British India Association），甚至反对将佛像保存在缅甸僧舍中，认为这是对印度教的侵犯。达磨波罗试图诉诸法律，虽然在地方法院获胜，但在加尔各答高等法院中败诉，攻击他们的暴徒也无罪释放。大菩提学会索还佛陀迦耶的斗争再次出现挫折。

直到1900年，迦耶地方议事会终于答应达磨波罗之请，同意大菩提学会为朝圣者建造一座僧舍，但所有开支需由大菩提学会支付。面对大菩提学会不停地索还声，掌管菩提迦耶的摩亨特于1906年对居住在缅甸僧舍的佛教徒提起诉讼，提出僧舍是他个人的财产，他不允许僧人在此活动。摩亨特的诉讼请求得到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的判决支持，大菩提学会只能暂时离开，继续寻求机会。

一直到达磨波罗去世，索还佛陀迦耶的事业仍未取得进展，这也成为达磨波罗临终前最大的遗憾。弥留之际，达磨波罗依旧声称，要转世到贝拿勒斯的婆罗门家庭，将以新的受用身继续同湿婆教寺主摩亨特斗争，使佛教重新拥有对菩提迦耶的所有权。

四 在印度各地传播佛教

索还大菩提寺举步维艰，屡屡受挫，达磨波罗领导下的大菩提学会仍然不停地通过各种方法与途径宣扬佛教。他们一方面加强在欧美及亚洲佛教国家的宣传与联络，另一方面也注重在印度各个地区派驻分支机构、巡行演讲、出版佛教经典与宣传手册，争取印度各个阶层的支持或参与。1896年，大菩提学会在加尔各答举行佛诞庆祝活动，获得当地不少人的支持。数周后，达磨波罗应美国佛教学会保尔·克鲁斯（Paul Carus）博士之邀赴美，在美国展开富有成效的弘法工作，后经伦敦、巴黎、罗马返回锡兰。

自1899年2月起，达磨波罗从加尔各答出发，依次经过拉合尔（Lahore）、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白沙瓦（Peshawar）、那塞罗（Nowshera）、马尔丹（Mardan）、哈森（Hasan）、阿布达尔（Abdal）、阿伯他巴德（Abbottabad），返回途中，他又途经阿姆利则（Amritsar）、鲁提阿纳（Ludhinana）、安巴拉（Ambala）、沙哈兰普尔（Saharanpur）、塔奈沙尔（Thanesar）、库鲁克塞特拉（Kurukshetra）、卡奈尔（Karnel）、德里（Delhi）、麦鲁他（Meerut）、阿利迦曷（Aligarh）、哈特拉斯（Hathras）、马土拉（Mathura）、阿格拉（Agra）、坎普尔（Kanpur）、贝拿勒斯（Banaras）、迦耶（Gaya）、佛陀迦耶（Buddha Gaya）、班吉波尔（Bankipore），最后回到加尔各答。达磨波罗的这次旅行使他了解到印度社会的真实面貌，对印度的种姓差别有了深入的了解，发现印度有将近一亿的低种姓人群长久处于被奴役地位，他立志要将佛陀正法传输给那些贫穷的人群。

次年，达磨波罗应邀赴马德拉斯，在那里发表演讲，并在拉克希弥·纳拉苏教授的帮助下，建立了大菩提学会的分会，使佛教在南印度得以复苏。很快，大菩提学会又在拘尸那迦建立分会，此地经印度近代第一位佛教徒大雄法师的努力，已经使废弃的佛教圣地重现生机。

很快，达磨波罗又将弘法的目标转向鹿野苑，利用其母亲捐助的一笔钱在那里买下一块土地。紧接着，他又取东道赴美，经英、法、意返回印度，在这次弘法之旅中募集到一部分资金，准备在鹿野苑发展大菩提学会的事业。他先在那里买了更多的土地，建起暂时的居所，又利用福斯特夫人捐献的钱办起一所免费的工业学校。

1906年，一向在资金上支持达磨波罗弘法事业的父亲去世，这一消息传到福斯特夫人那里之后，她慨然应允给达磨波罗提供一大笔资金支持。利用福斯特夫人提供的资金，达磨波罗办起了几所佛教学校、一个印刷厂，还有一份僧伽罗语的佛教周刊《锡兰佛教》（SinhalaBauddhaya）。1908年，大菩提学会又利用福斯特夫人捐助的一千美元，在加尔各答买下一栋房产，使学会拥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此后，达磨波罗又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参访缅甸、泰国、中国、朝鲜，专程赴夏威夷拜会福斯特夫人，以感谢她的慷慨赞助。达摩波罗回来后利用福斯特夫人捐助的六十万卢比在科伦坡建起一所医院，以纪念福斯特夫人的父亲，医院的住房则是达磨波罗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

1915年，锡兰佛教徒与回教徒发生冲突，政府以达摩波罗教唆佛教徒为由，查封了《锡兰佛教》周刊，达摩波罗被拘留于加尔各答长达五年，大菩提学会的弘法工作遭遇挫折。尽管如此，达磨波罗仍然利用大菩提杂志继续他的工作。自1915年起，印度大菩提学会正式注册，阿苏托斯·穆克纪（Ashutosh Mookerjee）被选为会长，一直到1924年他去世为止。这段时间，大菩提学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加尔各答兴建了法王寺（Dharmarajika Vihara）。建设资金主要来自达磨波罗的积蓄与福斯特夫人的捐助。寺庙由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仿阿旃陀石窟设计，由《奥利萨建筑》（theOrissanarchitecture）的作者甘古里（M.M.Ganguly）负责建造。建造寺庙的十一万卢比主要由福斯特夫人赞助，巴罗达的摩诃拉贾、博拉（Jugal Kishore Birla）兄弟等慈善家提供了其他部分。1920年11月，法王寺建成，孟加拉国行政长官罗纳尔多沙依（Ronaldshay）主持了庆典仪式，在安得拉邦巴提布罗鲁（Bhattiprolu）发现的佛陀灵骨也由印度政府作为礼品送给大菩提学会，供奉在寺庙里。

法王寺的建成标志着达摩波罗领导下的大菩提学会已经在加尔各答立稳根基，他们对佛法复兴事业的虔诚也得到孟加拉国社会精英与贤达的同情，很多人为之伸出援助之手，协助他们在印度本土复兴佛教的荣耀。其中有四位大功德主：纳兰陀罗·纳特森（Narendra Natha Sen），是《印度之镜》（IndianMirror）杂志社的主编，他以各种方式帮助达磨波罗；尼尔·考默尔·穆克纪（Neel Comal Mookerjee）是一位商人，在达磨波罗初到加尔各答时，他把自己的家作为达磨波罗居住与举行活动的场所，对达磨波罗表现出轻松而热情的尊敬态度；阿苏托斯·穆克纪（Ashutosh Mookerjee）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兼加尔各答大学的副校长，1916—1924年担任大菩提会的会长；曼麦特·纳特·穆克纪（Manmatha Natha）于1925—1942年担任学会的会长。

五 鹿野苑根本香舍寺

继法王寺之后，大菩提学会准备在鹿野苑兴建一座佛教寺庙。早在1917年，达磨波罗已经用毗格那王（Raja of Bhigna）捐助的两千卢比在那里买下一块土地。1922年11月3日寺庙开工兴建，他们特意邀请北方邦行政长官哈尔科特·巴特勒（Harcourt Butler）出席奠基仪式。新建的寺庙命名为根本香舍寺（Mūlagandhakū[image: ]ivihara），得名于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的居所，据说在这里考古发掘的小块石碑上即有这一名字。寺庙建设开工不久，印度考古调查局以此地离鹿野苑古迹太近为由，反对大菩提学会在此地建庙，寺庙建设一度搁浅。

在筹备根本香舍寺的建设期间，达磨波罗依旧不停奔走于各地做巡回演讲，建设大菩提学会的分支机构。1924年他应拉呼尔旁遮普高等法院的首席律师塞奥·那兰（SHEO NARAIN）班智达之邀，赴旁遮普、克什米尔旅行。1926年，达磨波罗又利用福斯特夫人给他捐助的五十余万卢比在伦敦设立大菩提学会的分支机构，并派驻僧侣前往弘法。

四年后，在达磨波罗的弟弟海瓦维特纳（C.A.Hewavitarne）博士与天爱·师子鬘法师的努力下，根本香舍寺的建设争端最终解决，大菩提学会与印度政府达成协议，即由政府在附近另外提供寺庙建设用地，再由印度考古调查局在新址周围提供二十英亩土地建设一座公园。1927年根香舍寺的建设重新启动，四年之后才最终完成。

1928年，大菩提会在加尔各答召开全印度佛教徒会议（All India Buddhist Conference），有三百多人参加。会议作出一致决议，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桑奇出土的舍利弗、目犍连遗骨。

1929年，达磨波罗返回锡兰，因胃病与心脏病严重住院。此时，一直协助他处理大菩提会事务的弟弟海瓦维特纳博士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次年，一直倾力赞助达磨波罗的福斯特夫人也去世了。达磨波罗的生活开支主要来源于他的父亲、母亲与弟弟，至于大菩提学会的其他经费尤其是建设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火奴鲁鲁的福斯特夫人。在大菩提学会的诸同道看来，她如同佛陀时代的给孤独长者（Anathapindka）与毗舍佉（Visakha，鹿子母）夫人，对达磨波罗的佛教复兴事业不断提供经济上的赞助。到1930年她去世为止，福斯特夫人向大菩提学会捐助了一百万卢比，临殁之前，她又捐出五万卢比用于福斯特学校与医院的经营。海瓦维特纳与福斯特夫人的去世，使达磨波罗及大菩提学会的兴佛事业遭受重创。

1931年，根本香舍寺即将完工，大病初愈后的达磨波罗带着十位锡兰比丘来到鹿野苑，期望他们能够在新建成的寺院继续大菩提学会的弘法事业。后来又有从吉大港来的三位比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鹿野苑根香舍寺的僧众初具规模。此时，弃家巡行大半生之后的达磨波罗，决定朝涅槃之路前进一步，于此年的7月13日从波鲁嘎木维·雷瓦塔（Boruggamuwe Rewata）长老受帕巴贾戒（Pabbjja），法名提婆弥特·达磨波罗（Devamitta Dhammapala）。

1931年11月11日，根本香舍寺举行盛大的庆典仪式，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巴哈杜尔·萨哈尼（Rai Bahadur Dayaram Sahni）代表印度政府，将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rl）于1913—1914年在塔克希拉（Taxila）法胜寺发现的佛陀灵骨作为礼品，赠送给大菩提学会，大菩提学会则将其秘藏于寺院佛像的基座之下。

根本香舍寺采用古代佛教寺庙的建筑装饰风格，红色石头雕刻的各色纹饰精彩纷呈，寺庙的壁画出自一位日本艺术家之手，采用阿旃陀艺术风格，用三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寺内附设图书馆、施药处、佛教会馆、学校、宿舍等设施与机构。建设这所寺庙花费了十二万卢比，其中福斯特夫人捐助了三万卢比，印度政府提供了一万卢比，其余由寺庙建设委员会募集。这座寺庙的建成堪为印度现代佛教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开幕仪式上，达磨波罗激动地宣布：经过800年的放逐，佛子们重新回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神圣而敬爱的鹿野苑。

1933年1月，来自锡兰的十二位高僧为处于重病状态的达磨波罗举行乌帕桑帕德（Upasampada）戒仪式，他声称自己如同生活在光音天上，身心充满了无量法喜。4月29日，达磨波罗因病示寂，时年70岁。达磨波罗的葬礼是根据他的遗愿操办的，他的骨灰被保存在根本香舍寺。

达磨波罗的年寿并不长久，但他燃起的佛教复兴之火，给其后继者以无限的温暖与光明，其未竟之志由他的弟子与同道，如天爱·师子鬘（Devapriya Valisinha）、僧宝法师（Ven.Sangharatna）、胜宝法师（Ven.Jinaratna）等继承。在他们的持续努力下，大菩提学会在印度的弘法事业与影响不断壮大。

作为弘法事业的成就之一，达摩波罗用英文、僧伽罗语、孟加拉国语与印地语撰写了许多著作，其中英文著作有《佛主教些什么》（WhatdidLordBuddhaTeach）、《心理之进化》（PsychologyofProgress）、《印度教与佛教之关系》（RelationbetweenHinduismandBuddhism）、《佛陀的生平与教化》（LifeandTeachingofBuddha）、《佛教伦理学》（EthicsofBuddha）、《菩提迦耶大菩提寺历史》（HistoryoftheMahaBodhiTempleatBodhi-Gāya）、《释迦牟尼之胜法》（TheAryaDharmaofSakyaMuni）等；孟加拉国语著作有《佛陀阿提婆优婆提舍》（BuddhadeverUpadesh）；印地语著作有《佛教学》（BuddhakiSiksha）等书。

正是因为达磨波罗富于使命感的热忱、虔诚与奉献，以及他领导下的大菩提学会近四十年的努力，才使得佛教重新在印度复苏，并在各个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僧护法师的一句话可以很好地总结达磨波罗一生的成就：“他不仅致力于锡兰佛教复兴事业，那儿的佛教数百年来渐趋衰落，抑且致力于印度佛教的复苏，这里的佛教已经沉寂了近千年。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想法，只有那种性灵卓异不凡、力量超乎群伦的人才敢这样想。让一种已经寂灭千年的宗教在其诞生地复活！其同代人都如此嘲弄道：这只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可是无所畏惧的达磨波罗将其付诸实践，为了拯救佛陀迦耶他不懈地斗争，宣扬其神圣性，建立佛法中心，并持续不断地宣扬其梦想，于是他在世前能够看到自己播下的种子破土而出，目前它已经长成一棵神圣的大树。”[10]

第四节 早期佛教比丘

1947年印度独立并分治时，印度佛教徒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其活动范围与影响力非常有限，仅在东印度及北印度的一些地区。在东孟加拉的东南部吉大港地区和吉大港的山林地带，有约30万的佛教徒。在1891年达磨波罗来到加尔各答之前，孟加拉的佛教复兴运动已经在吉大港展开。这里是一个固有的佛教传承之地，吉大港（Chittagong）之名据说即来自佛教的支提寺（Chaitya-Grama）。缅甸比丘僧王夏麦特（Sangharaja Sarmeedha）1856年到菩提迦耶巡礼时曾在此驻足两年，使当地车卡（Cakma）王国的王后卡琳迪（Kalindi）皈依宗信上座部佛教，并支持他在东孟加拉出版一些现代佛教书刊，成功地进行了僧伽制度的改革。后来加尔各答的一位青年通过僧伽罗人了解到上座部佛教，即到缅甸僧王的寺庙中出家为僧，是为普纳萨拉阿阇梨（Acariya Punnasara）。这位比丘回到孟加拉后，又剃度了另外一些人，建立僧团，发愿复兴佛教，并推进广泛的佛教改革。1887年，他们成立了吉大港佛教会，这是印度次大陆最早形成的具有现代形态的佛教团体。另外还有一位孟加拉比丘克里帕萨兰（Krispasaran）加入了加尔各答的大菩提学会，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巴利语，积极参加佛教复兴运动。这些说孟加拉语的佛教徒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信徒。

除孟加拉地区外，还有些西藏佛教徒生活在西藏边境附近的拉达克（Ladakh）、锡金（Sikkim）及其他地区。从1892年起，虽然摩诃菩提会激发了一批印度知识阶层的兴趣，但他们当中皈依佛教者却鲜有其人。不过，从19世纪末叶开始，仍有一些陆续皈依佛教的印度教徒，他们后来都成为20世纪在印度复兴佛教的重要先驱人物。

一 拘尸那迦的大雄法师

大雄法师（Mahavira，？—1919）是近现代自印度教皈依佛教的第一人，他出生于比哈尔邦的阇格第斯浦尔（Jagdishpur），年轻时期参加了其叔父巴布·昆瓦尔·辛格（Babu Kunwar Singh）领导的反对英国的起义。1858年，其叔父去世后，大雄学习摔跤，后因参加摔跤比赛，取道马德拉斯，到了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他学习了巴利语，并深深为佛教所吸引，即于1890年依因陀罗萨帕·纳耶迦·泰拉（Indrasabha Nayaka Thera）法师剃度为僧。次年，大雄法师经缅甸回到印度，在佛陀涅槃之地拘尸那迦（Kushinagar）驻足修行，并筹款修复因无人照看而倒塌的佛陀涅槃庙。

受大雄影响，来自各地的巡礼僧徒尤其是缅甸僧人开始源源不断地来此地参观。为了给巡礼的僧徒提供方便，大雄即买下一块地，于1901年在上面建起一座法堂，建筑所需开支来自缅甸僧人芒起乍黑（Maung Khee Zarhee）等人。次年，大雄又在此地建起一座佛教寺庙，是为近代印度建成的第一座佛寺。此后，大雄即在拘尸那迦地区弘扬佛法，为后来当地的佛教复兴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19年，大雄法师往生。

二 克里帕萨兰法师与孟加拉佛教协会

克里帕萨兰·摩诃斯达维尔（Kripasaran Mahasthavir，1865—1926）法师是孟加拉佛教协会的创办人，他出生于吉大港（今孟加拉邦）地区尤尼奈普拉（Uninepura）一个贫穷而虔诚的佛教家庭。10岁时其父去世，克里帕萨兰便时常作为童工从事一些零星的手工以谋生。自幼受其父母影响，他常在闲余时间去附近的寺庙。他的安静与沉稳、若有所思的姿态与冥然入定的样子，很快就引起尤尼奈普拉寺的主持苏坦·阐陀拉·玛哈·泰勒（SudhanChandra Maha Thera）的注意，最终在他16岁时为其剃度出家。不久以后，克里帕萨兰遇到从锡兰来的上座部比丘富兰那查拉（Puranachara）长老。富兰那查拉是建立著名的罗摩那尼迦耶的六长老之一，他对克里帕萨兰的天分与持律印象颇深，于是在1885年为其授具足戒，法名阐陀拉乔迪（Chandrajyoti）。次年，克里帕萨兰随富兰那查拉至印度各地巡礼佛教圣迹，其视野大为开阔，发愿要穷毕生之力在印度本土复兴佛教。跟达摩波罗的做法相类，克里帕萨兰决定从当时印度的首都加尔各答开始他的事业。正好当时在加尔各答有数百名贫穷又没有受过教育的巴鲁阿佛教徒，他们大多数来自吉大港，在此谋生，并在他们租用的居所内建立了一座小庙。克里帕萨兰打算以此为中心展开他的弘法活动，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些巴鲁阿僧徒组织起来，改革他们因为无知而修持的敝法。

1892年10月，克里帕萨兰在加尔各答建立孟加拉佛教协会（Bauddha Dharmankur Sabha），逐步将其理念付诸实施。此后，他便持钵在印度各地的孟加拉僧徒聚居地旅行，为在加尔各答建立一座佛教寺院而募集资金。经过八年的努力，他终于在加尔各答的卡皮里托拉（Kapilitola）的拉里特·默汗·达斯（Lalita Mohan Das）路5号花4500卢比买下一块土地，并在三年之后的1903年，建立起达摩安古尔寺（Dhammankur），成为孟加拉佛教协会的总部。同年，另一位巴鲁阿僧徒功德庄严大长老也从吉大港来到加尔各答，协助克里帕萨兰处理繁忙的法务。受到这些行为的鼓舞，另一位巴鲁阿的学者富兰那阿难也来甘心奉法，并于1903年出家为沙门。1903年，克里帕萨兰在创办了孟加拉语佛教期刊——《阇格竖底》（Jagajjyoti，光照众生），这份期刊后来发展成为一份英语与孟加拉国语的双语杂志。1909年，克里帕萨兰又创办功德严图书馆，收集珍本佛教典籍。

克里帕萨兰与达磨波罗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又有加尔各答的许多知名人物前来帮助他的弘化事业，使其在加尔各答建立起比较雄厚扎实的基础，此后他分别在西姆拉、勒克瑙、迪布加尔、大吉岭、兰钦、希隆、塔塔那迦、詹姆斯浦尔诸地建立孟加拉佛教协会分会，由此使印度各地的孟加拉佛教徒建立起更为密切的联系与觉悟的氛围。在各地弘法布道的同时，克里帕萨兰的奉献、虔诚、无私与牺牲精神感染了周围诸多人，于其门下出家受戒的僧徒人数日渐增加，除早期的弟子外，尚有觉喜、阿格拉巴姆萨、阿难多、阿尔耶兰达尔、卡阇古玛尔与法见等。

1908年，应法务之需，克里帕萨兰应邀赴缅甸的曼德勒（Mandalay）、牟尔门（Moulmein）等地参访，受到当地信众热烈的欢迎与敬奉。1915年，应达磨波罗之邀，他又到斯里兰卡访问，在科伦坡受到斯里兰卡佛教徒的热烈欢迎，随后，他又花数周参访了当地的佛教中心，使其复兴佛教的信心更为坚定。

除佛教外，克里帕萨兰亦热衷教育事业，他曾接管了吉大港地区多所隶属于加尔各答大学的高中，他自己也创办了多所学校。为了应对学生群体中的问题，他于1910年在加尔各答召集“佛教青年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会议。1918年，他又筹办了佛教妇女会议，集中探讨妇女问题。他还对把巴利语研究引介到加尔各答大学发挥过积极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印度政府同意并认可为英联邦的大学提供巴利学高端研究奖学金。

克里帕萨兰最后一项壮举是1924年12月6—14日在加尔各答的那烂陀公园召集了世界佛教徒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印度、孟加拉、缅甸的巴鲁阿佛教徒与宗教领袖会聚在一起，共同思考壮大佛教复兴运动的途径与方法。同年，他在达摩央古尔寺内建立了一座西玛（Seema）殿，供受戒僧徒祝祭之用，西玛殿建成以后，克里帕萨兰带领诸举比丘举行盛大的献祭活动，不久后，他又在这里为沙门法见举行了高规格的授具戒仪式。

1926年4月30日，克里帕萨兰在加尔各答去世，为后人留下虔诚、敬信的丰厚精神遗产，他主持兴建的达摩央古尔寺也发展成为一处佛教思想与文化中心。在他领导下的孟加拉佛教协会先后在孟加拉邦及东北印度地区的西姆拉（Shimla）、勒克瑙（Lucknow）、迪布鲁格尔（Dibrugarh）、兰契（Ranchi）、西隆（Shillong）、大吉岭（Darjeeling）、詹谢普尔（Tatanagar Jamshedpur），以及今属孟加拉国的萨格普罗（Sakpura）、萨特巴利亚（Satbaria）、诺亚普罗（Noapara）、尤尼奈普罗（Uninepura）、吉大港（Chittagong）等建立起分支机构或活动中心，使这些地区的佛教得到广泛传播。

三 [image: ]赏弥长老的佛法探求之旅

达摩难陀·D.[image: ]赏弥（Dharmananda D.Kosambi，1876—1947）长老，是一位杰出的佛教学者与巴利语专家。[image: ]赏弥于1876年生于果阿邦的商括尔（Sankhval）。当时果阿地区尚无学校，他在家里学了些马拉提语，并在村中读了几本书。16岁结婚后，他对各种知识产生极大的兴趣，认为婚姻生活会阻止自己对学识的追求，因此他曾经数次试图离开家庭，但终因缺乏勇气而重返家门。1897年，他得到一份孟买出版的马拉提语杂志，内中有一篇介绍佛陀生平的文章，他对佛陀的故事印象非常深刻，决定对佛法做彻底的研究，并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人生的目标就圆满了。

为了解佛法，[image: ]赏弥打算先学习梵语。1899年12月，他来到普纳，开始了对梵语与佛教的学习与探求。不久，他来到贝拿勒斯，随当地的著名学者学习了一年半梵语，然后又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学习佛教。不过，他对在那里学到的东西非常失望，后来，他来到佛陀觉悟的地方佛陀迦耶，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僧人，僧人建议他到斯里兰卡去考察、体验现实中活生生的佛教。[image: ]赏弥遂从其教，经加尔各答，到了锡兰，进入了益智学院（Vidyodaya Parivena），学习巴利语与佛教。他在那里学习三年后，于1902年出家为僧，成为印度近代史上第二位改宗佛教的印度教徒。

在斯里兰卡学习一年后，[image: ]赏弥返至印度，他想去佛陀涅槃之地拘尸那迦，但因为缺少旅费被迫滞留在马德拉斯，他曾向拉克希米·那拉苏（P.Lakshmi Narasu）教授与南印度其他佛教徒求助。此时，他碰到几个从缅甸来的学生，他们劝[image: ]赏弥到缅甸去，并且为他安排好去仰光的行程。在缅甸，[image: ]赏弥从事缅语佛典的比较研究，并像瑜伽行者那样修习佛教禅定。

1904年，[image: ]赏弥返至印度，花两年的时间巡礼佛教圣地。因为他身无分文，不得不靠乞食为生。他先后游历了加尔各答、孟买、乌贾因、瓜寥尔、鹿野苑，然后又去了拘尸那加、王舍城，又经贝拿勒斯，到了佛陀迦耶。在那里，他得到一位缅甸比丘的帮助，再次去了缅甸，直到1906年，才从那里回到加尔各答。他先应聘为加尔各答大学的巴利语讲师，把妻子与女儿接到加尔各答。有时，[image: ]赏弥也到加尔各答的民族学院去任教。后来，他放弃了大学的职位，应印度中西部巴罗达（Barada）王公萨耶吉劳·盖格沃德之邀，至巴罗达市担任盖格沃德研究所的研究员，在那里从事佛学研究。大约三年后，[image: ]赏弥便开始在印度西部巡回演讲，弘宣佛法。

1910年，[image: ]赏弥遇到美国哈佛大学来的詹姆士·伍兹（James H.Woods）博士。伍兹正在寻求一位精通梵语、摩揭陀语与巴利语的学者。伍兹邀请[image: ]赏弥到哈佛大学，从事佛教哲学著作《清净道论》精校本的编辑工作。两年后，[image: ]赏弥回到印度，于1912—1918年任教于普纳的佛古圣学院（Fergusson College），由此在印度建立起以天城体学习巴利佛典的传统。1914—1916年，他与学生拉贾瓦德（C.V.Rajwade）合作出版了《巴利语读本》（PaliReader）。

1918—1922年，[image: ]赏弥集中精力在哈佛大学从事《清净道论》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到1927年，他完成了天城体版《清净道论》整理工作，并于1929年因为此项工作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2年，他又完成该书的英译。天城体版《清净道论》于1940年由孟买的印度明智学院（Bharatiya Vidya Bhavan）出版，英文版则于195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image: ]赏弥本人还为《清净道论》作了一部注释，对于理解这部论典大有裨益。

在哈佛期间，[image: ]赏弥还学习了俄语，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image: ]赏弥于1929年旅至苏维埃俄国，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巴利语。

当印度独立运动处于高峰时，[image: ]赏弥返至印度，义务任教于古吉拉特大学。他参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招募志愿者，由此获罪入狱达六年之久，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印度独立斗争期间，安贝卡博士结识了[image: ]赏弥。后来安贝卡改宗佛教，他之所以选择皈依佛教，与[image: ]赏弥的影响有较大的关联。同安贝卡一样，[image: ]赏弥也非常注意在低种姓人群中宣扬佛教。1937年他在孟买的帕莱尔（Parel）地区建立了一座小庙，收容佛教僧徒，在当地居民中传播佛教。这个地区居住的主要是作坊工人，因此[image: ]赏弥把这座新建的寺庙称为“大众寺”（Bahujana Vihara）。不过，[image: ]赏弥对大众寺的弘法情形并不太满意，后来把它交给了大菩提学会经营。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image: ]赏弥来到鹿野苑，协助迦叶波等人传播巴利语与佛法。1947年5月，晚年的[image: ]赏弥决定采用耆那教的“舍来迦那法”（sallekhana），通过绝食放弃生命。甘地曾劝阻他的这一决定，[image: ]赏弥为了尊重甘地的意见，每天只喝一匙苦瓜汁，最终于6月,也即施行绝食后的第30天故去。

爱莲诺（Eleanor Zellit）在《印度人重新发现佛教》（IndianRediscoveryofBuddhism）一文中这样评价[image: ]赏弥：“他真是一位马哈拉斯特拉怪人，一生都在不停地游走在印度、其他佛教国家与美国，从未在某一处长年驻留，却给他所经之处的佛学研究与佛教信仰以无尽的启示。”[11]

为向民众传播佛教，[image: ]赏弥用马拉提语写了许多关于佛教的著作，其中最流行的是其佛陀传记——《薄伽梵佛陀》（BhagavanBuddha）。这本书初版于1940年，后由中央文学院（Central Sahitya Akademi）译为英语、印地语、阿萨姆语、古吉拉特语、坎那德语、马里亚拉语、奥理萨语、信地语与乌尔都语等。这部书是对安贝卡影响最深的佛教著作之一。除此之外，[image: ]赏弥还有十一种佛教与耆那教的著作，分别是用马拉提语、梵语与古吉拉特语等完成，他曾将巴利语的《经集》译为印地语、梵语、阿尼阿辛萨语（Aniahimsa）与马拉提语。其自传是用马拉提语完成的，题名为《尼吠檀》（Nivedan）。另外，他在普纳佛古圣学院任教期间，培养的几位弟子后来成为印度佛教研究的中坚力量。

第五节 大菩提学会的兴佛之旅（下）

达摩波罗去世后，大菩提会的日常会务由师子鬘负责。师子鬘是达摩波罗最值得信赖的弟子，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大菩提学会在印度的影响越来越大，弘法形式也渐趋多样化，受到印度知识阶层与文化人的广泛支持与协助。到师子鬘去世时，大菩提学会在印度国内有十多个分会，在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等地也有分会，已成为国际性的佛教组织。

天爱·师子鬘（Devapriya Valisinha，1904—1968）出生于斯里兰卡距离坎迪（Kandy）不远的一个村子，兄妹七人，他排行第六。年幼时期，其父母去世，由祖父抚养其兄妹。1912年，师子鬘8岁时，因为听闻过达摩波罗的巡回演讲，皈依其门下。在后来的五年里，师子鬘来到科伦坡继续学习，并由达磨波罗的母亲照料。1917年，师子鬘来到印度加尔各答，进入泰戈尔创办的学堂里学习。其时达磨波罗在印度的弘法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准备建立吉祥法王寺，需要更多的帮手，师子鬘便离开学堂，回到加尔各答，帮助达磨波罗处理大菩提会的事务。1921年，师子鬘通过考试进入总统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并于五年后获得硕士学位。读书期间，他继续协助达磨波罗处理会务，编辑学会的杂志，逐渐熟悉了弘法工作。1922年，因为争取对菩提迦耶的归属权，师子鬘与罗睺罗相识，其时罗睺罗担任比哈尔议事会成员，共同为大菩提会争取在菩提迦耶的权力。师子鬘还在这一年主持了在鹿野苑修建根本香舍寺的修建工作，其间经过了一些曲折与困难，他几经努力使寺院的修建工作得以完成。1928年，师子鬘代表大菩提学会与罗睺罗、阿难等赴英国伦敦弘法，期间他进入伦敦东方研究学校从事佛学研究。

1930年，师子鬘回到印度，重新担当起他在大菩提学会的任务，主管根本香舍寺的修建工作。临近完工时，他又筹备寺院开光的庆典仪式。1931年11月11日，举办完根香寺隆重热烈的庆典仪式后，他想把鹿野苑变成富有活力的佛教中心。承年暮的达磨波罗护佑，师子鬘在鹿野苑兴办了一所大菩提明智学院（Mahabodhi Vidyalaya），意在为鹿野苑附近的民众提供免费的教育。后来，他创办了印地语月刊《法界》（Dhammaduta），以开启教化民众。他在寺院内设立图书馆，接受来自拉呼尔西沃·那仁（Sheo Narain）班智达与纽约斯卓思（C.S.Strauss）捐赠的图书。他还从一位英国佛教徒——布洛敦（B.L.Broughton）那里募得一万卢比，请一位日本艺术家为根本香舍寺创作了精美的壁画。

师子鬘是达磨波罗最忠诚与值得信任的助手，他与达磨波罗的关系就如同阿难之于佛陀。所以早在1933年1月他受具足戒之前，达磨波罗即把大菩提学会秘书长及财务总监的职位委托给他。4月29日，达磨波罗去世后，大菩提学会的日常事务全部加在师子鬘身上，在后来的35年内，他一直担任这一重任，以其勤勉、忠诚与奉献精神，使大菩提会越来越兴旺，在各个领域的工作都得以拓展。

起初出版佛教典籍是师子鬘较为侧重的工作。1933—1935年，他组织出版了罗睺罗从巴利语译成印地语的《法句经》、《律藏》、《长尼迦耶》、《中尼迦耶》，后来又陆续出版了著名佛教学者用印地语与英语写成的著作。除了悉心编辑书刊与大菩提学会的杂志外，师子鬘自己也撰写了诸如《佛教照耀印度》（BuddhistShrinesinIndia）、《佛陀迦耶指南》（AGuidetoBuddhaGaya）等书籍，其中后者是专供香客参访佛教圣地使用的。这两种著作对传播佛教与佛教文化遗产的正确信息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鹿野苑根本香舍寺的开放，以及此后每年11月在这儿举行的法事活动，吸引了大批香客与朝圣者。为了给他们提供相应的住所，师子鬘从慈善家塞特·阇格·齐索·博拉（Seth Jugal Kishore Birla）那里获得捐赠，分别在鹿野苑和拘尸那迦建起了法寮，供朝圣者休息。

1934年，师子鬘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泛太平洋佛教会议，并被选举为常务副会长。在日本期间，他就佛教与大菩提学会的活动做了几次演讲，在返回印度途中还在中国上海、香港，以及新加坡与槟榔屿发表演讲。1938年，师子鬘又取道缅甸、新加坡、马来亚与香港等地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从而使先前达磨波罗建立的大菩提学会的对外交往获得新的发展。

1941年，日本战争爆发，师子鬘被英国政府逮捕入狱，后因病获得假释。其友人拉贾·海瓦维特奈（Raja Hewavitarne）将其带至锡兰治疗，同时他被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得返回印度，因此他在斯里兰卡待了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师子鬘在锡兰岛募得12.5万卢比，用这笔钱买下了科伦坡总部的建筑，以及马德拉斯大菩提会的办公房舍。

师子鬘又分别在新德里与桑奇新建了两座寺庙，此举使菩提会的名声益播。新德里的寺庙用地是一位名为夏巴阿难·巴鲁阿（Sarbananda Barua）的人所捐赠，建寺所用款项仍由先前支持过大菩提学会的慈善家塞特·阇格·齐索·博拉资助。1939年3月18日，寺庙建成举行庆典仪式，特意邀请到玛哈特玛·甘地（Mahatma Gandhi）出席。因为这座寺庙地处新德里腹地，可以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由此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庙宇。

师子鬘完成的另一义举，是成功地将舍利弗与目犍连的遗骨从英国请回来，并最终将其安置在他们的出土地——桑奇。佛陀这两位弟子的遗骨连同七宝做成的珍珠串，是1851年康宁汉姆从桑奇三号塔中掘得，后被送到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中保存。1933年，大菩提学会伦敦中心首次提出索回这些遗骨，当时负责学会伦敦中心的B.阿难·[image: ]萨罗业因（Bhadant Anand Kausalyayan）等人联系到博物馆馆长，要求将遗骨返还，馆长对此深表同情，但他无权决定此事。他建议阿难等人与英国政府联系，在此之前,他会允许佛教徒组团在博物馆敬拜遗骨。此年11月月圆之日，阿难等僧众依照佛教传统举办了敬拜活动。此事一直延而未决，1938年师子鬘再次来到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并通过印度政府，索还遗骨。英联邦政府同意将遗骨交与大菩提学会，将其供奉在新德里新落成的寺庙里。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事再次搁浅。

后来中央邦的博帕尔市（Bopur）愿意协助大菩提协会在桑奇新建一座寺庙，以永久供奉这些遗骨，因为它们本来就出土于桑奇。于是，1946年1月巴帕尔市长（Nawab）为新建的支提山寺（Cetiyagiri）埋下了第一块基石，寺庙的建筑费用由印度与斯里兰卡大菩提会共同承担，巴帕尔市政府除了提供土地、建筑材料与技术监工外，也捐出2500卢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开始启动灵骨返还一事。1947年2月，博物馆将灵骨交与达磨波罗的侄子，他代表印度政府与大菩提学会负责此事。按照事先安排，灵骨先送到斯里兰卡与缅甸去展览，然后于1949年2月送到印度，经尼赫鲁总理之手，在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上交给大菩提学会。此后，灵骨又在印度各地作了巡回展览，最终于1952年11月送到桑奇的支提山寺供奉，印度与缅甸两国政府的总理都出席了供奉仪式。由此，桑奇重新恢复了其原有的宗教神圣性地位，大菩提学会作为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也再次彰显出来。

在师子鬘富有成效的经营管理下，大菩提学会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在1952年前后，大菩提学会接管了三座由其他佛教复兴先驱创立的寺院、这三座寺庙分别是奈尔博士（A.L.Nair）于1931年在孟买创立的阿难寺，[image: ]赏弥长老于1937年在孟买的帕莱尔（A.L.Nair）创立的众生寺，还有佛喜尊者于1925年在勒克瑙创设的佛寺。他们普遍认为寺院由大菩提学会管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大菩提学会的各项弘法工作顺利开展之际，索还佛陀迦耶的斗争也终于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自1922年开始，师子鬘即协助达磨波罗与湿婆教教长摩亨特展开协商、斗争，以索还佛教对大菩提寺的属权，在佛陀迦耶复兴佛法。直到达磨波罗去世，菩提迦耶仍旧牢牢地控制在湿婆教手中，成为达磨波罗的未竟之志与最大遗憾。师子鬘主掌大菩提学会之后，依旧在每次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希望找出一种解决办法。1935年，师子鬘参加印度大会党在坎普尔召开的系列会议，在缅甸奥他玛（Ottama）比丘主持的专题讨论中，他又提出了这一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讨，最后组成了一个以师子鬘与锡兰比丘佩莱拉（G.K.W.Perera）为首的索还委员会（Enquiry Committee）。索还委员会成立后，即刻提出议案，建立任命一个联合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佛陀迦耶。他们将这一议案交给普里的商羯罗师，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这一问题再次搁浅。

印度独立后，师子鬘再次向比哈尔邦政府寻求解决方案。1949年，经克里希南·辛诃博士（Sri Krishana Sinha）与拉詹陀罗·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博士的协助，新的《佛陀伽耶寺院管理法》（BuddhaGayaTempleManageAct）终于获得通过，根据这一方案，佛陀迦耶的管理权由以迦耶地方长官为主任的管委会负责，管委会除主任外，包括佛教徒与印度教徒各四名。虽然这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但也是大菩提学会经过了六十余年的斗争才取得的成绩，它标志着佛教在佛陀觉悟之地的复兴，并在后来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自1952年起，师子鬘一直作为管委会的成员，直至他去世。

为了进一步突出菩提迦耶在亚洲佛教国家中的神圣地位，经由大菩提学会与印度政府、比哈尔邦协商，于1956年成立了由二十二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其中印度人十一名，其他亚洲佛教国家如中国、缅甸、锡兰、泰国、柬埔寨、老挝、尼泊尔、锡金、日本等十一人。咨询委员会于当年的3月19日召开，时任副总统的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主持会议。作为印度政府的代表，他希望菩提迦耶不仅是佛教徒，而且也是印度教教徒和其他各教信仰者寻求真理的地方。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应邀出席会议并担任其咨询委员会成员。在这次会议上，咨询委员会就管理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会期、会章问题做出讨论，尤其就各国在菩提伽耶购买土地建造佛教寺庙问题交换了意见。经过大菩提学会六十余年的努力，菩提迦耶终于重新成为佛教崇拜的中心。[12]

在印度政府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的活动中，师子鬘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1956年佛灭庆祝活动之前，师子鬘即发表文章呼吁此事。他曾经致函印度政府与各邦政府，希望用富有意义的方式来庆祝这一活动。他亲自拜访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他提交了一份经过深思熟虑列出的纪念活动清单，包括出版佛教三藏和一本英文的《佛教2500年》、改善佛教圣地环境、发行专门的纪念邮票以传播此事件。后来时任大菩提学会会长的锡克教徒摩诃拉贾·古玛尔（Maharaj Kumar）在拜会尼赫鲁总理时，重新提出这些要求。总理对此作出慨慷回应，印度政府对师子鬘提出的多项建议，如改善佛教胜迹环境、出版书籍等做出肯定性答复，并作了适当的补充。随后，印度政府成立了佛陀涅槃庆祝委员会，由副总统拉达克理希南博士任主席，摩诃拉贾·古玛尔担任委员会成员，师子鬘作为候补委员。在长达一年的庆祝活动中，师子鬘非常高兴地看到，印度政府及各邦政府将他提出的各项建议以完美的方式付诸实施。

在佛陀涅槃庆祝年，还有一件重要事件值得关注，即目犍连子帝须阿罗汉，以及其他九位阿育王时代的阿罗汉灵骨，被迎请回印度。这些灵骨是1851年运至英国伦敦保存在英国博物馆的。1956年2月5日，印度驻英联邦的大使斯立摩底·维阇耶·拉克希米（Shrimati Vijaya Lakshmi）班智达将这些灵骨携回，在德里机场受到尼赫鲁总理的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装有目犍连子帝须、乔尸基子与[image: ]底子灵骨的匣棺，被印度政府作为礼品送给锡兰政府，其他两件匣棺装有摩诃毗奈耶、阿帕吉拉、考帝尼子、跋企耶·萨跋阇耶特、卡萨帕·乔达、玛企玛与诃利帝子的灵骨，则送给大菩提学会，由学会将其供奉于桑奇的支提山寺。

师子鬘与安贝卡关系颇为密切，1950年，他曾邀安贝卡为大菩提会杂志撰写文章，后来当安贝卡决定皈依佛教后，他尤其为之感到欣喜，并积极协助安贝卡的佛教改宗运动。

1956年10月14日，师子鬘应邀赴那格浦尔，出席那次在印度现代佛教复兴史上最盛大的皈依仪式，并被推举为佛教团体的领袖，获得一幅精美的佛陀图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师子鬘还热心为那格浦尔新落成的佛教寺庙募得了一些捐赠。在他的倡议下，来自大吉岭的桑杜浦夫人（Ms.N.Y.Sandup）埋下寺庙的奠基石，她曾为寺庙的修建奉献了5000卢比。师子鬘随后在那格浦尔、沃尔特及附近村寨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勉励新皈依的佛教徒要奉行安贝卡设定的佛教徒准则。次年，他来到孟买，又就新兴起的佛教运动发表了六次演说，传播安贝卡的思想主张。此外，他还设立印度佛教基金会，募集资金，印刷五万余份印地语与马拉提语的佛教手册，将其免费分发给新皈依的佛教徒，他又用这些基金在鹿野苑培训新受戒的佛教徒。在后来的数年中，师子鬘一直在用各种方式竭力为安贝卡发起的佛教运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支持，使大菩提会的兴佛事业与安贝卡倡导的贱民宗佛运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自从成为世界佛教联合会的一员，师子鬘即积极参与其事，不止一次被推举为副会长，他还参加了1950年后的每次世佛联会议。一直到1964年，他在鹿野苑主办世佛联会议，将其作为纪念达磨波罗百年诞辰的系列活动之一。1954年，师子鬘再次赴日本参加在东京等地举办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五年后，他第三次赴日本参加那里举行佛陀涅槃2500年庆祝活动，以及文化研讨会。1958年，师子鬘参访泰国、柬埔寨与老挝，就佛教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他与国外佛学机构及亚洲佛教国家的友好交往，使得大菩提学会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佛教团体。

在其担任学会秘书长的三十余年中，师子鬘以其多方面的能力，使大菩提学会的兴佛运动获得令世人首肯的成绩，他以不倦的热情与忠诚，将达摩波罗的弘法使命一一付诸实践：兴办大菩提学会的弘法中心，在印度与海外创建佛教寺院与教育机构，并使这些机构能够相互关联，成为富有影响力的弘法网络。1964—1965年，师子鬘操办了达磨波罗诞辰百年纪念活动，这是他主持的最后一项法事活动。之后不久，他就患上了中风，虽然得到了当时最好的医疗，但仍无法恢复，最终于1968年8月病殁。

第六节 现代佛教三大士

在20世纪上半叶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中，有三位出自印度本土的学问僧，他们早年都参加过雅利安社，心存宗教革新梦想，经过不断实践与探索，最终从印度教转向佛教。他们先后任教或就学于斯里兰卡的智严寺（Vidayalayalankaparivena），师事同一位授业师，又都在斯里兰卡穿起僧袍，成为终生不渝的同道密友，共同致力于印度佛教的复兴事业，他们就是被中国学者金克木称为“现代三大士”的罗睺罗、阿难与迦叶波。[13]

1936年，他们三人自斯里兰卡返回印度，起初都住在阿拉哈巴德。有一次，三人聚在一起，各言其志。罗睺罗说要尽可能完成更多的佛学著作，以佛学研究促进佛教复兴;阿难声称喜欢从事巡回演说与新闻写作，尤其想通过印地语文学唤醒民众;迦叶波表示更愿意把时光花在学习、研究与教学中，他希望创办佛学教育机构。这次谈话显示出他们各自的志趣，也确立了他们后来复兴佛教的方法与路径。

一 罗睺罗的佛学研究与佛经写本搜集

罗睺罗·僧格里底衍那（Pt.Rahula Samkrityayana，1893—1963），原名凯答那特（Kedarnath），于1893年4月出生于印度中央邦阿赞葛哈（Azamgarh）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其父高帕坦·潘迪（Govardhan Pandey）为当地一位农场主。罗睺罗5岁时，其外祖父将其送至初级学校，此时他就显示出了过人的聪颖。学校开设的乌尔都语课上，如下诗句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噢，无知的闲人啊，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漫游。不然，怎会拥有新的生活。纵然长命百岁，青春也会一去不返。”罗睺罗在他的自传里反复引用这些诗句。受这种观念影响，再加上他的叛逆与冒险精神，罗睺罗从13岁起就喜欢出家漫游。1907年，他带着22卢比去了加尔各答，四个月后才返回家，继续他的学习，不久以后，他又多次外出漫游。1910年10月，罗睺罗来到贝拿勒斯，在一所学校学习梵语，此时他对各种成就法很着迷，曾依法修行，希望他归敬、念诵的本尊能够示现，可最终根本没有什么本尊出现，他反倒因为误食中毒的水果差点丢了性命，此后他再不盲信本尊成就法了。也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罗摩跋特尔·夏摩（Ramavatar Sharma）。受其影响，罗睺罗开始学习英语。大约在此时，拉克希曼·达斯大士（Mahant Lakshman Das）来到贝拿勒斯想找一位弟子，他对罗睺罗很中意，希望带他去比哈尔邦的帕罗萨（Parasa），他在那里有一座神庙（math）。1912年，罗睺罗即来到帕罗萨，开始跟随大自在天派的一位大士学习真言念诵，并在身体上烙了一个印，取名为罗摩·优答·达斯（Ram Udar Das）。这里的生活较为舒适，衣食无忧，却满足不了罗睺罗对知识与行旅的渴求，一年后，他以苦行僧（Sadhu）的身份来到普里（Puri）的阇格那特（Jaggannath）神庙，又去了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Madras）、普纳马莱（Punnamalai）、潘查派鲁马（Pachchaperumal）、提鲁米西（Tirumishi）、汀瑙尔（Tinnaur）、提鲁波提（Tirupati）、提鲁迦里昆答姆（Tirukalikundam）、康契普朗姆（Kanchipuram）与拉买希瓦拉母（Rameshwaram）。在提鲁米西，他开始学习泰米尔语，因而在那里待了较长的时间。在南印度游历完，罗睺罗又去了普纳、纳希迦（Nasik）、乌贾因（Ujjain）、艾哈买德巴德（Ahmedabad）、波帕尔（Bhopal）、阿拉哈巴德（Allahabad）与贝拿勒斯，最后回到帕罗萨的庙里。过了一段时间，罗睺罗又悄悄地离开，到了阿尤迭（Ayodhya），他在那里接触到一位雅利安社的传教士，开始学习吠陀，并在1915年到了阿格拉的雅利安社研究所，接受免费的教育，学习梵语、阿拉伯语及各种宗教神学理论，同时其英语水平也大幅提高，开始以凯答尔那特·维第尔提（Kedarnath Vidyarthi）为名写作。

在阿格拉完成两年的课程后，罗睺罗进入拉呼尔D.A.V.学院梵语系，其时拉呼尔是雅利安社运动的重镇，他也成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于1916年作为代表参观了北方邦雅利安社运动的中心。这一时期，他的父亲闻讯赶来，强烈要求罗睺罗跟他回家，伤心欲绝的父亲强拉着他到了火车站，父子一起到了贝拿勒斯。罗睺罗恳求父亲不要阻挡他追求的理想生活，父亲面对无可挽回的儿子，最终妥协了。

不过，罗睺罗很快就认识到了雅利安社的教条化与狭隘性，他又对雅利安社的活动产生了厌倦情绪。1917年，他在勒克瑙遇到觉喜法师，由此他开始转向佛教。早在1910年，罗睺罗已经听说过佛陀，后来也读到过用梵语写的介绍佛教的手册，还在鹿野苑碰到过缅甸来的僧人，并曾用巴利语告诉他，佛陀是世界的眼睛。与觉喜的会面，使罗睺罗意识到什么才是自己所赞同的观念，并且从觉喜这里他了解了许多关于佛教的知识。这对他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此后，他开始巡行佛教圣迹，游历了兰毗尼、菩提迦耶、鹿野苑、拘尸那迦，以及王舍城、那烂陀、舍卫城。

1919年，罗睺罗积极参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因之被捕入狱。1922年出狱后，他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恰浦罗地区的秘书长，罗睺罗非常支持将菩提迦耶归还佛教所有的倡议，可他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其他领导成员的支持。1923年，他到了尼泊尔，见到来自蒙古与中国的佛教僧徒与学者；返回印度后，罗睺罗又因为发表演讲而入狱。在狱中，罗睺罗读到僧伽罗文的《中尼迦耶经》，他还把四部英文小说译成印地语，并在这时学习了法语。1926年，罗睺罗出狱后，再次开始了曲折的旅程，他先到了拉达克，参观那里古代的寺庙，然后经拉呼尔、斯毗底、钦奈，最后到了斯里兰卡。也就是在这一年，罗睺罗在麦鲁特（Meerut）遇到了哈南达斯（Harnamdas），即后来的阿难法师，两人一见如故，此后变成终生好友。

其时斯里兰卡智严佛学院（Vidyalankara Pirivana）正需要一名梵文教师，罗睺罗经大菩提学会的斯利尼跋沙·那耶格·泰拉（Ven.Sirinivasa Nayaka Thera）与师子鬘的推荐，于1927年5月被聘请到该校任教。其时，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印地语、梵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泰米尔语、坎那达语、英语与法语，进而开始学习巴利语。在很短的时间内，罗睺罗不仅掌握了巴利语，还学习了巴利三藏，被授予三藏法师的称号。此期他还学习了其他佛教经典，学习了僧伽罗语，用印地语写了一本关于斯里兰卡的书。他还用梵语为世亲的《俱舍论》作了一部注疏。1928年，罗睺罗又邀请哈南达斯来到斯里兰卡，后者应邀而来，并很快出家为僧，而罗睺罗本人仍然是一个印度教苦行僧。

在斯里兰卡期间，罗睺罗希望能到西藏去寻求佛教圣典。这些典籍是12世纪伊斯兰教入侵印度时，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与超戒寺的僧人避难时带过去的。1929年，罗睺罗秘密经尼泊尔，在一位蒙古僧人的帮助下，他顺利拿到通行证。此年7月，罗睺罗装扮成一位佛教信徒到达拉萨，开始寻找写本佛典，后来他还到了夏鲁寺、扎什伦布寺与那塘寺，购买、抄录了数量可观的佛教经典与唐卡，除甘珠尔与丹珠尔外，他带回1619种写本佛经与150帧佛画。

从西藏返回斯里兰卡后，罗睺罗于1930年7月脱掉印度教徒装束，穿起僧袍，正式出家为僧，法名罗睺罗·僧格里特耶衍。此后，他便集中精力著书撰文弘扬佛法，并于当年完成《佛陀行记》（BuddhaCarya）一书，同时开始把巴利语佛经译为印地语。1932年，罗睺罗与阿难代表大菩提学会到伦敦弘扬佛法。数月后，他经法国、德国返回印度，继续搜求佛典。此年，罗睺罗又与阇提希·那拉因在巴特纳相遇。次年，阇提希·那拉因赴锡兰出家为僧，是为迦叶波比丘。这样，来自北印度的旁遮普、北方邦与比哈尔邦的阿难、罗睺罗、迦叶波在斯里兰卡聚在一起，成为复兴印度佛教的三杰。他们的第一大贡献，就是把巴利语佛典翻译成印地语，后由大菩提学会出版，《法句经》、《中尼迦耶》、《毗奈耶藏》、《长尼迦耶》、《经集》、《本生集》、《米兰王问经》等都陆续在说印地语的印度民众中传播开来。

1934—1938年，罗睺罗又三次赴西藏寻求佛经，还到了日本、朝鲜、满洲里、苏联与伊朗。通过他三次曲折的西藏旅行，罗睺罗带回多达八十余种梵本佛典，并将部分经典整理出版。

关于他在西藏寻求佛经的状况及这些佛典的价值，可以从他1936年在西藏的经历看出来。此年5月，罗睺罗在西藏萨迦寺卡贝佛殿（Chhag-pe-lha-khang）的书库里发现25捆梵文贝叶经。此前他曾从当地西藏僧徒那儿得知，此书库保存有11世纪以来历代萨迦寺住持所有的珍贵写本。在这些写本中，有一部《时轮经疏》（Kalacakratika）的纸写本，有一部首尾完整的《量释论释》（Pramanavarttikabhasya），有一部分《量释论》第一品法称自己的注释，有一部首尾完整的迦那迦瞿民（Karnakagomin）所做的《量释论释疏》（Pramanavarttikabhasyatika），还有一部《瑜伽师地论》。7月28日，罗睺罗在西藏夏鲁寺的下院霞鲁日朴寺（Shalu-ri-phug）发现39捆梵文写经。该寺由布顿（Bu-ston，1290—1364）创建，为雨季夏鲁寺僧众的避暑地。这些梵文写经多为印度超戒寺被毁时，其住持释迦吉祥贤师徒星散，流亡孟加拉国、尼泊尔，后被迎请至西藏传法时，抄写的梵文贝叶经。对这些写经的内容，罗睺罗曾如是记述：“我匆匆地把那些写经看了看；见到有一部量释论心愿具喜（Manoratha nandin）注，我真是高兴极了!那部书是自在月（Vihhuli candra）亲手写的一部纸写本。自在月是从超岩寺（Vikramastla）来的一位青年学者。在那座著名的佛教重镇超岩寺被伊斯兰教徒摧毁以后，他随着他的老师，超岩寺最后一任首座，释迦吉祥贤（Sakyasri bhadra）流亡到西藏来。最初，他们流亡到孟加拉国（Bengal）东部的阇格答拉（Jagattala）地方，很像是在那个地方也被伊斯兰教徒摧毁以后，他们又逃到尼泊尔。当时萨迦寺的住持又从尼泊尔迎请他们入藏。因此，他们就在纪元后一千二百零三年到了西藏。除自在月（Vibhuti candra）以外，跟随释迦吉祥贤（[image: ]akyasri bhadra）入藏的还有施戒（Danasila）以及其他几位学者。在萨迦寺所发现量释论释（Pramanav arui kabhasya）即量释论庄严释（Varttikala mkara）原来就是施戒（Danasila）的书。萨迦寺里另外一本这部书的残本，却是自在月亲手写的；我很熟习他的笔迹。在心愿具喜（Manorallanandin）注的写本的末尾，自在月曾经写了几行颂文。”[14]

作为一个自由而富有理性的思想家，罗睺罗也对马克思主义深感兴趣。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后，他就于1922年写了一本小说，名为《二十世纪》表明他的政治观。1935年，他经满洲里，乘火车到达俄罗斯的莫斯科，见到舍尔巴茨基，但在列宁格勒受到限制，不准随意旅行。1937年，罗睺罗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赴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梵语，在此期间，他与印藏系的女秘书劳拉相恋，便脱下僧装，开始世俗生活。

1938年，从苏联回到印度后，罗睺罗成为一个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后因参加农民运动两次入狱，第一次待了数个月，第二次被判了29个月。在狱中，罗睺罗用印地语完成了几部重要著作，他的《见—远见》（Darshan-DigDarshan）运用批判性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观探讨了印度、欧洲、希腊与以色列哲学。他的《摩奴统论》（ManavSamaj）讨论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三部书名为《从伏尔加河到恒河》（VolgaSeGanga），是一部由二十余篇历史小说组成的文集，叙述了雅利安人从欧亚次大陆伏尔加河流的草原出发，跨越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最后到达印度河与恒河平原，并创造出辉煌的亚利安文化的进程，堪称其历史研究的代表作。[15]

1943年，从监狱出来后，罗睺罗回到故乡，其父母已经去世。1945年，俄罗斯政府再次邀请罗睺罗到列宁格勒大学担任印度学教授，这一任命据说是舍尔巴茨基临殁前的郑重推荐，他认为只有罗睺罗才是承接其印度学教席的不二人选。1945—1947年，罗睺罗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印地语、梵语、藏语与佛教逻辑，其妻子劳拉与其子伊格尔得以与他一起生活。不过，聘期结束，其妻儿没有获允随其返回印度。回到印度后，罗睺罗在一段时间内担任过设在阿拉哈巴德的“全印度印地语文学会”的秘书长，同时被印度政府任命为翻译委员会成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罗睺罗仍然用印地语编写了《行政管理术语辞典》。

1938—1948年，罗睺罗加入了全印度共产党，后来因为对语言政策有不同意见，他才退出该党。他自称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指出佛教哲学专业的学生更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1956年，罗睺罗对安贝卡等人的佛教改宗运动公开支持，并撰文指出其改宗运动将会使这个国家恢复过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荣耀，从而拯救印度，因为在低种姓人群没有被给予平等地位之前，整个印度是不会获救的。他把安贝卡皈依佛教与忽必烈汗皈依佛教相提并论，指出“所有的宗教都会向其皈依”。[16]

1958年6月，罗睺罗曾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到中国北京、华东诸地访问、讲学。1959年，罗睺罗回到他曾经任教过的斯里兰卡智严佛学院，担任教授。后来因为糖尿病与高血压并发，他便于1961年返回印度，不久其病情急剧恶化，虽然曾被送至苏联治疗，但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于1963年4月14日在大吉岭去世。

罗睺罗天资聪颖，又勤于撰述，多年以来，他应用印地语、梵语、巴利语、比哈尔语与藏语五种语言，撰写了近150余种著作，涉及社会学、历史、哲学、佛教、科学、戏剧、民间故事、政治、西藏研究、词典、传记、自传、随笔等。除前面述及的各种著作外，他还编纂过《俄语—梵语词典》、《藏语—梵语词典》，写过佛陀传记，西藏的佛教与中亚佛教史方面的著作，他出版过考古学著作，写过小说与行旅文学，并写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传记。他曾经执教于多所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同时将佛教经典译成印地语。

罗睺罗编辑与翻译的梵文佛典有《俱舍论》、《成唯识论》、《释量论》、《百五十颂》、《释量论疏》、《释量论注》、《释量论自注》、《释量论自注释》、《正理门论》、《毗奈耶经》、《因一滴论》、《大品般若》等十余种，对后来的佛学研究而言厥功甚伟。

二 阿难与印地语佛典翻译

尊者帕丹多·阿难·[image: ]萨尔耶衍（Bhadant Anand Kausalyayan，1905—1988）是著名的佛教圣徒与学者，并且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印地语作家。1905年1月，他出生于昌地迦尔（Chandigarh）附近首哈那（Sohana）村一个受人尊敬的说旁遮普语的家族，初名哈南达斯（Harnandas），其父是安巴拉一所高级中学的校长。童年时期，父母去世，哈南达斯与他的弟弟哈利达斯由伯父照料。

进入大学之后，哈南达斯加入了印度的独立与自由运动，并因而中辍了学业。后来，当拉拉·拉吉帕特·莱（Lala Lajpat Rai）在拉呼尔（Lahore）创立民族学院（National College）时，哈南达斯进入该校攻读学士学位。事实上，这所新成立的民族学院也是革命者停留之地。在他的同学中，有沙希德·薄格特·辛格（Shaheed Bhagat）、苏克提婆（Sukhdev），以及著名的印地语作家亚斯伯尔（Yashpal）。因为贫寒，哈南达斯在学生时期度过了一段苦日子。为了谋生，他曾经在早上卖过报纸，晚上当私人教师。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

两年后，哈南达斯的不羁天性与其亲属对他的约束出现矛盾，为了寻找内心的宁静，哈南达斯开始四处漫游。1926年，他在迈鲁他（Meerut）与罗睺罗偶遇。其时罗睺罗正受雅利安社（Arya Samaji）运动影响，哈南达斯也随之变成雅利安社的积极参与者，并将其名字改为梵行·毗湿瓦那特（Brahmachari Vishvanath）。在参与活动期间，毗湿瓦那特还听从了罗睺罗的建议，参观佛教圣迹。与当时多数苦行僧（Sadhu）不一样，毗湿瓦那特受过很好的教育，喜欢读书。他常带在身边的一本书是《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andHeroWorship），一有闲暇，就拿出来翻阅。看见这种情形，某些人就好奇地说：看那，一个瘦弱而微驼的年轻苦行僧在看英文书。不久以后，他便不再对亚利安社抱任何幻想，因为其哲学根基源于吠陀，这与他追求智慧的志趣相背。

1927年12月，毗湿瓦那特收到一封来自罗睺罗的信件。其时，罗睺罗已经到了斯里兰卡，正在开拉尼耶（Kelaniya）市的智严学院教授梵语，特意来信让他赶紧去斯里兰卡。

毗湿瓦那特即取道马德拉斯—丹萨求底（Dhanshakodi）来到斯里兰卡。到达开拉尼耶后，毗湿瓦那特开始学习巴利语，对佛教教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印象。1928年2月，他依这所大学的校长法喜法师皈依佛教，成为一名僧人，法名为阿难·[image: ]萨尔耶衍。阿难认为佛教之所以吸引他，不在于它是一种启示性的宗教，而是佛教经典中无可置疑的清净观念，那种对社会责任富有智能与深度的思考吸引了他。尽可能多地给予社会，而尽可能少地向社会索取。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阿难才决定成为一名佛教徒。

在他的导师达摩—古鲁的指导下，阿难·[image: ]萨尔耶衍比丘每天花十八个小时学习巴利语与巴利经典，18个月后，他就顺利地拿到了巴利学硕士学位。在学习巴利语时，阿难把斯里兰卡的纪年史书——《大史》（Mahavamsa）翻译成印地语。

1932年，大菩提学会聘请阿难与罗睺罗到伦敦去从事弘法事业，此前达磨波罗曾于1928年在伦敦开设一所弘法中心。由此，这两位印度学问僧即于1932年7月来到伦敦，从事佛教教化工作。其间，罗睺罗返回印度待了几个月，阿难继续留在英国。在此期间，他参观了利物浦、巴黎，做了数次关于佛法的讲演。他还到了柏林，在保罗·道尔阶（Paul Dahlke）教授的佛教会所里居住了一段时间。1934年，阿难返回斯里兰卡，在整个岛上徒步经行，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人们聚集在一处，听这位印度的和尚用锡兰语给他们说法布道。

1934年，阇底希·迦叶波比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激励，共同致力于印度佛教的复兴事业。1936年，他们回到印度，根据每个人的志趣展开各自的佛法弘扬事业。

阿难此后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位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一位居无定所的游行僧。1939年3月，大菩提学会在新德里建成首座佛寺，开光典礼上，摩诃得玛·甘地等诸多名家云集，共襄盛举，阿难也参与了这一盛事。其时，有一位阿难的旧相识将他的行踪告知其伯父。他的伯父即从旁遮普赶至新德里，又追至鹿野苑，最后才在那里见到身着佛教僧袍的阿难比丘。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阿难多在鹿野苑弘法修行，编辑《弘法》（Dhammaduta）杂志，这是大菩提学会出版的一份印地语月刊。其时，有人在鹿野苑大菩提协会地界上建了一座法堂，在开幕仪式上却准备举行一种吠陀献祭仪式——耶迦（Yagya）。阿难对这种非佛教仪式持反对态度，但为了顾及大菩提会秘书长天爱·师子鬘的劝说，答应不会在公共场合宣讲他的不满。但随后他就离开了鹿野苑，去了加尔各答。

阿难虽然生于旁遮普，但他喜欢印地语，最早用印地语写作，虽然他有时会用旁遮普语、乌尔都语与英语写作。1938年，甘地与其他议会领导成员组建了一个印地语推广联盟，后来甘地的主张发生改变，退出了这一组织，受其影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拉詹陀罗·普罗萨德等人也相继退出。在危急关头，阿难于1941年应请出任该联盟的秘书长，在后来的十年中，他通过他的作品，并竭其所能，全面推广印地语。经过他十年的努力，印地语推广联盟从开始接手的草创阶段，到后来成为一个架构全面、自给自足的语言推广机抅，拥有了自己的综合办公楼、一个大的出版社，以及40万卢比的存款。

在担任印地语推广联盟的秘书长期间，阿难用印地语写了多部著作，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其中包含多种宣扬佛教与佛法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用印地语翻译了巴利语佛典，如《大史》、《本生集》、《杂尼迦耶》、《法句》、《阿毗达磨集论》等。在后来的数年中，阿难出版了更多的著作，或翻译，或撰写，在印地语地区影响甚大。著书立说的同时，阿难为了弘扬佛法还到处旅行，曾到过缅甸、斯里兰卡、日本、中国与尼泊尔。

阿难与安贝卡博士交往颇深，二人曾多次交流。1951年后，这种接触更为频繁，据说安贝卡在筹备皈依仪式时还重点参考了他的意见。不过，阿难并没有出席安贝卡主持的1956年那格浦尔改宗庆典仪式，其时阿难正带领印度官方的访华团来中国访问，参与在中国举行的佛灭纪念活动。

返回印度后，阿难得知那格浦尔的改宗活动后，即来到马哈拉斯特拉邦，积极参与一系列的皈依佛教活动。安贝卡曾试图发起规模更大的改宗活动，但在1956年12月16日，安贝卡突然在德里去世。其时，阿难也正在德里，他将安贝卡的遗体运回孟买，依照佛教传统为安贝卡举行了葬礼，并向参与安贝卡葬礼的十万信众发表演说。此后，阿难即在马哈拉斯特拉邦全力推广佛法，指导民众走向佛道。后来，他又把安贝卡的《佛陀与其教法》翻译成印地语于孟买出版。

1959年，斯里兰卡政府将智严学院改为智严国际大学，并邀请印度三位著名的学问僧分别担任三个系的主任，即阿难主印地语系，罗睺罗主哲学系，夏斯特里主梵语系。在接下来的九年里，阿难任教于斯里兰卡，并完成多种著作，如《巴利语—印地语辞典》、《斯里兰卡》、《目犍连语法》等。其间，他还保持与印度佛教复兴组织的联系，并到旁遮普、德里、乌代尔、北方邦与马哈拉斯特拉邦旅行。

1968年，阿难从大学退休后返回印度，他到马哈拉斯特拉邦从事弘法的具体工作，在先前安贝卡带领五十万追随者改宗佛教的迪恰布迷（Deeksha Bhoomi），阿难筹建起佛教弘法中心，将其建成年轻比丘学习与训练的重要场所。在尽力为年轻比丘提供更好的条件时，阿难个人主要依靠稿费度日。他在继续用印地语撰写著作的同时，也把安贝卡的著作译成旁遮普语。

1982年后，阿难来到离那格浦尔不远的坎普特（Kampte），重新建起一个佛陀之苑。目前此地已发展成一个占地8.5英亩的佛教培训研究所，有僧舍，有寺院，显示出一派兴旺气象。1988年6月阿难因病去世，佛苑的工作由其弟子迈坦卡尔（Medhankar）博士继任。

在阿难六十余年的弘法生涯中，最后的二十年是他与印度佛教复兴运动联系得最为密切的时期，他继承安贝卡的遗业，在马哈拉斯特拉邦的那格浦尔全力弘扬佛法，成为当地人心目中引导他们走向正法之道的朋友、哲学家与导师。

三 迦叶比丘与印度现代佛教教育

阇提希·迦叶波（Jagdish Kashyap，1908—1976）比丘出生于印度比哈尔邦的兰契（Ranchi）城，初名阇提希·那拉因（Jagdish Narain）。迦叶波是他在1933年皈依佛门之后的法名。阇提希所属的纳拉因家族在当地属印度教一个比较古老的望族，家道殷实。其父是兰契城的一名法官，其岳父与圣雄甘地关系密切。阇提希的长兄承其父业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律师，曾参加过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与政界颇有联系，他对阇提希的思想与性格产生较大的影响。

阇提希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除学习英语、数学等课程外，还学习梵文等传统文化科目。1927年，阇提希进入巴特那学院从事综艺科目的学习。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政治民主运动，因此受到校方的惩罚，被迫转至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学习。1931年阇提希获得哲学硕士，次年获得梵语硕士学位。毕业后，阇提希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打算攻读佛教哲学的博士学位。他的想法获得当时著名哲学家薄伽梵·达斯（Bhagavan Das）与另一位梵社的导师阿尤迭·般萨德（Ayoditya Prasad）的鼓励，告诫他要学习佛教，必须学习巴利佛藏，于是他决定赴斯里兰卡求学。临行之前，阇提希给斯里兰卡的智严佛学院写信，阐明想去学习巴利语并打算在印度重兴佛教传统的热切愿望。很久以后，阇提希都没有收到回音，就在他不再抱希望时，却意外地收到罗睺罗从德国寄来的信，约他到巴特纳相见。随后不久，他们在巴特纳一位著名印度学家阇耶斯瓦尔（K.P.Jayaswal）的寓所会面，在这里阇提希见到了罗睺罗从西藏搜集到的大批佛经写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罗睺罗、阇耶斯瓦尔与阇提希一起谈论佛陀、佛教与佛教国家，尤其是佛陀教育弟子要“依法不依人”的思想对阇提希触动很深，因为他自己先前曾在关于逻辑学的硕士论文中也涉及这一观点。

巴特纳的会面进一步激起了阇提希对佛教的向往，到斯里兰卡学习佛教的愿望也更为迫切。其时罗睺罗与阿难均已在斯里兰卡出家为比丘，并执教于智严佛学院，经过他们的举荐，阇提希于1933年11月来到斯里兰卡，从悉瓦里比丘（B.Seevali）学习巴利语与佛教。

在智严佛学院，阇提希一边教梵文，一边学习巴利语，还用梵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佛教及其哲学的本质》的文章。第二年，阇提希在智严佛学院大长老达磨难陀·纳耶迦（Dhammanda Nayak）座下皈依佛教，法名迦叶波。这样，在斯里兰卡的智严佛学院出现了三位来自北印度的比丘僧。

在斯里兰卡求学期间，迦叶波与罗睺罗合作把巴利语的《长尼迦耶》译成印地语。后来，迦叶波陪同罗睺罗至日本弘法，他们从加尔各答起航，行至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时，被当地警察扣押。事后得知是因为迦叶波卷入甘地的不合作运动，马来西亚的警察是应印度殖民政府之请，禁止他们离开英联邦管辖的区域。因此，日本之行只能被迫取消，罗睺罗与迦叶波在槟榔屿滞留一年。在此期间，他们应当地佛教界邀请，多次为当地信众宣讲佛法，由罗睺罗讲梵文原典，迦叶波做英文翻译。因为他们住在一所中国寺院里，迦叶波还借机学习了汉语，与来自中国的大乘僧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跟他们学习禅修。很快迦叶波在习禅方面渐有感悟，他还用这种心理疗法帮一位在家弟子治好了疾病。回到斯里兰卡后，迦叶波决定先去森林中隐居，继续他的禅修。罗睺罗对他的这一做法很不赞同，他希望迦叶波能到伦敦从事弘法工作，为此与阿难一起劝止他，可迦叶波这次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一心坚持自己的想法。最终，迦叶波到萨拉迦拉（Salagala）的静修林中坐禅一年，这对那个时代的比丘而言非常少见。

迦叶波在东南亚与斯里兰卡的这段禅修经历，使他亲身体验到实践中佛教、僧伽的日常工作与居士的关系，而且还结交到当地的几位僧伽领袖，他们也有意在印度传播佛教。

1936年底，迦叶波回到印度，先到阿拉哈巴德拜见罗睺罗，对他没有听命去伦敦弘法表示歉意，其时阿难比丘也在这里，三人又和好如初。

不久之后，迦叶波回到他的故乡兰钦省亲，拜见父母及长兄。家人及邻里对身着黄色僧袍的迦叶波颇感意外，不过仍为其骄傲，且尊重他的选择。迦叶波告诉家人，自己要到鹿野苑去定居，在那里致力于佛法的学习、研究与传授，希望通过佛学教化与教育重兴佛教。

自1937年起，迦叶波开始与大菩提学会合作，与罗睺罗、阿难比丘一起把巴利佛典译为印地语，另外还从事一些文学与学术活动。这一时期随着根本香舍寺的建成，大菩提学会在鹿野苑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鹿野苑逐渐成为朝圣者与游客重要的参访圣地。时任大菩提学会秘书长的师子鬘法师决定要在这里兴办一所佛教高级学校，并希望迦叶波能够来担任校长。尽管薪水非常微薄，迦叶波仍然同意担任这一职务。凭着先前在正规教育机构的学习经历，以及在古鲁迦拉（Gurukala）担任过校长的管理经验，迦叶波很快就为这所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学校最初没有独立的校舍，迦叶波暂时借居在博拉僧寮中。为此迦叶波与慈善家博拉（Jugal Kishore Birla）取得联系，希望他能为学校捐助一块土地。博拉是当时印度著名的慈善家，对印度教与佛教所开展的各种社会、教育与宗教活动都积极支持，他当即应允迦叶波的请求。此后，迦叶波赴缅甸，募集到建设校舍的资金，学校很快就招收到附近地区的学生。

在鹿野苑，迦叶波还通过与博拉良好的关系，结识了马丹·默罕·马拉维耶（Madan Mohan Malaviya）班智达，以及拉达克理希南博士。

后来，迦叶波成功地说服博拉，支持他到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开设巴利语课，即由博拉出资赞助在印度教大学设立巴利语教席，迦叶波去免费授课，每月只领取50卢比以满足其生活开支与基本所需。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向来被正统的婆罗门把持，根本就不想设立巴利语教授席位，但碍于身兼百万富翁与慈善家博拉的情面，最终还是达成设立巴利语教席的协议。此后，迦叶波每天骑车22英里，往返于鹿野苑与印度教大学校园之间，有时还要步行，颇为艰辛。后来博拉获知此事，为他在校园里建了幢木屋，供他使用。这栋木屋后来被称为佛陀精舍，专供印度教大学的巴利语教师使用。这幢精舍仅有三间，来自印度及海外的学生与僧人追随迦叶波，时常使精舍显得格外拥挤。

迦叶波在印度教大学任教九年，在梵语系教授巴利语的同时，又在哲学系教授佛教逻辑，他试图在学校里申请巴利语与佛教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课程，并承诺如人手不够，他愿意承担起所有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但是他的这些努力并未有什么结果。

后来，阿难移居到鹿野苑，后来又迁至贝拿勒斯城，迦叶波即充分利用这一机缘，从其学习阿毗达磨与《清净道论》。

1949年，迦叶波来到他祖先生活过的摩揭陀故地重游。这里是古代佛教的中心。迦叶波是数个世纪以来摩揭陀的乡村首次出现的身着黄袍的比丘。人们惊喜地发现他说他们的当地方言——摩揭陀语。当地人早已忘记他们自己的历史，而迦叶波比丘却能娓娓道来：比哈尔邦之所以得名为比哈尔（寺院），就是因为在这里曾出现过众多的佛教寺院；他能指明被当地作为印度教和地方神灵来崇拜的佛陀与菩萨的真实身份；他知道临近那烂陀的某些村庄，比如舍利遮（Sarichak），曾经与佛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相关。通过对巴利经藏的引述，迦叶波证明摩揭陀语与现在的摩揭陀方言仍旧有密切的关系。

在比哈尔邦乃至北孟加拉国邦的诸多地方参访之后，迦叶波对旧属摩揭陀国华氏城（Patna）及迦耶（Gāya）地区最感兴趣。他又成功地说服迦叶学院（在迦耶）与那烂陀学院（在比哈尔—舍利弗）的校长，在他们的学校开设巴利语课程，他可以免费任教。很快巴利语课程在这两所学院里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因为他们发现巴利语比梵语更容易，可以很轻松地拿到学分。

面对静寂、荒废的那烂陀寺旧址，迦叶波时常浮想联翩，遥想寺院昔日的辉煌与成就，很快就感觉到内心生起的精神动力与随之而来的挑战，他发愿要重建昔日的那烂陀大学。正在迦叶波开始谋划其办学计划时，比哈尔邦政府决定在米提拉、那烂陀、吠舍厘创建梵语、巴利语与俗语三所研究院，作为复兴婆罗门教、佛教与耆那教的基础，因为这三个教派都曾在古代的比哈尔地区辉煌过。

于是，迦叶波自然成为负责筹建那烂陀巴利语研究院的不二人选。当时的那烂陀颇为偏僻，人烟稀少，根本没有什么房舍可以利用，迦叶波不得不暂从王舍城开始筹划创所事务，后来才移至那烂陀。他先在当地募集资金，买地建房，让教工与学生可以上课、居住。后来又为他建了一处居所，包括支提堂、禅房与客房。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个人出资，后来捐给研究院。初期的管理与教学都由他一人承担，工作颇为艰辛。后来，迦叶波还成功地说服一位伊斯兰教地主，把他在那烂陀大学旧址附近的一片土地捐献给学院，从而使学院有了自己的校园，学院建设开始走上正轨。后来，巴利语学院的建设得到印度国内外诸多佛教徒的支持，他们或捐助图书，或支持经费，还有不少国外的学生慕名而来，从迦叶波受教。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等人赴其地参访时，迦叶波主持的研究院已经颇具规模。新建的寺院命名为新那烂陀大寺（Nava Nalanda Mahavihara），是印度政府准备筹建的那烂陀大学的组成部分。其时学校新建的校舍完工并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招收的研究生约有五十人。[17]

长久以来，迦叶波就想编辑一套天城体的标准版三藏，以供印度学生学习巴利语之用。适逢印度政府准备在1956年开展纪念佛陀涅槃2500年周年纪念系列庆祝活动，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迦叶波以天城体出版巴利藏的工作在官方立项，由比哈尔邦政府与印度政府联合出资赞助。在五年内要编辑出版41卷天城体三藏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工作，作为项目的负责者与组织者，迦叶波每天工作长达16—18小时，统筹大小事宜。某一时期，因为政府拨款延误，迦叶波比丘为了支付工人的工资，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房子。在迦叶波的努力下，第一卷终于作为重要的献礼在1956年佛陀涅槃庆典仪式上出版。到1961年整部藏经全部印刷完成。

在主持藏经编印项目期间，迦叶波迁至贝拿勒斯，以保证藏经的编印工作能顺利进展。1959年，迦叶波应聘为贝拿勒斯梵语大学首任巴利语与佛教系首席教授兼系主任，六年后他才从这一位置退休。在印刷大藏经的同时，迦叶波又带领他在梵语大学的工作团队编纂《三藏大辞典》（TipitakaMahakosha）。1965年，迦叶波从梵语大学退休，返回那烂陀，继续担任那烂陀巴利语学院的院长，组织人员编辑巴利佛藏的义释（Atthakatha），后来还把出版巴利佛藏的《注释》（Tika）与《注释疏》（Anutika），以及五卷本的三藏提要作为工作计划。直到1973年，迦叶波才从那烂陀巴利语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休，他曾经想把这所学院建为一所邦立大学，使其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

离开那烂陀后，迦叶波又致力于在鹿野苑建立国际佛教大学的规划，这一目标得到了当地锡克教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

除了参与大菩提学会的各项活动之外，迦叶波在忙于佛教教育与译经事业时，也积极参与各种佛教复兴运动。他曾与安贝卡一起在马哈拉斯特拉邦、拉贾斯坦邦与北方邦组织贱民皈依佛教运动，并多次主持皈依仪式，并给予其经济上的支持与帮助。缘于对佛教禅修实践的兴趣，晚年的迦叶波非常积极地在印度推广禅修实践，他曾经在那烂陀赞助发起一所禅修学校，并修建了一座禅房，后来又将其送给泰国僧人。他对[image: ]印迦（S.N.Goenka）指导的毗婆奢那（Vipassna）禅修训练营给予支持。

迦叶波也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佛教徒保持友好往来，并竭力支持他们来印度弘扬佛法。继20世纪30年代在槟榔屿与中国的大乘僧人有过密切接触之外，迦叶波后来又在鹿野苑与中国的僧人与学者有过多次交往，中国佛教寺庙的住持法舫、学者金克木都曾受教于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迦叶波还作为印度访华团的成员到中国参观访问。为了支持泰国僧人在菩提伽耶建造寺院，他捐出一块地，并将那烂陀的几栋房屋提供给泰国僧人居住。迦叶波也积极支持日本僧人在王舍城的弘法活动，早在1954年，他就曾访问日本，出席日本第一座国际和平塔的剪彩仪式。1970年，迦叶波又被推选为新成立的印度—日本佛教协会的副主席。[18]

因早年患糖尿病，1974年迦叶波病情恶化，在最后的两年里，他卧病在床，迁居于王舍城的日本寺庙，在那里他可以看到鹫峰与新起的和平塔。次年1月28日，迦叶波因病示寂。

第七节 贱民与佛教——安贝卡领导下的佛教皈依运动

自19世纪末以来，神智学会影响下的印度佛教复兴运动渐次展开，其中达磨波罗领导的大菩提学会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其次便是在南印度由阿由迭、那拉苏等人创建的释迦佛教协会，他们把佛教的复兴同达利特人即低种姓的解放关联起来，使佛教在南印度的达利特人聚居的泰米尔那德邦、安得拉邦得到传播。1891年，印度有5万佛教徒，60年后的1951年，印度佛教徒人数才升至180823人，即便这一数字还有90%生活于喜马拉雅山谷的传统佛教徒，那里的佛教传统一直相传不断。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上半叶佛教复兴运动的声势与影响力比较有限。不过，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印度的佛教复兴运动忽然潮流涌动，数年之间就出现一股强大的势力。1956年10月14日，借着印度政府举国家之力庆祝佛陀涅槃2500年之机，印度贱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安贝卡带领50万追随者在那迦浦尔集体皈依佛教，创造了人类宗教上的一个奇迹。不幸的是，安贝卡遽然于这年12月6日去世，贱民与佛教间的历史叙述刚刚开始，便突然陷于困窘之中，印度佛教的复兴运动于风起云涌之际忽归平静。尽管如此，安贝卡领导下的贱民改宗佛教仍然是近现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中最激昂的乐章，其影响力与余音仍在印度回荡。

一 向种姓制度与印度教抗争

宾饶·兰吉·安贝卡（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1—1956）在印度通常被人们称为巴巴萨海布（Babasaheb），是印度的法理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是佛教在印度复兴的领导者，被印度佛教徒尊称为菩萨。作为印度独立后首任司法部长，他也是印度宪法的缔造者。

安贝卡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shtra）安贝德族一个有14个孩子的贱民种姓家庭。土邦贱民是最低的社会阶层之一，被视为不可接触者的一类，历来从事清扫街道或守护公墓等一类的职业，遭受社会、经济上的歧视。安贝卡的祖上长期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父亲兰吉·萨巴（Ramji Sakpal）曾服务于驻扎在姆豪（Mhow）的印度军队。

安贝卡的父亲属于提倡种姓平等的卡比尔教派（Kabir Panth），因此鼓励他的子女阅读印度教经典，他利用自己在军队的职位，将他的子女送到公立学校去读书。不过，因为他们的种姓，孩子们在学校常遭受歧视。虽然可以在学校学习，但安贝卡与其他不可接触种姓的学生一样被孤立，很少能得到老师的关注与指教。他们不准坐在教室里；他们想饮水时，也不准接触水管或水龙头，只能让那些高种姓的学生从高处泼给他们。

在读高中时，安贝卡受到他的一位婆罗门种姓老师马哈提婆·安贝卡（Mahadev Ambedkar）的喜爱，将其姓氏从安巴婆德卡（Ambavadekar）改为安贝卡（Ambedkar），此后他就一直沿用此姓。

１８９７年，安贝卡进入孟买的埃尔芬斯通高级中学（Elphinstone High School），他是学校首位不可接触种姓的学生。１９０７年，他通过入学考试，进入隶属于孟买大学的埃尔芬斯通学院学习，成为他所在社区的第一位大学生。社区为此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事后他的一位亲戚——达达·凯露斯迦（Dada Keluskar）把自己用马拉提语写的《佛陀传记》送给安贝卡。凯露斯迦是孟买威尔森高中的一位老师。当时，还有一位毗奈耶迦·孔达迪沃·沃卡（Vinayak Kondadeo Oka）在马拉提语的儿童杂志上发表了系列的佛传故事。可见当时关于佛陀的传记在西印度一带已经传播较广。

１９１２年，安贝卡从孟买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的学位，次年获得巴罗达（Baroda）的塞基劳·盖克沃德大王（Maharaja Sayajirao Gaekwad）提供的奖学金，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留学期间，除了知识学问的增长，安贝卡更对美国自由、平等的生活，以及富于理性与法治的社会制度感触颇深，对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各种陋习产生了强烈的革新愿望。[19]1915年，安贝卡以《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和财政》（AdministrationandFinanceofEastIndiaCompany）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六个月后他又完成《印度的国家利益：历史和分析的研究》（NationalDividend：aHistoricalandAnalyticalStudy）一文，申请博士学位。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前，他即离开美国，转赴英国留学，学习经济学。后因学费短缺，他不得不中辍学业，返回印度。起初，安贝卡服务于巴罗达州，担任军队秘书。后来为了养家糊口，他曾担任过家庭教师、会计师，成立过一个投资咨询机构，但都因他是不可接触者而失败。１９１８年，他担任孟买西德纳姆学院（Sydenham College）经济与商贸专业的教授。虽然他与学生相处尚好，但其他教授都不愿与他共享饮水罐。1920—1922年，安贝卡重新回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最后以“卢比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Rupee）为题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回到印度后，安贝卡主要在孟买从事法律工作，致力于“不可接触”的贱民的解放运动，他曾为三位非婆罗门种姓的教授成功辩护，引起很大反响，他还促使孟买市议会通过《波尔决议案》，将政府管理的水塘、水井、神庙与学校向贱民开放。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决议，安贝卡于1927年3月在科拉巴地区召集了近万名贱民召开的大会，第二天他带领贱民游行到附近的水塘，从水塘中取水喝下。

事后，其他种姓认为贱民取过水的池塘被污染，即举行净化仪式，冋时强迫当地政府部门限制贱民于此取水。这引起安贝卡等人的进一步抗争，这年的圣诞节，他带领贱民公开焚烧《摩奴法典》，来表达他们对印度教的挑战和宗教信条的反叛。他认为这一行动相当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反映出他对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期待。安贝卡曾经说过，在从英美留学结束后回到印度的时候，他就从社会中感受到了自己被当作“贱民”的屈辱。

1930年，安贝卡代表印度贱民出席在伦敦举办的圆桌会议。在会议上，安贝卡努力让各集团、党派的代表了解到印度贱民受到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促使他们把贱民作为政治上独立的弱势群体看待。这一主张遭到甘地的反对，他认为此举会使印度分裂，为此甘地不惜用绝食方法反对这一方案。1932年，安贝卡与甘地举行协商，达成普纳协定，即通过成立“哈里吉服务社”（Harijan Sevak Sangh）[20]，以非暴力、和平劝说的方式，让高种姓的人接受贱民，同时鼓励向贱民开放公共水井、旅舍、学校与神庙。不久之后，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出于政治的考虑，明确声明不支持贱民进入神庙。这一声明立时激起安贝卡及其追随者的反弹，他们当即发起“进入印度教寺庙运动”，以争取自己的宗教平等权利。1930—1935年，安贝卡及其追随者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贱民争取在印度宗教信仰中的平等地位。但5年下来，这种努力与尝试并没有收到期望中的效果。如1930年3月初，他们曾经在距孟买不远的纳西迦（Nasik）发动过一次进入当地的可拉罗姆（Kalaram）神庙的活动，参加活动的贱民有15000人，当他们试图结队进入神庙时，应当地其他种姓要求，寺庙入口被关闭，并派驻警察驻守寺庙入口。活动僵持了一个多月，其他种姓的人群对安贝卡等发起暴力攻击，安贝卡及不少追随者受伤。尽管如此，活动仍然没有停止，最终使这所神庙被迫关闭了一年。

后来安贝卡认为试图弥合贱民与其他种姓之间的鸿沟已几无可能，即于1935年10月13日在离纳西迦不远的伊沃拉镇（Yeola）召开会议，探讨未来的行动路线。在这次大集会上，安贝卡细数了不可接触者在各个领域的窘况，以及在印度教传统中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进而指出现在应该决定弃绝印度教，再去寻找其他可以给他们以平等、安全与公正待遇的信仰。最后，他说道：“我生而为印度教徒是我的不幸，我无力阻止这一事实，不过，我向你们保证，我去世时不会再是印度教徒。”[21]

当安贝卡博士声称要放弃印度教之后，当时许多宗教派别如基督教、穆斯林与锡克教的宗教领袖乃至政治家，都试图争取安贝卡加入他们自己的宗教，以争取他背后庞大的贱民信众。对此，他都毫不迟疑地一一回绝了。这年的年底，意大利籍的光明怙法师特意来到印度，到孟买拜访安贝卡，竭力劝说安贝卡皈依佛教。在后来的一次公开访谈中，光明怙说安贝卡对佛教印象很深刻，希望带领全体达利特人改宗佛教。次年，光明怙在锡兰出版了一本名为《佛教将使你获得自由》的小册子，以此献给印度受压迫的阶级。

在后来参加的会议与活动中，安贝卡都会细数印度教及种姓制度对贱民的迫害。在1936年5月底的一次大会上，安贝卡谈到他放弃印度教的原因：“印度教对我的道德良知缺少吸引力，它对我的自尊没有吸引力”，进而指出“宗教是为人，而非人为宗教”。最后，安贝卡又援引佛陀临终前对阿难说的话：“做你自己的明灯，不要将自己付诸外在的庇护。以真理为灯，向真理寻求庇护，不要向其他人寻求庇护。”

“饥饿是最大的疾病”，佛陀如是说道。意识到贱民不仅遭受饥饿之苦，更忍受种种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安贝卡决定放慢自己皈依其他宗教的步伐，先将主要精力放在改善其追随者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待遇上面。此后，他便持续不断地努力利用各种途径和手段，致力于改善和提高贱民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地位。1936年8月，安贝卡成立独立劳动党，以便于为贱民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1942年7月，安贝卡在那格浦尔召开全印度受压迫阶级会议，成立“表列种姓联盟”（Shceduled Castes Federation），意图让贱民成为印度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决定因素。但经过数年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列种姓联盟在1945年的选举中严重受挫。

1947年，安贝卡被任命为独立后印度第一届政府的司法部部长，又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是印度宪法中大部分内容的作者，被称作印度宪法之父。不过，安贝卡试图改革社会和种姓制度的希冀并没有获得实现。此外，安贝卡在马哈拉斯特拉邦做过多年的司法部长。在身居其位时，曾试图完全改造印度民法，以消解种姓制度，同样因为传统势力的强烈反对未能如愿。

二 佛教皈依之旅

1951年，安贝卡因为对尼赫鲁的印度教改革法案、克什米尔问题等问题不满，尤其是他的改革印度种姓制度的计划遭到印度教传统势力和锡克教徒的强烈反对，辞去司法部长之职。这也意味着他通过诉诸政治参与改善贱民地位的多年努力遭到失败。

不过，自1950年以来，安贝卡与佛教的关联越来越密切。这一年，他要求其追随者庆祝佛陀诞辰活动，他本人则参加了在新德里的庆祝活动。在这次集会上，安贝卡声称：“贱民不可能爱印度教，因为这一宗教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利。”

同年，他以《佛陀及其宗教的未来》（Buddhaandthefutureofhisreligion）为题在加尔各答毗舍佉月份的《大菩提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首次总结了他的佛教思想。他在文章中声称，他之所以选择佛教，是因为发现佛教是理性的、科学的，是解脱、平等与友好的化身与浓缩。

1951年5月25日，安贝卡以观察员的身份到科伦坡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简称世佛联），先出席了在坎迪（Kandhi）佛牙寺举行的大会开幕式。在斯里兰卡期间，他以“佛教在印度的兴衰”为题，在佛教青年协会（The 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总结说：佛教或许在物质层面上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始终在印度延续。从斯里兰卡回到印度后，安贝卡无论在哪儿都喜欢谈论佛教，它过去的荣耀，以及未来的景象。这年9月，安贝卡在孟买的日本佛寺明确宣布，他将竭余生之力在印度复兴、弘扬佛教。

在德里参加大菩提学会举行的佛诞庆祝活动时，安贝卡发表了声明：如果其他的印度教社团不合作，那么，我们这些表列种姓的成员将自寻出路，重新在这个国度恢复佛教昔日的荣耀与声誉。同年为了教化指导其追随者，他出版了《佛陀赞歌集》（BuddhaUpasanaPatha）。这是一部含有佛教智慧精华的佛经选辑。在《大菩提学会杂志》4—5月号，安贝卡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对印度教妇女的浮沉负责》（TheRiseandFallofHinduWomen，WhowasResponsibleforit）的文章，在文章的结语中，他指出佛陀曾经努力培养妇女的技能，把她们放在与男人同样高的地位。

后来，安贝卡在孟买创建了第一所佛学院——悉达多学院，得名于佛陀个人的名字。另外，他还想成立一个研究所，以探讨印度绚丽的佛教艺术与文化。作为尝试，他选择奥兰迦巴德（Aurangabad），即马拉特沃德（Marathwada）腹地的一处佛教故地，创办弥兰陀弘智学院（Milind Maha Vidyalaya），弥兰陀是一位国王的名字，于公元前2世纪在旁遮普建立过希腊王国，后来皈依了佛教。在佛教传统中，弥兰陀的名字常与比丘龙军联系在一起，安贝卡对这位具有哲学家气质的国王与其导师非常敬重，因此又将学院的区大校园名为“龙军园”（Nagasena Vana）。1951年9月1日，时任印度总统的拉詹陀罗·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应邀出席学院开工典礼。

到1954年，安贝卡皈宗佛教的迹象愈益明显，他时常与佛教僧侣和学术团体保持密切交往。这年5月，他去缅甸参加佛诞庆祝活动，在那里待了两周的时间。6月，安贝卡在班加罗尔开办佛学研讨班，培养在印度弘扬佛教的僧侣，这透露出他的意图与倾向。10月3日，安贝卡在英国BBC广播台声称：“我自己的社会哲学思想可以用三个词来阐明，那就是解脱、平等与博爱。我的哲学根植于宗教，而非政治学，这是从我主佛陀的教义中获得的启示。”

11月的第一周，安贝卡再赴缅甸，参加在仰光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佛教徒联合会议，他在会议上致辞：“我不得不怀着万分痛苦的心情说，在伟大的佛陀诞生地，他的宗教已经消亡了。”[22]稍后，他把自己在印度复兴佛教的计划作了一个简单的陈述，并强调说无量众生要依靠光明生存，对佛教圣地的整治或可有裨于佛法之传播及其在印度的复兴。

在缅甸期间，安贝卡还到曼德勒参观，到索尼博士（R.L.Soni）那儿做客，待了一周时间。索尼是印度旁遮普人，早在1929年就来到缅甸定居，在此皈依佛教后，他创办佛教文化研究所，大力复兴佛教。正是在曼德勒，安贝卡做出富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在1956年正式皈依佛教。与索尼博士的往复论谈，促成他正式走入佛门。在索尼的第五天，他声称：“我已经做出最后的抉择，我将与我的追随者于佛陀诞生的第二千五百年，即公历1956年，正式加入佛教中，你知道这个消息会很高兴吧。”[23]

从缅甸回国后，安贝卡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于1955年6月重组并注册印度佛教学会。这年11月，他把自己在仰光得到的一幅佛陀画像，悬挂在普纳德胡路由其追随者建造的一所佛寺中，并在这次集会中表明了他在一年内皈依佛教的计划。

三 安贝卡在1956年

1956年5月，安贝卡又在伦敦的BBC电台发表谈话，内容涉及他为什么喜欢佛教、佛教对世界有什么用处、佛教目前的状况等。同月，安贝卡出版了他的具有纪念意义的著作《佛陀与他的法》（Buddha and His Dharma）。5月24日佛诞日，安贝卡在孟买纳莱公园的公共集会上宣布，他将在10月皈依佛教。

此后，他经过深思熟虑，最终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选定了日期，他邀请到最尊贵的大长老——拘尸那迦的昌德拉摩尼法师，于10月14日在那格浦尔引领他走向佛陀的至福之教。这一天是法王的吉祥日子，阿育王即是公元前262年的同一天皈依佛教，宣称此后他将用爱与劝谕替代武力来征服民众。至于选择在那格浦尔举行这次盛大的皈依仪式，安贝卡自己声称：“那些研究过印度佛教历史的人都知道，首次将佛陀的宗教广泛传布的是那迦人。正是那迦人把佛陀的宗教传遍到世界各地。显然这些人居住在那格浦尔。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流淌着一条名为那迦的河流。那迦人似乎就住在河的岸边。这是我把这一盛大事件选择在那格浦尔的主要原因。”[24]

为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皈依，安贝卡专门在夏尔丹难陀平原（Shardhanand Peth）的跋钦研究所（Vaccine Institute）附近选择了一片面积大约14英亩的空地作为场地。在会场北面布置了巨大的帐篷与讲坛，讲坛上饰以花束及五色佛旗，并用白布隔成数排，另外还矗立起一座桑奇大塔的复制品。

10月14日拂晓，几十万男男女女，身着参加皈依仪式的白色衣袍，涌入那格浦尔市，他们从马德拉斯的各个地方乘坐火车或汽车,甚或徒步跋涉百余英里汇聚于此。成群成队的人们手持佛旗走向皈依之地。到上午9点，近40万的人群已经到达预定的地点，汇集成人的海洋。

当安贝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他们对这位无冕之王发出热烈的欢呼。安贝卡身着白色服装，腰里系着白色丝绸带，坐在印度最年长且资历最深的昌德拉摩尼长老（U.Chandramani Maha Thera）旁边。第二排就座的是大菩提学会的秘书长天爱·师子鬘，还有印度佛教学会的领导成员。

9点40分，皈依庆典仪式开始，80岁的昌德拉摩尼长老依照巴利传统，为安贝卡及其妻子举行三皈依仪式，他们站立在庄严、神圣的佛主像前，三次以巴利语念诵：“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三皈依诵之后，又继之以五戒诵。然后，他们又用马拉提语如是重新念诵。接着，他们又在佛像前三次击掌发愿，并为佛陀献上白色莲花。这样皈依仪式就算结束了。当安贝卡皈依佛教正式宣布之后，汇集在那里的人海爆发出震山的掌声与呼喊：佛主胜利！爸爸萨海巴·安贝卡胜利！最后，参加庆典仪式的嘉宾师子鬘等人为安贝卡献上花鬘。

那格浦尔庆典仪式标志着安贝卡朝圣之旅的终结，安贝卡以佛教徒身份，动情地向在场的人群说道：“1935年，我开始抛弃印度教运动，此后经历过不断的斗争。这次改宗带给我巨大的喜悦与无法想象的幸福。我感觉好像已从地狱中解脱出来了！”[25]

然后，安贝卡呼吁在场的人们站立，准备皈依佛教。于是人们众口一词，以高昂、悦意之音跟随安贝卡念诵三皈依、五戒诵。紧接着，他又带领大家念诵事前特意准备好的“二十二愿”，以确保其追随者彻底抛弃旧宗教成为一个完好的佛教徒：

（1）我不相信梵天、毗湿奴和湿婆，我不崇拜他们；

（2）我不相信被视为神灵转世的罗摩和克里希纳，我不崇拜他们；

（3）我不相信高利、象头神和其他印度教神祇，我不崇拜他们；

（4）我不相信神灵转世；

（5）永不相信佛陀是毗湿奴的转世，我认为这是疯狂的说教和错误的宣传；

（6）我不做希拉塔（Shrāddha,传统印度教祭祖仪式）及宾得（pind,印度教供品）；

（7）我不做违背佛教原则之事；

（8）我不许可仪式由婆罗门主持；

（9）我相信人人平等；

（10）我尽力建立平等；

（11）我遵循佛的八圣道；

（12）我遵循佛讲的十波罗蜜；

（13）我慈悲所有的众生及保护他们；

（14）我不偷盗；

（15）我不说谎；

（16）我不犯淫罪；

（17）我不接触酒、毒品等有害物；

（18）我竭力践履八圣道，在日常生活中行慈悲；

（19）我放弃不利人类并阻碍人类前进的印度教，因为它建立在不平等之上，我接受佛教作为个人的宗教；

（20）我坚信佛教是唯一正法；

（21）我认为我信奉佛教后获得了重生；

（22）我庄严宣誓从现在起遵从佛教正法。

次日，又有大量的人群聚集而来，倾听他们的解放者振聋发聩的号召。在讲话之前，先举行了另一场皈依仪式，又有十万之众的男男女女加入佛教信众之列，他们因为迟到而错过了前一天的初始皈依仪式。同样的仪式完毕之后，安贝卡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讲，他追溯了历代下层被压迫阶层的痛苦历史，为缓解他们的痛苦他终生所做出的斗争，以及他为何在各种宗教中选择了佛教。述及这次改宗的原因，安贝卡说：“人们不能只靠面包而活着，他有思维，因而也需要思想的资粮，宗教滋润人们的理想，驱使其行动。印度教冲刷掉被践踏阶层的热情，这是为什么有必要改宗我的信仰而皈依佛教的原因。”他又接着说道：“印度教社会根植于种姓制度，这是不平等的代名词。对被压抑与被压迫的阶级而言，这种宗教除了奴隶与农奴，一无所有。继续困守其中，对我们了无裨益。我们的解脱只能依靠佛陀的宗教，它是基于平等与普世的兄弟友爱。”[26]

这次盛大的改宗盛典结束后，安贝卡获得极大的解脱。他在10月31日写给师子鬘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这种感觉，并谈到佛教皈依运动结束之后他的安排与设想，尤其强调对弘法僧团的培养与计划：

我们得考虑向改宗民众传播佛教知识的途径与具体方法，他们已接受了佛陀的教法，且将会根据我的言辞来奉行。我们应毫不迟疑地训练大批向民众传授佛法的专门人才，而从事这一事业的最合适人选乃是比丘众，他们拥有的威望非居士所能比拟。

以我的判断，比丘众应该会乐于觉知需要他们完成的宏大使命。他们唯一克服的困难，是忽视对民众语言的学习。恐怕僧伽得调整其观念，即从原来的遁世者转变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传播中的社工和传教士身份。正如我先前告诉过你的那样，今天的比丘即不应是阿罗汉，也不应仅是有用的社会成员。这一事实必须反复灌输给他们，使他们意识到只有成为佛法的弘宣者，才能更好地供奉佛陀。

我非常赞同你关于开办类似逻辑研讨班的意见，比丘众与非比丘众在那里可以接收基本的佛教教育，学习印度的各种语言，这样他们就可以派往各地。[27]

随后安贝卡又与师子鬘谈及将要在孟买举办佛教改宗仪式：“在孟买的皈依仪式将会在十二月举办，最有可能在圣诞假期之间，这样许多民众就可以方便出行，否则就无法赶过来。在征求孟买民众的意见后，我会将具体的日期告诉你。”最后，他希望师子鬘能在大菩提学会的杂志上对那格浦尔的佛教改宗活动作全面的报道：“我希望你能在大菩提学会杂志上全面传布那格浦尔的庆典仪式，希望你能强调如下几点：第一，在皈依当天有308000千人民众改宗佛教。因为有许多人是在仪式结束后到达的，第二天又按照同样的程序举行了一次皈依仪式。第二，在1956年10月16日晚上，在昌德举行了另一场集会，又在那里举办了一次改宗仪式，约有三十万民众改宗。第三，我目前又收到来自所有地区的要求改宗的信件。”[28]

11月15—21日，安贝卡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加在此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佛联合大会，这是他首次以佛教徒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世佛联主席马拉拉斯盖（G.P.Malalasekera）博士把那格浦尔皈依描述为一次奇迹，他在15日的大会开幕式上说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奇迹的时代，我们常看到这些奇迹就发生在我们周围。我想在这里从中择取一个事例作为参照。直到数年之前，佛教几乎在其诞生之地消失。可是在前不久，似乎感觉到已出现了一个新的预兆。就在一个月前，具体说是在10月14日，我们看到一个奇迹发生了，其时那格浦尔的50万民众，在安贝卡先生的领导下，集体皈依了佛教。在世界任何宗教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形，五十万民众同时宣布成为一种新宗教的信徒。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其深远影响已经开始显示出来。它成为一系列连锁效应的动力，每天都有自次大陆众多遥远而辽阔地区传来的新消息，无量男女众生正在追随这一鼓舞人心的潮流。诸如此类的事件使我们充满喜悦与希望。”[29]

受那格浦尔奇迹鼓舞，世界佛教大会希望听到安贝卡本人关于佛教当前面临诸问题的意见，尤其是如何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应他们的要求，安贝卡在20日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佛陀与马克思》的演讲，提出佛教能够满足优秀宗教应有的25个特点，其殊胜之处在于能够确保自由、和平、平等、快乐与友爱等重要的价值观。其富有鼓舞性的演说持续了一个小时，他最后总结说：“不必为共产主义的成功所诱惑。我非常自信，如果我们都能够有佛陀十分之一的觉悟程度，我们就可以通过爱、公平与友善达到同样的结果。”[30]

尽管从尼泊尔返回时安贝卡已经积劳成疾，他仍然继续去朝拜佛教胜迹。11月23日，他在大菩提寺参加敬拜活动，又在当天晚上乘火车至鹿野苑，在新落成的僧寮中住了三天。25日，他向来自各个国家的一百五十余名僧侣发表演讲，号召他们更庄严地在印度从事佛化事业。然后，他参观了鹿野苑的遗迹、佛塔林，以及根本香舍寺的敬拜活动。27日晚，他在去拘尸那迦的路上又乘飞机去了乔罗坎普尔（Gorakhpur）。在神圣的佛陀涅槃寺举行完敬拜活动，安贝卡于29日晚回到德里。次日，他主持了表列种姓联盟会议，决定终止表列种姓联盟，将其改组为印度共和党。

12月5日，安贝卡要求把《佛陀与其教法》（BuddhaandHisDhamma）的前言与引论交给他，他准备在当天晚上对其做些研讨。可是这一工作并没有完成，他在6日凌晨于睡梦中悄然离世。

安贝卡突然去世的消息令全世界感到奇怪与震惊。全印度人民都为安贝卡的意外去世深致哀悼，其追随者更是陷入不知所措的窘境中，他们就如同失怙的幼儿，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去行动。经过细致商讨，12月7日，安贝卡的遗体被同在德里的阿法法师运回孟买，在那里依照佛教荼毗仪式火化。五十余万民众来参加其葬礼，此种规模在孟买前所未有。安贝卡原计划于16日在孟买举办大众皈依仪式，为实现其遗愿，有十万民众要求加入佛教团体，他们在火化现场自发地跟从阿难法师接受三皈、五戒仪式。

安贝卡发起的佛教改宗运动对印度社会新秩序的贡献功勋卓著，尽管他没来得及实现所有的理念，不过，表列种姓或不可接触者在所有公共机构中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直到他们被完全整合进社会为止。在教育领域，在政府机关的职位分配等方面，他们也享有若干特权。后人为了纪念安贝卡，在孟买市中心、新德里的国会议事堂前设立了他的铜像，作为对他的永久怀念。

安贝卡的遽然去世给印度的佛教复兴运动带来了巨大损失，数量巨大的印度贱民并没有像安贝卡在世时那样踊跃皈依佛门，而且已经皈依佛教的贱民也因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趋于分裂，且失去前进的方向。后来的贱民皈依佛教运动主要在两个邦进行，即安贝卡出生地马哈拉斯特拉邦和北方邦。在北方邦弘扬佛教的主要是觉喜、慧义法师及他们的追随者。慧义于1960年从佛子学校退休，迁居于诃利德瓦尔（Haridiwar）的一处静修林，并转向雅利安社，从事全印度的吠陀祭祀活动。他去世后按照雅利安社社员的仪式入葬，他创办的佛子学校的归属权也出现争议。其追随者鲍吉·提婆·穆迪德（Bhoj Dev Mudit）不得不另外建立了一所学校。拉詹陀罗那特·阿海尔瓦（Rajendranatha Aherwar）在坎普尔是一位达利特族的重要领袖，他加入印度共和党，并与其家人于1961年皈依佛教。1967年，他建立印度佛教联合会（Bharatiya Buddh Mahasabha）的坎普尔分支，经常在当地举办会议以弘扬佛教，如向世人提供佛教婚仪或人生纪念日庆典，还在佛诞日、安贝卡的诞日与忌日，以及安贝卡的皈依日，举行庆典仪式。

现代印度佛教徒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从古代佛教秘密流传下来的印度本土佛教徒；第二类是从周围邻近国家转徙至印度的佛教徒，如1959年追随达赖流亡印度的藏传佛教徒；第三类是受大菩提学会的佛教复兴运动的吸引而皈信佛教者；最后一类是追随安贝卡改宗佛教的表列种姓。其中第四类占了印度佛教徒的绝大多数，几乎超过了90%，其中又有84%生活在马哈拉斯特拉邦。由此可见，是安贝卡再次让佛教在印度真正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宗教。他是印度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最伟大的先驱。

第八节 佛教作为文化与学术

经过欧洲诸国考古学家、探险家与学者的努力，佛教作为印度古代最为丰厚、最为灿烂的文化遗产之一，绽放出新的光辉。而且，这种在不断的探究中愈发耀眼、辉煌的文化光辉，使得印度在整个亚洲中的文化地位益发凸显，并在很大程度激发起上至印度政治领袖、文化精英，下至普通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不管是把佛教作为宗教文化异端，还是印度正统文化的分支，印度教徒占绝对优势的现代印度社会都不得不对佛教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让它在现代印度社会中扮演多重的角色。如前所述，它可以被政治家作为发动民众获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政治资源，也可以作为外交家发展对外友好关系或者谋取外交利益的重要媒介或砝码，还可以作为宗教改革家可资利用的宗教思想源泉。而对印度下层的不可接触者而言，佛教或许可以成为他们争取种族平等、改善生活状况的重要寄托与希望。总之，自20世纪初开始，佛教的意义与价值就得到了不断的揭示与发掘，终于在1956年借着庆祝佛教涅槃2500周年之机，佛教在印度的影响力与声势达至巅峰状态。在佛教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继承过程中，佛学研究成为推动佛教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

一 佛教文化遗产的继承

1947年8月15日，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独立之后的印度百业待兴，为了增强国家凝聚力，整合印度民族、宗教、文化、语言等社会资源，印度国民代表大会在举行制宪会议，商讨印度的国旗与国徽设计方案时，把注意力转向佛教与印度最伟大的帝王阿育王。在以时任总统拉詹陀罗·普罗萨德博士与制宪委员会主席安贝卡博士的主导下，经过反复商讨，印度国旗设定为长方形，长宽之比为3∶2。全旗由橙、白、绿三个相等的横长方形组成，正中心有一个含24根轴条的蓝色法轮。法轮是阿育王修建于佛教圣地石柱柱头的狮首图案之一，人们一般称为阿育王法轮，它象征着真理与道德，也代表了印度古老的文明。在设计国徽时，孔雀王朝阿育王石柱顶端的石刻给设计者带来灵感，以之为基础，最终将国徽设计为圆形台基上站立着三只金色的狮子，象征信心、勇气和力量。不管是国旗还是国徽，都有非常明显的佛教元素。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对佛教文化的全面继承与弘扬在50年代全面展开，在1956年庆祝佛陀涅槃2500周年时达到高峰阶段。1956年对印度而言，是一个洋溢着希望、和平与慈爱的佛教文化年。为了组织好系列庆祝活动，印度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家级别的委员会，副总统的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博士担任委员会主席，北方邦首席部长桑布尔南多博士（Dr.Sampurnanand）、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克里希纳·辛诃（Sri Krishna Sinha）、阿萨姆邦的首席部长夏玛（Shri S.D.Sharma）、锡克教的玛哈拉贾·古玛尔（Maharaj Kumar）、拉达克的首席喇嘛古萨卡·巴库拉尊者（Ven.Kushak Bakula）、印度总理尼赫鲁等人担任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一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印度政府组织了长达一年的庆典活动。德里作为印度首都很自然地成为庆祝活动的主要场所，在这时举办的系列活动包括以下几项。

1956年5月23日，国家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新德里雷兹路埋下佛陀纪念碑的基石，并将雷兹路曼迪尔路佛陀寺后面辟出一片空地建设佛诞公园。

5月24日，在拉姆利拉广场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印度总统拉詹陀罗·普罗萨德担任这次集会的主席，他在这次集会上发表讲话：“在庆祝佛陀涅槃2500周年这个吉祥的时刻，我向我的国民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致以祝福！对所有信奉德行至上、神智优异超乎世俗与无常的人们而言，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在这片土地上，佛陀为了寻求真理经历过严苛的苦行，后来他又将绝对的包容与普世的和平福音向世人传播，此时此刻，这儿的人们正体验着殊胜的欢悦。”[31]此后，他又宣布印度政府将在德里大学设立佛学研究教授席位，以纪念佛陀涅槃2500年，著名佛教研究者P.V.巴帕特（Bapat）被任命为德里大学首位佛学研究教授。

11月3日，佛教艺术展在新德里开幕，此后又将这一展览在其他大城市延续。

11月17—18日，召开国际佛教研讨会。

整个活动中还包括一系列出版物、电影与纪念邮，其中出版物包括《佛教2500年》、《佛教重要遗址画册》、《阿育王碑铭集》、《天城体三藏》，电影为依据印度的雕塑与绘画，拍摄展示佛陀一生的文献纪录影片，邮票为一套联合纪念邮票。除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印度政府又投资一千万卢比，用于保存、修复与更新佛教胜迹。

在持续一年多的系列庆祝活动中，全印度各地举行了数千次的庆祝活动，用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称颂佛陀功德的著作与文章连篇累牍，新闻报纸与杂志更把佛陀与佛教作为讨论的中心话题，全印度的广播整年都在播放着各种关于佛教的活动、谈话与戏剧。两部关于佛教历史的印地语电影也在这一年先后放映。安贝卡更通过唱片公司发行了两种巴利语的三皈、五戒的盘片。大菩提学会则在佛教的各个圣地举行了更具神圣性与宗教意味的活动。佛教圣地重新整治、修葺一新，道路重新整修，休息室、餐厅与相应的主题公园渐次建成开放。全印度人民借着佛陀涅槃纪念活动，使佛陀精神与佛教文化遗迹焕发出全新的面貌。

对印度佛教徒而言，1956年还有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先是此年2月，原藏于英国博物馆的目犍连子帝须等九位高僧的遗骨被迎请回印度，后分别被供奉于锡兰与桑奇寺；最盛大的佛教活动是发生在这年的10月14日，安贝卡带领五十万不可接触者集体皈依佛教。

在佛陀涅槃庆祝活动中，印度的政要、宗教领袖、社会改革家、文化精英与知识分子纷纷通过演讲、文章、论文与著作，从不同角度揭示佛教巨大的文化价值与宗教意义，即便是传统的印度教徒，也试着从印度宗教文化的整体角度，探讨佛教与正宗印度教文化的兼容性，诸如佛陀乃毗湿奴化身，佛教的一切教义都是源自于吠陀与奥义书。正如研究印度近现代佛教的D.C.阿歇尔所言，近现代以来整个印度社会对佛教采取了一种包容与友善的态度。[32]这一点从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身上得到很好的说明。

尼赫鲁（1889—1964）出生于阿拉哈巴德，早年即对佛教有所了解。他说：“早在孩童时期，佛陀的故事就深深吸引了我，年轻的悉达多经过内心反复的斗争，克服种种内心的疼痛与折磨，最后达至觉悟。爱德温·阿诺德的《亚洲之光》成为我最喜爱的书籍。在后来的岁月中，当我反复在我们省旅行的时候，我喜欢参观诸多与佛陀传说相关的圣迹，有时为了这一目的而特意绕道而行。”[33]

1931年，尼赫鲁开始参与佛教运动，支持大菩提学会根本香舍寺师子鬘的工作，多次参与该寺在鹿野苑组织的活动。后来，尼赫鲁还参加过两次寺院的周年庆典仪式。1949年，舍利弗与目犍连的遗骨被迎请回印度，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亲自到加尔各答王府（Raj Bhavan）接收灵骨，并在随后举行的大众集会上倡议，要对其善加保存。事后，他敦促印度政府各部门在将灵骨送往印度各邦及国外巡展时做好安保工作。当灵骨被迎请至德里时，他特意来到新德里的佛寺表达他的崇敬，后又在灵骨送往拉达克巡展时，携其女儿英迪拉·甘地女士去礼敬致别。

1952年11月，舍利弗与目犍连的灵骨被迎请至出土处的桑奇，印度政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尼赫鲁与缅甸总理、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共同出席了这一活动。在庆典仪式上，尼赫鲁声称，他看到佛陀教化的道路通向进步与繁荣，并将这种觉悟作为他一生的使命去唤醒大众。他认为灵骨回归事件有着深刻的意义，只有在人们心中构建起一座活生生的寺庙来照亮古代的记忆，并用以指导这喧嚣的世界，其深刻的意义才会彰显出来。作为演讲的结语，尼赫鲁说道：通过这次集会，一颗种子将会开花，并将福音传播开去。

1956年的佛诞2500周年庆典仪式是尼赫鲁为佛教所做的最重要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作。此年5月23日，尼赫鲁在新德里雷兹路为佛陀纪念碑埋下奠基碑，并发表声明说：“2500周年佛诞庆典是佛陀回家的标志。”正是因为尼赫鲁对佛陀的尊重与虔诚，使得富有历史意义的佛诞庆典活动能以一种适宜的方式举行。1963年2月24日，尼赫鲁出席德里贝拉路拉达克寺的落成庆典仪式，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佛教活动。

在近现代赞助佛教复兴的印度教徒中，印度民族资本家塞特·朱戈尔·奇梭·博拉（Seth Jugal Kishore Birlw,1881—1967）对佛教复兴事业的支持亦不可忽视。博拉是拉贾斯坦邦比拉尼市（Pilani）著名的工业资本家与慈善家，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倾力支持印度教的各项宗教事业时，对佛教在印度的复兴活动也大力支持。1934年，他在鹿野苑建立了一座华丽的僧舍，为到鹿野苑（Isipatana）巡礼圣迹的僧人提供了很大方便。后来他又在摩诃迦耶与拘尸那迦兴建了两座法寮，供僧人休息之用。1939年，博拉为大菩提会在新德里出资兴建了一座佛教寺庙，又为大菩提会在加尔各答建设的大菩提会福利之家捐资25000卢比。除此之外，他也通过其他途径支持大菩提会的工作。1937年，伯拉还出资支持达摩难多·[image: ]赏弥在孟买的帕莱尔兴建大众寺（Bahujana），于1940年出资在孟买的沃里（Worli）修建了一座日本寺庙。

尼赫鲁与博拉代表了现代印度政治领袖与社会精英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为印度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与佛教文化遗产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空间。

二 佛学研究的复苏与繁荣

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着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佛教遗迹的发掘与佛教传统的研究，印度本土的知识阶层与文化阶层也认识到了佛学研究的必要性以及佛教文化传统的多方面价值。如果说近现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是受佛教神智学会、大菩提学会等外部势力影响出现的，那么，这一时期的佛学研究同样是受英国、法、德等欧洲国家佛学研究的影响所致。早期的印度佛学研究者，如前面提及的拉詹陀罗拉尔·密特拉、哈拉·布拉萨德·夏斯特里、萨拉德·昌德拉·达斯等人，都是首先从参与英国学者组织发起的相关活动而开启其佛学研究生涯的。凭借他们的语言优势、对佛教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印度宗教文化传统的深度熏习与体验，印度知识阶层、文化精英在佛学研究各个领域取得丰赡的成就，从早期梵本佛典的收集与整理，再到后来巴利佛典的翻译与研究，从佛教圣典丛书（Buddhist Text Series）的刊刻，再到后来盖格沃德东方丛书（Gaekwad's Oriental S.）等系列佛学研究丛刊的出版，印度的佛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加尔各答大学、泰戈尔国际大学、巴罗达的盖格沃德东方研究所、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普纳的佛古圣学院，以及建国后成立的那兰陀巴利语学院、德里大学佛学研究系等，都是20世纪以来印度著名的佛学研究中心。

（一）加尔各答大学的佛学研究

在近现代印度佛学研究机构中，创建于1857年的加尔各答大学是最为重要的佛学研究中心，从19世纪末开始，此地就汇集了一批优秀的佛学研究者，如哈拉·布拉萨德·夏斯特里、萨拉德·昌德拉·达斯、[image: ]赏弥等人都曾在这里任教。继他们之后，加尔各答大学的佛学研究仍然是代有其人，名家辈出。

萨迪希·昌德拉·维第耶普扇（Satish Chandra Vidyabhusan）是创建佛教圣典学会的S.C.达斯的学生兼同事，精通梵语与印度逻辑学。1879—1900年，他曾协助达斯编辑《藏英辞典》，1893年他被孟加拉国政府借调到佛教圣典学会，主持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梵语佛教经典。1901年，维第耶普扇成为加尔各答大学首位巴利语学硕士学位获得者，又于1910年赴锡兰在益智佛学院的院长苏芒迦罗大长老的门下学习了六个月。返回印度后，他被任命为加尔各答著名的公立梵语学院的院长，此后他全力从事印度尤其是佛教逻辑与哲学的研究。维第耶普扇早期的研究成果包括与达斯合作编辑十一世克什米尔毗湿奴派诗人乞叉曼德拉赞叹佛德的《譬喻集》（Avadana-kalpalata），以及《入楞伽经》节本。后来，他又英译迦蹉衍那（Kaccayana）的《巴利语语法》（Palī Grammar ,1907），编辑整理《佛赞集》（Buddha-stotra-sangraha）与《正理滴论》（Nyayabindu）。维第耶普扇最大的贡献在于逻辑学，他发表了多篇关于陈那与龙树的文章，他编辑的《中观派之遮诠论》（TheMadhyamikaAphorisms）汇集了150余篇关于佛教哲学方面的文章。维第耶普扇于1922年出版的《印度逻辑史》（HistoryofIndianLogic）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书对大乘佛教逻辑与哲学的强调给整个佛学研究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继维第耶普扇之后，在印度从事佛教哲学研究的是同样出自加尔各答大学的巴鲁阿。贝尼马塔·巴鲁阿（Benimadhab Barua，？—1948）于1913年在加尔各答读完巴利语的学位，受英联邦提供的巴利学高端研究奖学金支持，到英国伦敦留学，于1917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巴鲁阿担任加尔各答大学的巴利语教授。1927年，巴鲁阿担任伦敦《佛教印度》（BuddhistIndia）杂志的副主编，于1935年在加尔各答创立了那烂陀明道学院（Nalanda Vidyabhavan），以教授巴利语与梵学为其宗旨。在1948年去世之前，巴鲁阿主要从事经典文本与考古学有关的研究工作，是现代孟加拉国佛教徒所熟知的重要佛教学者，其杰出成就为日渐流行的佛教经典与思想提供了牢固的根基与论证。

巴鲁阿于1921年出版的《前佛教时期的印度哲学史》（TheHistoryofPre-BuddhistIndianPhilosophy）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此书把早期佛教置于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思想与文化背景中，揭示出佛教的无所依傍与独创性。他的第二部著作是《阿什斐伽派》（Ajivikas），揭示出印度古代一场颇有影响力但后来早已消亡的宗教运动。阿什斐伽派，佛教称为“邪命外道”，是印度列国时代主张宿命论的代表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末伽黎·拘舍罗（Makkhal Gosala），他们认为整个世界是按照既定程序安排的，否定各种宗教的善恶业报说，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使人安于现状。

除佛教哲学著作外，巴鲁阿还著有佛教铭刻与历史方面的著作，如《乌代耶山与坎大山岩洞的旧婆罗谜铭刻》（OldBrahmiInscriptionsintheUdayagiriandKhandagiri）、《巴尔胡特铭文》（BharhutInscriptions）、《阿育王及其铭文》（AsokaandhisInscriptions）与《锡兰文学》（CelonLectures）等，诸如此类的著作对当时印度的佛教史研究颇有帮助。

比玛拉·车恩·劳（Bimala Churn Law，1892—1969）是加尔各答大学一位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学者，他在印度学的多个领域内诸如佛教、耆那教、历史、地理与古代印度的社会等，都曾经做过研究，先后出版著作五十五种，他的两卷本《巴利语文学史》（HistoryofPaliliterature ,1933）与《觉音的生平与著作》（TheLifeandWorkofBuddhaghosa）广为巴利文献专业的学者熟知。他编著过巴利语的《杜帕世系》（TheThupavamsa，1935）、《达陀世系》（TheDathavamsa，1925）、《佛本行藏》（Cariyapiaka，班达加罗尔东方丛书，第4卷），其中后两种都是天城体重新编排，并附英文翻译。他的学术专著有《大事研究》（StudyofMahavastu）、《佛教文献中的女性》（WomeninBuddistLiterature）、《佛教中的心智概念》（TheBuddhistConceptionofSpirits）、《早期佛教与耆那教经典记述的印度》（IndianasdescribedinEarlyTextsofBuddhismandJainism）、《佛教视野中的天堂与地狱》（HeavenAndHellInBuddhistPerspective），这些都显示出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他还英译了《佛陀世系》（BuddhaVamsa [34],1940）与《夏萨那世系》（Sasanavamsa ,1952）。在佛教研究方面，比玛拉还分别专书探讨古摩揭陀国的舍卫城、王舍城、[image: ]赏弥等重要的古城。除前述诸书外，比玛拉的《古代印度的部落》（TribesinAncientIndia）与《印度的山脉与河流》（MountaionsandRiversofIndia）、《古代印度历史地理》（HistoricalGeographyofAncientIndia）对于了解古代印度是非常有用的著作，他还有一部三卷本的论文集《印度学研究》（IndologicalStudies）。总的来看，比玛拉所有著作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即是充分细致地利用参考文献与著作，将其论点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

那里那乞叉·杜特（Nalinaksha Dutt）博士继巴鲁阿担任加尔各答大学巴利语系主任。他的《大乘佛教面面观及其与小乘佛教之关系》（AspectsofMahāyānaBuddhismanditsRelationtoHinayāna ,1930）非常清晰地揭示出佛教从早期的佛陀教化发展到后期富有深奥哲学教义的历程。他还编辑整理了梵本《五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1934），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发现与整理了大量的吉尔吉特写本，后来将其分成八卷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佛教经典有《三昧王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毗奈耶事》（有残缺）。他对《毗奈耶事》的发现与整理尤其值得注意，即揭示出梵本毗奈耶与巴利毗奈耶之间的关系与年代。杜特还著有两卷本的《早期寺院佛教》（EarlyMonasticBuddhism），其可读性强，颇受人称誉。他还出版了《阿毗达磨俱舍音义析论》（Sphutārthā-abhidharma-kosha-vyākhya）的前三章。另外，他还利用中亚出土的写本编辑整理了《妙法莲华经》。

此后，加尔各答大学出现了数位佛教研究者，查格拉瓦尔帝（N.P.Chakravarti）曾担任考古系的主任，著有《梵本优陀那品》（L'UdanavargaSanskrit，Paris，1930）。萨德可里·穆克纪（Satkari Mookerjee）著有《佛教哲学通诠：陈那学派批判实在论详解》（TheBuddhistPhilosophyofUniversalFlux：AnExpositionofthePhilosophyofCriticalRealismasExpoundedbytheSchoolofDignāga，1936）、《佛教哲学之非绝对论：不一论派的批判研究》（TheBuddhistPhilosophyofNon-absolutism：ACriticalStudyofAnekāntavād）、《佛陀哲学滴论》（Bauddhadar[image: ]anabinduh[image: ]）等佛教哲学方面的著作，他与大菩提学会的法宝法师合作完成了觉音的《阿毗达磨藏分别说迷惑冰释名论事》（Abhidhammapi[image: ]akeVibhan·gappakaraṇa-pāliyā Sammohavinodanī nāmaA[image: ][image: ]hakathā）。另外，他对弥曼差派的量论哲学和吠檀多哲学亦颇有研究，并有专著行世。

苏库马尔·都德（Sukumar Dutt）著有《早期佛教僧团》（EarlyBuddhistMonachism ,1924）、《佛陀及其身后五百年》（TheBuddhaandfiveafter-centuries）、《佛教僧人与寺院——其历史与对印度文化之贡献》（BuddhistMonksAndMonasteriesofIndia：TheirHistoryandTheirContributiontoIndianCulture）等都是高水准的著作。

（二）印度国际大学

印度国际大学，或称维斯瓦巴拉蒂大学（Visvabharati），是印度文豪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于1921年12月23日创立于圣蒂尼克坦的一所致力于传播、交流印度和东方思想的综合大学。缘于泰戈尔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重视，国际大学的佛学研究以梵汉佛典的比较研究颇有成就，师觉月、戈克雷、巴帕特等一大批现代优秀的佛教学者都曾在此任教或从事佛学研究。

早在19世纪90年代泰戈尔在其作品中就利用佛教传说与故事，创作出富有感染力与多姿多彩的抒情诗、民谣、戏剧与舞剧，他把佛陀视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多次表达对佛陀言语、成就与人格的仰慕与崇拜。后来，他读到查鲁·昌德拉·鲍斯（Charu Chandra Bose）用孟加拉国语翻译的《法句经》，即专门撰文盛赞其书，认为它把早期佛教的要义与传说展现给现代的印度大众。受泰戈尔的影响，国际大学的佛学研究也开展得颇有声色，出现了数位优秀的学者。

曾任教于国际大学与加尔各答大学维荼塞卡尔·夏斯特里（Vidhushekar Shastri，1878—1959）也被冠以“尊中之尊导师”称号，生于孟加拉国邦玛尔达赫县。他初习梵文、因明、吠檀多哲学等，后进修汉文、藏文及巴利文，从事汉学与佛学之研究。他的《巴利语问答》是用孟加拉国语写的巴利语语法著作，又用孟加拉国语为巴利经典《波罗提木叉》作注。他还用以孟加拉国语节译了《米兰王问经》。在大乘佛典研究方面，夏斯特里还将藏译龙树《大乘二十颂论》、提婆《四百论》译为梵文，他编辑整理的藏文《因明入正理论》（Nyaya-Pravesha）、《波陀语法详解》（Bhota-prakasa ,1939）前面附有非常切实有用的导言，对学习藏文很有用处。他还整理了乔荼波陀《阿笈摩论》（Agama-shastra），并揭示出此书所受的佛教影响。他在1934年出版《佛教基本概念》（BasicConceptionofBuddhism），非常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佛教的基本义理。据说他还整理过梵本的《瑜伽师地论》，可惜后来没有出版。

在国际大学的佛学研究者中，师觉月（P.C.Bagchi，1898—1956）博士颇负盛名。他1920年于加尔各答大学获硕士学位，曾协助法国学者S.列维到尼泊尔研究佛教。1923年，师觉月到法国留学，师从列维研究佛教，学习中文，获得博士学位。1945—1956年师觉月在国际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1956年去世时为国际大学的副校长。他曾两度来华，1947年是来华讲学，1952年是作为印度文化代表团成员访华。师觉月出版过怛特罗文献的研究著作——《怛特罗研究》（StudiesinTantras.Calcutta：UniversityofCalcuttaPress，1939），不过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汉语三藏的研究。在列维的指导下，师觉月写出了博士论文《中国的佛教藏经》（LeCannonBouddhiqueenChine ,1927），核定并发展了日本人南条文雄在马克斯.穆勒指导下写的汉梵对照《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他的中国学研究成果汇集在《中国—印度丛书》（共四部）中，其中以《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最为著名。该书分为八章，分别论述中印的古代交通、佛教往来、佛教在中国、佛教文学在中国、印度艺术和科学在中国、两大文明的比较等问题。

（三）帕特查尔耶与巴罗达盖格沃德东方研究所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印度中西部巴罗达郡的盖格沃德王朝的舍耶吉饶三世大王（Maharaja Sayajirao Ⅲ Gaekwad，1875—1939）成为当地非常有势力的地方王公，他在位期间大力兴建印度教寺庙，注重印度传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巴罗达成为近现代印度一个重要的文教中心。20世纪上半叶，在这位王公的赞助下，著名佛学研究者[image: ]赏弥、帕特查尔耶等人都曾在巴罗达从事佛教研究，帕特查尔耶主持的盖格沃德东方研究所在佛教研究与出版方面颇有影响。

B.帕特查尔耶（Benoytosh Bhattacharyya，1897—1964）是怛特罗佛教研究与图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出生在西孟加拉国伯德温（Burdwan）地区的底辛（Deasin），其父为协助夏斯特里整理尼泊尔梵本佛典的哈拉普拉萨德·夏斯特里（Haraprasad Sastri），曾在佛教、梵语文献、印度古代历史与文明、孟加拉国语文学，以及古代写本整理方面做出突出的贡献。数个世纪以来，其家族作为当地著名的婆罗门班智达享有很大的声誉。帕特查尔耶是夏斯特里的第四个儿子，初在加尔各答苏格兰式的教会学院接受教育，后来分别于1917年、1919年获得梵语学士与硕士学位，后来他在达卡大学（Dacca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印度佛教图像学诸要素》（ElementsofIndianBuddhistIconography），后经修订改名为《佛教图像学》，于19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

帕特查尔耶所选择的研究领域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此前爱德华·摩尔曾于1810年出版过《印度万神殿》（HinduPantheon，1810），书中收录了大量令人困惑难解的诸神图片，阿尔弗雷德·福歇（Alfred Foucher）的两卷本《印度图像学研究》（EtudesurIconographicdel'Inde）分别于1900年、1905年出版，是当时印度图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1914年，艾丽斯·盖地（Alice Getty）的《北印度佛教诸神》（GodsofNorthernBuddhism）除了论证北印度地区的佛教众神外，还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以及日本佛教诸神都纳进去。1914—1916年，高宾那特·饶（T.A.Gopinatha Rao）所著的两卷本《印度教图像学基本要素》（ElementsofHinduIconography）以印度西南部地区的特拉凡哥尔郡（Travancore State）的造像为基础，是一部全面研究印度教图像学的专著。继上述著作之后，帕特查尔耶的这部著作更为强调印度原典中所呈现出的怛特罗佛教的本尊图像学特征。受其影响，巴特舍利（N.K.Bhattasali）以达卡博物馆的藏品为基础，于1929年完成《达卡博物馆中的佛教图像学与婆罗门教之影像》（IconographyofBuddhistandBrahmanicalImagesintheDaccaMuseum）。

在帕特查尔耶整理的著作中，《成就法鬘》（Sādhanamāla，GOS，Nos.26 and 41）与《大班智达无畏作护之究竟瑜伽鬘》（Nispannayogavalī ofMahapanditaabhyakaraGupta，GOS，No.109）中的内容涉及对佛教金刚乘诸神的描述，他将相应的内容译为英语，并佐以印度、藏地、汉地乃至尼泊尔的造像与壁画，其中包括禅定与现世佛像、文殊师利菩萨与观自在菩萨、阿弥陀佛、阿[image: ]佛、毗卢遮那佛、不空成就佛与宝生佛、阴阳诸神、顶髻诸神、女保神、诸多罗眷属、舞神、乐器等诸种造型，还有兽面神、金刚乘中的印度教诸神、九大行星、夜叉以及其他难以理解的神灵。

1924年，帕特查尔耶入职于印度中西部巴罗达州服务局（Baroda State Service），负责盖格沃德东方丛书的总编，这套丛书得到巴罗达郡的舍耶吉饶三世盖格沃德大王（Maharaja Sayajirao Ⅲ Gaekwad，1863—1939）的资助，并以其名字命名。盖格沃德东方丛书在B.帕特查尔耶指导下又刊出了不少新的佛教研究著作，如卓浦（A.B.Dhruv）编辑的《正理悟入》（Nyāyapravesha,1930）,图齐教授撰写的《前陈那时代的佛教逻辑著作》（Pre-DinnāgaBuddhistworksonlogic，1930），E.克里希那玛查耶（Embar Krishnamacharya）班智达编辑的寂护之《摄真实论》、乔什（C.V.Joshi）教授出版了《巴利语手册》（ManualofPali）等。

帕特查尔耶还负责编辑《成就法鬘》。第一卷刊于1925年，三年后刊出第二卷。在他编辑的其他经典中，还有因陀罗菩提的《智慧成就法》（Jñānasiddhi），以及无支金刚（Ana[image: ]gavajra）的《般若方便决定成就法》（Prajnopayaviniscayasiddhi），此二书以《两种金刚乘著作》（GOS，No.44）为名收录于盖格沃德东方丛书中，于1929年付梓。他编辑整理的杰作《秘密集会怛特罗》或称《秘密如来》于1931年问世（GOS，No.53），此后他又整理了《性力集怛特罗》（Saktisangamatantra），分成三卷，分别于1932年、1941年与 1947年出版（GOS，Nos.61，91 and 114）。基于上述密教文献的整理，帕特查尔耶还完成了《秘密佛教导论》（AnIntroductiontoBuddhistEsoterism，Benares：1964）。

1927年，帕特查尔耶在巴罗达担任梵语图书馆长期间，他说服舍巴罗达郡的舍耶吉饶三世盖格沃德大王（Mahārāja Sayajirao Ⅲ Gaekwad，1875—1939）把梵语图书馆改为东方研究所，后来成为印度最著名的印度学研究所。为了表彰帕特查尔耶的杰出成绩，舍耶吉饶大王授予其“王宝”（rājyaratna）与“胜智”（jñānajyoti）的称号，让其负责本郡马拉提语与古吉拉特语的出版工作。1933年，帕特查尔耶还在巴罗达组织筹办了第七届全印度东方学会议，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孟加拉国亚洲学会、普纳的班加卡尔东方研究所、比哈尔与奥利萨学会、伦敦国际神智学会与荷兰莱顿克恩研究所的协助。自研究所成立起，帕特查尔耶就一直担任所长，直到于1952年退休为止。

（四）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

1932年，拉怙维拉（Raghu Vira）创建的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在大乘佛教经典的整理与出版方面颇具特色。拉怙维拉从1937年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和印中关系史，并与中国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1938年，他写成了《〈罗摩衍那〉在中国》一书。此后，他又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学艺术，撰写了有关中国诗歌和绘画的专著。其子罗凯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受其影响，在读书时候便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和印中文化交流史。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罗凯什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在中国研究方面一位蜚声全印的著名学者。

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成立伊始，拉怙维拉即把其研究目标定位于印度地缘政治域外的印度文献，以及印度与阿富汗、中亚、中国、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缅甸及其他佛教国家的文化关系。研究院以“百藏丛书”名目出版研究著作346种合410卷，还编辑出版了108卷的蒙文大藏经，称为“蒙古甘珠尔”，超过80000页；《北京故宫藏梵语经典》有22卷，主要收集清朝皇宫中念诵的赞词与陀罗尼；《布顿文集》28卷，是布顿·仁钦珠/宝成就的著作集——《苏帕潘泊著作集》（Suvpambhanpo）9卷；《多语种佛教经典》12卷，收集同一佛典的多种文本，如《无量光经》即有梵文、汉文、藏文与蒙文四种；西藏某些珍稀历史纪年著作，如扎巴坚赞（Tsha-hpbel，1374—1432）《蒙古佛教史》，恰译师曲吉贝的传记（Chang-lo-tsa-ba Choo-rje-dpal）与《智者喜宴》（Mkhaspahi-dgah-ston），共4卷，阿底峡及其弟子仲敦巴传记等。

后来研究院又出版了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所著《西北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塔和擦擦》（印度—西藏卷一，罗马，1932）的英文版本，该书由乌玛·跋西齐（Uma-Vasci）与劳盖希·钱德拉博士（Lokesh Chandra）首次从意大利文翻译而来，该书对于研究佛教艺术、仪式与建筑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者提供研究职位，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其丰富、珍贵与独特的藏书。

（五）普纳佛古圣学院

20世纪上半叶，除了加尔各答大学之外，[image: ]赏弥长老曾经任教的普纳佛古圣学院（Fergusson College）在佛学人才培养与佛学研究中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image: ]赏弥在佛古圣学院培养了数位得意门徒。如N.K.薄伽沃德（N.K.Bhagwat）在佛古圣学院受教于[image: ]赏弥，后任孟买夏克萨维尔学院的巴利语教授，担任孟买大学出版的佛学丛书总编，用天城体出版了许多巴利语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R.D.跋德卡尔（R.D.Vadekar）教授编辑的《米兰陀王问经》，薄伽沃德自己编辑的《因缘注释》、《大史》、《长尼迦耶》、《中尼迦耶》、《长老偈与长老尼偈》、《大品》。

戈克雷（V.V.Gokhale）擅长运用藏语与汉语研究大乘佛教，他先在国际大学学习，后到德国留学，在海德堡大学研究佛教哲学时学习了汉文和藏文。回国后，戈克雷整理出版了大乘中观派圣提婆的《百字论》，以及全本的《阿毗达磨俱舍释论》（1946），还在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的杂志上发表了对其他经典的校释与整理成果。中国学者金克木在印度求学期间，还应邀与戈克雷一起校订梵本《阿毗达磨集论》。

拉贾沃德（C.V.Rajvade）年仅30岁即去世。除了协助[image: ]赏弥编辑《巴利语读本》（PaliReaders）外，其佛学研究成绩不可忽视。他首次用天城字体编辑了《中尼迦耶》中的五十部经，以及13世纪一部巴利语寺志《诃特瓦纳嘎勒寺史》（Hatthavanagalla-viharavamsa）。他用马拉提语翻译的《长尼迦耶》，尤其是第一卷，颇具学术性与敏锐的批判精神。

另外，还有担任巴罗达大学教授的乔什（Joshe）也毕业于佛古圣学院，他于1916年完成《巴利学手册》。

在佛古圣毕业的学生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在现代印度佛学研究领域居于先进之列，被后人视为学识与智慧的化身、伟大灵感的源泉的巴帕特。普鲁肖坦·维希瓦纳特·巴帕特（Purushottam Vishvanath Bapat，1894—？）于1894年6月12日出生于马哈拉斯特拉，在海得拉巴德接受初等教育，进入德干教育学会在萨特拉开办的新式英语学校读高中。1912年，巴帕特进入普纳著名的佛古圣学院（Fergusson College），受教于当时著名的巴利语教授[image: ]赏弥座下，以巴利语为主修科目，并在毕业后继续受[image: ]赏弥长老指导从事研究工作，1919年从孟买大学获得巴利语学位。

192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加入了普纳著名的德干教育学会，以其多方面的才能在学会不同的机构任职，其中之一便是在佛古圣学院教授巴利语，教学之余，其学术研究兴趣也得到陶冶。1929年，应[image: ]赏弥长老推荐，巴帕特赴美国从事《清净道论》的英译工作，在此期间他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学习了藏语与汉语。

1932年，巴帕特回到普纳继续在佛古圣学院教巴利语，1945年，他应邀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Santiniketan）创办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Visvabharati，即国际大学）从事中国佛教研究项目，他把汉语《义足经》译为英语，并研究中文《善见律毗婆沙》。《善见律毗婆沙》是一部毗奈耶藏的多卷本注释，与巴利藏的《普端严》（Samantapasadika）相对应。1953年，巴帕特接受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派遣，赴东南亚诸国如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与越南调查当时的佛教状况。1954年，巴帕特教授从佛古圣学院退休，受印度信息与传媒部之命担任《佛教二千五百年》主编。此书于1956年佛诞2500年出版，受到印度及海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并多次再版。1956年，在中印友好协会赞助下，巴帕特教授作为文化交流团的领导成员访问中国。随后，巴帕特又承担起印度佛诞庆祝系列活动的第三项任务，担任德里大学新成立的佛教研究系主任。1957年2月，巴帕特正式就职，并制订出清晰的工作纲领与细致的发展计划，在整个研究工作中，藏语与汉语研究首次得到特别关注，后来发展出博士学位课程。由于巴帕特教授的国际影响，佛教研究系也吸引了一大批国际生源。1960年，巴帕特退休，回到普纳继续其未竟的学术工作。1965—1966年，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巴帕特把先前研究过的汉语《善见律毗婆沙》译成英语。缘于他在佛学、印度学及相关领域的突出成就，巴帕特教授被选为1974年在俱卢苑大学（Kurukshetra University）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全印度东方学大会的主席。在其德里大学佛学系继任者戈克莱（V.V.Gokha1e）帮助下，巴帕特教授整理编辑了梵本德光《律经》第一章“出家事”及德光的自注，并运用藏文译本弥补梵本缺失的部分。

巴帕特编著的著作、论文与书评有163种。他曾经以天城体出版巴利语佛经《经集》（SuttaNipatta，1924）、《中尼迦耶》（TheMajjhima-nikāya，Nalanda：Bihar Government Pali Publication Board，1958，此书是他与罗睺罗、迦叶波合作完成），后来又在班达卡尔东方丛书（Bhandarkar Oreintal Series）中编辑出版《法聚论》（Dhammasangam，1940）、《殊胜义注》（Attasālinī）。另外，他的博士论文《解脱道论与清净道论之比较研究》（VimuttimaggaandVisuddhimagga：acomparativeStudies，1939）在佛教论典的研究领域也颇有影响。巴帕特曾经在欧美诸国及亚洲佛教各国学习、参访与游历，与国内外的佛学研究者交往颇多，熟悉不同历史时期佛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他认为佛学研究不能局限于单一的部派、方法与语言，比如巴利学者应该有良好的梵语基础，可以阅读佛典之外的吠陀、梵书与奥义书。这种观念与研究方法对浦那及孟买两地佛学研究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35]

除上述佛学研究机构与佛教学者之外，印度各邦还有为数颇多的佛学研究者也分别在各自的佛学研究中取得了显著成绩。诸如奥利萨邦的柏乐天教授（Pralhad Pradhana）用天城体整理出版了《阿毗达磨集论》（Abhidharma-samuccaya，1950），除了对文本进行精心校刊之外，更对内中涉及的佛教义理与名相做了细致的研究。他还依据罗睺罗收集到的写本，整理出版了《阿毗达磨俱舍疏》（Abhidharmako[image: ]abhaya，Patna：K.P.JayaswalResearchInstitute，1967），后又与日本学者樱部建合作出版《俱舍研究：界、根品》。

维底耶（P.L.Vaidya，1891—1978）教授是设在达尔潘（Darphan）的马拉提研究所的所长。维底耶用马拉提语写了一部《佛教的起源与传播》（1927，浦那），还用天城体编辑出版了《神通游戏》与《百喻经》。

来自旁遮普的哈达耶尔（Hardayar）是著名的革命家、民主斗士，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佛学研究者。1911年，哈达耶尔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佛教，但他很快就离开学校，加入印度革命活动中。1927年，他又从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回到研究工作中，进入伦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并完成了博士论文——《梵语文学中的菩萨教义》。哈达耶尔认为佛教是袪除印度社会中种姓制度等罪恶的唯一选项，他的《梵语文学中的菩萨教义》也成为该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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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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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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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汉时期，第二阶段是魏晋时期，第三阶段是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从域外佛教文化输入、中国佛教自身发展演变、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反应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以发现不同阶段佛教呈现出的特点。

一

汉代是域外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阶段。从传说佛教传入我国今天的新疆某些地区算起，佛教在汉代大约流传了300多年；从佛教进入汉代政治中心的可靠历史记载算起，也大约有220年。

汉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完备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调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结构，使中华民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规模、新气象。两汉时期，制约、诱导和影响佛教发展演变的社会因素很多，各种因素对佛教发挥作用的强度和产生影响的力度并不完全相同。大体说来，汉武帝经略西域、董仲舒学说的提出和实施、“三玄”著作、方士之术以及中土固有的一些民间宗教信仰等，或者是影响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事件，或者是持久影响中国佛教发展方向和态势的关键因素。

在佛教到来之前，中国社会还没有以共同信仰为纽带，具有共同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的社会组织。佛教在汉代的初期传播和发展，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宗教因素，彻底改变了中国宗教信仰格局和思想文化格局。

从汉代到隋唐五代，域外佛教的持续传入，始终是制约和诱导中国佛教发展演进的重要因素。汉译佛典的出现，也就是佛教思想中国化的开始。汉译佛教典籍中的思想已经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思想，已经不能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思想。尤其是在佛经翻译的开始阶段，翻译工作被认为是两种文化的相互解释、相互沟通过程，汉译典籍已经加入了中华思想要素。

在汉代，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是最主要的译经家，是他们把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小乘佛教禅法、大乘佛教的个别重要经典译介到汉地。当时人们还不能把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区分开，不能准确理解佛教整体面貌和主要精神。但是，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业报轮回等基本教义，基础的戒律规定，小乘的禅修实践，尤其是与中国儒学、道学差别较大的一些教理内容，已经给予关注。在汉代传入的大小乘佛教思想中，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社会影响最为广泛。在佛教的修行规定中，禅法修行最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安世高的禅法就形成了有师承传授的一派，并且持续流行。对佛像的崇拜也在汉代兴盛起来，大约到东汉末年，佛教造像已经为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的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汉代佛教信徒规劝帝王和贵族最常用的说辞就是强调“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等，认为只有接受佛教的这些伦理观念才能获得佛教神灵的佑护。这些说法成为以后历代佛教徒规劝帝王的共同话题。

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最初认识佛教过程中，总是把佛教与中国本土的思想、尤其是把佛教与道家思想挂上钩，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中国本土人士在佛与道之间建立最早联系时，采取了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以后的三教融通中一直采用。

东汉时楚王刘英的奉佛活动有着多方面的变革意义，他祭祀浮屠，标志着中土宗教文化格局开始出现巨变；他持守斋戒，标志着新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获得认可和接受；他供养居士、僧人，标志着佛教在中土获得了不断增厚的扎根土壤。汉桓帝有着把祭祀老子、浮屠和孔子结合起来的倾向，实际上为后世三教圣人的并列及三教融合开辟了道路。

汉代是佛教初传时期，是佛教的基本特点最初显露时期，是佛教与中华文化最初交融时期。在这个时期，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既有矛盾冲突又有相互融合，只不过在这种初期相遇阶段，彼此的冲突还不够激烈，融合还不够深入。初来乍到的佛教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原有文化从多方面做出了最初回应，可以说是以简单、朴素、直接的方式昭示了它以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大致方向。

二

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从长期分裂经短暂统一又陷入更长时间分裂的时期，这一阶段佛教最显著的特点，是初步融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融入思想领域。

这个时期的佛教输入有四个里程碑式的变化。第一，佛教界已经不满足于来什么经典翻译什么经典，而是有意识地去求取需要的典籍，根据需要请求翻译某种经典。第二，从东晋开始，经典翻译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仅仅在民间自发进行，而是逐步得到官方的重视和支持，成为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竺法护几乎与西晋王朝共始终的译经事业，几乎把当时在西域流行的主要经典都翻译过来了，种类之全、数量之多远超前代，使中国人第一次对那个时期域外流行的佛典全貌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第四，鸠摩罗什在朝廷支持下，集中了国内的众多文化精英，开辟了中国佛经翻译事业的新阶段。他的翻译事业影响之广泛，成就之巨大，后世不可企及。在隋唐佛教各宗派奉为主要经典的典籍中，在迄今为止流传最广泛的汉译典籍中，比例最大、数量最多的，就是鸠摩罗什的译籍。

从三国时期开始，佛教界就逐渐较多关注般若类经典。到了两晋，在玄学的促动下，般若经典的学习、研究和弘扬成为佛学发展的主流。在鸠摩罗什及其弟子那里，随着般若学重要典籍的新译和重译，随着名僧畅谈般若义理成风，出现了流行广泛、影响深远的阐述般若思想的中国人著作，出现了奉般若学为佛法正宗的现象。以般若学为代表的佛学，第一次超出信仰领域，以独立、平等的身份在哲学层面与以儒道为主的中国本土思想进行对话和交流。

般若学成为显学，受到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关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佛教界上层人物在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上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些终日思考如何奔走于权贵之门、热衷于标新立异以获得丰厚供养的般若名僧身上，多了权宜方便，少了虔诚信仰；多了自我标榜，少了慈悲喜舍；多了摇唇鼓舌，少了济世情怀。

般若学的持久兴盛，为中国思想界实实在在增添了新因素，促进了佛学思想融入中华思想文化的步伐。般若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与这种思维方式紧密联系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不仅深深扎根在中国佛学中，也深深扎根在中国思想界。然而，般若学的一花独放、一枝独秀，使丰富多彩的佛学内容贫乏了、单调了。同时，般若学对现实世界的彻底否定也不利于树立佛教的信仰，也无法解决社会各阶层多方面的信仰需求。所以，在下一阶段，这种佛学单一发展的局面就逐渐被打破了。

从汉到西晋，历代王朝都曾禁止汉人出家，所以僧团规模始终无法有效扩大，僧团数量始终没有快速增加。进入东晋，首先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开始，明确允许臣民可以出家。以这种禁令的彻底解除为契机，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寺院数量、僧侣人数都进入了爆发性的大发展时期。“事佛者十室而九”，表明了佛教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这么高的民众信佛比例，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出现，表明东晋北方社会在佛教普及方面达到了空前程度。十六国后秦时期，佛教已经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信仰。

从汉代到西晋，历代王朝对佛教事务的管理不能说完全是空白，但至少可以说内容非常有限。从东晋时期开始，随着僧众人数的增多、社会影响的扩大，僧团管理也提上朝廷的议事日程，建立佛教管理组织、设立僧官等工作也在多个小国家进行。同时，给寺院制定规章制度，也成为大寺院领导人的重要职责。这一时期无论僧官制度还是寺院内部管理章程，并没有完全照搬域外佛教的现成经验，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现实情况进行的创造。

“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到各民族中，成为国家用以争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信仰。在这个民族大冲突、大融合时期，佛教对于增进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联系，对于协调民族关系并形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心理，对于促进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比儒学更重要的作用。

与北方相比较，东晋南方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统一局面，在这个时期佛教也相应呈现出显著的南北差别。总的来说，相对于同时期的一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东晋帝王对佛教的支持力度没有那么大、那么无所顾忌，因为他们没有像北方一些帝王那样把支持佛教作为获得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相反，一些帝王会不忘佛教的“夷狄”特点，注重用儒家伦理来对佛教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长期产生影响，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佛学的发展走向。

东晋朝野曾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问题，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意见分歧之大，是空前绝后的。这个辩论的本质，是探讨佛教如何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问题。倡导沙门可以“抗礼万乘”，无论是官吏的主张还是僧侣的主张，无论是出于对维护朝廷政治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维护佛教宗教利益的考虑，都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根本无法长期实行下去。东晋之后，这样的问题和论点，即便有人提起，也没有什么反响了。

三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分裂时期，南北两地在政治局势、民族构成、经济发展、宗教文化格局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差别，与之相适应，佛教在北朝和南朝也出现了不同发展态势，逐渐在不同社会条件制约下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地域特色。

南北朝时期，域外佛教持续输入，做出贡献者既有传法西来的外籍僧人，也有求经东归的汉地法师，相对而言，无论在北朝译场还是在南朝译场，起主导作用的翻译家仍然是外来僧人。这个时期翻译出的《方等大集经》《金光明经》《大方等无想经》《大涅槃经》《菩萨戒本》《摄大乘论》《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十地经论》等典籍，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已经有人把汉文佛经或著述翻译成外国文字，传播到西域。这种佛教文化双向交流的现象以前是没有过的。

南北朝佛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般若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宣告结束，佛学多途发展、多头开拓，波澜壮阔。这个时期佛学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在注重研究佛教典籍风气下形成了诸多学派。在南北各地先后出现了涅槃学派、毗昙学、成实学、俱舍学、地论学、摄论学、三论学、律学、禅学等，或者流行于一地，或者蔓延于南北。从这些学派专奉的经典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佛学界已经不以域外佛教的某一宗派或某一经典为佛学正宗，而是出现了全面接受、全面认可、全面研究汉译经典的热潮。当时佛教界既重视大乘佛学，又不抛弃小乘佛学；既强调研究记录佛言佛语的“经”，又不排斥历代天竺祖师撰写的“论”；既看重以哲学思辨层面内容为主的“智慧”，又关注以实践层面内容为主的“戒律”和“禅定”。正是在全面研究佛教典籍的风气中，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佛学著作逐渐增多，以后这种发展趋势再也没有逆转过。

南北朝诸多学派代表人物都提出新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学术建树，促进了中国佛学的发展。其最直接的价值和影响，就是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为中华佛学体系整体框架的形成提供了人才储备、知识储备和思想储备。

无论是北朝还是南朝，在处理夷夏和政教关系方面，在协调佛教与儒家、道家关系方面，都有了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既留下了许多至今可以借鉴的经验，又留下了不少至今可以吸取的教训。这种情况显示着佛教在中国化道路上的迈进，在适应中国社会方面的成熟。随着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快速发展壮大、僧尼人数和寺院数量的急剧增加，官方对僧团各方面事务的管理，包括对僧团修行活动的干预，措施力度越来越大、涉及范围越来越广。

南北方的政治割据、军事对垒自然阻隔了两地的各方面交流，但是，民间的交往似乎比官方的交往要多一些，而往来南北的高僧似乎比一般俗人更有交往的优越条件，所以南北各派的学说随着高僧的游锡而得以传播。伴随着佛教义学的迅速发展，作为佛教主要崇拜对象的观音、弥勒、弥陀、药师佛等信仰，不仅在佛教界流传起来，也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社会民众中普及开来。佛教进入民间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主要有烧香、忏悔、礼拜、供养、浴佛、造像、建塔寺、斋戒、读经、听经、诵经、写经、造经、刊经、念佛、放生、布施等，这些活动强调功德，常与福报、解脱、灵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民间佛教的显著特点。

相对来说，北朝佛教经历的大起大落要比南方更为剧烈。北朝曾出现僧尼200万（也有说300万），这是在中国佛教两千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数字，也是让人震惊的数字，反映了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佛教信仰泛滥的规模和疯狂程度。两次灭佛与多次兴佛的交替，说明佛教要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要与以儒道为主的本土文化相融合，不仅需要经过友好的相互交流或唇枪舌战，还需要经过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残酷洗礼。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佛教要实现自身的变革，要在中国社会土壤里扎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这个历史阶段，北朝寺院经济一度恶性膨胀，拥有了巨额财富以及大批劳动力。占有和支配寺院财富的部分上层僧侣，逐渐成为与世俗地主阶级差别不大的僧侣地主阶级。僧侣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激起了下层僧侣和底层民众的暴力反抗，引发了农民的起义。北朝出现的这种情况，在南朝也有，只是程度稍微弱一些。由此可见，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佛教会产生加剧社会矛盾的负面效应。

佛教艺术从佛教创立的时候就产生了，而佛教艺术发达和繁荣起来，直接受到大乘佛教思潮的推动。汉魏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第一个大阶段。大体来说，两汉魏晋是佛教艺术的起步和初期发展阶段，南北朝则是佛教艺术走向全面繁荣阶段。

寺院和石窟是僧众的生活场所、修行场所和弘教传法场所，随着僧众的增多、佛教社会影响的扩大，寺院的兴建和石窟的开凿也越来越普遍。寺院和石窟天然融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为一体，成为佛教艺术的主要构成部分。在中国，寺院建造早于石窟开凿，所以寺院艺术的起步早于石窟艺术。魏晋时期，中国的石窟艺术只是刚刚起步，到南北朝时期，则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开启了建造一座座佛教文化宝库的漫长历史进程。

与信仰直接联系的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一般的艺术品，不仅仅要满足生活需要、欣赏需要，还要满足信仰者顶礼膜拜的需要和弘法传教的需要。因此，这些佛教物品寄托着信众们对获得福祉的期盼，对实现解脱的渴望，对得到拯救的追求。寺塔建筑也罢、佛菩萨像也罢、各类法器也罢，都是佛教义理的形象化展示，都是为了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对佛教的喜好、接受和信仰而制作，都是为了让佛法永驻世间而制作。当信众赋予佛教各类物品以神圣佛法载体功能的时候，那么每一件物品从开始设计到制作完毕再到最终展示的每一个环节上，捐助者和工匠们都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充分施展自己的技能。在宗教信仰力量的推动下，历代寺院建造和石窟开凿过程中往往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建筑匠人和制作艺人，既有民间的能工巧匠，也有宫廷的旷世高手。所以，在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多种形式的艺术品中，不乏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最高工艺水平的上乘佳作。诸如此类的精品佳作历代都有，其数量之多寡，直接反映了佛教的兴盛程度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本卷南北朝部分由李利安撰写，其余部分由魏道儒撰写，最后由魏道儒负责统稿工作。


第一章 汉代佛教

汉代包括西汉（前206—公元25）和东汉（25—220），是秦代大变革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历时比较长久的辉煌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重要历史阶段之一。汉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完备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调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结构，使中华民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规模、新气象。汉代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格局，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也长期制约和诱导着佛教的发展演变。

汉代是域外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阶段。从传说佛教传入我国今天的新疆某些地区算起，佛教在汉代大约流传了300多年；从佛教进入汉代政治中心算起，也大约有220年。在这一历史阶段，初来乍到的佛教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固有文化从多方面做出了最初回应，以简单、朴素、直接的方式昭示出它以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大致方向。佛教在汉代的初期传播和发展，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宗教因素，彻底改变了此后中国的宗教信仰形态格局和思想文化形态格局。

第一节 汉代社会与佛教

两汉时期，制约、诱导和影响佛教发展演变的社会因素很多，各种因素对佛教发挥作用的强度和产生影响的力度并不完全相同。大体来说，从汉武帝开始的经略西域政策、董仲舒学说的提出和实施、“三玄”著作、方士之术以及中土固有的一些民间宗教信仰等，或者是影响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事件，或者是持久影响中国佛教发展方向和态势的关键因素。

一 经略西域与佛教入华

从汉高祖刘邦（前206—前195年在位）至汉景帝刘启（前156—前141年在位），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势力，社会经济也逐渐从凋敝开始恢复和发展，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从而为开拓疆域、巩固边防、扩大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从汉武帝开始，西汉王朝利用政治力量经营西域，对以后的佛教初传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又称“月支”）夹攻匈奴，于建元三年（前138）、元狩四年（前119）两度派遣张骞率众出使西域。张骞的“凿空”之行，第一次代表官方疏通了汉朝远达西亚以外的交通。从此以后，汉王朝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起来。汉王朝派往西域的使臣每年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多的几百人，少的百余人。这些使者队伍既负有政治使命，同时也进行商业经营。西域道路开通之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连为一体。西汉中期以后，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直到欧洲的道路成为繁忙的商道。沿着这条道路，从西域运来各种毛织物和其他西域特产，从中国输出大宗丝织物和各种土特产。由于中国的丝绸始终是一种主要贸易货物，近代西方学者把这条路线誉为“丝绸之路”。正是这条“丝绸之路”，既是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及其更西部地区政治交往、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也是中国与古印度[1]宗教文化交流维系时间最长、来往人员最多的路线。

佛教开始向中国传播，尤其是向汉代政治中心传播的时候，古印度佛教已经在南亚、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流传。仅就汉代而言，到内地传教弘法的信徒就有来自天竺、大月氏、安息、康居等不同的地区。在这些早期佛教传播者中，既有身为在家居士的官方使者、民间商人，也有出家僧侣。正是这些从事不同职业的在家和出家信众，共同构成了传播佛教的中坚力量。这些始发地不同、身份不同、目的不同的传教僧俗信众，都是沿着“丝绸之路”，辗转经过我国的新疆地区，走过河西走廊，最终到达汉朝的政治中心。从汉代到北宋末年的长达一千多年历史中，无论是古印度僧人东来传教还是汉地僧人西去求法，都主要经过这条道路。这是佛教入华的第一条路线，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路线。

由于在相同时间段来华的传教者不是来自同一国家、同一民族或同一地区，他们或者籍贯不同，或者始发地不同，或者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学术界曾有过印度佛教是“间接”传入中国还是“直接”传入中国的讨论。实际上，即便佛教最初传入我国的时候，佛教流传地区已经很广、兴盛地区已经很多，也并不能以某个地区的佛教为正宗，而以另外地区的佛教为旁支，由此去讨论印度佛教是“直接”传入中国还是“间接”传入中国的问题。那种认为只有出身于迦毗罗卫的传教者才是正宗的看法，是在古代佛教界就已经有的观点，并且是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

古印度佛教入华的第二条路线，是经过东南亚一些国家从南方海路进入中国，也就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大约从三国时代开始，就有东来传法和西去取经的信徒走海路，但是人数很少，远不能和陆路的丝绸之路相提并论。也有僧人是既走陆路的“丝绸之路”，也走“海上丝绸之路”，东晋法显的求法返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总的来说，无论是古印度僧人还是中国僧人，通过水路往来的人数都是不多的。从一千多年的佛教输入中国的历史来看，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远远不能和陆路“丝绸之路”相比。至于有学者认为佛教最早是从海路传入中国，海上的“丝绸之路”比陆地的“丝绸之路”更为重要，等等，似乎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信的证据。

古印度佛教入华的第三条道路，大致是从印度辗转经过缅甸到云南再到四川的路线。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国看见四川出产的布和竹杖，询问之后知道是来自身毒国，即印度。这个记载说明，四川与印度的民间商业交往起源很早。到东汉时期，中印之间的西南官方交往道路开通，从四川途经云南、缅甸到达印度的道路上，既有官方使臣，也有民间商旅。东晋时期成书的《华阳国志》记载，东汉王朝的永昌郡（辖区大体包括今天云南省西部和缅甸部分地区）有印度移民居住。古印度佛教从这条路线进入中国，首先应该在今天的云南和四川地区一带流行，但是规模和影响应该是很小的。

二 独尊儒术与“三玄”

董仲舒（前179—前104）在吸收道家、法家等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改造，提出了自己的新学说，其最重要的著作有《贤良三对策》与《春秋繁露》。在董仲舒的学说中，产生了久远社会影响的重要思想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提出了“大一统”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屈民而伸君”，损抑诸侯力量，削弱地方势力，维护皇帝的至上权威，维护中央集权制度，保证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土、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统一。这种地方统一于中央、全民统一于天子，并且使“四海”万国来朝的大国理想确立以后，在中国主流社会从来没有受到怀疑和否定，一直是历代有理想、有抱负的统治者的志向和追求。

第二，在哲学方面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通过强调天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倡导“天人感应”，论证人君受命于天，替天行道。人君实行统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顺应天道、效法天道的过程。由于“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所以人君的统治也必须是阴阳相兼、德刑并用。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为辅，所以君王的统治也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他所说的德，主要是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认为这“三纲”就如同天地、阴阳、冬夏一样，永远不可改变。这种学说的积极价值在于强调“屈君而伸天”，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间至尊至上君王的权威，具有缓和、弱化君民之间的矛盾，平衡、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天人感应”之说也神化了君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第三，在选择统治理论基础方面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这个历史阶段开始，儒家在百家中处于独尊的地位，儒学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统治的理论基础。“独尊儒术”的提出和实施，意义重大。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想、一种宗教、一种文化，无论是本土生长的还是域外输入的，只要它与这个民族文化灵魂不妥协、不协调，或者处于对立、抗衡的地位，它就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生存的空间，没有进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没有成长的前途。

董仲舒思想是汉武帝时期强大帝国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是与汉帝国社会相适应的崭新思想体系。董仲舒思想为汉武帝所肯定和采纳，并且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贯彻。“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完全走上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轨道的儒学，在中国社会影响持久、广泛、普遍和强大。

董仲舒思想之所以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意愿，成为社会的共识，就在于其思想的合理性深深根植于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土壤中。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已经转化为现实力量的董仲舒思想成为始终制约和诱导佛教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塑造中国佛教特有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的关键要素。在佛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儒家的伦理规范逐步渗透到佛教中，渗透到佛学的各个角落。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儒家著作和佛教著作并行于佛教界，一般的佛门领袖大都有良好的儒学修养。可以说，中国佛教有别于其他民族和地区佛教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全面吸收了儒家思想。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佛教持续从多方面接受儒家、道家思想。其中，有三部中国本土著作对中国佛学的演进，对中土人士从理论上接受、理解和改造佛学影响最大，这三部著作就是《周易》、《老子》和《庄子》。它们成书年代不同，内容各有差别，直到魏晋玄学家那里，才在共同谈“玄”的标准下被结合在一起，合称为“三玄”。这三部著作的性质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对佛教产生影响的方面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周易》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占卜术原著，而且是中国许多根本思想的总源泉。从哲学角度考察，这部著作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天地万物的性状进行归类、归纳、总结，对一切事物和现象的运行规律进行论证、描述和说明，并且从多方面直接对事态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判断和调整。本书被看作中国传统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历代注解《周易》的思想家、学问家也不计其数。《周易》中包含的思维方式、重要思想乃至注解《周易》的方法，都对佛教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佛教学者通过重新诠释经典来发挥自己的见解，提出新的佛学思想的时候，《周易》注疏之学几乎是理解佛教注疏之学唯一不可或缺的钥匙。

《老子》作为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论证如何认识世间万物，如何认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如何把握和应对人世的利害祸福。只有五千言的《老子》被誉为“万经之王”，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科学、宗教、文化艺术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中华民族性格的铸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佛教经典在汉代开始翻译成中文，直到人们理解佛学、改造佛学，都始终受到这部著作的影响。汉代佛教经典的翻译，在选择翻译佛学概念的对应汉语词时，首选的名词就是来自《老子》。《老子》中的重要思想，往往成为人们理解佛学时需要借鉴的第一本中国参考书。

相对说来，《庄子》对佛教思想的影响就要逊于前两部书。大体来说，《庄子》中关于为摆脱精神束缚而进行的精神修炼，对自由人生的追求，以及所宣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对中国佛学发展产生了比较持久的影响。《庄子》中的一些名篇，比如《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等论述的内容，对佛教思想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三玄”对佛学发展的长期持续影响之外，在佛教初入汉地政治中心之时，“方士”对于当时人们理解和接受佛教、对于当时佛教僧侣社会形象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方士”是掌握“方术”的人，这些人的出现不晚于周，至秦汉大盛，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方士集团，即所谓方仙道或神仙家。秦汉方术盛行，为帝王、达官显贵所喜好，在民间的一般民众中也比较流行。方术种类五花八门，或修习行气吐纳、服食仙药、祠灶炼金，或以延年益寿、羽化升天、遣神役鬼、预测吉凶祸福等为目的。“方士”中的“方”有“道”的意思，所以从东汉开始将方士称为“道士”，两晋以后，“方士”的称呼逐渐被“道士”取代。在当时社会上，有人把佛教僧人也看作一类方士，把佛教也看作一种“方术”。有研究者认为汉代佛教僧侣为了吸引信教群众，主动接受中国的“方术”。实际上，域外佛教有自己的一套与基本教义相联系，与修行实践相结合的神异传教方式、方法和手段，由于其中一些内容与中土方士掌握的方术类似，使人们误以为域外来华的传教者是效法中国的方士道术。神异传教始终是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相信神异，渴求神异现象，始终是许多社会民众接近佛教、接受佛教、信仰佛教的一个重要助动力。可以说，神异传教并不是佛教僧人弘扬佛教的唯一方式，也不是最重要的方式，但是，神异传教的确是佛教传播的一种颇有影响力的形式，在包括汉代在内的历代著名弘法僧人中，从来不乏重视神异传教的人士，有些外来僧人还因此获得巨大成功。

三 生死观念与轮回解脱

佛教进入中国之前，汉地人士始终认为生和死是不能相互转换的两种生命现象。有关死者不可复生的观念十分强烈，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真理性认识，几乎从来没有受到挑战。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都信守这种观念。例如，司马谈《论六家宗旨》中说：“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王充《论衡·异虚》中说“人死命终，死不复生，亡不复存”。

但是，关于人死之后的存在形式，却有很多种说法，比如鬼、神、魂魄，等等。《礼记·祭法》中说：“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礼记·祭义》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为鬼。”在中国本土思想中，把人的生死与万物生类的生死看成是本质相同的自然现象，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人死后的存在形式就像生前的形式一样，仍然是万类之长，从而形成所谓“命”“折”和“鬼神”的不同。一个人死后或为“鬼”或为“神”，是由这个人的生前状况所决定的。一般人死后称为鬼，一些在各方面有过重大业绩、重大贡献的人，生前受到拥戴和尊崇，死后被尊为神。所以，“神”实际上是对“鬼”的尊称。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的鬼神观念在氏族社会时期已经产生，甲骨文中就有“鬼”字。商周以后，鬼神崇拜之风相当浓厚。周代已经形成天神、人鬼、地祇三个系统。《礼记·郊特牲》中讲：“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周人先求诸阴。”《论衡·死伪》说：“人死世谓鬼，鬼象生人之形，见之与人无异。”综合这些并非来源于同一时期和同一地方的说法，可以看到，人死后便为鬼，鬼是死人的魂。人死后的世界，实际上就是鬼魂或鬼神存在的世界。这个鬼魂世界常用“冥界”“黄泉”“幽都”等来指代。

中土人士，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对彼岸世界似乎从来就没有太大的探索兴趣，所以中国原有的鬼神世界图景一点都不复杂、神秘，本质上是现实世界的简单复制。这种“冥界”本质上是现实世界延续的认识，是为社会各阶层所承认和接受的。无论是帝王还是百姓，人们都是按照现实人间的状况来安排死后的世界，秦始皇的陵墓也是本着这样的思路建构的。鬼神作为阴间世界能够独立活动的生命实体，其容貌、性情、活动等是其生前状态合乎逻辑的简单延续，即便评判阴间的道德标准也是和人世间完全相同的。

在中国固有的鬼神观念中，人生世界与鬼魂世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产生交流互动，这种交流的发生是不以现实世界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偶然性、不可重复性，并且往往以鬼神为主角。这种鬼神与人交流的参与者，一般都是在生前有血缘关系者或利益联系者之间发生。比如，《左传·宣公十五年》中有“结草还报”的故事，说的是魏武子生病时告诉儿子魏颗，自己死后把自己那位没有生育的爱妾嫁给别人。待到病危临终时，他又对儿子说，自己死后把该女杀死殉夫。魏武子死后，魏颗认为父亲临终时神志不清，应该按照他神志清醒时的嘱咐办事，于是就把父亲的那位爱妾嫁了出去。后来魏颗在与秦国军队作战时，见一老人用草绳把秦将杜回绊倒，他顺势将杜回俘获。晚上，魏颗梦见这位老人对他说：我是你嫁出去的那个女人的父亲，今天我的作为就是为了报答你当时不杀爱女之恩。

类似这种鬼神出现在现实世界上，对相关人士采取或感恩酬谢或报仇雪恨的行为，与《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相应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固有的善恶报应学说。这种报应说的特点在于，报应的领受者并不固定，或者报应在行为人自己身上，或者影响到与其有关联的人，尤其是与其有血缘关系的人，并且以其后世子孙为主。

佛教传到中国，所带来的古印度人对生和死的理解，与中国本土生死观念大不一样。佛教把生和死理解为在时间上重合、在空间上分离的相互联系的生命现象。某个生命体在这一处的“死”，意味着在另外一个地方以另外一种形式的“生”。这样，在中国人承认的“生必有死”之后，又加上了“死必有生”。佛教有一整套系统、完整、复杂的业报轮回学说，因果报应学说，涅槃解脱学说，比中国固有的生死观念、鬼神观念、报应学说要复杂、精致得多，并且与其基本教义、修行实践密切联系。与佛教的业报轮回学说的主要内容相比较，在中国固有的鬼神信仰中，没有基于道德评判的转生去向观念，没有使用特定道德标准来衡量的业力支配观念，没有类似于“三界六道”的轮回世界观念，没有最终要达到的涅槃解脱观念。随着佛教不断深入中国社会，中国原有的生死观念和鬼神信仰开始发生改变，有些说法被整合到佛教的业报轮回、善恶报应学说当中，有些思想也与佛教的生死观念并存，在社会各阶层中共同发挥作用。

第二节 从西域到内地的初传

从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开始，佛教加快了向印度全境及其周边地区的传播速度。向西北方向传播的佛教，沿着丝绸之路逐渐传到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然后东逾葱岭，传到中国西北地区。大约公元前2世纪末叶，迦湿弥罗等地的佛教直接传播到我国的新疆某些地区，此后，来自古印度以及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等佛教流行地区的信仰者分别到中国内地传教弘法。

在整个汉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演变直接受到域外佛教输入的制约。根据当时佛教传入中国的实际情况，参考汉地人士对佛教的接受和回应，汉代佛教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公元前2世纪末叶到东汉顺帝（126—144年在位），是佛教在汉代的初传阶段；第二阶段从东汉桓帝（147—168年在位）到东汉灭亡（220），是佛教在汉代的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关于公元前2世纪末到汉顺帝统治时期的佛教，无论正史著作还是佛教典籍，记载内容都是稀少、间接、模糊、片段的，并且大多与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在这一阶段，汉地信仰者都是在家信徒，汉代的政治中心还没有出现汉族出家僧人，也没有组建僧团的迹象。从有关龟兹、于阗佛教的间接材料和神话传说，到有关汉地佛教一些没有系统记载的事件和人物，构成了这个阶段佛教历史的主要内容。

一 龟兹和于阗佛教

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的第一站是今天的新疆某些地区，根据一些后世记录的神话传说来推测，龟兹和于阗当为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传入内地的两个必经地区，这里的佛教应该是中国佛教的开端。

西汉以来，传统上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帕米尔以东的广大地区（即今新疆地区），称作西域[2]，汉宣帝时期（前73—前49），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这是今天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统辖的开始。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格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个小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楼兰（鄯善）以西，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有且末、于阗、莎车等国，被称为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焉耆、尉犁、龟兹、姑墨、疏勒等国，称为北道诸国。这些小国家基本上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业和牧业，有的还能铸造兵器，只有少数国家民众逐水草而居，粮食依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他们每一个国家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达到八万人，个别人数极少的国家大约只有几百人。

班固《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自汉代到隋唐，尽管龟兹国势有起落波动，但大多数时间充当着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实际统治者的角色。在西汉时期，龟兹时而归顺匈奴，时而隶属汉朝。佛教何时传入龟兹地区，以及关于龟兹早期的佛教情况，史书都没有明确的直接记载，只有《梁书》中的一个侧面记载，反映出龟兹可能在汉武帝时已经有佛教流传。

据《梁书·刘之遴传》记载，梁朝的刘之遴好古文物，曾在荆州收集数百种古代器皿，并将其中的四种献给东宫。其中有一种“为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元封二年是汉武帝年号，为公元前109年，“澡灌”是佛教僧侣所用器具。如果这个记载真实，那么龟兹在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了佛教僧人。由此推断，龟兹最早应该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出现佛教。这应该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最早时间。

史书和各种佛教典籍所明确记述的龟兹佛教，是涉及公元3世纪前后的情况，当时那里的佛教已经很兴盛了。《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说当时“龟兹僧一万余人”。佛教寺塔达到千所，出家僧人一万多，对于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龟兹而言，已经算得上是寺院林立、僧众云集了。这不仅反映了当地佛教信仰十分流行，并且昭示了这里的佛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法显在《佛国记》中说，“此国人多小乘学”。小乘佛教一直是龟兹佛教的主流，长期没有改变。当时大乘佛教已经在内地发展壮大起来，龟兹佛教具有与内地佛教完全不同的气象。龟兹地处西域交通要道，无论是西行求法者还是东来传教者，很多人都从这里经过。龟兹不仅可以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落脚点之一，而且长期在域外佛教向内地的传播中起到桥梁作用。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于阗国已经存在，所以，于阗立国当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在后出的佛教典籍记载中，于阗立国和佛教传入有着神话传说联系，尽管其中一些内容比较离奇，甚至有荒诞的成分，但毕竟传达了不少关于佛教流传的信息。《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载，相传印度阿育王太子遭到陷害，双目被人挖出，阿育王震怒，把身边相关大臣家族赶到雪山以北。这些人在于阗西界推举出领导人，尊立为王。与此同时，被流放的东土弟子居住于阗东界，也推举了国王。后来东西方发生战争，东方取胜，其王安抚西方民众，在于阗地方建城立国。后国王无子，向毗沙门天王像祈祷，神像额剖出婴孩，并于神像前涌出地乳汁，哺育婴孩。因此，于阗国王自称是毗沙门王的后代，并以“瞿萨旦那”（意为“地乳”，即于阗）为国号。在我国西藏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这里讲的“毗沙门天”原来是婆罗门教中的北方保护神，佛教吸收了这个神，作为“四天王”之一的“多闻天”。这个传说表明，于阗立国是与佛教有关系的，佛教传入于阗应该不早于汉武帝时期。

关于于阗佛教从什么地方传来，《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有两个记载，都明确讲于阗佛教来自迦湿弥罗。第一个记载说：“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唐言遍照）阿罗汉建也。”这个阿罗汉来自迦湿弥罗国[3]，在于阗弘扬佛教。第二个记载是说：“王城西行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余，相好允备，威肃嶷然。首戴宝冠，光明时照。闻诸土俗曰：本在迦湿弥罗国，请移至此。”从这些神话传说可以看到，于阗的佛教是直接从迦湿弥罗输入，其传入时间可能稍晚于龟兹。从这些神话传说反映的内容推测，于阗和龟兹的佛教都是直接从印度本土传入，其传入时间要早于大月氏人向中国内地传播佛教，可以作为域外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

二 初传汉地的史实与意义

现在还没有资料表明最早传入汉地的佛教来自龟兹或于阗。最早记载佛教传入内地的资料是《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272—351）注中所引用的鱼豢撰《魏略·西戎传》的记载：

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赛、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4]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将记载过此事的多种早出和晚出典籍进行了系统考证和校释，并且就各书记载的差异以及可能引起的歧义进行了分析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后出典籍与鱼豢的记载虽然有很多出入，但都没有否定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由于鱼豢是三国时代人，其记载时间早，在新材料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很难利用某些后出典籍来鉴别或纠正鱼豢记录中可能出现的错谬。

从这个记载可以知道，佛教经典最早是以口授的方式传到中国内地。在以后很长时间内，许多来华传佛教的僧人，都是采用口授佛教经典的方式，没有带经本。这个记载也为后代史书所承认。

从鱼豢记载的行文来看，博士弟子景卢是在内地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有些后出典籍的记载叙述有变化，似乎成了景卢到大月氏得到口授佛经，这无疑不合情理。因为，不用说在这样早的时期，即便在后代，也极少有在域外把当地文本的佛经汉译之后带回国的例证。如果推测大月氏使者伊存在长安口授佛经给景卢，似乎更为合理一些。

在这段文字中，所用译名不规范，叙述重复混乱，许多句子不易理解，这正是基于早期佛教典籍翻译不成熟而产生的特点，正反映了该文出自三国时代人士，没有为后代人修饰的可靠性。这里记载的从“临蒲赛”到“晨门”七个所谓“弟子号”名称中，“临蒲赛”后来比较普遍译为“优婆塞”，其余六种大约是“沙门”“比丘”的不同译名。根据这里讲述的佛传故事行文推测，《浮屠经》的内容大约应该是讲述释迦牟尼事迹的单本短小经典。联系印度佛教发展的实况考察，早出经典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因为，公元前1世纪末期，大乘佛教正在酝酿形成过程中，其最初的经典即便已经形成，也没有可能这么快为大月氏使者所掌握，并且传到中国内地。所以，这个时期传来的佛经，只能是属于阿含类经典中的一些片段。其中的佛传故事，应该是以讲解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家庭和一般性神异故事为主。

在没有新资料出现的情况下，本段文字中有些内容应该是不可解的，强为之解往往会增加矛盾，并且与本段整体文意的通畅发生冲突。比如，有学者把本段文字中的“沙律”解释为“复立”之误，实际上与原文要表达的意思不符。按照原典的叙述语气，“沙律”是天竺国的“神人”，这是佛教经典上记载的，是佛教之外就存在的神人，而“复立”是另外一个“人”，也是《浮屠经》中记载的人物。至于更有学者把“复立”与“复豆”建立联系，认为是“浮屠”的异称，或者把“沙律”说成是佛的某个弟子，或者阿那律，或者舍利佛，等等。这些解释与疏通文意、理解整体含义，不仅没有关系，反而把原来贯通的文意弄支离了。

本段记载中一个值得重视的信息，是把佛陀与老子、佛经与道德经联系起来考察，在认识到他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对双方进行相互联系、相互沟通，以便寻找其中的共同点。在介绍浮屠时，首先介绍的是浮屠与老子的不同点，比如讲述“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这里讲的佛的身体特征、出生神异、各种瑞相、各种神奇事迹，都是本土老子所没有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正是看到浮屠与老子、佛经与道经有如此大的差别，才开始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寻找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这表明，中国本土人士在佛与道之间建立最早关系时，采取了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以后的三教融通中一直采用。

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考察，佛经与道经的区别都特别显著，根本不是同类典籍。这里讲两者的“相出入”，不是基于对两类经典进行比较，不是为了强调两者的差别，而是为了证明佛经是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讲出的经典。老子为了教化本土汉人，讲了《道德经》；为了教化天竺的胡人，讲了《浮屠经》，两种经典无论表面上有多么大的差别、多么大的“出入”，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反映老子的思想、老子的学说。这种最初形态的“老子化胡说”，是协调外来宗教文化与本土固有文化的一种尝试、一种方法、一种手段。这种解决办法、协调策略，实际上没有褒贬任一方的意思，是中外人士都可以接受的。对于在中国传教的外籍僧人而言，是承认他们的合法性；对于信奉佛教的中土人士而言，学习和信仰佛教本质上是学习和信仰本民族的思想。以老子化胡来争优劣、论高低，与解决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已经有所不同，主要是本土两个教派的思想斗争问题，并且往往是与政治、经济利益相联系的信仰领域中的斗争。把浮屠说成是老子的化身，自然消除了夷夏之隔，为接受和信仰佛教提供了条件。

总之，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虽然不能说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但可以作为标志佛教传入汉代政治中心的开端。同时，这个记载也表明，大月氏人是最早向中国传播佛教的一支重要力量，到汉末三国时期，有更多大月氏人在中国传教。这里描述的老子化胡说法，明显已经不是人们初次接触佛教的情况，而是对佛教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着手解决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关系时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最早可以出现在东汉末年。[5]

三 汉明帝时期的佛教

半个多世纪之后，到东汉汉明帝在位时期（58—75），有两个事件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是汉明帝遣使求法，其二是楚王英奉教。

从两晋开始，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佛教初入中国传说是“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事件。南北朝以后，即便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都把这个故事当作历史事实征引，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关于这个事件的认识，学者们的研究是与汉明帝求法的真实性和翻译出《四十二章经》的真实性联系起来考虑的，有肯定意见，也有否定意见。

《祐录》卷六所载《四十二章经·序》记载：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传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在汉明帝时期，西域交通畅通，来中国的西域诸国使臣、商人等络绎不绝。同时，当时佛教已经在王室成员中流传。根据国内外交流和佛教发展态势来看，尽管有关记载疑点很多，但仍不足以完全否定汉明帝遣使求经的真实性。正如汤用彤所指出的：“汉明求法之说，毋宁谓语多赠饰，不可即断其全属子虚乌有也。”[6]在上述这段关于明帝遣使求法最有代表性的记载中，讲明帝求法以后就“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之类，不仅不应该是汉明帝时期的情况，即便到西晋时候，也不可能是这种情况。从这些描述可以判断，《四十二章经序》一定是后人的创作。

对《四十二章经》发表看法的学者很多，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有三家，即梁启超、汤用彤和吕澂。其中，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的第三章专门就《四十二章经》进行考证，主要观点是针对梁启超的考证提出的，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中有《四十二章经抄出年代》，主要针对汤用彤的观点发表意见。总的来说，三人的观点都有精当之处，也都有忽略的地方。相对说来，吕澂的研究忽略之处较少。这里根据上述三家的结论，对《四十二章经》提出三点基本看法。

第一，即便汉明帝遣使求法故事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使者确实带回印度僧人及其经典，摄摩腾与竺法兰的确翻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该经在汉代也从未流行过。该经翻译出来以后就被封存起来，任何局外人都没有见过。关于这一点，各处资料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逮孝明感梦，张骞远使，西于月支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帝王所印。[7]

四十二章经一卷（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右一部凡一卷。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经今传于世。[8]

于是上（指汉明帝）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9]

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10]

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惟《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惟此为始也。[11]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到，即便《四十二章经》于明帝时在官方参与下翻译出来，也是被珍藏在兰台石室中，秘不示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说明。所谓“韬藏”，可能是作为王室的供养品。不过，这也是一种推测。因此，认为该经在汉代十分盛行，襄楷的上疏中已经引用，是与多种记载相矛盾的。正因为该经在汉代乃至三国两晋都没有流通过，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道安等东晋以前的人没有提及该经。认为襄楷疏中有引用《四十二章经》内容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两者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总之，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断定，《四十二章经》在东晋之前没有流通过。

第二，《四十二章经》肯定没有第二次翻译或第三次翻译。《长房录》记载《四十二章经》有三译，是难以置信的。因为，第二译的是支谦。如果有三国支谦的译本，僧祐和慧皎都不可能遗漏。因为如果是支谦再次翻译了《四十二章经》，其翻译地一定是在吴国，那里是僧祐和慧皎两人活动的地区，且时间相隔不是太远。因此，《四十二章经》不可能有第二译或第三译。如果有，不会在隋代才发现。僧祐和慧皎也没有理由把支谦的译本错认为是汉明帝时期的翻译作品。吕澂认为，所谓第二译，以及两种本子的对照等，“这些都是长房玩弄的玄虚”。[12]这个结论是最值得参考的。

第三，僧祐和慧皎所看到的《四十二章经》，应该是中国不知名僧人集体的撰述，并且一定不是抄自《法句经》，而是阿含类经典众多抄本中的一个抄本。吕澂认为，《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限，“最早不能超过《化胡经》，最晚不能晚于《支愍度录》。惠帝末年是公元306年，成帝末年为公元342年，大约就产生于此三十年之间”[13]。这个观点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把《四十二章经》作为说明汉代佛教的资料，是很不可靠的，但是，作为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变迁史的资料，是比较有价值的。

《四十二章经》自从被认为是最早译籍之后，一直十分流行。这除了赋予该经的神圣性之外，与该经的特点也有密切关系。第一，对佛教的基本教义，包括重要名词、命题和思想进行了简明讲解，具有很好的普及佛教知识的作用。第二，该经对佛教的修行规定，包括出家僧人和在家信众的修行要求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结，言简意赅、内容充实。不但可以作为出家人学佛的基础读本，也适合作为向在家信众弘扬佛法的读本。第三，该经的内容有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过渡的性质。从重点讲解追求四果到号召追求佛以便拯救众生等，这些内容适应性很广，是任何佛教宗派的信徒都可以接受的。第四，一些为在家人讲的重视孝道等内容，容易获得在家信众的感情共鸣，比如“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

把汉明帝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之始，自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把明帝求法作为佛教进入洛阳的开端，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在明帝的时候，佛教已经在许多地方流行，并且已经得到王室成员信奉。楚王英就是一个重要代表。

根据《后汉书》卷四十二记载，楚王刘英是汉明帝（58—75年在位）异母弟，于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五年（39）被封为楚公，十七年（41）晋爵为楚王，二十八年（52）到封地。他年轻时“好游侠，交通宾客”，到了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65），朝廷下诏，命令天下犯了死罪的人都可以通过缴纳缣（细绢）来赎罪。刘英派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送达国相（代表朝廷管理封国政务官员）处，并说：“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把刘英的话转达给朝廷，明帝下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朝廷还把这个诏书下达各封国的国傅（代表朝廷教导封王的官员）。刘英一贯喜好结交方士、收罗宾客幕僚，朝廷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对他的纵容。从此以后，刘英更是广泛结交方士，并且制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为符瑞”。到明帝永平十三年（70），男子燕广告发刘英与渔阳王平等造作图书，图谋不轨。经朝廷派人查实，负责案件的部门上奏，认为刘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14]汉明帝遂废掉刘英楚王封号，派人把他遣送丹阳（今安徽宣城）泾县，第二年，刘英在丹阳自杀。

《后汉书》关于楚王刘英“学为浮屠”的记述，反映了东汉汉明帝时期王室成员以及社会上层人士奉佛的实际状况、接受佛教的程度，以及东汉朝廷对信仰佛教的基本态度。刘英既喜好黄老道术，又信奉佛教，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他的奉佛活动主要有三项基本内容。

第一，按照佛教的要求持守“斋戒”。刘英作为在家信徒，遵守居士的修行规定。当时的斋戒内容现在无法考察，仅从“洁斋三月”的说法来看，类似于持守佛教的“三长斋月”。按照规定，在一年的正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的初一到十五，居士要严守五戒或八戒。五戒是出家和在家信徒都必须遵守的基本戒条，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八戒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增加不佩戴香花、不视听歌舞、过午不食等生活规定。刘英持守斋戒，是对佛教生活规范、修行方式的接受。

第二，把佛作为能够祈求佑护的神灵进行祭祀。祭祀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历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相应的规定也十分严格、烦琐、庄严，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祭祀礼法。从祭祀对象上来划分，有天神、地祇、人鬼三类，从祭品上来划分，有活祭用品、牲祭用品和其他祭品。汉代从帝王到庶民，对祭祀都十分重视。王充《论衡·论死篇》说：“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

刘英祭祀浮屠，自然是把浮屠作为神看待，这从“与神为誓”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但是，所用的祭品是否遵守佛教的规定，就不清楚了。刘英虽然“诵黄老之微言”，但是并没有把黄老与浮屠并行祭祀，而是单独祭祀浮屠，这是与后来汉桓帝不同的地方。在当时佛教初传时期，祭祀浮屠是完全按照佛教的规定进行，严格遵守佛教的戒律，还是借鉴了儒家礼法进行佛教祭祀，现在还是不清楚的。当然，无论具体做法如何，刘英的“尚浮屠之仁祠”，就是承认浮屠作为佑护神的地位，是对佛教最高崇拜对象的接受和信仰，是佛教信仰流传最直接的表现。佛教传入，增加了中土祭祀的内容，浮屠从刘英开始成为祭祀的对象。但是，如果说“佛教在汉代纯为一种祭祀”，[15]则是太偏颇、极端的说法。

第三，刘英常年供养居士和僧人，以大施主的形象出现，是佛教的积极支持者，不同于以往供养方士的地方王侯。从朝廷返还刘英用以赎罪的黄缣白纨“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来看，刘英供养居士和僧人的数量不会太少。另外，刘英门下也供养了很多方士，这里把“伊蒲塞、桑门”单独提出来，说明当时人们并没有把佛教居士、僧人与方士混淆起来。那种认为汉代人把浮屠作为道教一部分看待的观点，实际上是不符合事实的。汉代沟通佛与道的关系，提出了许多说法，实际上是他们真正看到了两者的区别，才把浮屠说成是老子的门徒。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朝廷对刘英奉佛的各种做法不仅没有反对，而且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很显然，在汉明帝时期，朝廷是认可王侯信奉和扶植佛教的。五年之后，刘英被废，并最后被赐死，其大逆不道的罪名中，也没有任何与供养居士、沙门有关联的线索。

楚王英的奉佛活动意义重大。他祭祀浮屠，标志着中土宗教文化格局开始出现巨变；他持守斋戒，标志着新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获得认可和接受；他供养居士、僧人，标志着佛教在中土获得了不断成长的肥沃土壤。从长远来看，楚王英奉佛活动是整个华夏文化产生巨变的先导。佛教逐渐渗透到中华文化中，是从许多方面展开的，刘英开展的几项奉佛活动，无疑是很重要的方面。

佛教初传时期，人们首先看到佛教不同于中土道术的特点，在承认这些特点的前提下来寻找佛教与中土民间信仰的共性。不能把人们寻找两者共性的言论理解成人们没有看到它们的差别。如果说当时人们把佛教看成一种方术，看成是道教的一部分，仅仅是从他们的一些共性上来看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总的说来，佛教在汉代初传时，主要以其特殊性引起人们的注意，获得人们的信奉。

第三节 汉末佛教的快速发展

从东汉桓帝开始的汉末七十余年（147—220），是汉代佛教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对浮屠的祭祀已经进入宫廷，南北各地已经建立起规模较大的寺院，出现了汉族出家僧人，也可能已经出现了僧团。随着来华传教僧人不断增加，译经质量不断提高，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 汉桓帝与信仰格局的演变

从现存资料来看，汉桓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佛教的帝王。他有着把祭祀老子、浮屠和孔子结合起来的倾向，实际上为后世三教圣人的并列、为后世的三教融合开辟了道路。

《后汉书·桓帝记》记载，延熹二年（159），汉桓帝依靠宦官的力量清除了梁冀家族的势力，掌握了朝廷的权力。延熹九年（166），汉桓帝亲自定李膺、范滂等六百余人为“党人”，下狱治罪，随着宦官专权造成的朝政腐败逐步加重，随着自然灾害频繁，许多地方已经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汉桓帝依然没有任何发愤图强的努力，继续沉溺在极端奢侈的生活中。同时，他出于“存神养性，意在凌云”的目的，多次派人到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祭祀老子。《后汉书集解》引《孔氏谱》说明了延熹八年十一月中常侍管霸到苦县祭祀老子时的现场布置情况：“桓帝位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孔畴为陈相，立孔子碑于像前。”这种安排说明，桓帝把祭祀老子与祭祀孔子是结合在一起的。不仅如此，桓帝把祭祀老子与祭祀浮屠也结合在一起。《后汉书》中的两段记载很明确：

前史（指《东观汉纪》）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及诛梁冀，奋威怒，天下犹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贤力争，屡折奸锋，虽原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16]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17]

从《后汉书》所记载的汉桓帝祭祀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汉桓帝在派人到苦县祭祀老子的时候，把祭祀老子与祭祀孔子联系起来；在宫中祭祀老子的时候，又与浮屠并列祭祀，表明了对三者的同样重视。现在没有资料表明桓帝把老子、浮屠和孔子放在一起祭祀，但是，把桓帝在延熹年间的几次祭祀活动放在一起观察，桓帝的做法已经昭示出中国宗教信仰格局上将要发生的巨变，已经为日后三教圣人的并列开辟了通道。

第二，祭祀与斋戒。楚王刘英在祭祀浮屠时，并没有与祭祀老子联系起来，桓帝进了一步，把浮屠与老子并祀。但是，楚王刘英与桓帝祭祀的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求得福祥，获得神灵佑护。另外，刘英祭祀浮屠是与斋戒结合起来的，这就是把接受佛教的崇拜对象、礼仪与信守佛教的道德规范、生活准则联系了起来。然而，汉桓帝不是这样。从襄楷的奏议中可以看到，汉桓帝祭祀浮屠并没有联系佛教斋戒，没有把承认、接受和实践佛教的道德信条、戒律规定、生活准则等与举行祭祀活动相联系。《东观汉记》记载：“桓帝设祭器，用三牲祀祠老子，以求祥也。”那么，桓帝把老子和浮屠并行祭祀，自然也是使用中国的祭器、遵循中国的礼法。这样一来，在祭祀礼仪上，桓帝就不可能贯彻不杀生的佛教戒律。

楚王英祭祀浮屠与汉桓帝老子浮屠并行祭祀的确有重要区别，但是，无论祭祀与斋戒是否联系，祭祀本身往往也并不被后人看作是对佛教教理真正理解后采取的行动，是最正确的奉佛形式。《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论》说：“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在范晔（398—445）看来，无论刘英的斋戒祭祀还是桓帝的修华盖之饰，都属于在没有理解佛教的深刻道理之前对浮屠的盲目崇拜。

第三，“好生恶杀”。与中国本土相关思想比较，在杀罚问题上，佛教有两个鲜明特点。首先特别强调“不杀”，把杀生列为众恶之首，列在戒律的第一条，是绝对要禁止的。在汉代的方士中，没有如此强调戒杀的。其次，佛教讲的“不杀生”，并不是特指不杀人，而是指不杀害一切众生，一切有情识的生命体。这种不杀生的观念在中国本土是没有的，完全是舶来品。它比中国固有的仁义之说要来得更彻底，从而也引起更多人的响应和接受，所谓“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18]。

把“好生恶杀”贯彻在帝王的治国理政方面，当然不能要求帝王绝对不杀戮，这是任何帝王都做不到的。但是，最基本的要求可以是不能滥杀无辜，不要杀罚太重。在襄楷看来，桓帝并没有按佛教“好生恶杀”的要求办事，而是“杀罚过理”，违背了佛道，这样怎么能获得神灵的佑护呢。只有按照佛教的道德观念处理一切事情，信守佛教的戒律，接受佛教的伦理观念，才能获得佛教神灵的佑护。这种说法，在以后佛教徒规劝历代帝王时，在人们对帝王进行道德判断时，成为共同的话题、相同的内容和基本一致的标准。

第四，“省欲去奢”。古代帝王的穷奢极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个不可能根除的现象。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省欲去奢”几乎成了佛教信徒规劝帝王的一个普遍话题。

在儒家和道家典籍中，列举嗜欲危害的内容很多，神仙家对这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视。汉桓帝追求“存神养性，意在凌云”，而存神养性与节制欲望，与消除奢侈是联系在一起的。道家讲清虚、无为，讲节制嗜欲，儒家也讲这样的精神修养。但是比较起来，佛教“欲”就不是要节制的问题，而是要禁绝的问题。佛教戒律是从生活各个方面进行规定，以便达到克制情欲的目的。在佛教倡导的禅法中，最基本的禅法，总是与克制欲望联系在一起。

在众多欲望中，佛教最强调克制的，就是淫欲，甚至把它列为众恶之首。佛教对克制淫欲提出的解决方案之多，远远超过当时的道家和儒家。在东汉时期流行的道术中，没有像佛教那样把淫欲作为万恶之首看待的，最多只是要求不要过度纵欲。而有些行房中术的方士，已经把性活动纳入修行成道的领域，对男女之欲不是禁止而是提倡。而对于帝王而言，“省欲”之中首先要讲“省”男女之欲。在这方面，道术几乎没有什么有力的说辞。正因为如此，在桓帝之前，佛教戒色欲的特点大概就普遍为社会各阶层注意到了。张衡（78—139）所作《西京赋》中有“展季桑门，谁能不营”一句，很能说明问题。把僧人（桑门）与道德表率柳下惠（展季）并列，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了解僧侣戒色欲极端严格的特点，而且表明人们对这种佛家伦理是接受的、认可的，甚至是赞扬的。

汉桓帝极度荒淫，置宫女五六千人，的确是“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为了规劝这样的帝王，佛教信徒为他们树立的禁欲榜样就是浮屠，为他们讲述的道理就是佛教的禁欲理论。在大乘佛教刚刚兴起时的教义中，能否获得解脱，与能否禁欲是直接联系的，这与黄老道术中一些派别的理论是完全相反的。正因为如此，规劝类似汉桓帝的最好说辞就是佛家教义。襄楷在这里讲的禁欲理论，在以后也成为历代佛教徒规劝帝王的一个重要讲话内容。

总之，汉桓帝在延熹年间的祭祀活动，本质上已经拉开了中国宗教崇拜格局发生巨变的序幕。然而，桓帝进行的祭祀浮屠活动又与中国传统祭天仪礼相联系，与接受佛教的戒律，接受佛教特有的道德规范、生活准则没有必然联系。在汉桓帝时期，佛教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对于佛教独有的理论、独有的修行特点，人们已经有所认识。对于规劝汉桓帝这样的帝王，主要是从“好生恶杀”和“省欲去奢”两方面来进行，这也是以后佛教徒规劝帝王的共同话题，并且是一般民众对帝王进行道德评判的重要标准。

二 寺院与佛教社会普及

据《高僧传》卷一记载，汉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19]当时随同摄摩腾一起到达洛阳的还有竺法兰。至迟从晋宋时期开始，中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被认为是最早来到中土的外籍僧人。为他们建立的寺院也就自然成了汉地第一座寺院。尽管他们不可能是到达中国的最早僧人，但是，汉明帝时期两京有外籍僧人是可以肯定的。

有学者根据《说文》中“寺”字没有佛寺的意思，认为许慎（约58—约147）生活的时代并没有佛教寺院，没有佛塔。实际上，即便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编辑词典在收词和释义方面的滞后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何况古代。《说文》中“寺”字没有佛寺释义，完全不能作为不存在佛寺或佛塔的论据，因为这是与大量典籍的记载相矛盾、抵牾的。

关于汉代寺院的记载，除了汉明帝时期之外，主要集中在汉桓帝时期及其以后。寺院建造者既有僧人，也有地方官僚，还有一般社会民众。东汉末年的译经僧人安世高，由于社会名望大，获得供养丰厚，也利用社会捐助兴建寺院。安世高在译经和避乱南游过程中曾住寺或造寺。“便达豫章（治在今江西南昌），即以庙物，造立东寺。”[20]时间大约在汉灵帝末年之后。

汉代建立寺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供僧人居住、修行和翻译经典。但是，也有出于其他目的建立的寺塔。豫州（今河南及山东西南）有佛寺，建于东汉末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条：“《续述征记》曰：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屠也。（汳）水径其南。汉熹平（172—178）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以旌其德。隧前有狮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凋落略尽矣。”此寺用途是葬人，是某君生前给自己修的墓地。（汳）水发源于今河南陈留附近，东流入下邳（治在今江苏宿迁西北）东南部的泗水。这里西通洛阳，东接徐州，应该是在佛教传播路线上。这种寺院的建立，与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可能在东汉末年，为安葬死者而建造寺塔已经在不少地区出现。

正史中关于建造大型寺院的记载也在东汉末年，是笮融建造大浮屠：

笮融者，丹阳（治在今安徽宣城）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21]

在中国历史上，笮融建“浮屠祠”是地方官吏建造寺院的第一例。陶谦约于汉灵帝中平五年（188）为徐州刺史，献帝初平四年（193）升为徐州牧。笮融是其同乡，聚众数百人投靠。陶谦任命笮融管理广陵（治在今江苏扬州）、下邳（治在今江苏宿迁西北）、彭城（治在今江苏徐州）三郡的粮食运输。笮融信仰佛教，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把三郡的钱粮用来修建佛寺。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佛教发展的一些特点。

当时兴建的寺院规模很大，“阁道可容三千人”，而且十分豪华。这个时候修建寺院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安置僧人或者翻译佛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弘教基地，吸引该地区及其相邻郡的民众到这里听讲佛经，参与法事活动，从而让人们树立佛教信仰，扩大佛教信众队伍。笮融以信佛为条件免除人们的杂役，招来的民户达到五千户，可见比他投奔陶谦时的数百人要增加了将近十倍。在当时社会动乱、地方势力相互争斗的情况下，笮融利用佛教扩大了自己的力量，也有着把佛教进一步向社会推广的作用。

笮融还举办浴佛法会，并且施舍酒饭。法会上可以饮酒，说明当时并不把戒酒作为信仰佛教的条件之一，对佛教的戒律似乎并不重视。笮融举办的法会能吸引上万人来观看和就食，规模已经是很大了。这样规模的法会不可能全部由在家信徒来承担工作，大约有一定数量的僧人。如此规模的寺院和寺院法会，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很大的，自然需要不少僧人参加工作。当时的僧人大约也是以外籍僧人为主。

兴平元年（194），陶谦兵败于曹操，逃到丹阳后不久病死。笮融率领男女万人、马三千匹逃到广陵，杀死太守赵昱，并纵兵大掠。兴平二年（195），他南渡长江，杀死豫章太守朱皓，占据其地，不久被扬州刺史刘繇所败，逃入山中，被山民杀死。

汉代僧人以外籍为主，本地僧人很少，且汉人出家受到限制。据《高僧传·佛图澄传》记载，王度曾上疏石勒说：“往昔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身。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从本段的叙述语气揣摩，似乎在汉明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一般来说，应该在已经有汉人出家的事情发生后，才能相应地颁布这样的禁令，而有了这样的禁令，汉族出家人一定会减少。由此推测，不排除在汉明帝时已经有汉地人出家。宋代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条记载：“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一般认为这是来自《汉法本内传》的记载，但不足凭信。但是，考虑到当时佛教的盛行情况，出现汉人出家应是有可能的。

桓帝时严佛调出家，这是目前所知的当时唯一一位汉地僧人。据《祐录》记载，严佛调是临淮人，“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译经典，见重于时”[22]。但是，后出的佛教史籍，比如《释氏稽古略》则认为朱士行是汉地第一位出家者。这种记载的出入，可能与当时佛教相关戒律没有传译出来，出家人往往只是以剪除须发作区别，而没有严格正规的相关手续和仪式有关系。由于衡量是否出家的标准不明确，有时会把出家人当成在家信徒，比如《历代三宝纪》就把严佛调称为清信士，不认为他是出家僧人。总之，汉代在出家信徒和在家信徒的区分上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尤其是对待汉族佛教信仰者，是僧是俗有时会混淆。

汉代是否有僧团组织，史籍乏载。有学者认为，大约1924年或早些时候在洛阳发现的井栏石条上有佉卢文题记，该题记首次以实物证明，东汉京都洛阳有佛教僧团和寺院，年代约在灵、献（179—190）之时。[23]如果这个材料确实，那么在东汉末年，洛阳地区已经有僧团存在。在当时的僧团中，僧众应该多是外籍僧人，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组织起来，并不清楚。

三 汉代译经综览

汉文佛教经典翻译开始于汉代，此后持续千余年，创造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世界翻译史上的奇迹。

依据现存资料，很难解决佛经翻译开始于什么时候的问题。南朝梁僧祐认为：“法宝所被远矣。夫神理本寂，感而后通，缘应中夏，始自汉代。昔刘向校书，已见佛经。故知成帝之前，法典久至矣。”[24]他认为，在西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时就有佛经传来。但是，对于翻译的什么经典、译经人是谁、译经地点在哪里等都说不清楚。在僧祐时代，认为最早翻译的经典就是汉明帝时期译出的《四十二章经》。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能够确定译人、译时的最早汉译经典是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的《浮屠经》，该经早已不存。

实际上，在梁代僧祐整理佛教经典时，对于安世高之前出现的许多经典，基本上无法考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僧祐指出：

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传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阙矣。夫一时圣集，犹五事证经，况千载交译，宁可昧其人世哉。[25]

僧祐的这段论述，说明了造成梳理佛经翻译历史特殊困难的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传来的经典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和过程，造成了众多经典的混乱，使早期经典无法考证。

当佛教经典始传中国的时候，佛教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并且在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中流传。从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传到中国的众多经典，其文字自然不同（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而同一经典也由于传来的时间不一样，造成题目的不同（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传说中翻译经典的使者、居士、僧人，就来自完全不同的地区，并且属于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东汉时期来中国翻译经典的僧人分别来自天竺、中天竺、安息、大月氏、康居等地，他们带来的经典当属于不同文字的典籍。近现代学者对于传到中国的早期佛教经典使用的语言问题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也证明早期传来的经典是有多种文字的。这也证明僧祐在这里的叙述是客观的。

第二，佛教经典的难以考察也与当事人注重经典、不注重经典传播历史有关。按照僧祐的介绍，后来学佛的人，基本上只是抄写经典，并不关心经典的传译者是谁、什么时间翻译出来等问题；学习某部佛教经典，也没有严格的师生传授。所以，年深月久，这些问题也就逐渐不能解决了。这样一来，由于无法考察一部经典的确切翻译人、翻译时间、翻译地点等情况，也就无法考察该部经典的真伪了。因此，梳理汉魏之前的经典翻译史、流传史，缺乏最必要的条件。总的来说，在西晋之前，中国学问僧并不重视经典的整理工作，不重视对一部经典译人、译时、具体内容等方面的考证工作。这种情况僧祐是完全注意到了：“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26]学习经典的人只关注经典的义理，不关注经典自身的历史。中国佛教界历史意识的增强，应该说是从东晋道安作经典目录开始。

根据《祐录》的记载可以知道，在西晋竺法护之前，没有经典目录。在道安开始整理经典、编撰经录的时候，有很多经典因为不知道译人姓名而不能确定，成为失译经典。这部分典籍的数量很大，并且经文本身残缺或题目不一等情况是很普遍的。

祐总集众经，遍阅群录，新撰失译，犹多卷部，声实纷糅，尤难铨品。或一本数名，或一名数本，或妄加游字，以辞繁致殊；或撮半立题，以文省成异。至于书误益惑，乱甚棼丝，故知必也正名，于斯为急矣。

僧祐经过多年的校订，发现失译经典“多出四[image: ]、六度、地道、大集、出曜、贤愚及譬喻、生经，并割品截偈，撮略取义，强制名号，仍成卷轴。至有题目浅拙，名与实乖，虽欲启学，实芜正典，其为愆谬，良足深诫”。

这里所讲的失译经特点很重要。失译经典数量之多，几乎超过能够确认的经典。僧祐列举的失译经典有本子的“八百四十六部，凡八百九十五卷，新集所得，今并有本，悉在经藏”。没有本子的失译经典“合四百六十部，凡六百七十五卷，祥挍群录名数已定，并未见其本，今缺此经”。两者加到一起，“右二都件凡一千三百六部，合一千五百七十卷”[27]。

到了汉桓帝时期，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多位僧人来华传教，以洛阳为中心从事译经，使汉代译经出现第一个高潮，译经历史事实也随之明朗了，所谓“至汉末安高，宣译转明”。[28]据《祐录》统计，汉代翻译佛经有54部74卷，基本完成在桓帝、灵帝时期。

汉代末年翻译经典者，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贡献最大。此外还有竺佛朔、支曜、安玄、严佛调、康孟祥等。其中，来自安息国的安世高、安玄，以及来自康居的康孟祥等以传译小乘典籍为主，来自大月氏的支谶、支曜，以及来自天竺的竺佛朔等，以传译大乘典籍为主。

竺朔佛又称竺佛朔，天竺人，生平事迹不详。汉桓帝时，他带《般若道行品经》到达洛阳，与支谶共同译出。由于“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竺佛朔又在灵帝光和二年（179）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当时是支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张莲（字少安）笔受”[29]。《祐录》卷七所载《般舟三昧经记》又记载，此经“在建安十三年（208）于佛寺校定悉具足”，“又言建安三年（198）……于许昌寺校定”。

支曜可能是大月氏（月支）人，他翻译了《成具光明经》一卷，与支谶所译的《光明三昧经》是同本异译。该经说：“佛言，有定意法，名成具光明，其有人闻之者，若能履行一日至七日，其功德不可比喻。”该经是一部大乘禅经。

僧祐把支谶、竺佛朔、支曜三人放在一个传中，表明了三位翻译者的关系。竺佛朔可能不通汉文，只能是口授，支谶为其传言。而支曜大约与支谶来自同一地区，所译经典也是相同的，都是大乘经典。当时传译大乘经典者既有大月氏人，又有天竺人。可见当时大乘经典传播之广泛。

根据《祐录》记载，安玄是安息国人，“为优婆塞，秉持法戒，毫厘弗亏”。虽为在家信徒，但安玄博诵群经。在汉灵帝末年，安玄因为经商到达洛阳。因为“有功，号骑都尉”。安玄“常以法事为己务”，逐渐通晓汉语以后，便立志弘扬佛教经典。他经常“与沙门讲论道义”，探讨佛法，世称“都尉玄”。安玄和僧人严佛调共同翻译出《法镜经》一卷，采用安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的方式。此经是大乘经典，与《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属于同本异译，主要讲述对在家居士的修行规定，劝信大乘。《祐录·安玄传》评论安玄的翻译是“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这是给予安玄很高的评价。

严佛调是临淮（下邳，治在今安徽宿迁西北）人，早年出家，除了与安玄翻译《法镜经》之外，还独立撰写《沙弥十慧章句》，成为汉代第一位撰写佛教著作的学问僧。从序言中“创奥博尚之贤，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启蒙焉”[30]等话语来看，此书大约是解释佛教基本理论的著作，以在家信徒或出家初学者为对象。他的译经很受重视，当时把安世高、安玄、佛调三人的传译“号为难继”。道安说：“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本妙巧。”严佛调并没有独立翻译经典，把他与安世高、安玄并列，可能与他是第一位汉地学问僧有关。

康孟详祖籍康居，可能出生于中国，与严佛调一样，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他与竺大力合作译出《中本起经》两卷、《修行本起经》两卷，是介绍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经典。据说这些经典是昙果从迦毗罗卫带来。道安称：“孟详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31]另有康巨，当是康居人，译出《问地狱事经》一卷，已不存。《高僧传》称其译经“言直理旨（诣），不加润饰”。

东汉末年是汉译佛经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当时译经在民间自发进行，即便最知名的译经僧人也没有得到朝廷或相当级别的地方官吏支持。译经以外籍僧人或居士为主，中国本土僧人和居士起助手作用。翻译者的来源地较确切者有安息、大月氏和康居三国。所译经典的本子有的是译者自带的，有的是其他僧人或居士带来的，有的译籍可能没有外文本。东汉末时的出经地只有洛阳。当时的译经形式多种多样，以口授、口头讲解、执本传文等多种形式进行。在汉末所有的外来译经者中，贡献最大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第四节 安世高的传教与译经

在整个汉代佛教中，安世高是外来僧人传教和译经两个方面的集中代表者。在他身上，可以比较全面地观察到佛教初传时期成功的外来僧人的基本风貌。就其传教而言，他在华活动时间长，可能有四十年左右；他活动范围广，从北方的洛阳到南方的广州。他所具有的传教素质，所采用的传教方法、手段和内容，集中体现了此后大多数外来成功传教者的特点。就其译经而言，他是中国佛教翻译史上第一位事迹明确的译经家，往往被作为佛经汉译的创始人看待。他首次把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介绍到中国，其译经风格及其所译典籍都影响久远。

一 传教事迹与意义

关于安世高的生平事迹，《祐录》本传与《高僧传》本传的内容基本相同。根据《祐录》卷十三本传记载，安世高，名安清，原是安息国太子。由于他在外国名声很大，“所以西方宾旅犹呼安侯”，这个称号也被中土人士沿用下来。

安世高自幼“志业聪敏，刻意好学。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乃至鸟兽呜呼，闻声知心。”安世高通晓天文、风角、占卜、医学等技能，这些是此后一些成功传教者大多具备的能力。也正因为具有这些能力，使他“俊异之名，被于西域。远近邻国，咸敬而伟之”。安世高所具有的这些技能的具体内容不能确切知道，但是，其基本的方面与当时汉代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方术有类似之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佛教僧人以传播佛教义理为专业，而有些人具备一些神异功能，也有助于吸引、感召信徒。并不是每一位成功的传教者都是依靠神异灵迹吸引信众，获得信任和拥戴，但是神异灵迹的确是很多传教者热衷于运用、宣扬和炫耀的。

出家之前，安世高就已经是虔诚的佛教信徒，“虽在居家，而奉戒精峻，讲集法施，与时相续”。他持戒严谨，并且有弘法传教的热情和积极性。在其父王死后，他由于“深悟苦空，厌离名器”，把王位让给其叔，自己出家修道。安世高“博综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说一切有部论书学问）；讽持禅经，略尽其妙”。“阿毗昙学”和“禅学”这两个部分，以后就成为安世高在中国译介、推广的最重要的佛学内容，也是在社会上影响最广泛的两部分佛学内容。

安世高离开故土，游历诸国传教，于东汉桓帝初年（147）[32]到达洛阳。他很快通习汉语，从事翻译，前后持续二十余年。灵帝末年，他避战乱到南方传教，“世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杖锡江南”。从传记的神话记载来分析，安世高到过庐山、豫章、广州，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他曾在豫章建造东寺。他在中国的活动时间，前后加起来大约有四十年。

综观安世高的传教过程，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与佛教某些教义相联系的神异手段弘法传教。他用于吸引信众的主要教义，是佛教的业报轮回学说。这些是他的一贯做法，并不是根据某个特定事件、特定对象采取的临时应对策略。佛教善恶报应、轮回转生学说在促使人们信奉佛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僧祐的记载，安世高在刚到中国传教的时候，就告诉人们两个前世的因缘，而且在翻译完经典以后，顺应因果报应规律来了结因缘。他所实践的这两个业报轮回过程，既是他“穷理尽性，自识宿缘，多有神迹，世莫能量”的证据，也是贯穿他在中国传教活动始终的主线。

第一个是救度同学的因缘。他自谓前世就是安息国王子，后与国中一位长者的儿子同时出家，成为同学。他这位同学“分卫之时，施主不称，同学辄怒。世高屡加呵责，同学悔谢，而犹不悛改。如此二十余年”。他告诉这位同学：“卿明经精进不在吾后，而性多恚怒，命过当受恶形。我若得道必当相度。”安世高在中国翻译经典完毕之后，告诉人们自己要南下，“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原来浔阳的[image: ]亭湖神就是他昔日的同学，是一条大蟒蛇。这个神告诉安世高:“吾昔在外国，与子俱出家学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为[image: ]亭湖神，周回千里并吾所统，以布施故，珍玩无数；以瞋恚故，堕此神中。今见同学，悲欣可言。寿尽旦夕，而丑形长大。若于此舍命，秽污江湖，当度山西空泽中也，此身灭恐堕地狱。吾有绢千匹并杂宝物，可为我立塔营法使生善处也。”于是，安世高运用神异手段，使同学脱离蛇身，化为一少年。这样就了结了自己与同学的这段因缘，兑现了自己前世的诺言。

第二个是他自己的宿命因缘。他讲说自己前一世也是安息王子，后出家为僧。由于他自知宿缘，就来到中国广州，了断一段宿世之缘。当时正“值寇贼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世高笑曰：我宿命负卿，故远来相偿。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时意也。遂申颈受刃，容无惧色。贼遂杀之。观者填路，莫不骇其奇异。既而神识还为安息王太子，即名世高时身也”。

安世高译经完毕后，南下到广州，“寻其前世害己少年。时少年尚在，年已六十余。世高径投其家，共说昔日偿对时事，并叙宿缘，欢善相向”。安世高讲完因缘以后，又说：“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广州客深悟世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资供，乃随世高东行。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有斗者，乱相殴击，误中世高，应时命终。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勤佛法。具说事缘，远近闻知，莫不悲叹。明三世之有征也。”[33]

安世高通过讲述这两个因缘果报故事，并且亲身应验生死轮回果报，来让人们接受佛教善恶报应和生死轮回的基本教义。这两个故事反映了当时外来传教者的几个重要思想。

第一，佛教讲的生死转生范围是在众生三界六道之间，不仅突破了人类的界限，也突破了国家、种族的界限。安息人可以转生到中国，北方人可以转生为南方人。这样一来，在信仰佛教的人群中就消除了夷夏之别，增强了作为共同信仰群体的认同感。这是轮回转生所起到的超出宗教信仰、有利于民族融合的社会作用。佛教作为异国的宗教，讲的真理是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使人们有了同为众生的认同感。佛教以轮回转生打通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沟通了国内外的关系；安世高通过讲轮回转生的故事，使人们接受三世轮回的教义，从而接受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善恶报应学说成为人们信仰佛教的理论基石。广州客正是听了安世高讲的三世因缘，看到安世高实践了因果轮回，才都信仰了佛教。

第二，轮回转生的主体是“神识”。在安世高所宣传的业报轮回故事中，轮回的主体、受报的主体是“神识”，这一点是不变的，而身体则可以是外国人，也可以是中国人，可以是善形，也可以是恶形。形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神识”。这个“神识”相当于灵魂，相当于“我”，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人类还是畜类，都一样。显然，在佛教业报轮回学说流行中国之初，“无我”之说就受到了挑战。即便汉代以后，佛教的“无我”之说也始终不能原汁原味地为中国人接受，中国人总是在理解受报主体方面产生疑问。

第三，宣传善恶报应，善行有善报，恶行有恶报，特定的因产生相应的果，不会产生改变，也不能混淆。安世高的同学因为好施舍而拥有财富，因为瞋恚而受恶形。这种善恶报应说直接产生的作用就是劝导人们从善去恶，达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把杀生看作是一切恶行之首，强调戒杀。在佛教传来之前，中国没有类似于佛教的“戒杀生”观念。

第四，重视布施，强调布施的功德。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乐于散财求福的个别例证，但是没有像佛教那样强调布施功德，把布施作为修行解脱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佛教到来之后，布施才逐渐成为佛教争取经济上援助的手段，成为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功德善事，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接受的信仰和社会实践活动。

安世高传教地区广泛，追随他的信众也很多，在社会上形成很大影响。谢敷《安般守意经序》谓，安世高“演道教以发蒙，表神变以谅之。于时俊乂归宗，释华崇实者，若禽兽之从麟凤，鳞介之赴虬蔡矣”。尤其是安世高所传的禅法，更是承袭不断绝。

从安世高的传教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重视和侧重弘扬的佛教教义，而这些内容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以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影响最深广的佛教思想是什么。

二 译经概述

安世高在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到达洛阳，很快学会汉语，此后直到灵帝建宁年间（168—172）的二十余年，他一直从事佛经翻译。当时所有翻译工作都是在民间自发进行，没有官方的支持和帮助。当时进行翻译工作也没有组织一个团队，全凭主要翻译者自己的努力。这是初期经典翻译的一个特点。从《祐录》的叙述口气来看，安世高翻译经典都是在洛阳一个地区进行。避乱南下之后，就没有再进行译经工作。

安世高译出经典的数量，《祐录》卷二根据《道安录》记载为34部40卷，到《大唐内典录》增补为170余部190余卷，后经《开元释教录》删定为95部115卷。后出经录所增加的经典大多是一些缺本，自然真假难辨，有些存本也没有确切的出处证据，很难凭信。相对来说，《祐录》中保存的道安《众经目录》，都是道安见到本子后才著录的，并且从译文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所以更为准确和可靠。

根据《祐录》记载，安世高翻译的经典有《安般守意经》一卷、《阴持入经》一卷、《大十二门经》一卷、《小十二门经》一卷、《大道地经》二卷、《人本欲生经》一卷、《阿毗昙五法经》一卷、《十报经》二卷、《普法义经》一卷、《漏分布经》一卷、《四谛经》一卷、《七处三观经》一卷、《九横经》一卷、《八正道经》一卷、《五十校计经》二卷、《五阴喻经》一卷、《转法轮经》一卷、《流摄经》一卷、《是法非法经》一卷、《法受尘经》一卷、《本相猗致经》一卷、《阿含口解》一卷、《禅行法想经》一卷等。

安世高所译经典，大多来自部派佛教时期产生的四部阿含经。东晋道安在整理佛经目录时，已经考证出安世高一些译经具体出自某部阿含。由于安世高翻译多采用口述讲解，由别人代笔形成文字，所以许多经典很难在阿含经中找到明显对应的经文，大多是糅合性质的内容。安世高所译介经典的内容，主要是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

对于安世高的佛学专长和所译介经典的主要内容，道安曾经在不同的经序中多次总结概括：“其所敷宣，专务禅观”[34]；“博学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35]；“安世高善开禅数”[36]。因此，“禅数”既是安世高所精通和擅长的，又是他翻译经典的重点。“禅数”与“定慧”、“止观”是同类名词，含义大体相同。在安世高那里，“禅”指包括在《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等经典中讲的禅法；“数”指用数字概括、分类的教义，比如四谛、五蕴、八正道等。安世高弘扬的阿毗昙教义，具体指说一切有部对阿含经的论述。

作为第一位有确定译籍流传至今的译者，安世高的翻译风格、翻译方式，不仅反映了初期汉译经典的一些主要特点，而且影响了后来的一些译经者和传教者。与他同时的严佛调在《沙弥十慧章句序》中说，安世高“凡所译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37]安世高在整个译经过程中，采用了文字翻译和口头讲解两种方式，因此，他一般不是对原经文进行十分严格的逐字逐句翻译，而是有自己的讲解夹杂其中。《祐录》从内容到形式两个方面对安世高的译籍进行评价，认为他的译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斖斖而不惓焉”。这是说，安世高翻译的经典文意贯通畅达，用词比较贴切，既不用华丽的辞藻论证、装饰和堆砌，同时又朴素、清纯而不流于粗俗，使经典文字保持应有的凝重和庄严。

在安世高时代，尽管佛经汉译已经有了至少百年以上的历史，但是人们对两种文字的互释、对新教义的理解都还处于初级阶段，都还有待于提高，所以，一般来说，安世高的经典翻译自然也不会是很成熟的。然而，到了南朝宋时，佛教研究者依然认为安世高的译文是最好的。“天竺国自称书为天书，语为天语，音训诡蹇，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世高出经，为群译之首。安公（指道安）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列代明德，咸赞而思焉。”[38]

综观安世高译介的全部经典，有两个重要的学说内容影响大、流传广，其一是关于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其二是小乘佛教的禅法实践。

三 《阴持入经》与小乘教义

大乘佛教兴起之前的部派佛教学说，是以后佛教发展演变的基础。安世高译出的小乘佛教典籍，系统地叙述了早期佛教的几乎所有基本概念、命题和学说，既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把小乘佛教教义展现在当时人们面前，也为以后人们认识和理解大乘佛教典籍提供了基础，为人们理解大乘佛教提供了佛学阶梯。汉代以后，大乘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但是，对佛教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接受和运用，始终不能脱离小乘佛教。这是安世高译经的重要性所在。

在安世高介绍小乘教义的诸多译籍中，内容有重复，详略有不同。总的来说，比较系统地介绍佛教名相、基本教理的经典，以《阴持入经》最有代表性。仅粗略介绍这一部经，就可以看到安世高所译经典内容的丰富程度。该经属于阿毗昙小乘体系，比较系统地解说了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等小乘佛教的最基本概念、范畴和学说。

“五阴”（以后通行作“五蕴”），指的是构成人和世界万物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具体是“一为色，二为痛，三为想，四为行，五为识”（以后通行作色、受、想、行、识）。所谓“色阴”，指的是“十现色入：一眼，二色，三耳，四声，五鼻，六香，七舌，八味，九身，十乐”。“色阴”分为十项，两两相对，指的是五种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分别所能感知和认识的对象，也就是人的感觉器官及其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所以，色阴可以理解为组成人体及其外在世界的一切物质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色阴与后四阴的对举，前者相当于物质现象，后者相当于精神现象。在后四阴中，“痛”，指身心感觉器官感受外界以后引起的痛、痒、苦、乐等属于情感方面的精神活动；“想”也译为“思想”，指能够或兴恶或生善、能够辨别是非的“心”；“行”，指促使心产生活动的思维活动，相当于动机、意志、意向等；“识”是身心感官对外界事物或现象的识别能力。佛教五阴学说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分析物质要素比较粗糙，分析精神要素比较细致。第二，否定灵魂的存在。由于人由五阴组成，除去五种物质和精神要素之外一无所有，自然就排除了灵魂存在的可能。

“十二入”（以后通行作“十二处”），是对构成人和世界万物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更细致一些的分类，具体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身心感觉器官（称为“六根”）与各自的感知和认识对象，即“色声香味触法”（称为“六尘”或“六境”）。

“十八界”，也是对构成人和世界万物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一种分类，具体内容是在“十二处”的基础上再加上“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无论是十二入还是十八界，本质上和五阴是一样的，都是对构成人和世界万物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不同分类。建立这样的学说，就是让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人和世界。这两种学说的理论特色与五阴一样。在以后的佛学发展中，许多重要经典和派别都对这三种学说进行了重新论述和诠释。

“十二因缘”是从理论上讲众生生死流转的学说，分为十二支，也就是十二个阶段，各支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在安世高的各种涉及十二因缘的经典中，对十二支的名目以及解释都是不完全相同的。《阴持入经》所列的十二支是痴、行、识、名字、六入、致、痛痒、爱、受、有、生、老死、忧、悲、苦。以下介绍各支的含义和因果联系。

“从痴因缘令有行”。“痴”（以后通行作“无明”）是引起生死轮回的总根源，指的是不懂四谛、不理解四谛并且不按照四谛的要求去实践。这种主观上的原因造成了生死轮回的展开。“行”是“六根”对“六境”的向往和追求，当主体在错误观念（痴）的指导下开始有接触外界的欲望时，生命活动就开始了，这种精神活动首先是精神领域的活动。生死轮回活动的起步是由精神活动引起的。

“从行令有识”。由于作为主体的“六根”追求作为客体的“六境”，其结果就是产生了认识活动，即“识”。这种认识活动的内容，是“知好恶而有憎爱之心”。

“从识令有名字”。从痴到识，都是精神活动，而从“名字”开始，则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的统一。这里的“名字”指“五阴”，其中“字”指色阴，“名”指其余四阴。有了“名字”就是有了人，这是胚胎阶段的人，感觉和思维器官还没有发育完备。

“从名字令有六入”。这是指胚胎开始发育，身心两方面的器官已经成形。

“从六入令有致”。“致”以后通行译为“触”，指感觉器官可以与外界发生接触。这是人出生以后逐渐产生的功能。

“从致令有痛痒”。“痛痒”是感受，指感觉器官不仅能够接触外界，而且能够产生相应的感受。这是人的少年时代。

“从痛痒令有爱”。有了感受能力之后，感官分别对所感知和认识的对象产生了贪爱的欲望。“爱”经常被认为是万恶之渊薮。

“从爱令有受”。在贪爱欲望的支配下求取所贪爱的东西，这里的“受”后来通行作“取”，是更确切的表述。

“彼受因缘有”。由于人们在贪爱的驱使下不断求取，做出各种业来，产生相应的果报，就在三界（指欲界、色界、无色界）中无始无终的轮回。“有”是指整个轮回世界的存在。

“彼有因缘生”。在实际存在的整个轮回世界（三界）中，轮回中的人也就有了“生”，即他出现在应该生的相应世界中。

“从生令有老死忧悲苦”。由于有“生”，所以有“老死”。到了老死，一个生命体就完成了一个阶段的生命轮回过程。但是，佛教的“死”是与“生”直接联系的，所以，这个阶段的完成，同时又是下个阶段的开始。“十二因缘”描述的生死轮回过程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人们是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受苦受难、生死相连的轮回系统的。只有按照佛教的教义修行，才能最终不受生死轮回的支配。十二因缘与四谛、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一样，是佛教的基本学说，为所有的佛教派别所承认和坚持，并在以后不断得到重新诠释。

“三十七道品”是小乘佛教对修行规定的一种总结，认为通过三十七种修行，就可以达到解脱，正如《阴持入经》所说，“三十七品者，度世之明法也”。三十七道品分为七类，即“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种道行”。

第一，“四意止”（以后通行作“四念处”“四念注”）要求认识和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即认识到身体不洁净，苦乐等感受都是苦，心念是处于生灭变化之中的，人生和世界只不过是贪念的产物。

第二，“四意断”（后译为“四正断”“四正勤”）指要消除错误思想、行为和言论对修行的破坏、干扰。即“未生弊恶”的时候采取适当方法“令不生”，“已生弊恶”的时候要采取适当方法令其“断”除；“未生清净法”的时候采取办法让其“生”，“已生清净法”时令“不忘”“不减”“行足”。这里的“弊恶”指一切不符合佛教的行为、言论和思想，“清净法”是一切符合佛教的行为、言论和思想。

第三，“四神足”（后译为“四如意足”），从四个方面修习能够超脱生死轮回的禅定，即“欲定断生死”，坚信禅定有超脱生死的功能；“精进定断生死”，不断努力修习禅定就可以超脱生死；“意定断生死”，在意念上符合禅定要求就可以超脱生死；“戒定断生死”，在修习禅定过程中能严谨持戒就可以超脱生死。

第四，“五根”，能够产生和增长佛教真理性活动的潜在能力，即信根（信仰佛教的潜在能力）、精进根（勤于修行的潜在能力）、念根（不忘正法的潜在能力）、定根（心不散乱的潜在能力）和慧根（明了诸法的潜在能力）。

第五，“五力”，在“五根”基础上产生的符合佛教教义规定的五种现实力量，分别与五根相对应，即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第六，“七觉意”，后来译作“七觉支”，逐步达到佛教理想精神境界的七种正确的状态。即念觉意、法分别觉意、精进觉意、爱可觉意、猗觉意、定觉意、护觉意。这七项以后通行作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舍觉支。

第七，“八种道行”，以后通行作“八正道”“八圣道”，即八种达到解脱的正确道路。《阴持入经》的列举是直见、直行、直语、直业、直利、直方便、直意、直定。[39]以后通行作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佛教对其基本教义和基本理论有多种不同的总结、概括和归纳。就“三十七道品”而言，其内容比较复杂、烦琐，但是，它又和其他相对简单的修行规定学说相互联系。所以，该经的注者认为，“三十七道品总为八道行，合为戒定慧”。这种总结是有道理的。

四 《安般守意经》及其影响

在安世高翻译的小乘禅法典籍中，影响最大的是《安般守意经》。现存两卷本的《佛说安般守意经》比较杂乱，文体不统一，其中一些句子意思不连贯，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前后重复的地方也很多，很像是多家注释杂糅成书。

根据《安般守意经》的叙述，“安般守意”是佛所行的禅定，而且是佛一次就坐禅“九十日”之后，“欲度脱十方人及蜎飞蠕动之类”要宣讲的内容。对于“安般守意”的意思，经文进行了多种繁琐的解释，有些解释是引申发挥，有些解释很难理解，有些解释基本与原文已经没有什么联系。对于“安般守意”四个字的字面解释，有三种解释最能反映安世高译籍的特点。

第一，通过解释“安般守意”四字的字面含义来提示这种禅法最基本的要点。经中说：“安为定，般为莫使动摇，守意莫乱意也。”这就是说，“安般守意”的基本含义是控制意念：要把重点放在“止”的方面，使心绪安定、注意力集中，情绪不波动，精神专注，排除任何杂念。

第二，直接运用《老子》中的术语、概念来解释“安般守意”四字的字面含义，论述佛教的义理。经中说：“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把“安般守意”四字与“清静无为”四字搭配起来，认为前四个字和后四个字分别是完全一致的、意义完全相同，当然是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道理的，可以说是胡乱解释。但是，就是这种在名词释义上的无根据解释和错误搭配，却又是在佛教与道家的沟通方面架起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使人们能够借助道家思想来理解佛教道理。该经在论述安般守意禅法的修行目的时，就是这样来处理的。该经认为：“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这就是说，修安般禅法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意识的精神修炼，最终达到“无为”境界。这样，就用道家的术语把佛教的修行目的表达出来了。这样做似乎是讲清楚了佛教教义，但实际上对于人们正确理解佛教是一种障碍、阻隔甚至误导，但是，在佛教传入的初期阶段，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以后“无为”改为“涅槃”，不仅仅是翻译名词的意译和音译的区别，而是反映人们对佛教理解进步了，能够不借助本土思想来理解外来佛教思想了。在安世高的译籍中，许多名词后来都改变了。

第三，通过解释“安般守意”四字的字面含义，讲述这种禅法的具体内容，叙述修行这种禅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念息不离，是名为安般。守意者，欲得止意。守意者，无所著为守意，有所著不为守意。何以故？意起复灭故。意不复起为道，是为守意。守意莫令意生，生因有死，为不守意。莫令意死。有死因有生，意亦不死，是为道也。

问：佛何以教人数息守意？报：有四因缘：一者用不欲痛故，二者用避乱意故，三者用闭因缘，不欲与生死会故，四者用欲得泥洹道故也。

“安般守意”是指通过调整呼吸达到消除散乱之心，按照佛教规定来进行禅定修行。数息修行可以直接与佛教的最终解脱结合起来。通过数息，可以解除“痛”（受），可以避免意乱，可以解脱生死，可以达到最终的解脱——泥洹境地。这是修习安般守意禅法的真正目的，并不能只用“清静无为”来说明和概括。

作为早期佛教禅法经典，《安般守意经》是以静心守意为重点，也就是以消除散乱之心、消除杂念为重点。修习安般守意禅法有六项内容，即数息、相随、止、观、还、净。这六个部分又分为内外，“数随止是为外，观还净是为内”。所谓“外”是消除来自外界的干扰，所谓“内”是消除来自内心的干扰。为什么要安排六项内容呢？在于“用人不能制意，故行此六事耳”。所以，修习安般禅法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守意”。在讲止观两个方面的内容时，“止”是第一位的，观是第二位的。

“数息”的内容，就是从一到十数出息和入息。这是该经的重点内容，“数息”既是这种禅法的开端和基础，也是决定是否能够贯彻其他佛教修行教义、达到修行成功的关键。

对于为什么要“数息”、怎样“数息”以及“数息”的功能和注意事项等问题，该经都有详细叙述。

首先，要求“数息”的原因，就是为了消除杂念，所谓“何以故数息，用意乱故”。如果“意”不乱了，心定下来了，数息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数息的过程中，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数息有三事，一者当坐行，二者见色当念非常不净，三者当晓瞋恚疑嫉念过去也。”首先，“数息”要有适当的身体姿势，就是要按照一定的要求采取“坐”姿。其次，“数息”时要注意排除来自外界的干扰，看见外界诱人的“色”，就要想到那不是永恒存在的（非常），是“不净”的，不值得去关注、去追求，这样就不会使自己分神乱意、杂念丛生了。最后，“数息”是要注意排除来自内心的干扰，即不能有“瞋恚疑嫉”等不良情绪和不良精神状态。因此，“数息”的过程就是一个除恶扬善的过程。同时，“数息为至诚，息不乱为忍辱”。所以，数息的过程本质上是按照佛教教义修行实践的过程，具有重要的信仰意义，而不是一般的调整呼吸。

那么，“数息”为什么要从一数到十呢？这与佛教教义密切联系：

数终于十，至十为竟，故言十数为福。复有罪者，用不能坏息故为罪。亦谓意生死不灭，堕世间已，不断世间事为罪也。六情为六事，痛痒思想生死识，合为十事，应内十息。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嫉妒瞋恚痴，应外十息。谓止不行也。

“十”被认为是最大的数字，具有兴福灭罪的功能，同时，为了消除主观精神方面的“十事”，消除身口意方面的“十恶”，这些都构成要从一到十数息的原因。这样一来，数息就与佛教的整体教义结合起来。如果说，数息是这种禅法的第一步，其直接目的不过就是使纷乱的心意安定下来，那么这一步同时又是与佛教的整个修行结合起来的，是与能够最终修行成功结合起来的。该经在论述以后的五项内容时，也是同样的思路。

从第一项“数息”到最后一项“净”，逐渐行进的步骤、过程、条件和节奏是：

意乱当数息，意定当相随，意断当行止，得道意当观，不向五阴当还，无所有当为净也。

如果通过从十到一的“数息”达到“意定”，就可以进入“相随”，然后在“意断”时进入“止”，具体过程和原因是：

数息为不守意，念息乃为守意，息从外入，息未尽，息在入，意在尽，识在数也。十息有十意为十绊，相随有二意为二绊，止为一意为一绊。

人们在数“息”过程中，“意”还是散乱的，因为人们要数十个数，就如同有十个杂念一样。然而，尽管有十个杂念，但比起数息之前的无穷无尽的杂念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当“意”只专注在十个数字上时，就达到了“数息”的目的，就可以进入“相随”阶段了。所谓“相随”，指的是“息与意相随也”，即注意力只关注“出息”和“入息”，也就是注意力从关注“数”到关注“息”。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一个大进步，杂念从十个减少到两个，注意力进一步集中了。达到这样的“意断”，就可以进入第三步，即进入“止”。所谓“止”，就是“止在鼻头”，只注意鼻端。因为，数出息和入息，相当于有两个杂念，只关注鼻端，就相当于只有一个杂念了。到了这个程度，表明精神进一步集中，定力更好了。

到了止，实际上就完成了安般守意禅法的第一步的任务，达到了注意力高度集中，下一步就要开始运用这种注意力来思考特定的教义了，即第四“观”。所谓“观”，就是思考佛教教义的阶段。该经所讲“观”的内容很多，比如：“行息已得定，不复觉气出入，便可观，一当观五十五事，二当观身中十二因缘也。”[40]总的来说，是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选择特定的教义来观想：

道人行道未得观，当校计得观。在所观意不复转为得观，止恶一法，为坐禅观二法，有时观身，有时观意，有时观喘息，有时观有，有时观无。在所因缘当分别观也。……止观者为观道，恶未尽不见道，恶已尽乃得观道也。[41]

这里的论述有两个要点：其一，“观”是对正确的佛教教义的思考、冥想，是接受佛教教义，消除错误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是观“道”（正确教义）的表现，是消除“恶”的过程;其二，观想的内容可以很多，但是无论有多少，都是佛教教义。人们观什么，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所谓“在所因缘当分别观也”。

“观”想之后是进入“还”这个阶段：“还者为意不复起恶，恶者是为不还也。”[42]达到“还”就是思想上没有任何不符合佛教教义的念头、思想，没有“恶”的存在。最后一个阶段是“净”，也就是达到解脱的表现：“当复作净者，识苦弃习，知尽行道，如日出时，净转出十二门，故经言：从道得脱也。”[43]这是修习安般守意禅法的目的。

该经在论述安般守意禅法时，主要是按照这六项内容进行的，同时，还有从整体论述修习安般禅法所应注意的问题，比如：

安般守意有十八恼，令人不随道：一为爱欲，二为瞋恚，三为痴，四为戏乐，五为慢，六为疑，七为不受行相，八为受他人相，九为不念，十为他念，十一为不满念，十二为过精进，十三为不及精进，十四为惊怖，十五为强制意，十六为忧，十七为怱怱，十八为不度意行爱，是为十八恼。[44]

经过对全部经文的考察，诸如此类的内容在论述安般禅法六阶段过程时已经分别提到，这些总结也是一些重复的内容。另外，该经在论述安般禅法的过程中，往往与四禅、四意断、四意止、四神足、四谛、七觉知、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等结合起来论述，使其整个论述显得杂乱无序、重复烦琐。不过，这样做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用“安般守意”禅法把整个小乘教义统摄起来、概括起来，组成一套内容丰富的禅法体系。

《安般守意经》译出来之后，一直比较流行，成为一套有传承、影响范围极广的禅法。第一位为该经作序的是康僧会，他是安世高的再传弟子。他在序言中介绍了该经的内容和传承。在他看来，“夫安般者，诸佛之大乘，以济众生之漂流也”。显然，他对安般禅法的评价很高，认为这种禅法是诸佛拯救众生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康僧会侧重概括了该经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修习安般禅法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神通：

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举眼所观，无幽不覩。往无数劫方来之事，人物所更，现在诸刹，其中所有世尊法化，弟子诵习，无遐不见，无声不闻，怳惚髣髴，存亡自由。大弥八极，细贯毛牦，制天地，住寿命。猛神德，坏天兵。动三千，移诸刹，八不思议，非梵所测，神德无限，六行之由也。[45]

宣传修习禅法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多种神通功能，是促进该禅法流行的一个重要手段，无论是小乘禅法还是大乘禅法，都有这样的内容。尤其是用《老子》《庄子》的语言来描述，自然对中土的信奉者有更强的吸引力。

第二，强调安般守意禅法在古印度佛教界很盛行：

世尊初欲说斯经时，大千震动，人天易色，三日安般，无能质者。于是世尊化为两身，一曰何等，一曰尊主，演于斯义出矣。大士、上人、六双、十二辈，靡不执行。[46]

从康僧会的论述我们可以体会到，由于安般守意是比较基础性的禅法，适合出家和在家人修行，具有适应范围广、可操作性强、不走极端、神秘色彩淡薄的特点。这大约也是该禅法在中土最流行的原因之一。

第三，讲述了安般守意禅法的盛行。他说，在安世高翻译出《安般守意经》之后，“学者尘兴，靡不去秽浊之操，就清白之德者也”[47]。安世高翻译出这部有代表性的禅经后，很快吸引了许多人关注，该经迅速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康僧会的一位老师陈慧就曾为该经作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僧会特别强调修习这种禅法的人都收到了提高道德操守的效果，这是进一步肯定修习禅法有着弃恶从善的功能。

在康僧会之后，东晋道安也曾为该经作序，进一步用《老子》、《庄子》来解释该经的内容。东汉以后，尽管传来的禅法种类越来越多，但是，在小乘禅法中，安世高所传的安般守意禅法始终是最流行的一种。

第五节 支娄迦谶的大乘译籍

一 译经概述

在汉代佛经翻译界，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与安世高堪称“双璧”。稍早于支谶的安世高，是以翻译小乘典籍为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小乘佛教基本理论和修行方法介绍到汉地，尤其是第一次把小乘禅法成功地译介到汉地，并且形成了广泛影响，使汉地有了禅法传授系统。支谶翻译的经典种类更多，大小乘典籍都有，但以大乘经典为主，他是把大乘佛教典籍译介到汉地的第一人。他首次把当时大乘般若学的重要经典翻译出来，直接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安世高的影响主要在禅法修行方面，支谶的影响主要在般若学说方面。可以说，支谶的翻译事业继安世高之后，进一步开阔了当时中土人士理解、认识佛教典籍的视野，并且为般若学进入中国思想界提供了资料储备。

根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第二》的记载，支谶是月支国人，“操行淳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东汉桓帝末年从月支到达洛阳，通晓汉语，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从事经典翻译。[48]以后不知所终。

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第一》，支谶译出的经典有十四部二十七卷。在十四部经典中，道安时代能看到写本并知道确切翻译时间的有三部，即《般若道行品经》（也称《道行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经》）十卷（或记为八卷），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译出；《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185）十二月八日译出；在僧祐时期已经不存文本的有《般舟三昧经》一卷，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出。另有《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阿阇世王经》二卷、《宝积经》一卷、《问署经》一卷、《胡般泥洹经》一卷（不存）、《兜沙经》一卷、《阿[image: ]佛国经》一卷、《孛本经》二卷（不存）、《内藏百宝经》一卷共九部经典，因为“岁久无录”，经过道安从译文体裁、风格等方面考证，认为“似谶所出”。又有《伅真陀罗经》二卷，是道安没有记录的。另外，有学者认为，《出三藏记集》中所列的《光明三昧经》一卷（不存）是把支曜译本误记为支谶所译。

支谶的翻译水平也得到后世的称赞。《出三藏记集》认为，支谶所翻译的经典，“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49]。所谓“审得本旨”，是说他对经典原文理解深刻，并且能够不走样地表达出来；所谓“了不加饰”，是说他的译文能够尽量保持经典的本来面目，没有因为遣词造句的不当让人感觉到与原典拉开了距离。

大乘佛教兴起的标志，是多种类典籍的不断出现，其中，最早出现的大乘典籍依次有“般若”“华严”“宝积”“方等”诸类。支谶所翻译的大乘经典种类多样，涉及多类典籍，基本反映了早期印度大乘佛教兴起时期的实际情况。他所翻译的经典部类之广，不仅超过同时代的安世高，而且直到西晋竺法护时才被超越，此间时间大约有两百年了。在支谶的译籍中，属于文殊般若类的经典有《般若道行品经》（简称《道行经》）、《内藏百宝经》《首楞严经》《阿阇世王经》[50]等；属于华严类的有《兜沙经》；属于宝积类的有《摩尼宝经》《阿[image: ]佛国经》《宝积经》《般舟三昧经》；属于方等类的有《问署经》等。诸多类别的大乘经典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还难以区分，但是无疑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以下介绍三部学说特点鲜明的经籍：《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兜沙经》。

二 《道行经》与大乘佛教的共性

支谶译出的几部文殊般若类经典，中心思想都是叙述般若学基本理论和修行规定。相对来说，其中的《道行经》是最重要的代表，它不仅是大部《般若》中的骨干内容，而且对以后的中国佛教义学发展影响很大。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七未详作者的《道行经后记第二》记载：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51]

从这个后记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到，当时参加该经翻译的人是比较多的，既有外籍僧人，也有中土在家信徒，翻译工作是在寺院里进行的。

支谶的《道行经》后来被称为《小品般若》，是首译。该经的第二译是三国支谦译出的《大明度无极经》，第三译是东晋鸠摩罗什的译本。与该经相对的《大品般若》，指的是《放光》和《光赞》，是在西晋太康七年（286）和元康元年（291）才分别翻译出来的，比《小品》晚出一百多年。《道行经》与《般舟三昧》同年翻译出来，曾引起不少猜测。看来，支谶翻译经典的习惯，并不是翻译完一部再翻译一部，而是齐头并进同时开始翻译多部经典。所以，可以出现两部经典同时翻译完成的现象。

大乘佛教教义在汉代以后中国佛教界、思想界以及民间信仰中影响最为广泛，中国以后被称为大乘佛教的故乡，就是因为大乘思想比小乘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流传得更加广泛。从其具备的思维方式、宣扬的基本理论、倡导的修行方式、塑造的信仰对象等各个方面考察，大乘佛教对中国社会各阶层都远远比小乘佛教更有吸引力、更有影响力。大乘佛教典籍中最早出现的是般若类经典，这类经典不仅提出了不同于小乘佛教的新思想、新学说，更为重要的是，般若学奠定了整个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在整个佛学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思维方式。

在支谶译介大乘佛教之前，尽管佛教已经在汉地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已经有安世高对小乘佛教基本理论的成功译介和弘扬，但是，对于哲学思辨性更强、神话色彩更浓的大乘佛教，中国人士还没有接触到。在支谶译出的《道行经》中，就包括了不仅所有大乘经典共有的学说，也包括了以后大乘多类经典所共同继承的学说。

唐代玄奘编译了般若类经典的总集《大般若经》，有六百卷，列为十六个部分，前五个部分被称为“根本般若”，按各部分的详略程度分为大、中、小三类，其中分量较小的部分就是最早出现的内容，《道行经》就在其中。因此，《道行经》不仅是翻译最早的一部般若经典，同时也是印度般若类经典中出现最早的一部经典，其学说也构成了整个般若学的基础，带有从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过渡的性质。

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乘佛教典籍，《道行经》中包含了对以后大乘佛教各类经典、各个派别都有影响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此前部派佛教所没有的，是新思想、新教义。以下简述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倡导新的修行理论和实践，即一种大乘菩萨修行体系。从般若类经典开始，各类大乘经典都毫无例外地讲说菩萨修行的内容，包括修行理论，修行方式、过程和目标等，所以大乘又被称为菩萨乘。所谓菩萨修行，实际上是在小乘佛教修行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教义，是新的修行体系。就般若类经典而言，一般把修行归结分为六项内容，所谓六度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在这六种解脱道路中，最重要的是般若，即“智慧”解脱。菩萨就是要通过掌握般若智慧来达到解脱成佛的目标。《道行经》从多方面赞颂、推崇乃至神化般若。首先，在六度中，般若最尊贵，《道行经·功德品》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分布诸经教人，不及菩萨大士行般若波罗蜜。”因为其他五种都从属于般若，并且只有在般若的指导下才能生起和发挥作用。其次，成佛必须学习般若波罗蜜，因为它是诸佛之母，正如《道行经·累教品》所说：“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皆从般若出。”强调智慧解脱，在小乘佛教中是不强烈的，而在大乘般若典籍中，这就成为最重视的内容。原因何在呢？所谓“般若”，就是般若经典提出的新教义、新理论、新思想，强调般若、抬高般若、神化般若，实际上就是强调、抬高、神化新经典、新教义、新思想、新理论。六度波罗蜜就是一种新的佛教修行体系，就是一种达到成佛的途径。这些是从般若类经典开始有的，并且一直影响着以后各类大乘佛教经典。以后出现的重要经典或重要派别，无论对这些理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无法回避地要做出回应。

第二，倡导多佛崇拜。从佛教创立到大乘佛教兴起的五六百年间，佛教各派普遍承认过去的六佛和未来的弥勒佛，但释迦牟尼始终被认为是唯一现存的佛。这种信仰本质上是与教主崇拜相联系的一佛信仰。大乘佛教兴起之初，在崇拜对象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神化释迦牟尼基础上建立多佛同时并存的新的佛信仰体系。这不仅是所有大乘典籍和教派的共同主张，也是大乘区别于此前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大乘佛教在崇拜对象方面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其基本教理、修行方式和整个学说体系发展演变密切相关的。

在小乘佛教中，修行者的最高修行果位是阿罗汉，任何人都不能在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成佛。大乘佛教般若经典则倡导，只要按照般若教义修行，理论上人人都可能成佛。般若经典之后的各类大乘经典，都毫无例外地倡导多佛信仰。《道行经》当然也是倡导多佛崇拜的。该经中常用的句子就是“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现在佛多得不能计数。但是，成佛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要经过累劫修行，没有快速成佛的好办法。这是早期大乘佛教经典的共同主张。大乘佛教的多佛信仰后来在中国最流行，相应的，菩萨信仰也超过了阿罗汉信仰。在安世高、支谶译经时期，那些外国来的译经僧人都被称为“菩萨”，表明他们都是以成佛为目的的修行者。

第三，倡导外在事物和现象是虚幻不真实的，宣扬“诸法悉空”“诸法如幻”“缘起性空”。这是后来所有般若经典的共同主张，差别只在于对“空”的规定性有不同而已。《道行经·随品》说，“诸经法但有字耳，无有处所”，佛在诸经中讲的一切法，并不是实有其事，都是如梦如幻，一切事物也和佛说的一切法是一样的。“如梦如幻”是说明事物和现象虚妄不实的最常用的词语。所谓“虚妄不实”，不是讲事物或现象不存在，而是说事物或现象都是处于变动之中，不是永恒不变的。大体说来，《道行经》作为早期翻译的般若经典，许多行文晦涩难懂，讲“诸法皆空”的内容比较容易理解，讲“缘起性空”的文字就不容易理解，有些地方的论述让人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该经认为，由于外在一切皆空，人们对于外在的一切事物和现象，要采取的正确态度、正确认识、正确行为和正确做法，就是“心无所住”，就是人们的认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要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束缚和影响。这种“心无所住”为后来各类般若经所强调，对中国佛教各宗派都有影响。同时，在不同经典中，对“心无所住”的定义、理解和诠释也不完全相同。

第四，强调“本无”思想。《道行经》也与安世高翻译的小乘经典一样，受《老子》影响很深，习惯于用《老子》中的术语、概念来对译佛经中的名词概念和范畴。在支谶的译文中，“道行”（后世所译“波罗蜜行”）“本无”（后世所译“真如”），都是借用道家的名词来传达般若的思想。在当时，借用词语和借用思想还是很难区别开来的，只有到了唐代，才有“用其词而不师其意”的说法。《道行经》成为研究般若理论最好的入门书。同时，随着人们对佛学理解的深入，一些看法和思想也在改变。由于《道行经》的翻译是般若经翻译的开始阶段，翻译者沟通两种文字的能力有限，很多义理很难表达清楚，经文的意思也有不连贯的地方，所以，三国时代的朱士行才立志到西域求取新经典。

《道行经》中讲的“本无”，并不是作为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本源来讲的，而是从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本质规定性方面来讲的，是说一切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是“无”。“本无”不是讲“以无为本”，而是没有一个可以执着的“本”，应该对一切都不要执着，都不要在意，因为一切说到底都是空。这是当体即空的意思，即一切本来就是“无”，就是“空”。我们所认识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本质上是空无所有的“本无”，所以在思想上不能执着，这就是“无所住”，做任何事最终没有收获，即“无所得”。“本无”是在对一切现实世界的否定中才能体现出来。在认识论上贯彻“本无”思想，就是要倡导“无住”，即思维不能僵化、停滞，对一切都不执着，思想随着外在事物和现象的变化而变化。倡导“无得”，是要认识到追求一切的最终结果是没有获得（无所得）；倡导“无相”，是要认识到一切可为感官把握的“事相”都是虚幻不实的，本质上没有任何形相。倡导“无生”，是要认识到一切事物和现象本质上没有生灭变化。《道行经》强调“本无”，就是强调现实世界的一切在本质上是虚幻不真实的，是不永恒的。《道行经》讲的“本无”，后来也被译成“性空”。

三 《般舟三昧经》与西方净土信仰

在《大正藏》中，有三个《般舟三昧经》译本，即《佛说般舟三昧经》一卷、《般舟三昧经》三卷、《拔陀菩萨经》一卷，都题支娄迦谶（亦简称“支谶”）译。据学者研究，三卷本是竺法护译，一卷本是支谶译，题名《拔陀菩萨经》的本子译者不明。三个译本详略不同，内容大同小异。该经是支谶译介的大乘禅观著作，与安世高译介的小乘禅观著作有显著不同点，是讲述在大乘思想指导下进行禅修实践。“般舟三昧”意为“佛现前定”，据说进入这种三昧就能够看见“十方诸佛”。

按照该经的说法，要得到般舟三昧，首先要树立“信”念，对这种三昧坚定的信念，不能有任何怀疑，所谓：“菩萨欲疾得是定者，常立大信，如法行之则可得也。勿有疑想如毛发许。”为了进入这种三昧，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与佛教基本戒律相联系的一系列规定，作为修禅定的准备，包括“避乡里，远亲族，弃爱欲，履清净，行无为，断诸欲……绝淫色，离众受，勿贪财，多蓄积，食知足，勿贪味”。诸如此类的禁欲规定，与修习小乘禅法的规定大同小异。可以说，大乘禅法是在小乘禅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具体操作上，二者相同之处或相似之处很多，最主要的差别是在观想方面。观想的内容是与基本教义相联系的，大乘禅法所观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同于小乘观念的大乘理论。如果要见到阿弥陀佛，就要进行聚精会神的观想：

独一处止，念西方阿弥陀佛今现在。随所闻当念，去此千亿万佛刹，其国名须摩提，一心念之，一日一夜，若七日七夜，过七日已后见之。

所谓“一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聚精会神；所谓“念之”，就是忆念、观想阿弥陀佛及其国土，用七天七夜的时间，就能见到佛和佛土，即佛和整个佛国世界就呈现在面前。在这里，支谶首次把阿弥陀佛的信仰介绍到了汉地。

对于念佛人来说，这种“见”佛就和在梦中所“见”的情景一样。这不是神通功能，而是自然而然见到。那么，通过这种念佛三昧，想见到哪一位佛都能见到，是什么原因呢？凭的是什么呢？该经指出：“持佛力，三昧力，本功德力，用是三事故得见。”所谓“佛力”，指的是佛的加持，佛赋予的力量，属于外在的力量；所谓“三昧力”，指的是修习禅定后所产生的力量；所谓“本功德力”，是指个人日常按佛教规定所做的一切善事产生的力量。所谓“见”佛，也就是具备了到达西方净土世界的能力，具备了死后往生极乐世界的可能性。

尽管佛的出现是“心念”的结果，归根结底，佛和佛土是心的产物，但是佛的出现必然产生作用，见到佛是往生佛国的前提。佛的形象是虚幻的，但是，产生的功能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来，这种念佛而见到佛，最终往生佛国的说教，实际上是把佛国客体化、实在化，包括阿弥陀佛在内的“十方诸佛”都是真实的存在。

通过虔诚念佛而“见”到佛，进而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佛国净土，后来是在中国社会最流行的一种信仰，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影响，《般舟三昧经》还不是专门的西方净土经典，而是大乘禅法著作，由于阿弥陀佛信仰是这部经典中的一部分内容，因此该经的译出标志着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开始传入汉地。

四 《兜沙经》华严学说的基本特点

支谶所传译的《佛说兜沙经》（简称《兜沙经》），是第一部被传译来的华严类经典，也是现存最古老的华严类经典。这部只有2500字左右的短篇幅经典，主要内容是叙述释迦牟尼在摩揭陀国初成佛，十方世界菩萨聚集佛前，提出各种问题，列举菩萨修行名目。该经学说的重要特点，是突出华严学承自般若学又不同于般若学的鲜明理论个性。

《兜沙经》和般若经一样，明确列举“今现在”诸佛，宣扬多佛崇拜。由于同为支谶翻译，《兜沙经》叙述多佛的用语也和《道行经》一样。但是，该经宣扬的多佛信仰学说却与般若经典完全不同。它是以释迦牟尼的“分身”来论证多佛存在，并且以此把释迦崇拜和多佛崇拜结合起来。在该经的末尾部分，描述了佛的世界和多佛并存的状态：

释迦文佛（释迦牟尼佛），都所典主十方国，一一方各有一亿小国土，皆有一大海，一须弥山，上至三十三天。一小国土，如是所部，凡有十亿小国土，合为一佛刹，名为蔡呵祇。佛分身，悉遍至十亿小国土。一一小国土，皆有一佛。凡有十亿佛，皆与诸菩萨共坐十亿小国土。诸天人民，皆悉见佛。[52]

这里描述的释迦牟尼佛教化的整个世界，即“一佛刹”，是最早的华严世界构造，后来发展为莲华藏世界海。在“一佛刹”中，无数同时存在的佛都是释迦牟尼的“分身”。对于这种“分身”，该经没有进一步界说，但突出强调释迦牟尼佛身超越时空的遍在性，以此作为多佛并存的根据。这样，“释迦分身”说成为《兜沙经》把释迦教主崇拜与多佛崇拜结合起来的理论纽带。

从这种论述中可以看到，早期华严典籍倡导多佛崇拜的思路明显与般若类经典不同。同为东汉末年支谶翻译的《般若道行品经》，就把多佛并存的根据放置在“般若”上：

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

六波罗蜜者，佛不可尽经法之藏，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皆从六波罗蜜出生。

十方今现在不可复计佛，悉从般若波罗蜜成就得佛。[53]

把多佛并存的原因归结为“般若”，使其具有成为诸佛之母的地位，凌驾于诸佛之上，自然贬抑了教主释迦牟尼的地位。般若类经典所要神化和抬高的是新兴教义“般若”或“经法之藏”，而不是某个人格化的大神。这样，般若类经典就不是用神话，而是用抬高佛教教义的办法解决多佛的来源问题。这种思路不仅具有强烈的批判偶像崇拜的精神，而且在树立新的信仰对象的同时，解决了修行者如何成佛的问题。这是释迦分身说所不具备的。

在大乘佛教之前，所有修行者无论怎样修行，无论修行多长时间，最高修行果位都是所谓阿罗汉，而不是成佛。佛只有释迦牟尼。既然承认多佛同时并存，就从理论上为信仰佛教的芸芸众生打开了成佛的通道。但是，要解决众生如何成佛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多佛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方面，早期大乘经典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方案。《道行般若经》的论述，不仅解决了多佛并存的问题，也为众生成佛提供了可能的道路。因为，既然一切佛都是从般若波罗蜜中产生，那么，无论任何人，只要按照经典的记载修行六波罗蜜，就都有成佛的可能。换言之，凡按照佛教的新教义修行者，都理所当然的能够成佛。在早期的各类大乘佛教经典中，还没有这样明确的说明，但是，般若类经典已经有了这种趋势。

与般若类经典相比较，《兜沙经》着重树立释迦的权威，其多佛信仰的神话色彩更浓重，思辨色彩更淡薄，这不仅仅是两者在论证多佛并存方面的差别，也是两类经典在整体学说上的不同。《兜沙经》把倡导多佛与神化释迦牟尼联系起来，呈现出多佛崇拜与教主崇拜的天然联系，可以说是最早期的多佛信仰形态之一。同时，在这里的释迦佛已经不同于早期的“世间人”的形象，而是已经被神化者。很明显，华严系统中的多佛信仰是在神化释迦的基础上起步的，并且没有否定释迦作为教主和至上佛的地位。因此，仅就华严类典籍的范围而言，大乘佛教的多佛信仰学说一开始并没有对以前的佛教信仰予以全盘否定，而是依据基本教义的要求对崇拜对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但是，与般若经典的同类思想相比，释迦分身说只解决了树立多佛信仰问题，并没有涉及众生如何经过修行而成佛的问题。所以，释迦分身说在后出的经典中被修正，论证多佛信仰的新理论也随之出现了。

《兜沙经》重视“十”这个数字，并且多方面创用，从该经开始，“十”逐渐被赋予多种超出计数范围的宗教象征意义，构成华严典籍乃至华严宗教义的一个显著特点。该经对“十”的创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严格以“十”为计量单位组织经文、论述教义和表达思想。《兜沙经》的行文多采用十句排比，论述问题多从十个方面或分十个小节。后出华严典籍由此发展，往往是每个问题包括十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各分十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各有十个段落，严格采用类似十进制的方式表达思想。“十”不仅是经文的组织形式，也成为教义内容的特色。

其二，严格以“十”为计量单位列举菩萨修行名目，使菩萨行有了新的框架。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菩萨的地位空前提高，有关菩萨修行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大乘经典论述的中心内容。《兜沙经》没有对菩萨修行内容的详细说明，而是用提纲形式列举名目，共有十项，即十法住、十法所行、十法悔过经、十道地、十镇、十居处所愿、十黠、十三昧、十飞法、十印。与后出华严典籍的相关内容相比较，这里的译名不规范，排列次序稍有差别，但它毕竟勾勒出菩萨行的大体框架，直接影响着后出的多种华严典籍。

《兜沙经》列举的十位大菩萨以文殊为首，文殊“持佛神力”，提出问题，讲述教义，使华严菩萨有了代佛宣言的身份。所出现的各种华严类单行本，绝大多数都有一位作为主角的菩萨，习惯上以主角菩萨名称其经，《兜沙经》即属华严典籍中的文殊类经典。该经概说菩萨行，在文殊类典籍中有序说概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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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国时期佛教

公元3世纪30年代初，在东汉末年长期军阀混战中壮大起来的三大割据集团首领，相继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曹丕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废汉建魏国，以洛阳为都城，实际控制江北广大地区。刘备于公元221年建立蜀国，定都成都，有效统治益州（今四川）、汉中一带地区。孙权于公元222年建立吴国，建都武昌，后迁都建业（229），占据江南广大地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三国时期，魏国和吴国佛教直接承袭汉末而来，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资料缺乏，蜀国佛教的情况不清楚。

第一节 魏国佛教

一 魏国社会与佛教

魏王朝（220—265）建都洛阳，接续东汉，势力胜过吴蜀，是三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魏国占据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在整个三国时期，洛阳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成都和建业不能相比的。魏王朝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某些变革、在宗教方面采取的若干措施，以及在哲学领域发生的巨变，或者直接影响两晋社会，或者对佛教的长期发展有重要导向作用。

魏王朝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影响深远。从曹操开始，就在用人方面制定“唯才是举”的原则。魏文帝即位之前，建立了九品中正制，用人重视社会舆论评价，不拘爵位和世族高卑。无论与东汉末年外戚或宦官操纵仕途相比，还是与单纯以封建道德为标准的“举孝廉”相比，这种制度都是一个大进步，有利于才干之士被任用。

魏王朝的宗教政策，包括对道教、儒家和民间信仰的政策，大多从曹操开始就制定和实行。魏初崇尚名法之治，尊奉儒家为正统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封孔子后裔为侯，令修孔子庙。从曹操开始，对东汉以来广泛流行的黄老神仙道术采取严格限制，这个政策一直为曹魏诸帝所继承。曹操鉴于张角曾利用太平道组织起义，对民间方士进行集中管理。曹植《辩道论》为曹操的这种做法进行了说明：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1]

在汉代的方士中，宣扬行气导引、房中之术、辟谷这三种方术的人不少。此类方术容易吸引各阶层的民众，聚集信徒，在一个地区形成不受官方控制的势力集团，给社会治安带来危害，所以地方和中央统治者对其中的领导者会时刻密切关注。为了限制他们的活动，防止他们无限制扩大势力，引起社会不稳定，把其中的代表人物集中起来管理，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在汉末三国佛教中，无论是外来僧人还是本地僧人，几乎没有以房中术、辟谷来吸引信仰者的例子。即便是“行气导引”之类，其与安世高所传的安般守意禅法差别也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在魏王朝对黄老道术进行限制的过程中，佛教受到的负面影响应该是不大的。

魏王朝明令禁止不符合儒家规定的各种祭祀活动，也是继承曹操的做法。早在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曹操任济南相时，就下令把不符合儒家规范的祠宇一律毁坏，严令官吏“不得祠祀”。曹操以汉丞相的名义实际控制朝政之后，出现了“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遂绝”[2]的局面，可见其采取的措施相当严厉，收到的效果也十分显著。魏国的历代帝王都继承了这种政策。魏文帝黄初五年（224），文帝下诏：“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3]青龙元年（233），魏明帝“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4]。

魏国统治者以儒家的礼制作为判断各种祭祀活动邪正的标准，限制不符合礼制的祭祀，禁止巫祝之类的人妄言祸福，蛊惑人心，限制方士的活动，对他们中有影响的人物进行集中管理。这些政策和措施是一贯的，并不是权宜之计。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似乎对佛教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同时，从现存的直接资料和传说来看，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并没有出台直接限制佛教的政策和措施，这与吴国的一些统治者并不完全一样。同时，在曹魏统治集团内部，也不乏对佛教有好感者。传说陈思王曹植喜欢读佛经，并且创作“梵呗”（佛教的赞美歌），被后世尊奉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者。

曹魏统治者支持建造佛教寺院，并且一般不得毁坏。魏明帝迁移道西的佛图到道东就是一个例子。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

魏明帝（227—239年在位）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东，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濛汜池，种芙蓉于中。

魏明帝要毁坏浮屠，也是有原因的，并不是为了禁毁佛教而拆除佛寺、佛塔。根据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应通录》卷上和道世《法苑珠林》卷四十所引《汉法本内传》记载：“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宫之西，每系幡刹头，辄斥见宫内，帝患之，将毁除坏。”可见当时寺塔建立在城内，并且离王宫很近，高耸入云，影响皇宫的安全，所以魏明帝才想拆除。外国僧人通过施展灵异手段，规劝魏明帝把道西佛寺迁到道东，并且建造得规模更大。

魏齐王正始年间玄学的兴起，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大事，也是以后长期影响佛教发展方向的大事。东汉以来，经学日益谶纬化、国教化、神秘化，推动儒学思想观念走向荒诞，章句训诂呈现支离，社会影响趋向负面。再加上汉末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人民的苦难，构成了促动意识形态发生巨变的重要社会原因。汉末能够决定人物进退升降的清议之风、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直接诱发了魏晋玄学的兴起。魏晋玄学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标志，构成中国思想史发展中上接两汉经学、下牵隋唐佛学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从魏晋玄学发展的整体脉络看，从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时期，经过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时期，再到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元康时期，玄学家们大体借助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把《周易》《老子》《庄子》作为主要经典依据，以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为理论目标，以协调儒道为现实追求。历代玄学家们所讨论的问题，遍及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其中很多问题是前人没有涉及，或者没有系统、全面、深入探讨的。他们具体讨论的内容有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等。许多问题实际上可以逐渐与佛学问题直接发生联系。

东晋是清谈后期阶段，清谈逐渐与现实政治拉开了距离，然而与佛教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当时参与玄学清谈僧人表现如何、是否被士大夫们接受、是否为佛教界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他们在佛教界的名望和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在信徒心目中的形象，以及他们的经济来源。可以说，玄学清谈越到后期，儒、道、佛三者的关系也就越加密切。总之，从曹魏到东晋的两百多年间，魏晋玄学始终是影响佛教发展的重要意识形态力量，同时，佛教也成为影响玄学的一种宗教力量，并且越到后期影响也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

从三国开始，般若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佛教学问。这是佛教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标志。三国时期，佛教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洛阳、徐州、广州、建业四个佛教流传的中心。

二 佛经翻译概述

魏王朝掌握着对西域的控制权，魏国与西域各国的官方和民间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这就为域外僧人来内地译经传法提供了便利条件。见于记载的魏国译经僧人有四位，即昙柯迦罗、昙帝、帛延和康僧铠。魏国在佛经翻译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昙柯迦罗、昙帝译出了戒律经典，康僧铠译出《无量寿经》，为中土输入了新的佛教思想和学说。

昙柯迦罗也意译作“法时”，中天竺人，出身于富裕家庭，青少年时代学习婆罗门教经典《四围陀论》，对于“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25岁时，由于读不懂佛教经典，认识到“佛教宏旷，俗书所不能及”，于是出家，诵习大小乘经及诸部《毗尼》。

他常贵游化，不乐专守，于魏嘉平（249—254）年中到达洛阳。当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土，始终没有佛教戒律典籍翻译出来。戒律是对僧团成员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的规定，是僧团的规章制度。由于佛教戒律还没有传来，汉地僧众的修行和生活都没有制度化、规范化。当然，说当时“道风讹替”也不准确，因为当时僧人并非不愿意遵守戒律，而是不知道相关的规定是什么。从信众出家这第一步开始，就没有按佛教规定举行三皈五戒法事仪式，没有履行相应的手续，只是把头发、胡须剪掉以显示与未出家人不同。僧人举行斋戒、忏悔活动，都不是按照佛教规定进行，而是仿照中土祭祀礼节进行。在佛教刚刚传入、僧人数量很少、以汉地僧人为主体的僧团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对戒律典籍的需求还不迫切。魏国时期，僧人数量已经有明显增加，人们也就逐步认识到了戒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祇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授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罗后不知所终。[5]

昙柯迦罗精通戒律，他在应请翻译戒律经典时，考虑到了当时汉地佛教发展情况。佛教戒律经典部头大、内容繁琐，三国时期还没有规模较大的僧团，翻译整部律典的确没有必要。同时，根据当时翻译水平和条件，翻译大部头戒律典籍也很困难。所以，最初翻译戒律经典只能是选取汉地佛教僧人最需要的内容，进行节译摘编。昙柯迦罗所译的《僧祇戒心》一卷，属于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其内容大约主要为早晚功课使用。当时又邀请外籍僧人担任戒师举行传戒仪式，使出家仪式相对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内地按照戒律受戒的开端，以后佛教界把昙柯迦罗奉为中国律宗始祖。

安息国沙门昙帝也精通戒律，于魏正元年间（254—256）到达洛阳，译出《昙无德（法藏部）羯磨》一卷，属于《四分律》的节译本。在三国时期之前，译出的佛教经典只有经和论，戒律经典的出现，不仅使人们见到新的经典类型，也为僧团生活走向规范提供了必备条件。

沙门帛延大约是龟兹人，于魏甘露年间（256—260）到洛阳，译出《首楞严经》二卷、《须赖经》一卷、《除灾息经》一卷、《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等。关于他们的生平经历、译经事迹等，史书都没有详细记载。

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249—254）末年到达洛阳，译出关于在家居士修行的《郁伽长者经》一卷。此经也称为《在家出家菩萨戒经》，是东汉安玄所译《法镜经》的异译。他还译出《无量寿经》二卷。

康僧铠所译的《无量寿经》二卷，在佛教历史上和社会上影响很大，后来成为净土宗的根本经典之一。

相传此经前后有汉译十二种，除康僧铠译本外，现存的异译本有：东汉支娄迦谶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三国吴支谦译《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二卷；唐菩提流支译《无量寿经如来会》（《大宝积经》第五会）二卷；北宋法贤译《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三卷。有经录记载而现已缺本的有：东汉安世高译《无量寿经》二卷；三国魏帛延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西晋竺法护译《无量寿经》二卷；东晋竺法力译《无量寿至尊等正觉经》一卷；南朝宋佛陀跋陀罗译《新无量寿经》二卷，宝云译《新无量寿经》二卷，昙摩蜜多译《新无量寿经》二卷。《开元释教录》卷十四称：“此经前后经十一译，四本在藏、七本缺。”加上后出的法贤译本，即所谓五存七缺的十二种译本。但后人对此存疑颇多，认为是误将一经分属多位译者所致。因此，有人认为此经前后仅五译，最多不过七译，其他纯系经录之误题。

根据《无量寿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在阿难提问下，向一万二千大比丘说法，“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曾先后存在从“绽光如来”到“世自在王”等五十三位佛。他们先后“兴出于世，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乃取灭度”。在世自在王佛时期，有一位“国王，闻佛说法，心怀悦豫，寻发无上正真道意，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才勇哲，与世超异。诣世自在王如来所，稽首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合掌”，请求世自在王佛给他“广为敷演诸佛如来净土之行”。世自在王佛知道这位法藏比丘“志愿深广”，就为他“广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粗妙，应其心愿，悉现与之”。法藏比丘发了四十八个大愿，并且“具足修满如是大愿，诚谛不虚”。这位法藏菩萨终于成佛，就是阿弥陀佛，也就是无量寿佛。他的佛国世界“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称为“安乐”世界。

无量寿佛的西方安乐世界可以说尽善尽美，人们在现实世界能够想到的豪华、庄严、清净和无尽福报，都在西方安乐世界那里成为现实。

首先，西方佛国世界的国土庄严是不可思议的：

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恢廓旷荡，不可限极，悉相杂厕，转相间人。光赫煜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踰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精，其宝犹如第六天宝。又其国土，无须弥山，及金刚围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溪渠、井谷。佛神力故，欲见则见。亦无地狱、饿鬼、畜生诸难之趣。亦无四时春夏秋冬，不寒不热，常和调适。[6]

往生到佛国的众生，过着不劳而获、随心所欲的生活，都是现实世界所没有的：

彼佛国土，诸往生者，具足如是清净色身，诸妙音声，神通功德。所处宫殿，衣服饮食，众妙华香，庄严之具，犹第六天自然之物。若欲食时，七宝应器，自然在前。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真珠，如是众钵，随意而至。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意以为食，自然饱足。身心柔软，无所味著，事已化去，时至复现。[7]

无量寿国，其诸天人，衣服、饮食、华香、璎珞、缯盖幢幡、微妙音声、所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8]

能够往生到西方世界的众生分为三个等级（三辈）。第一等（上辈）是沙门，出家信徒。“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9]第二等（中辈），是虽然没有出家，但是按照佛教的规定在家修行，广做善事，为佛教做出贡献者。“其中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缯然灯，散华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化佛往生其国。”[10]第三等（下辈），是那些没有出家，没有广做善事，也没有为佛教做出什么贡献，只是信仰西方净土法门者。“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深法，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11]

很显然，往生净土不但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可以说非常容易。就最低一等往生西方的人来说，不需要什么艰苦修行，甚至不需要做什么善事，只要不是那些犯了五逆罪，诽谤佛教的人，都可以通过一心念无量寿佛这种简单易行的方式往生西方佛国。净土类经典传到中土以后，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逐渐向社会各阶层传播。魏晋之后，在中国流行的各种佛信仰中，西方阿弥陀佛信仰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流行最广泛的一种佛信仰，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三 朱士行西行求经

根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本传，朱士行是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人。他“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己任”。朱士行经常说，修道要凭借智慧，要把掌握佛教的义理作为入道的根本，所谓“入道资慧”，所以他把研究学习佛教经典放在重要位置。当时佛教界迎合玄学兴起，对般若类经典十分重视，朱士行也在研究和宣讲《般若经》上颇为用功。

东汉灵帝时期竺朔佛与支谶合作译出的《般若道行品经》十卷，由于口传的人对许多内容理解不了，便予以省略删节，造成经文不连贯，文意有滞碍。朱士行经常在洛阳一带讲《小品》[12]，往往遇到讲不通的地方。他“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迎《大品》”。当时人们重视般若类经典，把《小品》作为记载大乘佛教要义的典籍，在认为《小品》翻译质量太差的同时，也推测有比《小品》内容更全面的般若类经典即《大品》存在。朱士行发誓愿求经，标志着佛教界已经不满足于传来什么经翻译什么经，而是按照中土佛教发展的现实需要去求经。以后历代西行求法的僧人，大都带着明确的求法目的出国。

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260）从雍州（治今陕西西安）出发，西渡流沙，到达于阗，见到篇幅更大的般若经典。他抄写了“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遣弟子弗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还洛阳”[13]。但是——

未发之间，于阗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赍经。士行愤慨，乃求烧经为证。王欲试验，乃积薪殿庭，以火燔之。士行临阶而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者，经当不烧；若其无应，命也如何！言已投经，火即为灭，不损一字，皮牒如故。大众骇服，称其神感，遂得送至陈留仓恒水南寺，河南居士竺叔兰，善解方言，译出为《放光经》二十卷。士行年八十而卒。

这段带有神话色彩的叙述，在强调般若经传到汉地不容易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于阗地区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斗争的激烈。于阗地区大小乘佛教并行，小乘势力比较兴盛。小乘僧众把大乘经典排除在佛教之外，认为是“婆罗门书”，视为异端邪说。在他们看来，大乘经典的流行就是惑乱传统的佛教教义，就会导致佛教正法的断灭，就会危害汉地。当地佛教徒把小乘与大乘看作相互对立的教派，类似观点在后来汉地佛教界并不流行，相反，汉地佛教界始终认为大乘是在小乘基础上的发展，中国以大乘佛教兴盛而自豪。

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260）到达于阗，西晋太康三年（282）派弟子把所抄经典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多年。朱士行所抄的经典西晋时由竺叔兰译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此经与竺法护等人所译的《光赞般若经》十卷（残本）在东晋十分流行。朱士行虽然没有越过葱岭，但被后世奉为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第一人。

第二节 吴国佛教

吴国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南面的交州（现在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也在其版图之内。这里的佛教发展既受到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僧人为躲避战乱而南下传教的直接影响，也与从海路而来的域外僧人北上传教有关系。吴国佛教发展的最主要内容，是在经典翻译方面。

吴国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翻译者有维祇难、竺律炎、支（彊）梁接、支谦、康僧会五人，其中，以支谦和康僧会的影响最大，是吴国译经的代表者。

吴国经典翻译有几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主要翻译者支谦和康僧会祖籍是西域，但是他们出生在汉地，受汉文化熏陶滋养长大，母语是汉语，这为用汉语准确表达提供了条件。第二，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译者学术背景影响，翻译出的佛典已经出现了道家、儒家和佛家思想融合的现象。第三，由于有了一定程度的翻译工作经验积累，此时的翻译者已经自觉注意到翻译标准问题，讨论此类问题，是翻译工作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

一 《法句经》与翻译理论

维祇难是天竺人，原来“世奉异道，以火祠为正”。因为看到一位“习学小乘，多行道术”的佛教僧人“神力胜己”，就对佛法产生了信仰，于是“舍本所事，出家为道”。维祇难拜这位精通“道术”的沙门为师，学习三藏经典，对四部《阿含经》很精通。在印度佛教中，许多僧人也是以“道术”来赢得信众，许多人也是从迷恋“道术”而走向完全信仰佛教的道路。这里的“道术”，也就是佛教的神异灵迹之类。

吴黄武三年（224），维祇难与同伴竺律（也作“将”）炎来到武昌，带来《昙钵经》（《法句经》）的梵本。应当地人之请，他们译出《法句经》二卷。由于他们两人都不精通汉语，所以译本“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到西晋惠帝（290—306年在位）末年，沙门法立重新译为五卷本，由沙门法巨著笔，译本“其辞小华”。[14]

《出三藏记集》卷七所收《法句经序》原注为“未详作者”，《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三在维祇难《法句经》下注为“谦制序”，从序言行文口气可以确定为支谦作序。这个序言所记录的《法句经》的翻译情况与《高僧传》所记载有不同。该经是先由维祇难和竺律炎翻译出来以后，又由支谦重新润色加工的。根据序言的记载，关于此经的翻译，还引起了翻译原则的争论。

序言首先介绍该经的重要性：

昙钵偈者，众经之要义，昙之言法，钵者句也。而《法句经》别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结语，犹诗颂也，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众经。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伤天下。出兴于世，开现道义，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经，总括其要。别有四部《阿含》。至去世后，阿难所传，卷无大小，皆称闻如是处，佛所究畅其说。是后五部沙门，各自抄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

《法句经》是“众经之要义”，该经并不是佛一时一处讲说的，而是从佛所讲的经典中抄录出来的。在印度部派佛教时代，五部沙门都抄录有《法句经》。这既是介绍该经的由来，也是说明该经在当时佛教界流行很广，受到众多出家僧人的重视。

《法句经》有不同的版本，有九百偈、七百偈、五百偈三种版本。由于这本经是从四部阿含经中抄录出来的，所以，在印度既是初学者必须要了解的，也是深入钻研的人可以利用的。所谓“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启蒙辩惑，诱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苞者广，实可谓妙要者哉”！这部经首先是初学者的入门书，在学习该经之前不能学习其他经典，同时，对于已经有基础的深入研究者，也是进一步钻研的必备典籍。

由于该经有篇幅不等的三种版本，所以翻译就有了好几次。“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昔传此时，有所不出，会将炎来，更从咨问，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挍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补益，共广闻焉。”所以，支谦先从维祇难学习五百偈的本子，后来又有竺律炎的七百偈子的本子。现存的本子是经过支谦修订增补的。

由于《法句经》在印度佛教界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也被中国佛教界普遍重视，为了高质量翻译出来，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讨论翻译质量的问题：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经达。[15]

这里提出了关于衡量翻译经典优劣的标准问题。涉及质和文的问题、信达雅的问题。在确定标准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关于对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由于译者对汉语不熟悉，所以，虽然理解原本是正确的，但是在译成汉语时，就需要“以义出音，近于质直”。这里的“质直”是针对竺律炎不太通晓汉语讲的，“质直”也就是“不雅”。第二，关于“信”与“美”的取舍。维祇难是用佛家的道理来解释，他认为，翻译经典的用语，主要目的是让读者容易理解，所以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不能违背经典原意。当时的讨论者分别引用老子、孔子的话语来迎合，本质上都是主张“质直”。实际上，这是把老子和孔子的话极端化理解了。美言不一定就和不信实画等号。不能把“信”与“美”、“言”和“意”、“质”和“雅”完全对立起来。这里是追求“信”、“意”和“质”的观点占了上风。三国时期是佛经翻译的初级阶段，在“信”与“美”、“言”和“意”、“质”和“雅”不能兼顾的时候，自然应该追求前者，因为追求了前者，自然有利于表达经典的意义，有利于达到“达”。经典含义的深邃、圣人思想的深邃，首先要求准确表达。但是，没有语言的“美”，表达也是不会充分的，竺律炎的“质直”，就是因为他不精通汉文造成的。没有支谦的修改润色，就不能被汉文阅读者理解和接受。

在从汉到三国的佛经翻译历史上，这是最早对翻译质量问题进行的比较多的议论。追求翻译要信实的译者，运用佛教经典、《老子》和《周易》等经典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尤其是玄学“言不尽意”的命题也在这里提出来讨论。这里讨论的“言不尽意”是初步的，并没有展开，但是就其重要命题而言，支谦写这个序言应该在孙权黄龙元年（229）前后，距离魏正始初年（240）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在王弼、何晏活动之前，在江南已经有玄风的鼓动。这里的言意之辨是从讨论翻译理论角度提出的。玄学的言意之辨自然与此有别，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应该予以关注。

二 支谦传教与译经

（一）生平事迹与译经概览

据《祐录》卷十三《支谦传》记载，支谦一名越，字恭明，祖籍月支。其祖父名法度，在汉灵帝时期率数百国人归附东汉，被任命为“率善中郎将”。支谦从小学习中国典籍，到13岁开始学习“胡书，备通六国语”。支谦曾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字纪明），“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大约是因为他足智多谋，被当时人称为“智囊”。在汉末的时候，支谶、支亮、支谦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16]东汉献帝末年，为了躲避战乱，支谦与数十名乡人南下到吴国。

不久，吴主孙权听说支谦博学有才慧，立即召见。孙权在询问“经中深隐之义”过程中，支谦“应机释难，无疑不析”。孙权十分满意支谦的对答，就拜支谦为博士，让他辅导太子孙登学习。当时，支谦看到佛教虽然已经流行，但是佛教经典大多是胡文，一般人无法看懂，于是“收集众本，译为汉言”，开始了翻译工作。支谦以居士身份与吴国统治者建立了特殊联系，为他从事经典翻译创造了优越条件。他于黄武元年至建兴年间（222—254）从事译经，所出经典数量各书记载有别，其中，《祐录》卷二记为36部48卷，同书卷十三《支谦传》记为27部，《高僧传·康僧会》作49部。

支谦除了翻译经典之外，还撰文注解《了本生死经》，这可能是中土注解佛经的开始。支谦多才多艺，曾依《无量寿》《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对佛教的社会传播有促进作用。

吴赤乌四年（241），太子登死后，支谦隐居穹窿山，“不交事务”。他从僧人竺法兰“更练五戒”，“凡所游从，皆沙门而已”。后卒于山中，春秋六十。吴主孙亮在给众僧书信中赞扬支谦是“业履冲素，始终可高”[17]。表明他始终无欲无争、淡泊名利、孜孜于事业。

支谦所翻译经典大小乘都有，以大乘经典为主。比较重要的经典有：①《大明度无极经》四卷（或作六卷），简称《明度经》，是支谶译《道行品经》的改译本。②《首楞严经》二卷，是支谶译《首楞严经》的改订本。③《慧印三昧经》一卷，简称《慧印经》，是大乘禅经。慧印是一种禅定，修习慧印三昧（禅定）可以得到无上智慧，能够见到十方世界诸佛，消除自己的一切罪业，最终可以实现自己后世成佛。通过修习慧印三昧，也能够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这是从禅定方面宣传大乘成佛思想的经典。④《老女人经》一卷，是传扬大乘般若思想的经典，异译本有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老母女六英经》。⑤《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檀过度人道经》二卷，又称《大阿弥陀经》，异译本有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西晋竺法护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⑥《瑞应本起经》二卷，是康孟祥、竺大力所译《修行本起经》的异译。⑦改定维祇难、竺律炎所译《法句经》二卷。⑧把自译的《微密持经》与《陀邻尼经》、《总持经》合为一本，这是会译的开端。

支谦所译经典中，《佛说菩萨本业经》（以下简称《本业经》）直到东晋时期都比较流行。《佛说维摩诘经》在东晋以后盛行于佛教界和知识精英中，影响广泛。

（二）《本业经》的内容与特点

《本业经》是华严类经典，分为相互独立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与《兜沙经》的内容一致，相当于“序品”。其后依次是《愿行品第二》，相当于晋译《华严经·净行品》的部分内容；《十地品第三》，相当于晋译《华严经·十住品》的部分内容。这种编排形式，不仅表明《本业经》承自《兜沙经》，而且确定了《兜沙经》在华严类典籍中叙说概论的地位，透露出华严经典形成过程的一点信息。

与《兜沙经》相比较，《本业经》的第一部分在翻译风格上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文字简练通畅，整篇行文上下贯通，浑然一体，不似《兜沙经》有些句子含义不清，有些行文上下不衔接。这部分的字数虽然只占《兜沙经》的2/5左右，但内容并没有减少，这也与中间一大段用偈颂体替代原来的散文体有关。其二，将大量音译词改为意译，而且采用汉文习用的名词术语，宜于汉地人士接受。例如，把“蔡诃祇”改译为“忍世界”，把佛的十个名号全改为意译词。东晋道安贬其译文不忠实原著，南朝梁慧皎则赞其译文“曲得圣义，辞旨文雅”[18]。仅从《本业经》来看，支谦所用的译语更多地为后代译者所沿用，且译文也无节译摘编的迹象。从该经与《兜沙经》相关内容的对照来看，支谦的经典翻译水平比支谶有十分明显的提高，显得更为成熟。

从内容上看，《本业经》第一部分列举的菩萨修行名目也与《兜沙经》不完全相同，而且与后出经典的相关内容更接近，叙述更清晰，含义更明确。“佛之本业：十地、十智、十行、十授、十藏、十愿、十明、十定、十现、十印，断我瑕疵，及诸疑妄想。”上述十种名目不仅绝大多数为后出华严类经典所沿用，有些还成为经文的品名。可见，菩萨修行的内容绝大多数是依据这个提纲扩充形成的，华严菩萨修行内容铺展开来的线索由此更清晰了。

《行愿品第二》以回答菩萨在家或出家“本何修行，成佛圣道”的问题展开，答案是“奉戒行愿，以立德本”。经文的主体部分是偈颂形式，分135节，详细叙述从在家到出家修行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要求把自我约束的“奉戒”和施惠他人的“行愿”贯彻到一言一行、一事一法中去。该经文容纳了许多儒家伦理规范，特别引起僧俗人士的重视。所以，《行愿品》的异译本《华严经·净行品》，成为华严类经典中在社会上最流行的部分之一。

《十地品第三》讲从“发意”（树立佛教信仰）到“补处”（获得诸佛功德）的十个修行阶段，称“十住”或“十地住”。这十个阶段的名称是“第一发意，第二治地，第三应行，第四生贵，第五修成，第六行登，第七不退，第八童真，第九了生，第十补处”。这是继《行愿品》之后对菩萨修行的第二种展开形式，有两个特点：第一，十个阶位并不是平行排列的十个方面，而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直至获得佛功德的次第阶位。第二，前五个阶位各包括十项内容，后五个阶位各包括二十项内容，经中称为“从十十法成”。这样，《十地品第三》就把以十数列举菩萨修行名目的旧框架，初步充实为从低到高的类似十进制的新体系。

与《兜沙经》比较，《十地品》更多吸收了般若学的内容，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把佛法抬高到诸佛之上的倾向。该经在总结“十住”时指出：“一切十方去来现在佛，皆由此兴。”“十住”乃是佛的教法，说过去、未来和现在的佛由“十住”而兴，与把“般若”作为诸佛之母的思路一致，而与《兜沙经》的“分身”说背道而驰，此后在竺法护所译的华严普贤类经典中，开始有意识地消除这种矛盾。由此可见，华严类典籍一开始就在突出理论个性的同时，不断杂糅各种流派的思想，这种情况越到后期越明显突出。

第二，定中见佛的描述。《十地品第三》有言：“莲花上法意菩萨，即如其像，正坐定意，入于无量会见三昧，悉见十方无数诸佛。”这是与般若类经典共有的学说，此后各经不断充实，构成华严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维摩诘经》的内容与特点

支谦翻译的《佛说维摩诘经》（简称《维摩诘经》），是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之一，以该经中的主人公维摩诘居士而得名。从支谦译出《维摩诘经》，西晋竺法护、竺叔兰，东晋鸠摩罗什等各有译本。在东晋以后，鸠摩罗什的三卷本译本更为流行，历代注解该经的人也不少。该经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部经典之一，受到历代各阶层僧俗信众的接受和欢迎。该经所刻画的主人公维摩诘居士所宣传的处世理念和思想，在佛教整体佛学中持续发挥作用。

《维摩诘经》属于大乘般若系统典籍，弘扬般若思想。该经不是从纯理论方面论证如何从世间走向出世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弹偏斥小、叹大褒圆，该经的突出特点在于：运用般若学的理论，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地塑造了一位把世间当成出世间行事，不脱离世俗生活而觉悟成佛的居士形象，即维摩诘居士的形象。在后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维摩诘居士成为上层在家信徒的修行样板、处世楷模和精神偶像。

维摩诘是一位连诸佛都赞叹、帝释天都尊敬的觉悟者。他最突出的事迹，是作为富可敌国的长者居住在古印度的维耶离城，用“善权方便”（灵活措施）之道来度化众生。这种“善权方便”活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有一大段经文来描述：

佛圣善行，皆已得立，觉意如海，而皆已入。诸佛咨嗟，弟子释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居维耶离矜行权道，资财无量，救摄贫民，以善方便，摄诸恶戒；以忍调行，摄诸恚怒；白衣精进，摄懈怠者；禅定正受，摄迷惑意；得智慧律，摄诸邪智；虽为白衣，奉持沙门；至贤之行，居家为行；不止无色，有妻子妇，自随所乐，常修梵行。虽有家属，常如闲居。视严身被服饮食，内常如禅。若在博弈戏乐，辄以度人；受诸异道，导以佛教。

入诸淫种，除其欲怒；入诸酒会，能立其志；入长者种，正长者意，能使乐法；入居士种，正居士意，能除其贪；入君子种，正君子意，能使忍和；入梵志种，正梵志意，使行高远；入人臣中，正群臣意，为作端首，使入正道；入帝王子，能正其意，以孝宽仁，率化薄俗；入贵人中，能为雅乐，化正宫女；入庶人中，软意愍伤，为兴福力；入帝释中，正帝释意；为自在者，示现无常；入梵天中，正梵天意，能现梵殊胜之慧；入四天王，正天王意，能使拥护一切天下。如是长者维摩诘，不可称说善权方便，无所不入。

这是大乘佛教塑造的一位修行样板，是理想人格的体现。维摩诘居士已经完成佛的修行过程，所达到觉悟境界连佛也赞叹，他居住在维耶离城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众生（度人）。也就是说，他在维耶离的所有作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毫无例外体现佛的真理性活动，只能信奉学习，不得怀疑。从经文的描述可以看到，无论他处于多么尊贵的地位，都有慈悲度人的信念。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抛开事情本身，仅从其主观意识上或行事动机上考察，都是无比高尚，因为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救度众生为目的，在思想观念上没有任何瑕疵，是纯粹的真善美。

维摩诘居士这种形象的本质，就是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典型形象，就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形象。他所做的任何表面看来是卑鄙无耻的事情，都因为他怀有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度人）而成为菩萨大慈大悲的表现。他“入诸淫种”“入诸酒会”，统统不是腐败、堕落的表现，而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度人实践。凭借才能和智慧，凭借精通佛法，就能行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善权方便”。

在现实生活中落实佛教的教义原则，维摩诘居士的所作所为应该说是一种大胆创新，一种革命性突破。让佛教服务于社会各个阶层，或者说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落实佛教慈悲教义，把普度众生的责任放到社会各阶层人的身上，这应该说是一种有利于净化社会、净化人心的理论和实践。然而，塑造出这种类型的弘教传法样板，可以理解为要教化富贵者多关注下层民众，不要骄奢淫逸，要从假恶丑中开发真善美。另外，塑造出这种佛教精神领袖形象也可以理解为给世俗贵族的腐朽生活提供合理论证，给一切伪君子的所有丑行提供自我辩护、自我美化的根据。当把“善权方便”推到极致的时候，当允许“善权方便”活动可以“无所不入”的时候，当“善权方便”不遵守任何原则、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时候，一种善良的理论被卑劣者运用就是必然出现的现象。然而，即便如此，有这样一位思想观念上总是想着下层人民，想着苦难众生的心地善良的大菩萨、大富商，总比没有好。这也是历史上许多人士推崇维摩诘、效仿维摩诘、赞扬维摩诘的一个重要原因。

《维摩诘经》在着力刻画维摩诘居士伟大光辉形象的过程中，提出了几种思想，在中国佛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形成很大影响。“以意净故得佛国净”以及“不二入法门”就是其中两个重要思想。

在《维摩诘经》的第一品《佛国品》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以意净故得佛国净”。世界的净与不净，是以心意的转移为转移，完全依靠精神因素、观念因素。一切改变，包括世界的转变，归根结底都是以心念的改变为先导，以思想观念的改变为先导。

“佛国”“净土”是大乘佛教树立的解脱境界，是大乘佛教设计的精神王国。几乎每一部大的经典都会讲述自己的佛国世界，内容包括佛国的由来、构成、性质、状况、特色以及如何进入，等等。信仰佛教的目的，修行的归宿，就是进入这样的解脱境界、精神王国，与小乘佛教讲的涅槃解脱境界比起来，大乘佛教的佛国世界更丰富多彩，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更接近。《维摩诘经》讲的佛国世界，侧重讲如何把秽恶之土改造为佛国乐园：

蚑行喘息人物之土，则是菩萨佛国，所以者何？菩萨欲教化众生，是故摄取佛国。欲使佛国人民尽奉法律，故取佛国。欲使佛国人民入佛上智，故取佛国。欲使佛国人民见圣典之事而以发意，故取佛国。所以者何？欲导利一切人民令生佛国。譬如有人欲度空中造立宫室，终不能成。

所谓佛国，原本就是芸芸众生生活的地方，就是现实世界，就是五浊世界。其所以又把这个世界称为“佛国”，原因在于有菩萨修行，正因为菩萨修行，才使这个世界变成佛国净土。因此，这个佛国不同于西方极乐世界，不同于兜率天宫之类，那些佛国世界都是存在于远离娑婆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这个佛国是现实世界改变面貌之后的世界，并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当菩萨在这个世界上教化人们，使人们遵守法律，使人们获得佛的智慧，使人们看见佛典而发愿信奉的时候，这个本来是“蚑行喘息人物之土”就变成了佛国。是否佛国，取决于这个世界是否有菩萨修行。当菩萨修行完成的时候，这个佛国就建成了，就达到了“佛国净”，现实世界就变成了理想世界，秽恶世界就变成了清净世界。

那么，现实世界如何变成佛国世界呢？这就要靠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物的努力，靠菩萨度化众生的实践才能获得。菩萨要诱导人们在这个佛国中得道，建立佛国的清净，要经过无穷尽的修行实践才能完成。该经最后总结：

菩萨以应此行便有名誉，已有名誉便生善处，已生善处便受其福，已受其福便能分德，已能分德便行善权，已行善权则佛国净，已佛国净则人物净，已人物净则有净智，已有净智则有净教，已有净教则受清净。如是童子。菩萨欲使佛国清净，当以净意作如应行。所以者何？菩萨以意净故得佛国净。

要建立起来佛国，即达到“佛国净”，就要进行这样的修行，最终建成佛国。当人们的思想清净了以后，修行才能取得功效，佛国才能建立。《维摩诘经》的这种思想包含了两个重点：第一，佛国不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佛国就是净化了的现实世界，人们成佛只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去寻找另外一个世界。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秽恶世界与清净世界、轮回世界与解脱世界，本质上是合一的。第二，思想的转变，观念的转变，是一切转变的最终决定条件，没有思想观念的转变，没有意念清净，就不能建成佛国，成佛就是一句空话。这两种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佛国的实现依赖清净的意识，依赖好思想。这个佛国既是人们的思想境界，又是实实在在的净化了的国土。

《维摩诘经·不二入品》提出的“不二入法门”，也称“不二法门”。此经认为，人们产生一切烦恼的总根源，也就是产生一切不利于修行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总根源，是所谓“虚妄分别”，即错误地把世界万有分为相互对立的两极，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划分出了善与恶等，在认识方面划分出了知与无知、相与无相等，在宗教解脱方面划分出了漏与无漏、生死与涅槃等。这样的分别就是“二”，是错误的认识。真正正确的认识，就是把这对立的两极差别、矛盾、对抗等完全予以消除，认识到他们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区别的，此即为“不二入”。有了这样的认识，就是进入了“不二入法门”。人们基于“虚妄分别”而产生的种种分别当然是无穷无尽，不胜枚举的，该经总共列出了三十一对“不二入法门”，实际上是一种举例说明，不可能列举全面。

《维摩诘经》中“不二入”的原则就是消除一切差别，泯灭一切对立，最终化解一切矛盾的原则。把这种思维方式贯彻到认识世界、人生以及修行的各个方面，就形成了佛教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用“不二入”的原则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就会引起教义方面的很大变革。进入“不二入法门”，可以根据“虚妄分别”的种类而相应产生相应数量的“不二入法门”。其中，在经中强调的有两种“不二入法门”。

第一是开头的“起分为二，不起不生则无有二，得不起法忍者，是不二入”。从思想上就不产生“生”和“不生”的分别，自然就没有“二”，也就无所谓“不二入”，本来就是处于“不二入”之中，就是得到“不起法忍”。所以，“不二入”的思想，本质上就是“无生”的思想。

“不二入法门”可以在多方面产生复杂的影响。超越对待，超越分别，可以给受挫折、受苦难的心灵以慰藉，可以产生不同于旧思想、旧观念的革新性思想、颠覆性认识，同时也会滋长无是非意识，成为无操守者的辩护词。

第二是文殊菩萨的总结性解释：“于一切法如无所取，无度无得，无思无知，无见无闻，是谓不二入。”对于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执着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像这种极端的表述，等于是让人对一切都不理会，对一切都不关心，对一切都漠然处之，完全成了一种麻木状态，已经是不健康的病态。

然而这种对一切都“无所取”的态度，《维摩诘经》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发挥和引申，从而得出一些有影响的思想。《观人物品》在文殊询问维摩诘寻找“善不善”的“本”的问答过程中，就在贯彻“不二入法门”原则的过程中，得出“不住为本”的命题：

又问：善不善孰为本？曰：善不善身为本。又问：身孰为本？曰：欲贪为本。又问：欲贪孰为本？曰：不诚之杂为本。又问：不诚之杂孰为本？曰：不住为本。如是仁者，不住之本，无所为本，从不住本立一切法。[19]

这是寻找一切事物和现象决定性原因的问答过程，是寻找具有最终真理性认识的问答过程。具有最高智慧的维摩诘最后答案是“从不住本立一切法”，这就是说，认识、考察一切现象，具体从事一切修行，为了获取一切结果，都要从“不住”出发，因为这是建立“一切法”的根本基础。这里把“不住”的“本”解释成“无所为本”，也就是说，能够成为“本”的，能够表达出来的“本”就是“不住”，离开“不住”，或者再寻找“不住”后面的“本”，是不可能的了。对于“从不住本立一切法”，后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差异、认识分野。“不住”的意义在于，在认识方面，要破除一切成见，不预设任何具有不可改变性质的前提，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在实践方面，可以采取任何灵活的方式，采用任何善权方便，并不把任何事情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变化是一成不变的。这里的“不住”就是终极性的没有前提的“善权方便”。对于什么是“不住”，为什么要“不住”等问题，后来在佛教史上都有讨论。

关于讨论“不二入法门”，支谦所译的《维摩诘经·不二入品》到这里就结束了，而在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中，文殊菩萨的表述略有差别，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入不二法门”的核心就是从思想上不生起分别，语言表述本身也是一种“生”，也是一种分别，而维摩诘最后的“默然无言”，就是对什么是“入不二法门”的最终正确答案。这就表明，在有言与无言的关系上，充分注意到了语言在表述真理性认识上的局限性。关于语默动静的关系问题，在佛教史上也在不同阶段结合不同的问题展开过讨论。

三 康僧会传教与译经

（一）康僧会传教

康僧会一生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交趾生活时期，从出生到孙权赤乌十年（248）；第二阶段是在建业弘教时期，一直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逝世。他是一位成功的佛教传播者，承袭安世高而又有新发展、新开拓。如果说，安世高是利用业报轮回在下层民众中传教获得成功，那么，康僧会则是利用业报轮回的教义争取了上层信奉者，从而使佛教发展有了更大的社会推动力量。

康僧会先祖是康居国人，也曾几代居住天竺。他的父亲因为经商，举家迁居交趾，康僧会出生于交趾。十几岁时父母双亡，对他震动很大，成为促使他出家的直接原因。从他日后的回忆，“始能负薪，考妣殂落”[20]的叙述来看，当时其家庭并不是很富裕。出家之后，他“砺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练三藏，博览六典。天文图纬，多所贯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21]。可见他在交趾学习的时候，既学习佛教典籍，也学习儒家著作，而且对天文图纬也有涉及。

吴赤乌十年（248），康僧会抱着弘教传法的目的，北上到建业。在建业期间，他的主要事迹有两个方面。

第一，从学于安世高一系的弟子。这是他原来的三位师傅去世之后他在建业的进一步学习。他自述：“三师凋丧，仰瞻云日，悲无质受，眷言顾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没，会见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余从之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也。”[22]康僧会向这三位安世高的俗家弟子请教，对安世高一系所传的小乘禅法可谓研究精深。他帮助陈慧注解《安般守意经》，就说明他们已经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都没有明确介绍康僧会与这三位老师见面的具体时间，但从叙述口气和行文上推断，应该是康僧会到达建业传教的时候。

第二，先后争取吴国两代帝王的支持，为进一步传教打开了局面。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康僧会为了说服孙权支持他传播佛教，利用了佛舍利崇拜中的一些神异事迹。康僧会经过21天行法祈祷，得到了舍利，第二天呈给孙权时：

举朝集观，五色光焰，照耀瓶上。权手自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肃然惊起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劫烧之火不能燔，金刚之杵不能坏矣。”权命取铁槌砧，使力士击之。砧搥并陷，而舍利无异。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康僧会获得孙权支持之后，建立了佛寺，被后世认为是吴国第一所寺院。由于有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吴国的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佛教史书中，孙皓被认为是第一位反对佛教的帝王。在《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的康僧会本传记载中，孙皓不仅昏庸暴虐，而且对佛教极端仇视、百般侮辱。康僧会传记中列举孙皓的恶行有数件：他先是要焚烧建立不久的佛教塔庙，被群臣劝阻；他派才辩出众的张昱到寺中与康僧会辩论，结果张昱自愧不如返回；他怀疑佛教的善恶报应教义，结果被康僧会说服；他在四月八日对着佛像小便，并说“灌佛讫”，与大臣们“共笑为乐”，结果得到“阴囊肿痛”“求死不得”的报应。经过这几次事件之后，孙皓最后不得不对着香汤洗干净的佛像，“于枕上叩头，自陈罪逆”。至此孙皓完全信服了佛教。这些记述自然有夸张成分。从下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康僧会主要是用佛教的业报轮回教义说服孙皓支持佛教。在孙皓把康僧会请到朝堂上询问时，两人有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

晧大集朝贤，以马车迎会。会就坐。晧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面老人星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禾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恶余殃，《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也。”晧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之矣，何用佛教？”会曰：“周孔虽言，略示显近，至于释教，则备极幽远。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晧当时无以折其言。[23]

出生在交趾的康僧会，从小在汉文化的熏陶滋养中成长起来，所以能够把中国的“儒典之格言”与外来的“佛教之明训”结合起来规劝帝王。在康僧会看来，儒家的天人感应、善恶报应等思想，与佛教业报轮回思想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可以作为同等重要的教条看待，两者是同样不能违背的。因为，两者在主旨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相互矛盾和相互抵牾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佛教的教义“备极幽远”，佛教不仅讲现实世界还讲未来世界，对民众的教化作用更大，影响力更强。康僧会的这些言论，几乎是以后历代进行儒、释较量时释家都要讲的内容。孙皓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也正是后来历代帝王都不能回答的问题。如果说，安世高是在民间宣传佛教业报轮回教义的成功者，那么，康僧会则是在上层社会弘扬业报轮回教义的成功者。僧祐在康僧会本传中说，康僧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麁，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验，以开讽其心焉”[24]。实际上，对于说服统治者而言，正是这种善恶报应说比佛教中的任何“妙义”都更有作用。

康僧会劝导孙皓信奉佛教的内容，并不是要求他去遵守佛教的戒律，而是让他信奉支谦所翻译的《本业经》：

皓问罪福之因，会具为敷析，辞甚精辩。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秘禁，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步坐起，皆愿众生。皓见慈愿致深，世书所不及，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修治会所住寺，号为天子寺。

沙门戒是为出家僧人制定的，并不适合在家人，所以康僧会没有给孙皓讲那些繁琐的戒律。支谦所译的《本业经》适合在家居士发愿奉行，康僧会推荐了这部属于华严系统的小经。这是历史上《本业经》首次被帝王赞为“世书所不及”。

康僧会所住的建初寺，后改名为天子寺。康僧会传教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东晋还流传着他的神奇故事：

至晋成咸和（326—335）中，苏峻作乱，焚会所建塔，司空何充复更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世不奉法，傲慢三宝，入此寺，谓诸道人曰：“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虚诞不经，所未能信，若必自睹，所不论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诱肃然毛竖，由此信敬。于寺东更立小塔。远由大圣神感，近亦康会之力，故图写厥像，传之于今。孙绰为之赞曰：会公箫瑟，寔惟令质，心无近累，情有余逸。属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远诣，卓矣高出。[25]

（二）康僧会译经

根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康僧会既翻译经典也注解经典：

会于建初寺译出经法，《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道品》及《六度集》，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赡，义旨微密，并见重后世。[26]

康僧会主要是继承安世高一系的禅法思想，以小乘佛教为主。这里列举了康僧会翻译的多部经典，但是，在《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中，康僧会的译著只有两部十四卷，其中现存《六度集经》九卷，另有《吴品》五卷，到南朝梁时已不存。学者多推测僧传中讲的《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可能都是短小的单行经典，后来并入《六度集经》之中。

在他编译的《六度集经》中，有的经典就是采用了支谦的译文，所以他的译经和注经深受支谦影响。也有学者推测，《道品》或许就是支谦《大明度无极经》。在康僧会的译籍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六度集经》。

该经收录多种本生经及各种本生故事，按照六度波罗蜜的次序分类排列，与其他本生经之杂然列举不同。该经内容分六章，即第一布施度无极章，第二戒度无极章，第三忍辱度无极章，第四精进度无极章，第五禅度无极章，第六明度无极章。在前五章的前面，分别有序言，概论佛教教义。

据说释迦牟尼成佛以前无数劫，都是菩萨修行的典范，《六度集经》将佛陀前世修菩萨行的故事和寓言组织到了“六度”这一大乘公认的修习体系中，从而使该经成为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成为领会“自度度他”菩萨精神、了解“六度”菩萨行根本内容不可缺少的经典。该经采用通俗、生动的寓言和故事形式，将六度内容具体化、形象化，使经义深入浅出，符合向一般社会民众传教的需要，从而拥有较多读者。该经在中国早期大乘佛教的传播、发展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该经收集的91则寓言和故事，大多情节生动、感人，也是佛典文学中的精品。

前五度的序言分别讲述各度的核心内容，是康僧会撰写的，反映了他的佛学思想和他对大乘教义的理解，可以说是这部经的核心内容所在。他在布施度的序言中指出：

布施度无极者，厥则云何？慈育人物，悲愍群邪，喜贤成度，护济众生。跨天窬地，润弘河海。布施众生，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疾济以药。车马舟舆，众宝名珍，妻子国土，索即惠之。犹太子须大拿，布施贫乏，若亲育子，父王屏逐，愍而不怨。[27]

布施的重要性有两个方面：第一，布施是大乘佛教最强调的一项教义，被列为六度之首，可见其重要性。布施不仅反映佛教救度众生的精神，也有维护佛教经济来源的要求。在《六度集经》中，布施度的内容就占了三卷，是篇幅最长的。第二，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在中土没有专门讲布施的教派，没有类似于佛教布施的思想，所以，布施教义也就引起了中土人士更多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僧会对布施的理解，就反映了在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移民后代的思想，也更集中反映了中土人士的思想，反映当时人们对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解。

首先，在康僧会看来，布施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具体实践过程，是拯救众生的过程，也是自我修行的过程，所谓“慈育人物，悲愍群邪，喜贤成度，护济众生”。既然修行四无量心的过程就是布施的过程，那么就是要求把布施贯彻到一切修行活动之中。

其次，拯救众生的范围是无穷无尽的，所谓“跨天窬地，润弘河海”，不仅仅是指某个特定种类的众生，或者某个特定的群体。但是，康僧会在这里强调的布施对象是弱势群体，是最需要救济的人，强调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所谓“布施众生，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疾济以药”。康僧会强调的布施者，则是指一切有能力布施的人，布施的种类则是一切东西，比如“车马舟舆，众宝名珍，妻子国土，索即惠之”。布施的榜样就是修菩萨行的佛。可以看到，康僧会把大乘佛教的布施教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戒度无极者，厥则云何？狂愚凶虐，好残生命，贪余盗窃，淫妷秽浊，两舌恶骂，妄言绮语，嫉恚痴心，危亲戮圣，谤佛乱贤，取宗庙物，怀凶逆，毁三尊，如斯尤恶。宁就脯割，俎醢市朝，终而不为。信佛三宝，四恩普济矣。[28]

康僧会总结的戒度，内容是比较广泛的，其中的“四恩”就要包括父母、众生、国王和三宝，对这四项的报恩，就包括了修行各个方面的要求。但是总结起来，主要强调的内容还是让人们皈依佛、法、僧三宝，严格遵守五戒十善这些佛教最基本的戒律。

忍辱度无极者，厥则云何？菩萨深惟，众生识神，以痴自壅，贡高自大，常欲胜彼。官爵国土，六情之好，己欲专焉。若睹彼有，愚即贪嫉。贪嫉处内，瞋恚处外。施不觉止，其为狂醉，长处盲冥矣。辗转五道，太山烧煮，饿鬼畜生，积苦无量。菩萨睹之即觉，怅然而叹：“众生所以有亡国、破家、危身、灭族，生有斯患，死有三涂之辜，皆由不能怀忍行慈，使其然矣。”[29]

众生的一切不良心态、情绪和欲望，包括最终导致丧心病狂，等等；众生今生遭受的一切苦难，包括由于自然原因、社会原因造成的“亡国、破家、危身、灭族”，等等；众生来生得到的一切恶报，“辗转五道，太山烧煮，饿鬼畜生，积苦无量”，等等，都是因为不能“忍”造成的。所以，“忍”就成了消弭一切天灾人祸的根本方法。在以后的佛教界，突出宣传“忍不可忍”，“忍不能忍”，成为超越派系的共识。

精进度无极者，厥则云何？精存道奥，进之无怠。卧坐行步，喘息不替。其目仿佛，恒睹诸佛灵像变化立己前矣，厥耳听声，恒闻正真垂诲德音。鼻为道香，口为道言，手供道事，足蹈道堂，不替斯志呼吸之间矣。忧憨众生长夜沸海，洄流轮转，毒加无救。菩萨忧之，犹至孝之丧亲矣。若夫济众生之路，前有汤火之难，刃毒之害，投躬危命，喜济众难，志逾六冥之徒，获荣华矣。[30]

按照康僧会的总结，所谓精进包括的内容很多：聚精会神地思考那深奥的道理，坚持修行，永不懈怠。行走坐卧，片刻不息。眼睛总好像见到诸佛的灵像在自己面前变化，耳朵一直聆听到佛的正真教诲德音。鼻闻的是道香，口说的是道言，双手所做，都是道事，双脚所踏，总在道堂，奋进追求，刹那不停。愍哀芸芸众生在漫漫长夜、茫茫沸海中挣扎，得不到救助。菩萨为之深深忧伤，犹如至孝之子遭逢双亲之丧。纵使济度众生之路前有刀山火海，千难万险，也不惜生命，赴汤蹈火，帮助六道众生摆脱苦难，获得荣华富贵。总的来说，精进就是要从身口意三个方面按照佛教的规定去努力修行，不惧危难，不怕牺牲，把拯救一切众生的活动贯彻到每时每刻。

禅度无极者云何?端其心，壹其意。合会众善，内著心中。意诸秽恶，以善消之。[31]

康僧会对禅度无极的总结最长，主要内容是详述获得四禅的方法、过程和功德，其内容总体没有超出安世高一系所翻译的禅经内容。上面的这句话可谓开宗明义的总纲，禅定说到底就是培养善心，消除一切杂念的过程，是弃恶从善的过程。康僧会的解释一方面是对当时佛教主要修行规定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佛教思想发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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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晋佛教

公元265年，司马炎效法曹丕代汉故事，也通过“禅让”方式结束了曹魏统治，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到公元280年晋灭吴，西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公元317年，匈奴人刘曜攻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在这52年中，佛教在向社会各阶层多途径普及方面、在般若学的研究和弘扬方面、在新经典的译介方面，较之前代都有了很大发展。

第一节 西晋社会与佛教

一 佛教多途径社会普及

以司马氏家族为首的西晋统治核心集团在曹魏后期发展壮大起来，并且通过“禅让”形式取得统治。晋朝建立之初，这个庞大集团从整体上来说就没有多少开国的朝气，相反，他们一开始就以贪婪、奢侈、腐败、残暴著称。官僚名士大多世家出身，过着奢侈生活，不以国事为重，其中很多人醉心于清谈，在所谓的玄学理论中，不乏为自己卑鄙行为辩护的说辞，许多信奉佛教的官僚也是以贪婪著称。

与汉魏时期相比较，西晋宗室封王和高官显宦家庭信佛更为普遍，这是佛教进一步拓宽发展渠道的表现，也是佛教具有更强生命力的表现。社会上层信奉佛教活动形式多样，既有个人供奉经典、僧人、舍利的活动，也有以整个大家族为单位皈依佛教的事件。

中山王司马缉是一位供养般若经典的代表人物。元康元年（291）五月，无罗叉执胡本，竺叔兰译语，翻译完《放光般若经》。此经一出，“大行华京，息心（僧人）居士，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断绢写之，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其行世如是”[1]。中山王司马缉[2]率领众僧离城四十里迎接新到来的经典，幢幡招展，浩浩荡荡。这样隆重庄严的供养经典场面，对般若经典如此虔诚恭敬，以前还没有出现过，这是大乘佛教教义进一步深入人心的表现。在印度佛教发展历史上，只有从大乘佛教兴起开始，才出现了对经典的神化、崇拜，在此之前，佛教并没有特别倡导对经典本身的崇拜，也没有大肆宣传供奉经典的各种功德、效用。

河间王司马颙是一位供养、敬重名僧的王室代表。元康九年（299），他任征西将军，镇守长安，永兴元年（304）受诏为太宰。不久，他派遣部将张方劫持惠帝入长安，以所居征西府为宫，后为东海王司马越所败，于光熙元年（306）被杀。在镇守长安期间，司马颙与帛远关系密切。据记载，帛远当时在长安，“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于时西府初建，后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3]。受到司马颙敬重的帛远既知名于上层社会，也在一般民众中享有盛誉。他曾“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4]。当时长安是佛教的中心地，帛远讲经，正是推动佛教信仰向社会各阶层普及的重要途径。当时跟随他学习佛教经典的在家（白）和出家（黑）信徒将近千人，应该说规模不小了。在一位高僧身边集中的信徒将近千人，这样的信众规模在汉魏时期似乎没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佛教在当时社会上的普及程度。

西晋时期，许多富豪皈依名僧，提供钱财，成为支持佛教事业发展的有力外护。竺法护在长安时，已经是“道被关中，且资财殷富”。在这种情况下，仍有长安“甲族，欲奉大法”。当看到竺法护道德高尚之后，这个家族长“率其一宗百余口，诣护请授戒具”[5]，集体成为竺法护的弟子。西晋时期，这种以一宗或一家为单位皈依高僧、信仰佛教的事件并不是罕见的孤例。

有些富豪还在朝廷下令禁止“晋人作沙门”的时候为僧尼提供庇护所，在自己家中建造小寺院，供养僧尼，这被认为是“奉法精进”的表现，是虔诚的表现：

晋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280—290）中，禁晋人作沙门。世常奉法精进，潜于宅中起立精舍，供养沙门。于法兰亦在焉。僧众来者，无所辞却。[6]

太康年中的禁令如何颁布、起到了什么效果，并不清楚，但从有人为僧尼提供庇护所来分析，可以肯定当时晋人为僧者数量已经相当可观。

《法苑珠林》引《冥祥记》中的一则故事，反映了西晋社会佛教流行的情况，内容十分丰富：

晋阙公则，赵人也，恬放萧然，唯勤法事。晋武之世，死于洛阳。道俗同志为设会于白马寺中，其夕转经，宵分闻空中有唱赞声，仰见一人，形器壮伟，仪服整丽，乃言曰：“我是阙公则，今生西方安乐世界，与诸菩萨共来听经。”合堂惊跃，皆得睹见。时复有汲郡卫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师于则公。其母又甚信向，诵经长斋，常饭僧。时日将中，母出斋堂，与诸尼僧逍遥眺望，忽见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则钵也，有饭盈焉，馨气充勃。阖堂萧然，一时礼敬。母自分行，斋人食之，皆七日不饥。此钵犹云尚存北土。度善有文辞，作《八关忏文》。晋末斋者尚用之。晋永昌中死，亦见灵异。有造像者，作圣贤传具载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吴兴王该曰：烛日阙叟登宵，卫度继轨。咸恬泊于无生，俱蜕骸以不死者也。[7]

这一段资料反映了西晋社会佛教流行的几个重要内容。

第一，在西晋社会，洛阳地区的在家信徒已经为死者举办超度亡灵的法事，法事在著名的寺院举办，参加法事的是“道俗同志”，意味着不仅仅是死者家人参加，而且有僧有俗，是共同信仰佛教的死者家属和生前友好。这种法事有一定的仪轨，并且朝夕进行。

第二，西方净土信仰已经在社会上流行。关于阿弥陀佛信仰的典籍汉代支谶的译籍中已经有涉及，三国时期翻译了专门的西方净土经典。到西晋时期，西方净土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中流传。当时祈求往生西方是在死后。从“咸恬泊于无生，俱蜕骸以不死者也”的说法来看，人们认为往生西方安乐世界实际上是获得了新生，是灵魂不灭的表现。

第三，两晋时期，在家的男女居士接受了佛教的生活准则和道德信条，严谨持斋。卫士度的《八关忏文》在西晋末年已经盛行，在持斋日信守八戒，比五戒更为严格，实际上是在家信徒于斋日过一天和出家信徒相似的生活。

在东晋郗超《奉法要》中，对斋戒的各项规定叙述得比较详细，这些内容大约已经在西晋一些在家信徒中流行：

已行五戒，便修岁三月六斋。岁三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斋日，皆当鱼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后，甘香美味一不得尝，洗心念道，归命三尊（指佛法僧），悔过自责，行四等心（四无量心），远离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挞骂詈，乘驾牛马，带持兵仗。妇人则兼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正意，务存柔顺。斋者普为先亡、见在知识、亲属并及一切众生，皆当因此至诚，各相发心。心既感发，则终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务加勉励，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己故也。斋日唯得专惟玄观，讲颂法言。若不能行空，当习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经、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谓念天。十善四等为应天行，又要当称力所及，勉济众生。[8]

斋戒日为持斋者在生活行为、语言、思想等方面都做了规定。首先，在生活方面，斋戒日有饮食方面的规定，不能吃鱼肉，而且过了中午之后，所有“甘香美味”都不能吃。这实际上要比一些寺院出家僧人的饮食规定还要严格。同时，在斋日还要求不要过在家人的夫妻生活（远离房室），善待一切人（不得鞭挞骂詈），停止一些行业的工作（乘驾牛马，带持兵仗）。其次，持斋者要把自度与度人结合起来，所谓要发挥“兼拯之功，非徒在己”，贯彻了大乘佛教的思想。具体表现为要为已经死亡和依然健在的所有众生祈福，发愿免除他们的“罪苦”。在斋戒日还要坐禅观想（专惟玄观），读诵佛教典籍（讲颂法言）。所思念的内容是佛、经、僧、施、戒、天六项。之所以要念“天”，在于诸天神要实践（十善），比五戒、八戒更为严格，并且要实践（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是常人不容易做到的。这也是为持斋者提出的比较高的要求。

上述内容是对在家信众在斋戒日的要求，目的是要把佛教理论和实践贯彻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去，让佛教理念扎根到人们思想中，把佛教教义变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佛教的功能就是在这种生活中体现出来，佛教的生命力也就是在这样的人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当信仰者斋戒日的行为、语言和思想成为生活习惯的时候，佛教也就在社会中真正扎根了。西晋佛教多途径向社会普及的过程，也就是佛教扎根中国社会的过程。

佛教在西晋时期的发展，还表现在寺院和僧尼数量的增加等方面。当时洛阳、长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人”[9]。在一些著名的僧人，比如竺法护、帛（白）法祖等人身边，经常聚集僧俗信徒上千人。这些表明了在一些政治中心佛教发达的程度。

二 关于因果报应的讨论

因果报应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社会影响最大。这个教义也成为人们最早观察佛教时看到的新奇内容。《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论》说：“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是否相信因果报应，几乎是衡量是否信仰佛教的最重要标准。从东汉安世高开始，弘教传法者就把善恶报应、生死轮回教义作为传教的重要内容，作为弘扬深奥义理的先导内容。在后世的传教僧人中，几乎没有不讲因果报应教义的，无论是劝诱当政者还是开导庶民百姓，都少不了善恶报应内容。

然而，随着佛教向社会各阶层广泛普及，人们用因果报应解释一些现象时遇到困难。从远处说，历史上记录的最有名的奉佛者，比如东汉第一位信仰佛教的王室成员楚王英、最早信佛的士大夫笮融，甚至第一位最有名的翻译家安世高等，都不得善终；从近处讲，在西晋信仰佛教的王室成员中，不少人不但没有得到善报，反而遭到恶报，或者个人不得善终，或者惨遭灭族。于是自然产生了因果报应是否存在、信奉佛教是否能够得到护佑之类的问题。对诸如此类问题展开讨论，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话题。《弘明集》卷一所收《正诬论》（作者不详，当作于东晋）围绕周嵩事件对此类问题进行了讨论。实际上，这类问题受到关注，并且专门进行讨论，也是佛教深入社会、影响广泛的一个表现。

周嵩字仲智，其妻胡母氏信奉佛教，在渡江之前，曾供养安慧则写的《大品》（《放光般若经》）一部：

周嵩妇胡母氏有素书《大品》（《放光般若经》），素广五寸，而《大品》一部尽在焉，又并有舍利，银罂贮之，并缄于深箧。永嘉之乱，胡母将避兵南奔，经及舍利自出箧外，因取怀之，以渡江东。又尝遇火，不暇取经，及屋尽火灭，得之于灰烬之下，俨然如故。会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养。后尝暂在新渚寺。刘敬叔云：曾亲见此经。字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经盖得道僧释慧则所写也。或云：尝在简靖寺，靖首尼读诵之。[10]

周嵩妇胡母氏信仰佛教，供养《大品般若》，有灵异瑞祥出现。供养经典自然是善行，按照佛教典籍的说法，这是有功德的。供养舍利自然更是善行，同样有功德。周嵩渡江后，在东晋历任新安太守、庐陵太守、御史中丞。被王敦所害时，“精于事佛”的周嵩直到“临刑犹于市诵经”[11]，可谓对佛教非常虔诚。但是，一家人虔诚奉佛，为什么没有得到善报？《正诬论》针对设问进行讨论：

又诬云：周仲智（周嵩）奉佛亦精进，而竟复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寻斯言似乎幸人之灾，非通言也。仲智虽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为弟子也。论其率情亮直见涉俊上，自是可才，而有强梁之累，未合道家婴儿之旨矣。以此而遇忌胜之雄，丧败理耳。纵如难者云，精进而遭害者有矣，此何异颜、项夙夭，夷、叔馁死，比干尽忠而陷剖心之祸，申生笃孝而致雉经之痛。若此之比不可胜言。孔子云：仁者寿，义者昌。而复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证，至矣信矣。[12]

在“正方”看来，周嵩奉佛精进而得不到佑护的说法，有两点值得商榷。首先，这是幸灾乐祸的说法，不是通达的言论。因为，周嵩虽然有向佛之心，有好佛之意，但他并没有严守佛教戒律、成为真正的佛弟子。所以，不能说他最后的灾祸是因为精进奉佛招致的。如果说到他的“率情亮直”，自然是有才的，但是他残暴凶狠，不符合道家崇尚天然纯真、保持良好德行的“婴儿之旨”，遇到那些嫉恨才德名望超过自己的奸雄，其丧败厄运不可避免。其次，就算问难方说得对，周嵩是精进奉佛而遭恶报，那么这与项橐和颜回、伯夷和叔齐、比干、申生这些贤者或短寿、或饿死、或被挖心、或受虐待的事又有什么两样？这是前生因果造成的，是轮回宿命实际存在的证据，并不能说明奉佛遭遇灾祸。

这样的解释使人们知道，在现实社会中，有些信奉者没有得到善报，有些恶行得到善果，不仅不是信佛得不到护佑的表现，反而是佛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教义绝对正确的证据。在讨论此类问题过程中，维护业报轮回教义的一方总是认为不能孤立地就某些事件在小范围来看问题，而要联系这个人的全面作为，联系前生后世来看问题。《正诬论》最强调的，还是从个人行为上来看问题。关于石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石崇字季伦，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人，晋初大司马石苞之子。初为修武令，累迁至侍中，在任荆州刺史时，以劫掠商贾致富，曾与王恺斗富。在“八王之乱”中石崇被赵王司马伦所杀。相传他也是有佛教信仰的人。

又诬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诛，云云。正曰：石崇之为人，余所悉也。骄盈耽酒，放僭无度，多藏厚敛，不恤茕独。论才则有一割之利，计德则尽无取焉。虽托名事佛，而了无禁戒。即如世人貇清心秽，色厉内荏，口咏禹汤，而行偶桀跖。自贻伊祸，又谁之咎乎！[13]

石崇打着信佛的旗号，实际上干着不守戒律的勾当，属于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如果说到他的“才”，还是有一些，但是说到他的德，就一无可取了。他最后被灭族，是自取其祸，与佛教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正诬论》的这种说法，为以后讨论此类事件定下了基调。

佛教是否具有保佑信仰者的功能，信仰佛教是否能获得福报、免受灾祸，这是佛教在社会上普及之后人们必然提到的问题，是历代都会有人提到的问题。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人们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出于各种目的祈求佛教神灵的佑护，这是大多数在家信徒之所以信奉佛教的直接目标。《正诬论》以宾主问答的形式，联系众所周知的实例为人们释疑解惑，坚定人们对善恶报应、生死轮回教义的信仰，进而坚定对整个佛教的信仰。这些讨论之所以能展开，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是佛教深入社会、深入人心的表现。

三 传教弘法名僧诸相

从西晋开始，般若学进一步受到佛教僧人的重视，除了般若经典翻译者之外，专门研究和弘扬般若学的名僧也不断增加。这些般若学僧除了精通佛学之外，大多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善于言谈讲说，善于交际，与豪门权贵过从甚密，形成了颇类名士风度的名僧风度。这些名僧的出现，是佛教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象。

佛门名僧在关注问题、为人处世，乃至弘教传法等方面，都开始有了名士做派、名士风度、名士气质。这种名僧群体始起于西晋，盛行于东晋。在西晋时期，受到当代和后世名士推崇和关注的名僧，除了专门从事翻译的竺法护、帛法祖之外，还有支孝龙等人。

支孝龙，淮阳人，少以风姿见重，并且“神采卓荦”，高论适时，常研读《小品》（《道行般若经》），“以为心要”。与陈留的阮瞻（阮咸之子）、颍川庾凯并结知音之交。当时人把支孝龙结交的阮瞻等七位权贵合称为“八达”。也有人嘲笑说：“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裟，释胡服，被绫罗？”这些言论不是针对支孝龙一个人，而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相当一批僧人。这些僧人除了有出家人的装扮之外，其他方面都与权贵名士没有本质区别了。对这种嘲笑，支孝龙的回答是：“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矣。”

支孝龙有风采，能够高谈阔论，这是结交名士的条件、本钱。对于为什么要出家，支孝龙的解释是有代表性的。他的“无心”之说，可以说是在对般若的理解基础上得出的。般若的流行是与老庄结合起来的。“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这两句很重要。这个“一”应该是佛道，这个“寂”应该是禅寂，意思是要排除世俗的干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出家人的本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不同，才是“一”，才是“寂”。抛弃世俗的富贵就是逍遥，不为世俗所累就是逍遥。但是，支孝龙并没有这样思考问题。他认为“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矣”，出家的目的是“愈贵”、“愈足”，这等于是说，“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出家，成了追求“愈贵”“愈足”的手段、方式。这是典型的迎合玄学家的机辩之词，不应是一种解嘲，此类语言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反映了名僧的实际状况。僧人与名士意气相投，相互支持，名僧才增强了适应社会的能力。

竺叔兰译出《放光般若经》不久，支孝龙就认真阅读，“旬有余日”，就能够开讲。支孝龙后来不知所终。东晋孙绰为之赞曰：“小方易拟，大器难像，桓桓孝龙，克迈高广。物竞宗归，人思効仰。云泉弥漫，兰风肹向。”[14]

西晋时期的名僧竺僧敷、竺法深、康僧渊、支愍度等人，都知名于两晋之际，其活动主要在东晋时期。

西晋时期来华的外籍僧人进一步增加，其中有些人既没有从事译经，也没有奔走权贵之门，而是分散在都市郊外或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地区从事传教活动。他们或建立寺院，或游动传教，对于佛教向一般民众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洛阳盘[image: ]山的犍陀勒就是一位在下层社会传教的僧人。他原来是西域人，到洛阳居住多年，其“风操”受到当地民众敬重。他带领僧众在洛阳东南百余里盘[image: ]山古寺原址上修建了寺院，并被推为寺主。他是一位神异僧人，从他到洛阳诸寺“乞油”来点燃寺内灯的介绍看，他大约是通过化缘来供养寺僧。他后来“不知所终”[15]，可见他一直是生活在下层民众中。

耆域是西晋一位有影响的僧人，其传教事迹很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外来僧人在传教方面的共性。耆域是天竺人，一直居无常处，在游动中弘法。他是途经中南亚，从海路来到中国，“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他经过交趾、广州，到达襄阳，一路北上，沿途都留下神异事迹，所以追随者很多。

晋惠帝末年，耆域到达洛阳，与众多僧人相处，能够说出别人的前世因缘，“谓支法渊从牛中来，竺法兴从人中来”。他“又讥诸众僧，谓衣服华丽，不应素法”。认为洛阳僧人衣着太华丽，可见当时僧人生活安逸，衣食富足。他曾赞叹洛阳宫城的建筑巧夺天工，“髣髴似忉利天宫，但自然之与人事不同耳”。耆域也善医术，当时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洛阳，“寄住满水寺，得病经年不差”，耆域为他治好了病。

西晋末年，洛阳战乱，耆域准备返回天竺。他的高足弟子沙门竺法行请求：“上人既得道之僧，愿留一言，以为永诫。”耆域让他把众人都集合起来，然后升高座宣讲：“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讫便禅默。竺法行再次请求：“愿上人当授所未闻，如斯偈义，八岁童子亦已谙诵，非所望于得道人也。”耆域笑着说：“八岁虽诵，百岁不行，诵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虽少，行者益多也。”于是辞去。

耆域留给大众最重要的话，就是从身、口、意三个方面行一切善，止一切恶。让众生止恶行善，看起来很简单，行起来很困难。佛教不仅要求“诵”读经典，讲说佛理，更要求“行”，这才是最重要的、起关键作用的。是否能够得道，不在于“诵”，而在于“行”。以后，这种重践“行”、轻讲说成为佛教各宗派的主导潮流，尤其在禅宗中得到特殊强调。耆域后来从北路度流沙经西域返国，不知所终。

西晋时期，僧人的游化范围更为扩大，有些僧人在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中传教，使佛教成为促进民族融合的力量。竺法乘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竺法乘出身不详，少年出家，依竺法护为沙弥，深得器重，随竺法护到长安传教。竺法乘后来西行回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后终于所住”。竺法乘能够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礼”[16]，可见在西北地区影响之大。竺法乘的同学有竺法行、竺法存，也知名于当世。

第二节 西晋译经概述

在中国整个佛经翻译史上，西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时代，也是一个成就辉煌的时代。短短52年中，译经数量之大、所出部类之全、参与人数之多、典籍影响之广，远远超过汉魏时期，从而使人们对佛教经典第一次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西晋的佛经译者已经不是以古印度僧俗学问家为主，而是以从小受到汉文化熏陶的移民后代、汉民族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翻译的经典更适合中国本土人士理解。

西晋译出经典的总数量，现存经录的记载有出入，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记为167部366卷（失译经除外），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六载为451部717卷。唐开元十八年（730）智昇对以往经录进行审定，把一些节选略抄及错讹者从译经总数中剔除，所著《开元录》卷二记载为333部590卷。

综合《出三藏记集》、《开元录》等经录的记载，西晋著名的译者有12人。主要在洛阳译经的有安法钦、法力、法炬，在陈留（河南陈留）译经的有竺叔兰、无罗叉，在广州的有彊梁娄至，在长安的有竺法护、白法祖、聂承远、聂道真、支法度、若罗严。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首推竺法护，他是西晋佛经翻译的突出代表。除了竺法护之外，其余译者的译经事迹分地区介绍如下。

一 洛阳的安法钦、法力、法炬

安法钦是安息国人，“学瞻众经，幽鉴无滞”。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到惠帝光熙元年（306），安法钦在洛阳译出经典两部，第一部是《道神足无极变化经》四卷，与竺法护所译的《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属同本异译；第二部是《阿育王传》七卷，该经讲述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弘扬佛教事迹，以及佛陀弟子摩诃迦叶至优波毱多的传说事迹。

根据《祐录·竺法护传》《高僧传·维祇难》等记载，法力和法炬于晋惠帝和怀帝之际在洛阳译经，合作译出《法句本末经》四卷、《福田经》一卷、《大楼炭经》六卷、《大方等如来藏经》一卷。在法立去世后，法炬还译出《优填王经》《恒水经》等四十部五十卷。这些经大多为阿含类经典的单品异译本。

二 陈留的竺叔兰、无罗叉

根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记载，竺叔兰祖籍天竺，其父因避国内动乱，与两位出家的妻兄迁到于河南。竺叔兰出生河南，从小与两位出家舅舅“咨受经法，一闻而悟。善胡汉语及书，亦兼诸文史”。由于他生长在移民家庭，从小供养两位僧人，学兼胡汉，所以，他翻译经典“译义精允”[17]。在石勒起兵时，寇贼纵横，他避乱奔荆州，后无疾而终。无罗叉（也作无叉罗），是于阗人，生平事迹缺载。

根据《开元录》卷二的记载，竺叔兰与无罗叉在惠帝元康元年（291）共同翻译出《放光般若经》三十卷。他自己翻译了《首楞严经》二卷，元康六年（296）译出《异毗摩诘经》三卷。

根据《放光经记》记载，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260）到于阗，写得《般若经》正品梵文九十章六十余万言，西晋太康三年（282）派弟子弗如檀（法饶）送到洛阳，三年后送到许昌，又三年送到陈留郡仓（垣）（今河南开封北）的水南寺，元康元年（291）五月十五日，无叉罗手执梵本，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笔受，凡九十品，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字。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抄写完毕，太安二年（303）十一月十五日，沙门竺法寂到仓（垣）水北寺，求经抄写，时检取现品五部并胡本，与竺叔兰更校书写，于永安元年（304）四月二日写毕。

三 广州的彊梁娄至

《开元录》卷二记载，彊梁娄至（意译“真喜”），西域人，“志情旷放，弘化在怀”，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在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一卷，不存。

四 长安的帛法祖、支法度、若罗严、聂承远、聂道真

帛（也作白）远字法祖，俗姓万，河内（治在今河南沁阳）人。他少年出家，才思俊彻，敏朗绝伦，每日诵经八九千言。钻研大乘典籍，能够妙入幽微，并且广泛研读世俗经典。他在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僧俗弟子将近千人。在晋惠帝元康九年（299），为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所敬重，“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帛法祖看到“群雄交争，干戈方始，志欲潜遁陇右（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以保雅操”。大约永安元年（304），张辅为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刺史镇守陇右，帛法祖便去投奔。张辅看到帛法祖“名德显著，众望所归”，打算让帛法祖还俗作自己的僚佐。法祖固志不移，二人由此结怨。后因有人挑拨离间，为张辅所杀。

帛法祖乐于结交权贵，但又不善于和权贵周旋，最终为权贵所害。帛法祖生前在关陇地区很有名望，被汉族和少数民族信徒“奉之若神”。在他被害之后，他们都很“愤激”，斩杀张辅，为他“雪怨耻”，并“共分祖尸，各起塔庙”[18]供养。东晋孙绰著《道贤论》，把帛法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可见其在东晋玄学名士心目中的地位。

帛法祖的兄弟法祚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法祚年25岁出家，“深洞佛理，关陇知名”。梁州（治今陕西汉中）刺史张光逼令法祚还俗，法祚誓死不从，为张光所害，时年57岁。他曾注《放光般若经》《显宗论》等。这种为道忘身，不愿还俗而被害的例子，在佛教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帛法祖博闻强记，兼通梵汉语，曾注解《首楞严经》，并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开元录》载其译经十六部十八卷，尚存五部六卷。①《菩萨逝经》一卷，与西晋支法度译出的《逝童子经》为同本异译。该经重视布施，讲善心供养佛，可以在千万亿劫后成佛。②《菩萨修行经》一卷，又名《威施长者问观身行经》，与《大宝积经·勤授长者会》为同本异译。该经是一部禅经，用不净观来观想身体，以便消除一切贪爱情欲，纠正不符合佛教教义的所有错误认识和见解。③《佛般泥洹经》一卷、《大爱道般泥洹经》一卷、《贤者五福经》一卷，均为阿含类经典中的摘译。

支法度和若罗严的身世均不详，据《开元录》卷二，支法度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译出《逝童子经》一卷、《善生经》一卷等四部五卷经。若罗严译出《时非时经》一卷。

聂承远和聂道真是父子，在竺法护生前，两人主要工作是协助竺法护译经，担任笔受工作，并且在文字润色方面贡献不少。据《开元录》卷二，在竺法护逝世后，聂承远译出《越难经》一卷，聂道真译出二十四部三十六卷，有《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一卷、《异出菩萨本起经》一卷、《菩萨受斋经》一卷等。《历代三宝纪》卷六载，他撰有《众经录目》一卷，大约主要是记载竺法护所译经典的目录。

西晋时期，译经在民间进行，能够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有限，所翻译的经典是篇幅短的多、篇幅长的少。从西晋开始，住持译经者既有外籍僧人，也有汉地出生的僧人和居士。在译经过程中，参与翻译工作各个环节的助译人增加了，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佛教在社会上更为普及。

第三节 竺法护的译经事业

一 生平事迹与译经概述

根据《祐录》卷十三本传记载，竺法护祖籍大月氏，世居敦煌，“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他“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当时正值晋武帝时期（265—290），鉴于“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的状况，竺法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有六，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古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遂大赍胡本，还归中夏”。从此以后他开始翻译经典。

竺法护从事佛经翻译时间很长，从泰始二年（266）译出《须真太子经》二卷，到建兴元年（313）译出《大净法门经》一卷，前后约47年，几乎与西晋王朝共始终；他译经活动范围广，从敦煌、酒泉经长安到洛阳，足迹遍及当时北方佛教的兴盛地和政治文化中心。竺法护一生从事经典翻译，“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译写，劳不告惓”。在千年译经史上，有成就的译经家都有这种忘我为道的精神。

他译经数量很多，超出西晋总译经数量的一半。其译经数量，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著录为150部；《出三藏记集》著录为154部，尚存95部；《历代三宝纪》卷六记为210部394卷；《开元录》卷二考订为175部354卷，其中91部尚存。由于时间久远，竺法护译出经典的确切数目已经很难考证。

永安元年（304），河间王司马颙挟持惠帝到长安，此时“关中萧条，百姓流移”[19]，竺法护与门徒“避东下，至渑池（在今河南）”，因病去世，时年七十八岁。

竺法护的译籍包括大、小乘经典，品类空前齐全，既有属于阿含部类中的小本单行经，也有大乘经典中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涅槃、法华、大乘戒律类、本生经类、西方撰述类等多部类中的单行经和根本经。竺法护的译籍，基本上能够展示当时西域流行佛经的基本面貌。所谓“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竺法护翻译的般若类经典有多部，其中最主要的是《光赞般若经》十卷，太康七年（286）于长安译出。此经译出后长期留存于凉州，至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慧常、慧辩等路经凉州发现此经全文，抄出托人于太元元年（376）五月送达襄阳道安处，由此行于世。[20]此经与西晋竺叔兰、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经》为同本异译。

竺法护译出的宝积类经典有《普门经》（或称《普门品经》）一卷，太康八年（287）一月十一日译出，与唐代菩提流志所译的《大宝积经·文殊师利普门会》是同本异译。《密迹经》（或称《密迹金刚力士经》）七卷，太康九年（288）十月八日译出，相当于《大宝积经·密迹金刚力士会》。《离垢施女经》一卷，太康十年（289）十二月二日译出，相当于《大宝积经·无垢施菩萨应辩会》。《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与《大宝积经·弥勒所问会》同本异译。

竺法护译出的大集类典籍有《宝女经》（或称《宝女三昧经》、《宝女所问经》）四卷，太康八年（287）四月二十七日译出，相当于《大集经·宝女品》。《宝髻经》（或称《宝髻菩萨所问经》）二卷，永熙元年（290）七月十四日译出，相当于《大集经·宝髻品》。《大哀经》（或称《如来大哀经》）七卷，元康元年（291）八月十三日译出，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笔受，相当于《大集经·陀罗尼自在王品》。

竺法护译出的涅槃类典籍有《方等泥洹经》（或称《大般泥洹经》）二卷，泰始五年（269）七月二十三译出。还有法华类的根本经《正法华经》（或称《方等正法华经》）十卷，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于长安译出。

竺法护的译经过程，也是一个传播佛教的过程。在一些经典翻译过程中，往往有几十位出家和在家信徒参与。比如，太康五年（284）二月二十三日，在敦煌译出《修行经》（或称《修行道地经》）七卷，罽宾文士竺侯征携来经本，与竺法护共同翻译。在翻译该经过程中，担任笔受的有弟子法乘、月氏法宝，劝助者有李应荣、承索乌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晋宝等三十余人[21]。翻译一部经，以各种形式参与者有三十多人，这本身就是对经典的宣传。从劝助者的名单看，应该是既有汉族信众又有少数民族信众。竺法护在敦煌通过译经和传教，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被尊称为“敦煌菩萨”。敦煌佛教的持续兴盛，与竺法护及其弟子们的努力有直接关系。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等人后来返回敦煌，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弘扬佛教。

竺法护不仅孜孜不倦地翻译经典，弘法传教热情也很高，他曾“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

对于竺法护译籍的质量、地位和贡献，《出三藏记集》从译经史的角度予以说明：“昔安息世高，聪哲不群，所出众经，质文允正。安玄、严调、既亹亹以条理，支越、竺兰，亦彬彬而雅畅。凡斯数贤，并见美前代。及护公专精，兼习华戎，译文传经，不愆于旧。”[22]

在僧祐看来，从安世高到竺叔兰等人，都是译经的名家，每个人在译经方面都有自己的长处，都为译经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人分别代表了译经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而竺法护既有对佛教理论的专精，又兼通汉语和西域语言，在译经方面与上述所有的人比较都不逊色。实际上，从整个中国译经史考察，竺法护的译经是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转折时代。在他之前是“旧译”阶段，在他之后是“新译”阶段，竺法护是一座里程碑。在西晋之后，竺法护翻译的绝大多数经典都进行了重新翻译，但是后来的翻译家，尤其是鸠摩罗什，都程度不同地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竺法护的译本。比如，鸠摩罗什在翻译《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就参考了竺法护的《正法华经》。

什所翻经，（僧）叡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其领悟标出，皆此类也。[23]

罗什译本的表述更为准确传神，正是在参考竺法护译本基础上达到的。可以说，竺法护译籍为翻译质量走上新台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 华严类译籍剖析

西晋是华严单行经传入中国的最盛时期，其中，输入华严经学新内容，并且保存至今的经典，唯有竺法护的译籍。他的华严类译集共有六部，可分为三类。

（一）第一类

第一类是重译的文殊类经典两部，一是《菩萨十地经》一卷，《祐录》卷二有载，已不存，应是十住品的重译本。[24]二是《菩萨十住行道品》一卷，现存，是吴支谦《本业经·十地品第三》的重译本，内容大体相同。

（二）第二类

第二类是新译的普贤类经典，共有三部，均存。其一，《佛说如来兴显经》（简称《兴显经》，又名《兴显如幻经》）四卷，元康元年（291）译出，其前半部分相当于晋译《华严经·性起品》，篇幅约占4/5；后半部分相当于《十忍品》，篇幅约占1/5。此经主要讲述菩萨如何经过修行进入佛境界。其二，《度世品经》六卷，也是元康元年（291）译出，相当于晋译《华严经·离世间品》，采取普贤菩萨解答普慧菩萨二百问的形式，主要讲述如何修行，以便用“神通方便”度化众生。其三，《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三卷，又名《普贤菩萨定意》，相当于唐译《华严经·十定品》，晋译《华严经》中缺。主要讲普贤的“诸定正受，卓变之行”，即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及其功能。以上三经的共同特点，是抬高普贤菩萨在华严系统中的地位，把他塑造为菩萨修行成佛的样板。普贤行、普贤境界以及法身理论，是这三部经典的共有内容。

竺法护所翻译的华严典籍中的普贤经典，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

1.把法身作为终极崇拜对象

从普贤类经典开始，法身成为最高崇拜对象，取代了释迦牟尼的地位。为了消除前后经典的矛盾说法，释迦牟尼的“分身”为法身所统摄。《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指出：“法身无量，而皆具足，名流显称，普至十方……皆能分身，十方现化。”

在《兜沙经》中，同时并存的无数佛毫无例外是释迦牟尼的“分身”，在这里，“十方现化”的诸佛统统是“法身”的“分身”。这种着意改造，表明后出普贤类经典与前出文殊类经典的学说保持一致的意图，从而给我们透露出经典形成过程的信息。同时，继承和改造文殊类经典中的学说，也与进一步扩大吸收般若类经典的内容有关。

所谓“法身”概念，最初来自对佛所说教法的人格化抽象，普遍被运用于各类大乘佛教经典。就般若类经典而言，对“法身”的界定、说明和发挥，与其倡导的“性空假有”基本理论相适应。

竺法护所译《修行道地经》卷七《菩萨品》有言：

法身无有形，用吾我人而现此身……法身无处，何缘得见？适思此已，便逮无所从生阿维颜。

法身体现性空，本质上虚幻不实，只因为人们怀有“吾我”的错误观念，才出现误认为是实有的幻身。如果抛弃以自我为实有的错误认识，明了其本质的虚幻，明白感觉到的一切相都是虚幻的，从而取得正确的认识，即可取得后补佛（阿维颜）的资格。因此，强调可感知的法身的虚幻不实，强调取得般若智慧，是般若类经典论述法身的两个侧重点。竺法护普贤类译籍对法身的论述与此不同，大体从四个方面说明法身及其功能，既有与般若类经典的雷同说法，更有独特之处。

第一，法身是诸佛的本源，永恒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兴显经》卷一谓：“去来今佛，一切悉等，为一法身。”《度世品经》卷六谓：“色身如是无常，法身常存。”把法身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去来今）一切佛的本源，作为诸佛之母，认定其永恒“常存”，是多种大乘经典的共有说法，《华严经》的学说也正是由此起步的。

第二，法身没有能为人的感官所能把握的特定形体，但并非虚假存在，而是佛智慧的体现。《兴显经》卷一谓：“法身慧体，究竟无相。”《度世品》卷四谓：“菩萨解了佛慧，为一法身，故曰开士。”肯定法身是佛的智慧本体，强调它的客观实在性，是与般若类经典思路不尽相同的。

第三，强调法身的遍在性。《兴显经》卷二谓：“见如来者，则为一法身，以一法身，若一慈心向于一切人，则普及一切群萌，多所供养，如虚空界，无所不包，无所不入……佛身如是，普入一切群萌之类，悉入诸法。”这里的“佛身”与“法身”含义完全相同，这段论述首先明确了法身在佛教解脱论中的地位。法身可以“普入一切群萌之类”，从而使每个人都具有诸佛的本源，这是人人皆有佛性、皆有成佛内在根据的理论前提，把法身遍在延伸到人的心性方面，自然得出人心本净的结论。这也是华严类经典的一个重要理论。另外，法身可以“悉入诸法”，表明精神实体可以赋予无情之物，从而为泛神论的展开铺平了道路。

第四，法身的神通显示功能，即法身的“善权方便”。《度世品经》卷四说：“一切诸佛，合同体故，以得成就，弃一切诸凶危法，是谓善权方便。一切现门，神足变化，皆能显示。”又说：“如来至真，其慧无限，随时说现，见诸自大，以权方便而发起之。法身无漏，悉无所有，普现诸身。”所谓“善权方便”，在这里指法身为了拯救众生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法身转变为色身的过程。法身本来没有特定的可视形象，但它具有“普现诸身”，示现一切身的功能。在般若类经典中，法身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原因被归结为人们的错误认识，《华严经》与此相反，把这种转变归结为佛为拯救众生的能动作用，并不以被拯救者的意志为转移。

既然法身显示出于拯救众生的需要，那么菩萨修行的终极目标，即是掌握这种功能，这既表明菩萨具备了诸佛的功德，也表明他具有拯救世人的无限能力。《度世品经》卷六说：菩萨“察其世俗，缚在贪欲而自缠绵，无能拔者……便以法身显示大要，遍于三世，令各生意”。这样，普贤类经典为展示神异灵迹提供了最权威、最崇高的系统论辞。总之，普贤类经典中的“法身”，是以佛的智慧为体，具有客观实在性、超越时空的遍在性和大慈大悲的显示功能，为菩萨修行树立了终极目标和归宿。三部经典对菩萨修行样板的塑造，对菩萨修行具体过程的描述，都与法身的诸多规定紧密相连。

2.树立菩萨修行的样板——普贤

普贤类经典着力塑造的修行达到最高阶段的菩萨——普贤，比有资格“宣如来旨”的文殊似乎地位更高。因为在整个华严类经典中，有资格宣讲佛法的菩萨很多，但被奉为菩萨修行样板的，唯有普贤。

《度世品经》卷一提出：“立普贤行，入诸佛慧”，明确把普贤的实践与成佛联系起来，并且相互等同。对普贤行及普贤境界的描述，集中在《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中。

普贤最显著的一个特性，就是可与法身相契合。《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一开始就突出予以强调，当众菩萨集会佛前，有人问，为什么普贤菩萨就在集会之中，但“吾等不睹普贤菩萨及其坐出”，佛告众菩萨：普贤“于三世等诸佛法身”，“等吾神足境界”。这样，普贤就是永恒的绝对精神存在，所谓普贤境界，佛的神通（神足）境界和法身，三者完全等同，没有区别。

普贤之所以能与法身契合，在于他经历了与诸佛相同的修行过程。“彼菩萨与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而行一德本，彼菩萨合为一身，以法界无逾者……彼菩萨为无限行，与法身等故”（《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中）。要达到与“法身等”的境界，必须修菩萨的“无限行”。所谓“无限行”，是强调修行具体内容的多种多样、包罗万象、无穷无尽。这种无限行概括起来无外乎两个方面，即积累个人的无量功德和拯救无量众生。《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借佛之口概括了普贤行：

普贤菩萨以净无数众生，无极清净，无量功德，兴无数福，修无数相，德备无限，行无等伦，名流无外，无得之行，普益三世。有佛名誉，普而流著。普贤菩萨，行绩若斯。

在积累个人功德方面，普贤“兴无数福，修无数相，德备无限，行无等伦”，经历了无数的修行实践，从而达到了“有佛名誉”，实现了个人的解脱成佛，这属于自度。在拯救众生方面，普贤“净无数众生”，这属于度他。自度和度他是同一修行过程的两个方面。

尽管普贤行具有无限行，但普贤能与法身契合的关键是神通行。于是，号召学习普贤，更主要的是鼓励修习禅定以获得神通，此即为修普贤行，所谓“菩萨以几无思议之定，得应普贤之行”。按照此类经典的观点，没有修习禅定所获得的神通变化，与法身契合就是一句空话。

普贤能够与法身契合，也就是具有了法身的显示功能，为了让聚会的菩萨见到他，他又从不可见转变为可见，“普贤菩萨，兴为感动，使其大众，咸见普贤，于世尊足左右，坐大莲花上”（《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这种转变，实际上也就是从法身到色身的转变，能够具有这种转变能力，也就与佛没有差别了，所以“普贤能化为佛，能住如佛，能化法轮，建立应化，普现如来之光明”（《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中）。这样，作为菩萨修行样板的普贤，并不是以学问精湛、能言善辩、智慧超群见长，而是以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具有法身的善权方便著称。这是华严菩萨行的一个鲜明特点。

（三）第三类

第三类是新译的《渐备一切智德经》（简称《渐备经》，又名《善备经》、《十住经》、《大慧光三昧经》等）五卷，元康七年（297）于长安译出，相当于晋译《华严经·十地品》。该经主要论述菩萨修行从低到高、从浅到深的十个阶段，是整个华严类经典中关于菩萨修行的核心内容，历来受到特殊重视。其间也对十度的修行体系以及三界唯心、修本净心等理论有所说明。

在华严类典籍中，《渐备经》具有衔接文殊类经典和普贤类经典的性质，该经严格以十数组织经文，承袭了《兜沙经》以来的传统，它所述菩萨修行从低到高的十个阶位，是在继承、改造和充实吴支谦所译《本业经·十地品第三》的基础上形成的，内容更丰满，论述更详尽。[25]该经对最高阶位第十阶位的描述，大同于普贤类经典，自然与其相衔接。

般若类经典对菩萨修行内容的最著名概括是“六度”，也译“六度波罗蜜”“六度无极”等，指信仰者可以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六个方面的修行，实现从生死此岸到达解脱彼岸的转变。《渐备经》则在吸收六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度”。所谓“十度”，指施度、戒度、忍度、进度、禅度、智度、权方便度、誓愿度、势力度、慧度。其中，前五度与般若经六度中前五度的名目相同，第六度是将“般若度”改为“智度”，后四项是新添名目。将六度扩展为十度，明显出自俯就以十数概括教义的形式需要，也反映了华严典籍力图发展般若的强烈愿望。但是，“十度”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新内容，也始终不是华严类经典所要论述的重要内容。《渐备经》重点论述的是“十住”，这也是整个华严类经典核心内容之一。该经认为，“行此十住”，可以达到“自致成佛，度脱十方”[26]的目的。这些都是承自《本业经·十地品第三》的说法，表明了两经的关系。而《渐备经》对前者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给每一阶位充实了冗长的内容。其“十住”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住名为“悦豫住”。进入这一阶位的修行者不仅自己悦豫欢喜，别人看见也“莫不欢然”，故名。由此开始，修行者从“凡夫”进入了菩萨阶段的修行，要树立对佛教的“笃信”，对众生的“愍哀”。由于此阶段强调树立坚定的佛教信仰，所以也叫“入于信解脱”。

第二住名为“离垢住”。重点要求修行者离于“十恶”，奉行“十善”，并以此教化众生。“诸佛子住此，应时转法轮，开化立众生，使行十善业。”奉行十善，也是对佛教初创时期就形成的基本戒律的接受。

第三住名为“兴光住”。修行者要思考“一切万物”皆“无常、苦、空、不净”的本质，从而“益加愍哀”苦难的众生。修行者还要通过修习四禅、八定、十二门等禅法，获得种种神通变化，以便“救护十方众生”和供养佛。在这一阶位，不仅要求修行的菩萨们思考的佛理更复杂抽象，而且要求注重神通的运用。这一阶段修行的禅法是四禅、八定、十二门，所以神通是属于小乘佛教的神通，是初步的神通。

第四住名为“晖曜住”。菩萨修习“三十七道品”，以便“成就如来种姓”。三十七道品是小乘佛教对达到涅槃所必须修行的内容的总结。在这一阶段纳入三十七道品，等于要求菩萨把小乘佛教的全部具体修行内容都完成，以便进入更高的修行阶位。

第五住名为“难胜住”。修行之人要真正领会“苦集灭道”四谛，并以此教化众生。“四谛”是小乘佛教把生死轮回此岸与解脱彼岸结合起来讲的学说，纳入“四谛”，表明这一阶位的菩萨吸收了大乘佛教兴起之前的全部佛教学说。

第六住名为“目前住”，修行者通过分析十二因缘是众苦之本，理解众生在“三界”或“诸所趣”（五道或六道）中生死轮回，皆是“心之所为”，而拔济众生的首要任务是化导众生心：“所行德本，布施爱敬，利益等利，化众生心，不舍佛道。”在这一阶位的叙述中，提出了“其三界者，心之所为”的命题。

第七住名为“玄妙住”。这一阶位是菩萨行中带有突变性质的阶段，主要表现在菩萨可以凭借神通自由来往于两界。“有二世界，一者瑕疵，二者清净，本际平坦，一等清净，所度一等。其两界间，不可越度，以大神通、至力、愿力，乃可越矣。”“瑕疵”世界即指众生生死流转的三界六道，“清净”世界即指佛的解脱世界，凭借神通变化的灵活手段（善权方便），就可以自由来往于两界之间。对这一阶位的菩萨修行的描述，已经与普贤境界的描述大体相当。因为，有能力来往于两界之间，实际上就是实现了从色身到法身、从法身到色身的转变过程。“瑕疵”世界是可见世界，“清净”世界是不可见世界，来往于两界之间，即是实现了从可见到不可见、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变。

第八住名为“不动住”。菩萨“住此道地，其心普游诸所习行，虽在是行，不以是行有所染污。彼意晓了，所在作行，菩萨之行，在泥洹行，不以为行，何况俗行”。无论处在世间还是出世间，无论处在生死轮回的此岸还是处在达到永恒的彼岸，其心都不为所处的境界所左右。菩萨所达到的这种境界，也是对前一住的进一步发展。

第九住名为“善哉意住”。在这一阶位，菩萨要具有善于宣讲佛法，并且使众生信服的能力。“安住唯说法，化凡夫众生，闻之寻受持，犹下种于地。”所谓善于宣讲佛法的能力，主要包括具有神通力，如“处于法座，须臾之间，适发意倾，则以一音，演若干响，普告众会，一时间，光从口出，其诸毛孔，宣一切音，演布道化，无所不解”。所以在此阶位的菩萨宣讲佛法，实际上是以神通变化宣讲，与凡夫的宣讲教法完全不同。

第十住名为“法雨住”。达到最高修行阶位的菩萨，必须具备大小乘菩萨的一切修行实践以及佛的一切功德。特别重要的是，要具有佛的色身和法身的转化功能。“发意之倾，示诸众生，如其所愿，建化色身，庄严志性。能以己身现如来神，以如来身现为己身，以如来身建立己身。在佛土中，以己身土建化佛身。”这里的“佛身”，是作为“法身”概念使用的，与色身相对。这里的描述与对普贤的塑造完全相同，把色身和法身打成一片，正是普贤的境界。

《渐备经》说明菩萨修行的具体过程和规定，普贤类经典则是塑造一个修行达到最高阶位的菩萨样板。这种内容上的联系和经文编排上的次序，在晋译《华严经》中没有改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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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晋时期北方佛教

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共104年，史称东晋。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地区出现了或先后更迭、或同时并存的十六个小王国，分别由汉族和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随着整个北方进入民族矛盾更为激烈、社会更为动荡的分裂割据时期，南方则出现持续时间较长的统一局面，佛教也相应在这个时期呈现出显著的南北差别。就北方整体态势而言，佛教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并表现出比较显著的地区特点。

“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发挥出来。同时，佛教以更快的速度在各民族中普及，成为国家用以争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信仰。在这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佛教对于增进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联系，对于形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心理，对于促进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比儒学更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东晋北方社会与佛教

东晋时期的北方，战事频仍，社会动荡超出前代，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在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过程中，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政权之后，不遗余力地提高本族人的地位，打压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使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时发生的民族仇杀事件规模大、数量多。例如，公元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乘石虎死后石氏子孙混战的机会夺得政权，利用汉人反对石虎残暴统治的强烈要求，滥杀羯人，使胡汉相互猜忌、敌视，人为制造了民族隔阂。

陷入诸多小国混战局面的北方，也呈现出民族交流、融合加深的趋势，尤其是少数民族汉化程度不断加强。匈奴人刘渊在永兴元年起兵反晋时，既称大单于，又称汉王，表明他既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同时又是刘汉正统的继承者。

在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国家中，统治集团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分别采取支持高僧传教、允许灵异辅政、资助译经、鼓励义学研究、建寺塔、造佛菩萨像等方法，促进了佛教在各民族中的普及和流行。在这一时期，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后秦，构成了北方佛教发展的兴盛地。这些地区的佛教能够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与统治者的积极扶植和利用分不开。从东晋北方诸国开始，统治者与佛教僧人建立了政治上相互利用的新型关系，佛教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 石虎与后赵佛教

刘曜称帝后，羯人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称赵王，他转战冀州、并州，攻城略地，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石勒灭前赵称帝建后赵（319—351），迁都邺城。后赵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以淮水为界，与东晋王朝初步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石勒为了巩固统治，竭力提高羯人地位，称他们为“国人”，严禁称“胡”。根据《太平御览》卷八六〇引《后赵录》，石勒“讳胡尤峻，诸胡物皆改名，（改）胡饼曰搏炉，石虎改曰麻饼”。他把羯人和胡人组成禁卫军，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同时，他也搜罗和任用汉族士人，恢复九品官人之法，设立学校。他把扶植和提倡佛教也作为汉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石勒的继承者石虎，以暴虐荒淫闻名。石虎在邺城、洛阳、长安等地大修宫殿和苑圃，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苦役。为了备战攻晋，他调发成百万农民当兵，并且命令他们自己带粮食和牛车，被逼死者成千上万。石虎的残暴统治不断激起人民反抗。山东民众以道教为号召，托言李弘出世，酝酿大规模的起义，因事发连坐而死的达数千家。

在这个时期，佛教已经在广大底层群众中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以佛教为旗帜的起义也开始在后赵境内出现。《太平御览》卷三七九所引《后赵录》记载，终南山的刘光自称“佛太子”，聚众千人，建号反赵，后失败被杀。这些以佛教、道教为号召的起义，也让后赵统治者看到了宗教的社会影响力。

后赵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植和利用，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这与当时在后赵弘教的佛图澄分不开。在佛图澄的影响下，后赵统治者明确主张不限制任何人信仰佛教，并且把信仰佛教与自己统治华夏联系起来考虑。

由于佛图澄在后赵境内弘扬佛教，信仰佛教的人数大量增加，所建造的寺院也空前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出现了“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的情况。于是石虎下书询问：

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1]

石虎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家可以奉佛教，那么，庶民百姓能不能信奉佛教？第二个问题，出家僧人应该是道德高尚，精进修行，现在出家人很多，其中有人是为了逃避徭役，是否可清理整顿。

当时的中书著作郎王度提出了坚决禁断佛教的意见：

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尝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2]

在王度认为，佛是外国神，华夏天子、百姓都不应该祠奉。因为华夏天子百姓有自己的一套祭祀礼制，佛又没有保护华夏的黎民百姓，何必供奉！汉魏两代都只许西域来内地的侨民建寺供佛，汉人不能出家。现在赵国也应该按前朝的典章制度办事。华夏、戎狄礼制不同，不应该混杂。因此，应该禁止赵国人到寺院烧香拜佛，各级大小官吏也都不能例外，如有违反者，要按进行不合礼制的祭祀来治罪。对于已经出家者，要勒令还俗。从王度的奏折来看，他是主张仿效前朝的制度，要让后赵尽快汉化，所以坚决禁止赵国人信奉佛教。

但是，石虎并没有采纳王度的建议，而是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3]

石虎明言自己就是戎狄，应运统治华夏，对于祭祀，应该“兼从本俗”。佛是外国神，正是自己应该信奉的。只要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不必拘泥于前朝的制度，现在定下新的制度，以后可以永远遵守。所以，无论任何民族，只要愿意奉佛，都不加禁止。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位公开表示允许人民出家信佛的帝王。石虎不限制赵人信佛，又没有提出整顿佛教的办法，于是出家人中戒律松弛的情况也就更严重了。所谓“慢戒之徒，因之以厉”。

石虎给予佛教上层僧侣的待遇很高，尤其是对佛图澄：

（石虎）乃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伪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4]

到后赵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几百年，外来僧人受到如此尊崇，是没有先例的。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石虎利用和支持佛教，还由于佛图澄利用自己军事、行政、外交、医学、道术等方面的才能帮助石虎维护统治。

后赵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几十年间佛教在后赵境内有了很大发展。后赵佛教的发展，不是表现在佛经翻译、义学研究等方面，而是表现在寺院建造、信徒增加、社会影响力扩大等方面。从长远看，佛教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又为以后佛教义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苻坚与前秦佛教

氐族人建立的前秦（351—394）于苻坚时期达到鼎盛。在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以前，已经开拓出“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的辽阔版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非汉族政权。

十六国时期，前秦也是诸国中汉化程度最深的国家。苻坚重用汉人王猛，在政治上抑制氐族贵族豪强、扩大皇权以巩固统治。他恢复魏晋士籍，承认士族特权，吸收汉族士人参与朝政，扩大胡汉联合统治的阶级基础。在经济方面，苻坚注重农桑，兴修水利，修立亭驿，发展工商业。苻坚把兴立学校、提倡儒学作为培养统治人才的重要手段。

苻坚对佛教也予以支持和扶植，他对道安的尊崇反映了他对整体佛教的态度。道安在襄阳时，苻坚就闻名仰慕。认为“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希望道安能够成为他的高级顾问。当公元379年苻丕攻陷襄阳把道安送到长安时，苻坚大加赏赐。道安被安置在五重寺，周围僧众数千人。苻坚推崇道安的学术，敕诸位学士，内外有疑惑，都要师从道安请教。在他的影响下，京城一带流行一句话，说：“学不师安，义不中难。”[5]

有一天，苻坚游东苑，让道安同辇。当时权翼劝谏说：“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清道而行，进止有度。三代末主，或亏大伦，适一时之情，书恶来世。故班姬辞辇，垂美无穷。道安毁形贱士，不宜参秽神舆。”东晋之前，出家僧人很少受到特殊尊敬，原因在于人们用儒家伦理来衡量佛教。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6]。佛教僧侣出家要剃除须发，自然成了“毁形”之人，这是不孝的开端。僧侣离开家庭，不能光宗耀祖，自然也不能立身行道、建立功名，就被看成是“贱士”。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沙门既不能“事亲”，也不能“事君”“立身”，完全违背儒家的孝道，就成了不祥的人，会玷污“神舆”。在儒家伦理观念支配下，自然就有了对佛教僧人这样的看法。权翼的这番议论，代表了从汉代到东晋社会的主流观点。在汉化不断加深的前秦，苻坚要统一全国，以汉天子自居，对儒家的政治伦理必须完全接收。但是，当涉及国家政治需要的时候，他就不完全站在儒家立场上、完全用儒家的标准来看待和处理佛教问题了：

坚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之显也。”[7]

在苻坚看来，道安的“德”是为当时所尊崇的。那么，这个“德”就不是儒家的“德”，至少不完全与儒家倡导的“德”相符，而是加入了佛教的道德规范。正是这种佛教倡导的“德”，与“道冥至境”的“道”是联系在一起的。与道安“同辇”，不是道安的荣幸，而是他苻坚本人的荣耀。这种说法，在苻坚之前的帝王中还从来没有过。在苻坚这样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眼里，有道德的沙门不是“贱士”，而是贵人福星。

在氐族王室中，佛教信仰已经深入普及，有些人在佛学修养方面已经很著名。苻融就是一例：

（苻）坚僭号，拜侍中，寻除中军将军。（苻）融聪辩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等推其妙速。[8]

道安是东晋时期在佛教研究方面最有贡献的学僧之一，学养深厚，知名于南北两地朝野。说苻融“谈玄论道”的能力“虽道安无以出之”，完全是夸张溢美之辞。但是，苻融撰写的《浮屠赋》为当时人推崇，在社会上达到“升高不赋，临丧不诔”这样的流行程度，的确是很了不起。在当时，沙门已经“素服”[9]参加苻坚的丧礼。

三 姚兴与后秦佛教

羌人建立的后秦（384—417）前后有三代帝王，其中以姚兴（394—416年在位）最有作为。他在位前期，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措施。他下令放免自卖为奴婢者为良人；简省法令，慎断刑狱；奖励清廉，惩治贪污；提倡儒学，允许收徒讲授，从而使长安儒生达一万多人。大力支持和扶植佛教是后秦的国策，后秦在管理僧团、支持佛经翻译、促进佛学研究等多方面有创新举措。

姚兴从小就信奉佛教，并且有志于弘扬。即位之后，由于他本人信奉佛教引起了示范效应，后秦都城长安的佛教空前兴旺发达，既表现在京城沙门人数众多方面，也表现在各州郡民众事佛普遍方面。“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事佛者十室而九”，表明了佛教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这么高的民众信佛比例，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出现，表明东晋北方社会在佛教普及方面达到了空前程度。后秦时期，佛教已经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信仰。

由于后秦佛教信仰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深入不同民族之中，僧尼的人数不断增加，不守戒律的现象也更加普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设立管理全国的僧尼行政机构，以便加强对僧团的管理。姚兴下书说:

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image: ]法师（鸠摩罗什弟子），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image: ]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迁等并有厚给。共事纯俭，允惬时望，五众肃清，六时无怠。

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首次设立僧官管理机构。

姚兴派人把鸠摩罗什迎请到长安之后，亲自参与佛经翻译工作，为翻译佛经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支持。正是从后秦开始，中国的佛经翻译正式成为国家的文化事业，这对把佛经翻译质量提到一个新台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辨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应为道标）、道叡、道恒、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执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10]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并不仅仅是要把从西域传来的新经典译介过来，而是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目标，即要对过去翻译的经典来一个总清算，要用新经取代旧经，要彻底修正旧经中“不与胡本相应”的“乖谬”，使中国的佛经翻译走上一个新台阶，呈现出新气象。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没有国家出面组织、提供大量人力和物力支持是绝对不行的。参与译经的僧俗学者达到“八百余人”，可以说集中了后秦僧俗学界精英来保证佛经翻译质量。集中全国知识精英来做好译经工作，这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十六国时期的奉佛帝王中，姚兴是唯一深入研究佛学并且有个人著作的帝王。他乐于和鸠摩罗什探讨佛学，与之“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倦”。姚兴的著作有《通三世论》《通不住法住般若》《通圣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通一切诸法空》以及《与安成侯姚嵩义述佛书》等。

由于受到姚兴的影响，王室成员中信仰佛教的人也不少。大将军常山公姚显、左将军安成侯姚嵩，都信仰佛教，多次请鸠摩罗什讲说新经。在姚兴崇佛影响下，当时朝廷也大作法事，“慕道舍俗”的人也多了起来，所谓“兴既崇信三宝，盛弘大化，建会设斋，烟盖重迭，使夫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11]。

四 佛教艺术的初期发展

汉魏两晋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起步阶段和初期发展阶段，无论形式还是内容，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都既受域外佛教艺术的直接影响和制约，又或多或少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某些因素。

寺院和石窟是僧众的生活、修行和弘教传法场所，随着僧众的增多、佛教社会影响的扩大，寺院的兴建和石窟的开凿也越来越普遍。无论在寺院还是在石窟，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都是融为一体的。寺院艺术和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主要构成部分，在中国，寺院建造早于石窟开凿，寺院艺术的起步也就早于石窟艺术。

各类佛教建筑、雕塑和绘画等虽然形式不同，具体用途有别，但是都与出家在家信众的修行活动直接联系，或者寄托他们对达到解脱的追求，或者表达他们对崇拜对象的虔敬，或者蕴含他们对获得福祉的期盼。这些佛教物品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一般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艺术欣赏需求，而且要满足特殊人群的信仰需求、修行需求和顶礼膜拜需求。寺塔也罢，佛菩萨像也罢，佛教故事绘画也罢，说到底是为形象化阐释佛教义理而制作，为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对佛教的喜好、接受乃至最终皈依而制作，为使佛法永住世间、发扬光大而制作。当信众赋予这些建筑、雕塑和绘画以神圣佛法载体功能的时候，在一件物品的设计、制作直到最终展示的每一个环节上，捐助者和工匠们都会努力激发自己的智慧，充分施展自己的技能，圆满表达自己的虔诚。正是在这种信仰力量的感召下、驱动下，历代往往有最优秀的建筑匠人和制作艺人参与佛教艺术品的创作，既有民间的能工巧匠，也有宫廷的旷世高手。因此，现在能够看到的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多种形式的遗存物中，不乏代表那个时代最高工艺水平的上乘佳作。

（一）寺院艺术的初期发展

关于佛教经典传入中国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年时的伊存口授浮屠经。比较可靠的记载佛像输入和流行的时间，要晚于佛经输入时间，是在东汉明帝时期。从汉明帝永平八年（65）夜梦金人遣使求法的故事可以推测，当时社会上已经对佛像有了认识，那么，佛像真正传入中国一定会早于这个时期。根据《高僧传》卷一记载，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时，不仅带来了佛经，也带来了佛像。从这些记载来看，从公元1世纪开始，域外僧人或者居士来华传教，随身携带佛像大约是普遍现象。汉魏之后来华的僧人传记中，有很多随身携带佛像的记载。在众多类型的佛教艺术品中，佛像应该是最普遍、最流行、最吸引社会各阶层信众的一种类型。

现在考古界还没有发现属于公元1世纪的佛像，目前认定的最早佛像遗存，是四川乐山麻濠东汉崖墓门楣的佛像，大约是东汉延熹年（158—167）之前的遗存。彭山崖墓出土的一佛二菩萨摇钱树座，也被认为是东汉晚期的遗存。依据这些考古发现，结合有史料记载的笮融造铜佛、汉桓帝在宫中祭祀浮屠等信息，我们可以肯定，到东汉末年，各类佛教造像已经被从皇室到地方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所认识、所接受。汉代的佛像既有从域外传入的，也有汉地信仰者自己动手制作的。

属于三国时期的佛像和佛教题材的艺术品，不仅更多地见于史籍文献，而且考古发现也多起来了。考古界在我国湖北鄂城先后发现“画文带佛兽镜”和“佛像夔凤镜”各一枚，前者年代可能为公元3世纪中叶，相当于东吴中后期，后者年代可能为3世纪末叶。经过对上述铜镜的研究，专家认为“佛像造型、种类，由类似神仙的佛教，到真正佛像出现，再有飞天、思维像造出。这一过程表明，到公元4世纪左右，各种形式的佛像已大体具备”[12]。两晋以后，各种形式、各种质料的佛教造像在寺院、石窟和其他佛教活动场所就越来越多了。

一般认为，三国时期人们就开始按照古印度传来的图像绘制佛像。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录·论曹吴体法》中引用蜀僧仁显的《广画新集》说，当初康僧会来到吴地，设像行道，曹不兴看到“西国佛画，仪范写之”。这是关于中国人临摹古印度佛教画像的最早传说。由于早期画史中没有曹不兴所画佛像的记载，所以，对曹不兴是否画佛像还有不同看法。但是，早期画史记载西晋画家卫协从事佛像绘制，据说他从学于曹不兴，这也可以间接证明曹不兴绘制佛教题材画作的史实。

卫协擅长道释人物画，当时人们称他为“画圣”，由此可见，当时参与佛教画像的已有社会上的一流画师。他曾画过“楞严七佛像”。后来顾恺之在《论画》中说卫协所画的“七佛”是“伟而有情势”。据说卫协的《七佛图》长期受到珍视，到唐代还在社会上流传。

卫协的弟子张墨在绘画上也是造诣极高，享有“画圣”之美誉。张墨曾作《维摩诘变相图》，一直为人珍藏。张墨的《维摩诘变相图》已经不存，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维摩诘变相图》是甘肃炳灵寺石窟群169窟的壁画，时间在十六国西秦建弘元年（420）前后。《维摩诘变相图》的流传，表明了维摩诘在名士名僧中受到仰慕的程度。

三国西晋以后，随着外国僧人大量东来，印度和西域各地的佛像图本，佛教题材的绘画、雕塑作品不断传到内地，引起内地画师的临摹和仿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佛寺、石窟中的佛教造像和绘画都是模仿外来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的佛像仪则也逐渐与中国人的审美习俗融合，逐渐出现了中国化的佛像制作过程。“改梵为夏”是一个主动推动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过程，美术界学者一般把东晋戴逵父子看作佛像中国化的完成者。[13]

戴逵（326—396），字安道，出生于东晋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一个士族官僚家庭，自幼多才多艺，善属文，能鼓瑟，工书画，十几岁就在瓦官寺画佛像，到了中年，“画行像甚精妙”[14]。他富有巧艺，绘画之外，还善于弹琴，更以擅长雕刻及铸造佛像享有盛誉。他曾造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及菩萨像。为了创造新的为信众喜闻乐见的样式，他潜藏帷帐之中，倾听过往人群议论，根据大家的褒贬，对塑像进行改进，努力三年才完成。戴逵还创造了夹纻漆像的做法，把漆工艺的技术运用到雕塑方面，是今天仍流行的脱胎漆器创始者。戴逵在瓦官寺作的五躯佛像、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送来的玉像，被后代合称为“瓦官寺三绝”。

戴逵这种推动佛像中国化的努力和贡献，也早就受到佛教界的称誉，唐代道世从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史的角度，记述了戴逵的佛像制作过程，评论了戴逵佛像艺术的价值、地位和影响：

自泥洹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熔铸，各各仿佛，名士奇匠，竞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疏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风清概远，流遁旧吴，宅性居理，游心释教，且机思通瞻，巧拟造化，乃所以影响法像。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侍菩萨。研思致妙，精锐定制。潜于帷中，密听众论，所闻褒贬，辄加详改。核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彩，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逾也。委心积虑，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15]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戴逵在创作佛像过程中，已经不是有意模仿外来样式，而是自觉为追求符合大众信仰需求而制作，自觉为追求符合民族化审美旨趣而制作。这样，在制作工艺上，自然更是使用中国的先进技法。戴逵的绘画、木质雕像和铜铸雕像，成为与西国像制区别开来的“东夏像制”。戴逵绘制的佛教题材画像数量比较多，据说隋代宫廷中还收藏着他的《五天罗汉图》，晚唐浙西甘露寺大殿外西壁还有文殊像存在。

戴逵的儿子戴颙（378—441）年轻时就参与父亲的佛像绘制和雕造，主要在雕铸佛像方面有成就，享誉当时社会。

顾恺之（346—405），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是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他也和戴逵一样，多才多艺，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著名佛教题材绘画作品很多，最著名的是瓦官寺的维摩诘像。据说他在创作这幅画作时，闭门工作一个多月，完工后一开门，光照一寺，布施者蜂拥而来。他画的维摩诘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把当时名士名僧追求的性情恬淡、形消神远的精神风范和外在形象在菩萨像上表现了出来。到隋唐时期，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八王分舍利图”和“康僧会像”还被官方收藏或在坊间流传。

（二）石窟艺术的初期发展

石窟也和寺院一样，起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逐步发展起来。佛教石窟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一些地区，南方很少。现存最早的两处石窟群遗址是新疆克孜尔石窟群和甘肃凉州石窟群。

克孜尔石窟群又称克孜尔千佛洞、赫色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约七公里悬崖上，南临木扎特河。一般认为，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前后，到公元9世纪逐渐停工。克孜尔石窟群有四个石窟区，正式编号的石窟有236个，绝大部分塑像已经被彻底毁坏，且没有一个完整塑像。现存的早期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到公元4世纪中叶，一些洞窟中存在壁画。

这个时期的洞窟形制，主要是龟兹式中心塔柱窟。长方形平面，纵券顶，分为前室和后室。在后室有直通窟顶的中心塔柱，塔柱正面凿一大龛，龛中塑一尊坐佛像。佛龛左右开辟甬道，与后面的隧道相连。隧道后壁有长方形的平台，台上是释迦牟尼佛涅槃像。这种洞窟可供僧人坐禅观想，也方便信众瞻仰礼拜。在早期的石窟群中，僧房窟数量最多，其中有炕和壁炉，主要供僧人居住。这个时期的洞窟中还有少量大像窟，其前室都凿出露天大佛像，一般认为是仿照巴米扬大佛像窟的式样开凿而成。这类洞窟的用途，主要是供僧俗信众观佛礼佛。

克孜尔石窟中的早期壁画题材，以佛传故事为主，表现释迦牟尼出生、出家、成道、传教、整个一生的涅槃故事。另外，壁画中还有禅定及天宫伎乐图等。整个洞窟壁画以展现小乘佛教思想为主，受犍陀罗艺术风格影响明显。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克孜尔石窟开凿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规模扩大，种类增多，雕塑和绘画艺术繁荣起来。

汉武帝时期，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合称为“凉州”。佛教从西域传到中国内地，这里是必经之地，所以凉州长期成为佛教的兴盛地。《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张轨（255—314）于永宁初年（301）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鼓励佛教发展。两晋时期，实际控制凉州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对佛教采取扶植的政策。从十六国时期开始，凉州广大地区的佛教艺术遗存非常丰富，包括寺塔、佛像、壁画、石窟等。在石窟开凿方面，到公元4世纪末更是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特殊重视：

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凿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16]

这里的“凉州石崖”即今天的梯山石窟。这个记载表明，当时人们注意到建立于通都大邑的寺塔总是毁于战火，佛教诸多珍贵法物不能长久存在，于是，为了佛教经像久远留存，人们想到了开凿石窟。凉州石窟的真正开凿当然要早于这个时期。在现存的凉州石窟群中，最著名的当是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现存有雕塑、有壁画的有效洞窟492个。据唐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十六国前秦建元二年（366），僧人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来到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于是便在这里“造窟一龛”。不久“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现在还没有发现乐僔和法良开凿的石窟。现存石窟最早属于南北朝时期。从南北朝开始，由于当地佛教持续兴盛，在石窟建造和各类艺术品的制作方面进入长久繁荣期，最终形成了一座世界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

第二节 佛图澄弘教及其成效

一 佛图澄的灵异布道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佛图澄是第一位通过成功传教，把地区佛教发展推向高潮的外籍僧人。他既是精通佛教经典的学问僧，又以终身持戒严谨闻名，运用包括神异在内的多方面才能推动佛教向社会各阶层传播，更是他的最突出事迹，从而被《高僧传》列为神异类的第一人。

根据《高僧传》卷九记载，佛图澄（232—348）是西域人，俗姓帛，少年出家，能够“诵经数百万言”，并且“善解文义”，是一位学有所成、颇有造诣的义学僧。从其诵经数量上看，大约是兼通大小乘。他曾游学罽宾，知名于西域地区，然后进入内地。他“妙解深经，傍通世论”，虽然没有读过汉地儒家典籍，但是可以和汉地学士论辩疑难问题。他在“讲说之日，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是一位善于讲经的僧人。同时，佛图澄也以终身持戒严谨著称，据说，“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窬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能够做到“过中不食，非戒不履”，其持戒之严格，即便在当时的高僧中也是很突出的。

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佛图澄到达洛阳，目的是建立寺院，弘扬佛法。他精通佛教经典，又具有一系列神异本领，诸如“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劾验”，等等。但是，由于没有政治力量的支持，他建立寺院的理想还是没有实现。《高僧传》本传认为佛图澄“立寺之志遂不果”的原因是“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实际上，佛图澄以后正是在战乱中建立寺院的。弘扬佛法是否能成功，主要取决于是否得到政权的支持，而不是取决于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佛图澄当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洛阳建寺受挫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统治者建立关系方面。他选择的第一个要教化的对象，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对佛教完全没有好感，并且杀戮成性的石勒。

当时石勒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北），以滥杀树威，“沙门遇害者甚众”。佛图澄通过石勒部将郭黑略的引荐，取得了与石勒见面的机会。在第一次见面时，石勒问佛图澄：“佛道有何灵验？”

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

石勒信服佛图澄，不是因为他信仰佛教，对佛教义理感兴趣，而是因为他希望借助佛图澄的道术赢得战争。佛图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就用“灵验”的“道术”来取得石勒信任。很明显，他初次展示出的这些“道术”,就是幻人眼目的魔术之类技法。佛图澄用此类技法取得后赵统治者的信任，然后逐步引导他们信仰佛教，成为佛教发展的强大外护。对于西北大多数少数民族，佛图澄也是以神异事迹引导他们走向佛教，所谓“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

取得石勒信任之后，佛图澄接下来采用的教化理论不是佛教基本教义，而是中土的天人感应之说：

“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著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诫。”勒甚悦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

用天人感应教化石勒，取得的效果是石勒减少杀戮，而受益的人则感恩佛教僧人的慈悲，因此信奉佛教。对于一般社会民众而言，对佛图澄的感激最终转化为促使他们信仰佛教的动力。同时，佛图澄还善医术，这也是他推动社会各界信奉佛法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佛图澄利用神异来鼓励石勒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同时运用自己的军事谋略来为军政大事提出建议。永嘉六年（312），鲜卑族段波攻打石勒，“其众甚盛”。石勒产生畏惧心理，问计于佛图澄。佛图澄说：“昨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波。”当石勒登上城楼，看见段波军队声势浩大，军阵不见首尾时，便对佛图澄的话产生了怀疑。但是，结果正如佛图澄所言，城北伏兵杀出，俘虏了段波。佛图澄劝石勒释放段波，以与鲜卑段氏结好。石勒采纳了佛图澄的建议，此后段氏部归附石勒。

至前赵光初十一年（328），刘曜亲自率兵攻洛阳，石勒准备亲自率兵迎战，“内外僚佐无不必谏”，只有佛图澄鼓励出征。石勒率兵与刘曜决战时，让佛图澄与太子守襄国，直接参与军事、外交和行政管理。石勒登位之后，佛图澄已经不仅仅是大和尚、最高宗教领袖，而是帮助石勒建国的功臣，地位非常高，石勒“有事必谘而后行”。

佛图澄最终凭借他的精湛医术使石勒、石虎信奉佛教。石虎的儿子石斌为石勒所宠爱，已经“暴病而亡”两天，石勒说：“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大和上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石勒把佛图澄视为神医扁鹊，希望他能起死回生。佛图澄果然不负所望，“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经过这次神奇事件之后，石勒的诸位幼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

在佛图澄起死回生的医术感召下，石勒从关心佛教是否灵验到注重佛教的治国，再到完全信仰佛教，并且把他的王室子弟送到佛寺，让他们在佛寺中长大。佛寺有了教育的功能，有了护佑幼子成长的功能，这是佛图澄的功劳。在此之前，还没有类似记载。

石虎登位之后，“迁都于邺，称元建武。虎倾心事澄，有重于勒”。石虎比石勒更尊崇佛图澄，主要原因是佛图澄在石虎夺取王权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石虎敬重佛图澄，也是从信服其神异本领开始的。而且，石虎对于有神异本领的其他僧人也十分敬重。比如，单道开就是其中一例。单道开姓孟，敦煌人，有神异，擅长医术。佛图澄说：“此道士（单道开）观国兴衰，若去者，当有大灾。”石虎一直供养此人。

佛图澄是一位自我神化的高手，能够利用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不动声色之间让全国民众对他心生畏惧，自觉把他当作神灵膜拜：

澄时止邺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对车夜谈，言及和上，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觐澄，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幽独者敬慎之本，尔不识乎！”佐愕然愧忏。于是国人每共相语：“莫起恶心，和上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17]

推测某位弟子在背后可能说自己什么话，对于阅历丰富、精通世事的佛图澄来说，真是太简单的事情了。佛图澄的本领在于，他通过这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小事情，把自己可以知道别人背后议论自己的能力传播到全国去，让人们都相信他具有“他心通”之类不可思议的神秘能力。这样一来，人们不仅不敢私下非议他，而且在心里也不敢对他起恶念。发展到最后，人们竟然不敢向他所在的方向“涕唾便利”。佛图澄利用一件小事情实现了自我神话的目的，于是他真正成了神灵，人们对他的崇拜超过了对皇帝的崇拜。

佛图澄在参与政治斗争、谋划军政大事等方面，总是巧妙地利用天神的话，或是通过宣布自己获得的多种神秘启示来表达意愿，把自己的想法说成上天的安排。在平定太子石邃谋反事件中，佛图澄就是这样做的：

太子石邃……荒酒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上神通，傥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虎，谓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倘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将上南台，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差。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虎，虎终不解。俄而事发，方悟澄言。[18]

太子把佛图澄视为妨碍自己篡位的最大障碍，必欲置其于死地，但是佛图澄早有察觉。他在制订防范计划时，总是借用“天神”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把自己扮作“天神”的代言人。他提出军事、行政等方面的任何主张，也都打着“天神”的旗号，宣称是“天神”告诉他的。

十六国时期，很多少数民族统治者奉佛的目的很单纯、很直接，就是希望通过奉佛活动获得佑护。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可以不计成本奉佛供僧，大做佛事。如果没有灵验，就会对佛产生怀疑。当石虎也出现这种状况时，佛图澄的处理方法极具代表性。

康帝建元元年（343），东晋桓温率军出淮泗，直接威胁后赵。恰在此时，石虎在对前凉的战事中也受挫，国内情况危急，民众人心不稳。石虎发怒，抱怨佛教：“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佛图澄第二天早上见石虎，知道这件事情后，对石虎说：

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受鸡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谢焉。[19]

佛图澄用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解释当时出现的情况，消除石虎对佛教的疑惑和怨恨，收到了良好效果。后世许多佛教僧人遇到同类问题时，几乎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

佛图澄对石虎讲的“佛法”并不复杂，也不抽象，主要以善恶报应、生死轮回学说为主。对于规劝嗜杀成性、凶残暴虐的石虎，佛图澄主要强调佛教“不杀”的戒律，并把它作为佛法的核心内容：

虎常问澄：“佛法云何？”澄曰：“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讵获福耶？”澄曰：“帝王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20]

在佛图澄看来，对于佛教信徒来说，戒杀是没有条件的，是必须遵守的。但是，对于帝王来说，信奉佛教并不意味着绝对不杀生，因为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治理国家，必须要惩治“凶愚无赖”，对于有罪的人是“不得不杀”,对于刑事罪犯不能不动用刑罚，但是，不应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也就是说，帝王只要不滥杀无辜，就达到了要求，就是“体恭心顺”的表现。相反，如果实行暴政，滥杀无辜，就是把所有的财富拿来贡献给佛教，也消除不了必遭“殃祸”的果报。帝王只有节制个人的欲望（省欲），对所有的人民慈悲（兴慈），就能一方面使佛教永远兴隆，另一方面使自己的福利无穷无尽。这里的“省欲兴慈”，规劝帝王不要滥杀无辜，是历代佛教信徒规劝帝王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也是佛教徒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方面运用佛教伦理的原则。

佛图澄在邺宫寺给石虎的临终遗言，正是强调了这样的道理：

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诫，不自惩革，终无福佑。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21]

对于帝王来说，虔诚信仰佛教，全力供养僧众，大力修建寺庙，当然是有功德的，但是，最终决定是否得到佑护的，是其如何施政。这样，是否得到佛护佑的最重要的标准，最终落实到如何施政方面，具体落实到是否“惠此下民”方面。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到佛教神灵佑护。

对于一些奉佛的达官显贵，佛图澄的规劝和解说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石）虎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于清靖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悋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现世之罪，何福报之可悕耶？”[22]

在从印度到中国的佛教发展历史上，佛教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辅助，更离不开权贵阶层的物质贡献。对于这些有能力拿出大量钱财供养佛教的阶层，佛教僧人依然是从弃恶从善的角度来规劝。尽管给佛教以大量的金钱支持，但这不是能否得到福报的关键。事佛的关键是修心，是清净无欲和慈悲为怀，如果贪得无厌、聚敛无足、挥霍无度，只能是招祸惹灾，根本不可能获得福报。这些说法，也是历代佛教徒对权贵者的共同规劝话语。

佛图澄在后赵统治者的支持下，把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推到一个高峰阶段。在他圆寂时，“士庶悲哀，号赴倾国”，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影响，也反映了佛教在当时多民族中的普及和影响。

在他传教的几十年中，“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佛图澄时期，寺院的数量、门徒的人数，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他首次建立了超出州郡范围的全国性僧团，他使佛教在北方的发展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佛图澄在传教过程中培养了许多弟子，这些弟子成为后来弘扬佛教的中坚力量。在他的弟子中，来自西域各国的僧人就有数十名，“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23]。在他培养的中土弟子中，著名者有道安、竺法雅、竺法汰、竺僧朗等。这些人是推动佛教向南北各地传播和流行的主要力量。

二 竺僧朗的福业兴教

佛图澄弟子众多，两晋时期活跃在南北各地，为推动佛教的多途径发展贡献甚巨。其中，竺僧朗和竺法汰是活跃在北方的两位著名僧团领袖。他们风格不同，行事各异，是两位不同类型的地方僧团领袖。

竺僧朗是以泰山为传教基地，通过兴福业与南北多国统治者建立联系，获得支持，为北方佛教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果说佛图澄只是与后赵统治者建立了稳定持久关系，那么竺僧朗则与多个割据政权建立联系，获得政治庇护和经济支持，开辟了另一条佛教僧团的生存方式；如果说佛图澄是后赵时期的中央高僧代表，那么竺僧朗就是知名于整个北方的地方高僧代表。

根据《高僧传》卷五本传记载，竺僧朗是京兆（治今西安西北）人[24]，少年时代“游方问道”[25]，后来回到长安，专门从事讲经说法。竺僧朗颇类其师佛图澄，有一些神异事迹。有一次，他同几位僧人赴请（僧人应在家信徒之请而受其供养），走到中途，他告诉同行者：“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窃者。”听了他的话，大家返回查看，果然有人想盗窃财物，由此成功防止了衣物被盗。另外，传记中也说他有“预见之明”。

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竺僧朗到了泰山，与隐士张忠（字巨和）结成林下密友，总是共同出游。张忠是为避永嘉之乱隐居泰山，并不以研究经典为主，而是“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自称“东岳道士”。[26]张忠与前秦统治者关系密切，曾被苻坚遣使迎入长安，归途中逝于华山之东。竺僧朗与他过从甚密，只能是与道家的修炼有关，并不是以研讨义理为主。张忠与少数民族统治者关系密切的特点，在竺僧朗那里就更为突出了。

竺僧朗在泰山西北方的金舆谷昆仑山中建立了寺院，“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显然已经是一个有规模的僧团。竺僧朗对于这些前来求学者“孜孜训诱，劳不告倦”。对于这样一位有名望、有影响的大寺院住持，北方多位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予以关注。前秦苻坚曾遣使征请[27]，竺僧朗以年老多病为由固辞。于是苻坚“月月修书[image: ]遗（布施财物）”。后来苻坚在沙汰（整顿、治理）众僧时，专门另外下诏书，指出：“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竺僧朗是知名南北的一位地方高僧代表，他领导的僧团享受官方免于检查的特殊待遇，等于是官方在全国树立的僧团以及僧团领袖的模范。中央政府对于一个地方僧团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后庐山慧远僧团也得到了东晋王朝的这种待遇。很明显，竺僧朗并没有在义理研究、经典译介方面做出什么成绩，但是他在地方上传教弘法，为稳定一方治安做出贡献，得到朝廷的认可、褒奖和扶植。

竺僧朗先后为南北多国统治者做法事祈福，并且被认为灵验，由此受到他们的重视、支持和庇护。东晋孝武帝司马曜（373—397年在位）致书问候，并遣使送五色珠像一躯、明光锦五十匹、象牙（竹覃）五领、金钵五枚。后燕慕容垂（384年建国）“遣使者送官绢百匹、袈裟三领、绵五十斤”，感谢他的“咒愿”。

南燕王慕容德（398年建国）授竺僧朗“东齐王”号，封给奉高（今山东泰安东）、山（茌）（今山东长清东南）二县租税，用以报答竺僧朗让“神祇盖护”自己的“大恩”。[28]竺僧朗辞受王号，受二县租税。他之所以要接受这两县的租税，就是为了解决“兴福业”[29]所需要的费用。所谓“兴福业”，就是做善事、做法事，为慕容德之类的统治者积累功德，让他们今世国泰民安，来世转生到高级轮回阶位。“东齐王”是虚名，自然可以不要，两县的租税则可供养许多弟子和追随者。他在辞受王号接受二县租税的回信中说：“贫道味静深山，岂临此位？且领民户，兴造灵刹，所崇像福，冥报有所归。”[30]竺僧朗要用两县的租税建寺院造佛菩萨像，这种善事的功德报应自然会在大施主的身上起作用。

后秦姚兴（394年即位）也致书送礼，表示在攻占洛阳之后，将“东封巡省，凭灵伏威，须见指授”。遣使赠送金塔三级、经一部、宝台一区。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386—409年在位）送书称赞：“上人德同海岳，神算遐长，翼助威谋，克宁荒服”，并赠送财物。在拓跋珪看来，竺僧朗的能力还在于他的“神算”，在于他能够通过他的特异功能来“翼助威谋”。竺僧朗前后得到南北五位国王的道义支持、经济援助和政治庇护[31]，都是与他大张旗鼓地大办福业有关系。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相信灵异、相信因果的情况下，竺僧朗借用自己所在泰山圣地的区位优势，用兴办福业来兴盛佛教，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僧团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新路子。竺僧朗后来圆寂于山中，时年85岁。当时泰山还有位名僧叫支僧敦，是冀州人，“妙通大乘，兼善数论”，著有《人物始义论》[32]。

三 竺法雅以及“格义”略析

竺法雅是河间（治今河北献县西南）人，少年时代精通儒道经典，出家后精通佛教义学。他经常与道安、康法朗、竺法汰等人研究经典，探讨义理。竺法雅后来在高邑（在今河北）建立寺院，僧众百余人，也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僧团。其著名弟子有昙习，善于言谈，为后赵太子石宣所敬。

竺法雅以善于讲经说法、训诱弟子著称。当时向他请教的学者很多，跟随他学习的门徒在学问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世典有功，未善佛理”，即在儒学、道学方面的学问功底很好，但是对佛教义理比较陌生、隔膜。于是竺法雅与康法朗等人采用了适合学者的教学方法：

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相昙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33]

选择学生们理解的儒家、道家经典中的名词、概念和命题（拟配外书），解释佛经中的名词、概念和命题（经中事数），把这种方法作为帮助学生理解佛教义理的门径、手段或方法（为生解之例）。所以，“格义”就是用中国的名词、概念来帮助理解佛教教义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

给学徒讲解，不能不用“格义”的方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教师方面，竺法雅之所以采用格义方法教授，就在于他兼通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和佛教教义，能够在讲经说法的过程中“外典佛经，递互讲说”[34]。没有这样的条件，不懂中国文化，实际上也无法把佛教教义传达给中土人士。其次，在学生方面，运用格义方法的原因，是因为弟子们对世典有功底，所以用儒道的经典来解释佛教经典，易于接受。这是对知识分子、对传统著作有根底的学佛者讲佛教理论的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并不是从竺法雅开始。

僧叡在《喻疑》中叙述讲经说法的历史：“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这就是说，讲经说法从汉末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流传。这种讲经说法的特点，就是“恢之以格义，迂之以配说”[35]。这里的“格义”和“配说”是同义语，是说当时讲佛经的道理都是运用儒道典籍（外书）的名词概念来发挥佛教义理（恢之），曲折表达经典奥义（迂之）。因此，竺法雅等人用“格义”方法训徒，并不是说这种方法起源于竺法雅、是竺法雅“想出来的”、是出于什么政治目的提出来的，等等。另外，“格义”是一种方法，其本身也就没有什么新旧之分、广义狭义之分，等等。“格义”作为一种借用本土典籍理解翻译典籍，进而准确、全面把握外来思想的一种方法，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汉末讲经的时候，但这远不是“格义”的最早源头。从本质上说，“格义”的真正源头是从佛经开始翻译就产生了。

在佛经翻译过程中，除了音译词之外，总是要用中国典籍中的现成名词来对译佛经名词、概念，即便在以后佛经翻译理论成熟之后，这种方法仍然是必需的。翻译佛经的过程，本质上是汉地人士运用自己的文字解释、注释、诠释外来思想的过程。差别仅仅在于，同样的名词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其含义是不同的，只有找到两者的差异，才能真正理解佛教的教义。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文化，首先就要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第一步就是选择中国已有的名词来对释，这实际上就是“格义”。

对于格义这种方法，是没有人反对的，而如何使用这种方法，却是见仁见智的。僧先就和道安讨论过“格义”问题。僧先为沙弥时就与道安相遇，两个人的年龄也相仿。后赵社会动乱时，僧先“隐于飞龙山”，不久道安来投奔，两人“相会欣喜”，于是：

共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先曰：“且当分折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36]

道安所说的“先旧格义，于理多违”，是指前辈佛教学者具体运用“格义”方法不恰当，没有准确说明佛教道理，应该批评，而并不是对“格义”本身有意见。僧先和道安的分歧是在对先达的态度上，而不是在对“格义”本身的态度上。而道安对“格义”的真实理解和态度，也可以从后来的僧叡那里得到证明：“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曰讲肆，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37]在僧叡看来，汉魏时期诸多讲经者运用“格义”方法理解佛典，由于对经文过于曲折发挥（迂）导致有违经典原意（乖本）。在这里，并不是说“格义”方法不好，而是说使用该方法的人运用不当。同样，阐述般若义理的六种观点都有错误（偏），没有把般若奥义准确揭示出来（不即），并不是说般若观点不应该阐述，而是阐述者自己犯了错误。在他看来，道安阐述的“性空”思想就是完全正确的。总之，“格义”是在佛教研究过程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把“格义”作为划分佛教发展或佛学演进的一个阶段，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第三节 道安弘法实践与多种贡献

在佛图澄的众多弟子中，以道安（312—385）最为知名，最具影响。从治理僧团到整理经典，从完善僧团制度到研究佛学义理，从组织译经到培养人才，从弘教下层民众到获取朝廷支持，道安几乎在佛教思想和实践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都有积极探索，都获得显著效果。东晋是佛教名家辈出的时代，而在推动佛教适应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工作之多、影响之深，没有人可以与道安相提并论。

一 道安的行履思想

从出家到圆寂，道安在佛教界的生涯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游学阶段，从12岁出家到东晋永和十年（354）前后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记载，道安俗姓卫，常山（今河北正定）扶柳人，12岁出家。东晋时期，不少寺院占有田地，作为寺院僧众生活来源。寺院中大多数僧人要参加生产劳动，专门负责讲经说法的是少数人。对于少年僧人，大约也要参加劳动。道安当时虽然“神智聪敏”，但由于“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所以师傅没有让他专注于学习经典，而是派他到田野里劳动。三年之间，道安勤于劳作，没有怨言，并且“笃性精进，斋戒无阙”。道安从小就热爱劳动，严谨持戒，表现出了良好的品行。

数年之后，道安禀告其师借阅佛经。师给他《辩意经》一卷，大约五千言。道安带着经书到田间，在休息的时候阅览，第二天下午就把经书还回，并告诉其师，自己已经能全部背诵，请求另借阅他经。其师将信将疑，就又借给他《成具光明经》一卷，将近一万言。道安仍然同前次一样，第二天傍晚就归还佛经。其师让他背诵，竟然“不差一字”。道安这种强记功夫令其师大为惊诧，由此受到器重，在20岁时受具足戒，并被允许出外游学。

道安游学至邺，进入中寺，遇到佛图澄，交谈终日，深受重视，即拜佛图澄为师。佛图澄每次讲经之后，道安都复述。道安不仅有很好的记忆力，而且思维敏捷，辩才无碍，经常在解疑释难的辩论中“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当时流传着“漆道人（指道安），惊四邻”之语，可见道安在跟随佛图澄学习的时候已经有了名声。他主要学习经和律，大约大、小乘经典都有。

鉴于当时“学者多守闻见”的情况，道安感叹：“宗匠虽邈，玄旨可寻，应穷究幽远，探微奥，令无生之理宣扬季末，使流遁之徒归向有本。”于是游方问道，备访经律。从这个记载来看，道安大约并不满足在邺跟随佛图澄学习的内容，也对邺城佛学界保守、缺乏创见的气氛不满。他离邺外出游学，不是为了生计考虑，而是要探索大乘佛教的深刻道理，并且把真正深奥的佛教义理传播开来，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和认识，走向修行的正道。

东晋永和五年（349），彭城王石遵杀石世自立后，派遣中使竺昌蒲召请道安入住邺北的华林园，并为他广修房舍。不久，石遵被杀，道安为躲避战乱离开邺城，活动于今天山西、河北一带山区。他先到濩泽（今山西阳城），师从太阳竺法济、并州支昙，听讲《阴持入经》。后来与同学竺法汰等到飞龙山（今山西浑源西南），与已在山中的僧先、道护等人会合，共同研习经典。

（二）作为僧团领袖游动传教阶段，从东晋永和十年（354）至东晋兴宁三年（365）

东晋永和十年（354）前后，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建塔造寺，开始传教。当时跟随他出家，或者受他教化的人“中分河北”，可见人数之多。可以说，从此时开始，他从游方参学者转变为僧团领袖。当时前燕已经统治河北大部分地区，武邑太守卢歆闻道安之名，使沙门敏见邀请传法，道安“辞不获免，乃受请开讲”，得到“道俗欣慕”。

东晋升平元年（357），道安45岁，返回邺城，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在这个时候，道安已经成为继其师佛图澄之后又一位北方最有影响的僧团领袖。由于当时战乱频仍，道安率领的僧团始终处于游动之中，在每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长。道安僧团曾先后驻扎过牵口山（在邺城西北）、王屋女休山（今河南济源西北），还曾渡河到陆浑（今河南嵩县西北）居住，就地谋食，有时以草木充饥。

作为当时北方最大僧团的领袖，道安深知僧团生存的艰难。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使僧团始终不能得到比较长时间的安定。在去往王屋女休山之前，道安曾对僧众说：“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僧团规模不能太大，但是解散僧团也不利于弘扬佛法。在决定离开陆浑南投襄阳之后，庞大的僧团行至新野，道安对僧众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从有利于争取国家支持和弘扬佛教两个方面考虑，道安把僧团分开，命竺法汰去扬州（今南京），法和入蜀，他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去襄阳。

（三）襄阳传教阶段，从东晋兴宁三年（365）到太元四年（公元379）

在道安率领僧团向襄阳进发时，他已经是东晋最著名的佛教界领袖，受到南北各国人士的敬重。当时人们对道安在佛教界地位的认可，可以从习凿齿一封欢迎道安到襄阳的信中看出来。襄阳人习凿齿是东晋名士，以“锋辩天逸，笼罩当时”著称。习凿齿早已闻道安盛名,在道安率领僧团走到接近襄阳的南阳时，他就致书通好，在书中说：

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虽蕃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自顷道业之隆，咸无以匹，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此方诸僧，咸有思慕。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一蹑七宝之座，暂现明哲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栴檀于江湄。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溢漾，重荡于一代矣。[38]

显然，习凿齿是从佛教初入中国直到东晋的四百年发展角度论述道安的地位，评价道安的贡献。在他看来，佛教初传中国，虽然信奉者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全面悟解佛教道理的人很少。像道安传教弘法“道业”如此兴盛的，尚属罕见。当时道安率领的僧团达到四五百人，这样大规模的僧人团体游动，的确绝无仅有。习凿齿认为，道安是当时担任弘传佛教大任的宗师，南下襄阳是迎合了僧众的思慕之情，预示着襄阳佛法的兴盛。道安到达襄阳后，两人见面，习凿齿自己通报姓名说：“四海习凿齿。”道安回答：“弥天释道安。”当时人以为名答。

凭借道安在全国的盛名和威望，僧团到达襄阳后，在建造寺院、铸造佛像、弘法传教等方面受到南北各地官僚、富豪的支持。高平郄超遣使送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懃。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桓豁邀请他暂往江陵，朱序又请他返回襄阳，“深相结纳”。道安僧团先住白马寺，由于人多寺小，又建檀溪寺。清河富豪张殷赞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斤，铸造佛像。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还有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经过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道安建立了宏大、庄严的弘法道场。

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建立了稳固的传法基地之后，道安勤于讲经说法和举办各种法会，不断扩大僧团的社会影响，希望赢得更多的各界信众，使“四方学士竞往师之”。他在樊沔十五载，每年讲两遍《放光波若经》，“未尝废阙”。道安在讲经弘法之余，从事佛教典籍整理和经录编撰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在举办讲经等各种法会时，“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佩迭晖，烟华乱发。使夫升阶履闼者，莫不肃焉尽敬矣”。法会布置得十分华丽、庄严，以显示佛国的富丽堂皇和神秘莫测，结合宣讲教义和举办隆重法会，进一步增强信众对佛教的虔诚和恭敬。

道安在襄阳传教，也得到东晋孝武帝（373—397年在位）的重视和支持。孝武帝信奉佛教，在殿内立精舍，供养沙门。他“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下诏书说：“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政府给道安相当于王公的俸禄，也就为僧团开辟了新的经济收入来源。

（四）长安弘教时期，从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到圆寂（385）

前秦苻坚素闻道安之名，把他视为“神器”，希望能得到他的辅佐、护佑，表现出对道安有政治上的渴求，并不仅仅限于宗教上的需要。东晋太元四年（379），苻丕攻陷襄阳，把道安和习凿齿两人同送长安。苻坚见到道安后十分高兴，对仆射权翼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权翼问是什么人，苻坚回答：“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对汉地出家僧人如此尊崇，以前还从来没有过。

由于有苻坚的大力支持，道安的弘教传法事业在长安达到了顶峰。道安被安置在长安五重寺，僧众达到数千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汉地佛教领袖身边聚集数千名僧人，是从来没有过的。

道安不仅精通佛学，而且“外涉群书，善为文章”，所以，长安地区的“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长安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多闻广识的饱学之士很多，但是，道安的知识广博尤为出众，可以解答别人不懂的问题。苻坚命学士，凡佛教内外有疑惑的问题，都请教道安。所以，京兆地区传言：“学不师安，义不中难。”

道安在长安，利用政府的支持组织译经工作。他“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他还经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提高新译经典的质量。道安在长安听到鸠摩罗什的名声，希望能够与他共同探讨佛学问题，经常请求苻坚迎请鸠摩罗什到长安。罗什也久闻道安盛名，把他称为“东方圣人”，并且“恒遥而礼之”。

道安是最早倡导弥勒信仰的佛教领袖之一。他经常与弟子法遇等人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天。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道安于五级寺圆寂时，也是发愿去弥勒兜率天宫。

道安的弟子很多，著名的除了慧远之外，还有昙翼、法遇、昙徽（323—395）、道立、昙戒等人，分别活跃在南北各地传教。

二 道安的多方面贡献

道安作为僧团领袖前后达三十余年，在此期间，他利用统治者提供的良好条件，组织佛教内外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各地佛教资源，为佛教适应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为佛教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有些工作意义深远，影响至今。

第一，在组织和管理僧团方面，道安参考域外佛教戒律，制定管理制度，规范僧侣的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致力于僧团的道风建设、制度建设。

东晋之前，还没有规模比较大的佛教僧团出现。从佛图澄开始，僧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僧团的规模快速扩大，但是在管理僧团方面还没有多少探索。可以说，道安是第一位把僧团管理和制度建设纳入佛教实践中的汉地佛教领袖。从东晋永和十年（354）前后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传教开始，道安成为重要的僧团领袖，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道安始终致力于僧团建设，在管理僧团方面有很多建树。

道安为僧团制定规章制度，即制定所谓“僧尼规范，佛法宪章”，规范僧众的修行和生活：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39]

道安参考戒律为僧团制定的僧尼规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等，其二是关于日夜六时的修行内容和食、住方面的规定，其三是关于半月举行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布萨）、夏安居结束时举行的忏悔集会（差使、悔过）的规定。道安制定的这些制度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为别的寺院所仿效。这些制度也被后世佛教史学家称为“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40]。

道安制定僧团制度，是顺应了当时佛教快速发展的需要。在南方佛教界，制定僧团制度工作也同时展开。支道林也著有《众僧集议节度》，道安的弟子慧远也著有《社寺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41]给寺院制定规章制度，从东晋开始成为重要寺院领袖的任务，反映了东晋佛教僧团规模的快速发展。

关于道安如何管理数百人的僧团、管理的效果怎样，习凿齿在给谢安的书信中讲了自己的亲身体会：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

从习凿齿的讲述中，可以看到道安管理僧团的几个成功经验。首先，道安以身作则，平日“斋讲不倦”，不脱离寺院生活实践，把自己作为寺院的普通一员，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其次，凭借自己的高尚道德、精湛学问来赢得僧众的信服和尊敬。道安并不像其师佛图澄那样，以施展神通变化、炫耀超常能力、自我神化来使徒众信服，来树立自己的权威。道安没有类似的“变化伎术”，也不凭靠树立“重威大势”。道安理智豁达，光明正大，知识渊博，境界高远，具有作为僧团领袖必备的多种优秀素质和道德条件。在他领导的僧团中，师徒之间威仪严正，相互尊敬，人才很多，都能和谐相处。人才济济又都能和睦相处，正是僧团治理成功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道安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争取政府的支持，使佛经翻译从民间分散进行开始成为国家的文化事业。

在东晋之前的佛经翻译家中，最有成就的是竺法护。竺法护虽然译经数量多，影响范围广，但是其工作依然属于民间性质，没有得到官方支持，特别是没有被纳入国家的文化事业之中。东晋第一位最有影响的僧人佛图澄，虽然具有朝廷支持的优势，但在译经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在争取国家支持，把译经从民间引导到官方文化事业方面，是从道安开始。

得到朝廷各方面的支持，有了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就可以组织较多的学问僧，把分散的译经工作变成集体行动，这对于提高经典翻译水平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在长安期间，道安利用前秦的支持，组织来自印度、西域和本国的僧人译经，使原来由民间分散的佛经翻译带有了国家文化事业的色彩。在他主持下，译出佛经14部183卷。在翻译小乘佛教经典方面，道安组织的重要人物有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昙摩难提、竺佛念、鸠摩罗跋提、昙摩侍等中外翻译家。协助道安组织翻译经典的有赵政、法和以及道安的多位弟子。

僧伽跋澄（众现）是罽宾人，早年历寻名师学习，“博览众典，特善数经（指阿毗昙）”。这位在罽宾精通小乘经论的学僧一到长安，就恰好适应了当时那里的佛学氛围。“苻坚之末，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42]当时长安地区盛行小乘禅数之学，僧伽跋澄专精于此，自然受到佛学界的重视。

僧伽跋澄能够顺利参与道安组织的经典翻译，与赵政的支持有关。“坚秘书郎赵政字文业，博学有才章。即坚之琳、瑀也。崇仰大法，常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道安集僧宣译。跋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胡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智敏笔受为汉文。以伪建元十九年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在翻译《阿毗昙毗婆沙》的过程中，跋澄只是背诵出梵文，翻译者是佛图罗刹。此人国籍不明，兼通梵汉两种语言，在苻坚一朝很有名，所谓“德业纯白，该览经典，久游中土，善闲汉言。其宣译梵文，见重苻世焉。”

在译出《阿毗昙毗婆沙》的第二年，赵政请僧伽跋澄翻译他自己随身带来的《婆须蜜》（今题《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十卷），于是“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胡本，秦沙门竺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故二经流布，传学迄今”。跋澄在关中佛教界的影响比较大，除了翻译经典之外，还在于他“戒德整峻，虚静离俗，关中僧众，则而象之。后不知所终”[43]。

昙摩难提（法喜）是兜佉勒（“吐火罗”、“大夏”）人，少年出家之后，遍览三藏，能够背诵《增一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到达长安。《阿含经》是小乘佛教的基该经典，其中的许多内容早在后汉就开始翻译出来，所以中土人士对这类经典并不陌生。但是，直到东晋时期，整部的《阿含经》还没有翻译出来。昙摩难提精通两部《阿含经》，自然受到重视，被看作是翻译这两部经典的最佳人选。当时武威太守赵政就与道安一起请他译经。赵政于长安城内集义学僧写出这两部经的梵本，然后开始翻译。竺佛念为传译，慧嵩为笔受，用了两年时间，译出《增一阿含经》和《中阿含经》。这两部经当时合起来有一百卷，据说“自经流东夏，迄于苻世，卷数之繁，唯此为广”[44]。

前秦苻坚时期，朝廷中推崇佛教、鼓励翻译经典的是赵政。在僧伽跋澄的时候，政局比较稳定，所译经典质量比较好。但是，到昙摩难提翻译经典的后期，政局不稳，译经质量就很难保证了。僧伽跋澄译经时，佛教界已经有意识要把四部阿含经完整翻译过来，而他诵出的两部阿含经是完整的。昙摩难提在前秦生活几年之后，不知所终。以上两经都已不存，现存的《中阿含经》六十卷、《增一阿含经》五十一卷，是东晋僧伽提婆翻译的。

竺佛念是凉州人，少年时代游方参学，“辞才辩赡，博见多闻，备识风俗”。由于世代居住河西，“通习方语”，汉语和梵文都精通，竺佛念成为前秦和后秦参与译经的重要人物。由于昙摩难提不懂汉语，译出《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主要是竺佛念的功劳。他自己还翻译了《菩萨璎珞经》12卷、《十住断结经》11卷、《菩萨处胎经》5卷、《中阴经》2卷、《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1卷。[45]

僧伽提婆（众天）是罽宾人，姓瞿昙氏。他“兼通三藏，多所诵持，尤善《阿毗昙心》，洞其纤旨。常诵《三法度》，昼夜嗟味，以为入道之府也”。僧伽提婆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到长安。他来往于南北两地翻译经典，先是在道安处，后来又到慧远处。僧伽提婆在长安参与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30卷，竺佛念传译。道安去世后，僧伽提婆与冀州沙门法和等人到洛阳，居住四五年间，研究和宣讲僧伽跋澄、昙摩难提译出的经典。由于他的汉语水平有了提高，发现以前翻译的经典“多有乖失”，遂应法和之请，重新翻译出《阿毗昙心》16卷、《鞞婆沙啊毗昙》14卷。后秦初年，僧伽提婆渡江南下投慧远僧团，受到东晋佛教界和士大夫的尊崇和拥戴，在江南各地专门从事经典翻译，先后译出《阿毗昙心》4卷、《三法度论》2卷、《中阿含经》60卷、《增一阿含经》51卷、《教授比丘尼法》1卷。僧伽提婆“在关、洛、江左所出众经，垂百余万言。历游华戎，备悉风俗，从容机警，善于谈笑，其道化声誉，莫不闻焉”[46]。

鸠摩罗跋提，也称鸠摩罗佛提，车师前部国（治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国师，前秦建元十八年（382）随国王弥第来长安，献大品《般若经》胡文本一部。该经总共有552475字，其中残27字。接到该经后，道安立即组织人来翻译。鸠摩罗跋提即留长安参与译经，在道安的主持下，翻译出《阿毗昙心》和《四阿含暮抄序》二卷。

为了适应汉地僧团发展的需要，道安十分重视搜求和翻译戒律，在他的主持下，以外国僧人昙摩侍为主，译出了几部戒律：《十诵比丘戒本》（或为《十诵大比丘戒》）一卷，昙摩侍诵出，竺佛念写为梵文，道贤宣译，慧常笔受；《比丘尼大戒》（亦名《十诵比丘尼戒》）一卷，昙摩侍与竺佛念共译出，慧常笔受；《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一卷，昙摩侍与竺佛念共译出，慧常笔受。

第三，道安在研究般若经典基础上提出新的翻译理论，在研究般若思想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

道安组织翻译了鸠摩罗跋提带来的胡文《大品》，即《摩诃钵罗若波罗蜜多经抄》五卷，作为《大品般若经》的补译。道安在为此经写的序中，说明了他重视此经的原因，以及采取经抄形式翻译的原因，并且以这部经抄为例，结合翻译历史，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汉译佛经翻译理论：

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首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光赞般若经》译者竺法护）、叉罗（《放光般若经》译者无叉罗）等。

道安研究经典众多，而研究讲述次数最多的，当属般若类经典。他在襄阳时，每年讲《放光般若经》两遍，到长安之后，仍然坚持这样做，从不耽误。同时，他还对《放光》与《光赞》两经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深入理解和体会。但是，在对两种译本对照研究中，仍然遇到文意不连贯、读不懂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见到新本《大品》到来，道安马上安排人翻译，让天竺沙门昙摩蜱执本，佛护口译，慧进笔受。此次翻译《大品》，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解决前两个译本存在的问题，解决研究者遇到的困难，所以，采取的翻译形式是摘译编辑的形式。道安确定的翻译原则是：“与《放光》、《光赞》同者，无所更出也。其二经译人所漏者，随其失处，称而正焉。其义异不知孰是者，辄并而两存之，往往为训其下。”此经的翻译，是在研究《放光》和《光赞》的基础上进行，以弥补两经缺漏和不足为目的。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抱着客观的态度，对于遗漏的部分要翻译出来，对于不能确认孰是孰非的地方，采取存疑的方式。

道安对般若经典的精深研究，在当时几乎无人出其右。他对佛经翻译的理论也是在这部经的翻译过程中概括出来的，也是以般若类经典的翻译为例提炼出来的。他提出的“五失本”和“三不易”，是第一次对佛经翻译实践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五失本也。

所谓“五失本”，是指把胡语（以梵文为主的多种外来语）译成汉语时必然会出现的五种改变原经表达方式的情况。有这五种情况出现，就造成了汉语译本与胡语原本的不同。其一，胡语中多倒装句，汉语译文要符合汉文的表达形式和习惯，改变原文的语法结构。其二，外文经典用语质朴，汉语译文要讲究修辞，适合中国人对经典用语的标准，这样多少会改变一些原文的韵味。其三，胡语经典不厌其烦地重复，而且重复许多次，译为汉文时，要把重复的内容删掉，下一番删繁就简的工夫。其四，胡语经典有“义记”，性质类似中国辞赋篇末总结全篇要旨的“乱辞”，但是“义记”把前面的话重复很多，文字也相同，汉语译文应该全部删掉。其五，胡语经典在把一部分内容叙述完毕转到另一部分内容时，作为过渡，又把前面一些内容重复一遍，译为汉语时应该全部删掉。

道安组织人力翻译此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准确、全面传达原经文的意思，所以，漏掉的内容要补上，这是追求全面；对于不同三个本子有差异的地方，译者又搞不懂，就采用存异的形式，做出说明，不能臆测经典原意，用自己的思想代替经典的思想。翻译经典是带着对佛教的虔诚和恭敬进行的，翻译出来的经典也要完全符合原意。因此，为了准确、全面表达原经的思想，原经的“义”，就可以允许在翻译文字表达方面存在五个方面的差异。而“文”字方面的差别，并不影响“义”的传达。文字属于“言”，掌握“言”只是手段，目的在于追求“意”义。道安让人们懂得胡本和汉本有区别，正是为了强调汉本和胡经典的“意”或“义”没有区别，从而说明了汉语经典的神圣性、权威性。在接着讲“三不易”的时候，道安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思想。

所谓“三不易”是指在翻译《般若经》过程中存在的三种困难：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宣讲《般若经》的佛祖彻底通达三明（知过去世的“宿命明”，知未来世的“天眼明”，现世断尽烦恼的“漏尽明”，称“三达”），不仅自己完全觉悟了，对于听法的人也了解十分清楚，并且是当面讲法，今天看到的佛经就是这样出现的。时过境迁，今天听法的人也不同了，要把胡经原本的“雅古”之辞转变成适合现代人的话语，是第一个困难之处。众生根机不同，凡人不可能与圣人处于同一个修行阶位上，要把胡语原本中千年以前精深微妙的话译成汉语，让现代人听得懂，接受得了，是第二个困难之处。当年阿难尊者背诵出佛经，大迦叶尊者让五百位获得六种神通的阿罗汉校对准确书写下来，离现在也有一千年的时间了。那些已经不受生死轮回束缚的解脱者诵经校经都要如此谨慎，现在翻译经典的人还没有修行得果，要把胡经原典如实翻译成汉语，这是第三个困难之处。“三不易”主要讲的是表达上的困难，是强调翻译经典的不容易，但并不是说，原经典的“义”就完全不能表达。

总结出“五失本”和“三不易”，足见译经的困难，所以从事译经不能不谨慎。

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开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斵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不杂推经言旨，唯惧失实也。其有方言古辞，自为解其下也。于常首尾相违句不通者，则冥如合符。厌如复折，乃见前人之深谬，欣通外域之嘉会也。于九十章荡然无措疑处，毫芒之间，泯然无微疹，已矣乎。[47]

在道安看来，把胡文经典译成汉文，有五种表达方式上的改变，有三种困难，所以要谨慎。而讲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以准确语言和方式来表达经典的意思。道安通过梳理佛经翻译的历史，总结翻译得失，为准确把握佛教理论、提高佛经翻译质量，提出方法论的指导。但是，对于如何准确、全面表达原经思想，总是会见仁见智，道安提出这些问题，标志着当时对佛经翻译认识的进步。

道安重视研究般若经典，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般若的看法，据吉藏记述：

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为滞，滞在未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叡法师云：“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师云：“安和尚凿荒途以开辙，标玄旨于性空，以炉冶之功验之，唯性空之宗最得其实。”详此意，安公明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48]

实际上，吉藏在这里把道安的“本无”观点分解为两个部分来谈，并且对两部分内容的分析不完全一致。吉藏认为，道安提出的“本无”观点，核心内容是“无在万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这样解释道安的般若思想，实际上是说，道安的“本无”论与道家宇宙生成论的思路是相似的。这种说法是把般若道家化的结果，与下面引述僧叡的解释和他自己的发挥是有差别的。僧叡看来，道安的“本无”论，主要特点在于“标玄旨于性空”，这种“性空”观点才符合般若典籍的观点（最得真实），其余六家的般若观点都是有偏差的。道安顺着僧叡的解释进一步发挥，认为“本无”论就是倡导“一切诸法本性空寂”，而这不仅与大乘般若经论的思想一致，也与鸠摩罗什、僧肇一系的般若思想完全一致。所谓“一切诸法本性空寂”，就是说，世界上一切能为人的感官所认识、所把握的事物或现象，其本体都是“空寂”的，正是着眼于从虚幻不真实现象的本体上立论，才认为现象的本体是“本无”，从而提出“本无”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所谓“本无”和“性空”，所谓“无”和“空”，都是同类概念。这种“本无”思想，不是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问题，这种观点与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主张相近。从这个角度理解道安的“本无”，的确如吉藏所说，是与般若经典的思想以及罗什、僧肇一系的观点比较一致。这也就是说，以后僧肇在《不真空论》中批判的“本无”观点，与道安没有关系。所以，直到吉藏时代，道安在研究佛教义理方面的正宗地位都是不可撼动的。

学术界习惯将所谓“六家七宗”看作般若学的六家或七家派别，实际上他们都不具有派别的性质，只是就一些学僧关心的问题提出的见解、观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有的是般若经典重视的基本问题，有的也并不是般若经涉及的独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则是见仁见智。这种现象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反映佛学界对般若类经典重视，对佛教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趋向多元化；另一方面，反映佛教界关心的问题比较多，佛学从多方面展开。僧叡所说的“六家偏而不即”，是把罗什一系的思想作为正宗来评判其他各家，是把当时佛学发展单一化了，与事实不符。即便以后以“三论”命宗的三论宗实际创始人吉藏，也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支遁的“即色义”和道安的“性空义”是一样的，都符合般若经典原意。

第四，道安系统研究佛教经典，强调从整体上梳理和把握佛教义理，不受某部经或某位译者的误导。全面整理佛教典籍，推动佛教史学进步。

道安研究和整理佛教经典有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是系统研究众多经典，分别作注和作序。关于道安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高僧传》卷五中有一个总的说明：

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藏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密迹金刚经》）、《安般》（《安般守意经》）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49]

道安研究佛教的各种著作有二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为般若类经典撰写的序、注著作最多，有十四种，占到其著作总种类的四分之一还多，根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有：《道行经集异注》一卷，《道行指归》，《放光般若折疑准》一卷，《放光般若折疑略》二卷，《放光般若起尽解》一卷，《放光般若折中解》一卷，《光赞般若抄解》一卷，《实相义》，《性空论》，《道行经序》，《放光般若折疑略序》，《大品经序》，《合放光、光赞略解序》，《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道安之所以注解众多经典，就是看到了长期以来翻译经典中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系统研究经典，正确理解和把握佛经思想，以便有益于后来者：

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皓然，难以折中。窃不自量，敢豫僧数，既荷佐化之名，何得素餐终日乎？辄以洒扫之余暇，注众经如左。非敢自必，必值圣心，庶望考文，时有合义。愿将来善知识，不咎其默守，冀抱瓫燋火，谠有微益。[50]

通过撰写序言、注释经典，使学僧们理解经典，不仅要懂文句，而且要真正懂得经典的意思，正确理解其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土四百年来，为经典作序以注解经典、阐发义理者，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还没有人超过道安。

道安对注解经典十分重视，十分谨慎，唯恐曲解经意。有一则故事，说明了道安对注解经典的重视和谨慎态度：

安常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堪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胡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时设食。”[51]

道安研究和整理佛教经典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系统全面整理佛教经典，编撰成《综理众经目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佛经目录，为我国佛教目录学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佛教史学的进步。

据《出三藏记集》叙述，在长期的佛典翻译过程中，由于人们只重视经典本身，不重视经典形成、流传、变化的历史，造成了很多混乱：

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传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阙矣。

佛教经典从汉代翻译以后，历代从印度、西域来的僧人翻译了大量经典。由于经典原本来源不同，文字有差别，同样的经典又多次被不同的人带来中土，所以在翻译之初就出现了汉文本的差别。在经典流传过程中，社会上流行的手抄本也日益增多，人们在传抄过程中不去考查，逐渐就不知道经典的历史情况。这样一来，社会上就出现了同一种佛经有几种不同题目的译本（异译），也有的佛经不知译者（失译）和时间，也有些经典是中国人自己托名撰述（伪经）。所以，长久以来，信仰佛教的人也是只重视经典，但不重视经典的历史；重视探讨经典的内容，不重视经典的传授。当人们出于信仰目的阅读佛经的时候，并不重视对经典本身真伪进行考查，包括译时、译地、译人，传承，或残或全等情况。正是道安开始彻底扭转这种情况。

又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四方学士，竞往师之。[52]

在道安之前，并不是完全没有经录，西晋竺法护就有弟子编的经录流传，但那只是竺法护个人的译经目录。道安则是在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整个佛教典籍状况进行整理、考证基础上，编撰规模前所未有的佛经目录。在中国佛教史学中，道安编撰经录是一个里程碑，从此以后，对经典历史的考证纳入佛教学者的研究范围，编辑经录成为一个传统。僧祐编辑的现存最早的一部经录，就是以道安为榜样进行工作的。中国佛教研究中弥漫的强烈历史感，是接受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形成的，不是从印度佛教中带来的。

道安编撰的经录被称为《道安录》《安录》《综理众经目录》，早已不存，大部分内容为《出三藏记集》卷二和卷五所吸收。《道安录》开创了中国佛教经录的样式。其中，经录的条目是以年代为顺序来排列，能够让人看出经典增加的历史脉络。另外，对所整理的典籍进行必要分类，划分出“失译”“摘编”“疑伪”“注解”等，把这些典籍与正经区别开来。道安经录的做法，为以后的经录所吸收。同时，《道安录》也直接为后来的经录所借鉴。现存最古的经录《出三藏记集》就直接借鉴《道安录》，并且进行了补充。道安编撰经录的最大贡献，在僧祐看来，就是使东汉以来直到东晋时期流行的佛典不再像一团乱麻一样没有头绪了，而是梳理得清楚了，整理得有条理了，所谓“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第五，提出僧人不用俗姓，以“释”为姓，增强佛教的宗教统一意识，强化佛教僧侣的整体认同感。这种以统一的宗教意义的姓氏来规范僧团、规范僧众的规定，成为后世的定制。

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经》，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后式焉。[53]

按照《高僧传》本传的记载，道安是在长安时提出这个主张的。道安的这个主张是一个创举，因为，即便在古印度佛教历史上，也没有实行过出家人以“释”为姓的制度。道安倡导出家人以“释”为姓，就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制度，再也没有改变过。僧人有了共同的姓氏，强化了佛教的共同宗教意识，加强了佛教僧侣的整体统一认同感。很显然，这是佛教制度建设方面的重要举措。

上述僧祐的记载，包括《高僧传·道安》中的记载，实际上有不确切的地方。

首先，造成出家僧人姓氏不同的原因。从佛教传入中国到东晋道安时代，出家僧人的确“姓各不同”，但是，这并非仅仅由“沙门依师为姓”造成的，而是因为佛教对出家僧侣的“姓”从来没有过任何统一规定造成的。从后汉到两晋，中外僧人的姓氏多种多样，有的是取其师姓，这种情况较多；有的是以国名或族名为姓，比如来自天竺国的竺叔兰、来自安息国的安玄、来自康居国的康僧会、来自大月氏的支谶等；有的是直接保留在家时的俗姓，比如鸠摩罗什保留俗姓“鸠摩罗”、朱士行保留俗姓“朱”等。总之，造成僧侣姓氏多杂不统一的真正原因，是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就从来没有过从宗教意义上对“姓氏”进行规范。这种规范是从道安开始的，是道安的创造，并且影响久远。

其次，僧祐把《增一阿含经》中的话作为倡导僧人姓释的依据，并且为后来包括《高僧传》在内的佛教史书所沿用，实际上是一个误解。该经文的意思是：包括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出身的人，只要出家成为佛教徒，就都是释迦弟子，就没有了种姓贵贱、高低方面的差别。这段话并不是针对姓氏而言，与姓氏没有任何关系。佛教经典中此类论述很多，比如，《长阿含经·小缘经》：“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如人问：姓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这里的“姓谁种姓”，意思是“属于什么种姓”，而不是“姓什么姓”。从释迦牟尼创教开始，就反对种姓差别，倡导在佛法面前、在僧团内部，没有种姓差别，社会上的种姓不平等在佛教内部被消除了。僧祐是把经典中否定佛教内部有种姓差别的话，当成了统一佛教僧人姓氏的经典根据。实际上，道安的做法是前无古人的，之所以能够成为“后式”，是因为符合当时佛教统一整顿的历史要求，而不是因为“悬与经符”。道安的主张，在当时全国分裂的局面下，有着稳定共同文化心理、树立统一宗教信仰的时代意义，并且有着长远的影响。

第四节 鸠摩罗什及其经典翻译

与东晋时期的佛图澄、道安和慧远三位相比较，鸠摩罗什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佛经翻译方面。从他开始，佛经翻译不仅在民间进行，也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佛经翻译的崭新阶段。鸠摩罗什在译经方面取得的成就、产生的影响，都是前无古人的。直到现代，在社会上流通的汉译佛典中，依然是鸠摩罗什的译本为最多。此外，鸠摩罗什在译经过程中培养了众多弟子，在推动佛教传播和佛学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 生平事迹[54]

鸠摩罗什（以下简称“罗什”）的一生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少年求学时期、凉州参政时期和后秦译经时期。

（一）出家游学时期，从东晋永和六年（350）出家到前秦建元二十年（384）

鸠摩罗什（344—413）意译作“童寿”，亦名鸠摩罗耆婆，祖籍天竺，家世国相。其父鸠摩炎因避嗣相位而出家，东度葱岭，来到龟兹。龟兹王对其十分敬慕，迎请为国师，并将其妹嫁给他。鸠摩炎出家娶妻，违反戒律，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反对和抨击。这种做法以后直接影响到了其子鸠摩罗什。

罗什出生之后，其母便出家修道。罗什7岁出家，9岁随母到罽宾（今克什米尔），师从罽宾王之从弟槃头达多，学习《杂藏》《中阿含》《长阿含》，凡四百万言。罽宾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流行的地方，罗什在这里的三年学习经历，打牢了小乘佛学的坚实基础。他的聪明才智为罽宾王所知，将他作为外国的上宾对待，每日供“给鹅腊一双，粳、面各三升，酥六升”。另外，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营视洒扫，有若弟子”。给予一位十几岁小沙弥这样的礼遇，自然是因为他有高贵出身。

罗什12岁（东晋永和十一年，355）时，随母返回龟兹。途经月支（今巴基斯坦西北的白沙瓦一带）北山，进入沙勒（今新疆疏勒），停留一年，诵《阿毗昙》《六足》诸论、《增一阿含》。[55]回到龟兹，这位只有13岁的少年名望很高。据说，当时“龟兹僧众一万余人，疑非凡夫，咸推而敬之，莫敢居上”。从这时开始，罗什就不仅仅只是学习佛教典籍，而是“博览《四韦陀》、《五明》诸论，外道经书，阴阳星算，莫不究晓。妙达吉凶，言若符契”。罗什学习了婆罗门教经典，并且学习了语言、医学、工艺技术、咒术、符印等方面的知识，是一位典型的博学多才、精通道术的少年才俊。

在特殊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罗什，从小就“性率达，不砺小检”，所以受到“修行者”的非议。罗什本人从不介意这些非议，关于他违反戒律的传言伴随其一生，始终没有平息过。罗什20岁时，在王宫受具足戒。

罗什在佛教发达地区游学，从学于多位名师，并且经历了从学习小乘到改宗大乘的转变。他“从佛陀耶舍学《十诵律》，又从须利耶苏摩咨禀大乘。乃叹曰：吾昔学小乘，譬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矣”。从此开始，他“广求义要”，学习《中论》、《百论》，在龟兹帛纯王新寺得到《放光经》，认真阅读。

后罗什于雀梨大寺阅读其他大乘经。“停住二年，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从这里的记述来看，罗什学习大乘经典似乎是以自学为主。这应该是一个具有规律的学习过程：少年时代以学小乘为主，筑牢了扎实的佛学基础，以后就可以自学大乘经典。后来罗什又到了罽宾，遇见以前的师傅槃头达多，为其师讲说“一乘妙义”。经过反复讲解，其师感悟心服，即礼什为师，言：“我是和上小乘师，和上是我大乘师矣。”

罗什在西域各国已经很有名望，受到各阶层信众的敬仰，尤其是各国国王的敬重。每当他讲经说法的时候，“诸王长跪高座之侧，令什践其膝以登焉”。这是只有很少名僧才能享受到的尊崇礼节。当时罗什的名声也逐渐从西域诸国传到了中原地区，所谓“道震西域，声被东国”。当时在长安的道安也听到罗什盛名，“思共讲析，每劝坚（前秦苻坚）取之”[56]。苻坚在派遣氐人吕光出征西域时说：“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尅龟兹，即驰驿送什。”[57]

（二）后凉参政时期，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到后秦弘始三年（401）

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吕光奉苻坚之命战败龟兹及诸国救兵，俘获鸠摩罗什。吕光见罗什当时还年轻，只有41岁左右，就效法当年龟兹王令罗什父亲娶妻故事，强迫罗什娶龟兹王女。

罗什被吕光俘获之后，受到尊崇，而他也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成功参与军政谋划，逐渐取得吕光信任。在一次行军过程中，吕光命令部队宿营山脚之下，罗什告诉吕光：“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吕光见将士们已经休息，就没有采纳罗什让部队在山岗上宿营的建议。当天夜晚下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从此吕光对罗什的建议十分重视，把他当作一位军政顾问，而不仅仅看作一位精通佛学的高僧。吕光听从罗什的建议，领军进驻凉州，在听说苻坚已死的消息后，便割据凉土，于396年建立后凉。

凉州位于中西交通要道，重要的城市有敦煌、酒泉、张掖、姑臧，自汉代开始，佛教经由此地传入中原。据《魏书·释老志》：“凉州自张轨（255—314）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凉州由于佛教比较兴盛，佛教典籍也比较多，道安在整理佛教经录时，专门辟有“凉州异经录”，记有凉州失译佛经59部79卷的目录。

后凉诸王并不信奉佛教，也没有采取比较有力度的扶植佛教措施，所以，罗什在凉州16年，主要是参与军政事务，在弘扬佛教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所谓“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韫其经法，无所宣化”。传记中所记罗什的事迹，大多是说他施展一些处理军政事务的本领，为后凉当政者服务。在他的事迹中，不乏一些神异事迹。从一些侧面史料的记载中也可以推测，罗什在凉州大约也从事讲经授徒活动，比如，僧肇就从内地到凉州师从罗什。由于凉州汉族民众很多，罗什在此居住多年，也精通了汉语，为日后的译经创造了条件。

（三）后秦译经时期，从后秦弘始三年（401）至圆寂（413）

后秦弘始三年（401）五月，姚兴派陇西公姚硕德西征后凉，吕隆战败，上表求降。当年十二月二十日，罗什被迎请入长安，时年58岁。姚兴待罗什以国师之礼，全力支持罗什的译经事业，罗什由此开启了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与汉代以来的佛经翻译相比较，罗什译经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他是在对旧译经典进行全面考察，认真总结、深入研究基础上从事翻译工作，有着纠正旧译经典错谬、弥补旧译经典缺憾的重译性质，所以他的翻译工作一开始就站在高起点上。这是他翻译工作成功的一个原因。

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历涉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逍遥园，译出众经。什率多暗诵，无不究达。转解秦言，音译流利。既览旧经，义多乖谬，皆由先译失旨，不与胡本相应。

到罗什的时候，佛经翻译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译出的经典数量也很多。在这期间，涌现出的著名翻译家也不少，如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等。在罗什译经的过程中，总是用胡本佛经与旧译汉文对照，找出存在的问题，集体讨论解决方案，提高新译经典质量。罗什兼通胡汉，他可以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找到旧译经典的“滞文格义”之处、“义多乖谬”之处，从而为减少翻译错误，尤其是准确表达经典原意提供了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翻译工作有着对以前译经进行总清理的气派。

罗什在译经过程中表现出的谦逊、认真态度，也是保证新译经典质量的重要条件。他在翻译《法华经》时，为一句话而与僧叡商量切磋。

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58]

竺法护的译文并没有违背原典的意思，只是不够传神。罗什译经可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罗什译经已经不是民间的自发行为，而成为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在朝廷财力、物力支持下，集中全国的文化精英来从事各项工作，确保了经典翻译的高质量。罗什译经，引起的影响很大：

于时四方义学沙门，不远万里。名德秀拔者才、畅二公，乃至道恒、僧标、慧叡、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余僧，禀访精研，务穷幽旨。庐山慧远，道业冲粹，乃遣使修问。龙光道生，慧解洞微，亦入关谘禀。传法之宗，莫与竞爽，盛业久大，至今式仰焉。[59]

罗什在译经过程中，得到学识渊博、富有文才的僧睿、道融、昙影、僧肇等弟子的协助，译经时注意文、质结合，所译佛经在内容的表达和词语的运用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同时，罗什还邀请西域精通佛教义学的学问僧来协助经典翻译，其中最有名的是佛陀耶舍。罗什在沙勒国时，曾从其学习《阿毗昙》《十诵律》，了解他的佛学造诣。当罗什在姚兴支持下开始翻译经典时，他告诉姚兴：“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贫道虽诵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达经致，今在姑臧，愿下诏征之。一言三详，然后著笔，使微言不坠，取信千载也。”佛陀耶舍来到长安后，对罗什译经帮助很大。在罗什翻译《十住经》时，“一月余日，疑难犹豫，尚未操笔。耶舍既至，共相征决，辞理方定。道俗三千余人，皆叹其赏要”[60]。

在十一年的译经过程中，后秦为鸠摩罗什提供的译经地点有两处：一是位于长安城北渭水之滨的逍遥园;一是位于终南山下的草堂寺。从鸠摩罗什开始，佛教译经正式被作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这是中国译经史上一个巨大变化。

罗什的翻译经典事业在当时社会各阶层有很大影响，但是，由于他公开不守戒律，实际上在当时是一位非僧非俗、亦僧亦俗的特殊人物。曾在龟兹教授他律学的卑摩罗叉律师后入关中，罗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罗叉语：“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律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教耳。”罗什自己也知道，自己虽然翻译了戒律经典，也给三千徒众讲戒律学，但是由于自己不住僧房、接受女人、生儿育女，连佛教最基本的戒律都不能持守，是不配为传法宗师的。

罗什为了译经事业，放弃了自己著书立说，这也是他遗憾的一件事情。他僧感叹：“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翮于此，将何所论！”表面上是说怕没人懂而不愿撰写大乘论著，实际上是忙于翻译经典，无暇从事写作。他的著作有为姚兴作的《实相论》二卷，已不存。他的《注维摩经》言：“出言成章，无所删改，辞喻婉约，莫非渊奥。”[61]该书已不存，一般认为今本僧肇《注维摩诘经》中的“什曰”，当为其文。另有《注金刚经》《略解三十七品次第》等，均不存。

二 重要译籍简介

鸠摩罗什从后秦弘始三年（401）十二月到达长安，到弘始十五年（413）四月圆寂，前后11年多时间，共翻译经典35部294卷。[62]在鸠摩罗什的译籍中，许多译本成为后来最流行的版本，许多译籍或流行于南北朝时期，或成为隋唐时期诸多佛教宗派的宗经，直到今天，在社会上流行的各类佛教译籍中，以罗什所译的版本数量最大。可见罗什译经在中国千年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中国译经史上，他翻译经典的数量不是最多，但是流行的数量最多。以下择要介绍。

首先，罗什直接参与了对多部般若类经典和中观派论书进行的重译和新译，推动了佛教般若学的流行和研究的深化。

弘始五年（403）十二月十五日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亦称《新大品经》、《大品般若经》）四十卷（或三十卷、二十四卷），至第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校正完毕。此经与西晋无罗叉、竺叔兰译《放光般若经》、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是同本异译。鸠摩罗什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后秦王姚兴亲览旧经，验其得失，与著名学僧五百余人详加审定，然后写出。在翻译此经过程中，罗什凡认为旧本中的事数（名词、事项）不妥当者，皆加以改译，如改“阴”为“众”，“入”为“处”，“持”为“性”，“解脱”为“背舍”，“除入”为“胜处”，“意止”为“念处”，“意断”为“正勤”，“觉意”为“菩提”，“直行”为“圣道”，等等。“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

弘始十年（408）二月六日译出《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出三藏记集》题《新小品经》）十卷。该经是东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的同本异译。应后秦太子姚泓之请而译，僧睿《小品经序》谓：“胡文雅质，按本译之，于丽巧不足，朴正有余。”

罗什所译《金刚般若经》一卷，与北魏菩提流支、陈真谛分别译的《金刚经》以及唐玄奘、义净分别译的《能断金刚般若经》皆为同本异译。这部小经与大小品《般若经》的内容基本一致，宣扬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如梦幻泡影，虚假不真实，不值得留恋，应该不执着于一切，才能达到真正的解脱。在历代所有《金刚经》译本中，以罗什译本最流行。同时，这本经也是长期在中国佛教界和社会上最流行的佛教典籍之一。

龙树所著《中论》、《十二门论》，提婆所著《百论》，合称“三论”，是古印度中观学派的基本论著，罗什均翻译出来，不仅促进了南北朝时期般若学的发展，而且对隋唐时期三论宗的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弘始十一年（409），罗什在大寺译出《中论》（亦称《中观论》）四卷。此论为龙树撰，在古印度流传很广，共二十四品。该论是中观派对部派佛教及其他学派的思想和理论进行破斥，显示本宗正确观点的论战性著作。核心内容有两个概括。其一是卷首的“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这是批判在缘起法方面的错误认识，指出单纯执着于事物或现象的生灭、断常、一异、来去等，是错误的，是“戏论”，应该超越这种执着于两极的认识，把握现象后面的实相，由此获得真理性认识。其二是《观四谛品》中的“三是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一切因缘聚合生成的事物或现象，既有无自性（空）的一面，也有假名（有）的一面，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认识，不走极端，就是正确的中道认识。

《十二门论》也是在大寺译出，此论为一卷，龙树撰。该论是从十二个方面（十二门）论述大乘空观道理，十二个方面也是十二章，即观因缘、观有果无果、观缘、观相、观有相无相、观一异、观有无、观性、观因果、观作者、观三时、观生。

《百论》二卷，是龙树弟子提婆撰。该论发挥佛教般若学说的空、无我以及龙树的中观理论，对印度古代哲学流派数论、胜论的观点进行批驳，对《中论》思想有所发展。该文采取回答体，“外”指外道，提出质难；“内”是对外道的批驳、回答。其中注“修妒路”者是提婆所著的短文，其余为世亲的注释。罗什对此论极为重视，弘始四年（402）他亲自译出此论，僧睿作序。由于他当时汉语不精通，表达欠妥当，又于弘始六年（404）重译此论，僧肇作序。该论共有二十品，每品各有五偈，共有百偈，因称“百论”。罗什后来后十品的内容对汉地没有益处，缺而不译。

《大智度论》（亦称《大智度经论》、《摩诃般若释论》）一百卷，古印度龙树撰，弘始七年（405）十二月译出。据说此论书原本有十万偈，每偈三十二字，共三百二十万字。罗什鉴于“秦人好简”的特点，仅将其初品（有三十四卷）进行全译，此后部分略译，以适应汉地人的阅读习惯。所以译出的篇幅，只有原本的1/10左右。这是大乘中观学派的主要论书之一，是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进行系统解说论证，所涉及的佛学内容十分广泛。该论所引用的佛教经典中有小乘基本经典《阿含经》、论著《阿毗昙》，大乘佛典《法华经》《华严经》以及佛本生、佛传故事、戒律等，对大乘菩萨思想、六度、般若空观、西方净土信仰以及其他一系列佛教名词概念、修行方法、阶位等，都有解释和论述，相当于一部佛学百科全书。本论书提出的“三界所有，皆心所作”，在中国佛学史上有很大影响。

其次，在罗什的直接参与或间接推动下，三部重要的律部经典翻译出来。首先是《十诵律》六十一卷。前五十八卷是罗什先后与罽宾僧弗若多罗、西域僧昙摩流支合译，最后的“毗尼诵”三卷是罽宾僧卑摩罗叉在罗什圆寂后于寿春译出。这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戒律书，其中规定比丘戒二百五十七条、比丘尼戒三百五十五条。

罗什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四分律》的翻译，但此律书的译出与罗什有间接关系。罗什请求姚兴把佛陀耶舍迎接到长安，佛陀耶舍在帮助罗什译出《十住经》后，又于弘始十二年（410）受司隶校尉姚爽之请，诵出《四分律》四十五卷（或作六十卷），竺佛念口译，道含笔受。弘始十四年（412）译完。这是小乘上座部系统法藏部传承的戒律，因全书由四部分组成，故称《四分律》。该律书规定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从唐代开始，这是在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戒律典籍。

《梵网经》（亦称《梵网菩萨戒经》、《菩萨戒本》）二卷，这是大乘戒律典籍，论述在家和出家信徒都要受持的戒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十重戒”，即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酤酒戒、说四众过戒、自赞毁他戒、悭惜加毁戒、嗔心不受悔戒、谤三宝戒。佛告诸佛子言：“不诵此戒者，非菩萨。”第二，“四十八轻戒”，有不敬师友戒、饮酒戒、食肉戒、食五辛戒、不教诲罪戒、不供给请法戒等。据说，此经译出后，道融、昙影等三百人受持此戒，慧融写三千部以资流传。也有观点认为，此经非罗什所译，而是中国人的撰述。

《坐禅三昧经》（或称《菩萨禅法经》、《禅经》、《禅法要》）三卷，亦作二卷。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二十六日，僧叡从罗什受禅法，得其所抄撰《众家禅要》，即译为此经。该经是大小乘禅法的汇编，自后秦弘始四年（402）一月五日译出，弘始九年（407）闰月五日重加校订，是自安世高以来第一部大乘禅法经典。这部经典的译出，拓展了人们认识佛教禅学的内容和范围，尤其对大乘禅法的流行是一个促进。

罗什译出的净土类经典有三部。其一为《阿弥陀经》（亦题《无量寿经》）一卷，弘始四年（402）二月八日译出，是后来净土宗所依据的“三经”（另二经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之一。其二，《弥勒成佛经》一卷，与竺法护所译的同名经是同本异译，弘始四年（402）十二月一日译出。其三，《弥勒下生经》（另名《弥勒受决经》、《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后两种是弥勒净土类的重要经典，后来都很流行。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出三藏记集》称为《新法华经》）八卷，与竺法护译《正法华经》，隋阇那崛多、达摩笈多译《妙法莲华经添品》（或称《添品妙法莲华经》）为同本异译，弘始八年（406）夏译出。罗什是应后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城侯姚嵩之请而译。今本二十八品中的“提婆达多品”为南朝齐达摩摩（或作菩）提译，“普门品”中的重诵偈是北周阇那崛多译，皆为后人所加。该经是以后来天台宗所依据的最主要经典。

罗什于弘始十四年（412）九月十五日译出的《成实论》二十卷为古印度诃梨跋摩撰。该论属于从小乘空宗到大乘空宗的过渡性著作，系统论证佛教的“四谛”学说，倡导人我空（灭假名心）、法我亦空（灭法心）、空本身也空（灭空心）。南北朝时期，研习此论在佛学界蔚成风气，形成成实宗。

罗什译出的《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不可思议解脱经》，或简称《维摩诘经》）三卷，是三国吴支谦译的《维摩诘经》的异译本。后秦王姚兴命安城侯姚嵩与沙门千二百人于长安大寺请鸠摩罗什重译，罗什“手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此经从汉代到唐代有多种译本，其中以罗什译本最为流行。

除上述经典之外，罗什还译出《遗教经》一卷、《禅法要解》二卷、《十住毗婆沙论》（或称《十住论》）十四卷、《大庄严经论》（或作《大庄严论经》）十五卷、《十诵比丘戒本》一卷。另外，《开元录》还把《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提婆菩萨传》作为罗什译籍。

第五节 鸠摩罗什主要弟子

鸠摩罗什的译经过程也是弘法传教、培养弟子的过程。在长达11年的译经过程中，先后参与译场的弟子达五百人或八百人，从他受学、听法的弟子多至二三千人。罗什弟子后来分布于大江南北，直接推动了南北朝时期佛学的兴盛。

一 罗什弟子群概况

在罗什数以千计的弟子群中，有贡献、有成就和有影响的人很多，后世传有所谓“什门四杰”“什门八俊”“什门十哲”等说法，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罗什门下人才济济。尤其重要的是，在罗什弟子群中，还有像僧肇和道生这样堪称佛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下面介绍僧肇和道生之外的罗什著名弟子，有僧略、道融、昙影、僧叡、道恒、道标、慧睿、慧严、慧观、昙无成、僧导等。

释僧[image: ]，或作僧略，俗姓傅，北地（治今陕西耀县）泥阳人，少年出家，住于长安大寺。在罗什的弟子中，僧略的主要贡献是在管理僧团方面。僧略开始从学于当时名僧弘觉，为其弟子，后游历青、司、樊、沔之间，通六经及三藏，律行清谨，为后秦国主姚苌、姚兴所敬重。鸠摩罗什进入长安之后，由于僧尼数量大增，不守戒律的现象也大量增加，为了加强僧团管理，姚兴下书说:“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image: ]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image: ]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迁等并有厚给。共事纯俭，允惬时望，五众肃清，六时无怠。至弘始七年（405），勅加亲信伏身白从各三十人，“僧正之兴，[image: ]之始也”。弘始（399—415）之末卒于长安大寺，享年70岁。[63]

道融，汲郡林虑（今河南林县）人，12岁出家，学习《论语》等经典，以强记著名，游学各地。到而立之年，精通内外经书，慕名到关中见鸠摩罗什，受到器重，被称为“奇特聪明释子”。姚兴召见后，敕入逍遥园，参与佛经翻译。请罗什译出《菩萨戒本》（《梵网经》），并参与翻译《中论》，刚译出两卷，道融便能宣讲，并且“预贯终始”。罗什又命道融讲《法华经》，亲自听讲之后赞扬说：“佛法之兴，融其人也。”道融曾在罗什的支持下，与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婆罗门辩论，取得胜利，被称为“像运再兴，融有力也”。道融后至彭城（今徐州）讲法弘教，“问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僧团。道融74岁逝世于彭城。道融著有《法华义疏》、《大品般若经义疏》、《金光明经义疏》、《十地经义疏》、《维摩经义疏》等。[64]

昙影主要是以帮助罗什译经、注解经典著名。他出身不详，早年不甚交游，而安贫志学，能够宣讲《正法华经》及《光赞波若》，每次讲经，有道俗千数听讲。后入关中，姚兴大加礼接。罗什至长安，昙影往从之。罗什对昙影十分欣赏，曾对姚兴说：“昨见影公，亦是此国风流标望之僧也。”姚兴命昙影住逍遥园，帮助罗什译经。最初翻译《成实论》的时候，其中的诤论问答，皆次第往反。昙影感觉支离破碎，将这些内容总结为五番，呈送罗什审阅，罗什称赞“大善，深得吾意”[65]。罗什后来译出《妙法莲花经》，昙影进行深入研究，撰成《法华义疏》四卷，并注《中论》。后山栖隐处，守节尘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笃。晋义熙（405—418）中卒，享年70岁。

僧叡是以帮助罗什译经、讲经和注经闻名于世。他是魏郡（治今河南安阳北）长乐人，18岁出家，依僧贤法师为弟子，谦虚内敏，学与时竞。至年22岁，博通经论，尝听佛图澄弟子僧朗法师讲《放光般若经》，受到僧贤和僧郎的赞扬。他还曾从学于道安。至年24岁，游历名邦，处处讲说，知音之士，负帙成群。僧叡对禅法比较重视，希望有新的禅典籍传来，常感叹：“经法虽少，足识因果，禅法未传，厝心无地。”罗什到长安后，僧叡请他译出《坐禅三昧经》三卷。僧叡按照这部禅经日夜修习，遂精练五门，善入六净。司徒姚嵩在姚兴面前赞其“实邺卫之松柏”。姚兴见到僧叡后，对姚嵩说：“乃四海标领，何独邺卫之松柏。”于是美声遐布，远近归德。

在参与译经过程中，僧叡经常帮助罗什推敲文字。译出《成实论》，罗什就让僧叡来讲。罗什对僧叡说：“此诤论中，有七变处文破《毗昙》，而在言小隐，若能不问而解，可谓英才。”僧叡讲解《成实论》的深奥道理时，竟然不用请教罗什，自然“契然悬会”，能够正确领会深意。罗什对僧叡说：“吾传译经论，得与子相值，真无所恨矣。”僧叡是为罗什所译经典撰写序言最多的人，计有《大智论》、《十二门论》、《中论》、《大、小品》《法华》《维摩》《思益》《自在王禅经》等的序言。

僧叡是西方净土的虔诚信仰者，“善摄威仪，弘赞经法，常回此诸业，愿生赡（安）养”。平时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临终之时，僧叡对僧众说：“平生誓愿，愿生西方，如叡所见，或当得往。”[66]享年67岁。

道恒（345—417），蓝田（今陕西西安东南）人，20岁出家，研习佛理，“学该内外”，后投鸠摩罗什门下，“译出众经，并助详定”。当时道恒有同学道标，也很有才能，名望与道恒差不多，同为后秦王姚兴看重。姚兴认为他们两个人“神气俊朗，有经国之量”，敕尚书令姚显令二人还俗从政，“助振王业”。道恒和道标回答：“恒等才质暗短，染法未深，缁服之下，誓毕身命，并习佛法，不闲世事，徒废非常之业，终无殊异之功。昔光武尚能纵严陵之心，魏文容管宁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况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宝，愿鉴元元之情，垂旷通物之理也。”表达了虔诚信教、不愿还俗的决心。姚兴被拒绝后，又让罗什和[image: ]两法师帮助说服，也被道恒和道标婉拒。姚兴后来又多次下书令两人还俗，道恒感叹：“古人有言，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67]于是窜影岩壑，蔬食味禅，一直隐居到去世。道恒著有《释驳论》《百行箴》；道标撰写《舍利弗毗昙序》，并有《吊王乔文》，并行于世。

慧睿，冀州人，出家游历各地，据称曾达南天竺界，“音译诂训，殊方异义，无不必晓”。后还庐山，不久入关，曾师事道安，后投鸠摩罗什门下，参与译经。南朝宋时，至建康乌衣寺讲说众经，宋彭城王刘义康请以为师，从受戒法。因谢灵运咨问，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解明经中字音词义。南朝宋元嘉（424—453）中卒，享年85。

慧严（362—443）俗姓范，豫州人。年十二受儒学，博读诗书，16岁出家，精研佛理，入关为鸠摩罗什弟子。后至建康，住东安寺，刘裕西伐长安（416），邀慧严同行。宋文帝即位，对他更加敬重，常从问佛法。北凉昙无谶译的《大涅槃经》四十卷至宋，慧严与慧观、谢灵运整修改编为三十六卷，称为《南本涅槃经》。

慧观俗姓崔，清河（在今河北）人，出家南游，投庐山慧远，闻鸠摩罗什入关，北上投其门下，对经典研究深入，“访覈异同，详辩新旧”，“思入玄微”，时人称之：“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鸠摩罗什去世后，慧观南至荆州，受到州将司马休之礼敬，在此立高悝寺，荆楚之民皈依者甚众。慧观在辛寺听卑摩罗叉讲《十诵律》，记其意要，撰为二卷。刘裕（后为武帝）西伐司马休之（415）至江陵，对慧观十分敬重，敕与西中郎（刘义隆，后为文帝）交游，不久回京，请慧观住于道场寺。慧观“妙善佛理，探究老庄”，又精《十诵律》，从其受学者很多。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2）卒，享年71岁。著《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序赞》及诸经序等。

昙无成，俗姓马，扶风（治今陕西泾阳西北）人，13岁出家，后入关从学于罗什。后秦末，徙居淮南中寺，讲《涅槃经》《大品般若》诸经，弟子二百人。与宋臣颜延之、何尚之共论“实相”，著《实相论》，又著《明渐论》。宋元嘉年间（424—452）卒，享年64岁。

僧导，京兆（在今西安以东一带地方）人，10岁出家，读《观世音经》《正法华经》，年18岁，博读众经，曾参加道安的译场，译《四阿含暮抄解》时的笔受者之一。后秦时姚兴敬其德业，给予厚遇。鸠摩罗什译经，僧导“参议详定”。僧导著有《成实义疏》《三论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刘裕伐取长安，留子刘义真镇守关中，托僧导“时能顾怀”。夏主匈奴人赫连勃勃攻下长安（418），刘义真南逃，僧导曾率弟子数百人于路阻止敌骑追赶。至寿春，立东山寺，常讲说经论，受业者千余人。南朝宋孝武帝即位，遣使征请入京，住于建康中兴寺。僧导受敕于瓦官寺讲《维摩经》，帝与公卿皆临会听讲。有弟子僧威、僧音等，都擅长《成实论》。

二 僧肇及其《肇论》

罗什门下最著名的人物，非僧肇莫属。他不仅知名于当时，而且其佛学思想也比较有影响。

僧肇（384—414），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早年家贫，受人雇佣以抄书为业，由此阅读了大量经史典籍。僧肇“爱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但是在阅读《老子德章》过程中，他感到不足，认为：“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后来他见到旧译《维摩经》，非常喜欢，并且因阅读此经产生了佛教信仰而出家。那些遍览群书、对中国典籍有相当功底的人，感到当时中国固有思想已经不够用了，要到佛教典籍中寻找精神寄托，这是晋代以后知识阶层转向信仰佛教的普遍原因。出家之后，僧肇以学习大乘佛教典籍为主，兼通三藏。僧肇不仅“才思幽玄”，思想深刻，而且口才很好，善于谈说，20岁时就知名于长安。当时慕名前来与他辩论的人很多，他都能“承机挫锐，曾不流滞”。包括京兆宿儒和关外英彦，都认可僧肇。

后来僧肇闻听鸠摩罗什到姑臧，不远千里投其门下学习，罗什对他十分欣赏。罗什被迎请到长安，僧肇也随之返乡，与僧叡等人一起入住逍遥园，参与罗什的翻译经典工作。僧肇能够随时向罗什请教，尤其在译经过程中能够从新旧译经的比较中发现问题，促使他对经典教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全面的认识。

所以，当《大品般若》翻译出来以后，僧肇便撰写了《般若无知论》一文。这篇两千多字的论文，罗什读后大加称赞：“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这个评价客观中肯，毫无疑问，在理解般若本来教义的深刻程度上，罗什一定超过僧肇；在中文表达上，则僧肇无疑技高一筹。实际上，僧肇的文章后来非常流行，很大程度上与其文笔优美有关系。罗什的这个评论启示人们，如果认为僧肇的论文就是判别是否般若教义的标准，一定是有失偏颇，但是，若论僧肇的文字表达功夫，一定是上乘。罗什的评论是结合对般若教义的认识和文字表达两方面来讲的，不仅适用于《般若无知论》，也可以看作是对僧肇所有作品的最权威评论。

当时庐山隐士刘遗民见到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后，感叹：“不意方袍，复有平叔”[68]，把僧肇比作玄学家何晏。他把该文推荐给慧远，慧远抚之感叹：“未尝有也。”两人共同阅读研究，刘遗民还就一些疑难问题致书请教僧肇。此后，僧肇又撰写了《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在罗什圆寂后，僧肇著《涅槃无名论》。除此之外，僧肇的著作还有《维摩经注》《长阿含经序》《梵网经序》《百论序》《注维摩诘经序》《鸠摩罗什法师诔》等。藏经中另有《宝藏论》，署名为僧肇撰，一般认为是托名伪作。

在传世的《肇论》中，除了《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公认为是僧肇著作外，对《宗本义》和《涅槃无名论》是否僧肇著作学者中有疑问。其中，《宗本义》大约在南朝陈时作为《肇论》纲领性概括收入。无论《宗本义》是否僧肇所作，其中心思想与后面的四篇文章以及《答刘遗民书》是一致的。《涅槃无名论》虽然有学者怀疑，但所提出的证据都不直接，缺乏说服力，所以应该把它看作是僧肇作品。

大乘般若学与小乘佛学相比较，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更彻底地否定现实世界的价值，不但主张我空，更主张法空。各派学说的不同或差别，主要是否定现实世界价值的论证方式不同，彻底性有异。僧肇运用般若学的特点在于，始终在承认现实世界有一定价值的前提下来予以否定，所以总是联系现实世界来谈解脱世界，在否定现实世界一切的表达中仍然强调肯定佛教解脱世界。

《肇论》的主体内容是四篇论文，各自从不同方面来论述般若学的重要概念、范畴和命题，阐述对世界本质的看法，对修行过程和目标的看法，对崇拜对象的看法，等等。《肇论》所表述的思想，具有会通域外佛学与中国本土思想的特点，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对域外佛学的修正，对中国佛学思想的丰富，从而也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丰富，影响比较深远。《肇论》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既与印度佛教思想不同，也与中国固有思想不同，成为中国佛学特有的内容，这正是《肇论》的价值所在。以下分别介绍《肇论》五部分中的主要内容。

（一）《宗本义》

《宗本义》是对整个《肇论》思想的简要概括，主旨在于说明“般若”与“沤和”（善巧方便）的关系，并以这对范畴为纲，说明“沤和”与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

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一义耳。……诸法实相，谓之般若，能不形证，沤和功也。适化众生，谓之沤和；不染尘累，般若力也。然则般若之门观空，沤和之门涉有。涉有未始迷虚，故常处有而不染。不厌有而观空，故观空而不证。是谓一念之力，权慧具矣。

首先，“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这五对概念是同类概念，阐述的是同样的道理，只是阐述的角度不同而已。把“般若”解释为“诸法实相”，那么以下论述“般若”与“沤和”的关系，也就是“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等与“沤和”的关系。也就是说，解决了“般若”与“沤和”的关系，也就解决了般若学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里的“般若”是指反映世界、社会、人生本来面目的真理性认识。“沤和”意译为“方便善巧”，简称“方便”“权”，是指如何运用般若真理去认识现实世界，去应对、处理一切世俗事务的具体原则、方法和手段。在僧肇看来，正确的做法就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偏废哪一个方面都不对。在一念之间，就要同时具备佛教的真理性智慧和世俗智慧。《宗本义》这种联系本体谈作用的论证方式，也是其余四篇论文的论证方式。

（二）《物不迁论》

《物不迁论》从动静关系方面论证世界的本质，其特点是在承认变化的前提下论证其无变化的本质。

“生死交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余则谓之不然。”在僧肇看来，无论表面看来有多么大变化的事物和现象，本质上是不动的，所谓“乾坤倒覆，无谓不静；洪流滔天，无谓其动。苟能契神于即物，斯不远而可知矣”。认为事物或现象处在流动变化之中，是世俗的认识，并不是真理性认识。但是，这两种认识又不是对立的，又都有存在的理由，不能偏废。“谈真有不迁之称，导俗有流动之说。虽复千途异唱，会归同致矣。”所以，虽然不动才是真理之谈，但是离开了流动之说，离开了化导世俗的方便善巧之说，真理之谈也没有意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是要讲同一个道理，即动和静是不能分开的，动就是静，静就是动。

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然则，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

在关于动静关系上，僧肇主张动静一体，动即是静，静即是动。他的这种说法虽然有助于启发人们对动静统一性、不可分离性的认识，但是，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论证人们看到的“动”和“静”的现象都是假象，是不真实的，必须超越世俗的动和静，去追求那个真实的、不与动相对应的绝对的“静”。在僧肇看来，“动”与“静”之所以没有区别（未始异），是在这个“动”与“静”的背后还有一个绝对的“静”。强调这种“静”，强调这种“不迁”，是为教义服务的：“是以如来功流万世而长存，道通百劫而弥固。”这是把不迁的道理最后运用到对佛教的绝对真理的认识上，佛的功德、佛法的传播，都已经流行了千百年，但是依然常存，其形式是流动的，其本质是不变的。

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讨论因果问题上，就是：

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

“果不俱因，因因而果”，是说“果”与“因”并不同时存在，依据“因”才能产生“果”，这是承认因果产生有时间上的差别，有前后次序。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指出，“肇公之学说，一言以蔽之曰：即体即用”[69]。如果僧肇的学说真正贯彻了“即体即用”的原则，就会得出“即因即果”的结论，就不会承认因果的不同时和先后次序。僧肇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只是夸大了因果的差别性，否认了因果的相对性，论证因果关系不能成立，从而抹杀了事物的运动。真正把“即体即用”作为思维方式贯彻到整个学说中，只有在华严宗中才能达到，那里讲因果同时。“因因而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正因为依因而有果，所以因虽在昔而不灭。果与因不同时，所以因不来到今天。僧肇如此看待因果关系，最终还是为了说明佛教因果报应的实在性。讲“因不昔灭”，就是说或善或恶的报应作用必然要产生，因为“因”是一定要引起相应“果”报的；讲“因不来今”，说明现在没有“因”出现了，只有以前“因”引起的“果”在起作用。这种从“非动非静”中引出来的般若经典常讲的“不灭不来”，正是为了论证佛教的生死轮回实存、因果报应无爽。

（三）《不真空论》

《不真空论》是讨论对世界万物的看法问题。这里的“不真”，指万物并不是真实的存在，相当于“假有”；这里的“空”，指万物的本质，相当于“性空”。“不真空”是说不真实的万物就是性空的表现，也就是说，“不真”是现象、作用，而“空”是本质、本体。僧肇也是联系“有”讲“无”，联系“色”讲“空”。

《不真空论》对心无、即色、本无三家在处理有无问题上的得失进行梳理，然后讲自己的有无关系，是引用经典中“不有不无”的双重否定来论证。

《摩诃衍论》云：诸法亦非相，亦非无相。《中论》云，诸法不有不无者，第一真谛也。寻夫不有不无者，岂谓涤除万物，杜塞视听，寂寥虚豁，然后为真谛者乎？诚以即物顺通，故物莫之逆；即伪即真，故性莫之易。性莫之易，故虽无而有；物莫之逆，故虽有而无。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如此，则非无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真物，故于何而可物？

“不有不无”是对万物的真理性认识，即真谛。这个“不有不无”讲的不是世界上的万物都不存在，也不是有万物而否认其存在，而是要认识到，万物本身是不真实的，这种不真实的万物的确在生灭流动变化中存在，这种存在反映了万物本质上的空。“空”是真相，而假象（伪）正是反映了“空”。因此，不是没有事物，而是事物不真。既然不真实的事物都反映了真实的本质“空”，那么要把握世界的本质，也只能从不真的现象和事物上下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真空论》提出了在后代佛学史上经常被引用的名言：“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

真理性认识并不是遥不可及，在每一件事物上面都能够认识真谛，体验真谛；圣人境界并不是遥不可及，只要认识、理解和证悟了佛教般若道理，就是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把虚幻的现实、被否定的现实又赋予真理的体现者，这样一来，现实世界就是解脱的道场。如此重现实，在大乘般若学中是没有的。这对后来中国佛教各派都有影响，成为中国佛学中的一个主流思想。

（四）《般若无知论》

《般若无知论》是僧肇第一篇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的文章，主要讨论“无知”和“知”概念，属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僧肇首先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世俗的认识论，即“无知”，来与“知”相对。

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

这里的“无知”“不知”与世俗意义上的认识含义已经不同，而是“一切知”的同义语。所以这是般若的认识境界，是圣人的认识能力，相对于世俗人，圣人的“无知”是一种“知”，这种“知”的特点，是“无所不知”。所以这里的“无知”和“不知”就不同于《庄子·人世间》讲的“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矣”中的“无知”，二者是完全不是相同的含义。同时，也与《老子》“恒使民无知无欲”中的“无知”含义不同。般若探讨的这种与“一切知”“无所不知”相等同的“无知”或“不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在玄学典籍当中，还没有作为“知”的一种形式使用的“不知”“无知”感念。对这种问题的讨论，无疑为中国的认识论思想增添了新内容。

这种认识并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是佛教圣人才有的，那么，这种作为最高级别认识的“无知”或“不知”如何得来，如何发挥作用呢？其认识原则是什么呢？

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故能默耀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

“虚其心”是要排除一切妄念、杂念，使内心完全平静，既不受外部环境的干扰，也不受内心情绪的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运用般若来进行认识。获得这种认识能力的表现，是默默无言，韬光养晦，不用聪明才智，在内心平静的状态下认识最终的真理，体现最高的境界。这里的“虚心”是要消除一切思维活动，这里的“玄鉴”，是要求直观体认，这里的“闭智塞聪”，是要求排除概念推理过程。这就是圣人的认识方法，是圣人获得般若认识能力的过程，这是“无知”“不知”或者“一切知”的认识能力。那么，具备了这种认识能力，有了这样的“无知”“不知”，除了认识最高的真理之外，在现实中有没有作用呢？

然则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焉。神无虑，故能独王于世表；智无知，故能玄照于事外。智虽事外，未始无事；神虽世表，终日域中。所以俯仰顺化，应接无穷，无幽不察，而无照功。斯则无知之所知，圣神之所会也。……是以圣智之用，未始暂废；求之形相，未暂可得。

“无知”认识所达到的智慧或认识能力，不仅有能够超然于世外的能力，而且也能够置身于三界之内，对世间的一切俗务自如应对，认识很正确，观察很清楚。这种圣人的认识能力在世间不断起作用，只不过起作用的方式没有固定而已。

这种般若认识是与世俗认识不同，又高于世俗认识的佛教认识，这种认识的本质，是不以客观物质世界为认识对象，而是以无相真谛，也就是佛教的绝对真理为认识对象。所谓“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真谛无兔马之遗，般若无不穷之鉴”。由于“真谛”是包含一切真理的、适应一切众生需要的（用昙无谶所译《优婆塞戒经》卷一所述的兔马象三兽过河的寓言比喻），所以般若的认识能力也就是无限的。这种认识只有在超越了认识客观世界的世俗认识之后才能够获得。这种般若认识论具有直接否定世俗认识客观性、可靠性和真理性的特点。

（五）《涅槃无名论》

按照《高僧传》本传的记载，僧肇在罗什去世后，“追悼永往，翘思弥厉”而作《涅槃无名论》。他在上姚兴的表中说：

涅槃之道，盖是三乘之所归，方等之渊府。眇茫希夷，绝视听之域；幽致虚玄，非群情之所测。肇以微躯，猥蒙国恩，得闲居学肆，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虽众经殊趣，胜致非一，涅槃一义，常为听习先。但肇才识暗短，虽屡蒙诲喻，犹怀漠漠，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经高胜先唱，不敢自决。不幸什公去世，咨参无所，以为永恨。

涅槃是佛教最终的解脱境界，是修行的归宿，当然受到佛教各派的关注。僧肇认识到涅槃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对该问题“常为听习先”，作为最主要的教义来研究，而且对于这个涅槃还是“屡蒙诲喻，犹怀漠漠，为竭愚不已”，提问听讲解，还是搞不清楚。自己有了一些认识，还“不敢自决”。这么多语言铺垫，表明了他在涅槃问题上不仅要突破其师罗什的认识藩篱，也要结合中华固有思想修正般若经典的乃至整个佛教的传统看法。

《涅槃无名论》的创新之处不少，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通过对“涅槃”“无余涅槃”和“有余涅槃”三者的重新解释，首先强调涅槃是法身境界，是佛的觉悟境界，是实际存在的精神状态或精神实体。

从早期佛教时期，对涅槃就有有余和无余的划分，到大乘佛教时期，也沿袭了这种说法，虽然各派解释有差异，但都是从达到涅槃境界的修行者状态来划分有余和无余涅槃的，前者是按照阿罗汉分别达到的解脱状态来划分，后者是按照菩萨分别达到的解脱状态来划分。

僧肇认为，涅槃本身用不着划分什么有余和无余，这只是名称问题，实际上的涅槃境界，是法身的境界，是超出有无之外的，是用“有”或“无”所不能归纳和概括的。涅槃自身的特点是：

本之有境，则五阴永灭，推之无乡，则幽灵不竭。幽灵不竭，则抱一湛然，五阴永灭，则万累都捐。……九流于是乎交归，众圣于此乎冥会。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乡。而欲以有无题牓其方域，而语神道者，不亦邈哉。

这是对涅槃的一个很重要的解释。从有为法的方面看，涅槃者身体已经不存在了，从无为法方面看，还有“幽灵”存在，这个幽灵是什么呢？只能是“法身”，因为是三乘各种修行者最后的修行归宿（“九流”“交归”），是诸佛菩萨（“众圣”）的聚合地（“冥会”）。涅槃是一种法身存在的状态，是一种纯精神实体的存在，所以，从涅槃的本身状态讲，一定要认识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只是一个名称，并不是涅槃本身有不同状态，并不是涅槃境界可以分为两种。

其次是认为无余涅槃和有余涅槃分别是佛的不同阶段的真理性活动。

在僧肇看来，佛教经典讲“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也是有存在理由的，不能否定经中的说法。他认为，“有余涅槃”是指“如来大觉始兴”到“圣智尚存”这个阶段的佛境界，也就是佛为了化导流俗在三界中修行、成道、弘法等全部真理性活动过程所表现的境界；“无余涅槃”则是“至人教缘都讫，灵照永灭，廓而无朕”的阶段。所以划分有余和无余，在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那里，是由修行者达到的修行阶位或境界来划分的，在僧肇这里，是用佛的真理性活动的不同阶段来划分的。如此划分有余和无余涅槃，是为了强调涅槃境界上是不能区分的，是无差别的佛境界。

第二，达到涅槃是应该有阶段的，解脱是渐悟修行、不断上进的过程，这是由众生根器有不同、素质有差别造成的。他在“辨差第九”中说：

夫以群生万端，识根不一，智鉴有浅深，德行有厚薄。所以俱之彼岸，而升降不同，彼岸岂异，异自我耳。

同时，僧肇不仅认为修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也否定了顿悟获得的可能性。他在“明渐第十三”中说：

夫群有虽众，然其量有涯，正使智犹身子，辩若满愿，穷才极虑，莫窥其畔。况乎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其道无涯，欲之顿尽耶？

顿悟还是渐悟，在佛教史上是长期争论的问题，不同派系有不同的主张。僧肇在阐述涅槃教义时提出的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这里的“欲之顿尽耶”提问，彻底否定了“顿悟成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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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晋时期南方佛教

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士族的共同拥戴下，在建康称帝，国号仍为晋，史称“东晋”（317—420）。相对于当时的北方地区，东晋王朝有效统治的南方地区社会比较安定，民族矛盾没有那么尖锐激烈，战争没有那么频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佛教呈现出的发展势头与北方并不完全相同，南方佛教僧人的修行方式、传教方式和教义理论都逐渐开始具备了地方特色。

第一节 东晋社会与佛教

一 皇室、贵族的奉佛事迹

东晋统治集团主体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过江的中原名门望族，其二是江南本地士族，两大阵营既有着一些共同的利益追求，又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所以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构成了东晋王朝的内忧。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控制中央和地方的主导力量是士族。中央皇权衰落，宗室、外戚和门阀大族王、谢、庾、桓先后支配着王朝政局。

自晋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东晋社会发展比较平稳，尽管出现过一些士族首领叛乱，但没有损伤王朝的元气。晋孝武帝在位时期（373—396），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司马道子父子以暴虐无能、搜刮无度著称，进一步造成了士族集团的分裂、社会矛盾的激化，由此拉开了东晋王朝走向衰落的序幕。安帝隆安三年（399），信奉五斗米教的孙恩起义短时间内聚众达数十万人，直至402年才被彻底镇压下去。这次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晋王朝的统治基础，为士族夺权创造了条件。桓玄发兵攻占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在镇压孙恩起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刘裕又击败桓玄，逐步攫取朝廷实权，最终于公元420年建宋代晋。

百余年间，东晋王朝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侵扰，这是东晋王朝的外患。东晋朝廷虽然有过几次挥师北伐，但都成效不大。东晋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具备统一北方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总是以偏安江南为目的。东晋在长江流域建立的汉族政权维持时间比较长久，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持续稳健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文学一直不断发展演进，东晋年间的文人颇为著名。当时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做出改革，为以后隋唐的诗文盛世奠定了基础。

东晋社会风气和文化思想基本承袭西晋。在上层社会人士中，玄学盛行，清谈成风，朝廷中更是不乏崇尚玄学、清谈的高官显宦。“王丞相（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1]王敦“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2]官场人士普遍以实际工作为低俗，以空谈玄虚为高妙，以放浪形骸为达士，造成了吏治腐败、士风萎靡。虽然在东晋历史上也不断出现反对的意见，响起批判的声音，但是始终得不到主流社会的响应。

从东晋开始，帝王崇信、支持佛教者逐渐增多。但是，总的来说，相对于同时期的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东晋帝王对佛教的支持力度没有那么大、那么无所顾忌，因为他们没有像北方一些帝王那样把支持佛教作为获得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相反，一些帝王会不忘佛教的“夷狄”特点，注重用儒家伦理来对佛教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长期产生影响，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佛学的发展走向。

晋明帝不仅结交高僧，而且擅长画佛像。他在乐贤堂（位于宫城西南角外）画有佛像，虽经苏峻之乱（327—328）也并未受损。彭城王司马纮上奏成帝，请下敕名人为佛像作颂，成帝让朝廷大臣讨论此事。太常蔡谟明确表示反对，并说明了理由：

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闻也。盗贼奔突，王都隳败，而此堂块然独存，斯诚神灵保祚之征。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歌颂之所先也。人臣睹物兴义，私作赋颂可也。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像之颂，于义有疑焉。[3]

在蔡谟看来，佛是西方的圣人，不是华夏的圣人。明帝画佛像，是因为他心胸开阔，对夷狄之神没有偏见，加上他多才多艺，一时兴之所至而造佛像，并不是因为对佛教有虔诚信仰，或者对佛教有特殊好感而造佛像。乐贤堂及其佛像经战火而不受损害，这是神灵保佑的结果。作为个人，可以因此为佛像作颂，但是，以朝廷的名义由官方出面，打着明帝有佛教信仰的旗号为乐贤堂佛像作颂，就不合适了。原因很简单，佛是夷狄之神，尽管佛像是明帝所造，官方为其作颂也有违华夏的“经典之制”，也就是儒家的礼仪制度。最终成帝采纳了蔡谟的建议，没有下敕令作颂。

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中书监庾冰辅政，提出沙门应该向王者行礼致敬的主张，当时的尚书令何充等人不同意，各方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多次辩论。庾冰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从维护儒家明教纲常的立场出发，努力把佛教纳入儒家的道德规范中来。他在代成帝作的诏书中完全表明了这样的立场：

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秩，岂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将何以易之。然则名礼之设，其无情乎？且今果有佛邪，将无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无佛邪，义将何取！继其信然，将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岂可方内所体！而当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弃礼于一朝，废教于当世，使夫凡流傲逸宪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4]

儒家制定的礼法制度是合情合理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并没有改变的理由。佛教僧人作为方外之士，也不应该完全不遵守这些礼仪制度，而应该按照世俗的礼仪制度来礼敬王者。这样的言论，大约是以后维护儒家伦理者的共同主张。同时，这也是佛教逐渐要走的道路。在当时，庾冰的主张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这个问题一再被提起。直到唐代，这个问题才最后得到解决，沙门跪拜王者成为制度。

当时何充等人主张沙门不跪拜王者，提出的理由除了要“遵承先帝故事”之外，主要在于说明佛教的戒律制度有助王化，佛教僧众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他在联名上的《奏沙门不应尽敬表》上说：“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5]他赞扬沙门，“每见烧香咒愿，必先国家，欲福祐之隆，情无极已，奉上崇顺，处于自然”。[6]因此，出家人不按照世俗制度礼敬王者，不仅是无害的，而且是有利的。前代皇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不变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7]

哀帝在重视黄老的同时，也重视佛法，曾请竺道潜进宫讲《大品般若经》。简文帝以“善玄言”著称，同时也对佛教感兴趣，曾到瓦官寺听竺法汰讲《放光般若经》。他最为看中的，是佛教能够陶冶情操，提高人的精神修养，并不是达到最后的解脱。“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至。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8]孝武帝在位期间，曾“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9]东晋末代皇帝恭帝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也是以崇信佛教著称。

在东晋历朝高官显贵、著名士大夫中，信仰和支持佛教的人也很多。他们或者与僧人谈论佛理，或者给予经济支持，或者修建寺塔，等等。许多士族家庭往往是世代奉佛，奉佛成为家族的传统，例如王导祖孙三代都与名僧过从甚密。在有些士族家庭中，道教与佛教的信仰是并行的，有些人更是同时信仰佛教和道教。与名僧往来密切的名士有庾亮、周凯、谢安（320—385）、王羲之（321—379）、许询等。

在东晋大臣中，有些人专注于建立寺院，供养僧人，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何充（292—346）“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10]。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王恭把修建佛教寺院看得比打仗还重要，可以算得上是佞佛代表人物。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王恭任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等职，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后来因为起兵反对司马道子被捕，“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鬓，神无惧容”。[11]

由于皇室、贵族对佛教的支持，东晋南方佛教也有了快速发展。据唐法琳《辩正论》卷三记载，东晋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同时，也由于官方对佛教僧团疏于管理，一定时期内出现了僧尼出入宫廷、接受贿赂、干预朝政等现象。孝武帝时期，左卫将军会稽许荣曾上疏，列举了佛教界的一些情况：“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戒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丰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12]不守佛教戒律的现象，是僧俗界都反对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例外。

二 名僧行履与思想

孙绰作《道贤论》，把两晋时期的七位名僧比作魏晋之间的“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濬冲）、帛远比嵇康（叔夜）、竺道潜比刘伶（伯伦）、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兰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超群绝伦的人物。孙绰的这种名僧与名士的对比，许多是很不确切的，但是影响很大，为不少著作所征引，反映了当时及后来人们的一种态度。相对说来，东晋时期的名僧比他们的前辈们更类名士，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汉地僧侣特有形象的形成。

两晋之交，有不少佛教僧人避难渡江，在南方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他们与东晋信奉佛教的王公士大夫交往密切，成为他们的座上宾。为名士追逐、供养、抬举的东晋名僧人数很多，既有外籍僧人，也有汉地僧人；既有出身王公贵族者，也有出身贫寒家庭者。名僧中的大多数人有良好的儒学修养，具备姿貌过人、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多才多艺等特点。东晋时期名僧与名士的密切交往蔚然成风，既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也与这些名僧自身所具备的素质有关。东晋的名僧群体颇有时代特点，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表现形式。一些个性突出的名僧有竺法汰、尸梨蜜、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于法开等。

竺法汰（320—387）是东莞（治今山东沂水）人，少年时代与道安为同学，师从佛图澄。他才辩不及道安，但是姿貌过之。竺法汰追随道安避难，行至新野，按照道安的指示，带领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到南方传教。竺法汰中途因病停留阳口，镇守荆州的桓温派人邀请他到荆州治疗，道安也派弟子慧远下荆问疾。

竺法汰“形长八尺，风姿可观，含吐蕴藉，词若兰芳”，在东晋上流社会崇尚仪表神态、辩才无碍的风气中，竺法汰具备得到显贵赏识的先天素质。但是荆州地区有道恒倡导“心无义”，很有影响。竺法汰认为，“此是邪说，应须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问难。道恒依仗自己的辩才，辩论一天，不肯服输。第二天，慧远参与辩论。在辩论过程中，道恒“自觉义途差异，神色微动，麈尾扣案”，不能及时应答酬对。慧远问：“不疾而速，杼轴何为？”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追求快速回答，但是也不该这样拖沓，这种简单问题还有构思的必要吗？显然有讥讽意思在里面，引起满座皆笑。从此以后，“心无义”观点不再流行。

关于“心无义”的内容和得失，僧肇在《不真空论》明确指出：“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这是说，主张“心无”观点的人，只是强调心不执着于外在事物，但是并不认为外在事物本身就是空无虚幻的，所以，只是对般若经典中讲“诸法皆空”的不全面的理解，其中见解的正确方面在于“神静”，即强调内心不受外在事物的干扰，错误的方面在于没有认识到外在事物本身就是虚幻不真实的，因为事物的本性就是空，就是无。所以，“心无义”不是完全正确的般若观点。当时主张“心无义”的人不少，这里是讲道恒宣扬“心无”观点，吉藏《中论·因缘品》说是破斥温法师的观点，元康《肇论疏》指出，僧肇破斥的是支愍度的观点：

心无者，破晋朝支愍度心无义也。《世说》注云：愍度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若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立心无义。既此道人不成渡江，愍果讲此义。后有伧人来，先道人语云：“为我致意愍度，心无义那可立，此法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从此以后，此义大行。

支愍度是心无义的始作俑者，他为了混饭吃，而不是为了虔诚追求佛教真理来鼓吹这种观点。从这种记述可以看到，不同意心无之说，认为这种观点不是究竟之谈的人很多。同时，元康也引用《高僧传》中的上述记述，认为道恒也是这种观点。

批判“心无”观点的竺法汰，倡导的是“本无”观点。按照元康《肇论疏》的说法，僧肇所批判的“本无”，就是竺法汰的观点。僧肇在《不真空论》中说：

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

按照僧肇的记述和分析，主张“本无”观点的人，主观上崇尚“无”，所以出言多谈“无”。因此，否定“有”的时候，“有”也就成了“无”；否定“无”的时候，“无”也成了“无”。在僧肇看来，主张“本无”观点的人，实际上想要说明的，只不过是想表达，他们否定的“有”是否定的“真有”，对“假有”还是肯定的；他们否定的“无”是否定的“真无”，对于“假无”还是肯定的。所以，何必一定要说否定“有”就一定没有这个“有”，否定“无”就一定没有那个“无”。持有“本无”观点的人，不过是喜好“无”之谈，并没有把握事物的本质的特性，也就是说，他们讲“本无”，但什么是真正的“本无”，这些人是弄不清楚、搞不明白的。

竺法汰讲的“本无”是不是这个意思，未必能肯定，包括僧肇是不是批判竺法汰，也是值得怀疑的。而按照吉藏《中论疏》的说法，僧肇在这里批判的是竺道琛：

琛法师云：“本无者，未有色法，先有于无，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本无。”此释为肇公《不真空论》之所破，亦经论之所未明也。若无在有前，则非有本性是无，即前无后有，从有还无。[13]

按照吉藏的记述，琛法师倡导的“本无”观点，是讲在没有一切物质现象（色法）存在（有）之前，先有一个“无”存在，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这就叫“本无”。在吉藏看来，这就是僧肇破斥的“本无”观点。这种观点在佛教经典中根本就没有，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在“有”之前有一个“无”存在，那么，这个“无”就不是指事物的“本性”，而是能够产生事物的本源，这才能够说“无”在前，生发出来一个“有”，“有”可以回归到“无”。

很明显，无论是吉藏在这里引用的琛法师的话，还是吉藏自己对这番话的破斥，都与僧肇引用的“本无义”内容和破斥内容完全不同，很难说僧肇是批判琛法师。

实际上，正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说，在两晋的时候，“本无一义，执者甚广。广义言之，则本无几为般若学之别名”[14]。倡导“本无”的人很多，都是个人对般若思想的不同理解，僧肇的这几句话，无论是指道安还是指竺法汰、琛法师，都没有办法完全对号入座。我们不能肯定僧肇的归纳、总结和破斥是无的放矢，但是我们能肯定在主张“本无义”般若学僧中，具体观点五花八门，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般若话题的时髦性。

竺法汰到建康后住瓦官寺，得到简文帝的敬重，并应请讲《放光般若经》。在开题起讲之日，简文帝亲自到场，“王侯公卿，莫不毕集”，僧俗听众很多，士女成群。此后，竺法汰“流名四远”[15]，门徒日众，三吴地区前来问学者以千数，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竺法汰弟子众多，著名者有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子》、《易经》，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另有弟子竺道生后入关，从学于鸠摩罗什。

吉藏《中论疏·因缘品》记述：

壹法师云：世谛之法，皆如幻化，是故经云：从本已来，未始有也。难云：经称幻化所作，无有罪福。若一切法，全同幻化者，实人、化人竟何异耶？又经借虚以破实，实去而封虚，未得经意也。

安澄《中论疏记》说：

《玄义》云：第一释道壹著《神二谛论》云：一切诸法，皆同幻化，同幻化故名世谛，心神犹真不空，是第一义。若神复空，教何所施？谁修道？隔凡成圣，故知神不空。

吉藏讲的“壹法师”，安澄讲的“道壹”，学者认为就是竺法汰的弟子昙一，是否真实如此，很难完全确定。不过。“幻化宗”的观点是转述得很明确的。对照安澄所述，吉藏引述的幻化观点是前半部分，不完整。就“世谛之法，皆如幻化”这句而言，是符合佛教各派主张的，也符合般若空观理论。吉藏的难词，是强词夺理性质的，因为，在有为法的范围内，根本就没有所谓“实人”与“化人”的分别。从安澄的进一步记述中可以看到，幻化宗强调“心神”是“真”，不是幻化，就是主张灵魂不灭，这不仅是与般若学不同，而且与印度佛教产生时期就构成基本理论基础的缘起学说根本不同，是中国佛教信仰者的创造，并且从安世高传教弘法开始，就成为中国佛教难以撼动的观念，也是为社会各阶层信徒无障碍接受的观念。

尸梨蜜是受到东晋名士推崇的外国名僧，代表了东晋名僧的一个特殊类型。他是西域人，传说是国王之子，让国于弟之后出家。他于西晋永嘉年中（307—313）来到内地，住在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与他来往，且对他赏识的有太尉庾亮、光禄周[image: ]、太常谢琨、廷尉桓彝等，都是一代名士。

尸梨蜜能够为名士推崇，原因有三。第一，具有外国人特有的风度和机智聪明。尸梨蜜不懂汉语，也不学汉语，与名士来往，完全要靠翻译。一般来说，言语不通，很难充分交流思想，很难彼此默契。但是，他在通过传译与名士的对谈中，深受欢迎。“诸公与之语言，蜜因传译。然而神领意得，顿尽言前，莫不叹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可见他虽然不懂汉语，却懂得名士的心理。王导曾对他说：“外国正当有君，一人而已耳。”他笑着回答：“若使我如诸君，今日岂得在此！”这个对话“当时以为佳言”。实际上，这个“言”是翻译者的言，而不是尸梨蜜的言，所谓的“佳言”，实际上应该是“佳义”。这个“佳义”正反映了尸梨蜜对东晋上层人物内心世界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他声音洪亮，擅长梵呗，具有主持法事仪式的音乐表演天赋。周[image: ]为仆射领选时，曾抚其背而叹：“若使太平世，尽得选此贤辈，真令人无恨！”不久，周[image: ]为王敦所害，尸梨蜜特重情义，登门慰问遗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高韵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抆泪，神气自若。其哀乐废兴，皆此类也”。这种能力，也是其受到社会关注和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他首次在东晋地区传播佛教咒术，得到社会认可。尸梨蜜“善持咒术，所向皆验”。当时江东未有咒法，他主持译出《大孔雀王神咒》和《孔雀王杂神咒》各一卷。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尸梨蜜受众多名士推崇主要原因。东晋成帝咸康年（335—343）中，他80多岁高龄去世，“诸公闻之，痛惜流涕”[16]。

康僧渊祖籍西域，生于长安。他与尸梨蜜不同，“貌虽梵人”，但精通中国话。康僧渊“容止详正，志业弘深”，常诵《放光般若经》和《道行般若经》。东晋成帝时，康僧渊与康法畅、支愍度等人渡江，开始他并没有得到高官显贵的供养，生活困难，穷困潦倒，“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17]。后来康僧渊遇到陈郡殷浩，讨论“佛经深远之理”，辨别“俗书性情之义”，辩论一整天，殷浩不能屈，康僧渊从此出名。王导因其鼻高眼深而戏之，康僧渊对答：“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在这种答问中表现出的机智善辩、工于言辞，正是名僧的必备素质。但是，这种回答并没有传播教理上的任何意义，与后世禅宗的机语酬对相比较，纯粹可以说是无聊的“戏论”。但是，在东晋那个时代，这些却是名僧的必备本领。

康僧渊后来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城外数十里立寺，“带江傍岭，林竹郁茂，名僧胜达，响附成群。以常持心梵经，空理幽远，故偏加讲说。尚学之徒，往还填委。后卒于寺焉”。[18]名僧与高贵显宦中的名士的交往是东晋佛教界重要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北方并没有出现。

康法畅才思敏捷，善于往复应答，并著有《人物始义论》等。他经常执麈尾（拂子，清谈时常执）行走，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亮曾经问他：“此麈尾何以常在？”他回答：“廉者不取，贪者不与，故得常在也。”[19]这种机智应对经常成为流传很广的名言，反映名僧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其社会知名度。

竺道潜（286—374）字法深，俗姓王，是王敦之弟，可谓当时名僧中出身高贵者。他18岁出家，师从中州刘元真，至24岁，能讲《法华》和《大品》，“既蕴深解，复能善说。故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在社会上已经有影响。西晋末年竺道潜避乱过江，东晋元帝、明帝、丞相王导、太尉庾亮等“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建武（317—318）至太宁（323—326）年中，竺道潜经常着屐至殿内，时人咸谓“方外之士”。王导、庾亮先后去世后，由庾冰、何充辅政。庾冰代成帝作诏书，令沙门跪拜王者，何充等人上书反对。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竺道潜隐迹剡县（今江苏镇江市）的剡山，以避风头。当时追踪问道者很多。竺道潜讲经说法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可见，竺道潜是致力于把佛学与老庄结合起来弘扬。

东晋哀帝（362—365年在位）好重佛法，频遣两使征请，竺道潜应诏入宫开讲《大品》（《放光般若经》），受到皇帝和朝臣的称赞。当时任宰辅的会稽王司马昱（后来的简文帝）对竺道潜十分敬重。有一次，竺道潜在司马昱处遇到沛国刘惔，惔嘲笑他说：“道士何以游朱门？”竺道潜回答：“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这样的回答的确很机智，可以理解为表达自己具有的没有分别、没有高下的精神境界，说明出世修道和入世弘法没有矛盾的道理。但是，把这种对答言辞理解为许多奔走于权贵之门的僧尼的自我解嘲，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确切的。司空何充尊竺道潜为师，数次邀请。竺道潜后还剡之仰山，隐居养老。

竺道潜圆寂后，晋孝武诏曰：“深法师理悟虚远，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懈，方赖宣道，以济苍生。奄然迁化，用痛于怀。可赙钱十万，星驰驿送。”竺道潜的著名弟子有竺法友、竺法蕴、康法识、竺法济等。竺法友博通众典，曾从竺道潜学习《阿毗昙》，一宿便诵，24岁便能讲说，后于剡县城南建法台寺。竺法蕴“悟解入玄”，尤善《放光般若经》，在解释般若学方面主张“心无义”。康法识也是精通佛教义学的僧人，并且以草隶知名，抄“写众经，甚见重之”。竺法济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门传》。[20]

支遁（314—366），字道林，俗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人，一说河东林虑（今河南临县）人。其家世代奉佛，支遁年轻时就对佛教教义有感悟，遂隐居余杭山，研究《道行》《慧印》等经典。至25岁出家，“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年轻时的支遁讲经就有这种善于发挥引申，不重视字句解释，甚至断章取义的特点。那些墨守经典文句的人当然不能接受支遁的做法，但支遁受到谢安的赏识。与支遁来往的达官显宦很多，有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在佛教信仰方面，支遁很重视西方净土信仰，主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支遁曾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刘说：“各适性以为逍遥。”支遁认为：“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他注解《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

东晋哀帝即位，支遁应诏入都城。在东安寺讲《道行经》时，“白黑钦崇，朝野悦服”。支遁的社会声望很高，王蒙甚至把他比作佛门中的王弼、何晏、嵇康之类：

太原王蒙乃叹曰：“实缁钵之王、何也。”郄超后与亲友书云:“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

这个评价当然不能说是确切的，支遁不可能有这样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但是，这个评价本身也反映了支遁在当时一部分玄学家心目中的地位。

支遁先在吴（今江苏省吴县）立支山寺，后到剡山（今浙江省嵊县）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是一个较大规模的僧团。支遁晚年在石城山（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北）建立栖光寺，以习禅为业。支遁的重要著作有《即色游玄论》《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大小品对比要钞》《逍遥论》，以及释迦牟尼、阿弥陀佛等佛菩萨《像赞》等，但绝大部分已经遗失。现存主要著作保存在《出三藏记集》《广弘明集》《全晋文》和《全晋诗》中。

支遁在治理僧团方面有自己的一套理念。他在剡山沃洲小岭建立寺院、率众修行时，有些僧众懈怠懒惰，不能精进修行，支遁作《座右铭》劝诫勉励，反映了他的修道思想和治理僧团的理念：

勤之勤之，至道非弥。奚为淹滞，弱丧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长羁。烦劳外凑，冥心内驰。殉赴钦渴，缅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谁施。达人怀德，知安必危。寂寥清举，濯累禅池。谨守明禁，雅玩玄规。绥心神道，抗志无为。寮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阴，豁虚四支。非指喻指，绝而莫离。妙觉既陈，又玄其知。婉转平任，与物推移。过此以往，勿思勿议。敦之觉父，志在婴儿。

支遁勉励僧众勤苦修行的这篇《座右铭》，主要包括了为什么要修行、怎样修行和修行要达到什么目的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讲为什么要精进修行方面，支遁完全讲的是佛家的理论。芸芸众生都处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中，不能解脱（茫茫三界，眇眇长羁），要想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只有按照佛教的规定修行。由于人生短暂（人生一世，涓若露垂），应该居安思危，有感恩报德之心，一定要精进修行，不能懈怠。第二，在讲如何修行方面，支遁提出了比较广泛的要求。要按佛教的规定修习禅定（濯累禅池），严守戒律（谨守明禁），掌握佛教智慧（雅玩玄规）。戒定慧是佛教对其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分类，要求从戒定慧三个方面修行，就是要求遵守佛教的一切修行规定，学习佛教的一切理论。第三，关于达到的修行目的，支遁要求要消除贪嗔痴三毒（三蔽）、清净六根（六疵）、认识五阴皆空的道理，并且有“过此以往，勿思勿议”的处世态度。至于“志在婴儿”，则是把《老子》的思想也加入其中，把无为的境界等同于婴儿状态。

仅从支遁这个劝勉僧众勤苦修行的《座右铭》来看，他是鼓励僧众自度，以追求自我解脱为最终目的，并没有将佛教的自度与度他相结合的精神，所以当时人说他缺乏兼济思想也就不足怪了。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篇《座右铭》的内容来评价支遁是远远不够的。支遁的大乘情怀是很浓重的，他在晚年强调要学习大乘经典，以马鸣、龙树为榜样。“追踪马鸣，蹑影龙树。义应法本，不违实相。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回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支遁以马鸣、龙树为学习的榜样，并且讲《维摩诘经》，应该说他是重视大乘思想的，而《座右铭》的内容由于是以教导弟子个人修行为目的，所以强调自修自证。

另外，支遁在主张佛教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方面，态度是很鲜明、很坚定的。他在上晋哀帝辞京隐居的书中说：

盖沙门之义，法出佛圣，雕纯反朴，绝欲归宗。游虚玄之肆，守内圣之则；佩五戒之贞，毗外王之化。[21]

在支遁看来，“游虚玄之肆”，讲说佛教的玄妙哲理，不过是要宣扬和培养成圣人的才德；“佩五戒之贞”，遵守佛教的戒律，不过是为了辅助帝王的统治。在这里等于是说，佛教和老庄、儒家完全一样，是要把自己的道德信条和政治完全统一起来、协调起来、一致起来。这样大乘佛教的精神与儒家的精神就高度结合起来了。

支遁曾先后作《即色游玄论》、《释即色本无义》等，是“即色义”的倡导者。僧肇在《不真空论》中对“即色义”内容有记述，并进行破斥：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

元康认为，僧肇是破斥支遁的，并且狠下了一番工夫进行考证：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下第二破晋朝支道林《即色游玄义》也。今寻林法师《即色论》，无有此语，然《林法师集》，别有《妙观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22]今之所引，正此引文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者，此犹是林法师语意也。若当色自是色，可明有色；若待缘色成果色者，是则色非定色也。亦可云若待细色成粗色，是则色非定色也。“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者，正破也。有本作悟，有本作语，皆得也。此林法师但知言色非自色，因缘而成；而不知色本是空，犹存假有也。[23]

首先，元康承认在支遁的《即色游玄论》中并没有找到僧肇破斥时所引用的话，但是，他又认为支遁的《妙观章》有中一句话，“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正是僧肇要破斥的观点。实际上，支遁是从色的“性”上讲的，指出“色”并没有保持自己不变的“性”存在，色本身就是“空”；而元康从缘起论上发挥，认为支遁所讲有误。实际上，元康是无法证明支遁的话不包括他所分析的内容。接下来，元康又引用僧肇的原话“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认为这“犹是林法师语意也”。分明是把自己的意思加在别人头上。经过这样的论证，最后得出结论：“此林法师但知言色非自色，因缘而成；而不知色本是空，犹存假有也。”他认为支遁不懂“色本是空”，但即便仅仅分析上述引用支遁的话，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相对来说，吉藏对支遁的理解更为合理：

第二即色义。但即色有二家：一者关内即色义，明即色是空者。此明色无自性，故言即色是空，不言即色是本性空也。此义为肇公所呵也。肇公云：“此乃悟色而不自色，未领色非色也。”次支道林著《即色游玄论》，明即色是空，故言“即色游玄论”。此犹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与安师本性空，故无异也。[24]

在吉藏看来，僧肇所破斥的是“关内即色义”，是对“不言即色是本性空”的论点的批判。至于支遁所讲的“即色是空”，是从“色”的方面讲“实相”，是与道安的“本无义”一样的，是正确的般若空观。吉藏对支遁的理解是比较合理的。这也表明，吉藏是不同意僧叡的“六家偏而不即”之说的。

竺法义（307—380）出身不详。他13岁时遇到竺道潜，便问：“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竺道潜回答：“物鲜能行，是故罕言。”竺道潜见他年虽幼而颖悟，便劝其出家。于是竺法义随竺道潜出家学习，广泛研究各类经典，尤其擅长《法华经》。后竺法义辞别竺道潜，大开讲席，由此知名于朝野，王导、孔敷对他都很敬重。东晋兴宁（363—365）中，竺法义居住始宁（今浙江上虞南）之保山，受业弟子常有百余。竺法义重视观音信仰，有疾病则“存念观音”，南朝宋尚书令傅亮经常对人讲：“吾先君（傅瑗）与义公游处，每闻说观音神异，莫不大小肃然。”东晋宁康三年（375），孝武帝遣使征请入京讲经。竺法义圆寂后，孝武帝出钱十万买新亭岗为墓，起塔三级。其弟子昙爽于墓所建寺，名为“新亭精舍”[25]。

于法开是于法兰的弟子，擅长《放光般若经》和《正法华经》。除了精通经典之外，于法开还医术高明，并且颇负盛名。曾有人问：“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六度”是对大乘佛教修行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概括，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魔”指通过有碍于解脱的四种障碍，即烦恼、五阴、死、自在天魔。信仰和修行佛教获得解脱是“自利”，运用医术为人治病是“利人”，两者并行不悖。在当时的名僧中，于法开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物。东晋升平五年（361）之后，于法开到剡县石城山，续修元华寺，后移住白山灵鹫寺。到哀帝时，于法开多次被诏征，入京讲《放光经》，“凡旧学抱疑，莫不因之披释”。于法开逝世后，孙绰赞其：“才辩纵横，以数术弘教，其在开公乎。”[26]

于法开与支遁进行般若学辩论很有名，在与支遁辩论“即色空义”的时候，庐江何默宣讲于法开的质询问难，高平郄超宣述支遁的答辩解释，都流传于世。于法开曾让自己“清悟有枢辩”的弟子法威到山阴（今浙江绍兴），与正在宣讲《小品》的支遁往返辩难“数十番”，使支遁屈服。

于法开倡导“识含义”，据吉藏记述：

于法开立识含义：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今之所见群有，皆梦中所见。其于大梦既觉，长夜获晓，即倒惑识灭，三界都空。是时无所从生，而靡所不生。难曰：若尔，大觉之时便不见万物，即失世谛，如来五眼，何所见耶？[27]

于法开的识含宗，是从解脱论的方面看问题，认为有情众生存在的整个世界（三界）不过是精神活动（心识）的产物，众生看到的三界中的一切现象，都不过和梦中的景象一样，是虚幻的、不真实的、非永恒的。当众生觉悟的时候，颠倒的“心识”，也就是错误的精神活动停止，整个虚幻的世界也就不存在了。在觉悟的状态下，一切本来又都是存在的，并不是从什么别的地方产生出来的，是一直存在的。这种观点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是心识的产物，否定客观外在事物的真实性，肯定心识的真实性，强调修行的必要性、解脱的必然性。吉藏的问难，是针对“倒惑识灭，三界都空”提出来的。意思是说，没有错误的精神活动（倒惑识灭），作为它的产品的三界幻象就不存在了（“三界都空”），那么觉悟以后的人（佛），具有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能够看到什么呢？这个问难表面上看来很难回答，因为当时是“三界都空”，应该什么都看不到。实际上，于法开的最后一句话已经回答了诸如此类的问难。“是时无所从生，而靡所不生”，这时的世界是没有幻象的真实的世界，一切现象都依照他们本来的面貌存在着，那么“大觉”的人看到的就不同于我们看到的万物（幻象），而是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在般若学发展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是佛学的多途径发展，并不能用般若空观一派的观点为标准，来衡量多种学说的得失是非。

三 比丘尼及其传教活动

佛教的第一位女性出家者，即比丘尼，传说是释迦牟尼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意译“大爱道”。在古印度，女性出家人并不多。从东汉到三国，中国内地还没有女性出家者，从西晋开始才出现。到东晋时期，比丘尼的数量增加，建立了比丘尼僧团。比丘尼的出现以及比丘尼僧团的建立，是佛教深入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重要标志之一。

根据梁宝唱《比丘尼传》记载，内地第一个比丘尼是西晋的净检。净检俗姓仲，名令仪，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父仲诞，武威太守。净检少好学，早寡家贫，常为贵族子女教授琴书。晋建兴中，沙门法始于洛阳宫城西门立寺，净检去听讲佛法，“大悟”。净检从法始处借经典学习，“遂达旨趣”。一天，净检请教法始关于比丘和比丘尼的问题，法始为他讲述：

始曰：西域有男女二众，此土其法未具。检曰：既云比丘、比丘尼。宁有异法？始曰：外国人云，尼有五百戒便应是异，当为问和尚，和尚云：尼戒大同细异，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从大僧受。但无和上，尼无所依止耳。检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

西晋时，僧尼戒法还没有传译到内地，汉地僧人遇到疑难问题要请教外来僧人。这里的“和尚”是来自罽宾国的西域沙门智山，西晋永嘉末来到中夏，“分卫自资，语必弘道”。东晋建武元年（317）又返还罽宾。净检从他受十戒。当时和净检同时出家的有24人，并且建立了竹林寺。以此寺为基地，净检“蓄徒养众，清雅有则；说法教化，如风靡草”[28]。

东晋咸康年间（335—342），沙门僧建在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357）二月八日于洛阳译出，请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净检等四人同坛受具足戒，成为正式的比丘尼。

十六国后赵时期（319—350），佛图澄在帝王支持下弘扬佛教，民间信奉佛教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女性出家者的数量已经比较多了。

安令首，俗姓徐，东莞（今山东沂水）人，其父徐忡为后赵外兵郎。安令首自幼聪敏好学，言论清绮，雅性虚淡，信奉佛教，不愿求聘。其父对她说：“汝欲独善一身，何能兼济父母？”她回答：“立身行道，方欲度脱一切，何况二亲耶？”其父就此事请教佛图澄，佛图澄告诉他：他的女儿前身就是沙门，为大众说法。现在你“若从其志，方当荣拔六亲，令君富贵”。徐忡被说服后，安令首便落发，从佛图澄和净检尼受戒，立建贤寺。佛图澄把石勒所赠的剪花纳七条衣（袈裟）及象鼻澡罐给予安令首。后来跟随安令首出家的有二百余人，又建造了五六处精舍。石虎出于对安令首的敬重，提拔其父“为黄门侍郎，清河太守”[29]。

在后赵时期，像安令首这样的比丘尼是十分幸运的，有不少女性出家者是遭受屈辱和残害的。石虎之子石邃被立为皇太子之后，荒淫残暴，曾“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30]。

智贤俗姓赵，常山人，其父赵珍任扶柳县令。智贤出家之后，“戒行修备”。当时太守杜霸笃信黄老，憎恶佛教，下令淘汰各寺僧尼。不少僧尼闻风逃散，唯智贤从容接受简试，“仪观清雅，辞吐辩丽”。后因拒绝杜霸辱身毁戒，被砍二十余刀。经历此难之后，智贤“倍加精进，菜斋苦节”。智贤有门徒百余人，每天“诵《正法华经》”。前秦苻坚对她很敬重，为制织绣袈裟，三岁方成，价值百万。智贤后住司州（治在今洛阳）西寺。东晋太和（366—371）间逝世，享年70余岁。[31]

康明感，俗姓朱，高平（治今山东巨野南）人，家世代信奉佛教，被虏（少数民族）所获，誓不受辱，牧羊十载。怀归转笃反途莫由。偶然遇到一为比丘，请受五戒及《观世音经》。后逃回家，苦修三年。出家之后，“专笃禅行，戒品无（衍心），脱有小犯，辄累晨忏悔”。晚年“操行弥峻，江北子女师奉如归”。东晋永和四年（348）春，与慧湛等十人过江投司空何充，受到敬重。何充舍宅建寺，名建福寺。东晋建元（345）二年，任城比丘尼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也请居住建福寺。

昙备（324—396），俗姓陶，建康人，出家之后，“精勤戒行，日夜无怠”。晋穆皇帝对她“礼接敬厚”。永和十年（354），何皇后为昙备在定阴里建永安寺，后称何后寺。昙备“名誉日广，远近投集，众三百人”。弟子昙罗“博览经律，机才赡密”，受敕继师位。

僧基（330—397）俗姓明，济南人，21岁时拒不出嫁，立志出家。僧基“净持戒范，精进习经”，与昙备尼齐名京师。建元二年（344）褚皇后于都亭里通恭巷内为她立延兴寺，徒众百余人。

竺道馨，俗姓羊，太山人，少年出家，年二十诵《法华》《维摩》等经。受具足戒后，“研求理味，蔬食苦节”，住洛阳东寺，“雅能清谈，尤善《小品》，贵在理通，不事辞辩”，成为一州佛学的宗师。比丘尼讲经被认为是从竺道馨开始。东晋太和年中（366—370），竺道馨被笃信黄老、专行服气的女人杨令辩毒死。

道容，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住乌江寺。“戒行精峻，善占吉凶，逆知祸福，世传为圣”。东晋明帝甚为敬重。简文帝先事“清水道师”王濮阳，后信重道容，为其建新林寺，以师礼事之，并信奉佛教。人们认为当时朝廷崇尚佛教是道容的力量。晋孝武帝对她弥相崇敬。后不知所终。

妙音，出生地不详，幼年出家，居住建康。“博学内外，善为文章”，受到晋孝武帝、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等人的崇信。妙音经常与皇帝、太傅、朝中学士谈论文章，颇负盛名。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太傅司马道子为她建简静寺，妙音为寺主，徒众百余人。由于妙音与皇帝、太傅的关系，朝廷百官和地方官吏都竞相供养，妙音“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百余辆”。太元十七年（392），荆州刺史王忱死，孝武帝原想让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听说王恭将继任荆州刺史，对他心有忌惮。桓玄知道殷仲堪才能较弱并且好驾驭，便派人疏通，请妙音尼为殷仲堪谋求荆州刺史职位。

既而烈宗（孝武帝）问妙音：“荆州缺，外闻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道士，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帝然之。遂以代忱。

妙音凭借自己与皇帝及朝中大臣的关系，经常出入宫廷，参与政治活动，当时有“权倾一朝，威行内外”的说法。妙音是东晋时期比丘尼干政的代表。

第二节 士族名士的护佛奉法观

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上，在家信徒对佛教经济的发展、对佛教教义的丰富，乃至对佛教修行方式的转变，经常做出重大贡献，发挥重要影响。在家信徒对佛教的态度，直接关系着佛教的社会地位、势力消长和理论运行方向。在东晋奉佛的士族中，孙绰的《喻道论》和郗超的《奉法要》分别可以作为上层名士维护佛教、理解佛教、信奉佛教以及对儒释关系看法的代表著作。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提出的许多看法、发表的许多观点，或者成为历代奉佛者经常涉及的内容，或者成为他们不言自明的共识。

一 孙绰的《喻道论》

根据《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记载，孙绰（约320—377），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后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孙绰早年博学善文，放旷山水，曾著有《遂初赋》自述其志，并著有《天台山赋》。孙绰与高阳许洵为“一时名流”，时人“或爱洵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洵”。支遁曾问他和许洵相比怎么样，孙绰回答：“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自认为“情致”不及许洵，而“文才”则绰绰有余。

孙绰袭父爵为长乐侯，官拜太学博士，后历任建威长史、右军长史、永嘉太守，哀帝时，迁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统领著作郎（负责撰拟文书的职务）。孙绰以文才闻名当世，著作颇多，并遍及三教，明人辑有《孙廷尉集》传世。除了有关儒家、道家方面的著作之外，佛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孙绰信奉佛教，与名僧竺道潜、支遁都有交往。他的《名德沙门论目》和《道贤论》，都是对两晋名僧、名士的评论。他的评论颇有影响，被《高僧传》《世说新语》等著作所引用。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喻道论》。

《喻道论》[32]是一篇捍卫佛教的论战性质的文章，是针对怀疑、反对佛教理论和信仰的人提出来的。文章用问答形式来讲述自己的一些看法，全文共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第一，反驳怀疑佛教的人，阐释“佛”和“佛道”的含义。

在他看来，佛教就是“至道”，怀疑佛教的人就是坐井观天。文章一开头就指出：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类殷充，千变万化，浑然无端。是以有方之识，各斯所见。鳞介之物，不达皋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识流浪之势。自得于埳井者，则怪游溟之量；翻翥于数仞者，则疑冲天之力。缠束世教之内，肆观周孔之迹，谓至德穷于尧舜，微言尽乎《老》《易》，焉复睹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弃鄙俚，至真绝于漫习，大道废于曲士也。若穷迷而不迁者，非辞喻之所感。试明其旨，庶乎有悟于其闻者焉。

从记载汉代佛教的著作开始，就有反对佛教者认为佛教讲的教义大而无当，让人摸不着头脑，弄不清真假。这种指责，在以后的历代反对佛教者中都是常用的论据。《喻道论》一开头就是针对这些言论来发表看法的。在他看来，宇宙广阔无穷，事物纷繁复杂，并且千变万化，不同种类的生物由于认识能力不一样，认识范围都是受到局限的，不能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事物和境界就予以否认。同样，中土人士也不能认为本民族的圣人就穷尽了人间真理、宇宙真理。作为方外之教的佛教，就有着周孔教义所不能包括的内容，就有《老子》和《周易》没有讲的道理。实际上，这不仅是对外来文化抱有宽容的态度，而且是认为外来文化有着弥补本民族文化不足的内容，有着利用外来文化丰富本民族文化、用外来文化造福本民族的追求。正是这种精神，才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不在文化方面自高自大，故步自封。这种精神反映在佛教信仰者如孙绰的身上，就是要求正确看待外来文化，不能像盛行裸俗的地方丢弃“章甫”（殷代冠名）、粗俗之人欣赏不了高雅的韶夏乐章。

接着，《喻道论》解释“佛”和“佛道”：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异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万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训臻之术或精或粗。悟上识则举其宗本，不顺者复殃。放酒者罗刑，淫为大罚，盗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则无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圣王御世，百司明达，则向之罪人，必见穷测，无逃形之地矣。使奸恶者不得容其私，则国无违民，而贤善之流必见旌叙矣。

很显然，把“佛”作为“道”的体现者，再进一步解释“道”，完全是用《老子》中道家的语言来表述，与佛教原来的含义有了很大的差别。经过这样的解释说明，“佛”实际上是周流九虚、无所不在、能够无所不为、超越时空的神秘主宰。在这里，道体现了不可违背的规律性。这是以一种求同的思维方式，沟通佛教与《老子》的关系。

道的运行法则，也就决定了人世间的善恶报应的产生，并且通过现实的法律制度表现出来，通过现实政治表现出来，道的运行实际上证明了现实政治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所以，佛教的教义也就是体现现实世界合理的教义、正确的教义，善恶报应实际上也就是道在运行过程中的必然表现。这样，《老子》中的“道”在佛教中既有保留其原始意义的一面，同时又增添了佛教增添的新内容。

第二，回答周、孔为什么不戒杀的问题。

在佛教的各派戒律中，始终把戒“杀”放在第一条，是最重要的戒律。无论出家还是在家，信徒都要无条件遵守这一条戒律。佛教讲的“杀”不仅仅是“杀”人，而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情识的生命体。把不杀看得如此重要，规定得如此严格，在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中是没有的。犯了“杀”这一戒，就要受到恶报应。针对佛教的这种学说，自然就产生了中国思想家为什么不提倡戒“杀”的问题。

或难曰：报应之事诚有征，则周、孔之教何不去杀，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诛邪？

佛教讲的善恶报应的确有验证，那为什么孔子还要杀少正卯，周公要杀管叔和蔡叔呢？对于这个问题，《喻道论》的回答是，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提问者“达声教而不体教情”，圣人本来无心于杀，但是百姓有“杀”之“心”。“圣人知人情之固于杀，不可一朝而息，故渐抑以求厥中”。尽管“杀”不可免，但圣人的“杀”是“亡一以存十”。这样的解释，既没有否定佛教戒杀的理论权威性，同时又认为周、孔乃至所有国王的“杀”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

第三，针对攻击佛教要消灭周、孔的言论，提出了儒释的分工说。

或难曰：周、孔适时而教，佛欲顿去之，将何以惩暴止奸，统理群生者哉？

儒佛之间的冲突和摩擦从佛教传入就开始了。在两家历代连续不断的论战中，佛教方面人士一般把主要精力放在论证佛教存在的合理性方面，罕有提出要消灭儒教的言论。相反，儒家方面人士提出消灭佛教的言论却是很常见。这种情况是由两家的社会地位，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决定的。《喻道论》给我们举出了这样的例子，针对这个问题，《喻道论》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命题，提出了最早的儒释分工说：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圣有深浅之迹，尧舜世夷。故二后高让，汤武时难。故两君挥戈，渊默之与赫斯。其迹则胡越，然其所以迹者，何尝有际哉？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

在论述佛家与道家、佛家与儒家的关系时，佛家的捍卫者总是采取求同的思维方式，力图更多地找到它们之间的相通内容，找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这是为佛教争取存在合法性的需要，为佛教寻找理论合理性的需要。竭尽全力在佛教和儒教的差异中寻找出共同点，是以后维护佛教者论述儒佛关系的一致思路。这里提出的“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影响深远。佛教只有接受、吸收儒家的伦理观念，才能在中国社会获得合法存在的根据。以后，维护佛教的伦理规范，成为佛教信徒努力的方向。

“佛”的含义为“觉”，这与孟子称圣人为“先觉”是一样的。尧舜与汤武皆为圣人，虽然行为表现不一样，但是治理天下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佛教与周孔之教也是这样。为了治国安民，也不必因为佛教戒杀、讲报应，而去废除儒家主张的惩治奸暴的各种杀罚制度。这里提出了最早的佛教和儒教的分工说。周孔的教义与佛教的教义无论从表面看来有多么大的差别，其本质是具有一致性的。从重内心教化（“明其本”）来讲，是依靠佛教；从治理复杂的现实社会（“救极弊”）来讲，要依靠周孔。这里讲的儒教与佛教的社会分工说，虽然还没有充分展开，但后来成为论述儒教与佛教，乃至三教关系最重要的、占主流的思路。

第四，讲解佛教的孝道观。

自从佛教传入中土，首先受到中土人士质疑的，就是“孝”的问题。僧人出家是否违背儒家孝道，是历代都会提到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孙绰认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这正是最大的孝行：

或难曰：周孔之教，以孝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亲，生则致其养，没则奉其祀；三千之责，莫大无后，体之父母，不敢夷毁。是以不正伤足，终身含愧也。而沙门之道，委离所生，弃亲即疏，刓剔须发，残其天貌，生废色养，终绝血食，骨肉之亲，等之行路，背理伤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广济群生，斯何异斩刈根本，而修枝干；而言不殒硕茂，未之闻见。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此大乖于世教，子将何以祛之？

此处的责难，实际上是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了解了佛教之后，一直存在的诘难。这是从儒家的观点看待佛教必然得出的结论。以后历代维护佛教者在论述儒教和佛教的一致性时，大都要采取这样的观点。针对这样的问难，孙绰予以沟通：

答曰：此诚穷俗之所甚惑，倒见之为大谬，谘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体，惟命同之。故母啮其指，儿心悬骇者，同气之感也，其同无间矣。故唯得其欢心，孝之尽也。父隆则子贵，子贵是父尊。故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

由此看来，孙绰是相当重视孝的，对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相当看重。但是，在他看来，“忠孝名不并立”，是尽忠还是尽孝，要根据情况而定，要以“小违于此，而大顺于彼”为原则。比如，周泰伯为了把王位让给其弟季历，“远弃骨肉，托迹殊域，祝发文身，存亡不反（返），而论称至德”。

正是按照这种思路来论述，孙绰把佛家的出家修行理解为更高的孝道。他用释迦牟尼出家修道成佛的例子，论证佛教出家不仅没有违背孝道，而且是最高的孝道，是一般人尽孝所不能比拟的：

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维絷。故释其须发，变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内修简易。于是舍华殿而即旷林，解龙痛以衣鹿裘，遂垂条为宇，藉草为茵，去栉梳之劳，息汤沐之烦，顿驰骛之辔，塞欲动之门；目遏玄黄，耳绝淫声，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胸中抱一。载平营魄，内思安般，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游志三四，出入十二门，禅定拱默，山停渊淡，神若寒灰，形犹枯木，端造六年，道成号佛。三达六通，正觉无上，雅身丈六，金色焜耀，光遏日月，声协八风，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伟群有，神足无方。于是游步三界之表，恣化无穷之境。……还照本国，广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场。以此荣亲，何孝如之？[33]

在这里，孙绰按照佛传的内容，把释迦牟尼出家修行、成道、传教、降服外道及后来返国探亲说法等重大事件都进行了总结，比较系统。在他看来，释迦牟尼的所有成就，都是“荣亲”的表现。佛教修行者虽然离开家庭，但是通过修行做出贡献，获得成果，仍然可以光宗耀祖，还可以为祖先祈福，达到儒家不能达到的功能。关于佛教与“忠孝”的问题，此后历代护佛反佛者都会涉及，而他们的思路大体就是这个样子。

二 郗超的《奉法要》

郗超（约336—377）字景兴，一字嘉宾，高平金乡（今山东）人。祖父郗鉴，东晋成帝时官至司空，位进太尉。父亲郗愔，简文帝时任会稽内史，都督浙江五郡军事，信奉天师道。郗超少年早熟，善于谈论，交友甚广。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成汉，进位征西大将军后，辟郗超为征西大将军掾。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郗超转为参军。太和六年（371），桓温废海西公，改立简文帝，专制晋政，郗超入朝任中书侍郎，至桓温逝后乃去职。不同于其父郗愔好聚敛财富，郗超生性好施舍，曾在一日之内将库存百万钱财全部散与亲故。

郗超信奉佛教，与名僧交往甚多。道安居住襄阳时，派人送米千斛，并修书累纸，表示钦敬。竺法汰曾给他写信，论述般若“本无义”。同时，郗超也结交众多名士，“虽寒门后进，亦拔而友之”。郗超逝后，各界人士操笔写诔者四十余人，可见其社会影响之大。

郗超晚年深自悔罪，闭门专心研究佛教，撰写了不少佛教著作，现存仅有《奉法要》。所谓“奉法要”，意思是信奉佛法的要点。该文通过引用当时已经翻译出来的多部经典，概括、归纳和整理出在家信徒应该奉持的佛教内容。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反映当时社会上层士族接受佛教的侧重点，以及在家信徒对佛教的态度等。对树立佛教信仰的重视，对佛教基本戒律和持斋的强调，对佛教业报观念、解脱说教的反复论证，构成了《奉法要》的重要内容。该文的主旨，是要把佛教的理论和实践贯彻到信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贯彻到信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去，让佛法融进生活。

《奉法要》可以说是在家信徒学习、信仰、奉行佛法的一个概要性质的书，是对东晋在家信徒中流行的佛教信仰观念与教理理解的反映。该文的结构是从“戒”而“定”，由“定”而“慧”的发展理路，由浅入深地陈述奉法之进阶。从其具体内容言，顺序是：第一，三自归；第二，五戒；第三，修斋；第四，业报轮回。除此之外，就是夹杂在叙述这些主要内容中间的对佛教基本教义，特别是众多名相的介绍。

第一，三自归。

无论是在家为居士还是出家为僧，第一步都是要树立对佛教的信仰。这个要求从历史上延续下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树立佛教信仰是走向佛门的第一步，其具体程序就是宣誓皈依佛法僧“三宝”。《奉法要》一开始，也是从讲“三自归”（也称“三归”“三皈依”等）开始：

三自归者，归佛，归十二部经，归比丘僧。过去、现在、将来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经法，三世十方僧。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慈念一切众生。愿令悉得度脱。外国音称“南无”，汉曰“归命”；佛者汉音曰“觉”，僧者汉音曰“众”。

“佛”包括了“过去、现在、将来三世十方佛”，也就是一切佛，而“经”和“僧”也一样，包括了佛教的一切经典和所有比丘，所以，这“三宝”实际上代表了佛教的一切理论和实践、一切信仰对象和所有比丘。对这“三宝”宣誓皈依的时候，要虔诚地以命相许，并且要有不仅仅为了自己获得利益，更要发愿拯救众生的心。把这些内容结合到一起，就是佛教要求的树立佛教信仰的程序，标志着信仰佛教的开始。

第二，五戒。

“五戒”是佛教规定的最基本的戒律，无论在家还是出家信众都要遵守。佛教的戒律规定很多，也很烦琐，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规定。但是，无论在任何佛教经典和派别中，五戒都是作为最基本的戒条单元，没有比五戒再少的戒律单元了。所以，五戒可以说是佛教规定的道德底线。

《奉法要》在讲了三皈依以后，就讲“五戒”：

五戒：一者不杀，不得教人杀，常当坚持尽形寿。二者不盗，不得教人盗，常当坚持尽形寿。三者不淫，不得教人淫，常当坚持尽形寿。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当坚持尽形寿。五者不饮酒，不得以酒为惠施，常当坚持尽形寿。若以酒为药，当推其轻重，要于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经教以为深戒。

佛教固有的伦理规范和生活准则，在许多方面与汉地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别，所以，佛教一传入中土，这些内容就受到关注。在佛教戒律方面，受关注最早，并且引起社会反映最好的，就是“五戒”。“五戒”是要求在家和出家信徒终身持守的，而不是在某个特殊时段持守。随着佛教的发展，“五戒”对社会各阶层民众都产生影响，其发挥作用的领域也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围，为不信仰宗教的民众所支持和拥护。《奉法要》讲完“五戒”内容之后，特别强调了信守五戒的作用，“不杀则长寿，不盗则长泰，不淫则清净，不欺则人常敬信，不醉则神理明治”。宣传持守五戒这些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有利于提高人的社会威望、道德修养等作用，是很能打动人心的。

第三，修斋。

“五戒”是要终生信守的戒条，当能够持守五戒之后，就要更进一步，修斋戒，这是在家信徒特定时间内过的近似于出家僧人的生活。

已行五戒，便修岁三、月六斋。岁三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斋日，皆当鱼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后，甘香美味，一不得尝。洗心念道，归命三尊；悔过自责，行四等心；远离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挝骂詈，乘驾牛马，带持兵仗。妇人则兼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正意，务存柔顺。斋者，普为先亡见在，知识亲属，并及一切众生，皆当因此至诚，玄想感发。心既感发，则终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务加勉励，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已故也。斋日唯得专惟玄观，讲诵法言，若不能行空，当习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经，念僧，念施，念戒，念天。

这里讲了“岁三斋”和“月六斋”，是以后历代居士家庭比较盛行的斋法。从这里叙述的规定可以看到，在持斋的日子里，信徒要从身、口、意三个方面按照佛教的规定修行，要把佛教的规定贯彻到信众的日常生活中，在按照佛教规定的生活中，收到利人、利己的效果。尤其是那些“忠孝之士”，更应该如此修行。

严格意义上的“居士”，在日常生活中所要信守的佛教道德规范，遵守的佛教规定，主要体现在上述“三自归”“五戒”和“修斋”三项内容上。在以后的佛教发展中，在家信徒的修行内容也大体以此为基础，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要按佛教的规定持戒修斋呢？主要是因为有业报轮回，这是《奉法要》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业报轮回。

《奉法要》讲业报轮回，是结合中国固有的报应观念来宣传佛教的善恶报应、因果轮回之说，并且对这两种不同的说法给予评论。

古人云：“兵家之兴，不过三世。”陈平亦云：“我多阴谋，子孙不昌。”引以为教，诚足以有弘。然齐、楚享遗嗣于累叶，颜、冉靡显报于后昆，既已著之于事验，不俟推理而后明也。……哲王御世，犹无淫滥，况乎自然玄应，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错受，善恶无彰，其诬理也。……是以《泥洹经》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应理。[34]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没有生死轮回观念，只有善恶报应之说。在中国人讲的善恶报应中，一种起源很早，又影响范围最大、最深远的说法，就是祖先或善或恶的行为，可以给后代直系子孙带来或好或坏的影响。这种说法最权威的经典依据，就是《周易·坤·文言》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观念与佛教的善恶报应学说是不同的。佛教讲的善恶报应只作用在行为主体上，并不株连他人，包括直系亲属。

为将必有打仗杀戮，一家人中有三代为将者，杀伐过多，必然要败落。这在中国是大家都接受的说法。《奉法要》认为，这种说法为了教化人去恶从善，是可以弘扬的。但是，有更多的事例用这种说法是解释不通的。比如齐国和楚国多年征战杀戮，但是后世子孙昌盛显贵；孔子著名弟子颜回和冉耕都是道德高尚的贤人，但是没有显贵后代。因此，不用多加论证，就知道祖先行为影响后人的说法是讲不通的。圣明帝王治理国家都不滥用刑罚伤及无辜，说自然天道不近人情，让该受惩罚的人得奖赏，让该得奖赏的人受惩罚，这肯定是歪理邪说。经过这样的论证，最后，《奉法要》认为佛教经典讲的“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是至理名言，既合乎人情，也顺乎天理。

在这里，《奉法要》尽管也指出了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说在教化社会方面有可取之处，但最终还是主张用佛教的善恶报应说来取代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说。毫无疑问，这是大多数奉佛者的共识。但是，实际上，这两种报应说长期在社会各阶层中并行不悖，佛教的善恶报应说尽管更为流行，但始终没有发展到把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观念完全消除的程度。

《奉法要》在主要讲这四个方面的同时，在其论述过程中，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诸多名相进行介绍、说明和解释。比如三界五道（天、人、畜生、饿鬼、地狱）、五戒十善、五阴、五盖、六情、四等（慈悲喜护）、八苦、四非常（无常、苦、空、非身）、六度等。所以，《奉法要》也是一篇介绍为士族关注的佛教基本教义的文章。

第三节 庐山慧远及其僧团

一 慧远生平与寺院建设

庐山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他的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少年求学到跟随道安出家、修行阶段，大约是从354年到379年的25年。

慧远13岁时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打下了良好的儒道学问基础。21岁后，慧远慕名到太行恒山投道安门下，听了道安讲《般若经》之后，豁然而悟，感叹：“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于是弃儒道从释迦，与其弟慧持一起出家。两晋时期，般若经典的不断译出和流行，给中国思想界增添了新内容，尤其是对那些有文化修养的人很有吸引力。许多有影响、有名望的名僧、高僧，当初或者是因为读《般若》而出家，或者因讲般若而显达，慧远兄弟两人是其中著名者。

出家之后，慧远刻苦钻研佛经，得到道安的赞赏：“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慧远24岁，便就讲说。在讲经说法过程中，有听讲者提问关于“实相”义，往返问答多次，提问者还是不懂，于是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慧远引用《庄子》来做比附，讲解佛教教义，这种做法后来得到其师道安称赞，这是在弘扬佛法中“不废俗书”。这种“连类”，实际上是一种“格义”，这是一种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并不一定是牵强附会。慧远后来长期跟随道安，在僧团中也很有威望。

东晋太元四年（379），道安在遣散徒众、离开襄阳去长安之时，找各位高徒长德谈话，唯独没有给慧远一句留言。慧远问原因，道安回答：“如公者岂复相忧。”从这里可以看到，从慧远21岁跟随道安出家，直到襄阳分别，25年间，道安对慧远都是十分器重的。

第二阶段是在庐山建立寺院、领导僧团的弘法传教阶段。从379年到其圆寂，共37年。

慧远辞别道安，先与弟子数十人到荆州，住上明寺。后来欲往罗浮山，途径浔阳庐山，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住在龙泉精舍。后在西林慧永[35]（332—414）的协助下，慧远经刺史桓伊帮助建立了东林寺。二十多年间，慧远苦心经营，把东林寺经营成名刹，建设成为东晋最著名的一个寺院，这其中主要有五个方面富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建造“洞尽山美”的寺院。

在建造东林寺的过程中，慧远从选择寺院位置到谋划寺院建筑布局，都力求寺院与庐山自然环境协调一致，完美搭配，使人造建筑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这样就使寺院不但适宜僧人生活和修行，而且能让游客感到赏心悦目、神清气爽。“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筵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第二，建造和树立特有的、为信徒接受的膜拜对象。

寺院毕竟不同于非宗教性的游览胜地，寺院首先是僧众的修行场所、信徒的朝拜场所，因此，建造为信徒们接受的崇拜对象，对提高寺院的知名度、影响力、号召力等，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慧远主要是建造了佛影像和迎请阿育王像，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提高了寺院的知名度。

慧远听说天竺曾有佛影像，是释迦牟尼佛以前化毒龙时留下的，很想去瞻仰。这时有西域僧人来到庐山，叙述其像形状，慧远就“背山临流，营筑龛室，妙算画工，淡彩图写，色疑积空，望似烟雾，晖相炳琼，若隐而显”。慧远还专门为此佛像作铭。

浔阳陶侃在出镇广州时，有渔人于海中见神光，感到奇怪，就向他汇报此事。陶侃前往考察，知道是阿育王像，即接归，并送武昌寒溪寺安置。后来此寺遭遇火灾，寺院化为灰烬，只有安置阿育王像的房屋安然无恙。知道这尊像有威灵，陶侃想将其转移到别处，但数十人把阿育王像抬上船，船就覆没，怎么也不能把此像搬走。慧远建成东林寺，虔诚祷告奉请阿育王像，此像“乃飘然自轻，往还无梗”。大家这才知道慧远有“神感”。慧远由此更是声名大振，寺院的香火随之旺盛，各地信众也纷至沓来，所谓“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东林寺出现了“释迦余化，于斯复兴”的盛况。

第三，建立僧俗净土信仰的圣地。

东晋时期，西方净土信仰在僧俗信众之间有流传，但是还不十分广泛。慧远于寺院“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当时参加者“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这一百多人中，既有东林寺的僧众，也有与慧远结交的在家居士。慧远首创以僧俗结社的形式，树立净土信仰，使庐山成为净土信仰的圣地，也促进了西方净土信仰在东晋社会的流行，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四，广泛与社会各阶层建立联系，塑造东林寺的良好社会形象，使东林寺得到“不在搜检之列”的特殊待遇。

慧远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但他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人士，上至帝王、高官显宦，下至一般社会民众。慧远被誉为“化兼道俗”，这是历代有影响的佛门领袖的共性。慧远与人交往似乎不加选择，不分派系，甚至不问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这与他独特的交往观有关系。比如：

卢修初下据江州城，入山诣远。远少与修父瑕同为书生，及见修欢然道旧，因朝夕音问。僧有谏远者曰：修为国寇，与之交厚得不疑乎？远曰：我佛法中，情无取舍，岂不为识者所察？此不足惧。及宋武追讨卢修，设帐桑尾，左右曰：远公素王庐山与修交厚。宋武曰：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乃遣使赍书致敬，并遗钱米。于是远近方服其明见。

慧远的这种结交方式，大约只是他这种身份的人采取，才能够达到不受株连、没有危险的效果。也正是由于慧远治理寺院的能力，以及与社会各方面建立的良好关系，才使庐山在东晋众多寺院中有了特殊的政治待遇。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当桓玄欲沙汰众僧，整顿佛教僧团的时候，教僚属曰：“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遣。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庐山不在调查整顿的范围，这就是东林寺的特殊政治地位。东林寺成为当政者放心的寺院，慧远当然是朝廷信得过的佛门领袖。尽管最后桓玄采纳了慧远的主张“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即不要因庐山而破例，但这并没有影响东林寺在社会上醒目的道德楷模形象。

第五，加强与北方和域外佛教界学术交流，鼓励经典翻译，把东林寺建设成为东晋的学术中心。

慧远身在庐山，关心的不仅仅是东晋南方的宗教界，而且重视与北方乃至域外佛教界建立多种联系，不断有交往。慧远“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咨访”。总的来说，与当时的北方佛教界相比较，南方在与域外佛教的交流方面、在佛教经典翻译方面、在佛教发展的规模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所谓“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慧远看到这种情况后，就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窬越沙雪，旷岁方反。皆获梵本，得以传译”。慧远支持多位从北方渡江南下的外国僧人译经。

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于东晋太元十六年（391）来至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慧远请他重译《阿毗昙心》及《三法度论》，慧远亲自撰写序言，弘扬这两部著作。“孜孜为道，务在弘法。”他在听说佛陀跋陀罗在长安受排挤后，邀请他到南方，翻译《达磨多罗禅经》。

听说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从事佛经翻译工作，慧远便通书问好，并在书信中询问一些佛教问题。罗什在回书中盛赞慧远：“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勖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财有五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滞，仁者备之矣。”此后两人互赠法物，常有书信来往，讨论一些佛学问题。

正是慧远的努力，使“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慧远受到在国外僧众的尊重和敬仰：“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测也。”

慧远之所以能够在建立寺院、管理僧团方面取得成功，在国内外佛教界赢得尊重，与他本人终生严持戒律是分不开的，他临终时的表现，足以说明他一生持戒之严谨。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初六日，慧远病情很重，德高望重的年长僧人都跪拜求其喝一些豉酒，他认为这是有违戒律的，不同意。又请他“饮米汁”，还是不允许。最后大家请他喝蜜和水混成的浆，他让律师把经典拿来，翻看有没有能允许喝蜂蜜浆水的条文，没等律师把经书查完一半，他便圆寂了。

慧远著述有“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36]。不少已经散失，今存各类著述主要保存在《高僧传》《弘明集》《出三藏记集》和《广弘明集》中。国内1935年苏州弘化社出版的沙健庵、项智源所辑的《庐山慧远法师文钞》，1960年日本刊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慧远研究·遗文篇》等收录比较完全。

二 《沙门不敬王者论》

东晋时期，朝野上下展开的僧人是否应该礼敬帝王的讨论涉及人员多、延续时间长、产生影响大。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再也没有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进行过，这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过程中产生的现象，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在这场讨论中，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是代表佛教界对这个问题的最全面、最系统的阐述，从此以后，关于这个问题再也没有超出此文涉及范围的著述出现。

在东晋咸康六年（340）由庾冰发起的那场集中讨论后，另一次大讨论由桓玄（369—404）发起。元兴元年（402）三月，自称太尉、专断朝政的桓玄鉴于佛教界腐败堕落等现象严重，下令沙汰僧尼，整顿僧团，慧远写《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表示同意。当年四月，桓玄提出沙门应该礼敬王者问题，下达《与八座书》，与朝中重臣商量，并且致书慧远，征询意见。慧远写《答桓太尉书》，阐述自己的意见。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三日，桓玄改元称帝，为了争取佛教信徒支持，特诏允许沙门不礼敬王者。元兴三年（404）春天，刘裕等起兵征讨桓玄，当年五月桓玄兵败被杀。不久，慧远总结自己这方面的思想，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

《沙门不敬王者论》的主要观点很鲜明、很简单、很直接，就是出家僧人可以不礼敬帝王。但是，该文结合佛教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证，其全面和深刻，又是从来没有过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前面有小序，叙述撰写此文的缘起，正文由五个部分构成，也就是从五个方面论证主题。

第一部分名为“在家”，即从在家信徒角度论证主题。佛教信徒的构成可以有多种分类，其中的一种分类，是把佛教信徒分为在家和出家两大类。慧远认为：“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佛教在家信徒还是属于“顺化之民”，与不信仰佛教的所有人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他们对有血缘关系的父母要讲孝，对有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帝王要讲忠。因为他们的“情”、他们的“迹”（行事）还是与不信仰佛教的人一样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不存在“不敬王者”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方面讲，在家信徒不仅要遵守世俗的礼法，而且还因为信奉了佛教的原因，要首先做信守世俗礼法的典范、楷模，所谓：

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后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

在慧远看来，即便剃发出家，也要遵从君亲之命。所以，佛教本质上是重视赖以为生的家庭，有利于帝王治理国家的。这一部分论证主要强调的是在家信徒首先要“奉亲而敬君”。

第二部分名为“出家”，即从出家信徒的角度论证主题。慧远认为，在佛教的信徒中，主要的不同在于出家这类信众。出家人包括“四科”，即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出家信徒已经不是“顺化之民”，而成了“方外之宾”，他们与佛教在家信众和不信仰佛教的所有人有了本质区别。

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近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逆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

由于出家者要追求他们的修行之志、解脱之道，必须要“遁世”，要“变俗”，所以可以不遵守世俗的礼法规矩。但是，出家人经过修行，可以积累无量功德，不仅自己可以获得解脱，而且造福于自己的血缘亲属乃至芸芸众生。因此，这样的修行得道者，虽然没有处“王侯之位”，但已经对帝王的国家治理做出了贡献，已经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因此，可以不遵守世俗礼法，不按照儒家经典规定的道德规范行事。对家庭来说，他虽然违背了某些家庭礼法，但是他的作为仍然没有违背“孝”道；对国家而言，虽然没有遵从臣民对帝王的礼节，但是他的作为实际上表现了对帝王的恭敬。在这里，慧远是把遵守佛教礼法与遵守世俗礼法对立起来。实际上，出家人“不敬王者”的外在表现与“协契皇极”的修行实际功能之说就已经不协调了。“内乖”与“外缺”，恰恰是尊崇儒家的各阶层所不允许的。统治阶级是要出家人在“不逆”“不失”的情况尽可能的“内不乖”，“外不失”。要求统治者对佛教在礼法形式上让步也是不可能的，统治者要求的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言行和思想的统一。后来的历史发展趋势，正是按照这种情况进行的。

第三部分名为“求宗不顺化”，是从追求佛教真理可以违背世俗（这里主要指道家）公认的自然演化规律、社会演化规律、生命演化规律和思维演化规律。

慧远认为，桓玄在《与八座书》中引用的老子之言，其含义很清楚，就是：

天地以得一为大，王侯以体顺为尊，得一，故为万化之本，体顺，固有运通之功。

这里的“一”，就是“道”，就是万物变化规律，天地的运行是有规律的，人间王侯也要遵循这个规律，才能收到运通之功，这就是“顺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慧远认为，按照佛教的规定修行，追求佛教真理，就不能遵循这样的“道”、这样的规律，即“不顺化”。慧远认为，化育万物，品类虽然很多，不可胜数，但归纳起来，不过“有灵”和“无灵”两类。按照中国固有的生死观来理解，“有灵”也罢，“无灵”也罢，都是死不能复生的。但是，慧远从解释什么是“有灵”、什么是“无灵”开始，就完全离开了包括老子在内的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完全讲解佛教的道理。他把“有灵”解释为有情众生，把“无灵”解释为无情众生。无情众生（没有情识的众生）化毕而生尽，形朽而化灭，一切就结束了；有情众生则不然，他们是处于三界五道生死轮回之中，生生不绝。而这三界流动，正是“以最苦为场”。如果永远在三界生死流动，就是受无穷尽的苦，如果有情众生追求“化尽”，就不同于无情众生的“形朽而化灭”，而是要达到超脱生死轮回的涅槃。所谓“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其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其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永远断绝生死轮回，这就是“不顺化”，就是“求宗”，就是“反本”。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修行目标，“斯沙门之所以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显然，慧远把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修道与遵守封建礼法截然对立起来，要达到涅槃解脱就必须“抗礼万乘”，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两者之间还有可以沟通的地方。与他的老师道安相比，慧远在处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没有留下足够的妥协空间。他的主张只有在特殊时期、特殊人物那里才能暂时行得通，并不能普遍流行。

第四部分名为“体极不兼应”，这是从践行真理的角度论证主题。这里的“体极”是指对佛境界的体验，是对佛教最高真理的践行。这里的“不兼应”，是指不能同时走两种道路、践行两种真理。慧远认为：“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咸异，终期必同。”佛教的礼法与名教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归根到底，本质又是一致的。所以，“自乖而求合，则知理会之必同；自合而求乖，则悟体极之多方。但见形者之所不兼，故惑众涂而骇其异耳”。从佛教与儒家礼法的不同方面找相同之处，就知道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从两者相同之处找不同的地方，就知道践行真理的道路有多条。释迦与周孔都是不可能同时接受两种礼法的，这是相异的方面。正是因为有这种相异，沙门才应该信守佛教的礼法，不能同时也接受周孔礼法（兼应）。

第五部分名为“形尽神不灭”，是从轮回主体不随身体死亡的角度来论述主题。慧远认为，佛教讲的“形”与“神”，不是一生俱生、一死俱死的关系，而是一种“薪”与“火”的关系：“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身形是要死亡的，但神是不死的。通过这种神不灭的轮回转生之说，间接要求全沙门的“方外之迹”。

总之，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涉及许多佛教基本理论问题，中心是为保持佛教礼法的独立性论证。慧远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出家人“高尚其迹”，为了让僧人信守戒律，为了维护僧团的纯洁。从东林寺的良好社会形象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慧远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成果。但是，慧远的这种主张又是直接把佛教礼法与世俗礼法、把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安置在对立面上。慧远在维护佛教礼法方面做出了多方面贡献，但是没有为佛教找到适合国情的处理与政治关系的正确道路。

三 慧远僧团群僧诸相

二十多年间，慧远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庐山僧团。慧远在见镇南将军何无忌时，“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37]。这种高僧出行的壮观场面在东晋南方是不多见的。在慧远数以百计的弟子群中，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所谓“或义解深明，或匡拯众事，或戒行清高，或禅思深入，并振名当世”。[38]以下介绍在某个方面表现突出的慧远六位弟子，即慧持、僧济、法安、道祖、慧要、昙邕。

慧远倡导严谨持戒，并且以身作则，这是治理僧团的一个重要措施。在整个庐山僧众中，慧持算得上是持戒的典范人物。慧持（337—412）是慧远的兄弟，从早年求学到出家师事道安，从南下襄阳到庐山建东林寺，数十年间，慧持都与慧远在一起，二人有着同样的经历。慧持“形长八尺，风神俊爽，常蹑革屣，纳衣半胫，庐山徒属，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为称首”。可见慧持是僧团建设中的表率，是帮助慧远建立僧团的重要助手。当时人曾把他与其兄慧远进行比较：

王珣与范宁书云：“远公、持公孰愈。”范答书云：“诚为贤兄弟也。”王重书曰：“但令如兄诚未易有，况复弟贤耶。”兖州刺史琅琊王恭，致书于沙门僧检曰：“远、持兄弟至德何如？”检答曰：“远、持兄弟也，绰绰焉信有道风矣。”

慧远当时是僧团领袖，慧持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可见他的修养、道风、威望受赞誉的程度。慧持在送其姑比丘尼道仪从江夏到健康时，住在东安寺。卫将军王珣敬重慧持，请他审校僧伽罗叉译出的《中阿含经》。返回庐山不久，豫章太守范宁请他讲《法华》、《毗昙》，“四方云聚，千里遥集”。

隆安三年（399）慧持辞别慧远，离开庐山，到蜀地传教弘法。住在龙渊寺。慧持不仅受到刺史毛璩的敬重，也为当地佛教界所拥戴。蜀郡僧正僧恭、名僧慧岩在慧持到来时，“皆望风推服。有升持堂者，皆号登龙门”。

慧持在龙渊寺，“讲说斋忏，老而愈笃”。他于义熙八年（412）圆寂。逝世前，规劝弟子一定要重视律仪，他对弟子们说：“经言，戒如平地，众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谨哉。”[39]慧持一生持戒严谨，在临终时，最关心的还是要重视“律仪”。他强调戒律能够生“众善”的作用，要求把“戒”贯彻到“行住坐卧”的一切活动中，即便在一些持戒严谨的佛门领袖中，这也是不多见的。尤其可贵的是，其兄慧远为佛教界领袖，具备一切享受的条件，慧持仍能保持终生道风优良，更是难能可贵。他受到各地佛教界的推崇，受到社会各阶层信众的拥戴，这是重要原因。慧持的弟子有道泓、昙兰等。

如果说慧持是慧远以戒律约束僧人的执行样板，那么，僧济就是慧远倡导西方净土信仰的一个执行样板。僧济，出身不详，太元（376—396）中到庐山从学于慧远，“大小诸经及世典书数，皆游炼心抱，贯其深要”。刚过三十，“便出邑开讲，历当元匠”。慧远称赞他：“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僧济虔诚信仰西方净土，病重时“想象弥陀”。慧远给他一支蜡烛，谓：“汝可以建心赡（安）养，竞诸漏刻”。

僧济执烛凭几，集中精力念佛，心中没有杂念。众僧夜集，为他念诵《无量寿经》。僧济在念佛中“自省四大，了无疾苦”。第二天，僧济在没有痛苦中“言气俱尽”，享年45岁。这里讲的往生西方的法事程序，大约是慧远倡导的西方念佛法门的内容。死后往生西方净土，基本可以说是慧远整个僧团的共同信仰。比如，慧持在临别慧远入蜀时，慧远很悲伤，不忍兄弟分别，慧持就说：“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40]可以看到，慧远的西方净土信仰是在到庐山之前，甚至在出家的时候就有了。慧远的西方净土思想影响了整个僧团，而没有受到其师道安信仰弥勒净土的影响。

慧远不但不否定神通，而且认为，菩萨没有神通就像鸟没有翅膀一样。法安，可以说是慧远僧团中一位神异僧代表。法安又名慈钦，生卒年代不详，籍贯不详。他善戒行，能讲经，习禅业。义熙（405—418）年间，新阳县（今湖南宁乡）有老虎经常伤人，法安施展神异本领，给虎“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虎灾由此而息。当地居民为了感谢他，把那里的一处神庙改为寺院，并把周围的田园捐给寺院。后来寺院计划铸造佛像，但是缺少铜，法安夜梦一人到其床前说：“此下有铜钟。”[41]法安梦醒之后发掘，果然得到两口铜钟。此类神异事迹在慧远僧团中是不受歧视的，这与慧远重视神通可能有直接关系。

慧远善于演说，是讲经名家，但在庐山僧团中，也有被认为讲经胜过慧远的弟子，这就是道祖（347—419）。道祖是吴人，少年出家，为台寺支法齐弟子，后与僧迁、道流等一起到庐山，师从慧远。慧远经常夸奖道祖等人“易悟，尽如此辈，不复忧后生矣”。僧迁和道流都在28岁卒。道流所撰的佛经目录没有完成，道祖续成《魏世经录目》《吴世经录目》《晋世杂录》《河西经录目》各一卷。道祖后来到京城瓦官寺讲经，桓玄每往观听，对人说：“道祖后发，愈于远公，但儒博不逮耳。”尽管桓玄认为道祖在学问渊博方面还不及慧远，但认为他在讲说方面胜过慧远已经是很高评价了，毕竟慧远是其师，且年长十几岁。所以，道祖应该是庐山僧团中有讲演才能的代表。

在庐山僧团中不乏能工巧匠，慧远弟子慧要是其中的代表。慧要也懂经律，但“尤长巧思”。“山中无刻漏，乃于泉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流波转以定十二时，晷景无差。”[42]他还制作木鸢，能飞数百步。

庐山僧团是治理很好的模范僧团，但是，僧团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其中也有尔虞我诈的相互斗争。昙邕可以说是慧远僧团排外的受害代表。昙邕俗姓杨，关中人，年轻时从军，曾任前秦的卫将军，形长八尺，雄武过人。东晋太元八年（383），昙邕从苻坚南征，为晋军所败，还至长安，从道安出家。道安圆寂后，昙邕乃南投庐山，事慧远为师。昙邕“内外经书，多所综涉，志尚弘法，不惮疲苦”。他主要充当慧远和鸠摩罗什之间书信来往的使者，“凡为使命十有余年”，强捍果敢，随机应变，不辱使命，起到了庐山僧团和长安佛教界沟通的作用。

京城道场寺的僧鉴很敬重他，请他到扬州。昙邕与慧远的感情很深，以慧远年高为由谢绝。但是僧团中有人“恐后不相推谢，因以小缘托摈邕出”。昙邕很大度，“奉命出山，容无怨忤，乃于山之西南营立茅宇，与弟子昙果澄思禅门”。在慧远临亡之日，他“奔赴号踊，痛深天属”。从他对慧远逝世如丧考妣，也能想象他受冤枉之深。昙邕后来到荆州，在竹林寺去世。

第四节 佛陀跋陀罗与《华严经》

一 佛陀跋陀罗及其译经

根据《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本传和《高僧传》卷二本传，佛陀跋陀罗（359—429）意译名为“佛贤”，迦毗罗卫人，释迦族后裔，甘露饭王后代。佛陀跋陀罗5岁而孤，17岁出家，受具足戒之后，修业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尤其是以禅律驰名。尝与同学僧伽达多共游罽宾，求学多年。一次僧伽达多在密室闭户坐禅，忽然看见佛陀跋陀罗到来，惊问：“何来？”后者回答：“暂至兜率，致敬弥勒。”从这个显示神通的神异故事可以看到，佛陀跋陀罗是崇奉弥勒信仰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他的佛学思想特点。

佛陀跋陀罗在罽宾遇到智严，便迎请到汉地传法。他们先走陆路，又转水路，历经三年艰苦跋涉，在青州东莱郡登陆。他听说鸠摩罗什当时在长安弘教传法，就前去投奔。罗什见到他后，十分高兴，与他“共论法相，振发玄绪，多有妙旨”。罗什能够和他这样进行佛学讨论，进行学问切磋，足见佛陀跋陀罗的佛学修养。佛陀跋陀罗一次问罗什：“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罗什曰：“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43]佛陀跋陀罗比罗什小14岁，是新来乍到的普通僧人，没有任何建树，而罗什当时已经是长安僧团的领袖，每日里千僧围绕，佛陀跋陀罗当面说这种狂妄的话，而罗什又能如此应对，足见罗什的谦逊是常人所不及的。尽管佛陀跋陀罗对罗什如此不敬，罗什仍然是“每有疑义，必共谘决”。罗什不耻下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美德，是他成为里程碑式翻译家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罗什可以容忍的事情，他的众弟子们又如何能容忍，佛陀跋陀罗的这种性格和做法，就决定了受打击报复的厄运必然会降临到他头上。后来，道恒等人以佛陀跋陀罗“显异惑众”为借口，“驱逼”他和他的弟子们离开长安。

义熙七年（411）佛陀跋陀罗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离开长安，南下庐山，投奔对他向往已久的慧远。佛陀跋陀罗到达庐山后，在慧远的关照下，自夏迄冬，翻译禅经。佛陀跋陀罗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二卷，该经也称作《修行方便禅经》，《修行道地经》，《不净观经》，记述罽宾禅师达磨多罗和佛大先（觉军）的禅法，慧远在《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中有介绍：

今之所译，出自达磨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搜集经要，劝发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磨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是以始自二道，开甘露门。释四义以反迷，启归途以领会。分别阴界，导以止观。畅散缘起，使优劣自辨，然后令原始反终，妙寻其极。其极非尽，亦非所尽，乃曰无尽，入于如来无尽法门。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于法身，归宗一于无相。静无遗照，动不离寂者哉！[44]

据慧远介绍，这本禅经记录的达磨多罗和佛大先都是西域著名的禅学宗师，他们的禅法是综合的各类经典要义而形成，目的是为了让修习者信仰和践行大乘佛教。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禅法都是大乘佛教的禅法，区别仅在于由于弘教方式不同而有详略差异。达磨多罗的禅法思想，核心内容是通过观想不生不灭的般若教义，认识、理解和体验“色”与“如”的不二关系，即不相“离”，又是相“是”的关系。这里的“如”，与“真如”“法性”“空”“本无”“无相”“法身”等是同类概念，所以，这里讲的“色”和“如”的关系，就是一种体用关系。佛大先的禅法在本质上与达磨多罗禅法是一样的，也是大乘禅法，以最终认识、理解和体验“如”“无相”“法身”等为目的，不同在于，佛大先的禅法是循序渐进的，观想次第森严，从二甘露门（数息、不净观）开始，一步一步前进，最终进“入如来无尽法门”。经过佛陀跋陀罗的翻译，经过慧远的推广，这一系的禅法逐渐流行起来。

佛陀跋陀罗志在游化，居无求安，义熙八年（412），他带领弟子来到荆州。佛陀跋陀罗在荆州遇到太尉刘裕，颇受敬重，第二年随刘裕到扬都（今南京），被安置在道场寺，也称“斗场寺”。佛陀跋陀罗“仪轨率素，不同华俗，而志韵清远，雅有渊致”，受到京城佛教界的称赞，被誉为“便是天竺王（弼）、何（晏），风流人也”。

佛陀跋陀罗在道场寺翻译佛经，最重要的有两件事。

第一，翻译出《华严经》，以后习称“晋译华严”、“六十卷华严”等。

佛陀跋陀罗受吴郡内史孟[image: ]、右卫将军禇叔度之请，在道场寺翻译《华严经》，开始于东晋义熙十四年（418）三月十日，毕于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十二月二十八日。参加译事者有法业、慧观、慧义等百余人。所译经原本是支法领从于阗带回来的。据《译经后记》，于阗有华严经梵本共十万偈，带回来的只是其中的三万六千偈。华严学僧言“十”以喻其多，“十万偈”自然也是概言数量之巨，不会是确数。但是，由此也可以知道，即便在于阗，此经也不是完备的集成本，所收有遗漏，这与前出单行经的对照中可以看出来。另外，《高僧传》谓此经属于“华严前分”，表明这个集成本完成之日，又有续出的“后分”之类的新经。

第二，与法显合作进行翻译工作。

法显从古印度带回许多梵文经典，于义熙九年（413）到建康后，也住道场寺，佛陀跋陀罗与他共同翻译经典。前后翻译的经典有《大般泥洹经》六卷、《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杂藏经》一卷等。《出三藏记集》本传说佛陀跋陀罗译出经典共十一部，《高僧传》本传说他译经共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在佛陀跋陀罗所译出的经典中，最有影响的是《华严经》，后来成为华严宗理论形成的经典依据。佛陀跋陀罗所译《华严经》原为五十卷，今本为六十卷。它的出现，开辟了华严经学输入内地的新阶段。这部按照一定标准有选择收录的华严汇集本，容纳了在中国佛学史上起作用的华严经学的基本内容，此后虽然屡有单行经续出，并有篇幅更长一些的《华严》汇集本翻译，但在主要学说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六十华严”是定型化的经典，其理论是华严经学的成熟形态。

二 晋译《华严经》的基本内容

从《华严经》的整体思想方面考察，有五个方面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即卢舍那佛信仰、华藏世界信仰、一多关系及其运用、法界与世间的关系、心佛众生三者的关系。

（一）卢舍那佛信仰

在集成本的若干单行品经中，还残留着以释迦牟尼为之上佛的痕迹，但从全经范围来看，《华严经》塑造的唯一最高崇拜对象是卢舍那佛。他并非《华严经》首次提及，《杂阿含经》中已有其名，《梵网经》中已有描述。但是，用他最终取代释迦牟尼的地位，使他既具有法身诸特性又具有人格化，则无疑是《华严经》的创造。

按照大乘佛教的一般看法，作为佛理神格化的“法身”，是一种永恒而普遍的抽象存在，无形无相，不可名状，不可思议。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所能够接触到的佛，只能是应化身，而绝非法身。在前出诸种华严单本经中，论述最多的是竺法护的普贤类译籍，这些典籍对法身的界定和描述，虽与般若类经典不尽相同，但在区别法身与应化身或色身方面，坚持着大乘佛教的共同看法。集成本的佛身信仰有所改变，也给此前普遍采用的法身概念赋予新意。

对卢舍那佛神身的描述散见于全经各处，尤以最初两品和最后一品的某些段落论述最集中。各举一例，见其全貌：

佛身清净常寂然，普照十方诸世界。寂灭无相无照现，见佛身相如浮云。一切众生莫能测，如来法身禅境界。[45]

卢舍那佛成正觉，放大光明照十方，诸毛孔出化身云，随众生器而开化，令得方便清净道。[46]

卢舍那佛不可思议清净色身，相好庄严，我见此已，起无量欢喜。[47]

整部《华严经》从头到尾，作为最高崇拜对象的卢舍那佛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存在从诸佛、诸菩萨的赞叹中及其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加上他的身体“清净常寂然”“寂灭无相无照现”等，共同构成了他所具有的法身佛特性的一面。

卢舍那佛具有一切智慧和最高觉悟，接受众生的供养膜拜；同时，他也给自己的信仰者以智慧和觉悟，包括诸种神通，引导众生进入“方便清净道”，走上成佛之路。他的“相好庄严”的“清净色身”，他的“随众生器而开化”的“化身”，共同构成了他所具有的化身和报身佛的一面。

《华严经》的创新在于：集中把法身限定在卢舍那佛这样一个具体的佛身，从而把“法身”和“报身”、“化身”统一起来，使其具有了三位一体的特性。这样，本来是深奥难懂的“法身”被通俗化了，使需要费尽心力领会的玄妙佛理变成了人们日常不假思索即可敬奉的形象化实体。正是从这些地方，带有浓厚哲学和道德色彩的佛教，变成了更具有神异奇幻特色的佛教。

“卢舍那”梵文为Lo[image: ]aṇa,含有“光明普照”的意思，也是太阳的别名。前出单行经也有佛发光普照佛刹的描述，但往往把佛发光与其身体的某个部位相联系，如足下、眉间等，这种情况也残留在集成本的许多品中。然而，集成本描述佛发光的核心内容，是把佛描述为一个发光体，如同太阳，所谓“佛身一切诸毛孔，普放光明不可议，映蔽一切日光明，遍照十方靡不同”[48]。以卢舍那命名佛，是长期将佛喻作照耀一切、生育一切的太阳的结果。这样，卢舍那佛是光明的象征，它的光芒普照一切，使人们在佛光中获得智慧，并借以实现自我净化，严净一切。以佛为太阳，可能受到了祆教的影响，具有受波斯文化影响的痕迹。同时，《华严经》还把佛光比作月光：“佛于诸法无障碍，犹如月光照一切。”[49]两种比喻穿插互见，有着以光明驱除黑暗的意义。

佛发光之说，佛教有着自己的学说发展逻辑历程。大体言之，先有佛身某个部位发光的描述，逐渐演进到把佛描述为一个发光体。佛之所以能发光，最初源自他的智慧冥想，这一点也保存在集成本中：“卢舍那佛于念念中放法界等光，普照一切诸法界海。”[50]“法身”概念形成以后，发光之源又被安置在法身上，《华严经》也集成了这一点：“法王安住妙法堂，法身光明无不照。”[51]据前述所引，《华严经》认为法身乃是“禅境界”，所以，法身之光，卢舍那佛之光的本源，乃是来自佛“于念念中”的智慧冥想实践，来自禅定实践。简言之，佛光之说并不神秘，本质上是佛教僧人对禅定引发的特殊感受的发挥，把佛光比作日光或月光，进而以佛为日，大约接受了外来宗教因素的促动，同时也没有违背佛教学说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路线，就华严学说的主导方面而言，重视佛发光与重视禅定引发的对神通境界的构想有直接的联系。

（二）华藏世界信仰

《华严经》塑造的佛国世界名叫“华藏世界海”，也称“莲花藏世界”、“华藏世界”等，这是卢舍那佛所居之处，也是他教化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由卢舍那佛修菩萨行而创造出来：

此莲花藏世界海是卢舍那佛本修菩萨行时，于阿僧祇世界微尘数劫之所严净，于一一劫恭敬供养世界微尘等如来，一一佛所，净修世界海微尘数愿行。[52]

卢舍那佛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实际上是菩萨行创造了世界。《华严经》的中心是宣讲菩萨行，所以赋予菩萨行创造佛国世界的功能。

《华严经》对这个佛国世界的构造作了冗长的描述，大体的构造是：“有须弥山微尘数等风轮持此莲花藏庄严世界海”，这无数风轮分为十层，最上层风轮“持一切香水海，彼香水海中有大莲花，名香幢光明庄严，持此莲花藏庄严世界海”。在华藏世界里，又有无数的佛国世界。此佛国世界之所以称为“华藏世界”，正因为它由大莲花所包藏。据《大悲经》卷三、《大智度论》卷八等载，大神毗湿奴之肺中生出大莲花，华中有梵天王，其心创造了天地万物。一般认为，这正是创造华藏世界神话的原型。吸收古印度的神话传说，是《华严经》构造佛国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

为了说明华藏世界存在的时间无限长，《寿命品》采用了不同佛刹（一佛教化的世界）时间相对不等的新颖说法：“如此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刹一劫，于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刹为一日一夜；安乐世界一劫，于圣眼幢世界金刚佛刹为一日一夜。”经过这样的类推，最后总结：“如是次第，乃至百万阿僧祇世界，最后世界一劫，于胜莲花世界贤首佛刹为一日一夜，普贤菩萨等诸大菩萨充满其中。”“劫”原来是表达极长时间的概念（加上一劫是多少年），经过这样的“劫”与“一日一夜”的连续类推之后，华藏世界的一日一夜实际上已经接近无限了。

在表达无限多概念，以及创用数字和创造数量新单位等方面，没有哪一部佛典能与《华严经》相比。在表达无限多概念时，《华严经》已不满足一般佛典使用的“恒河沙数”，而通常采用“须弥山微尘数”“佛刹微尘数”等来比喻。“一佛刹”是一位佛能教化的范围，大都指三千大千世界，把三千大千世界化为微尘的数量，自然要比恒河边的沙粒多得不可思议。

对“十”的创造性运用，从《兜沙经》就已经开始，集成本更是予以发挥。在《华严经》里，“十”已不是定数，而是成为圆满、具足、完备、和谐的象征。不少品简直到了滥用“十”的程度，比如《离世间品》由二百多个“十种法”组成，这样一来，诸如此类的经文成了各种佛教名相和断语的平铺罗列，显得十分繁琐、累赘。

《阿僧祇品》列举了一组平方进位的数字单位系列，集中展示了《华严经》在创造数量新概念方面所能达到的能力。这组数量单位以“百千”为始，“百千百千为一拘梨，拘梨拘梨为一不变，不变不变名一那由他”，依次递进，从“百千”至最后一位“不可说转转”，总共有一百二十二项。“阿僧祇”是一般佛典用以表达数量无限多的概念，意译“无数”、“无央数”，然而，在这个冗长的数量概念系列中，阿僧祇只列在第一百零四项。“阿僧祇”个“阿僧祇”叫作“一无量”，“无量”个“无量”叫“一无量传”，气候的数量单位还有“无分齐”“无周遍”“不可称”“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转”，最后一句是“不可说转不可说转名一不可说转转。”

很明显，作为极大数字单位的最后几项强调“不可说”，《阿僧祇品》接着又罗列了三四百相“不可说”，包括“众生虚妄不可说”“佛刹成败不可说”“成就三昧不可说”“般若波罗蜜不可说”，等等。因此，创用数量新概念，创造数字新单位，都是为其教义服务，都是为了论证佛国的永恒无限、佛法的无量无边、菩萨修行的浩瀚无际、佛力的神秘莫测，证明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非言语所能表达。

《华严经》对华藏世界存在方式的描述，实际上接触了世界无限的概念。这个无限世界虽然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但又是秩序井然的：

法界不可坏，莲花世界海，离垢广庄严，安住于虚空。此世界海中，刹性难思议，善住不杂乱，各各悉自在。[53]

华藏世界之所以从整体上讲“不杂乱”，有秩序；从各个部分上讲“悉自在”，不受束缚，在于它由卢舍那佛法身统一起来。华藏世界也称“法界”，“法界不可坏”，即华藏世界不可坏，这个世界是与如来法身相等同的，“如来法身等法界，普应众生悉对现”。[54]其实，华藏世界就是卢舍那佛的“法界身”，它在具有无限差别中又蕴含着统一性。

华藏世界是否存在，最终要以信仰者是否能“见”到来判定。《华严经》介绍了几种看到整个华藏世界的方法，例如，由于佛力加被，菩萨可以在佛光中得睹“莲花藏，庄严世界海”[55]。而更重要、更通行的方法，则是由修习禅定获得神通看到，普贤即是“入一切如来净藏三昧正受”[56]而观察到整个华藏世界的。一般菩萨也可以通过修习禅定获得神通看到它，“十方世界中，无量诸佛刹，菩萨神通力，一念悉遍至”[57]。在佛的禅定中，这个无限世界的一切都呈现出来，所谓“一切示现无有余，海印三昧势力故”[58]。像平静的大海能映现一切形象一样，无限广大的华藏世界也能为禅定所印证，所证实。

（三）一多关系及其运用

在说明菩萨特殊认识和实践时，《华严经》诸品普遍从“一”与“多”的方面理论，同时强调一多的两种关系：一多的等同关系——相即与相是；一多的转化关系——相入与相摄。以此描述菩萨修行，既使其具有理论意义，又增添了神秘色彩。

根据《华严经》的论述，“一”与“多”这对范畴可以贯彻在许多方面。例如，佛的智慧是一，其智慧的运用是多；佛的法身是一，其应化身是多；诸法的法性是一，其表现是多；众生心是一，其心的造作是多;等等。这样，在一多关系中实际包含了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整体与部分的多方面的关系。但是《华严经》并没有把它们明确区分开来，只是以一多关系来处理。一定程度上说，《华严经》中的一多关系，乃是对事物或现象的一切关系的总概括，无论世间现象还是出世间现象，它们的关系都可以用一多关系来说明和概括。

菩萨对一切现象或事物的认识，包括对一切佛教法门的认识，均可以从一多关系方面来说明，“与一切法中知一切法，于一切法中亦知一法”[59]。“观缘起法，于一法中解众多法，众多法中解一法。”[60]无论就佛法而言还是就整个世间现象而言，都必须承认既存在着“一”，又存在着“多”，从一中认识多，从多中认识一，最后达到把两者统一起来、结合起来。承认差别，并要求把差别统一起来，可以说是这种认识论的合理因素，但是，对一多关系的进一步发挥，则是把一与多完全等同，即一与多的“相即”或“相是”关系。

《十住品》中的第七住，列举菩萨必学的“十法”，第一法就是“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初发心菩萨功德品》谓：“知一世界即无量无边世界，知无量无边世界即一世界。”“一切欲即是一欲，一欲即是一切欲。”在处理一多关系上，《华严经》确有要求从个别把握一般、由一般认识个别，从现象把握本质、由本质认识现象的意思，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一与多往往又代表整体与部分，按《华严经》如上所述，这又等于说，认识了整体就认识了部分，认识了部分就认识了整体，这就会产生把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部分与整体混淆起来的可能性，使一多关系趋向混乱和神秘。

《华严经》还把一与多的等同关系广泛运用于不同性质的事物：

知秽世界即是净世界，知净世界即是秽世界；知长劫即是短劫，知短劫即是长劫。[61]

“秽”与“净”的本质不同，它们也可以相“即”相“是”，完全等同，这就超出了把整体与部分相等同的讨论范围，是取掉事物所有质的规定性之后的等同。这种等同论述，也超出了把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相等同的范围，具有了完全取消对立差别的意义。

既然把一切同质或不同质的事物相等同，取消了质的规定性，取消了对立，那么一切事物之间就都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包容和相互融摄，这就引出了一多之间的另一种关系——相入或相摄的关系。《普贤菩萨行品》讲十种“入”法，其中：

一切世界入一毛道，一毛道出不可思议佛刹；一切众生身悉入一身，于一身出无量诸身；……不可说劫悉人一念，令一念悉入不可说劫；……一切诸相悉入一相，一相入于一切诸相；……一切诸音入一语音，一语音入一切语言。

所有差别事物和现象无不具有统一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包容、容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与多的“相入”或“相摄”关系也有辩证的因素。但是，《华严经》各品都是在描述神通境界，这就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菩萨对相入或相摄的认识，也要求贯彻在实践中：

分别了知诸法自性，大小相摄，……于一言中普说一切修多罗海。于一念中决定了知不可说劫。……摄取十方一切法界于一一微尘中，现成正觉；于无色性现一切色，能以一方摄一切方。[62]

获得“大小相摄”的认识并不是目的，而有能力做到“摄取十方于一微尘中”才是实践的目的，因为这是佛境界的表现，是菩萨行的归宿。《华严经》认为，具有这些能力，对于诸佛、诸大菩萨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需要论证，只需要描述出来，展现给世人。《佛不思议法品》之二说，佛能将“一切法界等世界”，包括所有的无量众生安放摄入于“一毛孔”中，照常行住坐卧，而众生也不觉，如来也不生厌。这种一多相入的能力，正是想象中的神通境界，也是佛的境界。

尽管《华严》中的一多关系主要运用于描述神通境界和菩萨神秘的修行，但它毕竟建立在思辨基础上，可以稍加改造而被更广泛地运用。

（四）法界与世间的关系

在《华严经》中，“法界”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它指卢舍那佛所教化的整个世界，是对全部世间和出世间、全部凡圣境界的总概括，它既指轮回世界，也指解脱世界；既是本体界，也是现象界；既是可见世界，也是不可见世界。“法界”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使彼此对立的两个世界完全合一。

深入法界，随顺法界，是《华严经》的一贯旨趣，并被视为菩萨修行成佛的必由之路，所谓“入于真实妙法界，自然觉悟不由他”[63]。在承认差别的同时，又应绝对平等地看待一切，是进入法界应树立的正确认识和观点，是入法界的前提，亦即“等观法界，无有差别”[64]。

《入法界品》作为全经的总结，提供了如何深入法界和随顺法界的典型例证。此品篇幅较长些，约占全经的1/4强。它讲善财童子经文殊菩萨指点，南行寻访诸位善知识的故事。该品是《华严经》整个学说的形象化图解，使人们能够对法界理论有更清楚、更完备的理解。从这一品的描述，可以概括《华严经》入法界、随顺法界的全貌，以及它的核心内容及其主要特点等。

其一，入法界不仅是全部菩萨修行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它的归宿。按照晋译《华严经·入法界品》的记述，善财童子所寻访的善知识，明确指名者四十七人，中间插入人物两次，共有四十九人次，此后唐译《华严经·入法界品》又有增补，成了五十五人次。[65]善财每见到一位善知识，都请教大致相同的问题：“云何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乃至云何具菩萨行？”诸位善知识的回答，大多数具有从不同方面解释《华严》重要学说内容的性质，这表明，菩萨行从修学到具备，都体现在入法界之中。集成本的经文安排，也适应了表达这个中心思想的需要。

其二，入法界即是入世间。善财童子所寻访的善知识，既有人，又有诸夜天、大天、地神，还有文殊、普贤、弥勒三位大菩萨。出了三位大菩萨，其他善知识就都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圣”，而是处于生死轮回中的“凡”。善财进入法界，即是走向人间，走向世俗世界。因此，作为成佛依据的佛法总和“真实妙法界”，并非存在于世俗世界之外，而是体现在世俗生活之中，世俗生活也是成佛之路，世间就是法界，世间就包含和拥有了一切。

其三，随顺法界，就是随顺善知识的所有教诲。《入法界品》反复强调：“欲成就一切智智，应决定求真善知识。”这样，求佛求菩萨就成了求“真善知识”，善财所寻访的那些未被神化的世间的人，当然也都是“真善知识”，他们中间既有一般的比丘、比丘尼，也有婆罗门、外道、仙人；既有高居于社会统治顶层的王者，也有富有的长者以及良医、海师、童子师等劳动者，甚至还有妓女。不同职业的善知识所能给予的教诲不同。《入法界品》把来自社会所有等级、所有职业的人都纳入善知识的行列，要求“随顺”其“教诲”，表明它力图把世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生活，都纳入成佛的领域，力图把学佛法扩大为学习世俗的一切东西。《入法界品》还进一步强调：“于善知识所有教诲，皆应随顺；于善知识善巧方便，勿见过失。”这就是说，善知识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所有作为，都应该听从学习，不应该怀疑，更不应该指责其是“过失”。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国王使用的“断手足”“截耳鼻”“挑双目”“断身手”之类的酷刑，被视为“救度众生”“令其解脱”的慈悲手段；妓女与他人“共宿”，与他人拥抱咂吻等，被名为“离欲三昧”；苦行者登刀山、投火聚之类的做法，也自然成了“菩萨诸行皆清净”，这种化腐朽为神奇式的思路，远远超出了学习知识的范围，既带有用佛法净化一切的意图，又带有肯定一切、调和一切的倾向，从而为后来自由解释和任意发挥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入法界品》所宣扬的主要思想，完全蕴含在此前的众多品经文中，并不是脱离全经的新创造。它的特点在于：把平等看待一切的抽象说教发挥到极端，把融合、调和的见解贯彻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既是全经的高潮，同时又让人觉得某些论述与全经不协调。由于该品不是专门以神通境界说明教义，而是以人间的具体事例说明教义，所以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在中国佛教史上，《入法界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宣扬的平等无差别看待一切的主张、遍历各处参访求学的号召、随顺善知识尊师重教的思想、肯定现实存在的一切均合理的态度等，在佛教界持续流行，并不只是影响了华严宗。

（五）心佛众生三者的关系

《华严经》在树立卢舍那佛这个外在崇拜对象时，强调了卢舍那佛法身的遍在性，这就使每个人先天具有了成佛的内在根据，由此也自然开辟了一条向内心世界寻求解脱的路线。

关于“心”的本质、作用及其与崇拜对象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散见于《华严经》诸品中。其中，《十地品》提出“三界虚妄，但是心作”的命题，就影响颇为深远。由于各品形成的时代和地区不同，论述的问题也各有侧重，对心的论述亦有相互补充或相互矛盾之处。相对来说，《佛升夜摩天宫品》中一首长偈的叙述，能够比较集中反映《华严经》关于这些问题的总体思想，反映《华严经》心学体系的诸特点：

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亦尔，入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诸佛悉了知，一切从心转。若能如是解，彼人见真佛。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造诸如来。

这首长偈对“心”的描述有三方面的含义，也是《华严经》心学体系的三个内容或三个特点。

其一，心是世间的本源。首先，作为众生具体存在形态的“五阴”是“心”所创造，这与“三界虚妄，但是心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由此扩展，“一切世界”中的诸种事物和现象（“法”）也都是“心”所创造。进一步说，不但众生是心所创造，连世间崇拜对象——佛也是“心”所创造。“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在《华严经》的学说体系中，这里的“佛”只能是应化佛，而不是卢舍那佛。这里的心佛众生之所以没有差别，在于它们都是世间现象，作为“一切世界中”的“法”而存在，都是虚妄的。但是，三者虽然有“无差别”的特点，但“心”毕竟处于主导地位，是心创造了包括众生和佛在内的世间万法。因此，“心”是世间的本源，它同时又是世间的一种现象，有虚妄的一面、无常变化的一面。

其二，“心”具有沟通世间和出世间的功能。“诸佛悉了知，一切从心转，若能如是解，彼人见真佛。”这是第二层含义，所谓“真佛”，是与“心佛及众生”中的应化佛相对而言，在《华严经》中指至真的卢舍那佛。“心”的转变，向内心世界寻求解脱，走修心道路，就能“见”到真佛，“真佛”不属于世间现象，而属于出世间，属于解脱的彼岸。“见真佛”即是达到成佛解脱。因此，通过修心达到心的转变，是成佛之路，心有沟通世间与出世间的功能。但是，“见真佛”并不意味着“真佛”由“心”所创造，既然称“见”，仍然是把“真佛”作为与主体“心”相对存在的外在崇拜对象。

其三，心具有成为出世间本源的倾向或萌芽。最后的结论是“心造诸如来”，“诸如来”可以概括世间的一切应化佛，而一切应化佛的总和就等于卢舍那佛。所以，“心造诸如来”已经具有了卢舍那佛由心之所造的潜台词意义。问题在于，《华严经》始终没有明言卢舍那佛是“心”所创造，因此，“心”只具有成为出世间本源的趋向。

第五节 法显与晋宋之际的求法活动

一 晋宋之际的求法活动

从三国朱士行西行求法之后，中土信仰者或为求取经典，或为瞻仰、朝拜圣迹而西行古印度，一直没有断过。尤其是到东晋末年，形成了中土信仰者西行求法的高潮。这个时期的求法，都是民间自发进行，没有得到过官方的资助。求法者的道路各有不同，或者南下，沿海上丝绸之路经东南亚诸国到印度，或者沿陆路丝绸之路经中亚到印度。中土僧人西行返回，与东来传法者相比，更加深了中国人对古印度佛教的认识，从而对佛教有了新的理解。在这些西行者中，成功的例子少，失败的例子多。慧皎曾论述了取经的艰难：

窃惟正法渊广，数盈八亿，传译所得，卷止千余。皆由窬越沙阻，履跨危绝，或望烟渡险，或附杙前身，及相会推求，莫不十遗八九。是以法显、智猛、智严、法勇等，发趾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唯一，实足伤哉。[66]

僧祐举出的法显等四人乃是成功的例子，而求法不成功的事例则更多。晋宋之际的求法者中，除了法显是最著名的代表之外，还有智严、宝云、智猛、于法兰、于道邃等。

（一）智严

智严是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纳衣宴坐，蔬食永岁”。他立志要博事名师，广求众经，遂与宝云等人西行求法，到达罽宾，入住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学习禅法。智严学习很有成效，虽然只学习了三年，但功逾十载。佛驮先见其禅思有绪，非常器重。当地道俗听说后大加赞叹：“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从此当地人不再轻视秦地人。

当时有佛陀跋陀罗比丘，也是有名的禅师。智严就请求他到中国传教弘法。佛陀跋陀罗为其恳切之情所感动，就和智严一起来到后秦长安，住于长安大寺。不久，佛陀跋陀罗受到鸠摩罗什门下排挤，不得已南下，智严也离开长安，住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刘裕西伐长安，经过山东，同行的始兴公王恢从刘裕游观山川，来到智严精舍。看见三位僧人各坐绳床，禅思湛然，王恢心敬其奇，禀告刘裕之后，邀请他们到建康，住始兴寺。后来由于智严性爱虚靖，一心想远离闹市，王恢为智严在东郊建枳园寺居住。

智严从西域带回来的梵文经典不少，从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开始，智严与沙门宝云合作译出《普曜经》六卷、《广博严净》四卷、《四天王》一卷等。智严晚年又带领弟子经海路到天竺，从陆路返回途中，在罽宾圆寂，时年78岁。智严的弟子智羽、智远等人返国，报道了智严的情况。[67]

（二）宝云

宝云（376—449），俗姓不详，据说是凉州人，少年出家。他求法之心恳切，有“亡身殉道”之志，希望亲身瞻仰灵迹，搜求经典。东晋隆安（397—401）之初，与法显、智严等人先后相随，涉履流沙，登逾雪岭，西行求法。历于阗、天竺诸国。宝云在国外“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训诂，悉皆备解”。回到长安之后，宝云跟随禅师佛陀跋陀罗修习禅定，不久又跟其离开长安南下到建康，住于道场寺。晋宋之际，宝云先后协助佛陀跋陀罗、法显、智猛、求那跋陀罗译经。宝云自己译出《新无量寿经》二卷、《佛本行赞经》五卷。由于宝云精通汉文和梵文，当时译出的不少经典都由宝云来最后定稿，“众咸信服”。在晋宋之际，“江左译梵，莫逾于云”，慧观等人都与宝云友善。

宝云晚年住六合山寺，向周围民众“说法教诱”，当地民众“礼事供养，十室而八”。南朝宋元嘉二十六年（449）终于山寺，时年74岁。据说他“游履外国，别有记传”[68]。

（三）智猛

智猛是雍州京兆新丰人（今陕西临潼东北），少年出家，受到外籍来华僧人讲述天竺释迦遗迹，以及大乘经典情况的影响，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千载可追”，立志西游求法。后秦弘始六年（404），与沙门十五人从长安出发，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今甘肃武威），出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经过善鄯、龟兹、于阗等地。再从于阗西南行两千里，开始登葱岭时，有九人退还。智猛等人继续前行一千七百里，到达波伦国（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巴勒提特）。同伴竺道嵩在此地逝世。智猛与其余四人共逾雪山，渡辛头河，至罽宾国，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智猛等到达奇沙国，见到佛文石唾壶、佛钵。[69]

由奇沙国西南行一千三百里，智猛一行至迦维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迹等，又瞻仰了佛涅槃地、成道地等。后来智猛在华氏国阿育王旧都见到信奉大乘佛教的大婆罗门罗阅，于其家获得梵本《大泥洹》《僧祇律》等经典，立誓流通。

智猛于南朝宋景平二年（424）从天竺回国，在中途又有三位同伴死亡，只有智猛和昙纂生还凉土。智猛在凉州译出《般泥洹经》二十卷，已不存。南朝宋元嘉十四年（437）智猛入蜀，十六年（439）七月撰写《游行外国传》一卷，记录自己的西行经过。元嘉（424—453）末年卒于成都。[70]

（四）于法兰

于法兰是高阳人，15岁出家，少年时代就已经“道振三河，名流四远”。他“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听说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于是南下渡江，在剡县的石城山下建寺居住，此寺即后来的元华寺。当时人“以其风力，比庾元规（庾亮）”。孙绰《道贤论》把他比为阮籍（嗣宗）：“兰公遗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阮籍）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在剡县居住时间不长，于法兰感慨：“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便出发到古印度求法，行至交州生病，在象林（在今越南承天顺化附近）圆寂。

于法兰是一位名僧，与他同样知名的还有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等人。[71]同时，于法兰也是一位求法未成功者，其弟子于道邃也是这样。

于道邃是敦煌人，年16岁出家，事兰公为弟子。于道邃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僧人，“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尤巧谈论”。竺法护常称赞他“高简雅素，有古人之风，若不无方，为大法梁栋矣”。据吉藏《中论疏·因缘品》记载：“于道邃，明缘会故有，名为世谛；缘散故即无，称第一义谛。难云：经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岂待推散方是真无。推散方无，盖是俗中之事无耳。”“缘会”就是“缘起”，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是因缘聚合而成，缘集则有，缘散则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符合佛教传统缘起理论的。不同在于，吉藏用“假有性空”的思路来评判传统的缘起理论，认为这不是究竟之谈。

后来于道邃与于法兰过江，受到会稽谢庆绪的推重。在随于法兰从南路去西域过程中，于道邃在交趾遇疾而终，时年31岁。[72]

二 法显及其西行求法

法显，俗姓龚，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有关他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有关他的年龄，各书记载也有不同。

关于法显的世寿，《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记为“春秋八十有六”。同时代的《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谓其“春秋八十有二”。《开元释教录》与《出三藏记集》属于同类著作，但在卷三采用《高僧传》的说法，可能有其所本。在没有其他更权威的资料之前，我们采用《高僧传》的说法。

关于法显逝世的最早时间，可以参考三方面的情况来判断。其一，根据《摩诃僧祇律》卷四十后所附的《摩诃僧祇律私记》载，佛陀跋陀罗和法显共同翻译《摩诃僧祇律》，于东晋义熙“十四年（418）二月末都讫”。所以，法显逝世至少是在418年二月之后。其二，法显共参与翻译经典六部，除了《摩诃僧祇律》和《大般泥洹经》有明确翻译时间外，不能断定其他或存或佚的四部典籍都是在《摩诃僧祇律》之前翻译完成。其三，《高僧传》本传和《出三藏记集》本传记载相同，均谓其“后至荆州，卒于新（辛）寺”。以上两种情况表明，法显在翻译了《摩诃僧祇律》以后，还有一段时间的活动，418年不能定为法显在世的最后时间。保守地推算，法显逝世最早在419年。

法显逝世的最迟时间，可以参考《弥沙塞律》翻译一事来推测。《出三藏记集》卷三《弥沙塞律记》记载：“法显……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南朝）宋景平元年（423）七月，有罽宾律师佛大（驮）什来至京都……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高僧传》卷三《佛驮什传》的记载与此相同。这里提到的宋景平元年（423）七月，是佛驮什到建康的时间，不是法显逝世时间。再考虑到法显是在荆州逝世，不是在建康，所以，法显逝世时间至少可以上推到422年。这样，我们可以把法显逝世的时间大体确定在419年到422年的三年之内。

根据《法显传》记载，法显是于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求法之路。那么，当时他的年龄应该在63—66岁之间。也就是说，法显是在已过花甲之年西去求法。他游历了将近30个国家[73]，前后经历15年后，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在山东牢山登陆。当时他的年龄在76—79岁之间。

法显游历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范围之广，可谓前无古人。汤用彤总结说：“盖法显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汉之张骞、甘英所不到，即西晋之朱士行、东晋之支法领足迹均仅达于阗。在显前之慧常、进行、慧辩只闻其出，而未闻其返。康法朗未闻至天竺。至于于法兰，则中道终逝。故海路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74]实际上，在千余年的西行求法史中，以如此高龄兼走陆路与水路，除法显之外没有第二人。

法显西行求法取得成功，同时代的人也认为这是空前的壮举，并且高度赞扬他的精神：“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75]可以说，这里的“诚”，就是宗教信仰的虔诚；这里的“志”，就是报效祖国的壮志。

法显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对后代的西行求法者具有巨大激励和鼓舞作用，唐代义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遗命。”[76]

在这里，义净是把法显与玄奘并列。和玄奘相比，作为“创辟荒途”的开拓者，法显除了年迈之外，路途中条件也更艰苦，遇到的凶险也更多。在西去途中，法显除了曾得到张掖王段业、敦煌太守李暠的一般性布施资助外，此后的西进途中和返回路上，再没有获得更大的援助。对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玄奘从长安到高昌这一段路程很艰苦，但此后得到高昌王、叶护可汗以及印度的鸠摩罗王、戒日王的大力支持，情况就明显不一样了。如果说，玄奘只经历了“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的折磨，那么，法显更承受了“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的痛苦。玄奘本人也把法显作为榜样，他在立志去西域时说：“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吾当继之。”[77]

法显首先经历了陆路的艰难险阻，在“西渡流沙（从敦煌西至鄯善之间的沙漠地带）”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78]。当他从海路返国时，所经历的艰辛绝对不亚于陆路。“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有的时候，要“遇黑暴雨”的袭击；有的时候，由于“粮食、水浆将尽，取海咸水作食”。经受这样的肉体折磨已经很难承受，接踵而来的还有精神上的蹂躏。当一夜暴风雨过后，船上的诸位婆罗门竟然商议：船上“坐载此沙门（指法显），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崄”[79]。经过他原来的施主舍命保护，法显才免遭被弃置海中荒岛上的厄运。法显是于东晋义熙七年（411）八月前后搭乘商船从狮子国返回，其年龄在75—78岁之间。

当时有人觉得法显所述的西行经历太简略，劝他记述得更详细一些。他重新叙述之后，“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崄，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80]。法显这样有钢铁般毅力的人回忆西行所历也要“心动汗流”，可见历经了怎样的劫难。他清楚地知道，他的西行求法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

与法显结伴从长安出发西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在张掖等地相遇结伴同行的有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慧达，共计十一人。其中，智严、慧简、慧嵬、慧达、宝云、僧景六人先后中途折返。僧绍随胡僧到罽宾，慧景死于小雪山（今贾拉拉巴德城南边的塞费德科山），慧应死于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佛钵寺，道整留住中天竺。只有法显一人以过花甲、逾古稀之年完成了这一壮举。

法显能够毅然西行并成功返国，不仅是因为他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因为他有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当他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无畏山伽蓝见到汉地的一把白绢扇时，几句对见到故乡物品的叙述，把他的爱国深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可谓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81]法显怀念祖国人民，怀念祖国的山川草木。今天读到这段记述，丝毫不觉一千六百年时间的遥远。虔诚信仰不能取代爱国情怀，而这两者的结合，才是法显求法成功的精神动力。从古到今，在不同时代，人们的信仰有不同，认识有差别，但像法显具有的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为国献身精神，始终是民族的魂魄。

法显西行求法有着明确的目的。他自述：“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82]法显的愿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普遍要求。需要更完备的戒律典籍，既与当时佛教特殊发展形势有关，也与当时佛教典籍翻译的状况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有志于佛教健康发展的虔诚信徒的追求。

第一，在东晋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内地，纷纷建立地方政权。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加剧的情况下，大量下层群众或者为了躲避战乱，或者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纷纷进入寺院，以便寻找生活的出路。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佛教经历了超常规的迅速发展。当时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方各州郡，寺院不断建立起来，成为一个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当时寺院的出家人都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而且寺院的规模也比较大，聚集上百名乃至几百名僧人的寺院并不罕见。法显出国时所在的寺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法显为沙弥时，与同学数十人在田地里割稻子。一天，遇到“饥贼”来抢夺稻谷，其他的小沙弥都惊恐逃走，只有法显留下来，和抢夺稻谷的贼人交谈，且说服他们，保护了寺院的粮食。对法显的表现，“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83]。从这个事例来看，佛教僧团的急剧膨胀，主要是由于大量寻找生活出路的人快速涌入引起。随着寺院规模的扩大、僧众的增加，客观上需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寺院制度，制订规范僧人修行生活的纪律，订立协调僧众关系的准则等。

当时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主要依赖外来佛教因素的诱导和影响，与唐代及其以后的佛教自主发展的形势不同。因此，规范僧人的修行生活，使佛教健康发展，首先必须有来自“佛国”的现成戒律典籍，因为只有这样的典籍才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完备的戒律，就成为希望佛教健康发展的虔诚教徒的心愿。法显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二，从当时佛教经典的输入情况来看，律藏部分恰恰又是很不完备的。在法显时代，大量的汉译大小乘经典已经流传，但戒律典籍明显不多。当时翻译出的比丘尼戒律有：《比丘尼戒》一卷，由西晋竺法护译出；《比丘尼大戒》一卷，前秦昙摩持、竺佛念译出，它们都是说一切有部戒律《十诵律》的节译摘译。关于比丘的戒律有：三国魏昙柯迦罗翻译的《僧祇戒本》一卷，这是大众部戒律《摩诃僧祇律》的一部分；前秦昙摩持、竺佛念翻译的《十诵比丘戒本》一卷，这是《十诵律》的部分内容。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佛教界已经能够认识到这些戒律书并不完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确定在天竺存在着更完备的律藏，这是促成法显西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法显未出发之前，就认识到汉地的戒律典籍是“残缺”的。而到了天竺之后，他又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务必寻找“备悉”的和汉地没有的戒律典籍。

法显立志寻求律藏，并把这个目的贯彻到十五年的旅行始终。然而，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获得特定戒律典籍的特殊困难。据《法显传》载：“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按照这个记载，北天竺不是没有戒律典籍，而是没有写成文字的律书。他当时还不善梵书、梵语，没有办法把口耳相传的律藏写下来。所以，他不顾路途遥远，辗转行进到中天竺，希望在那里找到文字典籍。

然而，中天竺的情况和北天竺差不多，重要的典籍也是师徒口耳相传。要得到这些典籍，必须自己写下来。而要写下这些典籍，则必须通晓梵语并能够书写其文字。法显首先根据自己掌握的汉地已经翻译出的律藏情况，搜求最需要的和最完备的典籍，然后再学习梵语和梵书，把它们书写下来。在巴连弗邑（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他找到了理想的戒律本子：“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于祇洹精舍得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于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备悉者。”因为汉地的律藏“残缺”，所以，他要找这种“最是广说备悉者”。“复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

他在这里得到经律之后，就住下来，学习梵语和文字书写，并且抄写律书：“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84]法显在这里学习梵书、梵语和写律的时间，大约是东晋义熙元年到三年（405—407），也就是西行后的第七至九年。405年他开始学习并写律时，年龄应该在69—71岁之间；407年写律完毕离开时，年龄在71—73岁之间。

以这样的高龄学习新语言，并且以梵字写律，感动了当时寺院中的僧人。据说：“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85]这位优婆塞所在的地方，正是法显学习和写律的地方。据载，“法显于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写得梵本（指《摩诃僧祇律》）还扬州”[86]。因此，伽罗先是法显以古稀之年学习梵书、梵语和写律的见证者。他被法显的精神所感动，替法显写下《大般泥洹经》六卷。法显带回此经并译出，在佛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法显求律的赤诚，和他的同伴道整形成了鲜明对照：“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道整所看到的当地佛教僧众持戒严谨，无疑是事实。当时汉地缺少必要的戒律典籍，许多僧人没有依戒修行，也是实际情况。对于两地的差别，法显自然也十分清楚，然而，两人的态度和行动却截然不同。道整看到这种差别之后，想到的是永远不再转生到“秦土边地”，几乎到了以身为汉僧是耻辱的地步。在这里，道整只有虔诚的信仰，没有爱国的情怀。法显则完全不一样，其求法初衷不改，其归国决心不动摇：“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没有炽热的爱国情怀，不足以创造奇迹、完成求法壮举。

此后，法显还在多摩梨帝国（在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时间在义熙四年到五年（408—409）。法显又在狮子国住了两年，“更求得《弥沙塞律》（即《五分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87]。从踏上西行之路到准备回国的最后一刻，法显都把“汉土”挂在心上。

法显回国之后，原打算去长安，看望久别的故人，但是，为了尽早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法显传》记载：“法显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义熙九年（413）秋天，法显到达建康，住在道场寺，与早于他到达的佛陀跋陀罗共同译经，并得到宝云的支持。据载，此次译经共翻译约百余万言。在413年开始准备翻译经典时，法显年龄应该在77—80岁之间。

法显共参与翻译了六部典籍，其中，《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一卷；到南朝梁梁代已经遗失的有三部：《杂阿毗昙心》十三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方等泥洹经》二卷。此外，法显带回的梵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萨婆多律》等，都没有来得及翻译。在所译典籍中，《摩诃僧祇律》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十一月始译，十四年（418）二月译出，这是部派佛教时期大众部所传的完备戒律书，对研究印度佛教有宝贵的资料价值。此书与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并列为现存完整的佛教四大部律藏。在这四部律中，法显一人分别从中天竺和狮子国各带回了一部，自己主持翻译了一部（《摩诃僧祇律》），另一部（《五分律》）后来由佛大什、智胜、慧严、竺道生等人合作译出。综观中国现存部派佛教时期的律藏情况，法显求律的贡献就显而易见了。

《大般泥洹经》六卷，义熙十三年（417）始译，十四年（418）一月译出，《出三藏记集》记载，当时参与翻译的有二百五十人，规模之宏大，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对这部经的重视程度。这部经的译出，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介绍到了中国佛学界和思想界，开始形成影响久远的、与般若“性空”不同的佛学另一支。法显成为中国历史上介绍“佛性”论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坚信“一切众生”能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值得提及的一点是，该经卷六说到，那种不相信佛教、断绝一切善报的人（称为“一阐提”），由于罪孽深重，要永远流转生死，不得菩提，没有佛性，不能成佛。所以，它的“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还不够彻底。

然而，此经宣扬的主要思想，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广泛重视。慧叡在《喻疑》中说：“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88]这段话，已经不是对《大般泥洹经》思想的简单转述，而是对其“众生皆有佛性”思想的发挥和引申。由众生都能够经过学习而成佛，进一步论证“佛”高于“众圣”，也就是佛教高于其他教。十六国北凉玄始十年（421），昙无谶译出的《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内容更丰富，再创造的思维空间也更大，“佛性”思想随后也就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和更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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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北朝佛教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激烈动荡时期。王朝鼎革、经济发展、军事纷争、民族融合以及对外交流的频繁，推动了文化格局的巨变。儒家经学虽然已经在文化领域失去了主宰地位，儒学的影响力却依然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玄学的思辨精神与形上追求激发了中国人的哲学情趣，但玄学的黄金时代已经渐行渐远。道教在文化舞台上显示出强劲实力，并开始在政治领域寻求强大后盾。民间信仰与各种宗教性习俗依然在底层民众中蓬勃流行，成为一般民众重要的精神生活内容。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佛教保持着此前迅猛发展的势头，步入了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的新阶段。

在一批又一批求法僧和弘法僧的不懈努力下，域外佛教继续向中国境内传播，新经典不断翻译出来，新学说不断涌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中国人继续保持着对佛教文化的高涨热情，引进经典、阐释义理、接受信仰以及从事修行等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展开。正是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多重激荡与文化积淀，佛教才真正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从此之后，任何外在力量都难以将佛教从中国文化体系中清除。

在这一时期，由于南北统治者的不同爱好以及社会风尚的不同，加之南北地域的阻隔和佛教人才的大量南流，形成了南方重义学、北方尚实践的不同的佛教发展态势，北朝佛教在处理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僧俗关系等方面有了新的特点，呈现出强烈的文化个性，在与南朝佛教的彼此呼应中实现了自身的历史变革。

第一节 北朝时期佛教的输入

一 北朝社会的基本状况

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重建代国，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拓跋珪称帝（道武帝），定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439年，北魏最终统一了北方。493年，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北魏发展到后期，政权发生了分裂。先是在534年，权臣高欢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迁都邺城，改元天平，控制了原北魏的东部地区，史称东魏。次年，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文帝），改元大统，定都长安，控制了原北魏的西部地区，史称西魏。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建北齐。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西魏，建北周。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北朝就此结束。

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其中值得关注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鲜卑贵族入主中原并统一了北部中国。383年的淝水之战以后，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统治土崩瓦解，各少数民族的地方豪强纷纷割据称雄，北方再次陷入分裂状态。鲜卑贵族建立北魏政权之后，开始了连年的征战，先后灭掉了中国北方的各个割据政权，最终统一了北部中国。

第二，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步伐加快。鲜卑贵族拓跋氏在建国和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封建化，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并更加有效地控制广大被征服地区，北魏统治者注重笼络汉族世家大族。北魏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改拓跋为元姓，全方位改变鲜卑的风俗、语言、服饰等生活习惯与相关制度，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另外，随着中西交通的日益发达，许多西域商人前来内地经贸和定居，胡汉杂处的情形十分普遍，这对各民族的融合也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论是汉族的胡化还是少数民族的汉化，不仅说明了民族融合的加快，也表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开放，从而为人们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北朝在土地制度方面实行均田制。国家把一定数额的荒地和无主地授予农民，连同他们原有的土地，一并载入户籍。又实行“三长制”，即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五邻为一里，设里长；五里为一党，设党长，以“三长”来负责监护农民附着在固定的土地上从事农耕，缴纳租调。均田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大族对土地的兼并，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北魏末年，政治腐败，赋税沉重，导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有多起沙门起义，与佛教有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内乱不断，社会动荡更加严重，很多农民趋于破产，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背后所隐藏的经济危机与文化危机也日益明显。

第五，在思想文化方面，与魏晋时期一样，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然而仍然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在与佛道的斗争中彰显出自己的雄厚实力和稳固地位。同时，佛教与道教迅速传播，三教之间的斗争和交融频繁。另外，文学、艺术、史学和科技等也有较大发展。

第六，中西陆路交通发达，中国内地与域外的交往频繁。北朝时期，西域与中国之间的使者往来不断。据《魏书·世祖纪》记载，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次年，“遣使六辈使西域”；太平真君五年（444），“遣使者四辈使西域”。[1]又据《魏书·西域传》载：“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2]由此可看出当时来北魏朝贡的国家非常多，而北魏也多次遣使西域，中西之间的交通往来可说相当频繁。

当时的洛阳居住着许多外国人。据《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条记载：“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3]又例如同书卷三《龙华寺》条云：“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罗国胡王所献……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4]从这些记载可知，当时既有西域僧人来华传教，也有许多外侨或胡商前来中国定居，而外来物产如白象、狮子等，也因此输入中国。波斯人信奉的祆教，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并建立了寺庙。

北朝后期，由于中国内部纷扰，中西交通较为衰落。《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载：“东西魏时，中国方扰，及于齐、周，不闻有事西域，故二代书并不立记录。”[5]其实，这个时候中西交通也并未完全断绝，北齐、北周与西域还保持着一定的往来。例如，《周书》卷五十《异域下》记载吐谷浑与中国的往来，除了通使朝贡外，也有战争：“大统中，夸吕再遣使献马及羊牛等。然犹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魏废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吕震惧，遣使贡方物……保定中，夸吕前后三辈遣使献方物。天和初，其龙涸王莫昌率众降，以其地为扶州。二年五月，复遣使来献。”[6]同卷又载高昌国亦于北周武成、保定年间（559—565）前来朝贡。其文云：“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保定初，又遣使来贡。”再如鄯善、龟兹、焉耆、安息、于阗、波斯等国，亦分别于西魏文帝大统八年（542）、废帝二年（553），北周保定元年（561）、保定四年（564）、天和二年（567）、建德三年（574）前来中国朝贡。

总之，不论是通过战争、遣使朝贡、还是商业贸易、求法传教，北朝各代都维持了相当通畅的对外交通。中国北方同外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不但充实了本国文化的内涵，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而且丰富了时人的生活，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二 北朝时期的西域佛教

佛教从印度向中国的输入，在隋唐之前，主要是通过西域中转的，体现了当时中印文明交往的空间递进性特征。作为印度与中国的中间地带，西域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佛教的存在了。到了北朝时期，西域佛教进一步发展，不但传入和流行的经典日益增多，而且出现了许多有名的高僧，为佛教向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经典支撑。

于阗是这一时期西域佛教的重镇之一。早在魏晋时期，于阗佛教已是大小乘并行，到5世纪初，大乘佛教势力占据主体地位。东晋隆安五年（401），法显西行求法途经于阗，为了观看行像而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法显对当地佛教信仰状况有详细的描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国主安顿供给法显等于僧伽蓝。僧伽蓝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揵搥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净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7]同处还记载该国有四大僧伽蓝和不少小寺院，国王很敬重大乘僧众，并定期举行大规模的行像活动，佛教氛围极为热烈。

据此可知，当时于阗自上而下，人们普遍信仰佛教，佛教成为于阗的国教，仅出家僧尼就有数万人，且多学大乘。法显所挂锡的瞿摩帝寺为大乘寺，有僧人三千，皆学大乘，寺受到国王敬重，地位极高，且该寺戒律严格，威仪整肃。可见，此时的于阗大乘佛教达到了鼎盛。

于阗不但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要道，而且是大乘佛教经典孕育的中心。于阗的大乘佛典多是由中亚和印度传入，也有一些是于阗文的胡本经典，出自于阗无名氏之手，这些经典也被从于阗文译成了汉文或藏文。南北朝时期的入华译经僧，如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沮渠京声、达摩摩提、月婆那首等，虽然不是于阗人，但他们所译的经典原本大多来自于阗。而且很多中原求法僧人西行求法，多到于阗，总有所得。如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支法领西行求法，在于阗得《华严经》梵本三万六千偈及《四分律》梵本。北凉玄始元年（412），河西王沮渠蒙逊迎昙无谶入姑臧，待之甚厚，昙无谶在此学习汉语三年，遂着手翻译《涅槃经》前分。后昙无谶在于阗寻得《涅槃经》余品，回到姑臧后陆续译出。另据《历代三宝纪》载，南朝宋元徽三年（475），法献为了巡礼圣迹，由金陵西游巴蜀，至于阗，原计划越葱岭，但因栈道断绝而返回于阗。他在于阗获得佛牙一枚、舍利十五颗、《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胡本及龟兹国金锤鍱像，且在高昌郡获《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还京城。据此可知，当时于阗国的佛迹崇拜和舍利崇拜仍然盛行，而且《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胡本说明有了密教的流行。

虽然自公元5世纪以来，大乘佛教在于阗开始流行，然而小乘佛教并没有销声匿迹，它在与大乘并存的同时依然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420—430年在位的于阗王Vijayadharma是一位信奉小乘佛教的国王，此时，沮渠京声到于阗学梵文，拜瞿摩帝寺住持佛陀斯那（即佛陀先）为师。佛陀斯那是大乘佛学教主，“西方诸国号为人中狮子”[8]。沮渠京声跟随佛陀斯那学习了《禅要秘密治病经》，“口诵梵本通利东归，于凉土翻传以教示，因而流行”[9]。沮渠京声在河西，恰逢昙无谶入河西，因此致礼亲迎，多所谘禀。后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魏灭凉州，沮渠京声南下入宋，翻译经文，其所译经书大多是从于阗取来的，其中不少是大乘经律的方等部、涅槃部，而属于小乘经律的部数也异常多，如《佛说进学经》一卷、《八关斋经》一卷及《佛说五恐怖世经》《佛说弟子死复生经》《佛说懈怠耕者经》《佛说耶祇经》《佛说末罗王经》《佛说摩达国王经》《佛说旃陀越国王经》等，说明于阗的小乘经典仍然非常流行。

于阗的小乘佛教深受迦湿弥罗的影响。据《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行记》载，北魏使者宋云西行途经于阗时曾听到这样的传说：于阗国王原本并不信奉佛教，后来，有一位商人带领一位比丘毗庐旃前来，国王因受到该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并且建塔供养他。《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提到那位比丘名为毗庐遮那阿罗汉，他来自迦湿弥罗。由此可以推想，于阗的佛教很可能是从迦湿弥罗直接传入的，自然会受到迦湿弥罗小乘佛教的影响。

除了于阗外，北朝时期的龟兹、疏勒、高昌、鄯善等地的佛教也很发达。龟兹最初以小乘佛教为主，鸠摩罗什时期大小乘共存。随着鸠摩罗什的离去，大乘佛教逐渐衰落，而以一切有部为中心的小乘佛教再次取得优势。同时大乘也有一定的势力，并兼有禅、密的流行。北朝时期，有许多禅师在龟兹弘禅。例如，罽宾三藏昙摩蜜多精研禅法，曾在龟兹传教禅法，得到龟兹王的礼遇。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僧人法惠早年在龟兹研习禅法，成为著名的禅师；后得知龟兹高僧直月禅法更为高明，遂二赴龟兹，来到金华寺，拜直月为师，直月授法惠悟道之法为秘禅。北魏武帝时，高昌沙门法朗为逃避法难来到龟兹，由大禅师推荐，受到龟兹王的优遇崇敬。

疏勒，佛教典籍又称竭叉，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之地，佛教传入较早，多为小乘学。公元400年，法显西行求法经过竭叉时，目睹了其国王作五年大会，布施供养，甚为丰厚。而且记载“其国中有佛唾壶，以石作之，色似佛钵。又有佛一齿，其国中人为佛齿起塔。有千余僧徒，尽小乘学”[10]。由此可见，疏勒供养“佛唾壶”“佛钵”“佛齿塔”等佛教遗物，明显保留着小乘佛教的特色。然而，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曾掘得疏勒古梵文本《法华经》残卷，又可佐证当年曾有大乘经典传入疏勒。

高昌也是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公元4世纪下半叶，佛教正式成为高昌的国教，以大乘教法为主。高昌国王弥第与国师鸠摩罗拔提向前秦苻坚朝贡，曾献梵本《大般若经》一部。东晋安帝时，高昌沙门法众曾在张掖为河西王沮渠氏译《大方等檀特陀罗尼经》四卷。北凉的沮渠京声“于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11]，有人认为它出自高昌土语，说明大乘佛教继续在高昌流行。高昌僧人法盛曾与同道二十九人赴印度礼拜忧长国东北之牛头栴檀弥勒像，又至佛陀本生故事“投身饲虎”处，游历波罗奈等国后，还归高昌，译有《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一卷，并撰《历国传》二卷。高昌僧人法朗、僧遵为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灭佛之祸逃到龟兹，他们精通《十诵律》《法华》《胜鬘》《金刚》《般若》等大乘经典，还时常督促门徒忏悔。高昌沙门道普“常游外国，善能胡书，解六国语”[12]。南朝宋元嘉（424—453）中，偕书吏十人西行，寻求《大涅槃经》的后分，到长广郡船破伤足，不久病亡。临终时还感叹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还有高昌僧人法绪和智林也是大乘信徒，法绪在西蜀以禅定闻名，智林于南朝宋明帝时到长安说法，精于《杂心》。公元445年，沙门昙学、威德在高昌编《贤愚经》十三卷（又作翻译）。公元465年，柔然征服高昌，因柔然也信奉佛教，因此高昌的佛教更加兴盛。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达摩摩提与法献于瓦官寺共同译出《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该经为法献从高昌获得（也有说得自于阗）。前述齐时高昌僧人法惠曾赴龟兹出家，修学禅法，回高昌后住仙窟寺，成为一代名僧，说明高昌的禅法得以弘扬。公元6世纪时，高昌王派遣沙门慧嵩等随使入北魏，从智游研究毗昙与成实之学，通其奥义，时人誉为“毗昙孔子”，声名远播四海。高昌王两次征召慧嵩回国，他都不愿意，并说“吾之博达义，非边鄙之所资也”[13]，因而惹怒了高昌王，致其家族遇害。慧嵩专解小乘，说明小乘佛教此时在高昌仍有一定势力。1902—1903年，德国格伦维德尔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发掘，曾获得梵文本《杂阿含经》11部，也说明高昌此时流行有小乘教。另外，高昌故城可汗堡的东南角出土了一块北凉的佛教造寺功德碑，证明那时此处为北凉流亡政权的王家寺院。吐峪沟百窟曾发现第七代王麴乾固抄写的《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残卷。这些都说明，北朝时期，佛教在高昌已有很大的发展。

鄯善（古楼兰）的佛教也很盛行。“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14]然而，由于塔里木河改道和连年战乱，人民逃亡殆尽，田园荒芜，到公元6世纪时，鄯善的佛教已经销声匿迹了。

另外，左末城、捍摩城、遮拘迦国等地的佛教也很发达。左末城（今新疆且末县），“城中国佛与菩萨，乃无胡貌”[15]。可见，这里的佛教具有明显的内地风貌。捍摩城（今新疆策勒县北境乌宗塔提）的佛教也有惊人之处：“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众僧。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后人于像边造丈六像者及诸宫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幅上隶书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观其年号，是姚秦时幡。”[16]可见这里与中国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遮拘迦国（今叶城），《佛国记》称子合国，洛阳《伽蓝记》作朱驹波国，也是个大乘佛教盛行的国家。法显称子合国有佛教僧徒千余人，多信奉大乘。

总之，北朝时期的西域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并呈现出明显的特点：首先是西域与印度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印度佛教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促成西域佛教在人才储备、经典储备和思想创新能力等方面始终保持旺盛的状态，从而使西域成为印度佛教向外传播历程中最持久也最坚实的基地，堪称印度佛教外传的第一中转地。西域各国的佛教既各具特色，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区域，既有别于印度，也有别于中国内地；既是印度佛教的再次转型，也是向中国内地输入的先导。另外，西域佛教类型多样，并对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产生直接影响。例如这个时期的西域佛教，呈现出大小乘并存的状态。西域佛教初传时期，多盛行小乘，到鸠摩罗什时代，风行大乘，但小乘依旧很有势力，由此形成大小乘并存的局面。但各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以大乘为主，有的地方小乘势力雄厚。再例如，密教经典的流传说明西域佛教已有密教化的倾向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此同时，西域的佛教圣物崇拜特点也很突出，佛遗物及佛其他舍利等成为人们起塔供养的对象，而且前往印度朝拜佛迹也成为部分信徒的执着追求。从政教关系方面来看，西域佛教在此时的发展离不开统治者的大力支持。统治者对僧人的供养、对佛事活动的布施等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而统治者与内地的来往也带动起佛教与内地的交往。

三 北朝时期内地与域外的佛教交往

北朝时期，内地与域外保持着基本畅通的交通，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对外交往都很频繁，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内地与域外各地文化交往的开展。特别是佛教文化，堪称当时连接印度、西域与中国内地之间最为强劲的纽带，不但是文化交流的主体，而且带动了各种交往，在中外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早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时候，北凉地区的佛教就曾伴随战争传入内地，并深刻影响了内地的佛教。据《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17]北魏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或作十万户，见《通鉴考异》）于平城，北凉沙门也一道东徙。北魏太武帝曾遣使求昙无谶，可见他将沙门徙至平城，并不全是因为僧人曾充军役。北魏时期，与佛法兴盛有重大关系的高僧——玄高、昙曜和师贤，均来自凉州，由此可见凉州佛教与北朝佛教的关系。

北朝时期，内地与域外的佛教交往除了战争过程中的佛教人员与经像的迁徙以外，更多的是通过和平友好的途径。在这期间，既有域外僧人东来译经和传教，又有内地信众西行求法和朝圣。来往所经之道，与丝绸之路大致相同，在新疆分为南、北二路。一路由凉州至敦煌，越沙漠至鄯善，沿南山脉至于阗，再西北进莎车，此为南道。由南道经巴达克山南下，越大雪山而达罽宾（迦湿弥罗）。一路由敦煌之北，西北进至伊吾，经吐蕃、焉耆到达龟兹，而至疏勒，是为北道。再经葱岭西南行至罽宾。这两条道路为通常所行之路。

北魏僧人道荣（荣亦作药）曾出葱岭到西域，礼拜佛迹，归后著传，通称《道荣传》，可惜原书已佚，《洛阳伽蓝记》曾引用其文。其后，又有宋云、惠生西行求法。北魏神龟元年（518）十一月冬，受胡太后之命，敦煌人宋云与崇立寺比丘惠生等人前往西域朝拜佛迹，求取佛经，成为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根据《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的记载，惠生出使西域，从京师洛阳出发，过赤岭，经吐谷浑、鄯善、且末、于阗、朱驹波国、竭盘陀国，越葱岭，经钵和国、[image: ]哒国，入波斯国、赊弥国;神龟二年（519）十二月初旬，入乌场国。其国王奉佛，素食长斋，早晚礼佛。此王当即《续高僧传·那连提黎耶舍传》中的乌场国主。此后惠生、宋云又入乾陀罗国、那迦逻国，在印土广礼佛迹。宋云、惠生等人从洛阳出发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自至于阗皆以施佛。至正光二年（521）二月宋云、惠生一行始还，取得大乘经典百七十部。当时北魏佛经翻译事业非常发达，翻译的经典中应该就有宋云、惠生等人所取回的佛经。到北齐时，有宝暹、道邃前往西域，至隋时始携梵本二百六十部以归。[18]

除了中国僧侣的西行求法之外，大量的外国僧人来华译经和传教。北朝时期来华的译经僧有吉迦夜、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月婆首那、那连提耶舍、攘那跋陀罗、达磨流支、阇那耶舍、耶舍崛多、阇那崛多等，他们都对中国佛教经典的翻译有重要贡献，关于其所译经典及主要佛教思想将在下面详细介绍，此不赘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佛教交往已经出现双向流动的迹象。在中国内地，除了将印度或西域来的佛经翻译为汉文外，也有将汉文佛经或著述翻译成外国文字的。北魏时期，昙无最著《大乘义章》，菩提流支读后赞赏有加，遂将其译为胡语，传到西域。据《洛阳伽蓝记》载：“流支读昙谟最大乘义章，每弹指赞叹，唱言微妙，即为胡书写之传之，于西域沙门常东向遥礼之，号昙无最为东方圣人。”[19]另外，北齐时期的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他以突厥语翻译《涅槃经》以赠送突厥可汗，并敕中书侍郎李德林作序。[20]

来华的传教僧则有佛陀和由南入北的菩提达摩，他们对于北朝佛教中的禅学有很大的影响。据《续高僧传》记载：

佛陀禅师，此云觉者，本天竺人，学务静摄，志在观方，结友六人相随业道。五僧证果，惟佛陀无获，遂勤苦励节，如救身衣，进退惟谷，莫知投厝。时得道友曰，修道借机，时来便剋，非可斯须，徒为虚死。卿于震旦特是别缘，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从之游历诸国，遂至魏北台之恒安焉。时值孝文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凿石为龛，结徒定念，国家资供，倍架余部，而征应潜着，皆异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内康家，赀财百万，崇重佛法，为佛陀造别院，常居室内，自静遵业。有小儿见门隙内炎火赫然，惊告院主，合家总萃，都无所见。其通征玄，观斯例众也。识者验以为得道矣。后隋帝南迁定都伊洛，复设静院敕以处之。而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处，四海息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21]

佛陀在北魏修习禅定，功夫精深，无论在皇室还是在民间，均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在少室山建造少林寺，成为后世中国禅学的重要基地，对中国禅学影响深远。特别是其再传弟子僧稠，更是禅学的发扬者，受到北魏及北齐诸帝的礼遇，对于中国禅学的发展贡献极大。史载：

（僧稠）既受禅法，北游定州嘉鱼山，敛念久之，全无摄证，便欲出山，诵《涅槃经》。忽遇一僧，言从泰岳来。师以情告，彼遂苦劝修禅，慎无他志，由一切含灵，皆有初地禅味，要必系缘，无求不遂。乃从之。旬日摄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圣行，四念处法，乃至眠梦觉见，都无欲想。岁居五夏，又诣赵州障供山道明禅师，受十六特胜法，钻仰积序，节食鞭心，九旬一食，米惟四升。单敷石上，不觉晨宵，布缕入肉，挽而不脱。或煮食未熟，摄心入定，动移晷漏，前食并为禽兽所啖。又常修死想，遭贼怖之，了无畏色，方为说诸业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尝于鹊山静处，感神来娆，抱肩捉腰，气嘘项上，稠以死要心，因证深定，九日不起。后从定觉，情想澄然，究略世间，全无乐者。便诣少林寺祖师三藏，呈己所证，跋陀曰：“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22]

僧稠的禅学造诣也是出类拔萃。他从初期在定州的“敛念”无证，到后来的“摄心”“得定”，再到最后的“因证深定”和出定之后的“情想澄然”，并得到跋陀的高度肯定，这期间经过了多次挫折与坚定不移的修行磨炼，体现了那个时代禅学的基本特色。

关于达摩，《续高僧传》载：“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23]《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条：“时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24]南朝宋年间，菩提达摩由海路来到广州，北行至魏，到处以禅法教人。道育和慧可两个沙门见到达摩后非常敬仰，亲近、侍奉了四五年。达摩为他们的真诚所感，授给他们禅法。达摩后被奉为中国禅宗的初祖，道宣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并对他的禅法有简要的阐释：“然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审其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二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25]

四 北朝时期输入的主要佛教思想

北魏时期，域外佛教思想向中国北方的输入主要是通过经典的传译而展开的，这一过程在时间上经历了数代人的渐次推进，在空间上也有多处中心的支撑，而推动这一过程的核心因素则是来自域外的译经僧和中国本土学问僧的呼应与配合。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凉州沙门慧觉等人译出《贤愚经》。该经是叙述因缘故事的典籍，内容不出六度修行的范围。译者慧觉、威德等八人，曾西行求经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大寺，遇见当地五年一次举行的般遮于瑟会。会中长老各讲经律，他们八人聆听记录，并译成汉文，于公元445年回到高昌，综集成这一部经，又经过流沙，送到凉州，凉州名僧慧朗将它题名《贤愚经》。后来又由凉州传入建业（今南京市）。此经的传译过程说明当时佛经输入中国内地的过程相当曲折，离不开内地僧人的努力以及西域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北魏和平年间（460—465），中土僧人昙曜译出《大吉义神咒经》二卷、《付法藏因缘传》六卷。其中，《付法藏因缘传》是与吉迦夜共译的。《大吉义神咒经》说的是帝释与阿修罗战而败，求救于佛，佛为其说大结界咒。《付法藏因缘传》叙述的是佛陀灭度后，迦叶、阿难等二十三位印度祖师付法相传的事迹与传法世系。天台宗和禅宗非常重视本传。然而，由于本传的内容与《阿育王传》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本传很可能不是由梵文翻译而来，而是依口传或者《阿育王传》而作。到宋代时，契嵩大师谓此书乃昙曜伪作。其实，不管此书是否为昙曜与吉迦夜伪作，都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输入中国北方的佛教思想，并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佛道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里，佛教被批判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亟须梳理一个清晰的法统世系，因此，此书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

北魏延兴年间（471—476），西域僧吉迦夜译出《大方广菩萨十地经》一卷、《称扬诸佛功德经》三卷和《方便心论》一卷。《大方广菩萨十地经》说菩萨十地之法。之前，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曾译《庄严菩提心经》，是为该经的异译本；之后，唐义净译《最胜王经净地陀罗尼品》是为该经别译。《称扬诸佛功德经》列举诸佛世界及佛名，并赞叹其功德。《方便心论》述说因明论理之纲要，以为分别善恶正邪的方便。

北魏景明二年至正始四年（501—507），南印度沙门昙摩流支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五卷和《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二卷。《信力入印法门经》属《华严经》类经典。在该经中，文殊师利先是请佛讲清净初地之法，后是问普贤菩萨为何诸佛无障碍智乃至无障碍身。《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叙述佛陀对文殊师利宣说不生不灭之法，开示如来法身之本义、方便示现之道理及随缘度化之大用，并阐明了菩提及菩萨行的意义。之后梁僧伽婆罗等译《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宋代法护等译《大乘入诸佛境界智光明庄严经》，都是该经的异译本。其中，《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最简略也最接近原型，法护译本内容最为增广。

北魏法场译《辩意长者子所问经》，内容为佛陀应辩意长者子之所问而宣说生天、生人中、堕地狱道、堕饿鬼道等十事之要义，每一事复有五事之因缘。法场的籍贯及译经年代均不详。

北魏正始五年（508），中印度僧勒那摩提译《妙法莲华经论》一卷、《究竟一乘宝性论》四卷。《妙法莲华经论》为世亲所撰，为勒那摩提与僧朗等共译，乃《法华经》的注释书。另外，菩提流支与昙林译《法华经论》为该经的异译本。书中初置五言四句三行半的《归敬颂》，次释经文。关于其传译，慧影《大智度论疏》卷二十四说：“法华论，留支三藏以景明二年欲翻，为有小小国不宁事，故不得译，但出要意一卷。”[26]《法经录》卷五记载：“法华经论一卷，后魏世菩提留支译。”《历代三宝纪》卷九“勒那摩提”条下记载其于正始五年（508）于洛阳殿内译出该论，侍中崔光华受。现存两本相比，译语全同，唯后本无归敬颂，所以也有人怀疑是后人将两个译本会合一起的缘故。

而《究竟一乘宝性论》论述如来藏自性清净之教义。全书包含《教化》《佛宝》《法宝》《僧宝》《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无量烦恼所缠》《为何义说》《身转清净成菩提》《如来功德》《自然不休息佛业》《校量信功德》十一品（梵本为五章），核心内容是援引《如来藏经》《胜鬘经》《大乘涅槃经》《华严经》《大乘庄严经论》等经典，批判《般若经》的性空说，论证佛性的“有”。同时，依据自性、因、果、业、相应、行、时差别、遍一切处、不变、无差别十种观点和法身、真如、性三种意义，阐述如来藏，并举九种譬喻加以说明。可见，该论与唯识说关系密切，为了解印度如来藏学说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北魏永平元年至东魏天平二年（508—535），北印度僧菩提留支翻译了《十地经论》十二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弥勒菩萨所问经》一卷、《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六卷、《深密解脱经》五卷、《入楞伽经》十卷以及《大宝积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经论》等经典。佛陀扇多奉敕与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共译《十地经论》，译出《如来狮子吼经》、《摄大乘论》二卷、《十法经》。瞿昙般若流支与昙曜、菩提流支共译出《正法念处经》《顺中论》。毗目智仙与瞿昙般若流支共译《回诤论》《业成就论》《转法轮经论》《宝髻菩萨四法经论》《三具足经论》。那连提黎耶舍译出《月灯三昧经》《大悲经》《施灯功德经》《大集徐弥藏经》。万天懿译出《尊胜菩萨所问经》一部。阇那耶舍译出《佛顶咒经并功能》一卷、《大方等大云经请雨品》一卷。自从菩提流支等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之后，中国学者对此经的研习及弘传逐渐兴盛。

与此同时，律学、禅学、净土学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在北方兴起。适应大乘佛教深入社会生活的戒律，诸如昙无谶译的《菩萨戒本》《优婆塞戒经》（426）等也开始传入。菩提流支以《观无量寿经》授给昙鸾，昙鸾在接受了菩提流支的教化之后，从此精修净业，自行化他，逐渐得到广大群众的皈依。魏主尊号他为“神鸾”，并敕他住并州大寺。昙鸾晚年又移住汾州北山的石壁玄中寺，又时常到介山（今介休县绵山）之阴集众念佛，后人称其处为鸾公岩。

北凉昙无谶翻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北魏菩提流支译《深密解脱经》（514）等与《般若》经类迥异的大乘经典的竞相译出，由此开辟了“佛性论”这一新的思想领域。

小乘不同部派的论著也继续向中国北方传播。北凉佛陀跋摩、道泰等共译的《阿毗昙毗婆沙》，旨在注释八犍度，初译成百卷，唯以北魏太武帝攻破北凉之故，经书、什物皆烧毁，其后零落收拾而仅得六十卷。新译本为唐玄奘之《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二百卷。

这些著作对后世中国均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节 北朝官方对佛教态度的演变

一 北魏初期的政教关系

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96年，拓跋珪灭后赵；公元398年，拓跋跬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称帝，即道武帝。此后，北魏逐渐统一中国北方地区。

我们这里所说的北魏初期的政教关系指的是，道武帝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以后一直到太武帝发动灭佛运动之前这段时间内北魏的政治与宗教，特别是与佛教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讲，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拓跋氏刚刚取得政权之时，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赢得当地人民的好感，对中原已有的宗教文化采取了尊重、支持和利用的态度。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27]道武帝在攻略黄河北岸的时候，凡是经过寺院，遇见沙门道士都会礼敬，且下令不准其军队骚扰寺院。另外，由于受魏晋之风的熏染，道武帝在个人的文化品位和精神需求方面，也对中原的佛道文化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偏爱，“好黄老，颇览佛经”，只是由于初建政权，百废待兴，所以还来不及建立寺塔，招徕僧众。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忘拉拢有影响力的高僧为己所用。他曾遣使致书当时隐居在泰山的僧朗并赠送厚礼：“皇帝敬问太山朗和上：承沙圣灵，要须经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冀助威谋，克宁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愿纳受。”[28]可见，道武帝礼敬僧朗，是为了让他“冀助威谋”，以保证自己的军事胜利，奠定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道武帝与法果的关系也颇能说明当时皇室对佛教的态度：“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徵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29]法果被道武帝召至京师，担任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道人统，而且经常和皇帝在一起交谈，获得很优厚的赏赐，可见法果与道武帝的关系非常密切。

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还“始作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绩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30]经过了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天下稍定，道武帝可以把一部分心思放在佛事工程上，于是开始在都城建寺造塔，供僧众居住，佛教的物质基础得到不断的加强。

继道武帝之后的明元帝拓跋嗣对佛教也采取了支持和利用的态度：“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31]明元帝同他父亲一样，“好黄老”，“崇佛法”，在京城内外建造图像，令沙门敷导民俗。由此也可以看出，统治者支持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确实有助于政治教化。对沙门法果，明元帝更是倍加尊崇：“永兴中，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皆固辞。帝尝亲幸其居，以门狭小，不容舆辇，更广大之。”法果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去世，“未殡，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法果四十，始为沙门；有子曰猛，诏令袭果所加爵”。[32]僧人被封为将军，并其子袭官爵，确属罕见，法果所受推崇，由此可知。

以上是北魏初期二帝对待佛道的态度。而对于三教中的儒家，他们更是将其作为维护统治的立国思想了。为了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北魏从一开始就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而且，拓跋氏虽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但是迅速实现了封建化，并标榜自己继承了华夏正统，这在太武帝的许多诏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其次，从宗教的方面来看，北魏初期的僧人也愿意与政权合作，以便稳固佛教的地位，并发展自己的势力。早在道安时期，他面对乱世，就深感“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至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乱和流离的生活更让那些想有一番作为的僧人意识到，佛教要想在中国扎根并不断壮大，必须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要想与统治者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就是要投其所好，抬高他的地位，这在法果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33]法果将道武帝看作如来，虽不像庐山慧远那样远离政治，保全僧格，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亦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法果被招至京师并立为道人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可知他是一个虔诚有修为并乐于弘法的僧人。而且，明元帝授予法果许多称号，法果“皆固辞”，可见他的品德的确有可嘉之处。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获得佛教发展的有利环境，采取一种委曲求全的折中办法可能是明智的选择。

总体上来看，北魏初期的政治与宗教保持了一种协调的合作关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北魏拓跋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逐渐主动地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包括宗教，因此最高统治者个人往往对儒释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爱好；第二，在政权初立、民心不稳的情况下，统治者需要发挥宗教在维护自己统治方面的作用，而宗教在教化民众、辅佐朝政方面又确实有自己的优势；第三，经历长期战乱之累、颠沛之苦的僧人亦痛感凭借政权支持来保护和发展自身的重要性，因此对统治者有益宗教的各种政策均予以配合。正是在双方各有所求、各有所长的情况下，北魏初期形成并保持了一种友好的政教合作关系。

二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的第三任君主。他在位之初，也是信奉佛教的。史载：“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以下者。”[34]太武帝“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由于沙门免役免租调，要想控制足够的人群从事兵役、徭役并缴纳租调，就必须控制沙门的数量。因此，太武帝于太延四年（438）三月下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即是出于武功方面的考虑，而非排佛。[35]正是在这一年七月，魏北伐柔然，次年又远征凉州。

据《辩正论》卷三记载，太武帝曾“回向一乘，归依三宝，复伽蓝之胜地，创招提之净宫；仍于邺城造宗正寺”。但是他“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36]由此可知，太武帝皈依佛法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沿袭传统的惯性，他自身对佛教并没有兴趣和偏爱，对佛法教义尚不知晓，何言欣赏。而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后来“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37]。太武帝甚至在崔浩的煽惑下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

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寇赞的弟弟，早年喜好仙道，修持张鲁的五斗米道，历年无效。后入嵩山修炼，专精不懈，“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殊丽”。他还自称从“太上老君”受“天师之位”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老子玄孙李谱文将《录图真经》六十余卷交付与他，并让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此外，寇谦之还对道教进行了清整，“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和气之术”，吸收了儒家和佛教的一些学说及仪式，将道教改造成容易为统治者所接受的宗教。

崔浩，字博渊，出身于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著名士族，博学多闻，且明历数，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大事。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两人一见如故，深感默契。寇谦之曾自夜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今治乱之事，并对崔浩说：“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38]于是崔浩著书二十多篇，论述自太初至秦汉的盛衰历史，既用长生不老的仙术魅惑人主，又按照寇谦之的意思，兼修儒教，倡言继承古圣先王的道统。

崔浩上书太武帝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鱼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才，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受其影响，太武帝开始崇奉道教，后改元太平真君。

而崔浩既奉寇谦之的道教，对佛教尤为不信。“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于是太武帝开始走上了排佛的道路。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太武帝下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39]

自汉代以来，图谶历数之学在北方颇为盛行，太武帝听从崔浩信奉寇谦之的道教也与此有关。因此，靠这种手段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涂抹神圣色彩的太武帝非常害怕臣下以相同的办法煽惑谋反，所以禁养师巫、沙门，私藏图谶等。九月，著名僧人玄高和慧崇罹难，可知当时朝廷排佛已非常积极。

太平真君六年（445）冬，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叛乱，聚众十余万。太武帝率兵前去镇压，七年二月到达长安，在一佛寺中发现兵器，太武帝非常生气，怀疑沙门与叛军通谋，下令杀死全寺僧人。接着在检查寺院财产的时候，又发现酿酒的器具和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的大量财物，并有洞窟藏匿妇女。随行的崔浩趁势劝帝灭佛，太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下令杀死长安的僧人，焚毁经像，并敕留守平城的太子拓跋晃下令四方依长安行事。太子素敬佛教，再三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40]。帝皆不许。三月下诏曰：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按：伏羲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41]

通过这个诏书不难发现，太武帝指导自己灭法的思想是儒家的礼义名教，他以传承华夏正统自居，以恢复羲农治世为号召，连老庄那一套也认为虚假不真，在批评之列。由此可见，太武帝真正相信并需要的治国之本是儒家学说，他奉行道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对崔浩极度信任，因而听从并受其煽惑，晕眩在神仙方术的烟雾中，留恋于君权神授的光环下，而并非建立在对道教学说的理解与认同基础上。所以，太武帝的灭佛带有很强的冲动性与情绪化，而并没有基于一种中立的观察与长远的考量，所以在崔浩被诛后，太武帝开始后悔自己的这一举动。

尽管如此，太武帝灭佛也是有具体缘由的。概括起来讲，不外乎两条——利益之争与文化之争。所谓利益之争，即佛教对王权的威胁。在太武帝看来，佛教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沙门免役、免租调，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入和军事力量。第二，大量沙门的存在，本身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潜在的反叛力量。早在太武帝平凉州的时候，凉州的军队中就有许多沙门，因此，当他在长安佛寺中发现兵器时，自然容易联想到僧人也可以拿起武器与他对抗。第三，佛教兴建寺院、图像，耗费国家民力、物力、财力。第四，一些神异高僧能够为他人所用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当年，以神通擅长的昙无谶在北凉沮渠氏手上，太武帝讨要，招致昙无谶被杀，加速了太武帝伐凉。后来，太子晃遭疑，传言其师玄高以神通让太武帝感梦，这也是玄高被谗受死的原因。我们看一下太武帝对佛教态度的演变就会发现全部与利益息息相关，先是禁罢五十岁以下沙门，以保证足够的人从事兵役并缴纳租调；接着禁止私养沙门，但不涉及寺院里的僧人，怕沙门以图谶等协助造反；最后怀疑长安僧人与叛军勾结，下令灭佛。这个递进的过程与他所认为的佛教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程度的增加是相互呼应的。

所谓文化之争，主要是指佛道之争与儒佛之争。太武帝初奉佛，后来信道，并在道教徒崔浩的鼓动下发动灭佛，这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教对佛教发展的不满与打压。当然，佛道之争在太武帝毁佛一事中到底占多大比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因为就在崔浩劝说太武帝灭佛的时候，寇谦之却极力反对崔浩的过激行为，并预言“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寇谦之是实实在在的道教徒，他的态度为什么与崔浩截然相反呢？关键还是要看崔浩这个人，其实他的道教徒身份是不明朗的。崔浩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典型的士族阶层，这一阶层的人往往深受儒家名教思想的影响并有强烈的华夷区分。崔浩诋毁佛教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说它乃西戎妄诞、胡妖鬼教，而道教却是土生土长的。崔浩后来被诛就是因为他编纂的史书中将拓跋氏部落称为从荒蛮之地而来的文化落后的民族，引起了皇室的不满，可知崔浩骨子里深刻的华夏正统思想。因此，崔浩虽然擅长术数、阴阳之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道教徒，而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并怀有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辅佐君王的政治抱负。所以，与后来北周武帝灭佛受佛道斗争推动有所不同，宗教斗争在太武帝灭佛的过程中起的是表面化的作用，更深刻的是儒家正统与西戎之法间的冲突，而终极的原因还是统治者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另外，太武帝的个人性格也与他的灭佛举动有一定的关联。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实行君主专制，因此最高统治者的个性往往影响到历史的发展。太武帝是一个喜好武功、性格强硬又刚愎自用的人，对悲天悯人的佛教不会有很深的共鸣，而且他追求浅层次的福田功德，很容易为阴阳、仙术所迷惑。因此，当在长安寺院经历一系列刺激时，他便非常恼怒，从而在崔浩的煽惑下做出激烈的举措。

这次毁法包括禁止一切佛事活动，毁坏一切佛经、佛像、佛寺并杀戮僧人。当时，幸逢亲近佛教的太子晃监国秉政，缓宣诏书，使远近大部分沙门得以闻信逃匿，并把大部分金银佛像和经论秘藏起来，从而大大降低了佛教受损毁的程度，并为后来佛教的迅速复兴保留了基础。当然，那些无法藏匿的塔寺全部遭到毁坏。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四次法难的第一次，太武帝灭佛对佛教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记载：“初，佛狸（按：太武帝）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42]且尽。”《高僧传》卷十《昙始传》也载：“以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遭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43]这些记载虽然不免夸大之处，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灭佛的惨重后果。

太武帝的灭佛表明了两点：第一，在中国封建王权的统治下，佛教必须在统治者的许可范围内活动，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必然受到打压甚至取缔。第二，中国的宗教对政权具有依附性，没有出现独立的教权，因此，其兴衰荣辱与统治者的态度和政策密切相关。而政权在处理与宗教的关系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主动性和绝对的优势，这种不对等的政教关系与中世纪的西方是截然不同的。

三 北魏文成帝兴佛

公元450年，崔浩被诛。两年后，太武帝被太监杀死。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下诏复兴佛法。文成帝在诏书中盛赞佛教，说其“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牲，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把太武帝毁法归咎于“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文成帝遂允许百姓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44]这之后，佛教很快恢复起来。

在朝廷主持复兴佛法的僧人主要是师贤和昙曜。

师贤，出身于罽宾王族，很小就出家，游历到凉州。凉州被灭后师贤入魏京，太武帝灭佛时其虽假装行医还俗，但仍不改道。等到佛法复兴之日，师贤与同辈五个人再次出家为沙门，文成帝亲自为师贤落发，令他担任道人统，掌管僧尼事务。公元460年，师贤圆寂，昙曜接替他的职位，改称沙门统，文成帝待之以师礼。

《高僧传·玄高传》云：“凉沮渠牧犍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潭服膺师礼。”师贤是罽宾国王种，昙曜是凉沮渠牧犍时的高僧，可知他们原本都是从凉州过来的，凉州佛教对北魏佛教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太武帝毁法时，许多沙门迫于无奈，暂时还俗，昙曜死守信仰，虽然太子再三劝说，仍然密持法服器物，片刻也不离身，为人所叹服。

昙曜复兴佛教的重要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于京城西武州塞，凿石山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45]武州塞的最高峰被称为云冈，昙曜所开凿的石窟即今享誉中外的大同云冈石窟之始。正如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说的那样，在此之前，凉州已经大规模开山造像。太武帝时，凉州僧人大规模迁入平城，肯定不缺乏这方面的工匠艺人。昙曜也来自凉州，凉州佛教对北魏佛教的影响，这又是一个重要方面。[46]

第二，在经济上为佛教的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洒扫，岁兼营田输粟。”平齐户，是指那些被掳掠来从事耕种的民户。在佛教刚刚复兴之时，昙曜的这一经济考量不仅为寺院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赈灾济民也可以大大提高佛教的社会形象。当然，后期，一些僧人贪得无厌，为谋己利滥用私刑，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第三，组织沙门译经。《魏书·释老志》载：“昙曜又与沙门常那耶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据《房录》，昙曜译有三部，吉迦夜为其译有五部，共八部。其中，昙曜译有《付法藏传》四卷。《房录》云：“昭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陵废，欣今载兴。故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庶使法藏住持无绝。”汤用彤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在太武帝灭佛的诏书中，妄言佛教虚诞，胡人本无此教，是汉人无赖子弟编造的。昙曜在复兴佛法之时，译《付法藏传》就是为了明确佛教的传承。而且，昙曜译后没几年，吉迦夜又译《付法藏因缘传》六卷，昭示传灯来由。[47]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昙曜为佛教复兴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我们深思：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佛教的兴衰虽然首先取决于统治者的态度，但是佛教界内部的力量尤其是高僧的才华也不可小觑。在统治者大肆毁法的时代，高僧纵有满腔抱负，也没有施展的机会，但是在统治者支持佛教的时代，有德行感召与才华能力的僧人却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推动自己所信宗教的发展繁荣。通过上面对昙曜复兴佛法举措的介绍，可以看出昙曜这个人具有清晰灵活的头脑和高超的管理才能，他对佛教复兴的作用非常重要。

另外，与南方佛教相比，北方佛教的特点——重实践、轻义理，在文成帝兴佛的过程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首先，从高僧的角度来看，师贤以行医见长，昙曜以禅业见称，他们作为高僧固然对佛教义理具有深刻的见解，但是人们所看重的却是他们表现在宗教实践、修行方面的功夫。另外，从佛法复兴的表现来看，统治者注重建寺造像。据《魏书·释老志》，文成帝于“兴光元年（454）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48]此外，文成帝还支持昙曜开凿云冈石窟，其目的都是为了广种福田，积累功德。他们对佛教义理并不感兴趣，只是想让佛教为自己提供一些切实的利益。当然，在北朝统治者中也有真正喜欢佛教义理的皇帝，下面我们还会介绍。但从整体来看，北朝佛教的特点还是不重义理探讨的。

四 文成帝之后的北魏诸帝与佛教

继文成帝之后的北魏诸帝对佛教也都是持信奉推行的态度。

献文帝拓跋弘深信佛教。“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49]他还于京城内，“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50]

《魏书·显祖纪》载，献文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皇兴五年（471），年仅17岁的献文帝传位给还不足5岁的太子宏（孝文帝），自己却“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51]。为了自己的宗教爱好，连皇位也放弃，在历史上虽非仅有，却也属罕见。可知献文帝崇佛确实出于个人的文化品位与兴趣爱好，并非一味地追求佛教对其稳固统治的益处。献文帝在崇佛的同时也好道，在佛教中又尤爱禅学。虽然他常引沙门谈论佛理，但是比起他耗费巨资建寺造像和结交禅僧来，北朝佛教特重实践的特点也很明显。

孝文帝元宏对佛教的发展也相当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度僧建寺，广修供养。承明元年（476）八月，孝文帝“于永宁寺设大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亲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在同一个月里，孝文帝“又诏起建明寺”。度僧建寺，广修供养，沿袭了北魏历代崇佛帝王的作风。修福是北朝帝王信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热心佛理，讨论佛义。北魏崇佛诸帝大多喜好建寺造像，广修福德，其兴趣多半在神通、禅学方面，于佛教义学并不重视。而到孝文帝时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孝文帝对佛教义学颇感兴趣。据《魏书·释老志》载，太和元年（477）二月，孝文帝“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服、宝器有差。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

太和十九年（495）四月，孝文帝“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后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时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赏，恒侍讲论”。[52]

除了令大臣与僧人讨论佛义之外，孝文帝自己也喜欢阅读佛教经论，并寻访、延请知名法师为自己宣讲。献文帝好佛，喜欢结交禅师，而孝文帝时则寻访法师，偏重实践与兼重义理的特色非常明显。

第三，敬重并优待高僧。前面我们曾提到，沙门道登是孝文帝的侍讲，据《魏书·释老志》载，道登死后，“高祖甚悼惜之。诏施帛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同时下诏：“朕师登法师，奄至徂背，痛怛摧恸，不能己已。比药治慎丧，未容即赴，便准师义，哭诸门外。”[53]孝文帝当时可能正在服食丹药，忌讳奔丧，所以“哭诸门外”。不管怎样，孝文帝与他老师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

另外，“又有西域沙门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54]。跋陀，即佛陀禅师，孝文帝不光敬信，而且为他建造居所少林寺，可谓非常照顾。

而且，孝文帝不光礼敬供养在世的高僧，就是对已经去世的高僧，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怀念之情。太和二十一年（497）五月，孝文帝下诏：

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55]

对于罗什法师，孝文帝不仅下令在其常住的寺院里建三级佛塔，而且要寻访他的子嗣接续他的法脉。其仰慕之心，可见一斑。

另外，据《魏书·释老志》载，孝文帝的时候，“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56]可以看出，孝文帝礼敬的高僧，包括道登、佛陀和罗什，都是既通佛教义理又有较高修行的僧人，这再次反映了他兼重宗教实践和义理探讨的信仰特点。

第四，要求一些高僧入殿相见。

《帝听诸法师一月三入殿诏》曰：

门下：崇因赞业，莫若宗玄；禆神染志，谁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诰，释迦唱善知之文。然则位尊者以纳贤为贵，德优者以亲仁为尚。朕虽寡昧，能无庶几也。先朝之世，经营六合，未遑内范，遂令皇庭阙高邈之容，紫闼简超俗之仪。于钦善之理，福田之资，良为未足，将欲令懿德法师时来相见，进可飡禀，道味，退可饰光朝廷。其勅殿中，听一月三入，人数、法讳，别当牒付。[57]

孝文帝之所以要求懿德高僧入殿相见，是因为可以听善理、资福田，退一万步讲，还可以“饰光朝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高僧往往拥有多重身份，既是圣人、神人，又是文人、哲人，因此，皇帝令法师前来相见，就会给文武大臣和社会百姓一种崇尚神圣、尊重文化的感觉。因此，宗教可以为政权增光添彩，这也是维系政教关系的重要一点。

宣武帝元恪也是一位信奉佛教的君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宣武帝于永平元年（508）下诏：“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僧人犯了杀人以下罪者，交付昭玄按照内律僧制来惩处，这可以说是对佛教的巨大支持与维护。

第二，建寺造像。据《洛阳伽蓝记》载，宣武帝曾于洛阳城内修建瑶光寺，于洛阳城南修建景明寺，于洛阳城西修建永明寺。瑶光寺是一座专门为贵族妇女修建的尼寺，“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依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原作“入”）正，归诚一乘”[58]。而景明寺在佛诞日的喧闹也曾让西域沙门“唱言佛国”[59]。永明寺是为了安置外国僧人而修建的，当时有“百国沙门三千余人”[60]。

据《魏书·释老志》载，宣武帝还曾“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

第三，始营龙门石窟。“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阳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刘腾[61]奏为世宗复造一窟，凡三所。”[62]

第四，组织僧人讲经，支持僧人译经。“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63]宣武帝既然喜欢讲经论道，自然注重对经典的翻译，加上宣武一朝天竺来华僧人众多，因此宣武帝支持译经事业。据《房录》，天竺沙门昙摩流支在景明正始年中于洛阳为宣武帝译经三部。另外两个天竺僧人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也在宣武帝时入华，成为当时的译经名家。在翻译《十地经论》的时候，宣武帝亲御大殿笔受，一日之后交付沙门来完成。

由于北魏诸帝的崇佛、奉佛，佛教在北魏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北朝佛教的一个特点是重宗教实践和福德积聚，因此建寺、造像等工程浩大，度僧、设斋等法事频繁，从而导致僧人冗滥、素质低下以及民力损伤、资财耗费等弊端，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五 北齐诸帝与佛教

北齐几个主要的皇帝都好佛。

文宣帝高洋对佛教的喜爱十分狂热。一方面，作为一名佛教徒，他注重修禅持戒，礼敬高僧。据《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载，他曾“于甘露寺禅居深观”。而且，由于受菩萨戒法，“又断肉禁酒，放舍鹰鹞，去官渔网。又断天下屠杀，月六年三劝民斋戒。诸官园及六坊公私荤菜，皆悉除之，外有者不许入”[64]。

文宣帝十分敬重禅僧僧稠。“天保三年，下敕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良人纲位，练众将千，供事繁委，充诸山谷。”[65]“又以昭玄大统法上为戒师。常布发于地令师践之。”[66]

另外，作为最高统治者，文宣帝又建寺造塔、广度僧尼，还用国储的三分之一供养三宝。“大起寺塔，度僧尼，满于诸州。……天保二年诏曰：仰惟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宝塔，废鹰师曹为报德寺，所度僧尼八千余人。十年之中，佛法大盛。”文宣帝还将“国储分为三分，谓供国自用及以三宝”[67]。

孝昭帝高演也“凡度僧尼三千许人”[68]。另外，“奉为先皇写一切经，一十二藏，合三万八千四十七卷。青首紫绦，银绳金缕，覆以莲花之帐，擎以师子之台”[69]。

武成帝高湛“广济群生，应游佛刹。芳林园内，更兴花盖之词；洛邑城旁，还纡玺书之颂。层台别观，并树伽蓝；璧玉珠玑，咸充供具。躬自顶礼，每事经行。大宁元年，创营宝塔，脱珍御服，并入檀财。转大品经，月盈数遍”[70]。武成帝不仅建塔布施，而且每个月都要读上数遍《大品般若经》，其对佛法的喜好可见一斑。

六 北周武帝灭佛

据《辩正论》卷三记载，北周武帝之前的诸帝都好佛，武帝即位之初也曾造像建寺、度僧写经。后来发动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法难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并经历了一段过程。

首先，周武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十分看重对维护其统治最为有利的儒术，因此，他虽出身少数民族，但并不提倡被看作胡教的佛教。在发动灭佛之前，周武帝曾多次聚集官僚、道士和沙门，亲自讲说《礼记》，并让他们讨论三教先后，经常是儒教为先，佛教为后。

其次，卫元嵩煽惑武帝，加速了他灭佛的步伐。卫元嵩，益州成都人，幼年出家，是亡名法师的弟子。卫元嵩明阴阳历数，按照其师父的指点，以“佯狂”获取声名，漫游各地，编造谶言诗歌。后来因感叹蜀土狭小，不足以展怀，就来到长安，结交北周权贵。天和二年（567），卫元嵩上书周武帝“省寺减僧”。据《广弘明集·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记载，卫元嵩在奏文中并没有完全否定佛教，他认为当时存在的广建寺院、大造佛像以及僧人贪腐等现象违背了佛教的“大慈”精神，因此要对佛教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造。卫元嵩指出的佛教内部存在的问题在当时确实很普遍，周武帝也清楚这些问题对社会的负作用，因此在其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最终发动灭佛。

再次，佛、道二教的斗争，也是导致周武帝灭佛的催化剂。卫元嵩上书之后，武帝并没有立即做出决断，而是多次召集三教人士进行辩论。

天和四年（569）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71]三月十五日，武帝“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以出于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也。时议者纷纭，情见乖咎，不定而散”。[72]二十日再次召集讨论，武帝提出：“儒教、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意不立。”但由于当时的僧人极力辩解，使武帝无法废除佛教。四月又“敕司隶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辨其真伪”。[73]

天和五年（570）二月，甄鸾上《笑道论》，驳斥道教教义思想。五月，武帝召集群臣“详鸾上论”，认为甄鸾“伤蠹道法”，于殿廷焚烧此书。九月，释道安又上《二教论》，认为儒教是“外教”，佛教是“内教”，道教也属于“儒宗”。这个时候，武帝对于佛道二教还没有明确的先后、高低之分，因为在作于此年五月的《二教钟铭》中，还有“二教并兴，双銮同振”、“弘宣两教，同归一揆”等句。此后，关于三教优劣的辩论暂且搁置了下来。

建德二年（573）十二月，武帝再度召集百官、沙门、道士等辩论三教先后，得出“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74]的结论。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武帝排斥佛教的意思已很明显，这也导致佛道二教的争论更加激烈。以儒教为先是武帝的一贯之策，然而这里将道教排在佛教之前，很可能是受到张宾和卫元嵩的蛊惑。

建德三年（574）五月十六日，武帝于太极殿令道士、僧人辩论二教优劣，释智炫辩败道士张宾，武帝自升高座，提出“三不净”论。智炫说：“道教之不净尤甚。”武帝不悦而退。十七日，武帝下诏禁断佛道二教。

通过上面武帝对几次辩论的态度可以看出，武帝由二教并重逐渐倾心道教。然而，在僧人与道士的激烈辩论中，僧人并不示弱，且常常略显优势，佛道无休止的争论使武帝左右为难，颇感厌烦，因此，只得采取一起禁断的举措。

另外，也有史料记载，周武帝灭佛还有相信谶记的缘故。自北齐开始，流行“黑衣人”继称帝的谣传，到周武帝时仍在流传。据道宣《广弘明集》记载，张宾和卫元嵩借此蛊惑武帝，武帝信此传说，发动灭法。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认为，虽然，道宣《广弘明集》记载与《僧传》及史书所记颇相抵牾，然而，卫元嵩和张宾都明术数、善谶言，利用谶记煽惑武帝也是极有可能的。[75]

总之，在内因外缘都具备的情况下，武帝发动了灭佛。周武帝灭佛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取缔关陇佛教：“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76]“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77]

建德三年（574）六月，武帝又下诏设通道观，选取佛、道二教名人为学士，共一百二十人，令会通三教，息灭争端。其诏曰：

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逾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78]

通道观的设立，对于息灭争端来说确实有好处，然而，三教作为个性鲜明的三种文化体系，靠这种方式是不能真正保存并弘扬它们各自精华的。

第二阶段是北周灭齐后在齐境内的灭佛。建德六年（577），北周灭齐。正月，武帝入邺城，召集僧人赴殿，宣布废佛。虽有名僧慧远与武帝辩论，道林上表进谏，然而武帝仍不改毁佛之意。据史料记载，“帝已行虐三年，关陇佛法，诛除略尽。既克齐境，还准毁之。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刮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79]北周灭北齐后，僧尼数量达到其人口的十分之一，周武帝灭佛，将僧尼归入编户、军民，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是一个强大的充实，因此，周武帝灭佛是经过认真思考并建立在他富国强兵的国策基础上的。

周武帝灭佛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及现在西南的四川、湖北一带。武帝灭佛的时间虽短，然而政令严苛，寺塔经像皆毁，僧人流离颠沛，或以身殉法，或逃匿山林，或隐迹尘世，或入通道观。终南山和太白山成为许多僧人的避居之所，为后来隋唐佛教重兴的基础。另外，许多僧人南下，也推动了南北佛教的交流，为隋唐佛教的一统局势及各大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周武帝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灭佛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北魏太武帝灭佛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和冲动性，而周武帝灭佛之前亲自参与了多场辩论，他采取灭佛政策是在周密、谨慎的思考之后决定的。第二，在灭佛的措施里面，北魏太武帝除了毁坏经像寺塔以外还杀戮僧人，周武帝则是强令沙门还俗。第三，激烈的佛道之争在周武帝灭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最终导致周武帝禁断二教。而北魏太武帝灭佛的时候并没有波及道教。第四，虽然在两位皇帝灭佛的原因中，外人的煽惑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二者又有差异。北魏太武帝灭佛主要是受司徒崔浩影响，而崔浩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教徒，他其实是儒家文化的推崇者。而作为道士的寇谦之则反对灭佛。在周武帝灭佛的初期，道士张宾直接参与其中，与卫元嵩勾结在一起，影响了周武帝对佛教的态度。第五，周武帝灭佛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就是设立通道观，会通三教。他虽然以儒教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但同时也希望佛道二教的思想能够为其所用。

当然，两次灭佛亦有相似之处。第一，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是注重武功、励精图治的君主，他们以儒教为治国的纲领，认为沙门病国，理应废掉。第二，两次灭佛运动对佛教来说都是重大的打击。然而，佛教在这两次法难中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不久就再度复兴，这也说明宗教信仰靠政权的强制是不可能消失的。

七 北周宣、静帝兴佛

周武帝去世之后，宣、静二帝继位，复兴佛法。大成元年（579）正月，宣帝诏命从旧沙门中拣选德行法高者七人于正武殿西修道。二月，宣帝传位于年仅7岁的静帝，自称天元皇帝，改元大象，下敕允许官民信奉佛教。四月，又命修行者不许剃除须发，称“菩萨僧”，度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修道。[80]十月，开始恢复佛像及道教天尊像。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殁，朝政大权由宣帝嫡妻天元大皇后杨氏之父杨坚掌握。六月，“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81]。佛教由此开始恢复，可见，周武帝之后佛教的复兴实赖于后来的隋主杨坚。

八 北朝佛教管理制度的演变

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与发展壮大，僧尼人数和寺院数量逐渐增加。为了更好地对僧人进行管理，朝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僧官制度和僧籍制度。

（一）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一套完整的僧官制度

从北魏道武帝开始，朝廷设立了“道人统”这个官职，通过僧人来管理僧人。当时赵郡沙门法果被道武帝召请入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82]道人统是最高的僧官，受到极高的礼遇，但当时并未见有关副职、僚属的记载，有没有僧务机构也不清楚。

继法果之后，担任道人统的僧人，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是师贤。文成帝复兴佛法时，立师贤为道人统。师贤圆寂后，其弟子昙曜继任，改称沙门统。沙门统有时又称沙门都统。孝文帝时，敕任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为沙门都统。诏曰：

门下：近得录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门都统。比考德选贤，寤寐勤心，继佛之任，莫知谁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萦纡。或有器玄识邈，高挹尘务。今以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韶，澄风澡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勅令为沙门都统。又副仪贰事，缁素攸同，顷因曜统独济，遂废斯任。今欲毗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懋道优，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83]

由上面材料可知，至迟在昙曜时期，沙门统已有了属官，至于属官的具体称谓我们无从考证，只是到了孝文帝时期，已经可以确定为都维那。

都维那，又称维那、沙门都、国僧都、国都，协助沙门统管理僧尼，主要职责有三：第一，掌管僧籍和僧务文书。据《魏书·释老志》载，延兴二年（472）孝文帝诏曰：“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84]第二，依佛教戒律对僧尼进行管理。《魏书·释老志》所载，世宗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上书说：“辄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85]第三，负责征收“僧祇粟”。据《魏书·释老志》载，宣武帝时，尚书令高肇上奏，都维那僧暹、僧频等，逼迫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僧祇户”交纳“僧祇粟”，致使五十多人自缢身亡。[86]由此还可看出，北魏时昭玄寺中的都维那可以有两名或多名。

北魏中央的僧官机构，“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署，以断僧务”。[87]至于什么时间改名的，很难确定。

东魏、北齐通行北魏的僧官系统，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即扩充了僧官员额。《金石萃编》卷三十《中岳崇阳寺碑》载，北魏沙门生禅师发愿造塔，生禅师圆寂后其弟子沙门统伦、严二法师继成其功，并于东魏天平二年（535）刊石立碑。同时又有生禅师的高足大沙门统遵法师率邑义缮立天官。据此可知，东魏的昭玄寺中曾经有过三位沙门统并立的局面，而三人以上的情况也很可能有过。关于北齐的僧官设置，道宣在《续高僧传·法上传》中说：“初，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有司闻奏，事须甄异。文宣乃手注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88]

北魏时期，昭玄寺设有一“统”一“都”或一“统”多“都”；到东魏时，出现了三位沙门统或三位以上沙门统共立的现象；再到北齐，更是“十统”并置，北朝僧官数额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

西魏初期也沿用了北魏的僧官制度。宇文泰挟元宝炬西奔长安建立西魏后，立大中兴寺安置僧尼，道臻被任命为僧统，“大立科条”。[89]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宇文泰依周礼改革管制，恭帝三年（556）颁布实施，朝廷仍设有中央僧务机构昭玄寺，但僧官的名称由“沙门统”改为“三藏”。北周政权建立后，昭玄寺被废除，“昭玄三藏”改为“国三藏”。例如，西魏大统年间宇文泰任命释僧实为“昭玄三藏”，到北周保定年间，武帝又任命他为“国三藏”。[90]僧实圆寂后不久，周武帝又敕命昙崇为“周国三藏”，[91]昙崇在任一段时间后借故辞职。北周时期，地方僧官也曾经被称为“州三藏”。例如，天和五年（570）武帝敕命释僧玮为“安州三藏”; [92]释僧晃被敕命为“绵州三藏”。[93]释亡名为“夏州三藏”[94]；释僧休为“雍州三藏”[95]。现今可考的三藏名称，多见于周武帝之前。据《续高僧传·昙延传》载，周武帝在灭佛之前，曾经任昙延为国统，时间大概在昙崇辞职之后。这件事标志着北周又恢复了原来昭玄寺的旧称。

与中央相应，北朝的地方僧官有州统、州都；郡统、郡维那及县维那。

北魏灵太后于熙平二年（517）下令：“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司精练简取充数。若无静行，不得滥采。”[96]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个州都有州统和州维那，而且他们有拣选僧尼的职责。

公元528北魏孝庄帝即位，因国库空虚而卖官，其中就包括卖僧官。

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97]

通过北魏卖僧俗官位可以看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佛教的管理也显示出极大的随意性。

《金石萃编》卷三十所载东魏兴和二年（540）的《敬史君碑》，碑阴的题名中有：“颍州沙门统慧元、颍州沙门统昙永、司州沙门统道镡、阳州沙门统道慈、颍州沙门都昙佳、颍州大律师静遵、颍州沙门都僧雅……长社县维那法嵩……临颍县维那道显、颍州郡维那僧度、许昌郡维那法炬、阳翟郡维那道希。”[98]通过这段史料还可以看出，当时每州的沙门统和沙门都不止一人。

（二）设立僧籍制度，控制僧尼人数

僧尼可以逃避租税徭役，还可以托三宝之名以谋己利，故许多人出家并不是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为此，统治者采取了一定措施来限制僧尼人数。

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四月，下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滑，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违者加罪。”[99]这里提到“无籍之僧”，可知对僧人已经用登记造籍的方式进行管理。

太和十年（480）有司又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奏可。”[100]

僧籍制度的设立引起了佛教内部的强烈不满，北朝时盛行的佛教教团法规声称：“僧尼造籍原非正法。以后宜慎重而不可登录。”[101]有些僧尼就不在僧籍登录，直接反抗这一制度。例如，北周时期的释法冲就“周游东川，不任官贯”[102]。

北朝时期制定僧籍制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另外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北朝时期，由沙门发起或牵涉沙门的农民起义颇多，统治者采取僧籍制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防范的作用。

为了控制僧尼人数，统治者还采取限制度僧造寺的措施。

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下诏，每年限“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103]对各州度僧人数进行了限制，以防止僧尼人数过分膨胀。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又“诏立《僧制》四十七条”。[104]

面对当时不管贫富竞相建立高广佛寺的情况，孝文帝下诏：“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自今一切断之。”[105]

北魏熙平二年（517），灵太后下诏：“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又说：“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106]不仅严禁奴婢出家，而且在国家“敕度”之外，不准“私度”。

孝明帝神龟元年（518），任城王元澄上奏，极言造寺建舍之害，提出年满五十岁的僧人才有资格申请建寺，而且在京城内不得随意建寺。“在于郭外，任择所便”。外州建寺，须经州府批准。这个奏折得到了皇帝的准许。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在元象元年（538）下诏：“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107]

不管是禁止靡费巨资建寺造像，还是沙汰冗滥僧尼，统治者都是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考虑。同时，对于佛教本身来说，也能整顿僧伽内部，树立其良好的社会风貌，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佛教发展。然而，由于当时社会不稳，战乱频仍，许多法令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私度僧尼、乱建寺院以及僧人腐败的现象仍大量存在。

此外，统治者对具体的佛教活动也会进行管理。

孝文帝曾经下诏亲自安排僧人的结夏安居。《帝令诸州众僧安居、讲说诏》曰：

门下：凭玄归妙，固资真风；餐慧习慈，实钟果智。故三炎检摄，道之恒规；九夏温诠，法之嘉猷。可勅诸州，令此夏安居清众：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数处讲说，皆僧祇粟供备；若粟鲜、徒寡，不充此数者，可令昭玄量减还闻。其各钦旌贤匠，良推叡德，致滥浊，惰兹后进。[108]

结夏安居是佛教徒依律进行的一种修持活动，然而在政权无孔不入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要受到统治者的干预，由此可以看出，僧人作为方外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他们在遵从戒律的同时，也必须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行事。

第三节 北朝时期佛教在各阶层的传播

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教以其独特、深广的教义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在社会各阶层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深刻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俗等。

一 僧尼队伍的不断壮大及其佛教活动的开展

虽然经历了两次灭佛事件，北朝佛教依然呈不断壮大之势。这一情况通过寺院和僧尼的数字就可知晓。

魏朝（包括东魏、西魏）有皇帝造寺47所，王公贵族造寺839所，百姓造寺3万余所；僧尼200万人。北魏先都平城，后迁洛阳。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京城和各地的寺院与僧尼数量增长迅猛。孝文帝太和元年（447）的时候，平城有寺约100所，僧尼2000余人，各地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到宣武帝延昌（512—515）中，各地有寺13727所，比太和元年增加了1倍还要多。再到孝明帝神龟元年（518）时，京城洛阳有寺500所，是太和元年时京城平城寺院的5倍。北魏末年（534），各地有寺3万余所，僧尼200万人，寺院数量又比延昌年间增加了1倍多，而僧尼人数则是太和元年僧尼人数的将近26倍。另据《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北魏末年洛阳有寺1367所，相较于神龟元年时的洛阳寺院，又增加了1倍多。

北齐有皇室立寺43所[109]。邺都有寺约4000所，僧尼8万人[110]。全国有僧尼200余万。[111]北周有寺931所。[112]

僧尼人数增加表现在宗教活动方面，即译经弘法和建寺造像上。在译经弘法方面，据《开元释教录》卷六、卷七载，魏朝（包括东魏）译经83部274卷，北齐译经8部52卷，北周译经14部29卷。在建寺造像方面，魏孝文帝在诏书中说：“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113]从现存许多雕造释迦、弥勒、弥陀、观音像的题记也可以看出当时造像风气的盛行。

二 佛教在统治集团中的传播

北朝佛教的兴盛离不开统治集团的信奉与支持，前面我们已经就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信佛、好佛的情况作了介绍，下面再就统治集团中的其他阶层——皇后、太子、王公贵臣的信佛情况进行简单的勾勒。

北魏太武帝时期，太子晃师事玄高，奉佛虔至；尚书韩万德师从凉州沙门慧崇。后玄高、慧崇皆被武帝所杀。太武帝发动灭佛时，晃缓宣诏书，许多沙门得以闻讯逃脱。这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论及，此不重复。不过，可以看出，同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即便是太子、尚书，其奉佛也必须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许可，只有在许可的范围内，自己的信仰才有生存的空间。如果最高统治者持否定的态度，信仰在政治的压迫下也会夭折。

太武帝死后，佛教得以复兴，历朝崇信佛法的太后皇后和王公大臣非常多。在后妃信佛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冯太后和胡太后。

孝文帝即位之初，文成帝皇后冯氏，即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文明太后出身北燕冯氏，北燕乃佛法崇盛之地，受家学影响，冯太后颇信佛。史称她曾“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114]为其父祖追福。又在方山建寿陵，并造永固石窟寺，以作为自己的归宿。冯太后有一个哥哥，名叫冯熙，为侍中、太师，史称他“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115]冯熙建寺造塔，多选在高山秀峰上，经常伤杀人、牛，有僧人劝止他，冯熙竟回答说：“成就后，人唯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116]冯熙信佛的动机可以想见，但为自己求福德，连真正的佛法大意都不理解。冯熙有两个女儿都曾为孝文帝的皇后，姐姐即幽皇后，曾经出家为尼；妹妹被废后，为练行尼，终于瑶光寺。汤用彤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魏世宫闱佛法之盛，盖必得力于燕之冯氏也。”[117]

孝明帝元诩即位之初，由宣武灵皇后胡氏摄政。胡太后小的时候与出家为尼、颇能讲道的姑姑相依为命，知道佛经大意，对佛教很有感情，因此非常支持佛教的发展。她花费巨资建寺造塔，大设斋会。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灵太后仅在洛阳城内就亲敕修建了永宁寺、秦太上公、秦太上君寺等大寺。当时王公大臣纷纷仿效胡太后捐资造寺，连宦官也大起尼寺，如昭仪尼寺、魏昌尼寺、景兴尼寺等。另外，胡太后还非常重视译经、求经。她诏令菩提流支居住在永宁寺，供给他一切需求，并敕七百梵僧以菩提流支为译经元匠。胡太后还诏遣沙门慧生前往西域求经。《洛阳伽蓝记》卷五载：“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惠生共取回大乘经典170多部。

北齐也有一个“好佛”的胡皇后。武成帝皇后胡氏，“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生平之所御也。乃置百僧于内殿，托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玄统。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至谓之为太上者。帝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太后见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法”。[118]由这段史料可知，这个胡太后“好佛”，其实是“好僧”，并不是真正信佛、奉佛。

北朝皇后出家的情况，据《北史·后妃传》等书记载，北朝自拓跋魏入主中原至隋亡北周，共有17位后妃出家。其中，北魏见于史书的皇后31位，有7位出家；北齐14位后妃中，有4位出家；北周有皇后12位，6位出家。

关于皇后出家的具体情况，兹列举如下。

北魏孝文帝皇后冯氏，“有姿媚，偏见爱幸。未几疾病，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后“素疹痊除”，孝文帝便遣人迎赴洛阳，并“宠爱过初”[119]。

孝文帝皇后冯氏，因与冯昭仪争宠，被废为庶人。“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佛寺。”[120]

宣武帝皇后高氏，“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及肃宗即为，上尊号曰皇太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121]。

北魏武泰元年（528），“尔朱荣称兵渡河，太后尽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发”。[122]

西魏文帝大统中，为了安抚边境，娶蠕蠕公主，命文皇后乙弗氏“逊居别宫，出家为尼”。[123]后西魏与蠕蠕反目，文帝又命令乙弗氏蓄发还朝。

北齐文宣帝皇后李氏，在经历了宫闱乱伦之后出家为尼，虽“后性爱佛法”，但“隋时得还赵郡”[124]。

北齐后主皇后斛律氏，“废在别宫，后令为尼”。“后齐灭，嫁为开府元仁妻”[125]。

北齐后主皇后胡氏，因得罪太后，“太后大怒，唤后出，令剃其发，送令还家”[126]。

北周孝闵帝皇后元氏，“帝被废，后出俗为尼”[127]。

北周武帝皇后李氏，先是宣帝时被尊为“天元圣皇太后”，后宣帝崩，静帝尊其为“太帝太（皇）后”。“隋开皇元年三月，出俗为尼，改名常悲。”[128]

北周宣帝皇后陈氏、元氏、尉迟氏，皆因“帝崩，后出俗为尼”[129]。

北周宣帝皇后朱氏，静帝时被尊为“帝太后”。“隋开皇元年，出俗为尼，名法净。”[130]

综观以上史料不难发现，与冯太后和胡太后信佛大不相同，众多皇后虽然出家为尼，但多是无奈之举，自觉自愿出于自己对佛教的喜欢与信仰的极少。皇后出家的原因不外几种：第一，帝崩、帝废或朝代更换。如北周孝闵帝皇后元氏，北周武帝皇后李氏，北周宣帝皇后陈氏、元氏、尉迟氏、朱氏。第二，宫闱斗争失败。如孝文帝的两位皇后冯氏姐妹。第三，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北齐后主皇后斛律氏、北齐文宣帝皇后李氏。第四，得罪太后。如北魏孝文帝皇后冯氏（姐姐，幽皇后）、北齐后主皇后胡氏。

虽然宣武帝皇后高氏是自愿出家，但是她为人善妒，后虽被尊为皇太后，但是灵太后专权，估计她也有许多无奈之处。

另外，冯太后与灵太后都曾经专权摄政，因此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进行崇佛，所以，她们信佛的政治因素非常明显，这也是其他皇后出家所没有的特点。

此外，北朝奉佛的王公贵族也不在少数。

魏世奉佛的诸王有：城阳王徽，舍宅立宣忠寺；广陵王恭，即前废帝，曾住龙华寺；彭城宣武王勰，立明悬尼寺，载：“景明、报德寺僧鸣钟欲饭，忽闻勰薨，二寺一千余人皆嗟痛，为之不食，但饮水而斋。”[131]由此可见其奉佛之虔诚以及与僧人之特殊情意；北海王元详，建追圣寺，并造像；清河王元怿，立景乐、冲觉、融觉诸寺；汝南王元悦，“好读佛经”，与兄元怿一同敬事法贞，并先后于正光三年（522）和正光五年（524）修塔，同时，他也喜欢与左道中人交游，希求长寿之方；广平武穆王怀，舍宅立平等、大觉二寺。

魏世诸王信佛除了立寺建塔、造像供僧之外，还有弃爵出家者。据《魏书》十九记载，京兆王子太兴愿入道，请舍王爵为沙门。表十余上，乃见许。时孝文帝南讨，在军诏太子于四月八日为之下发。

到了魏末（534），天下大乱，京邑第舍，大略为寺。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序》中这样写道：“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132]

可以看出，诸王信佛，对于佛教义理感兴趣并去探究的人少，多数还是信仰性更强，重宗教实践和福德利益。

三 佛教在文人中的传播

魏世信佛的文人学士见于记载的并不多，主要有崔光、王肃、王翊、孟仲晖、冯亮、裴植、裴粲和徐纥。

崔光，嗜书好学，“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愈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崔光的家族信佛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气候，崔光的弟弟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崔光的从弟长文，辞官回家后，“专读佛经，不关世事”。[133]崔光还有一个弟弟出家，名叫惠顺（见《续传》）。另据《洛阳伽蓝记》载，崔光曾布施正始寺钱四十万。

崔光信佛，除了拜佛、念经、布施之外，对佛教的也义理非常感兴趣。沙门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译经时，崔光经常担任笔受。《十地经论》由其笔受后，崔光还为之作“序”。当时的沙门喜欢结交朝廷权贵，他们请崔光讲解《维摩经》《十地经论》等，听者达数百人之多。崔光还为这两部经作“疏”。

王肃，琅琊人，“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祕书丞”。[134]太和十八年（494）归顺北齐，因在江南时曾聘谢氏女为妻，后尚北齐公主，愧对谢氏，故于洛阳建正觉寺以安顿她。

王翊，王肃次兄琛之子，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舍宅立愿会寺。

孟仲晖，武威人，父孟宪曾任金城（今甘肃兰州）太守。孟仲晖天性聪颖，对佛教义学有较高造诣，尤其是关于四谛的理解非常深刻，经常到永明寺与沙门一起谈论，被寺里的沙门称为玄宗先生。

冯亮，南阳人，少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宣武帝时，曾令侍讲《十地》诸经。冯亮性喜清净，在洛阳时，隐居嵩山，与僧徒礼佛念经，茹素饮水。因王敞事发，牵连山中沙门，虽诏特免雪，不敢还山，寓居景明寺。后因思念旧居而还山，在宣武帝支持下，造闲居佛寺，后卒于嵩高道场寺。

裴植，少而好学，览综经史，尤长释典，善谈义理。史载，裴植的母亲虔诚信佛，“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麻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诸子各以布帛数百赎免其母”[135]。裴植遭人陷害，50岁而终。临终，遗令子弟在他死后为他剪掉须发，穿上法服，以沙门之礼葬于嵩山之阴。

裴粲，是裴植的弟弟，也喜好释学，经常亲自升讲座开讲。虽然他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并不精深，可是其喜好风韵高雅，精神可嘉。

徐纥，乐安博昌（今寿光）人，习名理，以文词见长。信佛教，经常与沙门讲经论道，或通宵达旦，而心力无怠。

信佛的文人大多对佛教的义理感兴趣，喜欢与沙门交游并讲经论道，与王公贵臣信佛大异其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人中，崔光的祖父与父亲都曾仕于南朝宋，崔光17岁的时候才来北方。王肃、王翊是王导的后裔，都是年长才归顺魏朝。冯亮本在南方，为魏人虏获，后才隐居嵩山。裴植也是先仕于江南，他的弟弟裴粲当然也来自南方。这些人与南朝的关系说明，北朝文士信佛，深受南朝佛教重义理风气的影响。

四 佛教在民众中的传播

北朝佛教兴盛的表现，不光是在统治集团以及文人学士中间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它在广大民众中间广泛流行，产生了很大影响。民众信佛的主要方式有读经、写经、造像以及请僧人做法事等。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就伴随着佛典的翻译，到北朝时期，伴随着一批新的佛典的译介，许多经典已经在民众中间广泛传播，例如《观音经》、《药师经》、《大般涅槃经》等都非常流行。

《观音经》，即《普门品》，在北朝十分流行，由于经中说到诵读《观音经》可得许多现实利益，因此在当时可谓人人皆诵。例如，《续高僧传》卷十三《功迥传》记载：“释功迥，姓边，汴州浚仪人。年六岁便思出家。慈亲口授观音经。”[136]功迥在未出家前，父母亲授《观音经》，可知其父母常读《观音经》，对《观音经》很熟悉，并且非常崇奉该经。因此他们得知儿子想出家后，首先教授的就是《观音经》。

《周书》中还记载了一个名叫张元的人，读《药师经》并请僧人做药师法以为其祖父治目盲的故事：

张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阳郡守。父延隽，仕州郡，累为功曹、主簿。并以纯至，为乡里所推。元性谦谨，有孝行。微涉经史，然精修释典。……及元年十六，其祖丧明三年，元恒忧泣，昼夜读佛经，礼拜以祈福佑。后读《药师经》，见盲者得视之言，随请七僧，燃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每言：“天人师乎！元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光普施法界，愿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如此经七日。其夜，梦见一老公，以金[image: ]治其祖目。谓元曰：“勿忧悲也，三日之后，汝祖目必差。”元于梦中喜悦，随即惊觉，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137]

“微涉经史，然精修释典”，可以看出，张元平时就喜欢研读佛经义理。后因祖父目盲，更是昼夜读经，精勤不懈，以求福佑。后又请僧人做药师法，最终为其祖父治好了眼睛。

关于《大般涅槃经》，在敦煌遗书的写经中有题记为北魏宣武永平五年（512）五月五日李季翼为亡姐所抄写的《大般涅槃经》。李季翼为死去的姐姐祈福，抄写《大般涅槃经》，可见当时该经非常流行，诵读、抄写的风气已很普遍。

当然，最能彰显民众信仰佛教之热情的还属造像，现今存留下来的大量造像记，为我们了解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状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现列举一些较有代表性的造像记。[138]

北魏皇兴五年（471）三月廿七日仇寄奴造像云：“愿父母上生天上，直遇诸佛，下生人间侯王长者。”

北魏太和七年（483）八月卅日云冈邑义五十四人造像：“又愿义诸人、命过诸师、七世父母、内外亲族……长辞八难，永与苦别。”

北魏太和廿二年（498）十二月二日吴道兴造像云：“吴道兴为亡父母造光世音一区，愿居家大小托生西方妙洛（乐）世界，所求如意，兄弟姊妹六人常与佛会。”

北魏景明三年（502）五月卅日邑主高树等造像云：“愿元世父母及现世眷属，来身神腾九空，迹登十地。”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刘未等人造像云：“上为国家皇帝，并及七世父母、眷属、村舍大小，常与佛〈会〉，愿上生天上，下生人中侯王，居仕富贵家产……”

北魏孝昌二年（526）五月十五日清信欲会为亡女造像：“愿登紫极，永与苦别。”

东魏兴和四年（542）三月七日成休祖造像：“愿使夫妻息绍宗三口悉皆平善，老者延年，少者益寿，男学聪明，仕官速升，所求而愿。”

东魏武定元年（543）二月三日合邑道俗造像云：“上为皇家祚隆万代，中为师僧父母，下为边地众生……”

北齐天统二年（566）四月十日刘僧信等合邑造像：“为皇家、臣庶、父母、师僧、己身一□越离诸难，长□恶趣，终归净（土）……”

虽然，只列举这些造像记，我们还无法对北朝民众信佛的状况进行一个整体全面的审视，但是民众信佛的一些特点和基本状况已可窥知。

首先，民众造像的对象包括死者和生者。死者主要是已经去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生者主要是在世的家眷、师僧、知识朋友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物。皇帝官僚等虽也有涉及但非常少。另外，还有一些造像中提到了众生的概念，这是典型的佛教概念，可以看出信徒受佛教教义的影响。但众生往往出现在末尾，足见其不是造像者关注的中心。造像者关注的中心仍是家族血亲，中国固有的儒家孝亲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家本位思想非常明显。

其次，民众造像的目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世的利益，例如祛病消灾，延年益寿；一类是来生的幸福，例如，得遇诸佛菩萨，往生极乐世界，或者不受三途之苦，转生富贵之家等。可见佛教轮回转生的思想已被大家所接受，大家既关注自己的现实生活，也关心自己和家人来世生命的去处。而且，由于北朝动乱的社会现实，普通民众很难获得现世的利益和幸福，所以更容易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生命里，因而现世利益的祈求并不是祈愿的主体。

再次，从民众造像的方式看，既有单人造像，又有集体造像。所谓集体造像，常常是几十个人一起造像，往往是以当时的邑义为单位。也有道俗两众一起造像的例子。

最后，从民众造像的内容来看，以释迦佛、弥勒佛、观音菩萨等最为普遍。此外，在陕西耀县发现的造像中还出现过佛道两教的神祇一并出现的特殊情况。这说明，民众信佛很容易与道教特别是民间信仰混杂在一起。因为民众受他们所处社会地位以及文化水平的限制，对佛教学说的理解常常是片段式的、不成系统的，他们大多是接受了佛教中的某些教义思想或说法，被佛教追求的终极目标以及信佛所能带来的现实好处所吸引，从而采取一定的宗教实践手段如抄经、造像等来尽力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和现实愿望。所以，与其他阶层的人信佛相比，民众信佛很容易表现出简单化、模糊化、功利化以及虔诚度低的特点。

五 佛教在民间的非正统化与疑伪经的出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真正开始植根民间源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其中，佛教深入民间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与中国的固有文化和民俗信仰相结合，产生出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经典，即疑伪经。

所谓疑伪经，是相对于“真经”而言的，中国古代的佛教徒将自梵文和胡语译为汉文的佛经称为“真经”，而中国汉族佛教徒自己编撰、选抄的佛经称为疑经，或断定为伪经。这种说法最早见于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南朝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因袭了这种做法，后来的历代经录都将疑伪经单列出来。疑伪经虽然为中国人自己所造，于宗教信仰来说，其缺乏神圣的权威性，然而其价值并不亚于真经。对伪经的研究，是我们了解当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我们把握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的重要途径，是我们探究佛教在民间传播情况的重要桥梁。

《提谓波利经》是北朝时期产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疑经，它是为在家信徒编造的，最早见于《出三藏记集》卷五：“提谓波利经二卷（旧别有提谓经一卷）……北国比丘昙靖撰。”[139]

《历代三宝纪》认为，两卷本的《提谓经》是昙靖在一卷本的基础上吸收了自汉代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编造的：

《提谓波利经》二卷（见三藏记）……元魏沙门释昙静，于北台撰。见其文云：东方太山，汉言代岳，阴阳交代，故云代岳。于魏世出，只应云魏言，乃曰汉言，不辨时代，一妄。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译之，两语相翻不识梵魏，二妄。其例甚多，不可具述，备在两卷经文。旧录别载，有提谓经一卷，与诸经语同，但靖加足五方，五行，用石糅金，致成疑耳。[140]

《续高僧传》卷一《昙曜传》附有昙靖的传记：“又有沙门昙靖者以创开佛日，旧译诸经并从焚荡，人间诱导凭准无因，乃出《提谓波利经》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习。”[141]这里指出了昙靖编造此经的因缘：太武帝灭佛时将诸经几乎焚烧殆尽，在其后佛法复兴之时，缺少佛经，昙靖适应当时人们的需要编造了此经，混入了许多中国固有的思想和传统习俗，故道宣认为“言多妄习”。

《提谓波利经》虽然久佚，但它的内容在后来的许多佛教著作中多有引用，如隋智者大师《法华玄义》卷十、《法界次第初门》卷一、《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二，唐法琳《辩正论》卷一，唐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六之二，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十三、卷三十七、卷八十八，唐道世《诸经要集》卷三及日本证真《法华玄义私记》卷十等。[142]另外，在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了它的残本。[143]

牧田谛亮认为，《提谓经》内容与题为东汉安世高所译的《分别善恶所起经》部分类似。《分别善恶所起经》在《出三藏记集》卷四中被列入“失译”类，到《历代三宝纪》卷四中才被录为安世高译，而《法经录》、《彦琮录》和《静泰录》都不认为是安世高译，很可能也是中国人编撰，因此，《提谓经》在编撰的时候很可能抄录了《分别善恶所起经》，或者《分别善恶所起经》抄录了《提谓经》。[14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认为，《分别善恶业报经》从文字看应该早于《提谓经》，说明《提谓经》在编造过程中抄录了当时所存的经典。[145]

提谓和波利是两个商人，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道后，提谓和波利曾率五百商人皈依佛陀。[146]《提谓波利经》就是以此为线索讲述五戒、持斋以及因果业报的，其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将五戒与五常、五方、五行和五藏（脏）相比附。《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二曾引用佚文：

提谓、波利等问佛：何不为我说四、六戒？佛答：五者天下之大数，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为五脏，在阴阳为五行，在王为五帝，在世为五德，在色为五色，在法为五戒。以不杀配东方，东方是木，木主于仁，仁以养生为义；不盗配北方，北方是水，水主于智，智者不盗为义；不邪淫配西方，西方是金，金主于义，有义者，不邪淫；不饮酒配南方，南方是火，火主于礼，礼防于失也；以不妄语配中央，中央是土，土主于信，妄语之人乖角两头，不契中正，中正以不偏乖为义也。[147]

伯希和3732号关于五脏与五行的关系这样解说：“五脏是以肝为木、心为火、肺为金、脾为土、肾为水，是谓五脏。”因此，五戒与五常、五方、五行和五藏（脏）的对应关系如下：

五戒 ——五常——五方——五行——五藏（脏）

不杀 ——仁 ——东方——木 ——肝

不盗 ——智 ——北方——水 ——肾

不邪淫——义 ——西方——金 ——肺

不饮酒——礼 ——南方——火 ——心

不妄语——信 ——中央——土 ——脾

需要注意的是《止观辅行弘决》卷六之二所引经文中五戒与五常的相应关系与此不同：“悯伤不杀曰仁，清察不盗曰义，防害不淫曰礼，持心禁酒曰智，非法不言曰信。”[148]但据《辩正论》引文[149]及伯希和3732号，《止观辅行弘决》应该有误。

五戒为佛教本有的思想，但是五常、五行、五方和五脏则是中国儒家、道家以及阴阳五行诸派的思想。《提谓波利经》将佛教思想与中国本有的思想学说进行比附，是为了缩小两种文化学说之间的差距，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以使佛教更加方便地为中国人所接受。

第二，五戒与佛教的业报轮回和成佛解脱是密不可分的。

伯希和本《提谓经》和斯坦因本《提谓经》都认为，不持五戒的人死后将入地狱。而要想成佛，必须从持守五戒开始。“佛戒，天地之根，万物之主，众生之母，太一之子，道之始。从五戒养之，自致得佛。”（伯.3732号）

第三，持斋修行。

又提谓经云，提谓长者白佛言：世尊，岁三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五月、九月？六日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正月者少阳用事，万神代位，阴阳交精，万物萌生，道气养之，故使太子正月一日持斋，寂然行道，以助和气，长养万物，故使竟十五日。五月者太阳用事，万物代位，草木萌类，生毕百物，怀妊未成，成者未寿，皆依道气，故持五月一日斋，竟十五日，以助道气，成长万物。九月者少阴用事，乾坤改位，万物毕终，衰落无牢，众生蛰藏，神气归本，因道自宁，故持九月一日斋，竟十五日。春者万物生，夏者万物长，秋者万物收，冬者万物藏。依道生没，天地有大禁，故使弟子乐善者避禁持斋，救神故尔。

长者提谓白佛言：三长斋何以正用一日至十五日？复言：如何名禁？佛言：四时交代，阴阳易位，岁终三覆八校，一月六奏，三界皓皓，五处录籍，众生行异，五官典领，校定罪福，行之高下，品格万途。诸天帝释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狱阎罗、百万神众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飞鸟走兽鬼龙行之善恶，知与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尽三十日，所奏同不，平均天下，使无枉错。覆校三界众生罪福多少所属，福多即生天上，即勅四镇五罗大王司命，增寿益算，下阎罗王摄五官，除罪名，定福禄，故使持是三长斋，是故三覆。八校者，八王日是也。[150]

这里提到了在家佛弟子应持三种斋：六斋日、八王日和三长斋月。虽然佛经中早已有关于持斋的记载，但是《提谓经》的说法主要是利用了中国秦汉以来的月令学说和阴阳五行思想。如“正月者少阳用事”“五月者太阳用事”“九月者少阴用事”等说法与《白虎通义·五行》关于四时五行的论述相近。[151]

另外，持斋可以积福累德，增寿益算。增寿益算的思想来源于道教，将佛教的业报轮回学说与道教的延年益寿思想结合起来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非常有益的。

总之，正是由于该经吸收了儒、道思想及阴阳学说，所以出现后极为流行。据《续高僧传·昙曜传》附传记载：“隋开皇关壤往往民间犹习《提谓》。邑义各持衣钵，月再兴斋。仪范正律，递相监检，甚具翔集云。”[152]隋朝的时候，关中地区民间因学习信奉《提谓经》而结社，且斋会时有仪范规矩来约束人们，可见其在民间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北朝时期出现的另一部比较重要的疑经就是《宝车经》。

《出三藏记集》卷五载：“《宝车经》一卷（或云妙好宝车菩萨经）……北国淮州比丘昙辩撰，青州比丘道侍改治。”[153]《历代三宝纪》、《法经录》、《开元录》等都将此经判为疑经。

此经今存敦煌残本，载《大正藏》第85册，经后附录：

大业十三年，佛弟子张佛果为刘士章善友知识敬造《宝车经》一卷，流通读诵，讲说修行。愿藉此大乘弘化之业，俱游胜境，履践妙迹，背八邪道，归八正路，具首楞严三昧之力，获四如意念处功德。愿于将来无量劫中世世生生还共弟子深结善因菩提，眷属发大乘心求摩诃衍，具足智慧神通威德根力觉道，皆悉成就，俱修梵行，同登种觉。[154]

据此可知，至少在隋朝的时候，《宝车经》和《提谓经》一样，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抄写该经、流通诵读并讲说修行蔚然成风。

镰田茂雄认为，《宝车经》深受《法华经》影响。“牵弘誓之大牛，驾三乘之宝车。”[155]“积著三乘之大车，运著无极之大城。”[156]其中，“大牛”，即大白牛车，“三乘宝车”，即三车。源自《法华经·譬喻品》。另外，“其有诽谤此经典者，死入地狱”[157]也与《法华经》中“以嗔恚意轻贱我故，二百亿劫常不值佛、不闻法、不见僧，千劫于阿鼻地狱受大苦恼”[158]相类似。

在内容方面，《妙好宝车经》与《提谓经》的主旨相似，都是宣说守戒持斋的功德。

佛后宝车菩萨，汝今应当教诸众生，普皆受持三归五戒，十善八斋转身更生，尽得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尽诸有漏，四道具足。[159]

……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斋日在三尊前，发露忏悔自悦过咎者，罪灭福生，不经刀山剑树濩汤卢炭，不犹三涂受。若众生不经八难，乃与诸佛菩萨携手接腕，诸天宫殿入中，遍观欢欣快乐，广成弘愿。[160]

……

人急依于佛，无戒求佛难。[161]

人们守戒持斋，可以成就四果位。如果在斋日忏悔自己的罪愆，还能不受八苦，与诸佛菩萨上升天界。而如果离开了戒，人是不能信佛、求佛并最终成佛的。

经文后面，还有一段道人与婆罗门的问答。婆罗门问道人为什么不耕作？道人回答，他耕作的田地与其他人耕作的田地是不一样的，他耕作的是人们的心田，以四禅为耕犁，以六度为种子。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僧人出家乞食的制度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习俗大不一样，许多排斥佛教的人认为僧人懒惰，是社会的寄生虫。到北魏时，确实存在许多为逃避赋税兵役而出家的情况，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之一也是僧尼冗滥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和军事。因此，这部经中特意将僧人乞食的缘由加以陈述，当是应社会形势所需而为。

通过对《提谓经》和《妙好宝车经》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守戒持斋。北朝时期，佛教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其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僧人违戒的现象屡有发生，北魏太武帝灭佛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在长安的寺院里发现酿酒的器具及藏匿妇女的洞窟。因此，面对僧尼素质不高、僧团建设滞后的状况，当时僧人中的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佛教徒守戒的重要性，而戒律的持守除了僧人因信仰的虔诚而主动遵守外，还需要以宗教信仰追求的目标——成佛解脱来激发，需要用佛教独有的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等思想进行强化。所以，这些内容成为这一时期北朝疑伪经的鲜明特点。

另外，疑伪经吸收儒教的伦理思想和道教的延命思想，也反映了北朝时期的三教关系。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初期对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的依附到北朝时已经慢慢独立起来，随之而来三教的矛盾与冲突也趋于尖锐，北朝的两次灭佛事件都与佛道斗争有关系。北朝的统治者多数以儒教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同时佛道并重，因此，佛教要想获得更加广泛的发展必须适应中国人固有的文化思想与传统习俗，寻找二者间的共通之处，如此才能让佛教在中国扎下根来。

《高王观世音经》也是出现在北朝时期的一部疑伪经。《法苑珠林》卷十七记载：

魏天平年中（534—537），定州募士孙敬德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考楚，妄招其死，将加斩决，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经千遍得脱。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刑满千，刀斫自折以为三段，皮肉不伤，三换其刀，终折如故。视像项上，有刀三迹。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勅写其经广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162]

《高王观世音经》受《法华经》中的《普门品》影响非常大，是当时观音信仰流行的一种表现。《高王观世音经》特解牢狱之灾、刀兵之难，是北魏末年战乱频繁、人民祈求自身免于刀兵灾祸的表现。此经在后世仍很流行，隋时有人造《观音无畏论》一卷，就是解释此经的著述。

另外，《佛说决罪福经》《像法决疑经》和《小法灭尽经》也很可能是北朝时期出现的疑伪经。当时战争连绵不断，人民颠沛流离，对罪恶有深切的感受，因此希求忏悔灭罪，信佛求福，而且有正法将灭、末日来临之感。这些情绪都反映在上述疑伪经中。

《佛说决罪福经》原为一卷，但今敦煌本为二卷，僧祐、法经均将其列入疑惑类。其文有曰：“世尊佛泥洹后，当五乱世。一者人民乱，二者王道乱，三者鬼神乱，四者人心忧怖乱，五者道法乱。”此经很可能是诸胡乱华时所作，到梁代时，南北皆很流行。

《像法决疑经》在《法经录》中也被列为疑经。此经讲述佛陀入灭一千年后，佛法现衰败相，诸恶比丘、比丘尼遍阎浮提，俗人轻贱三宝，俗官向僧人课税等。该经劝人修布施大悲行，救济苦厄众生。其文有曰：“未来世中，一切俗官，不信罪福。税夺众僧物，或税畜生谷米，乃至一毫之物。或驱使三宝奴婢，或乘三宝牛马。”[163]从《像法决疑经》的内容来看，它很可能反映了北朝末期的社会状况：僧人伪滥、戒律松弛、统治者灭佛或限制佛教发展等以及僧人力图革新的设想，对后来的三阶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又《小法灭尽经》（英国博物馆敦煌残卷）很可能就是《法经录》所列伪经中的《法灭尽经》。其文有曰：“自共于后（共字误——作者注），不修道德。寺庙空荒，无人修理，转就毁坏。但贪钱物，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佚浊乱，男女不别。令道薄浅，皆由此辈。或避县官，依猗吾道，求作沙门，不修戒律。”

北朝时期出现大量疑伪经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北朝时期的政教关系、僧尼队伍、民众信仰以及三教关系等息息相关，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对佛教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在佛教中的体现。

北朝时期大量疑伪经的出现和广泛传播，也说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僧人不再满足于只是翻译印度的经典，而是希望在传教的过程也加入自己对佛教的理解。而广大老百姓也需要一种完全中国化的、加入了他们固有思想的经典。疑伪经作为佛教的非正统化，肯定会遭到部分佛教徒的攻击。然而，这种非正统化的佛教却更加容易满足广大民众的信仰需求，因为是由中国人自己撰述的吸收了中国人固有观念的经典，所以自然要比翻译过来的经典更好理解。而且，疑伪经往往没有高深的佛教义理、晦涩的佛教名相，意思浅显易懂，容易为一般民众所领受。所以，非正统化的佛教在民间找到了适宜的土壤，流行极广。而且，民众对疑伪经的接受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非正统化，在佛教此后流传的岁月里，一直到宋代，佛教的疑伪经仍不断出现，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和民众化。

六 佛教在农民起义中的变异

佛教在北朝各阶层尤其是底层民众中间的广泛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即佛教与农民起义的结合。这说明，首先，佛教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可以成为发动群众反抗朝廷的一股力量；其次，在农民起义中出现的佛教，其面目往往早已被扭曲，不能称其为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佛教与农民起义结合的典型例子即直接由沙门发动或领导的起义活动。北魏的沙门起义次数频繁、斗争激烈，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大特色。

北魏政权统一中国北方之后，国内各种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在北魏前期的五十多年时间里，见于历史记载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已近百次。孝文帝即位后，虽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断汉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然而，各种矛盾一直存在，并没有消失。等到孝文帝去世之后，社会危机又不断加深，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鲜卑贵族争相模仿汉族地主的生活方式，且更加奢淫无度；而广大农民则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中煎熬度日。

对于佛教，北魏虽然发生过两次灭佛事件，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大多数统治者还是非常好佛并支持佛教发展的。他们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建塔造像，布施僧众，加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洛阳伽蓝记》中对当时洛阳寺塔建筑之壮丽、奢华做了大量描述，“寺塔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164]对于僧侣，统治者也是“施物动以万计”。

文成帝时，沙门统昙曜建议，将战争中掠得的青齐民户的一部分拨给寺院作僧祇户，“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令一些犯有重罪的人和官奴充当寺院的佛图户，从事寺院的杂役及耕作等。按照规定，“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他们和他们所种的土地，属于固定的寺院所有。这样，寺院就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同时还拥有了巨额财富以及大批劳动力，成为一种封建经济实体。而寺院的财富并非由寺院的全部僧人均有，而是为部分上层僧侣（沙门统、州统、郡统、各郡县的维那以及寺院内的寺主、维那等）所垄断，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世俗地主阶级的僧侣大地主阶层。上层僧侣与下层僧侣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宗教地位上，同时还表现在经济地位上。而上层僧侣与僧祇户的关系，也就等同于农奴主与农奴的关系。上层僧侣对僧祇户的压迫有的时候相当残酷，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据《魏书·释老志》所引高肇的奏令，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余家僧祇户，因不堪僧侣大地主的残酷奴役竟然“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

同时，由于僧侣有免赋免役的特权，北朝时期，许多不堪忍受沉重的赋役负担的农民纷纷逃进寺院。“民多绝户而为沙门”，数量之大，以至于“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165]。李玚曾为此上书：“今南服未静，众役乃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166]这些人名义上是剃度出家，实际上成了穿着僧服的农奴。他们受压迫的现状在躲到寺院里面以后并没有改变，只是压迫者由世俗地主变成了僧侣地主。

上层僧侣既然成为大地主，其生活也就日益腐化。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他们不仅对僧祇户和佛图户进行无情的压迫，而且还用各种手段在社会上进行经济掠夺。主要表现为：第一，兼并土地。据《魏书·释老志》载，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洛阳城“寺夺民居，三分且一”，而且“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寺亦然”。由此可见，寺院兼并土地的严重程度，不亚于世俗地主阶级。第二，放高利贷。寺院僧人放高利贷谋取利息，甚至连原本用于赈灾的僧祇粟也被充作高利贷的资本，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就贷出钱二十万，其富有程度可想而知。而且僧人放贷，手段也极其恶劣，“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卷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167]。

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僧侣地主的残酷剥削，加剧了原本就尖锐的社会矛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下层僧侣和底层民众为了谋求自身的解放，往往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反抗僧俗大地主的剥削压迫。

按照《魏书》的记载，北魏的沙门谋叛有下列数次。

（1）魏太祖天兴五年（402），沙门张翘起义，“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众据常山之行唐”。

（2）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十二月，沙门慧隐谋反，伏诛。

（3）孝文帝太和五年（481）二月，沙门法秀趁孝文帝“行幸三川”，京师防卫松懈之机，串通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多人在平城发动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燕国秀才平季、新投降的原南朝宋辅国将军崔僧祐。这次起义很可能与民族矛盾有关。[168]起义失败，法秀等被杀。

（4）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五月，沙门司马惠御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擒获伏诛。

（5）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6）宣武帝永平三年（510）二月，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同年十二月王敞谋反伏诛，事连嵩山中沙门。又次年五月诏禁天文之学。

（7）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

（8）孝明帝即位之年即延昌四年（515）六月，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谋反，自称大乘。

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妖幻，遂说渤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称“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唯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刺史萧宝夤遣兼长史崔伯[image: ]讨之，败于煮枣城，伯驎战没。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诏以遥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帅步骑十万以讨之。法庆相率攻遥，遥并击破之。遥遣辅国将军张虬等率骑追掩，讨破，擒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后擒归伯，戮于都市。[169]

法庆起义起初频频胜利，势不可当，引起朝廷震动。唐代李百药《北齐书》卷二十一《封隆之传》中提到“大乘之众五万余”，足见当时参与的人数非常多。九月，朝廷派宗室重臣元遥出征，汉族大地主高绰执“白虎幡军前招慰”，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冀、瀛一带的豪强地主也纷纷组织武装，配合朝廷的行动。起义军因几次胜利，滋生了轻敌思想，贸然出击受挫，陷入被动之中。元遥趁机包围起义军。起义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战败。法庆、李归伯等一百余名将领和数万名战士无一投降，英勇战死。北魏军队在冀、瀛地区“多所杀戮，积尸数万”。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正月，“大乘”余党复相聚结攻瀛洲，刺史宇文福讨平之。五月，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

北魏沙门起义从爆发的原因来看，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起义者对北魏的现实政治和佛教现状不满，对此采取了最为尖锐的批判形式即暴力反抗。从性质方面来看，沙门起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仍属于农民起义。然而，这些起义又都与佛教联系在一起，或者是直接由沙门领导起义，或者是打着佛教的旗号。当然，领导起义的沙门与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僧侣有很大区别。在佛教的五戒中，最重要的是戒杀，然而他们都拿起武器进行杀戮。起义中高举的佛教旗号，也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起义者歪曲了佛教中的某一种说法或教义并利用图谶等民间信仰，在下层僧侣与农民中间进行煽动。总之，在农民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佛教已非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不过佛教竟然能够与农民起义相联系，亦足以说明佛教在北朝民众中的影响程度之深，佛教对民众影响的复杂性以及佛教内部在戒律制度、僧人素质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北朝佛教的社会化趋向

一 僧团建设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不管是通都大邑还是深山老林都有大量的佛教寺院存在。

首先来看寺院的寺职系统。北朝时期，寺院的僧职逐渐完善。一般不管寺院的规模大小，都有一个主事僧，称为寺主。寺主多由当时的著名僧尼担任，一个寺院的寺主也可以兼任其他寺院的寺主。例如，北齐僧人僧稠既是云门寺寺主，又“兼为石窟大寺主。两任纲位，练众将千，供事繁委”[170]。另外，寺主还可以担任僧官。北周僧人昙崇被敕授为“周国三藏，年任陟岵寺主”[171]。

寺主之下有维那，协助寺主处理寺内事务。据《魏书·释老志》载，太和十年（486），有司奏曰：“……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172]法上的弟子法存，于北齐天宝年间出家，文帝“乃擢为合水寺都维那”。

上座，是对寺院中德高望重的长者的尊称，其地位与寺主相同，也有纲领寺众的大权，是寺院中的重要僧职。北魏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上书说：“辄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这里出现了“维那、上座、寺主”类似于后世“三纲”制度的称谓，这里上座排在寺主之前，并不是因为其地位高于寺主，可能是由于其年长。至于维那排在上座和寺主前，主要的原因或许是，维那不仅是寺院的僧职，同时有国家任命的僧官州维那、郡维那的意思，因此将其排在纯粹的寺职之前。这也说明，国家的僧官系统与寺院的寺职系统是交叉的，二者相互作用。国家不仅可以设置中央和地方僧官，还可以任命寺院的寺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出现了“三纲”的称谓，但北朝时期的寺院组织结构并没有形成像后世那样严格的“三纲”制度。真正的“三纲”制度的形成，是隋以后的事情了。

此外，寺院里面还有典录、典坐、香火及门师等执事僧。

其次来看寺院的主要活动。北朝时期僧团的主要活动有诵经、讲经、修禅、立寺、造像等。僧尼诵读及为大众讲说的经典主要是当时流行的《般若》《涅槃》和《法华》三大类。另外，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以修禅闻名的僧侣和寺院。北方寺院单独造像立寺的情况虽然也有，但当时多数情况下是参加邑义，与信教群众一起集资造像。

二 寺院经济的发达

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寺院势力庞大，这不仅表现在可观的寺院数量及规模上，而且表现为寺院拥有独立、发达的经济力量。所谓寺院经济，其主要支柱是“寺庄”，即以庄园形式经营的寺院田产，其性质是寺院的大土地所有制。

北朝时期，“寺庄”产生的原因有二：首先，世俗地主庄园经济非常发达，土地私有和买卖日益兴盛，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这就使其容易渗透到佛教寺院中来；其次，佛教的兴盛和寺院的发展，以及僧侣阶层的分化，使其有能力和条件来经营自己的经济。

北朝时期，寺院田产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朝廷恩赐。北朝时期，由国家诏令建立的寺院很多。国家在建立佛寺的同时，往往一并赐予部分田产。如西魏文帝时，释道臻受到朝廷礼遇，被尊为魏国大统。文帝在京师为其立大中兴寺，“又于昆池之南置中兴寺庄，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台”[173]。

第二，王公贵族的布施。据《洛阳伽蓝记》载，北魏时期，舍宅为寺的王公贵族非常多，王公贵族的府邸往往包含园林山池等，这些一并成为寺院的财产。

第三，上层僧侣的强取豪夺。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上层僧侣们逐渐由被动地接受转为主动地求取甚至抢夺。北魏神龟元年（518），任城王澄上疏说：“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174]可见，寺院强取豪夺田宅的事情并不稀有。

第四，下层人民的主动“投靠”。《魏书·释老志》载，文成帝时，“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洒扫，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175]僧祇户中，除了平齐户外，还有主动要求“投靠”寺院的下层百姓。他们为了躲避国家赋税，每年向寺院交纳谷物六十斛从而变身僧祇户以求得寺院的保护。而当僧祇粟无法交纳时，这些僧祇户的田产就要属于寺院了。

通过对寺院田产来源的分析我们可推知，寺院拥有土地的质量应该较高，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据《广弘明集》载，北齐时“凡厥良沃，悉为僧有”[176]。

寺院里面的僧尼划分为许多等级，有僧侣贵族、大众和奴婢。位于寺院最底层的是广大农奴和奴隶，他们担负了“寺庄”的生产作业及寺内的日常劳动。北魏时，寺院所领有的农奴和奴隶非常多。前面提到的僧祇户便是寺院的农奴，寺户便是寺院的奴隶。寺院农奴的生活并不比世俗农奴的生活好多少，下面一则史料清晰地反映了寺院农奴的悲惨境遇。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尚书令高肇曾奏言僧祇户赵苟子一家被逼自杀的情况：

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磋之怨，盈于行路，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岂是仰赞明圣慈育之意，深失陛下归依之心。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悠悠之人尚为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177]

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寺院经济的内容还包括商业经营。随着世俗商业的发达，寺院也从事商业活动。北周释道安《二教论》说：“或垦植田圃，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178]而且，僧人放贷的事情在北魏时也已发生。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上奏说：“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179]

甚至连原本用于赈灾济贫的僧祇粟也成为僧人放贷的资本。宣武帝永平四年（511）诏：“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180]僧人放贷，还常常让官府帮忙征息。北齐苏琼为齐州太守时，“道人道研为齐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及欲求谒，（琼）度知其意，每见则谈问玄理，应对肃敬。研虽为债数来，无由启口。其弟子问其故，研曰：‘每见府君，径将我入青云间，何由得论地上事’”。[181]农民借贷往往以土地作为抵押，等到没钱还贷时，便失去了土地。因此，放高利贷同时又成为寺院获得土地的方便手段。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朝时期的寺院财产制度。当时存在着两种财产制度，即寺院公有财产和僧尼私有财产。寺院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公有，实质上为僧尼贵族所独占。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慧深上言：“出家之人，不应犯法积八不净物。然经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车牛淫人不净之物，不得为己私蓄。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听一乘。”[182]

八不净物原来不能私有，现在可以私有，这样，僧尼私有财产制度逐渐确立。另外，皇帝及王公贵族布施僧尼个人财产的现象也经常发生，而且布施的财产往往数量不小。例如北魏孝文帝对沙门应统，岁施帛八百匹，随四时而给；又依朝官上秩，当月而施。

寺院经济的存在与发达再一次表明寺院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同时它也是一个社会实体。北朝时期发达的寺院经济与北朝时期皇室贵族对佛教的崇奉有关。然而，另一方面，寺院经济也是导致北朝时期两次法难的原因之一。同样，寺院内部等级的分化以及贵族僧侣的腐化，也是沙门起义的导火索之一。

三 慈善事业的发展

北朝时期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佛教慈善尤为引人注目。北朝佛教慈善事业涉猎的范围主要有如下几类。

第一，赈灾济贫。

北魏文成帝时，沙门统昙曜上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高宗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183]到宣武帝时，仍沿袭这一做法。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夏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敝，亦即赈之。

由此可知，僧祇粟是饥年用来救济百姓的，僧俗不限。

（北齐武平）七年（576）春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184]

国家发生水灾，皇帝诏令由寺院和富户救灾，可见当时由寺院来负责赈灾济贫已非常普遍。而且不管是前面提到的僧祇粟，还是这里所述在朝廷的指派下赈济，都带有明显的半官方性质，是在朝廷的命令、监督下从事慈善活动，其中带有部分国家的身份和名义。这种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也说明了北朝佛教的发展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在朝廷干预之外，完全由佛教徒自发的赈济活动也很频繁。

赵郡平棘人李士谦是虔诚的佛教居士。史载他“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185]。“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186]

北齐时，来华印度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受到朝廷厚遇，先任昭玄都，后任昭玄统。“所获供禄不专自资，好起慈惠，乐兴福业。设供饭僧施诸贫乏，狱囚系畜咸将济之。”[187]

第二，施药疗疾。

许多僧人懂得医术，常常为百姓施药治病。北周涪州沙门宝彖，“钞集医方疗诸疾苦”[188]。

那连提黎耶舍在邺城建立了收养麻风病人的病坊。“又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189]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读史释词》中认为“厉”即“疠”，厉疾为麻风病。

而且，一些医僧还将自己的医术传给俗人，以造福更多的病人。《魏书·李修传》载：“修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徐兖之间，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远千里，竟往从之。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

第三，凿井种树。

史载，那连提黎耶舍在邺城“市廛闹所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众生”[190]。“义井”是指北朝时期，专门由佛教寺院和僧人为百姓开凿的水井。《洛阳伽蓝记》载：“（景乐寺）北连义井里。义井里北门外有丛树数株，枝条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铁罐，供给行人，饮水庇荫，多有憩者。”[191]据周祖谟注，义井里乃根据义井命名的，这里的义井很可能是北魏时期由寺院所建。

另外，“邑”这类佛教团体，也会集众人之力凿井。如北朝东魏兴和四年（542）十月八日《李氏合邑造像碑文》载：“复于村南二里，大河北岸，万路交过，水陆俱要，沧海之滨，攸攸伊洛之客，亦属径春温之苦渴，涉夏暑之炎，愍兹行流，故于路旁造石井一口，种树两十根，以息渴乏。”这里，种植二十棵树是为了给行人荫蔽乘凉，另外，为了美化环境、除去灾害等，寺院也会大面积地植树造林。据《洛阳伽蓝记》载，苏州通玄寺慧旻法师种植梓树十余万株，泗州（江苏）开元寺为除水害而种植松、杉、楠、桧等万余株……

这一时期，佛教慈善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随着佛教在内地的不断传播盛行，佛教的思想学说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深。其中的业报、福田、平等思想成为佛教慈善的理论支持，而且这种理论带有宗教的神圣性。例如，在西晋沙门法立、法炬合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中，佛陀为天帝解说了“七法广施福田”，分别是：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果园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在敦煌第269号石窟中有一幅年代为北周的《福田经变》壁画，其内容就是依据以上“七法广施福田”中的前六种绘制的，反映了该经对北朝佛教慈善事业的影响。其次，北朝时期佛教寺院经济实力雄厚，是保证佛教慈善的物质基础。关于北朝时期佛教的寺院经济前面已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言。

北朝时期佛教慈善的发展，对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当然，佛教慈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受惠者范围有限、受制于寺院和僧人的素质等。

四 各种世俗佛教组织的建立

北朝时期，世俗性的佛教团体“邑义”非常流行。这是一种由寺院僧尼与在家居士联合组成或只由在家居士组成的多数以造像为活动中心的佛教团体。邑义的名称有很多，包括邑、法义、邑会等，它们往往以一个村落或更大的乡里地区为范围，大多数由当地豪族与僧侣发起。北朝时期邑义为寺院提供各种物品和劳力，显然已经成为寺院的外围组织，受到寺院的控制或影响。

邑义团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造像、建塔等临时组织起来的，等活动结束后，团体也就自行解散。这类组织比较松散，只要缴纳一定的钱财即可成为该团体的成员。另一类除了造佛像以外，成员还参与建寺院、诵佛经、办斋会等佛教活动。这类组织比较严密，存在的时间也较持久。

邑义一般都有邑主作为它们的首领。邑主可以是出家僧人，也可以是在家居士。邑主的地位较高，多是邑义的总负责人。维那是邑义中另外一个较常见的首领，受僧官制度的影响，维那常常是邑义的副首领。需要注意的是，邑义中的维那与作为僧官的维那不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邑义中负责教化、劝化信徒布施以供养三宝的人被称为化主，他们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主要是保证团体的活动有充足的经费。虽然每个邑义都需要做劝化工作，但并不是所有的邑义都有化主一职。在没有化主的邑义中，劝化的工作由邑主等主事的人来承担。还有的邑义中有邑师，邑师是邑义中的法师，为邑义成员的精神领袖。邑师的地位虽高，但是在不同的邑义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有的邑义中，邑师是组织者和发起人，而在另一些邑义中，邑师则是名誉性的首领，邑主才是主事人。有的邑义中，参加的僧尼较多，并不是所有的僧尼都成为邑师，邑师往往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担任，多数僧尼只是邑义的普通成员。[192]

除了此类邑义组织中的首领，还有一类功德主，即为出钱财建功德的人所立的名目。为了鼓励邑义成员在建塔、造像等活动中多出钱财，邑义还设立了像主、塔主等功德主。在有些时候，功德主也是邑义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这种情况下就兼有了邑义首领的身份。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由女性组成的邑义团体。邑义的成员一般称邑母，多是子女已经成年的中老年妇女。这类团体以地域为主，往往由某一村的信佛妇女自愿组成。之所以能够出现专门由妇女发起和组成的佛教团体，说明此时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影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当时中国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有过生动描述：“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女子以独立的身份组成佛教团体才会出现。[193]

北朝时期除了最为流行的邑义组织，世俗性的佛教团体还有法社。郝春文依据北齐《天保三年四月八日邑社曹思等石像之碑》及其他有关材料指出，所谓法社，是指崇信佛教的传统里（邑）社，法为佛法，社为春秋二社。其活动内容包括：第一，止杀存生；第二，减膳自罚；第三，建功德邑。“止杀存生”是法社的基本精神。据《续高僧传》记载，北齐僧人释道纪“劝人奉持八戒，行法社斋，不许屠杀”[194]。西晋僧人竺法护依据佛经编撰或选抄成了《法社经》，为将里（邑）社改造成法社提供了理论根据。东晋时，又有人撰写了“法社节度”，慧远曾为其作序。传统里（邑）社的春秋二社奉行“血祠之祈”，一批僧人致力于将其改造成法社，然而效果并不明显。这一时期大量流行的是邑、邑义、法义等佛教团体，有关法社的记载不多。佛教寺院对传统社邑改造的最后完成是在唐后期，唐代以后，“邑”与“社”已无严格区分。[195]

第五节 北朝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涉

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虽然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但已经基本实现了汉化。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大都意识到了儒家思想对于稳固他们统治地位的作用，尊奉儒家为正统，同时，对佛道二教也持一种支持发展的态度（两次灭法事件除外）。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就面对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强大压力和挑战，怎样不断适应并渗透到中国本土的文化之中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它与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相交涉的关键时期，佛教与儒、道既有斗争又有融合。这一时期的三教关系在中国三教关系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为此后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三教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也极为重要。

一 佛教与道教的斗争

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力量壮大，它与道教也开始摆脱汉魏时期的依附关系而相互之间展开斗争。受南北朝时期南北不同的文化风气与政教关系模式的影响，南北的佛道斗争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南朝的佛道斗争多表现为理论方面的争辩，而北朝的佛道斗争多与政治紧密挂钩，表现为两教的争宠。北朝的两次灭法事件皆与佛道斗争有关。

发动第一次灭法事件的太武帝起先信奉佛教，后来受司徒崔浩的影响，崇信寇谦之改革后的道教。崔浩实际上是儒者的代表，他借道教来打击在当时已经很有影响的佛教。所以，儒佛之争是太武帝灭佛在文化方面的主要原因，这在下一部分将细论。不过，寇谦之吸收佛教和儒教的成分来改革道教使其成为更容易被统治者接受的宗教，并结交崔浩等朝廷权贵来影响最高统治者，这已然说明信仰道教成分的有识之士面对佛教快速发展的形势有一种危机感，从而为此做出种种努力以保持佛道二教力量的相对平衡。

为了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尊崇，佛道二教经常就各自的优劣进行辩论。北魏孝明帝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释昙无最曾经展开过一次辩论。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三《释昙无最传》载：

元魏正光元年（520），明帝加朝服，大赦，请释、李两宗上殿，斋讫。侍中刘腾宣敕，请诸法师等与道士论义。时清道馆道士姜斌与最对论。帝问：“佛与老子同时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时以为侍者，文出《老子开天经》，据此明是同时。”最问曰：“老子周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当周定王三年，在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简王四年为守藏吏，敬王元年八十五，见周德陵迟，遂与散关令尹喜西入化胡，约斯明矣。”最曰：“佛当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灭度，计入涅槃经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经四百三十年，乃与尹喜西遁，此乃年载悬殊，无乃谬乎？”斌曰：“若如来言出何文纪？”最曰：“《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并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圣人，当时于佛逈无文志，何耶？”最曰：“孔氏三备卜经，佛之文言出在中备，仁者识同管窥，览不弘远，何能自达？”帝遣尚书令元叉宣敕，道士姜斌论无宗旨，宜令下席。又议，《开天经》是谁所说。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就观取经。大尉萧综太傅李寔、卫尉许伯桃、吏部尚书邢栾、散骑常侍温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读讫，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余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帝时加斌极刑，西国三藏法师菩提留支苦谏，乃止，配徒马邑。[196]

这里，佛教所引据的《周书异记》和《汉法本内传》也是伪经，却没有遭到惩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孝明帝、刘腾等人都信佛，自然会因心有好感而偏向佛教，由此可知，北朝的佛道斗争往往与帝王的好恶有关。而且《老子开天经》《周书异记》和《汉法本内传》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伪经，可见当时佛道斗争已很剧烈。

北朝时期发生的另外一次灭佛事件——北周武帝的灭佛与佛道斗争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发起灭佛运动之前，北周武帝曾经多次召集道士和沙门进行辩论，辩论的结果往往是互有胜负，难分上下，最后佛道二教一并遭到取缔。其中，通过考察佛教徒所写评论道教的文章，可知佛道争论的一些焦点。北周司隶大夫甄鸾曾奉诏探讨佛道二教的同异与深浅，写出《笑道论》，道安也曾著《二教论》，详论佛道二教的优劣差别。在佛教徒看来，道教属于“外道”，是“敕形之教”，在教义上只是主张自然无为，并没能涉及因果报应和精神解脱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且道教虽然将老子奉为初祖，却违背了老子的教法，把“三张”和葛洪的神仙方术、符箓丹药、禳祖驱鬼等成分吸收进来。对于当时道教徒贬低佛教的“老子化胡说”，佛教徒认为其矛盾百出，荒诞不经。而且道教并没有系统的经典，篡改佛经且将许多杂书或诸子的著作列为道经，在教义上也随意抄袭佛教的用语和教义，胡乱拼凑，不能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佛教徒对道教的看法自然夹杂着许多偏见和歪曲的成分，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佛道斗争的内容。

北朝时期佛道的斗争一方面曾经给二教带来了灾难，但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二教的发展。对于道教来说，它正是在与佛教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吸收佛教的成分而发展完善起来的。同样，对于佛教来说，其中国化的成功，道教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 北朝佛教与儒教的冲突

佛教与儒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二者在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中国自秦始皇独尊儒术以来，儒教就成了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百姓的生活准则。特别是儒教的忠孝思想，成为深入中国人骨髓中的文化因子。为此，儒佛的斗争是佛教在中国传播面临的最大阻碍。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居统治地位，虽然儒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微，但是相比释道二教，其优势地位仍是非常明显的。

北魏太武帝的废佛，其主要决策者是汉族士族代表崔浩。崔浩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典型的儒者，他对于当时佛教兴盛且获得统治者支持的现象甚为不满，因此利用道教来削弱佛教，同时实现自己以儒家正统辅佐君王的政治抱负。而太武帝对于崔浩非常信服，在他所下的灭佛诏书中，以恢复华夏正统和儒家的礼义名教为标榜，可知指导其发动灭佛运动的思想是儒家的。

另外，北朝时期，历代上疏反佛的儒臣也非常多。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孝明帝时的张普惠[197]。张普惠以儒学见称，对三《礼》、《春秋》、百家之说颇为精通。孝明帝崇信佛法，乐于建寺造像，却不亲自视朝，对于郊庙之事也不上心。为此，张普惠上疏曰：“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198]

另外一个因儒、佛义理上的冲突而反对佛教的人是李瑒。他曾因“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上书灵太后，曰：“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湮灭大伦，且阙王贯。交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为备矣。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199]

北齐儒臣刘昼、章仇子陀、樊逊等人也根据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来反对外来佛教。刘昼上书曰：“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又诋诃淫荡。有尼有优婆夷，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许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矣。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圣人之言。道士非《老》《庄》之本，籍佛邪说，为其配坐而已。”[200]

章仇子陀于武平年中（570—575）上疏曰：“自魏晋已来，胡妖乱华，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荡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轻欺士俗。妃主昼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镬，辄沐浴舆榇，奏表以闻。”[201]

樊逊作于天保五年（554）的《举秀才对策》既反对佛教，也反对道教。“二班勒史，两马制书，未见三世之辞，无闻一乘之旨。”[202]“至若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尸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王乔得仙，剑飞天山，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203]

不难发现，上面所举儒臣反佛的疏言，都不是从佛教理论而是从治道方面立说来反对佛教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到北朝后期也出现了南朝那样的义理之辩。北齐邢邵与杜弼辩神灭神不灭，邢邵主神灭，杜弼主神不灭，双方辩论“往复再三”。关于这件事，现存资料不全，只有《杜弼传》中保存了少许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邢邵的一些观点：“人死还生，恐是为蛇画足”，“死之言澌，精神尽也”，“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等。这些观点与南朝范缜的理论相比，还相差很远，不过在不重义理的北朝已是极为可贵的了。

与佛道斗争不同，在儒佛冲突的过程中，儒教一直是主动的攻击方。而面对儒教的挑战，佛教只能尽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论证佛教在本质上并不与儒教相矛盾，而且可以在社会教化等方面补充儒教，却不能攻击儒教的弱点。这是因为，儒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是任何一种其他文化都撼动不了的。所以，佛教只有在承认儒教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才能求得与儒教的共存与发展。

三 三教关系的发展趋势

北朝时期，儒释道的斗争十分激烈，然而，斗争也促进了其相互之间的融合。它们或是修改自己的某些理论与信条，以调和彼此的矛盾，或是吸取对方于己有用的东西，以充实自己并缩小彼此间的差距。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要想在中国生根、开花，就必须缓解、缩小甚至泯灭其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同时融会、渗入中国文化的部分内容以扩大其同一性，只有这样，佛教才能完成中国化，真正为广大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同样，中国文化要想获得自身的丰富、发展并延续，也不能完全拒绝外来文化。在排斥外来文化中不适于中国国情的内容的同时，还必须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以给自身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保持自身的活力。另外，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具有明显的多神混合性，这也为三教的共存发展提供了条件。

首先，北朝时期的佛道二教既相互斗争，同时又在共同承认儒家学说在现实社会中的正统地位的前提下互相吸收、融合。这一时期，道教对佛教的借鉴吸收远远超过佛教对道教的模仿学习。

寇谦之改造五斗米道，就是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思想与戒律，并与儒教相融汇，从而将道教成功改造成了容易为统治者所接纳的正统宗教。另外，在经典方面，道教也学习佛教拼凑自己的经典，其中不乏篡改佛教经典或者抄袭佛教经典内容的情况。

佛道的融合反映在许多人的信仰中就是佛道不分，对二者一视同仁，这表现为当时出现了许多佛道二教神像混合的造像碑。可知，在造像人的意识中，道像和佛菩萨像的界限非常模糊。而且，道像的造像记和佛像的造像记也非常相似，在道像的造像记中，甚至还出现了“龙华三会”“六道四生”和“七世父母”等佛教所特有的术语。“七世父母”在佛教中指过去七世中每一世生养自己的父母，在道教中则演变为自己家的七代祖先，这说明道教在吸收佛教的过程中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其变为自己的理论。可以说，这种类型的道教造像是佛道二教相互融合的产物。

其次，儒佛融合也是儒佛二教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共同需要。

面对儒教对佛教的激烈反对，佛教必须尽力寻找二者的共同之处，其中将儒教的仁义礼智信与佛教的五戒相提并论从而论证二者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相通是佛教的重要努力。

《提谓波利经》是北朝时期产生的一部伪经，这部经典就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置放其中：“人不持五戒者为无五行，煞（杀）者为无仁，饮酒为无礼，淫者为无义，盗者为无知（智），两舌（妄语）者为无信，罪属三千。先能行忠孝乃能持五戒，不能行忠孝者终不能持戒，不忠不义不孝不智，非佛弟子。”[204]

北周道安和尚曾说：“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205]也是在社会劝善这方面找到了三教的会通点。

针对有关僧人不娶妻生子是为不孝的批评，佛教界也做出了回应。北周王明广说：“忠臣孝子，又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为上。《礼》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沙门之为孝也，上顺诸佛，中报四恩，下为含识。三者不匮，大孝一也。”[206]因此，应该使儒、佛二教“内外兼益，公私无损”[207]。

从儒教方面来看，北朝时期，许多大儒如徐遵明、李宝鼎、刘献之、孙惠蔚、卢景裕、李同轨等都崇信佛教。徐遵明、李宝鼎从僧范受《菩萨戒法》[208]；刘献之曾注《涅槃经》，未就而卒[209]；孙惠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210]；卢景裕“又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论诸经论，辄讬景裕为之序”[211]；李同轨使梁，梁武帝“遂集名僧于其爱敬、同泰二寺，讲《涅槃大品经》，引同轨预席，兼遣其朝士并共观听，同轨论难久之，道俗咸以为善”[212]。因此，这些经学家的思想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总之，北朝时期由于受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多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三教之间的激烈斗争和冲突，甚至导致了法难的出现，同时，在斗争的同时，三教又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当然，与唐宋以后的大融合相比，这一时期的融合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融会贯通少，模仿抄袭多。不过，这种低水平的融合对于促进三教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后世三教的崭新面貌，也为三教关系的深层次发展和大融合局面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六节 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

一 佛教文学建树

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中心在南方，这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有一定的关系。表现在佛教文学上，北方也远没有南方兴盛，且受南方影响极大。北朝的佛教文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僧人创作的佛教文学作品。北朝时期由僧人创作的佛教文学作品非常少，主要有释亡名所作的几首佛教诗。

释亡名，俗姓宋，南郡（今江陵一带）人，早先事于梁。梁亡后，他才出家，客居眠蜀。当时恰逢北周并蜀，遂将其带到长安。当时长安的士大夫都很惊异于他的文才。《随书·经籍志》有“后周沙门释亡名集十卷”。他的诗作特点是不雕饰、不生僻，曾写过一组五苦（生、老、病、死、爱别离）诗，语言平易动人。

第二，文人创作的佛教文学作品。北朝时期由文人创作的佛教文学作品也非常少。这方面的文人主要有颜之推、王褒和庾信。

颜之推，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早年得梁湘东王赏识，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北齐灭后，仕于北周。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为北朝后期重要的散文作品。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表现出浓厚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例如，在《归心第十六》中，作者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五戒相比附在北朝时期出现的疑伪经《提谓波利经》中发挥得非常透彻，可见《提谓经》作为在家信众奉行的经典其影响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而颜之推作为儒者士大夫，其奉佛自然喜欢将儒、释学说调和起来。

王褒，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原属梁朝宫廷文人，后降西魏入长安，魏亡仕北周。王褒继承了家族三教并重的文化风格，认为三教各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幼训》中，王褒指出，儒家的作用领域主要是社会，而释道则重于对个体生命的指导。“斯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

庾信，南阳新野人，初仕于梁，梁亡仕于魏，魏亡又仕于周。庾信喜欢与僧人交游，他的僧人朋友有炅法师、侃法师等，庾信曾作诗《和炅法师游昆明池诗二首》《送炅法师葬诗》和《和侃法师三绝诗》等叙述自己与他们的情谊。庾信的诗作感情真挚，笔调清新。

据《北周书·庾信传》载，周陈通好时，陈曾向周建议放还王褒、庾信等人，因庾信有文才，被留。庾信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哀江南赋》，在文章中他写了《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和《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词句优美，文采斐然。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北朝的佛教文学相对于南方而言薄弱许多，而且仅有的一些佛教文学作品也是出自由南入北的僧人与文人之手，他们深受南方佛教特点的影响。另外，在文人创作的佛教文学作品中，融合三教的成分特别多，这固然与文人士大夫这一阶层的文化传统有关，另外也是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应。

二 佛教艺术创作

北朝的佛教艺术创作主要表现在石窟造像、寺塔建筑和佛教绘画等方面。

由于北方的自然环境、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性格偏好以及民众佛教信仰的特点，石窟造像在北朝特别盛行，而且范围广、规模大、艺术价值高。其中，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是北朝石窟艺术的代表。

据《魏书·释老志》载：“兴光元年（454）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213]北魏和平初（460），“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214]。这是云冈石窟雕凿之始，“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据推测应是对五级大寺铸像的一次重复，然而，这次重复的工程其规模更为巨大。这五所石窟，即“昙曜五窟”，为今云冈石窟编号第16、第17、第18、第19、第20的五个大型洞窟，位于云冈石窟西部，从东到西一字排开，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高达六七十尺的石刻佛像，在我国艺术史上是一个伟大创举。这必须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发动和支持下才能完成，与其说是信仰的推动，不如说是政治的需要。前面我们提到，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五帝立像，是北魏社会流行的“皇帝即如来”思想的反应，统治者将五座佛像雕凿得如此壮大雄伟，同时也是对皇权至上的彰显。另外，“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也表现了雕塑家们高超的艺术才华与云冈石窟极高的艺术价值。

云冈石窟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混合性的特征，印度中亚的风格与中国本土的风格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云冈石窟。其中，印度中亚的艺术风格主要是犍陀罗风格和波斯风格。云冈石窟中的早期造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犍陀罗艺术特征，从人物的面容、形态来看，高鼻梁，薄嘴唇，阔肩膀；从人物的衣服装饰来看，衣服短瘦，衣纹左右对称。波斯风格主要表现在装饰图案上有翼狮、连珠纹、圣火坛等因素。

中国本土的艺术风格主要是鲜卑风格和汉地风格。由于北魏是鲜卑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因此，其主持开凿的云冈石窟也呈现出一定的鲜卑风格，主要表现在供养人的形象上，头戴圆帽垂裙，身着窄袖及膝上衣，脚蹬皮靴。这是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随着北朝统治者汉化政策的不断深入，这种形象在石窟造像中也逐渐消失。汉地风格主要体现在后期的石窟造像中出现了“褒衣博带”的人物形象。所谓“褒衣博带”，即衣下宽、衣袖阔、衣带广，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原儒士喜欢的服装。另外，从洞窟形制来看，也吸收了大量汉地建筑的屋顶样式。在纹饰图案方面，出现了汉民族传统的饕餮纹。

随着灵太后和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不断深入，石窟造像的汉化特征也日益明显。北魏迁都洛阳后营建的龙门石窟中，中国化的艺术风格成为主体。

据《魏书·释老志》载：“景明初（500），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215]，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工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所凿的石窟三所，即今日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

这里明确记载了龙门石窟是仿照云冈石窟营造的，而造像的目的也是为皇帝（包括皇太后）营造，无疑也是云冈石窟为帝造像的继续，可见，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龙门石窟现今共有洞窟和壁龛数千个，造像的十分之三属于北朝。其中，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最早的洞窟，佛龛密布，魏碑书法艺术龙门二十体，这个洞窟就占了十九体。

这个时期中原北方统治者提倡汉化，模仿南朝的制度风尚。表现在石窟造像方面，在人物形象上也发生了较大改变。佛菩萨不仅穿上了“褒衣博带”的服装，而且面容、体形也逐渐向清秀转变。繁杂的服饰与清秀的造型成为此时造像艺术的时尚。当然，在云冈石窟晚期的造像中，佛菩萨的形象趋于清瘦，衣服的装饰也日渐繁复，但这种风格并不是云冈石窟的主体，而到龙门石窟时，人物形象更加瘦削，衣服装饰更加华丽，“秀骨清像”（面相清秀，具有仙风道骨的气息）已成为整个石窟造像的主要特征。

在开凿龙门石窟过程中，因嫌龙门岩层坚硬，于是工匠又选择巩县开凿石窟。巩县石窟出现了许多新的雕刻技法与洞窟形制，说明北魏后期的雕塑艺术在龙门石窟的基础上继续健康发展。

太原天龙山石窟始建于东魏末年高欢执政时，北齐继续开凿。天龙山石窟的最大特点，是其造像的宗教性减弱，世俗性增加，雕塑家着力追求人物的艺术美，而不是其神圣性。然而，天龙山石窟由于受到的破坏和损毁严重，现在已经很难恢复其原貌，只能从残迹中探寻其精美。

河北响堂山石窟是现存最大的北齐石窟群，主要包括南、北响堂山石窟和水峪寺石窟三处石窟群。石窟中刻有许多佛经，不仅艺术价值极高，而且成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可以与历史记载相印证。石窟造像的最大特点是面型圆润饱满，说明“瘦骨清像”逐渐被温和写实的佛像取代，反映了中国佛教雕塑风格的进一步转变。

麦积山石窟中的北朝造像也非常多。其中北魏开凿保存至今的洞窟有80余座，约占麦积山全部洞窟的一半；西魏洞窟16个，包括2个大型洞窟、7个中型洞窟和7个小型洞窟；北周洞窟保存至今的有44个，造像1000余尊。从造像的艺术风格来看，也表现出中外文化相互交融并最终转化成中国化的艺术的特征。

北朝时期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石窟造像中国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石窟造像在吸收印度中亚造像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中国化的新的艺术风格。除以上介绍的石窟以外，在拜城赫色尔、库木吐拉石窟群和敦煌莫高窟等石窟中的北朝造像以及北朝的一些金铜造像中也能看到这种变化。

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寺塔数量增多，且建筑规模庞大。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统治集团好佛，争相建寺造塔以做功德。《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北魏时期洛阳城较大规模的寺院。其中，永宁寺是寺塔并重布局的典型代表。据《洛阳伽蓝记》载，永宁寺布局为长方形，南北长305米，东西宽215米。寺内主体建筑有塔、殿、廊院和僧房。寺院有明显的中轴线，塔位于寺院的核心地方，塔北建有佛殿。

永宁寺塔为木结构楼阁式塔的代表，据《洛阳伽蓝记》载：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布。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216]

可惜该塔在北魏末永熙三年（534）遭火焚，地面建筑荡然无存，我们无法观其原貌。通过对塔基的研究，推测其样式应该与云冈石窟中的石刻塔柱样式相近。在对塔基进行挖掘的过程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其中有一些，例如佛菩萨的泥塑彩绘等堪称北魏的艺术精品。

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是砖造密檐式塔的代表。该塔始建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塔身为十二边形，高约40米，塔刹部分用石雕，其余部分用砖砌成。嵩岳寺塔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整体轮廓秀丽优美，为佛教建筑艺术的佳作。

还有一类寺院没有塔。这类寺院多为王公贵族舍宅建筑的。将前厅作为佛殿来供养佛像，后厅作为讲堂，寺院内还有楼台亭阁。例如，北魏广平王元怀舍宅所立平等寺“堂宇宏美，林木萧森，平台复道，独显当世”[217]。

北朝的佛画成就很高，代表人物主要有曹仲达和田僧亮。曹仲达为北齐著名画家，原籍西域曹国（在撒马尔罕一带），曾画过许多佛菩萨和罗汉像，可惜没有作品流传下来。曹仲达所作佛画，到唐代有“曹家样”的美称，唐人还把“曹家样”的特点概括为“曹衣出水”，与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并称。现存的北朝佛教造像中有与其相似的风格。田僧亮为北周画家，上都大云寺塔西壁、长安光明寺、皈依寺等都有他画的佛教壁画。

另外，除了纯粹的佛教绘画外，北朝的世俗绘画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例如，北朝的墓室壁画中虽然有鲜明的道教及民间信仰的神像，并明显受儒家观念的明显，但也渗入了佛教的内容。以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河南安阳北齐墓、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和陕西北周杜欢墓为代表。特别是陕西北周杜欢墓中的人物图像与敦煌壁画中隋代供养人像相似。[218]

总之，北朝的佛教艺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那种开放的胸襟和自由的创作至今仍能给我们艺术的熏陶与智慧的启发。

三 佛教史学

北魏时期，佛教的传播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道教在寇谦之改革后也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势力日大。因此，北朝的史家意识到在官修史书中有必要对佛道两教进行记载。

据现有资料记载，最早意识到应该在官修史书中记载佛道两教的史官是北魏的阳尼，他曾上奏“佛道宜在史录”。魏收继承并践行了阳尼的思想，在编修《魏书》的时候，首开《释老志》，专门记载佛教和道教。

《释老志》载于《魏书》的卷一百一十四，全篇18000余字，其中，佛教占全书的2/3多，剩下的部分讲道教。佛教部分，该书首先回顾了佛教传入中土的历史，以及佛教自汉到北魏的流传情况，对佛教的教义也进行了一些阐释，堪称当时的一部佛教通史。

当然，北魏佛教仍然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其中对北魏官方对佛教的态度演变，包括历代帝王的“兴佛”与“废佛”、北魏的僧官制度、北魏的寺院经济、北魏佛教的发展状况等都有详细介绍，是我们今天了解北魏佛教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由于魏收本人从小接触佛教，对佛教的态度非常亲近，因此《释老志》对佛教的欣赏远远大于批判。然而，作为一个清醒的史家，魏收也看到了当时佛教兴盛的流弊。他写道：“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219]因此，该书的内容仍然比较可信，其记载的许多佛寺已被后世考古所证实，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后人许多有关北魏佛教的研究成果多援引《释老志》，而且该部分语言非常流畅，是《魏书》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佛教通史类的著作，除了《释老志》外，还有北周净蔼之的《三宝集》。该著作叙述了佛陀的生平以及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状况，与《释老志》一样，也为纪事本末体。

北朝时期还有一部专门的佛教史学著作，即《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为北魏人杨衒之所作，成书于东魏孝静帝时，是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专记。

据《洛阳伽蓝记》序文，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528—529）作者曾官奉朝请，目睹洛阳寺院兴盛之状。而到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作者因公务再次来到洛阳，见到洛阳佛寺残破不堪，“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220]，心生感慨，怕后世失传这段历史，所以撰写这部寺记。

据《广弘明集》卷六，杨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221]。杨衒之对佛教持批判态度，反对北魏统治者耗费巨资修建寺塔佛像等，认为统治者应该更多地关心百姓疾苦。通读《洛阳伽蓝记》，作者的这种思想流露在字里行间。可见，作者撰写此书既有寄托故国哀思之情，也有出于一种史家责任感而警醒后世的训鉴之意。

《洛阳伽蓝记》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佛寺，分五卷对洛阳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较大规模的寺院进行了介绍，对许多寺院的建寺缘起、寺院建筑的建制规模、寺院僧尼的生活状况以及相关的名人轶事、典故传说都有详细记载，可以弥补史书记载之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从文学角度来看也是上乘佳作，因此与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并称为北朝文学的双璧。此外，书中提到许多外国沙门入华传教情况，以及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是我们了解当时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总之，《洛阳伽蓝记》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价值于一身，对于我们了解北魏佛教的兴盛状况具有重大意义。

除了由史家撰写的佛教史籍外，北朝时期一些西行求法的僧人也曾撰写求法见闻记。约在北魏太武帝末年，道荣（也作道药）曾西行求法，归后著传，称《道荣传》。孝明帝初，胡太后临朝听政，曾于熙平元年（516）下诏派遣宋云、慧生等人西行求法。求法队伍到过北印度的一些国家，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在正史中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官派求法。宋云和慧生将沿途见闻记录下来，分别写成《宋云家记》和《慧生行记》。可惜的是，这三部见闻记都不幸佚失，好在《洛阳伽蓝记》卷五中保存了它们的部分资料。

另外，伴随着僧尼影响的不断扩大，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僧尼的传记。例如，北周沙门释亡名撰《僧崖菩萨传》和《韶法师传》；北周至隋的明克让撰《续名僧传记》一卷。还有学者指出，北齐至隋的史官王劭曾为尼智仙作传，时间当为隋文帝代周称帝后不久或同步，因此在广义上应该也算作北朝时期的佛教史作。[222]

四 佛教翻译学

由于中原北方接近西域，许多印度、西域高僧东来传教，他们往往带来大量的佛教经典进行翻译，因此，北朝佛教的译经事业较为发达。

北魏时期的译经僧人有来自外国的吉迦夜、昙摩流支、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以及中土的昙曜等。

吉迦夜，西域人，北魏文成帝时来到平城，因博学而受人礼敬。由于太武帝灭佛后经籍散佚，遂与沙门统昙曜等于延兴二年（472）译出《付法藏因缘传》六卷（疑伪）、《杂宝藏经》十卷、《方便心论》一卷等，共计五部十九卷，由刘孝标笔受。

昙摩流支，南印度人，北魏景明年间来到洛阳。景明二年（501）于白马寺译出《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二卷。正始年间（506—508），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五卷和《金色王经》一卷。

勒那摩提，中印度人，北魏宣武帝正始五年（508）抵达洛阳，奉敕与菩提流支于洛阳殿内共译世亲的《十地经论》十二卷、《妙法莲华经论优波提舍》一卷等，由沙门僧朗、觉意，侍中崔光等任笔受。不久，又于赵欣之宅中译出《究竟一乘性论》四卷。

菩提流支，北印度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至洛阳，在朝廷的支持下译经。译有《十地经论》《金刚般若经》《佛名经》《法集经》《深密解脱经》《大宝积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经论》等，共计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

佛陀扇多，北印度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奉敕与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共译《十地经论》。译出后不久，前往白马寺，孝明帝正光六年（525）译出《如来狮子吼经》，节闵帝普泰元年（531）译出《摄大乘论》二卷，昙林等人笔受。后移居邺都金华寺。东魏元象二年（539）译出《十法经》等。

昙曜于北魏和平三年（462）召集诸德，于云冈石窟通乐寺译出《大吉义神咒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疑伪）、《付法藏因缘传》四卷（疑伪）。现存《付法藏因缘传》六卷（疑伪）和《杂宝藏经》十卷是与吉迦夜共译的。

东魏的译经僧有瞿昙般若流支和毗目智仙。

瞿昙般若流支，中印度人，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来到中国。于538—543年间，与昙曜、菩提流支共译出《正法念处经》、《顺中论》等经论。

毗目智仙，北印度人，北魏时与瞿昙般若流支一起入华，并于邺城金华寺共译《回诤论》《业成就论》《转法轮经论》《宝髻菩萨四法经论》《三具足经论》。

北齐的译经僧有来自北印度的那连提黎耶舍，而中土的万天懿为当时的译经居士。

那连提黎耶舍于北齐天保七年（556）抵达邺城，受到皇帝礼遇，住天平寺译经。译出《月灯三昧经》《大悲经》《施灯功德经》《大集徐弥藏经》等。

万天懿，奉敕参与那连提黎耶舍译经。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562—564），曾于邺都译出《尊胜菩萨所问经》一部。

北周的译经僧有阇那耶舍、阇那崛多、耶舍崛多等。

阇那耶舍，中印度人，北周时携弟子阇那崛多和耶舍崛多入华。于长安旧城四天王寺译经，译出《佛顶咒经并功能》一卷、《大方等大云经请雨品》一卷。

不难发现，北朝译经人数众多，且以来华的外国僧人为主，中土僧人为辅。另外，从译经的性质来讲，多是在统治者的直接支持下，召集梵华诸德共襄盛举，其中大部分译场为国立译场。以北朝译经最为著名的菩提流支为例。菩提流支入华后，受到宣武帝的优待，宣武帝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支持他从事译经工作。朝廷不仅敕命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作为菩提流支译经的助手，而且召集国内博学的僧侣及深通佛学的儒士一千多人共同协助菩提流支翻译。译场就设在皇宫内的太极殿。翻译的第一天，宣武帝还亲临译场，亲自担任笔受。在这里，菩提流支等人译出《十地经论》等瑜伽系的经典。不久，菩提流支又被安置在永宁寺。永宁寺是当时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皇家寺院，作为译场，其壮丽真可谓空前绝后。勒那摩提与佛陀扇多也曾被安置在此。菩提流支被任命为该寺翻译的领袖，他在这里长期译经，直到北魏分裂迁到邺城，他又在那里继续译经。

从译经的内容及影响来看，中国佛教理论的深化、学派的盛行以及后来教派的分立都与此时的译经关系紧密。例如，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共译《十地经论》，但是在义学方面却各有理解与传授，分别培养出了一大批地论师。勒那摩提的弟子以慧光为代表，菩提流支的门下以道宠为代表，分别形成了南道派和北道派，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国地论学派的兴盛。从对中国佛教宗派的影响来看，净土宗的祖师昙鸾受到了菩提流支所译《无量寿经论》的影响，为后来创建净土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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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朝佛教

南朝是古印度佛教继续向中国传播并在深入推广方面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在思想方面，南朝的佛经翻译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家师说为隋唐时代的创宗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伴随着《涅槃经》《楞伽经》《摄大乘论》等大乘佛教经论的大量涌入，更加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和发挥的佛性论、如来藏思想悄然兴起，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出现了新的突破。在实践方面，无论信仰类型的多样化，还是修行方法的多元化，南朝佛教都获得全面的展开，直接带动了佛教思想在寺院及寺院以外各个层面的普及。在佛教管理方面，僧官的任命、寺院三官的选拔、僧籍制度的确立、佛律新规的制定，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管理佛教提供了借鉴。在佛教道场建设与寺院经济方面，南朝成为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寺院建设突飞猛进的时代，寺院经济也得到了高度的繁荣。在政教关系方面，南朝历代皇室基本上都支持佛教，佛教也主动依靠和适应统治秩序，和谐的政教关系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支撑。在佛教社会化方面，梁武帝的断酒肉、倡素食及当时兴起的佛教法会为中国传统习俗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在佛教文化方面，和佛教有关的佛寺题咏诗广为流传，佛教散文、佛教小说以及佛教建筑、佛教音乐、佛教造像、佛教书法等均获得迅速发展。

第一节 域外佛教向南朝的输入

一 南朝社会与文化

（一）南朝社会

东晋大将刘裕通过镇压孙恩、卢循的起义，不断扩充实力，逐步掌握了政权。他发兵灭掉南燕、后秦之后，实力更为强大。公元420年，刘裕建立了宋朝，此后历经齐、梁、陈，四朝相继，统治中国南方，历史上统称为南朝。南朝建立在东晋的基础之上，所以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其他方面均和东晋有密切的联系，呈现出历史的延续性。魏晋时期政治领域的总体特点是政权由门阀士族所把持，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也都秉承了这一特点，同时由于地域、经济、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从而显现出不同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特质。南朝社会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

1.政权更替频繁，权力阶层多变

南朝从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共160多年，先后出现宋、齐、梁、陈四朝更替，每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最长的朝代当属宋朝，也仅仅存在了59年；最短的齐朝，存在时间仅仅为23年。宋朝（420—479）的开国皇帝为刘裕，他利用东晋四大家族的内乱，乘机取得政权。即位后，为了避免重蹈东晋门阀士族的覆辙，他将兵权都分给皇子，但同样没有避免内乱的发生。公元422年，宋少帝、宋文帝相继即位。宋文帝在位三十年，政治相对稳定，江南经济也获得极大的繁荣，宋朝的军事实力由此得到加强。450—451年，宋与北魏交战，双方各有损失。自此之后，南北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宋明帝、宋孝帝相继即位，由于他们性情残暴，统治时间都很短，并最终被南兖州刺史萧道成所灭。

公元479年，萧道成建立了齐朝（479—502），是为齐高帝，之后为齐武帝。为了避免重蹈宋朝的覆辙，齐高帝、齐武帝都采取了宽厚的统治政策，但此后的即位者又陷入了自相残杀，于是齐朝匆匆忙忙走过23年便宣告终结。公元501年，雍州刺史萧衍乘着齐朝的内乱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建立梁朝（502—557），是为梁武帝。梁武帝在位共48年，极力推崇佛教，并对佛教制度做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这时候的北魏国力衰微，无力发动战争，南北相安无事。北方到了东魏时期，身为大将的侯景投奔梁朝，被萧衍所接纳。侯景后来在萧正德的接应下发动政变，攻占建康，最终梁武帝饿死于台城。梁简帝萧纲即位，不久即被侯景所杀。陈霸先等人起兵灭掉了侯景。公元557年，陈霸先废掉梁敬帝，建立了陈朝（557—589），是为陈武帝。这时的江南由于连年的战乱，经济实力大为减弱，陈文帝、陈宣帝的统治也处于摇摇欲坠当中，尽管消灭了来自内部王僧辩、王僧智等反对派，也阻止了北齐军的南下，但陈朝依然未能挽回灭亡的命运，最终于公元589年为隋所灭，从而结束了中国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2.社会阶层分野明显，社会关系错综复杂

南朝时期，中国南方有士族与庶族、吏与干、商业者和市民、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奴婢与部曲等不同的社会阶层。从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上，实际可以把这些阶层划分为两类：统治、特权阶层和非统治、非特权阶层。统治阶层虽然具有高贵的统治地位，但面临随时被灭亡的威胁，所以从统治者的心理层面来看，他们与中国历代具有一统皇权的统治阶层具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所关心的重点是权力的稳定、民众的安分、社会矛盾的和缓、战乱的消除。不过，统治阶层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的矛盾在东晋和南朝初期就非常激烈，而统治者内部的士族与庶族之间的关系在南朝时代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庶族寒人地位的不断上升，门阀士族走向了衰落。南朝时代的士族，不学无术，不思进取，贪图安逸与享乐，几乎丧失了一切生机和活力，而庶族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获得发挥才能的机会。从南朝宋时代开始，朝廷多用庶族出身的人担任中书舍人，掌管奏章，传宣诏命，同时，因为士族“不乐武位”，以不过问军事为清高，庶族开始逐渐扩充军事实力。

非统治、非特权阶层为自耕农、依附民、奴婢等。依附民有私人的、官府的，也有寺院的。寺院有依附民，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寺院也就成为一个特权的阶层，而且通过依附民的形式，寺院不同程度地分享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没有任何特权的底层民众所承受的赋税、徭役负担非常繁重，比如：“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是抽百分之四的商业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1]东晋南朝估税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税），欲为惩励”[2]，此外还有“过路杂税”，当然，对于具有特权的士族阶层，经商是免税的。地主阶层可以拥有部曲，也就是私人的军队，这样就能更方便地压迫下层民众。南朝时期的僧尼阶层也是特权阶层，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个别人甚至食肉饮酒，穷奢极侈，男僧可以收白徒，女尼可以收养女，白徒、养女均可以免除所有的苛捐杂税。寺院利用大量的财富，从事经营，或放高利贷，寺院经济由此得以壮大。

3.生产力持续提升，经济快速发展

由于自东晋以来大批汉族精英的南下，人口增加，生产技术得到不断提升，加之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社会基本稳定，南北对峙格局基本平稳，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制度的变革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内部原因。从魏晋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财政管理制度出现了重大变革，财政管理由主要服务于京师、宫廷的少府、大司农制，向度支“军国支计”转变，这一转变促使全国性财政管理机构日益走向一体化，从而使财政管理在收入、保管、支出三方面，逐步向专业化、制度化方面发展，形成较完整的全国性财政管理新体制。[3]

南朝经济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作物品种的增多，以及水利事业的发展上。从区域发展情况来看，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地区农业最为发达，其次是鄱阳湖、洞庭湖沿岸以及成都平原一带，珠江下游也在这个时候得到较快的发展，其他地区则发展缓慢，还有些地方依然十分落后。在手工业方面，冶铁、纺织、制瓷、造船、造纸等在南朝获得很高成就，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造船技术与海外交往密切相关，而纸张在南朝时期已完全取代竹帛成为书写材料，这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南朝的商业也非常发达，三吴地区和长江沿岸是商业最发达的地区，除了建康之外，京口、广陵、寿春、江陵、成都、番禺等也是有名的商业城市。南朝时期的海运也很发达，各朝和南海诸国都有通商，自南朝宋开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天竺、狮子国等十余国与南朝通商。许多商品都经由广州南海郡的番禺（广州市）进行中转、流通，国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南朝经济的繁荣。

（二）南朝文化

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也是在东晋的基础上进一步延续和提升的。由于大量北方汉人不堪忍受异族的统治,纷纷南迁，为南方提供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人才，并为此后南朝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随着南北交流影响到南方。总体上看，南朝文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1.观念解放 习俗变革

第一，丧葬观念的变革。南朝丧葬观念的特点是对儒释道思想兼而取之，不过佛教的解脱思想对于南朝丧葬观念的冲击尤甚。南齐张融受到玄学、佛教的双重影响，遗令“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4]。体现出当时人生观的多元化、包容化。中国古代社会盛行土葬，而佛教主张火葬。南朝社会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大，火葬逐渐发展起来，火化为人们所接受。《高僧传》中记载了许多名僧死后被焚身火化的事例，如法朗、贤护、普恒、法琳、法进、僧富等人。释普恒为得道高僧，火化时呈现异象。“释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生时体黑，死更洁白。于是依得道法阇维之，薪[image: ]始燃，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5]名僧法进死后尸骸都尽，唯舌不烂。“释法进，或曰道进，或曰法迎。姓唐，凉州张掖人……出城北阇维之。烟炎冲天，七日乃歇，尸骸都尽，唯舌不烂。”[6]高僧们火化时所展现的奇特现象无疑对当时社会起到了影响，火化的观念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受到佛教平等慈悲、提倡不杀生的影响，南朝时期一些人对于死者的祭奠不用牲牢，无论是皇帝、王侯，还是普通官员都出现这种情况。祭奠物品多为蔬果、酒脯、清水、香水等。如南朝齐永明十年（492），豫章王萧嶷临终说：“三日施灵，惟香火、盘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舆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余物为后患也。……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7]“嶷薨后，第库无见钱，武帝敕货杂物服饰得数百万，起集善寺，月给第见钱百万，至上崩乃省。”[8]人死后起立塔寺、精舍已经成为风气。

第二，妇女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9]南朝社会受到了北朝少数民族观念的感染，即使像儒家男尊女卑这类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受到了冲击，南朝女性观念的解放尤为典型。北方少数民族妇女在家里主持家务，在社会上参与政治活动，而且还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南方妇女的地位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风俗的习染，妇女地位有所提高，也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当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女性诗人、书法家、作家、音乐家、舞蹈家等。“据《隋书·经籍》记载，两晋妇女有文集者计12人，共40卷，十六国前秦妇女有诗文集者1人，共1卷，南朝妇女有文集者计7人，共39卷，1人注书7卷。此外，有姓无名，标某氏撰文集者计37人，共106卷，其中应有一部分为妇女所作。”[10]

南朝妇女的婚姻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南朝徐孝嗣父亲被害后，其母为改嫁，不愿意生子，宁愿堕胎，表现了她大胆追求爱情的一面。“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改嫁），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无算，又以捣衣杵舂其腰，并服堕胎药，胎更坚。及生，故小字遗奴，幼而挺立。”[11]南朝女子再婚也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宋蔡兴宗女嫁于南平王敬猷，敬猷遇害后，兴宗女无子寡居。“大明初，诏兴宗女与南平王敬猷婚，兴宗以姊生平之怀，屡经陈启，答曰：卿诸人欲各行己意，则国家何由得婚？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邪？旧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后彖家好不终，[image: ]又祸败，彖等沦废当时，孤微理尽。敬猷遇害，兴宗女无子嫠居名门高胄，多欲结姻，明帝亦敕适谢氏，兴宗并不许，以女适彖。”[12]明帝也帮助兴宗女联系婚姻，“亦敕适谢适”。陈朝徐孝克因为饥荒不能糊口，迫不得已将妻子臧氏嫁于孔景行。“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孝克养母，[image: ]粥不能给，妻东莞臧氏，领军将军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谓之曰：‘今饥荒如此，供养交阙，欲嫁卿与富人，望彼此俱济，于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许也。时有孔景行者，为侯景将，富于财，孝克密因媒者陈意，景行多从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13]我们由此看出无论南朝妇女出于什么原因再婚，都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不但体现了妇女思想的解放，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进步。

第三，民间信仰的盛行。南朝民间祭祀十分盛行，这里既有宗教的因素，也有天灾人祸的因素。民众祭祀的目的，既有个人的也有自然的,如乞求生子、避祸驱邪、健身去病、卜问吉凶、禳除水旱之灾、乞求丰收，等等。南朝政权更替十分频繁，为了使民众相信自己代表天意，各朝开国之主都借助谶纬将自己神化。因此这个时期谶纬流行，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南朝时期流行的地狱、冤魂报应等观念，显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而道教则促使了当时社会占卜、占星、相面、相宅、相墓、望气、风角等方术的流行。

南朝佛教同占卜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求那跋陀罗以占梦来预卜未知，“元嘉将末，谯王屡有怪梦，跋陀答以京都将有祸乱，未及一年，而二凶构逆”。[14]南齐僧人求那毗地精通占卜之学。“求那毗地，此言安进，本中天竺人，弱年从道。……兼学外典，明解阴阳，占时验事，征兆非一。”[15]这是将佛教的法术与中国道家的方术相结合，预测吉凶。我们知道占卜和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印度的天文历书随着佛教一同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天文历法相结合，为佛教占卜奠定了基础。

第四，祭品、饮食、起居习俗的发展。南朝齐永明九年（491），开始以茶叶作为祭品，这是我国以茶叶作为祭品的最早记载。“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昭皇后茗、栅（粽子）炙鱼。”[16]南朝齐武帝萧颐永明十一年（493）遗诏说：“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如西家禴祭。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17]齐武帝萧颐提倡以茶为祭，是受到了佛教不杀生的影响。

梁武帝即位后，相继发出《断杀绝宗庙牺牲诏》《断酒肉诏》等，对当时的饮食习俗影响甚大，食素一时成为风尚。南朝时期常见的饭有麦饭、粟饭、稻米饭、粳米粥、麦粥等。《南齐书·刘怀慰传》载：刘怀慰任齐郡太守时，有人送一斛新米给他。刘怀慰拿出其所食的麦饭对他说：“旦食有余，幸不烦此。”[18]《梁书·武帝纪》载，萧衍父亡，其在丧期内不吃稻米，只吃大麦。

梁武帝制定的食素习俗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孝道思想相结合，深深地影响了南朝士大夫的饮食习惯。南朝《陈书》记载，陈朝徐孝克幼时家贫，母亲生病，想吃粳米粥。徐孝克满足不了母亲，其母亡后，徐孝克便常食麦。他本人平时也是吃素，而且持受菩萨戒，日夜读诵《法华经》。另据史书记载，徐孝克身为国子祭酒时，陪陈宣帝宴饮，散席后，徐孝克将摆在他面前的一些馔食悄悄带回家孝敬老母，这说明南朝社会一人一份的“分餐制”已经盛行。司马暠的父亲死后，他在墓旁建一茅庐，每天只吃稀麦粥一升。张昭的父亲死后，他不穿锦帛，不食盐醋，每天只吃一升麦屑粥。

在起居上，南朝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出现了小床、眠床、胡床等。《宋书·殷景仁传》载，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十月，护军将军殷景仁坐“小床”以指挥。《宋书·张敷传》载，秋当、周纠去张敷家，“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这种小床是让客人就座的。《陈书·姚察传》载，姚察临终遗命，死后“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果菜”。可见小床的功能除了坐还能摆放祭物。南朝的卧具也呈现了专门化的特征，出现了卧床。《南齐书·虞愿传》载，后军将军虞愿为官清廉，家中“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帙”。《南史·鱼泓传》载，鱼泓为太守，性奢侈，侍妾百余人“有眠床一张”，用金银等物装饰甚精。“眠床”的出现，是卧具专门化的表现。《梁书·侯景传》载，梁末侯景篡位后“殿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这称为“胡坐”，人们坐在胡床上可以把脚垂下来。

2.文艺繁荣 科技创新

南朝的政权建立在东晋的基础上，中原文化因此南移，促进了文化上的繁荣。科学技术、历史地理、文学艺术、书法绘画、雕刻塑像、音乐舞蹈等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南朝文学相当兴盛，体裁多种多样，有诗歌、民歌、小说等多种类型。早在三国时期，诗歌的体裁就有四言、五言，以及骚体到七言诗的过渡。南朝在这方面多有继承，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如句法的对偶化、声律（平仄）化等。齐梁时期，沈约、王融创造了四声、八病。四声即平上去入，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说。南朝时期著名的民歌如《采桑度》共为七首，是反映江南女子蚕桑劳动和春情的乐府民歌，取材立意颇具特色。

南朝士族阶层喜爱书法绘画，其中杰出的人物，宋有陆探微、宗炳、谢庄等，齐有谢赫、刘瑱、毛惠远等，梁朝有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等，陈朝有顾野王等。东晋顾恺之（348—409）的画注重画中人物的神情，其所画的维摩诘画像光彩耀目，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宋宗炳善画山水、顾景秀善画虫鸟。齐梁谢赫善写真、刘瑱善画美女、毛惠远善画马。梁元帝善画外国人物，梁张僧繇专画寺壁。

南朝时期的科技、制造业发展迅速，数学、化学、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等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宋祖冲之（429—500）在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成绩，他最有名的贡献是把圆周率的推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其专著有《缀术》。“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19]

南朝制造业在纺织、造船、制纸、冶铁、炼钢、制瓷、金属加工等技术方面也卓有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炼钢、造纸和制瓷。金属制造和雕刻加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也推动了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发展。南朝扬州当时是炼铁的重镇，梁武帝时期铸造了大量的铁钱。纸在南朝取代了竹帛的地位，隋灭陈时，缴获的大量书籍都是用纸抄写的。科技的发展和道教的推动密不可分，葛洪、陶弘景等道教人士通过炼丹的过程，带动了物理、化学的发展，葛洪通过炼丹发明了人造硫化汞，可谓开化学工业之先河。《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引陶弘景所说“钢铁是杂炼生，[image: ]作刀镰者”[20]，这是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的记载，足见炼钢业和道教的关系。

3.百家争鸣 三教共存

自东汉瓦解以后，历经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四百年的时间里，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们迫切希望找到更好的治国理念，各类著名的思想家层出不穷，儒、玄、墨、名、法、纵横、兵家、佛、道诸家都根据时代的潮流应时而出。魏晋时期，带有思辨性质的玄学兴起，加剧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玄学之前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在形而上的逻辑理论体系上是不完整的，往往以宇宙论来代替本体学说。玄学的特点是奠定了哲学本体论，在形上层面更为缜密。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玄学经历了兴起—发展—批判的过程，从王弼“贵无”到郭象的“崇有”便是此阶段发展的特色。玄学以道家思想为根基，其本质所体现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这与儒家所追求的宗法礼仪是不同的，其价值观实际上是对儒家的统治起到了瓦解的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中印思维的差别，在许多概念的理解上都有不同。东晋时期，翻译家们利用玄学化的语言进行格义，来理解佛教的概念。到了南朝时期社会相对进入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思想上以儒释道为主，三教共融共存。

南朝时期佛教经典被大量翻译，摆脱了格义化的风格。不同的佛教学说相继传入中国，如涅槃学、毗昙学、律学、成实论、禅学、华严学都发展了起来，为唐代宗派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人员基础，许多关于佛学的论著也大量产生。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已经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这引来了儒家的强烈不满，因此儒家与佛教的对抗也变得十分明显，佛儒两家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如“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成为当时焦点。佛教的神不灭论的主要观点是“形神分离”，“形亡神不灭”，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观点上的，讲的是“三世实有，法性恒存”。儒家就利用佛教神不灭的思想而加以批判，其根本观点是“形神统一”、“形存神存”和“形灭神灭”。

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有陆修静（406—472）、陶弘景（456—536）等。陆修静对南方天师道作了改革，主要体现在他的《陆先生道门科略》中。宋明帝（465—472年在位）时，陆修静将收集的道书加以整理甄别，鉴定其中经戒、方药、符图等1228卷。泰始七年（471）撰定的《三洞经书目箓》，为我国最早的道教经书总目。此外，陆修静编著有关斋醮仪范的著作多达100余卷，基本上完成了道教的科仪。陶弘景是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为陆修静门徒孙游岳的弟子。撰有《真诰》，著有《登真隐诀》《真灵位业图》等重要道书。他的贡献在于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神仙信仰体系，这是吸收了佛教的思想而创见的。道教的神仙体系，明显地呈现出了官方化的特征，具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陶弘景居茅山后，弘扬上清经法，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传道基地，并形成了茅山宗。该宗以上清经箓为主，兼收并蓄各派道法及儒、释思想。南朝佛、道二教的冲突并不明显，大多数学者主张三教同源，其中最明显的当为梁武帝。

从理论体系上看，儒家脱去了汉朝儒家的神学化外衣，而且借用玄学的体用、本末等范畴，为自己的名相教理服务。在价值取向上，儒家的入世精神与玄学的自由精神又是冲突的，而且与佛家、道家都存在着矛盾。当然，儒家始终和统治者的政权结合在一起，这点就决定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佛家、道家对封建的宗法伦理也必须认同，所以三教共存、共融也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

南朝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三教并立，为当时文化、艺术、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坚实的后盾。尤其在思想领域，儒、释、道既表现出斗争又表现出融合。佛教的兴起不但有社会客观的原因，也有统治者自身对于佛教的偏好。儒家经过汉代的神化后，其神圣性逐渐减弱。以道家为根基的玄学又过于追求个人的自由境界，对巩固封建统治并无多大的好处。道教容易被普通民众所利用，作为起义的借口。而佛教既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神圣性要求，又满足了统治者个人的解脱思想，还有助于稳定社会，所以得到了南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另外由于朝代更替频繁，统治者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而借用佛教的预言、谶纬，也可为自己的统治进行佐证。

二 南朝时期的古印度佛教

我们以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分析南朝佛教的发展。从纵向维度来说，佛教自后汉安世高译经以后，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断过。南朝佛教延续汉、魏、晋的传统，既有继承也有发展。魏晋时形成了玄学化的佛教，出现了“六家七宗”。随着大小乘经论的传入，许多学者对大小乘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于是便有了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争辩。从横向维度来说，宋、齐、梁、陈时期对外交流频繁，陆路、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这时期的佛教经典被大量翻译，许多天竺、西域高僧前来弘法，这有力地推动了同期的印度佛教思想直接传入南朝，佛教大乘瑜伽行派思想、如来藏思想，小乘的毗昙学、俱舍学等在这个时候迅速兴起，形成了各家学说，为唐代的创宗立派奠定了基础。

印度佛教自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到伊斯兰教入侵印度衰亡算起，大约经历了有一千六百多年。太虚大师将印度佛教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每期大约是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约公元以前，称为“小行大隐时期”，大乘佛教还处于待兴的阶段。第二个五百年，约公元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为“大主小从时期”。从佛教实际情况来说是大小并行的，从印度佛教思潮来说，以大乘佛教为主流。第三个五百年，为“密主显从时期”，大、小乘依然流行，但从时代来看，属于秘密教了。按照太虚大师的分法，与南朝处于同一时期的印度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大、小乘并存的时期。

南朝的时间为公元420—589年，同一时期的印度经历了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年在位，一说380—413年在位，汉译为超日王）、超日王之子鸠摩罗笈多一世（413—454年在位，一说415—455年在位）、鸠摩罗笈多一世之子塞建陀笈多（455—467年在位）的时期。此后还有佛陀笈多（生卒年不详）、补卢笈多（生卒年不详）、毗湿奴笈多（540—550年在位）。上述各朝统称为笈多王朝（320—534年，一说320—540）。笈多帝国是由印度人所建立的大帝国。笈多王朝在西北部征服了贵霜人（大月氏）、塞人建立的许多小国。塞建陀笈多在位期间（455—467年），受到了白匈奴[21]（[image: ]哒）的入侵。北魏宋云在犍陀罗所谒见的[image: ]哒王米希拉古拉，即白匈奴的戈拉斯，为入侵印度的主要统帅。公元5世纪下半叶，帕拉瓦王朝兴起，于公元6世纪下半叶统一了南方诸国，征服了斯里兰卡。这时期的印度交通路线四通八达，西部经过波斯、沿里海到达地中海，或通过亚历山大港进入红海，与西罗马帝国进行商业、文化来往。北边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河西地区。东边经东、南通向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继续向南通向中国。

笈多王朝时期是印度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①宗教兴盛。大乘佛教盛行，印度教兴起。信仰毗湿奴、湿婆和梵天三大主神的三大教派广泛流行。②文艺繁荣。梵文文学、绘画、雕刻、建筑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③阶层分化。当时的印度种姓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吠舍的自由农民地位下降与首陀罗逐渐接近，为依附农民的主要来源。种姓制度逐渐衍变为姓阶制度。在原来的同一种姓中，根据不同的职业又分出许多姓阶，其子女后代均不能改变，不同姓阶之间不能通婚。

4—6世纪印度佛教思想家主要有弥勒、法胜、无著、世亲、诃黎跋摩、室利罗多（意译胜受）、法救、众贤、婆薮跋摩、陈那、佛音、法护、安慧、清辩、护法、戒贤等。[22]弥勒菩萨造《十七地论》（《瑜伽论》的《本地分》）；法胜著有《阿毗昙心论》；法救著有《杂心论》；诃黎跋摩著《成实论》；无著造《摄大乘论》；世亲所造《俱舍论》、《三十唯识论》，为《摄论》作释；婆薮跋摩造《四谛论》；室利逻多作经部《毗婆沙》；安慧作《三十唯识论释》；陈那弟子护法有《三十唯识》、《二十唯识论》的释论。这些经论在中国都有相应的译家进行传承。如地论、摄论在中国的传承为：世亲《十地论》—北魏菩提流支传;无著《摄大乘论》、世亲《摄论释》—真谛传。

大乘在印度的传播地域主要为北方的罽宾及其以北地区。此外还有东印的乌荼（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一带）及南印的安达罗。在安达罗与贵霜王朝时，大乘由东南传向西北。到了笈多王朝时，南北共同向中印会合。印度贵霜、安达罗王朝时代为大乘佛教初期，所传的大乘经为《般若》《十地》《维摩》《法华经》等。到了笈多王朝时代，大乘佛教所传佛经为《涅槃》《法鼓》《胜鬘》《楞伽经》等。从大乘论典来说，生活在安达罗王朝时期的龙树，于公元2世纪，作《中论》及《般若》《华严十地经》等的释论，是大乘中观学派思想的来源。笈多王朝时期无著、世亲阐扬唯识思想，并创建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

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与印度佛教同时代兴起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思想倾向于大乘。鸠摩罗什自公元401年来华，着重于大乘经论的传译，尤其弘扬了大乘中观学学派的思想，改变了以玄学格义佛教的局面。到了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大乘经典被大量翻译，印度瑜伽行派的思想也得到了弘扬。昙无谶公元416年译《大般涅槃》《大云经》；佛陀跋陀罗公元420年译《如来藏经》；求那跋陀罗公元440年译《楞伽》《深密》《胜鬘》《法鼓》等经；菩提流支公元510年译《楞伽经》《十地论》；真谛公元560年译《摄大乘论释》等。这些经典为中国大乘佛教思想的弘扬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印度同时代的小乘学说在南朝也有了新的发展，毗昙学、成实学等传入中国。

公元4—5世纪，印度小乘佛教有了新的发展，在教理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以“阿毗昙”的形式对三藏体系的重新组织。当时的小乘主要有四派——上座部、有部、正量部、经部。上座部流行于东方、南方，有部流行于北部、中部、西部，正量部流行于西部、南部，经部在中部、东部也影响广泛。吕澂将公元150—500年定位为小乘佛学时期，随着公元500年末笈多王朝的灭亡，小乘盛行阶段结束。

经部原出于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拘摩罗多（童受）是“根该经师”的创始人，也是譬喻师的开创者。拘摩罗多原与东方马鸣、南方提婆、西方龙树齐名，在公元3世纪被并称为“四日照世”。拘摩罗多的弟子诃梨跋摩（师子铠），原中天竺人，随拘摩罗多学有部迦旃延《阿毗昙》，后不满于拘摩罗多的学说而转到华氏城，跟随大众部僧习大乘方等，撰有《成实论》，驳斥有部。根据梁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记载：“诃梨跋摩者，宋称师子铠。佛泥洹后九百年出，在中天竺，婆罗门子也。”[23]《三论玄义》说：“成实论者，佛灭度后九百年内，有诃利跋摩，此言师子铠之所造也，其人本是萨婆多部鸠摩罗陀弟子。”[24]

《成实论》被视为小乘空宗的代表作，在南朝三论学派兴起之前，非常流行。该论的内容按“四谛”进行组织，强调“苦”的思想，人生诸苦流转的根源在于“无明”，需要用“真智”来灭除。其修持的阶次为“假名心”—“空心”—“灭空心”—“无余涅槃”。《成实论》讲空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龙树、提婆的影响，不过与大乘学说还是有根本性的差别，如认为“四尘”色香味触是实有的。

经部譬喻师室利罗多（胜受）为西印度人，为鸠摩罗逻多（童受）的弟子，与东天竺马鸣、南天竺提婆、北天竺鸠摩罗逻多、中天竺龙树并称为五大论师。他逐渐从譬喻者递嬗为经部论师，在阿逾陀郊外著成经部的根本毗婆沙，此书已失传。约公元5世纪末，婆薮跋摩著有《四谛论》，真谛将其翻译为汉文，该论将譬喻师说、经部师说和新有部的思想进行了杂糅。

“新有部”是世亲时代的有部学说，其思想体现在《阿毗达磨俱舍论》中，此论以《杂阿毗昙心论》为纲要，不但概括了罽宾有部的《大毗婆沙论》，还用经部思想批驳、纠正有部旧说。《俱舍论》以“四谛”为中心，将小乘佛教的基本观点系统化。该论将现实世界分为“有情世间”和“器世间”，有情是五蕴和合的众生。世间的差别在于“业”和“随眠”，解脱的方法在于“智”和“定”。《俱舍论》采用的是经部教义，尽管批驳有部“三世实有”的观点，但也承认永恒的法体存在。说一切有部论师众贤著《顺正理论》对《俱舍论》进行了抨击。在唯识学说上，陈那讲说因明论，佛音有《发智论》《殊胜义论》，安慧上承德慧，下传真谛，精通唯识因明学，尊崇世亲的学说。戒贤是玄奘的老师，这就到了隋唐时期了。清辩为大乘佛教中观学学派的论师，关于《俱舍》《唯识》的著作也很多。

除了许多佛教经论，南朝的佛教思想注重义理，这和印度当时佛教思潮的变化以及传播的路线都有很大的关系。北方的佛教受到西域的影响更为多些，许多译经家来自西域，如著名的译经家鸠摩罗什就是西域人。这样西域就成为佛教向内地传播的一个中转枢纽。南朝的佛教也有经海路传播到中国的。这些外来的译经僧人大多是印度人，所以南方接受佛教思想更为快捷一些。天竺国同梁朝就有密切的交往。“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曰：‘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庄严国土，犹如化城。……王出游，四兵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悲群生，无所遗弃。常修净戒，式导不及，无上法船，沉溺以济……天魔降服，莫不归仰。……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今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古贝等物。’”[25]天竺国主动发起了与梁朝的交流，其内在的原因显而易见，是印度对于梁朝君主以佛教治理国家十分钦佩，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梁朝当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魏晋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大部分经过西域而来，经海路传播少之又少。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与印度的笈多王朝同为一个时期，佛教的传入无论是中国僧人向西去求法，还是印度僧人来华传法，都不再偏于北印罽宾区。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佛教思想的传入涉及全印度，大、小乘思想在南朝同时兴起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以往的佛教史论述中，往往注意的是江南本身具有的思辨特征，而产生了南朝重佛教义理的思想，这是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因。另一方面是海上的丝绸之路没有经过西域的中转，所以传播更为快捷，思想上也更加富有印度的特色，我们可以称之为外因。

三 南朝时期佛教向内地输入的基本途径

在地理上，中国和印度被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所隔开，由此两国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圈。由于地理的因素，我们考察印度佛教如何传入中国的路线就显得尤为重要。印度是亚洲大陆南端的一个半岛，地形为倒立的等边三角形，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有415万平方公里。印度大陆东临孟加拉湾，西临阿拉伯海，南部是科摩林海角，与印度洋相望。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就有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路。

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与印度就逐渐开始交往了。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东西的贸易逐渐扩大，汉代和西域的交往就逐渐变得密切了起来。佛教从古印度的西北部进入阿富汗，然后到达西域，再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汉朝。陆路上的传播路线又有两条。北道（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敦煌—哈密—吐鲁番—龟兹（今库车县一带）—疏勒（喀什噶尔一带）；南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敦煌—鄯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脉北麓—于阗—达莎车（东界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晋法显的路线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边，经焉耆南到于阗。

自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起，陆路在早期一直是主要的传播路线。到了后汉末年，海上的路线也逐渐发展了起来，从印度绕过斯里兰卡、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经越南而进入中国广州。三国时期的牟子[26]就是通过海路从交趾（越南）进入中国的。南朝佛教的输入路线同汉、魏、晋一样。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北朝和西域的交流更为频繁一些，而经过西域来到南朝的高僧，都是先经过北朝，而后再进入南朝。南朝商业经济非常发达，这时候东南亚国家的佛教也十分兴盛，借助商贸交通的便利，经过广州进入南朝的僧侣逐渐增多。随着从西域进入北朝的高僧南下，及从海上进入南朝的高僧北上，加上战乱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南北朝佛教的交流也频繁了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菩提达摩就从海上进入南朝，而南朝偏重于佛教的义理，专于实践的菩提达摩显然没有得到梁武帝的重用，于是他随后又来到北朝。南朝时期从这条路线进入的著名僧人就有求那跋陀罗、真谛、佛陀跋陀罗等。

关于佛教的输入，比较重要的因素包括如下四点：①佛教的传入路径。②佛教的经典翻译。③佛教的思想及传入经典的研习。④统治者及民众对佛教的态度。前面三点讲的是佛教的传播，后一点是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在佛教的输入中，僧人无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1.中原僧人留学天竺，再返还南朝。有的僧人学成之后，途经海路到达南朝。如昙无竭于宋永初元年（420）带领弟子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从北方出发辗转到达西域，然后经过罽宾等国，礼拜佛迹，随后又进入中天竺，同去的有二十人死在途中，最终历尽千辛万险，到达印度舍卫国。取得佛教经典后，从南印度坐船经过海路到达广州进入宋境内。“释昙无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黄龙人也……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同侣失十二人，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梵书、梵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复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旷，唯赍石蜜为粮。同侣尚有十三人，八人于路并化，……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所历事迹，别有记传，其所译出《观世音受记经》，今传于京师。”[27]昙无竭从天竺回来后，带来了《观世音受记经》，详称《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至菩萨授记经》。

宋元帝时期的僧人智猛，京兆新丰（陕西临潼）人，每闻外国沙门说天竺佛迹及方等众经，慨然而有求法远游之志。十六国后秦弘始六年（404）前往西域，与昙纂等十五人，自长安出发，西行求法，经罽宾、奇沙、迦维罗卫，至华氏城，同行抵天竺者仅五人。于华氏城获得《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及余经梵本。同行之僧或退或死，归途仅剩昙纂为伴。南朝宋元嘉元年（424）自天竺返回返还宋都。“《般泥洹经》二卷（阙），《摩诃僧祇律》一部（胡本未译出），……宋文帝时，沙门释智猛游西域还。以元嘉中，于西凉州译出《泥洹经》一部，至十四年（437）赍还京都。”[28]

2.西域僧人经过陆路进入南朝。西域沙门畺良耶舍对三藏都很精通，但最擅长的是禅学。宋元嘉之初来到京师建康，所译经典有《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各一卷。“畺良耶舍，西域人，性刚直，寡嗜欲。诵《阿毗昙》，博涉律部，其余诸经，多所该综。虽三藏兼明，而以禅门专业。每一游观，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传化诸国。以元嘉之初，远冒沙河，萃于京邑”。[29]于元嘉元年（424），在钟山道林寺，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各一卷。沙门僧含笔受。畺良耶舍译出的净土经典，推动了净土信仰在宋朝的传播。至于畺良耶舍到达建康的行走路线，文中记载“远冒沙河，萃于京邑”，应该是通过西边的陆路到达。沙河是否西域的河名还有待考证，不过根据后来唐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大流沙，那是一条真实的西域内流河，我们推断沙河为河名，而且畺良耶舍又为西域人，经过陆路到达建康是合理的。

南朝宋时期，西域沙门功德直于荆州为沙门释玄畅译《菩萨念佛三昧经》六卷、《无量门破魔陀罗尼经》一卷。玄畅为《菩萨念佛三昧经》刊正文义，圆润语句。“西域沙门功德直，以大明六年（462），于荆州为沙门释玄畅译，畅刊正文义，辞旨婉密，而畅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测也。后适成都，止大石寺，即是阿育王塔，乃手自作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传至于今。”[30]

3.北朝译经家南下进入南朝。公元439年，沮渠安阳侯南下进入宋土，同时将《观世音》《弥勒》二观经传到南方。“沮渠安阳侯者，其先天水临成县胡人，河西王蒙逊之从弟也。……少时尝度流涉到于阗国。于衢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师佛陀斯那。……安阳从受《禅要秘密治病经》，因其胡本口诵通利，既而东归。于高昌郡求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汉文。居数年，魏虏讬跋焘伐凉州，安阳宗国殄灭，遂南奔于宋（439）。晦志卑身，不交世务，常游止塔寺，以居士自毕。初出《弥勒》、《观世音》二观经，丹阳尹孟[image: ]见而善之，请与相见。一面之后，雅相崇爱，亟设供馔，厚相优赡。”[31]安阳跟随天竺僧人佛陀斯那学习禅法，精通胡语，后前往高昌取得《观世音观经》和《弥勒观经》各一卷，并翻译成汉文。后因北魏讨伐凉州，安阳逃往宋，同时将所翻译的佛经传到南方。

4.天竺僧人经过海路进入南朝。这是佛教向南朝输入的主要途径。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不同于从西域传入北朝的佛教，南朝地处江南，佛教主要从海路进入，如真谛就是梁武帝从扶南（柬埔寨）召入的。天竺的僧人经过海路进入南朝，有以译经为目的的，也有不是以译经为目的的。

南朝宋时从海路进入南朝的译经家，著名的有求那跋陀罗。文帝元嘉十二年（435）他经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泛海到达广州，住在云峰山的云峰寺。元嘉二十九年（452），中天竺国三藏法师求那跋陀罗译出《八吉祥经》一卷和《现在佛名经》三卷。“《八吉祥经》，宋元嘉二十九年……天竺国大乘比丘释求那跋陀罗于荆州城内译出。”[32]

宋明帝时期（465—472），天竺人竺法眷经过海路到达广州译经传法，先后译出《海意经》《如来恩智不思议经》《宝顶经》《无尽意经》《三密底耶经》等。“《海意经》七卷（阙）、《如来恩智不思议经》五卷（阙）、《宝顶经》五卷（阙）、《无尽意经》十卷（阙）、《三密底耶经》一卷（汉言贤人用律阙）……宋明帝时，天竺沙门竺法眷，于广州译出。并未至京都。”[33]

宋朝时期，著名的僧人还有菩提达摩，他经海路从广州进入宋境，又从南方辗转到北方，被后世奉为禅宗初祖。

梁陈时期的译经家真谛（499—569），梵名波罗木陀，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梁武帝曾委托扶南国招聘名僧，真谛于大同十二年（546）携经论梵本二百四十夹经水路到达南海郡（今广东南部），时年50岁。两年后真谛到达京城建康，梁武帝深加礼敬，令住宝云殿。侯景之乱以后，真谛去富春（今浙江富阳县）从事《十七地论》等的翻译。承圣元年（552）重回建康，住正观寺，和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自承圣三年（554）到敬帝绍泰三年（557），真谛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及江西、广东一带漂泊。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再回豫章，在临川、晋安等地译经或重新核定所译经论。文帝天嘉二年（561）到达梁安郡（令广东惠阳一带），住建造寺译讲《解节经》等。弟子慧恺等人在广州译讲《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等，光大二年（568）因为厌世而有了自杀的念头，被慧恺等劝阻。当年慧恺讲《俱舍论》未竟先亡，真谛恐怕《摄论》和《俱舍论》从此无人弘传，命众弟子发誓弘扬二论，不要断绝。真谛讲《俱舍论》，至第五品时因病中止，真谛于太建元年（569）去世。

5.扶南佛教对南朝的输入。梁天监十一年（512），扶南（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在扬都寿光殿译《阿育王经》十卷，后又在天监十四年（515）翻译《解脱道论》十三卷、天监十七年（518）译《文殊师利问经》二卷。

此外，还有一些从印度来的僧人进入南朝，但经陆路还是海路并不明确。“时又有天竺沙门僧伽达多、僧伽罗多等，并禅学深明，来游宋境。”[34]天竺沙门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尽管来自印度，但以禅学为主，兼以坐禅，并未参与译经。

无论佛教是经陆路还是海路传播，我们都提到许多重要的地名，比如西域的高昌郡、龟兹、沙勒诸国，前面提过的沙河，由西域到达印度所经过的罽宾、奇沙、迦维罗卫，南朝的广州，等等，对于我们考察当时佛教的传播路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时期，佛教经典通过陆路、海路大量进入汉地，这里面既有外来僧人的功劳，也有本地僧人不畏艰辛求法的功绩。

四 南朝佛教的对外交往

南朝时期对外的佛教交往是同佛教向中国的输入交相呼应的，这种呼应通过陆路和海路两个途径。陆路以向西为主，海路有向东和向南两个方向。

（一）同西域、天竺、波斯等的交往

同这些地区的交往主要表现为南朝僧人的西行求法。宋初时候，“宋太祖资给，遣沙门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普临终叹曰：《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矣。普本高昌人，经游西域，遍历诸国，……善梵书，备诸国语，游履异域。”[35]道普的这次出行可谓十分的不顺利，他病死途中。长广郡为汉建安初置，治所在长广（今山东莱西市境），辖境相当于今山东青岛市、崂山、莱西、海阳、即墨、莱阳等县地，属于北魏管辖。尽管道普西行没有成功，但我们能够大致推断出宋当时派人所行走的路线。如果走海路经过长广郡，说明这是前往天竺的一个大港。东晋法显从天竺归来，就是从长广登陆的，其著名的《佛国记》也是写于此地。

南朝同波斯也有朝贡和经济、贸易上的往来。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波斯国的使臣到梁朝进献佛牙。“波斯国，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城外佛寺二三百所……中大通二年（530），遣使献佛牙。”[36]与南梁同期的波斯国信奉佛法，城外佛寺有二三百所之多，向梁朝进献佛牙就在情理之中了。印度历史上的贵霜王朝在第三位国王迦腻色伽（约120—144年在位）统治时期达到鼎盛，其领土辽阔，包括东伊朗大部分地区和印度西北地区，因此也就成为中国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帝国，波斯笃信佛教就不足为奇了。

西域的于阗国于大同七年（541）向南朝梁进献外国刻玉佛。“（于阗国）尤敬佛法……大同七年，又献外国刻玉佛。”[37]于阗自古就是玉料产地，这个玉佛是否为于阗所刻，无所证之。于阗国与南梁的政权间并不存在严格的藩属关系，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为于阗与南朝间发展充分而自由的贸易和商业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西域各国同梁朝交往的路径是什么呢？北方被北魏，及此后的东魏、西魏所占领，经长安的丝绸之路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当时的梁已经控制了益州，即今四川，由川北入河西走廊形成了新的丝路。随着梁末益州被北方政权所掌控，这条交往途径也就堵塞了。

（二）与东南亚的交往

孔雀王朝时代，即公元3世纪前后，小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缅甸。公元4世纪后，大乘佛教也传到了东南亚。同东南亚佛教文化的交流成为南朝时期佛教对外交往一个最主要的特色。

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求那跋摩从阇婆横渡南海到达广东。公元430—452年间，西爪哇的呵罗单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38]。

南朝齐和柬埔寨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有位印度的僧人那伽仙在齐朝与扶南的交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扶南即现在的柬埔寨，公元2—3世纪之交建国，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国家之一。公元5世纪中，扶南国王耶跋摩曾遣使乘船载货来广州贸易，返回时带上了在广州的天竺僧人那伽仙，他在扶南讲述了中国佛法兴盛的情况。

齐永明二年（484）扶南国王派遣那伽仙来到南朝进献金缕龙王坐像、白檀像、牙塔等珍贵礼品。随那伽仙同来南朝齐建业的还有僧伽婆罗，他博学多识，通晓数国语言，足见当时的扶南佛教文化也是非常发达的。

梁朝和东南亚的国家交往最为频繁。梁天监元年（502）、十七年（518），普通元年（520），阇婆洲（爪哇岛）呵罗单国王瞿昙修跋陀罗乃至他的儿子承继为王的毗邪跋摩遣使赠礼，并以佛教语言致书通好。

梁天监二年（503），扶南国派遣曼陀罗仙携带梵本佛经和珊瑚佛像来到建业，梁武帝请曼陀罗仙、僧伽婆罗翻译《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二卷、《宝云经》七卷。“扶南国沙门曼陀罗来进珊瑚佛像，诏译经于扬都。”[39]

梁天监十八年（519），柬王留陀跋摩遣使来梁，向梁武帝赠送天竺栴檀瑞像和婆罗树叶。“梁天监十八年，（扶南国）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40]（大同）五年（539）扶南来使赠送生犀，并言彼国有佛发。梁武帝令直使张汜等送扶南来使返国时，并遣沙门释宝云往迎请佛发，还请名德三藏法师携大乘诸经论等来梁。“大同五年，（扶南国）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41]

梁天监十六年（517），婆利国[42]（文莱的加里曼丹岛）派使臣来到梁朝进献金席。“（婆利国）天监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王信重三宝，……臣是婆利国主，今敬稽首礼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献金席等，表此丹诚。”[43]

梁大通元年（527），狮子国王（斯里兰卡）伽叶伽罗诃梨耶遣使致书于中国，要和梁朝廷共弘三宝。“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大通元年，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44]

梁中大通元年（529），盘盘国（泰国南万伦湾沿岸一带）派遣使者送来舍利及画塔。“盘盘国，……中大通元年（529）五月，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534）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45]

梁中大通二年（530），丹丹国（马来西亚马来东北岸的吉兰丹）派使者向梁朝进贡象牙、佛教等。“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宝，……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46]

（三）与朝鲜、日本的交往

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扶桑国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言日本原本没有佛法，刘宋时期，经来自西域罽宾国的五位比丘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后，日本风俗遂即发生改变。“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47]

梁武帝普通三年（522），中国江南以制鞍为业的汉人司马达等东渡日本，在大和阪田原设立草堂崇奉佛教，达等的女儿司马岛首先出家为尼，称为善信尼，达等的儿子也出家为僧，称为德齐，这是日本僧尼之始。[48]

百济佛教始于东晋时期，由摩罗难陀进入百济而传入。《三国史记》卷二十四记载：“枕流王元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九月，胡僧摩罗难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49]

朝鲜东南的新罗地区，佛教传入也较早，并早有新罗僧人来中国参学。梁武帝于太清三年（549）遣使偕同新罗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国，新罗真兴王亲率百官奉迎于兴轮寺。[50]

百济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百济者，其先东夷有三韩国，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51]

陈文帝于天嘉六年（565）遣使与僧释明观等往新罗国通好，并致送释氏经论千七百余卷，这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都有所记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南朝时期对外交往非常频繁。在交往形式上，双方互派使节，组织官方贸易。在交通路线上，既有陆上丝绸之路，也有海上丝绸之路。南朝与许多国家的交往都是以佛教为桥梁，这种往来，为隋唐时期文化的繁荣、对外贸易的昌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五 南朝时期输入南方的主要佛教思想

印度佛教向南朝的输入与佛教经典的译出密不可分。南朝时期有大量的译经家，他们把印度传入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并以此发展成了各家的师说，促进了南朝佛教思想的发展。南朝各朝中宋的译经数量是最多的。根据《开元录》记载，宋时佛经翻译人员共有22名，翻译的经典共有465部717卷，其中散失的经卷也被统计在内。为什么宋的译经事业如此发达呢？其原因在于人才的储备。翻译人员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北方连年战乱使大量杰出的译经家涌入南朝宋，促使了宋朝乃至其后齐梁陈译经事业的大发展。

南朝宋时期从北方南下的译经人员的来源途径如下：①原先跟随鸠摩罗什的翻译人员在罗什死后及刘裕占领长安后，为了躲避战乱而南下，来到宋国继续他们的翻译事业。②慧嵩、道朗周围的凉州僧众为躲避北魏拓跋焘于公元439年发动的战争而逃到南朝宋国。③拓跋焘于公元446年下“灭佛法诏”，使魏境的僧人南逃。

求那跋陀罗于公元435年经过狮子国（斯里兰卡）来华，从广州登陆抵达建康。宋文帝派慧严、慧观等僧人接待，慧严、慧观原来是跟随鸠摩罗什的，后来又跟随佛陀跋陀罗，因此有着丰富的译经经验。求那跋陀罗的译籍有《杂阿含经》，还有慧观为其笔受的《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该经主要阐述了“如来藏缘起”的思想。求那跋陀罗翻译的另一部重要经典是四卷本《楞伽经》，该经主要阐述了“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十二头陀经》是否为求那跋陀罗所译，还需要考证。经中倡导的修持方式为头陀行，在菩提达摩所传的早期禅宗中颇为流行。

南朝时期输入南方的主要佛教思想有如下五类。

（一）大乘如来藏思想的传入

昙无谶（385—433）北凉玄始十年（421）至姑臧（今甘肃武威），译出《大般涅槃经》40卷（世称“北本涅槃”）、《大云经》4卷等。在昙无谶译的《大般涅槃经》中，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南朝宋谢灵运以谶译《大般涅槃经》勘合法显与佛陀跋陀罗的译本，编订为“南本涅槃”。

东晋佛陀跋陀罗于元熙二年（420）译出《大方等如来藏经》，该经认为“一切众生具如来藏”，并列举九喻以说明如来藏的意义。求那跋陀罗译出《大法鼓经》2卷、《相续解脱经》2卷、《胜鬘经》1卷、《央掘魔罗经》4卷、《楞伽经》4卷等，其所译的《胜鬘经》宣扬的就是如来藏教义。

南朝大乘如来藏思想的传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所吸收，这些宗派的佛教学者将成佛的根源追溯为众生的如来藏清静本心，形成了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心性论。

（二）大乘唯识思想的传入

梁陈时期的翻译家真谛（499—569）于梁大同年间到达梁国，后受“侯景之乱”的影响，不得已四处漂泊，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译经事业。公元562年，真谛到达广州，在那里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据《续高僧传》记载，真谛在中国共计23年，翻译出的经论记传有64部278卷。《开元录》刊定译籍为49部142卷，所撰义疏19部134卷。他翻译和注疏的重点是瑜伽行派无著、世亲、陈那等人的唯识学说，这属于大乘佛教有宗体系。

真谛的译籍主要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俱舍论》《大乘唯识论》《十八空论》《佛性论》《解拳论》以及《三无性论》。真谛对瑜伽行派进行了两种解说，有“方便唯识”和“正观唯识”。“方便唯识”是立阿赖耶识，说明现象的变化，虚妄不实。“正观唯识”空的是虚妄不实的阿赖耶识，不空的是理，“常乐我净”，既是佛性，也是真如。

大乘唯识思想即印度的瑜伽行派，为印度大乘佛教的主要派别，与中观学派并立。南朝的唯识思想以《十地经论》和《摄大乘论》为主，其思想为早期的天台学者南岳慧思与天台智[image: ]所吸收。慧思所问学的禅师，多与地论师有一定的关系，到了南方后慧思也受到了摄论师学说的影响，但天台学并未因此成为唯识古学，而是独自发展成为中国的天台宗。南北朝时期依据唯识思想所立的学派为摄论学派与地论学派。

（三）小乘阿毗昙、成实论、俱舍思想的传入

伊叶波罗为南朝宋译经家，西域人，经通三藏，明解四部《阿含》。宋元嘉三年（426）东游彭城，为北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译《杂阿毗昙心论》，然而到了《择品》即中断，共译出10卷；元嘉八年（431），由求那跋摩（367—431）续译，补足为13卷。南朝僧人僧伽跋摩梵名意译僧铠、众铠，通律藏，更善《杂阿毗昙心论》。宋元嘉十年（433），经流沙至建业（南京），应慧观等之请，于长干寺重新译出《杂阿毗昙心论》14卷，后又译出《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加》10卷等。陈真谛在陈天嘉四年（563）译《俱舍论》，旧有的毗昙学就转向俱舍学了。萨婆多部鸠摩罗陀的弟子诃黎跋摩作《成实论》，该论由鸠摩罗什译出，在南朝齐、梁时期非常兴盛，这和南方注意义理的风气相关。《成实论》的思想是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小乘讲我空，不讲法空，而成实论也讲法空。不过以吉藏的批判，认为《成实论》还是小乘的思想。该论在讲空之前，首先承认有的存在，这和大乘讲缘起性空是不同的。此外，三论宗对《成实论》的判教思想作了批判，《成实论》将自己的判教定位第二时，和般若思想同时，三论学派有感于这样会将般若思想和成实思想相混杂，不利于大乘思想的传播。

563年，真谛在广州制旨寺译出《俱舍论偈》一卷，接着又译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22卷，为了刊定译文，他还为弟子们反复解说，并由其得意弟子慧恺写成《义疏》53卷，后来道岳将其删为22卷，与道岳同时的慧净，从道岳学习的僧辨、玄会、智实等人均致力于《俱舍论》的研习和弘扬，经过他们的努力，由真谛开启的《俱舍论》的输入历程成为南朝佛教的一道亮丽风景。

（四）律学思想的传入

弗若多罗是北印度罽宾国人，后秦弘始年间（399—415）进入关中，在弘始六年（404），于长安中寺诵出《十诵律》梵本之多半，由鸠摩罗什译出，后由昙摩流支与鸠摩罗什共同译完，又经卑摩罗叉对校梵本而成现行的《十诵律》61卷。《十诵律》在宋齐梁时曾盛行江淮一带，是翻译弘传最早的戒律。佛陀耶舍（约4—5世纪）于弘始十二年（410）译出《四分律》44卷（后编为60卷），属法藏部。

佛陀跋陀罗从义熙十二年（416）到十四年（418）与法显等译出《摩诃僧祇律》40卷，属大众部；佛陀什又作佛驮什、佛大什，南朝宋景平元年（423）始来扬州，译出《弥沙塞律》34卷（现行本仅有30卷），此即现行之《五分律》，属化地部。宋求那跋摩（367—431），翻译有《菩萨善戒经》、《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相经》等。

东晋南北朝时期四部律藏已经全部译出：《四分律》60卷，法藏部律，由十六国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出。《十诵律》61卷，说一切有部律，由十六国后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译出。《摩诃僧祇律》40卷，大众部律，由东晋佛陀跋陀罗、法显译出。《五分律》30卷，化地部律，由南朝宋佛陀什、智胜译出。南朝律学经典的译出一方面为唐代道宣创立律宗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南朝统治者尤其是梁武帝将佛教戒律与儒家伦理相结合，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为佛教戒律在中国传播打下了基础。

（五）禅观思想的传入

佛大先（？—410）又作佛驮先、佛陀斯那，公元5世纪北印度罽宾国人。为一切有部之师，也是禅法的传持者，是当时最有名的禅师。佛大先的禅法，既有从天竺达摩多罗传来的顿禅，也有罽宾所传习的渐禅。佛陀跋陀罗年幼之时就跟随佛大先学习禅法。智岩当年前往西域时，到过罽宾，也从佛大先学禅，3年后，与佛陀跋陀罗一起归国。佛陀跋陀罗译有《达摩多罗禅经》2卷、《观佛三昧海经》等。沮渠京声译有《观弥勒》《观世音经》《治禅病秘要法》。畺良耶舍（424）译有《观无量寿佛》《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昙摩蜜多（355—442），华言法秀，罽宾人。梁《高僧传》卷三说他年七岁,“神明澄正，每见法事，辄自然欣跃”，屡从明师,博通经论，尤精禅法。他于南朝宋元嘉元年（424）来蜀，经荆州到建康，住于袱沮寺。他翻译了《禅法要》《普贤观经》《虚空藏观经》等。沙门功德直，又作求那跋摩，南朝宋时之译经家，西域人。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游荆州，寓止禅房寺。他应玄畅之请，译有《念佛三昧经》六卷和《破魔陀罗尼经》。这些大乘禅观经典的传入进一步促进了禅观修行在南朝的流行。

除了不同佛教思想的传入外，一些文学色彩浓厚的佛教经典也输入南朝。中天竺人求那毗地于齐建元初（479）来到建康，住毗离耶寺，永明十年（492）九月十日译出《百喻经》，此后又译出《须达长者经》及《十二因缘经》各一卷，后于建业正观寺摄受徒众，甚为有名，中兴二年（502）寂于正观寺。《百喻经》的题材为譬喻,用98个寓言故事阐明佛法的道理。传入中国后，即在民间广泛流行。

南朝时期输入的主要佛教思想除了对以前佛教的继承外，还和当时所新译的经典密切相关。南朝输入的佛教思想及其广泛流行，改变了魏晋时期“格义”佛教的状况，佛性、心性思想的出现使佛教理论趋于完善。而成实学与三论学的争论结果，也体现了大乘佛教取代小乘为中国佛教主流这一历史趋势。

六 南朝时期输入的佛教在华的变化

南朝时期输入的佛教在华的发展与变化，不但是佛教理论与实践相互激荡的结果，也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表现。佛教思想、各家师说、佛教律制、忏悔法会、梵呗音乐等各个方面在南朝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此，我们参照两个维度进行探讨：一是中国佛教自身发展的纵向维度，即探讨南朝佛教的变化与汉、魏晋时期的不同；二是与中国同时期的印度佛教的横向维度，探讨佛教的输入是单纯的移植还是为了适应当时的中国社会而发生的变化。这两个维度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既与佛教历代发展的积淀和努力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相关，也和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密不可分。

（一）佛教思想的发展

南朝之前的中国佛教，经历了佛教初传和玄学化佛教的发展阶段。佛教初传时依附中国道术进行传播。牟子在《理惑论》中说：“道者九十六种，至尊至大者，莫尚佛教也。”魏晋时期玄学流行，这时候的佛教般若学又依附于玄学而为“佛玄”。东晋时前便产生了般若学的“六家七宗”。随着鸠摩罗什译出《般若经》的释论、《大智度论》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僧肇作《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中国的佛教理论已经接近印度佛教般若空宗的原意。“格义”佛教的态势到了南朝时期逐渐发生了逆转，中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发展了印度的佛性论、如来藏思想，同时小乘的毗昙、成实也十分兴盛。这么多的佛教学说让中国的佛教徒面临着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哪些学说才是最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的呢？直到唐代这个问题才逐渐得以解决。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中国佛教自南北朝以后逐渐建立了佛性论、如来藏的本体思想，摆脱了魏晋格义佛教以“无”为本的困境。

与南朝同时期的印度处于笈多王朝，其时流行的既有大乘思想也有小乘思想。两晋时期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龙树中观思想盛行，将心性本净同空性联系了起来，即为心性本寂。晋宋时期，随着大乘如来藏经典的翻译，《如来藏经》《胜鬘经》《大法鼓经》《央掘摩罗经》等经典的翻译，如来藏的思想逐渐兴起，佛性中的法性思想就转向了心识。

印顺将中国大乘思想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和“真常唯心”三系。如来藏大乘经典的传入，使得后来以真常唯心为基础的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形成了性具、性起、性觉的思想。禅宗的性觉论将涅槃佛性论和般若空论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心性思想。真常唯心论所依据的最根本的经典就是《大乘起信论》，形成于南朝梁代时期，对唐代宗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对于真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起信论》与唯识学说有很大的不同，为“一心开二门”之说，二门为心生灭门和心流转门，在中国用特定的体用关系表现出来。唯识与《起信论》的思想有着内在的矛盾，唯识的真如偏于理，而《起信论》的真如是理与智的结合，所以有人据此而推论《起信论》是在中国形成的，而非从印度传来。

（二）佛教学派的变化与信仰的发展

印度佛教的大乘学派为中观和瑜伽行派，小乘学派则主要有毗昙学、俱舍学，这些学说传入中国后，在南朝形成了各家师说。南朝时期的学派都有各自的师说，如涅槃师、成实师、三论师、摄论师等。唯识学的思想到了唐代随着玄奘翻译的唯识经典也一时变得兴旺起来。而中观的思想和心识思想相结合，又加上大乘如来藏思想的兴起，使中国佛学的发展走向了明显带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南朝各学派都建立了判教学说，这也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有些学派因不适应中国社会或融入其他的宗派思想中而逐渐消亡，如三论学、涅槃学、成实学、俱舍学等。成实学在齐梁十分兴盛，为南朝梁时期比较大的学派。因为《成实论》具有法空的思想，所以便被许多人拿来当作大乘的经典，但经过三论宗的批判之后便日益衰落。俱舍学同样如此，尽管唐代玄奘重新译出《俱舍论》，但仍没有扭转这种衰落趋势。而另一些学派采用了中国特有的运思方式、适应了古有的传统文化，于是逐渐发展壮大。如南朝禅学思想虽然各派林立，但尤以达摩一系的禅学影响最大，至隋唐之际，道信、弘忍创立了“东山法门”，声势浩大，直接影响了中国禅宗的形成和发展。

从民间佛教来说，随着观音信仰、弥勒信仰、药师佛信仰等逐渐兴起，佛教的灵验特征日益突出。灵验主要指念佛、诵经、造经、造像后，出现感通、灵异等神异经验，是佛教民间化的传播形式。禅学的兴起使佛教的民间化倾向更为浓厚，其中禅师们的神异色彩尤为突出。南朝佛教进入民间后特别重视灵验信仰的宣传，这成为吸引民众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产生于民间的灵验故事又从各个方改变了佛教的面貌，体现出明显的民间化趋势。佛教进入民间化后，其仪式主要有烧香、忏悔、礼拜、供养、浴佛、造像、建塔寺、斋戒、读经、听经、诵经、写经、造经、刊经、念佛、放生、布施等，这些活动强调功德，常与果报、解脱、灵验联系在一起，被民众神圣化，这是民间佛教一大特点。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实际是呈现出两条路线，即统治阶层与民众阶层、官方与非官方，这两种因素都加剧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三）佛教戒律、仪式法会的变化

南朝宋、齐时期流传的《十诵律》说三种净肉允许佛教徒可以食用，南朝最初遵循的就是小乘的《十诵律》戒，因此僧人是可以吃肉的。而《大涅槃经》等大乘经典是禁止肉食的，梁武帝信奉的是佛教大乘经典，所以他作《断酒肉文》，提倡僧人断除肉食。因此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吃素并非佛教的一种根本“制度”，而是经梁武帝的改革随之兴起的。

梁武帝制定的“经忏”使得佛教的发展出现了转向。印度的僧伽制与汉地的融合促使具有中国特点的僧伽制度的形成。伴随忏法而举行的法会也兴盛了起来，逐渐成为中国僧伽组织的行事仪轨。对后世有影响的就有“水陆法会”（水陆道场）和“盂兰盆会”，这两种法会后来成为我国寺院中重要行事，民众参与广泛。

（四）佛教音乐的变化

印度的佛教音乐十分发达，传入中国以后却不适应汉地的习惯。梵文为拼音文字，而汉文是一字一音，无论是以梵音配汉语还是以汉曲配梵文都十分困难。公元489年，齐竟陵王萧子良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音乐的研讨盛会，带领僧人们共同“造经呗新声”，创造佛教音乐。他还鼓励僧人互相学习求教，精进技艺。萧子良对佛教音乐的大力倡导和精心组织，推动了南方佛教音乐的发展，确定了南方经呗音乐“哀婉”的风格。

梁武帝喜文好乐，对于音律十分精通，他亲自创制、改编了南方乐曲，还制订礼乐、佛乐，在传统的儒家礼乐中加入佛教内容，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制定佛乐的帝王。梁武帝的贡献在于提高了佛教音乐的政治地位，将佛曲引入宫廷，使朝廷的雅乐走向了宗教化的道路。此外，梁武帝还为以后的佛教法会仪式中的音乐形式奠定了基本的模式。佛教法会，歌乐兼备，既有僧人的讲唱，也有佛曲的演奏，内容丰富。梁武帝在无遮法会中，还创造了童声演唱佛曲的形式，“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52]。“帝王的身份，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罕见的宗教热情，这三者奇异的结合，使萧衍不可推诿地成了佛曲华化的关键人物，成了中国佛教音乐史上第一位杰出的中国佛曲作家。”[53]

（五）佛教造像的变化

魏晋时期佛教造像保留着大部分印度风格，佛的形象和印度人的形象相似。在表现方式上有墓室的石雕摩崖线刻画、陶器上的凸堆模印花纹等，种类并不是很丰富。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十分兴盛，而且逐渐向世俗化、本土化转变。南朝的佛教造像种类繁多，有金像、铜像、雕像、夹纻像、结珠像、织珠像、绣像、织成像、塑像等，其中雕像包括木雕、玉雕、石雕、牙雕等像。造像在面容、服饰、姿态上都有了大的转变。南朝造像的主像一般为三世佛或释迦佛，其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或者是一佛、二弟子。服饰由偏袒右肩式转变为汉化的褒衣博带式，佛像姿态由席地结跏趺坐变为坐于须弥座上。佛像在表情上“秀骨清相，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54]，这一点很符合门阀贵族的审美情趣。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当时社会的审美要求和伦理观念逐渐相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像艺术。

综上所述，南朝时期输入的印度佛教从思想、信仰、艺术等多个层面都与当时的社会相融合，极具有时代特色。从思想层面来看，之前传入的中国佛教以格义比附来适应中国的社会，许多佛教思想失去了原有的本义，鸠摩罗什来华后，随着般若类经典、中论等大乘经论的译出，中国人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已经比较符合印度佛教的原意了，但仅仅从这一点来谈中国佛教的发展是不全面的，中国的僧人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格义佛教的时代经过译经家的努力已经发生改变，而单纯地移植印度佛教的思想似乎又不太适应中国的社会。当时的印度佛教也处于大小乘并存的时期，许多派别的思想不尽相同。当时的中国僧人兼收并蓄，将佛教的众多学派都发展起来，形成了各家师说，可以说凡是生存下来的学派则都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宗派，而不适应中国思维方式或伦理道德的学派则逐渐消亡。从信仰层面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喜好简约，而观音信仰、弥陀信仰、弥勒信仰、药师佛信仰等，其法门简便易行，深受中国普通民众的喜爱，于是风靡一时，影响至今。从艺术层面来看，中国佛教造像已经逐渐脱离了印度的色彩，汉化特色十分明显，这一方面深受当时玄学思想的影响，又与门阀贵族的审美观念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已经逐渐显露，所以南朝佛教造像的变化，是中国人自信心的体现。正因为佛教的格义趋势的淡化，加速了佛教在中国独立发展的步伐，佛教中国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第二节 南朝的政教关系

一 南朝宋的政教关系

东晋元兴三年（404）三月至五月，出身寒门的武将刘裕平复了桓玄的叛乱。桓玄在逃入蜀途中被其部下所杀。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受“晋帝禅位”，建立了刘宋王朝。宋时期的佛教比东晋时期又有了大的发展。在政治上，宋统治者对佛教基本都是扶持的态度，总体上并没有偏离儒学的方向，只以玄学和佛教作为补充。统治者扶持佛教最主要的原因是佛教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能够稳固统治者的统治。宋元嘉时期，佛法最为隆盛。宋武帝通过沙门所配置的金疮药治疗手疾，这加深了宋武帝对佛教的好感。宋武帝以后的统治者也都大体上没有偏离支持佛教的态势。

（一）南朝宋政权对佛教的促进作用

第一，译经、寺院、僧尼数量都有增加。封建统治者的政权实际上与佛教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是政权对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佛教对于政权的影响。刘宋政权促进了佛教的蓬勃发展。从数量上来看，佛教的译经、经典、僧尼数，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唐代法琳的《辩正论》卷三，我们将东晋与刘宋时期的译经者、经典、僧尼数比较列举如下：东晋时期，寺院678所，译经者27人，译经263部，僧尼24000人；刘宋时期，寺院1913所，译经者23人，译经210部，僧尼36000人。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到了南朝宋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僧尼和寺院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参与译经的人和所译的数量略有减少。寺院数量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表现，说明经济实力增强，有能力从硬件入手发展佛教。

第二，邀请僧人传法，支持僧人参与政事。宋文帝本人喜好佛法，而且精通教理，他曾迎请天竺僧人求那跋摩到建康传法，亲自率领百官听其讲法，“法席之盛，前此未有”[55]。在宋文帝时期，佛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关于佛法很有名的争论，如白黑论、形神论、因果论等，吸引了许多的名僧与名士，宗炳与何承天相辩论的“白黑论”，颜延之与何承少所辩的“达性论”，僧含、郑鲜之等与范晔所辩的“神灭论”，刘少府与何承天所辩的“因果论”等，都是以崇佛的士大夫为主要的参与者，通过辩论，深化了佛教的义理，扩大了影响。宋孝武帝任用僧人慧琳，让他参与政事，时称“黑衣宰相”。

第三，寺院的经济实力增强。宋武帝通过经济上的奖赏，提高了寺院的经济实力。宋武帝设斋内殿，令沙门道照陈词。“永初元年（420），帝设斋内殿，令沙门道照陈词。至百年迅速苦乐俄顷之句。帝善之，别赐嚫金三万。”[56]不但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积极扶持，就连朝中的大臣对佛教也是十分支持。宋时的青州刺史将自己住宅的东面让与慧果建立精舍，足见其对佛教的态度非同一般。“慧果，本姓潘，淮南人也。常行苦节不衣绵纩，笃好毗尼戒行清白。道俗钦羡，风誉远闻。宋青州刺史北地传弘仁，雅相叹贵，厚加赈给。以永初三年（昙宗云元嘉七年寺生弘安尼以起寺借券书见示是永初三年）割宅东面为立精舍，名曰景福，果为纲纪，[image: ]遗之物，悉以入僧，众业兴隆大小悦服。”[57]

（二）南朝宋政权支持佛教的原因

第一，佛教为皇权的合法性提供根据。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两晋时期盛行的门阀制度将出身卑微的人排除在士林之外。宋高祖刘裕出身不好，不得不借用佛教的谶语来证明自己称帝的合法性，这个方法也被后来的武则天借鉴。刘宋时期的统治者非常明白佛教的社会影响作用，知道佛教对于稳固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经常说名正言顺，讲皇帝继承王位的正统性，宋武帝就是处处借助佛教的寓言为自己王位的正统性进行合法的证明。法称告诉他的弟子说刘裕命中注定应当皇帝，而且有璧三十二枚、镇金一鉼为信。刘裕本人也借梦中之境，说自己称帝是前世布施所得的福报。“冀州沙门法称，谓其弟子曰：嵩岳神言，江东有刘将军，汉之苗裔，应天受命。吾以璧三十二枚、镇金一鉼为信。帝闻之令释慧义往嵩山求之，俄梦长须翁以杖指石下。来日诣庙所石坛求之，果获，因得献上。帝梦异僧语之曰：‘君前世曾施维卫佛一钵之饭，今报斯位。’”[58]宋武帝借游竹林寺而看到龙章，说明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宋武帝）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众僧见之，惊以白帝，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59]

第二，佛教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刘宋统治者除了看到佛教可为自己的皇权正名外，也深知佛教对于社会的稳定可起到积极的作用。宋武帝刘裕即位三年后便病死。宋文帝刘义隆当权时期（424—453），国力昌盛，史称为“元嘉之治”。宋文帝与何尚之的一段对话，足以说明统治者对佛教社会作用的理解。“宗少文之难白黑，明佛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何者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措，雅颂之兴，理宜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60]一百户人家，只要有十个人持五戒，就能感化这一百户人。如果具有一千户的城市，有一百人修十善，就能影响整个城市。由这段话足见佛教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通过佛教的戒律可以稳定社会，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

（三）南朝宋代诸帝与佛教的关系

宋文帝刘义隆（407—453）深受宋武帝的影响，他在位的三十年间促进了佛教的大发展。他在与何尚之等谈到自己好佛时说：“吾不读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辩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敬信故也。”[61]当然宋时期的统治者并未一味地推崇佛教，宋政权对佛教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统治者看到佛教的过度发展也会产生一些影响统治的后果，如敛财、敛地，成为寺庙地主，这都严重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宋元嘉十二年（435），丹阳尹[62]萧摹向皇帝请奏，旨在说明建造寺院无关神祇，有累人事，有欲铸铜像者应该加以限制。《宋书·夷蛮传》记载：“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检，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院悉没入官。’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63]

宋明帝刘彧（439—472）为积功德而建湘宫寺。“（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我起此寺是大功德。”[64]除皇帝之外，还有大臣建寺，如车骑范泰建祇洹寺。“宋永初元年（420），车骑范泰立祇洹寺，以义德为物宗，固请经始。义以泰清信之至，因为指授仪则，时人以义方身子，泰比须达，故祇洹之称，厥号存焉。后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传译经典，或训授禅法。”[65]在车骑范泰的支持下，得以建立祇洹寺，许多西域的明僧都投止此寺，译出了不少的佛教经典。僧祐在《出三藏记》卷十二记载了南朝宋统治者造像的题记，《宋孝武皇帝造无量寿金像记》、《宋明皇帝造丈四金像记》、《宋明帝齐文皇文宣造行像八部鬼神记》等，足以表明皇帝崇佛的倾向。

宋孝武帝刘骏（430—464）于孝建元年（454），率群臣在中兴寺八关斋戒。“孝建元年（454），世祖率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袁粲）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66]袁粲、张淹违反过午不食的原则，竟然被免了官。“毗婆沙论云：夫斋者以过中不食为体。”[67]《毗婆沙论》说“过午不食”是斋戒的根本，当然在以皇权主导的社会里，大臣违反了过午不食的原则就会受到处罚，而对于皇帝却自由了许多，这也表现出佛教适应王权灵活的一面。《高僧传·竺道生传》说：“后太祖设会，帝亲同众御于地筵下食良久，众成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丽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钵便食。于是一众从之。莫不叹其枢机得衷。”[68]竺道生在过午不食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机智，将太祖比喻为天，天曰始中，即未过午，因此可以吃饭。

宋孝武帝尽管支持佛教，但并不影响他对佛教的严厉限制。“世祖大明二年（458），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如奸心频发，凶关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述其义，并不果行。”[69]宋孝武帝限制佛教的原因是防止有人借助佛教达到推翻朝廷的目的，所以凡是“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文献中提到昙标道人很可能是西域僧人。

宋孝武帝认为僧侣道德纲纪败坏，下诏要求不守戒律的僧人还俗，同时要求僧人礼敬王者。“大明六年（462）九月有司奏曰：‘臣闻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盘伏，岂止敬恭。将欲昭张四维，缔制八宇，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流。至于崇亲严上，厥繇靡爽，唯浮图为教，逿自龙裔，宗旨缅邈，微言沦远，拘文蔽道，在末弥扇。遂乃凌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随方之妙迹，迷制化之渊美。夫佛法以谦俭自牧，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人必拜。目连桑门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间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骸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党，道挫余分。……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皆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则朝徽有序，乘方兼远矣。’帝虽颇信法，而久自骄纵，故奏上之日，诏即可焉。”[70]僧远看到这种情况，不得不隐居定林山；到了宋明帝时期，明帝请其出山，也被推脱。“远时叹曰：‘我剃头沙门，本出家求道，何关于帝王。’即日谢病，仍隐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寝，还遵旧章。宋明践祚请远为师，竟不能致。”[71]

从整体来说，南朝宋对佛教的打击同北朝相比是轻许多了，往往以诏令的方式，让不守戒律的僧人还俗。从客观上来讲，这不但并未彻底否定佛教，而且加强了佛教的内部管理。

二 南朝齐的政教关系

公元479年，萧道成（427—482）建立齐朝，采取分封宗王的方式统治国家。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同宋一样，基本上是扶植的。不过相对于宋时期的佛教发展，显得有点停滞不前。据《辩正论》所记：“齐世合寺二千一十五寺，译经一十六人七十二部，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72]对比于宋，齐朝除了寺院增加了102所外，所译经典少了139部，僧尼数少了3500人。

齐高帝萧道成生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他少年时代跟随儒士雷次宗学习。“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73]。太祖年十三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74]雷次宗也是一位佛教信仰者，后在庐山修习净土。“时雷次宗、宗炳、张诠、刘遗民、周续之等，共结白莲华社，立弥陀像，求愿往生安养国，谓之莲社，社之名始于此也。”[75]以萧道成与雷次宗的关系来看，高帝信佛是有原因的。

高帝萧道成即位之前到钟山探访僧远。“齐太祖将升位，入山寻远。远固辞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礼，咨访委悉。及登禅复銮驾临幸，将诣远房，房间狭小不容舆盖。太祖欲见远，远持操不动。太祖遣问卧起，然后转跸而去，远曾不屑焉。”[76]齐高帝没有倾动僧远，转而拜僧远的弟子法愿为师，并与王侯妃主及四远士庶在法愿处受戒。“释法愿，本姓钟，名武厉。……后少时，启求出家。三启方遂，为上定林远公弟子。及孝武龙飞,宗悫出镇广州，携愿同往，奉为五戒之师。……及高帝即位，事以师礼。武帝嗣兴，亦尽师敬。……其王侯妃主及四远士庶，并从受戒悉遵师礼。”[77]

齐高帝萧道成不仅对僧人十分尊敬，而且对于佛教的内部事务也十分关心。“齐高帝敕代昙度为僧主”[78]，而且亲自聆听庄严寺僧达讲授《维摩诘经》。“建元元年（479），帝幸庄严寺，听僧达法师讲《维摩经》。御座稍远，中书令张绪请迁席以邻帝座。”[79]

齐武帝萧赜（440—493）刚一即位，就在华林园设立八关斋戒，以表示对佛教的敬意。钟山僧远去世以后，萧赜还致书其弟子法献，表示慰问，而且自称是僧远的弟子。“承远上无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远上此去，甚得好处，诸佳非一，不复增悲也。”[80]武帝敕高僧玄畅、法献同为天下僧主，时称黑衣二杰。

齐武帝时期佛教也面临着许多危机，并非一帆风顺。丹阳尹沈文季（沈于宋顺帝升明二年即公元478年为丹阳尹）奉道排佛，欲沙简僧尼。天宝寺释道盛时为僧主，面对这种情势，道盛对内约束僧尼，清净僧团，对外与沈文季周旋，成功解决了这次危机。“丹阳尹沈文季素奉黄老，排嫉能仁，乃建义符僧局，责僧属籍，欲沙简僧尼，由盛纲领有功，事得宁寝。”[81]之后，沈文季又让道教人士陆修静与道盛辩论，也被成功化解。“后文季故于天保设会，令陆修静与盛论议。盛既理有所长，又词气俊发，嘲谑往还言无暂扰，静意不获申，恧焉而退。”[82]“责僧属籍”就是国家以行政手段将僧尼的名籍纳入户籍管理的制度内。齐武帝临死的时候，在《遗诏》中规定：

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83]

令公私都不能出家是齐武帝对于佛教的限制。但他在《遗诏》中又嘱咐子孙礼拜供养玉像诸佛，足见他对佛教的信仰。“齐太祖创业之始，及世祖袭图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义士。以柔眷素有闻，故征书岁及。”[84]招提为寺院，齐高帝、武帝建寺延僧，足见他们对佛教的重视。

齐武帝的长子文惠太子和次子竟陵王萧子良（460—494），对于佛教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也非常的崇拜。萧子良，字云英，齐武帝第二子，对佛教非常虔诚，“又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85]。

齐竟陵王萧子良倡扬佛教，广招僧侣，“乃以永明元年（483）二月八日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皆深辩真俗，洞测名相，分微靡滞，临疑若晓，同集于邸内法云精庐。演玄音于六宵，启法门于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86]。“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87]萧子良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亲自去请释宝亮为法匠，而释宝亮的表现也十分出色，“续讲众经，盛于京邑”，门下弟子有三千余人，可谓盛极一时。“释宝亮，本姓徐氏，其先东莞胄族……齐竟陵文宣王躬自到居请为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礼，结菩提四部因缘。后移憩灵味寺，于是续讲众经，盛于京邑。讲《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实论》十四遍，《胜鬘》四十二遍，《维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十遍，《法华》、《十地》、《优婆塞戒》、《无量寿》、《首楞严》、《遗教》、《弥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余人，咨禀门徒常盈数百。”[88]萧子良崇佛的威名也吸引来了外国的僧才前来投奔。“释道禅，交趾人（今越南）……闻齐竟陵王大开禅律，盛张讲肆，千里引驾，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标领，人雄道杰。”[89]释道禅千里引驾，同造金陵便是慕名而来。

萧子良著有《净住子净行法》《维摩义略》《注遗教经》等。他通过制定僧伽规范，对僧制也进行了改革。在萧子良所著《净住子净行法》中的《涤除三业门》称：“身、口、意，三祸患之首。故《经》云：‘有身则苦生，无身则苦灭。’既知其患苦，则应挫而灭之。灭苦之要，莫过忏悔。忏悔之法，先当洁其心，净其虑，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肃其容，内怀惭愧，鄙耻外发。……次忏口业。此是患苦之门，祸累之始。……次忏意业。意为身口之本，罪福之门”[90]。在《检覆三业门》中说，“何谓检校？检我此身：从旦至中，从中至暮，从暮至夜，从夜至晓，乃至一时、一刻、一念、一顷，有几心？几行？几善？几恶？几心欲摧灭烦恼？几心欲降伏魔怨？几心念三宝四谛？几心念苦空无常？几心念报父母恩慈？几心愿代众生受苦？……次复检口：如上时刻，从旦已来，已得演说几句深义?已得披读几卷经典?已得理诵几许文字?……故须三业，自相训责，知我所作，几善几恶”[91]。萧子良所著的《净住子净行法》对于僧尼“三业”忏悔仪式制定得十分精细，对于出家人思想上的约束也更加完备。

萧子良对自己的评价是“弟子萧子良涤盥烦襟，栖情正业”[92]。尽管萧子良宣扬佛教，但也不排斥儒、道，具有三教合一的思想。沈约“奉齐司徒、竟陵王教”而撰写的《内典序》中说：“……虽教有殊门，而理无异趣，故真俗两书，递相扶奖，孔发其端，释穷其致，撤网去纲，仁惠斯在。……是故曲辨情灵，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说，博综兼忘之书，该括群流，集成兹典，事以例分，义随理合，功约悟广，莫尚于斯。”[93]其中的“孔发其端，释穷其致”“真俗两书，递相扶奖”“伏膺空有之说，博综兼忘之书”表明了萧子良三教合一的思想。

萧子良对佛教的法会非常热衷。“竟陵王殿下……乃以永明元年（483）二月八日，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测名相。分微靡滞，临疑若晓，同集于邸内之法云精庐。演玄音于六宵，启法门于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94]

齐朝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他们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崇佛，最主要的还是他们想借助佛教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他们通过佛教广结法缘，网罗名士。如时称“八友”的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擅长文学而受亲待。

三 南朝梁的政教关系

南朝梁时期的政教关系分为两个阶段，即“侯景之乱”之前和之后。“侯景之乱”之前，佛教在梁武帝的大力支持下，上升到了国教的地位。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昭明太子）、三子萧纲（简文帝）、七子萧绎（元帝）同梁武帝一样都非常热衷于佛教。“侯景之乱”使佛教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一）梁武帝对佛教的支持

1.舍道入佛

梁武帝即位后，下了一道《舍事道法诏》，表明自己舍道入佛。“维天监三年（504），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圣僧……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涉大乘心，离二乘念。正愿诸佛证明，菩萨摄受。弟子萧衍和南。”[95]在诏中，梁武帝非常明确地表明自己设道归佛。不过根据《隋书·经籍志·道经》所说，“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96]，梁武帝称帝后，仍然信道教，大臣、普通民众也受他的影响，所以梁武帝的舍道归佛表明的是对佛教的一种态度，并不排斥儒、道的学说。

2.受菩萨戒

梁武帝于天监年间（约512—519年）编撰《在家出家受菩萨戒法》，并根据这部戒法于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从慧约受菩萨戒，其后梁国的王侯、士、僧尼、庶民受菩萨戒者达到四万八千人。“天监十一年（512）始敕引见，事协心期，道存目击。自尔去来禁省，礼供优给。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发弘誓心，受菩萨戒，乃幸等觉殿，降雕玉辇，屈万乘之尊，申再三之敬，暂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净仪，曲躬诚肃。于是，日月贞华，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庆，自是入见，别施漆橸，上先作礼，然后就坐。皇储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箸籍者凡四万八千人。”[97]

3.建寺造像

梁武帝敕建大爱敬寺、开善寺、同泰寺，分别供养数以千计的僧尼。梁武帝几次舍身事佛，然后让大臣捐赠大量钱财赎回自己，这样就能为寺院积聚大量钱财。他还在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十方银像，在光宅寺铸丈八弥陀铜像等。此外，梁武帝赠送寺院土地，使寺院的规模逐渐扩大。终梁一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外国译经僧共有8人，译出的经、律、论及传记等共46部201卷。唐代法琳的《辩正论》卷三统计，南朝宋时期，寺院1913所，僧尼36000人；齐朝共有佛寺2015所，僧尼32500人；陈朝共有寺院1232所，僧尼32000人。由此看出梁朝时候的僧尼数和佛寺数是最多的。

4.佛事活动

梁武帝经常举办水陆法会、盂兰盆会、“四部”无遮大会。武帝在法会上常行忏悔，有梁皇忏、般若仟和金刚忏等。大同二年（536）、大同三年（537），梁武帝在同泰寺设平等法会、无碍会。“三月庚申，诏求谠言，及令文武在位举士。戊寅，帝幸同泰寺，设平等法会。”[98]“冬十月乙亥，诏大举北侵。壬午幸同泰寺，设无碍大会。”[99]“夏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设无碍法会。”[100]大同四年（538），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

5.舍身入佛

梁武帝在行为上，除了舍道入佛，而且还舍身入佛，我们根据《梁书·武帝本纪》记载得知梁武帝曾经有过三次舍身入佛的经历，公元527年在梁武帝即位第25年，64岁时第一次舍身入佛，在寺院总共待了4天，后被大臣重金赎回。第二次舍身入佛的时间为公元529年，66岁，这两次舍身入佛的时间间隔不长。第三次梁武帝舍身入佛的时间为公元547年，梁武帝84岁，这次在寺庙的时间有37天。

6.宣扬素食

《大涅槃经》等大乘经典是禁止肉食的，梁武帝信奉的是佛教大乘经典，所以主张僧人断肉食。公元511年，武帝亲自颁《断食酒肉文》，要求僧尼吃素食。他还以杀牲祭祖“无益至诚，有累冥道”为由，改变了历代天子太牢血祭的礼典。“天监十六年（517）……四月梁武皇帝诏以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八座朝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诏以宗庙犹用脯修更议代之，于是以大饼代大脯，其余尽用蔬果（帝纪），今之茹素办食者本此也。”[101]

7.佛经翻译

梁武帝为了支持佛教事业，十分重视翻译佛经的工作。著名的译经家有来自扶南（柬埔寨）的曼荼罗仙和僧伽提婆，真谛也应梁武帝的邀请从扶南来到江南翻译佛经。由于对译经的重视，梁代编辑过三次经录。即天监十四年（515）僧绍所撰《华林殿众经目录》、天监十七年（518）宝唱所撰《众经目录》、天监年间（502—519）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现存仅《出三藏记集》。

8.儒佛辩论

在梁武帝的主导下，梁代展开了神灭论与神不灭论之间的辩论。武帝即位后，通过大僧正法云，发动名流硕学、王公朝贵进行讨论，范缜和曹思文、沈约等人往复论难。《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有《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义记》《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灭论》及译经序说明梁武帝是儒佛神灭论与神不灭论之间辩论的倡导者，而且参入其中。其实梁武帝对儒家并不排斥，他还借用儒家的经典来解释佛教教义，如在解释《净业赋》的“性”、“用”关系时，他引用《礼记》中的说法进行阐发：“《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102]

9.亲迎佛像

梁天监十年（511），中天竺释迦檀像至，梁武帝率百官迎入太极殿。“天监十年，中天竺释迦檀像至，帝率百僚迎入太极殿，建斋度人，大赦断杀。”[103]

10.礼拜舍利

梁大同三年（537），阿育王佛塔现出舍利，武帝加以礼拜，虔诚至极，竟然致舍利于钵内放光。“先是，（大同）三年（537）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帝又到寺礼拜，设无碍大会，大赦。是日以金钵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隐不出，帝礼数十拜，舍利乃于钵内放光，旋回久之，乃当中而止。……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设无碍大会，遣皇太子王侯朝贵等奉迎。是日风景明净，倾都观属。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104]

11.注解佛经

梁武帝亲自为释宝亮所撰的《涅槃经疏》作序，而且还注解《大品般若》。“天监十一年（512），敕宝亮法师撰《涅槃经疏》，上亲为制序。”梁武帝注解《大品般若》，形成《大品注解》五十卷。此外还著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等。

（二）萧统、萧纲、萧绎崇佛的表现

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萧统笃信佛教，将《金刚经》编辑为三十二分，并在各段补充了小标题。“普通元年（520）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咸以为至德所感。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105]梁天监十八年（519）萧统讲真俗二谛义，作《解二谛义令旨并答问》。

梁简文帝萧纲（503—551），字世缵，为梁武帝第三子。因侯景之乱，太清三年（549）梁武帝饿死于台城，萧纲即位，到了大宝二年（551）也被侯景所害。萧梁时期兴作“八观斋戒”，梁简帝萧纲为此而订立《八关斋制条》。

梁元帝萧绎（508—554），字世诚，为梁武帝萧衍第七子。萧绎崇信佛，据其《与萧咨议等书》所载：“必须五根之信，以信为首。六度之檀，以檀为上。故能舍财从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谈，良可知矣。”[106]萧绎认为断绝物欲之心，方能修成正果。

（三）侯景之乱对佛教的打击

侯景背魏奔梁，梁封之为河南王。“初景在东魏，以河南畔，归西魏。既而遣使，至梁求内附，上纳之，封河南王。”[107]梁中大同二年（547），侯景反于寿阳，至建康攻陷台城，梁武帝萧衍于五月饿死台城，时年86岁。

经过侯景之乱，原来拥有28万人口的繁华都市建康变成了一片废墟。侯景还分兵攻掠吴郡、会稽、广陵等地，一路烧杀破坏，把三吴地区破坏得残破不堪，长江中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垄焉”[108]。

侯景之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佛教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荡几尽”。译经事业亦受到了影响。真谛“以太清二年（548）闰八月，始届京邑，武皇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谛欲传翻经教，不羡秦时，更出新文，有逾齐日，属道销梁季，寇羯凭陵，法为时崩，不果宣述，乃步入东土，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109]。太清二年真谛到达建业，准备翻译经论，正逢侯景叛乱（是年八月侯景叛，十月至京师），不得不逃出建康，辗转到了富春，才获得传译的机会。

侯景之乱在加速了梁朝灭亡的同时，也打击了佛寺经济，“臧获之人，五宗及赏；搢绅之士，三族见诛”[110]。侯景打击了世族地主，又解放了奴婢，寺院作为特权阶层的一员，自然不可避免，失去了经济和人员支持的佛教自然会遭受严重挫折。

梁朝是我国佛教大发展的时期，从宏观方面来说，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制度、佛教音乐、佛教法会逐渐形成，对后世的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微观方面来说，梁武帝身为帝王，为什么对佛教这么推崇呢？尽管统治者拥有生杀大权，在政治层面佛教处于依附的态势，但是魏晋时期僧人依然持有“沙门不敬王者”的观点，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将皇帝上升为佛菩萨的地位，这对于掌管教权来说，就拥有了合法性。

四 南朝陈的政教关系

陈霸先取代梁建立陈朝以后，继承了梁武帝崇佛的传统。陈武帝、陈文帝、陈宣帝、陈后主在支持佛教上都不遗余力，他们舍身入佛、举办法会、撰写忏文等，以示崇佛。陈帝崇佛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宣扬佛教义理。陈武帝对佛教义理非常精通，如《大品般若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文帝任名僧宝琼为京邑大僧正，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召集僧众进行《法华》《金光明》《虚空藏》等忏。宣帝命初受戒的沙门习律五年。

陈武帝于公元558年，邀请法朗驻锡兴皇寺，宣讲《华严》《大品》《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诸经论。“释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永定二年（558）十一月，奉敕入京，住兴皇寺，镇讲相续，所以《华严》、《大品》、四论文言，往哲所未谈。”[111]陈后主还邀请智[image: ]大师于至德三年（585）前往金陵，挂锡灵曜寺，在太极殿开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经》等，当时听法的名僧有慧旷、慧辩、慧暅等，场面十分宏大。

第二，舍身入佛。陈武帝舍身庄严寺并设无碍大会。“（永定）二年五月，帝幸大庄严寺舍身，翌日群臣表请还宫。十一月复幸庄严寺，发《金光明经题》。十二月幸庄严寺，设无碍大会，行清净大舍，翌日群臣表请还宫。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荡几尽，自帝登极，悉令修复，翻经讲道不替前朝。”[112]

《群臣请陈武帝忏文》载：“谨舍如干钱，如干物，仰[image: ]三宝大众，奉赎皇帝及诸王所舍，悉还本位。伏愿十方三宝，见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无碍心，坐道放光，显扬宣说，欢喜和合，超然降许。”[113]同陈武帝舍身的还有诸王，群臣请陈武帝忏文就是群臣再从寺院赎回陈武帝。

第三，举办无遮法会。武帝永定元年（557），陈霸先集四部设无遮大会。“永定元年，冬十月，……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初，齐故僧统法献于乌缠国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监末（519）为摄山庆云寺沙门慧兴保藏，慧兴将终，以属弟慧志。承圣末（554），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114]这是对中国佛牙舍利经历的一段记载，佛牙之始当为南齐法献由乌缠国所得。

第四，兴建寺院。武帝扬州造东安寺，又造兴皇天宫等四寺。“永定二年（558）五月，帝幸大庄严寺舍身，群臣表请还宫，设无遮大会供僧布施，放生宥罪。扬州造东安寺，又造兴皇天宫等四寺。”[115]

第五，书写忏文，表达信仰。陈文帝陈蒨（522—566）写的《妙法莲华经忏文》曰：“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贤圣，窃以前佛、后佛，种种因缘，已说、当说，各个方便，莫非真语，悉为妙法。”[116]显然这种写法是模仿梁武帝而来的。

陈文帝所写的《忏文》还有《金光明忏文》《大通方广忏文》《虚空藏菩萨忏文》《方等陀罗尼斋忏文》《药师斋忏文》《娑罗斋忏文》《无碍会舍身忏文》，均收录于《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药师斋忏文》说：“药师如来，有大誓愿，接引万物，救护众生……悉能转祸为福，改危成安。”[117]这也表达了陈文帝的药师佛信仰。

陈宣帝陈顼（528—582）在《胜天王般若忏文》中说：“粤以天嘉六年（565），外国王子月婆首那来游匡岭，慧解深妙，靡测圣凡，奉持《胜天王般若经》一部，于彼翻译，表献京师，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总三乘之通教，贯六度之渊海。……般若兴隆期于圣运。弟子纂承洪绪，思弘大业，愿此法门，遍诸幽显。今谨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胜天王般若忏》，见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如来，礼般若波罗蜜，礼胜天王，愿一切众生勤求般若不避寒暑，如萨陀波仑不爱身命，如力进菩萨得般若之性相与般若而相应，摄诸万有住安隐地，含灵有识悉获归依，稽首敬礼常住三宝。”[118]《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简称《胜天王经》，是陈朝月婆首那所译，陈宣帝以释迦如来为佛宝，《般若经》为法宝，胜天王为僧宝，最后文中提到希望众生悉获皈依。由此看来，《胜天王经》的译出，作用上侧重于忏悔业障，祈求般若智慧，而且陈宣帝是佛教的虔诚信仰者，希望民众都能成为佛教徒。

从总体上说，陈朝的历代君主对佛教都是扶持的，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如梁朝那么兴旺。陈太建六年（574），由于北周的灭佛事件，无数僧尼被迫还俗或远遁山林，还有许多僧侣南下到了陈朝，足见政治对佛教影响之甚。

第三节 梁武帝主导下的佛教变革

一 《断酒肉文》

梁朝时期，萧衍制定了许多新的僧团条例，对后世的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萧衍，字叔达，生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卒于梁武帝太清三年（549），萧衍与齐高帝萧道成同族，是齐武帝萧赜（440—493）的族弟。他在萧齐时代的官职为都督六州军事，任辅国将军、雍州刺史。他于公元502年称帝，公元549年因侯景之乱而亡，在位共计48年。梁武帝统治下的梁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佛教在梁武帝在位时期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梁武帝根据《涅槃经·四相品》等大乘经文作《断酒肉文》，提倡僧人断除肉食。南朝最初遵循的是小乘的《十诵》律戒，僧人可以吃肉，而《大涅槃经》等大乘经典是禁止肉食的：“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应施肉，何以故？我见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时，应观是食如子肉想。’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慈种。’”[119]梁武帝信奉的是佛教大乘经典，尤其推崇《大涅槃经》，所以极力主张僧人断肉食。公元511年，梁武帝亲自颁《断酒肉文》，要求僧尼吃素食，僧尼不食肉的仪轨从此确立了下来。“上集诸沙门，制文立誓，永断酒食。其略云：‘弟子萧衍从今已去，若饮酒放逸，啖食众生，乃至乳蜜酥酪，愿一切鬼神先当苦治弟子，将付地狱，众生成佛犹在阿鼻，僧尼饮酒食肉，亦应如此加治。’是时复集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于华林殿，请云法师讲《涅槃经》中食肉断大慈悲种子之文，上亲席地，与众同听。”[120]

梁武帝认为食肉是魔行，有各种障，是地狱种，食肉即是食自己父母亲人。“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复当应思一大事，若使瞰食众生父，众生亦报瞰食其父。若瞰食众生母，众生亦报瞰食其母。若瞰食众生子，众生亦报瞰食其子。如是怨怼报相瞰食，历劫长夜无有穷已。如经说，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儿，狼儿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断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断其命根。如此皆是经说，不可不信。其余相报，推例可知。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当应信受，从无始以来至于此生，经历六道，备诸果报。一切亲缘，遍一切处，直以经生历死，神明隔障，是诸眷属不复相识。今日众生或经是父母，或经是师长，或经是兄弟，或经是姊妹，或经是儿孙，或经是朋友，而今日无有道眼，不能分别，还相瞰食，不自觉知。瞰食之时，此物有灵，即生忿恨，还成怨怼。向者至亲，还成至怨。如是之事，岂可不思。暂争舌端，一时少味。永与宿亲，长为怨怼。可为痛心，难以言说。白衣居家，未可适道。出家学人，被如来衣，习菩萨行，宜应深思。”[121]《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22]梁武帝把不食肉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联系起来，实现了中国佛教肉食观的中国化转换，他利用自己手中的皇权使素食观对社会产生了影响。

从养生思想出发，梁武帝对断肉食素进行了阐释。“若久食菜人荣卫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热，荣卫流通则能饮食。以饮食故气力充满，是则菜蔬不冷能有补益。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热类皆坚强，神明清爽少于昏疲。凡鱼为性类皆多冷，血腥为法增长百疾，所以食鱼肉者神明理当浑浊，四体法皆沉重无论，方招后报有三途苦，实时四大交有不及。此岂非惑者，用心各有所执。甘鱼肉者便谓为温为补，此是倒见事不可信。复有一种人，食菜以为冷便复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与鱼肉如水与火，食菜裁欲得力。复瞰鱼肉，鱼肉腥臊能灭菜力，所以惑者云：菜为性冷，凡数解素人，进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鱼肉邪益。”[123]梁武帝从佛教的信仰角度来进行诠释，他说：“若心力决正，蔬食若节，如是等人，多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应思觉，勿以不决定心期决定人。”[124]

梁武帝提出禁止肉食的依据可以归纳为如下五条：①佛教提倡慈悲，不杀生，饮酒吃肉违背佛教慈悲精神;②有些“外道”禁食肉，僧人如若吃肉还不如外道;③饮酒吃肉会有恶果，“皆断佛种”。④食肉即是食自己父母亲人;⑤食素是中国传统的养生习惯。对于违禁的僧人，将会以国法、僧法处置。“天监十年（511），梁帝遣郝骞等，往天竺国迎佛旃檀像，其王摹刻一像付骞。是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极殿建斋度僧，大赦断杀，帝从是蔬食断欲。”[125]梁武帝对于自己也是严格要求的，在迎接佛旃檀像的时候，大赦断杀，食素断肉。梁武帝制《断酒肉文》实际上是运用手中的皇权介入佛教内部的制度建设，不但推动了佛教戒律规范中国化的发展，而且树立了世俗皇权的威望。

二 制定忏法与创办法会

忏法指依诸经之说而忏悔罪过之仪则，又作忏仪，依此而修称为修忏。唐代道宣认为中国佛教的忏法起源于晋代，渐盛于萧齐。

梁武帝制定了《慈悲道场忏法》，即梁皇忏。天监二年（503），梁帝初为雍州刺史时，他的夫人郗氏性酷妒忌，死后化为巨蟒，托梦于梁武帝，希望得到拯拔。梁武帝根据佛经，专门制《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请僧人为其作忏礼，后夫人化为天人，在空中感谢梁武帝而去。因此梁武帝所制定的忏法流行于世，称为梁皇忏。梁武帝之前，汉地佛教已经有“梵呗”流行，主要是在讲经、译经时，按照佛经中的赞誉、韵文进行演唱，歌颂佛陀功德。梁武帝制定的“经忏”使佛教的发展出现了转向，因为“忏文”成了标有价格的商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僧人的堕落。

大乘经典中忏悔和礼赞而成的忏法、忏文和礼赞文，随着梁武帝对忏法的提倡也流行了起来，伴随忏法而举行的法会也逐渐兴盛了起来。由梁武帝创制而对后世有影响的，就有“水陆法会”（水陆道场）和“盂兰盆会”。水陆法会是经忏法事中最为隆重的。“所谓水陆者，取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之义。亦因梁武帝梦一神僧告曰：‘六道生死，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群灵?’……于是搜寻贝叶，置法云殿，早夜披览；及详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制仪文，三年乃成，遂于润州金山寺修设。帝躬临地席，诏祐律师宣文。”[126]梁武帝受梦而作水陆法会是否属实，无从判断，但初唐长安法海寺僧道英声称得到了梁武帝创制水陆法会的仪文，说明梁武帝和水陆法会至少是密切相关的。

盂兰盆会，又称盂兰盆节，“盂兰盆”，意为“救倒悬”。盂兰盆节所依据的经典为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大同）四年（538），（梁武）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127]从此之后，盂兰盆节成为我国寺院中重要行事之一。“七月初旬，堂司预出盂兰盆会诸寮看诵清单，预率众财办斛食供养，十三日散楞严会，十五日解制。当晚设盂兰盆会，讽经施食。”[128]可以说梁武帝创制的盂兰盆节是最具群众性的佛事节日之一。

三 创制佛教音乐

印度的佛教音乐十分发达。梁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了鸠摩罗什和慧睿的一段话：“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129]印度佛教音乐的形式是“偈”和“颂”。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音乐也随着天竺僧人、西域僧人来到中原而逐渐得以传播。“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130]的康僧会“从吴黄武元年（222）至建兴中（252—253）”，曾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提连句梵呗》三契。”[131]西域的帛尸梨蜜多罗于晋永嘉中（307—313），“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其哀乐废兴皆此类也”[132]。帛尸梨蜜多罗“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133]。

梁代慧皎说：“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134]梵文与汉文有着巨大的差异，梵文为拼音文字，而汉文是一字一音，无论是以梵音配汉语还是以汉曲配梵文都十分困难。于是，印度佛教音乐的中国化问题便提上了日程。

首创汉语梵呗的当属曹魏时期的曹植。《法苑珠林·呗赞》载：“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合圭璋，十岁属文，下笔便成，初不改字。世间术艺，无不毕善。邯郸淳见而骇服，称为天人。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人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纂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135]曹植为魏武帝第四子，酷爱佛经，一天进山游玩之时，听到空中梵天之响，产生灵感，撰文制音，创作汉语梵呗。

齐梁时期是我国佛教音乐大发展的时期。齐朝时期，萧子良召集善懂音乐的僧人到家中商讨佛教音乐。慧皎《高僧传》卷十五“经师篇”“齐安乐寺僧辩”载：“永明七年（489）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着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136]萧子良梦中咏维摩一契、古维摩一契，深得感触，于是召集僧人创作出古维摩一契和瑞应七言偈一契。《南齐书》卷四十亦载萧子良“招致名僧，讲悟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137]萧子良带领僧人们共同“造经呗新声”，创造佛教音乐，引领了当时佛教音乐之时尚。

梁武帝创制佛教音乐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基于佛教的思想制作礼乐。“（梁武）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使、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138]梁武帝自天监元年开始“正乐”至天监四年已是“礼乐气度，粲然有序”。梁武帝定下沈约的三十首新歌词，却删去了旧雅乐中的帝王用牺牲祭礼时所奏的乐曲等，还首创童声唱赞的形式。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儿童组成的歌队和他们所唱的佛曲，在梁武帝所举办的无遮大会中被采用，但这些佛曲现在都已经失传。

第二，将外来的佛教乐曲引入宫廷。梁武帝将大批佛曲以及从佛教国家传入的杂技音乐引进了宫廷。梁武帝从天监元年（502）始正乐，在他主持制定的49首三朝之乐中，有不少和佛教相关的，如“须弥山伎”。“须弥山”梵名Sumeru，又作苏迷卢山、须弥卢山、须弥留山、修迷楼山，意译作妙高山、好光山、好高山、善高山、善积山、妙光山、安明由山，为印度神话中之山名，佛教的宇宙观沿用之。据《长阿含经》卷十八阎《浮提洲品记》载，须弥山高出水面八万四千由旬，水面之下亦深达八万四千由旬。其山直上，无所曲折，山中香木繁茂，山四面四埵突出，有四大天王之宫殿，山基有纯金沙。此山有上、中、下三级“七宝阶道”，夹道两旁有七重宝墙、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其间之门、墙、窗、栏、树等，皆为金、银、水晶、琉璃等所成。“须弥山”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题材，“须弥山伎”应该是表现这一景观的歌舞。

49首雅乐中还有带“幢”字的音乐，如“金轮幢伎”“青丝幢伎”“一花幢伎”“雷幢伎”“白兽幢伎”“猕猴幢伎”“啄木幢伎”“五案幢咒愿伎”等，都与佛教有关。“幢”，有各种形制，包含佛统率众生制伏魔众之意。“青紫鹿伎”“白鹿伎”“设寺子导安息孔雀”等曲也应该和佛教相关。

梁武帝创制的佛乐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宫廷殿堂，二是佛教法会。萧衍从中大通元年（529）至太清元年（548）间多次举办过无遮法会。在无遮会上，有开国库设饭斋人，皇帝讲经，还有僧人演唱佛曲。据现行的水陆仪规，其中大坛拜《梁皇宝忏》所唱佛号皆用曲调贯彻始终。梁武帝对戏剧音乐的发展也产生影响，后世所传各种目连戏剧皆源于梁武帝所创盂兰盆会。梁武帝通过亲自主持佛教音乐的创作实现了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并被后来的隋朝所继承，为“华夏正声”，对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影响深远。

第四节 南朝佛教在各阶层的传播

一 佛教在统治集团中的传播

南朝时期，宋、齐、梁、陈的统治者对于佛教基本上都是持扶植的态度。他们有的从文化兴趣与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扶植佛教，有的从佛教所具有的稳定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扶植佛教，这些需求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南朝是建立在东晋政权基础上的，东晋统治者有崇佛的风气，这自然也影响到了东晋的后继者对佛教的态度。南朝佛教思想逐渐独立，成为教化社会的主流思想，当时的儒道思想在理论上无法与佛教相抗争，于是统治者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保持社会的稳定，就不得不面对佛教的现实，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对佛教的接受也有被动的一面。

（一）南朝统治者崇佛的基本动机

考察南朝统治者崇佛的动机，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在统治阶层的传播大有帮助。

1.利用佛教为皇权证明

统治者崇佛在于自身的喜好和政治需要，他们认为佛教能够维护自身的统治。如宋武帝利用佛教为自己的皇权做出合理的解释，他根据沙门法称的预言，宣称自己受嵩山神的召示而为天子。在晋宋之际，儒、释、道三教为主流文化，中国古代称帝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按照儒家的传统，刘裕称帝可谓“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只能从佛道上寻找根据。刘裕所谓受嵩山神召示而为天子的预言显然是将佛道思想相合而成的。梁武帝通过武力以禅让的形式取代了齐和帝政权，而且杀掉了年仅十五岁的齐和帝，犯下弑君大罪。萧衍于天监元年选定四月八日（佛诞日）作为登基日，此后他又多次选定四月八日作为活动日。萧衍选佛诞日登基绝非偶然，这是在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对帝位并不那么看重，从而为弑君夺权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朕于齐明帝，外有龛敌之力，内尽帷幄之诚，日自三省，曾无寸咎，远身边外，亦复不免。……迫乐推之心，应上天之命，事不获已，岂其始愿？所以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见其本心耳。勿谓今日之位，是为可重，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139]

2.佛教福报、赎罪思想的影响

南朝统治者非常热衷于佛教法事，这和当时流行的福田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西晋沙门法立、法炬共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提到七种福田，如兴立佛图僧房堂阁等，能获得来世的福报。佛教讲戒定慧三学，对于君主完全以出家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是不现实的，这些统治者便将来世的福报与今世的崇佛行为相联系，如齐竟陵王萧子良设供斋大会，亲自为僧侣送饭；梁武帝舍身入佛，称为皇帝菩萨，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以亿万钱赎回；陈武帝舍身大庄严寺；陈后主舍身弘法寺。

赎罪思想对于统治者的崇佛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梁武帝萧衍以崇佛著称，但他崇佛的种种表现是和其通过佛教赎罪密切相关的。萧衍年轻时迷恋女色。南齐亡后，他收纳东昏侯的潘妃、余妃和吴淑媛三人。“吾未见好佛如好色者也。衍真比丘后身，色中饿鬼。”[140]萧衍的原配郗氏，死于永元元年（499）八月，时年三十二。《南史》卷十二《郗皇后传》云：“后醋妒忌，及终，化为龙入于后宫井，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据曹道衡先生考证，郗氏之死与梁武帝于永泰元年（498）纳十四岁丁贵妃（昭明太子的生母）为妾有关。郗氏嫉妒心强，不能容忍萧衍纳妾的行为，遂忿恨投井而亡。[141]萧衍“于露井上为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由此来看，萧衍心存愧疚，其崇佛的行为和赎罪心理紧密联系。

3.畏惧佛教因果报应说

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是佛教人生论的核心，南朝时期儒佛双方还就与此相关的神灭与神不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自然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统治者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东晋慧远提出“报”有“三报”，即“现报”“生报”“后报”。不论历时多久，所种之因必然要受报。宋顺帝让位萧道成，泣而弹指：“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142]宋明帝对因果报应产生恐惧，“及明帝末年，颇多忌讳，故涅槃灭度之翻，于此暂息。凡诸死亡、凶祸、衰白等语，皆不得以对。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143]。由此可见，因果报应也是统治者崇佛的重要动机之一。

（二）佛教在统治阶层传播的形式

佛教在南朝统治阶层的传播，既有思想的渗透，也有适应中国社会而在三教关系等方面做出的改变。

1.佛教经典研读

佛教的发展得益于佛教义理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以及由此引发的统治者对佛教经典传播的推动。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教经典的翻译，而南朝统治者十分支持译经事业。除此之外，南朝统治者还亲自钻研佛教的义理。《梁书·本纪》中称武帝“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闭，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144]。梁武帝曾写过《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大品注解》《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等经典注释作品，还有《立神明成佛性义记》《净业赋》《注解大品经序》《宝亮法师制涅槃义疏序》《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与经典义理相关的文章。

2.三教关系的处理

佛教与儒道的辩论，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南朝佛教的传播，在思想上日趋完善和独立，对社会的教化作用日益增强，而儒道两家相对较弱，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统治者利用佛教的教化作用稳定社会。同时佛教的一些出世思想、戒律规范等方面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这也是统治者所不忌讳的。面对此种情形，佛教自身做出了许多让步和改变。如佛教将皇帝与佛菩萨相等同，以此而不违背“沙门不敬王者”的尴尬。统治者对三教关系也是加以融和，梁武帝就提倡三教同源说。

另外，佛教追求个人解脱，出家为僧，这种生活方式和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相违背。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侣重新解释佛教教义，以适应中国的孝道。孙绰在《喻道论》中提出出家学佛可光宗耀祖，使天下相安，实为大孝。在《盂兰盆经》中，去除了有关父母子女平等的论述，而加进了孝养父母的内容。佛教面对礼教所做出的改变，是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以获得统治者的支持。

3.神异思想的诱惑

南朝佛教僧侣善于利用佛教的神异向统治阶层进行传播。梁释宝志即以谶语而有名于当时。“好为谶记，所谓志公符是也。”[145]萧衍对宝志十分器重，甚是礼待。“今上即位下诏曰：‘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其隐伦，则遁仙高者。岂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狭一至于此。自今行道，来往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内。”[146]梁武帝更关心宝志的神秘预言。“时有沙门释宝志者，……梁武帝尤深敬事，尝问年祚远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为享祚倍宋文之年。”[147]“始天监中，沙门释宝志写诗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舍封记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灾，帝启封见舍手迹，为之流涕。帝生于甲辰，三十八，克建邺之年也。遇灾岁实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层。三者，帝之昆季次也。……”[148]宝志抓住梁武帝痴迷神秘预言的心理传播佛教。

南朝的官员信仰佛教大多是希望借助佛教避难求福。《观音经》为王玄谟梦中所得，共有十句，因常念不辍，得以免死。后来还升了官，活到了八十二岁。“元嘉二十七年（450），王玄谟北征失律，萧斌欲诛之，沈庆之谏曰：‘佛狸（魏世祖小儿子）威震天下，岂玄谟所能，当杀战将，徒自弱耳。’乃止。初玄谟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可免。’仍口授其经曰：‘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既觉诵之不辍，忽唱停刑，后官至开府，年八十二。”[149]

佛教在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中传播时，适应了统治者的个人需要和政治需要。如果没有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在社会的主流思想上面获得话语权是很难的。

二 佛教在文人中的传播

文人对于佛教的接受态度，不像统治者那样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他们更多的是从生命的终极关怀上来接受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文人雅士有对生命感到忧虑的、有对生命终极意义进行探求的，这都是文人接受佛教的原因。佛教在文人当中的传播一方面是文人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佛教借助文人的力量来增加社会影响的需要。

文人接受佛教，在于冀望通过佛教追求精神的自由，解脱生死。他们在儒释道的选择中并非绝对的排他，在很多文人的思想中，儒释道三者之间有时候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儒道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接受佛教的文人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儒释道兼顾的文人。儒教的入世思想对于文人所追求的功名利禄、光宗耀祖，有着极大的诱惑。道教的清净无为思想，对于现世的追求似乎又能起到自我满足的作用。佛教的三世因果思想指出来世的幸福通过今世苦修就能得到回报。儒释道的思想对文人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便出现了张融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150]的情况。还有死后出家的情况，裴植在《临终遗令子弟》“遗令子弟命尽之后，剪落须发，被以法服，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151]

对于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文人，又想儒、释兼顾，但又时时处于矛盾之中，心里无法释怀。汤用彤评论说：“惟康乐（谢灵运）究乏刚健之人格，于名利富贵不能脱然无虑，故属身在山林，心向魏阙，心怀晋朝，而身仕宋帝。其于佛教亦只得其皮毛，以之为谈名理之资料，虽言得道应需慧业，而未能有深厚之修养，其结果身败而学未成。中国文人之积习，可引为鉴戒者也。”[152]

第二，拒绝儒家思想而信仰佛教的文人。一般来说，此类文人的学识素养都是非常高的，如果进入仕途，并非没有机会。宗炳有五不起，即五次可以进入仕途的机会，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刺史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举秀才，不就。”[153]“高祖纳之，辟炳为主簿，不起。”[154]“兄减为南平太守，逼与俱还，乃于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高祖召为太尉参军，不就。”[155]“高祖开府辟召……于是并辟太尉椽，皆不起。”[156]“衡阳王义季在荆州，亲至炳室，与之欢宴，命为咨议参军，不起。”[157]

明僧绍有“五不就”：“僧绍明经有儒术，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并不就。”[158]“升明中，齐高帝为太傅，教辟僧绍及顾欢、臧荣绪，以旌币之礼，征为记室参军，不至。”[159]顾欢、宗炳与明僧绍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宗炳曾经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而明僧绍也因为“闻沙门释僧远夙德，往候定林寺……既而遁还摄山，建栖霞寺而居之”。

宗炳和明僧绍都是典型的文人，但他们拥护佛教的态度都是非常坚定的，在三教斗争当中积极批判儒、道两家，以维护佛教。著名的就有宗炳与何承之的争论，且宗炳著有《白黑论》一书，宋文帝赞扬宗炳对佛理的阐发。“颜迎之推《达性论》，宗炳难《白黑论》，明佛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160]

明僧绍作《正二教论》，对顾欢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儒释道的基本作用是相同的，“夫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议殊生；圆应之化，爰尽物类。是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非前说之证”[161]。他还认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称长生不死，名补天曹，大乖老、庄立言本理。”[162]道教所说的长生不死其实是不符合老子本义的。

三 佛教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

在南朝社会里，普通民众是处于最底层的，受压迫最深，受苦最多，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信仰佛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精神层面的追求，而更多的是为了祈求现实利益。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起，在历代的统治当中，对佛教徒基本上都是免除税收徭役的。尤其在动乱时期，出家似乎成了底层民众摆脱压迫的唯一出路。

南朝时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对于家贫笃学的寒门弟子来说，通过佛教提高自己的素养是一种好的办法。刘勰早年丧父，“家贫不婚娶”，但他“笃志好学……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刘勰跟随僧祐学习，博通经纶，为他后来著作《文心雕龙》奠定了基础。即使在脱离沙门之后，他也跟僧侣们一直保持联系，“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163]。

佛教也是获得人身自由的一个重要途径。释慧安出家前为奴，因他勤快而获主人喜爱，待他十八岁时，允其出家。“释慧安，未详何许人，少经被虏，属荆州人为奴，执役勤紧，主甚爱之。年十八听出家，止江陵琵琶寺。”[164]像这种“逃役之流、仆隶之类”入道的现象在南朝时期是非常普遍的。

佛教对于底层民众也有着切实的精神慰藉。佛教的理念能够满足民众的需要，因此成了人们慰藉生命的信仰。佛教采用多行善事、增加福报的说教来引导民众。竺僧度因为自己的亲人相继过世，感到生命的无常，想通过佛教获得解脱。“睹世代无常，忽然感悟，乃舍俗出家，改名僧度。”[165]他给未婚妻杨氏写了封绝情书：“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166]佛教在南朝底层社会的传播，实质是佛教的民俗化、民间化。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佛教契合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神仙方术、图谶纬书等传统，并整合儒、道两家，宣扬因果、福报、占卜等思想，满足了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一些思想同印度佛教已经有了显著的区别。

佛教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佛教运用说书、讲故事等方式让佛经内容通俗化。南朝时期，佛教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唱导”等方式。《高僧传·唱导篇》说：“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167]针对不同的对象，佛教所采取的传播策略是不一样的。高僧们针对普通民众，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己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以至听众“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南朝的讲经承担了佛教基本教义传播的重任。那么这种“俗讲”的过程是什么呢？首先是“押座文”，遍请诸佛、菩萨、梵天、神祇、亡者，然后唱诵经文，再进行讲解，最后是“解座文”。此外，佛教界还有通过造塔、造像、绘制壁画、举办法会等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的形式宣传佛教，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南朝时期，观音信仰、弥勒信仰也以其神秘性、功利性而在底层民众当中获得巨大的信仰市场。

四 疑伪经的出现

佛教在南朝的民间化和疑伪经的出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佛教的义理对于少数精英阶层来说十分重要，对于民众来说传播得并不普及，而佛教的避难、保佑、福报思想更容易被民众接受。不过这些信仰要依靠既简洁明快，又通俗易懂的经典来支持，因此便出现了疑伪经。与此同时，疑伪经的许多因果报应思想又促进了民间信仰的流行。

南北朝时期疑伪经大量出现，这些伪经中有的具有中国传统的阴阳吉凶思想，极具道教色彩，有的具有佛教业报轮回与净土信仰的特征，总之都是佛教民间化的表现。

对于疑伪经最早注录的有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梁代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其中详细记录了佛经、译经的起源，以及失译经律、失译杂经、抄经、疑经、注经等目录。从此之后，历代的经录都将疑伪经单独列出。僧祐认为疑经诳误后学，真经融然深远，假托之文，辞意浅杂。“昔安法师，摘出伪经二十六部，又指慧达道人以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校阅群经，广集同异，约以经律，颇见所疑。夫真经体趣，融然深远，假托之文，辞意浅杂，玉石朱紫，无所逃形也。今区别所疑，注之于录，并近世妄撰，亦标于末，并依倚杂经，而自制名题，进不闻远适外域，退不见承译西宾，我闻兴于户牖，印可出于胸怀，诳误后学，良足寒心，既躬所见闻，宁敢默已。呜呼，来叶，慎而察焉。”[168]

南朝的许多疑伪经具有道教色彩，我们以萧子良的抄经为例。隋法经等编撰的《众经目录》将萧子良所抄的八部经与其他伪经列在一起。“并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轻悉自心，于大本内，或增或损，斟酌成经，违反圣教，芜乱真典，故附伪末，用诫后人。……并号乖真。或首掠金言，此末申谣谶；或初论世术，而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今宜秘寝，以救世患。”[169]这些伪经的内容多为前论世术，后托法词，引阴阳吉凶、明神鬼祸福等。

唐代释智升所撰《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伪妄乱真录》中，共载伪经三百九十部，南北朝时期的伪经占到一半以上。其中抄经共四十三部，都是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所抄，如《抄华严经》《抄法句譬喻经》等，这些经都被列为伪经。“并名滥真经，文句增减；或杂糅异义，别立名题。若从正收，恐玉石斯滥，若一例为伪，而推本有凭。进退二途，实难诠定，具依旧录编之伪末。后学寻览，幸详得失耳。”[170]此外，还有《安墓经》《安冢经》《安宅经》《天公经》等经。这些经“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等，说明了佛教向世俗化、大众化方向的发展。

南朝除了极具道教色彩的佛教伪经外，还出现了与弥勒信仰有关的伪经。北朝时期有关弥勒信仰的伪经有《弥勒成佛本起经》、《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弥勒成佛伏魔经》、《弥勒下教经》[171]，这些经典也流传到了南方。弥勒信仰在当时已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接受，这些伪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适应民众的进一步需求而产生的，所以民间色彩浓厚。

日本学者牧田谛亮认为，疑伪经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三种需求。他说：“关于模拟翻译之真经而由中国人伪撰之经出现的问题，亦可由完全无法从翻译经典获得而为应付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所造的《父母恩重经》（《大正藏》第85册），为显示对道教之优越性而说之《须弥四域经》及其他，为顺应迎合当时的当政者而于 《大云经》、《宝雨经》中之妄添等种种情形加以考虑。”[172]佛教疑伪经的出现实际上是佛教民间化的表现，而佛教的民间化已经成为印度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方式。

第五节 南朝的三教关系

一 佛教和儒家的关系

自东晋时代，儒释道的论战就连绵不断。佛教的不断扩张，严重威胁到了儒家的统治地位，并与世俗的政权发生了冲突。这一局面到了南朝梁代逐渐发生了变化，佛教在梁武帝的扶持下获得全胜，居于统治地位。佛教既有与儒家相同的一面。也有独立的一面，在对社会的教化、风气的转变上，佛教和儒家的影响是一致的，但是在礼仪制度与理论情趣等方面，佛教也有独立的一面，并由此产生冲突、磨合、互补等多重复杂的关系。

（一）南朝统治者的儒、佛立场

南朝统治者对于儒家、佛教均有支持。宋文帝支持颜迎之、宗炳等主张儒佛关系的观点，认为有利于自身的统治。“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近见颜迎之推《达性论》、宗炳难《白黑论》，明佛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173]

齐朝的萧道成曾跟随雷次宗学习，故倡导儒学，崇尚文学，世风随之而变。齐高帝萧道成登上王位后向当时名儒刘瓛问为政之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174]，他任用王俭为辅佐，因为王俭长于礼经，所有这些对提振儒风影响甚大，“是以儒学大振”[175]。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太子讲《孝经》，周颙为《孝经》作义疏。正月，齐复立国学。五月，省总明观。十二月，皇太子讲《孝经》，释奠。“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摘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176]

南朝齐统治者在支持儒家的同时，对于佛家同样是持支持的态度。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召集学士抄《五经》、百家，又约邀名僧讲解佛法。“（永明）五年，（萧子良）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又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177]

梁武帝尽管崇佛，但仍然主张三教同源。以“心”为三教共同本源、以“善”为三教共同归趣。梁武帝将周公、老子、孔子说成是“如来弟子”，表面上似乎体现了佛教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承认三教没有本质之别。“设教随时贵其为善。其诚无忒何往不通。”三教应机而设，彼此并不发生矛盾。

梁武帝常引用儒家经典说明佛学。梁武帝在《净业赋》中引《中庸》《礼记》，说明心性问题。“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他解释说，“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梁武帝以《中庸》《礼记》来说明人性本静、感物而动的原理。据《隋书·经籍志》，萧衍著有《中庸讲疏》、《私记制旨中庸义》等。汤用彤认为，“《中庸》诚明之体，天命之性，（梁武）帝或取以比附其所谓立神明之说”[178]。此外，梁武帝还重视儒家经典《孝经》，撰有《孝经讲疏》、《制旨孝经义》，并“自讲《孝经》”[179]。梁武帝又把《孝经》的理论注入佛教教义，改变人们对佛教不忠不孝的看法，使儒、佛共孝的说法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二）儒佛之间争论的问题

1.因果与富贵贫贱的争论

齐永明年间（483—493），竟陵王萧子良邀请范缜，询问富贵贫贱的原因。“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尝侍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180]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不信因果，贫富贵贱如何解释呢？范缜认为贵贱是一种偶然现象，如同落下的树叶，位置不同而已。

2.伦理价值、社会功能的冲突

儒家注重封建伦理道德，而佛教的出家修行，剃发、食素、脱离家庭，被儒家认为是有违伦理纲常的。东晋孙绰（314—371）在《喻道论》中说：“周孔之教，以孝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亲，生则致其养，没则奉其祀。……而沙门之道，委离所生，弃亲即疏。刓剔须发，残其天貌，生废色养，终绝血食，骨肉之亲等之行路，背理伤情莫此之甚。”[181]南北朝时期，佛教经济发展迅猛，吸纳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引起儒家的强烈不满。“至于营求孜汲，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此皆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寺庙极壮丽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无用之虚费。”[182]

3.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

印度原始佛教以十二因缘论述生命的生死流转，有情众生是五蕴合和的，没有实体性，故有三法印之“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但另一方面，佛教又肯定业报说，人的身、口、意三业与众生的轮回存在因果的关系。从十二因缘之说来看，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识成了生命流转的关键。到了部派佛教时期，关于三世轮回的主体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补特伽罗”是否实有的问题。印度进入大乘佛教之后，出现了“阿赖耶识”“真如”“佛性”等变相之我说。瑜伽行派将阿赖耶识既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也作为众生解脱的根据。

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翻译上又常将识和神并称，称为“识神”，这就成为神不灭论的来源。东晋时期，因果报应的载体落在了神灵之说上。袁宏《后汉纪》曰：“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183]人死精神不灭，即神灵不灭。

南朝宋时期，神不灭论的支持者有郑鲜之（362—427），他说：“夫形神混会，虽与生俱存，至于粗妙分源，则有无区异。……况神体灵照，妙统众形，形与气息俱运。神与妙觉同流，虽动静相资，而精粗异源。……一形之用，犹以本末为兴废，况神为生本，其源至妙。……则神之不灭。居可知矣。”[184]郑鲜之认为形、神的本源不同，神体灵照，妙统众形，形与气息俱运，神具有本体的地位，而形处于末用的地位。

宗炳（375—443），字少文，南阳（河南）人，他也支持神不灭论。他在《明佛论》中说：“然群生之神，其极虽齐，而随缘迁流，成粗妙之识，而与本不灭矣。今虽舜生于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则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粗妙矣。既本立于未生之先，则知不灭于既死之后矣。”[185]群生之神本来是相同的，只不过随着因缘的流转变为粗妙之识，舜、商的变化只是外在的不同，神是永恒不灭的。

齐梁时期，范缜（约450—515）抨击神不灭论，引起了当时极大的争论。范缜以刀刃来比喻形神关系，梁武帝发动朝廷上的有才之士对范缜进行了抨击。比较重要的有萧琛的《难神灭论》，曹思文的《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沈约的《难神灭论》等。他们批判神灭论的主导思想是依据梁武帝的“神明成佛”论，在论证上将佛教的神不灭、因果报应与儒家敬神祀鬼、善恶福祸等相对应，并无对立之处。“至尊敕答臣下神灭论，伏览未周，烟云再廓，窃惟蠕动，有知草木无识。神灭瞽论，欲以有知同此无识，乃谓种智亦与形骸俱尽，此实理之可悲……圣上愍此四生方沦六道，研校孔释共相提证。”[186]神灭论将草木的无识与人的有知相提并论，因此形灭而神灭是不对的。谢绰也说：“窃惟人生最灵，神用不极。上则知来藏往，次乃邻庶入几。以此观之，理无可灭，是以儒申其祀，佛事大慈，照其生缘，内外发明，已足祛滞。”[187]儒家认为的人为万物之灵与佛教的神不灭是一个道理，儒家的祭祀与佛教的缘生都是基于神不灭的理论基础。“中书郎顺阳范缜著《神灭论》，群僚未详其理。先以奏闻，有敕令云答之，以宣示臣下。云乃遍与朝上书论之，文采虽异而理义伦通。又与少傅沈约书曰：‘主上令答《神灭论》。’”[188]沈约作了《神知不异众生知义》、《六道相续作佛义》《因缘义》《论形神》《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篇来驳斥范缜的神灭论，但在理论说明上有所不足。摄论学兴起之后，阿赖耶识之说对于解释佛教中生死无我的道理更为详细，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辩就逐渐沉寂了。

神灭论的支持者有宋文帝时期的慧琳。慧琳是名僧道渊的弟子，“俗姓刘，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189]约在元嘉十年（433），慧琳作《黑白论》（均善论），为问答体形式，白学代表儒家，黑学代表佛家。该论有扬儒贬佛之意，对佛教的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神不灭论的思想颇有微词，如以为佛教的地狱之说只是夸大其词而已。“幽冥之理，固不极于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释迦辨而不实，将宜废其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190]何承天（370—447），著有《报应问》、《达性论》。他对于慧琳的《均善论》十分支持，反对佛教的生死轮回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191]何承天在形神问题上否定了佛教的“神不灭说”及“因果报应说”。

儒、佛之间关于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实际上并不矛盾。印度佛教具有强烈的出世色彩，三世因果、轮回果报为出世解脱进行论证。而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基于入世的，佛教进入中国必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国的佛教学者将佛教的轮回果报与儒家的善恶报应相比拟，自慧远将法性实体化后，印度佛教的“无我”思想逐渐发生了偏转，到了梁武帝时期，萧衍所主张的“神明成佛”说，将涅槃佛性转到了心性论上，从中与儒家的一些神灵思想相结合，反而借助佛教宣扬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佛学的神不灭论在某种意义上演变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哲学。

二 佛教和道教的关系

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斗争比较激烈，北魏太武帝和崔浩推崇以寇谦之为主的天师道教，采用极端和暴力的方式消灭佛教，声称要承天之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这即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之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而南朝相对北朝来说斗争得没有那么激烈，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儒释道三者并立论争与互补融和的态势。

（一）佛道的相争相融

1.佛教与道教的论争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佛教与道教的哲学根据不同。南朝宋周颙指出，佛家的思想是以虚无为主的，其本体是法性，而道家的思想是以无为本，在老子那里“无”具有鲜明的宇宙论的特征。周颙善兼《老》《易》，长于佛理，著《三宗论》，认为《老子》以“虚无”为主，《般若》以“法性”为宗，老子“无”于“有”之外，是把“有”“无”分裂了，造成世间与出世间对立，“有外张义”；佛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非有非无为最高境界，在理论上，佛教的思想是比道家更严密一些。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佛教与道教的终极关怀不同，所以，在伦理方面义趣有别。南朝宋僧绍著《正二教论》反驳道教对于佛教的发难。齐末道士借张融（444—497）的名字作《三破论》，攻击佛教“破国、破家、破身”，认为佛教破坏了家庭伦常关系。“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忧娱各异，歌哭不同，骨血生仇，服属永弃，悖化犯顺，无昊天之报。五逆不孝，不复过此……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体从诫，唯学不孝。何故言哉？诫令不跪父母，便竞从之，儿先作沙弥，其母后作阿尼，则跪其儿，不礼之教，中国绝知，何可得从？”[192]

刘勰作《灭惑论》、僧顺著《释三破论》对道教的攻击进行反驳。《灭惑论》将道教分为三部分，太上老子之教、神仙道术、张陵、葛洪的教法。刘勰认为老子不讲三世、智慧，神仙道术并不能让人们摆脱苦恼、生死；张、葛教法愚惑民众，不能解脱众生。

从民俗的角度来看，佛教与道教的风俗习惯不同。宋齐道士顾欢认为“圣道”进入夷狄之国度，则为佛教；进入华夏，则为道教。佛、道二教在服饰、仪式、习俗上差别巨大。“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193]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道教极力贬低佛教。南朝宋末齐初时，道教思想家顾欢写《夷夏论》，震动了当时的儒、释、道三家。《夷夏论》以儒家的华夷之辨为出发点，尊崇道教，排抑佛教，借儒家“夷夏之防”的民族观否定佛教在中国传播。夷夏之别强调华夷间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佛教是夷狄之教，应当大力排拒，顾欢甚至直称释迦牟尼由老子化生。

2.佛教与道教的融和

南朝时期有的学者主张调和佛道二教。宋齐之际，张融在《门律》中调和三教：“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194]佛道三教都主动融合对方的思想理论。

（1）佛教融合道教。宋宗炳在《明佛论》中认为佛教法身与道家的“道”是一致的，在伦理上，佛道二教都倡导行善。“凡称无为而无不为者，与夫法身无形，普入一切者，岂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195]宗炳又认为佛教精细，优于儒道，佛教的思想涵盖了儒道的核心和精髓。“乃知周、孔所述，盖于蛮触之域，应求治之粗感，且宁乏于一生之内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论也。……若老子、庄周之道，松、乔、列、真之术，信可以洗心养身，而亦皆无取于六经。”[196]“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肃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风。”[197]

宋齐时期的谢镇之同意顾欢佛老相同的观点，同时表明道家经籍简陋，不如佛家的思想精致，贯通九流。[198]“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化比泥洹，长生等无死。爰引世训，以符玄教。纂其辞例，盖以均也。”[199]“佛教敷明要而能博，则精疏两汲。精疏两汲，则刚柔一致。是以清津幽畅，诚规可准。夫以规为圆者易，以手为圆者难。将不舍其所难，从其所易耶。道家经籍简陋多生……唯在五千之道全无为用，无为用未能违有，遣有为，怀灵芝。何养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200]萧子显（489—537年）认为佛道在“理归一极”上是相同的，道教“绝圣弃智”和佛教“梯愚入圣”的方法有别，所以“迹有左右”。道教报应观与佛教“三报”论不同，他主张佛教优于道教。

（2）道教融合佛教。宋齐时期的道教徒顾欢作《夷夏论》，阐明佛道二教相同。佛陀和老子同为“国师”“圣人”，所以“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201]佛道二教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名称不同，但本质一样。“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202]“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异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利己为用。优劣之分，大略在兹。”[203]“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他认为道教高于佛教，也优于佛教。

（3）佛道互融同源。宋齐时期的朱广之认为谢镇之“贬没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术为浮滥之说，残形之唱为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为指，不知彼指之无殊”，不明了佛道“善同”。朱广之认为佛道一教“俱是圣化，惟照所惑。惑尽明生，则彼我自忘。何烦迟迟于舍效之际，耿介于华夷之间乎”，“若以此善异乎彼善，彼恶殊乎此恶，则善恶本乖，宁得同致”。朱广之为佛道“崇空贵无，宗趣一也。蹄网双张，义无偏取，各随晓人，唯心所安耳”[204]。

宋齐时期的朱昭之认为佛道辩论者“各言所好，便复肝胆楚越。不知甘苦之方虽二，而成体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激，异端遂起。往反纷频，斯害不少”。朱昭之认为“圣动因故，设教或异”，“设教之始，华夷异用”，“所可为异，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间耳”。虽然佛道礼仪习俗有别，但同归于“道”。“道之极者非华非素，不即不殊，无近无远，谁舍谁居，不偏不党，勿毁勿誉，圆通寂寞，假字曰‘无妙境’，如此何所异哉。”[205]张融的外弟孔稚珪认为佛道同源，“道之所道，定与佛道通源矣……道家戒善，故与佛家同耳”[206]。

3.道教对佛教思想的吸收

道教在斋醮科仪中对佛教戒律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吸收。陆修静（406—477）为早期《道藏》的编辑者，也是南朝道教斋戒与仪范的制立者。元嘉末年（453）“市药京邑（今南京）”，宋文帝闻其大名，命令左仆射徐湛延请入宫讲道。陆修静不愿囿于束缚，固辞不就，继续周游四方布道。他借用佛家的戒律思想提出“斋有九等”，即金斋、黄斋、明真斋、元斋、八节斋、自然斋、洞神三里之斋、太一斋、指教之斋，并强调斋戒为立德之本。陶弘景曾梦中受佛教的五戒，“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image: ]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207]。足见佛教戒律对道教的影响。

陶弘景还主张佛道双修。“（道士）冲和子与陶弘景隐居，常以敬重佛法为业，但逢众僧，莫不礼拜；岩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门徒受学之士，朝夕忏悔，恒读佛经。”[208]“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209]陶弘景临终之际，遗嘱要求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因所着旧衣，上加生祴裙及臂衣袜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210]

4.佛道人士的相互参学

北魏高僧昙鸾有感于自己研习佛法的年限不足，而向江南陶弘景求教。“承江南陶隐居者方术所归，广博弘赡海内宗重，遂往从之。既达梁朝，时大通中也。……鸾曰，欲学佛法限年命促减，故来远造陶隐居求诸仙术。……鸾寻致书通问。陶乃答曰，去月耳闻音声。兹辰眼受文字，将由顶礼岁积，故使应真来仪，正尔整拂藤蒲具陈花水，端襟敛思伫耹警锡也。及届山所接对欣然，便以《仙经》十卷，用酬远意。”[211]

佛教僧人智棱暮年为诸道士讲《西升经》[212]。“沙门智棱善《涅槃》、《净名》，尤通庄老。后值寇还俗，道士孟悉达劝为黄冠，见道家诸经略无宗旨，遂引佛教为之润色，解《西升》、《妙真》诸经义，皆自棱始。武帝未舍道教时，引棱于五明殿竖义。暮年为诸道士讲《西升经》。”[213]

齐梁时期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他于天监四年（505）移居积金东涧，梦中佛为其授菩提记。善辟谷导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壮容。深慕张良之为人，云‘古贤莫比’。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image: ]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214]萧纶在《陶君碑》称陶弘景“大造佛像，爰写经，起塔招僧，备诸供养，自誓道场，受菩萨法”[215]。

除了佛道人士的相互参学，教外一些人士对佛道亦全盘接受。南朝齐文学家、书法家张融（444—497）认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逢迹成异。其犹乐之不治，不隔五帝之秘。礼之不袭，不吊三皇之圣”。张融死后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他不但自己佛道同尊，也要求家人“专尊于佛迹，而无侮于道本”。

（二）统治者对于佛、道的态度

东晋孙恩（？—402）为五斗米道道士和起义军首领。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失败，乃投海自杀。起义军推选孙恩妹夫卢循为领袖，继续斗争，义熙七年（411）终告失败。东晋大将刘裕平定了孙恩、卢循的起义，使民间道教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道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转向了非政治化、上层化的发展道路，因此道教也受到了上层的认可。如陆修静以士族身份皈依道门，成为整顿天师道的关键人物。

侯王公卿、豪门望族信奉道教的不在少数。“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216]齐梁间侯王公卿跟随陶弘景的达上百人，著名的有徐勉、丘迟、范云、江淹、任昉、萧子云、沈约、谢览、谢举等。[217]

陶弘景于梁普通三年（522）所立的《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碑》上标有齐梁时期的“齐世祖武皇帝、太宗明皇帝、衡阳王箫筠、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荆州刺史闻宪公萧遥欣、尚书令太子少保丹阳尹建昌侯沈约、开府仪同三司平固忠敬公吕僧珍、侍中吏部尚书昊兴太守谢览、南梁州刺史豫章王司马季延胄、交州刺史始兴王司马阮研、临海太守伏曼容、晋安太守谢答、晋熙太守纪僧猛、梁武皇帝、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伟、南平王世子萧恪、侍中豫章内史太尉长史谢举、临川正世子前罗平侯萧立正、廷尉卿虞权。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218]共有二十多位，其中包括齐武帝、齐明帝、齐衡阳王萧筠、始安王萧遥光、闻熹公萧遥欣、建昌侯沈约、忠敬公吕僧珍、梁武帝萧衍、梁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侍中谢举、廷尉卿虞权等。南朝梁时期“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既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愈甚”[219]。

宋文帝喜好神仙，原本打算在玄武湖中立方丈等三神山，但因何尚之等人的反对而作罢。元嘉末，文帝曾召陆修静入内，讲理说法，不舍昼夜，深相敬服。时太后王氏雅爱黄老，亦降母后之尊，执门徒之礼。

宋明帝喜好道教，即位后“思弘道教，广求名德”。宋泰始三年（467），遣江州刺史王景宗召陆修静进京，“躬自问道，谘求宗极”，并在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以礼之，“盛兴构造，广延胜侣”。陆修静乃“大敞法门，深弘典奥”，于是“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甚也”。《道学传第七》云：“陆修静，字元德，吴兴东迁人也，隐庐山瀑布山修道。宋明帝思弘道教，广求名德，悦先生之风，遣招引。泰始三年三月乃诏江州刺史王景宗以礼敦劝，发遣下都。……帝亲临幸，王公毕集。先生鹿巾谒帝而升，天子肃然增敬，躬自问道，谘求宗极。先生标阐玄门，敷释流统，并诣希微，莫非妙范。帝心悦焉。……宋帝乃于北郊筑崇虚观以礼之，盛兴造构，广延胜侣。先生乃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也。”[220]

齐高帝闻吴郡褚伯玉“妙该术解，深览图秘”，于是派遣使臣去请，伯玉以疾病推辞，不久即去世。齐高帝诏于瀑布山下筑观，因伯玉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遂起名为“太平观”。“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塘人，隐南岳瀑布山。妙该术解，深览图秘，采炼纳御，靡不必为。齐高祖诏吴、会一郡，以礼资遣，又辞以疾，俄而高逝。人主追恨，乃诏于瀑布山下立太平观，以伯玉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故为观名也。”[221]东阳孙游岳为南朝著名道士，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召之进京，任兴世观主，受业者常数百人。“孙岳，字玄达，东阳永康人也。齐永明三年，敕征为兴世观主，遂密修至道、殷勤诱接，伏膺受业者常数百人。”[222]其中包括孔德璋、刘孝标、沈约、陈景真等名士。

齐明帝萧鸾（452—498）即位后，固请陶弘景“诣诸名岳，望秩展敬。遂周旋五郡，经历三年。事迄，迎还”[223]。东昏侯喜好神仙，曾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座豪华宫殿，玉寿殿中作飞仙帐，四处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后宫遭火之后，更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刻画雕彩，青灊金口带，麝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絷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224]齐竟陵王不但笃佛，也好结交道教人士。吴郡杜栖世传五斗米道，竟陵王对杜栖“数致礼接”。“杜栖，字孟山，吴郡钱唐人，征士京产子也。……善清言，能弹琴饮酒，名儒贵游多敬待之。……刺史豫章王闻其名，辟议曹从事，仍转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数致礼接。国子祭酒何胤治礼，又重栖，以为学士，掌婚冠仪。”[225]

梁武帝舍道入佛，也并非否定儒教和道教。梁武帝于天监二年（503），率领群臣武将两万多人，宣布放弃道教，崇拜佛教。梁武帝通过政令让道士皆还俗。“梁武帝天监二年，率群臣士庶发菩提心。永弃道教。十六年（517），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反俗。”[226]到了天监三年以后，梁武帝推崇佛教，认为老周孔不如佛教，但并没有否定儒道。通过政令改变道教风俗祀神的供品开始采用蔬果。梁武帝萧衍还主张三教合一。他在《述三教》中说，儒释道“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227]尽管可见他有舍道事佛之举，但是并不排斥道教。

陈武帝、陈文帝父子对佛、道都非常喜好。陈武帝礼敬道士徐师子。就是一例。“徐师子，字德威，东海人也。陈武帝立宗虚大观，引师子以为观主。后六七年卒于观，文皇敕责秘器，并无常与，凡厥丧事，皆取给台焉。”[228]陈宣帝亲派道士周智响祝请《太平经》。“周智响善于《太平经》义，常自讲习，时号太平法师。”

从宋齐梁陈诸朝来看，统治者对于道教并非那么排斥，甚至还多有喜好，但从南朝文献的资料来看，道教并没有上升到国教的地位。尤其到了梁朝，佛教的地位空前抬高，道教在政治上的影响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三 儒、道合流对佛教的影响

道教的起义瓦解了东晋王朝，这让出身于东晋的旧将刘裕极为警惕，遂对于民间性的道教进行压制；而道教为了获得自己的发展，不得不走上层路线。儒道都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对待外来佛教的态度上，价值取向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认为佛教不合华夏的风俗习惯，有悖中国的伦理道德。在反对佛教的过程中，儒道呈现出相合流的趋势。而南朝佛教在与儒、道思想的辩论中反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逐渐确立了主导的地位。

（一）儒道思想的合流

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403—444）《世说新语》中的《德行篇》记录了一些以孝义而立身扬名的事，如王详服侍后母甚谨、祖光禄以孝而为官等，这说明儒家思想依然盛行，但已经有了和道教相融和的趋势。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中提到“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这已成为当时儒道共荣的时代特征。萧绎以道家“无为”思想作为他的人生观和治国理念，认为“儒、道实有可尊”[229]。在梁元帝萧绎身上既有追求儒家建功立业的人生奋斗目标，也有清静无为的思想。“吾尝欲棱威瀚海，绝幕居延，出万死而不顾，必令威振诸夏，然后度聊城而长望，向阳关而凯入。尽忠尽力，以报国家，此吾之上愿焉。次则清酒一壶，弹琴一曲，有志不遂，命也如何？脱略刑名，萧散怀抱，而未能为也。”[230]萧绎认为老子希望人们遵“礼学”，讲“仁义”，积极有为，才能“无为”。“老子虽存《道德》、尚清虚，然博贯古今，垂文述《而之篇》，及《礼》、《传》所载，孔子慕焉是也。而今人学者，乃欲弃礼学、绝仁义，云独任清虚，可以致治，其违老子亲行之言。”[231]

梁元帝萧绎认为儒道思想并非有所冲突，而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儒家的价值取向和道家的价值取向是明显不同的，儒家将社会价值与个人的生命价值相等同，个人的价值观服从于社会的价值观。道家的价值观是从自然主义出发，认为人们应该顺应自然，返璞归真，注重内心的修养。道家认为个体的价值是不能忽视的。“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成为南朝儒士的普遍心态。

儒道两家看来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实则为儒道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因为儒道分别代表着社会和个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这为儒士们的价值选择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如果儒士们自愿将儒家的社会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相等同，那也符合了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孔子提倡仁本身要求有内在的自发自觉地实践仁的原则，不需要勉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然准则，这些都与道家自然价值的精神相通。所以儒道的合流一方面对于名士多了一种价值观的选择，在不同的境遇下采取不同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名士如果从自然的角度出发，在没有任何勉强的前提下，将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儒家的社会价值相等同，那也是符合了道家的思想。当然儒家的这种自然思想与先秦道家的自然有所不同，是儒化的自然。冯友兰认为:“道家认为人若顺其自然发展不必勉强，则自有社会的道德生活，道家虽未标明主张善，实则是极端地主张善者。”[232]儒家认为人生应有一分乐观与自信，道家认为人生应有一分豁达与宽容。

（二）儒道合流对于佛教的影响

1.儒道合流促成了南朝佛教政治化的特征

佛教在南朝发展的原因是和皇权紧密联系的结果，这也表现了僧侣向统治阶层的让步，东晋以来流行的“沙门不敬王者”思想被逐渐淡化。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儒道向上层社会的靠拢，无疑是佛教向统治者做出让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否则很可能面临被孤立、被打压的态势。南朝佛教依附皇权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仅仅在观念上与儒道相争，独立于世，而且在经济上也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实体，这也引起了统治者的警觉。皇权意志决定着佛教命运的兴衰，对这一点南朝的僧侣有着清醒的认识。“佛不自为佛，唯王能兴之”是当时南北朝佛教的共同写照。

2.儒道合流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佛教面对儒、道的批评，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某些观点，从而做出某些变革，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样促进了佛教本土化的趋势。佛教剃发出家，舍弃父母，这显然与传统儒家以孝治国的伦理观念不同。僧祐在《祐录·康僧会传》中说:“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也。”[233]慧皎在《高僧传·释慧远传》中说：“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咸异，终期必同。故虽曰道殊，所归一也。”[234]梁武帝舍身入佛，显然是将君主作为佛的化身，佛教的信徒也就成了皇帝的子民。

3.儒道合流促进了佛教向民众传播的进程

儒家思想无疑是为上层社会服务的，而道教也逐渐开始走上层路线。统治者有感于道教的民间性太强，而加以诸多限制。齐梁刘勰在《灭惑论》中指出：“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轻立民户，瑞无虎竹而滥求租税。糜费产业，蛊惑士女，运屯则蝎国，世平则蠹民，伤政萌乱。”[235]民间道派的“非礼无法”行为使得统治者心存戒惧，对道教严加防范。与民间道教不同的是神仙道教和统治阶层联系紧密。面对民间道教在普通民众中留出的真空地带，南朝佛教的民间信仰迅速传播，观音信仰、弥陀信仰、弥勒信仰等在民间影响甚巨。

综上所述，南朝时期儒、释、道的相融相斥实质上促进了各家的发展。在义理上，儒释道三家相互补充，儒家吸收了释、道的本体思维，佛家吸收了儒家的入世思想，道家吸收了儒释两家的伦理道德及修养方法。在主体上，儒释道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确，精通佛理的，可能也精通儒、道思想，其余两家亦然，这为三家的沟通与协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南朝的儒、释、道融合与冲突为以后三教一体化铺平了道路，深深地影响了三教的发展方向。

第六节 南朝的佛教文化

一 佛教语言观与文学

（一）南朝佛教史籍中的语法词汇发展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口迁移不断，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了文化传播和各地方语言的相互交融，尤其是佛经的翻译促进了汉语语法和词汇的发展。

1.连词的变化[236]

随着南北朝佛教译经事业的发展，南朝佛教文献中的连词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除了对上古汉语中意义重复的连词做了摈弃外，还出现了一些新词，其中以因承、推测、假设、让步连词居多。这些连词发展的变化使汉语言在意思的表达上更加精密。

（1）并列连词。

并:连接名词性成分，译为“和”“及”。“吾有绢千匹，并杂宝物，可为立法营塔，使生善处也。”[237]

而且：连接两个形容词。“亮为陈诫祸福，训示因果。言约理诣，和而且切。”[238]

及以：连接动词性成分，译为“和”。“纵可无村及以无树，何有天下无东无时，知尔妄语都不可信。”[239]

（2）承接连词。

①转接连词。若如:引出下句，同“至于”。“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术，尚能停波止雨，咒火烧国。正复玄高逝而更起，道法坐而从化，焉足异哉?若如欝头蓝弗，竟为禽兽所恼；独角仙人，终为扇陀所乱，皆由心道虽摄，而与爱见相应。”[240]

②因承连词。便:连接两个分句，用于后一分句句首，后一分句是前一分句的结果，意为“于是”“而”。“国王闻之，心大欢喜，便语臣言：‘云何得使此人常在我国，不余处去，使我藏中得多珍宝。’”[241]

（3）递进连词。并：连接动词短语，用于后一动词短语前，表示意思更进一层。“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提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242]

（4）因果连词。

是以:用于后一分句，表结果，前一分句表原因。“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243]

所以:用于后一分句，表结果。“弥伦靡所不在，而独曳于有无之表。然则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无之者伤其躯。所以释迦掩室于摩揭，净名杜口于毗耶。”[244]

（5）选择连词。或复:表选择，“复”为词尾，无义。“然或褒赞之下，过相揄扬；或叙事之中，空列辞费，求之实理，无的可称。或复嫌以繁广，删减其事。”[245]

（6）假设连词。如或:用于前一分句，表假设，可译作“如果”。“如或异者，非所存焉。”[246]

此外，还有条件连词、转折连词、目的连词等。

2.四言句与双音词语[247]的应用

南朝时期佛经的翻译多采用通俗词语和四字句式，以便于信徒了解和记忆。为了特意形成四言句的格式，一些本来可以不用的虚词也被应用其中。我们以南朝萧齐求那毗地所译的《百喻经》为例：“我不欲下，二重之屋。”[248]“即为毒蛇，之所螫。”[249]“凡夫之人，亦复如是。”[250]“盗彼国王，五百匹马，并及宝物，来止树下。”[251]在南朝佛经翻译中选用或自造了不少双音词语:“须臾有贼，入家偷盗，取其财物。”[252]“昔有国王，产生一女。唤医语言：‘为我与药，立使长大。’医师答言：‘我与良药，能使即大。’”[253]“人说过恶，而起怨责，深为众人，怪其愚惑。譬如世间，饮酒之夫，躭荒沈酒，作诸放逸。”[254]“师子见之，奋激鸣吼，腾跃而前，远人惊怖，即便上树。师子张口，仰头向树。”[255]

上述《百喻经》中摘录的句子都是四字句，其中用了“须臾”“偷盗”“财物”“国王”“产生”“语言”“立使”等双音词。向熹认为，“这些双音词都是由两个同义的单音词素组合而成，这对于汉语复音词的发展，无疑会起固定和大大促进的作用”[256]。上古汉语已有单纯词、重言词、附加式、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表述式等多种形式的复合词。中古汉语复音词仍然以这些格式为主，但数量大大增加，内容大大充实。此外，还出现了补充式、名量式、超层次组合三种新结构的复合词。

（二）经传理佛、格义佛教与佛教言意观

佛教初传中国时的语言观为经传理佛和格义佛教。汉代时期，以经传理佛即以儒家的经典来理解佛教。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以老庄玄学来解读佛教般若思想的“格义佛教”。经传理佛和格义佛教表现在佛教的语言观上即体现了儒家“立言”和道家“不落言筌”的特色。

魏晋玄学时期，佛家对于语言文字也有强调的一面，这体现在对俗谛的解说上。“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第一义皆因言说，言说是世俗。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义则不可说，若不得第一义，云何得至涅槃。是故诸法虽无生，而有二谛。”[257]二谛中的俗谛是必需的，因为只有通过言说才可得第一义（真谛），而得涅槃。玄学“得意忘言”“言不尽意”的思想也影响了佛教的语言观。竺道生就曾发出感慨，能否超越语言文字的局限，而直接参悟佛理呢？“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寄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图义，若忘筌取鱼，则可与言道矣。”[258]魏晋时期般若学的特点为“道不可说”和“道不离言”，语言文字是方便般若的实践工具，借助语言文字，般若义理才能展示出来。所以，佛教对于语言的态度是主张不执着。《方广宝经》曰：“不着文字，不执文字。”《除盖障菩萨所问经》曰：“此法唯内所证，非文字语言而能表示。何此故？此法出过诸文字故，离诸言说故，超越一切语言境界。”《维摩诘所说经》说：“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佛教同时又肯定了语言的作用，如三论宗的言教二谛，利用假名来引导众生。《中论》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

南朝梁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谈到了佛教的言意观。“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image: ]，交辩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259]刘勰认为玄学的贵有派强调形用，而贵无派又过于注重寂寥，这些思想都是片面的，不如佛教的中观思想。尽管语言和所表达的意境有内在矛盾，但刘勰还是希望通过语言的含蓄性、非逻辑性的特点，通过“隐”的方式把语言当中所隐含的深意表现出来。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壹恣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260]刘勰认为“隐”是“复意”，语言所表示的有一层意义，语言之外还有多层意义。

南朝佛教的语言观还注重“文笔之辩”、“文质之争”。齐梁时期的僧祐通过修经、译经、传经对语言文字具有新的认识，“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

（三）佛教梵文律诗、佛经转读与文学建树

佛教梵文律诗、佛经转读对南朝诗歌产生了影响。南朝时期，佛教对永明体[261]、宫体诗、山水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陈寅恪写道：“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模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a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音，英语所谓Pitch 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a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具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三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距离之间虽然有分别，但应分别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模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262]

佛教梵文律诗、佛经转读促进了永明文学的新变。梁书《庾肩吾传》中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263]沈约在文章中应用四声，开启了永明作品的变革。《南史·陆厥传》中则记载：“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264]永明体始于齐永明末年，流行于齐梁之际，是以平仄谐调、声律和谐为特色。

南朝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65]宫羽、低昂、浮切、轻重，指平仄，要求一句之内或两句之间各字的声调要有符合规律的变化，这是运用四声的总纲领。沈约还创立了“八病”说，规定了八种应当避忌的声律方面的毛病。前四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属于声调方面的。“八病”是消极的避忌，克服了八病，平仄格律也就得以建立。竟陵文学集团同时也是佛教集团，是南朝文学新变的引领者，在佛教逐渐国家化的过程中，永明文学的新变受到佛教的影响是必然的。

梵文律诗对南朝的俗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文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佛教典籍带有文学色彩的部分，如本生、本缘、本事、譬喻等;二是带有佛教色彩的小说、戏曲、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南朝时期，佛教自身的俗文学出现了“变文”的形式，受佛教影响的俗文学出现了以讲唱交替的形式叙述故事情节。文学创造的题材中，混合有佛教的菩萨、罗汉、阎罗、地狱、报应等成分，如《宣验记》《冥祥记》，六朝志怪小说《阳羡鹅笼》等。

二 佛教艺术

1.佛教造像

南朝时期佛教的造像艺术十分兴盛。造像在面容、服饰、姿态上都有了大的转变。南朝造像的主像一般为三世佛或释迦佛，其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或者是一佛二弟子。服饰由偏袒右肩式转变为汉化的褒衣博带式，佛像姿态由席地结跏趺坐变为坐于须弥座上。

南朝的石窟造像大多因为战乱而被损毁，不过南京栖霞山石窟却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栖霞山寺庙建于公元484年，是南朝三论学派的发源地。这里共有佛龛294座，摩崖造像515尊。佛教造像的面容柔和，清癯秀劲，带有微笑，服饰上衣褶层叠稠密，衣裙垂蔽，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这说明在造像艺术上已经逐渐摆脱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

僧人艺术家层出不穷。“释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齐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咸其力也。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266]光宅寺是梁武帝即位后舍斋为寺，由僧祐设计。摄山大像即栖霞寺石窟，由僧祐所设计监造。天监十二年（513），僧祐又奉敕监造剡县（浙江嵊县）石佛，前后雕刻四年，造成极精美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并造龛台、门、阁、殿、堂，以充供养。“初，僧护所创，凿龛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莹磨将毕……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驾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267]

南朝著名的艺术家还有顾恺之、陆探微。顾恺之开创了佛教“清羸”病态面容之风。“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陆与张皆效之，终不及矣。”[268]

南朝宋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坐佛像，通肩衣，禅定印，举身舟形大背光等，是现存纪年较早的南朝金铜佛造像代表。

2.佛教绘画

南朝时期的佛教绘画深受顾恺之所画维摩诘的影响，佛像以清瘦为主。陆探微继承顾恺之的风格，所画的佛教人物形象清癯神秀、服饰褒衣博带。谢赫论之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介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居标第一。”[269]张怀灌评价陆探微的画风为清瘦而注重神韵：“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270]

到了梁朝时期，狮子国、扶南等东南亚诸国向梁朝进献佛像，大量天竺僧人行游于南方，“秀骨清像”的审美观念受到影响。张僧繇为梁武帝时画家，在佛画创作上，大量学习、吸收了西域的形式和技巧。他所画的佛家人物具有“面短而艳”的特点，是对顾恺之和陆探微“秀骨清像”的改革。《宣和画谱》卷一记载：“僧繇画释氏为多，盖武帝时崇尚释氏，故僧繇之画，往往从一时之好。”[271]

3.佛教图案

南朝时期的佛教图案包含了大量的莲花纹和忍冬纹。莲花纹是我国古代传统的装饰纹器，佛教传入中国前就有关于莲花的记载。《诗经》中关于莲花的记载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山有扶苏，隰有荷华”等。《楚辞》中载：“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在佛教文化中，莲花代表“清净”。《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云：“诸生无量清净佛国者，都皆于是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便则自然长大。”[272]三国吴之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七说：“心犹莲华，根茎在水，华合未发，为水所覆。三禅之行，其净犹华，去离众恶，身意俱安。”[273]南朝时期，大量的莲瓣纹被应用到陶瓷器上。如20世纪70年代南京出土的象山王氏家族墓的青瓷莲瓣纹盖罐，通高6.9厘米，底径4厘米。盖面满饰复线莲瓣纹14瓣，分上、下两层重叠，下层莲瓣仅露莲尖，罐身上半部分如同盖部满饰复线莲瓣纹。

忍冬是一种越冬而不死的植物，象征灵魂不死。忍冬属忍冬科植物，常绿藤本，花冠白色或淡红色，又称“金银花”。古希腊的建筑、陶器等中就已经采用了忍冬纹，从希腊后期至罗马帝国时期，传到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印度佛教的忍冬图案成为印度佛教装饰品中常用的图案，后来随同佛教一起传入中国。

东汉末期，中国的佛教艺术中就出现了忍冬图案，但是在南北朝时期最为流行。这个时期的忍冬纹具有清瘦特点，在模式上一般为三个叶片和一个叶片相对排列，也有单叶、双叶、双叶顺向、双叶相背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南朝青釉刻花忍冬纹单柄壶，高21.3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12.4厘米。此壶纹饰共有3组，肩部及腹下刻仰覆莲瓣各一周，两层莲瓣间刻忍冬纹，每层纹饰之间隔以弦纹。纹饰层次清晰，线条简洁、明快、流畅。南朝的墓砖当中也常用忍冬图案作为纹饰，表示灵魂不灭、轮回的含义。

4.佛教书法

《瑜伽师地论》载：“何等名五明处?谓内明处、医方明处、因明处、声明处、工巧明处。”[274]“云何工巧明处?谓于十二处，略说工巧所有妙智，名工巧明处。何等十二工巧处耶?谓营农工巧、商估工巧、事王工巧、书算计度数印工业……音乐工业。”[275]书法在十二工业明范围之内，僧人学习书法是符合佛教精神的。南朝的篆书代表人物有齐梁时高僧释保志（418—514）。保志年少出家，在道林寺跟随僧俭修习禅业。据说在齐建元（479—482）中，言行神异，数日不食而无饥容，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保志“常为偈，大字书于版。其字皆小篆，体势完具”[276]。

南朝佛教楷书体现在僧人们所抄写的经书上，迄今发现的敦煌写经中有一些是南朝楷书作品，如梁天监五年（506）荆州竹林寺写的《大般涅槃经》（编号S.81），天监十八年（519）建康瓦官寺慧明奉持、戴萌桐写的《出家人受菩萨戒法》（编号P.2196）。陈太建八年（576）建康白马寺慧湛敬造的《佛说生经》（编号P.2965）则属行楷作品。

南朝佛教草隶代表有梁陈时高僧释洪偃（504—564）。洪偃俗姓谢，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小出家，在建康（今南京）龙光寺跟随僧绰学习《成实论》《毗昙经》，后转徙各地讲经弘法。洪偃“又善草隶，见称时俗。纤过芝叶，媚极银钩，故貌义诗书，号为四绝。当时英杰，皆推赏之”[277]。

南朝佛教书法名家如表7-1所示。

表7-1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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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梵呗音乐

印度的器乐演奏十分发达，要觐见国王需要以歌唱的形式赞颂其功德。拜见佛陀也以歌赞的形式为最尊贵。齐梁是我国佛教音乐大发展的时期，萧子良召集善懂音乐的僧人到家中商讨佛教音乐。梁武帝亲自制定礼乐，在他主持制定的四十九首三朝之乐中，和佛教相关的有第二十七“须弥山伎”、第三十五“金轮幢伎”、第四十二“青紫鹿伎”、第四十三“白鹿伎”、第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等曲。

三 佛教史学

南朝时期，佛教史学发展迅速，涌现出了大量的史学著作，齐释法安撰《志节僧传》、齐释僧宝撰《游方僧传》、齐释法进撰《江东名德传》、齐萧子良撰《三宝记传》、齐王巾撰《僧史》、梁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梁张孝秀撰《庐山僧传》、梁陆明霞撰《沙门传》、梁释宝唱撰《名僧传》、宋王微撰《竺道生传》、宋张辩撰《僧瑜传赞》和《昙鉴传赞》（以上僧传类）。宋徐爰撰《宋书》、宋沈约撰《宋书》、宋释智猛撰《游行外国传》、宋释昙宗撰《京师寺塔记》、齐刘悛撰《益部寺记》（以上地志类）。此外，还有其他著作。如宋王延秀撰《感应传》、刘宋刘义庆撰《宣验记》和《幽明录》、齐王琰撰《冥祥记》、梁任昉撰《述异记》（以上杂记类）。

（一）《高僧传》

南朝的史学有了蓬勃的发展，其中僧传类最著名的是梁慧皎的《高僧传》[279]。

公元513年会稽沙门慧皎，认为宝唱所撰的《名僧传》颇多浮泛，所以著《高僧传》十四卷。“始元汉永平十年（67）终于是岁，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有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开其德业大略为十例，其自叙曰：‘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若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兹焉用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世以为确论。’”[280]

梁慧皎的《高僧传》具有如下特点：

（1）体例完整、内容严谨。梁慧皎的《高僧传》在写作上，避免了前人写传记体例缺乏完整、内容不够严谨的缺点，在当时的梁朝时期确实是独树一帜。因为梁武帝是佛教的忠实信徒，许多人为了迎合当时崇佛的风气，纷纷编纂僧传，结果导致良莠不齐，而且体系松散，许多徒有虚名的僧人也被记载在内，慧皎有感于此，在写《高僧传》时，将学识、品德兼具的高僧记入其内。《高僧传》的题材为类传体，译经，三卷；义解，五卷；神异，二卷；习禅、明律，共一卷；亡身、诵经，共一卷；兴福、经师、唱导，共一卷。

（2）时间跨度长，记载九个朝代。《梁高僧传》记载了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三国魏、三国吴、晋、南朝宋、南朝齐、北魏、十六国后秦到南朝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共九个朝代中的高僧的历史，总计453年。

（3）史料丰富、旁征博引。梁慧皎的《高僧传》在资料的引用上，旁征博引，资料十分详实。“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古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281]。

（二）其他的史书

其他的史书还有宋释智猛所撰《游行外国传》。释智猛“以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七月七日于钟山定林寺造传，猛以元嘉末卒。”[282]

还有天监九年宝唱写的《名僧传》。“天监九年（510），帝敕沙门宝唱撰《名僧传》三十一卷”[283]。“初，唱天监九年先疾复动，便发二愿，遍寻经论，使无遗失。搜括列代僧录，创区别之，撰为部帙，号曰《名僧传》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条列，其序略云。”[284]《名僧传》今已佚，该传创始于天监九年，搜集前代僧录、碑志以及口述等，区别部类，到十三年（514）始编纂完成。

释宝唱等还撰有集录：“《经律异相》一部，并目录五十五卷（天监十五年敕撰）……《众经护国鬼神名录》三卷（天监十五年）。”[285]

宝唱还著有《比丘尼传》，“天监十六年，梁帝……敕沙门宝唱撰《比丘尼传》四卷，又撰《众经佛名》三卷”[286]。

《比丘尼传》在时间上收录了东晋、宋、齐、梁150年间共65位比丘尼的传记，其中东晋13人，南朝宋人、齐15人、梁14人。65人中有37人住在建康（东晋、宋、齐、梁的首都），还有13人在建康附近、5人在洛阳（西晋首都）。《比丘尼传》和《名僧传》有许多相同之处，时间上，《名僧传》的材料选取是到梁天监十八年为止，《比丘尼传》是到梁天监十五年（516）；《名僧传》在取材的地域范围上为吴越魏赵，吴越最为详细，《比丘尼传》所述的地域范围没有《名僧传》广，主要记载的为南朝人物。在人物的选取上《名僧传》和《比丘尼传》都偏重有名望的僧侣。比丘尼多出身于上层阶级、士族阶层，她们具有特权，多受帝王及其后妃所供养，能够自由出入皇宫。在僧尼的分类上有禅师、神力、遗身、经师等。

隐士赵伯休于庐山遇律师弘度，得《众圣点记》，这成为破解佛教早期历史谜团的重要史料，我国学者吕澂即根据此书推断出佛陀的入灭时间。“隐士赵伯休，于庐山遇律师弘度，得《众圣点记》云：佛灭后，优波离结集律藏，以其年七月十五日自恣竟，于律藏子便下一点，年年如是。波离以后，师师相付。至僧伽跋陀罗，将律藏至广州。当齐永明七年庚午七月十五日自恣竟，即下一点，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点。伯休问曰：永明七年后，云何不点？度曰：已前皆得道人，手自下点。吾徒凡夫，止可奉持耳。伯休因点记，推至大同初。凡一千二十年，与传记参合。世尊生灭之年皆不同，盖其宗承有异也。”[287]吕澂依《众圣点记》，以释迦牟尼逝世的当年，优波离结集律藏，并在是年七月十五日，在收后记下一点，以后每年添加一点，至南朝齐永明七年（489），共计得975点。由此上推，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灭于公元前486年。

南朝的佛教史学最突出的就是对于僧传的记载，既有比丘也有比丘尼，僧传的特点是体例完整，时间跨度长，引用丰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等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此外，还有地方志、寺志、人物志、杂记等多方面材料，题材广泛，新颖别致。

四 佛教的翻译学与目录学

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当然是和翻译佛经密不可分。鸠摩罗什之前，对于佛教的一些思想采取格义的方式进行解说，用玄学上的概念在翻译上比附佛教的概念，因此出现了六家七宗，如心无宗、即色宗、本无宗。这些宗派对于理解空都有失偏颇，很难达到佛教的真实含义。直到鸠摩罗什将龙树的《中论》翻译以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有感于“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文相应”[288]，提出了翻译佛教的三条原则，即用天竺语言来纠正不正确的西域语言；对于汉译当中的错误，用比较合适的词语代替；对于不能用意译的术语用汉语的音译代替。东晋道安对翻译学提出了许多建议，并将其总结为“五失本，三不易”。如翻译时，文字上采用中国人的习惯作一定修饰，用中文语法将梵本的倒装句改动，对于梵本中的重复语句删除等。在佛经翻译的“文”“质”特点上，鸠摩罗什代表“文”派，偏重意译，“因译传意，岂其能尽”，变之为意译的三原则。道安代表“质”派，偏重于直译，“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东晋僧人慧远主张“文”“质”融合，即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指出意译和直译都有缺点，意译“文过其意”，直译“理胜其辞”，所以翻译时应该“详其大归，以裁厥中”。

南朝佛教的译经吸取了鸠摩罗什、道安的翻译优点。僧祐对于鸠摩罗什的译经予以肯定，“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华严新译义理圆备”。刘勰对于译经还提出了化通的观点。刘勰《灭惑论》曰：“大乘圆极，穷理尽妙故，明二谛以遣有，辩三空以标无……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289]翻译的原因为“化通”，“化通”是建立在对原文的正确理解上，用最适合的语句表达出来。僧祐在《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鉴，音、义合符，不可偏失。”[290]

随着翻译的佛教经典逐渐增多，由此就出现了记载翻译目录的经录。东晋道安在目录方面编撰成《综理众经目录》，今已不存，但是在梁代僧祐所编的《出三藏记集》中就引用了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该录门类齐全，分为七部分：经论录、失译经录、凉土译经录、关中失译经录、古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质经录。凡所录入的经典都经过道安严谨的考订。

南朝宋有佚名之《众经别录》、佚名《始兴录》、齐释弘充《经录》一卷（已失）、齐释王宗撰《众经目录》二卷、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梁宝唱《梁代众经目录》、梁释正度《经录》一卷（已失）。陈代《大乘寺藏目录》四卷、《王车骑录》一卷、《庐山录》一卷、《岭号录》一卷、《南来新录》、《一乘寺藏众经目录》、《东录》等，都已失传，内容不详。

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中说：“《众经别录》二卷，未详作者，似宋时述”[291]。《众经别录》属于南朝宋时期的著作，作者不详，原为两卷，现有敦煌写本仅存上卷一部分。《历代三宝纪》载，《众经别录》共有十录，分上、下两卷，共一千零八十九部，一千五百九十六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卷十五共著录了三十种经录。其中二十四种是“检传记有目，并未尝见故列之于后，使传万世”[292]。《众经别录》是长房亲眼所见的六种经录之一。《众经别录》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全国性佛教经录。

南朝齐释王宗撰《众经目录》二卷，分为大小乘。释道慧撰《宋齐录》一卷，记有宋、齐的译经，重点为宋代。《始兴录》又称《南录》侧重于南方所录经论。

天监中（502—519）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现存《僧祐录》十五卷，为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其中《诠名录》部分即佛经目录，根据道安的目录加以增补扩充，其著录方法创例颇多，但需和其他三部分对照参看，才能全面。此录是现存最古的三藏目录和译经文献并录的撰集，后世经录家又简称其为《僧祐录》或《祐录》。《诠名录》共四卷，记录了从汉代到梁四百多年间，译出、撰集的典籍，共为十四录。

梁武帝敕释僧绍撰《华林佛殿目录》四卷，记录宫廷所藏的佛经。僧绍即据《出三藏记集》目录部分，分为四科，加以增减。因不合梁武帝的意旨，所以天监十七年（518）又敕释宝唱重撰。《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天监十四年，敕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撰，绍略取祐《三藏集记目录》，分为四色，余增减之。”[293]梁宝唱的《梁代众经目录》扩大了所录的范围，将“譬喻”“佛名”“神咒”等都列为一类，还以“有译”“无译”“一译”“异译”“多卷”“一卷”分类。

第七节 南朝佛教事务管理和社会化发展

一 僧籍制、僧官与寺职

寺院的管理制度，涉及寺院的内部管理及政府对佛教的外部管理等。寺院的内部管理，如佛教对于修行者的制度、对于修行者有什么样的要求、寺院内部的寺职任命等。寺院的外部管理包括政府对僧籍的管理、寺院僧官的任命等。

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佛教的管理制度仍有许多的不完善。当时佛教面临的情形是：一方面寺院规模庞大，僧众人数众多，层次参差不齐，僧团管理十分混乱；另一方面僧团经济发达，僧人处于特权阶层，能够享受种种优惠，不但可以免除税收徭役，而且可以经商敛财，这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汤用彤说：“南朝佛法，以执尘尾能清高者为高。其流弊所及，在乎争名，而缺乏信仰。北朝佛法，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其流弊所及，在乎好利，而堕于私欲。”[294]梁武帝有感于此，愿意亲自担当“僧正”来管理寺院。南朝许多统治者尽管信仰佛教，但在政策和制度上还是采取了一些限制佛教的措施。尤其对寺院的数量及僧团的规模都做出了具体的限制规范，如梁武帝的御用家僧法云（467—529），天监中敕为光宅寺主，创立清规，以严僧纪。

（一）僧籍制

中国的僧籍制度始于东晋，在南北朝时期逐渐完备。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发展迅速、传播广泛，统治者对于佛教也不排斥，而且还利用佛教来加强自己的统治，佛教教团随着译经事业的昌盛而逐渐开展，寺院经济也伴随着佛教的兴盛逐渐形成规模，佛教僧侣上升为社会的特权阶层，拥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统治者必须要限制僧人的数量，因此便产生了僧籍制度，主要作用是明确僧尼身份，控制出家人数。

南朝对僧人的管理，刘宋之初即有显现，宋武帝登基后即下令沙汰僧徒。南朝梁郭祖深认为佛教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主张沙汰僧尼，整顿僧籍。“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295]总体来说，南北朝时的僧籍制度是王权与教权相冲突而产生的，是世俗王权控制佛教的产物。

（二）寺职

印度的僧伽蓝中，有负责僧伽日常事务的三种职任，梵语称“摩摩帝”“悉替那”“揭磨那陀”，汉地意译为寺主、上座、悦众。寺主是一寺的主持；上座是“先受戒及先证果”的高僧，他在寺内“居席之端，处僧之上”，所以称“上座”；“悦众”即“维那”。印度僧团系僧团之自治制度，并非官方所设。汉地佛寺的僧伽最初并没有明确的职责，僧官的设置，始于中国东晋十六国时期，此后各朝沿袭，历代都有变革。

东晋时期，寺庙的最高管理者称为寺主，最初寺主的产生方式是由僧众共同选举而产生的。《大宋僧史略》记载：“详其寺主起乎东汉白马也。寺既爰处，人必主之。于时虽无寺主之名，而有知寺之者。至东晋以来，此职方盛。”[296]随着寺院的规模逐渐扩大，寺主需要其他的僧人进行辅助管理，因此便出现了维那和上座。在管理职责的分工上面，寺主主要管理僧团的行政和财政事务，维那和上座的作用主要是协助寺主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广弘明集》卷十二《启齐武帝论检试僧事》云：“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同书卷二十六梁武帝《断酒肉文》之三记：“弟子萧衍敬白大德僧尼、诸义学者、一切寺官。”其中多处提到“一切寺官”。寺官主要有：寺主、维那和上座，统称“三官”。梁武帝写给“大德”“义学僧”“诸寺官”的《断酒肉文》，内含僧寺三官368人，尼寺三官369人，而大德仅25人。

（三）僧官

南朝的僧官分中央、地方和基层三级。中央僧官是统领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一级僧官，由皇帝直接统辖，并不隶属于任何一种俗官机构；主官称僧主或僧正，官职前有“天下”、“国”的字样以表尊崇，并区别于地区性僧官。副职称“都维那”“大僧都”“悦众”等。地方性僧官有按照世俗行政区划分设州、郡僧官，还有设立跨州、郡的区域性僧官。州、郡、县僧官的主官皆称“僧正”或“僧主”，副职称“维那”或“僧都”。基层僧官为寺院的僧职，包括寺主、上座、维那三种，合称为“三纲”。“僧正”为“有德”，具有道德垂范的含义，其职责是“自正正人，克敷政令”，以各项法度、戒律约束僧人。除了僧正和维那外，还设有“法使”“吏力”“局足”“健步”等杂吏，这些官员的职责主要是辅助中央的僧官，处理日常的事物。县级僧官只有南陈曲阿县僧正一例。南朝时期还出现了具有独立的尼僧僧官，梁武帝时还有由世俗人士担任僧正的情况，称为白衣僧正，与僧人担任的僧正并存。这两点是南朝僧官制度中不同于以往的革新内容，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

梁代慧皎认为僧正始于十六国后秦。“姚苌、姚兴早挹风名素所知重，及僭有关中深相顶敬。兴既崇信三宝盛弘大化，建会、设斋，烟盖重叠。使夫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寿入关，远僧复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兴曰：凡未学僧未阶苦忍，安得无过。过而不刻，过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书曰：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碧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至弘始七年，敕加亲信、伏身、白从各三十人。”[297]僧碧为“国内僧主”，僧迁为“悦众”（“都维那”），法钦、慧斌“共掌僧录”。弘始七年（405），加给亲信、仗身、白从各三十人。

宋孝武帝任命中兴寺僧璩为“僧正悦众”，即都维那。“释僧璩姓来，吴国人。出家为僧业弟子，总锐众经，尤明《十诵》，兼善史籍，颇制文藻，始住吴虎丘山。宋孝武钦其风闻，敕出京师为僧正悦众，止于中兴寺。”[298]宋明帝泰始年（465—471）中任命冶城寺僧瑾为“天下僧主”，给法伎一部，亲信二十人，月钱三万，并车舆、吏力，秩拟宰相。宋时道温为“都邑僧主”，“释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谧之后也。少好琴书事亲以孝闻。年十六入庐山依远公受学。……孝建初被敕下都止中兴寺。大明中敕为都邑僧主”[299]。新亭寺法颖为都邑僧正。“释法颖，姓索，敦煌人，十三出家为法香弟子。住凉州公府寺，与同学法力俱以律藏知名。……元嘉未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颖学业兼明，敕为都邑僧正，后辞任还多宝寺。……及齐高即位，复敕为僧主。”[300]瓦官寺慧璩，任“京邑都维那”。

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受敕为荆州僧主”，永明四年（486）僧慧圆寂，慧敞“代慧为僧主”。“释僧慧，姓皇甫。……慧少出家，止荆州竹林寺，事昙顺为师，顺庐山慧远弟子。……齐初刺为荆州僧主。……齐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后有释慧敞者，亦志素贞正，代慧为僧主。”[301]齐永明时，山阴法华寺慧基，“德被三吴，声驰海内，乃救为僧主，掌任十城，盖东土僧正之始也”[302]。“十城”、“东土”，是指三吴地区。慧基圆寂后，慧谅、慧永、慧深、昙与先后接任东土僧主。齐永明（483—493）中，定林寺法献、长干寺玄畅，“同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扬都僧寺分为江南、江北两地区，分别为两位僧主管理。中兴元年（501），末代齐帝命慧球为“荆土僧主”，慧球为荆土法匠，博学多才，能与京师的义学名僧相媲美，所以被任命为荆地僧主。

梁初南涧寺慧超授为僧正，“天子给传诏、羊车、局足、健步、衣服等供”，实际是梁国僧主。普通六年（525），救命光宅寺法云为大僧正，武帝开讲同泰寺，特许法云“乘舆上殿，凭几听讲”，待遇更高于宰相。梁天监八年（509），任命虎丘东寺僧若为吴郡僧正；天监十七年（518），任命慧基弟子、梁剡法华台寺昙斐为“十城僧主”，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赴任便圆寂了。“释昙斐，本姓王，会稽剡人。……以天监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制作文辞，亦颇见于世。初斐有誉江东，被敕为十城僧主，符旨适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怀恋德。”[303]吴郡僧正、十城僧主，是僧正的别称。梁武帝时，天竺寺法超为“都邑僧正”，从萧齐时期，就开始在荆楚的江陵设僧主。

陈宣帝命律学大师昙瑗为“国之僧正”，昙瑗知道陈朝将亡，婉辞不就。“宣帝下诏国内，初受戒者，夏未满五，皆参律肆。……帝又下敕荣慰，以瑗为国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辞以任，敕特许之。”[304]陈武帝鉴于“金陵都会，朝宗所体，刹寺如林”，任命彭城寺宝琼为“京邑大僧正”。陈朝东安寺智琳，先后任“曲阿僧正”、“徐州僧都（维那）”，这都是重要的地方僧官。

僧官的出现有利于寺院的管理，也便于政府控制、管理僧侣。朝廷对于僧人的管理采取以僧管僧的策略也显示了华夏文明对于天竺传来的佛教，这种异质文化的宽容精神。

二 寺院的经济概况

寺院经济是以寺院为基本经营单位的经济形态，既有不变财产的生产，也有可变财产的生产。寺院、山林、田地等就属于不变财产，金银钱财、布施收入就属于可变财产；寺院具有奴隶性质的附属人员白徒、养女也属于可变财产。

印度佛教戒律规定僧人不能蓄金银，也不能拥有土地。“佛言，除须发，为沙门。受道法，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305]“佛言，沙门释子不应蓄金银。若有人言应蓄金银，是诽谤我，非实、非法、非随顺，于现法中是为逆论。”[306]“四方僧有五种物，不可护、不可卖、不可分。何谓五?一住处地，二房舍，三须用物，四果树，五华果。”[307]僧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金银等财物，寺院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生产。因此佛教经、律又作了变通，通过“说净”将“不净物”“不净财”变成“净物”、“净财”，僧人就可“听蓄”了。还有一种变通手段是通过净人来从事寺中的耕种、贩卖、交易等，僧人的日常生活也由净人负责。净人又从何而来呢？一是来自世俗人士的施设，二是由寺院的奴婢转为净人。净人在寺院中并没有剃度出家，但需要持五戒、奉斋。分析南朝佛教的寺院经济，应该从寺院的人员构成及财产的来源、经营来分析。

（一）寺院人员的构成

曹魏时期，汉地出家第一人为朱士行。自此以后，出家僧人逐渐增多，其主体多为贫民。两晋之际，汉地出家者逐渐成为中国僧人的主体，僧尼的生活费用也随之增加。到了东晋，出现了僧团自行生产的方式，佛教也由原来的消费型经济向生产型经济转变。到了南朝时期，寺院经济发达，人数众多，规模庞大。

齐朝时期的法通有“白黑弟子七千余人”，梁普通六年（525）武帝于同泰寺设“千僧会”，萧衍时梁都建康有“僧尼十余万”，“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白徒”、“养女”数量众多，虽非寺院的奴裨，但同样属于佛教的供养人群。他们并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奴脾，而是信奉佛教而又耕种寺院土地的依附农民，他们耕种田地，从事生产、服务寺院僧众起居等事务。另在北朝，又有国家专门划拨部分农民即所谓“僧抵户”、“佛图户”以为寺院僧团役使。

（二）寺院的资金来源

寺院经济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统治者、官员及其他阶层对寺院的捐赠。“中大通元年（529），京城大疫，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披法衣行清净大舍，素床瓦器乘小车，亲升法座为众开《涅槃经》题，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设道俗大斋五万人。”[308]梁武帝崇信佛教，向寺院施舍的钱财不计其数，而且四次舍身同泰寺，由臣众赎回，以此为佛寺捐资。“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值一千九十六万。皇太子……施僧钱绢直三百四十三万，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309]

佛教寺院僧众也接受社会各个阶层的供养。“吴郭西台寺多富沙门，（王）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310]寺院僧众接受王公贵族和一般信众的金钱，以至个人财产丰厚。南朝齐时正胜寺法愿，收入日盈万计，他将这些钱用来修福。“感致随喜日，盈万计。愿随以修福，未尝蓄聚。或雇人礼佛，或借人持斋，或收籴米谷，散饴鱼鸟，或贸易饮食，赈给囚徒。兴功立德数不可纪。”[311]

（三）寺院的土地来源

寺院的土地既有接受施舍而得，也有兼并而得。晋宋时期的释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312]。这说明当时寺院已经拥有了土地。南北朝佛教寺院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占有大量的土地。但从这些土地的来源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皇帝、贵族、地主的捐赠。

宋初范泰为僧慧义建立祇洹寺，而且受慧义之请，将果竹园六十亩施舍给寺院。“宋永初元年（420），车骑范泰立祇洹寺。以义德为物宗固请经始。……因劝泰以果竹园六十亩施寺。”[313]

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建齐隆寺敕蠲百户，赐田给寺院。“建元二年，益州刺史傅琰言：沙门玄畅建齐隆寺，感青衣神人，绕山守卫，敕蠲百户，用充资给。”[314]齐武帝“遣于上立精舍，度僧给田业”[315]。

梁中书让徐勉拿出一部分田园施舍给宣武寺。谢举在梁武帝任太守时，将“宅内山斋舍以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316]。

寺院所得土地还来自兼并。梁武帝强买王骞的良田在钟山建立大爱敬寺。“时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王）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对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评田价，以直逼还之。由是忤旨，出为吴兴太守。”[317]梁武帝大同七年（541）下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318]

（四）寺院的自我经营

印度佛教要想适应中国社会就需要改变原来以乞食为主、不事生产的传统。“然（佛教僧尼）体无毛羽，不可袒而无衣，腹非饱瓜，不可系而不食，自未造极，要有所资。年丰则取足于百姓，时俭则肆力以自供，诚非所宜，事不得己。”[319]僧人需要穿衣吃饭，自我经营是不得已的。佛教为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梁朝时期的士族刘孝标为我们描述了当时寺院的经济方式，其经营方式多样，经济自给自足，寺院占据山林、开垦良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宅东起招提寺。……寺东南有道观亭。……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瑟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郑白决漳，莫之能拟。致红粟流溢，凫雁充厌，春鳖、旨檀、碧鸡，冬蕈、味珍、霜鸡，縠巾取于丘岭，短褐出自中园，莞蒋逼侧池湖，菅蒯骈填原隰，养给之资生生所用，无不阜实蕃篱充牣崖[image: ]。”[320]

梁武帝于大同七年（541）十二月下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致细民措手无所。”[321]公指国家，私为豪强大族。传、屯、邸、冶为山泽物资的垄断机构。如屯经营山泽，获取制造业的原料，从事生产、矿产冶炼等。僧尼与公、私相同，越限封固山泽，越界分断水陆。南朝寺院经济的产业包括了农、林、果、牧多种门类。

南朝的寺院经济除了土地经营，还私放高利贷。宋初建康祇洹寺僧慧义，“庶归依，利养纷集”，以致“资生杂物，近盈百万”。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伐魏时，还向寺院借钱以充军用。“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322]

南朝时期的借贷机构为寺库。“齐有甄彬者，有器业。尝以一束苎，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后赎苎，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以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归，恐古今未之有也。’”[323]檀越指施主，道人指僧人。南齐人甄彬品格高尚，用苎麻作抵押，后去赎苎麻时，发现里面裹有五两黄金，便将其归还。其中的西库就是寺院用来放贷的经营机构。《南齐书·褚渊传》记载，褚渊薨，其弟“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帻、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324]。抵押品既有像苎麻这样的小宗商品，也有像白貂坐褥这样的大宗商品，放贷对象既有百姓，也有富豪。

三 佛教寺院文化事业的兴盛

南朝时期，佛教寺院得到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佛寺建造蔚然成风。南朝宋有寺1913所，齐有寺2015所，梁有寺2846所，陈有寺1232所。[325]佛寺的大量出现为佛教寺院的文化事业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佛寺文化包括佛像、佛殿、佛塔、佛寺题咏诗、禅房、雕塑、壁画等。南朝时期的佛寺以楼塔为主，而且习惯以“塔寺”作为佛寺的称谓。唐代许嵩山的《建康实录》中提到前朝的《塔寺记》，谢尚梦其父说“汝宜修福建塔寺”，遂建庄严寺。[326]塔寺就是佛寺的称谓。梁同泰寺“楼阁台殿，拟则宸宫；九级浮图，回张云表”[327]。简文帝萧纲描写浮图如“宝塔天飞，神龛地涌”[328]。《宋书》、《南齐书》、《梁书》都以“塔寺”为六朝佛寺的泛称，唐杜牧在《题宣州开元寺》中说：“南朝谢脁城，东吴最深处。亡国去如鸿，遗寺藏烟坞。楼飞九十尺，廊环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风绕松桂树。青苔照朱阁，白鸟两相语。溪声入僧梦，月色晖粉堵。阅景无旦夕，凭栏有今古。留我酒一樽，前山看春雨。”由杜牧的这首诗，我们看出南朝寺院的格局为：塔楼在最中央，周围为僧房殿阁，寺的周围以廊墙环绕。与南朝寺院格局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寺院，北朝已经出现了佛像供养由楼塔转向佛殿的迹象。到了南北朝的末年，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逐渐向以佛殿为中心，而且楼阁、殿塔共处一院的组群的格局过渡。

南朝寺院体现出园林化艺术风格。南朝建康佛寺园林基址的选择通常有两种方式：“舍宅为寺”和相地选址。前者以原有宅园环境为基础，后者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基础条件。建康都城内的佛寺大都是在原有的住宅园林的基址上建造的。南朝宋车骑将军范泰在其住宅之西建“祇洹精舍”，施舍果竹园六十亩地为寺。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平陆令许桑舍宅造，名“平陆寺”。齐僧绍将他在摄山的居宅施舍为寺，即“栖霞寺”。梁武帝即位以后，舍其原有居宅为“光宅寺”。陈天嘉元年（560年），章皇后舍宅为“国胜寺”。由于“舍宅为寺”，建康城内的寺院面积虽然不大，但寺内的精彩佛画和经变图令人流连忘返。都市内的寺院环境多采用树木绿化点缀，培植花木，以创造幽静的氛围。

建康城外的钟山、摄山的寺院兼有山林意趣，景致极佳。因为这些寺院的选址原则是靠近水源，林木茂盛，地势凉爽，背风向阳，而上述条件也往往造就了风景最为幽美的地方。佛教之所以向山川发展，一是出于宗教目的和宗教活动的需要；二是山川之地远离尘世，环境清幽，便于修持；三是山川的优美景观能满足僧人们精神上的审美需求。南朝寺院的园林化塑造了“深山藏古寺”的艺术手法，别致幽静的环境成为名士吟诗作画的场所。

南朝时期，佛寺题咏诗是当时佛寺文化的一个表现。如佛寺题咏诗的代表文人谢灵运，他与僧人有着大量的交往，曾经同僧维、慧骏、法纲、慧琳等人讨论过“渐悟”与“顿悟”，并将辩论的情形记录了下来，著有《与诸道人辨宗书》。谢灵运与慧严、慧观等修改大本《涅槃经》，还去庐山拜访过慧远。谢灵运这种经常出入佛寺的经历，使得他对于佛寺景观也感触颇深，写下了第一首佛寺题咏诗。王融也是佛寺的常客，他的佛寺题咏诗《栖玄寺听讲毕游邸园共七韵应司徒教》，是在佛寺听讲之后创作的。南朝宋、齐、梁、陈时期，佛寺题咏诗都非常兴盛。“宋齐时有二首，谢灵运、王融各一首，这是佛寺题咏诗之始。梁时二十五首，其中萧纲五首，庾肩吾三首，萧衍、刘孝先、王台卿、王褒各二首，何逊、王训、陆罩、萧统、鲍至、孔熹、王囧、庾信、陈炯各一首；陈代命祚虽短，却也有十七首，其中江总九首，阴铿二首，徐伯阳、张正见、陈后主、陈炯、姚察、释洪堰各一首。此外，北齐萧恣、卢思道各有一首，王褒、庾信入北朝后各作一首。”[329]由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僧人作者只有一人，佛寺题咏诗的创作主体为世俗文人。

南朝时期佛寺的名称也是佛寺文化的表现。寺名当中往往包含有政治理念和灵瑞吉祥的含义。建康有天安、天保、王国、安国、永安、建安、建兴、延祚、光兴、光业、梁泰、泰皇、兴皇、齐隆、绍隆、同泰、奉诚等寺院。此外，南朝也有以灵瑞吉祥的名号来命名寺院。南朝建康有龙渊、光宅、光耀、龙光、庆云，无锡有灵根，襄阳有灵泉，晋陵有显灵、显云，成都有龙光、灵建，江陵有瑶光，番禺有延祥等。寺院名称无论展现的是政治理念还是灵瑞吉祥，都折射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表现。

四 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事业的发展应该有它自身的形成的条件，一是战乱、天灾的出现；二是救助不利，单靠政府的能力难以完成救济。南北朝时期的天灾很多，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从晋武帝泰始九年（273）至隋文帝开皇六年（586）的313年中，共发生水灾183次，旱灾177次，蝗灾54次，瘟疫52次，虫灾32次，共计498次（尚不包括地震、风灾、雪雹、霜冻诸灾），平均每年遇灾1.59次。”[330]

南朝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佛教慈悲观念的体现，佛教高僧以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善待众生。佛教慈悲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为布施，布施又细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佛法的慈善事业表现为赈灾、掘井、救济、施药、修路等。慈悲的落实又和福田思想密切相关。

除了福田外，还有敬田、恩田、悲田、苦田。敬田是敬佛、法、僧三宝，恩田是对己有恩德之人，如自己的父母和师长，能知恩、感恩、报恩，则可生福德。悲田是以悲悯之心施惠于贫穷困苦的人，则得无量之福。佛教的民间组织有“邑”“义”“社”等，这些组织筹集资金、人力，热衷于赈灾济贫、看病行医、凿井修桥铺路等。宋施宿等所撰的《会稽志》卷十九中，对义井的解释为：“义井……义者，盖以众所共汲为名。今世俗置产以给族人，曰义庄；置学以教乡曲子弟，曰义学；设浆于道，以饮行旅，曰义浆；辟地为丛冢，以藏暴骨，曰义冢。”[331]

佛教徒认为凿井修桥是一项福业。如四川福缘道场僧渊（519—602），“常给孤独，不逆人意，远近随助，泉布若流”[332]，发心培植福业，向孤独者广行布施。他看到过江溺水死很多人，生起慈悲之心，发心建造吊桥。“又以锦水江波没溺者众，便于南路欲架飞桥，则扣此机，众事咸集。昔诸葛武侯指二江内，造七星桥，造三铁镦，长八九尺，径三尺许，人号铁枪，拟打桥柱，用讫投江。顷便祈祷，方为出水，渊造新桥，将行竖柱。其镦自然浮水，来至桥津，及桥成也。”[333]

在慈善方面，除了建路修桥，还有救死扶伤、治病等医疗的活动。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印度的一些医术、咒语也传入中国。佛教中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律藏诸书，对一些疾病的原因、如何治疗、用什么药都有记载。此外，涉及医术的还有僧侣在实修的过程中，针对修禅当中存在的问题，如招惹风寒，而产生了种种对治的方法，《治禅病秘要经》记载了许多医药。竺法旷运用医术来救死扶伤。南朝齐时佛教“立六疾馆，以养穷民”[334]。陈朝的时候，瘟疫疾病流行，死了很多人，天台山僧人慧达（？—610）在建康大寺建“大药藏”，救治民众。“药藏”是僧人为了救死扶伤，在寺院内储藏药材。

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上，佛教也有大量的善举，如禁止杀生和种植功德林等。南朝梁时，梁武帝信佛，禁断杀生，并令各寺设放生池，又废止宗庙供献牺牲之制。

五 世俗佛教组织：“社邑”与民营寺

南朝的世俗佛教组织，有“法社”“社邑”“邑义”“法邑”，每一种组织所担当的功能都各不相同。从性质上来说，世俗的佛教组织是信仰共同体。“法社”主要从事的是讲经的活动，面对的主要是上层社会，即南朝贵族的门阀士族。南北朝时期，石刻、铭文当中的“社”与“邑”是区分开的。传统的社（邑）被称为邑或社邑连称。法社就是尊崇佛教的邑。“社邑”“邑义”“法邑”，其名称主要是借助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官人“法正”的名称，如“邑中正”或“中正”的称呼。“邑中正”的职位很高，处于领导的地位，一般由世俗社会中上层人物承担。

这些团体的功能主要是建造佛教、石窟、寺院；在法事上面，有斋会、写经、诵经等;在社会公益方面，有修桥、铺路、开井、施舍等。在以造像为目的的社邑活动中，有释迦主、像主、菩萨主、金刚主等，他们是建造佛像、佛龛的捐募者；在斋会上，还有光明主、开光明主、清净主、行道主、斋主、八关斋主等;供养造像的，有香火主、灯明主等。

南朝法社注重的是讲经的活动，这和南朝的玄学传统有关，是慈善的需要。“齐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净住法，亦净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335]南朝的时候萧子良举行布萨法会，即净住社，通过集体的力量来从事慈善事业。

但是法社也存在一些弊端，许多图谋小利的人容易混入，捞取好处。“近闻周郑之地邑社多结守庚申会，初集鸣铙钹，唱佛歌赞，众人念佛行道，或动丝竹，一夕不睡，以避三彭奏上帝，免注罪夺算也。然此实道家之法，往往有无知释子，入会图谋小利，会不寻其根本，误行邪法，深可痛哉。”[336]

“法社”“社邑”“邑义”“法邑”并非真正的民间组织，都是由具有一定地位的上层贵族管理的，所以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南朝时期还有大量的民间寺院，数量众多，其影响远远大于“法社”“社邑”“邑义”“法邑”等。但是民间佛教组织和民间寺院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民间寺院的建立就是通过法社而建立的。南朝时期的乡民营寺，以农民为主体，往往经济条件较好，但又不具有地主身份。

“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337]南朝乡民营寺是通过“社邑”等合作的方式而建立的，为了互相激励，修善积德。

六 佛教的戒律、新规

佛教初传中国时，还没有比较完备的戒法。“二众（僧、尼）唯受三归”。三国魏嘉平、正元年间（249—256），天竺僧人昙摩迦罗与昙谛，在洛阳译出《僧祇戒心》，立大僧羯磨法，为汉地立坛授戒的开始，朱士行为汉僧受戒的第一人。西晋何充称：“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西晋时期的佛教已经流行五戒，而且受到统治者的支持。东晋时期，道安说，“我之诸师，始秦受戒”，“余昔在邺，少习其事”。后秦长安、后赵邺都，为传习戒法的重心。庐山昙无兰“以戒律为意”，得戒一部“持之自随，近二十年”。

竺法汰为拘夷国（龟兹）传来的《比丘尼大戒》作序：“拘夷国，寺甚多。……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或辄，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亦三月一易房；尼女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无师一宿者，弹之。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达其微，妨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于男也。”这段文字描述了公元4世纪的龟兹尼众寺院僧尼持戒的情况，僧尼在持戒上比男僧更为严格。到了南朝宋元嘉十一年（434），狮子国（斯里兰卡）尼铁索罗在建康南林寺立戒坛，为景福寺尼慧果等僧尼授戒，是汉地尼众受戒的开始。齐永明（483—493）中，“三吴初造戒坛”说明了吴中僧尼受戒的开始。

天竺传来的律戒有一些戒条不太符合中国的习惯传统，因此引出许多争议，最有名的当是慧义与范泰在“偏食法”上的争论。南朝宋时期，祇洹寺的僧众守持《僧祇律》戒，在饮食上面遵守“偏食法”，即蹲踞而食，这与汉地传统的饮食习惯临食案正坐相冲突。当时的宋大将范泰要求祇洹寺“改偏从方”，改蹲踞为正坐。“祇洹寺释慧义等五十人，敬白诸檀越，夫沙门之法，政应谨守经律，以信顺为本。若欲违经反律，师心自是。……如来立戒，是画一之制，正可谨守而行，岂容以意专辄改作。俗儒犹尚谨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将欲深防穿凿之徒，杜绝好新乐异之容，而况三达制戒，岂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众改偏从方，求不异之和。虽贪和之为美，然和不以道，则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众已来至于法集，未尝不有方偏二众，既无经律为证，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实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说偏食法凡八议。若元无偏食之制，则无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于床上，所弃之食，置于右足边。又云：不得悬足累胫，此岂非偏食之明证哉。戒律是沙门之秘法，自非国主不得预闻。”[338]祇洹寺住持慧义坚持偏食法，他认为“食不得制于床上”，“不得悬足累胫”；都是如来所立戒律，是沙门秘法，不能随意改动。

“戒以防非，无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随俗，变律华夏，本不偏企，则聚骨交胫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无用匙筋（筯）之文。何重偏坐，而轻乎手食。……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339]范泰回答慧义说律戒应随华夏的风俗而变通。律戒当中有手食的规定，并“无用匙筯之文”，现在的僧众斋食不用手而用匙筯，也可以说是没有遵守戒律，所以二百五十（戒）也并不是自然定法。范泰与慧义关于“偏食”的辩论，实质是关于天竺传来戒法是否要适应中国国情的辩论。“偏食”之辩与“沙门敬王”之辩都是印度律戒在同中国的传统习俗相适应上引发的论争。

南朝宋以后，大乘方等戒法兴起。求那跋摩在蔡州立方等戒坛授戒，“此土之有戒坛，起南朝求那跋摩三藏，为刘宋国比丘，于蔡州岸受戒而为始也。自尔南北相次立坛，而无别名”[340]。方等戒法与小乘戒法的观念不同。北宋僧人赞宁认为：“坛法本出于诸律，律即小乘教也。小乘教中，须一一如法。片有乖违，则令受者不得戒。……若大乘方等教，即不拘根缺缘差，并皆得受。但令发大心而领纳之耳。”“方等”者，即“周遍”义也。在方等戒坛上，即使根缺缘差的人也可以受戒，这比小乘戒法的影响就更广泛了，受众面更广。

南朝佛教除遵守传统的佛教戒律以外，还发展出了许多新规。南朝时期的萧子良著有《净住子净行法》，在《涤除三业门》中称“忏悔之法，先当洁其心，静其虑，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肃其容，内怀惭愧，鄙耻外发”[341]。萧衍信奉当时盛行的《大般涅槃经》等大乘经典，主张禁食一切肉，这是为汉地佛教所立的新规。因为小乘《十诵律戒》是允许吃肉的。此外梁武帝还制定梁皇忏等忏法，为佛教商业化之始。“梁武帝告高僧智藏曰：比见僧尼多未调习，白衣僧正，不解科律，以俗法治之，伤于过重，弟子暇日，欲自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虽是师之事，然佛亦付嘱国王。”光宅寺法云立清规“雅为后则”，第十八年亲到无碍殿授佛戒，为天下的僧人做出表率，通过授佛戒的方式来约束僧人。梁武帝还任命法超为僧正，撰《出要律仪》十四卷，让全国的僧人按照律仪来行事。梁朝贵胄时兴在寺院做“八关斋戒”的法事时，梁简文帝萧纲为此而订立《八关斋制条》。

南朝的佛教戒律由小乘戒向大乘戒转变，扩大了受众的范围，即使对于那些根性不好、曾经犯过错但又想悔改的普通民众来说，也可受大乘戒，这无疑是有利于佛教传播的。但同时，萧子良、萧纲等所指定的新规对于人们的内心控制得更为严密。梁武帝的禁断肉食与忏法的提倡对于后世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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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佛教的南北交流与广泛传播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的时期，虽然在军事实力上呈现为北强南弱，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北双方相安无恙。南北政权出于经济、文化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交往。官府层面尽管受限很多，但仍然有往来的聘使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民间层面，南北交往显得更为频繁，往来南北的高僧成为南北佛教交流的核心要素。南北各派的学说随着高僧的游锡而得以开展，如南方的摄论学派北上与地论北道合流；北方的三论学人南下，促进了三论学的发展。伴随着佛教学说的迅速发展，观音、弥勒、弥陀、药师佛等佛教信仰得到了普及，吸引了大量的普通民众，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态势已经形成了。

第一节 南北方的政治关系与文化交往

南北方的政治关系，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稳定的对峙状态，南北政权都没有实力吞并对方。刘裕（363—422）灭掉北方的南燕和后秦以后，夺取了政权，建立宋朝。南朝自公元420年宋朝建立至公元589年陈朝灭亡，历经宋、齐、梁、陈四朝。北朝自公元438年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至公元589年隋朝灭掉陈朝，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还有统一前的隋朝。在南北朝长达169年的时间里，南方与北方对峙的时间较长，而互相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间较短。尽管战争次数有上百次之多，但多为边境的攻城略地之战。

一 南北方的政治关系

刘裕在东晋时期为北府军刘牢的部下，不但平定了桓玄的作乱，而且镇压了孙恩、卢循的起义。此后，刘裕便有了政治资本，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他的两次北伐都是在称帝之前完成的。东晋义熙五年（409）夏季，刘裕率军北伐南燕。南燕主慕容超听到东晋大将刘裕引兵前来攻打，召集群臣商议。公孙五楼、贺赖卢、王镇等献策，慕容超均没有采纳。

刘裕利用南燕的战略决策失误，长驱直入夺取了南燕都城广固大城，于义熙六年（410）攻入广固内城，灭掉南燕。这时正逢卢循起义，刘裕挥师南下，平定了这次起义，于义熙七年（411）被封为大将军。当时同刘裕一起起兵的刘毅不服，被刘裕除掉。其他的反对力量司马休之、鲁宗都逃到了姚兴那里。

刘裕第二次北伐矛头直指十六国后秦末主姚泓（388—417）。元兴十六年（417）刘裕攻克关中，留其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夏朝赫连勃勃见刘裕退回南方，认为攻打关中的时机已到，“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1]。尽管关中最终失守，但刘裕经过两次北伐拓宽了统治的疆域，拥有黄河以南、淮水以北、汉水上游等大片地区，为南朝各朝当中版图最大者。北魏谋臣崔浩在评价刘裕时说：“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2]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称帝，建立宋朝。称帝不久，于永初三年（422）病死，太子义符继位，为宋少帝，后被傅亮、徐羡之废掉。随后刘义隆即位，为宋文帝。宋文帝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减免赋税等，形成元嘉的小康局面。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并且占领了北方，并且占领了先前刘裕占领的关中、洛阳、虎牢等地。宋文帝于元嘉七年（430）命令到彦之带兵五万北伐。虽最初收复洛阳、虎牢等地，但随后又被北魏所占领。宋文帝此次北伐失败后，南北相安二十余年。这期间，北魏灭掉西秦、夏、北凉，平定西域后，实力大增，拥有了北方大量的领土。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并且占领了先前刘裕占领的关中、洛阳、虎牢等地。到了元嘉二十七年（450）二月，魏帝拓跋焘率兵十万南下，宋南顿、颍川太守不战而逃。只有玄瓠在陈宪的指挥下，以不满千人的守军，不但城池没有陷落，还杀伤敌军万人以上。宋文帝于当年七月派王玄谟、薛安北伐，王玄谟失利，魏帝拓跋焘趁机南下，但到了暨阳（江苏江阴），魏军已经无力渡江作战，遂退。宋王朝因为这次战争损失巨大。“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寿、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掼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3]

元嘉之治后，宋、魏之间还发生过战争，宋明帝刘彧于泰始二年至四年（446—468年），派将领张永、沈攸之北伐，被魏将尉元在吕梁之东打败，“失淮北四州（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之地”[4]。北伐的失败加上刘宋皇室的内乱，导致了北魏占领淮北的徐、衮、青、冀四州及豫州和淮西的汝南、新蔡、梁、陈、南顿、汝阴等郡，南朝宋的范围缩小为淮水以南。元嘉末年，南朝宋由盛转衰，皇室内斗不断，先后经历了孝武帝、明帝、顺帝等朝代。宋文帝刘义隆以前，南北双方国力持平，自元嘉二十七年（450）拓跋焘率兵南下后，南北双方的国力则为北强南弱，一直延续到齐朝。

公元479年，萧道成夺得帝位，建立齐朝。萧齐政权同刘宋一样，皇室内部自相残杀，争夺皇位。由于典签[5]权力过重，造成了内乱的局面。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500）正月，豫州刺史裴叔业（438—500）因齐帝萧宝卷不断诛杀大臣，惊惧不安，举寿阳投降北魏。同年八月，北魏彭城王元勰与汝阳太守傅永联合攻打齐将陈伯之于肥口，“勰部分将士，与永并势击伯之于肥口，大破之，斩首九千，俘获一万，伯之脱身遁还，淮南遂入于魏”[6]。淮南也被北魏占领。

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元年（502）即位，建立梁朝。在位48年，是南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天监二年（503），北魏派中山王元英进攻梁朝，占领了义阳（河南信阳）、司州、汉中。当年的十月，梁武帝命令临川王萧宏北伐，尽管这次器械精良，但因为萧宏的软弱无能错失了大好时机，导致北伐失败。天监六年（507），北魏派兵十万，攻打梁朝钟离，梁武帝派曹景宗增援，趁着淮水大涨，反败魏军，转败为胜。天监十年（511）北魏趁乱攻打梁朐山（今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梁派兵增援，击败魏军。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想筑堰拦住淮水以浸灌北魏的寿阳城，但堰建成不到四个月就因淮水暴涨而崩坏。梁武帝此次攻魏遂败。这时的北魏也逐渐衰落，中大通六年（534）分裂为东魏、西魏，萧衍也忙着崇信佛教，将北伐之事耽搁下来。东魏掌握大权的为高欢，是后来北齐的建立者。侯景原为北魏人，太清元年（547）降西魏，之后又叛西魏降梁。侯景于太清二年（548）反梁，因侯景之乱，梁武帝萧衍最终饿死于台城。

侯景之乱发生后，趁着梁朝内乱之际，西魏寇安陆执司州刺史柳仲礼，尽占汉水以东之地，梁朝淮阳、山阳、淮阴等地俱降东魏。鄱阳王萧范想借东魏之军讨伐侯景，以合州降东魏，东魏于是就占领了淮南之地。

侯景攻陷广陵后，派郭元建守之。侯景兵败后，郭元建以广陵投降北齐，于是长江以北为北齐所占有。这时候梁元帝萧绎（508—554）在江陵求兵于西魏，西魏趁机夺取了汉中，梁元帝萧绎于天正元年（552年）在江陵称帝，年号承圣。梁承圣元年（552）二月，萧绎率部击败侯景，三月占领建康，收复台城。其弟武陵王萧纪称帝于益州，起兵伐之，西魏派尉迟迥攻打成都以解救萧绎，萧纪被萧绎所杀，而尉迟迥也夺取了成都，于是蜀地被西魏占领。

梁朝大将陈霸先（502—559）分别于绍泰元年（555）年底和太平元年（556）六月，先后击溃北齐两支武装力量的大规模进犯。公元557年，陈霸先建立陈朝，为南朝中版图最小的。陈宣帝（528—582）乘北齐后主荒纵国乱，于太建五年（573）派大将吴明彻攻取江北，在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大败北齐，又在寿阳（安徽省寿县）攻杀叛将王琳，淮泗之地也被陈朝收复。这时候，北周已经灭掉了北齐，陈宣帝欲乘乱争夺淮北地区，又派吴明彻北伐至彭城，反被北周军队所打败，吴明彻被擒。北周韦孝宽重新收复了寿阳，梁士彦复拔广陵，陈朝乃划江为界。隋文帝于开皇八年（588）大举伐陈，次年陈朝灭亡，南北统一。

二 南北方的交通

南朝167年间，宋鼎盛时期，北部边境在黄河南岸、长安一带。以后的齐、梁、陈，北部边疆逐渐退到淮河、汉水一线，到了陈朝时，蜀地也丢了。

南北朝时期的水上交通比秦汉时期进步很多，而且有了大的发展。水路主要集中在黄淮地区，这也是南北朝政权的分界线。除了有自然水道，还有人工水道，即经过人工修建的运渠，形成了十分便利的水运交通。水路的连接基本为井字形，两横和两纵。对于南北双方的政权来说，水路交通多用于军事目的，在较长的时间内，南北双方都是划淮而治。陆路上的交通也和南北的军事分界线相关，西边是襄阳、南阳一线，东边沿着淮河而形成的重镇也连成一线，淮河以南如寿阳、钟离、泗州、淮安等。

黄河、淮河是贯穿东西的南北两条大动脉，但黄河与淮河并不相连，因此连通两横的还有两纵，即沟通黄淮的东西两条水路。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统治者对于黄河水运十分重视，黄河水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高祖幸徐州，敕（成）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槕，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7]北魏后分裂为东魏、东魏，但黄河漕运始终没有中断，尤其洛阳以东的水段，由于军事、经济的需要，十分兴盛。

淮河为四渎之一，水道宽阔，通向大海。南北朝时期，淮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作为南北政权统治的分界线。正是基于此，水上交通在南北朝的军事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南朝北伐时的路线是长江广陵—渎水—淮阴—淮河，或者从长江的入海口经海路北上到达淮河的入海处，然后顺淮河西溯而上。南朝宋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进攻盱眙，“焘闻彭城断其归路，京邑遣水军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众”[8]。“魏梁郡王嘉帅众十万围朐山，朐山戍主玄元度婴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范阳卢绍之遣子奂将兵助之。庚寅，元度大破魏师。台遣军主崔灵建等将万余人自淮入海，夜至，各举两炬；魏师望见，遁去。”[9]南齐建元二年（480）崔灵建率领士兵从淮河入海，解朐山（今山东临朐城）之围。

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西线水路最早为蒗荡渠[10]。它将黄河和淮河中上游的支流涡水、颍水与汝水相连。南北朝时期，沟通黄淮的西线水路最为重要的为颍水，因为连接蒗荡渠，是通向淮河距离最短的水道，能够非常迅速地到达淮南重镇寿春。连通黄淮的东线水路为淮河最大支流泗水及其北连黄河的水道。太和四年（369），桓温便利用泗水北伐前燕。义熙五年（409）刘裕也利用泗水北伐南燕，“四月，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泗”。[11]南北朝时期，南朝对泗水的利用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双方对彭城的争夺尤为激烈。南朝宋泰始二年（466），张永等人进攻彭城，“会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弃船步走”[12]，梁天监七年（508）梁武帝命令王萧憺北伐，“诏大举北伐。以护军将军始兴王憺为平北将军，率众入清（泗水）”。[13]南朝陈时期，太建七年（575）、太建九年（577），吴明曾经两次通过泗水，与北齐、北周激战。

南北朝时的陆路交通也是和军事密切相关，比较重要的地域当属南阳。这里地处关中、汉中、河南、湖北之间，西沿汉江到达汉中，西北经武关进关中，从襄阳下汉水到达两湖，从东面进入中原。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北伐，就是从襄阳出发，经过南阳北上，攻入潼关的。另一重要地域是襄阳，南北朝对抗时期的军事线一般东到长江入海口，西到甘肃东南部，南阳和襄阳为东西军事线中的枢纽。北朝与南朝争夺的要地便是南阳和襄阳。南北朝时期其他的地理要塞也多和淮河相关。汴河、涡河、颍河、汝河等淮河支流与淮河主流的交汇处有颍口、涡口、清口等地。这些地方逐渐形成了寿阳、钟离、泗州、淮安等重镇，也成为南朝对抗北朝的据点。

尽管沟通南北的重要河道和重镇很多，但南北双方南下或北上都有侧重点。北朝南下多从涡、颍二河，因为是顺流；而南朝多从淮泗，因为可以直接进入山东。南北朝时期的交通集中在东西分界线上，由于南北朝的长期对峙，这些重要河道和郡镇都成了军事要塞。

三 南北方的经济往来

南北方的经济和交通是密不可分的。在军事上，水路有着巨大的优势，同样在货物运输上，水路也有载重量大的特点。当时的水运在功能上主要为旅客往来、商贩贸易、粮食运输以及军事行动等。此外，在南北双方陆路的边境上，商业活动也没有停止，南北各方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也希望有真正的经济交流，这就是通过“互市”的方式来实现。

“互市”又称“交市”，其含义从史书上来讲，多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14]东汉与乌桓“岁时互市焉”[15]。东汉顺帝阳嘉四年（135）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16]。商贾拥有车牛的数目上千，可见互市的规模十分庞大。三国鼎立之时期，南北方之间亦有“互市”。魏晋时期，当东晋祖逖北伐到河南时，后赵石勒写信给祖逖“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17]。石勒为了笼络祖逖，希望和他“通使交市”，祖逖答应“互市”，获利十倍，受益十分丰厚。

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分裂，军事上对峙，但商业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停止。当时的商贸往来也称为互市，互市的形式很多，有南北边境官吏、将领的商贸往来，也有南北政权所派遣的使者在交聘过程中附带进行，还有南北朝双方各自设有互市的机构。此外，民间形式的互市更为频繁。官方并没有大规模推动互市，由于南北朝的政权非常不稳定，互市也是时通时禁。“虽云互市，实觇国情。”而民间经济的往来较频繁，并没有中断。不过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民间商贸往来大多和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相关。南朝宋人对当时的互市是反对的。《宋书·索虏传》记载“世祖即位，索虏求互市”，“时遂通之。大明二年，虏寇青州，为刺史颜师伯所破”，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与北魏互市，大明二年（458）北魏南下失败后，互市被禁止。但南北朝之间的边陲地带管理松散，容易形成民间的商品交易。梁天监十年（511），张稷担任青州刺史的时候，多以民间的形式与北魏交市。（张稷）“为安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初，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与魏通……州人徐道角等夜袭州城，害稷。绚又遣司马茅荣伯讨平之。”[18]天监十二年，青州人徐道角杀掉张稷，又被梁康绚派司马茅荣伯讨平后，交市应当被禁止。《魏书·食货志》记载延昌三年（514）“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19]，梁与北魏之间的边境也有互市。

梁与北齐的时候，互市被禁止。梁朝经过侯景之乱后，到陈朝时期（549—589），南北朝双方都禁止互市。据《北齐书》记载，“（高季式）随司徒潘乐征讨江、淮之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20]；“（崔季舒）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赃贿事，为御史所劾”[21]。南北朝边界之间偶尔的互市也被禁止，陈朝也是如此。苏琼迁左丞，“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22]侯安都“寄以徐蕃，接邻齐境，贸迁禁货，鬻卖居民”。[23]

南北朝的经济交往除了互市的形式外，还有南北聘使来往形成的商品交易。“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库辰树兰移书豫州曰：‘……当今上国和通，南北好合，唯边境民庶，要约不明。自古列国，封疆有畔，各自禁断，无复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长久，垂之永世。故上表台阁，驰书明晓，自今以后，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过。自非聘使行人，无得南北。边境之民，烟火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亦善乎！’[24]北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库辰树兰致信宋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时谈到聘使，称只有聘使才具有资格在宋魏两国来往，从事政治、经济的交流。南北交往始于东晋末年，刘裕攻打长安就开始了，南朝宋建立后，南北仍有往来，直到刘裕去世而中断。元嘉二年（425）开始恢复，南朝宋时期与北魏的交往有持续也有中断。“宋明帝末年，始与虏和好。元徽升明之世，虏使岁通。建元元年（479），伪太和三年也。……上未遑外略，以虏既摧破，且欲示以威怀，遣后军参军车僧朗北使。……永明元年（483）冬，遣骁骑将军刘缵、前军将军张谟使虏。明年冬，虏使李道固报聘，世祖于玄武湖水步军讲武，登龙舟引见之。自此岁使往来，疆场无事。”[25]

南朝齐与北魏的交往始于永明元年（483）。《南齐书·魏虏传》载永明四年（486）桓天生作乱，双方交恶，有所中断，到了永明七年（489）又复好。“至（永明）七年，遣使邢产、候令绍复通好。”在齐魏聘使的交往中，由于战事，南齐将北方使臣扣押，交往又发生中断。“（普通元年）十一月，魏遣使者刘善明来聘，始复通好。”[26]到了普通元年（520），南北双方又有了聘使往来。梁初和魏的关系极不稳定，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梁武帝与东魏才有了聘使的往来。侯景之乱时，双方交往中断。南朝陈与北齐、北周的聘使交往也是时有时无。从总体上来说，南北朝聘使的交往还是非常频繁的，但受政局变换的影响也非常大。

聘使在南北双方的交往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27]“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28]《北史》载：“李绘于武定初，兼散骑常侍，为聘使主。……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洁。”[29]跟随李绘前往梁朝的聘使都竞相购买南方的商品，而李绘独守清尚。《北史·李孝伯传》载：“齐使刘缵朝贡，安世奉诏劳之。……时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绩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同于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川无金，山无玉。’绩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渐而罢。迁主客给事中。”[30]“金玉肆”为当时平城买卖金银玉器的商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南齐武帝萧赜派骁骑将军刘缵出使北魏朝贡，北魏将库内的珍物拿出，并下令让京都平城的富人穿着华丽与南朝的使者进行买卖交易。足见聘使在南北方经济交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四 南北方的文化交往

南北朝之间的文化交往，有文学、风俗习惯、礼仪、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文化上的交流主要通过南北方人员的往来而促成，人员的交往以流亡人士居多，当然还有北上南返、南下北返的文人，以及往来于南北朝的聘使等。著名的人物如颜之推（531—595）、庾信（513—581）、王褒（约514—575）等。

晋、宋更替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许多文人前往北魏，这里面既有自愿的也有被动的。东晋末年，司马氏集团中的刁雍、王慧龙、韩延之、袁氏、司马休之、司马楚之、司马景之、司马叔播、司马天助等是主动投奔北魏。南朝宋后废帝刘子业时期，刘昶害怕惹祸上身，逃到北魏。徐州刺史薛安都等人起兵反对宋明帝，失败后投奔北魏。南朝北齐文人王肃因父亲王奂被杀，于北魏太和十七年（493）携王秉、王诵、王翊、王衍等投奔北魏。《魏书·王肃传》载：“肃弟秉，字文政。涉猎书史，微有兄风。世宗初，携兄子诵、翊、衍等入国，拜中书郎，迁司徒咨议，出为辅国将军、幽州刺史。卒，赠征虏将军、徐州刺史。”[31]梁朝时期，由于南北交往比较频繁，北上的人数众多。江州刺史陈伯之、长史褚胃等在寿春投降北魏，豫章王萧综流亡北魏。到了陈朝时，北上人士减少。

宋、齐时代，因北魏较为安定，所以北上的文人居多，而当北魏分裂时，南下的文人也不在少数。李志即于北魏孝庄帝建义（528）初期南下投奔萧衍。《魏书·李彪传》载：“志，字鸿道，博学有才干。年十余岁，便能属文。……建义初，叛入萧衍。”[32]徐纥因为朱尔荣入洛，南下搜奔萧衍，有著述十卷。《魏书·恩幸传》载：“荣将入洛，既克河梁，纥矫诏夜开殿门，取骅骝御马十匹，东走兖州。……纥虑不免，说侃请乞师于萧衍。侃信之，遂奔衍。文笔驳论数十卷，多人遗落，时或存于世焉。”投奔萧衍的还有高雍，他是北魏宁西将军高湖之子。《魏书·高湖传》载：“子雍，字景云，司徒从事。后与少子思义俱奔萧衍，卒于江南。”[33]魏乱入梁的有元法僧元树、元愿达、羊侃、羊鸦仁等。

由于北方的文化较为落后，由南入北的人士待遇都十分丰厚。而由北入南的文人在待遇上就不如北方，而且由于口音上的差异，也备受冷落。“凡圣贤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帷助教沈峻，特精此书。”孙详、蒋显因为口音的原因，学徒不至。

在文化的传播上，南朝的文学风格对北朝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庾信对于北方的文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奉命前往西魏，这一去再没有返还，被西魏扣了下来，此后他一直在北方从事诗文创作。《周书·庾信传》说：“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岳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34]瘐信的作品在北方非常受欢迎，既有北方质朴的民风，也有南方婉约清丽的技巧。王褒出身于南朝大族琅琊王氏家族，他也是当时由南入北的一位著名文人。《北史·王褒传》载他“博览史传，七岁能属文”[35]。西魏攻取了江陵后，他就流亡到了北方。《周书·王褒庾信传》载：“世宗即位，笃好文学。时褒与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36]。周世宗对王褒的评价很好，认为当时的文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王褒除了为北朝的高官写了许多碑志外，在文学上也作品颇多，他的作品婉约含蓄，也为北方文人所青睐。颜之推因梁末发生侯景之乱而进入西魏，后又到北齐。他的代表作有《颜氏家训》，书中有许多关于南北社会文化的讨论，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北方的社会风气注重事功，南方注重婉约文风，这两点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是实用和审美的结合。

其他流亡北方的文人还有刘昶、王肃。《魏书·刘昶传》载：“昶虽学不渊恰，略览子史，前后表启，皆其自制”，“十八年，除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开府，镇徐州。昶频表辞大将军，诏不许。及发，帝亲饯之，命百寮赋诗赠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赐昶。帝因以所制文笔示之曰：‘时契胜残，事钟文业。虽则不学，欲罢不能。脱思一见，故以相示，虽无足味，聊复为一笑耳’”[37]。由于刘昶的文学颇有造诣，所以受到魏孝文帝的重视。

南方除了在文学上对北方影响广泛外，南方的风俗习惯也随着南人北上而传播到了北朝。“北朝顿丘李构，母刘氏，夫人亡后，所住之堂，终身锁闭，弗忍开入也。夫人，宋广州刺史纂之孙女，故构犹染江南风教。”[38]李构受到母亲的影响，和吴郡陆氏的风俗大同小异了。南齐王肃投奔北魏，“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巵。……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image: ]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39]海上有逐臭之夫是一个比喻，说明南朝的饮食习惯也传到了北方。

南朝的服饰也影响了北朝。四川茂县（今茂汉羌族自治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无量寿、弥勒佛二世尊像穿宽博袈裟，胸前垂出内衣结带，衣裾披覆于方座上，这种服制，比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服制改革还早三年，说明太和年间北魏佛像服饰的新变化已经受到了南朝的影响。

南方的艺术对北方也有影响。蒋少游曾经到过江南，学习了南方宫殿建筑的特色，回到北方后，他将南朝建筑的特点应用到了北魏洛阳宫殿的建设当中。《南齐书·魏虏传》载：“（永明）九年（491），（上）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40]《北史》载：“宣武、明帝时，豫州人柳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41]郭安兴的曾祖父为郭珍，未具官职，是“南来客”，可见郭氏家族是由南边迁移而来。郭安兴对于洛阳永宁寺的建造功不可没。

北朝人南下所进行的学术交流中重要的人物有崔灵恩，《梁书·儒林传》载其“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百人。其该通义例，当时莫及”。[42]这段文字记载了南北学者在经学上的交流，北人以服虔的注释为依据，南方以杜预的注解为主流，灵恩与虞僧诞因此不同，而产生论争。

南北朝聘使对于南北双方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43]北朝东魏与南朝梁之间的交往是双方文雅才俊之士的交往，有利于南北双方文化上的学习和交流。

第二节 南北方佛教的交往与不同发展趋向

一 南北朝时期高僧的分布

南北朝时期僧人之间的交往对于南北的佛教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南北政权虽然对峙，但僧人在译经、问学、传道等方面交往频繁。南北朝时期的高僧多集中于长安、建康。由于南北的内乱不断，僧人的辗转奔波在所难免。以真谛（499—569）为例，他来到梁时为中大同元年（546），于大建元年（569）去世。在23年里，真谛先后经南海（今广东省南部）、建业（今南京）、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豫章（今江西南昌）、新吴（今江西省奉新县）、始兴（今广东省曲江县）、南康（今江西省赣县西南）、晋安（今福建省晋江县）、梁安（今广东省惠阳一带）等地区。当时像真谛这样的高僧不在少数。这里我们先按照僧籍来统计僧人的分布地区。所谓僧籍，是指僧人的出生地。而对于西域或来自天竺的僧人，籍贯则按其来华的第一驻锡地统计。

东汉末至南朝梁时期，《高僧传》中所载的僧籍地出现2次以上的地名及其出现次数如下:长安京兆（12）、建康（8）、会稽剡（8）、凉州（7）、冀州（7）、关中（6）、高昌（5）、敦煌（5）、豫州（5）、蜀（5）、琅琊（4）、河内（4）、吴（4）、吴兴余杭（4）、余姚（3）、彭城（3）、雁门（3）、荆州（3）、扶风（3）、东莞（3）、黄龙（3）、颍川（3）、河东（2）、河北（2）、长乐（2）、安定朝那（2）、南海（2）、广州（2）、中山（2）、广陵（2）、雍州（2）、寿春（2）、鲁郡（2）、临淄（2）、于潜（2）、南阳（2）、丹阳（2）、冯翌（2）、金城（2）。[44]

天竺、西域僧人第一次到达的地点，北方多为洛阳、关中、长安、凉、敦煌。其中洛阳、长安最集中。南方多为广州、南京、广陵。北方由于北魏、北周的灭佛运动，许多僧人逃到南方。而南朝对于佛教是支持的，尤其梁朝时期，佛教上升到了国教的地位，所以南方的僧人不但人数多，而且分布相对稳定。南方以建康为中心，有会稽、剡、余杭、余姚、豫州、颍州、广陵、于潜、丹阳等。

关于僧人在不同地区的具体数量。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区域。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有再划分为淮南江表、江汉沅湘、岭南、巴蜀；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则划分为河淮之间、河东河北、关陇河西。

根据《高僧传》和《续高僧传》以及《名僧传钞》《历代三宝纪》《广清凉传》《弘赞法华传》等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僧人数量为267人。其中南方为147人，北方为120人，从数量上看，南方的僧人数量多于北方。如果加上南北朝时期业已出家，但主要活动在隋唐时期的僧人，则南方共有233人，北方共有280人，可见，后期北方僧人超过了南方。在北方的三个地区之中，河东河北102人，河淮之间95人，关陇河西83人。各地区相差不大，可见分布比较均衡。而在南方的四个地区之中，江表淮南143人，江汉沅湘45人，巴蜀36人，岭南9人，可见南方僧人分布比较集中。尤其集中于江东的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其次，江汉沅湘的南郡和襄阳、益州的巴西、广汉、蜀郡也比较密集。而北方比较密集的地区只有渭水下游及其以东地区。[45]

二 南北朝时期高僧游锡

尽管南北朝在政治上对峙，但南北高僧的游锡仍然往来不断。南北朝时期僧人游锡的原因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点。

（一）为躲避战乱而游锡

太延五年（439）北魏灭掉北凉，有部分僧人就逃到南朝宋。“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队别兼之，及轒所拟，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阵防严设，更无走处，东西绝壁，莫测浅深。上有大树，旁垂崖侧，遂以鼓旗竿绳系树悬下……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终。”[46]僧朗是凉州人，被魏军所俘充军，趁着魏军东还，以鼓旗竿绳系树顺崖而下，侥幸逃出，到达荆州。

《高僧传》卷八提到释智林随释宝亮在宋初过江，作有《二谛论》、《毗昙杂心论》等，加深了南北的交流。释慧善自幼出家，擅长《毗昙》，因为被俘虏，而去西魏。“释慧善，幼出家，善法胜《毗昙》……会有梁未序，逃难江陵，承圣季年，因俘秦壤，住长安崇华寺，义学之美，为周[image: ]宰见知，别修供养，敷导终老，以天保年卒于长安。”[47]

北魏太武帝灭佛后南逃的高僧释玄畅精通三论学、华严学，于元嘉二十二年（445）至建康，宋文帝赞叹玄畅学识渊博，请为太子师。“释玄畅，姓赵，河西金城人……，以元嘉二十二年八月一日达于扬州，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占记吉凶，靡不诚验。坟典子氏，多所该涉。至于世伎杂能，罕不必备。初华严大部文旨浩博。终古以来，未有宣释。畅乃竭思，研寻提章比句，传讲迄今，畅其始也。又善于三论，为学者之宗。宋文帝深加叹重，请为太子师。”[48]

南朝宋元嘉十五年（438）释法瑗从北方来到梁州。“经涉燕赵，去来邺洛，值胡寇纵横，关陇鼎沸，瑗冒险履危，学业无殆。元嘉十五年还梁州，因进成都，后东适建邺，依道场寺慧观为师。”[49]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坑杀僧人，焚毁佛经，僧导在寿春寺接纳逃难僧人有数百人之多。导“立寺寿春，即东山寺也，常讲说经论，受业千有余人。会虏俄灭佛法，沙门避难投之者数百，悉给衣食，其有死于虏者，皆设行香会，为之流涕哀痛。”[50]

北魏释慧芬俗姓李，自幼出家，在北魏灭法时候南下逃到建业。“释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谷熟县常山寺。学业优深，苦行精峻，每赴斋会，常为大众说法。梁楚之间悉奉其化。及魏虏毁灭佛法，乃南归京师。”[51]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下诏禁佛、道二教。建德六年（577）灭齐，又下诏齐境禁佛。这两次灭法，导致了许多北方僧人又不得不逃往南方。

北魏释慧意南投于梁。“释慧意，姓李，临原人。听大乘经论，专习禅定。宇文废法，南投于梁，与仙城山慧命同师，寻讨心要。”[52]

北齐末年释辩寂南适江阴。“释辩寂，徐州人，少以慧学播名，汛浪人世，游讲为业，末在齐都，专攻大论及《阿毗昙心》，会武平末岁，国破道亡，南适江阴，复师三论。”[53]

北周释靖嵩与释法贵、释灵侃等人投奔南朝陈。“俄属周武屏除，释门离溃，（释靖嵩）遂与同学法贵、灵侃等三百余僧，自北徂南，达于江左。陈宣帝远揖德音，承风迎引，令侍中袁宪至京口城礼接登岸。帝又使驸马蔡凝宣勅云：‘至人为法以身许道，法师等善明治乱，归寄有叙，可谓怀道正士，深可嘉之。宜于都廓大寺安置，所司供给务令周至’”。[54]

北周释宝安南投陈国。“释宝安，兖州人，安贫习学，见者敬之。……周灭齐亡，南投陈国，大隋一统，还归乡壤。”[55]

北周释通幽南投于陈。“释通幽。姓赵氏。河东蒲坂人。……遇周齐凌乱，远涉江阜，业架金陵，素气悠远。及大隋开运，还归渭阴。”[56]

北周时期南逃高僧还有慧海、法彦，北齐有昙迁等，智[image: ]大师亦因北周毁法南逃[57]。

（二）因与统治者意见不同或受其邀请而游锡

菩提达摩与梁武帝意见不合而北上。“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致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58]

北魏高僧释僧达到梁朝为梁武帝讲经授戒，梁武帝称之为“肉身菩萨”。“释僧达，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梁武皇帝拨乱弘道，衔闻欣然，遂即济江造宫，请见。勅驸马殷均，引入重云殿。自昼通夜，传所未闻，连席七宵，帝叹嘉瑞，因从受戒，誓为弟子。……帝亦深敬，常顾侍臣云：‘北方鸾法师达禅师，肉身菩萨。’”[59]

（三）按照自己旨趣或为传法而游锡

因为北魏对佛教的打击，也有南朝僧人前往北方传法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法后，文成帝拓跋睿又复兴佛教，因此急需僧才，南朝宋僧人释志道借此时机带领十余人在引水寺讲律明戒。“释志道，姓任，河内人，性温谨，十七出家，止灵曜寺。……先时魏虏灭佛法，后世嗣兴，而戒授多缺。道既誓志弘通，不惮艰苦，乃携同契十有余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会于引水寺，讲律明戒，更申受法。伪国僧禁获全，道之力也。后还京邑，王奂出镇湘州，携与同游。”[60]

法琳生于陈宣帝太建四年（257），年少出家，游历金陵、楚郢（江陵）各地，遍学内外典籍。著作除《破邪论》《辩正论》（现存）外，据同时的沙门彦悰曾加以搜集，谓共有《诗赋》、《碑志》、《赞颂》《箴诫》《记传》《启论》《三教系谱》《释老宗源》等合三十卷。又据道宣所述，另有《表》《章》《诔》《大乘教法》等名目，共有三十余卷。

陈朝时期释慧思由嵩山到南岳去传禅法。相传在他茫然于“然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以避此难”时，空中降声启示他道：“若欲修定，可往武当南岳，此入道山也。”于是他“以齐武平（576）之初，背此嵩阳，领徒南逝，高骛前贤。……寄于南岳止十年耳，年满当移，不识其旨，及还山舍。每年陈主三信参劳，供坡众积，荣盛莫加。”[61]

（四）因僧人之间的访道、学习而游锡

北魏僧人释昙准到齐京师太昌寺听僧宗讲《涅槃》经，学成之后回到北方讲授。“先是北土法师昙准闻宗特善《涅槃》，乃南游观听。既南北情异，思不相参。准乃别更讲说，多为北士所师。准后居湘宫寺，与同寺法身、法真并为当时匠者。”[62]

北周时期的僧人释慧恭和同寺庙的慧远从四川到长安，后又前往荆扬寻师访道，对于《阿毗昙论》《迦延拘舍》《地持》《成实》等非常精通，学成之后到益州讲授。“释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废佛法之时，与同寺慧远结契勤学。远直诣长安听采，恭（慧恭）长往荆杨访道。远于京师听得《阿毗昙论》、《迦延拘舍》、《地持》、《成实》、《毗婆沙》、《摄大乘》，并皆精熟，还益州讲授，卓尔绝群，道俗钦重，[image: ]施盈积。恭后从江表来还，二人相遇欣欢，共叙离别三十余年。同宿数夜语说言谈，远如泉涌，恭竟无所道。”[63]

南朝僧侣到北方访道的也不少。根据《续高僧传》卷七《释慧布传》所载，释慧布广陵人，姓郝氏，21岁出家，最初在杨都建初寺跟随琼法师学《成实》，后来到摄山止观寺从僧诠听三论讲。“释慧布，姓郝氏，广陵人也。少怀远操，性度虚梗…从建初寺琼法师学《成实论》，通假实之旨物议所归。……承摄山止观寺僧诠法师，大乘海岳声誉远闻，乃往从之听闻三论。……时号之为得意布，或云思玄布也。……所谓四句朗、领语辩、文章勇、得意布，布称得意最为高也。”[64]慧布晚年游北邺，拜访慧可禅师，不过二人见解似不同，慧可认为他只“破除我见”，慧布深受刺激，努力学习佛法，写章、疏六驮返回南方。“末游北邺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名见，便以言忤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乃纵心诸席，备见宗领，周览文义，并具胸襟，又写章、疏六驮，负还江表。”[65]

何胤（446—531）字子季，庐江灊（今安徽庐江）人，佛教论著有注《百法论》一卷、《十二门论》一卷。“又征士庐江何胤，居吴郡虎丘，遇一神僧捉一函书云：有人来寄语，顷失之。及开函视，全不识其文词。后访魏僧云：是《大庄严论》中间两纸也。”[66]有人寄给何胤一书函，何胤不认识其中的文辞，一位魏朝僧人告诉他是《大庄严论》中的内容。这说明当时的学习除了访道，还有书信的来往。

（五）因南朝的佛法兴盛，慕名前往的游锡

由北朝到南朝的僧人更多一些，因为南朝佛法兴盛，偏重义理，有非常好的佛教氛围。僧人来到南方或研究佛理或从事行政，都有很大的发展机会，这是他们南下的动机所在。

南朝宋时期的释智林为高昌人，跟随宝亮过江，后来徙往蕃禺，智林也随往。宋明帝初年，智林受敕回京，听说周颙著《三宗论》，写信劝其速成。后来智林又返回高昌，逝于永明五年（487）。智林著《二谛论》及《毗昙杂心论》，并注《十二门论》和《中论》。“释智林，高昌人。……负帙长安，振锡江豫。博采群典，特善杂心。……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资给发遣下京，止灵基寺。讲说相续，禀服成群。申明二谛义有三宗不同。时，汝南周颙又作三宗论，既与林意相符，深所欣迟。乃致书于颙曰：‘近闻檀越叙二谛之新意。’……是以相劝，速着纸笔，比见往来者，闻作论已成。……著《二谛论》及《毗昙杂心记》，并注《十二门论》、《中论》等。”[67]

有的僧人到了南方，还被任命为僧官，释法瑗被宋明帝任命为法主。“释法瑗，姓辛，陇西人，辛毗之后。长兄源明，仕伪魏，为大尚书。第二兄法爱，亦为沙门……为茜芳国师……元嘉十五年（438年）还粱州，因进成都，后东适建业……（宋文）帝勅为南平穆王五戒师，及孝武即位，勅为西阳王子尚友……及明帝造湘宫新成，……勅请瑗充当法王[68]。”

还有的僧人深感生命无常，年老体衰，毅然决定南下学习佛法。“贞谓建曰：大梁正朝礼义之国，又有菩萨应行风教，宣流道法，相与去乎?今年过六十，朝闻夕死，吾无恨矣。建曰：时不可失，亦先有此怀。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迈。”[69]梁普通二年（521），释法贞、释僧建有感于南方佛法昌盛，人生短暂不能辜负光阴，于是从北方来到南方。

其他南下的僧人如下所列。

南朝宋时释法颖，敦煌人，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宋孝武帝、齐高帝先后钦为都邑僧主。“释法颖，姓索，敦煌人。……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颖学业兼明，勅为都邑僧正。后辞任还多宝寺……及齐高即位，复勅为僧主。……齐建元四年卒。”[70]

南朝宋时释超辩，敦煌人，南下达到建业。“释超辩，姓张，敦煌人。……闻京师盛于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达于建业。……以齐永明十年（492）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三。”[71]

南朝宋时释法度，宋末到达建康。“释法度，黄龙人，少出家，游学北土，备综众经……宋末游于京师。……齐永元二年，卒于山中，春秋六十有四矣。”[72]

南朝宋时释弘充，凉州人，南下止多宝寺。“释弘充，凉州人……大明末过江，初止多宝寺。……宋太宰江夏文献王义恭雅重之，明帝践祚，起湘宫寺。……充以齐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二。”[73]

南朝齐时释慧弥，弘农华阴人，南下达到建业。“释慧弥，姓杨氏，弘农华阴人。……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后，志修远离，乃入长安终南山。……后闻江东有法之盛，乃观化京师，止于钟山定林寺。……梁天监十七年，闰八月十五日终于山舍，春秋七十有九。”[74]

南朝齐时释昙准，汤阴人，南渡止湘宫寺。“释昙准，姓弘，魏郡汤阴人。……承齐竟陵王广延胜道，盛兴讲说，遂南度止湘宫寺。……以天监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75]

南朝梁时，公元464年，释宝亮到建康。“释宝亮，本姓徐氏，其先东莞胄族。晋败，避地于东莱弦县，亮年十二出家。……年二十一至京师，居中兴寺……天监八年（509）卒，春秋六十有六。”[76]

南朝齐时释僧副由北魏南下至定林寺。“释僧副，姓王氏，太原祁县人……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524）也。”[77]

南朝陈时释法常，从北齐投陈，行化荆峡，向僧法隐禅定。“释法常，高齐时人。……齐主崇为国师……捐而至楚，后闻追之，变形革服一举千里，又达衡岳，多处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峡，有僧法隐者。……乃归而问津……深悟寂定不思议也。”[78]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南北高僧的游锡都促进了佛教经论的传播。十六国北凉玄始十年（421）昙无谶译出《大般涅槃经》，至南朝宋文帝元嘉中传至建康，影响很大。释慧布将在北方抄写的佛经带到了南方，周宏正将北周释昙延传授的义门，经过抄写，带到了南朝陈。南朝宋时求那跋陀罗译所译《胜鬘经》流传北朝，广为习诵。《续高僧传》卷六《释道登传》云:“释道登……闻徐州有僧药者，雅明经论，扶策从之，研综《涅槃》、《法华》、《胜鬘》，后从僧渊学究《成实》。年造知命，誉动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征请。”[79]真谛是南朝著名的译经家，宇文泰于承圣二年（553）攻取了益州，益州僧人很快把真谛译经传到了长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南北双方的佛教交流。

三 南北方佛教的不同发展趋向

因为南北方政权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经济的差异，佛教在南北方的发展上呈现出了很多不同的发展趋向。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佛教义理实践发展不同

在佛教发展趋向上，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汤用彤认为：“北方佛教信仰与南迥异，其经学崇尚亦与南方不同，南方学术之主流为玄学，而北方经学则亦较江左为盛。……南方佛理，因与玄学契合无间，故几可视为一流。北方经学之于佛教虽少交互之影响，但经术既与佛义俱起俱弘，儒师遂不免与僧徒发生学问上之因缘。”[80]“北方佛教义学以罗什在长安时为最盛。其后迭经变乱，学僧星散。凉州沙门，被于平城。北朝之初，佛教与道安、罗什时代大异其趣。禅师玄高、昙曜，实执僧界之牛耳。由是盛行净土念佛，又偏重戒律，并杂以方术阴阳之神教。凡汉代佛法之残余，似多流行于北。[81]汤用彤认为北方因为受到经学的影响，比较重视实践，而南方佛学本来就有玄学的传统，所以注重义理。

南方佛教偏重于涅槃学、成实学、毗昙学、三论学，义理的成分十分浓厚。经典的译出和义理的弘扬是密不可分的。汤用彤说：“《涅槃》出后，凉土义学僧人，本已注意此经。”[82]道朗作《涅槃经序》，并有经疏。《释老志》载智嵩为译时笔受，后“以新出经论于凉土教授，辩论幽旨，著《涅槃义记》”。[83]然不久凉土兵乱，《涅槃》之学，流至江南，并引起巨大反响。僧伽提婆译出《阿毗昙心论》，卑摩罗叉译出《十诵律》，完善了南方的佛教经典。真谛三藏还广州，住制旨寺译《摄大乘论》《俱舍论》，南方的义学经典由此大增。北方流行侧重于实践方面的佛教经典，如《十地经论》《楞伽经》等。

当然，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也不能绝对化，在相互的交往中，可以说是互有吸收。在南北朝的前期，南方的佛学理论是由北方传入的，如罗什所翻译的大乘经典、昙无谶所翻译的北本《涅槃经》都传到了南方。而南方的理论如真谛所翻译的《摄大乘论》也被传到北方，成为摄论学派。周武灭佛时，北方僧人靖嵩南逃至建业，后跟随真谛的弟子法泰学习《摄论》《俱舍》，学成之后，又回到了北方，对于摄论宗的传播功不可没。靖嵩的著述有《三藏》《三生死》《三聚戒》《九识》等。汤用彤说：“真谛殁后十九年而陈亡。其弟子散处江南，亦未多得侍奉。至北方昙迁、靖篙南来，始见其学可补北方地论师之所未知，乃函为宣扬，真谛之学，乃得光大。”[84]成实学是南方发展出来的学派，义理性浓厚，道登、昙度将成实学传到北魏。道登是僧渊的弟子，名气很大，北魏统治者慕其名望，邀请他到洛阳讲学。昙度跟随僧渊学习《成实论》很有成就，被北魏孝文帝邀请至平城讲法，他的著述有《成实论大义疏》八卷，在北方非常流行。魏宣武帝后，南方的成实学继续在北方传播，重要的弘法僧人有道庄、释法论等。南方的禅法发展也受到了北方的影响。北方南下的禅师有僧副、慧初、法聪、法常等。南朝陈时期，保恭禅师在栖霞寺弘扬禅法。天台宗的代表人物慧思、智[image: ]也南下传授禅法。南方禅法比较活跃的地区有蜀、荆襄、浙江天台等。北方盛行的阿弥陀佛净土思想也传到了南方。总体上，南北朝的佛学呈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佛教艺术发展不同

南北朝时期，南北佛教艺术也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向，尤其表现在佛教造像方面。南北朝初期，北朝造像带有明显的印度犍陀罗色彩，而南朝的造像更接近于汉人的形象，北朝后期的造像风格与南朝逐渐融合。北魏以后，敦煌、麦积山的雕塑为彩敷泥塑，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等，都为石窟造像。麦积山的北魏泥塑形象逼真，富于情感流露。佛像服饰有袒露右肩，外披袈裟式偏衫，下身着裙；或穿通肩大衣，盖在双臂上。菩萨服饰上身袒露，首饰很多，下着羊肠大裙。北朝的造像多注重形态和精神，不大追求细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造像的面像瘦削，菩萨广额，小颐，秀颈，眉宇开朗，神情恬淡，飞天清丽俊秀，显然受到了南朝造像风格的影响。北齐、北周时期，佛、菩萨面相由瘦长型转向丰圆型，头发为小的螺旋形。在神态上，佛庄严，菩萨慈祥，力士狰狞，弟子和悦。佛的服饰为搭双肩的袈裟式外衣；菩萨服式更为艳丽。

南朝造像多集中在建康（今南京市）、四川等地，佛多着褒衣博带及天竺通肩衣。佛教造像面容多清癯，秀骨清像，表情柔和，嘴角向上弯起。服饰上，褒衣博带，衣褶层叠，衣裙垂蔽。南朝的佛教造像摆脱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逐渐走向了世俗化、本土化。南朝的这种风格也被北朝造像所吸纳，“秀骨清像”成为南北朝统一的审美标准。

音乐方面，“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85]西域音乐的传入，则与战争有关。“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86]“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87]苻坚派大将吕光西伐龟兹，为了争夺鸠摩罗什，但同时也把西域的音乐传了过来。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及梁武帝萧衍等人在清商旧乐基础上创作佛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佛曲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此外，书法方面，北朝佛教书法多以石刻为大宗，字体多为不断演变的隶楷错变字体。南朝的佛教书法多在尺牍上，书法继承了东晋的传统，行草为当时的主要字体。在书法风格上，北朝注重质朴厚重、豪健雄放，而南朝注重风流妍妙、温婉妩媚。北朝石刻佛教的产生还和法难有关，法难引发了北方佛教末法的思想，石刻佛经也是护法思想的一个表现。

（三）佛教与政治关系发展不同

北朝除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短暂的灭佛外，其余的统治者还是护持佛教的。北朝民族性格质朴粗犷，对于佛教的信仰偏重于祈福行善。在僧官的任命上，北魏道武帝任用法果为道人统，全面主管佛教事务。法果提出了“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的思想，对于南朝的梁武帝影响甚深。北魏文成帝时沙门统昙曜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开佛教社会福利事业之先河，为给先帝荐福还开凿了云冈石窟。此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这表明北朝统治者重视佛教事业功德。

北方先后发生了两次灭佛事件，导致北方的很多僧人逃亡南方。北魏太延四年（438），太武帝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拓跋焘又下灭佛诏，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曹，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到长安，发现一寺院内藏武器，及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是年，拓跋焘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下诏毁佛，令“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88]，将灭佛推向了高潮。

不同于北魏武帝的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抑佛举措并没有伤害到僧侣的人身安全，而是采取辩论的方式树立起道教的地位。尽管如此，诸如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的诏令对佛教的破坏也是巨大的。共还俗僧人300万人，退寺院4万座。

南朝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对于佛教都是非常扶植的，而且有些皇帝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南朝的统治者喜欢问道，并邀请僧人辅佐政权，佛教在南朝的发展十分兴盛，许多北方的僧人都前去投靠。南朝宋文帝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与国政。宋武帝曾求法于求那跋陀罗。齐竟陵王萧子良广招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使佛教在梁朝发展达到鼎盛。梁武帝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四次舍身同泰寺，而且提倡素食，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受到梁武帝的影响也非常崇佛。陈统治者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无论出于统治的目的也好，还是维护社会安定也好，总之佛教在南朝无论从义理还是从艺术、民间信仰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节 佛教义学的兴起及其传播

一 涅槃学派

涅槃学派以研究涅槃类经典而得名。涅槃又作泥洹、泥曰、涅槃那，意译寂灭、灭度、无生，指燃烧烦恼之火灭尽。早期的涅槃分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有余涅槃虽断烦恼，但肉体仍然残存；无余涅槃指灰身灭智的状态，即一切归于灭无的状况。中论以实相为涅槃，实相即指因缘所生法的空性，与生死世间无有区别。

（一）涅槃经典的传入及其佛性思想

涅槃经典中，分为小乘涅槃经典和大乘涅槃经典。前者叙述佛陀入灭前后的情形，后者阐发“法身常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阐提亦能成佛”等思想，一般学界将其归为“真常唯心论”（如来藏系统）。根据《祐录》等经录记载，传入汉地的大小乘涅槃经典见表8-1。

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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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8-1所示，竺法护本与阇那崛多本为同本异译；法显本与智猛本为同经异译；白法祖本，有法显本与东晋《般泥洹经》二卷（译者不详）两种异译本。经中描述了佛陀入灭时的情况，与十六国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译的《长阿含游行经》三卷相同。[89]由上面的卷数，我们可以看出十六国北凉昙无谶《大般涅槃经》四十卷是最完整的。

公元418年，法显在中印度华氏城得到《大般涅槃经》初分的梵本。法显回国后，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和佛陀跋陀罗在建康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共有六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三年（414），译出《大涅槃经》初分十卷；玄始十年（421）又译出在于阗寻得的中、后分，共译成四十卷十三品，世称为“北本涅槃”。

北本涅槃于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传到江南，宋文帝令义学名僧慧严、慧观与文学家谢灵运等以此译本为主，并依法显等译《大般泥洹经》增加品目，修改文字，从原本寿命品分出经叙、纯陀、哀叹、长寿四品，由如来性品分出四相、四依、邪正、四谛、四倒、如来性、文字、鸟喻、月喻、菩萨十品，改为二十五品三十六卷，亦名《大般涅槃经》，世称为“南本涅槃”。

《大般涅槃经》的宗旨是肯定佛身常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该经的目的，将后世佛教对佛陀灭度后是否仍存在的问题作以解答，并因此而提出了“佛身常住”“悉有佛性”两个宗旨。从真空到妙有是大乘佛教发展中的两个阶段，《大般涅槃经》是佛教发展到“妙有”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经典。尽管在经中有《德王品》《师子吼品》等大谈空义，但仍然不离开佛身的妙有存在。由此主张涅槃的常乐我净，批判了小乘佛教中的无常，苦、空、无我、不净等偏执观念。

《大般涅槃经》中的佛性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指佛陀的本性，菩提的本来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无尽，无尽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决定，决定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90]真解脱、如来、涅槃、无尽、佛性、决定、菩提的含义是相通的。既然如此，《大般涅槃经》中的佛性用如来、解脱解释，含义是一样的。“真解脱者，名曰远离一切系缚。若真解脱离诸系缚，则无有生，亦无和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是故解脱名曰不生。迦叶，譬如醍醐其性清净，如来亦尔，非因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净。”[91]“如来清净无有垢秽，如来之身非胎所污，如分陀利本性清净，如来解脱亦复如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清净无垢。”[92]如来就是佛性，是本来清净的，不是后来而得的清净。

另一方面指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因性，是如来藏的异名。南本《大般涅槃经》在《如来性品》中以“我”“如来藏”来解说佛性。“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如是我义从本已来，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是故众生不能得见。善男子，如贫女人舍内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无有知者。……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不能得见，如彼宝藏贫人不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众生所有佛性为诸烦恼之所覆蔽，如彼贫人有真金藏不能得见。……贫女人者即是一切无量众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93]“我”即是如来藏，也就是佛性，众生都有佛性，却被无量烦恼所遮蔽，不能自知。

（二）涅槃学的思想与传播

北方从北魏中叶到隋初，以涅槃学而知名的学僧有慧静、道凭、昙准、道登、昙度、昙无最、圆通、宝彖、僧妙、道安、昙延、慧藏、慧海等。当时在北地兴起的地论学者，大半兼善涅槃学，如慧光曾为《涅槃经》作注疏。慧光的弟子和涅槃学有关系的，有僧范、慧顺、道凭、灵询、法上、道慎等。北方讲习《涅槃经》与南方涅槃师不同。如地论师推崇的是《华严》，在判教系统中，将《华严》置为最高位，《涅槃经》置于《华严》之下。慧嵩、道朗曾列席昙无谶的译场，笔受《涅槃经》，并分别作义记、义疏，阐发《涅槃经》的玄旨，为中国北方最初的涅槃师。“河西道朗法师与昙无谶法师，共翻《涅槃经》，亲承三藏，作《涅槃义疏》，释佛性义，正以中道为佛性，尔后诸师皆依朗法师义疏，得讲涅槃乃至释佛性义。”[94]

东晋法显所译的六卷《大般泥洹经》最先传播，经中主要思想是除一阐提众生都能成佛；佛的法身是常，而且佛的法身的本质在于心识。道生根据此经提出了“当有成佛”的观点，“当有”是从将来的角度来看，一切众生一定能够成就佛果，所以佛性也是“当有”的。北凉昙无谶所译的涅槃经传到南方，其中提到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也能成佛，印证了竺道生（355—434）的观点。

道生的佛学思想集中在对法身的见解及成佛的顿与渐上，其著作有《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佛性当有论》《善不受报义》《泥洹义疏》等，立“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善不受报”及“顿悟成佛”义。

南朝宋陆澄在《法论》中说：“沙门竺道生执顿悟，谢康乐灵运《辨宗》述顿悟，沙门释慧观执渐悟。”[95]慧观和道生并为涅槃学派中两大系。谢灵运认为道生顿悟说的理论基础在于理不可分之说。“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圣，体无鉴周，理归一极。”[96]道生的顿悟说为宋文帝所推崇。元嘉十三年（436）文帝“诏求沙门能述生法师顿悟义者，庾登之以法瑗闻，召见瑗，申辩详明。何尚之叹曰:‘意谓生公之没，微言永绝。今复闻象外之谈，湘宫寺成，召师居之，帝每临幸听法’”[97]。道生弟子道猷以顿悟之说，所向披靡，无人能与之争论。“宋文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即敕临川郡，发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令猷申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机称快。及孝武升位，尤相叹重，乃敕住新安，为镇寺法主。帝每称曰：‘生公孤情绝照，猷公直辔独上，可谓克明师匠，无忝徽音。’”[98]南方的涅槃师属于道生系统的：南朝宋有宝林、法宝（宝林的弟子）、道猷（又作道攸）、道慈、僧瑾、法瑗；齐有僧宗，为法瑗的弟子，他对《涅槃经》《胜鬘经》《维摩经》等十分擅长，著有《涅槃义疏》《涅槃集解》；到了梁代，有法朗等。

南朝宋慧观为河北清河人，与道生同出鸠摩罗什门下。著有《辩宗论》，主要论述顿悟、渐悟义，还有《十喻序》、《赞诸经序》。南朝慧观参与南本涅槃经的译作，又制涅槃经序。其所立之二教五时教判，极为后世所重视。他反对道生的顿悟义，特倡渐悟义。“释慧观，姓崔，清河人。……晚适庐山，又咨禀慧远。闻什公入关，乃自南徂北。……时人称之曰：‘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第一。’……著《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及《十喻序》、《赞诸经序》等，皆传于世。”[99]汤用彤认为《名僧传钞》中的《三乘渐解实相事》一文为慧观所作，或出自他的《渐悟论》中。与慧观渐悟说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慧琳、法勖等。

慧观的渐悟思想主要是对于实相的证悟因为有三乘的不同，而有深浅之分。“论曰：问三乘渐解实相？曰：经云，‘三乘同悟实相，而得道为实相。’理有三耶，以悟三而果三耶，实相唯空而已。……缘行者，悟空有浅深。因行者而有三。……若行人悟实相无相者，要先识其相，然后悟其无相。以何为识相，如彼生死之相，因十二缘。”[100]渐悟需从十二因缘入手，识其相，最后悟其无相。三乘的区别在于，如来洞见因缘之始终，明了实相非相的道理。菩萨悟其无相，不明其始。二乘只明了十二因缘之有。“唯如来洞见因缘之始终，悟生死决定相毕竟不可得，如是识相非相，故谓之悟实相之上者。菩萨观生死十二因缘，唯见其终，而不识其始，虽悟相非相，而不识因缘之始，故谓之悟实相之中者。二乘之徒，唯总观生死之法是因缘而有。”[101]

慧观一派还有法瑶、昙斌等。南朝陈慧达《肇论疏》说：“瑶法师云：三界诸结，七地初得无生，一时顿断，为菩萨见谛也，肇法师亦同小顿悟义。”[102]瑶法师即是法瑶，他所主张的是僧肇所说的小顿悟，“七地顿断”。昙斌，河南南阳人，跟随静林法师学习《涅槃》，后又跟随法珍学习《泥洹》、《胜鬘》，跟随法业学习《华严》、《阿毗昙杂心论》。“释昙斌，姓苏，南阳人……初下京师，仍往吴郡……后还都，从静林法师，咨受《涅槃》。又就吴兴小山法珍，研访《泥洹》、《胜鬘》。晚从南林法业，受《华严》、《杂心》。……初止新安寺讲《小品》、《十地》，并申顿悟、渐悟之旨。”[103]

南朝除了道生、慧观传承的涅槃学外，直接受传北方之学的涅槃师，南朝宋有慧静、法瑶、昙斌、僧镜、超进；南朝齐有僧钟、法安；南朝梁有宝亮、法云、僧迁等。此外，学系、传承不明的涅槃师，南朝宋有僧含、僧庄、昙济；南朝齐有昙纤、道盛、僧慧；南朝梁有智秀、智顺、僧旻、法会、智藏、慧皎；南朝陈有慧勇、警韶、宝琼等。当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和《成实论》的学者，几乎都兼善涅槃学。宝亮等所撰《大般涅槃经集解》，集宋、齐、梁间涅槃师学说的大成。

关于涅槃学的判教思想，南朝宋慧观根据《涅槃经》，立二教五时的教判，把教法作顿、渐二教，以《华严经》为顿教。对于渐教，慧观借用《涅槃经》中牛乳比喻说，佛经被分为五时，“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104]。佛教五时，即“三乘别教”，是以说三乘行因得果不同的经为第一时；“三乘通教”以《般若经》为第二时；“抑扬教”以维摩、思益等经为第三时；“同归教”以《妙法莲华经》为第四时；“常住教”以《涅槃经》为第五时。涅槃学派在判教时的显著特点，都是把《涅槃经》判为佛教的最高阶段。僧柔、智藏、法云等均承袭之。僧亮、僧宗配合“涅槃五味”来区分教法。

僧宗将佛陀一代时教分为小乘、三乘通教、思益维摩、法华、涅槃五时。宝亮将小乘、通教、维摩思益、法华、涅槃次第配以五味。天台智[image: ]将佛教诸经典分类为华严、鹿苑、方等、般若、法华五时。刘虬综合各说把教法作顿、渐二教，于渐教中立五时七阶。此外，虎丘山籍师、宗爱法师，事迹不详，但他们的教判都以《涅槃经》阐明法身常住为渐教的究竟，因此，我们都可以把他们称为涅槃师。

二 毗昙学派

毗昙是阿毗昙的简称，也可以称为阿毗达磨，意为对法，即论。毗昙学是研习小乘说一切有部论书《阿毗昙》的学派，属于小乘二十个部派当中的萨婆多部，其内容不仅包含对现象界的分析，还包括对超验世界的证悟。

（一）毗昙学的渊源

印度有部的古典毗昙原有六种，即《识身》《界身》《品类》《集异门》《法蕴》《施设》六论。其后，迦多延尼子造《发智论》（全称《阿毗达磨发智论》，异译《阿毗昙八犍度论》）对有部各种学说作了总结性的组织，因此称《发智论》为“身论”，以前六论为“足论”。随着毗昙学说流传地区的扩大，逐渐产生以迦湿弥罗为中心的迦湿弥罗师（东方师），以及迦湿弥罗以外地区的外国师、犍陀罗师等派系。从此，毗昙学分为三系——《大毗婆沙论》《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都是属于有部学说。

《大毗婆沙论》的结集得到了迦腻色迦王的支持，现存的只有汉译本。佛灭四百年，迦腻色迦王（约132—152年在位）于迦湿弥罗集五百罗汉结集三藏，形成《大毗婆沙论》（有学者称为“第四结集”）。以此为学说的一派逐渐形成了毗婆沙师，他们对于《阿毗达磨发智论》的各种不同解释进行勘定，指出正确的宗旨，著名的有“婆沙四评家”，即妙音（Ghosaka）、法救（Dharmatrata）、世友（Vasumitra）、觉天（Buddhadeva）。此论梵本十万颂，由唐代玄奘全文汉译。一般所指《大毗婆沙论》即是指唐译本。唐以前有十六国前秦僧伽跋澄译的节抄本十四卷和十六国北凉浮陀跋摩、道泰译的不完全本六十卷。

另一系为法胜的《阿毗昙心论》，其主要思想是对《阿毗达磨经》的概括，以四谛进行组织，此学说受到北印犍陀罗有部师推崇。这是迦湿弥罗以外的有部一派，他们不像毗婆沙师那样保守，而是采用其他的经论和学说，运用自有批判的形式，阐扬自己的学说。前秦僧伽提婆于建元十九年（383）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即《发智论》三十卷，于东晋太元十六年（391）译出《阿毗昙心论》四卷。

第三个系统《杂阿毗昙心论》，简称《杂心论》，十一卷，是由法救参考《大毗婆沙论》而成的，他作此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和两家学说。法救的出生年代不详，根据《高僧传》卷三记载，公元394年生于中印的功德贤，因读《杂心论》而出家，由此推断该论于公元4世纪末在中印一带流传，法救最迟应为公元4世纪中的人。南朝宋僧伽跋摩于元嘉十二年（435）译出，由宝云传语，慧观笔受。之前译过两次，一次是东晋安帝义熙末（417—418），法显与迦维罗卫禅师觉贤共译，十三卷；还有一次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426）西域沙门伊叶波罗先译出九品半，后至元嘉八年罽宾三藏求那跋摩补译成十一品，并加校定，共十三卷。这两种译本已散佚。

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关于毗昙学的经典最早传入我国的为东汉时期，当时安世高翻译的毗昙经典有《阿毗昙五法行经》《阿毗昙七法行经》《阿毗昙九十八结经》等。僧祐认为安世高精通毗昙，“安清，字世高。……出家修道，博综经藏，尤精阿毗县学”[105]。到了前秦末年（公元4世纪末），僧伽提婆、僧伽跋澄等高僧相继从小乘萨婆多部盛行的罽宾向东而来，传入了阿毗昙诸论，这些经典为以后毗昙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僧伽提婆，此言众天，或云提和，音讹故也。本姓瞿昙氏，罽宾人。入道修学，远求明师。学通三藏，尤善《阿毗昙心》，洞其纤旨。常诵《三法度论》，昼夜嗟味，以为入道之府。”[106]僧伽提婆的译著有二十卷《阿毗昙八犍度论》和十六卷《阿毗昙心论》。僧伽跋澄的译著有十四卷《杂鞞婆沙论》及十卷《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太元十六年（391），僧伽提婆接受慧远的邀请，来到庐山重新翻译《阿毗昙心论》，改为四卷。东晋时期的释道安不但对上述诸论作序，而且还撰写了九十八结经进约通解一卷。

（二）毗昙学的传承

东晋隆安元年（397），提婆到达建康（今南京）讲阿毗昙，跟随提婆学习毗昙的人非常多，毗昙的讲习之风由此就逐渐传播开来。

北齐时期毗昙学的代表人物是慧嵩。他跟随智游学习毗昙、成实之学，熟习小乘，有“毗昙孔子”的称号。“时智游论师，世称英杰，嵩乃从之听《毗昙》、《成实》，领牒文旨，信重当时。”[107]“流闻西秦有高昌国慧嵩法师，统解小乘，世号‘毗昙孔子’，学匡天下，众侣尘随。”[108]慧嵩先在邺、洛弘化，后在彭、沛一带大弘毗昙。“嵩初不读俗典，执卷开剖，挺出前闻。兄虽异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毗昙》一偈，化令解之，停滞两月，妄释纷纭，乃有其言，全乖理义，嵩总非所述，聊为一开，泠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109]

慧嵩弟子有志念、道猷、智洪、晃觉、散魏等。志念（535—608）“撰《迦延杂心论琉》及《广钞》各九卷，盛行于世，受学者数百人。如汲郡洪该、赵郡法懿、漳滨怀正、襄国道深、魏郡慧休、河间圆粲、俊仪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寿明儒、海岱圆常、上谷慧藏”[110]。汤用彤说：“《法华玄义释签》云：‘江南盛弘《成实》，河北偏尚《毗昙》。’此乃就南北朝末叶之学比较言之。夫《成实》者，虽非毕竟空，而已受大乘法性学之影响。《毗昙》乃娑婆多，说一切有。北方《毗昙》，驾凌《成实》，或以此故。”[111]由此可知，北方的《毗昙》学说胜过《成实》，当时在河北弘扬毗昙学的正是慧嵩、志念一派。

北周时期，益州招提寺的慧远到长安学习《阿毗昙》《八犍度论》《毗婆沙论》，此外，还兼学《成实论》《俱舍论》等，学成之后，到益州讲授，于是毗昙之学又曾流传于西南。

有些《成实论》的学者如僧渊、智游、灵裕、智脱、明彦等，也非常精通毗昙。“释僧渊，本姓赵，颍川人，魏司空俨之后也。少好读书，进戒之后，专攻佛义。初游徐邦，止白塔寺，从僧嵩受《成实论》《毗昙》，学未三年，功逾十载，慧解之声，驰于遐迩。”[112]僧渊的弟子有昙度、慧记、道澄等，他们都是毗昙学的传播者。

（三）南朝的毗昙学

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僧伽跋摩与宝云重新翻译《杂阿毗昙心论》后，毗昙学开始兴盛。“僧伽跋摩，此云众铠，天竺人也，少而弃俗，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尤精《杂心》。以宋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于京邑……即以其年九月，于长干寺，招集学士，更请出焉，宝云译语，观自笔受，考核研校，一周乃讫。”[113]跋摩在长干寺重新翻译《杂阿毗昙心论》，到元嘉十二年（435）译完，为毗昙学传播做出了贡献。南朝的毗昙学都以《杂阿毗昙心论》为主，宋都建康、有法业、慧定、昙斌、慧通等。慧通住在建康冶城寺，撰写了《杂心毗昙》等疏，以阐述毗昙的思想；道乘、法业、成具等对毗昙学也都有所精通；下定林寺僧镜（409—475）（又作焦镜），曾撰《毗昙玄论》及《后出杂心序》。江陵有成具、会稽有昙机等均善毗昙之学。

南朝齐时代，著名的毗昙学者有江陵僧慧、会稽慧基、建康智林、高安僧韶、东平法护。僧韶（447—504）自幼出家，性情温和，擅长《毗昙》。“释僧韶，姓王，齐国高安人，幼愿拔俗，弱年从志，敛服道俗，恭敬师宗，美姿制善举止，情性温和，韵调清雅，好弘经数，名显州壤，专以《毗昙》擅业。”[114]跟随法护学习毗昙的有一百余人，齐竟陵王非常尊崇法护，以其学说作为标准。“释法护，姓张，东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贪叨。年始十三，而善于草隶。……常以《毗昙》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华，不求适会，趣通文理，从其学者百有余人。齐竟陵王，总校玄释，定其虚实，仍于法云寺，建竖义斋，以护为标领。”[115]

南朝梁有道乘、法宠、法令、慧集、智藏、靖法师、慧开等。南朝毗昙师中成就最大者是僧伽跋摩的法孙慧（惠）集，他著有《毗昙大义疏》。他最初是在会稽乐林山从僧伽跋摩弟子慧基出家受业，后来在梁都招提寺研究《大毗婆沙》《杂心》《犍度》等，是当时研究毗昙学的领军人物。南朝讲习毗昙学都以《杂阿毗昙心论》为主，慧集还找来《八犍度论》和《大毗婆沙论》，以与《杂心论》互相参校，解释其中的疑难问题。僧旻、法云都曾经跟随惠集学习。据说每当惠集开讲的时候，听讲者有上千人之多。

南朝陈真谛译出《佛说立世阿毗昙论》十卷、《四谛论》四卷、《俱舍释论》二十二卷等，对毗昙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四）毗昙学的主要思想

毗昙学主要继承了说一切有部的思想。说一切有部是上座部的代表，偏于说“一切有”，“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主张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是实有，实有的是法体，即事物的本质属性，并非指现象。从本体论上来说，说一切有部主张有法体，有自性，这和中观学派所说的无自性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不因因缘而自存的法性就是“三世实有”。

从缘起论来讲，说一切有部提出了六因说，即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和异熟因，是其“三世实有说”的立论依据。

说一切有部主张“法有我无”，认为人身由“五蕴”和合而成，并不存在独立自在的我并将世界分为有为法和无为法，共为五位七十五法。有为法包括四类七十二法，色法十一种、心法一种、心所法四十六种、不相应行法是四种，无为法包括三种。“阴（蕴）非是我，名为无我；阴非我所，说之为空。”

法有指色、心一切诸法都各有自性，常恒不变。“世无别体，依法而立”，法不孤起，法由缘生，而有自性的含义，用所作、共有、自分、遍、相应、报六种因及因、次第、缘、增上四种缘来证明三世实有。其已生、正生、将生都有自己的条件。

根据道安的划分，《阿毗昙心论》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谓显法相以明本；二谓定己性于自然；三谓心法之生必俱游而同感。“俱游必同于感，则照数会之相因。己性定于自然，则达至当之有极。法相显于真境，则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于三观，则睹玄路之可游。”[116]

关于法相，《阿毗昙心论》认为：“法相应当知，何故应知法相者？常定知常定相。彼曰：‘定智有定智相则为决定，以是故说法相应当知。……云何说法相应当知？’答：‘世间不知法相。若世间知法相，一切世间亦应决定，而不决定。……是以世间不知法相，复次坚相地无常相、苦相、非我相。若不尔者，坚相应有常相、乐相、有我相。……问：‘前说法相应当知此法云何？’答：‘若知诸法相，正觉开慧眼，亦为他显现，是今我当说。’问：‘佛知何法？’答：‘有常我乐净，离诸有漏行。诸有漏行转相生故离常，不自在故离我，坏败故离乐，慧所恶故离净。’”[117]世间不知法相，所以有无常相、苦相、非我相。觉者常我乐净，离诸有漏行，所以能知诸法相。

“定己性于自然”是讲只有认识事物的本质，才能理解法相。“云何摄法，为自性，为他性？答：自性。”[118]“诸法离他性者，谓眼离耳，如是一切法不应说，若离者是摄，以故非他性所摄。各自住己性者，眼自住眼性，如是一切法应当说，若住者是摄。故说一切法自性之所摄，已施设自性所摄。”[119]自性不变，不仅是事物的本质，也决定了事物的特点。从这一点来看，《阿毗昙心论》对世界的认识是承认自性有，否认具体事物的存在，即是“空”。“自性不空”便从逻辑上推断出“法体恒有”、“三世实有”。因而，毗昙学主张“诸法离他性，各自住己性。故说一切法，自性定所摄。”

《大毗婆沙论》说：“有因缘，故已生而生。谓一切法已有自性，本来各住自体相故。已有体，故说‘已生’；非从因缘‘已生’自体；因缘和合起故名‘生’。……体虽已有而无作用，今遇因缘而生作用。”[120]“已生”是有自性，“生”是产生的现象事物。毗昙学不但是法性有，也是法相有。

综上所述，毗昙学的思想并没有脱离一切有部的根本思想，从法性、法相等方面论述三世实有，体现了对事物存在形态的独到认识。

（五）毗昙学的影响和发展

《杂阿毗昙心论》是《俱舍论》的前身，该论所释的《心论》，挈毗昙之要领，撷论议之精华，为北印有部中犍陀罗师所推崇，在学说上原与有部正宗的迦湿弥罗的婆沙师义有出入。法救取《婆沙》之说为补充而撰成此论，当然含有调和两方异说的用意。此论的基本精神是概括《阿毗昙经》的心要，偏于尊经轻论；依四谛组织经义，以业、惑为集谛，定、慧为道谛，都不同于毗昙旧师所说，与新兴的经部主张相近。世亲因不满于《婆沙》，取该论颂文增删改编而成《俱舍论》，有“聪明论”的盛誉。从毗昙学说发展的历史观之，《杂阿毗昙心论》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毗昙学在北方和南方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北方重视毗昙，可能和其流传的思想偏重于上座部相关，比较注重因缘，如《十地论》、《华严》、《摄大乘论》等，而毗昙学对于因缘的解说是非常详细的，有“说因部”之称。南方毗昙学的影响，从梁武帝所作《立神明成佛义记》中有“神明性不迁”可知与小乘的法性实有思想相关。后来兴起的《成实论》因受到龙树《中论》的影响，称为新的毗昙学。

毗昙学和成实学有明显的不同（见表8-2）[121]：

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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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南北朝毗昙学说依法胜《阿毗昙心论》及法救《杂阿毗昙心论》的纲领，以四谛组织一切法义，主要阐明“我空法有”和“法由缘生而有自性义”两点。“我空”即“空无我”，名为无我；阴非我所，所以为空。法有，不但指色、心一切诸法各有自性，常恒不变，而且肯定三世实有。而三世实有的关键是过去、未来二世的建立，这又必归根到因上，所以有“六因四缘”说，以此来论证三世一切法有。南北朝的毗昙学因为没有一定的宗祖，没有传统的师承，也没有自己的判教，因而只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义学。

三 成实学派

成实学派以传习、弘扬《成实论》而得名。“实”是四谛中的“谛”，《成实论》不同于小乘讲法有，而讲法空。小乘认为四大是实在，《成实论》认为四大是假名，对立的观点就是关于法体的有无（有假名）。从南北朝到唐初的250多年里，成实论的传播范围有长安、寿春、彭城、建业、洛阳、邺都、平城、荆州、广州、益州、渤海、苏州等地。

该学派所采用的文献为诃梨跋摩著、鸠摩罗什译的《成实论》二十卷。“诃梨跋摩者，宋称师子铠。……遇见梵志，导以真轨，遂抽簪革服，为萨婆多部达摩沙门究摩罗陀弟子……即训以名典，迦旃延所造《大阿毗昙》，乃有数千偈，而授之曰：‘此论盖是众经之统例，三藏之要目也。若能专精寻究，则悟道不远。’于是跋摩敬承钻习，功不逾月，皆精其文义，乃慨焉而叹曰：‘……如今之所禀，唯见浮繁妨情，支离害志。……采访微言，搜简幽旨，于是博引百家众流之谈，以检经奥通塞之辩，澄汰五部，商略异端，考核迦旃延斥其偏谬，除繁弃末，慕存归本，造述明论，厥号《成实》……志在会宗光隆遗轨。”[122]

《成实论》后经鸠摩罗什翻译传入我国。吕澂认为此论翻译于弘始八年（406），“据《长房录》（《历代三宝纪》）中引二秦（苻、姚）旧录的记载，《成实论》译于弘始八年（406），即在译完《智论》之后译出的。后来对于这一译年有不同的说法，如《论后记》说，此论出于‘大秦弘始十三年’，‘至来年九月十五日讫’。如果承认罗什死于弘始十一年（409），那么，这一记载就有问题，所以还是《长房录》的说法比较可信。”[123]

该论译出的目的是反对迦旃延《毗昙》的。成实论和毗昙学争论的焦点是心性本净还是心性本不净。吕澂指出：“罗什译此书的目的，原不过以之与龙树、提婆学说对照一下，藉以说明小乘讲空，以空为终点，无所得为究竟，到《成实论》，已叹观止矣。而大乘讲空，则为利他，以空为用，不以空为止境，即所谓‘以无所得为方便’义，这是《成实论》所根本想象不到的。”[124]该论采用了类似于大乘的教义批判说一切有部的论说。

（一）成实学派的传承

成实学派的著名人物有南朝宋时的僧导和北魏的僧嵩。僧导、僧嵩在南北朝时期建立了成实学派的南北两大系统——寿春系和彭城系。

北方讲习《成实论》的有彭城系的僧嵩及弟子僧渊等，还有僧渊的弟子昙度、慧纪、道登。彭城系的创始人僧嵩为鸠摩罗什的弟子，擅长《成实论》《毗昙》《涅槃》诸学说，他弘扬《成实论》不遗余力，对南北的影响很大。北魏孝文帝称赞僧嵩说：“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后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释人染情，故至此寺焉。”[125]

僧嵩的弟子有僧渊，再传弟子有昙度、道登和慧纪。僧渊（414—481）“本姓赵，颍川人。……从僧嵩受《成实论》《毗昙》。学未三年，功逾十载，慧解之声，驰于遐迩。渊风姿宏伟，腰带十围，神气清远，含吐洒落，隐士刘因之舍所住山给，为精舍。昙度、慧记、道登并从渊受业。慧记兼通数论，道登善《涅槃》、《法华》，并为魏主元宏所重，驰名魏国。渊以伪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齐建元三年（481）也。”[126]

慧纪兼通数论，道登善《涅槃》、《法华》，对《成实》排斥佛性之说作了变通。僧渊的弟子慧球被任命为荆土僧主，“释慧球。……后又之彭城从僧渊受《成实论》……使西夏义僧得与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兴元年（501），敕为荆土僧主……遗命露骸松下。”[127]昙度撰《成实论大义疏》八卷，在北方非常盛行。“释昙度，本姓蔡，江陵人。……后游学京师，备贯众典，《涅槃》、《法华》、《维摩》、《大品》并探索微隐，思发言外……从僧渊法师更受《成实论》，遂精通此部，独步当时，魏主元宏闻风餐挹，遣使征请，既达平城大开讲席……撰《成实论大义疏》八卷，盛传北土。”[128]

魏末北齐时成实论师还有道纪、法贞、灵珣、道凭、慧嵩等。其中法贞深得《成实论》的要旨。“释法贞，不测氏族，渤海东光人，九岁出家。……为沙门道纪弟子，年十一通诵《法华》，意所不解，随迷造问。……及至年长，善《成实论》，深得其趣。”[129]

南朝《成实论》的兴起实际上得力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导，他的著述有《成实义疏》《空有二谛论》《三论义疏》。他南下后，受到南朝宋高祖的支持，在寿春东山寺讲学，跟随的学生有上千人。僧导一系的弟子昙济、道猛、僧钟、道亮、法宠、慧开、慧勇等。

僧导门下的弟子人才济济，著名的当属道猛。“释道猛，本西凉州人，少而游历燕赵，备瞩风化。后停止寿春，力精勤学。三藏九部，大小数论，皆思入渊微，无不镜彻。而《成实》一部，最为独步。于是大化江西，学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东游京师，止于东安寺，复续开讲席。”[130]道猛的弟子道坚、惠弯等人，对成实也是非常精通。

南朝宋明帝请释慧隆于湘宫开讲《成实》。负帙问道八百余人。其后王侯贵胜屡招讲说，凡先旧诸义盘滞之处，隆更显发开张，使昭然可了。乃立实法断结义等。汝南周颙目之曰：隆公萧散森疎，若霜下之松竹。”[131]

南朝齐也重《成实》，僧钟、慧次、僧柔等成实论师均受到王室的特别崇敬。萧子良召集名僧五百余人，讲《成实》，集成《抄成实论》九卷。竟陵王本人也于弘济寺讲《成实》《三论》。“竟陵王于弘济寺，讲《成实》、《三论》，梦中作维摩一契，命僧辩传咏之，群鹤飞舞于阶，咏毕而去。”[132]

南朝齐讲习《成实论》的有弘称门下的僧柔、法迁门下的慧次。慧次频讲《成实》及《三论》等。“释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为志钦弟子，后遇徐州释法迁，解贯当世。……至年十八，解通经论，名贯徐土。迄禀具戒，业操弥深，频讲《成实》及《三论》……文慧文宣悉敬以师礼，四事供给。永明八年讲《百论》，卒，春秋五十七矣。”[133]

从僧柔、慧次就学《成实》的僧旻、法云、智藏成为南朝梁《成实》三大师。公元506年，僧旻（467—527）注《般若》，讲《胜鬘》，弘扬《观世音经》，号称“素王”。他著有《四声指归》《诗谱决疑》等。法云（467—529）于南朝齐时讲《法华》《净名》，号“作幻法师”，著有《成实论义疏》42卷；于梁朝时说《般若》，公元525年被敕为大僧正，解说梁武帝的《神灭论》。智藏（458—522）曾为梁武帝授菩萨戒，讲《涅槃》、《般若》，著有《成实论大义记》和《成实论义疏》。

南朝梁是成实学派发展历程中的分水岭，由于梁武帝崇奉《大品》，对《成实论》不加重视，其发展减弱，《广弘明集·智称行状》记载了梁朝佛学的情况是“《法华》、《维摩》之家，往往间出；《涅槃》、《成实》之唱，处处聚徒”[134]。

南朝陈成实论师有大僧正宝琼（504—584），讲《成实》九十一遍，并撰《成实玄义》二十卷、《成实文疏》十六卷。陈朝还形成了“新成实学”，代表人物如智嚼，其门下有智脱、智琰、智周、慧称、慧乘等，都是后来有名的人物。智嚼为新成实学的创始者，其学风被称为“庄严之部”。此外，还有宝梁、明上等，常州安国寺慧弼曾跟随他们听受“新成实”。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新旧成实学说的分别已经不清楚了。我们猜测，一般成实学者多精于大乘，梁陈之间成实学与三论学辩论激烈，新成实学可能是为应对三论学而作的修正。

（二）成实学派的主要思想

《成实论》以四谛——苦、集、灭、道为中心，组织学说。“问曰：‘汝先言当说《成实论》，今当说何者为实？’答曰：‘实名四谛，谓苦，苦因，苦灭，苦灭道。五受阴是苦，诸业及烦恼是苦因，苦尽是苦灭，八圣道是苦灭道。为成是法，故造斯论。’”[135]“实”指四谛，《成实论》即为说明成立四谛的原因。“问曰：‘汝言五受阴是苦谛，何谓为五？’答曰：‘色阴、识阴、想、受、行阴。色阴者，谓四大及四大所因成法，亦因四大所成法，总名为色。四大者，地、水、火、风，因色、香、味、触故，成四大。因此四大成眼等五根。’”[136]《成实论》认为四大是诸法因缘和合而成，没有实性，所以也是假名。“问曰：‘四大是假名，此义未立。有人言，四大是实有。’答曰：‘四大假名故有。所以者何？佛为外道故说四大。……故知诸大是假名有。’”[137]

《成实论》认为四大是假名有，而不是《阿毗昙》所认为的是实法色。“问曰：‘四大是实有，所以者何？’《阿毗昙》中说：坚相是地种，湿相是水种，热相是火种，动相是风种，是故四大是实有。又色等造色，从四大生，假名有，则不能生法。又以坚等，示四大。所谓坚依坚名地。……何等为眼？佛答：‘因四大造清净色，是名为眼，如是十入。又汝言，有主有依，我等不然，但说法住法中。又汝言，坚等有何义，故独名大者。坚等有义，所谓坚相能持，水相能润，火相能热，风能成就，是故四大是实。’”[138]《阿毗昙》说四大是实有，是因为地的性质是坚，水的性质是湿，火的性质是热，风的性质是动，而且能持、能润、能热、能成就，所以说四大是实有。《成实论》认为只要依于坚的都可以称为地，但坚不是实有，只是触的一种，不能称坚为有主有依。

《成实论》对《阿毗昙》的四大实有说又做了进一步的反驳。“答曰：不然，四大是假名。汝虽言，《阿毗昙》中说坚相是地种等，是事不然。所以者何？佛自说，坚依坚是地，非但坚相，是故此非正因。又汝说，色等从四大生，是事不然。所以者何？色等从业、烦恼、饮食、淫欲等生。如经中说，眼何所因？因业故生。”[139]四大是假名，是由能造四大的色香味触而成。所谓“坚依坚是地”，是说依靠坚的都称为地。色当然也并不是由四大而生，而是因业、烦恼、饮食淫欲而起的。

《成实论》认为苦的原因是业和烦恼。“集谛者，业及烦恼。业者，业品中当说。烦恼者，烦恼品中当说。诸业、烦恼是后身因缘故名集谛”[140]“又因所贪着，故造诸恶，诸恶因缘，强受果报。……以业力故，生诸道中。”“随假名心，名为无明，假名心者，能集诸业。……一切诸受身业，皆因烦恼生。又断烦恼者，不复受生。故知有身，皆因烦恼。”[141]业因烦恼而生，是生死流转的本原，要想解脱就要断除烦恼。

《成实论》认为灭业需要灭除假名心、实法心、空心。“灭三种心名为灭谛。谓假名心、法心、空心。问曰：‘云何灭此三心？’答曰：‘假名心或以多闻因缘智灭，或以思惟因缘智灭。法心在煖等法中，以空智灭。空心入灭尽定灭，若入无余泥洹，断相续时灭。’”[142]假名心将假名执着为实有。实法心是“有实五阴心”，五阴也是空的，以空智灭法心。空心是执着空见，将无余泥洹视为实有空，与大乘佛教认为空、有都非实在的观点是不同的。“灭此三心，故名灭谛。”[143]这三心最终都是要灭除的。

“道谛者，谓三十七助菩提法，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144]《成实论》将道谛概括为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和八圣道分。所谓八圣道，即八正道，是道谛的核心：“今论道谛。道谛者谓八直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八圣道，略说有二：一名三昧及具，二名为智。”[145]八圣道中，重要的为禅定和智慧。“又佛禅定，于无量劫，次第渐成，故能具足。”[146]《成实论》重视的是小乘的禅定，其中对初禅到四禅都有详细的论述，入无心定达到无余涅槃，这与大乘的涅槃观是不同的。

在对四谛苦集灭道的理解上，成实论与旧譬喻师、婆沙师、分别论者都有所不同（见表8-3）[147]

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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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8-3中我们看出，尽管《成实论》与旧譬喻师、婆沙师、分别论者等有所不同，但依然属于小乘学说，如《成实论》认为涅槃为入灭尽定，显然与大乘的无住涅槃是不同的。

（三）《成实论》与三论宗的争论

成实学者主要从理、境上去理解二谛，认为名言是空，或者名言不空，但认为理境还是不空的，这受到了三论学者的批判，认为还是小乘。《成实论》尽管讲空，但是从理境上讲的，因此便出现了真谛和假谛何者为体的问题。

在《成实论》中真、俗二谛的含义如下所示。

第一，俗谛为假名，真谛为五阴色等法及涅槃。“又佛说二谛：真谛、俗谛。真谛谓色等法及泥洹；俗谛谓但假名无有自体。如色等因缘成瓶，五阴因缘成人。”[148]俗谛指因缘和合事物只有假名，如瓶、人一样没有自体。真谛指色等法及泥洹。“答曰：泥洹是真法宝，以种种门入，有以五阴门入，或观界入因缘诸谛，如是等门，皆至泥洹。”[149]

如果从不空的意义上说，此处所说的真谛，实际上还是在俗谛的范围。所以《成实论》中此处所说的真俗二谛不是究竟意义上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呢？“又世谛者是诸佛教化根本，谓布施、持戒、报生善处。若以此法调柔其心，堪受道教，然后为说第一义谛。如是佛法初不顿深，犹如大海渐渐转深，故说世谛。又若能成就得道智慧，乃可为说实法。……又经中说：先知分别诸法，然后当知泥洹。行者先知诸法是假名有，是真实有，然后能证灭谛。又诸烦恼先麁后细，次第灭尽。如以发毛等相灭男女等相，以色等相灭发毛相，后以空相灭色等相。”[150]从修行者的修行次第来说，是从有到无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对其所理解的概念不断否定的过程，直到以空相灭掉所有的色相。“问曰：‘若五阴以世谛故有，何故说色等法是真谛耶?’答曰：‘为众生故说。有人于五阴中生真实想，为是故说五阴以第一义，故空。……如经中说：诸法但假名字。假名字者，所谓无明因缘诸行，乃至老死诸苦集灭。以此语，故知五阴亦第一义，故无。’”[151]第一义即真谛，此中将五阴列为真谛，是因为有人于五阴中生真实想，是为了教化众生的方便之说。方便都有不违背究竟，十二因缘是假名，五阴当然也是假名，所以第一义是空的。

第二，俗谛为苦、集、道谛、十二因缘，真谛为灭谛、空门。“问曰：‘亦说知老死集、老死灭、老死灭道，故知应是苦智。’答曰：‘此是因缘门，非真谛门。’”[152]“当知第一义故说无老死，世谛故说生缘老死。”[153]相对因缘门的真谛门实际含义为空门。诃梨跋摩认为在苦、集、道谛中，行者观生死等苦，并不能达到漏尽。并且观五阴等苦攀缘的是有为法，属于散心位，而散乱心是无法获得解脱的。这样，依据苦谛等可以消除对“神我”的错误认识，也可说见到了空，但并不是究竟空观，只能称为知见未净，所以不属第一义谛的范围。“行者观色无常、空虚、离相。无常者，谓色体性无常。空虚者，如瓶中无水，名曰空瓶。如是五阴中无神我，故名为空。如是观者者亦名为空，亦名知见未净，以未能见五阴灭故。”[154]

“问曰：‘若不以四谛得道，当以何法得道?’答曰：‘以一谛得道，所谓为灭’。”《成实论》指出真正见道的真理只有灭谛。“灭”指的是什么呢?“灭名为无。当知第一义故诸行皆无，但以世谛故有诸行。”[155]“灭谛者……谓假名心、法心、空心，灭此三心故名灭谛。”[156]《成实论》在卷十二中以“真谛”为灭对卷十一中所提到的“第一义为五阴”说明确进行了否定。“当知第一义，故说无老死。世谛故说生缘老死。又如过瓶相，则第一义故无瓶。如是过色等法，则第一义故无色。又经中说：若法是诳，即是虚妄。若法非诳，即名为实。诸有为法皆变异，故悉名为诳，诳故虚妄，虚妄故非真实。有如偈说：世间虚妄缚，状如决定相。实无见似有，深观则皆无。当知诸阴亦空，又见灭谛故说名得道，故知灭是第一义有，非诸阴也。”[157]从第一义上说有，从俗谛上说无，所以五阴并非第一义。

《成实论》评判世谛是在修行的因位上，苦谛、集谛、道谛、十二因缘都是世谛。真谛为灭谛、空门。“又要当以真谛得道，而解四谛中说……”[158]“以一谛得道，所谓为灭。”[159]“当知第一义故说无老死，世谛故说生缘老死”[160]。灭谛即第一义谛是证得涅槃，究竟解脱。《成实论》中苦谛、集谛、道谛属于世谛，灭谛属于第一义谛。以真谛得道实指灭谛，与前面以色等法及泥洹不可分之法为真谛不同。

三论宗认为根本没有理境二谛（于二谛）。“谛有二种：一于谛，二教谛。于谛者，色等未曾有无，而于凡是有，名俗谛，约圣是空，名真谛。于凡是有名俗谛，故万法不失；于圣是空名真谛故，有佛无佛性相常住。教谛者，诸佛菩萨了色未曾有无，为化众生，故说有无为二谛教，欲令因此有无，悟不有无，故有无是教。而旧义明二谛是理者，此是于谛耳。于谛望教谛，非但失不二理，亦失能表之教。”[161]于谛是有与空的两种谛理的真实存在。三论宗认为二谛是从言教上说的，所以也不用做真假的区分。《中论·观四谛品》的颂文曰：“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162]，众因缘生法所形成的为假名，中道能消除真假的区别。

高丽僧道朗于齐建武中（494—497）至江南，住钟山草堂寺，又登摄山，嗣法于黄龙（今吉林境内）法度，弘扬罗什的三论之学。当时江南盛弘《成实》，名师辈出，道朗却宣扬三论，非难《成实》。梁初，僧朗继法度于摄山栖霞精舍（今南京郊区）弘扬“三论”，梁武帝曾派人就学，其弟子僧诠，号称“山中师”，摄山遂成为梁陈二代三论学的重镇。梁昭明太子萧统作《解二谛义令旨并问答》，可为梁代的代表作。僧诠有勇、辩、朗、布四弟子，号称“四友”或“四公”，均为陈王朝所重，三论学遂成了陈王朝的官方佛学。

（四）成实论对于中道的理解

《成实论》承认法空，这成为与说一切有部的最大区别。《成实论》以中道的思想讲法空，显然受到了大乘中道思想的影响。“若第一义谛，故说无，世谛故说有。名舍二边，行于中道。又佛法，名不可诤胜。若说第一义谛，故无，则智者不胜。若说世谛，故有，则凡夫不诤。又佛法名清净，中道非常、非断。第一义谛无，故非常。世谛有，故非断。问曰：‘若法第一义谛故无，便应是无。何为复说世谛故有？’答曰：‘一切世间所有言说，谓业及业报若缚、若解等，皆从痴生。所以者何？是五阴空如幻、如炎，相续生故。欲度凡夫，故随顺说有。若不说者，凡夫迷闷，若堕断灭。……是故后说第一义谛，如初教观身，破男女相。故次以发、毛、爪等分别身相，但有五阴。后以空相灭五阴相，灭五阴相名第一义谛。又若说世谛故有，则不须复说第一义无。又经中说，若知诸法无自体性，则能入空，故知五阴亦无。又第一义空，经中说，眼等以第一义谛故无，世谛故有。《大空经》中说：若言是老死，若言是人老死。若外道言，身即是神。若言身异、神异，是事义一，而名异。若言身即是神，身异、神异是非梵行者。若遮是人老死，即说无我。若遮是老死，即破老死乃至无明。故知第一义中无老死等。言生缘老死，皆以世谛故说。是名中道。’”[163]《成实论》说无、说有，是从度凡夫的意义上而言的，让凡夫不要执着于常和断。所谓的中道就是非常、非断。如果说世俗谛的有用第一谛的空来破相，那么第一谛的空又如何来解释呢？“诸法无自体性”，也就是法空，所以第一义为空。

《成实论》尽管讲空有二谛，但没有空有圆融无碍的大乘思想。“见诸法从众缘生，则无二边。又如经说见世间集则灭无见，见世间灭则灭有见。又行中道，故则灭二边。所以者何?见诸法相续生，则灭断见，见念念灭，则灭常见。”[164]《成实论》第一义说只能说无我，世谛只含摄有我，这才是为中道正观。《成实论》严格区分世谛和第一义谛，凡夫在世谛中持空见，为邪见；圣者于第一义谛中持有见，非正观。

由上所述，《成实论》主要还是小乘的思想，尽管也谈中道和空，但并未达到空有无碍的高度，理、境都是实有的存在，但不能相即，没有大乘所讲空无所得的意思。另外在判教的思想上，《成实论》将自己判为二时通教，与般若相同，这也引起了三论师的不满。

四 俱舍学派

（一）俱舍学的渊源与流传

俱舍学派因该派弘传《俱舍论》而得名。《俱舍论》全称《阿毗达磨俱舍论》，为世亲所著。世亲最初从一切有部出家，研习《大毗婆沙论》，后来学习经部，对小乘一些学说不甚满意，常以经部观点驳斥有部学说。他将《大毗婆沙》概括为《俱舍论颂》，共集六百颂。后来又进行了解释，共计八千颂，成《俱舍论》。《婆沙》学者众贤不满《俱舍论》对《大毗婆沙》的批评，而作二万五千颂的破论《俱舍雹论》，后改名为《顺正理论》。世亲的弟子安慧著有《俱舍论实义疏》（汉译残本五卷）等，这是印度最初的俱舍师。此外还有德慧、世友、称友、满增、陈那等人对《俱舍》进行解释。

俱舍学派在南朝时期形成得较晚，主要是在陈代。南朝宋齐梁主要研习的是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到了陈代的时候，真谛于陈天嘉五年（564）正月在广州译出《俱舍释论》，其弟子将真谛对俱舍的讲解整理称为义疏，在当年的闰十月译成讲毕，共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天嘉七年（566）二月，真谛又重新翻译和讲解。到了光大元年（567）十二月完毕，经其弟子慧恺记录整理，而成《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

真谛弟子中弘传《俱舍》之学的，有慧恺、智敫及法泰等，而以慧恺为最。

慧恺（518—568），俗姓曹。陈天嘉四年（563）在广州制旨寺请真谛翻译《摄大乘论》及释论，亲自笔受，不久又帮助真谛翻译《俱舍论》，并作两论之疏。慧恺深受真谛的器重。光大二年（568），慧恺在智慧寺讲说《俱舍论》，未毕而寂，世寿五十一。著有《摄大乘论疏》八卷、《俱舍论疏》五十三卷。慧恺的私淑弟子道岳（568—636），初习《杂心》，后弘《俱舍》，遂由毗昙学转入俱舍学。

法泰生卒年、籍贯均不详。真谛在广州时，法泰为其笔受文义，垂二十年，所出计五十余部，并述义记。与真谛合译《明了论》，以及《疏》五卷。陈太建三年（571）返建业，讲授《摄大乘》、《俱舍》二论。智敫生卒年份不详，真谛在岭南传《摄大乘论》和《俱舍论》时，智敫与道尼等二十人“并掇拾文疏，于堂听受”[165]，成为真谛的弟子。真谛和智恺相继病逝后，智敫率众僧尼返循州“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不断绝”。[166]

（二）俱舍学的主要思想

《阿毗达磨俱舍论》中的“阿毗”即“对”，“达摩”即“法”，“对法”是无漏慧的异名。“俱舍”即“藏”，为包含、所依的意思。《阿毗达磨俱舍论》译成汉文就是《对法藏论》。《俱舍论》在组织结构上，综合《阿毗昙心论》和《发智论》，只用因果论，内容更为简单。其因果形式为先说果，后说因；先说近因，后说远因。《俱舍论》首先说明宇宙的存在，界品——名、色世界，根品——有情之心身；再者说明迷、悟的因果。明迷之因果，世间品——有漏果，业品——有漏之远因，随眠品——有漏之远因。明悟之因果，贤圣品——无漏果，智品——无漏远因，定品——无漏之近因；最后说明抉择，破我品——明无我之理。在《俱舍论本颂》中没有“破我品”，“破我品”的内容与《发智论》的见蕴相似，可能是后来补上的。

《俱舍论》将有部思想归纳为八品。以四谛为中心，第九品是破我品。《界品》和《根品》建立有漏、无漏法，总说四谛。有漏、无漏是玄奘的译法，真谛的译法为有流、无流。“颂曰：有漏无漏法，除道余有为，于彼漏随增，故说名有漏，无漏谓道谛，及三种无为，谓虚空二灭，此中空无碍，择灭谓离系，随系事各别，毕竟碍当生，别得非择灭。”[167]无漏法是道谛和三种无为。三无为是指虚空、择灭和非择灭，有漏法远离系缚证得解脱，名为择灭。《界品》讲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蕴是同类事物的汇聚，“色等五蕴，名有为法。色蕴者何？颂曰：‘色者唯五根、五境及无表。’论曰：‘言五根者，所谓眼耳鼻舌身根。言五境者，即是眼等五根境界，所谓色声香味所触，及无表者，谓无表色’”[168]。色等五蕴是有为法，色包括五根、五境及无表色。“处”是指能产生识的地方，十二处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界”是种类，十二处加上六识成为十八界。法处、法界的含义比较复杂，实则二者含义相同。“受、想、行蕴、无表、无为，总名法处，亦名法界。”[169]

《俱舍论》不但讲“无我”，也讲“我”。“偈曰：十二界我依。释曰:何者十二?偈曰:除色等。释曰:六识、六根，此十二界名我依。色等六尘界名外。我既是无，云何说我依及我依外？我慢依止故，假说心为我。如偈言：我是我善依，异此何胜依。若我好调伏，智人得解脱。有余处佛世尊说：唯调伏心。如偈言，调伏心最胜，心调引乐故。是心世间说为我，眼等为此依止，及亲近故，是故说眼等名我，依色等为境界故称外。”[170]十二界为“我依”，这个我是心，为受想行识的和合。在《俱舍论》看来“我”是假说，我慢、眼等依止于我，所以要调伏心（我），而得解脱。

佛教对于宇宙万物以三科蕴、处、界来说明，蕴是狭义的，界是广义的，处介于蕴与界之间，三科总摄一切法。《俱舍论》以“聚”解释蕴，“诸有为法和合聚义是蕴义”[171]。《俱舍论》以心心所法的生长门解释处义，以能生长心心所法所以叫作处。《俱舍论》以法种族义来解释界，一有情身或一相续共有十八类诸法种族，叫作十八界。

《俱舍论》将一切有为法归纳为五蕴。“何者是有为?偈曰:又诸有为法谓色等五阴。释曰: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此五阴摄一切有为。”[172]《俱舍论》认为“蕴”作为有为法的聚合是假有，“蕴”所摄的诸色、受、想、行、识是实有。这种思想主要说明色心诸法都是因缘而生起，破除我执，通过断惑证理而脱离三界的束缚。《俱舍论》对诸法进行了分类，色、心、非色非心，为五位七十五法。诸法虽有自体，但是不能独自发生作用，必须依赖六因（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异熟因）、四缘（因缘时空、等无间缘时间因素、所缘缘空间因素、增上缘时空）而产生五果。“我”是五蕴相续法上的假立，没有实体。“……如聚，蕴定假有，若尔，应诸有色，处亦是假有。眼等极微，要多积聚成生门故，此难非理。多积聚中一一极微，有因用故，若不而者，根境相助共生识等，应非别处，是则应无十二处。”[173]“许法体恒有，而说性非常。性体复无别，此其自在说。”[174]法体同于自相、自性，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与大乘佛教的法性、自性不同。

《俱舍论》所讲的三世有，从因果上说，现在是过去之果，又是未来之因。因此，现在既是因，又是果。三世因果是和时间相关的，那么《俱舍论》所讲的三世通过法体的刹那生灭，说明法体的非永恒性。“去、来二世体实有者，我等亦说有去、来世，谓过去世曾有名有，未来当有，有果因故。依如是义，说有去来，非谓去、来如现实有。谁言彼有如现在世，非如现世彼有，云何？彼有去、来二世自性，此复应诘。若俱是有，如何可言是去、来性，故说彼有。但据曾当因果二性，非体实有。世尊为遮谤因果见，据曾当义说有去来。”[175]《俱舍论》通过因果来讲三世，过去世曾经有，所以名有。未来世当有，所以为有。如果说过去、未来都是有，怎么会说去来二性。据此《俱舍论》进一步指出“现在实有,过未无体”。

说一切有部传统认为“蕴”为实有，确保“五蕴”所摄诸法为实有，有部以为十二处、十八界为实有，自性无别。“能生长心、心所法，故名处，是能生长彼作用义；法种族义是界义，如一山中有多铜、铁、金、铝、等族说名多界。如是一身、或一相续有十八类诸法种族名十八界，此中种族是生本义。……”[176]有部认为三世有，“毗婆沙师定立去、来二世实有，若自谓是说一切有宗，决定应许，实有去、来世，以说三世，皆定实有故”[177]。

经部认为“蕴”为假有，“五蕴”所摄法亦为假有。经部主处是假，界是实；“有说，界表种类义，谓十八法种类自性各别不同名十八界；若言聚义是蕴者，蕴应假有，多实积集共所成故”[178]。“若依作用转变说者（经部），应言诸行亦有转变：谓法未来，未有作用；若至现在便有作用；若入过去，则作用息。”[179]

《俱舍论》“根品”首先讲二十二根，其次讲五位七十五法（宇宙的一切法），强调法不孤起，仗缘方生。色法，即物质有十一种，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色境；声境；香境；味境；触境；无表色。心法一种，即六识。心所有法四十六种，都随附于心法而起。遍大地法十种：受；想；思；触；欲；慧；念；作意；胜解；三摩地。此十法通善、不善、无记之一切心王而起，故称遍大地法。大善地法十种：信；不放逸；轻安；行舍；惭；愧；无贪；无嗔；不害；勤。此十法与一切之善心相应而起，故称大善地法。大烦恼地法六种：无明；放逸；懈怠；不信；惛沈；掉举。此六法常与恶心及有覆无记心相应，故称大烦恼地法。大不善地法二种：无惭、无愧。此二法与一切之不善心相应，故称大不善地法。小烦恼地法十种：忿；覆；悭；嫉；恼；害；恨；谄；诳；[image: ]。此十法唯为修道所断，仅与意识之无明相应，且其现行各别，而非十法俱起，故称为小烦恼地法。不定地法八种：寻；伺；睡眠；恶作；贪；嗔；慢；疑。此八法不入前五位，广通善、恶、无记三性，故称不定地法。不相应法十四种，与色、心皆不相应，既非精神，又非物质的现象，有得、非得、同分、无想果、无想定、灭尽定、命根、生、住、异、灭、文身、名身、句身等十四种。

《俱舍论》将所有的宇宙现象分为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四类。这些法都称为有为法，五蕴和合而成，生灭无常。无为法三种，本身既无生灭的变化，也不因任何作用而起生灭变化，有虚空、择灭、非择灭等三种，超越时空，永恒存在。其中，虚空、非择灭是不能通过人力而达到的，而择灭无为通过佛法的信、解、行、证，能为人力所达到。

最后讲六因、四缘、五果。七十五法不能独立存在，而是在相互的联系当中，法不孤起，仗缘方生。六因是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异熟因。四缘是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依六因、四缘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五果。五果是增上果、士用果、等流果、异熟果、离系果，离系果即涅槃。

《俱舍论》“世间品”讲苦谛，“业品”“随眠品”讲集谛，三品说明有漏的生死流转因果。《俱舍论》对于苦、乐的理解：“又契经言；汝应以苦观乐受者，应知此经意显乐受有二种性；一乐性，谓此乐受自相门是可受故；二有苦性，谓依异门亦是无常变坏法数。然观乐时能为系缚，诸有贪者此味数；若观苦时，能全解脱，如是观者得离贪故。”观苦能全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乐；观乐，也可能因为贪恋所系缚而受苦。《俱舍论》认为苦、乐是相对的。

有部认为除了苦，也有乐，乐相对苦来说很少。“有一类释，由乐少故，如置绿豆、乌豆聚中，以少从多名乌豆聚……能为苦因故，能集众苦故，有苦希彼故说乐亦名苦。”经部认为乐也是苦，因此只有苦，没有乐。“有余师如见执，定无乐受，是云苦，云何知然？……如世尊言：诸所有受，无非是苦——诸所有衣服、饮食、冷暖等事、诸有情许为乐因，此苦非时、过量、受用便能生苦，复成苦因，不应而乐。”

《俱舍论》“贤圣品”讲灭谛，贤圣是无漏果。世俗阶段以四善根位修四谛十六行相，未如实现观十六行相，未断烦恼。苦法智忍生时，进入正性离生，入见道位，得圣者名。见道是从苦法智忍后无间生起苦法智，依序到第十五心道类智忍。法智、类智是见道所起的无漏智，法智是观察欲界四谛法的无漏智，类智是类似法智而观察上二界的四谛，四谛各有法智、类智故，共有十六心。前十五心是见道，见谛理。见道以前立七贤，即五停心、别相念住、总相念住、暖、顶、忍、世第一法。见道以后立四圣及七圣，四圣即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七圣即随信行、随法行、信解、见至、身证、慧解脱、俱解脱。

《俱舍论》的修持思想认为有情要想从苦中解脱，就需要达到“涅槃”的境界。通过有情修行达到寂灭无为的境界。修行方法修习禅定，以戒律为起点，经五停心、四念住、四善根、四向四果等见道、修道、无学道各阶段，最终达到阿罗汉的涅槃境界，达到解脱。《俱舍论》在本体论上，还是从实有的角度来进行立说的，它采用经部的说法，即“现在有体，过未无体”，批判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法体恒有”的思想。

五 地论学派

（一）概述

地论学派是以研习和弘扬《十地经论》（简称《地论》《十地论》）而得名的，《十地经论》属于印度大乘瑜伽学系的典籍，为世亲所著。世亲起先的时候学小乘，从声闻乘出家，后来听到其兄无著讲《十地经》，该学大乘，撰有《十地经论》十二卷，是对《十地经》的解释。《十地经》主要讲述菩萨修行的十个次第，相当于《华严经》的《十地品》。

《十地经论》在北魏永平元年至四年（508—511）由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两人合作译成，共十二卷。崔光《十地经论序》说北魏永平元年（508），宣武帝命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并译此论，佛陀扇多传译，有义学缁儒十余人参加，永平四年（512）夏，翻译周讫。“大魏皇帝，俊神天凝，玄情汉远……以永平元年，岁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师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及传译沙门北天竺伏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一十余人，在太极紫庭，译出斯论十有余卷。……四年首夏，翻译周讫。”[180]唐代道宣主“分头并译”说：“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极殿，勒那摩提在太极殿，各有禁卫不许通言，校其所译，恐有浮滥，始于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讫，及勘仇之。惟云：有不二不尽。那云：定不二不尽。一字为异，通共惊美，若奉圣心。”[181]菩提留支与勒那摩提所翻译的差别仅有一字之差。当时北魏宣武帝（500—515年在位）笃好佛理，亲自讲解《维摩诘经》和《十地经》。“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182]崔光在宣武、孝明（516—528）二帝时讲《维摩》与《十地》，有义疏三十余卷，《地论》在北魏、东魏时期成为当时的主流学说。崔光也时常为朝廷权贵讲解《维摩》、《十地经》。“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识者知其疏略。”[183]

关于勒那摩提、菩提流支翻译《十地经论》又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勒那摩提、菩提流支因为争名，互不询访，各自翻译，二人合本为后人所编。“《十地经论》十二卷……《宝积经论》四卷（以上二论菩提流支并译，且二德争名，不相询访，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缀文言，亦有异处，后人始合，见《宝唱录》载）。”[184]（2）勒那摩提为主译，菩提流支为助译。“梁武帝世，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宝意，正始五年来，在洛阳殿内译，初菩提流支助传，后以相争因各别译。”[185]③菩提流支为主译，勒那摩提为助译。根据《李廓录》北朝认为此论以菩提流支为主译。

（二）地论学派的传播

地论师分为南、北二道。因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所习并不尽同，从思想角度来说，从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两人传习“地论”有所不同，从而形成南北两道。南北两道名称的由来，一般说法是因为从相州（邺都，今河南临漳）去洛阳的通道有南有北，两家学徒即沿着两道分别发展而得名。另据日本学者的看法，南北地论师在魏都洛阳时期即已分裂，而东魏的首都相州是在洛阳几十年后才有的，可能是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分居在当时御道街的南北，因而成为道南道北两系。[186]

北道以道宠代表，他跟随菩提流支学习地论，弟子有上千人。道宠俗姓张，名宾，少有才艺，与李范共投国学大儒雄安生之门。三十岁左右，已领徒众一千余人。一日张宾偶过赵州元氏县，因觉口渴，入路旁堰角寺索水。沙弥持与，谓曰︰“必答水具几尘，方可饮之。”张宾罔然无对。沙弥乃以水浇面，张宾大惭，告诉徒众说︰“非为以水辱我，直显佛法难思。吾今投此道，汝等各可还散。”于是出家受具足戒，后跟随流支受学《十地经论》，历经三年，乃开讲《十地经论》，声誉闻名于邺下。“宠承斯问，便诣流支，访所深极，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随闻出疏，即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时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昔经宠席，官学由成，自遗世网，形名靡寄，相从来听，皆莫晓焉……遂以闻奏。以德溢时命，义在旌隆，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187]道宠著名的弟子有牢宜、僧休、志念、法继、诞礼、儒果等。僧休传宝袭，志念传道岳。地论学北朝历经北魏、北齐、北周，到隋唐，最后与摄论派北道合流。

南道的代表人物为慧光（469—538）[188]，他对《地论》也进行过翻译。“释慧光，姓杨氏，定州卢人也……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召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189]北魏末年，慧光被任命为国都，在东魏又担任国统。“年十三，随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师所，从受三归。……佛陀曰：此诚大士之行也。……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光时预沾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诤，取舍由悟，纲领存焉。自此《地论》流传，命章开释。《四分》一部，草创基兹，其《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190]慧光及其弟子同统治者关系密切，他们的师说很有影响。慧光的弟子有法上、僧范、道凭、昙衍、道慎、昙遵、慧顺、灵询、僧达、道云、道晖等。法上（495—580）跟随慧光受具足戒，北齐文宣帝高洋命其为戒师，曾任魏、齐昭玄大统。法上的弟子有法存、慧远等。周武帝灭佛时，慧远到了净影寺，后世遂称“净影寺慧远”，他的《大乘义章》《大乘起信论义疏》很有影响。他用《大乘起信论》的观点来解释瑜伽唯识思想。南道的发展到了后来逐渐演变为华严宗。道凭传弟子灵裕，昙遵传昙迁，昙衍传灵干等。

（三）地论学派的主要思想

《十地经论》主要解释“菩萨乘十地”，即菩萨五十二位修行中的第五个十位：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在此十地，成一切种智，属于圣位。①欢喜地，谓菩萨智同佛智，理齐佛理，彻见大道，尽佛境界，而得法喜，登于初地。②离垢地，谓由尽佛境界，明了诸法异性而入于同，若见有同，即非离垢；同性亦灭，斯为离垢。③发光地，谓同异情见之垢既净，则本觉之慧光明开发。④焰慧地，谓慧明既极，则佛觉圆满；觉满则慧光发焰，如大火聚烁，破一切情见。⑤难胜地，谓由前焰慧烁破一切情见，其同异之相，皆不可得，即是诸佛境界，无有能胜。⑥现前地，谓由前同异之相既不可得，则真如净性明显现前。⑦远行地，谓真如之境，广无边际。虽真如现前，分证则局，若尽其际，方为极到。分证谓菩萨于真如之理，分次第而证。⑧不动地，谓真如之理既尽其际，全得其体，则真常凝静，无能动摇。⑨善慧地，谓既得真如之体，即发妙用，凡所照了，悉是真如。⑩法云地，谓菩萨至此第十地，修行功满，唯务化利众生，大慈如云，普能阴覆，虽施作利润，而本寂不动。

《十地经论》除了对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进行说明外，还对八识、三身、三聚净戒、因分果分、总别同异六相展开阐释。其中既有瑜伽行派的思想，也有中观学派的思想。

《十地经论》认为众生的流转与解脱都源于一心，即阿黎耶识。“三界唯心”为瑜伽行派开辟了道路。“是菩萨作是念：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论曰：但是一心作者，一切三界唯心转故。……如来所说，十二因缘分，皆依一心。所以者何?随事贪欲共心生，即是识事，即是行；行诳心，故名无明；无明共心生，名名色；名色增长，名六入；六入分，名触；触共生，名受；受已无厌足，名爱；爱摄不舍，名取；此有分和合，生有；有所起，名生；生变熟，名老；老坏，名死。”[191]十二因缘因一心而起，因为贪欲与心是共同生起的，又引起了无明，无明与心共生引起了名色直到老死。

“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是从宇宙论方面进行说明。三界指欲界、色界、无色界，为有情众生存在的三种环境。“十二因缘分，皆依一心”是从解脱论方面进行说明，有情众生在三界之中生死流转。《十地经》将“三界”和“十二因缘”都归于一心，尽管“十二因缘”虽然始于无明，但“染”（十二因缘）和“净”（解脱）的根据都在于“心”。《十地经论》将这个心解释为心识：“云何余处求解脱？是凡人如是愚痴颠倒：常应于阿梨耶识及阿陀那识中求解脱，乃于余处我、我所中求解脱。”[192]“善住阿梨耶识真如法中。”[193]阿梨耶识即为真如法。“譬如二世界：一染净世界，二纯净世界。是二中间，难可得过；欲过此界，当以大神通力。”[194]从“染”转“净”需要进入“十地”不断的修行。既然“十二因缘”被归结为一心，而此心又为阿黎耶识，所以十二因缘的缘起说便成了阿黎耶识缘起说。“菩萨尽者，法身离心、意、识，唯智依止。”[195]心为阿黎耶识，意指阿陀那识，识为六识，解脱的方法就是转识成智。

地论师北道学说的根据是魏译十卷的《楞伽经》，该派认为阿黎耶识是本体，具有杂染性质，是众生轮回的根本所在。“一切凡夫及诸圣人，依彼阿黎耶识故有生有灭。”[196]阿黎耶识从有为法上说与如来藏同，从无为法是上与如来藏不同。“言善不善法者，所谓八识。何等为八？一者阿梨耶识，二者意，三者意识，四者眼识，五者耳识，六者鼻识，七者舌识，八者身识。大慧，五识身共意识身。善不善法展转差别相续、体无差别，身随顺生法，生已还灭；不知自心见虚妄境界，即灭时，能取境界形相大小胜如之状。大慧，意识共五识身，相应生，一念时不住，是故我说彼法念时不住。大慧，言刹尼迦者（刹那），名之为空，阿梨耶识名如来藏，无共意转识熏习故，名为空。具足无漏熏习法（非刹那）故，名为不空。”[197]依于如来藏的烦恼等有为法，是空的；依于如来藏，与如来藏不离不异的佛法，是不空的。[198]无漏功德是与真如不离不异的无漏习气所显的。经文又说：“大慧，阿梨耶识者，名如来藏，而与无明七识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断绝身俱生故。”[199]阿黎耶识名如来藏，是刹那的有为法，并不具备一切功德，要通过修习离障的过程，显现真如，这说明佛性是后有的。“如来藏是如来境界。大慧，如来藏识、阿梨耶识境界，我今与汝及诸菩萨甚深智者，能了分别此二种法，诸余声闻、辟支佛及外道等执着名字者，不能了知如此二法。”[200]“如来藏佛境，妄觉非境界。”[201]如来藏识与阿赖耶识从果位上说，只有佛、菩萨才能了知，这也指出了如来藏识与阿赖耶识本质上是不同的。

魏译《楞伽经》指出了如来藏的本质是自性清净。“世尊,如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具三十二相,在于一切众生身中,为贪瞋痴不实垢染，阴界入衣之所缠裹,如无价宝垢衣所缠,如来世尊复说常恒清凉不变。”[202]“如来藏不受苦乐非生死因。”[203]从如来藏自性清净的意义上说，如来藏不在阿黎耶识中。“大慧，如来藏识不在阿梨耶识中，是故七种识有生有灭，如来藏识不生不灭。”[204]魏译《楞伽经》既有阿黎耶识名如来藏的说法，又有如来藏识不在阿黎耶识中的说明，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实则是所依据的角度不同而已。还有，如来藏与如来藏识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如来藏具有有为法与无为法两种性质，而如来藏识只具有无为法的性质。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地论师北道所说的第九识就是如来藏识。

“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于宠。宠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当现两说自斯始也。”[205]南、北二道在佛性上有当现的区别，其原因在于南北二道存在阿黎耶识缘起与如来藏缘起的区别。阿黎耶识是所有现象产生的根源，这与摄论师认为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和的说法相近。众生要想成佛是当常成佛，常是佛性和涅槃的异名，需要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行，功德是经过后天的新熏而得的。北道又另立第九识庵摩罗识[206]为净识。心性是杂染的，在修持上，应该消灭众生本有的心性。

地论师南道学说的根据是宋译四卷的《楞伽经》，该派也认为阿黎耶识是世界的本体，但是具有清净性质，本来就俱足所有的功德，佛性是先天而有的。这种说法的根据在“如来藏者，受苦乐与因俱”[207]。宋译《楞伽经》中的如来藏缘起思想或真如缘起思想并没有充分的说明，我们根据明代僧人宗泐、如玘对宋译《楞伽经》的批注，能够对如来藏缘起思想作一深入的了解。“如来藏是善不善因，随染净缘熏变不同。众生无始恶习所熏，唯逐染缘故。如来藏转名识藏，次第转生诸识，此全真成妄，全理成事也。若能随于净缘，了达诸识皆即真智，如来藏无复转名，则即事而理，反妄归真矣。”[208]如来藏如果逐染缘，则是全真成妄，全理成事。相反如果随净缘，则了达诸识皆即真智，为即事而理，反妄归真。宋译《楞伽经》并没有提出阿黎耶识这样的称谓，而是以如来藏、识藏心说明第八识。“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价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209]“如来藏者则无生灭。”[210]这个本体称如来藏、识藏心，而且不生不灭。“谓八识，何等为八？谓如来藏名识藏心、意、意识及五识身，非外道所说。大慧，五识身者，心、意、意识俱，善不善相展转变坏，相续流注，不坏身生，亦生亦灭，不觉自心现。”[211]宋译《楞伽经》中的如来藏识被烦恼所染，因此不净，这与魏译《楞伽经》的说法显然不同。“此如来藏识藏，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212]

慧光在《华严经义记》卷一中说：“如来光明觉品者，明如来意业，教化智行无碍，犹如光明也。开晓于缘，故名为觉……就如来自体智行，随修人不同，彰位殊之异也。”[213]如来即真如、真性，智是智慧，为成佛的原因；行是修行，为成佛的结果。慧光的地论学与华严学同为真如缘起或称如来藏缘起思想。“问曰：‘十二因缘，论主何故分两番而明者？’答曰：‘初番明妄想纷竞，生死弥轮，特由无明为本生。后一番明诸惑妄想，无依不立，妄依真有，是故辩阿梨耶识共生，以为万惑之本。故经云：以如来藏，故说生死。是故如来藏是一切法本，以有二种本，故二处而明也。’”[214]从众生的生死流转来说，无明为本源。从万惑的本源来说，为共生的无明与阿黎耶识，也就是受染的第八识。“妄依真有”、“如来藏是一切法本”又说明如来藏是一切法的本源。法上的弟子，净影寺慧远（523—592）以第七识阿陀那识为杂染，第八识为清净，即认为阿黎耶识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真如，是诸法的本原。“我有二种：相状如何？一法实我，如来藏性，是真是实，性不变异，称之为我。又此真心为妄所依，与妄为体，故说为我。故《涅槃》云：我者即是如来之藏，藏是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是我义。二者，假名集用之我，佛性缘起集成我人。”[215]如来藏有真实不变之性，是众生皆有的佛性。

南道认为众生的佛性是本有的，为“现常”。众生只要去掉杂染的心，让本有的清净心逐渐显现，就能成就佛果。南道在缘起观上是真如缘起，成佛的关键在体悟真如。南道的思想后来为华严学者所吸收，清凉大师澄观著《华严疏钞》，将《十地经论》融入华严学说。

南北两道在判教思想上也有所不同。北道论师用五宗说，南道用四宗说。五宗说是南道四宗之上再加第五法界宗，推尊《华严经》。南道四宗说，佛陀扇多与慧光同，因缘宗指《大毗婆沙论》六因四缘；假名宗指《成实论》说三假；不真宗（诳相宗）指《大品般若经》、“三论”说“相皆虚妄”；真实宗指《华严经》《涅槃经》说“佛性常住”。慧光弟子大衍寺昙隐改宗名为因缘宗、假名宗、不真宗及真宗，净影寺慧远又改宗名为立性、破生、破相、显实。

六 摄论学派

摄论学派，因南北朝时期以研习和弘扬《摄大乘论》而得名，无著造论，世亲作释，《摄大乘论》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摄大乘论》共有四个译本，北魏佛陀扇多译出二卷，但释论未译。梁中大同元年（546），真谛来华，应广州刺史欧阳[image: ]之请，在慧恺、法泰的协助下译出《摄大乘论》三卷，《世亲释论》十二卷。隋朝达摩笈多译出十卷，唐代玄奘译出三卷本。南北朝的摄论学派所用《摄大乘论》为真谛译本。

（一）摄论学派的传承

真谛被赞誉为“四大译师”之一，译出了大量的经论，如《大乘唯识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摄大乘论》《摄大乘释》等。陈光大二年（568）八月，真谛与法准、道尼、智敫等十二人发誓弘传《摄大乘论》与《俱舍论》。真谛除了译出《摄大乘论》三卷外，还撰有《摄大乘论》义疏八卷。其弟子有慧恺、智敫、道尼、法泰、曹毗、僧宗、慧旷。

“初，谛传度《摄论》，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敞怀相承。”[216]宗、恺分别指僧宗和慧恺，深受真谛的真传。“恺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数，八十三卷。谛云：‘吾早值子，缀辑经、论，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217]慧恺不但对译《摄论》，也对译《俱舍论》，前后论疏合计108卷，真谛对慧恺的翻译非常满意，可以死而无憾。“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故讨寻教旨者，通览所译，则彼此相发，绮缋辅显。故随处翻传，亲注疏解，依心胜相。后疏并是僧宗所陈。躬对本师，重为释旨；增减或异；大义无亏。宗公别著《行状》，广行于世。”[218]

真谛去世后，其弟子僧宗、法准、慧旷后来在庐山弘传《摄大乘论》。“泰遂与宗、恺等，不惮艰辛，远寻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笔受文义，垂二十年。前后所出五十余部，并述义记，皆此土所无者。”[219]真谛的弟子法泰与僧宗、慧恺在广州参与译经前后约二十年。太建三年（571），真谛圆寂后二年，法泰从广州来到建业，弘扬《摄论》，不过此时的时机不好，陈代复兴“三论”，跟随法泰学习的人不多，唯有靖嵩认真钻研，后来靖嵩回到彭城弘扬摄论。智敫在循州（在今广东惠州东）道场寺宣讲《摄论》。智恺的俗侄曹毗也跟随真谛学过《摄论》，对于弘扬《摄论》不遗余力。“晚住江都，综习前业，常于白塔等寺开演诸论。冠履裙襦，服同贤士。登座谈吐，每发深致。席端学士，并是名宾；禅定僧荣、日严法侃等，皆资其学。”[220]曹毗开讲摄论，影响广大，听他讲学的社会名流。

道尼，九江人，跟随真谛学习《摄论》、《俱舍》，颇有成就。其依真谛宗旨，归乡（江西九江）开讲摄论。隋开皇十年（590），道尼奉敕入京，弘扬摄论学，著名弟子有僧道岳、慧休、智光等，道岳后改学《俱舍论》。北方摄论学，除道尼和法泰之弟子靖嵩两系外，尚有昙迁一系。昙迁著有《摄论疏》，其弟子道哲、玄琬等，在北朝发展了摄论学说。自靖嵩、昙迁之后，摄论学逐渐衰微。

汤用彤对于真谛传播摄论学做了一个很精要的概括：“真谛之学先布闽、越、广州，智恺之功为首。及其死后，法泰传之建业，僧宗、道尼等弘之九江，曹毗传法于江都，智敫宣讲于循广。而靖嵩之北止彭城，道尼之入居长安，《摄论》固已北被矣。但北方《摄论》大师，靖嵩而外，实为地论学者之昙迁。”[221]真谛之学传播地域广泛和他颠沛流离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北上传播摄论学的有“道尼之入居长安”“地论学者之昙迁”“靖嵩之北止彭城”。

《摄大乘论》以世亲之学为主，为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学的根本著作。慧恺评价《摄论》为大乘宗学。“此论乃是大乘之宗旨，正法之秘奥，妙义云兴，清词海溢。深固幽远，二乘由此迷坠；旷壮该含，十地之所宗学。”[222]

北魏的佛陀扇多最早翻译无著的《摄大乘论》，弘扬摄论学派的一方面是真谛所传，另一方地论的南道也是摄论学派的来源。地论学派兼学摄论的有慧光的再传弟子昙迁，法上的再传弟子靖嵩、净影，慧远的弟子辩相，这一派称为出自地论的摄论师，北朝北周至隋期代去京邺，或至金陵，或住徐州、长安。

（二）《摄大乘论》的重要思想

1.《摄大乘论》的内容结构

《摄大乘论》在结构上分为十个部分，按境、行、果的顺序编排。①依止胜相品（内分众名、相、引证、差别四品），阐述阿黎耶识为宇宙万有的本源；②应知胜相品，着重解释三性；③应知入胜相品，强调多闻，熏习相续，增植善根，以便悟入胜相；④入因果胜相品，论述六波罗蜜；⑤入因果修差别性相品，论述十种菩萨地，即菩萨修行的十种阶位；⑥依戒学胜相品，论述三种戒；⑦依心学胜相品，论述依心学六种差别；⑧依慧学胜相品，论述无分别智差别及应离五种相；⑨学果寂来胜相品，论述六转依；⑩智差别胜相品，论述佛的自性、受用、变化三身。

表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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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摄论学的心性论思想

《摄大乘论》在内容上侧重于探究“心”的性质、心生万物及众生如何修行的问题。《摄大乘论》认为第八阿梨耶识是妄识，为一切法之所依；但妄识中又有纯净识。“阿毗达磨中，复说偈云：诸法依藏住，一切种子识。故名阿黎耶，我为胜人说。云何佛说此识名阿黎耶?一切有生不净品法，于中隐藏为果故，此识于诸法中，隐藏为因故。复次，诸众性藏此识中，由取我相故，名阿黎耶识。”[223]真谛所作《摄大乘论释》说：“论曰：一切有生不净品法，于中隐藏为果故。论曰：此识于诸法中，隐藏为因故。论曰：复次诸众生，藏此识中。由取我相故，是故名阿黎耶识。释曰：一切谓三世，三世中取正生，能生不净品法，谓翻五种净品名不净品。诸法谓阿黎耶识果，即不净品等，阿黎耶识藏住此果中为因。藏者以执义，约阿陀那识及意识。说众生名，何以故？一切众生无无我执。我执若起，缘何境缘本识起，微细一类相续不断故。”[224]真谛所说的阿黎耶识，具备摄藏（能藏，所藏）、执藏等含义，继承了无著、世亲的思想。阿黎耶识既是世界、众生的本源也是解脱的根据，不仅是现在的因和果，也是未来的因和果。众生为什么会不断地生死流转呢？是因为色心种子无有断绝。“于阿梨耶识中，色心种子无有断绝。何以故？由此熏习种子，于穷生死阴，恒在不尽故，后时色心因此还生。”[225]

真谛所说的阿黎耶识为真妄和合说，与当时地论师北道派主张相近。八识外，阿梨耶识中纯净之识为第九阿摩罗识（无垢识），即真如佛性。这点与唯识新学所传不同，玄奘、窥基传承的唯识学所谈为八识，即至阿黎耶识为止。

修行者由于阿梨耶识中纯粹之识（净分）继续发展，对治妄识（染分），这样就可证入阿摩罗识，而成为佛。从这个意义上说，众生皆有佛性，没有永不能成佛的众生。“论曰：谓身识、身者识、受者识、应受识、正受识、世识、数识、处识、言说识。……如此九识，是应知依止。”[226]阿摩罗识肯定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与如来藏思想十分相似，玄奘的唯识新学中不承认九识阿摩罗识的存在。

3.从境、行、果分析摄论学思想

关于境，摄论师认为真如有二义，一所缘境为真如，即我们常说的实际；二能缘心亦为真如，相当于第九阿摩罗识，也称为本觉。所缘境与能缘心合一，称为能所统一，理智不二。《摄论》中谈到五法，指相、名、分别、正智、如如；三自性为分别性、依他性、真实性。分别性指分别所执着之境，这是空的。依他性指分别执着之识，也是空的，最后归结为一切现象的真实性阿赖耶识。“若觉人所见尘，一切处唯有识。譬如梦尘，如人梦觉，了别梦尘，但唯有识。”[227]三性论的建立旨在说明“唯识无尘”的，要达到“唯识无尘”的认识，需要“真如智觉”，也称为如如，“如如者，谓法空所显，圣智境界。无分别智者，由此智故，一切圣人，能通达如如”[228]。如如为佛的境界，无分别智为佛的智慧，智如是合一的。至此也就完成了“转识成智”的过程。

那么五法与三自性的关系如何呢？五法中也包含分别性，正智通于依他性与真实性。真实性也就是无性，“约真实性者，由真实无性故，说无性”[229]。三性中不但分别性是空，而且依他性也是空，三无性指相无性、生无性、胜义无性，不但遮遣分别性，而且遮遣依他性。因此所谓三重次第观便是历观三性。第八识为能变，相当于相分，其余七识为能缘，相当于见分。此即《摄大乘论》身识、身者识等十一种识平列之说。关于行，摄论学所说的三乘种性，都是由因缘所生，这就是新熏种子说。关于果，摄论学认为定性小乘入无余涅槃，也可以还生回入大乘。在道基、灵润诸人之说里，对这些主张已经有所变化了。

（三）真实性与如来藏的关系

真实性为真谛所提的“三性”之一。真谛将真实性分为自性成就和清静成就。自性成就为有垢真如，为客尘所染的如来藏。清静成就为无垢真如，为脱离客尘的如来藏。“论曰：真实性亦有二种，一自性成就。释曰：谓有垢真如。论曰：二清净成就。释曰：谓无垢真如。”[230]“论曰：二无垢清净，谓此法出离一切客尘障垢。释曰：是如来藏离惑智两障，由此永清净故，诸佛如来得显现。”[231]“即是无垢清净真如，说名无相法。由此一切法，无所有为体故，此法离有相；由自体实有故，此法离无相。于无相法，由最清净，是故自能通达，亦能令他通达故。”[232]“法界有两位：一有垢位，二无垢位。菩萨不见法界垢位有增，不见法界无垢位有减，又不见无垢位道生为增，有垢位道不生为减。不见一法有增减故，依此法界胜愿得成。”[233]

有垢真如相当于第八识阿黎耶识，当真如从第八识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第九识，就为无垢真如。第九识来自于第八识的净分，而第八识就相当于如来藏真如了。“尽是无垢清净，故名成就，一切障所不能染，一切佛法以此真如为体性故。”[234]在《摄大乘论章》中又有这样的说法：“了别二谛名之为识。了别不同略有三种：一名梨耶识，二名陀那识，三名生起识。言梨耶识者，此方正翻名无没识，此有二义：一识生灭门，能受净熏，终能转依成应身功德，名为无没。二就识真如门，终可显了成就法身，名为无没。”[235]梨耶识具有识生灭门与识真如门两重含义，这是从了别的角度说的，所以第八识的净分（真如门）和染分（生灭门）不用在第九识上立，八识本身就具有此二义。实际上第九识阿摩罗识为究竟意义上的净识，并不具备缘起的含义。“言离九者，前之三识生灭门中，分之为八，以缘境不同故，识真如门合之为一；以内照同故，以识真如通前为九。故《无相论·无相品》云：分别性永无，依他性亦不有。此二无所有，即是阿摩罗识，故究竟唯一净识也。”[236]

（四）唯识古学与唯识新学的区别

真谛传承的摄论学称为唯识古学，而玄奘传承的唯识学称为唯识今学。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九识阿摩罗识的存在。真谛所说的阿摩罗识既是究竟果位之净识，也是自性清静心。“云何分判法界非净非不净？答：阿摩罗识是自性清静心，但为客尘所污，故名不净；为客尘尽故，立为净。”[237]

玄奘认为第九识是不存在的。《成唯识论》认为第八识“然第八识，虽诸有情皆悉成就，而随义别立种种名。谓或名心，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故；或名阿陀那，执持种子及诸色根令不坏故；或名所知依，能与染净所知诸法为依止故。或名种子识，能遍任持世出世间诸种子故，此等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赖耶，摄藏一切杂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见爱等执藏以为自内我故，此名唯在异生有学，非无学位不退菩萨，有杂染法执藏义故；或名异熟识，能引生死善不善业异熟果故，此名唯在异生、二乘、诸菩萨位，非如来地犹有异熟无记法故。或名无垢识，最极清净，诸无漏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来地有，菩萨二乘及异生位，持有漏种可受熏习，未得善净第八识故。”[238]第八识阿黎耶识是处于染位的，当染位转为净位时，就称为无垢识，即阿摩罗识，是进入佛位的第八识，并不是第九识。玄奘所传的唯识新学认为有漏的是第八识，转成无漏还是第八识。

真谛生活在陈那、安慧的时代，受安慧影响比较大，安慧的学说传承于难陀，所以真谛之说接近于难陀，保存了世亲旧说。玄奘的唯识学在陈那、安慧之后，是经过护法、戒贤、亲光等发展了的瑜伽行派学说。[239]

由上述可知南北朝兴起的摄论学派所倡导的唯识学与玄奘最大的不同在于确立了第九识阿摩罗识的存在，来自第八识的净分，第九识阿摩罗识与《起信论》的本觉思想极为相似，这样摄论学与地论师北道相合就不足为奇了。第九识无垢识也影响了华严宗的“一真法界”思想。

七 三论学派

（一）三论学的传承

三论学派的代表经典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三部论是鸠摩罗什在十六国后秦弘始年间（399—415）所翻译的。印度三论学的传承是：龙树—提婆—罗睺罗—青目—须利耶苏摩—鸠摩罗什。中国三论学的传承是：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龙树著有《中论偈》，根据《般若经》，以“八不”为中心，说明宇宙万法当体性空，无碍缘起的中道思想。他又著《十二门论》，以十二门解释一切有为无为诸法皆空之义。龙树弟子提婆著《百论》，破斥一切有所得的邪执。罗睺罗与龙树是同时期的人，用常、乐、我、净四德解释八不。青目是印度梵志，就《中论偈》作“长行”释，发展了龙树学说。须利耶苏摩原是西域沙车国王子，出家弘扬大乘，为鸠摩罗什说《阿耨达经》，阐明阴（“蕴”）、界、入（“处”）皆空无相的道理。

鸠摩罗什生于龟兹，出家初学声闻乘，后跟随须利耶苏摩学习方等经典及《中》《百》《十二门》等论。十六国后秦时到长安，罗什译有《大品般若经》三十卷、《大智度论》百卷、《中论》四卷、《十二门论》一卷。盛倡龙树、提婆之学。

罗什的弟子有僧肇、道生、僧睿、昙影、慧严、慧观、道恒、道标、道融等。僧肇作《肇论》，道生作《二谛论》，昙影作《中论疏》，道融作《三论注》。而以慧观、道生、僧睿等多弘法江南，僧肇、昙影、道融等则宣教关中，形成三论宗南北二学派。以后有昙济出，著《七宗论》。

僧肇，最初学习老庄，出家后专究“方等”，后又跟随罗什学习，帮助译经，著有《般若无知论》等（后世称为《肇论》）。僧肇在罗什门下为解空第一，其所著《宗本义》及《不真空论》发挥了诸法缘生性空之理。吉藏在《百论序疏》推尊他为“玄宗之始”，又在《中论疏》中举山门义，常以什肇并称。什肇学说原在北方流行，后经僧朗传播到南方。

南朝宋末齐初时，道朗来至敦煌，从昙庆受学三论，并在中国诸方游化。道朗，辽东人，最初入关中习学罗什、僧肇的教义，后到建康，住在钟山草堂寺。这个时期江南盛弘《成实论》，名师辈出，道朗则宣扬三论，非难《成实》，名士周颙也从他受学，著有《三宗论》。道朗后来移住摄山（今南京郊区）栖霞寺，继承了法度的栖霞寺法席，开讲《华严》及三论，后人称为摄山大师。江南盛弘《成实》时，三论的思想几乎断绝，僧朗到江南，非难成实论师，破斥了视三论与《成实》一致的旧说，使三论学重新归于纯粹，所以他在佛教思想领域的重要贡献是将三论与《成实论》的思想做了区分。梁武帝很器重僧朗，天监十一年（512），遣僧怀、慧令、智寂及僧诠等十人到摄山从他学习三论的思想，僧诠学有成就。嗣后数代相传，有“摄岭相承”之说。

僧诠后来住在摄山止观寺，盛弘三论，称为新说，而以在其前者为关河旧说。僧诠门下有兴皇寺法朗、长干寺智辩、禅众寺慧勇、栖霞寺慧布四人，都长于三论，号称“诠公四友”。“时人为之语曰：诠公四友，所谓四句朗，领悟辩，文章勇，得意布。布称得意，最为高也。”[240]实际上为三论学贡献最大的是法朗。僧诠从僧朗受学之后，隐居摄山，住在止观寺，因而有山中师、止观诠等称号。他只讲三论和《摩诃般若》，以为《中论》是《般若》的中心正解。著有《二谛章》，已失，只有吉藏所撰的《二谛义》（卷上）中保存了他寥寥几句，说明二谛是教。由于“诠公四友”的宣扬，摄岭三论学越发恢宏。梁武帝也因此舍《成实论》，依大乘义撰作章疏。

既传承三论学统而又将其发扬光大的是法朗。法朗，徐州沛郡人，21岁出家，初学禅、律、《成实》、《毗昙》，后来继承龙树的学风，跟随僧诠受《智度》、《中》、《百》、《十二门》等论，《华严》、《大品》等经。陈永定二年（558）法朗应武帝邀请，来到建康入住兴皇寺，故被尊为“兴皇大师”。此后二十余年，继续讲四论及《华严》、《大品》等。法朗继承了僧诠的学说，作有《中论疏》（今不传），其说散见于吉藏的著述中。知名弟子有罗云等二十五人，分布于长江上下游、关中各地。“释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以梁大通二年（528）二月二日，于青州入道。游学杨都，就大明寺宝志禅师受诸禅法，兼听此寺彖律师讲律本文，又受业南涧寺仙师成论竹涧寺靖公毗昙，当时誉动京畿神高学众……摄山朗公，解玄测微世所嘉尚。人代长往嗣续犹存。乃于此山止观寺僧诠法师，餐受《智度》《中》《百》《十二门论》并《华严大品》等经，于即弥纶藏部探赜幽微，义吐精新，词含华冠，专门强学，课笃形心。可谓师逸功倍，于斯为证。”[241]

法朗弟子中以慧哲、智炬、明法师、吉藏四人最为著名。发扬摄岭相承的学说而建成一大宗派的是吉藏。吉藏（549—623）金陵人，7岁跟随法朗，学习大、小乘思想。33岁的时候，住在嘉祥寺，阐扬三论，著有《大品经义疏》、《中观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大乘玄论》、《二谛义》、《三论玄义》、《法华玄论》、《法华义疏》等数十部。吉藏之后，有智凯、知命、智实、寂师、慧远等。到了唐代中叶以后，三论学派逐渐消亡。法朗门下，慧均作《四论玄义》，还有四论宗之说，即以中、百、十二门论之外，另加大智度论，合为四论。

（二）三论学的主要思想

三论学宣扬空、无相、八不中道等义理，阐扬诸法性空，又称法性宗。公元401—480年之间，南北方的三论学都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三论学派以《大品般若经》为所依经，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所依论。《般若经》在印度大乘佛教中出现最早，八千颂的《小品般若》在旃陀罗崛多王时出世，于公元前4世纪之末流出。后于公元179年（汉光和二年）由竺伊朔和支娄迦谶译为十卷《道行般若》。三国时，朱士行于公元260年西行，到于阗国，得到《般若经》的梵书正本，凡九十章，于公元282年遣弟子弗如檀（法饶）送到洛阳，后来遇竺叔兰和无罗叉，遂在公元291年共译为《放光般若经》三十卷（或二十卷）。竺法护曾在公元286年译出《光赞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残）。《放光般若经》和《光赞般若经》内容大同于《大品般若》。《大品般若经》全名《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共二十七卷（一作二十四卷，或三十卷，或四十卷），鸠摩罗什在十六国后秦弘始五至六年（403—404）译出。据《大智度论》卷一百说《大品般若经》是二万二千颂，但印度南方另有二万颂的本子（《现观庄严论》所据本）流行，《法苑珠林》卷一百说玄奘法师所译《大般若经》第二会是二万五千颂。

《中论》（亦称《中观论》），龙树造颂本，青目所作释，罗什所译共为四卷。卷一论述“八不”思想：“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中论以“八不”阐明二谛之义。世间万物虽然有种种之别，可以总称为“一切有所得”的见解，超不出“生灭常断一异出来”等四双八计，破除此八计的邪迷，显无得正观，即是八不中道。《中论》第二十四品“观四谛品”末颂：“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因颂中有三个“是”字，故被称为“三是偈”。“众因缘生法”指缘起。缘起法有两层含义：①“我说即是空”是无自性，即空。这个空是以言语表现出来的，是认识中的空，所以是“我说”。法、事物、现象等无所谓空与不空。②“亦为是假名”，法虽是空，还有假名。“假”也译为“施设”“假设”，指概念的表示。对缘起法，不仅要看到无自性（空），而且还要看到假设（假有）。因其无自性才是假设，因为是假设才是空。中道既不偏于空，也不偏于有，实际宣扬的是认识论的一种方式，不同于佛陀时代所说的不偏于苦也不偏于乐的中道。《中论》卷三论述了实相涅槃，人们对诸法实相的体悟，就进入了实相涅槃的境界。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以般若这种特殊的智慧为指导的直观。《中论》卷四论述了二谛学说，俗谛是对世间的一般认识，表现名词概念。真谛指佛教的最高认识，是对“缘起性空”的领悟而得。“二谛”要求人们既看到有也要看到空，既不偏于有也不偏于空。青目认为龙树的目的是通过对错误认识的批判而达到世界本质“毕竟空”的真实认识。

全论二十七品，依吉藏《中论疏》的分判，初“观因缘”等二十五品，破斥大乘的迷失，阐明大乘的观行；次“观十二因缘”、“观邪见”二品，破斥小乘的迷执，分辩小乘的观行；后“观邪行品”的末段，重明大乘的观行，推功归佛。

《十二门论》颂本和释都是龙树所造。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十一年（409）译出。全论以观因缘等十二门构成。依吉藏《论疏》的分析，初“观因缘”等三门，明空门；次“观相”等六门，明无相门；后“观作”等三门，明无作门。由三解脱门成立空性实相之义，为中观入门阶梯。《十二门论》载：“众缘所生法，即是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缘起法无自性就是毕竟空，但是了为随顺世俗的常识，而说有缘起的事物，这样就把缘起和性空统一了起来，即为中道。不离性空而有缘生的诸法；虽有缘起的诸法，但也不碍于毕竟空的中道实相。

《百论》颂本是提婆所造，释是婆薮所造。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六年（404）译出。该论继承龙树“中论”说，以大乘佛教的“空”“无我”等义理，破斥数论、胜论等外道的执见。依吉藏《疏》的分析，全论十品，破邪显正分为三章：①舍罪福品（第一）明舍罪舍福及能舍的空三相智，显示佛的渐舍之教，属于显正。②从破神品（第二）到破常品（第九）中前一品破我明众生空；次七品破法明法空，即正辨破邪。③破空品（第十）即破无我，归结毕竟空的境界。

三论学的思想为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等。《中》《百》《十二门》论均不出破邪显正。破除“有所得”见解，彰显“无所得”空理。三论学认为成实论学者主要是从理境上讲二谛的，这还是空得不彻底。而三论学是从言教上来讲二谛。在成实学看来，从理境上讲二谛，会导致这种情况，对执着于有的人讲真谛，而对于执着无的人讲俗谛，讲真俗、空有都是针对不同的人而说的，对于真俗二谛是体一还是体异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三论学认为成实论还是执着于理和境空的不彻底，所以还是小乘，三论认为是即假即空。

三论学在判教方面，破除一切有所得，大小乘都是以无得正观为宗，并浅深优劣。因为众生的机根不同，所以法门有种种差别，对二乘说《阿含经》，对菩萨说《华严经》等。三论学以二藏、三轮的说法来判教。二藏指《涅槃》《智度》《中观》等经论所说声闻藏、菩萨藏，即小乘与大乘。三轮为：根本法轮，即《华严经》；枝末法轮，即从《华严》以后到《法华》之前一切大小乘经；摄末归本法轮，即《法华经》。

八 律学

（一）律学的渊源及传播

佛灭后的“第一次结集”，优波离诵出“八十诵律”，但没有流传下来。“部派”佛教形成的戒律有南传《铜[image: ]律》，汉译有《十育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

根据释圣严引《大集经》的说法，优婆崛多有五位弟子，对律藏内容取舍不同，于是律藏便分成了五部，即1.昙无德部：《四分律》。2.萨婆多部：《十诵律》。3.迦叶遗部：《解脱戒该经》。4.弥沙塞部：《五分律》。5.波粗富罗部：未传。“昙无德部”即法藏部“萨婆多部”，也就是说一切有部；“迦叶遗部”即饮光部；“弥沙塞部”即化地部；“波粗富罗部”即犊子部。此外尚有第六部《摩诃僧祇律》，即大众部。

部派“律藏”有“广律”“戒经”和“律论”。“广律”有六类：1.铜[image: ]律，即南传律藏，属于上座部的分别说部。2.十诵律，汉译最初的广律，属于“说一切有部”（萨婆多部）。3.四分律，属于法藏部（昙无德部）。4.摩诃僧祇律，乃大众部的广律。5.五分律，属化地部（弥沙塞部）。6.根有律，即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现存汉、藏、梵文三部，均不完整：此律的梵文断片，当代不断发现。[242]

小乘戒律的主要内容有“四波罗夷法”，淫、盗、杀、妄语为重罪，违反的僧人必须要被开除出僧团。小本的戒律将主要的戒律归纳为五条，即杀、盗、淫、妄语、酒。大乘戒的内容同小乘戒律一样也有“四波罗夷法”，主要是对受戒者的思想动机进行制约。在僧侣中流行的是小乘戒律，以《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和《毗尼母论》《摩得勒伽论》《善见律毗婆沙》《萨婆多论》《明了论》为四律五论。

大乘菩萨戒的受戒者主要是君主贵族及居士等。经典有《梵网经》两卷、《清净毗尼方广经》一卷、《佛藏经》四卷，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译《菩萨璎珞本业经》两卷，竺佛念译《佛说净业障经》一卷，失译者《菩萨地持经》十卷；《优婆塞戒经》七卷；《大方广三戒经》三卷，《菩萨戒本》一卷北凉昙无谶译；《受十善戒经》一卷，失译者《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一卷、《佛说菩萨内戒经》一卷、《菩萨善戒经》九卷，《菩萨善戒经》一卷南朝宋求那跋摩译；《寂调音所问经》一卷（《清净毗尼方广经》的异译）南朝宋沙门释法海译。

菩萨戒的内容为三聚净戒，即摄律仪戒（持律仪，作为禁戒以持守之）、摄善法戒（修善法，涵容了大小乘的戒律、威仪）、饶益有情戒（度众生，慈悲喜舍广度一切众生）。南北朝时期，律学中国化的特色日益凸显，《全梁文》卷六十七傅弘《心王铭》云:“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虽空，贪瞋体实。入此法门，端坐成佛。”戒体为心，戒行为净心，正是体现了大乘“持心戒”的特色。

（二）南北朝时期律学的发展

自从佛教传入汉地至三国魏年间，历经一百余年，只有《僧祇戒心》戒本，其余律典尚未传译。中国汉地戒律翻译、授戒，始于三国魏嘉平（249—254）中。中印度昙柯迦罗来洛阳，译出摩诃僧祇部戒本，请印度僧立羯磨法（受戒规则）创行授戒。正元（254—256）中，安息国沙门昙谛来洛阳，译出法藏部羯磨，中国僧众受戒即依法藏部羯磨。

十六国后秦弘始六年（404），弗若多罗译出《十诵律》后，中国才有律部的弘传。“律藏稍广，始自晋末”，东晋时《摩诃僧祇律》、《十诵律》等广律译出，作为行事的依据。汤用彤认为戒律的传播，鸠摩罗什的贡献最大。“罗什来华，大出律藏，从此天下僧人仪范有所遵循。”[243]庐山慧远亲自致信给昙摩流支邀请其与鸠摩罗什共同翻译《十诵律》，而得以完成，为我国第一部广律。“昙摩流支，此云法乐，西域人也。弃家入道，偏以律藏驰名。以弘始七年（405）秋，达自关中。初弗若多罗诵出《十诵》，未竟而亡。庐山慧远闻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书通好曰：‘……十诵之中，文始过半。多罗早丧，中途而寝，不得究竟大业。……若能为律学之徒，毕此经本开示梵行洗其耳目。’……流支既得远书及姚兴敦请，乃与什共译《十诵》都毕。”[244]“《十诵》一部具足无阙，晋地获本，相传至今。”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法显与天竺禅师佛驮跋陀共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即《婆粗富罗律》。“十一月，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

表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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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律学经典，小乘戒律有《十诵律》（有部）、《四分律》（昙无德部）、《摩诃僧祇律》（大众部）、《五分律》（沙弥塞部）、《善见律毗婆沙》（上座部）、《律二十二明了论》（犊子部）等，大乘戒有《菩萨戒本》、《优婆塞经》等。

北魏孝文帝时，五台山北寺法聪为四分律师，他最初学习《原祇律》，后学习《四分律》，在平城弘扬，口授弟子云中道覆作《四分律疏》六卷，道宣评价此疏仅为提纲。“但是科文，至提举宏宗，无闻于世。”[245]

道覆弟子大觉寺慧光（468—537）是北朝律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造《四分律疏》，并删定羯磨，著有《羯磨戒本》的删定本、《四分律疏》四卷，即《光统略疏》，后世称之为“光统律师”。慧光的贡献在于开创了《四分律》疏释的风气，弘传了《四分律》，其《四分律疏》与智首《广疏》二十卷、法砺《中疏》十卷，并称为律宗“三要疏”。

慧光初从佛陀禅师出家，佛陀说：“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246]《四分》由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但并没有广泛传播。慧光重视学律，随道覆学《四分律》。后来慧光又从勒那摩提译研《十地》，所以又成为地论师南道系的开创者。慧光的律学影响更大，他弘传的“《四分》一部，草创基兹。……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以为义节。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被于法侣，今咸诵之”。[247]

慧光卒于北齐，其后北方普遍奉行《四分律》。慧光弟子众多，有道晖、道云、道凭、昙隐、道乐、洪理等。慧光的弟子道晖，“略云所制以为七卷，间以意会，揵度推焉”。慧光弟子道云戒行严洁，著有《四分律疏》九卷，“早依师禀，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为众所先”。道云传道洪，著有《四分律钞》。道洪弟子智首（567—635），撰《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集成《四分律广疏》二十一卷。智首的弟子道宣，专研律学，继入终南山潜心述作，著《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道宣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定佛教受戒仪式，从而正式形成律宗，有南山律宗之称。

南朝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元年（423）有关戒律的文献就已经译出，有法显在狮子国所得梵本《弥沙塞部五分律》三十四卷，及《比丘戒本》、《羯磨》各一卷，“竺道生、释道严请罽宾律师佛驮什”[248]。律师释法颖于杨都长干寺依律撰出《十诵律比丘戒本》一卷（大明年出）盛行江左。“《十诵羯磨》一卷（或云《略要羯磨法十诵律》出）。宋景和中律师释僧璩，于京都撰出。”[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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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传》卷三记佛驮什“以宋景平元年（423）七月届于扬州，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佛驮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应道生、慧严诸僧之请，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什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龙光道生、东安慧严共执笔参正，宋侍中琅琊王练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于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250]至此完成了汉地流行的四部广律（《十诵》、《四分》、《僧祇》、《五分》）的传译。

南朝宋求那跋摩所译律学经典有《优婆塞五戒相经》、《优婆塞五戒威仪经》、《四分比丘尼羯磨法》、《沙弥威仪》、《菩萨善戒经》、《菩萨内戒经》七卷、《菩萨善戒经》九卷、《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等。“跋摩神府自然，妙辩天绝，或时假译人，而往复悬悟。后祇洹慧义请出《菩萨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后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缮写，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犹有两本，或称《菩萨戒地》。初元嘉三年（426），徐州刺史王仲德于彭城请外国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而缘碍遂辍，至是更请跋摩译出《后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并文义详允，梵汉弗差。”[251]

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来华后，影福寺尼慧果、净音从受具戒，才真正是中国佛教尼戒的开始。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至南朝宋期间，比丘尼并没有如律受过戒。公元430年，来自狮子国的比丘尼等八人到达建康。按照规定，授戒者必须要懂得受戒当地的语言，并且要有十人以上才具备授戒的资格。公元433年，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来到建康，这才满足了授戒者达到十人以上的要求。应景福寺尼慧果与净音之请，铁萨罗等比丘尼于元嘉十一年（434）在建康南林寺设坛传戒，僧伽跋摩为传戒师，为三百余名尼僧受具足戒。“时影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那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众发，设不本事无妨得戒，如爱道之缘，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苦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252]“初，晋兴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戒，指从大僧。影福寺惠果、净音等以谘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国土无二众，但从大僧受得具戒。’惠果等后遇外国铁萨罗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从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253]

南朝律师之最有名者为僧祐，受业于法颖，颖乃“一时名匠，为律学之宗”[254]。齐竟陵文宣王每次请僧祐讲律，听众常有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齐永明十年，竟陵王请沙门僧祐三吴讲律，中途相遇，虽则年齿悬殊，情同莫逆，彻因从祐受学《十诵》，随出杨都，住建初寺。”[255]僧祐门下“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梁天监十八年（519），慧约统计的受戒者有48000人。释明彻继承了僧祐的事业，帮助梁武帝修律，成为律学大家。

跟随僧祐学习律学的还有释昙崇、智藏。“释昙崇……逮乎受戒，志逾清厉，遂学僧祐十有余遍，依而讲解，听徒三百，京辅律要，此而为宗。”[256]智藏“戒德坚明，学业通奥”。[257]释僧晃“升坛之后，偏攻《十诵》，数年劬劳，朗鉴精熟。……周保定后，更业长安，进学《僧祐》，讨其幽旨”[258]。

陈代律师有德贞、慧峰等。“大德贞律师，道蔼云阳，请任和尚，研思《十诵》，一遮能述。”[259]德贞弟子慧峰“游心正理，身范律仪……未出都，偏弘《十诵》，赞诱前修，听者如市。有问云:‘今学大乘，如何讲律?峰云:‘此致非汝所知。岂学正法而大小相乖乎!”[260]

据《高僧传》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律师还有慧猷、僧业、慧询、僧璩、僧隐、道房、道营、志道、法颖、智称等。据《续高僧传》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律师有法超、道禅、昙缓、智文等。

南朝戒律的特点是戒与禅相结合，《僧祇律》的译者佛陀跋陀罗“少以禅律驰名[261]。”僧导“迄受具戒，识洽愈深，禅律经论，达自心抱”。求那跋摩“深达律品，妙入禅要”。僧柔“精勤戒品，委曲禅慧”。僧业专攻《十诵》，“俊发天然，洞尽深奥”，“又以讲导余隙，属意禅门”。僧隐“学尽禅门，深介律要”。道营“始住灵曜寺习禅，晚依观、询二律师谘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尼法胜“进修禅律，该通定慧”。尼僧果“戒行坚明，禅观清白”。尼宝贤“操行精修，博通禅律”。尼昙勇“常以禅律为务”。僧智“更受禅律”。法愿“栖心禅戒，未尝云节”。还如昙摩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耶舍后南游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禅法”。

九 禅学

佛教的三学为戒、定、慧，定音译为“三昧”“三摩地”。在印度佛教中，禅定是吸收了婆罗门教和其他外道的瑜伽修持方法，加以改造而成。后来佛法分为大小乘，禅法因此也有了大小乘的区分，大乘禅继承了小乘禅的形式，它们的区别主要在禅观上，所观义理不同。在中国“禅”与“定”合称，有禅、定、三昧、正受、三摩提、奢摩他、解脱等名称。禅那译为思惟修等，欲界人思惟而修得之，所以称为思惟修。中国禅宗所说的禅，名称虽有思惟静虑的含义，但其体为涅槃妙心，与色界所属之禅不同。

（一）北朝禅学

南北朝时期的禅学，北朝更为发达，体现出北方重视实践的色彩。这与当时的统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朝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社会和文化比中原落后，文化修养不深，所以他们比较重视具体的宗教实践，如修功德、开凿石像等，坐禅也是宗教实践的一个方面。《洛阳伽蓝记》记载灵太后时，崇真寺比丘惠凝死后见到阎罗王对不同类型的比丘所采取的处置方式不同，如对坐禅苦行、诵经的比丘，都送升天堂，而对讲经的比丘则送往地狱，这就表明了北魏统治者的态度。

东晋佛陀跋陀罗（359—429），意译作觉贤、佛贤，北印度迦维罗卫（今尼泊尔）人。佛陀跋陀罗17岁出家，修业精勤，博学群经，精通禅、律，曾与同参僧伽达多游罽宾，跟随佛大先学习禅法。后来受到智严的邀请，于后秦弘始十年（408）入长安，弘传禅学，因为不习惯长安的世俗，而且与罗什门下不合，所以和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离开长安，在庐山慧远处传法数年，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二卷。此后，又在建康（今南京）从事翻译。南朝宋元嘉六年示寂，世寿71岁。《达摩多罗禅经》记载了禅法的传承系统，其中就有佛陀跋陀罗。“佛灭度后，尊者大迦叶，尊者阿难，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优婆崛，尊者婆须密，尊者僧伽罗叉，尊者达摩多罗，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灯，次第传授。”[262]根据北凉侯沮渠曾跟随天竺佛驮斯那即佛大先学习禅法，后南下至建康，欲宋孝建二年（455）译出《治禅病秘要经》一卷，此经记载的禅法传承为“佛—大迦叶—阿难……僧伽罗叉……达摩多罗—不若蜜多罗—佛大先—佛陀跋陀罗”[263]。

佛陀跋陀罗的弟子中北魏玄高（402—444）最为著名。他在关中的时候跟随佛陀跋陀罗修习禅法，学成之后隐居麦积山，跟随他学习的弟子有一百多人。玄高后来又跟随昙比毗禅师学习禅法，学成之后在河北传授，研习的人有三百多人。随着玄高的影响扩大，他受到了北魏王朝的重视，应邀前往平城（山西大同）弘扬禅法，后因参与朝廷内政被杀。这一系的基本禅法为“五门禅”，也称为“五停心观”，“五度观门”，禅观的内容为五阴、十二因缘和四谛，观想人生的“无常、苦、空、无我”，属于小乘禅法。

北魏禅师佛陀（跋陀）是天竺人，生卒年不详。“佛陀禅师，此云觉者，本天竺人。……因从之游历诸国，遂至魏北台之恒安焉。时值孝文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凿石为龛，结徒定念。……而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处，四海息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笃课出要，成济极焉。”[264]佛陀定居少林后，少林寺遂以禅法而著名。

佛陀禅师的弟子有慧光、道房及再传弟子僧稠等。僧稠跟随佛陀弟子道房学习禅法，“跋陀曰：自葱岭己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乃更受深要。”[265]僧稠由于禅法出众，影响广大，北魏孝明帝（515—528年在位）曾经三次请僧稠入京，魏孝武帝（532—534年在位）也曾召请，不过僧稠都没有前往。北齐时期，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也请僧稠出山，僧稠没有应允，后来文宣帝再次相邀，僧稠才应命至邺。佛陀一系的禅学从此便由僧稠在北齐盛传。僧稠撰《止观法》两卷，传于当世。僧稠禅法的主要特色是四念处，依照法本为《大般若涅槃经·圣行品》而修持。在禅修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从而破除常、乐、我、净。“此身如是不净，假众因缘和合共成，而于何处生此贪欲?若被骂辱，复于何处而生嗔恚……若他来打，亦应思维：如是打者，从何而生?……因手、刀、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我今何缘横嗔于他?乃是我身自招此咎，以我受是五阴身故。”[266]另一个是修“十六特胜法”，为数息观中的十六种观法，即知息入、知息出、知息长短、知息遍身、除诸身行、受喜、受乐、受诸心行、心作喜、心作摄、心作解脱、观无常、观出散、观离欲、观灭、观弃舍等十六特胜，还是在四念处，即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的范围之内。

北魏勒那摩提，又作单称勒那，为天竺人。博诵三藏教文，精通瑜伽师禅法。北魏宣武帝正始五年（508）始达洛阳，奉敕与菩提流支共于洛阳殿内，译《十地经论》十二卷、《妙法莲华经论优波提舍》一卷等。勒摩提弟子有北周的僧实（476—563）年。僧实在洛阳跟随勒摩提学习，研习颇得心要，深受勒摩提的赞扬。僧实禅法的特色为“九次调心法”，为“四禅”、“四无色定”和“灭心定”，这是小乘的禅法。僧实初受学于道原法师，魏孝文帝太和末随道原至洛阳，遇见勒那摩提。摩提即授以禅法，并说：“自道流东夏，味静乃斯人乎!”僧实后到了长安，受到西魏北周上下的尊崇。西魏大统中宇文泰即以僧实为昭玄三藏，周武帝初又以僧实为国三藏。所以道宣说：“高齐河北，独盛僧稠；周氏关中，尊登僧实。”[267]

北魏菩提达摩（？—528/532/536/）被后世尊为汉地禅宗始祖。关于菩提达摩的记载，最早的出于《洛阳伽蓝记》与《续高僧传》。《高僧传》及《魏书·释老志》没有记载。可能菩提达摩在北朝没有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故声名不显。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僧人，南朝宋时，经海路到达广州进入宋境。后应梁武之请引建康。梁武帝在金陵与菩提达摩回答佛法，机缘不契，于是渡江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时人称为壁观婆罗门。弟子有慧可（487—593），之后有僧璨（？—606），传他著有《信心铭》。达摩以《楞伽经》印心，所以慧可与僧璨都被称为楞伽师。达摩的禅法为“二入四行论”，即“理入”和“行入”，“理入”即“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268]。通过参究，而彻见心性本源，又称佛心宗。僧璨后来隐于舒州的皖公山，相传他著有《信心铭》。菩提达摩虽然没有得到皇帝及权贵的重视，但在民间影响还是很大的。道宣说：“有菩提达磨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269]

北齐慧文，籍贯和生卒年月，传记不详。“时禅师慧文聚徒数百，众法清肃道俗高尚。”[270]慧文在禅法中非常重视心思的集中作用，并自创了新的禅观——“一心三观”。这种新的观法实际上是将“道种智”、“一切智”和“一切种智”融在一心之中，三智又对应三谛，称为三谛一心。《大品般若经》谈到过这三种智慧：“道种智”，是熟悉各种实践方法的智慧；“一切智”，是知道一切共相的智慧；“一切种智”，是能辨别一切自相的智慧。具备这三种智慧，就能灭除一切烦恼，达到佛教的境界。慧思根据“一心三观”又提出了实相观。何谓实相，即别相和共相，禅观的内容为实相。所依据的法本有《法华经》《大地经论》《大智度论》等。慧思同时也提倡四念处和安乐行。慧思南下后，智[image: ]离开慧思，在庐山、荆州、建康一带活动，后来开创了天台宗，他创造了“一念三千”和“圆融三谛”之说。慧文禅师依论立观以授慧思禅师。“北齐慧文禅师，因阅大论，至四谛品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恍然大悟，乃远承龙树，依论立观，以授慧思禅师。”[271]

（二）南朝禅学

南朝禅法在宋初期最为兴盛。禅师多集中于蜀、荆州、建康等地。宋初智猛禅师在西域跟随罽宾达摩比丘习禅。学成之后，回蜀郡左军寺教授禅法。宋文帝听闻他的大名，邀请他前往建康。陇西僧隐曾跟随玄高学习禅法，玄高逝世后，先后前往蜀郡、江陵传授禅法，影响很大。蜀地知名的禅师还有法期、法续、僧副，他们对于蜀地禅法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释法期跟随智猛学禅，后随玄畅下江陵，十住观门，所得已九，得到了玄畅非常高的评价。“释法期，姓向，蜀都陴人……十四出家，从智猛咨受禅业，与灵期寺法林同共习观，猛所谙知皆已证得。后遇玄畅复从进业，及畅下江陵，期亦随从，十住观门，所得已九，有师子奋迅三昧，唯此未尽。畅叹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东探禹穴，南尽衡罗，唯见此一子特有禅分。’后卒于长沙寺，春秋六十有二。”[272]从地理上看，蜀地和北凉相邻，北凉的禅师南下必先经过蜀地，所以禅风的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荆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来此传播禅法的禅师也很多。有法常在荆州、衡山等地传播“寂定之法”；法京、智远在荆州长沙寺传法。

畺良耶舍（383—442），西域人，博通阿毗昙、律部，精通禅观。“畺良耶舍，此云时称，西域人。性刚直寡嗜欲，善诵《阿毗昙》，博涉律部，其余诸经多所该综。虽三藏兼明，而以禅门专业。每一游观，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传化诸国。……元嘉十九年（442）西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后还卒于江陵，春秋六十矣。”[273]南朝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从西域赴建业，居钟山的道林精舍，译有《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元嘉十九年（442）西游岷蜀弘法，后于江陵圆寂。《观无量寿经》谈到了进入禅定后观想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其中共有十六观，即日想观、水想观、地想观、宝树观、宝池观、宝楼观、华座观、像观、真身观、观音观、势至观、普观、杂想观、上辈观、中辈观、下辈观，这是以观佛为中心的大乘禅法。

昙摩蜜多（356—442），“齐言法秀，罽宾人也。……以宋元嘉元年（424），辗转至蜀，俄而出峡，停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观。居顷之，沿流东下，至于宗师，即住祇洹寺。”[274]即于祇洹寺，译出《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三部经。“凡三部经，常以禅道教授，或千里资受，四辈远近，皆号大禅师焉……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275]其弟子达上，承其禅法，影响也很大。

天竺沙门僧伽达多，元嘉十八年（441）夏受临川康王的邀请，于广陵结居。“天竺沙门僧伽达多、僧伽罗多等，并禅学深明，来游宋境。达多尝在山中坐禅，日时将迫，念欲虚斋，乃有群鸟衔果，飞来授之。达多思惟，猕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飞鸟授食，何为不可，于是受而进之。元嘉十八年夏受临川康王请，于广陵结居，后终于建业。”[276]据说僧伽达多坐禅的时候，群鸟衔果，达多效仿佛祖，受而食之。

南齐释慧胜跟随达摩提婆学习禅观。“释慧胜，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泽，闲放物表，诵《法华》日计一遍。……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诸观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禅学者敬美，幽栖寺中，绝无食调。唯资分卫，大遵清俭。永明五年（487）移憩钟山延贤精舍，自少及老，心贞正焉，以天鉴年中卒，春秋七十。”[277]

梁朝时期，慧初禅师住兴皇寺，好习禅念。“时净名寺有慧初禅师者，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才有所识，好习禅念，尝闲居空宇。……晚游梁国，住兴皇寺。闲房摄静，圭璋外映，白黑咨访，有声皇邑，武帝为立禅房于净名寺。”[278]梁朝还有两位极具特色的禅师，保志（？—514）和傅翕（？—569）。《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记载宝志有《十二时颂》《十四科颂》《大乘赞十首》，强调“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主张即心即佛。《景德传灯录》卷三十载有傅大士的《心王铭》强调修持中的心性清静。他们的思想与唐代禅宗的思想都极为接近，而且都是宋代《景德传灯录》的记载，可靠性令人怀疑。浙江的天台山、四明山也是禅师的集中地，著名禅师有慧明、弘明、慧实等。慧实是颍川人，梁末时期到天台山，修头陀行。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智[image: ]，著有《小止观》《次第禅门》等，他在天台山住了有十年，陈末时到金陵，此后又到两湖、荆州、庐山，再回天台山，两年后去世。

陈朝时期释慧布邀引恭禅师，住摄山栖霞寺。“释慧布，姓郝氏，广陵人也。……陈至德中，邀引恭禅师，建立摄山栖霞寺。”[279]佛陀跋陀罗南下后，先在庐山，后又到建康，与慧观、宝云共在道场寺。到了陈朝，由北方过来的禅师逐渐增多，才促使了南方禅法的发展。习禅之地主要集中于蜀郡、荆州、衡阳、建康。慧思跟随北齐慧文禅师学习禅法，然后南下在湖南南岳禅修十年，他的禅法的特点是主要定慧双修。“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280]北方习禅偏重实践，南方习禅偏重义理，定慧双修的思想对于克服南北禅学的片面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南朝禅法的特点是将禅法与义理相融合，修习禅法与探求义理相结合。著名的三论宗门人僧朗除了对《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有研究外，还十分重视禅法，将无住、无得的中道思想应用到禅学当中。释慧因禅法、《成实》、三论兼通，而且在禅定上十分有造诣，竟能忽感幽使，在地狱中讲《大品般若》，这也表明了南朝禅法和义理是相融和的。“释慧因，俗姓于氏，吴郡海盐人也……听建初琼法师《成实》……乃诣钟山慧晓、智瓘二禅师，请授调心观法……又造长干辩法师，禀学《三论》……陈太建八年（576），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请法师。部从相[image: ]，丝竹交响，当即气同舍寿，体如平日。时经七夕，若起深定，学徒请问，乃云：‘试看箱内见有何物？’寻检有绢两束。因曰：‘此为[image: ]遗耳’。重问其故，曰：‘妄想颠倒，知何不为。吾被阎罗王召，夏坐讲《大品般若》，于冥道中谓经三月。又见地狱众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该幽显，行极感通。岂能赴彼冥祈，神游异域。’”[281]

（三）南北朝禅学的表现形式

南北朝的禅法在形式上还是小乘禅法，但在禅观中逐渐加入了观想大乘义理的内容，而且随着如来藏思想的兴起，禅观向心性靠拢，强调直探心源、自性解脱。禅法的表现形式上有如下三种。①四念处。小乘四念处法是观身不净、观受有苦、观心生灭、观法无我。大乘四念处是观身如虚空、观受内外空、观心但名字、观法善恶俱不可得。僧稠依《涅槃经》修四念处，《涅槃经》中的四念处突出了观身不净、观心非我。②安般禅。安般禅是“二甘露门”之一；在十念法中属念入出息；在五根中为念根所摄；从色、心二法而言，和不净观同属色法所摄。安般禅与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念佛观合称五停心观。如玄高的禅法即为安般禅，是安世高所介绍的那一类。③楞伽禅。影响禅学深远经典是南朝宋求那跋陀罗所译四卷《楞伽经》，也是大乘瑜伽系的经典。四卷本《楞伽经》将“性空”解释为涅槃境界，“性空之理”为如来藏。达摩即以四卷《楞伽经》传慧可。达摩禅法被称为“二入四行”，传至道信时，楞伽禅逐渐得以完善。印顺将楞伽禅总结为三个特点：第一，戒与禅结合。达摩禅具有头陀行风格，主张苦修。道信把禅与菩萨戒行结合起来，更易为道俗大众共遵。第二，《楞伽》与《般若》合一。道信将《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与《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融合。第三，念佛与成佛相同。道信认为“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只要息止一切妄念而专于念佛，能够心心相续，即“念佛心是佛”了。

南北朝时期禅学既有官禅也有民禅。官禅的禅师和统治者的交往非常密切。民间的禅学往往能形成团体，如玄高在麦积山蓄徒，达到三百人。民间修禅僧团和官禅之间并非绝对对立，如果民间僧团和统治者交往密切，那么也就具有了官禅的性质。禅学有个主要的特点是能产生神异，所以在下层老百姓中受到普遍的欢迎，容易形成团体。南北朝禅学中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菩提达摩和僧稠的两个僧团。僧稠在北魏、北齐时期深受统治者的青睐，为官禅的代表，他的禅法的主要思想是“四念处”，与小乘禅的“五门禅”属同一类型。达摩是以四卷《楞伽经》印心，“二入四行”，重视坐禅和教理，弟子慧可等也在北朝活动，逐渐形成“楞伽师”，在周、隋、唐之际也向南方发展，为以后唐代禅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82]

第四节 佛教信仰的兴起与传播

一 观音信仰的普及

（一）观音经典向中国的输入

南北朝时期，印度观音信仰的经典在中国被大量翻译出来，这为印度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流传和生根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和第一推动力。这一时期，印度大乘佛教观音信仰经典的传译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系统：一是净土往生系统；二是受记系统；三是华严系统；四是般若系统；五是救难系统；六是菩萨行系统；七是杂密系统。

1.净土系观音信仰经典的输入

在这一时期输入中国的净土观音经典中，最主要的是《观无量寿佛经》和《新无量寿经》两种，其次还有《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经》等，此外，兼弘净土观音信仰的经典还有《观世音受记经》、《悲华经》等。净土观音信仰在其他一些经典中也可看到。如《佛说佛名经》中说：“汝应当归命无量寿佛国安乐世界，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以为上首，及无量无边菩萨。”[283]此类零星的净土观音信仰经文对观音信仰的流传也会起到促进的作用。

2.现世救难信仰及大悲观念的进一步传入

观音救难信仰最重要的经典就是《法华经》中的《普门品》。在竺法护首译《普门品》、光世音菩萨开始流行中国的基础上，后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于弘始八年（406）夏翻译出《妙法莲华经》。于是，《普门品》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译本，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南北朝时期，其他一些辅助传递观音救难信仰的经典也相继传入中国。虽然这些经典弘扬的佛教思想主题并不是观音，但其中的某些章节、某些段落涉及观音的救难信仰，所以这些经典也成为中国观音救难信仰的经典来源。如北魏勒那摩提与僧朗译的古代印度世亲的著作《妙法连华经优婆提舍》就对《普门品》中的观音信仰多有阐发。它把《法华经》划分为五种力，其中有一力就是观音救护众生诸难之力，[284]接着，还对受持观音名号的功德做了阐释：“又说言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及受持六十二恒河沙诸佛名，彼福德平等者，有二种义：一者信力故；二者毕竟知故。信力者有二种：一者求我身如观世音毕竟信故；二者生恭敬心，如彼功德我亦毕竟得故。毕竟知者，决定知法界故。法界者名法性。彼法性入初地菩萨，能证入一切诸佛菩萨平等身故。平等身者，谓真如法身。是故受持六十二恒河沙佛名，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功德无差别。”[285]这些在《普门品》中都是没有作任何解释的。

3.般若类观音经典的传入

体现观音般若智慧的般若类经典在南北朝时期有很多译介到了中国。在南朝陈代印度入华居士月婆首那译的《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中，观音也是深具般若妙智的般若法会的参加者，同其他大菩萨一起，被认为是“已通达甚深法性，调顺易化，善行平等，一切众生真善知识。得无碍陀罗尼，能转不退法轮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从他佛土为法来集，一生补处，护持法藏，不断三宝种，法王真子，绍佛转法轮，通达如来甚深境界，虽现世间，世法不染”[286]。这里更以般若为唯一标准进行评判。同观音救难类经典强调观音的救难神力不同，这些经典在传递着这样一个信念，即观音是具有般若智慧的大菩萨。

《心经》译出以后，观音开始对自己独有的般若智慧进行展示，而这种般若智慧正是对全部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高度总结。该经最早的一个译本取名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287]，现在署名的译者是鸠摩罗什，但学术界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原因是梁代的《出三藏记集》卷四及隋代的《法经录》卷四中，该经都被列入失译录，但到了唐代智升撰《开元录》时，它才开始被归于罗什的译籍之内，从此相沿不改。但不管怎么说，此经至迟是在南朝梁代以前就已经译出。该经专弘观音的般若法门，对观音在般若观悟方面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过，《心经》在南北朝时期还不是很流行。

4.受记类观音经典的传出

南北朝时期，另有一类观音信仰的经典从印度输入中国，其重点就在于说明观音过去的身世和未来的成道，这一类经典可称为观音受记经典，其中最主要的是《观世音受记经》、《悲华经》、《大乘悲分陀利经》以及其他一些经典中的个别章节。这类经典不但介绍了观音的来龙去脉，而且也把净土观音、救难观音和般若观音等不同体系的观音信仰融和了起来。

来自中印度的昙无谶大约在十六国北凉玄始十年（421）时，应河西王沮渠蒙逊之请，抵达姑臧，[288]在此译出《悲华经》十卷。其中第三品和第四品对观音往昔身世和未来在西方成佛做了说明。关于观音受记的部分后来从该经中抽出单独流通，名叫《观世音菩萨求十方佛各为授记经》，一卷。[289]与此同时，又一部介绍观音身世和未来成佛的经典在南方由昙无竭翻译出来，此即《观世音授记经》。该经主要内容是讲述观音如何得到成佛之记，涉及观音过去的修行以及未来的国土与佛号。

5.杂密系统观音经典的传入

南朝齐武皇帝时，法献从于阗获得《观世音忏悔咒》胡本，后于齐武帝永明八年（４９０）十二月十五日在京都请瓦官禅房由三藏法师法意译出，名《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一卷。[290]根据费长房的记载，此经又名《观世音所说行法经》。[291]后周时期，优婆国三藏法师耶舍崛多（称藏）同阇那崛多合为宇文护译《十一面观世音经》一卷。[292]在中国最早译出的一部陀罗尼抄集经《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一中，收录有观音的咒语，经文中称为《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说大陀罗尼神咒》。[293]上述四种杂咒系观音经典中《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已佚，其他尚存。其中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是《请观世音消除毒害陀罗尼咒经》。

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杂咒类观音经典大部分保存在《陀罗尼杂集》之中。该集所收观音类咒经至少有四十多种。

这些杂咒系统的观音经典均属于观音救难信仰中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其主要的特征有以下几点。①以咒语为主体，宣扬咒语具有神秘的力量，并认为这个咒语出自观音。②经文短小，大部分在几百个汉字之内。③没有理论的阐释，没有烦琐的哲学体系，只要求你如何去做，不要求你如何思辨。④修持方法简单，人人可为，没有复杂的、漫长的、严格的修行要求，既不同于一般显教修道体系的严格艰难，也不同于后期纯密系统复杂烦琐的修法要求。⑤结构简单，一般包括三部分，即首先是咒语，其次是如何受持这个咒法，最后是解决何种问题，没有过多的阐释与分析，也没有其他类型的经文中经常出现的功德较量。

（二）中国人对印度观音信仰的理解与接受

1.对观音名义与品格的理解

南北朝时期对观音解释最全面、最完整的是梁代法云（467—529）的解释。那时，梁武帝虔信佛教，他把自己的一处住宅改为佛寺，因寺中所供观音像放光，故名光宅寺。武帝诏法云入寺住持，法云在此演讲《法华经》，声震天下。他对《法华经》的讲解后来形成《法华义记》八卷，世称“光宅疏”。该书系我国现存《法华经》之注释书中，仅次于竺道生所撰《法华经疏》之古本。关于观音之名义，法云认为：“观世音者，可有四名：一名观世音，正言观世间音声而度脱之也；二名观世身，即是观众生身业而度脱之；三言观世意，即是观众生意业而度脱之也；四者名观世业，此则通前三种。”[294]法云以“身”“口”“意”三业来进行解释，同佛教把人的全部活动分为外在行为、语言、内心活动三个部分的学说完全对应起来，所以显得更加完备。而最后一个名称“观世业”则是对前面“三业”的总结。法云还解释了观音有四名而但用“观世音”一名的原因：“但行口业则易，身、意两业行善则难也，且娑婆世界多以音声为佛事，是故从观世音受名也。”[295]即首先，行动和心念比仅仅开口要难得多，所以以“观世音”为名显示了观音救世法门之易行；其次，佛教得修持活动中大多是以声音为外在表现，所以，“观世音”的名称体现了修持方法之常见。

2.对救难信仰的热衷

罗什所译《普门品》何时从《法华经》中抽出作为一部单独流通的佛经，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刚翻译出来就单独流通，一是后来才抽出单行。《法华经传记》中说：“昙摩罗忏，此云法丰，中印人婆罗门种，亦称伊波勒菩萨。弘化为志，游化葱岭，来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语菩萨。即云：‘观世音此土有缘。’乃令诵念，病苦即除，因是别传一品。”[296]昙无谶所说“观音此土有缘”代表了当时观音信仰流行中国的基本背景，“因是别传一品”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当时的佛教界，许多人把表现观音救难信仰的《普门品》当作佛法的代表，成为进入佛门的必经阶梯。如十六国时期长安僧人僧导（362—457）在刚刚拜师学佛时，其师让其学习的第一部佛典便是《观世音经》[297]，由此入门之后再学整部《法华经》，以后始得博览群经。[298]《比丘尼传》中还记载有比丘尼以《普门品》进入佛门的事例。如：“感，本姓朱，高平人也。世奉大法经，为虏贼所获，欲以为妻，备加苦楚，誓不受辱，谪使牧羊，经历十载，怀归转笃，反途莫由，常念三宝，兼愿出家，忽遇一比丘，就请五戒，仍以《观世音经》授之，因得习诵，昼夜不休。”[299]另一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地位的大师智顗同上文述及的僧导一样，也是由《普门品》而得进入佛门的。当时正值梁代佛教兴盛之际，智[image: ]“至年七岁，喜往伽蓝。诸僧口授《普门品》，初启一遍即得”[300]。南朝梁代僧人僧旻（467—527）重兴道安以后久废的“讲前诵经”制度，而所诵之经乃《观世音经》。《续高僧传》本传云：“又尝于讲日，谓众曰：‘昔弥天释道安，每讲于定坐后，常使都讲等为含灵转经三契。此事久废，既是前修胜业，欲屈大众各诵《观世音经》一遍。’于是合坐欣然，远近相习。”[301]

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直接渗透到了社会上层之中，并经过这些特殊人群的推行而进一步深入民众之中。南朝宋代南阳人宗炳，富有才学，性爱隐居，多次婉拒宋王朝出仕之邀。他也是一位观音救难信仰的宗奉者。在同儒家的大辩论中，他曾这样说过：“一心称观世音，略无不蒙济，皆向所谓生蒙灵援、死则清升之符也。夫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赖之于一化内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今依周孔以养民，味佛法以养神，则生为明后，殁为明神。”[302]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在其《统略净住子净行法门》中罗列了他认为应当敬礼的佛教神灵，其中观音被认为是“救苦大士”，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观音的基本认识。萧子良还亲自抄写《观世音经》，表现出对观音的极大尊崇。到了梁武帝时代，皇上亦特别重视表现救难信仰的《普门品》。史载：“上以天监十一年注释大品，自兹以来躬事讲说，重以所明三慧最为奥远，乃区出一品别立经卷，亦由观音力重，特显《普门》之章。”[303]梁简文所作《唱导文》则曰：“今为六道四生三途八难，慈悲恳到，一心遍礼十住菩萨、三行声闻，礼救世观音。”[304]而在北方，传说《观世音经》显现于十六国西秦的皇帝面前，皇帝阅后改变了大肆杀戮的行为。这则资料最早出现于南朝齐中兴元年（501）陆杲撰著的《系观世音应验记》一书中，其云，在平原郡的聊城县，“乡里千余家并事佛，造立形象，供养众僧。此县尝有逃叛，虏主木末大怒，欲尽杀一城。城中大惧，分见诛灭。度（指城中某居士名刘度——笔者注）乃奖率众人，共归命观世音。于是，虏主忽见一物从天下，扰其屋柱。惊起视之，乃《观世音经》也。使人为读之，因大欢喜。恩省刑剹，一城无他”[305]。

3.对净土系观音信仰的有限接受

东魏时代的昙鸾对净土系观音信仰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首先，他对观音身处并接引众生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和观音在极乐世界的品格进行了清晰明确的描述。其次，昙鸾对观音在极乐世界的地位以及在接引众生往生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再次，昙鸾对观音和阿弥陀佛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把阿弥陀佛比作“明君”、“法王”，把观音比作“贤臣”、“法臣”，并将净土系的接引观音同《普门品》的救难观音联系起来。另外，昙鸾对《普门品》所宣扬的观音救世慈悲同净土信仰中的观音接引慈悲进行了综合，从而将观音接引信仰也纳入整个救世信仰之中。昙鸾根据有关经论对慈悲的划分，认为：“大慈悲是佛道正因，故言正道大慈悲。慈悲有三缘：一者众生缘是小悲；二者法缘是中悲；三者无缘是大悲。大悲即出世善也。安乐净土从此大悲生故，故谓此大悲为净土之根。”[306]

南北朝时期净土系观音信仰在宗教实践领域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感应，二是造像。《高僧传》卷十二中所记释昙弘的往生事迹云：“释昙弘，黄龙人。少修戒行，专精律部。宋永初中，南游番禺，止台寺。晚又适交趾之仙山寺。诵《无量寿》及《观音经》，誓心安养。以孝建二年于山上聚薪，密往积中以火自焚。……尔日，村居民咸见弘身黄金色，乘一金鹿西行。”[307]把念《观音经》作为往生西方的法门，并最终获得往生，这是中国化的观音净土信仰。《法华经传记》中记载了一个与观音有关的感应故事，其云：“王珠，字叔衍，大原人也。宋元嘉九年，作涪陵郡令，坐遭贼失守，系江陵府狱，箸一具大锁，钉之极坚。珠在狱中恒持斋诵《观世音经》。一夜忽梦已自坐高座上，有道人与其一卷经，题云《光明安乐行品》，并诸菩萨名。珠得便开读，忘第一菩萨名，忆第二是观世音，第三是大势至，皆有国土及名号。因是眠觉，便见后锁已解。珠知有感应，不复忧怖，因自钉治其锁，依常著之。涉三日事非意，便散珠。元嘉十九年，见为卫府行参军，从镇广陵，精进甚至矣。”[308]观世音与大势至并列，必然是体现观音的西方极乐世界身份，这是净土观音信仰在救难观音信仰之中的反映。

4.南北朝时期观音造像的特征

南北朝时期净土系观音信仰在佛教造像上的体现可划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单个观音像，宝冠中有观音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阿弥陀佛像，从而体现出净土信仰的因素；二是三尊式组像，阿弥陀佛居中，观音和大势至菩萨胁侍两侧。第一种造像一般同救难信仰相联系，或者依附于救难信仰；第二种造像则是净土系观音信仰的直接体现。现存最早的观音造像则是北魏皇兴四年（470）的金铜莲花手观音像。[309]北魏时期还出现了以金铜制作的单个观世音像，如山东博兴出土的太和二年（478）落陵委造观世音立像。该像立于覆莲座上，下为四足方座。头部略大，袒上身，高宝髻，披巾自双肩绕于肘部，右手上举莲蒂，左手下放执宝瓶。此像同太和八年（484）乐陵人丁柱所造金铜莲华手观音像非常接近。[310]北齐的造像中又出现了许多双尊观音像。[311]北齐武平二年（571）的一组观音像还夹侍二立菩萨。[312]上述观音造像一般在宝冠中会有化佛出现，所以也都包含着净土系观音信仰的因素。

南北朝时期，随着观音信仰的不断普及，中国民间的观音像不断增加。例如，在河北曲阳修德寺的北魏造像中，观音的造像数量仅次于弥勒，占到了第二位。到了东魏时期，弥勒像激减，观世音像大增。[313]如果按照台湾学者陈清香的观点，当时的观音像基本上都是西方净土系统的观音像，所以都是同阿弥陀佛像一同体现。[314]这应当属于笔者上文所说的第二类体现净土观音信仰的观音造像。可无论从历史文献资料还是从现存实物来看，当时都依然存在着大量的非直接体现净土观音信仰的观音造像，上述单个观音造像基本上应该都属于这种类型，即在信仰内涵上以体现救难信仰为主，但在外在形象刻画上又显示出西方净土观音的特色。

（三）宗教实践中的观音信仰

1.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实践之盛行

南北朝时期体现于社会实践领域中的观音信仰也非常普遍。南朝宋代宗炳就当时社会实际生活当中的观音信仰实践情况说：“六极苦毒，而生者所以世无已也。所闻所见，精进而死者临尽类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称观世音，略无不蒙济。”[315]何尚之在《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中说：“且观世大士所降近验，并即表身世，众目共睹。祈求之家，其事相继。”[316]南朝齐代陆杲则记载当时情况说：“……见经中说光世音，尤生恭敬。又睹近世书牒及智识永传其言，威神诸事，盖不可数。”[317]“无不蒙济”“众目共睹”“其事相继”“盖不可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观音信仰实践的流行以及观音信仰特殊体验的频繁。宗炳从大量出现的观音信仰实践中感到，观音不再是远在印度或者身处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而是离众生贴得很近很近的救世者，他说：“益悟圣灵极近，但自感激。申人人心有能感之诚，圣理谓有必起之力。以能感而求必起，且何缘不如影响也。”[318]

研究东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实践中的观音信仰所能依据的资料主要有南朝宋傅亮的《光世音应验记》、张演的《续光世音应验记》，南朝齐陆杲的《系观世音应验记》。此外，记载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之观音信仰的资料还有南朝齐之太子舍人王琰撰的佛教故事集《冥祥记》，书中收录有关观世音菩萨之灵验及轮回转生等故事期。该书后世散佚，现已无完整之全本流传，仅有部分内容散见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史籍之中。民国时期，鲁迅先生收集《冥祥记》片断，录于《古小说钩沉》一书之中。此外，记载南北朝时期社会实际生活中之观音信仰的资料还有《宋书》《南史》《北史》《魏书》《南齐书》《梁书》《北齐书》《高僧传》《观音义疏》《辩正论》《续高僧传》《弘赞法华传》《法华经传记》《北山录》等。

上述资料中有关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实践中观音信仰事例共102条，其中东晋十六国时期13件，共涉及约125人（数字之所以为大约，是因为其中一个信仰实例中涉及人数不准确，资料中只说是十数人），从信仰实践者的宗教身份来看，出家的僧尼即宗教职业人员共32人，在家的俗人约93人，可见观音信仰在当时已经突破寺院的范围，主要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一般民众之中流行。从观音信仰者的社会阶层来看，除过出家僧尼外，有官吏31人，其中在军中任职的10人；有普通老百姓62人，其中有读书人、商人、农民、屠户、士兵、道教徒等，可见观音信仰在当时已经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所接受。从信仰实践者的地域来看，南方共约65人，北方共53人，地域不详者7人。这些信仰实践发生在中国南北各个不同地域，范围非常广泛，同三国西晋时期仅仅局限于敦煌、长安、洛阳等几个有限地区的状况相比，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观音信仰已经遍及大江南北。在102件观音信仰实践中，因社会问题而起者共66件，因自然灾难而起者20件，因个人生理问题包括疾病和求生子息等而起者共11件，因心理、智力和信仰问题而起者共5件。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东晋南北朝时期社会苦难已经远远超过各类自然灾难和生理、心理疾病对人们的压迫，社会的苦难成为当时印度观音信仰得以在中国广泛流行的主要诱因。如果再对这些社会苦难进行分类，还可以更清晰地把握观音信仰得以流行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例如，在这些社会灾难中，因为分裂混战而造成者共37件，其中因为汉胡之争特别是北方各少数民族同南方汉族政权之间战争引起者27件，因战乱背景下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引起者10件，因北方汉族人南下逃离少数民族统治区而引起者6件，因盗贼事件引起者8件。可见，分裂混战这个最突出的时代特征也正是当时观音信仰流行的主要原因，而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更成为那个时期战乱的主线和促使观音信仰流行的主因。

从信仰实践者的宗教背景来看，在观音信仰实践之前就信仰佛教的有73人，不信仰佛教而获得宗教体验和感应的约有28人，有无信仰不详者24人。有无信仰或者信仰不详者所占比重很大，这同后世中国观音信仰强调“法雨广被，不润无根之苗”“无缘之慈，有缘乃感”等思想截然不同，说明在观音信仰最初进入中国的时代里，观音信仰具有更强的开放性、易成性、时效性，显示了一种外来信仰体系在刚刚进入一个全新地域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对吸引更多信徒、不断扩大其影响是很有作用的。从观音信仰者所持观音法门来看，可以划分为称观音名、诵观音经、归心观音、礼拜观音像四个类型，其中称名者48件，诵经者30件，归心者20件，礼拜供养或者制作观音像者6件，其他为所持法门不详或者未持任何法门而获得感应者。上述四种修持法门有时会两种甚至三种同时使用，如归心和称名，或者归心、称名、诵经三者同时运用。这四种观音法门均是由《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来。从观音信仰实践过程中所感应的宗教神秘现象来看，可以划分为现异相、奇光、奇事三个类型。在这三个类型中，现异相者43件，其中现人相者17件，现观音相者10件，现动物相者6件，现天将、物相、异声、大手等相者10件，现奇异之光者12件，现奇异之事者47件。这些现象并不相互排斥，所以有时会同时出现两种甚至三种现象。这种奇异现象的传说反映了中国早期观音信仰者的特殊宗教体验，这种宗教体验既有印度佛教观音信仰的经典依据，又有经过中国观音信仰者的发展和具体化、形象化之后的诸多成分。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观音显相并不多见，而且在这为数甚少的观音显相中，观音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不像后世中国出现的观音感应故事中，观音显相会通过各种庄严、壮丽、奇妙、神圣的形象出现，而且与净土经典所描绘的观音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形象非常接近，体现了净土系观音信仰流行之后的观音显相特征。

2.观音信仰类伪经的出现

南北朝时期中国化的观音信仰特征还可以从当时产生的有关观音信仰的伪经显示出来。据《开元释教录》的鉴别，唐以前社会上流行的观音类伪经有：《观世音三昧经》《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十大愿经》（又名《大悲观世音经》或全称《大悲观世音弘猛慧海十大愿品第七百》）、《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观世音咏托生经》《新观世音经》《日藏观世音经》《观音无畏论》。[319]据说这些经典“古来相传，皆云伪谬。观其文言冗杂，义理浇浮，虽偷佛说之名，终露人谋之状”[320]。另外，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认为，当时流行的观音伪经还有：《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观世音菩萨救苦经》（又名《救苦观世音经》）、《观世音菩萨往生净土本缘经》等。[321]梁僧祐所列“失译杂经录”中的《观世音求十方佛各为授记经》一卷和《观世音所说行法经》一卷亦为伪经。[322]此外，还有《观世音所说说法经》《观世音成佛经》《瑞应观世音经》以及敦煌写经中的《佛说观音普贤经》《佛顶观世音菩萨救难神愿经》等。在这些伪经之中，《观世音三昧经》和《高王观世音经》流传最广。

《观世音三昧经》在佛教经录中最先出现于隋开皇十四年（594）编撰的《法经录》中，与《观世音十大愿经》列在一起，被视为“文理复杂，真伪未分”，所以，“事须更详，且附疑录”，即列入“疑惑”一类。[323]唐代天册万岁元年（695）编撰的《大周录》卷十一将此经与《观世音成佛经》等归为“大乘失译”之列。[324]此后的《开元释教录》等均作疑伪处理。该经大约出现于南北朝末期，为南朝梁陈之间的作品。此后，隋代的智[image: ]、吉藏等人都很重视此经，在他们的重要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对此经的引用。[325]该经在中土久佚，但在唐中期传入日本，时值日本奈良时期（710—784），后一直流传至今。在敦煌写经里也发现了几个抄卷。日本学者牧田谛亮的研究对该经进行了精细的研究。他认为：“这部《观世音三昧经》，说明了构成六朝观音信仰实践的具体基础的理论与行法，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326]

最早关于《高王观世音经》的记载出自《魏书》卷八十四。其云：“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327]庐景裕，范阳涿郡人，自幼钻研经学，勤于著述。北魏前废帝时受到朝廷厚遇，出任伍国子博士。废帝死后被解职。后来又应高欢拥立的东魏孝敬帝之召入东魏之京城业都。高欢败于西魏宇文泰之后，堂兄庐仲礼拉其一起反叛高欢，为高欢所败，被囚于晋阳监狱。庐景裕在监狱中诵的到底是什么经，史籍记载不明。根据上下文来推测，应该是所谓的《高王观世音经》。但又有人分析，认为可能是另外一部有高王之名的经典。上文所记另外一位“负罪当死”者，梦见沙门教其所诵之经则是《高王观世音经》的最早起源。此人在《魏书》和《北史》中均没有具体姓名。唐代法琳在其《辩正论》中排除了此经与庐景裕的关系，但诵处此经的人依然没有具体姓名。法琳为此事件起了个名字叫“高王行刑而刀折”，其云：“齐世有囚罪当极法，梦见圣僧口授其经，至心诵念数盈千遍，临刑刀折，因遂免死，今《高王观世音经》是也。”[328]这里已将梦中传授此经的“沙门”变成了“圣僧”。道宣撰写《续高僧传》时，《高王观世音经》和一位名叫孙敬德的人联系在一起。其云：“又高齐定州观音瑞像及《高王经》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孙敬德于防所造观音像，及年满还，常加礼事。后为劫贼所引，禁在京狱，不胜拷掠，遂妄承罪，并处极刑，明旦将决。心既切至，泪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当是过去曾枉他来。愿偿债毕了，又愿一切众生所有祸横，弟子代受。’言已少时，依稀如睡，梦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经有佛名，令诵千遍，得免死厄。德既觉已，缘梦中经，了无谬误。比至平明，已满百遍。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欲加刑，诵满千遍。执刀下斫，折为三段。三换其刀，皮肉不损。怪以奏闻，承相高欢，表请免刑。仍敕传写，被之于世。今所谓《高王观世音》是也。德既放还，观在防时所造像项，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恸发乡邑。”[329]晚唐时期的神清对此经名称之来源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高氏录其经，而题之曰《高王观世音经》也。”[330]而梦中传授此经的沙门、圣僧已经明确为观世音菩萨。如云：“昔高欢国，一人姓孙名敬德，本国称为孝子，后犯事拟斩，梦中见观音菩萨口授此经。”[331]

《高王经》在救难神灵、救难手段、具体修持方法三个方面都和《普门品》有很大的不同，显示了《高王观世音经》既有明显的融合印度观音信仰与其他佛菩萨信仰的特色，也有融合印度早期称名救难型观音信仰和后期密仪持咒型观音信仰的特色，还有融合观音信仰与般若信仰的特色，成为中国化特色很浓的一种救难信仰。《高王经》体现了中国人好全怕漏、善于综合的特点，不过，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兼容驳杂的特征反而使得它在后世的传播中逐渐失去了个性特色，从而逐渐失去了在信众中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南北朝时期，印度观音信仰全面输入中国，经过中国人的理解、选择和解释，称名救难型观音信仰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宗教实践当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宗教体验形态。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许多中国化特色更加浓厚的观音信仰伪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东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观音信仰已经开始生根于中国社会之中。

二 弥勒净土信仰的兴起

弥勒信仰指的是对弥勒的崇拜，以及对弥勒净土的向往。弥勒在身份上具有双重性，现在居兜率天宫为弥勒菩萨，未来下生世界为弥勒佛。弥勒信仰也有双重性，既有弥勒菩萨现居的兜率净土，也有未来成佛的人间净土，故可分为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上生信仰是发愿往生兜率净土，北朝甚为流行。下生信仰是弥勒成佛时，闻法解脱的期待，下生经典北朝时已经译出，并开始流行。

（一）弥勒经典的译传

弥勒信仰的经典主要为“弥勒六经”，除了唐朝义净的《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其他五部经典都已经全部译出即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332]、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南朝宋沮渠京声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东晋失译者名的《弥勒下生经》。此外还有涉及“弥勒”的佚经，即东晋福祇多蜜译《弥勒所问本愿经》、南朝齐道标译《弥勒成佛经》、南朝梁真谛译《弥勒下生经》。梁元帝承圣三年（554），真谛在豫章宝田寺译出《弥勒下生经》一卷。除了南朝宋沮渠京声《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弥勒上生信仰外，其余五部都是弥勒下生信仰的经典。“弥勒六经”介绍了弥勒的本事因缘，弥勒上生、下生、成佛，及龙华三会等，对于“弥勒六经”的注释、经疏等，也是研究弥勒信仰重要的文献资料。

北朝以菩提流支为首的译经集团继承印度瑜伽行派的学说，也翻译了一些关于弥勒信仰的经典，如《弥勒菩萨所问经》《弥勒菩萨所问经论》《深密解脱经》等。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凉州沙门慧觉、威德译有《贤愚经》，共十三卷，是叙述因缘故事的典籍。其中的《优婆离品》含有关于弥勒的本事及弥勒未来成佛的内容。这部经后来由凉州传到建业（今南京）。梁代的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卷四中，关于弥勒的经典有《弥勒经》《弥勒当来生经》《弥勒菩萨本愿待时成佛经》《弥勒为女身经》《弥勒受决经》《弥勒难经》《弥勒须河经》《弥勒作佛时经》等。这些经典大多是中国人自己造的伪经，宣传弥勒下生成佛，普度众生。还有一些关于弥勒的文学作品，如支道林的《弥勒赞》、南朝宋明帝的《龙华誓愿文》等，用文学的语言赞美弥勒上生兜率净土和下生成佛。

根据上述的文献，弥勒上生信仰的特点可以概括为:（1）兜率天的弥勒菩萨既是现世众生的皈依处，也是未来世众生的皈依处。（2）兜率天既有神圣性，也有人间性，如他方净土无女人，但此处却可以“自然得天女侍御”。（3）修持方法简易多样，适合不同根机。（4）他力救度的色彩浓厚，称名、闻名弥勒皆可救度，并保证在菩提道上不退转。（5）上生信仰的终极目的，是要随弥勒下生阎浮提，最终还是从天宫归于人间。弥勒下生信仰的特点为:（1）信仰对象为未来佛弥勒，释迦牟尼佛是过去佛。（2）教法方面，以弥勒所代表的佛法（大乘佛法）为旨归，“慈心不杀不食肉”是弥勒教法的基本表征。（3）修持方面，突出禅观对于弥勒信仰的重要性，并在后来的发展中将“慈心三昧”“慈悲观”作为弥勒信仰禅观修持的基本特点。（4）救度方式上，仍以自力为主，但已逐渐出现观像称名、他力救度的色彩。（5）以五浊恶世反衬未来人间的美好以及弥勒教法的优越性。

（二）弥勒信仰的流行

造像是佛教信仰方式的一种，比较南北朝时期所造弥勒佛像的数量变化，可以反映出当时民间弥勒信仰的状况。清代叶昌炽谓：“（南北朝）所刻之像以释迦、弥勒为最多。”根据日本学者塜本善隆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共造佛像206尊、释迦像43尊、弥勒像35尊、观世音像19尊、阿弥陀佛像10尊。佐藤智永《北朝造像铭考》统计出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及所知传世金铜像类别数字，释迦像178尊、弥勒像150尊、阿弥陀像33尊、观世音像171尊。

北朝时期的弥勒像在姿势上也呈现了多样性，有立姿、跏趺坐、倚坐、交脚坐等。在服饰上受到汉化的影响非常明显，着衣上改为褒衣博带，面容为“秀骨清相”。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乃至后来的北周、北齐，开窟造像的风气未变，弥勒信仰仍然继续发展。弥勒信仰的表现除了造像，还有关于高僧升天见弥勒的记载：“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览还至于填，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333]

南朝的弥勒信仰没有北朝广泛，开窟造像少，保存下来的也不多，即使有也多为摩崖龛像。南朝梁时期流传下来的有交脚弥勒像，南朝齐永明八年（490），在剡县（今浙江嵊州市）释僧护修有弥勒造像。“（永明）四年（486），沙门僧护于剡县石城山，见崖间光如佛焰，乃镌石为弥勒佛。”[334]南朝当中，僧人信仰弥勒的也很多，他们建庙立像，对于弥勒信仰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南朝宋元嘉九年（432），释法祥建弥勒精舍。“释法祥精进有志节，以元嘉九年立弥勒精舍。”[335]梁代宝亮《名僧传钞》载：“元嘉十六年（439），龙花寺道矫，罄率衣资，造夹苎弥勒佛倚像一躯，高一丈六尺。”[336]南朝还有关于弥勒的造像碑，1921年四川茂汶县出土永明元年（483）一通四面皆有造像的石碑，正面龛中有弥勒坐像，造像题记为：“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暠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愿一切众生发弘旷心，明信三宝，瞿修十善，遭遇慈氏，龙华三会，矗豫其昌，永去尘结，法身满足，广度一切，共成佛道。”[337]

南朝的统治阶层对弥勒信仰也是不排斥的。据《出三藏记集》载，宋明帝撰《龙华誓愿文》、齐萧子良撰《龙华会记》、齐周颙撰《京师诸邑造弥勒像三会记》等，从这些篇名看，都和弥勒下生有关。齐竟陵王请释宝亮请法，其中就有《弥勒下生经》。“释宝亮，本姓徐氏，其先东莞胄族。齐竟陵文宣王躬自到居，请为法匠，亮不得已而赴。……《弥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余人，咨禀门徒常盈数百，亮为人神情爽岸，俊气雄逸。”[338]南岳慧思作立誓愿文，叙述弥勒下生之说。

弥勒下生信仰也引发了民间普通民众利用弥勒信仰反抗统治者的政治斗争。梁代的傅龛就自称弥勒转世，北魏的冯宜都、贺悦回等人也以弥勒下生为口号，发动起义。

（三）弥勒信仰的修持方式

弥勒信仰在修持方式上主要有观想、念佛、发愿建寺、造像、讲经和持咒等。

北朝前期，来自凉州、西域及印度等地的僧侣多从事以弥勒为观想对象的禅修。到了北朝后期，具有弥勒信仰的僧侣多为本土僧人，他们的修持方式主要为称念弥勒名号，或者是修弥勒造像。北齐时期的僧人昙衍（508—581）就是诵念弥勒佛号而得往生。“以开皇元年（581）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诵念弥勒佛，声气具尽，于时正中，傍僧同观，颜色怡悦，时年七十有九。”[339]北齐僧人法上因修弥勒堂，极具功德，而往生兜率。“释法上姓刘氏，朝歌人也。……山之极顶造弥勒堂，众所庄严备殚华丽，四事供养百五十僧。及齐破法湮，僧不及山寺，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愿若终后觐睹慈尊，如有残年愿见隆法，更一顶礼慈氏如来，而业行精专幽明感遂。属隋运将动佛日潜离，深果宿心喜遍心府，羸瘦微笃，设舆坐之，袈裟覆头。弟子扛举往升山寺。合掌三礼右绕三周。便还山舍诵维摩胜鬘。卷讫而卒于合水故戾。春秋八十有六。”[340]

南朝宋时期元嘉十四年（437），慧玉发愿见佛，即指的见弥勒。“慧玉，长安人也。……元嘉十四年十月，为苦行斋七日，乃立誓言：‘若诚斋有感，舍身之后必见佛者，愿于七日之内，见佛光明。’五日中宵寺东林树灵光赫然，即以告众，众皆欣敬，加悦服焉。寺主法弘，后于光处起立禅室。初玉在长安，于薛尚书寺，见红白色光，烛曜左右十日小歇，后六重寺沙门，四月八日于光处得金弥勒像。”[341]

三 弥陀信仰的兴盛

（一）弥陀信仰的基本线索

弥陀信仰是对西方极乐净土的信仰。支谶与竺佛朔于公元179年译出《般舟三昧经》，这是汉译佛典中最早提到阿弥陀佛的，该经指出专念阿弥陀佛可禅定见佛。三国吴黄武年中（223—228），支谦译《大阿弥陀佛经》二卷；三国魏嘉平四年（252），康僧恺译《无量寿经》一卷；三国魏甘露二年（258），白延译《无量清净平等经》二卷；西晋永嘉二年（308），竺法护译《无量寿经》。

公元3世纪后期，弥陀信仰主要在敦煌、长安、洛阳传播，《无量寿经》的汉译本均出于洛阳。公元4世纪时，阿弥陀佛信仰传到江南，名僧支遁同奉弥勒与弥陀，著有《阿弥陀佛赞序》《弥勒赞》等。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慧远与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莱民、张季硕等123人于庐山北而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刘遗民著发愿文：“维岁在摄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宿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石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花，敬荐而誓焉。”[342]

到了南北朝时期，弥勒净土和弥陀信仰并存。北朝时期，根据有年款的造像记，弥勒像共有178尊，阿弥陀佛像为42尊，无论南朝还是北朝，各家的师说都非常流行，这些僧侣当中就有信仰弥陀净土的。如地论师中的慧光愿生佛境，“（慧）光常愿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气将欲绝，大见天宫来下，遂乃投诚安养，溘从斯卒”[343]。

北朝时期推广弥陀净土信仰最有成效的是昙鸾。昙鸾是雁门（治今山西代县西）人，精通《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与《大智度论》。其著作今尚存者有《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偈》（当即《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即《安乐集》）。

昙鸾因气疾，到江南去见陶弘景，被授予《仙经》十卷。返回北方途经洛阳时遇到从印度来华的菩提流支，便向其请教：“佛法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流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即以《观经》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344]在洛阳，菩提流支授予昙鸾《观无量寿经》，声称此经可以解脱生死。昙鸾以《观无量寿经》来弘扬弥陀信仰，信众极广，而且受到魏朝的尊重。东魏孝静帝称昙鸾为神鸾，“魏主重之，号为神鸾，敕住并州大寺”[345]。

（二）弥陀信仰的主要修行方式

弥陀信仰在修持上，主要有观想，称念佛号、读抄讲经和造像祈福四种方式。

1.观想

西域沙门畺良耶舍来到京师建业，以观想之法传净土信仰。“畺良耶舍，此云时称，西域人……善诵《阿毗昙》，博涉律部，其余诸经，多所该综。虽三藏兼明，而以禅门专业。每一游观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传化诸国。以元嘉之初，远冒沙河到建康萃于京邑……初止钟山道林精舍……沙门僧舍请译《药王药上观》及《无量寿观》含即笔受。以此二经是转障之秘术，净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流通宋国。”[346]其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推动了净土的传播。

2.称念佛号

“一心专念阿弥陀如来，愿生彼土。此如来名号，及彼国土名号，能止一切恶。”[347]北魏昙鸾在注重观想念佛、观相念佛的同时，强调称名念佛，主张“十念”：“若念佛名字，若念佛相好，若念佛光明，若念佛神力，若念佛功德，若念佛智慧，若念佛本愿，无他心间杂，心心相次，乃至十念，名为十念相续。”[348]“但当忆想，令心明见。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349]念佛既有口念，也有心念，简单易行。昙鸾往生时，令弟子高唱佛号。“鸾自知时至，集众教诫曰：‘劳生役役，其止无日。地狱诸苦，不可不惧。九品净业，不可不修。’因令弟子高声唱佛，西向稽颡而终。”[350]

（三）读、抄、讲经

南朝宋时，昙弘于安南交趾仙山寺“诵《无量寿》及《观经》，誓心安养”[351]。南朝齐法琳“常祈心安养，每诵《无量寿》及《观经》，辄见一沙门形甚姝大常在琳前”[352]。北齐释真玉“生来结誓，愿生安养，常令侍者读经。玉必跪坐，合掌而听”[353]。三论学者法度也是西方净土的信仰者，“（法）度常愿生安养，故偏讲《无量寿经》，积有遍数。齐永元二年（500）卒于山中。”[354]涅槃学者释宝亮“讲《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实论》十四遍，……《无量寿》、《首楞严》、《遗教》、《弥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355]。

（四）造像祈福

北魏永熙二年（533）比丘惠恺抄写《宝梁经》，在题记中他说：“愿因此福，使恺七世父母、师长父母、现在眷属及以知识、一切含生有识之类，弃此微福，愿托生西方无量寿佛国，长求三趣，永与苦隔海。”[356]北魏永平三年（510）“比丘尼惠智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释逝像一躯，愿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下生人间为长公主者，永离三途；又愿身平安，遇口弥勒，俱生莲花树下，三会说法；一切众生，普同斯愿”[357]。“托生西方妙乐国土”、“下生人间为长公主者”、“遇口弥勒，俱生莲花树下，三会说法”显然是将弥陀、弥勒信仰相混合。

北齐天保七年（556），“佛弟子比丘尼如静，为亡师比丘尼始靓，愿造无量寿佛圣像一区（躯）。愿令亡者托生西方妙乐佛国，与佛居，面睹诸佛，见存者受福无量，共成佛道”[358]。“又昔宋明皇帝经造丈八金像。四铸不成”[359]，“（法）悦乃与白马寺沙门智靖，率合同缘欲改造丈八无量寿像以申厥志”[360]。“僧供造金无量寿像事，僧亮造丈六金像事，道静造无量寿金像高五尺事”[361]。陈太建九年（577）。

四 因果报应信仰的传播

佛教用因果报应来解释宇宙、社会、人生的一切现象，涉及因、缘、业、果、报等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十二因缘的缘起观奠定了因果报应说的理论基础，业力说确定了由因到果的推动力量，果报说的存在解释了众生在六道之中轮回、不得解脱的根源。“佛言：假令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362]“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363]这些经文所表现的都是因果报应思想。其核心思想是六道众生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道的众生都由自己所造的善恶业来决定，也就有了来生和轮回。因果报应是佛教人生论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称为道德因果论。生命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而影响到以后生命的去向，恶因生恶果，善因生善果，行为的准则主要是佛教戒律。这种逻辑理路就从生命的改变过渡到道德行为的改变，因而也就能够改变社会的道德风气，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佛教的戒律被推广到社会，就成了一种道德的标准。

东晋时期慧远对因果报应说进行了发展。慧远用中国传统的人死后变鬼、灵魂不灭等观念，说明形尽神不灭的思想。佛教的因果报应说逻辑上要求必须存在一个业报的承担者，慧远根据印度犊子部的“我”的主张，以法性不灭说说明神不灭的思想。“夫神者何耶？精极而灵者也……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364]。“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渺茫何津？”[365]慧远认为报应的主宰“必由于心”，承载者是主体自己，而且可以来世受报。“三业体殊，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366]因果报应显然是一个客观法则，不可避免。慧远在《三报论》中说：“世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就，而前行始应。”[367]今世善人得祸、恶人得福，这和他们前世的行为有关，今世的报应也可以在来世受报。

慧远的因果报应思想对南北朝佛教的因果报应信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北朝是中国的大动荡时期，战争不断，处于上层的统治阶级由于政权的更替频繁，朝不保夕，底层的民众负担沉重，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他们都把希望投射到了来世，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因果报应为普通民众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生命道路，行善得善果，行恶得恶果，由此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心理——畏惧和希望，通过希望满足现世民众的心理需求，通过民众的畏惧心理引导他们的行为。伴随着因果报应思想的流行，民间佛教信仰应运而生，善行善果、恶行恶果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南北朝时期在民众中常见的诵经积德、崇拜观音、提倡素食、建寺造像、抄经印经、诵经闻法、布施行善等，都是因果报应信仰的具体表现。南齐僧人慧进40岁出家，诵《法华经》当中，用心过度，执卷便病。慧进发愿造经，以消业障，后用筹来的一千六百文造经百部，而得以康复。“前齐永明中，杨都高座寺释慧进者，少雄勇游侠，年四十忽寤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便病。乃发愿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贼来索物，进示经钱，贼惭而退，尔后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诵经既度，情愿又满，回此诵业，愿生安养。闻空中告曰：‘汝愿已足，必得往生。’无病而卒，八十余矣。”[368]

南朝时期对因果报应思想所引发的冲突表现在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上，宋、梁时期对此都有过争论。梁武帝持神不灭说，把心神当作佛性，立神明成佛义，蕴含着神明不灭论。“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369]梁武帝肯定神不灭，本质上是坚持佛教因果论。南朝其他的统治者无疑也是支持神不灭说的。因果报应论与佛性思想相结合，理论上有了依据，现实中又有着需求，因果报应信仰自此根植于中国，影响至今。

五 地狱信仰的流行

南北朝时期的地狱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下层的普通民众当中的影响尤为广泛。

（一）关于天堂地狱说的相关文献

《弘明集》卷六载东晋末道恒之《释驳论》云：“世有五横，而沙门处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设方便，鼓动愚俗，一则诱喻，一则迫胁，云行恶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庆，论罪则有幽冥之伺，语福则有神明之枯，敦励引导，劝行人所不能行。”[370]南朝宋初年慧琳《白黑论》亦云：“（释迦）设一慈之救，群生不足胜其化，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欢其福……若不示以来生之欲，何以权其当生之滞。物情不能顿至，故积渐以诱之。”[371]宗炳《答何衡阳书》谓：“至于启导粗近，天堂地狱皆有影响之实”，“励妙行以希天堂，谨五戒以远地狱”[372]。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部》收有《铁城泥犁经》等二十一种地狱经典。

宣扬地狱果报实例的当属《冥祥记》。书中认为，人死后都要被引入幽途，接受府君的审判，所依据的标准就是死者生前的善恶记录，如果死者生前或者前世是出家之人，就会享有福报。如果生前有杀生、不相信因果报应的普通人及犯戒律的出家人都会受到惩罚。如果有人为亡亲做功德，也可免除罪恶。《佛说盂兰盆经》中说，七月十五日以盂兰盆供养众僧，可使“现在父母、七世父母、六种亲属，得出三途之苦，应时解脱，衣食自然，若复有人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若已亡七世父母生天”[373]。为了保证这种教说的真实性，《冥祥记》中大多描述某人死而复生，述说自己的种种经历，以达到令读者认为真实可信的目的。

善恶报应在弘扬的理路上是先通过例证来演示罪福，以震慑普通民众，权衡因果报应的轻重，深知善恶祸福的果报，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对于统治者来说，天堂地狱说能够教化普通民众，南朝齐梁时萧深云：“今逆悖之人，无赖之子，上罔君亲，下虚俦类，或不忌明宪，而乍惧幽司，惮阎罗之猛，畏牛头之酷，遂悔其秽恶，化而迁善，此佛之益也。”[374]对于大逆不道的人，能够让他们弃恶从善。因果报应与地狱信仰相结合，“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375]。

（二）地狱信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比较

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没有地狱这种直接的说法，最相近的就是黄泉、下里、土府等。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死而复生的思想，人生只有一世。当然在《搜神记》、《幽明记》等志怪小说当中有这样的记载，人暂死后或上天或入地，但这只是司命误算，死者余寿未尽等。东汉王充《论衡·异虚篇》“人死命终，死不复生。”[376]佛教所提倡的也并非死而复活，实际上指的是六道轮回。《观佛三昧海经》卷六云：“三界众生轮回六趣，如旋火轮。”[377]不过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说又有适应中国的一面，即轮回的载体为神，即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与印度佛教所提倡的无我说是截然不同的。此外，冥幽界的官吏也来自中国本土的说法，佛经中讲地狱中有阎罗王，而在中国增添了司命、司录、导亡者，还有府君等同于阎罗王。来自印度的地狱信仰与中国传统思想也有共同之处，如死者修功德可以免罪。《泥洹经》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378]《优婆塞戒经》云：“若父丧已堕饿鬼中，子为追福，当知即得，若生天中。”[379]还有死后升天的思想，也是中印共有的。《冥祥记》史世光条述世光死后升天，云：“将信持幡，俱西北飞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顶，望见天门，世光乃自提蟠，遣信令还。”[380]东汉时“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

地狱信仰的传播途径主要通过唱导的方式和图像的方式。南朝宋僧人释道照通过唱导的方式为宋武帝说教，“苦乐参差，必由因召”[381]；南朝齐僧释道儒“凡所之造，皆劝人改恶修善”[382]。地狱被具体化为图像，让普通民众感到恐怖、生畏，从而达到止恶扬善的效果。其中北朝的造像中，有大量关于地狱信仰的呈现。北魏孝昌元年（525）七月廿七日尼僧口造像记云：“（愿）地狱舍刑（形），离苦福存。”东魏武定六年（548）九月十二日邑主造像颂云：“庶能使七世幽魂，游处天堂之中，前亡后死。免脱八难之苦。”

六 神通信仰的流行

神通，梵语为abhijnā，巴利语为abhinnā；音译作旬；又作神通力、神力、通力、通等。即依修禅定而得的无碍自在、超人间的、不可思议之作用，共有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五神通（五通、五旬、般遮旬），加漏尽通，共为六神通（六通）。通过修习禅定可以得到神通，有助于慧学的修习。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为“世间神通”，漏尽通为“出世间神通”，得此神通可获得阿罗汉果位。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目犍连就被称为“神通第一”。

（一）南北朝时期的神通信仰个案

中国本土就有道家的神仙方术，对于佛教的神通观念并不难接受。南北朝时慧皎所编的《高僧传》、《比丘尼传》等就有许多关于神通的记载，举例如下。

竺昙盖可以通过诵咒而请雨。“时有竺昙盖、竺僧法，并苦行通感，盖能神咒请雨，为扬州刺史司马元显所敬，法亦善神咒。”[383]昙超竟能呼唤群龙降雨，可谓神通广大。“释昙超，姓张，清河人……至齐太祖即位，被敕往辽东弘赞禅道……超乃南行，经五日至赤亭山，遥为龙咒愿说法，至夜群龙悉化作人，来诣超礼拜，超更说法。因乞三归，自称是龙，超请其降雨……辄不敢违命明日晡时当降雨……遂降大雨。”[384]

南朝宋时期的著名高僧求那跋摩能够用自己的神通降伏猛兽。“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铠，本刹利种。……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去，于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385]。南朝梁高僧释宝志（418—514）具有分身术，分三处而宿。“释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上，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时僧正法献，欲以一衣遗志，遣使于龙光、罽宾二寺求之，并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厉侯伯家寻之，伯云：‘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觉。’使还以告献，方知其分身三处宿焉。”[386]

南朝宋时期比丘尼慧玉发愿见佛而感灵光。“慧玉，长安人也。……元嘉十四年十月为苦行斋七日，乃立誓言：‘若诚斋有感，舍身之后必见佛者，愿于七日之内见佛光明。’五日中宵寺东林树灵光赫然，即以告众，众皆欣敬加悦服焉，寺主法弘后于光处起立禅室。初玉在长安，于薛尚书寺见红白色光，烛曜左右十日小歇。”[387]

南朝宋时期释僧洪因诵《观世音经》而被豁免。“释僧洪，豫州人。……宋武于时为相国，洪坐罪系于相府，唯诵《观世音经》，一心归命佛像，夜梦所铸像来，手摩洪头问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忧……未杀僧洪者可原，遂获免。”[388]

南朝齐梁时期胡僧运用神通为释道琳的弟弟治疗奇病。“释道琳，本会稽山阴人……琳弟子慧韶为屋所压，头陷入胸，琳为祈请。韶夜见两胡道人拔出其头，旦起遂平复。琳于是设圣僧斋，铺新帛于床上。斋毕，见帛上有人迹，长三尺余，众咸服其征感。富阳人始，家家立圣僧，坐以饭之。至梁初，琳出居齐熙寺。”[389]

南朝宋武帝刘裕借用佛教的谶语而证明自己称帝的合法性，这个方法被后来的武则天借鉴。“释慧义，姓梁，北地人。……江东有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鉼为信，遂彻宋王。宋王谓义曰：‘非常之瑞，亦须非常之人，然后致之。若非法师自行，恐无以获也。’义遂行，以晋义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寻觅未得，便至心烧香行道。至七日，夜梦见一长须老公，拄杖将义往璧处指示，云：‘是此石下。’义明便周行山中，见一处炳然如梦所见。即于庙所石坛下，果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黄金一鉼，此瑞详之宋史。义后还京师，宋武加接尤重。”[390]

南朝宋时期的玄畅舒手出香。“西域沙门功德直，以大明六年（462），于荆州为沙门释玄畅译，畅刊正文义，辞旨婉密，而畅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测也。后适成都，止大石寺，即是阿育王塔，乃手自作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传至于今。”[391]

释慧因在冥道中讲经三月。“释慧因，俗姓于氏，吴郡海盐人也……听建初琼法师《成实》……乃诣钟山慧晓、智瓘二禅师，请授调心观法。……陈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请法师。部从相喧，丝竹交响，当即气同舍寿，体如平日。时经七夕，若起深定，学徒请问，乃云：试看箱内见有何物？寻检有绢两束。因曰：‘此为嚫遗耳’。重问其故，曰：‘妄想颠倒，知何不为。吾被阎罗王召，夏坐讲《大品般若》，于冥道中谓经三月。又见地狱众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该幽显，行极感通。岂能赴彼冥祈，神游异域。”[392]

神通可以通过禅定的方式而获得。“释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东吴，明少出家，止章安东寺。齐建元中与沙门共登赤城山石室。……如是以禅定力服智慧药，得其力已还化众生，是以四等六通。”[393]

（二）神通信仰对佛教传播的作用

南北朝神通信仰的流行让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逐渐树立了宗教权威。其实，佛教的宗教权威也是逐渐发展的过程。两晋时期，竺昙酞曾问山神“何不共住”，山神认为“人神道异”，“或相侵触”，故要移居他处，并没有完全认同佛法的权威。“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有猛虎数十蹲在猷前，猷诵经如故。一虎独睡，猷以如意扣虎头问，何不听经。俄而群虎皆去。……后一日神现形，诣猷曰，法师威德既重来止此山，弟子辄推室以相奉。猷曰，贫道寻山愿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无为不尔，但部属未洽法化。卒难制语。远人来往或相侵触，人神道异，是以去耳。”[394]

南朝齐时期琅琊摄山山神受戒奉佛神异故事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佛教的宗教影响。《高僧传》记载，释法度南朝宋末游于京师，后居琅琊摄山栖霞精舍。释法度在琅琊摄山“住经岁许”，该山山神靳尚即现身表示“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并愿受五戒，永结来缘”[395]，后在法度设会之时又来，“礼拜行道受戒而去”[396]。摄山庙巫也梦到山神相告：“吾已受戒于度法师，祠祀勿得杀戮。”[397]山神放弃旧有的祠祀方式，素食持戒，服膺佛法，佛教权威已居山神权威之上，足见佛教对于当时的影响。

栖霞山的开山祖师法度,在《高僧传》中有着明确记载。法度是宋末黄龙人,从小就出家,修苦行。当时有名士明僧绍,隐居在琅琊摄山,“挹度清徽,待以师友之敬。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请度居之”。[398]这块地方,原先有道士想在此盖道观的,但住进去后人就死去。后来盖了寺后,还是经常有不祥的事发生。但法度住在此山后“群妖皆息”。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此山有一山神,名为靳尚,统治此山有七百多年了,一天,靳尚化为人来拜访法度,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诸栖或非真正,故死病继之,亦其命也。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399]由此可知,法度的道德,是神、人都钦服的。

实际上，神通是代表外在的，而非内质的。一旦统治者出现更替，政权发生变化，或神通出现了失败都可能会招致麻烦甚至法难。玄高具有灵异神通，魏武帝拓跋焘因为玄高干涉朝政，将其杀害，这也成为武宗灭佛的导火索。当然，南北朝时期，神通信仰对佛教传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还是很明显的。高僧们展现神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神异来弘扬佛法，为佛教的传播创造良好的环境，因为这样更加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普通信众文化程度不高，对于佛教义理的高深并不关心，他们对宗教的需求往往是看佛教能否为自己解决实际的问题。如果佛教具有神异的一面，就会容易接受。对于上层统治者同样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需求，并把佛教神通看成是满足现实需求的神秘力量。例如，统治者们借用高僧的预言，为自己王权的合法性进行证明。总之，南北朝神通信仰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而神通信仰的流行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表现，有助于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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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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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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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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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隋唐五代（581—960）这379年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隋王朝建立（581）到安史之乱结束（763）的182年。隋唐两朝绝大多数帝王通过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制定各种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保证了各级行政机构正常、高效地发挥作用。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和谐，科技发达，生产力水平提高，无论是城市经济还是农业经济都获得了高速发展。朝廷对外交流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与周边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越来越密切、频繁和深入。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空前繁荣局面，哲学、宗教、文学、史学、艺术、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超越前代、彪炳千古的辉煌成就。在这一阶段，王朝的综合国力持续保持蒸蒸日上的势头，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处在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在经历这个盛世的过程中，也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理论创造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第二个阶段，是从安史之乱结束到北宋王朝建立（960）的197年。安史之乱虽然很快平定，但是对后世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以及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大，成为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在政治上，中央的权力已经受到很大削弱，全国范围内的藩镇格局逐渐形成，社会从稳定进入动荡，国家从统一走向分裂。唐末的连年战争对北方经济造成的破坏尤其严重，人口减少，荒地增加。随着人口南迁，南方的经济、文化有了发展的势头。从总体上看，从安史之乱开始，贯穿唐代末年直到五代十国时期，泱泱大国的盛世气象逐渐不再。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佛教适应社会的变化，成功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奠定了其在中国第二个千年里发展演变的大体格局。

隋唐五代期间，佛教经历了全方位的变革、多层次的创新，这个时期成为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承上启下、发展转型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佛教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建立了九个宗派，标志着中国佛教通过诠释外来经典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达到顶峰，标志着中国佛教经院哲学发展到极盛，标志着中国佛学整体框架基本形成。其二，禅宗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最适应中国社会的佛教形态，成为中国佛教最鲜明的特色。直到今天，在这个阶段形成的佛教派系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其三，佛教深入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在中国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一

隋唐五代佛教昌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佛教宗派，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中国佛教有哪些宗派、宗派从哪个时期产生，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采取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佛教宗派产生于隋唐时期，主要的宗派有九个，即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这九个宗派的理论和实践，几乎构成了中国佛教的全部，说清楚了这九个宗派的思想，也就概括了中国佛学的主体内容。

佛教宗派形成于这个时期，既与国内佛教自身的逻辑发展直接联系，也与域外佛教的持续输入密切相关。首先，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是南北朝以来佛教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汉魏两晋数百年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随着各种大小乘经论的不断传译及研习的蔚然成风，佛教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方面呈现多途拓展的局面，佛学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隋唐社会的统一，为全国范围内佛教学风、实践的统一以及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有利的社会环境。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就是从不同方面对南北朝佛教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也与域外佛教持续输入的促动有直接关系。隋唐时期宽松的政治、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文化、畅通的国内外交流，为佛教诸宗派的萌生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隋唐时代是域外佛教输入中土的最后一个高峰。唯识宗、密宗的成立，都与这个时期佛教新经典的输入有直接关系，而华严宗等多个宗派理论的持续发展，也与新经典的译介有重要关系。隋唐时期，域外佛教输入的新内容对整体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隋唐以后，尽管佛经翻译工作还在进行，尽管东来传法者和西去求经者络绎不绝，但是佛教新经典的输入已经不再成为影响中国佛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隋唐时期产生的佛教诸多宗派，尽管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信仰的对象有差别，但是在政治态度、理论创造、基地建设、组织系统四个方面有明显的共性。第一，各宗派的领袖人物都有与统治阶级建立良好关系、为王朝服务，发挥本宗派善世利人效能的目的，因此，绝大多数创宗建派的人物都得到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或间接支持。第二，各宗派都创立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教理体系，其内容既有承袭印度佛教的成分，更有融合中印民族宗教文化后的创新内容。各派理论家在通过判教抬高本派所信奉教义和经典的基础上，还努力用本派的思想解释其他经典或派系的思想。每一个宗派教义的完成，几乎都与继承南北朝佛学、吸收新译经典的内容、融合其他派系及儒道二家的思想等密切联系。第三，各宗派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传法基地，一般以一处或数处大寺院为中心，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不少这样的寺院被后代称为“祖庭”。同时，各宗派在形成过程中，也加强弘法宣传，争取社会各界民众的信仰、皈依和各种形式的支持。第四，在隋唐时期形成的主要宗派中，逐渐确立了祖师之间的传承系谱。总的来说，在这些宗派兴起的初期，当时的领袖人物并没有强烈的创宗建派意识。当时的“宗”意指这一派学者所奉经典的“宗趣”、“宗旨”，并没有宗派的意思。一些宗派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接受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逐渐编制出严格明晰并且得到公认的传法世系，上溯印度著名僧人，下接中国历代祖师。只有极个别宗派没有这种师徒亲传的法脉关系。建立这种法脉传承关系，主要是出于继承财产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学术思想继承的需要。

二

隋唐五代佛教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佛教成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社会的佛教形态——禅宗。

唐代中期以后的禅宗僧人虽然把南北朝时期的菩提达摩奉为初祖，但是禅宗作为宗派的形成，是在弘忍时期。从道信开始，聚集于黄梅的禅众属于一个地方僧团，远离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起初影响并不大。弘忍继承了道信以来的思想和实践传统，在生活方式、修行方式、传教方式等各方面与隋唐时期形成的各宗派拉开了距离，也与传统佛教拉开了距离，实现了佛教在中国化道路上前所未有的质变。当时被称为“东山法门”的弘忍理论与实践，就成为禅宗形成的标志。黄梅禅宗适应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充满了生机。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走出黄梅的禅门领袖们到大江南北建立传法基地，或知名于野，或闻达于朝，使禅宗从流行于穷乡僻壤发展到盛行于通都大邑，具有了全国影响。

以《坛经》的出现为标志，后来被奉为禅宗六祖的惠能（亦作“慧能”）完善了禅宗的基本理论。《坛经》禅学不仅长期影响禅宗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影响了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和实践走向。从“东山法门”流衍出来的更有影响力的惠能一支迅速崛起，逐渐成为禅门唯一的派别。相应的，这一支派的禅学也逐渐弥漫于丛林，影响到整个佛教界，成为再也没有改变过的禅学正宗。

从安史之乱开始，佛教诸宗派就呈现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唐武宗灭佛之后，这种态势有所加剧。在隋唐时期产生的宗派中，有些宗派传承两三代就衰落了，有些宗派则时断时续，有些一直流传了下去。从总的形势来看，佛教义学诸派全面走向衰落，这标志着通过注解翻译经典进行的理论创造工作结束，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哲学发展过程从此终结。在诸多派别中，只有禅宗逐渐发展成最兴旺的一个宗派。尽管一个宗派流传时间的长短由多方面原因决定，并且宗派延续时间的长短与其思想影响的广狭程度并不能直接画等号，但是，法系长远、枝叶繁盛的宗派总是具有更强大的适应社会变化的生命力。禅宗能够成为佛教主流，经久不衰，直到今天还有勃勃生机，就是很有说服力的案例。

唐武宗灭佛之后的整个唐末五代，禅宗的修行理论和实践向两个方面拓展。

第一个方面，一些丛林领袖努力突出本宗的个性，把本宗的独特教义推向极端，表现出与传统佛教格格不入的特点。整个唐末五代盛行于丛林的机锋棒喝，在机语酬对中生发出来的呵佛骂祖、非经毁教言行，把禅宗在自耕自食生产、生活基础上倡导的自证自悟教义推向极端。这种现象既有为扫除旧观念鸣锣开道、为树立新思想擂鼓助威的功能，同时又有亵渎信众崇拜对象、损害佛教社会形象的严重弊端。佛学本来是一种多元结构，这种纯禅就否定了许多佛教自身固有的、必不可少的思想、信仰要素，既不利于佛教向不同社会阶层传播，也不利于禅宗自身的发展。正因为这样，诸如此类的现象可以新鲜、时髦于一时，不能疯狂、泛滥于长久。进入宋代，这种以极端言语行动为表现形式的狂禅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第二个方面，一些禅门宗匠倡导全面继承佛学遗产，以禅学为基础统摄、吸收、改造、容纳各种佛教理论与实践，把此前禅宗前辈们否定、抛弃的内容再重新收集回来，使禅学成为整个佛学的集大成者。这种可以称为“综合禅”的思想和实践逐渐发展起来，到宋代就成为禅宗的主流。这种“综合禅”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禅宗不仅对内融合整体佛教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门类，而且对外进一步融合儒家、道家的思想，使禅宗在成为集中华文化发展之大成的道路上不断行进。

唐末五代禅学发展的这两条路线，就成为禅宗实现转型的具体过程，也成为中国佛教转型的具体过程。禅宗在唐末五代转型所获得的结果，就是佛教在中国最终找到适应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基本宗教形态，为此后千年的中国佛教发展奠定了派系组织基础，指明了学说思想演进的方向。换言之，中国佛教派系组织的主体就是禅宗，中国佛学的特色就是用禅学整合的佛学。从此以后，禅宗的派系演变基本代表了中国佛教的派系演变，禅学的发展也就基本等同于整个中国佛学的发展。当中国特有的禅思潮弥漫于佛教界的时候，中国佛教的基本面貌和内在精神就完全变革了，中国佛教与域外佛教的差别就更为明显。当经过禅学重新塑造、洗刷的佛教走出国门，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时候，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价值和影响就进一步显示出来了。

三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信仰普遍流行于从帝王到庶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佛教文化得到全面发展，佛教在中国社会奠定的新地位、确立的新形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的膨胀、组织规模的壮大、社会信仰民众的增多，对佛教的管理已经不是国家事务中可有可无的事情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都把对佛教事务的管理纳入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与政治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僧众与当政者应该如何相处，逐渐在社会各阶层获得共识。与前一个历史阶段相比较，隋唐五代时期王朝的佛教政策有了重要变化，为以后各朝代制定佛教政策定下了基调。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信仰在社会各阶层普及的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势头之强劲，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民间佛教的兴起，成为这个时期佛教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由于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扎根和生长，由于佛教进入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精神生活，由于佛教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佛教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到了这个时候，任何国家政权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军事手段，都不能将佛教从中国社会彻底清除了。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扩大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影响中华文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应该说，从东汉开始，佛教就逐渐影响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此后不断有所拓展。但是，只有到观察隋唐五代佛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列举佛教影响中华文化的具体领域、具体方面的过程中，尽管已经列举了诸如哲学、宗教、民间信仰、文学、艺术、建筑、中医、民俗、伦理方面，但总有列举不够详尽、不够全面的感觉。原因就在于，佛教的信仰、思想和观念已经进入相当多的中国人的精神活动领域，这样一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印迹就遍布于中国人精神活动有关的各个方面，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佛教经过与中国文化的水乳交融，几乎在中华文化的所有方面留下了印记。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佛教已经在改变中华固有文化的某些风貌甚至某些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整体中华文化更为厚重、更为多彩、更为博大。这是佛教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所具有的“广覆盖”的特点。

佛教传入汉地伊始，就在与儒家、道家的相互斗争、相互协调、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中发展。到了唐代，三教最终形成了在中国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在这个阶段，佛教与儒家、道家虽然也有相互排斥、相互对抗的方面，但是斗争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激烈、那么轰动，主基调是相互协调和相互适应。佛教对儒家和道家的重要思想自觉吸收、主动运用，已经是显著的现象和发展的趋势。当然，在这个阶段，从三教各自的教义内容上讲，还没有完全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从三者的社会关系来讲，还没有达到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命运联系。

总的来说，隋唐五代时期，佛教理论创造之所以能够达到高峰，佛教之所以能够随着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实现自身转型，在于佛教生存的社会基础空前扩大、佛教的社会地位快速跃升以及佛教的社会新形象被成功塑造。

由于涉及内容方面的原因，本卷邀请的作者比较多，其中，张淼撰写第一和第二章，董平撰写天台宗，华方田撰写三论宗，张总撰写三阶教，杨维中撰写唯识宗，黄夏年撰写律宗，王公伟撰写净土宗，吕建福撰写密宗，魏道儒撰写禅宗、华严宗、绪言以及对个别章节进行必要增补删改，并负责全卷统稿。


第一章 隋唐五代社会与佛教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取代周静帝而称帝，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朝灭亡偏安一隅的南朝陈，结束了自汉末魏晋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纷争，南北分裂的局面也因此而结束，实现了中国的重新统一。隋代国祚短促，统治仅仅维持了37年便宣告结束。公元618年，隋朝重臣李渊从太原起兵，经过讨伐隋炀帝杨广的战争之后，建立唐朝。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出现了长期的繁荣兴盛局面，直接影响了以后中国社会的走向，也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效法的楷模。907年，节度使朱温结束了唐朝289年的统治，此后，中国北方先后有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更替，史称“五代”时期（907—960）。而在中原之外的地区，从唐末到北宋初年，相继出现了十个统治时间长短不一、实力强弱不等和范围大小不同的割据政权，即吴、楚、闽、吴越、前蜀、后蜀、南唐、南汉、北汉、南平，史称“十国”时期（891—979）。本卷所讨论的内容，包括从581年隋王朝建立到960年北宋王朝建立这379年间佛教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第一节 社会状况与思想文化

一 政治格局及其变动

隋唐五代政治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态势。隋朝二帝政治统治是一治一乱。唐代统治289年中，以安史之乱为界，大致可分为前期的政治稳定和后期的政治动荡两个阶段。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的不同特点导致政治上的稳定与动荡不尽相同。

杨坚辅政伊始就开始着手改革北周政治上的诸多弊端。据史料记载：“大象二年（580）五月……乙未，帝崩。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杨坚）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1]581年二月，杨坚废除周静帝而称帝，建立隋朝，改元开皇，仍然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经过八年统一全国的战争，隋朝将统治区域扩大到东至东海、西至塔里木盆地、南至南海、北至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对全国的统治，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改革中央机构，废除北周以来仿效《周礼》的六官制度，建立三省六部制；改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裁撤大批冗员，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废除魏晋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开创科举取士制度，通过考试来选取国家官吏；改革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度，缓和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隋文帝在生活上厉行节俭，形成清正廉明的政治气氛，“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2]。经过隋文帝的改革措施，隋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隋炀帝继位后，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并迁徙数万家南北富商大贾到洛阳，既充实了洛阳的人口，又促进了洛阳的经济发展；他还役使民力开凿大运河，加强了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南北人民的进一步联系。但另一方面，他生活奢侈、腐化，引起人民的不满；穷兵黩武使得民不聊生，政治统治出现严重危机，导致最终亡国，为唐朝统治者提供了反面教材。

唐初诸帝能够较好地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确立新的政治理念。从行政制度上来看，唐朝一方面继承隋朝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做了调整和改变，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朝代的发展。

唐初从高祖到玄宗统治中期，加强中央集权是唐初统治者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通过平定隋末农民起义和宫廷斗争，唐政权得以确立和稳定。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代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巩固皇权的至上地位。

在中央官僚机构中，皇帝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这一特权通过诏敕和符节制度得到保障。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对皇权的适当制约，保证执政者尽可能少犯错误。同时，挑选年纪较轻和级别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加强对三省权力的监督和控制。通过层层监督和限制，最高权力机构得以健康、正常地运转。地方行政体制沿袭隋代州县二级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从唐太宗开始，全国又分为数量不等的“道”，作为监察地方官员的重要机构。在监察制度建设方面，除了上面所述措施之外，还专门设置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进一步监察官吏的行为和言论，这一制度发展到唐玄宗时期最为完备。在法律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法律体制，制定了《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等诸多法律，尤其是在《永徽律疏》的基础上多次修改而成的《唐律疏议》，进一步将儒家伦理思想与法律结合，使暴力统治与道德教化结合。《唐律疏议》涉及经济、民事等方面的立法内容，是唐代调整经济和民事关系最重要的一部成文法典，对宋元明清律法的制定起了指导性作用。该部经典一直留传至今。在官吏选拔制度方面，唐代进一步完善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通过这一制度，一些有才能但出身卑微的人有机会进入国家统治集团，为维护统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唐太宗除了从制度上保证皇权的正常运转外，还非常注重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从多方面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善于并重视“纳谏”和“任贤”是唐太宗最突出的表现。经过唐初的积极治理，唐代初年出现了唐朝第一个盛世时期——“贞观之治”。武则天称帝之后，能够继续唐太宗时期的一些政治措施，如十分注重选拔人才，整顿酷吏，任用贤相狄仁杰、张柬之，促进了政治的有序发展。唐玄宗登基之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盛世时期——“开元盛世”。政治上，唐玄宗铲除诸韦和太平公主反对势力之后，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唐玄宗又召集群臣共商国是，确立了新的施政纲领，即采纳姚崇提出的“十事要”。由于玄宗初期能够正确采纳群臣的建议，实行比较开明的治国方法，到开元年间，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开始，政治统治出现危机，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相互排挤，聚敛财物，专权误国。边镇守将实力不断壮大，出现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同时，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导致国力消耗严重，引起边疆守将的不满，一些节度使乘机发动叛乱，终于导致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755—763）。

“安史之乱”是唐朝从盛世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朝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央政权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地方藩镇割据局面形成，中央政权与藩镇之间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而在唐王朝内部有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的祸乱。这两者有时交织在一起，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形成政治上的不治之症。它延续百余年，使中央政权的实力日渐削弱。由于边防空虚，周边少数民族经常侵犯，甚至都城长安一度被吐蕃攻陷，唐朝统治岌岌可危。尽管唐宪宗曾做过重振皇权、削弱藩镇的努力，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但是在纷繁变乱的矛盾中，内外交困终于使唐王朝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无法重现“贞观”、“开元”的盛世景象。从唐懿宗时期起，普通民众反抗唐王朝的斗争此伏彼起，加入到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地方藩镇反抗中央政权的洪流中。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唐朝政权陷入名存实亡的绝境。地方藩镇之间又因为土地、财产、人口等相互争斗，兼并战争日益频繁，形成了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所取代。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局面进一步恶化，政权更迭迅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在唐朝统治过的中心地区相继出现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后周（951—960）五个朝代。在中原之外的地区，出现了十个小的割据政权，即吴（892—937）、楚（896—951）、闽（897—946）、吴越（893—978）、前蜀（891—925）、后蜀（925—965）、南唐（937—975）、南汉（905—971）、北汉（951—979）、南平（907—963）。直到北宋建立，才最终实现全国的统一。

二 经济状况及其演变

隋唐五代经济的发展趋势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盛衰景象交替出现，而且在全国各地的表现有所不同。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隋朝继续推行北朝以来的均田制，授给丁男丁女露田，男子另授永业田。死后露田归还国家，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官员授给职分田，各级官府授给公廨田，所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使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推动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调力役制度，减轻人民的徭役赋税，使广大农民能够安心生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针对东汉以来隐瞒人口的现象，隋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索貌阅”，检括人口，成千上万的隐瞒人口被重新编入户籍。通过“大索貌阅”和实行输籍法，大量隐漏逃亡的人口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增加了纳税人口，保证了隋王朝的财政收入。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隋文帝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便于农业生产的进行。为了积粮防灾，解决朝廷用度问题，政府设置许多官仓和义仓。官仓由官方设立和掌握，旨在增加粮食储备，以便供应京师和受灾地区。地方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在收获季节，按贫富各出粮谷若干，就地造仓储存。平时委托乡官管理，不使腐坏；遇有灾害时，开仓自赈。义仓的设置对普通民众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遭灾时开仓较为方便。

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很快，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储存在仓窖中的粟帛数量惊人。据史载：“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开皇）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3]库藏之多，前所未有。此外，隋文帝还下令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过隋文帝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隋朝人口得以迅速增加。反过来，人口增加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垦田面积不断扩大。《通典·田制》载，开皇九年（589），垦田面积为1940多万顷，到隋炀帝大业中（约609），增至5585多万顷。[4]二十年间增加了3600多万顷，增长率为190％左右。

除了农业迅猛发展之外，隋朝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一些手工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其中，造船业、造桥业和丝织业是典型代表。隋朝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很高。隋文帝为了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规模之大、技术水平之高，均为历史所未见。隋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龙舟”，规模巨大，技术要求很高，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民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安济桥，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伟大成就。丝织业方面，定州出产的绫和相州出产的绫纹细布都非常精美，是朝廷的贡品。蜀郡的绫锦、豫章的“鸡鸣布”很著名。苏州等地的缫丝、织锦、织绢非常发达。此外，雕刻、制茶、制盐、漆器、冶炼铸造等手工业都有所发展。

隋朝的城市与商业发展也非常突出，以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最有名。大兴城是在汉代长安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而成的，布局严整、规划整齐，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在大兴城内设有繁华的商业集市，建立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保证商业的繁荣。在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隋朝的对外贸易也较为频繁。南海的赤土（马来半岛）、真腊（高棉）和波利（婆罗洲）等国与中国有使节往来和贸易活动。从国外运来的商品有犀象、玳瑁、珠玑等，国内输出的商品有丝绸、铁器等。隋朝同东邻朝鲜、日本相互往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唐朝初年，受到隋炀帝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凋敝。以人口为例，到唐高祖晚年，全国户数不过300万，不足隋代盛时900万户的1/3。当时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5]。面对凋敝的社会经济，唐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唐初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唐太宗颁布的均田令中，受田分为口分田和永业田两种。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口分田则在死后交还国家。其中特别规定，道士、和尚各分给口分田30亩，女冠、尼姑各分给口分田20亩。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反映了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宗教寺院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权利，保证了僧侣地主的既得利益。京城内外职事官按职位高低授给职分田，其地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职分田属公田，官员离职时要移交后任。各级官署授给公廨田，以地租作为办公费用。唐朝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禁止土地买卖，如：“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6]但同时对一些例外情况做了特殊规定。均田制还鼓励人们迁往人烟稀少、地域宽广的地方开垦荒地。这样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发展了边远地区的农业经济。从总体上看，与其他王朝相比，均田制在唐代的实施情况最好，它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隋代一样，唐代也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这一经济政策基本上沿用隋制，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在役期的最高限度和输庸代役的具体办法等方面做了一些补充修正，较隋代的租调力役制度更加完整严密。租庸调制既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又可以保证唐代前期国家税收的正常来源，这对巩固政权和恢复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唐太宗还采取了俭省费用、轻徭薄赋、备荒救灾、不违农时等措施保证人民的生活稳定。通过以上经济措施，唐代初期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7]。由于农民辛勤劳作、积极生产，到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贞观后期，唐太宗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同时，对外战争频繁导致农民徭役负担加重，引发了一些地区的农民起义。

武则天执政时期，在经济上比较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她诏令全国劝农桑、薄赋徭，免除京畿地区徭赋，节省功费力役等。规定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长官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到处分。武则天比较重视兴修水利，曾在曲沃东北、临汾东北、符离等地修渠筑堤，灌溉田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后来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全盛时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唐玄宗即位后，基本沿袭唐太宗时期的政策，但有所改变。尤其是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入寺逃避徭役的情况，玄宗下令沙汰天下僧尼，迫令一万两千人还俗，编入国家户籍，并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通过打击佛教势力、抑制寺院经济，玄宗时扩大了政府税收。此外，唐玄宗还进行检括人口、实行均田、扩大屯田、兴修水利、赈灾济民等具体方法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8]社会经济出现了普遍的繁荣，“开元盛世”的局面形成。

唐代前期的经济繁荣体现在诸多领域。农业方面，新式农业生产工具——曲辕犁出现并广泛使用，还出现了一种名为“筒车”的新型灌溉工具。政府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管理水利，在全国各地兴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这些农业方面的新变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手工业方面，从事手工业的地区分布广泛，如长安、洛阳、广州、青州等；行业种类繁多，有采矿业、铸造业、纺织业、印染业、造船业、制瓷业等。其中，造纸业已经有了很大成就。纸的产品种类多样，有宣纸、麻纸、竹纸等，现存敦煌藏经大部分由麻纸抄写。印刷业方面，现藏于英国的敦煌本《金刚经》印刷于公元868年，即唐懿宗咸通九年，是唐代印刷业发展的一个标志。另外还有制糖业、酿酒业、制茶业等。商业方面，城市发达并形成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军事、商业中心，以及水陆交通、物资交流的枢纽。大的城市有长安、洛阳、成都、广州、交州、兰州、凉州等。其中，长安是手工业和商业聚集的场所，市场店铺林立，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也有来自西域、波斯等国外的商人。交通方面，唐朝国内外水陆交通畅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连接国内商业交通的大动脉；陆路交通则以长安为中心，有通往边疆地区和国外的多条道路。这些道路大多是商业往来最重要的通道，其中最著名的是横贯亚欧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起到了促进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唐代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破坏更为严重，人口减少、户籍混乱、荒地增多。“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9]不仅京畿之地，其他地区也同样遭受严重破坏，“自经逆乱，州县残破，唐邓两州，实为尤甚”。“荒草千里”、“万室空虚”、“乱骨相枕”[10]等是战乱遗留下来的惨状。就连没有直接遭到叛军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置田地和荒芜耕地。“安史之乱”后，大规模的战争虽然结束，但藩镇割据局面日益严重，社会秩序不再如唐中期以前那样稳定。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农民虽然重返故里，恢复农业生产，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缓慢，尤其北方地区更是如此。五代时，北方地区战争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少有发展。与此相反，南方地区则因为“安史之乱”造成大量人口南迁，“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11]这些南迁的人口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同时，“安史之乱”对南方的战争破坏影响比北方小，使唐代后期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十国时期，由于局部地区统一，各割据政权统治者大多推行保境安民之策，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因而使南方能在北方战乱频仍时，出现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同时由于南方拥有便利的海上交通，增进了南方与周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促进了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民族外交政策

（一）民族关系

在隋唐五代时期，各王朝要处理的周边民族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就隋朝而言，主要是与突厥、高句丽、回鹘、吐蕃和南诏的关系。

隋文帝在位时，突厥国力、兵力最为强盛，沙钵略可汗经常率突厥兵进犯隋境，曾一度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劫掠人口、牲畜。为了抵御突厥的进攻，隋文帝主动出击，大败突厥。隋炀帝即位后，为打通西域的交通而与突厥发生冲突，结果隋炀帝被困雁门，数月后才得解围。此后，隋朝与突厥处于对峙状态。

隋朝与东边近邻高句丽王朝也发生过几次冲突。隋文帝派大军分两路进攻高句丽，无果而还。后高句丽王遣使谢罪，文帝不再对高句丽战争。隋炀帝为显示国威，对高句丽发动的三次战争，却均以失败告终，结果元气大伤，损失惨重，引起国内叛乱，隋朝政权覆亡。

唐朝建立后，周围分布着实力不等的各民族政权，主要有东北部的靺鞨，北部的突厥，西北部的回纥、吐谷浑、龟兹、于阗、高昌，西部的吐蕃，西南部的南诏等。为了保证政权的巩固并扩大对外联系，唐朝与上述诸民族政权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交往关系。

北方的突厥不仅对隋朝曾经构成威胁，也一度在唐初对唐形成威胁。为了解除突厥的威胁，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趁突厥内部分裂斗争之际，派兵大败东突厥，并册封降服的突厥首领。在唐朝的打击下，东突厥实力衰落，终于灭亡。唐朝在东突厥统治的今内蒙古地区设置都督府，管理突厥部落。突厥分裂后，西突厥控制了西域地区，高昌、焉耆、龟兹、于阗和疏勒五个地方政权受制于西突厥。这五个地方政权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归西域都护府管辖，与汉朝交往密切。唐王朝为了加强同西域诸政权之间的联系，必须解除西突厥的威胁。于是，在东突厥灭亡之后，唐朝与西突厥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斗争。它也成为唐代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贞观十四年（640）后，唐朝连续发动对西突厥的斗争，使西域诸国摆脱其控制。唐迁安西都护府到龟兹，统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统称为“安西四镇”。这四镇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军事基地，对西域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唐高宗时，西突厥又与唐朝发生冲突，遭到镇压。唐控制了西域以西包括碎叶在内的中亚部分地区，作为经营中亚的重要基地。武则天时期，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共同构成管理西域以及中亚地区的最高统治机构。唐朝统一西域和中亚部分地区后，加强了同这些地区的联系。同时，西域和中亚地区不断有商旅来到唐帝国，带来了包括佛教在内的西域和中亚、南亚文化，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流内容。

回纥，又称“回鹘”，是西北地区另外一个重要的民族部落。在西突厥的控制下，回纥不堪残酷压榨，不时反抗。唐太宗时期，在回纥区域设立都护府负责管理回纥事务。唐玄宗时又册封回纥首领为可汗，回纥一度较为强大。回纥政权与唐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安史之乱期间，回纥曾两度出兵协助唐朝平定叛乱。回纥与唐王朝相互进行贸易往来。在吐蕃占领西域和河西时，回纥一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促进了唐朝与西域、中亚乃至南亚的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

西南部的吐蕃是雄踞青藏高原的民族。629年，松赞干布继任赞普之后，吐蕃逐渐强大，并统一了西藏地区。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一度与唐朝进行战争。被唐朝击溃后，吐蕃通过政治联姻与唐朝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内地的珠宝、蔬菜种子、经史医药方面的书籍、音乐、造纸墨技术等传到吐蕃，促进了吐蕃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加深了汉地与吐蕃人民的情谊。吐蕃赞普上书唐玄宗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12]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西域、河西和陇右等地的大片领土。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吐蕃曾一度攻入长安。唐德宗时期，唐朝与吐蕃就统治区域进行过几次和议，实现了边疆地区的安定。

隋唐五代时期，西南地区围绕滇池洱海居住着许多民族部落，其中以南诏政权最为强盛。南诏建立之初，与唐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战争。南诏战败后，依附吐蕃。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南诏与唐朝订立盟约，恢复友好关系，并派遣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唐朝文化。唐朝文化对南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通过南诏统治地区，唐朝同南亚诸国的交流变得便利，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文化往来。

（二）对外交往

隋唐时期的国际交往比较频繁，有来自亚非许多地区和国家的使臣、商人、学者、僧侣。同时，隋唐朝廷也有使臣、僧侣、学者、商人等与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唐朝政府设置鸿胪寺专门接待外来使臣和其他来宾，设置互市监、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政府机构中有供职的外国人，太学中有前来留学的外国学生；以长安为代表形成了许多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往大大加强了。出于国际交往的需要，隋唐五代时期的对外交通非常发达。陆路方面，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甘肃河西走廊、出敦煌分为三条道路。“北道”循天山北麓，从敦煌出发经伊吾、蒲类海、西突厥可汗庭，转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走天山南麓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而到达波斯；“南道”走天山南麓的南道，从敦煌经鄯善、于阗，过葱岭及吐火罗至北婆罗国。通过这三条道路，可达欧洲、中亚、西亚和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东西商贸往来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的重要交通枢纽。从长安出发，向东由河北经辽东可到达朝鲜半岛，这是佛教向东传播的重要通道，扩大了佛教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海路方面，从广州出发，经南洋诸岛可到波斯湾；向东由登州、楚州、扬州、明州等地，可达朝鲜和日本。

隋代和唐初，曾经与朝鲜发生多次战争。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新罗商人来唐进行商品贸易，带来朝鲜的牛黄、人参等物品，又将唐朝的丝绸、茶叶、瓷器、书籍等带回新罗。文化交流是朝鲜与唐朝交往的重要内容。新罗派遣留学生到唐朝学习文化，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学成归国的学生一次就有百余人。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留在唐朝担任官职。新罗僧侣也常常到中国学习佛法，如慈藏于贞观十二年（638）率弟子到唐朝礼拜圣迹，学习佛法，归国时，他带走大量佛经、佛像，促进了新罗佛教的发展。新罗僧人元晓因仰慕玄奘、窥基之名，与另一僧人义湘结伴入唐学习佛法。元晓中途返回新罗，义湘独自一人到达长安，入终南山师事智俨，回国后建立浮石寺，对促进朝鲜华严宗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新罗仿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改革本国的相关领域，仿照唐朝设立国学，实行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并根据汉字创造新罗文字，推动了新罗的文化普及。另外，唐代的诸子之书、诗歌、佛教文化也传入新罗，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

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繁荣。从贞观五年（631）至乾宁元年（894）的二百多年中，日本正式派遣遣唐使19次，每次少则250人，最多可达550人以上。这些遣唐使团组织完备，有大使、翻译、各类技师，还有数量可观的留学生、僧侣、艺术家等，他们来唐朝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知识，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日本学问僧有90多人来唐学习，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长期留居中国，官至秘书监，与王维、李白等大诗人交往甚密。高僧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来到中国，在长安青龙寺跟随密宗传人惠果学习密宗，回国后在日本建立密宗。僧人圆仁于838年来中国求法，在大兴善寺、青龙寺等寺院学习密法、天台止观、梵语等与佛教有关的知识，归国时带走佛经、法器等，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流传；他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为研究唐代历史的珍贵资料。唐朝也有许多使臣、僧侣、商人东渡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如僧人鉴真十多年间经过六次努力，终于到达日本，不仅带去佛经，传播佛教，而且在建筑、雕塑、医学等的传播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通过遣唐使、学问僧、使者等的交往，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扩大了，尤其是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深远。

隋唐五代同南亚诸国的交流非常频繁。越南中部的林邑国与隋唐交往密切。隋文帝曾出兵攻陷林邑首都，“所获佛经合564夹，1350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这些典籍后来经过彦琮编目，“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13]。唐朝立国，林邑经常派遣使者来中国，带来训象、火珠等，唐朝回赠丝绸、织锦等。唐朝典章制度、诗歌艺术等也传入林邑。

6世纪后独立的真腊与隋唐交往频繁。隋大业十二年（616），真腊遣使来隋。唐高祖到唐宪宗期间，真腊遣使来唐达16次之多，带来犀牛、训象等物产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其时，真腊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14]，普遍流行佛教信仰。唐朝的金银、瓷器、麝香等行销真腊，中国佛教也传入真腊。

此外，隋唐与佛教盛行的骠国、室利佛逝、暹罗、尼婆罗、狮子国等南亚诸国也有频繁往来，促进了中国与南亚文化的交流。

在与南亚诸国的交往中，这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是同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交往。唐太宗时派遣王玄策出使印度，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还派人去学习熬糖法，提高中国的制糖技术。高僧玄奘、义净到印度求法，极大地促进了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随着印度佛典的翻译，中国文学的题材、内容也大大丰富了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造像、雕塑、绘画艺术。

四 多元思想文化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人们对待思想文化表现出一种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胸襟和态度；思想文化的表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形式；从思想文化的普及和影响上来说，上至帝王官吏、下至贩夫走卒都受到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从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不同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形成新的思想文化；从思想文化的国际化角度来看，通过国际交往，世界诸多地区和国家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持续至今。

（一）思想方面

隋唐五代思想发展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儒学发展缓慢，且以经学发展为主；二是儒释道三教思想既相互斗争、排斥，又相互吸收、融摄。

隋朝立国以后，隋文帝开始通过各种措施整顿、恢复和发展儒学。他首先下诏称赞儒学是治理国家的法宝：“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15]因此，他通过设立学校，教授、学习儒家经典，传播儒学思想。隋初，文帝就广开门路，搜集儒学经典。“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16]政府机构招募儒学之士，为国家统治提供有用之人。在隋朝统治者恢复儒学的政策之下，涌现了几位重要的儒学代表，如促进南北经学统一的刘焯、刘炫兄弟；致力于恢复周孔王道、提出“三教可一”思想的大儒王通；站在儒学立场上融合佛儒思想的颜之推。尽管隋朝较为注重儒学的政治功能，但是，由于佛教、道教势力的增长以及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的不同态度，隋朝儒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唐代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采取比较开明的包容态度，对儒学的发展也从政治上给予鼓励、扶植，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设置经学博士，重视通过科举考试招收儒学方面的人才。唐太宗继位后对儒学的发展采取了诸多措施。他在国学立孔子庙，恢复祭孔仪式，讲论儒家经义，一时间“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17]。太宗完善科举考试，其中“明经”和“进士”科是最主要的科目；并将儒家经典《礼记》《周礼》《仪礼》《周易》《尚书》《左传》《公羊》《穀梁》等重要经典作为考试的必读书目。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儒学大家和重要的著作。颜师古对五经的文字进行校勘与考订。陆德明在参考汉代以来诸儒训诂音训著作的基础上，以音释为主，注释《周易》《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完成了部头较大的《经典释文》一书，对儒家经典的传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子祭酒孔颖达作为主撰人员联合儒生共同编撰成《五经正义》一书，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取舍保存了五经的注疏精华，统一了汉代以来儒经莫衷一是的局面，从思想上统一了儒家思想，为唐朝政治统一提供了理论资源。

中唐以后，儒学发展以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最具代表性。韩愈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发展孔孟思想，尤其是对孟子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发挥，同时，为了使儒学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脉络，韩愈还为儒家发展编制出一个道统谱系。在坚持孔孟之道的同时，韩愈对佛道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采取了过激行为对抗佛教，结果被流放。李翱与韩愈一样，以阐扬和捍卫儒家思想为己任，在发挥《中庸》和孟子人性论的基础上写成了《复性书》，建构起儒家所特别重视的人性论。以文学见长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从儒家政治思想的视角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柳宗元在批判和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基础上，提出了要解除民间疾苦就应该实行孟子所提倡的仁政，是对孟子思想的发展。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与刘禹锡是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通过推行新政来打击宦官专权、惩办酷吏、整顿财政，受到了人民的欢迎。这是在具体实践中履行着儒家的济世情怀和重民思想。

五代十国虽然处于割据状态，但是仍然有个别统治者对儒学比较认同。后唐明宗就听取儒生建议，关心民间疾苦，革除弊政，实现了短时期、小范围的“小康之局”。后周世宗也采取了恢复儒学的措施，在改革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儒家精神。

（二）文学方面

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尤其是唐代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是当时世界文化史上的佼佼者，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隋朝建立之后统一了南北方，在文学上的典型表现是诗风的融合。北朝刚劲苍茫的诗风与南朝婉约细腻的诗风都在统一的隋朝得以展现，南北方相互影响，为唐朝文学的繁荣做了充分准备。

唐朝文学的繁荣则表现在更多领域，诗、散文、小说、词等均有全面的发展，尤其是唐诗更是成为唐代文学的代表。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出自数量可观的文学家之手，《全唐诗》收录作者2200多人，《全唐文》收录作者3000多人，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文学的繁荣。

唐诗的发展经历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总体上来说，有唐一代，出现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情慷慨。最重要的还有“诗仙”李白，把自然风光、人间世相表现得既飘逸洒脱，又诙谐戏谑；“诗圣”杜甫，表现出关心民间疾苦、控诉统治黑暗的思想倾向。还有王昌龄、崔颢、王之涣、孟郊、李贺、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写出了流传千古、风格各异的诗篇。

唐代散文经历了古文运动之后，矫正了六朝以来骈体文的弊端。唐代传奇、变文通俗易懂、故事性强，既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状况，又有艺术特色。这些文学创作对后世均有深远的影响。

五代文学以词见长，尤其是以后蜀皇帝孟昶和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父子最具有代表性，更是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调。

（三）史学方面

重视史学是中华文化的传统。隋初就已经开始重视修史，到唐太宗时设立史馆，专门编修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形成以后历代官修正史的传统。在二十四史中，有八部编撰于唐朝，如《晋书》《梁书》《陈书》等。除了编修正史之外，还有其他类别的史书，如刘知几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史学理论的专著《史通》，杜佑编撰了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通典》，李吉甫编撰了历史地理专著《元和郡县图志》等，数量之多，不胜枚举。无论是史书体裁的创新程度，还是史学家及其著作的数量，前代都无法与之相比。

（四）艺术方面

隋唐五代艺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等方面。

隋唐的绘画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在绘画技法、题材内容等方面都较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名作《游春图》流传至今，是山水画的代表作。初唐著名画家以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为代表，现存世作品《历代帝王图》和《太宗步辇图》便出自阎立本之手。盛唐以后著名的画家有吴道子、王维以及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等，他们以人物画和山水画著称。其中，吴道子有“画圣”之称，《天王送子图》是其代表作，其人物画立体感极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衣带有随风飘动的感觉，故有“吴带当风”的美誉。另有著名画家以画花鸟禽兽为特长，如韩斡画马、韩滉画牛，均闻名于世。

隋唐五代留下了大量精美的石雕和泥塑作品。其中唐太宗墓前的浮雕“昭陵六骏”是石雕中的代表，六匹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此时更多的石雕和泥塑是与佛教题材有关的石窟艺术。在唐墓中出土的三彩陶俑，有表情生动的武士俑、文吏俑，有充满活力的骏马俑、骆驼俑，这些雕塑技法精致细腻、表情生动灵活，是雕塑中的精品。

此一时期的书法艺术也空前兴盛，书法名家层出不穷，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欧阳询的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骨力劲健，自成一家，世称“欧体”。中晚唐的颜真卿、僧人怀素、柳公权书法成就很高。颜真卿的碑刻《多宝塔碑》独创一派，人称“颜体”，其字体圆润、醇厚，极富盛唐气象。柳公权的碑刻《玄秘塔碑》，融诸家笔法为一体，开创“柳体”。

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隋唐五代时期的音乐舞蹈吸收了很多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文化元素，为中国本土音乐舞蹈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促进了中原音乐舞蹈的发展。从西域输入的乐器较多，如箜篌、笛、笙、筚篥、琵琶等，这些乐器受到了中原人民的喜爱，在中原地区普遍流行。隋唐时期还设立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太常寺，负责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管理。在宫廷中，参加音乐演奏的乐工数量很多，隋朝至少有三万人，盛唐时多达数万人。唐玄宗还专门设置梨园、教坊，专门教习乐舞，培养了一批艺人，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舞蹈的种类很多，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等。在宫廷祭祀和礼仪中会有大型舞蹈表演，著名的有《破阵乐》《善庆乐》《太平乐》《霓裳羽衣舞》等。

此外，隋唐五代在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体现了相关领域的发展盛况。

第二节 佛教政策的演变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蓬勃发展，与当时统治者的佛教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文帝基于自身信仰以及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而对佛教采取了鼓励和扶植的政策，奠定了隋唐五代佛教不断恢复、发展和壮大的基础。唐代诸帝中，除了唐武宗采取了用极端手段灭佛的宗教政策之外，其余统治者对佛教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宽容和鼓励的政策，无论是出于政治上的利用，还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这些政策都在客观上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或隐或显的推动作用。在这种佛教政策的推动下，隋唐五代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蔚为壮观的佛教宗派，民间社会的佛教信仰表现也异常突出。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佛教不断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但是，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出现了动荡和衰退的倾向，加之受到了唐武宗的灭佛政策、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和后周世宗的灭佛政策等一系列对佛教发展非常不利的政策和排斥，佛教宗派的发展到唐末五代时期出现了衰微迹象，尤其是艰深晦涩的义理性佛教受到冷遇，有的甚至消亡。作为理论浅显易懂、易于实践的信仰性佛教对民众的影响却日渐深入，成为宋代以后中国民众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隋代佛教政策

（一）隋文帝的佛教政策

隋朝统一后面临的局势是：政治上存在潜在的危机，经济上发展缓慢、民生凋敝，文化上少有建树甚至遭遇破坏。就佛教现状而言，北周武帝灭佛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直存在，“近遭建德周武灭时，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圣教灵迹削地靡遗，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凡经十年，不识三宝”[18]。可以说，经过北周武帝的灭佛行动，佛教遭受了重创，大量佛经被焚毁，寺塔被破坏，寺庙被改造，寺僧被迫还俗。能够真正了解佛教、熟悉佛教的人非常少。有鉴于此，隋文帝称帝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佛教。

隋文帝复兴佛法原因有二：一是隋文帝自身的佛教信仰和对佛教与生俱来的情结；二是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

隋文帝的出生及其家庭与佛教的因缘深厚，其父亲在北周时，就因自己的佛教信仰而出资建造寺庙。“栖严道场者，魏永熙之季，大隋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立。”[19]由于这种家庭的影响，隋文帝幼时即与佛教有不解之缘，他出生在般若尼寺就成为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于隋文帝佛教信仰的原因，陈寅恪的论述极为中肯，他说：“……可注意者二事：一为隋高祖父母之佛教信仰，一为隋高祖本身幼时之佛教环境。夫杨氏为北周勋戚，当北朝灭佛之时，而智仙潜匿其家。则杨氏一门之为佛教坚实信徒，不随时主之好恶转移，于此益可以证明也。”[20]
隋文帝恢复和发展佛教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北周武帝灭佛对佛教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21]。以一种极端的行政手段去限制、打击甚至摧毁佛教，在短时期内可以取得明显的社会效果，如扩大土地和税收人群，增加财政收入和军队人员。但是，就一种宗教信仰而言，这种手段和政策往往会引起信仰者心理上的强烈反感，更加坚定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隋文帝实行恢复和发展佛教的政策，短时期内吸引了众多的佛教信众。这一政策一方面能够满足信仰者的信仰需求，符合他们的心理愿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信仰者对隋文帝的认同，有助于隋文帝收拾人心，有利于维护社会统治。“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2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隋文帝复兴佛教有出于政治统治的原因。

另外，流民问题是自汉末以来一直存在的严重问题，因为流民的存在，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产生准备了信众基础。流民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定。经历南北朝之间的战乱，隋初的流民问题非常严重，“魏末丧乱……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23]。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稳定统治也造成极大的威胁。隋文帝通过多次提出听任出家，甚至允许私度僧尼的政策，致使许多逃匿僧侣和流亡民众可以获得合法的僧籍，得到政府的认可，这对招揽、安抚流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政策也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意图。

隋文帝复兴佛法的政策和主要措施有三个方面：

一是广度僧尼，听任出家。开皇元年（581），隋文帝即位伊始，就下诏令在全国范围复兴佛教，“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24]。开皇十年（590），隋文帝又“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25]。甚至还鼓励私度，“……因下敕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者数十万人”[26]。

二是广建寺塔，修写佛经。建寺写经是自南北朝以来积累功德的重要手段，一般人认为建寺、写经越多，功德越大。南朝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隋文帝继承北朝佛教传统，与建寺、写经积累功德的思想一脉相承。开皇元年，隋文帝便下诏令：“……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27]隋文帝对佛舍利极其崇拜，曾先后三次下诏在全国各地建立舍利塔，数量达上百座之多。同时，隋文帝还修复被北周武帝破毁的佛像、经卷。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出现了“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28]的局面。

三是广集名僧，统一南北。隋文帝政治上统一全国之后，在京城大兴城广建寺院，尤其是建造国寺大兴善寺。寺院的维持需要有僧众管理，基于北周以来僧才奇缺的状况，隋文帝下诏天下名僧来归大兴城，驻锡大兴善寺，先后大约有60位名僧入驻。除此之外，在大兴城内其他50多所寺院中，入住了数量不等的名僧、高僧，一时间，大兴城内寺院林立、僧众云集，成为当时佛教活动的重心，这也奠定了长安佛教的中心地位，是长安佛教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统计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年间恢复、发展佛教的成果，共“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29]。这为隋唐五代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隋炀帝的佛教政策

隋炀帝杨广对佛教也采取积极鼓励和扶持的政策。隋平陈时，杨广被封为扬州总管，便开始了以扬州为中心的弘法活动。首先，平定南朝陈之后，隋炀帝修建藏经处，搜集保存佛教经典，进行佛经整理，并使其流通后世。“四海平陈之日……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鬘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义府覃思，证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类。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后。”[30]这些措施促进了佛经的整理和流通。其次，延请高僧入驻扬州寺院，扩大佛教的影响。“太尉晋王于江都建慧日道场，遍询硕德。”[31]当时入驻该道场的名僧有智脱、吉藏、慧乘等十几位。这些名僧的到来，使慧日道场成为与北方大兴善寺同等重要的寺院，成为南方弘扬佛法的重心，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向南传播。在与隋炀帝交往的众多僧侣中，智[image: ]是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智[image: ]授隋炀帝“总持菩萨”的法号，隋炀帝则赐智[image: ]“智者”的称号；智[image: ]为隋炀帝的政治统治进行佛教方面的教化，隋炀帝则为智[image: ]的佛教事业提供政治上的保证。再次，组织译场，进行佛经翻译。最后，扩大佛教的对外传播和影响。

隋炀帝初年，外国学僧云集长安学习佛法，鸿胪寺成为教授外国学僧的主要地方。其中，大业三年（607），日本国王派遣使者来华致书：“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32]从该致书中可以看出由于隋朝佛教的兴盛，吸引了外国僧人前来学习佛法，大业九年（613），“召入鸿胪，教授东蕃”[33]。将外国学习佛法之人安置于鸿胪寺，并派人进行佛学方面知识的教授。在隋炀帝扶植佛教政策的指导下，佛教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写佛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故像一十万一千躯，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34]。

二 唐代佛教政策

（一）唐代前中期诸帝的佛教政策

隋末战乱对佛教的冲击相当严重，“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侣分散，颠仆沟壑”[35]。唐朝建立后，唐初诸帝对佛教采取较隋朝更为理智和现实的态度和政策，极少出于纯粹宗教信仰原因而扶植发展佛教，更多是从维护统治的视角采取灵活的态度和政策。这就使得唐代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与隋代不同的特点。

唐高祖早年对佛教有一定的兴趣和信仰，他曾经为儿子李世民祈福造像，即位之初也曾经设斋，进行佛事活动。但是，这些都终究不是他个人的信仰所致。武德四年（621），唐高祖下令限制佛教，“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36]。因此，当傅奕上书反佛时，高祖下诏沙汰佛、道。但是，由于高祖的去世，沙汰佛道的政策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

唐太宗本人对佛教没有真正的信仰，他当政期间对佛教始终采取严格抑制的政策，间或实行相当有限的扶植政策。这种佛教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以能否维护政治稳定、扩大政治影响为核心。唐太宗继位后的重要措施就是检括僧尼。“贞观元年，敕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捡挍佛法，清肃非滥。”[37]“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38]“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39]严格限制私度和检括逃亡僧尼的政策，致使唐初僧人、寺院数量发展缓慢。即使是度僧，数量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即不超过3000人，“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40]。而且，对出家僧人的资格和条件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出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出家，唐太宗曾说：“多有僧徒，溺于流俗；或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筮，左道求财；或造诣官曹，嘱致赃贿；或钻肤焚指，骇俗惊愚……一于此大亏圣教，朕情深护持，必无宽舍。已令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具为条制。务使法门清整……伽蓝净土，咸知法味，菩提觉路，绝诸意垢。”[41]唐太宗希望通过清整佛教戒律，肃清僧徒伪滥的现象，以使佛教能够正常发展。除了检括僧尼、控制僧尼数量之外，唐太宗初年还进行过一些佛事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无一例外地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和功利性质。对于这一点，汤用彤做了非常精辟的总结：“贞观三年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十有余寺……均为阵亡将士造福也。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42]
唐太宗初期实行严格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是基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选择，即限制出家人的数量和检括逃亡的僧人是为了保存和增加世俗社会中的劳动力，以便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人力资源。通过这种措施，一方面增加了从事社会生产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减少了对寺院、僧侣的经济支持，能够进一步增加国家财富并促进经济发展，可以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代明君唐太宗经过非常理智的思考后所作出的决定，这样做既能够吸引民众，又能够节省财政。

从政治层面来考虑佛教政策，在唐太宗对待玄奘的态度中看得更加明显。贞观初年对于出国者限制非常严格，尤其对像玄奘这样的僧人更是有严格的限制，唐太宗曾下令沙汰僧尼、严禁私度僧尼、严格限制僧尼私自躲藏不出。在这种禁令下，玄奘只有通过各种途径偷偷潜出国境，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印度。然而，当玄奘在印度赢得声誉后回国时，唐太宗却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政策对待玄奘。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从印度经西域回到都城长安，受到了唐太宗的热情欢迎。但是，从唐太宗与玄奘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并不关心佛教的事情，而专注于印度世俗社会的一些情况，这表明唐太宗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即如何加强同印度的交往，提高唐朝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因此，才有两年后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并联合吐蕃与尼婆罗平定印度国内乱局的事件出现。

玄奘归国后，唐太宗曾经两次劝其还俗，甚至一度希望玄奘跟随军队出征高句丽，这些都被信仰坚定的玄奘所拒绝。唐太宗的这些做法无疑反映了他的世俗政治观念，这绝非出自对佛教的信仰，因此，当玄奘请求在京城设立译场翻译佛经时，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他声称：“法师唐梵具赡，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43]唐太宗以一种委婉的借口拒绝了玄奘的请求，再次表明了他对佛教是一种政治性、世俗性和功利性的态度。

直到唐太宗去世之前，由于征服高句丽战争失败的打击、身体上的疾病迟迟未能痊愈、通过道教方式追求长生的愿望无法实现，以及玄奘的亲身教化等诸多原因，他才开始对佛教的态度发生转变，说出了“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44]。这或许是他发自内心的话，但是，对于他一生执行严格限制佛教发展政策而言，已经无济于事，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对佛教一以贯之的政策。

（二）武则天的佛教政策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采取了扶植、鼓励和利用佛教的政策。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就能礼遇玄奘，赞助玄奘的译经事业，并为之作《述三藏圣教序》，赞扬佛教为“诸法之玄宗，众经之轨躅”[45]，为文德皇后建造大慈恩寺。其继位后，改玉华宫为佛寺，诏度窥基为僧，并敕令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等人共同协助玄奘翻译佛经，成为玄奘所创唯识宗的有力支持者，使得唯识宗成为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佛教宗派。中宗李显儿时玄奘便为他取法名“佛光王”。其在位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46]，“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47]。结果是“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48]。中宗对华严宗三祖法藏礼遇有加，并因法藏协助朝廷平定叛乱，敕其鸿胪卿一职。禅师神秀去世，出殡时，中宗还亲自为其送葬，“天子出龙门泫金衬，登高停跸，目尽回舆”[49]。睿宗继位后曾下诏普度僧尼，并请法藏授菩萨戒。

唐前中期，真正重视佛教，并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对佛教的发展不遗余力，她的佛教政策及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表现在五个方面，促进了佛教在唐代的全面繁荣。

一是为争皇帝正统名分而造经疏。高宗在位后期，朝廷政事都由武则天决断，她掌握了唐朝的政权。由于武承嗣等人的推波助澜，武则天称帝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并于689年改元载初。这年七月，沙门薛怀义、僧朗（明）等人进上《大云经》，并撰造了《大云经疏》，声称武则天是弥勒佛身，当得称帝，“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50]。九月，武则天称帝，建立武周政权。面对李唐王室对武周政权的蔑视、否认和颠覆活动，武则天不仅利用弥勒佛下生转世来强调自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而且，还进一步强化这种君权“佛授”的观念。武则天下令颁布《大云经》于天下，并且在两京各州设置大云寺，藏《大云经》，赐予撰写《大云经疏》的僧朗等人爵位、紫袈裟和银龟袋。长寿二年（693），从天竺来的僧人菩提流支重新翻译《宝雨经》，其中，新增加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51]等内容。这段新增加的内容符合武则天的心理，能够从理论上解释武周政权代替李唐政权的合法性。

二是扶植华严宗，促进华严宗的发展。华严宗是武则天非常注重和扶植的一个佛教宗派。天授三年（692），武则天派军队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又派遣使臣到于阗，搜求八十卷本《华严经》的梵本并带回京城。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于洛阳译出该经，武则天亲受笔削，并制序文，称该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52]。圣历二年（699），法藏受武则天的诏请，在佛授记寺讲解新译的《华严经》，讲到《华藏世界品》华藏海六种十八相震动时，出现了灵异现象，洛阳城也随之震动。武则天听说此事，下诏云：“昨请敷演微言，阐扬秘赜。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以标异。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披览来状，欣惕于怀。”[53]武则天与法藏的交往，一方面提高了法藏的社会地位，他被武则天称为“康藏国师”，赐号“贤首”，扩大了华严宗的影响；另一方面，武则天借助于佛教的力量，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其帝王身份得以确认，能够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利于长久统治。

三是对禅宗的扶植，诏神秀入京讲法。除了扶植华严宗外，武则天对禅宗也格外重视。由于禅僧在当时佛教信众中的影响日渐扩大，长安年间（701—704），武则天下诏令请著名禅师神秀入京行道，“则天太后闻之，召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54]。神秀在武则天时期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当时许多官员都追随他学佛法，他被后世称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55]。武则天还邀请禅宗六祖惠能进京，但是遭到拒绝，她竟然将惠能的得法袈裟取来，供养于内道场，显示出她对禅宗信仰的热情。

四是大规模地建造佛像，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武周时期，大量建造佛寺和佛像，“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56]。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足足能够容纳数十人，每天都要役使上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57]。最有名的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不断续开洛阳龙门石窟，所造佛像是在此之前的五倍之多。这些佛教造像大大地影响了民众对佛教的接受程度，也成为后代佛教信仰者尊崇、膜拜的对象。

五是实行开放政策，吸引西域、外国僧人来华传法、译经。武则天还进一步扩大唐代译场数量，迎请来自各地乃至外国的僧人，让他们参加佛经翻译，除菩提流支、实叉难陀外，还有来自于阗的提云般若、中印的地婆诃罗以及汉地僧人义净等，尤其是义净译场，更是跨越了武周和李唐两个时期，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这些僧人的到来进一步繁荣了唐代的译经事业，促进了佛教的普及。

从表面上看，武则天是唐代前期诸帝王中最崇佛的一位，但是，这种极度崇佛对佛教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幸事，从客观实际上来看，也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种种恶果。就这一点，汤用彤曾经指出：“然武后一朝，对于佛法，实大种恶因。自佛教大行于中国以后，有高僧大德超出尘外，为天子之所不能臣……武则天与奸僧结纳，以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于是沙门封爵赐紫始于此矣……前此啸傲王侯（如慧远）、坚守所志（如太宗请玄奘为官不从）之风渐灭，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矣……帝王可干与僧人之修持，而僧徒纪纲渐至破坏矣。”[58]这种朝廷过度扶植干预佛教所造成的负面效果显而易见，对以后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不利影响。

与武则天的崇佛相反，唐玄宗对佛教实行严格控制政策，对佛教的控制又甚于唐太宗。他不断加强皇权对佛教的控制，发布一系列诏令禁止建立新的寺院，禁止俗人造像、写经，大量沙汰僧尼，仅对在思想、修行上有建树的密教代表人物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给予一定程度的礼遇，客观上促进了密教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流传。

（三）唐代中后期诸帝的佛教政策

唐代后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冲击和破坏，政治局面更加混乱，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甚至农民的不断反抗斗争，都使唐后期的统治者感到治理国家力不从心。随着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入，唐后期的多数统治者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情感，希冀从中能够获得佛菩萨的护佑，使他们的统治长治久安。

肃宗（756—762年在位）继位之后，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尤其是经济方面更显得捉襟见肘。为了消除安史之乱结束后的战乱局面，不得不保留大量军队，然而，由于经济凋敝，军用不足。为了能够增加军费收入，唐肃宗不得不同意裴冕提出的通过出售僧道度牒来获得额外财政收入的建议，并邀请当时禅宗领袖神会主持这一事务。因此，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神）会之济用颇有利焉”[59]。神会因协助朝廷筹措资金而受到唐肃宗的称许。而禅宗则在神会的努力下，获得唐肃宗的支持，影响不断扩大。唐肃宗还接受密宗传人不空的“灌顶菩萨戒”，不空因此被称为“戒师”，“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60]。

代宗（762—779年在位）最初并不信佛，但是后来却发展到佞佛的程度，“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攘之，寇去则厚加赏赐”[61]。从大历元年（766）起，又于每年七月十五日在内道场设盂兰盆会，解救饿鬼亡灵，中国盂兰盆节即滥觞于此。

德宗（780—805年在位）时期，天灾人祸频繁，在这些灾祸面前，德宗的统治力不从心，因此，常常求助于佛菩萨的护佑。贞元六年（790）春，德宗下诏从岐州无忧王寺迎请佛骨于禁中，又送到其他寺院供众人观瞻，当时“倾都瞻礼，施财巨万”[62]。

宪宗（806—820年在位）时期，崇佛风气达到极盛，发生了历史上最有名的迎佛骨舍利进长安城的事件。当佛骨舍利进京城时，“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63]。这次迎请佛骨舍利的热潮受到了韩愈的抵制。

懿宗（859—873年在位）是一位对佛教护持有加的皇帝，他采取积极扶植发展佛教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唐懿宗积极有为的佛教政策主要有二：一是广度众僧，开坛讲经。咸通三年（862），唐懿宗“敕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度人三七日”[64]。另外，又“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预；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又数幸诸寺，施与无度”[65]。经过这两次大规模、长时间的设坛受戒活动，剃度僧人的数量相当庞大。二是迎请佛指舍利。这次迎请规模不亚于唐宪宗时期，当佛指舍利迎到京城时，“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66]。规模之大、场面之壮观是历代迎请佛指舍利所罕见的。

（四）唐武宗法难

唐武宗继位后，他对佛教采取的政策是由限制到禁断，控制程度逐渐加强。可以说，整个会昌年间（841—846），唐武宗一直执行的是较为严格的限制佛教的政策。

会昌二年（842），武宗下令僧尼中所有不符合佛教修行仪轨的人员，以及犯罪者和违戒者要还俗，其所有财产均被没收，如果确实有爱惜财物者，则其财物要充作徭役，成为编户。“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乌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去，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67]接着，唐武宗更是严格限制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会昌三年（843），“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寺中有佛指节也。并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投获，脊杖二十。因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68]。

除了从经济方面控制佛教寺院的发展，唐武宗控制佛教的政策还逐渐发展到拆毁寺庙。起初，是拆除各地公私诸小寺庙、兰若及其斋堂。会昌四年（844）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69]。发展到后来，一些大型的佛教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经幢、墓塔等也遭遇厄运，被迫合并甚至被拆毁。“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严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准敕并除罄尽。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数。天下尊胜石幢、僧墓塔等，有敕皆令毁拆。”[70]其余寺院财产也要全部清理，“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71]。

会昌五年（845），灭佛运动达到顶峰。是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五月，对僧尼进行了更为严酷的整顿，要求所有僧尼全部还俗，“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科违敕罪，当时决杀者”[72]。这种强制手段收效极为明显，在一个月之内“城中僧尼还俗已尽。准敕每寺留三纲，勘检钱物。待官家收寺钱物已后，拟令还俗”[73]。这次整顿的对象不仅是对本国僧尼，而且还针对天竺、新罗、日本等外国僧人，“外国僧等，若无祠部牒者，亦勒还俗，递归本国”[74]。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来华的日僧圆仁也改换俗装，偷偷地离开长安回国。八月，朝廷宣布灭佛的结果：“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祅三千余人还俗。”[75]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此后，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再次对佛教造成严重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到毁坏，经籍散乱亡佚，致使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外部条件。有的宗派因此而衰落，甚至消亡；有的宗派则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或从地域上进行转移，或从组织制度、生存方式上进行变革，进一步转变传播方式，形成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的新的佛教形态。

三 五代十国佛教政策

（一）五代佛教政策概观

五代诸帝及诸大臣们对佛教的政策普遍倾向于限制甚至禁止，从后梁开始，就表现出这种政策导向。后梁龙德元年（921），首先就有祠部员外郎李枢上书，他恳请统治者对私度僧尼、妄求名号者进行严格限制，“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76]。同时，对要求出家者进行严格审核与考察，对于要求还俗的条件和限制则有所放宽，“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77]。李枢的上书得到了后梁统治者的许可，并下诏令限制佛教：“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祠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78]这一诏令的颁行，对佛教的发展无疑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一者，严格限制赐紫及名号，即使有空缺，也必须经过严格考核之后才予以补充；二者，严格度僧程序、限制度僧数量，省并僧官。从名望与实际操作程序进行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形成了后梁君臣对佛教采取较为严格的限制政策。这一佛教政策直接影响了五代诸君臣佛教政策的价值取向，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基本秉承这一政策。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下诏对于没有敕额的小寺院采取一律合并的态度和措施，使得后唐佛教寺院数量大为减少。明宗天成元年（926）下诏，不得重新建造寺院，如果私自建造一律拆除、毁坏；不得私自剃度出家，如有想出家为僧者，必须通过官方戒坛进行受戒，接受官方的认可。“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后不得辄有建造。如有愿在僧门，亦宜准佛法格例，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79]这一诏令更为严格地限制了寺院的兴建和僧尼数量的增长，成为五代诸帝中严格限制佛教发展的典型代表。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下诏令，对于违反规定私自剃度出家的人，“并请重行决断发遣，归本乡里收管色役。其元招引师主及保人等，先具勘责，违犯条流愆罪，亦请痛行决断”[80]。不仅对剃度者本人实行还俗、监管的惩罚，而且，对于相关人员也严惩不贷。这样的严厉措施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在后晋的发展。后汉乾祐二年（949），司勋员外郎李钦明也上《请汰僧人疏》，指出佛教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奏请朝廷沙汰僧尼；国子司业樊伦则上《禁僧尼剃度奏》，奏请严禁剃度僧尼。这些上疏、奏章都主张严格限制甚至削弱佛教的发展。后周太祖郭威自951年立国之后便对佛教进行严格控制，广顺三年（953），太祖下诏废除都城开封没有敕额的僧尼寺院数十所。

总体来说，五代朝廷对佛教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苛刻，最终出现了周世宗柴荣实行大规模的限佛政策，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毁佛运动之一。

（二）后周世宗的限佛政策

后周世宗的限佛政策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使然，也是对前代帝王及大臣限佛、禁佛政策的延续，又是佛教本身出现种种弊端所致。

从当时经济状况来看，周世宗即位后就显示出他重整国威的雄心壮志，对外与后汉和辽进行抵御性战争，对内选贤举能，惩治贪污腐败，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国内经济实现好转，财政吃紧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因此，他希望通过没收寺产、收铜像以铸钱改变经济的窘况。为了避免冲突，周世宗结合佛教义理给出了一个让人们能够接受的理由：“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81]
从前代佛教政策延续的角度来说，后周广顺三年（953），当柴荣还是开封府尹兼功德使的时候，便掌管佛教诸多事宜，如出家、度牒、试经，对佛教内部的情况比较熟悉，同时，由于他执掌佛教管理，对当时的佛教政策也比较熟悉，因此，他能够在结合佛教本身的状况，在前朝佛教政策的基础上执行限制佛教的政策，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佛教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而言，佛教发展到五代时期自身出现了种种比较严重的弊端和问题。在当时，佛教僧团腐败、伪滥、不遵守戒律、作奸犯科的现象较为频繁，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大。“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将隆教法，须辨臧否，宜举旧章，用革前弊。”[82]
尽管五代时也有许多帝王大臣提出从政策上对佛教加以限制，但是，在政策实际落实过程中却并非完全如此。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后刘氏，“自以出于贱微，逾次得立，以为佛力……惟写佛书，馈赂僧尼，而庄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阗来，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又有僧诚惠，自言能降龙。尝过镇州，王镕不为之礼，诚惠怒曰：‘吾有毒龙五百，当遣一龙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鱼鳖也。’会明年滹沱河大水，坏镇州关城，人皆以为神。庄宗及后率诸子、诸妃拜之，诚惠端坐不起，由是士无贵贱皆拜之”[83]。由于皇帝佞佛，限佛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与执行；而皇帝佞佛导致一些僧人的行为违反佛教戒律，背离佛教的基本精神，引起人们的不满就在所难免。因此，从954年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初就开始对佛教采取普遍的规范和严格的限制政策。显德二年（955），周世宗正式下诏清整佛教。周世宗对佛教限制的政策及其实践，是针对上述所提到的佛教本身存在的诸多弊端而进行的，具体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改革佛教旧俗陋规。是一些残害身体的行为、旁门左道的修行之法、不符合佛教戒律的行为都被禁止。“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链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84]
二是整顿佛教僧团的组织、寺院、僧尼制度。对寺院的整顿，主要是废除没有赐额的寺院及停止在该类寺院中一切相关活动，“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者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神像及僧尼，与限一月，腾并于逐处州军县镇合留寺院内安置。所有殿堂屋宇，仰封锁收管。所有资财、衣钵、斛斗、孳畜、什物，并仰分付本主”[85]。严格限制扩建、新建寺庙，对于违反者予以严厉的惩罚，同时连带处理相关人员。“两京诸道州府，除见留寺院外，今后不限城郭村坊、山林胜境古迹之地，并不得创造寺院兰若。如有僧尼、俗士辄违敕命者，其主首及同句当人，并徒三年，仍配役，其僧尼勒还俗。本州府录事参军、本判官、本县令佐，并除名配流。地分厢镇职员所由，当并严断。”[86]
对僧尼的整顿，主要是下令禁止私度僧尼，如有违反要予以重惩；严禁品行不端，甚至作奸犯科者出家，如背弃父母的人、逃亡的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逃命于山林没有被捕获的贼徒、负罪逃窜的人等各类违背礼制与法制的人，一律不得剃度出家，一旦发现私度出家，也要予以重罚；提高出家的条件，需要出家者应向有关部门奏请，经祠部给予凭由，才能剃头受戒。对于达不到条件和不适合出家而已经出家的僧尼则鼓励还俗。经过周世宗对佛教的清理和整顿，无论是寺院还是僧尼的数量均有了明显的下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87]。这次限佛政策的实施，对于规范佛教组织制度和确立比较客观实际的佛教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三）十国佛教政策概观

晚唐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方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态势。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不仅为南方带来了数量众多的劳动力，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而且，南迁人口本身所具有的生活习俗、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也随之南下，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就宗教信仰中的佛教信仰而言，随着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佛教也在南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唐代中晚期最为盛行的禅宗为例，后世禅宗五家中，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四家都发源并发展于南方。创立于北方赵州的临济宗，在其后继者风穴延沼（896—973）的努力下，也逐渐在江南地区扩大了影响。从这些情况来看，佛教中心由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向南方地区转移了。

十国的佛教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其中，吴越、闽、南唐等国的佛教发展最具代表性。

吴越国是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小国，其创始人钱镠年轻时信奉道教，后遇到禅僧洪[image: ]，“[image: ]有先见之明。武肃王家居石鉴山，及就戍应募为军，[image: ]一见握手，屏左右而谓之曰：‘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累立战功，为杭牧，故奏署[image: ]师号，见必拜跪，檀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88]。洪[image: ]认为钱镠将来会成为弘扬佛法的人主，之后，钱镠被后梁太祖封为吴越王，还创立了吴越国，应验了洪[image: ]的预言，这就使得钱镠对佛教深信不疑，转而弃道信佛，尤其是其晚年更是十分笃信佛教。钱镠治吴越时，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礼遇佛教僧人，对于因躲避战乱而南来的僧人文喜予以厚待，文喜去世后，钱镠派人重新修缮他的墓冢；对精通术数的僧昭，钱镠更是器重，称为国师；给僧人幼璋送去衣服香料、医药等，并且请入府中，向他请问佛法。[89]另一方面，广建佛寺塔院，增加佛教活动场所，“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90]。对僧人的礼遇和寺院建设的增加提高了佛教的地位，扩大了佛教在吴越的影响，吴越之地因此成为东南佛教的重心。文穆王钱元瓘继承钱镠的佛教政策，仍然能够礼遇高僧，对雪峰义存的弟子道怤更是礼遇有加，“文穆王钱氏创龙册寺，请（道）怤居之，吴越禅学自此而兴”[91]。道怤驻锡龙册寺时，前来求法的僧侣络绎不绝，禅学之兴盛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以福州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闽国，其立国者太祖王审知信奉佛教，尤其是对禅宗及禅师礼遇有加。其中，王审知对禅僧雪峰义存（822—908）执以师礼，凡是饭僧、斋会、建构寺院、增设佛像、铸钟等一切佛事活动都向义存咨询，并且为寺院提供了优裕的财物以充供养。他还经常请义存及其弟子玄沙师备到宫中宣讲佛法。为了保证义存在闽传法顺利进行，王审知还专门为义存建造房屋、法堂、丈室等佛教活动场所。义存在闽讲法四十余年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冬夏不减一千五百”。及至义存去世之时，“尔日奔走，闽之僧尼士庶，巷无居人。闽王涟如出涕，且曰：‘师其舍予，一何遽乎！’”[92]正是在王审知的鼓励和支持下，义存在闽的传法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并且能够不断扩大佛教在闽的影响。义存弟子师备在闽说法三十余年，也受到了闽国王公的礼遇，并且奏赐紫衣、师号。王审知之子王延钧也奉佛，曾“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93]。

建都金陵的南唐，其统治者好佛程度在十国时期表现非常明显，尤其以后主李煜最为代表。李煜是十国中少有的兼具才艺和文学造诣的皇帝，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合格的统治者。他非常崇信佛教，造塔建寺，耗费大量资财，导致国力虚弱，以致灭亡。

第三节 三教关系及其影响

儒释道三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激烈冲突与相互对抗之后，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儒释道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三家鼎立的发展局面。在巩固政权和维护政治稳定政策的前提下，隋唐诸帝对三教基本上都采取了突出重点、分别利用和相互制衡的政策。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正统思想的儒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始终受到隋唐五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隋唐立国初期，诸帝都较为重视设立学校，传授儒学，优待儒士，整理、研究儒家经典来确立儒教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对于本土产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不同时代、不同帝王的态度则各不相同。隋代二帝偏重于对佛教的鼓励与扶植而较轻视道教的地位和价值。唐代则不同，因为追求一种正统的、合法的统治地位的需要，道教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尤其是唐玄宗和唐武宗更是极度推崇道教而贬低佛教。除了武则天极为重视佛教之外，唐代其余各帝基本上是道释同时重视，但重心稍微偏向于道教，这就使得道教从以前的民间状态一跃而成为官方的座上宾，受到了优待和尊崇，促进了道教的快速发展。佛教则由于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不断发展壮大，在唐五代时期依然保持着明显的优势，尤其是诸如智[image: ]、玄奘、法藏、道宣、惠能、神秀、神会等一大批佛门龙象的努力，使得佛教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无论其政治地位还是社会影响在中国历史、中国佛教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都非常重大。就儒释道三教关系来看，三教在此时期经过了从对立冲突、相互论争到相互吸收融摄、共同调适的发展历程，它们都在为各自政治上的地位和理论上的成熟寻求最佳发展方案，最终走向了三教融合、三教合一的发展路径，促成了宋代以后新的体系和形态的中国思想和民间信仰的形成。

一 隋代三教关系概观

隋朝建立，必然要从理论上寻找支撑，寻找能够适合自己统治的思想。儒释道三教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各自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是，作为治国思想，如何选择和利用三教是统治者们经常思考的问题。隋文帝即位之初就表明了他对三教的态度：“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94]这种试图调和、利用三教的思想在隋文帝的执政过程中一直有所体现，这也为隋代社会处理三教关系确定了方向。同时，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的相互碰撞、相互激荡也促使三教重新考虑各自的定位及与其他二教的关系，能够以一种宽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彼此是隋代三教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彦琮的三教观

彦琮（557—610）是隋代最重要的一位僧人，其一生历经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早在北齐之时，年少的彦琮就已经为世人所敬重，“名布道儒”[95]，誉满僧俗二众。北齐重臣敬长瑜、朝秀、卢思道、元行恭、邢恕曾一起邀请他讲《大智论》。后彦琮又受北齐皇帝之召，在宣德殿讲《仁王经》。北周武帝在位时，延请彦琮到宫中讲论，“与宇文恺等周代朝贤，以大易、老、庄陪侍讲论”[96]。彦琮对儒释道三教教理非常熟悉，所讲内容“深会帝心”[97]。因此，在北周武帝灭佛期间，彦琮能够“外假俗衣，内持法服”[98]，既保存了自身，又能够借方便之举宣扬佛法。隋朝立国，彦琮参与了隋代的首次佛道之争，同时，他做了一系列论文论证道教的虚妄不实和佛教的真实无欺。

从北齐、北周到隋代，中国北方尽管出现了许多各有专长的本土著名僧人，但是，像彦琮这样内外兼通、梵汉俱熟的学问僧极为少有。无论是从译经还是从撰著上来看，彦琮都是隋代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沙门彦琮才华学问一时无双，实为玄匠。”[99]从其一生的学行来看，可以说，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为数不多的精通儒释道三教义理的优秀的译经家、佛学家和著作家。

《通极论》是彦琮阐释儒释道三教思想和三教关系的一篇重要论文。文中通过代表佛教的梵行先生和代表儒家的行乐公子之间的对话，借用老庄道家和儒家的思想阐述佛教的义理，最后行乐公子泣而对曰“请容剃落，受业于先生之门也”[100]，接受了梵行先生的思想而皈依佛教。彦琮笔下的梵行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个儒释道三教结合式的人物。从外在形态上看，其是道家代表。“高屏尘俗，独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气笼八宏之表。藉茅枕石，落发灰心。粪衣殊羊续之袍，绳床异管宁之榻。自隐沦西岳数十年矣。确乎不拔，澹然无为。”[101]是一副典型的道家隐士形象。从修行志向上看，其是儒家的代表。“每而叹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苍生扰扰，絷以爱罗。不可自致清升，坐观涂炭。复须弃置林薮，分卫人间。’”[102]“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语出自《孟子·尽心上》，是儒家积极治世的态度。从表达思想上来看，其是佛教的代表。因此，文中塑造的这一人物反映出彦琮融合儒释道三教的观念。

《福田论》是彦琮写的另一篇涉及儒释道关系的论文。关于《福田论》写作的动机，彦琮这样说：“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虽有此令僧竟不行。时沙门释彦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论》以抗之。意在讽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以自诫也。”[103]出家人是否礼敬王者的礼俗问题，从佛教传入伊始就开始有所争论，东晋对此问题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最终僧众取得了争论的胜利。但是，在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这一涉及儒家伦理道德问题以及皇权尊严问题的重大事件又会被重新提起。隋炀帝要求沙门致敬王者的《律令格式令》的颁布，引起了当朝僧众的不满，甚至出现拒不执行敕令的现象。彦琮为了从理论上做出说明，才撰著《福田论》以对抗维护皇权地位的《律令格式令》。《福田论》的问世以及书中的内容反映出了彦琮的三教观念，尤其是佛儒观念。文中的写作是以主客设问对答的形式展开，作者针对代表儒道思想的宾客的种种责难和疑惑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证和回答。其中，在回答儒佛道三教差异和不同思想的时候，作者重新诠释了佛教的重要理论。

彦琮还著有《辩教论》一文，“辩教者，明释教宣真，孔教弘俗，论老子教不异俗儒，灵宝等经则非儒摄”[104]。从此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彦琮所持的三教关系的观念，即佛教宣扬的是真理，儒教主要在于治世济俗，而道教则是俗中之俗，道教经典非儒家思想所融摄。因该书现已亡佚，具体内容不详，我们无从探究其中细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彦琮对三教之间的位次排列顺序是佛先儒后道末，尤其是对道教的批判比较激烈。此文反映出隋初三教关系的基本面貌，其意义不可低估。

彦琮对儒佛之间的关系也做了一定的阐述，他所作的《通学论》一文就有相关内容记载。所谓的“通学”，就是“劝诱世人遍师孔释，令知外内备识俗真。善知识者，是大因缘登圣越凡，不因知识无由达到。此劝于人广结知友，若善财焉”[105]。与其他宣扬佛教思想的著作不同，彦琮在这部书中劝导人们共习内外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同时，要广结善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进而可以增进佛智慧。

彦琮通过几篇重要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三教关系观。这种观念影响到以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发展趋势，也成为佛教对待儒道二教的基本观念。

（二）李士谦的三教观

隋代儒释道三教关系基本上是延续南北朝时期的风格发展下来的，尤其是有些儒士能够以一种开放、包容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三教，他们都比较注重站在某一家的基础上，提倡三教相辅相成，促进了三教之间的进一步交往和融合。

李士谦（523—588）是隋代持三教融合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当时以孝敬父母闻名乡里，因为其母去世，他便辞官守丧，其间，他的姐姐又病逝，使他感到很悲伤，于是“舍宅为伽蓝，脱身而出”[106]。李士谦虽然出家，但是他并没有剃度成为一名僧人，而是独居学舍进行文献典籍的研读，他博览群书，成为一位知识渊博之人。无论是在北齐还是在隋朝，朝廷都曾征召他去做官，但是他坚决拒绝，矢志终身不做官。李士谦自幼不曾饮酒食肉，言语中不谈论杀害之事，以一颗慈悲之心对待他人，即使是家中财货富足时，也是非常节俭，而且还经常施舍、赈济其他有困难的人。李士谦对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非常推崇，有一次他对一位不信因果报应的人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说：“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高门待封，扫墓望丧，岂非休咎之应邪？佛经云轮转五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东，而贤者已知其然矣。”[107]用儒家经常强调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观点来解释佛教的报应理论，显示出他对儒释二教思想的兼收并蓄。

对于三教之间的关系及其优劣问题，李士谦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他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108]其中特别突出佛教在三教中的核心地位。李士谦之所以这样强调当与他本人的佛教信仰有关，显示出他作为一名佛教护持者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尽管如此，被比喻为日月五星的佛道儒三者应当相互依存、并行不悖。他所提出的三教关系的观点对当时消除北朝以来灭佛的负面影响和佛道之间激烈排斥的言论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其观点在这方面的意义后来学者也常常有所议论。元代学者刘谧对此曾做出这样的评论：“隋李士谦之论三教也，谓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岂非三光在天阙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虽其优劣不同，要不容于偏废欤。”[109]元代僧人念常也说：“士谦以日、月、星方三教，然乍观似有优劣。至若照明世界，运转生灵，则一德也。是三者阙一，则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贤哉李君！吾见其深于性命之大原也。”[110]这些评价可谓真是识得李士谦思想的精髓。

（三）王通“三教可一”论

隋代对三教关系提出更为圆融的思想并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是大儒王通。王通（580—617）不仅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他能够结合时代，从发展的眼光对三教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

北朝的两次“法难”在隋代人们的心中记忆犹新，作为一位关心时事、关心政治的儒者来说，王通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和反思。如何看待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法难”，他在跟弟子的讨论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111]就三教关系来看，仅仅依靠行政打击、压迫的手段去对付佛教，不仅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无益于统治。当时社会统治出现了种种弊端，也不能归于佛教的存在。因此，他仍然从三教关系的全局去做评价。他说：“《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112]从历史上看，国家的危机、灭亡都不是由儒释道中任何一种思想所引起的，问题出自执政者本身，无论废除儒释道中的哪一种思想，都不是治理国家的良策，因此，要想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实现王道政治，就必须三教并用。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王通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宽容、理解、并包的态度，他以儒士所特有的兼济天下的情怀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子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113]三教并用的目的是“使民不倦”。如何在社会中实施三教并用，王通并没有做明确的回答，但是他提出了一条基本的认识原则：“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114]在具体实施三教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王通认为还应该充分考虑到不同思想、不同宗教有不同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应用。因此，王通指出：“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115]执政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学会通变，学会权衡，如果有“圆机之士”、“皇极之主”能够融通三教，从三教中取长补短，实现王通追求的“王道”政治是完全可能的。

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的提出是对儒释道三教纷争时代的理性反思，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儒释道三教对立思想的理论思考。他的这一观点的提出，虽然受到了一些排佛的儒家学者的批评和非议，在当时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往往是超前的，是它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够企及和理解的，随着以后三教之间更加深入的交往、吸收和融合，人们逐渐认识到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二 唐代三教关系之辨

（一）三教论衡

唐代三教关系的展开是由于傅奕上书反佛引起并扩大的，由此拉开了唐代旷日持久的三教论衡。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傅奕上书《废省佛僧表》，力陈佛教的种种弊端，请求高祖沙汰僧尼。针对傅奕上表排佛，僧人法琳等人也上书《对傅奕废佛僧事》，对傅奕排佛的言论及其理由逐条辩驳。结果是“高祖览法师对，竟亦无辞。法师频诣阙庭，不蒙臧否。但傅氏所陈之事，高祖未遣颁行”[116]。可是，傅奕却不顾高祖“未遣颁行”的意旨，私自到处散布反佛言论，以致“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致使明明佛日翳以亏光，济济法流壅之无润”[117]，对佛教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书《请除释教疏》，指出佛教存在的问题，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召集群臣共同讨论佛教的存废问题，其中，中书令萧瑀与傅奕的争论最为激烈。武德八年（625），唐高祖亲自到国子学参加三教论辩。当时，参加三教讨论的人还有胜光寺慧乘、道士李仲卿以及当时的儒士、其他达官贵人等。这次讨论主要是围绕三教的位次展开，讨论异常激烈。最后的结果是道教代表李仲卿“周慞神府，抽解无地，忸赧无答。当时荣贵唱言，道士遭难不通……天子回光，惊美其辩，舒颜解颐而笑。皇储懿戚左右重臣并同叹重，黄巾之党结舌无报，博士祭酒张侯愕视束体辕门”[118]。这次辩论充分显示出慧乘的辩论才能，佛教取得了辩论的胜利。但是，此后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调整唐高祖基本上还是接受了傅奕的建议，准备废佛，并于武德九年（626）颁布《沙汰僧道诏》，结果，因唐高祖去世、太宗继位而没有真正执行，废佛不了了之。在这次由傅奕上书废佛引发的争论中，道士李仲卿撰《十异九迷论》、刘进喜撰《显正论》支持傅奕的观点，对佛教进行了驳斥。而法琳又撰《辩证论》反驳李仲卿和刘进喜的观点。此后，又有太子中舍人辛谞撰《齐物论》驳佛教，法琳、慧净又撰文反驳。这些人的加入，使得唐初的儒释道三教之争变得非常激烈和复杂，成为此一时期三教论衡的焦点。

贞观十二年（638），皇太子组织大臣和三教学士在弘文殿举行儒佛道辩论，参加者有纪国寺慧净、道士蔡晃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这次辩论以佛教为一方，以儒道二教为一方，虽然言辞比较激烈，但是结果却非常诙谐，太子是“怡然大笑，合坐欢跃”并说：“今日不徒法乐以至于斯。”[119]这次论辩简直成了一场愉悦太子的娱乐活动，三教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出现异常紧张的情形。唐太宗虽然没有召开三教论衡的会议，但是，他的三教政策和三教位次问题引发了佛教的激烈反抗，尤其以法琳为代表，汇集京城众多僧人“咸诣阙庭上表”[120]，攻击道教“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121]。结果由于道士秦世英的告发，法琳遭到了太宗的质问，并被治罪流放。这次佛道二教的争论以佛教一方的失利宣告结束。

唐高宗曾经多次召集僧道入宫进行辩论，辩论气氛有时也比较激烈，但是，每一次的辩论最终都以道教的失败而告结束。唐代后期，诸多帝王都奉行崇信道教的政策，与道士的交往比较密切，他们往往是希望通过服食丹药、斋醮符录等方法获得长生或羽化登仙，而对道教的思想、道教的普及和民间化兴趣并不大。在同佛教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出于真正的信仰去与佛教论争或排挤佛教，更多是因为世俗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原因而采取崇道抑佛的措施，这对佛道二教的交流与融合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在处理佛道二教的关系时，他们还是能够秉持一种和谐、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唐德宗贞元五年（789）三月下诏：“释道二教，福利群生，馆宇经行，必资严洁，自今州府寺观，不得宿客居住，屋宇破坏，各随事修葺。”[122]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德宗又重新召开三教论议的辩论会，“上（德宗）降诞日，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三教，上大悦”[123]。唐武宗灭佛除了政治、经济原因之外，还有道士的推波助澜。唐武宗本人信奉道教，许多道士因此受到重用，其中道士赵归真在灭佛过程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赵）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124]
五代十国时期，大多数的帝王对儒佛道三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尤其是对佛道二教更是如此。其中，周世宗信奉道教，对佛教采取了禁毁措施，严重地打击了佛教，但是，他对佛教的观点还比较客观中允，他说：“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125]他承认佛教在济世利民、劝善救俗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由于佛教本身出现了腐败、违戒、作奸犯科等诸多问题，他为了规整佛教才采取禁毁佛教的行为。

（二）位次之辨

唐高祖李渊之所以推崇道教与他争正统的思想有密切关系。李渊先祖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同中原的世家大族相比，无论是其出身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不具有贵族性和正统性。在比较注重出身门第和政治身份的时代，李渊是通过武力手段夺得了隋朝的天下，而非以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正当方式登上皇帝宝座。上台之后，如何解决唐朝建立的合法性问题，是摆在唐高祖面前的一件大事。因此，他就从中国历史上选出道家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作为自己的祖先，由于存在这一层关系，老子成为李唐王朝极度尊崇的对象，老子和道教的地位在唐朝发生了明显变化，一跃而成为三教之首。

武德二年（619），李渊下诏，命楼观令重新修葺老君殿。第二年，李渊又亲自来到这里，还声称：“朕之远祖，亲来降此，朕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126]表达了他对老子以及道教推崇的原因。基于以上考虑，唐高祖武德八年（625）颁布诏书，明确表达了儒释道三教的先后顺序，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127]即按照道、儒、佛的先后顺序排列三者之关系，道教的地位要优于儒佛，通过这种方式凸显李氏家族出身地位的高贵，并证明李唐王朝建立与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从此以后，老子和道教的命运便和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之间关系的展开都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唐太宗对儒释道三教的态度时常发生变化，他对三教的位次及其作用的态度和政策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进行考虑，因此，他继位之后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儒教观，他认为“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128]。这是从国家统治的角度着眼，沿袭了秦汉以来历朝历代以儒教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提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儒教，而且认为如果不能以儒教治国，则国家倾亡在所难免。因此，他在执政之初便致力于儒学的复兴。唐太宗对道教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即大力支持，这是出于为李氏家族争正统、争名分的需要制定的政策，作为李唐先祖的道教教主老子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尊崇。与尊儒崇道相比，唐太宗对佛教却始终采取限制的政策，因此，在三教关系的位次上，佛教总是处于末位。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颁行《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申明：“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129]虽然唐太宗从国家的角度确立了佛道位次关系，但是，仍然有僧人不能接受这一诏令，其中，僧人智实上书《论道士处僧尼前表》，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僧人法琳更是直言甚至攻击道教，这一做法涉及皇室的尊严问题，触怒了唐太宗。结果智实受到杖刑，法琳遭到流放并死于流放途中。

显庆元年（656），玄奘上奏高宗说：“正（贞）观以老子名位在佛先，曾面陈先帝，许从改正。”高宗答复道：“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书平章。”[130]显庆二年（657），唐高宗召集佛道二教的代表进行佛道先后顺序问题的讨论，佛教代表惠立与道教代表张惠先进行辩论，结果是道教一方失败，朝中御史冯神德上《释在道前表》，对二教进行调和，他说：“沙门者，求未来之胜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贵取性真，绝其近伪之迹；胜果者，意存杜渐，远开趋道之心。诱济源虽不同，从善终归一致。”[131]佛道二教从根本上来说应当是一致的。因此，冯神德建议唐高宗，应该“包元建极御一飞贞，乘大道以流谦，顺无为而下济，因心会物教不肃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门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礼，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岂曰无为之妙。陛下道风攸阐释教载陈，每至斋忌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经教，二者何独乖违？”[132]佛教辩论的胜利以及朝臣们的劝说，促使唐高宗重新考虑道先佛后的二教关系，在上元元年（674），高宗下诏说：“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133]至此，佛道二教不分先后地位，形成平等的局面。这既是佛教方面以及护持佛教的朝臣们努力的结果，也是唐高宗对佛道折中、妥协的结果。唐高宗虽然对佛教表现出了妥协的倾向，但是，在尊崇道教方面还是有所加强。乾封元年（666），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设立祠堂，置令丞管理，甚至还让王公官僚都学习《老子》。

武周政权的建立，佛教从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佛教徒薛怀义、僧朗等人更是不遗余力地为武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武则天称帝做了非常充分的舆论准备。如此，武则天登基后对佛教大加推崇和发展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由于要确立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否定李唐王朝存在的合法性，因此，从建立和稳定政权的角度来看，否定老子以及道教的政治地位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所以，武则天称帝后，就降低了老子的地位，称号由“皇帝”改为“老君”。在佛道地位问题上，天授二年（691），武则天下诏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134]在其诏令中，武则天大肆宣扬了佛教义理之高妙和佛教在现实生活中的积极贡献，尤其是能够开革命之阶，启维新之运。因此，她特别强调：“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庶得道有识以归依，极群生于回向。”[135]武则天这一诏令的颁布，是对以前道先佛后顺序的彻底颠覆，也是从政治上彻底否定道教的地位和价值，否定了李唐王室的统治地位，其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宗教史、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皇权政治方面。

神龙元年（705）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又以“老君”为“玄元皇帝”，下令贡举人依旧制学习《老子》，继续推行重视老子、道教的思想。唐玄宗时，推崇老子、重视道教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开元年间，玄宗多次诏令官员、百姓要家家都有《道德经》；每年贡举人对策减《尚书》《论语》两条，加《老子》策。天宝年间，又为“玄元皇帝”老子配置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四位“真人”。在唐玄宗的倡导下，道教经典得以较大规模的收集、注释和传播，道教思想也得到了新的发展。这无疑对提高道教的社会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代后期诸帝，绝大多数对道教采取推崇和重视的政策，虽然没有明确给儒释道排列位次，但事实上还是以道为首位。尤其是到唐武宗时崇道氛围达到了顶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灭佛运动的出现。

（三）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话题。该论题涉及文化的中心与边缘、政权的正统与旁出等问题，核心问题是文化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又长期的争论，从最初三教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指责到后来的相互认同、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文化上多元互补、政治上主辅相互回应的局面。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异质文化，在中国流传的合理性和在中国政权中的合法性始终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的质疑。尽管佛教传入伊始就努力改变自己的异域文化的特性，但是仍然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夷夏之辨在儒释道三教之间展开，这一争论在早期佛教文献《牟子理惑论》中有比较全面的记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和势力不断壮大，他们与中原地区以及南方的政权经常发生战争，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夷夏之间事实上的冲突变得频繁、激烈，与之相关文化上的夷夏之辨这一理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争论的激烈程度迅速上升，道士顾欢所作的《夷夏论》是引发这一时期夷夏之辨的滥觞，围绕这一文章展开了夷夏关系、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全面辩论。这一问题到了唐代发展到巅峰。

唐高祖时，傅奕从夷夏之辨的视角出发来排斥佛教。他认为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无非妖言惑语，假托之言。传到中国之后，佛教“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彰六道，恐[image: ]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究根源，信其矫妄”[136]。结果是迷惑众生，以其浅薄乖谬之内容欺骗人们，因此，对于外来的佛教，作为正统的儒道文化应该时时注意夷夏之大防，他借用历史上的事例说明这种防范是相当有必要的。“自牺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没有佛教的时代，统治时间都很长，然而，“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137]。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则导致国运衰微，统治时间短暂。因此，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和长久，只有“共遵李、孔之教”，才能够实现“孝子承家，忠臣满国”[138]，才能够实现天下太平、社会大治。在太祖和太宗时期，傅奕和法琳等人参与了夷夏辩论，他们对这一问题争论得异常激烈。尤其是佛道二教的教主释迦牟尼和老子之间的关系，更是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双方围绕教主出生方式的优劣、身份的高低、出生地域的高下，甚至教主容貌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无非一些外在的形象上的差异，无可厚非；但是，从根本上看，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印文化差异导致不同认识的结果。与此相关，又引起了对政权统治所带来的危害等政治问题的争论。傅奕提出了激烈的排佛言论，他说：“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秃小，长揖国家。”[139]这是希望用政治的强力手段来彻底清除佛教。中唐之后，对夷夏问题关注和讨论最激烈的人是韩愈，他继承前人的观点，仍然坚持儒佛之间有夷夏之大防。他认为，佛是“夷狄之人”，佛教是“夷狄之一法”，人是“夷狄禽兽之主也”。将佛、夷狄与禽兽等同起来，极力贬低佛教的地位。只有儒家的圣人才能够担负起教化夷狄、改造禽兽的任务，而人们相信佛教就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140]，这是人类的倒退，是以夷变夏的恶果。因此，他对唐宪宗迎佛骨一事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并写了《谏迎佛骨表》，要求统治者对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141]，彻底改造佛教，从而维护儒教正统地位。韩愈激烈反对佛教的行为引起唐宪宗的不满，结果，宪宗震怒，韩愈遭到流放。

夷夏问题中有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焦点，即关于老子化胡说及《老子化胡经》真伪之争，这一问题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就一直是佛道夷夏之辨中争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题目，隋唐五代时期的老子化胡说及《老子化胡经》的争论是魏晋南北朝的延续。开皇三年（583），隋文帝巡视道坛，看见一幅老子化胡像，大生怪异。接着，文帝“敕集诸沙门道士，共论其本。又敕朝秀、苏威、杨素、何妥、张宾等，有参玄理者，详计奏闻。时琮预在此筵，当掌言务，试举大纲未及指核，道士自伏陈其矫诈。因作《辩教论》，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条，词理援据，宰辅褒赏”[142]。彦琮作《辩教论》的目的是指出道教中的虚妄之处，尤其是自晋代以来流传的老子化胡一事的虚妄。该书因其言之有据、论述缜密而获得了朝廷的赞赏。这是隋文帝时期一次典型的佛道交锋，这次佛道之争以道教承认失败而告终。

显庆五年（660），唐高宗召集僧人静泰、道士李荣在洛阳宫中就《老子化胡经》真伪问题进行讨论。这次讨论从文本真伪问题长久争论发展到佛道二教代表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后没有讨论出任何结果。高宗在总章元年（668），再次召集僧道讨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最后，接受了佛教僧众的建议，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数”[143]。唐中宗继位后，恢复了老子“玄元皇帝”的称号，将道教和佛教放在同一地位来看待，中宗下令每州建立一座佛寺和一座道观，称为“中兴寺”和“中兴观”，后又将这些寺观名改称为“龙兴寺”和“龙兴观”。中宗提高道教地位的政策引起了道士的附和，他们又重提《老子化胡经》一事，并且在道观中画上老子化胡成佛的壁画。但是，这一举措却遭到了中宗反对，特别下《禁化胡经敕》，对《老子化胡经》再度禁绝。诏令曰：“朕叨居宝位，惟新阐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礼，降雷雨之鸿恩，爰及缁黄，兼申惩劝。如闻天下诸道观，皆画化胡成佛变相，僧寺亦画元元之形，两教尊容，二俱不可。敕到后，限十日内，并须除毁。若故留，仰当处官吏科违敕罪。其《化胡经》，累朝明敕禁断。近知在外仍颇流行，自今后，其诸部《化胡经》，及诸记录有化胡事，并宜除削。若有蓄者，准敕科罪。”[144]道士原本出于追随中宗的意图重提《化胡经》一事，却没想到中宗以一种比较严厉的方法禁绝了道士的行为，这无疑让道士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于是大恒观主桓道彦等人又上表，他们声称，既然认定老子为道教教主，又是李唐王室的先祖，如果禁止《老子化胡经》，就等于既贬低道教，又不认可老子的先祖身份，这无异于有亏孝敬祖宗之义。针对这一声明，唐中宗又作了《答大恒道观主桓道彦等表敕》，文中指出：“何假化胡之伪，方盛老君之宗……经非老君所制，毁之则匪曰孝亏；文是鄙人所谈，除之则更彰先德。”[145]中宗从一种理性的角度对《化胡经》的真伪与是否有愧先祖问题做了说明，并且表现出了非常坚决的态度，严厉警告桓道彦等人“宜悉脱怀，即断来表”，以后不准再上表讨论此事。

（四）伦理之辨

佛教传入中国，首先遭遇的是儒家伦理观念的批评。《牟子理惑论》中就已经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佛教明显表现出与儒家不一致的地方，如佛教的剃发与儒家的“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毁伤”[146]之区别；佛教的独身与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47]之差异；佛教身穿袈裟与儒家服饰之不同；佛教无跪拜君臣之礼与儒家的重君臣之礼，等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儒之间因伦理价值观念之间的不同争论更为激烈。由孝亲问题引发了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的争论，概括起来就是“五谤”：“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祸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以糜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以纵有因缘如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后世之乙乎？为异人也。”[148]这一时期，参加争论的人也非常多，包括当朝帝王大臣、佛教僧侣、道士等，这些争论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大。

隋唐五代时期，佛儒之间的争论基本上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争论的核心观念也基本上围绕以前所争论的问题进行。唐高祖时期傅奕上书中就涉及这些内容，参加方主要是以佛教为一方，儒道为另一方，而且道教的表现更为突出。如就孝亲观念而言，道教认为：“夫礼义成德之妙训，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见臣民失礼其国可存，子孙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昙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师；口诵夷言，便为世间之贵。致使无赖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号桑门；傲慢君王之前，乃称释种。不仁不孝已著于家，无乐无恭复形于国。”[149]甚至批评“释教弃义弃亲，不仁不孝，阇王杀父，翻得无愆，调达射兄，无闻得罪”[150]。涉及君臣之礼的时候，傅奕批评道：“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151]傅奕针对统治中所关注的忠孝问题展开激烈批判。面对这些批判，佛教僧众也做了相应的回复，其中以法琳的回答最为系统和精彩。中唐以后，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士人对佛教也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152]这一批判基本上是沿袭前代的观点，其创新性并不明显。

隋唐时期佛儒之间关于伦理观念的争论曾出现了互不相让、言辞激烈的现象，但是，从整个隋唐五代来看，这种争论属于个别现象，整体上来说伦理问题的争辩比较缓和，有些时候，佛教有意识地吸收儒家的一些伦理观念，既补充了自己调和世俗社会方面的不足，又能够减少来自世俗社会的批判，使佛教更容易为中国民众接受。隋代智[image: ]在谈到“善根发相”时说：“今略明善根发相，有二种不同：一外善根发相。所谓：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长、供养三宝，及诸听学等善根开发。此是外事……二内善根发相。所谓诸禅定法门善根开发……”[153]将儒家孝亲、尊长的伦理观念与佛教的布施、持戒、供养三宝协调起来，从而把儒家思想纳入了佛教思想中。唐代善导也吸收了儒家的孝亲思想对佛经进行解读，他在解释人生因缘的时候就完全是一种儒家式的解读，他说：“若无父者，能生之因即阙；若无母者，所生之缘即乖。若二人俱无，即失托生之地。要须父母缘具，方有受身之处。既欲受身，以自业识为内因，以父母精血为外缘。因缘和合故有此身。以斯义故父母恩重。……父母者世间福田之极也，佛者即是出世福田之极也。”[154]将孝亲与佛教的因缘观念结合起来既符合儒教的伦理观念，又不背弃佛教的基本思想，这种将儒佛思想吸收、融摄和互相解读的方法能够更好地为中国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围绕儒家忠孝等伦理道德问题，唐代发生了一件持续时间较长、争论较为激烈的事件——致拜君亲事件，这件事对以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炀帝虽然推崇佛教，但是，他对佛教的政策做了一些调整，即下令出家人要礼拜天子及诸长官，时诸僧道士持异议。当时彦琮就撰写《福田论》一文，针对隋炀帝提出的“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155]进行驳斥。事实上，炀帝上朝时也并没有僧道行君臣跪拜之礼。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曾对大臣说：“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156]于是诏令僧尼道士也要致拜父母，不可违反儒家礼教。唐高宗显庆二年（657），下诏令《僧尼不得受父母拜诏》，对于僧尼与父母君亲的关系做了说明：“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亡。岂自遵崇，然后为法！圣人心，主于慈孝，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离欲，先自尊高，父母之亲，人伦已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属，莫不皆然。有伤教名，实[image: ]彝典！自今已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157]这一诏令实际上对佛教不受儒家礼制约束的观念做了修正，间接地将佛教纳入儒教礼仪规范之中，进而在致拜君亲问题上与儒家思想保持一致。

龙朔二年（662）四月，唐高宗又颁布诏令《沙门等致拜君亲敕》，敕令中写道：“君亲之义，在三之训为重；爱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于尊极之地，不行拜跪之礼，因循自久，迄乎兹辰，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朕禀天经以扬孝，资地义而宣礼。奖以名教，被兹真俗，而濑乡之基克成天构，连河之化付以国王，裁制之由，谅归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158]这一敕令引起了僧团的不满，道宣、威秀等僧众二百多人到蓬莱宫上书《议拜君亲状》，拒绝接受高宗的致拜君亲的诏令，同时联系荣国夫人杨氏和其他权贵进行反抗。道宣再撰《列佛经论明沙门不应敬俗》、彦悰撰《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文章，反对拜俗一事。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于五月召集群臣进行论议，道宣率三百人上书陈情，结果，赞同拜俗者有阎立本等三百五十四人，不赞同拜俗者有狐德业等五百三十九人。六月，高宗下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将恐振骇恒心，爰俾详定。有司咸引典据，兼陈情理，沿革二涂，纷纶相半。朕商榷群议，沈研幽赜，然箕颍之风，高尚其事，遐想前载，故亦有之。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弥深，祗伏斯旷，更将安设？自今已后，即宜跪拜，主者施行。”[159]要求僧侣、道士致拜君亲，结果遭到佛道二教的强烈反对，最后不得已停止执行这一敕令，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从唐玄宗以后，唐代政治中再也没有讨论过沙门拜俗的问题。但是，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曾下敕令道：“僧尼朝会、表奏，毋得称臣。”[160]废除了在此之前僧尼跪拜君亲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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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隋唐五代佛教发展概况

隋唐五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此一时期佛教的发展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新的特点；也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佛教的发展在不同时间段内出现了整体盛衰不一和各宗派兴亡相异的特点。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的视角来看，此一时期佛教的社会影响层面都非常广、社会普及程度非常高，几乎社会中各阶层、各等级的人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他们与佛教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尤其是在民间，佛教更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融入日常礼仪、习俗、节日、民风等中去。佛教的全面发展和高度繁荣也引起了支撑寺院存在的基础——寺院经济的变化，寺院受到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大量财物以及其他各种布施，经济实力逐渐膨胀，因此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宗教组织，佛教内部僧团管理与组织制度也逐渐完善，成为以后佛教管理、组织的基本样式。佛教的发达还表现为佛教典籍的大量出现和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从原典翻译到本土著述、从典籍体裁到表现内容，佛教典籍都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此时的佛教典籍都是佛教史上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与之相应，佛教在传播、推广和普及的手段运用上更加多样化和有效化，文学、艺术等多种方法的使用都促进了佛教的全面发展和繁荣。

第一节 社会普及与民间佛教

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无论是从信众的数量、规模上，还是从佛教的表现形态上看，较前一时期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从社会普及的情况来看，诸帝对佛教的鼓励扶植和协调利用的政策，导致了社会各阶层都有信奉佛教、护持佛教和推广佛教的人士。帝王通过自己的政策从国家层面推动了佛教的普及，官僚贵族通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影响佛教的发展，士大夫则通过与僧尼的频繁交往促进了佛教在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基于自己的精神需求和利益诉求而认同、接纳并信仰佛教，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的女性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信仰者。可以说，几乎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和需求信奉、普及佛教，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从民间佛教的表现形式上来看，佛教已经渗入、影响到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信徒们通过写经、造像、斋会、拜佛，甚至撰造佛经等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碰撞、交融中，佛教已经融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佛教全面深入中国社会，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逐渐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

一 佛教社会普及简况

（一）帝室奉佛

隋唐五代诸帝室对佛教的态度不一。其中有反佛的，如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有崇佛的，如隋文帝和武则天；然而，大部分帝王是将佛教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中，围绕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这一核心问题对佛教采取因势利导和方便利用的态度。隋文帝杨广出生于寺院，加之家庭的佛教信仰，他在位期间对佛教采取了崇奉的态度，“普诏天下，任听出家”[1]。通过大规模的度僧，使隋初僧尼人数激增。隋文帝还大造佛像、广建庙宇、鼓励抄写佛经、建立舍利塔、加强南北佛教交流等，通过这些具体措施，促进了佛教的全面兴盛。隋文帝崇佛也影响到王室成员对佛教的态度，其第三子秦孝王杨俊“仁恕慈爱，崇敬佛道，请为沙门，上不许”[2]。皇子受到皇室家族信奉佛教的影响，请求出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出家。隋炀帝在扬州时，曾设“千僧斋”，还请智[image: ]为其授菩萨戒，自称“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通过度僧、造寺塔佛像、修缮故经等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唐太宗根据统治政策的需要适当地发展佛教。他为了报答母恩，以尽儒家之孝道，修造佛寺；为了安抚战争中的亡灵，建造佛寺；玄奘归国后，建造佛寺，开辟专门的译经场所翻译佛经，并且直接促成了唯识宗的创立。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多年以来的眼疾逐渐好转，他认为这是以往的福德因缘所致，于是下令京城以及其余各州寺度僧尼，共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3]。这是唐代立国之初规模最大的度僧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和普及范围。高宗李治为太子时，为了给母亲荐福，修建大慈恩寺，并一次度僧300人。中宗李显刚出生时，即从玄奘受戒，法名“佛光王”，并且“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4]。睿宗李旦佛道并重，景云元年（710）一次度僧、道三万人，规定：“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并进。”[5]武则天是有唐一代最重佛教的一位皇帝，她通过佛教来提高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她也通过为佛经制序、修建佛寺、建造佛像、广度僧尼来显示她对佛教的崇敬之意，促进佛教的繁荣。她尤其支持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的发展。唐玄宗本人虽然不太重视佛教，但是，他亲自注《金刚经》，并且颁行天下；同时，还赋予僧尼以特权，即对违法僧尼按照佛教戒律而非世俗法律进行规约。唐玄宗能够礼遇“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促进了密宗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唐玄宗还请不空进宫为之授灌顶法，成为菩萨戒弟子。唐代后期诸帝的崇佛活动主要以迎请佛指舍利最为有名。尤其是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一事影响最大。先将舍利迎至京师长安，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到各大寺院供信众们观瞻礼敬，掀起了全国性佛教信仰激情，“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6]。这种对佛指舍利的崇拜几近狂热，促使佛教进一步走向宫廷、走向民间。此后的穆宗、敬宗、文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诸帝都比较崇尚佛教，他们或者斋僧万众，或敕衔建寺，或广度僧尼等，都比较热衷于佛事活动。

五代时期，虽然由于朝廷限制佛教政策的延续，导致了后周世宗的法难，但是，其间也有部分帝王及其王室成员对佛教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尤其是在出现灾异、疾病等非常态的情况下，他们更容易求助于佛教，采取做佛事、奉佛等行为。后梁太祖朱温就曾修佛事以祈福、行香以祝寿、事佛以去疾等，显示出对佛教的宽容态度。后唐庄宗李存勖因皇后信佛而奉佛，他曾率领皇后、皇室弟子们迎请、拜见来自于阗的僧人，该僧人“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7]。对另一位僧人诚惠，李存勖也曾率皇后、诸子、诸妃去叩拜，甚至引发了随行人员除了郭崇韬以外全部叩拜的场景。后唐还能够采取三教论议的方式比较平等地对待佛教，曾多次召集僧道的代表人物到内殿进行谈论，甚至还会赐紫衣、师号等。尽管这是出于对唐朝的认可和追慕的政治目的，但是在客观上还是有利于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十国中以吴越、闽、南唐诸帝室奉佛最具代表性，尤其忠懿王钱俶是吴越诸帝中最为崇信佛教的一位。周世宗废佛之时，他曾制作八万四千铜塔，将印刷好的《宝箧印陀罗尼经》经卷藏在其中，颁布于境内。钱俶礼遇僧侣众多。钱俶任台州刺史时，对法眼宗传人天台德韶多有礼遇，向德韶“延请问道”，并声称：“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8]当钱俶即位之时，即遣使迎请德韶，“伸弟子之礼，尊为国师”[9]。德韶的弟子永明延寿也受钱俶礼遇，钱俶重建灵隐寺时，请延寿住持该寺。钱俶还为延寿的著作《宗镜录》撰写序文，表达他对佛法以及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理解。天台宗僧人螺溪义寂也受到钱俶礼遇，钱俶特别为他在天台山建立螺溪道场，并召他“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10]。钱俶重视天台宗，促进了其在东南地区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他还重视禅师，礼遇禅师，迎请禅师道潜为其授菩萨戒，并请他任持杭州的寺院；请宗靖禅师住杭州龙兴寺，慧明禅师住杭州资崇院，并且向他们询问佛法。钱俶奉佛、对佛教不同宗派和三教关系的平等态度对以后宋明佛教的发展和三教交往及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预示了中国佛教的新走向。

（二）权贵崇佛

隋代除了文、炀二帝之外，在官僚贵族中也屡见奉佛者。尚书左仆射高颎曾在隋文帝的统治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夫人先他去世后，独孤皇后哀悯之，曾建言文帝劝说高颎另娶，高颎则流涕称谢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11]另外，有洛州刺史辛彦之“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12]。官僚贵族建立寺塔也是他们崇信佛教的重要表现。著作郎王劭专门负责撰写隋代历史以及皇帝起居注等，深受隋文帝的赏识和恩宠，他撰写成三十卷的《皇隋灵感志》。该书是王劭“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13]而成，书成后受到文帝的赞赏，并予以颁行诵读和厚赏。仁寿中，文献皇后驾崩，王劭又引用佛经内容上言：“佛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14]王劭搜罗佛经内容编撰成书，能够熟练引用佛经上言，这与他生活中受到佛教影响和阅读佛经分不开。

唐朝的官僚贵族中有不少人崇奉佛教。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后代萧瑀由于家庭信佛的原因，也非常崇奉佛教。在唐高祖时，他就“好释氏，尝修梵行，每与沙门难及苦空，必谐微旨”[15]。唐太宗曾送给他“绣佛像一躯，并绣瑀形状龄佛像侧，以为供养之容。又赐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并赐袈裟，以充讲诵之服焉”[16]。礼部尚书裴休对佛教也有非常虔诚的信仰，他由于受家庭奉佛风气的影响，自幼熟读佛经，精通佛教义理，尤其是精通禅宗义理。由于所居之处太原、凤翔等地附近多名山、僧寺，他在公事之余，常常游历山林，与义学僧人讲论佛理。中年以后更是不食荤血，常常斋戒，减少嗜欲。同时，身边常常伴有香炉和佛典，在卧室中以咏歌赞叹、称念佛法为乐。裴休还按照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去修行，披着粗布衣服，手持钵盂到处乞食，这些行为举止都表现出他对佛教的深度信仰。裴休与禅宗僧人交往比较密切，在洪州任职时，他将黄檗希运禅师迎入府邸，朝夕问道、请益佛法。后来到了宛陵，他再次迎请希运禅师到其住所，接受禅法的熏习。裴休还“与尚书纥干皋皆以法号相字。时人重其高洁而鄙其太过，多以词语嘲之，休不以为忤”[17]。裴休不但自己信佛，而且还让自己的儿女亲近僧人，接受僧人的法号，据文献记载：裴休“性慕禅林，往往挂衲，所生儿女，多名师女僧儿，潜令嬖妾承事禅师，留其圣种，当时士族无不恶之”[18]。这种极度崇佛的行为受到了时人的诟病。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都曾经身为宰相，也都非常好佛，其中王缙好佛尤甚，常常不食荤血，他还与杜鸿渐出资建造了多所寺院。王缙的妻子李氏去世，他便“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19]。唐代宗在五台山造金阁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缙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载等每侍上从容，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20]。作为朝廷重臣如此极度奉佛而忽视朝政，这也是导致晚唐时期政治急速衰落的重要原因。

五代十国的官僚贵族奉佛情况没有唐代兴盛，但是帝王的奉佛政策影响到了部分官僚贵族较认同佛教，并能够信仰佛教。也有因个人生活背景、经历的不同而对佛教产生好感，并进而信佛的情况。后唐宰相马裔孙为纯儒，他非常仰慕韩愈不信佛教的态度和维护儒家正统地位的行为。他在为政时并不信仰佛教，但后唐灭亡后，他被“废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长寿僧舍读佛书，冀申冥报。岁余枕藉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又纂诸经要言为《佛国记》，凡数千言”[21]。人生经历的急剧变化导致他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不信佛甚至排佛转变为信仰佛教，乃至抄写、编撰佛教文献，这是五代时权贵崇佛的一个典型表现。

（三）文士学佛

隋唐五代士大夫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隋唐五代文化、思想、学术的繁荣、发展和社会普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绝大多数虽然以儒学为根基，但是往往会吸收佛教，甚至皈依佛教，促进了佛儒之间的进一步融合。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与佛教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表现出或研究佛理或信仰佛教、或激烈排佛等不同的态度，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士大夫受佛教因素的影响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士大夫与佛教僧侣之间的交往比较频繁，他们通过互相交往，一方面促进了僧侣的文学、思想水平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士大夫接受了佛教思想、义理的影响。二者在交往中相互促进，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整体提高。例如，号称为“香山居士”的白居易与佛教僧侣交往密切。他从佛光寺如满禅师接受斋戒并与之共同结社，与禅宗北宗禅师法凝、如信、智如等有密切的交往，这些直接导致他的修行具有北宗的风格。白居易晚年还将他的文集分别藏于几个寺院，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乐天，佛弟子也。备闻圣教，深信因果，惧结来业，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别录三本，一本写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一本写于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一本写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夫惟悉索弊文，归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来世赞佛承转法轮之缘也。”[22]除此之外，白居易还出资请人画《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中的故事，甚至还希望自己去世之后能够往生弥勒净土，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佛教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摩诘居士”王维熟读佛教经典，如《华严经》《维摩诘经》《坛经》等，尤其是受到《维摩诘经》的影响，故取字“摩诘”，他的许多诗文作品都能够反映出他对佛教的深入理解。因王维深受家庭影响，对佛教有特殊的感情。他和母亲、弟弟与大照禅师交往密切，深受禅宗的影响。妻子去世后三十年，他独居一室，不再续娶。尤其是到了晚年，他更是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23]
中晚唐以后，由于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社会动荡，士大夫常常遭遇来自政治上的打击，他们纷纷从佛教中寻求精神慰藉，甚至通过学佛来保身全生，这就进一步促使他们改变对佛教的认识，对佛教逐渐产生认同感，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韩愈。被称为反佛斗士的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强烈反对朝廷迎请佛指舍利，结果遭到流放。在流放的过程中，他接触了岭南高僧大颠禅师，渐渐对南宗禅有了深入了解，认识到佛教与儒学在学理上具有共通之处，为佛儒之间的会通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其他学佛的士大夫还有号称“青莲居士”的李白以及以佛教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李绅、皮日休等，他们都与僧人有密切的交往，他们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中常常会显示出来自佛教方面的影响。士大夫除了与内地僧人交往外，还常常会与西域、吐蕃等地僧人甚至来华的外籍僧人交往，如沈佺期、张籍、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中有与西域、吐蕃僧人交往的记述；刘禹锡的诗《赠日本僧智藏》，贯休的诗《送新罗僧归本国》《送僧归日本》等中记载了与外国来华僧人的交往情况。

寺院是文人士大夫旅游、休闲、读书、交友甚至谋生的重要场所。唐代科举考试结束后，中举的进士们就会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诗，以期名垂千古，“长安慈恩寺浮图起开元，至大和之岁，举子前名登游题记者众矣”[24]。这不仅是他们多年寒窗苦读成功的标志，而且还是一种享受别人尊重的极高荣耀。因此，中举者往往会争相到大雁塔题名。此外，也会有其他并非中进士的士大夫到寺院古塔上题名、题诗，虽非成功的荣耀，但是，可通过此种方法发泄一下自己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情感。在寺院、寺塔等佛教场所题词、作诗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这既能够展现出士大夫的文学水平、学识素养，又有可能受到皇帝和权贵的赏识，以引起他们的重视，得到提拔和重用。李白一生游历名山古刹，在许多寺院写诗题名，在这些诗中也常常表现出他对佛教的理解，展示出禅的意蕴。如《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写了人生不过是四大假合而已，唯有澄心静虑，通体观照，才能领略精要，获得怡然境界；《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除了描写景物外，还引入僧朗、杯度两位高僧，通过佛教术语的使用，反映了他对佛教思想的理解；《普照寺》则写道：“天台国清寺，天下为四绝。今到普照游，到来复何别？楠木白云飞，高僧顶残雪。门外一条溪，几回流岁月。”[25]这不仅是对天台寺院的描写，从中更能够体现出他对禅宗思想的领悟以及因此而表现出的禅意。寺院不仅仅是一所宗教活动的场所，由于寺院有大量藏书，也成为当时文化教育和传播的中心。加之寺院环境优美、宁静，也成为人们求知、休闲的好地方。有些士大夫专门寻找寺院暂住在那里读书，并与寺僧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例如，韦昭度“少贫窭，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常器重之”[26]。

（四）民众信佛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仅受到帝室、官僚贵族和文人的青睐，而且也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欢迎和接受。在隋唐五代整体佛教氛围比较浓厚的社会里，普通民众中的不同人群都有非常明显的信仰佛教的活动和行为表现。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从印度求法归来，在尚未到达长安城的时候，就已经有“道俗相趋，屯赴阗闼，数十万众，如值下生。将欲入都，人物喧拥，取进不前，遂停别馆。通夕禁卫，候备遮断，停驻道旁。从故城之西南至京师朱雀街之都亭驿，二十余里，列众礼谒，动不得旋”[27]。而当玄奘法师将他从印度、西域等地带回来的佛经、佛像、舍利等佛教圣物带到长安时，将“诸经像送弘福寺，京邑僧众竞列幢帐助运庄严，四部喧哗又倍初至”[28]。受到了普通信众的热烈欢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玄奘圆寂，是“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数百千”，埋葬到浐河以东的时候，“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29]。人们对于玄奘法师的崇拜几乎超过帝王。这不仅是玄奘法师本人的魅力所致，也是当时人们认同佛教、信仰佛教的一种表现。

在唐代多次迎请佛指舍利的活动中，每次参与的信众数量都非常可观，活动场面也非常宏大，其中，最盛的一次是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迎请佛指舍利的活动。据史书记载：“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仕女瞻礼，僧徒道从……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30]这次活动中参加者除了僧人、贵族之外，更多的是一些普通信众。其中，一些人的举动已经是失去了理智，也违背了佛教的基本教义。

佛教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通信众的认同、接受，并且在普通信众中广泛流行，除了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有关之外，还与佛教自身的思想、传播方法及其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程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五代时期，佛教的大部分经典已经翻译过来，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惩恶劝善”、“轮回”和“地狱”等思想在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已经渗透了每个人的心，甚至出现了适应普通民众信仰心态的“疑伪经”，“疑伪经”中包含中国本土儒道二教及民间信仰的诸多成分，如孝亲观念、地狱信仰、十王信仰等，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佛教的民间化和俗信化。佛教的不同宗派在此时都已经建立并且有所发展，各宗派的领袖通过自己宣扬佛法的努力，扩大了佛教的影响范围。一方面，他们通过与统治者的密切交往，获得帝王的支持，从上层来推动佛教的社会传播；另一方面，僧众个人的魅力吸引着众多信仰者，使这些信仰者不断坚定自己的佛教信仰。这一时期，佛教的传播手段和方法也更加灵活多样，一些俗讲、灵验记、宣佛小说等文学传播方法和手段出现并被广泛使用，这都促进了佛教向更深层次、更广泛的空间发展，从信仰者的角度来看，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成为中国佛教发展最重要的载体，这是当时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女性奉佛

女性是社会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五代时期，随着社会风气不断开放，女性的地位、思想观念和自由程度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使她们有机会、有权利去接触佛教、信仰佛教。对于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由于她们本身处于社会地位较高、生活较为富裕的皇室家庭中，接受教育也较为系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加上当时社会风气较为开放，这就使上层社会的女性有机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因此，在具有极大影响的佛教活动中，常常会看到她们参与其中的影子，这种耳濡目染使她们更容易接受佛教、信仰佛教。佛教中吃斋、念佛、诵经、拜忏等一些简单方便的修行方法能够适合她们的需要，佛教具有的心理疏导和精神慰藉的功能容易得到她们的认同，因此，信仰佛教，甚至崇佛就成为她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对于后妃和宫女以及广大普通女性而言，家庭的影响、婚姻的变故、疾病的困扰等生活中的不如意和艰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她们对佛教的认识和态度，这些影响又会促使她们寻求一种精神支柱，获得生命关怀，佛教关注生命、给人精神慰藉的功能就使她们更容易接受佛教、信仰佛教、皈依佛教。有些妇女在丈夫死后，往往会选择削发为尼的生活方式。幽州范阳人崔绘妻卢氏，原本为山东著姓。“绘早终，卢既年少，诸兄常欲嫁之，卢辄称病固辞。卢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龙初为工部侍郎，又求续亲。时思冲当朝美职，诸兄不之拒，将婚之夕，方以告卢，卢又固辞不可，仍令人防其门。卢谓左右曰：‘吾自誓久已定矣。’乃夜中出自窦中，奔归崔氏，发面尽为粪秽所污，宗族见者皆为之垂泪。因出家为尼，诸尼钦其操行，皆尊事之。开元中，以老病而卒。”[31]有一些女性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选择信仰佛教。僧人智命，俗姓郑，名颋，“决心出俗，又劝妇氏归宗释教，言既切至，则依从之，更互剃发”[32]。张府君的“夫人少习诗礼，长闲音律，既阅道书，尤精释典”[33]。河东裴章在太原任职，将其妻子李氏独自留在洛中，而且，他还数次过家门不入，这使他的妻子感到备受冷遇，转而去读佛经寻求解脱，“李氏自感其薄，常褐衣髽髻，读佛书蔬食”[34]。萧瑀因为家庭信奉佛教，这也影响到他对女儿佛教信仰的态度，女儿三岁便送入佛寺为尼。还有的人是天生具有出家为尼的慧根，据文献记载：“兴元城固县有韦氏女，两岁能语，自然识字，好读佛经。至五岁，一县所有经悉读遍。至八岁，忽清晨熏衣靓妆，默存牖下，父母讶移时不出，视之，已蜕衣而失，竟不知何之。”[35]
由于女性信仰佛教的现象比较普遍，社会上出现了与之相应的数量可观的尼寺。根据史料记载，盛唐时，“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四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36]。尼寺与僧寺的数量虽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从当时社会情况来看，有如此众多的尼寺必定有与之相应数量的出家妇女，据史载，妇女出家的人数在唐玄宗时期约为50576人。[37]从中可见当时女性出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而那些尚未出家的一般女性信众则要更多一些。

二 民间佛教的普遍流行

同官方的佛教信仰方式不同，民间佛教的流行则更多是从关注自身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其对佛经的研读、抄诵，还是在具体的修行方面，都能够表现出一种简约性、功利性、实用性、民俗性的特点。过于高深的理论和思辨性很强的逻辑论证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一）写经造像

佛法僧三宝是佛教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三个基本要素。对佛的崇拜逐渐演化成对佛菩萨像的崇拜，对法的崇拜则主要表现为对佛教经典的抄写、读诵、流传等具体方式。从南北朝以来，佛教信众们就特别注重造像、画像，以此寄托、表达自己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希冀得到佛菩萨的护佑。

奉持、读诵《金刚经》《法华经》《观音经》《阿弥陀经》《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等经典是这一时期比较流行的现象。贞元十七年（801），“张镒相公先君齐邱，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38]。不仅男性酷信佛教，而且还有信仰佛教的妇女也常常烧香、吃素、拜佛、诵经，表现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公安潺陵村的普通百姓王从贵之妹“未嫁，常持《金刚经》。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复墓，闻冢中呻吟，遂发视之，果有气，舆归数日能言，云：‘初至冥间，冥吏以持经功德放还。’”[39]开元十年（722）四月八日，幽州良乡县的“清信女仇二娘敬造《药师经》一卷”[40]，通过造《药师经》来达到消灾祈福的目的。敦煌出土的隋唐五代时期的佛经写卷非常多，例如，S.1893号《大般涅槃经卷第卅七》（尾题）中写道：“景龙三年（709）十二月十一日，李奉裕在家未时写了，十二月十日，清信女邓氏敬造《阿弥陀经》一部……”有些信徒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信仰，还手书血经，唐肃宗患病期间，张皇后就曾“自箴血写佛书以示诚”[41]。唐宣宗时，庐州人万敬孺，“三世同居丧亲庐墓，刺指血书佛经”[42]。

唐初，写经造像就已经职业化和商业化了。唐高宗龙朔三年（663），长安城内刘公信妻子陈氏应其亡母之请，抄写《法华经》，由于他们贪图省事，他的妹夫赵师子从专门抄经卖经的经生那里购得一部，“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未装潢……转向赵师子处质二百钱”[43]。被称为“经生”的抄经人抄写佛经、买卖佛经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敦煌出土佛经中的首尾题经常会看到有“经生”抄写的字样，表明许多佛经并非信仰者本人所抄写，而是通过职业抄经者完成，抄经人可以随意将为别人抄写的佛经转卖他人获得利益。开元二年（714）玄宗下诏曰：“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44]在京城长安公开设置商铺写经造像，说明写经造像在民间的流行已经发展为一种市场需求，大大地降低了佛教信仰的神圣性。

佛教造像起源于印度，但是，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则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尤其是从北魏开始，一直到唐中叶为止，是佛教造像的兴盛时期。这些佛教造像，从所造形象上来看，有释迦佛、弥勒菩萨、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罗汉等；从所用材质上来看，有石质、铜质、木质、泥质等；从造像位置上来看，有大的摩崖造像，有稍小一点的石窟造像，最小的造像甚至与手掌大小等同。隋唐五代时期的石窟造像发展比较迅速，出现了大规模开凿石窟造像的活动。隋代僧人灵裕“营诸福业，寺宇灵仪。后于宝山造石龛一所，名为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面别镌法灭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每春游山之僧皆往寻其文理，读者莫不歔欷而持操矣。其遗迹感人如此”[45]。在规模较大的敦煌莫高窟中，“从公元589年到640年之间的50多年中，莫高窟共营建了近90个洞窟，平均每年将近两个。这样的频率是莫高窟营造史上最高的”[46]。此后，敦煌莫高窟一直在续开，从640年至767年的近130年间，莫高窟崖面上共营造了150多个洞窟。综合隋唐莫高窟的开凿情况，莫高窟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中，有些石窟造像成为整个莫高窟的代表作品。

北魏时期开凿的龙门石窟，在隋唐时期得以续开，尤其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更是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凿，最有名的卢舍那佛像龛窟群就是此一时期的杰作。值得一提的是，隋代佛教石刻的代表作是沙门静琬的房山石经，静琬又称智苑，据文献记载：“幽州沙门释智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苑所造石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47]有感于佛教末法的到来，静琬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刻成石经，成为石刻佛经的典型代表。除了规模和造型较大的佛教造像之外，隋唐五代时期，由僧尼、普通信众或社邑出资雕凿的小型佛教造像也非常多，这些造像或为祈求福报，或为消灾祛病，或为追念亡灵等目的而雕凿，成为佛教造像中的一大特色。

（二）佛菩萨信仰

隋唐五代时期的佛菩萨信仰对象多元，内容也非常丰富，舍利信仰、弥勒、弥陀、观音、文殊、地藏、维摩、陀罗尼和十王信仰等诸多信仰形式在这一时期比较流行。

弥勒信仰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在这一信仰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现象。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僧人“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48]。薛怀义等人撰造佛经，称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应当代替李唐做阎浮提主。这一事件显示了当时帝室已经普遍认可弥勒的下生信仰，所以以此为武周革命制造舆论。除了帝王、僧尼们信仰弥勒，在民间普通信众中也流行弥勒信仰。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华北地区就有以弥勒佛出世为旗号的起义，当时“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杖，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49]。大业九年（613），又有弥勒教徒唐县人宋子贤自称弥勒佛出世，举行无遮佛会，举兵袭击正在巡视的隋炀帝，结果事泄被杀，连坐者有千余家。同年，佛教徒向海明“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潜谋逆乱。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人皆惑之，三辅之士，翕然称为‘大圣’。因举兵反，众至数万，官军击破之”[50]。通过借用弥勒为旗号来发动起义，对身处生活困境中的普通民众具有比较强的吸引力，容易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弥勒信仰在隋代普遍流传的状况。由于连续发生以“弥勒”为旗号的起义，到唐玄宗时，朝廷便下令严格禁止此类活动。“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刺史县令，职在亲人，拙于抚驭，是生奸宄。自今已后，宜加捉搦。仍令按察使采访，如州县不能觉察，所由长官，并量状贬降。”[51]这种禁断弥勒教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弥勒信仰在唐代的发展。此后，弥勒信仰出现了衰微迹象，到五代时期，弥勒的形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面相慈善、笑容可掬的“布袋和尚”成为弥勒的标准形象，受到此后历代世人的认可和崇拜。而随着“布袋和尚”成为弥勒佛的唯一代表，人们对早期流行的弥勒菩萨形象渐渐忘却，对弥勒菩萨的崇拜也逐渐消失。

阿弥陀信仰是净土信仰中最流行的一种，经过昙鸾、道绰和善导等诸位高僧的阐释、发挥和推广，弥陀净土逐渐成为后世民众佛教信仰的重要形态，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接受和实践弥陀净土信仰。唐代有些女性信众通过念佛往生弥陀净土，贞观年间，洛州永安县般龙村“内有盲老母，姓梁。因师劝念阿弥陀佛，其老母宿有善根。一教以后，相续念佛。三年之后，双眼得开。既得眼已，倍加诵念。更满四年，阎浮报尽。舍命之时，合村共见诸佛菩萨幢蟠宝盖下来迎之，便即寿终。合村敬仰，将用非凡，遂不许令葬，于村西共为起塔，塔今现在路露。塔前村人往来，莫不致敬，合村大小皆称诵佛”[52]。通过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获得现实利益是诸多信众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唐武宗虽然限制佛教的发展，但是，在他下令灭佛之前也曾支持弥陀净土信仰。“（唐武宗）又敕令章敬寺镜霜法师于诸寺传弥陀净土念佛教。廿三日起首至廿五日，于此资圣寺传念佛教。又巡诸寺，每寺三日。每日巡轮不绝。”[53]在帝王的支持下，弥陀净土得到了更为有利的发展机会，能够进一步增进普通民众对它的接受。

观音信仰在隋唐五代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融入社会、走向民间，成为人们信仰和崇拜的主要对象。首先，观音形象逐渐增多，如千手千眼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白衣观音、不空罥索观音、叶衣观音、水月观音、杨柳观音等。同时，观音形象逐渐出现了女性化倾向。其次，观音信仰出现了密教化倾向，一些密教类观音经典被翻译过来，如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翻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沙门三昧苏瞀罗翻译的《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等。再次，观音的灵验感应事迹屡屡见诸史料，有关观音的文学作品也不断出现。最后，出现了许多的观音造像和观音绣像，绘画作品也有不少是以观音形象为题材，并逐渐形成了以普陀山为中心的观音道场。这些观音信仰的新变化都促进了观音信仰的民间化、世俗化和大众化。

此时期的地藏信仰也被普通民众接受。地藏信仰最重要的三部经典《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十轮经》（该经有两个译本，唐代有玄奘译本）和《占察善恶业报经》都已经被翻译或撰造出来，[54]随着地藏信仰的不断流行，地藏信仰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撰造、诵读、抄写地藏经和雕凿、绘画地藏菩萨像成为广大信众寻求解脱的一种重要途径；地藏菩萨与地狱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逐渐成为掌管地狱的神灵；地藏菩萨的形象逐渐定型化，从新罗来华的王子金乔觉成为中国化地藏菩萨的唯一形象。这些变化都是地藏信仰深入民间的重要表现。

此外，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的维摩信仰，在帝王皇室中流行的舍利崇拜，在僧尼中流行的陀罗尼信仰，还有民间流行的十王信仰等对诸多佛菩萨以及圣物的信仰和崇拜，在隋唐五代时期都得到了不同层次信众们的支持，逐渐成为中国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民众生活的重要信仰对象。

（三）结社法会

北魏初年的北方地区兴起了一种民间佛教组织——“义邑”。“义邑”又称为“邑会”、“社邑”，是由在家佛教信仰者组成，它的主要功能是集合信仰者们从事共同出资造像、写经、进行斋会等佛教活动，这一民间性的佛教组织在隋唐五代时期依然流行和广泛存在。从现存资料来看，隋代义邑的活动主要是以造佛菩萨像和造石经为主。唐代义邑中的造石经活动也比较普遍，还形成了“幽州石经邑”、“莫州诸县石经邑”、“昌平县石经邑”等。除了造经像之外，唐代义邑还有其他一些佛事活动。唐初益州福寿寺僧人宝琼经常举行民间集会，“每结一邑必三十人，合诵大品，人别一卷。月营斋集，各依次诵。如此义邑乃盈千计，四远闻者皆来造欵”[55]。类似的义邑有上千个，集中的人数比较多，在这种义邑法会中会进行诵经、斋会等活动。唐玄宗时，在长安附近的民间常常会有聚集在一起进行佛事活动的情况，“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56]。晚唐以后，义邑的活动组织在敦煌地区表现得比较集中，活动也比较频繁，组织比较完善，有社僧、社长、社子等组成人员。伴随着斋会、诵经活动，还有比较流行的俗讲活动。

另外一种具有民间性质的佛教组织是“法社”，参加者多数是官僚贵族、士大夫和一些僧尼。唐武宗时，白居易就曾经参加香火社之类的法社，“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与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57]。因为参加香山法社，白居易自称为“香山居士”，这一称呼成为白居易一生以及以后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名号。法社活动的参加者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一组织去了解佛教思想、义理，同时，也通过具体的修行活动，加强对佛教的理解和增强对佛教的信心。法社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就是念诵佛经。唐德宗时，有开元寺僧人神皓“别置西方法社，诵《法华经》九千余部”[58]。在该法社活动中，以念诵《法华经》为主要修行方法。唐穆宗时，白居易参加了杭州龙兴寺的华严法社，该法社以专门念诵《华严经》为主要活动内容，由于参加华严法社的人数众多，逐渐形成规模较大的华严斋会。

在佛教的集体修行活动中，比较重要和常见的还有斋会、法会等大型的活动。如果说，法社的参加人数和影响范围较为有限的话，那么，以固定日期举行的斋会、法会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影响范围都比法社大得多。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在河南宋州开元寺举行的八关斋会场面非常壮观，参加人数相当多，有僧众上千人，世俗信仰者七千多人，进行供斋活动。宋州刺史徐向“曾饭千僧于开元寺”，其于官民又各设一千五百人、五百人、五千人。当时“法筵等供，仄塞于郊垧；赞呗香花，喧填于昼夜”[59]。在斋会上，还要举行行香、读经、诵梵呗等具体活动。日僧圆仁还目睹和亲自参加了当时一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扬州开元寺举行了规模较大的行香法会活动，“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供五百僧……相公等引军至堂后大殿里吃饭。五百众僧，于廊下吃饭。随寺大小屈僧多少；大寺卅，中寺廿五，小寺二十，皆各座一处长列。差每寺之勾当，各令办供，处处勾当，各自供养。其设斋不遂一处，一时施饭，一时吃了。即起散去，各赴本寺。于是日，相公别出钱，差勾当于两寺，令涌汤浴诸寺众僧，三日为期”[60]。从参加僧人、寺院的数量和持续的时间长短上来看，这无疑是一次规模较大、颇具影响的大型法会。

（四）佛教节日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与中国民俗相结合，一些重要的佛教节日也逐渐成为民俗生活中重要的节日。如上元节的燃灯、二月的佛诞或佛成道、四月的佛诞、中元节的盂兰盆会、腊月的施粥等民俗节日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诞日原本是佛教的重要节日，到隋唐时期也成为中国民众普遍认可的重要的民俗节日。关于佛诞日的具体时间，不同资料有不同的记载，主要有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两种，其中，以四月八日影响更大。唐代初年，有的僧人就以二月八日为佛诞日，如僧人玄琬在长安时就“以二月八日大圣诞沐之辰，追惟旧绪，敬崇浴具，每年此旦，建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含悲敬”[61]。唐代四川地区的僧俗二众将佛诞日定为两天，即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时，四方大集，驰骋游遨，诸僧忙遽，无一闲者”[62]。而敦煌地区的佛寺将四月八日视为佛成道日，受到了僧俗二众的重视，是日举行布施、行像、讲经等诸多佛事活动，成为西北地区非常隆重的佛教民俗节日。与佛诞节密切相关的一件重要佛事活动是浴佛，敦煌出土文献S.2832号写卷就描写了敦煌地区浴佛时的情景：“四月八日，时属四月维八，如来诞时。七步莲花，既至于日，九龙吐水，亦在兹辰。”不仅在西北地区如此，在唐诗中也常常会看到佛诞节时浴佛活动的描写，诗人张籍曾在《题清彻上人院》中写道：“古寺临坛久，松间别起堂。看添浴佛水，自合读经香。爱养无家客，多传得效方。过斋长不出，坐卧一绳床。”[63]，顾况的诗中也有描写庆祝四月八日佛诞节的内容：“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64]将四月八日定为佛诞日，而且还将佛诞日与中秋节并列，显示出人们对佛诞节的重视。因此，唐代将迎佛指舍利的重要活动定在四月八日也是有着特别意义的。

在佛教节日中，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盂兰盆节。早在南朝时期，盂兰盆节就已经成为民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梁武帝经常于七月十五日设盂兰盆斋会，这一活动日成为官方认可的法定节日。唐代盂兰盆节最为兴盛，受到了唐代诸帝王的重视，其迎请仪式、供养内容都非常丰富和多样。唐高宗时设立送盆仪式，“国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慈恩等寺……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举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65]。盂兰盆会有一套比较复杂的程序，节日送往寺院的有花、盆甚至乐人等，显示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武则天时期的盂兰盆会规模非常盛大，参加人数非常多，而且还有辞藻华丽的赞文。“如意元年（692）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武）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杨）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66]代宗时的盂兰盆盛会场面华丽，活动内容丰富，费资甚巨。“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而识者嗤其不典，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67]到唐武宗时，日僧圆仁在山西太原府的一些寺院中亲眼观看了举办盂兰盆会的盛况。“十五日，赴四众寺主请，共头陀等到彼寺斋。斋后，入度脱寺巡礼盂兰盆会，及入州见龙泉。次入崇福寺，巡礼佛殿。阁下诸院，皆铺设张列，光彩映人，供陈珍妙。倾城人尽来巡礼，黄昏自憩。”[68]这一盛大而又隆重的节日在唐末五代时期都一直延续，远在边陲的敦煌地区也与中原一样重视。敦煌出土文献P.4536号写卷题名为《七月十五日》，内容是：“十五日者，目连救母之晨……孟秋即月圆时，取众僧休夏之日，比丘自资，诸佛欢欣，以盂兰盆供养。请众地狱一切重苦，不日而得消除。”该写卷直接描写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的盛况，反映出西北地区佛教活动中对盂兰盆节的重视。

盂兰盆节与中土传统七月十五鬼节的重合，反映了佛教观念与中土思想的进一步融合，尤其是体现出佛教与儒家孝亲观念的结合，正如陈寅恪所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69]通过节日的重合将佛教与中土冲突最为激烈的一个观念——孝亲观念融合起来，极大地减少了佛教与中土文化的冲突，进而使其演变成中土文化中的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通过这种方式，佛教不再被视为一种外来文化而受到民众的拒斥，相反，它受到了广大普通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普遍接受，这既有利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又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是外来文化成功中国化的典型。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僧团组织

隋唐五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佛教寺院经济的发达，同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经济相比，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是寺院经济发展的极盛时期。寺院经济的发展与寺院和僧尼数量的快速增加、寺院规模不断扩大有关。寺院的兴建、扩建、改造、维修和保护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僧尼的日常生活费用和一些重大的佛事活动也需要经济的保障，这些活动没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很难完成，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寺院在造像、写经以及举办各类法会方面的费用十分惊人。如此大量的经济消耗，必然有固定的收入才能够维持，帝王的赐予，贵族、官僚、士人乃至一般民众的资助都是其经济的主要来源。另外，寺院本身拥有广大地产，可以进行种植、养畜等经济活动增加收入；寺院也可以通过放高利贷、商品买卖、旅店业等世俗经济手段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保证寺院的正常运转。面对日益增多的僧尼，朝廷采取了设置僧官的办法来进行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僧官制度，能够有效地控制僧团，将僧团置于国家政权管辖之下。僧团内部也有不同的寺职人员对本僧团进行有效管理。无论是“十大德”还是“三纲”都较为有效地适应了当时社会，实现了僧团有序、正常的运转。僧团本身十分注重教育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其中，隋初设置的二十五众和五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为僧团教育和佛教的推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寺院经济

（一）寺院的经济来源

隋唐五代时期，寺院经济的来源比较广泛。通过政府行政命令敕建寺院并给予相当丰厚的财产，是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隋开皇（581—600）中，隋文帝下诏一次赐给少林寺土地一百顷；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又“敕少林寺赐地四十顷”[70]。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寺院的田产。除了赐予土地财产，还赐予与之相应的一些财物。开皇初年，隋文帝下令向僧人昙崇所住持的寺院赠送“绢一万四千疋，布五千端，绵一千屯，绫二百疋，锦二十张，五色上米，前后千石”[71]。皇后向寺院赠送“钱五千贯，毡五十领，剃刀五十具”[72]。开皇六年（586），隋文帝向僧人昙延住持的寺院“送米二十车……未几，帝又遗米五百石”[73]。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为了表达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发心忏悔，并准备重新修复故佛经像，“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皇后施绢亦十二万匹。王公已下爰至黔黎，又人敬施钱百万”[74]。这样以帝王的祈愿行为为导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将大量的财物捐献给寺院，壮大了寺院的经济实力。

在唐代，屡见皇帝赏赐寺院大量的财物。被称为“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曾受到唐代宗的巨额赏赐，包括：绢类2280匹，约等于1140名丁男一年的调绢。瑞锦褥十二领和绣罗幡三十二口，价值千万。就按一千万算的话，约等于13193名丁男一年的全部赋役额。这里还没有算大历六年赐的二十四口绣罗幡。造文殊阁赐钱三千余万。按三千万算，约等于39587名丁男一年的赋役额。[75]这些数量巨大的财物无疑增加了寺院经济的实力，使得寺院经济能够成为左右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唐代对一些国家敕建的大寺院，往往会给予格外的优待，“国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76]。唐高宗除了赐予西明寺上百顷田园财产之外，还配以“净人百房，车五十辆”[77]，为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经金仙公主的奏请，玄宗将范阳的“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78]，敕予云居寺使用。

除了皇室的直接赏赐之外，国家的土地政策对寺院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唐代初期在全国实行均田制，受田的人不仅仅有官僚贵族、世家大族和普通民众，还有一类特殊群体——僧尼、道士女冠也依据均田制的相关规定得到了受田：“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79]僧尼也因此获得了永业田和口分田。均田制普及僧尼，表明了国家正式承认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个部分，然而，寺院经济又与世俗经济有着明显的不同，即它享有免役和免赋的特权。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下诏曰：僧尼“既助国纳钱，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资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余七分并任终身自荫，身没之后，亦任回与近亲”[80]。这种特权的实行产生的后果是，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引发了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的矛盾。为了逃避赋税，人口大量地涌入佛门，政府又不得不实行严格的度牒制度，控制度僧的数量，尽管如此，随着唐代中期以后政局的变化，无籍僧尼数量还是日益增多了。安史之乱以后，国家为了筹措军饷、充实国库，还不得不通过鬻卖度牒的途径来聚敛钱财。

拥有巨额财富的官僚贵族争相以田地财产资助寺院，乃至将整个庄园舍为寺院，进一步强化了寺院经济的实力。隋代司徒陈杲仁将他经营规模相当可观的“别业”舍入景星寺，该处“红沼夏溢，芰荷发而惠风香；绿田秋肥，霜露降而嘉禾熟”[81]。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经济收入相当可观的田庄，这类田庄转归寺院，无疑会大大增加寺院的经济实力。隋代晋王杨广与三论宗僧人吉藏交往密切，当时有一名叫昙献的禅师请吉藏法师参加法会，讲解佛经，当时“七众闻风，造者万计。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缦广筵，犹自繁拥。豪族贵游皆倾其金贝，清信道侣俱慕其芳风。藏法化不穷，财施填积，随散建诸福田。用既有余，乃充十无尽，藏委付昙献资于悲敬”[82]。财力雄厚的豪贵们施舍给僧人、寺院的财物不可胜计，成为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到了唐代，帝室对佛教的支持、财物的布施，也引发了其他阶层人士的布施，结果造成了寺院经济异常发达的局面，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一现象：“沙门盛洙泗之众，精舍丽王侯之居。既营之于爽垲，又资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拟甲第而当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83]
（二）寺院经济的劳动者

拥有大量田产的寺院需要有大量的劳动者进行耕作。唐代律宗创始人道宣在《量处轻重仪》一文中，把寺院劳动者分为三类：一是“施力供给”，二是“部曲客女”，三是“奴婢贱隶”。说明在唐代寺院就已经有了成分不同、地位各异、数量众多的劳动者。从寺院劳动者的名称上来看，有净人、家人、奴婢、部曲、常住奴等不同称谓；从寺院劳动者的来源来看，有朝廷赏赐、官僚布施、信众舍身、买入等不同方式。这些称谓多样、来源各异的大量寺院劳动者为寺院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皇室赏赐寺院田产的同时，往往会赠予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杨广作晋王时，“钦敬禅林，降威寺檀越，前后送户七十有余”[84]。赐予寺院的民户除了为寺院进行洒扫、杂役等一般的服务活动之外，还负责寺院田产的劳动与耕作等，参与了寺院经济的积累，推动了寺院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些从事寺院经济活动的民户有净人、佃客、奴婢等，此外也有部分寺院僧人进行土地劳作，尤其是唐中期以后的农禅经济主要是依靠僧人自身的劳动而发展起来。

净人是佛寺中的重要劳动力，他们负担寺院内部生活的整理和寺院田产的劳作，对推动寺院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佛教寺院中的净人最早出现在晋代，到了隋唐时期比较普遍地存在。陈末隋初，僧徒有名者尚有三千五百多人，“净人数千”[85]。隋末唐初京城清禅寺中“寺足净人”[86]。唐代长安西明寺一次就获得了唐高宗赐予的“净人百房”。这也表明当时寺院经济的主要劳动者是净人。

唐武宗灭佛时，没收、改造大量的寺院田产、劳力以及僧尼为世俗社会所利用，“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僧尼归俗者二十六万五百人”[87]。可见，由于寺院占有大量的田地，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耕种，当时从事寺院田产劳动的奴婢等劳动力的数量相当庞大，难怪有人惊呼：“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88]
僧人从事劳动伴随农禅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增多。他们参加寺院土地开垦，寺院建设和寺院园圃、田产的耕作等体力劳动。南泉普愿于贞元十一年（795）“挂锡池阳南泉山，堙谷刊木以构禅宇，蓑笠饭牛溷于牧童。斫山畬田，种食以饶，足不下南泉三十年矣”[89]。实行一种自我耕种、自给自足的农禅经济生活。另外还有福清县灵石俱胝院住持元修，在他临死之时所留下的遗书中写道：“吾初住庵，刀耕火种，造伽蓝，置庄田，供僧待客，未尝缘化。”[90]禅宗僧人通过自己亲身劳作来促进寺院的发展，躬行实践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经济的宗旨。

（三）寺院财产的构成

寺院财产是构成寺院经济繁荣发达的基本条件，这些寺产的主要成分是田地。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和帝王的支持，寺院田地的数量增长很快，甚至形成当时寺院兼并土地的现象，这种兼并反过来又促进了寺院田地的急剧增长。据文献记载：“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91]这种侵夺普通民众土地的现象在唐代中后期时有发生，僧人慧范就“恃太平公主势，逼夺民产”[92]。贞元二十一年（805），寺院与世俗权贵结合，逼迫马燧之子马畅施舍田园第宅，“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吝”，结果导致马畅“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93]。通过种种手段，寺院获得田地的数量大大增加。

伴随着寺院经济的不断膨胀，到武则天时，竟然出现了“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94]的局面。唐代宗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95]。唐睿宗为昭成皇后追福，改建洛阳景云寺为昭成寺，此寺于河阴（河南荥阳与武陟之间）置有“僧朗谷果园庄”，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到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的四十一年中，施田买地及兼并周围土地计一千七百九十一亩。又据载，浙江阿育王寺有田十顷，系“陆水膏腴之沃壤”；[96]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果园、庄园十五所。[97]占有大量田庄、园圃、山林等地产成为唐代特有的寺院经济格局。除了寺院建有大型庄园，有些僧侣还拥有自己的私有庄园，拥有丰厚的资产收入。如中唐僧人道标“置田亩岁收万斛，置无尽财，与众共之”[98]。又有释圆观，“居于洛宅，率性疏简，或勤梵学，而好治生。获田园之利，时谓之空门猗顿也”[99]。

除了拥有大量良田之外，皇室还赠送寺院劳动工具，甚至劳动者，随着寺院实力的增强，有些时候，寺院也会主动获取一些生产工具等。隋开皇十二年（592），文帝曾赐予妙显寺“水田二顷五十亩，将充永业。寺侧近封五十户民，以充洒扫”[100]。唐太宗时期，在汾州、晋州等地为阵亡将士建寺，寺建成之后，“又给家人、车牛、田庄”[101]。增加了寺院的经济实力。到了后来，尤其是武则天到唐睿宗时期，还经常出现寺院宫观等主动侵夺百姓田产、强占田地为寺产的现象。

隋唐时期的“无尽藏”是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代由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创立的“无尽藏”影响最大，最初的目的是以一种布施财物的方式积累功德以消除前生的诸种业障，后来演变成放高利贷的机构。信行规定参加“无尽藏”的人们要向该组织布施一定数量的财物，具体来说，有钱和物两种，“无尽藏法曰舍一分钱或一合粟，一年不过卅六钱三斗六升粟”[102]。除了规定具体数量的布施之外，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布施，“饮食、食器、衣服、房舍、床坐、灯烛、钟铃、香、柴炭、洗浴……造像、造经、诵经、讲经亦应有”[103]。衣食住行以及佛事活动各个方面的需要都可以向“无尽藏”布施。通过这种方式，“无尽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中，在化度寺设立的无尽藏为寺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士女礼忏阗咽，施舍争次不得。更有连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104]唐高宗以后，三阶教寺院出现了以“无尽藏”为名的聚敛财富的现象。唐玄宗曾下诏指出这一现象并进一步禁毁，“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法’，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105]。因此，命令将“化度寺无尽藏财物、田宅、六畜，并宜散施京城观寺”[106]。从此以后，以“无尽藏”聚集的财富渐渐减少以至断绝。

寺院还通过发展各种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方法来进一步增加寺院的收入，这些都构成寺院财产的重要来源。僧人慧胄住持京城清禅寺，寺庙建筑宏伟壮观，“九级浮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所以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莫匪由焉。京师殷有无过此寺”[107]。除了寺庙建筑之外，寺院还拥有竹林、树木、水田、旱地，粮食充盈、财富广积，这样富庶的寺院经济即使是长安的官僚豪贵也不可与之相比。寺院拥有如此广大的田地，必然要种植一些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其中有胡麻、大豆、青菜等种类丰富的农作物和竹林、栗树、果树等收益可观的经济作物。此外，有些寺院设有制陶、制铁等手工作坊进行手工业方面的生产。有些寺院还进行商品买卖并放高利贷收取利润，唐高祖曾在一份诏书中指出寺院中存在比较普遍的商业现象。“猥贱之侣……嗜欲无限，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108]寺院僧侣从事商业活动的频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四）农禅经济

安史之乱和唐武宗、后周世宗灭佛促进了佛教发展的新变化。唐中期以前以大庄园、大地产为主要形式的寺院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寺院发展规模逐渐萎缩；国家敕建和供养的寺院因为国家财政凋敝而财力不足，新建、扩建的寺院数量相当有限，难以满足与日俱增的佛教信仰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依靠帝王扶植和鼓励发展起来的佛教宗派也逐渐衰微，信众减少，而远离朝廷与政治权力中心的禅宗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多数处于南方山林地区，在失去国家、皇室以及大官僚大贵族支持的情况下，形成了以规模小、僧众少、经济实力弱为特点的山林招提、兰若等小寺庙，僧尼来源也是以社会中下层普通民众为主体。为了适应新的环境，禅宗僧众以及佛教信仰者们不得不努力寻求一种适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发展状况的新的寺院经济模式，农禅经济遂应运而生。

农禅经济的兴起，最早开始于禅宗四祖道信，道信于湖北省黄梅县的双峰山建立正觉寺，该寺院地处深山密林之中，由此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农禅经济和农禅并重的禅风。到五祖弘忍时，农禅经济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是农禅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惠能得法南下，在南方将禅宗发扬光大，惠能本人“随众作务”，将农禅经济不断推广开来。8世纪中叶，马祖道一（709—788）在湖南、江西等长江流域一带提倡“农禅结合”、“农禅合一”的佛教生活模式，成为农禅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南方各地建立农禅合一的禅林近二十处。由于南方地区的丘陵地带又特别适合农禅经济的发展，他的法嗣门徒等人便散居在南方山林，纷纷建立禅院，实行农禅经济。百丈怀海（720—814）制定了“上下均力”的“普请法”，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经济理念，注重整顿佛教戒律，完成了禅宗的清规戒律——《敕修百丈清规》，成为其他禅寺争相效仿的楷模，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经营方法也开始渗透到其他寺院。9世纪中叶，江南农禅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性质也出现重大变化，类似于世俗地主庄园的经营方式普遍形成，这种庄园的形成也改变了初期禅林经济的性质。据禅宗典籍记载，较早的禅林庄园是普愿的池州南泉庄。唐末著名的禅林庄园还有义存在福州的雪峰庄、智孚在信州的鹅湖庄、道膺在洪州的麦庄等。庄园的主管僧称“庄主”，他的主要职责是：“视田界至，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些少事故，随时消弭。”[109]禅林庄园与世俗庄园有明显的田地界限，禅林庄园中的经营方式是一种租佃经营，即把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直接收取地租。如庐山东林寺通过出租荆州的田亩来收取地租，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110]。随着禅林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到后来农禅经济完全世俗地主化了。[111]
到唐末五代时期，随着农禅经济的壮大，大规模的寺院又纷纷创建和繁荣起来，禅宗独盛的局面已经形成。尽管农禅经济与传统官方支持建立起来的大庄园式的寺院经济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农禅经济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独立的身份存在，独立存在、独立管理、独立经营始终是农禅经济的特点。农禅经济中的主要种植项目有稻谷、蔬菜、茶叶等农产品，为禅僧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除了一些生活、农业必需品，如瓷器、刀具、食盐等无法自己生产而需要购买之外，在经济上其他方面极少，甚至不依附国家的资助或官僚的布施，也不需要进行大量和频繁的市场交换。禅林庄园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城邑闹市，所以表现在教派风格上，往往游离于当时严酷的政治斗争之外，同皇室以及其他权贵显族保持一种疏散的甚至不合作的态度。这种远离政治控制的农禅经济使得佛门弟子能够有机会真正地去进行比较纯粹的佛事活动，也可以使僧众们能够真正放下外物的牵挂而进行宗教修行。同时，由于实行农禅经济的寺院又是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活动场所，加之地处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山林之中，对于一些思想上有追求的文人墨客而言，又不失是一个休闲、修行乃至养心的好地方，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思想的交流。

（五）寺院经济的影响

隋唐时期寺院经济急剧繁荣和膨胀，寺院僧侣们生活优裕，“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112]，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直接造成了寺院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隋唐历代反佛者的理由中都有这一点，傅奕就指出：“寺多僧众，损费为甚。”[113]以后几乎历朝都有人以此为由排斥佛教。武则天在位时，宰相狄仁杰指出，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114]，寺院经济的发展无益于国计民生。宰相兼诗人李峤也指出，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社会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如果能够将这些聚集在寺院的财富赈济灾民，其取得的效果恐怕比造佛像要好得多，“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将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余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115]。唐中宗时，辛替否指出：“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116]寺院经济的不断膨胀使寺院有能力改善寺院的建设和修缮条件，无论是新建寺院还是修复旧的寺院，都需要花费数量相当可观的费用。唐武宗灭佛前夕，扬州节度使李相公通过请法师讲经来为开元寺修建瑞像阁募捐费用，其中“相公施一千贯，此讲以一月为期，每月进赴听法人多数，计以一万贯，得修此阁。彼期国出千贯钱，婆国人舍二百贯。今国众计少人数，仍募五十贯者”[117]。不仅本国信众要为修缮寺庙而布施钱财，外国僧人同样也需要布施。通过这次讲经活动得到了大量的钱财，能够进行修缮。至于其他修建、修缮寺庙所需要的花费也很大。唐中宗景龙三年（709），韦嗣立就上疏陈述当时修建寺庙的花费太过惊人，他说：“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118]
寺院不仅花费大量资金进行寺院建设，而且，寺院的僧众们过着一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纯粹消费式的生活。不仅如此，僧众还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不向国家缴纳税赋，这就更加重了世俗经济的压力，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经济压力。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以后，寺院这种纯粹的消费行为受到了世人的诟病。唐德宗时的彭偃就直接指出了这一弊端，他说：“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119]供养一名僧人一年需要花费五个丁口的劳动成果，这确实是一种比较沉重的负担。因此，彭偃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对治办法，他说：“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匹；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匹；其杂色役与百姓同。”[120]他希望通过征收赋税的方法来缓解寺院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压力，同时，还可以为社会增加收入，缓解国家经济紧张的状况。但是，由于唐后期诸帝对佛教普遍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彭偃提出征收僧众赋税的建议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寺院经济状况基本保持不变。唐武宗继位后才对由寺院经济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做了裁决，即下令灭佛。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之间的矛盾始终是隋唐五代时期一对重要的经济矛盾，一方面，寺院经济的消长受制于世俗政治；另一方面，寺院经济的膨胀也引发世俗经济对其的反击和限制。唐五代两次灭佛行动无不与寺院经济的膨胀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僧团组织

（一）国家僧团管理制度的演变

隋代建立之后，随着僧尼数量的不断增多，如何管理僧团是隋朝政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由于隋代是继承北朝政治传统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在管理僧团的方法和机构设置上也基本沿袭了北朝的相关内容，这成为隋代管理僧团的主要制度。隋文帝沿用东魏以来中央管理僧团的机构——昭玄寺，改名为崇玄署，隶属于鸿胪寺。“鸿胪寺统典客、司仪、崇玄三署，各置令二人，崇玄则惟置一人。”[121]同时设立昭玄统作为管理僧团的最高官职，辅之以昭玄都，“及隋一统，还准北朝。用统为正，以都为副”[122]。当时担任昭玄统的僧人有昙延、僧猛、昙迁三人，任昭玄都的有灵藏等人，“京城大德昭玄统沙门昙延，昭玄都大兴善寺主沙门灵藏等……”[123]隋代地方州的僧官有称为僧正，有称为沙门都，这是融合了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域的称谓而形成的僧官制度。他们都是负责地方寺院僧团事务的管理工作，维护僧众的行为符合律法并惩罚违犯律法的犯戒者。“大隋启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刚决方正，赏罚严平。绵益钦风，贵贱攸奉。前后州主十有余人，皆授戒香，断恶行善。”[124]郡县佛寺设置监丞，到隋炀帝时期，完善了监丞制度，“隋初，置崇玄署令、丞，至炀帝，改郡县佛寺为道场，置道场监一人；改观为玄坛，监一人”[125]，加强了政府对地方寺院的监督与控制。由于隋代外国来华僧人不断增多，尤其是以“开皇三大师”为代表的印度来华僧人，曾经在隋代佛教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加强对这些来华的外籍僧人的管理，隋朝还专门设置了管理外国来华僧人的官职，称为“外国僧主”。其中，那连提黎耶舍“移住广济寺，为外国僧主。存抚羇客，妙得物心”[126]，成为隋代第一任中央级别的管理外籍僧人的僧官。到唐代，对外国来华僧人的僧籍问题做了法律上的规定：“新罗、日本僧人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127]
唐朝建立之初，管理僧团的制度基本上沿袭隋朝，将管理僧尼和道士的权限归于鸿胪寺管辖之下的崇玄署。“皇朝又为崇玄署令。又置诸寺、观监，隶鸿胪寺，每寺、观各监一人，贞观中省。”[128]该管理机构到唐太宗时期被废止。根据文献记载，崇玄署在官员设置、管辖范围、具体职责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崇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之事。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道士、女官、僧、尼，见天子必拜。凡止民家，不过三夜。出逾宿者，立案连署，不过七日，路远者州县给程。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官，御史一人莅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官，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129]从这段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崇玄署的官员机构设置比较简单，只有两名官员；级别较低，相当于政府中的八品或九品官员；管辖的对象是佛道二教的出家人以及来自外国的僧人；其主要职能是对道观的名数、道士的帐籍以及僧尼寺院其他事务进行管理。唐初也继承了隋炀帝设置的监丞制度，并且将地方郡县实行的监丞制度进一步推广到中央，“大唐复置崇玄署，初又每寺观各置监一人，属鸿胪”[130]。进一步加强了对寺院、僧尼的监督和控制。

武则天延载元年（694），诏令：“天下僧尼，隶祠部，不须属司宾（鸿胪寺）。”[131]诏令将崇玄署掌管佛道二教的职能做了分离，僧尼管辖权归祠部，道士女冠的管辖权归崇玄署。唐玄宗时期，又重新诏令分配佛道二教的管辖权归属问题。开元二十四年（736）七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奏：臣等商量，缘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兴教，使同客礼，割属鸿胪，自尔已久，因循积久。圣心以元元本系，移就宗正，诚如天旨，非愚虑所及。伏望过元日后，承春令便宣，其道僧等既缘改革，亦望此时同处分，从之”[132]。从历史上来看，僧尼的管辖权隶属于鸿胪寺，不应该隶属于祠部，道教的管辖权则应该归属宗正寺而非鸿胪寺，此次玄宗下令将僧尼管辖权重新划归鸿胪寺，道教的管辖权归宗正寺。但是，至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七日，朝廷又改制道：“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133]据文献记载，祠部设有相应的官员，有郎中、员外郎之职，其职责范围比较宽泛，负责管理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等诸多事务，掌管僧尼只是其中的一个职能。具体规定为：“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诸州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三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凡僧簿籍，三年一造。凡别敕设斋，应行道并官给料。凡国忌日，两京大寺各二，以散斋僧尼。文武五品已上，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而退。天下州府亦然。凡远忌日，虽不废务，然非军务急切，亦不举事。余如常式。”[134]通过这一政策，玄宗对道士女冠的管辖权做了调整，隶属于宗正寺，僧尼的管辖权却没有发生变化，仍然隶属于祠部。这是从政策上提高了道教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天宝二年（743），唐玄宗又下诏令：“僧尼隶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检校，不须隶宗正寺。”[135]在儒道二教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唐玄宗时期政策多次改变。从总的情况来看，佛教的管辖权始终是归属于祠部，而道教的管辖权则经常发生变化，时而提高道教的地位，时而降低道教的地位，这也反映出了佛道二教在此一时期的地位关系和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变化会影响到对佛道的管理机构、方法的变化。唐玄宗时期，还改祠部的名字为“职祠”，实质内容没有变化。唐玄宗统治晚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官职——功德使出现，逐渐取代了祠部管理佛教事物的职责。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功德使成为常设机构，分为左右两街功德使和东都功德使两种，并下令“总僧、尼之籍及功役”[136]，负责掌管僧尼户口的事务。唐武宗时期，僧尼管理机构又出现了一些变化，会昌五年（845）七月，朝廷下诏令：“僧尼不隶祠部，合系属主客，与复合令鸿胪寺收管，宜分析奏来者。天下僧尼，国朝已来，并隶鸿胪寺，至天宝二年，隶祠部。臣等据大唐六典，祠部掌天下宗庙大祭，与僧事殊不相及，当务根本，不合归尚书省，属鸿胪寺亦未允当。又据六典，主客掌朝贡之国，七十余番，五天竺国，并在数内。释氏出自天竺国，今陛下以其非中国之教，已有厘革，僧尼名籍，便令系主客，不隶祠部及鸿胪寺，至为允当，从之……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两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隶主客，所度僧尼，令祠部给牒。”[137]日僧圆仁来华时记载了会昌法难时的一些情况，其中，涉及当时的寺院管理制度，“天下僧尼五十已上、无祠部牒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有祠部牒者，委当州县磨勘，差殊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城中僧尼，委功德使准此例牒流者。中书门下准敕牒诸道讫。城里僧尼，功德使牒流甚严切”[138]。掌管度牒的权力归祠部，而检校僧尼的权力归功德使。在唐武宗时期，僧尼管理机构总是在祠部、两街功德使、鸿胪寺之间不断变化。

唐代还有专门管理僧尼名籍和僧官补任等事的僧录一职。僧录最初在十六国后秦时所创，隋代又废止，到了唐代重新设置，“至唐元和长庆间，始立僧录”[139]。僧录在唐代的地位要高于僧正。圆仁记载唐代佛教管理制度时写道：“有僧录、僧正、监寺三种色，僧录统领天下诸寺，整理佛法。”[140]到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僧录又分置左街僧录和右街僧录两种，负责掌管京城东、西街区的僧尼事务，是中央佛教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相比起功德使而言，僧录居于从属地位。“左右街自起置功德使所属。及置僧录，还用左右街也。僧置录以录之，功德又各辖焉。”[141]僧录要协助功德使的官员完成管理僧尼的事务。而且，僧录的管辖范围仅限于京城地区，“今国家罢统立两录，而司于京邑（僧录掌京城，外州别立僧正），其三纲特以德望求人也”[142]。僧录一职在五代时经常发生变化，“朱梁后唐晋汉周或置或省，出没不定”[143]。

唐代地方僧尼管理机构主要是由功曹之司功参军掌管，“司功参军掌官吏考课、假使、选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书启、医药、陈设之事”[144]。上州设司功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下；佐三人；史六人。中州设司功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下；佐二人；史四人。民户不满二万的下州，不设司功，由司仓参军兼掌司功事。上中下县都没有设置司功一职，而在京城的县和畿县要设置司功。[145]各个地方设置的司功都掌管相应地方寺院，形成一种上下有序的隶属关系，最后统一归中央管理。通过这样的设置，寺院管辖权力便被严格控制在世俗政权之下。

（二）僧团内部组织结构

唐高祖武德初年，在慈悲寺设立僧官十人，称为“十大德”，“武德之初，僧过繁结，置十大德，纲维法务”[146]。负责“统摄僧尼”，管理僧团的各项事务。“大德”一词原本是对高僧的一种敬称，在唐代时主要是指德行高洁、担任管理僧团职务的出家人。“道德高妙，为众所推”是选拔大德的根本标准，即要求当选者必须是德行表现非常好，能够受到大家认可。其基本程序是先由大众推选出来，后由国家任命。从现存资料来看，明确记载担任过十大德的僧人有：保恭、吉藏、法侃、慧因、海藏、智藏、明赡七位。保恭受到唐高祖的重视，高祖亲自任命其为大德。“及举十德统摄僧尼，京辇诸僧慑惮威严，遂不登及。高祖闻之曰：‘恭禅师志行清澄，可为纲统，朕独举之。’既位斯任，诸无与对，遂居大德之右。”[147]法侃受任为十大德时的情形是：“大唐受禅，情存护法。置十大德，用清朝寄。时大集僧众，标名序位。侃仪止肃然，挺超莫拟。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诱，弘悟繁焉。”[148]智藏则是“众以积善所归，乃处员内”[149]，被列为十大德。十大德不仅要具有高尚的品德，还要精通义理，是当时佛教义学方面的佼佼者。从地域上来看，十大德多数是南方的义学沙门，是受到唐高祖的召请才北上京城长安，被安置在长安大禅定寺和大兴善寺，担任该寺一定的僧官职务。如果说隋代召请南方义学僧人入驻长安日严寺的事件是“佛教方面南北朝时代结束的一个标志”[150]，那么，唐初设立“十大德”制度则是隋代统一南北佛教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加速了南北方不同佛教学风的融合，为宗派之间的交融奠定了基础。但是，“十大德”制度并没有贯彻唐代社会的始终，到唐太宗时期，由于“十大德”凭借自身的声望和人格魅力调和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之间矛盾的任务基本完成，朝廷遂以鸿胪寺和州县功曹取而代之，以政府机构管理僧团事务，十大德政治方面的功能不复存在。到唐中宗时期，虽然也有“十大德”名称的出现，但这时“十大德”的内涵基本上仅包含有道德方面的意义，即是对道德品质非常好、修行水平比较高、能够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的一类僧人的尊称，其政治色彩已经被大大淡化。

在僧团组织内部，还设置“三纲”之职位，三纲是佛寺中管理僧团组织、职掌僧团具体事务的寺职。据史料记载：“寺之设也，三纲立焉，若网罟之巨纲，提之则正，故云也。”[151]关于寺职的名称，在不同时代，称呼各有差异。概而言之，从北魏至隋代，寺职的名称有多种称谓，据《金石萃编》“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记载：“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维那、维那、典录、典座、香火、沙弥、门师、都邑维那、邑维那、行维那、左右箱维那、左右箱香火。其名目之繁如此。”[152]这些名目繁多的寺职中以上座、寺主、都维那为核心的“三纲”最为重要。“三纲”大约十六国后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北朝一直沿用。“上座”负责统领僧众，由德高望重的僧人担当，是一座寺院中全体僧人的道德楷模。如隋代明赡就曾担任过上座。“（炀帝）下敕令（明赡）住禅定（寺），用崇上德故也。众以赡正色执断，不避强御，又举为知事上座。整理僧务，备列当时。”[153]“寺主”，又称“道场主”，负责掌管寺院的全面事务，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建造的寺院都要设置寺主一职，是一座寺院必不可少的重要寺职。一般寺院的寺主由大众推选任职，官方寺院的寺主则多数是由帝王亲自任命。“都维那”，又称“维那”，负责寺院的杂务，协助寺主对寺院进行寺院建设和僧团事务的管理。隋代时，灵幹、慧因、法藏等人担任过上座，慧旷、保恭、童真等人担任过寺主。到了唐代，“三纲”的寺职依然存在。唐高宗显庆二年（657），长安西明寺建成，道宣担任上座，神泰担任寺主，怀素担任维那，三纲寺职具备，是唐代这一制度的代表。据文献记载，唐代寺院基本上实行三纲制度。“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共纲统众事。”[154]
中唐以后，三纲的名称有所变化，或称寺主、知事、维那为三纲，“敕问崇圣寺三纲老宿，（寺主、知事、维那为三）”[155]。或称上座、寺主和都师为三纲，或称寺主、知事、上座为三纲。诸如此类名称上的变化，反映出当时朝廷对佛教寺院管理的不同政策和态度的演变，也反映出佛教受政治制约的因素非常明显。

（三）特殊的佛教组织——二十五众和五众

589年，隋代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对促进南北佛教的进一步交流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此以后，随着国家统一程度的不断加深，佛教内部的组织也不断增加和完善。隋文帝开皇七年（587），曾下诏延请徐州昙迁、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六位德行高洁的“六大德”和他们的弟子各十人进京，将他们都安置在隋朝国寺大兴善寺进行佛学讨论、研究和佛教的弘传。

开皇十二年（592），朝廷设置了一种特殊的佛教组织，即二十五众和五众。“开皇十二年，有敕令搜简三学业长者，海内通化，崇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应为其长。敕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四事供养，并出有司。声闻惟远。”[156]二十五众由国家下敕令、通过昙崇选拔出来的二十五位在戒定慧三学方面均有所专长的僧人组成。“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召诸学徒，普会京辇。其中高第，自为等级。故二十五众，峙列帝城，随慕学方，任其披化。”[157]由于他们都学有专长，如果有愿意求学的僧人，可以选择二十五人中任何一位学习、受教。据文献记载，曾经做过二十五众的人有：僧粲被任命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僧琨被任命为“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慧影擅长大乘学，“亦为二十五众主”。[158]
如果说二十五众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弘法组织，那么，五众则是面向有一定佛学基础的高级僧才进行的佛教高等教育。五众的众主应当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人物。五众具体是指：慧迁擅长《十地经论》，“开皇十七年，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主，处宝光寺”[159]；法彦、宝袭是“大论众”，擅长讲习《大智度论》；智隐是“讲论众”，擅长讲习大小乘论书；洪遵擅长《四分律》，被称为“讲律众”，专门讲习戒律学；童真、法总、善胄是“涅槃众”，擅长讲习《大涅槃经》。二十五众教授的对象比较宽泛，所有僧众都可以向他们学习，教授方法也比较灵活。五众则教授对象比较有限，教授时间要求比较严格。由于资料的缺乏，有关五众更为具体的内容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五众的设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诚如蓝吉富所说：“如果以之与历朝所设的儒家太学相比拟，则五众实为隋代专授佛家义理的国子学。而五众众主也就犹如太学里的五经博士。可惜该组织未能持续到唐朝，否则我国佛教哲学的发展，当必不只现存之诸宗而已。”[160]
第三节 佛教典籍与文化艺术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文献典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量的佛教文献出现并流传于世，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独特现象。从文献来源看，有对印度佛经原典的翻译，也有中国人的注疏创作；从表达形式上来看，有文学作品、史地著作、总集类书等。这些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典籍不仅是佛教发展的必要文字载体，更丰富和促进了中国佛学、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文献典籍之外，与佛教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呈现出繁荣和发达的景象。从表现手法上看，有石窟艺术、绘画、书法；从表现内容上来看，有佛、菩萨、罗汉等的画像、造像，以及抄写的佛经。这些艺术创作不仅是此一时期佛教信仰者的宗教情感的表达，同时，也是艺术创作者们艺术水平提高和审美创作意识的重要体现。

一 佛教典籍蔚为大观

（一）佛经翻译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佛教发达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佛经翻译规模大、数量多、影响远。隋代立国之初就下令建立国家译场进行佛经翻译，“（隋文帝）翻译道俗十有九人，所出经部垂五百卷。炀帝嗣录，卜宅东都。仍于洛滨上林园置翻经馆……今总一朝两代三十七年，道俗二十余人，所出经论传法等，合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161]。隋代先后设立五座译场，参加翻译的人员主要是以外国僧人“开皇三大师”的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达磨笈多和中土僧人彦琮为代表。其中，彦琮不仅将佛经翻译为汉语，还将中国的文献如《舍利瑞图经》《国家祥瑞录》等翻译成梵文，传入印度。他在中国翻译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在总结历代翻译成果、翻译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译经原则和基本方法，成为以后译经者的楷模。

有唐一代是佛经翻译的高峰期，先后设立译场十三座，主要以波颇、玄奘、义净和不空四大译场为代表。唐代佛经的翻译大多数是在国家主持下进行。波颇译场是唐代设立的第一个译场，波颇受到唐高祖的礼遇，敕住大兴善寺，从贞观三年（629）开始设置译场进行译经，共译佛经3部35卷，由此开创了唐代大规模的国家译经事业。

玄奘译场是唐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译经数量最多的一个译场。玄奘受到了太宗、高宗、武则天等帝王的礼遇，在太子李治专门为纪念其母而营建的大慈恩寺中组织译场，从事翻译工作。后又移居玉华寺，继续翻译佛经。从贞观十九年（645）开始，到麟德元年（664）为止，译场持续时间共计十八年，译出经典涉及唯识类、阿毗达摩类和大般若类等诸多门类，总计译出各类经典75部1335卷。玄奘译经态度极为认真，在翻译《大般若经》时，弟子们因该经卷帙浩繁，请求删节予以节译，玄奘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全部翻译。“翻译之日，文有疑错，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162]玄奘译场的组织结构非常完善，也是唐代译场的杰出代表，译场中设有各类专职，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其中有译主、助译、笔受、证义、缀文、正字、证梵语、书手等。因为玄奘译场属于国立译场，所译经典都属奉诏译经，故而在译出经典中通常有“奉诏译”字样。玄奘在译经过程中，总结历史上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译经中的“五不翻”原则，即，一是秘密故，如“陀罗尼”；二是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是此无故，如“阎净树，中夏无此木”；四是顺古故，如“阿耨菩提”；五是生善故，如“般若”。[163]规定凡是汉文中没有可以与之相对应的佛教特有用语，只作音译而不进行意译，确立了佛经翻译的一条基本原则。玄奘梵汉兼通，注重直译，能够比较准确地翻译出佛经的原本意义。玄奘译经是佛经翻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后人为了区别以前的翻译，称为“新译”。

义净译场持续时间共十一年，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两地。译场规格高，经历了武则天和唐中宗两个时代，人员和组织结构变化较多，翻译经典61部239卷。

不空译场以及善无畏、金刚智译场是以翻译密教典籍为主，持续时间十六年，译出经典110部142卷，促进了印度密教向中国的传播和佛教密宗的形成与流传。这些规格高、规模大的佛经译场从事的佛经翻译活动，使大量佛经得以出现和流传，不仅有利于佛教宗派的创立和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佛教的普及和推广。

唐代佛经翻译持续时间近二百年，到唐宪宗元和六年（811）朝廷终止译经，唐代共翻译佛经372部2159卷，是中国佛经翻译的高峰时期。

（二）经典注疏

域外佛教经典自汉代开始翻译成汉文以后，随之也逐渐产生了各类注经解经的著作。隋唐五代时期，以研究、阐发和弘扬外来经典为主的注疏大量涌现，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出现。注解经典有不同的目的，或为阐发经义，或为另立新说，或为授徒传法，或为记录师言。注解经典的形式多种多样，或随文释义，常称为“义疏”；或概括经典核心思想，常称为“悬谈”；或划分经典章节段落，常称为“科文”；或记录祖师讲解经典，常称为“述记”。许多注疏著作成为建立宗派学说体系的基本典籍，各宗派的创始人以及重要传承者都有相关经典的注疏问世，成为这一时期典籍文化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这类典籍数量非常庞大，在各宗派中都有大量的经典注疏流传于世。如代表性的成果有：吉藏的《中观论疏》《百论疏》《三论玄义》通过对中观思想的解释和发挥，形成了三论宗思想的重要经典；智[image: ]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等通过解释《法华经》，奠定了天台宗的教理基础；智俨注释《华严经》的多种著作，基本完成了华严宗的核心教义；道宣注解《四分律》的多种著作，构建了南山律宗的理论体系等。

（三）僧传史籍

人物传记是中国史家书写史籍时非常关注的一类。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编年史、游记等著作，都有专门的部分书写人物传记，更有专门以人物为中心的著作。佛教史籍中也非常注重这类著作的编撰，在佛教僧尼传记中，有以一个群体为中心的总传，有以一类僧众为对象的类传，有以一位人物为中心的单传，也有附于其他重要人物之后的附传。在隋唐五代时期，涌现出各类僧传，成为当时史籍中的重要内容。

在隋代编撰的僧传中，代表性的有《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一卷，隋灌顶撰，该书成书于《续高僧传》之前，是一部关于智[image: ]的单传。

唐代编撰的僧传比较多，代表性的有：

《释迦氏谱》一卷，道宣编撰，是一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记。

《续高僧传》三十卷，道宣编撰。该僧传上承梁慧皎的《高僧传》，下启宋赞宁的《高僧传》，在僧传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所创作的编撰体例成为以后撰写僧传的模本。书中共收录正传485人，附传290人，共分十科，即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和杂科。“《续高僧传》征采周富，叙载详赡，笔力纵放，词句绮丽，居诸部僧人总传之首。”[164]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义净编撰。义净到印度及南海诸国游历过程中，感叹其他各国均在印度建立有寺庙供本国僧侣居住，唯独中国没有在印度建立寺庙，于是他将所见闻到的前往印度和东南亚求法僧人的情况记载下来，汇集成册，通过归国僧人带到中国，上呈武则天，希望朝廷能够出资在印度建立寺庙以便于中国僧人到印度求学、游历。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慧立撰、彦悰笺。该书是一部关于玄奘法师生平事迹极为详尽的传记。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唐太宗为了进一步了解印度和西域的具体情况，便告诉玄奘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165]于是玄奘口述游历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由弟子笔受整理成书。

《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三卷，彦悰编撰，是一部关于法琳的个人传记。由于法琳在唐初儒佛道三教之争中表现突出，事迹较为丰富，但是在《续高僧传》中记载非常有限，为了将法琳在三教之争中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彦悰编撰了此书。

《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二卷，海云编撰。上卷记载金刚智的传承谱系，下卷记载善无畏的传承谱系，是密宗的传法谱系类书籍。

（四）总集类书

佛教文献中有一类收集数量较多、包含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称为总集类书，或纂集类书。这类著作是将不同的资料按照一定的宗旨和主题，分门别类地编撰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典籍。隋唐五代时期，这一类书的代表作有：

《广弘明集》三十卷，唐道宣撰。南北朝后期，由于战乱频繁、中原动荡，加之佛教受到儒道的排斥，为了能够弘法护教、促进佛教的进一步发展，道宣仿照僧祐《弘明集》将儒释道三教关系密切的相关论文汇编成册，形成《广弘明集》一书。该书收集了从魏晋至唐初各类文章二百八十多篇，分为十类，即归正篇、辩惑篇、佛德篇、法义篇、僧行篇、慈济篇、戒功篇、启福篇、悔罪篇、统归篇，是研究中国中古儒释道三教关系极其重要的资料。

《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唐道宣编撰，收录唐代以及此前佛道二教进行论辩的有关内容，是研究佛道关系的重要资料。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六卷，唐彦悰编撰，是关于佛儒伦理之间差异而导致辩论的相关文章。

《诸经要集》二十卷，唐道世撰，收集佛教基本仪式仪轨和善恶报应等方面的内容。

《法苑珠林》一百卷，唐道世撰，是一部内容庞大、卷帙浩繁、门类齐全的佛教类书。该书涉及佛教的基本义理知识、佛教的感应事迹等诸多内容。

另外还有唐李师政编撰的《法门名义集》一卷，专门收集佛教名词术语；唐百丈怀海编撰的《禅门规式》，又称《百丈清规》，专门收集佛教戒律方面的内容，此书后来有所散失，再加上时代的局限，元代时德辉重新编撰，形成了八卷本的《敕修百丈清规》，成为以后禅林最主要的律法制度；五代义楚编撰的《释氏六帖》二十四卷，收录佛教掌故、术语以及其他各种人文掌故和自然知识。

（五）经录音义

到隋代统一之前，佛经已经被大量地翻译出来，数量众多的佛经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增删、存亡甚至伪造的现象，为了更好地整理佛经、检索佛经、阅读佛经和防止伪经的流传，隋文帝在位期间就开始组织人员编写佛经目录。历经唐五代三百多年的整理、编目，佛经目录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经录成为研读佛经的根本门径。

隋代有三部重要的佛经目录：法经《众经目录》七卷、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十五卷和彦琮《众经目录》五卷。开皇十三年（593），法经等二十人奉敕撰写《众经目录》，次年七月完成。共收录大小乘三藏典籍2257部，5310卷。该书共七卷，分别录六卷，总录一卷，别录分别著录大小乘经律论三藏，每一录包含有众经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妄伪六部分。开皇十七年（597），翻经学士费长房编撰《历代三宝纪》，共收录大小乘经典2146部，6235卷。该书共十五卷，按照年代顺序编排，相当于编年体佛教史，记载了历朝历代的国家和佛教大事，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佛教经典的翻译状况和流传状况，对把握佛教发展脉络起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仁寿二年（602），彦琮与其他翻经大德和学士奉敕撰写《众经目录》，又称《仁寿录》，共收录三藏经典2109部，5058卷。该书共五卷，分为单本、重翻、别生、贤圣集传和疑伪五类。“这部经录的编纂与前两部不同，为实际审阅经本，然后勘定，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经典的实录。就此而言，此录为隋代诸录中质量最好的一部。”[166]
唐代佛经目录众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麟德元年（664），西明寺僧人道宣编撰《大唐内典录》十卷，共收录经典2232部，7200卷。全书分为十录，是上承隋代诸《众经目录》、下启唐智昇《开元释教录》的一部过渡性佛经目录。麟德二年（665），大爱敬寺僧人静泰撰《大唐东京大爱敬寺一切经论目》五卷，又称《众经目录》。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四卷。武周天策万岁元年（695），明佺奉敕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

开元十八年（730），智昇撰《续大唐内典录》一卷、《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和《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开元释教录》收录从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的佛教经典共2278部，7046卷。分为总括群经录、别分乘藏录和入藏录三大类。该经录因为考订详细、辨别精审而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这也是历代佛教经录中编撰得最好的一部，成为后人学习、阅读佛典的必读书目。

此后，还有唐圆照编撰的《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五代十国南唐保大三年（945）恒安编撰的《大唐保大乙巳续贞元释教录》一卷。

除了佛经目录之外，还有解释佛经中疑难字词的读音和意义的撰著，称为“音义”类的书籍，这是研读佛经的基本语言类工具书。音义类书籍主要代表有：唐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唐慧苑的《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二卷、唐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和五代后晋可洪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其中，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是中国佛教音义类书籍中的集大成者，该书搜罗一千多部佛经，从注音、释义、析字等几个方面对字词做了训诂学方面的解释，成为研究佛经的最基本工具书。

（六）禅宗文献

随着禅宗从唐末五代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与禅宗相关的典籍大量涌现，逐渐成为中国佛教撰述的主体部分。禅宗典籍的种类很多，有传法谱系的记载，有弟子们对祖师说法内容、传禅机缘的记录等。

《楞伽师资记》一卷，又名《楞伽师资血脉记》，唐净觉撰于开元四年（716）。该书主要记载了上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下至唐代普寂、惠福等十三位八代楞伽师的禅学思想，是禅宗北宗师资相传的谱系记载，保存了禅宗早期的重要文献资料。

《传法宝记》一卷，唐杜朏撰。该书主要记载了菩提达摩、慧可、僧粲、道信、弘忍、法如、神秀等七人的生平事迹及其传说故事，是记载禅宗北宗传法世系的重要资料，部分内容与《楞伽师资记》相类似，但是其加入法如，与传统认可的传法谱系不太一致。

《历代法宝记》一卷，又名《师资众脉传》《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最上乘顿悟法门》，唐代人编撰。该书主要记载了禅宗南宗的一个分支派别——净众—保唐派的传法谱系，前六祖从菩提达摩到惠能，后四祖是智诜、处寂、无相、无住四位禅师，是研究南宗禅的重要资料。

《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十卷（今存七卷），简称《宝林传》，唐智炬编撰。该书记载了禅宗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是关于禅宗历代祖师的传记和南宗禅的传承谱系，其在禅宗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是“禅宗史惟一史料，《景德（传灯）录》及《传法正宗记》均取材于此”[167]。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僧人惟劲撰《续宝林传》，但后来亡佚。

《祖堂集》二十卷，五代十国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该书记载禅宗诸多有名禅师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是现存最早的禅宗灯录体著作。“灯录”又称“传灯录”，是禅宗创造的一种著作文体。因以禅法历代相传如同灯火相续为譬喻，故名。编撰灯录起源于唐代，以后历代都有仿效作品。最著名的灯录是北宋时期编辑的《景德传灯录》，这是禅宗历史上第一部官方参与编修的禅书，在宋代以后的禅宗历史上影响很大。灯录的特点，是以禅宗派系的师承关系为标准收录人物，按历史顺序分别记载其传法机缘略传。由于对人物派系分属有分歧，所以一些灯录著作常引起不同派系之间的法统之争、嫡庶之辨，聚讼纷纭。从唐代到清代的众多灯录，记载范围不同，或通载禅宗五家法脉，或选录一家法系，或汇集某个地区的禅门师承。有些著作虽不以“灯录”命名，但其性质同于灯录，可视为同类史籍。另有一些著作是集录历代祖师的重要语录、若干类作品，按世系排列，也属于灯录性质。禅宗之外的宗派，也有仿效“灯录”体裁，编辑本宗祖师的传记。[168]
禅宗语录的编撰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语录”一般只记录禅师个人及其与师友、弟子的言论，编辑语录者，多为禅师的后学。语录原本重于记言，轻于记行，尤其侧重记录禅师在开示后学过程中流传广泛的名言警句。唐僧人法海集记的一卷本《六祖坛经》（又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实际上就是惠能的“语录”。在唐代以后，语录内容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包括小参、法语，禅师的书信、诗文，禅师的行状、塔铭，以及与禅师有关的他人著作，称为“全录”、“广录”，是研究禅师的重要文献资料。[169]
由于禅宗文献的大量出现，中唐以后，禅宗文献被集中编撰而形成禅藏。据中唐圭峰宗密（780—841）禅师记载：“《禅源诸诠集》者，写录诸家所述，诠表禅门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为一藏。”[170]由于该禅藏已经亡佚，具体内容不详，甚至该禅藏是否存在都受到人们的怀疑。今人方广锠对敦煌出土禅籍研究后，认为禅藏确实在历史上存在，其卷数大约是一百三十卷，内容涉及禅宗西天、中土诸祖谱系及其传法因缘、达摩禅系以外其他禅学著作以及圆融禅教的诸经要抄等。它是经过宗密思考鉴别过的禅与禅宗的资料汇编，是研究中国禅学、初期禅宗的宝贵资料。[171]
（七）史地编著

历史地理著作中有一类是关于佛教方面的著作，有些僧人或世俗学者还亲自编撰有关佛教史地方面的著作，这方面的代表性的作品有：

《释迦方志》二卷，唐道宣撰。该书是综合西行僧人和其他人的游记，围绕释迦牟尼诞生、传法等活动地点编撰而成的史地类著作，是了解西域和印度佛教地理、人物风貌的重要书籍。

《古清凉传》两卷，唐慧祥撰，是关于五台山佛教、寺院、地理风貌、传说掌故等内容的记录。

《寺塔记》一卷，唐段成式撰。唐武宗灭佛使长安诸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对照此前佛教的繁荣景象，段成式感慨万分，为了能够让人们了解过去长安寺院的一些情况，他将长安十三家寺院的风貌、传说等内容记录下来，是研究长安佛教的重要资料。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唐玄奘口述，辩机笔受整理。这部著作是佛教史地类作品中的杰出代表。该书记载了玄奘西行求法过程中所见所闻的关于西域和南亚次大陆一百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物产风貌、宗教信仰、佛教圣迹和奇闻趣事等，尤其详细记载了西域、印度的情况，是研究印度及其周边国家、地区的重要资料。

《悟空入竺记》一卷，唐圆照撰。记载了僧人悟空游历犍陀罗国、迦湿弥罗国、中天竺、乌仗那国和吐火罗等数国的历史、社会情况。

日本僧人圆仁编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成书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该书记载了圆仁入唐九年间（839—847）的所见所闻，是研究唐代文宗、武宗时期政事、地理、民俗、佛教等方面的翔实史料。

二 佛教文化艺术精彩纷呈

（一）俗讲文学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能够得到中国大众的认可，让普通民众对比较深奥、抽象的佛教义理、思想有比较清楚、浅显的理解和认识，佛教信众们采用了不同的传播方式促进这一转变，具体的宣讲方式有转读、梵呗、唱导等。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在传播方式上采用了更为灵活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进行，变文和俗讲等通俗化的文学传播方式和宣讲手段得以流行，成为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主要形式和途径。

变文是宣讲佛经故事的文本，是中古佛教文学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早在公元七世纪末期以前，我国寺院中盛行着一种‘俗讲’，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172]对于作为通俗化、大众化的宣讲形式——“俗讲”而言，它必须以一种既有佛教经典内容又不同于传统佛经表达形式的文本为依据，在此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现场演说、发挥，将佛教思想以一种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宣讲出来。

俗讲是南朝末年出现的一种融合转读、梵呗和唱导为一体的讲经形式。它是佛教信徒（包括僧尼和居士）根据佛教的基本教义和某部佛经的基本经义，用通俗化和大众化的语言宣讲出来，宣讲的内容有佛本生故事、神变故事、因果报应故事、地狱轮回故事等，在宣讲的过程中，还结合民间流传的相关内容对故事进行加工、改编，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表现形式上看，都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又有印度佛教的基本特色，适应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唐代已经形成了专门从事俗讲的一批僧人，唐文宗开成六年（841）正月九日，在长安七大寺院开俗讲，时文宗幸丹凤楼，“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173]。

俗讲从受众者的角度上来看，可分为“僧讲（尼讲）”和“俗讲”两种。这两种宣讲在名称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具体内容上也有一定区分，“言讲者，唐土两讲：一、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讲。安居月传法讲是（不集俗人类，若集之，僧被官责）”[174]。俗讲除了具有传播佛教思想的功能之外，还有担负起募捐集资用以充作寺资的任务。这就决定了宣讲者不能只专注于深奥的佛教义理，甚至不仅是佛教方面的内容，与佛教有关的儒道等传统文化均可以杂糅进去，目的是取悦听众，获得听众的认同，从而让他们布施、输物。

隋唐五代时期，这种故事性、趣味性比较强的俗讲在当时佛教寺院甚至皇家内道场普遍流行，许多寺院成为这类活动的场所。“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175]都城寺院普遍流行俗讲的风气，这就使人们能够普遍接受佛教，推动佛教的流传与发展，进而形成了佛教发展的鼎盛局面。到唐末五代时期，这种宣讲流于形式，一些与佛教无关的民间故事也加入俗讲的内容中来，造成佛教俗讲文学的新的变化。

（二）佛教医学

佛教是伴随着印度、西域的医药、神异等内容而逐渐在中国内地传播开来的，“藉医弘教”是早期佛教常用的传播方式。这一点，诚如陈寅恪指出的那样：“自来宗教之传播，多假医药天算之学以为工具，与明末至近世西洋之传教师所为者，正复相类，可为明证。吾国旧时医学，所受佛教之影响甚深，如耆域（或译耆婆）者，天竺之神医，其名字及医方与其他神异物语散见于佛教经典，如奈女耆婆经温室经等及吾国医书如巢元方病源侯论王焘外台秘要之类，是一例证。”[176]隋唐五代时期，随着佛教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可，佛教医学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针对佛教修行过程中出现的诸种病症，提出了对治的方法，形成了相关的佛教医学方面的记述。智[image: ]在《摩诃止观》的第三观“病患境”中集中论述了与佛教医学有关的内容。有人身则必然有病，有病的时候如何去病是第三观中要解决的问题。具体的观法是：“观病为五：一明病相，二病起因缘，三明治法，四损益，五明止观。”[177]从病的表现、起病的原因、治病的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修持。在论述“明病相”时，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各种病相。“一病相者，若善医术，巧知四大。上医听声，中医相色，下医诊脉。今不须精判医法，但略知而已。夫脉法关医道，不可言具，略示五藏病相。……”[178]在明白了各种病症的表现形式之后，智[image: ]从六个方面指出得病的原因。然后，通过各种方法，尤其是止观的修行方法治疗疾病，这是佛教中对医学论述比较详细的文献记载，反映了当时佛教信仰者们对医学的充分认识。

唐前期的佛教寺院中，可以保留的“重物”中包括医学类的器械、书籍和药物三大类。“初谓医术针灸、刀角、槌捍、疗疾之具。二谓诸方本草、明堂流注、脉经药诀之书。三谓对病四药，如上列名，余之三药如上入重。尽形药中，如后正断。已上三件资身正要，非常恒有，是病即须。初一治救刀铁，律文通许。既是小细机候，所宜准如十诵灌鼻个等，入轻所收。余有药筒药函诸器相从分也。第二诸方本草既是俗习，宜从重收。尽形药中未捣治者入重，若已捣和合成汤丸膏煎异本药相者，及服残余分，此实非所幸，宜准僧祇入轻分之。”[179]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医学的发达程度可以与世俗社会相媲美。

此一时期，佛教僧众中也不乏精通医术者。唐代南康人法藏从小就“研寻史籍，而于医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焉。有门僧卧疾，几云不救，藏切脉处方，信宿平复”[180]。法藏不仅阅读医学类著作，而且还能够具体实践所学的医学知识，成功救治危重病人。唐玄宗时，李宪病重，“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181]。由于治病成功，僧人受到了皇帝的赏识，获赐名誉与财物，如此一来加强了佛教与皇室之间的关系。东都福先寺僧思谷的师祖宁一公“尤善医活人”，思谷本人也“精通医道”，声名远播，当时人对他的评价是“采药活人心是佛，对花临帖笔如神”，甚至有人还称为“药师”。[182]
佛教僧众不仅阅读医书、提高医术、治病救人，而且还自己撰写医书，根据文献记载，中土僧人在医药方面的著作，隋代时曾经流传的医书有：《寒食散对疗》一卷，释道洪撰；《解寒食散方》二卷，释智斌撰；《释慧义寒食解杂论》七卷，亡佚；《解释慧义解散方》一卷，亡佚；《单复要验方》二卷，释莫满撰；《疗百病杂丸方》三卷，释昙鸾撰；《释僧匡针灸经》一卷。唐代也有三种由僧人撰写的医书：《诸药异名》十卷，行智撰；《调气方》一卷，僧鸾撰；《僧深集方》三十卷，僧深撰。诸如此类由僧人撰写的医药、医方著作很多，这无疑是当时佛教医学进步的体现。在敦煌遗书中也有与佛教医学有关的写本，S.5598“佛家神妙补心丸”、P.3777和P.3244“佛家养心方”、P.3930“治妇人难产方”的咒法、P.2665“佛家医方”、P.2637和P.2703“佛家辟谷方”、P.3596“不知名医方第九种残卷”等，[183]都是佛教医学类著作的代表。一方面，这是佛教在关注社会、关注生命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医学知识的结果，反映出佛教医学水平的发达；另一方面，佛教医学的发展是对社会医疗事业的一种积极和有益的补充。

佛教善于进行社会救济，在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中有救济医患的事项。道宣在律条中曾记载道：“若彼病者，慈心施食，随病所宜……婴儿、狱囚、怀妊等，慈心施之，勿望后报。”“若和尚父母在寺疾病，弟子亦得为合药。又，父母贫贱，在寺内供养；净人兄弟、姊妹、叔伯及叔伯母、姨舅，并得为合药。无者，自有，亦得借用。不还者，勿责。”[184]唐代设置各种病坊收治不同疾病的患者，武则天时期的僧人洪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崇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185]。甚至还设立了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救助机构——悲田养病坊，扩大了佛教社会救济的范围。通过各种医疗救助，佛教实践了慈悲济度、关注众生的基本思想，也体现了佛是大医王、解除世人精神困惑的宗教情怀。

（三）绘画

隋唐五代时期，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也较为兴盛，尤其是佛教寺院的绘画所费财物极多，绘画质量上乘，狄仁杰曾对此做过这样的描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186]与此相应，涌现出了许多擅长绘画佛菩萨、罗汉等佛教画像的画家。长安城内的寺院多有佛教题材的画像，而且画师多为当时画坛名人，诸如吴道子、韩斡、杨庭光、尉迟乙僧等人。在光宅寺东菩提院内北壁东西廊上，就集中有当时数位名画家的画作，其中有尉迟画降魔等变，殿内吴生、杨庭光画；又尹琳画西方变。菩提寺佛殿内东西壁，有吴道子画神鬼，东壁有董谔画本行经变。净域寺三阶院东壁有张孝师画地狱变，院门内外有王韶应画的神鬼。景公寺东廊南间东门南壁画行僧，转目视人；中门之东，有吴道子画的地狱经变图。安国寺西廊南头院西面堂内南北壁，并中三门外东西壁，有杨庭光画的梵王、帝释，院东北处有杨庭光画的涅槃经变和西方净土经变。云花寺小佛殿有赵武端画净土变。宝应寺有韩斡画东西二菩萨，院南门外，有韩幹画侧坐毗沙门天王等。[187]
盛唐画家吴道子擅长以佛教题材为主的绘画，“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188]。吴道子在长安菩提寺所绘的佛像“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膝”[189]。他所画的佛菩萨形象栩栩如生，富有生机。由于吴道子在佛寺所画的人物画像、佛菩萨像、地狱变相以及佛经变画都非常形象生动，富有活力，当时人称他的佛画样式为“吴家样”，影响极大。

中唐画家周昉擅长人物画，尤其是女性人物画，他所画的女性形象富贵、秾丽，颇具盛唐女性丰腴之相，其“画士女，为古今冠绝”[190]。史称“绮丽人物”，或称为“绮罗人物”。他也擅长用佛教题材作画，所画佛菩萨等形象栩栩如生，神情并茂，其中以观音画像最有特色，史称“水月观音”。周昉也经常到寺院作画，唐德宗时曾经修缮章敬寺，德宗召见周昉之兄周晧，对他说：“卿弟昉善画，朕欲宣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月，果召之，昉乃下手。落笔之际，都人竞观，寺抵园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经月有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为当时第一。”[191]
兼具有印度、西域和中国佛教艺术的于阗人尉迟乙僧是唐代佛教绘画中的一位特殊人物，他在“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泽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192]。在他所画的《降魔变》中，当时人曾做这样的描述：“尉迟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险。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193]这幅画并不是尉迟乙僧画得最得意的一幅，而且经过唐武宗灭佛，该画像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但是，其画中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不减，显示出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艺和绘画水平。

晚唐画家张南本“工画佛道鬼神，兼精画火。尝于成都金华寺大殿画八明王。时有一僧，游礼至寺，整衣升殿，骤睹炎炎之势，惊怛几仆”[194]。张南本不仅长于画佛道鬼神，而且他画火的水平几近于以假乱真的地步，以至于游方僧人见到他画的火感到胆战心惊。张南本还在宝历寺画水陆功德画，画的内容表现“曲尽其妙”。由于他的绘画水平很高，导致后来竟然有人模仿，甚至偷偷替换掉他的真迹。

在隋唐五代时期的许多寺院中，大都绘有佛菩萨、罗汉、祖师等与佛教内容有关的壁画，成都大圣慈寺的画像在当时极为兴盛，可以视为当时佛教寺院绘画的代表。大圣慈寺“总九十六院，楼阁殿塔厅堂廊庑，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天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神雕塑不与焉”[195]。所绘画的图像均以佛教神佛等形象为题材，数量也非常多，显示出当时佛教绘画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四）石窟

我国石窟艺术的发展是从北魏、前秦时期开始，到隋唐五代进入鼎盛时期。此一时期，石窟开凿的数量多、造像丰富、雕塑绘画水平高。此后，石窟艺术虽然有所发展，但整体上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以北方地区居多，主要有新疆龟兹、焉耆、高昌等地的石窟，甘肃的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安西榆林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东济南千佛山石窟，等等，这些石窟在隋唐时期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

敦煌莫高窟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开始开凿，经过一千多年的续开，成了中国石窟艺术中的杰出代表，现存492个洞窟中隋唐五代时期开凿的占四分之一强，尤其是从唐武德初年到唐德宗建中二年（618—781）保存下来的石窟就有127个之多。此一时期的洞窟中，多绘有佛经经变图，如《阿弥陀经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等，另外还有佛像、佛教史迹和供养人、飞天等图像，还有一些佛教题材的装饰图案等，这些都构成莫高窟壁画的主要部分。从佛教造像、绘画内容上来看，诸佛、菩萨、佛弟子、罗汉、天王、力士等造像、绘画多样，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衣着都表现得十分生动、细腻。炳灵寺石窟中多弥勒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等佛菩萨的造像，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建造的跏趺坐弥勒佛摩崖大像，成为河西第一大佛。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开凿于隋和唐前期，共有隋唐时期石窟107个，造像1498身，是关中地区最大的石窟艺术群。其中，唐代开凿的大佛窟有阿弥陀佛坐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弥勒菩萨等诸佛菩萨的造像。[196]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原地区最大的佛教石窟艺术群，主要造像是北魏和隋唐时期开凿的。尤其是武则天时期，为了满足帝王、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祈福、求佛护佑等心理需求，在伊河两岸、东西两山的崖壁上开凿了数量众多的石窟，其中，以奉先寺卢舍那佛龛石窟群最有代表性，石窟中所雕凿的佛、菩萨、天王、力士等形象展示了艺术家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及佛教与中土文化的融合。可以说，奉先寺佛龛的“凿造规模、艺术设计，以及雕刻形象塑造等方面的成就，代表着唐代美术达到的高度的艺术水平”[197]。

南方地区石窟艺术流传下来较少，最著名的是剑南石窟造像艺术，该石窟造像的鼎盛时期是在唐后期的南诏国（738—902），从造像的数量、质量上来看，可以说是唐五代时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诸多造像中，以乐山凌云寺的弥勒大佛为代表，该佛像背靠大山、面向三江，高58米，堪称“世界第一大佛”，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

（五）书法

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与佛教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佛教书法艺术，这种佛教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当时整体文化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世俗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而言，他们或出于练习书法，或出于佛教信仰的目的，抄写了一些佛经；对于普通信仰者而言，多数是出于虔诚的佛教信仰而抄写大量佛经，其中也不乏书法艺术水平较高的写经、抄经和碑刻等流传于世。武则天时期的太子太傅钟绍京“雅好书画古迹，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198]。他曾经抄写有楷书《转轮圣王经》和小楷《维摩诘经》等经卷并流传于世。唐肃宗时的僧人楚金既造佛塔，又抄写佛经，他曾经抄写《法华经》千余部放置在塔中供养。其他擅长书法的文人写经如擅长草书的书法家张旭曾手写《心经》，擅长行草的王知敬手写《金刚经》，韩愈叔父韩择木手写《心经》，书法家柳公权书写《金刚般若经》《清净经》《心经》，诗人元载书写《尊胜陀罗尼经》，南唐后主李煜书写金字《心经》，五代江南人曾在一枚钱币上书写《心经》等。[199]敦煌出土佛经全部是抄写而成，比较完整地保存并真实再现了隋唐五代时期佛经书法艺术，其中有些写卷的书法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于这些抄写经卷，后人多有从书法角度去做评论。例如，BD14840.10《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写卷，“大业四年隋人书《金刚经》残片，墨色沉厚，笔势隽逸”[200]。津艺064《佛说佛名经》写卷，“此唐人所写千佛名经之残卷，纸越千年完好如新，笔意亦朴茂不俗，自是当时经生之善书者所作，至甚珍贵”[201]。启功先生也曾对其中一件唐人抄写《妙法莲华经》卷一《序品》后半和《方便品》前半作过高度评价：“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202]从这些后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敦煌地区的佛教书法艺术已经发展到与中原地区相当的水平，佛教书法艺术水平由此可窥一斑。

僧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也会加强书法艺术方面的锻炼，出现了一些书法水平较高的僧人，他们书写的一些书法作品成为当时佛教中具有较高书法艺术水平的代表。隋代僧人智楷、智永、智果，唐五代的怀仁、大雅、怀素、亚栖、贯休、齐己等人都有独到的书法创作和令人赞叹的艺术作品。他们的书法创作丰富了佛教的表现形式，书法也提升了僧众们的艺术修养，无论是对佛教还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智楷和智永都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兄弟二人都擅长书法。其中，智楷的书法在当时非常有名，尤其是擅长草书。智楷之弟智永同样擅长书法，与南朝梁擅长隶书的丁觇齐名，被时人誉为“丁真永草”。其草书创作深得家传，“智永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齐升堂，真草惟命，夷途退辔，大海安流。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203]。智永在书法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了练字的基本方法——“永字八法”。智永练字、钻研书法非常刻苦，他在吴兴永福寺时，曾三十年不出寺院，写坏的废笔头装满了十瓮，后来他将这些废笔头埋掉，号为“退笔冢”。由于智永的书法非常有名，常常有人来索求他的墨宝，几乎把门槛都踩破，他只好用铁皮把门槛包起来，人们称为“铁门限”。智永的书法代表作是《真草千字文》，其书法秀逸、流畅，别具韵味。由于智永书法在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出现了智永书法作品的仿作，敦煌出土文献中，P.3561号写卷“智永真草千字文”的题记中写道：“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从该写卷的书法艺术来看，可以说是仿作中非常成功的一件。智果曾经师事智永，其书法骨力劲健，擅长隶书、行书和草书，与智永的书法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当时隋炀帝曾评价二人的书法特点：“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智果在书法上主张要注意字体结构的疏密、虚实，讲求向背、取势，注重笔画变化以避免重复。他的《心成颂》是最早对字体结构进行分析的书法理论文章，对后世影响较大。僧人怀仁曾受京城佛教僧众委托，历时二十四年，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行书遗墨中集字临摹，集成唐太宗所写《圣教序》，后世广为流传，其书法艺术可谓上乘。

中唐僧人怀素（737—799）的书法成就在僧人中最高。他自幼酷爱书法，因家贫无钱买纸，就常常用芭蕉叶来代纸练字。他还专门准备一块木板和一只盘子，经常在上面写字，时间长了将木板和盘子都写穿了。他师法二王，以草书见长，人称其为“狂草”。他曾观察白云随风瞬息变幻的情景，悟出了书法创作中的“草书三昧”。其书法特点是“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204]。对怀素的书法成就，历代人都赞叹不已，多有嘉评。“当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臮、钱起之徒，举皆有诗美之，状其势以为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人不以为过论。又评者谓张长史（旭）为颠，怀素为狂。以狂继颠，孰谓不可？”[205]怀素的作品很多，流传于世的名作有《千字文》《圣母帖》《自序帖》《食鱼帖》等。僧人亚栖在唐昭宗时曾被两度“赐紫袍”，极受朝廷的恩宠，曾于光化年间（898—901）在殿庭书写草书。他的书法风格颇得“张颠笔意”，他对张旭书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形成“笔势浓郁”的书法特点。其《论书》一文是重要的书法理论作品。僧人贯休不仅是诗人，而且在绘画、书法方面也有独特的造诣，他的书法兼及篆、隶、行、草等各种字体，尤其擅长草书，其草书书法可以“比之怀素”。

晚唐五代诗僧齐己（863—937）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而且还长于书法绘画。齐己操行高洁，不逐门权贵，其在“学戒律之外，颇好吟咏，亦留心书翰，传布四方，人以其诗并传，逮今多有存者……笔迹洒落，得行字法，望之知非寻常释子所书也”[206]。北宋徽宗藏有他的《拟嵇康〈绝交书〉》《庐岳诗》等九件作品，可见其书法艺术也颇受世人瞩目。

（六）乐舞

佛教戒律中本有禁止视听歌舞的律条，但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西域乐舞的东渐，隋唐五代时期与佛教有关的乐舞也逐渐发达起来。其实，早在印度佛教时，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法：“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或以欢喜心，歌呗颂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207]修行过程中如果使用歌赞、梵呗等音乐、歌舞之类的方法则有助于成就佛道。

经过曹植和梁武帝对梵呗的创作和推动，隋唐时期的梵呗已经成为佛教仪式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讲经活动仪式中，就有梵呗的参与，“夜集说法，座高卑无在，三千威仪，上高座读经。先礼佛，次礼经法及上座，后在座正坐，向上座坐，楗椎声绝，先赞偈呗，如法而说。若不如法问，不如法听，便止”[208]。除了梵呗之外，隋唐社会还流行佛曲。佛曲是在融合印度、西域和中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乐曲，在当时中国佛教中广为流行。“佛曲者，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乐曲，有宫调可以入奏。内容大概是颂赞诸佛菩萨之作，所以名为佛曲。大约为朝廷乐署之中所有，不甚流行于民间。”[209]当时流行的佛曲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藏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卢舍那仙曲》等几十种之多。随着佛教的普及和流行，这种佛曲不仅在宫廷中流行，而且也传入民间，成为民间佛教活动中的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佛教音乐也出现了大众化的趋势。在佛乐表演时，参加人数非常多，以致出现了“听者填咽”[210]的局面，听众们不仅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上的愉悦感，而且还能够增加佛教知识。由于佛教音乐不同于世俗音乐，它具有宗教信仰方面的劝导作用和一定程度的弘法目的，某些时候，一些虔诚的信仰者会表现出比较狂热的宗教情绪。

与佛乐相关的还有戏曲、戏剧、舞蹈等佛教艺术，某些时候，佛寺就是这些艺术表演的舞台，佛寺本身也组织专门的戏剧、舞蹈演出。隋文帝时，曾经“造《中朝山》佛曲，见传供养”[211]给栖岩寺，这是以朝廷命令的形式将佛曲及与之有关的乐队送到寺院作为供养。唐代帝王也经常在寺院中进行乐舞演出。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曾从宫中出“等身金铜佛像一铺，并《九部乐》、南北两门额，上与岐、薛二王，亲送至（招福）寺”[212]。除了赠送佛像、寺额等，还特意送大型乐舞团到寺院，显示出乐舞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以后，随着盂兰盆节成为唐代重要的佛教节日，与之相关的乐舞活动就更加频繁，规模也更加庞大。唐代宗时的一次盂兰盆节，从宫中将盂兰盆送至各大寺院，欢迎过程中的“幡花、鼓舞、迎呼道路”[213]，场面热闹非凡，简直就是一场大型歌舞表演的民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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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台宗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至陈、隋之际，随着各种大小乘经论的不断传译及其研习的蔚然成风，佛教在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多元性以及义学与实践上的多样性。由于南北朝的地域分割及南北所依经论的各有侧重，其学风也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各自特色，即所谓北方重禅定而南方重义学。就当时的佛教界而言，如何圆融呈现于各种经论中的佛学思想并使其获得根本的统一、如何兼摄南北的不同学风并使之成为僧伽内部的普遍共识，正是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又一历史课题。智[image: ]及其所创立的天台宗率先承担起了融会南北学风、统一释迦教义而为佛教别开生面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的出色完成，使天台宗成为中国第一个大乘佛教宗派，成为中国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座崭新的历史坐标。

第一节 智[image: ]与天台宗的创立

智[image: ]（538—598），俗姓李，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后随晋室南渡，寓居荆州华容（今属湖北省）；智[image: ]生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卒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8）十一月。[1]其18岁时双亲亡故，旋出家。出家以后，初依慧旷学律部[2]，兼通《方等》。又至湖南大贤山，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20岁受具足戒。23岁时，即陈文帝天嘉元年（560），智[image: ]涉险北上，诣光州大苏山，师事慧思，证得法华三昧，慧思许之为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并常令代讲《大品般若》，闻者服之，由是闻名遐迩。

时慧思欲往南岳，智[image: ]欲从之，而慧思戒之曰：“吾久羡南岳，恨法无所委，汝初得其门，甚适我愿，吾解不谢汝，缘当相揖。今以付属汝，汝可秉法逗缘，传灯化物，莫作最后断种人也。”[3]又云：“汝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4]既禀承师命，智[image: ]遂于南朝陈光大元年（567年，时智[image: ]30岁）南下陈都金陵。

至金陵，智[image: ]大展其宏富之辩才，深获道俗钦仰，又得一时名臣如仆射徐陵、尚书毛喜、尚书沈君理等人的推重，名动朝野，其辩说恢宏，闻者折服。陈宣帝太建元年（569），沈君理请居瓦官寺，开讲《法华经》，宣帝敕停朝一日，令群臣往听。自是至太建七年（575），智[image: ]前后居瓦官寺八年，创弘禅法，宣讲《大智度论》、说《次第禅门》等，又为毛喜出《六妙门》。这是智[image: ]一生弘法活动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其精湛的佛学造诣及卓越努力，金陵不仅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而且以定慧双开为基本特征的南北禅风之统一的局面已基本形成。强调止观之不得偏废，以南方之义学与北方之禅法相互贯通，乃为智[image: ]在金陵弘法的基本重点，其所创宏的禅法能够获得巨大成功，表明其融会南北之风的卓越努力实际上已开创出了新的佛学风貌。

但是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北方在周武帝建德三年（陈太建六年，574）发生了大规模的灭佛事件，金陵僧界的状况也不尽令人满意。智[image: ]尝叹云：“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余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减十人得法。其后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贤各随所安。吾欲从吾志……闻天台地记，称有仙宫……若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也。”[5]北方的灭佛事件，无疑强化了他受慧思所熏染的末法情绪，“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各随所安”的教内现况，则激励他对佛教之整体及其本人之佛学思想做进一步的反思，因此之故，他遂不顾陈宣帝的敕书挽留以及徐陵的“泣涕请住”，辞别金陵而直指东川，于太建七年（575）秋九月入住天台山。

初至天台，智[image: ]尝流连于幽谷飞瀑，往返于山涧鸣泉，凭吊支道林等往贤遗踪；旋止佛垄岭之北峰，创立伽蓝，栽植松竹，汲引清泉；复于次年在华顶峰独修头陀之行。头陀既竟，旋归佛垄。其所居之地，道路艰阻，舟车不至，适逢年岁不丰，匮于资供，其弟子皆散去，独与慧绰种植乌苣、采拾橡子以充饥，甘之如饴，安贫无戚。不久，即太建九年（577）二月，陈宣帝下诏云：“智[image: ]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即天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6]于是其散去之徒众又皆返回。次年五月，陈宣帝敕智[image: ]所止寺名为“修禅寺”，由毛喜题篆。

南朝陈后主至德二年（584），永阳王陈伯智出镇东阳州，尝致书三请，智[image: ]遂往，昼讲义理而夜习禅定。至德三年（585年，48岁），在陈后主的多次敦请之下，智[image: ]遂再往金陵，初止于灵曜寺。旋应诏赴太极殿，开讲《大智度论》及《仁王般若经》等，后主亲往听法。后以灵曜寺过于偏隘，遂迁光宅寺居住。至德四年（586）正月，诏赴崇政殿，为皇太子授菩萨戒，设千僧法会。祯明元年（587），于光宅寺讲《法华经》，弟子灌顶与听，记为《法华文句》。次年陈亡。

陈朝既亡，江南处于一片亡国的乱离之中，佛教也由于隋军的南下而遭受破坏，于是智[image: ]遂离开金陵，杖策荆湘，备尝路途颠沛之苦，过江西而憩于庐山。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下诏敕问，对智[image: ]于陈亡之际即离金陵而西行表示了明显的不快情绪。诏书虽存礼问，而其意亦在恐吓，目的在于敦促智[image: ]与隋朝合作。时秦王杨俊镇扬州，复致书延请，而智[image: ]对来使云：“虽欲相见，终恐缘差。”不受其请。次年，即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代其弟杨俊总管扬州，复遣使奉迎，智[image: ]一方面认为“我与大王深有因缘”，另一方面又再三予以推辞，“初陈寡德，次让名僧，后举同学”，然“三辞而不免”，于是与杨广约定四项条件，声明不会将他独有心得的禅法传授给杨广，并且他“若丘壑念起”，便即离去，杨广不能以别种理由对他再行羁留[7]，体现了智[image: ]崇高的独立人格。在杨广允诺此四项条件之后，智[image: ]遂从庐山前往扬州，于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大厅设千僧会，为杨广授菩萨戒，取法名“总持”，杨广则号智[image: ]为“智者大师”。授戒既毕，智[image: ]即出居城外，同时坚请再赴荆湘。杨广固请，予以挽留，而智[image: ]云：“先有明约，事无两违！”[8]即拂衣而起，出扬州而溯江西去。

开皇十二年（592），智[image: ]再经庐山，度夏毕，于八月至潭州，往衡山营建功德，报慧思之师恩。十二月至荆州，答地恩。次年于荆州当阳县玉泉山创立玉泉寺，又重修十住寺，并于玉泉寺讲《法华玄义》。开皇十四年（594）于玉泉寺讲《摩诃止观》。由此而完成天台宗思想体系的完整建设。荆州玉泉寺是智[image: ]晚年弘法的重要场所，其一时法席之盛，不减于当年之瓦官。“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因此而招致州官的恼怒干涉，以为有乖“国式”，智[image: ]对此遂有“世调无堪，不能谐和得所”之遗恨。[9]十五年春，杨广以久留京师，将还扬州，遣使奉迎，智[image: ]遂顺流东下，再至扬州，止于禅众寺。六月，杨广奉书求学禅慧，智[image: ]数辞不获，乃为撰《净名经疏》。

开皇十六年（596）春，智[image: ]再还天台，当地人民迎于道次。自陈后主至德二年（584）离开天台山至此还归，其间已经一十二载，山寺久已废坏，人踪久断，竹树成林，然智[image: ]雅好泉石，负杖闲游，自得于林泉之幽趣，尝自叹云：“虽在人间，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静夜，澄神自照，岂不乐哉！”[10]但是这种山野闲云的优游之乐并未持续多久。开皇十七年四月，杨广遣使入山参问，并克期于是年秋天迎觐江都。未几，据《别传》记载，一月明之夜，智[image: ]尝梦大风吹坏宝塔，又梦慧思令其说法，智[image: ]即告其弟子，以为乃“死相现也”，遂对其弟子口授《观心论》。同年冬十一月十七日，杨广所遣使入山，敦促智[image: ]赴江都。智[image: ]遂散去各种什物，用施贫困，又对其山下拟建寺庙式样规模做了筹划，交代若后造寺，一依此法。次日，即随杨广来使出山。行至石城寺[11]，“乃云有疾”，不复前行。对其首座弟子智越曰：“大王（指杨广）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吾知命在此山，故不须进前也。”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乃口授与杨广之《遗书》[12]，并手书四十六字，略云：“莲花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香遐远，长保如意也。”未几，命弟子洒扫净室，唱《法华经》及《无量寿经》，又索香汤漱口，说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观、四无量心、四悉檀、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一一法门摄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凉池。说竟，又答弟子之疑。遂作跏趺坐而入灭，如入三昧。时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598年1月7日），春秋六十，僧腊四十。其明年，杨广为建寺天台山麓，一依智[image: ]生前所定之形制规模，寺初名天台，至炀帝（广）大业元年（605）改名国清。

智[image: ]为弘扬佛法，毕生讲说，故著述极多，但大多为弟子灌顶所笔录。灌顶尝云：“智者弘法三十余年，不畜章疏，安无碍辩，契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间所伏。有大机感，乃为著文。”[13]就天台宗佛学思想的研究而言，则以“天台三大部”最为重要，即《法华文句》20卷、《法华玄义》20卷、《摩诃止观》20卷，均为弟子灌顶笔录。

智[image: ]的一生，是为弘传佛法而贡献其智慧的一生。他生当乱离之际，却信仰坚定，心系众生，对现实世界的苦难怀抱着浩大的悲悯情怀。作为一名佛教徒，他毕生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实践着“六波罗蜜”，体现了其人格与僧格的光大高明；作为一名思想家，他精研覃思，基于大小乘佛法的精通以及佛教之根本精神的心领神会，以其广博的知识与深邃的智慧，兼综博会，独运孤明，建立了体大思精、圆融无碍的天台宗宗教哲学体系。智[image: ]是中国最为伟大的宗教哲学家之一，而他所创建的天台宗，则为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所取得之思想成果在当时历史条件与思想条件下的总结，实集中国大乘佛学之大成，正因如此，天台宗以止观学说为核心的整体理论构成，实际上也在理论上预示、涵盖了此后中国大乘佛教诸宗派之基本的精神内核。

第二节 天台宗的判教体系

湛然曾概括天台教门宗旨云：“一家教门，远禀佛经……所用义旨，以《法华》为宗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引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观心为经，观法为纬，织成部帙，不与他同。”[14]卓然可见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骨”而对于佛教大乘诸经论的宏观统摄。而智[image: ]之集大成的精神，首先即体现于其以《法华经》纲维释家一代时教的判教学说。

按天台宗的传统，天台宗的教判体系以“五时八教”之说为基本架构。所谓五时，即将佛成道以后所说各种教义之过程在总体上区分为五个基本时段：

（1）华严时。释迦初成正觉，即于寂灭道场现毗卢舍那身，说《华严经》，现出世之本怀，示真实之谛理，是专为利根人说法，令速悟入而成正觉。就说法之方式言，是为顿教，譬如日出，先照高山而未及平地幽谷；约味而言，犹从牛出乳。

（2）鹿苑时。第一时所说《华严经》为大乘顿教，然其意高远，微妙难知，于时座中皆小乘根性，未能契机而悟入，故游鹿野之苑，专为小乘人说四谛之义，是为四《阿含经》。其教之形式乃为渐教，譬之日照，及于幽谷；约味而言，则从乳出酪。

（3）方等时。鹿苑虽说小乘，然仅为引钝根人入道之权法，故进而为说各种大乘经典，斥小弹偏，叹大褒圆，使不滞着于小乘，开其向大之志而学菩萨大道。《维摩》《楞伽》《金光明》《思益》《深密》等大乘经皆属之。其说法之形式乃为渐教，约一日而言，则当于食时；约味而言，为从酪而出生酥。

（4）般若时。说诸方等经后，又进而为说《般若经》，其基本精神为淘汰与融通，即淘汰一切相之滞着及大小乘之分别见，明了诸法缘生，即假即空，使统会融化于即空假处即是诸法实相之妙谛。就说法之形式言，《般若》也仍为渐教，约一日而言，此当日在巳时之“禺中”；约味而言，则从生酥而出熟酥。

（5）法华、涅槃时。是为佛说法之最后阶段，所说经典即《妙法莲华经》与《大般涅槃经》。向之所说，或显实而不开权，或隐实而立权，权实不同，大小相隔；此《法华经》则开权显实、废权立实、会权归实，统摄三乘而归极于圆满一乘，故为究竟圆满之教。就教法言之，《法华》非顿非渐，因其为一乘圆教故；然就开权显实之过程言，圆实之境的显示乃为渐，《法华》也可称为“渐圆”；然圆实既显，便无所谓渐而实归于顿，是圆即顿，顿即圆，圆顿合一；既臻圆顿，则又顿渐之义皆泯，由是法法皆实，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实相，故谓之非顿非渐。约一日而言，此犹日当正午，罄无侧影，平川幽谷，无不遍照；约味而言，则从熟酥而出醍醐。

五时判教是智[image: ]依据其自身的佛学思想并按各经所说之基本要义而对其所作的一种主观安排，五个时段及所属各经之次第并不体现历史事实，但这一安排将各种大小乘经典都纳入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之内，消泯了其相互之间在理论上的某种不和谐性或矛盾性，从而使各经在某种统一的教理基础上获得合理的措置。五时说在体现智[image: ]对大小乘经典恰当措置的圆融精神的同时，又强调了《法华经》的特别重要性，这一点自然与智[image: ]本人的佛学思想有关，亦与《法华经》本身的“唯一佛乘”思想有关。《法华》云：“舍利弗当知，诸佛语无异……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15]“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乘，唯一佛乘。”[16]佛之所以出现于世而为众生说法，乃为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一“大事因缘”，故一切佛语皆真实不妄，其所异者，唯在以诸方便之力对众生之根机利钝而随宜说法而已，故究极而言，唯有一佛乘而无二乘三乘，《法华经》的这一基本思想即为智[image: ]确立“五时五味”之说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法华》阐明会三归一之旨，“无复枝叶，纯有贞实”，[17]为究竟圆实一乘之教，天台宗奉之为最高经典，故判其为最终末后之教。而《涅槃经》之所以与之并列及五时判教与五味相参的经典依据，则依《大般涅槃经》云：

诸大乘方等经典，虽复成就无量功德，欲比是经，不得为喻，百倍千倍百千万亿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善男子！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从佛出于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言醍醐者，喻于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善男子！以是义故，说言如来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称计。[18]

这里明言《大涅槃经》阐明佛性常住犹如醍醐，诸大乘方等经典皆不得与之比肩。智[image: ]云：“醍醐者，是众味之后也。《涅槃》称为醍醐，此经名大王膳，故知二经（《法华》与《涅槃》）俱是醍醐。”[19]以《法华》与《涅槃》俱为后教后味，故而并列为第五时。在上引经文中，从乳至醍醐之五味，乃以比方从十二部经至《大涅槃》，其中明显含有时间先后之次第的意味，这对智[image: ]的五时判释无疑是有启发的。

但是在智[image: ]那里，五味除以比方五个时段以外，亦用以表示众生根机利钝之淳熟的程度。智[image: ]云：

约行人心者，脱（说）《华严》时，凡夫见思不转，故言如乳；说三藏时，断见思惑，故言如酪；至方等时，被挫耻伏，不言真极，故如生苏；至《般若》时，领教识法，如熟苏；至《法华》时，破无明，开佛知见，受记作佛，心已清净，故言如醍醐。行人心生，教亦未转；行人心熟，教亦随熟。[20]

所谓行人之心，即行道者之根机的淳熟程度。依此阐述，牛乳至醍醐之五味，既约众生根机之利钝，亦约行道者佛学修养之功夫的浅深，而佛之随机说法，由《华严》至于《法华》《涅槃》的层层转进，乃与行人之心的“生”“熟”程度及其根机之利钝与修养之浅深保持着充分的和谐统一。“初成道时，纯说圆顿为不解者，大机未浓；以三藏、方等、《般若》洮汰淳熟，根利障除，堪闻圆顿，即说《法华》，开佛知见，得入法界，与《华严》齐。”[21]此表明佛之初说《华严》顿教，时领教者大机未浓，如聋如哑，故转以渐教启导，令其根机淳熟，及至堪闻圆顿之旨，即为演说《法华》，令开佛之知见。此即所谓“行人心生，教亦未转；行人心熟，教亦随熟”。谛观《天台四教仪》云：

问：将五味对五时教，其意如何？答：有二。一者但取相生次第；所谓牛譬于佛，五味譬教，乳从牛出，酪从乳生，二酥、醍醐，次第不乱，故譬五时相生次第。二者取其浓淡，此则取一番下劣根性，所谓二乘根性在华严座，不信不解，不变凡情，故譬其乳；次至鹿苑闻三藏教，二乘根性依教修行，转凡成圣，慕大耻小，得通教益，如转酪成生酥；次至《般若》，奉敕转教，心渐通泰，得别教益，如转生酥成熟酥；次至《法华》，闻三周说法，得记作佛，如转熟酥成醍醐。此约最钝根，具经五味，其次者或经一二三四；其上达根性，味味得入法界实相，何必须待《法华》开会！[22]

谛观在这里的概括是符合智[image: ]本人思想的。五味之相生与五时之转进既有时序上展开的意义，又有取譬佛对应根机之浓淡、修养之浅深而随宜说法的意义。佛之五时说教，旨在令一切众生开佛之知见，其最劣根性者或须经五时而得悟入，而其上达根性者则在任一时皆可悟入。在总体上，五味之相生的次第既对应了五时之转进的过程，又对应了众生之心在不同阶段的受益程度及其修养之淳熟的程度。以五味而约五时，正是天台教观统一之圆融精神在判教上的体现。

五时之说已略如上述。八教者，传统上又将其区分为“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所谓“化仪”、“化法”之别，灌顶《天台八教大意》云：“前佛后佛，自行化他，究其旨归，咸宗一妙佛之知见。但机缘差品，应物现形，为实施权，故分乎八。顿、渐、秘密、不定，化之仪式，譬如药方；藏、通、别、圆，所化之法，譬如药味。”[23]知顿、渐、秘密、不定为“化仪四教”，是为佛教化众生所用之仪式方法，故譬如药方；藏、通、别、圆为“化法四教”，是为佛以化仪四教化导众生的教理内容，故譬如药味。顿教者，即是当下直提大乘圆满教理，第一时说《华严经》即为顿教，所谓佛日初出，顿教先开。渐教则以种种方便权法，由小及大，渐次深入，诱引众生，令成正觉。鹿苑、方等、般若三时说教皆属渐教，然《阿含》为渐初，方等为渐中，《般若》为渐末。秘密教，是说在前四时中，佛以不思议力而以一音说教，于同一会中，听者虽同听而异闻，或得渐益，或得顿益，彼此互不相知，故谓之“秘密”。不定教，亦谓于同一会中，虽一齐听法而解悟各异，或于渐说中得顿，或于顿说中得渐，彼此相互知其得益之不同，故谓之不定。秘密、不定之实皆为同听而异闻异解，其别仅在相互知其异闻异解与否，故秘密可谓隐藏的不定，而不定即为显露的秘密。然化仪四教之所以有如此分别，总在众生根机利钝之不一，故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化仪四教仅贯穿于前四时，而不属于第五时的《法华》《涅槃》，因此二经皆非权法，废权显实，发迹显本，开前顿渐而会归于一乘，故非顿渐可摄，而为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

化法四教者，总在以言教而诠理，以化转物心，令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转迷成悟，转凡成圣。第一藏教，即小乘经律论之三藏。智[image: ]云：“此教明因缘生灭四圣谛理，正教小乘，旁化菩萨。所言三藏教者，一修多罗藏，二毗尼藏，三阿毗昙藏……此之三藏教，的属小乘。”[24]是藏教以说四谛十二因缘而化转小乘根性为主，其经典即四《阿含经》，其所化者，但有小乘得道而未有大乘之益，亦不说种种菩萨行，故以小乘为正而大乘为旁。第二通教。“通者，同也，三乘同禀，故名为通。此教明因缘即空无生四真谛理，是摩诃衍之初门也。正为菩萨，旁通二乘。”[25]通教乃通于大小二乘，然以大乘为主，与前藏教及后别、圆二教相贯，而为摩诃衍之初门，即可视为由小乘藏教而向大乘别教的过渡。其主要内容为阐明因缘即空，即一切法当体即空，并毕竟空，有别于前藏教之析体为空，其经典以《般若》为主。第三别教。“别者，不共之名也，此教不共二乘人说，故名别教。此教正明因缘假名无量四圣谛理，的化菩萨，不涉二乘，故声闻在座如聋如哑。”[26]是别教专化菩萨而不与声闻、缘觉二乘相共，又其与前藏、通二教及后别、圆二教均有区别，故名别教。其主要内容为观三谛而得中道一切种智，以自行化他。然此中道一切种智并非初住发心即为具足，故与后圆教有别。别教虽较通教之内容为深入，然犹非圆境，“别虽异通，犹是未圆之名也”。其经典乃为《维摩经》等。第四圆教。“圆以不偏为义。此教明不思议因缘，二谛中道，事理具足，不偏不别，但化最上利根之人，故名圆教也。”[27]圆教为佛陀教法之极致，宣说大乘究竟义理，一切圆满具足而又圆融无碍，即空即假即中，性相具足，无非实相，故圆以不偏为义，亦即圆满之中道义。诸经中《华严》《涅槃》《法华》皆圆教，然唯《法华》为究竟纯圆之教。

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合称天台八教，然实际只以化法四教为重点。在化仪四教之中，真正为佛对应众生根机之利钝而为说法之方式的，实际只是顿、渐二门，秘密、不定实只为众生各以其根机而对佛之顿、渐说法的不同解悟方式，因此化仪四教的实际意义是可以为化法四教所涵摄的，说法的方式与说法的内容必相互统一而不得分割。

智[image: ]藏、通、别、圆之四教判释确乎是以《法华经》一再阐明的唯一佛乘、余皆权说的思想为依据的。佛既随宜化导，而众生根性不一，随机悟入佛理之层次便亦有别，如此遂有四教之起。智[image: ]论云：

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随类异解者，即是四教不同之相也。且诸经明义不同，自有说异解异，说一解一，说异解一，说一解异，无说无解，故此经云：其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若达此意，四教点定立义，何所疑哉！问曰：四教从何而起？答曰：今明四教，还从前所明三观而起。为成三观，初从假入空观，具有析体拙巧二种入空不同。从析假入空，故有藏教起；从体假入空，故有通教起；若约第二从空入假之中，即有别教起；约第三一心中道正观，即有圆教起。[28]

正因众生机缘不一，对佛说法解悟种种不同，故有藏、通、别、圆四教以各对其根机，而顿、渐之法则自然寓于其中。然四教之所以立，实亦原本于不同根性者悟入佛理之观门差别。从假入空观，有拙巧二种，析假入空为“拙”，即明诸法因缘所生，层层析之，都无自性，而入空观，是为藏教；体假入空为“巧”，即明因缘所生之法，当体即空，并毕竟空，是为通教；共约诸法之假、空二边而得中道实相，是为别教；明诸法之即假即空即中，原本具足无碍而入中道正观，是为圆教。此四教之中，前三教皆为方便权说，唯圆教为究竟实谛。智[image: ]云：

权是暂用之名，实以永施为义。方便波罗蜜，随情近益，故名为权；智慧波罗蜜，称理究竟，故名为实也。是则三教暂赴物情，故名为权；圆教究竟利物，故名为实。[29]

但于通于圆教的各经之中，唯《法华》之地位最为殊胜，《涅槃》虽与之并列而入第五时，但以四教皆入佛性涅槃，仍未完全舍弃方便权法，故其为圆教实非纯圆；唯“《法华经》开权显实，正直舍方便，但一圆教”[30]。是为不思议圆顿之道。

五时八教（或五味四教）之判教学说不仅体现了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骨的宗门旨意，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其“教圆”的基本精神。在五时八教之中，不仅五时与五味相互涵融，而且五时与八教相互涵融，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相互涵融，化法四教又各相互涵摄兼融，而圆教“皆约真如实相、佛性涅槃”、“种种法门、行位阶级，无不与实相相应，摄一切法，从初一地无不具足一切诸地”[31]，故圆教又统约、涵摄了前三教，然“四教四名虽复互通，而研其理实，当教立名，不可混滥”[32]，故四教名仍需分立，既为权宜方便，亦各据其理实，但四教之中实际仍以圆教为核心；而圆教之中又以《法华》之“但圆”为纯一无杂。因此就《法华》之纯圆而论，它实际上是超出八教判释之外的，其法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其所说教非藏非通非别，也非如《华严》《般若》《涅槃》等之“偏圆”，皆非所摄，而独享有其杰出的崇高地位。

以上所略述的“五时八教”，历来皆以为是创自智[image: ]的天台宗之教判学说，经过灌顶及湛然的进一步发展与阐述，它已成为天台教学体系之整体构成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高丽僧人谛观撰《天台四教仪》，开卷即言“天台智者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教，罄无不尽”，对五时八教之说做了提纲挈领、脉络分明的诠释，历来被奉为天台宗入门之必读，更对其流布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一念三千的实相论

天台宗的实相论以“一念三千”为基本的理论表述。所谓“一念三千”，乃谓众生在其刹那生起的介尔一念之中，即具足三千世界一切诸法性相。这一命题的具体论证过程，则是以《法华经》关于诸法实相的“十如是”说、《华严经》“十法界”说以及《大智度论》“三种世间”诸观念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涵融为基本理论方法而展开的。《法华经·方便品》云：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

“如是相”至“如是本末究竟等”的十“如是”，即是《法华经》所阐明的诸法实相。关于“十如是”的内涵，智[image: ]在《法华玄义》卷二上及《摩诃止观》卷五上均有解释。依其在《法华玄义》所作之“通解”：“相以据外，览而可别，名为相；性以据内，自分不改，名为性；主质名为体；功能为力；构造为作；习因为因；助因为缘；习果为果；报果为报；初相为本，后报为末，所归趣处为究竟等。”则相即表相，是个体（事物）自身表象显现的差别性；性为差别性之表象的内在依据或本质；体为表象所借以呈现的质料或实体；力为实体的功能，是作为潜在的可能性而存在的；作是其功能的实现，也即力的实际施用；因为导致结果的原因；缘为原因的条件；果为原因的结果；报是结果的结果，是在一定时间段内作为原因之结果的进一步合理延伸；本末究竟等，等为同一平等之义，从相之“本”到报之“末”皆为究竟平等一如。

此十如是或十种范畴，囊括了世间一切诸法在其可能的存在境域之中的存在相状，阐明了一切个体（事物）之自体存在的现实依据及其在生存的现实境域之中与一切其他个体及其所依存之各种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阐明了一切世界现象的普遍联系、交互涉入、圆融无碍。其中“本末究竟等”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它所表达的即是实相的终极内涵；但是从相之本到报之末的究竟平等或同一，并不是作为法相本身的事物（或其现象）之间的简单同一，而恰恰是相、性、体、力等作为法相而存在的一切现象被终极还原以后的最终同一；这种终极还原的结果，即是实相，即是现象本身如其所是的存在相状。为阐明这一意义，智[image: ]认为本末究竟等可以就三个方面来立论：

如是本末究竟等者，相为本，报为末，本末悉从缘生，缘生故空，本末皆空，此就空为等也。又相但有字，报亦但有字，悉假施设，此就假名为等；又本末互相表帜，览初相，表后报，睹后报，知本相，如见施知富，见富知施，初后相在，此就假论等也。又相无相，无相而相，非相非无相；报无报，无报而报，非报非无报，一一皆入如实之际，此就中论等也。[33]

就假论等、就空论等、就中论等，即是本末究竟等十种范畴在不同认知情境中所可能的三种结果，但三种结果之“如”，即一切法相被终极还原以后的如其所是的本来状态，却只能是究竟唯一的。由于就假、就空之论等未免皆入于有见，亦即是以某种先验的或超越的观念为前提的，因而其所得亦并非究竟；唯不执着于真俗二边却又不离散于二边并且共摄统一二边的中论，才可能使本末究竟“一一皆入如实之际”，是为实相的究竟之论，故智[image: ]云：“夫究竟者，中乃究竟，即是实相为等也。”[34]显而易见，空假中之三种论等不同，实际上即是依三谛而论等不同；换句话说，“十如是”与“三谛”是纯粹共融、相互统一的，“十如是”之最终落实于“本末究竟等”，即是究竟中道第一义谛。

为进一步阐明十如是与三谛之统一互融，智[image: ]对十如是之经文的句读作了不同处理，而有“十如三转”之说。“天台师云：依义读文，凡有三转。一云：是相如，是性如，乃至是报如；二云：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是报；三云：相如是，性如是，乃至报如是。若皆称如者，如名不异，即空义也。若作如是相、如是性者，点空相性，名字施设，逦迤不同，即假义也。若作相如是者，如于中道实相之是，即中义也。分别令易解，故名空、假、中。约如明空，一空一切空；点如明相，一假一切假；就是论中，一中一切中。非一二三而一二三，不纵不横，名为实相。”[35]是所谓“三转”，即是三种不同的句读方法。

第一种读法，作“是相如，是性如……是本末究竟等”。此读因循慧思而来，“南岳师读此文，皆云如，故呼为十如也”[36]。作此句读，“如名不异”，即是空义；十如乃阐明一切诸法之毕竟空，即是空谛。

第二种读法，作“如是相，如是性……如是本末究竟等”。作此句读，如亦空义，明一切诸法之相性体力作等，皆为“如”之空体的现象，是就空体之有的表象而立论，是即假谛。

第三种读法，作“相如是，性如是……本末究竟等”。作此句读，“如”犹同一，而“是”即实也。此明一切诸法之空假，自相之本至报之末，皆真实不妄，是即离空有而即空有的中道实相之是，是为中谛。

十如的三种转读方法切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文字游戏，三种句读方式在汉语中是完全可能的，而不同的句读方式所带来的文义则的确是不同的，智[image: ]将三种不同句读所体现的意义分别对应于空、假、中三谛，则不仅排除了由于不同句读而造成经文的不同理解所可能带来的对其理论阐释的伤害，而且实际上还表明了其世界观与知识论、真理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显示了其哲学体系内部不同理论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的完密性。然智[image: ]所强调的是，前两种转读所显空、假二谛，仅仅是一种方便，是所谓“分别令易解故”，其究竟之义是“就是论中”的中道谛，唯中道谛为“不纵不横，名为实相”。因此十如与三谛之所指向的最终理体是完全同一的。本末究竟等即是实相，而中谛的观照则是唯一能恰当地还原出这一实相的途径。由此看来，十如所标志的世界之存在及其一切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即是实相之相，那么以中谛为核心的三谛说即要求主体以空慧之心按一切诸法之存在的原本相状去还原实相本身。作为方法论的中道观，因此实际上便是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还原。

十如实相论是一念三千最为基本的理论前提，而将表述于《华严经》的十法界说与十如是相互连接，则是其重要的理论环节。

所谓十法界，是指地狱界、饿鬼界、畜生界、人界、修罗界、天界、声闻界、缘觉界、菩萨界、佛界；前六界称为“六凡”，后四界称为“四圣”。关于法界的意义，智[image: ]在《法华玄义》的解释是：

以十如是约十法界，谓六道四圣也。皆称法界者，其意有三：十数皆依法界，法界外更无复法，能所合称，故言十法界也。二，此十种法，分齐不同，因果隔别，凡圣有异，故加之以界也。三，此十皆即法界，摄一切法；一切法趣地狱，是趣不过，当体即理，更无所依，故名法界；乃至佛法界，亦复如是。[37]

在《摩诃止观》中，这一解释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法界者三义：十数是能依，法界是所依，能所合称，故言十法界；又此十法，各各因各各果，不相混滥，故言十法界；又此十法，一一当体，皆是法界，故言十法界。[38]

由此看来，所谓法界，首先是指一切众生（约为十数）作为能依之主体及其所依存之环境（所依）的共相（能所合称）；十法界已然尽摄这种能所共依的一切可能的空间界域。其次是分界、限隔之义，法界与法界之间有明确的分界，不相混滥，这种分界的依据则是普遍的因果律。再次是就众生之“当体”立论，十法皆当体即是法界（当体即理，更无所依），此义实际上是对第一、第二义的通约，以明法界之分野果然不可混滥，但众生之入于何种法界却是可变的，并且这种可变性亦是真实的。正是在法界之间虽有明确分野却又非绝对隔断这一意义上，智[image: ]阐明了十界互具的思想。所谓“互具”，即是相互具足、相互涵融，“一一法界，皆具十界”[39]，亦即每一法界均具足其余九种法界，如是一一互具，即构成百法界。显而易见，法界之互具是关于法界之分隔的非绝对性观念。任何一种法界都与其他法界相互依存，不可脱离其他法界而单独存在，此其一；其二，对于某一法界中的众生而言，该种法界并不必然是其永久的居留之所，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六凡与四圣之地位并非绝对，而可以相互转化，善与恶则虽相互敌对却又处于永远的统一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来不断性恶而地狱众生也不断善性。是故十种法界的互具共融是天台宗性具善恶、佛性通于染净之说的理论基础。

在一般意义上，十种法界是关于一切众生之空间处所的界定，显而易见的是，每一法界中之众生亦必有相性体力等十如，这一点正是为智[image: ]所强调的。十法界之互具而有百法界，百法界各具十如即有百界千如。智[image: ]云：

此一法界，具十如是，十法界具百如是；又一法界具九法界，则有百法界、千如是。

游心法界者，观根尘相对，一念心起，于十界中必属一界，若属一界，即具百界千法，于一念中，悉皆备足。[40]

百界千如悉皆备足于众生之一念，这是“一念三千”之前奏。

《大智度论》卷四十七云：“世间有三种，一者五阴世间，二者众生世间，三者国土世间。”五阴世间为众生之身心现象之别相，众生之所以有种种区分，正以其所摄受之五阴不同，因此五阴世间也是构成十法界的共同要素；众生世间是众生所持正报之别相，即如饿鬼、人、天等；国土世间则众生所依存之环境的别相（如地狱依赤铁住、畜生依地水空住、人依地住等）。

此三种世间再与百界千如互具，即得三千世界，故谓“一念三千”；由是尽摄一切世间一切众生一切诸法，辗转无尽，是故湛然称之为“终穷究竟极说”。智[image: ]论云：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后；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后。[41]

这是智[image: ]关于一念三千的经典性表述。然于三千之数，我们盖亦不必拘执为定数，而实不妨视之为一切色法、心法之无尽差别相。按照智[image: ]的理解，此三千种法即为众生之“介尔”一念心所具足，三千诸法与介尔一心无内外前后之别，不纵不横，不离不散，刹那一念，即三千具足。故以三谛观照三千世间一切诸法，皆一假一切假，一空一切空，一中一切中，体一互融，了无碍隔，是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不可思议境”。

由上述可知，一念三千这一概念是由十如是、十法界、三世间诸种观念的相互涵融而得到的，但数字的相乘与叠加绝非智[image: ]之本意，以此来阐明其实相的观念才是其真意之所在。正是在一念三千的观念下，具足于众生之一念心的三千诸法，在作为实相自身展开形态之差别相的意义上，本质上即与实相不异，因为实相的展开与实相本身并不存在内外先后，更无因果粘连，其关系充其量只能说为“相即”。这种无内外的体一互融，即是三谛圆融的状态，亦即是实相之究竟的如是状态。以一念三千来表述实相，确乎表现了智[image: ]之超拔的独创精神，同时亦充分体现了天台教学的圆顿之旨。湛然有云：“十如只是《法华》实相，权实正体……既云实相，故十即实相。故使今解不与他同。于一念心，不约十界，收事不遍；不约三谛，摄理不周；不语十如，因果不备；无三世间，依正不尽。”[42]是故一念三千之说，乃收事遍，无所不容；摄理周，圆融无漏；因果备，终始若环；依正尽，各得其所。

一念三千的实相论通常被称为“性具实相论”。性即法性，或称实性、理性，亦即佛性。按照智[image: ]对这一命题的阐释，或许称之为“心具实相论”更为恰当一些；但是在智[image: ]那里，心性原是不二，心具、性具，其义为一。智[image: ]有论云：

无明痴惑，本是法性，以痴迷故，法性变作无明，起诸颠倒善不善等……今当体诸颠倒即是法性，不一不异。虽颠倒起灭，如旋火轮，不信颠倒起灭，唯信此心但是法性。[43]

此明法性通于染净，并具有在染净两种向度充分展现其自身的可能性。在染的向度上，法性即是无明痴惑之本，一切颠倒起灭即是法性起灭；而在净的向度上，法性即是菩提，即是佛性本身，故若得“还源反本，法界俱寂”，即“一切流转皆止”，即得根本解脱。共于染净之法性在经验的现实世界中即与“此心”同一不二。因此在智[image: ]的实相论中，“一念”或“一念心”即是法性在经验状态的自我表呈，它同样是通于染净的，具足一切善恶性相，故智[image: ]尝称之为“一念无明法性心”[44]。《法华玄义》卷五上云：

但明凡心一念即皆具十界。一一界悉有烦恼性相、恶业性相、苦道性相。若有无明烦恼性相，即是智慧观照性相。何者？以迷明故起无明，若解无明即是于明……凡夫一念即具十界，悉有恶业性相，只恶业性相是善性相……凡夫一念，皆有十界识名色等苦道性相，迷此苦道，生死浩然。

关于“一念”的含义，没有比这里的解释更清楚的了。一念即是“凡心一念”、“凡夫一念”，是根尘相对、倏忽起灭的经验状态之下的一念之心。如是凡心一念，即具足三千世界一切善恶性相，这是一念三千的本意。正由于“一念无明法性心”之通于染净，既是无明痴惑之本，也是解惑成悟、得证菩提之本；既是生死浩然流转不已的依据，也是超出轮回臻于佛界的依据；因此在智[image: ]那里，“观心”才显示出特殊的重要性。亦只有在心或法性的这一意义上，所谓“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才是可以理解的。

“凡心一念”属于五阴中的识阴，“识阴者，心是也”[45]。它本身亦即是诸法中之一法，因此在智[image: ]那里，“心”实际上并不具有世界现象之本体的意义，因此一念三千亦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命题。这一观念的提出乃以经验事实为其依据，而其意义则仍然延展于丰富的经验世界。若将一念三千的实相论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则实际上是误入歧途的。

就理论来源上来考察，一念三千除了上述的十如是、十法界、三世间以及以《中论》的三谛偈为其基本理论方法以外，它还与《华严经》的“唯心偈”有直接关系。晋译《六十华严》第十《夜摩天宫自在品》云：“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不造作，心如佛亦尔，佛如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这一偈语曾被智[image: ]多次引用，如：“若依《华严》云，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界内界外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不可思议境者，如《华严》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46]智[image: ]对唯心偈的反复引用是应引起重视的，这不仅表明其一念三千之说的一种理论来源，而且也表明他对心物关系的一种理解。但是究实说来，《华严》唯心偈似乎更多地强调了一切诸法为心之所造作的意义，种种五阴乃是心的表达，因此心与种种五阴是存在某种因果粘连的，至少是包含主从关系的。但是在智[image: ]那里，一念是具足三千，其中实际上不包含因果，也根本无所谓主从。虽然如此，唯心偈仍然是智[image: ]用以传达其一念三千之观念的一种方便权法。在《摩诃止观》卷五上，他以四悉檀为因缘而“于无名相中假名相说”不可思议境，认为就方便而说“心具一切法”、“缘生一切法”、“因缘共生一切法”、“离生一切法”，而总明“心生三千一切法”等，皆未尝不可，是值得注意的。

但是在究竟意义上，一念三千即实相整体，是不可思议境。智[image: ]云：

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后；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后。例如八相迁物，物在相前，物不被迁；相在物前，亦不被迁；前亦不可，后亦不可，只物论相迁，只相论物迁。今心亦如是。若从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则是纵；若心一时含一切法者，此即是横；纵亦不可，横亦不可，只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纵非横，非一非异，玄妙深绝；非识所识，非言所言，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境，意在于此。[47]

这是《摩诃止观》中关于“一念”与“三千”之间关系最为清楚的表述。他所强调的无疑是一心与一切法之即时的共在共融；处于这种共时共在的共融状态，一念与三千不再有任何可以使两者得以拣别出来的相对界限。对于这种无先后内外亦无中间，非纵非横亦非一非异的心与一切法的即时共融俱在，不仅经验常识无能及之，而且实际上超越于任何语言之表诠能力，因为作为实相整体，一念之具足三千诸法是不可能被任何概念、范畴、关系等所限定的，因而亦是不可能以任何逻辑方法来进行分析的，故谓之玄妙深绝，非识所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它只能是它本身所自呈的样式，亦即是其本身所自是的状态。

智[image: ]进一步阐明了一念心与三千诸法之关系：“心与缘合，则三种世间三千相性皆从心起。一性虽少而不无，无明虽多而不有。何者？指一为多，多非多；指多为一，一非少。故名此心为不可思议境也。”[48]按照他的观点，心本身即具足三千世界一切性相，不须另有依持，而心又只以其自身的本然存在为依据。因此所谓一念之具足三千世界，亦即是一念自我完满、自我充足地具有三千世界一切性相的可能性；若一念之未动，并不是无念，而只是念处于未表达的自存状态，是可谓之“一”。另外，“心不孤生，必托缘起”[49]，故当“心与缘合，则三种世间三千相性皆从心起”，可能性即获得其自身的充分实现，亦即原先处于未表达状态的心即时实现了其自身的充分表达，由是而展现为三千世界的多样性，一实现了多。因此之故，一念与三千之间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实际上亦没有因果关联，而是一种即时的共时共在共融。作为一念之所具足的可能性的即时实现，三千世界的一切差别相仍不过为一念的存在方式而已，多即是一；反之亦然，一即是多。被实现了的可能性仍然是可能性本身的存在方式，犹如工画师的画幅乃是工画师之理念的存在方式一样，因此在究竟意义上，“心即实相”[50]，而作为实相之法性则“与一切法无二无别”，故谓“一色一香，无非中道”。[51]就天台宗一念三千之说所展开的理论内涵而言，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它实在也是对空、有二宗之实相论的圆摄。在理论上，天台宗的实相论绝不能被归结为某种“唯心主义”，恰恰相反，它包含了对先验唯心论的严厉拒斥。原因有二。

第一，智[image: ]强调一念心之具足三千相性不须另有依持，这一观点即表明一念心的这种具足性没有除它本身以外的任何其他原因，它本身即是如其所是的本然实存，即所谓法尔自然。这种实相的如其所是的本然状态绝对没有来源可供进一步追溯，它只能是本自有之，本自如此，故智[image: ]云：“实相之境，非佛天人所作，本自有之，非适今也。”[52]“法性自尔，非作所成。”[53]如果一念三千即是一切世界现象之全体，那么智[image: ]是反对在现象之现存境域以外去别求某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之原因的。在他看来，任何以某种单一要素作为一切世界现象之最终本原的终极规定，即便不是不可能，却亦是有偏失的，充其量只是可思议境，而不是不可思议境。只有当拘执现象为幻而必另求其真或以现象为实而加以执着的两种偏向都被遮遣以后，而按照现象之现存相状去作如其所是的追索，实相，或现象存在的存在者自身，才有可能清晰地、如其所是地凸显出来。一念三千便是这种追索的终极端点，亦即是实相本身，是现象存在“法尔如是”的本然真实状态。因此，一念三千的简洁约括是“心即实相”，而“心即实相”的落实之处乃是《法华经》的“诸法实相”、“世间相常住”，故智[image: ]不仅反复强调“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而且亦是断然肯定“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的。[54]
第二，一念三千实为一个现象论命题而不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这一点在智[image: ]的著作中本来是清楚的，但研究者往往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去对它进行分析，以为智[image: ]是以心作为世界现象之本体或本原的。这其实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误解。能有资格作为世界之本体的“心”，其本身就不可能是倏忽起灭的平常的一念之心，而只能是真实恒常的清净之心，宋代的“山家”、“山外”之间的论争实即由此引发而来。但在智[image: ]那里，在其关于一念三千之学说的建构过程中，本体论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被牵涉的。在一般形而上学之中，本体永远是思维的终极指向，而现象则是需要被主体所消解、所超越的对象。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一念三千尽管是实相论，是智[image: ]关于世界现象之真实性的最终表述，但是其全部论证过程却根本不是以现象与本体的二元分判为理论环节，而毋宁是以这种二元分判的批判与拒斥为必要前提，以空、假之双遮双遣而凸显出中道实相。在智[image: ]看来，世界现象本身即是一个完满统一的整体，现象并不存在除其自身之实存相状以外的另一个“本体”或“本原”，因为一切现象都是本末究竟等，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空假中以外并不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真实不妄的现象之本体。因此在一念三千的观念当中，一切二元对立的观念，无论是心—物、主—客还是本体与现象等，都获得最为彻底的消解，它所呈现出来的乃是一切现象处于究竟平等之中的、如其本身所是的实存相状。如果必欲以本体与现象来说明一念三千或心与物的关系，那么充其量只能说本体即是现象，心即是物，反之亦然。在一念三千的本然意义上，实相即是主体之刹那心念获得其恰当的、如其所是的表呈的状态；三千世界一切相性作为这种即时的表呈状态是没有主—客之分的，表呈者即是被表呈的本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略无分际。

这是浑沦圆具的大全，而不是某种单一的实体。一切现象都在此浑沦的大全之中得以如实地呈现其自身，无相不相；而浑沦之大全的本身却无自相，不相无相；此即是妙有之虚空，一心之妙法，中道之实相，一切无量之义皆由此而起。智[image: ]论云：

《无量义》云：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所谓实相。实相之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此从不可破坏真实得名。又此实相，诸佛得法，故称妙有；妙有虽不可见，诸佛能见，故称真善妙色；实相非二边之有，故名毕竟空；空理湛然，非一非异，故名如如；实相寂灭，故名涅槃；觉了不改，故名虚空；佛性多所含受，故名如来藏；寂照灵知，故名中实理心；不依于有，亦不附无，故名中道；最上无过，故名第一义谛。如是等种种异名，俱名实相、种种所以、俱是实相功能；其体即圆，名义无隔。盖是经之正体也。[55]

此明实相之种种异名，种种所以，种种功能，皆纯一而圆具，名义无隔，为《法华》之正体。十分清楚的是，如此种种皆是就实相本身所自是的存在状态而言；一切法皆流转，皆坏灭，唯此实相为真实“不可破坏”，因为它本身原是一浑沦圆具之大全的虚空，根本没有可以被破坏的东西；实相原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一实谛理，因此它亦绝不游离于空假中之外，空假中之外别无实相。故就实相之获得即时表呈的境域而言，一切法之当体并皆实相，并皆理事圆具。“诸法既是实相之异名，而实相当体；又实相亦是诸法之异名，而诸法当体。”[56]《法华经》之诸法实相说由是被智[image: ]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这种实相并不是在常识中自明的，它需要有特殊的思维进路才能充分开显出来；阐明实相最终还原之进路的，便是圆融三谛的止观学说。

第四节 圆融三谛的真理论

世界现象之终极实相乃是一念三千的如实表呈，而按照智[image: ]的阐释，一念三千是永远处在圆融三谛的状态之中的，因此圆融三谛便即是实相本身的规定性。它是表述实相本身之如是的实在状态的唯一可能方式，是为一实谛，中道第一义谛，是最高真理。圆融三谛学说构成天台宗哲学体系中之真理论的核心，而其内容的诠释则是通过三谛、三观、三智的圆成来实现的。

三谛之说来源于龙树的《中论·观四谛品》：“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因缘所生法的空、假、中，即是三谛。智[image: ]云：“《中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此即诠真谛；亦为是假名，即诠俗谛；亦是中道义，即诠中道第一义谛。此谒即是申摩诃衍诠三谛之理。”[57]在《中论》，它是思维之于因缘法之空性认识的渐次深化的表述，而在天台宗那里，空、假、中则被同时看作为“因缘所生法”的某种存在状态，由此而开展出关于诸法之实相的特殊观门，体现为思维之三种不同维度的分别开展与同时开展。

三观源出《璎珞经·圣贤学观品》：“从假入空名二谛观，从空入假名平等观，二观为方便，得入中道第一义谛观。”[58]这是将《中论》所说空、假、中理解为三种不同的观门，这对智[image: ]的三观之说是极有启发的。

三智源于《大品般若经》卷三：“欲以道种慧具足一切智，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欲以一切种智断烦恼习，当习行般若波罗蜜。”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是为三智。龙树所作《大智度论》解释此段经文云：“问曰：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习，今之何言以一切智具足得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习？答曰：实一切一时得，此中为令人信般若波罗蜜，故次第差别品说，欲令众生得清静心，是故如是说。复次，虽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后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缘住，住因缘灭。又如心心数法，不相应诸行，及身业、口业。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习，亦如是。”[59]在龙树那里，般若三智，即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是有小大浅深之差别的，虽云一切一时得，但其重心仍在“有初、中、后之次第”的“差别品说”。最早将三智与《中论》三谛相贯通而揭示一心三智的是北齐慧文，他认为既然三智可于一心中得，则初、中、后之次第分别便无必要，而三智一心也便是对一切因缘法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之中道义的证悟。到了智[image: ]那里，三智与三谛的融会达于极致，并从方便与究竟两种层面开出“隔历三谛”与“圆融三谛”之义。

所谓谛，即是真实不妄之理体。智[image: ]云：“审实不虚，名之为谛。”“明所诠之理者，即是一谛一理也。何等名为一谛？谛名审实，审实之法，即是不二。”[60]此所谓不二，是指理与其所开显的“审实之法”之间的不二，也即理之所展现与揭示的本身即是实相。一切教义，作为“能诠”，其终极指向都是理本身的开显，因此理是所诠。“夫教是能诠，理是所诠，故因理设教，因教显理。即理非教，即教非理，离理无教，离教无理……所言理者，即是谛也。”[61]实相的终极理体只能是唯一的，故所谓谛者，亦唯有究竟“一实谛”。在智[image: ]那里，一实谛即是三谛圆融所显之终极理体。

三谛、三观、三智在智[image: ]的论述中是相互贯通、相互圆具的。“所照为三谛，所发为三观，观成为三智”[62]，即是其关于此三者之间关系的最重要表述。

按照这种表述，三谛为观照的对象或所照之境，三观为主体所因之观门，三智为观照之所得；若将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知识过程，则三谛为主体之知识的对象或目的；三观为知识的途径或方式；三智为知识过程所实现的结果。在这一方便诠解的意义上，观照的对象或目的是同时决定其所取方式及其所可能实现之结果的，而观照活动的全部过程，实际上即是主体以其自身的本质力量而实现对其主体性之自身本质的确证，因此谛、观、智三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取假观而观一切因缘法宛然若有，是即俗谛而得道种智；取空观而明一切法并毕竟空，会一切而入于一，是即真谛而得一切智；取非有非空中道观，非一非一切，是即中道谛而得一切种智；而中道观之极致则是以一心三观照了一心三谛而得一心三智。由于谛、观、智三者的相互连接及其圆具涵融，并且主体所发之观慧是直接包含了其所观之境的真理性的，因此在智[image: ]那里，观是关键环节，谛是最终所证，慧是最终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观也是主体性对于实相之境的最为便捷的切入处。因此以三观而论三谛并兼三智，乃是智[image: ]用以开显出三谛圆融之终极理体的基本方法。

以三观而论三谛，便有“次第三观”或“隔历三观”，同时也有“一心三观”；前者为权，后者为实；前者为方便，后者为究竟；立权在为显实。然为明一心三观之究竟圆义，先略明次第三观。

第一，从假入空观。假谓一切因缘法。三界一切诸法，唯是一心所造，其体为空，然其相宛然在目，有情以妄见执之，名之为有，是即有谛、俗谛。“所言有谛者，二十五有世间众生，妄情所见，名之为有。如彼情见，审实不虚，名之为谛，故言有谛，亦名俗谛，亦名世谛者，如《涅槃》云：如世人之所见者，名为世谛。”[63]世谛之关于一切现象之有的执持，实际上皆缘无明情见、爱见，所谓有者，并非真实，故名之为假。“而此诸法皆名假者，无明爱见所起之法，皆由三假之所成也。三假者，一因成假，二相续假，三相待假。此三虚设，故云假也。”[64]一切经验的以及可以被经验的世界现象，皆原本于因缘之离合，合则生而离则灭，并无其自身之质所固有的规定性，是即因成假；前念方断而后念复生，念念相续，飘忽无定，色心诸法因此而起灭无常，是即相续假；诸法皆原因缘，故皆相互对待而现种种名色，离此即无彼，并无不依存于它法而可独立自存的个体，是即相待假。三假之起，根源在于无明。这是佛教关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世界的一般理解，在它看来，这是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因此所谓从假入空观，即要求从世俗关于诸法之假有的执持之中超拔出来，而入于佛教真理所示的一切皆空，汇一切现象之宛然假有于一空相之中，由世俗认识转进于佛教的真理观，是即空谛。

入空之途，依智[image: ]的阐释，盖有二法。一为析假入空，一为体假入空。析假入空，即对现象之存在依因缘之理而层层分析，如剥蕉叶，层层批离，最后都无，而入于无之空见。“修从假入空观时，先观正因缘法。此法内外亲疏隔别，若不殷勤乐欲，则所习不成，必须晓夜精勤，欣悦无[image: ]。”[65]此为渐法，以其未可躐等而至，故谓之“拙度”。体假入空，则是对诸法之空相的直接悟入，体一切缘法，皆如幻梦，一切爱假，皆如泡影；此为顿法，故谓之“巧度”。拙巧之观门虽各有异，其最终之入于空谛则无异，这是就佛教的普遍真理性而言的。但是另一方面，拙度之法属于藏教，巧度则共属于通别圆教，智[image: ]是更倾向于巧度之法的。

从假入空观，即是由俗谛而转进于空谛，因此智[image: ]又据《菩萨璎珞本业经》而称之为二谛观：

从假入空名二谛观……所言二谛者，观假为入空之诠，空由诠会，能所合论，故言二谛观。又会空之日，亦但见空，亦复识假，如云除发障，上显下明，由真假显得是二谛观。今由假会真，何意非二谛观！又俗是所破，真是所用，若从所破，应言俗谛观；若从所用，应言真谛观；破用合论，故言二谛观。[66]

可见从假入空观之名为空观，即要求将一切世界现象之繁杂的差别相经过主体性的消解而融摄于一空谛的真理性之中；在这一消解与融摄的过程中，主体之空的理念实际上是先行的，并且是主体对一切法相之假实施观审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因此就现象方面而言，主体之空观的实现即是现象之所谓客体性的消失、差别性的泯亡及其在俗谛中之真实性的消解；而就能观之主体而言，空观的实现既是对一切世界现象的表相超越，也是对其本质之同一性的体悟，更是对其自身之本质存在的洞见以及对其原先作为先验理性而用以观审世界的空谛之真理性的再次确认。因此之故，“会空之日，亦但见空，亦复识假”，这种由空观所实现的俱彻空假的智慧，即是三智中的一切智；以其原为关于事物之假有的空慧的再次确认，故亦称为随智智，而空谛、真谛，也为“随智之理”。智[image: ]云：“若从假入空，空慧相应，能破见思惑，成一切智。智能得体，得真体也。”[67]“一切界入是一法界，即是真谛……若一切法即一法，我说即是空，空观也……若一切法一法，我说即是空，即随智一切智。”[68]所谓“一切界入是一法界”、“一切法即一法”，即是由空观所实现的主体对于现象之繁复的杂多性的超越，并由此而进入唯一之空性的境域。一是共相，是对一切之杂多的涵摄，是为“真体”。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空谛的证悟标志着主体之认识的深化，达到了关于世界之本质的认识；但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这更是标志着主体已然从其存在的非本真状态走了出来而跨进了存在之本真状态的疏明之地，这正是入于存在之本真境域的必要前提。

从假入空观，体得真谛，破见思惑，成一切智；能所合论，则境智合一，故观、谛、智亦为互融。具一切智，则不唯见空，亦复识假；识假之意，本在化物，由是而有次第三观之第二观。

第二，从空入假观。由从假入空观而证得一切因缘法之空性，在主体而言，已断见思惑而得一切智，体得诸法之真体。“三乘出世之人，所见真谛，无名无相，故名为无；审实不虚，目之为谛，故言无谛，亦名真谛，亦名第一义谛。”[69]在小乘而言，既得真谛，已可自利，但对修大乘菩萨道者，小乘过于偏隘，必得自利利他，济世化物，破尘沙无知而利益众生，方显佛陀出世之本怀。这就要求既已入空之后的返假，重回世俗之假有，是即从空入假观。

智[image: ]论入假之意云：

明入假之意者，此观正为观俗谛，破尘沙无知。若二乘不为化物，不须此观，菩萨弘誓，必须此观。所言从空入假者，若滞于空，堕二乘地……是故教道菩萨，从空入假，如空中种树，分别药病，化众生也。[70]

此明从空入假为观俗谛，其目的在化物、化众生，是大乘菩萨道区别于小乘的根本所在。“观俗谛”即要求不滞着于空，或从空谛之中暂时走出来，重返于世俗的经验世界之中，如此才能分别药病以化导众生；在这一意义上，从空入假观乃是对空谛的破斥，及对俗谛的肯定，亦即是“随情”。但是另一方面，从空入假之观俗谛，并不是在世俗意义上的对于俗谛的肯定，而是以既得之空谛为先导的对于俗谛的重新观审，其随顺世情而肯定俗谛，仅仅是为化导众生所取之权便，而世界现象之假有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因此，从空入假同时也是对于俗谛的破斥。以其既破空又复破假，故亦称为平等观。智[image: ]云：

从空入假名平等观者，若是入空，尚无空可有，何假可入？当知此观为化众生，知真非真，方便出假，故言从空；分别药病而无差谬，故言入假。平等者，望前称平等也。前观破假病，不用假法，但用真法，破一不破一，未为平等。后观破空病，还用假法，破用既均，异时相望，故言平等也……从假入空随智之时，亦见二谛，而不能用假……从空入假，亦具真俗，正用于假，为化众生。[71]

显而易见，从假入空观，实以智照而破执假之病，故其但用真法而不用假法，虽至观成而能见空识假，但却不能用假，故谓之“破一不破一”，即破假而不破空，实即破假而执空。从空入假观，则是以前观所得之空谛为体而以入假为用；就其既得而言，固知其所谓真者乃非真，入假乃为方便，是兼空谛而破假；就其入假而言，却又是兼俗谛而破空；是即所谓破用既均而兼具真俗。

但是从空入假观的所谓兼具真俗，同样是一种暂时性的权便而非究竟，其落实之重点在入假，即虽具真俗而正用于假。为化导众生而入假随情，乃是从空入假观的要义，它是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对于世俗谛的肯定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肯定并不是同流于世俗之对于假有的执持，而是以其已证之空谛为根本理体的对于世情的权宜随顺；换句话说，能够入假的必要前提乃是关于诸法皆空之真谛的证悟，而入假随情便是在真谛观审之下的一切诸法之平等无别，因而现象之假有是可以作“不妨如此”地肯定为有的。就从空入假的主体而言，前观所得之真谛乃为其心所系定之所，唯其如此，方能群于人而侔于天，顺世情而不同俗，于茫茫人间世而利生化物。

从空入假，即是假观，其所证之理为俗谛，或称随情之理，其所得为道种智，亦名随情智。智[image: ]云：“若从空入假，分别药病，种种法门，即破无知，成道种智。智能得体，得俗体也。”[72]“若法性无明合有一切法，阴界入等，即是俗谛……若一法一切法，即是因缘所生法，是为假名假观也……若因缘所生一切法者，即方便随情道种权智。”[73]道种智即是菩萨智，最能体现大乘普度众生之旨。在知识论的意义上，从空入假便是道种智之用于俗谛的重新观审，是知识形态在经验领域的延展与普遍施用，或者说是对知识本身之价值的现实贯彻与实现。道种智既是对一切智的提升，实际上亦是对一切智的扬弃，标志着认识过程的深化与知识境界的转进。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从空入假乃是主体之生存境界的升华，他不仅已然超越于单纯俗谛所有的一切世情之羁縻，而且亦同时超越了必以空相为执的心累；他虽即菩萨之位而能入假随情，虽入假随情却不受世情之绊；他在这种空有的双边否定之中实现了其存在之本真的自由。

但是从空入假也仍非究竟。一个最为基本的理由是，若过分强调了入假随情，则没入于世情之流俗的可能性是仍然存在的，菩萨之位亦许有退转。因此之故，便有进一步超越于从空入假观而转进于第三观的必要。

第三，中道第一义谛观。从假入空观是以法性之空慧破斥俗谛之假有，从空入假观则以所证之空慧返照于俗谛之假有；前者破假而立空，后者破空而立假，破立有偏，义未称圆，故智[image: ]云：“从假入空观，即偏破生死；从空入假观，即偏破涅槃。”[74]双遮其所立而双照其所破，遂有中道第一义谛观之起。智[image: ]云：

中道第一义谛者，遮二边故说名中道。言遮二者，遮凡夫异见有边，遮二乘所见无名相空边；遮俗谛、真谛之二边；遮世谛、第一义谛之二边；遮如此等二边，名为不二，不二之理，目之为正。此理虚通无壅，名之为道；最上无过，故称第一；深有所以，目之为义；佛菩萨之所正见，审实不虚，谓之为谛。故言中道第一义谛，亦名一实谛，亦名虚空佛性法界如来藏也。[75]

可见中道观即是对前二观的双边遮遣或双边否定，是既破生死，亦破涅槃；而破即是立，故其双边否定的同时也即是对其双边的共相统摄。如此双亡双照，而得入中道第一义谛：

修观智者，若修此观，还用前二观为方便也。总前二观，则双亡双照之方便也。双亡方便者，初观知俗非俗，即是俗空；次观知真非真，即是真空。亡俗非俗，亡真非真，非俗非真，即是中道。因是二空观，入中道第一义谛。[76]
中道第一义观者，前观假空，是空生死；后观空空，是空涅槃；双遮二边，是名二空观。为方便道，得会中道，故言心心寂灭，流入萨婆若海。又初观用空，后观用假，是为双存方便，入中道时，能双照二谛。故经言：心若在定，能知世间生灭法相。前之两观为二种方便，意在此也。[77]

“二空观”也即中道第一义谛观，它是以前二观之所破所立为前提的，立其所破而空其所立，是即所谓“双亡方便”、“双存方便”的双亡双照。这种双边同时扬弃与同时肯定，遂能开展出别一圆照之智境，即以中道观得入中道第一义谛而成就一切种智，断除无明。故智[image: ]云：“若双遮二边，为入中方便，能破无明，成一切种智。智能得体，得中体也。”[78]在中道观的境界之中，能观之主体所照的中道第一义谛及其所证之一切种智，都是无待的绝对形态。就一切种智而言，它是在对于前二智，即一切智与道种智之同时遮照的基础上所实现出来的更高的知识形态；它既超越地出离于前二智，又内在地涵摄了前二智；它不再有偏破偏立的任何倾向，却能对一切法作如其所是的如如观照；它即是知识的绝对形态。在智[image: ]那里，此即为三智的圆融，即三智是一智，一智即三智。

中道第一义谛实际上亦即一切种智所得之“中体”，它同样亦是对前二谛之超越的出离与内在的涵摄，是圆融三谛之初义或基本义。由于有中谛的建立，在中道观的观境之中，遂不再有空、假二谛之分立。空乃是假、中的涵融，假即为空、中的涵融，中则是空、假的涵融；空、假、中三者这种共时态的圆具涵摄，按照智[image: ]的阐释，即是一切诸法实相之自身的实存状态。在他所强调的“智即是境，境即是智，融通无碍”的意义上[79]，所发之观、所照之谛与观成之智便是究竟同一的，因此，由中道第一义谛观所实现出来的中道第一义谛，亦就不仅仅是知识的绝对形态或绝对真理，而且同时亦是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作为绝对真理的圆融三谛，仅仅就是实相的终极开显与揭示。因此由次第三观而通达于中道第一义谛，如果将它视为绝对真理的实现过程，那么它所阐明的便是主体在真理的求索过程中对其自身之认识结果的阶段性层层超越与转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肯定与否定之中，认识实现了其自身的绝对形态。但与此同时，圆融三谛的终极意义是属于诸法实相的，次第三观的究竟目的是要使实相获得其本身的如如呈现，三观的最终结果，即是以圆融三谛为自身之基本规定性的实相的凸显。十分清楚的是，实相只能是唯一的，而不可能有二有三，因此在“审实不虚，名之为谛”的终究意义上，只有中道第一义谛才是究竟一实谛。前之二观二谛仅仅是为通达于此一实谛的方便施设，故真谛、俗谛，其实非谛。“谛名审实，审实之法，即是不二，岂有三谛二谛皆名审实？今明真、俗说为谛者，但是方便，实非谛也。”[80]由此可见，次第三观之观门境界的层层转进与深化，乃是一个为实施权而又开权显实的完整过程，是主体为实现究竟实相而对一切诸法实施彻底观审的现象学还原。

这一实相的终极还原，在主体那里，既是绝对真理的实现，亦是其自身之最为内在的存在本质的实现。一切法的假象性、异己性、客体性、差异性、相对性等，都已被最终消解而还原为主体自身之存在的本真状态，这就是生命可在其中真正享有超绝的无限自由的神圣境域。

尽管次第三观最终导向圆融三谛之真理的终极实现，但智[image: ]仍然认为它并非究竟，因而由它所实现出来的圆融三谛亦不算是圆融三谛的究竟圆义。在次第三观之中，三谛的圆融是通过从假入空、从空入假、非空非假中道三观而次第实现的，它体现为一个逐步深入的渐进过程，“各缘一境，各发一智，次第浅深，不相滥入”[81]，本质上是仍然属于渐法之“拙度”，而不能体现出《法华经》的“圆顿”之旨。其前二观之所缘所发，仅仅是最后之中谛中智的一种前导性的铺垫，即是施权而非显实；中观对前二观而成三观，中智亦对前二智而成三智，则是权实未融。在智[image: ]看来，《法华》之本旨则恰在于开权显实、发迹显本，是最为究竟的圆实之教。依权实而判教，“若约三藏、通、别，三教是权，圆教为实；又诸教权实未融为权，既融开权显实为实。今《法华》是一圆，故为实；又开权，故为实”[82]。因此之故，历次第三观而臻于圆融三谛，在究竟意义上亦仍然是权，是粗法；唯依《法华》圆顿之旨，不经次第，发一心三观而得一心三谛三智，方是开权显实之圆顿妙法，是为圆融三谛之究竟圆义。故智[image: ]云：“观心先空次假后中，次第观心也；观心即空即假即中者，圆妙观心也。”“观因缘所生心，先空次假后中，皆偏觉也；观心即空即假即中，是圆觉也。”[83]“隔历三谛，粗法也；圆融三谛，妙法也。”[84]
故所谓一心三观，即是超越于将空、假、中作分别观之次第，而以此三观同时发于一心，直接照见圆融三谛之理体，而同时共得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于一心。这是不可能以范畴来限定，亦不可能以语词概念来分析的一种纯粹超经验的心灵的综合观悟，因此智[image: ]称之为不可思议境。在次第三观之中，诸法之空、假均分别经过肯定与否定的阶段而最终为中观肯定为非空非假，如诸法之假经过从假入空观之否定，复经从空入假观之肯定，最后由中观统摄为非空非假；空则经从假入空观之肯定、从空入假观之否定，而由中观统摄为非空非假。在这个循环之链中，中道观是超越于空、假以外的双遮双照者，它是既出离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纠葛却又同时照摄了这种是非之双边的，它即是绝对无待者。经由中观的同时非遣与照摄，空、假之间遂不再有任何差别，而呈现为究竟平等，由此而实现了空、假、中三谛的互摄涵融。

在这一圆融的统一体中，空、假、中三者已不可能舍弃任何其他两谛而独立，因为任何一谛都同时涵摄了其他二谛，于是形成三谛的相即，即所谓即空即假即中。这样，若取空谛，则假谛、中谛亦是空；取假谛，则空谛、中谛亦是假；取中谛，则假谛、空谛并是中。在一心三观的阐释之中，智[image: ]即要求舍弃诸法之空假中的别相观，而直接切入于这种三谛相互间同时融摄的不离散状态。智[image: ]云：

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者，若根若尘，并是法界，并是毕竟空，并是如来藏，并是中道。云何即空？并从缘生，缘生即无主，无主即空。云何即假？无主而生即是假。云何即中？不出法性，并皆即中。当知一念即空、即假、即中，并毕竟空，并如来藏，并实相。非三而三，三而不三；非合非散，而合而散；非非合非非散，不可一异而一异。[85]
若非一非一切者，即是中道观。一空一切空，无假中而不空，总空观也；一假一切假，无空中而不假，总假观也；一中一切中，无空假而不中，总中观也。即《中论》所说不可思议一心三观，历一切法亦如是。[86]

由一心三观而直接切入于圆融三谛，证得一切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亦成就了“不思议三智”的共具于一心。略无可疑的是，一心三观实际上并不牵涉经验意义上的认识对象，而仅仅是主体关于诸法实相的心灵观悟与亲证，即所谓“圆妙观心”、“《法华》圆顿”，亦即是《摩诃止观》所阐明的“圆顿止观”。因此对行人而言，“起圆信”便成为实践一心三观的必要前提。“云何圆信？信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无一二三而一二三。无一二三，是遮一二三；而一二三，是照一二三。无遮无照，皆究竟清净自在。”[87]既起圆信，乃得入圆顿观。“圆顿观，从初发心即观实相。”[88]“即事而真，初发心时便成正觉。”[89]因此在智[image: ]那里，不思议一心三观就是关于圆融三谛之实相的直接顿悟。

在这种不次第的圆顿观中，能观的主体、所照的对象以及观成的结果，实际上都是同一个。圆观之所观即是实相，而按照智[image: ]所阐明的一念三千的基本原理，实相即是具足三千世界一切相性的一念心，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即是实相；换句话说，实相即是圆融三谛，圆融三谛即是实相本身的自我开显。因此一心三观便即是圆妙观心，是主体以其本具的“实相之慧”，也即一切种智[90]，观照其一念心所起之三千世界的即空即假即中。这一观悟的圆成，便是一切诸法之究竟实相在主体自身的终极还原，实相之三谛圆融的本真状态便即以其本身所是的样式充分凸显于心灵之虚静的明觉。故智[image: ]云：“以心观心，由能观心，有所观境，以观契境故，从心得解脱故。”[91]心是能观，亦是所观，境缘心起，契境由心，观既契境，便是解脱。

一心三观所照之圆融三谛，不仅体现为能照之主体的绝对知识，即具足一切种智的佛慧，而且体现为关于实相的绝对真理，是为究竟一实谛。而作为一实谛的绝对真理，圆融三谛又是实相本身之本真存在的如是状态，是最终所获得开显之实。因此在智[image: ]那里，真理显然并不表示某种主观认识与其所相对之客观性的符合，在实相那里，这种主—客观的分判是根本没有的；而毋宁是终极实相本身之无蔽状态的揭示，或干脆即是实相本身。无论是次第三观还是一心三观，都是或开显、或揭示、或还原出这种绝对真理本身之无蔽状态的方法或途径，尽管在智[image: ]的阐释中，他是以一心三观之圆顿为究竟的。

同样明显的是，作为绝对真理的圆融三谛，并不是隔绝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经验世界的另一个世间，而原本是般若慧海的虚明，是心本身的灵觉。当三观圆成于一心，三谛圆融于一谛，主体便即从无明的掩蔽之中超然走出，而真正进入了其本身之真实存在的境域，即进入了实相。在这个实相里面，实际上主体亦是没有的，因为根本没有可与“主体”相对的客体，所有一切都仅仅是其本身即空即假即中的如实存在而已。一念所起之三千诸法，便即在这种意义上被还原为实相整体。“圆顿者，初缘实相，造境即中，无不真实。系缘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92]“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便是已然照见实相的圆融三谛之心的自身发越的境界。经过主体心灵之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相已被还原为主体自身的本真存在，那么一切诸法，便也不再是与主体相对的存在，而毋宁即是实相，或主体的本真存在本身。

第五节 作为修行实践论的止观学说

实相论是关于世界现象与众生之存在及其本质的阐明，圆融三谛的真理论则是关于实相之相之本真状态的进一步揭示，作为绝对真理，它并不是实相的附加物，而是实相本身的本质，或说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作为实相所自是的存在状态，圆融三谛即是实相本身。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表明这样一点，即次第三观与一心三观在智[image: ]的哲学架构内，实质上是通往实相或圆融三谛之绝对真理证悟的必要途径，亦即是撤除无明之障蔽而入于本真存在之无蔽境域的必要途径。但是另一方面，圆融三谛的实相规定及三观的对其切入，乃是主体之内在心思的自我展开，它本身并不必然地具有外向展现的形式或特征；而作为宗教，其终极理念的贯彻是需要有某些特殊的行为规范来作为保证的。

作为宗教修持的实践体系，智[image: ]的止观学说，其就门类而言，盖有三种止观、四种三昧、二十五方便、十乘观法、十境等，各种宗教仪轨如忏仪、忏法等，亦应为其实践门的重要补充。但在种种止观法门之中，实以三种止观为核心而以四种三昧为基本轨范。

止观，即是定慧，亦即禅定与般若。止是摒除妄想，息心澄虑而入于正定；观则于心所系定之境集中观审以起智慧。故定慧相资，止观辅行；定为入道之机，慧为定之所发。作为佛教的修持方法，止观之相资为用是为各大小乘经论所共同重视的。如《中阿含经》卷十五云：

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止观为车……成就止观以为车者，便能舍恶，修习于善。[93]

《成实论》卷十五《止观品》云：

止能遮结，观能断灭；止如捉草，观如镰刈；止如扫地，观如除粪……又世间众生，皆堕二边，若苦若乐；止能舍乐，观能离苦……止能断贪，观除无明。[94]

如《成实论》之所说，则以止为初地而以观为根本，唯观为能断灭，撤除无明之蔽，但观慧之发，必借止之正定以为前导，观无止而不起，故止观仍为相依而不得偏废。在《大般涅槃经》中，止观之互依而辅行更被视为明见佛性的必要前提。卷三十一《师子吼菩萨品》云：

善男子，十住菩萨智慧力多，三昧力少，是故不得明见佛性。声闻、缘觉三昧力多，智慧力少，以是因缘，不见佛性。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见佛性，了了无碍，如观掌中庵摩勒果。[95]

“三昧力多”是偏于止，“智慧力多”则偏于观，均不得明见佛性；唯“定慧等”，止观不偏而双行，得明见佛性。如经论所说，止观双修以求定慧力等，是体现为佛教之修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地缘上的分割以及南北地不同的文化学术氛围及所习经典之重心不无歧异等原因，遂有所谓“南方重义学，北方重禅定”，也即南方偏于观慧而北方偏于止寂的一般局面。毫无疑问，南北方在宗教实践上的不同偏向其实是与佛典向来所说不相符合的，在现实中亦不利于佛教的整体发展。故于南北朝后期，重唱定慧双修已成为一种趋势，在天台宗的发展史上，慧文、慧思均唱止观双运，然必至智[image: ]之出，止观之双修方在理论上获得体系化的表述，并成为天台宗哲学之整体建构的有机构成部分。智[image: ]的止观学说，不仅体现为一种为匡正南北地学风之偏失的卓越努力，并且实际上使其深玄的佛学理论具有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从而成为天台宗入门之枢要。

于是我们看到，作为修持实践之基本原则的定慧相资、止观双修遂在智[image: ]那里重新获得了强调：

若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藉。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故《法华经》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以此推之，止观岂非泥洹大果之要门，行人修行之胜路，众德圆满之旨归，无上极果之正体也！[96]

此论止观之功用，为入涅槃之要门，达极果之正体，可谓无以复加。若止观之有偏废，则非愚即狂，不得见于佛性，故智[image: ]之论止观，必两者兼摄。其略论止观之名义云：

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观。

既知无明即明，不复流动，故名为止；朗然大净，呼之为观。

发菩提心即是观，邪僻心息即是止。[97]
法性常寂即止义，寂而常照即观义。[98]

在《摩诃止观》之“释名”章中，智[image: ]更从相待、绝待、会异、通三德四个方面详论止观之名义。在相待止观之下，又开列止观各为三义。止之三义：一息义，“诸恶觉观妄念思想寂然休息”，此就所破得名。二停义，“缘心谛理系念现前停住不动”，此就能止得名。三对不止而明止义，即“别约谛理论相待，无明即法性，法性即无明；无明亦非止非不止，而唤无明为不止；法性亦非止非不止，而唤法性为止；此待无明之不止，唤法性而为止……是为对不止而明止也”。观之三义：一贯穿义，即以“智慧利用，穿灭烦恼”，此就所破得名。二观达义，乃谓“观智通达，契会真如”，此就能观而得名。三对不观而明观义，则“别约谛理，无明即法性，法性即无明，无明非观非不观，而唤无明为不观；法性亦非观非不观，而唤法性为观……是为对不观而明观也”。以上止观之所从三义，皆属相待止观，而绝待止观者，“即破前三相待止观也”。“今言绝待止观者，绝横竖诸待，绝诸思议，绝诸烦恼、诸业、诸果，绝诸教观证等，悉皆不生，故名为止。止亦不可得，观冥如境，境既寂灭清净，尚无清净，何得有观？止观尚无，何得待不止观说于止观，待于止观说于不止观，待止不止说非止非不止？故知止不止皆不可得，亦止非不止亦不可得……故非言说道，非心识境。既无名相，结惑不生，则无生死，则不可破坏，灭绝绝灭，故名绝待止；颠倒想断，故名绝待观。”绝待观即是不思议观，乃是圣境，故就会异而言止观，则止观不异，“止亦名观，亦名不止；观亦名止，亦名不观”。就通三德而论止观，则三德（法身、般若、涅槃）只是一法，“涅槃即是三德，三德即是止观”。不仅止观各通于三德，止观亦共通于三德。[99]
由智[image: ]的上述之论可见，止的基本含义是邪僻心息，法性寂然，是妄念妄想的止寂而不复流动；观则是于此止寂之境所起之空慧，寂而常照，朗然大净，澈见心源，洞达根本，即是至上之佛慧。止观之实践的现实起点是阴界入境，亦即是一切众生此在的基本境域，故相待止观所要求的即是于阴界入境的无明状态之中澄明出法性本身的清净，止息妄念而契会真如。绝待止观则是在遮遣相待止观的基础上所实现的更高境界，能观之心之智慧的通达与所观之境纯然冥合，心灵的清净澄明与实相之境的洞然朗现纯然为体一互融，亦即是圆融三谛之中道实相的充分而圆满的开显。止观实践在现实性上的可能性存在于心本身的能观，心即是能观之主体，故止观的实质是心在作为主体的同时又将其本身作为观审的对象，是心本身的自我措置。就止观之关系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止是观慧的前导，观由止发；另一方面却也可以说观慧是前导，止由观而能寂；两者其实一体而互依互动。所谓体者，即是心原。“乐寂者知妄从心出，息心则众妄皆静。若欲照知，须知心原，心原不二，则一切诸法，皆同虚空。”[100]以心原而论，则止为入见心原之机，却亦原为心原之用；法性既寂的同时亦是无明之掩蔽的撤除，即是心原自体之大明的开显，即是一切种智的证取；故止寂之境的观慧原来就是心原本身在撤除无明之掩蔽以后的自我呈现，是其本身纤芥不减不增的本真存在状态。

止观之辅行，相依而互动，是同一个过程之完整性的体现，只要这个过程存在，止观就必同时存在，两者不可同时而离散。因此在根本上，止观是合一的。故智[image: ]云：

举要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萨功德，能成三世无上正觉。若解此心，任运达于止观，无发无碍即是观，其性寂灭即是止，止观即菩提，菩提即止观。[101]
止只是智，智只是止，不动止只是不动智，不动智只是不动止。不动智照于法性，即是观智得安，亦是止安；不动于法性相应，即是止安，亦是观安；无二无别。[102]

在智[image: ]那里，止观之不得偏废，必相须而行，是作为中道实相最终还原在实践上的必要手段而予以强调的，故止观双修的极致乃最终体现于一心三观的圆顿中道实相。另外，止观之双修的突出强调，亦正是作为方法论的中道观的必然性要求。作为实践的中道，止观之辅行与合一即是实相之中道的实践。实践的中道与中道的实践在过程上是同一的，心得自在，即必然是定慧具足，即发根本之观慧一切种智。于是我们又可以清楚地看到，智[image: ]关于止观双修与合一的论述，就不能不说是后来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先行的理论形态了。

如上所述，止观为实践门之要义，为行人入道之机，是具有现实性上的可操作性的，而止观实践的目的，则是实现无明之掩蔽的根本消除，以彻照心原的虚静澄明，而还归人本身之存在的本来面目。止观之至境即是众生本具之佛性的朗然开悟，是一切诸法处于无蔽之开显状态的即空即假即中，亦即是中道实相的自我呈现。就过程的统一性而言，止观的修习同时即是对于中道实相的实践，无明的解蔽与实相的本然存在亦只能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最终实现出来，因此作为实践的法门，止观即是一条彻上彻下的道路，它由此在的现存穿越无明的掩蔽而达于本真存在的澄明之境。无论钝根、利根、信行、法行，都可被接引入这条道路并循沿着它而开佛知见。因此之故，止观之实践法门尝被认为是天台宗的根本义旨。如宋释元照序《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便以为“台教宗部虽繁，要归不出止观。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议天台教”[103]。

正因止观为导万法复归于其如实之际的根本途径，是超出无明之蔽而复归于心原之澄明的俱彻上下之途，智[image: ]遂取与其教判学说相一致的原理而说三种止观，即渐次、不定、圆顿，既以接引不同根器之人，复以明其最终圆实一谛之旨。灌顶云：“天台传南岳三种止观：一渐次，二不定，三圆顿。皆是大乘，俱缘实相，同名止观。渐，则初浅后深如彼梯磴；不定，前后互更，如金刚宝置之日中；圆顿，初后不二，如通者腾空。”[104]依灌顶此说，三种止观皆传自慧思，而且在总体上并无大的区别，“皆是大乘，俱缘实相，同名止观”；其所相异者，仅体现为接引行人之方式上的渐顿之别。以行人之根器有利钝，故以三种止观“为三根性说三法门”。

在智[image: ]的著作中，《说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十卷是说渐次止观的代表作品。该书为智[image: ]在金陵瓦官寺所说，由门人法慎私记，后由灌顶治定。全书十卷，标为十章，然第八至第十章有目而无文，盖未讲完；在前七章中，第六《方便》与第七《修证》乃为全书之核心。《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强调禅门修证的渐次深入，因此在灌顶那里遂被视为渐次止观的代表作品。灌顶述渐次止观云：

渐，初亦知实相，实相难解，渐次易行。先修归戒，翻邪向正，止火血刀，达三善通；次修禅定，止欲散网，达色无色定道；次修无漏，止三界狱，达涅槃道；次修慈悲，止于自证，达菩萨道；后修实相，止二边偏，达常住道。是为初浅后深，渐次止观相。[105]

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之中，作为亦世间亦出世间禅的一个修证阶段的“六妙门”，后来被智[image: ]再加修订、扩充而单独出为《六妙门》一卷，并成为不定止观的代表。所谓六妙门，即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智[image: ]云：“六妙门者，盖是内行之根本，三乘得道之要径。”所言妙者，其意乃多，“若论正意，即是灭谛涅槃……涅槃非断非常，有而难契，无而易得，故言妙也。六法能通，故名为门；门虽有六，会妙不殊。故经言，泥洹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106]。可见法门虽分为六，然六门互通，任修一门皆可入于涅槃妙相。如果《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所强调的是禅门修证之循序渐进的确定性及其必要性，那么《六妙门》所强调的却是这种修证的不次第性与随机性，即行人可对其根机任择一门进行修持，若无所得，则“当更随便转用余门”，“若偏于一法，增进之时，当即善修之”[107]。故灌顶云：“不定者，无别阶位，约前渐后顿，更前更后，互浅互深，或事或理，或指世界为第一义，或指第一义为为人对治，或息观为止，或照止为观，故名不定止观。”[108]是又可见不定止观并不是舍渐次、圆顿以外而别有法门，其实亦仍不出渐顿，只是其修习无别阶位，前后浅深可以互更而已。

《六妙门》之述不定止观，乃以圆观、圆证作结。智[image: ]论圆观云：“夫圆观者……但观心源具足六妙门，观余诸法，不得尔乎！今行者观一心，见一切心及一切法；观一法，见一切法及一切心；观菩提，见一切烦恼生死；观烦恼生死，见一切菩提涅槃；观一佛，见一切众生及诸佛；观一众生，见一切佛及一切众生。一切皆如影现，非内非外，不一不异，十方不可思议，本性自尔，无能作者。非但于一心中，分别一切十方法界凡圣色心诸法数量，亦能于一微尘中，通达一切十方世界诸佛凡圣色心数量法门。”[109]如此圆观既成，便发圆证，能于一念心中，“数不可说微尘世界诸佛菩萨声闻缘觉诸心行数无量法门”，“随顺法界所有事业”，“入百千三昧及一切三昧，虚妄及习俱止息”，“觉了一切法相，具足种种观智惠”，“通达诸法了了分明，神通转变，调伏众生，反本还源”，“成就如上所说事，而心无染着，不为诸法之所染污故，亦能净佛国土，令众生入三乘道”。而其究竟圆证，则“得一念相应惠，妙觉现前，穷照法界，于六种法门究竟通达，功用普备，无所缺憾”，究尽诸法实相，“如是本末究竟等”。[110]显而易见的是，此述圆观圆证为六妙门修习的最后境界，它确乎比《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的论述更进了一步，而且有更为明显的以中道观心而摄一切法以通达于诸法实相的特色，这正是一心三观与一念三千的原初形态。从智[image: ]思想的发展来考虑，《六妙门》标志着他已开始超越其原先以禅定为核心的思想模式，并开始转进于以观心为核心的思想结构。虽然圆顿观要到《摩诃止观》中才获得系统的成熟表述，但是在《六妙门》中，它确乎已经显露端倪。

正是从这种思想发展的历史性来考察，我们认为《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亦称《小止观》）这部书也是由《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过渡到《摩诃止观》的中间形态的作品。这部书的具体写作年代已无从详考，但大抵可断定为智[image: ]于南朝陈太建七年（575）入住天台山以后的创作，它迟于《六妙门》而早于《摩诃止观》应无疑问。

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智[image: ]充分突出了定慧相资观念下的禅定先行，实以其为基础理念，故云：“非禅不智，从禅发慧，能断结使。”“一切功德智慧并在禅中。”“欲具足一切诸佛法藏，唯禅为最。”而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我们看到这一观念已有了明确的修正，更突出了“均齐定慧修止观”。其论云：

行者于坐禅中因修止故，或因修观而入禅定，虽得入定而无观慧，是为痴定，不能断结。或观慧微少，即不能发起真慧，断诸结使，发诸禅门。尔时应当修观破析，则定慧均等，能断结使，证诸法门。行者于坐禅时因修观故，而心豁然开悟，智慧分明，而定心微少……尔时应当复修于止。以修止故，则得定心，如密室中灯，即能破暗，照物分明。

这一观念的修正是重要的，正是从这一修正中，我们看到了智[image: ]关于止观的理念向《摩诃止观》之圆顿过渡的内在逻辑，也看到了其本身思想由早年的以禅定总束一切佛法转为以止观统摄一切佛法与修行的自我超越与转进的心路。亦正因为有了这层思想上的转进，我们还看到作为《摩诃止观》之基本理念的三止、三观、三智的相互连接与和谐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已有了相当清晰的表述。其论三止（体真止、方便随缘止、息二边分别止）三观（从假入空观、从空入假观、中道正观）及其相互间的互动和谐的基本内涵已与《摩诃止观》完全一致，虽然尚未达到《摩诃止观》所展现的那种圆满程度。定慧双修已经获得充分强调，但还没有出现一心三观、圆融三谛等圆顿止观的核心概念。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代表了智[image: ]向成熟的圆顿止观学说转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阶段，但它本身却不是圆顿止观的代表作品。圆顿止观的充分成熟的表述仍体现于《摩诃止观》之中。就智[image: ]本人思想的历史进展而言，《摩诃止观》既是其晚年思想之极致，是其心灵境界之表呈，也是其一生学说之总结与精要之所在。

《摩诃止观》以“圆顿止观”的阐明为根本要义。圆顿止观是对诸法实相的圆融顿极，故灌顶云：“圆顿者，初缘实相，造境即中，无不真实。系缘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己界及佛界众生界亦然。”[111]按照智[image: ]的阐释，诸法实相之本身所是的本真存在状态乃是即空即假即中，亦即是既疏离于空假二边，同时又内在地涵摄了空假二边，因此它超越了空假的相对而成为无限的绝对。基于一念三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阴界入境中之一切众生，其平常一念即具足三千世界一切相性，是为言思道断心行处灭的不可思议境，而不可思议境之圆融三谛的状态即是诸法实相。因此所谓圆顿止观，即要求主体在发心之初即直接切入于即空即假即中的究竟实相理体，以一心三观俱彻三千相性而还原出圆融三谛之中道实相。缘于此故，则一念心所起之一切诸法皆无非中道实相之本身的自我呈现，并且本质上即实相本身，故谓“初缘实相，造境即中，无不真实”。而智[image: ]云：“圆顿止观相者，以止缘于谛，则一谛而三谛；以谛系于止，则一止而三止……所止之法虽一而三，能止之心虽三而一也。以观观于境，则一境而三境；以境发于观，则一观而三观。”[112]是故圆顿止观，便即是能观之心、已止之念、所发之慧与所观之境、所照之理通体俱彻的圆具互融，一切殊相之差别均已消泯于无形，一切主客之疏隔均已通达而无碍，一切所照所现均已然是实相本身的澄明。在理论上，圆顿止观所展开的基本形态即是我们上文已有所论列的一念三千与圆融三谛，前者可谓实相之境，而后者则是实相之境的自身规定性。作为洞达实相究竟理体之基本方法的一心三观，则是在现实性上确保无明之根本掩蔽的撤除并使其本身获得最终澄明的必要途径。

上述三种止观，总以观心为其要义，是就行人之内在活动所作的阐述，是“心法”；而四种三昧则是关于止观之实践过程的外在活动所作的阐述，是“行法”；两者互依而互动，构成止观实践的完整过程。

四种三昧于《摩诃止观》卷二集中阐释，是五略中的第二修大行。智[image: ]云：“行法众多，略言其四。一常坐，二常行，三半行半坐，四非行非坐。通称三昧者，调直定也。《大论》云：善心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法界是一处，正观能住不动。四行为缘，观心藉缘调直，故称三昧也。”[113]显见四种三昧是智[image: ]关于一切佛法修持之实践方式的总论，亦是确保其止观学说切实贯彻于行人之生活实践的仪式轨范，故其临终咐嘱，尤强调其弟子须以四种三昧为明导。如果三种止观所阐明的是通过观心以解除无明之蔽而实现中道实相的内在过程，则四种三昧便是这一过程的外在表现。因此之故，三种止观与四种三昧其实是通往中道实相之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方式，故智[image: ]云：“方便、正观，只是四三昧耳。”这同时亦表明，四种三昧的修持是必以某种止观的内在契悟为依据并以其为目的的，作为外在仪轨的四种三昧乃为方便之权，中道实相之在心灵的最后澄明才是究竟之实。正以此故，智[image: ]之论行法，乃从“身开遮、口说默、意止观”三个方面分别立论，强调身口意，也即身心内外的充分和谐与一致。以心灵之自我观照活动为主体的三种止观，作为“心法”，与其外在之行为，即作为行法的四种三昧，处于一种互为促进、充分和谐的互动关系之中，从而呈现为一个体一互融的，或说是知行合一的完整的动态进展过程。

《摩诃止观》正修止观之十境以第一观阴界入境为其枢要。而所谓阴界入，即五阴（色、受、想、行、识）十二入（或称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及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或“六境”）十八界（六根、六尘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虽然阴界入之概念多有交互迭出，但作为一个概念系统之整体，则大致可以指称我们今天所说的经验世界及这一世界中的经验活动。按照佛教的一般阐释，阴界入境是一个由无明所主导的染污世界，佛道的根本证悟即在于实现对于这一染污之浊世的根本超越，此在的彼岸性是佛教的根本价值指向。但是在智[image: ]看来，实现无明之超越的起点并不是此岸世界的抛弃，反而是对它的切入，因为染污与清净、无明与澄明并不是截然隔断的两个世界，而实为同一世界之心灵境界的不同呈现。染污去除即是清净，无明断灭即是澄明，烦恼消释即是菩提；由于阴界入境之污浊暗昧皆由心起，故其向澄明的转换亦仍须由心来承担。

因此智[image: ]关于止观的实践学说在根本上是落实于阴界入境中的自我观心的。在他看来，这一点的必要性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理由。

第一，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因此心是惑本、病本、烦恼生死本。“阴界入即病本”，“界内界外一切阴入皆由心起，佛告比丘，一法摄一切法，所谓心是。论云：一切世间中，但有名与色，若欲如实观，但当观名色。心是惑本，其义如是。若欲观察，须伐其根，如灸病得穴。今当去丈就尺，去尺就寸，置色等四阴，但观识阴。识阴者，心是也”[114]。一切阴界入皆由心起，故“心是诸法之本，心即总也”[115]。然“夫心不孤生，必托缘起。意根是因，法尘是缘，所起之心是所生法。此根尘能所，三相迁动，窃起窃谢，新新生灭，念念不住，睒烁如电耀，遄疾若奔流”[116]，而起阴界入一切诸法，亦起一切苦集与生死烦恼。设若观心而解悟一切心数诸法皆由心起，“能生所生，无不即空，妄谓心起，起无自性、无他性、无共性、无无因性，起时不从自他共离来，去时不向东西南北去，此心不在内外两中间，亦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为心。是字不住，亦不不住，不可得故，生即无生，亦无无生，有无俱寂”[117]，便能拔本塞源，犹灸病而得穴，在根本上实现对于一切名相假有之执持的超越，实现对于由这种执持而产生的一切烦恼的超越，同时亦即实现了对于阴界入境之本身的超越，而通达于菩提涅槃之道。

第二，假名之心既是一切迷惑烦恼之本，却亦是解迷成悟、去除无明之蔽之本。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故无明烦恼之心，原即是清净法性，“佛之知见，蕴在众生也”。[118]“佛岂有别法，只百界千如，是佛境界。”[119]故心体之广大涵融，共具染净，一切法界，无非心造，“心能地狱，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贤圣”[120]，无明与法性、烦恼与菩提，原只是同一心体所开展的不同层面。修习止观而以观心为自我解悟的切入之途，证得此心原如幻焰，但有名字，“适言其有，不见色质；适言其无，复起虑想；不可以有无思度故”[121]，便即不执不滞不离不散于心识所起的一切诸法，三千世界一切相性皆即空即假即中，是即烦恼之病本的拔除而转为菩提，无明之蔽源的堵塞而反归澄明。故云：“心即实相”，“以心观心，由能观心，有所观境，以观契境故，从心得解脱故。若一心得解脱，能令一切数皆得解脱。”[12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佛正法正行中，此心为最……举要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萨功德，能成三世无上正觉。若解此心，任运达于止观，无发无碍即是观，其性寂灭即是止，止观即菩提，菩提即止观”[123]。一切法皆即佛法，百界千如即佛境界，则佛法广大，无量无边，高妙深玄，难窥涯涘。若欲证入菩提，便须要有一下手切入之处。

第三，止观之以自观己心为枢要，乃以其最为切近而易行。“众生法太广，佛法太高，于初学为难。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者，但观己心则为易。”[124]值得重视的是，这种以自观己心为方便的思想，实质上是继承于慧思的“末法思想”的体现。智[image: ]云：

世间色心尚叵穷尽，况复出世，宁可凡心知？凡眼翳尚不见近，那得见远？弥生旷劫，不睹界内一隅，况复界外边表！如渴鹿逐炎、狂狗啮雷，何有得理！纵令解悟小乘，终非大道。故《大集》云：常见之人说异念断，断见之人说一念断，皆堕二边，不会中道。况佛去世后，人根转钝，执名起诤，互相是非，悉堕邪见。[125]

“佛去世后，人心转钝，执名起诤，互相是非，悉堕邪见”云云，无疑是智[image: ]关于其时代之世道人心的一种基本判断，其中洋溢着对于现实人生的关切，充满着对于社会道德之普遍衰颓的忧患与恐惧，正是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与悲悯之怀，构成了智[image: ]之“末法思想”的内在本质，并因此而使其将学说的核心落实于阴界入境，即众生之此在的现实境域，并以易于入手的自我观心为现实性上之可行的入道之途。

这一阴界入境的观心论是富有独创性的，同时亦是深刻的。通过这一理论的现实措置或转换，智[image: ]实现了对于众生之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此在之非本真存在状态的超越或出离及其最终返回于此在之现实境域的可能性的阐述，从而建构了一个以止观为核心、以无明之掩蔽的撤除而返归心体之原本澄明为目的的完整系统。

观心之被措置于阴界入境，首先即表明智[image: ]无意在染污与清净、此在与彼岸、生死与涅槃之间设置任何人为的限隔；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并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贯通的。在智[image: ]的主要著作中，我们极少看到关于彼岸世界的纯粹描述，正所谓在“末法时代”，世间色心尚不可穷尽，遑论出世间？界内一隅尚不得分明，岂论界外边表？其思维所关切的始终是阴界入境之众生的现实生存状态。这一点同时即表明，智[image: ]充分接受这样一种基本事实，即阴界入境以及属于此境的无明、烦恼、生死等，乃是一切众生之此在生存的基本情境规定，并且本质上即是此在人生的基本结构。但正是这一基本结构本身，构成了理解此在之生存的现实境域，同时也是佛法之普遍施用的广阔场所。处于阴界入境的一切众生，按照佛教的一般原理及智[image: ]的阐释，乃处于一种根本无明的状态，由无明而导致种种烦恼，由无明、烦恼而进一步导致其存在之本真的疏离与掩蔽；换句话说，无明与烦恼使个体的现实生存处于一种疏离于其存在之本真的被抛状态，犹处于飞旋的轮缘，强大的离心力使其无法返回于那原本静寂的轮毂的核心原点。在繁杂的世间事务之中，个体越来越烦忙于假有的事象并将其存在之独立自由的本质消融于他性的意见与共在之中。毫无疑问，由无明与烦恼所主导的这种阴界入境的个体生存，是存在之本来面目被掩蔽的状态，亦即是非本真的状态，它是存在堕于暗昧的沉沦。

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个体之于阴界入境的生存，在其寓世的沉沦之中所丧失的仅仅是其存在的本真状态，而不是其存在本身，更不是重新获得其本真的可能性。所谓寓世的沉沦或存在之本真的失落，在处于阴界入境的众生那里原是没有被自觉到的，因此其中的个体同时亦未曾意识到其存在所应有的原来的本真样式，不过这一点恰恰构成了其本真之自觉的前提。因此在智[image: ]那里，为一切众生“开佛知见”，实质上便即是将存在的本真状态及其神圣境域昭示于世人，使此在的生存出离于被抛的非本真状态而入于其原本如是的本真境界，无明的掩蔽将在这一过程中被纯然撤除而获得其自身的澄明，烦恼将被止息而不再是缠结心灵的累赘。

正是在这种阴界入境之此在人生的根本救度的意义上，我们看到了无明即法性、烦恼即菩提的特殊理论价值。无明之心便即是法性之心，烦恼之念乃实证菩提之资。凡心介尔一念，则百界千如一时具足，因此之故，超出无明掩蔽的暗昧而使其澄明出来，出离沉沦的烦恼之境而入于本真的绝对境域，便不得不落实于心体对其自身活动的观审，并在这种观审之中实现其原本如是的清净与澄明。因此，止观之被落实于阴界入境的自观己心，在哲学上显然还包含着这样的意义，即能观之心的本身即是无明的澄明者，亦即是本真存在的能在者；而无明之掩蔽的撤除及其澄明的全部过程，本质上即是此澄明者或能在者的自我呈现；这一自我呈现必须由个体在其此在境域中内在地、单独自由地进行，或者说是必须由其作为能在者的主体性来承担的。

第六节 性具善恶的佛性论

佛性指称佛的法性，亦即真如之体性，就众生而言佛性，则谓众生之所以能够成佛之内在的本质依据。在中国佛教中，自竺道生阐明涅槃佛性学说以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涅槃常住无有变易，便几乎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基本共识。天台宗同样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却认为佛性并不仅仅是本具于善，同时亦本具于恶；佛性既共具于善恶，故诸佛不断性恶，而极恶之人亦不断性善。显而易见的是，性具善恶说之令人眩惑之处，不在于性具善，而实在于性具恶；佛亦有性恶，实纯粹为智[image: ]本人的突出创见，除台家之外，诸宗无人及此。然其义果为何如？则智[image: ]云：

问：缘、了既具性德善，亦有性德恶否？答：具。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问：性德善恶，何不可断？答：性之善恶，但是善恶之法门。性不可改，历三世无谁能毁，复不可断坏。[126]

据此，则阐提虽为极恶，但只是断修善尽，而其性善仍在；佛则虽断修恶尽，而其性恶不断。性既不可改易，不可断坏，则佛与众生之性共具于善恶亦复不可断坏。然佛与众生，虽其性具不异，其于现实性上的表现却仍大相径庭。佛虽具性恶，却不起修恶。智[image: ]云：

问：阐提不断性善，还能令修善起；佛不断性恶，还令修恶起耶？答：阐提既不断性善，以不断故，还为善所染，修善得起，广治诸恶。佛虽不断性恶，而能达于恶，以达恶故，于恶自在，故不为恶所染，修恶不得起，故佛永无复恶。以自在故，广用诸恶法门，化度众生；终日用之，终日不染，不染故不起，哪得以阐提为例耶？若阐提能达此善恶，则不复名为一阐提也。[127]

这一问答，阐明了佛与众生之性共具善恶之基本界定下的生佛差别，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这里的阐释，众生之极恶如一阐提，虽断修善尽，但以其性善不断，故仍有可能起善修而达于佛境，此是应有之义，并无疑问；问题在于佛既不断性恶，是否仍有可能起修恶？智[image: ]断然否定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佛之性恶，仅仅是为佛能于一切界中为化度众生而广用诸恶法门提供了可能性。就诸佛而言，其已然证得一切诸法之中道实相，其所历一切诸法、所达一切诸境皆是即空即假即中，故诸佛虽为化度众生而用恶法，但其本身却无滞无缚，略无挂碍，仍然超离于任何恶法，是即所谓“自在”。正因佛能有此“自在”，因此便断然不为恶所染着而“永无复恶”。显而易见的是，智[image: ]强调诸佛不断性恶，同时又断言其虽不断性恶却又决不起修恶，那么诸佛之所谓性恶，实际上就仅仅是逻辑的；这种逻辑上之性恶的设定，一方面为佛出于普度众生的目的而示现种种恶法造成了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就恶法之“用”而言，其目的指向却仍然是善的。此犹良医为起病人之沉疴而投以蛇蝎之方，蛇蝎虽恶物，其应于起沉疴之用，却是善的。

不过究实而言，智[image: ]特揭性具善恶之说的目的，并不在于就佛而论佛性之善恶，而更在于就众生之现实处境而论佛性之共具善恶，以明“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的生佛毕竟平等观念，而为其开显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之究竟中道一实谛理。因此在智[image: ]那里，佛性与实相及其种种异名之所指理体，乃一而非二：

《无量义》云：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所谓实相。实相之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此从不可破坏真实得名。又此实相，诸佛得法，故称妙有；妙有虽不可见，诸佛能见，故称真善妙色；实相非二边之有，故名毕竟空；空理湛然，非一非异，故名如如；实相寂灭，故名涅槃；觉了不改，故名虚空；佛性多所含受，故名如来藏；寂照灵知，故名中道；最上无过，故名第一义谛。如是等种种异名，俱名实相；种种所以，俱是实相功能；其体既圆，名义无隔。[128]

由此显然可见，佛性与妙有、如来藏、中道、实相、第一义谛等，实为同体而异名；因此之故，众生本具之佛性的开明与诸法之中道实相的开显便必然是一个纯粹同一的过程，明见于佛性之妙有，即是洞达于中道第一义谛。故智[image: ]又云：“佛性即中道。因缘生法，一色一香，无不中道。此则从凡至圣，悉皆是中道第一义谛。”[129]正由于佛性即中道，众生之本具佛性的自我觉知、开明及其在现实生命过程的充分显扬，便即是已然证悟诸法之中道实相的体现，其存在的意义便已然超离于生死苦海中的头出头没，而进于神圣的境域。就众生的现实处境而言，其生命原是秽浊的，由于无明的掩蔽而处于种种烦恼之障当中，甚至表现为一系列贪嗔痴之三毒的迁徙流转，生死浩然，辗转无已。从佛教的立场来看，这毫无疑问是生命本质的沉落；而要使生命重新焕发其本有的华彩而实现人生的根本救度，唯有撤除其无明之掩蔽而开明其本有佛性之一途。是故智[image: ]盛倡无明即法性，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原其究竟，实为阴界入之一切众生在其此在境域而开显佛性所设。知无明之为无明，即已经是明；知烦恼之为烦恼，即菩提已显。

为阐明此义，智[image: ]又据《大般涅槃经》而立三因佛性之说：

《大经》云：十二因缘名为佛性者，无明爱取既是烦恼，烦恼道即是菩提。菩提通达，无复烦恼；烦恼既无，即究竟尽；了因佛性也。行有是业道，即是解脱；解脱自在，缘因佛性也。名色老死是苦道，苦即法身。法身无苦无乐，是名大乐；不生不死是常，正因佛性故。[130]

在《摩诃止观》中，智[image: ]复重申其义：

若转无明为佛智明，从初发心知十二缘是三佛性。若通观，十二缘真如实理，是正因佛性；观十二因缘智慧，是了因佛性；观十二缘心具足诸行，是缘因佛性。若别观者，无明爱取即了因佛性；行有即缘因佛性；识等七支即正因佛性。[131]

三佛性说原阐述于《大般涅槃经》，智[image: ]取之，而成为阐明其性具善恶之说的重要原理。通观其所论，盖以真如实相之理为正因佛性，能行观照之般若智慧为了因佛性，一切善行功德为缘因佛性。因此在《法华玄义》之中，智[image: ]又以三轨而论三佛性：

类通三佛性者，真性轨即是正因性，观照轨即是了因性，资成轨即是缘因性。[132]

真性、观照、资成三轨，亦名三法，是智[image: ]用以诠释《妙法莲华经》之“法妙”的。三轨之大意，略云：“以真性轨为乘体，不伪名真，不改名性，即正因常住……观照者，只点真性寂而常照，便是观照，即是第一义空；资成者，只点真性法界含藏诸行，无量众具，即如来藏。三法不一异……若即尘沙障达无量法门者，即资成轨得显；若即见思障达第一义空者，观照轨得显；若即无明障达第一义谛者，真性轨得显。真性轨得显名为法身，观照得显名为般若，资成得显名为解脱。”[133]故以三轨通于三佛性而论，“法性实相即是正因佛性，般若观照即是了因佛性，五度功德资发般若，即是缘因佛性”[134]。然三轨之立，总释“法妙”，故“名虽有三，只是一大乘法也”[135]。而三因佛性之义，亦复如是，名虽有三，其实则一，仅为众生即事以显理而设。

法性实相为正因佛性，故为佛性之正体；法性原本清净，不净不染；本来常住，不动不出。因此就一切众生所本具之佛性而言，一切众生皆涅槃相。般若智慧为了因佛性，以其能行观照故；然观照者，实为佛性正体之用，即用以显体，而体则以用显，两相圆具，不一不异；故观照得显，名为般若，能破无明，而为了因佛性，实为开显佛性之正体的充分条件。五度功德之善行，必以观照所得之知识为先行条件，故般若之智与五度功德，亦构成体用关系；功德以观慧为前导，而其现实之行，复又资发般若；名为缘因者，犹言其为明见佛性之正体的必要条件。体用互依，总是一原；佛性虽分三因而说，其得终极之中道实相则一。因此，三因佛性之说，实际上亦是开权，而开权即是显实；其根本之义，在为一切众生于无明烦恼之界而翻出无明以达于法性。明无明之为无明，即是于明；了达烦恼之为烦恼，即烦恼道断；故谓无明即法性，烦恼即菩提。三性之说，为众生于其生存的现实境域之中出离于无明之掩蔽而还原其本具之清净法性开示了权便之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智[image: ]常说低头举手，皆成佛道；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作为正因佛性的法性实相，从本以来即具清净性德，“法性之理，非古非今，非本非迹，非权非实”[136]。它原是一切诸法之本来如相，是一切诸法本体。本体之如相，仅用以表征一切诸法在充分剥离了一切纷纭繁杂之表象以后的如其所是的实存状态；这种状态的本身存在与一切可能的表象无关，一切诸法之表象的变化流转都无损于如相本身之不住不动不生不灭，但是另一方面，实相无相，是又必不可舍诸法之表象而另求实相。因此就众生而言，其契悟实相的基本背景便必然是其生命之此在的现实境域，亦即智[image: ]所称之阴界入境；而所谓翻出无明以入于明，“从无明际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出离生死，入法性中”[137]，便即要求主体性穿越一切诸法之表象的丛棘而抵止于实相本身的那片疏明之地，唯此疏明之地，乃为法性清净之土，是为如实之际。显而易见的是，一切诸法之如其所是的实存状态，在作为诸法之正体的意义上，原是绝对绝待之境，因此亦就必然与经验上可分判的善恶之义毫无关涉，亦就是说，它是不与于善恶，或说是无善无恶的。因此之故，智[image: ]尝以莲子喻正因佛性而释十如中之“如是体”云：

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亦复如是，不为客尘所染，生死重积，而心性不住不动、不生不灭，即是佛界如是相。《净名》曰：一切众生即菩提相，即其义也……譬如莲子，在淤泥中而四微不朽，是名莲子体。一切众生正因佛性亦复如是，常乐我净，不动不坏，名佛界如是体。[138]

是明正因佛性为佛界如是体，常乐我净不动不坏，故无善无恶。但是另一方面，缘、了二性却共具于善恶，因为缘、了二性通于众生现实所处的经验世界，而且是在此经验世界中获得现实表现的。无明爱取与般若正观，原只是一体之两面，资发般若之五度功德与一切秽业恶行亦复如是，因其落于经验世界之有相，故必落于相对之境而有价值上之善恶相对，亦即是有善有恶的。按照智[image: ]所阐明的十界互具、三谛圆融的基本思想，三因佛性，毕竟体一互融，总为一性；故虽正因为无善无恶，然缘、了具于善恶；三因互具，乃得总说佛性为具于善恶。关于这一点，元代怀则尝云：

《法华》云，诸法实相，不出权实。诸法是同体权中善恶缘、了，实相是同体实中善恶正因。九界十如即恶缘因，佛界十如即善缘因……《涅槃经》中阐提、善人，二人俱有性善性恶，名为善恶缘因。三因既妙，言缘必具了、正，言了必具正、缘，言正必具缘、了。一必具三，三即是一。毋得守语害圆，诬罔圣意！若尔九界三因，性染了因，性恶缘因，染恶不二是恶正因，岂唯局修！佛界三因，性善缘因，性净了因，善净不二即善正因。[139]

按照怀则在这里的论述，佛界与九界乃各具正、了、缘三因，若分别观之，则佛界三因不与于染恶，九界三因则与于染恶。然十界之相互圆具，亦犹实相与诸法之一体互融，故三因佛性非但必通于十界，且一性亦必兼摄其余二性，“一必具三，三即是一”；正是就三因之一一互具、相互含摄而言，佛性乃本具善恶净染。若以三谛说三因佛性，“则今三千即空，性了因也；三千即假，性缘因也；三千即中，性正因也”[140]。三谛互具，圆融无碍，故三因佛性亦一体互融，虽一而三，虽三而一。

由上述可见，在天台宗那里，性具善恶之说，实质上是其实相论之自然的理论延伸。一切言教皆为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而方便施设，而一切诸法之实相究竟乃为即空即假即中的中道理体，佛之知见及此中道理体，必须在理论上设定为原本即存在于一切众生，那么其开示悟入才是可能的。智[image: ]关于性具善恶之论证的首要一步，是在逻辑上设定佛性与实相，亦即佛之知见与诸法之中道理体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设定，为其三因佛性之说的成立确立了理论前提，因为正、了、缘三因实际上是分别与中、空、假三谛相对应的，这样就为三因的最后圆具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三谛圆融作为实相本身之实存状态的规定性是早已阐明了的。其分别说三因佛性，以正因佛性为清净法性自体，不与于善恶，其实即表明佛性之正体（亦即实相本身）是不可能落于善恶之相对价值的规范的。佛性正体超越于善恶之相对价值，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使佛性与作为即空即假即中的诸法之究竟实相在存在性的绝对性上获得了同一，因为存在性的绝对性是不可能由善恶来界定的；另一方面，它亦使佛性通过三因互具而为呈现于经验之现实境域的有善有恶构成了理论上的必要前提。因此三因互具而一体圆融，实为性具善恶之说在理论上得以成立的关键环节，没有这种互具而圆融的论述，佛性之本具善恶在理论上就必然是不圆满的。正是三因互具的表述，才使天台宗的佛性学说达到了这样一种理论效果，即在存在性的究竟意义上，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生佛交彻，毕竟平等；同时亦为众生于其生存的此在境域翻出无明而入于法性之本身的澄明境界构成了理论上的充分依据。

由于佛性之呈现于经验世界是善恶共具的，而知于恶的本身即是明于善，知于无明的本身亦即是达于法性，存在性的澄明原必须由此在的主体性本身来承担。诚如湛然所云：“知苦集即是法性，以不知，故唯有苦集。”[141]这样就为众生于阴界入境开辟了一条通过其实落为善去恶的修行实践而通达于佛界的现实途径。

天台宗的佛性论与诸宗不同，乃为其宗门特色之一，故天台后学皆固守其说。湛然辨本宗之异于他宗，立妙境有四，其四即为“佛本不断性恶法故”，谓“性恶若断，普现色身从何而立？但使分得常住法身，不动而动，遍应身土”[142]。宋代知礼云：“问：九界望佛，皆名为恶；此等诸界，性本具否？答：只一具字，弥显今宗。以性具善，诸师亦知；具恶缘、了，他皆莫测。”“若知善恶皆是性具，性无不融，则十界、百界，一千、三千。”[143]元代怀则云：“只一具字，弥显今宗。以性具善，他宗亦知；具恶缘、了，他皆莫测。是知今家性具之功，功在性恶。若无性恶，必须破九界修恶，显佛界性善，是为缘理断九。”[144]明代传灯云：“欲明如来出世一大事因缘者，苟不知性具善恶之旨，如无目夜游，何以为直指人心？何以为见性成佛？苟非天台一宗教观发明此旨，则圆顿教理几乎绝灭矣！”[145]诚然，性具善恶之说乃天台一家之言，为其区别于他宗的根本义旨之一，其宗门视之为家宝，是亦宜矣。

在一般哲学意义上，佛性是关于众生之本质实在性的界定，而实相则是关于世界现象之本质实在性的界定；佛性既然被确认为与实相同一不二，体一互融，那么也就确认了众生之存在的本质实在性与世界现象之本质实在性的同一不二。这一同一性的确认，既重新阐明了一切世间诸法皆归原于主体之心灵表象——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这一佛学中固有的存在论命题，同时亦为主体在其此在的生存境域之中通过其本身之存在实在性的终极还原而实现世界全体之本质实在性的了达确立了可能性的充分前提。

正是在众生之生存境域之本质转换的意义上，我们遂可得而论性具善恶说的实践意义。

如上文所述，性具善恶说在理论上的最终归结是心佛与众生之究竟如相的无差别，而证成无明即法性，烦恼即菩提。因此我们首先应看到，性具善恶说完全融通了十界，取消了六凡四圣之间的本质界限，从而赋予一切众生以平等成佛的权利，因此亦就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提升了众生的主体性精神。

智[image: ]曾论地狱界之有善恶之机云：

地狱有有善恶之机，关无垢三昧慈悲之应。论其恶者，即有黑业恶、见思恶、尘沙恶、无明恶；论善则有白业善、即空善、即假善、即中善；是名地狱机也。[146]

虽处恶界如地狱，其众生亦未丧善性而仍可起无垢三昧，则何况天人诸界！故论阐提之性，智[image: ]断言“一切有心皆当作佛，阐提不断心，犹有反复，作佛何难”[147]！“阐提心智不灭，夫有心者皆当作佛，非定死人，治则不难。”[148]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智[image: ]在性具善恶的理论背景之下论阐提皆得成佛与他宗所论阐提不断佛性，其理论内涵是不同的。他宗无性具善恶之义，故其论阐提不断佛性，乃指其真心不断，其实亦是在佛性之普遍性意义上对阐提成佛之可能性的一种断定。而智[image: ]之论直指妄心而成佛，故所谓“一切有心皆当作佛”，阐提不断心智亦当作佛，是具有确定不移的现实性的。正因为有了“阐提不断性善，诸佛不断性恶”这一基本的理论设定，即妄成真，“魔界即佛界”、“行于非道，通达佛道，于一切法，无不是妙”[149]，才不仅仅是一种论说，而是具有现实的可实践性。

其次，在性具善恶的基本理论背景下，佛与众生的差别被还原为纯粹非本质的修习上的差异，行为实践上的善恶与否便成为佛界与众生界的基本分野，因此亦就充分强调了主体性在实践领域的能动性。

显而易见的是，智[image: ]提出性具善恶之说，强调无明即法性，烦恼即菩提，便即消泯了佛与众生、无明烦恼与清净法性之间的本质差异，但是仍须指出，这种差异的消泯或其本质的同一，乃是在一切诸法、一切众生之存在性的本来如相的意义上而言的，因此它绝不是要取消佛与众生、法性与无明之作为现象而呈现于经验世界的差异性，亦不是要取消善恶在经验领域的价值界限。在智[image: ]那里，如相的唯一性是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谛圆融；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可以说贪欲即菩提，无明即法性。就性具善恶本身而言，它仅仅是对众生成佛的现实的可能性的断定，而不是对这种现实性本身的断定，故智[image: ]云：“恶即善性，未即善事；遇缘成事，即能翻恶。”“翻于诸恶，即善资成。”[150]善性必须贯彻于经验活动之中才成为现实性的善事，只有在可经验的善事之中其本具善性才获得恰当的表达；而善性之表达的本身，是对于诸恶的出离，即所谓“翻”，故谓“翻于诸恶，即善资成”。由此可见，性具善恶之说非但不否定现实的修善，而且正是现实的修善才是能翻出无明、翻于诸恶的本有心体的如实呈现，亦即是本具善恶之佛性的如实呈现。因此之故，翻于诸恶之“翻”，便标志了众生于其现存境域之中心灵状态的某种转变，同时亦标志了其生命境界的一层转进。正是在这一点上，性具善恶说便又回转并落实于以观心为核心内容的修行实践。

再次，性具善恶说在现实性上与止观实践保持着纯粹同一的基本取向，并且实际上强化了止观修持的必要性。

观心之旨在超出无明，而观慧的切入则是实现无明之超越的必要环节；观心的圆成即证得一切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如此便得行于非道而通达佛道，不出此界而实证菩提。性具善恶说最终仍归原于现实性上的止观修持，而如前节所述，止观又必以主体之自行观心为切要。按照智[image: ]的阐释，一切众生于此在生命境域中之凡心一念萌动，便即含具三千世界一切性相，故无明与法性、烦恼与菩提亦共为一心所含摄。心为一切语本、行本，亦为一切诸法之本，“一切法趣此心，一切心趣此法”[151]。故湛然云：“以心有故，一切皆有；以心空故，一切皆空。”[152]换句话说，一切诸法以及一切现行于经验世界的善恶，原本只是唯一之心体本身的显相，无明烦恼与法性菩提，尽管在经验上呈现为两者之间的对立，但是就其作为心体本身的呈现而言，两者又为一体之互融。因此，基于一念三千之实相论的性具善恶说，实际上还表明这样一点，即以无明与烦恼为标志的恶的性质，乃是实相本身之本质的反本质；反本质也仍然是其本质的一种规定性，仍然属于本质自身，故性恶不可断坏。性恶虽不可断坏，却可有起伏，无明起即法性伏，法性起即无明伏；然如此起伏，皆就心用，亦即心体外向展现于此在境域而言。若就心体本身而言，则法性起、无明起皆是同一，因为心体本身之自存如相是无所谓起与不起的。正是就心体本身之存在实性于此在境域中的自我表呈而言，它是落于善恶二边的（当然也可以是无记，即非善非恶），故湛然谓：“善恶无记，即是佛性。善恶无记，即三千也，故知三千非三千，具足三佛性也。”[153]同时，亦正是心体于经验上所呈现出来的善恶之两歧，才为主体之观慧的切入并由此而洞达于心体本身的如是状态提供了契机。

无明是存在之本真被掩蔽的状态，处于无明之掩蔽状态的此在便处于存在的非本真状态，或说是一种寓世的沉沦。然无明之所以能起其掩蔽之用，正源于主体对无明的不自觉；若自觉无明之为无明，则无明之用便即消解，掩蔽便即撤除。正以此故，智[image: ]云：“观一念无明，即是明。《大经》云：无明明者，即毕竟空，空慧照无明，无明即净。”[154]然所谓观慧，却并不是某种外来的东西，而仍然是心体之用，按照智[image: ]的理解，乃是心体本身如其所是的一种自然的功能发越，故尝称之为“天心”：“天心，通名慧性。天心者，天然之心也；慧性者，通达无碍也……当知天然慧性与六法相应，即能转变自在。”[155]观慧即是“天然之心”的本有慧性，是主体性的真正体现者，然慧性的自然发越，则以心体的自我观照为前提，主体之止观实践之所以必以观心为切要者，乃因此之故。观慧之起，一切无明烦恼便不复流动，便得所谓“朗然大净”之境界。在主体本身，这一境界的实现便标志着无明之掩蔽的根本撤除，此在的生存已穿越一切无明的乱惑[156]，而抵止于如其本身所是的疏明状态，亦即心体获得了其自身实相的还原，并由于其存在实性的开显而使此在的生存转进于本真的澄明之境。按照智[image: ]的阐释，实相原本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谛圆融之体，正是空假中三谛之相即而互融为一体，使它虽无相不相，却不滞着于任何一相，此即是所谓“自在”。以自在故，心体遂得自由；遂得身行于世间事务之中，心却无缚于世间事务之内；智[image: ]之所谓“行于非道，通达佛道”、“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即其义也。是故又云：

修三谛一实之理，一念法界，系缘法界。若历缘对境，举足下足，无非道场，其心念念与诸波罗蜜相应。[157]

“举足下足无非道场”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修三谛一实之理”而得“其心念念与诸波罗蜜相应”故；在同样的意义上，智[image: ]亦说“低头举手，歌咏散心，皆已成佛道”，“常以此乘引入于大，低头举手，皆成佛道”[158]。由此可以显见，性具善恶之说最终是落实于众生于其此在境域的止观实践的，唯有以观心为枢要的止观修持才使诸法之究竟实相获得终极开显并充分展示主体之存在实性本身。而这一展示，即表明主体已实现其生存境界的超越，此在已不再遭受无明的蔽覆而失其本真，而已然出离于寓世的沉沦，转归于存在之本有实性的本真境域。故所谓烦恼即菩提云云，亦是立足于诸法之中道实相而说，而非就现象界立论。

最后，我们认为，性具善恶之说实为开权、发迹，是就佛性或心体在经验世界的呈现上说的；若就佛性之自体的实存相状而言，则佛性非善非恶、无善无恶。智[image: ]为论证佛性本具善恶而立三因佛性，然三因之立，亦为开权；此理实完全同一于为开显实相究竟之体而方便分说空、假、中三谛[159]，最后又必说三谛圆融究竟一实谛。如智[image: ]云：

《大经》云：一实谛者，则无有二，无有二故，名一实谛。又一实谛，名无虚伪；又一实谛，无有颠倒；又一实谛，非魔所说；又一实谛，名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无空假中之异，异则为二，二故非一实谛。若有三异，则为虚伪；虚伪之法，不名一实谛；无三异故，即一实谛……常乐我净，名一实谛，一实谛者，即是实相。[160]

实相为究竟一实谛，即空假中而无空假中，因空假中浑沦圆具而为一体故。实相即是佛性，“实者，即是实相，中道佛性也”[161]。是故知中道佛性，亦即究竟一实谛；一实谛既为常乐我净，则中道佛性理体亦为常乐我净而无善无恶，故谓性具善恶及三因佛性之分立皆就佛性究竟一实理体于现象世界的呈现而言，是为开权、发迹。

然而在智[image: ]那里，权实同体，本迹相依，开权即所以显实，发迹亦所以显本。“寻于俗迹，即显真本”[162]，故本迹之显相虽有不同，然其最终所开显之实体妙理则无有不同。“若开权显实者，达事法已，权意即息。亦不离权远求于实，权即是实，无复别权。故言开权显实也。”[163]是施权之用，在显本实，既达本实，权意即息；然权实原为一体，犹水月天月，毕竟一月，故谓“从本垂迹如月现水，拂迹显本如拨影指天”[164]。为显究竟中道一实谛而施权，分说为空假中三谛；而既得中道一实谛，一实谛亦即空假中三谛之圆融，即空假中而非空假中，是开权即是显实。佛性之中道理体与实相同一无二，故为开权而说为佛性具于善恶，究竟实相则非善非恶无善无恶。

智[image: ]曾阐明《法华经》之开权显实云：

开一切爱见烦恼即是菩提，故云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开一切生死即涅槃，故云世间相常住；开一切凡人即妙人，故云一切众生皆是吾子；开一切爱见言教即佛法，故云若说俗间经书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开一切众生即是妙理，故云为令众生开佛知见，示悟入等，亦复如是……[165]

正因权实一体，本迹互融，故毋须离世态事相而说毕竟空，亦毋须离毕竟空而说世态事相，即空即假即中，便是此在世间一切法相的“真善妙色”，便是一切诸法之存在性的究竟实相。因此之故，此在生命境域的超越与转进，并不必然于出世间之际；只要自观心体而致得心体开明，证悟得一切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实相之理，便犹云开月现，朗然明澈，此在的存在性便即获得其本真的澄明，其生存便亦由此而实现了本质转换，虽其身行于非道，而其心则通达于佛道；因为他已然出离于无明的掩蔽而转进于其存在实性本身如其所是的神圣境域了。

第七节 智[image: ]学说的传承及湛然对天台宗的发展

天台宗之名，以智[image: ]所住之山名而立。“天台宗”一名的最早出现，据汤用彤说，乃在湛然的《法华经大义》。“中唐湛然《法华经大义》云，此典‘多有诸家，今暂归天台宗’，‘天台宗’之名，始见于此，则天台宗固原为法华经师中之一家也。”[166]虽天台宗之名迟至湛然方始出现，但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立实际上在智[image: ]那里就已经完成。

在《摩诃止观》中，灌顶上溯智[image: ]之师承，直达印度之龙树，以为本宗之“高祖师”，表明灌顶实已有较为明确的法统观念，将智[image: ]之师承上溯至龙树，则天台宗之传法的正统性亦由此而确立。故至中唐之世，天台宗确立宗门法统，亦准灌顶之说，而推印度龙树为初祖，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明确的传法体系，即所谓九祖相承之说：龙树—慧文—慧思—智[image: ]—灌顶—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溪玄朗—荆溪湛然。后世天台宗人述其法统，亦皆准此说。

印度龙树是中观学的大师，他与天台宗的关系，除了《中论》中的“三谛偈”确是对天台宗的创立及其思想学说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以外，其以性空为基本特色的中观学说，与天台宗以性具实相为基本内核的理论结构并无实质上的直接关联，更不可能存在谱系上的先后继承关系。而北齐慧文与南岳慧思，则实开天台宗止观学说之先河，当为该宗思想的先驱人物。

然史料关于慧文的记载极少，其本人也无著述遗存。唐代道宣《续高僧传》未为慧文立传，而只在《慧思传》中提到：

时禅师慧文，聚徒数百，众法清肃，道俗高尚。（思）乃往归依，从受正法。[167]

灌顶在《摩诃止观》中提到智[image: ]的师承关系时云：

南岳事慧文禅师，当齐高之世，独步河淮，法门非世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文师用心一依《释论》，论是龙树所说，付法藏中第十三师。[168]

志磐著《佛祖统纪》，则综合诸家之记载，云：

二祖北齐尊者慧文，姓高氏，当北朝魏、齐之际（东魏孝静、北齐文宣）行佛道者……师在高齐之世，聚徒千百，专业大乘，独步河淮，时无竞化，所入法门非世可知。学者仰之，以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169]

此外湛然在《止观辅行传弘决》中也有类似记载。从这些简略的记载中，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慧文是主要活动于北朝魏、齐之际（534—558）的著名禅师，当北齐文宣帝时期（551—558年，即所谓“齐高之世”或“高齐之世”），其声誉最为隆盛，号称独步河淮。然以史料疏阙，于其学说及禅法精要，究难推详。唯据《止观辅行传弘决》及《佛祖统纪》的有关记载，约略可知其禅法“多用觉心”，“觉心”者，即用本然妙觉之性。是知慧文之禅法，重在以般若智慧的直接切入以观照一切诸法的平等无差别，并以本然妙觉之性的澄然朗现而实现最终的解脱，是即般若波罗蜜。由此推想，则慧文或许明显地受到竺道生佛性说的影响，而其禅法则更接近于菩提达摩之“理入”的路向，要求由定发慧，由慧而证悟本觉之性，是即一切众生之同一真性，也即实相。正因其用觉心而求般若解脱，故对《大智度论》给予特别的重视，即所谓“文师用心，一依《释论》”。据《佛祖统纪》，慧文曾因读《大智度论》而亲证“一心三智”，又因读《中论》而有“空有不二”之悟，并因此而悟出独特的“一心三观”之法。

与慧文之史料疏阙相较，慧思的事迹则相对稍详，主要见于《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的慧思自述、道宣《续高僧传》及志磐《佛祖统纪》。

慧思（515—577），俗姓李氏，武津（今河南上蔡县境）人。年15岁出家，专诵《法华经》及诸大乘，苦行精进。禀受具足戒后，深感诸法无常，立愿自证菩提，然后度人，遂持戒益精，苦行益厉，而又特别重视《法华经》，专业精勤，诵之千遍，甚至于以其用心之勤苦而感梦中有梵僧特为启导。“自斯以后，勤务更深，克念翘专，无弃昏晓，坐诵相寻，用为恒业。”[170]即或坐禅苦修，或持诵《法华》，以为日常之专务。“由此苦行，得见三生所行道事”，又“因读《妙胜定经》，叹禅功德，便尔发心，修寻定支”。其因深深感叹于修持禅定之功德，遂愈加精进于禅修之实践。

然慧思究竟于何时参谒慧文而受其观心之法，实难详考。《立誓愿文》中未有一字提及慧文，而道宣的《慧思传》及志磐的《佛祖统纪》对此均语焉不详。慧思受具之后，曾有一个“遍历齐国诸大禅师学摩诃衍”的参学过程，而其遇慧文，或亦在此时欤？然其大抵可肯定者，则应在20岁以后34岁以前。参考《续高僧传》的有关记述，我们大抵可以知道，慧思从学于慧文的时间至少有两年。而慧文所授，盖为止观双修、理事兼摄的大乘法门。慧思依慧文的教导，勤勉修持，更加上他自己的慧悟，最终得证《法华》三昧。自此之后，慧思名行远闻，饮誉遐迩。但其生活的磨难却也自此开始，甚至曾数次为“恶僧”、“恶道”下毒加害。北齐天保五年（554），慧思至光州（今河南光山）开岳寺，讲《大品般若经》。次年，至光州大苏山，继续宣讲《大品般若》。北齐天保九年（558），慧思造成金字《大品般若经》及《法华经》二部，盛以琉璃宝函；其《立誓愿文》，当即此时所作。

此时光州为陈、齐边境，烽火数兴，不遑宁处，慧思遂率徒南移，于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入居南岳衡山。又尝至南京瓦官寺，“遇雨不湿，履泥不污”，由是“举朝属目，道俗倾仰”。“及还山舍，每年陈主三信参劳，供填众积，荣盛莫加”。[171]寂前于山顶下半山道场，广集门徒，连日说法不辍。陈太建九年（577）圆寂，世寿64岁。

自54岁至64岁去世，即陈光大二年至太建九年（568—577），是慧思佛学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其发展成熟于北方却不见容于北方一般禅僧的定慧双开法门，终于在南方造成浩大的声势并进一步获得发扬光大，而南方佛教界的风气也为之一变。慧思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正是由此而奠定的。道宣《慧思传》云：

自江东佛法宏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慧）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

江东佛法宏重义门而轻视禅法，北方佛学则重视禅定实践而轻视义学，慧思则互不偏废，坚持定慧双开，以至于“昼谈义理，夜便思择”，为统一南北学风作出了卓越的努力。或许正由于其止观双修、定慧兼摄的实践法门、其因弘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等诸大乘义学而有“一心具万行”之说及其对于“《法华》圆顿”之旨的强调，与北方流行的修禅风气并不相合，他才屡屡受到诸“恶比丘”、“诸恶论师”的攻讦与陷害。其最终的成就是以其地域上的南移为契机的，这表明其重视义学恰与南方学风和谐而易于融洽，而其禅定的境界却又足以令人耳目一新，故能为佛学界另辟一片天地。“自陈世心学莫不归宗，大乘经论，镇长讲悟，故使山门告集，日积高名。”[172]因此也就实际营造了陈朝的佛学新风。

就慧思本人的思想而言，其所依持的经典主要为《法华经》与《大品般若经》。由定发慧，止观双修是其一贯坚持的核心，而断灭独头无明，照见心性本空，无生无灭，具足万行，以证取法华圆顿三昧，得自度度人，乃是智慧的最高境界，也是慧思一生为之不懈追求的最高境界。慧思云：

《法华经》者，大乘顿觉，无师自悟，疾成佛道一切世间难信法门。凡是一切新学菩萨，欲求大乘超过一切诸菩萨，疾成佛道，须持戒忍辱精进，勤修禅定，专心勤学《法华》三昧。[173]

这就是证悟《法华》三昧与“持戒忍辱精进勤修禅定”之间的关系，也是顿觉与渐修之间的关系。正因顿觉必以渐修为前提，《法华》三昧乃是勤修禅定之果，因此慧思特别强调禅定的必要性，认为禅定的修习是学佛的第一要义，甚至“但使发心欲坐禅者，虽未得禅定，已胜十方一切论师，何况得禅定！”[174]按照他的理解，一切佛法智慧及神通力都只能通过禅定才能获得，“三乘一切智慧皆从禅生”，“三智”、“三慧”也“皆是禅波罗蜜功德所成”，故若不坐禅，即平地颠坠；欲断烦恼，必先之以定，然后智拔。随着禅定工夫的不断转进深入，其所臻智慧的境界也不断高妙，故三种智慧实即代表了不同的禅定境界。如云：“一切佛身，一切众生身，一念心中一时行，无前无后无中间，一时说法度众生，尔时禅定及神通波罗蜜，转名一切种智，亦名佛眼。”“菩萨摩诃萨，以诸法无所有性，一念一心具足万行，巧方便慧，从初发心至成佛果，作大佛事，心无所著，总相智，别相智，辩说无碍，具足神通波罗蜜，供养十方一切佛，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尔时禅定，转名般若波罗蜜。”[175]修禅定之必要性的另一方面是，在慧思看来，虽然一切众生皆具清净本心，“一切众生具足法身藏，与佛一无异”，“但以乱心惑障，六情暗浊，法身不现”[176]，而要使法身开明，必以禅定为之先导，故云：“众生虽有如来藏，不修戒定则不见；净戒禅智具六度，清净法身乃显现。”[177]是禅定不仅为智慧之由藉，亦为断除烦恼习而开佛知见的必要手段。

然止观之法，在慧思那里，仍以修四念处观为基本要义。四念处者，即身念处，以观身不净；受念处，以观一切皆苦；心念处，以观心性本空，无体无名，不断不常不在中间；法念处，以观一切诸法皆如虚空，非有非无，不合不散。其中以观心念处最为枢要，因为“身念受念及法念，觉了三念由观心。内假外假内外假，此三假名非实法，心念非假非真实，求了三假当观心。”唯观得一切色法及诸受“皆是心相之所造”，而心性本体却原本空明，无垢无净，寂然不异，“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无生灭，无名字，无相貌，无系无缚无解脱”[178]，方得真正的大解脱。

在天台宗的发展史上，慧思是对其创立有过直接启导之功的重要人物，志磐赞云：“南岳以所承北齐一心三观之道传之天台，其为功业盛大，无以尚矣！故章安有曰：思禅师，名高嵩岭，行深伊洛；十年常诵，七载方等，九旬常坐，一时圆证；师之自行，亦既勤矣！至于悟《法华》三昧，开拓义门，则又北齐之所未知。”[179]虽然在今存慧思的著作中我们未曾见到有关“一心三观”、“十如是”之类的论述，但智[image: ]尝亲炙慧思是为事实，慧思之禅法以观心为枢要也为事实，而且在慧思那里，以“一心具万行”为“《法华》圆顿之旨”的观念已相当明显，同时也已然具备诸法实相的思想：“而观诸法如实相者，五阴十八界十二因缘，皆是真如实性，无本末，无生灭，无烦恼，无解脱，亦不行不分别者。生死涅槃无一无异，凡夫及佛无二法界，故不可分别。”[180]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思想可视为“一念三千”、“十如实相”等天台宗核心观念的先声。

但是无论如何，慧文与慧思在天台宗史上都仅仅是起到发轫导源之功，即便是存慧思的融通南北学风及其定慧双开之倡导，也只是天台宗之思想的前奏，真正完成其思想体系的完整建构而使天台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座突兀高峰的杰出人物，乃是天台大师智[image: ]。

然而继智[image: ]而纲领天台山寺的却并不是灌顶，而是智越（543—616）。[181]但因灌顶追随智[image: ]日久，不但笔录整理了智[image: ]的大部分著作，而且探玄发微，独能弘宣智[image: ]之教，如道宣《续高僧传》云：“自（灌）顶受业天台，台又禀道衡岳，思、[image: ]三世，归宗莫二。若观若讲，常依《法华》……且智者辩才，云行雨施，或同天网，乍拟璎珞；能持能领，唯顶一人。”故后仍以灌顶为智[image: ]法统之正宗。

灌顶（561—632），字法云，俗姓吴氏，祖籍常州宜兴（今江苏宜兴），其祖世因避乱而迁居于临海章安（今浙江临海县章安镇），遂为章安人，故亦称之为章安大师。其父早卒，至年7岁，依摄静寺慧拯出家，20岁受具足戒。及慧拯圆寂，遂转而师事智[image: ]。[182]从南朝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初智[image: ]于金陵光宅寺直至智[image: ]圆寂，十年期间，灌顶一直随侍智[image: ]，亲聆说法，禀受教观，且为笔录成帙。[183]智[image: ]圆寂以后，灌顶于翌年（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正月亲赍“石城遗书”赴扬州，呈于杨广，杨广旋按智[image: ]遗意而为建国清寺。仁寿元年（601），杨广入嗣为皇太子，时国清寺初成，灌顶遂出山参贺，颇受杨广优遇，“施物三千段，毡三百领”。仁寿二年，杨广下令灌顶入京，谓“禅师既是（智者）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灌顶遂“持衣负锡，高步入京。至夏阐宏，副君欣载，每至深契，无不申请”。可见其相遇之隆。大业七年（611），杨广方治兵，“亲总元戎”，然于兵机之际，仍遣使迎灌顶至于行所，“叙以同学之欢”。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灌顶在当时的佛教界是具有崇高地位的，并且与统治者亦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与杨广的交往一方面是缘于智[image: ]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亦缘于他本人的佛学造诣。“顶纵怀丘壑，绝迹世累；定慧两修，语默双化。”[184]虽与世逶迤而绝于世累，纵怀丘壑却心中无滞，可谓能得天台中道实相之微旨。灌顶圆寂于唐贞观六年（632），年72岁。其生平著述，除笔录整理了智[image: ]的大部分著作以外，自撰之重要者有《观心论疏》五卷、《天台八教大意》一卷、《涅槃经疏》二十三卷、《大般涅槃经玄义》二卷以及《国清百录》《智者大师别传》等。

灌顶在理论上虽无卓越的自我创见，但是在天台宗的发展史上却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智[image: ]弘法三十余年，然不畜章疏，正是由于灌顶的记录整理，才使其独特的佛学思想得以保存并流传于后世，后人才可以通过这些著作了解智[image: ]的思想。微灌顶，则后世末由以窥天台之门户，天台之学说亦不可能成为卓有影响的宗派。其次，他致力于智[image: ]之学说的宣扬，进一步扩大了天台之学说的影响，其所著《观心论疏》及《天台八教大意》等，均为宣讲智[image: ]之学说而作，提纲挈领，阐明玄旨，颇有利于智[image: ]之学说的流布及后学的领会；同时，他亦初步确立起了智[image: ]的传法系统，这亦是宗派得以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再次，他充分保存了智[image: ]的生平史料，使后世不仅得以窥见智[image: ]学说之堂奥，且亦得以领略其行历，因而考见智[image: ]之思想进展的历史过程。以有此数端，则灌顶之有功于天台教门，良非细细！而其绍述智[image: ]之学说，继往而开来，终致天台之学蔚为大观，便亦足慰智[image: ]设教垂统之心愿。

被推为天台六祖的法华智威（？—680），俗姓蒋氏，处州缙云（今属浙江省）人。其家世业儒，年十八，主本郡学舍。后为避婚，径出家于国清寺，拜灌顶为师。唐贞观年间尝召补为朝散大夫。高宗永隆元年（680）圆寂。七祖慧威（634—713），字天宫，俗姓刘氏，婺州东阳（今属浙江省）人，幼年即入山，受业于智威。八祖玄朗（673—754），字慧明，俗姓傅氏，婺州东阳人。九岁出家于清泰寺，受具后来国清寺，从慧威求学，于台宗旨趣，解悟无遗。尝于浦阳县（今浙江浦江）一处面临翠峰、左萦碧涧的岩穴建寺，习头陀苦行，凡三十年，故自号“左溪”。三十年间，“每曰泉石可以洗昏蒙，云松可以遗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终……心不离定，口不尝药，或衣弊食绝，布纸而绽，掬泉而斋，如缯纩之温，如滑甘之饱”。玄朗圆寂，李华志其碑阴，称其“食不重味，居必偏厦；非披阅圣教，不空然一烛；非瞻礼尊仪，不虚行一步。其微细修心，皆循律法之制，是以远方沙门、邻境耆宿，拥室填门，若冬阳夏阴，不召而自至也”。[185]故赞宁曰：“天台之教鼎盛，何莫由斯也！”[186]玄朗著作有《法华经科文》二卷。

然自智威以至玄朗，诸师于台宗义学无甚建树，天台宗势不盛，似未足与华严、法相及禅宗相颉颃，故梁肃谓之“明道若昧”。然其法脉历历相承，祖述师说，使智[image: ]之学说得以接续而不坠，则其传薪之功确不可没。正由于有诸师之学绪相承，才使湛然在学术思想上有所承接，而为其重振天台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湛然（711—782），俗姓戚氏，常州荆溪（今江苏省宜兴南）人。其家本儒墨，然湛然少时即超然有迈俗之志。17岁，尝访道于浙右。唐开元十八年（730），始从学于左溪玄朗，玄朗并授以天台止观法门，湛然遂以居士的身份而学佛传道，“学者悦随，如群流之趣于大川也”。后正式出家，于天宝七载（748）38岁时受具足戒于宜兴净乐寺。后尝去会稽从昙一律师学律，复于吴郡开元寺演说止观，晚年则移居于国清寺。左溪玄朗圆寂以后，湛然慨然以复兴天台教观为己任，“挈密藏独运于东南”。尝谓门人曰：“道之难行也，我知之矣！古先圣人，静以观其本，动以应乎物，二俱不住，乃蹈于大方。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予谁归！”于是乃祖述章句，对所传天台三大部均广作注疏，力加弘扬，而终于开辟出天台宗灿然中兴的局面。玄宗天宝末及代宗大历初，朝廷诏书数征，然湛然均以疾辞而不就。其声望日隆，学徒愈繁，湛然则“慈以接之，谨以守之，大布而衣，一床而居，以身诲人，耆艾不息”[187]。以建中三年（782）卒于天台佛陇道场，弟子奉全身起塔于智者大师茔域之西南隅。其嗣法弟子有道邃、行满、元浩等三十九人。

当湛然之时，中国佛教各主要宗派均已确立，而华严、禅宗、法相之学均已蔚为大观，相比之下，天台宗反显得势单力薄，教义消沉，未足与诸宗相抗衡。湛然在天台宗史上之所以被推为九祖，是由于他为天台宗中兴局面的开创付出了卓越的努力。

湛然中兴天台之功，约而言之，盖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他全面阐释了智[image: ]的思想系统，使天台宗的基本学说广为流布且深入人心。他不仅为天台三大部分别注疏，而成《止观辅行传弘决》十卷（释《摩诃止观》）、《法华玄义释签》二十卷（释《法华玄义》）、《法华文句记》三十卷（释《法华文句》），而且还撰写了《止观义例》《止观大意》《始终心要》《法华五百问论》等，对天台教理进行综合性、概括性的系统诠释，使诸法实相、圆融三谛之旨更易于为时人所理解，从而使天台义学得以卓然独立于诸家之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第二，他以天台宗的学说为基点批评其他诸家之学，从而扩大了天台宗的影响；同时又吸取了《大乘起信论》中的某些思想而独倡新义，撰《金刚錍》，倡导“无情有性”之说，以破华严宗无情无性之论，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天台宗的佛性学说。志磐尝论湛然云：“（然）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后，百余年间，学佛之士，莫不自谓双弘定慧，圆照一乘，初无单轮只翼之弊。而自唐以来，传衣钵者起于庾岭（按，此指禅宗），谈法界（此指华严）、阐名相（此指法相）者盛于长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荦，名播九重，为帝王师范，故得侈大其学，自名一家。然而宗经弘论，判释无归。讲《华严》者唯尊我佛，读《唯识》者不许他经，至于教外别传，但任胸臆而已。师（湛然）追援其说，辩而论之，曰《金錍》，曰《义例》，皆孟子尊孔道、辟杨墨之辞。识者谓荆溪不生，则圆义将永沉矣！”[188]志磐此说虽未免门户之私，却亦约略写出了当时佛教界之大势以及湛然为复兴天台教观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湛然在《金刚錍》中开卷即云：“自滥沾释典，积有岁年，未尝不以佛性义经怀。”可见他将佛性问题视为佛教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问题，精研勤索，积有岁年，而无情有性之义的最终标揭，则是其关于佛性思想的成熟表述。

这一表述主要即体现于《金刚錍》一文。而所谓“无情有性”，是说佛性的存在并不仅仅局限于一切有情众生，而且还遍在于一切无情之物如墙壁瓦石之类。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有心皆得成佛，并不过于出人意表，而说一切无情之物亦具有佛性，乍听起来，毕竟显得突兀。因此在《金刚錍》中，湛然“假梦寄客，立以宾主”，反复论说，以明其义。今即据其所论，而约其要点如次。

第一，诸经论佛性，莫过于《涅槃》，故湛然设客问难，谓：“薄究根源，盛演斯宗，岂过双林最后极唱究竟之谈，而云佛性非谓无情，仁何独言无情有耶？”即谓《涅槃经》为最后极唱究竟之谈，亦只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不谓无情有性，则无情有性之说，是否有背于经言？关于这一问题，湛然乃接过智[image: ]三因佛性之说，认为有情有性是为入道方便而设的权教，是仅就正因以说佛性；但正因、了因、缘因皆是佛性，三因互具，通为一性；若正因性有，则缘、了俱有；故无情有性，乃是在三因互具因而一性体遍意义上的究竟实说。正因性既为遍一切处，则普遍涵摄一切有情无情，如《涅槃经·迦叶品》云：“众生佛性，犹如虚空。非内非外。”“虚空何所不收？故知经文不许唯内专外，故云非内非外等及云如空。既云众生佛性，岂非理性正因？”亦即是说，《涅槃经》虽谓有情有性，但同时亦在正因佛性的意义上说佛性为遍一切处有，故有“虚空”之譬，因此无情有性之说，不悖《涅槃经》义，而“善符经宗”。“虚空之言，何所不该？安弃墙壁瓦石等耶？”既谓佛性乃遍一切处有，非内非外，则一切内外尽皆收摄，故如墙壁瓦石等无情之物，亦必有佛性。正由于佛性有三因之别，其说有权有实，故“《涅槃》中佛性之言，不唯一种”，因此亦就有必要明了“《涅槃经》中带权说实”之意，不得以有情有性之权说而非难无情有性之实说。“若执权迷实，尚失于真；执权迷实，则权实俱迷。”若夫如此，则“大教心外无境”之旨必幽昧而不明。

第二，正为从心外无境之本原处立论，必须阐明一切唯心、心具一切之旨，“若不立唯心，一切大教全为无用；若不许心具，圆顿之理乃成徒施”。而若既谓一切世间唯心所作，却又怀疑木石无情是否具性，则实际上便是“疑己心之有无也”。“故知一尘一心，即一切生佛之心性”，是无情有性之义，原本于“心外无境”这一根本义旨。“余患世迷，恒思点示，是故寱言无情有性。何谓点示？一者示迷元从性变，二者示性令其改迷，是故且云无情有性。”这是湛然以一切唯心、性具一切诸法为依据而对无情有性说的正面揭示。

第三，融会《大乘起信论》所阐明的真如有不变、随缘二义以论证无情有性。湛然认为：“随缘不变之说出自大教，木石无心之语生于小宗。”故以大教立论，“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子信无情无佛性者，岂非万法无真如耶？故万法之称，宁隔于纤尘？真如之体，何专于彼我？是则无有无波之水，未有不湿之波；在湿讵间于混澄？为波自分于清浊。虽有清有浊，而一性无殊。纵造正造依，依理终无异辙。若许随缘不变，复云无情有无，岂非自语相违耶”？真如不变随缘义的援引，是湛然所提出的关于无情有性之最为有力的论据，而其关键则是将佛性同一于真如。按照《大乘起信论》的阐述，真如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亦即不生不灭一心之性体。依一心法而有二种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即总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真如之不变义，是对应于心真如门而言的，谓一切诸法皆由无明风动而现起，然如来藏心之清净体性却本自不变，一切诸法在剥离其殊相之差异之后皆归原于唯一之真如，故湛然谓“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之随缘义，则对应于心生灭门而言，虽心性本自清净，然其识用却能随缘而变现一切诸法，虽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但无明之相，却亦原本不离觉性；犹水波虽有清浊，而其湿性则无有殊异，因此亦就可以说，真如即普遍显现于一切万法，是即湛然之所谓“真如是万法，由不变故”。既称“万法”，便应不遗纤尘之微；既谓真如体遍，则当不隔主客之体；因此若谓无情之物如墙壁瓦石无佛性，事实上亦就否定了真如之存在遍于一切处的绝对性；若承认真如尽摄一切诸法，便亦必须随了义而谓无情之物具于佛性；若承认前者而否定后者，便是“自语相违”的矛盾之论。在湛然的这一论证之中，佛性显然是同一于真如的，若这种同一性能够确立，则无情有性之说便颠扑不破；若无由确立，则其说亦破。

正因此故，湛然又设客问难：“仆曾闻人引《大智度论》云：真如在无情中但名法性，在有情内方名佛性，仁何故立佛性之名？”湛然对此断然加以否定，谓：“亲曾委读，细检《论》文，都无此说。或恐谬引章疏之言，世共传之，泛为通之，此乃迷名而不知义。”他转引诸经，举出种种“法性之名不专无情中之真如”的例证，如引世亲《佛性论》云：“《佛性论》第一云：佛性者，即人法二空所显之真如。当知真如即佛性异名。”真如即是佛性异名，“故真如随缘即是佛性随缘”，真如遍一切法即是佛性遍一切法，“能造所造既是唯心，心体不可局方所收，所以十方佛土皆有众生理性心种”。

第四，从色心不二、依正报不二及佛三身不二的层面进一步论证佛性遍具于一切法界，阐明无情有性之义。能造所造皆是唯心，故十方佛土皆众生理性心种，此义亦由色心不二门开出。一切诸法可大别为色、心二法，然色、心互融，相即相依，一一圆具。如言诸法实相，须十如共举，而“十如中，相唯在色，性唯在心，体、力、作、缘，义兼色心，因果唯心，报唯约色”[189]。亦即以十如而论诸法实相，虽诸法可别为色法与心法，然色法不离心法，一切色法，就其本身的存在性而言，原本不离心性，因为十如共具于众生一念之中，一念心因此亦就可为约一切诸法之总相。故湛然又云：“既知别已，摄别入总，一切诸法无非心性，一性无性，三千宛然。”[190]在色心不二的意义上，一切色法的存在便即归原于心性的存在本身，或反过来说，心性普遍融入并示现于一切诸法。因此之故，一切无情之物便不可能脱离于众生之心性的渗透与涵摄而“其相宛然”，若说众生皆有佛性，便即已然肯定了无情之物同时也具有佛性。

第五，正由于一念三千，一切性相、因缘果报等均一时具足，由是“即知我心、彼彼众生、一一刹那，无不与彼遮那果德、身心依正，自他互融，互入齐等”。亦即众生一念所具足的一切诸法，其中自然而又必然地包含了由此所导致的依、正二报。正报是由过去业感所招致的身心性命之形态，而依报则是这种生命形态所依处的环境，如山河大地等。正、依二报不仅同样皆归原于心性，而且生命形态与这种形态之存在所得以显现的环境处所，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分离的，而必然是“自他互融，互入齐等”。在这种依、正二报之不二的意义上，“一佛成道，法界无非此佛之依正。一佛既尔，诸佛咸然”。正因此故而有十界之区分。故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同时亦必说一切诸界皆可成佛界，佛性亦即因此而遍具于一切法界。故湛然云：“我及众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其性遍造、遍变、遍摄。世人不了大教之体，唯云无情不云有性，是故须云无情有性。”既然正依二报互融互入圆具不二，既然佛性遍造遍变遍摄，那么便不可独将所谓无情之物游离于佛性之本身的普遍涵摄之外，而须云无情有性。

第六，湛然认为，佛具三身，即法身、报身、应身，三身相即，一体互融，故言佛性不可仅局限于应身性，而应共举三身。佛法身体遍，报、应二身亦随之体遍，是亦即佛性体遍，是故佛性不遗无情。湛然论云：“一者约身。言佛性者应具三身，不可独云有应身性。若具三身，法身许遍，何隔无情？二者从体。三身相即，无暂离时，既许法身遍一切处，报、应未尝离于法身，况法身处二身常在，故知三身遍于诸法，何独法身？法身若遍，尚具三身，何独法身？”[191]意即若就佛之三身而论佛性，无论是约身而言还是从体而论，佛性都应该是普遍存在于一切有情无情的。若约身而言，既然佛的法身是普遍的，则这种普遍性便不隔无情之物，不然即非普遍；若从体而论，佛三身相即，无时相离，法身体遍，报、应二身亦为体遍，同样亦不隔无情之物。总之，若确信己心具有佛性，便必须同时确信“此性非内外，遍虚空，同诸佛，等法界”。

湛然关于无情有性论证，实质上亦即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所进行的关于本体存在之普遍性的论证。如上所述，这一论证具有相当的深刻性以及逻辑上的完密性。质而言之，在湛然那里，佛性已不仅仅是众生之成佛的本质依据，而已然转变为佛之存在的本质实在性，或者是佛法之本身的本质实在性，同时亦是一切现象之现在的本质实在性。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意义上，佛性即是心性，但此心性却非仅仅体现于含生之类，而同时亦展现于一切诸法，因为三界唯心，一切世间皆唯心造，故一切色法均得约归于心法，佛性因此亦就成为共摄色心而又遍行于一切诸法的、与真如同一不二的关于一切法性、心性的终极实性，亦即是一切世界现象之存在的究竟实在性本身。如果真如由于随缘而得普遍显现于一切诸法，佛性亦然，故不得谓无情无佛性，因无情亦为真如所摄；如果由于真如之不变而一切诸法均归约于真如，则佛性亦然，亦为一切诸法之总相的本体。正是在这种佛性遍行遍摄一切诸法的意义上，只有说无情有性，才是真正能体现其普遍性之绝对性的了义之说。

显而易见的是，湛然对《大乘起信论》所阐明的真如之不变随缘义的兼摄，在其关于无情有性的论证过程中是起到非常重要的理论杠杆作用的，但这一点却并不意味着湛然已经离开了天台宗的性具实相说。实际上，尽管智[image: ]并未正面提出过无情之物亦具有佛性的主张，但这一思想确实是已经包含于性具实相说当中的，或者说，是可以合理地从中引导出来的。若说凡夫一念即百界千如一时具足，则成佛亦可在一念之际，故智[image: ]尝云：“以一念相应慧，断余残习气，而得成佛。”[192]佛亦无别境界，只百界千如是佛境界，那么一念之性即必然遍行于三千世界一切诸法，而不隔于有情抑或无情。《法华经》言世间相常住，智[image: ]往往以中道实相为释，而中道实相，即是佛性，世间相之所以常住，正由于即空即假即中的佛性中道理体之普遍渗入。如智[image: ]尝云：“言有我，我即佛性，佛性即中道。因缘生法，一色一香，无不中道。此则从凡至圣，悉皆是中道第一义谛。”[193]既言佛性即是中道，而一色一香，无不中道，亦即一色一香皆具有佛性。是故湛然的无情有性之论，实际上亦并未逸出智[image: ]所固有的思想规模，而其最后的论证，亦确实是将无情有性说归结为智[image: ]所阐明的一念三千的诸法实相论的。

尽管无情有性实际上并不是湛然的首创之说[194]，但只有经过湛然的竭力提倡，这一学说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又因为这一观点直接针对华严宗人而发，具有充分的现实性，而湛然又是将无情有性归结为天台圆教之所以别异于他宗的一个基本特点[195]，因此无情有性说的倡导亦扩大了天台宗的影响。天台宗在中唐时期的中兴，在很大程度上须归结为湛然无情有性说在当时佛学界所造成的影响。

就佛性学说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如果道生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乃标志着中国佛学走向其自身之独立发展的一次理论建设上的革命性变革，那么湛然的“无情有性”之说便是在佛性学说上的再一次思想解放，它不仅对当时的佛教界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而且对中国思想文化之整体运动亦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就天台宗本身的发展而言，湛然为论证无情有性而将《大乘起信论》的真如不变随缘义整合于天台教观体系当中，则对后世天台宗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真如具有不变、随缘二义，此后亦成为天台宗学说系统中所“固有”的一种基本原理，并在本体与现象的一般哲学意义上成为诠释此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湛然之论原对华严宗而发，而当他将真如的不变、随缘义摄入天台宗以后，这一原理却反过来成为天台宗同化华严宗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

但是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尽管无情有性说是湛然以智[image: ]中道实相学说为基础的逻辑推衍，但佛性的极大泛化同时亦造成了足以消解佛教基本理论建构之目的指向的可能性，因为在无情有性的意义上，佛性已不再是众生独有的“觉性”；佛性既遍在于一切有情与无情，那么就不仅是一切众生平等，而且亦是众生与一切无情之物的平等。如果作为众生成佛之依据的佛性之义的确立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对于主体性的一种建构，那么无情有性之说恰好又同样在本体论意义上解构了这种主体性。因此就无情有性之实质而言，它恰恰是对佛性学说之整体的一种本质消解。

第八节 隋唐时期天台宗与日本、朝鲜的关系

据《宋史》的记载，日本于钦明天皇十一年（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年）从百济传入佛教。[196]后圣德太子尝于隋开皇二十年（600）遣使求取《法华经》。隋大业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日本以小野妹子为大使，来隋求取佛法，其“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炀帝于次年遣文林郎斐清为使，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国[197]，由此揭开中日两国正式邦交的序幕，而促成这种邦交的，正是在中国已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

唐代的中国文明在整体上达到一个辉煌的高度。日本的“遣唐使”亦络绎不绝，其中以传写经典、弘扬佛法为主要目的的学问僧，不仅是历次遣唐使团的主要成员，而且亦是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使者。日本来华僧人同时亦推动了中国高僧的赴海外弘法活动，最早将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带往日本并进行弘传的就是著名律学高僧鉴真（687—763）。

应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的诚挚邀请，又因日本乃为南岳慧思的往生之地，鉴真遂决意东渡日本弘法。自唐天宝二年至天宝十二年（743—753），十年间鉴真六次渡海，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矢志不渝，第六次渡海终告成功，止于日本东大寺，成为律学之祖。鉴真在国内依弘景律师出家并受具，是南山律祖道宣的三传弟子，然其所学并非局于律藏，同时亦精通天台圆教，并将律仪、戒法与台教相结合。[198]其东渡时携去日本的各种典籍中，天台宗的主要教典全部在内，除号称“天台三大部”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以外，还有《四教义》十二卷、《次第禅门》十一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199]在弘传律学的同时，鉴真亦畅演天台止观，《唐招提寺缘起略集》云：

从（天平宝字）三年（759）八月一日，初讲读《四分律》并《疏》等，又《玄义》《文句》《止观》等，永定不退轨则……兼和上（鉴真）天台教观，禀法进僧都、如宝少僧都、法戴、思托等和上，化讲天台，代代相承而于今不绝。[200]

正因为鉴真同时亦弘演台教，从而激起了日本僧人研习天台教观的兴趣，“后来传教大师（最澄）在东大寺得到鉴真和上带来的天台宗的教籍，此后深深皈依三谛一如的妙教，和徒弟义真一起入唐，求取天台宗没传到日本的经释典籍”[201]，从而正式开创了日本的天台宗。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近江滋贺人，据称其祖先是东汉孝献帝的后代。最澄幼年出家，后至南都（奈良）学习鉴真大师带来的天台教籍，因感于当时日本只有“权教”、“小乘教”，而没有彰显一乘圆义的教派，遂立志赴唐朝求取典籍。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二年（803），最澄由其徒弟义真做翻译，搭乘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船只，从难波（大阪）出发，然因遇风暴而折回；次年七月再从筑紫（今福冈）出发，九月二十六日抵达明州（今宁波），时当唐贞元二十年（804）。同行的还有弘法大师空海。

抵明州后，最澄等径至天台，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一乘圆教，又与义真一起从道邃受菩萨大戒，复从禅林寺翛然学牛头禅；旋至越州龙兴寺，遇顺晓阿阇梨，与义真同受三昧灌顶，得授法文、图样、道具等。因最澄在唐期间，其所传法门遍及圆、密、禅、戒四宗，故称为“四种传承”。最澄在唐一年，于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离华归国。此后矢志传教，大弘天台教观，正式开创日本天台宗，而尊道邃为初祖，以国清寺为祖庭。最澄圆寂于日本弘仁十三年（822）。至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被追尊“传教大师”之号，是为日本有大师称号之始。[202]
最澄在唐朝所师从的和尚道邃（生卒年不详），俗姓王氏，西京（长安）人，24岁受具足戒。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南下，师从天台九祖湛然，五年而毕，“洞悟幽玄，无所疑滞，荆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兴吾道矣！’遂授以《止观辅行》”[203]。辞别湛然以后，道邃尝在扬州讲《法华》《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各数遍。唐贞元十二年（796）入居天台山，“讲《法华》《止观》《玄义》等未尝有阙。六时行道，《法华》一部；大小乘戒，日常一遍，未尝不同”[204]，后被尊为天台宗第十祖。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九月至台州之时，先参谒台州刺史陆淳，“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百管、墨八挺、刀子一、兰木九、水晶珍一贯。陆公……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最澄）。师译言：请货金贸纸，用书天台止观。乃命大师门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写之，逾月而毕”[205]。最澄在唐，以天台宗义未决十条请问于道邃，道邃悉为解答。其归国之际，台州刺史陆淳、明州刺史郑审则皆为撰“印记”，证明其“远求天台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亲承秘密，理绝名言”。道邃则专为《付法文》，不仅“开宗示奥，以法传心”，示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之旨，且以“共持佛慧，同会龙华”为期。[206]最澄在天台山所师从的另一和尚行满（735—822）[207]，万州南浦人，大历年中与道邃共学于湛然。最澄“不惮劳苦，远涉沧波”而“求妙法于天台”，行满尝“倾以法财，舍以法宝”，尽授其天台奥旨。最澄辞别之时，行满也为撰“印信”，并希望其“早达乡关，弘我教门……向一国土，成就菩提，龙华三会，共登三初首”[208]。

与最澄一同入唐的空海（774—835），法号遍照金刚，后追谥为弘法大师。空海入唐后，住长安西明寺，主要研习真言宗，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回国，创日本真言宗。然空海虽以传真言宗为主，实同时亦兼传天台。[209]
最澄一行入唐，不仅将天台宗的典籍再次携往日本，立教创宗，改变了日本佛教在当时的格局，而且亦开启了日本僧人参礼天台的传统。继最澄而入唐求法并与天台宗有特殊关系的日本僧人，有圆仁、圆载、圆珍等。

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下野（今枥木县）人。年15岁投入传教大师最澄的门下，彻悟圆教之旨，兼受传法灌顶。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乘遣唐使藤原常嗣的船只抵达扬州。圆仁入唐的目的，是要学习天台宗，并咨决日本台宗祖庭延历寺尚未解决的疑问三十条。故其既至扬州，即向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前往天台国清寺。在圆仁等待批复而滞留于扬州的时间里，天台山禅林寺主敬文（行满的弟子）尝于开成四年（839）正月赴扬州与圆仁相见，回忆了最澄参学天台时的情形，介绍了天台山弘传智者之教的盛况，并希望他早赴天台。尽管圆仁对天台山极其向往，数次奏请前往求法，但以其为“还学僧”身份，故均遭到拒绝，而与其同时入唐的“留学僧”圆载则被准许入天台山。圆仁不甘心与遣唐使一道回国，便打算潜往天台，兼往长安。后闻五台山为佛教圣地，多有奇特，且亦盛弘天台之教，于是就前往五台山，于开成五年（840）四月抵达，旋礼参大华严寺座主志远，随其研习天台教义，并缮写日本所未有的天台典籍。巡礼五台山以后，圆仁又往京师长安。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灭佛，外国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令还俗，归还本国，圆仁亦在其例。遂改着俗装离开长安，于大中元年（847）从越州出发归国，带走各种天台宗、真言宗典籍800余卷。日本仁寿四年（854），圆仁被敕为延历寺座主。文德、清和两位天皇均从其受菩萨大戒。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在追谥最澄为“传教大师”的同时，追圆仁为“慈觉大师”。[210]
圆仁虽未能实现其赴天台山求法的宿愿，但其留学唐朝前后十年，与中国僧人有广泛的接触，增进了两国僧界的了解与友谊。其巡礼五台山，目睹了当时五台山弘传天台宗的盛况，并从志远学得台教，抄得天台文书，亦算得偿其学习天台宗的夙愿了。其归国以后，继承最澄法统，广弘天台之教，使日本的天台宗获得迅速发展。而其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乃为其在唐经历与见闻的实录，足资考见当时中国佛教某些方面的基本情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与圆仁一起入唐的圆载（？—877），自幼入比叡山从传教大师最澄习学梵典及儒业，唐开成三年（838）与慈觉大师圆仁同时入唐，自扬州入天台山，师从道邃的弟子广修（771—843）。广修为天台宗第十一祖，俗姓留氏，东阳下昆人。“早预（道）邃师之门，研穷教迹，学者云拥。日诵《法华》《维摩》《金光明》《梵网》《四分戒本》。六时行道弗休，弥年更笃。”[211]圆载至天台山时，携来比叡山关于天台宗义所未决者五十条，咨请广修、维蠲为之决疑。会昌三年（843），圆载遣其弟子仁好、顺昌将“唐决”送回日本。大中七年（853），日本天台僧圆珍入唐，带来仁明天皇嘉祥三年（850）的敕牒，表彰其“勤求圣道”，特赐“传灯大师”称号。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圆载携在唐期间所搜集到的各类经籍文书数千卷乘商船归国，却不幸于海上遇风暴而殁。

圆载是历次来华日僧中在中国滞留时间最长的一位。在唐四十年，他获得了僧俗各界的普遍尊重。唐宣宗尝诏其至宫中讲经，并赐以紫袍[212]，说明他对天台宗义有深湛的造诣。与此同时，他与当时的著名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等亦交往密切，其辞别归国之际，他们均作诗送别，深赞其佛学成就，表达惜别之情。[213]“会昌法难”以后，圆载虽有过还俗的经历，圆珍亦因此而与其大生嫌隙[214]，然其初心未改；其携归的数千卷经籍文书虽最终未达于日本，而与其共殁于波涛，然圆载之功，却永记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

唐大中七年（853）入唐的圆珍（814—891），是比叡山天台宗的第五代座主，俗姓和气，赞岐国（今香川县）那珂郡人，为弘法大师空海之侄。圆珍15岁投入义真门下。32岁被推荐为比叡山真言宗的学头。日本文德天皇仁寿三年（853）乘唐朝的商船离开本国，从福州登岸，止开元寺习学密教，并得诸部经疏三百余卷。旋往天台，至国清寺，从物外和尚研习天台止观，并抄得台宗典籍文书三百卷左右。后又至越州开元寺，从物外的同门良[image: ]（亦作湑）受学天台教旨。唐大中九年（855），赴长安。十年，复返回越州开元寺谒良[image: ]，得经法文七十余卷。再往天台，建“止观堂”，题为“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圆珍亲为住持，沈欢为作《国清寺止观堂记》。唐大中十二年（858）六月，辞天台山，乘唐商船回国。日贞观十年（868），任天台宗座主，于宽平三年（891）圆寂。延长五年（927）追赐为“智证大师”。[215]
自鉴真首传天台教观于日本，尤其经最澄入唐回国后再传天台之教，天台宗遂作为一个独立而又特具“圆义”的宗派在日本正式成立，并由此改变了日本佛教的基本格局，在日本佛教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然由最澄所开创的日本天台宗，并不是中国天台宗的简单移植。最澄被称为具备圆、密、禅、戒“四种传承”，因此他在创教立宗之时，即以中国的天台教观为基础学说，同时又融合了禅、密二宗的思想及菩萨圆戒，密宗的成分尤其突出，遂导致“台密”的形成。此后圆仁、圆珍亦均在传台教的同时兼传密教，其在唐朝所集经典亦台、密兼备。

天台宗传入日本以后，对此后“日莲法华宗”的形成及其创立亦有深刻影响。该宗由日莲上人（1222—1282）所创立。日莲俗姓贯名氏，幼年出家，学真言宗，后尝至比叡山研究天台教典十余年。日莲对当时的日本佛教极示不满，对净土、禅、真言、律诸宗大肆攻击，以为“念佛是无边的地狱之业；禅宗是天魔的作为；真言是亡国的恶行；律宗是国贼的妄说”，以此四句为“格言”。[216]他一心顶礼《法华经》，以为唯有此经才是真正的佛教，因此亦对圆仁、圆珍将密部教义混入天台宗的做法大加挞伐，而要求恢复纯粹的天台教义。故其创宗，乃以《法华经》《无量义经》《观普贤经》为依据，然《无量义》为《法华经》的“开经”，《观普贤经》则是《法华经》的“结经”，因此实际上只以《法华经》为其根本经典而已。其判教方法，全取天台宗“五时八教”之说；而在其所谓“外相承”的法脉溯源上，亦以智者大师为其中国之祖。

唐乾宁元年日本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但中日之间的民间商贸往来仍然存在，因此亦仍有来华的日僧。由于海上入华的北路为契丹所阻绝，故中日间的交通大多以明州（宁波）为口岸。明州地属吴越，而吴越王崇信佛法，护教尤力，杭州一带遂成为佛教中心；又因明州与台州相邻，天台山乃成为日僧瞻仰的第一名山。

五代时期中日交通与天台宗关系最为重大的一项内容，是天台典籍从日本的复归。会昌以后，复经唐末的战乱，天台典籍散亡太半，唯存断简零编，以至于传智者之教的螺溪羲寂亦已无从充分领会其教义。羲寂通过天台德韶而言于吴越王钱弘俶，请其遣使海外，求取天台典籍。钱弘俶遂于后汉天福十二年（日朱雀天皇天历元年，947年），托商人蒋兖致书日本右大臣藤原实赖，赠黄金六百两，求写天台经卷，尽得其五百余卷以归。实赖有回信，但未提及写经之事，而回赠沙金二百两。[217]天台典籍从日本复还，是天台宗史上的重要事件，唯有借此典籍返回的契机，天台宗才得以于宋初重兴而绵延其法脉。

中国佛教传入朝鲜要比传入日本早得多，而中国天台宗僧人与朝鲜僧人发生事实上的交往亦有更早的文字记载。

新罗国玄光，专修梵行，愿度越沧海而求中国之禅法，遂于南朝陈时至中国，往衡山，投入慧思门下。慧思密授其法华安乐行，玄光禀受勤行，证法华三昧，得慧思之印可。辞别之时，慧思嘱其回本国以善权而行化度，云：“汝之所证，真实不虚，善护念之，令法增长。汝还本土，施设善权，好负螟蛉，皆成蜾蠃。”玄光遂巡游江南，乘本国船舶而归。结茅茨禅室于新罗熊州之翕山，后成梵刹。其所化弟子，亦皆证三昧之门。[218]玄光于陈朝入中国并师事慧思，是关于天台宗传入朝鲜的最早文字记载。志磐撰《佛祖统纪》，将玄光师事慧思的时间系于陈太建五年（573），记云：“（太建）五年，海东玄光沙门受法华安乐行义于南岳禅师，归国演教，为海东诸国传教之始。”[219]
因慕智者大师之教而来华求法并有较详细记载的第一位朝鲜僧人是高句丽的波若（562—613）。波若于南朝陈时来华，在金陵听智[image: ]说法，深契义味。陈亡后，游方参学。隋开皇十六年（596）入天台山，师事智[image: ]，求授禅法。智[image: ]知其为利根上智之器，遂指示其往华顶峰修习止观，谓：“今天台山最高峰，名为华顶，去寺将六七十里，是吾昔头陀之所。彼山只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学道进行，必有深益，不须虑衣食。”波若即于开皇十八年（598）禀旨往华顶，“晓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大业九年（613），忽从华顶下山至于国清寺，不久坐化。[220]当时来华学于智[image: ]的新罗僧人还有圆光（亦作缘光）。圆光（532—630）俗姓朴氏，出身于世家名族，早习儒业，子史文章，称名于时。“但以生居边壤，正教未融”，遂于南朝陈时渡海至于金陵，三藏数论，遍所披寻。后遇智[image: ]于金陵敷弘妙典，服膺其说，遂投其门下，勤学精修，数年之间，忽然有悟。智者尝令其讲《法华经》。后又于天台别院增修妙观。归国后大启法门，以诵《法华》为业，盛弘天台止观之教。[221]
唐时来华的朝鲜僧人更多，与天台宗的联系亦更为频繁。盛唐之时，有新罗僧人法融、理应、纯英，来学于天台八祖左溪玄朗。宗鉴云：“新罗法融、理应、纯英，悉叶旧学，来传此道，流布海东。”[222]与天台宗有较密切关系的新罗来华僧人还有道育（858？—938）。道育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入天台山，住平田寺，后即卒于该寺。[223]
五代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佛教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不仅海东诸国有僧人来华求法，而且中国亦有僧人往其国传法。后唐清泰二年（935），四明沙门子麟曾往高丽等地传播天台宗。《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载：“（清泰）二年，四明沙门子麟，往高丽、百济、日本诸国传授天台教法，高丽遣使李仁日送麟还，吴越王钱镠令于郡城建院，以安其众。”

永明延寿禅师所撰《宗镜录》，尝远播于海外。“高丽国王览师（延寿）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晶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224]这是由高丽国政府所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来华求法活动，虽其传习乃以法眼宗为主，但其中盖亦有习天台止观者。高丽国僧智宗（930—1018），尝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奏请入华求法，至吴越国，先谒永明寺延寿禅师，受法眼宗之旨。北宋建隆元年（960），抵天台山国清寺，膜拜净光大师羲寂，从受《大定慧论》（按，应即是《摩诃止观》）及天台教观。智宗“是彝是训，如切如磋”，奉旨修习，无已于时。开宝元年（968），宋僧统赞宁及天台县宰任埴尝请其于螺溪教院讲《大定慧论》及《法华经》，智宗“率意而从，当仁不让”，慧辩滔滔，听者心折。开宝三年（970），智宗泛海而归，极受高丽国王的尊重，经历五朝，皆受恩幸而无以复加。[225]智宗在华十一年，其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天台山度过的，虽其回国后仍以弘传法眼宗为主，但天台宗对其本人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并通过他而使这种影响及于当时的高丽佛教界，其实亦是可以想象的了。

五代时期对中国天台宗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人物是谛观与义通。谛观的功绩，按照自志磐以来的传统说法，是他从高丽带来了国内已经散佚不传的天台宗教典，从而使天台宗在宋初的重兴成为可能，亦使天台宗法脉的绵延成为可能。关于谛观送回教籍的事迹，主要见载于《佛祖统纪》及明万历九年（1581）沙门知觉所撰写的《四教仪缘起》。《佛祖统纪》述谛观事迹云：

法师谛观，高丽国人。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羲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谛）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羲寂）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尝以所著《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226]

在前节，我们曾据一些更早于《佛祖统纪》的材料，认为吴越王钱弘俶遣使求取天台教典的主要地方是日本（其中也不排除致书高丽求籍的可能性），而日本右大臣藤原实赖亦已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通过商船送回教籍[227]，但谛观于北宋建隆元年（960）来华并送来天台宗的有关典籍，盖亦仍为事实。谛观撰写了《天台四教仪》一书，概括了天台宗判教学说的精要，对天台宗思想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然则谛观之有功于天台教，亦良非细细。

义通是五代、北宋之间对天台宗的传承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高丽僧人。他是螺溪羲寂的弟子。我们曾多次提到羲寂，现就他的生平略缀数语。羲寂（亦作义寂，919—987年），字常照，俗姓胡氏，温州永嘉人。12岁出家。19岁受具后，曾往会稽山学南山律三年。既通律义以后，便往天台山寻研止观。然智者所遗教文，于时唯存断简零编，羲寂虽多方纠集，而仍无由得其全貌。遂言于天台山法眼宗传人德韶国师，德韶复言于吴越王钱弘俶，俶遂遣使日本，使一家教典复还中国，羲寂亦因此而博闻多识，精通其义。“遂于佛陇道场、国清寺相继讲训”，吴越王亦屡次请其开演，并赐“净光大师”之号及紫袍。北宋乾德二年（964），居螺溪道场，“四方学侣，雾拥云屯”。羲寂毕生以复兴天台教观为职志，是天台宗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人物。经过他的努力，天台教典才得以从海外归来而使法脉得以延续；经过他的大力弘畅，天台学说才得以影响远被而获得再度繁荣。当教典遗失、台宗衰微之际，羲寂不惮艰辛，独力担当起了中兴教观的重任，故赞宁云：“自智者捐世，六代传法湛然师之后，二百余龄，（羲）寂受遗寄，最克负荷。”“微（羲）寂，此宗学者几握半珠为家宝欤！”[228]
义通（927—988）字惟远，俗姓尹氏，高丽国人。幼年出家，受具戒后学华严宗及《起信论》。后渡海来华，入吴越国，先访德韶禅师于天台山，忽有契悟。及谒螺溪羲寂，闻一心三观之旨，乃深深叹服，遂留螺溪而受业于羲寂。既禀圆顿止观之教，遂欲渡海重归高丽，至四明，郡守钱惟治（钱弘俶之子）请问观心之要，并请授菩萨戒；钱惟治同时又力加挽留，请其于四明弘法。北宋开宝元年（968），漕使顾承徽舍住宅为传教院，请义通住持，遂留四明；至太平兴国七年（982），敕赐传教院为宝云禅院。义通住宝云寺，弘扬天台教观近二十年，登堂受业者不可胜数，而其最为著名者则四明知礼与慈云遵式。[229]
义通虽为来华的外国僧人，但他禀承了羲寂的法统，在四明大力敷演天台教观，进一步扩大了天台宗在当时佛教文化界的影响，亦使天台宗的中心地由天台山转移到了四明；而由于知礼与遵式皆出其门下，因此他实际上亦为天台宗的中兴培养了杰出人才。正以此故，义通乃被称为中兴天台宗的鼻祖，被尊为传承天台教观的第十六代祖师（羲寂是十五祖）。

虽然朝鲜半岛不断有僧人来华求法，中朝僧人之间的交往亦相当频繁，但真正将天台宗较为完整地传播到朝鲜并开创了朝鲜天台宗的著名人物，则是宋初的高丽国僧统义天。

上述天台宗向日本、朝鲜之传播及中日、中朝之间宗教文化的双向交流，虽仅为编缀有关史料而予以事实的陈述，但从中实可反观出天台宗之巨大的思想魅力及其广远的影响。非但如此，来华求法的日本、朝鲜高僧，在将天台佛学经典带回其本国的同时，往往亦将中国的其他学术思想，如儒道哲学、后来的宋明理学，以及诗歌艺文、建筑艺术乃至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等，带进其本国并予以传播，客观上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域外影响，有助于汉文化圈的形成。就此而论，天台宗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其意义亦就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本身，而成为广义上的中国文化之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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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论宗

所谓“三论”，指的是《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三论宗即以此三部论书命宗，又称无相宗、中观宗、无德正观宗等。三论宗的理论是在我国般若学长期流行的基础上，在直接继承南北朝三论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宗存在的历史不长，但其思想教理在中国佛学中影响深远。

第一节 六家七宗的般若学

无论是印度大乘中观学派的创立与发展，还是中国三论宗的研习与弘传，都与《般若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谈及三论宗的理论渊源，不得不首先提到《般若经》。

在印度，般若系经典是最早出现的大乘经典，形成于公元1世纪前后，被称为大乘佛教之母。般若经典的核心义理是说明诸法的“性空幻有”。公元2—3世纪，出现了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中观学派系统地阐发了“缘起性空”的般若大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缘起性空”、“八不中道”、“真俗二谛”、“实相涅槃”等一系列著名命题，使隐含在大乘经典（主要是般若经典）中的深奥哲理显现出来，奠定了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吉藏之前的中观哲学，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鸠摩罗什来长安以前的早期般若学；二是从鸠摩罗什到吉藏之间的三论学。

般若经的传译自汉末的支娄迦谶始，中经支谦、朱士行、竺法护等人的持续努力，到两晋之际，中国的佛教学者已经开始结合传统的本土文化对般若义理进行阐释，加之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魏晋玄学的影响，般若学思潮终于蔚为风尚。

此时的般若学以《般若经》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主要特点，也就是它的普遍研究方法，是一种“格义”的方法。所谓“格义”，是援引中国的传统概念来解释外来的佛教概念。这种方法和佛典翻译中仅限于以名词概念相比附的方法不同，也和用几种不同的译本“合本”比较的研究方法不同。它不拘泥于片纸只语的训释，也不追求忠实于外来的《般若经》本义，而是着重于从义理的方面，去融会中外两种不同的思想，以便自由发挥，独标新解。这种“格义”之风，由竺法雅首倡，代表着两晋之际佛教般若学的普遍倾向。同时，由于这种风气的影响，中国早期般若学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道行般若经》《放光般若经》等般若经典的本来意义，把魏晋玄学的论争带到佛学中来，从而引起了佛教般若学内部学派的分化，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派。

关于当时佛教般若学分化的情况，相传有“六家七宗”之说。最早提出“六家”之说的，当为十六国后秦僧叡。他在《毗摩罗洁提经义疏序》中说：“六家偏而不即”[1]，但没有具体指出六家的名称。僧肇的《不真空论》将其概括为心无、即色、本无三家。“六家七宗”的名称始见于南朝宋昙济的《六家七宗论》。唐元康《肇论疏》说：

梁朝释宝唱作《续法论》一百六十卷云，宋庄严寺释昙济作《六家七宗论》。论有六家，分成七宗。第一本无宗，第二本无异宗，第三即色宗，第四识含宗，第五幻化宗，第六心无宗，第七缘会宗。本有六家，第一家分为二宗，故成七宗也。[2]

据汤用彤[3]的考证，“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是：

[image: ]

吉藏在《中观论疏》中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第一本无义；第二即色义，即色又分为两家，关内即色与支道林即色；第三心无义。这种说法与《肇论》的提法大同小异。其实，一般来说，“六家七宗”的说法着眼于反映当时般若学说的全貌，而“三家”之说则重点强调了当时三个最有影响的般若学派。

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看般若学内部学派的分化和演变，可以看出，它与围绕着本体和现象关系问题而展开的魏晋玄学的分化和演变是分不开的。本无宗的尊崇本体而轻视现象，心无宗的尊崇现象而轻视本体，即色宗对本体和现象的折中综合，正与魏晋玄学中的贵无、崇有、独化三派相对应。当然，般若学是一种出世的宗教哲学，魏晋玄学是一种入世的世间哲学，前者通过对本体和现象关系的讨论，试图建立一种以否定现实社会秩序结合有无的本体论，后者则通过探讨有无、本末、体用的关系，企图把名教和自然统一起来，以达到一种既肯定社会伦理秩序又肯定个人本性的结论。二者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同，但出发点和归宿却迥异。

从佛教哲学自身传播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六家七宗的般若学虽然通过适应中国思想文化、极力比附迎合魏晋玄学，使外来的般若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站稳了脚跟，但也同时导致了佛学的玄学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般若经》的本来意义。

这种佛学的玄学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格义”。就连极力反对“格义”的道安，在他所创立的本无宗学说中，也依然无法避免堕入他自己所批判的格义的窠臼之中。

吉藏在《中观论疏》中说：“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在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未（末）有。若诧心本无，则异想便息。”[4]就是说，道安的本无宗，把《般若经》里的“无”（空）理解为存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之先的，又是产生万物之本源的实体。这种意义上的“无”，几乎等同于道家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的“无”了。吉藏在《十二门论疏》卷上本中，曾对此本无义提出批评：“本无义者，未有诸法，先有于空。空为其本，有为其末。此偈破云：因缘生法，性本自空。非是先空，后方是有。”[5]引文中的偈，就是龙树《十二门论》中的一首偈颂：“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6]吉藏这里所要说明的是，《般若经》中的“无”或“空”，并非本无宗所说的先于诸法而有的“无”或“空”，也不是能作为末有之根本的“无”或“空”，而是《十二门论》那首偈颂所说的“因缘生法”、“本性自空”的“无”或“空”。

由此可见，连极力反对“格义”的道安，都无法脱出他所反对的“格义”的窠臼，可以想象，六家七宗的其他各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格义”的倾向。

心无宗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支愍度。《不真空论》将心无宗的主要论点概括为：“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主张空其自心，而不空外色。僧肇对此观点的批评是：“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7]
在六家七宗中，比较接近《般若经》原义的当推支道林创立的即色宗。即色宗的主要观点是“色即为空，色复异空”。就是说，认识上所谓的色，是概念之色，即为非色，也就是空；同样，认识上的色既然是非色或空，这样的色又与空不同，因为空外还应有由概念组成的色。支道林撰有《即色游玄论》，阐明“即色是空”的道理。安澄《中论疏记》卷三末说：

其制《即色论》云：“吾以为即色是空，非色灭空。”斯言矣，何者？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恒寂。然寻其意，同不真空。正以因缘之色，从缘而有，非自有故，即名为空，不待推寻破坏方空。[8]

安澄认为，即色宗所理解的“空”，是因缘和合事物之本性空，并不是人们的主观推寻而使它们变成空的，并认为这一理解与僧肇的《不真空论》相同。

实际上，支道林的即色义在般若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超过了其他各家而接近于僧肇，却仍然没有达到僧肇《不真空论》的理论水平。僧肇对他的批评是：“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就是说，他虽然指出了色不能自己成其为色，即“非有”的一面，却不理解色正是因为有其假有即“非无”的一面，才能成其空性。他虽然也试图从有无双遣的角度去掌握般若性空的原理，但由于理论准备上的不成熟，特别是没能全面领会缘起性空的义理和论证般若性空的特有方法，所以，仍然免不了出现理论上的漏洞。

在中观学说系统地传入中国以前，般若学各派无论是本无、心无还是即色，都不能用遮诠的方法，即彻底否定的方法来观察世界，探讨有无的关系问题。片面地肯定现象或肯定本体，必然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对般若性空理论做出“非有非无”的正确表述，是僧肇在掌握了鸠摩罗什系统介绍到中土的龙树之学以后才达到的。经过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对大乘中观学说的传译和弘扬，早期般若学的这种理论上的偏离才逐渐扭转过来，并逐步摆脱对玄学的依附，走上佛学自身发展的轨道。

第二节 三论宗的传承与谱系

三论宗是最早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之一，该宗以印度大乘中观学派创始人龙树、提婆的代表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主要立宗依据，故名。三论宗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三论学到三论宗的转变，到隋吉藏时三论宗正式成为宗派，吉藏于是成为该宗的实际创始人。然而，在印度却没有三论并称的先例，及至鸠摩罗什法师于404年（译出《百论》）和409年（译出《中论》《十二门论》）将此三论传译中土，并盛加弘传，三论学风才由是蔚为风尚。

关于三论宗的传承与谱系，历来意见纷纭，莫衷一是。13世纪的日本僧人凝然在其《八宗纲要》中提出，三论宗在中国自鸠摩罗什至吉藏的传承依次是：鸠摩罗什—道生—昙济—道朗—僧诠—法朗—吉藏，共经七传，此说在日本最为流行。前田慧云在其所著《三论宗纲要》里提出不同的看法：鸠摩罗什—道融、僧肇—道朗—僧诠—法朗—吉藏；境野黄洋在《支那佛教史讲话》中则又标新解：鸠摩罗什—僧嵩—僧渊—法度—僧朗—僧诠—法朗—吉藏。以上三家的意见，其分歧主要在于由鸠摩罗什至僧朗间的传承，而由僧朗到吉藏则无异议（有人对这个传承作出批判性的研究，认为道朗实为僧朗之误[9]）。其实，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透视，则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自东晋末年鸠摩罗什及其弟子译传、弘扬三论以来，遂掀起了一股研习三论的风潮。鸠摩罗什门下弟子众多，四方义学沙门云集关中，可谓极一时之盛。然众弟子多以“务博为归”，不拘守于一家一宗。即使上面三家所列的三论宗系谱中人，也并没有以三论宗自命其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所谓‘三论宗’，只不过是后人在对佛教各传统作整理时所安立的名辞，视为表示一思想潮流则无可厚非，若必要仿日后禅宗与日本佛教宗派成例，替它订定一先后相承的谱系，难免便会出现许多穿凿和争论。”[10]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观学在中国的流传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同于印度的独特面貌。在印度，中观学的研究以《中论》为轴心，其发展与流变体现在数目繁多、风格各异的中论注释上。而在中国，鸠摩罗什在翻译《中论》时，不仅翻译了龙树的《中论》本颂，而且连同青目的注释一并译出。这样，龙树的《中论》本颂和青目的注释被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书，流传并普及于中土。因此，中国的中观学的发展，在中观学的代表作《中论》的翻译阶段，就已经步出了与印度中观派不同的研究史。后来，鸠摩罗什翻译的《中论》（青目释）被广泛研习、传播，成为最通行的译本，以至于《中论》（青目释）成为《中论》的代名词，中国人所说的《中论》实际上往往就是指《中论》青目释，而如果要论及龙树的《中论》，则须标明是龙树的《中论》本颂。随着中观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中论》研究又呈现出另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将同样是鸠摩罗什翻译的《百论》《十二门论》与《中论》综合在一起作为一系列的文献来研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三论学，进而发展成以此三论为立宗依据的三论宗。

三论学的特点是将上面所说的三论作为一个整体来传习和研究，他们把这三论看作大乘中观学说的代表作和理论核心。有关这一学风的起源，毫无疑问应该归于鸠摩罗什及其门人弟子。由于鸠摩罗什的译传和门人弟子的讲习，形成了一股以弘传三论为重心的三论学风。虽然鸠摩罗什的弟子们大多以“务博为归”，不见得有明显的学派意识，但以僧肇、僧叡等为代表的什门弟子对中观学和三论学在中国的传播无疑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且，后来三论学和三论宗学派及其宗派传承则无疑滥觞于他们师徒相传的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三论学统。

从学统的角度来说，三论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派，它形成的标志可以说是宋末齐初僧朗的南渡。在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时代，关中自然是中观学的重镇，而在鸠摩罗什之后，弟子们遍布大江南北。但是，除僧肇之外，他们并不以专研中观、三论为务，而是兼善《法华》《成实》《涅槃》等。因此，什、肇之后，一直到摄山僧朗之间，中国三论学的传承难以确考。当然，在此期间，研究和讲说三论的传统在江南是保持着的，只不过这种三论的研究是与《成实论》的研究一起进行的，而且《成实论》的研究无疑是研究的重点，三论的研究被湮没在其中，沦为《成实论》研究的附庸。《成实论》自鸠摩罗什译出以后，颇受江南佛教界的重视，加之齐文宣王萧子良的提倡和僧柔（431—494）、慧次（434—490）的弘扬，《成实论》的研究逐渐风靡江南佛教界。到了南朝梁，产生了著名的《成实论》研究的三大法师，即开善智藏、庄严僧旻和光宅法云，《成实论》研究达到了鼎盛。

《成实论》研究的盛行和成实学派的发展，是南朝齐、梁时期三论及般若学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促成后来三论学复兴的直接动因。三论和《成实论》都是鸠摩罗什译出的，所宣说的理论重心无非二谛与空，二者有相近相通的方面。因此，人们往往将二者结合起来一道研习，并没有作明确的分别。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二者的区别渐渐显露出来。而且这种区别被敏锐地意识到，并加以强化和利用，由此形成了三论与成实的争论、分裂和对立，最终导致了三论学的复兴和成实学的衰落。这其中的转折点，就是僧朗的南渡。僧朗于南朝宋末齐初来到江南，入住摄山，重振三论，梁武帝闻其声誉而敕僧受业，学有所成者是僧诠。僧诠受业朗公，顿迹幽林，唯明中观，与其师僧朗一样，一生不出摄山。这种隐居山林的学风，到僧诠的弟子辈时始有所改变。僧诠弟子众多，著名者被称为“诠公四友”，即所谓四句朗（或伏虎朗）、领语辩（或领悟辩）、文章勇、得意布。此四人除慧布继续留居摄山栖霞寺外，其余三人皆离开山野，进住京城，法朗住兴皇寺，慧勇住大禅众寺，智辩住长干寺，三论之学由此出山林而入京邑。法朗号称伏虎，对当时流行之学大加批驳，首当其冲者就是成实。吉藏在《大乘玄论》卷五中曾谈到其师法朗力批成实的原因：其一，成实本是小乘，而托谈空之名，极易乱大乘中观之正义；其二，自齐梁以来，成实最为盛行，实三论之巨敌。所以周颙嫉之于前，法朗直斥于后。而到法朗时，三论学势力弘大，与成实的争斗亦呈现出势均力敌、激烈异常的态势。成实自齐梁以来蔚为显学，盛行一时，成实师对于复兴三论学自然力加排斥，并指责三论学为标新立异。因此，法朗在破斥成实的同时，不得不屡屡申明三论学学有所宗，秉承的是鸠摩罗什的关河正义。吉藏《大乘玄论》卷五略出师意十条之六说：“六者，前读关河旧序，如影、叡所作。所以然者，为即世人云：‘数论前兴，三论后出。’欲示关河相传，师宗有在，今始构也。”《涅槃经游意》也说：“大师云，今解释，此国所无，如何处得此义耶？云禀关河，传于摄岭。摄岭得大乘之正意也。”

实际上，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嘉祥吉藏本人也非常重视家学师承。在他的著作中除了屡屡破斥《成实论》之外，还经常提到，他的思想是间接承继鸠摩罗什、僧肇等的“关河旧说”，而直接来自“摄岭诸师”。他在《大乘玄论》卷三中说：“学问之体，要须依师承习。”[11]《百论疏》卷一说：“若肇公可谓玄宗之始。”汤用彤对此有非常客观的分析，他说：“欲示三论之学，南国所无，故言周颙作论，梁武造疏，均得之僧朗，以明斯学为摄山统系所独得。欲示关河相传，师宗有在，故复言高丽大师传法关中，以征实其正统。学者须知宗派之兴，或出乎师承，或仅由自悟。而学说演进，忽创新说，虽凭借古德，亦由于思想发达，时会所趋，自有程序。于成实分析空论进而谈三论之妙有空，非无其故。研究宗义者，对于师资传授，不可执著，视为首要。而于杂以附会之宗史，亦自当抉出之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出于对抗成实，还是证明三论学师宗有在，吉藏一直以继承鸠摩罗什与摄岭僧朗以来的三论传统自居，在其意识深处，确实存在着鲜明的三论学统观念。因此，如果一定要替三论宗厘定一个理论上的传承的话，这个传承应该是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

第三节 摄论诸师与三论学的复兴

鸠摩罗什门下弟子众多，有的善《法华》，有的弘《涅槃》，有的传《成实》，等等。但以专弘三论来说，当首推僧肇。僧肇以后，一直到摄山僧朗之间，三论学的传承即无可考。唐代天台宗师湛然所作的《法华玄义释签》卷十九中说：“自宋朝以来，三论相承，其师非一，并宗罗什。但年代淹久，文疏零落，至齐朝以来，玄纲殆绝。江南咸弘成实，河北偏尚毗昙。于时高丽朗公，至齐建武来至江南，难成实师，结舌无对，因兹朗公自弘三论。”[12]此文记载了三论传承中断的情况。

三论学盛极而衰，有多方面的原因。由鸠摩罗什译出的《成实论》风靡一时，以致在梁代产生了成实三大家开善智藏（458—522）、庄严僧旻（467—527）和光宅法云（467—529）。许多善讲三论而兼弘成实的著名论师，如僧导、僧嵩及其弟子，也被归入成实论系统。另外，北凉昙无谶于公元421年译出《大般涅槃经》之后，由于道生等人的大力弘扬，研究涅槃之风日盛，当时在南朝的涅槃学者有“本三家，末十家”之数。三论学及与三论有关的《般若经》的研究则相对衰退了。直到摄岭僧朗法师重倡三论，才实现了三论学的复兴。

据《高僧传》载，僧朗是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善，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13]。宋末齐初来到南方，后师事禅师法度。由于法度是一位虔信西方净土的禅师，与僧朗的学养不同，因此，僧朗的三论学当不是学自法度，而应另有师承。据日人安澄《中论疏记》卷一本说：“高丽国辽东城大朗法师（摄山僧朗），远去敦煌郡昙庆师所，受学三论。齐未（应为‘末’）梁始来入摄岭山也。”[14]这说明僧朗所学三论系出自关河什、肇所传，至于昙庆师承何人，则不得而知了。

法度圆寂之后，僧朗继之成为栖霞寺的住持。他盛弘三论，力破成实，以无碍的辩才使当时盛极一时的成实诸师“结舌无对”。由于他的大力宣传，加上统治者（如梁武帝）的信奉和支持，三论学风终于再度兴盛，而成实师则由此衰落下去。僧朗也被誉为什、肇之后三论宗的第三代祖师。

梁武帝在僧朗的感化下，由信奉《成实论》和《毗昙》而改宗三论。他派遣智寂、僧诠等十人随僧朗法师学习三论，其中唯一学有所成的就是被称为三论宗第四代祖师的止观僧诠。僧诠的生卒年月不详，他后来驻锡摄山止观寺，故称“止观僧诠”，后人为了与“摄岭师”僧朗相区别，又称他为“山中师”。

僧诠据传是一位隐居修行的有道高僧，他在梁陈之交，以“直辔一乘，横行山寺，随机引悟”，而声震山外。“僧诠受业朗公，玄指所明，唯存中观”，“中观”是三论宗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僧诠时代已开始集中阐扬。他“顿（遁）迹幽林，禅味相得”，同南朝义学普遍崇尚高谈阔论的风气迥然不同。他教导自己的徒众说：“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辄有开示。故经云：计我见者，莫说此经；深乐法者，不为多说。良由药病有以，不可徒行。”[15]这种行重于言、言必有对的主张，上承法度遁世修身的山风，下启三论宗强调“为人悉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很值得注意的。

僧诠门下有入室弟子四人，即兴皇法朗（507—581）、栖霞寺慧布（？—587）、长干寺智辩和大禅众寺慧勇。《续高僧传·慧布传》曰：“时人为之语曰‘诠公四友’，所谓四句朗、领语辩、文章勇、得意布。”[16]
“诠公四友”一改其师隐居修禅的学风，除慧布仍留摄山栖霞寺外，其余三人均住于扬都（今南京）各寺，大开讲席。而继承僧诠衣钵并发扬光大的是五祖法朗。《续高僧传》本传说他“少习军旅，早经行阵”，出家后，先学禅法、《成实》《毗昙》，后入摄山，就僧诠学四论及《华严》《大品》诸经。陈永定二年（558），奉陈武帝敕入住兴皇寺，大弘三论，言“往哲所未谈，后进所损略”，“听侣云会，挥汗屈膝”。其先后说法二十余载，影响日广，三论之学由是出山林而入庙堂。法朗号伏虎，勇于突破，他在讲三论时，敢讲人所不敢讲，发人所不敢发，斥外道，批毗昙，排成实，呵大乘，抉择同异，忘身而弘道，忤俗以通教，以其不可一世之气象，扭转了三论学的颓运。他的这种“弹他”与“显自”并重的学风，及其争强好辩的性格，对他的著名弟子，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论宗第六代祖师的嘉祥吉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吉藏时代，摄山三论学的这种好争善辩的风尚被进一步提炼为“破邪显正”、“但破不立”的真理观和方法论，并融汇到三论宗的基本精神——“般若无得”之中。

吉藏（549—623）俗姓安，西域安息国皇室后裔，生于金陵。7岁随法朗出家，学习各类佛教典籍，19岁即能够代法朗复讲经论。隋末社会动乱时期，吉藏勤于搜集保存各种佛教注疏著作，研究各种佛教经典，涉猎广博。因曾住会稽嘉祥寺，故称“嘉祥大师”。吉藏长于义学，立论精当，议论惊捷，辩才无碍。《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对吉藏的辩才与学养有这样的描述：“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驰誉；冠成之后，荣扇愈远。貌象西梵，言实东华。含嚼珠玉，变态天挺，剖断区流，殆非积学。对晤帝王，神理增其恒习；决滞疑议，听众忘其久疲。”隋开皇年（581—600）吉藏受杨广之请，先后住扬州惠日寺和长安日严寺。唐朝建立，吉藏被征为统辖全国僧侣的十大德之一。吉藏晚年先后住长安的实际寺、定水寺和延兴寺。

吉藏一生博览群书，著作等身，治学精勤，立说玄妙，盛弘佛法，不遗余力。“讲三论一百余遍，《法华》三百余遍，《大品》《智论》《华严》《维摩》等各数十遍，并著玄疏，盛流于世。”他的注疏共计四十余种，现存尚有二十六部。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吉藏完成了其佛学思想体系的纲领性著作——《中论疏》《十二门论疏》和《百论疏》。《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是中观学派的主要论著，也是三论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三论学”，顾名思义，就是有关“三论”的学问。吉藏倾全力撰写的三论疏的问世，标志着他所创立的三论宗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第四节 吉藏及其三论宗佛学思想

一 吉藏佛学思想的纲要——无得正观

（一）“无得正观”是中观学派和三论宗的传统精神

大家知道，吉藏以及三论宗人以中观学派在中国的继承者自命，而大乘中观学派的产生则受到《般若经》的直接影响。“无得正观”的思想正是自《般若经》而中观学派、自中观学派而三论宗一脉相传的基本精神。

般若系经典的出现标志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般若经典的中心义理是所谓的“缘起性空”和由之而来的对缘起法的态度——“无得正观”。缘起法是整个佛教的理论基础，《般若经》主张，一切事物（法）都是因缘而起的，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也就是“空”。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于由缘起而产生的诸法的态度：既然万法都是自性空寂的，因此，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能执着，要做到“无得”、“无住”，这就是如其缘起而观之的正确观法——“无得正观”。

龙树系统地阐发了“缘起性空”的般若大义，并把《般若经》“无得正观”的思想进一步提炼为“破邪显正”的方法论原则，将之贯彻到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这是对“无得正观”的般若义理的有力发挥。

“般若无得”的思想也是自法朗以来摄山三论学的基本传统。吉藏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法朗经常以“无得”教诲门人。《胜鬘经宝窟》说：“家师朗和尚每登高座，诲彼门人，常云：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故深经高匠启悟群生，令心无所著。所以言者，以着是累根众苦之本。以执着故，三世诸佛敷经演论，皆令众生心无所著。以执着故，起决定分别；定分别故，则生烦恼；烦恼因缘，即便起业；业因缘故，则受生老病死之苦。”[17]也就是说，法朗认为，言语应该以“不住”为根本，心应当以“无得”为主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执着之心是一切众生烦恼痛苦的根本。因为有了执着，于是产生了决定分别；因为有了决定分别，就会产生烦恼；因为有了烦恼，就会生起业因；因为有了导致轮回的业力因缘，则众生就要遭受生、老、病、死轮回之苦。所以，三世诸佛讲经说论，都是为了让众生去掉执着之心，而归于无所得。

与龙树“破而不立”、“一空到底”的中观派精神相一致，法朗将“无得正观”的般若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认为，不仅对外道邪见要加以破除，即使对佛教正法也应一无所得，最后达到无得于“无得”的境界，吉藏在《净名玄论》卷三中引述法朗的话说：“又我师兴皇和上，每登高座，常作是言：行道之人，欲弃非道，求于正道，则为道所缚；坐禅之人，息乱求静，为禅所缚；学问之徒，谓有智慧，为慧所缚。复云：习无生观，欲破洗有所得心，则为无生所缚。并是就缚之中，欲舍缚耳，而实不知皆是系缚。”[18]
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大师吉藏近承法朗衣钵真传，远继龙树中观精髓，更是以“无得正观”作为三论宗佛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并将其贯穿于整个学说之中。

（二）“无得正观”是一切佛法之精义

吉藏认为，“无得正观”是一切佛法之精义所在，究极观之，一切佛说皆是在显示无所得之理，于无所得之外，别无佛法。

《中观论疏》卷二曰：“佛虽说一切名教，意在无所得一相一味，谓离相、解脱相。”[19]将一切佛说都归为无所得一相一味。

在吉藏看来，一切佛教经典都是在申明无所得之旨：“得与无得，盖是众经之旨归，圣观之渊府。”他认为，不仅《大品般若经》是正明“无得正观”之义，“破众生有所得心”，《维摩经》也是“为泯生心动念，悟无得无依”；《法华经》讲“三谛圆融”、“借权显实”，为的是破除对大小、一三等的执着，“明无所得”；《涅槃经》既说常又说无常，归根结底也是以“无得为宗”。至于龙树、提婆所创立和倡导的大乘中观学说，更是以无得为旨归。他在《法华玄论》卷四中说：“又龙树出世制作大意者，要先破洗一切有所得病，令毕竟无遗。莫问大乘小乘，内道外道，有文作义及无文构造，凡心有一毫依得，言有一句定相，皆悉洗之，令毕竟净。然不净既去，净亦无留也。”[20]也就是说，不仅要破除一切有所得病，而且，“不净既去，净亦无留”，不能执着于“有得”，也不能执着于“无得”。吉藏还在《百论疏》中以“无当”、“无住”、“无着”、“无依”、“无得”等来形容《百论》的宗旨：“论主言教也，无当者是无住、无着之异名，无依、无得之别称也。”[21]
吉藏认为，一切佛教经论之所以盛倡“无所得”之义，乃是因为心有所得、有所执着是一切有情烦恼和痛苦的总根源，所以，要消除烦恼和痛苦，首先就必须断除“有所得”之心。他说：“若有所著，便有所缚，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故有依有得为生死之本，无依无着为经论大宗。”[22]
同时，“无所得”也是区别佛法与外道邪说的重要标准。佛陀虽然宣讲五蕴、十二处、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但所有这些皆是为了对治众生有所得病的方便教说，而不是如外道之执持“实相”、“安神好异”。吉藏说：“九十六术皆云：‘天下唯我一人，天下唯我一道。’各谓己法实，余并虚妄。”[23]又说：“夫欲安神好异者，盖是入道之巨累，通教之尤毒，今当为子陈之失。心有所安，则情有所寄；情有所寄，则名有所得；有所得者，则有所缚。有所缚者，盖是众累之府藏，万苦之林苑。子欲安神，事招斯过。又云愿闻异说。若云求异，则异更有异，使异异无穷。古语云：真言归于竞辨，宗逾出于好异。可谓去城愈远，歧路愈多，乖之弥至，失之弥甚。”只有“一无所依”、“一无所住”，既不执着“得”，亦不执着“无得”，才是真正的无所得之境。“若定用无得为是，还成有得，不名无所得。一无所依，乃名无得。无得通常、无常，何者？彼云生死无常涅槃常，如此常、无常并有所得。今明常明无常因缘假名字说，无有无常可有，亦无有常之可得，一无所住，故名无所得也。”[24]
（三）“无得正观”是吉藏佛学思想之总纲

“无得正观”的般若大义贯穿在吉藏的整个佛学思想之中。

在判教理论方面，吉藏主张，既然无所得乃三论教义之精髓，那么，若总体观之，佛教就是为了显示无所得之理，于此无所得之外，别无佛法。只是由于众生根机有别，时势不一，佛陀为了普度有情，故随缘显示，因机说法，由此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法门。法门虽然千差万别，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彰显无所得之理。据此，吉藏提出了他独特的判教宗旨，他在《大乘玄论》中说：“诸大乘教，通为显道，道既无二，教岂异哉？但入有多门，故诸部差别。”《三论玄义》亦说：“大小乘经，同明一道，以无得正观为宗。”吉藏认为，在“以无得正观为宗”的大前提下，一切佛说都是为了对治众生有所得之病，“病有种种之症，斯药不可无种种之别，然各各对其病症，而有特殊之效验，其间毫无优劣之差也”[25]。这样，吉藏一方面同意在教相上对佛理和佛教经典作大致的分类，另一方面又反对作出价值上深浅优劣的判别。同时，吉藏还对成实师的五时判教和地论师的三宗、四宗判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地论师和成实师判教的根本错误，在于执着有所得之见，而将“显道无二”的诸佛方便之说强分优劣。

基于“无得正观”的基本精神，吉藏从纵横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教主张。就横的方面来说，他将一代佛说大判为声闻、菩萨二藏；就纵的方面来说，吉藏根据释迦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对象说法各有侧重，建立了根本法轮、枝末法轮和摄末归本法轮三种法轮。综合这两方面看，吉藏认为，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经典，都是佛陀为令人觉悟无所得而随缘施教的方便宣说，其间并无价值上之优劣深浅之别。

在方法论方面，与“般若无得”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吉藏佛学思想的主要方法论原则就是“破邪显正”。他认为，区别“正”与“邪”的唯一标准就是“无得”与“有得”。“有得”是邪须破，“无得”是正应申。也就是说，一般所谓的邪见，就是执着于某种固有的见解（有得），以图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一般所说的正见，就是对任何东西都不执着（无得）。而且，通常人们总是在破斥了他所认为的邪见之后，随之建立起自己对真理的见解，并往往执为实有，这样，其实已经沦为有得的邪见了。因此，吉藏主张，昭示佛法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唯破不立”、“破邪显正”，在破斥邪见中显现正理。

在真理观方面，吉藏认为，最高的真理“至道”是“未曾邪正”的，“诸佛所行之道未曾邪正，为对内外二邪，故立为正”[26]。真理本来无所谓“邪”，也无所谓“正”，之所以说邪说正，乃是为了破除有所得之邪见，而强名曰“正”。“有邪故有正，邪去正不留。”[27]说“正”是为了破“邪”，“邪”既破除，“正”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为见于邪，强名为正；在邪既息，则正亦不留，故心无所著。”[28]所以，无论是说邪还是说正、说破还是说立，最终还是归于“心无所著”的无得之境。

同时，吉藏还认为，这“未曾邪正”的最高真理又是超言绝相的，它不能用任何语言概念来形容或描述，说它是“有”、“无”、“亦有亦无”或“非有非无”，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有所得，只有“心无所著”、“无得”、“无依”才是佛教真理观的真精神。

在二谛观方面，与其“破邪显正”、“道非邪正”的方法论和真理观相一致，吉藏认为：“二谛唯是教门，不关境理。”[29]既然“至道”无所谓邪正，邪正是相对而言的，“显正”在于破邪，“破邪”是为了“显正”。同样，真俗二谛也是相对而言的，谈“真”是为了治“俗”，说“俗”是为了显“真”。否则，如果认为二谛所表示的是实有所指的二境或二理，以某境理为俗，以某境理为真，那就是二见，是有所得。《二谛义》卷下曰：“又若二谛有二理，即成有所得……众生既本有二见之病，诸佛若更说道理有二，便是故病不除，更增新惑。为是故诸佛随便众生，说有二谛，道理无二也。”[30]佛立二谛之方便，只是为了体悟不二之真谛：“二谛非理，乃是方便教门……实无二谛，方便说二，令悟不二，故二谛是教门也。”[31]
最能体现吉藏之“无得正观”学说精神的，是其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说。所谓四重二谛，即，第一，说有是俗谛，说空是真谛；第二，说有说空都是俗谛，说非有非空才是真谛；第三，说空有之二与非有非空之不二都是俗谛，非二非不二才是真谛；第四，以上三重二谛都是教门，超越了它们的无所得才是真谛。可以看出，吉藏的四重二谛观是有层次的、由浅而深的。之所以提出此四重二谛的主张，是为了依次破除凡夫（第一重）、小乘（第二重）和大乘人的偏邪之病而提出的方便教说。在四重二谛中，由所批判的对象不同而建立起由低到高四个不同的真理层次。虽然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层次的真理都是不究竟的，都是方便教说，但是，相对于各自所对治的偏病而言，却有着一定的真理性。其中，前面一重二谛必须被后面一重二谛所否定，而后一重二谛通过对前一重二谛的否定，从而包含了更多的真理成分，也就向着最高真实迈进一步，这样，通过无限的重重否定，呈现出由低到高的序列，最后达到言忘虑息、无得无依的境界。

在中道观方面，吉藏认为，“中道”与“无所有”、“无住”、“无得”是相同意义的概念。他说：“不真不俗，亦是中道，亦名无所有，亦名正法，亦名无住。”[32]他认为，中道说是佛教的根本义理，甚至可以说，浩如烟海的佛教经论所阐明的都是“中道正观”：“一切论通明中道明正观，故一切论皆是一论；一切经亦通明中道明正观，则一切经是一经。”[33]对于龙树“八不中道”的理解，吉藏说，龙树提出“八不”的目的，是为了“遍破一切有所得心”，令“心无所行”，“无所行故无所得”。《大乘玄论》卷一曰：“所以牒八不在初者，欲洗净一切有所得心，有得之徒无不堕此八计中。如小乘人言，谓有解之可生，惑之可灭，乃至众生从无明流来，反本还原故去。今八不横破八迷，竖穷五句。以求彼‘生灭’不得，故言‘不生不灭’。‘生灭’既去，‘不生不灭’、‘亦生灭亦不生灭’、‘非生灭非不生灭’五句自崩。”[34]吉藏认为，龙树之《中论》本颂之所以首先提出“八不”，是为了破除一切有所得心，虽然有情众生的有所得心多种多样，但都不出此八计的范围。

在佛性说方面，吉藏在回答什么是“正因佛性”的时候，首先对十一家佛性旧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通论十一家佛性旧说，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承认有一“得佛之理”的存在。这样，无论是“假”、“实”、“真如”，还是“第一义空”等，都是以一定意义上的“有”为正因佛性，都是“有所得”，因而都不符合吉藏及其三论学说以“无所得”为宗旨的基本精神。吉藏主张，“非真非俗”的“中道”，才是真正的正因佛性，因为只有“非真非俗”之“中道”才是否定“有”、“无”、“非有非无”以及“亦有亦无”等所有有所得之见，而达到“一无所得”、“平等无待”的绝待境界。如果从因、果、本有、始有方面来说，佛性又是“非因非果”、“非本有非始有”的。实际上，佛性是超四句、绝百非的，不可言真，不可言俗，亦不可言因果、本始。一切有所得义，都是方便说，而非究竟义。

总之，“无得正观”的般若大义是吉藏以及三论宗佛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是贯穿在吉藏佛学思想各个方面的总纲领。

二 二藏三轮的判教理论

所谓判教，又称“教相”、“教判”等，详称“教相判释”。是指对佛教经典进行分类。总的来说，判教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只对佛教诸经典进行分门别类，而不判其深浅优劣；其二，为调和佛教内部的不同说法，树立本派的正统和权威，对佛教诸经从形式到内容给予重新安排和估价，分别深浅、大小、权实、偏圆等，用以确定自宗所依经典之位置。在印度佛典里，已有类似判教的说法，如《法华经》谈三乘，《楞伽经》分顿、渐二教，《涅槃经》讲五味，《解深密经》说有、空、中三时，等等。佛教传至中国，大小乘佛教同时流行，到南北朝时，大小乘各类经典纷纷被介绍到中土，随之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佛教派别，为了调和各家学说，判教之风遂乘时而起。

南北朝时有所谓“南三北七”诸种判教说，隋唐出现的中国佛教各个宗派也都有自己的判教理论。这些判教理论大多数属于第二种形式，即不仅分别诸经部类，而又判其深浅优劣，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法相宗的三时、华严宗的五教十宗等。吉藏的二藏三轮教判属于第一种，即只分别诸经之部类，而并不对其深浅优劣做出评判。这是吉藏判教理论的主要特点。

（一）判教之标准

吉藏三论宗的立论宗旨是无所得，与此精神相适应，吉藏主张“至道”，即所谓的最高真理是“未曾邪正”、不可言宣的。因此，若总体观之，可以说，一切佛教都是为了显示无所得之理，于此无所得之外，别无佛教。“理虽无二”，但由于众生根机有别，时势不一，佛陀为了普度众生，随缘显示，因机说法，因此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法门。法门虽有八万四千之多，教相亦有千差万别之殊，但所彰显的道理却是一致的。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吉藏提出了他独特的判教宗旨，在一系列论著中加以论述。如《大乘玄论》曰：“诸大乘教，通为显道，道既无二，教岂异哉？但入有多门，故诸部差别。”《中观论疏》曰：“一切大乘经，显道无二……假令小乘经意，亦终同此说。”《三论玄义》中也有类似的言说：“大小乘经，同明一道，以无得正观为宗。”《法华玄论》也说：“一切大乘经，明道无异，则显实皆同。”凡此种种皆表明，在吉藏的判教理论中，虽承认有大乘、小乘等诸种教相上的差别，但却没有权实真假深浅优劣之分判。

吉藏认为，在“以无得正观为宗”的大前提下，一切佛说皆是为了对治众生有所得之病。“病有种种之症，斯药不可无种种之别，然各各对其病症，而有特殊之效验，其间毫无优劣之差也。佛之说教，亦复如是。众生之烦恼，多如尘沙，故法门之别亦如尘沙。然一一法门，皆有特殊之功能，其间岂有优劣深浅之别……如佛一代之说教，在二乘之前，可谓《阿含经》优而《华严经》劣；在菩萨之前，可谓《华严经》优而《阿含经》劣。何则？以其无利益故也。如此则诸经固皆于一方面为优，于他方面为劣者。既各有优劣之二点，故平均论之，可谓诸经皆有同等之资格者也。是以本宗（指三论宗——引者注）判一代诸经各各具其等、胜、劣之三者，名之为胜劣等同互成门。”[35]
基于此种立场，吉藏虽同意在教相上对佛理和佛教经典作大致的分类，但反对作出价值的判断。在他看来，“至道未曾大小，为众生故说大小”[36]。因为最高真理“至道”是不可言宣的，所以，一切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包括浩如烟海的诸种佛典，都是为对治众生偏病的方便假说，其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二）二藏与三轮

如上所述，吉藏主张一切佛教经典就其根本精神而言都是一致的，没有上下高低之分。同时他也承认，由于佛陀应病与药，随机说法，因此在教相上可以将佛理和佛典作大致的分类，这就是他的二藏三轮说。

在《法华玄论》卷三中，吉藏引经据典证明二藏判教有经论可凭：“释论云：‘佛法有二道：一者声闻道，二菩提萨埵道。’《大品经》云：‘字有二种：一半字，二满字。为声闻说半字，为菩萨说满字。’又《法华》云：‘昔于波罗捺为声闻转小法轮，今始于拘尸那城为诸菩萨转大法轮。’……又以理推之，众生根有二种：一堪受佛道，二不堪受大道。堪受大道为说佛乘；不堪受者为说小乘。故知但应有二，不应立三也。”[37]
可以看出，所谓二藏，有几种不同的称谓，即声闻藏和菩萨藏；小乘藏和大乘藏；半字和满字；小法轮和大法轮。

二藏判教并不是吉藏的发明，而是他从菩提流支那里继承来的。他在《胜鬘经宝窟》卷一说：“从菩提流支度后至于即世，大分佛教为半、满两宗，亦云声闻、菩萨二藏。”[38]《仁王般若经》卷上又说：“今依菩提流支直作半、满分教。若小乘教，名半字，名声闻藏；大乘名满字，名菩萨藏。今寻诸经论，斯言当矣。”[39]菩提流支的半、满分教，是根据《涅槃经》提出来的，吉藏认为此说有经可依，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判教标准。

吉藏常以大（菩萨）、小（声闻）二藏分判佛教，或大小对举，或贬小扬大。他曾对比小乘半字教和大乘满字教说：“所言小乘半教者，若明其至理，但人、法二空；语其因果，但说有作四谛。斯乃教不尽宗，语不极义，说称小根，进成小行，有所缺德，名之为半。故云小乘，名声闻藏。大乘满字教者，若明其理，至极平等，无得正观，不二为宗；语其因果，即说无作四谛。斯乃教称大乘宗，语极圆旨，说称大根，进成大行，具足无缺，名之为满。故云大乘，名菩萨藏也。”[40]
吉藏虽然在教相上区别大小二乘，称小乘为半字教，为不了义教，称大乘为满字教，为了义教，但究其实际，说大说小都是为了对治烦恼，令人断惑得道。“夫为未识源者示之以流，令寻流以得源；未见月者示之以指，令因指以得月。穷流则唯是一源，亡指则但是一月。”[41]所以说，一切佛教经论，都是方便教说，都是“流”是“指”，目的是让人寻流得源，因指得月。举指为令得月，得月而忘指，若复执着于指，“守筌丧实”，是为有所得。《三论玄义》曰：“道理为有大乘？为无大耶？如有其大，则是有见；若言无大，何所立耶？又若谓有大异小，则有小异大，名为二见……又若实有大乘者，名有所得。有所得者，为魔眷属，非佛弟子。”[42]就是说，如果执着于大小，则堕入二见，背离了无所得的宗旨，也就偏离了佛教的基本精神。吉藏认为，至道无二，非大非小，大小都是应病与药的方便法门，为的是对症下药，息患得悟。大乘小乘只有功用上的机缘之别，而没有本质上的高低优劣之异。《净名玄论》卷四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又此经所兴明解脱者，正明释迦一期出世，大小、凡圣有所得人诸缚悉令得解脱。原如来出世，赴缘施教，本令悟不凡不圣、不大不小不二法门。而有凡圣、大小者，皆是非凡非圣、非大非小，故能凡能圣、能大能小耳。虽有凡圣，无动无凡圣。大小亦然。但禀教之徒，闻凡作凡解，闻圣作圣解。大小亦然。故并成有所得，悉系属于魔，非佛弟子。”[43]意思是说，释迦一代佛教都是为了使一切有所得人去缚得解脱，说凡说圣、说大说小都是“赴缘施教”，令众生因此觉悟“不凡不圣、不大不小不二法门”。虽然有凡有圣，“不动无凡圣”，但其最高境界则是“非凡非圣、非大非小”。

吉藏将一代佛说大判为声闻、菩萨二藏，这是从横的方面而立。从纵的方面来说，吉藏根据释迦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对象说法各有侧重，建立了三种法轮说。

所谓“三种法轮”，即“根本法轮”、“枝末法轮”和“摄末归本法轮”。什么是“法轮”呢？“轮”是指转轮圣王（佛教的理想君王）的轮宝，“法”即佛法，“法轮”是说佛法像转轮圣王的轮宝一样，能摧破众生的一切烦恼。“转法轮”就是指佛的说法。“三种法轮”即“三转法轮”，指佛陀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众生所作的三种不同的说法，这三种法轮包含了佛陀一生说法的所有法门。《中观论疏》卷一对“三轮”有如下的解释：“如《法华经》总序，十方诸佛及释迦一化，凡有三轮：一根本法轮，谓一乘教也。二枝末法轮之教，众生不堪闻一，故于一佛乘分别说三，三从一起，故称枝末也。三摄末归本，会彼三乘，同归一极。此之三门，无教不收，无理不摄，如空之含万像，若海之纳百川。”[44]意思是说，根据《法华经》，十方诸佛及释迦牟尼的教化，有三种法轮：第一，根本法轮，即佛乘教化，佛说法的根本目的是使众生成佛，故称根本法轮。第二，枝末法轮，佛转根本法轮可以使利根众生觉悟，但不能使钝根众生觉悟，为了使钝根众生逐步得到解脱，所以将佛乘分为三乘——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这三乘是由一乘（佛乘，根本）而生起，所以称为“枝末”。第三，摄末归本法轮，将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末）同归于一乘——佛乘（本）。这三种法轮，没有任何佛的说教不收取在内，没有任何佛教义理不含摄其中，就像“空”一样包含万物，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

《法华游意》对此有更详细的解释，其文曰：“欲说三种法轮，故说此经。言三种者，一者，根本法轮；二者，枝末之教；三者，摄末归本。根本法轮者，谓佛初成道，《华严》之会，纯为菩萨开一因一果法门，谓根本之教也。但薄福钝根之流，不堪于闻一因一果故，于一佛乘分别说三，谓枝末之教也。四十余年，说三乘之教陶练其心。至今《法华》，始得会彼三乘归于一道，即摄末归本教也。”[45]从引文可知，三种法轮代表了佛陀一生说法的三大阶段。“根本法轮”指释迦初成道时，在菩提树下为菩萨宣说“一因一果”的一乘道理，即《华严经》。但“薄福钝根之流”不堪正教，佛于是分别说三，由浅入深，历时四十余年，自《阿含经》一直讲到《法华经》以前的《般若》《净名》等诸经，以“陶练其心”，这就是“枝末法轮”。经过枝末法轮的陶冶，众生根机已熟，佛再为其宣说“会三归一”的一乘道理，这就是“摄末归本法轮”，其代表经典是《法华经》。

三轮说的经典依据是《法华经》中《信解品》的“长者穷子之喻”及《譬喻品》的“火宅三车之喻”。《法华游意》说：“问：此经何处有三轮文耶？答：《信解品》云：长者居师子坐，眷属围绕，罗列宝物，即指《华严》根本教也。唤子不得，故密遣二人，脱珍御服，着弊垢衣，谓隐一说三，谓枝末教也。如富长者知子志劣，柔伏其心，乃教大智，谓摄末归本教。又《譬喻品》云：如彼长者，虽复身手有力，而不能用之，但以殷勤方便，勉济诸子火宅之难，然后各与珍宝大车。初句谓隐根本，次句谓起枝末，后句谓摄末归本，即三轮分明之证也。”[46]
综上所述，吉藏从“无得正观”的基本精神出发，主张一切佛教经典究极观之，“显道无二”，都是为了彰显无所得之理；但从教相上说，因为众生根机有别，故有种种不同的法门。既然一切佛说从本质上说并无高下优劣之别，为什么佛陀又要宣说如此多种不同的佛法呢？为什么又要作此横竖两种判教呢？如果我们将此横竖两种判教结合起来，不难看出，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经典，在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地点，对应于不同根器的众生，其说教的侧重点和效用是不同的。三种法轮的前后两种即“根本法轮”和“摄末归本法轮”，都属大乘藏；“枝末法轮”包括大乘、小乘两类。吉藏在《三论玄义》中将此两种判教结合起来，清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问：若乃皆是菩萨藏者，《华严》《般若》《法华》《涅槃》此四何异？答：须识四句，众经焕然。一、但教菩萨，不化声闻，谓《华严经》也。二、但化声闻，不教菩萨，谓三藏教也。三、显教菩萨，密化二乘，《大品》以上《法华》之前诸大乘教也……四、显教声闻，显教菩萨，法华教也……四句之中，三义属菩萨藏内开之，但化二乘为三藏教矣。”[47]意思是说，佛初成道时，宣讲《华严经》，此时大机已熟，故菩萨得悟，二乘如聋如盲，不堪大教，此即“但教菩萨，不化声闻”。及至佛游鹿苑，小根已成，故俯身就机，隐一说三，声闻蒙泽，而菩萨不化，此即“但化声闻，不教菩萨”。等到二乘慧眼日开，根器渐熟，佛陀方开始宣说《般若》《净名》诸大乘经，斥三乘为小，褒一乘为大。此是对小明大，抑小扬大，令人舍小趣大。可见，这些大乘经典，既适合于大乘菩萨，也能启迪小乘声闻，此即“显教菩萨，密化二乘”。到了“小执正倾，大机正熟”之时，佛陀即宣说《法华经》，示三乘为方便，一乘为真实，会三归一，开方便之门，显真实之义，开权显实，所以称为“显教声闻，显教菩萨”[48]。

三 “破邪显正”、“道非邪正”的方法论和真理观

（一）破邪与显正

吉藏在《三论玄义》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夫适化无方，陶诱非一。考圣心以息患为主，统教意以通理为宗……但论虽有三，义唯二辙：一曰显正，二曰破邪。破邪则下拯沉沦，显正则上弘大法。故振领提纲，理唯斯二也。”[49]就是说，大乘佛教认为，佛说法要根据受教人的不同根机，因人施教，所以对人的陶冶诱导没有固定的方式。佛陀的思想主要是为了破除一切错误、邪恶的见解，其说教以通达教理为根本宗旨。三论虽然分为三部，但义理只有两个：一是申明正确的观点，二是破除各种错误见解。破除邪见是为了拯救沉沦于苦海中的众生，申明正理是为了广弘佛法。所以，简单地讲，三论的道理只有“破邪”与“显正”两个方面。

在“破邪”与“显正”之间，吉藏显然更注重“破邪”。在上引书中，他接着又列举了三论中所破斥的诸邪见：“三论所斥，略辨四宗：一、摧外道，二、折毗昙，三、排成实，四、呵大执。”[50]其中，“外道”指“天竺异执”和“震旦众师”。“天竺异执”即印度传说中的九十六术；“震旦众师”即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学说。

吉藏在《大乘玄论》卷五中，曾提到龙树“破而不立”的传统，文曰：“今（中）论不尔，唯破不立。所以然者，论主出世，唯为破颠倒断常，更无所立。”[51]《三论玄义》中亦说：“末世钝根，迷佛立破，并皆成病，是以论主须并破之，然后具得申如来立破。”[52]在吉藏看来，一切佛经的根本宗旨都是“破”，《二谛义》卷中曰：“问曰：经中有立有破，何得言皆破邪（耶）？解云：经中若立若破，皆为破病。何者？经中若说一色一香皆为显道。若不显道，可不破病。既若立若破皆为显道，故破立皆为破病也。”就是说一切佛经无论是立还是破，其目的都是“破邪”。

吉藏所谓的“破邪”与“显正”有一个基本前提或标准，那就是“般若无得”。“有得是邪须破，无得是正须申。”在吉藏看来，不但要破除“有得”和“邪”，对“无得”和“正”也不能执着。他所谓的“无得”，是既无得于“得”亦无得于“无得”的“无得”；他所谓的“正”，是既无得于“邪”亦无得于“正”的“正”。《中观论疏》卷一说：“就说教意中，凡有二意：一者破邪，二者显正……此是对邪所以说正，在邪若去，正亦不留。”[53]意即，真正意义上的“破”，不但邪见须破，即使破邪之后的正见，也同样不能执着。因为他所说的“正”，是通过对“邪见”的不断破斥、否定之中所自然显现的，并非在邪见之外别具一固定意义的正理。或者说，如果认为在破除了邪见之后，还有一正见存在，那么这一正见本身也就变成邪见了。

（二）至道无邪正

在中观学派的传统精神中，对最高真实的描述，总是通过对有无、生灭等种种极端的否定来反显的，这就是不落两边的“中道观”。如果说“中道观”是破除正反两边的偏见而执持中道正说，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中道本身也不能执着。中观学说虽然否认对世间万法的自性见，但也并不执着一切法之空性，否则将同样陷入自性见的陷阱不能自拔。正如龙树在《中论·观行品》中所说的：“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

同样，吉藏所谓的“破邪显正”，是通过邪与正两个对立的概念，及对此对立概念的双边否定，以实现其破除一切有所得见，达到把一切归于无得的目的。“有邪故有正，邪去正不留”[54]，说正是为了破邪，邪既破除，正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三论玄义》说：“难曰：‘若无是无非，亦不邪不正，何故建篇章称破邪显正？’答：‘夫有非有是，此则为邪；无是无非，乃名为正。所以命篇辨破邪显正。’难曰：‘既有邪可破，有正可显，则心有取舍，何谓无依？’答：‘为息于邪，强名为正；在邪既息，则正亦不留，故心无所著。’”[55]可以看出，无论是说邪还是说正，说破还是说立，其最终归宿仍然是“心无所著”。

既然是“在邪若去，正亦不留”，以至于“心无所著”，那么，在吉藏心目中的最高真理必然是“未曾邪正”的。“所言具含多义者，然诸佛所行之道未曾邪正，为对内外二邪，故立为正。一者，九十六种所说之法，称之为邪；如来所说之法，目之为正。故对彼异道之邪，明佛道为正。二者，昔执五乘之异，乖于一道，名之为邪。所以然者，道尚无二，宁得有五？故执于五异，乖于一道，故称为邪；以对彼二邪，故明佛所行道称为正法。”[56]在《中观论疏》卷一中，吉藏指出，《中论》二十七品以“破邪显正”为主题，而最终的结论则是对邪、正的同时否定：“二十七品双破大小二邪，俱申二正，惑者便起邪正二心，是故最后双泯二见，道门未曾邪正。”[57]
从“破邪显正”到“道非邪正”，吉藏三论学与中观学说有着极其相似的思维理路。“破邪显正”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主要方法论，“道非邪正”则是其整个佛学思想的最高境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所引导出来的必然结论。因为“至道”既然是没有正、邪之分的——“未曾邪正”，那么，邪固然必须破除，同样，当邪见已被破除之后所显现的正理也必须放弃，否则便陷入有所得的邪见之中了。只有做到“邪正双泯”，才能合乎“未曾邪正”的“至道”标准。把握这两点，是如实理解吉藏整个佛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四 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说

二谛说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可以说，只有通达二谛的道理才能通达佛教理论，如果不了解二谛，就无法了解佛教。

（一）二谛是教

一般来说，二谛就是指真谛和俗谛。真谛又名第一义谛、胜义谛或空谛，指解脱的圣者所体悟的真理或境界。俗谛又称世谛、有谛，指世间凡夫所见到的道理或境界。二谛说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各宗无不盛谈二谛。上述关于二谛的解释，把二谛视为两种真实的道理或境界，这是一般佛教教派共同的主张。佛教各宗派对二谛的解释不一，吉藏在《大乘玄论》卷一中将其总结为四种：有人以真理为谛；有人以能观理境的智慧为谛；有人认为境、智都不是谛，而诠示理的言论是谛；有人则认为综合理、境、智、文才是谛。从摄山至嘉祥一脉相承的三论宗人，反对以境为谛的主张，认为二谛是教，不是境。吉藏《二谛义》卷上曰：“有人言，以境为谛。若尔，一切牛马畜生亦应有谛。”意即，如果说二谛是指凡、圣等不同境界所对应的两种道理，那么，在凡境之中，又可分成牛、马等畜生的境界，岂非这些牛、马畜生也有对应的真理了吗？

吉藏强调，“二谛非理，乃是方便教门”[58]，“非真非俗为二谛体，真俗为用”[59]。也就是说，二谛是为了把唯一之境、唯一之理表达出来的方便教说，是针对众生迷执的不同情况而教化众生的两种手段。二谛从言教上可以说有二体，但不可以从理上说有二体；理只有一，不能有二。若从理上说，二谛是一理之用，而非多理之体。“如来常依二谛说法，一者世谛，二者第一义谛。故二谛唯是教门，不关境理。”[60]这种关于二谛的理解，是与其般若无得的基本精神，“破邪显正”、“道非邪正”的方法论和真理观相吻合的。既然“至道”无所谓邪、正，邪、正是相对而言的，“显正”在于“破邪”，“破邪”是为了“显正”，那么同样，真、俗二谛也是相对而言的，谈真是为了治俗，谈俗是为了显真。没有独立于邪外之正，也没有超然于俗外之真。否则，如果认为二谛所表示的是二境或二理，以某境理为俗，以某境理为真，便是二见，是有所得。《二谛义》卷下曰：“又若二谛有二理，即成有所得……众生既本有二见之病，诸佛若更说道理有二，便是故病不除，更增新惑。为是故诸佛随顺众生，说有二谛，道理无二也。”[61]佛立二谛之方便，只是为了体悟不二之真谛：“二谛非理，乃是方便教门。如三车门外，门外实无三车，方便说三，令悟不三。今亦尔，实无二谛，方便说二，令悟不二。故二谛是教门也。”[62]
（二）两种二谛

所谓两种二谛，就是“于谛”和“教谛”。于谛和教谛的简别，是三论宗所特有的。三论宗二谛学说的基本特点，就是把真俗二谛分为于谛和教谛，并主张二谛是教。

三论宗关于“于谛”和“教谛”的理论，源自龙树《中论·观四谛品》中的两个偈：“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吉藏认为，“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说法就是“教”。诸佛说法所依的是二谛，说的法还是二谛，故二谛属“教”。青目解释这两首偈曰：“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谓有，‘于’世间是‘实’。诸圣贤真知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义谛名为‘实’。”三论宗人根据这段解释和文中的两个“于”字而建立了“于二谛”。

那么，什么是“于二谛”呢？所谓“于二谛”，就是指诸佛在方便讲说二谛时，所依据的两种方便道理。也就是说，诸法实相，非空非有，二而不二，但是，迷惑的凡夫不了解这个道理，错以世间万法为实有。这种凡夫所认为的实有，对于世人来说是真实的，这一真实就是于二谛中的俗谛。而出世的圣者体悟了世间万法皆空，这空的道理，对于出世的圣者来说，是真实的，这一真实就是于二谛中的真谛。诸法实相既是非空非有、无所谓空有的，那么，对于执持有、空的凡、圣两种人来说，就成为或空、或有的两种真实，这两种真实，就是“于二谛”或“二于谛”。

什么是“教二谛”呢？吉藏《中观论疏》卷十有如下的说明：“问：云何是二于谛？云何是教谛？答：所依即是二于谛。以于凡圣解（皆）是实，故称二于谛，亦是于二谛。谓色未曾空有，于二皆是实，故云于二谛……能依即是教谛，诸佛依此二谛为物说法，皆是诚谛之言，故称为实。”

三论宗建立于谛和教谛两种二谛，重要的在于说明和主张二谛是教。强调于二谛是佛陀说法的所依，教二谛则是能依。吉藏《二谛义》卷上曰：“有两种二谛：一于谛，二教谛。于谛者，如《论》文：诸法性空，世间颠倒谓有，于世人为实，名之为谛。诸贤圣真知颠倒性空，于圣人是实，名之为谛。此即二于谛。诸佛依此而说，名为教谛也。”[63]也就是说，固然诸法实相非空非有，不可言说，但是，佛陀为了随顺众生，因机说法，往往方便宣说万物的实有，这一方便而说的实有，自然有别于凡夫的执为实有（于二谛中的俗谛），而是教二谛中的俗谛。同样，佛陀为了破除对有的执着，方便讲说万物皆空，这种方便讲说的空，自然也有别于圣者的执为真实的空（于二谛中的真谛），这就是教二谛中的真谛。

三论宗人分别于谛和教谛的目的，在于说明佛陀盛扬二谛并非为表二理，而是希望人们觉悟因二悟不二的道理。

二谛是教非理，这是三论宗二谛观的基本思想，那么，什么是教呢？吉藏在《十二门论疏》中对教的意义做了这样的解释：“教有三义：一、破除迷倒，二、能显正理，三、发生观解。”“破除迷倒”是指释迦教说的主要目的是破除众生断、常、有、无等颠倒妄见，正如《大智度论》所说的“为着有见众生说第一义谛，为着无见众生说世俗谛”。“能显正理”是就说教的作用而言，指释迦说教为的是显现正确的佛理。所谓“诸法实相，言忘虑绝……体绝名言，物无有悟，虽非有无，强说真俗”，以此真俗言教令凡夫众生、二乘贤圣悟解“离四句、绝百非”的中道实相。《二谛义》卷上说：“二谛者，乃是表中道之妙教，穷文言之极说。道非有无，寄有无以显道；理非一二，因一二以明理。”也就是说，真俗二谛是用来表现中道实相的言教，而言教本身并不是理。教的第三个意义是“发生观解”，指众生贤圣听闻二谛言教，便能发生如实的观解。《三论玄义》说：“悟斯正理，即发生正观，正观若生，则戏论斯灭。”这就是吉藏所阐述的“教”的三个基本意义。

（三）四重二谛说

吉藏的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说，是他的特殊的真理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通过对这一学说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吉藏“未曾邪正”的真理观和“破邪显正”的方法论，是怎样与其二谛学说融为一体的。

先谈三重二谛。

吉藏的三重二谛说，集中在《二谛义》卷上。他说：“凡夫之人，谓诸法实录是有，不知无所有，是故诸佛为说诸法毕竟空无所有。言诸法有者，凡夫谓有，此是俗谛，此是凡谛；贤圣真知诸法性空，此是真谛，此是圣谛。令其从俗入真，舍凡取圣。为是义故，明初节二谛义也。次第二重，明有无为世谛，不二为真谛者，明有无是二边，有是一边，无是一边，乃至常、无常，生死、涅槃，并是二边。以真俗、生死涅槃是二边故，所以为世谛；非真非俗、非生死非涅槃不二中道，为第一义谛也。次第三重，二与不二为世谛，非二非不二为第一义谛者，前明真俗、生死涅槃二边是偏，故为世谛，非真非俗、非生死非涅槃不二中道，为第一义，此亦是二边。何者？二是偏，不二是中。偏是一边，中是一边，偏之与中，还是二边。二边故名世谛，非偏非中乃是中道第一义谛也。然诸佛说法，治众生病，不出此意，为是故明此三种二谛也。”[64]
可以看出，所谓三重二谛：第一重，“有”为俗谛，“空”为真谛；第二重，“有”、“无”都是俗谛，“非有非无”不二才是真谛；第三重，说有无“二”或“不二”是俗谛，“非二非不二”是真谛。

什么是四重二谛呢？吉藏《大乘玄论》卷一曰：“他但以有为世谛，空为真谛。今明，若有若空皆是世谛，非空非有始明真谛。三者，空有为二，非空有为不二，二与不二皆是世谛，非二非不二名为真谛。四者，此三种二谛皆是教门，说此三门，为令悟不三。无所依得，始名为理。”[65]
所谓四重二谛，前三重与三重二谛一致，第四重是对前三种二谛的否定和超越，认为前三重二谛只是方便教说，只有超越了它们才是真谛。

由此可见，吉藏的四重二谛说是与他的般若无得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因为根据其三论教学的基本精神，诸佛菩萨说有说无、说真说俗，都是荡相遣执之教，说有为表不有，说二为表不二，从而引导人们悟入无所得的境界。这里所说的“空”（“不有”）和“不二”，都只是为对治执“有”、执“二”之病所下的药，病破药亦不留，否则，如因此而执着“空”和“不二”，则是服甘露而成毒药。所以，吉藏在提出了三重二谛说之后，又主张废除三重二谛。《二谛义》卷上曰：“所言废者，约谓情边，即须废之……此则用空废有，若更着空，亦复须废。何者？本由有故有空，既无有，何得有空？故《中论》云：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又云：若有不空法，可有于空法，不空法尚无，何得有空法？此之空有，皆是情谓，故皆须废。乃至第三节，谓情言有，亦皆须废，何者？并是谓情，皆须废之也。”[66]只有由立三重二谛进而否定三重二谛，才能真正达到无住、无依的无得境界。

在《十二门论疏》中，吉藏指出了建立四重二谛说的目的，他说：“初重二谛为凡夫，次重为二乘，后二为菩萨。”[67]又说：“又为渐舍，破众生病，故作此四重。”[68]也就是说，之所以提出四重二谛的主张，是为了依次破除凡夫、二乘和菩萨等众生的偏邪之病，而提出的方便教说。四重是有层次的，由浅而深，第一重为对治凡夫的愚痴而设，是最简单的道理；第二重为对治小乘的偏执而设，虽较第一重深入，但终不究竟；第三重为对治大乘人的虚妄分别而设，比第二重又深了一层；第四重是对前三重的否定，认为前三重所说的都是方便教说，而最高的真理是超言绝相的。

吉藏的四重二谛理论是与其特殊的真理观和方法论相一致的。根据他的真理观，最高真理——“至道”是“未曾邪正”的，是超出一切语言概念的，所以，在他看来，即使是第四重二谛，也不是真理的究竟，而只是对真理的方便宣说。与此相应，真理既然是不可言传的，昭示佛法究竟的特殊的方法论原则也只能是“破邪显正”，在对诸邪见的破斥中显现自己的正确理论，而并不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在四重二谛中，由于所批判的对象不同而建立起由低到高四个不同的真理层次，虽然从终极的意义上说，每个层次的真理都是不正确的，但是，相对于各自所对治的偏病而言，却有一定意义上的真理性。其中，前一重二谛必须被后一重二谛所否定，而后一重二谛通过对前一重二谛的否定，从而包含了更多的真理成分，并向最高真实迈进一步。这样，通过无限的重重否定，呈现出由低到高的演进序列，最后达到言亡虑绝、无得无依的境界。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四重二谛说是为了对治凡夫、小乘和大乘等的偏执而发，如果联系到吉藏时代的中国佛学界，就会发现，四重二谛说有更为具体的批判对象。《大乘玄论》卷一说：“何故作此四重二谛耶？答：对毗昙事理二谛，明第一重空有二谛。二者，对成实师空有二谛，汝空有二谛是我俗谛，非空非有方是真谛，故有第二重二谛也。三者，对大乘师依他、分别二为俗谛，依他无生、分别无相不二真实性为真谛。今明若二若不二，皆是我家俗谛，非二非不二方是真谛，故有第三重二谛。四者，大乘师复言，三性是俗，三无性非安立谛为真谛。故今明汝依他、分别二，真实不二是安立谛。非二非不二、三无性非安立谛，皆是我俗谛，言亡虑绝方是真谛。”[69]
由此看来，四重二谛说乃是针对当时中国佛学界的四个学派——毗昙师、成实师、地论师和摄论师而提出来的，是对此四派学说的批判。

五 不落两边的中道正观

“中道”是大乘中观学派的核心概念，在吉藏的思想体系中，“中道”与“二谛”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既然三论宗主张二谛是教，非指境理，那么，说有说无、说真说俗都不过是为了教化众生的方便教说，而诸法实相本身则是非有非无、非真非俗的。这种超越有无、真俗的最高真实，便是本章所要阐述的不落两边的中道观。

（一）理论之渊源

“中道”思想由来已久，自佛陀首倡中道义以来，佛教各个宗派无不盛弘中道以为旨归，其中最能体现不落两边之中道精神的是以龙树、提婆为代表的印度大乘中观学派。

龙树对“中道观”的解释，集中在其代表作《中论》之中。《中论·观四谛品》对“中道”下了一个定义：“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70]在这两首偈颂之中，龙树指出，一切从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事物，都是“空”无所有的，也可以说是“假名”，又可称之为“中道”。为什么“因缘生”的事物一定是“空”的呢?为什么“空”又可以称为“假名”和“中道”呢?对此，青目作注曰：“众缘具足，和合而生物；是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离有、无二边，故名为中道。是法无性，故不得言有；亦无空，故不得言无。”[71]这就是说，第一，因缘所生的事物，都没有它们自己的内在本质——“自性”，因为由各种条件（因缘）而产生的事物，当它所依存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它也必然跟着产生变化，所以不可能有它自己内在的、真实不变的本质。事物既然是没有自性的，也就是“空”的，没有自性就是空。第二，虽然一切事物自性空寂，但是这种空并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空无所有，并不是否定一切，“空”只是空其自性，事物作为没有自性的“假名”、“施设”还是存在的。“假名”，梵文“Prjnapti”的意译，有教说、报导、训示、约定等意思，汉译有时也译成施设、假安立等。鸠摩罗什译为“假名”，特指那些暂时借用名字来称呼，而实际上却空无自性的事物，亦即现象界的一切事物。第三，所谓“中道”，是指对缘起法，不仅要看到它无自性（空）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假设（假有）的一面。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因其无自性才是假施设，因为是假施设才是空。这种既不偏于有（实有），也不偏于空（虚无的空）的方法，就是龙树所极力宣传的“中道观”。

根据龙树的中道观，现象界的一切事物既然都是空无自性的，也可以说都是假名施设，那么，我们就要用不偏不倚的中道方法去对待它们，既不偏于有，也不偏于无；既不偏于这边，也不偏于那边。然而，宇宙间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执着各个极端的偏见邪执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逐个加以批判和否定。龙树将所有的偏见概括起来，归纳为四对八个方面，然后一一加以否定，这就是《中论》开篇所提出来的“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

在龙树看来，生灭、常断、一异、来去八个方面，代表了佛教内外各个派别在现象的因果关系问题上存在的一切迷见。真正的缘起说，对这八个方面都不能执着，否则就是戏论。只有彻底否定由生灭、常断、一异、来去所代表的一切偏执，离开各个极端，超出所有戏论，才能达到对中道实相的体认。

（二）吉藏与八不

吉藏作为龙树、提婆学说在中国的正统继承者，对龙树所提倡的“中道”说和“八不”理论自然非常重视。他认为：“一切论通明中道明正观，故一切论皆是一论；一切经亦通明中道通明正观，则一切经是一经。”[72]
对于龙树的八不缘起说，吉藏更是推崇备至。他在《大乘玄论》中说：“八不者，盖是诸佛之中心，众圣之行处也。”[73]把八不看作是诸佛用心之所在，众圣行事之所由。又认为八不“竖贯众经，横通诸论”，意义深远广大：“所以竖入群经之深奥，横通诸论之广大也。明经之深处，即是八不。不则不于一切法也，以不而明义，故知其深奥也。”[74]《中观论疏》卷二亦说：“八不为众教之宗归，群圣之原本。”[75]并认为如果不懂得八不的道理，就不理解二谛的理论；不理解二谛，就不会产生二种智慧；二慧不生，就会产生诸多烦恼，并导致六道轮回，不得解脱。其文曰：“以不悟八不，即不识二谛；不识二谛，即二慧不生；二慧不生，即有爱、见、烦恼。以烦恼故，即便有业；以有业故，即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故知失于八不，有六趣纷然。”[76]
吉藏在《大乘玄论》卷一中分析了《中论》开篇提出“八不”的原因，他说：“所以牒八不在初者，欲洗净一切有所得心，有得之徒无不堕此八计中。如小乘人言，谓有解之可生，惑之可灭，乃至众生从无明流来，反本还原故去。今八不横破八迷，竖穷五句。以求彼‘生灭’不得，故言‘不生不灭’。‘生灭’既去，‘不生不灭’、‘亦生灭亦不生灭’、‘非生灭非不生灭’五句自崩。”[77]这就是说，吉藏认为，龙树之《中论》本颂之所以首先提出“八不”，是为了破除一切有所得心，以求归于无所得。他认为，虽然有情众生的有所得之心多种多样，但都不出此八计的范围。

在吉藏看来，龙树所创立的“八不”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一切异执的破除，而且他所主张的“不”与“非”和小乘人特别是成实师所说的“不”与“非”有着迥然的差异：“如《成论》等释，虽言‘百非’、‘百不’及与‘绝’等，而有理存焉，谓得还成失。即是小乘观行有所得，不离断常心，非关经之深远也。”[78]也就是说，譬如《成实论》，明真谛为表“不有”，以俗谛为表“不无”，其学说也可以说有“不生不灭”的含义，但是，成实师主张的真俗二谛表实有之理，故其“不”与“非”在他们的学说体系中都是对存在状态的表述，属于一种特殊的义理。

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人认为，龙树的“八不”理论并非是对存在状态的表述，更不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而恰恰是对一切确有定见的排斥和否定。他在《中观论疏》卷二中，曾祖述其师兴皇法朗对“八不”的见解：“师云：标此八不，摄一切大小、内外。有所得人，心之所行，口之所说，皆堕在八事中。今破此八事，即破一切大小、内外有所得人，故明八不。所以然者，一切有所得人生心动念即是‘生’，欲灭烦恼即是‘灭’，谓己身无常为‘断’，有常住可求为‘常’，真谛无相为‘一’，世谛万像不同为‘异’，从无明流来为‘来’，返本还原出去为‘出’。裁起一念心，即具此八种颠倒。今一一历心观此无从，令一切有所得心毕竟清净，故云不生不灭，乃至不来不出也。”[79]法朗认为，一切有所得人生心动念，于是产生“生”、“灭”、“断”、“常”等诸种计执。龙树提出此“八不”理论的目的，无非为了破除这些执着，因此，“八不”只是为对治偏执所下之药，病除药亦不留，如果误以为“八不”为表实理，而对此“八不”产生执着之心，则药复成为患。

（三）中道之界定

在吉藏的著述中，有多处论及“中道”的定义，他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对“中道”作了不同的界定。

《中观论疏》卷一以“非世非出世”为中道：“今明求世间、出世间毕竟不可得，即是非世非出世，乃名中道。”[80]
《大乘玄论》卷五以“双遣两边”为中道：“以沤和宛然波若故，不着于有；波若宛然沤和故，不滞于无。不累于有，故常着冰消；不滞于无，故断无见灭。寂此诸边，故名中观。”[81]“沤和”是梵文的音译，汉译作“方便”。“波若”是“般若”的异译。意即，因为“方便”离不开“般若”智慧，所以不执着于有；“般若”也离不开“方便”，故不滞碍于无。“不累于有”，所以，对“常”的执着就消失了；“不滞于无”，所以，“断无”之见就灭除了。这种否定、超越各种偏见的观法，就叫中观。

“双遣两边”又可名之曰“不二”，所以吉藏又常常以“不二”来表中道。《大乘玄论》卷一曰：“不二而二，二谛理明；二而不二，中道义立。”[82]《净名玄论》卷一亦曰：“不二之门，则中实之理。以一道清净，故云不二；远离二边，目之为中。”[83]
中道说与二谛说紧密相连，“不二而二，二谛理明”，“二”即二谛，“不二”即中道，虽然“不二”之中道是不可宣说的，但为了教化众生之方便又不得不强不二以为二，遂有二谛之教说：“二而不二，中道义立”，虽盛唱真俗二谛，然究竟的真理却是非真非俗的中道，说二为表不二。所以，中道乃是二谛的本质，宣说二谛只是为了显现“中实之道”。在吉藏的著作中，对中道的讨论总是与二谛联系在一起的，《大乘玄论》卷一曰：“（二谛）立名者，不真不俗，亦是中道。”[84]《二谛义》说：“所以明中道为二谛体者，二谛为表不二之理。如指指月，意不在指，意令得月。二谛教亦尔，二谛为表不二，意不在二，意在不二，为令得于不二，是故以不二为二谛体。”[85]
吉藏认为，一方面有真俗二谛教用“二”，另一方面有中道实谛正体“一”，因此，真谛与俗谛只是“方便二谛”，而真正的“中道”则是既非真谛亦非俗谛的“唯一实谛”，也就是超越真俗二谛的第三谛——“中道谛”：“今意有第三谛，彼无第三谛。彼以理为谛，今以教为谛。彼以二谛为天然之理，今明唯一实谛，方便说二。如唯一乘，方便说三。”[86]既然吉藏及其三论宗人以主张教二谛为其二谛学说的殊胜所在，极力反对对定然之理的执着，为什么又主张存在着一个“第三谛”?这是否与其三论学说的一贯思想相矛盾?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吉藏虽然明确指出存在着一个“第三谛”——“中道谛”，或称为“唯一实谛”，但是他却并不以为存在着一个游离于真俗二谛之外的中道实理。他所谓的“中道谛”或者“唯一实谛”，既不是常人所认为的居于两偏之中的较温和的中立之道，也不是包容有无、真俗、断常、一异等对立面的兼收并蓄的原理，而只是为了消解和排除一切偏执，昭明最高实相的不可言传罢了。有关这一点，《中观论疏》卷二说得很明白：“问：云何真谛虽无而有，俗谛虽有而无?答：此由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故有宛然而无。不动真际，建立诸法，故无宛然而有。二谛生二慧者，以悟有宛然而无，故生沤和波若；了无宛然而有，故生波若沤和。沤和波若，即波若宛然而沤和；波若沤和，即沤和宛然而波若。以沤和宛然而波若，故不着常；波若宛然而沤和，故不滞断。不断不常，名为正观。然离二谛，无别中道，即因缘二谛，名为中道。”[87]
所谓“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不动真际建立诸法”，“离二谛无别中道，即因缘二谛名为中道”，就是说，“中道”并不是脱离真俗二谛之外的定然实理，而是非真非俗又亦真亦俗的“双遣两边”。正如三论宗所谓的“诸法实相”，虽“非有非无”、“非真非假”，以至于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但却并不是超然于假名之外，而是“即假成空”的。因此，在吉藏的三论学说中，“中道”与“无所有”、“无住”、“无得”是相同意义的概念：“不真不俗，亦是中道，亦名无所有，亦名正法，亦名无住。”[88]
（四）三种中道说

吉藏在《二谛义》《大乘玄论》及《中观论疏》等著作中多处论及三种中道的学说，此说亦为后人所乐道。

第一，所谓三种中道，即“世谛中道”、“真谛中道”和“二谛合明中道”。三种中道说的提出，当推南北朝时成实师为始。《二谛义》卷下曰：“然彼（成实师）有三种中道……一、世谛中；二、真谛中；三、二谛合明中。”[89]《三论玄义》卷下在论及“成实明中”时亦说：“成实人明中道者，论文直言离有离无，名圣中道。而论师云：‘中道有三：一、世谛中道；二、真谛中道；三、非真非俗中道。’”[90]三论宗人一向有抑成实而扬三论的传统，在对待三种中道学说方面亦不例外。既然成实师曾提出此说，三论师便不能视而不见，因此，三论宗人从止观僧诠到嘉祥吉藏均对三种中道说多有论述，由此又有新、旧二义的三论学三种中道说。

吉藏认为，三论师的三种中道说是建立在“八不”与“中道”的结合之上的，并以“无所得”为其旨归。他说：“今大乘无所得义，约八不明三种中道，言方新旧不同，而意无异趣也。”[91]
三论师三种中道说有新、旧二义，旧义为止观僧诠所立，新义为吉藏所立。吉藏认为虽有二义之分，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大乘玄论》卷二述及旧义三种中道说：“山中师对寂正作之。语待不语，不语待语，语不语并是相待假名。故假语不名语，假不语不名不语。不名不语不为无，不名语不为有，即是不有不无世谛中道。但相待假故，可有说生，可无说灭，故以生灭合为世谛也。真谛亦然，假不语不名不语，假非不语不名非不语，不名非不语，不为非不无，不名不语，不为非不有，则是非不有非不无真谛中道也。相待假故，可有说不灭，可无说不生，即是不生不灭，故合为真谛也。二谛合明中道者，假语不名语，假不语不名不语，非语非不语，即是非有非不有、非无非不无，二谛合明中道也。生灭不生灭合明，类此可寻也。”[92]
可见，旧义三种中道是以“生灭合”为世谛中道，以“不生不灭合”为真谛中道，以“生灭不生灭合”为二谛合明中道。此旧义三种中道是建立在“相待假名”的理论之上的，因为“语不语并是相待假名”，所以“语待不语，不语待语”，也就是说，一切语言概念均是方便假说，说有、说无或者说非有非无都是相对的，并没有本质上的对立。而且，生灭、一异、断常、来去八计包括了所有一切迷见，对八计的否定即所谓不生不灭、不一不异、不常不断、不来不去，也便是对一切异执的破除。不仅如此，根据“相待假名”的原理，此破除一切异执的“八不”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互为因缘的，对所有这些都不执着，才是中道。

吉藏的三种中道新义，原则上与僧诠的旧义并无二致，只是在表述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第一，“不生不灭，名为世谛中道”。吉藏在《大乘玄论》卷二中说：“今则不尔，无有可有，以空故有。无生可生，亦无灭可灭，但以世谛故，假名说生灭。假生生非定生，假灭灭非定灭。生非定生，灭外无生；灭非定灭，生外无灭。灭外无生，由灭故生；生外无灭，由生故灭。由灭故生，生不独存；由生故灭，灭不孤立。此之生灭，皆是因缘假名，因缘生生而不起，所以不生；因缘灭灭而不失，所以不灭。故不生不灭，名为世谛中道也。”[93]此新义世谛中道显然是针对他宗的“性实有无”和“实生实灭”而发的。所谓“性实有无”和“实生实灭”者，乃是被吉藏屡屡当作批判对象的成实等诸师的见解，具体指以“有”、“无”、“生”、“灭”为某些体性相反的对象或义理。在成实等师的思想体系中，所谓“有”是实有所指的“实有”；“无”是与此相对的“实无”。“生”、“灭”亦如此。如此，其所说的有和无是“有有可有”、“有无可无”的有和无。正因为“有”和“无”在他们的体系中是实有所指，“有”不是“无”，“无”亦不作“有”，二者互不相关，所以，这样的“有”是“不由无故有”，这样的“无”是“不由有故无”。与此相反，吉藏提出“无有可有，以空故有，无生可生，亦无灭可灭”，在吉藏的学说体系中，说“有”说“无”并非指谓两种体性互异的存在，说“有”是为了对治“空”见，说“无”是为了对治“有”见，“有”和“无”并不是各有所指的“实有”、“实无”，而是为了对治偏病方便提出的“因缘有无”，这样的“有”、“无”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有”见便不必陈“无”，没有“无”见则无须明“有”。吉藏名之曰“无有可有，以空故有”。同理，在吉藏的世谛中道中，所谓“生”、“灭”乃是“假名说生灭”。假名生灭，则非“定生”、“定灭”，非“定生”、“定灭”，则“生”与“灭”互相依待，互为因缘，有生故有灭，不离生而独有灭；有灭故有生，不离灭而独有生。这样的生灭，都是“因缘假名”，称为“无生可生，无灭可灭”。“无生可生”称为“不生”，“无灭可灭”称为“不灭”，不生不灭，远离生灭二边，名之曰“世谛中道”。

第二，“非不生非不灭，为真谛中道”。《大乘玄论》卷二说：“次明对世谛有生灭故，名真谛不生不灭。所以空有为世谛假生假灭，有空为真谛假不生假不灭。此不生不灭，非自不生不灭，待世谛假生灭，明真谛假不生灭，世谛假生灭，即非生灭；真谛假不生灭，亦非不生灭。故非不生非不灭，为真谛中道也。”[94]意思是说，在阐明世谛生灭以后，为了使人们不要因此而对世谛之生灭有所执着，而误以为性实生灭，进而“对世谛生灭故，名真谛不生不灭”。因为说世谛是为了对治“空”见而讲生灭“有”（“空有”），这样的“生”、“灭”是“假名生灭”，即假生假灭，说“生”实无所谓“生”，说“灭”也无所谓“灭”；同样，说真谛是为了防止人们对世谛生灭有所偏执而陷入新的“有”，故而为对治此“有”见而说不生不灭“空”（“有空”）。此真谛“不生不灭”，也不是实不生实不灭，而是相对于世谛的“假生灭”而说“假不生灭”，即所谓“待世谛假生灭，明真谛假不生灭”。“假不生”实无所谓“不生”，不堕“不生”边；“假不灭”实无所谓“不灭”，不堕“不灭”边；离此二边，即为“非不生非不灭”真谛中道。

第三，“非生灭非不生灭，是二谛合明中道”。吉藏《大乘玄论》卷二在“真谛中道”之后，接着明二谛合明中道：“次明二谛合明中道者，有为世谛有生有灭，空为真谛不生不灭。此不生灭即是生灭不生灭，此生灭即是不生灭生灭。不生灭生灭，是则非生灭；生灭不生灭，是即非不生灭。故非生灭非不生灭，是二谛合明中道也。”[95]可以看出，引文中第一句“有为世谛有生有灭，空为真谛不生不灭”，是僧诠的旧义世谛中道与真谛中道。接下来的“不生灭生灭”或称“非生灭”和“生灭不生灭”或称“非不生灭”，则是吉藏的新义世谛中道和真谛中道。此二种中道（新义世谛中道与真谛中道），虽真、俗相对为二，但由于无论是真是俗都是为教化众生而设的方便假名，所以此世谛中道的“非生灭”与真谛中道的“非不生灭”实为二而不二的，从根本上讲更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俗”。无所谓真，则不落“真”边；无所谓俗，则不落“俗”边，“非真非俗”或称“非生灭非不生灭”即为二谛合明中道。

对比新旧义三种中道说，不难发现，新义三种中道正是旧义三种中道的否定。由对旧义世谛中道（生灭合）的否定，而得到新义世谛中道（不生不灭）；由对旧义真谛中道（不生不灭合）的否定，而有新义真谛中道（非不生非不灭）；由对旧义二谛合明中道（生灭不生灭合）的否定，而有新义二谛合明中道（非生灭非不生灭）。不仅如此，就新、旧义三种中道本身来看，其中，后面的一重正是对前面一重的否定，如对旧义世谛中道（生灭合）的否定，而有旧义真谛中道（不生不灭合）；对旧义真谛中道的否定，而有旧义二谛合明中道（生灭不生灭合）。新义三种中道亦如此，它只是比旧义三种中道更高一层而已。

这种重重否定的中道义，是与吉藏特殊的真理观和方法论分不开的。因为，在吉藏的三论宗佛学体系中，最高的真理是不可言宣的。任何正面的表述都只能是对真理的歪曲，而堕入新的偏执。所以，只能通过否定的方式，从对众生“迷见”的否定中反显最高的真实。由对世人执“实生实灭”的否定，而有第一重“假生假灭”的中道义。此第一重“假生假灭”的中道义理只是最基本的真理，它必须为第二重即更高的一重“不生不灭”所否定。此第二重“不生不灭”的中道义同样不是真理的究竟，因此也必须用更加高深的第三重“生灭不生灭”来否定。同样，第三重“生灭不生灭”的中道义又必须用更高的一重即第四重“非生灭非不生灭”来加以否定，从而无限地向最高的真理接近。在这重重否定之中，每经过一次否定，便向着最高的境界迈进一步。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在吉藏的三论教学中，最高的真理是“未曾邪正”的，是“超四句”、“绝百非”的“言亡虑绝”的境界，他所谓的“中道”，也只不过是那种“双遣两边”、“无住无依”的“无得正观”的基本精神。因此，即使是第四重新义二谛合明中道的“非生灭非不生灭”的中道义，也不是绝对的真理，也同样需要否定和超越。如果对它误为实有而产生执着也同样会走向真理的反面。于是，这种否定便被无限地延续下去，在无限的否定中，达至那“一无所住”“一无所依”的无得境界。

六 非真非俗的中道佛性

佛性问题是南北朝时佛教涅槃学说探究和讨论的中心问题。在佛教发展史上，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佛性”一词往往被视为与大乘有宗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与大乘空宗“破而不立”的立场相冲突。实际上，从龙树、提婆一直到鸠摩罗什、僧肇的中观学者，并没有将佛性学说看成特别重要的问题。吉藏生活的时代，正是涅槃佛性学说广为流行的时代，作为三论学集大成者的一代佛门宗师，吉藏对佛性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从中观立场出发，对当时流行的各种佛性说做了批判性的总结，提出了自己的中道佛性说。

（一）正因佛性说

要探究吉藏的佛性学说，检讨南北朝时代围绕着佛性问题所出现的各种殊说异唱，首先就必须对“佛性”的基本含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佛性，又称佛界、佛藏、如来藏等。“佛者觉义”，“性是种子因本义”。所谓佛性，就是指众生的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众生所具有的内在的成佛依据。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基本理解。另外，佛性亦可理解为佛之体性。在印度佛教中，佛性之“性”原为“界”字。《瑜伽师地论》又将“界”字解释为“因义”、“本性义”。可见，将佛性理解为佛之体性也是符合印度佛教本意的。这两种对佛性基本含义的理解，即以因性释佛性和以体性释佛性，成为各种佛性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佛性理论来源于印度佛教，各种有关佛性学说的印度佛教诸种经论的汉译和在中土的传播，是中国佛性理论产生的直接原因。由于印度佛教经论对佛性的解释各异，即使在同一部经论中也往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加之中国佛教各派所依据的典籍各不相同，探讨的角度又互有区别，这许多原因汇集在一起，造成了中国佛性思想无论是在定义的解释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呈现出纷纭杂陈的局面。

首先，各种佛教典籍对“佛性”的称谓不同，异称甚多。如吉藏在《大乘玄论》中说：“经中有明佛性、法性、真如、实际等，并是佛性之异名。何以知之？《涅槃经》自说佛性有种种名，于一佛性亦名法性、涅槃，亦名般若、一乘，亦名首楞严三昧、狮子吼三昧。故知大圣随缘善巧，于诸经中说名不同。故于《涅槃经》中名为佛性，则于《华严》名为法界，于《胜鬘》中名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楞伽》名为八识，《首楞严经》名首楞严三昧，《法华》名为一道一乘，《大品》名为般若法性，《维摩》名为无住实际。如是等名，皆是佛性之异名。”[96]
其次，不仅佛教诸经论对佛性有不同的称谓，而且，这些不同的称谓所蕴含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吉藏于上引书中，在列举了佛性的各种异名之后，紧接着又对这些不同的名称一一加以释义。他说：“平等大道，为诸众生觉悟之性，名为佛性。义隐生死，名如来藏。融诸识性，究竟清净，名为自性清净心。为诸法体性，名为法性。妙实不二故，名为真如。尽原之实故，名为实际。理绝动静，名为三昧。理无所知，无所不知，名为般若。善恶平等，妙运不二，名为一乘。理用圆寂，名为涅槃……”[97]
再次，佛教诸经论常常从不同角度去谈论佛性，例如，从因地谈佛性，而有“因佛性”；从果地谈佛性，而有“果佛性”。这种从不同角度对佛性的理解，又往往成为后来关于佛性问题的各种争论（如本有、始有之争）之重要依据。

吉藏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各种佛性学说纷然杂呈的繁杂局面。在对佛性的释义方面，也就是关于什么是正因佛性这个问题上，吉藏在《大乘玄论》卷三曾介绍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十一家不同见解：

（1）以众生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庄严寺僧旻和招提白琰公等。

（2）以六法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定林寺僧柔。

（3）以心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开善智藏。

（4）以冥传不朽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中寺（小）安法师。

（5）以避苦求乐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光宅寺法云。

（6）以真神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梁武帝和灵味宝亮。

（7）以阿赖耶识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地论师。

（8）以当果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竺道生、白马寺爱法师。

（9）以得佛之理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瑶法师和零根僧正。

（10）以真如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和法师、灵味宝亮。

（11）以第一义空为正因佛性。代表人物是摄论师（北地摩诃衍师）。[98]
吉藏在介绍了关于“正因佛性”问题的十一种主张之后，又进一步将其归结为三类：一是以假实为正因（第1、第2两家），二是以心识为正因（第3—7家），三是以理为正因（第8—11家）。[99]他认为，通观十一家佛性旧说，可以看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主张有一“得佛之理”的存在。因此，不管是“假”、“实”也好，“心识”也好，还是“真如”或“第一义空”等，都是以一定意义的“有”为正因佛性，都是“有所得”，不符合“一切皆空”的“无所得”义理。

那么，吉藏所主张的“正因佛性”是什么呢？《大乘玄论》卷三说：“问：破他可尔，今时何者为正因耶？答：一往对他，则须并反。彼悉言有，今则皆无。彼以众生为正因，今以非众生为正因。彼以六法为正因，今以非六法为正因。乃至以真谛为正因，今以非真谛为正因；若以俗谛为正因，今以非俗谛为正因。故云非真非俗中道为正因佛性也。”[100]吉藏认为，所谓“正因佛性”，既不是“众生”、“六法”，也不是“真谛”或“俗谛”，只有“非真非俗”的“中道”，才是真正的正因佛性。

以“中道”为正因佛性的主张，吉藏自称是继承了河西的涅槃古学。他说：“但河西道朗法师，与昙无谶法师，共翻《涅槃经》，亲承三藏，作《涅槃义疏》，释佛性义，正以中道为佛性。”[101]
吉藏的中道佛性说确实是承自昙无谶和河西道朗的主张，但他并不是机械地因袭，而是将这一学说与“般若无得”的三论学宗旨结合起来，并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将其纳入自己中观佛教的体系之中。

首先，从释义方面看，吉藏认为，佛教诸经论中虽然对佛性的称谓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指“无二之性”的“中道”。在《大乘玄论》卷三“佛性义”一节中，吉藏列举了诸经论中关于佛性的种种异名——法性、真如、实际、如来藏、般若、涅槃等，并一一加以解释，最后，他总结说：“虽有诸名，实无二相。以是故云：名字虽异，理实无二也。”[102]他所说的“无二之理”无疑是指“中道”。

其次，从思想内容方面看，吉藏认为，佛经中所明之佛性，是“非有非无”、“非中非边”的。中道即佛性，佛性即中道。“若了如是中道，则识佛性；若了今之佛性，亦识中道。”他还以《涅槃经·狮子吼菩萨品》为据，证明中道佛性义。吉藏指出，《涅槃经》对佛性的解释，是以“不着空有”、“不着中边”的“中道”为本质的。虽然经中也曾提到“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但若从究极的立场观之，则所谓“智慧”不是别的，它正是“第一义空”的通达无碍之妙用；而“第一义空”亦不是别的什么，它就是“中道佛性”那不住于“空”与“不空”、“非空非有”的平等精神之显现。因此，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所谓“第一义空”、“智慧”等，都是为表不二中道的方便大用。

再次，既然超越有无两边的中道才是正因佛性，为什么不以“非有非无”表正因佛性，而要以“非真非俗”之中道来表正因佛性呢？这是因为，在吉藏看来，“非有非无”仍有可能被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无”，从而不能真正体现三论宗“无住无依”、“平等无待”的无得精神，只有通过进一步否定“有”、“无”、“亦有亦无”以及“非有非无”等所有有所得之见，而达到的“一无所得”的“非真非俗”之“中道”，才是真正的正因佛性。

（二）非因亦非果

关于从“因”、“果”方面对佛性的解释，吉藏首先列举了《涅槃经》中所谈到的因、因因、果、果果四种佛性，然后总结了以往诸师以因果释佛性的三种主张，即其一，认为佛性是因非果，把“佛”、“性”二字都看作因名；其二，认为佛性是果非因，把“佛”、“性”二字皆看作果名；其三，认为佛性既是因又是果，即把“佛”字视作表果，“性”字视为表因。最后，吉藏站在中道佛性的立场上，认为上述这些关于因果佛性的说法，都把因、果分割为二，违背了“平等不二”的中道佛性义，因此都是傍因，不是正因。只有“因果平等不二”的“非因非果”之“中道”，才是真正的“正因佛性”。

首先，吉藏根据《涅槃经》中有关因、因因、果、果果四种佛性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大般涅槃经·狮子吼菩萨品》说：“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即十二因缘；因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果者，即是无上大般涅槃。”[103]
第一，关于因佛性，吉藏说：“所言因者，即是境界因，谓十二因缘也。”[104]也就是说，所谓因佛性，是指十二因缘。它是修行者所必须用智慧观察的“境界”，体悟了这一境界，就能觉悟不二之中道佛性，因此，称十二因缘为因佛性，吉藏称之为“境界因”。

第二，关于因因佛性，吉藏说：“所言因因者，即是缘因，谓十二因缘所生观智也。境界已是因，此之观智，因因而有，故名因因。”[105]意思是说，所谓因因佛性，是指观照十二因缘的智慧。而此观智是因观照十二因缘而生，而十二因缘（境界）已是因，此之观智，因十二因缘而有，所以称为“因因佛性”。

第三，关于果佛性，吉藏说：“所言果者，即三菩提。由因而得，故名为果。”[106]意思是说，所谓果佛性，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是以智慧（因因）观照十二因缘（因）而证得之佛果，因此称为“果佛性”。

第四，关于果果佛性，吉藏说：“所言果果者，即是大般涅槃。由菩提故，得说涅槃以为果果。菩提即是智，涅槃即是断，由智故说断也。”[107]意即，所谓果果佛性，是指大涅槃，它是由菩提之后，进一步达至的断绝一切烦恼与生死患累的境界，是由菩提果而显现之果，故名之为“果果佛性”。

其次，吉藏又根据《涅槃经》中所谈到的另一种关于因果佛性义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将之与前面所述的四种佛性结合起来。他说：“一者‘是因非果’，即是境界因。故经言：‘是因非果，如佛性。’二者‘是果非因’，即是果果性。故经言：‘是果非因，如大涅槃。’三者‘是因是果’，即如了因及三菩提，斯即亦因亦果。望后为因，望前为果。”[108]意思是说，《涅槃经》中所说的“是因非果”，相当于十二因缘之境界因；所言“是果非因”，相当于大涅槃之“果果佛性”；而所说的“是因是果”，则相当于“了因”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因”即观照十二因缘之“智慧”，此智慧以十二因缘为因，而以“菩提”为果，所以为“是因是果”。“菩提”以“智慧”为因，而以“涅槃”为果，所以也是“是因是果”。

最后，吉藏提出，前面所说的因、因因、果、果果，乃至是因非果、是果非因、是因是果等，都不是正因，“非因非果”才是“正因佛性”。

《大乘玄论》曰：“问：先明四句，后说三句，有正因不？答：未有正因。问：若前明四句，后说三句，既并非正因者，未知何者为正因耶？答：前四句所明因果，因是傍因，果是傍果义。所以然者，因则异果，果则异因，岂非是傍义？故先言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皆未是正因。若言非因非果，乃是正因耳。后说三句，是因非果、是果非因、是因是果，皆未名正。若言非因非果，此乃是正……故非因非果，即是中道，名为正因。故以中道为正因佛性。”[109]
总之，中道佛性是超越一切有无、真俗、因果等对立的不二法门，任何基于相对观念对它的描述，都不能道出其中的真谛。其实，从究竟的意义上说，称“非因非果”的“中道”为正因佛性，也只是方便假说，因为真正的佛性无所谓“因”，也无所谓“果”，无所谓“正因”，也无所谓“中道”。吉藏说：“故当有以超然悟言解之旨，点此悟心，以为正因。付此观心，非言可述，故迦叶每叹不可思议也。”[110]
（三）本有与始有

《涅槃经》中对于一切众生是否都有佛性的问题，有正反两方面的论述，而吉藏和其同时代的僧人们一样，都信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问题是，众生是本来就有佛性，还是始有佛性呢？这一佛性“本有”和“始有”的争论，是南北朝时讨论佛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大乘玄论》和《涅槃经游意》等著作中，吉藏曾将当时争论的各家分为三类：第一，本有说，主要指地论师的主张，但也包括其他各家的主张；第二，始有说，代表人物是竺道生；第三，折中说，代表人物是开善智藏和地论师。

对于这三家佛性说，吉藏先以三家义自相难破，指出其“若执本有则非始有，若执始有则非本有”的偏执。然后根据三论宗不落任何定见的中道立场，提出自己“非本非始”的佛性说。

吉藏认为，若主张佛性本有，则如始有论者所指出的，是卖乳索酪价，卖马索驹值；又真神力大，何故住烦恼中而不得出，而待修道断惑方得出耶？若主张佛性始有，始有是作法，作法无常，非佛性也。若主张佛性本有于当，本有有始有，则本有是常，始有是无常，常法中有曾有今，则又成无常，非本有义；反之，若主张始有于本有，则本有是常，常法中无始有义。

吉藏既反对“本有”说，又反对“始有”说，并且对“本有于当”的折中说也提出了批判，那么，他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今一家相传，明佛性义，非有非无，非本非始，亦非当现。故（维摩）经云：但以世俗文字数说故，说有三世，非谓菩提有去来今。以非本非始故，有因缘故，亦可得说故。如《涅槃经·如来性品》明佛性本有，如贫女宝藏。而诸众执教成病，故下文即明始有。故知佛性非本非始，但为众生说言本始也。”[111]在吉藏看来，佛性是“非本非始”的中道，是不可言宣的不二法门。《涅槃经》中虽然有关于佛性“本有”或“始有”的说法，但那只是为教化众生的方便教说，而后人不明究竟，于是“执教成病”，“各执一文，不得会通经意”。

问：若言佛性非本始者，以何义故说本始？答：至论佛性，理实非本始。但如来方便，为破众生无常病故，说言一切众生佛性本来自有，以是因缘，得成佛道。但众生无方便故，执言佛性性现相常乐。是故如来为破众生现相病故，隐本明始。至论佛性，不但非是本始，亦非是非本非始。为破本始故，假言非本非始。若能得悟本始非本始，是非平等，始可得名正因佛性。”[112]

既然佛性非本非始，为什么《涅槃经》中又有本、始之说呢？针对这一提问，吉藏回答说：《涅槃经》说佛性本有，乃是因为看到众生执持“无常”偏病，而对成就佛道丧失信心。有感于此，经主乃广说一切众生本来自有佛性，以此本有佛性为因缘，最终都能得成佛道，这本是为对治众生无常之病的方便说。而众生执方便为实有，以为佛性是指“性现相常乐”的实有本体，于是，《涅槃经》乃“隐本明始”，说佛性在众生为“始有”，即众生本自不具，而经过修行以后将来当有，这也是为对治众生“现相病”的方便之说。因此，吉藏得出自己的结论：“至论佛性，不但非是本始，亦非是非本非始。”它是超越一切相对的、不可言诠的“不二中道”。

总之，吉藏的佛性理论，自始至终都体现着般若无得的精神。究极而论，一切法都不可得，佛性亦然。因此，论及佛性，不能说是真是俗、是因是果、是本是始。“至论佛性，不但非是本始，亦非是非本非始。”它是超越一切相对的、不可言诠的不二中道。至于经中说因佛性、果佛性、本有佛性、始有佛性等，以及吉藏本人对佛性的“非真非俗”、“非因非果”、“非本非始”之表述，都只不过是为对治众生偏病的方便教说罢了。

七 吉藏的《华严游意》

吉藏除了宣讲“三论”之外，也宣讲多种“经”，比如《法华》《华严》《涅槃》《维摩》等，同时也写作了不少解释这些“经”的著作。这是吉藏弘扬三论学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用三论宗的思维模式来解释这些经典，是借用不同的经典来宣扬三论宗的思想。我们分析吉藏对《华严经》的研究，就可以看到吉藏这种研究工作的内容、性质和目的。

吉藏讲过几十遍《华严经》，且有这方面的著作。吉藏曾“别置普贤菩萨像，帐设如前，躬对坐禅，现实相理”[113]。对普贤的崇拜源自《华严经》，吉藏面对普贤所“观”（思考）的“实相”之理，却是三论宗主要理论“中道实相”之理，与《华严经》的理论毫无关系。吉藏研究《华严经》的代表作是《华严游意》，由此可以看出三论宗人对《华严经》的看法。

《华严游意》是吉藏在扬州慧日道场所述，作于隋开皇末年（600），一卷。在该文开头，吉藏简要叙述了三论系僧人宣讲《华严》的历史，表明他作该文具有总结三论宗人华严学的集大成性质。然后概括《华严经》的主要内容，认为“然此经义，正开二佛、两教门、净土、三十（千）心、十地等”，而《华严游意》仅“略明净土义”。关于“净土义”可以分为四项内容：一化主，指《华严》所崇奉的佛，具体指释迦佛和卢舍那佛；二化处，指佛所教化的地方，具体指莲花藏世界和娑婆世界（现实世界的代名词）；三教门，指对佛所说教法的分类判释，具体指三乘教或一乘教，半教或满教；四徒众，指佛的信徒，具体指声闻和菩萨。《华严游意》则仅辨四项内容中的“化主”一项。

《华严游意》全篇正文围绕“以此经为是释迦所说耶，为是舍那所说耶”这句问话展开，集中论证释迦佛与卢舍那佛的关系。其所以要围绕这句问话，是因为“兴皇（法朗）大师开发初即作此问，然答此之问，便有南北二解”。法朗有此问，可见解决释迦与卢舍那关系问题的重要；“有南北二解”，则是在批判各种异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吉藏的理念多在论战中产生，他的观点也是在反驳相互对立的各种观点中提出来的。《华严游意》也保持着这种风格，先列异解，分别反驳，最后提出自己的结论。

按照吉藏的介绍，南方论师的见解是：佛的全部教法分为顿、渐和无方不定三类，都是释迦的说教，所以《华严经》也是释迦所宣讲。从这个角度观察，释迦与卢舍那不是“异”，而是“一”。北方论师的见解是：共有三佛，一法身佛，无形无体，无行无作，无言无说，自然没有一部具体的经是该佛所宣讲；二报佛，即报身佛，佛自身应具有的特定形体和状态，具体指卢舍那佛，《华严经》即为该佛所宣讲；三化佛，即化身佛，为满足众生信仰需要而示现的佛身，形象可以有多种，这里具体指释迦佛，《涅槃》《般若》等经为该佛所宣讲。从这个角度观察，释迦和卢舍那不是“一”，而是“异”，“舍那为释迦之报，释迦为舍那之化”。

吉藏在反驳双方的见解过程中，旁征博引，找出许多经典依据，而且对每个问题都涉及许多方面，表面上看来很复杂，实际上运用的方法却很简单。他首先站在北方论师的立场上反驳南方论师的观点，指出释迦与卢舍那不是“一”，这叫作“借北异弹南一”。但他并不同时肯定北方论师的观点，而是又反过来站在南方论师的立场上反驳北方论师的观点，指出释迦与舍那不是“异”，这叫作“借南一破北异”；同样，他也并不肯定南方论师的观点正确。

通过这样的反驳，在达到“既斥南北一异，两家皆非”之后，便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吉藏论证的方法是“四句皆非”，所谓“四句”，指释迦和舍那是一，是异，亦一亦异，非一非异。也就是说，从一和异两方面立论，无论是肯定回答还是否定回答，都是不对的（非），此即为“四句皆非”。但是，“非四句而不失四句，因缘无碍也”。这是说，认识两佛的关系，既不能用“四句”，又不能离开“四句”，正确的认识应在把握“因缘”方面。由此他得出结论：“不得言一，不得称异。不得言一，亦得因缘一；不得称异，亦得因缘异。故非一非异，亦得因缘一异。”

何谓“因缘”？这就涉及三论宗的核心理论——“中道实相”。吉藏在《中论·因缘品疏》中说：

一者因缘是空义，以因缘所生法即是寂灭性，故知因缘即是空义；二者因缘是假义，即无自性故不得言有，空亦复空故不得言空，为化众生故以假名说，故因缘是假义；三者因缘是中道义，即此因缘离于二边，故名为中道。

“得因缘”即是符合中道实相之理。对两佛关系不说一异等“四句”，就是获得“因缘四句”（中道实相）。在吉藏看来，释迦和卢舍那的真正关系具有不可知性，任何名言概念，包括一异都不能如实表达，所以只能通过“非四句”的方式达到符合“因缘四句”，所谓“非一非异，亦得因缘一异”。

综观吉藏的论证，他先把要反驳的各种观点归纳概括为相互对立的两方面，然后分别予以否定，再运用三论宗的特有思辨方式，得出符合中道实相说的结论，这个结论总是套在“非四句亦不失四句”的模式中。吉藏的《华严游意》，实际上是借《华严经》而游三论之意，是用三论宗的理论改造华严经学。

第五节 吉藏门人与三论宗的衰落

一 吉藏门人

《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曾评论吉藏说：“御众之德，非其所长”，这一评论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在吉藏之后，其门下并没有涌现出能够光大三论宗的优秀人才，以致三论宗在很短的时间内迅即衰落。下面，我们把吉藏的主要弟子慧远（兰田悟真寺）、智拔、智凯、智实、智命、慧灌等作一简要介绍。

慧远（597—647），是《续高僧传·吉藏传》中所提到的唯一的吉藏弟子。其中说：“慧远树绩风声，收其（指吉藏）余骨，凿石瘗于北岩，就而碑德。”[114]又说：“慧远依承侍奉，俊悟当时，敷传法化，光嗣余景。末投迹蓝田之悟真寺，时讲京邑，亟动众心。”[115]唐朝惠详所著的《弘赞法华传（卷三）·释慧远传》对此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文中称慧远10岁投吉藏出家，受具足戒后开讲《法华经》，并自作章疏。晚年居住在蓝谷（今陕西省蓝田县），继续讲说《法华经》，“频有灵感”。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圆寂。

智拔（573—640），《续高僧传》卷十四《智拔传》载，俗姓张，襄阳人氏，“幼年清悟，雅好道法”，6岁出家，先师从润法师，后就学于哲法师。“初诵《法华》，日通五纸”，对《法华经》有独到的见解和领悟，并受到吉藏的赞许。后南返荆襄，专弘《法华》之学。

智凯（？—646），《续高僧传》卷十四有传，姓冯，丹阳人，幼时听吉藏讲说《法华经·火宅品》而有所感悟，遂“诣藏出家”。因“身相黑色，故号乌凯”。13岁时，就能复述吉藏所讲说的佛教经论，纵横开阖，不拘检约。跟随吉藏住在会稽嘉祥等寺，“门人英达，无敢右之”。等到吉藏进入京城之后，智凯才回到静林寺“聚徒常讲”。吉藏圆寂后，智凯继续在浙江各地弘法。唐武德七年（624），“剡县（今浙江省嵊县西南）立讲，听徒五百。贞观元年（627），往余姚县小龙泉寺，常讲《三论》《大品》等经，誓不出寺，胁不亲席，不受供施”。“至十九年（645），齐都督请出嘉祥，令讲三论，四方义学，八百余人，上下僚庶，依时翔集，用为兴显。百有余日，日论十人，答对冷然，消散无滞”。贞观二十年（646）七月二十八日，“依常登座，手执如意，默然不语，就殓已终”。

在吉藏的弟子中，还有一位同名的智凯。《续高僧传》卷三十一载，俗姓安，江表杨都人，家世大富，及至学年，跟随吉藏学习三论。三论宗有关初章、中假、复词等深奥难懂的义理，普通学人皆“苦其烦拏，而凯统之，冷然顿释”。但是，当吉藏入京以后，智凯却“义业通废，专习子史”，后来专以念唱为业，成为著名的唱导师。

《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智实传》记载了长安大总持寺的智实（601—638），曾与吉藏有过些许因缘。智实俗姓邵，雍州万年（属今陕西省）人，幼年即显露出对佛法的兴趣和领悟，“童稚儿聚，谲诡超异，预有谈论，必以佛理为言”。智实11岁出家，住大总持寺，对于《涅槃经》《摄论》《俱舍论》《阿毗昙》等经论，他都能“镜其深义，开其关钥”，而且“思力坚明，才气雄毅”。唐武德元年（618），秦王李世民邀请慧乘、道宗、辩相三大法师以及“京邑能论之士二十余僧，在弘义宫通宵法集。实年十三，最居下座。上（指秦王）命令对论，发言清卓，惊绝前闻。新至诸僧，无敢继响”。秦王及诸王交口称赞，认为他以后必当“绍隆三宝”。智实天生异禀，眉间长有数寸长的白毫（眉间白毫是佛陀三十二相之一），吉藏曾“摩其顶，捋其毫曰：子有异相，当蹑迹能仁。恨吾老矣，不见成德！”时年吉藏已年近七十，智实年方十三，能有缘相见，已是难得，至于智实后来是否师从吉藏则不可知。不过，从他擅长的经论来看，他好像不是三论宗人。

《续高僧传》中记载的另一位吉藏弟子是智命。智命，俗姓郑，荥阳人。早年官拜隋羽骑尉，大业初年拜见仆射杨素，受到杨素的赏识，后来得到杨素的提拔，官至五品。隋皇泰初年（618），升为御史大夫。智命多年来一直信受佛法，任羽骑尉时，就曾“逃官流俗，备历讲会，餐寝法奥”，后来更“游听三论、法华，研味积年，逾深信笃”。《续高僧传》中提到，智命曾经从吉藏法师听讲，所学《三论》《法华》应当是传自吉藏。时当隋末唐初，天下大乱，智命“弊斯纷梗，情慕出家”，并“频请郑王（王世充）为国修道”。智命的出家请求被王世充拒绝后，他便“夜则潜读方等，昼则缉理公政”，不顾可能受到的惩罚，一门心思只想着剃度。四十天后，终于与妻子一起互相剃发，私自出家，并对妻说：“吾愿满矣。”郑王“不胜愤怒，下敕斩之”。智命闻听，喜曰：“吾愿又满矣。”临刑之时，智命“遍礼十方，口咏《般若》，索笔题诗曰：幻生还幻灭，大幻莫过身；安心自有处，求人无有人”。

二 吉藏的贡献与影响

吉藏一生创宗立说，著述巨丰，广设讲席，盛弘三论。他所创立的三论宗佛学思想，以及宗重《般若经》的风格，保留了印度大乘中观学说的传统精神，对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关于般若中观学说的错误理解做了批判与澄清，对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特别是禅宗、华严宗、唯识宗等的成立和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括起来说，吉藏对中国佛学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创宗

自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译介、弘传三论以来，一直到“摄岭诸师”复兴三论之学，虽然也曾掀起研习三论学的高潮，但却始终没能形成真正的佛教宗派。到了吉藏时代，由于他的努力，才实现了从三论学到三论宗的转变，创立了中国佛教最早的佛教宗派之一的三论宗。吉藏以印度大乘中观学派的中土继承者自命，以继承和发扬关中鸠摩罗什、僧肇及“摄岭诸师”以来的三论学传统为己任，在思想深处存有鲜明的三论学统观念。他争强好辩，广破异说，树立了自宗的权威，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并得到了隋、唐两代统治者的敬重和支持。他著书立说，为“三论”作了注疏，并对“三论”的核心义理作了系统的阐发，为三论宗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著述

吉藏学识渊博，勤于著述。现存他所著的二十六种著作，是中国佛教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博览群书，著述时又喜欢广征博引，在他的著作中保存了很多重要的佛教资料。印顺《三论宗史略》说：“祥师每于讲学之余，关于三论之经论，一一著述。其著作中多引三论宗祖如罗什、僧肇、僧叡、兴皇朗等之语句，为集三论宗之大成者。嘉祥之著作，不但只为本三论宗所重，而在整个佛教中，亦甚重要，因为祥师的著述，都是网罗从晋魏以至当时的学说，无不研究与批评。吾人今日苟欲研究探索晋魏以降南北朝时代的佛教，舍嘉祥大师著作，难有资料可取。祥师著述之丰富，在当时有‘嘉祥文海’之美称，于此可想见其伟大也。”[116]如他的《百论疏》里所引用的僧叡《成实论序》中，就保存了有关马鸣、龙树年代的珍贵资料。

（三）弘法

吉藏一生广设讲席，盛弘三论。他讲《三论》一百余遍，《法华》三百余遍，《大品》《智论》《华严》《维摩》各数十遍。他所创立的三论宗佛学思想，博大精深，保留了印度中观学说的传统精神，对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关于中观学说的一些错误理解做了批判和澄清。

（四）影响

吉藏一生致力于破邪，扫荡了当时佛教界的一些流行看法，如《成实论》是大乘经典、《般若经》是不了义经等。他所创立的三论宗佛学思想以及盛弘三论、宗重《般若经》的风格，对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特别是禅宗、华严宗、唯识宗等的成立与流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三论宗盛极而衰的原因

吉藏圆寂以后，三论宗盛极而衰。考之三论宗衰落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曾批评吉藏没有“御众之德”，故藏师寂后，继起无人，虽然吉藏门下也有弟子慧远（兰田悟真寺）、智拔、智命、智实、智凯（嘉祥寺）、慧灌等人，但没有出现能够绍隆其说的优秀人才。其二，吉藏的三论学说偏于义理，忽略行持。其三，时新宗突起，如天台、唯识、华严大盛，三论遂受冷落。其四，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玄风极盛，三论遂乘时而起，至唐时尊重儒术，社会思想界亦由崇玄远而趋实际，三论学遂趋于式微。其五，受禅宗的影响。禅宗独盛之后，许多三论大师转而归入禅宗（如元康），这也是唐代三论所以不盛的重要原因。到唐会昌灭佛之后，三论宗在中国彻底消亡了。

直到20世纪初叶，有中国近代佛教之父的杨文会从日本寻回了散佚已久的三论宗典籍，绝响千年的三论学才得以重回故里。

四 三论宗在日本的传播

三论宗虽在中土迅即衰微，但吉藏的弟子慧灌将之传入日本，并在日本传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日人师炼《元亨释书》卷一《慧灌传》记载：“释慧灌，高丽国人。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论之旨，推古三十有三年乙酉春正月，本国贡来，敕住元兴寺。其夏，天下大旱，诏灌祈雨，灌着青衣，讲三论，大雨便下。上大悦，擢为僧正。后于内州创井上寺，弘三论宗。”慧灌是高丽人，是嘉祥吉藏的弟子，他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从朝鲜来到日本，后大弘三论，是日本三论宗的传播之始。因此，慧灌被认为是日本三论宗的第一代传人。村上专精在其所著《日本佛教史纲》中说：“在慧灌僧正以前传入日本的佛教虽然不清楚其宗派，但据当时中国、三韩的情况来推测，大部分应属于三论、成实二宗。到慧灌僧正讲演‘三论’的时候，才可以说日本开始有了一个佛教宗派。因此，三论宗是日本有佛教宗派的开端。”[117]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佛教所谓的“宗”与中国佛教的“宗派”是有区别的，南北朝时产生于中国的佛教各家师说，如成实、俱舍，传到日本后，都一概被称为“宗”。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村上专精这段话的意思，他说的是，在慧灌之前，日本虽然已经有三论学和成实学的传入，但作为真正的佛教宗派，慧灌所传入的三论宗是第一个。也就是说，慧灌不仅是日本三论宗的第一人，而且也是日本创立和传播宗派佛教的第一人。

慧灌的门人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福亮。据《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记载，福亮是慧灌的弟子，曾出任僧正，据说他本是中国吴人，到日本后出家为僧，曾师从慧灌学习三论。据《元亨释书》卷一《智藏传》称：“释智藏，吴国人，福亮法师俗时子也。谒嘉祥，受三论微旨。入此土，居法隆寺，盛唱空宗。白凤元年为僧正，道慈、智光皆藏之徒也。”[118]智藏被称为日本三论宗的第二代传人。

日本三论宗的第三代传人是道慈。据载，道慈从智藏学习三论，曾留学中土十五年，向吉藏门人硕法师的弟子元康学习过空宗义旨，他兴趣广泛，经律论多有涉猎，尤善三论，养老初年回到日本，后住大安寺，盛弘般若三论。《续日本纪》载：“大宝元年，随使入唐，涉览经典，尤精三论。养老二年归朝。”道慈于圣武天皇天平十六年（744）圆寂。其著有《愚志》一卷，将日本佛教和唐朝的佛教做了比较，感叹日本佛教的落后和弊端。他还在奈良参考长安的西明寺营造大安寺，并在大安寺转读《大般若经》，以护寺镇国，为日本佛教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日本三论宗形成于公元7世纪，公元8世纪时，由于道慈等的融会新说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到公元8世纪后期，日本三论宗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和成果。

智光、礼光同住元兴寺，都师从智藏学习三论宗，是日本三论宗元兴寺派的著名代表。据传，他们建立了仙光院，传布三论宗，崇奉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信仰，创立了极乐房，并安置有西方极乐依正图，即所谓“智光曼荼罗”。智光的著作很多，有《般若心经述义》《净名玄论略述》《大般若经疏》《中论疏记》《初学三论标字义》《无量寿经论释》《观无量寿经疏》等。

智光、礼光之后，有弟子灵睿、药宝等续传其学，此派以元兴寺为中心，所以被称为“元兴寺派”。道慈传于善议，善议再传安澄、勤操，以大安寺为中心弘传三论，故被称为“大安寺派”。



[1]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藏》第55册，第59页。

[2] （唐）元康：《肇论疏》，《大正藏》第45册，第163页。

[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4页。

[4] （隋）吉藏：《中观论疏》，《大正藏》第42册，第29页。

[5] 同上书，第183页。

[6] 龙树：《十二门论》，《大正藏》第30册，第159页。

[7] （后秦）僧肇：《不真空论》，《大正藏》第45册，第152页。

[8] [日]安澄：《中论疏记》，《大正藏》第65册，第94页。

[9] 汤用彤：《摄山之三论宗略考》，《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10] 廖明活：《嘉祥吉藏学说》，（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4—15页。

[11]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大正藏》第45册，第36页。

[12] （唐）湛然：《法华玄义释鉴》卷十九，《大正藏》第33册，第951页。

[13] 汤用彤：《摄山之三论宗略考》，《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14] [日]安澄：《中论疏记》，《大正藏》第65册，第22页。

[1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法朗传》，《大正藏》第50册，第477页。

[16] （唐）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0页。

[17] （隋）吉藏：《胜鬘经宝窟》，《大正藏》第37册，第5页。

[18] （隋）吉藏：《净名玄论》卷三，《大正藏》第38册，第381页。

[19]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二，《大正藏》第42册，第32页。

[20] （隋）吉藏：《法华玄论》卷四，《大正藏》第34册，第391页。

[21] （隋）吉藏：《百论疏》，《大正藏》第42册，第234页。

[22] （隋）吉藏：《百论疏》，《大正藏》第34册，第637页。

[23] （隋）吉藏：《百论疏》，《大正藏》第42册，第123页。

[24] （隋）吉藏：《百论疏》，《大正藏》第38册，第232页。

[25] [日]前田慧云：《三论宗纲要》，朱元善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4页。

[26] （隋）吉藏：《法华游意》，《大正藏》第34册，第639页。

[27] （隋）吉藏：《百论疏》，《大正藏》第42册，第234页。

[28] （隋）吉藏：《三论玄义》，《大正藏》第45册，第7页。

[29] 同上书，第15页。

[30] （隋）吉藏：《二谛文》，《大正藏》第45册，第108页。

[31] 同上书，第88页。

[32] （隋）吉藏：《大乘玄论》，《大正藏》第45册，第16页。

[33] （隋）吉藏：《百论疏》卷上，《大正藏》第42册，第232页。

[34] （隋）吉藏：《大乘玄论》，《大正藏》第45册，第19页。

[35] [日]前田慧云：《三论宗纲要》，朱元善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4页。

[36]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十，《大正藏》第42册，第160页。

[37] （隋）吉藏：《法华玄论》卷三，《大正藏》第34册，第382页。

[38] （隋）吉藏：《胜鬘经宝窟》卷一，《大正藏》第37册，第6页。

[39] （隋）吉藏：《仁王般若经》卷上，《大正藏》第33册，第315页。

[40] （隋）吉藏：《仁王般若经疏》卷上，《大正藏》第33册，第315页。

[41] 《大正藏》第45册，第3页。

[42] （隋）吉藏：《三论玄义》，《大正藏》第45册，第5页。

[43] （隋）吉藏：《净名玄论》卷四，《大正藏》第38册，第875页。

[44]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一，《大正藏》第42册，第8页。

[45] （隋）吉藏：《法华游意》，《大正藏》第34册，第634页。

[46] 同上书，第634—635页。

[47] （隋）吉藏：《三论玄义》，《大正藏》第45册，第5页。

[48] 廖明活：《嘉祥吉藏学说》，（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01页。

[49] （隋）吉藏：《三论玄义》，《大正藏》第45册，第1页。

[50] 同上。

[51]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五，《大正藏》第45册，第69页。

[52] （隋）吉藏：《三论玄义》，《大正藏》第45册，第12页。

[53]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一，《大正藏》第42册，第16页。

[54] （隋）吉藏：《百论疏》卷上，《大正藏》第42册，第234页。

[55] （隋）吉藏：《三论玄义》，《大正藏》第45册，第7页。

[56] （隋）吉藏：《法华游意》，《大正藏》第34册，第639页。

[57]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一，《大正藏》第42册，第8—9页。

[58] 《大正藏》第45册，第88页。

[59] （隋）吉藏：《二谛义》卷下，《大正藏》第45册，第108页。

[60] 《大正藏》第45册，第15页。

[61] （隋）吉藏：《二谛义》卷下，《大正藏》第45册，第108页。

[62] 同上书，第88页。

[63] （隋）吉藏：《二谛义》卷上，《大正藏》第45册，第86页。

[64] （隋）吉藏：《二谛义》卷上，《大正藏》第45册，第90—91页。

[65]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15页。

[66] （隋）吉藏：《二谛义》卷上，《大正藏》第45册，第91页。

[67] （隋）吉藏：《十二门论疏》，第184页。

[68] 同上。

[69]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15页。

[70] 《中论·观四谛品》，《大正藏》第30册，第33页。

[71] 同上。

[72] （隋）吉藏：《大乘玄论》，《大正藏》第45册，第232页。

[73] （隋）吉藏：《大乘玄论》，《大正藏》第45册，第25页。

[74] 同上。

[75]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二，《大正藏》第42册，第20页。

[76]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二，《大正藏》第42册，第21页。

[77]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19页。

[78] 同上书，第25页。

[79]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二，《大正藏》第42册，第31页。

[80]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一，《大正藏》第42册，第9页。

[81]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五，《大正藏》第45册，第55页。

[82]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19页。

[83] （隋）吉藏：《净名玄论》卷一，《大正藏》第38册，第855页。

[84]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16页。

[85] （隋）吉藏：《二谛义》，《大正藏》第45册，第108页。

[86] 同上书，第19页。

[87]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二，《大正藏》第42册，第20页。

[88] （隋）吉藏：《中观论疏》卷二，《大正藏》第42册，第16页。

[89] （隋）吉藏：《二谛义》卷下，《大正藏》第42册，第108页。

[90] （隋）吉藏：《三论玄义》卷下，《大正藏》第45册，第14页。

[91] 同上书，第27页。

[92]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二，《大正藏》第45册，第27页。

[93] 同上。

[94]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二，《大正藏》第45册，第27页。

[95]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二，《大正藏》第45册，第27页。

[96] （隋）吉藏：《大乘玄论》，《大正藏》第45册，第41页。

[97] 同上书，第41—42页。

[98]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大正藏》第45册，第35页。

[99] 同上书，第35—36页。

[100] 同上书，第37页。

[101] 同上书，第35页。

[102]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大正藏》第45册，第42页。

[103] 《大般涅槃经》，《大正藏》第12册，第524页。

[104]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大正藏》第45册，第37页。

[105] 同上。

[106] 同上。

[107] 同上。

[108]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大正藏》第45册，第37—38页。

[109] 同上书，第38页。

[110] 同上书，第39页。

[111]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大正藏》第45册，第39页。

[112] （隋）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大正藏》第45册，第39页。

[113]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吉藏》，《大正藏》第50册，第513页。

[114] （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115] 同上书，第195页。

[116]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47册《三论宗之发展及其思想》，（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117] [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页。

[118] ［日］师炼：《元亨释书》卷一，《大藏经补编》第32册，第173页。


第五章 三阶教

信行（540—594）所创的三阶佛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三阶教与净土宗思想基础相似，命运却迥异，它曾遭隋唐朝廷四次禁限，终致湮灭，然而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却可以和许多派别相提并论。[1]
第一节 创立与初禁

隋代佛教汇融南北的义理与禅观，开始创宗立派，迎来了中国佛教成熟期。隋唐宗派中最早的天台与三论宗，其实都与三阶教相伯仲，均由南北朝佛教潮流发展而来。天台与三论都多源于南方，而三阶则主要源自北方。

一 教主信行

三阶教是信行创立的。信行是北朝至隋时僧人，一生活动于北方豫晋与京城大兴。他提出了独特的佛教主张，设定独特的修行方法，撰写了大量三阶教经典，设立无尽藏为财政运作方式。其佛学观念基于末法观念，讲对根起行，以时勘教若以病验人，所撰经典是对大乘经典的有意识抄集。修行方法有特定的六时与相续礼忏规制，学常不轻菩萨拜俗人，具有印度佛教原本倾向。隋唐时多有门人弟子追随，以三阶立寺建院也不少。凡此种种，无论在佛教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其身后有僧邕继承，领导着三阶教的僧人，但是其后诸师在理论与实践方式上并无多少建树，所以信行在三阶教的地位绝对重要，是当之无愧、开宗立派的大师。前此日人的研究也都将信行作为研究三阶的重头戏。以下，即结合创立三阶的关键转折点，对信行的生平作一叙述。

（一）信行出身

信行生于东魏兴和二年（540），卒于隋开皇十四年（594），54岁。[2]本姓王，魏州卫国人[3]，或曰魏郡人（《续高僧传》）[4]。《塔铭碑》的“俗世豪宗，茂叶于九区之上。释门贵种，盘根于三界之中”应是赞颂之词，并非出身豪贵的确据。而且，从其童年泣牛等事来看，似应出身较低社会阶层。

信行资料有生前自述文字，含在他撰述的《大乘无尽藏法》（原题《信行遗文》）中[5]；其圆寂后门徒所立的塔铭碑、唐道宣《续传》中本传、越王李贞撰《兴教碑》（僧圆照曾收集过信行碑表集三卷，可惜无存）虽然还不够详尽，但已可知其生平大貌，并可推论分析他创立三阶佛法过程等情况。

《续传》与《冥报记》中有其出生得于神力或观音之助说，或是后来追附。

信行童年就表现出慈悲与聪慧的特征。年仅4岁时，见牛车陷泥沼中难出，他竟然哭泣悲伤。《释氏蒙求》中“信行泣牛、昙猷扣虎”即此。[6]《续传》等还记其8岁巧妙答问。但关于他出家等的情况，仅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有语焉不详句：

少而落采，博综群经。

据僧传等材料类比，此处“落采”是出家之义，与“落发”略同。信行无疑少年出家，但他8岁仍在家中，所以《释氏蒙求》称其4岁出家必不成立。由此可论其出家约在9岁或更晚。

从信行一生撰述来看，他对佛教经典确实下过功夫。藏经内相当一部分是其立宗与撰集经典的基础。结合《塔铭碑》中“誓欲洞达十二之文，和会百家之说”，费长房说其少年“博综群经”应属不误。因为大乘佛典分为十二种，佛学流派学说纷纭，可比战国百家诸子。信行对佛教典籍切下“洞达、和会”的苦功，是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但是他阅藏通经的目的或追求何在呢？

信行自述说17岁就开始寻找善知识，这是很给力的一个说明。他的寻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师访尊、请益求教，而是寻找志同道合——教义佛学上能共同行事的僧俗人士，结果三十二年仅得四人，能够顿舍身命财行无尽藏法。尽管此言为多年后，即开皇七年追述[7]，但对了解其创教开宗过程很有意义。信行特立独行的佛教观念行为至少从17岁就萌发了。此后信行经历了寻师与舍戒的复杂风波，信徒追随他礼拜影塔、学常不轻菩萨拜俗人等，开皇三年至七年（583—587），与所寻得四善知识行无尽藏事等。[8]所以，至少可以将其17岁——北齐天保六年（556）作为其草创开教的起点。

关于信行创教后的事迹，各种材料的事与时仍不明朗且有抵牾处。但可知的至少有礼拜影塔、礼拜道俗、曲折的师承、舍戒风波，及行无尽藏、上书与入京等。

（二）舍戒与师承

信行舍戒，其实是他创教中的大事，在佛门内部引起很大影响，当时“四远英达”上门诘问，结果是很多人听其阐释，反而师从于他，“禀为父师之礼也，未拘于法岁”。舍戒必是受具足戒之后，受戒又与师承相关。现知信行的师承较奇。由于本传不载，很多学者从宽泛角度对信行师承作了探讨。但慧瓒传里明说他不受求师礼，指其弟子明胤为信行师。信行舍戒师承等事，在僧传等材料中俱列，但语焉不详，时序先后亦颇有矛盾不一之处。

受具足戒后再舍去，是非常少见的特殊举动。若是僧人不守戒律、为所欲为而近俗，或已破戒，则不得不舍。但如信行这样舍戒而不近俗，只图做沙弥劳役者，确实稀罕，虽然类似情况并非绝对没有。[9]“与先旧德解行弗同”，所以导致四方高僧多来质询。而《三宝纪》与《续传》明言，信行为彻底行菩萨行，舍去声闻戒；并宣扬实行其独特的宗教观。《续传》说：

……未全声闻，兼扬菩萨……后于相州法藏寺，舍具足戒，亲执劳役，供诸悲敬，礼通道俗单衣节食，挺出时伦。冬夏所拟偏过恒习。故四远英达者皆造门而诘问之。行随事直陈，曾无曲指。诸闻信者莫不顶受其言。通舍章疏从其化及。禀为父师之礼也。未拘之以法岁。

此事何时发生呢？或以为是开皇六年（586）。因舍戒在相州法藏寺，唯有一条题记涉此法藏寺，即李盛铎原藏敦煌写经（卖至日本兵库县西尾家族，现藏大阪杏雨书屋）《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题记“大隋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四月十五日在相州法藏寺撰”[10]。西本照真由此推论信行开皇六年舍戒。不过依此仅为一种可能，该题记仅说撰于法藏寺，未自称法藏寺僧。此事在开皇六年恐失之过晚。开皇三年、七年其自述都称相州光岩寺僧，若此，则信行舍戒年余，开皇七年上书时仍为“沙弥”身份，两年后赴长安仍此。另一种可能是，信行舍戒后又曾拜师，即舍戒前后两度拜师。一般而言，少小出家者，至20岁成年可受具足戒，其后可以舍戒。信行17岁就形成独特意识，受具后舍戒确也符合其创教过程中举动。信行追随慧瓒“重斯正业，从受十戒”，应是舍戒后再次寻师，舍戒与悲敬、礼通道俗都应是其草创立宗的表现。其时段跨度约在北齐，《塔铭碑》言其弟子追随已二十余载，依信行舍戒时得受一批弟子，则可推到北齐武平年间（570—574）。

信行师承见于《续传·慧瓒》而非其本传。信行追随慧瓒希望拜师，慧瓒却没有首肯，只授意其弟子明胤代为其事，所以，信行实受业于明胤。但慧瓒与信行较一般师祖与徒孙关系更紧密。此中难解怪异处，应关乎信行舍戒事。

沙弥信行，重斯正业从受十善，瓒不许之，乃归瓒之弟子明胤禅师，尊崇行法，晚还邺相方立部众。[11]

这里沙弥身份，“重斯正业、从受十善”，明显符合信行舍戒后状况，否则何用“重斯正业”。信行17岁出家（566），比慧瓒还要早十年。很难想象信行一直是沙弥直到近30岁才追寻慧瓒。如果依此，信行初受具足已年近而立，开皇六年“晚还邺相，方立部众”时才舍戒，不太合情理，也不利开宗创教。总之，信行成年受具，舍戒后再追求师承，较符合其草创立教过程。

信行舍戒后以沙弥身求拜师慧瓒于何时，仍然莫解。日本道端良秀曾考为开皇元年至三年之时，[12]而西本照真则认为是慧瓒赴南朝陈（577）之前，[13]笔者则以为应在其后。[14]
虽然塔铭碑与僧传都未涉师承，但僧传载纪渊源确切：慧瓒—明胤—信行。正如汤用彤所指出，三阶教虽兴于隋，然实北朝流行信仰所产生之结晶。如末法时代说、时阶根机教义与复位戒之行、施立无尽藏等莫不如此。慧瓒颇显以戒为主、以律治众，修禅入定且住兰若行头陀，与三阶行止有些相关；有趣的是徐文明指称净土道绰与三阶信行皆师出慧瓒，然而净土三阶相视若仇寇，其间关系或可深思。[15]
此外，西本照真还在师承图中将道凭、灵裕、静渊一系划为信行师承的辅线，且以虚线连接灵裕与道凭。[16]丁明夷曾说信行以道凭为师、与灵裕有同门之谊，全无根据。[17]而李裕群认为信行与道凭、灵裕、僧稠一系都有密切关系，说涉过宽。[18]东魏裂出寺僧由洛迁邺，北齐初年邺都大寺林立，讲席迭出。地论系高僧从慧光、法上、道凭；再接灵裕、静渊、智正、智俨；其间灵裕着意末法时序及礼忏拜佛，虽然所著未传，但所造大住圣窟内外刻经，却有贴近于信行的教说，所以，灵裕确可作为信行的先导师渊之一。

（三）宣教

信行创立三阶佛法，实在来说，并无鲜明的标志起点。由上述可知从17岁（555）寻善知识，或为草创之始。开皇三年至七年施无尽藏法，三阶教似已创立。开皇九年（589）时，信行得朝中大臣高炯荐推而入京，是三阶教发展壮大的标志。其宣扬的佛法得到国家承认。虽然信行殁后数年，三阶教又遭国家禁止，但经过入京发展，三阶教在京城有五寺为基础，各地也有信奉，或遵随其布施无尽藏方式。如此已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印记。

《塔铭》《三宝纪》《续传》对其创教宣说都有些叙述，如关于拜影塔、拜道俗、乞食等。但信行自述却很简少，仅有寻求四善知识、施无尽藏及上书事。

所以随远近处。凡有影塔。皆周行礼拜，绕旋翘仰。因为来世敬佛之习。用斯一行通例余业。其克核详据，率如此也。[19]
头陀乞食，日止一餐。在道路行。无问男女率皆礼拜。欲似法华常不轻行。[20]

拜影塔（具像之塔）且以此为中心，来统领其余法门。环绕佛塔而礼拜，每天乞食一餐，都是天竺佛教旧俗，这些方式似多有详据出处。但不知绕影塔而拜是否入塔观像、六时礼拜。因为《七阶佛名经》与“昼夜六时忏悔法”所说都是如此，可能从绕影塔与拜忏也有一些发展。而学《法华经》常不轻菩萨，在道路上无论遇到僧人还是俗人，都要行礼敬拜。这确实是将佛经里描述的场面体现在当时实际生活中了。

信行寻求善知识多人，当然情况不尽相同。慧瓒、明胤是其追随的师辈，僧邕可称同道，慧定、道进、王善性与王善行为弟子。此四人又非一般的弟子，是常乐我净行能行人，三阶佛法无尽藏法的核心与骨干，信行用32年时间才寻求得，与信行寻觅师尊部分时段重合。慧瓒曾在河北元氏封龙山、山西太原开化寺驻停传教，而相州慧定、并州道进、魏州王善性、赵州王善行或与此有交叠。赵州瘿陶县（今河北宁晋县）王凤邕下王善行，其地距赵州封龙山不算太远。并州严净寺道定可与山西武乡县故城镇大云寺相连，此寺古名严净，宋代治平才改今名。[21]而王善行所在魏州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距信行家乡魏州卫国（今清丰县）不远。相州光严寺则为信行属寺。由32年来追随信行顿舍身命财的四人所在地之分布恰好可以契合信行初萌草创期的活动范围。

信行未提及者，至少还有相州慈润寺禅师灵琛，其塔铭明说：“后遇信行禅师，更学当根佛法。”其寂灭亦林葬，已至唐初。[22]安阳宝山寺的塔林还有一些奉三阶教的比丘尼，尼僧顺奉三阶教约在隋仁寿元年（600）以后，葬时亦至唐代。[23]
慧定、道进、善行与善性四位追随信行主要是做什么呢？既非坐禅，又非讲经，而是常乐我净行无尽藏、礼佛忏拜。佛教有南朝重讲经说法义理、北朝重开窟造像禅修的分别，而信行由于自小患心劳损，不堪坐禅，亦不堪讲经，因而创出另一条道路，即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皇帝及臣僚百官、诸师父母、一切众生，顿舍身命财属十六种，即布施“十六种无尽藏”：

一者愿施礼佛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二者愿施转经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三者愿施众僧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四者愿施众生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五者愿施坐禅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六者愿施十二头陀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七者愿施饮食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八者愿施食器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九者愿施衣服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者愿施房舍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一者愿施床坐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二者愿施灯烛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三者愿施香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四者愿施钟铃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五者愿施柴炭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六者愿施洗浴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24]

布施的方式分为常乐我净相续行与苦空无常不相续行，常乐我净行是每天都要布施、终其一生的，而无常行则随意或有选择地布施，当然常乐我净行的功德更大。十六布施内其实也分为两类，前六种是原则性的礼佛、法、僧、众生、头陀行等，甚至包括坐禅在内；后十种是具体的，包括饮食及食器、房屋床具、灯烛香铃甚至柴炭及洗浴等。这些具体而微的实物器具，特别是洗浴不由得使人考虑其与僧人生活的联系。如果我们再看其礼佛法就可知，十六种布施特别是十种具体无尽藏，与其礼佛法的需求全然吻合，是三阶教团的礼佛生活所需要。

具体而论，三阶教团的宗教生活至少要三间屋：一间礼佛，一间坐禅，一间休息。一般而言，民以食为天，在此更是如此，没有饮食，任何活动都难以为继。在此信行首先问及当地官府是否允许乞食。如不允许即得依靠供养布施。此外香火灯烛是拜佛及坐禅所需，而洗浴更是拜佛所需，因为在此间拜佛，一天须洗浴三次，更衣洁净，否则是对佛的不敬。三阶教拜佛人也分两种，一是六时行道，一是全天相续拜佛行道。前者一天六时拜佛，后者一天十二时拜佛，仅中夜可休息一时。这在三阶僧制的《制法》（敦煌写本P.2489号R1）中有明确表述。[25]
总之，至少有五个人的三阶教团于开皇三年至七年（583—587）间，有常乐我净行的宗教修行。从十六种无尽藏的分析可知，他们顿舍身命财属，但其也可能接受末十种无尽藏，用以维持这种宗教生活。

（四）入京

开皇九年（589）时，或经宰相高炯向皇帝荐举，文帝将信行召入京城。其中间环节，很可能是得到了相州官吏的上书，虽然从信行的进言到最终呈报有一两年的间隔。信行入京携有多少弟子不明，而林虑山中的僧邕是必有的，因信行专门写信召其同修，共至京都。入大兴城后，三阶教蔚成大观，共有真寂、光明、慈门、慧日、弘善五所寺院成为三阶寺院，或者说成为三阶佛法的实行之地。

真寂寺，开皇初年或三年（583）高炯建于熙光坊。光明寺在怀远坊东南隅，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立[26]。慈门寺在延寿坊南门之西，开皇六年刑部尚书李圆通立。弘善寺在常乐坊隅，开皇三年独孤皇后为父赵景公立，开皇十八年改赵景公寺。慧日寺在西京长安怀德坊东门之北，隋开皇六年立，本富商张通宅。[27]
真寂寺是三阶教的大本营，唐武德时改名化度寺。一般介绍都据韦述《两京新记》，说此寺是高炯舍宅专赐信行而成。其实并非如此。三阶教入京后所得五寺，没有一所是新建或专赐的，全是已有的寺院转化为三阶用寺。真寂寺所造时日并不清楚，但法琳《辩正论》描述其始造时就华丽无比，有慧崇禅师与道彦法师参与建设，“又延信行禅师别起禅院，五众云集三学星罗，道俗归依莫斯盛也”[28]。可见此寺的兴盛及信行只据一禅院。由于大兴城初造时允许一部分人领寺额建寺，高炯也是总监管，所以当时将其宅与寺筑于一处。[29]当然，信行入驻后宣教的成功使此寺成为三阶教首寺，即便经过开皇禁敕、唐代改名，仍是如此。

慈门寺三阶僧人见载不少，有本济、善智、道训和道树、孝慈[30]等。慧日寺本是富商张通宅舍，《两京新记》说通妻陶氏常于此舍粥，时人呼为陶寺。陶氏开皇十七年（597）卒，墓志清乾隆时出土，其中提到庄严供养慧日寺，与史载相合。[31]弘善寺即赵景公寺，开皇三年隋文帝独孤皇后为其父赵景武公独孤信祈冥福建构，初名弘善或宏善，开皇十八年改名。[32]
独孤信家与高炯家为世交。高炯之父高宾自东魏叛西魏，即投独孤信门下为官，得赐姓独孤。因而文帝称高炯时都叫作“独孤”，皇后对其关爱有加，“后以高炯是父家客，甚见亲礼……每往来其家”[33]。由于这层关系，赵景公寺得高炯及三阶僧人贴近也很自然。而且还有塔铭记载。总章元年（668）寂于赵景公寺禅院的道安云：

童子出家，头陀苦行。学三阶集录，功业名成。

因而，虽然此寺名也载为“宏善寺”（《长安志》、《城坊考》均引段成式《酉阳杂俎·寺塔记》），但“宏”与“弘”应有通用，且《寺塔记》也有版本作“弘善”[34]。但矢吹庆辉仅居道安塔铭就推定此为三阶属寺。

此外高炯妻所建熙光坊积善尼寺，也可略属在内。还有些侵广之寺，则名额难明。

总之，三阶教在隋都大兴城中以五寺为基础发展壮大，其影响达于其余各寺，僧人行仪为：

自尔余寺赞承其度焉。莫不六时礼旋乞食为业，虔慕洁诚如不及也。[35]

僧人们非常虔慕洁诚，六时礼忏、旋绕礼拜、乞食头陀行事为多寺僧人传习。

（五）信行逝葬

信行入京后三阶蔚成教派，不过仅四年多时间信行病重不治。信行确实自小身体不好，此时也才54岁。但他坚持观像，先是“勉力佛堂，日别观像”，病重后不能坚持，便将佛像请入于室中，“气衰渐弱，请像入房”，直至“卧视而卒”。

信行寂后，弟子徒众三百余人，由法师净名与禅师僧邕带领，护送灵柩到终南山下施行林葬，《塔铭碑》云：

舍身血肉，求无上道。生施死施，大士有苦行之踪；内财外财，至人有为善之迹。呜呼哀哉……遂依林葬之法。敬收舍利，起塔于尸陀林下。[36]

《续传》言“有居士逸民裴玄证制文”，“树塔立碑在于山足”。这位裴玄证本是出家于真寂寺的僧人，后来又还俗，但信行所撰经文多是由他执笔。“塔铭碑”也出其手笔，可见文采斐然。他生前即为自己制好碑文。据《续传》，慈门寺善智于隋大业三年（607）、本济于大业十一年（615），陪葬于信行灵塔之左右。唐代这种现象更为集中，僧俗弟子信徒附葬更多。从现存资料中看不出信行有遗愿或付嘱弟子如此，但是三阶信徒身后多送葬于信行塔周，聚塔成林，终获百塔之名。

概而言之，三阶教采取林葬、聚塔成林为两大基本特点。不过这两个特点并非三阶教唯一独具，三阶教徒自身也并未以林葬为规制，以区别诸余教派。百塔前期用林葬者不少，但后来也渐取毗昙火葬。由附近终南龙池寺等一些寺址及僧传中所列，可知林葬方式在隋代相当普遍，与其称派教特点，不如说是时代特征。聚塔成林在很多寺庙都有，但是聚成一宗领袖之围，也是少见，所以也是自然而非刻意形成的特点。

信行以后的三阶领袖僧邕原是禅门大师僧稠的高足，但为信行所招，竟成了三阶教的接班人。[37]开皇初年信行闻知僧邕名望及避世幽居的情况，遣人劝说：“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独）善其身，非所闻也。宜尽宏益之方，昭示流俗。”僧邕禅师乃出山，同修苦行。开皇九年信行被征，乃相随入京。京师道俗，莫不遵奉。

二 禁敕及攻判

隋开皇二十年（600）、信行圆寂仅六年时，三阶教就遭到第一次禁断。学者多指此与开皇十九年高炯失势有关。此说有理，但具体情况还应细辨。

《历代三宝纪》说，“开皇二十年敕断不听流行，想同箴勖”。经六十四年，《大唐内典录》说“然其属流广，海陆高之”，即三阶寺僧不但流布范围更广大，各方人士还都赞赏认同，证明其禁而不止，确实令人诧异。

既然开皇敕令没有起到作用，那么当时禁敕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经录中所说“敕断不听流行”，主要是指三阶典籍。《历代三宝纪》即先列三阶典籍及作者等情况以后（对根起行杂录三十二卷。三阶位别集录三卷。右二部合三十五卷，真寂寺沙门释信行撰。行魏州人……），再加评论：

此录并引经论正文，而其外题无定准的。虽曰对根起行幽隐，指体标榜于事少潜。来哲傥详。幸知有据。

这里指信行撰述，多是大段密集摘引，题目也不太明了，虽说从“对根起行”出发，标题指事也不太理想。应注意的是，《历代三宝纪》开皇十七年成书，年底敕颁流通。禁断事已逾其后，此言应是续补。总括来看，长房认为信行所行，仍为八万四千法门之一，持肯定态度。但对信行撰经的文体及表达确有批评保留，且应反映出时人的观点。

道宣生于开皇十六年（596），敕断三阶时尚虽年幼，却也不是隔世之事，载纪应无错失。

朝廷禁断三阶教究在人事还是典籍，现代很多著述混淆不明，或说是禁断三阶教，或说是禁断三阶教典。总之，现从经录记载分析，开皇禁断，主要是不听三阶教典流行，而非更大程度与范围的禁断。开皇禁断或与隋文帝重视佛典或有关联，其间三作经目[38]，缮写新经46藏共132086卷（平均每藏2870卷余）、修治故经3853部（《辩正论》卷三），在大举抄定新经修治故经时，有可能清理三阶之类典籍。

隋代对三阶教说的批评驳难或微词评议之外，也有理论性著述，即道正所著《凡圣行法》，唐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十二《忏六聚法篇》第十六：

隋末关中有道正禅师，作凡圣行法六部，有五十卷。广破信行禅师三阶法。

道正在《续高僧传》有本传[39]，其著述也有详释，《大唐内典录》卷五、十列有其事其著。[40]道正是沧州僧人，开皇七年（587）著成后来大兴城。他虽有追随者但人数较少，也未师名僧，从官府递状呈进。高炯当时正在执政，护教公允，安排京中名僧讨论。结果京城耆老摆架子，竟说：难道京城无人了，还要边隅人来说法？道正应声辩道，这是讲佛理，不应说什么京城京外，“夫道在通方，固须略于祖述”。众人无言以对。但大僧不愿听从，会议无果而散。道正留下所著的文本后返回，此后骊山一带仍有人遵其法行。

有趣的是，道正对信行持有批判态度，但其行事作为与信行颇为相似。他上书官府，以伸张其佛教观念与修行方式。所著《凡圣六法》六部[41]，其学说也有门徒追随修行，只不过他的诉求未得京城大僧支持，所以影响很小。

第二节 屡禁屡起

三阶教在唐代最大特点是屡禁屡起。初唐无尽藏富惊天下、百塔聚葬，且有刻经凿窟、流布法门之事，三阶教在唐代的兴盛有过于隋。武周时无尽藏曾被迁洛利用而未成，遂遭限禁，玄宗两敕查止，其后仍有贞元复兴。武宗灭法对所有宗派都形成打击，至唐末宋初三阶余绪才湮灭不存。

一 无尽财藏

贞观年间无尽藏财施风行，说明初唐三阶教的重盛。韦述《两京新记》曾详述义宁坊的化度寺，如寺僧来历、无尽藏风行、裴玄智盗取、开元毁禁等事[42]，其说非常著名。

武德中，有沙门信行习禅、以三阶为业……（化度寺）寺内有无尽藏院。即信行所立。京城施舍，后渐崇盛。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藏内所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还送而已。

《太平广记》的记载近似：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此僧监当。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士女礼忏阗咽，施舍争次不得。更有连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

贞观以来无尽藏发展盛大，动产捐赠、金钱绣帛数量十分可观，目的用作三份，修天下寺庙、慈善救济、供养佛教。其范围达于全国多处，所有阐释三阶教无尽藏的文著条目都会引此，但是唐代原说并非如此清楚，而且韦述所言还带有借钱性质[43]，不用文书，说明信誉极好。但是也缺督察保护环节，后来果然出了问题。

化度寺无尽藏（包括洛阳福先寺）虽重要，但并非唯一。会昌寺三阶教僧德美曾师从僧邕、（静）默禅师，静默原从道善禅师处得传福田事业，用途分敬田与悲田，前指法事，后指慈善，各寺功德处与盂兰盆节的普盆钱也属悲田。

《太平广记》说武德中沙门信义于化度置无尽藏并监察，矢吹虎辉、谢和耐等着都采用此话[44]，实不可靠。韦述原所说创于信行，唐代兴盛，常使名僧监察[45]。无尽藏财数额大，因请名僧监察，武则天曾派大荐福寺主法藏至洛阳福先寺、长安化度寺检校此事。《广记》“常使此僧监当……”明显篡改原句[46]，不合史实。所以笔者认为所谓信义根本不应列入三阶教徒。

韦述说化度寺无尽藏院财施，渐至崇盛，贞观后达于极盛。武则天移其于东都，就呈衰落之像，开元时停毁。但述其盛时贪腐：贞观中有裴玄智，入寺洒扫十数年，寺徒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但他密盗黄金，前后略不知数，寺众莫知。众惊观其寝房，内题诗云：“将军派遣狼，放置狗头前。自非阿罗汉，谁能免作偷。”竟不知所之。《太平广记》载略同。[47]
此事给人印象深刻。无尽藏应有监管，“常使名僧监之”，即其制度，有名僧大德管理此事。慈善事严格戒律最为重要，声誉有损，事业会毁于一旦。但的确有人钻了空子，其名僧监管制度存有漏洞，至少有个别欺骗现象，或是僧俗从中汲取了教训，此后才有监管制度。

《大乘无尽藏法》说，每日都施钱者为常乐我净行，偶然施钱为苦空无常行。日施一两文，很少钱也可以。信行入京后，真寂寺禅院后来很可能成为三阶院，但隋代贵族官吏大举财施似无踪迹，德美之师静默致力三创财施，不属三阶教的昙献、吉藏，[48]也很有大影响。唐代兴盛后，贵族豪富与皇亲国戚等每年一两次的布施反而成为重要来源。如开元敕令说及，每年正月四日信行祭日，天下士女施钱。敦煌文书及德美传说，每年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所在州县造功德处，皆得普超，随喜助成，不必要须送化度寺”，也即各个州县都有代表化度寺无尽藏院的功德处（S.721号）。

至夏末，诸寺受盆，随有盆处，皆送物往，故俗所谓普盆钱也。[49]
唐初以来化度无尽藏施的进展渐转崇盛非常突出，无论如何，是三阶教事业上突出的一笔。

二 护法与初期弟子

宋国公萧瑀可谓唐初大外护。他推崇信行弟子慧了，也尊崇大庄严寺慧因，与玄奘颇有因缘。武德九年傅奕排佛时他极力反对，朝堂上当面争执不下。[50]晚唐李德裕评说，高祖始欲排佛，被萧瑀利用职权，“废格明诏”地阻挡了。[51]他本属南朝萧氏，家世佛缘，其三女一子及孙女，并出家为僧尼。但将他定为三阶教派的护法，则有失之过窄之嫌。与高炯相似，他对佛教的护法并未专于一宗一派。

三阶弟子现在可知有信行创教地、隋唐京城及附近等处。隋代开始在河南、邻近的冀晋等地。最著者为僧邕，信行禅师寂灭之后，他领持徒众，直至贞观五年寂灭。相州还有灵琛，贞观三年逝。宝山塔林还有比丘尼慧静、海德、及普相等。

入京大兴城后也有发展。唐代以来在长安及凤、岐州等外围多地，还有河东晋地等处。其中有淳化三阶教刻经窟与敦煌写经P.3035号《麻禅师行状》等新材料辅助。

《续传·信行》末叙至相寺北岩之前三塔铭碑，信行外一为护送信行灵柩的净名法师，武德三年（620）之前葬信行塔侧[52]，碑文仍由裴玄证撰文。他是三阶教中法师，可能有部分精力专心于讲经说法。而贞观八年正月的《唐逸民裴高士碑》，文即裴玄证自先撰成。

贞观五年（631）僧邕施行林葬并起塔于信行塔右。僧邕是信行的大弟子并继承信行在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其舍利塔铭极为有名，撰文书丹皆非平常之人：左庶子李百药撰文，率更令欧阳询书。僧邕塔铭与《续高僧传》其本传十分相近，唯“备极哀荣”方面更有过之。其逝灭惊动人主，有“崇敬情深、赠帛追福”的眷顾，其待遇明显超过了教主信行。至此，高官撰文家书丹也就不奇怪了。

武德（618—626）初年信行弟子慧如，卒于真寂寺禅坊，《冥报记》说入冥见到同宗僧人变成龟（可能影射信行），或受火刑大苦。《法华传记》《法苑珠林》也载有他入地狱观光故事，而且脚被烫伤。慧如是僧传中反面形象，说明着教派斗争的激烈。

光明寺慧了法师铭[53]例证其与三阶僧人的交往，慧了与内道场大德为萧瑀所召集，与帝王谈佛法，很获好评：“……敕令太子太保宋公瑀，大德僧内铨简三人，所以辟召。法师方拟对扬宸极，宋公共论法相，鄙吝便[54]，似遇天亲，如逢无著。”

僧审，是慈门寺的僧人，他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曾教导惠恭达十年之久。惠恭后来回到法门寺，领徒教众，或创三阶禅院。高宗显庆元年（656）时主持建造了五级木塔，得到敕封“检校佛塔大德”之尊号。武周永昌元年（689）所树《法门大德惠恭之碑》，铭文中溯及惠恭年十四就来慈门依从审禅师，听受三□□□。[55]所学就应是三阶佛法。其下文中“将时验质”“上根下根”“以果收因”“虔奉四依”等，足见其是三阶禅师，慈门寺本也为三阶寺院。所以三阶佛法就此传授出徒顺理自然。此铭文同时还列有一僧同为惠恭之师，且比审禅师有更高的地位，可惜残泐不清了。[56]
梁殊，则是梁寺（师暕）与梁师亮的祖父一辈。无论梁寺或梁师亮，碑文中都有说，祖上两代，大父或祖父名殊，葬在信行塔侧。梁殊是梁师亮与师暕的祖父。特别是梁寺志，非常清楚明了。梁师亮志则有些含糊，但其父祖名很是相近，同出一族的可能性很大。[57]
海禅师俗姓刘，生当隋开皇九年（589），其5岁时信行已逝。作为化度寺僧，应是僧邕等人属下的再传弟子。其逝在唐永徽五年（654）。方坟记已有很多引有用。但有不少翻刻本。[58]
真行法师高宗永徽元年（650）卒于光明寺，铭文曰：

大唐光明寺故真行法师/之灵塔师以永徽元年岁次庚戌/正月辛丑朔七日丁/未酉时薨于本寺时/年七十有七即以其年二月庚午朔廿六日乙未建/塔树铭于此

此碑铭为历代金石著作未录，确显重要[59]。

法旷于贞观七年（633）示寂，《续高僧传》载：“勖诫门人惟存离着，以未代根机染俗尘也。”完全是三阶教的术语。他的头陀行也很有名，更有激烈的舍生，身施之行。在终南山的炭谷之中，引刀自裁。不太合乎三阶思想的地方，是背诵《无量寿经》。但是并不一定矛盾得很厉害。德美传中也有口诵弥陀，专固西方，总之，他虽曾从荣师、道安学《大智度论》并诵净土经，仍可归三阶教徒。

静默，是信行直传弟子道善禅师的神足。《续高僧传·德美》

道善、静默与德美承续了三阶无尽藏财施事业。德美师从了信行直弟子道善、再传弟子静默，大弟子信行僧邕。贞观十一年（637）附葬信行塔侧。道善就继承信行的普功德主，静默续接，德美礼忏勤苦，感动众人。静默禅师殁时，将普福田事业托付给德美。德美竭力继行，每年于悲田与敬田多有布施者，衣服、粮食、凡有乞求通皆施给。每年中元节时又给各寺送盂兰盆施物品，因被俗称名为“普盆钱”。武德元年（627）敕建会昌寺，请十大德，德美在寺中造忏悔堂。常行忏悔。德美常年光脚徒步，怕踩虫蚁。安居三月不坐以行观想，三年不言以止口过。学习常不轻菩萨礼拜七众。尸身虽在终南林葬，碑铭却仍然留竖在会昌寺内。

裴玄智，或为河东裴氏，先出家再还俗。化度寺无尽藏的贪盗者[60]。

神昉，约证圣元年（695）仍在世，长安慈悲寺、慈恩寺僧。著名僧人，曾随玄奘译经。《释净土群疑论探要记》有载。

明观，长安荐福寺。（？—约798）仍在世《湛大师经幢铭》。幢铭中没有提到卒灭年代，但云贞元十四年（798）时，其弟子惠澄（号湛囗），担大责，任主持等事。

三阶大德，原在长安荐福寺（小雁塔）。碑上只有一块碑额题写“皇唐三阶大德禅师碑”，碑面无字。碑阳开龛造像。《雍州金石记》。实物现在碑林博物馆。

善才，长安化度寺僧。贞元十六年（800）向朝廷进三阶典籍入藏。日本所传《贞元释教录跋》中有载。

谂大师，《三阶佛法密记》中有谂法师，说《涅槃经》，讲第一、第二、第三阶等论。

孝慈是慈门寺僧，自幼就随信行苦行乞食。后来到岐州，宣讲三阶佛法，力劝不诵念大乘经典。结果念诵《法华经》的信众，眼见三阶禅师遭神打。《释门自镜录》在此条下，又讲神都福先寺某乙命终于业道中，见到信行变成大蛇之身，身上还有千口。学三阶的人死后都向蛇身上口中去，最终莫知去向结果。某乙返活来长安将此事告知僧静，僧静并不相信。这个故事是宗派人身攻击最猛烈的。[61]
岐州法门寺惠恭。1987年法门寺塔遗址出土《法门惠恭大德之碑》，武周永昌元年（689）镌，碑文经陈景富《法门寺史略》[62]、李发良《法门寺志》[63]、韩金科《法门寺文化史》[64]等数位研究者移录，但关键地方由杨维中先生释读，比定其与三阶教之关系，还及于慈门寺中审禅师等三阶教人事。[65]虽然惠恭最大成就是建成法门寺木塔，但其碑铭具有三阶特有名词确可重视，其师徒在三阶教传播中也有一定的位置。

昭陵澄心寺有比丘尼优昙禅师，是一位三阶教教徒。她是礼泉县当地人，俗姓费。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逝灭，时间与金川湾刻经窟的凿造时间相近。因此窟推断为龙朔二年到咸亨元年（662—670），开凿至少可知距石窟不远之处有三阶教徒比丘尼活动。优昙尼诞于隋仁寿元年（601），现知此窟凿造年代相当于其61—69岁，其弟子门人或会参与。更有意思的是，高炯之墓也相距不远。高炯被杀在隋大业三年（607），《隋书》等未言其归葬处，由《唐昭陵图》可知其墓即在礼泉县城旁，可惜现无踪迹。墓旁还有菩提、香积、惠明寺。

敦煌文献的P.2550号A《当根破病药》讲三阶某禅师，其语录中可摘出事迹、包括生平行状。[66]唐高宗咸亨三年（672）示寂，生前在河东（山西东南部）修行，初于蒲州悲田寺，后移百梯山。

禅师说，欲在悲田寺禅院所建立正法，为凡夫罗刹僧多，恐畏失命不敢通法，故舍寺入山寂静之所再建。其处号曰百梯，其费用、功夫、财钱物等千余贯，造成即舍，如弃涕唾。在百梯下寺更造一处，所费功夫、财钱物等计当千余贯。其修处或时有千人来饮食亦足……畜生或五百三百，皆悉草粟备足，更不向外求。造成即舍，如弃粪土。圣人无有执著，禅师在虞乡崇净寺造一所，计功亦当数百余贯，造成即舍弃之。禅师在安邑县善根寺说法，回得一禅师名蒋，为造院及修有为功德，无有价量。所修功德之人，皆悉顿舍财色五欲，一如《众制》方法十二时行道。

百梯禅师行三阶佛法，侧向世俗人物，又重视妇女，解行体现无余。可以说三阶其中原教旨与反传统的倾向并存。反传统是在末法旗帜下进行的，法传俗人妇女。这有违于僧宝之说与女人不成佛说。净土宗紧紧抓住一点，从出世死后到净土，有理论建构，有简易方法，靠他助之力；而三阶教的重点却移向俗人，朝向下层普通俗人及世俗妇女，也依赖神事、神迹来教化劝导。

《法华经传记》卷八列“绛州孤山西河道场僧”，[67]其中说河东绛州孤山，有西河道场，内有两僧，一奉三阶名为僧行；一行法华三昧名为僧法。二人约定，先逝者必要告诉对方转生到了何处，就像是天竺国的无著与世亲那样。结果僧行先亡，可是僧法等三年仍无消息，最后断食而祈祷观音，五天后有了结果：梦见僧行在地狱受苦，身体烧烂如黑炭一般。僧行流泪泣诉，说及受苦原因（信三阶），并请僧法救其出于地狱苦海。僧法为其一天抄出《法华经》才救其出苦海。

P.3035号《麻禅师行状》很是特别，文后附有佛教词语阐释。其事迹多少与上述百梯禅师相似。文中说及他的事迹行为，有鲜明的见解，也体现出了三阶教的特征。他最大特点是穿麻衣，且食麻麦。又有段落是山东某大臣向皇上推荐这位麻禅师的表文，及皇帝答复之语句，对禅师行迹多有概括赞颂褒扬。文体也颇别致，其说教、事迹占了大半，与上述百梯禅师行状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其表达不同。文后所附的佛教名词解释，实有很强的三阶色彩，如阐释维摩经八法。

总之，P.3035号是重要文献，可以见出一位在下层民众中很有影响的传教僧人。其处山东民间数十年，为某官吏所重，向帝王荐举，希图他到京城，弘法利生。这位僧人的行迹与言说之中确有一些三阶色彩，很可能是三阶教在受抑状态下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情况，或是唐中后期三阶教比较边缘化的状态。

三 长安寺院

隋代五寺，唐代沿之。唐临《冥报记》信行条目已述：

初，信行徒众居京城五寺，后虽侵广，今犹号五禅师。老僧及临舅说云尔。[68]

从唐临自注可知，此条目得自于老僧与其舅；因高炯就是其外祖父，所以他的舅父——高炯之子与信行及徒众必相熟悉。三阶教的信向曾从五寺扩展，风行一时，其首寺义宁坊南门之东化度寺即隋真寂寺。[69]敬宗赐化度经院金字额，大中六年（852）改为崇福寺。《两京新记》卷三说义宁西北隅有积善尼寺，是高炯夫人贺跋氏舍别宅而立，时在开皇十二年（592）。《长志安》卷十言其原在修真坊，武德二年才迁到义宁，但不知何据。1956年西安市土门附近曾出土一批泥石材质佛像，其中有具六道轮回的模制地藏泥像。此遗址略当于义宁坊西北隅，所以很可能是此积善尼寺之遗品。[70]光明寺位于怀远坊东南隅，其寺名所由有数说。慈门寺在延寿坊南门之西，神龙元年改名（《长安志》卷十）。有普旷[71]和无及[72]卒于此寺。陕西扶风法门寺1987年维修宝塔，出土碑中有武周永昌元年（689）《法门惠恭大德之碑》[73]，碑文中讲其14岁入慈门寺，从审禅师习学佛法十年，所以慈门审禅师也应为三阶教中人物之一。怀德坊慧日寺建于隋，但内有150尺九层浮图，贞观三年（639）沙门道说立。赵景公寺在唐代主要是有吴道子地狱画迹。

此外长安初唐时相关寺庙列有八寺，有僧尼涉入三阶信徒，见表5-1[74]：

表5-1 相关僧尼及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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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了直心寺位于长安县，应在百塔寺附近，余七寺都在长安城中。此外，洛阳福先寺与长安外围如澄心寺、法门寺，则反映了更大范围三阶教的流布。

其他诸寺，有些可以依从一些僧人的记载来展述，有些可能资料并不多，仅可以知其相关于三阶而已。

（一）百塔寺与刻经窟

淳化县位于陕西中部偏西泾水之阳，在西安市西北方向约100公里处。唐代云阳曾属泉州、雍州与鼎州辖制。从武德二年至天授二年（619—691），云阳属县内所置的泉州统辖。[75]金川湾石窟得名于口镇附近的石桥乡金川湾村，其位置在村西侧冶峪河南岸。康熙版县志地图中将此窟标为“石佛堂”。[76]
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金川湾刻经窟。淳化县文化馆姚生民，续有报道[77]与论作[78]，还有丁明夷的论文[79]、李淞的著作均提到此窟情况[80]，国外日本[81]、德国学者在笔者调查后亦加注重，但多以目测观察刻经或转叙情况，没有科学测录数据与准确录摄。2000年前后经过科学考古清理发掘工作后，才将情况勘明并刊布于《文物》2003年第5期。

此石窟由一个石质窟室构成，其窟形结构单纯，口小内大，平面为矩方形，顶部为平顶。正壁造像、两侧满壁刻经。其原窟口由于早期山洪冲毁，导致残缺不齐。现存窟口宽9.5米，内宽10米。窟高度为7.1米，进深为10米。南壁为正，中有一尊大佛坐像，“文革”中被炸，石块碎落，现已修复。主像两侧有石台，台上东侧二、西侧一具三个小佛龛。东西两壁均为刻出的佛经文字，全部为正楷，阴刻手法。笔画刚劲有力，字形端严，为典型的初唐楷书。分布系据佛经卷次横排多层，每层文字竖列，逐层向上刻出。因窟口残毁，两壁北端刻经均毁泐不全。由东西两壁来看，自然是东壁为起首、西壁为结尾。东壁起首先刻三经，均是信行禅师所撰：

（1）《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一卷。

（2）《明诸大乘修多罗中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一卷。

（3）《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一卷。

东壁上面还刻有八卷本《大方广十轮经》。每层一卷共11层，共高7米有余。西壁所刻亦四经，但分量不同。第一层刻出了三部经，依北端起为：第一，《七阶佛名经》；第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三，《如来示教胜军王经》。西壁上刻《添品妙法莲花经》全文，七卷（层）经文直达窟顶。

此窟现存没有凿造题记。仅有的珍贵线索，是东壁下层的《金刚经》与《如来示教胜军王经》的标题下，有两条“左戎卫兵曹参军……施手书”的题记，仅知这位小官员布施书丹写经。其官职名仅存于高宗麟德至咸亨年（662—670），因可推定其凿造时段。

（二）百塔寺僧俗齐聚

百塔寺也可属长安，但与一般寺庙有别，开始只是塔林并无寺庙，甚至隋代之时塔也很少，初唐渐多，公元8世纪中后大历年间才有塔院，其年代当然晚于五寺及上表诸寺。此后其性质也没有超过塔庙性质。

其他唐僧人渐增，后来则僧俗齐聚，汇成百塔之势。

百塔寺之地后来特别体现了僧俗并葬齐聚的特点，且显示出家族血脉之延续。数个世俗家族都不止一代，如管家、梁家与裴家。裴家女眷事迹特别突出。即裴行俭妻库狄氏，其子裴庆远妻贺三氏皆葬此。库狄氏曾受武则天重视。

在武周时期曾有特别地位，玄宗朝婆婆库狄氏媳贺兰氏几乎同时逝而儿媳葬于婆婆前一年。[82]
百塔寺陪附信行墓塔的僧俗信众一向被称为很有三阶教特色，不分男女僧俗而设。但是实际上，从隋代至初唐以来，多为僧侣陪附，所谓俗人仅有玄证一人，而且他是先出家后来还俗的。公元6世纪末与公元7世纪上半叶，以正统派僧侣为主。其中应注意的是，三阶塔林中也有并非三阶教徒的塔，而三阶教徒也有赴余寺之旁林葬而起塔者。到了公元7世纪下半期，世俗信众明显增多，而且有好几个家族，世代续有信仰跟从者。从僧俗对比表格，可见各个历史阶段的变化。由于诸塔主事情烦，此处从略简列。

王公，字孝宽，生卒为开皇四年至显庆元年（584—656），寿73岁，终南百塔出土砖塔铭。所谓砖塔，是王公的骨塔为砖构筑成。《王居士砖塔铭》并非刻在砖上，仍为石铭，其文虽简洁，书法颇为有名。

管均，开皇十八年至乾封元年（598—666），寿69岁。曾任绵州万安县令（《大唐故绵州万安县令管府君之墓志》），他是管家的长者，信奉三阶。影响所及，后代多人都奉三阶，且施身林葬，最后聚于百塔信行葬地。

管真，贞观二年至显庆四年（628—659），寿32岁。祖父曾任营州都督上柱国渔阳县开国公等职（《大□□□□□上柱国□□郡开国公孙管真墓志》）。

管俊（655—677），13岁夭折（《大唐故营州都督渔阳县开国公孙管墓志》）。管真与其同辈，应为堂兄弟。

嗣泰，长安弘福寺僧，为管氏后人即管均之子。他们是城阳人。调露元年（679）时，他将管家三人起塔葬于百塔之地，三墓志铭可证。三人都是林葬后收取遗骨起塔，但年代颇久。长者已逝十三年，管真已逝二十年，管俊逝去两年。或应有二次葬。

成肃，梁君妻，贞观十七年至麟德元年（643—664），梁某是大唐功曹参军。其妻不过22岁即逝去，若非家庭有信仰，难以如此施葬。

道安，大业四年至总章元年（608—668），世寿61岁，童子出家，习三阶集经，为三阶五寺的赵景公寺僧。逝后一年又四月，在百塔寺起塔而葬。

尚直，仁寿三年至调露元年（603—679）（《大周故居士卢县巢县令息尚君之铭》）。长安弘福寺僧定持，是尚直的外孙。长安三年（703）时，即其逝后三年多，为尚直起塔，

梁寺，贞观二十二年至垂拱四年（648—688），41岁。妻唐氏永徽四年至垂拱四年（653—688），36岁。两人并于垂拱四年十一月葬在百塔。

梁师亮，永徽元年至万岁通天元年（650—696），47岁。时隔九月，第二年三月六日葬百塔。

思言，贞观十八年至延和元年（644—712），69岁，原在长安崇义寺。《塔铭》载其于近两年后，由其侄哲收施身之骨起塔，葬百塔地。

法藏，贞观十一年至开元二年（637—714），世寿78岁。驻长安净域、化度、荐福寺，洛阳福先寺。奉武皇命检校无尽藏。《塔铭》载其逝后约一年半，起塔于百塔地。

师利，长安大兴善寺僧，撰造《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校量数珠功德经》跋、《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对其伪撰经事鉴别，判其出藏。

贺兰氏，咸亨四年至开元四年（673—716），44岁。裴庆远妻、裴行俭儿媳（《大唐太常协律郎裴公故妻贺兰氏墓志铭》）。由张说《裴行俭神道铭》，可知丈夫为裴庆远，是裴行俭第三子，其弟裴光庭曾为唐相。此铭不仅文存《全唐文》《张燕公集》，神道石柱仍在山西闻喜县裴氏族墓，唯年久石泐，字迹模糊不清。

库狄氏，开元五年（?—717），裴行俭继室。由张说撰《裴行俭神道铭》，可知其卒年等情况。其逝世反较其儿媳贺兰氏晚一年。她曾被武则天召入宫，颇受重用。库狄氏与贺兰氏均为裴家眷属，都奉三阶教。

比丘尼坚行，贞观二十三年至开元十二年（649—724），世寿76岁。长安宣化寺尼，遗言舍身供养。其弟子大云寺僧志叶、弟子四禅、贤道、法空、净意等送葬，起塔于百塔地。距其逝灭已八年有余。

惠澄，即湛囗大师。约长庆元年（821）葬于百塔寺地。《金石萃编》收录《湛□大师经幢铭》，宝历元年（825）时，弟子门人立起陀罗尼幢。

总静，大历十三年至大和五年（778—831），世寿54岁。葬百塔寺地，逝后一年有余，弟子门人等为起陀罗尼幢。

四 武周禁抑

从唐初高祖以来60余年的发展，三阶教复起发展良好。道宣评为“其道流广海陆高之”。武则天时转变“道先佛后”政策为“举佛抑道”，佛教获得更好的发展平台，但三阶教却遭到了女皇的禁令：一是刊定经目判三阶教典籍入伪，制止其流传；二是限定三阶教徒活动方式，促其回归佛教正统。迁移无尽藏，抑制了其发展之势。

（一）证圣敕令

武则天天授元年（690）以周代唐，登上女皇宝座。五年后证圣元年（695），将三阶教典作伪经之举；再过四年于圣历二年（699），又发布敕令规范三阶教徒行事。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有载：

右三阶佛法二十二部二十九卷。

奉证圣元年恩敕。令定伪经，及杂符箓等遣送祠部进内。前件教门既违背佛意，别构异端，即是伪杂符箓之限。又准圣历二年敕，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辄行皆是违法。幸承明敕，使革往非，不敢妄编在于目录。并从刊削以示将来。[83]

武周期禁三阶教均由此得到反映。研究者多以定女皇两次禁断。但是细审其意，最后一句非常有趣。明敕是圣历二年禁三阶，什么是“往非”呢？“妄编在于目录”。“革非”即刊削目录中三阶典籍。三阶目录如何在编呢，只有一种解释，证圣二年武皇下敕定伪经，但僧人没有将三阶典籍削出。[84]
综合考查《大周录》编撰与时间等，可知大周录编时特复位真伪。现却将三阶典籍目录，虽然列在伪经目中，却第一次详列其目入藏。

历来对《大周录》评价不高。如《开元录》卷十中更具体指为：“当刊定此录，法匠如林，德高名重，未能亲览。但指末学，令缉撰成之。中间乘失，几张大半。”[85]《大周录》编辑阵容空前强大，高僧达七十余位，由署名职衔知特重甄定真伪。领衔之明佺，身为：都检校刊定目录及经真伪佛授记寺大德僧明佺[86]。

再下六十余人仅署“刊经目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即女皇制令有此义项。《大周录》序言中说得很明白：“乃下明制，普令详择，存其正经，去其伪本。”可见女皇关于编目的敕令中，存正去伪居有重要地位。六名高僧专注于此，女皇敕令要求在先，可见辨伪是其编目方针所在。此卷中就列出了二十二部、二十九卷：

三阶集录一部四卷

三阶集录一部二卷

大乘验人通行法一卷

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一卷

末法众生于佛法内废兴所由法一卷

对根浅深同异法一卷

学求善知识发菩提心法一卷

广明法界众生根机法一卷

略明法界众生根机法一卷

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法一卷

十种恶具足人回心入道法一卷

行行同异法一卷

当根器所行法一卷

明善人恶人法一卷

就佛法内明一切佛法一切 师外道法二卷

三十六种对面不识错法一卷

根机普药法二卷

十大段明义二卷

大乘无尽藏法一卷

略发愿法一卷

人情所行行法一卷

大众制一卷[87]

从我们上述讨论可知，武则天直接敕定三阶教典为伪经事，应该并不存在。定三阶经说为伪，应出于明佺等僧人。再细审其“令定伪经，及杂符录送祠部（祠部，礼部下属四曹机构之一，应掌管祭祀文件等）进内”文意更是如此。[88]如果皇帝明白什么藏中是伪经、什么是杂符录，直接敕定就好了，又何用“进内”呢？天册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完成的《大周录》进内情况如何呢？肯定是敕令颁行了，但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从第十五卷后提及圣历二年（699）而言，至少第十五卷之刊行可能晚于其后。且似从圣历二年又有敕令后，明佺等才采取行动，刊削出目录。由此推论，前次所说的五次禁令其实不太准确的。证圣元年敕令直接禁经应该不存在，但其三阶教典被定为伪经又公布详目一事，确是由敕编《大周录》的刊行实现。其中刊伪出应出自僧人之手，且与圣历二年敕令有关了。

（二）圣历纠偏

相较上述证圣敕定，圣历二年敕令才是明确的禁止。不过《大正藏》所刊《大周录》于此少了一字，而《开元录》就较完整：

又准圣历二年敕。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辄行皆是违法。（《大周录》）

此外辄行皆是违法。（《开元录》）

依前说则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皆是违法了，必是传抄错漏。依后说，三阶教徒只能行这五种事，此外才是违法。应以此为准。有趣的是，一般禁令是说不准作什么，此处相反，只说准做什么，此外皆不准。

乞食三阶教徒本来实行较多，是印度佛教原始就有，头陀苦行就是乞食。但因寺院经济的发展，有寺院做地主，也有寺僧当农民，都不需乞食。托钵乞食不太适合中国国情，实际上愈来愈少。

“绝谷”是何指呢？谷是粮食，绝谷自是不吃粮食。道教中久有辟谷食气之法[89]，所以绝谷也有些道教色彩。佛教经典却认辟谷为五种邪命中的内容，如五邪命中第一的诈现异相之内涵，就是以辟谷、得道、神通等博取信仰。僧人绝谷另有二说。一是绝食而寂。如《续高僧传》卷七有南朝三论宗僧人慧布绝谷之事。“年七十，自绝谷粒，遂寂。”[90]再一为《摩诃止观》卷四中举出食有三种：以松柏等果实及溪水资养身命，坐禅思惟而无余事者是上士；住阿兰若处分卫乞食者是中士；不能绝谷以果为食，不能头陀乞食，而由外护檀越供养而食者称为下士。

显然此处天台智者大师《止观》中的“绝谷”即应与敕令所云同义。指仅食果粒等而绝谷修行之事。

敕令对不准作什么没有说明，可能有不念诵三阶教典、不许施无尽藏、不许聚三阶院吧。就无尽藏一事，从此敕令所言而推论，必应是在禁止的范围之内。但是其时洛阳大福先寺中，还有武则天如意元年（692）移来的无尽藏院，其经营情况不说，但移还长安已到了长安年间（701—703）。归纳而言，女皇的禁令只是一些纠偏措施，将三阶教徒拉回到“正统”佛。应该其学三阶者讲如何，说明仍在允许范围。

由《大周录》的刊行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读诵传弘三阶教典应属不许做之事。再从有关于三阶教之禁敕诏令仅见于《大周录》来说，圣历二年发布的敕令很可能与《大周经》伪经目的编定有互动关系。不知圣历二年有何事件引发、刺激了这一诏敕的发布，由我们上面的讨论试作一推测，即证圣元年敕令修官藏刊目录定真伪。明佺等多名僧人终将三阶教籍划为伪经，削出经目，并且送呈祠部，进于皇宫。女皇看了这些信行撰著后，对三阶之事之行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其利用无习藏事还在进行，但是从指导的角度来纠偏异端，于朝廷维护正统佛教形象大有好处。因而，在关注华严新译进行过程之中或完成之后（《八十华严》圣历二年十月十八日在佛授记寺译毕），女皇发布了规范三阶教徒之行为的敕令。

另外对此敕还存有一种释读，可将停三阶典籍置禁其行止之后。[91]
（三）移无尽藏

显庆二年（657）高宗宣定东都、武则天移居洛阳，麟德二年（665）帝后常住以直至神龙元年（705）中宗继位，洛阳一直实为政治中心。如意元年（692）当女皇两年的武则天诏令将长安化度无尽藏迁移到东都洛阳大福先寺，这相当于全国性的佛教慈善机构之建制，并加派名僧检校。但《两京新记》卷三说，移藏以后，其财施盛况不复为继了：

武太后，移此藏（化度无尽藏）移于东都福先寺。天下物产，遂不复集。乃还移旧所，开元元年，敕令毁除。[92]

开元二年（714）《大唐净域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并序》中[93]，既有他奉女皇敕东赴洛阳检校的时间，也有其回还长安检校的时间。

如意元年（692），大圣天后闻禅师解为精最，奉制请于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长安年中（701—703），又奉制请检校化度寺无尽藏。[94]

此时间与韦述所说迁回无尽藏对应。如若法藏不是继某大德而任福先寺无尽藏检校，那么如意元年就是其迁移无尽藏之年。此前天授二年定佛前道后，再前即女皇登基之年。《两京新记》说过无尽藏常使名僧监藏，似有制度，但不知僧人推举还是官府荐指。无论如何，皇帝制命遣僧又不同，看来女皇似要利用无尽藏，她本人也有施藏行为。宋道诚《释氏要鉴》卷下说：

又则天经序云。将二亲之所蓄。用两京之旧邸，莫不总结招提之宇。咸充无尽之藏。[95]

谢和耐认为此“则天经序”是显庆三年（658）的《大唐圣教序》，显然有误，此序并非则天所作，圣历二年八十华严序，确其作却无此言。则天所制经序应较多，如义净所译二十部经，“天后制圣教序令标经首”[96]，此经序未知某篇，但说施财无尽则仍可信。

无论武则天采取了什么措施，这次迁移都难逃失败的厄运，天下物产难聚无尽了。原来年初（一月四日）信行寂日可得到一年重要所施，但洛阳无尽藏却无此现象了。洛阳虽为武皇爱居的东都，可是无尽藏布施却没有风行起来，后来又退回化度，结果不得而知，或许有所复兴，但开元初年就被玄宗毁除了。大致上化度寺的无尽藏从贞观时就发达起来，虽然出了裴玄智贪盗丑闻，但并未阻止其发展的势头。贞观后至玄宗初即止。化度寺无尽藏似乎败于女皇的来回折腾。

不过，全国此风仍盛，如各县的功德处，或延伸至盂兰盆节当时僧人利用例。《续传·道会》讲其困难时致信无尽藏，即得物衣资助。道会本是犍为武阳人（今四川彭山），初出家于益州寺，曾入京访经十余年，又回蜀弘法。唐初曾改隆山县道观为寺，复因僧人牵累而入狱。道会在狱言笑如常，讲释经论。当时狱中有十数沙门，衣衫褴褛，难以过冬，他们都知道“京师有无尽藏，恒施为事”，所以道会为大家写信，[97]结果“书达即送裘鞋给之”，随后得到送来的施舍。皮裘鞋袜看来是小事，但是说明其运转机制的有效。但不知是从京师送来，还是从四川蜀地的代理机构送来，从三辅名僧送，看来拘狱是在京师。

又汤用彤曾指出，营无尽藏为一时代之风气，并不局限于三阶僧人一门所为。初唐律门高僧玄琬（贞观十年卒）曾撰有《无尽藏仪》，是他所撰九种论之一，著录于《大唐内典录》卷十。[98]据僧传载他也整理过经藏，整理应“典出有据”[99]。义净亲教师善遇、轨范师慧智，俱为泰山郎公谷神通寺高僧，他们曾在齐州（今山东济南）设无尽藏，供养无碍。[100]所营无尽藏，偏重于食物，不加蓄积，受施即舍。这与信行所营颇有不同，可以说明无尽藏的广泛。

武则天禁三阶前后，曾有不少崇佛兴教之举，其中真伪混杂。垂拱三年（686）春到四年（687）正月，就有于东都毁乾元殿建明堂，造佛光寺立夹纻大像事。《朝野佥载》卷五说这夹纻像高九百尺，鼻如十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为空前绝后之巨。更重要的是其重视神瑞，用“天授之邪三宝”。即用薛怀义造经疏，借《大云》以登基，用《宝雨》而巩固。女皇喜听佛经，学华严金狮子章，也组织新译华严，还编定皇家官藏，刊出真伪目录，抑三阶教徒行事，以规范其事。并欲利用推行无尽藏。其组织支持新译华严过程（从证圣到圣历），恰与三阶禁敕事相连。而移动无尽藏在洛阳，则历时十余年之久。我们认为，武周用佛教以服务政治，多面复杂，主要是其为有利于武周代李唐，不惜利用宗教服务于政治，取薛怀义等假僧所造之经疏之说。但宗教有其本身规律，所以武则天也在学习佛教，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实行抑道兴佛。

细审此段所说敕禁情况，可知所谓的证圣敕断三阶教典并不存在。女皇所敕只是“令定伪经”，联系《大周录》编目宗旨“定其真伪”就可明了。定三阶教典为伪应为明佺等所为，而且是否有敕令断定，全无消息。至圣历二年限定三阶教徒行为的敕令，才将三阶教典扫地出门。官方禁断三阶教，应为四禁说。

五 树碑造经

（一）《信行兴教碑》

越王李贞撰、薛稷书丹的《随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碑》十分重要，反映出禁停之后三阶教仍然兴旺发展。此碑神龙二年（706）立石，今虽早已不存，但有珍贵宋拓传世，可与裴玄证《故大信行禅师碑》并称双璧。日本大谷大学就此两拓出有《宋拓遗珍》。

此碑撰文与书丹，恰好跨越武周禁纠三阶教，为三阶教禁后复起的鲜明例证，越王在女皇称帝前垂拱四年（688）起兵反武而败死，而薛稷则罪涉谋逆，于先天二年（713）为玄宗处死。此碑还有张庭圭书丹，约可推定至开元初。[101]总之，李贞撰文可见隋开皇禁教以后情况，而薛稷书丹立石则是武周禁纠之后情况。张庭圭书丹碑，约为玄宗禁停之前情况。

越王李贞是太宗八子，少善骑射，颇涉文史，兼有吏干。贞观五年（631）封汉王，十年改封越王、扬州都督。则天临朝时加官太子太傅。他曾出任过很多地方的官吏，如徐州、扬州、安州都督，蔡州、豫州刺史，还两任相州刺史。此碑文以何因缘而撰、写于何时、在其生前是否立碑上石等均不明朗。

自则天称制以来，李唐宗室极为不满，李贞与其长子率先起兵，但事败。

碑中涉及三阶教理者也为数不少。如对症下药与根机、善恶之说：

仰惟禅师，识洞初几，照逾机之科，对药病之理，定邪正于波扰，决疑似于雷同……若乃三阶演法，五位腾恶而成性，徇迷惑而为习，信恶之诚且笃，忘善之志亦深。紊善恶而冈分，杂正邪而靡悟……遇善诣性，叶胜缘而自臧；逢恶为情，蕴凶德而成否。固可广存并学，甄明别机，粗迷二阶之宗，式标其趣矣。[102]

越王李贞的地位在则天以后有所复回。神龙初年，敬晖等奏李冲父子死社稷，请复爵土，为武三思所阻。直至开元四年才复爵位，谥曰敬。五年以其从孙李琳继爵位。

此碑在金石著录中较稀见。北宋欧阳棐《集古录目》卷五、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七、近代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四著录其名。清光绪九年（1883）魏锡曾《绩语堂碑录》则录有此碑全文。

贾似道、何绍基曾藏的宋拓，后来流至日本京都大谷大学。《宋拓遗珍》有专文介绍信行与僧邕，还有书法史家中田勇次郎等人文著。

薛稷名列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上接褚遂良，下开宋徽宗的瘦金书。《信行禅师兴教碑》是其代表作，他还善画人物、佛像、树石、花鸟。

薛稷宦海起伏恰在武周以后，玄宗之前。则天朝举进士，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中宗景龙末年（709）任谏义大夫、昭文馆学士。睿宗李旦登基前与薛稷关系很好，其女仙源公主嫁给薛稷之子薛伯阳。景云元年（710）李旦甫登帝位，即升薛稷为太常少卿，以后累迁中书侍郎，转工部、礼部尚书，复以翊赞之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加赠太子少保，因称“薛少保”。睿宗还常召薛稷入宫参赞政事，恩遇群臣莫比。可惜好景不长，玄宗时因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事泄被杀。薛稷以知情不报，亦被赐死，卒年65岁。

政治风云与宗教波动有着微妙的关系。种种迹象表明，武周禁纠三阶以后，至中宗叡宗时，因高官赏识，三阶教曾短暂得势，至玄宗初又生变数。除薛稷书丹外，还有师利造《瑜伽法镜经》等可证。

（二）师利译造《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

智昇《开元录》卷十八还分析了《瑜伽法镜经》，此经是三阶僧师利撰集，说明信行后三阶教典又有新撰。敦煌藏经洞所出的英藏S.2423号写经，就是此经残件所存。师利撰集此经已得充分注意，矢吹研究在先，富安敦又有专文。最新为复旦大学刘震之文[103]。矢吹研究了智昇评说、敦煌本内容及题记，还侧重《像法决疑经》与《瑜伽法镜经》及三阶教的关系，并探讨其制作动机。富安敦（Antonino Forte）文《中国佛教相对之正统观——智昇对师利之指控与瑜伽法镜经的禁断》[104]，集中于分析智昇对师利的指控，注重中国“疑伪经”概念之内涵，勾画出了武周后至玄宗前，三阶教势力复起增长的微妙局面。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录：

瑜伽法镜经二卷（或一卷兼有伪序）[105]
右一经，即旧伪录中像法决疑经前文增加二品共成一经。初云佛临涅槃为阿难说法住灭品，此品乃取奘法师所译佛临涅槃记法住经，改换增减置之于首。次是地藏菩萨赞叹法身观行品。后是常施菩萨所问品。此品即是旧经。据其文势次第不相联贯。景龙元年三阶僧师利伪造。

智昇说此经是将《像法决疑经》（已定伪）前增二品而成。第一品是将玄奘译《佛临涅槃记法住经》变换、改名为《佛临涅槃为阿难说法住灭品》而成[106]；第二品称为《地藏菩萨赞叹法身观行品》（智昇并未指出此品来源，现可比定于不空译《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107]）。第三品常施菩萨所问品即《像法决疑经》，因其内容为佛与常施菩萨的问答，所以，此经实为伪经加上真经中部分章品偈颂而成。

矢吹对此表述却错将“常施菩萨品”与“地藏菩萨赞叹品”混同，又将“常施菩萨品”与《像法决疑经》分开。[108]以为此经首品改玄奘译经、次一品改《常施菩萨品》题《地藏菩萨赞叹法身观行品》，加上《像法决疑经》，加伪序合糅成一。但若充分利用敦煌写本，就会有更明确的发现。

《开元录》判伪后，诸藏都不收此经。如果没有藏经洞S.2423号残件，那就无从睹知此经具体面貌。第二品《地藏菩萨赞叹法身观行品》实与不空译《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文意蕴含相同[109]，仅偈句形态有别，前者七言，后者五言。

表5-2 师利集经与不空译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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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者残损不少，但偈赞后有小段长行述说此经功德：“佛告地藏菩萨……汝能善说是妙伽他，若有人能受持读诵系念思惟……故不久于三界中。即得解脱。既自解脱。亦令一切众生而得解脱。能令听者依我教行。”这应是此经的流通分，所以此品原来也有较完备的佛经形态。智旭《阅律知津》概括其内涵有：赞法身、法界、菩提、涅槃、十地、等、妙、功德。现存《瑜伽法镜》第二品中约存最后两三项内容。此经虽然不长但内涵丰富，涉及大乘佛教空有、显密多项原理。[110]
智昇未明来源的《地藏菩萨赞叹法身观行品》先于不空所译，那么，不空译经是否参考《瑜伽法镜经》中此品呢？确有可能。不过不空本《地藏菩萨法身赞》只有偈赞，不具三分（序、正、流通分），只是将大部头的《大集经》中偈颂摘出。现据不空与师利译本的题名与对照情况，推测其很大的一种可能，就是这两种内容相同，是出自一种梵本大集经的先后异译。刘震就认为其具梵文原本。[111]
总之，师利所造《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第一品是利用玄奘法师所译《法住记》改成，第三品是利用原有伪经《像法决疑经》改成。第二品为“真经”，应是当时所译，出自经后题跋言及的译者室利末多（妙惠）。此经残本无首有尾，原伪序无存，但题后署名者高官大僧很多。

（三）高官大僧

智昇对《瑜伽法镜经》及师利有严厉批判，其原序有菩提流志、宝思惟等名僧，经后有译者。受写者及详定鉴定诸高官，说明参与此经译进者均非凡辈。

序中妄云。三藏菩提流志三藏宝思惟等，于崇福寺同译。师利云有梵夹，流志曾不见闻。以旧编入伪中。再造望蠲疑录。伪上加伪讹舛尤多。目阅可知不劳广叙（撰录者曰，余曾以此事亲问流志三藏。三藏□云吾边元无梵夹，不曾翻译此经。三藏弟子般若丘多，识量明敏，具委其事。恐时代绵远，谬滥真诠，故此指明，以诫于后。其僧师利，因少斗讼，圣躬亲虑，特令还俗，岂非上天不佑，降罚斯人，又临终之时，腹大如瓮，恶征遄及，可不惧欤）。[112]

智昇将此经之序言定为伪序。说其中云三藏菩提流志、三藏宝思惟在崇福寺同译，而且师利说此经有梵夹原本，但流志不曾听说与见过。因为此中《像法决疑经》部分已入于伪录，所以他称此经为“伪上加伪”。其错讹多到一目了然，不需要仔细说了。但又加有注解。说智昇（撰录者）曾问菩提流志，三藏说我那边原无这个梵夹本，也没有翻译过此经。未提宝思惟，应是其开元九年（721）已圆寂之因。但流志也于开元十五年（727）圆寂，智昇访其必在此前，又因开元录撰成已至开元十八年（730），所以特强调了流志弟子般若丘多。被赞为器识明敏的般若丘多具体证实了此事，免于历史绵远带来的谬误传滥。最后即皇责天谴，说师利本人因为诉讼，玄宗亲自令其还俗了，且其临死前肚腹肿膨，情形很惨，是天降惩罚了。

富安敦将智昇批判列为三点：①目录上的证据。②师利在其序言中的伪说。③皇帝与上天的惩诫。目录情况上文已述。而皇帝上天惩诫，富安敦说不予以论考。他主要关注了智昇论为伪序中事。但玄宗对师利的亲罚是智昇对其经籍判伪的重要动力与原因。不论何因，师利被审惊动上皇，令其还俗了。此事出在何时并不清楚，师利身份是三阶僧，开元九年与十三年对三阶教禁断敕停，其间一定有些关系。师利死时也无从详考，但应在《开元录》撰成之前。所以智昇有关三阶教典（信行撰述）的判伪等与此也有关联。

富安敦没有简单相信智昇所说（亲自询问菩提流志梵夹如何），联系敦煌写本题记中译者署名等，实际上这两者间有些矛盾。此经题跋说是崇福寺三藏法师室利末多译，大兴善寺翻经大德师利笔受并缀文，大慈恩寺翻经大德道安等证义，还有大首领安达摩译语，已是一个规格不低的译经阵容，而经序中则说是三藏菩提流志与宝思惟译经。如若从署名再加上菩提流志与宝思惟，译经者的地位就更高了。因为菩提流志与宝思惟都是武周长寿二年来华的印度高僧，流志来华即译出《宝雨经》，其实经中已有伪，但被树为正统的典型代表，其权威一直保持下来。

此经题署为景龙元年（707）十二月二十三日译成，景云二年（711）三月十三日奏行。太极元年（712）四月正议大夫、太子洗马、昭文馆学士张齐贤奏进。而后帝王敕令昭文馆高官进行审阅详定，参与此事人员阵容相当豪华。最后于延和元年（712）六月二十日由师利校写定讫，入藏流行。这一连串年号变化，反映出武周后玄宗前急剧的政治动荡。译事起于武周后中宗李显治下第三年，隔两年余中宗即为韦后所弑，宫中变幻中宗、殇帝睿宗，睿宗定位后奏进，即得敕令诸官详定，随之入藏流行。题记署名颇多：

景龙元年岁次景午十二月二十三日三藏法师室利末多（唐云妙惠）于崇福寺翻译

大兴善寺翻经大德沙门师利笔受缀文

大慈恩寺翻经大德沙门道安等证义

大首领安达摩译语

至景云二年三月十三日奏行

太极元年四月 日正议大夫太子

洗马昭文馆学士张齐贤等进

奉敕 太中大夫昭文馆学士郑喜王详定

奉敕 秘书少监昭文馆学士韦利器详定

奉敕 正议大夫行太府寺卿昭文馆学士沈佺期详定

奉敕 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右谕德昭文馆学士延悦详定

奉敕 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昭文馆学士上柱国李又详定

奉敕 工部侍郎昭文馆学士上护军卢藏用详定

奉敕 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权兼检校右羽林将军上柱国寿昌县开国伯贾膺福详定

奉敕 右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权兼检校左羽林将军上柱国高平县开国侯徐彦伯详定

奉敕 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昭文馆学士兼太子右庶子崔湜详定

奉敕 金紫光禄大夫行礼部尚书昭文馆学士上柱国晋国公薛稷详定

延和元年六月二十日大兴善寺翻经沙门师利检校写

奉敕 令昭文馆学士等详定入目录讫流行[113]

此昭文馆学士十一名，张齐贤通礼制，累进于评议大夫也做太子洗马，流志所译《不空罥索经》也是由他领衔进上。沈佺期是著名诗人，与宋之问创律诗。徐彦伯工文章，预修三教珠英。李又也以文章闻。卢藏用也载《唐书》传中。薛稷是书法家兼画家，为越王所撰《信行禅师兴教碑》书丹，薛道衡是其曾祖，魏徵是其舅父。昭文馆诸学士，为中宗、睿宗朝士，得睿宗重用，至玄宗即位，多不得志。

特别是崔湜与薛稷。薛稷曾任礼部尚书，崔湜是睿宗朝中书令，玄宗时参与太平公主谋反策划，谪岭外赐死。薛稷在睿宗时为黄门侍郎参与机密。玄宗因其知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谋反事不报而赐死。崔与薛都是睿宗时得意而玄宗时失意，且遭亡身之祸。

这些高官地位迁变矢吹多有指出，但对高僧如室利末多与道安曾说无考。富安敦则侧重于政教关系查考，又熟悉盛唐译经人背景，指出室利末多并非无其人，题李无谄译《不空罥索陀罗尼经》中第十七品或为其译。无论其经真伪如何，至少此经译出及呈进入藏的情况不虚。联系菩提流志与宝思惟参知此事，应为史实。认定所谓师利的伪序，实际不可能为伪。菩萨流志与宝思惟这样的高僧，于佛教译经有代表正统之象征。所以武则天也用其译《宝雨经》。至中宗与睿宗再至玄宗时代，其情形有变，三阶僧地位遭遇较大的起伏变化，所以菩提流志与宝思惟的态度也会有些变化。而且至《开元录》叙出之时，宝思惟与流志都已故去，所以智昇写上流志的弟子般若丘多，以免天下之议。

（四）《像法决疑经》

《像法决疑经》虽非译出，但其强调布施，行悲田，济孤独，应与无尽藏等三阶行为密切相关。《像法决疑经》于公元6世纪即南北朝晚期至隋代时流行，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僧人也引用此经。经末云：“此经名为《像法决疑》，亦名《济孤独》，如是受持。”经中极力申说布施功德，强调了济助贫穷孤老的重要性：

善男子，我今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救济贫穷困厄众生。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六波罗蜜皆从布施以为初首……善男子，此布施法门，三世诸佛所共敬重。是故四摄法中，财摄最胜。[114]

由此可见，经中阐明布施为成佛的法门，凸显布施在六度、四摄中的重要地位。对佛教事业的悲田与敬田做了划分，且特别强调了布施贫穷孤老的“悲田”，远胜于施与佛法僧的“敬田”：

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人、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此田最胜。[115]

以处悲田胜敬田的观念确使人吃惊。佛教一向重视对佛法僧宝的施舍，三宝是佛教的基础，所以施舍三宝就是保证佛教的传承。但是此经却明确地强调说，悲田胜敬田。而且将悲田的范围申明得很是清楚。

善男子，若复有人，多饶财物，独行布施，从生至老，不如复有众多人众，不同贫富贵贱、若道若俗，共相劝他各出少财聚集一处，随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116]

这种教化直接推动了南北朝佛教徒从事慈善事业。僧人居士们一直面向社会，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

《高僧传》卷十一记载，南朝高僧法颖（416—482）“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药藏即指药局。《续高僧传》卷二十九载，南朝末年慧达和尚也曾设立“大药藏”，以济百姓。“有陈（557—589）之日，疠疫大行，百姓毙者殆其过半。达内兴慈施，于杨都大市建大药藏，须者便给，拯济弥隆。”《南史》载齐文惠太子和其弟竟陵王子良奉佛，设立“六疾馆”，收容病人给衣施药。

《开元释教录》卷六及《续传》卷二载，北印度乌场国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北齐天保七年（556）来华，住太平寺中。“好起慈惠，乐兴福业。设供饭僧，施诸贫乏，狱囚系畜咸将济之。市廛闹所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众生。”“又收养疠疾（麻风病），男女别坊。四事（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承，务令周给。”

《续传》卷二十五载智岩和尚贞观十七年（643），“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永徽五年（654）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疠所”。另有记载，鉴真大师也曾在扬州开悲田而救济贫病，设敬田而供养三宝。

三阶教的无尽藏，实行了接受布施而施行悲田之事。

六 开元双纠

开元、天宝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并转衰时代。初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发展农业，政教上抑佛崇道，开元二年即沙汰僧尼万余人。玄宗禁停三阶教的措施较武周更为严厉，毁除无尽藏并拆院禁传、毁三阶教典。虽然《大周录》已将三阶教典列为伪经削刊，但开元十八年（730）智昇撰《开元录》，对明佺等僧所甄出的三阶经典详目加以补充，列出35部44卷，是三阶教典最全的经目。还列出了隋唐武周对三阶教的禁令。所以，开元敕令，自然更有价值了。

武则天与唐玄宗的禁教政策各有侧重点。武周时对无尽藏并无查禁，只有迁移，或含“有意推行”之意。[117]三阶教典方面，《大周录》既然已布为伪，又列出详目［其大敬爱寺（武周时名佛授记寺）皇家官藏中应已排除］，所以似无必要再敕毁，但仍有敕令断《三阶集录》。《开元录》查明《大周录》失检的三阶经目种，一并列出，最重要的方面自是对三阶教徒的规范与禁止。玄宗时期更为具体严苛，规劝的色彩较淡了。

（一）收财入国

上文已述，《两京新记》记开元元年（712）玄宗毁除化度寺无尽藏：

开元元年，敕令毁除。所有钱帛，供京城诸寺，修缉毁坏。其事遂废。

其时实为开元九年之误。关于禁三阶无尽藏事，现知有两道敕令。对比内容及题目可知，其中一道是针对化度与福先两寺，一道仅针对长安化度寺无尽藏。

《禁士女施钱佛寺诏》曰：[118]（开元九年）

闻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陛（阶）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法”。称济贫弱，奸欺事真。正即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文薄（簿）。待后处分。

此诏令说化度与福先两寺，其下文说要将钱交付御史台与河南府，登记造册，等待处理。没有涉及其他财物，重在禁止社会各界布施现钱，似特别强调了女性及每年正月四日的布施。理由无非是无尽藏打着“护法”的旗号，实际上却有奸欺之事。如裴玄智事就授人以柄了。

由诏令所涉可知，武皇实行迁移无尽藏返回长安后，福先寺仍留无尽藏院及布施事。再从此诏题目“禁士女施钱佛寺”，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指向，似可及全国一般佛寺普通布施。所以这道诏令究竟是仅针对两京两寺的无尽藏还是全国的无尽藏，或为全国一般布施，似可细究。谢和耐认为此项禁令还涉及全国无尽藏事。他结合了敦煌文书中S.721V号《大乘法界无尽藏释》中说法，认为全国各县的功德处都造办此事。由于这项诏指，“各州的大官吏们都在从事对铜钱和由他们在自己的地区所占有的财产的清算”[119]。不过从这道诏令的具体内容可知，并无全国性无尽藏的财产清算。因为文中明确“（无尽）藏钱付御史台、河南府，清点造册”。很明显，因在西京长安，化度寺的藏钱交御史台清点；因处东都洛阳，福先寺的（无尽）藏钱交河南府清点。御史台从秦汉以来即具，并无全国性的分支，元代才具两分支——江南与陕西诸行道御史台。所以此诏绝不是取缔全国无尽藏机构财产之令。

《分散化度寺无尽藏财物诏》曰：

六月丁亥，诏化度寺无尽藏，财物、田宅、六畜并宜散施京城寺观。先用修理破坏尊像、堂殿、有余入常住，不得分与私房，从贫观寺给。[120]

此诏令处分化度寺中无尽藏之财物，包括有动产的财物、六畜，不动产的田宅，但无现钱。可见这个诏令是接续上一诏令，对无尽藏财产做进一步的处理。两道诏令一为四月壬寅日、一为六月丁亥日，应是同年所为，如《册府元龟》所录，尽管有些载记将前者录为开元元年，法国谢和耐著并用元年与九年，日本学者则认同《册府元龟》开元九年说。笔者从干支月日即四月壬寅与六月丁亥的角度进行查证，也有助于说明开元九年发布之诏更为合理。[121]
化度寺无尽藏院毕竟是三阶教此藏的大本营，须详加处理，将其散分于京城之内，而且原则与此前大略相同，用于修理破坏的尊像、殿堂；先从贫穷寺观给付，若有剩余，可入寺院常住财产。但不能入僧人私产。其中须注意者是“观”，即道教宫观也可分得其财产。“常住、私产”则是佛教内部说。

信行倡导的无尽藏对其含义有所提升，含有重要修行内涵，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从其发展曲线来看，高潮的高宗与武后阶段，未受打压，至女皇似欲利用时，于两京之间的迁移，使无尽藏的运行大受折损，最后收财入国了。

（二）禁令所止

智昇《开元录》卷十八有玄宗敕止三阶的禁令：

我开元神武皇帝。圣德光被普洽黎元。圣日丽天无幽不烛。知彼反真构妄出制断之。开元十三年乙丑岁六月三日。敕诸寺三阶院并令除去隔障。使与大院相通众僧错居不得别住。所行集录悉禁断除毁。若纲维纵其行化诱人，而不纠者，勒还俗。[122]

这是最为严厉的敕令，也不过除隔障、毁集录、勒还俗。玄宗认为其事“反真构妄”，所以“出制断之”。智昇于玄宗所敕评为：“既乘反圣旨，复冒真宗”，较《大周录》“违背佛意，别构异端”的口气稍重，与《三宝纪》与《内典录》具有同情意味的批评已很不同。但从佛教内部而言，三阶与净土的矛盾更激化明显。善导时，三阶与净土已成冲突之势，法相宗窥基就从净土立场批判过三阶教；高宗与武周朝更为明显，但从《历代名画记》内记载，光明寺既有三阶院又有净土院。佛学著作之中批驳较多。如怀感与怀晖的《释净土群疑论》，集中破斥三阶、摄论、唯识学说与净土不合之处，其中批驳三阶教说占有很大分量。《释净土群疑论》重在驳斥三阶教以净土宗第二阶佛法之论点，其中至少从现世时机正当念佛与第三阶众生不等于五逆罪人两个方面发挥而论。当然这都是基于佛教理论的探讨。但是其中批驳者唯有信行能济度众生，而佛无法济度第三阶众生的说法，很容易上升到三阶教说背佛意、构异端，即反真构妄的程度。现在我们不知唐玄宗是否了解这些佛学理论之争，但从这些争斗说法多产生在玄宗之前的情况大约可知，武周时唱导佛教，虽然也纠偏异端，但其程度则较轻；而到玄宗时代再次扬道抑佛，他的查禁佛教异端就更为严酷了。

玄宗禁停之敕非常简单，不过三点：一是拆除寺中三阶院隔障或壁，与别僧混杂错居，实质不允许三阶僧人聚住。二是将三阶教典全部毁掉除净。三是不许传播三阶教说。并且这些政策落实到寺院僧官系统，如果出现，要勒令这些寺主、僧官还俗。

不过，即使严格执行，也只是要求这些僧人回复正统，继续在寺院中延续宗教生活，对于信仰三阶俗众则无具体说及。相较而言，这只是一种严厉的纠偏，抹去三阶色彩，不行其事，不念教典。如若返归净土或其余特色应该不会有碍。

（三）智昇判伪全目

开元十三年（725）六月三日敕令，禁断且除毁《三阶集录》，分明显示《大周录》刊伪22部以来，还没有被禁停，或者说仍在某种程度受到欢迎。

玄宗敕令禁毁三阶全部教典，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公布了一份最为详尽、共35部44卷的三阶经籍细目。这也是信行撰述目录，当然还有三阶僧师利又造的《瑜伽法镜经》。

开元十八年（730）《开元录》卷十八专撰伪经，包括多种。就此三阶教典说明，包括《长房录》《内典录》《大周录》及李贞撰《兴教碑》中卷数，总数35部44卷，属“三阶法”与“杂集录”两类。

以为三阶法及杂集录。总35部44卷。隋真寂寺沙门信行撰（长房录云总三十五卷，内典录云都四十卷，大周伪录但载二十二部二十九卷并收不尽其三阶兴教，碑云四十余卷而不别列部卷篇目，今细搜括具件如下）。

三阶法及杂集录：

三阶佛法四卷（内典录云三阶别集四卷者即此是）

十大段明义三卷（长房录云三阶别集三卷者即此是）

根机普药法二卷（大周录中除此之外更有三阶集录二卷者误）

三十六种对面不识错法一卷（明一切三十六种对面不识错）

右三阶法都有四部。初是四卷三阶。次是三卷三阶。三是两卷三阶。后是一卷三阶。后之三本入集录数。

大乘验人通行法一卷

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一卷（上加明诸经中四字）

对根浅深同异法一卷（同前加四字）

末法众生于佛法内废兴所由法一卷（上加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八字）

学求善知识发菩提心法一卷（明世间五浊恶世界末法恶时十恶众生福德下行于此四种具足人中谓当三乘器人依诸大乘经论学求善知识学发菩提心一卷）

广明法界众生根机法一卷（广明法界众生根机上下起行浅深法）

略明法界众生根机法一卷（略明法界众生根机上下起行浅深法）

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法一卷（明诸大乘修多罗内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

世间十种恶具足人回心入道法一卷（明十种恶具足人内最恶人回心入道者断恶修善法也）

行行同异法一卷（明世间出世间人行行同异法）

当根器所行法一卷（明佛灭度第二五百年以后一切最大颠倒最大邪见最大恶众生当根器所行法）

明善人恶人多少法一卷（明佛灭度一千五百年以后善人恶人多）

就佛法内明一切佛法一切六师外道法二卷（就一切佛法内明一切佛法六师外道法同异）

明大乘无尽藏法一卷

明诸经中发愿法一卷

略发愿法一卷

明人情行法一卷

大众制法一卷

敬三宝法一卷（明诸经中对根起行浅深敬三宝法）

对根起行法一卷（明一切众生对根上下起行法于内有五段）

头陀乞食法一卷（依诸经论略抄头陀乞食法）

明乞食八门法一卷

诸经要集二卷

十轮依义立名二卷（大方广十轮经学依义立名）

十轮略抄一卷（大方广十轮经入集录略抄出）

大集月藏分依义立名一卷（大集月藏分经明像法中要行法人集录略抄依义立名）

大集月藏分抄一卷（大集月藏分经明像法中要行法人集录略抄出）

月灯经要略一卷

迦叶佛藏抄一卷（明一切出家人内最恶出家人断恶修善法如迦叶佛藏经说）

广七阶佛名一卷（观药王药上菩萨经佛名一卷）

略七阶佛名一卷（已上三阶法等于中多题人集录字其广题目具如脚注）[123]

智昇在列出目录后，对三阶教典的特点与性质也有评说：

信行所撰虽引经文皆党其偏见妄生穿凿，既乖反圣旨复冒真宗。

他认为信行撰述虽然引用了很多经文，但全纳入了自己的偏见体系中，还以自己的私意去附会穿凿了佛说，因而既违反了圣旨，又冒充了真正佛教。这里“圣旨”是喻指佛说还是世间帝意，值得探讨。

开皇二十年有敕禁断不听传行，而其徒既众蔓延弥广。同习相党朋援繁多（即以信行为教主别行异法似同天授立邪三宝），隋文虽断流行不能杜其根本。我唐天后证圣之元有制令定伪经及杂符录，遣送祠部集内。前件教门既违背佛意别称异端，即是伪杂符录之限。又准天后圣历二年敕。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逮幸承明旨使革往非，不敢妄编在于正录。并从刊削以示将来（其广略七阶但依经集出虽无异义，即是信行集录之数，明制除废不敢辄存，故载斯录）。[124]

三阶教典屡禁屡行的情况在此也得到相当清楚的反映。从开皇二十年禁断以来，其徒众反而更多，“同习相党、朋援繁多”。道宣的“海陆高之”的褒说在此变成了贬词。智昇特意说明，“似同天授立邪三宝”，就是信行的教派如同印度佛教中提婆达多的教团，对释迦教团造成破坏，不是正统的三宝。“天授”在汉文佛典里是“提婆达多”的一种意译。矢吹曾误为武则天天授年号，将邪三宝归为武周大云革命之事。汤用彤已指明，其著《武周与大云经忏》事极富趣味，但出发点有误，此不赘言。

智昇最后还广略两种《七阶佛名经》情况稍加阐明。说《七阶佛名经》虽全是依照经佛经编成的，但出于信行之手，集录中有名，属于皇帝制中明令须除者，所以也不敢辄存，将其定为伪经载此。

七 净土僧诤

三阶教发展在佛教内部有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净土宗。三阶教与净土宗有相近的理论基础，都以末法思想为立论的基石，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净土宗倡导引领众生往生，走一条易行的解脱道路，具体方法是称名念佛。而三阶教走不但是难行道的老路，而且具有“原教旨”倾向，有“三阶佛法甚苦”之评。净土与三阶在教内外都有竞争冲突，教理方面的相互驳难最为鲜明。毋庸讳言，这个争论在三阶教的成败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善导倡导与发展了净土昙鸾、道绰大师的传统，净土与三阶的对立，初唐已成水火之势。善导的弟子辈对三阶教理论展开了严厉批判。当然他们同时也批评应对唯识学、摄论师等多种质疑，怀感与怀恽《释净土群疑论》为代表作，还有《西方要诀释疑通规》可能是窥基作的、道镜与善道《念佛镜》等。飞锡《念佛三昧宝王论》对三阶与净土取了调和的态度，而怀信《释门自镜录》中，则以地狱受报、蜕变大蛇等行状事迹对信行及其弟子进行了人身攻击。

（一）《释净土群疑论》

怀感与怀恽《释净土群疑论》共七卷，问答体，破斥三阶在卷三卷四。代表三阶观点的问难至少有八则：如信行以第二、第三阶众生释《无量寿经》与《观无量寿经》的差别，《大集经月藏分》中有五个五百年的末法年代时序说。三阶学者依此说十六观与念佛三昧只合于定慧阶段、不合于多闻坚固以后之时流行。第三阶人不合得生净土，《法华经》与《观无量寿经》矛盾，念佛三昧可见阿弥陀佛，及临终时佛与圣众持花来迎。但凡夫既然不能脱离邪三毒，那么如何才能证明所见不是神鬼魔，等等。

信行禅师说《维摩经》八法是第三阶人往生之法。《观经》等经是第二阶人往生之法。今天既然多是三阶之人，为何要学第二阶佛法求生净土呢。

怀感对三阶之说一一提出批判，主要有第三阶众生不等于五逆罪人、未法时机正当念佛等。[125]
他说：诸余大德容可误解经文，信行禅师说是四依菩萨，宁容于此圣教亦有错解。信行对此两经差别的解释说，《观无量寿经》不排除五逆罪人，所取的是指第二阶众生；《无量寿经》所排除的五逆罪人，是指第三阶众生。三阶之说据其基本理论，第三阶人“并是纯邪无正、纯恶无善之人，无始迄今有愆犯”。《无量寿经》“唯除五逆及诽谤正法”，就是除一切第三阶众生。所以，第三阶众生不得往生，他们是被排除在净土之外的。

怀感对此驳斥说，第三阶众生与“五逆人”是不能相等的。如果说第三阶众生造五逆，难道第二阶众生中没有造五逆人吗？难道第三阶众生全都造五逆吗？三阶禅师说，第三阶众生没有全造五逆，但能造五逆。都具五逆之根机。那么，第二阶众生难道没有造五逆根机吗？第三阶众生即使有造五逆根机，但未现造逆罪，怎么能叫“造逆人”呢？《观无量寿经》允许五逆罪者往生，指的是已经造罪的，为何仅具造逆根机，《无量寿经》便不许往生？法藏比丘发四十八愿接引有缘极恶众生，为什么只接引第二阶人，不肯接引第三阶人？难道法藏与第三阶众生无缘，仅有信行禅师与第三阶众生有缘，所以付与信行救度？大唐众生遇逢信行，可得救度，而东西二洲，五天竺国，三千刹土，百亿四天下之人，不得逢遇信行禅师，又如何得救？诸如此类的问题，三阶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怀感由此得出结论：净土并不排斥第三阶众生，正是为了救度众生而设的。

（二）末法时机正当念佛

三阶教自称为“当根佛法”、“当根法门”。所谓“当根”，一依时、二约处、三准人。佛灭一千五百年后，时为第三阶，所处世界为秽土，一切众生为恶人。根据这种时、处、人而立的三阶佛法，即所谓普真普正佛法；而以念佛等别真别正佛法，为不当根佛法。

怀感则广引经论，证明净土念佛之法，正是当根佛法。三阶教与净土宗的理论基础是相当一致的，都是建立在末法观念的基础上。唯三阶教将末法时序明确为三个阶段，而净土虽未明确提出阶段说，但对诸种经论里末法时序都是承认的，而且从净土宗的角度加以解说，认为在末法以后，唯有净土教说合于时机，唯有念佛法门才能救众生。因而对上文所列第二问、第四问等问题，都从这个角度进行了解说阐发。强调了在末法以后的时机，正是适合施行净土念佛的法门。

怀感在此整理了净土宗或者是他自己关于末法时序的看法。依照《大悲经》与《法住记》之说，排出正法、像法、末法又留住百年、十六罗汉；独觉、弥勒、阿弥陀佛、《无量寿经》留住百年。这里排列出了释迦教与净土教，以独觉为联结点，前为释迦教法，后面弥勒、弥陀都属于净土教，十方诸佛也都劝修净土。在此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末法说究竟为佛法终结还是循环。从时间维度上佛法的出现与灭亡是单向的，这符合于佛教基本缘起观念“有生就有灭”，也符合于诸经典中有关末法的种种说法。但是佛法灭尽以后会如何呢？释迦佛的教法会永远灭尽，但是净土教呢？这个地方实际上有点模糊，因为阿弥陀佛的寿量是无穷无尽的“无量阿僧祇劫”。但是如果强调坚持说阿弥陀佛的寿命无尽，净土教因而寿量无尽，这实际上是与佛教中原则说法有抵触的，虽然佛经中没有明确地定出这个原则。因而怀感于此仍然说出了阿弥陀佛的灭度，而后还有《无量寿经》的留住百年。但是无论留住多少年，依理来推的话，净土教也会灭尽。所以必须走向循环论。如果对经典中各种说法加以归纳的话，佛经诸说实际上必会走向循环论。怀感此处也正是如此，“如是辗转”。从贤劫千佛至以后诸佛，都会渐次兴起并灭亡。原则上说，每个佛陀都有寂灭，其佛法也会渐次灭亡，但以后又会有新佛陀出世或下生，如此循环无尽，所以佛法也无尽。

怀感对三阶教的批判、对信行的指责，往往是在大原则相同的情况下做出的。他批评三阶教的当根佛法，焦点在信行所宣的当根“普法”并不是唯一的，净土念佛也是当根或更是当机的，以此来宣教净土。

怀感与怀恽的《释净土群疑论》，应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涉及面之广、分析推理之深入，都达到很高的程度，有“净土百科全书”之称。当时就有僧人讲解此论，如为香积寺主二十余年的净业，就以善讲《观无量寿经》与《释净土群疑论》著称。[126]可推《释净土群疑论》批驳三阶教的部分也为净土僧人宣讲不辍，而不限于能阐经论者。

八 贞元复兴

经玄宗严厉禁教，三阶教活动已经沉寂。但此次禁停仍然不能彻底。约经40年，安史之乱后，晚唐代宗（762—779年在位）时就有复兴迹象，约经60年德宗治下（780—804），三阶教活动尤为昌盛。标志性事件即三阶教典籍重新入藏、教主信行迹的碑表传集等也被编集，玄宗敕令拆除的三阶院复建竖立，数量还颇可观；终南百塔之地也建院立寺及并竖立经幢。隋唐两代三主四禁之后，三阶教以如此规模与气势复起，很值得深思。

（一）敕命典籍入藏

贞元十六年（800），化度寺僧善才等状请三阶典籍入藏获准，于是信行《三阶集录》等35部44卷，被圆照编入《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入藏流行。此事在三阶教复兴的潮流中极具代表性。因为前此帝王禁绝特别集中于三阶典籍。经多次反复，特别是声誉很高的《开元录》详说细列，三阶教典、信行所撰属伪，应是广为人知。但晚唐时竟又出现反复，即《贞元录》的入藏。

贞元十六年德宗敕命长安西明寺律宗僧圆照编定《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共30卷，较《开元录》多10卷，增加《开元录》后71年新译百余部经典。[127]依例配合着皇家官藏的修订。“新定”贞元录，特别重视新译经典，首列“特旨承恩”即皇上敕命译典，反映出了中国帝王干预大藏经编撰。已有制度性的变化。括及三阶教典的入藏，都是经过帝王批准的。虽然宋至清历代刊印大藏都未收入《贞元录》，《高丽藏》才始收此录，但这种帝王恩准的色彩应予特别重视。

据方广锠考察，中国大藏受帝王干预，正是由唐玄宗开其端，而代宗、德宗继其后。高宗时《静泰录》不收中国撰述杂藏、《大周录》不收《大云经疏》即其例。唐玄宗屡下限制佛教之诏，但开元十八年（730）他召僧道辩论，《开元佛道论衡》曾入藏。[128]开元二十三年（735）他为《金刚经》作注，“便请颁行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馆”。

此后入藏帝王恩准渐次重要。三阶教典有化度寺僧人善才积极请求，虽非新译新撰，主管编藏的圆照亦遵皇家旨意，才能增添藏经内容，编成包括三阶教典之藏。总之，贞元年间三阶教典籍的入藏，是依由藏经体制的变化，帝王朝廷的恩准，有皇权的权威性。圆照还亲自编成了《信行碑表集传》，更可充分说明其对三阶教的态度。不过，《贞元录》后代没有流行，待其再度流通之时，内中三阶教典也被删除。幸得日本寺院藏有贞元录的古写本完整展现了这一状况，矢吹专著于此早有展示。但也有学者对此不查，竟说《贞元录》前后自相矛盾，自说收列三阶目录，实际没有。[129]
（二）三阶复院立幢

据日本所传古写本《贞元释教录》卷二十八，当时京城内55所寺各有三阶禅院，其住持相续达200余年，僧尼二众有千人以上，都奉三阶教法。唐末才日趋衰微，终于湮没不传。

唐临《冥报记》说长安三阶五寺“后有侵广”，意即三阶教在五寺外又有发展。确实又有更多的寺院奉三阶教或具三阶院，或有更多三阶僧人。据有限材料，有三阶教僧人的寺院略知还有：会昌寺德美，慈悲寺神昉，宣化寺坚行，弘福寺嗣泰、定持，净域寺法藏，崇义寺思言，荐福寺明观，直心寺尼总静，澄心寺优昙尼[130]、法门寺惠恭等。上文已及，高炯妻贺跋氏所舍建的积善尼寺等也在内。

三阶五寺之中也有三阶院。如化度寺中就有三阶院，金石铭刻证明此称沿用颇久；光明寺与赵景公寺中也有。五寺本属三阶，为何其中还有三阶院呢？似应考虑三阶教遭禁后至贞元之“复兴”情况，据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古本《贞元录释教录》载，其时具三阶院之寺竟达55所之多，但具体情况却很难考索了。

明确现知三阶院的寺庙仅有六所，即：崇福寺、净域寺、福先寺、化度寺、光明寺、赵景公寺。

此中后三者属三阶五寺，包括前者及于东都洛阳的大福先寺，多有名画。

关于三阶寺与三阶院关系，《两京新记》等云此寺有无尽藏院之载。在武则天时曾将化度此院移至洛阳大福先寺，后又迁回，开元九年（721）时敕令毁除。毁除无尽藏院当是散除无尽藏的财物，而建筑构制未必要拆除。福先寺无尽藏院财物移回的情况应也类似。此无尽藏院与三阶院并存的可能不是没有，但可能性很小。所以可考虑此三阶院即寺中无尽藏院呢？笔者认为，无论化度寺、福先寺，其中三阶院应即原先的无尽藏院。

又西安市碑林博物馆现藏一通造像碑。早有金石著录，其原属寺院可知，如毕沅《关中金石记》卷四著录：[131]
三阶大德禅师碑额正书，在咸宁荐福寺。

此不知何碑之额，今存寺中碑犹存，半截却无一字可见。

可惜碑面无字，所以难知此大德姓名行历。其碑阳开有八龛。碑首精雕螭龙，后爪反向上推云中宝珠。碑额圭形龛内刻观音像，戴高冠斜披衣衫，取左舒相半跏坐姿，右臂直扶岩座左臂抚膝。上方三圆拱龛之主龛，一佛二菩萨趺坐束腰莲台。佛双手结胸前，右胁侍手中持剑，左菩萨拿大莲枝。侧龛供养菩萨均双手合掌于胸前，一胡跪、一全跪于莲台上。下层竖列四龛护法像，着盔着甲，执托塔、剑、杵、棍，属东南西北方四大天王。整碑龛像具密宗意味，水准一般。

又有一种石刻资料著录，即《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对此有些别样说法，即：又名唐大德檀法师碑，塔铭，唐年月不详，《石墨镌华》载姜立佑撰文，无书者名，行草笔法。存考载正书，原刊不详，后入荐福寺。全文据存考见《金石萃编补遗》，著录见《镌华》《存考》《陕志》《续通》。[132]
此处所说“大德檀法师”以及姜立佑撰文等，不知是否有据。若实则可对此碑探考提供一些线索。

（三）化度百塔幢立

代宗大历二年（767）以来，百塔信行禅师林所建造塔院，当与佛教得宠的大环境有内在关系。其时建寺造院蔚然成风，持三阶教说者与行持僧人在这种境况下，也采取建塔院之举，使其圣地得到一定的发展。

公元9世纪时经幢流行，陀罗尼经幢有四，两柱在长安城化度寺，两柱却在百塔寺。时段相互交迭（公元800、825、832、842年），最晚者只略及于会昌灭佛的前端。

《宝刻丛编》有录：“唐化度寺三阶院尊胜陀罗尼经石柱唐方琬撰赞序并书贞元十六年。”《京兆金石录》卷三十六下著录：“唐化度寺三阶院尊胜陀罗尼经石柱僧惟则撰序并书会昌二年。”贞元十六年即恰为圆照奉德宗之命编定经目之时，此录中收入了三阶教经籍。上文以及古本《贞元录》反映了贞元年间三阶教的活跃，其时京城有三阶院的寺庙已达55所之多，僧尼千人以上，但可惜因材料缺乏不能尽知。而百塔寺自大和五年（631）就有尼总静经幢等。这些幢铭清楚地说明公元7—9世纪上半期会昌灭法之前化度寺中三阶院等情况。尊胜陀罗尼并非三阶教推重的经典，建幢自然也非三阶教习用，所以由此也可见出三阶教演进中，尤其在数次受禁后，追随与靠近潮流的一面。

前者正是圆照撰《贞元释教录》之时，其中讲到了化度寺三阶僧善才进上教典。其时三阶教有些回复兴起之势，但撰序者方琬事迹无考。后者在武宗灭佛事起时，僧惟则是长安奉慈寺的高僧[133]，以敬观佛像而闻名。

《金石萃编》中“湛大师经幢”，文为“有大师俗姓员，释号湛□……”[134]可知他法名实为惠澄，号为“湛□”。也可称《大德惠澄经幢》，他是追随荐福寺的明观和尚为三阶教徒的，其幢为唐宝历元年（825）弟子门人20余人所竖，书丹者为曹□□。刘淑芬指出其应为墓幢[135]，即以具陀罗尼咒之幢代替了原来的塔铭，但是咒文之前，往往加序或幢铭，此处实为湛□大师的行状，等同塔铭。

因过荐福寺，大德明观和尚开三阶之奥理，示一性之法王。敷普囗［敬］之□，演收慈之本。乃悟六入趣□□□□，遂舍□□。方就普刊□□，传受无我无人。食任精粗，一衣一纳。

惠澄显然是受教而入其门下。此后由于由师“观公”说“吾久住皇州，欲□汝法流外”。很明显，明观和尚要传其法于长安之外。他即随侍师父，离开长安，赴蒲城等地。其后似乎师年老迁化，他为师“送终”。以后声誉渐隆，于贞元十四年（798）被推举为三教大德，在某寺当主持。日往月来二十三载，“内观实想，外博经文”，造诣颇高。此后则葬于百塔之地。由贞元十四年又加23年，时在长庆元年（821），其时或寂灭，或老病，总之他的归葬，是附百塔、终南林下。大德明观与大师惠澄是为三阶师徒，传教且到蒲城（长安东北约百余公里处）等地，殆为事实。

《金石萃编》同卷著录《僧无可书幢》，于唐大和六年（832）四月刻竖，是徒弟门人比丘尼愿证、循定、扎雅、元雅、启元与同辈之伯氏尼总宁为尼总静所立。僧睿川撰文，僧无可书。《关中金石记》记此曾云僧无可为贾岛从弟，字法学柳公权。[136]无可以幢铭中自称为“白阁僧”，而睿川则是内供奉僧。铭曰：

于戏！行律比丘尼愿□，三阶教大禅祖荼毗林畔，先大师荼毗所，哀恸树是明幢……师姓耿氏，讳总静，年五十四，夏卅四。大和五年正月廿六日长安县群贤里直心寺□灭，灰舍利必是下……三阶佛法甚苦，习法华等大乘经、大小乘戒……。铭曰：

不尔塔万砖，懿尔幢[137]石一。资粮尔师，圣地之力，而佛昭格。

由此“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铭”可知，长安县群贤里直心寺，有比丘尼总静，生于大历十三年至太和五年，年五十四岁，僧腊三十四，出家恰为二十岁。于逝后年余在三阶教大禅祖荼毗林畔（信行尸陀林畔），火化余骨葬于幢下。总静实际上也重于律学，其门徒也称行律比丘尼。同时他还重视《法华》等大乘经，这些情况与信行门徒若孝慈宣讲行三阶法不应诵念法华大乘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时间已迁流数百余年了。

此两幢在百塔寺遗地，是其最后的余响。

九 法难、画迹与海外遗音

（一）会昌法难

唐武宗灭佛在历次毁法事件中最重，其背后有着深刻原因。佛教势力极大膨胀，寺院经济与国家税赋及世俗地主争益，社会矛盾尖锐、朝政腐败、国势衰微，都对佛教遭遇行政禁没埋下了种子；而藩镇贪利以及佛道之间的斗争，成为这场政令灭佛的导火索。

据《唐大诏令集》《唐会要》《新唐书》等著所计，这次灭佛拆寺4600余所[138]，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收奴婢转为两税户者15万人；拆兰若绍提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或亩）。事后宰相李德裕上《贺废毁诸寺表》，朝臣刘蜕、杜牧对武宗此举评价都很高。[139]
会昌法难对中国佛教诸宗影响很大，以后大多宗派没有再度兴起。三阶教本来就几经兴衰，经过此番劫难后，再要复起，已极为困难。会昌六年（846）佛法复兴时，化度寺改为弘福寺，意味着三阶教标志性或者说祖庭式的寺庙已不存，这可能是其走向衰败的一个标志。不过，这并不等于三阶教即刻已经败亡。画史所载，即使法难以后，仍有不少寺庙具备三阶院并有精美壁画。所以三阶教仍略有垂续，不过只是在局部持续。但这种情况并非一宗一派，而是佛教宗派的整体状况。

诸宗并盛、争奇斗艳的场景，从会昌灭法至唐末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三阶教随着中国佛教整体趋势的下滑，才真切地走向湮灭。

（二）画迹

三阶寺与三阶院在画史著作中颇为突出。会昌三年（843）《寺塔记》、大中二年（847）《历代名画记》两著都在开元禁令百年之后，时间恰在会昌五年（845）排佛法难的前后，大师的杰出画作，明确的三阶院之说，说明三阶教仍有一定程度的流行。

《酉阳杂俎·寺塔记》云：

赵景公寺南中三门里东壁上，吴道玄白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战。吴画中得意处。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及十六对事。宝池尤妙色，谛视之，觉水入浮壁……

光明寺中，有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举止态度如生，是李迪所作。

《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中有载：

化度寺 殷仲容题额，杨庭光、杨仙乔画本行经变。卢棱伽画地狱变，今残两头少许耳。

懿德寺 三门楼下两壁神，中三门东西华严变，并妙。三门西廊东静眼画山水。大殿内画极妙。

崇福寺 壁碾陈积善画山水。三阶院蔡金刚、范长寿画。

大云寺 东浮图北有塔，俗呼为七宝塔。隋文帝造。外边四面，杨契丹画本行经……三阶院窗下旷野杂兽，似是张孝师。西南净土院，绕殿僧像至妙。

净域寺 三阶院东壁，张孝师画地狱变，杜怀亮书榜子。院门内外神鬼[140]。

东都福先寺 三阶院，吴画地狱变，有病龙最妙。寺三门两头亦似吴画。

唐代佛教艺术颇盛，多有名家高手绘壁。其题材多样，但地狱变相等较为突出，如五寺之中化度、赵景公，以及净域、福先寺都有地狱变相。而且几位画地狱高手——较早的张孝师、最杰出的吴道子、其弟子卢楞伽，都有作品绘于三阶相关寺院。其实吴道子代表作即在赵景公寺壁。老僧说因此画，京师诸屠沽都惧报应，不敢持业了。净域与光明寺张孝师所绘、福先寺吴道子绘，都在三阶院的壁面上。此外的两京地狱画仅有慈恩寺塔外张孝师、宝刹寺廊陈静眼画等一二处。

洛阳大敬爱寺是唐中宗为高宗、武后所置，张彦远对此寺壁画描述的深入细致程度超过了所有的寺院。他自己说：“游西京寺院不得遍，唯敬爱寺得细探讨，因而详备。”与三阶教奉行经典密切的有《月藏经变》与《十轮经变》。

（大敬爱寺大殿）西壁十六观及阎罗王变。刘阿祖描……其禅院之内西廊壁画，开元十年吴道子描。日藏月藏经变及业报差别变。吴道子描，翟琰成。罪福报应是杂手成，所以色损也……东禅院内十轮变。武静藏描。大院纱廊壁行僧……其日藏月藏经变，有病龙，又妙于福先寺者。殿内则天真，山亭院十轮经变，华严经，并武静藏画。龙王面上蜥蜴及怀中所报鸡，尤妙。[141]

其大殿内“十六观”与《阎罗王变》画在一处，东壁又有西方净土变，内容对应。[142]
在黑水城西夏遗址有《业报差别经》扉画，强调表现六道轮回，可对应吴道子画《业报差别变》[143]。而《日藏月藏经变》所据即《大集经》的《日藏分》与《月藏分》，后者中详述末法事件，与三阶教思想密切。安阳大住圣窟铭刻大集月藏分的末法时序说，[144]而金川湾石窟的《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将“法灭尽品”偈文全数刻出。[145]包括武静藏所画两处《十轮经变》，说明敬爱寺壁画之题材，较三阶院的壁画内涵更值重视。《十轮经》属三阶所依基本经典，金川湾窟中全数刻出。而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现推定为高宗时十轮经变（原定初唐武周期《宝雨经变》）[146]，画面宏大，具七八十种情节，第74窟壁画亦同，有一二十种画面。前者有条题记，可识读比定为《十轮经》第四轮灌顶大王如何如何之文。[147]
敦煌写本有《十轮经》中五本二十三件，三阶典籍更多。这些情况反映出敦煌或有三阶教流行，甚至有三阶教窟像等。矢吹庆辉最初使用敦煌编为20号（种）残卷[148]有些同类或同经被编入一个号，实际上约30件。其中有少许错误，内容上包括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等。西本照真，利用法、俄等国所藏新刊等进一步调查。中日学者如方广锠、里屋德雄等也发现并写文介绍。后续所得的敦煌文书共有28件，其中多人发现有10件，西本发现有18件。[149]总之敦煌有关文献共约60件，其中有些是信行撰述，有些是教团僧制《制法》，有些是信行弟子所作的注疏，有师利所编撰造伪经，有三阶禅师的行状，等等。这些典籍的年代判断及使用状况的研考则仍很少。

（三）海东遗音

自公元8世纪至13世纪，日本和韩国都有三阶教传入的痕迹。其后也有一些踪迹。

新罗璟兴约为入华习唯识的僧人，目前仅知藏经目录留存一些其所著注疏。[150]他在净土疏注中，对三阶教说稍有批判。璟兴《无量寿经连义述文赞》疏云：

有说除即第三阶造五逆者、生即第二阶造逆者。此亦不然。众生有三非圣教故。设有圣说，亦违自许第三阶人不行普法，有逆无逆皆不得生。若如所言，应说唯除第三阶而言，除逆唯有虚言故。[151]

《无量寿经连义述文赞》此说围绕《观无量寿经》的五逆罪人可入净土的聚讼而展开。对第二、第三阶五逆人能不能入净土略有批驳。有种说法讲第三阶五逆罪者不能生净土，而第二阶造逆者可以生净土。璟兴驳之。且不论圣教三非等事，三阶教自说，第三阶人不行普法，无论有逆无逆，皆不得往生。如果这么说，就应说唯除第三阶人不得往生净土，而不涉及其中有逆无逆。

相关的问题在怀感驳难三阶教说里也有论及，但璟兴所议的论题更为细小。[152]
义天是韩国高丽王朝名僧，其父为高丽文宗王徽。他幼年出家，遍学释儒老，承当大任，位高丽僧统。他曾于宋代元丰末、元祐初（1085—1086）时入华求法，成绩卓著，在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高丽义天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的：

入道出世要法二卷（或一卷），三阶集录四卷 已上 信行述[153]

（四）日本经抄

日本则有一些古本抄经以及疏解，说明公元8世纪时三阶典籍已传入日本，且有一些研究阐说。但具体活动难知其详。又日本13世纪时，僧人道忠（？—1281）《释净土群疑论探要记》就载《贞元录》三阶教籍四十四卷。[154]此后元亨元年（1321）凝然作《五教通章记》有三阶集录五。至宽政三年（1791）南部基辨作《西方要决科注》，引用《三阶集录》。次年曾上寺宽亦涉《三阶集录》。

日本古寺中一些珍贵的古写本也含有三阶教的典籍。如法隆寺藏《三阶佛法》卷一与卷二、东大寺正仓院圣语藏《天平写经》——（公元8—12世纪）写本，其中有《三阶佛法》的卷二、卷三与卷四。还有些注疏，如天平十九年（747）的《明三阶佛法》二卷，同年的《三阶律周部》则有九卷之多，天平二十年（748）则有《三阶律》三卷。此外还有天平十九年的《略明法界众生根机浅深法》。[155]
兴圣寺则藏有《三阶佛法》卷一至卷五。[156]1925年大屋德城曾经影印刊行。[157]后来又发现了七寺本，其中亦有卷一至卷五。这是敦煌写卷之外的珍贵古本抄经，保存着三阶教的主要思想，一些疏解还反映出了日本僧人的部分看法。

结语

三阶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独特的宗派，又是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唯一教派。虽然佛教史多论为隋唐八大宗派，即天台、华严、唯识、三论、密、律、禅、净土，但从宗派角度而言，三阶教比起隋唐诸宗任何一派都不逊色，甚至较三论、净土等更有论为宗派的理由。其从创始人、传授者、教义、教规、信徒等方面，无不具备。[158]三阶教立为中国佛教一宗的合法性，其实汤用彤早有探讨定论此：如隋唐时的天台宗、禅宗、三阶教以及后来的白莲教等。用现代的话说，都是宗教的派别，实际上的所谓宗派者指此。[159]
虽然三阶教多次遭到禁断，确实也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三阶教在隋唐佛教史上的印痕与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三阶教确有中国佛教异端的色彩，但绝不是邪教。三阶教的开宗立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很有意义的。中国佛教接受外来传输，经过汲取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宗派的出现。三阶在此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其创教思想的基础是末法观念，与净土宗相仿，但其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很多方面变动程度较大，并非倚念佛借佛力的“易行道”，而是“难行道”且“三阶佛法甚苦”。其头陀乞食、多时礼忏及无尽藏等方式，有不少印度佛教原本的特质。由此，三阶教在佛教中国化的方向道路某些方面上并不成功。虽然其无尽藏财施在初唐曾盛极一时。

信行在个人的宗教领袖方面也走得较远，其以四依菩萨身份出现，以其撰作替代佛说。因而，三阶教在佛教内部与社会上都有反对与制约之声音，所以隋唐朝廷四度禁限。但官方的禁限也只是要求停止其走得较远的部分，如遵信行撰作的经典、不念大乘佛典等，处三阶院中依靠无尽藏属，并收回无尽藏财施等。尽管如此，从事实上看，三阶教没有真正被禁停过，其从来都是禁而不止。三阶教的湮灭，实际上更受武宗会昌灭法与唐末战乱的影响，此后由于没有信行撰经三阶典籍可用，修行方式也难比禅宗中国化农禅的生命力，其在北宋仅有一点余绪随即走向了湮灭。

通过比较可知，三阶教不是一个单独的宗教，其方方面面都与中国佛教本身密切关联，渊源主要来自北朝佛教，发展与净土相反相成。总之，如果拨开迷雾，可知三阶教并不奇特怪异，只是中国佛教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个不太成功的努力与尝试。

附录：

一、三阶教徒谱系

（隋代至公元6世纪后半期）

1.信行的师承

（1）慧瓒—慧进—志超—明胤

（2）道凭—灵裕—静渊

2.信行的弟子

直传—王善行—王善性—道进—慧定

3.公元7世纪前半期

善智—慧了—慧如—裴玄证—净名—道善—僧邕—本济—灵琛—静默—道训—道树—僧顺

唐临—某禅师—尚直—管氏—王居士—僧海—德美—裴玄智—梁殊—僧审

智达—阿相—定持—嗣泰

4.公元7世纪后半期

道感—道安—神昉—谂—梁寺—梁唐氏—梁师亮

5.公元8世纪前半期

僧行—僧静—贺兰氏—库狄氏—坚行—思言—师利—法藏

6.公元8世纪后半期以降

明观—光教

惠澄—善才

总静

二、相关僧俗人物

六世纪后[高炯]（555—607）大觉

七世纪前半萧瑀（575—648）

唐临（600—659）僧徹《冥报记》《续高僧传》

李百药、撰化度寺僧邕碑，欧阳询，书化度寺碑（贞观五年，632）

慧静（641），裴氏，道静、道善《念佛镜》大行

智觊《净土十疑论》法琳

智俨（668），华严祖师，《华严五十要问答》58岁完成，660年。七世纪中期

作者《西方要决》（632—682）

怀感与怀恽（640—701）《释净土群疑论》（成书）约七世纪后半期

怀信《释门自镜录》

飞锡（念佛三昧宝王论）（742年成书）

法界，化度寺，S.1450号法华经跋

无及，慈门寺，S.2637号法华经跋

李贞，688年，撰信行兴教碑，薛稷（书信行碑者）

道感，697年以前，化度寺道感法师塔铭（《宝刻丛编》）

普寂，776年，化度寺普寂禅师，光教塔铭（《宝刻丛编》）

八世纪前期，圆照撰《贞元录》与信行塔铭

普相，嘉运、昙元

善谌，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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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独孤信在西魏曾任大司马、柱国大将军。北周初（557）为宇文护逼死。隋文帝即位后，追赠以赵国公，谥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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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韦述：《两京新记》卷三《长安志》云其化度之名是初唐武德二年（619）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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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唯识宗

从历史的顺序而言，由玄奘创立的法相唯识宗是唐代佛教建立的第一个宗派。因为创宗者玄奘、窥基师徒长期住于长安大慈恩寺，故该宗通称为“慈恩宗”。此宗崇奉印度大乘佛教中从弥勒、无著、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的瑜伽一系的学说，以《瑜伽师地论》为本且以《百法明门论》《五蕴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辩中边论》《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大乘庄严经论》《分别瑜伽论》为支的所谓“一本十支”为典据，阐扬法相、唯识的义理，因此又称“法相宗”或“唯识宗”。一般而言，与隋唐其他宗派如在其之前的天台宗以及在其之后形成的华严宗、禅宗相比较，唯识宗继承印度佛教的比重稍大一些，但并非一无创造。与其将这一宗派的佛学思想当作印度佛学的直接移植，毋宁将其当作印度唯识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一个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护法对于《唯识三十颂》的解释其完整形态的文本是直接传授给玄奘的。

第一节 唯识宗的创立

玄奘西行求法归来，通过翻译经典和传授学徒等方面的工作，将当时印度唯识学的最新成果介绍到中土，最终创立了以佛教义学见长的法相唯识宗。玄奘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为中国佛教培养了一代精通唯识、因明学说的高僧，特别是其高徒窥基继承光大其学说，留学僧人圆测将玄奘之学传播到新罗国，对于唯识学说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说玄奘是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是由于他把法相宗的主要经典都翻译成汉语并做了初步的宣传；说窥基是法相宗的实际创始人，是因为窥基在玄奘所奠定的基础上，扩大了这一宗派的理论影响。公正地说，法相唯识宗是玄奘、窥基两代高僧共同努力创立的。

一 玄奘与唯识宗的创立

依照现今学术界、佛教界的普遍认识，玄奘西行的时候，中国佛教已经处于学派佛教与宗派佛教交替发展的时期。玄奘先后礼拜了十二位老师，但其中并不包括被认定为佛教宗派的天台宗僧人，也没有礼拜三论宗的祖师吉藏为师。玄奘西行的动机之一就是为消弭学派佛教差别诠释所带来的混乱。回国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佛教经典的翻译活动；在其弟子们的继续努力下，一个新的佛教宗派终于创立了。

玄奘在国外时，中土佛教界存在和发生的争论，在其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了。历史上传说，道宣甚至包括法藏都曾经参与过玄奘译场，[1]但因故退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南北朝时期地论学派、摄论学派所传承的唯识之学与玄奘传回国内的护法系唯识之学，在若干问题上有重大差别。玄奘将这种差别彰显出来并且极力证明自己所传播的学说才是瑜伽行派的“正义”。这一排外性的学说体系的强化本身就是建立宗派的方法，这是玄奘为法相唯识宗立宗所奠定的基础。另外，玄奘以自己所具有的个人魅力和良好的政教关系以及精进的努力，为法相唯识宗的成立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尽管现在的学术界倾向于认定，法相唯识宗是玄奘与窥基共同创立的，但这主要是由于玄奘在其有限的生命存在中未曾有时间进行创立宗派的“宗派活动”。但玄奘大师在成立唯识宗上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玄奘回国之后，得到了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两代皇帝的尊敬和大力支持。高宗时期已经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武后也对玄奘很尊重。可以说，玄奘回国之后，得到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以及朝廷重臣的崇信。借助于这一良好的政教关系，玄奘不但能够顺畅地翻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而且为其推崇的学说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玄奘回国译经之时，产生于隋代的天台、三论宗甚至三阶教都处于活跃期。道宣也在长安研习律本，逐渐形成了南山律的传承体系。作为一位佛教大师，玄奘归国之后具有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的佛教界是无与伦比的，借此形势，创立一个独立的宗派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尽管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证玄奘内心是否持有明确的“宗派意识”，但他的翻译以及翻译中的宣讲经论活动，都无疑灌注了他在印度所学以及对于佛法的抉择与诠释。

玄奘去印度十七年，除去中途往来的两三年以外，游学时间长达十四年。一般以为，玄奘正式修学是在那烂陀寺戒贤门下的五年，以及最后在杖林山胜军处的两年，因为从这两位大师那里他学到了梦寐以求的瑜伽行派学说。戒贤被当时人看作护法的嫡传，而胜军又是从安慧受学的，在唐人著述中，就时常拿胜军的名字和难陀并举，现存的安慧著书所说又很多与唐人所知道的难陀学说相混同，大概胜军这一家是继承难陀、安慧两系的，自然和戒贤立说有异了。[2]胜军擅长《唯识抉择论》，玄奘当然认真地跟随胜军学习过。到了那烂陀寺，戒贤就让玄奘给大众解说。可见玄奘对胜军和戒贤的学说是兼收并蓄的。

此外，在大乘佛学中与瑜伽行派对峙的《中论》和《百论》学说，玄奘也先后在北印度及那烂陀寺反复学习了许多遍。对于小乘的学说，如“有部”的《杂心》《婆沙》《俱舍》各论，玄奘在国内就研究有素，而于入印途中，经过“有部”流行的各地，他都充分利用机会学习。对于“有部”以外的“大众”、“正量”、“经部”等派的学说，玄奘也旁搜博探，备闻无遗。

尽管玄奘在印度广博研习大乘佛教各派经论以及小乘各部学说，但他很明确地以瑜伽行派护法系为核心统摄佛教教义。“他对大乘佛学的看法是以为龙树、无著的两家前后没有异辙的。这显然依着护法的议论，通过了无著学说去理解龙树，也就是将无著学看做龙树以后推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经过了中间分歧而重新得着辩证的统一。”[3]
关于玄奘在印度融合“空”、“有”两宗的事实，以吕澂的考证最为翔实。在游学初期，玄奘于鹫岭北听到了《广百论释》的解说，就觉得很有契合而随闻随译。此论释在唐高宗永徽初年玄奘又翻译了一次，大概是润饰旧稿而成，并非彻底的重译。在此论释的最后一品有一大段对中观家的辩论，解释有关二谛的疑难，代表了护法对于空宗的反驳。

相传清辩与护法由于见解不同，而想与护法面决是非，但护法避而不见。但在《广百论释》中，护法对与清辩的歧见做了书面响应。中观与瑜伽行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二谛”的解释不同。中观家是用“一重二谛”来作权衡的，以为瑜伽说“俗谛”是“无”而“真谛”是“有”，中观却说的是“俗有真无”，二者根本不同。而瑜伽行派则以为“二谛”也有层次，到了“见道”阶段以后，在实证中间的“俗谛”是方便、施设，随顺真实的，也就是真实的具体显现。由这样的理解来做沟通中观、瑜伽学说，就可以见出二者是殊途同归的。后来，玄奘在那烂陀寺依据护法的这一看法，著述《会宗论》，破斥师子光对瑜伽行派的指责，融汇了中观、唯识。

与融汇大乘佛教不同，玄奘对待小乘学说，特别是对当时得势的“正量部”做了激烈批评，他作《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评破此部学者般若毱多（智护）的异说，而阐明了唯识的真义。此论虽然不传，但其核心“真唯识量”，传说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没有人能改动一字，是佛教史上的佳话。

至于他以独到的见解对印度佛学做出的贡献，则主要在于他学成将返之时（约当641年），连续用梵文写出了三部论著——《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三身论》。的确，玄奘三论所发挥的思想，对于当时印度佛学的阐扬有其重要意义，而玄奘最后获得很大的荣誉也是与“三论”的写作分不开的。

玄奘去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统一佛学的途径。他回国之后，自然将这一意图贯彻到翻译活动中去了。从这一角度观之，玄奘的翻译就是他展现自己所学以及宏愿的过程。因此，他的翻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创立宗派过程。正如吕澂所总结的，“慈恩宗学说的特色，首先在于所用资料的完备和精确，这不能不归功于玄奘的翻译”。

玄奘在去印度之前，就怀疑旧传的《俱舍》《地论》《摄论》一定有错误，所以他回国后的翻译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贞观十九年（645）到永徽元年（650）的六年间，他从瑜伽学的“一本十支”论书穷原竟委地介绍了地论、摄论说的真相。这期间最重要的一大部译籍就是《瑜伽师地论》一百卷。不过玄奘所理解的瑜伽学说是经过唯识一阶段发展了的。尤其是到了戒贤以后，唯识学导入了“法界”范畴，发挥了“转依”精义，要用大乘来涵盖小乘，就不只是原来那样简单的大小次第的看法了。这些见解具体表现在《佛地经论》里面，此论即以戒贤的注解为依据。[4]他译完了《瑜伽师地论》以后，随即译出《佛地经论》，无异是替瑜伽学说做了一个总结。这样的翻译顺序，体现了玄奘统一中土唯识学于一系的意旨。

另外，玄奘对俱舍学说与毗昙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通过翻译给予根源性的解决。从永徽二年（651）到显庆四年（659），玄奘共九年的翻译都着力于此。此期大部译本是《俱舍论》和《大毗婆沙论》等有关论典，译本的数量在四百卷以上。然而，玄奘所学的俱舍学说，也是经过后世所发展了的。玄奘门下的新旧两系神泰、普光和法宝等对于《俱舍》的解释会发生种种分歧，就导源于玄奘的传译与真谛的系统有所差别。

玄奘译场的“宗派化”倾向，也反映在其弟子与执守先前所学的助译僧之间的此消彼长。玄奘第一期译场参与者大多是各地各学派的义学高僧，后来这批人逐渐淡出，而由年轻的完全接受玄奘教诲的弟子代替。神昉、嘉尚、普光、窥基这奘门四哲的出现，标志着玄奘的着眼点已经发生转移，窥基的入场更加强化了这一做法。以《成唯识论》的翻译为肇端，于短短的五六年间，就以其为中心，汲取了护法《广百论释》和戒贤等《佛地经论》的精华，同时又贯穿《辨中边论》所说的“中道”精神，形成了严密的教义体系。吕澂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这时候，玄奘的翻译因学说而来的变动原本的地方最多，如《大般若经》的翻译也深深地染上“唯识说”的色彩。

玄奘忙于翻译，无暇自己著述，因此，他的思想资料大多散见于其弟子的各种著述之中。譬如《瑜伽师地论记》卷十九就记载有玄奘对于“三性”的解释：“且如奘法师出《三性义章》，最明为好。彼立三性以三门分别：一、情事理门。二、尘识理门。三、染净通门。”[5]此外，还有备受重视的“三类境”，更是玄奘在印度有关经论基础上的重大创造。

二 玄奘的著述

玄奘大师的著述几乎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甚至文献中也仅有几部著述著录。他在印度撰述的三部论典，尽管未曾流传下来，但无论对中国佛教还是对于印度佛教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会宗论》是玄奘奉命撰写的以和会中观与瑜伽行两派争端的作品。玄奘师事的戒贤是瑜伽行派护法的嫡传，而持反对议论的师子光则属于中观派清辩一系。他们各趋极端的见解，在那烂陀寺似已无人再作调和之想了。

玄奘到此寺，与师子光当面辩论。辩论几次，师子光哑口无言，徒众离散。但这次辩论仍然是从不同处着眼的，玄奘接着还作了会通，写成《会宗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法师又以《中》《百》论旨，唯破遍计所执，不言依他起性及圆成实性，师子光不能善悟，见论称‘一切无所得’，谓《瑜伽》所立圆成实等亦皆须遣，所以每形于言。法师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乃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师子光惭赧，遂出往菩提寺。”[6]据此，好像玄奘简单地应用“三性”的观点就和会了两派，这显然不够全面。因为《瑜伽》的三性理论，清辩早在他的著作里反复驳斥了。瑜伽宗徒如护法等也曾做过辩解，但并未得着定论。玄奘与空宗辩论，自然需要提出新的论证才能取胜。很遗憾，文献阙载。吕澂指出，可从护法的《广百论释》里得到启示，可谓的论。

护法会通中观、瑜伽行派的方法是重新解释“中道”。对护法的看法，玄奘大为欣喜。他在鹫岭北初次听讲此论时，即大感兴趣，随听随译，还自庆成功，做了两个偈颂。《大乘广百论释论》卷十结尾说：“三藏法师于鹫岭北得闻此论，随听随翻，自庆成功，而说颂曰：‘圣天护法依智悲，为挫群邪制斯论。四句百非皆殄灭，其犹劫火燎纤毫。故我殉命访真宗，欣遇随闻随译讫。愿此速与诸舍识，俱升无上佛菩提。’”[7]这几乎是他对自己不顾生命，表示危险来到印度求法，就以得闻护法之说而感到满足。因此，他在调和两派的论著中很可能以此来做指导。作为护法嫡传弟子的戒贤对玄奘大加赞赏，再自然不过了。

唐人靖迈在《古今译经图纪》卷四附有玄奘小传，谈到此论时就说：玄奘“并造《会中论》，融会《瑜伽》《中论》之微旨，以静大乘之纠纷”[8]。靖迈将论名写作《会中》，不一定就是笔误，可能依据他的所知，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以“中道”理论来做会通的。

玄奘撰写《制恶见论》是受命与小乘佛教学者辩论，由此也成就了玄奘在印度的最大传奇，千古传颂。

关于《制恶见论》的写作与传播经过，《续高僧传·玄奘传》《行状》《慈恩传》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且大同小异。今引《行状》文字给予说明。先有小乘正量部学者、南印度摩腊婆国王师般若毱多作《破大乘论》七百颂，东印的乌荼国小乘信徒即用其向大乘信众挑战。当时中印度的统治者戒日王恰好带军队路过，乌荼国的小乘学者请求戒日王派大乘师前来辩论。戒日王于是请那烂陀寺派遣四位大德来乌荼辩论。海惠、智觉、师子光及玄奘法师入选。在要成行时，恰有顺世外道向佛教学者挑战，玄奘应命与外道辩论，折服外道。此位外道自愿侍奉玄奘。于是，玄奘与其一起准备前往乌荼国，“乃访得彼论披寻，数处有疑。谓所伏婆罗门曰：‘汝会听此义不？’答曰：‘会听，我于时善。’法师遣说一遍，备得其旨。遂寻其谬，即申大乘义破之，为一千六百颂，名《制恶见论》。将呈戒贤及德众，咸悉称善曰：‘以此穷窍，何歒不已？’法师善得彼宗，乃放所伏婆罗门，随意所之”[9]。这就是《制恶见论》写作的过程。

写完此论，玄奘并未如约前往乌荼国，而是受邀至拘摩罗王处。戒日王看了玄奘所造《制恶见论》，很高兴，对其门师等弟子说：“光既出，萤烛夺明。师等所宝之宗，他皆破讫，试救看。”小乘诸僧没有敢言者。王说：“师论太好。在此诸师，并皆信伏。恐余国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于中印度曲女城，为师作一会。命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发显大乘，使其改耶从正，不亦大哉！”[10]
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五的记载，此会是一年一度专门讨论佛学的集会，其年恰逢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于是两会就合并举行了，唐人因此称它为“九旬大施”，也称其第一阶段为“十八日无遮大会”。此会约集了十八国国王和各国的大小乘学者、婆罗门、耆那教徒等，连同那烂陀寺的一部分僧众，共六千余人。《行状》如此叙述大会的情况：“王先令造殿，容千余人，于中安尊像，陈香花音乐，设食行施讫。请法师升座，标举论宗，命诸众征击。竟十八日，无一人敢问。王赞叹，施法师银钱三万、金钱一万、上[image: ]衣一百具。又令大臣将法师袈裟，巡众告唱云：‘支那法师论胜。十八日来，无敢问，并宜知之。’诸众欢喜，为法师各立美号，大乘众号为摩诃那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者号为木叉提婆，此此解脱天。烧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德音遐振。”[11]这些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当代学者以为说会期十八天中无人发问有些夸张，其实这话是有所指的。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记载：“此即南印度罗罗国正量部僧名般若毱多，此名惠藏，安惠之学徒，三代帝王师，造七百颂诽谤大乘，论中作如此说。”[12]而后“戒日王三度往唤般若毱多，欲令共我大师论议，辞不肯来。一度辞不能乘马，一度辞舆热，复将母象往迎，即辞年老。遥叹大师深生敬伏，但以智穷海性，学尽玄源，故所出言千古模范”[13]。如果将这一说法与上述记载参照可知，这一法会本来的起因是惠藏所作的《破大乘论》，但在戒日王召集大会时，惠藏却三请而不露面，因此才有玄奘回国之后转述由弟子写下来的十八日无敢问者的记述。由于主角不愿出场，不得已而由惠天等代替。

《制恶见论》的内容可能很广泛。可惜，原文未曾翻译过来，全貌已不可知。据现存资料，仅仅考辨以下内容：

第一，玄奘《制恶见论》的宗旨是以瑜伽行派的立场对于小乘佛教非议大乘的反驳。此据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的相关记载即可看出。窥基在解释《成唯识论》卷三“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14]时叙述了玄奘于戒日王召集的无遮大会上辩论的情况。其后窥基说：“然观凡、愚俱愚法故，故不为说。若不愚，法虽决定性，亦为说之。然后有难‘如外道等，虽为不说有阿陀那，亦有分别我法障生，此何不为说’者，不然。彼妄计我沈沦恶趣，冀其修无我而得断除。今更为说，返增重病。彼便执为实体别有，分别我法，深增恶趣，故不为说。虽有种姓可闻信解，根未熟故，亦不为说。如一乘法信根若熟，即便为说。此中约全五姓作论，非约少分，故不说言。虽有种姓，根未熟者，生诽谤故，不为他说深细等义。”[15]值得注意的是所引用的一“难”——“如外道等，虽为不说有阿陀那，亦有分别我法障生，此何不为说”，不见于《成唯识论》。是否有可能引自玄奘《制恶见论》所转引的惠藏《破大乘论》原文呢？

第二，《成唯识论述记》卷四在解释《成唯识论》卷三“真异熟识极微细故，行相所缘，俱不可了，是引业果一期相续，恒无转变，是散有心，名生死心”[16]时，窥基说：“我今此识既非转识，体极微细，生死虽有，行相所缘，俱不可知。非同粗识，可知之识，故六转识违于正理。此中所以惽昧为因，解生死时无转识义，诸贤共禀，众教同说。次难陀论师等无量论师正法藏，胜军师等时以为住，恒用阐扬，殊增智虑，名光月氏，誉美方今。无识之俦，同遵南指。唯我大师至生微破，及其披此更益前非。如次论下及《制恶见》中正陈其义。今诸释既备，胜义云集，群贤叙之盛当所指。”[17]由这一例子可知，玄奘《制恶见论》也论述了“异熟识”的转舍问题。

第三，《制恶见论》引用《大乘庄严经论》所举成立大乘为佛说的七种理由，而对每一理由分别做了七个比量广为论证。对于这一问题，吕澂在《玄奘与印度佛学》一文中说：“现存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批注那七种理由的大段里也有一些比量，或即出于玄奘之所立亦未可知。”[18]笔者遵从这一指引，仔细对照了《大乘庄严经论》《显扬圣教论》《成唯识论》，证实吕澂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第四，玄奘在反驳“正量部”内心可以亲缘外境如手取物一般等观点时，阐明了“带相”说。

“真唯识量”是《破恶见论》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一比量，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二记载说：“且如大师周游西域，学满将还。时戒日王，王五印度，为设十八日无遮大会，令大师立义，遍诸天竺简选贤良，皆集会所，遣外道、小乘，竞申论诘。大师立量，时人无敢对扬者。”[19]玄奘所立的比量就是：“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宗。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因。犹如眼识——喻。”这一比量不但在印度影响很大，传至中土在玄奘弟子中也引起充分讨论，有多种不同的理解。甚至玄奘的弟子新罗顺璟法师归本国之后，即“破三藏比量，作决定相违过也。量云：‘真故极成色，是有法。定离于眼识，有故——宗。因云：自许初三摄，眼识不摄故。同喻：如眼根。’即寄此比量与慈恩来，请为解释”[20]。窥基作了反驳，《因明入正理论疏》也有记载。此问题很复杂，一时难以说清楚，此处从略。

关于《三身论》的撰写经过，现存有关玄奘的传记资料都有所叙述。《行状》记载：当时与玄奘辩论失败后帮助玄奘阅读《破大乘论》的外道辞别玄奘后，“往东印度，向拘摩罗王谈法师之德。王闻甚悦，发使来请。王使再三，乃去。是时正欲归还，已并装束。那烂陀大德及徒众咸皆劝住。法师念此经论少阙，本意取以流通，不能建某宿心，确然不许。于是辞别，将经像赴拘摩罗王所。其国先来未行佛法，多信外道婆罗门教。法师至止，异党云□，请王击论，验其胜负。法师妙辨既开，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卑词请问诸佛功德，愿示所由。法师为王述赞如来三身利物，因即为造《三身论》三百偈。王乃欢未曾有，顶戴受持”[21]。依据这一记载推测，此论是赞颂佛德的著述。

三 窥基与唯识宗的创立

玄奘译经传法十几年，门下弟子云集，俊杰贤才如林，而专事述作、弘扬其瑜伽唯识之学、光大其门庭的，举世公认为窥基。如古人所说的“奘师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22]，此可谓确论。

窥基（631—682）的生平事迹，除《宋高僧传》本传记载较为详细外，其余资料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现存史籍中，关于窥基出家过程的细节之记载歧义很多。重要的有：“三车和尚”之诬、出家为沙弥的住寺、受具足戒的时间、入玄奘译场的时间，如此等等，都需要辨析。而其家世虽然明确，但其父的生平却不清楚。

窥基，戒名大乘基，俗字洪道，俗姓尉迟，宗出鲜卑族尉迟部，祖籍是山西省朔州善阳（今山西省朔州市），后居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祖尉迟罗迦为隋代州西镇将，父尉迟宗为唐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江由县开国公，母亲河东裴氏，伯父即唐开国功臣鄂国公尉迟敬德。因其著述常题名“基”或“大乘基”，特别是现存的塔铭等未曾出现“窥基”的法号，因而引起后人的怀疑。如汤用彤说《开元释教录》始作窥基，[23]吕澂说：“‘窥’字是宋人加上去的，原名‘基’上是何字，不详。”[24]问题可能出在赞宁《宋高僧传》卷四的一段话，赞宁罗列了大乘基、灵基、乘基等说法，现今通行本《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所用的两处“窥基”用例，今人怀疑是唐以后改的。而赞宁所引《慈恩传》卷十的文字确实也有版本做“乘基”。

史籍中记载，窥基的父亲为唐初的开国公，但其生平却没有多少记载。窥基在《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一中说：“基夙运单舛，九岁丁艰。自尔志托烟霞，加每庶几缁服，浮俗尘赏，幼绝情分。至年十七，遂预缁林，别奉明诏得为门侍。”[25]这段话跨度很大，但属于窥基自述，弥足珍贵。然而，此文中关键词句的真实含义，颇难捉摸。如“九岁丁艰”确切含义不明，究竟是其母亡故，还是其父亡故，难以确定。窥基自叙至亲亡故之事，是在表达后来出家的原因，从他所说“自尔志托烟霞，加每庶几缁服，浮俗尘赏，幼绝情分”来看，亲人亡故对其打击很大，使其幼小时就未曾享受“情分”，因而对远离尘世、身披“缁服”抱有向往之念。17岁时，得以剃度成为沙弥。

然而，蹊跷的是，后世以“三车和尚”的传闻来叙述窥基出家的因缘。笔者没有查阅到唐代文献记载此事。如唐李又撰《大唐大慈恩寺法师基公碑》记载：“玄奘法师哀像教侵微，佛灭之久。先游天竺，大俘真记，训译属授，必待其人。以师天假至聪，幼入深慧，钟鼓亐宫而闻外，桃李不言而自蹊，乃请于鄂国，求以为弟子，方托以金牒之言，传其玉箱之莪。遂特降恩旨，舍家从释。”[26]而唐李宏庆撰《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记载：“道身长六尺五寸，性敏悟，能属文，尤善于句读，凡经史皆一览无遗。三藏法师奘者，多闻第一，见道，颇加竦敬曰：‘若得斯人，传授释教，则流行不竭矣。’因请于鄂公。鄂公感其言，奏报天子，许之。时年一十七。既脱儒服，披缁衣，伏膺奘公。未几而冰寒于水矣。”[27]这两种文献都是唐代朝臣所写。其中，李宏庆对撰文经过有一叙述：“大和二年二月五日，异时门人安国寺三教大德赐紫法师美林，见先师旧塔摧圮，遂唱其首，率东西街僧之右者，奏发旧塔，起新塔，功未半而疾作。会其徒千人，尽出常所服玩，洎向来箕敛金帛，命高足僧令捡，俾卒其事。明年七月十三日，令捡奉行师言，启其故塔，得全躯。依西国法，焚而瘗之，其上起塔焉。又明年十月，赉行状，请宏庆撰其铭。予熟闻师之本末，不能牢让。”[28]大和二年为828年。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碑记、塔铭未曾记载“三车”之说，是因为其文性质不允许，但应该注意的是，玄奘见到的并非窥基的父亲尉迟宗，而是“伯父敬德鄂国公”。赞宁称此说为“诬”，着眼点也在于认定“九岁丁艰”为丧父。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说：“他在晚年讲《法华经》，和天台家有了正面的冲突，以致他对于经喻三车为实的解释，也被论敌们歪曲了来诬蔑他为三车法师。这是说他外出的时候有饮食、女眷的后乘相随，完全不守清规；其实不是这一回事。”[29]《释氏稽古略》提及时人称其学派为“三车法相显理宗慈恩教”[30]，“三车”当指他在法华观上主张“三车说”，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更可能近真。

《宋高僧传·玄奘传》载：“至年十七，遂预缁林。及乎入法，奉敕为奘师弟子。始住广福寺，寻奉别敕选聪慧颖脱者，入大慈恩寺，躬事奘师，学五竺语，解纷开结，统综条然。闻见者，无不叹伏。凡百犍度跋渠，一览无差，宁劳再忆。”[31]窥基17岁时，为贞观二十二年（648）。此年，在玄奘的请求下，唐太宗下诏令天下诸州寺院各度五人，玄奘所在的弘福寺度五十人。窥基应该是在这一次剃度为沙弥的。奇怪的是，赞宁说，窥基开始住广福寺。当代学者直接改为弘福寺。窥基在《成唯识论掌中枢要》自叙说：“至年十七，遂预缁林，别奉明诏得为门侍。”[32]暗示自己得以成为玄奘法师的“门侍”是经过皇帝批准的。这是符合唐代佛教管理制度的，僧人的寺籍要经过官方核准，而跟随玄奘的僧人都要由皇帝下诏确定。由此可见，窥基刚出家为沙弥，需要接受各方面的训练，而玄奘这时在弘福寺译经，作为沙弥的窥基不大可能立即跟随玄奘。至于窥基何时成为玄奘的“门侍”，有一些线索可寻。

仔细揣摩赞宁所说“寻奉别敕选聪慧颖脱者，入大慈恩寺，躬事奘师，学五竺语”，其后“年二十五应诏译经”。可见，25岁之后，窥基才正式参与翻译工作。一般而言，做沙弥几年并且年满20岁之后即可受大戒成为比丘，但窥基受具足戒的时间也有不明确的地方。赞宁说窥基的“法腊无闻”，而依《佛祖历代通载》所记，永徽五年（654）“特旨，度沙弥窥基为大僧，入大慈恩寺，参译经正义”[33]，这年窥基23岁。将这些材料结合起来可推知，窥基大概是在23岁时入住慈恩寺，成为玄奘“门侍”的，几年之后参与了翻译活动。

《宋高僧传·玄奘传》等都记载，窥基25岁正式进入玄奘译场，参与佛典翻译。时为高宗显庆元年（656）。窥基进入玄奘译场三年之后方才有机会担任笔受，起点就是《成唯识论》的翻译。而在玄奘的大弟子中，在此年之前，普光为笔受二十五次，嘉尚三次。由显庆五年（660）开始至玄奘圆寂期间，玄奘共译出经典十三部（其中《阿毗达磨发智论》二十卷于显庆三年开始翻译，完成于显庆五年），窥基参与笔受六部。可见，窥基在奘门后来居上，承担重任，是在显庆四年（659）开始的。

关于《成唯识论》的翻译时间，《开元释教录》卷八记载说：“《成唯识论》十卷，见《内典录》，护法等菩萨造，显庆四年闰十月于玉华寺云光殿译，沙门大乘基笔受。”[34]而有关《成唯识论》糅译的实情，窥基于《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一中说：“初功之际，十释别翻，昉、尚、光、基四人同受，润饰、执笔、捡文、纂义，既为令范，务各有司。数朝之后，基求退迹，大师固问，基殷请曰：‘自夕梦金容，晨趋白马，英髦间出，灵智肩随。闻五分以心祈，揽八蕴而遐望，虽得法门之糟粕，然失玄源之淳粹。今东出策赉，并目击玄宗，幸复独秀万方，颖超千古，不立功于参糅，可谓失时者也。况群圣制作，各驰誉于五天，虽文具传于贝叶，而义不备于一本，情见各异，禀者无依。况时渐人浇，命促惠舛，讨支离而颇究，揽初旨而难宣。请错综群言以为一本，揩定真谬，权衡盛则。’久而遂许，故得此论行焉。大师理遣三贤，独授庸拙。”[35]依据此说，玄奘本来欲将解释《唯识三十颂》的十家论书全部译出，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分别担任笔受工作，但窥基不久心生退意，因为他认为各家解说有异，全部译出会使汉地读者不知所从，掌握不到适切意旨。窥基的看法颇合于中土人士的思维惯性，玄奘经过思考同意了这一设想。于是以护法一家为中心而统合其他各家论说，并由窥基独自担任笔受工作。这就是《成唯识论》十卷本的由来。窥基的著述中未曾标出具体翻译时间，而《开元释教录》记载的显庆四年（659）闰十月可能是完成时间。

玄奘带回的十家《唯识三十颂释》是各自流通的。关于《成唯识论》的成因，可以借助窥基自己的叙述作一总结：“此论也，括众经之秘，苞群圣之旨。何滞不融？无幽不烛，仰之不极，俯之不测，远之无智，近之有识。其有隐括五明，披扬八藏，幽关每权，玄路未通，嘱犹豪毳岳盈，投之以炎烁；霜冰涧积，沃之以煨景。信巨夜之银辉，昏旦之金镜矣。虽复本出五天，然彼无兹糅释，直尔十师之别作，鸠集犹难，况更摭此幽文，诚为未有。斯乃此论之因起也。”[36]其实，此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特别是窥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都足以说明，早在此时，窥基已经以鲜明的宗派化理路来设计自己弘扬瑜伽行派的道路了。而窥基之所以能够在奘门弟子和众多参与玄奘译场的僧人中脱颖而出，并且被当作慈恩宗的二祖，这一气质和胆略恐怕是首要原因。

玄奘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圆寂于玉华寺，译业中止。窥基时年33岁，他回到大慈恩寺继续从事著述。由麟德元年至永淳元年（682）共十八年，窥基独立地弘扬自己所学，维护了玄奘所持护法系唯识学的完整性与纯正性，为唯识宗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窥基独立弘教十八年，以地域变迁为线索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慈恩寺初期，即窥基由玉华寺扶柩回长安。在其师葬礼之后，驻锡慈恩寺。这一时期大致七年多，窥基的大部分著述应该是于此时完成的。从情理上推测，这七八年时间，正是窥基大显身手、夯实唯识宗根基、培养弟子的辉煌时期。但现存文献中记载的事情不多。

第二时期，东行弘教时期。这一时期，窥基离开长安向东，到达太原、五台山以及定州。然而，关于他离开长安的原因，从古至今一直猜测不断，确实是难解之谜。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卷六附有《后记》，其文如下：“基以咸亨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不披读古德章疏，遂被并州太原县平等寺诸德迫讲旧经。乃同讲次，制作此文，以赞玄旨。夜制朝讲，随时遂怠，曾未覆问。又以五年七月，游至幽明蓟地，更讲旧经，方得重览。文虽疏而义蜜，词虽浅而理深，但以时序怱迫，不果周委言。今经文不同之处，略并叙之，诸德幸留心而览也。”[37]此文明确说，窥基于咸亨三年（672）在今太原平等寺宣讲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诘经》，而至咸亨五年则在今河北保定宣说《无垢称经》。

离开太原，窥基即游历五台山，时间在咸亨四年（673）。关于窥基东行，宋代清凉山大华严寺沙门延一重编《广清凉传》记载得最详细：“于三藏大师终后数年，来游五台山，礼文殊菩萨，于花岩寺西院安止。法师常月造弥勒像一躯，日诵菩萨戒一遍，愿生兜率，求其志也。感通之应。绰然可观。又复亲书金字《般若经》毕，有神光瑞云，萦拂台宇，辉耀函笥，曰：‘我无坚志，灵应何臻？’从游山讫，旋之京师慈恩寺。”[38]上述引文的要点是：窥基在玄奘圆寂几年之后前往五台山，并且住于华严寺西院，于此寺造弥勒造像一躯，由其亲自以“金字”书写《般若经》。写经完毕即回长安住慈恩寺。

第三时期，慈恩寺后期。窥基独立弘教的最后几年是在慈恩寺度过的。永淳元年（682），窥基示疾，至十一月十三日，圆寂于慈恩寺翻经院，春秋五十一。以其年十二日四日葬于樊村北渠，附三藏奘师茔陇焉。太和四年（830）七月，迁塔于平原。根据赞宁《宋高僧传》记载：迁塔时，“大安国寺沙门令俭检校塔亭，徙棺见基齿，有四十根，不断玉如。众弹指言：‘是佛之一相焉。’凡今天下佛寺图形，号曰‘百本疏主’”[39]。赞宁说，当时有高宗或者玄宗所制像赞流行。可见，在当时朝野信众中，窥基备受尊崇。

在玄奘门下，窥基勤于记述，长于疏释。参译之际，凡玄奘有所宣讲，均详作记录，并加疏释，撰为述记。史载玄奘每于黄昏二时讲新译经论，译寮僧伍竟造文疏、笔记、玄章并行于世。而窥基记述释文最勤，功亦最著。窥基《唯识二十论述记》称：“我师不以庸愚，命旌厥趣，随翻受旨，编为《述记》。每至盘根错节之义，叙宗回复之文，旨义拾释，以备提训，更俟他辰。”[40]因此，窥基之作大多亲受于玄奘，玄奘的意旨多保存于他的著作中，后来玄奘圆寂后，时人多以他的记释为依据和标准。尽管有些记释后出，他也是以当初听讲记录为根据的。如窥基《杂集论述记》“归敬颂”中说：“微言咸绝杳无依，随昔所闻今述记。”[41]
关于窥基的著述，汤用彤考证出能知其名的著作四十八部，现存二十八部。[42]现根据汤用彤的考证，作分类排列。

第一类，佛经注疏：《无垢称经疏》六卷，现存四卷；《法华经略记》一卷已佚；《妙法莲花经玄赞》十卷，现存；《法华音训》一卷已佚；《法华为为章》一卷，现存；《法华经文科》一卷；《般若心经幽赞》二卷，现存；《般若心经略赞》一卷；《大般若理趣分述赞》三卷，现存；《金刚般若述赞》二卷，现存；《金刚般若玄记》一卷；《金刚般若经论会释》三卷，现存；《药师经疏》一卷；《十手经疏》三卷（或二卷）；《六门陀罗尼经疏》一卷；《观无量寿经疏》一卷；《阿弥陀经疏》一卷，现存；《阿弥陀经通赞》三卷，现存；《胜鬘经述记》二卷，现存；《弥勒上生经疏》（亦名《瑞应疏》）二卷，现存；《弥勒下生成佛经疏》一卷；《天请问经疏》一卷，现存敦煌本。

第二类，论典注疏：《摄大乘论抄》十卷；《辩中边论述记》三卷，现存；《百法论玄赞》一卷，现存；《百法明门论决颂》一卷；《观所缘缘论疏》一卷；《杂集论述记》（亦名《对法钞》）十卷，现存；《瑜伽略纂》十六卷，现存；《瑜伽论劫章颂》一卷，现存；《二十唯识论述记》二卷，现存；《成唯识论述记》二十卷，现存；《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四卷，现存；《成唯识论料简》（亦名《唯识开发》）二卷，现存；《成唯识论别抄》十卷，现存一、五、九、十共四卷；《因明入正理论疏》六卷，现存；《因明正理门论述类记》一卷；《婆沙论钞》，卷数不明；《俱舍论疏》十卷；《异部宗轮论述记》一卷，现存。

第三类，个人著述：《大乘法苑义林章》七卷，现存；《二十七贤圣章》一卷；《见道章》一卷；《西方要诀释疑通规》一卷，现存；《弥陀通赞示西方要义》一卷，现存；《西方正法藏受菩萨戒法》一卷；《胜论十句义章》一卷；《出家箴》一卷，现存。

上述四十八种著作中，日本学者望月信亨认为《阿弥陀经通赞》三卷为伪作，境野黄洋认为《金刚般若赞述》二卷、《阿弥陀经疏》一卷、《西方要诀释疑通规》一卷也并非窥基所撰。判定为伪托的标准是窥基对待弥陀净土信仰的态度当不致如斯，这些著作中对弥陀净土的看法与窥基其他著作中的表述有重大差异。

窥基著述颇多，涉及面很广，而以瑜伽唯识之学为重点，举凡玄奘所译的有关经论都有注释，并且对照真谛旧译经论加以解释评判。在这些著述中，窥基以护法一系学说为重心解释印度瑜伽行派经典。他不仅提议编译了以护法注释为主的《成唯识论》，而且再三注释此论，有关《成唯识论》的注释就有四种，部头多达三十六卷。其中《述记》二十卷，为所有释著中卷数最多者。《别抄》也有十卷之多，《掌中枢要》有四卷，《料简》有二卷。

窥基也注释玄奘所译的二部因明论典，一为《因明入正理论疏》六卷（亦有八卷本），一为《因明正理门论述类记》一卷，对因明学多有发展。

窥基的佛学思想异常丰富。然而，由于学术界一直以为唯识宗是以移植印度瑜伽行派为特色的，加之对于印度瑜伽行派的真实面目，特别是流派发展并未完全搞清楚，因此，对于现存窥基著作中的哪些内容是承袭印度佛教的，哪些又带有若干独创性，无法进行清晰界定。另外，玄奘大师没有专门著述论述自己的思想，其许多思想创造也有赖于窥基著述得以保存。现在的问题是，很难分清楚窥基著述中的哪些思想来源于玄奘，哪些又是窥基自己的独创。出于上述原因，当代学术界严重低估了窥基的思想贡献，加之后来流传的对窥基僧格的诋毁性传闻，更加模糊了窥基的真实面目。在笔者看来，窥基在唯识宗教义体系化、系统化方面的贡献，截止到目前在汉传佛教系统中仍然是后无来者的。换言之，如果没有窥基的著书立说，如果没有窥基的不懈努力，印度的瑜伽行派思想是不可能发展为中土的慈恩宗的。

第二节 唯识宗基本教义

以第一节所述经典为基本依据，玄奘、窥基两代佛学大师创立了既大同于印度唯识学的基本面貌，又在许多方面迭有创新的法相唯识宗。法相唯识宗基本教义可从四个层面去归纳：其一，以八识为内容的“心识论”；其二，以“识变说”为基础的“唯识无境”论；其三，以“识体、理体两分”为特色的佛性论；其四，以“转识成智”为归趣的“五重唯识观”。限于篇幅，在此仅将玄奘、窥基两位祖师独特的学说叙述如后。

一 “三类境”

为了更细致地论“识变论”，唯识宗在“三能变”基础上立“四分”说。“四分”即相分、见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唯识师对此有不同解释。据《成唯识论述记》记载，安慧仅立自证分，难陀立见分和相分，陈那立见分、相分、自证分，护法则立“四分”。玄奘传承护法之说而倡的“四分”说成为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共识。玄奘法师在印度时为了平息“见、相同种异种”之争而提出了“三类境”的说法，进一步完备了“唯识无境”的论证过程。这是中土僧人对于佛学思想的重大贡献，使“四分”说更趋严密。

唯识宗并不将其关注重点放在认识主体如何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上，而是深入细致地探究认识主体的心理过程。但由于其侧重的偏差，特别是以“相分”为认识活动的起点，以主体的个体感受性的差异为根由而得出“境不离识”的结论，使人类的认识活动变成了对由识变现出的“内境”的认识。由玄奘所阐发的“三类境”之论，使唯识宗的这种“唯心论”倾向进一步加深了。

唯识师坚持认为，“境”尽管有一部分是可能有“质碍”的，但其所依的“相分”仍然是第八识中所藏的种子。换言之，若无“种子”，此“境”便不能被“识”所证实其确实存在。既然不能被证实，那么，此“境”就是“假有”或根本不存在。然而，当玄奘去印度时，当时印度佛学对于“见、相”二分是同一种子所生还是不同种子所生产生争论。为了统一这些见解，玄奘法师作过这样一颂：“性境不随心，独影唯从见，带质通情本，性种等随应。”[43]在此，玄奘将“识”之对象——境分为三类：性境、独影境、带质境。

性境指具有真实体性的境界。窥基将其定义为：“诸真法体名为性境，色是真色，心是实心。”[44]性境有三种特征：其一，从自体各别的真实种子生起；其二，有实体实用，不像虚构之空花、兔角等体、用皆无；其三，各守自性，不随从能缘心，而能缘心亦不改变性境的性质而仅取其自相而识别它。如眼识等前五识及五俱意识的见分所缘取的色、声、香、味、触五境，第八识的见分所缘取的种子、器界、根身，如此等等都是性境所包含。不过，相分、见分不同种的性境，虽然是从“真色”而有，但是“真色”仍须变现为“相分”才能被识所缘取。性境仍是相分，不过“真心”在“构画”此“相”时，妄执即想象、虚构的成分少一些罢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见分的“心”对此“相分”的影响力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性境不随心”的意思。依照窥基[45]和慧沼[46]的解释，“不随心”的情况有四种：其一，此境是非善非恶的无记性，不随从能缘心的善恶而起变化，这叫“性不随”；其二，不随从心而系属于同一“界”，这叫作“界不随”；其三，由于相、见别种，所以性境不随从心而跟从同一种子生，这叫“种不随”；其四，第八识的见分是异熟性，而其所缘取的五尘之相分却和它不同，这叫“异熟不随”。从这四种“不随”中，玄奘注意到了作为认识对象的“境”之客观实在性，但却从唯识学立场对其进行了有利于“唯心论”的解释。

独影境指由能缘心之强分别力变现而无客观实在性的境界。窥基称：独影境“皆是随心，无别体用，假境摄故，名为独影”[47]。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出，独影境就是由见分的妄分别所变现出来的相分。此相分与能缘的见分属于同一种子所生，所以其相分没有实在的体用和本质。此境可分为两种：其一为“无质独影”。此境在客观上完全不存在，只是众生主观上的颠倒计度所变现的影像，如龟毛、兔角、梦境等。其二为“有质独影”。它虽然有本质，但是，由于此“本质”为“不生法”（真如法界），所以相分仍然不能依托其生起，如第六识缘取无为法就不会生起相分。这一情状也可以作为独影境。总括而言，独影境是由见分的虚妄构划而变生的相分，因为相分本身没有自己的种子，只能从属于见分，故称为“独影唯从见”。

带质境指主观能缘心所缘取的境界，虽然有可以依托的本质，然而变现出的相分却与此境的自相不符。窥基解释说：“带质之境，谓此影像有实本质，如因中第七所变相分得从本质，是无覆无记等；亦从见分是有覆所摄，亦得说言从本质种生，亦得说言从见分种生，义不定故。”[48]能缘之心缘所缘之境时，此时的相分（境）可以是依仗本质而生，但并不依此“质”而得此“相”。这种相分（境）性质不定，或从属于能缘之心，或从属于所缘之境。种子亦不定，或与其“质”同种而生，或与见分同种而生，或与见分别种而生，这就是“带质通情本”之义。“情”指主观作用的见分，“本”是指客观的本质。因此，带质境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客观对象的相分必定是本质存在；其二，主观能缘的见分不得直观境之自相。带质境之所以能成立，赖于玄奘对于“带”义的新诠释。据《成唯识论述记》[49]载，“带”有二义：一是挟带，二是带似。能缘心缘取此境的本质时，挟带着此“质”或带似此“质”而异相的分别，依靠识之自力变现一种和此“质”的自相不符的境界，这便是带质境。如第七识以第八识的见分为本质变起“我法”的相分，所缘取的本质并不是“我法”。但是因为它没有转易间断一类，相续无常似常，所以与无明相应的第七识误认作实我而缘取。它确实有本质可托，不是完全由能缘心的分别而生，因而和独影境不同。然而其所托的本质虽然有实体的性境，所起的相分却和它的自相不符，因而此“境”与性境亦不同。[50]总而言之，带质境确实是依托本质而有，所以不是“唯从见”；也并非仅仅依照本质原样反映，所以也不是完全“不随心”。它一方面可判依从能缘之心，另一方面也可判依从本质，因而其“性”有两面，种子、界系也有两面。具体而言，带质境是在见分的妄情和本质的性境之间所起的一种相分，其共通“情”与“本”的情形有三种：其一，性通情本。即带质境的善、恶、非善非恶的“三性”不定，例如第七识缘取第八识之见分而生之“相分”，可以随从本质（第八识）判定其为无覆无记，也可以随从见分判它为有覆无记性所摄。其二，种通情本。即带质境因为本质和相分并起而形成的境界又熏成相分和本质的种子，所以，可以说它是从本质的种子生，也可以说是从见分的种子生，当然也可以说二者共生。其三，界通情本。此相分的界系，可以随从见分说，也可以随从本质判定。

将境分作三类，只是玄奘从类型学原理上做的分判，要概括复杂多变的宇宙万有，仅使用性境、独影境、带质境三个范畴是不够的。为了使其更有涵盖性，玄奘法师在此偈颂的第四句“性种等随应”中，特意说明相分与见分在性质、种子等方面之同、别，以及三类境在复杂的认识过程、识变过程中的组合情形，必须依照以上说明的几种关系，具体地分析判定，不能一概而论。

唯识宗以“四分论”与三类境合起来说明唯识学的基本原理。八识各别的自体各各变现出见、相、自证及证自证分；而作为识变的最终成果及认识对象的相分，与其主体——见分又具有三种不同的关系，即“三类境”。总括而言，境乃由识变现，因此，认识活动也就是主体对于识自体所变现出来的相分的认识。唯识宗的境不离识即唯识无境之说大旨便是如此。

二 “一分无性”

所谓“一分无性”论是说，有一类“一阐提”众生即使累世修行也不能成佛。但是，关于“一阐提”有无佛性，经论中有不同说法。然而，自从竺道生首倡“一阐提”也有佛性，特别是北本《涅槃经》流行以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已经风行。在此情况下，法相唯识宗仍旧想坚持“一分无性”论，自然就需要提出新的理据来。

窥基首先在“一阐提”的定义上寻求突破，其文说：“第五姓合有三种：一名一阐底迦，二名阿阐底迦，三名阿颠底迦。一阐底迦是乐欲义，乐生死故。阿阐底迦是不乐欲义，不乐涅槃故。此二通不断善根人，不信、愚痴，所覆蔽故，亦通大悲菩萨大智大悲所熏习故。阿颠底迦名为毕竟，毕竟无涅槃姓故。此无性人亦得前二名也。前二久久会当成佛，后必不成。”[51]《入楞伽经》有二种阐提的说法，但又说其也有“以佛威力故，或时善根生”[52]的可能。窥基为了会通《楞伽经》等诸经的此类说法，在二种阐提之外再加一种“毕竟无涅槃性”以成“一分无性”之说。看似可通，实际少有说服力。倒是他提出的理佛性、行佛性之说，可算作有所创发。

窥基在《唯识枢要》卷一说明三种阐提之别时说：“一、因成果不成，谓大悲阐提；二、果成因不成，谓有性断善阐提；三、因、果俱不成，谓无性阐提。”[53]在此段话之后，窥基接着有句结语：“总而言之，涅槃据理性及行性中少分一切唯说有一。”这是窥基著述中仅见的理、行佛性之语。从其上下文看，理佛性似乎指“因”，行佛性似乎指“果”而言。此“因”到底指真如抑或种子，难以确言。但“果”指佛果则是明确的，如“有姓断善阐提”尽管断灭善根但因为佛力加持而生善根，因而仍旧可以成就佛果。窥基弟子慧沼则将这两个概念加以明确界定，在《能显中边慧日论》中将议论中心放在理佛性与行佛性有无必然相应的关系上，所论自然就深了一层。

唯识宗五种姓论及其“一分无性”说一经提倡，便遭天台、华严诸宗的反对。两种心性思想的差异是明显而深刻的，其根本处在于唯识宗将众生之心性与真如理体加以分离，使得众生之本识只作为有为法的本体而不作无为法的体性。无为法是以理体即客观真理为自体的。既然真如理体并非有为法之本体，那么其自然是“凝然”而不能随缘的。天台、华严宗诸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与唯识宗在真如观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将真如作为本体。唯识宗以藏识即种子识为本体，真如只是客观真理之代名词，众生只要修得此理体便可成佛。真如理体作为理佛性遍在于众生，因此，从理论上每位有情众生均有成佛的可能性。这是唯识宗也认可的。[54]但实际上，由于有一类众生心性本体中未含有足以引发真如理体的无漏种子，因而从结果上言此类众生永远无法成佛。这就是中土唯识宗津津乐道的理佛性皆有，行佛性阿颠底伽（阐提）独无的主张，使佛与众生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天台、华严及禅宗在各具特色的“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立场上，当然会对其提出批评。此外，还有一个难解的理论问题，即无漏种子虽是法尔本有且可经熏习而增强，但唯识宗坚持阿赖耶识识体妄染而无漏种子呈“客居”状态而不能改变识体的性质。从心性论角度看，接受的是有部的心性本不净的模式，而这一理论模式最大的理论难点就在于如何说明本不净的心如何可能变为净。唯识宗坚持无为法生无为法、有为法生有为法的割裂立场，唯一可以联系二者的是有为识体所贮藏的无漏种子。心体之无漏种子如何可以舍弃识体而“转依”至真如法界确实是一大疑难。有学者将此“转依”质疑为有为法生无为法，也是有道理的。

三 唯识境、唯识行、唯识果

在《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揭示了“五种唯识”之后，窥基又说：“或束为三：谓境、行、果。如《心经赞》具广分别。”[55]依据此说，如果存在一个唯识学的体系的话，其只能归结为“修行门”，而诸佛所言圣教，归根结底不出“境”、“行”、“果”三种。因此，以“唯识境”、“唯识行”、“唯识果”三方面概括唯识宗教义，也是窥基很看重的。

对于“唯识”的所观境界，窥基解释说：“谓初观察：从缘所生一切色心、诸心所等，似空花相，诳惑愚夫，名依他起。愚夫不了于斯妄执为我，为法，喻实空花，性相都无，名计所执。依他起上我法本空，由观此空所显真理，譬若虚空，名圆成实。诸所知法，不越有无，无法体无，但可总说名计所执，横遍计心之所执故，有法体有理，应分别。诸有为法名依他起，缘生事故。一切无为，名圆成实，法本理故。或有漏法名依他起，性颠倒故；诸无漏法名圆成实，非颠倒故。”[56]——此处是从“三性”入手去“观”的，属于此引文前所提示的“略说”部分，须以窥基在其他著述中的归纳补充理解才是。

关于“唯识行”，窥基说：“知境界已应修正行：一因闻所成，二因思所成，三因修所成。此三虽通福慧二种一切功德，然行根本甚深纲要，胜义易入，应时无等。离诸过者，遍观详审，唯识为最。渐悟顿悟小乘大乘，无不依说此深理。故华严经说……《智度论》说：菩萨复作是念：三界所有，皆心所作。以随心所念，皆悉得见。以心见佛，以心作佛，心即是佛，心即我身。心不自知，亦不自见。若取心相，悉皆无智。心亦虚妄，皆从无明出。因是心相，即入诸法实相。故唯识观最为第一：识者心也。由心集起，彩画为主，独立唯名，摄所余法。唯言为遮所执我法离心而有，识言为表因缘法性皆不离心。显法离心，决定非有，名为唯识。非谓一切，唯一识心，更无余物。善友恶友诸果诸因，理事真俗，皆不无故。计所执性，唯虚妄识。依他起性唯世俗识，圆成实性唯胜义识。是故诸法皆不离心。”[57]——这一段话是从“中观”之“观”诸法实相说到《华严经》的“心佛及众生，此三无差别”以及“一切从心转，心造诸如来”等，最后引申出最为殊胜的“唯识观”。

窥基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一叙述“唯识行”时说：“今详圣教所说唯识，虽无量种，不过五重”，即“遣虚存实”、“舍滥留纯”、“摄末归本”、“隐劣显胜”、“遣相证性”。——此即一般所说的“五重唯识观”。

关于“修行果相”，窥基说：“有漏修者，能感世间一切妙果。无漏修者，永灭诸障，得大菩提，穷尽未来广生饶益。此说别得，若互相资，容得一切。”[58]应该注意的是，窥基在此强调说，修行唯识观所带的“果”，可从有漏和无漏角度两个层面去说明。

以上是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对于“唯识境行果”的简略说明。此书还从“广修”去说明唯识修行：“此亦有三：一、所学处。二、修学法。三、能修学。最初应知所学之处，次应依彼如是而学，然后方成能修学者，故三皆是菩萨行摄。”[59]总观此著所说，窥基实际上将大乘菩萨行的几乎所有内容以瑜伽行派学说作了重新组织。文繁，姑且略之。然其在此内容论说完毕之后总结时又说：“如上所说若所学处，若所学法，若能修学，皆菩萨行。勇猛炽然，依前修学，不见行相，是名为行。”[60]此后的文字中有三点内容属于窥基的创新。

窥基所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贯穿始终的一个介绍方法是，处处以“胜义空者”和“如应者”的对照来解释此经。前者大概是指中观学者或中土三论宗学者对此经的解释，后者则是窥基自己所持的观念。在叙述“此所行法云何名深”时，窥基做了对照：“胜空者言，妙理玄邈，不可思议，二乘不能晓，凡夫所不测，故名为深。如应者言，真谛智境，超言议道，非喻所喻，微妙难知。备三无上，具七大性。体业利乐一切殊胜，白法溟海妙宝泉池，非大菩提为法界主，无由相称，故所修学皆名为深，应勤趣证。”此后又有文说：“或此一切诸菩萨行，真如实相，难可圆证，智慧观照，难可获得。诠教文字，难可悟说。万行眷属，难可成就。有空境界，难可通达。以慧为首，余性或资，皆名般若，故并名深。”[61]此中镶入了窥基所极力主张的“五般若”思想。

关于“五般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上有一解释：“般若慧义，古释有三：一、实相谓真理。二、观照谓真慧。三、文字谓真教。今释有五，第四眷属，谓万行；第五境界，谓诸法。福智俱修，有空齐照，寻诠会旨，究理解生，慧性慧资，皆名般若。能除障习，证法真理，众德之首，万行之导。虽独名慧，摄一切法。”[62]这一思想虽说不是窥基最先提炼出来的，但是他在几部著作中都以此解释般若，并且以此将自宗的般若思想与三论学区别开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窥基对于修行唯识观的“时”的解释。

“胜空者”说：“若依世俗，信学修证，求照达空。若依胜义，悟法体空，修行般若。事绪究竟，总名为时。”[63]而“如应者”则认为：“无上菩提，广大深远，非少积因，可能证获。于前所说十二住中，若日夜等时分算数，一一住中经多俱胝百千大劫，或过是数，方证方满。若以大劫超过一切算数之量，总经于三无数大劫方得证满。经初无数大劫于一行中修一行，故证极喜住。经第二无数大劫于一行中修一切行，证无功用无相住，以意乐净决定勇猛，后经第三无数大劫一切行中修一切行，证如来住。此常精进非不尔者，若上勇猛如翘足等。或有能转众多中劫或多大劫，决定无转无数大劫，故知因位决定经三无数大劫修行圆满方证菩提，五种彼岸皆能到故。”[64]依据此中所说，“如应者”是以“修五般若三劫分位”来说明《瑜伽师地论》所说的“十三住果位”的。对此，窥基总结说：“或随自心变作，分限事绪，究竟总立时名。若达空时，唯正智证。既修学位，通摄所余，独觉利根，尚经百劫，况求作佛无多劫因？”[65]由此可见，唯识宗所说的修行成佛，需要累劫方才可以完成。

四 五重唯识观

“五重唯识观”是简择一切法而渐次实证唯识之理的观行法门，它包含了遣虚存实识、舍滥留纯识、摄末归本识、隐劣显胜识、遣相证性识。这是窥基按照《摄大乘论·入所知相分》的框架，结合《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的义理组织而成的。五重唯识观的核心是“唯识三性观”，即“简去”（此为“唯”的本义）遍计所执性而执持圆成实性，如《成唯识论》卷九所释：遍计所执性，唯虚妄识；依他起性，唯世俗识；圆成实性，唯胜义识，是故诸法皆不离心。窥基由此义理而将“唯识三性观法”开为从粗至细的五重观法，是为“五重唯识观”。此五重观法“所观体”是“以一切法而为自体，通观有、无为唯识故”[66]，这是包含一切诸法即有为、无为法在内的；“能观体”则是“以别境慧而为自体”[67]。也就是说，“五重唯识观”是指以所观之境界即一切法为对象，简择分别、断除疑惑以去妄存真，证得“唯识性”——圆成实性。以下依照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唯识义林》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所论略加评述。

第一重，遣虚存实识。“遣”即排遣，“虚”即虚妄执着，“实”指圆成实性。这是先就诸法之三性以空、有相对而确立遍计所执因其“空”而需“遣”，依他、圆成因其“有”而需“存”。遍计所执的实我实法，皆从心之虚妄分别而生起，体、用都不实，所以应当遣其为“空”。依他起性是依托众缘而生起的事相，是后得智的境界，圆成实性是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是根本智的境界，此二者都不离识，所以应当暂时将其当作“有”。这是第一重空、有相对的观法。

第二重，舍滥留纯识。依他起的八识中，有相、见、自证、证自证四分，相分是所缘境，后三分是能缘心，心存于内，境则内、外皆有，所以只说“唯识”而不言“唯境”。不过，所谓外境只是遍计所执，亦即独影境，所以尽管其为“外境”，但却是识所变而并无实体。既然作为相分的内、外境均为识所涵摄或为识所变，因而修习唯识观时恐心境杂滥无法正观，就可舍去所缘之相分，专门观习见分、自证分和证自分。这是心、境相对的第二重观法。

第三重，摄末归本识。唯识宗以为，见、相二分都是依自证分生起，是所变，故称其为“末”；自证分则是能变，是“体”，是“本”。若离开作为“本”的自证分，就没有作为“末”的相、见二分，所以摄末归本即是摄用归体，只就在自证分观察唯识理。这是体、用相对的第三重观法。

第四重，隐劣显胜识。八识的自体分各有心王和心所的分别。而“心”是所依，是主；心所是能依，是臣。所以说，心王为胜，心所为劣，只说唯心而不说唯心所。如此而隐蔽心所彰显心王，只集中于心王之自体观察唯识理。这是王、所相对的第四重观法。

第五重，遣相证性识。八识心王的自体是依他起的事相，而其“体性”则是我、法二空所显的圆成实性。“遣相证性”就是遣除依他起性的事相证得圆成实性的真如理体。这就是事、理相对的第五重观法。

以上所述的“五重唯识观”是唯识宗悟解证成“唯识理体”的五个层次，其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渐入精髓。如窥基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上所总结：“如是所说空有、境心、用体、所王、事理，五种从粗至细，展转相推，唯识妙理，总摄一切。以闻、思、修所成妙慧而为观体，明了简择，非生得善。若欲界观，唯有闻思。色界观中，通闻修慧。无色界观，但修无余。无漏观修，义通前二。”[68]第一重空、有相对而观，遣除遍计所执性，暂时存在依他起和圆成实性。第二重心、境相对而观，舍去相分，暂时存在见、自证和证自证分。第三重体、用相对而观，摄相、见二分归于自体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第四重王、所相对而观，隐灭心所彰显心王。第五重则是此宗所言“转依”的最终完成，是以事、理相对而观，遣去所有依他起的事相而证得圆成实的真如理体。

“五重唯识观”是从方法的角度对修行解脱之道的说明，而从主体所舍、断及所得、证的角度对修行法门的说明则称为“修行五位”。

五 判教

判教问题在隋唐佛教宗派中有特殊的意义，唯识宗也不例外。玄奘在印度曾经作《会宗论》，其内容可能与判教有关，可惜未曾流传下来，现存的文献中没有玄奘的相关说法。作为创宗的大师之一，窥基的判教思想自然属于唯识宗教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窥基有许多著作涉及判教问题，其中以《法苑义林章》《法华玄赞》和《说无垢称经疏》论述较为详细。《法苑义林章·总辨诸教》以瑜伽行派教义为根据，对印度和中土主要判教说作了综合评述。《法华玄赞》《说无垢称经疏》则在论说《法华经》和《维摩经》经义时，提及判教说。

早在南北朝时期，真谛已经引入了印度瑜伽行派的“三法轮”（三时）判教说。作为对印度瑜伽行派学说较为忠实的引入者，玄奘、窥基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自然是以此为判教说的核心理念的。

窥基在《法苑义林章》卷一“时利差别门”评述前人的“一时教”、“顿渐二教”、“五时”等判教主张后，举出“三时”说法，为依时序分判佛法的正义。

《法苑义林章》在申述其“三时”说法前先引用了《解深密经》这一段经文作为依据之一，然后又举出《金光明经》的“转”、“照”、“持”三种法轮观念，并在《说无垢称经疏》中陈述“三时”分类经典依据。而唐法藏《一乘教义分齐章》卷一记述说，玄奘曾有“三法轮”的说法：“依大唐三藏玄奘法师，依《解深密经》《金光明经》及《瑜伽论》，立三种教，即三法轮是也。一转法轮，谓于初时鹿野园中，转四谛法轮，即小乘法。二名照法轮，谓中时，于大乘内密意说言诸法空等。三名持法轮，谓于后时，于大乘中显了意说三性及真如不空理等。”[69]有学者推测，窥基关于上述“三轮”的解释可能得之于玄奘，这是有可能的。

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中也有较长的文字论述“三轮说”[70]，其文说，如来以“三时”设教，是由于众生根机有三品分别，佛陀针对如此根机，教以不同义理以教化众生。关于“三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归纳如下：第一时，佛陀于成道之始，见众生妄执有我，以至多造惑业，生死轮回不断，于是在鹿野苑演说《阿含经》，以四谛教义，对治有我之执见。此一“时”针对的是下品根器众生。第二时，众生得闻四谛之说后，虽不再内执我为实有，但仍然执诸法为实有。佛陀于是在灵鹫山演说《大般若经》等，以法空教义，对治其法有之执见。此“时”针对的是中品根器的终生，其实抛弃小乘法，趣入大乘道。第三时，众生得闻佛陀法空之说，却不理解佛陀说空破有的密意，以致执取法空之义为无上正理，未能契悟中道。佛陀有见及此，遂于第三时演说《解深密经》等，说示万法唯识的道理，指出心外之法皆为心识所变，非是实有，以破除初时之有执；又指出内识并非不存在，非是实无，以排遣后时的空执；而舍离有和空这两边，也便是处于中道。

上述窥基所说的“三时”，与前述《解深密经》所说的“三时”及玄奘所说的“三种法轮”内容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重要区别[71]：其一，《解深密经》所说“三时”和玄奘所说“三种法轮”的教学对象（前者为“修小乘法者”、“修大乘法者”、“修一切乘者”，后者为“三乘人”和“大乘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而窥基则称“三时”之教学对象为“三品根机”其阐述又清楚显示其所谓“三品根机”，并非三组根机上、中、下不同的众生，而是相同众生在接受佛陀教化过程中其知解自下至中、自中至上的三重转变。又窥基的阐述把“三时”教学的前浅后深，说为是对应这知解自下至上的升进，这使“三时”分类在《解深密经》里原有的应机含义更形突出。其二，《解深密经》所述的第二、第三两时，在教学内容方面并没有不同（同是讲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其不同在于教学方法上前者为“隐密”，后者为“显了”。玄奘和窥基分别以讲说法空和讲说瑜伽行学派所祖述的观念（玄奘举出三性观念，窥基举出唯识中道观念），为第二、第三时段教学的特点所在；其所述的第二、第三两时的不同地方，主要是在教学内容。又玄奘和窥基高举瑜伽行教学最重视的“唯识”、“三性”等观念为佛陀说法最后一时所开示的究极教说，比起《解深密经》的分析，更清楚地表现出推尊瑜伽行思想的意图。其三，窥基“三时”说的宗派意识很明显。窥基在其著作中一再批评中观学者误解龙树之意，以致生起空见，并且屡屡强调能契会中道为瑜伽行的唯识教义的优点。如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卷七阐述唯识教义时说：“无心外法，故除增益边；有虚妄心等，故离损减边……唯识义成，契会中道，无偏执故。”[72]此外，在论说“第三时”之时，窥基对玄奘论说第三“持法轮”时所标举的不偏取“有”和“空”的教旨作出进一步铺陈，指出佛陀所以在第三时讲演唯识的道理，是鉴于有些众生不了解他之所以在第二时提出法空之说无非是要破斥法有之见，以致执着法空之教，视之为至高无上真理；又表示唯识教理有叫人“离有、无边，正处中道”的作用，显然是以“三时”判教确立瑜伽行派的最高地位。

窥基“三时”判教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其与“渐、顿”二教结合起来。尽管“渐、顿二教”的判教说从南朝宋时期的慧观起，承袭论述者不断，但窥基对此说也有独特的解释，并且对于此前的各家学说做了分析批评。

窥基首先征引“古来大德”的“顿渐五时判”，窥基接受了“大不由小起”为“顿教”、“大由小起”为“渐教”的基本定义，但不赞成将一部经论的全体义理一定判入“顿教”或“渐教”的说法。他说：“古德说有顿渐，理虽可然，定判诸经为顿渐者，义即难解。只如《华严经》中《入法界品》，五百声闻在于会坐，列名叹德。又舍利弗将六千弟子从自房出，文殊师利为说十法，即发无上正等觉心。《楞伽经》中亦列声闻在于会坐。《法鼓经》中说穷子喻与《法华经·信解品》同。《胜鬘经》说三种意生身一乘之义，《摄大乘》云：‘引摄一类不定性故。’非为顿教。《华严》等经未必从首至末皆是为彼大根行说，名为顿。定说五时所说之经为渐教者，后当叙非。”[73]被古来大德判为顿教的经典，也有引导渐教根机者之处；同样的，被判为渐教的经典，也含有顿教的成分。《华严经》与《楞伽经》中的声闻弟子就是渐教根机。《法华经》“穷子喻”述说渐次引导声闻弟子使修学一乘之事，《法鼓经》也引到这个譬喻。《胜鬘经·一乘章》说有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三种意生身，即是三乘，所谓的“三乘即是一乘”，意思是说“声闻、缘觉乘皆入大乘”，窥基引《摄大乘论》说明这是引导不定性根机，属于渐教。所以这些经典不是自始至终完全属于顿教的内容。此外，被判入渐教五时的经典，也不是全无顿教的内容。

窥基所持的“顿教”和“渐教”的定义，在《法华玄赞》中有更清楚的说明。《胜鬘经》和《法华经》说的都是最高的法义，也同样述及一乘，但窥基以两部经分别作为顿教和渐教的代表，渐教的主要意义是必须经由小乘再转向大乘，《法华玄赞》中又提到两种渐悟的意义，一种较为严格，必须证到小乘果；另一种较宽松，只要发过二乘心，修过二乘行者都包含其中：“菩萨亦二：一者，顿悟；二者，渐悟。渐悟有二义：一者，若从得小乘果发心向大，名为渐悟……若从二凡而归于大，即顿悟摄。未曾悟证二乘果故……二者，但从曾发二心、曾修二行来归大者，皆名渐悟。具彼姓故，修彼行故。闻思悟解，亦名为悟，何必证悟？”[74]窥基将悟分成“证悟”和“解悟”两种，对于小乘法曾有过证悟或解悟，再转向大乘的实践，都属渐悟。前者就“退菩提心声闻”而言，后者指一般的“渐悟菩萨”，《法华玄赞》引《摄大乘论》说：“《摄论》十义解一乘云：‘为引摄一类，及任持所余。’所引摄一类，即退菩提心声闻；及任持所余，即渐悟菩萨。”[75]退菩提心声闻与渐悟菩萨都属不定种性。渐悟菩萨转向大乘的意义尚容易了解，为何已证小乘果位的退菩提心声闻也能转向大乘呢？窥基将声闻分为“决定种性”及“退已还发大菩提心”两种，前者无法再发起菩提心，必然证入无余涅槃；后者属不定种性，过去已发过菩提心行大乘道，中途因实践艰苦而退回小乘行，后来值遇佛陀而重新唤起菩提心。

总体言之，窥基对于“渐顿”的理解并不拘泥于一个标准和角度。如也将自己宗派的“宗经”《解深密经》判作渐教，将《华严经》判为顿教；将《胜鬘经》说一乘判归顿教，《法华经》说一乘判入渐教。

对于“渐”、“顿”二教的分判，窥基的特别之处在于认为同一佛经可以同时判属“顿教”和“渐教”。他不是只依一部经的教理来判顿渐，还要结合经中所述的众生入道历程共同来判释。而且所谓一部经典是顿是渐，是就其大部分内容而论，《法苑义林章》说：“多分顿渐，无别教门，随一会中所应益故。”[76]一部偏于顿教的经典中通常只有大部分的内容是顿教，而非全经皆是顿教；反之，偏于渐教的经典亦然。因此，顿教的《华严经》中也教化渐悟的人，渐教的《法华经》中也引导顿悟的众生。“约其多分即初成道，《华严》等中说唯心是。多分顿、渐无别教门，随一会中所应益故。《华严》说有声闻在会，《深密》亦有声闻发心，《胜鬘经》中亦说一乘意生身等，《摄大乘》说为不定人说一乘故。《法华经》中《分别功德品》言佛说《如来寿量品》时，有八世界微尘数众生发菩提心。如是等文，上下非一。故知《法华》亦被顿悟，《华严》亦有渐悟之人。若依觉爱定唯一时，无渐次者，即违《深密》说有三时。”[77]《法华经》中有部分众生不经小乘法的学习而发菩提心，是顿悟的历程；《华严经》中亦出现声闻行者，他们是渐悟的根机。所谓的“无别教门”，是说不论顿教还是渐教第三时的教理，所说的都是最高法义，这点是无差异的，差别是在众生因根机不同而显现的入道历程。窥基所讲“顿”、“渐”的区别，一再强调其应机方面的意义。他说，“渐教”三时的分立，乃为了对应那些根机次等、需要从小乘教渐次进入大乘教的众生，这就是他所说的“若据众生机器及理，可有顿、渐之教”的含义。然而，在教授那些根机上等、不用渐次入道的众生时，佛陀的教说并没有前小乘、后大乘的阶次。

窥基在《法苑义林章》的“诠宗各异门”中，又分“自立”和“异宗”两方面对佛教内外各宗派所宣扬的教旨作出分判。所谓“自主”是指自身所主张的，“异宗”则指与自身所主张殊异的宗义。而他又将“异宗”划分为“外道”和“小乘”两类。“外道”指佛教之外而在印度广泛流行且为佛教所反对的教说。于“小乘”一类，他是以玄奘翻译的《异部宗轮论》为据，把传统所说的小乘佛教二十部派归纳为十一宗，并举出这些宗的一些独特教义。

对于“自主”方面，窥基的划分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窥基说，“自主”有“边主”和“中主”之风。所谓“边主”是表示其“主”张偏向一“边”，跟佛陀所发扬的中道精神不吻合。窥基这样状述“边主”的宗义：“列边主者，谓清辩等，朋辅龙猛、《般若经》意，说诸法空……乃至有为、无为二法，约胜义谛体虽是空，世俗可有……此由所说胜义谛中皆唯空，故名为‘边主’。”[78]窥基这里举出清辩为“边主”的代表。清辩乃是中观学派的自立论宗一系的创立人。可见，窥基心目中的“边主”是指中观思想。根据窥基所说，清辩以《般若经》和龙树的教旨为根据，主张一切法，无论是有为或是无为，虽然依世俗层面看可以说是“有”，就胜义层面观则原来是“空”。由于其教说“唯”以“空”为真实义，有所偏尚，故形容之为“边”。至于“中主”，窥基有以下一段话：“列中主者，谓天亲等辅从慈氏、《深密》等经，依真俗谛说一切法有空不空……此即建立三性唯识，我法境空，真俗识有，非空非有中道义立。即以所明说一切法非空非有中道之义，以为宗也。”[79]窥基以世亲为“中主”的代表。可见，他所说的“中主”是指瑜伽行思想。窥基指出世亲依《解深密经》和弥勒的教旨，建立三性和唯识的教义，就“我”和“法”两种境为心识活动所变现，是遍计我执的对象，说它们是“空”；就“真”和“俗”两种识分别为依他起和圆成实的实然存在，说它们是“有”。由于其教说兼具“有”和“空”两面，既不偏取有的一边（“非有”），亦不偏取空的一边（“非空”），能体现佛说的中道精神，故名之为“中主”。

上述“异宗”和“自主”两门为总纲的判教体系，包括了对印度外道教派以及小乘各部派、大乘两大思想派别三大部分，涵盖广泛。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小乘部派归入“异宗”一门，与外道并列，显示出极其强烈的贬低小乘的意向；而在“自主”中将中观列入“边主”，有些故意抑评中观学派的倾向。这都反映了窥基明确的宗派化意图。

第三节 唯识宗的兴盛及其传承

学术界和教界公认，法相唯识宗是玄奘和窥基共同创立的。玄奘圆寂于麟德二年（665），窥基圆寂于永淳元年（682）。如第五章所论，玄奘弟子以及助译僧的佛学倾向很复杂，真正继承玄奘思想和弘法方向的唯有窥基而已。窥基圆寂之后，其大弟子慧沼忠实地继承了其师的事业，批驳不忠于玄奘一系的奘门弟子及其他助译僧对唯识学的诠释。与此同时，新罗圆测也在不懈地弘扬唯识学，并且建立了被后世称为“西明唯识学”或者“新罗唯识学”的系统。历史上曾广泛传播窥基与圆测不和之事。事实上，窥基系与圆测系确实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然而，正是这两大系统的并兴，才使得法相唯识宗渐趋兴盛。本书以为，此宗的兴盛是从《成唯识论》的翻译和流通开始的，至慧沼弟子智周弘法时期则为其兴盛期之末。

一 圆测与西明“别派”

新罗圆测在唐代唯识宗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尽管他和窥基承传的唯识学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圆测在中国唯识宗史上都应该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圆测的唯识著述传到新罗，奠定了新罗唯识学的基础，在其弟子及其后继者的大力弘扬下，形成了“新罗唯识宗”。

圆测（613—696），讳文雅，生于隋大业九年（612）、新罗真平王三十四年。其3岁时出家，15岁时（唐贞观二年，628年）离开新罗，到达长安。宋复《塔铭》记载：“初于常、辩二法师听论，天聪警越，虽数千万言，一历其耳，不忘于心。正（贞）观中，太宗文皇帝度为僧，住京元法寺，乃览《毗昙》《成实》《俱舍》《婆沙》等论。”[80]可见，圆测早年受教于法常、僧辩师。而从文中的表述推测，他跟从二师的时间似乎是在受具足戒之前。如20岁受戒，应为贞观七年，而将“贞观中”理解为“贞观中间”，则受大戒时间为贞观十一年或十二年。贞观五年（631），法常住于普光寺；贞观九年，兼知空观寺上座。“新罗王子金慈藏，轻忽贵位，弃俗出家，远闻虔仰，思睹言令，遂架山航海，远造京师。乃于船中梦瞩颜色，及睹形状，宛若梦中，悲涕交流，欣其会遇，因从受菩萨戒，尽礼事焉。”[81]慈藏来长安的时间是贞观十二年（638），此时圆测也在长安受学。法常圆寂于贞观十九年（645）。贞观八年之后，僧辩住于弘福寺，直至贞观十六年（642）卒于此寺。如第五章所论，法常、僧辩都是当时的摄论大师，传播的是真谛之学。

圆测受大戒后的住寺应该为长安玄法寺。上述文献写为元法寺应该是清代避康熙的讳而改的，依据《长安志》以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来看，长安城中有玄法寺而无元法寺。

现存文献说，圆测天资聪明，不但精于《毗昙》《成实》等诸论，还通梵语、西域语等六国语言。法常、僧辩精通古唯识学，而从圆测的思想来看，应该受二师影响很大。玄奘贞观元年再至长安，曾跟从法常、僧辩二师学习《摄论》，就此推断，圆测法师与玄奘法师虽未同时参学于二师，但实有同门之谊。

玄奘贞观十九年（645）从印度归来，而在此之前，圆测应该是在长安城诸寺中学习，时年33岁。但此年设置弘福寺译场，圆测并未被征召。《塔铭》说：“奘公一见，契合莫造，即命付《瑜伽》《成唯识》等论，兼所翻大小乘经论，皎若生知。”[82]此记载大而化之，不能以其中提及的经典的翻译时间来确定玄奘与圆测相识的时间。但圆测入西明寺似乎暗示二师很大可能于此时此寺相识。显庆三年（658）西明寺落成，秋七月，高宗敕玄奘法师徙居西明寺，并选拔当世大德五十名入住西明，辅佐玄奘弘法。圆测也许于此时进入西明寺，但他并未充任玄奘译场职事，而是随玄奘学习的。有学者强调这一情节，认为这说明玄奘并未将圆测当弟子看待。但须注意，跟从玄奘的僧人有两类，一类是助译僧，一类是拜师学习的弟子。前者的名单见于所译经典的署名中，后者则不见。从现存文献所叙述的圆测与玄奘及窥基之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揣度，圆测应该是跟从玄奘去了玉华寺。果真如此的话，圆测在寺籍隶属于西明寺的情形下，是以什么名目去玉华寺的呢？综合这些情况，圆测是严格意义上的玄奘弟子。现今学者强调圆测是“自学”成才的，缺乏证据支持。古代文献明确说，他跟从当时长安的两位真谛系统的摄论大师学习过，后来跟从玄奘学习。这些都是不易之论。至于圆测在思想方面忠实于古唯识学而与窥基不同，并不能说明是“自学”的结果。

玄奘大师圆寂之后，圆测从玉华寺回到长安，依照僧籍管理的惯例，应该归于西明寺。而宋复撰《塔铭并序》记载：“法师性乐山水，往依终南山云际寺，又去寺三十余里，阒居一所，静志八年。西明寺僧徒，邀屈还寺，讲《成唯识论》。时有中天竺三藏地婆诃罗，至京奉敕，简召大德五人，令与译《蜜》《严》等经，法师即居其首。”[83]关于圆测至云际寺的时间，依照《塔铭》等的叙述顺序看，应该是在参与地婆诃罗译场之前。

根据《开元释教录》等记载，从仪凤四年（680）五月至垂拱末年（688），朝廷为地婆诃罗在长安西太原寺和洛阳东太原寺建立译场，圆测始终参与翻译，为时九年。在地婆诃罗译场结束之后，圆测受诏至东都洛阳宣讲经论。而翻译新《华严经》的事情是从证圣元年（695）开始的，如《开元释教录》卷九说：“天后明扬佛日，敬重大乘。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实叉与经同臻帝阙，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于东都大内遍空寺译《华严经》。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文。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至圣历二年己亥功毕。”[84]而圆测已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二十二日圆寂了。可见，圆测未译完《八十华严经》就先圆寂了。

圆测圆寂之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火葬于龙门香山寺北谷，祀于白塔。

圆测在中土传法多年，颇得高宗、武则天崇信，弟子众多，只是现今所知者不多，仅有慈善、胜庄、道证，其中，胜庄、道证是新罗僧人。慈善未见于其他文献记载，但从《塔铭并序》所说的“西明寺主”的头衔看，应该是很有地位的僧人。胜庄，生平不详，仅知其参与过菩提流志、义净译场，任证义，有《成唯识论决》《杂集论疏》《梵网戒本述记》等著述。

圆测的弟子道证，新罗国人，武周如意元年（692）归新罗，著有《成唯识论要集》十四卷、《般若理趣分疏》一卷、《大般若经笈目》二卷、《辨中边论疏》三卷、《因明正理门论疏》二卷、《因明入正理论疏》二卷、《圣教略述章》一卷，均佚失。

道证的弟子太贤，自号青丘沙门，也是新罗国人。他的著述现存有《起信论内义略探记》一卷、《成唯识论学记》八卷、《菩萨戒本宗要》一卷、《梵网经古迹记》二卷，佚失的著作还有三十余种。《三国遗事》卷四说他是“海东瑜伽之祖”，曾应请为景德王讲《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南山茸长寺为中心修行与讲授唯识教义，为时人所重。

圆测的著述很多，当代学者依据现存的各种目录得出不同归纳，少者14部，多者共有23部108卷的。在此，依据韩国学者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略作说明。[85]
圆测现存著作三种：《解深密经疏》十卷、《仁王经疏》六卷、《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一卷。依现存的著作看，《解深密经疏》十卷是在《成唯识论疏》之后所写，而《解深密经疏》完成之后，再著《仁王经疏》。《成唯识论疏》为圆测之代表作，可惜已散佚不存。

圆测散佚著作很多，主要有十六种：《般若心经疏》一卷、《无量义经疏》三卷、《无量寿经疏》三卷、《阿弥陀经疏》一卷、《弥勒上生经略赞》二卷、《俱舍论释颂钞》三卷、《广百论疏》十卷、《成唯识论疏》二十卷或十卷、《成唯识论别章》三卷、《二十唯识论疏》二卷、《瑜伽论疏》《百法论疏》一卷、《观所缘缘论疏》二卷、《大因明论疏》二卷、《因明正理门论疏》二卷、《六十二见章》一卷。

各类史书中都记载圆测是玄奘的弟子，但今人有一些学者认为圆测与玄奘不是师徒关系，而在早期是“同学”关系，在后期是同道关系。这一说法似乎有些理由：其一，圆测与玄奘都曾经跟随法常、僧辩学习过。其二，圆测并未完全接受玄奘的思想。但是，前一个理由并不能推出“同学”关系，因为圆测跟从法常、僧辩时，玄奘已经西行，而且当时圆测是沙弥，并未受大戒，身份不同，且玄奘跟从二僧学习，仅仅是一般的参学关系，不是严格的师徒关系。后一个理由同样不能推出圆测不是玄奘弟子的结论。许多文献证明，圆测在第一时点接触到玄奘所传译的经典和学说，因此，他应该是跟随玄奘的僧人。玄奘到玉华寺时，京城僧人随意旁听的条件已经不具备，圆测到玉华寺的理由只有三个：一是成为玄奘弟子，二是隶属于玉华寺，三是成为助译僧。如前所述，现存文献中没有圆测任玄奘译场助译僧的记载，也没有被改僧籍至玉华寺的记载。综上所述，圆测是玄奘的高足，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和理由。如此，圆测与窥基便成为师兄弟关系。

现存文献中关于窥基与圆测有矛盾的记载很多，真伪难辨。一般以为，圆测与窥基的分歧在圆测生前不是很显著，证据就是现存的圆测著作中并没有驳难窥基的痕迹。但入唐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中记载，窥基曾经在童子寺宣讲过“唯识”。其文说：“从石门寺向西上坂，行二里许，到童子寺。慈恩基法师避新罗僧玄测法师，从长安来，始讲唯识之处也。”从这一记载来看，至迟在唐开成年间（936—840），已经有窥基与圆测不和的传闻。而从圆仁的这一说法看，似乎是窥基处于下风因而离开长安。

在玄奘弟子中，窥基是很特殊的。在与圆测的关系上，窥基有两大不利要素会起作用：一是年龄和僧腊的劣势，窥基比圆测小十八岁，永徽五年（654）窥基才受大戒，而此时圆测已经至少有十几年的僧腊。而且，进入奘门时，窥基在佛学方面的“知解”，窥基与玄奘身边的弟子和助译僧无法相比。然而，窥基在玄奘门下之所以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恰恰是这两种要素起了重大作用。

玄奘译场的助译僧有些接受了玄奘的思想，有些不但没有接受，还与奘门弟子发生争论。即便是玄奘弟子中的佼佼者，对于玄奘所传播的思想也并非全盘接受并继承。对比之下，窥基的特别和成功就在于完全接受了玄奘所着力弘传的护法系唯识学。圆测之所以与窥基不和且被慧沼等所批评，原因就在于圆测所代表的正是以真谛所传唯识学来评判、融摄护法系唯识学的做法——这自然会被判属为“别派”。窥基圆寂较早，现存著作中未见直接批评圆测的文字，而其弟子慧沼则直接批评圆测。如慧沼在《成唯识论了义灯》卷一中说：“亲承三藏执笔缀文糅唯识人传，定不谬。余非执笔，纵时咨问，多意定之。所有判文，论大纲纪非可为定。”对此，日本僧善珠《成唯识论了义灯增明记》卷三说：“西明、慈恩共我一师，何决是非偏破西明？慈恩入室，糅论文人。西明不然，故今破耳。”窥基弟子慧沼撰《成唯识论了义灯》驳斥西明之说，圆测法师曾亲自答问，对此，日本僧信叡在其所撰《成唯识论了义灯抄》卷三中提及：“解云：此灯家难西明矣。西明法师自答灯主云。”从这个角度看，宋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窥基和圆测在玄奘在世时就发生纠葛的事情，都应该是二僧圆寂之后的传闻。尽管属于空穴来风，但却是事出有因的。

二 三祖慧沼及其传承

从唯识宗发展史而言，窥基的嗣法弟子慧沼应该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窥基圆寂之后，慧沼继承了窥基的事业。但他的处境是艰难的。在唯识学内部，他要面对奘门弟子的“离心”倾向。对外，唯识宗面临其他的宗派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从唐代佛教发展的大势可知，在武周时期，武则天重视的不再是玄奘所传的唯识学，而是转向崇信法藏及其《华严经》，而此时的禅学，则有北宗神秀被征为“国师”以及惠能禅法在南方的崛起等事件。以此背景反观唯识宗，则可明显看出，慧沼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根本不能与正在创宗的法藏及其弟子澄观相比，与北宗禅的神秀也不能比肩。一言以蔽之，在如此激烈的宗派竞争中，慧沼艰难地发扬光大玄奘、窥基所开创的事业，尽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释慧沼（650—714），讳玄[86]，俗姓刘氏，其法号又作“惠沼”或“惠照”。关于慧沼的行历，所知有限，仅有唐代李邕所撰《唐故白马寺主翻译惠沼神塔碑》和《宋高僧传》卷四《唐淄州慧沼传》，前者大概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失传，赞宁并没有看到此碑文，如赞宁说“释慧沼，不知何许人也”，而李邕碑则明确地记载了慧沼的籍贯。

李邕《神塔碑》记载，慧沼祖籍彭城（今属江苏省徐州市），“曾祖秦随音州北海县宰，因家住淄川”。[87]依据《神塔碑》记载，慧沼的曾祖至北海县（今山东潍坊西南）任县宰，后家住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唐武德四年（621），置淄州，领淄川、长白、莱芜三县。可见，笼统地说，慧沼籍贯为淄州也是可以的。在现存文献中，慧沼被称为“淄州沼”、“沼阇梨”、“山东一遍照”、“淄州大师”，都与其祖居住于淄州有关。

依据《神塔碑》记载：“五岁，执继亲丧，悲恸过礼，识者以为至性所致。”文中说，在他5岁时，父母接连去世。12岁，“即求出俗。十有五，属睿宗降诞，有制度”僧，遂入道。唐睿宗李旦生于龙朔二年（662）六月，而此时慧沼是十二三岁，并非十五岁。因此，上述记载应理解为在睿宗三周岁的诞日，高宗下诏全国度僧，而慧沼承蒙得度，为沙弥。慧沼“尝读《金光明经》，双见王子救虎，尸毗代鸽，悦然有舍身之志，遂赴山岩”，应众人请求才放弃。“年廿，下问要言，博通经藏。”依照常理，此时即可受具足戒成为比丘，《神塔铭》应该是暗示此事。此年应是咸亨元年（670），“寻讲《法华》《般若》《涅槃》等经，皆智发宿报，缘通前佛”。在受大戒之后，慧沼开始宣讲经论，计有《法华经》《般若经》和《涅槃经》等。《神塔碑》记载说：“廿□□，图华草系之时，人我俱去。浮囊之际，□□两忘。梦吐地身，便登山顶，智者谓云：‘去五欲之毒，处万法之高。’”[88]此是说明慧沼在二十余岁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修行境界。

慧沼剃度、受大戒的地点都不详，而赞宁《宋高僧传·慧沼传》说：“自奘三藏到京，恒窥壸奥。”[89]从上述事实推断，慧沼亲自拜见过玄奘的可能性不大。玄奘圆寂于麟德元年（664）二月，慧沼时为十四五岁，尚未剃度为沙弥，且其家远在淄州，而玄奘在坊州。依照当时的惯例，慧沼十二岁发心出家而为“童行”，除非他是在长安寺院作童行，否则是无缘会见玄奘的。参照《宋高僧传·义忠传》的记载则可知，师徒二人是一同进长安入窥基之门的。

《神塔碑》记载：慧沼于“咸亨三年，服膺长安基、光二师”[90]。如本着前文所论，窥基于咸亨三年（673）之后数年曾经离开长安至太原、五台山、博陵等地弘法，后来又应召回慈恩寺；那么从慧沼忠实于窥基的思想看，他应该是跟随窥基出长安至外地弘法的。否则其跟随窥基学习时间太短，想必不会有后来如此巨大的成就。

关于慧沼在窥基门下所学，《神塔碑》记载：“因号山东一遍照。又瑳切《法华》《无垢称》《金刚般若》《上》《下》等，《瑜伽》《杂集》《唯识》《因明》《俱舍》，大小幽旨，因见道义，交激累日，述作万言，因见道章。二师叹曰：‘法门后进，此一人也。何□□而云惠照耶？’”[91]此碑记载，慧沼同时跟随窥基和普光学习，且精通《法华经》《无垢经》《金刚般若》《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等，以及《瑜伽师地论》《杂集论》《成唯识论》《因明论》《俱舍论》。这些经论都是窥基所重视的，且窥基大多有著述行世。从所引文表述看，慧沼是在其师的直接指导下撰写的大量著述。慧沼的表现令窥基和普光刮目相看，由此奠定了他在玄奘所创唯识宗中的祖师地位。

大概在窥基圆寂之后，慧沼行化各地。如《神塔碑》记载：“后行化诸郡，敷演群经。冰释而蛰户启明，雷作而为芽花出。栴檀园绕，咨禀萌奔者，不可胜计，谚曰：‘河南照天下’。少自此传授，廿余年。”[92]窥基圆寂于公元682年，慧沼在各地行化二十余年，宣讲经论，弘扬唯识学说，成就非凡。如《神塔碑》所说：“始自下国，终闻上京”[93]，意思是，慧沼在外地弘法，终于被朝廷注意到，被征召到京师。

《宋高僧传·慧沼》记载：“及菩提流志于崇福寺译《大宝积经》，沼预其选，充证义。新罗胜庄法师执笔，沙门大愿、尘外皆一时英秀、当代象龙，于时武平一充使，卢藏用、陆景初总预斯场。中书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经院，叹曰：‘清流尽在此矣！岂应见隔？’因奏请，乞同润色新经。”[94]这一叙述是说，慧沼进入菩提流志译场是中书侍郎崔湜举荐的结果。根据《大宝积经》的译后可知，此经从神龙二年（706）于长安崇福寺开始翻译，以先天二年（713）六月八日完成，而现存的详细署名中并没有慧沼的法号。查考当时译场的设置可知，与菩提流志同时进行的还有其他译场。现存文献显示，慧沼参与义净译场的时间很长，因此，赞宁这一记载相当可疑。智昇在《续古今译经图纪》卷一中对于菩提流志、义净翻译的参与者记录颇为详细，但文中并无慧沼法号。其实，菩提流志翻译《大宝集经》时，慧沼正在义净三藏译场。

智昇在《开元释教录》卷九对义净翻经做了记录，但都未出现慧沼的法号，但《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卷一所附的名录中却有慧沼：“大唐神龙元年七月十五日，三藏法师义净奉制于洛州大福先寺新译并缀文正字，翻经沙门婆罗门大德盘度读梵文，翻经沙门荆州大唐龙兴寺大德弘景证文，翻经沙门大总持寺上座大宜证文，翻经沙门大荐福寺大德胜庄证义，翻经沙门相州禅河寺大德玄伞笔受，翻经沙门淄州州大云寺大德慧沼证义，翻经沙门大唐龙兴寺大德智积证义，中大夫检校兵部侍郎臣崔湜润文，大中大夫行给事中上柱国臣卢灿润文正字。”[95]将上述资料联系起来考虑，如果慧沼不是从义净译场一成立就加入的话，那么也至少从神龙元年（705）起就正式成为“翻经沙门”。而就《神塔碑》所说慧沼于窥基圆寂之后在外地行化二十余年来看，其于神龙元年前后至长安成为翻经沙门是可信的。

神龙二年（706），义净随驾至长安，中宗敕于大荐福寺为义净三藏别置翻经院。神龙三年，中宗召义净进入皇宫，“并同翻经沙门九旬坐夏”，“因命法徒，更令翻译，于大佛光殿译成二卷，名《药师瑠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帝御法筵，手自笔受”[96]。慧沼法师作为证义僧，应该跟随参与。至景龙四年（710），义净三藏在大荐福寺译出《浴像功德》《数珠功德》等经以及《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等律，并《唯识宝生》《观所缘释》等论。已上二十部八十八卷，沙门文纲、惠沼、利贞、胜庄、爱同、思恒等证义，沙门玄伞、智积等笔受。此书卷九说：“又至睿宗景云二年辛亥，于大荐福寺复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佛为龙王说法印》《略教诫等经》《能断般若论颂》及《释因明理门》《观总相颂》《止观门颂》《手杖》等论，及《法华》《集量百五十赞》，合一十二部二十一卷，沙门曷利末底乌帝提婆等读梵本，沙门玄伞、智积等笔受，沙门慧沼等证义，太常卿卫国公薛崇胤监护。”[97]
根据上述记载，义净三藏共翻译出经典56部230卷，慧沼至少从神龙元年（705）起至景云二年（711）为止，协助义净三藏翻译出36部115卷经典。

义净三藏着力翻译的经典在戒律方面，但主译的《成唯识宝生论》五卷是护法解释《二十唯识论》的书，算是接续了玄奘未竟之业。慧沼所作著述大多以玄奘译本为底本，但他疏《金光明最胜王经》即采用了义净的新译本。

对于慧沼与朝廷的关系，《神塔碑》有一总结：“首上四朝，绵旷一纪，且驿征者三，谒诏讲者两，开恩补纲维大德者六员，敕翻积经论者四。至结坛降雨者，一日入内，坐夏也。如雾□□然飞，依人而表。”[98]此中，“首上四朝”是指慧沼历经四代皇帝，生平曾被驿征三次，诏讲二次，补纲维大德六次，敕译经论四次，并且被召结坛降雨。这些事迹，大多不可考，被征召翻译经论四次现今可知一次或两次，而“补纲维大德”指被朝廷下诏任大寺“三纲”，“六员”也就是先后任过六所大寺的“三纲”，然慧沼住过的寺院，见于文献记载的仅有淄州大云寺，而淄州当地从故相传普照寺为慧沼住寺。另外，《因明入正理论续疏》署名“正等寺沙门慧沼续”，但此寺不悉所在，而慧沼弟子中有正等寺惠嵩，可证慧沼确实在正等寺驻锡过。

总之，作为玄奘、窥基的嫡传弟子，无论在发扬光大师说，还是在社会影响等方面，慧沼都是无愧于法相三祖称号的。

关于慧沼的著述，根据文献著录统计，共计二十余种，现存有十种，共四十卷：《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十卷、《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一卷、《法华玄赞义决》一卷、《成唯识论了义灯》十四卷、《因明入正理论续疏》二卷（仅存下卷）、《因明入正理论义断》一卷、《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大乘法苑义林章补阙》八卷（现存卷四、卷七、卷八）、《能显中边慧日论》四卷、《劝发菩提心集》三卷。此外，慧沼佚失的著作有《能断金刚般若经疏》二卷、《仁王般若经疏》一卷、《温室经疏》一卷、《盂兰盆经疏》一卷、《二十七贤圣章补阙章》三卷、《发菩提心论疏》三卷、《法华经纂要》一卷、《法华经略赞》五卷、《因明入正理论略纂》四卷（日本《东域录》认为可疑）等。

玄奘弟子众多但思想倾向复杂，其中数窥基忠实地继承了其师着力弘传的印度护法系唯识之学。玄奘开创的唯识宗教义中，最难以被中土人士所接受的是五种性说。窥基在玄奘圆寂之后，不懈地弘扬、会通这一学说。然而，同为奘门弟子的法宝却不接受玄奘所弘扬的佛性观，且专门撰写《一乘佛性究竟论》批驳窥基维护师说的立场。慧沼则专门撰写《能显中边慧日论》反击法宝的观点。[99]
关于慧沼的弟子，《神塔碑》有一概略说明：“弟子惠冲、微惠、胜说耶含朏，惠日福琳、无著、法山、惠融，龙兴寺上座惠祥，彼微寺惠光，大云寺惠灯、法通、徒藏、惠明，正等寺惠嵩，法济寺惠仙等，住持五部。”[100]此引文中，“弟子惠冲、微惠、胜说耶含朏”句殊难标点，恐有脱误。而“惠日”似为长安惠日寺，龙兴寺、大云寺于唐代较多，难于确指所在。此中所说“大云寺”应该是慧沼驻锡过的淄州大云寺，正等寺也是慧沼曾经住过的，唯不知所在。

不过，上述《神塔碑》漏列了慧沼最重要的弟子智周和义忠、道巘、道邑、如理。智周为唯识宗四祖，下文专论，在此将道巘、道邑、如理等略作叙述。

慧沼的弟子道巘、道邑、如理的事迹失传，仅从日本、高丽僧人编集的求法获得的中土撰述目录中得知一鳞半爪。道巘撰有《因明入正理门论义心》一卷，道邑撰有《因明入正理门论义范》三卷、《成唯识论疏义蕴》五卷。从日本的记载看，道邑属于密州开元寺僧人。

如理撰有《成唯识论疏义演》十三卷、《唯识谈微钞》二十卷、《金刚经疏》一卷、《唯识枢要演秘释》五卷、《因明入正理论纂要记》一卷，常住于福寿寺。

三 四祖智周以及义忠对唯识宗的贡献

一般而言，慧沼的弟子智周是公认的唯识宗嫡传祖师，一般以其为四祖。然而，慧沼的另外一位弟子义忠在长安大慈恩寺几十年，对于唯识宗的贡献应该是很大的。因而特将其与智周并列叙述。智周、义忠处于盛唐时期。[101]这一时期的佛教，华严宗仍然兴盛，而密宗更是如日中天，南宗禅在安史之乱后迅速崛起。在这种形势下，唯识宗能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佛教史称智周为大师，评价很高。后代以之为慈恩宗四祖。但遗憾的是，赞宁在《宋高僧传》竟然未为其立传，且文字中也未曾提及。现在的资料来源是日本求法僧回国之后的一点传闻以及敦煌文献中的一点文字。

释智周（668—723），俗姓徐，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19岁受戒，23岁入慧沼门下，得慈恩宗嫡传。学成后，行化诸郡。曾在濮阳报城寺、定水寺传播法相宗的教义，以恢弘师承，提携后学，史称“濮阳大师”。后世尊其为中国法相宗第四祖。

关于智周，西明寺僧人昙旷在《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卷一中说：“大唐开元初，有朴阳大德身号智周，我大唐三藏曾孙弟子，慈恩大师之孙弟子，河南法师之亲弟子，即是青龙大师异方同学，内穷三藏，外达九流，为学者师宗，作词场雄伯，工手著述，妙手赞扬，所撰章钞，凡十数部，即《法华摄释》《唯识喧秘》《因明决择》，皆所造也。虽不至长安，而声闻遐被，关辅诸德，咸仰高风。然观其述作，文约义着，究其所志，既慈具悲实，谓间生英贤，传法菩萨者也。”[102]上文说智周23岁跟随慧沼学习，时为691年。而慧沼在窥基于682年圆寂之后，在各地行化二十余年，可见，唐代西明寺昙旷说智周未曾至长安是可信的。如前文叙述，慧沼至迟在神龙元年（705）进入长安，受征召进入义净译场助译。从691年至神龙元年，也已经有十四五年，因而智周未跟随其师进京而选择独立传法也在情理之中。

上文所引是沙门昙旷为自己的著作作的序。昙旷《大乘入道次第开决》是在智周相关著作的基础上作的发挥。此文中的“青龙大师”所指不详，依据文中的表述，此大师与智周是“异方同学”，即同为慧沼大师的弟子。“青龙”应该是指长安著名的寺院青龙寺。武周之后，青龙寺在长安佛寺中的地位骤然升高，寺中大师迭出，而现存史料中，找不出与此文所说对应的慧沼弟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青龙大师与慈恩寺义忠一起在长安弘扬玄奘、窥基一系所传法相唯识之学，与濮阳智周大师遥相呼应，共同推动着慈恩宗继续发展并且使其保持一定的繁荣景象。

关于智周的著述，据《东域传灯目录》《法相宗章疏》《注进法相宗章疏》《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所载有十六种，现存十一种：《成唯识论演秘》十四卷、《大乘入道次第》一卷、《法华玄赞摄释》四卷、《梵网经菩萨戒本疏》五卷、《成唯识论掌中枢要记》二卷（现存上卷）、《成唯识论了义灯记》二卷（现存下卷）、《注成唯识论卷十七》《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后记》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抄略记》一卷、《大乘法苑义林章决择记》四卷。智周遗失的著作还有五种：《般若心经疏》一卷、《二十七贤圣章记》一卷、《瑜伽论疏》四十卷、《因明义断记》一卷、《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记》一卷。

智周的著述虽多从慧沼禀受而来，但也包含一部分由玄奘传来而未经前人记述的印度学说。例如，《枢要记》中释“相见影质种子”的异解，又如《演秘》卷四释《述记》所引和《瑜伽》卷五十二说“出世间法由真如所缘缘种子生”一义有关的天竺三释。又如《枢要记》述《能断金刚般若》用杜行[image: ]梵本的经过，都可见智周著述是另有亲闻依据的。

玄奘传授给窥基的，是以陈那、护法为主的唯识思想。窥基之后有慧沼力排众议，使法相宗盛极一时。智周继承慧沼的思想，努力从事唯识和因明的著述，继续阐扬窥基的学说，并继慧沼《劝发菩提心集》之后，阐论法相宗修行的境行果，成为《大乘入道次第》。此《大乘入道次第》为智周著作中很受日本法相宗重视的一部。

智周中土弟子见于记载得不多，日本方面的有些文献说，如理是智周弟子，但也有文献说其是慧沼弟子。日本和新罗传说智周为中土法相唯识宗三祖或四祖。但在智周之后，再也没有文献指明智周在中土的嗣法弟子是何人了。相反，智周以及慈恩宗诸祖师的著述和学说在日本却绵延不绝。

智周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日本求法僧的培养。日本僧人随智周学习法相教义，将智周及其先师的著述及思想传入新罗和日本。这不仅加强了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而且使奘门诸师的著述典籍得以保存并留传不绝，智周也就成为日本法相宗北寺传的祖师。

遗憾的是，唯识宗在智周之后，作为宗派标志的代际的封闭性、排他性传承已经湮没无闻。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后期僧众中很难找到纯粹以唯识之学名世的僧人。会昌法难，唐代佛教遭到沉重打击，隋唐佛教甚至整个中国佛教由此发生转折，而对于经典和师承都很倚重的唯识宗，其原本的发展线索被中断。会昌法难之后的唐末五代时期，面对禅宗和净土宗的迅猛发展，唯识宗是否有一个完整的富有成效的恢复活动，都无从证实。从赞宁《宋高僧传》中很少且很简要的传记中，已经很难找到如智周之前的唯识宗僧人般专心致志弘扬唯识经典的例子。僧传所叙述的几位弘扬唯识经典的僧人，其活动的主要时段都在五代时期，有几位僧人参学阶段是在唐末，这也就间接证明，唐末时期，唯识宗僧人仍然在不懈地弘扬唯识经典。从五代时期的唯识师看，不专弘唯识是一个特点，从公认的对唯识之学在北宋的恢复贡献巨大的永明延寿的思想体系之分析中可知，如玄奘、窥基诸师所弘扬的纯正的护法系唯识学说已经让位于《大乘起信论》学了。从“法系”以及佛教“教学”的纯粹性角度说，至此已经表明，唯识宗已经消失。延续于后世的唯识经典的宣讲、弘扬，已经不再具有“宗派”意义，而仅仅是“唯识学”，更确切地说，这种“唯识学”是摄论、地论、起信论传统的“唯识学”。



[1]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法藏传》。法藏出生于贞观十七年（643），玄奘大师圆寂时，法藏年仅22岁，且尚未出家，《宋高僧传》记载显然有误。但此资料可反映当时新旧译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2] 参见吕澂《慈恩宗》，《中国佛教源流略讲》附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7页。

[3] 同上。

[4] 吕澂通过比较西藏的译本得出这一结论。参见《慈恩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

[5] （唐）遁伦：《瑜伽师地论记》卷十九，《大正藏》第42册，第758页。

[6] （唐）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244页。

[7] （唐）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250页。

[8] （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四，《大正藏》第55册，第367页。

[9] （唐）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藏》第50册，第217页。

[10] 同上。

[11] （唐）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藏》第50册，第217页。

[12] （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四，《大正藏》第43册，第351页。

[13] 同上。

[14] 《成唯识论》卷三，《大正藏》第31册，第14页。

[15] （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四，《大正藏》第43册，第351页。

[16] 《成唯识论》卷三，《大正藏》第31册，第16—17页。

[17] （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四，《大正藏》第43册，第364页。

[18] 黄夏年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之《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19] （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二，《大正藏》第44册，第115页。

[20] （唐）从芳述：《百法论显幽钞》卷二，《续藏经》第48册，第252页。

[21] （唐）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藏》第50册，第217页。

[22]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726页。

[23]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8页。

[24] 吕澂：《慈恩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1页。

[25]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一，《大正藏》第43册，第608页。

[26] （唐）李又：《大唐大慈恩寺法师基公碑》，《续藏经》第88册，第381页。

[27] 同上。

[28] 同上书，第88页。

[29]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4页。

[30] （元）觉岸、宝洲：《释氏稽古略》卷三，《大正藏》第49册，第816页。

[3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725页。

[32]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一，《大正藏》第43册，第608页。

[33]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大正藏》第49册，第577页。

[34]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八，《大正藏》第55册，第556页。

[35]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一，《大正藏》第43册，第608页。

[36] 同上。

[37] （唐）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卷六，《大正藏》第53册，第392页。

[38] （宋）延一重编：《广清凉传》卷下，《大正藏》第51册，第1119页。

[39]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726页。

[40] （唐）窥基：《唯识二十论述记》卷一，《大正藏》第43册，第978页。

[41] （唐）窥基：《杂集论述记》，《续藏经》第48册，第1页。

[42]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8—150页。

[43]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及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均载有此颂。慧沼言此颂为玄奘撰。日本传说其为窥基作，恐难尽信。

[44]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43册，第620页。

[45] 同上。

[46] （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一，《大正藏》第43册，第578页。

[47]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43册，第620页。

[48] 同上。

[49] （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七，《大正藏》第43册，第500页。

[50] 参见黄忏华撰“三类境”辞条，《中国佛教》第4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

[51]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43册，第610—611页。

[52] 《大乘入楞伽经》卷二，《大正藏》第16册，第597页。

[53]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43册，第611页。

[54] 大致而言，玄奘所传印度护法系唯识学是以无漏种子为佛性的，此佛性“客居”于藏识之中。由于坚持真如与正智的区分，所以，严格地说，此一唯识学统中，真如并不是佛性。窥基以真如为“理佛性”，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护法系唯识学的佛性观，因此笔者才作如此概括。

[55] （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260页。

[56] （唐）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上，《大正藏》第33册，第526页。

[57] 同上。

[58] （唐）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上，《大正藏》第33册，第527页。

[59] 同上。

[60] （唐）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下，《大正藏》第33册，第535页。

[61] 同上。

[62] （唐）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上，《大正藏》第33册，第524页。

[63] （唐）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下，《大正藏》第33册，第535页。

[64] 同上。

[65] 同上。

[66] （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258页。

[67] 同上书，第259页。

[68] （唐）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卷上，《大正藏》第33册，第527页。

[69] （唐）法藏：《一乘教义分齐章》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481页。

[70] （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一，《大正藏》第43册，第229页。

[71] 廖明活：《窥基的判教思想》，《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学报》1998年第3期。

[72] （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七，《大正藏》第43册，第488页。

[73] （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247页。

[74] （唐）窥基：《妙法莲花经玄赞》卷一，《大正藏》第33册，第653页。

[75] （唐）窥基：《妙法莲花经玄赞》卷一，《大正藏》第33册，第653页。

[76] （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249页。

[77] 同上。

[78] （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249—250页。

[79] 同上书，第251页。

[80] （北宋）宋复：《塔铭》，《续藏经》第88册，第384页。

[8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大正藏》第50册，第541页。

[82] （北宋）宋复：《塔铭》，《续藏经》第88册，第384页。

[83] （北宋）宋复：《塔铭并序》，《续藏经》第88册，第384页。

[84]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566页。

[85] [韩]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柳雪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7页。

[86] 日本有传闻说，慧沼本讳惠玄，为忌玄奘三藏改为惠沼。

[87] （唐）李邕：《神塔碑》，《续藏经》第88册，第383页。

[88] 同上。

[89]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728页。

[90] （唐）李邕：《神塔碑》，《续藏经》第88册，第383页。

[91] 同上。

[92] 同上。

[93] 同上书，第384页。

[94]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728页。

[95] 《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大正藏》第21册，第894页。

[96]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568页。

[97]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569页。

[98] （唐）李邕：《神塔碑》，《续藏经》第88册，第384页。

[99] 关于慧沼与法宝的争论，参见张志强《初唐佛性诤辩研究——以窥基、慧沼与法宝之辩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本章参照此文处甚多，限于体例，恕不一一注出。

[100] （唐）李邕：《神塔碑》，《续藏经》第88册，第384页。

[101] 根据日本僧人凤潭《因明论疏瑞源记》记载，智周之后至唐末，传至日本的因明著作有十余种：开元寺道邑《因明义范》三卷，道巘《因明义心》一卷，安国寺利涉和北川传量、恒州明量分别写成的《因明论疏》，新罗青丘太贤所集的《古迹记》一卷，天台清幹编的《因明注钞》二卷，章敬寺择邻撰的《因明论疏糅钞》三卷，智颖、慧首、福聚寺如理、安国寺清素的《纂要记》各一卷，金城俊清所集《义断记》一卷，北川茂林、天台崇俊、惟阳法清、总持寺从芳等各撰写的《因明疏记》，云俨的《因明疏钞》八卷。这些唯识师代表了唯识宗在盛唐之后的流传状况。

[102] （唐）昙旷：《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卷一，《大正藏》第85册，第1206—1207页。


第七章 华严宗

第一节 华严诸派融合与华严初祖

华严宗奉《华严经》为最高经典，其宗派理论也主要是在诠释《华严经》的基础上形成，以经命宗，称为“华严宗”。[1]
华严类经典始译于东汉，支娄加谶所译的《佛说兜沙经》是第一部华严类汉译典籍，其后续出新译者历代不断。从东晋开始，佛教界对华严类经典逐渐展开多途创用的过程，僧众分别依据华严单行本或集成本来考校经典、树立信仰、确定修行内容和探索义理。从北周末年至唐初，也就是在被后代奉为华严初祖的法顺的活动时期，南北各地的华严诸派代表人物云集长安，各种思潮相互交流、相互冲撞、相互促动，在终南山下至相寺形成了全国华严学的中心，华严宗的理论最终在这里诞生。

在法顺时代，构成至相寺僧众主体或与至相寺来往甚密的华严学僧已经有数派。其一，出自普圆系的普安，是由苦行头陀派向义学派靠拢的一支。其二，出自地论义学派的三支：有昙衍系的灵辨，师承灵幹；有昙遵系的智正，师承昙迁；有道凭系的[image: ]渊，师承灵裕。其三，长安义学名僧慧藏，研究《华严》，圆寂后葬至相寺。其四，法顺系，是由游荡神异禅僧派向义学派转化的一支。至相寺僧众并非只研究《华严》，而是以华严为主。修行方式、理论见解不同的华严诸派会聚至相寺，使它成为全国华严学的中心，成为创宗建派的基地，也成为弘教传法的据点。在诸派融合过程中，各派僧众表现出向义学名僧靠拢、以义理研究为主的倾向。华严诸派的融合过程，也就是义学成为华严学主导潮流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法顺兼具神异禅僧和义学法师的双重品格，正是这种融合过程的集中体现。

一 法顺生平与著作

关于法顺的生平事迹，道宣的《续高僧传》、杜殷的《杜顺和尚行记》、法藏的《华严经传记》均有详略不同的记述。道宣生活的年代略迟于法顺，法藏是法顺的再传弟子，以他们的记载为据，可以了解法顺行事和学说的基本情况。唐中期以后，法顺被奉为华严宗初祖，晚出史书增加了不少内容，许多所谓的事迹并不可信。

根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本传，法顺（557—640）俗姓杜，世称杜顺，雍州万年（今陕西长安）人，18岁出家，师事因圣寺僧珍禅师，“受持定业”。僧珍俗姓魏，是一位“志存俭约，野居成性”的游僧。他重视禅定修习，有神异事迹，从而首先在民间引起“四远响从”，由此又知名于隋代朝廷，“隋高重之，日赐米三升，用供常限”。法顺的品格颇类其师，也是一位居无定所的游荡僧人。他常游化于庆州（今甘肃庆阳）、清河、骊山、三原、武功等地，一生的活动范围不大，大约以今天陕西关中一带为中心。法顺所教化的主要对象是普通农民。他曾在庆州“劝民设会，供限五百”。从举办法会的规模来看，法顺与地方豪富也保持着联系。

法顺传教弘法于民间，首先是以神异引起关注。道宣把他列在《感通篇》，将其视为神异僧人，法藏则直呼其为“神僧”。到宗密的时候，法顺就被塑造成文殊菩萨的化身了。早期各类传记对其事迹有不同的记述，但在突出他的神异事迹方面基本一致。法顺神异事迹的主要特点，是把从禅定修习中获得的诸种有益于众生的所谓神秘能力，用于民间宗教信仰方面，以扩大佛教的影响。据说，他能通过“示语慈善”而“导发异类”，如驯服牛马、驱除虫蚁。另外，还能治疗天生聋哑等。但是，对于非佛教信仰的民间宗教活动，法顺一概采取激烈的行动予以扫除，“神树鬼庙，见即焚除；巫觋所事，躬为并傥。祯祥屡见，绝无障碍”。“祯祥”之所以“屡见”，在于他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奉正”驱邪之举。法顺“言教所设，多抑浮词，显言正理”，其所谓“浮词”，当属巫婆神汉之语；所谓“正理”，应为佛教的学说。

法顺以“感通幽显，声闻朝野”，引起唐太宗的重视，后引入内禁，隆礼崇敬，“储宫王族懿戚重臣，戒约是投”。唐朝统治者眷顾法顺基于两点：其一是仰其“神”，指为法顺的诸多神异功能所吸引；其二是奉其“德”，指他“言不涉世，全不留心；随有任用，情志虚远；但服粗弊，卒无兼副；虽闻异议，仍大笑之。其不竞物情，又若此也”。不与世争，生活从简，超然大度，此即为其“德”。从隋至唐初，南北各地佛教僧人云集长安，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争辩论战，互较长短，乃是硕学高僧的护教卫法之“德”。法顺的“德”，是成功地在民间弘教的下层僧人的特有品质。法顺此后无多事迹，卒于长安南郊义善寺。

法顺与《华严》、与义学中心至相寺的关系，可以从道宣对其弟子的记述中看到。道宣谓：“弟子智俨，名贯至相。幼年奉敬，雅遵余度，而神用清越，振绩京皋。《华严》《摄论》，寻常讲说，至龛所（指埋葬法顺处）化导乡川，故斯尘不绝矣。”道宣比智俨年长6岁，当时均活动于长安城南同一地区，此段记述尤为重要和可信。

智俨27岁完成他的代表作《搜玄记》。说他当时“名贯至相”、“振绩京皋”，完全不是溢美之词。明确说智俨是法顺的弟子，并且“幼年奉敬，雅遵余度”，表明法顺对智俨影响之深刻。智俨到法顺藏身处说法化导，可见他唯尊法顺为师，且以继承其思想自居。智俨讲说《华严》和《摄论》，被认为是“斯尘不绝”，暗示这些经论以前也为法顺所重。法顺逝世时，智俨已经38岁，其全部学说体系是在法顺生前完成的。智俨概括其独特学说的《华严一乘十玄门》，标有“承杜顺和尚说”，至少显示出法顺在智俨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三《智俨》中记载，法顺见到12岁的智俨，带其出家，“即以俨付上足达法师，令其顺诲。晓夜诵持，曾无过问”。按此记述，智俨虽是法顺的弟子，但未受其教诲，在思想上两人没有多少关系，这是与道宣所记不相符合的方面。另外，这里又提到法顺的另一位义学弟子达法师，住于至相寺，充分表明法顺对培养义学弟子的重视，这又是对道宣记述的补充。智俨从学于法顺的“上足”，也是间接从学于法顺。

法顺还有个居士弟子樊玄智，泾州人，16岁离家，在长安城南投法顺禅师，“习诸胜行，顺即令诵读《华严》为业，劝依此经修普贤行”。樊玄智后来“又服膺至相寺整（大约指智正）法师，入终南山，温习斯典（指《华严经》），遂得一部周毕”。樊玄智后来居住坊州赤沙乡一石窟，二十余年间，“昼诵《华严》，夜修禅观”[2]，卒于唐永淳元年（682），年七十余。此述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法顺是依《华严》修行的，所重视的是“普贤行”，他如此教人，自当如此行事。第二，各类传记均未明言法顺教禅观的具体内容，从樊玄智习“胜行”重义学的情况分析，其禅观应以重视抽象思辨、不注重对具体形象的观想忆念为特征。这也是法顺华严禅观的特点。第三，樊玄智多年“昼诵《华严》，夜修禅观”，这是当时大多数依经修行者的习惯，也反映了法顺的修行方式。

综合上述资料考察，法顺华严学的师承关系虽然不明确，但他是位依《华严》修行的僧人，既有禅僧、神僧的品格，又有“显言正理”、重视培养义学弟子的法师品格，他所重的《华严》义理研究，与至相寺有着密切关系。

宗密在介绍法顺时说：“姓杜，名法顺，唐初时行化，神异极多，传中有证，验知是文殊菩萨应现身也。是《华严》新旧二疏初之祖师，俨尊者为二祖，康藏国师为三祖。”[3]这是法顺被奉为华严初祖之始。法顺没有晋译《华严》的注疏著作，所谓“《华严》新旧二疏初之祖师”没有根据。但是，宗密的说法也表明，奉法顺为华严宗“祖师”，主要以奉其华严学说为标准，并非主要以师承关系为根据，要确定法顺的学说，首先要确定他的著作。

关于法顺的著作，历来争论不少。除智俨的《华严一乘十玄门》标有“承杜顺和尚说”外，到法藏时还没有人提到过法顺的著作。从澄观开始，有了法顺著作的注疏，至宋代，标为法顺的著作不断增加。《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谓法顺劝人念阿弥陀佛，著《五悔文》“赞咏净土”，此说是为附会法顺“路逢神树鬼庙，即焚毁之”的事迹。又记法顺有《妄尽还源观》一卷，这是宋代天台宗人的普遍看法。华严宗人净源针对孤山智圆的这个观点，经过考证后认为此文为法藏作品。日本僧人目录中记法顺有《十门实相观》一卷、《会诸宗别见颂》一卷，《大正藏》卷四十五所收《华严五教止观》后附《终南山杜顺禅师缘起》，谓法顺著《十玄止观》《文海》等。此类晚出说法难以为据。

澄观认为《华严法界观》是法顺的著作，并著《华严法界玄镜》二卷注解。后宗密又作《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予以发挥。《华严法界观》原为法藏《华严发菩提心章》的一部分。法藏书分为四大部分：“发心第一”，“简教第二”，“显过第三”，“表德第四”。最后一部分“表德第四”又分为五门，即“第一真空观”、“第二理事无碍观”、“第三周遍含容观”、“第四色空章十门止观”、“第五理事圆融义”，其中的前三观被澄观和宗密认作法顺的《华严法界观》。在法藏的书中，这三观与后两部分相呼应，构成整体，专讲理事关系，而且行文体例也一致。前三观的内容为细致分析理事的十方面关系，并以理事阐述法界缘起。从华严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这些思想不可能出现在智俨之前。因此，《华严法界观》应看作法藏《华严发菩提心章》的一部分，而不大可能是法顺的独立著作。

现存的《华严五教止观》（简称《五教止观》）一卷，可以认定是法顺的唯一著作。由于此书部分内容见于法藏的《华严游心法界记》，所以也曾引起研究者的怀疑。从整体上看，《五教止观》与《华严游心法界记》的性质完全不同。《五教止观》讲从低到高、由浅入深的五重止观，即在修习禅观中所应思考的各种具体内容，是一部禅法性质的书。《华严游心法界记》接受了前书的分类名目，指出其各自的经典依据，是从对全部佛教经典和学说分类的角度论述华严宗思想，是一部判教性质的书。很明显，法藏是把法顺的五重止观说予以改造，形成了判教学说。至于法顺的华严思想，以及兼重禅观与义理探讨的特点，都在《五教止观》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二 《五教止观》与法界缘起

《五教止观》吸收了大小乘佛教的主要禅观内容，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把它们统统作为“入道方便”，为达到“华严三昧”的禅观认识和体验服务。它以讲禅法为主，体现了法顺重禅定修习的禅僧本色；它强调“思之可知”，又体现了法顺的义学特点。

《五教止观》开头言：“行人修道，简邪入正，止观法门有五。”“止观法门”指修禅观的方法，要求修行者（行人）在情绪稳定、精神专注（止）的状态下，认识、思考特定的教义（观），达到相应的体验（入道）。“简邪”是批判不正确的禅观，“入正”是认识和思考正确的教义。简邪是手段，入正是目的，它们又是同一修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法顺（又称杜顺）接受佛教关于禅修的一般观点，认为：“为病既多，与药非一，随机进修异，所以方便不同。”[4]由于人们的错误认识（病）多种多样，人们的天生素质（机）也有差别，所以采取的修禅具体方法（方便）可以灵活变化。就法顺讲的五门止观中各门关系而言，前四门都是方便，为了消除特定的错误认识而设立，只是最后的“华严三昧”才是真正的“入正”。

第一，“法有我无门”。

今偏就五停心中，为众生着我者，说界分别观。

“五停心”观是小乘佛教禅法中的一种，包括五种观想（认识和思考内容）：“不净观”，具体思考自己和他人身体中的诸多污秽和不干净，从而消除对身体的贪恋，坚定树立从事佛教修行的决心；“慈悲观”，思考一切众生值得怜悯同情的各个方面，以清除对外界一切嗔恚；“因缘观”，思考十二因缘的道理，懂得一切生死痛苦源于对佛教的不理解和不信仰（无明）；“界分别观”，思考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十八界）均有地水火风空识六大（六种物质和精神要素）聚合形成，处于生灭无常变动之中，以消除“我见”；“数息观”，思考呼吸次数，以消除不良念头，达到精神集中的目的。这种“五停心”观，既有思考具体事相的内容，又有思考抽象义理的内容。法顺在这里不要求修“五停心”的全部内容，而是选取了“界分别观”，是要求修习其中最具抽象意义的部分。修习界分别观的目的，是消除“我见”、“着我”或“我执”，即消除认为有支配人自身的精神主宰（“我”，相当于灵魂，又称“神我”）的错误观念。这种观法的特点是“人我虽去，法执犹存”，即认为客观外在事物（法）是实在的错误观念不能消除（法执犹存）。法顺分析：“若行者观此十八界，断前等烦恼，得离我、我所，此即解脱能观之心。”[5]就是说，“界分别观”虽然不是最终真理性的认识，虽然有局限性，但它毕竟消除了“我执”，获得这种认识，即是“解脱能观之心”。就此而言，“界分别观”可以作为入道的“方便”手段之一。

法顺所述“界分别观”的主要内容承自佛教典籍中的传统说法，并无新意。但是，他在具体分析十八界没有“我”时，采用了“总相”概念，并从“名”、“事”、“体”、“相”、“用”、“因”六个方面观察。这种“六种简之”的认识方法也运用于“华严三昧”的分析中，明显受了“六相”说的影响，使他对小乘禅法的复述带有了华严学的浓重色彩，具有了注重思辨的倾向。在他所述的五门止观中，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观想具体事相留下位置，从始到终强调“思之可知”，把认识和把握抽象义理放在第一位。

第二，“生即无生门”。

前一门讲“人我空”，论述人的存在并非真实存在；这一门则提高认识，论证“人法二空”，即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是真实存在，分为两方面论述。其一是“无生观”。“法无自性，相由故生，生非实有，是则为空。空无毫末，故曰无生。”[6]一切事物（法）由各种因素、条件组合而存在（生），自身没有保持其独立性的内部主宰（我或自性），当因缘离散，具体事物即不存在，所以这种存在（生）不是真实的存在（实有），此即“无生”。其二是“无相观”。具体的事物有特定的相状，由于它们的存在是虚假的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相即无相”，有相状的本质是“无相”。由此得出“生即无生”的结论。从“无生”和“无相”的论述来看，法顺在这一门主要是接受了空宗的思想。第一门和第二门所论述的主要问题，是客观事物并非真实存在的问题，用佛教用语表述，即是思考“空”的问题。

第三，“事理圆融门”。

在法顺看来，思考“空”理并没有错，但局限性在于没有和“有”结合起来考虑，因此，第三门则以理事关系立论，讨论空和有的关系。他所论述的理事或空有关系，完全是依据《大乘起信论》。据杜继文《大乘起信论全译》，“《起信论》的面世，只能在548年到588年的四十多年内”，它的思想本于《楞伽经》，在地论师中，净影慧远对此论最为重视，法顺在唐初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大乘起信论》提出了一个世间和出世间的本体，称为“一心”，这是一切众生都具有的。这“一心”又分为两门：“真如门”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生灭门”是变化无常的。法顺全盘接受了这种说法，并认为“心真如门者是理，心生灭门者是事”，从理事的圆融方面论述空有关系，“所谓空有二见，自在圆融，隐显不同，毫无障碍”。这样一来，法顺把空有问题安置在“一心”本体上考察，如同理事均统一于“一心”一样，空有也统一于“一心”，由此得出空有圆融的结论。在这里，“空”和“有”实际上已被赋予“新真如门”和“心生灭门”的含义。无论空与有，无论事物是“因缘有”还是“无性空”，都体现“一心”。所以，法顺对此门观法的总结是：“双离双失，顿绝百非，见心无寄，故名观也。”

第四，“语观双绝门”。

夫语观双绝者，经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者是。即于上来空有两门，离诸言论、心行之境，唯有真如及真如智。何以故？圆融相夺，离诸相故；随所动念，即真如故。[7]

这一门并无新意，没有增加新的思想内容，只是讲前一门空有圆融的境界是不能以语言文字描述（离诸言论），不能以思维来把握（离心行之境）。这种不能心思口议的境界，即是真如境界，即是真如智慧的体现。从理事关系上描述这种境界的特点，就是：“此意在言外，勿执言思理；理不出言，莫捐而求理。”中国哲学中讨论的“言意之辨”也在这里得到运用。法顺强调空有圆融境界的特点，在于论证这种境界“唯证相应，岂关言说”，鼓励僧众去践行、体验。如果说前一门是法顺创造性地运用了当时佛教义学界最时髦的新理论，表明了他的义学僧品格，那么这一门的论述，则反映了他重体验（证）的禅僧本色。

第五，“华严三昧门”。

此门要求认识、思考和体验“法界缘起”境界。“若直见色等诸法从缘，即是法界缘起也，不必更须前方便也。”修华严三昧，认识了法界缘起，前四门的方便修行也就不必要了。

“直见（观想、体验）色等诸法从缘”，就是入法界缘起。法顺反复强调，“见眼耳等事，即入法界缘起中也”，“见法即入大缘起法界中也”。所以，华严三昧所要求思考的直接对象是“事”，而不是“理”。由于理事圆融，对“事”的完全把握即为对理的完全把握。

法界缘起“境界者，即法，明多法互入，犹如帝网天珠，重重无尽之境界也”。“帝网”又称“因陀罗网”，指帝释天宫悬挂的一张结满无数宝珠的网，《华严》和《梵网》等经都有记述。按法顺的解释，这张网上的任一颗宝珠都“能顿现一切珠影，此珠既尔，余一一亦然。既一一珠一时顿现一切珠既尔，余一一亦然，如是重重，无有边际。有边即此重重无边际珠影皆在一珠中，炳然高现，余皆不妨此”[8]。这是说，因陀罗网上的每一颗明珠都映现其他一切明珠，也映现一切明珠中所反映的一切明珠，每一颗明珠都有这个特点，一一类推下去，就是重重无尽，没有边际。但是没有边际又与有边际相统一，重重无尽的珠影反映在一颗明珠中，这就是有边际。这是因陀罗网之喻能说明的全部内容，但并不是法界缘起的全部内容。法顺从“喻”与“法”的关系方面来补充说明法界缘起的全部内容：

如斯妙喻，类法思之。法不如然，喻同非喻；一分相似，故以为言。何者？此珠但得影相摄入，其质各殊。法不如然，全体交彻故，以非喻为显现真实义。[9]

如果因陀罗网的比喻与法界缘起教义（法）毫无共同点，比喻就失去了意义（喻同非喻）。这个比喻与法界缘起教义有一致之处（一分相似），表现在“影相摄入”方面。但是，这个比喻也有不能说明法界缘起内容的方面，即“全体交彻”。具体来说，一颗明珠映现一切明珠，它所映现的只是那一切明珠的影子，并不是把那一切明珠本身全部摄入，那一切明珠还独立存在（其质各殊），这就不是“全收”。法界缘起的“真实义”在于讲“全体交彻”、“全收”，即作为“一”的明珠不仅能摄入作为“一切”明珠的影相，也能摄入其“体”。也就是说，“一”不仅是指具体的事物，也具有本体、共性的意义。

华严三昧所要求体验的法界缘起境界，是以“明多法互入”为核心，明显带有《华严经》所描述的菩萨“一身入多身”、“须弥纳入芥子”之类神通境界构想的成分。法顺所讲的“法界”，指由佛法身所实现的整个世界，所讲的“法界缘起”，指作为整体的部分存在的一切现象均处于“彼中有此，此中有彼”的状态，这即是“全体交彻”。法顺对一与一切、一与多没有明确定义，没有从理论上论证它们的关系，只是联系因陀罗网的比喻来说明。值得重视的是，法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经典中讲述的比喻再好再妙、寓意再深刻，都不能与真正的佛法画等号，所以他倡导从“喻”（原经叙述）到“法”（华严教义）的变革。此后其弟子智俨把法顺的理论终点作为自己理论的始点，进一步论证，把认识一与一切的关系作为把握法界缘起的关键。

第二节 智俨与华严宗创立

一 智俨生平与著作

智俨一生经历简单明晰，幼年进入至相寺，先随多位法师学习各类佛教典籍，后独立研究《华严经》，在吸收慧光以来华严学发展成果基础上，融汇当时各派学说，基本完成了华严学说体系的整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实现了从华严经学说到华严宗学说的过渡。他终生以至相寺为主要活动基地，其学说影响却远达新罗。

据《华严经传记》卷三，智俨（602—668）俗姓赵，申州（今河南信阳）录事参军赵景之子，天水（今属甘肃）人。12岁遇法顺，随其出家，入至相寺，就学于法顺另一弟子达法师。时隔不久，有两位梵僧游至相寺，智俨随其学梵文。14岁，从法常习《摄大乘论》，“未盈数岁，词解精微”。在与辨法师（灵辨）的“往返征研”过程中，得到“天纵哲人”的称誉。受具足戒后，智俨广泛学习各种大小乘经律论，有《四分》《迦延》《毗昙》《成实》《十地》《地持》《涅槃》等。智俨在随静琳（一说法琳）学习期间，有“索隐探微，时称得意”之语。此后，他树立了专门研究和弘扬《华严》的志向，师从智正法师，“虽阅旧闻，常怀新致”。一方面表明他此前曾随其他人学习过此典，另一方面表明他又有新的体会和见解。

但是，智俨并不满意在智正处所学，所谓“炎凉既改，未革所疑”。于是他带着疑问开始独立研究，“遂遍览藏经，讨寻众释”，比较全面地研究前人的注疏著作，对智俨影响最大的是慧光的著作。他对慧光所讲的“别教一乘，无尽缘起，欣然赏会，粗知毛目”。这里的“别教一乘”，指有别于其他佛教诸派的独特华严学；这里的“无尽缘起”，是对华严核心内容的总概括。以后，“别教一乘”成为华严宗的代名词，“无尽缘起”也与“法界缘起”成为同类概念。

据说，后来有位“异僧”告诉智俨：“汝欲得一乘义者，其《十地》中六相义慎勿轻也，可一两月间，摄静思之，当自知耳。”[10]在智俨以前，净影慧远对“六相”的研究有特色，确定了六相的“体义”。智俨以后认为“六相”乃是“从相入实”。[11]“实”与“体”是相同概念，两人对六相的观点十分相近。这个“异僧”指点迷津的神话，大约反映出智俨从整体理论方面接受了净影慧远的影响。智俨经过这样的学习和研究之后，开始“立教分宗”，全面注解晋译《华严》，于27岁撰成《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十卷（简称《搜玄记》），基本完成了他的华严学说体系。

智俨大半生以研究和著述为主，不求闻达，“栖遑草泽，不竞当代”，安住于终南山下至相寺。他开始弘扬《华严》，讲说于高官王公之前，知名于社会，是到了晚年。“及乎暮齿，方曲弘宣。皇储往封沛王，亲为讲主。频命府司，优事供给。故法轮无辍，是所赖焉。”[12]稳定的研究场所，特别是官方“优事供给”的经济资助，是促进包括华严在内的整体佛教义学发达的重要保障条件。

智俨以“藻思多能”著称，曾“造《莲花藏世界海》一铺，盖葱河之左，古今未闻也”。这个图自然是依据《华严经》的描述所造，用于观想修行方面。同时，智俨也把这个“莲花藏世界”作为修行的最终归宿。他在逝世前告诉门人：“吾此幻躯，从缘无性，今当暂住净方，后游莲花藏世界。”[13]所谓“净方”，指西方净土世界。“暂住西方”，表明智俨一方面未对西方净土信仰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认为它是修行的最终目的地。在依据《华严》修行的僧人中，有否定西方净土信仰者，有提倡念佛往生西方者，智俨把“净方”视为通往“莲花藏世界”的桥梁。这个这种方案，此后为大多数华严宗信徒所接受。

《华严经传记》《宋高僧传》等载，智俨的弟子有怀齐、法藏、薄尘、慧晓、道成、慧招、慧佑、义湘等人。法藏后被奉为华严宗三祖，义湘是新罗国人，曾赴唐求学后回国，弘传《华严》，后被尊为“海东华严初祖”。在促进华严学发展以及社会普及方面，其余弟子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

法藏谓智俨“所撰义疏，解诸经论，凡二十余部，皆简略章句，剖曜新奇”[1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略》著录智俨著作十三种，其中，《华严玄明要诀》一卷、《华严供养十门仪式》一卷、《华严六相章》一卷、《无性摄论疏》四卷、《大乘起信论义记》一卷、《大乘起信论疏》一卷、《入道禅门秘要》一卷，均已不存。另外，智俨有《楞伽经注》七卷，现存两卷；《金刚般若经略疏》两卷，现存。

华严方面的著作，现存四种：

第一，《搜玄记》十卷，是逐句注解晋译《华严》，包含了智俨华严学的基本内容。但是，现存的另三种华严类著作均成书于此书之后，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有不同程度的发挥和引申。因此，从《搜玄记》可以看到智俨学说的形成脉络、主要特点和基本内容，而要研究智俨的定型思想，还需要参考下面三种著作。

第二，《华严一乘十玄门》（简称《华严十玄门》）一卷。此书虽很简短，却是智俨系统论述自己的独特观点、精练概括自己学说的核心内容。此书是对《搜玄记》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第三，《华严五十要问答》二卷。采用回答53个问题的方式阐述华严宗的基本思想。所阐述的53个概念、命题均采自《华严经》，并在每条下注所出品名。释文大多列“小乘教”、“三乘教”、“一乘教”三项分述，间或论述三者的关系。这种判教分类法仿自《摄论》。该书曾引玄奘于659年译出的《成唯识论》，一般认为此书在智俨58岁以后完成。

第四，《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简称《华严孔目章》）四卷，分144个题目解释《华严经》中出现的名词、概念并介绍经文大意，具有普及《华严》基础知识的性质。由于此书引《华严五十要问答》的某些内容，一般认为是现存四种书中撰成最晚的。

在智俨之前，诸派华严僧人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研究基地和传教基地，到了智俨，基本完成了自成体系的学说，并为后继者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智俨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被奉为华严初祖的法顺，则是华严宗最主要的先驱者。

二 诠释经典与十玄新说

在智俨的著作中，《搜玄记》是系统注解华严经的代表作，《华严十玄门》则是系统总结新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根据晋译《华严经》，智俨通过注解经文、解释名相、概括宗旨大意等形式来发挥自己的创新思想。这个理论创新过程，始终在探索和开发原经中蕴含的“玄”理的指导原则下进行。无论是《搜玄记》还是《华严十玄门》，都不例外。

智俨把佛的真理性活动看作“玄”的体现，[15]认为经典中包含容摄的“玄”，本质上有着离言绝相、不可心思口议的特点。[16]他把自己系统诠释《华严经》的第一部著作定名为“搜玄”，把最具创新意义的学说定名为“十门玄”或“十玄门”，正体现了他是在探索“玄”的思想支配下诠释经典。东晋僧卫在注解《十住经》时，就认为该经“文约而致弘，言婉而旨玄”，[17]具有探求经典“玄”妙宗旨的主观意图。智俨正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

作为中国哲学用语的所谓“玄”，来源于《老子》。在道家哲学中，“玄”是能够体现万物无穷变化作用的幽深微妙、高远莫测的“道”。智俨所要搜的“玄”，用《华严十玄门》中的用语，就是“一乘缘起”或“法界缘起”。[18]这个“法界缘起”所要阐明的道理，就是作为佛自体（也称为“十佛境界”、“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一真法界”、“佛性”等）作用和表现的万事万物之间本来存在着圆融无碍的理想关系。所以，佛家讲的“玄”乃是佛家自己的“道”，与道家的用语虽然相同，含义却不同。这就是所谓“借语用之，取意则别”。[19]
智俨在开发“玄”理思想指导下的具体诠释经典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或步骤，这就是在“约教就自体相辨缘起”时所开的两门。所谓“约教就自体相辨缘起”，就是从经典文字（“教”）出发，根据佛智慧本体（“自体”）的作用和表现（“相”）来论证法界缘起（“辨缘起”）。

第一门称为“举譬辩成于法”，即通过分析来自经典中的譬喻来理解佛法，阐述法界缘起的道理。《华严十玄门》谓：

所言举譬辩者，如《夜摩天会菩萨云集品》说云：譬如数十法，增一至无量，皆悉是本数，智慧故差别也。[20]

这里的引文同于今本六十卷《华严》卷十《夜摩天宫菩萨说偈品》。原经文使用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一切法由于在“性”上没有差别，所以“一”与“十”的差别也只不过是人们世俗智慧分别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差别。[21]
按照这个比喻，智俨又分两门论述“一”与“十”的关系。首先是“异体门”，即从差别、部分的角度讲缘起。分别采用《华严经》中已经有的“一中多，多中一”、“一即多，多即一”的说法，经过论证，证明“一”和“多”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没有“一”，就没有“多”，反之亦然，最后得出“一”和“多”在缘起法的范围内可以完全等同。

然后是“同体门”，即从共性、整体的角度讲缘起，论述方法与“异体门”相同，也是借用“一中多，多中一”、“一即多，多即一”的说法，经过论证，证明“一”就是“多”，“多”就是“一”。

然而，经中的比喻并不能表达佛法的真正含义，这一点法顺在《华严五教止观·华严三昧门》中已经讲过。智俨的“举譬辩成于法”这一门，正是对法顺“以非喻显真实义”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总结。

在继承法顺思想提出“举譬辩成于法”的基础上，智俨又完全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门：“约法以会理。”即从佛教名相概念分析（“约法”）来探究华严玄理（“会理”）。这种“会理”，就是展开论述“十玄门”。这表明，智俨不仅认为诠释经典应该有从“喻”到“法”的过渡，还要有从“法”到“理”的过渡，即要求把所揭示的佛“法”用特有的概念予以论证，才能获得真正的“玄理”。所谓“十玄门”，是从十个方面论述法界缘起的“玄妙”道理，并不是十个玄理。由于“十玄门”是讲法界缘起的，所以也称为“十玄缘起”；由于它讲的是不同于其他缘起说的华严缘起，所以也称为“一乘缘起”。

十玄门最显著的特点，是运用十对概念（“十会”、“十对”）来论证教理，从而建立起华严学的概念体系。所谓“十会”，指的是教义、理事、解行、因果、人法、分齐境位、法智师弟、主伴依正、逆顺体用、随生根欲性（半满）。[22]这十对概念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抄自《华严经》，而是智俨在诠释经典过程中逐步概括、总结和归纳出来的。《搜玄记》在随文释义过程中，往往运用一些概念归纳原典各部分的内容。例如，卷五上（解释《入法界品》）中说：“二约法者有十：一因，二果，三行，四理，五教，六义，七事，八人，九法，十解。”[23]值得重视的是，《华严十玄门》中讲的这十对概念，定义明确、完整，而且未见于其他处，可以说是智俨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十会”的提出和运用，不仅大大丰富了华严宗的概念体系，同时也丰富了整个佛教的思想内容。这十对名相，从狭义上讲，是概括一切佛法；从广义上讲，是概括一切世间或出世间现象。每一门所讲的关系，都是讲这“十会”的关系。

智俨首创的十玄门，是从十个方面讲教义等十对各自之间的关系。由于十会中每一会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所以十玄门的每一门都是以其中一会为例来说明，讲一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讲了一切现象之间的关系。

第一，“同时具足相应门”，“即具明教义、理事等十门同时也”。智俨在这一门是以“因果”为例阐述。他认为，小乘佛教讲“转因以成果，因灭始果成”，即因果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并不是“同时”。大乘佛教讲因果“同时”，“而不彰其无尽”，即认为特定的因成特定的果，不是一因成一切果，即不“相应”。华严讲的因果同时具足，系指“如舍成时，一切法皆一时成，若有一法不成者，此舍亦不成”。从狭义上讲，作为整体存在的佛法，虽然分有许多法门，但它们的形成没有时间先后，而且没有欠缺（具足），彼此联系（相应）。从广义上讲，就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世界，虽然有千差万别的事物，但是它们的形成也没有时间先后，没有欠缺，彼此联系。智俨为此门下的注释为：“此约相应，无先后故。”此门重在讲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论证它们的产生没有时间上的先后。此门中心要说明的，就是一切佛法、一切世间或出世间现象产生时间没有先后（“同时”），数量没有增减变化和遗漏（“具足”），相互依存而不相妨碍（“相应”）。就“因果”一门的联系讲，智俨强调了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但又否定了因前果后。此后的九门论证方法与此门完全相同，但所要强调的方面互有不同。

第二，“因陀罗网境界门”，此门是“约譬说”。举《梵网经》中讲的因陀罗珠网之喻，说明佛教的各种法门、世间的一切现象之间互相映现包容，重重无尽，都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浑然一体状态。比如，“一微尘中现无量佛国、须弥金刚围”，极小的事物中可以荣摄极大的事物。智俨强调，这不是讲神通变化场面，“若是大乘宗所明，即言神力变化，故大小得相入；或云菩萨力故入，又言不二故入”。他所讲的“相入”，“不论神力，乃言自体常如此”。“此即是其法界缘起，如智如理，实德如此”。大小相入不是神力所为，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乃是佛智慧实体（自体）的固有作用和表现。这种“大小相入”说，在否定事物客观性的前提下，强调一切现象的绝对平等。任一事物都可以包容其他一切事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第三，“秘密隐显俱成门”。智俨注云：“此约缘说”，即从所具备的条件方面讲。“又如《月喻品》云：此方见半，他方见满，而彼月性实无亏盈”，所以“常半常满，隐显无别时”。由于观察的地方不同，时间不同，也就是条件（缘）不同，所观察到的现象也不一样，或处于隐藏状态（假象），或处于显露状态（真象）。但无论是“隐”还是“显”，都反映同一本质，此即“俱成”。所谓“秘密”有两层含义：其一，“同时俱成故，所以称秘密也”。“隐”和“显”同时反映本质，即叫“秘密”。其二，“而此隐显，体无前后，故言秘密”。“隐”和“显”没有本质差别（体无前后），即叫“秘密”。实际上，“秘密”即指现象反映本质的神奇，也就是作为本体的佛智慧之作用的神奇。

第四，“微细相容安立门”。智俨注云：“此约相说”，即从事物的相状方面论述。“如一微尘，此即是其小相，无量佛国、须弥金刚围等，即其大相，直以缘起实德，无碍自在，致使相容。”这是讲大小事物可以彼此兼容。此门与“因陀罗网境界门”实际上是重复的，但是智俨又强调两者的区别，认为前者强调一切现象“隐显互相显发，重重复重重，成其无尽”；此门强调一切现象“一时俱显不相妨碍”。

第五，“十世隔法异成门”。“此约世说”，即从时间上讲。“十世”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中各有三世，共成九世，“三世为一念，合前九位十世也”。客观的时间进程加上主观的时间概念，形成所谓“十世”。“十世”本来是有区别的“隔”，现在不等于未来，但又能在人们的思想中统一起来，所谓“无尽无数劫，能作一念顷，非长亦非短，解脱人所行如是”。“异成”是指有差别的统一，“如以五指为拳，不失指”。此门是从时间上讲圆融，谓极短的时间可以容纳极长的时间，极长的时间可以容纳极短的时间。“一念”可作为表达极短时间的概念，这里的“一念”也有这层意思。“一念”又指人的一个念头，这里的“一念”也指“解脱人”的一个念头。

第六，“诸藏纯杂具德门”。“此约行说”，即从修行规定方面讲。智俨又注云：“此约诸度说”，即从修行分类（度，如六度、十度）规定上讲。“如似就一施门说者，一切万法皆悉名施，所以名纯。而此施门即具诸度善行，故名为杂。如是纯之与杂，不相妨碍，故名具德。”如果有人践行“施舍”这一门（施度），那么他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称为“施”，此为“纯”；而他在践行“施舍”这一门时，又完全获得了修行其他一切法门（诸度）的善行功德，此为“杂”。“纯”与“杂”不相妨碍，叫作“具德”。这是说明，佛教各法门相互荣摄，修行一门，等于修行了一切法门。这是“一即一切”观点在修行上的贯彻。

第七，“一多相容不同门”。“此约理说”，“以一入多，多入一，故名相容，即体无先后，而不失一多之相，故曰不同。此约缘起实德，非天人所修”。由于此门是从“理”（体）上立言讲一多关系，不纯粹是就“事”或“相”而言，所以，这里的一多关系是本体与作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一入多”，本体产生作用；“多入一”，现象体现本质。由于本体与作用、本质与现象有差别，所以叫“不同”。这是讲本体与作用的不相妨碍，本质与现象的不相妨碍。

第八，“诸法相即自在门”。“此约用说”。此门与第七门相对，是从“事”（用）上讲，不是就“体”或“理”立论。此门阐述统一整体中某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在缘起法中，作为任一部分的“一”，即可容纳作为其余部分的“一切”。从修行阶位上讲，就是“一地即摄一切地功德”，“初心即成佛”。

第九，“唯心回转善成门”。“此约心说”，此门是从“心”体上讲一切佛法的由来及其转化。“所言唯心回转者，前诸教义等（指十会），并是如来藏性清净真心之所建立，若善若恶，随心所转，故云回转善成，心外无别境，故言唯心。”

第十，“托事显法生解门”。“此约智说”，即从佛智的角度讲。“言托事者，如经中举金色世界之事，即显始起于实际之法，此中以事即法，故随举一事摄法。”《华严经》中所讲的均是“事”，以“事”比喻佛法。对佛经记述的这种认识，就为在解释和创新中探其“玄理”提供了信仰保障。由于《华严经》中形象比喻（事）可以比喻佛法之理，那么，任举一事，即可见理。

“十玄门”是从十个方面揭示《华严经》的“玄”理，实际上是从十个方面讲法界缘起的内容，从而塑造了一个世界存在模式。它的核心内容是：作为佛自体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表现的世界万有，同时产生，圆满无缺，均处于相互依存、相互等同、相互荣摄的和谐统一之中。这个世界既是轮回世界又是解脱世界，本体界和现象界在这里是重合的。因此，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即是对彼岸世界的态度。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凝固的、静态的，瞬间即永恒，没有发展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固有的苦难观、厌世情绪以及悲观格调，差不多快被塑造这种世界模式的学说洗刷干净了。在智俨之后，华严僧俗学者不断提出新的学说来丰富法界缘起的内容，有不少方面的变化，但是，法界缘起的这个核心内容从来没有受到挑战，从来没有被怀疑。

智俨在探索“玄”理原则指导下诠释经典，不仅继承了以往华严学僧的成果，而且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创造，使华严经学哲学化、概念化的过程不断深入。探索玄理的过程形式上是诠释经典的过程，实际上是提出新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经过了从喻到法，再从法到理的两个阶段过渡。既然把佛所说的经看作“喻”，看作“譬”，其蕴含的真正佛“法”、佛“道”、佛“理”须待挖掘，须待哲学发挥和处理，这就为解经注经者大胆变革、勇敢创新提供了信仰保障和精神鼓舞。从《华严十玄门》可以看到，华严概念体系的建造、新思想的提出，正是在这种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不迷经、崇理性的人文精神驱动下进行的。

三 一与一切的内容与特点

智俨把“法界缘起”作为《华严经》的宗旨，并用以概括其全部理论。在《华严十玄门》开头，智俨就明确指出了法界缘起与佛教传统缘起说的本质区别，并概括了法界缘起的核心内容：

明一乘缘起自体法界义者，不同大乘、二乘缘起，但能离执常、断诸过等。此宗不尔，一即一切，无过不离，无法不同也。[24]

缘起说是佛教最重要的基本理论，大乘（菩萨乘）、二乘（声闻乘，缘觉乘），也就是传统佛教所讲述的缘起说有许多种，各种缘起学说之间虽然互有差异，但有一个共性，即都是说明世界、人生及各种现象生成、变化和毁灭的理论。总的来说，各种传统缘起学说在承认事物和现象均依据特定条件而产生、变化和消亡方面是一致的。在智俨看来，传统缘起理论的价值和作用，是要消除（离）人们认为事物或断灭（断）、或永恒（常）等错误认识和观念（诸过）。但是，华严宗所讲的“一乘缘起”，也就是“法界缘起”，却不是关于世界、人生及各种现象起源的理论，不是侧重于解决宇宙生成论或本体论方面的问题，而是关于世界、人生和各种现象理想存在状态的学说，重点说明事物或现象之间本来具有的理想关系，说明修行解脱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

“一乘缘起”或“法界缘起”的名目自然都不是智俨所创，但是，智俨在这里把它与传统缘起学说进行比较，指出了创新理论的特点，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一”和“一切”[25]可以相互等同（一即一切），尽管作为“一切”的事物或现象可以多得不可计数，但是没有存在于“一”之外的任何个体，也没有存在于“一切”之外的“一”（无过不离），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是可以相互等同的（无法不同）。这三句简明且具有创新意义的概括，成为华严哲学思想的总纲。《华严十玄门》中讲的“十玄门”，就是对这个总纲的具体论述。

这种“一”与“一切”的关系，与智俨所引用的《华严经》中的“数十”比喻含义不同。原经是对十个数字在“性”相同的意义上讲没有差别，所讲的“一”、“十”（包括“多”、“一切”、“无量”、“无尽”）都是具体的数字，是具体的“一”和“多”。然而，《华严十玄门》所讲的一与一切的关系，有更深刻的多重含义。

其一，一与一切是处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整体与部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基础上讲两者可以相互等同。这里的“一”，是指与部分相互依存的整体，即所谓“缘成一”。这是抽象的一。一即一切，是把整体与部分相等同。在这层意义上使用“一即一切”，强调了整体与每一部分的依存关系。组成一个整体的部分哪怕多得无法计数，缺少其中任一部分也意味着没有那个整体的存在。

其二，一与一切是处理本质与现象、本体与作用、共性与差别的关系，在它们彼此不可分离的基础上讲相互等同。在这方面，“一”指“理”、“心”、“体”、“佛性”等，是抽象的“一”，是生起万有的本原，同时又是一切现象的本质规定。“一切”指“事”、“法”、“用”、“众生”等，是无穷无尽的个体、现象。“一即一切”，表明没有离开本体的作用、离开本质的现象、离开共性的差别，从而强调本体就是作用，本质就是现象，共性就是差别。在这层意义上使用“一即一切”，强调了轮回世界与解脱世界的合一，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合一。不要希望在轮回世界之外寻找解脱世界、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找理想世界。

其三，一与一切是处理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一”指统一整体中的某个部分，是具体的“一”；“一切”指整体中除去为“一”的部分之外的其余所有部分，是具体的“一切”。“举一为主，余即为伴。主以为正，伴即是依。”[26]“一”与“一切”的关系，即是现象或事物间“主伴”、“正依”的关系，即主从关系。在这层意义上使用“一即一切”，既强化了每个部分相互依存、不能分离的整体意识，又突出了有主次之分的各部分本质上一律平等的观念，从而强调了部分与部分之间关系的协调、和谐。

《华严十玄门》对法界缘起核心思想的概括，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和影响。以道家和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理解“一”的重要性和深刻内涵，在对数字“一”进行理论抽象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一”的特别尊崇。作为哲学概念的“一”，可以指天地万物一成不变的本原、共同的本质，也可以指事物的同一和统一。中国传统文化还重视对“一”的掌握和运用，“抱一”、“得一”、“执一”、“知一”[27]等，被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原则。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强调“一”的同时，普遍缺乏把“一”作为与“多”不可分离的范畴来同时考虑，没有相应地把“一”与“多”作为同等重要的范畴来对待，对“一”的强调实际上已经成为对“一”的孤零零的独尊。智俨的“一即一切，无过不离，无法不同”，明显改变了这种情况。因此，中国哲学对“一”的理论抽象和独尊，为华严学僧接受《华严经》中的一多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华严十玄门》为“一”与“多”在哲学层面确定的新关系，则是对中国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华严十玄门》在接受《华严经》某些内容的同时，始终坚持着拒绝神异、排斥神通的态度：

又云：如一微尘所示现，一切微尘亦如是。故于微尘现国土，国土微尘复示现，所以成其无尽复无尽。此即是其法界缘起，如智如理，实德如此，非即变化，对缘方便故说。若是大乘宗所明，即言神力变化，故大小相得入；或言菩萨力故入，又言不二故入，不同一乘说。[28]

关于“微尘现国土”、“大小相得入”之类的描述，是充斥于整部《华严经》各个部分的，智俨反对一般大乘用“神力变化”来解释，不承认是菩萨的神通力量所变现，也不用“不二”法门之类的学说去解释，而是用世界本来具有的理想状态来予以说明。“此宗明相入，不论神力，乃言自体常如此”[29]，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普遍了解的思想。最大程度地拒绝原经典中的神异灵迹或神通变化，是《华严十玄门》在理论创新过程中表现出的理性精神。

四 华严菩萨信仰的过渡形态

《华严经》主要由早出的文殊类经典和后出的普贤类经典构成，因此，文殊、普贤成为该经树立的两位最重要的菩萨。但是，在该经中，并没有明文排定两大菩萨的位置。所以，在奉持华严的历代学僧中，出现了或重文殊或重普贤的现象。

但是，到了宗密（780—841）的时候，法顺就被塑造成文殊的化身了，[30]此后的佛教史籍大都沿袭了这种说法。影响较大的《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记载，法顺于长安南郊义善寺逝世后，“有弟子谒五台，抵山麓见老人，语曰：文殊今往终南山，杜顺和上是也。弟子趋归，师已长往。至今关中以是日作文殊忌斋”[31]。这些后出的记述，给人一种法顺重文殊的印象。实际上，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在早期的传记中，法顺劝人修“普贤行”，明确是重视普贤。而到了智俨的时候，明确为轻文殊、重普贤的倾向提供了理论根据。《华严十玄门》指出：

今且就此华严一部经宗，通明法界缘起，不过自体因之与果。所言因者，谓方便缘修，体穷位满，即普贤是也。所言果者，谓自体究竟，寂灭圆果。十佛境界，一即一切，谓十佛世界海及《离世间品》，明十佛义是也。[32]

从因果方面来解释《华严》的宗旨，并不是智俨的创造，地论师系统就提出以因果来概括华严经宗。但是，智俨讲因果，却有着重新安排华严菩萨位置的用意。智俨在这里把“果”定义为“十佛境界”，自然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认为“因”只指“普贤”，就与此前华严学僧的见解不同，所以引发疑问：

问：文殊亦是因人，何故但言普贤是其因人耶？答：虽复始起发于妙慧，圆满在于称周。是故隐于文殊，独言普贤也。亦可文殊、普贤据其始终，通明缘起也。[33]

很明显，智俨的答辩是针对地论师的观点而发的。慧光的《华严经义记》在解释为什么十大菩萨的队列是以文殊为首时指出：

文殊为首者，欲明始发于妙实也。

就此菩萨中，初明文殊者，始证真性波若，根本妙慧故也。[34]

慧光（468—538）的这些议论影响很大，法藏的《探玄记》中也有引用：“光统师以因果理实为宗，即因果是所成行德，理实是所依法界。”[35]在这里，“理实”与“妙实”所表达的意义相同；在慧光的著作中，“妙实”、“真性波若”、“根本妙慧”等是同类概念，相当于指佛性、法身、诸法本性等。既然强调文殊象征“妙慧”，自然是首重文殊，把象征“行”的普贤放在第二位，这是重理论的官僧的特点。智俨所说的“虽复始起发于妙慧”，就是针对慧光的理论而来。在智俨看来，慧光所说的一切万法、一切修行都来自“妙实”（理体）是没有错的，但是，“圆满在于称周”。所谓“称周”，指“称理周遍”，只有“称理周遍”才算“圆满”。这就是说，根据“理”而进行了圆满的修行（实践了“普贤行”），其境界会周遍法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隐于文殊，独言普贤也”。如果从缘起的角度讲，才可以说“文殊、普贤据其始终”。智俨的论述，完全代表了法顺一派重“行”的华严学僧的观点。

智俨的弟子法藏后来全盘接受了智俨的观点，在不否认文殊象征“妙慧”的同时，概括华严宗旨时仍然始终专用普贤象征“因”，完全抛开了文殊。所谓：“夫华严宗旨，其义不一，究其了说，总明因果二门，因即普贤行愿，果即舍那业用。”[36]不仅如此，法藏在《华严经探玄记》开头的总结性偈文中，还把普贤排在文殊的前面，所谓“普贤文殊等，海会大菩萨”。[37]
那么，从法顺开始的这种重普贤、轻文殊的倾向是不是此派在隋唐之际的独有特点呢？当然不是。从北周开始，认为《华严经》主要讲普贤行，是许多依此经修行僧人的共同认识。智俨在《华严十玄门》中的论述，为重普贤的僧众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又与地论师系统和五台山地区的信仰者尊崇文殊形成明显对立。

与五台山地区有联系的一批华严信仰者和研究者尤其尊重文殊。按照法藏的记载，张谦之、灵辨这两位早期最有名的华严研究者，都与文殊有不解之缘。刘谦之能造出六百卷的华严注疏来，一是受到北齐王子烧身供养文殊菩萨行为的感染，从而萌发造论的决心；二是不但自己对此经下了“昼夜精懃，礼忏读诵”的功夫，而且“心祈妙德（指文殊），以希冥佑”[38]。北魏沙门释灵辨（477—522）是因为“求文殊师利菩萨哀护摄受”，才能够著论一百卷。[39]像净影寺慧远（523—592）、相州休法师，都是“博瞻宏富，振古罕俦”的人，或者注疏《华严经》不能成功，或者用功研究此经“文理”却“转加昏漠”，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刘谦之那样幸运，得“大圣冥传”。[40]这里的“大圣”，是指文殊，而不是普贤。所以，在地论师系统和与五台山地区有联系的华严信仰者中，文殊菩萨的地位要比普贤更显赫。离开了文殊菩萨的护佑、“冥传”，就不可能深入理解《华严经》的文理，更不能造出《华严经》的注疏之作来。这种认识的产生，大约与文殊菩萨以五台山为道场，常到此地讲《华严经》的传说有直接关系。[41]
总之，《华严十玄门》从因果方面论述菩萨信仰，为重视普贤的僧众提供了理论根据，构成了华严菩萨信仰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这与地论师和五台山地区的华严信仰者、研究者重视文殊形成区别。或重文殊或重普贤，与倡导者的佛学思想和修行实践有直接联系，并且体现出浓重的地域色彩。此后，李通玄提出“三圣一体”说，澄观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三圣圆融”，就确立了华严佛菩萨的最终信仰格局，或重文殊或重普贤的争论也就成为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佛学中国化是分阶段进行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第三节 法藏与华严学的新进展

公元7世纪下半叶，华严学一跃成为佛教中的显学，它在社会上的普及范围及受朝廷的重视程度，都是其他诸派义学所不能比拟的。当时，盛行于北方京邑的华严学与勃兴于南方山野的禅学，成为左右中国佛学发展趋向的两支重要力量。华严学能够蓬勃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智俨弟子法藏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一 生平与著作

关于法藏（643—712）生平事迹的资料较多。《华严经传记》所述虽然零碎不系统，但其内容或为法藏自述，或为身边弟子追记补续，是最直接的资料。《大方广佛华严感应传》（简称《感应传》）所述虽为标榜神异，但所反映的历史真实不容忽视。阎朝隐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简称《法藏碑》）虽然系统，又嫌太简略。新罗崔致远的《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简称《法藏传》）所述最详细，但少数记载与史实有出入。此为，《宋高僧传》《佛祖统纪》《法界宗五祖略记》等后出史书的某些记述，也有补前代记述遗漏或纠正一些讹误的参考价值。

法藏祖籍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故以康为姓。祖父辈迁居长安，其父受赠左卫中郎将。根据《法藏碑》，唐显庆三年（658），法藏到岐州（今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内的阿育王舍利塔前，燃一根手指，以申供养，表明他树立坚定的佛教信仰。第二年，他游学终南山中的太白诸山，学习佛教典籍，其中包括《华严经》。约20岁时，法藏到云华寺师从智俨。智俨赞法藏“此贤者注意于《华严》，盖无师自悟，绍隆遗法，其唯是人”。法藏则“飱俨之妙解，以为真吾师也”。法藏当时以童子（指未正式出家者）身份入寺求学于智俨，颇类禅宗中慧能求学于弘忍的情况。

总章元年（668），有西域梵僧至，法藏请受菩萨戒。当梵僧得知“此童子诵得《华严》大经，兼解其义”时，认为“若有人诵得《华严·净行》一品，其人已得菩萨净戒具足，不复更受菩萨戒”[42]。由此可知，法藏在智俨逝世时（668）尚未正式出家。据说，智俨逝世前曾将法藏托付于弟子道成、薄尘。

咸亨元年（670），武则天为其母荣国夫人追荐冥福，舍长安私宅建太原寺，同时令度僧。法藏于此时正式出家，受沙弥戒，入太原寺，以后常住于此寺。《法藏碑》未记其何时受具足戒，《法藏传》谓其“僧夏未息”。戴京曾就《法界宗五祖略记引》指出，一般认为法藏于登封丙申年（690）才受具足戒，但当时他已经57岁，名满天下，于此时受大戒，“恐无是理”，因此同意《法界宗五祖略记》所述，谓上元元年（674）有旨命京城十大德为法藏授大戒，赐号“贤首”。此说不知所本，但法藏成为大僧的时间较晚应该是事实。入太原寺后的几十年中，法藏的主要活动有参加译场、讲经授徒和著书立说。

《法藏传》谓：“藏本资西胤，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故初承日照，则高山擅价；后从喜学，则智海腾功。”法藏数次参加译场，其中与《华严》关系密切的，是参与地婆诃罗（日照）和实叉难陀（喜学）的译事。据《华严文义纲目》，地婆诃罗于永隆元年（680）三月到长安，奉敕于太原寺（魏国西寺）译经，有道成、薄尘等十大德参加。法藏以前在研究《华严》过程中，发现《入法界品》内有缺文，即前往请教。闻听地婆诃罗带来梵本，“遂与三藏对校，遂获善财善知识天主光等十有余人，遂请译新文，以补旧缺。沙门复礼执笔，沙门慧智译语”[43]。所补《入法界品》中脱文两处，第一处是从摩耶夫人后至弥勒菩萨前一段，中间加入了天主光等十人；第二处是从弥勒后至普贤前一段，“脱文殊伸手案善财顶等半纸余文”[44]。法藏由此参加了地婆诃罗译场，“更译《密严》等经论十有余部，合二十四卷，并皇太后御制序文”[45]。

实叉难陀翻译八十卷《华严》，始于证圣元年（695），终至圣历二年（699），法藏曾任笔受。新译经也缺地婆诃罗的补文，于是法藏不仅以“宋（实为晋）唐两翻对勘梵本”，而且“持日照之补文，缀喜学之漏处”[46]。久视元年（790），他又奉诏与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等。

除参加上述两个译场外，法藏于公元691年参与了提云般若译《法界无差别论》；久视元年，参加义净译场；神龙元年（705），奉诏遂与吐火罗僧人弥陀山合作翻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从神龙二年（706）开始，他常参加菩提流支《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的翻译，曾奉命任证义。法藏数度参与《华严》及其他唯识等类典籍的翻译，掌握佛学的最新进展，有利于拓展研究视野。在华严学僧中，他是从注解晋译《华严》到注解唐译《华严》的过渡人物。

讲经授徒是法藏一生中的重要活动。他先讲晋译《华严》，唐译《华严》翻译出来之后，立即接着宣讲，前后讲新旧两经三十余遍。法藏讲经，或奉朝廷之命“承旨”而讲，或应僧众求学而讲，或应地方官吏之请而讲，有时僧俗听众达千人，对促进《华严》的流行和华严宗学说在朝野的流布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许多著作是讲经的记录稿，或是为讲经而准备。

在讲经过程中，他培养了一批弟子。《法藏和尚传》谓，他的弟子“从学如云，莫能悉数，著名者六人”，有宏观、文超、智光、宗一、慧苑、慧英。其他史籍提到名字的还有胜诠（新罗人）、惠谅、惠云、玄观、如琮等。

除奉旨讲经外，法藏还为唐王朝作各种佛教法事。垂拱三年（687），法藏奉召于西明寺立坛祈雨。神功元年（697），唐王朝出师讨伐契丹，他“建立十一面道场，置光音像行道”，“依经教遏寇”，得武则天“忧诏劳之”。长安四年（704），他奉召至法门寺，迎佛舍利。

法藏晚年还介入唐宫廷的权力之争。中宗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诛杀张易之、张宗昌等人，助中宗复位。中宗登基后又依靠武三思、韦后等诛杀张柬之。此后中宗谓法藏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预识机兆，诚恳自哀，每有陈奏，[image: ]回既殄，功效居多”[47]，故赏其三品官爵，法藏不受，又转授予其弟宝藏。中宗、睿宗皆请法藏为菩萨戒师。至玄宗先天元年（712），法藏圆寂，唐王朝赠“鸿胪卿”。

法藏著作种类很多，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考证，现存23部，知名已佚20余部，在现存23部著作中，与《华严》有关的15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系统注解《华严经》的著作，即《华严经探玄记》（简称《探玄记》）二十卷。此书体例仿智俨的《搜玄记》，对每品基本分四门解释，即“释名”（解释各品品名）、“来意”（关于本品与其他品的关系）、“宗趣”（本品的主要思想）、“释文”（逐句解释经文）。该书的篇幅约为《搜玄记》四倍多，不少注解直接采自后者，但注重发挥，理论性更强。崔致远曾将《搜玄记》与《探玄记》进行多方面比较，并有一个总的评价：“举要言之，《搜玄》者索隐之离辞，《探玄》者钩深之异语。隐能心索，深可力钩，十义之圆科月满。”“十玄门”是智俨的独创学说，并为以后的华严宗人所继承，自然引起重视，所以崔致远谓“十玄之妙旨霞张”。法藏没有提出任何独创学说，主要是在智俨已有学说基础上对一些小问题进行补充、修正或发挥，使整个理论更系统。法藏无论提示经典大意还是解释某个概念、范畴或命题，总是以“开十门”论述，“十义之圆科月满”的评论比较恰当。《探玄记》是法藏为研究撰写的著作，全面阐述华严宗的教理，除此之外，他的绝大多数著作是为讲经准备的，或为回答学僧或在家信徒提问而作，有些则是由弟子整理的讲经记录。

第二类，概述《华严》内容、结构、特点以及解释经中名相的著作，有四部，篇幅都不大：《华严经文义纲目》一卷，《华严经旨归》一卷，《华严经关脉义记》一卷，《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二卷。

第三类，举例或比喻说明华严宗的教义，属于普及华严宗基本知识的著作，有两部：《华严经义海百门》一卷，《华严金师子章》一卷。

第四类，侧重论述某些方面问题的著作，有七部：《华严策林》一卷，《华严问答》一卷，《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又名《五教章》）四卷，《华严经普贤观行法门》一卷，《华严游心法界记》一卷，《华严发菩提心章》一卷，《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一卷。

第五类，系统记述华严类典籍翻译、传播的史实和传说的著作，即《华严经传记》五卷。

上述15部著作中的大部分，是从不同方面论述华严教义，重复内容很多。大体来说，能够反映法藏思想概况、形成脉络和主要特点的著作有《探玄记》《五教章》《华严问答》《华严旨归》《妄尽还源观》等。

法藏圆寂后，其众多弟子一度活跃于京畿地区，是研究和弘扬华严学的重要力量。其中，宗一续写法藏注释唐译《华严》的遗稿，文超曾著《随闻要科自防遗忘集》《华严关键》等，慧英和慧苑整理完成法藏的《华严经传记》。

在法藏的所有弟子中，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慧苑。他常住佛授记寺，以法藏后继者自居，并被称为“上首门人”。他在《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中提出多种新说，尤其是把十玄分为“十种德相”和“十种业用”，倡导“双重十玄”。他的学说后来被澄观予以批判，在佛教界也就基本销声匿迹了。大约与慧苑同时，李通玄系统诠释唐译《华严经》，其学说在中唐以后的华严学历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 性起学说的产生和完善

在法顺的著作中，就明确以“法界缘起”概括其全部理论，智俨予以重点发挥。法藏在继承法界缘起学说的同时，着重发挥的是性起学说。他把《性起品》对佛形象的叙述与《普贤品》对禅定状态的描述结合起来，用《起信论》的理论予以改造，最终使性起说成为说明世界和人生起源、论证解脱根据和过程的总理论。正是从法藏开始，性起学说成为华严宗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

（一）“性起”源流

“性起”语出晋译《华严·宝王如来性起品》的品名，后出唐译《华严》将此品改为《如来出现品》，不再用“性起”一词。澄观对此有一个解释：“晋经名性起，性字虽是义加，未爽通理……今以起义多含，直云出现。”（《华严经疏》卷四十九）所谓“义加”，指梵本原文无“性”字的对应词，是晋经译者根据该品的主要思想而创用的。又因为“起”字有多重含义，所以唐经译者改“性起”为“出现”。

“性起”一词缺乏经典依据，实际上也不符合该品的“通理”，但“性起”思想从未被华严学者否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性起说比法界缘起说更注重从人的心性方面探讨问题。法界缘起说首先重视的是外在佛境界，而不是人的内心世界。相反，性起说则从一开始就注重从人的先天本质上立论。

重视“性起”，并且运用它说明多种问题，始自智俨。他在解释《宝王如来性起品》中“性起”一词含义时说：“性者，体；起者，现在心地耳。”作为精神本体的“佛性”始终存在于一切众生心中，但是它的显现有“始终”之别和“广狭”之分。所谓“始终”，指众生修行的过程，“初始发心至佛性起，终至大菩提、大涅槃、流通舍利也”。这是说，原本存在于众生心中的“佛性”，只有在众生开始“发心”（树立佛教信仰）修行时才能“起”（显现），并且一直显现到遗骨中，此即为“性起”的“始”和“终”。所谓“广狭”，指可以显现佛性的众生范围，包括“顿悟及三乘始终，出世至声闻、缘觉，世间下至地狱等诸位也，仍起在大解大行大见闻心中”[48]。尽管包括地狱众生在内的世间、出世间众生都有显现佛性的可能性，但佛性又只能显现于修菩萨行者心中。

智俨在《十地品》第五地的注文中说：“性体本无分别，修智亦无分别。故智顺理不顺诸缘，故知修生即从本有，同性而发，故《性品》云：名菩提心为性起故。”[49]智俨所说的“性起”，指本有的佛性如何在众生心中显现，是联系修行阶位（十地）讲众生实现成佛的过程。佛性显现的始终，也就是个人修行成佛的全过程。智俨的这种理解与净影慧远在《大乘义章》中联系十地讲佛性的思路相同。这种性起思想的建立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前提，它从规定人的先天本质入手，探讨人如何在修行过程中实现自我解脱，是在心性论和解脱论的范围内探讨问题。

智俨对“性起”的这些理解，完全与《如来性起品》的原意相违。查该品所述，是讲作为外在崇拜对象的佛以何种可视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是以“三身”还是以“十身”出现教化芸芸众生。晋译《华严》虽以“如来性起”为品名，但文中却用“如来出现”表述，与唐译《华严》该品所述内容一致。这一点也为澄观看到：“三佛圆融，十身无碍故，辨应现即显真成，是以晋经名性起。”[50]澄观对“性起”的这种解释是符合该品中心思想的。

但是，澄观既指出两部《华严》该品均讲外在崇拜对象——佛的“应现”问题，又完全接受了智俨、法藏以来讨论另一方面问题的性起说。因此，从《华严经》的“性起”到华严宗的“性起”，经历了从认识外在崇拜对象到探讨人心本质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华严宗学僧为探讨心性问题、为消除法界缘起的浓重客观色彩而进行的理论创造。

（二）一体二用

法藏在继承智俨全部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侧重发挥了性起学说。他把《性起品》对佛形象的叙述与《贤首品》对禅定状态的描述结合起来，并用《起信论》的理论予以改造，最终使性起说成为阐述世界和人生起源、论证解脱根据和过程的总理论。

在《探玄记》卷十六，法藏认为《如来性起品》以“性起法门”为宗旨，可见他对“性起”的重视。他首先结合“如来性起”四字释“性起”：

不改名性，显用称起，即如来之性起；又真理名如、名性，显用名起、名来，即如来为性起。

他把“如来性起”四字来回搭配，得出了“性起”的两重含义，或为“如来之性起”，或为“如来为性起”。紧接上文，他又“开十门”释“性起”，是把性起与因果、理行等概念搭配作解，但还是没有讲清他的性起说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然而，法藏在这里毕竟具有把“性起”规定为体用关系的倾向，所谓“不改（体）名性，显用称起”，这是其性起学说的立论基础。法藏成熟的性起思想，不是反映在《探玄记》中，而是反映在《妄尽还源观》中。

《妄尽还源观》谓：“依体起用，名为性起。”从体用关系方面立论，是法藏性起说最显著的特点。他的性起说，是讲本体与作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他所谓的“体”和“用”，具体指“一体”和“二用”。他对“一体”的说明是：

一、显一体者，谓自性清净圆明体，然此即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从本已来，性自满足；处染不垢，修治不净，故云自性清净。性体遍照，无幽不烛，故曰圆明……亦可在圣体而不增，处凡身而不减……《起信论》云：“真如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真实识知义故，自性清净心义故。”[51]

这里用《起信论》的“心真如门”来塑造佛性。“体”是“自性清净心”，与《起信论》中讲的“真如自体”是同义语。它是产生世间和出世间一切现象的本原，是包含一切佛教功能的母体，是众生心所具有的本质方面。这种实存的精神本体的特征，是具足一切，常恒不变，绝对静止，遍在于一切现象中，成为一切现象的本质。它是智慧实体，遍知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起信论》特别强调真如自体的智能功能，讲“真实识知义”。“识知”原指六识之知。即人们通过六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所获得的认识和知识。佛教历来否定人们通过感觉、语言和思维所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所以六识之知被认为是人们产生谬误的原因之一。但是《起信论》把“识知”与真如自体结合起来，意味着六识之知与真如契合具有真理性，此即为“真实识知义”。这样，作为佛性的“体”，即是众生心的一个本质规定，一切现象由“体”所产生，也就是由人心所产生。

通过创造性解释《贤首品》中所讲的“海印三昧”和“华严三昧”，法藏提出了“体”的“二用”：

依体起二用者，谓依前净体起于二用。一者，海印森罗常住用。言海印者，真如本觉也，妄尽心澄，万象齐彰……经云：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言一法者，所谓一心也。是心即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唯一真如，故言海印三昧也……二者，法界圆明自在用，是华严三昧也，谓广修万行，称理成德，普周法界而证菩提。[52]

“海印三昧”是《华严经·贤首品》中所讲的一种佛的禅定，在其他地方也有论及。据说进入这种禅定状态，即可见到世界的一切现象，如同平静的大海水面映现一切物象一样，所谓“一切示现无有余，海印三昧势力故”。[53]法藏有时也用“海印三昧”来概括华严宗的全部教义，《五教章》开首即言：“今将开释如来海印三昧一乘教义，略作十门。”在这里，法藏则把“海印三昧”解释为“体”的一种作用或表现。

法藏把“海印”释为“真如本觉”，释为“一心”（“自性清净心”），这样就把《华严经》对禅定状态的神通境界构想改造成心生万法的宇宙起源理论。“一心”包含一切世间及出世间现象，并成为“一法界”的“大总相”。“总相”指整体、共相，这是强调世界万有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毫无例外是“一心”所产生，为“一心”所包容。另外，“一心”作为共相，又成为一切现象的本质。从上下文看，这里的“一法界”与“一心”含义相同，只是没有明确界定。在《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上，法藏就明确指出：“一法界者，是一心也，异彼余法，故言法界。”这样，作为表述世界存在状态的“法界”，就不仅仅是外在的佛的境界，而首先是人心的本来境界。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一心”的表现，本来没有区别，其所以有凡圣差别、净染区分、善恶对立，只是人有“妄念”的结果。消除妄念，“唯一真如”，是说一切存在的现象本质上都是契合“真如”的，都是合理的，肯定“真如”，也就是肯定作为“真如”表现的“森罗及万象”。

法藏论述的海印三昧这一“用”，从理论形态上说，是讲本体与作用的关系，强调本体就是现象。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其突出特点是把外在崇拜与自我崇拜紧密结合起来。

“华严三昧”也出自《贤首品》，与“海印三昧”在同一段落。据说，进入这种禅定状态，就具有佛教的一切修行功德，具有从事一切修行的能力，所谓“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势力故”[54]。法藏所讲的这一“用”，是在解脱论的意义上阐述。心体具有成佛的一切，那么从逻辑上讲，修心即可达到解脱。更为重要的是，法藏以“广修万行，称理成德”来定义“华严三昧”。“万行”是《华严经》所述普贤行的别称，概指达到成佛解脱的一切修行法门。这样，法藏就在“一体二用”这种新的理论框架下，把《华严经》列举的一切佛教修行规定全部接受下来。

实际上，《起信论》所讲的“真如用”也是“二用”，其一是讲依分别事相的认识所见的佛身，即“应化身”，其二是依于业识所见的佛身，即“报身”，最后又把真如的作用完全归结到“一心”，说明真如的作用即是“心”创造佛的过程。法藏所讲的“二用”，其经典依据是《贤首品》讲的两种禅定，所论述的问题与原经已毫无关系。

（三）性起缘起

佛教用以说明世界、人生及各种现象起源的理论称为“缘起”说，佛教各主要派别的缘起说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缘起说讨论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关系，兼有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的双重内容，这是所有缘起理论的一致处。法藏以性起说明世界、人生及各种现象的起源，与以往的缘起说涉及同一类问题。这样，他的性起说与以往的缘起说有何异同，就为当时学僧关注。法藏曾多次就此问题作答，其中之一是：

问：性起及缘起，此二言有何别耶？

答：性起者，即（自是言）本具性不从缘；言缘起者，此中入之近方便，谓法从缘而起，无自性故，即其法不起中令人解之。其性起者，即其法性，即无起以为性故，即其以不起为起。[55]

“法从缘而起”，可以说是对以往缘起理论的恰当概括。“缘”指事物或现象（法）赖以产生的条件，“起”指产生或生起。一切现象均依据一定的条件而产生和变化，处于普遍的因果联系之中。在法藏看来，这个理论只是一种“方便”之谈，是为了让人们懂得性起之理的手段。他所说的“性起”，乃是“以不起为起”，与以往的缘起说完全不同。

上引解性起文中的“自是言”三字是衍文。性起的意思是“本具性不从缘”。这是说，依本体而显现的一切现象不需要任何条件（不从缘），它们的产生即是“法性”的表现，不需要任何外在因素促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性起也就是“不起之起”。因为，凡言现象的生“起”，总是与认为此“起”是有条件的前提相联系，否则就成了佛教一贯反对的无因论，与早期佛教就确立的“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的原则相违。既然“本具性不从缘”，那么这个“起”也就等于“无起”。

法藏的上述论证，是在把本体与现象绝对等同的前提下立论。本体“一心”是绝对的永恒存在，不需要任何条件，而作为“一心”所显示的“法”，也就成了永恒绝对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条件。法藏并非只讲“性起”，不讲“缘起”，他是以性起的观点解释缘起：“明缘起者，如见尘时，此尘是自心现。”[56]既然此“尘”是一“心”的示现，那么它的产生（起）也“不从缘”，也是“无起之起”。因此，法藏所讲的“缘起”实际上是“性起”，相对于以往的缘起说，这种缘起说是“无起之起”。

使用同样的“缘起”一词，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表达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必然造成混乱。于是，法藏就把“缘起”分为“三乘”和“一乘”两种：

问：三乘缘起，一乘缘起，有何别耶？

答：三乘缘起者，缘集有，缘散即无。一乘缘起即不尔，缘合不有，缘散不无故。[57]

用“不有”和“不无”表述缘起，不是华严宗的创造，而是承自从大乘中观派建立的三论宗认识论。法藏在这里讲的“缘合不有，缘散不无”，不是强调“诸法皆空”，而是说明现象不待缘（条件）而产生，是强调本体及本体所显的现象的绝对实在，绝对不变。

法藏所讲的“性起”，以及由此形成的“缘起”说，是在“即体即用”、“一即一切”认识原则指导下形成的。离开“一即一切”，他的“性起”、“缘起”之说都失去意义。他在多次回答提问中表述这个观点：

问：一人修行，一切人皆成佛，其义云何？

答：此约缘起之人说故，一人即一切人，一切人即一人故。修言亦尔，一修一切修，一切修一修，故同云也。

问：现一人修而余不修，亦一人非余人，何得为尔也？

答：汝所见但是遍计耳，不知缘起之法，不足言也。[58]

华严宗所说的“人”和“修”，是在缘起法的范围内谈“人”谈“修”，以“一即一切”为认识前提。如果离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追问为什么一个人修行就能使其余一切人成佛，这是“遍计所执性”的认识，即承认现象的客观实在性，就与缘起之法无关。

总之，性起说与以往缘起说在方法论上的关键区别，是性起说把本体与现象完全重合为一，在这个前提下论述世界、人生和一切现象的起源。在这种学说看来，一切事物或现象是本体直接的、全部的显现，它们的生起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佛的意志为转移。作为世界本原的“佛性”或“一心”是真实的、永恒的、无条件的存在，作为它的作用或表现的一切现象同样也是真实的、永恒的、无条件的存在。性起学说所描述的世界，既是现象界又是本体界，既是轮回世界又是解脱世界，既是现实世界又是理想世界。解脱世界所具有的神圣、圆满、合理等一切特征，都被赋予轮回世界。人们热爱前者即是热爱后者，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广修万行”，就是解脱的表现。这是性起学说鼓励依《华严经》修行的号召。

三 六相圆融

法藏重视用“六相”说明统一整体中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阐述法界缘起。他不仅运用“六相”分析各种问题，而且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四个重要内容之一。

在《华严金师子章》中，法藏以金师子为喻，简单概括了“六相”的大意：师子是总相，五根差别是别相；共从一缘起是同相，眼、耳等不相滥是异相；诸根合会是成相，诸根各住自位是坏相。

“总相”指整体（师子），“别相”指组成整体的部分（五根，即眼耳鼻舌身），“总相”和“别相”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同相”指组成整体（师子）的各部分（五根）的同一（共从一缘起），“异相”指各部分（五根）的差别（不相滥），“同相”与“异相”是讲同一与差异的关系。“成相”指各部分（五根）是组成整体（师子）的必备条件，“坏相”指各部分（五根）在整体（师子）中保持各自独立，“成相”与“坏相”是讲对立面相互转化的问题。这里的比喻仅是对三对范畴的简单定义，并不是法藏“六相圆融”说的全部内容。在《五教章》卷四，法藏对“六相圆融”加以集中论述，并有一个总结：

总即一舍，别即一缘；同即互不相违，异即诸缘各别；成即诸缘办果，坏即各住自法。别为颂曰：一即具多是总相，多即非一是别相；多类自同成于总，各体别异现于同；一多缘起理妙成，坏住自法常不作。唯智境界非事识，以此方便会一乘。[59]

“总相”是整体（房子），是“一”，“别相”是部分（诸缘，指椽、瓦等），是“多”。从总与别的关系讲，“若不别者，总义不成，由无别时，即无总故。此义云何？本以别成总，由无别故，总不成也。是故别者，即以总成别也”。如果没有部分（别），就没有整体（总），这叫“以别成总”。另外，没有整体（总），也就无所谓部分（别），因为部分（别）只有在整体（总）存在的前提下才是部分（别），这叫“以总成别”。这样，“以别成总”和“以总成别”，明确指出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

总是“一”，别是“多”，这个规定必然引起人们对作为“多”的“别”的深入探讨，即对部分与部分之间关系的探讨。法藏正是在回答部分与部分关系问题中论证了“总”与“别”的另一重关系。

问：何者是总相？答：舍是。问：何者是舍耶？答：椽即是舍。何以故？为椽全自独能作舍故。若离于椽，舍即不成，若得椽时，即得舍矣。问：若椽全自独作舍者，未有瓦等，亦应作舍？答：未有瓦时，不是椽，故不作，非谓是椽而不能作。今言椽能作者，但论椽能作，不说非椽作。

“别”是包括“椽”、“瓦”等在内的具体的“别”，它所组成的“总”也是具体的“总”。这样，属于整体（总）的部分（别）之间也发生了关系。换言之，整体中的某一部分不仅与整体有联系，受整体制约，同时也受这个整体中其他部分制约，所谓“未有瓦时，不是椽”。“椽”不仅相对于“舍”才成为“椽”，而且也是相对于“瓦”才能为“椽”。这就进一步论证，当“椽”存在时，“舍”是完满无缺存在的。一方面，组成“舍”的所有部分都不是“舍”（此但椽等诸缘）；另一方面，它们又都分别和“舍”相等同（如“椽即是舍”）。因为，当说“椽”时，“瓦”等组成“舍”的一切都包括无遗了。这种某一部分即与整体相等同的关系，叫“总别相即”。法藏说：“若不相即，总在别外，故非总也；别在总外，故非别也。思之可解。”整体不能脱离部分，部分不能脱离整体，这是正确的。华严宗的特点在于：它从整体与部分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得出了部分即是整体，整体即是部分的结论。

在“六相”中，“总别”一对最重要，其余“同异”、“成坏”均从“总别”中引申出来。“同”指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有同一性（互不相违），“异”指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彼此有差异（诸缘各别）。同一与差别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同”与“异”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相即”关系。

各个部分是构成整体的必要条件（诸缘办果），叫作“成相”；各个部分保持自己独有性质（各住自法），而这些特有性质均与整体（舍）形成对立（常不作），叫作“坏相”；“成相”和“坏相”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也是“相即”关系。

“六相圆融”说的目的，是“为显一乘圆教，法界缘起，无尽圆融自在，相即无碍熔融”。这种学说要求人们从总别、同异、成坏三个方面看待一切事物，认识到每一事物都处于“总别相即”、“同异相即”、“成坏相即”的圆融状态。对这种状态的认识，即是佛智；对这种状态的体验，即是对佛境界的体验。这种学说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讲同一，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倡导。由于把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绝对化为“相即”关系，最终引出了消除一切矛盾、否定一切差别、取消一切事物客观规定性的“圆融自在”理论。

四 五教十宗

智俨奉《华严》为众经之首，视华严教义为佛的真正圆满之说，并创立了新的理论体系。但是，在对全部佛教学说的分类上，他没有形成完全固定的看法。也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独特的贯彻始终的判教理论，在智俨之前，已有数种奉《华严》为至上经典的判教说，建立以抬高《华严》为目的的判教理论已经不是迫切需要，已经不是建立创新理论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这大约是他轻视判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智俨在解释名相概念时，注意从比较的角度加以阐明，用分别引述不同派别的意见以凸显自己的独特思想。但是，他在论述中并不固定地运用某一种分类，而是根据情况需要，随机采用已有的立教分类名目。他最常用的是采自《摄论》的“一乘、三乘、小乘”的三分法，其中，“一乘”常用来指本派教理（华严义理）。他这样做，是基于各种分类都有其合理性的认识。

相对于智俨，法藏的学说更有系统性，这个特点也表现在判教问题上。法藏的判教是“五教十宗”，在多种著作中有论述。按《探玄记》卷一记，“五教”是“就法（佛的具体说法内容）分教”而来，“十宗”是“以理（义理）开宗”而来。两者中以“五教”更为重要，“十宗”只是“五教”从“义理”方面的细分。法藏在简略介绍自己的判教学说时，一般只讲“五教”，不讲“十宗”，《华严金师子章》中仅列“论五教”，就说明这种情况。

法藏集中论述“五教”的著作有《探玄记》卷一、《五教章》卷一和《华严游心法界记》，以比喻简要概括各“教”的中心思想，则是在《华严金师子章》中。综合这些记述，可以了解法藏“五教”说的基本内容。

（1）小乘教，又称“愚法二乘教”。这是给小乘声闻、缘觉讲的教义。其学说有“四谛”、“十二因缘”等；其典籍有《阿含经》《发智论》《俱舍论》《婆娑论》等。用“金狮子”比喻其教的中心思想和特点则是：“师子虽是因缘之法，念念生灭，实无师子相可得，名愚法声闻教。”[60]这是说，认识一切现象均由各种条件或因素聚合而成，处于生灭变化过程中，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即是获得小乘教理。

（2）大乘始教，亦称“权教”。这是大乘佛教开始阶段的教义，其典籍有《般若经》《中论》《唯识论》《解深密经》等；其学说内容是：“即此缘生之法，各无自性，彻底唯空。”[61]一切因缘聚合构成的事物，不仅其相状是空，而且没有保持自身本质的独立实在性，作为事物的本原及作用都是空。

（3）大乘终教，亦称“实教”。这是大乘佛教的终极教义，其典籍有《胜鬘》《涅槃》《密严》《起信论》《法界无差别论》等；其学说内容是：“虽复彻底唯空，不碍幻有宛然，缘生假有，二相双存。”[62]法藏还强调，此教以讲“空有双陈无障碍”[63]为主。事物的虚幻存在（有）与因缘所生造成的“各无自性”的本质“空”，不相妨碍，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是“假有”，又是“真空”。

（4）顿教，讲不依言辞、不设修行阶位而顿悟教理的教义，其典籍有《楞伽》《维摩》《思益》等；其学说内容和特点是：“即此二相，互夺两亡，情伪不存，俱无有力，空有双泯，名言路绝，栖心无寄。”[64]“空”和“有”均依赖于对方而存在（“有力”指两方之中一方可以代替、决定另一方），人们执着于“空”或执着于“有”均不对，只有对两者均不执着（情伪不存，空有双泯），即达到一种语言无法确切描述（名言路绝）、思维无法把握（栖心无寄）的体验境界。法藏强调，此教重在讲“离相离性”[65]，对作为“相”的“有”和作为“性”的“空”，均不能执着。

（5）圆教，包括被称为“别教一乘”的《华严经》和“同教一乘”的《法华经》。前者指《华严》教义超越诸教，并为诸教之本；后者指《法华》教义混同于诸教。法藏一般讲的“一乘圆教”大多特指本宗派教义。

南北朝以来，判教已经有许多种，法藏站在正统佛教立场上再作教相判释，提出“五教”说，并没有超出前代的理论窠臼。就华严内部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法藏把法顺讲的五重止观予以改造，使其变为判教理论，这从其《华严游心法界记》中可以反映出来；其二，他的五教名目是整理智俨的“依教有五位差别不同”中的“五位”名目而来，这只要对照《孔目章》卷一即可看清。就与别宗派关系而言，“五教”受到天台宗“八教”的影响，这是其弟子慧苑首次提出来。这些情况表明，法藏的五教说没有多少创新内容，是在改造或吸收此前各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

与五教联系的“十宗”是：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名宗；一切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绝宗，圆明具德宗。上述“十宗”是“五教”的展开或细分，其中前六宗属于小乘教，后四项分别对应“五教”中的后四教。这个“十宗”说，是在改造唯识宗窥基“八宗”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历来被认为绝少创新。

法藏的“五教十宗”判教，不像慧观的“二科五时”那样，直接反映当时佛教主流思潮的走向；不像天台宗的“五时八教”那样，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和严整的逻辑体系；不像禅宗的“宗门教门”之说那样，把本宗与以往的一切佛教学说泾渭分明。法藏运用“五教”分类说明其他问题（如讲佛性、心识等）时，也没有提出任何新见，其结论没有超出法顺的“华严三昧观”、智俨的“十玄门”以及他自己讲的“性起”等学说的范围。

第四节 李通玄的教外华严学

武则天对《华严》的推崇、“八十华严”的译出、法藏成功的传教活动，使该经不仅受到义学僧人的普遍重视，也激发起有佛教信仰的知识阶层的研究兴趣。李通玄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李通玄在多方面继承了智俨、法藏的华严思想，他的独创成就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倡导和完善把经文结构、修行阶段、佛果体现三者统一起来的学说；其二，为华严经学向华严宗学的过渡进一步明确方向；其三，建立三圣一体的佛菩萨信仰格局。李通玄的学说既有与华严宗理论完全不同的方面，又有构成从法藏到澄观理论过渡的重要内容。他的学说既是华严学的重要分支，又是华严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 生平与著作

大历五年（770），照明因“访道君子”询问李通玄生平事迹之“始末”，就本着“不敢不言”的态度，作《华严经决疑论序》，概要介绍其事迹。其后的《释华严经论主李长者事迹》（简称《李长者事迹》）、《唐李长者通玄行迹记》（简称《行迹记》）、《宋高僧传·法圆》《隆兴佛教编年通论》等，所记史实与照明的记述有明显出入。对于诸种异说的来源已难详细考察，鉴于照明与李通玄来往甚密，曾“亲承训授，屡得旨蒙”，因此可以主要依据他的记述了解李通玄的生平事迹。

据照明介绍，李通玄是北京（今山西太原）人，李唐王室后裔，卒于开元十八年（730）三月二十八日。照明没有说李通玄的生年和年龄，从他讲述李通玄在则天朝之前就年过四十分析，后出史书谓李通玄卒时九十六岁的说法基本可取。以此推断，李通玄当生于唐贞观九年（635）。

李通玄年轻时“学非常师，事不可测。留情《易》道，妙尽精微”。对《周易》的精通，也体现在他以后注解《华严》的著作中。他“放旷林泉，远于城市”，一直过着游荡求学的生活。“年过四十，绝览外书”，从注重儒家经典转向佛教典籍。“在则天朝，即倾心《华严经》”。他首先接触的是晋译《华严》，并且“寻诸古德义疏”。当时他能看到的“古德义疏”，也都是晋译《华严》的注疏之作。

李通玄对以往的注疏著作并不满意，“每掩卷叹曰：经文浩博，义疏多家，惜哉后学，寻文不暇，岂更修行？”《华严经》本来就因为篇幅长而不易学，加上有多家注释，各自发挥一家之言，学者理解都很困难，修行更无所适从。这是促动他进一步研究《华严经》的原因，同时也表现出他力图统一华严理论的意愿。“幸会《华严》新译，义理未备”，李通玄即以注解唐译《华严》建立自己的理论。新经于圣历二年（699）译出，在李通玄之前还没有系统注释此经的著作。新译经与旧译经的差别，对他提出独到见解无疑有启发作用。

李通玄隐居著述始自开元七年（719），距新经译出已有20年。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二《法圆》后附所记，李通玄携带新译《华严》从定襄（今山西境内）到并州（今太原）孟县西南同颖乡大贤村高山奴家，开始撰述，三年足不出户。后又隐居神福山原下的土龛（太原寿阳方山土龛），继续从事著述，直到逝世。他在隐居著述期间，“每日食枣十颗，柏叶饼一枚，余无所须”，所以后世称他“枣柏大士”。

李通玄的首部著作是《新华严经论》四十卷，照明谓此书乃是“考经八十卷，搜括微旨，开点义门，上下科节”。《新华严经论》体例仿自《搜玄记》，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八卷，具有序说概论性质，即所谓“悬谈”性质。其中前七卷分十门释经，实际上是提出十个方面的问题，从总体上论述他的华严学说，而并不是结合经文的注释。卷八是讲对全经的分段及注解形式。第二部分是卷九至卷四十，逐品解释经文，属于“随文释义”性质。尽管李通玄的后出著作在某些方面有发挥和补充，但此论基本可以反映他的全部学说内容。

李通玄完成《新华严经论》之后，“犹虑时俗机浅”，[66]不懂此论，又著多种篇幅较短的文章，均具有简要叙述和补充说明的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简称《决疑论》）四卷，侧重从有利于学僧修行的角度释经。李通玄认为，《华严经》乃是“一乘圆教佛果之门”，[67]《决疑论》“但略叙纪纲，广伸难尽，意令行者顺辙，不枉其功。于此一部之经，略立十门，以知进修之轨”。[68]他把全部经文分成十部分，也是作为修行的十个阶段，同时又视为佛果的十种表现。这样，经文结构、修行过程和佛果体现这三者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后代佛教史书谓此论乃“绾十会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门”。[69]实际上，李通玄在此论中对修行阶位的说法有多种，或五位，或六位，对“五十三位”也没有固定的说法。宋代张商英认为：“五十三胜友者，五十则五位也，三则文殊、普贤、弥勒也。”[70]因此，“五十三”有两个来源，也有两重含义：其一，指善财所参访的五十三位善知识；其二，指修行的阶位，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这是“五位”，每位各有十个阶位，合为“五十”，然后再加上文殊、普贤和弥勒三位，共计五十三位。这虽然属于后起的总结，但李通玄在使修行过程条理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是很明显的。

李通玄的现存著作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卷卷大意略叙》（简称《华严经大意》）一卷，介绍该经各卷的大意、主要内容或特点，每卷一般仅用二十余字概括。《十二缘生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简称《华严十明论》）二卷，取材自《入法界品》和《十地品》等处所述的十二因缘，从新的角度解释，认为十二缘生既是众生“逐妄迷真”、随生死流转的大苦海，同时又是一切诸佛众圣贤的“宝庄严大城”。这个一切诸佛的“功德海”，重重无尽，与一切众生犹如光影，没有障碍。迷于十二缘生者即为众生，悟十二缘生者即是佛。修行者只要用戒定慧观照的“方便”力，照见（认识、体验）自身心境体相都是“自性空”，即众生心就是“全佛智海”。这样，修行者的求解脱过程，最终归结为“无劳远求，但自净其心”。从李通玄的论述可见，他是运用“此阎浮提即是莲华藏世界”的旧理论重新解释十二因缘，并突出强调唯心思想。从华严学发展的角度讲，此说并没有创新内容。到了宋代，此论为禅宗僧人所重。

除了上述四种现存著作外，照明说李通玄还著有“《十玄六相》《百门义海》《普贤行门》《华严观》及诸诗赋，并传于世”。[71]“十玄”“六相”是华严宗人普遍重视的，从李通玄现存著作的论述看，虽然对此两说在某些方面有小改动，但所反映的思想实质没有超出法藏的学说范围。

在李通玄的所有著作中，以《新华严经论》和《决疑论》流通较广。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僧人广超见到上述两书，请人抄写。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福州开元寺志宁将《新华严经论》的注疏部分附于经文之下，合成一百二十卷。北宋乾德五年（967），惠研又予以整理，题名为《华严经合论》，“人所贵重焉”。[72]
从唐代开始，李通玄的著作与华严诸祖的著作并行于佛教界，历宋元明清而不变。特别在明末清初，重视李通玄著作的人尤多，既有佛教界的宗师，也有信仰佛教的著名士大夫，出现了李通玄的著作比华严诸祖著作更流行的现象。这种情况反映了李通玄学说的历史价值，其中也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二 经文组织与判教之争

李通玄对《华严》经文组织提出多种划分新见解，主要是认为此经应是十处十会十品。提出这种新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晋译经与唐译经在品会上不一致，促使他重提被智俨否定的意见，并且予以发挥；其二，为了适应教义的需要，特别是为了适应重新划分修行阶位的需要。

在《新华严经论》卷七，李通玄集中论述《华严》应有的经文结构问题：

此经在晋朝之译，有三十四品，今于唐朝再译。为三十品。又检《菩萨璎珞本业经》云……佛子，第四，十一地者，名入法界心……此即在第十一地等觉位。计此品名还名《佛华品》，为依法为名故……如《璎珞本业经》，即是说《华严经》意，化诸三乘众生，诣菩萨树下，二重叙初成正觉时所说华严五位法门，具如彼经说。为《华严经》少十一地一品经，今将彼配勘，方知次第。后有闻者，不须生疑，但去彼经勘验，可知皂白。今以第三禅中说十一地《佛华品》，即总有十处十会十品……此处说十一地法门，地位行门，广如《璎珞经》说，此以当《华严经》来文未足。[73]

晋译经有七处八会三十四品，唐译经有七处九会三十九品。正是这种差别，使李通玄认识到两经都不完备。认为《华严》有缺文，并非新见解，也不会受到批评，因为法藏就指出过两部译经都有缺文。但是，认为《华严》的缺文要由《璎珞本业经》来补充，认为《璎珞本业经》也是讲华严教义，这就不仅是要把该经与《华严》并列，而且是要把该经置于《华严》之上。这种具有取消《华严》至上地位倾向的见解，自然要受到抵制和批评。但是，他认为华严学的发展是多途径的，不仅反映在《华严》中，也反映在《璎珞本业经》中；他认为《华严》的编集和翻译是有发展阶段的，汉译《华严》的缺文是“来文不足”所致，这些观点都很深刻，符合华严类典籍形成的历史真实。

李通玄把《璎珞本业经》作为最重要的一品纳入《华严》，使该经成了四十品，然后又对处（佛说法地点）和会（佛说法次数）重新划分，使原经的七处九会变成十处十会：第一，菩提场会；第二，普光明殿会；第三，升须弥山顶会；第四，升夜摩天会；第五，升兜率天会；第六，升他化自在天会；第七，升三禅天会；第八，给孤独园会；第九，觉城东大塔庙处会；第十，于一切国刹及尘中一切虚空法界会。

与唐译《华严》相比，李通玄增加了三“处”，即“升三禅天”，依《璎珞本业经》加；“觉城东大塔庙”和“于一切国刹及尘中一切虚空法界”，是把原九会中《入法界品》分为两“处”。在原“九会”中，李通玄将其中“普光明殿”的三“会”合为一，再把所分的“三处”也作“三会”。这样，就形成处、会相当的“十处十会”。

李通玄对“十处十会”说有多种论证，论据之一，是认为《华严》以“十”为圆数，所以“此经中诸法，皆以十为圆数，不可但言七处九会之说”。论据之二，是认为《璎珞本业经》与《华严》有相同处，可以用其补《华严》之不足。的确，《璎珞本业经》在论述教义形式方面、在叙述修行阶位方面、在包容的某些学说方面，都与《华严》有相同之处，属于“华严眷属经”之类。这类经典很多，并不限于此一部。但是，把此类经典与《华严》集成本并列，则是华严宗人一贯反对的。

关于《璎珞本业经》及《梵网经》与《华严经》的关系，早就引起华严学僧的注意。智俨在《孔目章》卷四专列“释《璎珞本业》《梵网》二经显《华严经》一乘分齐义”一节，集中说明两经与《华严经》的异同。在《璎珞本业经》和《华严经》的关系方面，他认为：“依大经本（指《华严》）所显义门相，即容融理事自在，所有教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帝网喻，无尽不同。”[74]《华严经》是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及“无尽缘起”教义的，这是其他经典所不具备的本质内容。所以，“《华严经》是一乘摄”，《璎珞本业经》是“二乘摄”，性质不同，不能把它们同等看待。在涉及为什么《璎珞本业经》“会数具十，《华严经》本但有七八（指晋译《华严》的七处八会）”的问题时，智俨专门论述了对“十”的看法：

十数之义，含有二门，一成圆教门，二不成圆教门……《璎珞》等十数，即是单别，不具一切圆故，入三乘摄。不具十义数，亦有二种，一目彼三乘，令人分解；二目彼一乘，就彼下机。相对以显一乘，分据相显发门故，用不满十数教，入一乘摄。[75]

在智俨看来，“十”虽然是“圆数”，但是它既可以用来论述圆教教义，也可以用来论述不是圆教的教义。《璎珞本业经》虽然讲“十会”，运用“十”来论述教义，但它讲的“十”不具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教性质，是三乘教义中所使用的“十”。同样，不用十数，也是既能论述圆教教义，又能论述不是圆教的教义。对于三乘教的经典，使用不足十的数字论述教义，是让人逐一理解；对于圆教的经典，使用不足十的数字论述教义，是为了照顾素质低下的人，便于他们理解。用十数或用不足于十的数，具有相互对照显示一乘（即圆教，均专指《华严》教义）的作用。智俨所述自然都是为维护《华严》的独尊地位，但他认为同一种教义内容可以根据条件具有不同的表述形式，同一种形式可以在不同条件下表述不同的内容，作为形式的圆数与作为内容的圆教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等等，都比李通玄把圆数（“十”）与圆教（华严义理）简单等同更有说服力。

李通玄的“十处十会”之说，在此后的佛教界有褒有贬，《宋高僧传》卷二十二评论：“或曰：李《论》中加乎十会，经且缺焉。依梵字生解，可非迷名耶？何长者说法之有！通曰：十会理有，宜俟后到之经。”[76]《宋高僧传》作者认为“十会”之说有其合理因素。

天台宗除反对李通玄的“十处十会”说外，主要站在本宗立场上，反对他贬抑《法华》的判教学说。《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谓，李通玄“用新译《华严经》造释论四十卷，其立论以十处十会盛谈法界，与藏法师（指法藏）疏旨不同。又以教主、请主等十别对胜《法华》，而不知《法华》是开权显实之谈，不识《华严》是兼别说圆之典，故多为吾宗所斥”[77]。

这里的“教主”，指宣讲经典的佛，“请主”又称“请法主”，指请佛讲经的人。所谓“教主、请主等十别”，指李通玄在判教过程中对《法华》和《华严》所做的十个方面的比较。而关于《法华》的评价，正是李通玄判教与法藏判教的一个重要区别。

李通玄指出，他通过“参详”“藏法师等前诸大德”的理论，认为“《法华经》引权器以归真；《华严》者，顿大根而直受。虽一乘名合，法事略同，论其轨范，多有差殊”。法藏推崇《法华经》，称其为“同教一乘”，地位仅次于被称为“别教一乘”的《华严经》。虽有“同教”、“别教”的区分，但它们同属“一乘”。李通玄在承认两经“一乘名同”的同时，重点找他们的“差殊”。他“略举十门，用知纲目”。“十门”也就是“十别”，其中，“教主别”列为十别之首。李通玄认为：“此《法华经》即是化身佛说……如《华严经》则不然，教主则是毗卢遮那为教主者，即是法报理智真身。”[78]这就是说，《法华经》是方便之谈，《华严经》是真实之理。“请法主之别”列在十别第四位。李通玄认为：“说《法华经》时，请法主者是舍利弗，以为劝请之首；说《华严经》时，佛令文殊、普贤随位菩萨各自说自位法门，为说法首……文殊、普贤，表因位可说，说佛果法，示悟众生。”[79]舍利弗是小乘阿罗汉，只是听佛讲经；文殊、普贤是大乘菩萨，不是听佛讲经，而是自己讲佛法，孰优孰劣，自然很清楚。这些说法，都是为了贬抑《法华经》，指出它虽与《华严》同享“一乘”之名，但相差很远。

李通玄的判教是“十宗十教”，不同于华严宗法藏的“五教十宗”的名目。李通玄在“依教分宗”时说：“已上分宗，皆是乘前先德所立宗旨，设有小分，增减不同，为见解各别。大义名目，亦多相似。”[80]通过评判佛教各派学说抬高本宗所尊奉的经典，进而抬高本宗的地位，对李通玄来说，的确没有必要。他的判教内容对其学说构成也没有重要影响。不过，相对于法藏的判教言，他贬抑《法华》的倾向还是明显的。在“十教”判释中，《法华》列在《华严》《涅槃》之后；在“十宗”判释中，《法华》列在《华严》《涅槃》和《大集经》之后。然而，《法华》《涅槃》同属有宗系统经典，学说无实质性差异，孰先孰后，并不反映李通玄的佛学思想有什么变化。天台宗人对李通玄的批评，主要还是从维护本宗利益角度提出来的，并不涉及有理论性质的义理之争。而在李通玄方面，宗派意识是很淡薄的，他贬抑《法华》的主要原因，不过是针对法藏“同教一乘”之说提出一点小分别而已。

三 取象表法与得意忘象

以《周易》（包括经和传）释《华严》，是李通玄注经的显著特点，其中既有牵强附会的内容，又有为改造华严经学提供的新依据，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实现了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交融。

《华严》以“十方”指代所有空间，李通玄则以八卦比附，进而用华严宗的理论改造。他在释《华严·入法界品》中指出：

主方神随方回转者，震、巽、离、坤、兑、乾、坎、艮、上、下二方为十方，皆有神随逐回转而行……十方之法难量，一方之法具有十方，互体参差，卒申难明，但随世法及出世法，随事回转……以明法无定体，随事变通。[81]

“十方”是八卦所指代的八个方位加上下两方，这是用《周易》比附《华严》。“主方神”指《华严经》描述的居于某一方的具体的神，随方位不同而神不同，这里指难得行神。它随方位变换移动，使十方均有神跟随。用“一即十，十即一”、“重重无尽”的理论注解这幅形象画面，就得出了一方中具有十方，方位无尽神也无尽的结论。这样，《华严》所描述的有可视形象的神及其他在各方的游动，就被认为蕴含着“法无定体，随事变通”的义理。这里的“法”指佛的“果法”，即佛的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境界。这个境界也就是最终要认识的真理。因此，李通玄也是通过揭示《华严》形象描述的象征含义来改造华严经学，提出自己的理论，走着与地论师以来的华严学僧相同的思维路线。所不同的是，他更侧重用《周易》来沟通华严经学说与他要论证的学说之间的联系。他先用《周易》比附《华严》，再通过这种比附来发挥，提出自己的学说。仅从下面一例中即可看到他这种注经特点。

用八卦加上下两方配“十方”，贯穿于他对整部经的解释中。《入法界品》讲善财童子一路南行，寻访善知识。李通玄解释“南”行之意：“明托方隅而表法，以南为正、为离、为明，以离中虚，以中虚故，离为明，为日，为九天，在身为头、为目、为心，心达虚无智。”[82]李通玄以离卦解“南”行，赋予南方以《周易》的含义，但这种比附只是手段，目的在于说明善财南行要获得“心达虚无智”，最终又使《周易》具有佛教的含义。他所引用的《周易》内容，最终要以与自己的华严学说相协调为原则。

李通玄把《华严》中所有形象描述都归结为“取像以表法”，把所有的叙事都归结为“托事以显像”。如他在解释一些形象时说：“如鸠盘荼王所除恶鬼趣者，以此大囊垂下如冬瓜，坐以踞之，行以置之于肩，取像表法，以大悲垂俗担负众生，无辞劳倦。摩睺罗伽王者，此是腹行大蟒之类，取像表法，以胸腹行是恭敬义。”[83]鸠盘荼王携大囊的形像，象征他担负着救度众生的重任；摩睺罗伽王爬行，象征着恭敬。在李通玄的注经中，常用“取之以像，表之以法”，“故取之像，表其道也”，“是故如来取象世间法则用表其法，令易解故”。把《华严》的一切叙述，都视为具有“像”的性质，认为其中蕴含着有待发掘的佛“道”、佛“法”，这就为大胆发挥、努力创造提供了可靠的信仰保障。

实际上，这是把《华严》视为与《易经》性质相同的书。《系辞传下》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传》认为制作八卦的圣人是取象于天地万物，李通玄则认为《华严》是如来“取象世间法”而作成，取象范围不同，性质没有不同。他的释经方法，继承了玄学家注经的传统；他的释经根据，来自易学中义理派处理言、象、意三者关系的理论。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言”是卦爻辞，是语言文字；“象”是卦爻象，指所有物象；“意”即玄妙的义理。“言”是明象的工具，“象”是得“意”的工具。研究的目的是从言象中探其所蕴含的义理，“搜玄”、“探玄”一直是华严学僧的追求，这与“得意忘象”的思路一致。李通玄则说得更直截了当：

今如来以方隅而显法，令启蒙者易解故，若不如是彰表令生信者，启蒙何托？有言之法，皆是托事以显像，故得意者，法像俱真也，言默皆契。[84]

这样，出自佛之口的《华严》只是一种方便施设，《华严》中的所有记述都是“世间法”，同于《周易》中的言和象，释经的过程即为“得意”的过程，也就是“搜玄”、“探玄”的过程。然而，在“得意”之后，又是“法像俱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华严》字字句句都蕴含着真理。这与只讲“得意忘象”又有所不同。

李通玄在以《易》释华严过程中，望文生义的曲解、比附之处不少，这是他受到多方批评的重要原因。如他以离卦解释“南方”的同时，把“南无”一词中的“南”也当成指方位的“南”，大加发挥：“是故礼佛皆云南无，明南方虚无也。但虚无之理，是南方之义……又南无者，为明正顺，正顺虚无之理，故号南无。”[85]
以《易》解《华严》并非李通玄首创，此前华严学僧也是致力于吸收《周易》内容改造华严经学，把儒家思想纳入佛学。法藏解释善财童子“南”行时说：“其南有四义：一是正义，如指南之说等，表所向非耶故；二是背暗向明义，表舍障向理故；三是离增灭义，如日东出西没是增灭相，南离二边，表中道法界；四是生义，谓南主其阳，是其生义。”[86]法藏把“南”释为“正”、“明”、“生”、“阳”，明显是受了《周易》的影响，在吸收《周易》内容的基础上发挥本宗教义。

李通玄之后的澄观，对“南行”的解释基本承自法藏，但又增加了新内容，仅举其中一条：“二者，明义，表舍暗向智故。南方之明，万物相见，圣人南面听政，盖取于此。”[87]《周易·说卦传》解离卦时说：“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一望而知，澄观在法藏释文基础上所增加的部分，正是抄自《说卦传》的内容，只是个别字有改动。仔细对照，华严宗人的许多释经内容都和李通玄所述一样，是采自《周易》的。差别在于，华严宗人像避讳一样，并不明提该书，只是不声不响地将其中的内容搬进自己的著作。自然，这些都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他们都和李通玄一样，把《华严》所述视为“托事显法”，“取像表法”，在搜探玄理的思想指导下改造华严经学，建立中国的华严理论。他们的释经方法，同于易学义理派的释经方法。

在李通玄的注释中，《华严》提到的佛菩萨和诸神，提到的名相、概念，大多数都与《周易》发生了关系。过多的牵强附会搭配，把佛学与儒学的融合变成了佛学与儒学的等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但是，李通玄所明确的释经理论，既为改造华严经学说提供了新依据，又揭示了华严学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表明华严学始终在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制约、诱导下发展演变。

四 三圣一体

在树立佛菩萨信仰方面，李通玄以前的华严学僧有自己的独特学说。就法顺系而言，法顺劝人依经修普贤行；智俨主张“隐于文殊，独言贤普”；法藏在用“因果”概括华严教义时，专以普贤代表“因”而与佛“果”相对。李通玄提出“三圣一体”说，彻底改变了此系重普贤轻文殊的倾向，为以后华严宗人建立新的佛菩萨信仰体系开辟了道路。

李通玄不再专用“因果”说明佛菩萨之间的关系，也不再专用“因”指普贤，他提出了佛和文殊、普贤三位一体的崇拜对象格局。他在概括《华严》全经宗旨时说：“说此一部经之问答体用所乘之宗大意，总相具德有三：一佛，二文殊，三普贤。”[88]这是说，《华严》对佛菩萨诸种问答的形象描述，所要表达的根本宗旨，从总体而言是讲佛、文殊和普贤，这三者既是《华严》所树立的具体崇拜对象，也象征《华严》中所蕴含的全部义理。

李通玄之所以提出这三者，首先出于适应修行的需要。“修行者，常以文殊师利、毗卢遮那、普贤三法为始终之体。如修道者，虽有拟成佛之意，多有滞一法，不知进修之路。”[89]佛代表修行的目的，最终的觉悟解脱，文殊象征佛的智慧，普贤指代具体的修行实践。在整个修行过程中，不能“滞一法”，即不能对其中任一个或专重或专轻，即不可偏废。因为，佛果、佛智慧和作为佛智慧体现的各种实践法门，是贯穿于整个修行过程的，此“三法为始终之体”。三圣之所以能被结合在一起，关键就是在“体”相同上。

李通玄专门详细分析了对三者有偏废的危害：“三身一时，法合如是，废一不可。若废文殊存普贤，所有行门属有漏；若废普贤存文殊，所证寂定是二乘；若废佛存文殊、普贤，佛是觉也，无觉者故。以是义故，三人不可废一，若废一，三不成故。”这种从宗教修行角度的分析表明，在整个修行过程中，偏废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获得解脱，所谓“若废一，三不成”。等于说，偏废其中任何一个即等于偏废了一切。在李通玄看来，“三人一体，寄安五位，用接凡迷”。[90]在修行的五个阶段（五位）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佛果、佛慧和佛行的统一。

从当时华严学发展的状态观察，这种不可偏废说是直接针对华严学僧而发的。从用普贤行和佛果概括《华严》到用三圣概括，这个转变的特点是抬高文殊的地位。李通玄指出：“以文殊主法身根本智之妙慧，为一切诸佛启蒙之师，有一切处文殊师利，亦乃一切众生皆自有之，皆从此法初入圣智也。”[91]以文殊代表佛的“妙慧”，并把它作为“入圣智”之“始”，这种观点不是李通玄的创造，早期研究《华严》的地论师就是这种认识，华严宗人也接受了这种认识，并运用它说明多方面的问题。但是，以同样的认识立论，却有不同的结论。李通玄把文殊视为佛“妙慧”的象征，便抬高文殊的地位，把它与佛、普贤并列。智俨则因此贬低文殊，认为文殊“虽复始起发于妙慧，圆满在于称周，是故隐于文殊，独言普贤也”。[92]法藏也不否认文殊象征“妙慧”，但他全盘接受智俨的观点，认为：“夫华严宗旨，其义不一，究其了说，总明因果二门，因即普贤行愿，果即舍那业用。”[93]专用普贤象征“因”，完全抛开了文殊。李通玄的三圣不可偏废说，首先就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

李通玄把三圣并列，要说明三点：其一，三圣代表佛教的全部；其二，文殊与普贤相对于佛是完全平等的；其三，它们各有分工，共同组成一个整体。

为了说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李通玄进行了烦琐论证，既有牵强附会，又有结合佛学、儒学的理论分析。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用三宝说明三者关系。李通玄指出：“如《华严经》三宝者，佛为佛宝，文殊为法宝，普贤为僧宝，是古今佛之旧法故。若合既一切皆同。”[94]“三宝”原指教主释迦牟尼（佛）、教义（法）和出家信徒（僧）。三者的完备，标志了佛教的建立。后来，其中的“佛宝”含义广泛，可以指一切佛。用“三宝”概括全部佛教，的确是“旧法”。李通玄则用三宝比附一佛二菩萨的关系，即是用三圣概括全部佛教，而不是仅仅概括它的全部教义。

第二，用因果说明三者关系。李通玄谓：“佛表果德无言，当不可说、不可修、不可得、不可证，但因成果自得；文殊因位可说，以此说法身果德劝修；普贤自行可行，行其行海，充满法界故。用此三德，将为利乐众生。”[95]佛果是佛的境界，离言绝相，不可言说。可以言说的只是文殊的“慧”和普贤的“行”。无论文殊的“慧”还是普贤的“行”，相对于佛果而言，都由于处在同样的“因”位而完全平等。“慧”和“行”的平等无高下，表明既要重义理探讨，也要重具体践行。一方面，作为佛果有不可言说、不可仿修、不可获得和不可亲证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因成果自得”，那一切“不可”又通过文殊和普贤而转化为“可”。因此，文殊与普贤在本质上又与佛平等。

第三，用三智说明三者的关系。这是李通玄“三圣一体”说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他的立论基础，他的大多数议论由此展开。李通玄说：

此经具明此无相法身、根本智、差别智三法，是一根本智之无相无作神用之源，皆遍周法界、虚空界也。此一部经，以文殊师利，此云妙德，明无相法身智慧门；毗卢遮那佛，此云种种光明遍照，以根本智光遍照种种众生。同行济生，名曰普贤。[96]

李通玄所讲的“三智”是法身智、根本智和差别智，三者以根本智为主。所谓“根本智”是佛独具的智慧实体，作为万有的本原而存在（神用之源），并且是万法的本质规定（周遍法界、虚空界）。这个“根本智”有两重特性：其一是“无相”，不可言说；其二是“无作”，不可仿修。这个“根本智”由毗卢遮那佛表示。“法身智”本是佛的智慧，以因位的文殊象征法身智，说明这个“法身智”是处于世间的佛智慧，是可以言说的，是“有相”的。文殊象征的法身智是“明无相法身智慧”，即要以“有相”表“无相”，这样就解决了根本智的“无相”方面的问题。普贤象征“差别智”，指具体的修行，佛的根本智通过世间的具体实践表现出来，有“行”即“有作”，普贤行即以“有作”体现根本智的“无作”，这样就解决了根本智在“无作”方面的问题。这种论证表明，法身智与差别智的统一，是实现“根本智”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宗教议论中，包含着强调理和行统一、认识和实践统一的思想。用三智说明三者关系，反映了三者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共同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论述三圣关系中，李通玄也重视文殊和普贤之间的关系，曾指出了他们的两重关系。首先，文殊表“因”、“体”，普贤表“果”、“用”，这是两者关系具有的确定性的一方面。另外，文殊和普贤可以互为体用，互为因果，这是两者关系具有的不确定性的一方面。李通玄通过描述两者关系既确定又不确定的两方面，论证了文殊与普贤的绝对平等。

然而，文殊与普贤的真正关系，是建立在“三智”基础上的，是在与佛发生联系中体现出来的。李通玄谓：

文殊为小男，普贤为长子，二圣合体，名之为佛；文殊为法身妙慧，普贤为万行威德，体用自在，名之为佛。文殊为小男者，为信证法身根本智慧，为初生故，因初证本智法身能生佛家故；普贤为长子者，为依根本智起行，行差别智，治佛家法，诸波罗蜜事自在故。[97]

此段糅进了用《周易》比附两者关系的内容，但并不妨碍李通玄在“三智”基础上论证两者关系。在体现根本智的“无相”和“无作”两方面，文殊和普贤的关系始终是确定的。李通玄从多方面说明两者的这种关系，并且搭配运用了多种成对概念，使文殊和普贤的关系义理化。从其著作中挑选出一小部分，列如下：

根本智——毗卢遮那

法身智——文殊——妙慧——体——因——理——小男

差别智——普贤——万行——用——果——事——长子

“三智”是佛智慧的三种不同表现，用“三智”说明三圣关系，最终是三者的平等合一。李通玄谓：“文殊、普贤、毗卢遮那三法，体用平等，名为一乘。”[98]三者不仅在“体”上平等，而且在“用”上也平等，这是在承认三者有差别的基础上又将其完全等同。

李通玄的三圣说，建立了不同于此前华严宗人的佛菩萨崇拜格局。文殊和普贤的结合就是佛，强化了菩萨崇拜意识。三圣说既是讨论有可视形象的具体神灵，又是讨论纯思辨的抽象义理。对于思见菩萨求护佑的重灵迹者，对于追求心理体验的重禅观者，对于皓首穷经的重义理研究者，三圣说都有被接受的条件。

三圣说的产生，首先是华严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它产生于五台山地区，又与该地佛教的特殊情况不无关系。五台山聚集着从事各种修行的僧众，有隐居深山一隅的依经修禅者，有身处名山大寺研究经典者，有以从事生产活动为修行者，有重念佛者，有重做法事者，更有不远千里而来朝圣的僧人和教外信仰者。一定程度上讲，李通玄的三圣说正是对这种佛教综合体的理论概括。

李通玄是否认定五台山即是《华严经·菩萨住出品》中讲的清凉山，从他本人的著作中还不能断定。他说过：“东北方，此清凉山是也，经推在震旦国，亦曰支提那国。”[99]但他没有像其后的澄观那样明言：“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100]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道宣把文殊显圣于五台山追溯到北齐，说明至迟在唐初，人们已经认为文殊与五台山有联系。[101]《宋高僧传》记，开元二十三年（735），牛云因“闻台上恒有文殊现形”而到五台。他说：“吾虽为僧，自身昏钝，不能诵念经法，此来欲求见文殊，只乞聪明果报。”[102]这个后出的记载，反映了李通玄那个时代的情况。从三圣说抬高文殊地位这一点，也透露出一些文殊与五台山的关系。总之，李通玄学说的地方色彩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第五节 华严学的定型与禅化

从公元8世纪中叶到五代十国时期，促使佛教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事件有二：其一是安史之乱，其二是武宗灭佛。华严宗的变迁也与这两大事件息息相关。在安史之乱发生到唐武宗灭佛的约90年间，华严学僧遍布南北各地，就总体而言，以长安、五台山和杭州集中的专业华严学僧较多。在这一时期，推动华严学发生实质性进展的代表人物是澄观和宗密。他们的学说代表了整个华严宗理论发展的最后定型和禅化阶段。会昌年（841—846）之后，与中国佛教义学步入低谷的形势相适应，以诠释《华严经》的形式，融合外来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思想从而提出新理论的过程结束。后代编排的华严宗祖师传法系谱到宗密也就完结了。

一 澄观行履与著作

据《宋高僧传》卷五本传，澄观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卒于元和中（806—821），享年七十余岁。[103]
澄观11岁依本州岛宝林寺霈禅师出家，习《华严经》。自唐肃宗乾元（758—759）之后的近二十年间，他“遍寻名山，旁求秘藏”，游学南北，几乎涉猎了当时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各种经律论典籍，接触了当时禅教律各派著名僧人，他的求学经历几乎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基本情况。澄观以“多能”著称，研习范围包括“经传子史，小学苍雅，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四围五明，密咒仪轨”[104]等。澄观了解南北佛教界的情况，精通中印佛学及中国传统典籍，为他继承和发展华严宗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大历十一年（776），澄观游历五台山，接着又去四川峨眉山，“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却还五台，居大华严寺”。此后近二十年间，澄观主要活动于五台山及周围地区，以行方等忏法，应请讲经和独处著述为主。他的代表作《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自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正月动笔，至贞元三年（787）完成。第二年，他应寺主贤林之请讲新著。贞元七年（791），他又应请到太原崇福寺宣讲。

贞元十二年（796），澄观奉诏到长安崇福寺，参加“四十华严”的翻译。直到逝世，澄观一直在长安地区参加佛经翻译、从事著述和讲经活动。贞元十四年（798）新经译出后，德宗命其造疏，于是他在终南山草堂寺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书成进呈，德宗命其两街各讲一遍。这表明，他的注疏已成为钦定著作。贞元十五年（799），德宗授澄观“镇国大师”号。澄观还参加了《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的译事。唐顺宗曾诏澄观讲《了义》一卷、《心要》一卷及《食肉得罪因缘》。元和五年（810），唐宪宗诏澄观入内殿讲华严法界宗旨。澄观自入长安后，与诸多朝臣和地方官吏有往来。澄观的弟子有“一百许人，余堪讲者千数”[105]。华严宗的影响因此在佛教界和社会上迅速扩大。

澄观的全部著作据称有四百余卷，故有“华严疏主”之誉。他系统注解“八十华严”的著作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简称《华严经疏》）六十卷。《宋高僧传》谓，澄观因感到《华严》旧疏“文繁义约”而撰此书，实际上，澄观的注疏篇幅超过以往的任何同类著作。按澄观自己的说法：“晋译幽秘，贤首颇得其门；唐翻灵编，后哲未窥其奥。”[106]法藏系统注解了晋译《华严》，但是注解唐译《华严》的工作没有完成。注解唐译《华严》的有李通玄、慧苑等人。澄观是因为对唐译《华严》的注疏著作不满而撰此书，表明了他继承法藏学说的意图。总的来说，此书虽有不少发挥，而且接受了李通玄的影响，但继承法藏学说，并使之系统化、定型化的特点十分突出。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简称《演义钞》）九十卷。在澄观宣讲《华严经疏》过程中，众多听讲者不断提出问题，此书即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作。同时，此书也对《华严经疏》做了系统解释。从一定意义上讲，此书有系统整理、归纳澄观全部学说思想的性质。

《贞元新译华严经疏》（《普贤行愿品疏》）十卷，注解“四十华严”。其主要内容与《华严经疏·入法界品》的释文相同，对“四十华严”独有的“普贤菩萨十大愿”部分详加注释。

《华严法界观玄镜》（《华严法界玄镜》）二卷，注解传为法顺所作的《修大方广佛华严法界观门》。此文原夹杂在法藏《华严发菩提心章》中，未指明是法顺撰。自澄观开始认为其是法顺著作，但他未讲原因。《华严法界玄镜》当作于澄观晚年，其注文反映了他的成熟学说，特别反映出他此时有关“四法界”的学说已经定型。

《三圣圆融观门》（《三圣圆融观》）一卷。因有人问及《华严经》“以二圣（指普贤和文殊）表法之二义”，遂著此书，论述三圣（毗卢遮那如来、普贤和文殊）的关系。“三圣圆融”是澄观受李通玄影响，在华严学僧内部创立的新说。

此外，澄观还著有《大华严经略策》（简称《华严略策》）一卷，《新译华严经七处九会颂释章》（简称《华严经七处九会颂》）一卷，《华严经入法界品十八问答》一卷，《五蕴观》一卷，《华严心要法门》（《答顺宗心要法门》）一卷等。已佚著作有《十二因缘观》《法华经》《楞伽经》《中观论》等经论的疏钞。

二 澄观华严思想内容与特点

（一）扶持正宗与诸宗融合

澄观在《演义钞》卷二末指出自己研究《华严》、制造经疏的目的：“使造解成观，即事即行；口谈其言，心诣其理。用以心传心之旨，开示诸佛所证之门。会南北二宗之禅门，摄台（天台）衡（南岳）三观之玄趣，使教合亡言之旨，心同诸佛之心。无违教理之规，暗蹈忘心之域。”调整佛教内部各宗关系，纠正各派在修行方面的偏差，在崇奉华严教义的前提下，使禅教各宗融合，是澄观学说的特点。就属于“教”门的华严、天台等派僧人言，他们的修行弊端是“不详至理，不参善友，但尚寻文，不贵宗通，唯功言说”。这是以禅宗的长处批评教门的短处。在澄观时代，正值南宗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两派兴盛发展。他们虽然强调遍参寻访（参善友），提倡证悟自心，但又轻视佛教经典，轻视戒律（有违教理之规）。所以澄观要求他们应克服“不能以圣教为明镜，照见自心；不能以自心为智灯，照经幽旨”的弊端。澄观最终主张把信奉经典教条与观行体验结合起来。

澄观在继承法藏思想，批判吸收各宗学说的过程中，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禅宗、天台宗和华严宗支派三个方面。全面吸收禅宗心学理论，将南宗和北宗平等看待，统统列为“顿教”，是他对禅宗的基本态度。澄观在给唐顺宗讲“心要法门”时，很精练地概括了“心”的特征及证悟自心的手段：“至道本乎心，心法本乎无住；无住心体，灵然不昧。性相寂默，包含德用；该摄内外，能广能深；非有非空，不生不灭。求之不得，弃之不离。迷现量则惑苦纷然，悟真性则空明廓彻，虽即心即佛，唯证者方知。”[107]澄观劈头所讲的“心要”，与其说是华严宗的“心要”，不如说是禅宗的“心要”，此后《景德传灯录》卷三十亦收此文。

又《演义钞》卷八谓：

顿诠此理，故名顿教……若诠三乘，即是渐教……若诠事事无碍，即是圆教……达磨以心传心，正是斯教。若不指一言以直说即心即佛，何由可传？故寄无言以言，直诠绝言之理，教亦明矣。故南北禅宗，不出顿教。[108]

把禅宗纳入教门，把南北禅宗列为顿教，使其居于作为“圆教”的华严宗之下，一般都接受澄观的这种看法。

否定“无情有性”，吸收“性恶”说，是澄观针对天台宗学说而提出的。“无情有性”是天台宗僧人湛然提出的新说，其中的“性”指“佛性”。这是说，不但有思维活动的众生可成佛，无思维（无情识）的众生也可以成佛。澄观反对“无情有性”，并不是依据独创的新说，而是依据《涅槃经》和《大智度论》中已有的论述。他在《华严经疏》卷三十中说：“况经（指《涅槃经》）云：佛性除于瓦石。论（指《大智度论》）云：在非情数中，名为法性；在有情数中，名为佛性。明知非情非有觉性，故应释言：从性从缘则情非，情异为性亦殊。”一切万法，一切事物，包括有情与无情，都是“真如”的体现，从这点上看，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均有“性”。因此，“无情有性”也是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是，澄观依据已有的经论，把有情所具有的“性”称为“佛性”，这是成佛的内在依据；把无情所具有的“性”称为“法性”，并不作为成佛的依据。由于“性从缘”不同（或处有情众生，或处无情众生），分为“佛性”和“法性”，实际上均指“真如”。这种说法与“无情有性”在立论基础上没有不同，差别在于它把成佛范围限定在友情众生之内。

“性具善恶”是天台宗智[image: ]所创的学说，《观音玄义》卷上记：“问：缘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恶否？答：具。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众生与佛的本性中同样具有善恶两种性质，阐提人之所以是恶人，是因为他从恶，使本性中善的一面没有表现出来；佛之所以为“善”，是他修善，把本性中恶的一面没有表现出来。“性具善恶”，是把众生与佛在先天本质上完全等同。澄观并不主张佛性有恶的一面，但是他又认为佛与性恶有联系。

《华严经疏》卷二十一记：

如世五蕴从心而造，诸佛五蕴亦然。如佛五蕴，余一切众生亦然，皆从心造。然心是总相，悟之名佛，成净缘起；迷作众生，成染缘起。缘起虽有染净，心体不殊。佛果契心，同真无尽，妄法有极，故不言之。若依旧译（指晋译《华严》）云：心、佛与众生，体性皆无尽。以妄体本真，故亦无尽。是以如来不断性恶，亦犹阐提不断性善。[109]

澄观是依据《华严》讲的心、佛与众生三者关系而立论的。众生与佛，都是心之所造，心体为“真”不变，迷之为众生，悟之为佛。这样，作为“妄”的众生和作为“真”的佛都统一于“心”，代表心的两个方面，这实际上又是套用《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的模式。因此，他所说的“如来不断性恶”，是说佛与“性恶”有联系，并非指佛性具有恶的一面。他所说的“阐提不断性善”，是说阐提与“性善”有联系，不是说阐提本性中兼具善恶。实际上，澄观讲的是“性”是“真”，并不具有善恶之别，“性善”与“性恶”的使用，是受了天台宗人的影响，造成了表面上的混乱。他并不主张性具善恶，而是主张佛与恶有联系，众生与善有联系，但他们的本性中均没有恶。

在对待华严宗方面，澄观以批判慧苑学说为主，以继承法藏学说自居，此即为“扶持正宗”。他批驳慧苑主要有两点：一是“四教”说，一是两重“十玄”说。澄观在《演义钞》卷三说：“而《刊定记》主（指慧苑），师承在兹虽入先生（指法藏）之门，不晓亡羊之路……破五教而立四教，杂以邪教，使权实不分，渐顿安辨？析十玄之妙旨，分成两重，徒益繁多，别无异辙。”

在澄观看来，判教是判释佛说，即判“圣教”，不能把不是佛说的理论概括进来。但是，慧苑的“四教”第一个是“迷真异执教”，讲不识“如来藏”的“凡夫”的理论，所谓“初教谓诸外道，迷于真理，广起异计”。[110]这是在判教中杂以邪教，所以“四教”之说不能成立。“权实不分”和“渐顿安辨”则指慧苑的“四教”判释不能突出华严宗教义的独特之处，不能把华严教义和其他各宗派教义区分开来。澄观对慧苑的双重十玄做了多处批判，而其主旨，则是认为把十玄划分为德用二重，只是增加了名目，其思想内容与原十玄没有不同。所谓“历门备举，便成二十，今明德相业用虽异，不妨同一十玄，无不该摄”[111]。在澄观看来，“文华尚犹翳理，繁言岂不乱心？科文过碎，已杂尘飞；重叠经句，但盈笔墨”[112]。这就是说，慧苑的双重十玄只是增多了名目，“乱心”的“繁言”，没有存在的必要。澄观对慧苑学说批判的目的，是要将其驱逐出正宗的华严学。

（二）事理范畴与四法界

智俨在论述十玄门时，用“十会”（十对）概括一切佛法，进而概括一切现象。法藏的十玄门完全继承了这个说法，只是对“十对”的个别名目有改变，澄观认为：“然上十对，皆悉无碍，今且约事理，以显无碍。”他特别重视“事理”一对，用事理关系概括十对所要表达的“无碍”关系。从澄观整个著作中对“事理”范畴的论述来看，其并没有超出智俨、法藏学说的实质内容。他只是进行了一番整理，使之条理分明，更有系统。比如，他在《华严经疏》卷二分十门论述理事关系，就是这种情况。

然而，他对事理一对的重视，却是与他建立“四法界”说相联系的。《演义钞》卷十谓：“今约事理者，事理是所诠法中之总故，又诸处多明理事故，分成四法界故。”“所诠法”即所定义的诸多概念和范畴，“总”即把理事作为其概念体系中的总范畴。这既不违背以前华严学僧多论理事关系的传统（诸处多明理事），也是为了适应建立“四法界”说的需要。这是澄观重视理事一对的原因。

在澄观的著作中，“四法界”只是他对法界的一种分类，他常讲的有三类。《演义钞》卷一指出：“法界类别者，略有三意，一者约三法界，初句事法界，次句理法界，第三句无障碍法界。”这种“三法界”说，源于传为法顺作的《华严法界观》。因为法顺讲三重观法，澄观予以发挥，配为“三法界”说。他在《华严法界玄镜》卷上说：“真空观”就是“理法界”，“理事无碍观”即“理事无碍法界”，“周遍含容观”就是“事事无碍法界”。“二者约四法界，为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113]四法界的名目可以在法藏的著作中找到，但将其归纳起来，是澄观的创造。同时，澄观不仅因重视理事一对而组成“四法界”说，而且把十玄门纳入其中的“事事无碍法界”。“三者，约五法界。”澄观对他的“五法界”说也比较重视，在《华严经疏》卷五十四中有集中说明：“统唯一真无碍法界，语其性相，不出事理，随文别显，略有五门：一有为法界，二无为法界，三俱是，四俱非，五无障碍。”五法界的名目虽然与前两种分类名目全异，但是从事理关系上立论的意图是明显的。

总之，澄观在重视理事范畴过程中建立了“四法界”说，他对四法界还没有系统论述，只是把它作为诸种法界分类中的一种。此后经过宗密整理，“四法界”才成为从总体上论述法界缘起的完备学说。

三 宗密生平概略

宗密（780—841）俗姓何，果州西充（四川西充）人，少年时代，精通儒书，曾树立过“欲干世以活生灵”的志向，也有过“负俊才而随计吏”的经历。唐玄宗元和二年（807），他随南宗禅师随州道原出家，具有了禅僧的身份。元和五年（810），宗密游学襄汉，一度随澄观弟子灵峰习澄观著作。不久，其北上长安，师从澄观，又具有了华严教僧的身份。在佛教史上，宗密以后既被奉为禅宗祖师，又被奉为华严宗祖师。自元和十一年（816）起，宗密先后住终南山智炬寺及长安城南诸寺院，晚年常住终南山草堂寺圭峰兰若，故被称为“圭峰禅师”。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宗密数次应诏入内殿讲佛法。

无论在社会活动还是在佛学研究方面，宗密都是一位引起争议的人物。他自随澄观后而知名朝野，关心宗教事务，参与社会活动，结交朝廷官吏，所以士庶归崇者颇众。反对者谓其“游名邑大都，以兴建为务”；赞扬者称其“穷子不归，贫女不富，吾师耻之”，“忠孝不并化，荷担不胜任，吾师耻之”[114]。宗密支持朝廷官吏打击宦官势力。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李训等人谎称“甘露祥瑞”，借机捕杀权重宦官的密谋败露，宗密也受牵连，为大宦官仇士良所囚，几遭诛杀。宗密少年时代受儒家伦理观念熏陶，出家后信奉“遇苦即救，不爱身命”的“本师教法”，这些是激励他积极入世的精神动力。与宗密关系密切的裴休赞其“以阐教度生，助国家之化”。

宗密自谓：“数十年中，学无常师，博致内外，以原自身。”[115]可见他以治学广博、兼通儒释（内外）为手段，以完善自我、发掘自我的能力（原自身）为目的，焕发出禅宗的精神。宗密始从学于南宗禅师，在注重师承法系的人眼里，他自然应该专务禅业。但宗密广治经论，大力倡导禅教融合乃至三教融合。反对者斥其“不守禅行而广讲经论”；支持者赞曰：“二乘不兴，《四分》不振，吾师耻之。”当有人问“密师为禅耶、经论耶”时，他回答：“夫密者，四战之国也，人无得而名焉，都可谓大智圆明自证利他大菩萨也。”[116]他并不偏重某一方面，而是禅教律经论兼弘，以振兴全部佛教为己任。宗密的著作所涉及范围，正是遍及禅律经论各方面。

据说宗密的著作有二百余卷，其中有影响的著作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禅学方面的，重要的有《禅源诸诠集》（有《都序》现存）、《禅门师资承袭图》等。第二类是研究和发挥《圆觉经》的，有《圆觉经大疏》《大疏释义钞》等。由于宗密重视《圆觉经》，唐以后华严学僧专就该经与华严义理的关系展开广泛讨论。第三类是关于《华严经》和华严宗人著作的，有《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六卷、《华严原人论》（简称《原人论》）一卷、《华严纶贯》五卷、《华严心要法门注》一卷、《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等，就总体而言，宗密在研究禅籍方面远比澄观广博，所接触和研究的华严典籍则比澄观少得多。在华严学方面，宗密以发挥澄观个别观点为主，以用禅学再塑华严学为特色。在上述宗密的华严类著作中，现存的《注华严法界观门》最能反映他的华严学说特点。

四 宗密的“一心”与“四法界”

赞宁在评论宗密所有著作主导思想特点时说：“皆本一心而贯诸法，显真体而融事理；超群有于对待，冥物我而独运。”[117]这个评论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宗密学说的特点，既是禅学的特点，也是华严学的特点。在宗密的学说中，“心”、“事”、“理”是讨论一切问题的最重要的三个范畴。

在当时佛教诸派中，普遍以“心”为世间和出世间的本源。宗密所讲的“心”，是融合禅学和华严学之后又予以创造性解释的新范畴。根据《禅源诸诠集都序》，宗密把“心”界定为“知”，说“知即是心”，“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这个“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空寂”，没有任何规定性，故谓非有非无，非净非浊，非善非恶，非佛非众生。这是借用中观派论证方式说明实存本体的特征，是禅宗和华严宗都有的内容。二是“灵明”，又名“自然常知”，既包括佛教诸圣所证之“理”、能证之“智”，又是六道众生情识之所依。“空寂灵明”为“真体”，也称“灵性”。它作为产生万事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又名“不变”；由于菩提、涅槃或生死流转都本于此“知”，是其作用或表现，所以又名“性灵”，亦名“随缘”。这样，“心”也就融摄了华严宗“不变随缘”和“随缘不变”的理事圆融说法。宗密讲的“一心”、“真心”即有如上内容。他的四法界学说，即建立在这样的“心”学基础上，并在《注华严法界观门》中加以集中说明。

澄观的《华严法界玄镜》在涉及《华严法界观》的作者法顺时仅注：“其制作人名，德行因缘，具如传记。”宗密的《注华严法界观门》则谓：“姓杜，名法顺……是华严新旧二疏初之祖师，俨尊者为二祖，康藏国师为三祖。”这是明确的华严三祖说，可视为华严宗定法统之始。

在注“法界”一词时，宗密指出：“清凉《新经疏》云：统唯一真法界，谓总该万有，即是一心，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四法界说始于澄观，是从法界分类和用理事关系概括法界缘起的角度提出来的。宗密虽然名义上承澄观《华严经疏》之说，实则从本体（心）和现象（万有）的关系方面提出四法界，是“本一心而贯万法”的思路。“一真法界”即“一心”，是产生万有的本质；它又“融”入万有之中，成为一切现象的共同本质。作为“心”的表现，有四种相状，即为“四法界”。这样，宗密把四法界完全建立在“一心”的基础上。这是澄观没有清楚表述的内容。

至于宗密四法界的名目，完全本自澄观，而各项的具体内容则是在澄观学说基础上整理而成。

其一，“事法界，界是分义，一一差别，有分齐故”。“事法界”是现象界，其特点是事物各有分位，具有无限差别。人们的认识总是从认识具有个性的具体事物开始。宗密则认为，“事法界”不能成为观想（思考、认识）的对象，他在解释法顺不谈事法界时说：“事不独立故，法界宗中无孤单法故。若独观之，事情计之境，非观智之境也。”事法界是作为“一心”的表现而存在，如果孤立地认识“事”，就不是认识“智之境”，得不到佛教特有的正确认识。孤立地认识事，是认识“情计之境”，只能产生错误的认识。华严宗人讲的“观”（思考、认识），是在“理”的指导下开始，不是遇到什么“事”就观想认识什么事。在不把“事法界”孤立作为认识对象方面，宗密同于澄观，但所述理由不同。澄观在《华严法界玄镜》中涉及此问题时说：“其事法界历别难陈，一一事相，皆可成观，故略不明。”事物的差别是无限的，一个事物一个事物地认识，获得正确认识将无有穷期，所以观想不能从事法界开始。华严宗人的这种观点，在号召人们全面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的本质方面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认识一开始就与唯心观法相联系。

其二，“理法界，界是性义，无尽事法，同一性故”。理法界是本体界。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成为“无尽事法”的共同本质。宗密在解释“真空观”时说：“理法界也，原其实体，但是本心。今以简非虚妄念虑，故云真；简非形碍色相，故云空也。”理没有“形碍色相”，表明它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理没有“虚妄念虑”，表明它与任何事物精神活动都不同。实际上，这个“理”就是佛智、真如。对“理”的观想属于认识“智之境”，不属于“情计之境”，因此是高一级的认识。而对于华严宗人的认识言，这是真正的观想开始阶段。

其三，“理事无碍法界，具性分义，性分无碍故”。“无碍”指相互交融，“以理融事，事与理而融合也”。理遍在于事中，事无不全摄理，故称“理事无碍”。对这种理事关系的认识是更高一级的认识，认识“事”不脱离“理”，认识“理”也不脱离“事”。

其四，“事事无碍法界，一切分齐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无尽故”。由于一切相互独立有差别的事物均含有相同的“理”，所以它们之间也可以相互融通。这是佛的境界，也是最高级的认识。华严宗人不孤立地以“事法界”为认识对象，但通过对理事关系的认识，最后要达到对事与事关系的认识。世间一切事物作为“一心”的产物，处于相互交融的无矛盾联系之中，即是华严宗描述的世界（法界）画面。这些说法没有超出智俨以来的学说范围，只是经过宗密整理，条理更清晰了。另外，通过宗密对“一心”的界定，华严学禅化的倾向更明显了。

宗密建立在“一心”基础上的“四法界”说，无论在佛教史上还是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有重要影响。它把“心”、“理”、“事”三范畴摆在突出位置，强调三者之间的联系。就佛教内部言，晚唐五代产生的禅宗各派，大都联系“心”而以“理事”关系立论，建造自己的禅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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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禅宗

兴起于南方山林的禅宗，原本是一个地方派系，与起源于京城的各宗派在修行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到了唐代中后期，禅宗壮大为诸宗派中影响最大的一派。整个唐末五代，禅宗的修行理论和实践向两个方面拓展：一方面是努力突出本宗的个性，把本宗的独特教义推向极端，表现出与传统佛教格格不入的特点；另一方面，努力用禅学统摄、吸收此前的一切佛教教义和实践，以佛教发展集大成者的姿态出现，由此完成了佛教在中国的转型。禅宗在唐末五代演变所取得的成果，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最终找到了适应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基本宗教形态，为此后千年的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奠定了派系组织基础，指明了学说思想演进方向。

第一节 从菩提达摩到禅宗创立

禅宗[1]用“禅”来概括其全部教理和修行实践，故以“禅”命宗。禅宗成立于湖北黄梅，弘忍为其实际创立者，“东山法门”为禅宗形成的重要理论标志。[2]禅宗的形成过程，是菩提达摩禅系经过几代发展，最终形成黄梅禅系的过程，是北方禅僧团从游动转向定居的过程。在禅宗形成之后很久，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的祖师传承系列才获得公认。在这个六代祖师单丝孤线的传承系谱中，既有模糊不清的传说，又有根据确凿的事实。同时，在此后的禅宗发展历史中，每一位祖师的思想和实践都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后来被封为禅宗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影响尤为久远。

一 菩提达摩及其“二入四行”

根据《续高僧传》卷十六本传记载，菩提达摩是“南天竺”人，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南朝宋（420—479）末年到达南越（今广州），后来渡江北上，到北魏嵩洛一带弘教传法。他当时自称150岁，以游化为务。在道宣之前，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卷一曾提到菩提达摩，说他是来自波斯的游僧，专以膜拜佛寺、神像而闻名当地，“自云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这里所记述的菩提达摩并没有禅僧的特征，是否为同一个人也很难确定。

菩提达摩北度至魏，随其所止，以禅法教人。当时佛教界“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对菩提达摩讲的定法，也就是禅法，佛教徒是有抵触情绪的。当时有道育、慧可随达摩学习四五年。达摩“感其精诚，诲以真法”。这个“真法”，就是“二入四行”理论。这个禅法不仅仅传授两位弟子，也是他在北魏传禅的主要内容，所谓“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诰，卷流于世”。从道宣的整个记载来看，这个“二入四行”禅法有三项主要内容。

第一，以四个“如是”概括其禅法的内容和目的：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3]

所谓“安心”，就是禅定所要达到的精神专注、杂念消除心绪宁静的状态。“安心”和禅定经常讲的“摄心”、“凝心”、“空心”实际上没有大的区别。而要达到“安心”，方式就是“壁观”，即面壁而观想，就是对着墙壁坐禅。以后宗密曾解释：“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4]把“壁观”当作譬喻，解释成“心如壁立”，与原意不符。在获得良好的宁静心理状态方面，面壁是形式，安心是目的。而这个目的仅仅是就获得特定的心理状态而言，并不是就修习整个二入四行禅法的目的而言。相对于整个禅法体系实践而言，“安心”只是第一步。

所谓“发行”，就是根据教理所从事的生活过程、修行过程、解脱过程，具体内容就是下面要讲的“四行”。达摩禅法是从面壁安心开始，然后进入社会实践。所谓“顺物”，指通过获得良好的精神训练之后，有了具体的社会实践之后，能够很好地待人接物，顺畅地处理人际关系，避免惹起嫌疑是非。所谓“方便”，指对一切得失、是非等都能够看得透，认得清，不盲目执着，对遇到的各种利害相关问题能够用灵活、智慧的方法去应对和解决。这四者既是“入道”（正确修道，并不是悟道）的前提，又是“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总之，四个“如是”可以作为“二入四行”禅法的核心内容和目的来看待。

第二，关于“理入”的要求，即对认识与体验的要求。

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疑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5]

悟道可以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最重要的有两种途径，即从理的方面悟道（理入）和从行的方面悟道（行入）。所谓“理入”指的是通过面壁坐禅的方法，实现对佛教经典中讲的“理”的内证、实证。“理入”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藉教悟宗”。“教”指经教，具体指宋译四卷《楞伽经》。达摩特别重视此经，《续高僧传》卷十六《僧可传》记载：“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6]“宗”是宗旨，指真如实相，第一义谛，也就是《楞伽经》中所说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佛性”或“净心”。所谓“悟宗”，就是证悟真如实相，明见佛性。“藉教悟宗”就是通过学习经典通晓佛教的道理，认识佛教的真理，最后证悟经典中讲的佛教道理。证悟不能离开学习佛教经典，学习佛教经典的目的是宗教的特殊实践，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在达摩的几代后继者中，“藉教悟宗”的原则只在以后的禅宗中一直被信守和遵从。其次，认识《楞伽经》中讲的核心教义，并且通过面壁观想的方式来直观体验。所谓“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所覆故”，指的是相信《楞伽经》中讲的佛教道“理”。该经指出：“虽自性净，客尘所覆，犹见不净。”[7]这里的“含生同一真性”，就是众生都有佛性，这是绝大多数大乘经典的共同看法。“真性”与“自性”、“佛性”是同类的概念，都是指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自性本来清净，由于世俗的污染而不能显露出来，修行的目的就是把世俗的污染消除，使本来清净的佛性显露出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即要能达到“舍伪归真”的目的，就要精神专注，凝神注视墙壁，观想经典讲的佛教之理，体验到“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境界，并且把这种体验和信念牢固树立起来，绝对不改变，不被别的认识所干扰。当这种经典中讲的佛教的“理”通过静中的沉思（观想），彻底转化为修行者绝对不动摇的自觉认识的时候，直观体验的理与从经典中获得的认识完全契合的时候，就是“与道冥符”的时候，也就是修行者自己与离言绝相的真如实相、佛性、法身等相契合的时候。这就是坐禅面壁达到的最高目标。这是对教理的直观体验，是对佛教道理的内证，是对佛教真理性境界的实证。这种内证、实证不是靠逻辑推理来获得，只能通过冥想思维来体验，只能靠特有的一套精神训练法来把握。

第三，关于“行入”的要求，即对社会实践的要求。

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对。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8]

所谓“行入”，就是把通过壁观形式内证、实证的经典中讲的佛理进行社会实验，也就是把修行者那种自觉的认识在社会实践中变为自觉的行动，让佛教道理通过修行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言语和行动表现出来，使本来是凡俗的修行者通过这些表现而真正成为解脱者，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从凡到圣的转变。“行入”分为四个部分，即“四行”。这“四行”乃是“万行同摄”，实际上是对整个佛教修行的总概括。这样，佛教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实际上用“禅”来整合了，“禅法”与“佛法”实际上成了相同的概念。前三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可以归为一类，是要求修行者坚定认识自己前生有罪过，因果报应不可避免，自己和世人一样处于“迷”的状态，所以，要“甘心”忍受修道过程中一切“苦”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怨无怒，无爱无憎，无得无失，无喜无悲，一切随缘，别无他求，绝无奢望。最后是“称法行”，这是总结，完成了前三行，就是与内证的“理”的一致，就是真正的如理践行，就是把禅的体验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楞伽师资记》补充了《续高僧传》中“称法行”的内容。《楞伽师资记·第二》谓：“第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因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则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倚着，但为去垢。摄众生，而无取相。此为自复地，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度既尔，馀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9]
这里补充的内容，是用般若观点看待一切，实践般若行。“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即出自《维摩诘经》。这样一来，“含生同一真性”中的“真性”就具有了“空”的特征，所谓“此理众相斯空”。这样，通过几种佛教思想的融合，达摩讲的“理”就具有了“真”、“净”、“空”的多重性质。“修行六度”，本质上是行“无所行”，正是大乘般若学对修行的总看法。

二 禅宗成立之后的达摩形象

根据禅宗产生之前的资料分析，可以看到，在高僧林立的南北朝时期，菩提达摩只是众多来华传教的印度僧人之一，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辉煌的业绩，知名度是很一般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禅法思想中，即便能找到一些后世禅宗吸收、借鉴的内容，也并没有蕴含属于后世禅宗核心理论的成分。但是，随着菩提达摩被奉为禅宗的初祖，随着禅宗成为中国佛教中最有影响的一派，围绕菩提达摩的传说和神话越来越多，他逐渐被塑造成中国禅宗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人物。

进入唐代，菩提达摩开始被多个禅派塑造为禅宗的祖师，其中特别重要的事件有二。其一，法如（638—689）在少林寺首次确定禅宗的传法系谱，把菩提达摩奉为禅宗东土初祖。由于这是第一次确定东土祖师，并且与少林寺作为祖师圣地相联系，所以很有影响。其二，慧能南宗把达摩奉为东土初祖，并且写在禅宗最重要的经典《坛经》中。由于慧能一系成为后世禅宗众多支派繁衍的总源头，所以，这里的说法以后也就不能更改了。

随着禅宗逐渐成为最有影响的佛教派别，中唐以后署名达摩的著作逐渐增多，编撰达摩论著的过程直到宋代也没有结束。传为达摩的著作有《达摩论》（有一卷、三卷之别），《二入四行论》《无心论》《观门》《证心沦》《悟性论》《安心法门》《血脉论》《修心要论》《息诤论》等。

北宋初年，在塑造达摩祖师形象的过程中，有两个事件至为重要。其一，《景德传灯录》全面收集了有关菩提达摩的各种历史资料和传说，撰成《菩提达摩传》，成为记录达摩作为祖师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库。后代有关达摩的公案、故事，几乎都从这里获取。其二，契嵩对达摩作为祖师进行了超出前代任何人的论证，最终奠定了达摩在中国禅宗史和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契嵩曾作《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和《传法正宗定祖图》，以厘定禅宗传法世系为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在这些著作中煞费苦心地论证达摩的地位，通过颂扬达摩的传法功德，确定禅宗在佛教中的正宗地位，并且最终适应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为后代禅宗的传法宗师们确定在佛教中的正宗地位。

到契嵩时代，禅宗已流行了两三个世纪，关于菩提达摩到慧能的禅宗东土六祖说已成公论。但是，关于禅宗在西土传承的神话仍有异议。天台宗僧人“颇执《付法藏传》以相发难，谓所传列二十四祖，至师子祖而已矣，以达摩所承者，非正出于师子尊者”[10]。针对“虽一圆颅方服之属，而纷然相是非”的局面，契嵩决心“推一其宗祖，为天下学佛辈息诤释疑，使百世而知其学有所统”。于是他“力探大藏，或经或论，校验其所谓禅宗者，推正其所谓佛祖者”[11]。他依据《宝林传》等，确定了禅宗“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法系谱，而后这一系谱成为禅门定论。实际上，确定禅宗传法系谱的一个关键内容，就是要重新塑造达摩的形象并确定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

在契嵩看来，达摩西来传法，其影响和价值要超过传说中最初把佛教传入中土的摄摩腾、竺法兰。他在《传法正宗记》卷五指出：

佛法被震旦四百八十四年至乎达磨，而圣人之教益验，其道益尊，故曰：菩提达磨之功德，抑又至于摩腾、法兰。曰：何以然？曰：教虽开说者万端，要其所归，一涅槃妙心而已矣。夫妙心者，虽众经必使离乎名字分别而为之至，然而后世未尝有能如此而为之者。及达磨始不用文字，不张门户，直以是而传之，学者乃得以而顿至，是不亦教之益验乎！其心既传，而天下知务正悟、言性命者，皆推能仁氏之所说为之至当，不亦其道益尊乎！[12]

达摩的功德之所以超过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于他是不立文字，传佛心印。这是契嵩的一贯认知。契嵩重视《坛经》，于元和三年（1056）完成《坛经》校订。他在所著《坛经赞》一文中，坚持禅宗“教外别传”之旨，认为“以佛后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达摩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嘱，不立文字，谓之教外别传者”。而别传的核心就是“传佛心印”。他之所以重视《坛经》，就在于“《坛经》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耶？佛所传之妙心也”[13]。此“妙心”，正是他融合三教的哲学基础。这也就是说，在数百年的佛教传播中土历史中，只有菩提达摩所传是正宗的佛法，是究竟的佛法。所以，他的功德不仅是其他来华传教的高僧所无法相比的，而且也不亚于有首创之功的第一批传法僧人。

契嵩认为，达摩传佛心印对佛教的贡献，就如同孟子对儒教的贡献：“余尝以是比夫孟子之有德于儒者。夫孟子之前，儒之教岂无道哉！盖其道蕴而未着，及轲务专传道，而儒益尊显。”把达摩比作儒家的孟子，实际上是说，达摩在整个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释迦牟尼。我们可以看到，从北宋开始，在众多的禅师语录中，就往往把“释迦老子”（或称“释迦文”等）与“达磨大师”（或称“金色老子”等）并列。这种突出的现象表明，契嵩的此类说法已经成为宋代禅师们的共识。

在《续高僧传》的《菩提达摩传》中，道宣还没有把达摩作为祖师来看待，道宣当时所重视的，是达摩的传法事迹，以及禅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但是，契嵩所关注的，则是达摩的正宗祖师地位和其传佛心印的至上禅法。对《续高僧传》中有违达摩地位的记载，契嵩逐一进行修正：

或曰：《续僧传》以壁观、四行为达磨之道，是乎？非耶？曰：壁观婆罗门者，盖出于流俗之语也。四行之说，岂达磨道之极耶？夫达磨之徒，其最亲者慧可也，其次道副、道育。古今禅者所传可辈之言，皆成书繁然盈天下，而四行之云，亦未始概见，独昙琳序之耳。然琳于禅者，亦素无称，纵昙琳诚得于达磨，亦恐祖师当时且随其机而方便云耳。若真其道，则何秖以慧可拜已归位而立，云汝得吾髓。此验四行之言非其道之极者也。[14]

“二入四行”禅法，是道宣记载的达摩禅法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以后也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契嵩却认为，这并不是达摩“其道之极者”，即不是达摩的真谛、究竟，原因在于，“二入四行”是祖师禅，他要证明达摩禅法是更高一等的“如来禅”：

夫达磨之道者，乃四禅中诸佛如来之禅者也。经曰：观如来禅者，谓如实入如来地故，入内身圣智相三空三种乐行故，成办众生所作不可思议。若壁观者，岂传佛心印之谓耶？然达磨之道，至乎隋唐已大着矣，为其传者自可较其实而笔之，安得辄从流俗，而不求圣人之宗？斯岂谓善为传乎！[15]

契嵩的论证方式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在这方面的结论与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的说法一样，都是以如来禅解释达摩之禅、达摩之道。

契嵩反对把达摩禅与曹溪禅割裂开来，只把他们看作是禅宗一家的祖师。在他看来，达摩作为东土初祖，不仅是慧能南宗的祖师、整个禅宗的祖师，同时也是整个佛教的祖师：

古者命吾禅门谓之宗门，而尊于教迹之外殊是也。然此禅要，既是吾一佛教之宗，则其传法要者，三十三祖，自大迦叶至乎曹溪，乃皆一释教之祖也。而浅识者妄分达磨、曹溪，独为禅门之祖，不亦甚谬乎。[16]

很显然，把达摩以及西天、东土的历代祖师奉为整个佛教的祖师，所谓“皆一释教之祖”，就是树立了禅宗在整个佛教中的正宗地位。

祖师崇拜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宗法制度在佛教中的反映，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树立达摩这样的初祖，实际上是为后代禅宗的传法宗师们争取正宗地位。契嵩当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曰：子谓必世世传受心印，永以为标正印验，何古之相承者，至乎曹溪而其祖遂绝耶？曰：祖岂果绝乎？但正宗入震旦，至曹溪历年已久，其人习知此法，其机缘纯熟者众，正宗得以而普传。虽其枝派益分，而累累相承，亦各为其祖，以法而递相标正印验，何尝阙然？亦犹世俗，百氏得姓，各为其家，而子孙相承，继为祖祢，则未始无也。但此承法虽有支祖，而不如其正祖之盛也。[17]

从达摩到慧能，都是祖师单传。在慧能之后，不是没有祖师了，而是因为正宗禅法广泛普及，能够作祖师的人更多了，所以，此前单丝孤线式的祖师递传，变成了“普传”。“普传”时代这些“承法”的众多“支祖”，自然没有以前“正祖”那样盛大，所以更需要证明传法的正宗性质。很明显，强调前代“正祖”的正宗地位，正是为了证明后代的众多“支祖”们弘扬的是正宗佛法。祖师崇拜的盛行，正是适应了禅师弘禅传法的需要。

总之，截止到宋代契嵩，菩提达摩被塑造成正宗佛法的唯一传播者，他在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释迦牟尼，可以与儒教中的孟子相提并论；他的禅法思想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究竟，并且成为衡量禅法或正或邪、或对或错的唯一标准。菩提达摩的这种地位和影响，这种特殊的形象，在以后的禅宗史上始终没有大的改变。

三 慧可与僧璨

根据《续高僧传》卷十六《僧可传》的记载，僧可又名慧可（公元487—593），俗姓姬，虎牢（今河南荥阳）人，少年时代为儒生，“外览坟素，内通藏典”[18]，是儒道释三教经典兼通的博学之士。到魏都（京都洛阳）出家之后，虽然他“独蕴大照，解悟绝群”，并且有深厚的学问根底，但由于没有显赫的师承关系，受到权贵的非议和排斥。年过四十时，慧可遇到菩提达摩游化嵩洛，遂奉以为师，从学六载，“精究一乘”。达摩逝世后，慧可开始弘教传禅，在僧俗信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所谓“使夫道俗来仪，请从师范。可乃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慧可作为一位禅师，是擅长演说，能言善辩的，与其师达摩的风格完全不同。

东魏天平（534—537）之初，慧可到国都邺（今河南省安阳县境），“盛开秘苑”。慧可在讲经弘法过程中受到“滞文之徒，是非纷举”。可见他讲经比较灵活，善于发挥，遭到比较严谨的义学僧人的批评。更为严重的是，他遭到道恒禅师的反对和迫害。道恒当时“王宗邺下，徒侣千计”，是邺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弟子数以千计。道恒认为慧可讲的“情事无寄”，“是魔语”。他多次派人扰乱慧可说法没有成功，遂产生嫉恨，以致“货赇俗府，非理屠害。初无一恨，几其至死。恒众庆快，遂使了本者绝学浮华，谤黩者操刀自拟。始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怀。海迹蹄滢，浅深斯在”。

所谓“情事无寄”，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对世俗间的一切善恶是非，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现象采取不执着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佛教的一种基本人生态度、基本人生观，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离经叛道之处。仅凭这一点教义理解上的分歧，还不至于引发道恒禅师勾结贿赂官府与他性命相搏、生死恶斗。显然，这是佛教内部上层僧人与下层僧人的权力斗争，思想的分野、理论的差别、学风的不同，并不是斗争的主要原因，只是导火索。从菩提达摩到僧璨，始终贯穿着上层与下层的斗争。达摩一系弟子始终是佛教队伍中的下层，是受压迫、受迫害的群体。

经过这样的变故，慧可开始“纵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他创作一些歌谣小品，来表达自己的禅法思想。慧可一度流落于邺卫（今河南安阳、卫辉一带）之间。

慧可继承了菩提达摩重视《楞伽经》的传统，所以，慧可弟子们被称为“楞伽师”。不过，慧可倾向于对经文作自由解释，崇尚领会经典的宗旨大意，并不拘泥于文句。这种重视口头讲说，而不重视注疏文记和名相分析的传统，为以后禅宗僧人们所继承。这种对待经典的态度是与一般义学僧人不同的。

慧可的佛学思想可以从他和向居士的书信问答中表现出来。向居士“幽遁林野木食”，是一位潜心隐修的人士。北齐天保（551—559）之初，向居士致书慧可：

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19]

向居士并不是提出什么自己不懂的问题，希望得到回答，而是阐述自己的见解，希望得到慧可的印证。向居士是从般若空观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现象和事物，认为一切现象本质上都是虚幻不真实的，所有表面看来是千差万别的现象，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现象，由于它们具有“幻化”、“虚妄”，或者“非真”、“无实”的本质，是可以把它们无差别的、等量齐观看待的。因为，无论是执着于从世俗观点看来多么正确的一方而抛弃另一方，都是错误的。比如离开众生去求佛，就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认识是无差别地看待一切，把“得无所得，失无所失”作为处理现实问题的原则，作为修行要达到的目标，作为要获得的禅的最高境界。这些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鲜见解，般若类经典中都有这种说法。对于这种在般若无所得思想指导下的认识，慧可当然是不反对的。他指出：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20]

慧可的回答，实际上并没有否认向居士的所有观点，但是，他有一个重要的补充。由于可以无差别看待一切事物和现象，那么，那些“幻化非真”、“虚妄无实”，同时又可以与“真”和“实”完全等同。这样，一切虚幻的“万法”，实际上都真实反映“如实”的“理”。当无差别地看待众生与佛的时候，众生实际上也可以与佛画等号，当无差别地看待自身与佛的时候，自身本质上也可以与佛平起平坐了。人们不需要再去追求其他任何东西了。当把“真理”、“真如”融进虚幻不实的“万法”之中时，般若学与佛性论就实现了结合。人们可以从般若的角度去看待一切现象，认识它们是虚幻不真实，从而对一切都不执着，同时，人们又可以通过无差别地看待这一切，从一切虚幻中得到解脱。慧可既没有离开达摩的“虚宗”而不用般若的方法论、世界观看问题，同时又把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思想贯彻起来。认识前者，在于消除执着，消除得到后的轻狂和失去后的消沉；认识后者，在于提高自信和自尊。

慧可对菩提达摩的思想有所发展。他吸收了大乘中观派的学说和《维摩诘经》所宣扬的“不二法门”的思想，认为“无名”与“智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众生与佛也是不二的，解脱与否，完全系于个人的迷悟之间。慧可更强调自证自悟，这是对菩提达摩倡导的众生皆有佛性思想的发展。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下诏灭佛。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继续推行灭佛政策。当时有林法师与慧可是同学，“共护经像”。大约就是在灭佛期间，慧可“遭贼斫臂”[21]。慧可晚年隐居于舒州皖公山（在今安徽潜山县），接收了弟子僧璨。其他门人有惠、威、那、端、满诸禅师，均无大的建树和影响。

关于僧璨的资料很缺乏，其出生地、俗姓、家庭背景等情况都不知晓，早年的游学经历也不清楚。唐代玄赜的弟子净觉所撰《楞伽师资记》在记载僧璨生平事迹和禅学思想方面，有两个重要内容。

第一，僧璨与道信的关系及其所传禅学思想。

可（指慧可）后粲（指僧璨）禅师，隐思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写器传灯，一一成就。粲印道信了了见佛性处。语信曰：《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施设也。大师云；余人皆贵坐，终叹为奇异。余今立化，生死自由。言讫遂以手攀树枝，奄然气尽。[22]

从这一段记述可以知道，僧璨从学于慧可之后，隐居于思空山（司空山，皖公山，在今安徽省潜山县），以坐禅修行为务，既没有著书立说，也没有公开传禅授徒。所以，传说僧璨作《信心铭》，就不可靠了。道信跟随僧璨十二年，成为后者唯一的弟子。僧璨认为道信已经“了见佛性”，实际上是承认了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这里记述的僧璨引用《法华经》对道信的教导，具有临终遗言的性质，可以说反映了僧璨思想的核心内容。所谓“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中的“此一事实”，就是多种大乘佛教经典讲的“一大事因缘”，而在《法华经》中，“一大事因缘”就是获得“佛知见”，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开示悟入”“佛知见”，而不是“佛知见”之外的任何二乘、三乘“知见”。而要“了见佛性”，也就是以后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就应该懂得，需要直观体验的佛教“圣道”，是语言不能确切描述的；离言绝相的“法身”，是人的感官所不能把握的。在修行成佛的道路上，文字语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其他人崇尚“坐”禅的形式，把“坐”视为“奇异”的大背景下，他也是通过站着往生（立化）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达到不受生死轮回支配（生死自由）的成佛解脱。从这里可以看出僧璨的两个特点：首先，僧璨并不是一个不读经的人，他是用经典来教育弟子的。获得佛的知见，了见佛性，是他提出的修行目标。其次，僧璨本人重视坐禅，并把坐禅作为解脱的重要手段。他反对抛开直观体验空谈佛教的道理，反对企图通过文字语言来解决解脱问题。

第二，僧璨通过注释北周惠命（531—586）的《详玄赋》来论述自己的思想。

对照《广弘明集》所收的惠命《详玄赋》，可以看到，《楞伽师资记》中所引内容与该文并不完全一致，既有多出来的句子，又有漏掉的句子。由此可见，《楞伽师资记》是有删节的引用，同时，现在传世的《详玄赋》也不是完整的本子。但是，仅从《详玄传》中可以判定的两段注文来看，可以反映僧璨的两种思想，其一是华严思想，其二是对戒和定的看法。

注云：此明秘密缘起，帝网法界，一即一切，参而不同。所以然者，相无自实，起必依真，真理既融，相亦无碍故。巨细虽悬，犹镜像之相入；彼此之异，若殊色之交形。一切即一，缘起无碍，理理数然也。[23]

《详玄赋》是对《华严经》思想的论述和说明，僧璨的《详玄传》是对前者的注释。上面所引的注文，是在《详玄赋》中“惧斯言之少信，借帝网以除疑。盖普眼之能嘱，岂或识以知之”一句之下。在僧璨看来，一切现象纷繁复杂，从表面看来是有差异的，但是，由于所有的现象（一切）都是“真性”、“理体”、“一”中生发产生的，所以，一切相中都包含了“理”，从“理”的角度看，“相”无论有多么大的差别（巨细虽悬），都能够彼此相互融通，像镜中的影像一样相入、无碍。这种无碍缘起，就是“理”的表现。从这段注文来看，僧璨超出了用理事圆融的关系来论述《华严经》的思想，可以说是对惠命华严思想的发展。僧璨在这里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来说明法界缘起，在那个时代还是没有的。可见僧璨对《华严经》的思想是有独到见解的。

应该看到，与此后华严宗初祖法顺、二祖智俨相比，僧璨的华严思想还是相当不深刻、不彻底和不系统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僧璨所理解的大小事物或现象的相入关系，仅仅停留在“镜像之交涉”、“殊色之交形”层面。他接触到了理事无碍的思想，并且已经有了事事无碍思想的萌芽，但是，没有从“体”上认识“事事无碍”的真正含义。在华严宗初祖法顺那里，认为“镜像交涉”之类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没有揭示真正的佛法含义。真正的“事事无碍”，应该是事物与事物、现象与现象的“全体交涉”，而不仅仅是其影像的“交涉”，或者不同的“色”的“交形”。其二，僧璨虽然已经开始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来论证法界缘起，接触到从本体与作用、整体与部分、本质与现象等方面来论证法界缘起，但是，他还没有像华严二祖智俨那样，结合“无过不离，无法不同”来系统、全面地论证“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其理论的粗糙、不彻底、不深入是很明显的。

从《详玄传》我们可以看到，达摩一系楞伽师把《华严经》的思想纳入了禅门，是从僧璨开始的。在华严宗兴起以后，华严思想就更进一步进入了禅门。

僧璨把持戒与禅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制心”手段，这是很有特点的。

注云：猴着锁喻戒制心。蛇入筒喻定息乱。《智度论》云：蛇行性曲，入筒即直。三昧制心，亦复如是。[24]

这个注文是在“如猴着锁而停躁，蛇入筒而改曲。涉旷海以戒船，晓车幽以惠烛”句之下。在他看来，戒可以“制心”，“定”、“三昧”同样可以“息乱”、“制心”，目的是一样的。这反映了僧璨把戒与禅定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与后世禅宗一度出现的轻视戒律的倾向完全不同。

从菩提达摩到僧璨，此系禅师奉持严格的头陀行，居无定处，衣食随处而乞。他们还没有建立有衣食保障的稳固的经济基地。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僧团组织，创宗建派的条件还不具备。

四 道信的念佛禅修法门

从道信[25]开始，达摩一系禅僧在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等方面都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禅思想也完全突破了达摩以来的樊篱，增加了新的内容，为后世禅学的发展奠定了更为厚重的基础。道信时期，是达摩一系禅僧团开始本质变化的时期。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本传和《楞伽师资记》记载，道信（580—651）俗姓司马，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道信7岁出家，遇到“戒行不纯”的师父，在多次劝谏不听的情况下，他秘密持守斋戒五年，表现出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道信后赴舒州皖公山，随两位僧人[26]修习禅法十年。后其师往罗浮山，不许道信跟随，命其继续住此山。不久，道信蒙国家许可，得度出家，编籍贯于吉州（治所在今江西省吉安市）的一所寺院。后来在前往衡岳途中，“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又过了十年，大约在唐武德三年（620），应请到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在黄梅西北的双峰山（原名破头山）建造寺院，传禅授徒。三十多年里，“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道信终于唐永徽二年（651）。

从达摩到僧璨，三代禅僧奉行头陀苦行，避世离群，游动乞食，法匠潜运，学徒默修。采取这样的修行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无法建立规模的稳定僧团，无法在社会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同时也不便于普及禅法。从道信开始，禅僧们放弃了头陀行，改变了参禅方式，把居无常处的游动生活转变为常住一地的聚居生活。尤其是道信倡导的“作坐”并重，即劳动与坐禅并重，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把劳动引进禅门，把劳动转化为修行的重要内容，与传统的乞食生活告别。

《传法宝纪》载，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能如此者，久久堪用”。这里的“作”，或名“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通过垦荒耕种，自己动手解决衣食问题，是聚集起来的僧众的共同任务，以后的僧团领袖也就是劳动的领头人。道信最得意的弟子弘忍，就是以身作则的劳动者。“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强调了解决吃饭问题是前提，只有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谈得上作为修行“根本”的“坐”。

这里的“坐”是指坐禅。但把“禅”归结为“坐”，倡导“努力勤坐”，倡导“闭门坐”，把“坐”当作“根本”，就与达摩以来提倡的“理”、“行”并重的禅风有了差别。为了强调“坐”，甚至要求徒众“莫读经，莫共人语”，这是与把“坐禅”作为超脱生死轮回唯一手段的思想完全一致的。这是为了强调坐禅而来讲“莫读经”，并不是对“读经”的限制。在道信讲述禅法过程中，几乎每一个观点都要引用佛教的经典文字来证明，充分显示了道信始终坚持达摩倡导的“藉教悟宗”的原则。同时，道信本人也是重视“坐”的典范，《历代法宝记》说他“昼夜常坐不卧，六十余年胁不至席”。

根据《楞伽师资记》记载，道信曾做《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论述自己的禅法。

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27]

从形式上看，道信是随意解释经文，把《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中本来意思不相干的句子糅合在一起，论述自己的思想。但是，经过这样的解释，道信在坚持般若空观思想方法的同时，又把《楞伽经》宣扬的“自性清净心”坚持下来，把空建立在“佛”、“心”上。《文殊说般若经》中讲的“一行三昧”是证悟般若空观的一种禅定，也叫“常坐三昧”，属于实相念佛法门。原来修习这种禅定与念佛有关系：“专心一佛，称念名字，随佛方所，念念相续，即与念中见一切佛。”这就是说，由于佛与佛之间是相通的，因此在修习这种禅定过程中，专心称念一位佛的名字，就可以直观到一切佛。所谓“佛”，经中的解释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28]佛被认为是离言绝相的。所以，《文殊说般若经》所倡导的一行三昧是一种实相念佛法门。道信除重视《文殊说般若经》外，依然坚持菩提达摩以来的传统，重视《楞伽经》。把“一行三昧”与《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一句结合，就把念佛与念心结合了起来。

在道信看来，离开心没有“佛”，没有任何“佛”是存在于“心”之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念佛就是念心，求佛就是求心。因此，道信讲的“佛”就是“法身”，讲的“心”，就是可以和佛、净土等画等号的，其性质都是“无相”的。道信讲的念佛，就是这样的一种“实相念佛”法门。他所讲的心和佛的关系，实际上与《华严经》中讲的“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是同样的思路。道信倡导的“安心”入道，提倡的坐禅念佛，都强调要懂得这些道理。然而，要懂得“心”就是“佛”的道理，还需要认识五个方面的内容，才能把思想认识和禅修实践结合起来：

是心作佛，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种；一者，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三者，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四者，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入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五者，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29]

第一，认识“心”的本源是清净的，与佛的本源完全相同；第二，认识“心”的作用是产生真理性认识的，处于静“寂”的状态；第三，认识一切现象和事物本质上是无相的，这才是正确的认识（觉）；第四，认识自身本质上是“空”、是“寂”，与虚空法界融通无碍；第五，认识无论在静中还是在动中都要坚守心体，就能够达到明见佛性。这五种认识，同时也是禅修中的体验，既是思想认识，又是直观体验的境界。认识和实践了这五点，不仅认识了心与佛的关系，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而且能够体验禅境，明见佛性，解决了修行解脱问题。

在道信倡导的如何观“心”理论中，实际上是有两种方法的，这就为以后神秀与慧能禅学思想的分野埋下了种子。实际上，这两种方法是因为学者的根机不同而制定的。在道信看来，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分别处，看与不看，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并没有原则区别。

问：何者是禅师？信曰：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禅用心人。常住于止，心则沉没。久住于观，心则散乱。《法华经》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惠力庄严，以此度众生。云何能得悟解法相，心得明净？信曰：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心如明镜。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或可因人为说，即悟解，或可永不须说得解……故为学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别。[30]

如果说心与佛一样是无相之实相，那么，“心”就不能用思维来把握，不能用语言来描述，不能在修习禅定中去观“看”。如果“心”是可以在禅定中“看”的，那它就是“有相”了，就不是无相之实相了。道信一方面说“亦不看心”，另一方面又说“或可谛看”。两种主张，自相矛盾。实际上，在道信看来，这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看与不看，都是方便，是因为学者取悟方法不同才有这样的差别。

这种实相念佛法门，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有相净土的存在：

又曰：用向西方不？信曰：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即是净佛国土，更不须向西方。《华严经》云：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须知一方无量方，无量方一方，佛为钝根众生说今向西方，不为利根人说也。[31]

道信从“止”与“观”的关系角度，具体讲了“亦不看心”、“或可谛看”两种表面上看来是相互矛盾的方法。实际上，对于初学者，方便手段是非常多的。初学者可以从观察具体有相的事物中，从思考佛教基本教理中，体验到对无相法身的观想：

若初学坐禅时，于一静处，真观身心，四大五荫，眼耳鼻舌身意，及贪嗔痴，若善若恶，若怨若亲，若凡若圣，及至一切诸状，应当观察，从本以来空寂，不生不灭，平等无二；从本以来无所有，究竟寂灭；从本以来清净解脱。不问昼夜，行住坐卧，常作此观，即知自身犹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空谷响。若言是有，处处求之不可见；若言是无，了了恒在眼前。诸佛法身，皆亦如是。[32]

另外，初学者如何明心见性，如何见佛性从而超脱生死轮回，达到这样的最高级的修行目的，也是从最简单的观想开始的，而且并不神秘：

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七八翻，令心腹中嗌气出尽，即滔然得性清虚恬净，身心调适然，安心神则，窈窈冥冥，气息清冷，徐徐敛心。神道清利，心地明净。观察不明，内外空净，即心性寂灭。如其寂灭，则圣心显矣。性虽无形，志节恒在。然幽灵不竭，常存朗然，是名佛性。见佛性者，永离生死，名出世人。[33]

道信把禅定作为解脱生死的唯一手段，重视坐禅。他的禅学是在达摩基础上的发展。在道信的禅学中，达到“永离生死”的“见佛性者”，也就是达到最高修行阶段的人，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没有外力的拯救。这种强调自求解脱，不祈求和不依赖他力拯救的禅学理论，是与当时禅僧团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联系的。

在道信活动时期，达摩一系的禅僧团发生了多方面革命性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道信在湖北黄梅的双峰山传教弘禅数十年，弟子500余人，禅僧由此从分散流动转向聚众定居，稳定的传教基地随之建立起来。第二，把劳动纳入修行范围，农禅并重，自耕自食，佛教通过游走乞食解决衣食来源、通过接受供养筹集经费的传统生存方式，从此发生了彻底转变。第三，随着禅众有了新的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生产方式，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脱为特点的新教义也应运而生，这就是道信的实相念佛禅修法门。

在道信的弟子中，知名者有荆州法显（577—653），常州善伏（？—660）、玄爽（？—652）等。他们均没有什么特殊建树。道信临终传法给弘忍。正是弘忍继承和发展了道信禅学，使中国禅宗最终形成。

五 弘忍的“东山法门”

弘忍（601—674）的生平事迹简单明了，其一生都是在黄梅度过。他俗姓周，其先祖寻阳人，生于黄梅，7岁奉事道信，13岁出家。“其性木讷沈厚，同学轻戏，默然无对。常勤作务，以礼下人。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常懈倦。”道信倡导“作坐”并重，弘忍白天带头劳动，晚上坐禅摄心，是道信理论的一位出色实践者。他“三十年不离信大师左右”。[34]后来他在冯茂山建寺，该山在双峰山的东面，也称为“东山”。

按《楞伽师资记》的记载：“其忍大师，萧然净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在人间有禅法一本，云是忍禅师说者，谬言也。”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弘忍没有任何著作。所谓“口说玄理，默授与人”，是通过口耳相传把自己的思想“默授”给弟子。这种做法，在《六祖坛经》记述的他传法给慧能的故事中可以得到证实。

在弘忍时期，各方来请教的僧俗信徒很多，所谓“四方请益，九众师模，虚往实归，月逾千计”。东山并不邻近通都大邑，对于“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这个问题，弘忍这样回答：

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35]

《楞伽师资记》引玄赜《楞伽人法志》描述弘忍个性、品质、功绩和思想的一段话，是比较全面了解弘忍的纲要。

（弘忍）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调心唯务浑仪，师独明其观照。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36]

第一，他“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远离是非，不造口业，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为人处世原则。所谓“色空之境”，指的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常谈。“融心于色空之境”就是强调保持心无是非牵挂的良好状态。这既是弘忍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是修行达到的精神境界。

第二，“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他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僧团生活需要，说明他是这个禅僧团中卓越的生产经营者和生活组织者。这可以说是对道信“作”、“坐”禅法的进一步发挥。

第三，“调心唯务浑仪，师独明其观照。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这是对弘忍禅法思想的一个精练概括。就坐禅调心而言，一般禅师大多强调修禅的仪轨，重视外在的威仪。但是，弘忍只强调坐禅过程中的冥想实践、观想过程，或者说禅境体验，对于其他一些传统修禅过程中强调的规则并不重视。所谓“四仪”，指人的行、住、坐、卧；所谓“三业”，指身、口、意的诸种活动。作“道场”、“佛事”，体验禅的境界，不限于寺院那样的特定场所，也不限于供奉膜拜佛菩萨等特定的僧侣律仪，而是要贯穿在行禅者的全部日常生活中。这样一来，所谓禅修，所谓行禅，就是在禅理指导下的全部日常生活、全部日常活动。在这里，弘忍已经不像达摩倡导的“理入”和“行入”那样，强调进入世俗社会，而是强调把禅贯穿于日常的劳动生产。弘忍用“静乱无二”、“语默恒一”把劳动生产和禅修统一起来，使道信提出的“作坐并行”彻底没有分裂痕迹了。

弘忍的禅法思想与其师道信是一脉相承的。他对初习禅定者讲的方便之法，包括观想方法、体验内容、感受状态和印证标准等，都与道信所讲的内容有很相近的思路。

尔坐时平面端身正坐，宽放身心，尽空际远看一字，自有次第。若初心人攀缘多，且向心中看一字，证后坐时，状若旷野泽中，逈处独一高山，山上露地坐，四顾远看，无有边畔，坐时满世界。宽放身心，住佛境界，清净法身，无有边畔。其状亦如是……又云：虚空无中边，诸佛身亦然。我印可汝了了见佛性处，是也。[37]

这是指导初学禅者怎样通过从“看一字”起步，获得一些相应的体验和感受，逐渐进步，从观想具体的事相发展到实相观佛，达到“了了见佛性处”。在这里，弘忍讲的具体内容与道信有不同，但是，整个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弘忍晚年，他的弟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了全国性影响。弘忍临终时这样总结：“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资州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兼有文性。莘州惠藏，随州玄约，忆不见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惠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越州义方，仍便讲说。又语玄赜曰：汝之兼行，善自保爱。吾涅槃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38]这个记载自然有抬高玄赜的意义，但是，与《六祖坛经》中讲的传衣钵于慧能一人，而且叙述那样惊险的争夺袈裟故事来比较，自然更接近事实。在中国佛教史上，此前还没有哪个派别形成这么广泛的影响，既在下层群众中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又能得到王朝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官僚的普遍支持。

关于中国禅宗的创立，佛教界和学术界历来有三种观点。其一，把菩提达摩作为中国禅宗的创立者。这种观点认为，禅宗不是产生于唐代的中国佛教宗派，而是起源于释迦牟尼时期，然后由达摩传到中国的印度佛教宗派。其二，认为慧能是禅宗的实际创立者。这标志着学者跳出了禅宗是由达摩从印度传来的认识误区，把禅宗作为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在长期冲突、融合中孕育的产物来考察。这种观点更接近历史真实，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进步。与此相应，慧能主要传教地区的广东韶关也就被视作禅宗发源地。其三，认为禅宗创立于道信、弘忍时期，“东山法门”是禅宗创立的标志，道信和弘忍师徒为禅宗的创立者。这是因为，学者们认识到慧能之前禅宗作为宗派已经形成，慧能只是整个禅宗中南方一支——“南宗”的创始人，而不是整个禅宗的创始人。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又一个深入。

我们认为，如果把“东山法门”作为禅宗成立的一个理论方面的标志，那么禅宗的创始人应该是弘忍，而不包括其师道信。因为，根据唐代文献的记载，“东山法门”是特指弘忍的禅法思想和实践。

到弘忍继承道信的事业，在东山建成弘教传禅基地，“东山法师”、“东山净门”、“东山法门”等名称的相继出现，标志着弘忍在当时已经被公认为是禅派的缔造者和实际创立者。《历代法宝记》记载，弘忍“居凭茂山，在双峰山东西相去不遥，时人号为‘东山法师’”[39]。“东山”是特指弘忍的，并不包括道信。《楞伽师资记·弘忍传》载：“忍传法。妙法人尊，时号为‘东山净门’。又缘京洛道俗称叹蕲州东山多有得果人，故曰‘东山法门’也。”由此可见，所谓“东山净门”，是人们认为弘忍所传禅法深“妙”，并且“净”而无秽，所以尊称为“东山净门”，这是对弘忍禅学思想的一般性赞誉称谓。但是“东山法门”虽然也是指弘忍的禅法思想，但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是把弘忍禅法作为悟道解脱的门径看待。所谓“法门”，是指修行者超凡入圣的门户，证悟解脱的途径和方法。“东山法门”就是指弘忍开辟的明见佛性的门径，就是指弘忍的禅法思想和实践。由于按照弘忍禅法修行获得证悟、有所收获的人多，所以把他的禅法称为“法门”，这比称“净门”，比只赞扬他的禅法高“妙”“净”而无秽又更高了一层。《楞伽师资记·神秀传》说：唐大足元年（701）神秀应诏到东都，武则天问：“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神秀回答：“禀蕲州东山法门。”[40]“东山法门”作为弘忍的禅法代称，实际上承认了弘忍禅法思想是真正的佛法，是引人证悟的佛法，而且也确立了弘忍创宗建派的宗师地位。这些是弘忍第一代弟子时期佛教界的共同认识，并且也得到朝野认可。

在后出的著作中，有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东山法门”的。比如《宋高僧传》卷八《弘忍传》说：“入其趣者，号东山法门欤。”但是，也有把“东山法门”作为道信和弘忍共同创造的门派的。《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说：“忍与信俱住东山，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不能否认，弘忍直接继承道信的禅学，在他的思想中，包含了许多道信的思想成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东山”毕竟不是“忍与信俱住”，而是弘忍独自开辟。把“东山法门”作为禅宗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际创造者只能是弘忍，这一点并不能因为弘忍思想中继承道信的思想而有所改变。

第二节 弘忍门下与南北分宗

一 弘忍诸徒的分道弘化

弘忍门下人才济济，大家辈出，先后走出黄梅，到大江南北建立传法基地、分道弘扬东山法门的著名弟子很多。他们或者知名于野，或者闻达于朝；或者辉煌于当代，或者光耀于后世。在弘禅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在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弘忍弟子有法如、老安、玄赜、智诜等人，而神秀和慧能则影响更大，所创派系分别被称为禅门中的南宗和北宗。

（一）法如

潞州法如（638—689）是弘忍门下成名最早的弟子，他离开黄梅后，把东山法门弘扬到嵩山少林寺，并且引起皇室重视。

根据《唐中岳寺沙门释法如行状》等记载，法如俗姓王，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市）人，19出家，游方求学，博穷经论。显庆三年（658），到弘忍处咨受三昧，此后十六载，直至咸亨五年（674）弘忍灭度，一直跟随学习。在弘忍的弟子中，追随左右十六年的，恐怕只有法如。弘忍对他特别看重，“祖师默辩先机，即授其道，开佛密意，顿入一乘”。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法如的嗣法地位。以后法如以第六代祖师自居，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弘忍圆寂后，法如由淮南北游中岳，在少林寺三年，深藏不露，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底细。垂拱二年（686），“四海标领僧众，集少林精舍，请开禅法”。法如应请“再振玄纲”，“光复正化”，组织和主持了这次少林寺集会，由此也确立了他在少林寺的法主地位。

法如发起的这次少林寺集会，有两个内容不仅在弘扬东山法门、树立弘忍禅学正宗地位方面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整个禅宗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首次公开制定出禅宗传法宗谱。僧众在集会上“佥曰：始自后魏，爱降于唐，帝代有五，年将二百，而命世之德，时时间出，咸以无上大宝，贻诸后昆”。在将近两百年的五个朝代，六代祖师依次传禅，即“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入北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这些把佛教的“无上大宝”传递给后世子孙的六代祖师，都代表着正宗的法统，任何其他禅门弟子都没有他们这样的神圣权利。这种一代一人的单丝孤线的传承，显示了传承的纯洁性和排他性。不管一代人中有多少弟子，被定为嗣法弟子的，就具有了其他同门所没有的代表正宗的权力。在以后的禅宗史上，这种六代祖师单线传承的说法始终没有变，并且得到禅宗各派的承认。其中的变化只有一点，就是当慧能一系统一整个禅门之后，第六代祖师不可更改的是慧能，而所有禅派提出的第七代祖师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得不到大家的公认。禅宗的这种法统模式，也为后来儒家的“道统”说提供了可仿效的先例。

第二，确定了禅门的师徒传授方式。《法如行状》说：“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唯意相传。”从印度开始，禅门的传承就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文字记载的内容，而是传递“意”。这里面包含了以后禅宗定祖传法说的三项原型内容：其一，禅门相承本自“天竺”，应该是后世禅宗“释迦拈花、迦叶微笑”公案的最早依据；其二，“本无文字”，可能是后世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原型；其三，“唯意相传”，此处的“意”应该是“心”的原型，“唯意相传”应该是“以心传心”的最初表达。这里讲的祖师传承方式，以后经过不断的修改和加工，成为禅宗公认的传禅嗣法模式，成为固定不变的方法。这种传授方式不仅是形式上与其他佛教宗派的师徒传授方式不同，而且表现了禅宗不同于其他宗派的神圣性、优越性，成为整个“宗门”与“教门”的区别。

法如的禅学思想有两个特点：其一，强调“顿悟”，所谓“开佛密意，顿入一乘”。这里的“顿入”就是“顿悟”的意思。这种顿悟禅法与神秀的“渐悟”形成区别，成为以后南宗的最显著禅法标志。其二，强调认识“本心”。

观乎至人之意广矣，大矣，深矣，远矣。今唯以一法能令圣凡同入波（应为彼）定，勇猛当应谛受。如人出火，不容中断；众皆屈申臂顷，便得本心。[41]

法如用“至人之意”表达佛家思想，可见其受庄老道家影响较深。在他看来，佛教道理虽然很广大、很深远，但是，无论凡圣，禅定修习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得本心”，认识“本心”。他在这里讲的“一法”，也就是“一心”。这里的“得本心”可以看作后来“明心见性”的初期表达。

（二）老安

老安（581—708），法名道安，亦称慧安。他是弘忍弟子中年龄最大者，比其师年长20岁，另外，他世寿超过120岁，所以被称为“老安”。现存有《大唐嵩山会善寺大德道安禅师碑并序》及《故大德道安禅师碑》，所记内容与《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中的《慧安传》颇有出入。

按照碑文记载，老安俗姓李[42]，荆州人。大业年（605—618）中，朝廷发丁开通济渠，饥殍相枕，老安通过乞食救济许多难民。为躲避隋炀帝的征召，他潜入太和山。到隋炀帝幸江都，海内扰攘，老安杖锡登衡岳寺，行头陀行。可见老安对当政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老安在隋唐之交“或建功华阳，或授手边难”，可能是加入唐军，立有战功。按照《景德传灯录》的说法，大约在唐贞观年中（627—649），老安因慕蕲州弘忍禅风而到黄梅，当时与神秀为同学。麟德元年（664）游终南山石壁，最后止于嵩山会善寺。碑文也记有弘忍的嘱咐，说：“学人多矣，唯秀与安”；“今法当付，付此两子”。《楞伽人法志》引弘忍的话说：“嵩山老安，深有道行。”可见弘忍是比较器重老安的。

据碑文记载，老安认为达摩所开“禅门要宗”，在“纳众流以成海，总群妙以立身”。老安把达摩的说教看作是佛教的集大成，这是达摩产禅的特点，也是禅者“立身”的保证。他认为弘忍倡导“令一切俱如妙门，获所安乐”。享受“安乐”不必到西方世界去寻求，而是可以在现实世界获得，人们在现实世界的一切活动中都可以体验“安乐”。这种倡导兼容并蓄接受一切佛教经典和理论的主张，倡导西方安乐世界就在眼前的主张，与他的禅风特点是完全一致的。碑文称他“反经而合权，恢理而约喻”，他把权宜方便本身就作为原则，并不受经典文句的束缚，一切从现实需要出发，一切从世俗生活需要出发。这种禅风也可以从《景德传灯录》卷四记录的禅语问答中透露出几分。据说坦然、怀让两人参见老安，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老安回答：“何不问自己意？”又问：“如何是自己意？”回答：“当观密作用。”又问：“如何是密作用？”老安“以目开合示之”[43]。要想知道菩提达摩从西天到中土是为了什么，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自己为了什么，正是佛性本心的作用或表现，而领会这个道理，认识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自己意”，只靠语言文字是不能确切表述的。在老安看来，适应众生的需要，大约就是达摩禅门的精髓。老安的这种禅法在当时影响很广，所谓“始于山门，遍于天下”。同时，反对的声音也比较大。老安知名的弟子人数不多。中唐时期宗密撰《圆觉经大疏抄》，谓老安有弟子四人，即腾腾、自在、破灶堕和陈楚章，“皆道高名”。

（三）玄赜

玄赜是弘忍晚年招收的弟子，生卒年不详。玄赜俗姓王，太原祈县人。据《楞伽师资记》，玄赜于咸亨元年（670）来到黄梅双峰山，跟随弘忍学习，前后有五年时间。弘忍告诉他：《楞伽》“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44]。就是说，《楞伽经》是用于证心的，不能指望通过文字注疏来真正理解。这不仅反映了弘忍对《楞伽经》的重视，也反映了对明心的禅体验的重视。对于玄赜而言，弘忍更是以楞伽师自居。

弘忍临终时对玄赜说：“汝之兼行，善自保爱，吾涅槃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45]弘忍在承认玄赜是合法继承人的同时，还把他与神秀并列，可见对他的器重。玄赜参与了弘忍后事安置，包括运石构塔、改宅为寺等工作。

玄赜后住安州寿山寺。弟子净觉在《楞伽师资记序》中说：“大唐中宗孝和皇帝景龙二年（708），有敇召入西京，便于东都广开禅法。净觉当即归依，一心承事。两京来往参觐，向有余年。”[46]表明玄赜当时是“两京法主”地位，很有影响。所以净觉称他“形类凡僧，证同佛地，帝师国宝，宇内归依”[47]。他和神秀、老安一样，是闻达于朝的弘扬东山法门的主要人物。玄赜弘扬的禅学思想，大体不出弘忍的思想范围。在其弟子净觉之后，玄赜一系就没有著名人物了。

（四）智诜

据《历代法宝记》的记载，智诜（609—702）俗姓周，汝南人，随祖至蜀。年13岁，“辞亲入道场，初事玄奘法师学经论”。后舍经论，投弘忍门下。后归资州（四川资中）德纯寺，“首尾三十余年，化道众生”。弘忍说他“兼有文性”，不仅是对他跟随玄奘学习经历的肯定，也是对他有著作行世的认同。智诜撰写有《虚融观》三卷、《缘起》一卷、《般若心疏》一卷。这种有“文性”的禅师在弘忍门徒中并不多见。

据说在万岁通天二年（697），武则天敕张昌期请智诜禅师赴京内道场供养；久视元年（700），又分别请神秀、玄赜、玄约、老安等人入京，“则天咨问诸大德，和上等有欲否？神秀、玄约、老安、玄赜等皆言无欲。则天问诜禅师，和上有欲否？洗禅师……答有欲。则天又问：何得有欲？诜答曰：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则天言下悟”。[48]“不生不灭”本是般若空观的第一命题，这里以有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否认任何活着的人能够达到“无欲”状态。有一种强调众生在“有欲”方面一律平等的观念，这是很有特点的，也是少见的话语。

智诜有弟子处寂，绵州浮城县人，俗姓唐，年10岁，父亡，投智诜出家，住资州德纯寺，人称唐和尚。他传法给净泉（众）寺的无相禅师，无相又传保唐寺无住禅师，形成中唐著名的净众保唐禅系。

二 神秀北宗系

在弘忍之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禅宗最兴盛的一派是神秀系。该系从神秀开始受到朝廷重视，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是其他派别不能相比的。该派在继承弘忍禅学的同时，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神秀之后，此系被称为禅宗的“北宗”。

神秀（606—706）俗姓李，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少年时代学习经史，博览多闻。隋末战乱，神秀遇善知识出家后，游历江左、闽西、浙东、岭南等地的多处名山。于万里求学行程中，他通晓了“《老》《庄》玄学，《书》《易》大义，三乘经论，《四分》律仪”，成为精通儒释道、融通内外学的博学专家。他46岁到黄梅东山参见弘忍，服勤六年，不舍昼夜，深得器重，弘忍感叹：“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神秀为上座，担任“教授师”。弘忍圆寂后，神秀到荆州。仪凤中（677—679），荆楚大德数十人请神秀住当阳玉泉寺，从此开始，神秀在佛教界和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皈依者甚众，所谓“就者成都”，“学者如市”。[49]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遣使迎神秀入京，神秀受到“趺坐觐见，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的待遇。每当说法之时，“帝王分座，后妃临席”。神秀当时受崇敬之盛，仅次于太宗之对于玄奘，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神秀作为全国禅僧的代表，把弘忍一系在朝廷中的地位、在社会上的影响，都推到了顶峰。神秀的弟子中著名者如普寂、义福，先后成为国师。神秀一系所传的“东山法门”随之上升为官禅，而达摩法系也被公推为禅宗的正统所在。直到安史之乱后的五十年左右，神秀系一直兴旺发达，声名显赫。

早期的各种文献都记载神秀没有撰写任何著作，从敦煌经卷中发现的一些署名神秀的著作，如《大乘无生方便门》《观心论》等，应该是后人的托名作品，不足凭信。从早期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神秀是以传播“东山法门”为己任，在经典方面比较重视《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直接继承弘忍的禅学。弘忍曾说：“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50]明确强调神秀精通《楞伽》，继承了达摩以来的传统。神秀进京见到武则天时，“则天大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秉蕲州东山法门。问：依何典浩？答曰：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则天曰：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以秀是忍门人，便成口实也”[51]。神秀在继承弘忍禅学的同时，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宗密曾把神秀一系的禅法概括为“拂尘看净，方便通经”，这是很确切的，概括了神秀禅法的特点，也表明神秀禅法的两个主要内容。

其一，“拂尘看净”，强调静坐观心。

张说曾概括神秀的“开法大略”：

专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前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递为心要。过此以往，未之或知。[52]

所谓“专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是为了达到“止”或“定”，达到排除一切杂念、注意力集中的精神状态。这实际上是所有禅定的共同要求。在神秀看来，进入这种状态，对于凡圣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而要达到这种“定”的状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最终需要的前提就是“万缘尽闭”，即内心排除了一切干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获得的智慧叫“发慧”；运用这种智慧观察现实世界，就会看到世界的真实面貌，即“一切皆如”，与所获得的智慧、所证悟的理完全一样。

因此，神秀禅法的核心是静坐观心。但他不是直证心源以安心，而是观妄心之为幻，通过磨垢而去掉世俗尘埃，最后达到安静以明照。《坛经》曾记载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是符合神秀禅法特点的。

其二，“方便通经”，重视经典的作用。

宗密所记北宗普寂等弘扬的“五方便门”，[53]也就是从神秀以来该系禅法的一个主要内容。“五方便门”如下所述。

第一门，依《大乘起信论》总彰“佛体”。此门为总纲，其余四门是根据这一门的展开。这是成佛的根据：“佛”即是“觉”，觉“谓心体离念”，故“自觉”即是“离心”，“觉他”即是“离色”，心色俱离，就是觉满成佛。具体说，“离念故无心，无心故无色；色心清净，五蕴常空，故名一相”，“一相者即无相”。如此则“身心总不见，身心总是佛”。反之，“瞥起心即有心色”，对境而动，有爱有憎，是破坏“法身”，即非如来。

第二门，依《法华经》，“开示悟入佛智见”，即开发本有的佛智见。无念不动，“即能从定发慧”，所谓“意根不动智门开，五根不动见门开”，譬如眼虽见色而“不被色尘碍”，六根不为诸尘所动，“即是圆满大菩提”。此等知见，必须“以证为先”，由于是“以证为根本”，所以“知见不染六尘”而于“六尘中得自在”。

第三门，依《维摩经》，“显不思议解脱”。用“瞥起心是缚，不起心是解”的标准衡量，“厌喧住寂”，是二乘人“贪着禅味”的表现；“在定不能说法”和“住不动中无自在智见”，也是二乘观念。菩萨并不是这样，于“定中有慧，自在知见”；也于“不动中说法”，因为“不动是方便，说法是慧”。

第四门，依《思益经》，“明诸法正性”。重论心“不起即无心，无心即无境性”。要求从无心无境方面观察一切现象。

第五门，依《华严经》，“了无异，自然无碍解脱”。以“无差别”的智慧，观察和处理周围事物和事变，就是“无碍道”、“解脱道”。“无碍道”属“等觉”，“解脱道”属“妙觉”，“等觉智照，依性起相；妙觉慧照，摄相取性；智能照理，慧能照事”。

“方便通经”指的是依经说法，依经悟解。与道信、弘忍的“作坐”并重比较起来，经典的地位提高了，作用扩大了。尽管不能说禅的地位下降，至少讲经的“说”，超过了“作”。与朝廷和地方官僚关系密切的官僧群体，和自耕自食的山林僧团比起来，在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山林禅僧团的“作坐”并重，就转变成为“讲坐”并重，即把习禅和学习经典结合起来，而不是把习禅和劳动结合起来。神秀一系“方便通经”的做法，正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神秀和他的第一代弟子，代表了唐代极盛时期禅宗的气象。神秀的弟子很多，活跃于两京，多数人受到帝王官僚的优礼，声名显赫。净觉在《楞伽师资记》中将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并列为神秀的继承者，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弟子当推普寂和义福。

普寂（651—739）被公认为神秀的第一高足。李邕所撰《大照禅师塔铭》说：“四海大君者，我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指唐玄宗）之谓也；入佛之智，赫然为万法之宗主者，我禅门七叶大照和尚（指普寂）之谓也。”俗世的帝王是唐太宗，佛门的领袖是普寂，这样的并列评价很少见，足以显示普寂在朝野上下和佛教界的地位，同时也反映了神秀系的影响力。

普寂俗姓冯，长乐信都人，原游学儒典，后受戒学律，隐居嵩山半岩，“布褐一衣，麻麦一食”。后到荆州见神秀，前后七年，得到神秀的特别器重。神秀圆寂后，中宗诏令普寂继神秀“心宝”，“统领徒众，宣扬教迹”。普寂被钦定为释迦正宗，神秀嫡传，在三十多年里，一直是京派禅系中的当然领袖，也是全国禅众的领袖。就普寂的禅法思想而言，主要是继承自神秀，并没有大的创造。普寂本人比较重视戒律，这与其重视经典也是有联系的。

普寂弟子众多，《景德传灯录》记有法嗣二十四人。在其再传弟子中，仍有位居“国师”者。另外，此系还远传朝鲜。

义福（658—736）俗姓姜，上党铜鞮（今山西沁县）人，少年出家，好《老》《庄》《书》《易》之说。曾到嵩岳师事法如，后到荆州玉泉寺见神秀，居约十年。神秀圆寂后，义福自嵩岳寺应邀至长安，于终南山化感寺栖置法堂，开演神秀禅慧之业。开元十年（722），受敕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725），皇帝东巡河洛，特令赴都，居福先寺；十五年放还京师；二十二年有旨，复令入都，止南龙兴寺。义福也和普寂一样，主要是弘扬神秀禅法，比较重视戒律。义福的弟子众多，《景德传灯录》列名八人。其中有禅师智通（683—751）、比丘尼惠源（662—737），在当时都是比较知名的。

三 惠能与《坛经》

惠能（638—713）或作慧能，是后世公认的禅宗六祖。根据现存资料记载，惠能生卒年代比较明确，但是，关于他的行事系年，各种资料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惠能俗姓卢，其父名行瑫，曾在范阳（今河北涿县）为官，后被贬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惠能出生在新州，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卖柴维持生活，与老母相依为命。大约于咸亨年间（670—674），他慕名到湖北黄梅谒见弘忍，以没有正式出家的“行者”身份从学。

在记述惠能早期生平的各种传记中，突出强调惠能不同于弘忍其他弟子的特异之处有二。第一，惠能不但没有任何显贵的家族背景，并且生长在穷乡僻壤，目不识丁，不具备阅读佛教经典的能力。反复强调这一点，显然有着为禅宗教义服务的用心，同时也是着力塑造源于最下层的宗教领袖。没有文化，百分之百的文盲，成就不可挑战的荣耀。这种情况只有在禅宗中才出现，在其他佛教宗派中没有出现过。第二，强调惠能的“南人”身份。惠能初见弘忍，即禀告：“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法）。”[54]弘忍接着惠能的话问：“汝是岭南人，又是葛獠，若为堪作佛？”惠能回答：“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思想，自昙无谶译出《大般涅槃经》以后，几乎为中国所有佛教派别所接受，到了唐代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是，这个在当时没有任何新意的佛学思想，在这里却有了不同的意义，成为树立地位低下的南人成为宗教领袖的重要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对于禅宗的重要性，相当于《大云经》中女子可当帝王对于武则天的重要性。这里所传递的信息，不仅是南方禅众拥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足以取代北方禅系在全国的权威地位，而且进一步昭示出，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心将历史性地向南方转移。

据《坛经》记载，弘忍让众多弟子以呈偈的形式比试悟解的高低，当时任教授师的神秀呈上的偈子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惠能认为这首偈子没有明见本性，就写了两个偈子，其一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其二是“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55]。于是弘忍印可惠能，秘密传法授衣（袈裟），惠能遂成为禅宗真正嫡传的“六祖”。

惠能获得传法祖师资格以后，遵弘忍所嘱，回到岭南。十几年里，他生活于农商劳侣之中，没有公开传教。在这段时间里，惠能接触的全是低层民众。《历代法宝记》说他“恐畏人识，常隐山林，或在新州，或在韶州，十七年在俗，亦不说法”。

大约垂拱年（685—688）中，惠能在广州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提出问题，印宗回答不上来，就向他请教。听了惠能讲解之后，印宗心悦诚服，称惠能是“化身菩萨”，并为他举行正式出家仪式。惠能后来到韶州曹溪宝林寺传禅授徒，韶州刺史请他到州城大梵寺说法，并传授“无相戒”。他的弟子以这次说法内容为基础，结合他的传禅事迹，整理成他的言行录，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坛经》。后来惠能终老于曹溪。

惠能的思想保留在传世的《坛经》中，这部篇幅不大的经典奠定了禅宗的理论基础，成为禅宗的“宗经”，影响着唐代以后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理论的走向。

按照佛教的规定，只有记录佛的言行的著作才能被称为“经”，其他人的弘法著作，包括各派祖师的著作，都不能冠以“经”名。惠能的言行录被称为“经”，在他生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坛经》的流行，也自然是在惠能圆寂之后。至于《坛经》成书的具体时间，现在还不能确定，只能笼统地说是在他的第一代弟子弘教传法时期。

在《坛经》流行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辗转传抄造成某些内容变动，另一方面由于传承者的禅学见解不同而进行一些增删修改，于是就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禅众中形成了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本子。这种情况在惠能第一代弟子时期就出现了，也就是在《坛经》刚开始流传时就出现了。逝于唐大历十年（775）的惠能弟子南阳慧忠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说：在聚集了三五百人的禅宗僧团中，一些禅师“目视云汉”，自称传承“南方宗旨”，把“《坛经》改换，添糅鄙谭，消除圣意，惑乱后徒”。他因此感叹“吾宗丧矣！”[56]从唐代到清代，都有人因为不满意当时的《坛经》流行本，提出各种批评意见。也有人围绕《坛经》进行争论，并且对书中的某些内容进行重新解释和发挥。

迄今为止，主要经过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搜集、整理，已经发现了二三十种内容不完全相同的《坛经》抄本和印本。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这些抄本和印本可以归纳为四个系统，以四个本子为代表。这四个本子分别在唐、宋、元三个朝代编订。

第一，敦煌本。

192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整理该馆收藏的敦煌文献时，发现了《坛经》的一个唐代手抄本，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署名是惠能的弟子法海“集记”，一卷本，有五十七节，不分品目。由于这个本子署名法海编集，所以也被称为“法海本”，由于发现于敦煌文献中，又称“敦煌本”。这个本子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手抄本，但是，并不能说这就是最古老的原本，也不能说是最早的流行本。

第二，惠昕本。

晚唐僧人惠昕改编，故名。根据《文献通考》的记载，这个本子原来分为“三卷十六门”，但现在的本子仅存二卷十一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晁子健翻刻，流传到日本，由兴圣寺再进行翻印，所以又称“兴圣寺本”。名为《六祖坛经》。

第三，契嵩本。

据北宋吏部侍郎郎简的《六祖坛经序》记载，当时禅僧契嵩得到曹溪古本《坛经》，校勘之后，编成一个三卷的本子。现存的这个本子是一卷，共十品，有两万多字，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习称《曹溪原本》。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元代僧人德异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刊印本，简称“德异本”。

第四，宗宝本。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禅师宗宝改编成书，题《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共十品。这是从元代以后最流行的本子。

从现有各本《坛经》的内容来看，都是南方禅宗已经相当稳定、成熟了的产物。各本《坛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惠能于大梵寺说法部分，是南宗禅思想的主体；第二部分是惠能平日与诸弟子辈的机缘语；第三部分是嘱咐语。

如何看待这四个《坛经》版本，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各种本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禅派对惠能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禅宗历史发展，特别是禅派兴衰的历史演变。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在涉及禅学理论方面，尤其是核心理论方面，各本《坛经》的内容是比较一致的；在涉及禅派关系和历史方面，差别是比较显著的。所以，现存任何一种《坛经》版本，都不会对我们理解禅宗基本理论有大的误导。其次，现存的任何一个《坛经》本子，都不能看作是百分之百忠实记录惠能思想和事迹的信史，也不能认为比较后期编订的本子一定加入了更多伪造的成分。可以说，它们都既保留了惠能思想的核心内容，又增添了许多惠能之后才形成的禅学思想，加入了后代附会的一些宗教神话。如果我们不把《坛经》仅仅看作惠能个人思想的记录，而是看作禅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获得广泛共识，是比较稳定的禅学思想，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

《坛经》的产生，是禅宗思想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大事。它以简明的文字，将此前涌现的各种新禅系做了相对系统的理论概括，标志着禅宗的活动已全部纳入心学的范围。中国佛教早已开始向自心探求解脱之路的尝试，至此已成熟定型。

《坛经》的理论特点十分鲜明，坚定主张传统佛教的所有崇拜对象无不存在于人的心中。传统佛教是以“皈依三宝”为信仰佛教的入门誓词，“三宝”指佛、法、僧，原本都是信徒本所不具的外在因素。《坛经》则解释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觉”为本有，“正”即“念念无邪”，“净”为“自性不染”，所以“佛法僧”都是人们自心之中本有之事。这样一来，所以，“受三归依戒”，只是皈依“自心”而已，并非皈依于成佛的外在因素。所以，《坛经》充分强调个人的价值。倡导自证自悟，自我解脱。对外无所求，对内无执着，一心向善，不生恶念。所谓成佛，不过是自我本心或本性的显现，解决个人解脱和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我心理调节，一切修行活动完全可以归结为毫无执着而随缘任运的生活。

就《坛经》中所讲的禅法总纲而言，是要求人们从主观上超越一切差别对立，保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既无贪恋又不厌弃的心理状态。这就被认为是自我本心或本性的显现。如果人们能够始终保持这种心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都体现佛的教化，都是成佛的表现。至于是否按照传统佛教的要求去坐禅习定、研究经典、做功德善事等，与明心见性并没有直接联系。

《坛经》涉及禅宗的根本禅法修习和社会实践，并在各个版本中均无大的变动，这可以用它的三句话概括，即所谓“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无念”一词，在佛教其他经典中偶尔也用，集中加以发挥的则是《大乘起信论》。《起信论》将“无念”作为心本体和最高境界的同义语，用以突出心的本然状态为“不动”的静态。《坛经》的解释是：

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57]

这里是把“无念”一词分开来解释，说明“无念”首先是消除一切有无、是非、善恶、染净等不正确的想法、认识（二相诸尘劳），因为这些不正确的想法和认识是覆盖在“真如本性”上的，使其不能显现。当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无念”这种修禅过程就会使人们体验到“真如”。这个禅修过程的基本特点在于，并不通过强制性地隔断人们与认识对象的联系来获取正确、获得真理性体验，而是要求不要为外在认识对象牵着鼻子走，即“不染万境而常自在”。

《坛经》还对“无念”一词进行整体解释，并指出了“无念”的功能和地位。所以，“无念”并不是意味着“百物不思，念尽除却”。因为“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就谈不上顿悟成道之类的禅问题了。“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遍一切处，不着一切处……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地位。”[58]“无念”是面对世俗世界的一切事物或现象而不受其束缚，在认识一切事物或现象的过程中不对它们产生执着，不产生错误的认识。如果顿悟了“无念”法，也就是掌握了整个真理，也就是达到了佛的认识境界和解脱境界。所以，“无念”是对修禅的总体要求，是契合无相之体、达到佛境界的具体要求，是禅修要遵循的宗旨。

对于“无相为体”，《坛经》指出：“但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59]“法体”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本体，因为“法”的含义很广，不仅可以指有生有灭的世俗间的事物和现象，也指没有生灭变化的“出世间”的现象。《坛经》中的“法体”基本上都是侧重与佛本性相同的人的本性讲的。所谓“无相”，就是能够达到“离相”（达到“于相而离相”，不受任何“相”的束缚），清净的性体就显现出来了。《坛经》在这里对“无相”作为心体的本来状体进行了说明和规定，这里的规定与“无念”达到的境界是一样的。这种心体的本来状态，就是成佛的状态，所以，这种“无相”是要贯彻到一切修行实践中去的。《坛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无相”，比如“无相戒”、“无相忏悔”、“无相三归依戒”、“无相偈”等。这种在“戒”、“忏悔”等前面加上的“无相”限定词，就在于表明，它们是达到明心见性、达到佛境界的正确修行规定，尽管它们的内容已经与传统佛教的原有内容有了很大的差别。这样一来，对于信守传统的戒律、忏悔、皈依等具体条文，就提供了较大的可以灵活掌握、灵活取舍的空间。

“无住为本”的命题，最早出自《维摩诘经》的一段问答：“身孰为本？答曰：欲贪为本。又问：欲贪孰为本？答曰：虚妄分别为本。又问：虚妄分别孰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又问：颠倒想孰为本？答曰：无住为本……无住则无本……从无住本立一切法。”[60]这段话是讨论人生本源的，把包括人在内的物质世界（身）的存在原因归结到意识方面，而且是错误的意识方面，这里的“欲贪”、“虚妄分别”、“颠倒想”等都是不正确的精神活动，而这些精神活动的来源，就是人“心”，正如僧肇本经注疏所解释的，“无住为本”就是“以心初动为本”。《坛经》讲的“无住为本”中的“无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坛经》对“无住为本”进行了详细说明：“无住者，为人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61]
“无住”是联系“无念”和“无相”对“心”的运行的具体指导，是把禅修中体会到的人的本心本性贯彻到一切社会实践中去的具体要求，也就是把心体的本质特征转化为社会实践原则。人的本性是“于相而离相”的“无相”，所以在禅修中要不执着于一切现象，即“无念”。这种认识和体验要时时贯彻于日常生活中，并且要“念念相续不断”，即思想上一直保持这种不执着的状态。这里的“念念相续不断”是从认识活动是否正确的角度讲心念，而不是在解释“无念”时从是否有意识活动的角度讲心念，所谓“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如果时时保持这种认识、这种心态、这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自我本性的显现。在现实社会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无论别人对你怎么样，都不要想着去报复（不思酬害），都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如果在遇到的这一系列问题上都能“念念”不执着，没有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就是达到没有“系缚”的自我解脱。相反，如果思前想后，“前念、今念、后念”都执着，就都是有碍于解脱的烦恼（系缚），就是自我束缚了。这是无念、无相、无住禅法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这种禅法的总目的，就是养成心无所住（不执着）、情无所寄（无爱憎）的心理状态，把这种心理始终保持下去，形成稳定不变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就是趋向解脱、趋向成佛的修持过程。

《坛经》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任务，就是要把人们向外的崇拜转变为对内的自信，所以，对于传统佛教倡导的一切外在追求活动，都进行了否定，而用自我的内心修养来取代。《坛经》反对外觅诸佛，把佛看作是内在的存在。《坛经》反对把“建塔造寺供养”等佛事看作有助于自我解脱的“功德”，认为这只是“修福”，所谓“功德全在法身，非在于福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历史上极力扶植佛教，一生举全国之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造寺布施供养”的梁武帝，就成了“不识正法”的人，受到批判。《坛经》的这种主张，是佛教内部对于以建寺造像为主体的佛教扩展的最有力抑制，在佛教经济畸形发展的时代，这种主张无疑是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佛教自身健康发展的。

《坛经》对净土信仰的批判也很有影响。净土信仰者认为，“常念阿弥陀佛”，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坛经》认为：“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东方人但净心无罪，西方心不净有色”。净土不在东西，而在自心的净与不净。“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62]这一思想本于《维摩诘经》所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后来成为“唯心净土”的经典根据之一。在肯定唯心净土的同时否定西方有相净土，是与《坛经》基本思想一致的，但是，西方净土信仰无论在佛教内部还是在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广泛的信众基础，彻底否定西方有相净土世界的外在实际存在，等于是要把许多传统佛教信众从佛教信仰中排除，这是对禅宗的发展极端不利的。在以后的禅学发展中，唯心净土和西方净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融合，以便消除矛盾，消除分歧，让更多的信众接受。

在反对外在崇拜对象的存在方面，《坛经》除了反对外在佛的存在、贬斥建寺造像、破除西方净土信仰等以外，还反对把出家当作修佛的必要条件。《坛经》认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这类思想有利于家庭内部佛教活动的展开，让佛教信仰连同一系列佛事渗透到社会基层细胞。这就开辟出一条推动佛教在中国社会扎根更深、产生影响更深远的发展道路。

四 神会与南北分宗

据《坛经》记，惠能于“韶、广二州行化四十余年”，僧俗门徒“三五千人，说不（可）尽”，直接受法者为“十弟子”。《景德传灯录》录其有名的法嗣四十三人，立传者十九人。惠能圆寂之后，众多著名弟子分别活跃于南北各地，或因新颖的思想知名于禅林，或因建立传禅基地而领袖一方。总的来说，他们每个人在惠能系组织规模发展、禅学思想普及、社会影响扩大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各有所重。其中，神会致力于向北方神秀系挑战，为惠能系争夺禅宗正统地位，拉开了禅宗派系第一次巨变的序幕。

《宋高僧传》卷八本传记载，神会（684—758）俗姓高，襄阳人，少年时代先学“五经”，次寻《老》《庄》，有比较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因为读《后汉书》，知道佛教，产生了信仰，没有了走仕途的意向，便辞别亲人，投本府国昌寺出家，习经律。据宗密所说，神会曾经跟随神秀学习三年，然后往岭南投奔惠能。神会在惠能那里修学四年，劳动方面的情况与惠能当年在弘忍处修学比较类似，在寺院中勤于从事各种劳作，所谓“行门增上，苦行供养，密添众瓶，斫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但是，神会还“策身礼称，燃灯殿光，诵经神卫，律穷五部，禅感紫云”，[63]这就与惠能不一样了。正是由于能苦行般劳动，加上在诵经、习律和禅修方面的神奇，神会得到了惠能的器重。

神会一度离开慧能，遍寻名迹，行踪不详。直至开元八年（720），神会配住南阳龙兴寺，影响逐渐扩大。当时在两京地区，神秀的弟子普寂等成为禅门的主流派，被认为是东山法门的正宗，在佛教界和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很大影响。普寂，也是以从菩提达摩以来的第七代祖师自居。据独孤沛集《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序，神会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大云寺设无遮大会，“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旨见”。通过与名播两京的山东崇远法师的辩论，神会着重驳难神秀的门徒嵩岳普寂和东岳降魔的主张，公开指责神秀一系“师承是傍，法门是渐”。由此可以看到，神会发起的论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争夺禅宗的正统地位，是神会代表惠能一系向神秀一系宣战，认为神秀不是达摩以来的禅宗正宗，正宗是惠能，只有惠能是禅门六祖。所谓“师承是傍”是说弘忍是传法给惠能，不是传给神秀，惠能是正统，神秀是旁支。应该说，这是两系争斗的主要原因。其二，是禅学理论的分歧，神会代表惠能一系宣称本派的禅学是讲顿悟，神秀一系是讲渐悟的。说神秀一系“法门是渐”，就是认为北宗禅学不究竟。实际上，真正的六祖之争，谁是正统之争，在神秀和慧能生前根本就没有发生。挑起两派系之间争夺正统的斗争，应该是从神会开始，是后起的南方禅派向京城禅派发起的挑战。

神会此后历经坎坷，几番起落，据说与他挺身而出与神秀一系争夺正统地位有关。天宝四年（745），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至天宝十二年（753），神会“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今河南潢川），又移武当郡（今湖北襄阳西北），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今湖北襄阳），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此北宗门下之所毁也”。[64]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反，“两京版荡，驾幸巴蜀”，郭子仪用裴冕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当年直接提出放逐神会的御史中丞卢奕“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神会将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65]肃宗因此为其造禅宇于荷泽寺。

当时在禅宗内部，神会是公认的惠能嫡传弟子，在中唐文人士大夫中也名声很大。王维所撰的《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只称神会为惠能弟子，已含有嫡传的意思。杜甫（712—770）的《秋日夔州府咏怀》中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这七祖禅的第七祖，指的就是神会。刘禹锡（772—842）的《送宗密上人归草堂》诗，有“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句，这七祖也是神会。神会在安史之乱时忠于唐王朝，并且为平定叛乱做出了贡献，赢得了肃宗，特别是代宗的好感。以此为契机，加上有南方禅众日益壮大，他的弟子辈多方经营，最终使南宗得到唐王朝的支持。神会时代，成为神秀北宗与慧能南宗在京城地区势力消长的分水岭。经过神会“敷演显法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矣”，[66]天下禅宗归一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神会的门徒很多，《禅门师资承袭图》记十九人，《景德传灯录》本传记十八人。主要分布在两京、四川、湖北、江苏、陕西、山西、山东等地。荷泽系中于后世名声最大的一支，是磁州（今河北磁县）法如（或名智如，723—811年）。据《禅门师资承袭图》，智如传益州南印，南印传遂州（今四川遂宁）道圆，道圆传宗密，由此形成禅宗与华严宗汇流的一大派。另外，神会有弟子五台山无名禅师，再传至五台山华严澄观，澄观为宗密的华严宗师，遂形成禅宗与华严宗汇流的多层次关系。

第三节 南岳和青原两系的初期发展

怀让、行思建立的南岳系和青原系，逐步成为惠能南宗的两大支脉，进而发展为唐末以后禅宗所有支派的两大发源系统。这两系的发展壮大，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派系格局最终从诸派并立演化为禅宗独盛，此后的主要禅宗派系都从这两系生发出来。这两系禅学的初期发展，标志着禅宗突出本宗理论个性的运动发展到了极端。

一 南岳系的初期发展

（一）怀让及其禅思想

南岳怀让（677—744）是金州安康（今陕西省安康地区）人，俗姓杜。15岁时到荆州玉泉寺依恒景律师出家，学习律藏典籍。据《祖堂集》记载，久视元年（700），怀让感叹：“我受戒今经五夏，广学威仪而严有表，欲思真理而难契焉。”[67]受具足戒五年之后，怀让对于自己掌握了丰富的戒律知识，并且持戒严谨感到不满足，产生了寻找能够契悟真理法门的念头。另外，张正甫的《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塔铭并序》对怀让从律学转向禅学的原因也有说明，认为怀让“厌离文字，思会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举”。联系怀让日后强调文字语言在表述禅境体验方面的局限性，这种说法也可以参考。

怀让接受同学坦然禅师的建议，到嵩山寻访弘忍的弟子慧安。慧安对他有所指教之后，又劝他到曹溪参谒慧能。怀让留住慧能处十二年。大约在唐景云元年（710）前后，也就是慧能逝世前一二年，怀让离开曹溪，曾到武当，“穷栖十霜”，然后辗转到南岳衡山的般若寺（观音台）修行和传教。

按照张正甫《塔铭》的记载，“能大师方弘法施，学者如归……师（指怀让）以后学弱龄，分为末席。虚中而若无所受，善闭而惟恐有闻。能公异焉，置之座右……同授密印，目为宗师”[68]。然而，较早的《坛经》本子中，还没有提到怀让的名字，这就足以证明，怀让在慧能的众多弟子中，还不是突出的人物。由于张正甫是受怀让的再传弟子惟宽、怀晖之请而作《塔铭》，所以对怀让在慧能处的待遇、地位，以及离开慧能之后独立传法的影响等方面的记述，不可避免有夸张渲染，但在基本史实方面，其记述是可靠的。例如，在这段叙述中，诸如“置之座右”、“目为宗师”说法，并没有别的资料证明，但是，对照其他书的记载，《塔铭》记述怀让“以后学弱龄”到慧能处求学，并不能说是出于“攀龙附凤”的捏造。联系到怀让出身于律学名门，本人戒行严谨，像“虚中而若无所受，善闭而惟恐有闻”之类的记述，也很难说是溢美之词。

根据《宋高僧传》卷九《怀让传》的记载，怀让的弟子有道峻、道一；《景德传灯录》卷五《怀让传》记其弟子有常浩、智达、坦然、神照、严峻、道一。在这些弟子中，著名者唯有马祖道一。宗密指出：“南岳观音台和上，是六祖弟子，本不开法，但山居修道。”[69]律学出身的怀让重视戒律，专注于个人修行，并不致力于网罗徒众，广收弟子，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

综合分析各种记载，可以看到，青年时代的怀让，在曹溪僧团中只是一般的弟子，并不是出类拔萃者；中老年时代的怀让，在佛教界没有显赫地位，在社会上也没有广泛影响，远不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宗师”。

怀让被奉为禅宗一大支派的宗师，是在其弟子道一之后。元和（806—820）中，道一的弟子惟宽、怀晖“至京师，扬其本宗，法门大启，传灯百千”。元和八年（813），衡阳太守令狐权舍衣财为怀让作忌斋，形成每年的“观音忌”。“宝历（825—827）中，敕谥大慧律师。”[70]
能够集中体现怀让独特禅学思想，并能够反映其学禅经历和传禅事迹的著名公案有不少，其中，“说似一物即不中”这则公案流传较广。据《景德传灯录》卷五《怀让传》的记载，怀让初见慧能时：

祖（指慧能）问：什么处来？曰：嵩山来。祖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71]

当惠能知道怀让来自嵩山慧安处之后，希望了解他的修行情况。所谓“什么物恁么来”，是问从嵩山来的人（怀让）修禅达到什么程度或境界，并不是问来的人是谁。这里的“物”，在禅典籍中可以兼指禅者所要体验的对象（所谓“体”，即本心佛性等）和体验的禅境界状态（所谓“用”，即无念等）。按照慧能南宗的基本观点，修禅者对禅境界的体验，就是对本心佛性的体验，也就是“明心见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性是“体”，参禅者的体验是这个本体的作“用”。例如，《坛经》在解释“无念”禅法时，就贯穿着这个思想。“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72]由此，就不难理解怀让的答语。他是直接针对问话而答，指他所体验的禅境（或者说“本心佛性的显现”）是不能用言语确切描述的，即“说似一物即不中”。

慧能又问，这种禅悟境界是可以凭借修行证得的吗？怀让的回答是肯定的：通过修行就能证得这种境界，所谓“修证即不无”。由于所谓禅境体验就是对本心佛性的体验，就是“明心见性”的过程，所以，如果不修行，就得不到这样的体验，就不能明心见性，也就是对本来清净的本心佛性的污染。慧能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认为正是这个对佛性的“不污染”，就是诸佛和禅宗僧人们所要时刻追求和保持的。

通过这段问答可以看到，怀让首先强调禅境的体验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和描述的，也就是强调本心佛性是超言离相的。其次，他强调有“修”有“证”，所要体验的禅境界，也就是本心佛性的显现，是要通过修行才能获得。所谓“不污染”，就是对修行的强调。这种见解符合怀让的律师出身。

实际上，尽管这些议论的言语很新颖，但是所反映的思想并非完全是怀让的首创，《神会语录》在讨论修行“无念”时，也涉及其中的一些问题。[73]不过，此段问答的确语言表述更精练，思想表达更明确。怀让的这番对答，涉及对南宗禅学核心内容的认识、理解和实践。对南宗禅学的理论作出这样的概括，对自己的禅行体验作出这样的表述，应该是一位不仅具有深厚禅学理论素养，而且具有长期禅修践行工夫的禅师。宋代禅僧就很推崇这番机语酬对，慧洪在引用了《景德传灯录》记载的这段问答之后评价：“大哉言乎，如走盘之珠，不留影迹也。”[74]
然而，怀让当时刚刚步入禅门，无论从禅学素养还是禅行实践方面讲，都难以与慧能进行这种程度的对话。日本禅史研究学者也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且提出了怀疑：“让龄仅过弱冠，参玄日犹浅，何以得如斯师子吼耶？”[75]对照成书略早于《景德传灯录》的《祖堂集》，就发现了一些问题。《祖堂集》的相关内容是：

祖问：子近离何方？对曰：离嵩山，特来礼拜和尚。祖曰：什摩物与摩来？对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在。于左右一十二载。至景云二年，礼辞祖师。祖师曰：说似一物即不中，还假修证不？对曰：修证即不无，不敢污染。祖曰：即这个不污染底，是诸佛之所护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76]

怀让初见慧能，只能认识到禅的体验不能用语言来确切描述，等到修行了十二年之后，才在慧能的进一步启发下，讲到禅的体验要经过修行才能证得，并且对清净的本心佛性采取“不敢污染”的严谨态度。《祖堂集》的这段记载，加上了怀让参学的史实和禅语问答产生的原因和背景，这正是《景德传灯录》所缺少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后者删除的内容。

然而，对照成书晚于《景德传灯录》的《天圣广灯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怀让）谒嵩山安禅师，安启发之，不契。乃直诣曹溪，礼六祖。祖问：什么处来？师云：嵩山安禅师处来。祖云：什么物与么来？师无语。经于八载，忽然有省，乃白祖云：某甲有个会处？祖云：作么生？师云：说似一物即不中。祖云：还假修证也无？师云：修证即不无，不敢污染。祖云：只此不污染，是诸佛之诸（护）念，吾亦如是，汝亦如是。[77]

根据这里的记载，怀让初见慧能，并不能理解慧能的问话并对答，这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怀让是律学出身，刚刚下决心习禅，对于有关南宗禅法核心内容的提问，很难提出自己有体验的独到见解。尽管《天圣广灯录》晚出，但它与《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相比，更注重记载怀让的求学经历，以及他的禅学思想形成过程。通过比较，可以说《天圣广灯录》不仅补充了《祖堂集》所缺少的历史内容，而且使人更清楚地了解到《景德传灯录》怎样不顾历史事实剪裁编排禅师机语的具体做法。

《景德传灯录》是把怀让与慧能不同时期的问答编排在一起。组成一个前后连贯、思想完整的单元。通过对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的加工整理，使禅书更具可读性。其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与杨亿编改《景德传灯录》时所确定的原则有关。杨亿认为，禅师的“参游之辙迹，此已标于僧史”，所以，《灯录》要删掉僧史传方面的内容，主要记下禅师的“启投针之玄趣，驰激电之迅机”。这样一来，《灯录》主要成为禅师的语录集锦，完全忽略禅语酬对的历史背景。同时，杨亿还强调对禅语问答进行加工，所谓：“或辞条之纠纷，或言筌之猥俗，并从刊削，俾之纶贯。”[78]《景德传灯录》对怀让和慧能的这一段形式完整的问答记录，明显就是本着“俾之纶贯”的思路进行编排的结果。它的意思完整了，思想内容清楚了，但由于删除了传主的“参游之辙迹”，距离历史的真实也就相对遥远了。从表面上看，这段问答可以用来概括怀让一个方面的思想，但是，由于它不能反映怀让的求学经历，不能反映怀让禅思想形成的过程，所以，完全按照《景德传灯录》的记载研究怀让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

《祖堂集》等还记慧能向怀让说，“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曾为其谶记，谓从怀让向后，“马驹踏杀天下人”，预示其弟子马祖道一的禅法将称雄于天下；而正是从道一开始，中国禅宗进入了新的重要发展时期。

（二）马祖道一及其禅系

马祖道一开创的江西禅系通称洪州宗，奉怀让为本系始祖，经过贞元（785—805）、元和（806—820）的几十年发展，名师辈出，成为当时禅宗中群众基础最为深厚、势力最大的一个宗系。

道一（709—788）俗姓马，被尊称为马祖，汉州什邡（今四川什坊县）人。据《道一塔铭》《圆觉经大疏钞》和《宋高僧传》等记载，道一开始从智诜门下的处寂出家学禅，再受具足戒于渝州（治所在今重庆市）圆律师，曾从学于无相（683—762）和尚，最后入衡岳师事怀让。离开怀让后，道一认为，“法惟无住，化亦随方”，便在今天的江西各地传禅授徒。他先后住在临川（唐时属抚州）西里山、南康（今赣县田村东山村）龚公山，两地共三十余年（742—773）。唐代宗大历八年（733），移居钟陵（今进贤县）开元寺，地近洪州（今南昌），随后一直以洪州为中心广泛地开展弘法活动，后世把他的禅学称为“洪州禅”。他圆寂之后，唐宪宗元和年间谥号“大寂禅师”。

道一弘教传禅得到江西官僚的支持，很快成为当时禅宗中最大的一支。《景德传灯录》记载有139人，依《祖堂集》有88人，各自弘化一方，以江西为主，遍及大半个中国。

道一没有著作留世，他的思想行事都是后人追记出来的。其中，道一的思想重点有三项内容。

第一，强调不执着于坐禅，坚持《坛经》中的“无住”法。

据《马祖道一禅师广录》记载，道一在开元年间到衡岳传法院修习禅定：

遇让和尚，知是法器，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师曰：图作佛。让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磨。师曰：磨砖作么？让曰：磨作镜。师曰：磨砖岂得成镜？让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耶？师曰：如何即是？让曰：如牛驾车，车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师无对。让又曰：汝为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师闻示诲，如饮醍醐。[79]

这则公案流传很广，是怀让教导弟子不要执着于坐禅，应该以“无住”法为主，也是继承《坛经》以来的传统。

第二，用自心把一切统一起来，除了“心”之外，一切皆空。

《祖堂集》记道一经常教诲大众的是：“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80]，“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自心是佛”就成了道一禅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也是对禅宗固有思想的强调。那么，“心”又从哪里“见”到呢？道一认为，“见色即是见心”：“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这是吸收的法相宗的主张：人的认识不可能把握物自体，而只能认识自身挟带的映象。因此，所见色相，只能是自心的现显；有什么样的认识，必有什么样的色相，色相依识而转。道一正是从色由心生的角度上判定色无自性，故曰色即是空，生等于无生；而“心”之所以能够表现为存在，又全在于有色的生起，所以说，“心不自心，因色故有”。这样，道一就把心、佛、色、空统一起来。这样一来，“触境皆如”就成了容易理解的观念。因为，任何“境”相都不外是心的产物，自性是空，故名为“如”。

第三，把禅的精神推进到世俗生活中。

在道一看来，坐禅不能执着，心是统领一切的，而心又只能在色中体现其存在。那么，禅的精神道理，最终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道一认为：“若体此意，但可随时着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着衣吃饭”的过程，就是“长养圣胎”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从不执着于坐禅，到树立“自心是佛”的坚定信念，再到以般若空观观察一切，看待一切，通过倡导“触境皆如”、“随处任真”，把禅推进世俗生活之中，使禅生活化，这就是道一禅学自己的逻辑发展，从修禅开始，到任运自然的生活结束。

在马祖道一的众多弟子中，以百丈怀海最为著名。据陈诩于元和十三年（818）撰《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怀海（749—814）俗姓王，福州长乐县人。早年落发于西山慧照，进具于衡山法朝，到庐江（安徽）后，足不出户学习藏经多年。后至洪州师事道一，“尽得心印”。道一圆寂后，先依其塔所，居止石门，重宣上法。不久，移新吴（江西新奉）大雄山之人烟四绝处，号“百丈”。由于得到当地居士的经济支持，徒众逐渐增多。《景德传灯录》载其弟子三十人，以灵佑、希运为上首，大多分布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和江苏各地。

作为禅林宗师，百丈怀海最主要的特点，是“日给执劳，必先于众”，即每天都参加劳动，有“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81]带领门人共同劳动，成为他独有的品格和禅风。他在禅宗历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制定《禅门规式》，把禅众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的制度巩固下来。

在现存记载的《禅门规式》中，有几点重要内容：

第一，别立禅居，为新生的禅宗群体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新的弘教传法基地，使禅宗与其他传统佛教宗派在制度上彻底独立出来。怀海为禅宗僧人创制前所未有的适合禅僧的集体居住地，这是禅宗与其他宗派彻底独立出来的重要标志，也是禅宗与以往传统佛教宗派拉开距离的标志。建立新型的禅宗寺院，所遵循的寺院戒律，就既不是纯正的小乘戒律，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乘戒律。所谓：“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82]正是在这种改变传统戒律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禅宗寺院才成为可能。戒律完全是为适应僧人的群居生活，依据教义需要、环境等制定出来的。无论是以禁欲为核心、以繁苛为特征的小乘佛教戒律，还是为纵欲行为辩护、含有浓厚排他性质的大乘戒律，都明显不适合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生重要变化的禅宗群体。所以，必须对大小乘佛教戒律都进行变革。但是，传统戒律必定有很多东西以维系僧团生活的基础，所以也不能完全废除，整个推倒重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海对原有的戒律进行“博约折中”，进行适合现实的改造。改造的结果，使禅宗的寺院废除了僧路贵族的特权，废除了寺院中的等级制度。消除了寺院的寄生生活，结束了以乞食为主要方式的僧团存在基础。一个新型的、全体僧众一律平等的中国独有的僧侣群体出现了。

第二，“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适应禅宗把外在信仰彻底转化为内在信仰的要求。传统寺院，无论规模大小，其中都有供养诸佛菩萨等偶像的佛殿。尤其一个地区的中心寺院，佛殿往往是寺院中最豪华、最富丽的所在，标志着寺院所能达到的规格，所能拥有的财富。在怀海看来，废除佛殿，不是对佛菩萨的不恭敬，而是为了“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也是就是说，不立佛殿，只建法堂，正表明了禅宗传佛心印的独特职责。禅宗最需要崇拜的，不是佛殿中的偶像，而是佛的心印。法堂并不是禅宗独创的场所，作为僧人集中讲经说法的地方，在传统佛教中就有。这里的变化在于，把法堂作为替代佛殿的唯一重要场所，则是一个重要变化，反对偶像崇拜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而重视法堂，又直接与禅宗新的弘禅传法形式相联系，与过去在法堂中的讲经说法完全不同。“其阖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坐，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83]
第三，“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以共同劳动为基础，建立寺院全体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制度。所谓“普请”，指集体劳动；“上下均力”，指寺僧不分职务高低，一律出力。普请的范围包括了生产和生活劳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这是每一个僧人都要参加的活动。在同劳动的基础上，还有同吃，即“斋粥随宜”。“斋”指素食，“粥”是主食，每天所吃要根据寺院的情况而定，不能违背“节俭”原则，即谓“随宜”。每天只有两餐，每个人都不例外，即“二时均遍”。除了同吃之外，就是“同住”。寺院中的僧人无论多少，无论地位高下，“尽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没有特殊待遇，“设长连床”，集体同睡。这种严格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制度，是以全寺禅众共同劳动为基础的，始终贯彻着除“长老”之外所有人在一切方面一律平等的原则。

第四，为了维护寺院稳定，建立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处罚制度。在《禅门规式》中，禅寺内有必要的分工，其中“长老”是通晓禅理（道眼）、德高望重的人，负责演说佛法、对答禅问，属于思想领袖。全院置十“寮舍”，各用“首领”一人，将所有禅众分别组织到有关生产劳动和生活服务的岗位上。对于那些不适合在寺院居住的人，也有相关的清除处罚措施。“或有假号窃行混于清众，并别致喧挠之事，即堂维那检举，抽下本位挂搭，摈令出院者，贵安清众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柱杖杖之，集众烧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这些措施，保证了寺院的稳定。

怀海制定的禅门规式，是山居禅众的典型模式，影响很大，多为后世山门所因袭。以后，中国禅宗的涉及面更广、内容更复杂的治理寺院制度就是在这种规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二 青原行思系的初期发展

行思（671—740）俗姓刘，吉州安城（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幼年出家，受具足戒后游方参学，曾住吉州青原山静居寺，故后人多称“青原行思”。行思慕名参访惠能大师，深得器重，在惠能众多的弟子中，行思居首。后受惠能嘱咐，回到青原山，他传禅授徒，建立禅宗基地。在行思的弟子中，以石头希迁最为有名，青原系的发扬光大也是从希迁开始的。

希迁（700—790）俗姓陈，端州高要（广东肇庆市）人，曾往新州礼惠能，惠能预言其“当绍吾真法”，劝令出家。开元十六年（728）于罗浮山受具戒。按照惠能临终所嘱，到青原山跟随行思修学，直到行思圆寂。天宝初（742），希迁到达衡岳，于南台寺东之石台上结庵，时人遂号为“石头和尚”。希迁在这里行化近半个世纪，弟子众多，影响广泛，成为当时与马祖道一齐名的禅林宗师。在江西、湖南等地行脚参禅的禅众多来往于门下。《景德传灯录》列石头法嗣二十一人，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丹霞天然（739—824）、药山惟俨和天皇道悟三支。

《祖堂集》载有希迁所撰《参同契》全文，一般都把它视作石头禅系的理论基石，后世的疏解颇多，影响也大。《参同契》是专为“参玄人”写的，将“参禅”正式命名为“参玄”，应该是自希迁开始。那么，把“参禅”解释为“参玄”，也反映希迁更多地接受了老庄的思想。通过“参”这个手段而要达到“同契”的目的，自然是倡导把有矛盾、有分歧的事物和见解调和起来、一致起来。在当时的禅林，最大的分歧是南北宗、顿渐门的矛盾和分歧，这自然也就成了宗师要调和的重点所在。《参同契》开首就说：“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84]禅宗是从古印度传来的，东土和西天历代祖师都是秉承释迦佛的以心传心宗旨，密相嘱咐。人的根器有不同，天生素质有高下，并不能因此认为可以有什么经典或衣钵相承。利、钝，南、北是存在的，但“道”一以贯之，没有差别，所谓顿门、渐门都不能成立，能够成立的就是以心传心。在关于“心”的说明上，《参同契》相当集中地表达了石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85]

禅宗所传的心（灵源）是明洁清净的，多种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枝派）与心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心的显现。心和物原来是一体，理事本来是圆融，所以就不应该偏执于任何一方。如果把理和事分开，执着于事是迷，只追求契理也不是悟。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既不执着于事，也不执着于理。希迁吸收了华严宗十玄门的基本思想，认为每一门都有一切境界存在。尽管门类繁多，但各门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类，即“回互”与“不回互”。所谓“回互”，是指彼此之间相互融通，相涉相入；所谓“不回互”，是指彼此独立而保持自身特点，这两种表现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希迁较多地接受了华严思想的影响。主张理事、心物的融通。同时，他又把心物、理事统一于虚玄无相而又灵明不昧的人“心”。一切都是心的体现，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的存在。只要触目会道，便能运足之路，也就是说，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正确实践的前提。希迁更多地接受了华严思想，比较侧重于从理事关系方面立论，心、理、事是三个重要概念。

在石头希迁时期，禅林中参禅行脚、问答酬对之风逐渐兴起，在禅僧师徒和师友间如何运用语言也逐渐受到重视。《参同契》从理事方面立论，论述了运用语言的艺术，也就是禅语的艺术：

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明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暗相睹。明暗各相对，譬如前后步。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86]

在禅宗师徒或师友之间的禅语问答酬对过程中，不论讲“本”（心）、讲“末”（物），都须汇归自家宗旨，遣言用语要符合身份。也就是说，在禅语问答中，既要注意禅理的问题，也要注意问答双方的身份问题。那些看起来很浅显直白的句子中可能含有深意，不要对这样的句子只从字面来理解，不去理解其中的深意。有些句子看起来好像很难懂，实际上，其中蕴含的道理十分简单，不要在难懂的语言表面太费工夫，要理解其中很简单的道理。无论是讲话的人还是听话的人，都要明白语句本身与其中蕴含道理的关系，如同走路时的前后步伐一样，不能偏废。世间的事物都有各自的功能，如果掌握了用语的明暗关系，就能充分发挥语言的效力，充分获得启悟的功能。

《参同契》最后予以总结：

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见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远近，迷隔山河（固）。[87]

“事”就像盒子的盖子，与“理”是完全相合的。就是说，没有事外之理，也没有理外之事，“事”本身就可以完全表达整个的“理”、所有的“理”。如果与禅“理”相应，不违背“理”，那么，言来语去就像箭锋相拄，双方的语言都是与“理”不相违背的。要从言语中明了宗旨，不要另外立一些衡量禅语问答的标准和规矩。只有懂得了关于理事的这些道理，并将其运用于机语酬对中，就能“触目”“见道”，不会走错路，否则就会迷失修行的方向。

《参同契》从理事关系的角度对语言运用技巧的论述，在禅宗史上有特殊意义。自禅宗参禅之风盛行，早期“离言语道”的默坐禅风退居次要地位，“言下便悟”逐渐成为主流，运用语言的艺术日益受到重视。《参同契》中提出的一些原则，对如何认识禅语酬对产生了很大作用。分析此后兴起的禅宗五家的“宗风”、“宗眼”、“宗旨”等，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希迁思想的影响。

三 机锋棒喝与呵佛骂祖

当道一和希迁分别在江西和湖南建立两大禅宗传法基地的时候，禅宗的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也开始了一个大的变化。在当时的南方，在不同寺院中的禅僧们往往不是长时间的居住于同一个寺院，或者同一个地方，而是经常四处流动，到不同的寺院中去学习禅学。造成这种四处流动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原因，由于某些寺院生活出现问题，只好到别的寺院去住；有的是出于寻访名师的原因，到各地大的寺院去拜师学艺；也有的是为了扩大见闻，建立联系，或为寻找进身之阶。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样一来，在江南的禅宗中，从中唐开始，兴起了“行脚参禅”的风气。禅僧们四处游动，不长期居住一个寺院，就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有的僧人甚至终生都在游动中。追求长时间的到各地学习，在很长时间里在禅宗界流行。

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修行方式的改变，教禅、习禅，乃至弘禅传法都出现了新的形式。禅的体验已经不仅仅是参禅者个人的事情，不仅仅是静坐观想的事情。在流动中参禅的僧人，每到一地，遇到禅师总有交流，产生关于禅学体检、禅学见解，以及评判优劣、考虑高下的问答。这样一来，禅宗师徒之间或师友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切磋，以及关于禅学理论和实践的所有勘验、启迪、评判，都在问答酬对中进行。参禅僧人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要和住持寺院的禅师有一番问答，如果言语不契合，意见不一致，相互之间认为没有缘分，便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寺院找其他的禅师。相反，如果言语投机，意见一致，相互之间认为有师徒缘分，就住下来。

师徒之间或师友之间的这些相互问答酬对，被称为“斗机锋”，表明宾主之间的言语往来如同上阵交锋，短兵相接。这种问答酬对，逐渐成为禅林中教禅学禅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问答中使用的语言，被称为“机语”。在问答中，有时也配上动作，被认为也是有启悟功能的。

机语有的是正面讲的语句，是直接针对问话讲的，有的则是一些含蓄的句子，更有一些是很隐晦的话，不能直接从字面来理解。使用机语的目的，或者是交流彼此的禅学体验和见解，或者是试探对方是否理解，或者是旁敲侧击启发参禅者醒悟。有时候双方见面之后并不说话，而是用推、打、踏的动作来表示，或者用高声喝叫来表示。这些就被总称为“棒喝”。有些禅师甚至以或打或骂作为自己教禅、弘禅的特点。运用机锋与运用棒喝的目的是一样的。

机锋棒喝盛行于中唐到五代末年。在此之后，虽然机锋棒喝仍然行于丛林，但是已经度过了黄金期。机锋棒喝的盛行首先与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有关，同时，其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禅宗对禅境的体验有关。认为自心佛性都是离言绝相的，不能用思想来确切把握，不能用语言确切描述，只能凭借自己的亲身体验。对于禅宗的理论，重要的不是记住此句，而是要贯彻在修行实践中。这样一来，对于参禅僧人问到的司空见惯的问题，就不能总是用现成的、正面的、同样的话来作答。使用机锋棒喝的目的，一来是要表达那些无法确切表达的内容，二来是要因材施教，从解决具体问话者的实际问题来作答。同样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人可以有同样的回答。

大体来说，禅宗僧人的问答机语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问题的正面解答，是正面说理或讲解教义，是完全可以从字面来解释的参禅问答。第二类是介于可解释与不可解释之间的问答机语，大多用语比较含蓄，带有暗示的意义，目的是启发问者领悟言外之旨。这些问答的真正含义不能完全从字面上来解释，而是要联系问答双方当时的情景，联系双方的基本禅学思想来解释。第三类是答非所问的句子，完全不能从字面来解释，其中的含义只有问答双方才有可能理解，外人是无法理解的。在此后的禅宗语录中记录了大量的禅宗机语，大体不出这三个方面的情况。

禅师使用机锋棒喝，虽然有着同样的主观目的，但是，由于每位禅师的文化修养不同，启悟方式有别，问答时的情境也不一样，机锋棒喝的方式也就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含蓄生动，有的粗俗率真，有的是正面词语，有的则是反语、隐语或答非所问的话，所谓嬉笑怒骂，皆蕴禅机。由于禅林中逐渐盛行师徒间或师友间通过问答酬对来交流思想，启悟、勘验，所以，才思敏捷、善于运用机语，也成为宗师们必备的本领，正如同在义学法师那里必须善于讲解经论一样。这种斗志弄巧的机语酬对，也逐渐引起文人墨客的兴趣。

在机锋棒喝盛行的情况下，某些禅师也出现了呵佛骂祖、非经毁教的言行。石头希迁的弟子丹霞天然曾说：“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他在遇到天气寒冷的时候，把木佛像也搬来烧了取暖。“人或讥之，师曰：吾烧取舍利。人曰：木头何有？师曰：若尔者，何责我乎？”[88]
此类言行在武宗灭佛之前还只是极为个别的现象，而其后整个晚唐五代，就明显多起来了。沩山灵佑问弟子仰山慧寂：“《涅槃经》四十卷，多少佛说，多少魔说？”慧寂回答：“总是魔说。”灵佑听了十分满意，夸奖他“已后无人奈子何[89]！”这样的呵佛骂祖、非经毁教言论，已经算是比较文雅、比较斯文了。像“杀佛杀祖”、“烹佛烹祖”这样的话，是比较普遍使用的，而且一直在禅门流行久远。还有一些禅师，比如对释迦牟尼佛、达摩祖师、十地菩萨等的咒骂，对佛教追求的涅槃、菩提以及各类经典的用词，完全到了不堪入耳的丑恶程度。当然，即便在唐末五代时期，有此类言行的禅师人数也并不多；在整个禅宗语录中，记录此类言行数量也很少，但是此类出于一些宗师之口的极端言论和行为，不仅在佛教中影响大，在社会上也形成影响。

这种极端言行，也被解释为是一种教禅方式、启悟手段，而且是只有那些信仰坚定、佛学精湛、道德高尚的“大善知识”才能够使用的。临济义玄说：“夫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骂辱诸小儿，向逆顺中觅人。”[90]但是，“骂辱诸小儿”的做法可能适应当时流入禅门信众的素质，能够为他们所接受，的确在一定的情境中有启发人们证悟的功能。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依据“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之类的言行，就认为禅宗发展到了佛教的对立面，判定这时的禅宗就不是佛教了，但是，诸如此类的言行的确有损于佛教的形象。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禅宗把反对偶像崇拜、轻蔑教条戒规、强调自证自悟的教义已经推到了极端的程度，实际上也是有违于佛教基本教义的。

禅宗坚持般若空观，认为一切有形象的东西都是出于生灭之中，都是不实在的，按照《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观点看待一切，那么所有经典佛像，无论或圣或贤，当然都属于生灭之列，不代表正常如实之道。同时，禅宗的主流派系，大约从来没有承认过“心”外有“佛”，否定一切外在的崇拜对象。从禅宗这样的认识论和心性论出发，自然会强调明心见性，走向内寻求解脱的道路。但是，从整个佛教教义来考察，佛教不仅强调向内解脱的方式，也开辟了向外寻求解脱的道路。当佛教强调信仰者时，是走向内解脱的道路；当佛教强调信仰对象的时候，是强调走向外解脱的道路。凭借自力解脱和仰仗他力拯救总是相互结合的。禅宗在强调自我解脱、强调唯心净土的时候，彻底否定崇拜对象的存在，否定西方有相净土，否定他力解脱的合法性，实际上也是对整体佛教的片面接受，而不是全面继承。在禅宗把本宗的理论个性无限扩大的同时，实际上是违背了佛教的整体思想。把自我解脱和他力拯救结合起来，把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结合起来，把基本原则与权宜方便结合起来，才能使禅宗从片面接受佛教遗产走向全面接受佛教遗产，从突出一种思潮、振兴一个宗派，走向融合各种思想、振兴整个佛教的道路。而这种思潮也在唐末五代出现了，与那种极端言行的流行始而并驾齐驱，继而成为主流。尤其在以后五家宗派的法眼宗中，表现更为明显。

第四节 禅宗五家及其初期发展

武宗灭佛之后的晚唐五代，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许多失去土地或躲避战乱的农民皈依佛教，也就是走进禅门。这样一来，涌入佛教中的人数增多，也就进一步加快了整个佛教的禅宗化步伐。禅宗在晚唐五代生机勃勃，繁荣昌盛，与其他派系或湮没无闻或衰落不振形成鲜明对照。这个时期发生了禅宗派系的第二次巨变，其结果是后世禅门主要派系都先后形成。同时，禅宗在突出理论个性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融汇佛教的其他各种法门，开始走上集佛教发展之大成的理论发展道路，尤其以法眼宗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禅宗在晚唐五代的发展，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最终找到了适应社会的成熟形态——集佛教发展之大成的禅宗。这种发展趋势在晚唐五代只是开端，进入宋代以后，就成为中国佛教不可改变的发展潮流。

晚唐五代时期禅宗中山头林立，派系众多，从《五灯会元》以来，把慧能禅系归结为南岳、青原两系，下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派系的概括，而并不是对当时所有派系的概括。不过，这种概括成为禅门定论，习称为“禅宗五家”或“禅门五宗”，再也没有变动过。在南岳一系，怀海门下有沩山灵佑居潭州沩山、其弟子慧寂居袁州大仰山，师徒共建“沩仰宗”；希运弟子义玄于河北镇州滹沱河边建临济院，创“临济宗”。在青原一系，良价居高安洞山，其弟子本寂住抚州曹山，共建“曹洞宗”；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创“云门宗”；文益住金陵清凉寺，创“法眼宗”。这五个宗派的兴衰变化，深刻影响着整体禅学的发展趋向。

总的来说，禅宗五家在基本理论上都是祖述惠能，并没有大的区别，然而在融合不同教派的思想方面、在接引学者的禅语使用方面、在教禅和学禅的理论方面，形成了各家的不同特点。诸如此类的不同内容，被称作门庭施设，或者被称作“宗旨”、“宗风”或“宗眼”，这是各派新禅风的具体体现。

各派新禅风的出现，是与佛教在晚唐五代的整体发展态势相联系的。进入晚唐，尤其是会昌年之后，社会动荡更加剧烈，佛教内部争取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也激烈起来。四处流动的行脚僧人空前增加。禅宗经历了缄默静坐、不立文字、农禅兼行、寓禅于作等各种变化，到了必须适应行脚天下、接应四方的新形势时期，由此创造出新的行禅方式，也就是形成了各派新的“宗旨”、“宗风”、“宗眼”。

一 沩仰宗

从灵佑在沩山开始弘教传禅到本派的传承系谱不可确考，前后有150年左右，是五家宗派中历史最短暂的一家。但是，作为五家中第一个形成的宗派，其禅风影响则比较久远。

（一）灵佑与慧寂的创宗建派

灵佑（771—853）是福州长溪（今福建省霞浦）人，俗姓赵。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各种资料的记载是一致的，但是，关于他出家、受具足戒年代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其中，学者常引用的《宋高僧传》卷十一《唐大沩山灵佑传》中，就有两个说法。本传说灵佑“享年八十三，僧腊五十九”。由此推算，灵佑受具足戒应该是25岁时。但是，本传同时又说灵佑“冠年剃发，三年具戒”。“冠年”为20岁，那么灵佑受具足戒的年龄就应该是23岁。另外，《宋高僧传》本传所述灵佑去江西并在途中遇到寒山、拾得等事迹，又与《祖堂集》卷十六《灵佑和尚》所载的“年二十三”时的事迹一致。因此，23岁是灵佑到江西投奔百丈怀海的时间，而不是受具足戒的时间。灵佑受具足戒应当在23岁之前，因为，从神异僧人拾得预言他将成为宗门领袖、怀海对他的重视等记述来看，灵佑当时不可能是没有受过戒的人。

根据《景德传灯录》卷九《潭州沩山灵佑禅师》记载：灵佑“寿八十三，腊六十四”。按照这种说法推算，灵佑应该是20岁受具足戒。综合其他资料分析，《景德传灯录》卷九本传的记载比较可信。因此，结合《祖堂集》卷十六《灵佑和尚》的记载，我们可以认为，灵佑15岁辞亲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师剃发，20岁在杭州龙兴寺受戒，学习大小乘经律。23岁时，他对只学习佛教经典感到不满足，认为“诸佛至论，虽妙理渊深，毕竟终未是吾栖神之地”[91]，于是游方参学，辗转到江西参见百丈怀海。

灵佑在百丈怀海处参学，顿了祖意。元和末年（820年前后），随缘到潭州（在今湖南长沙），庵于大沩山（今湖南宁乡县）。这里山高林密，灵佑最初是独自修行和生活。不久，得到远近山民的帮助，建立了寺院。当时襄阳连率李景让统摄湘潭，乃奏请山门，号“同庆寺”。十数年后，在他身边的徒众多达五百余人，其所住处成为重要的禅宗基地，所谓“言佛者天下以为称首”。可以说，到会昌五年（845）灵佑离开寺院之前，已经完成了建立宗派的过程。

灵佑创宗建派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也经历了波折。大约在会昌五年，武宗毁佛命令在这一地区推行，灵佑用布裹头充当普通老百姓，藏匿民间，众多弟子也星散各处。大中元年（847），唐宣宗下诏恢复佛教，裴休把灵佑请出来弘法。大约在这段时间，传说裴休为灵佑建立了密印寺。同时，灵佑还得到湖南观察使崔慎由的支持。因此，灵佑一生弘教传法，既得到了一般民众的拥戴，也得到了地方军政官员的帮助。灵佑主张垦荒开田，传说寺院僧众最多时达一千五百人。

灵佑于大中七年（853）圆寂，大约两年后，卢简求为他撰碑，李商隐撰写碑额。咸通四年，懿宗赐谥“大圆禅师”号。《祖堂集》记载灵佑弟子五人，《景德传灯录》记四十三人，十一人见录。到灵佑的第二代弟子，沩仰宗传播的范围就很广泛了，弟子已经分布于今天的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湖北、陕西、河南等地。

慧寂（807—883）俗姓叶，韶州怀化人，17岁在南华寺。行脚参禅数年后，投到灵佑门下，大约住了十四五年。慧寂35岁时，也就是会昌元年（841）左右，离开沩山，到袁州的仰山（今江西宜春县）传法。很快他在那里建成了大的传法基地，成为灵佑弟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慧寂对沩仰宗的发展壮大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其一，把灵佑的禅法传到袁州、洪州和广州等地，前后被诸州府节、察、刺史相续十一人礼为师，扩大了本宗派的影响；其二，他在弘禅过程中运用圆相以“表相现法，示徒证理”。关于慧寂的嗣法弟子，《景德传灯录》卷十二列出十人，其中著名的有光穆、景通、文喜、光涌、新罗顺之（了悟）等人。仰山慧寂到仰山光涌时期是沩仰宗的兴盛时期，光涌之后，沩仰宗逐渐衰落。

在禅宗五家中，唯有沩仰宗是在会昌年之前就形成宗派组织规模，与临济宗在内其他四家相比，沩仰宗的禅法更多衔接此前禅学的发展，更多保留了传统佛教的内容，更多体现了大乘佛教的处世之道。

（二）灵佑禅法特点与沩仰宗风

灵佑注重从体用、性相和理事关系方面驱迷启悟、教导僧众、表述思想，并且把体用一致、性相常住、理事不二作为修行的最高境界。

《景德传灯录·灵佑》记载，有一次，“普请（集体劳动）摘茶。师（指灵佑）谓仰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请现本形相见。仰山撼茶树。师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仰山云：未审和尚如何？师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师云：放子二十棒”[92]。

慧寂以“撼茶树”作答，灵佑认为他“只得其用，不得其体”，是对他的批评。而灵佑以沉默不语应对慧寂的问话时，慧寂认为他“只得其体，不得其用”，也是对他的不肯定。最后，灵佑以“放子二十棒”斥责，表明自己并不是追求“只得其体，不得其用”，即他不承认只得其“体”就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只得体与只得用都有偏差。“体”是抽象的存在，没有定相，不可言说的，“用”是可以言说的。这一段问答，目的是要说明灵佑主张体用一致。

性相、理事与体用属于同一类概念，主张体用一致，必然强调“性相常住”和“理事不二”。灵佑正是特别重视这一点，并以此论证佛境界，也就是解脱境界。灵佑所强调的佛境界就是理事结合、性相结合、体用结合的境界。慧寂在沩山时请教灵佑：“如何是真佛住处？”灵佑回答：“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佛如如。”[93]
“如何是佛”的问题，就是佛境界是什么状态的问题，也是间接地问如何成佛的问题。这里的“无思”，也就是“无念”、“无心”，观想达到“无思”的程度，就是灵性的显现，也就是自我本来面目的显现。思与无思实际上是不可分开的，共同作为人的灵性表现而存在。灵佑答语的大意是：“思”的归宿应该是“无思”，这个无思就是心的本源。当思成为无思时，就返到了本源。而这个本源是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的。据说慧寂正是听了这个说教而“顿悟”。以后他给弟子说法，经常宣讲这样的内容，并且直接引用灵佑的话。

作为五家中最早形成宗派的创立者，灵佑的禅学思想有着进一步解决慧能禅学中的问题，或者说接续其学说发展的特点。其中，关于顿悟与修行两者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宗倡导顿悟，慧能主张“本性顿悟”，“一悟即至佛地”。但是，顿悟之后还要不要修行，在慧能那里并没有现成的明确答案。禅宗的所谓“悟”，是有多层含义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主要内容：其一，它指对教理、教义的认识，理解和领会，这也被称为“解悟”；其二，是指对禅境的特殊直观体验，是解决心理感受问题，这也被称为“证悟”。然而，无论是解悟还是证悟，相对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而言，“悟”只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心理体验问题，并不是解决与外在世界相关的实践问题。“悟”是对“理”、“性”、“体”的认识和体验，“修行”是对“事”、“相”、“用”的对待和处理。因此，悟与修行的问题也就成为禅僧们经常要请教的问题。在灵佑那个时代，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被禅僧广泛接受的权威答案。灵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

当时有僧人问：“顿悟之人，便有修否？”他回答：

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与不修，是两头语。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道别有法，教渠修行趋向。从闻入理，闻理深妙，心自圆明，不居惑地。纵有百千妙义，抑扬当时，此乃得坐披衣自解坐伙计。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趋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94]

这是对顿悟与修行关系问题的经典性论述，反映了沩仰宗的思想特点。这段话的大意是：对于那些真正顿悟自性真理的人，他自己知道如何契合时机行动，说他的行为是修行或者不是修行，都属于不正确的见解。也就是说，在悟道的先圣那里，并没有修与不修的区别。对于一般的修行者，即便他因为因缘巧合，在“一念”之间顿悟了自性真理，那无数劫以来积累的宿业习气也并不能因为一念之悟而全部消除。还应该不断地修行，逐渐改变与生俱来的染污心识。也就是说，获得“顿悟”的一般参学者，还要下唯识宗所讲的“转染还净”、“转识成智”之类的工夫。这种消除与生俱来的宿业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修行并没有什么别的奇特方法，只是要从理解禅宗的道理开始。透彻理解了禅宗的道理，自然心地圆明，不会再有迷惑。但是，任凭道理有千条万条，要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还是自己要下一番工夫的，这是只懂得了“理”、体验了“理”所无法代替的。并不是顿悟了“理”就一了百了，就完全解脱了。总的来说，在理的方面，是彻底清净的，不受世俗的尘埃污染，但是，对于修行来说，不能舍弃任何一种修行法门。如果按照禅宗直接探究心源、明心见性的方法修行，那就要消除一切执着于凡圣差别的错误观念，这样，清净的心体就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做到理事不二，就是成佛。所谓“理事不二”，就是既顿悟了“理”，又能按照“理”来处理“事”。达到这个境界，也就是佛的境界。

灵佑针对当时禅宗界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从理事关系上立论，给出了解决顿悟与修行关系的明确答案。他的论述，既没有违背禅宗历来倡导的“顿悟”说，又通过保留更多的传统佛教内容，为禅僧提出了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实践问题结合起来的成佛道路。总之，灵佑教人不要以顿悟为终极目标，既没有违背慧能以来强调顿悟的传统，又没有把禅宗与传统佛教的修行规定完全斩断。

灵佑注重从体用、性相、理事关系方面立论，是继承了华严宗的传统。从影响上来讲，以后的临济、曹洞、云门、法眼各宗，都重视从理事关系方面来组织其禅法思想。我们不能说后来的宗派是受了沩仰宗的直接影响，但至少可以说，沩仰宗在这方面是开风气之先的。

沩仰宗使用圆相这种特殊形式来表达思想，交流禅学见解和禅体验，在禅宗历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并且影响深远。从灵佑开始，就通过画圆相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根据《景德传灯录》记载，韦胄曾向灵佑乞“偈子”，以指示“漕溪宗旨”。灵佑认为这种深奥的道理不可言说，就拿张纸画圆相（○）（满月相）并在圆里面写字来表示。并且说：“左边思而知之落第二头，右边不思而知落第三头。”这是在表达慧能一系“无思”的宗旨，但是，用这种画圆相中间夹字的形式来表示，并且再用这种话语来解释，实际上是很难理解其中含义的。到了慧寂，画圆相的频率就更高了。比如，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用手作圆相，圆相中写一个“佛”字。这种作圆相写字的方法，在慧寂的弟子辈中进一步发展。到宋代编成的《人天眼目》中，概括了更多的圆相图形，成为一种作图示意的系统。这种被称为“表相现法，示徒证理”的做法，不经过解释是不能理解的。

法眼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把沩仰中的“宗眼”概括为“方圆默契”，即禅者交流的时候画圆中有方的图案，相互不说话（默），由此达到心领神会（契）。这也正如慧寂所主张的：“诸佛密印，岂容言乎？”[95]把“圆相”视为神秘的符号，用以表达语言不能准确描述的禅境体验，正是运用这种作相示意的原因。沩仰宗的这种做法，与《周易》中的“立象以尽意”，最后达到魏晋玄学所倡导的“得意忘象”的思维模式是比较相似的。

二 临济宗

临济宗形成于会昌法难之后不久，是禅宗五家中唯一起源于北方的宗派，并且在百年之后逐渐成为禅宗中支脉最繁、人数最多的一系。这种情况一直到现代也没有改变。

临济宗的创立者是义玄（？—866），俗姓邢，曹州（今山东菏泽）南华人。出家受具足戒之后，曾先居讲肆，“精究毗尼，博赜经论”，是对经律论三藏经典都同样重视学习和研究的。继之，他“更衣游方”[96]，先参访百丈怀海的弟子黄檗希运，以“行业第一”闻名。后来三次参问“如何是佛法的大意”，三次遭黄檗打，未领深旨，遂向高安（今江西高安）滩头的大愚请教，大愚说：“黄檗与么老婆心切，为汝得彻困。”义玄于言下大悟。义玄常参加普请劳动，又为希运作信使，与径山、沩山多有往来。离开黄檗以后，义玄继续行脚参禅，后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于城东南隅临滹沱河的小院住持，因号“临济”。他在道一的另一法孙普化的帮助下，在一般社会民众中产生了影响，也获得了当地官僚的支持。不久，义玄到大名（属魏州，河北省大名东），住兴化寺，终于此寺。

据《景德传灯录》载，义玄有嗣法弟子二十二人，其中十六人见录，主要分布在河北三镇，以镇州的宝寿沼、三圣慧然和魏州的兴化存奖为代表；有个别人在江南传禅，即潭州的灌溪志闲。

义玄禅学的主体，依然是继承了慧能以来的南宗思想，倡导自证自悟，不假外求。他说：

无佛可求，无道可成，无法可得。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欲识汝本心，非合亦非离。道流，真佛无形，真道无体，真法无相。三法混融，和合一处。辨既不得，唤作忙忙业识众生。[97]

在他看来，“真佛”、“真道”、“真法”三者混融和合而为一，是世间与出世间的本源，是人们树立自信的根本。这三者不存在于本心之外，都是人的本心和本性所具有的，因此，修行的目的就是认识自己的“本心”，除此之外的所有追求，都是与解脱、与转凡成圣没有关系的。所以，他强调参学者要“求真正见解”，而所谓的“真正见解”，说到底，就是牢固树立“自信”，信仰“即心即佛”。他倡导和鼓励参学者，“大器者要不受人惑，随处作主，立处皆真，但有来者，皆不得受”。他所要求的、倡导的，就是唤起人们的自信、自尊、自由、自主、自有定准，不受外界环境的支配，做到立处皆真。

既然一切都不假外求，那么，解脱之道在于“无心”；实现“无心”的途径是“歇念”或“息念”，就是不要“无事”找事。所以，他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义玄早年参访的是江西的各位著名禅师，他的思想也来自这一系。他把江西的禅思想弘扬到了北方。

从义玄开始，临济宗总结了不少主客间应对的方法，概括出了不少教禅和学禅理论，把禅宗历来重视的“机辩”又推进了一步。南宋临济宗杨岐派僧人智昭著《人天眼目》六卷，曾对五家宗派的禅法思想和传法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其中，该书卷二对“临济门庭”的总结是：

临济宗者，大机大用，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转天关，斡地轴，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纵，杀活自在。是故示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拣、金刚王宝剑、踞地师子、探竿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大约临济宗风，不过如此。要识临济么？青天轰霹雳，陆地起波涛。[98]

从义玄开始，应机接物、教禅启悟就以峻烈著称。这里所谓的“脱罗笼，出窠臼”，“卷舒擒纵，杀活自在”，是说其所用禅语不合常规，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或语言来应对参禅者，并且没有一点造作，没有一点感情用事，纯属天然。这里的“虎骤龙奔，星驰电激，转天关，斡地轴”，是形容义玄总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彻底剿绝情识，彻底扭转参学者的本来思路。义玄的棒喝交加与呵佛骂祖，就是这种所谓“用格外提持”的样板之作，并且影响久远，在以后的禅宗史上没有哪位宗师超过他。

《祖堂集·义玄传》说义玄“以喝、打为化门”，十分贴切。用“喝打”方式启悟参禅者、表达禅学见解，并不是从义玄开始，也不是到义玄结束。但是，使用“喝打”之频繁和彻底，赋予“喝打”的意义之复杂和神秘，似乎没有任何人超过义玄。他经常讲自己“在黄檗处三度发问，三度被打”，这成了样板。就其中的“喝”而言，到底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什么用意，很难分析清楚，义玄自己就“喝”这种行为本身进行了解释：

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99]

按照智昭的解释：“金刚王宝剑者，一刀挥尽一切情解；踞地师子者，发言吐气，威势振立，百兽恐悚，众魔脑裂；探竿者，探尔有师承无师承，有鼻孔无鼻孔；影草者，欺瞒做贼，看尔见也不见。”[100]
从智昭的解释我们可以了解，“喝”有时候是为了消除“情解”，有时候是为了消除错误观念，有时候是为了试探对方有没有师承，有没有正确见解，有时候是为了试探对方的见解深浅。“喝”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下的多种含义、多种使用目的，实际上是把“喝”的行为神秘化了，让人无法理解和把握。对于“棒打”而言，与“喝”的情况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义玄的“格外提持”禅机不仅表现在行棒行喝上，还表现在呵佛骂祖、非经毁教的言行上。他说：

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等妙二觉，担枷锁汉；罗汉、辟支，犹如厕秽；菩提涅槃，如系驴撅。[101]
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辱骂诸小儿，向逆顺中觅人……自古先辈到处人不信，被递出，始知是贵；若到处人尽肯，堪作什么？[102]
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103]

义玄在滹沱河畔弘教传禅正是佛教经历会昌法难之后，佛教在社会民众中的形象处于亟待提升的时期。无论怎么解释义玄这些出格的禅语，都无法否认，这是破坏传统佛教的因素，是不可能在佛教中长期存在的现象，并且是不能为虔诚的佛教信徒所接受和容忍的言行。但是，从分析呵佛骂祖的现象就得出禅宗不是佛教、禅宗走到了佛教的反面等结论，也是过高估计了呵佛骂祖现象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

除了棒喝交加和呵佛骂祖之外，义玄还有一套有关教禅和学禅的理论，正是上面智昭总结的“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拣”以及“四照用”。

关于“三玄三要”，义玄指出：“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104]三玄是指三种原则，三要是指三个要点，一句话中要具备三种原则，一种原则中要具备三个要点。三玄三要是针对讲者和听者两方面来说的，对于讲者，要求讲话要含蓄、富于多重含义，尽量使话语玄妙，给人以咀嚼回味的余地。对于听者，要求不执着于话语的表面意思，要去领略言外之旨。义玄对灵活使用语言酬对非常重视，指出：“道流，如禅宗见解，死活循然，参学之人，大须子细。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师子，或乘象王。”[105]在言语往来中，有时要根据对方根机素质有针对性地讲话（应物现形），有时要讲出禅学真谛来（全体作用），有时要把嬉笑怒骂都作为慈悲接引的方式（把机权喜怒），有时说话要留有余地（或现半身），有时要表现出文殊般的智慧（乘狮子），有时要拿出普贤样的行动（乘象王）。

义玄提出“三玄三要”，反映了禅宗追求宣言妙语、追求语言艺术的倾向。义玄本人并没有讲“三玄”是什么、“三要”是什么，到宋代禅僧那里才进一步演绎出来，从而使在参禅酬对中追求宣言妙语成为时尚和潮流。

义玄对“四宾主”有一个讲解：

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学人便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唤作客看主。

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客。

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善知识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

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呼为客看客。[106]

所谓“客”，也作“宾”，是指禅学外行、不懂禅学的人，与或为禅师或为参学者的身份无关；所谓“主”，是指禅学行家、懂禅学的人，也与或为禅师或为参学者的身份无关。在“看”字的前面是禅师的位置，后面是参学者的位置。如果“看”字前面是“主”，意味着禅师是行家，否则，禅师是不懂禅的外行。

“客看主”，是说师父是外行，参学者是懂禅学的行家，所以，这个为人师表、承担启悟学人职责的禅师已经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即这样的人不配当启悟参学者的老师。

“主看客”，是说禅师是行家，有针对性地指导参禅者，但是参学者不堪造就，固执自己的错误见解不改正。

“主看主”，是说酬对双方都是禅学专家，相互激励，相互交流，相互肯定。

“客看客”，是说酬对双方都是外行，不懂禅学，问答越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不但消除不了双方的谬见，反而增加谬见，所谓“枷锁”上面再套一重“枷锁”。

义玄的“四宾主”理论说明，在参学过程中，并不一定禅师就一定比学者高明，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里包含着教学相长的思想。

“四料拣”是讲根据不同情况而灵活施教，具体内容是：“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义玄自己对这四句都有一个解释，但是使用的是不能从字面来理解其含义的句子，无法强为之解。这里的“夺人”，指消除以自我为实有的错误观念，“夺境”，指消除以客观世界为实有的错误观念。在接引具体的参学者过程中，要根据他们的根机和具体情况，灵活施教，有什么样的错误就有针对性地予以消除（夺）；没有相应的错误认识，当然就不用消除（不夺）。夺与不夺、夺什么与不夺什么，完全根据参学者的根机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

《人天眼目》卷一所记载的“四照用”是：

师一日示众云：我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先照后用，有人在；先用后照，有法在；照用同时，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针锥；照用不同时，有问有答，立主立宾，合水和泥，应机接物。若是过量人，向未举时撩起便行，犹较些子。[107]

“照”是指般若空观，“用”是承认假有。“四照用”与“四料拣”的主旨是一致的，都是强调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施教。“先照后用”，指首先讲真空观的同时并不否定观照主体的存在（有人在）；“先用后照”，指首先讲假有的同时也肯定了假有就是真空的表现（有法在）；“照用同时”，指把真空和妙有结合起来讲，就完全破斥了人们的所有错误观念；“照用不同时”，指针对某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往返酬对。如果遇到真正的开悟人（过量人），根本用不着讲什么真空妙有之类的东西，什么言语酬对都用不着了（向未举时撩起便行）。因为，这些都是言语施设，与真正的解脱、真正的明心见性没有必然联系。

从义玄的“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拣”、“四照用”可以看出，他特别重视研究教与学双方，在讲禅师如何说法时，总是要联系参禅者如何去听；在讲教学过程时，总是强调教学相长的原则。

三 曹洞宗

禅门五宗中，曹洞宗在组织规模、传播地区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比不上临济宗，但是，其流传时间之长堪与临济宗相比，是其他三宗所不及的。

曹洞宗是以良价、本寂师徒的主要弘法地命宗。根据《宋高僧传》卷十二本传、《景德传灯录》卷十五本传等记载，良价（807—869）俗姓俞，越州诸暨（今浙江诸暨）人，于本村寺院出家，学念《心经》，因问经中“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意思，院主吃惊其不凡，遂引去婺州（今浙江金华）五泄山剃度。20岁，至嵩山受具戒。继之行脚游方，首参南泉普愿，受到称赞。后因沩山推举，投于云岩昙晟门下。大中末年（860），居新丰山，后转豫章高安（今江西高安）之洞山，聚众五百，见于《传灯录》的嗣法弟子二十六人。其中曹山本寂最为知名。

《宋高僧传》卷十三本传、《景德传灯录》卷十七本传记载，本寂（840—901）俗姓叶，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少年时代受儒学影响较深。19岁入福州云名山出家，25岁受戒后，游方参学，拜见多名禅师，见良价得契，跟随数年，因受请到抚州（今江西抚州）住曹山，继之又居荷王（玉）山，“处法席二十年，参学常有二三百人”，建立了比较有影响的弘法基地。

洞山良价的另一位弟子云居道膺（848—902）俗姓王，玉田（在今河北）人，于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云居山创真如寺，弘法30余年，影响遍及海内外，徒众达到1500多人，包括多名外国弟子，其中新罗利严（870—936）归国后创须弥山派。

关于曹洞宗门庭施设，最权威的资料应该是南宋智昭于淳熙十五年（1188）著的《人天眼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些内容应该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全部完成于良价和本寂时期，但是在反映曹洞宗思想的整体面貌方面，这是最好的材料。

《人天眼目》对曹洞宗的宗风有一个总结：

曹洞宗者，家风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人。看他来处，忽有偏中认正者，忽有正中认偏者，忽有兼带，忽同忽异。示以偏正五位、四宾主、功勋五位、君臣五位、王子五位、内绍外绍等事。[108]

把曹洞门庭的特点归纳为“细密”，是有道理的。所谓“细密”，就是根据参学者的问答语，从多方面、多角度来随机诱导、启发和点化，并不是单方面地说问题、讲道理。尤其是注重从理事关系的角度入手，联系五个方面相互配合来酬对，则是显著的特点，是反映“细密”家风的主要部分。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总结曹洞宗的宗风特点是“敲唱为用”。是说曹洞禅师以五位相互配合来说法，来启悟参禅者，如同有唱后伴奏一样，人的歌声与音乐伴奏声和成一片，使参学者从中分辨出偏正、明白禅理。智昭列举的曹洞宗具体教禅理论包括“偏正五位、四宾主、功勋五位、君臣五位、王子五位”五项内容，在所谓“五位之法”中，“偏正五位”是最基本的，其他四位是在此基础上改换另外一对相同属性的概念之后演化出来的，以便说明另一领域的问题。

“五位之法”的内容，是讲成对概念相互之间存在的五种关系。从认识这种不同的关系逐步提高认识，达到对核心教义的理解、对修行实践的把握。不同的五位中，所使用的成对概念基本上是两种属性，列举如下：

正——空、理、体、君、真

偏——色、事、用、君、俗

分别使用这些成对概念，就形成了不同的五位，而其中的“正”和“偏”是最基本的，可以运用于各种五位之中。相对来说，其他多对概念都可以看作是比喻的说法，为了进一步说明“正”和“偏”以及其中的五种关系。本寂说：

正位即属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形像；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中来者，背理就事；兼带者。冥应众缘，不随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着真宗。[109]

“正”属于“空界”，是真空，并且相当于“理法界”，是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偏”属于“色界”，是假有，相当于“事法界”，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现实世界。从“正”和“偏”这一对概念及其关系，就可以说明其他三对概念及其关系。只考察“正”和“偏”，两者似乎是不发生联系的孤立存在，很难说明认识的对与错。如果结合两者的关系来考察，无论是“舍事入理”，还是“背理就事”，都是片面的认识。只有在纠正前两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达到“兼带”的认识和体验，即达到“冥应众缘，不随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才是合乎“大道”的“真宗”。这是最正确的认识，也是修行的最高境界。

把“宾主”搭配到“正偏”及其关系方面，并把“四料拣”杂糅其中，则形成了不同于临济宗“四宾主”的曹洞宗的教禅学禅理论：

正中偏，乃垂慈接物，即主中宾，第一句夺人也。偏中正，有照有用，即宾中主，第二句夺境也。正中来，乃奇特受用，即主中主，第三句人境俱夺也。兼中至，乃非有非无，即宾中宾，第四句人境俱不夺也。兼中到，出格自在，离四句，绝百非，妙尽本无之妙也。[110]

在这里，要根据禅师和习禅者两者是内行（主）还是外行（宾）来辨别。很明显，曹洞宗讲的“宾主”不同于临济宗的“宾主”，前者是就师徒关系讲“宾”和“主”，后者是从“体用”方面讲“宾”和“主”。实际上，是把临济宗的四宾主讲烦琐了，不好理解了。这种把简单问题变复杂，也是曹洞宗的一个特点。

本寂有时用“五相”来表示这五种关系，用一个圆，中以黑白二色的形状加以显示，更配以诗偈作出解释，结果，使本来不难明白的一些道理反而变得隐晦不清。有时又配以《周易》的卦象，称“五位旨诀”，向越发玄妙的方向推进。如“正中来”，相当“大过”；“偏中至”，相当“中孚”；“正中偏”，相当“巽卦”；“偏中正”，相当“兑卦”；而“兼中到”，即是“重离”。假若结合《周易》对于这些卦象的释文加以发挥，那就可以运用于任何一个领域，反而使本来清楚的主张模糊起来。

可以说，在曹洞宗的诸多五位之法中，除了正偏五位是根本、基础之外，最能反映曹洞宗创立者学说本质的，莫过于“君臣五位”。把儒家的君臣之道融进禅学中，并发挥得淋漓尽致，是曹洞宗的一个创造。下面一段是对“君臣五位”详尽系统的解释：

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当详审辨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时有僧出问：如何是君？云：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如何是臣？云：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如何是臣向君？云：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如何是君视臣？云：妙容虽不动，光烛本无偏。如何是君臣道合？云：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也。[111]

在本寂看来，君臣五位讲述的是最玄妙的道理，必须认识透彻。“君”相当于正，也相当于理、空、体；“臣”相当于偏，也相当于事、色、用。在处理君臣关系中，若仅有君主一方发挥作用，相当于“舍事入理”，是不对的；反之，若只有臣民一方发挥作用，就是“背理入事”，也是不对的。只有“君臣道合”，才是“事理俱融”，才是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到这里，是侧重于理论上的说明，侧重于讲君臣五位是在偏正五位基础上形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对几乎脱离禅学的纯粹世俗的君臣关系的说明了。

君主是世界上最尊贵者，好比太阳照乾坤。曹洞宗对“君”的说明，是明确主张君王至高无上，丝毫不含糊。作为“臣”，主要是两方面的职责，对上是费尽心机弘扬君主之道，贯彻圣旨；对下是竭尽才智为黎民百姓服务。臣子对于君王要忠心耿耿，不走邪路，没有二心；君王对于臣下要一视同仁，秉公无私。君臣之间理想的关系、理想的状态，就是浑然一体，没有彼此隔阂的协调、和谐状态。

在君臣五位之中蕴含的最主要、最关键的道理，就是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不能“犯中”，就是臣子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有损于君主，不能对君主不恭敬，也就是“臣称君不敢斥言”。就君臣两者关系最理想状态讲，当然是“君臣道合”，但是同时不能忘了，这两者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从关系。懂得这种主从关系，在曹洞宗人看来，比懂得“君臣道合”还要关键，因为没有后者，是达不到前者那个境界的。

曹洞宗的创立者把儒家政治伦理吸收到禅学中，与良价、本寂师徒有良好的入学修养有关，更与他们接受佛教与儒家在精神生活中水乳交融有关。如果说“君臣五位”强调的是“忠”，那么良价在出家时写的《辞北堂书》，就继承和发挥了东晋慧远的主张，强调了佛教的“孝”。在他看来，“诸佛出世，皆从父母而受身；万汇兴生，尽假天地而覆载。故非父母而不生，无天地而不长，尽沾养育之恩，俱受覆载之德”。报这些恩德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出家修道：“一子出家，九族生天。”[112]
良价要报的“恩”，是“三有四恩无不报”。但是在“四恩”之中，他所强调的是位列第一的“父母恩”，是突出“孝”，从而把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结合起来。自中唐以来，以《心地本生观经》的问世为标志，报母恩的思想已经在丛林流行。良价把报父母恩、让家族享受利益作为出家修行的动力，作为严谨持戒、精勤修道的动力。

四 云门宗

云门宗以创始人文偃的主要弘禅地点云门山命名。云门山位于韶州（今广东省乳源县），文偃的法系传承是石头希迁递传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文偃在传禅弘教过程中始终得到南汉高祖、中宗的支持和辅助。云门宗成立之后，在北宋时期比较流行。进入南宋则逐渐湮没无闻。

记录云门文偃生平事迹和禅学思想的典籍，现存主要有文偃弟子守坚集《云门匡真禅师广录》（简称《云门广录》）三卷，南汉大宝元年（958）雷岳撰《大汉韶州云门山广泰禅院匡真大师实性碑并序》（见《唐文拾遗》卷四十八），南汉大宝七年（964）陈守中撰《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碑铭并序》（见《全唐文》卷八百九十二），还有《祖堂集》卷十一《云门和尚传》《景德传灯录》卷十九《文偃传》等，其详略有差别。

文偃（864—949）俗姓张，姑苏嘉兴（今浙江嘉兴市）人，童年出家于本地空王寺，随志澄律师学习，后到常州戒坛受具足戒。初习小乘，次通中观。外出游方参学，首参仰慕已久的道踪禅师，即陈和尚（陈宿尊）。道踪是希运的弟子，当时住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龙兴寺，素以禅风峻险著称，并且不轻易接引参学者。文偃在道踪门下参禅数年，颇受赏识，后遵道踪所嘱，到福建象骨山雪峰广福禅院，投到义存（822—908）门下。

当时义存住持的寺院规模很大，身边有僧千余人。一天，有位僧人用希迁《参同契》中“触目不见道，运足焉知路”一句请教义存，义存回答：“苍天、苍天。”这位僧人不懂，就问文偃，文偃回答：“三斤麻，一匹布。”僧人仍然不知道什么意思，文偃又回答：“更奉三尺竹。”[113]此番问答后被义存知晓，对文偃大加赞赏。离开义存之后，文偃又在今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参访。文偃自己曾在《遗表》中讲到自己的游学生涯：“忘餐侍问，立雪求知，困风霜于十七年间，涉南北于数千里外。”[114]
文偃最后来到韶州灵树如敏（？—917）门下。如敏为百丈弟子西院大安的门徒，曾在岭南弘教传法四十年，以“道行孤峻”著称，深得当地儒士敬重，南汉小朝廷赐“知圣大师”号。文偃追随如敏八年，曾任首座，深得器重。如敏逝世后，南汉高祖刘岩命文偃住持灵树寺，并请其于韶州为军民开堂说法。癸未年（923），文偃领众开辟云门山，“构创梵宫，数载而毕”，“层轩邃宇而涌成，花界金绳而化出”，雕楹珠网，装严宝相，合杂香厨，赠额“光泰禅院”。

文偃当时在社会信众中颇有声望，“抠衣者岁溢千人，拥锡者云来四表”。戊戌岁（926），被诏入阙，赐号“匡真”。后返本院，朝廷频加赐赉。南汉中宗刘晟即位的乾和元年（943），复诏文偃入内殿，经月供养，赏赐财物甚多。赐其塔院为瑞云之院，宝光之塔。至其死后，“诸国侯王，普天僧众，竞致斋羞”。

正由于这个原因，文偃的弟子百余人都得到南汉的赏赐。其上足门人四十余，“散在诸方，或性达禅机，或名高长者”；另有六十余人在京，“或典谋法教，或领袖沙门”。正如《匡真大师塔铭》所总结的：“师一生道场三十余载，求法者云来四表，得心印者叶散诸山。”文偃的知名门徒很多，《景德传灯录》记有六十一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和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进入北宋，云门宗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文偃跟随雪峰的时间远没有跟随如敏的时间长，并且也是直接因为受如敏器重而成名。但是，文偃“据知圣（如敏）筵，说雪峰法”，坚持嗣法雪峰义存。

关于云门宗门庭施设的特点，智昭《人天眼目》卷二曾有一个比较概括的总结和一个比较细致的分析：

云门宗旨，绝断众流，不容拟议，凡圣无路，情解不通……大约云门宗风，孤危耸峻，人难凑泊，非上上根，孰能窥其仿佛哉。详云门语句，虽有截流之机，且无随波之意，法门虽殊，理归一致。[115]

云门宗在接引学者时，所使用的应答酬对语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阻止参学者按照原来的思路来继续思考问题，坚决消除错误的观念，纠正错误认识，这就是“绝断众流”。另外，禅师给出的答语完全不能从字面上来解释（凡圣无路，情解不通），也没有办法继续讨论下去（不容拟议）。比如，有僧问：“如何是雪岭泥牛吼？”回答：“天地黑。”问：“如何是云门木马嘶？”回答：“山河走。”问：“如何是透法身句？”回答：“北斗里藏身。”问：“如何是教外别传？”回答：“对众问将来。”诸如此类的问答语在文偃的语录中随处可见，都是一些明确的“断流”语，不能从字面来解释，也难以根据问话来推测答话的确切意思。

正因为如此，这种机语酬对方式就被称为“孤危耸峻，人难凑泊”，一般参禅者听了这些答语之后根本就搞不懂。同时也说明，对于一般参禅者来说，这些“孤危耸峻”实际上起不到什么驱迷开悟的作用，使用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只有那些素质特别好的所谓“上上根”的人才可能接受得了。对云门文偃的语录进行总体考察，“截流”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绝大多数答语都蕴藏着这种禅“机”，但是，考虑参禅者的具体素质而因人施教、因材施教的意愿并不强烈，也就是“无随波之意”。当然，突出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强调了“截流”而顾不上“随波”，并不影响它适应一些参禅者的需要，并不影响它是一种符合禅理的接引方式。从《云门广录》三卷所记录的云门文偃的机语来看，难以从字面了解其含义的“断流”语占了绝大多数。总的来说，《人天眼目》的这种归纳和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作为深入理解文偃禅机和云门宗风的参考。

就文偃和云门宗禅师具体的门庭施设而言，《人天眼目》主要总结了“三句话”和“一字关”。

从现存的文偃语录来考察，所谓“三句话”的教禅理论可以说起源于文偃，完善化是在其弟子时期。文偃一次示众，提出问题：“函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万缘（也有作‘春缘’，似不通），作么生承当？”大家听了以后都无法回答，文偃自己代答一句：“一镞破三关。”[116]
联系文偃重视禅学和华严学的实际情况，从字面来解释文偃的话，“函盖乾坤”是天地宇宙无论范围多么大，其中容纳的一切事物无论数量多么多，都是本体的作用和表现。这个本体可以是“心”、是“理”，等等。就“心”而言，一切万法都是“心”的作用和表现；就“理”而言，一切事都是理的作用和表现。所以，当人们孤立地观察万法、观察万事的时候，人们完全可以仔细分别，区分细致，看到万法各有差别，看到万事完全没有雷同，明察秋毫（目机铢两）是人们具备的世俗能力，完全可以发挥这种能力。但是，“目机铢两”的目的并不是要执着于分别，执着于差别，因为差别而使人乱了方寸，无所适从。明察秋毫的目的是不受一切差别的束缚、迷惑和限制，要达到身处万缘中又不被万缘所牵制，达到禅者追求的“于相而离相”的境界，按照文偃的用语，就是达到“于万缘而离万缘”的境界。后面文偃的自代答语，实际上属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断流语。

文偃的这“三句话”实际上是并不明确的。后来其弟子德山缘密将其分为三句话，即“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这是以后在禅林中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的三句话，成为“云门三句”的代表。在《云门广录》中附有《颂云门三句语》，注明是德山缘密所述，而在《人天眼目》卷二，同样的颂文表明是“普安道颂三句”。到底是何人所作，难以下判断。

关于“函盖乾坤句”的解释是：“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117]很明显，这是根据华严宗“法界缘起”学说进行的解释。大意是说，宇宙万有毫无例外都是一“真”法界（心、理、体等）的作用（不起为起），而宇宙万有，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无论它们在表面上看来差别是多么巨大，都毫无例外反映一“真”法界（理事无碍），所以万有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又和谐并存，相互之间并没有滞碍阻隔（事事无碍）。

关于“截断众流”的解释是：“堆山积岳来，一一尽尘埃，更拟论玄妙，冰消瓦解摧。”[118]大意是说，不论参禅者能够想到多少千奇百怪的问题，能够拿出多少文字注疏，对于证悟解脱本质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统统可以视为“尘埃”。如果参禅者始终执着于谈玄说妙，绕在语言文字圈子里出不来，就一定要彻底摧毁他原有的思维方式。这里的解释，很符合“截断众流”的原意。

关于“随波逐流”的解释是：“辨口利词问，高低总不亏，还如应病药，诊候在临时。”[119]一般来说，“截断众流”强调阻断参学者的固有思维方式，需要的是智慧，并不需要能言善辩的口才和文采飞扬的语言，断流语本来就是无法解释的句子，用不着下遣词造句的功夫。然而，“随波逐流”是要求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而有的放矢地进行启发和引导，就要讲究口才、文采，还有灵活的方式。“随波逐流”是对“截断众流”的补充。就文偃的弘禅实践来看，他是“截流”有余，“随波”不足，他倾向于走上层路线，忽视下层禅众。

“一字关”是从文偃开始的云门宗的另一个接引参禅者的特点，尤其是文偃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一字关”，是说文偃在回答参禅者的问题的，无论问题简单还是复杂，也无论来者的根器素质，总是用一个字来回答。这一个字的机语如同参禅者在证悟的道路上必须过的关卡一样，所以称为“一字关”。比如，有僧问：“如何是云门剑？”回答：“祖。”问：“如何是正法眼？”回答：“普。”问：“三身中那身说法？”回答：“要。”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回答：“师。”不仅回答别人问话时用一个字，就是代答语时，也是用一个字。比如，一日示众说：“会佛法者如恒河沙，百草头上，代将一句来。”自己代答：“俱。”《人天眼目》总结：“师凡对机，往往多用此酬应，故丛林目之曰一字关云。”[120]这种“一字关”更为突出地显示了要“截流”而不是要“随波”的特点，反映了文偃的教禅风格。对于一般禅人的问题，文偃都拒绝正面回答，含有让学者转变思路，转移注意力，转移修行方向，不要错用心思的意思。

这种禅机风格的形成，与文偃对语言文字的态度是相一致的。在他看来，演说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执着，对于禅悟而言，文字实际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师上堂，良久云：夫唱道之机，固难谐剖。若也一言相契，犹是多途。况复叨叨，有何所益……若向衲僧门下，句里呈机，徒劳伫思。门庭敲磕，千差万别……且问汝诸人：从来有什么事，欠少什么？向汝道“无事”，已是相埋没也。须到者个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乱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尔若根思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什么道理。尔欲得会么？都缘是汝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闻人说着，便生疑心。问佛问法，问向上问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莫是不拟心是么？[121]

在文偃看来，参禅问答是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个人的证悟，本质上与问答语句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所以，在问答酬对上面下工夫，在各家门庭施设上用心思，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是徒劳无益的。到处无休止地参禅行脚，到处问东问西，本身就是“妄想浓厚”的表现。

五 法眼宗

法眼宗是以创始人清凉文益的谥号命宗，在禅宗五家中成立最晚，存在时间也不长。由于在初期得到南唐和吴越统治者的支持，本宗成为五代末期影响最大的宗系之一。进入北宋之后，法眼宗逐渐湮没无闻。在该派的前三代祖师中，倡导禅门融合戒律，重视学习佛教经典，是十分突出的现象。

文益（885—958）俗姓鲁，余杭（今浙江余杭）人，7岁依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受具戒于越州（今浙江绍兴）开元寺。从希觉习律于明州（今宁波）[image: ]山阿育王寺，并且“傍探儒典，游文雅之场”，颇受希觉律师称赞。因为对禅学感兴趣，文益游方参学，先于福州见长庆慧棱，后到漳州（治所在今福建漳浦）偶遇罗汉桂琛，参接之际，有“豁然开悟”之感。离开桂琛后至临川（今江西抚州），州牧请住崇寿院，由此开始弘禅传法。大约在李景（888—943）建立南唐（937）之初，文益受请住金陵之报恩院，获赐号“净慧禅师”。再迁清凉寺弘禅，直至圆寂。《景德传灯录》对文益一生在三个寺院传法有一个总结：

师缘被于金陵，三坐大道场，朝夕演旨。时诸方丛林，咸遵风化；异域有慕其法者，涉远而至。玄沙（指玄沙师备）正宗，中兴于江表。师调机顺物，斥滞磨昏，凡举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请益，皆应病与药，随根悟入者，不可胜纪。[122]

文益一生住持了三处大的寺院，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勤于弘法。尤其是在金陵报恩、清凉两院传教时，影响了各地的寺院。当时门下聚集的僧人很多，既有国内的参禅者，也有来自朝鲜半岛的僧人。他被认为是玄沙师备、罗汉桂琛一系禅宗的中兴者。文益在弘教传禅、接引参学者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与参学者讨论各种公案（诸方三昧）时，无论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进行（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请益），都本着“应病与药”的原则进行，就是根据参学者的具体境况来因材施教。实际上，这种“应病与药”也就是法眼宗的“宗风”。这与云门文偃的重于“截流”、忽略“随波”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

智昭在总结法眼门庭施设时说：

法眼宗者，箭锋相拄，句意合机。始则行行如也，终则激发，渐服人心。削除情解，调机顺物，斥滞磨昏。种种机缘，不尽详举。观其大概，法眼家风，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123]

法眼宗是产生最迟的一派，在门庭施设方面，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有创新性质的内容。这里把法眼的“家风”归纳为“对病施药”之类，实际上也是其他宗派谈到过的，没有任何新意。唯一不同的是，法眼把因材施教作为唯一的手段，此外再没有任何发明创造。在运用机语方面，强调“箭锋相拄，句意合机”，是要求答语要与问话有关系，是承问而答，答语可以理解，不是运用答非所问、从字面无法解释的话来应对，用所谓“截流”目的来搪塞一切。截流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区分一切情况，只用“截流”，实际上使机语酬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失去了意义。

文益重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认为宇宙万有都不过是“心”或“识”的产物。当把这两句话并列看待的时候，所谓“心”或“识”都是作为产生万有的精神本体存在，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忽略不计了。懂得了唯心、唯识的道理，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现实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文益恰恰是在联系这个思想回答问题时遇到了麻烦，同时又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而开悟。

据说文益辞行之时，桂琛送到门外，指一块石头问：“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文益回答：“在心内。”又问：“行脚人着什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文益窘无以对，便不再到别处去了，住下来求抉择。在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文益每天都把自己的见解讲说出来，桂琛告诉他：“佛法不恁么。”文益承认：“某甲词穷理绝也。”桂琛告诉说：“若论佛法，一切见成。”文益“于言下大悟”。[124]
文益撰写《宗门十规论》，对当时禅林的弊端进行批判。他把当时的混乱情况分为十项：第一，“自己心地未明，妄为人师”；第二，“党护门风，不通议论”；第三，“举令提纲，不知血脉”；第四，“对答不观时节，兼无宗眼”；第五，“理事相违，不分触净”；第六，“不经淘汰，臆断古今言句”；第七，“记持露布，临时不解妙用”；第八，“不通教典，乱有引证”；第九，“不关声律，不达理道，好作歌颂”；第十，“护己之短，好争胜负”。文益的《宗门十规论》首先具有史料价值，在列举当时禅门乱象时，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禅门实况；其次也反映了他自己的禅学思想和治理禅门的主张。比如，在第十项中，他指出：“盖有望风承嗣，窃位住持，便为我已得最上乘超世间法，护己之短，毁人之长；诳惑于廛蚕，咀嚼于屠贩。声张事势，矜托辩才。以讦露为慈悲，以佚滥为德行。破佛禁戒，弃僧威仪；返凌铄于二乘，倒排斥于三学。况不检于大节，自许是其达人？”[125]文益早年有学律的经历，对于禅林中不守戒律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对于多种违反戒律行为的批判，反映了他对戒律的重视。文益佛儒兼通，对当时禅林存在的“不通教典，乱有引证”的现象予以批判。这是对佛教经典学习的重视和倡导，与那些反对读经、非经毁教者形成鲜明对照。

文益圆寂后，谥“大法眼禅师”。在其嗣法弟子中，有德绍、文遂、慧炬（高丽国师）等十四人“先出世，并为王侯礼重”。有龙光、泰钦等四十九人，“后开法，各化一方”[126]。其中，在吴越扩大法眼宗势力的首推德韶。

德韶（891—972）俗姓陈，缙云（今浙江缙云）人。17岁时于本州岛出家，18岁受戒于信州（今江西上饶）开元寺。梁开平中（909）游方，历参54位善知识，终至临川谒文益，成为其嗣法弟子。钱俶继位（947）的次年，遣使迎德韶至杭州，申弟子礼。又曾接受天台宗名僧螺溪羲寂的提议，请钱俶遣使到新罗国写回散落于海外的智[image: ]论疏，成为天台中兴的重要契机，也是禅宗与天台宗相互融合的一个标志。德韶传法弟子有永明延寿、长寿朋彦、大宁可弘等百余人，同时他兴建天台智者道场数十所，对江浙的禅宗发展和天台复兴都起到重要作用。

在德韶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延寿。从法眼宗的范围考察，延寿代表着法眼宗的禅教融合倾向，是该宗最后一位有影响的禅师；从整个禅宗的发展态势观察，延寿的理论和实践标志着纯禅时代的结束，新的综合禅时代的开启。

延寿（904—975）俗姓王，字冲元，余杭人。16岁作《齐天赋》献吴越王钱俶，曾为余杭库吏。28岁任华亭（今江苏松江）镇将，亏累巨万，被判死刑，为吴越王所赦，后跟随居龙册寺的雪峰弟子翠岩出家，勤于劳作。不久，延寿到天台山天柱峰习定九旬，参礼德韶，抉择所见。后于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再到金华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952年，延寿住明州（今浙江宁波）雪窦山，学侣臻凑。宋太祖建隆元年（960），钱俶请延寿到杭州，重建灵隐寺。翌年，移居永明道场，度弟子一千七百人。开宝七年（970），入天台山又度戒约万余人。同年，奉敕于钱塘江建造六和塔，用以镇潮。

延寿著作很多，以《宗镜录》一百卷、《万善同归集》六卷影响最大，另有《唯心诀》《定慧相资歌》《神栖安养赋》《警世》等。其中，《宗镜录》是集中精于法义的贤首、慈恩、天台三家学者参与讨论，由延寿以“心宗”为准绳审定编辑之作。该书所引西天此土资料约三百家，经论六十部，以及若干语录，总一百卷，“证成唯心之旨”。

整体考察延寿的思想，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前所未有的广大范围倡导用禅宗理论整合其他所有佛教法门，包括倡导禅教融合，禅诵无碍，禅净并修，禅戒均重，内省与外求兼行等。

延寿所作《宗镜录》尽管洋洋百卷，广征博引，多番问答，但仍不出“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的范围。延寿将禅宗归为“心宗”或“一心宗”，而这“一心”包容了一切。他在《宗镜录》的自序中称：“此识此心，唯尊唯胜。此识者，十方诸佛之所证；此心者，一代时教之所设。唯尊者，教理行果之所归；唯胜者，信解证入之所趣。”[127]唯心唯识，真源觉海，既然是“十方诸佛之所证”，是“一代时教之所设”，就完全确立了禅宗“明心见性”的权威地位；既然是“教理行果之所归”，“信解证入之所趣”，那就不仅仅是树立“明心见性”的权威，而且要把佛教的一切修行法门（信解证入）作为禅宗的实践手段。所以，延寿在《万善同归集》中强调：“万法唯心，应须广行诸度，不可守愚空坐。”[128]“广行诸度”，指以六波罗蜜为中心的一切佛教实践，延寿也称之为“万事齐兴”。延寿要以“心”为宗，以“识”为宗，关键在于他在“心”和“识”中融进了唯识、天台和华严的三宗理论，融进了佛教的万行，一切修行实践。延寿对于传统佛教的诵经、念佛、行香礼佛等全部给予肯定。这样一来，禅宗彻底接纳了佛教其他修行法门，容纳了佛教的一切经教，将全部佛教和各家禅旨糅为一个系统。这样一来，他使禅宗成为佛教的集大成者。

第二，他彻底批判禅宗把本宗从整体佛教中割裂开来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强调禅宗容纳一切善行，并把行一切善作为禅宗的最终目的。

延寿的《万善同归集》，核心内容就是批判禅宗轻蔑佛教善行的一切言行。他列举了当时丛林中流行的十个观点，逐一进行驳斥。这十个观点是：第一，“万法皆心，任之是佛；驱驰万行，岂不虚劳？”第二，“祖师云，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体；如何劝修，故违祖教？”第三，“万善统唯无念；今见善见恶，愿离愿成，疲役身心，岂当是道？”第四，“泯绝无寄，境智俱空，是祖师普归……若论有作，心境宛然，凭何教文广陈万善？”第五，“拟心即失，不顺真如，动念即乖，违于法体”；为何广说世间生灭缘起？第六，“若得理本，万行俱圆；何须事迹而兴造作？”第七，“无心合道；岂须万行、动作关心？”第八，《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若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何立相标形而称佛事”？第九，“众生不得解脱者，皆为认其假名，逐妄轮回；云何循斯假名，转增虚妄？”“名字性空，不能诠说诸法”；何必“听闻诵读？”[129]第十，“即心是佛；何须外求？”[130]包括“唱他佛号，广诵余经”，念佛息罪，生彼净土等。诸如此类，对于禅宗中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成为公理的观点，延寿一一做了解析批驳。而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求禅宗不要把自己与整体佛教割裂开来，要吸收一切佛教的法门，把它们用于“行善”。

在延寿看来，制恶行善、大悲度人、积累福德，是成佛的条件。所谓“世出世间，以上善（指十善）为本。初即因善而趣入，后即假善而助成，实为越生死海之舟航，趣涅槃城之道路，作人天之基陛，为祖佛之墙垣，在尘出尘，不可暂废”[131]。甚至引经言“因积善故乃得成佛”履行万善。关于万善，延寿讲了许多种类，最重要的一条是恢复持戒，尤其是强化内心的自我禁约机制。他说：“戒为万善之基，出必由户。”若不持戒，不但不能“开发菩提心”，且“与禽兽无异”。这是对禅门不遵守戒律的批判。

延寿所倡导的“万善”，不仅仅包括佛教的一切修行理论和实践，而且也要包括儒家的伦理规范。延寿认为，称得上“第一福田”的善行，乃是“尽忠立孝，济国治家；行谦让之风，履恭顺之道”。这种把“尽忠”放在“立孝”之前、把“济国”放在“治家”之前的排列，反映了禅宗向往成为辅政工具的自觉。总之，在延寿这里，不仅强调要容纳佛教的一切成果，而且也要容纳中国本土文化的一切成果。这种要让禅宗成为佛教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国文化集大成者的追求、向往和实践探索，成为以后禅宗发展的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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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律宗

律宗是以研究、弘传戒律为主的宗派，实际创始人是唐代的道宣。律宗的产生经历了漫长过程，它是在历代僧人根据中国社会和佛教界的现实情况，通过长期研究、弘扬和变革《四分律》基础上创立的宗派。从东晋南北朝以来的律学发展到唐代的律宗，对后世佛教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律宗产生前的律学运动回顾

佛教初传，中国人致力于吸收印度佛教的思想理论，产生了译经运动。最早的译经活动，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译出了很多经典。但是佛教是一个整体，由佛、法、僧三宝组成，佛教的藏经也是一个整体，由经、律、论三种构成，中国人接受了佛教，组建了僧团，出家之后要执行佛教的戒律，于是佛教戒律的经典开始陆续进入。十六国后秦弘始六年（404）鸠摩罗什与弗若多罗三藏共译萨婆多部之《十诵律》，但是没有译完，以后昙摩流支与卑摩罗叉续译，最终完成六十一卷，这是我国有广律之始。弘始十二年（410），佛陀耶舍与竺佛念等又将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分五次译出六十卷。法显法师感慨律本不全，于是到印度取经，在印度居住六年，带回了摩诃僧祇律本。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由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共译大众部四十卷《摩诃僧祇律》。南朝宋景平元年（423），罽宾佛陀什和智胜共译三十卷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中国佛教的戒本渐臻完善。

早期中国佛教没有完整的戒律文本，但是有传戒的活动。三国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昙摩迦罗到洛阳，看见出家僧人只是剃除须发，身穿缦衣，守戒方面却没有按律法的规定执行，于是他发誓要弘传律法，于魏少帝嘉平二年（250）译出了僧祇戒本一卷。昙摩迦罗礼请十位来中国的外域僧人建立共修议事的羯磨法，开了由十位比丘僧共传戒本的先例，成为我国传授戒法之始。此时中国僧人也根据已有的戒典，加上自己对佛教的理解，编纂了自己的律本，如东晋道安法师编纂了《僧尼轨范》。当中国佛教僧团与制度渐趋完善之后，大量律本传入中国，促使中国人开始对律本进行研究，在中国产生了以研究律本为特点的律学运动。

印度佛教与中国有关系是五部律，这是盛行于西北印度的小乘五部所传持的律典。

第一是法藏部的戒本，亦名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六十卷，戒本为《四分僧戒本》一卷、《四分律比丘戒本》一卷、《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

第二是萨婆多部的戒本，亦名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六十一卷，另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异本。戒本为《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一卷、《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戒经》一卷。

第三是弥沙塞部的戒本，亦名化地部《五分律》三十卷，戒本为《弥沙塞五分戒本》一卷、《五分比丘尼戒本》一卷。

第四是摩诃僧祇部，亦名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四十卷，戒本为《摩诃僧祇律大比丘戒本》一卷、《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

第五是迦叶遗（Kasyapiya）部，亦名饮光部。其广律《解脱律》在中国没有译出，但是戒本《解脱戒经》一卷由北魏般若流支译出。

此外，还有婆蹉富罗（Vatsi-putriya）部，亦名犊子部。这一派的律本在中国没有译出。

上述几个部派的佛教律典都在我国有过弘扬，最早流行的是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与弗若多罗译出的《十诵律》，后来有人认为“《僧祇》与先戒本文理相合，乃舍《十诵》多演《僧祇》，唯《四分》《五分》曾未弘通”，[1]故有“律本流行，随方不同。关内僧祇，江左十诵，四分一律，由在藏中”[2]的说法。北魏法聪律师，“方悟前非，于即罢讲《僧祇》，首传《四分》”[3]。以后六十卷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对我国佛教影响最大。

第二节 《十诵律》在隋唐时期的流传

《十诵律》是最早从龟兹传入中国的律本之一。龟兹作为塞外佛教的重镇，除了发扬佛教讲经说法、建寺造像的传统之外，在戒律学方面也有特色。《高僧传》载，龟兹著名的高僧鸠摩罗什大师在家乡，“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4]。鸠摩罗什学律的师父卑摩罗叉律师在《高僧传》里有载：“卑摩罗叉，此云无垢眼，罽宾人。沈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节成务，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5]这些说明龟兹佛教流传过《十诵律》，而且受到佛教徒的追捧，许多人都前往龟兹国跟从卑摩罗叉学习律藏。

一 《十诵律》的产生及其特点

佛经记载：“大圣如来愍悼群有，示生迦夷树王成道，四十九年随缘化物，临涅槃时以此律藏付优波离。如来灭后，尊者大迦叶匡究三宝，简得五百大阿罗汉，在王舍城结集三藏。当时优波离一夏之中八十度升高坐，具足诵出大毗尼藏，有八十诵，悉以嘱大迦叶。”[6]这是说释迦牟尼圆寂以后，优婆离长老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次结集活动上，复诵出佛陀生前讲说的律藏，前后一共八十诵。这是佛教三藏中律藏最早的由来。佛教又载：“昔大迦叶具持法藏，次传阿难，至于第五师优波掘，本有八十诵，优波掘以后世钝根不能具受，故删为十诵。以诵为名，谓法应诵持也。自兹以下，师资相传五十余人。”[7]这是说八十诵律藏复诵出来后，由佛陀的大弟子大迦叶传给了阿难长老，复由阿难再传给优波掘长老，优波掘以后的僧人因为理解不了这么多律诵，就将八十诵整合成十诵，以后就变成了以“十诵”为名的律本。“十诵律”在印度佛教里传衍了五十余人，最后传到了中国。这就是“十诵律”的由来。

戒律是出家人的行为准则，通用于所有的大小乘信徒。唐道宣律师说：

礼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随有犯缘，乃制篇目。迄乎双树，在迹为周。自金河灭影，迦叶嗣兴，因命持律尊者优波离比丘，使出律藏。波离乃手执象牙之扇，口诵调御之言。满八十反，其文乃讫。于是题之树叶，号曰《八十诵律》。是后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波斯、优波掘多，此五罗汉，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咤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见佛，遂为铁轮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荡经书，害诸得道。其后易心归信，追悔前失，远会应真，更集三藏。于是互执见闻，各引师说。依据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轻重，时或不同，开遮废立，不无小异，皆由如来往昔，善应物机。或随人随根，随时随国，或此处应开，余方则制，或此人应制，余者则开，五师虽同取佛律，而各据一边，故篇聚或时轻重，纲目不无优降。依之修学，并能得道。故如来在世，有梦迭因缘，已悬记经律，应为五部。

道宣律师追述了佛教戒律之律藏的形成，尤其重要的是指出自八十诵律以后，佛教律本有过重新整理与编纂的情况。由于阿育王对佛教的打击，佛教经书传世受阻。后来阿育王改皈佛教，召集第二次结集活动，三藏重新得到更集，但是教团内部因为“互执见闻，各引师说”，戒律也受其影响，重新编纂，最后分为五部戒律同时流行在佛教界内。

因为《十诵律》是最早的佛陀涅槃后结集之作，后人将其判为小乘佛教的律。宋元照律师说：“一代圣教，不过大小，人理教行，一一不同。然须略识浅深之相，且就一家。约本受体，则分三位。一者十诵多宗，名当分小乘教也。二者四分、成实，正小兼大，名过分小乘教。三者圆教，全是大乘。”[8]元照律师将佛陀圣教分为小乘教、过分小乘教和大乘教三种，其中“过分小乘教”是处在小乘与大乘之间过渡阶段的教乘，这是按照戒律的特点与佛教理论形态所作出的抉择，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佛陀涅槃后，统一的佛教僧团开始分裂，到了佛陀身后“三百年初，有少乖诤，分为两部：一说一切有部，亦名说因部。二即本上座部，转名雪山部。后即于此第三百年，从说一切有部流出一部，名犊子部。次后于此第三百年，从犊子部流出四部：一法上部、二贤胄部、三正量部、四密林山部。次后于此第三百年，从说一切有部，复出一部，名化地部。次后于此第三百年，从化地部流出一部，名法藏部，自称我袭采菽氏师。至三百年末，从说一切有部，复出一部，名饮光部，亦名善岁部。至第四百年初，从说一切有部，复出一部，名经量部，亦名说转部，自称我以庆喜为师。如是上座部七破或八破，本末别说成十一部。一说一切有部、二雪山部、三犊子部、四法上部、五贤胄部、六正量部、七密林山部、八化地部、九法藏部、十饮光部、十一经量部，如是诸部，本宗末宗，同义异义”[9]。这是说，一切有部是印度部派佛教里面影响较大的派别，主要活动在印度西北部地区，又因其在理论上有独自的特点，受理解不同的影响，所以才分裂出这么多的支派。这些派别歧出的原因，还在于理论的解释有区别，这是佛教发展以后必然出现的规律，特别是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佛教徒对原始佛教的理论产生了不同看法，他们各自标明自己的观点，以此来诠解佛陀的理论，以在佛教界里取得一席地位。

《十诵律》亦名《萨婆多部十诵律》。佛经言：“萨婆多部者，梁言一切有也。所说诸法，一切有相。学内外典，好破异道，所集经书，说无有我所，受难能答，以此为号。”[10]“说一切有部”以“说三世有故，许说一切有”[11]为其理论特点，即是说整个世界都是存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皆是有法，故称“三世实有”。元照律师指出：“西土传教，流派非一。此方所弘，空有偏盛。机执既异，教旨须分。言有部者，即《十诵律》，主萨婆多师所计三世等法，悉有实性，故名一切有部。又号实法宗，即《婆娑》《俱舍》《杂心》《婆多》等，同其流也。”[12]印度佛教派别众多，每个派别除了理论的不同之外，还在律制上各有特点，《十诵律》即是小乘律，也是说一切有部的律本。

律本是记录戒律的条文，也是解释戒律的著作，属于三藏之一，称为“毗尼藏”。“毗尼”是梵文Vinaya音读，亦名毗奈耶。佛典称“毗尼藏者，此翻言灭。佛说作、无作戒灭身口之恶，是故云灭。即是八十诵律也（因从果得名也）”[13]。小乘佛教最基本的戒是别解脱戒，以“作戒”和“无作戒”为两大内容，意在灭身、口、意之恶。《十诵律》梵文本原有八十四诵，但是传到中国以后成为“十诵”。《十诵律》的梵文本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所能见到的是汉译本，一共六十一卷。该律的内容是，初诵至三诵为犯戒时的界定与惩罚等；四诵为出家人受戒与寺庙生活的集体生活规定等；五诵为对出家人的私人要求规定；六诵是处理与外道和杂事的关系，以及对比丘尼的规定；七诵是对比丘尼的规定；八诵是在前面所说的戒法上再予以增补完善的一些补充规定；九诵是优婆离向佛陀问法的记录；十诵是法事仪轨的一些唱诵，以及对犯戒者的惩罚规定。最后还附有讲述十诵律由来的历史，以及关于寺院生活的规定，等等。总之，《十诵律》将与出家人有关的各种规定都纳入其内，包括衣、食、住、行，并以“十诵”的形式分别论述出来。《十诵律》内容较为混乱，缺少结构与秩序的安排，故学术界有学者认为这种特有的混乱结构说明《十诵律》应是一部古律，[14]并与其他结构完整、中心突出的律本有很大区别。

说一切有部最有名的经典是《俱舍论》，这是佛教辞书之作。《十诵律》的很多内容都在《俱舍论》里得到了体现。历史上曾有人指出了这一点：

《十诵律》是萨婆多宗，同《俱舍》第十四、律毗婆沙，并《杂心论》及《顺正理》，显宗《大毗婆沙》。《十诵律》云：佛在竹园，告诸比丘，十种受具足。一自然得。谓佛、独觉，尽智心位，自然得之。问：何故许有罗汉、沙弥得通无戒，不许独觉亦通无戒？皆自然得，以利根故。二见谛得。《俱舍》等云，谓入正性离生，即五苾刍。问：何故苾刍初入见道，有初得戒。诸尼初得，无见谛者？胜劣异故。若尔，即应由佛胜故，见谛时得。弟子劣故，无学时得。何故？佛及独觉，唯尽智时得。初转法轮，见谛时得。彼初解法，信法增故。余则不尔。三善来得。《俱舍》等云，佛命善来，谓耶舍等，唯佛自作，非余所能。满道被故。四自誓得。《俱舍》等云，信佛为大师，谓大迦叶，何故四分？迦叶自云：佛建立善根，上受具足，以宗别故。余人何故不自誓得？信不增故。五论议得。《俱舍》等云，善巧酬答所问，谓苏陀夷，其年七岁。佛问言：汝家何在？彼答佛言：三界无家。佛叹聪明，善答所问。虽年未满，令僧为受。非由答时，即便得戒。何故鹙子，不令尔耶？命善来故。《西域记》中，目连、鹙子皆善来得。六受重法。《俱舍》等云，敬受八尊重法，谓大生主。《十诵律》云，优婆离问：波阇受重法，即是出家成比丘尼，余尼云何？佛言：应现前作白四羯磨。若尔，于时众既未满，诸尼云何后时得戒？若许初受八尊重法，更有余尼，便违《十诵》，令作羯磨。[15]

《俱舍论》所记述的《十诵律》涉及的是“五得”和“六受重法”，其中心就是关于人性平等的讨论。佛与众生得到解脱，可以有不同的办法和方式，与个人的根机与认识水平，其所在的地位有关，《十诵律》通过解答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解脱之路的不同疑问与看法。例如，“自然得”是因为出家之人有利根，可以直接悟入，“尽智心位”，不需要外力加持，自然得到解脱。“见谛得”之“谛”是见解或真理，就是通过正当的见解而获得解脱。“见谛得”的提出，是因为人有“胜劣异故”，像比丘与比丘尼，因为性别的不同，会有见道与非见道之不同，但是更重要的是见道，要有正性，这个正性就是“离生”，所谓“离生”就是指出家学佛，远离世俗生活，由于有了“离生”，才能获得“见谛”，刚入佛门出家之人，需要建立信心，即为“信法增故”，如此才能得到见谛。“善来得”是指众生本来就有成佛之性，能帮助你获得解脱。佛陀自作成佛，已经获得“满道”，所以可以善来解脱。“自誓得”是通过发愿的行为而在最后得到解脱，所以“信不增故”者，是不能得到解脱的。这里的“信”是指正信，就是要有对佛教的自信与坚定的信仰。“论议得”是通过议论与答问的形式，获得启发和提示，而获得正确的见解，正像佛问苏夷陀：“汝家何在？”苏夷陀用“三界无家”为回答，因为出家事佛，就要离开原来的世俗家庭，出家人以众生为父母，以整个大千世界为家，不以小家为己家，这样大的胸怀，就是佛教的崇高境界，所以苏夷陀的回答准确地描述了佛教的家庭观，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这让佛陀非常感慨，赞叹他的聪明，授记他得到正解，“虽年未满，令僧为受”。“五得”是为众生解答了入佛解脱之路，其意在于众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与方法来获得见谛之门，人生并不是只在一条路上走到头，你可以选择多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佛的尊重与见道，就可以为众生广开解脱之门，让每个事佛之人都可以进入解脱的境界。佛陀创教是在反对印度种姓制度、提倡人性平等的社会环境下创立的，但是也不免带有印度社会不平等的痕迹，如前面提到了“六受重法”，如果不受“八尊重法”（八敬法）者，女性出家人将不能得戒，要“应现前作白四羯磨”，“羯磨”是忏悔，这是说女性出家要作忏悔方能得戒。这明显地表示了对妇女的歧视。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妇女地位的提高，在佛门里面针对比丘尼的“八尊重法”基本上被废除了。

《十诵律》在中国最早被译出来，并且曾一度流行在佛教界，但是，一二百年后就不再被中国佛教徒奉行，这既是因为它是小乘律，不适合中国大乘佛教国家的国情，也与它的结构混乱、条理性不够有关，所以《十诵律》的产生与特点是应契当时印度社会情况，是与印度部派佛教有关的律条，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奉行同样也有一个鉴别过程。

二 《十诵律》在汉地的翻译过程

《十诵律》传入汉地后之译出，与龟兹佛教有着重要的关系。卑摩罗叉律师在龟兹弘阐《十诵律》，影响很大，鸠摩罗什也从其学。罗什聪明悟入，对戒学必有深刻认识。僧传载：“时什母将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罗汉见而异之，谓其母曰：‘常当守护，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正可才明，携诣法师而已。”[16]《十诵律》在龟兹的影响伴随着佛教东传进入汉地，直接影响到《十诵律》在江南地区的流行。

道宣说：

《十诵》凡经三译，一部方全。先明初译多罗，罽宾国人。姚秦时至此土，弘始六年十月七日，秦主请诵出梵本，什公译之，未终，多罗奄逝，故言遇患卒也。

晋下次明续翻。远师栖止庐岳三十余年，传中多有同名，故以处简之。远闻多罗入灭，常慨未备，及流支入秦，乃遣弟子昙邕致书，请什公更出余分。罗什，具云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弘始三年至长安，秦主礼为国师，广有翻译，盛行于世。流支，西域人，以律学驰名。弘始七年至此土，远亦遣书辟请，遂与什共译，部文已毕，成五十七卷。

至下三明，后翻卑摩，罽宾国人，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后至长安，与什相遇，乃讲《十诵》，又出《善诵》四卷，共上，成六十一卷。寿春长安坊，名石磵，乃坊中寺号。

但下示翻，传文体。什公恨言者，临终告众曰：自以昧暗，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芟夷，在其本旨，必无差（芟夷谓删治。芟音衫）。[17]

这是介绍《十诵律》在中原译出的基本情况，详细考证如下：

弗若多罗律师，僧传有载：“弗若多罗，此云功德华，罽宾人也。少出家以戒节见称，备通三藏而专精十诵律部，为外国师宗，时人咸谓已阶圣果。以伪秦弘始中，振锡入关。秦上姚兴待以上宾之礼，罗什亦挹其戒范，厚相宗敬。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闻多罗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伪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义学僧数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延请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构疾，庵然弃世，众以大业未就而匠人殂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18]“罽宾”是西北印度地区，现在的克什米尔，为说一切有部的基地。弗若多罗为教授《十诵律》的巨匠、外国师宗，他到中国受到官方的热烈欢迎，“多罗既至止，姚兴即召，常安名德六百余僧，延请多罗，憩于中寺”[19]。但是多罗未通汉文，虽应众人之请，也无法译成汉语，最后在鸠摩罗什的帮助下，才完成了这项工作，可惜的是他只译出三分之二就圆寂了，致使工作搁置。

继续完成这项译事的是昙摩流支。他是在庐山慧远的要求下，又得到了罗什的帮助后才完成的。僧传载昙摩流支，“此云法乐，[20]西域人也。弃家入道，偏以律藏驰名。以弘始七年秋，达自关中。初，弗若多罗诵出《十诵》未竟而亡，庐山释慧远闻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书通好曰：‘佛教之兴，先行上国，自分流以来，四百余年。至于沙门德式，所阙尤多。顷西域道士弗若多罗是罽宾人，甚讽《十诵》梵本，有罗什法师通才博见，为之传译。十诵之中文始过半，多罗早丧，中途而寝，不得究竟大业，慨恨良深。传闻仁者赍此经自随，甚欣。所遇冥运之来，岂人事而已耶。想弘道为物，感时而动，叩之有人，必情无所悋。若能为律学之徒，毕此经本，开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参怀胜业者，日月弥朗，此则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愿垂怀，不乖往意，一二悉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远书及姚兴敦请，乃与什共译《十诵》，都毕。研详考核，条制审定”[21]。虽然昙摩流支在罗什的帮助下完成了《十诵律》的翻译工作，“而什犹恨，文烦未善”。[22]从罗什角度来看，译文质量还应进一步提高，可惜罗什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就去世了，这给已经译就的《十诵律》修改带来了难度。

最终完成这项工作的还是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卑摩罗叉听说罗什在长安，“又欲使毗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杖锡流沙，冒险东入。以伪秦弘始八年，达至关中”[23]。罗什在长安接待了罗叉。罗什圆寂后，卑摩罗叉到寿春石涧寺居住，又应众人请求，将罗什已经译过的五十八卷《十诵律》之最后一诵译出，增加为六十一卷，最终完成了《十诵律》译介工作。

《十诵律》是我国佛教界最早译出的佛教律本之一。在此之前，“沙门法显，以义熙二年，从外国还，得《僧祇》《弥沙塞律》二部，止获胡文，未得宣译。义熙九年，有弗若多罗至长安，与童寿共出《十诵律》。到十二年，佛陀耶舍与竺佛念[24]共出《四分律》。其年佛驮跋陀罗，又出《僧祇律》。宋景平元年，沙门佛驮什与智胜，共出《五分律》。余迦叶维一部未传中国。自兹迄今，法流稍广，四部律律学，处处成群，谅足导扬前纵，嗣徽后代，其声业尤著者，并为之传（云云）”[25]。由此可知，《十诵律》传入中国虽晚于《僧祇》《弥沙塞律》二部律，但它是最早被译出的，故有“于后此土有律，《十诵》为初也”[26]。或“律仪大备，自此而始”[27]的说法。

《十诵律》在汉地译出，经历曲折，先后有多人参与才最终完成。在此期间，除了来自罽宾的弗若多罗律师、西域的昙摩流支律师做出重大贡献之外，自龟兹来的鸠摩罗什法师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整个译经过程就是由他主导的，包括译梵为晋，以及后期加工整理。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律师对《十诵律》的完善起到过重要作用。这两位来自龟兹的佛学家，对《十诵律》在汉地完译和弘宣功不可没。此外，汉地慧远法师在《十诵律》的续译工作上也起过推动作用，时人曾经指出：“故《十诵》一部，具足无阙，晋地获本相传至今，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28]正是在中外佛教僧人的努力合作下，《十诵律》开始进入中国佛教界。

三 《十诵律》在江南地区的影响

东晋南北朝时期，正是汉地佛教发展的上升期，佛教发展必将促使戒律学说的需求。由于印度律本尚没有传入中国，中国佛教发展受到牵制，东晋道安为了解决律制问题，曾经自订佛教仪轨，开创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时代。法显大师也正是为了要解决戒律问题，而首创中国僧人到印度取经留学的范例，且是在六十岁以后。慧远是生活在中国南方庐山地区的僧人，罗什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僧人，南北两地的僧人都有译律典为汉籍的要求，后秦统治者姚兴也大力支持佛教界翻译律典，这些举措表明整个中国佛教界，包括居士在内等教内人士对律典的急切诉求，《十诵律》译出恰恰弥补了汉地佛教不足，在律学方面开创出一个新时代。

僧传曰：

自大教东传，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未竟，多罗化焉。后昙摩流支又诵出所余，什译都竟。昙无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诃僧祇部及弥沙塞部，并法显得梵本，佛驮跋陀罗译出《僧祇律》。佛驮什译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叶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彼翻译，其《善见摩得勒伽戒因缘》等，亦律之枝属也。虽复诸部皆传，而《十诵》一本，最盛东国。以昔卑摩罗叉律师，本西土元匠，来入关中，及往荆陕，皆宣通《十诵》，盛见宋录。昙猷亲承音旨，僧业继踵，弘化其间。璩俨隐荣等，并祖述猷业，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钻研，其后智称律师，竭有深思，凡所披释，并开拓门户，更立科目。[29]

从龟兹来汉地的卑摩罗叉律师在长安译出《十诵律》后，接着就到了江南去为更多需要戒律知识的人弘宣律法，他“顷之南适江陵，于辛寺夏坐开讲《十诵》，既通汉言，善相领纳，无作妙本，大阐当时，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条知禁者，数亦殷矣。律藏大弘，叉之力也”[30]。为了弘扬《十诵律》，卑摩罗叉律师与他的弟子鸠摩罗什一样，最终圆寂于寿春坊石涧寺，“春秋七十有七。叉为人眼青，时人亦号为青眼律师”[31]。

在汉地南北佛教界人士共同推动下，经卑摩罗叉律师的努力弘扬，《十诵律》在江南掀起了高潮，慧皎法师客观地指出了《十诵律》在汉地译出之后的盛况：

大圣迁辉，岁纪绵邈，法僧不坠，其唯律乎。初集律藏，一轨共学，中代异执，五部各分。既分五部，则随师得传。习唯萨婆多部，偏行齐土。盖源起天竺，流化罽宾，前圣后贤，重明迭耀。或德升住地，或道证四果，或显相标瑞，或晦迹同凡，皆秉持律仪，阐扬法化。旧记所载五十三人。[32]自兹已后，叡哲继出，并嗣征于在昔，垂轨于当今。季世五众，依斯立教，遗风余烈，炳然可寻。夫荫树者护其本，饮泉者敬其源，宁可服膺玄训，而不记列其人哉。祐幼龄凭法，季踰知命，仰前觉之弘慈，奉先师之遗德，猥以佣浅，承业《十诵》，讽味讲说，三纪于兹。每披圣文以凝感，望遐路以翘心，遂搜访古今，撰《萨婆多记》，其先传同异则并录，以广闻后贤未绝则制传，以补阙揌其新旧九十余人，使英声与至教永被，懋实共日月惟新。[33]

这是慧皎为僧祐《十诵义记目录》所作的序，指出弘扬《十诵律》的大师从五十三人发展到九十余人的事实。诵唱《十诵律》的气氛也发生根本变化，“仰惟《十诵》源流，圣贤继踵，师资相承，业盛东夏”[34]。“是以讲肆之座，环春接冬，禀业之徒，云聚波沓。”[35]就连像僧祐这样的大学问家，也深为《十诵律》所迷，专门撰述了《十诵义记》，认为：“僧祐藉法乘缘，少预钻仰，扈锡待莚，二十余载，虽深言远旨，未敢庶几，而章条科目，窃所早习。每服佩思寻，惧有坠失，遂集其旧闻，为《义记》十卷。夫心识难均，意见多绪，窃同刍荛，时缀毫露。辄布其别解，录之言末，盖率其木讷，指序条贯而已。昔少述私记，辞句未整，而好事传写，数本兼行。今删繁补略，以后撰为定，敬述先师之旨。”[36]除了僧祐的《义记》之外，当时还有“惠猷著《十诵义记》八卷事”[37]。释智称《十诵义记》八卷等，[38]可惜经过岁月沉淀，僧祐的《义记》仅剩下目录，其他两本《义记》也寻觅不见。在《高僧传》等佛教史书中，还有一些汉地《十诵律》的传播情况，此不赘述。

总之，《十诵律》自译出后，马上在汉地开始流传，后人总结说：“自律藏久分初通东夏，则萨婆多部《十诵》一本最广弘持，寔由青目律师敷扬晋世，庐山慧远赞击成宗，尔后璩、颖分騼而命路，祐、瑗波腾于释门，澄一江淮，无二奉矣。”[39]《十诵律》之所以流行于宋齐梁陈的南朝，是因为当时的佛学研讨主要在南方地区。南朝重义理，对《十诵律》的讲学与研究，一度促使《十诵律》成为中国佛教戒律学的主流。《十诵律》的研习与讲说推动了中国汉地佛教律学研究的发展，为未来佛教律学的多样化提供了借鉴，而且江南地区《十诵律》的流传，造成汉地佛教律学的早期格局，有了“律本流行，随方不同。关内《僧祇》，江左《十诵》。《四分》一律，由在藏中”[40]之说法。

鸠摩罗什为了能够将《十诵律》译得更加完善，强调要对译本进行加工，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完成，成为鸠摩罗什一生翻译佛经三百多部中唯一一部不完美的译本，这是鸠摩罗什永远的遗憾。他对《十诵律》的偏爱，影响了他的学生，如道场寺慧观、释僧业和释慧询等人，他们受鸠摩罗什的影响，终生弘扬学习实践《十诵律》。卑摩罗叉律师的弟子释慧猷颇得乃师的真髓，大明《十诵》，成为宗师。《十诵律》能够传入中国，得益于罽宾弗若多罗律师将梵文底本带入汉地，其翻译大部完成得益于西域的昙摩流支，但是如果没有龟兹的鸠摩罗什与卑摩罗叉两位大师的参与，这部律典不可能完整译出，并且善始善终，特别是离开了鸠摩罗什和卑摩罗叉的推广与弘传，《十诵律》在当时就不会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并且吸引一批高僧讲说与研讨，特别是释僧祐，他竭诚宣讲《十诵律》，在他的影响下，统治者争相习律，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和一批贵族、文人七八百人听其宣讲，六宫受戒，整个江南地区弥漫《十诵》之风，所有这些都与龟兹僧人的努力弘宣是分不开的。

四 余论

历史记载龟兹是小乘佛教国家，《十诵律》是小乘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律典。但这并不是说龟兹只有小乘，因为这是个佛教气氛浓郁的国度，又是西域与汉地佛教连接的中转站，往往是大、小二乘混杂在一起。在龟兹佛教里，应该说大乘佛教的律典也同样流行，鸠摩罗什来华后在汉地译出的经目中，就有大乘菩萨戒的戒本《梵网经》二卷，以及《菩萨戒本》一卷的翻译。

龟兹与汉地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佛教未传入之前，龟兹已经与汉地有了诸多往来。汉地的佛教一路就是通过龟兹传入的，并以鸠摩罗什为其代表与领军人物。《十诵律》的译出与传播，是鸠摩罗什及其业师卑摩罗叉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诸多贡献之一，也是龟兹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之一。实际上龟兹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是全面的，除了《十诵律》以外，在佛教义理、艺术等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通过鸠摩罗什大师的努力，中国佛教理论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到现在为止，中国佛教徒日常念诵的七部经典，其中有六部采用的都是鸠摩罗什的译本，这是龟兹佛教徒惠赠给汉地佛教最宝贵的礼物，至今影响着汉地佛教徒的精神生活。

《十诵律》传入与流传的历史，为我们展现了龟兹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不过，随着佛教律学在汉地研究的深入，《十诵律》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被北方流传的《四分律》取代。究其原因，道宣指出：

《十诵》三相，正在斯人，或谓为福行罪，功过相补，是又不闻律缘之初禁也。缘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随念附相策心，不惟事业无益之咎，故世思微务静之士，招引寔希；躁扰经营之夫，腾掷者众，粗法易染，妙理难弘，为迷三也。若能依准教行，不越常刑，贤圣所同，寔当弘护。[41]

看来《十诵律》之所以被后人抛弃，还是在于它的内容过于粗杂，不够条理与精细有关，“粗法易染，妙理难弘”是它真正的致命之处，而“今此神州通行《四分》（关中先用《僧祇》，江表由来《十诵》及行受戒律仪皆多《四分》《羯磨》），即以此律为本，搜括诸部成文，则何事而不详，何义而非决”[42]。《四分律》之所以被广泛采用，还在于它融合“诸部成文”，切实有用，能解决问题，故得到了诸家的重视，“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终始受随，义难乖隔，摄护虽广，其源可寻”[43]。但是也有人认为，《十诵律》与《四分律》各有长短，不可一概而论。如隋朝有一位蒋州奉诚寺释道成，善讲《十诵》；唐代有京兆恒济寺释道成，善说《四分》，“隋成也，精乎《十诵》，著述尤多。唐成也，传乎《四分》，译讲偕妙。然其撰集则开悟迷沦，究其翻传则陶甄教道，譬犹后焰靡及乎，前光似宝，或惭乎真宝，互有长短，用则无遗也”[44]。而促成这个关键转变的是唐代道岸律师，道岸“以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岸请帝墨敕，执行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淮间者，岸之力也”[45]。

第三节 四分律与唐代律宗

最早研究四分律的法聪法师是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时的人。唐《续高僧传》说：“自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杨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46]资料记载他最早学习的是僧祇律，但是后来转向四分律的研究，此后终身弘扬四分律，不过他的活动仅限于口授相传，还没有见到文字著作传世。法聪的弟子道覆继承师学，随讲说录，作疏六卷，这是为四分律作疏的开始。道覆虽然开始作疏，但他只是对四分律做了分类与科判的“长科”，[47]至于含有新意的“义举”还没有做到，故“斯时释侣道味犹淳，言行相承，随闻奉用，专务栖德，不暇旁求”[48]。

北齐慧光开始对四分律作疏，是四分律研究的一个标志。慧光是少林寺佛陀跋陀罗的弟子，跋陀罗欣赏慧光的聪颖，告诉他：“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经论，必轻戒网，邪见灭法障道之。”[49]慧光听从了老师教诲，专心攻律。慧光听了道覆的讲说，作了笔记，又研究了《僧祇律》，自知功力不够，于是到处参学，遇事就拿出笔记下来，再仔细揣摩，终成一大家，“四分一部草创基兹”[50]。慧光撰写四分律疏开始为十卷本，后来删节为四卷本，一共一百二十纸，后人称为“二度出疏”。[51]慧光为四分律作疏，被“后代引之为义节，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被于法侣今咸诵之”[52]。后人称赞“自正道东指，弘匠于世，则以道安为言初，缁素革风广位声教，则慧光抑其次矣”[53]。

慧光之后，佛教界内部形成了注疏四分律的高潮，先后有北齐洪理著抄两卷，昙隐造抄四卷，道乐造抄一卷，洪遵赞疏八卷，道云造疏九卷并抄一卷，道晖造疏七卷，法愿制四部律疏是非抄两卷；隋朝道洪、法胜二律师各出抄，未详卷轴。智首律师造疏二十卷，法励律师造疏十卷，基律师有疏未详，等等。到了隋末唐初，近十八家四分律研究的注疏呈世，这些著作“其间卷轴多小不定，莫非并依律文次第消释也（云云）”[54]。总之，自慧光之后到隋末唐初，整个佛教界内部研究四分律注疏成风，“下及江表、关内河南，蜀部诸余流传者，并具披括，一如义钞”[55]。佛教律学运动的兴起及其成果，为后来唐朝律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做了舆论的准备。

一 律宗的产生与发展

经过魏晋以来对《四分律》翻译与注疏研究的运动之后，到了唐代，佛教界人士对《四分律》的研究进入高潮，律宗由律学转入宗派成为必然。唐代道宣法师曾经总结这一时期律学活动曰：

穷其受戒之源，宗归四分。今则随学陈相，不祖先模，抑断是投，妄情斯托。可谓师资训缺，教授无功，亦是愿行道殊，机见互僻，斯之糅杂二百余年。岂不以传通失人，故使颂声流郑，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终始受随，义难乖隔。摄护虽广，其源可寻，自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杨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沙门道覆，即绍聪绪，赞疏六卷，但是长科，至于义举，未闻于世。斯时释侣道味犹淳，言行相承，随闻奉用，专务栖德，不暇旁求。魏末齐初，慧光宅世，宗匠跋陀，师表弘理，再造文疏，广分衢术，学声学望，连布若云峰；行光德光，荣曜齐日月。每一披阐，坐列千僧；竞鼓清言，人分异辩；勒成卷帙，通号命家。然光初禀定宗，后师法律轨仪，大圣征猷具焉，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诚有徒矣。有云、晖、愿三宗律师，蹑踵传灯，各题声教。云则命初作疏九卷，被时流演，门人备高东夏。晖次出疏略云二轴，要约诚美，蹊径少乖，得在略文，失于开授。然云勇于义宗，谈叙诚博，晖则核切词相，法聚推焉。世谚首尾，信探风骨，汾阳法愿，眄视两家，更开甍穴。制作抄疏，不减于前，弹纠核于律文，是非格于事相，存乎专附，颇滞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余律匠，理洪隐乐，遵深诞等，或陶治郑魏，或开疆燕赵，或导达周秦，或扬尘齐鲁，莫不同师，云术齐驾当时。虽出钞记略可言矣，而导开业关中，盛宗帝里，经律双授，其功可高。于时世尚僧祇，而能间行《四分》，登座引决，共从如流。勍敌每临衔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声色不渝，由是人法归焉，可谓行之及也。智首律师承斯讲授，宗系盛广探索弥深，时属云雷接统传化，学门远被制述全希。岂非博赡百家共师一轨，虽欲厝笔无词可通，属有砺、亮行判烁胜藏兴。或传道于东川，或称言于南服，其中高第无越魏都，制疏乃行，其绪诚少。余则名擅一方，盖无笔记，而复化行难阻，多翳时心，岂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恶闻其失。[56]

道宣法师在这篇总结里面，对律学到律宗的发展做了全面的介绍，二百余年的律学发展，经历了由口授到注释的发展过程，再由注释到“义举”，则是中国佛教律学的最终完成阶段。在这二百余年间，慧光律师是转折点，“然光初禀定宗，后师法律轨仪，大圣征猷具焉”，慧光注疏虽未“义举”，但是他开了新风，给后来的云、晖、愿三位律师指明了方向，律学的“义举”得以张扬，“义举”成为律宗创宗的催化剂，促成创新的律宗产生。

二 道宣律师生平与佛教文史贡献

按佛教的说法，律宗产生于南北朝，到了唐代一共有九祖，他们是：①法正尊者，即四分律主；②法时尊者，为我国四分律宗之初祖；③法聪尊者，为四分律第二祖；④道覆律师；⑤慧光律师；⑥道云律师；⑦道照律师；⑧智首律师；⑨道宣律师。虽然佛教的五部律典都传入中国，但是在中国主要遵行四分律，道宣律师在陕西终南山建立南山律宗的道场，弘扬四分律，所以律宗的实际创始人是道宣律师。

道宣律师，俗姓钱，丹徒（今江苏常州）人，亦说是长城（今浙江湖州境内）[57]人。他的祖先是汉顺帝刘保永和年间的广陵太守钱让。[58]父亲曾经担任陈朝的吏部尚书。道宣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显出了极强的文学天才，9岁就能赋诗，15岁时在慧[image: ]律师的指导下，开始读诵习佛经。16岁在长安日严道场落发出家。20岁时修行功夫大有长进，极力护持专精禅定。

隋代皇帝崇奉佛教，大业年中道宣从智首律师受戒，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随智首学习律学，自恃才高，刚听讲一遍就发议论，受到慧[image: ]律师的呵斥：“夫适遐自迩，因微知章。修舍有时功愿须满，未宜即去，律也。”[59]这是说，道宣自我膨胀，才知道一点就以为全懂，修行必须要功到，愿力才能圆满，做不到就重新再来，这是佛律所要求的。于是慧[image: ]律师命他连听二十遍。道宣在长安坐山林，行定慧，后来住在终南山白泉寺，又迁徙崇义精舍，再迁丰德寺，最后居住净业寺。道宣在终南山广结善缘，著名的药物学家道士孙思邈与道宣结为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

唐代是开放的年代，佛教在这个环境下得以发展起来。道宣律师是唐代著名的护法者，参与了唐朝很多有名的佛教活动，可说是僧团领导者之一。永徽三年（652）六月，西明寺建成，朝廷下诏道宣任上座。此时唐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朝廷下诏道宣参与译场工作，与玄奘一起译经。道宣又受朝廷委托，送真身舍利到扶风无忧王寺（现今的法门寺）。唐高宗李治龙朔年间，朝内有一些人上书高宗，要求出家人拜君亲，佛教界起来反对，认为“今若返拜君父乖异群经，便登惊俗之誉，或陈轻毁之望”[60]。道宣是领导这一活动的首要人物，他几次上书给有关人物，强调“上闻御览布君亲之拜，乃回天眷垂朝议之敕，僧等内省惭惧如灼如焚，相顾失守莫知投厝”[61]。“自敕被僧徒许隔朝拜……然于父母犹令跪拜，私怀徒惬佛教甚违，若不早有申闻，恐遂同于俗法。”[62]故此事“事理难返，还袭旧津”[63]。在他和其他出家人的共同坚持下，朝廷最后下诏“敕僧道无得受父母尊长拜”[64]。

道宣是一位持律严格的僧人，僧传记载他“三衣皆纻，一食唯菽；行则杖策，坐不倚床；蚤虱从游，居然除受；土木自得，固己亡身”[65]。被认为是“自佛灭后，像法住世，兴发毗尼，唯师一人也”[66]。他持律几近完美，据说他对身上虱子的处理办法是，从身上抠出来后，再用棉纸包住，然后扔到地上。来中国的印度僧人善无畏三藏听说这件事后，无不感慨地说，只从他将棉纸扔到地上的声音，就知道这位大律师是如何持戒极严了。道宣持律的声名已经传到印度，善无畏三藏到长安，皇帝接见他，问：“自远而来得无劳乎，欲于何方休息？”[67]善无畏奏曰：“在天竺时常闻西明寺宣律师秉持第一，愿往依止焉。”[68]于是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但是道宣扬名天下还在于他所做的佛教文化工作，他对佛教资料的整理与阐发更是美流天下。道宣在佛教文史学上的贡献也很大。他撰作《续高僧传》三十卷、《释迦方志》二卷、《佛化东渐图赞》一卷、《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大唐内典录》十卷、《广弘明集》三十卷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一名《东夏三宝感通记》）三卷、《释迦氏谱》（一名《释迦略谱》）一卷、《圣迹现在图赞》一卷（今佚）、《后集续高僧传》十卷（今佚，一说已羼入于现行的《续高僧传》内）、《法门文记》若干卷（今佚）等，这些著作涵括了佛教的历史、人物、经典、地理、传说，以及儒释道三教，其中《续高僧传》《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和《广弘明集》等数百卷，是佛教文史的名篇，所以他是中国佛教文化最有成就的大师之一。唐智昇法师称赞他有“外博九流，内精三学，戒香芬洁，定水澄奇，存护法城，著述无辍”特点，[69]给予很高的评价。

道宣律师在文化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搜集与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撰写的《续高僧传》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本高僧的传记，翔实地记载了唐朝高僧情况，是我们了解唐代佛教最重要的窗口。他编纂的《广弘明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本收集了有关三教关系的历史资料集，对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过程有重要帮助。由于他到四处广泛参学，“居无常师，追千里如咫尺；唯法是务，跨关河如一苇；周游晋魏，披阅累于初闻；愿步江淮，缘构彰于道听”[70]，故而积累了诸多的素材，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创作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名篇。他在撰写佛教书籍时态度非常严谨，自述撰写《续高僧传》时：“尝以暇日遍访京贤，名尚不闻何论景行。抚心之痛自积由来，相成之规意言道合。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勿谓繁多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余四百，尚有师寻，岂喻释门三五帙也。故当微有操行可用师模，即须缀笔更广其类。”[71]“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雠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言约繁简，事通野素，足使绍胤前良，允师后听。始岠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载，包括岳渎历访华夷，正传三百四十人，附见一百六十人……若夫搜擢源派，剖析宪章，组织词令，琢磨行业，则备于后论。更议而引之，必事接恒篇。终成词费，则削同前传。”[72]
唐乾封二年（667）十月三日，道宣律师示寂，年72岁，僧腊五十二，窆于坛谷石室，建塔三所，唐高宗诏令天下寺院图写他的真容奉祀，名匠韩伯通并为塑像，以追念他的道风。懿宗咸通十年（869）十月朝廷敕谥曰澄照，塔曰净光。天宝元年（742）灵昌太守李邕、会昌元年（841）工部郎中严厚本先后为道宣律师写碑颂德。道宣在世，受法传教弟子千百人，亲度者大慈律师，授法者文纲等人。

三 道宣律师与南山律宗

唐代佛教宗派都标榜自己的独特理论或实践，如天台宗以“三谛圆融”、“止观不二”为其特色，禅宗以“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之教外别传而传世；律宗的成立也脱不了这一形式，它是源于对佛教律典的注疏而形成了宗派，道宣律师则是创生这一宗派的人物。

道宣出家跟随慧[image: ]法师。当时佛教界内有两位慧[image: ]，一位是北方的唐京师崇义寺释慧[image: ]，另一位是南方的唐苏州通玄寺释慧[image: ]。道宣跟随的是北方崇义寺的慧[image: ]。北方慧[image: ]，俗姓张氏，清河人，晋永嘉年间避乱到建业，天性通简，风神详正，洽闻博达，砥砺后贤。早年皈依道教，三五秘要，符箓真文，算数、式易、禁劾等法，指掌通晓；旁询庄老，三洞三清，杨子太玄，葛生内诀，莫不镜识根源，究寻支派。后来认为驻采炼形，终期羽化，讨寻至理，若响难追，于是改密诵《法华》，意归佛门。陈太建年间敕度出家，住金陵同泰寺。隋代陈后，至江都华林寺学习《成实论》。隋开皇末年，慧[image: ]被召到西京日严寺，每日讲乘，通观异部，遍览众传，雠讨旧闻，考定新轨，归宗龙树，弘扬大乘。他的渊博知识与人格得到了诸多僧人的仰慕与尊敬，沙门智首、道岳等人“学穷稽古，架业重霄，饮德钦风，留连信宿。详议法律，删定宪章。欢笑而旋，寻复造展”[73]。唐武德开始，桂阳长公主造崇义寺，崇仰慧[image: ]戒范，请其居住。律师玄、琓等人经常来此向慧[image: ]请益。唐贞观十一年（637）夏末，慧[image: ]风疾屡增，七月二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阳原之西，凿穴处之。后又迁终南山丰德寺东岩，斫石为龛，就铭表德。道宣跟从慧[image: ]十余年，感情很深，他对律学的知识基础，以及后来定下终身研究律学的学术方向，就是来自恩师慧[image: ]对他的培养。他自述：

余学年奉侍，岁盈二纪，慈诰温洽，喜怒不形；诲以行纲，曲示纤密；蒸尝御涉，炎凉不倦。初受具后，性爱定门，启陈所请，乃曰：“戒净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学律，持犯照融，然后可也。”一听律筵，十有余载。因循章句，遂欣祖习。贞观初年，拔思关表，广流闻见，乃跪陈行意，便累余曰：“出家为道，任从观化，必事世善，不可离吾。”因而流涕。余勇意闻道，暂往便归，不谓风树易喧，逝川难静，往还十载，遂隐终天。悲哉。[74]

与慧[image: ]法师相交的智首律师则是道宣律师的另一位重要导师。在律宗史上，智首律师是八祖，道宣律师是九祖，两人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道宣在崇义寺时就跟从智首律师学习十余年，他自述：“余尝处末座，向经十载，具观盛化，不觉谓之生常初未之钦遇也。乃发愤关表，具觌异徒。”[75]
释智首，姓皇甫氏，东汉名医皇甫谧后人，因家人做官而迁至漳滨（今河南临漳）。智首幼年就显示了超人的天赋，7岁离俗，驰誉乡邦。开始投相州（今山西太原）云门寺智旻出家。智旻是僧稠的高足，对禅学很有研究。智首在寺庙学习戒律，“览属遗教，戒为师本。定慧众善，自此而繁。义理相符，敢违先诰”[76]。他在戒学方面成就很大，有人向他请教有关律学问题，他随闻弘范，如说修行，“由是五众分騼，莫不就而请谒”[77]。智旻通过对智首的考察，于智首22岁时让他受戒。智首受戒之后走访各地参学，寻访律部，多会其文。道洪律师讲律，七百僧人前往听学，锋颖如林。智首寻文比义，言思超拔，脱颖而出，通冠群宗。他的刚正严明、剖析鞭辟的学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智首律师30岁时已经开始讲律。隋代灵裕法师地位显赫，“立教施行取信千载者，裕其一矣”[78]。灵裕曾被朝廷诏至京城尊为国统，但是他对智首律师尊敬有加，曾经带着缁素听其讲律，在佛教界里传为佳话。隋仁寿中，献后崩，立大禅定道场于西京，以荐冥福，朝廷下诏请智旻前去主持。智首律师随师入寺，专注禅定，更开讲肆，每日处众敷弘，余时寻阅，四年之内考定三藏众经，找出与律相关的词汇，又对前人的疏条过错加以改正，著述了二十一卷的《五部区分钞》。此书内容超过律宗六祖道云的疏抄两倍，教内评论此书：“高墉崇映，天网遐张。再敞殊文，统疎异术。群律见翻四百余卷，因循讲解，由来一乱，今并括其同异，定其废立。”[79]智首的律学著作出世，使传到中国六百余年的律学有了进一步系统化，同时也进入统一的时代。在此之前，中国佛教律学是混乱的，“又像季浇漓多轻戒律”，[80]“传度归戒，多迷体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见纷其交杂，海内受戒，并诵法正之文。至于行护，随相多委，师资相袭，缓急任其去取，轻重互而裁断”[81]。智首“衔慨披栝，往往发蒙，商略古今，具陈人世”[82]。律学经他整理，原有五部律典混开情况开始规范，佛教七众弟子有了统一认识，特别是过去因为受到传译人的影响，各地分别执行不同的律典，如关中地区早前“专尚素奉《僧祇》”，[83]洪遵律师创开《四分律》，讲经诲律，吸引了不少出家众前往，但是对于印度传来的律典文本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佛教仪轨，仍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智首律师将原来汉译律典存在的“沈文伏义，亘通古而未弘；硕难巨疑，抑众师之不解”[84]的情况做了整理，对事开设解答，“标宗控会，释然大观，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统详决矣”[85]。正是由于他的努力，隋代律学发展很快，洪遵律师也亲自到场听讲，并让其他法师亦听命之，“使夫持律之宾日填堂宇”，[86]佛教界形成了在中国佛教里持律要以律本为宗、以为法镜的共识，过去律典“随文末纪”的情形最终得到了根本改善。唐初贞观年间佛教律学各部在长安得到极大发展，佛教界人士竞相学习研究，皆赖智首之力矣。智首律师自我总结说：

世雄息化，律藏枝分，遂使天竺圣人，随部别释。自佛教东流，年代绵久，西土律论，颇传此方。然此萨婆多即解其十诵，智首宿缘积善，早预缁门，始进戒品，即为毗尼藏学。至于诸律诸论每备披寻，常慨斯论要妙，而文义阙少，乃至江左淮右，爰及关西，诸有藏经，皆亲检阅，悉同雕落罕有具者，虽复求之弥恳，而缘由莫测，每恨残缺，滞于译人。静言思此，恒深悲叹，比奉诏旨，来居禅定。幸逢西蜀宝玄律师，共谈此论，阙义玄言，本乡备有，非意闻之，不胜庆跃，于是殷懃三覆，问其所由，方知此典译在于蜀。若依本翻，有其九卷，往因魏世道武，殄灭法门，乃令兹妙旨，首末零落。遂使四方皆传阙本，其真言圆备，尚蕴成都，智首乃托卭僰行人，井络良信，经涉三周，所愿方果。以皇隋之驭天下二十六载大业二年岁次丙寅冬十二月，躬获此本，传之京邑。智首深愿，流兹觉水，散此慧灯，悟彼学徒，补其法宝，已有一本。附齐州神通寺僧沙禅师，令于海岱之间，诸藏传写，犹恨晋魏燕赵，未获流布，相州静洪律师毗尼匠主，复是智首生年躬蒙训导，今谨附一本，屈传之河朔……[87]

智首律师在佛教界讲律30余年，是隋末唐初佛教律学的新派人物，也是唐代律学的权威人士。唐贞观元年（627）有天竺来的僧人持梵本律典拟译成唐文，朝廷下诏搜寻译者，逐处翻传，涉及律宗的部分，都是咨询智首之后而校正的。史称智首“三十余载独步京辇，无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见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寔由匡弼之功。而复每升法宇规诫学徒，微涉滥非者为停讲坐，或有堕学者皆召而诲喻，闻者垂泣，无不惩革”[88]。贞观八年（634），朝廷为纪念太穆皇后，在长安修弘福寺，以智首道素严正，不滥邀延，征召为弘福上座，即总纲任，采擢僧伦。

贞观九年（635）四月二十二日，智首律师在弘福寺圆寂，春秋69岁。他的葬礼是高规格的，首开隋唐僧人国葬之例。朝廷在京城西郊龙首原拨出土地十亩，三百工人修坟，种柏千株。“皇上哀悼，敕令百司供给，丧事所须，务令周备。自隋至唐，僧无国葬，创开模楷，时共重之。”[89]出殡之日，素幢充诸街衖，前有诸寺门学竞引，大臣仆射房玄龄、詹事杜正伦并诸公卿亲自到现场哀诉。慕义门学为他立碑于弘福寺门前，右相加光禄大夫、礼部尚书许敬宗亲自为文。道宣总结智首律师的一生成就云：“智首律师承斯讲授，宗系盛广探索弥深，时属云雷接统传化，学门远被制述全希。”[90]“智首律师德光荣问于帝京者，寔资成赞能扇芳风，自见令达，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运搜举，岁拔贤良，多是律宗……”[91]又云：“初律师弘化终始有闻，博见之举，通古罕例。自讲士交竞，救习昔传，雠勘群宗，多乖名实。非夫积因往世，故得情启天乘。数百年来收宗始定，兼勤于听说，重于行事，随务造仪，皆施箴艾。每于晦望说戒，先具法物，花香交饰，蓥发堂中。预在听徒，合掌跪坐，一众兢竦。终于前事说欲陈净，偏所诫期。每讲出罪，濯诸沈累，故持律之士多往参焉。自终世后，此事便绝。”智首成为中国律学史上博见通古、收宗始定的人物，在他之后，能像他那样信手拈来，博古通今，持律甚严，自成一家的人物，不再复出也。

道宣自述：“余忝预道门，早承师训，自慨庸识，暗短冥若，夜游竭愚不已，稍染毫藤，每一事可观辄再详。心首施身口之关钥，识持犯之龟镜，务存至简，逐事省功。恐大本难通，劳而寡效，故制之以限分，遵之以积渐，犹天地二化，始合于自然；齐鲁二变，终臻于至道，若文义俱辨，复非钞者所明。”[92]他跟从两位律宗大师学习律学，受益匪浅，得以成为律学一大家。但是他对在此之前律学研究的情况是不满意的，他说：“然则前修托于律藏，指事披文而用之，则在文信于实录。而寄缘良有繁滥，加以学非精博，臆说尤多取类寡于讨论。生常异计斯集，致令辨析衅戾轻重倍分，众网维持同异区别，自非统教意之废兴。考诸说之虚实者，孰能辟重疑，遣通累，括部执，诠行相者欤。常恨前代诸师所流遗记，止论文疏废，立问答要抄，至于显行世事，方轨来蒙者，百无一本。时有锐怀行事，而文在义集；或复多列游辞，而逗机未足；或单题羯磨，成相莫宣，依文用之，不辨前事，并言章碎乱，未可披捡，所以寻求者非积学不知，领会者非精炼莫悉。”[93]可见，在他看来，过去的律学研究实为肤浅，缺少新意，且多为皮毛，无法深入，耽误了学佛。

四 道宣律师的律学思想

道宣除了在佛教文史方面著作等身，具有重要影响之外，他在律学方面的成就最突出。他住在终南山白泉寺十余年潜心研究律学，心得日进，成果甚多。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626），他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今作十二卷），阐发了他为律学开宗的见解。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撰制《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今作六卷）。九年（635），入沁部棉上（今山西沁县绵上镇）山中，撰《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一卷、《疏》二卷，随后又撰《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疏》三卷。十一年，在隰州益词谷撰《量处轻重仪》（一作《释门亡物轻重仪》）二卷、《尼注戒本》一卷。十六年，仍入终南山丰德寺，至十九年撰成《比丘尼钞》三卷（今作六卷）。翌年，将所撰《羯磨》一卷增广为二卷，又将《疏》二卷增广为四卷（今作八卷）。永徽二年（651）九月又增订《含注戒本》并《疏》。他所开启的南山宗义的五大部疏钞至此完备。至显庆二年（657）又撰成《释门章服仪》一卷。龙朔元年（661）又撰《释门归皈敬仪》一卷。乾封二年（667）二月，他在终南山麓清宫精舍创立戒坛，依他所制的仪轨为诸州沙门二十余人传授具戒。同年他撰有《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一卷、《律相感通传》一卷。此外他还撰有《释门正行忏悔仪》二卷、《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一卷、《净心诫观法》二卷等。他自述：

余因听采之暇，顾眄群篇，通非属意，俱怀优劣，斐然作命，直笔具舒，包异部诚文，括众经随说，及西土贤圣所遗此方先德文纪，搜驳同异，并皆穷核。长见必录，以辅博知；滥述必剪，用成通意；或繁文以显事用，或略指以类相从；或文断而以义连；或征辞而假来问，如是始终交映，隐显互出，并见行羯磨。诸务是非，导俗正仪；出家杂法，并皆揽为。此宗之一见用，济新学之费功焉，然同我则击其大节，异说则斥其文繁。文繁谁所乐之，良由事不获已。何者?若略减取其梗概，用事恒有不足，必横评不急之言，于钞便成所讳。[94]

他撰写的律学著作，与他撰写的佛教文史著作一样，重视资料的采集，多在新意上予以阐发，又在逻辑上前后贯通，将经中的隐显同时揭示出来，又有戒本的证明，所以他的著作受到佛教界的重视，被奉为圭臬。

作为律学著作大家，他撰写了众多的律学著作，为律学的整理与阐新做了很多的贡献。佛教的理论是以戒定慧三学构织而成，戒是戒律，是佛教徒的行为规定；定是禅定，是佛教徒的宗教实践；慧是理论，是佛教徒的思想指南。三者一体，组成了佛教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他认为：“自法王之利见也，将欲清澄二死，翦除三障，所以张大教网，布诸有流。虽复惑累增繁，起惟三业，随业设教，三学兴焉。戒本防非谅符身口，定惟静乱诫约心源，慧取闲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义刑圣量，是故论云，戒如捉贼，定是缚贼，慧如杀贼。贼谓烦惑，不可卒除，功由渐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观察，了见使缠，我倒既销，诸业不集，推其本也，则净戒为功，举其治也，则正慧为德。”[95]这是说佛陀创教，就是要众生知道人生有分段生死和变易生死之两种形态，要去除贪嗔痴之三种业障。众生认识颠倒，皆由身口意三业所惑，故唯有因业而设教，践行戒定慧三学焉。戒的目的是预防不正确的认识与行动，规范身口两业；定是治乱，让心得静。慧则去邪，立信辩惑。但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戒定慧三种仍然是假相，最后还要通过最高的正道来证得，所以经论说戒是捉贼，定是缚贼，慧是杀贼。贼是烦惑，需要修习才可卒除，其功用是渐渐修习与证得的过程。所以佛陀立下的宗旨，无非是戒立规矩，定是修习，深知障惑，明智观察，洞见烦恼，我执颠倒不生，诸业不现是智慧，其本质还在于以清净戒行为功用，以正确的智慧为善行来对治烦恼。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徒知道了戒法，从此戒法在道俗中流布。但是在中国“（佛教）宪章则有具有缺，道人律仪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随量制开，对境无非”[96]。戒律的分类与判示由其力用而定，即是所谓接俗之化，其条件是在变化的，但对出家者来说，因为出家人不同于俗人，具备了受戒的条件，没有等级之分，大家平等，五众约过，同持一戒，故而“戒者警也，常御在心。知奉法之有人焉”[97]。

（一）“戒德”思想

道宣律师对律学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律典的注疏，他所做的更大贡献是对律学思想提出了一套理论，引导了律学研究的方向，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戒德”是佛教律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早在原始佛教时期就已经被使用了。《长阿含经》载：“若沙门、婆罗门，精勤修善，戒德具足，久存世者，多所饶益，天人获安。”[98]这里的“戒德”，是指因修善行而在思想上聚足了动力。戒德是修来的，有“功德”之“德”的意思。因为有了戒的动力，功德之德有可能增长，故在“戒德”之后，可以获得很多的福祉，诸事顺利。所以经中又有：“彼刹利王七世以来父母真正不为他人所见轻毁，是为成就初法。彼王颜貌端正，刹利种族，是为二法。彼王戒德增盛，智慧具足，是为三法。”[99]戒德的增长，能使智慧也跟着增长，因此戒德在印度文化里面，也是一种因修行而得到的智慧，总之，“戒德”是动态的，是随着人们的智慧与修行而变化的。

在早期佛教里，“戒德”代表着修行的成就。“夫戒之兴，所以防邪检失。禁止四魔，超世之道，非戒不弘。斯乃三乘之津要，万善之窟宅者也。然群生愚惑，安寝冥室，宛转四流，甘履八苦，开恶趣之原，杜归真之路，游游长夜，莫能自觉。时有出家庶几玄微者，徒怀远趣，迷于发足，[100]是以如来，悼群瞽之无目，睹八难以增哀，开戒德之妙门，示涅槃之正路。”[101]佛陀设教，就是让人由迷转悟，脱离生死苦海，戒则是这一“超世之道”的必然之路，故戒是“斯乃三乘之津要，万善之窟宅者也”。因佛陀时代出家人不多，佛陀为了众生的解脱，于是说戒，显示戒德之门，示涅槃正路。戒德之称为妙门，就是因为它有“防邪检失”妙用，也是入门之妙处，故显示修行的成就，如：“有时得道沙门及神妙天，戒德隆盛，欲自试力，手按少地，则普地动，是为二也。”[102]这里的“戒德”代表着一种修行的成就或高度，因为有了隆盛的戒德，就能出现超出常人之力，从而得道。所以《四分律》中又有：“时耶输伽，有少小同友四人，在波罗[image: ]住。一名无垢，二名善臂，三名满愿，四名伽梵婆提。闻耶输伽在大沙门所修梵行，各念言，此戒德必不虚，修沙门梵行亦不虚。何以故？乃使此族姓子从其受学修梵行。彼族姓子，能于彼修梵行，我等宁可于大沙门所修梵行耶。”[103]“戒德必不虚”，就是实实在在的名声，代表了耶输伽修行的程度。此外，按照律仪，比丘受戒要有三位出家的比丘证明，方得成立，但如果达不成这样的条件，则戒德也可以作为重要特例，即：“若比丘无处受法，乃至得从沙弥尼受，但求持戒德，重人作证明伴，亦得从白夜受法，但不得称阇梨，如是例知。”[104]比丘受戒之后，要寻找有道的高僧作自己的依止师，监督自己的行为，律本规定：“依止时当问余比丘，此比丘何似有戒德不？能教诫不。眷属复何似，无有诤讼不？能相教诫不？如是问已，从求依止，与依止者，亦如是。”[105]可知如果没有戒德，就连依止师也找不到，佛教对戒德的要求是很高的。同时，佛教在社会兴盛，主要得益于整个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但是没有戒德仅有寺院，是不圆满的。道宣就认为，东晋社会“若能依准教行，不越常刑，贤圣所同，寔当弘护。至如澄寺九百[106]神道映于赵都远林，[107]不刊戒德，流于晋世，可龟镜矣”[108]。后赵佛图澄位登国师，佛教在他的影响下，在赵都建造了近九百所寺院，远近闻名。佛图澄依靠术数符契、神咒、役使鬼物来产生影响，戒德并没有被广为推行，整个东晋时代都没有强调戒德，这也是应引以为戒的。

印度贲来的佛教戒本，提到“戒德”的不多，像《四分律》这样流行的戒本，只有上述一例而已。《摩诃僧祇律》也只有一处，如：“若比丘尼有戒德，妇女小儿欲乞破衣段以禳灾者，不得自手与，应遣净人女与。若比丘自手与俗人外道沙门衣者越毗尼罪。若有戒德比丘人，索破袈裟段，欲以禳灾者，应使净人欤，不得与大段当与小者，是故世尊说。”[109]比丘尼与比丘因为拥有很高成就的“戒德”，不能破戒，所以要请人代劳予施，戒德仍然是代表着成就或清净。五部戒中的《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译者义净是晚唐时人，戒本译出较晚，其曰：“缘在室罗伐城，有一苾刍尼，名曰黑色，曾作外道。每恒共诸苾刍尼鬪诤纷扰，常言舍佛法僧，非但此沙门释女持戒德行，情怀质直，纯善梵行，余处亦有如斯善人，我当就彼而修梵行。诸尼以缘白诸苾刍，苾刍白佛，佛告诸尼，应可屏谏。”[110]黑色比丘尼“持戒德行”已经是完全中国化的语言了，但是这里的“德”字表示的是持戒情况，并不是说明他的水平有多高。

东晋佛教界人士曾经译过《戒德经》一卷。最早记载这一经名的是隋费长房的经录，云：“戒德经一卷（或云戒德香经） 七梦经一卷（旧录云：阿难七梦经）。”[111]该经由“孝武帝世，西域沙门竺昙无兰，晋言法正，于杨都谢镇西寺兰取世，要略大部出”[112]。唐智昇曰：“戒德香经一卷（或云戒德经，出增一阿含第十三卷异译。）”[113]另一唐代经目家圆照又曰：“诫德香经一卷（或云戒德经） 东晋西域沙门竺昙无兰译。右出增一阿含经第十三卷。地主品异译。”[114]现存的《增一阿含经卷》第十三之《地主品》系由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出，其内容由十个小经组成，讲述了十个小故事，突出供养的意义与灭贪嗔痴等佛教思想。因经中有“世尊告曰：‘戒香、闻香、施香。是谓，阿难！有此香种，然复此逆风香，亦顺风香，亦逆顺风香。诸世间所有之香，此三种香最胜、最上，无与等者，无能及者。犹如由牛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然此醍醐最胜、最上，无与等者，亦不能及。此亦如是，诸所有世间诸香，此三种香最胜、最上，无能及者。’”[115]故名《戒香经》。又佛陀说：“莫与恶知识从事。所以然者，与愚人从事，无信、无戒、无闻、无智，与善知识从事，便增益诸功德，戒具成就。如是，阿难！当作是学。”[116]指出像外道提婆达兜名闻四远，戒德具足，名称悉备，乃能使阿阇世王日来供养，实为荒唐。故强调：“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莫施此心，贪提婆达兜利养。所以然者，提婆达兜愚人造此三事，身、口、意行，终无惊惧，亦不恐怖，如今提婆达兜愚人，当复尽此诸善功德，如取恶狗鼻坏之，倍复凶恶。提婆达兜愚人亦复如是，受此利养，遂起贡高。是故，诸比丘！亦莫兴意着于利养。设有比丘着于利养，而不获三法。云何为三？所谓贤圣戒、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而不成就。若有比丘不著利养，便获三法。云何为三？所谓贤圣戒、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若欲成此三法，当发善心，不著利养。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117]由此可知，这本《戒德经》实为说供养的事情，与一般所说的“戒德”没有关系。此外，在唐代还有以“戒德”为名的寺院，如：“贞观中，洺州宋尚礼者，薄学有神明，好为谲诡诗赋，罢县还贫无食，好乞贷，至邺戒德寺贷粟，数与不还。”[118]
中国僧人对“戒德”使用最多的是在《僧传》里面，这个词组是用来表现高僧品质的。在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有：“僧伽跋摩，齐言僧铠，天竺人也。少而弃俗，清峻有戒德，明解律藏，尤精《杂心》。”[119]梁慧皎《高僧传》里有：“时蜀江阳寺释普明、长乐寺释道誾，并戒德高。明蔬食诵经，苦节通感。誾学兼内外，尤善谈吐，吴国张裕请为戒师云。”[120]“跋澄戒德整峻，虚靖离俗，关中僧众则而象之，后不知所终。”[121]僧祐的师父定林寺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122]。总之，在道宣之前，“戒德”的使用在僧人笔下并不频繁，说明这时僧人们对这一词组的用法是谨慎的，而且这里的“戒德”还是沿用了过去的说法，像僧伽跋摩“清峻有戒德”，释普明、释道誾“并戒德高”等，都说明他们持戒精严具有高超的水平。不唯比丘有戒德，就是比丘尼也同样有戒德，道宣说：“洎如来晦迹，慧日潜晖，女人戒德，渐将讹替。逢缘起障，解境生迷，遂有明暗异途，升沈殊趣。故知浮海弃囊，巨壑终为难渡，涉途毁足，长路实不易行，若非精翫，护持戒品，理难牢固。”[123]同样，比丘尼在寻找依止师时，也要考察戒德的情况：“《伽论》云凡欲依止人者，当好量宜，能长善法者，及问余人，云此比丘尼戒德何似，能教诫否？眷属复何似，无有诤讼否？若都无者，然后依止此律。”[124]
到了道宣时，他撰写《僧传》更多使用这一词语，如慧超“戒德内修，威仪外洁，凡在缁侣，咸禀成训”[125]。“安成康王萧雅秀钦敬（惠超）戒德，出蕃要请相携于镇，讲发风被远近服叹。”[126]昙延“经行宴坐夷险莫二，戒德律仪始终如一”[127]。昙荣“以隋末凌乱，人百从军，预践兵饥，希全戒德”[128]。慧满“斯戒德之威，颇难登继”[129]。此外，俗人也有用“戒德”一词，如隋薛道衡《吊延法师亡书》云：“法师弱龄舍俗，高蹈尘表；志度恢弘，理识精悟；灵台神宇可仰而不可窥，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测；同夫明镜屡照不疲，譬彼洪钟有来斯应；往逢道丧玄维落纽，栖志幽岩确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回其虑，严威峻法未足惧其心；经行宴坐夷险莫二，戒德律仪始终如一，圣皇启运，像法重兴，卓谓缁林，欝为称首。”[130]继唐之后的《宋高僧传》也以“戒德”表现僧人的品格，如释玄约，“以戒德之选而预临坛，讲律并《俱舍》共四十余遍”[131]。释傅章，“卜京之南原用荼毗之法，薪尽火灭得舌且不灰，众叹戒德，门人檀信共立塔焉”[132]。

使用“戒德”的表述并不是始于道宣，但是他发挥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用。道宣自述：

余以贞观二十一有年仲冬，于终南山丰德寺删定戒本。故其序曰，自戒本之行东夏也，曹魏中世法护创传羯磨乃明戒本盍阙，姚秦关辅方译广文，觉明法师首开律部，因出戒本附译传写。高齐御历盛昌佛日，三方释侣二百余万，法上大统总而维之，沙门慧光当时僧望，联班上统摄御是图。以夫，振纽提纲，修整烦惑，非戒不立，非戒不弘，更以义求，纂缉遗逸，重出一本广流于世，则其本首题归敬者是也。隋运并部沙门法愿鄙光所出宗理爽文，后学凭附卒难通允，乃准的律部，连写戒心，通被汾晋，最所倾重，则其本首题戒德者是也。参互三本雠校同异，通会皆附正经，摘理义无不可，是以先达晚秀奉而莫遗，意在忘筌，岂惟文绮。世有惰学浮侈之徒，博观未周，随言计执同我，则审难为易，异听则达是言非，比周成俗，卒未惩晓，尝以余景，试为通之。如光所诠，我今说戒，愿之所出，云说木叉及披律解木叉戒也。愿出初戒，则云不还，光所传辞，便言不舍。检律诚释，违愿附光。取意统文，莫非还净。如斯举例，其相可知。若夫，戒德戒宗，诚明定慧，销烦静务，超世超生。初涉问津，会归舟济，非文不启，非义不通。玅识两缘，双袪二执，荡焉无累，纷诤何从。[133]

道宣在这里回顾了戒学在中国发展的路程。戒本的整理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法护到慧光，特别是慧光整理的戒本，首题“归敬者”，表达了对佛陀制律的尊敬。第二个阶段是法愿，首题“戒德者”。从“归敬者”到“戒德者”的表达，这是戒学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着戒学研究的深入与理论化，以及中国化的特点日益明显。道宣在前辈戒学的基础上，将戒德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强调，虽然他比较谦虚地说自己是“令余所述，还宗旧辙。芟略繁芜，修补乖竞。辞理无昧，投说有踪”，但是他在文中指出“戒德戒宗，诚明定慧，销烦静务，超世超生”，也就表明了他是接受了“戒德”这一表述，所以他在注疏《四分律》时，于序里的第一句话就用了“夫戒德难思，冠超众象，为五乘之轨导，寔三宝之舟航”的表达，将“戒德”提到了指南与导航的高度。

道宣使用“戒德”以后，这一词组中国式思维成分明显地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对“德”的使用与宣传，所谓的“德”，就是中国传统哲学里的“道”之载体与之表现，是谓“厚德载物”亦即“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134]。“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至德者邪？”[135]周朝确立了礼制，“德”作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出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36]，皇权不仅来自天，而且还受到了“德”的辅助，是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孔子将“德”作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核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37]是王道的原则，恪守道德规范者的“操守”、“品行”，如“功德、品德、德才兼备、德行”具有了实际的意义，特别是儒家将“德”指向内心的情感或者信念，用于人伦，提升了人的本性、品德，“德”也就包括了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道德的内容。而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也对德多有提倡，像葛洪就将“德”解释为“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灾”。[138]治国之君以及忠臣辅佐则应修道德，积善积德是宗教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个“德”就包括了人的道德水平在内，并且是首先判断这个人的品行的标志，“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139]。也就是常说的“德行”。

佛家的戒有四种，一威仪戒，二护根戒，三定共戒，四道共戒。僧人持戒，以德行优劣而有不同，“持威仪弱，护根持胜，以制心故，乃至道共为胜”[140]。这种德行在中国佛教里被强调出来，如：“二受，即受十戒并具戒。德退德行，容有退者故。”[141]“有德及无德，俱共舍寿命。有德慧命存，并复有名称。无德丧慧命，亦复失名誉。我等诸沙门，以持戒为力。于戒为良田，能生诸功德。生天之梯隥，名称之种子。得圣之桥津，诸利之首目。”[142]道宣认为高僧要有“戒德内修，威仪外洁”，“戒德律仪始终如一”，就是在强调僧人必须要将戒与德高度地统一起来，而且“戒德”是僧人内在的修养，通过它才能显示出僧人的威仪，展示佛教的形象，这已经超越了印度文化所说的“戒德隆盛”的形式化表达。戒德之“德”就是法师之师德，道宣说：“第十简师德者，此律阿阇梨有五种：一出家阿阇梨，谓依教受十戒者是。二受戒阿阇梨，谓为受具足秉羯磨者是。三教授阿阇梨，谓教授威仪者是。四受经阿阇梨，谓所从受经者是。五依止阿阇梨，谓受依止者是。义云前四通名阿阇梨，今此所明准论依止阇梨以替和尚处，故必须谙究经律，圆解明白，方始得为。《僧祇》云不得辄请依止，须成就五法，一受念，二恭敬，三惭，四愧，五乐住。”[143]“阿阇梨”是梵文的音译，汉译是亲教师或导师、依止师。道宣提出的五种阿阇梨要“必须谙究经律，圆解明白”，才能称职，而且还要具备受念、恭敬、惭、愧、乐住五法，这“五法”是阿阇梨必备的道德，也是师德。

道宣提出律学中要有“戒德”的思想。他说：“夫戒德难思，冠超众象，为五乘之轨导，寔三宝之舟航。”[144]将“戒德”提到了“冠超众象”的高度，“象”是万物的事象，“戒德”是万物之象的最高，可见“戒德”的地位多么重要，是难以思量的。唐江东杭州华严寺沙门大觉[145]律师对道宣的话做了具体解释，他说：

夫戒德者，夫是发语之端也。戒德者，诸经论叹戒文多。戒为万善之因基，当三乘之标首，趣菩提之正道，越生死之良规，是佛法寿命。则行人之方轨，故曰戒德也。言难思者，有其二义。一体难思，二相难思。言体难思者，无作戒体，非色非心。万善初基，三乘正因，故曰体难思。言相难思者，从体起行，行则假相而诠。相周法界，亘尘沙境，一一境上发诸律仪，弥亘既宽，故曰相难思。冠超众像者，此正叹戒尊高，借喻首饰。冠是人首严也，衣服等诸相，人身上饰具，如冠居衣服等众像最上。今此戒居定慧等万善上首，故喻以冠。众像者是定慧等万善也。戒能生定慧，定慧所依故。德超二学，故曰冠超众像。为五乘轨导者，为训作也。三乘并人天为五乘。轨者则也，正训辙也，导者引也。今此明戒正是五乘之本，能持则出离三途，得人天乘三乘之果，故曰尔。寔三宝舟航者，寔由实也，止也，是也，亦取其是义，明戒能运载行人，度生死大海，至三乘圣位。喻之如船，舟是船之总名，航是舟之别称，此正明众生沉沦于欲海，取济无由。佛示以三宝，令其归仰，乘戒舟而逈济，截爱海之溶流，故曰也。依教建修定慧之功莫等者，谓若能依此律教，建立修行，定慧方从此生也。戒则居先，功高定慧，故曰莫等，所以《遗教经》云：依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也。推功归本，故言莫等也。住持佛法群籍息唱者，住持佛法，非戒不能，故文云，毗尼藏者，佛法寿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也。群籍者，余二藏也。[146]

道宣在西北长安终南山著述立说，大觉律师在南方杭州对他的戒德学说作注疏。大觉对道宣的律学持折中的态度，史载“抗（应为‘杭’——引者案）州花严寺大觉律师、杭州灵隐寺弁常律师、常州兴宁寺义宣律师，文云折中者是”[147]。大觉律师不仅对道宣的话做了字义上的解释，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深入发挥，如他认为，经论中谈戒文多，对“戒德”的论述太少，固然戒很重要，是“万善之因基”“三乘之标首”“趣菩提之正道”“越生死之良规”，被看作“佛法寿命”，但这只是戒的根本所在，具体的做法则来自“戒德”的指导，所以戒德是“则行人之方轨”。对“思”之一字，大觉做了戒体与戒相的解读，认为“戒体”是无作戒之体，是“非色非心”的超越之体，万善之本源。“从体起行”，则有相而起，但为假相。相就是无差别之法界，囊括了宇宙，故难思量。他还特意强调，“德超二学，故曰冠超众像”，把“德”单独提出来讲说，并作为最高层次的表述，这是引入了中国哲学传统中“德”的思想，故有重要意义。大觉律师对“戒德”做了发挥，引向了哲学思考的领域，这是对道宣的律学理论的深入，提升了戒学的思维高度。大觉律师在其他地方也对“戒德”多有论述，如大觉说：“四未信者令信，谓戒德内充，外生物善。发人信敬，堪为师范。冯之以度世，是以未出家者，信乐出家，从其出家。”[148]佛教强调信仰，认为“信为道源功德母”[149]，在佛教的基础理论里面就有“八正道”之“正信”一说，所谓“正信”就是指坚持正确的信仰，大觉提出信仰要以“戒德”作为内在的充实，再加上外在的起善，最后让人发敬，这个思考的逻辑较好地揭示了“德”在戒学里面的重要地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戒学的最好结合。大觉又说：“第一从初戒德难思下至群籍息唱来，明其三学相形，优劣不等义。第二从大师在世下至同异区别来，明其师资传法，兴替所由义。第三从自非统教意之废兴下，明其除疑决滞撰结今文，谓正序此钞之意义也。于此三段之中更分为二。从初至遗风无替来明其是，二从逮于像季下则明其非，两段不同，今即是初。”[150]这仍是在诠解道宣的说法，指出道宣的四分律注疏序中，一是分出戒定慧三学的优劣。二是明确了南山律宗的传承与兴替。三是道宣作疏抄所在。总之，道宣作疏抄就是要说明佛陀制戒的“是”与佛教发展到像季时戒律所起到的“非”的作用，故大觉认为：“捡察身口等者，即防身口七非，此名戒也。言威仪之行者，上捡察身口，能防名戒。其相是粗，今则于微细威仪，行住坐卧四仪可观，故曰威仪之行。克志专崇高慕前圣者，克由能也。明诸佛罗汉并此戒，能得出离生死，因兹戒德降魔成道。我亦効之，故曰高慕前圣也。持心后起义顺于前者，此明前要心受时誓持不犯。今已受后，能顺前期，不违本心，故曰义顺于前也。”[151]戒是防止身口行为异常的规范，这只是“粗”，即是表面的形式；戒是僧侣威仪的表现，这是“细”，亦即是深入的内在气质，出家人就是要“高慕前圣”，追求佛、罗汉出离生死的境界，也是“儒书亦云，见贤思齐，意亦同此”[152]。其中“心”是最重要的，只有内心坚守“誓持不犯”，才能取得功德。“戒德”在这里具有“降魔成道”的意义，“魔”是指心散乱不能持守戒，“道”是追求的最高目标与境界，大觉律师较好地将内在的心与外在的行为统一在“戒德”之下，这也是“谓不犯一切戒者，由有方便作护持之心，能对境不染也”[153]之意义所在。

道宣的后人，宋代律师元照在解释道宣的话时则说：

戒德即所叹之法，难思乃能叹之词。戒有四义，法体行相。今从总相，唯叹戒法。所以不云难议者，以心思切近，口议疎远，思之既难，必非可议。或可句局，理必兼之。冠下一句，显上难思之义。既超象外，无物可比，故非凡小心力所及。冠字去呼，谓束载也。冠为首饰，取高出之义。象谓世间，诸所有物。问：轨导舟航岂非象耶？答：经律叹戒，举象虽多，但得少义，未可全同。此中略举二物，少喻戒功。轨导即车辙，明其发趣也。舟航取其运载也。又标宗云是汝大师，以能轨物也。或如人足能有所至也，或云大地生成住持也。道品楼柱，圣道所依也。禅定城郭，定慧所凭也。乃至如池如镜，如缨络，如头如器。又《智论》中如重宝，如命，如鸟翅，如船等，寻之可知。又《篇聚》中先明戒护，具列八喻，如王子，如月光，如如意珠，如王一子，如人一目，如贫资粮，如王好国，如病良药。又戒本序如海无涯，如宝无厌。僧祇戒本如猿猴锁，如马辔勒，广在经律，不复繁引。良以戒德高广，故非一物可喻。遍举诸象，各得一端。不能全似，故云冠超也。五乘者，人、天、声闻、辟支及佛能乘人也，五戒十善、谛缘六度所乘法也。乘此法者，必由奉戒，故以戒法通为轨导也。常途如此。[154]

元照法师逐字地解释了道宣的话，指出了戒法“以心思切近，口议疏远”，戒德有“既超象外，无物可比，故非凡小心力所及”的高广特点，它超越一切，唯圣人所具，众生的小心力所不能及，“故非一物可喻。遍举诸象，各得一端。不能全似”，故而“戒德难思”，是为“所叹之法”，成为“轨导”和“舟航”。道宣进一步指出：

夫群生所以久流转生死海者，良由无戒德之舟楫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横截风涛远登彼岸者，无此理也。故正教虽多，一戒而为行本，其由出必由户，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创起道意，先识斯门，于诸心境筹度怀行。其状如何？故论云，夫受戒者慈悲为务，于三千界内万亿日月，上至非想，下及无间，所有生类并起慈心，不行杀害，或尽形命，或至成佛。长时类通，统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满虚空，其德难量。惟佛知际，不杀既尔。余业例然。由斯戒德故能远大，所以上天下地幽显圣贤，莫不凭祖此缘用为基趾。经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发，是曰生也。圣道良资，是曰成也。法延六万，是曰住也。保任三业，是曰持也。诸余善法盖阙此功，有入此门，便称圣种。乖斯妄立，是谓凡流，长没苦海，出济无日。[155]

佛教认为，众生生活的世界是此岸的五浊世界，修行得道之后是彼岸的解脱世界，连接此岸与彼岸要靠舟船摆渡。道宣认为，“戒德”就是度众生解脱的舟船，亦称“戒舟”。众生都能乘坐戒舟，在慈风吹拂下，到达彼岸世界。“戒”是基础，如同大地，为佛法的住世提供了条件。但是这种条件的起点是来自佛教的慈心与善心，所以受戒者“慈悲为务”，以心为媒，促成圣贤，由此而生的受戒者，所得到的功德是不可限量的，这种远大的戒德，能“上天下地，幽显圣贤”，所以“莫不凭祖此缘用为基趾”。所有善法依靠的都是这个戒德，能够进入此门者，就是圣种。与此相悖者，就是凡夫，永无出头之日。佛教虽然派系众多，但都以戒为本，这就如同出家之人，必有其家，皆由戒所定。故欲要出家修道，首先就要识得戒门，“于诸心境筹度怀行”，亦即在心境上把握而修行，道宣提出了持戒心分三品的思想。道宣说：“心有浓淡故，心分三品不妨。本受是下品心，故《杂心》云，罗汉有下品戒，年少比丘上品戒……但心随境起故，今广论令知戒德之高广，亦使持者有勇励。”[156]这是说，因心的摄受不同，而出现了上中下三心，也就随之有上中下三品戒之不同。“下品持戒生人中。中品持戒生天上。上品持戒得至佛道。”[157]持心受戒重在发心，发上品心者得上品戒，发下品心者得下品戒。有人因发下品心虽然到了罗汉果位，但仍是下品戒。年轻人因发上品心，得上品戒。所以发心的不同取决于得戒的不同，这就是“但心随境起故”，或是“一品心因，始终定也”[158]。而戒德也随着不同的心品发挥着高深作用。如发戒心有能缘心、所缘境、发戒、防非者等四种现象，亦称“随戒释相”。它们都与心有重要的关系，而且讲的都是现在或此刻。能缘心是“念念虽谢，即后念起时，前念谢也”[159]之“现在相续心中缘”[160]的戒生因；所缘境是通达三世之境，为三世而发之戒。“如怨家境虽过去，得起恶心斩截死尸，现在怨家子有可坏义，未来诸境可以准知。”[161]发戒是“谓能发之心，发得戒善者。但是现在心中，能发也”[162]，所以它是“现在相续心中得”。防非者是“但防过去未来非，现在无非可防”。随戒释相与一般的事物不一样，因为以念念之心相续而缘而得，心通三世，戒亦通三世，而戒的特点是“要必普周，若作偏局一向不合”，所以道宣转述《善生经》的话：“大地无边，戒亦无边。草木无量，戒亦无量。虚空大海，戒德高深。亦复如是。”以此文证，理通法界，戒德高大深广。“法界之中情与非情，各得诸戒，无量无边，故《善生》中五种为量，众生、大地、草木、大海及以处空，譬戒德量，如前分雪。”比丘的基本戒条是二百多戒，比丘尼的基本戒条是九十九戒，一共加起来是四百二十戒。但是按佛教的说法，每一戒有摄僧的十种功德，每一功德又生十种正行，一戒就会有百戒，所以四百二十戒就变成四万二千戒，成为恒河的洪流，故“四万二千学处一时并起，无一戒不生，故称无愿。据斯以求戒德恒流”。戒德的恒流，给众生道德提供了规范，也让出家人有规矩可循，就像“于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鼻，上至非想，于一切众生上，可杀不可杀，乃至可欺不可欺。此一一众生乃至如来有命之类，以三因缘一一得戒。又以此推，出家僧尼及下三众奉戒德瓶，行遵圣迹，位高人天。良由于此，端拱自守福德恒流故”[163]。“戒德瓶”是个譬喻，以此来说明戒与人之关系。“奉戒德瓶等者，瓶喻戒也。瓶若完全，堪盛未面。戒若完具，能集众善功德也。案《智论》云，持戒之人所愿皆得，天人涅槃，无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常供养天，其人贫穷，一心供养，满十二年，求索富贵，天愍此人，自现其身。问求何等？答求富贵。天与一器，名曰德瓶。而语之言，所须之物，从此瓶出。其人得已，随意所欲，无所不得，造作屋舍，七宝具足，供养宾客。客问汝先贫穷，今日何尔？具答所由，并将瓶出示客。其人[image: ]逸，立瓶上舞，瓶即破坏，一切众物，亦一时灭。持戒之人，亦复如是。种种妙乐，无愿不得，若人破戒，[image: ]怢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物。”[164]戒积功德，瓶乃满愿，瓶破戒失，功德亦无，这则譬喻形象地说明了戒德的重要意义，只有拥有戒德的时候，才能克期取证，以超克圣，做到“出家僧尼及下三众奉戒德瓶，行遵圣迹，位高人天”，福德恒流遍及众生人间。

道宣指出：

天道无亲，惟仁是与。若出家之人观空无常，厌离生死行出世法，是则为内，乖此为外。在家之人归崇三宝，持戒修善奉行礼义，是则为内，乖此为外。今内外道俗，共知内美之称由心，外恶之名在行，岂得不舍外恶，勤修内善。若欲修行先自克责，当知求进是假名，退检是实法。欲涉千里者，必里粮卫足而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粮，具戒足而登也。所以能果者，实由退检觉察校试轻重，故能却断无明退截老死。愚暗灭则慧光发，四相迁则戒德显，故知廉退者进之兆也，贪进者退之萌也。夫求而获者，虚则宝爱情深，故有倾危堕坠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获者，实则意无染恋，故得常安涅槃之乐，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应退检不及以自责躬，若志求进必损我伤物，退察检失则彼我兼利，当知克责心口，是八正之路；检察身行，是解脱之踪。是故如上善自克责，则无善而不归也。[165]

“天道为亲，惟仁是与”，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因为上天之道是没有亲疏分别的，只以“仁”来作为判断标准。孔子认为，天下归仁焉，“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佛教出家之人与世俗之人不同之处在于出世，以“观空无常，厌离生死”为己任。但是出家人与在家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共知内美之称由心，外恶之名在行”，也就是说内美之心是众生共同追求的理想，而这个“内美之心”落实到了“心”的上面，就把原来只是作为行为规范的戒相提高到心性的层面，与中国传统哲学里面提到的道德伦理的思想较好地结合起来。道宣又指出“四相迁则戒德显”，“四相”指佛教里所说的诸法生灭变迁之生、住、异、灭的四种情况，属于佛教的心不相应行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戒德是动态的，在善增进时，恶就自动后退，这一进一退实际上就是显示了戒德的作用。善进恶退代表了戒德的增长与显示，正如“愚暗灭则慧光发”一样，所以戒德有增进道德的作用，这也是坚持了印度文化的传统。道宣说：“从前发心以来，知至德可归。检校克责灭诸恶门，疑惑既遣惭愧续修。劝奖兼行戒德又显，得舍如是之罪障。餐听若斯之胜法，岂得不踊跃欢喜嗟抃自庆者乎。”[166]“至德”是指最美好的品德和最精要的道理，儒家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167]佛教的“至德”就是最高的解脱之道，佛教徒就是要实践“八正道”，[168]“功由渐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观察了见使缠，我倒既销诸业不集。推其本也，则净戒为功。举其治也，则正慧为德，经美能生，岂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驾于戒道，众圣肩随于行衢，乘福佑于四生，广绍隆于万载，非夫戒德何以懋哉”[169]。在佛教戒定慧三学中，慧是了见烦恼去我执，这是思想上的认识，因有净戒而有功效，故戒是其本；又因正确的智慧是德行，通过戒之“美”而得，故德是其治，本与治的结合，就是“戒德”，所以戒之“美”，可使佛法“乘福佑于四生，广绍隆于万载”。劝奖兼行生出美，既显戒德，因善心而有善行，就实现了“当知克责心口，是八正之路；检察身行，是解脱之踪”之两者心行统一的关系，“善”成为佛教戒德的基础，又与儒家主张的“礼”做了区别，并且突出了心性的作用，将德行引入戒学。佛教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最后的解脱，戒德就是取得解脱之路，特别是克期取证的有力帮助，故经云：“三解脱义者，近而彰名，随分果也。谓身口七非，犯缘非一。各各防护，随相解脱。远取戒德，因戒克圣。[170]望彼绝累，由遵戒本。故律云，除结无罣碍，缚着由此解。”[171]
佛教“自法移东夏，千龄过半，在魏嘉平方闻戒法。自尔迄今，道俗流布。然大圣垂教知机厥先，故使俗士宪章则有具有缺，道人律仪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随量制开，对境无非。戒科约分，任其力用，是谓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时缘。出家据道，异于俗流，备足时缘，无开阶级”[172]。戒德作为中国佛教戒律思想的道德规范，对佛教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强调以善为目的之“随戒释相”的戒德，实际上就是加强调僧人修行的境界与成就，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行”的概念引入了佛教戒学，使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做了更好的适应。道宣提出戒德也随着不同的心品发挥着高深的作用，是大乘佛教主张的心性思想的进一步运用。稍晚于道宣的唐定宾律师也指出“一切律中戒经为最，三学居初生余学故最含四义，一者势摧破戒。二者纳恒沙德，以持戒人身器清净，是故容纳世、出世间种种功德。三者乐如清凉。四者戒德无量”[173]。特别是到了宋代，在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佛教的戒德思想被强化与进一步深化，继道宣之后的佛教门人更是发扬了道宣的戒德思想。如天台宗匠四明知礼提出：“但吾宗有五德者，无择迩遐，吾将授以居之，后后之谋，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旧学天台，勿事兼讲。二曰研精覃思，远于浮伪。三曰戒德有闻，正己待物。四曰克远荣誉，不屈吾道。五曰辞辩兼美，敏于将导。何哉？兼讲则畔吾所嘱，浮伪则误于有传，戒德则光乎化道，远誉则固其至业，然后辩以畅义，导以得人。五者宁使有加，设若不及去辩矣。”[174]
（二）戒体思想

佛教有三学，曰戒曰定曰慧。其中戒学是基础，也是佛教的规范。道宣律师将戒学总结为四种情况：“一者戒法。二者戒体。三者戒行。四者戒相。”[175]就是说由戒法、戒体、戒行与戒相四种组成了戒学的基本学说，此四者又被称为戒学之四大门。其中“戒法”是戒律的总称，道宣指出：“言戒法者，语法而谈，不局凡圣，直明此法，必能轨成出离之道。要令受者信知有此，虽复凡圣通有此法，今所受者就已成而言，名为圣法。但令反彼生死仰厕，僧徒建志要期高栖累外者，必豫长养此心，使随人成就，乃可秉圣法在怀，习圣行居体，故得名为随法之行也。”[176]“戒体，即谓出生众行之本。”[177]戒行，“既受得此戒，秉之在心，必须广修方便，检察身口威仪之行。克志专崇，高慕前圣，持心后起，义顺于前，名为戒行。故经云，虽非触对，善修方便，可得清净。文成验矣”[178]。故戒体是“谓方便修成，顺本受体”[179]。戒相“威仪行成，随所施造，动则称法，美德光显，故名戒相”[180]。道宣认为此四法是根本，因为“此之四条并出道者之本依，成果者之宗极，故标于钞表，令寄心有在，知自身心怀佩圣法，下为六道福田，上则三乘因种，自余绍隆佛种，兴建法幢功德，不可思议”[181]。

1.何为戒体

所谓“戒体”是指受戒以后在受戒者的身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功能或现象。佛陀制戒的目的是防非止恶，“防非”是防止不如法、违反戒律的事情发生。“止恶”是不生出邪恶的念头，遵循戒律，做一名合格的信徒。防非止恶的活动是不可见的，属于意识和意念行为，但它是附属于身口意行为而表达出来的，所以被称为“无作”。又因为身口意都属于色身，戒体是心念的活动，有各种表现却没有形象，故也被称为“无表色”，总之戒身因为拥有了这种功能，被称为“戒体”，这里的“体”是心念的表达。

戒体在印度佛教里面就已有之，但除了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戒学涉及之外，其他的部派似乎没有谈到。然而在大乘佛教，戒体的研究与表述则成为重要问题，《华严经》《涅槃经》等都谈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中国佛教里，戒体是戒学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中国佛教的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与禅宗等宗派里面都对戒体做了研究与表述，律宗作为以戒学为宗的派别更是不能避免。道宣是南山律宗的开创者，他所创立的戒学理论对戒体做了充分研究，独显特色。道宣在他撰写的著名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里，专门在卷中对戒体做了完整论述，他自述：“此卷正宗戒体，五众同须舒轴，极繁事，意未尽，幸上下细披。”[182]说明他把戒体的描述看得非常重要，戒体不仅是正宗之作，而且还要佛教界不要怕麻烦，要仔细上下通读，好好地披览。他又强调：“中卷则遵于戒体，持犯立忏。”[183]道宣用“持犯立忏”四个字概括了整部卷中的戒体学说特点。“律宗其唯持犯。持犯之相寔深，非夫积学洞微，穷幽尽理者，则斯义难见也，故历代相遵更无异术，虽少多分径，而大旨无违，但后进新学教网未谙，时过学肆，讵知始末，若核持犯。何由可识？”[184]可见“持犯”其义非浅，因积学厚发而成。“持”有二种，一曰止持，“方便正念护本所受，禁防身口不造诸恶，目之曰止。止而无违，戒体光洁，顺本所受，称之曰持”。[185]二曰作持，“恶既已离，事须修善，必以策勤三业，修习戒行。有善起护，名之为作”[186]。由此可知，“持犯”就是正念所护，不起邪心，有善起护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立忏”是悔除罪障的行为，“夫结成罪种，理须忏除，则形清心净，应同僧法。故萨婆多云，无有一法疾于心者，不可以暂恶便永弃之，故须忏悔”[187]。只有忏悔才能不断改过进步。道宣用“持犯立忏”来概括戒体学说特点，就是要说明戒律之中，要有正善的行为和忏悔的认识，以此来保持“戒体光洁”。

对律宗戒学的戒体，道宣首先说：“出俗五众所以为世良田者，实由戒体故也。是以《智论》云，受持禁戒为性，剃发染衣为相。今若冰洁其心，玉润其德者，乃能生善种，号曰福田。不然纵拒，自贻伊戚，便招六聚之辜，报入二八之狱。”[188]这段话的意思是，出家人种植福田是由戒体所决定的。种福田是持守戒律，现僧人相，要让心灵得到纯洁，提升道德，生出善种的活动。从此可以摆脱一波罗夷、二僧伽婆尸沙、三偷兰遮、四波逸提、五波罗提提舍尼、六突吉罗之六罪（聚），以及获得净土十六观境（二八之狱）。道宣将“戒体”提高到出罪与解脱种福田的高度，以“戒体”指导着出家人的修行，因为戒体“若依通论，明其所发之业体。今就正显直陈，能领之心相，谓法界、尘沙、二谛等法，以己要期，施造方便，善净心器，必不为恶，测思明慧，冥会前法；以此要期之心与彼妙法相应，于彼法上有缘起之义，领纳在心，名为戒体”[189]。戒体是为重要的心灵行为，受者以戒法为缘，将戒条领纳在心，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时的状态就是戒体。

2.戒体“四门分之”内容

道宣认为戒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或者说是“四门分之”。这就是：“一戒体相状。二受随同异。三缘境宽狭。四发戒数量。”[190]此四门是戒学之“中门”，这是与“戒法、戒体、戒行、戒相”中戒学之“四大门”相对而得来的。道宣虽然对戒体的内容有所论述，但是由于有些地方不够完善，论述不全，故后人多有补述与疏解。

（1）戒体相状第一。道宣将中门第一“戒体相状”，分为“一辨体多少。二立两所以，即解名义。三出体状。四先后相生。五无作多少”[191]之“初中五门”。

“五门”之中的“辨体门”是说持戒的主体，即“己身”。因为戒体是起到防非止恶的功能，通过受戒者自身表现出来的，所以受戒者就是“己身”。道宣说：“初中所以别解脱戒，人并受之，及论明识，止可三五，皆由先无通敏，不广咨询，致令正受，多昏体相，盲梦心中。缘成而已，及论得不，渺同河汉[192]，故于随相之首，诸门示现。准知己身，得戒成不，然后持犯，方可修离。”[193]“别解脱戒”是小乘戒，“小乘则以五戒、八戒、十戒、具戒，俱名别解脱戒。”[194]小乘最高是声闻乘，因为一心持戒而得别解脱戒，若说到识“止可三五”，即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和第七识末那识，以及阿赖耶识之八识，它们都是众生认识的基础和根源，原本存在，通达一切，使人聪敏，故“皆由先无通敏”等（云云）。[195]
“辨体多少”是指戒体会因持戒行为而出现的不同表现。但是众生并不明白这一点，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昏沉与盲目，整天都在梦中而不得醒，又不咨询这方面的知识，如同不知道黄河与汉水的区别，处在懵懂之中，不得清醒，所以重要的是要知道持戒而成就的道理，然后才能持戒不犯而修行。佛法因缘和合，缘成得戒，明理与否，不同的出家者有天壤之别，戒体是随门显示的，它可置首位，所以“准知己身，戒成不者，此检验行，身有戒无戒（云云）。名不有戒曰成，后持犯方可修离者。为身若有戒，有二持之善可修，二犯之愆可离。本来无体，上无持可修，犯可离也”[196]。持戒就是善可修、恶可离这两个基本点，如果没有戒体，就谈不上可修可离之事。解脱戒的特点是“论体约境，实乃无量”。[197]因为戒是防恶，诸事缘成，有多少恶，就要发多少戒，所以“体”是防非止恶的主体，它所面对的就是各种戒相，并随着受戒者的环境和行为而有不同对治的办法，“戒本防非，非通万境。戒随境摄，则无量也”[198]。不过，在道宣看来，戒体既为防非止恶，有多种的境，但归根结底只有“作”与“无作”两种，这两种“作”将所有的戒都囊括于尽，所以就戒本身来说，其所涉及的境是无量无边的，但最终都归于此二种之内，“故知作与无作，收境得尽也”。[199]
“立两所以”是指立“作”与“无作”二种，从佛教的不二中道观来看，超越相对、差别之一切绝对、平等真理是一如实相。任何事物都有不二的特点，这也是事物相互为缘产生的条件和基础。对戒学来说，有“作”与“无作”之两个方面，“若单立作，作体谢往，不能防非。又不可常作，故须无作，长时防非。若单立无作，则起无所从，不可孤发，要赖作生”。[200]也就是说，只单立“作”，或有“作色”，没有无“作色”；或有“作色”及无“作色”，这就像“如人手执极香、臭物、瓦木等谕”[201]。受戒者的戒体虽有止恶之心而生，但是防非之心不能长期坚持，故“作体谢往”。

佛教认为，世间诸事都是无常的，如果“作”是长期存在的，那么就不需要立“无作”了，更无必要长期防非了。五代吴越国景霄法师说：“若单立一作戒，促在一念，非通一形，何能防非？又不可长时作者，一受已难，义非数作，故须无作长时防也。”[202]作是戒因，无作是戒果，作戒的目的是要生出无作戒，只有无作才是最后的结果，有了无作，才能永远防非。佛教的认识论是缘起说，世界诸物都以对方互为条件缘生而出，如果单立“无作”，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缘生的条件，无所生起。作戒是基础，“如陶家轮动转之时名之为作。故《杂心》云，作者身动身方便”[203]。景霄解释说：“如陶家轮者，举喻也，谓报色身善恶皷动，起身方便色，即胡跪合掌。取此方便色，名为戒作。故举陶家轮平动转时，亦名作也。《杂心》等者，彼云作者，身动身方便，身是报色，动身方便，胡跪合掌是方便也（玄对此广引古解，繁而不叙）。”[204]可见，方便是作戒的特点，无作戒是要靠“作”才能产生，其特点是始终存在的“有”，不能“孤发”，所以只能“立两”。道宣又说：“二法相藉不得立，但由体相，道理相违。一作无作别，二心非心别，性不可合，但得立二。”[205]“作”与“不作”是互为缘起的条件，两者互缘方成戒体。同样，“心”与“非心”也是互为缘起的条件，两者相缘而成心体。可知缘起之后才能成为戒体，“若单立无作起无所从者，无作是果，作戒是因，因能生果，所以无作藉作而起，心不孤然自发，是以二法相藉，不得立一”[206]。又如果“谓约作体作相无作相，二种体相，道理相违”，[207]因此“性不可合，但得立二”。只能为“二”，不可为“三”，也不可立一。但是就戒体的作用来说，它的功用是无量的，因为戒体的功用是防非止恶，它所面对的是各种不正确的行为，就会有各种对境所治的办法，这就是经中所说的“论体约境，实乃无量”，从这个角度而言，戒体要防备的是因境的变化而出现的各种情况，故道宣说戒体“若就所防，随境无量”。[208]
佛教认为，人是不圆满的，也经常会犯错，犯错的原因在于执心太重，轻慢（或浮）心在，作戒就是初念时起到防止轻慢的作用，不生起无作戒，因为“初受无心持奉，不发戒体”[209]，所以“若轻浮心，不具二戒之因，但有其作，无无作也”。只有作戒，没有无作戒，这是不圆满的，称为“戒不具足”，[210]也是没有理由的，[211]不能起到防非的作用。只有具足的戒，或者说拥有无作戒，才能起到防非的作用。但是拥有无作戒，就要有“淳重心”，这是对待戒最好的态度与境界。景霄用“极香、极臭物和瓦木喻”说明“淳重心”的作用，“极香臭物者，极香喻善作戒，极臭物前恶作戒。彼质虽无，余气犹在，喻淳重发善恶无作也。瓦未（应为‘木’）者，执时既非香嗅，置之余气亦无，喻轻淳心。但有作，无无作也”[212]。可见，“淳重心”是可以发起作与无作戒两种作用，其原因就是它有“彼质虽无，余气犹在”，这个“余气”，恰恰就是善恶之用。

道宣强调众生要有“淳重心”，因为“淳重心”是发无作戒的来源。他说：“如《萨婆多》云，若淳重心，身口无教。初一念色，有身口教及以无教。第二念中，唯有无教，无其教也（教者‘作’也。不可教，云于他）。”[213]“淳重”是厚道与殷重。景霄律师说：“淳是厚义，浓厚善心，复须殷重。身口是作，无教是无作。”[214]“无教”就是“无作戒”，“教”在这里是“戒”的另一表达。唐道世说：“若淳重心受，具教无教。若轻慢心受，但有其教，无其无教（言教、无教者，犹是作、无作戒也）。”[215]道宣亦说：“《萨婆多》云，若淳重心，则发无教。轻则不发，岂可虚滥，理当殷重。”[216]又说：“以无淳重之心，不作奉行之，意不发戒也。”[217]道宣认为没有淳重心，则就不会发无作戒，只能是作戒。有淳重心时，虽有身口意，不须作戒，可有无作戒。所以无作戒是轻易不能发戒的，更不能虚浮泛滥，这是一件殷重的事情。景霄法师则直接解释为：“名为初念，当此之时，便有作戒，故曰有身口教。复有受中无作，故云及以无教也。……名第二念，当此之时，但有无随作戒，故言唯有无数。作既落谢，故云无其教也。则作、无作长短有别，不可合为三也。”[218]
景霄指出了作戒与无作戒的产生过程与区别，无作戒是在第二念时起主要作用的。“淳重心”是在接受中发无作戒，这就把无作戒看作是戒体。道宣说：“言无作者，一发续现始末恒有，四心三性[219]不藉缘辨，故《杂心》云，身动灭已，与余识俱是法随生，故名无作。《成论·无作品》云：因心生罪福，睡眠闷等是时常生，故名无作。”[220]“一发续现”是《成实论》的说法，指“第一刹那发生，第三[221]刹那已后相续不断，名一发续现”[222]。无作戒“始末恒有”，亦“谓获得时为始，临四时为末，中间纵人恶无记中，无作亦不失故”[223]。始终存在的，是“恒有”的“无作”；“不藉缘辨”系“谓无作一发已后，更不改缘，任运常在，不问作戒也”[224]。无作戒不受任何因缘好坏所限，与作戒无关。“望余善心及恶、无记，名为余识。”[225]当身体不活动时，各种识如善心、恶心与无记心就开始生起，但是就在此时无作戒仍然存在，故无作戒是“法随生者”。无作也是常在的，如罪福的想法，在睡眠中也时常生出，作戒因有善恶心会丢失，但无作戒超越了善恶心，它虽在睡眠中生出，却不会丢失，所以它是一种“识”，属于“心”的范畴。景霄补充说：“作是运动，动是作相，无作非运动，无作即无相。相与无相道理相违。……作戒是色心，无作非色心，又作要须与色心俱，无心不成。”[226]这些都是“作”与“无作”之间的区别，作戒有落谢的时候，无作戒却没有，“无作不灭，而是一发续现之义”[227]。宋代元照说无作戒是“业体”，它“一发续现，不假缘辨。无由教示，方有成用。即体任运，能酬来世，故云无教。今时经论，多云无作，义例同也”[228]。元照指出了无作戒与作戒之间的区别。戒体无作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用教示，原本存在，随业体活动，应是心识活动之一，是“第二念”。但是元照不同意一般人所说的无作戒不需要教示就能任运无碍的，他认为：“第二念，教犹使也，谓非教使之然。任运自然，酬因感报故也（世云无由教示于人者，非也）。”[229]也就是说，在第二念里，教（无作戒）就是“使”，指导众生去修，于中获得因果感报而已。所以，无作最后归结为两种，是在初念续现时出现，二是在第二念中成为业体，主导修行。

“出体状”是指戒律的辨识作与无作之两种根本戒行的体性与相状。景霄说：“戒体相状者，辨作、无作二戒体性相状。”[230]超越以身口意三者为戒体之中心，树立戒体是以心为体，用心为体来持戒的观念，故“体谓业体，正是戒法所依本也”[231]。佛教认为，身口意三业或“三事”是行动的表现，由心思所指导而流出。但是此“身口意”三事不能代表戒体，而只是分别做的一些事情而已，而掩藏在背后、指导身口意的才是真正的戒体，是实相，“若指色为业体，是义不然”[232]。如佛教所说的“十四无记”[233]虽然是非善非恶的，非罪福性的，但也属于色体。“色”指的是有物质特点的东西，我们的身体即是“色身”，它虽然承载了生命，但是并不能指导人去做事，所以“色身”只是载体，不是戒体。道宣说色有五个定义：“一色有形段方所。二色有十四、二十种别。三色可恼坏。四色是质碍。五色是五识所得。”[234]戒体是无作戒，“言无作戒者，以非色非心为体，非色者非尘大所成”[235]。无作戒没有上述的色之五个现象，所以是非色。又“言非心者，体非缘虑，故名非心。亦有五证，一心是虑知。二心有明暗。三心通三性。四心有广略。五心是报法”[236]。无作戒也没有上述的心之五个现象，所以是非心。“戒有二种，作者是色，无作非色。”[237]既是非色又是非心，故“以第三聚非色非心为体”。[238]这个“体”就是戒体。经中特意指出：“三事是非体，是中历举三事，无非据实，实即体者，指出体状。”[239]“实即体者”代表了戒体的根本，指明了戒体的特点。佛经说：“净心之体不可以缘虑所知，不可以言说所及。何以故？以净心之外无一法故。若心外无法，更有谁能缘能说此心耶？是以应知，所有能缘能说者。”[240]由此说明的“心”的重要性，心外无法，此“心”才是身口意三业的最终所在，“能持”与“所持”都受到了“心”的指挥。在佛教看来，清净在于你的内心，“于己心外建立净心之相，还以妄想取之以为净心，考实言之，所取之相正是识相，实非净心也”[241]。也就是说，以心为体，别无他体，自净其心是最重要的，在心外再建立一个“净心之相”，这只是六识之中的“识相”，并不是“净心相”。清净之心既是“真如”，也是佛性，又是戒体，佛经说：“问曰：净心之体，既不可分别，如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妄念分别体是净心，但以分别不息说为背理，作此知已，当观一切诸法，一切缘念有即非有，故名随顺。久久修习，若离分别，名为得入，即是离相体证真如也。”这是说“净心”是一切妄念分别的终极，将这种分别不息之道理作为认识的基础，来观察一切诸法，就是远离执相，体证到真如了。

道宣又说：“如人无心杀生不得杀罪，故知以心为体。文云是三种业皆但是心，离心无思，无身口业。”[242]远离三毒，礼拜念佛是戒体的表现，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心上用功，要从心的根本上去树立持戒不犯的观念，所以持戒修行不仅要超越戒体，更重要的是以心为体，到了这个层面的认识，就做到了“出体状”，真正地掌握了戒学的精髓。道宣强调的心之戒体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表明了“心”才是戒体的终极，要让受戒之人的“心”成为戒体所归与终极，就要充分认识到“心”对戒体的重要性，所以道宣后人元照发挥乃师的思想，曰：“问：《论》云三业皆但是心，此即心王，那得上定，意思为体？答：心王意思，体用分耳。《论》推三业之本，故就体论，此定成业之能，故从用说。若尔，何不如《论》，从本明者？答：体通四阴，用局行心，舍通从局，论业弥显。又复心未必是思，思必是心，体不兼用，用必得体。今云意思则体用齐收，义无乖异。”[243]这里的“《论》”是《成实论》，佛教对“出体状”里有两种说法，道宣南山宗所采用的是《成实论》的说法。[244]道宣说：“今依本宗，约《成论》以释，先明作戒体。《论》云：用身口业思为体，论其身口，乃是造善恶之具。所以者何？如人无心杀生，不得杀罪，故知以心为体。文云，是三种业，皆但是心，离心无思，无身口业。”[245]“心王”是身口意三业的统帅，三业与“心”是体用关系，“心”为体，是根本，“体不兼用，用必得体”，通过身口意三业而表现了心之用，所以是用。心之为体，贯通五蕴中色、受、想、行四蕴，第五蕴识蕴就是心，也是体，所有的“用”都是局部和有限的，只有“体”才完整的，通达一切的，是故“体通四阴，用局行心，舍通从局，论业弥显”，所以“明白心成，可学止持体。迷妄心成，不可学止持体”[246]。

“先后相生”是说受戒者要遵从先来后到的规律与次序。从般若不二的学说角度来看，作戒与无作戒是一体的两面，就像“如牛二角，生则同时”。[247]道宣说：“初一念戒俱有二教，第二念中唯有无教。后解云：前后而起故。《善生》云：世间之法有因则有果，如因水镜则有面像，故知作戒前生，无作后起。《论》云：作时具作无作者，此是作俱无作，并是戒因。至第三羯磨竟其业满足，是二戒俱圆故。云具作、无作，不妨形俱，无作仍后生也，亦是当一念竟时，二戒谢后，无作生也。”[248]这里对受戒者是有要求的，受戒者持戒后也要有结果的，产生了受戒者的行为在逻辑与因果上的前后递进的关系，即有戒必有果、有教必有行的过程，具体的说，就是在动心起念之后，才会有不同的结果，初念而起，有作与无作两戒同时生出，但是在第二念再生起时，就只有无作戒的念想了，说明更重要的是由心念支配自己行为，而心体就是戒体。这就像水面倒映出相貌，此时是作戒，再后就有无作戒出现了。道宣又举例说：“譬如筑营宫宅，先立院墙周匝，即谓坛场受体也。后便随处营构尽于一生，谓受后随行。若但有受无随，直是空愿之院，不免塞露之弊。若但有随无，无受此行，或随生死，又是局狭不周。譬同无院室字，[249]不免怨贼之穿窬也，必须受随相资，方有所至。”[250]这是说盖房子要先把围墙造起来，然后再盖好房子住进去。如果盖好了，不住进去，房子空着，盗贼任行。出家者受戒好比盖房，先要在戒坛受戒得到戒体，然后才能遵行戒律了此一生，如果受戒后，不执行戒律，就是一座无人住的空房，让“怨贼之穿窬”，得不到解脱。

“无作多少”是指无作戒的数量，所有的戒最终归纳为“作”与“无作”两种，“二戒通收，无境不尽”[251]。“作戒”是明确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这是有数可计的。戒律最少的有五戒、八戒，多者达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三十戒，这些都是属于“作戒”，它们都是有数可数的，是别解脱戒，“人并受之”。[252]而“无作戒”是因“心”的作用而存在的，一般认为有八种无作：

一作俱无作，如作善恶二业，与作方便齐生。二形俱无作，如善恶律仪，形灭戒失。三事在无作，如施物不坏，无作常随僧坊塔像桥井等物功德常生，除三国缘。一前事毁破。二此人若死。三若起邪见。无此三者，事在常有，恶缘同之。四从用无作，如着施衣入诸禅定，则令施主得无量福，恶缘弓力，例此可知。五异缘无作，如身造口业，发口无作。口造身业，发身无作等。若依《成论》，身口互造。六助缘无作，如教人杀盗，随命断离处，教者得罪。七要期无作，亦名愿无作。如人发愿，作会作衣等施，无作常生。八随心无作，有定慧心，无作常生，亦名心俱。《成论》云，出入常有善心，转胜故。此言随心者，随生死心，恒有无作，非谓随定惠。别脱不尔，唯随于身，即《涅槃》云，初果生恶国，道力不作恶。上八种中，前七通善恶欲界，系法。后一无作，若是世禅，局上二界。若出道法，非三界业。[253]

由此可知，无作戒的八种定数，七种是以伦理道德之善恶标准而定，属于三界中的欲界，只有最后一种“随心无作”，则是通过禅观、心之修习而得到的，所以它在三界中的色界与无色界里，是上二界的成就，但是仍然还没有摆脱三界轮回。

上述戒体四门之一的“戒体相状”，是戒体学说最基础的部分，其“初中五门”表现了戒体的不同方面。因为戒最终为作戒与无作戒两种，而无作戒又是戒体的核心，是心的支配与流露，所以重要的是对“心”的认识。南岳慧思在《大乘止观法门》中曾经提出：“就广分别止观门中作五番建立，一明止观依止。二明止观境界。三明止观体状。四明止观断得。五明止观作用。”[254]道宣的戒体说在于“准知己身”防非止恶，其境界是中道一如实相，业体是戒法所依，净心之体是根本，净心之外，别无一法，明了净心，方可明戒，“言止持者，方便正念，护本所受。禁防身口，不造诸恶，目之曰止。止而无违，戒体光洁。顺本所受，称之曰持。持由止成，号止持戒”[255]。由此可知，“初中五门”的提出，受到过大乘佛教止观学说的影响。

（2）受随同异第二。戒体中门四门中的第二门是“受随同异”。

“受”是受戒，“故疏云，受但虚愿，欲于万境不造恶也”[256]。“随”是随顺。道宣说“就境彰名，已在随相”，[257]即是指因受戒而就所现的境界之名而得到不同的相状。这个相状既有“同”又有“异”之两种情况，故“若论二作者，同亦有四，一名同，二义同，三体同，四短同。异亦有多种，受作总断，随作别断。受作根本，随作枝条。受作悬防，随作现防。受作一品，随作多品。广如大疏”[258]。在受随关系中，“受”是主体，“随”是客体，“受”是诸戒之根本，“随”是因戒而出现的变化或条件，因受而随，由一根会出现多种不同的现象，“一名同者，受、随二行同名作也”[259]。所谓“同名作”，是指他们是作戒，“境通色心，不可缘尽，心所及处，方有行生。即詺此行，号之随作”[260]。受随两者的关系非常确定，“二种作者，谓受随二行，同名为作。受中之作，谓坛场白四等也。随中之作，谓说恣等”[261]。

又就“同”而言，包含了“受中无作”与“随中无作”两种情况，体现在“一名同，二义同，三体同，四短同，五狭同”之“五同义”。道宣指出：“一者名同，受随俱名无作（‘受’谓坛场戒体，‘随’谓受后对境，护戒之心，方便善成，称本清净故也）。二者义同，同防七非。三者体同，同以非色心为体。四敌对防非同，受中无作体在，对事防，与随中无作一等。五多品同，如《成论》，戒得重发，肥羸不定。”[262]此“五同义”的基础是“善”，故道宣又说：“唯局善性所以准知。”[263]道宣后人宋余杭沙门释元照进一步解释说：

大门第二受随同异，无作五同中，四敌对同，言体在者，谓本受不失。对事者，事即是境，由有本体，方起防护，即名本体能防非也。与随中一等者，疏云：对非兴治，与作齐等，此无作者，非是作俱，谓起对防，即有善行，随体并生。作用既谢，此善常在，故名此业为随无作，与非敌对，故与受同（准此，随无作外，别有作俱，随作即谢）。五中戒重发者，明受体有三品也。肥羸不定者，随体亦三也。以业随心发，受随二戒各具三心，故使无作各有三品。标《成论》者，对简有宗，受唯一品，随有三品，则一多不同也。[264]

由此得知，所谓“五同义”是说因受戒的主体而出现的不同对治境况，无作戒是用来防非止恶，以善心为戒体，而起善行，所以“义同者，谓同防身口七非也。宾云同者，防非离恶为义。筞云，同此造作为义，故曰义同”[265]。持戒是受者之色身，是受戒者心理的反映，因心理的变化而限制了身体的变化，所以“体同者，谓同以色心为体，受中以色心为体，随中所作，亦色为体”[266]。戒体有上中下三种不同的层次与品级，即“心分三品，不妨本受是下品心故，《杂心》云：罗汉有下品戒，年少比丘上品戒”[267]。三品心是没有定数的，也是可以转换的，如罗汉本是处于修行中较高的层次，但是罗汉可能会持下品戒，而刚出家不久的少年比丘因他的发心善确，也有可能持上品戒，“受作一品，终至无学者”，[268]所以关键还在于能否拥有善心，如能坚持善护持戒之心，就能达到清净的上品境界。这是因为“随中作戒多品，田境有优劣，心有浓淡故”[269]。宋代允堪法师又补充说：“随中对境有优劣，则心分浓淡，是以无作亦通浇薄淳重矣。”[270]
随中作戒面对的是不同的优劣各境，就像出家之人穿绢做的僧衣是劣境，戒心最淡，是下品持戒。穿布僧衣的戒心稍好于绢衣者，是中品持犯。穿百衲衣者是戒心最严、境界最优，是上品持戒。又如持淫戒，面对的人色有好丑，心就会有轻重。“若对美境，防心则难，此曰境优，其心则浓，是上品持戒。若对丑境，名劣，心则淡，是下品持戒也。”[271]戒分上中下三品，就是“随中作戒多品”，由此产生不同的分别心也变成三品，成为“随中作戒心”。道宣以此来说明心与境的关系，表明心在持戒中的重要性。

与“五同义”相对的是“四异义”，道宣说：“一受中总发，以愿心情非情境一切总得。随中无作别发，行不顿修，次第渐成。二长短不同，受中无作，悬拟一形。随中无作，从方便色心，俱事止则无，故名短也。三宽狭不同，受中任运，三性恒有，随局善性，二无名狭。四根条两别，受为根本，随依受起，故曰枝条。”[272]
“五同义”的基础是“立善”，“四异义”的目的是断“恶”。“一受中总断、随中别断者，立明受时要期，总断一切恶，随中但可对事别修也。”[273]受者发心纯正，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且有连续性、有针对性地因事而断一切恶念恶行之修行，用自己的行为来对治所出行的境，故“羯磨疏云，受中作戒总断，发心过境，普愿遮防，随中作戒，以行约境生。一切有情与非情因受而随，以心不两缘，境无顿现故也”[274]。“随中作者，以对境治”[275]，受者在随顺与不停顿的修行中产生无作戒心。戒心是心中自然地流出，同时还要有次第先后的关系，不是矫揉造作，故“随中无作别发行不顿修等者，谓如说戒时，不得自恣，说净时不得受食是也，要次第渐作”[276]。受者发戒心时，心量广大，囊括诸法，律仪顿得，故“法界为量，岂非总发，随行无作，次第渐成，不可顿起，名为别也”[277]。作为戒体无作戒是无形的，但是因其在戒行中起到指导作用，“受是悬防，随中对治者，疏云受始坛场，可即非现，但悬遮约故也。”[278]故将其虚拟为一受者的实体，长期指导断恶行为，这是戒的“长”，故“无作悬拟一形者，谓受时要期。拟尽一形，断恶作善，其中虽入恶、无记中，无作常有，故名长也”[279]。在持戒中，“随中无作从方便色心俱者，立明对事修行。动身口时，名方便色。意缘法相，名方便心。且约持衣，余例取解。执衣互跪，口陈词句，是方便色。分别衣体，晓了如非，是方便心”[280]。方便是为了修行而发出的行为，用以对事修行，三业中身口的行为，如执衣口念佛经，这是“方便色”，是“作戒”；跪念时区分出了衣物的颜色和体量，这是思想的行为，是“方便心”，是“无作戒”。戒体以其无作的行为，与受者的色心俱起互动，事毕则戒行结束，这是戒的“短”，故“对事则有事休便谢，故言短也”[281]。

又就善、不善与无记三性而言，“一受已后，任运而起，三性之心，恒有不失，名之为宽”[282]。身体相续，有生有死，一生持戒不失，即为“宽”，故“羯磨疏云，受体相续，至命终来，四心间起，本戒不失故宽也”[283]。“无记”是非恶非善。随顺是因“善性”的作用而致，随顺无作戒方便生善时是“宽”。“谓三性中，必局善性，方名受戒。随中亦局善性，以不通三性故。故名狭也。”[284]随顺不起，不生善时就是恶，就是犯戒，是“狭”，因此无记与“恶”就是“狭”。故经中说：“随中唯局善性。若入恶、无记中，便是犯戒，岂更有随中无作之善？故名狭也。言二无名狭者，恶与无记。此二心中，无随家无作，故曰也。羯磨疏云，唯局善性，防非护本。彼恶、无记，不顺受故。义非说有，故名狭也。”[285]
长短宽狭四种是“四根”，将它们分别条列而区分，用以说明受体与随顺的不同区别。但究其实质，则“四根”之中，“谓受是根本，随依受起，故随是枝条。疏云，受为行本，随后而生，目为末也”[286]。

总之，中门第二“受随同异”就是要说明受戒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道宣在此将受戒者与心体即戒体的关系从同与异、长与短、宽与狭、本与起等多方面做了说明，其目的就是要将受戒与心体的变化上升到理论高度，受戒与持戒不仅仅是看作一种行为的规范、行动的准则，而且将此看作是一种心体的修炼与思想的提升，后人对此非常重视，做了更多的注疏与发挥，也引起了诸家的不同看法与争议。

（3）缘境宽狭第三。戒体中门四门中的第三门是“缘境宽狭”。

“缘”是持戒产生的对象或条件，因为发心持戒是“但心随境起故”，[287]所以这里的“缘”是因心而起的发戒缘。道宣说：“今广论令知戒德之高广，亦使持者有勇励，就中分四，一能缘心，现在相续心中缘。二所缘境。”[288]“能缘”是心主动去与境“缘”；“所缘”是心被动受“缘”。江东华严沙门大觉注解云：“略示所缘之境，教其能缘之心。今文所论，为已受者，须识体相，使持心勇励故也。励者，尔疋云，将率相励劝也。”[289]亦即是说，戒体是心，通过提供的条件，让戒体与条件相互缘生，使受戒者认识戒体的相状，激发持戒学戒的励志。“境”是因缘而起的持戒对境，也即是心所面对持戒的外在条件与环境，这个“境”要受到不同条件的影响，它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是境的“宽狭”。道宣说：“境通三世，如怨家境，虽过去得，起恶心，斩截死尸。现在怨家子，有可坏义，未来诸境可以准知。故缘三世而发戒也。”[290]这是说“怨”的情况，是因过去所做的事而来的，虽然事已境迁，不再回来，但是因为种下了这个恶因，心中的“恶心”一直没有过去，既使因“怨”而生起的对象已经不在世了，有“怨”之人还不会放过这个对象，于是为现在“怨”的“可坏义”种下了恶果，将来还会出现“怨”境。所以“怨”通过去、现在，都是境的“狭”，“怨”贯穿在整个三世，就是“宽”，故大觉说：“能缘之心，唯局现在心名狭。所缘境通三世，曰宽也。”[291]
“缘境宽狭”实际上就是要说明心发戒缘，境有宽狭的意思。道宣执《成实论》为说，曰：“《成论》问：为但于现在得律仪，从三世众生得耶？答三世众生所得，如人供养过去所尊，亦有福德，律仪亦尔。三发戒，现在相续心中得。四防非者，但防过去未来非，现在无非可防。”[292]以《成实论》角度来看，众生之受戒得律，不在今世，而在三世。因过去业得现在果，或过去因造现在业，过去尊佛，现在有福德，犹如“祭祀先祖，亦成孝子。此言证知境通三世”[293]。“律仪亦尔”，是说戒律也通三世，故亦是“三发戒”。众生所发之戒，贯穿三世之律仪，以心发戒，主动发戒是善戒，在现在心中发起，故“现在相续心中得”。戒是防非止恶，发戒心念念不住，刹那而起，“‘非’若未起，则属未来。‘非’若才起，即属过去”。[294]就像烈焰剽过刀锋，刀刃退火，不再锋利，刹那之间现在世已过，度入未来世，可知现在世无法防护，故“现在无非可防”。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是三世心中相续而得，过去世与未来世中，律已经把恶心动念限制了，现在何会再出现以戒来防非呢？道宣自设问答：“问：毗尼殄已起，戒防未起，何得言断过去非耶？答：境虽过去，非非过去，犹是戒防未起非。又解云，一专精不犯戒，防未起非。二犯已能悔，还令戒净，即除已起非。余如戒本疏解。然则缘境三世，得罪现在、过、未二境，唯可起心说。言三世发也，若据得戒，唯在现在一念。《成论》云，慈悲布施是亦有福，戒亦可尔，以通三世，皆与乐意。又云，慈功备物，但通现在，过、未已谢。戒则不尔，要必普周。若作偏局，一向不合，故多论云，以恶心随戒，有增减故。”[295]“毗尼”是“律”，亦名“善治”，能治贪嗔痴等恶。又言“调伏”，能调练三业，制伏过“非”。“殄”是灭也是起。毗尼有七支，即“身三口四”之恶业。身三者是杀生、偷盗、邪淫；口四者是妄言、绮语、恶口、两舌。此七支是十恶中之前七恶。“毗尼”灭掉贪嗔痴，生起善治，但是“戒”防之心尚未起，这时断言防过去世的“非”是没有依据的。大觉律师注解曰：“如怨家已死，是境过去。对现在死尸，若作心斩截，即得罪，故知还成非也。今止不斩，是防未非，故曰非非过去。今要以戒防此非，令不起也。若坏死尸，还得兰罪，明知死尸是我非境，此义证知。”[296]过去的“非”既然能被毗尼所灭，其境已无，“随境而论，故言过非，其实是未非”[297]。如果心中还有那个“非”想，就是还有“非”，重要的是要在心中去除那个“非”，而那个去除的“非”，最终还是要依靠“戒”来完成的。道宣又说，专门精持不犯戒，是防未起的“非”。犯戒但能忏悔，再回到戒的清净，是已除却了的“非”。心缘的戒境是三世，犯罪是现在，过去与未来只能依心而起，所以三世发戒，其实就是唯现在一世得戒之念头引发而已。

《成实论》说，慈悲布施是亦有福德，“如人布施三世，然过、未二世，虽无人受用施物。望能施人心普故，于三世众生，通得施福也”[298]。戒也如此。戒通三世，其目的是与人为乐，生起乐意想。“将戒类上布施也。布施既通三世得福，受戒亦缘三世众生，有拔苦与乐之心，方得其戒。故引布施义来，证明知戒从三世发也。”[299]慈悲布施与现在世相通时，过去世和未来世是不存在的。“然唯现在得福，以现在众生业益。过、未不蒙其益，岂得福也。”[300]但是戒则不是，戒“要缘三世，不同施物”[301]。戒若要存在，必定是普及周全的，如果只是偏局一隅，就与过去与未来不合，所以很多论书都说，以恶心随顺戒行，“恶心不死，能、非能互转生是也”[302]。戒的力量也会发生增减的变动，故“若怀恶心，因是不发得戒，还有增减”[303]。

道宣又从防非的角度再设问答：

问：戒从三世发，唯防二世非者？答：若论受体，独不能防，但是防具，要须行者秉持，以随资受，方成防非。不防现在，以无非也。若无持心，便成罪业。若有正念，过则不生故也。然又以随资受，令未非应起不起，故防未非。若无其受，随无所生，既起恶业，名曰过非。为护受体，不令尘染，忏除往业，名防过非。[304]

道宣对三世戒防二世非的疑问做了解答，指出受戒者的主体，即自身是不能够“防”的，“受若不持，即得罪故。向若不受，无戒可犯。今望此戒，便是罪业之业因也”[305]。之所以要强调“防”，就是要持戒行者秉承和持守，随顺戒行的加持，才能完成防非一事。[306]受是本体，随是枝条，“若根本未立，故枝条无寄也”[307]。若不防现在的“非”，就是无“非”。若没有持心之防，仍然在造罪业，故应“由先摄心，后则不犯，故曰过则不生，如作不净观成就，则不犯淫。慈离杀，少欲离盗等”[308]。若有正念生起，过去的“念”就不再生，所以随顺资受的缘境，可以让未来的“非”应起不起，这就是防“未非”。如果没有“非”的受体，“非”就随“无”而生，所起的恶业，就是过去的“非”。“只为戒体不自能防，但是防具。若有人制御，即能防非。若无人御，故不能防非。所以非还起也。”[309]为了保护受体的清净，不为世尘所染，忏悔除去往日所造的恶业，防止过去的“非”再起。故道宣强调：“若尔戒必防非，非何故起?答：要须行者随中方便，秉持制抗，方名防非。如城池弓刀，拟捍击贼之譬。”[310]道宣说得很明白，制戒的目的就是止恶防非，所谓的“防非”就像在城池用弓箭和大刀御敌于城外。“弓刀本拟御贼，喻受本拟防非，对境与治方便是随，喻人执持击贼也，则喻作持也。”[311]受戒者持戒方便修行，坚持以戒抗恶，名为“防非”。

戒体“缘境宽狭”第三门，目的还是要说明受戒者的心与外境之关系，“谓明能缘之心，及所缘之境”[312]。就“心”而言，指的是现在世，就境而说，指的是通过去、现在、未来之三世，连接“心”与“境”的链接点则是“戒”，以受为根本，以随顺为条件，最终的落脚点在“心”之认识。故大觉律师说：“若论得戒，是现在一念中得，今若犯此戒得罪，但约比丘现在身上得罪，不可结过、未之身。罪也，唯可起心说，言三世发者，此明虽缘三世境得戒但可言，戒从三世发不可言。若毁戒，三世俱得罪。”[313]讲发心，讲三世，正是“即云欲使持者有勇励”[314]。所有的戒学理论都是“一则自济，识相护持。二则教他”[315]。止恶防非在于人之自觉，受体的自济，所以“但是防非之具，俱须人御，方能有用”[316]。

（4）发戒数量。戒体中门四门中的第三门是“发戒数量”。

这是发戒时，“谓约情境数量多少也”[317]。说明发戒由“情境”和“数量”两方面所决定，同时说明了戒的种类。别解脱戒是基本的佛戒，其特点是“论体约境，实乃无量”。“体”是戒体，“境”是“体”所面对的现实，虽然佛戒归根结底就是“作戒”与“无作戒”两种，但是因为“戒本防恶，恶缘多故，发戒亦多。故《善生》云，众生无量，戒亦无量等”[318]。

佛教理论体系复杂，派别众多，经典亦多，对戒律的看法也不同。道宣以经典为例，列举了不同经典的发戒“情境”之说法。

道宣指出，《俱舍论》说，“戒从一切众生得定，分、因不定”[319]。因为戒是让众生起善而决定发起的，不害一切众生的生命才能得戒。但是受戒的“情境”因人而有分别，如“有人从一切分得戒，谓受比丘戒。有人从四分得，谓受所余诸戒，即五、八、十戒也”[320]。

《俱舍论》将得戒分为三种情况，即一切境、一切分和一切因皆能得戒，但是每个得戒的情况与后果也不一样。“一切境”是众生所发戒时所持的一切对境，“约受时，于一切境上，总作断恶之心，即发戒周遍也”[321]。又因为“令一切境上起慈愍心者。羯磨疏云，增上心中，救诸众生，即慈善根，谓佛心也”[322]。由此可知，受“一切境”得戒者，是由心而发出的，所以他是“初明缘境者，谓初且明所缘之境遍于法界也”[323]。也正因为“所缘之境”包摄了一切，遍及所有（法界），所以“一切境”是具足的，所发的戒是定戒。[324]
“一切分”[325]是毗尼七支，即身三口四之恶业。“尽防七支之罪，故曰一切分。”[326]若说可以断灭七支，按《四分律》说受五戒、八戒和十戒者，可断身三口一四支。[327]“一切因”是由戒因而发生的戒，有上中下三品，“下品心受五戒，中品心受十戒，上品心受具戒”[328]。又因为“一切分”和“一切因”都是“若立无贪嗔痴为戒生因，从一切得，以不相离故”，[329]所以它们都是不具足的，是不定戒。[330]但是也有人认为，“一切分”是具足戒，“一切因”是不具足戒，如大觉说：“分，不定义也。谓七支是身分，故曰分也。若受具戒，要从一切分得，谓断身三口四也。若受五、八、十戒，但从四分得，即身三口一，亦名四支也。”[331]
道宣指出，从“一切境”得到的众生得戒是最重要的，“若不从一切众生得戒，则无也。何以故？由遍众生起善方得，异此不得”[332]。得戒的基础就是要有“善”，否则就不可能得戒。“一切境”是对所有的生命生起善心，所以“一切生境，言无一众生上不发也，此是定义”[333]。它的功德最广，也最重要，“发戒要从法界上，一切众生，立誓断恶，若于一众生中，恶心不尽，戒则不发，此是定义，故曰得定也”[334]。这是从“能”（主动）的方面得戒。但是在起善的同时，还要看到“恶”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恶意不死”，如有人还可能怀有“杀”和“斗”的恶想法，“且如水中众生，我离杀，陆地不离杀，即不发戒”[335]，对这样的人，只能“得善不得戒”。[336]这是从“所”（被动）方面去得戒。道宣最后强调，“能”与“非能”可以互相转换，在这个情况下，“若从所、能境得戒，此则有损减过”，[337]所以重要的是受者要“则离得舍，因缘得戒舍戒，此义自成。……恶心不死，故不成溥用”[338]。“溥”通“大”，指不对众生起善意，就是“恶心不死”，故不成大用也。

道宣又以《毗婆沙》为例，说：“《毗婆沙》问云：若尔草木等，未有有时生灭，岂非增减？众生入般，岂非减耶？义解作四句，一心谢境不谢，圣无烦恼，以境不尽，故戒在不失。二境谢心不谢，入般草死，戒不失，由心过罪在故。三心境俱不谢可知。四心境俱谢，根转之时，不同戒失。”[339]“般”是“般涅槃”，指众生“灰身灭智”的生命逝去。春天草物萌生，冬天草物入灭，万物增减规律乃不可违。“四句”指的是四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众生入般涅槃，虽然生命已失，但是从善如流的戒是不失的。这是因为，心虽然已经谢灭了，但是面对的心境却仍然是存在的，圣人之所以不生烦恼，是因为境不消失，戒也不会失去。第二，境已经不在了，但是心还在，即使生命像草一样死去了，但是戒还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心里还存有去恶为善的意念。第三，心境都在，可知戒将会在。第四，心境都不存在了，生命之根开始流转，不同的戒也会失去。道宣之所以在这里将《毗婆沙》的心境关系展开，就是要说明“约前四戒说不失，皆谓境谢心不谢故”[340]。心在戒里是最重要的，境只是心的一个外缘，善心才是真正的戒之所依。众生依据所修的业有轮转受报，是不定的，这是“能”与“非能”的关系，可以相互转化而生，但是草木有枯叶永无轮转，没有“能”与“非能”之转化，所以“人死而识在故，得前后论。草死性永亡故，不可为例”[341]。

以上道宣从“心”与“境”的关系论说戒之存在的情况，接着他论述了“境”与“戒”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他说：

《萨婆多》云，于非众生上亦得无量戒善功德，如三千世界。下尽地际，伤损如尘，皆得其罪。翻恶成善，一一尘处，皆得戒善，乃至一草一叶一华，反罪顺福，皆入戒门。故《善生》云，大地无边戒亦无边，草木无量戒亦无量，虚空大海戒德高深，亦复如是。……多论又云，于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鼻，上至非想，于一切众生上，可杀不可杀，乃至可欺不可欺。此一一众生乃至如来有命之类，以三因缘一一得戒。又以此推，出家僧尼及下三众奉戒德瓶行遵圣迹，位高人天。良由于此，端拱自守，福德恒流故。[342]

“三千大千世界”是佛教对宇宙的基本看法，它是由一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又由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大中小三千世界组成了一个大千世界。宇宙是由无数个大千世界组成，就像一张重重无尽的网，交织变幻。世界上有属于人类和动物的众生，还有诸如草木非动物的众生，从佛性论的角度来说，万物皆有佛性，因此三千大千世界的万物都是“伤损如尘，皆得其罪”。道宣从“原罪”的角度解释了世界众生的罪恶特性，但是他更强调的是要“翻恶成善”，亦即“一一尘处，皆得戒善，乃至一草一叶一华，反罪顺福，皆入戒门”。既然万物都可以从善入流得戒，那么在这个“戒门”里面的戒当然就是无数的，像大地与草木一样无边无量，其所获的戒德也像大海一样高深而不可测。众生之中有生命体征的人类因有无贪、无嗔、无痴之三因缘[343]而得戒，“依情境发三因缘者，单历三毒”，[344]由此可知，出家僧尼与佛教徒以戒自守，仿照圣人行迹，皆可拥有戒德，位高人天，获得福德恒流。

道宣又说：

《明了论》云，四万二千福河恒流。解云，谓四万二千学处一切恒流，其犹河水，洗除破戒烦恼。言四万二千者，谓根本戒有四百二十，所以尔者，如婆薮斗律，戒有二百，多明轻戒。优婆提舍，戒有一百二十一，多明重戒。比丘尼别戒九十九，合成四百二十，是一一戒。有摄僧等十功德，一一功德，能生十种正行，谓信等五根，无贪等三善根，及身口二护。一戒即百，合成有四百二十，岂非四万二千？又解云，无愿毗尼者，谓第三羯磨竟时，四万二千学处一时并起，无一戒不生，故称无愿。据斯以求戒德恒流。问僧尼二众戒数各别？何以无愿毗尼直言四万二千耶？一解，此总举二众以说。若取实理，各随本戒。又释，以转根义证比丘悬发得尼戒，俱有四万二千。[345]

佛教以五戒、八戒和十戒为基本戒，对出家之人的要求则更严格，有根本戒四百二十戒，持戒者会有功德衍生，每一戒有十种功德，每一功德又生起十种正行，所以四百二十戒可以衍生出来四万二千戒，这么多的戒，实际上还是表明戒是无边无量的约数，所以出家人“故三归羯磨俱，无戒数之文”[346]。

但是道宣也指出了，对佛教七众来说，虽然戒可以是无量无边的，然而毕竟对众生来说还是要有具体可操作性，例如：“五戒者，于一切众生乃至如来皆得四戒，以无三毒善根得十二戒，并一身始终。三千界内，一切酒上，咽咽皆得三戒，以受时一切永断。设酒灭尽，罗汉入般。戒常成就，准以义推。女人身上淫处有三，男上有二，发由三毒。单配则女人所得十八戒，男子十五戒。非情一酒亦得三戒。八戒发者，众生同上。非情得五，十戒三众，情及非情，同大僧发。”[347]这是说五戒中的杀、盗、淫、妄语四戒（即身三口一四支）是一切众生都要持的戒，又以无贪、无嗔与无痴三毒相配，共得十二戒，此十二戒一直贯穿众生的一生。但是酒戒则要另说，因为有的人喝酒，有的人不喝酒，而且在佛教看来，酒能乱性，杀伤力更大，很多人都在喝了酒以后才犯恶错，所以道宣更强调：“三千界内，一切酒上，咽咽皆得三戒，以受时一切永断”。只要沾上酒，就有了贪、嗔、痴三毒，除非戒掉了酒，才能永远断绝三毒，才能做罗汉，得涅槃。由此类推，淫戒也是这样，因为淫是来自身体器官与感官，男女因身体构造不同而有区分。按佛教所说，女人身上的三处“淫处”或“非处”为“大小便道及口”，[348]亦称“三疮门”。身三口一四支中，因有三处“淫处”与杀盗妄三支为六境，再与三毒接触，共成十八戒。[349]男人身上淫处是大便道及口二处，减去十八戒中的小便道三戒，故成十五戒。[350]与五戒相同的是，八戒也是一个道理，扩展到十戒也是一样，如身三口四七支，“以贪嗔痴起，故成二十一戒”[351]。再如，女人淫处为三，加上杀盗与口四（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六支成为九处，再与七毒（贪、嗔、痴、贪嗔、嗔痴、痴贪、贪嗔痴）[352]相接，共有六十三戒。男人淫处为二，加上杀盗与口四（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六支成为八处，再与七毒相接，共有五十六戒。[353]总之，不管是有生命的“有情”还是没有生命的“非有情”，就如《善生经》所说的众生、大地、草木、大海及以处空五种为量，皆可生戒、获戒，因为法境是无限的，戒也应是无边的，故“法界之中情与非情，各得诸戒无量无边”[354]。

道宣总结了戒的情况，即以身三口四根本七支为基础，可以将戒都摄入其中。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如像杀与打这两种戒就有根本区别，反映了定罪（罪性）的不同。前者是果罪，置于死命，后者是因罪，只是恼他，有轻重不同的根本区别，因此“杀”是根本戒，“打”是余戒，而这一类的戒都被归于“业戒”之中，[355]属于配戒之“所谓善恶法也”。[356]也因为这两种戒的起心不同，戒体也不同，是为“体异”。道宣最后总结了戒的四种情况：“一者善而非戒，谓十中后三是也。律不制，单心犯也。二戒而不善，即恶律仪。三亦善亦戒，十善之中前七支也，以不要期，直尔修行，故名善也。反此，策励故名戒也。四俱非者，身口无记。”[357]“善而非戒”是指有十善业[358]中的最后三个善业——不贪、不嗔、不痴之三意业，因为它是受心所指使，所以不需要用律来限制。[359]“戒而不善”是指因作恶不善而获得戒，只能以律仪来限制。[360]“亦善亦戒”是指存善行又持戒的情况。存善是存十善业中前七善业，亦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三种身业和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四种语业的修行，以及持戒不犯。[361]“俱非者”是指身口活动处在非善非恶的情况中，故为“无记”。[362]以上四种情况，最后可以归结为善戒、恶戒两种，“无记”因为处于“非善非恶”的情况，故不用计入戒之种类。

最后，道宣做了“戒”与“律”的区别，他说：

问：戒与律仪行相差别如何？答：通行无涯是律仪也，对境禁约是戒仪也。如比丘具缘受已，见生不杀，望此一境，名持杀戒。望余四生，名持律仪。若杀此生，名犯杀戒，余生不杀，不犯律仪。若就恶律仪解，望杀一羊，名持恶戒。望余通类有生皆罪，是持律仪。[363]

道宣用“杀戒”作为例子，讲解“戒”与“律”的不同，如已经受戒的出家人，见到某一生命持不杀戒，这就是“戒”。由此心将怜悯扩展到有情四种生命（“四生”[364]），这时就是律了。所以，“戒”和“律”的区别是，针对某一特定行为制定的条约是戒，具有广泛与普通效力的约束条约就是律。戒和律的区别，实际上就反映了众生在不同层次上的行为，在戒学体系里面，戒是最底层的条约，律则是在戒之上的条约，如杀戒是专门用在限止杀的行为上的，它属于佛教三学之一律学的内容。所有这些都是旨在表明控制众生行为的不同对治方法，目的是“翻恶为善”，其基础是善。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佛教界更多地将两者连用，称为“戒律”。

戒体中门四门中的第四门是“发戒数量”，是论述戒与情境两者在数量上的关系，其基础是善恶两种思想，通过分析具体的行为及其所在的情境，决定了受戒者的行为，这既是一种佛教伦理，也是社会伦理在佛教界内部的反映，它能保证佛教与社会接轨，与社会伦理重合，是佛教响应社会伦理的诉求、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表现。大觉说：“以互生故，既不发戒，故曰戒则无也。疏云，戒是群从行之首，岂随分学，望成大善，义不可也。”[365]这就说明了人的行为离不开社会生活，没有社会生活就不可能发戒。要保证社会有序运转，必须要制定一定的行为准则，而且要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指导思想，佛教的“善”与社会伦理的“善”行是吻合的，在此之下制定出来的戒律则得到了社会与佛教界内部的认可，戒被视为“群从行之首”，执行戒律，即可“望成大善”。虽然众生面对的情境众多，其行为也大异，但佛教将这些行为都做了规范的解读与限制，从理论上讲有无边无量的戒，道宣说：“今又述者以世俗多迷，故广铨叙，意存识相，知法自济，兼人故也。然所发戒数，随境无量，要而言之，不过情与非情，有无二谛摄相，皆尽任境而彰。”[366]“情与非情”皆为有无二谛所摄，并通过境来彰显，但是最后则归结为五戒十善伦理和善恶两种思想，并且将所有的戒推到了心识戒体的层面，这既保证了佛教的纯洁，也说明了心识戒体在执行戒律中所起到的重要指导作用。

（三）结语

沙门元照说：“夫戒体者，律部之枢要，持犯之基本，返流之源始，发行之先导。但由诸教沈隐，道理渊邃，是以九代传教，间出英贤。虽各逞异途，而未闻旨决，逮于有唐，独我祖师，穷幽尽性，反复前古，贬黜浮伪，剖判宗旨，斟酌义理，鼎示三宗，诚所谓会一化之教源，发群迷之慧日者也。”[367]元照说出了戒体在戒学中的重要性，也指出了戒体在唐代出现的主要原因。戒学传入中国，道宣之前的数代祖师们一直在努力翻译戒条，钻研戒学，积累了大量资料，“犹赖垂文不坠，明若星日，贞如金玉，故幸得而闻也”[368]，道宣的戒学体系得以充足建立。道宣强调：“必须因随对境防拟，以此随行至得圣果不亲受体，故知一受已后，尽寿已来，方便正念护本所受，流入行心三善为体，则明戒行随相可修。若但有受无随行者。反为戒欺流入苦海，不如不受无戒可违，是故行者明须善识，业性灼然，非为滥述。”[369]以戒体为中心，强调“持犯立忏”特点，以此来保持“戒体光洁”。“以净心之外无一法故”，“如人无心杀生不得杀罪，故知以心为体”，“是故行者明须善识，业性灼然”，这就把“心识”作为戒体，把大乘的唯识思想引入戒学之中，与过去小乘的别解脱戒有了根本区分，这是道宣戒学的特胜之处。

戒体四门分之架构是一个整体。元照又说：“戒体四门，初二论体，二中兼行，三四属法，四中有相。初料五章，初立二戒，乃至第四并明二种。第五独论无作。又前四局戒，义通善恶。后科通杂，正为显戒，明多少中。初文为三。初究受多识少。太（应为‘大’，引者案）唐之世，释门兴振，英俊如林，尚云三五。况今衰末，焉可言哉。”[370]“戒体相状门”重点论述了作戒与无作戒，强调无作戒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戒体的核心。“受随同异门”说明受戒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谓受是根本，随依受起，故随是枝条”。这就确定了受戒活动的主体，以及因此而带来的随依作戒，分别出不同和品级的情况，反映了“心”的浓淡。“缘境宽狭门”分析了心与外境的关系，心是能缘，因受制狭。境是所缘，范围宽大，但最终还是受制于心，因为“心”呈现出主体的地位。“发戒数量门”指出了因境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的戒境和戒的数量，却恶立善是发戒的基础，翻恶为善则是持戒功德的成就，所有的戒条最终都归为心念之中，坚立善念，立誓断恶，是为定戒。“戒体四门”是一个构造精良的体系，由内到外逐渐分析了戒体的组成与范围，无作戒作为戒体的基础，确立了戒体的性质。受者是戒体的主体，指导着戒行的运动。由于“心”的能动认识作用，把宽广的戒境转换为“心”之所驱，又由戒境的变化，使戒条的数量变成了不定。由此可知，以戒体为中心，一步步将戒的特点剥离出来，再将其境界和范围逐渐增大，最后归结到心识，戒体的学说成为一个既有其性又有宽狭，还有数量的上下立体、张合有度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体系，为我们如何认识戒的性质、功能与作用提供了借鉴。

但是，道宣在建构他的戒学体系的时候，虽然思考缜密，体系严谨，中心突出，论证深入，引材广泛，不尚空谈，但由于其文字精练，惜文却有文存理隐的悬念，给后人理解他的学说带来了一些困难，“故使祖师遗训，戒体极谈，几于熄矣”[371]。对戒体说的理解产生歧异，“故使任意私说殆六七家，各谓指南，宁知所适，既无是处，不益后来”[372]。元照进一步指出：

诸宗义学，所惑当时故。略责四过，使是非区别。一大小混滥，二圆义偏乖，三妄分两体，四辄隐圣文。

初大小混滥者。彼谓《四分》假宗[373]种子为体（增晖[374]亦然，但取种子上功能为别）。且种子者，尚非经论权浅所谈，何况小乘律部耶。又，若谓假宗体是种子者，非色非心，又是何物耶？又，假宗既言种子，后立圆教，戒体何为耶？如此妄言，颠乱教旨，不可轻恕。

二圆义偏乖者。圆者，融通贯摄，非异非偏义也。彼说圆教[375]戒体，乃云，因作业种，熏本藏识，永为种子，此即戒体，不同假宗。外立种子也（假宗何曾言种子为体，又种子唯一，何言不同）。既曰不同，何名圆义？又云，自浅至深，三宗迭废。既容相废，可谓圆乎。今释圆义，与彼天别，如下可见。

三妄分两体者。彼将圆教中文，自意强分作、无作二体，其妄又甚。且圆不分者，由融会假实，指破前二，即前之体是圆之体，故不可别分。彼不知此意，故多妄说。又自知不晓，乃云，然此戒体，亦多议论，可以意通，不烦叙矣。用语验心，心亦可见。

四辄隐圣文者。祖师疏文之立宗诠体，文义废立，靡不周备。而彼窃疏名目，少参自语，题为己立。匿圣之咎，何可胜言，其间妄说更多，且略提小耳。[376]

唐宋时为道宣著作作疏的不少于六十家，均“言依业疏三宗出体。尝考始末，得在破他，失于自解。今须破者，由名字相滥”[377]。“业疏三宗”是元照用来判教的说法。他说：

夫教者以诠表为功随机为用，虽广开户牖而轨度无差，虽克定楷摸而摄生斯尽。圆音随应，情虑难求，且依“业疏三宗”以示一家处判。然教由体立，体即教源，故须约体，用分教相。一者实法宗即萨婆多部，彼宗明体，则同归色聚，随行则但防七支，形身口色成远方便，此即当分小乘教也。二者假名宗，即今所承昙无德部，此宗论体则强号二非，随戒则相同十业，重缘思觉即入犯科，此名过分小乘教也。三者圆教宗，即用涅槃开会之意，决了权乘，同归实道，故考受体，乃是识藏熏种，随行即同三聚圆修，微纵妄心即成业行，此名终穷大乘教也。然今四分正当假宗，深有兼浅之能，故旁收有部，教蕴分通之义，故终会圆乘，是则大小通塞，假实浅深，一代雄诠，历然可见。[378]

元照判教，以南山律宗为宗，认为该宗有终会圆乘，大小通塞，假实浅深的特点，是“一代雄诠”。他把当时出现的混乱情况概括为四种：“一大小混滥，二圆义偏乖，三妄分两体，四辄隐圣文。”其目标主要指向“圆宗”，焦点还在于对道宣将戒体立为心识的理解不同。有人指说假宗认为戒体是唯识学上的种子识，然而戒律为小乘律部所说，并非大乘唯识之为。又戒体若为种子，应不是假名，执其功能是“非色非心”，非假非实，不知何物？这是误解，因为假宗是大小兼通，有圆融的特点，又能深能浅，既非大乘，也非小乘。南山律宗以《成实论》作为要领，但认为《成实论》“过分小乘。教虽是小，义乖小道，虽通大乘，非全大教；比前为胜，望后还劣，是故立体两楹之间。初明作戒，色心能造，色是本教，心即过分；及论所发非色非心，非色过分，非心本教”[379]。所以“夫戒体者何耶？所谓纳圣法于心胸，即法是所纳之戒体，然后依体起用，防遏缘非”[380]。由此可知，道宣的戒体是色心与非色非心都接受使用的，具有圆融的特征。

圆宗是大乘教，把圆教判为戒体，是藏识，是种子。种子是圆满的，在种子之后立一圆教，两者同义重复。戒体是种子，是不是圆教呢？作戒与无作戒是一体二面，圆教将这二者拆分为两个实体，自违圆宗的“融通贯摄，非异非偏义”。道宣认为：“愚人谓异，就之起著；或依色心，及非色心。智知境缘本是心作，不妄缘境，但唯一识；随缘转变，有彼有此。欲了妄情，须知妄业，故作法受，还熏妄心，于本藏识成善种子，此戒体也。”[381]道宣并不反对唯识说，也接受唯识学的熏染理论，但是他强调的是缘境要相配，识要“随缘转变”，然后才熏成善种子戒体。元照主张“故今言教则唯归律藏，语行则专据戒科，决持犯之重轻，建僧宗之轨范。此为正本，余并旁兼，犹恐专隅，更须明证”[382]。有名有实，作戒即是实有，以色心为体。“非色非心”只是“摄法之聚”的熏习所用，是一种表象，不是真正的实体。戒体说的正确说法是：“初多宗，作、无作体二，俱是名可知。二成宗，作戒色心为体，亦可知。无作以非色非心为体者，然非色非心止是摄法之聚名，实非体状，遂令历世妄说非一。今依疏文，即名考体，直是密谈善种，但以小宗未即径示，故外立名非色非心也。故疏云，考其业体，本由心生，还熏本心，有能有用，乃至云不知何目？强号非二。细详此文，未即言善种，而曰熏心有用。密谈之意，灼然可见，应知此即考出非色非心之体耳。子隆[383]不知，便言四分种子为体，紊乱宗绪，深为不可。”[384]
总之，道宣的戒体说自出世后，既被后人奉为圭臬，加以研习，又歧出异纷，成为教内争论的学说，促进了中国佛学的深入与发展。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理论方面的中国化，也正因为理论的繁荣，促进了宗派的产生，各宗派都以自己所奉持的理论与实践为其特色，宣传本宗的学说，其中包括了道宣立的律宗南山一宗，而戒体说则成为南山律宗的最大特色之一。

五 南山律宗之后学

道宣创立了南山律宗一派，建立了自己的戒体说体系，之后在他的领导下，南山律宗一派在唐代佛教界大放异彩。“素唯寻祖萨婆开宗独步，其有终南上士澄照大师，肹蠁三生逡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际，优游果证之中，知无不为，绳愆纠谬，以护持教法为己任者，实一代之伟人焉。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为司南矣。”[385]
历史上南山律宗亦称“南山教”和“行事防非止恶宗”。经中记载：“南山教始自优婆离尊者，于世尊灭后，集四部众结集毗尼藏，优婆离口诵圣言十番，众证无差，然后宣布。三国魏邵陵厉公嘉平二年，西竺沙门昙柯罗至洛阳，始出僧祇戒本。东晋安帝义熙三年，天竺沙门佛陀耶舍尊者以《十诵律》来，自是中夏律仪始备。拓跋魏聪律师等世禀传之，至是宣律师持守奉谨，诸天送食护卫，弘其仪度律藏，遂赫奕天下，谓之‘行事防非止恶宗’。”[386]道宣曾自述：“余以乾封二年二月八日及以夏初，既立戒坛，仍依法载受具戒，于时前后预受者二十七人，并多是诸方，谓雍州、洛州、虢州、蒲州、晋州、贝州、丹州、坊州、陇州、澧州、荆州、台州、并州，如是等州，依坛受具。”[387]这次受戒的，“诸有同法之俦、游方之士，闻余创建，兴心向赴者”都是道宣律师的法侣或弟子，[388]计有：终南山云居寺大德僧伽禅师、京师西明寺大德真懿律师、京师弘法寺大德恒善律师、终南山云际寺大德悟玄律师、京师西明寺大德薄尘法师、京师大慈恩寺大德弘度律师、昭陵瑶台寺大德道诚律师、终南山龙池寺智善律师、京师光明寺新罗国智仁律师、华州西岳沙门法藏禅师、终南山宝德寺道光律师、荆州长沙寺智藏律师、荆州景元山无行禅师、荆州覆船山玉泉寺弘景律师、并州六通寺智琮禅师、润州明庆寺玄寂律师、衡州南岳云峰寺义本律师、洋州傥城寺道寂律师、荆州天王寺道誉法师、荆州四层寺智璇禅师、京师西明寺大慈律师、京师西明寺四依律师、齐州东岳沙门明藏禅师、荆州安宝寺慧忍禅师、荆州善集寺道恪禅师、台州天台山白岩寺慧庄禅师、襄州岘山报善寺慧璇律师、荆州升觉寺慧琏禅师、荆州开圣寺慧俨禅师、荆州陟屺寺慧奖法师、荆州无量寺玄赜法师、洛州天宫寺守节法师、晋州沙门昙奖法师、东岳沙门名恪律师、京师空观寺行滔禅师、秦州麦积崖沙门法度禅师、虢州大兴国寺义方律师、荆州长沙寺德行律师、京师弘济寺怀素律师等人。此外，还有“终南山大翠微寺等诸沙门，及岩隐野居追朋问道之宾，翕习容裔，整带而赴，高坛观行，礼度折旋；而鉴其敬仰者，或在空外界中，送心随喜，伫立合掌；而欣其威仪者，将有百计”[389]。登坛受戒，传达正范，这是佛教特有的仪式。佛教传到唐朝，已有七百年的时间，“戒场之坛，名实乖爽，律、论所显，场、坛两驰，各备机缘，随事便举”[390]。传戒不仅形式不统一，内容也各异，在中国这样的统一体制大国，佛教的戒坛不统一的情形，实与大国佛教的风范相矛盾。道宣有鉴于此，改革戒坛体制，建立统一戒坛，规定定制，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一步完善。道宣这次举行的传戒戒坛的活动，得到了教内外的重视，“行事既了，维那引至僧住堂中，列坐饭之。诸有清信士女，崇扈之乡，来者满院，皆合掌随喜，立而称善，亦一涂之造化也，追万古之清尘焉！”[391]（此次活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佛教的传戒活动开始正规化，戒坛也成为定制。

“（道）宣从登戒坛及当泥曰，其间受法传教弟子可千百人。”[392]其门下特出的有大慈、灵崿、文纲、名恪、周律师、秀律师等。其中文纲和文纲的弟子道岸因为弘化出色，影响大增，朝野崇奉，南山一宗得以在江淮间推行，其弟子鉴真又把南山一宗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律宗初祖。此外，南山律宗还传到了新罗。

大慈律师是道宣律师在唐乾封二年（667）戒坛亲度的弟子之一，生平事迹已经无载。作为道宣律师的衣钵真传者，大慈律师的最大贡献是他在道宣律师圆寂之后，认真地继承了导师思想，撰写了《行事抄记》，在为道宣的《四分律抄》作注疏的六十余本中，被排在了第一位，故后人说：“（道宣）高弟大慈律师亲从以受密诲，郑重传持，引祖之所尝示者，乃为《钞记》。”[393]道宣的《四分律抄》只是一个解释抄本，给后人留下许多理解的空间，虽然大慈律师的《抄记》有名，但也有人指出他的《抄记》“以标指外之月，虽取名当世，而辞质义玄，尚未易通晓，故昙胜、融济等诸大律师相竞撰之、记者凡六十家焉”[394]。但是不管怎样，大慈律师毕竟在为道宣的著作作注疏上起了带头作用，产生了示范效应。

南山律宗“首传终南山西明寺道宣实相澄照（律宗至此大盛。故时人咸称律，名南山宗，为八祖。以后递递相传而为祖位）。照传（京师）崇圣文纲为九祖”[395]。释文纲，姓孔氏，会稽人，家传儒业，旁通释教，祖辈都在朝廷做官，祖上曾经做了南朝陈朝的尚书，后为了躲避隋朝统治，举家回到老家。唐贞观时家人再次做官。文纲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受到儒释道三教熏陶，童年开始随师访道。文纲12岁出家，20岁时受具足戒。出家后精虑苦行，专念息心，藜羹糗粮，麻衣草荐，操有彝检，口无溢言。文纲进京城跟随道成律师学毗尼藏，成就斐然。25岁讲律，30岁登坛传法。空闲时，勤修深思，凝视反听，或心净如水，嶷若断山。刮风下雨，独自宴居，昼夜所得，从不满足。高超的修行，故能吉祥在手，不舍其瓶。威德迎风，不绝于气。出笼瘠雁，坐致虚空。起屋下层，自然成就。唯甘露之渧口喻利剑之伤人，慎之重之。文纲超人风度，引起八方来学，请益者举袂云临，赞叹者发声雷骇，但是文纲嶷然山立，不为所动，识者以为得神通、因定力。当时长安城流行应兆解事，文纲明确反对这种做法，左右不解，有所嗔怪，文纲说：“夫真实无相，尘色本空。正觉圆常，大悲湛定。不可取也。”[396]
神龙年间（705—707），义净三藏领翻译事，朝廷诏文纲充证义。[397]长安四年（704），文纲奉敕往岐州无忧王寺[398]迎舍利。景龙二年（706），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内道场行道，又送真身舍利往无忧王寺入塔。再于乾陵宫为内尼受戒和指导宫中坐夏。他在宫中为二圣内尼讲《四分律》一遍，中宗嘉尚，为度弟子赐什物彩帛三千匹，御札寺院题牓为灵感寺。先天年间，睿宗圣真皇帝于别殿请为菩萨戒师，妃主环阶侍从罗拜，亲听法言，普闻净戒，朝廷恩旨赐绢三千余匹。

开元十五年（727）八月十五日，文纲律师怡然圆寂，春秋九十二，“智河舟迁，法宇栋桡”。[399]数万人参加葬礼，法侣有京兆怀素、满意、承礼、襄阳崇拔、扶风凤林、江陵恒景、淄川名恪等百余人。弟子有淮南道岸、蜀川神积、岐陇慧[image: ]、京兆神慧、思义、绍觉、律藏恒暹崇业等五十余人。众人皆“闻哀奔丧，执绋会葬。香华幢盖，缁素华夷。填城塞川，篲云翳景”[400]。九月四日起塔于寺，滑台太守李邕撰写碑文。

文纲律师是唐朝“一时法主，四朝帝师”[401]的重量级人物，其所管理过的白马、庄严、荐福、罔极等寺，因为得到皇帝敕命，深契物心，天下以为荣，古今所未有，后人赞曰：“纲统僧政，律藏冀兮传芳，象教因乎光盛，比夫灵台影像麟阁丹青，功德义殊。”[402]文纲“累历伽蓝二十余所，凡是塔庙各已华丰，犹且刺血书经向六百卷，登坛受具仅数千人”[403]。京城各个寺院的高僧硕德都对他非常尊敬，长安佛教似乎掌控在他的手里，“夫其左籞宿右上林，南台终山北池渭水，千门宫阙化出云霄，万乘旌旗天回原隰，悉付常住随事修营，或金地缭垣用增上价，或宝坊飞阁克壮全模，或讲堂经楼舍利净土，或轩廊器物厨库园林，皆信施法财周给僧宝……虽有应化何其速欤。”[404]
道成律师是文纲律师的师父，其生平事迹已经不知。僧传载道成“居于天邑演彼律乘，戒月扬光圆而不缺，德瓶告实满而不倾”[405]，说明他是一位德行兼备的高僧。文纲律师与道宣的关系，史乘并没有说清楚，僧传载显庆年间（656—661），四分律宗的法系尚不清楚，“有同雾市”，[406]“时文纲律匠，虽先依澄照大师后习律文，乃登成之堂奥矣”[407]。文纲虽然跟从道宣学习律学，但是在法系上仍然是道成的弟子，故《僧传》说文纲有气量，“不忝怀素前，不惭宣师后”[408]。道成在律宗的贡献上，还表现在对律宗的另一派东塔宗的影响。

东塔宗创始人怀素，[409]曾是玄奘的弟子，于显庆中（656—660），22岁时从道成受戒并学律。怀素学了西塔宗法砺的《四分律疏》和道宣的《行事钞》等，感到不满意，认为“古人义章未能尽善”[410]，决心自己另撰新疏。咸亨元年（670）怀素开始撰《四分律开宗记》，上元三年（676）奉诏住西太原寺，仍继续听道成讲律并撰述。永淳元年（682）怀素撰成了新疏，又自讲了五十余遍。怀素的律学知识，与道成的指导有重要的关系，《僧传》说：“又怀素著述，皆出其门。”[411]由于道成在唐中叶声名日望，武则天为了弘扬佛教，专门“诏名德十员助其法化，成与明恂、嘉尚同预证义。由是声飞神甸，位首方坛，谓之梧桐多栖凤鸟，谓之芳沚颇秀兰丛，门生孔多，无过此集”[412]。宋代律师赞宁将此道成与隋朝道成两律师进行比较，认为唐代有京兆恒济寺释道成，善说《四分》，“隋成也，精乎《十诵》，著述尤多。唐成也，传乎《四分》，译讲偕妙。然其撰集则开悟迷沦，究其翻传则陶甄教道，譬犹后焰靡及乎，前光似宝，或惭乎真宝，互有长短，用则无遗也”[413]。

《僧传》又载，道宣半夜得到太子所付的佛牙，“师夜捧行道，昼藏地穴，唯弟子文纲知之”[414]。通过这一故事，文纲与道宣的关系拉近了，作为道宣的嗣法门人文纲具备了合法性，作为“四朝帝师”，只有文纲律师可以领军南山律宗，许多曾是道宣的弟子在道宣圆寂后，也投靠到文纲门下，例如淄州名恪律师，曾经亲近道宣律师，是参加道宣戒坛的受戒者。他经常听道宣法师讲律，请教问题，道宣对他非常欣赏，“亲录随喜灵感坛，班名于经”[415]。道宣圆寂以后，名恪律师转到文纲门下。到元代时，佛教界已经认可文纲是道宣的门弟子，“故南山律疏妙尽随相之义，以其通神明而然也。（道宣）既殁，弟子文纲弘其教，天下宗师之目为‘行事防非止恶宗’谓之‘南山教’”[416]。

在佛书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道宣传衣钵于崇福满意法师。例如：“至元魏法聪律师始阐四分之宗。聪传道覆，覆传慧光，光传云晖愿，愿传隐乐洪云，云传遵，遵传智首，首传道宣，宣传法励、满意，意传法成，成传大亮、道宾。亮传昙一、道岸、超慧澄，澄传慧钦，皆口相授，受臻于壶奥。”[417]亦有“（文）纲传崇福满意，为十祖”[418]。给律宗排宗谱，唐代拟无，宋代开始提出，成体系的宗谱是在元代。这一时期是佛教界注重撰史的时候，律宗在这时仍有人在钻研，故史学家按照以往的史实并加上自己的想法，造作了一个律宗宗谱。

满意出席了文纲律师的葬礼，《宋高僧传》作者赞宁律师将他判为文纲的“法侣”，但没有进入弟子系列，说明满意不是文纲的弟子。《宋高僧传·唐京兆崇福寺满意传》云：“释满意，不知何许人也。风神峭拔识量宽和，经论旁通专于律学。武德末所遇邺都法砺律师作疏解昙无德律，遂往抠衣明其授受，如是讲导三十许年。乃传付观音寺大亮律师，亮方授越州昙一。”[419]
满意律师也是一位理论性很强、精通律学的大师，他的法脉应是传自于法砺律师。《四分律》自译出之后，北方佛教界人士都在学习研究，为其作疏者不绝，道宣是其一，法砺也是其一。赞宁特地强调：“洎隋朝相部砺律师作疏十卷，西京崇福寺满意律师盛传此疏，付授亮律师。其所传授一一依励律师疏。”[420]赞宁点出了满意律师的师承与学术特点，而这个特点是因为法砺的研究“及唐初终南宣律师《四分律钞》三卷详略同异”[421]。故作为律学大师，佛门中人将其奉至很高的地位，列在文纲之后，后出的许多律师都与他有重要的关系，所以《僧传》才说：“盛化之间出龙象之资，无过意之门也矣。”[422]
唐京师崇圣寺灵崿律师也是道宣门下受法者之一。释灵崿律师的生平事迹也无载。《僧传》说他是一位勤奋好学，善于求师问道之人。他不拘常所，不耻下问，曾经在乾封中，于西明寺躬预南山宣师法席，又向文纲求教，再亲近大慈，皆求益也。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所师承，亦莫克定，晚惧失宣意指”[423]。这是从他宣讲的学问上来看，在晚年有可能违背了道宣所讲的《四分律钞》的原意，故受到后人诟病。尽管如此，但是他在《四分律钞》方面还是有贡献的。僧传记载灵崿“末涂惧失宣意，随讲收采所闻，号之曰记，以解删补钞也。若然者推究造义章之始，唯慈与崿也。又别撰轻重诀故，苑陵、玄胄亲睹其文，故援引之，以解量处轻重仪焉。金革之故，其诀湮灭，无复可寻矣”[424]。灵崿对《四分律钞》所作的别记具有“钞中别号为记”[425]的特点，属于阐述道宣《四分律钞》的“义章”型最早的著作之一，其又撰有《轻重诀》一书，应该是以口诀的形式将四分律的重点介绍出来，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学人学习，可惜的是他的著作都散佚了，“遭世丧乱，遂尔湮没，哀哉！”[426]
唐光州释道岸禅师是对四分律宗有贡献的大成者。道岸世居颍川，大族出身，为汉尚书令琳、司空珍、吴尚书仆射、固雍州刺史、彬凉镇北将军瑶之后也。中原丧乱，其先人于永嘉南渡，迁于光州（今河南光山县）。道岸生而不群，少而奇概，爰在髫齓，有若老成。从小就对做官没有兴趣，偏爱文史坟典。道岸曾经为了长见识，到处游学，过长江到淮河洙泗等地，探禹穴升孔堂多年。他进出翰林，游学海之波澜，与人讨论百家，商榷三教，但是最后都不满意，乃叹曰：“学古入官，纡金拾紫，儒教也。餐松饵柏，驾鹤乘龙，道教也。不出轮回之中，俱非筏喻之义，岂若三乘妙旨，六度宏功，缁铢世间，掌握沙界哉。”[427]于是决定落发出家，洗心访道，“一音克举四句精通，坚修律仪深入禅慧，夜梦迦叶来为导师，朝阅真经宛契冥牒。由是声名籍甚，远近吹嘘，为出世之津梁，固经行之领袖，十方龙象罔不师范焉，万国鹓鸾无敢詶对者”[428]。

道岸出家行解双优，在理论上善于圆融，适彼殊途；在行动上必宗四科（谓戒法、戒体、戒行、戒相），济世推崇汉代布衣萧何、韩信、张良三杰。[429]越中初法师秘藏精微，罔不明练，道高寰宇，德重丘山，道岸慕其闻善若惊，同声相应，于是离开了楚地前往吴地杖锡游学，常居会稽龙兴寺。他与初法师相契，两人只要一出门，江淮释子都上街迎接，万人空巷，时人喻为“云雾一披，钟鼓齐振，期牙合契，（佛图）澄、（罗）什联芳”，[430]在江南一带的佛教界里产生影响。道岸出家，风范存世，平易待人，不择贤愚，无论贵贱，温颜接待，善诱克勤，明鉴莫疲，洪钟必应，皆窥天挹海，虚往实归，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号为“大和尚”。又在寺院登无畏座，讲木叉律，容止端严，辞辩清畅，连环冰释，理窟毫分，瞻仰者皆悉由衷，听受者得未曾有，高僧大士心醉神倾，捐弃旧闻佩服新义，江左一变，其道大行。唐中宗孝和皇帝精通佛学，游艺玄枢，听闻道岸的名声，心向往焉，遣使征召前后数次。道岸受敕入朝，与大德数人同居内殿。中宗朝暇躬阅道岸的文章，从早到晚不觉疲倦，两人相对颇有默契。道岸得到中宗尊敬，但僧腊不高，只能位居其他前辈之下，中宗惜才爱才，予以特别衣钵赏赐，彰显荣宠。又请他担任菩萨戒师，亲率六宫围绕供养，并将他的画像挂在宫内，中宗亲自御制画赞，辞曰：“戒珠皎洁，慧流清净。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学综真典，观通实性，维持法务。纲统僧政律藏冀兮传芳，象教因乎光盛。比夫灵台影像麟阁丹青，功德义殊。”[431]
道岸是文纲的高足，文纲当时被有司任命为京城的僧界领袖与统管僧人的僧官，以道岸盛德广大，至行高邈，思遍雨露，特地为他改变章程。中宗有怀罔极追福之心，在长安造荐福寺，敕命道岸与工部尚书张锡负责工程，广开方便，博施慈悲，凡有人来，就让人出工出力，役无留务，费约功倍，中宗甚喜，给予嘉奖。道岸利用中宗的宗教感情和对他的信任，“以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岸请帝墨敕执行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淮间者，岸之力也”[432]。故四分一宗传往天下，皆赖自“孝和所重，（道岸）其道克昌”[433]。

道岸晚年曾经回到家乡光州，度人置寺。开元五年（717）八月十日，道岸在会稽龙兴道场安详示寂，时年64岁，噩耗传来，“海竭何依，山崩安仰，天人感恸，道俗哀号，执绋衣缞，动盈万计”[434]。门人僧行超玄俨者，是称上足，弟子有龙兴寺慧武、寺主义海、都维那道融、大禹寺怀则、大善寺道超、齐明寺思一、云明寺慧周、洪邑寺怀莹、香严寺怀彦、平原寺道纲、湖州大云寺子瑀、兴国寺慧纂等。礼部侍郎姚奕为其撰碑纪德。

唐京兆西明寺崇业，生平不详，为文纲律师的弟子。崇业曾经与道岸一起跟随文纲学习《四分律钞》，精心服侍文纲，从不罔怠，在寺院里被推为学长。崇业声望甚高，与淄州东岳沙门名恪律师齐名，《僧传》说他“挺拔刚毅过之，美声洋洋达于禁闼”[435]。崇业擅长修建寺院，曾经参与了修造菩提寺殿宇的工程。睿宗圣真皇帝操心履道，敕命要将旧邸改造为安国寺，下诏崇业负责这项工作。崇业曾经为睿宗授菩萨戒，睿宗赏赐优渥。开元中崇业染疾，嘱弟子曰：“吾化穷数尽，汝曹坚以防川，无令放逸。”[436]语讫，终于所居寺之别院。

唐荆州玉泉寺恒景，俗姓文，当阳人也。贞观二十二年（648）敕度听习三藏，一闻能诵，如说而行。恒景开始随文纲律师学习四分律学，后来到当阳玉泉寺，学习天台智者禅师止观一门。武则天至中宗皇帝时期，恒景曾经三次被诏入内供养，尊为戒师。景龙三年（709），奏乞归山，朝廷敕允其请，诏中书门下及学士于林光宫观内道场设斋，追召天下高僧兼义行者二十余人，常于内殿修福。散斋之后，送恒景回乡。中宗亲自赋诗送行，中书令李峤、中书舍人李又等数人应和，恒景手捧御诗振锡而行，天下荣之。先天元年（712）九月二十五日，恒景卒于玉泉寺，春秋七十九岁，弟子奉葬于寺之西也。

唐扬州大云寺鉴真，姓淳于氏，广陵江阳县人也。从小就显露出聪明，随父亲入大云寺，见到佛像感动在心，请求父亲让他出家，于是跟随智满禅师，受到乃师奖训。武则天长安元年（701），朝廷下诏天下度僧，鉴真被敕额配住大云寺。中宗孝和帝神龙元年（705），鉴真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6）诣长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实际寺依荆州恒景律师得戒。鉴真虽然为新戒，但在众人的眼里，他“虽新发意，有老成风”。[437]在长安与洛阳等地，得到了京城名师的陶诱，三藏教法，数稔该通，佛学研究水平大涨。回到淮海江南一带之后，以戒律化诱众生，郁为一方宗首。时人赞叹：“冰池印月适足清明，貌座扬音良多响答。”[438]日本国有沙门荣叡、普照等人来中国求法，在开元年中到达扬州，慕鉴真之名前来请问，向鉴真提出：“我国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可能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乎。”[439]鉴真答应其请，天宝二年六月，携弟子思托等十四人买舟自广陵赍经律法离岸前往日本，无奈有人告密，只能停止。后来又遇见台风等，前后六次，最终于天宝十二年成功东渡日本，鉴真在日本受到天皇的礼待，敕文：“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440]天皇不仅给予鉴真很高的地位，而且带头从鉴真大师受戒，“初于毗卢遮那殿前立戒坛，天皇初登坛受菩萨戒，次皇后皇太子亦登坛受戒，寻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又旧大僧灵佑、贤璟、志忠、善顶、道缘、平德、忍基、善谢、行潜、行忍等八十余人僧，舍旧戒受大和上所授之戒。后于大佛殿西，别作戒坛院。即移天皇受戒坛土筑作之”。[441]天皇为鉴真专门修建了唐招提寺，日本“自是已来长敷律藏受教者多，彼国号大和尚，传戒律之始祖也”[442]。日本天平宝字七年癸卯岁（唐广德元年，763年）五月五日，鉴真在日本无疾辞众坐亡，春秋77岁。日本朝廷与佛教界人士悲恸，写诗称赞：“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禅光籴百亿，戒月皎千乡。哀哉归净土，悲哉赴泉场。寄语腾兰迹，洪慈万代光。”[443]鉴真在日本被奉为律宗之始，其遗体被日本佛教界做成肉身，至今仍然放在招提寺里供人瞻拜。

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俗姓徐。祖上为中原人，因晋室南迁，为官诸暨，遂为大族。玄俨12岁辞亲出家，跟从富春僧晖律师学法。证圣元年（695），朝廷敕恩得度，充任僧数，隶属悬溜寺。玄俨幼而明敏，长则韶令，标格峻整，风仪凛然。20岁时从光州岸师咨受具戒，以后游诣长安，探赜律宗。后遇南山律宗巨匠崇福寺满意律师和融济律师，得到他们的印可，由是道尊戒洁，名动京师，在安国寺授记，充任大德。玄俨回到江南专门宣扬四分律学，撰有《辅篇记》十卷、《羯磨述章》三篇，被僧徒远近传写。后受道岸提示，专攻般若与《金刚经》，是唐代般若学的有名学者。洛州刺史徐峤、工部尚书徐安贞，以宗室设道友之礼待。国子司业康希铣、太子宾客贺知章、朝散大夫、杭州临安县令朱元眘，也以乡曲具法朋之相契。开元二十六年（738），采访使、润州刺史齐澣、越州都督景诚、采访使卢见义、泗州刺史王弼，禀承法训，奉迎玄俨于丹阳、余杭、吴兴诸郡，令新度释子，躬授具戒。自广陵迄于信安千里之地，道俗受法者殆出万人，凡礼《佛名经》一百遍，设无遮大会十筵，入境住持举无与比。天宝元年（742）十一月七日坐终于戒坛院，春秋68岁。葬于寺南秦山之下。秦山双塔高树，光明逾于白云；列植千松，秀色罗于明月。安葬时神邕崇晓，住持唯湛道昭，率领门人三千，弟子五百躬护圣场，故有“承般若之深法，受毗尼之密行，尽号颛门，无待弥勒”之说。[444]天宝十五年（757）万齐融为其撰述颂德碑。

唐杭州天竺山灵隐寺守直，字坚道，钱塘人。俗姓范氏，齐信安太守范瑝之八代孙，知书达礼，君子器之。立志出家，割舍玄[image: ]之锡，诣苏州支硎寺圆大师受具足律仪。后抵江陵依真公三年，再寻礼天下二百余郡，圣迹所至，无不至焉。又见无畏三藏为受菩萨戒，闻普寂大师传楞伽心印，讲《起信》《宗论》二十余遍，《南山律钞》四十遍。平等一雨，大小双机，在乎圆音，未尝少异。宏览大藏经三过，广正见也。大历二年（767）移籍天竺，住灵隐峰。五年（771）三月寓于龙兴净土院，二十九日告终，春秋71岁，僧腊45岁。生前临坛度人多矣，显名者有洞庭辩秀，湖州皎然、惠普、道庄，会稽清江、清源，杭州择邻、神偃，常州道进。

唐洪州大明寺严峻，姓樊氏，潍州人也。父亲曾任硖州长史、昭王府司马。严峻性地夷然，学习明利，19岁应进士举，但独喜佛法，倏罹荼蓼，思报劬劳，投南阳佛寺，后抵荆州玉泉山兰若，遇真禅师示其禅观，入城泊大云寺。严峻秉持戒印，众请临坛，举律之宗主，黾俛承命。逢观净禅师，顿明心法。大历元年（766）思见颜鲁公，一言相契。二年（767）春，宜春太守俾僧正驰疏请召。四年（770）春洪州刺史李华员外延入大明寺住。三月中，俄命沐浴换衣，举望空虚合掌而逝，春秋59岁。迁塔弟子圆约等于寺前大泉池立碑。

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俗姓张，陕西韩城人。祖上是汉代大姓家族，魏晋时依然留存。曾祖张恒为隋太常卿，由扬州举家迁往越地。昙一宿植净因，生知慧性，弱而敏悟，长而聪明，15岁从李滔学习诗礼，终日不违。16岁听云门寺茂亮法师经论，闻后悬解，法师诧异，对他母亲说：“此佛子也，可令削发，当与授记。”[445]茂亮法师是孝和皇帝的菩萨戒师，昙一听后，欢喜之心油然，度世之志萌出。景龙中，朝廷特许昙一出家，隶在僧录。20岁满，受具于丹阳玄昶律师，又学通事钞于当阳昙胜律师，钻木见烟，窥墙睹奥，律法于胸，事抄当得。开元五年（718），西游长安，依观音寺大亮律师传毗尼藏，崇圣寺檀子法师学《唯识》《俱舍》等论，安国寺印度沙门受菩萨戒，莲华不染之义，甘露甚深之旨，一传慧炬，了作梵雄，远近瞻仰，如宗师矣。内学之余，再兼外学，常问《周易》于左常侍禇无量，论《史记》于国子司业马贞，渔猎百家，囊括六籍，增广闻见，自是儒家调御人天皆因佛事，公卿向慕，京师籍甚。丞相燕国公张说、广平宋璟、尚书苏瓌、兖国陆象先、秘书监贺知章、宣州泾县令万齐融等，皆以同声，并为师友。

昙一得自大亮真传，详论法励律师疏与道宣律师《四分律钞》之同异，撰《发正义记》十卷，此书为他获得了很高荣誉，时人赞曰：“明两宗之踳驳，发五部之钤键，后学开悟，夜行得烛，前疑泮释，阳和解冰，佛日昭晰而再中，法栋峥嵘以高峙。”[446]开元二十五年（737）昙一载誉东归，越年朝廷诏置开元寺，长史张楚举昙一为寺主。昙一声震京华，道高吴会，布大慈以摄众，修万行以表仪，顺风问道者毂击肩摩，函丈请益者波委云萃，虚受之量，随而演说，前后讲《四分律》三十五遍、《删补钞》二十余遍，江淮释子受木叉者，非昙一登坛，即不为得法，从持僧律，度人十万计矣。天宝十四年（755），淛河潮水南激钱塘，大云寺受水患冲击，众人请昙一讲律，每天学徒千人咸集，发愿念摩诃般若，祈求伍胥龙王止涛激福，庄严卫护伽蓝。未逾九十日，涨沙五十里，道俗惊叹，得未曾有。

昙一蔚为法主，大扬教迹，受到了朝廷高度重视。朝廷认为他可以让缁徒慢法、罕率经教的情况有所转变，有助于国家的稳定与社会安定。上元二年（761）肃宗命王玙出镇于越，都督越州诸军事、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王玙以昙一德名素高，礼请为僧统。昙一上任后，变清净为大阐熏修，浃旬之间回邪入正，善诱潜化众生改习，整个社会风气有所改变。明达法师称他为“汝人中师子也”。[447]遵善寺尼慈和赞曰：“昙一师解毗尼，大聪明更无疑，为达人之所谚多矣。”[448]大历六年（771）十一月十七日，昙一迁化于寺之律院，报龄80岁，僧腊六十一。荼毗之日，江淮之南，河洛之表，衣缞制服，执绋送丧，号哭满山，旛华蔽野，场面极其哀壮。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迁座起塔于秦望山，从先和尚之茔也。门人有越州妙喜寺常照、建法寺清源、湖州龙兴寺神玩、宣州隐静寺道昂、杭州龙兴寺义宾、台州国清寺湛然、苏州开元寺辩秀、润州栖霞寺昭亮、常州龙兴寺法俊等，皆为一代俊杰。

唐常州兴宁寺义宣，晋陵人也。早年出家，后不烦师训，砥砺厥心。义宣受戒后孜孜关注律科，时无虚度，并且玄儒旁综，没有放弃。义宣的特长在于撰写篇章，凡有人要就很快给出，其文禀延陵恭让之风，雅得毗尼之体。扬州法慎传律法于旧章，淮甸之间推为硕匠。天宝初年，义宣开始讲说四分律法，众人咨询弥久，皆为率服，法慎叹赏曰：“可畏乎。”[449]义宣讲说道宣的《四分律钞》，考核尤精，撰《折中记》六卷，指出融济、灵崿、胜律师等人的《四分律钞疏》的纰缪，是非各尽其分，从此立世。义宣于天宝末年盛行化导，不知何终。

唐京师安国寺如净，生平不详。出家之后，当纳戒津，明练毗尼，砥砺名节。每逢讲戒，徒侣云集，又辞笔偕长，博达儒典。四分律开始流行后，河北地区各竞宗派，道宣律师以智首大疏为本，会要律抄，行事逗机。自贞观以后，三辅、江淮、岷蜀多传唱之。怀素于咸亨年开讲《四分律记》，称为新章。至代宗大历中，新章与旧疏互相长短。大历十三年（773），代宗集三宗律匠，复位二家隆杀，如净被推为宗主。建中二年（781）上书朝廷，欲二疏并行，赖如净之力也。国相李林甫笃重怀素，崇其律教，乃命如净为新疏主。

唐吴郡双林寺志鸿，俗姓钱氏，湖州长城下若人，很可能与道宣律师同族。志鸿本名俨，字志鸿，少年出家于石门乡寺，此寺为梁静林寺也。受具以后，“乃宣门之辅嗣也”。[450]往茂苑亲近道恒法师，[451]研核精微，时昙清[452]省躬律师互相切磋，卒成好友。志鸿慊先德释道宣南山律钞，商略不均，否臧无准，捕蝉忘后，补衮不完，于是搜集了大慈灵崿以下四十余人的记钞，勒成二十卷，号《搜玄录》。大历中华严疏主澄观亲自为序，曰：“未五百岁有姑苏志鸿律师，乃宣门之辅嗣也。义自天假，文资学成，慨众释之词枝，伤简易之理翳，有斯录焉。削谬莹真，索幽致远，烛之以诚例，镜之以明文，索规贤规猷，载采载演，妄云披于智月，义天净于文星，搜扬古今，成一家之美，终南之风未泯，吴江之作长流矣。因造余门，进夫玄趣，得探赜佳致，见乎深哀，辄题数行，以旌厥美。冀其后学知宗源之有归焉。”[453]但《宋高僧传》作者赞宁对此书评价不高，认为“然其解判不无所长，其如科节繁碎，是其短也”[454]。据说志鸿108岁辞世，朝廷敕署为长寿大师。

唐京兆安国寺乘如，氏族不详，精研律部，颇善讲宣，绳准缁徒，罔不循则。曾经参与过代宗朝的翻经活动，临坛度人，弟子千数。乘如是佛教本位者，因为对律非常熟悉，能够依律为佛教界争得权益。在他之前，出家人灭寂之后，财产入官充公，乘如援引律本，强调出家比丘，生随得利，死利归僧。所谓出家之人往来无物的说法，是有的比丘贪畜，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由此造成矛盾，而得充公。另外，僧人亡产归官，等于世俗出籍，那么前人遗事，无人举扬，文明社会应以律法断其轻重。大历二年（767）十一月二十七日，朝廷敕文：“今后僧亡物随入僧。仍班告中书门牒，天下宜依。”[455]
在《宋高僧传》中记录的以律学著名，或精通、重视律学的僧人还有唐苏州开元寺辩秀、唐襄州辩觉寺清江、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唐会稽云门寺灵澈、唐湖州杼山皎然、唐扬州慧照寺省躬、唐吴郡包山神皓、唐京师安国寺藏用、唐湖州八圣道寺真乘、唐杭州灵隐山道标、唐衡岳寺昙清、唐京师西明寺圆照等。

结语

赞宁曾经说过：“律有三宗，砺、素、宣是欤。”[456]唐代律宗分为三派，即法砺的日光寺相部宗、怀素的东塔寺之东塔派、长安终南山道宣的南山派，但是发展到后来，只有终南山一派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流传最广，成为律宗之正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南山一宗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虽有多种因素，但主要还要得益于人才的施用与培养。道宣撰写的四分律之系列书抄，其出炉的时间并不早于法砺，但是由于他的著作得到了多人的研习，致使流传甚广，成为独大。

道宣的后人，皆以他的《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注》三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二卷、《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六卷、《四分比丘尼钞》六卷（合称五大部）为学习律学的范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十二卷《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此书因为内容适中、条理有序、旁征广引、重点突出、注解分明而受到了重视，所以道宣的后人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看作是学习律宗的入门之书，由此围绕道宣的著作出现了多达六十家的注释，这股力量不可小看，它可以将道宣的著作推向极致，使其成为范本与教科书。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法砺的著作当时影响很大，即使是道宣的后人文纲，特别是满意、怀素等人，都曾经认真研习过法砺的著作，并且受其影响，像满意的律学思想可能受到法砺的影响更大，怀素本人也读过法砺与道宣的著作，但是对这两位律师的著作都不满意，于是才自己创新一派，编纂新疏。早期唐代律宗的派系与学说呈现混乱局面，即使三家律师同在长安，相互之间也不断有过激荡，义学论争萌发，消长不齐。南山一宗的派系是后人再编排的，在唐代没有这种说法，但是从《僧传》上看，道宣无疑是当时长安佛教的领头人物，他有能力召集全国有名的僧人在长安举行活动，他所创办的戒坛，会集了十四州的有名律师，为律宗的宣传与奠定打下了基础，并且成为定制，对后世的佛教产生了影响，道宣本人也在举办这些活动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赞宁曾经对南山一宗能够做大有过评价，他认为，南山宗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就是因为当时有名的律师所为，例如：“文纲道岸自北徂南，《发正辅》篇从微至著，道流吴会实赖伊人，净公作评家之师，源尚致感通之瑞，或抗表论没官之物，或成图证结界之非，或杰立一方，或才雄七众，述锋芒之义记，出豕亥之疑文，或熨帖纷拏，或整齐龃龉。若匪乘时之哲，便应逸气之英，不令像运之中微降年唯永，终使寿星之下照法命唯长，道假人扬，其在兹矣。”[457]赞宁的说法很有意义，证实了这一事实。如接续道宣位置的律师也是全国性的著名人物，像文纲律师曾经是二十多所寺院的方丈，统管整个京城的佛教。大慈律师因为注疏了道宣著作的《行事抄记》，被排在六十多家抄记中的第一位，确立了在南山律宗里仅次于道宣的学术地位，位列第二。文纲的弟子道岸律师，利用他的影响，促使唐中宗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四分律在天下推广，最终消除十诵律在江南的影响，四分律从北方传到南方。昙一作为南方地区的佛教领袖，对推行四分律在南方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弟子们都努力讲律，积极传戒，四分律在南方最终确立。鉴真作为道岸的弟子，除了在江南地区推广律宗之外，还把律宗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律宗初祖。总之，由于当时佛教界里一些律师的努力，四分律在中国佛教律宗里已经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地位，这与当时全国性的律师所发挥的作用有重要关系，并且四分律还影响到一些其他宗派的僧人，如华严宗的澄观、天台宗的湛然，皆是深受四分律影响的一代学者。

从《僧传》所揭示的律宗南山后人的情况来看，学习律宗不仅仅是简单的执行戒律的问题，律宗的学问里包含了佛教各宗之学，特别是印度佛教的大小乘思想对律宗的理论形成无疑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道宣的《四分律钞》大量引用《俱舍论》的思想，还将唯识和般若纳入其中，特别是他所建立的戒体理论，是中国佛教圆融理论特色的反映。道宣的后人对《四分律钞》多有发挥，他们文化素质普遍很高，了解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习律既是入门，也是提升与综合，特别是中国佛教心性思想，在《四分律钞》里诸家都被引用，对中国佛教律宗的理论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道宣本人就看重“心”的作用，他在戒体说里，把对“心”的强调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后人更是看重这一点，赞宁指出戒学里面“生死流转者，三缚缚心，心难解脱”，[458]其根本之意还是在于心的解脱。法砺与怀素两家的旧新章疏之争，其根本原因也在于缺少中国佛学的风格，“新旧两名各擅其美，砺乃成实、有部受体双陈，素唯寻祖萨婆开宗独步”，[459]所以“释门三学，以心印相传，无上菩提，以戒法为根本”[460]是朝廷要整肃相部、东塔两疏的理由，代宗特地强调：“圣慈愍念，务息其源，使水乳无乖，一味和合”，[461]敕命两疏整合成一疏的目的就是要“和合”，突出心源。道宣的后人如净虽然最终没有按照圣旨行事，仍然还归三宗各疏并行，但是在相部与东塔两宗之间做了裁判，这就表明了南山宗的地位，也突出了道宣后人在整个律宗居于主流的事实。

总之，南山律宗在唐代佛教里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这与道宣后人所起的重大作用分不开，也是道宣努力自觉走佛教中国化道路之结果。南山律宗的宗谱排序是在宋代以后才开始的，道宣南山律宗书抄是很多出家人学习戒律的课本与高级教材。尽管赞宁在撰写《宋高僧传》时已经有意地做了一些编排，但是仍然没有从根上去做进一步梳理，我们对南山律宗后人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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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金良年整理，十三经注疏之《孝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68] 八正道亦称八支正道、八支圣道或八圣道，是佛教提出的达到佛教最高理想境地（涅槃）的八种方法和途径：（1）正见：正确的见解，亦即坚持佛教四谛的真理。（2）正思维：又称正志，即根据四谛的真理进行思维、分别。（3）正语：即说话要符合佛陀的教导，不说妄语、绮语、恶口、两舌等违背佛陀教导的话。（4）正业：正确的行为。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佛陀的教导，不作杀生、偷盗、邪淫等恶行。（5）正命：过符合佛陀教导的正当生活。（6）正方便：又称正精进，即毫不懈怠地修行佛法，以达到涅槃的理想境地。（7）正念：念念不忘四谛真理。（8）正定：专心致志地修习佛教禅定，于内心静观四谛真理，以进入清净无漏的境界。

[16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0册，第620页。

[170]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五曰：“国主频婆父王净饭，昔之斯等咸已克圣，专修信顺每事归依，纵见凡僧还想崇佛。不以跪亲为孝，许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为敬，岂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别，体无混杂，制从于此。是谓第六服不可乱者也。”（《大正藏》第52册，第282页）

[171]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1页。

[172] （唐）道宣：《广弘明集戒功篇》第二十七卷，《大正卷》第52册，第304页。

[173] （唐）定宾：《四分比丘戒本疏》卷上，《大正藏》第40册，第465页。

[174] （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八，《大正藏》第49册，第193页。

[175]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40册，第4页。

[176]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40册，第4页。

[177]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0页。

[178]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40册，第4页。

[179] 同上。

[180] 同上。

[181] 同上。

[182]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104页。

[183]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序》，《大正藏》第40册，第1页。

[184]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91页。

[185] 同上。

[186] 同上。

[187] 同上。

[188] 同上。

[189]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40册，第4页。

[190]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1页。

[191] 同上。

[192]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8页）云：“河汉者，玄曰：在地曰河，在天曰汉，盖取天地隔远之义。若依宝云，河是黄河，汉是河上气也。远处看之，亦似于水，即水汉不分之貌。所以尔者？缘黄河，徒（疑‘徙’）昆仑山下覆流出此水，水直从阿耨池流来，谓西土地形高，故号天倾西北，地缺以东南低故（有人云，[image: ]与天河连者，全是地错也）。宝曰，昔有张骞（音轩），寻河至昆仑山，迭石涯却转去，缘此水从此山下覆流而出。远处看之，似从天上来，故儒书云：阿昆仑等。今《钞》昔此意，显上昏教之人，不委得戒，尔得齐限不分，由同河汉也。”笔者案，“河汉”有《尚书》解，《子贡》《周易》解和《诗经》解。景霄法师取之《子贡》与《诗经》解。（宋）严粲《诗辑》卷二十二云：“东人服役，夜行不息，仰见星汉，而愬之于天。曰维天有河汉，其监视我，而有光也。”（《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第1页）

[193]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194] （北宋）元照：《芝苑遗编》卷之上，《新续藏》第59册，第630页。又：《昙无德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原序》亦云：（唐）道宣：《毗尼作持释》，《新续藏》第41册，第347页。“声闻乘一心持戒者是别解脱戒。”声闻是佛之小乘法中弟子，闻佛之声教，悟四谛之理，断见思之惑，而入于涅槃者也，是为佛道中之最下根。（隋）吉藏《胜鬘宝窟》上末曰：“声闻者，下根从教立名，声者教也。”《大正藏》第37册，第25页。

[195]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云：“敏者达也，先无通方之达。”《新续藏》第43册，第238页。

[196]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8页。

[197] （唐）道宣：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198]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799页。

[199] 同上。

[200]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01]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云：“极香臰物者，极香喻善作戒，极臭物前恶作戒。彼质虽无，余气犹在，喻淳重发善恶无作也。瓦未（应为‘木’）者，执时既非香嗅，置之余气亦无，喻轻淳心。但有作，无无作也。”（《新续藏》第43册，第339页）

[202]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

[203]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04]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

[205]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06]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0页。

[207] 同上。

[208]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09] （唐）元照：《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卷二上之一，《新续藏》第39册，第814页。

[210] （唐）元照：《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卷二上之一（《新续藏》第39册，第814页）云：“人唯具作戒，不具无作戒，戒不具足。”（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云：“证单立作戒，不能防非，名不具足。”

[211]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云：“初一念色有身口发及以无教者，明二戒双教，现无立一理也。”

[212]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

[213]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新续藏》第41册，第262页。

[214]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

[215]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八十七，《大正藏》第53册，第926页。

[216]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40册，第26页。

[217]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18]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

[219] “四心”按景霄法师的说法，是指“识想受行为四也。”“三性”是善性、恶性、无记性。善性是现世及来世对自他都有益处者，如信等善心及善心所起一切的善根是；恶性是于现世及来世对自他都有害处者，如贪等恶心及恶心所起一切的恶业是；无记性是非善非恶，不可记别之法。

[220]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21] “三”应为“二”。

[222]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

[223]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

[224] 同上。

[225] 同上。

[226] 同上。

[227]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

[228] （北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二之一，《大正藏》第40册，第267页。

[229] （北宋）元照：《四分律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卷二之一，《新续藏》第41册，第184页。

[230] （后唐）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8页。

[231]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十三，《新续藏》第43册，第239页。

[232]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33] “十四无记”，亦名“十四不可记”、“十四难”。即：（1）世间常。（2）世间无常。（3）世间常亦无常。（4）世间非常非无常。（5）世间有边。（6）世间无边。（7）世间亦有边亦无边。（8）世间非有边非无边。（9）如来死后有。（10）如来死后无。（11）如来死后亦有亦非有。（12）如来死后非有非非有。（13）命身一。（14）命身异。此十四无记是外道提出的问难，《杂阿含经》卷三十四说，佛陀对外道以颠倒之见问难的十四个问题，因“此事无实故不答。诸法有常无此理，诸法断亦无此理”（《大智度论》卷二，《大正藏》第25册，第75页），佛陀不置可否，不予明确的答复。

[234]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35] 同上。

[236] 同上。

[237] 同上。

[238] 同上。

[239] （北宋）元照：《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卷一之六，《新续藏》第41册，第143页。

[240] （陈）慧思：《大乘止观法门》卷一，《大正藏》第46册，第645页。

[241] 同上。

[242]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43] （北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上，《大正藏》第40册，第332页。

[244] 另一种说法是以身口二业作为戒体，如“又有论师，以身口二业相续善色声为作戒体，以相续色声法入所摄意识所得，是罪福性也。言无作戒者，以非色非心为体，非色者非尘大所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45]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46]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十三，《新续藏》第43册，第737页。

[247]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48]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249] “字”应为“宇”。

[250]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卷，第52页。

[251] 同上。

[252] 同上。

[253] 同上。

[254] （陈）慧思：《大乘止观法门》卷一，《大正藏》第46册，第642页。

[255]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91页。

[256] （北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上，《大正藏》第41册，第266页。

[257]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9页。

[258] （唐）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卷上之一，《新续藏》第44册，第759页。

[259]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8页。

[260] 同上。

[261]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8页。

[262]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道宣又说：“同有四义，一名同，俱名无作，故二义同。同防身口七支，故三体同。同以非色心为体故，或名色性，故四敌对同，受中无作体在，即是对事防非，与随中无作一等。”（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卷上之一，《新续藏》第44册，第759页）。

[263] （唐）道宣：《四分律繁补阙行事钞》卷上之一，《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264] （北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上，《大正藏》第40册，第271页。

[265]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

[266]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

[267]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268]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该经又云：“准砺疏云，应言四者一多异，谓受中作戒，心因一品定也。立云，此无学本受，发下品心，后修行成罗汉。戒犹下品，故曰受作一品也。”（《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再云：“谓随中虽上中，不然，本受但一品心因也。即疏云，问：所防三品异，能妨戒一品，何能对敌防？答：受起一品心，总断诸恶意。心因既是一，无作故无三。所防罪虽差，非受独能遣。要假随行心，故随过轻重。心还有优劣也。又解，起非虽异，防约在心，不妨重境，轻心能遣，自有吉罗。防犹数作，因斯以言，不可以轻重分心，妙以勤怠显矣也。罗汉有下品戒者，此言证上受中。一品心因，始终定也。案《心论》第四颂云，受别解脱戒，当知从他教，随心下中上，得三品律仪。解云，受别解脱戒，当知从他教，得如白四羯磨受具足及善来，边地五人、中国十人三归等，皆从他得也。问：何等种得律仪？答：随心下中上，得三品律仪。云何三品？若下心受别解脱戒，彼得下戒，下心果故。若极方便得善，离于三界。欲种三乘种子众生，种类相续，彼犹下品随转。若中心受戒，得中品律仪。若极方便行善，若不舍戒，作诸恶行，彼由中品随转。若增上心受戒，得上律仪，乃至种类相续，犹增上随转。或有年少比丘，得增上律仪，虽复阿罗汉，成就下戒（上言种类相续者，谓一报形，相续未终已前也，此自意耳）。立问：罗汉修道出三界，烦恼都尽，何故戒仍下品？答：由在凡时，下品受戒，后虽精懃得果，据本戒仍下品以戒酬，本一品心因定故也。言年少比丘上品戒者，立谓詺新受戒人为年少也，此人当时受戒，发上品心故也。故《心论》第四云，虽复阿罗汉，犹成就下戒。《婆沙》百一十七问：颇有新学苾蒭，成就上品律仪，而阿罗汉成就下品律仪耶？答：有谓有新学苾蒭，以上品心，起有表业，受诸律仪。有阿罗汉以下品心，起有表业，受诸律仪是也。”（《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

[269]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936页。

[270] （北宋）允堪：《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卷七，《新续藏》第40册，第874页。

[271]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

[272]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273]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274] 同上书，第809页。

[275] （唐）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七，《新续藏》第42册，第808页。

[276] 同上。

[277] 同上。

[278] 上引均见（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8页。

[279] 上引均见（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8页。

[280] 同上。

[281] 同上。

[282] （唐）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新续藏》第44册，第759页。（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8页）亦曰：“受中无作，一发已后，虽入四心三性，无作不失，故曰宽也。”（《新续藏》第42册，第808页）

[283] （唐）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卷上之一，《新续藏》第41册，第266页。

[284]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8页。

[285] 同上。

[286] 同上。

[287]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288] 同上。

[289] （唐）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七，《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

[290]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大觉云：“斩截死尸者，立云：且约怨家境，自通三世。此是现非之境，由与此人先是怨故。其人已死，今若坏尸，佛还制罪。及现在怨家子，亦是现境。自意云：此句明斩截死尸。今是过去境，则顺今文也。宾云：如见怨家已死，则言赖得自死。向若不死，必遭我杀。此谓于过去境起恶心也。现在怨家子有可坏义者，立明是现境，或在腹中。亦得是未来境，由与父为怨，要心拟害其子，谓已生之子是现境，腹中是未来境也。未来诸境可以准知者，立明见怨怀妊，拟生当杀是也。又解谓未来一切，诸怨境也。宾云：如见张人。云与王人有怨，即言彼王人可中与我作怨，必见彼，我杀也。此是于未来境起恶心也。”（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

[291]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

[292]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293]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

[294] （唐）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0页。

[295]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

[296]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0页。

[297] 同上。

[298] 同上。

[299] 同上。

[300] 同上。

[301] 同上。

[302] 同上。

[303] 同上。

[304]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305]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1页。

[306] 如（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曰：“然又以随资受等者，谓随行中，资助其受体也。若无其受随，无所生等者。”《新续藏》第42册，第811页。

[307]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1页。

[308] 同上。

[309] 同上。

[310]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疏羯磨云，如世弓刀深能御歒，终须执持，乃陷前阵也。”（《新续藏》第43册，第248页）。

[311]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48页。

[312]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09页。

[313]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0页。

[314]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48页。

[315] 同上。

[316]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1页。

[317]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8页。

[318]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2页。

[319]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北宋）元照：《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卷三之一亦云：“《俱舍》云得戒有三，一切境，一切分、一切因。一切生境得戒是定，分、因不定。”（《新续藏》第41册，第268页）。

[320]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321]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新续藏》第43册，第230页。

[322]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三本，《新续藏》第42册，第728页。

[323] 同上。

[324]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云：“发戒要从法界上，一切众生，立誓断恶。若于一众生中，恶心不尽，戒则不发。此是定义，故曰得定也。”《新续藏》第42册，第811页。

[325] （北宋）允堪：《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卷七（《新续藏》第40册，第874页）云：“以上品心受，必无中、下二心，故曰三品不俱，故一切分，具发七支也。”（北宋）元照：《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卷三之一（《新续藏》第41册，第269页）云：“一切分，谓七支戒。”“又唯具戒，具发七支，则一切分，唯在比丘，尽犹足也。”（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2页）云：“尽防七支之罪，故曰一切分。”（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九云：“谓七支戒，名一切分。”《新续藏》第43册，第250页。

[326] （北宋）允堪：《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卷七，《新续藏》第43册，第250页。

[327] 亦有说“四分”是“即身三口一也。”参见（北宋）允堪《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卷七，《新续藏》第40册，第874页。

[328] （北宋）允堪：《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卷七，《新续藏》第40册，第875页。

[329]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330] （北宋）元照：《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卷三之一（《大正藏》第40册，第272页）：“若论生境，唯具方得。分、因不具，容可得戒？”

[331]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1页。

[332] （北宋）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333] （北宋）允堪：《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卷七，《新续藏》第40册，第874页。

[334]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1页。

[335] 同上书，第812页。

[336]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337] 同上。

[338] 同上。

[339] 同上。

[340] （北宋）允堪：《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卷七，《新续藏》第40册，第875页。

[341] 同上。

[342]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4页。

[343] “三因缘”有多种说法，如（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3页）曰：“言三因缘者，即三毒也。反三毒，即为三善根，发得戒也。”又（北宋）元照：《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卷三之一（《新续藏》第41册，第263页）曰：“常生除三因缘，一前事毁坏，二造者命终，三起大邪见，便善业断，翻善例恶，可以相明，如畜鞭杖弓刀苦具，随前事在，恶业恒续。”本文采用大觉的说法，特此说明。

[344] （北宋）元照：《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卷三之一，《新续藏》第41册，第270页。

[345]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新续藏》第40册，第54页。

[346]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4页。

[347] 同上。

[348] （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二十二（《大正藏》第22册，第714页）云：“比丘尼有淫心，捉人男根，着三处大小便道及口。入者犯。不入者不犯。”

[349]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4页）云：“女人所得十八戒者。立云，身三口一，淫处有三疮门，更剩得两支，并前是六境。三毒历之，成十八也。”（北宋）从义：《天台三大部补注》卷十二《止观辅行三》（《新续藏》第28册，第358页）云：“三处谓大小便道及口。淫处分三，并杀盗妄成六，以贪嗔痴历之，成三六十八戒。”

[350] （北宋）从义：《天台三大部补注》卷十二《止观辅行三》（《新续藏》第28册，第358页）云：“十五者，但除小便道中三戒。”

[351]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4页。

[352] （北宋）允堪：《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卷七（《新续藏》第40册，第875页）云：“三单，贪嗔痴也。三双，贪嗔嗔痴痴贪。一合，具贪嗔痴。共成七毒。”

[353] （北宋）允堪：《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卷七（《新续藏》第40册，第875页）云：“男开淫支为二，女开为三，便成女人九处，男子八处也。六十三戒，七九成之。五十六，七八成之也。”（北宋）从义：《天台三大部补注》卷十二《止观辅行三》（《新续藏》第28册，第358页）云：“一名为七门九处八处者，七支中女开淫支成三，男开成二，故六十三者，七九以成之也。五十六者，七八而成之也。”

[354]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4页。

[355]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5页）云：“杀是果罪，谓断命也。打是因罪，谓恼他也。既因果不同，轻重有异。今能防之心，望此因果轻重，随心差别，故曰体异。”

[356]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4页。

[357] 同上。

[358] “十善业”是佛教对世间善行的总称。它是以三种身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四种语业（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及三种意业（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所组成的。又称十善道、十善业道、十善根本业道或十白业道。

[359] （后唐）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十（《新续藏》第43册，第254页）云：“善非戒者，如十善中后三。谓无贪嗔痴，但得名善。而为戒因不得名戒，戒是业防警祭。然佛不制故，声闻意地单心犯者，故非戒也。疏云，但制意地，非所持故，总制此三为戒。生因从一切得，非是所持也。”

[360] （后唐）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十（《新续藏》第43册，第254页）云：“戒而不善者，谓屠儿以恶，禁其善法，则名为戒，故非善也。即恶律仪者，以恶简之，由戒名通善恶故。”

[361] （后唐）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十（《新续藏》第43册，第254页）云：“亦善亦戒者，疏云前七随分修行名善，要须普周名戒。”

[362] （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十（《新续藏》第43册，第254页）云：“俱非者，谓身口等业，恒无记故，非善恶戒。”

[363]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4页。

[364] 四生者，一切有情，有四种生。一胎生（亦作“腹生”），如人类在母胎成体而后出生者。二卵生，如鸟在卵壳成体而后出生者。三湿生（亦作“寒热和合生”），如虫依湿而受形者。四化生，无所依托唯依业力而忽起者，如诸天与地狱及劫初众生皆是也。

[365] （唐）大觉：《四分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812页。

[366]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40册，第53页。

[367] （北宋）元照：《芝苑遗编》卷上，《新续藏》第59册，第620页。

[368] （北宋）元照：《芝苑遗编》卷上，《新续藏》第59册，第620页。

[369]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新续藏》第40册，第54页。

[370] （北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上，《新续藏》第40册，第267页。

[371] （北宋）元照：《芝苑遗编》卷上，《新续藏》第59册，第621页。

[372] 同上。

[373] （北宋）元照：《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卷三之一（《新续藏》第41册，第246页）云：“小教入道，不出四宗，一空、二有、三双亦四双非。今取此方盛行，故唯有二言，假宗者，彼明诸法缘生故空，故名空宗，但有名字，故名假宗。又深取大乘空义，故名经部师。实法宗者，彼明我人等假名，是空阴界入等并是实有，亦名一切有宗，亦即毗昙部。”

[374] “增晖”即唐代希觉律师，见（北宋）赞宁等：《宋高僧传》卷十六《汉钱塘千佛寺希觉传》。

[375] 圆教指以名大乘穷极之实教。后魏光统律师立三教，第三为圆教。圆教之名，自此始。其后由晋《华严经》卷五十五（《大正藏》第9册，第749页）：“尔时如来，知众生应受化者，而为演说圆满因缘修多罗。”又“显现自在力，演说圆满经”之经文而立名。天台宗判四教，第四为圆教，华严宗复立五教，第五为圆教。智者大师《四教仪》一（《新续藏》第57册，第590页）曰：“圆以不偏为义，此教明不思议因缘二谛中道事理具足不别，但化最上利根之人，故名圆教也。”次就行位言之，则谓为圆顿。《华严经》说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涅槃经》说发心究竟二无别是也。顿者顿极顿足，诸法本圆融，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以一念之开悟，顿疾极足佛果，谓为圆顿。此是天台所判四教中，第四圆教之所诠也。是为宗之极致，故教名圆顿宗，戒名圆顿戒，观名圆顿观。

[376] （北宋）元照：《芝苑遗编》卷上，《新续藏》第59册，第620页。

[377] 同上。

[378] （北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上—上（并序）》，《大正藏》第40册，第157页。

[379] （北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上，《大正藏》第40册，第253页。

[380] （唐）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七本，《新续藏》第42册，第791页。

[381] （北宋）元照：《四分律行事抄资持记》中一上，《新续藏》第40册，第270页。

[382] （北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上（并序）》，《大正藏》第40册，第157页。

[383] “子隆”，不知何许人氏，已不可考。

[384] （北宋）元照：《芝苑遗编》卷上，《新续藏》第59册，第621页。

[385]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六，《大正藏》第50册，第812页。

[386] （元）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第49页，第818页。

[387] （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并序）》，《大正藏》第45册，第816页。

[388] 同上。

[389] （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大正藏》第45册，第817页。

[390] 同上。

[391]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大正藏》第45册，第817页。

[392]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第791页。

[393] （北宋）元照：《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论》卷一，《新续藏》第41册，第80页。

[394] 同上。

[395] （唐）怀海集编，（清）仪润证义、妙永校阅：《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卷七上，《新续藏》第63册，第499页。

[396]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2页。

[397]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曰：“睿宗永隆元年庚戌……沙门文纲、慧沼、利贞、胜庄、爱同、思恒证义。”《大正藏》第50册，第711页。

[398] 无忧王寺，即今天的陕西扶风法门寺。

[399]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2页。

[400] 同上。

[401] 同上。

[402]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3页。

[403]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2页。

[404] 同上。

[405]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1页。

[406]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2页。

[407]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1页。

[408]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2页。

[409] 唐代有两位怀素，一是律师怀素，一是禅师怀素，参见谭洁《唐僧两怀素综考》，《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

[410]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2页。

[411]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1页。

[412]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1页。

[413] 同上。

[414] （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十九，《大正藏》第49册，第297页。

[415]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2页。

[416] （南宋）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十三，《新续藏》第75册，第175页。

[417] （南宋）祖绣：《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十八，《新续藏》第75册，第198页。

[418] （唐）怀海集编、（清）仪润证义、妙永校阅：《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卷七上，《新续藏》第63册，第499页。

[419]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5页。

[420]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8页。

[421] 同上。

[422]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5页。

[423] （唐）法海、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二十三，《新续藏》第77册，第275页。

[424]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5页。

[425] （唐）法海、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二十三，《新续藏》第77册，第275页。

[426] 同上。

[427]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3页。

[428] 同上。

[429]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四（《大正藏》第49册，第503页）载：“秦二世元年，布衣起于沛，而灭秦为汉。以萧何为相，韩信为将，张良为谋，即汉有三杰焉，共灭项羽于乌江。”

[430]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3页。

[431]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3页。

[432]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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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同上。

[437] 同上书，第797页。

[438] 同上。

[439]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7页。

[440]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游方记抄》，《大正藏》第51册，第993页。

[441] 同上。

[442]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7页。

[443] 《五言伤大和上》，图书寮兼但马守藤原朝臣刷雄，载《游方记抄》，《大正藏》第51册，第995页。

[444]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五，《大正藏》第50册，第796页。

[445]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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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8页。

[448] 同上。

[449]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五，《大正藏》第50册，第800页。

[450] （唐）澄观：《终南山四分律钞搜玄录序》，《新续藏》第41册，第833页。

[451] 此道恒法师疑是长安崇福寺译场的“成都府正觉寺道恒鉴虚润文”。参见《宋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

[452] 昙清律师者，唐卫狱寺僧人。参见后学释戒月改录《行事钞诸家记标目》，《新续藏》第44册。

[453] （唐）澄观：《终南山四分律钞搜玄录序》，《新续藏》第41册，第833页。

[454]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五，《新续藏》第50册，第801页。

[455] 同上。

[456]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六，《大正藏》第50册，第811页。

[457]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六，《大正藏》第50册，第812页。

[458]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六，《大正藏》第50册，第811页。

[459]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六，《大正藏》第50册，第812页。

[460]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五，《大正藏》第50册，第805页。

[461]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五，《大正藏》第50册，第804页。


第十章 净土宗

净土宗是以阿弥陀佛为教主，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修行目标，以称颂阿弥陀佛名号为修行手段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净土宗的净土思想早在原始佛教时期就已存在，在大乘佛教时期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净土思想在中国是随着佛教经典的传译而产生的。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就有人信仰净土。魏晋时期，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高僧，将净土思想尤其是西方净土思想推向高潮。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开始以自己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净土宗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统观隋唐时期净土思想的发展，大致有三股比较明显的潮流：一是善导流。这一流派的开创者是北魏的昙鸾法师。道绰法师在昙鸾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称名往生的修行方式。善导则全面完善了净土宗的各种理论，并将称名念佛这一修行方式作为旗号打了出来，树立了善导流的地位。二是慈愍流。这是由慈愍慧日法师所开创的一个净土流派。与善导流不同，慈愍派更重视观想念佛，对念佛三昧情有独钟，并且慈愍流的慧日、承远、法照之间的师承关系更为紧密，思想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因此，慈愍流也一度与善导流并驾齐驱。三是慧远流。其实说是慧远流并不恰当，只是沿袭以往的说法而已。因为这一流派的代表性人物迦才最早把慧远纳入净土宗的体系中来，才这样称呼。以迦才、怀感为代表的慧远流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净土思想的维护，表现为对各种不利净土宗发展思想的破斥。同时，该流还开创了禅净双修的新局面。净土宗在这三种主导性潮流影响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以后净土宗的大流行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善导流的净土思想发展

一 道绰的生平与著述

道绰法师（561—645），俗姓卫，山西并州人，也就是今天山西太原一带的人。这个地方的玄中寺是北魏时期的昙鸾法师所建。昙鸾法师是著名的净土修行者，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道绰所生活的环境具有浓厚的净土氛围。道绰法师14岁出家为僧，初期是以遗诰为师，后来师从太原蒙山开化寺慧瓒禅师（536—607）研究空理，在禅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早期的道绰法师以研习佛教经典为主，如《涅槃经》，他讲说过二十多遍。后来，道绰法师到汶水石壁山玄中寺，这座寺院中有很多与昙鸾法师和净土有关的事迹。道绰法师受到影响，思想开始转向了净土。道绰禅师向信众宣讲净土经典，尤其是《观无量寿经》，据说道绰禅师讲过两百多遍。道绰还不断地劝导本地百姓念佛，他自己也每天念佛七万遍。道绰禅师还创立了一种念佛计数的方法，就是用麻豆计数，念一声佛号，就拿一粒麻豆。后来，道绰禅师又将这一方法改进，开始用木头做成珠子，穿到一起进行计数，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常见的念珠。在道绰的影响下，当地念佛的道俗很多，信仰净土的人也多。贞观十九年（645）四月二十七日道绰在玄中寺往生，时年84岁。道绰一生以宣讲经典为主，所留下的著述并不多。我们知道的比较著名的是《安乐集》，从这部著述中，我们可以了解道绰的净土思想。

二 道绰的思想

道绰作为隋唐时代的佛学大师，他的思想是比较庞杂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安乐集》中所引用的经典看出来。但道绰真正的贡献还是在净土宗，道绰对于净土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圣道门与净土门——道绰的判教理论

判教是隋唐时期很多佛教宗派的共同点，最早开始判教的一般认为是天台宗的智[image: ]——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的判教就是用天台的观点来统一佛典。这种风气影响了一代人，当然这也是佛教创立宗派的必然之举。信仰净土的道绰也不例外，他也是用净土的观念来统一佛说。

第一，道绰引用《大集经》的佛法五阶段作为判教的前提。道绰引《大集经·月藏分》：

佛灭度后：第一五百年，我诸弟子学慧得坚固。第二五百年，学定得坚固。第三五百年，学多闻读诵得坚固，第四五百年，造立塔寺修福忏悔得坚固。第五五百年，白法隐滞，多有诤讼，微有善法得坚固。[1]

道绰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大集经》中所说的第四个五百年，应该修行第五个时期的法门，“计今时众生，即当佛去世后第四五百年，正是忏悔修福，应称佛名号时者”[2]。这种称佛名号的修行方法也是道绰认为的《大集经》中所提出佛度化众生的第四种方式：“四者诸佛如来有无量名号，若总若别。其有众生，系心称念，莫不除障获益，皆生佛前；即是名号度众生。”[3]
第二，道绰以龙树的《大毗婆沙论》作为判教的基础。

求阿毗跋致，有二种道：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言“难行道”者：谓在五浊之世，于无佛时，求阿毗跋致为难。此难乃有多途，略述有五，何者？一者外道相善，乱菩萨法。二者声闻自利，障大慈悲。三者无顾恶人，破他胜德。四者所有人天，颠倒善果，坏人梵行。五者唯有自力，无他力持。如斯等事，触目皆是。譬如陆路，步行则苦，故曰难行道。言“易行道”者：谓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起心立德，修诸行业。佛愿力故，即便往生。以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聚。正定聚者，即是阿毗跋致不退位也。譬如水路，乘船则乐，故名易行道也。[4]

第三，道绰以圣道门和净土门进行判教。

依大乘圣教，良由不得二种胜法，以排生死，是以不出火宅。何者为二？一谓圣道，二谓往生净土。其圣道一种，今时难证：一由去大圣遥远，二由理深解微。是故《大集月藏经》云：“我末法时中，亿亿众生起行修道，未有一人得者。”当今末法，现是五浊恶世，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是故《大经》云：“若有众生，纵令一生造恶，临命终时，十念相续，称我名字，若不生者，不取正觉。”[5]

在道绰看来，依据大乘的教法，人们的修行无非两种，一个是传统的圣道门，另一个是净土的念佛门。所谓圣道门，在道绰看来就是净土念佛之外的修行方式。

可见，道绰判教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通过《大集经》的五阶段论确立了“时”与“机”问题；其次通过龙树菩萨的《毗大婆沙论》判定净土的念佛是易行道；最后，以念佛为现今唯一可行的修行方式。这样，念佛往生在末法时期的地位就确定了。

（二）十念往生——往生的手段

通过圣道门和净土门的分判，道绰确立了净土一门在末法时期的独特地位。在此基础上，道绰提出了念佛法门在净土宗中的地位。

所谓念佛，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佛教中，魏晋时期的慧远就是代表。不过慧远的念佛与道绰的念佛是不同的。慧远所主张的念佛是观想念佛，其实质是一种禅定，其中并不包含称名念佛的意思，称名念佛是昙鸾引入的。道绰继承了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升了称名念佛的地位。

第一，道绰的念佛思想主要体现在念佛三昧中。

念佛三昧只是三昧中的一种，从属于禅定范畴。道绰继承了这一观念。道绰认为，只要众生认真念佛，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他的主要依据就是净土经典中所提出的十念往生。所谓十念往生是《无量寿经》中的理论。《无量寿经》作为净土经典之一，里面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四十八愿，也就是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所发下的宏愿，其中第十八愿这样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6]据此，净土宗将其提升为往生的主要手段。

实际上，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十念往生”的含义并不明确；“念”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说法也不一样。在昙鸾时，开始将口称佛号的含义包含进去，到了道绰这里，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念。

首先，道绰所理解的“十念”是念佛三昧的“十念”。也就是说，这种念佛是三昧念佛，是进入三昧的一种手段，“但忆念阿弥陀佛，若总相，若别相，随所缘观，迳于十念，无他念想间杂，是名十念”[7]。这是道绰对“十念”的解释，很明显，这里的“十念”是一种观想，并不具备称名的意义。具体而言，十念就是念佛三昧。在此基础上，道绰又分别了念佛三昧的两种形式：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所谓一相三昧：

有菩萨闻其世界有其如来现在说法，菩萨取是佛相，以现在前，若坐道场，若转法轮，大众围绕。取如是相，收摄诸根，心不驰散，专念一佛，不舍是缘。如是菩萨于如来相及世界相了达无相。常如是观，如是行，不离是缘。是时佛像即现在前而为说法。菩萨尔时深生恭敬，听受是法，若深若浅，转加尊重。菩萨住是三昧，闻说诸法皆可坏相。闻已受持，从三昧起，能为四众，演说是法。佛告坚意：是名菩萨入一相三昧门。[8]

这是道绰根据《华首经》对一相三昧的解释。所谓一行三昧：

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一行三昧？佛言：一行三昧者：若善男子、善女人，应在空间处，舍诸乱意，随佛方所，端身正向，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念无休息。即是念中，能见过、现、未来三世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即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是名菩萨一行三昧。[9]

这是道绰依据《佛说文殊般若经》对一行三昧的界定。从道绰对一行三昧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道绰所说的称念佛的名号，不过是达到三昧的一种手段而已。对此，道绰还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念阿弥陀佛时，亦如彼人念渡，念念相次，无余心想间杂。或念佛法身，或念佛神力，或念佛智慧，或念佛毫相，或念佛相好，或念佛本愿。称名亦尔，但能专至，相续不断，定生佛前。[10]

其次，道绰倡导人们念佛，修行念佛三昧，是因为念佛三昧有诸多的好处。

一念佛三昧能除掉一切障。在道绰看来，在所有的三昧中，念佛三昧是最为殊胜的：

念佛三昧，胜相不可思议。此云何知？如《摩诃衍》中说云：“诸余三昧，非不三昧。何以故？或有三昧但能除贪，不能除嗔痴；或有三昧但能除嗔，不能除痴贪；或有三昧但能除痴，不能除贪嗔；或有三昧但能除现在障，不能除过去、未来一切诸障。若能常修念佛三昧，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11]

二念佛三昧能延年益寿。道绰引《惟无三昧经》云：

有兄弟二人，兄信因果，弟无信心，而能善解相法。因其镜中，自见面上，死相已现，不过七日。时有智者，教往问佛。佛时报言：七日不虚，若能一心念佛、修戒，或得度难。寻即依教系念。时至六日，即有二鬼来耳，闻其念佛之声，竟无能前进。[12]

三念佛三昧能感召菩提。

《华严经》“十地品”云：始从初地，乃至十地，于一一地中，皆说入地加行道、地满功德利、已不住道，讫即皆结云：“是诸菩萨，虽修余行，皆不离念佛、念法、念僧，上妙乐具，供养三宝。”以斯文证，得知诸菩萨等，乃至上地，常学念佛、念法、念僧，方能成就无量行愿，满功德海，何况二乘、凡夫，求生净土，不学念佛也？何以故？此念佛三昧，即具一切四摄、六度，通行通伴故。[13]

总之，念佛三昧是在所有的三昧中最为殊胜的，“若能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恶神，一切诸障，不见是人；随所旨处，无能遮障也。何故能尔？此念佛三昧，即是一切三昧中王故也”[14]。

第二，道绰念佛思想的主导是称名念佛。虽然念佛三昧有种种好处，但是，三昧毕竟不是一种容易的修行，而且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因此，道绰继承了昙鸾的思想，在念佛中强化了称名的作用，也就是说道绰将称名念佛作为念佛的主导性思想。

道绰的这种认识，与我们前文所言的判教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在道绰看来，并不是其他的三昧不好，但念佛三昧是最为殊胜的。但是，要真正修习念佛三昧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时与机的问题。时、机相应，修行才能有效果，时、机不相应，就没有什么效果。而道绰的判断是当时是末法时期，正是佛去世后第四个五百年，应该修习称名念佛。因此，道绰才将称名念佛提到很高的高度。

道绰将所有的修行分为两类：一是正学，二是兼学。称名念佛是正学，其他的都是起辅助作用的兼学。道绰的这个判断也是与他的判教联系在一起。在道绰看来，现在是去圣遥远，人们的根机不好，学不了慧，只能称名。距离佛比较近的时期，人们一般是学慧的。“又若去圣近，即前者修定、修慧是其正学，后者是兼。如去圣已远。则后者称名是正，前者是兼。何意然者？实由众生去圣遥远，机解浮浅暗钝故也。”[15]事实上，道绰的这个说法除了判教的因素外，还有澄清的因素。与道绰同时的净影寺慧远不同于道绰，他认为往生净土有定善和散善之别，十六种观法是定善，而修三福，也就是“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16]是散善。在慧远看来，定善和散善的作用是不同的，散善力量比较小，不能够灭除五逆等重罪，因此不能往生。定善则不同，力量很大，可以灭除五逆重罪，因此能够往生。而称名念佛作为十六观中的一个内容，其作用是建立在定善基础上的。因此慧远不承认称名念佛往生地位。道绰的正学和兼学很明显是与慧远对立的。道绰认为称名念佛是正学，当然人们就应该修行念佛，并且称名念佛作为正学自然有比其他的修行法门殊胜的地方。道绰认为称名念佛“一、譬如净摩尼珠，置之浊水，以珠威力，水即澄清。若人虽有无量生死罪浊，若闻阿弥陀如来至极无生清净宝珠名号，投之浊心，念念之中，罪灭心净，即便往生。二、如净摩尼珠，以玄黄帛裹，投之于水，水即玄黄，一如物色。彼清净佛土，有阿弥陀如来无上宝珠名号，以无量功德成就帛裹，投之所往生者心水之中，岂不能转生为无生智乎！三、亦如冰上燃火，火猛则冰液，冰液则火灭。彼下品往生人，虽不知法性无生；但以称佛名力，作往生意，愿生彼土；既至无生界时，见生之火，自然而灭也”[17]。称名念佛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道绰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有名即法者：如诸佛菩萨名号、禁咒音辞、修多罗章句等是也。如禁咒辞曰：“日出东方，乍赤乍黄。”假令酉亥行禁，患者亦愈。又如有人被狗所啮，灸虎骨熨之，患者即愈。或时无骨，好攋掌摩之，口中唤言：“虎来虎来”，患者亦愈。或复有人患脚转筋，灸木瓜枝熨之，患者亦愈，或无木瓜，灸手摩之，口唤：“木瓜木瓜”，患者亦愈，吾身得其效也。何以故？以名即法故。[18]

既然念佛有这样的好处，人们就应该念佛。除了念佛三昧的念佛之外，道绰认为也可以散心念佛。所谓散心念佛，就是随时随地，或者简单地说就是随意念佛，“若人散心念佛，乃至毕苦，其福不尽”[19]。道绰的这一发挥，完全符合净土宗的受众，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三）往生的境界——报土论

通过念佛，尤其是口称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对于一般百姓而言，吸引力是足够的。但是，一些法师和层次较高的信徒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对西方净土是否存在、西方净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还是存在疑问的。对此，道绰也有阐述。

在道绰看来，首先，净土必须是报土。如果净土是化土，那就意味着净土只是一种暂时的手段，不值得追求。其次往生必须是真实的。这也是道绰理论的必然。如果往生不是真实的，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那么，就不具有吸引力。另外凡夫也必须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如果凡夫不能进入，那么净土就失去了大部分信众。基于此，道绰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

第一，西方阿弥陀佛净土是报土。依照净土经典，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只有欢乐、没有痛苦的世界。那么，这样的世界，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一种幻相，不同的佛教派别说法是不同的。对于净土宗来说，当然是真实的，道绰也不例外。

道绰认为阿弥陀佛是报身佛，西方极乐世界是报土世界。所谓报身，乃是佛教三身的概念之一。佛教关于佛有法身、报身和化身的说法。一般认为法身是指常住不灭，人人本具的真性；报身是由佛的智慧功德所成的；化身是指应众生之机缘而变现出来的佛身。在净土思想中，报身和化身是经常出现的。在道绰的时代，很多人认为阿弥陀佛是化身佛，它所成就的国土是化身土，也就是为了教化众生而临时变现的国土，换句话说，就是不具有现实性和永恒性，是幻化的境界。道绰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阿弥陀佛是报身佛。主要根据是如果说阿弥陀佛是报身佛，所成就的国土是化土，那么，如来的报身土就无路可寻。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秽土是化身所居，净土也是化身所居。但是根据《大乘同性经》，净土成佛的都是报身，秽土成佛的都是化身，而阿弥陀佛是在净土中成佛的，所以它是报身佛，它所成就的国土当然是报土了。道绰的这种引用经证的方式是他常用的方式，这种方式当然有其益处，但也有一定的隐患。我们知道，佛教的经典并不是一时一地形成的，它存在着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但佛经传入中国却是随机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典间的矛盾。因此，对于道绰的这种说法，当时就有人引用经典进行质疑。比如，有人就引用《鼓音经》中的“阿弥陀佛有父母”来质疑道绰。道绰认为这种质疑是不成立的。所谓阿弥陀佛有父母，是指的化身佛，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也有三身，法身、报身和化身。在《鼓音经》中说阿弥陀佛有父母的“父母”，乃是秽土中示现的化身父母。就如同释迦牟尼，在净土中成就报身佛，应化世界，示现父母，秽土中成佛，示现化身。还有人提出如来的报身应该是常住不灭的，为何《观音授记经》中却说阿弥陀佛入涅槃后，观音菩萨递补？道绰的回答是，这只是表明报身的示现隐没的相状，并不是真的灭度了。对于这种回答，有人又提出质疑，既然报身有隐没相，那么其所成就的西方净土是不是也有成坏的现象呢？道绰的回答是西方净土没有成坏。佛身是常住不灭的，但是人们也看到了佛的涅槃。净土也是一样的，净土本身是常住不灭的，但众生所见是有成有灭的。如《华严经》中说：“由如见导师，种种无量色，随众生心行，见佛刹亦然。”[20]道安的《净土论》中也说：“一质不成故，净秽有亏盈。异质不成故，搜原则冥一。无质不成故，缘起则万形。”[21]因此，如果是从法性净土的角度而言，就没有清浊之分，只有从报土和化土的角度，才可以说净土秽土。实际上，道绰的意思很明显，净土的性质与佛是一样的，佛有三身，净土也有三土，报身佛就是报土，化身佛就是化土。人们所说的隐现，实际上就是对化土而言；对于报土而言，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第二，道绰认为阿弥陀佛国土位该上下，凡圣皆通。

在道绰看来，西方净土由于阿弥陀佛愿力的作用，凡夫和菩萨都能够往生。道绰之前，主流的佛教界流行的是凡夫不能入报土论，也就是说，如果承认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报土世界，那么凡夫就不能往生。如果凡夫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世界，那么，西方净土就不可能是报土。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净影寺的慧远大师和天台宗的智[image: ]大师。慧远大师认为净土可分为三种：事净土、相净土和真净土。其中事净土是凡夫所感，相净土是二乘和菩萨所居，真净土是初地以上诸佛所居之净土。在事净土中，还细分为两类：凡夫求有所感的净土，这种净土的众生还是有烦恼的，并没有出世；另一类是凡夫求出世所感的净土，西方极乐净土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净土中的众生能够出世。因此，慧远大师不承认凡夫能够入报土。智[image: ]大师的净土观念与慧远基本一致，他认为净土有四类：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实报无障碍土和常寂光土。凡圣同居净土又名为染净国，这一净土中有凡夫和圣贤两种众生。其中凡夫所居净土的众生有善有恶，西方净土就是属于这个层次的。圣贤就是指的二乘及菩萨。只不过其中还有一些细致的区别。方便有余土，是指那些已经成正果的二乘和菩萨暂时所居住的国土，他们的居住是一种方便，所以叫作方便有余土。所谓实报无障碍土就是果报世界，也就是法身菩萨所居住的国土，这时的菩萨已经达到完全的解脱，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就称为实报无障碍土。最后常寂光土又称法性土，是佛的境界。智[image: ]的凡圣同居土类似于慧远的事净土，方便有余土相当于相净土，实报无障碍土和常寂光土相当于真净土。在慧远和智[image: ]看来，一般的众生或者说凡夫是没有任何资格进入佛的报土世界。道绰不认同这种观念，主要是导入了佛愿的结果。在佛的愿力下，一般的凡夫才可以进入佛的报土世界。因为凡夫都是有相的，因此，凡夫往生一定也是求相而生的，而不是达到无相之后往生的。虽然相善力微，但是由于能够值遇报佛和化佛，所以是可以往生西方报土世界的。

（四）弥陀净土之殊胜

弥陀净土是阿弥陀佛报身佛所成就的报土世界，具有多方面的殊胜。

第一，弥陀净土胜于秽土。道绰认为我们所居住的世间是秽土的世界，是不值得留恋的世界：

此处境界，唯有三涂丘坑，山涧沙卤，棘刺水旱，暴风恶触，雷电霹雳，虎狼毒兽，恶贼恶子，荒乱破散，三灾败坏，语论正报，三毒八倒，忧愤嫉妒，多病短命，饥渴寒热，常为司命害鬼之所追逐，深可秽恶，不可具说，故名有漏，深可厌也。[22]

与这种秽土相对照的则是美妙的西方弥陀净土：

一生彼国者，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出则帝释在前，入则梵王从后。一切圣众与我亲朋，阿弥陀佛为我大师。宝树宝林之下任意翊翔，八德池中神游濯足。形则身同金色，寿则命与佛齐。学则众门并进，止则二谛虚融。十方济众则乘大神通，晏安暂时则坐三空门。游则入八正之路，至则到大涅槃。[23]

两相对比，众生自应舍秽土趣净土。

第二，弥陀净土优于兜率净土。兜率净土作为净土思想的一种，一度影响很大，是南北朝时期净土思想的主流。在道绰时期，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作为弥陀净土的弘扬者，道绰不能无视兜率净土的存在。于是，道绰从各个方面论述弥陀净土的优越之处。首先，道绰认为弥陀净土中的众生全获不退的阶位。弥勒菩萨在兜率天说法，虽然闻者都能够获得利益，但因那里有女人，有欲望，因此，总是有众生沉迷于欲乐之中，最后还要退转，在三界之中轮回受苦。而弥陀净土则不同，那里没有女人，所有众生永不退转。其次，兜率天寿命有限。按照佛经的说法，生于兜率天寿命不过是四千岁，命终之后还是要退转，在三界中轮回。弥陀净土则寿命无限。再次，兜率天的音声无助于修道。兜率天虽然像弥陀净土一样，水、鸟、树林等发出悦耳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是随顺人们的欲望而来，并不能帮助众生修行。总之，西方净土远胜兜率净土。

第三，弥陀净土胜于十方净土。严格来说，弥陀净土与十方净土一样，只是净土中的一种，那为何唯独钟情于西方净土呢？对此，道绰是这样理解的：首先，西方净土与众生有缘。阿弥陀佛是西方净土的教主，观世音和大势至是教主的辅助，他们三位都与众生有缘，因此，释迦牟尼佛处处赞叹西方净土，劝说众生往生那里。其次，弥陀净土相对于众生而言，比较容易往生。这是因为弥陀净土乃是净土初门。道绰引《华严经》说明，西方弥陀净土是净土中的初级阶段。既然是初级阶段当然比较容易了，所以要往生西方净土。

总之，道绰在北魏昙鸾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称名念佛的重要性，并在多方面对净土理论做了论述，初步奠定了净土宗的思想基础。但是，道绰毕竟还没有创立宗派的自觉意识，他的很多论述和说法还具有不彻底性，留有其他宗派的特点。真正把净土宗作为一个宗派独立出来的是唐代的善导大师。

三 善导的生平与著述

善导（613—681），山东临淄人，唐代著名僧人，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善导的净土思想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有重大的、深刻的影响。

据载善导幼年从密州明胜出家为僧，学习《法华》《维摩》等经典。后来偶然读到《观无量寿经》（简称《观经》），大为欣赏，认为《观经》中的修行手段最易超脱，其他的修行手段则迂僻难行。他仰慕庐山慧远结社念佛的高风，亲往庐山寻找慧远遗迹。贞观十五年（641）赴并州（今太原）石壁山玄中寺访道绰禅师，道绰向他传授了《观经》的奥义。据传善导曾应道绰之请入定，观察道绰能否往生。道绰圆寂后，善导即离开玄中寺，到长安一带倡导念佛法门，一时僧俗云集，影响很大。善导生活简朴，将得到的布施用来书写《阿弥陀经》，画净土变相三百余壁。善导还善于造像艺术，在长安实际寺时，被委任监督洛阳龙门大卢舍那佛像的建造。善导寂后，他所在的寺院被高宗赐名为光明寺，以彰显善导的功德。善导著述较多，主要有《观经疏》四卷、《往生礼赞偈》一卷、《净土法事赞》二卷、《般舟赞》一卷和《观念法门》一卷等。此外，还有和道镜共集的《念佛镜》等。

四 善导的净土思想

（一）他力本愿说

善导从当时流行的末法思想出发，并充分考虑到社会中一般民众的状况，提出了他力本愿的学说。在善导看来，处于末法时代的众生，“根机”即成佛的内在素质和条件太差，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脱；只有在阿弥陀佛愿力的帮助下，才能脱离苦难，超越生死，往生到美满幸福的阿弥陀佛国。

1.他力思想的确立

善导的他力思想主要是通过判教理论确立的。如前所述，判教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佛教经典从而显出本宗所尊奉经典的权威地位。最典型的判教是天台判教，天台宗人将佛的说法分成：第一，华严时，释迦牟尼讲《华严经》的时期；第二，鹿苑时，佛在鹿苑讲小乘经典《阿含经》；第三，方等时，佛讲《维摩经》《胜鬘经》等方正平等经典时期；第四，讲《般若经》的般若时；第五，讲《法华经》的法华涅槃时。这五时是逐次提高的，随着每一层次的提高，就有一部分人由于理解能力不够而被排除，这样，能够到达最后法华时的人也就所剩无几了。这种判教是以自力成佛为依据的，每一层次的提高都需要众生自身的努力。

善导并不认同天台宗这种判教方式，他继承了昙鸾、道绰的净土判教理论，分别难、易两条成佛道路，倡导易行道，否定难行道，为末法时代的众生找到一种简单易行的法门。难行道、易行道的提法主要来源于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论中说：“阿惟越致地，是法甚难，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说，汝若必欲闻此方便，今当说之。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道有难有易，陆道步行则苦，水道乘船则乐，菩萨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进，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如是诸世尊，今现在十方，若人疾饮至，不退转地者，应以恭敬心，执持称名号。”[24]
阿惟越致，梵文音译，意思是不退转，这里指达到不再退回到凡夫的菩萨阶位。龙树菩萨明确提出学佛有难易两条道路，但他不主张众生走易行道，而主张众生靠自身的努力成佛。龙树认为易行道只是佛为了慈悲那些心地怯弱的人而提出的一种方便法门。善导认为，龙树不主张易行道是因为龙树所处的不是末法时代，众生根机都高，所以难行道适合他们。但是，现在是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机都很低劣，不能用根机高的教法，难行道对于他们是走不通的。末法众生只有易行道一条路可走，不然的话，众生就只能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解脱。善导认为，以执持阿弥陀名号为特征的净土宗就是末法众生求得解脱的唯一道路。龙树虽提出了易行道，但没有说明为何心性怯弱的人可以通过易行道而得救。善导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并将本愿思想引进来，圆满地阐发了易行道何以能够拯救众生苦难的问题。

2.本愿的思想

本愿思想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特征。所谓本愿是指菩萨在修行时代，于将来成佛道时，在他建设的佛国内预先设定的誓愿。本愿有总愿和别愿两类。总愿就是一切菩萨共同的誓愿，即“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别愿是关于菩萨下化众生的特殊方式。净土经典宣场，在所有关于本愿的思想中，阿弥陀佛的本愿最为著名，善导就是依此而确立了易行道的理论根据。据《无量寿经》说阿弥陀佛在未成佛前是法藏菩萨，在世自在王所修行时，发下四十八个宏伟的誓愿，救度一切来生，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法藏菩萨功德圆满，成了阿弥陀佛。按照佛经的说法，他的四十八愿也就因此而具有了生命力，众生的修行只要在四十八愿的范围内，就一定能圆满，从而成为阿弥陀佛国的一员。在四十八愿中，称名往生是核心，四十八愿的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七、第四十二至第四十五以及第四十七、第四十八，都明确表示只要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以实现往生。这一点特别适合净土宗他力成佛的基调，善导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在善导看来，末法众生由于自身根机低劣，加上五浊恶世乱佛法，众生是无法解脱的。幸而佛陀慈悲，开出执持阿弥陀佛名号的法门。众生靠阿弥陀佛的愿力，突破自身的限制，就能往生到阿弥陀佛国。

善导认为，阿弥陀佛的愿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且随时都在起作用，以显现它的存在。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有非凡的作用，他可以随时应化，影响世俗的生活。善导对《观经》中一段话“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来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25]阐发说：“法界，是所化之境，即众生界也。言身者，是能化之身，即诸佛身也。言入众生心想中者，乃由众生起念，愿见诸佛，佛即以无碍知，即能入彼想心中现。”[26]在善导看来，众生之所以能够看到佛，完全是佛的愿力的作用。他不同意天台诸师对这段话的解释。在天台师看来，每个人都具有成佛的内在本性，它是纯粹的，但由于与众生形体结合，而失去了纯洁性。修行的目的就是去掉遮蔽，重新回到本性，这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善导认为天台诸师的解释忽视了众生处于末法时期，难以靠自力修行成佛这一事实。

善导的这种他力本愿学说，一改自力成佛的修行，给当时的佛教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善导强调阿弥陀佛的外力作用，使佛教的信仰成分更为突出，这就为佛教走向一般民众创造了条件。

（二）往生论

佛教宣扬，众生所处的世界是痛苦的，众生是不自由的，摆脱这种状态的理想境界是涅槃。涅槃有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两种，有余涅槃是指断除贪欲，断绝烦恼，已消灭了生死之因，但作为前世所作的惑业造成的果报身即肉身依然存在。无余涅槃是比有余涅槃更高级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不仅原来的肉体不存在了，而且思想也停止了，灰身灭智，生死因果消失了，不再轮回受生。但是，在善导看来，有余涅槃的理论不能满足末法时期众生的需要。有余涅槃靠的是自力，无余涅槃除靠自力外，境界又太高，对处于社会基层的一般民众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于是，善导提出了往生理论。所谓往生就是离开娑婆世界即世俗世界，到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化生于莲花之中。善导认为，众生所居住的世界是秽土，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在净土世界里只有幸福，没有痛苦，只有欢乐，没有烦恼。由于阿弥陀佛愿力宏大，因此，一切众生，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众生，只要诚心称其名号，都可被接引到净土世界。

善导的往生学说主要包含了凡夫论和报土论两个方面的内容。

1.往生的主体——凡夫论

善导的净土宗是末法意识的产物，此宗认为众生都是根机低劣的凡夫。善导的这种凡夫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观无量寿经》中三类九品和韦提希人格的解释上。韦提希是《观经》中的人物，《观经》就是佛因她而宣讲的。

《观经》中提出往生极乐园土共有三类九品人生，即上、中、下三类，其中每一类中又分为上、中、下三品。对于这三类九品的身份，中国佛教各派的看法是不同的，其中以净影寺慧远的看法最具代表性。慧远认为上类三品是大乘的菩萨，中类三品是小乘圣人，下类三品是大乘始学凡夫。在慧远看来，众生由于各自的根机不同，各人的努力程度不一样，因而到达佛国的阶位也是不同的。在这里，慧远不怀疑众生往生的根机，但却不是善导所认可的。善导站在净土宗的他力思想立场，断然否定众生靠自力往生的可能性。在善导看来，慧远的错误就在于从果上判定众生的阶位，认为成就阶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这就否定了他力的作用。善导认为众生能够往生阿弥陀佛国，是佛慈悲的结果。由于众生处于末法时期，根机太差，只有依靠佛的慈悲，众生才可能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否则，无论众生怎样努力，也是不能往生的。下面，我们再来看善导是如何对慧远的三类九品学说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

善导认为，如果承认慧远所说的上类三品是大乘圣人，那么就会造成矛盾。因为大乘圣人照佛经的说法应该是具有许多神通，摆脱了生死轮回、达到高级修行阶段的人，但《观经》中却说这上类三品是韦提希为他们请佛求生安乐国的。那么上类三品是什么人呢？善导认为是大乘凡夫，《观经》说：“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诸戒行；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27]善导认为这段话明确表明三类众生是求愿往生，而且是阿弥陀佛迎接前往，这说明他们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的。

此外，这段话还表明三类众生信奉的是大乘佛教，所以说是大乘凡夫。只不过根据往生的情形不同而分为三品，上品上生是佛与无数化佛迎接，上品中生则是佛与千尊化佛迎接，上品下生则是佛与五百化佛迎接。这种差别是由于他们生前所作之业不同，因而与之相应的阿弥陀佛的愿力也不同。同样的道理，善导认为慧远的中类三品是小乘圣人，下类三品是大乘始学凡夫也是不能成立的。善导从三辈九品的生因着眼，以他们所遇到的外在条件不同而判为凡夫，慧远则是从三类九品的业果着眼而判为圣人。善导通过对慧远的批评，也就确立了三类九品的凡夫性质，从而也就有助于奠定《观经》在末法时期的权威地位。

善导的凡夫理论另一观念是对韦提希人格的判定。韦提希夫人是中印度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夫人，阿阇世王的母亲。依《观经》所载，阿阇世王将其父王幽闭于七重的室内，企图将其饿死。韦提希夫人因前往探望而触怒了阿阇世王，也被囚禁。韦提希和频婆娑罗王因此感到世事痛苦，就在幽禁处念佛，并请求佛宣讲出离之道，于是佛显示神通，为之演说《观经》，讲了末法众生的出离之道——称名念佛。对此，净影寺慧远和天台智者大师都认为韦提希是大菩萨。她因为看到众生痛苦，这才假托凡身，请佛为众生说法。慧远在《观经疏》中说：“韦提希夫人实是大菩萨，于此一会即得无生法忍。”[28]智者大师《观经疏》也说：“韦提实大菩萨，于此一会即得无生忍。”[29]所谓无生忍，指了悟诸法是不生不灭的道理，得以晋升菩萨阶位。他们的这一结论主要依据是《观经》中的“心生欢喜，叹未曾有，廓然大悟，得无生忍”。[30]
善导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韦提希是凡夫。他在《观经疏》中说：

夫人是凡非圣，由非圣故，仰惟圣力冥加，彼国虽遥得睹。此明如来恐众生置惑，谓言夫人是圣非凡。由起疑故，即自生怯弱，然韦提现是菩萨，假示凡身。我等罪人无由比及，为断此疑，故言汝是凡夫也。言心想赢劣者，由是凡，故曾无大志也。[31]

善导在这里明确指出，韦提希之所以能看到阿弥陀佛国的景象，是由于佛的愿力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她是菩萨。如果说韦提希是菩萨，那么世俗凡夫就会由此而却步，这也就是佛所说的：“汝是凡夫：心想赢劣。”[32]善导定性韦提希为凡夫与《观经》的他力思想是一致的。由于韦提希为凡夫，因此往生不能靠自力，而韦提希往生了，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在起作用。既然韦提希能够往生，那么与她同样位格的世俗凡夫当然也可以靠阿弥陀佛的愿力而往生净土佛国。善导的这种说法，对于吸引广大的民众信奉佛国无疑具有极大的作用。

从上述可以看出，善导的凡夫理论，主要是想解决往生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即先否定众生往生的自力的可能性，然后引进阿弥陀佛的愿力，使众生依靠外力而往生。善导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他对末法时期众生的看法是紧密相连的。善导虽然在理论上假定了所有众生往生的可能性，但是他又不能不顾众生的现实状况。世上并非任何人都对佛教感兴趣，有的甚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如果不对众生进行区别，只一味地强调往生，那就会降低净土宗对人们的吸引力。善导在强调众生都可往生的同时，也指出了往生的不同。如前所述，上品上生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以及无数化佛和大众来迎接，莲花也立刻开了；下品下生却无人迎接，莲花也要经过十二劫的漫长时间才开，在这之后，大势至、观世音两菩萨才为他们说法。善导既满足众生往生的希望，又对不同众生的往生加以一定的区别，以吸引不同众生信仰阿弥陀净土。

2.往生的对象——报土论

善导宣扬，众生由于阿弥陀佛的愿力作用，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国中去。这里讲的阿弥陀佛国是指阿弥陀佛的报土世界。净影寺慧远、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以及三论宗的吉藏都主张凡夫不能往生报土世界。善导则与上述看法不同，他认为阿弥陀佛净土是报土，而且承认凡夫也能往生此土。

所谓报土、化土是依据佛的三身说来的。佛的三身是法身、报身和化身。法身是佛的真身，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报身则是佛在清净世界中证得无上菩提所获得的一种存在；化身是在恶秽世界中证得无上菩提的一种存在。善导认为阿弥陀佛净土为报土，是酬报佛于过去因位的预行所成就的净土，是讲的报身所居的净土。理由是，首先，阿弥陀佛没有八相身，八相身是化身的标志，即佛为了普度众生，自始至终而表现的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是从兜率天退回世俗世界、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涅槃。所以阿弥陀佛为报身而非化身。其次，善导认为阿弥陀佛为以果酬因之身，故是报身。《无量寿经》中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殖诸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33]善导说：“今既成佛，即是酬因之身也。”[34]但酬因之身有报、化两种存在，报身是修因感果为体的存在，化身是随缘示现的存在。阿弥陀佛不是随缘示现，所以善导认为阿弥陀佛的酬因之身为报身。再次，善导还引《观经》。《观经》中上类三品临命终时皆言“阿弥陀佛及与化佛来迎”，善导认为这就表明阿弥陀佛为报身而非化身。因为“无量寿佛（阿弥陀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35]。在善导看来，众生由于根机低劣，只能见到阿弥陀佛为了迎接众生而示现的化身，至于高妙的报身，众生是无法见到的。

与道绰一样，既然善导承认阿弥陀佛为报身，那就会面临一个矛盾，即《观音授记经》中提出阿弥陀佛也有涅槃，这与报身佛常住不灭是不符的。对此，善导是这样解释的：入不入涅槃的问题，只有到了佛的境界才说得上。佛为了鼓励众生修行，才说涅槃不灭。若从根本上讲，涅槃也是空，众生也不应将涅槃作为追求的目标。善导思想的重点在于解决一般民众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入不入涅槃对于净土宗来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报土世界，享受幸福，摆脱尘世的痛苦。又按照佛教的一般理论，报土是十分高妙的世界，只有大乘圣人才能居住，一般的凡夫是没有资格进入的。善导为了说明众生也能进入报土世界，他的解决方法仍是从阿弥陀佛的愿力入手。在善导看来，阿弥陀佛的报土世界是法藏菩萨长期修行的结果，也是酬报过去愿行的结果。一般的凡夫也可以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突破自身的限制，直接进入报土世界。如果凡夫不能够往生，那么法藏菩萨的誓愿也就落空了，法藏菩萨也就不能成为佛。事实上，法藏已经成佛，所以法藏的誓愿是有结果的，凡夫也是能够往生报土的。

当时有人认为，善导的这种说法与天亲菩萨《净土论》中“女人及根缺、二乘种不生”[36]的论点相矛盾，凡夫入报土的说法不能成立。善导对此的回答是：所谓二乘种不生指的是二乘心不生。也就是说往生报土之后的凡夫不会希求小乘的声闻和缘觉二乘，而只求大乘。善导接着引《观经》中的下品上生说明发无上道心即是大乘种生。因为既已进入阿弥陀佛的报土世界，那么以前所犯的罪业就会全部消失，这样就可以听观音讲的大乘法了。善导认为这并不会妨碍小乘往生，小乘往生之后即转向大乘，一旦完成转向，就不会再退回二乘了。同样，女人及根缺者进入阿弥陀佛报土世界后，也就不会再出现女人和根缺者了。所以善导认为凡夫入报土与上述《净土论》的说法并不矛盾。

善导的他力本愿说为末法众生进入高妙的报土世界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变成现实，还必须借助一定的方法，这就是善导的念佛学说。

（三）念佛思想

念佛的思想，早在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支谶译出《般舟三昧经》时就已开始传入我国。后来吴国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人译出有《大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平等圆觉经》。十六国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宝云等译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经典，流传各地。

念佛的思想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从观想念佛到持名念佛的过程。所谓观想念佛乃是指一种禅定，即通过静坐入定，观想佛的种种美好形相和功德威神，以及佛所居净土的庄严美妙。持名念佛即口念佛名，如说口念佛号七万、十万声即可成佛。此外还有实相念佛，就是洞观佛的法身非有非无的中道实相道理。

中国早期的念佛思想一般为观想念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东晋著名高僧庐山慧远。慧远从因果报应理论出发，信仰弥陀净土，期望往生西方净土，摆脱人生的痛苦。他在《念佛三昧诗集序》中对念佛三昧的含义、性质和作用都作了明确的论述，指出三昧就是专思寂想，是一种禅定之功夫。“故今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37]慧远之念佛是观想念佛，不是称名念佛。到了东魏时的昙鸾，开始奉行观想念佛和称名念佛并行的法门。昙鸾在《略论安乐净土义》中说：

若念佛名字，若念佛相好，若念佛光明，若念佛神力，若念佛功德，若念佛智慧，若念佛本愿，无他心问杂：心心相次，乃至十念，名为十念……垂命终时，迭相开晓，为称阿弥陀佛号，愿生安乐，声声相次，便成十念也……此命断时，即是生安乐时。[38]

道绰继承了这一趋势，以《大集经月藏分》为据，指出：

四者、诸佛如来有无量名号，若总若别，其有众生系心称念，莫不除障获盆，皆生佛前，即是名号度众生。计今时众生，即是佛去世后第四五百年，正是忏悔修福，应称佛名号时，若一念称阿弥陀佛，即能除却八十亿劫生死之罪。[39]

善导继承昙鸾以来的念佛思想，并将其系统化，组织成完整的念佛理论。综观善导的念佛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三心说

前文提到，尽管阿弥陀佛愿力广大，能够广摄来生，但是这种愿力却不会自发地在众生身上起作用，它要求众生首先要有往生的愿望，这就是立足于念佛主体的三心说。

第一，至诚心。

至诚心即真实心。善导说：“至者真，诚者实。”[40]他认为，众生起而修行，身、口、意三方面的活动，都要以真实为基础，不能“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之心”，[41]必须心口如一，不然即使认真修行，也不能往生净土。阿弥陀佛在作菩萨修行时，他的一举一动乃至四十八愿，都是以真实为基础的。现在众生要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往生，也必须以阿弥陀佛为榜样进行修行，否则就与阿弥陀佛的愿力不一致，就不得解脱。

善导认为真实有两方面的含义，即利他真实和自利真实。自利真实可以从念念舍弃诸恶、舍离秽土和念念勤修众善、勤修净土两方面理解。修善即止恶，止恶也就是修善，修善止恶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利他真实，即将自己的行善去恶推广到他人身上，使其他人也同样勤修净土，不断去恶行善，也就是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善导认为真实心在整个修行中很重要，不具真实心的修行，是一种杂毒之善，是欺骗行为，一是自欺，二是欺人。阿弥陀佛是全知全能的，众生的任何虚假行为都逃不过阿弥陀佛的法眼。众生若以杂毒之善求生净土，那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往生净土，是深感人生的痛苦，是为了彻底解脱，是人生的大事。如果自欺，仅从名利上着眼，结果只会又堕入人生苦海。自欺的危害仅限于自身，而欺人却殃及池鱼了。由于内怀虚假，外现精进，不能往生，这就会使众生由此而怀疑往生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对净土信仰的信心，结果阻碍了众生上进的道路，罪莫大焉！相反，如果一切从真实心出发，那就会给别人提供榜样，引导他们皈依净土。据载，善导是以身作则的：“三十余年无别寝处，不暂睡眠，除洗浴外，会不脱衣。般舟行道、礼佛、方等以为己任，护持戒品，秋毫不犯。会不举目视女人。一切名利无心起念，绮念、戏词亦未曾有。”[42]善导的这种精神，影响所及，以至“京华诸州士女或投身高岭，或寄命深渊，或自堕高枝，焚身供养者，略闻四远，向百余人。诸修梵行，舍弃妻子者，诵《阿弥陀经》十万至三十万者，念阿弥陀佛日得一万五千至十万者，及得念佛三昧，往生净土者不可胜数”[43]。

第二，深心。

善导在《观经疏》中说：“深心者，即是深信之心。”[44]深心，又称深信，也即深信之心，是对佛法的深厚信心。善导十分重视深心，并从主客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善导认为主体要树立这样的一种深信之心，即要相信自己是处于末法社会的凡夫，不具备依靠自立成佛往生的可能性，必须对自身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善导又从客观方面立深信之心，它有三方面内容：其一，要坚定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众生乘其愿力定能往生；其二，要坚信《观经》中的三福九品、定散二善是释迦牟尼佛所说；其三，要深信《阿弥陀经》中诸佛证信称名往生。善导通过这样的论述，进一步确定了净土经典在末法时期的地位，要求人们对净土宗坚信不疑。

表面看来，深心的主客两方面说法有矛盾，善导强调两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在善导看来，罪恶深重而难以得救的众生，由于充分意识到自身根机低劣，靠自力无法解脱，就能放弃一切异想邪见，一心依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从这个角度看，是离阿弥陀佛国近了。相反，那些自恃自身根机好，不相信阿弥陀佛愿力的众生，距离阿弥陀佛国是很远的。善导认为一旦树立了深信之心，就能一心相信佛语，佛经上怎么说就怎么做。但这样一来，也会出现有人利用其他佛经来质难净土信仰的情况。善导认为，这首先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不动摇。其次要认识到佛是封机说法，净土经典是佛对末法众生讲的，其他的经典不适合末法来生，不能用其他经典来非难净土经典。总之，只要众生牢记自身是罪恶凡夫，无出离之期，只有靠阿弥陀佛愿力才能往生，那就不会动摇自己的深信之心，也就能经过修持进入佛国净土。

第三，回向发愿心。

回向发愿是佛教的一大特色，回者，回转也；向者，趣向也。佛教徒所做的任何有利于佛教的事情都要回向发愿，即回转自己所修之功德而趣向于自己的期望。净土宗的回向有两种：第一，往相回向，即以自己所作的功德回施于一切众生，希望共同往生阿弥陀佛国。第二，还相回向，成就一切功德，往生净土之后，愿意再回到世俗的娑婆世界度化众生，使众生回向净土。善导认为，往相回向的善行有两方面：第一，是自己所修善行，包括众生过去、现在所作的一切功德善行，众生身、口、意三业所作的一切功德善行，以及来生所作的世俗善行和出世善行。世俗善行即戒福和行福。所谓戒福就是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所谓行福即发菩提心，相信因果，读诵大乘经典，勤进行者。第二是随喜善行。所谓随喜，也有两方面含义：其一，见人喜事，随之欢喜；其二，为随所喜。比如布施，富人施舍金帛，贫人施舍水草，各自都是出自内心所喜。还相回向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精神，也是净土宗理论的重要支撑点。有人会对净土宗的往生说提出疑问，认为往生是落入小乘。还相回向则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正如道绰《安乐集》中所云：“譬如二人，俱见父母眷属没在深渊，一人直往，尽力救之，力所不及，相与俱没。一人遥走，趣一舟船，乘来济接，并得往生。”[45]往生净土与后者类似，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所以往生并非小乘的做法。

发愿，是指众生应当发起往生净土的誓愿。发愿在净土信仰的地位很重要，一部《阿弥陀经》先后三次劝导众生应当发愿。第一处是在描述西方净土的庄严之后，劝导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46]第二处是在开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时说：“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47]第三处是在开示众生已发愿当生时说：“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48]所以善导说：“此心深信，由若金刚，不为一切异见异学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坏，唯是一心，投正直进。”[49]
总之，善导所讲的至诚心是具实之心，是为往生不伪之心；深心是深信佛的愿力之心；回向发愿心是回向所修之行，愿求往生之心。此三心总名为安心，即将心安置于所求（净土）所归（阿弥陀）与所行（念佛）三者。三心是安心之极要，由此善导说：“三心既具，无行不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也。”[50]
2.称名说

善导认为众生是凡夫，不能依靠自力进入高妙的阿弥陀佛报土世界，只有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才有可能进入。而启动这一伟大愿力的即是称名。“南无阿弥陀佛”就像一个开关，本来众生和佛的愿力是互相隔绝的，靠了这六个字，二者得到了沟通，互相融合。

第一，善导通过确定《观经》的宗旨进而奠定称名念佛的地位。净影寺慧远和吉藏等人认为整部《观经》讲的是观佛三昧，善导认为《观经》讲的是念佛三昧。其中前十三观是观佛三昧，是韦提希请佛为具有定机的众生所说，后三观是佛为了救度末法来生而自说的法门。由于《观经》的目的是佛为末法众生而说，因此观佛三昧就是佛为了建立念佛的一种假说。这在释尊向阿难传授《观经》时并未咐嘱观佛三昧，而是咐嘱“汝好持是语，持是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51]中也可看得出来，善导认为观佛三昧是说废，念佛三昧是说立，一废一立，确立了《观经》的念佛宗旨。

第二，善导的称名思想还表现在对临终十念的解释上。《观经》下品下生文中有：“此人为苦所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佛，当称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以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以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如一念顷，亦得往生安乐国。”[52]善导认为临终十念，就是十声称佛。善导在《往生礼赞》中也说：“若我成佛，十方众生称我名号，下至十声，若不生者，不取正觉。”[53]在《观经疏》解释经文“具足十念”时又说：“今此十声称佛之中，十愿十行具足。”[54]可见，善导是以称名解释十念的。

第三，善导还通过对众生所作正行杂行的区分来确立称名念佛的地位。善导认为来生的一切行为，一种是专门依照净土经典修行的“正行”，舍此之外的行为都是“杂行”。善导依昙鸾的五念门（礼拜门、赞叹门、作愿门、观察门、回向门）将正行分成五种：一心专门读诵净土经典的读诵正行；一心专注思想、观察、忆念阿弥陀佛的观察正行；一心专门礼拜阿弥陀佛的礼拜正行；一心专门供养、赞叹阿弥陀佛的赞叹正行；一心专门口称阿弥陀佛的称名正行。善导将五种正行中的称名正行称为正定之业，认为称名是佛的本愿，是人人都可修行的，因此要舍杂行，修正定业。善导说：“众生障重，境细心粗，识飘神飞，观难成就也，是以大圣悲怜，直劝专称名字。”[55]随后，善导又从三方面分析正杂二行，突出念佛一行：其一，“废立之说”，善导认为往生应当废舍诸行，专修正定之业，即诸行是说念佛一行是说立；其二，“正助之说”，诸行是为资助念佛而开示的，诸行是助，念佛是正；其三，“傍正之说”，众生的根基有定善之机、戒律之机和造塔之机各种各样，佛为此等根机傍说诸行，佛之本意是为了平等救助众生，故诸行往生非佛本意，是依众生根机从旁而说，本意还是念佛。所以，众生应当舍弃诸杂行，专修念佛一行。

第四，名号的意义和作用。前文提到净土经典认为，众生处于末法社会，根机低劣，是一种有着很大缺陷的存在，而阿弥陀佛是无限的存在。佛的名号在二者之间架起了桥梁，为凡夫往生提供了可能性。名号为何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呢？善导认为，这必须从佛的慈悲上理解。佛哀悯众生的不幸，于是将自己浓缩成“阿弥陀佛”名号，即佛舍弃了自己的一切，而以名号的形式存在。这样，名号就包含了佛的全部功能，是其愿力的集中体现。一切行、一切愿，宇宙中的一切全都包含在“阿弥陀佛”当中。因此，善导说：“上尽一形，下至十声、一声等，以佛愿力，易得往生。”[56]佛的存在，只有变成名号，才易于被众生把握，而众生也只有依靠名号，才能到达佛国的境界。

善导还论述了众生念佛的具体作用，认为有三种作用：其一，亲缘的作用。即“众生起行，口常称佛，佛即闻之；身常礼佛，佛即见之；心常念佛，佛即知之，众生忆念佛，佛亦忆念众生，彼此不相舍离，故名亲缘”[57]。念佛在佛是其本愿，因而念佛之人便与佛结有深缘。其二，近缘的作用。“众生如愿见佛，佛即应现前，故名近缘。”[58]念佛的众生，如发愿见佛，佛就会出现在面前。其三，增上缘的功用。“众生称念佛名，即除多劫之罪。命欲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则诸邪业无能系碍，故名增上缘。”[59]众生由于专心称佛名号，结果就消除了以往的罪过，排除了意识上的种种杂想，进入一种纯粹的无善无恶的清净状态。这种状态是超越一切善恶的净心，所有的造作也都停止了，众生也由此而得到解脱。所以说诸佛能为众生的解脱起一种增上缘的作用。

善导认为在坚持称名的同时，还要有正确的修行方式。善导提出四种方式：第一，恭敬修，众生礼拜阿弥陀佛时，应表示殷重恭敬的态度。第二，无余修，即身、口、意三业起行时，要不问杂别的行为，只专门口称阿弥陀佛名，专门思念、观想、礼拜、赞叹阿弥陀佛以及净土中的大众。第三，无问修，安心、起行没有间断。这种修法应该不杂余业，不起嗔念烦恼。但由于众生是生死凡夫，经常会使正行间断。善导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随时忏悔即可。第四，长时修，从开始发心直到临终之时，都要信行相续，绝不中止。总之，在善导看来，只要众生发起三心，专修持名正定业，不杂余业，无间断而不懈怠地修行，就一定能够乘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阿弥陀佛报土世界。

（四）对别时意说和弥勒净土的批评

西方净土和称名往生，是善导理论的核心。但在当时，这种理论还面临各种挑战，其中最严重的挑战是当时流行的净土是佛别时意说的观点。

所谓别时意是《摄大乘论》中提出的佛的四种说法形式之一。这四种形式是：其一，平等意。诸佛所证之法平等无上，说彼即是说我，说我即是说彼，佛法是互相会通的。其二，别时意，是佛为了劝进懈怠之人而就别时利益而说，如说努力修持，将来可以成佛，并不是说今时就可成佛。其三，别义意，即佛的言说与其真正含义不同，是教化的方便。其四，众生乐欲意，佛随众生的不同情况而灵活说法。《摄大乘论》中提出两种别时意：一是“若人诵持多宝佛名，决定于无上菩提，不更退堕”[60]的念佛别时意；二是“有说言由唯发愿，于安乐佛土得往彼受生”[61]的往生别时意。摄论师据此判定净土宗的念佛往生为别时意，这对净土宗的传播影响很不利，“自《摄论》至此百有余年，诸德咸见此论文，不修西方净业”[62]。作为一生以弘扬净土为己任的善导当然不能坐视。首先，他分析了论中的话，认为论中所说的无上菩提是佛果的名称，这是要万行具备才行。如果只靠念佛一行而成，那就是别时意。但如果说称多宝佛当于无上菩提得不退者，那就是实说而非别时了。如《华严经·入法界品》中有功德云比丘只靠念佛三昧一行而得不退的记载，因此，一行也可达到不退。净土信仰就是专靠念佛一行而往生极乐净土，永不退堕。善导强调不能将论中的别时意与净土信仰的念佛混为一谈，前者是从佛果的角度说的，后者是从不退的角度而言。其次，善导对论中的第二种别时意进行分析，往生净土需要愿行俱足，唯愿、唯行都不能往生。但佛为了劝导懒惰众生，隐去行，而只言发愿，希望借此引导众生上进，所以论中的别时意是正确的。摄论师将其与净土信仰的十声称佛往生同样看待是错误的，因十声称佛并非只发愿没有行，而是行愿俱足的。“南无”即归命，也是发愿回向的意思，口称“阿弥陀佛”就是行，因此净土宗的十声称佛往生并非别时意而是实说。实际上，摄论师用别时意说来否定净土宗的称名念佛理论自有其道理，这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从摄论师的角度来看，中国承认称名念佛的有效性，等于降低了学佛的门槛，实际上否定了自身修行的必要性。而善导之所以反对别时意说也是为称名念佛扫除障碍，而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摄论师。其实，只要是不利于净土宗的称名念佛的思想，一概都是善导反对的对象。

如果说摄论师的别时意说是对净土宗的外部挑战的话，那么兜率净土说就是对净土宗弥陀净土说的内部挑战了。

所谓兜率净土，就是弥勒佛的净土。关于弥勒信仰的经典主要有《弥勒下生经》《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成佛经》等。弥勒信仰的中心内容是兜率天净土。所谓兜率天是佛教六欲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的第四个天界。据说弥勒即是在此说法。兜率天也像弥勒净土一样，只有众乐，全无痛苦。据弥勒经典说，弥勒上兜率天，过五亿万年以后下降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普度众生，并举行三次法会：第一次有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次有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次有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皈依修行者不计其数。

兜率天净土说的突出特点是，弥勒下生人间，普度众生，建设人间净土。弥勒信仰传入中国之后，信仰的人很多。前秦高僧道安即为兜率天净土信仰者，南朝宋初的比丘尼玄藻、光静，梁比丘尼净秀以及北魏僧统法上、北齐的昙衍等也都是兜率天净土信仰者。南北朝时的北方广大地区，弥勒信仰极为盛行，这从当时的弥勒造像即可见一斑。据日本学者冢本善隆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共造佛像206尊，其中弥勒造像就有35尊，居各种造像之首。此外，日本学者佐藤智子在《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云岗、龙门、巩县石窟和所知传世铜像数字，其中释迦178尊、弥勒150尊、阿弥陀33尊、观音171尊，可见当时弥勒信仰多么盛行。后来由于弥勒信仰常被农民起义作为工具，因而遭到统治者的镇压。尽管如此，弥勒信仰仍很有影响，唐代的高僧玄奘即是兜率净土的信奉者。

善导既然倡导弥陀净土，就不能坐视弥勒兜率天净土信仰的流行，他从多方面说明弥陀净土高于弥勒兜率净土：第一，阿弥陀佛高于弥勒菩萨。阿弥陀佛现已成佛，果圆德满，而弥勒目前才处于菩萨位，果行不够圆满。第二，兜率天不出三界，弥陀净土则横超三界，一往彼国，即永不退堕。第三，兜率天受乐时间虽长，但还是有限的，弥陀净土长时受乐，无有限期。第四，弥勒下生时，三会说法之诸众生，只能得到阿罗汉果，相对于大乘佛教而言，是很初步的。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则可达到很高的阶位。第五，释迦讲《阿弥陀经》时，弥勒菩萨也在中间听讲。善导反问：连弥勒本人都要念阿弥陀佛名号，更何况处于末法的众生呢？

以上是善导对兜率天净土与弥陀净土优劣的评判。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兜率天净土与弥陀净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善导为何要竭力抨击弥勒净土呢？我们认为原因如下：弥勒净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提出弥勒降生世俗社会，三会说法，同获善果，这就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今世今生上，从而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一般民众在统治者的压迫下，生活十分痛苦，弥勒降生的说法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弥勒降生要在遥远的未来，这又使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即，以致影响到佛教的传播；二是弥勒降生的说法经常被农民作为起义的工具，南北朝时农民起义军往往打着“新佛出世”的旗号。史载：“癸玄朔日一，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岽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63]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警觉，而禁止弥勒信仰的传播。善导明确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推动他排斥弥勒净土，宣扬弥陀净土。弥陀净土将人们的理想的实现放在了来世，这就不会面临像弥勒信仰那样长期无法兑现的问题。同时，弥陀净土关注的来世生活丝毫也不牵涉现世的世俗社会，不会给统治者带来麻烦，也就减少了被统治者干涉的危险。历史表明，弥陀净土能够吸引更多的信徒，力量越来越大，而弥勒净土却逐渐走向衰微了。

五 善导的影响及地位

善导继承昙鸾、道绰以来的净土思想，将“称名念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加上他的身体力行，为信徒树立了榜样。从此以后，称名念佛的净土宗迅速发展，以至达到了“户户弥陀佛”的程度。后来唐武宗灭佛，许多宗派都遭到沉重打击而一蹶不振，只有净土宗和禅宗盛况依然。由于称名念佛简单易行，深入人心，因此后来其他宗派都不得不注意吸收净土思想。如天台宗与净土信仰关系就很密切，在善导之前，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就很重视净土，他修般舟三昧法，临终时唱《无量寿经》赞文，求生西方净土。天台的中兴大师湛然也常称弥陀名号，修念佛三昧。另外，知礼用天台宗的方法组织净土教，并结念佛社，时有一千多人参加。此后，天台宗更是与净土宗合流了。又如，尽管早期禅宗与净土宗冲突很大，但从慧能弟子慧思开始就提倡禅净双修。五代时的永明延寿是提倡禅净双修的代表人物，他撰《神栖赡养赋》等，弘扬净土法门，并日诵佛号十万声，他还撰有《禅净四料简》，强调禅宗人士必须同时修行净土法门，在他的提倡下，禅净双修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色。再如，由于华严宗有普贤行愿求生西方的典据，因此华严宗很早就有人修习净土法门，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南宋的图澄义和，他著有《华严念佛三昧无尽灯》，提倡华严圆融念佛法门。还有律宗自从南山道宣创立以来，一直是主张戒律与净土并重的。北宋的元照法师更撰有《观无量寿经义疏》和《阿弥陀经义疏》，倡导律宗的信徒也要修习净土法门，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总之，善导的净土宗后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步成为涵括其他宗派的最有势力的佛教宗派之一。

六 少康的净土思想

善导所开创的称名念佛思想由于简单易行，比较容易普及，因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善导之后，继承这种发展方向的是少康。

少康（？—805），俗姓周，缙云仙都山人。据说少康生时有异象，少时便与佛教有缘。少康15岁时，就已经将五部佛典全部读完，后于越州（绍兴）嘉祥寺受戒，学习佛教戒律。20岁左右到上元龙兴寺听《华严经》《瑜伽师地论》等经典。贞观初年，少康到东都洛阳白马寺，见到善导的《西方化导文》，接受了净土念佛思想。后少康到首都长安善导影堂拜见善导，据说有神异出现，善导的影像化为真身与之相见。从此之后，少康对称名念佛勤习不辍。少康在新定，用铜钱诱导儿童念佛，念佛一声，即给钱一枚，一时间，人人念佛，佛号沸天。于是，少康在乌龙山建念佛道场。道场中日夜念佛不断，影响很大。斋戒日，甚至有三千多人前来念佛。少康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岁）十月圆寂。

少康作为善导思想的继承者，对于净土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普及净土念佛法门上。称名念佛，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但归根结底都是口称佛号。因此，在理论上不容易有太多的建树，这一点在少康身上也有体现。少康除了教导众生念佛的传教活动之外，几乎就没有留下什么理论性的著述，唯一留下来的是一本记载往生西方净土的僧俗传记——《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这部书记载了从东晋庐山慧远到善导等共四十八人的往生事迹，对鼓励当时人们念佛往生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少康仰慕善导，并且在很多做法上与善导相似，所以，时人称其为“后善导”。从少康的经历和做法我们可以看出，善导之后，善导流已经不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人们只要虔诚念佛即可往生西方净土。从此之后，善导流的念佛往生势不可当，成为中国净土宗的主流。

第二节 慈愍流的净土思想发展

昙鸾、道绰、善导等人所开创的道路，是一条中国净土宗的普及之路。他们的基本路线是从复杂到简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如此。实践上，将众多的念佛理论从念佛三昧、观想念佛等简化为称名念佛，也就是称颂阿弥陀佛的名号；理论上，将众多的出离道路简化为往生西方一条路。与此对应的，净土宗中还有另一个倾向，这就是以慧日承远和法照为代表的道路。他们坚持的路线与善导等人不同，并不是那么绝对化，也就是说并不否认其他的修行方式和理论，是一种兼容性的修行方式，这种方式更容易被佛教界所接受，也更容易使净土思想深入佛教内部。

一 慈愍慧日的净土思想

慧日（680—748），唐代著名僧人。慧日俗姓辛，山东东莱人（今莱州）。慧日在唐中宗时期出家为僧，受具足戒之后，因仰慕高僧义净求学印度的经历，希望到印度学习。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慧日从海路出发，中间经过南海诸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印度。在印度，慧日广泛学习印度各派佛教知识，时间长达13年。后来，义净又到印度北部雪山一带学习了4年。前往印度的种种艰难、在印度求学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使慧日深刻感受到人生苦短，于是向印度的佛学大师广泛求教，到底哪种方式能够永脱人生痛苦。当时的僧人都向他介绍净土法门，认为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最为殊胜。慧日接受了这种思想，后到北印度犍陀罗，在那里，慧日遇到观音显灵的奇迹，劝导他信仰净土法门，并要向大众传播。有了这样的经历，慧日的净土思想就更明确了。慧日在印度共生活了18年，在开元七年（719），慧日回到了首都长安，向皇帝呈现了自己从印度带来的经卷和佛像等。皇帝敕他慈愍三藏的称号。在天宝七年（748），慧日在洛阳圆寂。慧日的著述不多，遗留到现在的就更少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比较完整的只有《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的上卷。从慧日的这部著述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出慧日的基本思想倾向。

第一，慧日净土思想的根基并不单单是净土宗的三经一论，而是比较广泛的佛教经典。慧日虽然是净土念佛的倡导者，但是，他的念佛不单是口称念佛，更主要的是念佛三昧，因此，他的思想体系是比较复杂的。慧日主张禅、教、律、净等并行不悖，他说：

圣教所说正禅定者，制心一处，念念相续，离于昏掉，平等持心。若睡眠覆障，即须策动念佛诵经、礼拜行道、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万行无费，所修行业，回向往生西方净土。若能如是修习禅定者，是佛禅定，与圣教合。是众生眼目，诸佛印可。一切佛法等无差别，皆乘以如成最正觉，皆云：念佛是菩提因，何得妄生邪见？故台教行四种三昧，小乘具五观对治，亦有常行、半行种种三昧，终不一向而局坐禅。[64]

这是永明延寿的《万善同归集》中记录慧日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慧日对其他的宗派和修行方式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在慧日看来，禅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禅宗的坐禅，念佛也是一种禅定。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确立了四种三昧修法，即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三昧和非行非坐三昧。慧日从净土宗立场出发，认为常行三昧和半行半坐三昧就是念佛。很明显，慧日这里所说的三昧绝对不是简单的称名念佛，而是类似于慧远等人所言的实相念佛或观想念佛，其实质就是禅定。

第二，慧日批评禅宗，反对修行的简单化、世俗化。虽然慧日不反对坐禅，但他对当时风头很劲的禅宗的很多做法却不以为然。

或有出家在家男女四众，惧生死苦厌恶俗尘。或住山间或依聚落，或居寺舍或复在家，展转相传教人看净。昼则恣情睡眠，夜乃暂时系念。见世空寂都无一物，将为究竟言。一切诸法，犹如龟毛，亦如兔角。本无有体，谁当生灭？无善可修，无恶可断，心所取相及以经佛，尽当远离。但令内心安住空中，知世虚妄万法都无。虽是凡夫能如是解，此即是佛，已证禅定，已断生死，不受后有。何劳勤苦，远觅世尊。亦不假念佛诵经为出离因，即此禅定，是无为法，是可修法，是速疾法，是出离因。除此之外诸余行门，悉皆虚妄。即如念佛诵经求生净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乃至智慧、写经造像建立塔庙、恭敬礼拜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等，是生死因非解脱因。何以故。见善可修见恶可断，涅槃可欣生死可厌、誓断生死、誓证菩提，悉皆动念心有所得，着相修习虚妄分别。是有为法，是生死法，虽复勤修，不免流浪者。[65]

以上所引，对理解慧日的净土思想很有帮助，值得认真分析。首先，慧日是反对禅宗的修行方式的。从慧日的角度来看，禅宗的这种不拘小节的修行方式是异类，无论是对思想还是实践都没有任何好处。慧日对禅宗的这种看法并不奇怪，这与当时佛教界对禅宗的排斥是一致的。其次，对于禅宗的直指心性的观念，反对净土念佛的思想，慧日也是反对的。“余颇寻三藏。推求事理。观彼向来。禅师所见错谬弥甚。违经反理乖背佛意。岂有凡夫但住空门。不断不修懈怠懒堕，而得解脱者哉。”[66]可见，慧日在当时就已经看到禅宗与净土宗之间的冲突，并且反对禅宗的一系列做法。慧日的这种说法与当时的其他僧人区别不大，但如果我们将慧日的这种批评与善导一系所倡导的称名念佛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慧日的思想确实与善导等人是有很大区别的。慧日所反对禅宗的这些做法，无非是比较散漫、自由，同时对佛教的经典和佛说并不十分注重，而这些恰恰也是善导一系净土念佛思想的体现。可以这样说，既然慧日反对禅宗的这些做法，那么对于净土宗同样的做法，慧日也是不赞成的。因此，慧日才特别重视念佛三昧，将自己的净土念佛观念与善导等人区别开来。

第三，慧日还非常重视戒律。义净到印度求法，是要解决一些戒律方面的问题。慧日对义净非常钦佩，当然也受到义净的影响，对戒律很重视。比如，佛教的戒律中有不食五辛的说法，但由于这是印度佛教的产物，到底哪些是五辛，国内的佛教学者当然说法不一。慧日很重视这个问题，专门做了研究，认为五辛中只有蒜、葱、韭菜、薤菜四种，并没有兴渠，慧日认为兴渠产于当时的于阗，兴渠不是苔荽（香菜）。由此可见，慧日对于戒律是很重视的。此外，慧日对禅宗的批评除了禅宗反对净土宗的念佛和求生西方之外，对戒律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禅宗的做法，在慧日看来明显与戒律的要求不同，甚至是破戒的做法，因此，慧日加以反对。我们注意到，慧日的这一做法与善导等人也是有差异的。善导等人所倡导的称名念佛，简单易行，因此，响应的人很多，教内有，教外的更多。人一多，就容易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那么，就不可能以严格的佛教戒律来要求。当然，对于念佛的“愚夫愚妇”就更不能这样要求了，而且也没有必要用严格的戒律来要求。慧日所倡导的净土，实际上要求还是很高的，非教内的人士恐怕不是慧日的教化对象，如此一来，用严格的戒律要求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慧日重戒律、善导不重戒律，这只是从倾向性的角度而言。

慧日之后，继承他的思想并加以发扬的是南岳承远和竹林法照。

二 承远的净土思想

承远（712—802），唐代著名僧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承远出生于四川绵竹，俗姓谢。承远幼时与当时的儿童一样，学习儒家经典。后来，他逐渐对儒家的诗书礼仪产生抵触心理，不愿学习。不久，他遇到一位佛教信徒，信徒向他讲授了佛教的道理。承远对此很感兴趣，并认为是自己应该追求的道路。于是，承远就立志出家。承远先是向家乡的唐禅师学习禅学，后来又到荆州玉泉寺拜惠真和尚为师，并在此出家为僧。后来，真和尚建议他到衡山修行。承远在衡山生活艰苦，但修行很刻苦。当承远知道慈愍慧日法师在广州弘法时，就远赴广州，跟随慧日法师学习净土法门。慧日法师告诫他要专修净土法门，不要贪多，同时，出家人应该弘法，而不应隐居独善其身。承远听从慧日的教导，重新回到衡山，建弥陀台，引导众生念佛。直到承远圆寂，衡山的念佛都是非常兴盛的，吸引了大批的信众。

承远是慧日的继承者，因此，在很多方面与慧日有相似的地方，当然，承远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承远与慧日一样对戒律是很重视的。承远到玉泉寺，拜惠真和尚为师，惠真除了是天台的学者之外，还对佛教的戒律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惠真曾经因为对佛教戒律的疑问而远赴印度求学。“进举经旨，遍览毗尼，意谓未圆，寻文果阙，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遇净三藏自摩竭陀还，净公谓曰：‘西方学者，亦殊宗贯，假欲诠正，如异执柯。’因悉授所赍律集，与之俱返。才二年间，罔不悬解，手绩成部，名曰《毗尼孤济蕴》。”[67]在惠真处，当然会了解惠真的戒律思想，并认真学习戒律。后来惠真建议承远到衡山去学习，而当时的衡山恰好是一个律学中心。刘禹锡《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君碑》载：“中夏之人，汨于荣利，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力，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南岳律门，以津公为上首；津之后，云峰证公承之；证公之后，湘潭俨公承之。”[68]有了这样的经历，承远对于佛教的戒律当然不同常人。承远的这种对戒律的理解还体现在他的苦行生活中。“天宝初岁，还于旧山。山之西南，别立精舍，号弥陀台焉。草编茅，仅蔽经像，居靡童侍，室无斗储，一食不遇，则茹草而过，敝衲莫完，而岁寒自若。奉持赞叹，苦剧精至，恒于真际，静见大身，花座踊于意田，宝月悬于眼界。”[69]承远在创立弥陀台时，条件非常艰苦，他给人的印象完全是苦行僧的面目。正是依靠苦行，承远才得到了当地僧俗的肯定，弥陀台才顺利兴建，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其次，承远身上还具有神异色彩。在一般人看来，如果没有大智慧大神通，是不可能脱离世俗社会出家为僧，更不能承受非人的苦行。没有神异，身上就缺少了光环，也就不能将自己与世俗之人区别开来，更不能将自己从众多的僧人中显示出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认识下，僧人并不缺少神异，更不用说承远这样的高僧了。实际上，承远有神异表现更是事所必至、理所必然，因为神迹正是慈愍慧日一系的共同特点。如《慧日传》中记载：

渐至北印度健驮罗国，王城东北有一大山，山有观音像，有志诚祈请，多得现身。日遂七日叩头，又断食毕命为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观音空中现紫金色相，长一丈余，坐宝莲华，垂右手摩日顶曰：“汝欲传法，自利利他。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弥陀佛国，劝令念佛，诵经回愿，往生到彼国已，见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说已忽灭。日断食既困，闻此强壮。[70]

而作为弟子的承远，也不乏这方面的描述：“先是忽告门人曰：‘国土空旷，各宜勉力。’数月而灾火梵寺，周岁而吾师解形，此盖宝去山枯，龙移水涸，‘空旷’之旨，乃明前知。”[71]这是在他圆寂后，别人为他所写传记中的记载。从这一小段记载来看，承远是预知自己往生日期的，所以事前做了一些安排。其实，这应该是净土宗行人的一个惯例，预知生死、临死之前有异象等，这是表明他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承远生前也一定存在着类似的神异。作为承远的弟子，法照与承远的相遇也充满了神异色彩：“永泰中，有高僧法照者，越自东吴，求于庐阜，尊远公教迹，结西方道场，入观积旬，至想傍达，见弥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启问何人，答曰：‘南岳承远，愿告吾土，胜缘既结，真影来现。’照公退而惊慕，径涉衡峰，一披云外之尘，宛契定中之见，因缘昭晰，悲喜流涕。遂执抠衣之敬，愿承入室之顾。”[72]由此可见，从慈愍慧日到南岳承远再到竹林法照，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神异色彩比较浓厚。

再次，承远的净土思想也是建立在对其他宗派思想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早期的承远是一名禅宗的修行者，吕温的《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载：“初事蜀郡唐禅师。禅师学于资州诜公，诜公得于东山弘忍，坚林不尽，秘键相传。师乃委质僮役，服勤星岁，旁窥奥旨，密悟真乘。”[73]这是承远早期的学佛履历，他先是从本地僧人唐禅师学习。而这位唐禅师就是资州诜公的弟子处寂，处寂追随诜公学习禅法。所谓诜公就是唐代的智诜，智诜又是弘忍的弟子。可见，从师承来说，承远是非常正统的禅宗人士。出家后的承远法师具有天台宗的背景。

承远法师虽然在禅宗人士唐和尚处寂那里学习禅法，但并不是出家人，他还没有剃度，他真正出家为僧是在湖北荆州的玉泉寺。“既壮游方，沿峡东下。开元二十三年，至荆州玉泉寺，谒兰若真和尚，荆蛮所奉，龙象斯存。历劫方契其幽求，一言悬会于灵受，爱从剃毁，始备缁锡，昂然古貌，森映高松。”[74]玉泉寺是天台宗的创始人智[image: ]法师为了报答自己的出生地而兴建的一座天台寺院。智[image: ]在这座寺院讲过《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因此，这座寺院是唐时天台宗的重要道场。承远到玉泉寺，追随惠真法师，当然要学习惠真的佛学，那么学习天台的理论就成为必然。此外，承远还间接通过惠真等人与密宗有一定的关联。总之，承远不单纯是一个净土宗的行人，而是一个兼具各宗各派思想的佛学大家。正是因为承远在佛教理论方面的造诣，才使得他能够在衡山立足，并且成为教内教外景仰的人物。

最后，承远对慧日净土思想的继承。

承远虽然是兼具各家思想的佛学大家，但是他真正在佛教史留下厚重色彩的则是他的净土念佛理论与实践。

承远在南岳衡山时，得知慈愍慧日在广州传法，于是决心向慈愍学习净土法门。“闻京师有慈愍，出在广州。乃不远重阻，星言睹谒。学如不足，求所未尽。一通心照，两舍言筌。敏公曰：‘如来付受吾徒，用宏拯救，超然独善，岂曰能仁？’俾依无量寿经，而修念佛三昧，树功慈劫，以济群生。由是顿失息诸缘，专归一念。”[75]这是关于承远与慧日关系的最详细的记载，通过这段话我们才可以知道承远的净土思想与慧日的关系。第一，慧日教育承远，出家人要自度度人，不能独善其身。第二，修行净土法门，贵在专精。在见慈愍慧日之前，承远应该是一个杂家，对各家各派的思想和修行方式都有涉猎。但是，很明显，这并没有使承远满足，所以他才要千里迢迢到广州向慈愍问道。显然，在慈愍慧日这里，承远获得了他应该走的佛教道路，那就是“顿息诸缘，专归一念”。这八个字的字面意思很明确，就是其他的方法都不要了，只要念佛法门。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念佛法门就是称名念佛，而应从念佛三昧的角度理解。

此外，承远非常重视道场的建设，这也是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净土宗尽管有三个流派，但是真正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以善导为代表的称名念佛。称名念佛的特点决定了道场的次要地位。因为称名非常简单易行，实际上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称名。这种随意性很强的修行方式，既不要导师的指导，也不需要同修的切磋，所以，道场就是可有可无的了。而承远是追随慈愍慧日的，他们的念佛主要是念佛三昧，是需要以道场为依托的。

承远从慧日处回到衡山后，在众人的帮助下，最终建起了一座规模比较宏大的寺院。这座寺院影响很大，是南岳五寺之一，依靠这座道场，承远广泛开展传教活动。承远的传教并不排斥其他修行方法，他根据众人的根基不同，实施不同的教法，“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权；俾得以疾至，故示专念。书涂巷，刻溪谷，丕劝诱掖，以援于下”[76]。这一点，承远很明显与善导等人的教法不同。

在承远的努力下，慧日所代表的净土思潮得到了发扬，承远之后，继承这一潮流的是竹林法照。

三 法照的净土思想

法照，我们只知道他是唐中期著名的净土宗僧人，关于其事迹和生平则所知甚少。根据《宋高僧传·法照传》我们知道，法照在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因为仰慕东晋高僧慧远的事迹，于是进入庐山，以慧远为榜样，建念佛道场，修习念佛三昧法门。后来，因为定中见到南岳承远弥陀和尚，于是到衡山追随承远，学习念佛法门，并创立了五会念佛法。在大历五年（770），法照与其他人一起上五台山，后在并州等地教授五会念佛法门，影响很大。法照受到了朝廷的召见，在长安的宫中教皇室人员学习五会念佛法门。在朝廷的支持下，法照为其师承远争得荣誉，并在五台山建立了弘扬净土的竹林寺。直到最后圆寂，法照一直在竹林寺弘传五会念佛法门。法照对净土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五会念佛法门上。

第一，五会念佛是法照受《无量寿经》的启发而创立的。

问曰：“五会念佛出自何文？”答曰：“《大无量寿经》云：或有宝树，车渠为本，紫金为茎，白银为枝，琉璃为条，水精为叶，珊瑚为华，玛瑙为实。行行相值，枝枝相准，叶叶相向，花花相顺，实实相当，荣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时发出五会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其闻音者得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77]

《无量寿经》中确实在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遍国中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所谓的五音实际上是泛指，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法照由于灵感突现，因此发明了五会念佛法，这也可以称得上因缘际会了。

第二，五会念佛的内容就是五种不同的口称念佛的方法。根据法照的解释，第一会，是平声缓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二会，平上声缓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三会，非缓非急念“南无阿弥陀佛”；第四会，渐急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五会，四字转急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五种念佛就是对口称念佛的进一步细分，通过这种细分念佛，效果可以达到最大化。这种五会念佛，其实际不过是将简单的“六字真言”用比较复杂的方式表达而已。五会念佛是五种不同的发音，这比简单的一句“阿弥陀佛”要复杂得多，因此需要比较严格的教导，否则，就会流于形式，最终与一般的称名念佛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法照要求一定要有师承。

第三，五会念佛的效果。法照对自己所创立的五会念佛法很有信心，认为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念佛，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效果。

问曰：五会念佛有何利益，复何所表？答曰：即于此生，为能离五浊烦恼，除五苦，断五盖，截五趣，净五眼，具五根，成五力，得菩提具五解脱，速能成就五分法身。五会念佛功力如斯，最胜无比。尽此一形，顿舍最后凡夫之身，生极乐国，入菩萨圣位，得不退转，疾至菩提，实为佛任。此事终不虚也。[78]

在法照看来，通过五会念佛，可以获得其他法门所能获得的一切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于法照五会念佛的详细描述，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明确了解，但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法照的五会念佛主要体现在念佛的节奏上，而这种有节奏的念佛是需要一定的训练，并且也具有一定的轰动效应，对于传播净土宗的念佛理论还是很有益处的。当然，曲高必然和寡，这种提高念佛门槛的做法，当然不如善导流的生命力旺盛。

另外，法照的净土思想也与慧日和承远一样，是混合的佛教思想而非单纯的净土理念。这首先体现在法照所创立的竹林寺中。根据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竹林寺不单纯是一座净土念佛的寺院，而是一座综合性的大寺院，“竹林寺有六院：律院、库院、花严院、法花院、阁院、佛殿院”[79]。可见，竹林寺既有华严宗的修行者，也有天台宗的修行者，更有律宗的修行者，当然，更不缺少净土宗的行人了。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法照并不是一个极端的净土宗倡导者，而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净土行人。此外，法照的五会念佛所体现的思想本质是禅和教：

五者会是数，会者集会。彼五种音声，从缓至急，唯念佛、法、僧，更无杂念。念则无念，佛不二门也。声则无常，第一义也。故终日念佛，恒顺于真性；终日愿生，常使于妙理……是以如来常于三昧海中，举网绵手谓父王曰：王今坐禅，但当念佛。岂同离念求乎无念，离生求乎无生，离相、好求乎法身，离文字求乎解脱？夫如是者，则住于断灭见，谤佛毁经，成柜法业，坠无间矣。[80]

从法照对五会念佛的解释来看，很明显的是一种融会禅净、台净的思路。所谓念即无念、生即无生，是典型的禅宗禅，参禅有助于念佛。无生不能离开生、法身不能离开思路，念佛即使参有相、解脱不能离开文字，总之，不能将真与俗绝对地分开，在如来所教导的三昧中，这些都是统一的。这就充分表明了法照的念佛不是简单地口称念佛，而是在融合禅、台等思想基础上的观想念佛，也就是念佛三昧。当然，法照的这种解释在实践上最终是落实到口称念佛的，毕竟，五会念佛是口称而不是行三昧。换句话说，法照的五会念佛是称名为主、观想为辅的一种念佛方式。

由于法照的五会念佛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要求，因此，尽管轰动一时，但却无法与善导所倡导的称名念佛抗衡。最终，法照的五会念佛失去了在净土宗的位置，而慧日所开创的慧日流也逐渐消失了，净土宗最终是善导流一统江山。

第三节 慧远流的净土思想发展

在隋唐时期，净土宗中除了以善导为代表的善导流和以慧日为代表的慈愍流之外，还存在一些净土宗的行人，由于他们对庐山慧远的念佛三昧很重视，因此，可以称他们为慧远流。其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迦才、怀感和飞锡。

一 迦才的净土思想

迦才，唐高宗时期长安弘法寺僧人，关于他的生平，目前没有比较可靠的资料，我们知道他在贞观年间是在长安弘法寺修行净土法门，与善导是同时代的人。但是，两人的交往都极少，几乎看不到任何资料表明他们之间有联系。很明显，两人思想存在隔阂，对净土的看法和修行的方式也不一致。虽然与善导不相契，但是迦才却对庐山慧远情有独钟。迦才曾经这样谈论慧远：

上古以来，大德名僧及俗中聪明儒士并修净土行。谓庐山远法师、叡法师、刘遗民、谢灵运乃至近世绰禅师，此等临终并感得光台异相，圣众来迎，录在别传。此等大德智人，既欣净土，后之学者，但可逐他先匠，不须疑也。[81]

在这里，迦才是把慧远作为净土宗的先行者来看待的，认为人们可以以他们为学习榜样，修习净土法门。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人认同慧远在净土宗的地位，迦才是较早地将慧远与净土联系起来的僧人。迦才虽然认同慧远在净土思想中的地位，但对慧远的修行业并非十分满意，认为是独善其身的行为，“然上古之先匠远法师、谢灵运等，虽以签期西境，终是独善一身，后之学者，无所承习”[82]。显然，迦才认为慧远等人所代表的净土思想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继承，原因就是独善其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迦才俨然是要以慧远的继承者自居的。因此，我们理解迦才的净土思想，必须看到他与慧远的关系。

第一，善导认为凡夫不能入报土，迦才则不同，他认为净土的体性有三种情形：法身、报身和化身，其中报身净土有实报土和事用土两种形式。而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世界同样具有三种性质，即法身、报身和化身。但是，报身土世界非二乘、凡夫和地前菩萨所生，他们所生的是西方化土世界。在迦才看来，往生西方世界的都是化生，在三辈九品中，上辈三品生于大乘土，中辈二品生于小乘土，中辈之中品下生及下辈三品生于大小乘杂土。但无论是大乘土、小乘土还是大小乘杂土，都是化生土。当然，迦才并不否认可以往生西方极乐报土世界，“众生起行，既有千殊；往生见土，亦有万别业。若作此解者，诸经论中，或判为报，或判为化，皆无妨也”[83]。但生为报土世界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修成十地菩萨，然后才能往生报土世界。迦才在这里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凡夫不能入报土。这一点，迦才与善导是决然不同的，但这种不同是大同之下的不同，迦才承认凡夫是可以往生西方世界的，只不过进入的是化土的西方世界。在化土世界，其实还是可以进一步修行的，因为那里也有说法的善知识，只要努力，就可以进入菩萨的境界，那就可以进入西方报土世界了。

第二，迦才也不认同道绰等人的弥陀净土不在三界的观念。西方净土究竟身处何处，是没有共同看法的。道绰等人认为弥陀净土不在三界内，而吉藏等人则认为弥陀净土就在三界内。对此，迦才的观点是弥陀净土既在三界内又不在三界内。迦才之所以这样判断，主要是根据往生的对象进行划分，因为佛、菩萨、二乘等阶位的众生不在三界之内，那么，这类众生往生的西方净土世界当然就不在三界之内；而凡夫等众生则是在三界内的欲界之内。在迦才看来，秽土的欲界有上心欲，就是有男女之欲，乐住火宅之中。而净土中的欲界则没有上心欲，有的是种子欲，即“无前等过失，亦无恶心及无记心，唯有善心”[84]。所以，弥陀净土既在三界内又不在三界内。这种判别西方净土的益处在于给凡夫往生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可以提高大家修行的自信心。可见，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迦才完全是从教化或者说传教的角度立论的，至于事实上是不是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民众以希望。在这一点上，其实道绰也好、迦才也好，都能够达到目的。当然，从迦才的这种论断中，也会产生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既然凡夫往生的是化土，而且是在三界内的化土，那就存在着退转的可能性。因为在一般的理解中，处于三界之内的众生是会退转的，这对于修行者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迦才认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他提出了往生净土可以不退转的理论。迦才提出，三界内存在着净土和秽土，东方妙喜净土是下净土，因为里面是男女杂居，西方弥陀净土是中净土，因由声闻、缘觉二乘杂居，上方众香净土是上净土，因没有二乘。所有的这三种净土中的众生，都获得不退转的阶位，而弥陀净土因有四种因缘，即长命、菩萨善知识、无女人、只有善心，故只进不退。所以，众生主要是指那些没有断了善根的凡夫。至于为何凡夫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迦才的看法与其他人的看法差别不大，同样是按照通与别的方式进行分类。凡事发菩提心、修三福净业、能够感通十方三世诸佛净土的，就是通因。别因是专门求生西方净土的根由，其中上根的有六条：念佛、礼拜、赞叹、发愿、观察、回向；中根和下根的有五条：忏悔、发菩提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总相观察西方净土的美妙无比、回向。

第三，比较西方净土与兜率净土的优劣。在净土思想中，西方净土和兜率净土一直是相互竞争的，在前期，兜率净土占据上风，后来，西方净土的影响扩大，兜率净土逐渐没落。但是，在唐代，兜率净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此，凡是净土宗的大师必定要比较弥陀净土与弥勒净土的优劣，前文所述道绰、善导等都是如此，当然迦才也不例外。迦才作为西方弥陀净土的信奉者，他当然是要捍卫弥陀净土的地位。迦才认为西方净土和兜率净土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往生上，总体而言是往生西方净土比较容易，往生兜率净土相对困难。具体而言：一处别，极乐国土是人的处所，兜率则是天的处所，人比天容易；二因别，极乐净土只需要众生持守五戒即可，而兜率净土则需要众生修十善才可往生；三行别，兜率净土需要具备施、戒、修三种，才能往生，极乐净土临终十念即可往生；四自力他力之别，极乐净土主要是凭借法藏菩萨所发四十八宏愿而往生，兜率净土则不存在弥勒佛的愿力，众生只有依靠自己的修行才能往生；五善知识的有无之别，在极乐世界有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西方净土协助众生，而兜率净土则没有类似的菩萨善知识来帮助众生；六经论劝生多少之别，弥陀净土，各种经中、论中都有赞叹，但兜率净土无论是经中还是论中，赞叹之处相对较少；七大德趣向之别，极乐净土自慧远法师以降，代有大德往生，而兜率净土愿生者较少。因此，“往生西方则易，上生兜率稍难也”[85]。

总之，迦才净土思想的主体不在于立论，而在于驳论，并且主要是驳难净土思想内部的不同意见。与迦才这一倾向类似的还有千福寺的怀感法师。

二 怀感的净土思想

怀感，唐代净土宗的名僧。《宋高僧传·怀感传》中说，不知何许人也，也就是说怀感的生平人们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曾经向善导学习念佛，最终获得成就，他的住锡地是千福寺。这样的一个人物，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佛教史留下一笔，根本原因在于他所写的《释净土群疑论》。这部书可以说是关于净土宗的百科全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各色人等对净土宗念佛思想的质疑以及怀感的回答。据说怀感还没有写完这部书就去世了，他的同门怀恽最终将其完成。因此，可以说《释净土群疑论》是他们的共同作品。《释净土群疑论》中包含的内容很多，其对净土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凡夫能否入报土问题。

凡夫入报土是善导的一个鲜明的特色，通过这一论点，善导将所有的众生都纳入净土信仰范围，扩大了净土宗的影响力。但是，围绕这一问题，分歧还是很大的。在怀感的时代，问题仍然没有获得彻底解决。因此，在《群疑论》中怀感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怀感认为，佛有法性身、受用身和变化身三种，对应的土有法性土、受用土和变化土三种。其中受用土有自受用土和他受用土两种，自受用土只有佛之间才能相见，菩萨是不能参与其中的；他受用土是为众生而现，因此，众生当然能够参与，他受用土就相当于报土。变化土随众生的不同而不同。其中，弥陀净土既是他受用土，又是变化土。初地以前菩萨见变化土，初地以上菩萨见他受用土，共居一处。本来，凡夫等初地以下的众生是没有资格进入他受用土的，但由于阿弥陀佛的慈悲，才得以进入弥陀这一他受用土世界。

然以阿弥陀佛殊胜本愿增上缘力，令彼地前诸小行菩萨等，识心虽劣，依托如来本愿胜力，还能同彼地上菩萨所变净土，微妙广大清净庄严亦得见，故名生他受用土。[86]

但是，怀感的这种弥陀净土是他受用土、报土的说法，与善导等人还是有差别的。

如来所变土，佛心无漏，土还无漏。凡夫之心未得无漏，依彼如来无漏土上，自心变现作有漏土，而生其中。若约如来本土而说，则亦得名生无漏土；若约自心所变之土而受用者，亦得说言生有漏土。虽有漏以托如来无漏之土，而变现故，极似佛无漏，亦无众恶过患。[87]

在怀感看来，众生是有漏的众生，所以感得的土是有漏的土。但因为依托佛的缘故，这种有漏土也可以说是无漏土了。因此，弥陀净土是有漏与无漏的统一。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决人们在弥陀净土是否报土问题上的分歧。

第二，回应三阶教的挑战。

净土宗以末法思想为前提，认为众生的出路在于念佛。这一理念尽管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但都不足以对净土宗构成严重的挑战。三阶教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局面。三阶教是信行法师所创，他也以同样的末法思想为号召，将整个佛教的发展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这就是三阶的由来。现时是第三阶，理应实行第三阶教法，这个第三阶教法就是信行所创立的教法。这种说法完全否定了净土宗念佛存在的意义，因此，三阶教与净土宗的争论还是比较激烈的。在《群疑论》中，怀感针对三阶教的观点进行驳斥，树立净土宗在末法时代的地位。

首先，和会《无量寿经》与《观无量寿经》在五逆问题上的差异。有人提出净土宗所尊奉的经典《观无量寿经》和《无量寿经》在往生的问题上有分歧，“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观经》言，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造五逆十恶，无恶不造，经历地狱受苦无穷。临命终时，逢善知识教令称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得生西方”[88]。就是说，对于同样的五逆，《观无量寿经》和《无量寿经》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这一问题，怀感的看法是两经本质上没有分歧，分歧的原因在于没有很好地理解“具足十念”。《无量寿经》中所说“唯除五逆及诽谤正法”是说这两种人如果不能具足十念，则不能往生，“不造逆者，不限十声，若少若多，俱生净土。造逆之辈，即不得然，满十即得生，少便不往。此乃由此说除，不关诸义也”[89]。“唯除五逆及诽谤正法者，此经之意，欲现命中之人，若能念佛一声，其命已过，或念至十，其命已终，并能得生净土。”[90]在怀感看来，《无量寿经》的“唯除五逆及诽谤正法”不过是为了教化人们念佛而已，并不是真的不能往生。

其次，第三阶众生非五逆罪人。三阶教从《观经》和《大经》关于五逆的不同说法入手，认为《观经》中的说法对象是第二阶众生，而《大经》中的说法对象是第三阶众生。这是因为，按照三阶教的理解，《大经》中“五逆及诽谤正法”之众生是不能往生西方净土的。而五逆及诽谤正法之众生，正是第三阶众生的特点，“并是纯邪无正、纯恶无善之人，无始迄今有愆犯，皆一切诸佛之所不救”[91]。这些被排除在净土之外的众生正是三阶教的拯救对象。从这个角度说，净土宗的念佛法门是时机不相应的，只有时机相应的三阶教才能救度众生。怀感当然不能认同，原因同前所述。但既然三阶教提出这一问题，怀感就要面对，怀感认为，第三阶众生与五逆之人是不能画等号的。这是因为，如果说第三阶人全是造五逆之人，那么第二阶就没有造五逆之众生了吗？《观经》中明文表明也有造五逆之人，因此，不能说第三阶众生就是造五逆之人。三阶教人士退一步辩解说第三阶众生具有造五逆之根机的众生，这当然是不成立的，难道第二阶众生就没有造五逆之根机的人吗？《观经》允许造五逆的往生，而《大经》却仅仅因为众生有造逆之机就不许往生，这怎么可能呢？难道法藏菩萨还不如信行禅师。显然，三阶教的说法是矛盾的，经不起推敲。

再次，三阶教法非当根教法。信行禅师认为其所创立的三阶教法是当根教法，应该普行世界。三阶教所说的当根，主要有时、处和人三个方面的内容。所谓时，就是将佛法分为三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也就是佛灭第一千五百年后，这个时期的众生全部是恶人，所生活的世界是秽土的世界。三者结合，就是三阶教法的普行。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三阶教的判教思想，在这种判教下，净土宗的念佛则完全没有了地位，因其是第二阶的教法。对此，怀感则针锋相对：

何者《观经》言：如来今日教韦提希及未来世一切凡夫，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业。及未来世，恶时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恶人也；此教化兹秽土，恶处也。然此经具斯三义，计是当根佛法，禅师言不当根，何意也？《维摩经》八法，不言为未来世，非恶时也；菩萨成就八法，非恶人也；唯有化兹秽土，是恶处也。此经有斯一义，阙彼二门，而言当根，何义也？[92]

怀感认为如果按照信行的逻辑，那么《观经》完全符合第三阶教法的要求，是当根佛法，当然念佛法门也是当根法门。信行否认这些，却引用《维摩经》作为当根佛法，《维摩经》从信行的理论出发，既不符时，也不符处，更不符人，怎么能是当根佛法呢？所以说，信行禅师从其三阶教法出发，判念佛不是当根佛法是错误的。相反，念佛法门不但是当根佛法，而且是最为殊胜的法门。具体而言，有五种殊胜：

发心胜者，此下品人，是大乘根性人；发大乘心，彼是小乘人，今为发大乘心。一念超过二乘心无量百千亿劫，故速灭重罪。二求生胜者。今此一念念佛，愿生净土。彼虽修道如救头燃，是小乘心。不信有十方诸佛净土，为无求胜生，故罪不灭。此为求胜生，故罪速灭也。三本愿胜者。以阿弥陀佛本发殊胜大愿引一切重罪众生称我名者，罪皆消灭。众生今日虽造重罪，与过去久远无量劫来，于阿弥陀佛本愿之中。蒙佛发愿，过去久远善根纯熟故，能一念即得罪灭也。四功德胜者。前小乘行但作四念处观，不能灭无量罪。今念佛一声能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功德无量如经具说。故一念念佛功德，胜彼十万亿岁如救头燃作五停心观四念处观也。五威力胜者，同性经说，佛有十地。阿弥陀佛是佛初地，功德威力稍异常徒。故威力加持念佛修行者，定得往生。[93]

因此，怀感认为，在末法时期，人们更应该念佛，念佛越多，成就越大。

第三，比较弥陀净土与兜率净土的优劣。

同前人一样，弥陀净土与兜率净土的优劣问题也是摆在怀感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怀感首先从教主、处所、眷属、寿命、内外、身色、相好、五通、不善、灭罪、受乐、受生十二个方面阐述了弥陀净土的优越性。但怀感的不同在于他并不否认兜率净土的合理性：

虽二处胜劣其义如斯，然此二处往生，并是佛经劝赞，随人所愿依教修行，并得往生，咸蒙利益。如愿志求兜率者，勿毁西方行人；愿生西方者，莫谤兜率之业。各随性欲任情修学，莫相是非，即为佛法，递相非拨，便行魔业也。[94]

其次，怀感进一步分析了弥陀净土与兜率净土的差异。一本愿差异，“往生兜率，弥勒本无誓愿。往生西方，法藏比丘发四十八愿。无愿若自浮度水，有愿若乘舟而游”[95]。二光明差异，“作兜率业，慈氏神光不来摄受。修西方业者，阿弥陀佛白毫毛孔圆光相好光明等一切神光，皆照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光照如昼日之游，无光似暗中来往”[96]。三守护差异，“兜率业者，慈氏菩萨不来守护。西方业者，观经言，无量寿佛化身无数，与观世音大势至，常来至此行人之所……有护若多人共游不畏强贼所逼，无护以孤游险径必为暴客所侵”[97]。四舒舌差异，“上生兜率，无十方诸佛舒舌证。劝西方极乐，有十方种觉舒舌证诚”[98]。五众圣差异，“兜率之业无有众圣守护。发愿愿生西方，即有花聚菩萨山海慧菩萨发弘誓愿，若有一众生生西方不尽，我若先去不取正觉”[99]。六灭罪差异，“上生经言，称念弥勒，但除千二百劫生死之罪。观经言，称南无阿弥陀佛，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100]。七重恶差异，“上生经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犯诸禁戒，造众恶业。观经言，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斯即造五逆罪，不生兜率，然得往生西方净土”[101]。八教说差异，“言兜率易生西方难往。此乃凡夫之辈斟酌佛经，穷之圣典，竟无经说……然无量寿经自有诚教言，横截五恶趣，恶趣自然闭。升道无穷极，易往而无人”[102]。

此外，怀感还从三十个方面论述念佛的种种利益。因此，众生应该修行净土往生弥陀净土。

总之，怀感的《释净土群疑论》从各个方面回答了当时人们对净土宗的质疑和其他宗派尤其是三阶教的攻击，维护了净土宗念佛法门的地位，在净土宗的历史上起到了护法的作用。

三 飞锡的净土思想

飞锡，唐代著名僧人，净土宗的代表性人物。根据《宋高僧传》记载，飞锡的出生年月和住址一概不知。飞锡出家后开始时学习佛教律宗理论，后来倾心于天台宗的一心三观。唐天宝年间在京城一带学习，大部分时间是住在终南山紫阁峰的草堂寺。当时，密宗的大师不空翻译佛教经典，飞锡是其中的一员。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十五日，飞锡奉诏参加翻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和《密严经》。飞锡的文笔很好，经常撰写各种碑文，据说“散文”一词还是从他开始使用的。飞锡在净土宗上的最大贡献是撰写了一部《念佛三昧宝王论》，此外，还撰有《无上深妙禅门传集法宝》和《誓往生净土文》等。

在《念佛三昧宝王论》一书中，飞锡以念佛三昧为念佛之根本，倡导完善同归。飞锡的念佛分为三部分内容：念未来佛、念现在佛和通念三世无不是佛。

第一，念未来佛。与一般佛经所言的三世佛不同，飞锡所说的未来佛并不是指弥勒佛之类的将来佛。飞锡说：“若欲念于弥勒佛者，必得上生兜率天宫，见慈氏之尊，则弥天释道安为其首倡耳。”[103]飞锡所说的念未来佛是指念一切众生。这是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角度立论，把一切众生都看作是未来的佛，他引《如来藏经》：“佛告金刚慧菩萨言：善男子，我以佛眼观一切众生，贪欲恚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乃至德相备足，如我无异。”[104]既然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那么就不能轻视任何一种人。因此，飞锡提出对于嬖女群盗、持戒破戒、处汤狱、观空无我择善而从、无善可择无恶可弃以及一切禁肉食等众生，都应该将他们看作是未来佛。也就是说，这些众生无论是做过什么，只要坚持念佛三昧，将来就一定能够成佛。

第二，念现在佛。飞锡所说的念现在佛就是念阿弥陀佛。众生虽然是未来佛，但那毕竟是未来的事，要实现未来的佛果位，必须从现在做起，那就是要专念阿弥陀佛一佛。这是因为，众生是有漏的众生，具有各种劣习，而专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对治这些恶习。所谓现在佛阿弥陀佛，要专念，也就是要一心不动，面向西方，大声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做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境界。对于有人提出出声念等疑问，飞锡说那不是口称念佛的含义，而是通过声声念佛达到三昧的状态。因此，飞锡的念佛是在慧远意义上的念佛而不是善导意义上的念佛，归根结底是一种三昧的禅境。

第三，通念三世无不是佛。这相当于一般佛典所说的过去佛。不过从飞锡的角度而言，过去佛就是一切佛，也就是涵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佛。飞锡引《观佛三昧海经》云：“‘所念之佛，如出胎师子王，喻佛果也；能念佛人，如在胎师子王，喻佛子也。’因果虽殊，威神相继，论其佛也，更何异焉？欲令在胎师子便能哮吼、飞落走伏者，未之有也！出胎之后，可翘足而待，曾何阙矣？而因果相同，其义一也。”[105]这就是佛所谓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只是因与果的差别而已，就其内在而言，都是佛。飞锡的这种说法，等于将世界上的一切众生全部纳入佛的范畴内。众生是从因的角度而言，佛是从果的角度，他们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呈现不同的面貌而已。

飞锡的另一贡献是开创了禅净双修的路线，初步融合了禅宗和净土宗。净土宗的善导流倡导末法众生，只有称名一门可入。他们当然反对禅宗的参禅修行方式。慧日流的慧日则对禅宗的修行方式提出质疑，进而对禅宗产生质疑。作为慧远流虽然在念佛三昧上与禅宗有融合的可能性，但毕竟还是在净土宗的总体框架下。因此，当时的禅宗与净土宗对立的形势是很严峻的。飞锡虽然认同净土宗，提倡念佛，但他所谓的念佛是贯通空有、涵盖诸宗的念佛，并开始将禅宗的参禅纳入净土宗的念佛体系里。这一点，开创了净土宗的禅净双修的局面。

首先，飞锡以理事观贯通念佛。

言理门者，真无念也。释曰：“有之与无，即此念而本无矣！何者？佛从念生，心即是佛，如刀不自割，指不自触，佛不自佛，心不自心。安得佛外立心，心外立佛？佛既不有，心岂有哉？无心念佛，其义明矣！”故世人谓念佛有念也，吾则谓念佛无念也。更何惑焉？又念即是空，焉得有念？非念灭空，焉得无念？念性自空，焉得生灭？又无所念心者，以无所住也，而修念佛者，而生其心也。无所念心者，从无住本也，而修念佛者，立一切法也。无所念心者，念即是空也，而修念佛者，空即是念也。不异之有，此明中道矣！[106]

从理的角度而言，无念即是念，念即是无念，念佛就是念空。

言事门者，夫佛生于心，般舟无念而已，至境出于我，法华不速而自来。无所念心者，绝诸乱想也，而修念佛者，善想一佛也。则《文殊所说摩诃般若经》云：“若人学射，久习则巧，后虽无心，箭发皆中。若人欲入一行三昧，随佛方所，专称名字，念念相续，即于念中，见三世佛。如彼习射，既孰之后，无心皆中。”[107]

从事的角度来说，念阿弥陀佛，是为了专注一心，摒除杂念，以达三昧的境界而已。

其次，所念之佛与能念之心，本为一体。飞锡利用禅宗的教义，说明能念之心的众生和所念的阿弥陀佛本是一体，而非二途。佛，不是众生心中幻想出来，而是众生的真心的体现；而众生的真心也就是佛，佛、众生、真心本是一事，不能将心与佛分开。

依达磨大师称法之行，理观用心，皆是念中道第一义谛、法身佛也。必不离念存于无念，离生立于无生。若谓离之而别立者，斯不了烦恼即涅槃，众生即诸佛，安得悟彼瓦砾如真珠哉？既离之不可，即念佛而真无念也，即往生而真无生也。夫如是则其义焕然，若秋天澄霁，明月出云矣。岂同愚人观指而不观月哉？[108]

再次，万善同归于念佛。一般人不理解心、佛关系，认为念佛三昧是一种心外之行，飞锡认为这是错误的：

夫心之为行者，行于三境也：一、行善境，即念佛三昧，善中之善，天中之天；二、行不善境，谓贪、嗔、痴等诸恶境界；三、行无记境，谓其心不住，善、恶不缘。若论夫理性，理遍前三，语其顺理，唯留善境……若谓念佛心行，而非解脱者，不善、无记二种心行，岂得有哉？如斯解脱，迷之则滞于浩劫，悟之则证如反掌，习禅明镜，允兹在兹。如来世雄，考彼群定，以念佛三昧为禅中王。[109]

念佛是心行，更是解脱行，因此一切解脱行都可以说是心行，也就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涵盖一切法，在这个意义上，万善同归念佛。

法华三昧者，即念佛三昧也。是以如来名此胜定，为三昧宝王、为光明藏、为除罪珠，为邪见灯、迷衢者导、王子金印、贫夫宝藏，空三昧、圣三昧，陀罗尼真思惟，最胜观如意珠，佛性、法性、僧性，无尽藏胜方便，大慧光明，消恶观法三昧等。故知，教、理、行、果，八万四千波罗蜜门，皆是念佛三昧之异名也。夫如是则献一华，遍奉于三世尘刹，念一佛体，通于未来世雄，如大地而为射的，岂有箭发而不中者哉？[110]

总之，飞锡以理事双运，融合心、佛，念佛三昧乃是所念之佛与能念之心的统一，万行不过一行，一行即念佛三昧。通过这样的逻辑，飞锡不但将禅宗的参禅，而且将天台的一心三观等一切都纳入净土宗的念佛中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飞锡开创了净土宗禅净双修的局面。

结语

隋唐时期，净土三流竞相发展，共同推动了净土宗的发展。善导流简单易行，将净土思想逐渐简化为称名念佛，成为净土宗的主流；慈愍流则具有混合佛教特点，他们在思想上不坚持净土唯一性，在修行上不搞念佛的排他性，与其他宗派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但由于该流学理要求较高，修行要求复杂，故曲高和寡，在法照之后，就鲜有闻者；以迦才为代表的慧远流在破斥其他宗派的攻击中逐渐强化慧远的念佛三昧，并最终在学理上与禅宗等宗派融合，禅净一致成为他们的选择。

隋唐时期净土宗的发展直接决定了以后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展路径，一是以称名念佛为核心，走普及性的道路，最终出现“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的局面；二是以念佛三昧为基础，融合禅、净、台，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的寓宗。因此，隋唐净土宗不但是净土宗发展的重要阶段，更是理解中国佛教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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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密宗

密宗是在唐代开元年间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由代表新派密教的善无畏、金刚智和一行创立。密宗是印度密教在汉地长期发展的结果。密宗作为一个宗派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影响比较大。

第一节 密教的传入和流行

密教是从大乘佛教的陀罗尼法门演变而来，最早的原始密教就是陀罗尼密教。陀罗尼法门早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东汉后期开始传入中国，是随着大乘佛教的传播而加以传译的。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及印度人竺佛朔在他们的大乘译籍中首先作了介绍，支谶在其译籍中将陀罗尼意译“总持”，音译“陀怜尼”。《阿阇世王经》中有比较系统的译介，说：“陀怜尼者，则道之元，不断佛元，持法之元，总持僧之元。”[1]说陀罗尼是道之元、三宝之元，就是从陀罗尼为总持佛法，不令散失的原意引申而来。

至公元3世纪中叶，已经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陀罗尼密教随之传入中国，三国时支谦会译的《微密持经》就是最早形成的陀罗尼密教经典，其中突出陀罗尼的主体地位，以法、义、咒、忍作为陀罗尼的基本内容，并以咒陀罗尼为中心，与鬼神护国思想相结合，宣传陀罗尼无所不能的功用。该经是中国密教史上最早翻译、最为流行的一部密教经典，从汉末至唐代后期，不断传译，先后达十六次之多，[2]这在中国译经史上也是少见的。该经之所以屡被传译，广为流行，就是因为极力宣传陀罗尼的功能，如其经题所标：疾使人民得一切智、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摧破一切众魔、出生无量门持等，为人们趣入菩提道提供了一条捷径。

在陀罗尼密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印度和西域一带的咒术也随着佛教一并传入，而且往往与陀罗尼相混同。因为陀罗尼文句采用音译的方式，其形式和功用都与禁咒相类似，故陀罗尼也被译为神咒，诵习陀罗尼被看作行持咒术。西晋时大量翻译大乘经典的竺法护，在其译籍中不仅将陀罗尼与戒、定、慧三学并称菩萨四事庄严，进一步提高陀罗尼的地位，而且还突出宣传咒陀罗尼及其功用，把咒陀罗尼一般译为神咒章句，有时也译为总持章句，并把持诵章句译作“咒之”、“咒曰”。但这样一来，无形中模糊了陀罗尼与咒语的界限，加之无限渲染陀罗尼及咒术的现实功用，致使传入中国的陀罗尼密教与同时从西域传入的咒术和民间流行的咒术完全混同起来，致使中国人把陀罗尼更多地看作类似咒术一样的东西。

到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陀罗尼密教广泛流行开来，也由此推进了佛教的普及和在民间的传播，佛图澄以及严佛调、耆域、涉公、杯度等，都是以密教咒术化导中土而闻名者。其中佛图澄在中原地区传播陀罗尼密教最有成就。据载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核验”。[3]因而深得石勒父子的崇信，后赵佛教便得到很大发展。在河陇一带，传陀罗尼咒术最有名的是昙无谶，史载他“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4]据说他在北凉役使鬼神，也得到凉王沮渠蒙逊的礼遇，其名声远扬，乃至北魏太武帝遣使迎请而被蒙逊加害。在江南一带传播陀罗尼咒术最有名的是帛尸梨蜜多罗，也译有《大孔雀王神咒》《孔雀王杂神咒》各一卷，《祐录》记载说：“初江东未有咒法，蜜传出《孔雀王》诸神咒，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5]进入南北朝之后，陀罗尼密教仍在南北各地广为流行，当时来华译经的西僧大都兼通咒术，兼译密典。中国僧人亦多通晓陀罗尼神咒者，还有佛僧与道士斗法，比试咒术高低。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除了翻译大量的陀罗尼密典和大乘经典中的有关陀罗尼章节外，也抄集、伪撰了大量的陀罗尼咒经。历代经录作了著录。据《祐录》著录，至梁代流行的失译杂咒经就有八十种之多，[6]有目而缺经的杂咒经还有十种，[7]疑伪咒经又有三种。陀罗尼咒经之流行，乃至出现了不少抄集的陀罗尼密典，其中著名的如《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这是最早出现的一部陀罗尼抄集经。《陀罗尼杂集》则是一部抄集两晋十六国及南北朝初期流行的陀罗尼密典的总集，抄集的咒文多达二百七十一种。还有经两次编译而成的《大灌顶经》，其中羼杂了不少中土思想。

南北朝后期，以咒印相合并具备供养、尊像、曼荼罗等密法内容的持明密教也开始传入中国，最早传入的持明密典就是梁代失译的《牟梨曼陀罗咒经》。该经完全具备了持明密教的基本特点，有了比较完整的密法体系，其内容分诵咒、结印、坛像、护摩、供养五法，通说牟梨、于梨、乌波罗三种曼荼罗及其功德。在此前后，北朝也开始有了持明密教的传译，这就是经录史传中有明确记载的北周阇那耶舍师徒的传译。据《长房录》及《续高僧传》等记载，在北周传译密教的阇那耶舍及弟子耶舍崛多、阇那崛多及其授戒师攘那跋陀罗四人，均自北印犍陀罗国（治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大林寺辗转来华，自周明帝武成二年至周武帝灭佛年（560—577），先后共译经十二部。其中《佛顶咒经并功能》《十一面观世音咒经并功能》属于内容完备的持明密典，后一部经还入藏流传至今。经中所说佛顶法和观世音法，也是持明密教中形成最早、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类密法。阇那崛多后来到隋朝又翻译多部密教经典，其中《不空罥索咒经并功能》也是持明密典。同时达摩笈多也在东都洛阳翻译持明密典《千转陀罗尼神咒经》，流传华夷，还由玄琬律师、静琳法师等引入到受戒坛场。[8]
持明密教自6世纪后半叶的梁末周隋时期传入，至7世纪时的唐代初中期，传译弘扬已趋兴隆。不仅有外僧入唐传译，而且还有许多中土僧人设坛弘扬，在东西两京形成密教中心，并开始由此向外地及国外传播。入唐之后最早传译密典、建坛弘密的是智通，史称他“律行精明，经论该博”，[9]而“于总持门特所留意”。[10]智通在唐初传译密典，受持密法，很有影响。以他为主在总持寺弘扬密教，形成一个中心。他从婆罗门僧跋吒那罗延和婆伽受持千手观音法，又传之于弟子玄暮等人。智通又从玄奘受学随心印法，并依法作坛，威力异常，据说有数百诵咒师来求此法。[11]另外，实际寺有慧琳法师传持千手观音法，据载他“深入总持，周穷艺术”，[12]从北天竺婆罗门僧苏伽施受持千手法，后与其一同到洛京传译弘扬。

唐高宗时期大力弘扬持明密教的是阿地瞿多，他传译的《陀罗尼集经》是一部持明密法的总集。据其弟子玄楷《陀罗尼集经翻译序》记载，阿地瞿多是中印度人，唐高宗永徽三年（652）自西印度辗转来华，敕住慈门寺。其人“精炼五明，妙通诸部”，[13]专以弘扬密教为务。据载他弘传密教，有沙门大乘琮等十六人、显贵英公李世绩、鄂公尉迟敬德等十二人拜师问法。在慧日寺开坛传法，启建陀罗尼普集会坛。据载“法成之日，屡降灵异，京中道俗咸叹希逢”，[14]自此慧日寺也就成了弘传密教的中心，阿地瞿多常居此寺传法。翌年，应弟子玄楷等请求，从《金刚大道场经》撮要抄译《陀罗尼集经》十二卷，由玄楷等笔受。

武则天时期，大弘密教的是佛陀波利，他传译的佛顶尊胜法影响最大。据载佛陀波利是罽宾人，于仪凤元年（676）辗转西域来到长安，巡礼五台山，传说因得文殊菩萨授记，返回印度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仪凤四年（679），复来长安，与西明寺僧顺贞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该经也是翻译最多、流行最广的密教经典，各种经本、仪轨、陀罗尼本以及撰集、注释等多达十五种。武则天时期，持明密教之盛行，也反映在石窟造像之中，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川北石窟中都出现了密教造像，如着菩萨装的佛像、多面多臂的菩萨造像以及各类忿怒形象的金刚、明王造像等。

自唐初以来大凡翻译佛教经典者，也都兼译密典，并弘密教。盖因当时的印度密教已见兴起，且渐趋主导，浸染诸派，通达佛学之士以兼明密教为尚，性、相、密三学兼通成为像那烂陀寺这些高等学府追求的学风。故即便弘传瑜伽唯识学说的波颇、玄奘以及弥陀山等，弘传中观学说的那提等也都译有密典，受学于那烂陀寺的义净回国后也兼传密教。另一些译师则擅长密教，翻译流传，均有一定影响，其中著名的如地婆诃罗、提云般若、实叉难陀、宝思惟、菩提流志以及智俨等。

第二节 密宗的建立与初传

唐初以来尽管持明密教不断传译，渐趋兴盛，但尚未形成一个宗派体系。只有到了公元8世纪初的唐玄宗开元初年，代表新派密教的两位大师善无畏和金刚智先后来到中国，在弟子一行的支持和参与下，译经著述，开坛传法，标立门庭，后来又有弟子代相传承，延续法脉，才形成密宗一派。

一 善无畏及其所传的真言密教

善无畏（637—735），音译输波迦罗（[image: ]），全名作戍婆[image: ]罗僧贺（[image: ]），直译净师子，意译善无畏。据李华《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和《大唐东都大圣善寺故中天竺国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等记载，善无畏祖籍中印度摩揭陀国，刹帝利种姓，相传为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的后裔。[15]据说其先原称王于中印度，后来分封乌荼国（今奥里萨一带），传到其父佛手王。善无畏10岁统戎，13岁即位，至18岁舍王位出家，至那烂陀寺为僧。史载善无畏在那烂陀寺“发三乘之藏，究诸部之宗”。[16]“虽学不多年，所学者尽达。”[17]当此之时，密教亦已活跃寺中，与空、有之说三分其学。时有僧宝密教大师达磨鞠多，“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善无畏即拜他为师，求学密乘，遂授以总持尊教，无量印契一时顿受，即日灌顶为天人师，人称日三藏。后遵师命，游学诸国，遍访贤圣，弘扬密部，史称“说龙宫之义理，得师子之频申，名震五天，尊为称首”。[18]以至远闻中国，唐中宗特以邀请前来传法。

公元8世纪初，善无畏遵先师遗命，并应中宗之邀，前来中国。他从中印那烂陀寺出发，经北印迦湿弥罗国和乌仗那国，入犍陀罗城，传法于西突厥王庭。又经迦毕试国，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东北经吐蕃控制的大勃律、小勃律，渐达西州（高昌）。睿宗特派遣龟兹僧若那、将军史宪一行人西出玉门关迎候。开元四年（716），善无畏到达长安，受到唐玄宗的特别优待和尊崇。史载玄宗“宾大士于天宫，接梵筵于帝座。礼之于国师，比之于广成”。“饰内道场，尊为教主。”而自宁王、薛王以下，“皆跪席捧器焉”。史家感慨“致人主于如来之乘，巍巍法门，于此为盛”。[19]善无畏居内道场大约一年，首先在宫廷皇族中传授密法，后经再三请求，获准居外。先敕诸寺递相迎接，后暂住兴福寺南塔院，再敕移西明寺。

开元五年（717），善无畏在该寺菩提院奉敕译《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由沙门悉达译语，无著笔受缀文。所译经轨缮写进内，玄宗深加赞赏，令所带梵夹均进奉内宫，因而善无畏自己带来的梵本密典未得广译。后来与弟子一行在华严寺收藏的无行求取的经中，找到有关的真言密典，作为传持翻译之用。善无畏在西京传密数年，多住西明寺菩提院。至开元十二年（724）随驾入洛，先住大福先寺，应僧一行之请，译出《大日经》六卷，十三年（725），又译《供养法》一卷，合为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崔牧书《序》。十四年（726），译出《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经》三卷。

其后善无畏移居圣善寺，静居禅修，教授禅僧。据载他天资聪颖，神情超然，而性格恬静，气和言简，也因此擅长禅观，达到极高境界。善无畏发挥密教专长，如遇有水旱灾害，则行使法术，祈禳消灾，请雨止涝，也因此后世多有神迹传闻。善无畏洞达五明，天文地理、世间技艺，也无不该博。曾于本院铸造金铜灵塔，史称手为模范，妙极人天。精于天文历算的科学家僧一行凡遇疑难，均求教于他。晚年请求回国，但“优诏不许”。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一月七日，善无畏圆寂，春秋99岁，僧夏八十，赠鸿胪卿，葬龙门西山，后于西山广化寺庭院起塔，树碑刻铭。

善无畏在皇宫内外、东西两京弘法传密二十年，弟子得灌顶受法者无数。《大日经序》载，开元初善无畏“杖锡来仪，时朝野翕然，咸从请益”。[20]其《碑铭》记载，自出内之后，“道俗瞻礼，奔起华夷。和上临之，贵贱如一”。“法侣高标，唯尊奉长老宝思惟，其余皆接以门人之礼”。可见从善无畏请益受法者很多，但得其密教法脉传承的主要有一行、玄超、义林、不可思议等，得其禅法传承的弟子有慧警、宝思、明思等，其他可考的请益弟子有温古、智俨、道慈、善义、光秀、惠照、昙真、如璋、坚固、道岌及俗弟子李华等。其中最著名的密教弟子僧一行因工作繁忙，无暇传授弟子，且早于善无畏而亡。后来传延密宗法脉的是新罗弟子玄超，义林及不可思议还将胎藏教法东传新罗。

善无畏之学，以真言密教为中心，兼持持明诸法，禅修为余。所传持的教法是真言密教的代表经典《大日经》及其胎藏密法，但同时也传持《苏悉地经》等晚期持明诸法，甚至以持明密法来补充和完善真言胎藏密法，其弟子一行更在他的胎藏法中增添了持明法的成分。这样，善无畏在中国传持的密教实际上包括真言乘和悉地乘（晚期持明教）二派，或者说他传的真言密教由胎藏法和持明诸法组成，所传胎藏法中含有持明法的补充内容。善无畏以传持《大日经》为专长，崔牧《大日经序》说他“洞达七藏，全明总持。德洽西域，化流殊方。研服此经，深穷奥旨”。[21]温古《大日经义释序》亦称他“业该八藏，名冠五天。传授此经，实为宗匠”。[22]善无畏在中国传持真言密教，译出真言密教的根本经典《大日经》，同时译出其本人所作的《大日经供养次第法》。

善无畏所传的真言密教，与以前传入的密教不同，事理兼备，三密并用，有一套完整的教义体系和密法体系，唐代密宗因此跻身于诸宗各派之列。其所译《大日经》，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的三句义为其理论体系，第一《住心品》阐明其教义，即说因句；第二《大悲曼荼罗品》广说大悲胎藏生曼荼罗仪轨，即说根句，其后诸品并说根句与究竟句，身、口、意方便三密法贯穿诸品。善无畏所传的《大日经》胎藏密法，后世称胎藏法，全称大悲胎藏生曼荼罗法。大悲，即大悲万行，兼慈、悲二义。胎藏，有包含、含藏、摄持之义，《大日经疏》中喻之以胞胎、莲花：

且约胎藏为喻，行者初发一切智心，如父母和合因缘，识种子初托胎中。尔时渐次增长，为行业巧风之所匠成，乃至始诞育时，诸根百体皆悉备足。始于父母种姓中生，犹如依真言门，学大悲万行，净心显现。又此婴童渐具人法，习诸伎艺。伎艺已通，施行事业。如于净心中发起方便，修治自地，随缘利物，济度众生，故名大悲胎藏生也。复次，初入净菩提心门，见法明道，如识种子歌罗罗时，前七地以来，为大悲万行之所含养，如在胎藏。无功用以去，渐学如来方便，如婴童已生，习诸伎艺。至如来一切智地，如伎艺已成，施于从政，故名大悲胎藏生。

又解释说：

今以莲花喻此曼荼罗义，如莲种在坚壳之中，枝条花叶之性已宛然具足，犹若世间种子心。从此渐次增长，乃至初生花苞时，莲台果实隐于叶藏之内，如出世间心尚在蕴中。又由此叶藏所包，不为风寒众缘之所伤坏。净心鬓蕊，日夜滋荣，犹如大悲胎藏。既成就已，于日光中显照开敷，如方便满足。[23]

这里的意思，一是说众生本来含藏着菩提净心，成佛的基因包含在众生里面，犹如胚胎精卵体、莲花种子，早已具备生长发育成人体、莲花的各种因素。二是说胎藏曼荼罗法是众生开发自己的菩提净心、渐趣佛果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众生由此能够如实知自心，证知菩提，得一切智智。这如同母胎使胚胎种子发育成婴儿，如同坚壳使莲籽得到保护，逐渐发芽，生长茎叶花果。所谓胎藏法，就是开发众生菩提心的方法，是如实知自心，自心自证，自心自觉的途径、条件和前提。用莲花曼荼罗来象征就是：

毗卢遮那本地常心，即是花台具体。四佛四菩萨，醍醐果德，如众实俱成。十世界微尘数金刚，密慧差别智印，犹如鬓蕊。十世界微尘数大悲万行波罗蜜门，犹如花藏。三乘六道、无量应身，犹如根茎条叶，发晖相间。以如是众德轮圆周备故，名曼荼罗也。然以如来加持故，从佛菩提自证之德，现八叶中胎藏身。从金刚密印现第一重金刚手等诸内眷属，从大悲万行现第二重摩诃萨埵诸大眷属，从普门方便现第三重一切众生喜见随类之身。若以轮王灌顶方之，则第三重如万国君长，第二重如朝廷百揆，第一重如宗枝内弼，中胎如垂拱之君，故花台常智，为大曼荼罗王也。[24]

这种组织结构也象征三句义，花台八叶为菩提心，第一、第二重为大悲，第三重为方便。或莲花台是实相自然智慧，莲花叶是大悲方便，其余三重自此自证功德流出。中台毗卢遮那佛象征本地常心（法身智慧），正方四叶中四佛象征如来四智，四隅四叶中四菩萨象征如来四行，叶间八金刚慧印象征八种善知识。三重诸尊诸印亦各有象征意义，中胎、八叶、三重，是胎藏曼荼罗的基本组织形式，而其中诸尊诸院之增减，《大日经》和善无畏所传稍有差异。

二 金刚智及其所传的瑜伽密教

金刚智（671—741），梵名[image: ]，音译跋日罗菩提，尊称金刚三藏。据吕向《故金刚智三藏行记》、混伦翁《大唐东京大广福寺故金刚三藏塔铭并序》等记载，金刚智原籍中印度，刹帝利种姓，[25]国王伊舍那靺摩第三子，后因南印度摩赖耶国人、节度使米准那将军表荐入朝，遂称南印度人。[26]按载，金刚智10岁时就在那烂陀寺出家，先后在寺内外学习《声明论》《法称论》、大小乘戒律，又拜师研习中观、唯识诸论。31岁往南印度，约在金刚乘兴起的驮那羯磔迦国一带依龙智学习金刚乘，先后承事供养达七年之久。《金刚智行记》说时龙智年700岁，金刚智从他“受学《金刚顶瑜伽经》及毗卢遮那总持陀罗尼法门，诸大乘经典并五明论，受五部灌顶，诸佛秘要之藏，无不通达”。[27]后来应捺罗僧伽补多靺摩国王之请，在摩赖耶国王宫建立灌顶道场，作法祈雨，受到赏识，国王建寺安置。

大约公元714年，金刚智率领僧俗弟子八人渡海，登上了师子国，至楞伽城，瞻礼无畏王寺佛牙，再往东南楞伽山、噜呵那国传法弘密，经历一年，返回南印。又在摩赖耶国王宫受供养，遂发愿往中国礼文殊师利菩萨并传法，国王遂派遣将军米准那护送，奉《大般若经》梵夹及诸珍宝香药等物进奉唐国。金刚智率徒众一行登舶泛海，先至师子国，再同波斯商船一起出发，经一月到达佛逝国。停留五个月后，又航海十万余里，历沿途岛屿小国，经种种海难，于开元七年（719）抵达广州。翌年初抵洛阳，再达长安。

金刚智在唐受到玄宗的诏见，敕令安置大慈恩寺，供养四事。越年，移住大荐福寺，又迁居资圣寺，间或随驾东都。史载凡所住之寺，必开曼荼罗道场，灌顶授法，广弘瑜伽密教。而“僧徒请法，王公问道”，“王公士庶无不宗仰”。[28]《开元录》并载：“沙门一行钦斯秘法，数就咨询，智一一指陈，复为立坛灌顶。一行敬受斯法，请译流通。”[29]开元十一年（723），应一行之请，金刚智开始在资圣寺译经，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七俱胝佛母准泥大明陀罗尼经》一卷，由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开元十八年（730），又在大荐福寺译出《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一卷、《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沙门智藏（不空）译语，一行笔受，并删缀成文。

金刚智在唐“广弘秘教，建曼荼罗，依法作成，皆感灵瑞”。[30]也因此多有他开坛行法、祈雨还魂的神迹传说，《宋高僧传》多有记载。金刚智也擅长绘画和建筑设计，曾在东都建造毗卢遮那塔，绘诸佛像，其工艺之精，史称方古未有。

开元二十四年（736），金刚智随驾西京。二十九年（741），敕准返归本国，行至东京广福寺患病，遂礼毗卢遮那塔，嘱咐弟子智藏等，于八月十五日灭寂。春秋71岁，夏腊五十一，敕令龙门安葬，后于奉先寺西岗起塔，树碑立传。至代宗朝，经弟子不空奏请，赠开府仪同三司，赐大弘教三藏谥号。

金刚智“名扬中国，业善南天”，[31]在唐弘密，广有法嗣。《宋高僧传》亦说：“两京禀学，济度殊多，在家出家，传之相继。”[32]《开元录》称“执总持契，所至皆验。秘教流传，寔斯人矣！”[33]金刚智的弟子中著名的有一行、义福、不空诸人，而后来继承师业、光大门庭的是不空。《宋高僧传》本传记载：金刚智凡“所住之刹，必建大曼荼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34]其中大慧禅师指一行，大智禅师就是禅宗神秀弟子义福。金刚智还有几名弟子惠恒、惠翷、惠浚、惠正等童子，后来转事不空。

金刚智博通经论，学兼空有，而以总持密教为特长，《开元录》称他“虽内外博达，而偏善总持，于此一门罕有其匹”。[35]所传持弘扬的密教则是瑜伽密教——金刚乘。金刚智传译的密典中，绝大部分是瑜伽密典，只有很少一部分属持明密典或陀罗尼密典。

金刚智传译的主要经典《金刚顶经瑜伽中略出念诵法》，按《金刚顶瑜伽十八会指归》的介绍，属《真实摄经》四大品中第一品《金刚界品》，其序品分归敬、述意二段，正文分十段，主要说金刚界大曼荼罗和五相成身观及其印咒仪轨。该经的密法称为金刚界，所谓金刚界，其字面意思为瑜伽境界中集会之圣众受如来加持灌顶而均得金刚之名号，或者说由诸金刚圣众集会之境界。深层的含义则为证得实相智体的瑜伽密法。金刚，一般作坚固不坏、常住不变之义，在此表实相智。不空在《理趣释》中解释说：“金刚者，证得佛地一切法自在，得证身口意三密金刚，于藏识中修道烦恼习气，坚若金刚难摧，用以大空金刚智三摩地，证得法身光明遍照毗卢遮那如来也。”[36]这是说证得平等三密（如来清净三业）智慧就是金刚，在瑜伽中以金刚智成就如来法身，就是金刚界。

金刚界圣众分五部：佛部、金刚部、宝部、莲花部、羯磨部。佛部以中方毗卢遮那佛为部主，金刚部以东方阿閦佛为部主，宝部以南方宝生佛为部主，莲花部以西方阿弥陀佛（观自在王如来）为部主，羯磨部以北方不空成就如来为部主。金刚界根本曼荼罗由五轮满月为中心组成，正中月轮为大日如来，其四方四波罗蜜菩萨，四方月轮中分别为四方如来及其四眷属菩萨，共十六大菩萨。四方月轮间为四内供养菩萨，大圆轮外为四外供养菩萨，四方四门为四摄菩萨，共成三十七尊。此外，有时增加贤劫千佛，再外为外金刚部二十天。金刚界法主要就是观想此中三十七尊出生义，自心与佛心相应，证悟五智三十七菩提分。五佛表示五智，观阿閦佛证大圆镜智，观宝生佛证平等性智，观阿弥陀佛证妙观察智，观不空成就佛证成所作智，观毗卢遮那佛证法界体性智。三十七尊表三十七菩提分法，但此三十七菩提分为佛智之三摩地智支分，法佛之德。观三十七尊，证三十七三摩地智。由得五智三十七三摩地智分，即于无上菩提皆不退转，离诸一切烦恼罪障，念念消融，证佛四种身：自性身、受用身（自受用、他受用）、变化身、等流身。

金刚界法中五相成身观，也就是菩提心月轮观，五相即通达心、菩提心、金刚心、金刚身、证无上菩提金刚坚固身（或佛身圆满）。首先于瑜伽中观察自心如月轮，清净圆明，但为云雾所覆。由此得悟众生自心本性清净，自心本具菩提净心，但为烦恼客尘所熏。只要除去烦恼云雾，净心自然显现。其次，发心进修菩提心，观佛性月轮澄静皎洁，无诸云雾尘垢，由此证悟一切妄想烦恼本体自空，了诸法本自不生，空有无碍。再次，观自心月轮中五股金刚杵形，纯真金色，放大光焰，周遍法界，复聚自心，由此证悟自心即是菩提心，染心即是净心。第四，观自身为金刚所成，随自意境界，自金刚身遍满虚空。而一切虚空界、一切如来身口意金刚界，由佛神力加持故，入于自身金刚中，由此得成金刚身。第五，观自身如佛庄严相好，受诸佛灌顶加持，证无上菩提，自身成等正觉，成金刚萨埵坚固身，于五智五身圆满。金刚界曼荼罗于瑜伽中转识成智，观身成佛，故称现证菩提。

金刚智所传的金刚界密法，除大曼荼罗之外，还有法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羯磨曼荼罗。简而言之，大曼荼罗是由诸尊本来形象组成，法曼荼罗是由诸尊真言心种子组成，三昧耶曼荼罗由标志诸尊之印契标帜组成，羯磨曼荼罗由绘画、雕刻、铸造、制作之表现各种动作威仪的形象组成。四种曼荼罗分别表示如来四智。金刚界密法亦说四种护摩法：敬爱、钩召、降伏、息灾，称四种眼。

三 一行及其《大日经疏》的主要思想

一行（683—727），亦称僧一行、释一行，俗姓张，名遂。据《旧唐书》本传载，唐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一带）人。[37]一行出生官宦世家，史称“家代忠孝，公卿相袭”。[38]曾祖为襄州都督、郯国公张公瑾，祖太象，官至户部侍郎。从祖太素，历位东台舍人、兼修国史，著述颇丰。[39]一行自小酷爱读书，加之天资聪颖，往往表现出不凡的才干。史称“十五志学，敏而好古。披习经史，日诵万言。备学九流，皆尽幽旨”。[40]尤其于易学钻研颇深，少小闻名。唐玄宗赞誉他“深道极阴阳之奥，属辞尽春秋之美”。[41]《旧唐书》本传记载，曾从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间深究其义，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尹崇惊叹不已，称赞如孔门颜子，一行由是大知名。[42]
一行年至21岁，父母相继辞世，遂豁然厌世，随荆州恒景禅师出家为僧。初至嵩山，拜大照禅师普寂为师，从习禅门。“契悟无生一行三昧，因以名焉”。[43]在嵩山以其博闻强记而声名远扬，曾使道高学富的嵩山隐士卢鸿叹服。[44]一行在嵩山约八九年时间，景云二年（711），睿宗敕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召，一行辞疾不应命。越年，步往荆州当阳山，依沙门悟真以习律。一行在当阳玉泉寺专习律藏，摘要律部典籍所有要文，集为《调伏藏》十卷，兼自注释。[45]至开元五年（717），唐玄宗再度征召，敕一行族叔礼部郎中张洽前往荆州，强令入朝，一行遂于是年应诏入京。

一行至京，受到唐玄宗的特别优待，史称圣上待以师礼，累岁居内，常与玄宗行坐相随，论理治国之道，往往成为皇帝的政治顾问，尤其不拘直言，谏诤于上，为史所称道。在长安的十来年中，一行最主要的还是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和佛教事业，在天文历法方面，他不但改进和创制天文、大地测量仪器《大衍图》和《覆矩图》，还同朝廷有关机构一起领导了两次大规模的天文、地理测量，归算出南北两地高度相差一度的距离，即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并根据测量数据编纂律历《大衍历》，为唐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佛教事业上，一行也有重大的建树。如他曾奏请皇帝召集天下义学名僧，开设论场，培养弘法人才。[46]尤其协助善无畏、金刚智译注密典、“扣枢真言”，为唐代密宗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密宗实际上是由善无畏和金刚智与他们共同的弟子一行一起建立起来的，一行不仅同时接受善无畏和金刚智所传的两系密法，开创了唐密中胎、金、苏三种密法并行合流的传统，而且请善无畏和金刚智译出密典，开坛传法。一行尤其注疏密典，阐述经义，建立了密宗的理论体系。

开元四年（716），善无畏至长安，一行即于翌年拜为师资，从受真言教胎藏密法。李华《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载：“禅师一行者，定慧之余，术穷天地，有所未达，咨而后行。”[47]开元八年（720），金刚智从南印度来华，一行又拜他为师，从受瑜伽教金刚界密法。《开元录》记载：“开元八年中，（金刚智）方届京邑，于是广弘秘教，建曼荼罗，依法作成，皆感灵瑞。沙门一行钦斯秘法，数就咨询，智一一指陈，复为立坛灌顶。”[48]一行师从善无畏、金刚智，秉承两部大法，并请翻译密典，广事弘传。开元十一年（723），一行请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经》。次年，又请善无畏译出《大日经》等，并亲自笔受承旨，兼删缀词理，史称“文质相半，妙谐深趣”。[49]一行请求翻译的《金刚顶经》和《大日经》，就成为唐代密宗尊奉的根本经轨。

《大日经》译出后，一行又请善无畏解说其义，并参照大小乘经论，撰集为《大日经义释》十四卷（或题《大日经疏》为二十卷）。崔牧《经序》载其“重请三藏和上敷畅厥义，随录撰为《记释》十四卷”。[50]温古《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序》载：“禅师又请三藏解释其义，随而录之。无言不穷，无法不尽，举浅秘两释，会众经微言。支分有疑，重请搜决，事法图位，具列其后。次文删补，目为《义释》，勒成十四卷。”[51]这部著作就成为中国密宗思想和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开元十五年（727）九月，一行积劳成疾，卧病华严寺。唐玄宗特集京城名德，设立大道场祈福。至十月八日，随驾行至新丰（今临潼东北今县）圆寂，英年45岁。一行圆寂后，在罔极寺停灵七日悼念，唐玄宗敕令东宫以下、九品以上京官送葬至铜人原，在蓝田设斋，举行盛大葬礼，并建塔于铜人原，唐玄宗亲自撰写碑铭并序，赐谥号大慧禅师。

一行撰写《大日经疏》，建立了唐代密宗的理论体系。在心性论上，一行主张心实相论。他阐释《大日经》，禀承鸠摩罗什以来的传统思想，尤其从中国佛心论的立场来看待《大日经》思想，他提出的心实相论或自心实相论，就带有这样一些特点。《大日经》也讲心性问题，其第一品就名之为《入真言门住心品》。住心，就是讲如何把握、体证和认识心性。《疏》抓住了该经这个中心议题，并作了高度概括说：“此品统论经之大意，所谓众生自心即是一切智智，如实了知名为一切智智。是故此教诸菩萨真语为门，自心发菩提，即心具万行，见心正等觉，证心大涅槃，发起心方便，严净心佛国。从因至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52]但《大日经》讲心、讲自心、菩提心，结合它的密法思想看，包含有晚出大乘经如来藏的思想，多少带有点瑜伽唯识的色彩。一行在很大程度上则从传统的实相论的角度来讨论《大日经》的心性论，他认为该经所说的就是“顿觉成佛入心实相门”，一般所说的诸法实相即是此经心之实相。《大日经》说菩提就是如实知自心，一行认为如实知自心，就是如实证知自心之实相，众生自心之实相即是菩提说，“心实相者，即是无相菩提，亦名一切智智”[53]。“心实相者，即是菩提，更无别理也。”[54]心实相，就是世界之本质、本原，心识之性质、纯粹的认识。而心和心之实相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不二；心、实相、菩提又是三种而一，心即是心实相、心实相即是菩提，相本同一而有三名，一行称为一法界心。

《大日经》认为心即是道，心即一切，心无分别，心无能所。求证菩提，当如实证知自心。《疏》认为如实证知自心的过程，也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心实相。《疏》认为就一切法而言，心实相本自无生无灭，毕竟常净。观五蕴、十二处，心不可得，无生无相，无有处所。就“真我”而言，心实相无有变易，永恒常住。一切性相悉从缘生，从缘生法，即是变化不定，有生有灭，自然无有自性。就三昧观相而言，心实相离一切相，无有分别。凡所观心相，都是有相，亦从缘起，而心实相出过众相，离诸因缘。《疏》认为经过即阴求心、离阴求心，皆不可得，相在亦不可得，乃至种种分析推求亦不可得。通过这样一个观察、认识过程，就可以悬悟自心本不生际，而本不生际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是究竟不思议中道义。本不生际是观察认识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一行《疏》心实相的具体内容，是一行心实相论的特点。《疏》说：“今真言行者，于初发心时直观自心实相，了知本不生故，即时人法戏论净若虚空，成自然觉，不由他悟，当知此观复名法明道顿悟法门也。”[55]法明道者，经中说：“此菩萨净菩提心门，名初法明道。菩萨住此修学，不久勤苦，便得除一切盖障三昧。”[56]而《疏》解释说：“法明者，以觉心本不生际，其心净住大慧光明，普照无量法性，见诸佛所行之道，故云法明道。”[57]一以得净菩提心为法明道，一以觉本不生际为法明道，二者的不同点显而易见。

《疏》还把经中真言阿字义，与自心本不生际的实相论巧妙地联系起来，说：“本不生际者，即是自性清净心，即是阿字门。以心入阿字门故，当知一切法悉入阿字门也。”[58]阿，即梵文元音字母“a”，《大日经》以阿字为大日如来之根本真言，也表本不生之义。但仅就真言阿字义而言，并没有把它和菩提心相提并论。善无畏解释阿字本不生义，也不出真言字门的范围。[59]一行摄取了善无畏给阿字以不生、空、有三义的解释，确定了他实相论本不生的中道含义。他发挥说：

经云谓阿字门一切诸法本不生故者，阿字是一切法教之本。凡最初开口之音皆有阿声，若离阿声，则无一切言说，故为众声之母。凡三界语言皆依于名，而名依于字，故悉昙阿字亦为众字之母。当知阿字门真实义，亦复如是，遍于一切法义之中也。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不从众缘生，从缘生者，悉皆有始有本。今观此能生之缘，亦复从众缘生。辗转从缘，谁为其本？如是观察时，则知本不生际是万法之本，犹如闻一切语言时，即闻阿声。如是见一切法生时，即是见本不生际，若见本不生际者，即是如实知自心。如实知自心，即是一切智智，故毗卢遮那唯以此一字为真言也。[60]

这里一行很巧妙地从真言阿字义，推导出万法之本的本不生际，再由本不生际符应本经如实知自心的命题和毗卢遮那之阿字真言。

一行《疏》的判教论，可概括为一道四乘判教，或顿渐四心判释、显密二教判释。一道，就是佛道，成佛之道。《疏》认为不论何教何乘，都归趣菩提大道，“唯以一道成佛，更无余道也，以佛佛同道故”[61]。根据该经大日法身说的观点，一行认为法身佛大毗卢遮那以神力加持三昧，“普为一切众生示种种趣所喜见身，说种种性欲所宜闻法，随种种心开观照门”。[62]又说大毗卢遮那“为无量众生广演分布，随种种趣、种种性欲、种种方便道，宣说一切智智。所谓安立无量乘，示现无量身，各各同彼言音，住此威仪。而此一切智智道犹如一味，所谓如来解脱味”。[63]所以“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种种因缘，随宜演说，无非为此三句法门（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究竟同归，本无异辙”[64]。

这就是说，不论哪一佛说哪一经，释迦牟尼佛之说《般若经》还是毗卢遮那佛说《大日经》，不论佛在什么时说什么教，鹿苑时还是方等时，说声闻教还是菩萨教、顿教还是渐教，都是大日法身佛之加持身所说，所言无非解脱之道、成佛之道，其实质都是相同的。不同佛、不同时、不同教，只是随众生不同而设立的方便道。方便虽不同，而究竟同归，如同万流归趣大海。“种种色味入大海之中，皆同一色一味，无有差别，不可变。如来大海亦如是，一切万法万行入此中，皆同一不思议解脱三味，无有差别也。”[65]
一行《疏》判释教相，说《大日经》横统一切佛教，横竖统摄十二部经。说唯蕴无我，即摄小乘三藏；说法无我性，即摄大乘中八识、三无性义诸经；说极无自性，即摄《华严》《般若》诸经；说如实知自心，即摄如来秘密藏。故《疏》中称此经法为佛性一乘，或秘密一乘，或一切乘自心成佛之教。《疏》之判教概括为一道四乘，其一道，即基于此一乘、一教的说法，而取自于“一道成佛”、“佛佛同道”、“本无异辙”的说法。道，既指道路、菩提、佛，亦含有教说、教法、乘之意。一道，即是一教、一乘。因为经中含有一教一乘的意思，《疏》明确提出一道、一乘、一教（一切乘之教），故密宗中出现了圆教的判释思想。最早温古在其《义释序》中判释《大日经》为秘藏圆宗，后来晚唐时元政等判释为一大圆教，日本入唐僧圆仁、圆珍承其教判，均主一大圆满之教。辽代觉苑、道[image: ]也判《大日经》为圆教。

四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秘密乘，前二者统称二乘、小乘；菩萨乘，即大乘，与前二乘统称三乘；秘密乘，也属于大乘，称大乘密教、秘密大乘。《疏》说：“略说法有四种，谓三乘及秘密乘。”[66]一道四乘，就是如同在一条道路上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四辆车，同一个目标、同一条道路，每辆车的快慢速度却不一样。《疏》中引用龙树的话，以为四乘之差如远行，小乘如乘羊而去，久久才到；大乘如乘马而行，速度较快；而密乘如乘神通，于发意顷便至所旨。又说：“今此教诸菩萨则不如是，直以真言为乘，超入净菩提心门。若见此心明道时，诸菩萨无数劫中所修福慧自然具足。譬如有人以舟车跋涉，经险难恶道得达五百由旬。更有一人直乘神通，飞空而度，其所经过及至到之处，虽则无异，而所乘法有殊。”[67]
当然，一行这样判释并不是简单类比了事，而是以顿渐四心论为其理论根据。从对心性的不同层次的认识来立论的。《疏》认为三乘各别，诸教有差，是因为对心实相的认识有深浅程度不同，因而有顿渐区别。密乘直以真言为乘，超入净菩提心门，因而是顿觉成佛入心实相门，是顿教。其他一切经中，说种种不同教法，渐次开实相门，是渐教。所谓“不同余教以心性之旨未明故，五乘殊，辄不相融会也”。[68]《疏》以三兽渡河之喻来说明渐教之次第深浅不同，[69]对心实相认识之深浅程度，大分有四心不同：出世间心、无缘乘心、极无自性心、如实知自心。出世间心，解了唯蕴无我，但心没蕴中，认识最浅，小乘三藏中即说此心。无缘乘心（或他缘乘心），解了法无我性。但心没法中，认识次深，《楞伽经》《解深密经》《胜鬘经》以及唯识诸论说此心。极无自性心，解了自性无性，但心没心实际中，认识更深，大乘《般若》《华严》诸经即说此心。如实知自心，依三密加持，一念心中直观十缘生义，上穷无尽法界，下极无尽众生界，其中一切心相皆能了了觉知，以皆从缘起，即空即假即中，法尔如是，本不生际。故《大日经》说如实知自心即是菩提，亦名一切智智。秘密乘初发心时直观自心实相，证知自心即是心实相，即心是道，认识极深至深。

显密二教判释，判渐教为显教，判顿教为密教。显教亦称常教、余教（密教之外其他教）。《疏》说：“秘密者，即是如来秘奥之藏。久默斯要，如优昙花，时乃说之，苟非其人，则不虚授，不同显露常教也。”[70]这是最早以显露常教指三乘的说法。《疏》中密教、密乘、秘密教、秘密乘，都是通称，真言乘有时也作为通称，但多指开元时传入的密教，亦即密宗本派。《大日经》法称为《大日经》宗、大日宗、胎藏教；《金刚顶经》法称为金刚顶宗、瑜伽宗；持明密教称持明宗、持明教，或分别称苏悉地教等。

一行在成佛论上，提出一生成佛论。一生成佛也是《大日经疏》中强调的一种说法，显教中一般认为众生罪业深重，须经三阿僧祇劫才能渐除业垢，修至佛道。但《疏》认为修行成佛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修行的方法如何，如果在生身尚存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法，促使各种条件成熟，万行具足，就能净除三业，超越三劫，便在此生之内成就佛果。《疏》说：

若依常途解释，度三阿僧祇劫得成正觉。若秘密释，超一劫瑜祇行，即是度百六十心等一重粗妄执，名一阿僧祇劫。超二劫瑜祇行，又度百六十心等一重细妄执，名二阿僧祇劫。真言门行者复越一劫，更度百六十心等一重极细妄执，得至佛慧初心，故云三阿僧祇劫成佛也。若一生度此三妄执，即一生成佛，何论时分耶！[71]

《疏》认为众生自心即是心实相，众生本来就具足净菩提心，如同矿石一样，菩提真金就含藏在众生矿石之中，如果具足条件，使用正确的冶炼方法，就能除去矿垢，使真金显现。这个过程也同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样，只要以曼荼罗修法为条件，具三密方便，就能开发自心菩提，这也就是由浅入深地认识心相及至心实相的过程。《疏》认为显教中勤修十地、越度三劫，或能成佛，或不一定能成佛，而密教以三密方便，一生满足十地，超越三劫，一生成佛。《疏》说：“行者以此三方便，自净三业，即为如来三密之所加持，乃至能于此生满足地波罗蜜，不复经历劫数，备修诸对治行。”又说：“今此真言门菩萨，若能不亏法则，方便修行，乃至于此生中逮见无尽庄严加持境界，非但现前而已，若欲超升佛地，即同大日如来，亦可致也。”[72]
第三节 密宗的发展与昌盛

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到德宗贞元年间（742—805），是密宗的发展昌盛时期。在这半个世纪之内，由于不空及其弟子们的大力弘扬，以及诸代帝王的直接支持，密宗迅速达到了鼎盛阶段，不仅在首都长安形成以大兴善寺、青龙寺为主的密教中心，而且遍布全国，洛京汴州、吴越南岭、巴蜀河西、燕晋五台，都有密宗僧人的活动踪迹。及至海外诸国，近者如朝鲜、日本，远者如爪哇、印度，也都有人前来求取密法。密宗僧人也有前往印度等地传法者，实际上唐都长安也是当时东亚密教的中心。

一 不空的求法活动

不空（705—774），法名智藏，密号（登坛灌顶号）不空金刚，梵文[image: ]，音译阿目佉跋折罗，肃宗为了表示尊崇，不指其名，但称其号，故至德三年（758）正月之后行用不空之号。不空祖籍北天竺，居家摩揭陀国耆阇崛山，[73]父婆罗门种姓，母康居（今乌兹别克之撒马尔罕一带）人。早年父母双亡，抚育于舅家，便随母姓。[74]10岁时，随舅东迁武威，[75]定居祁连山北之昭武城。[76]据《大广智三藏和尚之碑》记载，不空13岁随舅游历太原府，不久入长安，事师金刚智，15岁落发，[77]取名智藏，进而授菩提心戒，引入金刚界曼荼罗，灌顶掷花，得号不空金刚。开元十二年（724），20岁时于一切有部戒坛进具戒。开元十八年（730），金刚智在大荐福寺译《文殊五字经》《观自在瑜伽法要》等经，不空充当笔受。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敕准归国，不空随侍前往。自长安而洛阳，至河南广福寺，金刚智灭寂，不空时年37岁。

天宝元年（742），不空为求取四千颂瑜伽教法，前往师子国求法。是年初，不空率弟子含光、惠辩及俗弟子李元琮等初至南海郡（治今广州），应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鳞的再三请求，在法性寺建立道场，灌顶传法，度人亿千。[78]这是不空首次传法度人，也是密宗初次传播于岭南。十二月，不空登昆仑商船启程。经诃陵国界，于次年末到达师子国海口城，受到国王尸罗迷伽的热情欢迎，留宫中供养七日。后敕不空住佛牙寺，该寺为三十年前金刚智居住并传播金刚乘的地方。是时金刚乘在当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有普贤阿阇梨者，“位邻圣地，德为时尊”，[79]不空就拜他为师，供献金宝锦绣等物，从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教法及五部灌顶。[80]之后不空又遍访师资，研习密教及诸经论。《行状》说：“自尔觉无常师，遍更讨寻诸真言教，并诸经论五百余部。本三昧诸尊密印，仪形色像，坛法标帜，文义性相，无不尽源。”[81]后不空又渡海到印度诸国，遍礼圣迹，咨访密教。天宝五年（746），携带师子国王尸罗迷伽王奉进的国书及金璎珞、《般若》梵夹、诸宝、白[image: ]等以及所求经论五百余部，又从海路返国。至年底或翌年初回到长安。

二 不空的传法译经

不空从师子国留学归来，受到了唐玄宗的重视。先是有司敕住鸿胪寺，不数日便敕请入内，建立曼荼罗坛场，玄宗受五部灌顶，之后移住净影寺。是岁夏季大旱，不空入内祈雨，得赐紫袈裟绢200匹。后来又依敕止风效验，“帝倍加敬，恩名号为智藏”，[82]即赐予大广智不空三藏的名号。这时也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从师子国带来的梵夹有不少是此时译出。[83]
不空在回来后的两三年之内，开坛灌顶、译经传法、祈雨止风，打开了中兴密宗的局面。但到了天宝八年（749），玄宗因故敕其“许归本国”。[84]不空被勒令归国，行至韶州（今广东韶关一带），以路次染疾，寄止不前。[85]至天宝十二年（753），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上奏玄宗，说不空“行次染患，养疾韶州，令河西边陲请福疆场”。[86]于是不空结束了长达四年的岭南流放生活，北赴河西。途经长安，敕准止栖保寿寺。月余之后，即赴河西。十三年，抵达武威，受到哥舒翰等人的迎候，得到一切供给。不空在武威期间，与哥舒翰、封常清、田良丘等一批有势力的军政人物结下深厚关系，也与皇太子李亨有联系，为他以后显居高位起了很大作用。不空在武威住开元寺，设灌顶坛，开翻译场，大事弘密。《贞元录》载不空“译佛经，兼开灌顶，演瑜伽教，置曼荼罗，使幕官僚咸皆谘受五部三密，虚往实归”。[87]《行状》载：“节度已下，至于一命，皆授灌顶。士庶之类，数千人众，咸登道场。”[88]不空在武威应哥舒翰之请，也翻译了不少经轨，主要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由司马行军、礼部郎中李希言笔受；《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五卷、《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卷、《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轨》一卷，均由节度判官、监察御史田良丘笔受。

天宝十四年（755）七月，发生安史之乱，哥舒翰、田良丘等入朝平叛。翌年正月，皇太子监国，五月皇太子下敕河西，急诏不空入朝，不空立即起程，赶赴长安。自此不空结束了长期流放充边的生活，开始了他一生中的辉煌时期。

不空到长安，敕住大兴善寺。不久长安失守，玄宗逃往四川，皇太子拥兵北上，并在灵武建号称帝。不空也就在此紧急关头，暗中为肃宗出谋划策，取得了政治资本。《行状》记载说：“至德中（757），銮驾在灵武、凤翔。大师常密使人问道，奉表起居，又频论克复之策。肃宗皇帝亦频密谍使者到大师处，求秘密法，并定收京之日，果如所料。”[89]《碑铭》亦载：“至德中（757），肃宗皇帝行在灵武，大师密进《不动尊八方神旗经》，并定收京之日，如符印焉。”[90]这些记载为档案史料所证实，后来不空在至德三年（758）正月二十三日的上表中奏道：“及陛下北巡，不空虽不获陪侍，弟子僧含光等归从西出，又得亲遇銮舆。崎岖戎旅之间，予闻定册之议。不空虽身陷胡境，常心奉阙庭，频承密诏，进奉咸达。”[91]充分证明在长安沦陷期间，不空确与肃宗有过密切往来，曾为肃宗提前登上皇位并克复长安出谋划策。他的弟子含光等后来从武威东来时，正遇肃宗北上，便随侍左右，效力驾前。

平定安史之乱后，不空深得肃宗的崇信，凡建坛兴法，均得大力支持，肃宗及诸中宫臣僚亦对不空及其所弘之密教深信不疑。肃宗在回答不空进宝生像的批语中就说：“诸佛仪形，优昙希现。如来密藏，神咒难思。师大启空宗，能持秘印，以兹正法，弘护朕躬，倍受奉行，深为利益也。”[92]宫苑都巡使史元琮上表说：“臣窃观度灾御难之法，不过秘密大乘。大乘之门，灌顶为最。”“其道场有息灾、增益之教，有降服、欢喜之能。奉此功力，以灭群凶，上滋圣寿无疆，承此兆久清泰。”[93]他把平定安史之乱、肃宗登基皇位归结为密法的功效。肃宗信其教，崇其人。至德二年（757），为示尊崇，不斥智藏之名，但称不空之号。

不空亦积极向肃宗传法，并发展密宗。乾元元年（758）九月一日，不空向肃宗进献虎魄宝生如来一躯，并梵书《大随求陀罗尼》一本。表中称：“像能光明洞彻，如陛下光宅四维。明能威似魔怨，如陛下威降万国。”还说：“谨按《金刚顶经》，一切如来成等正觉，皆受宝生灌顶。乃至陛下玄功格天，正法理国，事与时并，若合符契。伏愿少修进念，缄而带之，则必持明照回，广王化于东户；本尊敷佑，延圣寿于南山。”[94]乾元三年（760）闰四月，应史元琮奏请敕准，不空在大兴善寺为国开灌顶道场。八月，奉敕率弟子三人到终南山智矩寺修功德。

同时，不空也在肃宗的支持下再开译场译经。乾元元年（758）三月，上表请求搜补译诸寺遗存之梵夹。既得敕准，广搜中京慈恩、荐福等寺，东京圣善、长寿、广福诸寺，及州县舍寺村坊所藏的义净、流志、善无畏、宝胜等带来的遗存梵夹，未译的译出，破损的加以修补。六月十一日，祠部又下告牒，令不空在兴善寺开译场传译密典及大小乘经论，由此不空之传译事业大进一步。自后至代宗朝，不空大量翻译显密经轨，据其《三朝所翻经论入目录流行表》及诸经录的著录，不空在大历七年（772）前译71部、96卷，之后译40部、44卷，前后共译111部、140卷。[95]其中显教经典13部20卷，密教经轨88部120卷。密典中属于金刚顶系统的有29部33卷，持明系的有23部31卷，以瑜伽法改编为经法系的有14部14卷，陀罗尼系的有12部15卷，胎藏系的有3部3卷，其他的有2部2卷。另外，其中有8部8卷属不空撰述。不空组织译经，参加助译者大都是当时在两京乃至全国有名的僧人，有的是其弟子。其中有怀感、飞锡、子翷、建宗、归性、义嵩、道液、良贲、潜真、慧灵、法崇、超悟、慧静、圆寂、道林等人。不空兼通梵汉，有不少经属自己单独翻译。不空译经直接得到皇室的支持，所需经费或由国家支付，或由诸王大臣捐助，其中还有地方官吏，如鄜坊等州都防御史杜冕曾有一次捐助五千五百余贯。

不空在代宗时期，以大兴善寺为中心，译经传法，建寺造院，度僧授戒，广修功德，大大发展了密宗的势力，提高了密宗在佛教诸宗中的地位。而他自己作为释门领袖，影响和左右着代宗的宗教政策，实际上他扮演了代宗高级顾问的角色。他的地位，如圆照所说“冠绝今古，首出僧伦”。[96]不空的一切宗教活动，除了发展本宗之外，紧紧围绕着护王护国这一主题，直接为皇室政权服务，因而才得到皇权的全力支持。

不空在代宗时期广开灌顶道场，光大门庭，扩大了密宗的势力和影响。广德元年（763）十一月十四日，经奏请敕准，每年夏中及三长斋月建立灌顶道场。表称：“毗卢遮那包括万界，密印真言吞纳众经。准其教，宜有顿有渐，渐谓声闻小乘登坛学处，顿谓菩萨大士灌顶法门，是诣极之夷途，为入佛之正位。顶谓头顶，表大行之尊高；灌谓灌持，明诸佛之护念。超生出离，何莫由斯。”故建立灌顶道场，“严净花以开觉，使有识而归真。庶边境肃净，圣躬万寿”。[97]此灌顶道场初设内禁，后置大兴善寺。大历三年（768），开坛灌顶，“近侍大臣、诸禁军使，敕令入灌顶道场，道俗之流，别有五千余众”[98]。可见其弘法之盛。不空经常举行规模宏大的祈雨息灾及修功德等法事活动，其中大历五年（770）七月，往五台山修功德，至太原设万人斋。代宗敕“取太原府诸邑官钱物，准数祗供，勿使阙少”[99]。可见其规模之空前，重视程度之高。

不空度僧授戒，继兴一切有部戒律，史称他“一切有部独为宗师”。[100]大历六年（771）三月，不空先在大兴善寺设立施戒方等道场，四月，保寿寺临坛大德慧彻等人奏请不空开坛授戒，其奏文称：“伏以三藏国师释门墙堑，四海瞻仰，两京宗承。清净戒坛，事资宿德。伏请登坛秉法，为众授戒。”[101]祠部下牒敕准。翌年六月，不空奏请修葺荐福寺戒坛院，代宗敕赐院额，抽诸寺名行大德律师七人，四季为僧敷唱戒律，六时奉敕为国修行三密法门，每年为僧置立戒坛。《行状》记载，不空之登坛受戒弟子有两千。

不空还大兴念诵讲经活动，为李氏王朝祈福。大历二年（767）二月，不空奏请在化度寺文殊师利护国万菩萨堂，置念诵僧十四人，于每年三长斋月建道场为国念诵。所选大德为“或业茂真言，学通戒律。或敷宣妙旨，转读真乘”者。[102]三月二十六日，奏请在五台山金阁、玉华、清凉、华严、吴摩子五寺，各置道行僧二十一人，常转《仁王护国般若经》和《大乘密严经》。大历五年（770），奏请在太原大唐兴国太崇福寺净土院，置灌顶道场，简择十四僧为国常诵《佛顶尊胜陀罗尼》。号令堂于三长斋月、每年十斋日，合寺僧奉为高祖至肃宗七圣转《仁王经》。

不空倡导讲经演法，亦成一时风气。大历六年（771）二月，奏请章敬寺大德惠林在保寿寺开讲诸经。七年八月，奏请超悟法师在化度寺开讲《大涅槃经》。八年，奏请京城两街各置一寺，讲新译《大虚空藏经》。其中章敬寺大德元盈法师在保寿寺开讲，资圣寺大德道液法师在西明寺开讲。不空译出《文殊功德经》之后，奏请天下新置的文殊院中长时宣讲，大寺七僧，小寺三僧，宣讲念诵。此外，大历二年（767）三月，不空奏请原五台山吴摩子寺改名大历法华之寺，常为国转《法华经》。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凡国家举行较大的佛教法事活动，大都由不空奏请进行。而这些活动也完全超出了密宗的法事范围，当然密宗的势力和影响也由此得到发展和扩大。

不空在代宗时期大力建造寺院，永泰二年（766），不空上表呈请，愿舍衣钵于五台山建造金阁寺，得到敕准，由其弟子含光主持兴建。《宋高僧传·道义传》载，是年“蒙敕置金阁寺，宣十节度助缘”。[103]《旧唐书·王缙传》载：“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供给金阁。[104]金阁寺从大历元年（766）开始建造，经五年建成。《旧唐书·王缙传》载：“五台山有寺金阁，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105]后来日本入唐僧圆仁巡礼至五台山，亲见金阁寺规模，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描述说：“阁九间、三层，高百尺余。壁跂椽柱，无处不画。内外庄严，尽世珍异。颙然独出杉林之表，白云自在下而叆叇，碧层超然而高显。”[106]金阁寺有坚固菩萨院、七佛教诫院、普通道场、经藏阁、持念曼荼罗道场、普贤堂等院堂道场。可见，不惜巨亿而建造的金阁寺，规模宏伟，尊像雕饰富丽堂皇，独出五台诸寺。

在建造金阁寺的同时，不空又奏请在五台山另建玉华寺。大历三年（768）十一月敕准，由兴善寺上座行满准金阁例检校营造。另外，又奏请修造五台山六处普通供养舍。大历七年（772），不空奏请天下寺院置文殊院。翌年冬，奏请在大兴善寺建造文殊阁。《行状》载，凡出库财约三千万数，代宗自为阁主。上梁之日，特赐千僧斋饭，并上梁赤钱食物。不空称：“自佛法东来，向欲千载，古之王者岂不修福？弘益广大，实未有如今之皇上！”[107]代宗崇佛之极，此话不为过。

不空在肃、代二朝，通过其宗教活动及相关的政治活动，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旧唐书》说他“通籍禁中，势移公卿”[108]并不过分。不空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对皇帝产生的影响，是一般公卿所望尘莫及的，他以一个僧侣的身份所受到的特殊礼遇和拥有的权势，也是史无前例的。永泰元年（765），代宗制授特进试鸿胪卿，仍赐号大广智不空三藏，此为正二品文散官。大历九年（774）六月，加开府仪同三司，此为从一品文散官。又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此为从一品爵位。七月，赠司空，此为正一品职事官位。前后十年之间，不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他与皇室的密切程度和所能产生的影响，再无第二人可与之匹敌。

不空在经济上也颇具势力。《旧唐书》说他“争权擅威，日相凌夺。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109]。除了享受正二品的厚禄外，他还得到皇帝的大量赏赐。据《行状》记载，大历三年（768）不空在兴善寺立道场，代宗赐瑞锦褥12领、绣罗幡32口，价值千万。大历五年（770），不空从五台山修功德回来，赐束帛甚厚。六年（771）春，敕赐道场绣罗幡24口、绣缦天1个、绣额1个。同年十月圣诞日，奉进所译经论并目，赐绢510匹。是年，赐乳牛5头并犊。七年（772）春，赐绢100匹。修文殊阁，凡出正库财约三千万数。八年（773）春，赐绢200匹。五月，译《萨路荼王经》，赐绢220匹。九年（774）正月，赐采60匹，四月赐绢300匹。按不空《遗书》中所说，不空临终时积金87两，银220.5两，嘱施入金阁、玉华二寺。不空属下还有田庄，广福寺金刚智塔院亦有庄园，翻经院所属田庄有鄂县汝南庄并新买地，御宿川贴得稻地、御南菜园，还有祥谷柴庄（似为封户）。

大历九年（774）春，不空患病，代宗存问再三，史称中使名医，相望道路。五月七日，不空作遗书，托付弟子慧朗等及大兴善寺直岁慧达、典座明彦、都维那法高、寺主道遇、上座潜真等。六月十五日上《临终陈情辞表》，并奉进五钴金刚铃杵及银盘子、菩提子、水精念珠并合子等。同日入寂，行年70岁，法腊50岁。代宗特此辍朝三日，降中使宣慰徒众，并赐绢300匹、布200端。十八日，敕令诸弟子特着孝服，行孝子丧仪。又手诏所需米面油柴诸物供给，并手诏择地建塔及葬日诸事。七月五日，敕赠司空。六日，葬于凤翔之南少陵原。是日赐谥号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和上。毗荼之后，于住院起塔。

不空灭寂而受赠司空，皇帝辍朝三日，弟子行孝子丧仪，亚相作文，王傅书字，令史家感叹。圆照无不感慨地说：“自古高僧硕德宠遇殊恩，生时则荣，殁则已矣。今大辨正三藏和上则不如是，生承恩渥，历事三朝，授以列卿，品加特进。及卧疾也，劳问相仍，中使名医，晨夕相继。特加开府，封肃国公。洎乎薨焉，上弥震悼，辍朝三日，赐赠增优，授以司空，谥大辨正，仍号和上，先古未闻。”[110]赵迁在《行状》中也感叹说：“如是大师，其存也，三朝帝师。其殁也，万人哀痛。教法悬于日月，生死沾于雨露。三七僧人常入天宫之会，三千门士犹承圣上之恩。且佛教东来向近二千载，传胜法，沐光荣，实未有与大师同年而语者也！”[111]赞宁叹不空“生荣死哀，西域传法僧至此，今古少类矣！”[112]
三 不空译著的主要密法

不空翻译经典及其传法活动以密教为主，同时也兼及大乘和小乘教法。他翻译并极力传扬《仁王般若经》《密严经》《文殊功德经》《虚空藏经》等，又把《仁王经》和《法华经》的有关内容改编为密教仪轨。他很重视与金刚乘思想有关的大乘唯识经论，于小乘教法则极力推行一切有部律。

不空传持的密教，以金刚乘瑜伽密教为主，辅之以持明诸部和经法部以及陀罗尼、胎藏部密教。其瑜伽密教，最基本的密法和思想与金刚智所传的一致，但范围及内容有所扩大。金刚智传译的基本上是《真实摄经》及其金刚界大曼荼罗法和五相成身观，不空除以此为基础传持之外，还对新传入的十八部《金刚顶经》的有关内容做了全面介绍，为此专门写了《十八会指归》。不空传译了十八会《金刚顶经》的一、四、六、八、十一诸会的主要内容和其他诸会的部分内容，重点传译第一会和第六会。第一会《真实摄经》，金刚智只传译了第一品《金刚界品》，而不空介绍了包括其他三品在内的所有内容。他全部译出第一品，而节译的有关降三世、观世音、虚空藏类的仪轨，大都出自其他三品。三、四品同第一品一样说六曼荼罗，第二品说十曼荼罗，比其他三品增加了大、三昧耶、法、羯磨四种教敕曼荼罗。

第六会《大乐不空三昧耶真实瑜伽》，不空全部译出本经，也译出部分仪轨，如《金刚顶瑜伽化他自在天理趣会普贤修行念诵仪轨》等。《般若理趣释》和《十七尊释》是对此经的解释之作。其中主要说毗卢遮那佛和八大菩萨及外金刚部诸曼荼罗仪轨及十七尊曼荼罗义。《理趣经》及其《释》中主要说大乐法。大乐法，全称大安乐不空金刚法，一般称为金刚萨埵法或普贤金刚萨埵法，也称金刚手法。大乐不空金刚，亦金刚萨埵的异名，金刚萨埵，瑜伽密教中亦为金刚手，与普贤菩萨同体异名。菩萨现寂静相即是普贤，菩萨现忿怒相即是金刚萨埵。《理趣释》解释说：“金刚手菩萨摩诃萨者，此菩萨本是普贤，从毗卢遮那佛二手掌亲受五智金刚杵，即与灌顶，名之为金刚手。”[113]不空传持的瑜伽密法中特别注重大乐法，他不仅传译《大乐经》及其仪轨，而且从其他诸会中选译出有关的金刚萨埵法。如从第八会《胜初瑜伽经》中选译出《大乐金刚萨埵修行成就仪轨》《金刚顶胜初瑜伽经中略出大乐金刚萨埵念诵仪》《金刚顶胜初瑜伽普贤菩萨念诵法》。从其他会中选译出《普贤金刚萨埵略瑜伽念诵仪轨》《金刚顶瑜伽金刚萨埵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

普贤金刚萨埵法或大乐法，是不空所传瑜伽密法的一大特点。大乐金刚法，以金刚萨埵曼荼罗为中心，金刚萨埵曼荼罗由金刚萨埵主尊和十六大眷属菩萨组成，其中金刚萨埵月轮四方之欲金刚、触金刚（吉利吉罗）、爱金刚、慢金刚四秘密菩萨，与主尊合称五秘密菩萨，其余由见、适悦、贪爱、自在四内供养金刚，春、云、秋、雪四外供养金刚，色、声、香、味四门金刚三部组成。大乐法就是观想此十七尊曼荼罗、证悟《理趣经》所说甚深般若理趣十七清净句。此十七清净句的根本精神就是大欲大乐。就结果、境界、目的来讲，贪染即是清净，三毒即是醍醐，世间即是出世间，众生即是佛。二者在本质上无二无别，是同一的和统一的。就修行、趣入的方法来讲，以染伏染，以毒攻毒，对执着于贪欲的人，就要通过观察和认识贪欲的方法来对治其错误，对贪恋世间法的人，就要以他所能接受的世间法来引导，使其最终认识到世间之虚幻本质，这种方法就叫“欲解脱”。《大乐经》解释说：“所言大欲者，谓离诸过失，了达究竟法，是名为大欲。”“所言大乐者，谓真实妙理，即金刚萨埵，出生所依故。”[114]在瑜伽观想中，诸尊皆从金刚萨埵流出，故说“出生所依故”。意谓大乐即是万物之源、世界之本、证悟之最高境界，所以也就是真实妙理。“所言欲解脱，谓大欲大乐，善获诸成就。诸成就乐句，是即大乐法，是名欲解脱。”[115]修大乐法就是让修行者领会大乐的精神，如观想金刚萨埵，即知此尊表诸佛普贤之身，周遍器世间及有情世间，以其无边自在、理常体寂、不妄不坏故，名之为大乐不空金刚。观想手持箭的欲金刚，即知以大悲欲箭害二乘心。观想住抱持相的触金刚，即知不舍众生而得解脱，触性即是菩提。此大乐思想在《大乐经》中以一首偈作了总结：

菩萨胜慧者，乃至尽生死，恒作众生利，而不趣涅槃。般若及方便，智度悉加持；诸法及诸有，一切皆清净。欲等调世间，令得清净故；有顶及恶趣，调伏尽诸有。如莲体本染，不为垢所染；诸欲性亦然，不染利群生。大欲得清净，大安乐富饶；三界得自在，能作坚固利。[116]

从此可以看出，大乐思想是大乘菩萨思想和世间思想的继续与发展。

与金刚萨埵法相联系，不空传持的密法中，忿怒明王法也很突出。不空不仅传译《金刚顶经》中的有关忿怒明王法，而且传译、改编持明密典中的有关忿怒菩萨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降三世明王法、阎曼德迦明王法、甘露军荼利明王法、不动明王法，以及圣迦抳金刚童子法、乌刍涩摩明王法等。忿怒明王法主要用来调伏恶敌、恶魔及贪欲障难等难调伏者，被认为具有强大的威慑震撼力。其主尊大都由瑜伽密教中的主要菩萨化现，如降三世明王由普贤菩萨化现，阎曼德迦明王由文殊菩萨化现，迦抳童子由金刚手化现。忿怒明王形象均现畏怖、大力、多面多臂、执著器杖等，曼荼罗坛多作三角形。

与忿怒明王相类的天王法，在不空密法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毗沙门天王法及摩利支天法最突出。不空注重忿怒明王和天王诸法，与他护国护法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就有不空以毗沙门天王法在西部边地退敌、以不动明王法助肃宗平定安史之乱的故事流传，档案史料亦记载，战乱之际，不空往往入内建辟魔法会。

菩萨法中，文殊法、观音法及虚空藏法，在不空密法中比较重要，其中文殊法尤为不空所重。他不仅传译了《金刚顶瑜伽经》中的文殊五字法，还译出大乘显教的《文殊师利佛刹功德庄严经》。而且奏请天下寺院设置文殊阁，塑文殊像，诵文殊经，亲上五台山文殊道场修功德，建金阁、玉华二寺于其上。又奏请天下僧尼普诵据称文殊推重的《佛顶尊胜陀罗尼》，五台山文殊信仰广泛流行，不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顶轮法也是不空密教的一个重要内容。顶轮法即佛顶轮王法，是从佛顶法中发展出来的一类密法，盛行于南印流行的晚期持明密教中，菩提流志首先传入中国。按《十八会指归》，《摄真实瑜伽》第二会一印曼荼罗中，亦说大佛顶及光聚佛顶真言及印契，不空以为亦通一字顶轮法。据可靠的经录著录，不空至少翻译、编纂了七部有关顶轮法的仪轨及真言，不空传持的顶轮王法，以一字顶轮王法为主，一字顶轮王为金轮王，一切佛顶轮王中最胜。金轮王佛顶根本曼荼罗由法轮中主尊金轮王及其轮、珠、女、象、马、兵、主藏七宝和诸眷属组成。不空除传持独部顶轮法之外，亦将此法引入金刚界密法中。不空传持顶轮王法，除有其功用方面的原因和其本身的意义之外，主要以此来象征世间之转轮圣王。不空将肃宗、代宗比之为转大乘法轮、以正法理国的金轮帝王。行持顶轮法，则有助于宣扬帝王盛德，“广王化于东户”，又借帝王之助，传扬佛法于中土。

修持大乘经法也是不空密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大乘经法，就是以密教的三密法来修持大乘经典及其有关内容。不空修持的大乘经典主要是《仁王般若经》和《法华经》，他重译《仁王经》，代宗亲自为其制序。为了修持此经，不空编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仁王般若念诵法》《仁王般若陀罗尼释》各一卷。不空为修持《法华经》，编撰《成就妙法莲花经王瑜伽观智仪轨》，由归敬、曼荼罗、持诵观想三大部分组成。其曼荼罗由中胎八叶上释迦牟尼佛和八大菩萨为中心组成。《仁王经》和《法华经》的持念仪轨具有共同特点，就是以胎藏和持明法来建立曼荼罗坛法，以瑜伽法为主建立观想法。

四 不空的主要思想

不空所处时代，正值唐朝国运从开元盛世的巅峰，经安史之乱以及吐蕃东侵、皇权更迭等事件，跌落到了一个低谷。盛世清明和内忧外患的强烈反差，铸就了不空思想的性格，影响了不空思想的个性发展。

不空的思想体系，以大乘显密思想为基本架构，以密教思想为其核心，以中国佛教实践的现实需要为建构思路，儒道等中国传统思想也成为其组成部分。他的本体论思想，以瑜伽密教思想为主，结合真言密教思想，尤其吸收了《大日经》及其疏释的思想；他的佛身论、成佛论则主要以瑜伽密教建构；其世界观、国土论则以大乘显教思想尤其结合佛国本土论思想建构；其密法思想则以瑜伽密教为主，将持明密法和陀罗尼密教以及一部分真言密法和大乘经法纳入其体系，形成密教教法的整体观念。与此相关，不空以整体的密教观与显教并列，形成其大乘显密理论。其戒律思想显密兼取，以密教持明律为主，结合一切有部律思想和大乘菩提心戒。而其护国护法思想、大乘理国思想，集大小乘及中国佛教思想之大成，并融入了中国儒道等传统思想内容。

不空虽不是佛教理论家，却一生翻译经轨，实践佛法，具有丰富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他提出的思想往往具有创发性，也颇具个性。不空的思想特点，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和现实性，有强烈的护国护法倾向，深厚的本土思想，浓厚的密教中心论，也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不空的思想注重实践，关切现实，强调教义理论与修行实践的结合，强调理论为现实服务。不空继承了密教向来注重实践的传统，重视修行，他的一生就是躬行佛教理想的一生，他提出的理论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如他提出的即身成佛论，既是密教修行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密教修行实践的指导思想。他阐释密教的本体论，也重在说明本体与事相、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如以阿字本不生论菩提心，强调法本无生而心体自如，心源空寂而万德斯具。既说一切万法举体皆空，又认为无一事而不真，无一物而不实，真空妙有，实相圆明。主张以事显理，即事即理；理事不碍，即凡即圣，性相同一真如。不空阐释的这些创发性理论，思想内涵深邃，逻辑结构严谨，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致使修行者惑于空论，囿于事相。

不空关切现实，悲愿深广，不仅以度脱众生、即身成佛为终极目的，而且也以消解现实灾难、护国御敌为己任。密教本来就以度灾御难之法见长，息灾、增益、降伏、欢喜是其道场的四大功能。不空正是发挥密教的特长，开灌顶道场，度人数万；入内建坛，王室受法；倡导尊胜陀罗尼，举国诵习。如他自己所称：“所翻圣典四十余年，三朝已来赞修功德，志在宣传，上资王室，下润生灵。”[117]不空关切现实政治和社会稳定，他深感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深感弘传教法与社会稳定的密切关系，认为设教者如来，弘传者君王，施行佛事，非帝王而谁，遂提出护国与护法互为利益，佛法护佑国家，才能得到国家的扶持。加之不空亲身经历安史之乱，对唐朝的盛衰荣辱有切实的体会，因而他的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护国倾向，极力维护唐朝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局面，一切宗教活动都围绕护国而展开，不论建坛作法还是译经传诵，都要看是否有益于王化，有利于护持国家和帝王统治。不空再译《护国仁王经》，祈福河西疆场，遣弟子效力肃宗，为稳定安史之乱后的政局行法提供帮助，将护国理念直接化为实际行动，并因此赢得了帝王的崇信和支持，密教得到弘传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大乘理国的理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不空作为密宗传人，以传译密教经轨、弘扬密教教法为己任，其密教中心论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不空判释五乘二教，菩萨大乘教分显密，以大小、顿渐、迟速、权实判释密教之优越，认为毗卢遮那包括万界，密印真言吞纳众经，是诣极之夷途，入佛之正位；瑜伽教法是成佛速疾之路，曼荼罗灌顶乃万行之宗、密证之主，将登觉路，何莫由斯。但不空并不因此排斥显教，而是兼容并蓄，以显教为密教的基础，取显教补益密教。不空再译《护国仁王经》，改编大乘经法，化显为密；翻译《如来藏》《虚空藏》《文殊佛刹》《密严》诸经，取显补密。不空弘传佛法，也吸收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将儒道的忠孝观、道德观等融入佛教思想。

不空的本体论思想，以胜义菩提心立论，在瑜伽密教月轮观和大乐思想基础上，会通《大日经》及其疏释的阿字本不生思想，认为法本无生而心体自如，心源空寂而万德斯具，其自性本空论的实质则是对菩提心的肯定。不空认为一切众生本有普贤大菩提心，为贪嗔痴烦恼所缚，只要以大悲巧智观修，则照见本心，湛然清净，犹如满月之光遍照虚空，无所分别。对此不空在其《金刚顶瑜伽发菩提心论》中做了集中表述，从行愿、胜义、三摩地三个方面阐释菩提心。行愿即是发求菩提之心，其中认为一切有情皆含如来藏性，皆堪安住无上菩提，即知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皆可成佛。胜义则是对菩提心的本体论阐释，认为胜义菩提心即是观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者，即破除人、法二执，知诸法无相，如虚空相，一切法空，法本无生，心体自如。如住寂灭平等究竟真实之智，妄心息灭，则心源空寂，而万德斯具，妙用无穷。三摩地即是菩提心的观修实践，亦即瑜伽月轮观法。认为一切有情本有普贤大菩提心，只为贪嗔痴烦恼所缚，故以大悲方便修治，使令觉悟。此大悲方便即是瑜伽月轮观，瑜伽月轮观，即观自心如白月轮，照见本心，湛然清净，犹如满月光遍虚空，无所分别。

观自心为月轮，以月轮喻菩提心，因满月圆明体与菩提心相类。按印度月历，凡月轮有十六分，以之喻金刚顶瑜伽中十六大菩萨。不空认为一切有情心质中，有一分净性，众行皆备，其体极微妙，皎然明白，乃至轮回六趣，永不变易，犹如圆月十六分之一。凡月轮之一分明相，当合宿之际，为日光夺其明性，所以不现。而后起月初，日日渐加，至十五日圆满无碍。所以观行者初以阿字发起本心中的明分，并渐令洁白分明，即证无生智。初发之阿字，即是一切法本不生义。[118]
在成佛论上，不空提出即身成佛论，成为密宗的一个特色理论。不空在《金刚顶发菩提心论》中明确说：“唯真言法中，即身成佛故。”[119]即身成佛的基本内涵，不空在同《论》中所作的《赞菩提心》偈解释说：“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120]按此解释，所谓即身成佛，即身，是就父母所生之身而言，现身、现世即可成佛。成佛者，就佛性而言，即达诸佛自性清净；就佛智而言，破除人法二执，自证法界体性智；就佛理而言，证真如实际；就佛身而言，成就诸佛法身，于净秽土以受用身、变化身成佛。即身成佛的要领，就是通达菩提心，亦即发菩提心、修菩提行、知菩提相、证菩提义。如《论》所说：“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若修证出现，则为一切导师；若归本，则是密严国土，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事。”[121]
即身成佛的时间和速度，不受劫数限制，不暇劫难苦行，速成速觉，一念顷即可相应成佛。《总释陀罗尼义赞》中说：“于大乘修菩萨道二种修行，证无上菩提道。所谓依诸波罗蜜修行成佛，依真言陀罗尼三密门修行成佛。”[122]但陀罗尼、真言、密言、明义，“复于显教修多罗中称说，或于真言密教中说。如是四称，或有一字真言，乃至二字、三字，乃至百字、千字、万字，复过此数，乃至无量无边，皆名陀罗尼、真言、密言、明。若与三密门相应，不暇多劫难行、苦行，能转定业，速疾易成安乐成佛速疾之道”[123]。不空认为显密之间在成佛论上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显教历经劫数，多世多身修行，久久成佛，甚或不得成佛；而密教则现身现世成佛，无须经历三世劫数。

不空的即身成佛论，应该说受到了显密经疏中即身成佛、现身成佛、一生成佛诸说的启发，尤其受到一行一生成佛论的影响。当然，不空的即身成佛论是建立在瑜伽密教成佛论的理论基础上，尤其现证菩提和五相成佛观是其即身成佛论直接的思想来源。按瑜伽密教的理论，即身成佛是现证菩提的另一种说法，现证菩提是《金刚顶经》类的基本理论。现证菩提是在瑜伽观想中完成的，所谓现证，质言之，不过是三昧、三摩地、瑜伽相应现前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乐理趣释》中解释说：“现证者，瑜伽师所证三摩地境也。”[124]瑜伽密教所谓现证菩提、现成正觉、现身成佛，往往就三摩地境界而言，就瑜伽中相应成就本尊身而言，是三摩地中现证本尊身。如《金刚顶发菩提心论》中所说：“凡今之人，若心决定，如教修行，不起于座，三摩地现前，应是成就本尊之身。”[125]所谓三摩地现前，就是现证，指现前见证本尊身。

在三摩地中见证本尊现前的修法，瑜伽密教称为五相成身观。不空在《金刚顶发菩提心论》中解释说：“五相成身者，一是通达心，二是菩提心，三是金刚心，四是金刚身，五是证无上菩提，获金刚坚固身也。然此五相具备，方成本尊身也。”[126]通达心、菩提心、金刚心、金刚身、证无上菩提，是五相成身的略称。其中通达本心，即通达菩提心行相，知行者本具净菩提心，自心即是佛心，万法本自不生，即观自心如月轮。修菩提心，发菩提心，修菩提行，断除所观清净月轮染污之烦恼垢尘。金刚心，即观菩提心种子，转金刚莲花三昧耶形。证金刚身，观菩提心三昧耶形转为本尊羯磨身。《大乐理趣释》解释说：“金刚者，证得佛地一切法自在，得证身口意三密金刚。于藏识中，修道烦恼习气，坚若金刚难摧，用以大空金刚智三摩地，证得法身光明遍照毗卢遮那如来也。”[127]佛身圆满，观菩提心月轮清净圆明，自身与本尊涉入相应，自心与佛心合为一体，成就圆满佛身。可知五相成身观是即身成佛论的基础理论，但不空将其发展为密教一般的成佛论。

以佛法护国是不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其思想的一个中心，贯穿于他的整个宗教活动实践。护国思想实际上涉及政教关系问题，也就是从宗教的立场如何来看待并处理与政治的关系，历史上不少高僧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十六国时道安在颠沛流离途中就曾慨叹：“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28]但尚无一人如不空认识之深刻、践行之真切。不空提出政教互为利益的观点，认为护国与护法是互为利益的，佛法护佑国家，国家扶持佛法，相得益彰。但能使国家扶持佛法，其前提在于佛法有益于国家，因而护国更为关键。不空在永泰元年（765）四月的一份奏表中说：“弘阐真言，宣扬像教”，既可使“皇风远振”，又能“佛日再明”。[129]在大历八年（773）六月的一份奏表中不空再次强调说：“设教者如来，弘传者君王，施行佛事，非圣主而谁？”[130]所以不空的一切宗教活动都是以护国为中心而进行的，不论建坛作法还是译经传诵，都要看是否有益于王化，其目的非常明确。不空总结一生的宗教实践说：“不空所翻圣典四十余年，三朝已来赞修功德，志在宣传，上资王室，下润生灵。”[131]而密教也是擅长于祈福消灾等佛事活动的，最符合统治者的心理。正如唐肃宗近侍史元琮奏表中所说：“度灾御难之法，不过秘密大乘。大乘之门，灌顶为最。”“其道场有息灾、增益之教，有降伏、欢喜之能。奉此功力，以灭群凶，上滋圣寿无疆。”[132]不空在奏表中也说，他所修密法“三时浴像，半月护摩，庶三十七尊，保明王之国土；一十六护，增圣帝之威神；寿如南山，永永无极”。[133]所谓护国，有两层含义，一是拥护国土之义，指佛教神灵护卫世俗国家及其人民，这是佛经上通常使用的护国概念；二是护持国家之义，指佛教徒通过修功德等佛事活动来为国家及其帝王祈福消灾。护持的所谓国家，以封建帝王的最高利益——江山社稷为代表，也包括帝王个人及其皇室家族的福寿安康。

不空在宗教实践中也践行护国理念，开道场、建寺院、翻译经典，无不从护持国家、帮助王化为出发点的。如广德元年（763）十一月十四日，不空上表请为国置灌顶道场于大兴善寺，说如此可“严净花以开觉，使有识而归真。庶边境肃净，圣躬万寿”。寺内置大德四十九员，也是“永修香火，以福圣躬”，“报国行道”。[134]大历六年（771）三月二十八日，不空上《谢恩赐大兴善寺施戒方等并粮料表》中也说：“谨率求受戒僧众等，于三七日恳诚念诵，精驰行道。奉为国家，以修胜福，冀无边功德，上资圣躬。”代宗批复中肯定说：“三藏慈惠精诚，念深家国。弘修福利，广被生灵；开建坛场，阐扬妙典；发挥后学，封植良缘。”[135]不空所译显密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护国目的出发的，即所谓“有助皇化”者。乾元初（758），不空奏请搜集天下寺院梵夹，选择“有堪弘阐助国扬化者，续译奏闻，福资圣躬，最为殊胜”。[136]大历六年（771）十月十二日，不空所上《三朝所翻经请入目录流行表》中说：“奉为国家，详译圣言，广崇福佑。”“为国译经，助宣皇化。”“详译真言及大乘经典，冀効涓微，上资皇道。其所译金刚顶瑜伽法门，是成佛速疾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顿超凡境，达于彼岸。余部真言，诸佛方便，其徒不一。所译诸大乘经典，皆是上资邦国，息灭灾厄。星辰不愆，风雨慎叙，仰恃佛力，辅成国家。”“庶得真言福佑，长护圣躬。大乘威力，永康国界。”“但有护持于国，福润生灵者，续译奏闻。”[137]其中不空还特地重译了护国的专门经典《仁王护国经》，永泰元年（765）四月二日，所上《请再译〈仁王经〉》奏表说：“如来妙旨，惠矜生灵；《仁王》宝经，义崇护国。前代所译，理未融通；润色微言，事归明圣。”“依梵匣再译旧文，贝叶之言，永无漏略；金口所说，更益详明。”使其“福资圣代，泽及含灵，寇滥永清，寰区允穆，传之旷劫，救护实深”[138]。前后两译《仁王护国经》，出入并不大，只是后译明显强化了护国的特点和密教色彩。

五 不空诸弟子的弘法

不空一生，灌顶传法，授戒度僧，上至皇室权贵，下及缁素士民，以他为师的人相当多。赵迁《行状》记载说：“大师据灌顶师位四十余年，入坛弟子，授法门人，三朝宰臣、五京大德、缁素士流、放牧岳主、农商庶类，盖以万计。”[139]按《行状》的记载，其中不空在广州法性寺开灌顶道场，“度人亿千”。在武威开元寺，“自节度已下，至于一命，皆授灌顶，士庶之类，数千人众，咸登道场”。边疆之地尚且如此，何况在人口集中的京师长安屡开道场，其数之众，说以万数来计算，并非虚言。

代宗时不空开有部戒坛，凡受戒者均师从不空，史称“一切有部独为宗师”。《行状》记载登其戒坛受戒的弟子达两千之众。飞锡《大广智三藏和尚之碑》载，不空圆寂之后，为其哀悼的门人大济等四部弟子，凡数万人。

然而从其授受密法的弟子毕竟有限，大历九年（774）七月七日，慧朗所上《谢恩制追赠先师并谥号表》中称：“凡百弟子、数千人众，悲感圣恩”，据此可知其受法弟子约有百人。这些弟子大都集中在长安的大兴善寺、化度寺、保寿寺、青龙寺、崇福寺、千福寺、安国寺及内道场等，东都洛阳的荐福寺、广福寺等，五台山的金阁寺、玉华寺等。这百弟子中大都是受法念诵僧，或受五部之一、二者，或受一尊一印者，或受陀罗尼法者，或受持明诸法者，但真正得到亲传五部密法的人不过十几人而已。《行状》说“余知法者，盖数十人而已”。不空在《遗书》中提到的主要弟子有十一人，而其中得到五部密法的只有六人，即含光、慧超、惠果、慧朗、元皎、觉超，史称“六哲”。

其余僧俗弟子主要有昙贞、慧胜、惠晓、慧辩、李元琮、李宪诚、赵迁等。其中昙贞被海云《付法记》称为不空五大弟子之一，赐居青龙寺圣佛院，并长期在内道场持念，为内供奉大德，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屡受宠遇。不空在《遗书》中特意嘱咐：“青龙昙贞，大法真言吾先授与，至于契印渠未得之，汝等为吾转为授却。”[140]惠胜为当院弟子，长期侍奉不空，从受普贤念诵法，后以之转授代宗。不空圆寂后，惠胜在塔所焚香守护。大历九年（774）奏请他为大兴善寺文殊阁下道场持诵僧，检校大兴善寺文殊阁工程，并协助慧朗检校兴善寺两道场、知院事，具体负责本院事务和两道场事务。惠晓为西明寺僧，亦长期随侍不空左右，从受五部真言。[141]安史之乱中，惠晓随不空持念有功，受肃宗表彰。[142]大历六年（771）依敕在西明寺修功德，大历十二年（777）委派为五台山修功德使，检校金阁寺，修护摩功德。惠辩亦不空最年少弟子，随不空前往师子国求法，同受五部灌顶。俗弟子李元琮，长期随侍不空，蒙受五部大法，其地位与六哲齐等。他充任功德使，受到器重，受封官职，代宗宝应元年（762）时，已有了（新）龙武军将军的职衔。大历年间李元琮以监修功德事，备受代宗宠遇，授有开府仪同三司之高位，并兼右龙武军将军，后又封为知军事上柱国、凉国公。除以句当京城诸寺观修功德使之职、掌管京城功德活动外，并总领天下修功德事。李元琮因为崇信佛教，在他任功德使期间为佛教事业，尤其为密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宪诚亦是不空重要的俗弟子之一，从不空受普贤法。他自大历三年（768）开始奉诏监护不空，凡宣旨奉进，大都由他担任。他往来于代宗与不空之间，为维系不空与代宗间的直接关系起着重要作用，被不空称为“护法菩萨”。赵迁，自大历元年（766）以来奉侍不空，翌年开始充任执笔，参诸翻译，执笔抄写。不空殁，赵迁依生前所述，作《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有前试左领军卫、兵曹参军、翰林待诏的头衔。不空之后以此数十人弟子为主，继承和发展了不空的密宗事业，他们和他们的弟子们仍然保持了密宗的繁荣昌盛。

不空的其他受法弟子，又有慧璨、慧海、慧见、慧觉、慧晖五人，并慧朗、慧超等，于大历九年（774）六月六日，不空指定为大兴善寺翻经院灌顶道场持诵僧。又有慧幹、慧严、慧云、慧信、慧珍、慧深、慧应、慧行、慧积、慧俊、慧贤、慧英十二人，并慧果、慧胜等，同时指定为大兴善寺文殊阁道场持诵僧，为国常诵敕赐大藏经。不空称这些弟子僧：“并久探秘藏，深达真乘，戒行圆明，法门标准。”[143]其中慧海曾长期在长生殿内道场念诵，慧应（惠应）后转从同学惠果受胎藏法，有弟子文璨在淮南栖霞寺传法，日本求法僧常晓即从他受法。又有弟子惠盱，西明寺僧，早年奉诏与不空另二弟子慧月、瞿那入内念诵，不空奏请为大兴善寺大德。

不空的六大弟子中，元皎为福州人，[144]保寿寺寺主，曾随侍肃宗自灵武还京，受肃宗重视，多在长生殿内道场持念，不空奏请为大兴善寺大德，有侄孝常度为僧。觉超原为灵感寺僧，后住保寿寺，常随不空出入禁中，受皇帝殊礼，不空奏请为大兴善寺大德，有弟子契如、惠德。新罗慧超，大历中（775年前）为内道场持念僧，大历九年（775）正月，奉敕往盩厔县玉女潭祈雨。同年六月六日，不空奏请为大兴善寺译经院灌顶道场持诵僧。慧超早年当事师金刚智，后来转师不空，最后到五台山，止住乾元菩提寺。[145]
慧朗是不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传法灌顶之位。不空入葬次日，代宗敕令：“僧慧朗专知检校院事，兼及教授后学，一尊一契有次第者闻奏。”[146]这样就确定了慧朗的法定继承人地位。《不空行状》也载“僧弟子慧朗次承灌顶之位”。《不空碑铭并序》记载说：“后学升堂诵说，有法者非一，而沙门惠朗受次补之记，得传灯之旨，继明佛日，绍六为七。”[147]此载慧朗“受次补之记，得传灯之旨”，则知慧朗之继位乃不空早有安排。慧朗在不空生前已享有较高的地位，不空《遗书》便是对以慧朗为首的众弟子的叮嘱。据大历九年（774）六月六日牒，不空奏准制定兴善寺翻经院灌顶道场和文殊阁道场持诵僧二十一人，以慧朗为诸弟子之首，奏文说：“其惠朗等二十一人，并久探秘藏，深达真乘，戒行圆明，法门标准。”[148]慧朗继承不空之位，称“绍六为七”，以不空为金刚界法第六代祖师，以慧朗为第七代传人。不空之前五代传承，不空之师金刚智和普贤为第五祖，金刚智之师龙智为第四祖，龙智上承龙猛为第三祖，龙猛上承金刚手为第二祖，金刚手上承大毗卢遮那佛为初祖。但按海云《两部大法付法记》普贤金刚萨埵与龙猛之间尚有妙吉祥菩萨，[149]如此或以不空之师普贤阿阇梨与金刚智之师龙智阿阇梨为同一人，则从不空上承普贤再至龙猛、妙吉祥、金刚萨埵、毗卢遮那佛，亦为六代。

慧朗继位之后，即在大兴善寺翻经院主持密宗教务，亦受代宗器重。十一月即赐紫绶袈裟，二十九日慧朗上表称谢，其中说：“幸奉明诏，频对九重，紫绶袈裟，特蒙恩赐，不但荣饰先师，实亦光耀后学。”代宗回批中称他：“师夙勤梵行，先践法流，福惠所资，生灵蒙赖，爰赐命服。”[150]大历十三年（778）四月十四日，代宗敕补慧朗为大兴善寺上座，并总领寺务。大兴善寺都维那法高等上表称谢，代宗批复说：“惠朗恭勤，允副公选。总领寺务，斯谓得人也。”[151]慧朗在主持译经院及大兴善寺期间，依不空嘱托，监造完成了文殊阁的建造工程，与造阁僧秀严、同检校造阁僧惠胜等进造阁状，代宗为文殊阁亲题八分金书匾额：“大圣文殊镇国之阁。”慧朗得不空金刚界五部密法传授，在崇福寺和兴善寺有弟子多人，其中传延法脉、最为著名的是天竺，时称天竺阿阇梨，住崇福寺弘密。

含光是不空最早的弟子，飞锡《碑铭》称其为梵僧，则知含光当为印度侨民后裔。《宋高僧传》本传说他“幼觉嚣尘，驰求简静。开元中见不空三藏颇高时望，乃依附焉”。[152]开元二十九年（741）含光随不空前往师子国求法，从普贤阿阇梨同受五部灌顶。回国后又随不空辗转长安、韶州、河西，助不空译经传法。安史之乱中，随侍肃宗，为其师与肃宗间的联系传递消息，祈福修法。后来返长安之后，含光居住于保寿寺，并为该寺大德。广德二年（764）正月，不空奏请置大兴善寺大德四十九员，含光位列第二，自后称大兴善寺大德。永泰二年（766），不空在五台山建造金阁寺及诸普通供养处，含光检校督造其事，后来便主持金阁寺，在五台山兴隆密宗。后来日本求法僧圆仁巡礼五台山，记述说：“次开持念曼荼罗道场，礼拜尊像，此则不空三藏弟子含光为令李家昌运长远，奉敕持念修法之道场。坛面三肘，以白檀汁和泥涂作，每风吹时香气远闻。金铜道具甚多，总在坛上。”[153]不空灭寂后，含光仍在五台山弘法，更受代宗器重，本传说“代宗重光，如见不空”。

惠果（746—805）在不空六大弟子中最为突出，一是他综二系传承，持金刚界、胎藏法及苏悉地三部大法，二是他培养传授了很多出色的弟子，因而对后世的影响颇大。据佚名《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等记载，惠果，俗姓马，京兆府万年县（治今西安市东）归明乡人，9岁出家，投青龙寺圣佛院，奉事不空弟子昙贞和尚。至17岁，因昙贞入内道场持念不出，不得从学，便投不空门下，求授大佛顶及大随求真言。19岁，又从不空灌顶散花，得转法轮菩萨。20岁受具足戒，22岁从善无畏弟子保寿寺玄超边求授大悲胎藏法和苏悉地等法。其后，惠果为求金刚界法，将其师昙贞在内道场念诵所赐得诸物及自节食所省诸钱物尽送不空，以充授法之供养，即得受不空金刚界教法的全部传授。这样，惠果便一身兼持三部大法。他也把密宗两派的法脉合到一起，由此密宗法脉两系也开始合流并交互传承了。

不空圆寂后，惠果受到代宗的宠遇。大历十年（775）特敕在本寺另置一院居住，此院即东塔院。敕准建毗卢遮那灌顶道场，准七僧持念。这标志着惠果地位的提高和肯定，青龙寺因为有了昙贞的圣佛院和惠果的东塔院，完全成为密宗的另一个中心，闻名于海内外。惠果在大历后期经常效力持念，备受代宗器重。是年十一月，代宗为了表彰惠果在弘法传嗣、发展密宗势力及为国持念诸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特赐绵彩二十匹。代宗说：“和上遗教，阇梨克遵。秘密之宗，流传弟子，览师精恳。表以勤劳，薄赐缣缃，以崇香火也。”[154]十一年（776）代宗生病，惠果为之加持，代宗病情痊愈，敕赐褐衣一对，并以为他“堪为国师”。大历十三年（778），代宗以自己从不空所受法门多所废忘，特请惠果为他重授，并让惠果登长生殿内道场帝师位。

惠果因受代宗器重，其活动往往超出本院乃至本宗的范围。大约在大历十年（775），敕惠果同时检校大兴善寺两道场，兼知翻经院事。十一年（776）十二月二十日至越年正月八日，奉敕巡视京城诸寺塔像，并负责洒扫，自庄严寺佛牙处起首，至兴善寺等一百二十二寺应有的殿、塔、佛牙、经藏、灵迹、舍利处总共九百五十七所。

唐德宗建中初年（780），惠果在圣佛院向来自诃陵国的僧人辨弘传授胎藏大法。翌年又向来自新罗的僧人惠日传授胎藏、金刚界、苏悉地三部大法，向新罗僧悟真传授胎藏大法及诸尊持念法。贞元五年（789）天旱，唐德宗也不得已敕惠果在本院道场共七僧祈雨。是年底德宗又启迎法门寺真身舍利，敕惠果于右卫龙迎真身舍利入内供养，至翌年二月送还。其后惠果多次敕入长生殿道场持念，德宗赐物颇多。十六年（800）十一月，惠果还到神威军、焦护军军宅受供修法。十九年（803），日本僧空海前来求法，惠果授空海两部大法及诸瑜伽法。永贞元年（805）十二月十五日，惠果灭寂，住世60岁，僧夏40年。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七日，葬于孟村龙原不空塔侧，后来移葬浐川之侧表蔺村建塔。

惠果一生，谦恭无私，广授教法，威信很高。吴殷《行状》说：“大师唯一心于佛事，不留意于持生。所受赐施，不贮一钱，即建立曼荼罗，愿之弘法利人。灌顶堂内，浮屠塔下，内外壁上，悉图绘金刚界及大悲胎藏两部大曼荼罗，及一一尊曼荼罗。众圣俨然，似华藏之新开；万德晖耀，连密严之旧容。一睹一礼，消罪积福。常谓门人曰：金刚界、大悲胎藏两部大教者，诸佛秘藏，即身成佛之路也。普愿流传法界，度脱有情。”空海《碑铭》亦说他“有受无贮，不屑资生。或建大曼荼罗，或修僧伽兰处。济贫以财，导愚以法。以不积财为心，以不吝法为性。故得若尊若卑，虚往实归。自近自远，寻光集会矣”[155]。

惠果弘法授徒，弟子甚多，密宗教法更由此远播海外。其弟子有五六十人，据《行状》记载，贞元九年至十三年间（793—797），就有五十人受法。他的弟子遍布各地、各阶层，上自皇室权臣，下及庶民寒士，近如两京汴州、剑南、河北，远如新罗、日本，及至南海诃陵。其中不少人创宗立派，广延法流。《碑铭》称他“或作一人师，或为四众依，法灯满界，流派遍域，斯盖大师之法施也”[156]。在京弟子主要有当院僧义明，内供奉，继承惠果法位，得两部大法。当院弟子又有义满、义澄，受胎藏、苏悉地大法。又有弟子义恒、义一、义政、义操、义云、智兴、义敏、行坚、圆通、义伦、义播、义润、义璨、义玫、义舟、深达、义照、法润等，同学惠应、惠则等，俗弟子吴殷、开丕、杜黄裳、韦执宜等。其中惠应、惠则、惟尚、辨弘、惠日、空海、义满、义明、义操、义照、义敏、义政、义一、吴殷十四人得金刚界法阿阇梨位，惟尚、辨弘、惠日、悟真、空海、义满、义明、义证、义照、义操、义敏、法润十二人得胎藏法及苏悉地法阿阇梨位。在唐诸弟子中，后来义操和法润传延法脉，光大门庭。

在京外的主要弟子有剑南惟尚、河北义圆，均受金刚界法，后来可能回本地传法。诃陵辨弘，建中年初（780）来唐求法，从惠果受得胎藏大法，后来长住汴州弘法。新罗僧惠日，于建中二年（781）入唐，受胎藏、金刚界及苏悉地三部法，并得诸瑜伽三十本，后来回国，广弘教法。又有新罗僧悟真，与惠日同年入唐，从惠果受胎藏及诸尊持念教法。贞元五年往中印度求取《大日经》梵夹等诸经，取道吐蕃身亡。日本空海，元和元年（806）回国，建立日本真言宗，光大密宗教法。

第四节 密宗的传承与续传密教

唐代密宗自不空及其弟子之后的一百年间，虽中经会昌法难，但继嗣不绝，代代相承，更出两京，远渡东瀛。又有西僧续入，再传密教，影响皇室。所以，密宗仍然保持了繁荣和继续。

一 密宗的传承

密宗的传承自慧朗一代之后，传灯绍嗣、支撑门庭的，主要是惠果一支，其次是慧朗一支，再次是惠则、惠应、觉超诸支系。惠朗一支传承三代，直到唐末。据海云《两部大法师资付法记》以及造玄《胎金两界付嘱师资血脉图》等记载，慧朗的弟子天竺，住崇福寺，得阿阇梨位，传付弟子德美、惠谨、居士赵政（或作玫）三人。其中德美又传付弟子雅宵，赵政传付弟子制本、善贞、志清、义灌四人。

惠则一支，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惠则有弟子三人：缘会、元政、文悟，其中元政住大兴善寺翻经院，传金刚界法。据载他“深解金刚界，事理相解”，持念文书备足。会昌元年（841）四月一日至二十三日，大兴善寺翻经院为国开灌顶道场，当由元政主持进行。开成末（840）、会昌初（841），圆仁先后供养金二十五两，受金刚界大法。元政又传付弟子造玄。造玄，又作操玄，慈恩寺僧，得阿阇梨位，成通六年（865）八月作《胎金两界付属师资血脉图》。文悟，亦住大兴善寺，传金刚界法，据载他“解金刚界，城中好手”，但犹不及元政，亦得阿阇梨位，开成、会昌间传法于大兴善寺。另外，开成、会昌间又有元简，住安国寺，亦为“解金刚界好手”，兼解悉昙、绘画曼荼罗、书写梵字。按其名以“元”字起头，或为元政同门。圆仁从他受学悉昙法。

惠应一支，据日本求法僧常晓及圆仁的记载，惠应有付法弟子文璨，初事不空，后转从惠应受法，得灌顶阿阇梨位。大和、开成年间（827—840），文璨在淮南扬州栖灵寺传法，闻名一时。常晓记载他“妙钩经律，深通密藏。法之栋梁，国之所归”。[157]大和九年（835）八月，文璨向日本求法僧常晓传授金刚界大法及大元帅法，并许灌顶阿阇梨位，常晓并得密教经轨尊像及诸道具。开成三年（838），圆仁至栖灵寺，文璨又授其两部曼荼罗图像画法。据载，当时淮南扬州又有华林寺三教讲论大德元照座主，“显密两法，颇以兼习”，无量义寺僧道悟解真言法，又有供奉李全可绘制两界曼荼罗，可知扬州的密宗具有一定规模。

惠果一支，后来枝繁叶茂，派系丛生。惠果生前传付弟子就达五六十人以上，史称“法灯满界，流派遍域”。

惠果诸弟子中，辨弘一系在汴州开辟道场传法，咸通三年（862）日本宗叡入唐至汴州，时有玄庆阿阇梨传金刚界法，宗叡即从他受法灌顶。此玄庆当为辨弘的付法弟子，主持汴州坛场。辨弘的另一弟子全雅在扬州开元寺嵩山院弘密。开成四年（839）闰正月，圆仁至开元寺从他受法，借写金刚界诸尊仪轨等数十卷。[158]
惠果弟子中年龄较小且未受大法传付的，后来大都从义操等受法，其中有义云、义一、义舟、深达等，至宝历年间（825—827）仍见有他们活动的记载。

惠果弟子中后来发扬其遗法、光大其门庭的则是义操所传一系。

义操，居青龙寺东塔院，是当时密宗中最为著名的僧人。他经历数朝，充任国师、内供奉。据《阿娑缚抄·明匠等略传》所引《三国高僧碑》载：“和尚性禀冲和，志深弘阐。学究三密，智达五明，可谓佛家之栋梁，法海之舟楫者也。是故一人尊之以为国师，四众依之以受灌顶。”[159]可见义操名望地位之高，不仅为密宗中的支柱，而且也是佛教界的领袖。义操从惠果受三部大法及悉昙法，元和中（812年前后），集有《胎藏金刚名号》二卷。长庆元年（821）译有《西方陀罗尼藏中金刚族阿蜜哩多军吒利法》一卷，其弟子海云笔受勘写。

据海云《师资付法记》的记载，义操传付金刚界法并得阿阇梨位的弟子有十四人，即当院同学僧法润、义贞、义舟、义圆，景公寺僧深达，净住寺僧海云，崇福寺僧大遇，醴泉寺僧从贺、文苑，会昌寺新罗僧均亮（或作谅），当院僧常坚，玄法寺僧智深、法全、文秘。其中义操传付胎藏法，并得阿阇梨位的有五人：当院同学僧义真，景公寺僧深达，净住寺海云，崇福寺大遇，醴泉寺文苑。其中同学僧法润、义真、法全后来传付弟子，继之后代。

海云，原住青龙寺东塔院，长庆元年（821）十二月，曾为其师义操译《西方陀罗尼藏中金刚族阿蜜哩多军咤利法》充任笔受，后来移住净住寺，自称梵字传教沙门，擅长梵文，有传法阿阇梨之位。文宗大和八年（834）八月二十日，在净住寺撰《略述金刚界大教王师资相承传法次第记》。十月八日，撰《略述传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教相承传法次第记》，两部合称《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作上下两卷。

法润，原为惠果弟子，后转从同学义操受法，亦是密宗中的出色人物。《阿娑缚抄·明匠略传》引《三国高僧碑》称：“和尚智莹鸾镜，随缘分晖，器蕴鸿镜，待叩成响。同津者云集，怀集者务合。若尊若卑，虚往实归；自远自近，寻光来集。实乃秘密英贤，释门法将。”[160]并说法润得胎藏、金刚两部大法及诸尊瑜伽密法。但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圆仁听资圣寺净土院僧怀庆说：“青龙寺润和尚但解胎藏，深得一业，城中皆许好手。”后来圆仁派弟子惟正共怀庆同去青龙寺，知“法润和尚解金刚界，年七十三，风疾老耄”。[161]此知开成五年（840）时法润已73岁高龄。一般称《大毗卢遮那经广大仪轨》一卷，亦名《大悲胎藏》，《宗叡求法录》著录。另有三卷本，法润付惟谨。据海云《付法记》载，法润传胎藏法于净法寺僧道升及玄法寺僧法全、惟谨。其中惟谨后移慧日寺和净影寺，亦在内道场作持念僧。集有《大毗卢遮那经广大仪轨》（略称《胎藏仪轨》）三卷、《大毗卢遮那经阿阇梨真实智品中阿阇梨住阿字观门》一卷，《惠运录》中有《大日如来成佛经释中略出世间六月持明禁戒念诵仪轨》一卷，作“净影寺北经院内道场五部持念沙门惟谨述”，此知惟谨在净影寺北经院内设道场传法。《圆仁录》中又有《大随求八印法》一卷，作惟谨集，是惟谨共有四部著作见录。

法全，从法润受胎藏法，从义操受金刚界法，他把法润、义操二系的法脉合到一起。法全是密宗第五代中的支柱人物，先后移住玄法寺、青龙寺，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和懿宗数朝，广弘密教。其弟子遍布海内外，颇高时望。《阿娑缚抄·明匠等略传》所引《三国高僧碑》说他是善无畏三藏第五代弟子，了达秘密幽玄，古人有赞云：“惟慧惟定，人称德行。胎藏金刚，心台镜映。秋日比洁，清云圆性。请益如云，华夷归命。”[162]惠果灭度后法全剃度，从义操受金刚界法，从法润受胎藏并苏悉地法。初住玄法寺，开成年时已为该寺座主。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说：“玄法寺法全和尚深解三部大法”，“玄法寺法全座主解三部大法”。[163]会昌元年（841），圆仁从法全受法，受施《胎藏大仪轨》三卷，兼《别尊法》三卷及胎藏手契等。此《大仪轨》或略称《毗卢遮那成就仪轨》，又称《玄法寺仪轨》。大中年间（847—860），法全移居青龙寺，大中九年（855），日本入唐求法僧圆珍、圆载从他受法。咸通六年（865年），日本真如亲王、东密僧宗叡从法全受法。法全在青龙寺期间，纂集《毗卢遮那成就瑜伽》，称《青龙寺仪轨》。法全在会昌法难以及开成年之前，曾为长生殿持念大德。

法全的付法弟子很多，据海云《付法图》付两部大法于安国寺敬友、文逸，永寿寺文懿，永保寺智满，兴唐寺自怤，新罗国僧弘印，青龙寺弘悦，俗居士郭茂炫，日本僧圆仁、圆珍、圆载、真如、宗叡。授金刚界法于荐福寺惠怤，授胎藏法于慈恩寺造玄。按造玄《血脉图》，法全授金刚界法者六人：宗叡、遍明、圆载、圆珍、自怤、弘约；授胎藏法者八人：造玄、自怤、智满、圆仁、圆珍、圆载、遍明、宗叡。法全的这些弟子中，安国寺的敬友和文逸后来当有传法活动，[164]自怤所在的兴唐寺于会昌元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八日，为国开灌顶道场，当亦有不少密宗僧人。俗弟子郭茂炫传付弟子丁建武，是为迄今所见史料中唐代密宗的最后一代（第七代）法嗣。

日本诸弟子中，真言宗真如亲王遍明于咸通六年（865）自广州出发往印度，取道云南，至罗越国身亡。天台宗圆载自开成二年（837）入唐，广学天台、密宗二派教法，长住西明寺，先后达四十年之久。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回国，途中不幸覆船沦亡。真言宗宗叡，天台宗圆仁、圆珍，回国后均有建树。

义真原为惠果受法弟子，后又从同学僧义操受两部大法，为青龙寺灌顶教主、内供奉。圆行称他：“明闲三教，妙通五部。法之栋梁，国之所归。”[165]开成四年（839）空海弟子圆行入唐，至青龙寺从受其法。[166]在此前后空海的另一弟子惠运亦入唐至青龙寺，从义真受两部大法及阿阇梨灌顶位。会昌六年（846），日本天台僧圆仁从义真受胎藏及苏悉地法。

密宗的传承法脉一直延续到唐末，但经会昌法难，其势力逐渐衰微，唐代以后再无传延法脉的记载，只有东传日本的密宗法嗣在真言宗和天台宗中相续不断。

二 智慧轮的传法活动

宣宗、懿宗、僖宗三代有智慧轮在大兴善寺传法，闻名一时。智慧轮，梵名般若斫迦（Praj-cakra），亦作般若惹羯罗、般若斫羯罗，或作般若轮。《宋高僧传》列有附传，说他是西域人，“大中（847—859）中，行大曼拏罗法，已受灌顶为阿阇梨，善达方言，深通密语”。[167]圆珍《上智慧轮决疑表》称“又大师祖师即先三藏也，文师是阿难，必垂付脉图。小师昧劣，福稀列末，莫抛弃”[168]。一般以为此中所说先三藏指不空，故以智慧轮为不空之三世法孙，但造玄《血脉图》中并不见智慧轮其名。又圆珍在文首称：“小师圆珍蒙恩，圆珍谨请先三藏大师传持《大毗卢遮那义释》一本。”此《义释》亦非不空所传，主要由惠果、义操、法润、法全一系传持。

今按《兴善寺普照大师碑》等可知，智慧轮俗姓丁，京北杜陵人[169]，应即丁建武其人，初以俗名行世，从密宗居士郭茂炫学习密教，从兴善寺阿难陀学习梵文。会昌法难后出家，师从法全，取法名智慧轮。后来灌顶传法，任职左街僧录，遂为一代高僧。他住锡大兴善寺，因尊称兴善大师，兴善三藏和尚。其所居院，圆珍《决疑表》称“灌顶院”，其碑文称“大教注顶院”。灌，注同义。智慧轮的灌顶院，《剧谈录》称“所居院金碧华焕，器用俱是宝玉”[170]。可见其院宝玉满堂，金碧辉煌，坛场庄严，具足威仪。智慧轮在大兴善寺传法，大中年中即已闻名，有大遍觉法师或遍觉大师的尊号。大中十一年（857），圆珍《求法录》中有《大遍觉法师画赞》一卷，当属智慧轮之画赞，由其弟子所作并留传。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874）兴善寺僧觉支所书《衣物帐》末，记载智慧轮向真身舍利供施诸物，末署“以上遍觉大师智慧轮施”，则证《圆珍录》中之大遍觉法师就是智慧轮。智慧轮在密宗乃至当时的佛教界颇负声望，同时的密宗大师法全亦推崇备至：“兴善三藏和上（智慧轮）非常会义，此经论之江海，梵文之山岳，我九州无有双者。”[171]大中九年（855），日僧圆珍入唐，从智慧轮受法。后来圆珍回忆说：“大中九年冬至日，面承院底。有彼（指《大日经义释》）正本，铭心不忘，于今恒记。”咸通二年（861年）智慧轮给圆珍捎去新经法并《决义》等八本，圆珍说：“蒙和上咸通二年十一月五日恩酬，戴领新经法并《决义》等都八本。于今存肝胆，顶戴受持。”后来僖宗中和二年（882），圆珍隔海远上《决疑表》，向智慧轮请教有关密教问题，并求写回寄经论仪轨。咸通六年（865），日本真言宗僧宗叡入唐，亦向智慧轮求授密法，其《求法录》中有《最上乘瑜伽秘密三摩地修本尊悉地建立曼荼罗仪轨》一卷，作智慧轮传，当是受法之日所传。

据法门寺出土文物，咸通末年（874），唐懿宗启迎法门寺真身舍利，智慧轮敬造供施金银宝函、阏伽瓶、银香炉、水碗等物。咸通十二年（871）闰八月，特造金函、银函各一枚。素面盝顶金宝函上錾刻铭文：“敬造金函，藏佛真身。上资皇帝圣祚无疆，国安人泰，雨顺风调，法界有情同利乐。咸通十二年闰八月十日传大教三藏僧智慧轮。”壶门座盝顶银函上錾刻铭文：“上都大兴善寺传最上乘祖佛大教灌顶阿阇梨三藏比丘智慧轮敬造银函二重伍拾两献上，盛佛真身舍利，永为供养，殊标功德，福资皇帝千秋万岁。咸通十二年闰八月十五日造，句当僧教原匠刘再荣、邓行集。”据咸通十五年兴善寺僧觉支所书《衣物帐》末载，智慧轮供施的金函重28两，银函重50两，银阏伽瓶4只，水碗1对，共重11两，银香炉重24两，另一件（应为供养灯台）3只，共重6两。此可见智慧轮财力之厚，亦表明他地位之尊高。

智慧轮在僖宗时当已封为国师，圆珍《决疑表》中称他为“上都大兴善寺灌顶国师轮大阿阇梨大师”。智慧轮的终年，《宋高僧传》说成通年中刻石记传，似乎咸通年中已灭度；但法门寺文物证明其至迟咸通十二年（871）闰八月时尚健在，十五年（874）时亦当健在，否则觉支在《衣物帐》末应书“故遍觉大师”等字样才合乎情理。从圆珍在中和二年（882）向智慧轮写《决疑表》的情况看，其至少在僖宗乾符年间（874—879）还在大兴善寺。现知智慧轮卒于乾符三年（876），以是年僖宗赐其塔院为澄衿寺，翌年树塔。其碑文所称“僖宗初谥普照大师，塔曰彰化碑，以乾符四年立”。是说僖宗最初赐谥号普照大师，后又赐塔铭为彰化碑，并非指僖宗初年。康骈《剧谈录》称“咸通、乾符中，兴善寺复有阿阇黎以教法传授”，“及迁化，谥为普照大师”云云，[172]也表明智慧轮在乾符初年尚传授教法。智慧轮卒葬万年县神禾乡孙村，起塔之地僖宗赐澄衿寺，其他与智慧轮故乡杜陵相邻。[173]
智慧轮的弟子，有绍明、圆珍、宗叡三人见载，绍明曾为其师刻石记传。

智慧轮译有《般若心经》《最上乘瑜伽秘密三摩地修本尊悉地建立曼荼罗仪轨》《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罗阇陀罗尼仪轨》各一卷。智慧轮撰有《明佛法根本碑》《示教指归》合为一卷。《宋高僧传》本传说智慧轮“著《佛法根本》，宗乎大毗卢遮那，为诸佛所依。法之根本者，陀罗尼是也。至于出生无边法门，学者修戒定慧，以总持助成，速疾之要，无以超越。又述《示教指归》，共一千余言，皆大教之铃键也”。[174]
《明佛法根本碑》是一篇具有判教性质的短文，其论点有二，一佛之根本者为大毗卢遮那，二法之根本者为真言陀罗尼，宣传和突出密教的思想及地位。所谓佛之根本，是就佛身观而言，十方诸佛总依法身大日佛，一切如来亦是大日法身所现之自他受用及变化身。所谓法之根本，是就三藏教法而言，凡诸佛贤圣所说所诠教理，总归真言陀罗尼门。由此一门，随众生根性流演为三藏教法。文中对四种陀罗尼作了解释，并且说陀罗尼可遍持三身大功德：法佛之法性，法住法界，总持诸法。《示教指归》，从另一个角度说三乘教法终归密乘佛果，说佛开演法门无数，以普应群心，而总摄在三藏。未入正法者，入正法，故说契经；入正法者，令受持学处，故说律藏；已受持学处者，令通达诸法真实性相，故说论藏。而有情根性不同，故大小（乘）有别，各依戒定慧学，修行成果，如小乘四果三觉，大乘地前十地，皆是佛说，咸指佛心。而又有最上乘三藏，名佛乘，圆开灌顶，超升等妙之尊，三密四印相应，顿证三身佛果，并说入此佛乘之道。总之，两篇论文均判释密教优胜根本，显教三乘浅略应机。

与智慧轮同时又有安国寺密宗高僧行琳，著有《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30卷，题“上都安国寺传密传超悟大师赐紫三藏沙门行琳集”，可知有超悟大师之号，并赐紫衣，称其三藏，地位尊高。其书撰集于乾宁五年（898），辑录历代所译陀罗尼644首，辽金时流行，刻入房山石经。

三 般若及其续传的密教

自唐德宗及其后，又有不少印度密教僧人陆续来华，或翻译经典，或传习密教，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也与本土流传的密宗交相呼应，共同延续密教的命脉。续入唐传密的印度僧人，德宗时期有般若、牟尼室利等，其中般若传持密教，继兴译场，影响及于一代。宪宗至武宗期间（806—846），又有不少印度密教僧人在唐活动，其中有释满月、菩提金刚、金刚悉地、菩提仙等传译密典。宣宗、懿宗、僖宗三代有智慧轮在大兴善寺传法弘密，参与迎奉法门寺舍利活动，敬献供物，也闻名一时。

般若，又译般剌若，意译智慧，姓乔达摩，北印度罽宾（今克什米尔）人。据《贞元录》等记载，早年从习小乘教法，23岁到中印那烂陀寺，依智护、进友、智友三大论师，广学大乘唯识诸论。后听说南印度一带崇尚密教，便南下至乌荼国，依止法称阿阇梨。禀受五部灌顶，传习瑜伽教法。经住一年，诵满三千五百余颂。时闻文殊菩萨镇住中国，遂泛海来中国，历经曲折，至建中初年（780）始达广州，翌年，方至长安。

般若有表兄罗好心，侨居中国，任骠骑大将军等职，贞元二年（786），得其供养，开始译经。初与大秦寺景教徒景净依胡本合译《般若六波罗蜜多经》，译稿被德宗否决。贞元四年（788），敕王希迁组织义学僧助般若重译，在西明寺开设译场，由般若宣释梵本，利言译语，西明寺圆照笔受，道液、良秀、庄严寺圆照润文，应真、超悟、道岸、辨空证义。自六月八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终，共译出十卷十一品。译毕奏闻，得到德宗的赏识，赐给绢、衣等，敕住醴泉寺思惟院。其后般若又依敕译《六波罗蜜经》中的真言、契印法门，贞元五年（789）二月译毕进奉。又译《佛说大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力经》等诸经。

贞元六年（790）七月二十五日，敕赐三藏名号及紫袈裟，并受命出使迦湿弥罗国。首出太原、振武，取道回鹘。至八年，返回长安。贞元十年（794）三月，巡礼五台山，十一年四月还。十二年六月又依敕宣译乌荼国王进奉的《华严》梵夹，至十四年（798）二月，译出四十卷。至贞元末年（805）空海入唐时，据载般若尚在醴泉寺，后来到了洛阳，并在那里灭寂，葬于龙门西岗。

般若在南印从法称受瑜伽教，入曼荼罗，三密护身，五部契印。在唐传译密典，屡受皇帝赐赍尊崇。德宗称赞他说：“师夙诣澄源，早观秘藏。周游西土，历访大乘。得心地之遗言，是如来之妙行。”[175]般若初住西明寺，后长住醴泉寺思惟院，开曼荼罗灌顶坛，弘传密教。据空海《曼荼罗付法传》记载：“和尚（惠果）贞元二十年（804）于醴泉寺，为弟子僧义智建立金刚界大曼荼罗，及拼布尊位。于时，般若三藏及诸大德等集会法筵，和尚拼布尊位迄，则手把香炉，口说要誓。”[176]可见续中晚唐入唐的密教僧人与密宗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参与法事活动。空海曾到醴泉寺拜访般若，般若将新译三经及梵夹付嘱空海，空海在其《御请来目录》中记载：“般若三藏告曰：吾生缘罽宾国也，少年入道。经历五天，常誓传灯，来游此间。今欲乘桴东海无缘，志愿不遂。我所译新《华严》《六波罗蜜经》及斯梵夹，将去供养，伏愿结缘彼国，拔济元元。”[177]
据《续开元录》记载，般若有弟子二人。般若出使故国之前，德宗并赐其弟子二人各绢三十匹，冬衣四副。般若所在醴泉寺有超悟大德，极力推崇《六波罗蜜经》，不仅作《疏》十卷，而且奏请本院为六波罗蜜经院，令僧七人讲诵，德宗敕准并亲赐院额。章敬寺僧智通更请求每一寺置一院为大乘理趣经院，他与道岸共撰《疏》三种，西明寺良秀亦作《疏》十卷，般若制序。般若译经所在的崇福寺有译语广济和尚，原洛阳天宫寺僧，擅长梵文，诏入长安，协助般若译经，遂为崇福寺翻译五部持念僧，并授翰林待诏、检校鸿卢少卿，赐紫袈裟。其弟子灵晏著名，元和十四年（819）迎送法门寺舍利，开成五年（840）录右街僧务。会昌法难后，又任右街僧录，赐紫衣。大中十年（856）寂灭。有僧俗弟子，亦多著名者。

与般若同时译经的牟尼室利，也是密教僧人。据《宋高僧传》本传记载，牟尼室利，意译寂默，北印度人，那烂陀寺僧。贞元九年（793），自那烂陀寺出发，至十六年（800），到达长安。初住兴善寺，后徙居崇福、醴泉诸寺。与般若共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该经当属他带来，他常参与般若译经。贞元末年（805），空海曾在醴泉寺拜访过他。元和元年（806），卒于慈恩寺。

据《贞元录》等，般若先后翻译了九部经典，其中除四十卷《华严经》和一卷《那罗延力经》为依敕所译之大乘经典之外，其余均为密教经轨或密教化了的大乘经，包括《六波罗蜜经》十卷、《六波罗蜜经音义》一卷、《般若心经》一卷、《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八卷、《造塔延命功德经》一卷、《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诸佛境界摄真实经》三卷等。此诸经轨见录于圆行、圆仁、惠运诸录，均作般若三藏译，当后出。由此可见，般若是以传持密教为己务的。在般若传译的这些经典中，《诸佛境界摄真实经》共九品，属瑜伽密教经典，也是讲金刚界大曼荼罗法，与金刚智、不空所译《摄真实经》极为相近，只有个别地方不同。也有一些新的译名，反映了金刚乘在南印一带新的发展特点。《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主要讲菩萨的六度修行，也强调陀罗尼护国的功用，突出密教的地位。说素旦览、毗奈耶、阿毗达磨、般若波罗蜜多、陀罗尼门五法藏中，“契经如乳，调伏如酪，对法教者如彼生酥，大乘般若犹如熟酥，总持门者譬如醍醐。醍醐之味，乳、酪、酥中微妙第一，能除诸病，令诸有情身心安乐。总持门者，契经等中最为第一，能除重罪，令诸众生解脱生死，速证涅槃，安乐法身”。[178]故德宗特令般若将其中的第二品《陀罗尼护持国界品》另外译出，并与其曼荼罗法一并奉进入内，为之作序，超悟、良秀各作《疏》十卷，这也看出般若传译之影响和德宗对密教之崇信。《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说菩萨本生，而其中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三品属密教内容，说观心及其印明，观菩提心月轮及其印明和三密观法及其印明。《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共九品，完全采用大乘契经的说教形式，以陀罗尼经典的组织形式为主，融入了真言密教的有关内容，尤其直接以《大日经》的思想来组织其体系的，移植《大日经》《大集经·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及《阿阇世王授记品》等构成，是一部编译的伪经。

四 满月等人的传译

宪宗至武宗期间（806—846），又有不少印度密教僧人在唐活动，其中有释满月、菩提金刚、金刚悉地、菩提仙等传译密典，行持密法。

据《宋高僧传》释满月本传记载，释满月，西域人，“爰来震旦，务在翻传瑜伽法门，一皆贯练。既多神效，众所推钦”。[179]开成三年（838）进梵夹，因遇伪甘露事旋回。不久又来，但均未能传译。后来得到悟达国师知玄的支持和请求，与菩提金刚、金刚悉地等重译出密教经典《陀罗尼集》四卷、《佛为毗戍陀天子说尊胜经》一卷。据载，知玄“好学声明，礼满月为师。指受梵字并音字之缘界、悉昙八转，深得幽趣”。

菩提金刚曾译《大毗卢遮那佛说要略念诵经》，因其名与金刚智的梵名相同，后来将此译归于金刚智名下。《惠运录》中又有《莲花部多利心菩萨念诵法》一卷，题南天竺国三藏拔折罗菩提集撰枢要念诵门，或亦属此菩提金刚译撰。

菩提仙，音译菩提[image: ]使，密号净智金刚，那烂陀寺僧人。宪宗、穆宗时在唐传译，有《大圣妙吉祥菩萨秘密八字陀罗尼修行曼荼罗次第仪轨法》一卷，末云：“长庆四年（824）八月三十日东塔院青龙寺持念沙门义云法金刚，与中天三藏菩提仙同译笔受，结偈润文僧义云写勘终记之耳。”[180]其中法金刚为义云灌顶号。义云为惠果弟子，贞元九年至十三年（793—797），从惠果受法，此亦可知当时密宗僧人也参与续入唐密教僧人的译经传法活动。

开成、会昌间，兴善寺有难陀三藏，青龙寺有宝月三藏及其弟子，并传持密教。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难陀，北印度人，多不解唐语。青龙寺宝月，南印度人，有弟子四人兼住青龙寺。他们“于中天成业，并解持念大法。律行精细，博解经论”。会昌法难中，当回本国了。

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在福州开元寺有般若怛罗三藏传法。据《圆珍录》等，般若怛罗为中印那烂陀寺僧。大中七年（853）八九月间，圆珍入唐至福州，在开元寺从其受悉昙法。般若怛罗送给圆珍《大悲心陀罗尼》梵夹一件、那烂陀寺佛殿前贝多树皮真言梵夹一件、熟铜五股小金刚杵一枚。圆珍在开元寺又受到参寥赠送的《观世音如意轮菩萨像》一卷、履权施舍的《尊胜陀罗尼》一卷，又得《大乘金刚髻珠菩萨修行分》《不空罥索陀罗尼经》一卷，说明在开元寺以般若怛罗三藏为主传持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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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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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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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从北宋王朝建立到鸦片战争爆发（960—1840），共计880年，经历的主要朝代有宋、辽、金、西夏、元、明和清代前中期，本卷叙述的就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佛教。

在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它们所形成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它们采取的特定文化政策、宗教政策，它们具有的科技发展水平和面临的国际形势，都会不同程度地制约、影响佛教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综观本期佛教，我们可以看到，在学说思想、信仰形态、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等方面，中国佛教都与域外佛教拉开了更大的距离。本期佛教所形成的政治品格、思想纲领、道德标准、民族特性，使中国佛教具有了更为鲜明的特点。

相对来说，重点考察宋代、元代和清代前中期的佛教，更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本期佛教的整体面貌和主要精神，更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佛教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过程。

一

佛教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和实践整体框架，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社会的佛教形态——禅宗。宋代佛教的成果，就是从派系构成和教理构成两方面形成了佛教新格局。就派系构成而言，宋代形成和存留下来的诸多佛教派系，奠定了以后千余年佛教派系演变的基础；就教理构成而言，对整体佛教遗产和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思想文化兼容并蓄而形成的综合禅学，基本奠定了此后中国佛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范围。

促成佛教新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来自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科举制度、科技发展等许多方面。

第一，经济方面。伴随着贵族官僚等级世袭占田制度在唐末五代的彻底瓦解，以购买土地为主的土地再分配形式逐渐流行，以出租土地实现财富增值的方式完全合法，由此实现了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革。这种变化促进了佛教界对经济建设的重视，促进了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佛教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宋代商品经济更为繁荣和发达，商品经济也渗透到寺院经济中。宋王朝也比任何前代王朝都更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对佛教进行调控，名目之多，前所未有。北宋中期以后，像鬻牒、出售紫衣和师号，向寺院和僧人征收各种税费等多种措施，逐渐丧失了控制和调节僧尼数量、协调僧团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功效，成为国家弥补财政亏空、肆意搜刮的手段。这既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违法乱纪之风，也加剧了佛教僧团的腐败。

第二，政治方面。两宋王朝始终推行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政策，即便在北宋中期以后“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于防止地方势力过大、镇压农民起义、制止官吏专权也从来没有松懈过。宋王朝建立的专制制度对意识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国家至上，君主至上，化作“忠君报国”的理想和呼唤，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两宋时期，把“忠君爱国”、“爱君忧时”等作为僧侣的美德，把振兴佛教视为“报国恩”，把树立佛教信仰（发菩提心）等同于树立“忠义之心”，已经不是个别僧侣的特殊见解，而是佛教界的思想纲领和道德标准。从宋代开始，爱国主义意识渗透到佛教的修行生活中，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优良传统。

第三，意识形态方面。宋王朝实行三教并举的方针，使思想界具有了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新思想、新学说的产生。从宋代开始，三教的平等融合开始成为统治阶级、佛教僧侣和社会各阶层的共识。让三教从不同方面发挥善世利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王权统治的作用，已经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共同愿望，也是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佛教吸收儒家思想也进入了新阶段。宋代一些倡导儒释融合的代表人物，自觉把儒教的政治伦理观念作为佛教伦理体系的重要支柱、核心内容。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宋代以后，三教在思想方面的冲突和斗争退居次要地位，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成为主流。到明清时期，三教之间更是出现了荣辱与共的命运联系。

第四，科举制度方面。宋代打破门阀贵族垄断、操纵科举的局面，取士范围更广、人数更多，从而造就了大批有文化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官僚士大夫倾心禅学的人很多，接受禅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很多，从各个方面支持禅宗经济发展的人也很多。宋代禅学的多途发展，宋代不同种类禅法的广泛流行，宋代禅宗新经典的大量涌现，都受到他们的推动。

第五，科技发展方面。雕版印刷佛教经典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在宋代以前，还没有大规模刻印佛教经典总集性质的大藏经。五代以后，木版雕刻技术发展很快。随着印刷术的进步，自北宋开始，佛教经典大量印刷，佛教从写经流传时代过渡到刻印藏经的流传时代，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北宋开宝藏的问世，标志着印刷大藏经开始取代手写大藏经。两宋历时悠久的五种大藏经的刊刻，对佛教经典的普及和流通，对雕刻、造纸、印刷等手工艺的发展，对加强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思想文化沟通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从宋代开始，雕刻和印刷大藏经成为历代王朝的重要文化建设事业。从宋到清的大藏经刻印，规模之浩大、影响之久远，在古代世界印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尽管此后手写佛经作为功德善举依然在社会各阶层流行，但是作为提供学习、研究之用的各类佛教典籍，毫无例外是以印刷本为主。

从汉代到隋唐，佛教的发展既受到中国固有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制约，又与域外输入的佛教新因素息息相关。从宋代开始，以注解新译典籍进行理论创造的阶段基本结束。尽管宋代在译场组织、人员配备、译经种类和数量等方面都有值得重视的内容，但是所译经典对当时及其以后佛学发展演变的影响，几乎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从北宋开始，中国佛教完全抛开对域外佛教的依傍，在中国社会特有条件的制约下，循着自身的内在规律独立发展。这也是从宋代开始的本期佛教的一个特点。

二

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辽、金、西夏和元王朝，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政策，都与宋代或明代有显著差别，从而对特定历史阶段的佛教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制约着佛教僧众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信仰内容的变化。相对来说，元王朝的民族等级制度和宗教政策，对于促使佛教的整体变化作用更大、影响更久远。

元王朝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开拓出中华民族此后生息繁衍的疆域范围，为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趋于平衡发展，为多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以多民族宗教空前大冲突、大融合为标志，中国佛教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化，并且直接影响了以后明清两朝佛教的发展和演变。

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蒙古贵族就制定了平等对待各民族宗教信仰、允许多种宗教并存的政策。蒙元贵族进入汉地之初，基本遵循着这样的既定方针。宪宗蒙哥在保护各种宗教的基础上，开始侧重扶植佛教。至忽必烈时期，根据国内的政治形势和西藏地区的具体情况，元廷确定了依靠萨迦派、崇奉喇嘛教（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直到元末都没有根本改变。当时受到蒙元统治者关注的宗教不少，有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也里可温（天主教）和术忽（犹太教）等。其中，只有佛教在蒙古、藏、汉等多民族中流行，具有多民族文化认同基础，其他宗教或哲学派系还不能发挥跨民族的文化认同纽带作用。毫无疑问，这就是蒙哥推出侧重扶植佛教的最重要原因。至于忽必烈崇奉喇嘛教，则更有着治理藏区的政治目的。

把佛教列在众多宗教的首位，把喇嘛教推到佛教中的至尊位置，在元朝统治集团这种直接干预下，传统的儒释道三教经历了重新定位和排序。儒学不仅被放置在佛教之下，而且也在道教之下，一般儒士更是倍受轻视、倍受冷落，连一般不通文墨的“俗子”都不如，正所谓“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元代由此形成了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的独特意识形态结构，不仅对佛教信仰者，对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元王朝按照族别的不同和地区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等方面，作出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在这种民族等级制度下，流行于不同地区的宗教首次被官方放置在有民族等级优劣划分的前提下来考察。尽管佛教被排列在诸宗教首位，但是，由于信奉佛教的汉族等级低下，相应的，汉地佛教在元代整个佛教体系中就处于最底层。汉地佛教一直以大乘佛教正宗自居，这本是足以让汉地僧人引以为自豪的，但至此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冲击和挑战。在喇嘛教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那些不堪忍辱的“汉僧”从修行思想到实践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往往主张退隐山林，不与统治者来往。

汉地佛教派系主体是禅宗，汉地佛学的核心是统摄了整体佛学的综合禅学，由于禅宗的大本营始终在南方，且南人的等级又最低，所以禅宗无论在整体佛教中还是在汉地佛教中，自然都成为最下等，尤其在元代前期最受歧视。在整个佛教中，蒙藏佛教受崇奉，汉地佛教遭贬抑；在汉地佛教中，教门僧侣受尊敬，禅门僧侣受贬抑。这是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潜在影响一直在中国社会流行。

喇嘛教地位至上，其中的萨迦派又是最尊贵的一个支派，从而获得皇室的信仰，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崇，其修行方式盛行于宫廷，其信仰内容流传于中原和江南。萨迦派活跃于元代政治舞台上，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历史作用。它帮助元廷在西藏地区建立了有效的行政体制，结束了大约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政治的统一。藏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央的关系，从而使藏区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另外，以喇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在这个历史阶段才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当一种宗教或某一宗教派系具有了政治上最高地位时，其腐败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元代的萨迦派就是这样。无论是古代藏文典籍还是汉文史书，凡记载元代萨迦派者，无不痛斥其上层僧人在内地和藏区的横行不法、跋扈恣睢、乱政害民。

与喇嘛教的政治、宗教地位直接联系，元代出现了帝师制度，出现了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又兼管藏地军政事务的宣政院这样的中央机构。元代佛教管理机构之繁多杂乱、设立和罢撤之随意、管辖范围之交叉重叠，都是此前的宋代和此后的明代所没有的。元代僧官的品级之高、权力之大，也是仅见于中国佛教史。

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在修功德、作佛事。从建寺造塔、赐田斋僧、写经印经、念经祈祷，到帝后受戒、受法，各种功德法事常年不断，几无虚日。一方面，耗费了惊人的人力、财力、物力；另一方面，造成了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元代寺院经济不是与社会生产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而是通过掠夺民田、接受赏赐、规避差税等方式在短时间内膨胀起来的，所以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同时，经济实力的极度膨胀，也成为佛教内部孳生腐败堕落的温床。

由于元王朝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政策，佛教内部的派系结构和佛学的发展也经历了重组过程。元代政权巩固后，佛教中以喇嘛教的地位最高，是密宗的代表；在北方重点扶植天台、华严和唯识三宗，被称为“教门”。元代临济宗分为北南两支，差别是很大的。北方的海云印简一系，在蒙元统治初期，与统治者保持密切关系，积极参与政治，管理宗教事务。此系领袖人物在规劝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鼓励他们以儒术治国等方面成效显著。此系始终被元代统治者树立为临济正宗，但是，他们在禅学上并没有任何建树。另外，北方的曹洞宗接续金代的发展，其状况与海云印简一系相似，主要弘法基地是河南嵩山少林寺。

南方禅宗均属临济宗，分别出自宗杲和绍隆两系。宗杲弟子育王德光之后，出现了灵隐之善和北[image: ]居简两支；绍隆的再传弟子密庵咸杰之后，出现了松源崇岳和破庵祖先两支。这四支构成了南方临济宗的主流，也是整个元代禅宗的主体。它们总体可归为功利禅和山林禅两种类型。前者指以功利为目的，积极靠拢朝廷，凭借政治权势带动禅宗发展的派别，其代表主要有之善系和居简系，以及崇岳系的清茂、守忠等人。五山十刹，主要由这类禅师住持。后者则与此相反，大多数人山居隐修，不为世人所知；部分人活动于民间，影响很大，但拒绝应征，与朝廷官府的关系疏远，其最重要的代表是祖先系统。而无论哪个系统，在禅学上都主要继承宗杲的看话禅，并进行了若干调整。尤其是到元中叶以后，主张密、教、禅、律四宗统一以及禅净融合的浪潮在禅宗中逐渐高涨起来。

元代佛教的民族成分、派系结构、信仰思想和社会地位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整体形态也在元代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巨变。其中变化最为剧烈、最醒目的一点，是以汉、藏、蒙古族为主的多民族佛教文化艺术在多方面、从多渠道发生碰撞、冲突和融合。多民族佛教文化艺术最终的相互借鉴、相互融通，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不同民族佛教文化艺术的兴衰起伏、表现形式等方面。元代的藏经刻印既有汉文本的又有少数民族文本的，元代的佛教艺术各门类既有汉族的创作又有以藏族、蒙古族为主的许多少数民族创作。元王朝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是藏族、蒙古族与汉族在佛教文化艺术方面的融合规模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影响极为深远。

三

清王朝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管理措施，到乾隆时代就基本定型了，以后没有大的变动。清王朝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把维护专制皇权放在第一位，彻底清除任何宗教派别中有违于皇权至上的因素。这个政策的突出特点，是把儒释道“三教”与其他一切有秘密结社性质的民间教派严格区分开来，自觉把前者作为加强统治的思想工具，扶植多于限制，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明确把后者作为颠覆政权的力量，武力镇压多于思想诱导，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

有清一代，佛教始终是信徒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在佛教事务管理方面，清王朝借鉴前代的经验和教训，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或推出新措施，或修改老章程，或终止旧法规。与前代相比较，清王朝的佛教事务管理目标明确、措施多样、调整频繁、变动巨大。

清王朝对建寺和度僧都颁布了法律条文，而且规定也比较细致。寺院分为国家建造和民间建造两种，都被纳入政府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之下，限制比较严格。清代的僧道管理机构基本仿照明代建立，变动不大。在度牒管理、废除试经度僧制度等方面，清王朝做出较大变动，对佛教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清王朝对佛教内部不同宗派或不同法门的变动情况格外重视，其中，干预较多的是清代前四帝。他们都是重点鼓励和支持律宗与净土宗，重点整顿和清理禅宗，放任教门诸派义学自生自灭。

即便与元代相比，清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措施也更为细致。总的来说，清廷授予上层喇嘛以政教权力，鼓励喇嘛教在内地传播，但并没有引发元代那样从中央到地方的严重乱政扰民现象。宗教上层人士的教权，在协助中央管理地方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清廷通过编译四种文字对照的《大藏全咒》，通过在京城建立喇嘛教寺院等措施，强化了满、汉、藏、蒙古诸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

从顺治到乾隆，佛教沿着明末开辟的方向继续发展演变。由于受到清王朝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制约，佛教也不断修正前进方向，调整内部结构。总的来说，佛教还保持着相当规模，在社会上还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禅宗，还一度保持兴旺局面。嘉庆以后，随着清王朝的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剧，官方已经无暇顾及传统宗教，佛教自身也进一步衰落，许多寺院逐渐成了流民的藏身之地。

总体观察，清代佛教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教门各派义学进入全面衰落期。

清代佛教界始终没有形成学习、研究佛教经典、探讨佛教理论的风气。谈得上对佛学有研究者寥若晨星。就佛教义学的总体情况言，尚不能与明代末年相比。除了个别华严学者还保持某些特点之外，其余的义学门类就没有特点可言了。

其二，佛教界在普遍淡化原有宗派隶属的同时，更重视师徒传承关系，从而使新形成的支派持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随着佛教内部各派思想融合的不断加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宗派之别已经很难反映思想的不同。对于一般僧人而言，由于原有的宗派划分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别，所以出身于或临济或曹洞，或禅宗或教门，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能够决定他们身份、地位以及是否赢得社会承认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嗣法阿谁”。也就是说，他是谁的弟子很重要，关键时刻会决定他在佛门的进退荣辱。同样因为重视师徒传承关系，有的宗师谨慎择徒，终生只认可一位嗣法弟子；有的宗师则辄有付嘱，网罗众多门徒。正是由于对师徒传承关系更为重视，许多佛教新支派发展起来，并且法脉延续久长，其影响至今还看得到。相对来说，唯有兴起于明末的如馨一系，在组织规模的宏大、法系传承的严整、社会影响的扩大等方面，全面超越前代律宗。

其三，禅宗诸派依然保持着传法系统，在组织规模上始终是佛教的主体。但是，从明末清初复兴起来的禅学逐渐丧失自己的特点，逐渐与其他佛学法门趋同。

明末山林禅宗复兴的浪潮在清初得到进一步发展，继续成为佛教的主体。就派系结构而言，临济和曹洞都有一定扩张，以江浙等地为主要基地，分别衍生出若干支派，弘化于南北各地。不同的支派，其禅学思想或宗风也不相同，或者推崇斗机锋、施棒喝，甚至呵佛骂祖，用极端狂放的方式表达自证自悟的教义，完全沿袭唐末五代的山林禅风；或者主张钻研语录公案，作拈古、颂古，继承北宋以来的传统；或者以参究话头为证悟正途，沿着南宋宗杲开创的禅学道路前进。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在社会趋于稳定的过程中，加上雍正的严厉整顿，山林禅和文字禅成为主流舆论批判的对象，逐渐趋于沉寂，唯有看话禅与净土思想融合，继续盛行于禅林。

其四，西方净土信仰、菩萨信仰和各种救赎性质的法事盛行于佛教界和社会各阶层，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佛教信仰和实践。

进入清代以后，禅宗的唯心净土思潮逐渐失去号召力和感染力，传统弥陀经典宣扬的西方有相净土越来越兴盛。专弘西方净土的宗师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并且在实践上不断有所创造。另外，专门弘扬西方净土的著名道场及其结社组织也随之涌现。纯粹的西方净土法门在普及过程中，逐渐取代禅宗法门，成为佛教界最流行的思潮，同时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所接受。与此相联系，同样是寄希望于佛、菩萨拯救的各种救赎性质的忏仪法会流行于社会各阶层。这种现象表明，人们重视他力拯救远远超过重视自力解脱。

寺院中举行的法事活动，既是僧众的修行内容和生活内容，也是沟通僧团与社会各阶层联系的桥梁，一般社会参与程度高、影响广泛。有些比较重要的法事逐渐成为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佛教法事形式多样，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代。清代佛教寺院中举行的各种法事活动大多继承前代而来，内容有所变动，并且有地方特色。从举办各种法事的目的方面考察，可以大体把这些法事划分为报恩酬德类、追荐救赎类和有关佛菩萨的节日庆典类。清代的佛教法事活动集前代之大成，通过梳理这些法事的基本内容，可以对清代佛教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对前代的佛教法事有更清楚的认识。

其五，清代寺院的组织管理制度，可以说是汉传佛教长期发展的集大成管理模式，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有助于更全面认识清代佛教。

寺院组织管理制度就是“丛林清规”中讲的“仪轨”，指寺院内部章程、管理制度、僧团修行生活规范和僧众行为准则等。仪轨主要行之于寺院内部，社会影响不大，许多具体活动内容甚至不为寺院之外的人所了解。在清代之前，这方面的材料也比较少，全面、细致了解比较困难，而了解清代的寺院组织管理制度则比较容易一些。总的来说，清代流行于丛林（寺院）中的组织管理制度主要承袭明朝佛教，但一些旧制度中又加添了新内容，一些新名目中仍保留着旧因素。在清代“丛林清规”方面的典籍中，组织制度方面的内容很多，也很烦琐，但是，真正有条件按这些规定执行的是极少数大寺院，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寺院来说，由于规模小、人数少、经济基础薄弱、僧众文化程度有限，是无法完全按《清规》的规定来进行管理和运作的。不同地区的一般寺院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参照《清规》的规定来建立自己的规章制度。在寺院的组织管理制度中，重要的有寺院僧职、剃度传戒、僧众规范、课诵安居等方面的内容。

本卷第三章“西夏佛教”由史金波先生撰写，本卷第一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一节的第六部分由夏德美博士撰写，其余部分由魏道儒先生撰写；魏道儒负责全书统稿工作。本书部分章节吸收和借鉴了魏道儒所著《中华佛教史·宋元明清卷》的一些内容，特此说明。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错谬难免，敬请指正。


第一章 宋代佛教

第一节 两宋社会与佛教

宋王朝包括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立国三百二十年。总的来说，宋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的新特点，宋代帝王的宗教政策，成为制约佛教发展演变的主要社会因素。

一 三教并举与佛教新特点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把军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防止地方势力复辟，镇压农民起义，制止官吏专权，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始终成为两宋王朝在政治方面的基本国策。宋王朝建立的专制制度，对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家至上、君主至上，化作“忠君报国”的理想和呼唤，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逐步被社会各阶层认可的思想纲领和道德标准。这些对宋代佛教思想的变化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为防止因官吏擅权而削弱君权，宋廷进行了削弱和分散官僚权力的行政改革，在任用官吏上实行了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制度。这些措施很快造成官僚机构臃肿膨胀，人浮于事，从而造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在职加赋闲的官僚阶层。这样一来，统治阶层中的大量干才时时受到各种牵制。官场风云的变化莫测、宦海沉浮的不能自主，都促使官僚士大夫到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宋王朝各级官员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文化修养良好，这些官僚士大夫成为佛教发展演变的重要社会力量，他们的精神需要对于佛学各分支的兴衰变化起到重要作用。宋代禅学的持续兴盛，各种禅学新思潮的兴起，大都与士大夫的参与有关系。无论有退隐之志的官僚，还是有佛教信仰的士人，都很愿意与文化僧人交往，都积极参与佛教文化艺术事业。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宋代佛教文化艺术的各门类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具有了新风貌，形成了新特点。

唐末以后，贵族官僚等级世袭的占田制度无法维持，宋代地主基本以购买土地的方式扩大土地占有，以出租土地榨取实物地租的方式实现财富增值。这是宋王朝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在剥削形式方面发生的重要改变，是宋王朝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其社会影响是深远的。伴随着土地再分配的合法进行，土地买卖和兼并不断加剧。这种经济方面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了佛教，促使佛教寺院经济膨胀，促使佛教界的上层人士重视经济建设，从而引起佛教内部的分化。在佛教最大派别的禅宗中，部分禅师取代过去法师和律师的社会政治地位，迅速贵族化，并且成为可以影响佛教发展的力量。与此同时，佛教界和士大夫阶层批判违律破戒，倡导加强僧众道德修养的声音也不断高涨，逐渐成为潮流。宋代佛教界把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传统戒律结合起来，共同作为道德建设的准则和基本内容，这对后代佛教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在整个两宋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都奉行三教并举的宗教政策，其间虽然有两次小的波折，但没有改变大的方向。从北宋真宗开始，朝廷在明确把儒教作为统治思想的同时，积极提倡佛教，宣扬信奉道教。南宋孝宗在《原道辩》中对三教关系的系统表述，可以代表宋代绝大多数帝王的思想：

朕观韩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绌，未有能辩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圣人之用心，则未昭然矣。何则？释氏专穷性命，弃外形骸，不著名相，而于世事自不相关，又何与礼乐仁义哉！然尚立戒，曰不杀，曰不淫、不盗、不饮酒、不妄语。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饮酒，知也；不妄语，信也。如此，于仲尼夫何远乎？……三教末流，昧者执之，自为异耳。夫佛、老绝念无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犹耒耜而耕，机杼而耕。后世徒纷纷而惑，固失其理。或曰：当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1]

孝宗通过对唐代韩愈《原道》中反佛排佛言论的批判，指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礼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批驳三教相异的言论，提出了三教的分工论。孝宗是从伦理观方面寻找三教融合的契合点，从论证三教各有分工的方面提出解惑方法。他的这些言论完全都是重复北宋僧人的陈词滥调，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新见解。如此论述，竟然还以融合三教的“圣人”自诩，从三教融合理论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自然显得十分可笑。但是，与此前的历代帝王相比，他所倡导的又完全是顺应思想文化发展潮流的理论。因此，让三教从不同方面发挥治世利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王权统治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是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意愿，是统治阶级的追求。

宋王朝强调三教都有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长期坚定贯彻三教并举政策，使思想界具有了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新思想、新学说的产生。从宋代开始，三教的平等融合，开始成为统治阶级、佛教僧侣和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无论是在儒家人士中还是在文化僧侣中，都出现了三教融合的新理论和新实践。理学的产生，也离不开这种三教融合的高潮。就佛教而言，吸收儒教、道教的思想进入了新的阶段，并且成为后世的典范。特别是儒教的政治伦理观念，开始被公认为是佛教伦理体系的重要支柱。从此以后，三教在思想方面的冲突和斗争退居次要地位，并且逐步建立起荣辱与共的命运联系。

总的来说，宋王朝大多数统治者对如何治理佛教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把佛教管理纳入整个国家管理的总框架中来考虑。宋王朝借鉴了前代各种佛教政策的得失利弊，基本上倾向于对佛教进行适度限制。也就是说，宋王朝对佛教既不盲目崇奉，也不过分抑制；既不使其经济实力过度膨胀，又不使其完全萎缩。就中央朝廷治理的重点而言，其一是避免僧侣人数的大起大落，其二是防止寺院经济实力的过度膨胀。

北宋太祖在强调发挥佛教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功能的同时，又注重消除其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宋太祖即位数月，便解除了后周世宗显德年间（954—959）的废佛令，并普度童行八千人，以此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取得南方吴越等国归顺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太祖并不是要把当年毁弃的佛寺全面恢复，他在建隆元年（960）六月诏书中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毁之。”[2]对于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佛教活动，太祖则积极干预，防患于未然。开宝八年（975）诏令禁止在举行灌顶道场、水陆斋会等法事中于夜晚聚集士女，认为这些活动“深为亵渎，无益修持”[3]。

宋太祖采取多种保护和扶植佛教的措施，表面上看是仿效唐代帝王的故事，实际上是与当时的具体情况分不开的。例如资助出国求法、建筑寺塔，都与开发西北边疆、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等政治目的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效果。对于公开倡导反对佛教者，要作出严厉惩罚。河南进士李蔼作《灭邪集》反佛，太祖认为他是“非毁佛教，诳惑百姓”，将其流配沙门岛。

太宗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朕于此道，微究宗旨。”[4]
真宗是有宋一代帝王中大力倡导三教并举的代表，他在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作《崇释论》，认为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但是，当有人建议修复早在会昌年间遭到破坏的龙门石佛时，他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也”[5]。真宗绝对不容许在这方面耗费人力财力。

南宋高宗曾指出：“朕观昔人有恶释者，欲非毁其教，绝灭其徒；有善释氏，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把佛教发展规模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不使其大盛”，这是在总结历代佛教政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仅反映了宋代绝大多数帝王的观点，也是对宋太祖以来佛教政策的概括，可以说是两宋佛教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佛教僧尼人数的控制，突出反映了宋王朝“不使其大盛”的治理原则。北宋建国之初，官方掌握的各地僧徒数量较少，大约68000人，这是宋代三百余年历史上的最小数字，可能与当时统计不精确有关。到太宗时，有僧尼24万人。真宗天禧五年（1021），有僧397615人、尼61239人，这是宋代僧尼的最大数量。从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开始，鉴于佛教僧尼人数长时间居高不下，大臣不断提出裁汰僧尼之议。天圣四年（1026）正月，宰臣张知白在上奏中提出了僧人聚众为盗，危害社会的情况：“臣任枢密日，尝断劫盗，有一火（伙）之中，全是僧徒者。”仁宗对此奏的批示是：“自今，切宜渐加澄革，勿使滥也。”[6]然而，短时期内朝廷的整顿措施显然收效甚微，至少没有起到削减僧尼人数的作用。根据景祐元年（1034）统计，仍然有僧385520人、尼48740人。[7]仁宗朝野上下抑制佛教的声浪持续高涨。张洞奏，“今祠部帐至三十余万僧，失不裁损，后不胜其弊”，于是，“朝廷用其言，始三分减一”[8]。除了减度僧1/3之外，还下令毁天下无名额寺院。从此以后，僧尼数量直线下降。到神宗熙宁元年（1068），有僧220761人、尼34037人。[9]此后僧尼人数一直稳定在20万左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公布，有僧尼20万人。[10]
在宋代历史上，对佛教产生比较直接和强烈影响的宗教政策变动，是宋徽宗推行的排佛崇道之举，这也是宋代历史上唯一一次引起佛道斗争的事件。宋徽宗崇信道教，并力图用道教神化自己的政权，于晚年推行佛教道化的措施。他自号“教主道君皇帝”，于宣和元年（1119）下诏说，佛教属于“胡教”，虽然“不可废”，但仍为中国“礼仪之害”，所以“不可不革”。于是改“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称德士，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11]，还下令僧尼蓄发、顶冠、执简，完全按道教改造佛教，希望以此泯灭佛道的差别。这些措施虽然实行的时间不长，但对佛教还是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它促使一些禅僧引道教入禅宗，形成了禅学发展中的另一支流。其中最显著的是把修禅与道教的胎息、长生等联系起来，将修禅的目的归结为长寿永年、羽化升天；同时用道教的观点解释禅宗史上的神话，使佛教屈从于道教。

宋光宗之后的诸帝，基本沿袭前朝的宗教政策，对佛教和道教既扶植又限制。在对佛教的具体管理措施方面，也主要是因循旧法，没有什么创新。南宋王朝财政情况每况愈下，而佛教寺院经济还有一定的活力，因此朝廷特别重视运用经济手段调控佛教。北宋以来实行的鬻牒、出售紫衣师号、征收寺院田产税、向僧人征收“免丁钱”等措施仍在执行，并在各地的执行过程中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这就促使寺院普遍重视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需要专靠国家供养的佛教义学在南宋境内进一步衰落。这样，佛教在元代表现出的南禅北教格局，在宋金对峙时代已经酝酿成熟了。

随着南宋政权的稳定，江南地区的禅宗也逐步形成了一些稳定的聚集地。国家为了加强对禅众的管理，采纳了史弥远的建议，确定了“五山十刹”的禅寺划分，“五山”在杭州的有径山兴圣万寿寺、北山景德灵隐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在宁波的有太白山天童景德寺、育王山雪峰广利寺。“十刹”是杭州的中天竺天宁万寿永祚寺、湖州的道场山护圣万寿寺、温州的江心龙翔寺、金华的云黄山双林寺、宁波的雪窦山资圣寺、台州的天台山国清教忠寺、福州的雪峰山崇圣寺、建康的蒋山兴国寺、苏州的万寿山报恩光孝寺和虎丘山云岩寺。这些禅寺实际上是传禅中心，也是国家用以控制整个丛林的枢纽，也为以后元明等朝所沿袭。南宋时期，禅宗的对外传播，主要以这些寺院为基地。而外传的宗派则主要是临济宗。

二 管理机构与管理措施

宋王朝在设置宗教管理机构方面，在制定具体宗教管理措施方面，都是既注重参考唐五代的某些做法，又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做出若干调整，相继制定出不同于前代的配套措施。与唐五代及其以前相比，宋代制定的佛教事务管理办法更少随意性，更具备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特点。不过，随着北宋中期之后内忧外患的加剧，北宋前期制定的一些适度调控佛教的规定往往不能有效贯彻和实施，有些制度逐渐徒具空文。特别是一些经济调控措施发生了质变，演化为转嫁政府财政危机的手段，对佛教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一）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主要是参照唐五代的情况建立宗教管理机构。到北宋中期以后，无论是管理机构还是管理措施，都开始有做大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展开，有的是为了适应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有的是根据佛教自身变化采取的相应的新措施。

在两宋历史上，始终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宗教事务往往是由某一个中央政府部门兼管，是其众多职权中的一部分。两宋管理宗教事务的中央政府机构，曾经历了几次变更。元丰年间（1078—1085）官职改革之前，宗教事务主要由功德使负责。其他有关部门，如鸿胪寺、祠部等也配合管理某些相关事务。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派其弟光义为开封府尹，并兼功德使，有取缔僧道的权力。[12]可见，宋朝廷一开始就重视宗教行政管理。这种安排，与后周世宗在登基前曾担任过开封府尹兼功德使有关。宋王朝建立初期，与后周灭佛时间相距不远，佛教被认为是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一个潜在因素，所以引起高度重视。北宋局势稳定之后，功德使的作用就自然消弱了。元丰之后到北宋末年，主要由鸿胪寺管理宗教事务。南宋时，鸿胪寺并入礼部，祠部成为管理宗教的主要权力机构。

无论是北宋的功德使、鸿胪寺，还是南宋的祠部，作为其职权一部分的佛教事务，主要是督管左右街僧录司，处理僧尼试经出家、受戒得度、度牒发付和僧官迁补等事情。由于有些宗教事务涉及面较广，往往是众多机构分工负责，协调处理。例如，僧尼度牒，从申请、制造，到确定种类、发放数量以及办理发放手续等，都不是某一个机构所能决定的。即便在北宋初，功德使也并不是能够管理所有佛教事务。赞宁指出北宋初年的情况：“至今大宋，僧道并隶功德使，出家乞度，策试经业，则功德使关，祠部出牒，系于二曹矣。”[13]
直接管理佛教事务的僧官机构，在中央有左右街僧录司，在地方的各州有僧正司。契嵩曾提道：“唐革隋则罢统而置录，国朝沿唐之制，二京则置录，列郡则置正。”[14]因此，北宋王朝在首都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都设立了僧录司。两宋僧录司先后由功德使、鸿胪寺、祠部直接管辖。僧录司中的僧官排序是：僧录、副僧录、讲经首座、讲论首座、鉴义等。僧录司的职权范围很广泛，可以参与包括寺院内部事务管理以及与政府交往的各种活动，例如参与试经拨度、寺额赐授、住持任命、颁赐紫衣师号、僧尼簿籍管理，等等。至于僧尼个人的剃度、出家、受戒、出行以及有关修行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主要由僧录司处理，政府机关是不过问的。

在两宋时期，担任僧官者以处理日常事务为主。即便是担任僧官之首僧录的僧人，也罕有在佛教史上产生较大影响者。[15]宋真宗以后，政府曾尝试过多种方法选拔中央僧官：或从诸寺住持中选拔优良者，或通过经论考试遴选，或规定后选僧官的年龄、僧腊等，或由达官、内臣推荐。选拔方法的不断变化，不仅反映了朝野官员对僧官的不满意，同时也反映了宋王朝相当多的官员对选任僧官重视不够。治平二年（1065），中书朝官与内臣宦官为推荐两街僧官发生争执，欧阳修奏曰：“补一僧官，当与不当，至为小事，何系利害？但中书事已施行，而用内降冲降改先朝著令，则是内臣干扰朝政，此事何可启？”[16]因此，有关官员对选僧官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被选拔者的素质。

宋代的地方僧官制度是继承唐代，各州设置僧正司，有僧正一名，其下有副僧正、僧判等。赞宁曾指出：“今天下每州置一员（指僧正），择德行才能者充之，不然则缺矣。”[17]选派僧正宁缺毋滥，可见对地方僧官的重视。在佛教比较兴盛、僧尼比较多的南方温州、杭州、台州、湖州、处州、明州等地，僧正之上还设立了都僧正一职。另外，在五台山沿袭唐代制度，设置了十寺僧正司。僧正司直接隶属于本州政府，管理本州的佛教事务。地方的僧官机构，是沟通官方与僧众的桥梁。在宋代，还没有建立起与行政建制相配套的地方僧官机构。

（二）僧帐和度牒制度

随着宋代户籍制度的发达，对人口的统计比前代更为精确。与此相应，宋王朝对僧尼人口普查的次数之多、统计之精确，不仅超过前代，也为后代所不及，这无疑标志着宋王朝在佛教事务管理方面的一个进步。在特定历史时期，僧尼的数量及其增减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佛教本身的盛衰，反映佛教社会作用和影响的强弱，也间接表明了统治集团对佛教的态度。

籍帐是记录僧尼、沙弥、童行数量和其他基本情况的簿籍，也简称“僧帐”[18]。宋代所造的僧尼籍帐主要参照后周，对造帐、稽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都有详细规定，以便官方能够准确、及时掌握佛教僧众的变动情况。宋王朝每年对佛教人数普查统计一次，制作所谓“刺帐”，记录本年度僧尼、沙弥、童行的人数变动情况。每三年造“全帐”，记录各寺院僧尼、沙弥、童行的数量、法号、年龄、籍贯、俗姓以及出家、剃度、授戒师傅和时间等。造帐过程是从最基层的寺院开始，每年四月十五日前，诸县将辖区内各寺院上报的簿籍汇总，然后上报到州。诸州再进行汇总整理后，制成三份僧帐，地方州军自留一本，另外两本于五月底以前分别呈交祠部和上奏皇帝。

这种由寺院到朝廷逐级完成的僧帐，是政府制定多项整顿佛教措施的重要依据。首先，它是作为沙汰非法出家者的一个重要凭据。如果在检查中发现籍帐上没有登记名字的僧尼，各州县可以勒令其还俗。其次，政府通过全帐或刺帐记录的僧尼数量，制定每年各州乃至各寺院剃度童行的数量。最后，僧帐可以作为控制僧众人数的依据。如果发现僧帐显示全国僧尼数量过多，可以依此为基准削减。

尽管有一套统计僧尼数量和稽查僧尼基本情况的措施，但是所造籍帐也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僧尼的真实数量。这首先因为僧帐并不包括私度的僧尼，对于这部分人，政府除了发现之后令其还俗之外，并没有其他有效的管理办法。另外，随着北宋中期以后鬻牒成风，空名度牒逐渐泛滥，僧帐制度就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了。

度牒，是朝廷颁发的证明僧尼合法身份的文字凭证，其发放开始于唐玄宗时期。官方颁发度牒的直接目的，是防止民众通过私自出家逃赋税和兵役，防止罪犯入寺为僧，聚众造反，扰乱社会治安。另外，政府通过调节度牒发放时间和数量，可以掌握和控制佛教的规模。对佛教僧团本身来说，度牒制度也是整顿僧团秩序的一种手段。围绕度牒发放，宋王朝不断推出各种调控措施。在宋代历史上，度牒对佛教界及其社会各阶层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宋代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过的。

北宋管理度牒的部门主要是祠部和少监府，前者负责发放，后者负责制造。绍兴五年（1135），曾因文思院所造度牒供不应求，下令诸路转运司制造。由于度牒发放与僧籍管理、试经剃度以及财政收支有关，所以礼部、户部以及不属于政府行政机构的僧录司也参与某些活动。北宋时期，度牒是用黄纸印制，南宋改用绫绢，一般也称为绫纸。

宋代对发放度牒程序、度牒样式等都有具体规定。一般的程序是：各地方组织申请出家者考试佛教经典，如同科举考试一样。然后把合格者具名造表呈报祠部，祠部根据实有人数分别填写度牒，发放到原呈报地区，再由官吏送达本人。另外，一些大寺院也可以根据实有名额具名呈报祠部，得到由祠部填写了具体人名的拨放度牒后，再逐一发放到本人手中。祠部发放的这些度牒称为“记名度牒”，其上填写了出家者的籍贯、年龄、法名、剃度师、所属寺院等内容，不得转让或者买卖。

严格发放这种记名度牒，可以起到控制出家人数量、防止不符合条件者进入佛门的作用。把度牒发放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严格遵守这些法律条文，既符合国家利益，也有利于僧团内部的稳定。对于通过私下买卖度牒而出家者，宋廷是严令禁止的。真宗咸平五年（1002）十月规定：“诏天下有窃买祠部牒，冒为僧者，限一月于所在陈酋，释其罪。违者论如律，少壮者隶军籍。”[19]北宋初期，颁发度牒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经济考虑，这种政策与试经度僧的措施相联系，目的在于保证出家人具有一定的佛学素养和道德品质，使佛教僧众能够有效发挥教化人们遵纪守法、弃恶从善的作用，也就是“有裨政治”、“善世利人”的作用。

北宋初年，尽管发放度牒只是象征性收取费用，但仍然有人提议实行免费发牒。太平兴国二年（977），工部郎中侯陟上奏：“祠部给僧尼牒，每通纳百钱于有司，请罢之。”[20]由于度牒是有价证券，官吏从中牟利就不可避免。太平兴国八年八月诏曰：“先是祠部给僧尼牒，并传送诸州长吏亲给，如闻吏缘为奸，募人以缗钱市取，齐以至外郡卖焉，得善价即付与之。”[21]这样一来，购买度牒者所付的价格就与祠部制定的价格不符。

从唐代开始，朝廷就出卖不记名的所谓“空名度牒”，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在唐代，这种鬻牒还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到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军费开支的增加、外敌侵扰频繁、财政支绌日趋严重，鬻牒逐渐成为国家弥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使发放度牒失去了控制和调节僧尼数量的功效。“空名度牒”[22]的出现，使发放度牒的目的发生了质变。

北宋神宗以后，各地方每遇修城浚濠、治河筑岸，乃至籴米赈灾、筹措军费等，就奏请朝廷，让祠部发放空名度牒。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出资购买度牒者，往往不是因为有佛教信仰寻求出家，而是借出家为名以隐藏财产，逃避赋税和兵役。

到了北宋后期，朝廷甚至一度把度牒作为货币使用。崇宁五年（1106）三月二十七日，诏川峡和买，“以交子、度牒充折买价，致细民难以分擘，货卖皆被豪右操权，坐邀厚利，民间颇以为扰”[23]。滥发度牒，甚至成为造成南宋初年某些地区出现“钱荒”的原因之一。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十三日，有大臣指出：“近时籴本，例多抛降度牒、绫纸之属，漕行之郡，郡行之邑，未免强率于民。今湖南钱荒已甚，若继之以此，其何以堪！”[24]
南宋孝宗时，为抑制僧尼人数过快增加，朝廷大幅度抬高度牒价格。绍兴初年，每道度牒官价一百二十贯，绍兴三十年（1161）增加到五百贯，[25]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又增加到七百贯。[26]在官方不断提高度牒价格的同时，民间度牒买卖中的实际价格却下降了。绍兴六年（1136）四月九日，尚书省言：“盖给降度牒，许人进纳官中，旧价百二十贯，民间止卖三千，稍能图例，便行披剃，谁肯勤试经。”民间度牒之所以便宜，是各地方官吏为了牟利而非法出售修改了内容后的亡僧度牒：“州县人吏卖亡僧度牒，与僧行洗改重行。”[27]利用度牒差价牟利，助长了官僚部门的违法乱纪之风。由于有钱就可以买到度牒，严重挫伤了申请出家者勤习经典以备应试的积极性，僧众的佛教修养自然得不到保证。南宋后期，度牒被直接当成军费发放。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以度僧牒千给四川军费”[28]。总之，从北宋神宗开始直到南宋灭亡，以度牒弥补国家财政亏空，始终是王朝的经常性措施。

宋王朝在出售度牒的同时，还出售紫衣和师号。赐紫衣和师号，都是帝王对有特殊贡献的僧人，或对硕学大德的奖励。僧人的衣服本来只有“赤黄黑青等色，不闻朱紫”，按照中国的传统，“赐人服章，极则朱紫”[29]，从武则天开始，对那些有特殊贡献的僧人赏赐紫衣，后代沿袭这种做法。“赐师号”是指帝王给僧人赏赐名号，与赐紫衣的作用是相同的。赐师号源于南朝梁武帝，当时只有某师之号。赐号中有“大师”二字，开始于唐懿宗时期。北宋初年，赐紫衣和师号往往同时进行，都是不收费的。据赞宁记载，“开宝至太平兴国四年以前，许四海僧人殿廷乞比试三学，下开封府功德使差僧证经律论义十条，全通赐紫衣”和师号。此后，赐紫衣师号改为由推荐产生。在皇帝诞辰节时，由亲王、宰辅、节度使至刺史上表推荐僧道获紫衣和师号；另外，两街僧录、道录司可推荐僧道进入内廷接受紫衣师号，分别称为“帘前师号”和“帘前紫衣”，这是荣誉规格最高的一种。[30]由于获得紫衣师号从考试过渡到推荐，也就助长了僧道为获得紫衣师号而奔走于权贵之门的风气。

从北宋中期开始，紫衣师号开始和度牒一样可以出卖。无论僧人道德才学优劣，也无论名望高低，只要出钱就可以买到。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二十四日，“赐河北转运司度僧牒五百，紫衣、师号各二百五十”，[31]用于修筑河流。另外，所赐师号的字数多少不同，价格也不一样，在这方面也有规定。例如，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敕卖四字师号，价二百千”[32]。

为了调动僧人抢购紫衣师号的积极性，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南宋理宗时的岳珂（1183—1234）公开主张，没有紫衣师号者不能担任寺院住持，就像没有官品不能差注任职一样。这项建议居然得到有关方面的采纳。“朝省因总领岳珂奏：乞降紫衣师号二等，赐金环象简并四字禅师法号，以住太（大）寺观，每赐服师号绫纸出卖三百缗，仍附品官条制，非有官不得差注，非有赐服不得住持。”这种规定引起许多僧人反对。嘉熙年间（1237—1240），双杉元禅师上书指出：“近世货赂公行，求为住持者，吾教之罪人。”可见行贿以求住持的现象已经很普遍，如果再加上只有获得紫衣师号者才能任住持，那么“嚣顽无赖之徒皆以贿进，何以整齐风俗？”“况僧道非能自出己财求为住持，必将取之寺观。师徒相残，常住心坏”。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师废则正法微，正法微则邪法炽，以清净之门而为利欲交征之地，非国家之福也”[33]。总之，出卖度牒和紫衣师号之类，无论对佛教团体还是对国家都有很大的弊端。

南宋高宗时期，鉴于滥发度牒造成僧道人数失控，便一度下令停发度牒。但是，为了挽回这项措施带来的政府经济损失，宋王朝又于绍兴十五年（1145）“敕天下僧道，始令纳丁钱，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谓之清闲钱。年六十已上及残疾者听免纳”。这种“清闲钱”也叫“免丁钱”，是南宋王朝向僧道开征的新税种，按人头摊派，加重了出家人的负担。而在度牒重新开始出售之后，这种宗教界的人头税并未停征。免丁钱原本有中央指定数额，但各级地方政府在实际征收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新情况。南宋中期的志磐曾指出：“今州家征免丁，则必举常年多额以责之，而不顾僧之存亡去住。既又欲以亏额均赋诸寺者，其为患皆此类。尝考郡志云：僧道免丁岁无定额。官吏曾不省。”[34]
当出卖度牒、紫衣、师号等成为弥补财政亏空的经常性经济措施时，宋王朝从经济方面调控佛教的措施就变成了对佛教僧人的搜刮手段，既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违法乱纪之风，也加剧了佛教僧团的腐败。

（三）寺院管理

同唐五代一样，宋王朝也禁止民间私建寺院。作为合法寺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具有朝廷赐予的匾额。这是防止滥建寺院、保护合法寺院的一种措施。由于宋代帝王把下赐寺额视为积累功德的善举，导致了批量滥赐寺额。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朝廷向天下无额寺院赐授“太平兴国”、“乾明”等额，开启了大量赐额的风气。对于可以接受敕额的寺院规模，也有逐渐降低要求的趋势。敕额的有无，是官方整顿寺院时决定该寺存留废毁的依据，所以，僧人总是奔走于各地官府衙门，想方设法为所居住的寺院争得赐额。在这种上下意愿一致的力量驱动下，许多私建小寺也因为获得朝廷颁赐的寺额而合法化，使宋代官方掌握的寺院数量剧增。

根据现存资料，宋王朝所辖地区的寺院数量很难准确统计。日本学者高雄义坚根据孔仲平《谈苑》卷二的说法，认为景德年中共有寺院两万五千座，到北宋末年有三万九千座。[35]这虽然不能算是准确数字，但还是可以参考的。这个说法反映出北宋寺院数量之巨、增加势头之猛。

朝廷对合法的寺院划分类别，开始于元代，在两宋时期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南宋时期已经酝酿了后代寺院分类的萌芽，这主要与颁赐寺额的过程有联系。日本入宋僧人道元在《宝庆记》中说：“天下有四个寺院，即谓禅院、教院、律院、徒弟院。”对此天龙如净解释道：往古未闻，教律禅之闲名，今称三院者，便是末代之[image: ]风，王臣不知佛法，乱称教僧、律、禅僧等，寺院赐额之时，亦书“律寺”、“教寺”、“禅寺”等之字。如是辗转，天下今见王辈之所谓律僧，南山之孙也；教僧，天台之远孙也；瑜伽僧，不空等之远孙也；徒弟僧，师资未详也；禅僧达磨的儿孙也。[36]很明显，这里讲的禅教律的寺院分类，是按照僧人隶属的佛教宗派划分的，在南宋时还不是官方的正式规定，也没有得到佛教界的普遍认可，只是各地官员在颁发寺额时填牒文使用的名称。给某个具体寺院的牒文填写或禅或教或律某种名目，大约主要依据该寺住持僧的隶属宗派。元代禅教律的寺院分类可能源于此。至于上文中讲的“徒弟院”，则不同于按照宗派对寺院的分类，而是依据寺院住持产生制度划分寺院类别的一种名称。

从住持产生的形式方面划分，宋代的寺院可以分为四类。

其一，继承制下的甲乙徒弟院，即上文的“徒弟院”。在这种寺院中，住持逝世或隐退，由其弟子依照资历接任。这是最古老的师徒继承方式，是在佛教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制度，流行于大多数寺院，并且在宋代之前和之后都很流行。这种继承法在传统佛教典籍中也有直接根据，所谓：“住持三宝，全赖人弘，师徒相摄，不断僧宝，则佛法增广也。”[37]
其二，选举制下的十方住持院。这是通过各方面协商，遴选德才兼备的著名僧人担任寺院的住持，并不考虑被提名者与前任住持是否有师承关系，寺院由此得名，所谓：“不拘甲乙，故为十方刹也。”[38]宋代之前就有这种寺院，直到宋代才逐渐制度化。采用这种方式选住持，是为了维护寺院在佛教界或社会上的声望，这些寺院大多是一些宗派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名寺大刹，例如，天台宗的延庆寺就是这种寺院。[39]在整个两宋社会，甲乙徒弟院和十方住持院是始终并存的。当时的一般僧众认为，不论师承关系选任住持，有利于提高寺院的知名度和声望，有利于弘扬佛法。但是，十方住持院在住持更替之时，往往引起寺院器物的毁坏和财产的流失，不利于寺院经济的稳定发展。两种住持产生制度各有利弊，所以，不少寺院经常交替实施两种制度。

其三，政府任命制下的敕差住持寺。宋代有极少数寺院与皇室关系密切，经由朝廷宣敕来任命住持。这些寺院包括京城大寺，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寺院。由于是皇帝任命住持，所以社会地位较高，并可获得某些特殊待遇。在北宋时期，云门宗的许多代表人物被朝廷任命为京城寺院的住持，就属于这一类。

其四，私家延请制下的功德坟寺。功德坟寺指豪富或权贵在家族墓地所建造的寺院。这种寺院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则很普遍。功德坟寺是“听本家请住持”，[40]即任命住持完全由建造寺院的家族全权决定，不用申请官方批准，无须征得佛教界同意，也不受师承关系的影响。

从寺院的来源上说，宋代既有国立寺院，也有僧人通过化缘募资、垦荒开田等方式建立的寺院，还有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及大地主建立的私人功德寺院。对于私立的寺院，只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朝廷就颁赐名额，即承认其合法性。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57），“敕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间者，并赐寿圣之额”[41]。由于寺院具有免交田产税的特权，许多官吏以建立功德坟寺为名，把大量土地变成寺院田产，而收入仍归自家，造成国家的税收流失。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官吏依仗权势，建功德坟寺时并不出资建房屋，置田产，而是把当地的有额寺院据为己有，改造成私人寺院，从中牟利。志磐曾记载了南宋时期的这种情况：

迩年士大夫一登政府，便萌规利，指射名刹，改充功德，侵夺田产，如置一庄。子弟无状，多受庸僧财贿，用为住持，米盐薪炭，随时供纳，以一寺而养一家，其为污辱祖宗多矣。况宰执之家，所在为多。若人占数寺，则国家名刹，所余无几。[42]

官僚把国家寺院据为己有，自己选择住持，使寺院成了他们的私人庄园。有些僧人或为了谋取住持之位，或为了使寺院得到豪强庇护，免受盗贼流寇的侵扰，也很愿意把自己所在的国家寺院变成私人功德坟寺。因此，官僚与寺院上层相互勾结，把国立寺院、僧人自建寺院、无名额寺院等改为私人功德寺的现象，无论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都普遍存在。北宋徽宗大观年间，诏令“不许近臣指射有额寺院，改充功德”。高宗绍兴年间，又明令不许侵占有额寺院，私立功德寺院必须自置田产，自造屋宇。实际上，这些禁令在以后并没有发挥多大的效力，南宋中期这种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相对说来，有额寺院一般规模比较大、历史比较长，政府对其采取了保护措施。而那些无额的寺院被高官显宦改为功德寺之后，更容易获得赐额。总之，侵占寺院田产建立功德坟寺，是各级官吏和地方豪强进行土地兼并的重要活动之一。在宋代历史上，功德坟寺对社会各阶层和佛教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宋王朝也很注意从日益发展的寺院经济中获利。北宋王安石变法，取消了寺院免役免税的特权。从熙宁四年（1071）开始，朝廷规定寺观也要按照户等缴纳相当于免役钱半数的“助役钱”：“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自余物产，约此为准。”[43]但是，在实际征收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收入的小寺院也要缴纳助役钱，使许多下层僧人不堪其苦。晓莹记述了他本人的情况：“至淳熙戊戌（1178）冬，以徒弟隶名感山小寺，而徙居焉。寺基税钱三十有一，并无常产，唯破屋数间。”[44]显然，征收助役钱对大寺院的上层并无大的妨碍，主要是加重了下层僧人负担。

三 翻译佛经与刻印藏经

（一）翻译佛经

在我国历史上，把翻译佛经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朝廷出面组织进行，至北宋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译场组织、人员配备、翻译内容等方面，宋代都具有与前代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宋代翻译佛经的种类不少，但多为篇幅较短的小经，在佛教界和社会上产生的影响非常小。

宋代的佛经翻译也是从民间开始，转到由朝廷组织进行。外来僧人的自发译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年间，中天竺僧法天与其兄达理摩多携带梵夹先到鄜州（治今陕西富县），遇到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梵学僧法达，合作翻译出《圣无量寿经》、《尊胜陀罗尼经》、《七佛赞》[45]。开宝七年（974），鄜州知州王龟从上表进献这些新译经，太祖诏法天等进京，赐以紫衣。

从宋太宗开始，宋王朝官方支持和组织佛经翻译，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二》，太平兴国五年（980），北天竺僧天息灾、施护到达京城，诏赐紫衣，并令他们与法天查阅已有梵夹，“太宗崇尚释教，又以梵僧晓二方言，遂有意于翻译焉”[46]。宋太宗看到梵僧通晓中梵两种语言，具备了译经的人才条件，便有意效仿唐太宗支持玄奘的故事，开始宋王朝的译经事业。他命中使郑守约主持在太平兴国寺的西边兴建译经院。译经院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建成，其布局是：正中设译经堂，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证义堂。诏请天息灾等人入内居住译经。自唐元和六年（821）中断的官方佛经翻译事业，从此开始继续进行。[47]第二年八月，诏改译经院为传法院，又在显圣寺设印经院，以放置经版和印刷佛经。[48]
在天息灾受命开始译经之初，就制定了规范的译场制度，其后没有太大的变化。北宋译场借鉴了唐代的经验，在人员配备、职责分工等方面有严格规定。参与译事的成员分为九类，各司其职，层层把关。

第一，译主，是主持译经的最高学僧，正坐面外，负责宣讲梵文原本。

第二，证义，位于译主左侧，基本由义学沙门担任，负责与译主讨论和确定梵文原经。

第三，证文，位于译主右侧，负责审查译主对梵文原典的朗读是否有错误。

第四，书字，负责采取音译方法把译主宣读的梵文用汉字记录下来。

第五，笔受，多由精通梵语的汉僧担任，负责把梵音汉字翻译成汉文。

第六，缀文，多由汉僧担任，负责对译文进行增删修改，连词成句，使其符合汉语语法。

第七，参译，负责对照梵文原典和汉文译本进行审核，主要从义理方面修改错谬。

第八，刊定，负责删削重复，弥补缺漏，主要对译文进行文字处理。

第九，润文官，负责对译文进行修饰润色。一般由皇帝任命的宰辅或词臣担任润文使和由翰林学士担任的润文官组成，其人员配备规格较高，在僧众的南面另设座位。[49]
在译经过程中，参加的僧人很多。除了担任主译的人之外，担任证义、笔受、缀文等工作的僧人是以法进为首的七十九人。负责译经主管（译经使）和担任润文的，都是朝廷重臣，见于记载的有吕夷简、宋绶、王曙、张洎、赵安仁、杨砺、晁廻、李维、朱昂、梁周翰、杨亿等人。其规格之高，是前代所没有的。

宋代译经主要集中在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到仁宗景祐二年（1035）的半个多世纪间。此后译事时断时续，所译出的典籍数量也不多。宋代译经以外来译师为主，虽然也有少数西夏僧人和汉地僧人参与，但只是起辅助作用。来华译经僧主要有法天、天息灾（法贤）、施护、法护（中天竺人）、法护（北天竺人）等人，西夏僧人有日称、智吉祥、金总持等人，汉地僧人有惟净、慧洵、绍德等，是传法院培养出来的学僧。

仁宗景祐三年（1036），宰相兼译经使吕夷简与润文官宋绶奉诏编定《景祐新修法宝录》，仁宗撰写序文说：“自兴国壬午（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距今乙亥（景祐二年，公元1033年）五十四载，其贡献并内出梵经无虑一千四百二十八夹，译成经论凡五百六十四卷。”[50]据现存《景祐新修法宝录》卷一，此期间实际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及集、赞共为243部574卷。据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统计，宋代共译大小乘经律论及西方圣贤集传285部741卷。宋代所译出的经典都是篇幅比较小的，总量不大，总卷数不多，但是种类比较多，几乎和唐代差不多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其译经成就几乎和唐代相当。

随着新译经典的陆续完成，北宋先后三次编辑佛经目录。

第一次，赵安仁、杨亿等人于祥符二年至八年（1011—1015）编修《大中祥符法宝总录》（简称《祥符录》）二十二卷。这部经录所载的译籍始于太平兴国七年，终于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间共计收录典籍222部413卷，此外还收有东土著撰11部160卷。这部经录的主要部分按照进经时间的先后次序排列名目，在列出经名、卷数、译人诸项之外，还附进经表文。这些记载都根据当时译经院的实际情况照录。也正因为如此，这部经录的体裁发生了一些变化，与前代的经录有所不同。

第二次，惟净等人于天圣五年（1027）编《天圣释教总录》三卷。这部经录不同于《祥符录》记载新译典籍，而是记录当时全部入藏经典的目录，包括《开元录》、新编入藏的天台慈恩两家著述、《贞元录》、《祥符录》等所收经目内容，其后附载新译各经经目。此经录收经目共计6197卷。

第三次，吕夷简等人于景祐二年到四年（1035—1037）编《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这部经录的体裁和《祥符录》是一样的，所收译籍紧接《祥符录》，时间为始于祥符四年终于景祐三年（1011—1036）的二十六年间，共计21部161卷，另外，还收有东土著撰16部190余卷。

公元7世纪以后，在印度佛教内部兴起了密教，并且逐渐盛行。北宋时期，正值印度密教进入兴盛阶段，来华传教者多为密教僧人，所以，宋代译经的主要部分是密教经典。按照支那内学院辑佚补编的《大中祥符录略出》和《景祐新修法宝录略出》统计，在新译的243部574卷经典中，密教经典有123部241卷，约占总数的50%。

密教以重视繁多的祭祀、咒术、仪轨为特色，这不仅表现在具体的修行上，也表现在译经方面。译经僧人在译经之前，要按照密教的规定设立译经道场。例如，施护征得朝廷同意，在译经前于译经院的“东堂西面，粉布圣坛，坛开四门，梵僧（来自印度或西域的僧人）四，各主其一，持秘密咒七昼夜。又设木坛，作圣贤位布圣贤字轮（设立供奉佛、菩萨、天神的名位），目曰‘大法曼拿’。……香花、灯、涂、果实、饮食，二时供养：礼拜旋绕，诸祈民祐以殄魔障”。参与译经的僧人还要“每日沐浴，严洁三衣、坐具，威仪整肃”[51]。密教人士认为，这些做法并不仅仅出于表达对佛经的尊崇和对佛的敬仰，而是这些仪轨具有受佛菩萨保佑、驱除魔扰、保证译经工作顺利进行的功效。

宋代译经事业的艰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或因人才缺乏，或因经费不足，或因译成的经典受到责难，或因没有输入的梵文原经，不断有人提出罢译之议。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天息灾等人鉴于能翻译经典者均为梵僧，为了使译经事业日后不致中断，奏请遴选两街童子学梵文，为翻译经典储备人才。于是，朝廷诏令集京城童幼五百人，从中选拔惟净等五十人到译经院学习梵文。此后惟净学通梵文出家，受赐号“光梵大师”，成为宋代知名的汉族译僧。

淳化五年（994），译出《大乘秘藏经》二卷，译者发现有六十五处“文义不正互相乖戾”，太宗听后认为，“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正法也”，勒令将此经“对众焚弃”[52]。真宗咸平二年（999），当时任礼部侍郎的陈恕因译经“久费供亿”，奏请废除译经院。真宗认为译经属于“先朝盛典”[53]而未采纳。天禧元年（1017），译经院译出《频那夜迦经》四卷，发现同样问题，真宗认为：“荤血之祀，颇渎于真乘；厌诅之词，尤乖于妙理。……其新译《频那夜迦经》四卷，不得编入藏目。自今传法院似此经文，无得翻译。”[54]神宗熙宁四年，废译经（传法）院。元丰五年（1082），罢译经使、润文官，废“译经使司印”。

总之，宋代译经既与当时印度佛教发展的状况息息相关，又与宋代佛教自身发展的态势密切联系，同时更明显地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制约。当以注解外来经典提出创新理论的时代结束以后，新输入的外来佛教思想就不能成为制约中国佛教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了。

（二）刻印藏经

刻印佛经起源于何时何地尚不清楚，现存最早的印刷佛经，是唐朝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为其双亲做功德而敬造普施，带有愿文的《金刚般若经》。这是斯坦因在敦煌古籍中发现的。从有关资料的记载和实物发现来看，宋代以前，只有刻板印刷的单本经书和佛教僧人的注疏著作，还没有大规模刻印佛教经典总集性质的大藏经。雕刻和印刷大藏经，是始于宋代的佛教文化事业。大规模刻印藏经，使佛教典籍的流传更为便利和快捷，并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及周边国家。宋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藏经雕刻始于宋太祖时，其印刷由印经院负责。到北宋末年，民间刻印取代了官方刻印。由朝廷资助并派人主持刻印的藏经习称“官版”，由地方官吏、富豪或寺院主持刻印的藏经习称“私版”。两宋三百余年间，官私刻印的大藏经有五种版本。

第一，开宝藏。由北宋太祖提议开刻的官版藏经，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派遣内官张从信到益州（成都）雕造大藏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完工，历时十二年。由于刻成于益州，也称“蜀版”。开宝藏所收入的典籍依据《开元录》，计有五千余卷，刻版保存于汴京太平兴国寺内的印经院，并在那里刊印，印刷好之后颁发给各大寺院。随着新经陆续译出，不断补刻加入，另外还增刻了东土撰述和《贞元录》入藏经典，并予以校勘，最后达到六千六百二十余卷。开宝藏的印本为以后所有官私刻藏的准绳，并曾印赠高丽、契丹，从而引起仿刻。

第二，崇宁万寿藏。为满足远离京城的地方寺院的需要，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冲真等人大约于元丰初年（1078）募刻，到崇宁二年（1103）基本完工。经奏请政府允许，得“崇宁万寿大藏”的名称。其后还增刻了一些《贞元录》的经典和入藏著述，至政和二年（1112）结束，共计五千八百余卷。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又补刻了十余函。

第三，毗卢藏。在东禅版刻成的当年，福州人蔡俊臣等组织了刻经会，支持福州开元寺僧本悟等募刻大藏经。从政和二年到绍兴二十一年（1112—1151），历时四十年竣工。此藏依照东禅版刻成，南宋孝宗隆兴初（1165）又增刻两函。

第四，思溪圆觉藏。湖州归安思溪圆觉院僧人怀深等募刻，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家族资助，主要依据东禅版内容刻成，约五千六百八十七卷。刻版先保存于圆觉院，淳祐年间移藏思溪资福禅寺。[55]
第五，碛砂藏。此藏因受思溪版的影响而发起，由平江碛砂延圣院僧人法思等募刻。此藏从绍兴初年始刻，以后时断时续，到至元九年（1349）完成。端平元年（1234）曾仿思溪版编定本藏目录，后来屡有改动，并增补元代刻印的经典，共计6326卷。

宋代零星刊刻的佛教经典不胜枚举，而历时悠久的五种大藏经的刊刻，对佛教经典的普及和流通，对雕刻、造纸、印刷等手工艺的发展，对加强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思想文化沟通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刻印大藏经是宋太祖在佛教文化事业上的一个创举。开宝藏的问世，标志着印刷大藏经开始取代手写大藏经。其规模之浩大、影响之久远，在古代世界印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的意义。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变法，国家财政困难，为节约费用而废止了印经院。开宝藏木版转移到显圣寺的圣寿禅院，有需要时才开印。

以开宝藏的雕印为标志的佛教经典印刷时代开始之后，手写佛经作为功德善举依然在社会各阶层流行。但是，作为提供学习、研究之用的流通中的佛教经典，则以印刷本为主。随着刻印佛经的流行，刻印佛经本身也成为一种功德善事，逐渐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

佛经从手写传抄发展到刻版印刷流通，是佛教史上有着多方面影响的大事。随着刻版、印刷技术的提高，出版典籍也变得更为方便、更为快捷，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新经典的普及和流通。在宋代，禅宗各种语录、灯录大量涌现，其社会普及和流行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第二节 临济宗的理论与实践

禅宗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逐渐成为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派，经历了剧变的禅思潮开始笼罩整个佛学界，基本奠定了佛学发展趋向的基础。在唐末五代形成的禅宗五家中，沩仰一系入宋不传，法眼一系在延寿（904—975）以后衰落。宋代禅宗主要有临济、云门和曹洞三派，而在北宋前中期，相当于宋太祖到哲宗时期（960—1100），主要由临济和云门两派推动禅学发展。

在北宋初年，临济宗仍然主要流行于北方，以今天的河北、河南和山西等地为中心。从仁宗统治时期开始（1023），其活动区域转到了南方，以江西为中心，成为禅宗中最活跃的一派。就其派系结构而言，在楚圆之后分化出黄龙、杨岐两支，分道发展，活动于北宋末至南宋初；就其禅学演变而言，倡导和完善了与公案之学相联系的“文字禅”诸形态，促成了禅思想的转变，并且逐步行之于整个禅林。

所谓“文字禅”，是指通过学习和研究禅宗经典而把握禅理的禅学形式，它以通过语言文字习禅、教禅，通过语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浅为特征。禅宗文字禅的思想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它形成与公案之学相联系的稳定形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禅学潮流，则是从北宋开始。作为宋代文字禅的主导方面，它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运用语录公案紧密结合在一起。概括说来，宋代围绕语录公案展开的文字禅有四种形态，也可以看作是公案之学发展的四个方面。其中，“拈古”是以散文体讲解公案大意，“代别”是对公案进行修正性或补充性解释，这两者都起源于宋代之前；“颂古”是以韵文对公案进行赞誉性解释，“评唱”是结合经教对公案和相关颂文进行考证、注解以发明禅理，这两者都起源于北宋。一般说来，能够主导禅学发展方向，并能够发挥多方面理论作用和社会功能的文字禅形态，是代别、颂古和评唱。北宋初年，临济僧人汾阳善昭倡代别、创颂古，标志着临济禅学开始了一个方向性转变。

与唐末五代相比，两宋社会相对稳定，王朝的宗教政策比较宽松，佛教的寺院经济由此得到平稳发展。这就为禅宗的领袖人物走出农耕山林、进住通都大邑或名山胜地的大寺院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放下锄头、拿起笔杆提供了可能。文字禅的发展，正是禅师们在研究旧经典的基础上创造新经典的过程。宋代是产生禅宗典籍的黄金时期，其数量之庞大、种类之齐全，不仅超过唐五代，而且也为后代所不及。在两宋社会的大背景下，山林旷野的质朴禅风在禅宗主流阶层身上逐渐消退，都市书斋的浮华禅风却日益浓重。这不仅在佛教内部为文字禅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也是吸引士人的新禅风。

一 汾阳善昭的公案代别和颂古

临济宗从兴华存奖（？—924）经南院慧颙（？—952）、风穴延沼（896—973），至首山省念（926—993），日呈衰落之势，以致流传有仰山慧寂的谶语，所谓“临济一宗，至风而止”[56]。省念重视佛教戒律，提倡《法华经》，有“念法华”之称。他也沿袭机锋棒喝的传禅手段，每有禅僧来，“必勘验之”，因而禅宗典籍中有“天下称法席之冠，必指首山”的记载。实际上，在省念身边的禅僧，“留者才二十余辈”。他常住“汝州城外荒远处”的首山，是一个不具多大影响力的丛林，他本人在禅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什么建树。

改变临济宗这种窘迫处境的是省念的弟子善昭。他倡导公案代别和颂古，以复古主义的形式，将禅化解为文字玄谈；在解释古圣语言中寓以禅境，创造了文字禅的新形态。善昭由此为禅僧与士大夫的沟通、交流开辟了一条新路，不仅促成了临济的持续兴盛，而且推动着整个禅宗的全面发展。

善昭（947—1024）俗姓俞，又名无德，太原人，因父母早逝，14岁出家。此后，他一直过着奔走各地的游方生活，“历诸方，见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风。”“至首山谒省念，大悟言下”。后又“游湘衡间”，“北抵襄沔”，[57]继续访师问道，前后达三十年。杨亿称誉他“效遍参于善财，同多闻于庆喜”[58]。他的禅学在游学中形成，也在游学途中声誉四播。淳化四年（993），首山省念圆寂，道俗千余人迎请善昭住持汾州（山西吉县）太平寺太子院。从此，善昭“宴坐一榻，足不越阃者三十年”，被尊称“汾州”[59]。

善昭禅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把禅学与义学区别开来：

夫参玄大士，与义学不同。顿开一性之门，直出万机之路……心明则言垂展示，智达则语必投机。了万法于一言，截众流于四海。[60]

禅优于义学的主要之处，在于“顿开”、“直出”，而不是拖泥带水；在于“一言”而“了万法”，没有那么多的烦琐注疏。至于语言，仍然是垂示、了法和参玄投机的钥匙。善昭的这些主张，代表了中国禅宗演变的又一个方向，从“说似一物即不中”，经过五代十国对公案的自发讨论，转成了“了万法于一言”的理论自觉，于是参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参玄”，追求对禅境的直观体验，变成了追求含“玄”的语录。所以，语言的运用和理解，成了禅宗僧人修行的头等大事。

为了倡导言玄，善昭作《公案代别百则》和《诘问百则》，弘扬这些公案，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关于公案代别，善阳指出：

室中请益，古人公案未尽善者，请以代之；语不格者，请以别之，故目之为代别。[61]

“未尽善者”和“语不格者”的意思相同，都是指公案的语意未尽，需要给以“代语”或“别语”，作进一步的揭示，也可以说是对公案的修正性解释。

这里的“代别”是“代语”和“别语”的复合词。所谓“代语”，原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问答酬对间，禅师设问，听者或懵然不知，或所答不合意旨，禅师代答的话语；其二是指古人公案中只有问话，没有答语，代古人的答语。所谓“别语”，是指古人公案中原有答话，作者另加一句别有含义的话。二者区别不大，都是对古人或他人禅语的发挥。由于云门语录中多有代语和别语，一般认为“代别”以云门为始。善昭利用这种形式，将禅引导到发掘古人意旨方面，更确切些说，是借用古代公案表达自己的思想。譬如：

梁武帝问祖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云：对朕者谁？祖曰：不识。代云：弟子智浅。

梁武帝请傅大士讲经，大士俨然。帝曰：请大士与朕讲经，为什么不讲？志公曰：大士讲经毕。代云：讲得甚好。

马鸣问迦毗摩罗：汝有何圣？云：我化大海，不足为难。又问：汝化性海得否？云：若化性海，我当不得。别云：许即不让。

《诘问百则》是对著名的禅语提出问题，并代以作答。以“四誓”为例：

众生无边誓愿度。谁是度者？代云：车轮往灵山。

法门无边誓愿学。作么生学？代云：朝参暮请。

烦恼无边誓愿断。将什么断？代云：有么？

无上菩提誓愿成。作么生成？代云：天子不刈草。

无论是公案代别还是诘问代答，都反映了善昭追求玄妙语句的用心和提供给公案一个标准答句的努力。其中有的就是字面的含义，别无他解，如“朝参暮请”之类。有的是对原意的引申，如“智浅”即是“不识”，“讲得甚好”即是“讲经毕”，代别得并不高明。有的是纯譬喻，如“车轮往灵山”，“车轮”是“法轮”的譬喻，代得也不甚新奇。值得寻味的是“有么？”以反问的口气表达对“烦恼无边誓愿断”的否定。“天子不刈草”，暗喻“无上菩提”无须劳作生成，带有浓郁的山村野风，倒是少些矫揉造作。

“代别”之作为一种文体，对后世还是有不小影响的。明清特别盛行的批点，以及通过批点让古人的著作代自己立言，就是这种代别的发展。因此，尽管善昭的代别也有精彩的部分，但多数平平，或不如原来的语言含蓄生动。因为代别之作同公案的选择一样，真正的目的不是发明古圣意旨，而是借题发挥；既可以作为言谈往交的口实，也是阐述自己思想观念的途径。所以从善昭的代别中，大致能够看到他的禅者面貌。善昭自认为他的百则诘问可以将道理收全，但不敢肯定他的诠释能够穷尽这些道理，也表明他只是一家之言。所以他说：“诘问一百则，从头道理全，古今如目睹，有口不能诠。”他还说：“夫说法者，须及时节，观根投机，应病用药。若不及时节，总唤作非时语。”[62]所以也不能把他的代别当成真言。善昭着意追求语言上的“善”和“格”，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标准去统一公案的答语，与此同时，也把禅宗引向了追求玄言妙语，在文字上下工夫。

所谓“颂古”，是以韵文对公案进行赞誉性解释的语录体裁，不仅是研究公案的方法，而且是教禅学禅、表达明心见性的手段。善昭首创颂古，是对宋代禅学发展的又一促进。在北宋以后的禅史上，颂古比代别和拈古具有更大的影响。由于得到士大夫的特别喜爱，因此它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善昭的颂古之作是《颂古百则》，选择百则公案，分别以韵文阐释。他在其后作《都颂》，简述选材的原则、作用和目的：“先贤一百则，天下录来传。难知与易会，汾阳颂皎然。空花结空果，非后亦非先。普告诸开士，同明第一玄。”[63]意谓他选用公案的标准主要是择优，不论宗派，唯以禅林公认的“先贤”言行作为弘禅证悟的典型范例流通天下。这反映了善昭力图融合禅宗各家宗风的倾向，此举也为日后多数颂古禅师所接受，成为共识。当然，由于各选家的眼光不同，水平有别，所选公案也就不会完全一致。善昭认为，公案中的古德言行和机缘，有的晦涩难懂，有的易于理解，颂古的文字都应该使其清楚明白，便于学者同明“第一玄”（禅理）。他的颂古明确宣示：禅既可以通过文字“普告”学者，学者也可以通过文字去“明”，这一主张在他的颂古实践中得到更明朗的表现。

北宋末年，圆悟克勤曾给颂古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而已。”[64]意思是说，颂古不是照直把古圣的意旨叙述出来，而是绕着弯表达自己的禅理。这也是禅宗常讲的“不点破”的原则。因此，即使平直的语言，也不能单从字面上去理解。但事实上，善昭的颂古特点远非如此，他总是从公案的事实出发，推论出古圣的意旨来。例如《俱胝一指》这则公案，说的是唐代俱胝和尚，每遇有人向他问禅，他都不多说话，只竖起一个指头表示回答。善昭的颂文是：“天龙一指悟俱胝，当下无私物匪齐。万互千差宁别说，直教今古勿针锥。”[65]意思是说，俱胝和尚竖一指悟人的方式，是从天龙和尚那里学来的，因为他就是从一指得悟。“一指”喻一以贯之，在千差万别的世界中，要把握它们的统一性。佛教通常或指“空”，或指“心”，善昭给予的解释是“无私物匪齐”。“无私”即“无我”，“无我”即“性空”，所以从“无私”的角度看世界，无物不是齐一的。至于俱胝和尚的本意是否如此，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善昭在这里没有故弄玄妙，是很明显的。可见他的颂古有很大成分是为了普及禅知识。可以说，善昭的颂古之作代表了颂古的初始形态。善昭之后，颂古之风弥漫禅宗界，成了明心见性的重要手段，颂古本身也经历着变化。

二 黄龙慧南和黄龙派

善昭的著名弟子是石霜楚圆（986—1039），全州清湘（广西桂林）人，俗姓李，22岁出家。他慕名到山西参访善昭，从学七年，后又游历今河南一带，结识杨亿、李遵勖等人。晚年至潭州（湖南长沙）弘教传禅，临济宗的活动区域开始南移。楚圆的门徒以黄龙慧南和杨歧方会的知名度最高，他们各立门户，分别形成黄龙派和杨歧派。禅宗史上把这两派与唐末以来的五家合称“五家七宗”。

（一）慧南及其“黄龙三关”

慧南（1002—1069）是信州玉山（江西玉山县）人，11岁出家，19岁受具足戒，先随云门宗的三角怀澄习禅，后投楚圆门下。先后住持同安（福建同安县）崇胜禅院、庐山归宗寺、高安黄檗山等。从景祐三年（1036）开始，常住江西南昌黄龙山。慧南的禅要，人称“黄龙三关”。

师室中常问僧出家所以，乡关来历，复扣云：人人尽有生缘处，那个是上座生缘处？又复当机问答，正驰锋辩，却复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却复垂脚云：我脚何似驴脚？三十余年，示此三问，往往学者，多不凑机。丛林共目为三关。[66]

这里的“生缘”，指决定人生及其命运的诸因素；“我手”与“佛手”相比，涉及人身与诸佛的关系；“我脚”与“驴脚”相比，涉及人身与畜生（异类）的关系。这类问题，在禅宗史上都有过热烈的讨论，所以涵盖有深厚的佛学理论内容，与一般禅师的信口提问或随根发机者不同。

据慧洪在《林间录》中记载，慧南禅师“以佛手、驴脚、生缘语问学者，答者甚众。南公瞑目如入定，未尝可否之。学者趋出，竟莫知其是非，故天下谓之三关语”[67]。为什么对任何回答都不置可否？慧南解释说：“已过关者，掉臂径去，安知有关吏？从吏问可否，此未透关者也。”[68]所谓“已过关者”，指由此三问而自悟的人，就用不着再作解释；所谓“未透关者”，虽经三问启发犹未悟解的人，再作讲说也无济于事。

慧南的“三关”之设，目的在启示参禅者自修自证，自悟佛道。慧南曾对自己的“三关语”以颂文形式作过阐述，《林间录》中记有“佛手”和“驴脚”两颂，《云卧纪谭》将三颂录全：

我手佛手兼举，禅人直下荐取，不动干戈道出，当处超佛越祖。我脚驴脚并行，步步踏着无生，会得云收日卷。方知此道纵横。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虾，但见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茶？[69]

意思是，我手、佛手兼举，表明凡圣无二，只要直下荐取本心，即会超佛越祖；我脚、驴脚并行，显示我与畜类在“无生”性空上一致，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即可在世间自由纵横；参悟“生缘”，在于理解生存争斗之烈（水母食虾）和生死无常之速（不能更吃赵州茶）。

由此看来，“黄龙三关”的思想并没有超出佛教禅师一般弘扬的内容。他的特点在于使用具体形象，将抽象的道理寓于其中，从而使平凡的事理变得迂回含蓄起来，使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佛教教义变得生动并增添新的风采。慧南的三关之设，推动了禅宗用语示意的灵活性。据传，他离开怀澄的原因，是怀澄以“死句”教人，慧南主张以“活句”说禅。他的弟子隆庆庆闲（1037—1081）对黄龙三关的答语，可以看作使用“活句”的标本：

（南）又问：如何是汝生缘处？对曰：早晨吃白粥，至今又觉饥。又问：我手何似佛手？对曰：月下弄琵琶。又问：我脚何似驴脚？对曰：鹭鸶立雪非同色。[70]

相比之下，慧南自己的解释反而成了“死句”。这样的活句，虽然也算具体风趣，但其中表达的禅理已不是含蓄，而是晦涩了。尽管如此，“活句”的提出，说明同一思想可以用多样的语言表达，不拘一格，能够各具千秋。这对于推动语言运用的艺术和表现上的生动多姿，无疑是有益的。

据慧洪说，黄龙以“三关”立宗说禅，采用“三句”格式，是源自百丈怀海：“大智禅师（怀海）曰：夫教语皆是三句相连，初、中、后善。初直须教渠发善心，中破善，后始明善菩萨即非菩萨，是名菩萨法，非法非非法。……故知古大宗师说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谓苟然语。”[71]这里讲的“三句相连”，实脱胎于天台宗的三位一体，即由《中论》三是偈那里转化过来的“假”、“空”、“中”三谛说，与怀海无关。怀海有关三句的说法是这样的：“若透得三句过，不被三段管教家举，喻如鹿三跳出网，唤作缠外佛，无物拘系得渠，是属燃灯后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72]因此，怀海的“三句”是透“三句”、超“三句”，不被三句所缠，与“三句相连”的意思恰恰相反。不过慧南的“三关”确有受怀海说法的影响。所谓透过三关，即可掉臂而去，不再受文字教理的束缚，就是怀海的精神。

宋初云门僧人惯以三句教人，德山缘密概括文偃思想为“云门三句”，缘密的同学巴陵景鉴有所谓“巴陵三句”。慧南设“三关”之后，影响扩大，“转三句”的方法在禅僧中十分流行，有的照搬黄龙旧说，有的是花样翻新，同善昭倡导的代别、颂古相呼应，形成了宋初在文字语言上立禅的一代风气，由此产生了许多介乎似有哲理又似“行话”的“玄言”。

（二）黄龙系诸禅师

慧南以黄龙山为基地，建立了庞大的僧团，嗣法弟子多达83人。其中以晦堂祖心、东林常总和宝峰克文最为著名。

晦堂祖心（1025—1100），南雄始兴（广东始兴县）人，俗姓邬。21岁时依龙山寺沙门惠全剃发受具足戒，曾求学于云峰文悦，后到黄龙山参见慧南，深得赏识。慧南生前曾让他分座训徒。慧南圆寂后，他继任黄龙住持十二年，嗣法弟子四十七人。元丰二年（1080），王韶推荐他住持东林禅寺，他荐举常总以代，自己乐于闲居。祖心与官僚士大夫来往较多，除观文殿学士王韶外，与潭州太守谢师直、江西转运判官彭汝砺等人也很密切。他曾游历京城，驸马都尉王铣“尽礼迎之”。

在祖心之前，禅僧名前多加居住的地名以为道号，是唐代以来的惯例。祖心首创以所住庵堂为道号，为各派禅僧所仿效，成为一种时尚。宋代以后，禅宗僧人依然沿袭这种习惯。

东林常总（1025—1091），南剑州（福建南平）人，出家后到庐山归宗寺追随慧南，前后二十余年。曾住持江西泐潭，被称为“马祖再来”。元丰三年（1080），“诏革江州东林律居为禅”，他应命住持，被认为是应了七百年前东晋慧远的谶语，又号“肉身大士”。宋廷曾诏其住持京城相国寺智海禅院，他以年老多病推辞。元祐三年（1088）赐号“照觉禅师”。

在常总的经营下，江州东林寺规模巨大，其寺“厦屋崇成，金碧照烟云，如夜摩睹史之宫从天而堕。天下学者从风而靡，丛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73]。常总身边常有徒众七百余人，嗣法弟子六十一人。

宝峰克文（1025—1082），陕府阌乡（河南灵宝乡）人，俗姓郑，号真净。少年出家，26岁受具足戒。克文曾游历京城，“贤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经论，咸造其微”。后离京南下，弃教习禅，多方参访，最终投到慧南门下，先后住持江西的宝峰、洞山、圣寿、庐山归宗寺和金陵报宁寺，与王安石、张商英等官僚文人过从甚密。王安石曾舍金陵家宅为报宁寺，请其住持。克文在江西的影响尤大，“民信其化，家家绘其像，饮食必祠”。克文精通佛教义学及儒学，能够融会儒释典籍，用以解释公案，以善于说法著称。他“五坐道场，为诸方说法，得游戏三昧，有乐说之辩”[74]。他反复宣讲的，依然是弹宗一贯提倡的学说，认为“达磨西来，亦无禅可传，唯只要大众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禅道。况神通变化，众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75]。内容毫不新鲜，但由于他擅长辞令，他的《语录》很受时人的欢迎。

克文的嗣法弟子三十八人，黄龙第二代弟子中的知名人物均出在他的门下。如兜率从悦（1044—1091）、泐潭文准（1061—1115）等，当时都有影响。然而在两宋禅宗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乃是清凉慧洪。

慧洪（1071—1128）字觉范，号寂音，江西筠州（高安）人，俗姓俞（一说姓彭）。14岁入寺，19岁在京城天王寺试经得度，四年后到庐山归宗寺学禅于真净克文，并随其迁往洪州石门。29岁后，游历江南一带，住持过临川北禅寺和金陵清凉寺。在金陵时，有僧人告他持伪度牒，被下狱一年，经张商英的帮助，恢复了僧人身份，几年后改名德洪。

慧洪博闻强记，精通佛典，在京城及江南的士大夫中享有盛誉，尤为张商英所看重，被誉为“今世融肇”。据《宋史·张商英传》，大观四年（1110），蔡京下野，张商英入相，“于是大革弊事”，包括“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蔡京党人“日夜酝织其短”，“因僧德洪、客彭儿与语言往来，事觉，鞫于开封府”。说明张商英罢相，直接的罪名是与慧洪等有“语言往来”。究竟是什么“语言”，史无记载。但从张商英当时正在改革部分积弊，抨击蔡京“劫持人主，禁锢士大夫”的倾向，大致可以推断出他们谈话的内容。政和元年（1111），慧洪因此被流放崖州（海南省），政和三年获释回江西。宣和四年（1122），有僧人告他为张怀素的同党，尽管地方官吏知道这是把张商英误为张怀素，纯系诬告，仍以查清事实为由，将他下狱百余日。此后，慧洪深感“涉世多艰，百念灰冷”[76]。有一首诗很能表达他晚年的心境：

霜须障面老垂垂，瘦搭诗肩古佛依。灭迹尚嫌身是累，此生永与世相违。残经倦读闲凭几，幽鸟独闻常掩扉。寝处法华安乐行，荡除五十二年非。[77]

最后两句特别值得注意：《法华经》中讲的“安乐行”，要求“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不“造世俗文笔、赞咏外书”。[78]慧洪作为僧人，积极涉世，三度身陷囹圄；及至晚年闭门隐居，而国事日非，北宋王朝已走向末路。他的诗充分流露出对自己，也是对北宋官僚士大夫和整个北宋王朝的悲观失望情绪。

慧洪的著作很多，在禅宗史方面，可以《禅林僧宝传》和《林间录》为代表。《禅林僧宝传》三十卷，撰于宣和六年（1124），以北宋时期的禅师为主，记有八十一人。《林间录》两卷，笔记体，录其所见所闻三百余事，“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之余论”[79]，也有史料价值。《石门文字禅》三十卷，集诗、偈、书、序等，很能看出北宋后期禅宗的面貌。他的《临济宗旨》等论文，在以后的禅僧和士大夫中也有影响。

慧洪是北宋时期最具眼光的禅史学家。他关于禅宗的史学评论，在当时和后代都具权威性。作为一个禅师，他才华出众并有政治头脑，任性不羁，屡触当道，富于个性。反映在学术观点上，也是驰骋纵横有余，严谨周密不足，失实之处，常为史学家所讥。

慧洪在禅学上有自己的独立看法，他反对把禅同语言文字割裂开来。他指出：“禅宗学者，自元丰（1078—1085）以来，师法大坏，诸方以拨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80]对此他很不以为然。他最推崇汾阳善昭，认为“淳化（990—994）以后宗师，无出汾阳禅师之右者”。因为善昭重视临济义玄提出的“三玄三要”，并通过对“三玄三要”的新解释，追求玄言，提高文字语言在明心见性过程中的功能。慧洪的《临济宗旨》就是联系讲解善昭关于三玄三要的颂文，实现以文解禅的。他说：“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见，此第一句也，古（指荐福承古）谓之句中玄。”[81]以“言”沟通“大道”成为慧洪所倡文字禅的基本特色，并在许多著作中作了反复论证。慧洪指出：

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侯。[82]

这里的“心”，就是“大道”。心的神妙不可用语言传递，而可以用语言表现。心表现为语言，语言就成了大道的外在标帜；标帜明悉了，心即契会了。所以，是否“得道”就可以从其所使用的语言上来衡量。据此，禅宗的修持自然也要归结到语言运用的技巧上来。慧洪很注意禅师的文字运用，他曾借曹洞宗僧人之口，批评某些公案记录的语言，谓：“古人纯素任真，有所问诘，木头、碌砖，随意答之，实无巧妙。”所谓“实无巧妙”，本质上是指那种不事雕琢、缺乏文采的断流语。他认为：“借言以显无言，然言中无言之趣，妙至幽玄。”[83]用语必须蕴含“无言之趣”，使人能体会到“幽玄”之旨，那才是值得肯定的。显然。要使用这样的巧妙语言，参禅者必须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北宋以文字为禅的禅师，大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慧洪的诗文既多，词句也美，可作为他提倡的文字禅的一种标本。其中“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84]，被认为是他的得意之句。批评他俗情末泯，固然有理；说他表现探求心源的执著，也未尝不可。另有《赠尼昧上人》诗：“未肯题红叶，终期老翠微；余今倦行役，投杖梦烟扉。”[85]似乎情浓于禅，很难避免正人君子的责难。传说王安石之女即称他为“浪子和尚”。事实上，慧洪本人是充满世俗情感的，以文字为禅，就是情不自禁的表现。

南宋以后，一些反对以文字为禅的僧人，往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倡代别创颂古的善昭，指向把颂古之风推向高潮的重显。实际上，从理论上论证文字禅合理性的北宋禅师，应首推慧洪，这是一般人所没有意识到的。

三 圆悟克勤及其《碧岩集》

杨岐方会（992—1049）递传白云守端（1024—1072）、五祖法演（1024—1104）。法演弟子二十二人，以佛眼清远、佛鉴慧勤和佛果克勤最为著名，被称为法演门下的“三佛”。从方会到法演，杨岐派几代禅师辗转于江西、湖南、湖北一带活动。尽管杨岐派的势力不断扩大，但在禅林中的地位、在社会上的影响，都远不能与黄龙派相比。直到北宋末年，从佛果克勤开始，杨岐派兴盛起来，其禅法盛行于丛林，其社会声望超过了黄龙派。

圆悟克勤（1063—1135）字无著，俗姓骆，是彭州崇宁（今属四川）人。他18岁出家，先学习佛教经论，后来属意禅宗，就学于昭觉胜禅师。不久，克勤离川东下，参见法演禅师。崇宁（1102—1106）初年，因母老归省，住持成都昭觉寺。后来到澧州（湖南澧县），住持夹山灵泉院，再迁湘西道林寺。政和（1111—1118）末年，克勤奉旨移住金陵蒋山。此时，克勤已名冠丛林，“法道大振”。宣和（1119—1125）中，奉诏住持京城天宁寺，不久因战乱返蜀，仍住持昭觉寺。绍兴五年（1135）圆寂。

克勤非常重视研究佛教经论和禅宗语录。“凡应接虽至深夜，客退必秉炬开卷，于宗教之书，无所不读。”[86]分开来说，“宗”，一般谓“宗通”，特指“禅”而言；“教”，一般为言教，即所谓“说通”，他是主张“融通宗教”的。这里的“宗教之书”，是泛指禅宗的典籍和传统佛教的典籍。张商英在听了他讲《华严》教义和禅宗机语之后说：“夫圆悟融通宗教若此，故使达者心悦而诚服，非宗说俱通，安能尔耶！”[87]
克勤也重视当时禅宗通行的机用，据说他跟随法演来到五祖山，要建“东厨”，而“当庭有嘉树”挡道，法演对克勤说：“树子纵碍不可伐。”克勤不听，把树砍了。法演大怒，“举杖逐师”，克勤在仓促躲避之际，“忽猛省，曰：此临济用处耳。遂接其杖曰：老贼，我识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尔命分座说法”[88]。这种机锋棒喝，实际上已经形同儿戏。又传，克勤在五祖山时，有某位漕使入山问法。法演“诵小艳诗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时克勤侍侧，“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诘之，师（克勤）曰：今日真丧目前机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兹高枕矣”。诵艳诗以传禅，由艳诗而得悟，同棒喝儿戏可谓双璧。政和末年（1118），北宋王朝已危在旦夕，克勤移居金陵蒋山。有人问：“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顾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审衲僧家又作么生？”师曰：“威震寰区，未为分外。”曰：“恁么则坐断十方、壁立千仞？”师曰：“看箭。”[89]他肯定忠臣勇士之不畏死、不顾生，理应“威震寰区”，而他的禅法却不能因此而动摇。所谓“看箭”，也是古禅师的机锋，但在这里变成了纯粹的遁词。

克勤一生南北辗转，结交的知名禅师和士人官僚很多，使他具有广博的禅学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他曾颇为得意地说：“老汉生平，久历丛席，遍参知识，好穷究诸宗派，虽不十成洞贯，然十得八九。”[90]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基础，能够把握佛学发展的趋向，才能创作出影响巨大的《碧岩集》，才能融通禅与教。

《碧岩集》虽以克勤所住夹山（碧岩是其异名）为名，但形成却不限于此一地。现存《卍续藏经》中的《碧岩集》，收有前后序、题记、疏等十篇，其中以署名“关友无党”的序最早，为宣和七年（1125）作，记述了《碧岩集》的形成过程：

圜悟（即圆悟）老师在成都时，予与诸人请益其说（指《雪窦颂古百则》）。师后住夹山、道林，复为学徒扣之。凡三提宗纲，语虽不同，其旨一也。门人掇而录之，既二十年矣，师未尝过而问焉。

克勤住持成都昭觉寺是在崇宁（1102—1106）初年，到宣和七年，正是二十年左右。因此，《碧岩集》是克勤的门徒根据他在昭觉、灵泉和道林三寺讲解重显《颂古百则》的稿子汇编整理而成。《僧宝正续传》又记，克勤分别在成都、夹山和湘西住持上述三寺之后，又奉旨住金陵蒋山，于是“法道大振”。这些记载说明，克勤影响力的扩大，与讲解重显颂古有直接关系。

克勤在三地的讲稿，可能先分别流传，多有被篡改的情形发生，关友无党的序说、克勤的讲稿，“流传四方，或致踳驳，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寻绎之而妄有改作”。克勤本人也曾指出：“不知何人，盗窃山僧该博之名，遂将此乱道为山僧所出，观之使人汗下面赤。况老汉尚自未死，早已见如此狼藉，请具眼衲子详观之，勿认鱼目作明珠也。”[91]究竟改篡的是什么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包括关于重显《颂古》的讲解应无疑问。由此可见，《碧岩集》是在禅宗僧人普遍重视颂古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不是应某个人的邀请而作。

《碧岩集》由重显《颂古百则》所选的一百个公案为骨架组织起来，共分十卷，每卷解释十个公案和相应的颂古，形成十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五项内容，依次是“垂示”、公案“本则”、雪窦“颂文”、“著语”和“评唱”。其中“垂示”是关于公案和颂文的总纲，克勤对公案、颂文的解释，都围绕“垂示”的主题展开。公案的“本则”，是指重显《颂古百则》所选的公案。雪窦“颂文”是复述重显原著的颂文。“著语”是克勤给公案本则和重显颂文所作的夹注，也称“下语”，文字简短，多则十余字，少则三五字，有时只有一个字；形式则多样，有书面语，也有口语、俗语、谚语，大多具有点评性质，或称誉，或嘲讽。著语实际上就是机语。最后一项“评唱”，是《碧岩集》的主体部分，分散在公案本则和颂文之后，是克勤对公案和颂文的正面解释，语言活泼，间或有韵。

试以《碧岩集》第十二则《洞山麻三斤》为例，来分析《碧岩集》的特点。

“第十二则，洞山麻三斤。”这是题目，以下进入正文：

垂示云：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规，亦今时之枢要。若论杀也，不伤一毫；若论活也，丧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传，为什么却有许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试说看。

这段“垂示”的大意是说，消除参禅者的错误观念，启发参禅者认识自己本来具有的智慧，既是上古禅师教禅的原则，也是现在参禅者要掌握的关键。然而，消除参禅者的错误观念，并不正言直说，而是要旁敲侧击，应机示现，不留丝毫痕迹；要启发参禅者自证自悟，也必须消除世俗的观念，才能获得佛教智慧。既如此，为什么还要研究这些表面上看来有违于禅宗主旨的公案呢？克勤的反问，就是强调古圣所传“麻三斤”的公案，其意义在于启发人们自证自悟，不要在表面文字上兜圈子。

公案“本则”及其夹注内容和形式如下：

举。僧问洞山：如何是佛［铁蒺藜，天下衲僧跳不出］？山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树骂柳树，为称槌]。

克勤在“如何是佛”之下的注语，暗示这个问题难以回答，难以理解，许多人都是不知如何回答的。“麻三斤”后面的注语，暗示“麻三斤”并不是对“如何是佛”问题的正面作答。

本则公案之后，是克勤的“评唱”，文字颇长。首先，他指出这则公案的特点：

这个公案多少人错会。直是难咬嚼，无尔下口处。何故？淡而无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话，或云：殿里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断古人舌头。

“如何是佛”，是参禅者经常要提出的问题，历来有多种回答。克勤认为，这些答语都同“麻三斤”一样，是用“淡而无味”的话去截断从字面上去理解思路。接下去，他批判了关于这则公案的几种错误理解：

人多作话会，道：洞山是时在库下称麻，有僧问，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问东答西；有底道：尔是佛，更去问佛，所以洞山绕路答之；死汉！更有一般道：只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没交涉。尔若恁么去洞山句下寻讨，参到弥勒佛下生，也未梦见在。

这些解释都是围绕“麻三斤”答语的字面意义去解释，所以都不得要领（巴鼻），都不能把握公案中蕴含的禅理。按克勤的主张，“言语只是载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么巴鼻。不见古人道：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见道即忘言。若到这里，还我第一机来始得”。因此，这则公案是让人追求言外之旨，即扫除情解，离言会道。他引用五祖法演的颂云：“贱卖担板汉，贴称麻三斤，千百年滞货，无处著浑身。”由此克勤得到这样的解释：“你但打叠得情尘、意想、计较、得失、是非，一时净尽，自然会去。”简言之，洞山以“麻三斤”来回答“如何是佛”的问话，只是让人扫除一切情解，净尽所有得失是非，由此自然会道。

接下去是列举重显的项文，中间也有夹注：

金乌急[左眼半斤。快鹞赶不及，火焰里横身]，玉兔速[右眼八两。姮娥宫里作窠窟]，善应何曾有轻触［如钟在扣，如谷受响］。展事投机见洞山[错认定盘星，自是阇黎恁么见]，跛鳖盲龟入空谷[自领出去，同坑无异土，阿谁打尔鹞子死]。花簇簇，锦簇簇[两重公案，一状领过，依旧一般]，南地竹兮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公案，头上安头]。因思长庆陆大夫［癞儿牵伴，山僧也恁么，雪窦也恁么］，解道合笑不合哭［呵呵！苍天！夜半更添冤苦］。咦[咄，是什么便打]！

克勤对这段颂文的解释也很长，他首先指出，重显讲的禅理同洞山是一致的：“雪窦见得透，所以劈头便道‘金乌急，玉兔速’，与洞山‘麻三斤’更无两般。”“南地竹兮北地木，与麻三斤只是阿爷与阿爹相似。”据此，他批判禅僧对重显颂文的各种错误理解。关于“金乌急，玉兔速”一语，克勤说：“人多情解，只管道：‘金乌是左眼，玉兔是右眼’，才问著便瞠眼云：‘在这里。’有什么交涉？”关于“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一语，他说：“后人却转生情见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锦簇簇’，是棺材头边画底花草。还识羞么？”克勤之所以认为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不在于它们脱离了公案，而是没有超出“情见”，同“麻三斤”公案的主旨背道而驰。为此，克勤对重显的颂文每一典故都作了考证，以此证明颂文的主旨与公案相同，都是表达不要执着于言句，不要作道理会的。

比如，他考证“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的话语出自智门和尚，智门和尚这句话的意思，已由洞山守初讲出来：“言不展事，语不投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重显颂文中加以引用，就在于“破人情见，故意引作一串颂出”。“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合笑不会哭”典出《景德传灯录》卷十《陆亘大夫》[92]。这样，颂文的每一句话都应该考证，考证的结果，就是说明颂文与公案表达的是同一主旨，由此形成了《碧岩集》的一大特点，即思想单一而考证烦琐。

克勤在《碧岩集》第一则《圣谛第一义》中说：

达磨遥观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来，单传心印，开示迷途，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若恁么见得，便有自由分，不随一切语言转，脱体现成。

这本是隋唐以来诸大禅师咀嚼过多少遍的老生常谈，他当作新的发现，贯彻到颂古之中，所谓“古今言教，机缘公案，问答作用，并全明此”[93]。“古人举一机一境，皆明此事”[94]。这样，他把丰富多彩、表现着诸多禅僧生活和社会内容的禅思想，统归到一个框架之中，使得禅也贫困化起来。

正因为克勤是把“百则公案从头一串穿来”[95]，所以像《禅林宝训》等称，“圆悟又出己意，离之为《碧岩集》”。克勤对公案、颂文的解释，处处都要装进一个框架，处处都使之显出属于“己意”；为要证明他所穿的那“一串”符合公案和颂文的本旨，又进行了细密考据。用大立文字的方法，支持“不立文字”的宗旨，结果将人引进了烦琐的考证，形成《碧岩集》的另一特点。

《碧岩集》把公案、颂古和佛教经论融成一体，在弘扬禅学的同时也讲解佛教的基本知识。因此，传禅和传教是该书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说《碧岩集》的主导思想单一，是从它专注于弘扬禅宗主旨方面讲的，但是，从《碧岩集》烦琐考证方面考察，它又同时具有了传播佛教基础知识的作用。而在传播佛教基础知识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禅教一体、禅教一致的思想。

在《碧岩集》第八十九则，克勤解释“网珠垂范影重重”一句时，比较系统地讲述了华严宗的基本教义。他解释：

雪窦引帝网明珠，以用垂范。手眼且道落在什么处？华严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无碍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无碍故；四事事无碍法界，明一事遍入一切事，一切事遍摄一切事，同时交参无碍故。所以道：一尘才举，大地全收。一一尘含无边法界。一尘既尔，诸尘亦然。网珠者，乃天帝释善法堂前，以摩尼珠为网，凡一珠中映现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现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无尽。此用明事事无碍法界也。

在这里，克勤对四法界的叙述，是符合华严宗教理原来意思的，并没有用禅学予以改造。同时，他在这里重点强调的是“事事无碍”，并且认为这正是重显颂文的本意：“雪窦以帝网珠，垂示事事无碍法界。”禅宗僧人讲授华严宗的教义，自然具有传播佛教知识的作用，但是，其目的却在于把“教”与“禅”结合起来，说明教禅的一致。

雪窦拈帝网明珠，垂范况此大悲话。直是如此，尔若善能向此珠网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入无碍，方可见得手眼。所以雪窦云：棒头手眼从何起？教尔棒头取证，喝下承当。只如德山入门便棒，且道手眼在什么处？临济入门便喝，且道手眼在什么处？且道雪窦末后，为什么更着个“咄”字？参。

克勤重点强调“事事无碍”，目的就是让学僧把学习华严宗理论同参禅结合起来。通过理解和参悟“事事无碍”，理解禅宗机锋棒喝的主旨。因此，克勤在直接“传教”的同时，也是直接“传禅”。

然而，这种在禅教一致、禅教融合思想指导下讲述教门理论，往往会发生曲解教门理论以俯就禅学的倾向。克勤与张商英对“四法界”的讨论，就是用禅学改造华严学。

据《罗湖野录》卷上记载，克勤于荆州见到张商英，在谈论华严旨要时，克勤说：“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币之波。”张商英对克勤归纳的华严宗旨很感兴趣，问：“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即华严宗的这个理论与禅宗的理论是同还是别。克勤认为“且得没交涉”，即完全不同。他解释：“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克勤的意思是说，上述的华严宗理论，还没有包括禅宗自证自悟的教义，只有在德山棒、临济喝下领悟言外之旨，才是超越华严进入禅门。

第二天，克勤为张商英讲“四法界”，讲了事法界、理法界之后，又讲理事无碍法界，张商英问：“此可说禅乎？”即问理事无碍境界是否能和禅的境界相联系。克勤认为不可以，只有到事事无碍法界才能说禅。他解释：“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灭，始好说禅。如何是佛？干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净（克文）偈曰：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

根据克勤的解释，到事事无碍，就不仅仅是一种对禅境的体验，不仅仅是获得一种真理性认识，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法界量灭）。这里的“十字街头，解开布袋”，是指五代布袋和尚契此的故事。契此被认为是弥勒佛的化身，他的种种疯癫举动、怪诞行为，都被视为彻悟的表现，是适应拯救世人的需要而为之。如果不联系禅宗的基本理论，仅仅从字面来理解克勤引用的真净克文的偈文，似乎是说，一切随心所欲的行事，包括各种违背戒律的丑态恶行，都是成佛的表现，都是拯救世人的行为。实际上，这是禅宗僧人习用的走极端的表述，其目的不过是启发禅众不崇拜偶像，解除精神枷锁，走自立自强之路。当然，把“事事无碍”解释成不执着于“佛”或“道”的“如意自在”，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虽说是在弘扬自我解脱的教义，但的确有损害佛教的弊端，很容易被伪君子用来为其各种丑行辩护。

克勤的《碧岩集》把解释公案、颂文和阐述经教三者结合起来，用评唱直截了当地进行解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在夹注中或透机锋，评唱中时用机语，仍不失禅家的特色，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禅宗经典形式，在禅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禅宗的新经典，既顺应了文字禅的发展潮流，又开创了融合经教的新途径。这种经典的流传，既是传禅，也是传教。另外，克勤在融合禅教过程中，也存在着重新解释教门理论以俯就禅学的倾向。在禅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克勤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大慧宗杲和虎丘绍隆，他们的传承后来成为南宋中后期南方临济宗的主要两支，有影响的禅师大多出自这两个系统。大慧宗杲在下面专门介绍，这里只简述绍隆一系的基本情况。

虎丘绍隆（1078—1136）是和州（安徽和县）含山县人，9岁出家，15岁受具足戒，20岁以后游方参禅，曾从学于长芦崇信、湛堂文准、黄龙死心等禅师，后来慕名投到圆悟克勤门下，习禅二十年，晚年常住苏州虎丘。在南宋初年，绍隆的名望远不能和宗杲相比，《大明高僧传》卷五说二人在当时被并称“二甘露门”，是后人对绍隆的抬高。现存《虎丘绍隆禅师语录》一卷。

绍隆一系后来十分兴盛。他的弟子应庵昙华（1103—1163）是湖北黄梅县人，俗姓江，17岁于东禅寺出家，曾追随圆悟克勤，后投到绍隆门下。不久，他辗转于江西、江苏、湖北、浙江一带，住持过多处寺院，最后居住浙江天童。昙华的影响不断扩大，据说大慧宗杲见到僧人们传抄他的“示众”语录，“极口称叹”[96]。

昙华的嗣法弟子八人，密庵咸杰（？—1186）的知名度较高。他是福州人，俗姓郑。曾随昙华习禅四年，后奉诏住持杭州径山和灵隐。咸杰有弟子破庵祖先和松源崇岳，绍隆一系由此大盛起来，其影响逐步超过宗杲系。

祖先（1136—1211）是广安（四川宁西）人，俗姓王，字破庵。出家后，“闻密庵大弘临济之宗，遂腰包参谒”[97]。咸杰住持灵隐寺时，令他“分座”训徒。祖先住持夔州（四川奉节）卧龙寺，后又至江浙一带住持多处寺院。他的著名弟子无准师范（？—1248），四川梓潼人，俗姓雍，9岁出家，后到灵隐寺侍奉祖先。先后也在江浙一带住持寺院，晚年奉诏住径山。师范的门徒中有断桥妙伦、雪岩祖钦、兀庵普宁、无学祖元，以及日僧圆尔辩圆等。这一系在把禅宗传向日本方面起过突出作用。

松源崇岳（1132—1202）是处州龙泉（浙江龙泉）人，俗姓吴，隆兴二年（1164）出家，长期游方参禅。咸杰住灵隐寺时，曾命他为“第一座”。庆元三年（1197）奉诏住持灵隐寺。他的弟子有运庵普兴、灭翁文礼等人。相对来说，这一系影响力较弱。

四 宗杲的看话禅体系

在整个中国禅学发展史上，克勤弟子大慧宗杲无愧为划时代的人物、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倡导和完善化的看话禅，成为以后禅学的主流，跨越了派系界限，盛行于整个禅林，一直到现代，并且影响到国外。

（一）生平事迹略述

宗杲（1089—1163），宣州（安徽）宁国人，俗姓奚，出生在一个祖上为官但已“家道日微”的破落地主家庭。17岁出家，受具足戒于本州景德寺。他一生的活动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游方参学时期。从徽宗崇宁四年（1105）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前后21年。

宗杲出家后先在景德寺潜心苦读两年，兼学多种佛教著作，以禅宗语录为主，尤其喜欢云门文惬的语录。游方参学之初，他首先接触了曹洞宗僧人，曾就学于芙蓉道楷的弟子瑞州微和尚。两年中，对“曹洞宗旨，一时参得”。由于不满于微和尚将“功勋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类许多家事来传”，认为若“禅有传授，岂佛但自证自悟之法？遂弃之”[98]。这个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不喜欢那种所谓细密的禅风。

大观三年（1109），宗杲到泐潭山宝峰寺（今江西南昌），投到湛堂文准（1061—1115）门下。文准是临济宗黄龙派真净克文（1025—1102）的弟子。又与文准的同学慧洪、兜率从悦（1044—1091）的弟子慧照（1049—1119）保持着密切关系。宗杲对慧洪尤为崇拜，慧洪对宗杲的评价也高。文准逝世后。宗杲编集他的语录，“谒洪觉范，以议编次”，[99]并请慧洪题记。宗杲的为人和禅风，与慧洪有许多相似处。文准临终，嘱咐宗杲投奔当时已名冠丛林的佛果克勤。宗杲几经周折，又经克勤的同乡张商英推荐，于宣和七年（1125）四月抵京师，在天宁寺见到克勤。一个月以后，克勤“著《临济正宗记》以付之，俾掌记室，分座训徒”，宗杲“乃握竹蓖为应机之器，于是声誉蔼著，丛林咸归重之”。[100]克勤所示，主要是讲解公案。他听过宗杲解释法演的一段公案，评其“出语无滞”，同时又指摘他“只恐你透公案不得”。这表明二人在解公案上，一开始就有意见分歧，不甚投机。宗杲在汴京很快就声誉大振，“士大夫争与之游”，钦宗赐号“佛日大师”。[101]
宋代禅宗以临济、云门和曹洞三家为主，宗杲始而自学禅宗语录（尤喜云门语录），继而跟随曹洞宗的僧人习禅，最后又投到临济宗著名僧人门下，成为临济派的宗师。他的这种求学经历，使他能够站在宋禅发展的最前沿，为他日后再批判和继承传统禅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提供了条件。

第二，弘教传禅，独辟新说时期。这是宗杲思想最活跃的阶段，从南宋高宗建炎元年到绍兴十年（1127—1140），前后13年。

靖康二年（1127），汴京陷落，二帝被俘，宗杲和许多僧人一起逃离京城，辗转于江浙、广、闽等地。建炎四年（1130），“妙喜庵于云门，方成法席”。绍兴八年（1138），其住持新都杭州径山能仁禅院，聚集僧众多达1700人，“宗风大振，号临济再兴”。

这一时期，宋王朝依然是危机四伏，朝不保夕。民族战争、阶级斗争、和战之争都处在最尖锐、最激烈的状态。宗杲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批判“默照禅”。绍兴四年（1134），他结庵于福建洋屿，看到正觉倡导的默照禅盛行于闽，不仅吸引了许多禅僧，而且受到士大夫的欢迎，引起了强烈不满，遂“力排默照为邪”[102]。

其二，火烧《碧岩集》。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史无记载，大体不会晚于绍兴十年（1140）。对自己师长的著作采取如此深恶痛绝的态度，即使在极不看重权威的禅宗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据《碧岩集·希陵后序》记：

大慧禅师因学人入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有悟。因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

宗杲毁《碧岩集》是由于它导致禅僧“专尚语言，以图口捷”，不应继续流传在国难时刻，并不是针对克勤其人。心闻昙贲（嗣育王介湛，南岳下十六世）说：

绍兴初，佛日入闽，见学者牵之不返，日弛月骛、浸渍成弊，即碎其版，辟其说，以祛迷援溺，剔繁拨剧，摧邪显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复慕。然非佛日高明远见，乘悲愿力救末法之弊，则丛林大有可畏者矣。[103]

如果说，宗杲是在游闽时即碎《碧岩集》版，则其动机与力排默照禅完全一致，都有社会政治意义。尽管如此，《碧岩集》并未因此而禁绝，它依然有人欣赏，至元延祐年间（1314—1320）再次刻版流行，对元、明两代北方曹洞僧人影响尤大。正是在扫荡默照禅和《碧岩集》的过程中，宗杲形成了自己的禅学，这就是“看话禅”。绍兴五年（1135），有人致书宗杲，讨论关于“看狗子无佛性一语”的效果问题，是有关看话禅的最早记录。

第三，流放时期，从绍兴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141—1156），前后约十五年。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人叛盟，大举来攻。宋高宗急于议和，于六月始，屡贬主战派重臣赵鼎，八月又降黜主战派大臣张龙成等七人。次年，前线诸帅在全面北进中被先后召回，八月，罢岳飞兵权，十二月以诬杀之。绍兴十三年（1143），张九成又坐党赵鼎，谪居安南军。宗杲与张九成甚善，据《宋史》张九成本传：“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从游者众，九成时往来其间。（秦）桧恐其议已，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谤讪朝政”，由此放逐。据《大慧普觉禅师塔铭》，绍兴十一年，宗杲于径山同张九成的问答，中有“神臂弓”之语，因而被追牒流放。先是衡州（湖南衡阳），后移梅州（广东梅州），直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遇赦，恢复僧人身份。在此期间，他主要为参禅僧人讲说公案语录，其弟子汇集成书，自题《正法眼藏》六卷。

第四，晚年垦荒传禅。

宗杲遇赦后回到浙江，先后住育王山和径山，威望盛极。所谓“裹粮问道者，万二千指，百废具举，冠于今昔”。[104]他把众多僧人组织起来，开荒垦田，建立农禅庄园，其中“筑涂由凡数千顷，诏赐其庄名般若”[105]。绍兴三十一年（1161）到仪真，听说“州学文宣王殿建造未圆”，便“以说法施利二十万而助之”。尽管当时他的思想已相当消沉，但爱国之心依然未泯，垦田拓荒和扶植儒学都属执行南宋的基本国策。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赐“大慧禅师”号，次年逝，谥号“普觉”。祖琇曾经指出，宗杲“去世未几，道价愈光，法嗣日盛，天下学禅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106]。嗣法弟子八十四人，随他参禅的僧人和士大夫不计其数。

记载宗杲言行的主要著作有其弟子蕴闻所编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简称《大慧语录》）三十卷、祖咏的《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一卷、道谦的《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一卷。现存《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以下简称《大慧语录》）三十卷，有九卷是宗杲在各地与禅僧的机语问答，与一般《语录》相似，没有什么价值。卷十至十二是“颂古”、“偈颂”和“赞佛祖”的诗偈，也很平平。他的禅思想，特别是关于“看话禅”，主要保存在卷十三以后的“普说”、“法语”和“书”这三部分之中。“普说”六卷，半数是为士大夫和居士讲的；“法语”六卷，则全是对在家人的讲话；“书”六卷，几乎全是与士大夫的往来书信。从他宣教的对象中，也可以透露出他的禅思想特点。

宗杲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宗杲虽然是一名出家僧人，也有着炽烈的忠君爱国热情。他与张九成、张商英、张浚等人关系密切，非常赞赏他们抵御外敌、革除弊政、振兴国家的主张。宗杲自己也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107]张浚在《大慧塔铭》中也说：“师虽为方外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宗杲的忧国忧民意识和为宋王朝服务的热情，均在他的禅法思想中有所反映。他提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108]，可算是一个集中的表现。

宗杲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株守旧说的人。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在禅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为了纠正当时禅僧唯务记诵文字而不重修持的流弊，火烧了被奉为“至学”[109]的《碧岩集》一书；他激烈批判正觉赖以中兴曹洞宗的默照禅体系；他注重钻研禅宗公案，鼓励参禅者学习颂古；他博采众长，倡导多种教禅和学禅形式。宗杲在禅学上的最大贡献，乃是他倡导和完善化了看话禅体系。看话禅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是宋代以后禅学的一个主流，而且很快走出国门，影响到日本、韩国等佛教国家。

（二）话头与活句

佛教史上一般将宗杲禅法称为“看话禅”，这个名称之得来，是与当时禅学发展实际状况相联系的。宋代禅僧教禅和学禅的主要资料不是佛教的传统经典，而是《灯录》和《语录》。历代著名禅师的言行记录于《灯录》和《语录》，许多可以独立的参禅问答或故事在辗转流传中形成所谓“公案”。公案大多是禅师和参学者之间的简短问答。对公案的不同理解和钻研方式构成了各种禅学形式。宗杲重视对公案中“话头”的参究，由此建立了其“看话”禅体系。

宗杲的看话禅既与公案相联系，又不用于对整个公案的解释。所谓“看话”是指参究“话头”，所谓“话头”是指公案中禅师的答话。在禅师和参学者见面的问答中，经常是参学者问话，禅师根据情况予以回答，用以启悟参学者。宗杲主张参的话头有六七个。他主张“看庭前柏树子、麻三斤、干屎橛、狗子无佛性、一口吸尽西江水、东山水上行之类”[110]，另外还有云门的“露”字[111]等。但是，宗杲在论述看话禅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依然是“狗子无佛性”这则公案中的话头。

看话禅并非始自宗杲，相传最早引用从谂这则公案的是黄檗希运（？—855），他与从谂（778—897）是同时代人。在《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中，希运提出了看“无”字话头：“若是个丈夫汉，看个公案。僧问赵州（从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但去二六时中看个无字，昼参夜参……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顿发，悟佛祖之机，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便会开大口。”

赵州从谂是唐代著名禅师，他的问答机语曾广为流传。但是，在从谂留下的众多问答机语中，这则公案并未受到重视。成书于五代末的《祖堂集》和北宋初的《景德传灯录》，都没有记载这则公案。另外，唐中叶以后直到五代，禅宗内部机锋棒喝盛行，看话禅也远没有成为禅学主流。

北宋临济宗著名禅师五祖法演（？—1104）接过希运的话题，重视这则公案，提倡看话头，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僧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州云：为伊有业识在。师云：大众，你诸人寻常作么生会？老僧寻常只举无字便休，你若透得这一个字，天下人不奈你何。你诸人作么生透？还有透得彻底么？有则出来道看。我也不要你道有，也不要你道无，也不要你道不有不无，你作么生道？”[112]
从希运和法演的论述来看，他们所倡导的看话头有三个特点。其一，不对话头作解释，参究话头可以脱离公案的上下文。对“无”字的参究，并不是要回答上文提出的狗是否有佛性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演比希运讲得更明确。狗有无佛性这个问题，按照禅宗的理论是很容易回答的，但参究“无”字话头，却并不是要求对此问题作解释。说有说无，不有不无都不行，而是要求证悟言外之理。其二，看话头是一种长期的践行功夫，而不是在一时一刻就可以完成的。它要求与禅僧的生活打成一片，要求时时刻刻去参究。因此，看话头也就是对禅的精神的体验。其三，看话头的目的是追求悟，因此，对话头的参透，不仅是对这则公案的理解，而且是对“佛祖之机”的顿悟。顿悟之后，就不会再对那些机语之类不理解，即“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便可以任意说法，即“便会开大口”。所以，他们对话头的这种理解，实际上包含着认为一个话头中蕴含着全部禅理的思想。参透一个话头，意味着体验了全部禅的精神。

宗杲所倡导的看话禅，继承了希运和法演的思想。宗杲联系批判当时禅宗境界流行的各种禅学形式，对如何看话头作了说明：

但将妄想颠倒底心，思量分别底心，好生恶死底心，知见解会底心，欣静厌闹底心，一时按下，只就按下处看个话头。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此一字子（无），乃是摧许多恶知恶觉底器仗也。不得作有无会，不得作道理会，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扬眉瞬目处挅根，不得向语路上作活计，不得扬在无事甲里，不得向举起处承当，不得向文字中引证。但向十二时中，四威仪内，时时提撕，时时举觉。[113]

宗杲在这里提出了要“按下”五种“心”和八个“不得”，正是对以机锋棒喝为禅、以概念分析为禅以及对默照禅的批判。所谓“不得作有无会，不得作道理会，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以及“不得向语录上作活计”四种，是对专门崇尚机锋的批判。“不得做有无会”，是针对赵州狗子一则公案具体来讲的，这也是希运和法演的共同主张。宗杲又增加了三个“不得”，则普遍适用于其他一切话头。看话头首先要求不能对话头作解释，不能分析它的意思，不能用语言酬对。这与力图从机语问答中体验禅境的主张是相对立的。宗杲倡导看话禅，有着革除机锋棒喝之弊的特点。

所谓“不得向扬眉瞬目处垛根”，“不得向举起处承当”，则是对那些完全抛弃师徒间的机语问答、完全抛开公案倾向的批判。有些禅师以“不立文字”为口实，对任何问话，都以怪异动作来作答，以为这就表明自己证悟了禅理。宗杲对这些禅师提出了批评：“或者谓一切语言总不干事，凡举觉时先大瞠却眼，如小儿患天吊见神见鬼一般，只于瞠眉努眼处领略……亦各各自谓得祖师巴鼻。”[114]由此可见，宗杲一方面反对只在文字语言上下工夫，只钻研参禅过程中的机语酬对；另一方面又反对完全抛开机语问答，完全抛开公案和话头。他倡导看话禅反对偏执一端。

所谓“不得扬在无事甲里”，按下“欣静厌闹底心”，则是对默照禅的批判。宗杲曾批判主默照的禅师教人“是事莫管”[115]，并指出默照禅之所以盛行，在于它迎合了士大夫“厌恶闹处”[116]的心理。

宗杲强调对话头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解释，不能用逻辑思维来把握，这说明他是把话头作为“活句”来看待的。唐中叶以来，禅宗内部盛行师徒或师友间的问答酬对，或交流彼此对禅境的体验，或启发参禅者证悟，或试探对方是否理解教义。这样，禅宗就逐渐开始追求使用语言的技巧。在对机语的分类中，有所谓“死句”和“活句”之分。死句是指对问话的正面的答语，是可以从字面来理解其含义的句子。活句也称“玄言”，是指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的句子，它们经常是反语或隐语，而且并不是对问话的正面回答。宋代禅僧认为，只有活句才具有启悟的功能，重视活句成为宋代禅学的一个主流。宗杲提出的话头，也正是顺应着这股潮流。他常用的“狗子无佛性”的话头是一种反语，当然属于活句。他所提倡的其他六个话头，也都不是对问话的正面回答，也都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其含义，所以也都属于活句。宗杲明确指出：“夫参学者，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117]宗杲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来选择话头和理解话头的。正因为话头是活句，所以不能作正面解释，不能用文字做注解，不能以逻辑思维来把握。也正因为话头是活句，只有活句才能启悟，所以又不能抛开公案中的话头。就取自公案中的话头本身而言，因为它们是活句，便具有不可解释性；但就活句话头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整个公案而言，又不妨碍整个公案具有可解释性。所以，宗杲既重视以韵文解释整个公案的颂古，又倡导参究公案中不可解释的活句话头，两者并行不悖。宗杲解决了公案的可解释性与活句话头不可解释性之间的矛盾，为作为文字禅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颂古和看话禅的并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看话头的心理体验

宗杲把对佛教经典和公案的探索归结为对话头的参究，把对禅理的彻底证悟归结为对话头的参透。他指出：“千疑万疑，只是一疑。话头上疑破，则千疑万疑一时破。话头不破，则且就上面与之厮崖。若弃了话头，却去别文字上起疑，经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尘劳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属。……佛语祖语，诸方老宿语，千差万别，若透得个无字，一时透过，不著问人，若一向问人佛语又如何，祖语又如何，诸方老宿语永劫无有悟时也。”[118]
佛教的经典（佛语）可以说是浩若烟海，唐宋之际出现的语录（祖语、诸方老宿语）举不胜举，在禅宗界广泛流传的公案亦有数以千计。这些不唯数量惊人，且内容庞杂，的确是“千差万别”。如果一部经一部经地去研究、一段公案一段公案地去理解，无法完全掌握，永远没有悟时。所谓“起疑”，约相当于“探索”和“钻研”。在这里，宗杲用参究话头取代了阅读经书和钻研语录。话头的参透，便是对千差万别的佛语和历代著名禅师语的完全领悟。对个别的、部分的和具体的事物的把握，让位于对一般的、全体的和抽象的禅理的把握；对单个公案的逐一理会，让位于对一个无意义的话头的证悟。

参透话头不仅是证悟了佛理，而且对士大夫来说，也就是理解了三教圣人的全部说教。宗杲的话头禅不仅是为僧人讲的，而且也是为士大夫讲的。他对看话禅的论述基本保留在为士大夫讲的“法语”和与士大夫来往的书信之中。他在《示成机宜（季恭）》法语中说：“蓦然不知不觉，向‘露’字上绝却消息，三教圣人所说之法，不著一一问人，自然头头上明，物物上显矣。”[119]
参究话头以后，不仅可以一通百通，而且原来被否定的一切又都变成有用的了。“得消息绝了，起佛见、法见、众生见，思量分别，作聪明说道理，都不相妨。”[120]只要参透话头，可以施机锋行棒喝，可以解说一切佛教道理。这样，只要参透话头，禅师的一切怪诞言行、各种相互区别的禅学形式，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宗杲对看话头时的心理状态和心理体验作了详细描述：“但于话头上看，看来看去，觉得没巴鼻，没滋味，心头闷时，正好著力。切忌随他去，只这闷处，便是成佛作祖，坐断天下人舌头处也。”“所谓工夫者，思量世间尘劳底心，回在干屎橛上，令情识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觉得昏怛没巴鼻可把捉时，便是好消息也。莫怕落空，亦莫思前算后，几时得悟，若存此心，便落邪道。”

看话头的过程是一种有别于逻辑思维的几近无意识的心理状态。这是不需要思考任何东西，甚至连对预设的主观目的——悟的追求也要排除。心头烦闷，觉得没有可资依托的东西，觉得不得要领，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思维活动，这正是修话头禅时的心理感受。

但是，此时没有思考任何东西，意识却又是很清楚的，既不同于混沌昏沉，又不同于杂念颇多，两种极端的心理状态都要以看话头来改变。宗杲指出：“要静坐时，但烧一炷香静坐，坐时不得令昏沉，亦不得掉举。昏沉掉举，先圣所诃。静坐时才觉此两种病现前，但只举狗子无佛性话，两种病不著用力排遣，当下怗怗地矣。日久月深，才觉省力，便是得力处也。”[121]
所谓“昏沉”，是指意识懵懂不清的状态；所谓“掉举”，是指心识纷乱，精神不集中的状态。看话头时要避免这两种情况。一方面，看话头时什么都不要思考；另一方面，此时头脑又是很清醒的，实际上，看话头时要求头脑中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思维活动，这正是宗杲讲的“莫怕落空”[122]。看话禅正是要求通过这种“空”来达到“悟”。这种心理感受据说在看话头十天八天之后就可以得到，而且这种体验还具有无法描述、不可言说的特征。“居士试如此做工夫看，只十余日，便自见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与人不得，呈似人不得。”[123]
宗杲还结合唯识宗的理论来论证看话头时的心理体验。他指出：“只觉得肚里闷、心头烦恼时，正是好底时节，第八识相次不行矣。觉得如此时，莫要放却，只就这无字上提撕。”[124]“第八识既除，则生死魔无处栖泊。生死魔无栖泊处，则思量分别底，浑是般若妙智，更无毫发许为我作障。”[125]宗杲的看话禅具有集禅学发展之大成的性质，宗杲不仅继承了禅宗的传统理论，而且吸收了其他派别的学说。在这里，宗杲吸收了唯识宗的学说，并将其与般若空观结合起来，论述看话禅的体验和这种体验所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

唯识宗把“识”分为三类八种，最重要的是第八识。唯识宗认为，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总要有心、口、身三个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产生精神性的种子，保存在第八识中。所谓种子，是能够生起宇宙万有的一种潜在能力。据认为，整个人类和宇宙都是由这些精神性种子所变现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个人又要进行活动，形成新的种子，即新的生起万有的潜在能力。它们也被保存在第八识中。人的活动产生种子，就作“现行熏种子”，种子变现新事物，叫做“种子生现行”，两者互为因果，由此构成无限的因果循环过程。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由于不懂佛教的道理，其世俗活动是错误的，所熏习出来的种子是染污的；懂得佛教之后，人们的活动所产生出来的种子便是清净的。这两类种子都保存在第八识中，人们只有按照佛教的理论去指导思想和行动，才能产生出清净种子，弃舍旧有的染污种子，最后依据这种清净种子而获得解脱。否则，如果依据染污种子，人们就只能沉沦于无始无终的生死轮回之中。宗杲正是吸收了唯识宗的这种思想。他把看话头时的体验归结为“第八识相次不行”和“第八识即除”，他把看话头“心头闷”时的体验解释成为一种消除引起轮回的第八识，从而成就“般若智”的过程。唯识宗宣扬的是“转识成智”，“舍染还净”，宗杲则把“第八识即除”和“浑是般若妙智”结合起来，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但是，宗杲把转识成智的解脱过程完全归结为看话头，这又是他的创造，是唯识宗所没有的说法。宗杲这种以看话头获得般若智慧，消除世俗谬见和体验般若实相的主张，与他对“禅”所下的定义是相联系的。他对“禅”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解释：“禅乃般若之异名，梵语般若，此云智慧。”[126]因此，在他看来，看话头的目的就是对般若实相的体验，就是对般若智慧的证悟。

与希运和法演一样，宗杲主张每时每刻去看话头。但是，希运和法演讲看话头是对僧人的要求，宗杲讲看话头则不仅仅是对僧人的要求，而且是对士大夫的要求。“赵州狗子无佛性话……时时向行住坐卧处看，读书史处，修仁义礼智信处，侍奉尊长处，提诲学者处，吃粥吃饭处，与之厮崖。”[127]因此，他不仅强调把禅的体验贯彻到僧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而且强调把禅的体验贯彻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去，用到他们忠君孝亲、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一切社会活动中去。

看话头的最终结果便是悟。“时时以话头提撕，莫求速效。研穷至理，以悟为则。然第一不得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则被所等之心障却道眼，转急转迟矣。”[128]宗杲反复强调在看话头的过程中不能从主观上追求悟，这种不以迷悟为念的思想，是对《六祖坛经》中反复强调的“无念”的一种新发挥。然而，这种不能从主观上追求的悟，又会在看话头时于“不知不觉”之中出现。它是在瞬间发生的，宗杲常用“蓦然”、“[image: ]地一下”等来形容，如“行住坐卧，但时时提掇，蓦然喷地一发，方知父母所生鼻孔只在面上”[129]。

证悟便是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是“识自本心”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所谓“本心”、“本来面目”，也就是时时提到的“佛性”，亦即人先天具有的觉悟本性或成佛的内在根据。宗杲对参透话头之后的境界也作了描述：“若得[image: ]地一下了，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我即尔、尔即我，天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搅成一味，瓶盘钗钏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这个田地，由我指挥，所谓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碍？不是强为，法如是故也。此个境界，除无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130]
在看话头过程中，瞬间产生的智慧或瞬间体验的证悟，不过是要认识和体验一种无差别的境界，不过是要求参禅者在思想上对一切都不加区别。凡圣无别，天地无别，三教无别，一切主客差别均已消除，只有一个“我”。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为“我”而存在，只有这个“我”才是唯一的真实，而这个“我”又是与世界万有融为一体之“我”。这个“我”就是人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它是修禅者臆想出来的神秘的主观精神。这是看话禅要求直觉体验的禅境，也就是禅僧所要认识的终极真理。

（四）随缘放旷、任性逍遥

通过看话头而获得的证悟，并不仅仅是对诸法实相、对自己“本来面目”的认识和神秘体验。看话禅所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和宗教神秘体验问题，它还包括着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它要解决的是“知行合一”的问题。宗杲说：“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谓之法界无量回向，如实而见，如实而行，如实而用。便能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成就种种法，破坏种种法，一切由我。如壮士展臂，不借他力；师子游行，不求伴侣。种种胜妙境界现前心不惊异，种种恶业境界现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仪中，随缘放旷，任性逍遥。”[131]
在这里，宗杲吸收了华严宗“法界观”的内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现象、千差万别的事物，即“种种法”，都不过是理法界的显现，也就是人本心的显现。因此，“成就种种法，破种种法，一切由我”。正因为世间的千差万别中只有一个“我”，所以“我”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随缘放旷，任性逍遥”。这八个字正是禅宗所宣扬的人生哲学。讨论宗教彼岸的问题，其立脚点并没有离开现实社会，解决宗教解脱问题的手段，也只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宗杲在颂“释迦拈花，迦叶微笑”这则公案时说：“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132]禅宗的传佛心印，体现在对“如麻”般纷乱的天下事的解决之中。是否证悟，最终在僧侣现实生活中的言行上达到体现。“随缘放旷，任性逍遥”，正是他们的生活准则。

所谓“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并不是不顾客观条件随心所欲而任意妄为，恰恰相反，宗杲还极力反对“放旷任其自在”[133]。宗杲在这里讲的“放旷”要以“随缘”为前提，“逍遥”要以“任性”为前提。它们都是在顺应客观环境中得到体现的。宗杲说：“然既悟了，以为实亦在我，以为非矣在我，如水上葫芦，无人动著，常荡荡地。触著便动，捺著便转辘辘地。非是强为，亦法如是故也。”[134]
像水上漂浮的葫芦一样，随波逐流，并且遇触则动，遇捺便转，这正是对“随缘放旷”最形象的注解。宗杲正是这样教士大夫行事处世的。所谓“种种胜妙境界现前心不惊异，种种恶业境界现前心不怕怖”，并不是要人们去改造客观世界，而是要求对眼前出现的一切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由于这种病态的麻木，当然就会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动于心，这也就是“随缘放旷”了。

宗杲指出：“现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顺，亦不须著意，著意则扰方寸矣。但一切临时随缘酬酢，自然合着这个道理。”[135]在处于逆境时，他要求人们去“忍”，并且认为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事。“逆境界易打，顺境界难打。逆我意者，只消一个‘忍’字，定省少时，便过了。”[136]“忍”是佛教一贯强调的，作为禅宗六祖的慧能就很强调这个“忍”。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提出，慧能是以忍“为教首”的。所谓忍就是通过自我克制而达到一种心理平衡，通过自我心理调节而达到顺应社会的目的。

宗杲认为“逆境界易打”，是说人们处于逆境之时，只要能忍，能保持那种“不著意”，即保持麻木不仁的态度，这样就会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就不会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但是，顺境对人的诱惑力大，在顺境之时，人们很难保持麻木不仁的态度。“顺境界直是无你回避处，如磁石与铁相偶，彼此不觉合作一处。”[137]所以宗杲对秦国夫人说：“儿子作宰相，身作国夫人，未足为贵。粪扫堆头，收得无价之宝，百劫千生受用不尽，方始为真贵耳。然切不得执著此贵，若执著则堕在尊贵中，不复兴悲起智，怜愍有情耳。”[138]处于顺境中的人，一方面心安理得地享受现实的富贵；另一方面，又不把这种富贵作为目标来追求。只要有悲悯众生之心，不管这种主观愿望是否兑现，都可以问心无愧地享受富贵。对逆境中的人，宗杲让他们毫无怨言地去忍；对顺境中的人，宗杲让他们心安理得地去享富贵。这也就是在逆顺境中保持同样的“不著意”的态度。

宗杲所讲的“任性逍遥”，也就是依天理和天性而行事。这些天理和天性是以儒家纲常伦理为内容的。有位士大夫死了儿子，宗杲教导他说：“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丧而父不烦恼不思量，如父丧而子不烦恼不思量，还得也无？若硬止遏，哭时又不敢哭，思量时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灭天性，扬声止响，泼油救火耳。”[139]宗杲在这里没有讲人生无常的佛教道理，而是以世间法取代了佛法，以随顺天理天性来教导士大夫，绝对不违背儒家的说教。

就“随缘放旷，任性逍遥”的社会意义而言，不过是让处于不同境遇中的人都各守本分，劝导富贵者安于富贵，告诫贫困者安于贫困。宋代禅僧常说的“一切现成”，正是这个意思。肯定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是上下相安，有利于维护宋王朝的统治，这便是忠君爱国了。

综上所述，宗杲提倡看话禅，要求时时提撕话头，也就是让人在每时每刻去体验近于无意识的禅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然而然地引发出对世间一切皆无差别、世间一切皆由心生的理论认识。让人们通过长期的“做功夫”的心理体验，通过这种证悟，接受禅宗的人生观，并且在这种人生观的指导下去实践。

宗杲圆寂后，其弟子大都在江浙、福建一带住持寺院，大都与南宋王朝保持着密切关系。其中感山晓莹例外，他以撰写《云卧纪谭》和《罗湖野录》而著名。它们记录了他平生的见闻，有当代禅师的言行、禅僧与士大夫的往来、禅宗界的趣闻逸事等，是研究宋代禅宗历史的重要资料。特别是《罗湖野录》，“其所载者皆命世宗匠、贤士大夫言行之粹英，机锋之劲捷，酬酢之雄伟，气格之弘旷，可以辅宗乘、训后学、抑起人与至善，是故阅者不忍释手”[140]。

宗杲的弟子辈中，以佛照德光（1122—1203）最有代表性。他住持过多处大寺院，与朝廷关系密切。“孝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每宣诸山长老论道，唯佛照禅师最为知遇。”[141]他入宫谈禅论道，既有禅学，也有儒学，多表达对朝廷的忠诚。《古尊宿语录》收有《佛照禅师奏对录》一卷。德光的弟子也多，北[image: ]居简和妙峰之善两支比较活跃，在元初都出现过知名禅师。

第三节 云门宗的理论与实践

宋徽宗以前，云门和临济并驾齐驱，是禅宗中最活跃的两派。云门宗逐渐由岭南向北推移，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禅师，大都是文偃的第三和第四代弟子。其中，圆通居讷和佛印了元在江西和江苏建有比较稳固的传法基地；雪窦重显以明州（浙江宁波）雪窦山为中心，影响更大，被称为“中兴云门”；大觉怀琏、宗本和善本师徒、法云法秀等人住持汴京国立大寺院，使南方禅宗在北方得到发展；明教契嵩虽然在扩大禅宗队伍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他所倡导的儒释融合理论，特别为持排佛立场的士人所接受，对以禅宗为主流的佛教发展起到了清障“护法”的作用。

一 云门诸系禅师概说

北宋云门系的圆通居讷[142]（1010—1071）字敏中，樟州中江（四川中江）人。俗姓蹇，11岁出家，于汉州什邡（成都附近）竹林寺侍奉元昉，17岁试经得度。后东行至庐山，成为延庆子荣的弟子，先后住持归宗寺和圆通寺，在江州（江西九江）一带有不小影响。特别是他重视儒学，致力于沟通儒释关系，深得士大夫的好评。庆历四年（1044），激烈反佛的欧阳修遭贬时见到居讷，交谈中，居讷“出入百家而折衷于佛法”，使欧阳修“肃然心服”。皇祐（1049—1053）初年，有诏请他住持京城净因寺，他荐怀琏以代。另外，他还荐举临济僧人守端住持江州承天寺。

佛印了元[143]（1032—1098）的经历和活动，可以作为北宋上层禅师与士大夫交往的一个缩影。了元字觉老，饶州（江西鄱阳）人，俗姓林。15岁出家，19岁去庐山参见开先善暹。当他见到圆通居讷时，居讷称赞他：“骨格已似雪窦，后来之俊也。”[144]居讷把他与雪窦重显相比，可见他年轻时代便精通儒学，擅长诗文。了元曾住持庐山归宗寺、镇江的金山、江西的大仰和云居等，“凡四十年间，德化缁素，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145]。

了元与苏轼兄弟的交往堪入文坛史话，“佛印禅师平居与东坡昆仲过从，必以诗颂为禅悦之乐”。某次，苏辙要见了元，先寄诗一首：“粗砂施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远来还要否？更无一物可增添。”了元回赠一首：“空手持来放下难，三贤十圣聚头看，此般供养能歆享，木马泥牛亦喜欢。”[146]宋代士大夫好与禅僧结方外之交，往往通过机语问答、诗颂酬对，表达各自的禅学见解，交流彼此的感情。了元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佛印了元与理学家的关系也很密切。周敦颐与了元结“青松社”，推了元为青松社主。他们“相与讲道，为方外友”，有“青松已约为禅社”之语。名僧晓莹指出：“公（指周敦颐）虽为穷理之学，而推佛印为社主，苟道之不同，岂能相与为谋耶？”[147]儒释兼通的禅师与理学家的交往，促进了宋代思想界的活跃和理学的形成。尽管了元本人擅长诗文，并以此作为与士大夫联系的纽带，但依然坚持禅家固有的“不立文字”的主张，反对学者“渔猎文字语言”。他曾指出：

今室中对机[image: ]，皆香林（澄远）、明教（契嵩）以纸为衣，随所闻即书之，后世学者渔猎文字语言，正如吹网欲满，非愚即狂。时江浙丛林尚以文字为禅之谓请益，故元以是风之。[148]

首先应诏住持京城寺院的云门僧人是大觉怀琏（1009—1070），系文偃的第四代法孙。[149]他是漳州龙溪（福建龙溪）人，幼年出家，曾随泐潭怀澄十年，后来到庐山，掌居讷的记室。皇祐初年（1049），居讷推荐他住持汴京左街十方净因禅寺，使禅宗始行于北宋京城，改变了只有唯识、律宗诸派的局面。

另外几个住持汴京名刹的云门僧人，出自雪窦重显一系的天衣义怀门下。义怀（989—1060）曾住持安徽无为县的铁佛寺等，后来常住越州（浙江绍兴）天衣寺，组建了庞大的僧团，嗣法弟子八十三人。其中有慧林宗本（1020—1099），常州无锡人，俗姓管，19岁出家，29岁受具足戒，前后住持过姑苏瑞光寺、杭州净慈寺。元丰五年（1082），应诏住持汴京慧林禅院，曾受宋神宗召见，晚年返归南方。高丽僧人义天来华，“请以弟子礼见”。有《慧林宗本禅师别录》一卷，记其言论。宗本的门人中有长芦崇信，崇信的弟子怀深，于宣和三年（1121）住持慧林寺。宗本的另一弟子法云善本（1035—1109）比较著名。善本是颍州（安徽颍州）人，出家后到姑苏光瑞寺，随宗本五年，住持过婺州双林寺和杭州净慈寺。在继宗本住持净慈寺时，“食堂千余口”，可见规模之大。当时人们把他及其师长宗本并称“大小本”。哲宗时诏善本住持东京法云寺，赐“大通禅师”号。他住持法云寺八年，晚年归隐于西湖之畔。

义怀的另一位弟子法云法秀（1027—1090），秦州陇城（甘肃秦安县）人。俗姓亭，19岁试经得度，重视钻研佛典，后到安徽无为铁佛寺参见义怀，曾在江苏、江西一带住持多处寺院。京城法云寺落成，他应诏为第一代住持。他的弟子佛国惟白撰《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并继任法云寺住持，晚年移住明州天童寺。

云门宗僧人奉诏住持京城寺院的人数众多，挟皇权之势，影响及于全国，但他们的大本营仍在江浙一带。在这个时期，对于禅风和禅理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乃是雪窦重显和明教契嵩。

二 雪窦重显及其颂古

重显（981—1053）字隐之，俗姓李，遂川（四川遂宁县）人。22岁时在成都普安院出家，后离川东行，长期游学子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他嗣法于智门光祚，是文偃的第三代弟子。[150]重显后来居明州雪窦山资圣寺，长达31年。《佛祖历代通载》谓其“迁明之雪窦，宗风大振，天下龙蟠凤逸，衲子争集，号云门中兴”。他的传法弟子83人。现存有他的《明觉禅师语录》六卷。

重显受汾阳善昭的影响，作《颂古百则》，把宋初的颂古之风推向高潮，风靡整个禅林，几乎所有能提笔的禅僧都有颂古之作，所有参禅者都要钻研颂古，所有名禅师都发表对颂古的评说。在这种情况下，颂古著作剧增，构成了禅宗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宋中期，一些禅僧把它们从众多的单行语录本中抽出来，加上零散的颂古之作，分门别类，汇集成册，以利参学。池州（安徽贵池）报恩光孝禅寺僧人法应，花了三十年时间，收集颂古，于淳熙二年（1175）编成《禅宗颂古联珠集》，“采摭机缘（公案）三百二十五则，颂（颂古）二千一百首，宗师（作颂古的禅僧）一百二十二人”。元初钱塘沙门普会接续法应的工作，从元代元贞乙未年（1295）开始，用了二十三年时间编成《联珠通集》，“机缘先有者，颂则续之，未有者增之加机缘”，因此，“加机缘又四百九十又三则，宗师四百二十六人，颂三千丹五十首”[151]。从这些远不能囊括宋代全部颂古之作的集子中，大体可见它席卷禅林的规模。

颂古是对公案的解释发挥，是作者对公案发表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所以，著名禅师的颂古都不雷同，各有自己的特点。只有这样有创意的颂古才能吸引学者，才能够在丛林中和社会上传扬开来。这样一来，随着制作颂古成为风气，颂古名家也增多了。在善昭之后，影响最大的颂古作者有四位，即云门宗的雪窦重显和曹洞宗的投子义青、丹霞子淳以及宏智正觉。其中以重显的《颂古百则》尤具创新意义。如果说善昭制作了颂古的雏形，重显就是使之成熟，他们代表了宋代颂古的两种基本类型。《俱胝一指》前有善昭的颂文，重显也有关于此则公案的颂文，谓：“对物深爱老俱胝，宇宙空来更有谁？曾向沧溟下浮木，夜涛相共接盲龟。”

本颂前两句的大意是：从真谛看，宇宙本空，无物我之别；然面对世间种种苦难，俱胝和尚以一指度人的苦心，令人赞叹。后两句引用《法华经》关于“如一眼之龟值浮木，孔无没溺之患”的寓言，说明俱胝和尚以“一指”示人，如同在夜幕笼罩下波涛汹涌的大海投下一浮木，拯救沦于生死苦难中的芸芸众生。由此，引经据典构成了颂古的又一特点。“雪窦《颂古百则》，丛林学道诠要也，其间取譬经论或儒家文史，以发明此事。”[152]重显好用儒释经典，又善于融入情感，使他的颂古之作显得富赡华丽，文词可读，这与善昭颂文之“殊不以攒华迭锦为贵”是很不相同的。重显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其上堂小参、举古勘辩，都很注意辞藻修饰。元代名僧行秀评论说：“吾宗有雪窦、天童，犹孔门之有游、夏；二师之颂古，犹诗坛之李、杜。”[153]这个评价不一定恰当，但确实反映了这种追求。后来的禅僧纷纷仿效，推动禅宗走上舞文弄墨、着意于文字华丽一途，以致本来注重的“玄言”演变成辞藻之学。对此，一些崇尚朴实的禅僧颇为不满，心闻昙贲说：“天禧间，雪窦以辨博之才，美意变弄，求新琢巧，继汾阳为《颂古》，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154]
尽管如此，重显的颂文并没有完全脱离公案。由于他着力在艺术的表现，语义愈加模糊，有利于人们的联想，所以特别能为文学之士喜爱。但他的后学们却因此而抛开公案，使人无法理解颂文是什么意思了。圆悟在《枯崖漫录》中记：

临安府净慈肯堂充禅师，余杭人，嗣颜万庵。风规肃整，望尊一时。颂“即心即佛”云：美如西子离金阙，娇似杨妃下玉楼；终日与君花下醉，更嫌何处不风流。[155]

作这样颂古的禅师，竟然是“风规肃整，望尊一时”者，可见当时禅林风气之一斑。晓莹直评之为“今之疏带俳优而为得体，以字相比丽而为见工”[156]。多是助人优悠消闲，已经没有多少禅韵了。

“颂古”密切了禅僧与文人的关系，也为释氏哲学向文人中渗透架起了一座文艺的桥梁。绍兴年间（1131—1162），一位士人到焦山风月亭，题诗一首：“风来松顶清难立，月到波心淡欲沉。会得松风元物外，始知江月似吾心。”这是一首具有超然物外情调的诗，显然受般若空观的思想影响。月庵果禅师行脚到此，读后说：“诗好则好，只是无眼目。”他把后两句改为：“会得松风非物外，始知江月即吾心。”使之符合“唯识无境”的教义：“松风”不是“物外”，与“江月”一样，乃是“吾心”。诗词宜于渲情抒意，不便于说理讲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唯识说比般若论更适合于诗的创作，所以月庵的修改，寓意于境，更有品头。据此，晓莹说：

做功夫眼开底人，见处自是别，况月庵平昔不曾习诗，而能点化如此，岂非龙王得一滴水能兴云起雾耶！兄弟家行脚，当辨衣单下本分事，不在攻外学。久久眼开，自然点出诸佛眼睛，况世间文字乎？[157]

禅与诗相通，诗眼需要佛眼点化，始能提高意境。这就成为禅家标准的诗论了。

当然，在追逐文词工巧的同时，发明公案古圣意旨的颂古亦连绵不断，倡导所谓发扬善昭这方面传统的主要代表是宗杲。他与其他禅师作颂，以“斟酌古人之深浅”；亦以颂古启发后学。绍兴三年（1133），宗杲与东林珪禅师在泉州云门庵度夏，效法白云守端和保宁仁勇，取古公案一百一十则，各作颂古一百一十首，“更互酬酢，发明蕴奥，斟酌古人之深浅，讥诃近世之谬妄；不开智见户牖，不涉语言蹊径，各随机缘，直指要津。庶有志参玄之士，可以洗心易虑于兹矣”[158]。

利用创作颂古来斟酌古人、讥诃近世的做法，是典型的古为今用，讽古喻今。宗杲特别推崇“颂古”，就是意在厚今薄古，起到抬高时论的价值。他在给林判院（少瞻）的信中说，与其喜读《圆觉经》，不如读我写的一首颂，“但将此颂放在上面，却将经文移来下面，颂却是经，经却是颂。试如此做工夫看”[159]。他认为，有些颂文表达的情境、蕴含的义理，可以与佛所说的经典有同样的功能，可以超过“公案”昭示的古德言行，像白云守端的颂文就有“提尽古人未到处”。重视颂文超过重视公案，把颂古视为新的经典，已经成为宋代禅林的风气。

三 契嵩及其儒释融合思想

在倡导儒释融合的历史上，契嵩代表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他以前的僧人，大都主张释不违儒，而能容儒，强调释是融合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嵩不仅为儒释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并且要求把儒家伦理置于佛教戒律之上，承认儒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至高地位。这种适用君主专制社会的原则，几乎被所有正统佛教信徒所遵循。契嵩融合三教的思想很丰富，其中最有特色的三个方面是：把三教融合作为维护佛教的手段，把心性情三者结合思考来超越儒学理论，把孝放在戒律之先来接受、维护儒家伦理观念。

（一）以三教融合护法

契嵩（1007—1072）字钟灵，自号潜子，藤州镡津（广西藤县）人，俗姓李，7岁出家，13岁剃度，14岁受具足戒，19岁开始游方参学，十余年间来往于南方各地，在瑞州（江西高安）谒云门宗洞山晓聪，得法。明道年间（1032—1033），他以佛教五戒十善会通儒家五常，作《原教》一文；庆历年间（1041—1049），来到杭州灵隐寺，独居一室，潜心著述，由此，“以文鸣道于天下”[160]。

嘉祐六年（1061），契嵩带着他的著作《辅教编》[161]、《传法正宗论》、《传法正宗记》和《传法正宗定祖图》北上京城，通过开封府尹王素上达仁宗，请求将它们编入大藏经。次年“诏付传法院编次，以示褒宠”，并赐“明教”师号。不久，辞归杭州，先住佛日山数年，后回灵隐寺，直至终老。

契嵩倡三教融合之时，正值宋仁宗开始减度僧尼，朝野上下抑佛排佛的呼声高涨。契嵩顽强地坚持了三教融合，调和儒佛两家关系的主张。他以护教的宗教热情与排佛者争论。“遇士大夫之恶佛者，仲灵无不恳恳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后有好之甚者，仲灵唱之也。”[162]他上书仁宗，不仅讲明自己“谋道不谋身，为法不为名”，而且申明自己是“不避死亡之诛”[163]而来。这种精神也受到不少缙绅先生的称誉。

契嵩在京城上书逗留期间，与其书信往来的有韩琦、富弼、田况、曾公亮和欧阳修等人。“朝中自韩丞相而下，莫不延见而尊重之。”[164]以后士大夫中主张调和儒佛关系者，如张商英、李纲等人，都受过契嵩的影响。

契嵩的第一篇知名文章《原教》，用佛教的五戒十善比附儒家的五常，认为二者是“异号而一体”[165]。这种从伦理观方面寻找佛儒两教契合点的方法，早在《牟子理惑论》和《颜氏家训》等书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契嵩的新意主要表现在《广原教》中。

《广原教》作于1056年，开宗明义即曰：“惟心之谓道，阐道之谓教。”比较《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韩愈《原道》所讲“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差别是明显的。契嵩讲的“道”，与天命无关，与仁义等道德无关，“道”唯是一“心”。“道”，为“圣人所履”，所以圣人所行的只是“心”；“教”，指“圣人之垂迹”，圣人教诲和示范于世人的也是“心”。因此，以“心”规定道的内涵，而非天命和儒家的道德规范，就成了他的主要思想特点。

关于这“心”的含义，他糅进了《老》、《庄》、《周易》关于“道”的规定：

心乎，大哉至也矣！幽过乎鬼神，明过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贯乎邻虚。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绝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灵鬼灵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无乎？若不有不无？若不不有？若不不无？是可以言语状及乎？不可以绝待玄解谕。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牦者。是可以与至者知，不可与学者语。[166]

契嵩《坛经赞》对“心”的描述，与此大同。“心”具有哲学本体论和佛教伦理学双重意义，心既是最高的精神存在，世界的本原，又有“本觉”[167]的功能，与“佛性”同义。这样的“心”是绝对的，遍于一切的整体，无任何对立和差别，所谓“一物犹万物也，万物犹一物也”[168]。正因为如此，心具有离言绝相的性质，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不可以言传，不可以相示，只能为悟者所知，所谓“是可以与至者知，不可与学者语”。

契嵩关于三教融合的新主张，就是把它牢固地安置在禅宗的这一心学基础上：释迦牟尼所传的心，既是佛教圣人之心，也是三教乃至百家圣人之心，既是天地之心，也是众生之心。这样，契嵩找到了众圣与众生相同处。所以不论信奉何教，都是信奉自己的本性，信奉自心，相信圣人与相信自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是故圣人以信其心为大也。夫圣人博说之，约说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与人信也。人而不信圣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169]

如果说，此前的禅宗仅是把对佛的信仰转变为对自心的信仰，那么契嵩就是把对三教百家的信仰统归之于对自心的信仰，把禅宗传统的“自信其心”之说贯彻到了最彻底的程度。他作《劝书》三篇，目的即在于此。“潜子为《劝书》，或曰：何以劝乎？曰：劝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后事其名为然。”[170]所谓“事其名”，便是信奉“迹异”的儒教和佛教。信佛即是自信，排佛即是自弃。用“心”统一三教，落脚点是为佛教张目，使佛教在三教中获得一个平等的地位。

（二）“正心”与“正情性”

契嵩从禅宗心学出发，着重解释了新儒学所热衷讨论的“性情”说，拓宽了儒释融合的理论视野。他对“性”有两个相似的规定：“夫性也，为真，为如，为至，为无邪，为清，为静。近之，则为贤，为正人；远之，则为圣神，为大圣人。圣人以性为教教人。”“性也者，无之至也，至无，则未始无。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圣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适。”

性是唯一的真实（真），诸法的实相（如），它非有非无，非死非生，清静无邪。从近言之，循性可以造就世间的正人君子；从远言之，见性可为圣神，为大圣人。圣人以“性”成道，也以“性”教人。

对于“情”，契嵩也有明确的解说：“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有男女万物生死焉”；“夫情也，为伪，为识。得之，则为爱，为惠，为亲亲，为疏疏，为或善，为或恶；失之，则为欺，为狡，为凶，为不逊，为贪，为溺嗜欲，为丧心，为灭性”。这里把“情”当作“有”之始，与传统佛教把“无明”当作人之本，或把“动”或把“名”作为世之初的观点，是很有些不同的。自道安、慧远以来，中国佛教义学多在情欲性爱的意义上使用“情”字，契嵩则泛指一切“情识”，即扩展而为一切思想情感。按照佛教教义，这样的“情”必然具有“伪”、“识”、“变”等属性。“伪”指其“假有”，性空而不实；“识”指其不智，受世俗认识左右；“变”指其非静，受生灭无常的铁律支配。据此，这“情”就成了佛教对世俗世界诸特征的概括，相当于“有情世界”的“情”。因此，人的任何活动，都必然具有这些特征：所谓爱惠、亲疏、善恶等，它的本质应是“无记”（非善非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得“情”者，性属“无记”，是善是恶全在得者的个人作为，而失“情”者，则肯定为全恶无善，欺狡凶戾，沉溺贪欲，以致于“丧心”、“灭性”。

人之不能无“情”如此，不仅在佛教中独树一帜，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宋禅特别钟情的一大特色，而且在宋明理学有关性情之辨中，也是极有个性的主张。把失情当作“丧心灭性”的表现，使这一个性特殊而鲜明起来。支持这一个性的理论基础，则是性情统一说：“情出乎性，性隐乎情。”具体说：

心必至，至必变。变者，识也；至者，如也；如者，妙万物者也；识者，纷万物，异万物者也；变也者，动之几也；至也者，妙之本也。……万物之变见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万物之变化，以性可以观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语圣人之教道也。[171]

契嵩用的“至”，相当于玄学喜用的“极”、“宗极”，指最高本体；“如”，即佛教通用的“真如”。“心”必然是最高本体，这一本体称为“如”；此“如”必然变动而成为人的通常情“识”。在契嵩看来，这是无须乎论证的，因为这一宇宙发生论，同《起信论》构造的“一心二门”图式完全一致，至少在禅家中是得到公认的。契嵩创新在于用“性”表示“如”，用“情”表示“变”，从而使他的议论同他的整个时代密切起来，有了强烈的社会意义。情与性一样，都是不可偏离的圣人之“教道”。

契嵩反对儒家把“性”看成是外在的“天命”。“问曰：郑氏其解天命之谓性云：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考夫郑氏之义，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则从所感而有之也。”契嵩回答说：“然郑氏者，岂能究乎性命之说耶？夫所谓天命之谓性者，天命则天地之数也，性则性灵也。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生，合之性灵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172]
在五代以前，佛教普遍认为人需感“气”而成，同道家的学说调和。这里提出，人需假“天命”而生，反映契嵩在细微处也向儒家倾斜，但佛教的根本理论未变，只有与“性灵”相合的“天命”，才能成人。“天命”属“数”的有限变化领域，“性”才是绝对的、不变之理。

但是，契嵩在《论原·性德》中还说：“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于天者也。”“性内也，命外也。圣贤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穷之不忧，而通之不疑也。”这一说法，反映了契嵩对儒家的原则让步。中国佛教历来认为，“天”属于世间轮回范围，“业”是世界人生的决定因素，天地万有无非一心，所谓“唯识无境”。因此，不论从宗教观念，还是从哲学体系上看，佛教都不承认“天”有决定生人之“命”的作用，更不会承认“天”是存在于“性”外，与“性”并行的独立力量。契嵩这样做，完成了佛教最后臣服于君主专制的理论步骤。因为“天”之在中国，乃是君主的象征，君主代表了天命之所归。此外，说“正其性”等，同他用“正心”、“治心”等词一样，特别与禅宗之主张“任性逍遥”者有别，而是来自儒家“正心”、“诚意”。因此，他对正宗儒学的批评，不过是为佛教在新儒学中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即分工于治心顺天。

然而契嵩关于“性”的规定，却始终坚持佛教的正宗观点，并以此批评孔孟的人性论：

或问：吾尝闻人之性有上下，犹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韩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而与子之谓性者疑，若无贤不肖也，无人之与畜也，混然为一，不辨其上下焉。……子何以异于圣贤之说耶？

上智下愚，上善下恶，人与畜，如此等等差异，属于“情”的范围，与“性”是没有关系的：

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孟子与韩愈）之所言者，情也。情则孰不异乎？性则孰不同乎？[173]

他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证明孔子也是主张“性”无上下的。契嵩的这种观点为禅宗僧人所共同承认。金山达观昙颖禅师作《性辩》一文，认为：“今古圣贤言性者，只得情也，脱能穷理，不能尽性。”[174]
契嵩根据自己的“情性”论，最后提出了他的儒释分工互补说。圣人之“心”相同，垂迹“制情”之“教”有别，因而各得其所而不相扰：“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就佛教言，用以制情的是“五乘”之教，因为众生“其所成情习，有薄者焉，有笃者焉，机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圣人宜之，故陈其法为五乘者”，“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胶甚，而其欲不可辄去，就其情而制之”。“后之三乘云者，盖导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洁清污，直趣乎真际，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窥之。”[175]至于儒家则以“礼”制情，他说：

礼者，因人情而制中……人情莫不厚生。而礼乐之养；人情莫不弃死，而礼正之丧；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礼宜之正；人情莫不有亲疏，而礼适之义；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礼理之当；人情莫不怀货利，而礼以之节。[176]

据此，契嵩强调，佛儒百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方天下不可无儒，无百家者，不可无佛！亏一教，则损天下之一善道；损一善道，则天下之恶加多矣。”具体说，“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177]。治世与治出世不同，但其起“治”的作用则一，所以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178]。他在《再书上仁宗皇帝书》中说，他之所以作《辅教编》，主旨就在于“推会二教圣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179]。

总之，契嵩融合儒佛两教，在实践上求佛教的生存条件，在理论上则纳儒入佛，同当时新儒学之援佛入儒是同一种思潮，都有着明确的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政治目的。

（三）孝在戒先

契嵩曾说：“吾之喜儒也，盖取其于吾道有所合而为之耳。”[180]他很重视《中庸》，作《中庸解》五篇，“以中庸几于吾道，故窃而言之”。这种“于吾道有所合”、“几于吾道”之说，实是基于妥协性的求同，中心是在用佛教的五戒十善会通儒家五常的基础上，用五常解释佛教的全部说教：“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为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今儒之仁义礼智信者，岂非吾佛所施之万行乎！”[181]把五常等同于佛教的“万行”，等于把佛教僧侣的一切言行统统纳入儒家的伦理范围，绝对地接受儒家的规范。

在儒家的伦理规范中，契嵩特别尊崇“孝”道。他撰《孝论》，第一句话就是：“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全论多处引用《孝经》、《书经》、《礼记》等儒家经典，以致把孝说成“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其大足以感天地、动鬼神，“天地之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诈孝欺”。推“孝”至于社会，就会“与世和平，而亡忿争也”。维护了社会安定，当然是大大有利于王朝的事。因此，契嵩特别要求发挥佛教在维护儒家孝道中的作用，其中做佛教功德，就是尽孝道的重要内容。

佛教一传入中国，即有所谓“福业”一途，至南北朝而大盛。“福业”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之一，是为父母亡灵追福。按兴福的方式讲，北方多为造像、建寺；南方则侧重创制各种“法事”，诸如作道场法会，办盂兰盆会等，至于写经、读经、供养、布施等，在全国都很流行。但这类活动最后成为民间习俗，则经过了隋唐数百年的酝酿，到宋代才定型。

契嵩说：“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佛教成了推广和神化孝道的手段，也成了“慎终追远”的儒家孝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佛教再也不能任人随意从社会生活中排斥出去了。

正因为“孝”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契嵩要求一切佛徒必须无例外地强制执行，这就是所谓“孝为戒之端”。契嵩说：

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曰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子与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为善微戒，善何生邪？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经曰：使我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182]

他的逻辑是：正觉由万善成，众善由戒生，戒由孝发端。于是“孝”由儒家的“万善之首”，变成了佛家的正觉之端，尽孝即可成佛。在契嵩这里，“孝”的作用已经被推到了顶点。

第四节 曹洞宗的理论与实践

一 曹洞法系概述

五代至宋初，曹洞宗中没有出现知名禅师，宗派影响微弱。尤其到仁宗时期，在临济、云门两宗名家辈出，新禅学激荡佛教界，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曹洞宗依然没有起色。在这百余年间，源自云居道膺（835—902）的曹洞宗传法禅师依次是同安道丕、同安观志、梁山缘观、大阳警玄（948—1027）。警玄晚年从自己的弟子中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请求与他关系密切的临济僧人浮山法远（？—1067）日后为他物色人选，并且写了一首偈，连同一双皮履和一件布直裰留下，作为接续曹洞法统的信物。警玄寂后二十余年，法远嘱咐投子义青（1032—1083）嗣法警玄。

义青俗姓李，青社（安徽舒州）人，据《投子义青和尚语录》卷下所载《行状》，义青7岁投本州妙相寺出家，15岁试《法华经》得度，第二年受具足戒，习《大乘百法明门论》，后入洛中，专习《华严》，“深达法界性海、刹尘念劫、重重无尽”。在开讲《华严玄谈》时，“妙辩倾泻如流，闻者悦服”。但是，当他讲到诸林菩萨即心自悟偈文时，忽然醒悟：“法离文字，宁可讲乎？”他是在讲《华严经》的过程中领悟到修行佛法不能以讲解为目的，于是离开讲席，南下游方，参学禅宗。他从临济僧人浮山法远学习六年，遵其所嘱，传承当时已经断绝了的曹洞宗法系。熙宁六年（1073），义青始住舒州白云山，八年后移住投子山，“道望日远，禅者日增”，曹洞宗法系从此流传下来。

义青从教入禅的修学经历，使他在弘传禅学的同时也注意宣传佛教义学，特别是对他所熟悉的华严学的传播和创用，在北宋曹洞宗僧人中颇有特点。

在义青的语录中，有不少出自华严典籍的内容，基本被作为传禅的材料使用。“莲华世界，毗卢现七佛家风；流水莺啼，观音示千门法海。尘尘影现，刹刹光明，转大法轮，普成佛道。到这里，若信得去，只悟得佛边事，须知有七佛外消息始得。诸仁者，作么生是七佛外消息？良久云半夜白猿啼落月，天明金凤过西峰。”[183]义青早年习《华严经》时所重视的内容，也保留在他晚年的禅语中。此中“尘尘影现，刹刹光明”，与当年他所“深达”的“法界性海、刹尘念劫、重重无尽”的含义大体相同，是更简略的说法。这是说，作为一真法界体现的世界万有，处于大（刹）小（尘）无碍、长时（劫）短时（念）互摄的圆融无尽状态。这里他坚持了早年离教从禅时的认识，强调懂得华严教义，不过是“悟得佛边事”，还“须知有七佛外消息”。在禅宗语录中，“七佛外消息”是停止追求外在的佛，反观自心，求得自证自悟教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义青对华严教义的不满足，最终通过信奉自证自悟的禅宗法门来弥补。

然而，信得华严教义只是“悟得佛边事”之说，并不意味着义青完全否定华严教义，“尘尘现影、刹刹光明”也可以运用于另外的方面：“毗卢楼阁，善财见七佛家风；华藏海心，普贤指一生妙果。尘尘现影，刹刹光明，主伴交参，互兴佛事，致使尧云弥布，舜雨膏萌，星辰交换于九宫，和气淳风于万国。”[184]禅宗吸收华严宗无碍圆融的教义是普遍现象，但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表现。义青生活在北宋前中期，宋王朝还保持着发展势头，有一定的活力，反映在“中兴”曹洞宗的义青禅语中，使圆融无碍说又增加了一层歌颂升平盛世的色彩。而“主伴交参，互兴佛事”又有一种号召上下齐心协力振兴佛教的少见气派。

在义青的弟子中，有个性且著名者是芙蓉道楷（1042—1117）。他是沂州（山东临沂）人，少时信奉道教，后从投子义青习禅。先后住持安徽马鞍山、江西洞山、湖北大阳等地寺院。徽宗崇宁二年（1103），住持京城净因禅院，大观二年（1108）移住天宁寺。徽宗曾赐紫衣和师号，道楷拒不接受，被遣放缁州（山东缁州）。次年，徽宗许其在芙蓉湖畔结庵传禅。和临济、云门的许多传法宗师不甚相同，道楷与统治者和官僚士人的关系相对疏远。他很注重个人修行，坚持每日一食。追随他的僧众不多，但影响不小，曹洞宗从此有了起色。

道楷的著名弟子有鹿门自觉和丹霞子淳。自觉一系初无著名禅师，到金元时盛行于北方。子淳（？—1119）门下出现了长芦清了和宏智正觉，使曹洞宗在两宋之间兴盛起来。

清了（1091—1152）号真歇，左绵安昌人，俗姓雍。据《真歇清了禅师语录》卷上《劫外录》，他18岁试《法华经》得度，具戒后往成都大慈寺，学习《圆觉经》《金刚经》《起信论》等。他曾先登峨眉礼普贤大士，后入五台礼文殊菩萨，对华严系统的菩萨信仰十分重视。清了先师从邓州（河南南阳）丹霞山子淳习禅，后又到东京参访禅讲名席，对当时南北各地的佛教情况比较了解。从宣和五年（1123）开始，清了历住真州长芦山（江苏扬州）、四明补陀、福州雪峰、杭州径山等多处寺院。他所提倡的禅法，主要是禅、净、教各宗合一。关于他的言行，有《真歇清了禅师语录》二卷。曾作《净土集》，倡导念佛法门。又作《华严无尽灯记》，以华严宗“十法界”说论证禅学，很有特色。

在《华严无尽灯》中，清了以镜灯的比喻来讲华严教理，与法藏的做法类似。“譬东南西北上下四维中点一灯，外安十镜，以十镜喻十法界，将一灯况一真心。一真心则理不可分，十法界则事有万状。然则理外无事，镜外无灯，虽镜镜中有无尽灯，惟一灯也；事事中有无尽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别事故，则事事无碍，由一灯全照差别镜故，则镜镜交参。一镜不动，而能变、能容、能摄、能入；一事不坏，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事事无尽。”从其内容来看，这是照本宣科讲述华严宗的教义，没有什么创新。但是，这里的讲解始终坚持在理事关系上立论，既不违背华严宗的教理，又继承了自希迁以来的传统。从理事关系上立论，是曹洞宗自创宗以来的主要特点之一，清了予以继承。然而，即便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照搬华严宗的议论，最终还是要归结到禅宗倡导的启发悟解言外之旨的思想上。清了的最后一首偈：“镜灯灯镜本无差，大地山河眼里花，黄叶飘飘满庭际，一声砧杵落谁家？”[185]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南宋中期的南方曹洞宗僧人，大都出自清了一系。而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影响最大的是宏智正觉。正觉之后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禅师，其法系数传之后不明。长芦清了经天童宗珏、雪窦智鉴，传至天童如净（1162—1228），曹洞宗又有了起色。如净是明州苇江人，出家后，多年游方参学，嘉定三年（1210），住持建康清凉寺，继之住持台州瑞岩净土禅寺、杭州净慈禅寺、明州定海县瑞岩寺等。宝庆元年（1225）住天童山。他虽然有多年游方经历，却注重坐禅修行，认为参禅是身心脱落，坐禅才是明心见性的唯一途径，实质上，他是正觉默照禅的延续。现存《如净和尚语录》二卷、《天童山景德寺如净禅师续语录》一卷。日本京都人道元（1200—1253）入宋师事如净三年，如净将芙蓉道楷的法衣和洞山良价所著《宝镜三昧》、《五位显诀》及自赞顶相相赠。道元回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

二 正觉的“默照禅”

正觉（1091—1157）是隰州（山西隰县）人，俗姓李，11岁出家，14岁受具足戒，18岁开始游方参学。正觉最初几年主要活动在今天山西、河南两省。他接触的第一位名禅师，是汝州（今河南临汝）香山寺的枯木法成。法成是曹洞僧人，芙蓉道楷的弟子，曾受诏住持汴京净因寺，名重一时。至23岁，正觉在邓州（河南邓县）见到丹霞子淳，并随子淳到唐州（河南泚源县）大乘山和随州（湖北随县）大洪山，先掌记室，后升首座。子淳逝世后，正觉与清了保持密切关系。宣和四年（1122），清了住长芦山时，请正觉为首座。

从宣和六年（1124）到建炎二年（1128），正觉先后住持过泗州大圣普照禅寺、舒州太平寺、江州庐山圆通寺等，建炎三年开始住持明州天童寺，并倡导默照禅，前后近三十年。高宗诏谥“宏智禅师”。其生平言行主要收录在《宏智正觉禅师广录》中。

正觉在禅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倡导和完善化了“默照禅”。在南宋初年，追随正觉修习的僧俗数以千计，天童“寺屋几千间，无不新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修禅中心。但其知名弟子只有十四人，其余绝大多数是“分化幽远，晦迹林泉”。宗杲评正觉是“起曹洞于已坠之际，针膏肓于必死之时”[186]。曹洞宗之所以振兴，主要赖正觉之力。

（一）默照禅与注重坐禅的传统

默照禅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静坐，把静坐守寂作为证悟的唯一方式，作为明心见性的唯一途径。正觉倡导默照禅是身体力行的，他“昼夜不眠，与众危坐，三轮俱寂，六用不痕”[187]。进入正觉住持的天童寺，便会见到“禅毳万指，默座禅床，无謦咳者”[188]。这种重视坐禅的主张与慧能以来的南宗思想是相违背的。

禅宗在形成之初就对坐禅有不同的认识。唐代神秀和慧能对坐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以神秀为首的北宗主张坐禅，以慧能为首的南宗则反对执着于坐禅，主张在行住坐卧之间随时随地体验禅境。随着北宗的衰亡和南宗的兴盛，南宗的一些著名禅师进一步发挥了慧能的思想，贬抑坐禅在修行中的重要性，南岳怀让和马祖道一师徒的“磨砖作镜”一则公案，更是提出了“坐禅岂能成佛”的诘问，对执着于坐禅形式给予彻底否定。主张不拘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体会禅境，已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正觉祖述慧能的禅学，但是他又强调坐禅形式，这的确与慧能的主张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同有些学者提出的，默照禅是向北宗的回归，恰恰相反，正觉在禅学理论上依据慧能的思想，即便在注重坐禅形式这一点上，也是继承了南宗内部的一些禅学支派，并没有在理论上向神秀北宗靠拢。

由于慧能以后的一些著名禅师极力反对执着于坐禅形式，致使许多学者忽视了南宗内部还有一些禅师注重坐禅的现象。其实，贬抑坐禅与注重坐禅是南宗内部始终存在的两种并行的思潮，只是后一种思潮在正觉之前不占主导地位而已。当道一接受“坐禅岂能成佛”的诘问时，与他并列为南宗一大派的石头希迁门下就不乏重视坐禅者。其中石霜庆诸（807—888）尤为著名。“师止石霜山二十年，学众友长坐不卧，屹如株杌，天下谓之枯木众也。”[189]庆诸以注重坐禅闻名，引起了唐僖宗的重视。僖宗曾“遣使赍赐紫衣”[190]。庆诸重视坐禅虽然在形式上有悖于慧能的禅法而与神秀的禅法有相似之处，但在思想实质上却是坚持着慧能的禅法理论。神秀主张坐禅，是要观“心”、观“净”相，他没有把般若空观完全贯彻到自己的禅法中去。慧能则坚持般若空观理论，认为并没有一个可供在坐禅过程中观想的“心”或“净”相。所谓“若言看心，心原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191]神秀和慧能在坚持佛性本有、人心本觉这方面是相同的，但在坚持般若空观思想方面却存在着差异。庆诸虽然重视坐禅，但他对坐禅的理解是承袭慧能的思想而不是承袭神秀的思想。庆诸并不是通过坐禅来观心、观净。他有一种通过静坐来体悟般若空义的模糊主张。“问：佛性如虚空如何？师曰：卧时即有，坐时即无。”[192]我们从“佛性如虚空”的问话中可以看到，庆诸完全不主张有所观的对象，他是要通过坐禅体验般若实相。庆诸对此还没有展开论述，还没有给注重坐禅形式提供完备的理论依据。而正觉的默照禅，则完成了这个任务。只有当不仅坚持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而且在坚持般若空观理论时，注重坐禅在南宗禅法体系内才具有存在的理论上的合理性，正觉的默照禅正是沿着这种思维路线前进的。

正觉倡导静坐守寂的默照禅，也与他前期的参禅经历有关。他从受戒之初就重视坐禅，他“自初得戒，坐必跏趺，食不过午”[193]。他的所谓“入道”就是从坐禅开始，“师初以宴坐入道”[194]。他接触的第一位著名曹洞僧人法成就以喜好“枯木禅”闻名，因而被称为“枯水法成”。对正觉禅学思想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子淳，他也是一位重视坐禅的僧人。子淳于政和五年（1115）在唐州大乘山对众僧人说：“诸人时中快须休歇去，准备他去，把今时事放尽去，向枯木堂中冷坐去。”[195]所谓枯木堂指禅堂，禅僧在禅堂静坐时身如枯木，求静求寂，所以叫枯木堂。因此，默照禅强调守静守寂，重视坐禅形式，乃是继承了南宗内部一些禅师的传统，它代表了南宗内部不同于贬抑坐禅形式的支派的一个支派。

（二）默照禅的空幻体验

到两宋之际，禅宗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正觉在此时倡导的默照禅具有集禅学发展之大成的性质。他不仅吸收了慧能以来禅宗心性理论和般若理论，而且突出了“返观内照”的思想，从而形成完备的禅法体系。

禅宗所谓的“心”，既是宇宙之心，又是个人的本心，还是真如、佛性、如来藏等的同义词。它兼具本体论、认识论和解脱论的三重意义。同时“心”本身又是非有非无，离言绝相，不能以语言来描述，不能用思维来把握。正觉的默照禅继承了禅宗关于心性的传统说法，并且突出强调心的“虚空”特性，把成佛的关键归结为“空心”。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切现象，都是心的派生物，都是心的显现，所谓“一切诸法，皆是心地上妄想缘影”[196]。所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一切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用思维来把握的现象都是虚幻不实的。它们的形成和毁灭都取决于心，“十方法界，起自一心；一心寂时，诸相皆尽”。因此，只要心空，那么就一切皆空。

参禅的目的在于超脱生死轮回而达到解脱，这是禅宗各派的共同认识，“参禅一段事其实要脱生死，若脱生死不得，唤什么作禅”[197]？这种脱生死的关键就在于“心空”。因为其所以有地狱天堂这种种现象（诸法），关键在于人们的心有活动，心念皆无，也就没有地狱天堂，也就无所谓生死轮回。“若是一切心念尽也，无天堂到你，也无地狱到你。”[198]
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是禅宗经常提到的话题，所谓自己的本来面目，与本心佛性是同义语。正觉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视为“空心”，“直须歇得到空空无相，湛湛绝缘，普与法界虚空合，个实是尔本身”[199]。达到空心，也就是达到了成佛：“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若心地下空寂，便是及第底节时。”[200]
“空”是心的特性，也是法界、真如、佛性的内在本质，也是自我修行的最高境界。但是“空”是空而不空，是灵妙的体现。“一切法到底其性如虚空，正恁么时却空它不得。虽空而妙，虽虚而灵，虽静而神，虽默而照。”[201]心本身是空而不空的，心本身并不是不存在，它只不过是离言绝相而已。由于人们为世俗妄念所缠绕，心不能空，以至于陷入生死轮回之中，因此，空心的过程就是去诸妄缘的过程，就是修习默照禅的过程。

正觉指出：“真实做处，唯静坐默究，深有所诣，外不被因缘流转，其心虚则容，其照妙则准。内无攀缘之思，廓然独存而不昏，灵然绝待而自得，得处不属情，须豁荡了无依倚，卓卓自神，始得不随垢相。个处歇得，净净而明，明而通，便能顺应，还来对事，事事无碍。”[202]通过静坐默究，即通过修习默照禅要达到两个目的，其一是“外不被因缘流转”，其二是“内无攀缘之思”，也就是要从思想上排除一切来自世俗世界的干扰，达到没有思维活动、没有主观追求，甚至连任何感受都不存在的境界，这就是所谓“休歇处”。这被认为是诸佛诸祖所体验的极境，“诸佛诸祖无异证，俱到个歇处”[203]。

正觉所讲的“空心”、“休歇”，实际上就是要把整个现实世界“空”掉，所谓“默默蒲禅，空空世缘”[204]。他是以空心、休歇来达到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从而肯定一个以实相佛性等为名的彼岸世界的存在。通过空心，排除了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内在的干扰，既没有对现实社会的追求，也没有对现实社会的感受，的确心如死灰。这样，默照禅就把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的手段归结为自我心理调节，归结为静坐中的空幻感受。这种空幻体验被认为是个人和世界的本来面目，被认为是诸法实相或佛性的显现。

正觉不仅用从子淳那里接受来的“休歇”之说来说明“空心”，而且以“默照”来论证这种空幻体验。正觉所作的《默照铭》全文只有288个字，却是对默照禅思想的总结，这里讲了默与照的关系，还讲了默照禅所要体验的境界。

“默照之道，离微之根；彻见离微，金梭玉机。”[205]“离微”是指法性的体用，法性与真如、实相、法界、涅槃等是异名同体。它们的体（离）便是“空”，“微”是法性之用，也就是般若智慧。因此，默照禅要“彻见离微”，就是要通过默与照的两个方面来直观体验诸法实相，达到成佛目的，正觉对默与照分别作了论述。

所谓“照”是指般若智慧的观照，这种般若观照同时也就是自我观照，是心无所住，什么都不思考的精神状态。这种“返观内照”的说法是受了僧璨的影响，据称是禅宗三祖的僧璨曾著《信心铭》，其中说：“虚明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情难测。”[206]正觉的默照禅正是吸收了这一思想，提出“隐几虚心还自照，炷香孤坐绝它思”。[207]同时，正觉还从理论上对“照”作了阐述。

他认为“灵然独照，照中还妙”[208]。“照”是没有特定的观照对象的，实质上是本空的新的自我观照。不仅如此，在自我观照之时，观照的主体和客体都“寂灭”了。“照与照者二俱寂灭，于寂灭中能证寂灭者是尔自己。若恁么桶底子脱去，地水火风，五蕴十八界，扫尽无余。作么生是尽不得底？”[209]因此，所谓般若观照，所谓自照，不仅要求坐禅者什么都不去思考，而且要求修禅者自己也要融入“空”之中，即“地水火风，五蕴十八界，扫尽无余”。达到了这种一切皆空的境界，也就是证悟成佛了（桶底于脱去）。因此，正觉的默照禅实际上就是通过静坐排除思维活动，消除任何欲望，消除任何感受，从思想上达到泯灭物我、泯灭主客对立的目的，达到直观体验空幻的境界。

从“默”与“照”的关系上讲，静坐守默与般若观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唯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体验般若实相，获得最终的觉悟。正觉指出：“照中失默，便见侵凌……默中失照，浑成剩法。默照理圆，莲开梦觉。”[210]如果不守静默，即不坐禅，那就无法用般若观照，无法体验无差别的空的境界。相反，如果只是默然静坐，不知道“空心”，也就是不用般若观照，那么坐禅本身也就毫无用处。

只有把“默”与“照”结合起来，才能体验诸法实相，认识自我的本来面目，最终获得“觉”悟解脱。因此，强调静坐守寂，追求对空幻感受的直观体验，就是正觉默照禅的两个本质特征。

（三）默照禅与庄子思想

禅宗自创立之日起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这是禅宗能够适应中国社会而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宋代三教融合的大潮流中，正觉不仅继承和变革了传统的传法，而且侧重融摄庄子思想，从而使默照禅具有了更为丰满的理论形态。正觉把默照禅与庄子的“坐忘”、“齐物”和“心斋”等思想相等同，认为这两种精神修养方法是“大道同归”。他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下面仅举几例。

坐忘是非，默见离微，佛祖之陶冶，天地之范围。……麒麟步药峤，金毛师子威，相逢捉手，大道同归。

形仪淡如，胸腹空虚；懒不学佛，钝不知书。静应诸缘而无外，默容万象而有余。齐物而梦蝶，乐性而观鱼，渠正是我兮我不是渠。

梦蝶境中闲有趣，露蝉胸次净无尘。[211]

很明显，庄子的“坐忘”、“齐物”是建立在相对主义基础上的，默照禅是建立在禅宗心性论基础上的，这两种精神修养理论存在着明显差异，尽管如此，它们在修养方式和修养目的方面还是有许多相通之处。庄子主张通过端坐而达到浑然忘却一切物我和是非差别的精神境界，“庄周梦蝶”的寓言就反映了一种泯除事物差别、彼我同化的境界。这种理想的境界，就是要人不计是非利害，忘乎物我，泯灭主客，从而使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中国传统哲学总是将“天人合一”之境作为哲学的最高境界，作为理想人格（圣人）的本质特征。通过把梦与醒、主与客、彼与此等两极对立泯灭，使人们从精神上超越种种对立，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默照禅强调静坐守寂，要求“彻见离微”，追求对无差别的“虚空”境界的直观体验，也就是要达到从精神上超越生死和主客的对立。这两种精神境界的确有相同之处。默照禅注重“静坐默究”，一方面摒弃了传统禅学关于坐禅的烦琐规定，只以静坐为主；另一方面，它强调守默守静，一反在南宗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主张，时时处处体验禅境的思想，这就更接近庄子所主张的精神修养方式。另外，正觉主张的“空心”之说，更与庄子的“心斋”有相同之处，它们都强调排除思虑和任何欲望。

正觉的默照禅注重静坐，推崇静与默的作用，这与理学家的思想也颇为接近，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主静”之说，认为未有天地之前的“太极”是“静”的，所以人之天性本“静”。由于人们后天染上了欲，必须通过所谓“无欲工夫”，才能达到“静”的境界。

正觉倡导的默照禅曾引起许多士大夫的关注，不少人跟随正觉修习默照禅。这种与中国传统精神修养方式近似的禅法之所以受到士大夫的欢迎，在于它为士大夫提供了愈合精神创伤、消除精神疲劳的良药。与正觉同时代的临济宗僧人宗杲也是两宋之际全国闻名的高僧，他倡导一种看话禅，反对默照禅。他曾指出了士大夫喜好默照禅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士大夫多是掉举，而今诸方有一般默照邪禅，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障，方寸不宁怗，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条白练去，古庙香炉去，冷湫湫地去。”[212]
这里的“掉举”是一个佛教名词，《俱舍论》卷四说：“掉谓掉举，令心不静。”《成唯识论》卷六说：“云何掉举？令心于境不寂静为性，能障行舍摩他（指定、止）。”掉举就是心不安静执着追求，欲望很多，处于高度兴奋的精神状态。一些有雄心的士大夫或为追逐名利而镇日忧心，或为报效国家而整天操劳，心是静不下来的。这种追求世俗利益的忙碌（“尘劳”）必然造成精神上的疲劳，即所谓“方寸不宁怗”。默照禅宣扬静坐空心，强调守静守寂，正是松弛身心、消除精神疲劳的有效方法。经过一段高度紧张的工作之后，通过默照静坐使身心松弛，的确对身心健康有益。就这一点而言，还是有道理的。从宗杲分析士大夫喜好默照禅的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士大夫参禅并不完全是出于追求超脱生死的宗教目的，他们是要获得一种消除精神疲劳的手段。

宋代士大夫喜好参禅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当时，许多士大夫或因官场倾轧而丢官，或因不得赏识而壮志难酬。当他们受到暂时的挫折时，当他们感到绝望而又找不到出路时，他们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而投入禅门。默照禅主张静坐空心，主张排除世俗的困扰，这正符合那些失意的士大夫的需要，默照禅使他们认识到一切荣辱毁誉和名利事业到头来都不过是梦幻而已，从而使他们放弃追求，在生活中抱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获得一种虚假的精神解脱。因此，默照禅在士大夫中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封建士风的萎靡和堕落。这也说明默照禅是一种消极的生活与处世方式。

第五节 华严和天台的“中兴”

从唐末开始，当以诠释外来经典为主要方式的理论创造结束以后，教门义学各派就度过了鼎盛阶段，开始走上了衰落的道路。从宋代开始，无论是哪一个教门义学派别以“中兴”自居，都再也没有出现全面理论创新的兴盛局面。宋代以振兴本宗为己任的义学各派，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整理散失的唐代典籍，争取多继承前代遗产，力求较全面普及本派佛学基础知识等方面。对于这些派别来说，突出本派理论个性的时代已经结束，通过整理、弘扬前代学说来适应社会需求，兼容并蓄各派思想，成为他们的共性。在宋代，值得注意的义学派别是华严和天台。

一 净源与华严宗“中兴”

华严宗在宋代还有不小的影响，甚至在北宋中叶还出现了所谓的“华严宗中兴”。我们能够在宋代华严学中找到的一些理论方面的创造，是在佛教各派思想融合潮流中生发出来的，而且大多是由非华严系统的僧人提出来的。在宋代僧俗禅悦之乐传为佳话、僧俗结社蔚成风气的大环境中，华严典籍和华严宗学说也引起士大夫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华严学被运用的形式，决定了它要被赋予什么样的新内容。

北宋时期，兼习《华严》或专业《华严》的学僧遍布南北各地。其中，杭州慧因寺集中的学僧最多，影响也最大，被视为中兴华严宗的基地。实际上，自宗密后，华严与禅宗融合，并没有一个师徒相承的华严宗法系。但是，后出史书把北宋僧人子璿（一作濬）归于宗密下的法灯系，再传净源，使宋代华严宗传承一直未断绝。尽管这种传法世系并不像禅宗的师承那么重要，而且子璿的华严师承也不明确，但慧因寺系的确是两宋华严学中最重要的一支。

子璿（965—1038）并不是研究和弘扬《华严》的学僧，他被纳入华严系谱，与其弟子净源以后在慧因寺中兴华严宗有直接联系。

在佛教史上，净源（1011—1088）被称为宋代华严宗的“中兴教主”。他振兴华严宗的工作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建立了永久弘扬华严宗的基地慧因寺；其二，终生致力于华严典籍的收集和整理；其三，提出华严宗新的传法系谱；其四，以华严教义解释其他较流行的佛教典籍，促动华严学在整个佛学中的运行。

据《佛祖统纪》卷二十九、《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载，净源俗姓杨，字伯长，泉州晋水（今福建晋江县）人。初依东京报慈寺海达法师出家，后游学南北各地。受具足戒之初，即随横海明覃习《华严经》，又习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曾到五台山求学于华严名僧承迁。最后南返从学于长水子璿，习《楞严经》、《圆觉经》和《起信论》。净源离开子璿后，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住持过多处寺院，有泉州清凉寺、苏州报恩寺、杭州祥符寺、秀水（今浙江嘉兴）青镇的密印宝阁、华亭（今江苏松江）普照的善住宝阁。其后，经在杭州的左丞蒲宗孟上奏朝廷，将杭州慧因禅寺改为教寺，命净源住持，使该寺成为永久弘扬华严宗的道场。宋代华严学的研究和传播中心地由此建立，并且长久不衰。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高丽僧统义天航海来宋，上表四次，请传授华严教义，以便归国弘传。朝廷命有关部门推荐可以传授华严学的法师，首选的是东京觉严寺的诚法师，因为他“讲《华严经》历席既久”[213]。但诚法师上表推荐净源，于是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与诚法师关系较密切的杨杰送义天到杭州慧因寺。义天在请教净源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国内已佚失的唐代华严注疏，丰富了慧因寺的藏书。义天回国后，于第二年遣使送来金书《华严经》的三种译本一百八十卷，即“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净源建华严阁安置。

经历唐末五代的动乱和灭佛运动，至北宋时，唐代华严类著述大多散失，净源常年致力于华严典籍的搜集和整理。由于他游学南北，熟悉各地的佛教情况，所以他在校订和注解每一种重要著作时，务必收集历代的注疏本，加以整理，刊出统一的注本。他所整理和注解的，包括了法顺、法藏、澄观、宗密等人的著作。在北宋时期，他是接触唐代遗留下来的华严典籍最多的人之一。他本人的著作也以整理文献为特点。从他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唐末五代至北宋华严典籍的流传情况，以及华严学的发展情况。

第一，关于法顺的著作。从澄观开始，《华严法界观》即被认定为法顺所作，此书在宋代为华严学僧所重视。据净源《法界观助修记序》介绍，为此书作注解者“殆盈四家：西蜀仁周法师、开宝守真大师、淅水从朗法师、景德有明大师”，可见《法界观》流行之广。净源认为，所有这些注疏本“虽皆连疏累偈托文为证，而于所解之义，有多互违者”。所以他“删众说之繁文，补诸祖之要义，勒成两卷”[214]，以便传于后世，有助于学僧修习。他改订重编的注疏本，即《法界观门助修记》二卷。

第二，关于法藏的著作。净源整理、校释的法藏著作主要有四部，第一部是《五教章》。当他随横海明覃习《华严经》时，即认为《五教章》“开一乘之渊旨，发五教之微言，故其立宗判义，独耀古今。兹实先圣之遗烈，作后世之龟鉴者也”。但是，当时流传的《五教章》各本“其间标题有乖谬（书名不统一），列门有参差（段落错乱，如第九门与第十门颠倒），传写有讹舛（错字别字很多）”。鉴于有此“三失”，净源收集南北各地流传的多种本子，“与二三子详校其辞，以垂当世”[215]。

第二部是《华严经义海百门》。据此书“详校题辞”，净源曾花费数年时间，“遍搜古本，历考十门以前之九门，具彰序意（指《义海百门》所述十门之前的序言），列义通结，唯后之一门，亡其通结（指十门之后没有与前面序言相对应的结语部分），或诸本传写缺文耶，或祖师立言互略耶”。这是对此书结构逻辑关系的考证，对此书是否有缺文还不能肯定。另外，原第六门为“圆明解缚”，属误题，改为“差别显现”。

第三部是《妄尽还源观》。北宋天台宗人认为此书是法顺作，孤山智圆即持此说。净源在阅读唐裴休的《妙觉塔记》时，发现裴休认为此书是法藏作，于是根据法藏的其他著作证实此说。熙宁元年（1068），净源带上所收集的“诸郡《观》本”，请教钱塘通义子宁，又找出《妄尽还源观》中与《华严经义海百门》、《般若心经疏序》等相同的句子。从此，《妄尽还源观》被公认是法藏的著作。在考证《妄尽还源观》的基础上，净源于元丰二年（1079）作《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一卷。早在景祐年中（1034—1037），净源在昆山慧聚法师处习《妄尽还源观》，所用疏文及科文均为法灯所作。净源认为，法灯大师“所释序文及诸观义，虽尽乎善，而未尽乎美”，所以，他“探清凉之疏旨，索《演义》之钞辞，补其偏善之功，成其具美之绩”。这是说，他要用澄观的《华严经疏》和《演义钞》来补法灯疏文之不足。实际上，他的疏文除引用澄观著作外，还引用了法藏的其他著作，以及僧肇的《肇论》、《宝藏论》（传为僧肇所作）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引用了子璿的《大乘起信论笔削记》。他受子璿重《起信论》的影响，并结合对法顺《法界观》和法藏《妄尽还源观》的理解，提出了马鸣为华严宗初祖说：

帝心（杜顺）冥挟《起信》，集三重法界（指《华严法界观》中所述）于前；贤首显用论文，述六门还源（指《妄尽还源观》，书分为六门）于后。推是言之，以马鸣大士为吾宗初祖，其谁谓之不然。[216]

《起信论》传为印度马鸣所著，因认为此论弘扬华严宗旨，所以立马鸣为华严宗初祖。另外，净源还认为传说是龙树所撰的《十住毗婆沙论》与《起信论》性质相同，所以立龙树为二祖，加上从法顺到宗密的唐代五位祖师，即成“华严宗七祖”说。建立华严宗的新法系，也是净源中兴华严宗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部是《华严金师子章》。由于此书是简要介绍华严宗教义，文简义丰，易于理解，在宋代佛教界流传很广，所谓“禅丛讲席，莫不崇尚”。就其注疏本言，净源见过四家，“清源止观禅师注之于前，昭信法灯大士解之于后。近世有同号华藏者，四衢昭昱法师，五台承迁尊者，皆有述焉”。净源认为这四家注解“或文繁而义缺，或句长而教非”，于是“探讨晋经二玄，推穷唐经两疏”，选取其中“与祖师章旨炳然符契者，各从义类以解之”[217]。他是参考智俨、法藏（晋经二玄）和李通玄、澄观（唐经两疏）的著作来注解《金师子章》，实际上释文中还引用了宗密等人的著作。净源注《金师子章》的著作名为《金师子章云间类解》，一卷，其序文作于元丰三年（1080）。

第三，关于澄观的著作。净源曾抄澄观的《华严经疏》，注于《华严经》经文之下，以便于观览，今存五十八卷。

第四，关于宗密的著作。治平二年（1065），慧因寺的可中作《原人论》科文及赞，送净源审阅。熙宁七年（1074），净源著《原人论发微录》三卷。此书引用典籍较多，尤其多引儒家和道家的典籍。但净源认为，此书是“录广钞之要辞，发斯论之微旨”，“然既录论主钞辞以发微旨，故号之曰《发微录》焉”。他用宗密的《圆觉经大疏钞》来解释《原人论》，其目的在于让人们全面理解宗密的著作。

以上是净源在整理和注释唐代《华严》注疏方面的主要著作，此外他还有《注仁王护国般若经》四卷、《佛遗教经论疏节要》一卷、《华严普贤行愿修证仪》一卷、《圆觉经道场略本修证仪》一卷、《首楞严坛场修证仪》一卷、《肇论中吴集解》三卷和《肇论集解令模钞》等。

净源有关华严方面的著作具有传播华严学知识的特点。他的教学目的之一，是让学僧系统学习唐代《华严》注疏之作，融合各种不同见解，兼容并蓄。他在《策门三道》中提出三个令学僧思考的问题，前两个是《贤首判教》和《判教有差》，都是讲法藏与宗密在判教上有不同点，让人思考其不同的原因；第三个是《儒释言性》，列举儒家各种心性说，让人思考有哪些与佛教的心性论相同，这是把融合的范围扩大到儒释两教。总的说来，净源在华严学说方面的议论没有超出唐代华严学，所谓华严宗的中兴，并不表现在提出新理论方面。

除华严类典籍外，净源还研究过《肇论》，著有《肇论中吴集解》和《肇论集解令模钞》。前一部书是净源整理中吴秘思法师的遗稿著成，后一部书是对前者的再解释，并不是直接注解《肇论》本文。中吴秘思法师生前“久传《四绝》（指《肇论》），名冠环中”[218]，所以，这两部书的学说特点，不仅反映净源本人的思想，而且反映北宋佛教界在理解《肇论》方面带普遍性的倾向。

《肇论中吴集解》在《宗本义》前题：

宗本之要，其妙明真心乎！然则心之为义，有性焉，有相焉。推之于相，万物不迁也；本之于性，万有不真也。统而括之，唯真俗二谛而已。夫观二谛之交彻，非般若无以穷其源。穷源极虑，故能内鉴照其真，外应涉乎俗。涉俗亡染，大悲所以不住；照真亡缘，圣智所以无知。以圣智无知之因，冥涅槃无名之果。[219]

这段论述是讲《肇论》四篇论文的逻辑结构，也是对《肇论》学说的概括。按照这种解释，《肇论》学说建立在“真心”（一真法界）论的基础上。由于“心”有性和相两方面，所以《物不迁论》是讲“心”的“相”，即由心产生的一切事物；《不真空论》讲“心”之“性”，即心的实体。把两者结合起来，不过真俗二谛，而《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正是分别讲这两者。很明显，这番议论实际上是用有宗改造空宗，用华严教义解释《肇论》。

以华严宗教义释《肇论》，是两部书的共同特点，以两书对“不真空”的解释为例可见。《肇论中吴集解》在释《宗本义》文中指出：“幻有即是不有有，真空即是不空空；不空空故名不真空，不有有故名非实有，非空非有是中道义。”[220]《肇论集解令模钞》在释前者的《不真空论》解题文时指出：“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非，不也，《演义》云：以不不之，故云不真空。”[221]僧肇所讲的“不真空”，意为“不真”即是“空”，一切事物是虚假存在（不真），此即为“空”的体现，并不承认有一个实在的心生起一切事物。唐代元康的《肇论疏》也以“不真即空”释“不真空”。净源则认为“不真空”是“不空空”，即不把“空”空掉。这样，“不真空”就是“不是真正的空”之义。这是强调“真心”的实存。

把《肇论》般若学进行改造，是净源的自觉行动，他曾因此指出僧肇的理论不足。《集解题辞》谓：“夫总万有之本，莫大乎一心，宗一心之源，莫深乎《四论》。昔者论主，生于姚秦，遮诠虽详，表诠未备。”[222]“遮诠”是否定表述，“表诠”是肯定论述。般若学对一切都不作肯定回答，僧肇也继承了这种论证方式，所以他并没有肯定过“一心”的实存。《肇论集解令模钞》则进一步指出批评僧肇“遮诠虽详，表诠未备”的原因：“言遮诠虽详者，详，广也，以八部《般若》洎《破相》诸论，当姚秦时已传东夏，故云虽详。表诠未备者，如《华严》梵文虽赍此土，而未翻宣。《楞严》、《圆觉》诸经，《起信》、《十地》诸论，犹在西竺。唯《法华》、《净品》等经流通于此，放云未备也。”[223]此处所讲的僧肇未看到的几部经和论，是宋代佛教界比较流行的典籍，不仅仅为华严学僧所重。般若学的方法论已为佛教各派所吸收，而突出“真心缘起”，则是改造《肇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在宋代华严学的历史上，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被后世称为“宋代华严四大家”。这个称号的由来，是因为他们四位先后注解唐代法藏的《五教章》，围绕其中涉及的某些概念展开论战而得名的。他们对《五教章》的不同理解和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反映了宋代华严学僧的治学范围及特点，也反映了他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以及他们继承唐代华严学的具体内容等。在他们的论辩中，理论色彩淡薄，门户之见甚深，辨析名相功力不足，泄愤责骂之辞不少。包括其中作为净源三传弟子的师会（1102—1166）在内，这些被奉为“四大家者”的佛学修养、社会影响等都不能与净源相比。

二 知礼与天台宗“中兴”

兴起于浙江地区的天台宗与兴起于长安地区的其他义学诸派的命运是一样的，都在唐代中期以后沉寂下去。天台宗之所以能在北宋前中期出现所谓“中兴”局面，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义学诸派中比较活跃的一派，大约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五代时期吴越国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和佛教政策，为佛教各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其二，从高丽、日本收集到国内散失的天台典籍，激发了学僧的研究兴趣和弘法热情，为该宗的中兴提供了资料基础；其三，天台宗普遍重视各类佛事，重视净土信仰，特别是其代表人物，那种必欲献身于忏的专注，那种把忏法的社会政治作用发挥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实践，震动朝野，大大提高了该宗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其四，天台宗倡导的止观双修，教行并重，比佛教义学各派的专务名相更能为宋代士人所接受。

天台宗的“中兴”也和华严宗的“中兴”一样，并不是表现在创新理论方面。教理的繁荣，著作的增加，主要表现在对本宗原有教义的不同理解方面，表现在就某些理论的争论方面。

唐代湛然之下递传五世，至高论清竦。他被奉为天台宗的第十四代祖师，入宋以后出现的天台宗著名人物，均出自他的门下。清竦的两个重要弟子是义寂和志因，二人都有传承弟子。在义寂再传弟子知礼时期，发生了有关教理方面的论辩，并且发展为派系争斗。以知礼为代表的义寂一支最后宣布本派获胜，自称为“山家”，是天台宗的正统，把志因弟子一系贬为“山外”，是天台宗的异端。从此，天台宗分为山家、山外两派。山外派不久便衰落了。知礼一系一直流传于南宋及其以后。

义寂（919—987）是温州永嘉人，俗姓胡，字常照，12岁入温州开元寺从子安法师出家，19岁受具足戒，跟从会稽清律师学习《南山律钞》。22岁之后，入天台山国清寺，投清竦门下，专业天台教观十余年。显德年间（954—959）应张彦安之请，住持其创建的螺溪传教院。据说，吴越王钱俶在读《永嘉集》时，不理解“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即劣”一句，便请问德韶。德韶推举义寂，义寂应请入宫回答问题时，讲到当时天台宗典籍的情况，“时遭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中国教藏残缺殆尽。今惟海东高丽阐教方盛，全书在彼”[224]。吴越王便派遣使者到高丽，求请天台典籍。北宋建隆二年（961）十月，高丽王派沙门谛观送来若干天台宗的论疏和著述。获得许多失传的唐代天台宗典籍，激发起学僧研究和弘扬天台教义的兴趣，奠定了该宗中兴的资料基础。[225]义寂因请吴越王遣使求经而备受尊重，这也是他对当时佛教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太平兴国八年（983），钱俶请义寂传授菩萨戒，执弟子礼，赐“净光大师”号。义寂一生讲天台“三大部”各二十遍，还讲《维摩》、《光明》、《梵网》、《金刚錍》、《法界观》、《永嘉集》等。

义寂的弟子有宝云义通、谛观等。谛观是高丽人，于建隆二年奉高丽王之命，赠送典籍至天台山，拜师义寂，随侍十年，精心研究天台教义，著有《天台四教仪》。后世义寂的法系是从其弟子义通传承下来的。义通（927—988）是高丽人，字惟通，俗姓尹，在高丽以研究《华严》、《起信》而知名。乾祐年间（948—950），义通游学汉地，到螺溪传教院见义寂，执弟子礼，学习天台教观。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祖敕封为“宝云尊者”。他重视净土信仰，经常称呼施主为“乡人”，人问其故，他说：“吾以净土为故乡，诸人皆当往生，皆吾乡中人也。”后被奉为天台宗第十六代祖师。义通著有《观经疏记》、《光明文赞释》、《光明句备急钞》等。[226]其最有影响的两位弟子是遵式和知礼。

遵式（964—1032）字知白，俗姓叶，台州宁海人。幼年出家，20岁受具足戒，次年随守初律师学律，不久到天台山国清寺，发誓弘传天台教义。雍熙元年（984），遵式到四明宝云寺就学于义通，专门研究天台教义。端拱元年（988），义通圆寂之后，遵式又到天台山，以苦学得了疾病，以至于吐血。淳化元年（990），遵式受请在宝云寺继其师义通的讲席，一直讲《法华》、《维摩》、《金光明》等经典。至道二年（996），与僧俗信众修习净业，行念佛三昧。遵式著有《誓生西方记》。咸平三年（1000），与知礼一起同修光明忏为郡祈雨。遵式居宝云寺十二年，很少与外界来往。咸平五年回天台。在住持东掖寺时，带领众人修念佛三昧。大中祥符七年（1014）到杭州昭庆寺讲说，次年到苏州开元寺弘法，听众成千上万，甚至惊动官府。大中祥符九年（1016），天台僧正慧思到京城，奏其事迹，朝廷赐紫服。天禧四年（1020），由于王钦若的举荐，遵式受真宗所赐“慈云”之号。在王钦若的帮助下，天台教文入藏流通，恢复天竺寺旧名。在扩大天台宗在北方，特别是京城的影响方面，遵式起了重要作用。其弟子有祖韶等多人。其弟子把他的著作整理为《金园集》和《天竺别集》各三卷。

知礼（960—1028）被称为天台“中兴教主”，是当时整个天台系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知礼字约言，俗姓金，浙江四明（今宁波）人。幼年出家，15岁受具足戒后，专业律学。太平兴国四年（979）随义通学习天台教义，三年后可以代替义通讲解诸部经论。至道元年（995），住保恩院，后来将该院改为常讲“天台教观”的十方丛林。大中祥符三年（1100）十月，敕赐保恩院为延庆寺。概括知礼一生的活动，主要有四方面的工作，即讲经授徒、著书立说、修忏祈福、论战扶宗。

知礼自23岁接替义通讲解经论开始，几十年间勤于讲经弘法。他一生曾讲过《法华玄义》七遍，《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各八遍，《金光明玄疏》十遍，《涅槃疏》一遍，《净名疏》两遍，《观音玄义》和《观无量寿经》各七遍，至于《十不二门》、《金錍论》、《止观大意》、《止观义例》、《始终心要》不计其遍。从他所讲的经典来看，包括了唐代重要的天台宗著作，还有净土信仰方面的典籍。他讲述的内容大致涵盖了宋代天台宗学僧的基本研习范围。

知礼的著作很多，主要是研究唐代湛然的著作，注释湛然未研究的天台典籍。其主要著作有《观音玄义记》四卷、《观音经义疏记》（又称《别行义疏记》、《观音别行疏记》）四卷、《金光明文句记》十二卷、《金光明玄义拾遗记》六卷、《金光明经释难扶宗记》一卷、《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四明十义书》二卷、《法智遗编观心二百问》一卷、《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六卷、《观无量寿佛经融心解》一卷、《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一卷、《金光明最胜忏仪》一卷、《四名尊者教行录》七卷。其中有些是其弟子或后继者集成。

知礼很重视忏法，特别是“法华忏”和“金光明忏”，他在这方面的著述和实践，为寺院佛事商业化经营，让佛事充分发挥社会政治功能，以及为天台各类忏法的定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咸平三年（1000），他与遵式等人修“光明忏”祈雨。真宗时，知礼和遵式先后多次“修法华忏，为国祈福”，[227]天台僧人由此与宋朝廷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天台宗的典籍也被获准编入大藏经。大中祥符六年（1013），他创设念佛施戒会，参加的僧俗男女信众有一万人，同修念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他晚年曾结伴十僧共修“法华忏”，三年后拟集体自焚，经杨亿、李遵勖、遵式等人劝阻而未实行，其名声更大，真宗特赐“法智大师”号。知礼的弟子很多，据说入室者超过千人，北宋中期以后的天台法系，均出自其门下的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支。

根据《宋高僧传》卷七的记载，悟恩（912—986）字修已，俗姓路，江苏常熟人，13岁出家，初学南山律，后到杭州投慈光院志因门下学习天台教义，通达《法华经》、《金光明经》和《止观论》。他注解天台智[image: ]的《金光明经玄义》，名为《金光明经玄义发挥记》，是在北宋前中期引发论战的著作。

晤恩的弟子有文备、洪敏、源清（？—997）等人，该派的传承出自源清。源清的生平事迹不详，著有《法华十妙不二门示珠指》二卷。

源清弟子中，有影响的人物是孤山志圆（976—1022）和梵天庆昭（963—1017）。志圆字无外，自号中庸子，亦名潜夫，俗姓徐，钱唐人，幼年出家，8岁受具足戒，21岁从源清学习三年。源清圆寂后，其隐居于西湖的孤山，专心于研究经论和撰写著述，从学甚众。志圆兼通儒释，治学广泛，有各种经疏记钞凡三十种，七十一卷，诗文集《闲居编》五十一卷。志圆在扩大本派组织规模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但通过著书立说，在倡导三教融合方面有一定的影响。

就北宋天台宗的范围来讲，志圆所倡导的三教融合理论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他认为：“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228]他的思想就是儒释本同，互为表里，有助于教化民众，而且两教有分工，应该以儒修身，以释治心。这些议论，实际上也是北宋大多数僧人的共识。但是，就当时整个佛教界的范围而言，他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还不能与明教契嵩相提并论。

在此系之中，梵天庆昭则是以扩大本派的规模、充分探讨本派的理论著名的。庆昭字子文，俗姓胡，钱唐人，幼年出家，13岁受具足戒。21岁从学于源清，并继其法席。从学者甚多。景德元年（1004），徙梵天寺，平生讲说《法华》、《止观》诸部经论一百余遍，其著作已经不存。据说他的传法弟子多达九十七人，著名者有咸润、继齐等。

两派纷争的直接诱因是晤恩的著作，具体的争论过程是从鉴定智[image: ]著作的真伪开始，发展到对天台宗基本教理的理解，最后演变为两个派系之间的门户之争。参加辩论人数之多、论战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当时华严宗系统的争论，成为显示天台宗存在和义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景德年之前，智[image: ]的《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两种本子同时流传。广本有上下两卷，上卷是释义，下卷论观心，而略本没有下卷，缺少观心的内容。晤恩作《金光明经玄义发挥记》（以下简称《发挥记》），只解释略本，并且认为广本有理乖、义疏、词鄙、事误等四失，是后人的伪作。晤恩认为：“大师（智[image: ]）顺经文法性之圆谈，乃明十种三法，始自性德三道，终至果人三德，一一三法，无非妙性；一一妙性，尽是真源；若法若心，即金光明不思议法性。岂有如此钝谈法性之外，别更‘观心’者？”[229]在晤恩看来，智[image: ]在《玄义》“教义释”中以“十种三法”（三德、三宝、三涅班、三身、三大乘、三菩提、三般若、三佛性、三识、三道）解释“金光明”三字之义，概括了经文宗旨和佛法要领，已经是法性之圆谈，所以没有必要再撰写“观心释”以解释观心。换言之，“十种三法”既然已经讲了从凡入圣、修行解脱的全过程，特别讲了解脱境界，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谈修行上的“观心”问题了，“观心释”就自然是多余的篇章了。在这里，晤恩并不是要废除观心的修行，也看不出他是要废除“妄心观”而另立什么“真心”作为观察对象的意思。

晤恩的见解不但为其后代弟子们所继承，并且后学以此为基础，不断有所发挥，把论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晤恩的弟子源清、洪敏一起作《难词》，提出针对广本真伪的问难、质疑，以赞成其师的观点。当时钱唐宝山善信将此事告知礼，请其评论，两派的论战由此开始。

知礼首先作《释难扶宗记》，批驳晤恩师徒的观点，坚持《金光明经玄义》的广本是真实的。知礼的反驳著作一出，立即得到晤恩系的回应，源清的弟子庆昭和志圆撰写《辩讹》，维护晤恩《发挥记》的观点，并且反驳知礼的观点。此后辩论主要在知礼和庆昭之间进行。知礼作《问疑书》，庆昭回以《答疑书》，知礼再作《诘难书》，庆昭回以《五义书》。知礼再作《问难书》，当时庆昭一年未回答，所以知礼又作《复问书》，催促庆昭迅速作答，于是庆昭作《释难书》，“往返各五，绵历七载”。最后，知礼于景德四年（1007）综合七年间的前后论难文义，撰成《十义书》。到此时为止，两派超出义理探讨范围的门户之争就明确下来了。志磐后来指出：“法智（知礼）乃复备引前后之文，详而论之，号《十义书》，而四明之学者始指恩、清、昭、圆之学称为‘山外’，盖贬之之辞云。”[230]
庆昭于同年五月作《答十义书》。知礼于当年六月再作《观心二百问》，就观心问题提出二百条问题，但是庆昭并没有作答，双方的第一次论战就告一段落。此后论战还在延续，参加者有知礼和庆昭的弟子。以后的论战就不仅仅是书信的往返，而且有当面的指责，甚至不得不请出地方官吏出面调停。天禧二年（1018），志圆著《金光明经玄义表征记》，依然主张广本是伪作。知礼则于天圣元年（1023）再作《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反驳此说。因此，就两派所争论的问题来看，谁也没有说服谁，两派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另外，在论战中热情最饱满、主动进攻意识最强、积极性也最高的是知礼。他不仅激烈批判晤恩系，而且也容不得弟子有不同意见。由于弟子仁岳有不同观点，他又与其进行了不调和的论战，一直到逝世。此后仁岳也被贬出山家派。总的说来，所谓山家与山外的争论，主要是以知礼为首的一派与庆昭和志圆的辩论，而知礼始终是主导论战进程的核心人物。

知礼对晤恩系的批判和他自己对“观心”的看法，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就其思想核心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在知礼看来，不能因为谈了“法性”，就不要再谈“观心”了。这也是他展开与晤恩系论战的第一个重要理由。他认为：“观心者，正论观法，的示行门，须对境明观，俾惑灭果成，岂此圆谈法性，便不立观心耶？”[231]知礼认为：“应知十种三法，唯谈果佛所证法相，只是约教开解。况文初自云，约信解分别，故于此后须有观心一科，显于圆行，方合一家教观傍证之义也。”[232]如果只谈佛果境界，不谈观心法门，那就是“有教无观”了，而这正是天台宗批判华严宗的一贯言论。实际上，知礼“岂此圆谈法性，便不立观心耶”的批评是无的放矢。因为，晤恩只是认为“观心释”是多余的，并没有主张废除“观心”修行。

其二，知礼认为，“观心”主要观“三魔四障”。这不仅与智[image: ]的思想有差距，也是与晤恩系分歧的焦点。

对于在修行止观时以什么作为观想的对象，所观想的“心”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天台宗智[image: ]已经有明确说明：“众生法太广，佛法太高，于初学为难。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者，但自观己心则为易。”[233]佛心高远难测，修行者不好把握，所以不主张把解脱世界的佛心作为认识和体认的对象；众生无量无尽，数不过来，到底把哪个众生的心作为观想对象不好解决，所以也不主张把众生心作为观想对象。那么，可以把修行者个人的“己心”作为观想对象。所谓“己心”，就是修行者的起心动念，具体的心理活动过程。“己心”当然是有污染的、变动不居的、属于现实世界的“妄心”。轮回世界的“妄心”虽然不同于解脱世界的“真心”，却也不是纯恶无善。对于“己心”的性质，天台宗内部历来有着不同见解。晤恩一系就很强调一念心所蕴含的真如性质，例如，晤恩弟子源清认为：“今指一念知性，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是真无性。以此性令即十界色心之法，故云三千宛然，是知一念三千世间相常也。”[234]这种论述表明，晤恩系并不是要以“真心”为观想对象，而是强调“一念”、“妄心”的本体是清净真如。然而，知礼所要“观”（想）的对象（“境”），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妄心”，他认为：

故一家之教，依此意故，乃立阴心为所观境。所以《止观》及以诸文，皆令观心，以取近要之心，为观所托。若无所托阴界入境，观依何修？理依何显？故离三障四魔，则无所观境界也。[235]

知礼讲的所观之境，核心是“三魔四障”，不但是与真如、佛果直接对立的东西，也是“众生心”、“己心”中纯恶无善的部分。如果这些就是“己心”的话，那么在他的眼里，一切就都是黑暗可怕的、恐怖的。他的焚身追求，就是这种极端思想指导下的极端追求。知礼提出的“妄心”观，是一种严酷的宗教实践，这种实践让人们在观想过程中，只把日常中的所有恶来观想，通过认识一切“恶”，达到转恶为善、转妄成真、转凡成圣的目的。这种重点让人们认识和体认“妄”、“恶”的纯负面精神活动的止观实践，可能会具有实现自我忏悔罪恶、加强自我道德修养的作用，但是，它同时也会让人不能全面看待世界、人生和自我，把人带到与“存天理，灭人欲”相同的道路上去。

山家一派的后来者，曾经指出山家与山外产生理论分歧的原因：

唐之末造，天下丧乱，台宗典籍流散海东，当是时，为其学者，至有兼讲《华严》，以资说饰，暨我宋隆兴，此道尚晦。螺溪、宝云之际，遗文复还，虽讲演稍闻，而曲见之士气习未移，故恩、清兼业于前，昭、圆异议于后，（继）齐、（咸）润以他党而外务，净觉以吾子而内畔，皆足以溷乱法门，壅塞祖道。四明法智，以上圣之才，当中兴之运，东征西伐，再清教海，功业之盛，可得而思……自荆溪而来……备众体而集大乘，辟异端而隆正统者，唯法智一师耳！[236]

这样的总结带有浓厚的宗派意识，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事实：山外派的确受到华严教理的影响。然而，这正是与宋代各宗派理论的相互融合大潮相适应的。此后，佛教内部各派思想的融合就更加明显了。

北宋中期之后，从法系传承方面考察，天台著名僧人大都出自知礼的弟子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和南屏梵臻三支；从学说发展方面看，知礼的后继者中很少有人坚持他的天台学，而是走上了与禅、净土和忏进一步融合的道路。这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佛教内部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随着北宋末年内忧外患的加剧，社会急剧动荡，天台的义学探讨已经没有继续维持的外部环境。大量流民涌入佛门，带来了禅学的兴盛。在这种情况下，出自天台法系的僧人也清楚地看到了义学不适应动荡社会的弊端，或转向禅学，或专门弘扬净土，或继承知礼、遵式以来重忏法的传统。特别是对知礼带有极端色彩的“妄心观”，反对的人就更多了。用志磐的话说，就是“背宗破祖”的人很多。

在宋代天台传承法系中，有一位虽然在发展天台教理方面贡献不大，但是对佛教史学贡献极大的人物，即志磐。志磐号大石，出家后学禅宗，精通天台宗教观，是山外派仁岳下的传人，曾住四明（今浙江鄞县）福泉寺及东湖月波山。他在参考元颖的《天台宗元录》、吴克己的《释门正统》、克昭的《释迦谱系历代宗承图》、景迁的《宗源录》、宗鉴的《释门正统》、德修的《释氏通纪》、祖琇的《佛运统记》等书的基础上，撰成《佛祖统纪》。志磐自宝祐六年（1258）动笔，到咸淳五年（1269）完成，历时十余年，五次修改书稿。书成之后，还邀请必升、慧舟、善良、宗净、法照五人参与校正，于咸淳七年（1271）刊行。可以说，此书集众家之长，补前书不足，是宋代编辑史书的集大成之作。现存《佛祖统纪》五十四卷，其中卷四十八、卷五十三等个别部分载有元代的一些内容，是后人增补的。

《佛祖统纪》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和志五部分。其中，本纪部分有八卷（卷一到卷八），叙述从释迦牟尼、大迦叶尊者到师子尊者的历代嫡传祖师系谱，中国方面则是从北齐慧文到北宋的知礼。这是天台宗的正宗传承。世家部分有两卷（卷九、卷十），有南岳、天台以至宝云的十三个支派，被认为是与诸祖相互辉映的本宗传教大师。列传部分有十二卷（卷十一到卷二十二），分为三类，其一是《诸师列传》，自慈云以下，至法智十世为止，尤其多述广智、神照和南屏三家；其二是《诸师杂传》，为净觉、神智、草庵三家，认为他们“背宗破祖，别树门庭”，所以区别开来；其三是《未详承嗣传》因为这些法师有功于天台宗的传播，但其师承事迹不完全清楚，所以另外集成一部分。表的部分有两卷（卷二十三到卷二十四），前一卷是《历代传教表》，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到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从慧文到知礼的大事，是天台宗的大事年表；后一卷是《佛祖世系表》，把本纪、世家和列传中的法师用列表的方法以表明传承关系。这四个部分的内容，是以志磐一系的观点来叙述整个天台宗的历史。对天台系统的僧人划分等级，一方面是着眼于他们对天台宗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与派系斗争有关。

志的部分有三十卷（卷二十五到卷五十四），其内容已经不限于天台一宗，而是涉及整个佛教。共分为九个部分：第一《山家教典志》，是慧思、智颐等六十一人的著述目录。第二《净土立教志》，有莲社七祖以及东晋慧远莲社成员的传记，然后是历代往生净土的僧俗信众二百多人。第三《诸宗立教志》，记载禅宗、华严宗、慈恩宗、密宗和律宗的祖师。第四《三世出兴志》，记载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世界的演变及佛教的情况，主要是有关佛教的世界成住坏空的神话故事。第五《世界名体志》，绘制有关华藏世界、万亿须弥、大千世界、诸天宫以及地狱等佛教经典中描述的整个世界的图景，还包括震旦、西域以及五印等现实世界的图景。第六《法门光显志》，介绍佛教各种仪式和事项的起源、内容和变革。第七《法运通塞志》，按照年代顺序记述佛教的产生、发展、传播及其盛衰消长变化，始自周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970），终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第八《名文光教志》，选录有关天台宗的重要碑文、序言、书牍等。第九《历代会要志》，按年代先后分类排列的有关佛教以及佛教以外的重要史实，共六十五项。

《佛祖统纪》以记述天台宗的历史为主，兼及其他宗派以及整个佛教，也涉及道教的一些内容。志磐在确定该书体例方面，有着效法《史记》和《资治通鉴》长处的主观愿望。从总体上讲，该书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著作，但是，从各部分的具体内容来看，该书又把纪传、编年和会要融为一体，一方面内容很丰富，保留了许多佛教以外的重要史料；另一方面也使该书的结构不太严密，显得松散，各部分的安排也不太协调。

该书每部分的前面都有“序”，本纪的后面有“赞”，遇到有疑难问题需要特别说明，则有“述”。这样的安排不仅使叙述脉络清楚，而且通过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教理等问题的解释、评论、辨析，使读者对所述内容有更全面的理解。这反映了该书作者对佛教史的深厚研究功底。无论与此前或此后的佛教史书相比，它的学术价值都是很突出的。另外，书中对一些重要的史实等还用夹注解释，一些叙述末尾加资料出处，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

宋代以后，重要的佛教史书有《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等，都是编年体的佛教史书。像《佛祖统纪》这样一部纪传体的佛教通史著作，不仅在宋代以前没有，宋代以后也没有仿效作品。所以，它在中国佛教史学中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

第六节 律宗与净土信仰

一 宋代律宗简况

进入宋代，律宗的法脉出自道宣的南山宗，发展中心是在杭州地区。继承道宣法系的周秀，递传道恒、省躬、慧正、玄畅（世称法宝律师）。玄畅撰有《行事钞显正记》，最著名弟子是赞宁（919—1001）。

赞宁早年于杭州祥符寺出家，继入天台山受具足戒，最后往灵隐寺，专习南山律。赞宁学识渊博，朝野知名，先为吴越王钱俶所重，署为两浙僧统，赐“明义示文大师”号；太平兴国三年（978），因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又为宋太宗所敬，受赐紫衣及“通慧大师”号，入翰林院。六年（981），充右街副僧录。淳化元年（990）任左街讲经首座，第二年任史馆编修。至道元年（995）掌洛京（今河南洛阳）教门事，咸平元年（998）加右街僧录，次年迁左街僧录。他与人谈论，辞辩纵横，有“律虎”之称，律学方面著作有《四分律行事钞音义指归》三卷（已佚）。赞宁在佛教史上最有影响的贡献，既不是曾任中央僧官，也不是在律学发展方面有成就，而是撰写了两部佛教史书。即《大宋高僧传》和《大宋僧史略》，集中体现了宋代佛教史学从继承唐代传统向开创宋代新史学过渡的特点，影响深远。

《大宋高僧传》在体例上仿效梁代和唐代的僧传，也分为十科：一译经（三卷），二义解（四卷），三习禅（六卷），四明律（三卷），五护法（一卷），六感通（五卷），七遗身（一卷），八读诵（二卷），九兴福（三卷），十杂科（二卷）。该书收录从南朝宋到北宋初十个朝代的僧人，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共六百六十三人，有弥补《续高僧传》缺漏的作用。赞宁在上太宗文中说：他撰写本书时“遐求事迹，博采碑文”，在自序中说：“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image: ]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可见其搜集资料的广泛，并且重视资料来源的多样性和可靠性。该书在一些重要人物传记的后面加上“系曰”，表达作者的观点，或者设问自答，解释疑难问题。这些是该书的创造。

僧传是人物传记，在《唐高僧传》写作时期，宗派意识在整个佛教界还很淡薄，僧传史书的写作可以较少受其影响。但是，到宋代，宗派意识强烈，不受宗派局限的史书就少见了。宋代的绝大部分史书，包括僧传，都是属于宗派的。例如，禅宗僧人达观昙颖的《五家宗派传》、石门慧洪的《禅林僧宝传》、祖琇的《僧宝正续传》等，都是如此。《宋高僧传》则是继承前代僧传传统的最著名代表。

《大宋僧史略》（简称《僧事略》）三卷，此书完成于哪一年尚无明确记载，仅在每卷的目录下注有“咸平二年（999）重更修理”。该书不是僧传，也不是只记僧尼事迹的史书，而是记载佛教重要史实以及典章制度起源和沿革的著作。本书上卷目录之后说“所立仅六十门”，实际上是五十九门。上卷二十三门，内容包括佛陀降生、三宝东传、佛经翻译、寺宇创建、中土僧众的出家、服装、受戒、斋忏、礼节、讲经、注经、传禅、密教等，对各项内容都讲其起源与变化。中卷分为十七门，内容包括僧制、行香、唱导、赞呗、佛教管理机构、僧官设置及待遇、国师封号、内道场等。下卷十九门。内容包括紫衣师号、僧官品秩、戒坛规定、法社、谥号、对国王的称谓、度牒、盛经七宝案、城门天王像、上元节灯会、摩尼教等。该书所记载的每一事项，多叙述其起源、变化。该书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涉及佛教自身的历史、理论和典章制度的发展，而且在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三教关系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这是其他著作所不具备的。在现存的宋代以前的佛教著作中，还没有与此书同类的著作。志磐曾经指出：“台阁之士欲通练内外典故者，皆于此观之。”[237]更为重要的是，该书的许多记载可以补正史的不足。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诏令该书收入大藏。

玄畅递传元表、守言、元解、法荣、处元、择悟、允堪，至此律宗开始出现复兴势头。允堪（1005—1061）是钱塘人，曾住持西湖菩提寺，专弘律学。庆历、皇祐年间（1042—1053），在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精严寺建立戒坛，每年依照戒律度僧。他对道宣的所有重要著述都作“记”解释，有《行事钞会正记》、《戒本疏发挥记》、《羯磨疏正源记》、《拾毗尼义钞辅要记》、《教诫仪通衍记》、《净心诚观发真钞》等十部，世称“十本记主”。其中，他的《行事钞会正记》比较重要，后来把继承其学说的一派称为“会正宗”。

允堪递传择其、元照（1048—1116），律宗又产生了较大影响。元照是余杭人，初依祥符寺的慧鉴律师出家，专门学习毗尼，后来从天台学僧处谦探究天台教观。此后三十年间，元照住持杭州的灵芝寺，广事讲说和写作，著有《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等，共一百多卷。他的《行事钞资持记》用天台宗的教义解释道宣的学说，与允堪的《行事钞会正记》在行仪方面有许多不同，如绕佛的左右旋转、衣服定制的长短等，都提出新见解。继承此派的称为“资持宗”。律宗以后只有此支维持传承，并且传播到日本。宝祐六年（1258），临安明庆闻思律师奏请朝廷将元照著作入藏流通。元照之后递传智交、准一、法政、法久、了宏、妙莲等，到了元明之际，法系传承不明。律宗经过这一阶段的短暂复兴以后，直到明末清初才重新兴盛。

二 净土信仰发展的特点

从纯宗教目的来说，人们对于净土信仰的追求，实际上是对救世主的呼唤，是对消除现实苦难的期盼，是对百年之后获得圆满美妙归宿的憧憬。这些的精神追求，就是禅学所不能满足的。如果说，在社会动荡时期，禅宗满足了聚集一地的流民的生活需要，这是山林禅宗勃兴的社会基础，禅宗自耕自食、自我拯救的教义，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宗教反映；那么，对于在和平年代的更大数量的一般民众，也就是被某些禅师斥为“愚夫愚妇”者，禅显然就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禅宗理论内在的顽强理性精神，为净土信仰的广泛流行铺平了道路。信仰禅，是推崇自力解脱；信仰净土，是祈求他力解脱。

在宋代，净土信仰的学说与实践也出现了多种新变化，其信仰的兴盛也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倡导和实践净土信仰开始成为各个宗派僧众的共识。就佛教内部而言，无论禅宗、华严宗、天台宗以及律宗的有影响人物，还是一般僧众，大多有净土信仰，或接受某种学说，或奉行某种行仪。志磐的《佛祖统纪》将宋代僧人75位列入《往生高僧传》，表明当时可作为信奉净土信仰表率人物的数量之多。著书宣扬历代净土信仰榜样的人，既有出家僧人，也有在家居士。有影响的著作如遵式的《往生西方略传》、戒珠的《净土往生传》、王古的《新修往生传》、陆世寿的《净土宝珠集》等，都是为信仰、宣扬和实践净土的代表人物树碑立传。

第二，净土学说多渠道、多层面展开，其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在从古印度传入的佛教经典中，宣扬净土信仰的典籍不少；在唐代中国僧人的注疏著作中，提出的净土种类就更繁多了。就其影响和普及程度而言，以崇奉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说最为流行，这种情况到了宋代依然没有变化。自北宋初年开始，在佛教界这种西方净土学说与各派学说广泛融合的潮流中，一些原本与净土信仰相互矛盾、对立和抵牾的学说，也开始发生明显改变。属于西方净土信仰系统的各种净土说教不仅普遍流行于各派僧人中，而且通过他们广泛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宋代倡导净土信仰的代表人物，自觉把整理净土学说与适应士大夫和一般信众的生活需要，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建立社会秩序结合起来。宋代出现的创新性质的净土学说，成为重新整合佛教各派理论的手段和工具，从而又加快了佛教各派相互融合的步伐。

在佛教各派学说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多种自成体系的净土学说，分别属于禅宗系统、华严系统、天台系统和律宗系统。这些净土信仰一般并不是孤立地以某一类经典为依据组织起来，而是具有吸纳多种因素的融合特点，不但远远超出了佛教译籍的学说范围，也超出了唐代注疏的论证范围。它们之间既有冲突更有融合。

在净土学说和实践的多样化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共性，就是无论出自哪一个宗派的净土信仰，无论以哪一派的教理为依据的净土思想，都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本于弥陀经典的西方净土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西方净土思潮广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直接反映。各派净土学说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所崇拜的信仰对象、所确定的修行内容、所树立的修行目的，都与传统的净土经典存在差别，具有适应社会需要的创新性质。

第三，以净土信仰为纽带的僧俗结社运动风起云涌，贯穿于整个宋代。

当时僧俗结社现象很普遍，名目繁多，种类不少，并非都是净土结社。其中，有以禅学为纽带的结社活动。佛印了元（1032—1098）与理学家关系密切，曾与周敦颐结“青松社”，被推为社主。他们“相与讲道，为方外友”，有“青松已约为禅社”的美谈。名僧晓莹指出：“公（指周敦颐）虽为穷理之学，而推佛印为社主，苟道之不同，岂能相与为谋耶？”[238]这种结社规模比较小，是以谈禅论道为主要活动。另外，根据《大慧年谱》记载，绍兴二十七年（1157），“师率八万四千人，结般若胜会。人出缗钱，余竭衣盂，以成岁入，用瞻斋厨”。这种般若胜会也属于佛教结社，而且规模很大。结社还有以念诵某些经典为主的。例如，陆伟“中年厌世念佛，率众结法华、华严二社，各百许人。其法：各人在家诵经一卷，月终就寺读诵，终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会”[239]。

宋代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佛教结社，是以净土信仰为纽带的僧俗结社。宋代净土结社运动从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兴起，影响到北方的京畿地区。以净土信仰为纽带的结社名目繁多，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传播速度之快，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有些结社组织始终是地方性质的，影响仅限于一地；有些结社组织则成员遍布朝野，影响遍及全国。创建和参与各类结社的人员，在僧团之外有朝廷的达官显宦，有各级地方官吏，有一般士人，更有广大下层民众；在佛教内部有各宗派的领袖人物，地方名寺的住持，也有一般的僧众。由名僧和达官显贵组织的结社很多，例如省常在西湖昭庆寺创建的“净行社”、遵式在四明宝云寺设立的“念佛会”、知礼在明州延庆寺建立的“念佛施戒会”、本如在东掖山能仁精舍创建的“白莲社”，等等。

由于净土结社活动相当普及，一些小寺院的住持或一般僧众，甚至有佛教信仰的平民，也在地方上发起或参加净土结社。例如，延庆寺住持惠询慕庐山慧远念佛结社故事，结十八人“为念佛三昧西归莲社”[240]。华亭超果寺灵照“每岁开净土会七日，道俗常二万人”与会[241]。若愚“建无量寿阁，劝道俗四季开会念佛，凡三十年”；中立“常以净业诱人，其徒介然创十六观堂，为东州之冠，实师勉之也”；思照“于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系念三圣，常及千众”，道言“大集道俗念佛”[242]。这些念佛结社有些发展得规模很大，延续的时间也很长。

另外，也有达官显宦发起或资助念佛结社。钱象祖“问道于保宁全无用，尤以净土真修为念，尝于乡州建接待十处，皆以净土、极乐等名之，创止庵、高僧寮，为延僧谈道之所”；咎定国“常念佛，读净土诸经，结西归社以劝人。……三、八集僧俗，就净土院讽《观经》、念佛以为常”[243]。文彦博兼译经润文使时，“在京师与净严禅师结僧俗十万人念佛，为往生净土之愿”[244]。一些地方富裕地主，发起的结社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很可观的。姚约“觉海友师劝里人结净业社，约实主其事”[245]，与社中友人日日念佛，以期往生。

各种净土结社中，大部分社团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国家的默许甚至支持，也得到佛教内部非社团僧众的认可。个别社团在发展过程中背离了佛教的基本教条，引起地方治安问题，既被正统佛教宗派斥为“魔道”，也受到朝廷的镇压。

净土信仰的纯宗教行仪内容，是以口念阿弥陀佛名号，对佛忏悔、发愿往生西方净土世界为主要内容。但是，作为结社活动，其目的就不仅仅如此。赞宁在《僧事略》卷下说：“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逾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246]结社有着佛教修行的目的，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增强修行的功效；又有壮大僧团经济实力的重要作用。另外，还对稳定社会秩序有利。赞宁对结社作用的归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僧俗结社的一般看法。但是，随着净土结社运动的发展，出现了新情况，净土结社的作用就复杂多了。

第四，净土结社在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民间的秘密教团，在宋代最有影响的是白莲教、白云宗等。其中，白莲教的兴起与净土结社活动有更直接的关系。

南宋初年，江苏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先学习天台宗教义，修习止观禅法，后仿效庐山慧远结莲社的做法，“劝人归依三宝，受持五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普结净缘，欲令世人净五根，得五力，出五浊”[247]。他摘录《大藏经》中的有关内容，编成《莲宗晨朝忏仪》，教人礼佛忏悔，专念弥陀，同生净土。后住淀山湖，建立“莲宗忏堂”，与大众同修净业，并著《西行集》，自称“白莲导师”。由于白莲宗倡导不杀生，不饮酒，断肉食菜，所以又名“白莲菜”。

按照茅子元的说法，“此土但有信愿念佛，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临命终时，弥陀接引，皆得往生净土”[248]。茅子元以未来的佛国世界为号召，并且认为不需要修什么禅定，也用不着舍弃家庭生活，僧徒可以娶妻生子，并不妨碍修行，就可以得到一切。这对一般乡镇民众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到此为止，白莲宗的活动还没有超出一般净土结社的范围。绍兴初年，当局曾因白莲宗“宗风大振”，“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249]，以“食菜事魔”的罪名流配茅子元于江州。所谓“食菜”不但不是什么罪过，还是信守佛教戒律的表现，但是，“事魔”的确是不能被宽恕的罪过。所谓“事魔”，主要指白莲宗“劝诸男女同修净业”[250]，甚至搞男女淫乱活动。这不仅为正统佛教徒所不齿，也是官方所不容的。进入元代以后，白莲宗的部分徒众转向反抗少数民族统治的斗争，有了政治色彩，也一再被元王朝下令禁止。

第五，随着宋代净土信仰在社会各阶层的普及，净土的宗派传承法系开始编排，成为净土创宗建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净土宗的立宗之说是在南宋后期出现的，由天台宗人提出来。四明宗晓（1151—1214）以庐山慧远为莲社始祖，这几乎是宋代主张净土信仰的僧俗人士的共识，所以对此不仅当时在佛教界没有异议，在后代也没有反对意见。其次，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五位法师，这是净土宗的六祖说。[251]稍后，四明知磐又立七代祖师：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这是净土宗的七祖说。[252]确定的祖师虽然有差别，但把净土作为与隋唐时期产生的其他佛教宗派并列的一个宗派，是得到当时佛教界和社会信众广泛认同的。

无论是宗晓还是志磐，选择祖师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是选取对弘扬净土法门有贡献的人，并不在乎其所属宗派，也不问师承关系。这与其他宗派的形成完全不同，反映了该宗信仰的多样性特征。宋代之后佛教界又在此基础上添加祖师，选取原则也是这样。明清之际，立袾宏为净土八祖，清道光年间，悟开更立智旭为九祖、实贤为十祖、际醒为十一祖。[253]
宋代以前，无论在佛教界还是在社会一般民众中，西方净土信仰是各种净土学说中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一种。西方净土信仰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强调修行者依凭佛力的拯救，追求来世的幸福和解脱。按照这种说教，信奉者以称名念佛为主要内容的修行活动构成“内因”，阿弥陀佛拯救众生的愿力构成“外缘”，内外相应，修行者就可以往生净土。就其修行规定而言，简单易行，远胜于其他宗派的修行规定。西方净土真实存在，佛有拯救众生的能力，来世可以解脱，是净土学说成立的前提条件。在解脱论上，净土信仰与佛教其他派别存在分歧，尤其与禅宗的理论直接对立。

在各种净土学说中，除了西方净土之外，最有影响的就是禅宗的唯心净土理论。禅宗认为，自我具足一切，佛教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存在于自己的心中，因此，觉悟和解脱只能凭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不能凭借任何外部力量达到，所谓“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六祖坛经》对西方净土的态度十分鲜明，可以说是禅宗对西方净土信仰的最早、最有系统并且是最有影响的理论，确定了此后禅宗净土学说演变的基调。根据一般认为成书不迟于宋初，并且保持古本原貌的敦煌本《坛经》记述，当有人问，对于“僧俗常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西方”这个现象应该怎样理解时，慧能回答：

世尊在舍卫城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只为下根说远，说近只缘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速。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净心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迷人愿生东方。[254]

古本全书错漏较多，所幸此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外，其余部分文字可以读通，意思也大体清楚。对照更晚出的《坛经》本子，意思就更清楚了。成书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宗宝本《坛经》，对于慧能答语相关部分的记述是：

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

成书于宋初的敦煌本《坛经》与成书于元代的宗宝本《坛经》相比较，可以看到，尽管字句有差异，但是基本思想没有变，即否定净土世界的实存，倡导自力解脱。禅宗并不直接否定净土类典籍，但是经过它的解释，实际上是否定了在人身之外有一个实存的净土世界，取消了人们所希望的死后归宿。在禅宗看来，关于西方净土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比喻，是为素质低下的人讲的。距离西方净土的“十万八千”，只不过是指“十恶八邪”，并不是真正的空间概念。禅宗所讲的“唯心净土”，全盘否定了西方净土信仰的主要学说要素。

宋代倡导净土信仰的著名禅师，大多在理论上坚持本宗的唯心净土说。在这些众多禅师中，延寿倡导净土信仰影响较大，并被禅宗以外的僧人奉为净土宗祖师。他的特点，就是在坚持唯心净土的前提下主张禅净双修，对净土信仰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根据慧洪《禅林僧宝传》记载，延寿（904—975）俗姓王，余杭人。28岁时为华亭（今江苏松江县）镇将。34岁出家，曾于天台山净修禅定，参谒天台德韶，从其受法，成为法眼宗弟子。后到明州雪窦山，住持资圣寺。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吴越王钱俶请住持杭州灵隐山新寺。第二年，又请住持永明寺（今杭州西湖净慈寺），“众至二千人，时号慈氏下生”。高丽国王远慕其名，遣使奉书，叙弟子礼。前来从学于延寿的高丽僧人有三十六位。延寿的主要著作有《宗镜录》一百卷、《万善同归集》三卷、《唯心诀》一卷，另有一些诗文。

宋代法眼宗并不是在开拓禅学新形式、提出禅学新思想方面有创造，而是以延寿为代表，在倡导佛教内部各宗融合、主张禅宗僧人兼修净土两个方面有所建树，并且影响着宋代禅学的发展趋向。延寿在理论和实践上兼容并蓄，有着使禅学失去独立性的特征，所以，宋代的史学家们已经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慧洪把他视为法眼宗祖师[255]，赞宁把他列入《兴福篇》，志磐则把他奉为净土宗祖师。

禅师倡导禅教的融合，从唐代就已经开始，被奉为禅宗祖师和华严宗祖师的宗密就是著名代表。这种主张禅教融合的思想在唐代也得到士大夫的积极回应。延寿针对五代时期禅宗界出现的新情况，对禅教融合思想有了进一步发挥。《宗镜录》是延寿论证禅教融合、禅教一致的代表作，在历代众多以论证佛教诸宗派融合为主旨的著作中，论引证资料之丰富、篇幅之巨、影响之久远，还没有超出该书的。根据慧洪《林间录》的记载，该书是集中精于义学的贤首、慈恩和天台三家学者参与讨论，由延寿以“心宗”为准绳审定编辑而成。该书征引大乘佛教经典一百二十种、祖师语录一百二十种、圣贤集六十种，通过这种广征博引、多番问答，达到“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即用禅宗理论统摄全部佛教的目的。延寿融合禅教的特点就是，在坚持禅宗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用法相宗证成万法唯识，用华严宗明万行的必要，用天台宗检约身心，去恶从善，从而使一切经教全部纳入禅宗领域。延寿的理论，实际上是宣布纯然一色的禅宗时代的结束，宣布综合性禅学时代的来临，而这正是宋代及其以后禅宗的演变方向，所以影响深远。清代雍正在整顿当时的禅宗时就特别称赞延寿，认为他“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并且说“六祖以后永明为古今第一大善知识”。

延寿影响后世的第二个重要思想，就是倡导禅宗僧人兼修净土法门。正如延寿在倡导禅教融合时坚持禅宗基本理论一样，他在倡导兼修净土时也坚持禅宗的“唯心净土”。他在回答有关唯心净土和西方净土的关系时讲得很明白：

问：唯心净土，周遍十方，何得托质莲台，寄形安养？而兴取舍之念，岂达无生之门；欣厌情生，何成平等？

答：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故知，识心，方生唯心净土；著境，只堕所缘境中。既明因果无差，乃知心外无法。

问：心外无法，佛不去来，何有见佛，及来迎之事？

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观，遍该万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随所念，无非佛矣……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即有而空，故无来去。又如幻非实，则心佛两亡；而不无幻相，则不坏心佛，空有无阂，即无去来。[256]

延寿调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认为“唯心净土”是“识心方生”时的提法，是从“唯识无境”得知“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中产生的结论，一旦“净土”这个境界由心产生，以此为所缘，就要堕于所缘境中，这就是“西方净土”。佛说二谛，无俗不真，西方净土属于俗谛，处在因果之中，若不信其实有，就是“断见”。因此，他调和两种“净土”的结果，是要肯定“西方净土”的实在性，让净土名正言顺地进入禅宗领域。

第七节 佛教艺术新风貌

经历了隋唐五代时期佛教的大繁荣、大变革，禅宗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从北宋开始，禅宗的派系演变基本代表了中国佛教派系的演变，禅学的发展也就基本等同于整个中国佛学的发展，这种情况历宋元明清而没有实质性改变。与这种佛教派系、思想、信仰和诸多宗教实践的巨变相适应，宋代佛教文化艺术的各门类也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多种变化，具有了新风貌，形成了新特点。

宋代佛教艺术的门类众多，品种繁杂，保存至今的遗存物也不少。其中，寺塔建筑、佛教造像、石窟艺术、绘画艺术等，都有值得特殊留意的内容。

一 寺塔建筑

北宋统一后，太祖、太宗两朝帝王对佛教都采取扶植政策，佛教组织规模有所扩大，寺院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有学者推算，宋真宗景德年间的佛教寺院已有22500所。[257]与唐代相比，宋代寺院建筑规模一般较小，但更为秀丽、绚烂而富有变化，出现了各种形式复杂的殿阁，建筑的附件和装饰也更为多样。宋代寺院的整体布局基本模仿唐代，但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寺院都以殿代塔，大殿成为寺院建筑群中的中心建筑，佛塔则建在大殿旁侧或寺院的后部，成为一种标志性建筑。同时，由于宋代以后，禅宗寺院最盛。禅宗寺院流行的“伽蓝七堂”制度逐渐被多数寺院所遵循。七堂是指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厕所）、浴室。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经堂、禅堂、塔、钟鼓楼等建筑。

位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曾是北宋规模最宏大的寺院。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北宋时期，相国寺深得皇家尊崇，多次扩建，是京城最大的寺院和全国佛教活动中心。据《燕翼诒谋录》记载，当时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寺院本来是信众的生活场所、修行场所和朝拜场所，然而作为大相国寺，又成了商品货物的集散中心、交易中心。宋代的国内外商业贸易发达，也直接波及寺院，促成了皇家国立大寺院规模的膨胀、功能的增加、影响的扩大。在社会稳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贸易发达的时代环境中，商品经济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渗透到佛教中，本来是一些虔诚信徒向往的佛门清净地，必然会变成“利益交征”场所，吸引来一批又一批“以清贫为耻，以厚蓄为荣”的贪婪之徒。自佛教寺院经济发达以来，这种情况历代都有，并且往往在位于通都大邑的中心大寺院中表现更充分。

宋代大相国寺的具体建筑、结构布局已不可考，但据《东京梦华录》可见其大概：“三门阁上并资圣门，各有金铜铸罗汉五百尊、佛牙等，凡有斋供，皆取旨方开三门。左右有两瓶琉璃塔，寺内有智海、惠林、宝梵、河沙东西塔院……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右壁佛降鬼子母，揭盂殿庭，供献乐部马队之类。大殿朵廊皆壁隐楼殿人物，莫非精妙。”[258]大相国寺也是“国相名公”流连忘返、以各种才艺会友联络的胜地，自然留下了他们珍贵的墨宝，留下了他们的趣闻佳话。在大相国寺大殿等处墙壁上的许多绘画，是翰林图画院画家的手笔，是那个时代顶级大师的精心制作，当然“莫非精妙”绝伦。从一定意义上说，大相国寺也成了能够代表一个时代艺术水平的精品佳作收藏馆。

隆兴寺（或称龙兴寺）位于河北正定，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宋代寺院。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本来叫龙藏寺，唐代改今名。北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下令在寺内兴建大悲宝阁以供奉千手观音像。此后，寺院不断扩建，慢慢形成以大悲阁（又称佛香阁）为核心的建筑群。隆兴寺在元、明、清都经过重修，但基本上保存了北宋时期的总体布局，被认为是宋代寺院建筑的典型。整个寺院从南到北依次为山门、钟楼、鼓楼，往里是大觉六师殿（已毁），穿过大觉六师殿，再往北是摩尼殿及其左右配殿。继续往北，穿过牌楼门，便进入由韦驮殿（已毁）、慈氏阁、转轮藏殿、佛香阁构成的另一个院落。[259]整个寺院构成了沿中轴线纵深发展的布局，由外向内，建筑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层次清楚。院落空间宽窄相间，错落有致，变中生趣。其中，佛香阁与周围的转轮藏殿、慈氏阁所形成的空间，成为整组寺院建筑群的华彩，极具感染力。隆兴寺中保存最完好、最能体现宋代寺院建筑特色的是摩尼殿和转轮藏殿。

摩尼殿建在1.2米高的台基上，面阔七间，进深七间，平面是一个近似于正方的长方形。大殿外观为重檐九脊殿，重叠雄伟。大殿四面的正中都有抱厦（大殿出入的通道），除此之外，四面都是砖墙，并没有窗牖，大部分光线都由抱厦进入。对此，梁思成大加赞赏：“这种的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在宋画里见过；那种画意的溉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260]大殿上下两层檐下，都有雄大的斗拱。各面的檐柱，四角的都比中间的高，檐角的翘起线，柱头的阑额也非常和谐，这正体现了《营造法式》里所谓的“角柱生起”。

转轮藏殿，坐西向东，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体量高大，是一座前出副阶的二层楼阁式建筑。下层前面有雨塔，上层有平座，重檐歇山式屋顶。转轮藏阁下层中安置了一座八角形的木制转轮藏。转轮藏可整体旋转，藏身中心为一根巨型立轴，整座轮藏的重量由轴下部的藏针承载。转轮藏整体可分藏座、藏身、藏顶三部分，藏身平面呈八角形，每面三开间，角柱为八瓣梅花柱，平柱为下不及地的垂莲柱，雁翅板上雕刻有精美的卷草纹。转轮藏殿结构精巧，设计奇妙，是木构建筑中的杰作。

宋代是佛塔建造的兴盛期，各地佛塔外观之丰富多彩、造型之千变万化、质料之多种多样、某些制作工艺之精湛奇巧，远远超过前代。这时期的佛塔已由木结构向砖石结构转变，塔的平面形式和外观都更丰富多彩。宋塔平面多为八角形或六角形，偶有四边形者，这与唐塔千篇一律端庄稳重的四边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塔多为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此外还有造像式塔、宝箧印式塔、无缝塔、多宝塔等其他形制的塔。宋塔每层都建有外挑的游廊，有腰檐、平座、栏杆、挑角飞檐等建筑部件，增加了建筑的轻巧灵动之感。在塔院的平面布局上，宋塔与唐塔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唐代，塔是寺院的核心部分，大多建筑在寺院的前院；而宋代寺院的核心是正殿，塔大多位于后院或正殿两侧。

宋代木塔建造不多，几乎没有保留下来。据梁思成先生推断，位于河北正定天宁寺内的木塔应为宋代建筑。此塔塔身九层，平面八角形，塔身下四层为砖造，上五层木造，各层砖面砌出柱枋、斗拱等，砖砌的斗拱很多很紧促，其上砖砌平坐则没有斗拱；上面五层木造部分斗拱权衡比较正常。[261]
宋代砖石塔存留很多，形式多样，构造也非常先进，这一时期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宋代大型砖石塔的形制一般分为密檐式和阁楼式两种。密檐式塔一般是实心的，不能登临，构造、造型比较单一。阁楼式塔则比较多样，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塔身砖砌，外檐采用木结构，其外形同于阁楼式木塔；其二，全部砖造，但塔的外形完全模仿楼阁式木塔建造；其三，用砖或石砌造，模仿阁楼式木塔，但不是亦步亦趋，有所简化。[262]著名的砖石塔有杭州六和塔、苏州报恩寺塔、景县开福寺舍利塔等。

宋代还出现了用铁色琉璃砖砌成的“铁塔”，著名的有北宋庆历四年（1044）建成的河南开封祐国寺塔，此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塔身壁面是褐色的琉璃砖，各层塔身宽度递减。塔上所用构件如柱额、椽枋、斗拱、平坐等用28种类型的琉璃砖镶拼而成，琉璃砖上雕刻有飞天、降龙、麒麟等图案，精美异常。

宋代盛行以铁铸塔。现在保留下来的铁塔中，大部分都是宋代铸造的，如光孝寺东铁塔、西铁塔、当阳铁塔、甘露寺铁塔、济宁铁塔等。其中湖北当阳玉泉寺铁塔保存最为完整。此塔铸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塔平面为八角形，高十三级。第一层之下为须弥座，以上各层都有平坐腰檐，均以斗拱承托。宋代还有银塔，如浙江慧光塔出土的玲珑银塔，全身由银片制成，塔刹由多层相轮、宝珠等组合而成，很有艺术价值。

经幢实质上是佛塔的一种形式，也属于重要的佛教建筑。经幢多为石雕，也有少数铁铸的，高度不等，圆柱形或六角、八角形，多为八角形。一般由基座、幢身和幢顶三部分组成，幢身刻有陀罗尼经文，基座和幢底则雕饰花卉、云纹等图案以及菩萨、佛像，十分华丽。宋代建造经幢之风甚盛，其经幢艺术也很有特色。河北赵县城内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全部用石料叠砌而成，高约18米，是我国现存石经幢中最高的一座。幢下方为方形石基，台基上是八角形束腰式须弥座，经幢一至三层刻有陀罗尼经，其余各层布满佛教人物、动物、花卉等图案。幢顶以铜质火炎宝珠为刹，轮廓庄严清秀，展现了宋代造型艺术的杰出成就。梁思成在评价赵县幢时说：“宋代建造经幢之风甚盛。盖以镌刻佛经为主之小型塔也。然亦有形式较近乎柱状者。现存宋代诸幢中，以河北赵县幢为最大。”[263]
二 佛教造像

从整体上看，佛教造像艺术在唐代达到了顶峰，至宋代已渐趋衰落。但具体而言，宋代造像中也不乏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作品。宋代的佛像无论是形制、材料，还是造像的题材都与以前有很多不同。宋代的佛像在形制上或模仿唐代，或另辟新途。与唐代相比，其体型更为庞大，表情多显呆板，在衣褶的刻画上却更为细致流动。梁思成先生对宋代造像的评价不高，他曾这样来总结宋代佛像的特点：“脸部浑圆，额头比以前宽，短鼻，眉毛弧形不显，眼上皮更宽，嘴唇较厚，口小，笑容几乎消失，颈部处理自然，自胸部伸出，支持头颅，与头胸之间没有分明的界限。唐代菩萨那种S型曲线姿势不见了。宋代雕塑虽然并不僵硬，但唐代那种轻松地支持体重并降低放松的那一侧身体的安闲像不是宋代雕刻者所能掌握的。禅宗搞出另一种观音像，她坐在石头上，一脚踏石，一脚垂下。这种复杂的姿势向雕刻家提出了处理身躯和衣褶的新问题。”[264]这时除了少数的石窟造像之外，佛像主要是木刻或泥塑的，也有一些是铜铸的，还出现了铁铸佛像。造像的题材除了原有的佛、菩萨像外，观音像、罗汉像以及密宗的图像有了更多的体现。此外，还出现了以布袋和尚为原型的喜笑颜开的大肚弥勒像。

宋代木雕佛像保存下来的比较多，以观音像为主。这时的观音姿态越来越灵动秀丽，逐渐由象征的偶像变成了和蔼可亲的人。性别也完全由男性变为女性，女性美成为观音特征之一。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水月观音（或普陀洛迦观音）的造像最被人称道。这种观音像姿势自在舒适，其一足下垂，一足上踞，一臂下垂，一臂倚踞足膝上，完全突破了经典仪轨的制约。观音的五官一般非常娟秀，表情娴静温和，和蔼可亲，多了一份女性的秀丽之气，极富世间生活的情感。这种类型的观音像最早出现在唐代，但宋代以后才普遍流行，充分体现了宋代造像的世俗化倾向。这些观音像大多数已经流入西方博物馆，美国费城彭省大学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尼尔逊美术馆都收藏有这种类型的观音像。

由于朝廷对民间使用金、银、铜控制甚严，宋代金铜佛像数量锐减，流传下来的更不多见。所幸，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保留下来了一尊铜铸金装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立像。《金石萃编》称此像“高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宝相穹窿，瞻之弥高，仰之益躬”[265]。实际上这尊佛像没有这么高，但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佛像。此佛像为开宝四年（971）宋太祖下令铸造，像身高达22.5米，全像分七段铸成，菩萨高髻、戴冠饰，胸部袒露，穿天衣、帔帛，衣裙稠叠贴体，垂挂璎珞。此像姿势挺直，璎珞天衣以及衣褶多作对称式安排，非常端庄严肃，极具宗教气氛。其四十臂虽可能是后来补装，雕工相对拙劣，但也注意保持了躯体的整体完整性，两条主臂保持正常的比例结构，而将其余的几十条臂膊置于肩背部，呈扇形向四方辐射，成为造型很强的一体。

广州六榕寺六祖堂内的惠能像也是宋代铜造像中的佼佼者。此像为北宋端拱二年（989）铸造，安置在铜座椅上，通高1.8米。据说，工匠们在铸造此像时参考了广东曲江南华寺内的惠能真身，所以造像栩栩如生。此像双手叠置，弯眉垂目，凝神静思，庄严肃穆，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惠能大师禅定时的情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宋代泥塑佛像数量极为庞大，保存下来的也很多。其中最有特色的要数各式各样的罗汉像。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梵语arhat，为声闻四果之一，指断尽三界见、思之惑，证得尽智，而堪受世间大供养之圣者。在汉传佛教艺术中，除了单尊的罗汉，主要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形式。十六罗汉一般是指佛陀涅槃前付嘱住世游化的十六大阿罗汉。十八罗汉是指十六罗汉外再加降龙、伏虎二罗汉。五百罗汉，通常是指佛陀在世时常随教化的大比丘众五百阿罗汉，或佛陀涅槃后结集佛教经典的五百阿罗汉。从六朝开始佛教艺术中就出现了罗汉题材，特别是唐代后期的绘画作品中更有不少罗汉画。但罗汉成为最有特色的佛像艺术形式之一、罗汉群像的流行，却是宋代以后的事情。宋代无论是在绘画还是雕塑作品中都有大量的罗汉题材，尤其是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的罗汉群像更受重视。这时的罗汉塑像既有石刻的，如大足大佛湾168窟的五百罗汉造像、杭州飞来峰金光洞的十八罗汉；也有木刻的，如广东韶关南华寺的五百罗汉像；更多的则是泥塑的，如山西晋城青莲寺的十六罗汉、苏州东山紫金庵的罗汉雕塑等。其中，以吴县甪直保圣寺和山东长清灵岩寺的泥塑罗汉最为杰出。

吴县甪直（苏州市吴中区）保圣寺历史悠久，据记载始建于梁天监二年（503），于唐会昌五年（845）被毁，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重建，元未又衰颓。明成化二十二年（1487）重新振兴，当时规模很大，有两百多间建筑。寺内大殿原来保存有北宋中叶制作、明代重塑的彩塑影壁一堂，分为左右两堵，分塑十八罗汉像。民国初年，该寺已岌岌可危。1926年，日本学者大村西崖来到保圣寺，这时大殿已经多处坍塌，已有五尊罗汉被拆下放在旁边的陆龟梦祠内。大村西崖回国后写了《吴郡奇迹·塑壁残影》一文，详细记载了保圣寺大殿内塑像以及大殿木结构的情况，并判定大殿木结构及泥塑为北宋遗物。这篇文章引起了叶圣陶、顾颉刚、蔡元培等人的注意，在他们的大力呼吁下，部分罗汉像得到保护（现存九尊），但大殿却被毁。保圣寺雕塑的主要特点是将罗汉配置在浮雕的山崖林泉之间，并施以色彩，运用写实对比的手法，形成一种立体效果。每一尊罗汉都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如达摩罗汉盘膝而坐，若有所思；袒腹罗汉神态安详，举止洒脱；降龙罗汉气宇轩昂；讲经罗汉循循善诱，听经罗汉则恭恭敬敬、神情专注。还有一位被称为“尴尬罗汉”的络腮胡子罗汉，他的表情非常丰富，令人哭笑不得，极具世俗性和人性化。

山东长清灵岩寺千佛殿内的彩塑罗汉像也是宋代泥塑的典型代表。灵岩寺最早由东晋高僧僧朗创建，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被毁，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在法定和尚主持下开始重建。唐代的灵岩寺已经颇具规模，至北宋则达到鼎盛。灵岩寺内保存有辟支塔、千佛殿等众多建筑。其中最有名的是千佛殿内的四十尊彩色泥塑罗汉像。这些罗汉像的制作年代并不一致，根据寺院维修时发现的文物资料和碑记，可以确定最初的罗汉像有三十二尊，塑于宋治平三年（1066），当时被安置在灵岩寺内的般舟殿中。元致和元年（1328）曾重新上妆，后来般舟殿顷塌，五尊罗汉像被毁。明万历十五年（1587）将剩下的二十七尊罗汉像移到千佛殿内，并增补至四十尊。现存的二十七尊宋代罗汉像身高1.6米左右，呈环状置列在80厘米高的砖砌束腰座上，有老、中、青三种类型。这些罗汉像打破了传统的佛教造像模式，侧重于写实，具有浓郁的世俗气息和现实生活情趣。每位罗汉的相貌、气质各不相同，形态、动作也各异其趣，他们有的端身而坐，有的静坐禅观，有的游戏谈论，举手投足间都能展现人物的性情。此外，人体与衣饰的关系处理得也非常恰当，线条的曲直、虚实与起伏，动作瞬间的衣褶变化，织物的质感，都表现得准确而生动，节奏感极强。这些佛像大都以现实生活中的僧侣为参照，展现了宋代高超的写实技巧和把握人物性格特征的能力。1982年维修时还发现，这些彩塑罗汉还像人体一样有腹腔，腹腔内有用丝绸做的五脏六腑，此外还有五铢钱、开元通宝和宋代前三朝的铜币及宋代铜镜、墨书题记等文物。1912年，梁启超来此游览，赞誉千佛殿泥塑罗汉像为“海内第一名塑”，并亲笔写下了碑碣。

三 石窟艺术

从中国石窟艺术整个历史发展演进态势方面考察，宋代石窟艺术已是强弩之末，开凿石窟的地区减少，参与创作的人员减少，值得大书特书的精品减少。比较而言，位于西南的四川、重庆等地接续蜀国佛教石刻兴盛的遗风，在石窟艺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新进展，呈现出一些新面貌。

四川、重庆地区的石窟造像主要集中在东南一带，以安岳和大足两地延续时间最长，造像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而且由于两县毗邻，在造像风格、题材上也比较一致。

安岳石窟位于四川安岳县境内，唐代开始开凿，五代、北宋时期安岳石窟的艺术进一步发展，成为佛教密宗的主要造像区之一。其中毗卢洞的雕制最为精美。洞内造像题材包括柳本尊十炼图、柳本尊三身像、华严三圣、十八罗汉等，表明宋代盛行的柳本尊教派在此非常活跃。观音堂的水月观音造像也别具风格。此像高3米，半镂空雕刻，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背倚浮雕紫竹和柳枝净瓶，头戴装饰华丽的宝冠，上身着披肩短袖薄裟，袒胸露臂，璎珞盘曲而下，下身着绣花长裙，裙角褶纹飘逸自然而有风韵。观音神情庄重柔和，被誉为东方的“阿芙洛蒂特”。安岳石窟还以巨型佛雕而著名。华严洞正中雕刻着高5.2米的华严三圣，两侧又有高4.1米的十大菩萨，圆觉洞、高升大佛岩、延寿寺等都有高达6米的佛或菩萨像。这些巨型佛像依山崖雕刻，雄伟壮观，神态虽不同，但大都和蔼可亲。

大足石刻始创于唐初，五代十国时期曾形成造像的高潮，宋初却沉寂下来。北宋后期，随着石篆山释、道、儒“三教”造像区的开凿，大足石刻造像掀起第二个高潮。在北山佛湾、宝顶山、妙高山等处都发现了宋代的石窟遗存，其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是北山佛湾和宝顶山两处。

北山佛湾造像中，136窟（又称转轮经藏窟）是规模最大、形制最特殊、造像内容最丰富的一窟。窟中央雕刻有一座八角形的转轮经藏，下面是蟠龙缠绕的须弥座。石刻正壁刻有一坐佛，头顶化出两道向左右放射的光芒，在窟顶绕成四圈，贯穿全窟。坐佛左侧刻迦叶和净瓶观音，右侧刻阿难和大势至。左壁从内到外依次为文殊菩萨、宝印菩萨和如意珠菩萨；右壁自内而外依次为普贤菩萨、日月观音及数珠手菩萨。石窟门口左右各有一金刚力士。全窟布局井然有序，结构对称谨严。菩萨的神情慈祥和悦，非常具有亲和感。菩萨面庞丰盈，眼细口小，具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菩萨的衣冠华丽，璎珞蔽体，飘带满身，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宛如新刻，被公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北山佛湾的造像题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五代时期流行的地藏像、药师经变等题材明显减少，观音造像的数量却大增。观音的样式也更为丰富，出现了十三观音变相、日月观音、宝印观音、数珠手观音、如意珠观音等。其中，有些样式不见于经典记载，应该是宋代新创造的图像。

宝顶山石刻造像以大佛湾为中心，包括小佛湾、倒塔、龙头山、殊始山、黄桷坡、高观音等十三处石窟群。其中以大佛湾石刻造像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保存最完好。大佛湾和小佛湾都是在柳本尊教派的僧人赵智凤主持下有计划地开凿的，历时七十年之久，是中国佛教密宗史上唯一的一座大型石窟道场。其开凿之时就享有很高的声誉，不少朝廷官员曾前往瞻仰礼拜。

大佛湾是一处马蹄形山湾。在长约500米、高15—30米的崖壁上，雕刻有大小造像万余躯。大佛湾石刻造像依山势崖形雕刻，浮雕高大，题材广泛，包括了护法神龛、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释迦涅槃圣迹图、父母恩重经变像、地狱变像、圆觉道场、牧牛道场等，形象逼真，内容丰富。小佛湾位于大佛湾西南角的圣寿寺内，现存一座祖师塔和戒坛。戒坛上有五间禅室，仅容少数人静坐观想。大佛湾应是对广大世俗众生进行说教的场所，小佛湾则是信徒受戒、修行的内院，二者形成一个功能完整的道场。在两处石窟的显著部位，都刻有柳本尊的行化事迹图，并在二十多处造像的主尊位置刻柳本尊、赵智凤“即身成佛”的形象。

大佛湾第8号窟的千手千眼观音，刻于南宋时期，是大足石刻的一绝，在同类题材造像中也是最有特色的作品之一。主像千手观音高3米，观音背后左右上三方雕刻了1007只手臂，呈放射状分布，每只手心都有一只眼睛，每只手中都持有一种法器，整个造像如孔雀开屏，精美异常。第29号窟，又称圆觉洞，也开凿于南宋时期，是大足地区最大的一处石窟。此窟高6米，宽9米，深12米，并有3.9米的甬道。窟内雕塑是依据《圆觉经》所造，正壁刻有三身佛像，左右两壁对称刻有十二圆觉菩萨像。正对三身佛的地方有一尊圆雕菩萨，菩萨低头合掌，跪在莲台上，乞求佛陀说法开示。所有的造像都端庄典雅，优美细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大佛湾造像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数千尊造像，题材却无一重复，其内容开始是六趣图，最后是柳本尊正觉成佛，龛窟之间既有教义上的联系，又有形式上的衔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经变相还配以经文、偈语、颂词等，图文并茂。造像注重通过故事、形象阐述哲理，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儒家的伦理和道教的学说融为一体，显示了宋代佛学思想的特色。大佛湾造像虽然刻画的是佛教题材，却穿插了很多生活的场景。如父母恩重经变相中展现了母亲求子、怀胎、临产，以及养育子女的过程，形象非常生动。牧牛图长达30余米，虽是为了隐喻佛教调服内心的过程，刻画的却是现实生活中形态各异的牛群、牧童，中间还刻有林泉山涧、云雾缭绕，极具生活情态。又如独奏横笛的“吹笛女”，内心充满喜悦的“养鸡女”，酒后昏乱的“父子不识”、“夫妻不识”、“兄弟不识”、“姐妹不识”的“醉酒图”等，无不活灵活现，处处流露出生活的气息，这是大佛湾佛造像的一大特色。此外，大佛湾的经变处理也很有特色，菩萨、密迹金刚、佛像等都采取下半身隐入岩际的做法。这种方式既凸显了主尊的宏伟，又可以利用更多的壁面雕刻故事情节。半身像也是宝顶山雕刻的重要特色。

四 绘画艺术

宋代佛教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寺院壁画、文人画中的佛教人物画、佛教版画等方面。

宋代帝王对于绘画艺术非常重视，宋太祖即位之初，就设立翰林图画院，召集散落在各地的画家。这是一个专门为宫廷服务的机构，由宦官管理。画院画家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入选者都具有极高的画艺。一旦进入画院，画家们会享受很好的待遇，可以穿绯紫官服，可以借阅宫中的大量藏画进行临摹。乾德三年（965）北宋平蜀后，很多西蜀画院的著名画家如黄荃父子、孙知微、袁仁厚、高文进父子等都来到了汴京（今河南开封）。开宝八年（975），灭南唐后，南唐画院的周文矩、董源、徐崇嗣等也随之入京。这些画家都供职于翰林图画院，任翰林、待诏、祗候、学生等职。一些中原的画家王霭、高益、燕文贵等也都在画院供职。翰林图画院比以前历代的画院规模都更大，画家的实力也更为雄厚，这就为宋代绘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初诸帝都崇信佛教，兴建了不少大型寺院。翰林图画院画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这些敕建寺院绘制壁画。至道元年（995），汴京大相国寺修整扩建，其殿阁、廊庑的壁画不少即出自画院名家之手。行廊上的“阿育王变相”以及“炽盛光佛”、“九曜”就是当时著名的佛道画家高益奉宋太宗之旨所作。画院中与高益齐名的高文进也参与了大相国寺壁画的绘制工作，他主要绘制有《降魔变相》、《擎塔天王》、《五台峨嵋普贤变相》等。在相国寺作画的还有李用及、李象坤、孙梦卿等众多画家。这一时期，从事寺院壁画的重要画家还有武宗元。武宗元的画师法吴道子，行笔如流水。他在洛阳、开封各寺观画了大量壁画，有关佛教的主要有许昌龙兴寺的《帝释梵王相》、经藏院的《旃檀瑞像》等。

寺院壁画除了一部分由宫廷画家完成外，更多则由民间画工完成。这类壁画中也有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如山西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的壁画就是宋代寺院壁画中的精品。壁画多有残损，西壁的《报恩经变》和北部的《鹿女本生》保存较好。根据题记，这些壁画是由民间画匠郭发所画。壁画的构图、布局、色彩都非常有特色，画中的佛、菩萨、比丘、天龙八部等，描绘得精丽庄严。画中的佛经变相虽然是依据经典，但却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画面上充满了耕织、渔猎、宴饮、祝寿等生活场景，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跃然纸上。

寺院里除了绘制壁画，每当重要的佛教活动之时，还会悬挂一些巨幅的卷轴画。据记载，12世纪初，宫廷里收藏了49位画家绘制的1179幅此类作品。但如今大部分已经丢失。保存在日本的《孔雀明王图》就是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画中的明王端坐在莲座上，神情安详专注；莲花座置于一只色彩斑斓的孔雀背上；明王有六只手，两手合十，其他四只手拿着不同的法器。

翰林图画院的画家之中有不少擅长佛教人物画，除了奉旨绘制寺院壁画外，他们也有单独的佛教人物画。高益就是当时的释道画大家，他的画作虽已不存，但据《圣朝名画评》称，高益的画“色轻而墨重，变通应手，不拘一态”，可见高益应是前代吴家样的继承人，以色轻墨重的技法和千变万化的造型为主要特色。高文进也擅长佛道画，被认为是宋太宗一朝翰林画工之宗，名重一时。《圣朝名画评》论高文进的画作“笔力快健，施色鲜润”，高文进的设色画作也已经失传，但还有几幅版画作品传世。其中一幅名为《弥勒菩萨》，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绘画风格。这幅版画人物衣纹流畅、线条匀整，几乎没有肥瘦变化，但飞天与协侍女子却天衣飘扬，具有“吴带当风”的遗韵。中央的弥勒菩萨，衣服紧窄，衣纹繁密，又具有“曹衣出水”的风格。可见，他的画正是综合了“曹衣出水”和“吴带当风”两种风格。[266]大体说来，北宋初年的佛教人物画基本上继承了唐代以来的画风，大多数画家都以吴道子、曹仲达、周昉的风格为基础，只是在技法和赋色上加以修改而已。

北宋中叶，佛教人物画有了重大突破，其中关键人物是李公麟。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北宋舒州桐城人。宣和御府收藏有107件他的作品，其中佛道画数量最多。李公麟创造了精炼的白描手法，形成了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成为可与重彩和水墨淋漓的画法相抗衡的传统绘画样式之一。他以浓淡、刚柔、虚实和轻重的线条来塑造人物形象，作画多不着色，若有需要，仅以淡墨、浅赭烘托。其作品以立意为先，布置次之。画面非常简洁，层次关系却非常妥当。李公麟敢于突破前人的定式，他画长带观音，飘带长过一身有半；他还画过石上卧观音，这些都是他创造的新式样。他的创造性还表现在他对题材的理解上，他画“观自在观音”，不是按照一般流行的坐相，他说“自在在心不在相”，不必限制于某一固定的坐相，而是另创一种他认为能表现出心情自在的坐相。总之，李公麟创造出了一种文人气息浓郁的佛教人物画，在宋以后山水画逐渐流行的情势下，为佛教人物画拓展了新的方向，后代文人画家笔下的佛教人物画多以此为宗。

南宋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擅长佛教人物画的画家，如贾师古、梁楷、法常等。贾师古，汴京人，曾任宫廷画院祗候；其师法李公麟，用笔流畅，顿挫有致，他画的佛教人物，完全生活化、民间化，使人倍感亲切，主要作品有《大士像》等。梁楷，祖籍山东，在南宋宁宗时期曾担任画院待诏。这是最高级的宫廷画师，皇帝曾特别赐给金带，这是画院最高的荣誉，但梁楷却不接受，他把金带挂在院中，飘然而去。梁楷师法贾师古，又远远超过老师。他善画山水、佛道、鬼神，梁楷与僧人往来甚密，既画画，又参禅。他喜好饮酒，酒后的行为不拘礼法，人称“梁风（疯）子”。梁楷传世的作品有《六祖伐竹图》、《李白行吟图》、《泼墨仙人图》等，以《泼墨仙人图》最为有名。他的画通常简练豪放，笔势纵横，人物形象夸张、古怪。法常，号牧溪，是南宋末年的著名画僧。他因攻击权相贾似道被捕，逃脱后，遁入空门，为径山无准禅师法嗣。他善画花鸟人物，尤其擅长佛教人物。他画的“观世音菩萨”端庄秀美，繁简得宜，构图富有变化，其代表作品有《观音图》、《罗汉图》、《达摩图》等。法常生前虽受冷遇，但对后代画家沈周、徐渭、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均有影响，并对日本水墨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绘画的题材来看，宋代的佛教人物画以观音和罗汉为主。观音像除了经典中有依据的如意轮观音、大悲观音等，还出现了没有经典依据、画家自己创造的观音形象。如李公麟创造的“长带观音”、孙之微创造的“渡海观音”、武洞清绘制的“应梦观音”等。罗汉画的兴盛是宋代画坛的一种风尚。罗汉画中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李公麟的绘画中就有大量的罗汉题材，《宣和画谱》中著录的就有《十八尊者》、《十八罗汉渡海图》、《罗汉》、《渡水罗汉》、《过海罗汉》、《大罗汉》以及《五百罗汉图》等，人们将他所画的罗汉样式称为“龙眠样”。南宋的画家刘松年也擅长罗汉画，这一时期的罗汉画多为一幅多人，非常关注罗汉与周围环境和人物的关系。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轴刘松年的“画罗汉”。这三轴画设色艳丽，罗汉身上的袈裟都用泥金勾描。画中的罗汉都浓眉大眼，皱纹满面，双眉紧蹙，非常生动传神。这时写实性强的祖师和高僧像也非常流行。此外，在儒释道三家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三教图”也非常流行。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宋代的佛教版画也有了较大发展，数量众多，其中不少保存至今。如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大随求陀罗尼轮曼荼罗》，刻于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此版中央是手执法器、端坐莲台的八臂菩萨，上方刻有陀罗尼轮，下方刻有莲花、佛像及经咒文字，结构严谨，线条缜密，刀法劲利，技艺高超。此外，日本清凉寺藏有北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所雕的《弥勒菩萨像》、《文殊菩萨像》、《普贤菩萨像》、《灵山变相图》等单幅版画。宋代民间佛经版画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如南宋临安贾官人经书铺所刻的《佛国禅师文殊指赞》，每页都文图对照，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形象活泼生动，有的宛如是一幅世俗的婴戏图，显示出坊刻版画的高超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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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辽金佛教

第一节 辽代社会与佛教

一 辽代诸帝与佛教特点

辽代佛教虽然和北宋佛教一样，是接续唐五代佛教发展而来，但是由于受到不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诱导，由于辽朝统治者采取了有别于唐朝和同期北宋的宗教政策，辽代佛教在许多方面呈现新特点。

辽朝（907—1125）[1]建立之前，契丹人基本没有接触到佛教，大多数民众没有佛教信仰。正是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扩大、地域的拓展，契丹人才逐渐接触到汉族和女真族的佛教。契丹统治者最初是出于政治目的允许佛教存在的，后来逐渐把佛教作为契丹人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辽朝在建立之初，为了使被掳掠的汉民能够在迁徙地稳定生活，开始容许佛教的存在和发展。这种适应开拓疆域需要而采取的宗教政策，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907—926年在位）就开始了。唐天复二年（902），阿保机占领河北、河东九郡，将占领地的汉民全部迁徙于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部），为了安抚和稳定被迁徙的汉民，阿保机在建造城池、设置州县的同时，也建立了佛教寺院——开教寺，这被认为是辽地第一座寺院。当时寺院由被俘虏的汉族僧人住持，信奉者也是汉族民众。采用这样的措施，既可以防止僧人因为没有寺院居住而逃跑，又能保留被迁徙汉人的原有宗教信仰，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安置被迁徙的汉人所建的“汉城”中，往往要建立孔庙、祠堂、佛寺等，是全盘汉化的模式，由此汉文化被复制到了辽地。当时佛教传播速度很快，唐天祐末年，在都城西楼南边的汉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国人号阿保机为天皇王”。[2]契丹天显二年（927），将俘获的僧人崇文等五十人迁徙到都城西楼，被安置于专门建造的天雄寺。

随着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逐渐在契丹贵族阶层中流行。从耶律阿保机开始，辽廷已经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汉人的事情，而是开始自觉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也开始成为契丹人信仰的一部分。阿保机即位的第三年（909）夏四月，诏命左仆射韩知古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碑，以纪功德。神册三年（918）五月，又下诏建立佛寺。

阿保机对儒释的看法，实际上与唐代帝王基本相同。神册元年（916），阿保机问群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群臣认为应当以佛为先，阿保机说：“佛非中国教。”太子倍回答：“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阿保机予以肯定。[3]儒教为第一，但并不排斥佛教，可见佛教在当时契丹贵族中的地位在阿保机时期已经奠定了契丹人信仰佛教的基础。

太宗（927—947年在位）会同元年（937），契丹贵族取得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当这些佛教兴盛地区被纳入辽朝版图之后，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辽朝佛教。太宗耶律德光想把燕云十六州建设成继续向南拓展的基地，所以努力经营，对佛教也采取进一步扶植的政策。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信仰开始渗透到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与契丹人的原有宗教信仰相互融合。根据《辽史》卷四十九《礼志》记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非胡刺可汗之故也。”耶律德光崇拜观音，改变契丹的祖宗家法，改变旧的风俗，把“白衣观音”奉为“家神”，使契丹王族的拜山仪有了新的祭祀程序和方式。把佛教崇拜对象纳入辽王朝的崇拜体系之中，反映了契丹王族信奉佛教程度的逐步加深。

从太宗之后的整个辽代佛教历史发展来看，在世宗、穆宗和景宗这三朝（947—982），辽代佛教逐步发展起来，而圣宗、兴宗和道这三朝宗（982—1101），则是辽代佛教的百年兴盛时期。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走了一条从信佛到佞佛的发展路线。这种的发展是与辽代贵族汉化程度加深同步进行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在位）。他本人酷爱汉文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善于书画，爱好诗赋，经常与臣下称“诗友”之交，作诗赐予外戚、大臣。对于佛教，他更是尊崇、沉醉和痴迷。道宗本人在即位之前就学习过梵文，并且很有研究，所谓“有若生知，殊非性习”。他不但广泛阅读儒、释经典，撰写佛教方面的著作，而且有“观行”的实践，所谓“阅儒籍则畅礼乐诗书之旨，研释典则该性相权实之宗。至教之三十二乘，早[image: ]妙义；杂华之一百千颂，亲制雄词。修观行以精融，入顿乘而邃悟”。他研究儒释的目的，乃是“欲使玄风，兼扶盛世”。[4]他积极主张用儒教和佛教的道德规范教化人民，“十善治民，五常训物”。道宗对佛教经典的重视程度，可以和南朝梁武帝相比，他对《华严经》的痴迷就是一个例证。根据《辽史·道宗本纪》中的资料，咸雍四年（1068）二月，他颁行自己撰写的《华严经赞》；咸雍八年（1072）七月，他又颁行自己书写的华严五颂。他还著有《华严经随品赞》等。太康元年（1075），道宗命皇太子写佛书。

在宗教管理方面，辽王朝始终没有设置专门管理宗教的机构和官吏，任命僧官往往与帝王个人喜好有关。辽朝对僧人的封官赐爵始于景宗，盛于兴宗、道宗。保宁六年（974）十二月，景宗诏命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这是辽代封僧人官职的开始。正因为如此，景宗被认为是辽代诸帝中第一位佞佛者。如果说“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还是属于僧官，那么兼任的“侍中”就不属于僧官了。后世对此予以斥责：“沙门昭敏，以左道乱德，宠以侍中，不亦惑乎？”[5]
兴宗耶律宗真（1031—1055年在位）是一位“好名，喜变更，又溺于浮屠法”[6]的皇帝。他本人也于重熙七年（1038）受戒。兴宗大量兴建寺塔，铸造金银佛像，组织整理编刻大藏经，举办佛事供僧。尤其重要的是，兴宗给僧侣封以高官显爵，重熙十九（1050）春正月，僧慧鉴加检校太尉。“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7]辽代的官职承袭唐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政事令相当于唐代的中书令。道宗任命的僧官也较多。根据《辽史·道宗本纪》，清宁年间（1055—1064）有僧守臻、精修、智清等加司徒、司空；咸雍年间，有守志、志福为司徒，圆释、法钧为司空。

辽代帝王的这些做法，助长了全社会的崇佛风气，影响到朝野上下各个阶层。所以，民间愿意出家为僧尼的人很多。咸雍八年（1072）三月，“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8]。正是由于社会各阶层弥漫着崇佛风气，僧侣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只有后来元代的喇嘛教僧人才享有。

辽代几乎每一个帝王都把“饭僧”作为一项功德善事。“饭僧”也称“斋僧”，即为僧人提供饮食。辽代饭僧规模之大、次数之频繁，为唐宋王朝所不及。从景宗开始，辽代帝王就相信饭僧这种功德事的作用。圣宗统和四年（986），诏上京举办佛教法事一月，饭僧万人。特别是在道宗时，辽廷与各地方饭僧形成风气。据《辽史》卷二十三《道宗本纪》，太康四年“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辽王朝把饭僧作为一种功德善事，其主要目的是为帝后祈福、庆贺战功、超度阵亡将士、赈灾济贫等。这种大规模的饭僧不仅为前代所未见，也为后代所批评：“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9]道宗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被后世看作亡国原因之一。

辽朝廷先后颁布过某些整顿佛教的诏令，采取过某些整顿僧团的措施，但是收效都不大。从《辽史》卷十三、十五、十六的记载来看，统和九年（991）诏许私度僧尼。但是，此禁一开，引起许多弊端，出现滥度之风，于是又在统和十五年（997）十月，诏诸山寺院毋滥度僧尼。辽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禁止私度、滥度僧尼的。开泰四年（1015）十一月汰东京僧。另外，还有禁止僧尼妄述祸福收取财物、禁僧燃身炼指、禁僧尼破戒等诏令颁布。道宗也提倡用佛教的戒律约束、整顿僧团。他允许在宫廷设坛传戒，形成讲习律学之风。太康五年（1079）九月，诏令诸路不要禁止僧徒开坛。总的来说，辽代对佛教是疏于控制的。

在弥漫于朝野的崇佛氛围中，辽代的寺院经济也快速发展起来。辽地的第一座寺院就是在王朝的直接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有辽一代的寺院经济，始终是在王室、贵族大量施舍的示范效应下，通过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捐资而发达起来的。支撑辽代寺院经济基础有三大因素：其一，从朝廷到达官显宦和一般富豪的大量施舍捐献；其二，寺院二税户制度；其三，社会民众以结社形式参与寺院佛事。

辽代寺院大多有相当规模的地产，其主要来源是社会的捐献，特别是辽朝帝室、贵族的大量施舍。例如，圣宗次女秦越长公主舍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舍田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舍钱十三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中京（内蒙古大名城）静安寺土地三千顷、谷一万石、钱二千贯、民户五十家、牛五十头、马四十匹。权贵、功臣、地方富豪给寺院施舍庄田、农户、牲畜和钱粮，使寺院经济快速发展。还有些寺院，并没有直接获得朝廷或富豪的土地捐赐，而是通过社会捐献的钱财购买土地，置办庄园。

辽代寺院一般都比较富裕，僧尼生活优裕。特别是一些大寺院，的确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道宗末年，政府财政困难，出现了寺院向国家捐献的现象。“至其末年，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10]
皇帝赐予寺院寺额，是对寺院合法性的肯定。在兴宗之前，皇帝并不给寺院随便颁赐寺额。例如，圣宗曾许诺为晋国公主的新建佛寺赐额，因为受到大臣谏阻而作罢。从兴宗开始，就不遵守这个规定了。“兴宗皇帝偶因巡幸事、亦稽先太平间，赐号曰缙阳。”[11]到道宗耶律洪基时期（1055—1101），给寺院赐额就很普遍了，甚至出现了一处寺院两度由皇帝改名赐额的现象。例如，清宁四年（1058），道宗特赐兴中府安德州的一处寺院为“净觉”；咸雍六年（1070），又赐名“灵岩”。咸雍六年（1070），道宗给知涿州军州事耶律昌允之妻兰陵郡夫人萧氏自建的一佛寺赐名静安寺。

把民户施于寺院，对寺院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深远。原来属于领主的民户都要把向国家交税数额的一半交于领主，他们被施舍给寺院以后，即将这半数税金上交寺院，他们因此被称为寺院的“二税户”。据《金史》卷九十六《李宴传》，当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宴说：“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这是“二税户”的来源。他们原来是辽朝皇室或贵族的民户，被赏赐给寺院以后，逐渐沦为寺院的奴仆，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金代人往往把“二税户”产生的原因与契丹贵族的佞佛联系起来：

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告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12]

北魏时期，以官奴为“佛图户”，供寺院用于洒扫的日常劳动，并且向寺院纳粮。到唐代有了“两税户”的名称。如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唐会要》卷四十七载：“天下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辽代是把良民赐予寺院为“二税户”，与上述不同。他们受着双重压迫。到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才废除二税户制度，这已经是辽朝灭亡六十余年的事情，可见二税户制度在辽的影响。

民间对参与寺院兴办佛事积极性很高，人民时常组织起来，以结社的形式来参与，由此出现了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千人邑”这种结社组织在辽代以前的佛教史上没有出现过，在官方编撰的《辽史》中也没有提到，但是在辽代各地方寺院的碑铭中有大量的记载。这是一种以某个寺院为中心，以举办某些特定兴建工程和法事活动为内容，由民间信徒自发组织起来的社团。“千人邑”名义上是组织一千户人构成，但是实际上，“一千”并不是一个确数，并不是每一个邑社都有这样的规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组织“千人邑”在辽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千人邑”的首领被称为“邑长”、“邑主”、“邑头”等，大多是寺院的住持，也有俗人信徒充当的现象。无论首领是僧人还是世俗信众，这种团体一般都隶属于寺院。有些邑社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组织系统，在充任邑长的寺院长老之下，还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社员就是当地的居民。所有参与邑社的成员都是自愿的，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措施。

各种邑社由于建立的目的不同、规模不同，存在的时间长短也不同。但其内部的经济运作规定大同小异。以云居寺住持谦讽所组织的“千人邑”为例：

今之所纪，但以谦讽等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妨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常贮于库司，补兹寺缺。[13]

由此记载可见，结社活动是以不妨碍农业生产为前提，以佛教信仰为纽带的。参加邑社的成员是自愿的。在邑社内部，所有成员一律平等。成员的义务是按照规定向寺院施舍，所有的捐献财物储备于寺库，以供寺用。

兴办的佛事不同，“社邑”的名称也不一样。如“念佛邑”，以定期聚会念诵阿弥陀佛名号，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主要内容；“舍利邑”，为了举办安置佛舍利的法事，以兴建某些建筑为主要活动；“经寺邑”，为了镌刻石经和修整寺院而组织；“兜率邑”，信仰往生兜率天的信徒为共同修行而组织的；“太子诞邑”，为举办每年一度纪念佛诞辰活动而组织；“供灯塔邑”，为供养寺院佛塔等建筑而组织；等等。另外，寺院印刷和保存大藏经，由于规模较大，有时也组织邑社来举办。

邑社在辽代各地的广泛流行，反映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深入和普及，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事的盛行。由于寺院经济的强大、各社会阶层的广泛参与，寺院举办佛事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种类也就越来越多。随着佛教影响日益深入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许多契丹习俗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变化。

从辽太宗开始，朝廷就把观音作为王族的保护神。此后的帝王对佛教的崇信程度不断加深，进一步刺激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流传。例如，妇女喜欢用黄粉涂面，称为“佛装”。契丹人无论男女贵贱，都流行着使用佛教名词起小名的习俗，从宫廷到民间，这种做法都很盛行。其名或直接用佛、菩萨名，或直接用佛教的一些名词，更为常见的，是在佛、菩萨名后加“女”、“奴”等字样。在辽王室中，有佛教小名的包括太子、公主、皇后，甚至连帝王也不例外。辽世宗（947—951年在位）的二女小名为“观音”；辽景宗（969—982年在位）二子名“普贤奴”，四子名“药师奴”，长女名“观音女”，二女名“长寿女”，三女名“延寿女”；圣宗（982—1031年在位）的小名是“文殊奴”，他的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

佛诞日是佛教的节日，在佛教信仰广泛普及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下，也成为辽朝从京城到地方的全国性节日。《辽史》卷五十三《礼志》记载：“二月八日[14]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

辽代帝王也利用佛教沟通与别国的关系，增进彼此往来。由于圣宗崇佛，属国也投其所好，统和十九年（1001）春正月，回鹘进献梵僧。根据《辽史·道宗本纪》的记载，在对外关系方面，道宗也利用佛教沟通往来。咸雍三年（1067），西夏遣使送达回鹘僧人、金佛像和梵文经典。咸雍八年（1072）十二月，道宗赐高丽一套大藏经，影响了高丽大藏的再雕刻。太康九年（1083）十一月，诏僧善知校订高丽所进的佛经，并命颁行。寿昌元年（1095）十一月，西夏进贡多叶佛经。

在帝王的大力支持和民间信众的广泛参与下，辽代佛教文化事业也有了发展。其中有两个最显著的成就，即雕印的《辽藏》和续刻的房山石经。《辽藏》又称《契丹藏》、《丹藏》，是继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之后的第二种大藏经。圣宗太平元年（1022），辽朝得到《开宝藏》的印本，激发起朝廷组织重新刻印藏经的愿望。《辽藏》于圣宗时代（983—1031）始刻，至道宗清宁八年（1062）完成。全藏以燕京为中心刻印，收经总数是1414部，6054卷，579帙，在内容上尽量补充了《开宝藏》所缺少的写经。《辽藏》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版本是在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印本所属的版本，是卷子装，每卷首尾均有经名卷次及千字文帙号，每版纸长50—55厘米，宽30厘米左右。经文四周有单线边框，框高22—24厘米。每版经文27—28行，每行17字。《辽藏》的另一种版本，是在丰润县天宫寺塔发现的小字册装本，每册所含卷数不等，每页版心刻经名、卷次。每半页有版框，刻经文12行左右，每行30字左右。《辽藏》曾经送到高丽，对高丽藏再雕本的校补和订正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辽藏》在整个中国刻藏史上也影响深远，它“继承了比较规范的统一的官写本大藏经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又为宋元以来各版大藏经所继承”[15]。

涿州房山云居寺的石经雕刻开始于隋代，到了唐末一度中断。辽代的续刻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圣宗太平七年（1027）到道宗清宁三年（1057），前后31年。这是由辽廷直接支持的阶段。太平七年，州官韩绍芳奏请续刻云居寺石经，获得圣宗批准，由政府拨款提供费用，并委派沙门可玄主持其事。到兴宗时，又增加拨款，扩大续刻规模。在这一时期，辽朝与北宋订立了澶渊之盟，战事日少，在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中，辽朝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所以对佛教的财政支持力度也随之加大。这个阶段主要是把《般若》、《涅槃》、《华严》、《宝积》这四大部续刻完毕。总共刻经二百卷，石碑600条。

第二阶段是在大安九年至十年（1093—1094），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由民间自发进行的，只维持了两年。当时有僧人通理和他的弟子善定等在云居寺发起授戒大法会，募集民间资金，续刻经44帙，4850片石碑。辽代续刻房山石经，并不是为了预防天灾人祸，而纯粹是为了接续静琬的事业，将其作为一件佛教功德事来做。

另外，行均所著《龙龛手鉴》比较有影响。该书四卷，成书于统和十五年（997），集佛教典籍中的字，作切韵训诂，计收26430余字，注163100余字。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三记：“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16万字，分四卷，号《龙龛手镜》。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辨。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敌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版。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从宋至清，提及此书者很多，褒贬不一，此书对研究辽代燕京地区的民俗语言很有价值。崇仁寺的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十卷也是有价值的著作。

二 辽代佛教义学

辽王朝为了提高僧人的文化素质、佛学水平和道德素质，比较重视佛教义学。辽王朝各州府都选拔有学问的高僧为纲首，指导僧众学习，以便使广大僧众在讲（讲解佛经）、业（修持）、诵（读经）三方面都有提高和进步。出于培训一般僧众的目的而推出的这种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代佛教义学的发展。另外，朝廷还以经律论考选僧材，给学业优秀者授以法师称号。

大体说来，从圣宗到道宗的一百余年间，是辽代佛教的义学兴盛期，各派义学的代表人物基本活跃在这个时期。在辽代历史上，有一些侧重研究或弘扬净土、唯识和律的学僧，但数量不多。辽代佛学的主流，是密教和华严。对于汉地最流行的禅宗，辽代帝王大多歧视，认为其不是正宗，应在打压之列。圣宗时，甚至下令焚烧禅宗的相关经典，使禅宗在辽代经历了很大打击。

纯慧非浊（？—1063），字贞照，活动于兴宗、道宗两朝，曾任上京管内都僧录，在宣传净土信仰方面有影响，撰有《随愿往生集》二十卷（已佚）、《三宝感应要略录》、《首楞严经玄赞科》三卷、《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亦名《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卷等。

诠晓是圣宗时期的名僧，曾主持《契丹藏》的编修。高丽义天（1055—1101）《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卷三著录诠晓著作有六类十七种共七十五卷。六类为《法华经》类、《金刚般若》类、《弥勒经》类、《成唯识论》类、《百法论》类和经录类。由此可见其治学的广泛。诠晓重视唯识学，撰《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十七卷。诠晓的著作早已全部散失，近现代在不同地方发现了一些残卷，但是根据这些残卷远不能恢复其思想原貌。

辽代弘律或研究律学的著名僧人有多位，其中，守道曾应道宗之诏于内廷设置戒坛，此外，志远也曾主持内廷戒坛。非觉（1006—1077）住蓟州盘山普济寺，以律行闻名，任右街僧录判官。其弟子等伟（1051—1107）于寿昌三年（1096）在慧济寺讲律，为三学殿主，名重一时。法均于清宁年间（1055—1056）校定诸家章钞。燕京奉福寺国师圆融澄渊，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思孝所撰《近住五戒仪》、《近住八戒仪》、《自誓受戒仪》各一卷，《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都已经不存。思孝博通诸经，根据高丽《义天录》记载，他有《华严》、《法华》、《宝积》等许多经典的注疏之作。另外，沙门行琳辑《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陀尼集》三十卷；中京报恩传教寺诠圆通法大师法悟撰的《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五卷、《科》三卷、《大科》一卷；燕京归义寺纯慧守臻撰《通赞疏》十卷、《科》三卷、《大科》一卷（已佚）；闾山慈行志福撰《通玄钞》四卷、《科》三卷、《大科》一卷。这些研究都是与华严、密教兴盛有关的。

山西五台山原来是华严学的研究基地，对辽境各地的佛学有较大影响。上京开龙寺圆通悟理大师鲜演即以专门研究华严著名。其撰写《华严悬谈抉择》六卷，以阐扬澄观之说。道宗对华严学也有偏好，曾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辽代华严学兴盛，不是表现在对唐代原有教义的创新方面，也不是表现在独立传播的范围扩大方面，而是表现在与密教的融合方面。辽代最著名的密教学问僧是精通华严的，而倡导显教和密教融合的学僧也是研究华严的学者。辽代华严学是在密教刺激下发达的。显教和密教的关系，在辽代实际上表现为华严和密教的关系。

辽代密教信仰广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从皇室贵戚到士庶百姓，往往通过雕塑佛菩萨像、建塔造幢以及讽诵行持等活动，表达虔诚的信仰。密教的兴盛，显密之间的对立、冲突和融合，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形成的。

辽代传译密教经典的代表，是来自中印度摩揭陀国的慈贤，其大约活动于圣宗到道宗时期。根据房山石经目录和《至元录》的记载，慈贤共翻译了九部十三卷密教经典，其中，陀罗尼经有五部五卷，即《大摧碎陀罗尼经》一卷；《大佛顶陀罗尼经》一卷、《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卷、《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尊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新译瑜伽密典四部八卷，即《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一卷、《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一卷、《如意轮莲华心观门仪》一卷，其中后四部经典是重译本。当时，民间盛行的密法还有《准提咒》、《六字大明咒》、《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

在辽朝各地传播密教的僧人很多，朝廷不但不加以禁止，而且对于传教有影响的还予以鼓励。据咸雍八年（1072）范阳王鼎所撰的《大辽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记载，志秘师徒在蓟州一带传播密教，远近皆信，很有影响。重熙九年（1040），本郡张从轸等百余人请志秘到家乡传教。志秘与弟子定远到神山，住云泉寺。他所行甚密，徒众很多。原来的一座荒废破落的云泉寺，由于志秘师徒的到来，香火旺盛。他重修寺院，建立道场，正殿之内，设立八大菩萨曼荼罗坛场，以备皈依。朝廷赐以云泉寺额，表示了对这种密教传播的支持。

在辽朝各地传播密教的僧人很多，既有外来僧人，也有本地僧人。在圣宗时，有西印度僧摩尼传无上瑜伽密教，著名弟子有觉苑。弘演及其弟子道广，在南京道武清、香河一带，以广济寺为基地传教，影响比较大。有学者根据《全辽文》统计，道宗时见于记载的密教僧人有涿州广因寺的奉振、守恩、智觉，房山云居寺的可成、季令，西京道缙阳寺的奉润，涿州石经寺的善慈、志莹等。[16]辽代统治者对密教的重视和喜好，推动了密教在朝野的流行。当时的密教传播也被认为有着劝人弃恶从善的作用。宋璋在《广济寺佛殿记》中说：“或农商侣至，睹之者，生善而归；或渔猎人来，瞻之者，断恶而去。”

正是由于密教流传范围广，影响大，并且得到朝廷的支持，才引起了显教与密教之间的争论和冲突：

习显教者，且以空、有、禅、律而自违，不尽究竟之圆理；学密部者，但以坛、印、字、声而为法，未知秘奥之神宗。遂使显教密教矛盾而相攻，性宗相宗凿枘而难入。互成非毁，谤议之心生焉。[17]

显教指在汉地占主导潮流的所有教门和宗门诸派，包括华严、唯识、天台、净土、律宗和禅宗。密教则是指唐代建立的密宗，曾作为一个宗派兴盛一时，虽然很快衰落，但是它的许多影响还存在。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所以相互攻击不可避免。显密冲突的结果，是两者的沟通和融合，融合的目的在于说明：“显密之两途，皆证圣之要津，入真之妙道。”在辽代佛教界，觉苑是倡导显密融合的重要代表。

觉苑活动在兴宗和道宗时期，幼年就学习密教，主要居住在燕京圆福寺，有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崇禄大夫、行崇禄卿的封职。兴宗组织雕刻大藏经，觉苑奉旨参加校勘工作，并发现了唐代一行的十四卷《大日经义释》。此书湮没达三百年之久，所以当时京城大臣和僧官一百多人请求抄解。道宗降旨刊刻入藏，并且命朝廷大臣赵孝严亲自作序。觉苑先开讲本经，并作《大日经义释》的《科文》两种（已经失传）、《演密抄》十卷。

觉苑的《演密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前聊简”，相当于玄谈性质，也就是对全经的概括性论述。文前聊简分为六个小部分：一起教因缘，二藏教收摄，三说经会处，四禅教浅深，五明经宗趣，六翻译传通。第二部分是“依文正释”，是随文释义的性质，逐句或逐段解释所依据的文本。

觉苑是在继承一行学说的同时，重点吸收和融合华严思想。在判教问题上，他提出了显密五教说，实际上是在法藏以来华严宗的判教基础上，加上抬高密教地位的议论而形成的。“五教”是指：一小乘教；二始教；也名分教；三终教，亦名实教；四顿教；五圆教。他认为，圆教是宣传本来成佛思想的，可以分为两种，即显圆和密圆。《华严经》法界缘起境界，帝网重重，主伴具足，相即相入，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等等，属于圆教。《大日经》也是讲这些内容的，所以与《华严经》同属圆教。觉苑多方面论证密教与华严学的一致性，其中，从观行方面看，《大日经》的字轮旋陀罗尼，以一字摄一切字，一切字全是一字，初后相摄，举一全收，横竖相该。一切法门，不离一字，全同于《华严经》的四十二字。从《金刚顶经》讲的观佛来看，五部中的每一部都具有三十七尊，每一尊都成三十七尊，一尊与三十七尊的关系，也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关系。

从觉苑沟通密教与华严的关系来看，其中的判教之说，只是形式上的比附，只有华严法界缘起的核心内容，即“一即一切，无过不离，无法不同”的思想，才是沟通的实质性内容。这是自智俨《十玄门》开始就强调的核心内容，所以，密教与华严的融合，不是与《华严经》的融合，而是与华严宗思想的融合。从一定程度上说，觉苑所弘扬的密教，是用华严宗思想改造之后的密教。

第二节 辽代寺塔建筑艺术

辽代与北宋处于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并且都是继承唐五代佛教而来，其佛教艺术既有很多相似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相对说来，辽代的寺塔遗存物比较多，有利于从实物方面了解当时的佛教艺术实况。

辽代的寺院遗迹保留下来的比较多，在河北、天津、山西、辽宁、内蒙、北京等地还有十几处辽代的寺院。天津蓟县独乐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天津宝坻广济寺、山西应县佛宫寺、辽宁义县奉国寺、河北新城开化寺、大同善化寺是其中的代表。

辽代佛教的派系、思想上承唐五代，重要的辽代佛教建筑艺术也是如此。梁思成曾称独乐寺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中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18]。蓟县独乐寺始建于隋仁寿四年（604），辽统和二年（984）重建。寺内保存较为完好的山门和观音阁，都是辽圣宗统和二年所建，这是辽代建筑的重要代表，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两座建筑内的数尊塑像，尤其是观音阁内的观音菩萨像也是辽代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独乐寺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屋顶是庑殿式。山门内有两尊高大的天王塑像守卫两旁，俗称“哼”“哈”二将，二像面目凶狞，肩部长巾飘然若动，是辽代彩塑中的珍品。独乐寺山门正脊的鸱尾，长长的尾巴翘转向内，犹如雉鸟飞翔，十分生动，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年代最早的鸱尾实物。

独乐寺主建筑观音阁高23米，集我国木结构建筑之大成，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木结构楼阁。观音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下为低平台基，前出月台，阁高三层，而外观似乎只有两层，其上下主要层之间夹以暗层。柱子有侧脚和生起，斗拱宏大疏朗，出檐深远，整个外形轮廓稳重而轻灵，与唐代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建筑极为相似。

观音阁是环绕着一尊约16米高的十一面观音像建造起来的。阁内二层和三层的楼板中央都留有一个空井，观音像从地面穿过上面两层，树立在当中。这尊观音像是辽代泥塑艺术中的珍品，又是我国最大的泥塑佛像。观音像立在须弥坛上，身披偏袒右肩式袈裟，头顶伸出四重十个菩萨头像。观音弯眉楔鼻，长目圆颔，面露微笑；腹部微突，身体向前倾；衣褶缓和，两臂上飘带下垂，下端贴在莲花座上，风格十分接近唐代传统。观音像两侧有二菩萨协侍。协侍菩萨面目丰润，姿态手法极为精妙，和唐代仕女画一脉相承，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代王宏祚《修独乐寺记》曾这样称赞：本州“宫观梵刹之雄，以独乐寺称；寺之雄，以大士阁（观音阁）称；阁之雄，以菩萨像称”。

独乐寺建筑及其佛像造像结构精妙，艺术超群，其经历千百年的天灾人祸仍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华严寺创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是辽代西京巨刹。据文献记载，该寺北阁曾放置辽代诸帝的石像和铜像，因此华严寺又具有皇家祖庙的性质。辽末，部分建筑毁于战火，金代又重修，明朝中叶分为上、下两寺。辽代的建筑、造像大多集中在下华严寺。

下华严寺以薄伽教藏殿为主殿。薄伽教藏殿也是辽代木建筑中的典范。大殿建于砖台上，平面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层九脊顶。殿内四壁建有重楼式木构壁藏和天宫楼阁，用以藏经。殿内的彩画大部分也是辽代所作。平棋藻井上的飞天，形体修长，天衣浮动，极具感染力。

薄伽教藏殿中最有名的是三十一尊彩塑佛像。殿内砖台上，并列着三尊坐佛，每尊坐佛两侧布列协侍弟子、菩萨、供养天等，台四角各列一金刚像。这组群像突破了佛坛的限制，结构紧凑，组合自由而严整，是辽代造像艺术中的精华。中间的如来像趺坐在莲花座上，莲瓣四层，形制精美，每一个莲瓣上都描有泥金小佛，构图清新秀逸。座下有八角形二重平台。如来背光内侧，装饰有网目形花纹，这是一种典型的辽代图案。背光外侧刻有火焰纹，尚有唐代旧制。背光两侧各有一飞仙，轻盈飘逸。三尊佛像肉髻低平，面部圆满，前额狭窄，眼睛细长，眼眉平直，鼻梁高挺，嘴角下抑，具有典型的契丹民族特征。佛像的基本形制仍有唐代周家样的遗韵，但也具有辽代的特殊风格，比如上身长、胸挺直、腰有束带等。

薄伽教藏殿的菩萨神情端严，不苟言笑，与唐代菩萨的亲切和蔼截然不同，这是辽代造像的重要特征。这些菩萨有的端身而坐，有的侧身挺立，有的双手合十，有的一手上举，姿态自然，造型各异。菩萨们有的顶戴高冠，身穿紧身衣；有的则头戴镂空华冠，袒露上身，只着天衣。菩萨衣褶复杂流畅，变化多端，显示出高超的雕塑手法。菩萨头冠的纹饰、菩萨的发丝等细节也刻画得一丝不苟，栩栩如生。中央毗卢遮那佛右侧的趺坐大菩萨像比较引人注目。佛像胸前挺，面部微颔，右手作说法印，左手置于腿上，造型优美庄严。另一尊胁侍菩萨双手合十，两唇轻启，牙齿微露，刻画细致入微。这尊菩萨上身微裸，头饰华丽精美，两条长辫垂至肩部，体态优美、丰满，光脚立于莲台之上，衣饰飘带流畅自如，显得亭亭玉立，堪称辽代雕塑中的精品。

佛塔是辽代佛教艺术中很有特色的种类。辽代建造了大量雄伟壮丽的佛塔，保存至今的就有数百座。这时木塔已经不再流行，砖石塔成为佛塔建筑中的主流。这时的佛塔大都建于寺院的后部，大多用来藏经。塔的造型除了砖木结构的阁楼式，多为八角密檐式。塔的外表多刻有浮雕，塔体较高，一般在50—70米，雄伟壮观。辽塔内部建筑结构非常合理，塔身异常坚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强。现存的著名辽代佛塔有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等。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木塔。塔立于佛宫寺山门之内，大殿之前，中轴线上，是全寺的中心建筑，延续了唐代寺院“前塔后殿”的布局。塔建造在4米高的台基上，塔高67米，平面呈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塔身之外，更加副阶。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五层六檐，各层间夹设有暗层，实为九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六层屋檐。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24根柱子，内有8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枋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塔顶作八角攒尖式，上立铁刹。内外层柱上都有斗拱，每层檐下装有风铃。木塔建筑结构精美而坚固。

释迦塔每层都保留了辽代的雕塑，共计34尊。第一层内供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佛像高11.12米，装饰华丽，右手作与愿印。第二层正中有一方台，释迦牟尼佛端坐在方台正中，右手作触地印，其右侧是一协侍菩萨和骑狮文殊菩萨，左侧是一协侍菩萨和骑象普贤。第三层正中有八角坛，坛上有四尊佛像相背而坐，分别为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如来、西方阿弥陀佛和北方不空成就如来。第四层正中也是八角坛，坛上释迦牟尼佛居中而坐，右侧为阿难、文殊菩萨，左侧为迦叶和普贤。第五层以大日如来为主尊，四周有八大菩萨围绕，形成一个曼陀罗。

释迦塔底层四周的墙壁上及南北门两侧绘有丰富多彩的壁画。正对大佛头顶部有一个八角形伞状藻井，前面还有一个平棋，内槽前后门额壁板上有六幅供养人画像，大佛周围内槽墙壁上绘有佛像六尊、飞天十二身，内槽外墙壁上部绘迦叶、阿难两弟子，下部绘两护法金刚。大佛宝座下，有彩塑力士八尊，彩塑立龙柱八条，莲座束腰部绘彩龙八条。[19]在这些壁画中，佛像静谧端严，飞天飘逸清秀，整体造型严谨，构图讲究，设色大气高雅，线条流畅刚劲，细微处一丝不苟，是辽代寺院壁画中的佳作。

位于呼和浩特丰州的万部华严经塔是辽代阁楼式塔的代表。此塔为辽圣宗时兴建，为八角七层阁楼式砖木结构，高50米，下部为须弥座，上有三层仰莲座承托塔身。塔身第一、第二层有砖浮雕佛、菩萨、天王、力士像。塔内明层都有塑像，其中一层大佛，三层四方佛，五层大日如来及八菩萨曼陀罗的布局与应县释迦塔极为相似，都体现了辽代华严宗和密宗盛行在图像上的影响。塔的第七层无塔心壁，塔室中空如庭，与北方游牧民族帐式穹庐顶的造型相似。塔檐层层回收，每层八面檐下都嵌以铜镜。铜镜是很多辽塔都有的装饰，应与契丹原始宗教萨满教以镜驱祟有关。[20]
辽中京大明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南城村辽中京遗址内，塔建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是13层八角砖砌密檐式塔。塔高74米，是现存辽塔中最高的一座。塔第一层大檐距地面近11米，每面雕有栩栩如生的佛、菩萨、力士等浮雕造像，上端还刻有飞天，每面左棱上有一个二截塔的造型，上截刻有本面佛说法地名，下截刻有本面佛的法名。这些都是辽代雕塑艺术中的佳作。

此外，辽代石窟艺术也有延续，较有名的石窟有朝阳千佛洞、赤峰灵峰寺石窟、内蒙古巴林左旗林洞山石窟、后昭庙石窟等。云冈石窟中也有辽代开凿的窟寺。但总体而言，石窟艺术已经衰弱，保存下来的遗物也已经不多。

第三节 金代社会与佛教

一 金代诸帝与佛教

金王朝（1115—1234）在建国之前，就从高丽、渤海等周边地区接受了佛教信仰。随着对辽国的征服，统辖地区不断扩张，又接受了辽国的佛教，这是金朝初期佛教的主要成分。金王朝南下占领北宋都城汴京，进而把黄河流域以至淮水以北地区纳入版图之后，宋地的佛教就成为金代佛教的主体。

金太宗完颜晟时期（1123—1135）对佛教比较重视，天会元年（1123）“帝于禁庭亲睹瑞光，光中现佛。即敕模像，殿庭供养。帝亲扫洒，每食跪献，累年无怠，每岁设会，斋僧万余”。[21]这个记载表明，佛教影响金朝统治者从金太宗就开始了。太宗对于佛教感兴趣，主要是相信其灵异，而不是思想教义。太宗崇佛的行动，就是从事“斋僧”这样的功德活动。他供奉佛像于内廷，说明佛教僧人已经与金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接触，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佛教在女真族中的兴盛情况。天会五年（1127），迎旃檀像被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并“建水陆会七昼夜”[22]。天会年间（1123—1137）完颜晟还诏令善祥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皇后则为海慧法师于燕京建大延圣寺，以后改名为大圣安寺，始终是燕京的著名寺院。与加强对黄河以北地区控制的政策相配合，金王朝后来陆续在河北、山西一带大量建寺造塔，促进了佛教在金统治区的发展。

熙宗完颜亶时期（1136—1149），南部边境已经拓展到淮水以北，典章制度迅速汉化。在积极提倡尊孔读经的同时，朝廷也加大了扶植佛教的力度。熙宗优礼名僧海慧（？—1145）、清慧、悟铢（？—1154）等。太子生日，“诏海慧大师于上京（今会宁市）宫侧，建大储庆寺，普度僧尼”，海慧当时任大储庆寺的寺主。熙宗还“诏海慧、清慧二禅师住储庆寺，迎瑞像于本寺积庆阁中供养”。皇统五年（1145），海慧卒于上京，“帝偕后亲奉舍利，五处立塔，特谥佛觉佑国大禅师”[23]。悟铢则于皇统年间（1141—1149）被任命为中都右街僧录。

金天德五年（1153），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志在灭宋，既轻视儒学，也限制佛教，佛教曾一度遭受打击。世宗完颜雍即位（1161），金代进入全盛期，重新开始尊孔崇儒，保护佛教。从1162年到1184年，世宗先后诏令在燕京建大庆寿寺，赐钱两万缗，良田二十顷；在东京辽阳府建清安禅寺，度僧五百；于仰山建栖隐寺，赐田若干，度僧万人。

世宗即位之初，曾因军费缺乏而采取北宋王朝的一些做法，出售度牒、紫衣、师号、寺额等，刺激了佛教队伍的迅速扩大。但是世宗更重视儒家伦理，对于佛教则很注意整顿管理，相继采取严禁民间私自建立寺院、防止僧侣逃避课役等措施。章宗完颜璟基本上继承了世宗的佛教政策，明昌四年（1193）诏请万松行秀入内廷说法，并亲自礼迎，内宫贵戚均罗拜拱跪，大量施舍珍宝，并建普度会。从承安二年（1197）以后，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朝廷恢复了出售度牒等做法，以便筹措经费。承安四年，出于为太后追荐冥福的目的，朝廷敕下和龙府建大明寺，造九级浮图，度僧三万，施以度牒。根据《金史》卷九《章宗本纪》的记载，章宗于明昌年间（1190—1196）多次诏令整顿寺院僧尼，严禁民间私度僧尼，对在籍僧尼三年一考试，禁止僧尼出入王室贵族之家，规定僧尼必须参拜父母，行丧礼。金代统治者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要比辽代帝王更深。章宗之后，因蒙古人军事压力的增强，金王朝军费开支剧增，所以度牒、紫衣、师号、寺额的出售也更加广泛。

金代的有些寺院也和辽代一样，占有大量的土地，拥有巨额资产，其来源主要还是帝室、显贵的布施。有一部分辽代的旧寺院，在金代初期还保留着二税户制度。这种制度受到金代朝野上下的反对，经过世宗、章宗两度下诏免二税户为民，才最终消灭了这种制度。金代民间佛教结社，也有类似辽代的千人邑会。兴中府的三学寺是千人邑会，规定参加者每年十月须纳钱二百、米半斗。这些捐献和施舍，成为维持寺院僧众的生活费用和举办各种法事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寺院经常性的稳定收入。由于寺院经济收入可观，也举办社会福利事业，主要是施药和救济饥民等活动，并且得到官方的支持。在寺内设置药局，负责给贫民布施药物，首创于青州一辨，后来各地寺院纷纷效仿。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寺院还参与典当行业牟利。

金代佛教在多方面受宋王朝的影响。“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披剃威仪，与南宋等。”[24]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在金王朝佛教的宗派构成方面，是“禅多而律少”，大体与宋王朝近似。在中央和地方的僧官设置方面，有“国师”、“僧录”、“僧正”、“都纲”、“维那”等名目，这与宋王朝是不同的。至于“披剃威仪”的制度方面，就和南宋一样了。总的说来，金代佛教是在逐渐消除辽代的残余影响，逐步向宋地佛教靠拢。

金代民间佛教信仰的盛行，可以从大藏经的雕刻和印刷中反映出来。关于《金藏》的雕刻过程原来不清楚，近年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宋本《碛砂藏》印本“火”帙《大宝积经》卷二十九末，发现一则明永乐九年（1411）释善恢撰写的《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雕刻这部大藏经的过程。[25]
《金藏》是由私人募资雕刻的私版大藏经，始雕于金熙宗天眷年间（1138—1140），大约在大定十三年（1173）之后完成。所依据的底本是《开宝藏》。首倡者是潞州长子县（今山西长治）的崔法珍。她13岁断臂出家，立誓雕刻藏经，三十年间，“同心协力”的雕经者有杨惠温等72人，助缘雕经者还有刘法善等五十余人。经版总数为168113片，收录经籍6980卷。《金藏》雕刻完成后，崔法珍等人印经一藏，于金大定十八年（1178）进献于朝廷，奉敕安置于大圣安寺。经版也于大定二十一年（1181）运到京城，安放在大昊天寺。朝廷还命有司遴选精通经典的沙门导遵等五人，“校正”这部藏经。金朝廷为了表彰崔法珍，准其在圣安寺落发为尼，并赐紫衣，号“弘法大师”。协助雕经的杨惠温等72人也给度牒，并礼弘法大师为师。自从经版运到燕京之后，有明确记载的印经活动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金大定二十九年（1186），一次是在金大安元年（1209）。在赵城发现的《金藏》，现存有5000余卷，是我国宋元时代所刻各种大藏经中保存实物最多的一种，被作为当代重编的《中华大藏经》的底本使用。

二 佛教基本情况

金王朝的统辖地区包括了此前的辽地，佛教也有继承辽代佛教的因素，但同时受到宋朝的影响，佛教的派系结构和佛学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密教与华严学不再成为显学，继承北宋传统的禅学成为佛学的主体。不但在佛教界，而且在有佛教信仰的士大夫中，三教融合也成为共识。金代居士李屏山（1185—1231）撰《鸣道集说》，集中批判宋儒的排佛言论，主张三教融合，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李屏山曾经师从万松行秀，其思想也受到行秀的影响。从李屏山的著作来看，在论述三教关系，特别是儒释关系中所涉及的问题、所提出的观点等，都没有超出两宋学僧和士大夫考虑的范围。

受辽代佛教余波的影响，密教在民间还有流行，但是已经趋向衰微。金朝弘扬密教的知名人物很少，主要活动地区依然是山西五台山。根据《补续高僧传》卷十九记载，在五台山地区弘扬密教者有法冲，大定年中曾到京城，与道士萧守真斗法，并获胜。闵宗大加赞赏，赐仪仗送归五台山，敕建万岁寺居之。又有名知玲者，曾从嵩山少林寺英公受总持法，后于皇统中住河北盘山感化寺弘传密法。另外，来自北印度的密教僧人呼哈啰悉利等一行七人，曾到五台山、灵岩等地巡礼，并建有寺院。

金代以专业华严知名的学僧有几位，但都没有著作传世，其华严思想的具体内容不很清楚。其中，宝严于天德三年（1151）住上京兴正寺，两度开讲《华严》，据说听众达到五百余人。义柔精通《华严》，当时被称为“华严法师”。另有惠寂法师，曾从汾州天宁寺的宝和尚学习《华严法界观》，后来到鄂城等地讲说。印度那烂陀寺的高僧苏陀室利，在85岁高龄时率领弟子七人航海来华。他虽然以精通《华严经》闻名，但来华后并没有宣讲，后逝于五台山。

燕京地区始终是金代佛教的中心，云集来自各地的有影响力的僧人。在燕京及其周边地区，活跃着一些弘扬净土信仰的僧人。其中，祖朗（1148—1222）是蓟州人，俗姓李，少年出家，大定年间，先后住持燕京的崇寿、香林等寺院。贞祐年间获赐“圆通大师”号。他每日诵阿弥陀佛名号数万声，受其感化的信众很多。广思在河北临城山建立净土道场，效法庐山慧远的故事，结白莲华会，带领僧俗信众修习念佛法门。除了这些专门弘扬净土的僧人之外，当时的禅师中也盛行净土信仰。

金代以戒行严谨著名的律师首先是悟铢（？—1154），他兼通经论，在燕京有很高的声誉。法律（1099—1166）于天眷三年（1140）住燕京净垢寺，皇统二年（1142）奉命普度僧尼十万人，后为平州三学律主。广恩（1195—1243）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开元寺度僧千余人，著有《密莲集》。

金代的禅宗僧人知名者较辽代为多，其禅学多受北宋佛教的影响。济南灵岩寺是北方禅宗的一个重要基地，黄龙系的净如（？—1141）在此传教。其弟子道询（1086—1142）也主要在灵岩寺活动，著有《示众广语》、《游方勘辨》、《颂古唱赞》等。另一个禅宗僧人聚集地是燕京。圆性（1104—1175）曾从学于汴梁的佛日禅师，于大定年间受请住持燕京潭柘寺，以复兴禅学为己任，有《语录》传世。弟子中有普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五人。广温（？—1162）也曾从学于燕京竹林寺的广慧，后来住河北蓟县盘山双峰寺。先后住潭柘寺的禅师还有政言，著有《颂古》、《拈古》各百篇以及《金刚经证道歌》、《金台录》、《真心说》、《修行十法门》等；相了（1134—1203）曾从懿州崇福寺的超公学习；另外，比较著名的禅师还有教亨（1150—1219），号虚明，济州任城（山东济宁）人，长期活动在嵩山一带，曾“五做道场”，后应金左丞相夹谷清臣的邀请，住持潭柘寺，晚年归少林，其弟子有宏相等人。郑州普照寺有道悟（1151—1205）等。而在金代末年最有影响的禅派，则是曹洞宗的一支。

金代曹洞宗的传承源自鹿门自觉一系。自觉递传华严慧兰、常州一辨、大明僧宝、王山僧体、雪岩如满。在如满时期，此系还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到其弟子万松行秀时期，此支成为曹洞宗的代表，昌盛于金代末年及以后。此支的佛教思想继承北宋禅宗，并且先后与金、元朝廷保持着密切关系。

行秀（1166—1246），河内之解（河南洛阳一带）人，俗姓蔡，15岁在邢州（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曾到磁州（河北磁县）大明寺参见曹洞宗僧人雪岩如满，成为其嗣法弟子。返回邢州净土寺后，在寺旁建“万松轩”，由此有万松之号。不久，应请住持中都（北京）万寿寺。

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行秀应诏赴内廷说法，受到章宗躬亲迎礼，后妃贵戚罗拜于前，各施珍财的隆重礼遇。承安二年（1197），应诏住持西山的仰山栖隐寺，后迁报恩寺，晚年退居报恩寺从容庵。

行秀在金元之交，以“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26]著称，吸引了金、元众多的官僚和士大夫，尤其对契丹贵族后裔、儒学素养很高的耶律楚材（1190—1244）影响最大。在蒙古兵围燕京期间（1214—1215），作为金朝留守官员的耶律楚材拜行秀为师；归元后，为元朝的中书令。终其一生，耶律楚材都对行秀尊敬唯谨，称得上是佛教的内外护。

行秀的著作很多，除著名的《从容庵录》外，还有《请益录》六卷、《祖灯录》六十二卷，以及《释氏新闻》、《鸣道集》、《辨宗说》、《心经凤鸣》、《禅悦法喜集》等。行秀的门徒众多，得法者一百二十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住持名刹，与元王朝有直接的联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林泉从伦、华严至温和雪庭福裕。

林泉从伦（1223—1281），曾住持万寿寺和报恩寺。至元九年（1272），元世祖诏他入内廷说法，他“从容问辨，抵暮而退，帝大悦”。他引用《华严》、《楞伽》、《涅槃》等经典，说明“禅”就是“佛性”、“如来藏”。“达磨以来递代相传者，是如来清净禅也。”[27]以此论证禅宗是佛教的正宗，禅与教经一致。至元十八年（1281），从伦奉旨在燕京悯忠寺主持焚烧道教经典，成为元初佛道斗争中佛教一派的代表。他著有《空谷集》和《虚堂集》，进一步推动了曹洞僧人诠释公案和颂古的风气。

华严至温（1217—1267），字其玉，号全一，邢州人，俗姓郝。幼年入寺，从15开始随行秀习禅，常年不离左右。后住京城华严寺，与继住报恩寺的从伦齐名。至温与刘秉忠幼年相交，经其推荐，“留王庭多有赞益”，“居三岁遣还，出赐金资，日用不计其费”。忽必烈赐号“佛国普安大禅师”，命他“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怀孟等州僧尼之事”。他在保护和振兴这些地区的佛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凡僧之田庐见侵于豪富及他教者，皆力归之”[28]。后代僧人评论这一时期曹洞宗时说：“今人独味万松评唱之语，而不闻公（指至温）有回天之力。”[29]
雪庭福裕（1203—1270），太原文水（山西文水县）人，俗姓张。22岁出家，从学于行秀十年。金元交兵，嵩山少林寺遭到毁坏，福裕在行秀和印简的支持下，兴复禅宗祖庭。1248年，奉诏住和林兴国寺。后受宪宗召见，奉命“总领释教”，重建各地废毁寺院236处。他也是参加元初佛道论战的主要人物，受赐“光宗正辩”法号，并住持万寿寺，晚年退居嵩山。以后行秀一系曹洞宗的传承均出自福裕，并长期以河南嵩山少林寺为主要传法基地。

三 《从容庵录》略析

当圆悟克勤的《碧岩集》受到南方禅师普遍冷落的时候，金末元初的北方曹洞宗僧人却对它推崇备至，并极力仿效。行秀撰《从容庵录》于前，从伦作《空谷集》和《虚堂集》于后，纳评唱之风为曹洞宗风，从而影响了元代南北禅学的不同走向。

从伦的《空谷集》，全名《林泉老人评唱投子青和尚颂古空谷集》，六卷，诠释投子义青的《颂古百则》。《虚堂集》，全名《林泉老人评唱丹霞淳禅师颂古虚堂集》，也是六卷，诠释丹霞子淳的《颂古百则》。从伦在谈及他撰写这两部书的目的时说：“非敢与佛果、万松联罅并骛于世，且傍邻舍试效颦者欤。”[30]说其是“效颦”之作，当非自谦之词，它们的影响也远不如《从容庵录》那样大。《从容庵录》一书，足够反映此宗评唱的特点。

《从容庵录》，全称《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诠释天童正觉的《颂古百则》，有六卷和三卷两个版本。其中每则公案和颂古组成一个部分，每部分包括五项内容，即示众、列举公案、列举颂古、公案和颂古中的夹注，以及它们之后的评唱，完全是效仿《碧岩集》的形式。每部分之前有四个字的标题，比《碧岩集》的题目整齐，用语也生动。

关于《从容庵录》的成书过程，行秀曾说：“万松昔尝评唱，兵革以来，废其祖藁，迩来退居燕京报恩，旋筑蜗舍，榜曰‘从容庵’，图成旧绪，适值湛然居士（耶律楚材）劝请成之。”[31]行秀在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接到耶律楚材的信，次年成书，第三年耶律楚材为此书作序。《从容庵录》是行秀整理多年讲解公案和颂古的旧稿，代表了他长期弘扬的曹洞禅风，也反映了金元北方统治集团对这种禅风的认可和赞赏。

行秀把《从容庵录》与同类著作进行比较指出：“窃比佛果《碧岩集》，则篇篇皆有示众为备；窃比圆通《觉海录》，则句句未尝支离为完。”[32]《碧岩集》少部分没有示众一项，而《从容庵录》不缺，讲清每则的中心思想；《觉海录》对公案和颂古的讲解有时支离不全，《从容庵录》则句句有解。行秀指出的这两个方面都是形式上的问题，而不是内容上的问题，表明他注重的是形式的完备，而不是内容的创新。

行秀曾指出他撰《从容庵录》的动机是：“一则旌天童学海波澜，附会巧便；二则省学人检讨之功；三则露万松述而不作，非臆断也。”[33]用“述而不作”和“省学人检讨之功”，以展示天童正觉的学识渊博，充分显示他以文字考证和诠释见长的特性。在这方面，比之《碧岩集》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仅举一例说明。

《从容庵录》第八则是《百丈野狐》，说的是百丈怀海说法时，总有一个老人前来听讲，一天，说法结束，众人散去，唯老人不走。怀海问他是什么人，老人说，他远在迦叶佛时期就居于此山，那时有人问他“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他回答“不落因果”。就因这句话，使他“堕野狐身五百生”。所以老人请怀海“代一转语”，以便脱去“野狐身”。怀海说了一句“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正觉据此“公案”作颂文曰：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会也么？若是尔洒洒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间唱哩啰。

行秀即对上述公案和颂文的每一句都进行细致的考证和解释，这里仅举一例以见一斑。

《从容庵录》解释“哆哆和和”说：

“哆哆和和”，婴儿言语，不真貌。又《法华释签》云：多跺学行之相。嘙和习语之声。《涅槃经》有病行婴儿行。有本云：婆婆和和。石室善道禅师云：涅槃十六行中，婴儿行为最。哆哆和和，时喻学道人离分别取舍心，与下“神歌社舞”皆一意也。

为了解释这一词，行秀考证了它的词源字义，又考察了它在佛教典籍中的用法，最后诠释正觉用在这段颂文中的含义，简直是禅宗用语的绝好词典。行秀就通过这种词典式的注解，达到令学道人“离分别取舍心”的禅学目的。

在将禅学引向考据学和诠释学方面，《从容庵录》与《碧岩集》相同，但行秀更增添了一项内容，那就是围绕公案，附会蔓衍，大篇幅地讲解儒道经典和有关神话。例如《从容庵录》第九则《南泉斩猫》，公案讲南泉普愿提起一只猫，对弟子说：“道得即不斩。”众皆不知所云，南泉就把猫斩了。后来南泉将此事讲给赵州从谂，赵州听罢，脱下草鞋，顶在头上走出去。行秀联系正觉对此公案的颂文，评唱道：

赵州脱草鞋，头上戴出，果然此道未丧，知音可嘉。孔子云：天将未丧斯文也。看他师资道合，唱拍相随，无以为喻。谥法泉源流通曰禹，又受禅成功曰禹。《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淮南子》：共工氏兵强凶暴，而与尧帝争功，力穷触不周山而死，天柱为之折，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列子》：阴阳失度名缺，炼五常之精名补。……南泉如大禹凿山透海，显出神用；赵州如女娲炼石补天，圆却话头。

从这里可以看到行秀所谓“附会巧便”，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题发挥，传播儒道等传统文化，尤其是用大禹治水受禅和女娲炼石补天这类传说、神话譬喻禅师，是特别容易发古人之幽思的。

《从容庵录》的评唱，在文字考证、引用典籍、背离公案等方面，都比《碧岩集》走得更远，但却容易为不倾心于禅学而又希望获得佛教知识的民众和官僚士大夫所接受。精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的耶律楚材，特别喜好此类评唱，就颇能说明问题。耶律楚材是元初儒学的积极提倡者，而志不得伸，心情的压抑时时露于文字。当然，促发评唱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当时政治上需要将禅僧禁锢于书斋之中，以限制禅宗的活动范围和人数的发展。

第四节 金代佛教艺术概况

金代佛教艺术在北宋、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身的某些特点。无论是寺塔建筑还是雕塑作品、绘画作品，遗存物大多集中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内。

金代寺院经济发达，寺院数量多、规模大，寺院在建筑方面也很有特色。现在保存下来的金代寺院建筑主要集中在山西大同善化寺、华严寺，五台山佛光寺，应县净土寺，朔县崇福寺，繁峙岩山寺，定襄洪福寺等寺院内。

善化寺，位于山西大同城内西南隅，始建于唐。玄宗时称开元寺。辽保大二年（1122）遭受战争破坏，金天会六年（1128）重建，历时十五年完成。善化寺坐北朝南，从南到北依次为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前左为文殊阁遗址，右为普贤阁。整个寺院建筑依中轴线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是全国现存辽、金时期寺院中布局最完整的一座。其中大雄宝殿和普贤阁是辽代建筑，山门和三圣殿则是金代建筑。

山门是善化寺的正门，广五间，深两间，单檐四阿顶，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金代山门。内置四天王像，雕塑工艺比较粗劣。三圣殿，平面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四阿顶。内供一佛二菩萨像（华严三圣）。此殿特点有三：一是殿顶无一间平棋（天花板），全部施以“彻上露明”做法，这样既便于把佛像塑得高大，又可以把梁架结构之美展现出来。二是减柱法实行得最为大胆。按此殿间数计算，它应有内柱12根。但古代匠人只用了四根主柱支撑（后人又加了四根辅柱），扩大了殿内活动空间。三是殿外次间、补间铺作的斜栱，它形似“倒置的香蕉”，美如“怒放的花朵”，结构特殊而复杂，是金代最为绚丽、最为硕大的斜栱，堪称斜栱之最。[34]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99）。寺内保存了大量唐至清代的建筑、雕塑、壁画等历史文物。其中文殊殿是金代重建的建筑，体现了金代建筑的特色。

文殊殿重建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文殊殿广七间，深四间，单檐悬山顶，檐下是用单抄单昂五铺作的斗拱。正面中三间开门，两梢间开直棂窗，后面当心间开一道门，其余都是用砖砌成的墙，规模十分宏大。正殿七间，而把大殿作为配殿，这在我国佛教寺庙中非常罕见。文殊殿外表看上去很平凡，但其内部构造却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的孤例。此殿内柱分布不规则，内额长度很宽，梁架使用了粗长的木材，两架之间用斜木支撑，构成类似今天“人字柁架”的构架，增加了跨度，减少了立柱，加大了殿内空间。这在我国现存古建筑中是仅见的。文殊殿的佛坛上塑着狮子文殊像等七尊菩萨、胁侍像。塑像风格样式大致模仿唐代，但其宝冠、衣褶极为繁复，应该是元代遗物。[35]
金代佛教造像的题材更为多样化，这时，普陀洛迦观音菩萨坐像普遍流行，不仅是石窟造像的主要题材，还出现了不少单尊的木雕作品。保存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的一对观音立像是金代佛教塑像中的精品。佛像面部方圆丰腴，神情冷峻严肃，嘴角下抿，体态粗圆，上身半袒露，天衣缺少流动感。菩萨头戴宝冠，宝冠高耸华丽，中间有一尊化佛，化佛背后有背屏。这是金代特有的宝冠样式。其中一尊观音像背后，有“金明昌六年”的墨书题款，属于金代晚期的作品。

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的佛像雕塑代表了金代造像的最高成就。大雄宝殿为辽代建筑，大殿内现存辽金时代佛教造像三十三尊，正中为五方佛及弟子、胁侍菩萨造像九尊，坐北面南；二十四诸天护法造像位于五方佛两侧，沿大殿东西墙壁分两组相对排列，东西各十二尊。其中五方佛、两侧弟子及胁侍菩萨像都是辽代雕塑，金重修善化寺时曾进行重妆。二十四诸天护法像完成于金代天会六年至皇统三年间（1128—1143），这些造像立于青砖台座之上，造型生动，工艺高超，是金代彩塑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塑像中有长髯垂须的老者，有威武英俊的少年，有端庄华丽的妇人，有温柔恬静的少女，有彬彬有礼的文臣，有虎背熊腰的武将；有的手持法器，有的恭敬肃立，有的怒目横眉，有的相貌庄严。这种写实手法，也是善化寺雕塑的独到之处。这些天神护法虽然是印度的神祇，但大多穿着中国古代的冠冕、衣服，无论造型还是服饰都已经完全中国化。有的造像完全突破了佛教仪轨的束缚，完全像是世间的人物。例如东侧的大梵天塑像，长须垂胸，双手握着镇圭，完全一副人间帝王的形象。与之相对应的帝释天，面形长圆，五官娟秀，身穿宽袍大袖的长袍，雍容华丽。其头上戴着装饰精美的宝冠，宝冠上有化佛，宛如后宫中的嫔妃。二十四诸天像中还有独特的鬼子母像。这尊鬼子母盛装艳丽，宛如贵妇人，在她左脚下方有一青面红发张着血盆大口、肩上扛着小孩的女鬼像，即鬼子母作恶时的形象，这种造型在佛教殿堂中极为少见。

金代的佛寺壁画也主要集中在山西省，朔县崇福寺、繁峙县岩山寺、定襄洪福寺等地都发现了金代的壁画。

朔县崇福寺，始建于唐麟德二年（665），金天德二年（1150）题额崇福禅寺。寺内主殿弥陀殿和后殿观音殿都是金代建筑。弥陀殿东西两壁对称，各画三铺说法图。说法图构图基本一致，都是佛端坐中间，胁侍菩萨分列左右。佛像基本沿袭唐代，衣着装束简练，背光素雅。胁侍菩萨却服饰华美，璎珞繁复，又用贴金的方式来表现，极为富丽精致。东壁佛背光两侧各有流云组成的佛坛一团——有火焰纹和纲目纹，五尊小佛分坐其中；西壁两侧的佛像背光处各画一尊飞天，与祥云交织在一起。南壁东尽间有六尊画像，都是坐式，分上下两排，上排是释迦、毗卢、药师，下排是妙吉祥、除盖障和地藏，其中下列是金代原作，上列为明代补绘。南壁西尽间绘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画面高达4.68米，壮观而精美。画面色调以朱红、石绿为主，整个画面线条有力，庄严壮观。

繁峙县岩山寺，创建于金正隆三年（1158）。寺内保留了不少金代的建筑、造像、壁画等。其中文殊殿内的壁画是岩山寺历史遗存中的精华所在，也是金代壁画遗存中水平最高的壁画。据寺内碑文和西壁题记所示，这组壁画由金代宫廷画师王逵等人绘制而成。壁画题材丰富，画技高超，虽为宗教的题材，却反映了当时的许多社会内容和民俗风貌。西壁为佛传故事，即释迦牟尼一生的传记。画面以宫廷建筑为中心，故事人物穿插其间。东壁除了佛、菩萨外，多为本生故事和经变故事。东西二壁经变都是鸟瞰式全景构图，打破了以往以佛说法为中心的经变样式，创造了金碧界画山水为统一构图的经变。北壁西半部分画五百商人航海堕入罗刹国的故事，东半部分画舍利塔院。南壁画殿阁楼台和供养人像。这些壁画共有90平方米，画面想象丰富，构思奇巧，人物描绘活灵活现，各具情态，是研究金代经济、政治、文化、风俗人情、佛教信仰等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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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夏佛教

西夏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以佛教信仰为主的王朝。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原来是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流行巫术。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同时也有道教流传，形成以佛教为主，佛教与道教、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西夏的佛教在境内广泛流行，而且贯彻始终。西夏灭亡后，其佛教对元代佛教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在西夏文中写为[image: ]，其构成是左部为“人”，右部三横，以一竖贯穿。西夏皇帝作序的政府官修韵书《文海宝韵》解释其构造为“人贯三界”。其构思可能受汉字“王”的传统解释“一贯三为王”的影响。[1]《文海宝韵》对“佛”的释义为：“佛者梵语也，番语（西夏语）觉之谓，指教有情者是也。”[2]西夏官修文献对“佛”的阐释表明西夏政府对佛教的理解和尊崇。

第一节 西夏社会与佛教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部地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1038—1227），因其位于宋朝的西部，史称西夏。西夏前后共历十个皇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西北、西南还有回鹘、吐蕃政权。其首都为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的佛教与西夏的历史发展有密切联系。

一 党项羌与西夏兴衰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在南北朝时期主要分布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一带。隋唐时期其势力逐渐发展。唐初党项族最强大的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归唐，被赐李姓。“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3]唐代初期，因其西部吐蕃势力的强大和扩展，党项族不堪吐蕃的挤迫，开始内迁，至公元7世纪后期达到迁徙高潮。唐朝把北迁的党项人安置在庆州（今甘肃省庆阳）一带。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进而夺取河西之地，这些地区的党项部落再一次东迁到银州（今属陕西省米脂县）以北、夏州（今属陕西省靖边县）以东地区。唐中和元年（881）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曾进军长安，被唐朝赐予李姓，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管领夏、银、绥（今陕西省绥德县）、宥（今属陕西省靖边县）、静（今属陕西省米脂县）五州之地，设治所于夏州。唐末、五代时期，作为藩镇之一的夏州党项政权势力不断壮大，开始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五代时的夏州党项政权先后依附于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各王朝，势力不断壮大。[4]
随着宋朝的建立，党项统治者开始臣属宋朝，被赐赵姓。宋朝欲意统一党项占领的广大地区，改变以往长期实行的羁縻政策，企图进行直接管辖。然而一部分党项族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执意抗宋自立。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率部反宋，得到辽朝的强力支持。李继迁娶辽朝公主，并被辽册封夏国王，逐渐由弱转强。北宋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夺取宋朝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次年改灵州为西平府，将其作为自己新的统治中心。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承王位，他与宋朝大体上保持了友好往来，宋朝每年赐给大量银、绢、茶，还在保安军（今属陕西省志丹县）开设榷场，发展贸易。天禧四年（1020）李德明将其统治中心移往贺兰山麓的怀远镇，改称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并逐渐将其发展成西北地区的一大都会，其势力更加壮大。天圣六年（1028）李德明派其子元昊率兵向西攻占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凉州（今甘肃省武威）。不久，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县）也来降服。元昊又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奠定了建立西夏王国的版图基础。

元昊时期党项族统治者实力更加雄厚。元昊具有雄才大略，早就提出“英雄之生当王霸”的主张。他不断标新立异，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文化措施，做正式建国的准备。他取消了唐、宋赐给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改变名号，自称“兀卒”（西夏语，“皇帝”意）；又突出民族风习，下秃法令；发展民族文化，创制文字；倡导佛教信仰，大规模翻译经典；模仿中原制度，建立官制；完善首府，升兴州为兴庆府；大力整顿军旅，在境内分设监军司。他还接连对北宋、吐蕃、回鹘用兵，进一步扩大版图。北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筑坛受册，正式立国称帝，国号大夏，并公开上表于宋。西夏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能与宋、辽周旋抗衡的第三大势力，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宋朝开始不承认元昊的地位，不断对西夏用兵，宋、夏双方接连进行了三次大战。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与宋军战于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次年与宋军战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又过一年，宋夏双方战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三战皆以宋军大败、损兵折将而告结束。又隔一年，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三路进攻西夏，大战于贺兰山，西夏赭地清野，择机猛攻，辽军溃败，辽兴宗勉强逃出。此后，军事上的攻防和政治上的谈判交替进行，宋朝疲于奔命，无力征服西夏，西夏也财困民穷，锐气渐消。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西夏向宋称臣，宋朝承认西夏的实际地位，每年赐给西夏银、绢、茶共25万5千两/匹/斤。后元昊在宫廷内乱中被长子行刺身亡，是为景宗，在位11年。

元昊原与大将野利遇乞妻没藏氏私通，皇后野利氏将没藏氏出为尼，号“没藏大师”，居于兴州戒坛寺。元昊死后，没藏氏与元昊的幼子谅祚在襁褓中即位，母后没藏氏垂帘听政，与母舅没藏讹庞共同主政，与宋朝有战有和。谅祚14岁时在朝臣的支持下擒杀企图篡权的没藏讹庞，开始亲政。谅祚在位19年，是为毅宗。他死后儿子秉常也是冲龄即位，年仅7岁，母后梁氏和母舅梁乙埋执掌朝政。秉常16岁亲政，因想与宋媾和，与太后政见相左，被囚禁兴庆府。宋朝乘机起五路大军攻夏，最终因指挥失当而溃败。西夏大安九年（1083）宋、夏在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西北）激战，西夏调集大军围困宋军，宋军主帅徐禧等大将多人战死，损失士卒役丁20万人，致使宋神宗临朝痛悼。秉常也在位19年，是为惠宗。秉常子乾顺孩提即位，时仅3岁，母后梁氏（秉常母梁氏侄女）和母舅梁乙逋（梁乙埋之子）专权，15年后乾顺亲政，与辽结好。元德四年（1122）金灭辽国，西夏改事金朝，并在金朝灭辽攻宋的战争中，乘机夺取了部分土地，扩大了版图。乾顺在位长达54年，是为崇宗。

这一时期三朝的母党专权，使西夏皇族和后族的矛盾高潮迭起，并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多次发生“蕃礼”和“汉礼”的严重斗争。这一阶段西夏经济又有新的发展，宋、夏之间互通有无，贸易往来频繁。每当宋、夏交战之际，宋朝往往以停岁币、罢和市、断榷场相要挟，这也反映出西夏经济发展的不完善。

仁孝是乾顺子，16岁即位。不久境内发生原投诚的契丹人萧合达的叛乱，又因严重饥荒，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外戚任得敬在平定叛乱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渐握朝柄，升为国相，进位楚王、秦晋国王，最后欲分国自立。仁孝在金朝的支持下诛杀了任得敬并剪灭任得敬党羽，度过分国危机。仁孝大力提倡文教，国家实行科举，朝臣修订律令，寺庙校印佛经，文人著书立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达到鼎盛时代。仁孝也在位54年，是为仁宗。

仁孝死后，西夏内忧外患加剧，开始走下坡路，进入西夏晚期。这时蒙古已崛起于漠北，并不断侵掠西夏。在西夏晚期的30多年中，西夏外患不已，烽烟不断，蒙古六次入侵；内乱频仍，皇权不固，先后五易帝位；其中，桓宗纯佑在位12年，襄宗安全在位4年，神宗遵顼在位13年，献宗德旺在位3年，南平王睍在位1年。西夏宝义元年（1227）蒙古大军在攻占了西夏的黑水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沙州、肃州（今甘肃省酒泉）、甘州、灵州等重要城市的基础上，进围中兴府。在国势风雨飘摇之际，末帝睍力屈请降，旋即被杀。这个长时间雄踞西北地区的西夏王朝终告灭亡。[5]
在元朝党项族被称为“唐兀”人，属色目人。唐兀人融入元朝社会，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影响。党项后裔经元、明而逐渐消亡。

二 佛教发展历程

西夏所在的河西、陇右地区，早就居住着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这里是中国佛教信仰很早的地区，自凉、魏经隋、唐，佛教在这一地区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迁到这一地区来的党项族在潜移默化中直接继承了佛教信仰。

佛教在党项族中流行有适宜的土壤。党项族在公元7世纪中期以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经历了长途迁徙，唐末安史之乱的动荡、藩镇割据的战乱，加上本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他们渴望安定的生活，向往美好的未来，他们找不到解脱苦难的出路。佛教关于人生无常、充满痛苦的基本说教和人们的悲观情绪相适应。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论，以及经过信佛行善可以进入“极乐世界”的说教，为饱受煎熬的人民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

西夏统治者率先接受并大力提倡佛教，把“佛”当作精神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使佛教迅速传播和发展。

党项族周围的民族多已信仰佛教，处于汉族、契丹、回鹘、吐蕃几个信仰佛教民族中间的党项族，比较快地接受了佛教的影响。

西夏最早的佛事活动记载是北宋景德四年（1007）。当时党项族首领、夏州节度使、西平王德明的母亲罔氏下葬时，德明要求到宋朝北部佛教中心五台山修供十寺（唐以后五台山有大寺十所），并派致祭使护送供物到五台山。可见当时佛教已成为党项王室的重要信仰了。

德明时期相对稳定的局势为向宋朝求取大藏经的佛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北宋天圣八年（1031）十二月，德明派使臣去宋朝，乞求宋朝赐佛经一藏。宋朝答应了这一请求。[6]
德明之子、景宗元昊在佛教发展方面更有重要建树，他通晓“浮图学”，在继承王位后的第三年，即宋景祐元年（1035）十二月，又向宋求赐佛经一藏。[7]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又向宋朝提出希望派使臣到五台山供佛。[8]元昊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立国称帝的前夕，仍与宋朝保持着佛教的往来。

在元昊立国之初，就注意搜集佛舍利，建佛舍利塔。明《嘉靖宁夏新志》记载了西夏初期为葬舍利而作的《大夏国葬舍利碑铭》。铭文尾题年款“大夏天庆三年八月十日建”，[9]由此知为西夏正式建国（1038）前两个月所立。碣铭记录了为葬舍利而在首府兴建佛塔的盛况。[10]这是目前所知西夏最早的重要佛教碑碣。《碣铭》中提到贡献舍利的有“东土名流，西天达士”，这可能指中原人和印度人。安放舍利时用银椁、金棺、铁匣、石匮，下通地下泉水，上复连云宝塔，可见佛事的铺张、建筑的豪华。这是西夏建塔最早的记载。

将佛经翻译为西夏文是西夏传播、发展佛教最重要的举措。要在不懂得汉语的党项族群众中发展佛教，只有汉文佛经而没有党项族自己民族文字的佛经是难以实行的。西夏文字创造不久，就开始了大规模翻译佛经。翻译西夏文大藏经持续了五十多年，是西夏佛教发展史上最为重大、最有特色的事件，此举为佛教在西夏境内进一步流传、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昊还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扶植佛教。他下令以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礼佛，这就把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又兴建规模宏大的高台寺：“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11]寺庙和其中的佛像都很高大宏伟，显示了西夏佛寺的规模和西夏佛事的铺张。寺内存贮宋朝所赐大藏经，并且请回鹘僧人演绎经文，翻译成西夏文。显然此次建寺和贮藏汉文佛经、翻译西夏文佛经有直接关系。

西夏毅宗谅祚初期，母后没藏氏专权。这个曾经一度出家为尼的皇太后十分好佛。在她执政的第三年，即天祐垂圣元年（1050），开始兴建著名的承天寺，历时近六年于西夏福圣承道三年（1055）建成。据记载：“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12]当时所作的《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描绘了兴建承天寺和埋葬佛顶骨舍利的情景。[13]其中“大崇精舍，中立浮图”反映出西夏初期大力修盖寺庙、佛塔的情景。寺庙修成后，其中也贮藏宋朝所赐大藏经，并延请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本人和小皇帝谅祚有时还来听讲。

没藏氏又于承天寺建成的当年（1055）派遣使臣到宋朝，又得到宋朝一部大藏经。[14]没藏氏死后，毅宗时又先后两次自宋朝得到两部大藏经。与此同时，西夏也向辽朝进贡回鹘僧、金佛、《梵觉经》。当时回鹘一部分地区为西夏所有，回鹘僧人不仅被用来为西夏演经、译经，还被用来作为友好往还的“礼品”送往他国。

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在位前期，都是笃信佛教的母后专权。惠宗之母梁氏是崇宗之母梁氏的姑母，她们都大力推行佛教。惠宗时，第六次向宋朝求赐大藏经。[15]当时作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也已留下了西夏佛教信徒的足迹。莫高窟有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西夏文题记。据榆林窟十六窟题款记载，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阿育王寺僧人惠聪等人曾修弥勒大像。至少在此时已经刻印汉文佛经，黑水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所出汉文刻本佛经中有“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八月壬申朔陆文政施”的题款。[16]
崇宗时期基本完成了西夏文大藏经3500余卷的翻译，成就了西夏佛教发展的一大工程。

天祐民安四年（1093），由皇帝、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重修著名的凉州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立碑赞庆。此碑即第一批国家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的最重要的佛教石刻。[17]此碑碑文两面，一面西夏文，28行；一面汉文，26行。两种文字内容大体相同。汉文部分开始叙述阿育王建立八万四千宝塔中，凉州塔即其中之一，中间几经兴废。夏国建立后，此塔祥瑞感应故事很多，崇宗继位后，西夏对佛教十分重视，会集工匠，修饰佛塔，使之焕然一新，赞扬了皇帝、皇太后“发菩提心，大作佛事”的善举，同时还记载了西夏在境内大力修葺寺庙，使佛刹林立的情况：“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18]
崇宗时期另一项大规模修建寺庙的活动是在甘州建筑卧佛寺。据明宣宗《敕赐宝觉寺碑记》所载：西夏乾顺时，有沙门族姓嵬咩（嵬名），法名思能，号为国师。他掘得古涅槃佛像后，于崇宗永安元年（1098）修建卧佛寺。[19]又据《西夏书事》记载：乾顺自母亲梁氏死后，常供佛为母祈福。甘州僧人法净声称，自己于张掖县西南首浚山下夜望有光，掘得古佛三身，皆卧像，献于乾顺。乾顺遂于贞观三年（1103）在甘州建宏仁寿，即后来的卧佛寺。[20]显然，两种说法在时间、人物、情节上都有差异，但两说都认为甘州卧佛寺是在乾顺时期兴建的。这一寺庙规模宏大，寺内的卧佛身躯伟岸，为河西所仅见。

西夏仁宗一朝五十多年中，佛教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其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突出的佛事活动有两项，一是西夏文佛经的校勘；二是刻经和施经。西夏的刻印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当时政府设刻字司，专主刻印，这为佛经的大量刻印和广泛流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所见文献看，仁孝一朝多次印施佛经，每次所印佛经很多。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后的一篇汉文发愿文中记载了乾祐二十年（1189）九月，在大度民寺作一大法会，散施西夏文、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十万卷，汉文《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五万卷，作各种法事，长达十昼夜。会上散发二十万卷佛经，充分反映了仁孝时期佛教的兴盛。桓宗时期，罗太后发愿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黑水城出土的《佛说长阿含经》和《佛说宝雨经》卷首各有一方木刻押捺题款记载这一活动。[21]
西夏晚期的佛教虽受到朝代频繁更迭和战乱破坏的影响，但西夏皇室在艰难喘息之间，还要顾及佛事，甚至妄想祈求佛的保佑以挽救必败的颓局。光定四年（1214），神宗遵项在内外交困、国力衰微之际，组织缮写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保存在西安市的一部分残页虽已历时七百余年，却仍然色泽鲜艳。

西夏后期佛教曾进一步传播，至晚期受战乱影响，有衰落的趋势。

三 佛经翻译和校勘

西夏佛教发展最富影响的莫过于用西夏文翻译汉文佛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始于景宗元昊时期。当时西夏已向宋朝求到两部汉文大藏经，为西夏译经准备了汉文底本。在开始译经的前两年，西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就使翻译佛经成为可能。

元昊称帝当年，已开始把汉文佛经译成西夏文。当时的译经主持人是国师白法信。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记有：“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戍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至天祐民安元年（1090），用53年时间，共译经362帙，812部，3579卷。[22]“风帝”即指元昊，“戍寅年”为元昊称帝的1038年。主持译经的是国师白法信、白智光等。“令依蕃译”即下令按照蕃文（西夏文）翻译。此时，宋朝刻印完毕的大藏经只有《开宝藏》一种，其他几种私刻大藏经均未印成。由此可知，西夏把佛经译为西夏文的底本当是《开宝藏》无疑。

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幅珍贵的西夏译经图，描绘了西夏惠宗时期译经的真实情况。上部正中的高僧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跏趺而坐，正在讲解经文。旁列十六人为“助译者”，其中八僧人分别有党项人或汉族人名题款，后排世俗官员八人。图中绘西夏惠宗秉常和母梁氏皇太后亲临译场的坐像，展示了西夏时期译经的生动情景。[23]
此后虽然有所增译，但大都属于零星补充性的工作。

目前已发现西夏文佛经约四百种。现在所说的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时期被称作“蕃大藏经”。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土西夏文佛经在数千卷以上，它们被收藏于国内外各有关部门。

仁宗时期采取了佛、儒并重的政策，推动佛教进一步发展，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佛经校勘。《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在叙述了西夏译经的情况后，接着提到了西夏校经的史实：“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护城皇帝即仁宗。“南经”当指西夏之前的宋本，即《开宝藏》。西夏以北的辽、金先后刻印了汉文大藏经，一为《契丹藏》，一为《赵城藏》，此时均先后完工，所以“北经”应是辽、金的《契丹藏》或《赵城藏》。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中，在卷首明确记载进行过校勘的，绝大多数是仁宗时所校。

西夏境内西夏文、藏文、汉文、回鹘文四种文字的佛经同时流传。西夏的汉文佛经，流存于现在的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以及译自藏传佛教的佛经多种。此外，传世的还有西夏僧人纂集的《密咒圆因往生集》。又有西夏三藏金总持译的《法大乘义决定经》三卷，证明元朝仍有西夏汉译本流传。

西夏时期还有的藏文佛教经典流传。[24]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藏文写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藏文写本《法法性论辩》、《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25]藏文的刻本也陆续有所发现，其中有梵夹装《般若经》封面残页，有蝴蝶装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等经。[26]这样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西夏黑水城还出土有一种特殊的手写本西夏文佛经，其中每一个西夏字都用藏文为之注音。这种佛经仅发现有数纸，为俄国科兹洛夫和英人斯坦因自黑水城遗址掘获。[27]这种注音形式便于懂藏文的人学习、诵读西夏文佛经，表明了西夏党项文化和藏族文化的互动。

西夏文佛经中个别的还可能直接译自梵文或以梵文本校勘。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石刻佛经中，有一种西夏时期翻译、明朝镌刻的藏汉合璧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首列题款二十二行，其中有“梵译”者、“亲执梵本正义”者，此经的翻译底本可能参照梵文原本，或参照梵文本对勘。[28]
在黑水城和敦煌出土的文献中都有少量的回鹘文佛经，其中多未记明时间。但从当时回鹘在西夏社会的具体状况和文献发现地点分析，其中可能有西夏时期的回鹘文佛经。在敦煌石窟北区发现的一千余枚回鹘文木活字，也应是西夏时期用来印刷回鹘文佛经的实物。[29]
四 西夏佛教特点

党项族与辽、金王朝主体民族契丹族、女真族一样，在初始阶段皆以本民族比较原始的方法治理所辖地区，当这些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统治了中原部分地区后，便顺其自然地逐渐接受中原王朝治理国家的理念和方法，形成了以儒治国的制度和方法。儒学引领着社会思潮，形成政府的统治思想和民间行事主流意识，左右着政府，渗透于法律。舶来的佛教历经千年的流布、嬗变和发展，也深深植根于中土，势力宏大。本土形成的道教凭借其深厚的基础，在与佛教摩擦、吸收过程中扩展着范围和影响。民间对自然、神祇的信仰以其古朴形态，展示民族、地域特色。综观10—13世纪中国境内的宗教信仰分布，大体上是东部佛、道并存，佛、道势力旗鼓相当，西部回鹘、吐蕃、大理以佛教为主，伊斯兰教渐从回鹘西部进入。中部西夏地区虽也兼容佛、道，但佛教强势，道教弱势，是中国宗教的过渡地带。

西夏佛教与其同时的几个王朝相比有其特点，有很多新的创举，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用本民族文字翻译大藏经

由梵文译为汉文大藏经用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西夏自立国伊始便开始组织用西夏文翻译佛经，仅用了53年就译完汉文大藏经的主要经典，称为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速度堪称中国翻译史上惊人的创举。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西夏译经图”是中国唯一的真实反映译经场面的图画。

辽、金发展佛教，皆在北宋首次雕印汉文大藏经的基础和影响下，刻印汉文大藏经。尽管他们都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契丹文和女真文，但皆未用民族文字翻译汉文大藏经。契丹人和女真人如果不懂得汉语，就无法听到读诵佛经的声音，当然也看不懂佛经。与辽、金王朝相比，西夏在主体民族传播佛教方面有开创性、突破性进展。

由于西夏文佛经的民族性特点，此后当契丹人、党项人和女真人都走上消亡道路时，党项后裔至明代还凭借民族文字西夏文佛经经卷和经幢的使用，证明其民族还在延续。[30]如果没有西夏文佛经的流传，党项族后裔的传承可能止步于元朝末年。明代党项后裔借助西夏文佛经，不经意间将本民族延长了一个半世纪。

（二）率先在非藏族地区发展藏传佛教

西夏中后期又接受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东传过程中，西夏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西夏佛教又一显著特点。在西夏地区发展藏传佛教首创藏传佛教在非藏族地区传播，酝酿成熟了在非藏族地区传播的体制和经验，为此后藏传佛教向中原腹心地区东传打下了基础。

蒙古统治者占领西夏后，宗王阔端受封于西夏故地，坐镇凉州，经营吐蕃。他召请吐蕃最有影响的萨迦寺主萨迦班智达及侄子八思巴等来凉州，议定吐蕃归附蒙古大事。会谈地点凉州是藏传佛教信仰影响很大的西夏故地，阔端在这里不难了解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西夏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的情况。会谈中阔端表现得对藏传佛教十分尊重，为这一重要会谈增添了和谐的文化、宗教色彩。会谈的成功确立了蒙古对吐蕃的统治，也确认了藏传佛教的地位，使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向汉地和其他地区传播。

（三）创立帝师制度

大量西夏封设帝师资料的发现改变了中国帝师制度始自元世祖忽必烈成说，目前已知的五位西夏帝师应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帝师，这改写了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一页。

西夏的帝师制度对元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夏确立了帝师在宗教上的崇高地位，给予帝师正式封号，并在藏传佛教信仰的高僧和吐蕃僧人中遴选帝师，这些关于封设帝师的原则和措施都为元代的帝师制度所继承、发展和完善。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后元朝皇帝即位之初，例从藏族僧人受戒，并设帝师。

中国佛教的帝师制度从西夏至元代延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

（四）兴建北五台山清凉寺并大力续修石窟

西夏时期修建寺庙很多，其中仿中原地区的五台山寺在西夏修建自己的五台山寺最具特色，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树一帜。西夏初期即对宋朝的五台山情有独钟。西夏建国后，与宋交恶，既不能去五台山，就按照山西五台山寺形制建起西夏的北五台山寺，寺庙群中也建有清凉寺。寺内高僧云集，传道译经，成为西夏佛教的中心之一。

西夏建国前就占领了沙州、瓜州。两州境内的莫高窟和榆林窟自唐朝达到艺术高峰后，因唐末、五代的战乱而开始走下坡路。西夏占领这一地区后，隆盛佛教，修葺洞窟，使两窟群再次呈现新的辉煌。

莫高窟在西夏有特殊的地位，窟内西夏题记中的“圣宫”、“朝廷圣宫”，即是对莫高窟的称誉。[31]修建或重修洞窟需要大量财力、人力，西夏王朝经济力量有限，大型佛事活动应以皇室或地方政府为主，大规模修建敦煌莫高窟洞窟也应是西夏皇室所为。

除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外，河西走廊还有多处石窟都有西夏洞窟。西夏掩有河西走廊，占据石窟寺地理优势，使石窟艺术再现辉煌，取得辽、金所不及的成就。

（五）有多种皇室发愿文和序

佛教传入中土后，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为推行佛教，唐、宋时期的皇帝亲自撰写圣教序，为刻印佛经撰写序言或发愿文。西夏统治者继承中原王朝的衣钵，不断印刷、施放佛经，其中一部分佛经由皇室刻印，并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撰写发愿文或序言。

目前所能见到的以西夏皇帝、皇太后名义撰写的施经发愿文、佛经序等至少有17件。如崇宗刻印《圣大乘无量寿经》御制序，仁宗时印施番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御制发愿文、印施番汉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及《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后序愿文、印施《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发愿文、刻印《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发愿文、刻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印施《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皇后罗氏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题记、印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桓宗皇太后罗氏印施《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发愿文、印施《佛说转女身经》发愿文、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木刻押捺题款，襄宗散施《金刚经》、《般若经》的发愿文[32]，神宗时泥金字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御制发愿文。此外还有御制《大白高国新译三藏圣教序》（残）、《慈悲道场忏罪法》序等。[33]
一个朝代有这样多的御制佛经发愿文和序言，在中国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发愿文和序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其中不仅记录了西夏对佛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真实地记载了很多西夏重要佛事活动，有重要学术价值。

西夏皇室佛经序言和发愿文多集中在仁宗、桓宗两朝，反映出这段时间西夏王朝推动佛教的力度加大，特别是仁宗和罗太后在西夏后期佛教发展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也反映出西夏时期印刷业，特别是佛教经典印刷有非同以往的进展。

（六）法事活动规模宏大

西夏的法事活动也呈现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西夏中期以后，法事活动在佛教信仰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崇宗时重修凉州护国寺和佛塔，天祐民安五年（1094）竣工时大兴庆祝，“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起法筵，普利群品”，做饭僧、度僧、赐金、赐衣、赐钱和官作诸般活动。[34]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皇太后周忌之辰”，大兴法事，印造并散施佛经番汉两万卷，请国师等做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作法华会、大乘忏悔等法事。乾祐十五年（1184）为仁宗“本命之年”，命国师等烧施结坛、摄瓶诵咒、施食、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等诸法事，印施佛经、彩绘十余万。乾祐二十年（1189）仁宗66岁，请三位国师在大度民寺作广大法会，印施佛经凡二十万卷，做诸般法事，凡七昼夜。乾祐二十四年（1193）仁宗去世，聚会文武臣僚、僧众等三千余员，做烧施道场供养等，七日七夜，读诵番、汉、西番三藏经各一遍，印施番、汉经两千余卷。桓宗天庆元年（1194）皇太后罗氏于仁宗“周忌之辰”，印施佛经番一万部，汉两万部，请国师等作广大法会七日七夜，请法师等作水陆不拒清净大斋法事三日三夜。天庆二年（1195）罗太后于仁宗“二周之忌辰”印施番、汉文共三万余卷，并彩绘功德三万余帧。天庆三年（1196）仁宗去世后三年，皇太后罗氏又许愿于三年之中，作大法会烧结坛等三千余次，大会斋十八次，开读经文六百多藏、五百五十多万部，度僧三千员，散斋僧三万多员，散施八塔成道像等七万多帧，佛经共九万余部。襄宗应天四年（1209）作广大法事，烧施道场等作一千七百余遍，读诵经一百八藏、二万于部，剃度僧人三百余员，令国师等众僧六万七千余员作斋会，散施佛经五万卷。[35]除皇室外，有能力作大法会、印施佛经的，还有高官显宦。如西夏中书相贺宗寿亡故后，其子刻印《佛说父母恩重经》并作一系列法事活动，请禅师僧众等七千余员，修设水陆道场三昼夜，作无遮大会一遍。

西夏的佛教法事活动后期较多，规模很大，反映出西夏后期佛事的铺张和奢侈。

总之，佛教是宗教信仰的主流，由于皇室大力提倡，很多活动具有浓重的皇室或官方色彩。但西夏佛教不具有全民性，更不是“国教”。西夏的佛教和儒学各有其职，但又能在皇室的操控下相互协调，相互补充。西夏时期中国境内有多种政权，但文化相互影响，显现一体化坡度趋势：佛教信仰由东至西渐强，道教由东至西渐弱；儒学则与佛教成相反布局，由东至西渐弱。处于几个政权中间的西夏，在儒学和佛教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36]
第二节 佛教政策和管理机构

西夏佛教政策与西夏佛教制度有极密切的关系。为了加强统治，西夏王朝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使之成为西夏社会思想的两大精神支柱。

西夏佛教发展的一个特点是皇室的直接参与。不少重要佛事活动以皇帝、皇太后的名义实施。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皇帝、皇太后御制的或大臣敕撰写的碑铭、发愿文、佛经序等有很多。此外，西夏皇帝还仿唐宗、宋帝，御制西夏文《新译三藏圣教序》。[37]由于西夏朝廷的倡导，在西夏境内形成了上下崇佛、寺庙林立、僧人众多、信徒广布的局面。不难想见西夏王朝有意识地大力推行佛教的总政策。

一 佛教政策

西夏政府为发展佛教，在很多方面对佛教实行加意保护和优容照顾的政策。这在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中有明确的规定。如：“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庙等不准盗损灭毁。若违律时，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三年。”[38]西夏政府以法律手段保护佛教、道教和儒学，其刑罚之严，由此可见。其中把保护佛像置于首位。此条中又规定：“若非损坏，盗而供养者，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盗窃佛像后持归礼拜供养者，则法律上网开一面，对其处罚大大减轻。西夏统治者为了贯彻推行佛教这一总政策，在法律上把为了供养佛像而行盗窃的罪行淡化了。

西夏僧人在法律上还享有特权。有些僧人犯罪时有减免之法。在《天盛律令》中有以下规定：“诸有官人及其人之子、兄弟，另僧人、道士中赐穿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39]
西夏对寺庙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照顾，寺院领有土地，并不纳税。[40]从黑水城文书中看到寺庙以大批粮食放高利贷、出租土地的情况，可知当时寺庙经济的特点和影响。[41]
西夏政府为制止贵族在丧葬方面的铺张行为，对使用僧、道的活动也有严格的规定，《天盛律令》规定：“诸男女有高位等，死亡七七食毕，官方应为利益时，所赐僧人、道士数依谕文所出实行，此外，不许自求僧人、道士。倘若违律而求之，报、取状者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僧人、道士勿获罪。”[42]
《唐律》和《宋刑统》关于宗教的条款很少，属于保护道教、佛教的只有一条。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大大增加了宗教信仰内容。《天盛律令》卷三有“盗毁佛神地墓门”，特别是于卷十一专辟“为僧道修寺庙门”，含二十三条，约三千字的篇幅。此外卷一、十、十四也还有关于僧道的条款。西夏法典中有关宗教内容大幅度增加，明显反映出佛教、道教在西夏社会受关注程度的提升。

二 佛教管理机构

西夏佛教对世俗社会极力适应，与世俗政权紧密配合，而西夏政府对佛教及其上层也给以很高的地位，并请他们直接参与佛教的管理，这是西夏佛教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西夏对佛教的管理，可分为两个层次。

（一）中央级僧署

在《天盛律令》显示的西夏政府机构中，次等司中有两个管理佛教事物的机构，即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法典有时又将二功德司记为在家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而管理道教的机构仅有一个，即道教功德司。[43]在西夏汉文《杂字》司分部十八中有各种司职，其中也有“功德”、“道德”。[44]这里的“功德”当为佛教两功德司的简称。西夏设功德司统管佛教，是继承了唐代衣钵；而功德司又分为两种，则是西夏的新创。

唐、宋佛教管理机构级别都不太高，而西夏管理宗教的政府机构功德司的地位很高。《天盛律令》规定，西夏政府中第一等为上等司，有中书、枢密，第二等为次等司，包括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等17个司，其中管理佛教和道教的有三个功德司。可见其地位比唐、宋时期明显提高。

《天盛律令》中规定佛教两种功德司各设六位国师、两位合管。西夏国师在功德司中都任正职。这样两功德司同时可以有十二位正职。两功德司由政府颁发司印，为铜上镀银十五两。[45]近些年来，在西夏资料中发现任功德司职务的人不少。

《天盛律令》中多是佛、道并提，似乎地位平等，但在西夏管理佛教的官员为管理道教官员的六倍。可以推想，西夏的佛教势力远大于道教，佛教事务远多于道教。

在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一译自藏文的西夏写本《胜慧到彼岸要论教学现前解庄严之注》，在经末的译者、校者题款中有：“出家功德司正、禅师、沙门彭智满证义，出家功德司正、副使、沙门尼则法净文，出家功德司承旨、沙门景智有与吐番本校。”[46]他们的职务出家功德司正、副使、承旨都与《天盛律令》所载相合。《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竭》题款五人中有三人涉及功德司职务。[47]
现已发现西夏担任功德司内职务的人中，尚未见有俗人，可能功德司的正、副、承旨等职务概由僧人担任。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政府设置管理机构时，系由世俗人任职；僧人出任的僧官，只管理僧人内部的佛事活动。随着政府对佛教关心和干预的增多、佛教对政府的服务和依赖的加强，一些被政府信任和赏识的僧人上层便进入了政府机构，参加全国的佛教事务的管理。西夏正是这种情况，西夏僧人中的上层，与官府过从甚密，不少人居官任职，有的已经成为西夏统治阶级中的要员。

（二）地方和寺院僧职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本《杂字》中，有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官位名称。尽管未明确其具体为哪一级僧职，但它们应不是中央级僧官，而是地方或寺院中的僧职。又乾祐十五年（1184）刻印的《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御制发愿文中有：“朕适逢本命之年，特发利生之愿。恳命国师、法师、禅师暨副、判、提点、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遂乃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48]所记副、判、提点、承旨都应是功德司内的职务，而文中的僧录、座主当是地方和寺庙的僧职。

西夏寺庙中的僧职还可以从《天盛律令》中寻找到一些线索。其中有一条规定做在家僧人的程序时，提到“所属寺僧正、检校等当转”，“所属寺僧监、副、判、寺检校、行童首领、知信等”。[49]由此可以确知西夏寺庙中设有寺僧正、副、判、检校、行童首领、知信等职。

西夏寺院中的僧职，还能从西夏的佛教碑刻和佛经款识中得到印证。西夏凉州感通塔碑西夏文、汉文碑铭中都记录了参与重修塔寺的有关人员，汉文中有寺庙提举、僧正、僧副等。[50]提举当是总管、主管之职，只有特殊的大寺院才能设。《天盛律令》有严格规定：“国境内有寺院中圣容一种者，当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此外不许寺中多遣提举。”[51]
西夏寺庙僧职中有“座主”，西夏文记为寺庙“小监”。佛教中的座主意为大众一座之主，统理一山一寺者，与上座、首座同义。在西夏文一些佛经题款中也多次出现座主[52]，而座主都与译传佛经有关，或许西夏座主多为有佛学造诣的僧人。

第三节 僧众管理与寺庙

一 僧众管理

作为一个佛教盛行的王朝，西夏僧人数量很多。其中部分上层有封号，有官位，有赐衣。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其僧人的民族成分也是多民族的。西夏政府对僧人有严格管理，实行度牒制度。

（一）封号

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封号制度。唐代有大师、国师封号；宋朝废行国师的封授，但盛行大师、禅师的封赐。西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封号制度，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封号体系。

《天盛律令》有：“皇帝之师监承处：上师、国师、德师。皇太子之师：仁师。诸王之师：忠师。”[53]这些师号中的主要名号，如上师、国师、德师等皆是授予高僧的名号。

西夏佛教封号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师号是“帝师”。西夏汉文《杂字》官位第十七中列有帝师、法师、禅师，确证了西夏帝师的存在。[54]目前从新的文献资料中发现的西夏帝师已经有五位。

一位是仁宗时期的贤觉帝师，名为波罗显胜。在汉藏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汉文题款为“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赐卧勒沙门波罗显胜”。不难看出他在西夏的宗教地位极高，官位也很高。所赐官位“卧勒”是皇帝以下的最高封号，相当于大国王的地位。[55]贤觉帝师名波罗显胜，不会是汉人。其传著要经过别的高僧译成西夏文，可见他也不是党项人。因此贤觉帝师应是西夏的吐蕃族高僧。

另一位帝师法名慧宣，他撰著的佛经也不少，有其题名的如《风身上入顺》中有五种要论，每一种要论的名称后都有“中国…帝师沙门慧宣”的题名。[56]根据多种西夏文文献证明，凡名字前带有“中国”二字的僧人，皆为藏族僧人。

还有一位帝师为大乘玄密帝师。由清宫流传出来的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内有一些文献是西夏时译传的。其中第六篇《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题款为“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中国大乘玄密帝师传，西番中国法师禅巴集”。[57]大乘玄密帝师是西夏的帝师。在俄藏文献中虽未见大乘玄密帝师的题名，但有大乘玄密国师的记载。西夏文、汉文两种乾祐二十年（1189）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记载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高僧有大乘玄密国师。他后来升号帝师。

在夏末元初僧人一行编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中关于华严宗系谱中特别提及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其中有真国妙觉寂照帝师、真圆真证帝师。[58]这两位帝师中寂照曾为国师，他们在西夏华严宗中有先后的传承关系。

这五位帝师证明西夏的帝师之设已经制度化。西夏首封藏族高僧为帝师，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

《天盛律令》未记载帝师，所记最高师号为上师。帝师可能于西夏天盛年间后由上师转化而来。西藏噶举派第三代祖师都松钦巴是派遣弟子藏索格西到西夏，被西夏主奉为上师。[59]俄藏黑水城文献记有上师。[60]又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永济尚师，河西人，通五学，为西夏释氏之宗，称为祖师。”[61]“尚师”也即上师。

西夏的“国师”不仅是西夏皇帝之师名号，还是西夏管理佛教的机构两种功德司正的正职。在遗存的文献记载中发现国师不少。目前共辑录到二十八位西夏国师，三十种封号。中原地区早有国师，但西夏国师之多，在历朝国师封号中十分突出。从已知国师的传法、译经活动中可以了解到他们或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务，或传译佛经，或主持法事，在佛教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西夏社会中也有重要影响。榆林窟真义国师鲜卑智海像、黑水城出土鲜卑国师说法图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国师像。

西夏还有“德师”、“大德”、“大师”、“法师”、“禅师”的称号。其中法师的地位低于国师。往往在佛教文献同一题款中，国师任功德司正，而法师任功德司副。另法师可进封为国师。

（二）官位

宋初，在官制上采取了官号与职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套官制，设官位以定爵寄禄，置职事官以掌实职。西夏吸收了这种职官制度，并有新的发展。先是区分“有官”和“庶人”。“有官”依品级高低分为若干等级，每等各有官位名号，相当于爵位，有的名号前冠以“赐”字。此外，职事官系由政府任命的各机构中的职务。西夏有较高官职人员往往不只有一种官衔，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而其中以最后一种为实授。[62]
西夏的僧官也和俗官一样，地位显赫者也被赐官位，成为“有官”人，得到这种官位者地位都很高。如帝师波罗显胜有“卧勒”官位，系西夏官位中上品封号，于臣宰封号中为最高。另一些高僧的官位多为下品或末品。如主持重校《音同》的嵬名德照有“正净”官号，属官位中下品第一列，地位也很高。西夏五明显密国师、功德司正拶也阿难捺被赐予“乃将”官号，属官位中下品第九列，地位也相当高。西夏僧官只有品级较高的人才有官位号。

僧官担任的职务除前述佛教管理方面的功德司正、副、提点、承旨、提举、僧正、僧副、座主等以外，有的还冠有管理世俗事务的政府机构的职衔。如前述主持重校《音同》的嵬名德照有中书、知枢密院事的职衔。藏于德国的西夏文刻本《妙法莲华经》序作者旺普信有枢密西摄、典礼司正的职衔。凉州感通塔碑所记庆寺都大勾当卧屈皆就有皇城司正、典礼司、统军司正的职称。显然这些职称都属职事官之列，只是一种品级待遇，不是实授，而是虚衔。

西夏僧官有其实际负责的职务，这种职务类似中原王朝的“差遣”，它是对某一僧官所管具体事务的任命，有的是正式的经常性职务。如凉州感通塔碑所记药乜永诠的常任职务是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而他的临时性职务是为修感通塔而设置的庆寺监大勾当。

（三）赐衣

西夏对僧人有赐衣制度。在中国佛教史上早有赐紫、赐绯制度，即对那些有学问、有德行的高僧，由政府赐给红袈裟、紫袈裟以示荣崇。西夏赐衣范围很宽，前述《天盛律令》中规定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者可以减罪。其中提及“若革职位等后，赐黄、黑徒五年，赐绯、紫及与赐绯、紫职位相等徒六年者当除僧人、道士”[63]。其中赐黄、黑者减罪多，赐绯、紫者减罪少，可见赐黄、赐黑者地位高于赐绯、赐紫者。

在西夏佛教文献题款中赐绯僧比较多见，前引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所记赐绯僧有：庆寺都大勾当卧屈皆、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药乜永诠、修塔寺小监令介成庞、护国寺感通塔番汉四众提举王那征遇、修寺诸匠人监酒智清、修寺诸匠人监石碑白智宣。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也有赐绯僧的记载。如西夏文刻本《维摩诘所说经》经末题款中有“赐绯移合讹平瑞吉”，又如《十王经》和《阎魔成佛受记经》题款中记翻译者赐绯沙门法海等。还有写《大乘圣无量寿经》的赐绯僧人柔智净，书写刻本《慈悲道场忏法》印面的赐绯僧人裴慧净，为《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书写印面的赐绯和尚刘德智。[64]
赐紫僧人仅见一例。在榆林窟第15、16窟有长篇汉文题记，为“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窟记”。题款末有“……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65]。撰写时间应为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可见西夏早期已有赐衣制度。

由于西夏地处西偏，特别是语言、文字阻隔，中原王朝对西夏佛教及其高僧知之甚少。西夏著名僧人虽然很多，如已知西夏有多位帝师、二十余位国师，但在中原人编著的《高僧传》中西夏僧人寥寥无几。个别入传的西夏僧人主要是与中原佛教有来往的高僧。如《高僧传》中的西夏僧释吉祥，一说本天竺人，曾游方至西夏，居住很长时间，后至宋朝东京，献梵书，并译经。[66]
（四）数量和民族

西夏僧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特权，在经济上有特殊照顾，出家成为僧人除有宗教信仰的依托外，还有种种实惠。这就使不少人愿意踏入空门，成为僧人，致使西夏僧人数量庞大。关于西夏僧人的数量，尚无系统的材料可资统计，只能从传世的西夏佛教文献中做一些分析。

西夏桓宗天庆二年（1195）皇太后罗氏于仁宗去世二周年之际，作了多种佛事活动，在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发愿文中对这些活动有记载：“谨于大祥之辰，所作福善……暨三年之中通兴种种利益，俱列于后……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散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67]这里所记度西番（藏）、番（党项）、汉三族僧人共三千员，应是三年内西夏度僧的总数。在西夏这样一个国家中每年新增加一千僧人，是很可观的；又三年散斋僧三万余人，平均每年一万多人，也可见西夏僧人数量众多。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刻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发愿文记述，仁宗死后“三七日”西正经略使贺宗寿在护国塔下作佛事，“延请禅师、提举、副使、判使、住家、出家诸大众等三千余员”。[68]西经略司应在西凉府，为西夏辅郡，那里作法事活动可集中延请三千僧人，规模可谓宏大，可见当地僧人众多。

贺宗寿亡故后，其子印《佛说父母恩重经》，请僧众七千余员作法事活动。[69]因死者的地位很高，延请大量僧人作法事是可以理解的，但以七千多人作法事，规模盛大，令人侧目。

更有甚者，襄宗应天四年（1209）作广大法事，令众僧等67193员作斋会。[70]可见西夏僧人数量是多得惊人的。

西夏是多民族的王朝，其僧人也是多民族的。包括主体民族党项族、汉族、藏族、回鹘以及印度（天竺）僧人。其中党项族僧人和汉族僧人人数最多。党项族僧人如功德司正国师觉善嵬名德源、番三学院百法博士骨勒善源、法师沙门鲜卑宝源、写经者嵬移师、出家僧人酩布慧明、僧人令合名印茂等。带有汉姓的僧人如功德司副沙门周慧海、写经执笔僧人刘法雨、写经者赐绯僧人裴慧净、书者僧人刘宝美、校者僧人刘善智等。很多僧人只留下法号，无姓氏，难知其民族。也有时在法号后注明姓氏，如有的佛经题款记“功德司正副使三学院提点沙门慧照 李番译”，提示僧人慧照俗姓李。[71]
回鹘僧人在西夏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西夏前期译经的主力。白法信、白智光两位著名僧人，他们是汉文文献中反复提到的“回鹘僧”的代表人物。汉朝班超通西域后，龟兹国王为白姓，后世从龟兹来到内地的传法僧人遂多以白（帛）为姓。回鹘兴起后，其地为回鹘所有，因此，唐、五代以后，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僧人为“回鹘僧”是完全可能的。白法信和白智光分别是西夏元昊和秉常时代译经的主持人，而汉文文献记载西夏建高台寺、承天寺时，演绎经文、译为蕃字的正是回鹘僧人。[72]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影响颇深，因此，在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一度较多。汉文文献记载西夏乾祐九年（1178）派大将蒲鲁合野攻金朝麟州（今陕西省绥德西北），邛都部酋禄东贺作西夏内应，相约日期者即为蕃僧谛剌。这次战争因藏族僧人的穿针引线，遂使金兵首尾受敌，致遭惨败。[73]后又有蕃僧减波把波带着蜡丸书，为西夏和南宋进行秘密联络。[74]可见藏族僧人在西夏政治、军事活动中也受到信任。

西夏文献中记载了不少藏族僧人，其中有地位崇高的帝师、上师、国师、法师，有传译佛经的高僧。在西夏文佛经题款中记载这些藏族僧人时，往往在他们的法号前冠有“中国”字样，有的在“中国”前还有“羌”（音孛）或“西羌”字样，使其族属更加明确。如集《菩提勇识所学道及果与一顺显释宝炬》的羌中国内三藏知解宝狮子、集撰著《金刚王默有母随智烧施为顺要论》等多种要论的羌中国耶凉讹师、传著《金刚王默有母之念定为顺》的德王中国上师也晾新拔、集《吉有令净恶趣本续之干》羌中国大默有者幢名称师，以及参与集传佛经的西羌中国大孔雀寺三藏巧智行善菩提等。有的法号前没有“中国”字样，但有“羌国”的字样。如传著《最乐净土求生颂》的是讲经律论羌国大法师沙门龙幢。以上这些僧人的撰著都被译成西夏文，分别以写本或刻本传行。[75]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活字版《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羌译者为“中国大宝胜路赞讹库巴啦拶”。[76]在西夏文献中有“中国”头衔的藏族僧人是否都来过西夏应具体分析。凡有西夏官职、住西夏寺庙的都可以确定是在西夏的藏族僧人；而有的则只是藏族僧人的著作被译成西夏文，其本人未必来到西夏。

11世纪末以后，伊斯兰教在印度强力推行，对原来的佛教造成重大威胁。不少印度僧人为躲避灾难，并弘扬佛法，到西藏传法。同时一些印度僧人也到佛教兴盛的西夏传法，有的人在西夏有很高的宗教地位，同时也有了相当高的官位。

（五）度僧与度牒

僧尼太滥，不仅会加重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对佛教的传行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中国自唐代就禁止私自出家而兴试经度僧制度。西夏政府也采取措施控制僧人数量，以免引起社会劳动力过度丧失，社会负担过重。

西夏沿袭了前朝成例，实行试经度僧，并且要求更加严格，规定更为具体。西夏度僧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家僧人，一种是出家僧人。《天盛律令》规定：“番、汉、羌（藏）行童中有能晓颂经全部，则量其业行，中书大人、承旨当造一二□（人），令如下诵经颂十一种，使依法诵之。量其行业，能诵之无障碍，则可奏为出家僧人。”又规定：“僧人、道士所属行童中，能诵《莲华经》、《仁王护国》等二部及种种敬礼法，梵音清和，则所属寺僧监、副判、寺检校、行童首领、知信等，令寻担保只关者。推寻于册，实是行童根，则量其行，前各业晓，则当奏而为住家僧人。此外，居士及余类种种，虽知其有前述业行，亦不许为僧人。”[77]看来度出家僧人比在家僧人更为严格。顾名思义，在家僧人是要住在家中的，这种僧人可能在有没有度牒、有没有徭赋方面与出家僧人有区别。

西夏对度僧既有严格规定，对那种不应为僧人而随意剃度为僧人者也有严格的处罚，本门中又规定：“若违律时，使为僧人者及为僧人者等之造意当绞杀，从犯徒十二年。”[78]可见西夏是不允许非法剃度僧人的，对违犯者要处以重刑。

西夏和中原地区一样，为了加强对度僧的管理，实行度牒制度，由政府发给合法僧尼身份凭证。此外，西夏还实行将僧尼登记于册的簿籍制度。[79]西夏也采取以僧隶寺、以寺隶官的办法。牒和簿籍是西夏管理、控制僧人的重要手段。持牒者有经济方面的利益，至少可免除徭役赋税。度牒已成为有价值的证券。因此，西夏规定度牒不能私相授受，人死后也不准由至亲承袭。西夏政府对于假冒僧人状、私自为僧人者，有严厉、具体的处罚，规定：“有僧人、道士之实才以外诸人，不许私自为僧人、道士。倘若违律为僧人、道士貌，则年十五以下罪勿治，不许举报，自十五以上诸人当报。所报罪行依以下所定判断。”[80]
西夏规定寺庙度僧人时，首先要考虑有多少钱。收到常住钱多即可多度僧人，收到钱少只能少度僧人。《天盛律令》规定舍“三千缗以上者一律当得五僧人”，也就是说，舍钱再多一次度僧也不能超过五名。除修寺庙可按规定度僧外，有高位者去世时，为祭奠、超度其亡魂，也可度僧。前述皇太后罗氏发愿三年之中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平均每年度僧一千人，似为皇家特例。从已经发现的包括黑水城在内的一些西夏城遗址看，当时西夏城内寺庙很多，占地面积宽大，由此亦可推知其僧人数量众多。

二 寺庙概况

寺庙是佛教活动的中心，所以历来提倡佛教的统治者无不重视寺庙的建设。西夏大力发展佛教，除利用原来的佛教建筑设施外，又重修建了很多寺庙以及佛塔，使西夏地区塔寺林立，以致后世有诗人发出“云锁空山夏寺多”的感慨。[81]
前面已介绍了西夏部分寺庙的建设缘起和盛况，其实西夏的寺庙数量很多，远不止上述所列。但至今尚未在历史文献中发现对西夏寺庙的系统记载。现只能通过零散的资料汇集以及对西夏遗址的考察，来寻找西夏境内寺庙的踪迹，并对其规模、数量、分布以及内部结构等有大略的了解。在这些寺庙中，有的是西夏时期新建，有的是前已有之，而为西夏所继续利用。其中可以归纳为几个寺庙中心。

（一）兴庆府—贺兰山中心

兴庆府（中兴府）既是西夏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和佛教中心。这里不仅有笃信佛教并在全国大力提倡佛教的皇室，也是管理西夏佛教的行政机构功德司的所在地。兴庆府集中了很多著名的寺庙。

贺兰山早就是僧人修行之所，被列为西夏三大神山之一，备受西夏政府的重视。贺兰山中有不少重岩叠嶂、环境幽雅之处，是修建寺庙的理想所在。明代尚有“颓寺百余所并元昊故宫遗址”。[82]这些寺庙遗址多应是西夏时期的遗物。西夏时期在这些寺庙中或敬佛传法，或刻印辑录佛经。考古工作者对贺兰山进行勘察后发现其中有多处西夏寺庙遗址，说明贺兰山一带确是西夏佛教寺庙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兴庆府和贺兰山一带，西夏时期有众多寺庙，如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海宝寺、大度民寺、报庆寺、周家寺、贺兰山佛祖院[83]、五台山寺[84]、慈恩寺、方塔、定州塔寺、康济寺、大佛寺、安庆寺、一百八塔寺等。

兴庆府一带的寺庙多为名寺，各具特色。高台寺、承天寺都曾贮藏宋朝所赐汉文大藏经，高台寺又是译经的中心。戒坛寺当是僧人受戒之所，这种性质的寺庙历来都居重要地位。贺兰山的五台山寺是西夏佛教圣地，具有崇高的地位。贺兰山佛祖院也是名副其实，高僧辈出。

（二）凉州—甘州中心

凉州是西夏的西凉府，位居辅郡，地处要冲，历来佛教浸盛。西夏时期那里党项族、汉族、吐蕃、回鹘族人民杂居一处，藏传佛教有巨大影响。留存于世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凉州佛教隆盛的历史见证。近些年在下西沟岘禅洞、亥母洞和景泰县的寺庙墙壁中都先后发现了西夏佛教文献和实物。[85]
甘州是“佛法所从入中国”之地，位于河西走廊的中心。西夏时期甘州为番和郡，也是党项、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共居之地。莫高窟西夏文题记中有“甘州众宫（寺）”，当指甘州的大寺庙，或专指卧佛寺。西夏曾于甘州译经，更显示出此地在西夏佛教发展中的地位。

这一带的寺庙有普门寺、西来寺、广庆寺、白衣寺、圆通寺、东山寺、崇庆寺[86]、诱生寺[87]、十字寺[88]、禅定寺[89]、马蹄寺[90]等。

此外，还有天梯山石窟，位于凉州城南50公里处，创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西夏期间也有扩建，至明、清时期已成为藏传佛教寺院。石窟中也发现了西夏文佛经。[91]
以凉州、甘州为主形成的河西走廊的西夏寺庙群，这里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最早交汇之处，呈现出多民族僧人同住一寺庙、不同民族文字碑文合璧于同一寺庙碑石中的复杂情况，更显出多民族信仰佛教的事实。

（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心

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被誉为佛教圣地。西夏自大庆元年（1036）占领这一地区后，莫高窟、榆林窟成为西夏佛教信仰的圣地。西夏统治者很重视两窟群的建设和修葺，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两窟群的兴盛对西夏佛教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莫高窟由始建至西夏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西夏统治敦煌地区达191年，是自始建佛窟以来，统治这里时间最长的王朝。西夏文《圣立义海》第二“山之名义”中有“沙州神山”，其释文为：“凿山，多有佛像、寺庙、圣众住处。”[92]沙州神山当指敦煌石窟所在的鸣沙山，西夏时不仅有佛像，还有寺庙。榆林窟又名万佛峡，与莫高窟同属一个系统，其中有很多西夏洞窟，特别是西夏晚期洞更具典型性。

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成西夏考察小组，对莫高窟、榆林窟两窟群的西夏洞窟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了一百余处西夏文题记和西夏时期的汉文题记。当时从洞窟形制、壁画、文字题记等各方面进行综合排比分析，发现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洞窟相当多。当时初步确定莫高窟有77窟，榆林窟有11窟，可分为早、中、晚期。[93]
另有敦煌安西县桥子乡的东千佛洞，安西县城南榆林河下游的下洞子石窟，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市玉门镇东南的昌马石窟，都有西夏石窟。[94]
莫高窟北区主要是敦煌僧人居住、坐禅的场所。近些年来，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区进行了系统发掘，发现了很多重要文物、文献。其中在不少洞窟中都发现了西夏文文献，证明西夏时期有很多僧人在这里生活。[95]
（四）黑水城中心

黑水城为西夏始建，是西夏北部重镇，黑水镇燕监军司驻所，城中有很多寺庙遗址。城外的佛塔中出土了震惊学坛的大量文献，其中绝大多数是西夏文、汉文、藏文等佛教文献。[96]同时还出土了大量不同风格的佛画。[97]其中有的受中原地区佛画影响较深，有的又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这里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木雕版，证明此处可能印刷过西夏文佛经。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与西夏腹地交通不便，大概只靠从外地输送佛经难于满足要求。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工作者在黑水城遗址又发掘出一批西夏文佛教文献，其中有一纸残页上书写有二十余个僧人的姓名，可能是黑水城等寺庙的僧人名册的一部分。

在黑水城附近还有绿城遗址，其中还出土过西夏彩塑佛像和供养人像，这些塑像又具有显教的风格。[98]总计城内外有佛塔二十余座。可知此地不仅寺庙集中，佛塔也很多。

除以上寺庙外，还有不少西夏寺庙只知其名，尚不知其寺址方位，如众圣普化寺[99]、温家寺[100]、仁王院[101]、大延寿寺、阿育王寺、德法茂盛寺[102]、五明出显寺[103]、妙喜寺[104]等。

以上所列寺庙及佛塔计五十余座，当然这远非西夏寺庙的全貌，可以说寺塔遍及西夏全境，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西夏政府制定法规保护所有的寺庙殿宇、宗教建筑、佛像及圣地。规定偷盗、破坏圣物、毁坏圣地的人要坐牢六年，而僧人则要加重处罚，坐牢八年。西夏寺庙内的职务要由政府批准任命。寺庙享有种种特权，但它们仍需要向政府申报寺内财产、寺内人员（常住）和寺奴的多少。法律规定一个新建或重建的寺庙，接受国家一千缗钱，可设两名常住；接受两千缗钱，可有三名常住；接受三千缗钱，可有五名常住。这些常住并非完全免除税役，第一年要交地租，第二年要交纳于草并服劳役。[105]
总之，西夏境内有数量可观的寺庙，这些寺庙主要分布在作为各地政治、文化中心的城镇和名山胜地。不难想见，在当时西夏管辖的范围内，金碧辉煌的寺庙、作为寺庙显著标志的佛塔，以及其中千姿百态的塑像和壁画，构成了西夏社会佛教信仰虔诚、兴盛的图景。

第四节 佛教宗派和藏传佛教

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后，陆续把佛教的一些派别也带了过来，同时又结合中国特点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了一些新的宗派。西夏所接受的汉传、藏传佛教基本上皆属于大乘，同时也接受了大乘佛教的宗派影响。

一 佛教宗派

关于西夏佛教宗派，也只能通过在西夏流传的佛经进行初步分析和推断。

（一）华严宗

在西夏华严宗影响很大。华严宗宣说“顿入佛地”的思想，在社会动乱较多的西夏有比较大的影响。存世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有众多版本，有刻本，也有写本。西夏刻印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较早的有大安十年（1083）刻本。甘肃省定西县泥金字书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可见西夏对《华严经》的重视。西夏在贺兰山仿宋朝五台山建北五台山寺，其中有清凉寺。原来五台山被认为是《华严经》中所谓的“清凉山”。西夏五台山寺的清凉山寺，大概也是西夏华严宗的道场。

在夏末元初的高僧一行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中还记录了华严宗在西域流传、东土传译各祖师，特别是接续记载了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经者救脱三藏鲁布智云国师、《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令观门增盛者真国妙觉寂照帝师、《大方广佛华严经》中流传印造大疏钞者新圆真证帝师、《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疏钞久远流传卧利华严国师、《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开演自在[image: ]咩海印国师、《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流传智辩无碍颇尊者觉国师、《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西域东土依《大方广佛华严经》十种法行劝赞随喜一切法师、《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兰山云岩慈恩寺流通忏法护国一行慧觉法师。[106]这一西夏弘扬华严的记载十分珍贵，从中可见，在西夏华严宗传承有序，有众多高僧参与译介流传，从西夏早期至晚期都是重要宗派。[107]
（二）天台宗

西夏还流行天台宗。天台宗又称法华宗，定慧双修，是入涅槃的要门，可以见佛性，入涅槃。西夏不仅流传天台宗的宗经《妙法莲华经》，而且在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中，以《法华经》的版本种类最多。其中有金银字写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出图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行愿品》、蝴蝶装写本西夏文《妙法莲花经》、汉文刻本《妙法莲华经》等。在西夏文《妙法莲华经》施经发原文中，强调了此经的高妙。[108]此宗的重要论著《大智度论》也被译成西夏文。此外，传说僧肇所著《宝藏论》也被翻译为西夏文。总之，在西夏的佛教中天台宗的影响很大。

（三）净土宗

净土宗也在西夏这样的地区广泛流传。西夏的佛经中有大量净土宗经典。如提倡念佛往生、快速成佛的净土宗的重要经典《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等都有西夏文译本。另一部净土宗主要经典《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有西夏文、汉文多种刻本。在乾祐二十年（1189）仁宗为印施《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作规模宏大的法会，散施此经十万卷。已发现的西夏佛经发愿文中不乏提到“早生净土”的语句，也证明了净土宗在西夏的广泛信仰。

出土的西夏绘画中有多幅《阿弥陀佛来迎图》，绘阿弥陀佛作接引之势，下绘被接引人，寓意人死后被阿弥陀佛接入西方极乐世界。又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酒泉文殊山石窟的绘画中，都有西夏时期的西方净土变，按佛经的内容，以华丽的建筑、欢乐的人物渲染西方极乐世界，更加证明西夏的净土宗信仰的普遍。[109]
（四）禅宗

禅宗是西夏佛教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宗派，提倡师徒之间互相默契，以心印心，而不重视佛教经典的钻研。在西夏所流行的西夏文、汉文都难学、难记，因而禅宗这种不重视经典的佛教宗派可能反而容易传播发展。由于禅宗势力的扩展，西夏也出现了精通禅学的高僧。例如乾祐二十年（1189）在大度民寺举办的大法会上，恭请了禅师到会。禅宗在西夏也有重要典籍，如《六祖坛经》就有西夏文译本。目前所见到的西夏文《六祖坛经》仅为十多纸残页。与传世的四种汉文版本相比较，它与敦煌所出唐朝法海集录的古写本相近。其中有不少改译的痕迹，所改的字、词，较原译文更为贴切。[110]由此可以想见，西夏对于这一禅宗经典的翻译十分认真。西夏还译有唐朝慧忠撰写的《二十五问答》[111]，唐朝宗密所撰写的《禅源诸全集都序》、《禅源诸诠集都序之解》、《禅源诸诠集都序择炬记》、《禅源诸诠集都序干文》，此外还有《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以及《修禅要语》等。西夏僧人中有坐禅之法。武威下西沟岘是发现西夏佛经、佛像等文物的山洞，可能即为西夏僧人的修禅窟。此洞在静僻的山中，幽深严密，洞中有佛经、佛像，还有生活用品，正是理想的修禅所在。

（五）法相宗

法相宗系唐代玄奘及窥基师徒创立，也称唯识宗、慈恩宗。所据教理系出于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一系。

黑水城出土有译自中原传入的西夏文《瑜伽师地论》、《二十唯识论》译本，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也保存有西夏文《瑜伽师地论》残卷，证明此宗也在西夏流行。

（六）密宗

密宗又名真言宗，传入西夏可能有两个途径：一是从中原传入，一是从西藏传入。西夏文《百千印陀罗尼经》、《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等密宗经典，都是从汉文译为西夏文的。西夏译自藏文的密宗经典相当多。密宗在西夏有较深厚的根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译者题款中有“显密法师”和“显密国师”的称号，天梯山石窟所出西夏文残经中也有“显密法师”的称号，这些都证明了在西夏佛教中，密宗有着与显宗同样重要的地位。

其实佛教各宗派之间既有判教的分歧，又有相互的融通，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甚至密宗都在不断地融会贯通。

二 藏传佛教

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两族族源较近，语言同系，地域衔接，山水相连。两者都有较大的势力，文化交流，特别是宗教往来比较多。经过长期交往、迁徙，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居住形式，相互自然地进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夏在发展佛教时，除主要吸收中原佛教外，对吐蕃佛教也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西藏噶玛噶举派的都松钦巴（1110—1193）是该派的初祖法王，他不仅在吐蕃有很大影响，也很受西夏仁宗的崇敬。仁宗遣使入藏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未能前来，但还是派遣弟子藏索格西来到西夏。藏索被西夏尊为上师后，就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很受宠信。后来，都松钦巴所创有名的粗布寺建白登哲蚌宝塔时，仁宗又献赤金璎珞及幢盖诸种饰物。都松钦巴死后，在其焚尸处建造吉祥聚米塔，藏索又自西夏做贡献，以金铜包饰此塔。后来，西藏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札巴坚赞（1149—1216）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曾被西夏王奉为上师。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曾向西夏王的上师、后藏人通古娃·旺秋扎西请问佛法，此人是蔡巴噶举的一位喇嘛。由此可见，至少在西夏中、后期，吐蕃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都已传入西夏。[112]
在西夏人的心目中，吐蕃人是笃信佛教的典范。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中有“弭药勇健行，契丹步履缓，羌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的记载，[113]明确指出藏族的特点是“敬佛僧”。在黑水城出土的另一件西夏文文献中称“东汉礼王国，西（羌）法王国”。[114]西夏人认为西部的藏族地区是信奉佛法的王国。

西夏中期以后更加迅速地从藏传佛教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莫高窟、榆林窟中众多的西夏洞窟中，晚期洞窟带有浓厚的藏传密宗色彩。在西夏故地都能见到西夏时期藏传佛教的遗迹。在西夏首都中兴府西贺兰山中一座方塔中，出土了西夏文密教经典《吉祥皆至口合本续》等九卷，以及汉文藏传佛教经典《初轮功德十二偈》、《是竖橛咒》、《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藏传佛教木刻本佛画、朱红捺印佛画等。[115]贺兰县宏佛塔内发现了比较多的藏传佛教的佛画，如《上乐金刚图》、《千佛图》、《千手观世音图》、《坐佛图》、《大日如来图》、《护法力士图》、《八相塔图》等。[116]在贺兰山拜寺口西夏双塔的西塔各层外表的影塑也是按藏传佛教的风格布局的。[117]青铜峡市黄河岸边的一百零八塔，都是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宝瓶式白塔，同时在其附近也发现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的佛画。

在甘州曾译藏传佛教经典。仁宗乾祐七年（1176）在甘州立黑水建桥敕碑，一面用汉文书写，一面用藏文书写，此碑不仅表明在甘州一带藏族居民较多，而且碑文内的贤觉菩萨就是弘扬藏传佛教的贤觉帝师。[118]
除莫高窟、榆林窟外，西夏境内的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永靖炳灵寺、玉门昌马下窟、裕固马蹄寺、武威天梯山、宁夏固原须弥山等石窟中，也有藏传佛教的遗迹。可以说西夏藏传佛教遗物遍布西夏地区。有的西夏寺庙中还设有管理吐蕃僧人的官员。如凉州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铭中记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和尚臣王那征遇”的职称和人名，可知该塔寺中有羌（吐蕃）族僧人和汉族僧人。

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经典相当多，如西夏文《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大寒林经》、《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大密咒受持经》、《圣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出有坏母胜慧到彼岸心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圣摩利天母总持》、《不动总持》、《大印究竟要集》、《吉有金刚王空行文》、《圣金刚王能断胜慧到彼岸大乘经》、《无量寿宗要经》、《圣柔吉祥之名真实诵》、《呼金刚王本续之记》、《秘密供养典》、《呼王九佛中绕随五佛亥母随略供养典》、《不动佛随广大供养典》、《六幼母供养典》、《吉有令净恶趣本续干》、《十五天母加赞》等。有不少是藏传佛教的法事仪轨，如《聚轮供养作次第》、《胜令住顺法事》、《菩提勇识之业中入顺》、《菩提心及应常作法事》、《离世七道法事》、《心习顺次》、《金刚王亥母随净瓶以亲诵作顺》、《圣顶尊相胜母供顺》、《金刚王默有母之念定为顺》、《番言圣观自在千眼千手之供顺》、《风气心上入顺》、《风气心上入顺》等。此外，还有很多要论，如《白伞盖随母施食要论》、《四十种空幢要论》、《默有自心自恋要论》、《吉祥上乐轮随耶稀鸠稀字诵以前尊习为识过定入顺要论》、《金刚王默有母随智烧施为顺要论》、《令欲乐全混顺要论》、《大白伞盖母之总持诵顺要论》、《大乘默有者入道中顺大宝聚集要论》、《中有身要论》、《诸密咒要论》等。有的在当时译为汉文，如《大黑根本命咒》、《慈乌大黑要门》、《大黑求修并作法》等。

藏族的因明学也传到了西夏，西夏文因明著作也有不少，如《正理滴之句义显用》、《正理意暗除之文略释》、《正理滴特殊造他利比量品》、《正理滴特殊造》、《正理空幢要论》、《正理滴第一义释记》、《正理滴第三义释记》等。

西夏的藏传佛教既有对噶举派的传承，又受萨迦派的影响。藏传佛教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夏佛教的格局和西夏佛经的比例构成。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在元代的继续东传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19]
第五节 佛教艺术

佛教崇拜偶像，以绘画、雕塑等形象手法宣扬佛教教义是佛教流行、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各地佛教中心的寺庙，不仅常常保存着佛教绘画和雕塑，其寺庙、佛塔建筑艺术也很有特色。中古时期的艺术品保存下来的多是佛教艺术品。西夏时期的佛教绘画、雕塑、建筑等得到了很大发展，反映了当时佛教发展的兴盛和高超的佛教艺术水准。

一 绘画

西夏时期的佛教绘画造诣很高，留下了不少艺术精品。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数量多，类型全，内容丰富，真实地反映出西夏绘画的水平和特色。两群窟的西夏壁画中以佛像、说法图、经变图、菩萨像等为主。早期壁画在题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技法等方面都接受了北宋、五代的影响，其画风与五代归义军时期相衔接，具有严谨、写实的作风，但构图上往往公式化，题材比较单调。西夏晚期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特点，人物形象逐渐接近党项族的面部特征和体质特点，衣冠服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夏流行的服饰大量出现在壁画上。壁画所反映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进一步发展并臻于成熟。后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洞窟，藏式佛画开始流行，以密宗的本尊大日如来和观音为坛主的壁画出现，壁画供养人已是典型的党项人装饰。西夏晚期壁画也受到辽、金和南宋画风的一定影响。[120]
莫高窟西夏壁画在花饰图案上有不少精美之处。如莫高窟第301窟顶部的团龙藻井，中央是栩栩如生的团曲龙形，四角配以朵云，构图新颖。第16窟的藻井更显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图案中心由一凤四龙组成，四角各绘一龙，作相互追逐之势，构成旋转飞腾的生动气势。画面施以红、绿、金等色彩，鲜明热烈而雅致稳重，是西夏藻井图案中的上品。在敦煌飞天中童子飞天十分少见，而西夏的童子飞天画则很有特点。这些都反映了西夏壁画的装饰习俗。

榆林窟多为西夏晚期壁画。第2窟的西壁有两幅西夏时期绘制的《水月观音图》，都很精彩。画师继承了中原山水画的传统，在观音像上将人、神融为一体，又将山水和人物有机地结合，运用勾描、皱擦、点染等技法，使画面达到了很高的意境。榆林窟第3窟有大铺普贤变，图画布局严谨，人物生动，画面优美，笔调流畅，是西夏晚期绘画的优秀代表作品。其中普贤菩萨后左侧波涛的彼岸有唐僧取经图。唐僧有头光，双手合十朝普贤菩萨礼拜，猴面行者孙悟空亦仰首合十，周围云气缭绕。玄奘身后白马鞍上有莲花，莲花上载包裹经书的黄色包袱，放射出熠熠神光。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壁画中的唐僧取经图在传世同类作品中为最古。

西夏晚期的人物画在榆林窟表现得很有特色，面部长条脸，小嘴，细眼，形成党项型。其中以榆林窟第29窟西壁的西夏供养人群像最富有代表性。壁画南侧和北侧各有男女供养人像两列，窟主及其眷属皆以西夏文题记标明职官、姓名、身份。男供养人上列以高僧真义国师西壁智海为先导，后有施主沙州监军赵麻玉等供养人七身，后三身为侍者，下列是施主的长子等供养像。北侧女供养人像两列皆以比丘尼为先导，其余为施主的女眷，她们神态端庄，再现了女供养人虔诚礼佛的形象。

在榆林窟第3窟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像》的法光中左右对称地画有《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各两幅。此外，还有行旅图和锹、镐、锄、犁、耙、斧、锯、镑、剪、尺、规等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画面充满浓郁的生活和时代气息，生动地再现了农业、手工业生产场景，表现出西夏佛教绘画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是不多见的。

出土于我国黑水城、现保存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西夏绘画有二百余幅，包括多种艺术风格，反映出中原地区和藏族地区宗教和绘画的巨大影响，也反映出西夏在吸收各民族绘画艺术成就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绘画特点。受中原绘画艺术影响而创作的如《阿弥陀佛接引图》、《大势至菩萨图》等，后者是宋朝时期我国绘画的精品之一，它有唐代遗风，其画技又可能和元代有渊源关系，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人物画。还有很多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密宗唐卡。其中《绿度母》线条优美，技艺精巧，色彩浓重；《十一面观音像》观音端坐在正中莲花座上，十一种面孔分别表示出慈悲相、愤怒相，最顶上一面则为佛面。这些唐卡浓墨重彩，色调深沉，充分反映出藏传佛教的绘画艺术特点。

西夏的佛经中还有不少木刻版画，主要是佛经卷首前的佛画。如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有教主大毗卢遮那佛说法图，他跏趺而坐，法光圈外有朵朵祥云，菩萨、弟子错落安坐于左右听讲，佛像端庄慈祥，菩萨典雅秀美，他们身材比例适度，衣纹线条流畅，是一幅出色的说法图。黑水城遗址和敦煌出土的出图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图下文，更像一部连环画。这是中国最早的连环画之一。[121]
二 雕塑

由于佛教寺庙的发展，佛教塑像在西夏比较普遍，并且具有较高的水平。

莫高窟第491窟佛座南侧有西夏供养天女彩塑一铺，高67厘米，头梳垂环髻，身穿袿衣，脚着尖头鞋，额宽腮小，鼻梁高与额平齐，面露微笑，宛然如生，显示出少女的温柔、典雅和美丽，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既继承了唐宋彩塑的传统手法，又具有西夏造型特征。莫高窟第263窟中心塔柱东向开盝顶帐形龛，在马蹄形佛床上有西夏彩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其中南侧弟子光头、圆面、细眼，面相稚嫩，身体直立，右手下垂，左手向胸前弯曲，赤足，内着交领花袍，外披百衲袈裟，比例匀称，形态自然，表现出佛弟子阿难年轻憨厚的形象；菩萨梳云头高髻，细眼修鼻，面形圆浑，表情文静，腰身左倾，右手微曲下垂，左手向外上弯曲，身段自如，项戴璎珞，左肩斜披络腋，身披披肩，半袒露胸腹和双臂，下着团花裙和围裙，腰束拖地长带，赤足，双臂、手腕戴环、钏，表现出菩萨婀娜形态。[122]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艺术品中也有一批泥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分身佛像，上身自胸部分开，双头分别向左右下方稍垂，是世上唯一的一幅分身彩塑佛像。[123]
黑水城遗址附近的一个古庙中出土过25尊彩塑像，包括佛像、菩萨像、男女供养人像、力士像、化生童子像。它们虽然都是佛教塑像，但却着力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如其中两尊金刚力士像，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相结合的手法，刻画出武士筋肉丰满、体魄健壮、孔武刚健的形象。其他如姿态各异、内心虔诚的菩萨，皓首白须、心地善良的老人以及活泼可爱的儿童等，真实自然，活灵活现。[124]
1993年在距黑水城东南20公里处的绿城发现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两尊彩塑菩萨像，均为单腿盘坐式。菩萨头戴花冠，面带微笑，两耳垂肩，颈部佩带项饰，身披彩巾，一花结在肩部，彩巾两头飘于肩和腹前，下身内穿彩裤，外系罗裙，腰间系花结。塑像面部丰满美观，神态自然安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另一像与此相类，但坐姿各有不同。[125]
近年在宁夏贺兰县的宏佛塔天宫发现了一批西夏彩绘泥塑像，皆为残品，但表现了西夏泥塑的高超水平。其中佛头像六尊，佛面像四尊，罗汉头像十八尊，罗汉身像十二驱，力士面像两尊，以及佛手等。其中一佛头像螺纹髻，额丰颐圆，双眉隆起，眼珠乌亮有光，鼻梁高直，双唇闭合，下额绘日、月、云纹，表情庄重慈祥，反映了西夏泥塑的精湛工艺。[126]
拜寺口双塔西塔上二层至十三层每层檐下有方形浅龛，龛内影塑彩绘僧人、罗汉、金刚、童子、菩萨、七宝、八吉祥，具有藏传佛教装饰内容，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127]
三 建筑

佛教的广泛传行，带动了塔寺的大规模兴建。寺庙是佛教活动的中心，也是僧人的居所，所以历来提倡佛教的统治者无不重视寺庙的建设。西夏除利用原来已有的佛教建筑设施外，又重新修建了很多寺庙以及佛塔。下面仅举数例以大致了解西夏塔寺的建筑形制和风格。

承天寺为十一层八角形楼阁式砖塔，高峻秀丽；拜寺口双塔并立，皆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砖塔，十分罕见；宏佛塔是楼阁塔与喇嘛塔的复合形式，施以彩绘；拜寺沟方塔系十三级密檐式空心砖塔，造型似中原唐塔；康济寺塔为八角形十三级空心砖塔，再现了早期密檐式塔的风格和韵律；永寿塔为八角七层楼阁式空心砖塔，端庄挺拔；一百零八塔为世上稀有的大型塔阵，是内地最早的覆钵式白塔群；卧佛寺有高超的建筑艺术技巧，是河西地区所存最大的古建筑之一。

综观西夏塔寺的建筑有以下特点。

（1）形式多样。有多层楼阁塔，如承天寺塔、安庆寺塔、田州塔；有密檐式塔，如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拜寺口双塔、康济寺塔；有上为覆钵式下为楼阁式的复合形塔，如宏佛塔；有覆钵式喇嘛塔，如一百零八塔。

（2）多数建筑造型精巧。西夏塔建造精制，耗费材料、工时很多，形成塔寺宏伟、庄严、华丽的特点，表现出当时政府和社会重视佛教建筑的风俗。

（3）建筑设计合理，用材讲究，施工认真。西夏塔高而坚固，有的弥久而不毁，有的年久重修后仍保持着西夏的风格。[128]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位于兴庆府西边、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皇帝陵园中的灵台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唐宋，也不同于北方的辽金，其灵台为密檐式的实心高塔建筑，这在中国陵园建筑中极为特殊，突出地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崇奉佛教的宗教意识和佛教建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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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元代佛教

第一节 元代社会与佛教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1279）灭南宋，完成全国统一，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开拓出中华民族此后生息繁衍的疆域范围。统一帝国的建立，加强了各民族的多方面联系，为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趋于平衡发展，为多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以多民族宗教空前大冲突、大融合为标志，中国佛教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化，并且直接影响了以后明清两朝佛教的发展和演变。

蒙古贵族统治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后，自身经历了对新的生产力方式的适应和调整过程；同时，奴隶制因素注入汉地封建制度中，也使得宋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遭受挫折，走上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蒙古少数民族上升为统治民族，采取了有别于唐、宋旧制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波及面深广的民族新格局。无论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元朝都呈现新的特点。相对于辽、金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元朝统治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变化的影响要深刻和久远得多。

元王朝按照族别的不同和地区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做出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在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融会中人为地制造障碍，直接波及了民族心理和文化的分布。在这种民族等级制度下，流行于不同地区的宗教首次被官方放置在有民族等级优劣划分的前提下来考察。由于信奉佛教的汉族等级低下，相应的，汉地佛教在元代整个佛教体系中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由于南人处于最低等级，主要在南方流传的禅宗便更受到影响。元王朝对民间宗教的政策，既不同于此前的唐宋，也不同于此后的明清，对正统佛教也有刺激作用。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佛教在寺院组织、派系结构、教理信仰和修行实践等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佛教以后的发展方向。

一 宗教政策与喇嘛教地位

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时期，在征伐亚洲广大地区的掠夺战争中，蒙古贵族接触到了在这些地区民族中流行的宗教，其中，道教、佛教禅宗和喇嘛教都与蒙古贵族建立了联系。这种早期的联系不仅对各宗教以后的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且构成了元代宗教政策形成过程的必要环节。总的来说，从成吉思汗到宪宗蒙哥，基本奠定了蒙古统治者宗教政策的大政方针，到世祖忽必烈时期，就奠定了元代宗教政策的基础，此后再没有大的变动。

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蒙古贵族就制定了平等对待各民族宗教信仰、允许多种宗教并存的政策。蒙元贵族进入汉地之初，基本遵循着这样的既定方针。当时除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以外，也里可温（天主教）、术忽（犹太教）也占有一席之地。宪宗蒙哥（1251—1259年在位）在保护各种宗教的基础上，开始侧重扶植佛教。据他说：“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指景教）奉弥失诃言得升天，达失蛮（指伊斯兰教）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1]
至忽必烈时期（1260—1294），根据国内的政治形势和藏传佛教的具体情况，元廷确定了依靠萨迦派、崇奉喇嘛教（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直到元末没有根本改变。这个政策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

1206年，成吉思汗出兵西夏，由于西夏王室与萨迦派有联系，使他注意到卫藏地区。据说他曾致书萨迦寺的大喇嘛，表示尊重喇嘛教。[2]窝阔台时期（1229—1241），经营西夏故地和藏族地区的阔端，也和成吉思汗一样，希望找到能够协助治理卫藏地区的宗教代理人。当他得知萨迦派是吐蕃佛教中有影响的教派时，便采取部下的建议，主动与该派首领联系。1244年，阔端致函萨班，召其到凉州商谈卫藏地区归顺蒙古问题。萨班带领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帕思巴）和恰那来到凉州，于1247年和萨班进行谈判，共同拟订了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藏区的各派僧俗集团都很快同意了这些条件，正式归顺蒙古。经过萨班的努力，萨迦派取得了在藏区行政和宗教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创立于11世纪的萨迦派，从此成为藏传佛教中最有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的一派。这种情况直到元朝灭亡才发生变化。

宪宗蒙哥即位后，授权忽必烈负责漠南蒙古和汉藏地区。忽必烈继续执行成吉思汗以来的政策，于1252年派人到凉州召见八思巴。1253年，八思巴到六盘山谒见忽必烈，遂留在忽必烈身边。这个事件为元朝建立后重用八思巴、进而崇奉喇嘛教奠定了基础。

从蒙哥侧重扶植佛教到忽必烈崇奉喇嘛教，也有重要的多民族文化融合、民族认同原因。蒙古族、藏族所信奉的喇嘛教，与汉族信奉的佛教，实际上都是佛教，只是地域民族不同形成了差别。但是，它们之间有再大的差别，也不足以否定同为佛教。所以，在当时存在的诸多宗教中，只有佛教才是蒙汉藏各族共有的认同基础，其他任何宗教或哲学都不能作为跨民族的文化认同纽带。所以，蒙古统治者逐步倾向推崇佛教，帝师制度也就在佛教中产生了。帝师制度之所以产生在藏传佛教中，又与那里的政教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有关，与元王朝利用这种政教关系实现统治藏族地区的政治目的有关。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七年（1270）又进封其为帝师。从此以后，历代皇帝奉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为师，成为元朝的一项制度，此即为帝师制度，这是宋辽金三代所没有的。

帝师制度的建立和延续，与八思巴是分不开的。八思巴（1235—1280）是吐番萨斯嘉（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萨嘉县）人，童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佛学教育，被“国人号之圣童”。元宪宗三年（1253），“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3]。不久，八思巴受命为蒙古族制造文字，至元六年（1269）颁行天下。这是八思巴对蒙古文化的一大贡献，他因此被“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4]。至元十一年（1274）八思巴请求返回藏地，由其弟亦怜真接替其位。八思巴死后的赐号是“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诏、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共三十六个字。八思巴的著述三十余种，其中为世祖的太子真金讲的《彰所知论》最为流行。八思巴曾述《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一卷。其著名弟子有胆巴、阿鲁诨萨里、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达思等。

在元代的历史上，八思巴始终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尊崇。英宗至治元年（1321）三月间，“建帝师八思巴寺于京师”，并且派遣使者赏赐八思巴家乡的僧人，“金二百五十两，银二千二百两，袈裟二万（件），币、帛、幡、茶各有差”[5]。英宗还“敕建帝师殿碑”，按照碑文的说法，元世祖能够“德加于四海，泽洽于无外……启沃天衷，克弘王度，实赖帝师之助焉”。这样的评价显然言过其实，但反映了八思巴始终受到元王朝的尊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喇嘛教的持续兴盛。泰定元年（1324），元廷命令绘制八思巴画像颁发各行省，“为之塑像”[6]。

亦怜真任帝师六年，继任者是答儿麻八刺乞列，在此之后，“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为嗣，终元世无改焉”[7]。综合《元史》各处的零散记载，其后的帝师依次是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相家班、相儿加思、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旺出儿监藏、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辇真吃剌失思。[8]这些历任帝师都出自萨迦派。

从八思巴开始，帝师直接领导和管理全国佛教和藏区军政事务的中央最高机构宣政院，拥有推荐任免高级世俗官吏和上层僧官的权力，其命令与皇帝的诏书具有同等权威，可以并行于藏区。终元一代，在八思巴的弟子、兄弟、侄子、侄孙辈中，不少人在中央和地方身居要职，有的继任为帝师，有的尚公主或长公主。萨迦派帝师的徒众、亲属纷纷随之飞黄腾达，地位显赫，受封为司空、司徒、国公等，受赐金印、玉印者，历朝不绝。泰定年间（1324—1327），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9]。藏区各地方领主通过他们到京城谋求职位、封爵和赏赐的，就更多不胜计。

帝师主持宣政院，其他高级藏僧往往在地方任职。出身于唐兀族的杨琏真佳加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幼年从八思巴出家的西域僧人沙罗巴观照历任江浙、福建等地释教总统；担任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的节思朵、积律速南巴等人也都来自西藏。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仿效中央的做法，也常到西藏延请高僧，封为“王师”。这些僧官制约着汉地佛教的演化，影响着各宗派的消长，其作用不可忽视。一些上层藏僧在内地占据不少规模较大的寺院，作为其传法的基地，赢得不少信奉者。喇嘛教由此大踏步地进入汉族聚居地区，并深刻地影响着蒙古民族。

帝师不仅控制了藏区的军政大权，而且使内地上至朝廷、下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制约。在元代历史上，达官显宦，甚至皇亲国戚，奔走于帝师及其徒属门下，是很平常的事情。帝师在举办各类名目繁多的法会时，在出行或办理丧葬时，往往要惊动朝廷百官。每逢帝师从藏区来内地，“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及其卒而归藏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饯”。帝师还可以通过求“福利”、作“布施”等名义，包庇违法官员，使各类罪犯逍遥法外，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正，直接导致了行政的腐败。“又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夤缘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为布施，而任其人，可谓滥矣。”[10]武宗至大元年（1308）十二月，中书省臣对作佛事释放罪犯提出意见：“自元贞（成宗在位时）以来，以作佛事之故，放释有罪，失于太宽，故有司无所遵守。今请凡内外犯法之人，悉归有司，依法裁决。”[11]
由于元代帝王的纵容，帝师徒属及其一些上层藏僧违法乱纪、扰乱治安、侵官害民，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怨恨和仇视。元世祖时，出任江南释教总统的杨琏真加“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有宁宗、理宗、度宗等帝王陵墓）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12]。他还“截理宗顶（骨）以为饮器，弃骨草莽间。……复发徽、高、孝、光四陵及诸后陵”[13]。泰定二年（1325），西台御史李昌奏称：“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14]
藏僧不仅作恶于地方，为害于民间，在京城也是劣迹昭彰。开元寺的藏僧就殴打、劫持京城官员。“（武宗）至大元年（1308），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对于元王朝的王妃，藏僧也敢于抗争、殴打。至大二年（1309），“复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刺妃……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这些发生在元王朝的事情，可谓空前绝后，足见喇嘛教特权地位引发的弊端之深重。

到了元代末期，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蒙古上层官僚腐败堕落，他们接纳上层藏僧完全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目的，而是利用喇嘛教某些性修炼的内容充实其糜烂生活。

至正十三年（1353）十二月间，身为丞相的哈麻和其担任集贤殿学士的妹婿秃鲁帖木儿等人，偷偷把喇嘛僧送给元顺帝，教他“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儿法’（‘大喜乐’之意）”。秃鲁帖木儿（图鲁特穆尔）还把精通秘密法的喇嘛策琳沁（伽璘真）推荐给元顺帝，并且说：“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元顺帝接受了这种淫秽之法，并且“诏以西天僧（来自古印度的密教僧人）为司徒，西番僧（来自藏地的喇嘛）为大元国师”。秘密法引入宫廷，使元顺帝更荒淫，使一些朝廷大臣更无耻，使某些精通秘密法的喇嘛僧更骄横跋扈，使更多的百姓乃至官员的家庭遭殃蒙辱。当时，元顺帝不但自己“日从事其法”，而且命人“取良家女”奉献给该僧，“谓之供养”。元顺帝和他的亲信嬖幸们“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15]。“事事无碍”是汉地华严宗的最高精神境界，也为包括禅宗在内的各派僧人所接受和创用。这里的“事事无碍”，是对佛教教义最无耻的运用。喇嘛僧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元王室的腐败，也加速了萨迦派的衰落。

萨迦派创立于11世纪，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也就是与元王朝相始终的历史阶段，是萨迦派的黄金时代。萨迦派自从八思巴之后，政治上得势者多，在元朝中央、内地和西藏地区身居要津者多，其派系声势显赫。藏文书籍《青史》说，当时绝大多数萨迦派三藏法师追求世俗利禄，贪图享受，不守戒律。这和汉文资料《元史》所记番僧在内地横行不法、跋扈恣睢、乱政害民是一致的。然而，萨迦派活跃于元代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历史作用。萨迦派帮助元廷在西藏地区建立了有效的行政体制，结束了大约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帝师制度的建立，使中央与西藏的政治和宗教联结为一体。藏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密切了与中央的关系，也加强了和内地各省的关系，这对藏区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技术交流和文化融合，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内地的印刷器材和印刷术、木渡船和造船技术、建筑技术，等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西藏的；藏族形式的塑像、造塔、用具工艺等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自西藏传入内地的。”[16]在元代，蒙、藏、汉等族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长远讲，这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的形成，其意义不仅仅限于元代，也远远超出宗教范围。

喇嘛教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占据特殊地位，使元代形成了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文化形态的特殊结构，突出表现是把儒学放置在佛道之下，一般儒士长期受到冷落。所谓“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17]。这话也许有些偏激，但就主要方面说，是符合事实的。至仁宗（1312—1320年在位），开始认识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18]直到皇庆二年（1313），朝廷才决定恢复久废的科举制度，儒学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反映了大部分蒙古上层的意向，反映了蒙古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但是，元代无论是科举取士的数量，还是入仕者在统治集团中占据的位置、发挥的作用，都不能与唐、宋两代相提并论。由于元代没有造就出一大批从科举入仕的官僚士大夫阶层，由于元代官僚显贵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所以文化僧侣就失去了在宋代所依傍的社会力量，佛教义学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在藏传佛教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汉地佛教受到巨大的冲击。特别是那些不堪忍受蒙古贵族压迫的汉族僧人，从修行思想到实践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往往主张退隐山林，不与统治者来往。元代著名诗僧善住就是一位比较突出的代表，《四库提要》认为他在当时的诗僧中“首屈一指”。善住字无住，别号云屋，常住吴郡城的报恩寺。他著有诗集《谷响集》三卷，他在《山庵》一诗中写道：“平生爱幽致，况得共跏趺。片月挂木末，一峰当坐隅。断猿寒欲下，惊鸟夜相呼。世上耽名者，还能到此无？”这首诗是他的一生的写照。他不去现实社会争名逐利，而是甘愿在林泉之下离世隐修。这不仅仅是遵守佛教的一般教义，不是在宗教观念驱动下的人生选择，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原因。他的《赠隐者》诗名义上是叹别人，实际上是个人抒怀：“……对食惭周粟，纫衣尚楚兰。……穷达皆由命，初非行路难。”他在《悼隐者》诗中说：“安知新宇宙，犹有故衣冠。”[19]他的离世隐修，是为宋遗民情结所驱使，为刻骨铭心的亡国之恨所驱使。他采取隐修的方式，是与蒙古统治者不合作的政治行为，也是一种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方式。至于“穷达皆有命”的感叹，也多少反映了他作为出家人的无奈。但是，联系善住一生过着隐修生活的实际，可知他的抗元信念始终没有改变。与善住相同的这种抗元情绪，在元代初中期的南方禅宗中特别浓重。这也是促动佛学转向、促动元代禅学与宋代禅学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元代后期，许多汉族僧人受到元廷的重视，也与上层喇嘛的沟通有关。

随着喇嘛教的兴盛，在内地沉寂很久的密教也兴盛起来。据元代念常追述：“唐宋间始闻有秘密之法，典籍虽存，犹未显行于世。”由于藏僧的到来，“秘密之法，日丽乎中天，波渐于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于天朝，敬慕于殊俗。故佛氏之旧，一变于齐鲁”[20]。当时的士人也承认：“我国朝秘密之兴，义学之广，亦前代之所未有。”[21]正由于密教传播的范围渐广，引起了显教与密教间的争论：“习显教者，且以空、有、禅、律而自违，不尽究竟之圆理；学密部者，但以坛、印、字、声而为法，未知秘奥之神宗。遂使显教密教矛盾而相攻，性宗相宗，凿枘而难入，互成非毁，谤议之心生焉。”[22]在陈觉看来，显密各执一端相互攻击，是尚未圆融的表现，因此，只有两者调和才是全面的。元代有许多僧人致力于沟通显密关系。作为汉地佛教的主流派别禅宗，其内部本来就有密教秘密流传，至此，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不少人也大张旗鼓地致力于融合禅密关系，使禅宗的内容进一步多样化起来。

二 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

由于喇嘛教前所未有地上升至佛教中的至尊教派，元代的佛教管理机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说来，元代的宗教管理机构繁多杂乱，设立和罢撤随意、管辖范围交叉重叠，僧官位高权重。可以说，这些是元代佛教管理体系的重要特点。

元代初年管理全国佛教的中央机构是释教总制院，由当时的国师八思巴领导。后来曾一度设立功德使司，但存在时间不长。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一月，总制院改名为宣政院，是“秩从一品”的机构。其行政长官是晋升帝师的八思巴。宣政院置院使二名，由朝廷命官担任。吐蕃有事，则设分院往治。宣政院的职责比以前的释教总制院有所扩大，既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又直辖西藏地区的民政、军政和司法事务。任用宣政院官员的原则，是“军民通摄，僧俗并用”[23]。宣政院代表中央对西藏行使全面管辖大权，如果形势需要，可以在当地设立分院治理。这是元朝设立的一个特殊机构，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列为国家的四大军政机构。从宣政院的品级、地位和在元朝廷中央机构中的位置，可以看出喇嘛教的重要作用和元朝廷对藏区事务的重视。

在地方上，各路设置行宣政院，代替功德使司的管理事务。至顺二年（1331），曾一度撤销行宣政院，在全国设立十六个广教总管府，管理各地的佛教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撤销了广教总管府，恢复行宣政院。宣政院管理的僧官有僧录、僧正、僧纲等。元代的僧官衙门并不是完全与行政建制配套，有些机构是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临时设置或裁撤。例如，蒙元军队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不久，就设立江南释教总统所，管理江南的佛教，在江南各路的僧官，也由释教总统所来管辖，它直接隶属于京城的宣政院。至元十四年（1277），命元吉祥和怜真加加瓦掌管汉人佛教事务。江南释教总统所于大德三年（1299）罢。江南行宣政院曾于武宗至大四年（1311）撤销。元廷往往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教派的具体情况，设置特殊的管理机构。元代僧官衙门的品级都很高，例如，宣政院是从一品，元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品级的僧官衙门。

元王朝宗教政策不稳定，机构设置随意，也反映在对白云宗的管理方面。白云宗是从佛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民间教派，由洛阳宝应寺沙门孔清觉（1043—1121）于北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在杭州创立。南宋时期，白云宗受到朝廷的多次明令取缔。进入元代，白云宗被看作有别于佛教其他宗派的合法教派，并且专门设立机构管理，这在元代以前是没有先例的。元代初年所设立的白云宗摄所，属于官方机构，另外别置白云宗僧录司，任命南山普宁寺道安为僧录。此后元廷白云宗管理机构又屡罢屡设，直至被彻底取缔。成宗大德十年（1306）“罢江南白云宗都僧录司，汰其民归州县，僧归各寺，田悉输租”[24]。武宗至大元年（1308）又“复立白云宗摄所，秩从二品，设官三员”[25]。仁宗至大四年（1311）二月，在“罢江南行通政院、行宣政院”的同时，“御史台臣言：白云宗总摄所统江南为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避役损民。乞追收所受玺书银印，勒还民籍。从之”[26]。仁宗延祐六年（1319）十月，“中书省臣言：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诳诱愚俗十万人私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夺，请汰其徒，还所夺民田。其诸不法事，宜令复问。有旨：朕知沈明仁奸恶，其严鞫之”[27]。仁宗延祐七年（1320）正月，“江浙行省丞相黑驴言：白云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余人，获钞四万余锭，既已辞伏，今遣其徒沈崇胜潜赴京师行贿求援，请逮赴江浙并治其罪。从之”[28]。同年二月，元廷因为“白云宗总摄沈明仁为不法坐罪，诏籍江南冒为白云僧者为民”[29]。至此，白云宗被元王朝最终取缔。

三 佛教与道教斗争始末

道教在蒙元贵族的扶植下，政治、经济势力在北方部分地区急剧膨胀，终于在元朝初期爆发了以全真教与曹洞宗为主角的道教和佛教的冲突。这场斗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期。

成吉思汗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主动接触汉地的道教。1219年，在西征途中，成吉思汗命令汉人官吏刘仲禄去山东莱州，邀请全真道的长春真人丘处机来讲授长生之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全真道在北方地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已经为蒙古上层知晓。1222年三月，成吉思汗在阿姆河营帐第一次会见丘处机，当年十月再次会见，论道三日，由契丹人耶律阿海作翻译。在与成吉思汗的密谈中，丘处机坦言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之药。他对成吉思汗所讲道法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作为个人所应遵守的长生之道，不过是要清心寡欲。这是对成吉思汗长生不老幻想的否定。其二，作为统治者所要采取的治国方略，无外乎敬天爱民。这是对蒙古军队残酷杀戮和野蛮掠夺的规劝。很难得的是，成吉思汗特别重视丘处机的讲话，命令耶律阿海把几天的密谈记录下来，并且要传给他的子孙。成吉思汗做出的影响全真道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是赐给丘处机一张诏书，免除道士的赋税和差发。初创时期的蒙古国统治者对全真道的这一政治支持，有利于道教的发展，同时也为道教与佛教在元朝初期的斗争埋下了种子。

全真教得到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扶植，急剧发展。据说，河溯之人十分之二成了全真教徒。[30]也就在此期间，全真教与北方佛教的冲突开始激化。根据佛教的记载，丘处机在燕京时就“持力侵占”佛教寺田，他的弟子们在各州县更是肆意侵夺寺产，甚至捣毁佛像，改佛寺为道观。

丘处机死后，其弟子李志常（1193—1256）依然得到元统治者的支持，1227年被任命为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1233年受诏教授蒙古贵族弟子，1238年嗣住道教事，1251年受金符玉诰。在侵占佛寺、打击佛教势力方面，到李志常达到顶点。祥迈说他“虚冒全真之名，不行道德之实；枭鸣正道，虎视释家；挟邪作威，侵占佛寺；袭丘公之伪迹，扇残贼之余风”。此外，李志常还刊行《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力图用伪造经典的方法，证明佛陀是老子的门徒，置道教于佛教之上。

元初的北方佛教是承亡金的余绪，以禅宗的势力最大。首先起来对抗道教侵吞和攻击的是曹洞派禅僧。1255年，曹洞禅师福裕上书，控告道教徒。蒙哥命福裕等僧与李志常廷前辩论，结果佛教稍占上风。朝廷诏令中原断事官布智尔和克什米尔僧那摩检查道藏伪经，并“教那先生依前旧塑释迦、观音之像。……那坏佛的先生依理要罪过者”。同样，“若是和尚每坏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体例要罪过者”。这次曹洞宗僧人为佛教争得了一个与道教平等的地位。1256年，福裕等人再次到和林控告道教徒，佛教大胜。蒙哥指示：“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31]令佛教的地位高于道教和其他宗教。

1257年秋，福裕等人再次上书蒙哥，控告道教徒没有退还佛寺和焚烧《化胡经》。次年，由忽必烈召集僧道和九流名士，在开平城举行第二次论战。佛教以福裕为首，另有那摩、刘秉忠等三百余人参加。道教以全真教教主张志敬为首，参加者二百余人。此外，参与断事和作证的官员、儒士等有二百余人。据《佛祖历代通载》所记，八思巴被任命为仲裁人，“戊午（1258），师（八思巴）二十岁。释道订正《化胡经》，宪宗皇帝诏师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学”。八思巴是喇嘛教萨迦派大师，由他裁定佛道两家的“是非”，道教惨败是不言而喻的。结果，参与辩论的道士十七人削发为僧，道藏经典四十五部被焚，二百多处道观改为佛寺。

至元十八年（1281），以喇嘛教为首，对道教进行了更彻底的清算。是年，胆巴（？—1303）“得道藏《化胡经》并《八十一化图》，幻惑妄诞。师乃叹曰：‘以邪惑正如此者！’遂奏闻。召教禅大德及翰林承制等，诣长春宫辩证”[32]。忽必烈诏谕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他一切道教经典全部烧焚，并命福裕的同门林泉从伦主持下火仪式。以全真教徒为首的道教和以曹洞僧人为首的佛教之间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在这场延续数十年的释道斗争中，曹洞宗禅师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得到喇嘛教和蒙古贵族的支持，从而密切了北方禅宗和元朝统治者的联系，为禅宗在北方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四 尊教抑禅局面的形成与影响

蒙元王朝初期，统治者出于入主汉地的政治需要，重视利用禅宗僧人。临济宗的海云印简、曹洞宗的万松行秀、林泉从伦和华严至温等，在管理佛教事务、沟通蒙汉民族关系、把禅宗纳入为元王朝服务的轨道方面用力甚多。到忽必烈时，元王朝扶植的重点从禅宗转向教门。至元二十五年（1288）召开教禅廷辩，其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33]。尊教抑禅在政治上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对南人的歧视，在经济上反映了他们尚不了解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特征，在思想上反映了他们不能容忍禅僧的任性放狂。

如果从宗教信仰方面考察，尊教抑禅与崇奉喇嘛教是相互联系的。这与蒙元贵族所要利用佛教的具体内容有关。凭借武力征服汉地的蒙古贵族虽然“崇尚释氏”，但所关注的不过是布钱施物、建寺造塔、写经斋僧、礼佛拜忏之类的功德善事，对于义理研究之类则并无兴趣。他们推崇喇嘛教，除了适应控制西藏地区的政治需要外，还在于喜好那些为达到解脱成佛而进行的性修炼活动，以便吸收过来充实其糜烂的生活。禅宗不重经典、不拜偶像，倡导自主独立、自我解脱的修行理论和实践，自然与蒙元贵族可接受的佛教信仰格格不入。相对说来，汉地教门诸派所重经典和所倡教义与喇嘛教有更多相通处，更容易为蒙元贵族接受。

教禅两派到京城进行廷辩，其具体酝酿过程各书记载不一，已不是很清楚。据《佛祖历代通载》记：“戊子（1288）春，魔事忽作，教徒谮毁禅宗……有旨大集教禅廷辩。”[34]主持召集这场廷辩的是藏僧杨琏真佳。尽管参加会议的有教、禅、律三派僧人，中心议题则是教、禅关系。禅宗代表是妙高，义学代表为仙林。

关于仙林的生平不详。妙高（1219—1293）在南宋曾奉诏住持金陵蒋山寺院十三年，徒众多达五百余人，在江南颇有影响。德祐乙亥年（1275），因抗拒乱兵抢劫，得到蒙古丞相伯颜的保护。这次他以古稀之年赴京，可能是出于对南方禅的辩护。

在廷辩中，仙林说：“南方众生多是说谎，所以达磨西来，不立文字，正恐伶俐的说谎，贪著语言文字，故有直指之语。”用“南人”善于说谎，说明达摩特别要化之以禅的原因，前提是“南人”低下。以南人为低下，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限于南北相嘲，而是元朝统治集团正在推行的等级制度。以此驳难禅宗，禅僧的任何辩解都是多余的。

妙高说：“夫禅之与教本一体也。禅乃佛之心，教乃佛之语，因佛语而见佛心，譬之百川异流同归于海，到海则无异味。”这种禅教一致的老调，当然不会引起忽必烈的兴趣，他倒提出一个令禅僧十分难堪的问题：“俺也知尔是上乘法，但得法底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烧，于热油锅中教坐，汝还敢么？”答云：“不敢。”奉圣旨：“为甚不敢？”奏云：“此是神通三昧，我此法中无如是事。”[35]此外，妙高曾举云门公案一事，欲为佛祖雪屈，忽必烈很不高兴。

廷辩的最终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事实上，结论在辩论之前早已定下了。“尊教抑禅”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对南人的政治歧视，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特征尚不了解。当然，禅僧的任性放狂，不像必须依赖国家寺院为生的义学僧人那样驯服，也是促成政府采取压制措施的一个原因。元王朝重视义学，从义学沙门中选拔地方僧官，早有规定。至元二年（1265）二月，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36]这就促使汉地僧人重视佛教经典，诱导禅僧走上禅教融合的道路。

向江南禅宗兴盛地派遣讲经僧人，改变禅僧不重经教的学风，树立传统佛教典籍的权威，是元王朝实施尊教抑禅政策的重要内容。《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世祖弘教玉音百段》记：“帝平宋已，彼境教不流通，天下拣选教僧三十员，往彼说法利生，由是直南教道大兴。”所选僧人无论出自佛教哪一派，都必须精通佛教典籍，严格按佛教规定修行。至元二十五年，“诏江淮诸路立御讲三十六所，务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37]，对于讲什么经典并无具体规定，依《智德传》记，有《法华》、《华严》、《金刚》、《唯识》等经疏。

元王朝还支持把禅寺改为“讲寺”。如天台家僧人性澄，请将国清寺由禅院改为“讲寺”，忽必烈“赐玺书复之”[38]，表示支持，就是突出的一例。中唐以来，佛教义学衰微，僧侣“从教入禅”成为一种时髦。入元以后，也出现了“从禅入教”的潮流。如四明延庆寺僧本无，原依寂照禅师在中天竺习禅，“亦有省处”，但后来又投到性澄门下，去“精研教部”。寂照为此给本无寄去一偈：“从教入禅今古有，从禅入教古今无。一心三观门虽别，水满千江月自孤。”[39]不无遗憾。

在元统治者的倡导下，汉地佛教界出现了“禅学浸微，教乘益盛，性相二宗，皆以大乘并驱海内”[40]的局面。在这种教禅新格局中，教门诸派的传播和流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刺激，其传播途径也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

事实上，受到尊教抑禅打击最重的是北方禅宗，此后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南方禅宗则采取消极对抗态度，但其作为佛教在南方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因为政府的政策而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南方的多数禅师与朝廷保持距离。到元朝中后期，情况有了变化。

第一，随着社会的稳定，元王朝对南方禅宗逐步减弱了压力，加强了怀柔的成分，有助于缓解对抗。比如，对临济宗禅师中峰明本在江南僧俗各界享有盛誉，元朝廷曾多次征召，却多次地被他拒绝。延祐六年（1319），“帝闻天目中峰明本之道，聘之不至，制金纹伽黎衣赐之，号之曰‘佛慈圆照广慧禅师’。赐狮子院（明本曾住持的寺院）额曰：正宗禅寺”。至治三年（1323），即明本临终那年，“遣使即其居修敬”。天历二年（1329），“赐谥智觉，塔曰法云，召奎章阁学士虞集至便殿，命撰《中峰塔铭》”。元统二年（1334），“大普庆寺住持善达密的理表奏，以先师《明本广录》入藏，帝可其奏，加‘普应国师’”[41]。元代中期诸帝对明本的推崇，是对南方禅宗既有形势的一种肯定。到了元代末期，南方有更多的禅师与元廷加强了联系。

第二，元代后期，朝政腐败，社会动荡，“士大夫逃禅”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地方官僚开始向禅宗寻找出路，其中既有汉族官吏，又有蒙族官吏；既有“向司县间作小吏，弄到老死，构不得九品八品”的仕途“无根脚”之人，又有“出身便是五品四品”或“白身便是三品”的统治者。尽管他们的儒学和佛学修养一般不能与宋代的士大夫相比，关心的问题与宋代士大夫不完全相同，参究的内容也有差别，但是毕竟减少了对禅宗的歧视。

五 寺院经济的膨胀与危害

元代佛教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就是由官方把政府管理的寺院进行分类，并且要求各寺院保持自己的专业。根据《元史·释老传》记载：“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官方承认并隶属于宣政院的寺院分为禅、教、律三类，这在宋代没有正式规定。但是，在南宋朝廷颁赐寺额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寺院分类的现象。元王朝在寺院分类方面的做法，为明代寺院分类管理的系统化和完善化奠定了基础。

元代初年，由政府掌握的寺院以及僧尼数量大体与南宋时期相当。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42]。僧尼人数显然是太少了，未经注籍的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一般说，禅僧逃避统计或不在统计之列。

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是元代寺院的重要特点。大寺院所占的巨量田产，首先是来自皇室的赏赐，是与蒙元贵族的大土地占有相联系的。元统一全国后，朝廷把土地作为“官田”，以赏赐的形式分配给贵族、官僚，其数额之巨之滥，为历史上所罕见。与此同时，佛教寺院和以喇嘛教僧人为主的佛教界头面人物，也获得大量土地。由国家主管的大寺院，特别是一些皇室捐建的国立寺院，动辄占田成千上万亩。忽必烈敕建的大护国仁王寺，在大都等处直接占有的水陆地和分布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处的田产，共达十万顷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山林、河泊、池塘等。至大四年（1311），仁宗一次赐大普庆寺田八万亩。元文宗曾一次赐给大承天护圣寺田地十六万顷，元顺帝时又赐田十六万顷。这些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对于帝王大建寺院和大量赏赐寺院土地，元代后期的重臣也提出异议，指出其危害。泰定三年（1326），“中书省臣言：养给军民，必籍地利。世祖建宣文弘教寺，赐永业，当时已号虚费。而成宗复构天寿万宁寺，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凿山开寺，损民伤农，而卒无益”[43]。但是，尽管有这些议论，此后元王朝仍然没有停止大建寺院和大量赏赐寺院土地。

对于寺院的租税和僧人的差役，蒙元统治者一开始是免除的。世祖曾对群臣说：“朕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故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44]但是，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仁宗延祐五年（1318）十月，“僧人除宋旧有及朝廷拨赐土田免租税，余田与民一体科征”[45]。对于僧人的差役，也是时免时征。成宗大德七年（1303）闰五月，“诏僧人与民均当差役”。[46]但是到延祐七年六月，英宗又“诏免僧人杂役”[47]。所以，在元代历史上，短时间内实行的征收寺院租税和僧人当差役的措施，并没有起到限制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和僧人特权的作用。

另外，上层僧人利用权势，搜刮民脂民膏，巧取豪夺，是造成寺院经济恶性膨胀的重要原因。元王朝曾经下令禁止寺僧扩占民田，至大四年（1311）十月，仁宗“禁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48]。但是，事实表明，这些禁令收效甚微。

由于寺院曾长时间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许多民户自愿成为寺院的佃户。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上层藏僧是利用特权强行把在籍农民编入寺籍。在江南各地的寺院中，占有土地和佃户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成宗大德三年（1289）七月间，“中书省臣言：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49]。

为逃避赋税和差役，也使大量土地通过不合法的渠道流入寺院。因为元代寺院长时期不交赋税，没有差发，所以，有些汉人地主将私产托名寺院，规避差税。有的富户使子弟一人出家，然后把全家田产托名这个出家僧人所有，使全家不再纳税。有的地主将土地施舍给寺院，然后再向寺院承佃，这样，就不必向官府纳税和承担差役。凡此种种做法，实际上是侵害了国家的利益，促进了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至顺镇江志》载，镇江路平均每人占有土地约六亩，而僧尼则达五十亩左右，这反映了当时寺院占有田地规模之大。史称泰定帝时（1324—1328），“江南民贫僧富”[50]，以致有人说，“天下之田，一入于僧业，遂固不移”[51]。

元朝崇佛重在修功德、作佛事。从建寺造塔、赐田斋僧、写经印经、念经祈祷，到帝后受戒、受法，各种功德法事常年不断，几无虚日。为此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是惊人的。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说：“今国家财赋，半入西蕃”[52]，这是特指西藏而言的；至大三年（1310），张养浩说：“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53]，这是指全国的情形了。据延祐五年（1318）统计，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清赵翼指出：“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佛事“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寺院“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54]。

寺院占有土地，同时也就控制了土地上的农户。寺院佃户人数很庞大，例如，江浙行省寺院的实际寺院数量和占田数量没有确切数字，但是行省所管寺院佃户达到五十余万户。寺院的田产名义上属于寺户，并不为私人所有，但实际上为主管的各级僧官所支配，他们是实际占有者和使用者。

寺院既占有田地，也占有山林，数量都是惊人的。许有壬《乾明寺记》说“海内名山，寺据者十八九”。此类说法自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寺院田地山林之多是不争的事实。

元代寺院经济不是与社会生产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而是通过掠夺民田、接受赏赐、规避差税等方式在短时间内突发式膨胀起来的，所以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同时，经济实力的极度膨胀，也成为佛教内部孳生腐败堕落的温床。

第二节 元代教门简况

元代称“教”者，具体指天台、华严和慈恩三家，并非总是笼统指佛教的所有典籍。慈恩之所以特别为元代佛教所重，与喇嘛教以法相为理论基础、以因明为方法论有关。就禅宗与教门三家的力量对比而言，禅宗是元代佛教的主体；就它们主要分布区域而言，是所谓的“南禅北教”。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

元代僧人对教门三派主要思想的来源及特点有简明归纳：

教自隋唐之后，传者各宗其说，遂派而为三：由止观之门，观假而悟空，观空而趣中，以入于实相者，为天台宗；会缘入实，即俗而明真者，为贤首宗；穷万有之数，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归乎中道者，为慈恩宗。[55]

天台宗兼重“止观”修行，通过认识“假”、“空”、“中”三者的统一关系，体认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世界真实体相（“实相”），获得佛的智慧，达到解脱。这个归纳概括了天台宗止观双修、三谛圆融及中道实相等主要教义的基本思想。华严宗讲“俗”即是“真”，由体认“俗”（缘）而进入真“实”法界。这种归纳强调华严宗视世俗世界为解脱世界的观点，但没有涉及它的主要学说。至于唯识宗，则是通过分析一切现象（万有）的虚假不真实，体认真实的本源“一性”，所以“空”与“有”互异，均不可执著，应同归于“中道”。《成唯识论述记》讲：“唯遮境有，执有者丧其真；识简心空，滞空者乖其实。所以晦斯空有，长溺两边；悟彼有空，高履中道。”悟得空有关系，体认唯识无境，即为中道。很明显，这里的归纳突出强调唯识宗（慈恩宗）唯识无境的观点。

元代教僧是按照唐代各宗注疏讲经，使唐代诸派学说持续流传。一般说来，他们的宣讲只起到普及各宗基本知识的作用，殊少创新。讲经僧人大多兼通各宗教义，专弘某一派而贬抑其他派的现象并不多见。

总的说来，元代研究唯识的学僧很少。见于《大明高僧传》记载的有普觉英辩（1247—1314），从学于柏林潭，在秦周州景福寺弘法，被称为无佛之世的佛。云岩志德（1235—1322），从真定龙兴寺法照学习唯识，至元二十五年（1288）被选为讲主，除了讲《唯识》等疏外，兼讲《法华》，号“佛光大师”。同为江淮御讲所讲主的吉祥普喜，也通达《唯识》和《因明》。云南僧人端无念，曾和普喜讨论《唯识》，受到其赞赏。传播华严学和天台学的僧人要相对多一些，但无论其社会影响和对本宗教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不能与宋代相比。无论弘扬华严还是天台的学僧，几乎没有争夺本宗正统或振兴本宗派的意识。能够为复兴本宗派的重要寺院而努力的僧人，比如天台学僧性澄，就已经是很少见的了。

一 华严学僧及其思想

元代弘扬《华严经》的教僧遍布全国各地，北方以五台山为中心，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华严学僧。元大都也有兼通或弘扬华严的僧人。南方的华严学僧则主要活动在江浙地区。

元京城兼通华严教理的有达益巴、妙文、德谦、万安拣坛主等。达益巴（1246—1318）出身不详，早年从学帝师八思巴十三年，“凡大小乘律论及秘密部皆得乎理之所归”，后至甘肃临洮，师从绰思吉十九年，返京城后住庆寿寺。《通载》卷二十二并未记其兼通华严宗教理，《大明高僧传》卷二本传说他“兼通贤首之教，于是名誉四表，道重三朝”。武宗曾听其讲经，赐“弘法普济三藏”之号，并“敕王公大臣皆咨决心要”[56]。达益巴华严学的师承不详。他应是藏传佛教僧人接受汉地佛教影响的一例。

妙文（1237—1319），蔚州人，俗姓孙，9岁出家，18岁受具足戒后游学云朔燕赵，21岁至元大都，依明和尚习华严教理十一年，32岁开始讲经。忽必烈称其为“福德僧”，诏居宝集寺。鉴于当时“相学之流，囿于名数，滞于殊途，蔽情执之见，惑圆顿之旨”的情况，妙文力主振兴“圆宗”（指华严宗），“使守株于文字者有以荡涤情尘，融通寂照”[57]。妙文希望以华严教理清除义学之弊，而他以反对“株守文字”为主，又带有禅的特色。据《大明高僧传》本传，妙文晚年“专修念佛三昧”，这也是当时义学僧人的一个特点。

据《通载》卷二十二和《大明高僧传》卷二本传，德谦（1267—1317）号福元，俗姓杨，宁州平定（治在今甘肃宁县）人。幼年出家，后游“秦洛汴汝，逾河北齐魏燕赵之邦，咨访先德”。他初学《般若》于邠州守，习瑞应于原州忠，受幽赞于好畤仙，学《圆觉》于乾陵一，习《唯识》、《俱舍》于陕州政，听《首楞严》、《四分律》于阳夏闻。所谓“六经四论一律皆辞宏旨奥，穷三藏之蕴”。在进入元大都之前，德谦即以博学多能著称。

德谦入京城后，慕名就学于万安拣坛主，专习华严教义。拣坛主侧重弘扬华严，并且重视五台山地区。忽必烈曾问：“何处为最上福田？”拣坛主回奏：“清凉。”忽必烈欣然首肯，谓是“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为世福田”。[58]德谦因受拣坛主器重，在京城有一定影响，先奉诏居万宁寺（元成宗时所建），后迁崇恩寺（武宗时所建），前后十年，谥“佛护宣觉宪慈匡道大师”。

五台山是元朝统治者作佛事功德的首选地点，经常建寺造塔，举办各种法会，诏僧人讲经等。这里聚集的兼通或专弘华严的僧人较多，且与外界有广泛联系。

善柔俗姓董，德兴之永兴人，7岁出家，随永安广行习《金刚》、《楞严》等经，20岁始习华严教义。他承广严传戒，具有较大影响。宪宗蒙哥赐号“弘教通理大师”，命其在五台山举办“清凉大会”，还在京城开《华严》讲席。由于他在各地传菩萨戒，“自是门人加进，法道半天下矣”。他对振兴佛教十分积极，“经之缺者，勒而补之；寺之废者，撤而新之”[59]。善柔在元王朝的支持下，通过举办法会和传戒扩大了华严的传播范围。

与善柔一样，定演（1237—1310）也沟通了五台山与元京城的佛教交流。定演是崇国隆安和尚弟子，专习华严教义，先住五台山上方寺，后继隆安住崇国寺，“日以《杂华》为讲课，训释孜孜”[60]，元世祖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赐地元大都，定演与门人又建崇国寺，与其在五台山所住寺同名，成南北二寺。

五台山也聚集着依《华严经》修禅观的僧人，正顺是其中的代表。正顺是蔚州人，俗姓高，初依五台山寿宁用，受具足戒后，“结庐深树间，屏绝诸缘，唯读《华严经》，数满千部”。正顺依《华严》修禅定，“于岭头建大阁，阁下为海水，出大莲华，华上坐毗卢遮那佛满月像。每对佛入观，五七日方起，故人以‘华严菩萨’称之”。显然，正顺所设的观想（思考）对象来自《华严经》中的神话描述，但其通过这种观想所悟的境界，并不是《华严经》中所描述的神通境界。他入华严观后所证悟的是：“行住坐卧，了无一物为障碍，无一念为起灭，身心荡然，与法界合。”并且他强调：“无尽刹海，不离当处，妄情未瞥，悟入无时。”在这种证悟之后，他“为人演说，言如涌泉，皆契法界深义”[61]。所谓“无一念而起灭”是“无念”；“无尽刹海，不离当处”，则是把世俗世界视为解脱世界。此类证悟说辞，源于华严宗的教理，并与禅学有相通处，显然与所观的海水、莲华及佛像无关。

五台山地区知名度最高的华严一支是文才系。文才（1241—1302）俗姓杨，号仲华，清水（在今陕西省）人。早年遍览经史，尤精理学，受具足戒后多方听讲经论，以习华严教义为主。他曾隐居成纪（治在今甘肃天水），于户外植松，人称“松堂和尚”。元世祖诏命主持白马寺，号“释源宗主”（因认为中国佛教始兴起于白马寺，故称“释源”）。元成宗于五台山建万圣佑国寺，经帝师迦罗斯巴推荐，诏为开山第一代住持，并铸金印，署为“真觉国师”。文才一生以“大弘清凉之道”为己任，是元代少数专弘华严的名僧之一。

文才经常教导弟子：“学贵宗通，言欲会意，以意逆志，为得之矣。语言文字糟粕之余也，岂有余味哉？……以记问自多，殊不知支离其知，穿凿其见，愈惑多歧，不能冥昝于道。听其说适足以熟耳而已，岂能开人惠目乎？”他反对拘泥于经书文句，背诵经典，主张“会意”和“宗通”，把握精神实质，强调转变人的思想认识（开人惠目）。这些主张都是与禅思想相通的。

根据《佛祖历代通载》所记，文才著有《华严悬谈详略》五卷、《肇论略疏》三卷、《惠灯集》二卷，“皆内据佛经，外援儒老，托譬取类，其辞质而不华，简而诣取其达而已”[62]。就其传播华严的著作而言，除了《华严悬谈详略》介绍唐代澄现以来的华严教义外，更有特色的是以华严学解释《肇论》，作《肇论新疏》三卷和《肇论新疏游刃》三卷。后者并非直接释《肇论》，而是对前者的进一步发挥。两者的关系大同于宋净源的《中吴集解》和《中吴集解令模钞》的关系。

文才认为，云庵达禅师、光瑶禅师和净源法师的《肇论》注疏之作“醇疵纷错，似有未尽乎《论》旨之妙夥矣”。于是“因暇日，谨摭诸先觉之说，别为训解，以授座下”[63]。《肇论新疏》即是他给僧众讲授的记录。总观文才此书的诠释，最显著的一个特色是接受净源的影响，并予以发挥，用华严宗的心、理、事三范畴统摄整部《肇论》。

文才在解释《宗本义》时说：

四论所崇曰宗，本谓根本，通法及义。法有通别：通者，即实相之一心。中吴净源法师云：然兹四论，宗其一心，然四论虽殊，亦各述此一心之义也。别者，即四论所宗各殊。所以尔者，非一心无以摄四法，非四法无以示一心，即一是四，即四是一。

文才虽然从“通”和“别”两方面讲四论的同一和差别关系，但主旨是把四论建立在心学基础上。这不是文才的独创，而是承自净源著作。

在用理事关系概括《肇论》内容方面，文才又比净源前进了一步。《宗本义》开头一句是：“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一义耳。”文才对五个概念的释文是：

此五名诸经通有，义虽差殊，不越理事。今始终相蹑，略而释之。初谓缘会之事，缘前元无，故云本无；无相之相，复云实相；即此实相，是诸法性，故云法性；此性真空，故复云性空；复由性空之理不离于事，以理从事，复名缘会，谓因缘会集，而有诸法，或名缘集，缘生等，皆意在法也。杜顺和尚云：离真理外，无片事可得。[64]

文才循环论证，目的是要以理事关系修正和改造僧肇的般若学。他坚持华严宗的理事关系说，认为理事不可分，并把理作为诸法的本源，但是，他讲的“缘会之事，缘前元无”，又完全不同于华严宗的缘起说。华严宗最有特色的“性起缘起”讲“缘集不有，缘散不无”，是无起之起。因此，文才在以理事关系概括时，并不具有以华严理论全面改造《肇论》的能力。

文才以后，此系有影响的人物是大林了性和幻堂宝严。宝严（1272—1322）多年跟随文才，助其在各地传教。文才圆寂后，宝严继住其席，后奉诏住玉山普安寺。了性（？—1321）俗性武，早年曾从学于文才，不久周游“关陕河洛襄汉”，寻访名僧，先后从学于柏林潭、关辅怀和南阳慈。《通载》卷二十二谓此三人“皆以义学著称”，《大明高僧传》卷二《了性》谓此三人“皆以贤首之学著称一时”。了性此后又至清水投文才，认为“佛法司南，其在兹矣”，承认文才在佛学上的权威地位。他跟随文才到五台山，文才圆寂后，他“北游燕蓟”，“优游江海之上”，过着“与世若相忘”的隐居生活。到元成宗诏居万宁寺，由此而“声价震荡内外”。至大年间（1308—1311），奉诏住五台山普宁寺，为第一代住持，直至圆寂。

在五台山的华严学僧中，有坚持隐修不听元王朝调遣者，如正顺，“成宗闻师名，三召不起”[65]；有获得元王朝的支持，保持自身独立，不媚喇嘛教权贵者，了性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当时汉地僧人见到喇嘛僧便抠衣接足，乞其摩顶，谓之“摄受”。了性则“独长揖而已”。有人谓其傲慢，他说：“吾敢慢于人耶？吾闻君子爱人以礼，何可苟屈其节而巽于床，自取卑辱乎？且吾于道，于彼何求哉？彼以其势，自大而倨，吾苟为之屈焉，非谄则佞也。”[66]不乞求喇嘛教僧摩顶，也反映了汉地佛教具有的特殊独立性的一面。

南方华严僧人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或宣讲华严教理，或依经修行，从事著述者极少。丽水盘谷是海盐（治今浙江嘉兴）人，元至元年间（1280—1294）游历五台、峨眉、伏牛、少室等处，有“足迹半天下，诗名满世间”[67]之誉。元世祖的驸马高丽王子王璋请其于杭州慧因寺讲《华严》大意，使僧俗听众信服。后至松江隐居，专修净土，日诵阿弥陀佛名号，有《游山诗集》三卷。

浦尚（1290—1362）字希谷，檇李（浙江嘉兴）人，曾随景岩福习华严观。文宗天历元年（1328）后，受宣政院命历住多处寺院，受“慈峰妙辩大师”号。浦尚晚年自号“杂华道人”，“宗华严，志不忘也”[68]。浦尚的弟子有数十人，著名者有学古海和滋泽翁。

元末倡天台与华严融合的代表人物是善学（1307—1370），号古庭，曾从宝觉简习澄观的《大疏钞》，以及《圆觉》、《楞严》、《起信》等。常住阳山大慈寺。他告诫徒众：“吾宗法界还源，非徒事于空言，能于禅定而获证入者，乃为有得耳。”可见其重视禅定践行。而他融合天台与华严，也是侧重于这方面论述。

由于禅定体验有相通处，所以善学反对“专守一门”，他指出：“吾早通《法华》，虽累入法华三昧。”他所说的“法华三昧”体验，与“法界还源”的禅体验是相通的。因此，他所倡的天台与华严的融合，特指天台禅定体验与华严禅定体验的融合，属于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然而，这种融通也颇受士大夫的欣赏。宋濂称他“于诸宗之文颇尝习读，每病台衡、贤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会而融贯之，恨鲜有可言斯事者，不知世上乃复有师乎”[69]！善学没有华严方面的专著，但有《法华问答》、《法华随品赞》、《辨正教门关键录》等著述。

大同（1289—1370）字一云，号别峰，是元末明初知名度较高的华严学僧。大同早年出家于会稽崇胜寺，先从春谷习华严教义，《补续高僧传》卷四谓其特重《五教仪》和《玄谈》二书。次访古怀肇习“四法界观”。返归宝林寺后，春谷告诉他：“子之学精且博矣，恐滞心于粗执。但益多闻，缚于知见，诚非见性之本。宜潜修而涤之，庶为吾宗之幸。”所谓“潜修而涤之”，指禅定修习过程中的心理体验。于是他先后依钱塘晦机元熙和中峰明本习禅数年。明本告诉他：“贤首一宗，日远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张之，毋久滞此。”并“书偈赞清凉像”付之。大同认为：“吾今始知万法本乎一心，不识孰为禅，又孰为教也。”[70]因此，他日后所弘扬的华严学，在主导思想方面与禅学是不分彼此的。

大同离开明本返回宝林寺春谷处，受命分座讲《华严经》。元延祐年间（1314—1320），住持萧山净土寺，继迁景德寺、嘉禾东塔寺、绍兴宝林寺等，终生弘传华严宗。由于宝林寺被视为澄观肄业之处，大同也被看作华严正宗传人，从学者甚众。至正（1341—1368）年初，受赐“佛心慈济妙辩”之号。至明初，明太祖曾请其参加钟山无遮大会，大同又受到新朝统治者的重视。

大同与士大夫来往较多，《补续高僧传》本传记有永康胡长孺、吴兴赵孟頫、巴西邓文原、长沙欧阳玄、乌伤黄潜等。并谓其“独能撑支震耀，使孤宗植立于十余传之后，凡五十年”。然而，大同并不因为振兴华严宗而排斥他宗，多次因荐举禅宗和天台宗僧人主持名刹而受称赞，所谓“扶植他宗，毫无猜忌”[71]。他的著作有《天柱稿》，是汇集自己的诗文；《宝林类编》，是汇集古今人的诗作。他的嗣法弟子有皋亭善现、高丽若兰、景德仁静、姜山明善、延寿师[image: ]、南塔国琛、福城大慧、景福性湛、妙相道儞、法云道悦、净土梵翱、宝林日益等。其学徒虽众，但未出现以华严命家者。

云南地区弘传华严教义的代表人物是普瑞。普瑞字雪庭，号妙观，榆城人，少年出家后喜读《华严经》，曾师事禅僧皎渊。南诏段氏统治大理时，住水月山，元统一后，住苍山再光寺，以讲《华严》为主。僧传谓其“虽印心南宗（指师从皎渊），而恒阐《华严》为业”[72]，但他的华严学师承不详。普瑞著有《楞严纂要》十卷、《金刚方语》、《华严心镜》、《玄谈辅翼》以及《华严玄谈会玄记》（简称《会玄记》）四十卷，另外还补注唐一行的《华严忏仪》四十二卷。在这些著作中，《会玄记》是他弘扬华严教理的代表作。

据《会玄记》卷一介绍，普瑞作此书分四个步骤，该书每部分相应有四项内容，即“先科（分段）、次经（引《华严经》经文）、次疏（引澄观《华严经疏》）、后钞（引述澄观《随流演义钞》）”，查其全书，基本严格依此。《会玄记》并非随文释义式的逐句解释《华严经》本文，而是依照澄观《华严经疏》所概述的主要问题选配经文。书中间或也引宗密等人的著作，个别地方也有一些发挥，但本质上是借《华严经》传播澄观的华严思想。对于《华严经》本文的解释，均以澄观的《华严经疏》为准，辅之以《随流演义钞》。他在介绍澄观时说：“号澄者，定也；观者，慧也，表和尚定慧双修。”此说是普瑞的发挥。该书谓澄观“历九宗圣世，为七帝门师”[73]，不知依据什么材料。另外，所述澄观的生平事迹等也与《宋高僧传》多有不符。

二 天台学僧及其思想

元代天台宗的活动范围比较小，主要集中在杭州地区，以上下天竺寺为中心。元代传播天台宗的著名僧人，从法系传承上来讲，主要是由南宋南屏系统发展而来，主要是北峰宗印一支。宗印（1148—1213）师承竹庵可观，俗姓陈，盐官（浙江海宁）人，15岁受具足戒，他曾经被宋宁宗召对便殿，问佛法大义，得赐“慧行大师”之号。宗印的弟子很多，活跃于元代的著名天台僧人基本都出自宗印的再传弟子门下。有出自佛光法照门下的东溟慧日（1291—1379），出自桐洲怀坦门下的玉冈蒙润（1275—1342）、大用必才（1292—1359），出自剡元觉先门下的湛堂性澄（1265—1342）等。

慧日是浙江天台人，为宋丞相贾似道之孙，出家于本县广岩寺。从至元四年（1338）开始，先后住持荐福寺、下天竺寺、上天竺寺。慧日曾得到帝师欣赏，受赐“普济大师”之号和法衣。元明更迭之际，明太祖曾问以“升济沉冥之道”，被尊为“白眉大师”。在他的努力下，金陵瓦官寺得以重建。慧日对恢复和保护天台宗的传法基地做了很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蒙润俗姓顾，浙江海盐人。根据《续佛祖统纪》卷一所记，他曾在海盐德藏聚众讲《法华》，听众有上千人。曾先后住持过演福寺、下天竺寺等，著有《四教仪集注》。其弟子必才俗姓屈，台州临海人，12岁出家，曾足不出户，苦读大藏十年。在蒙润的弟子中，他在“剖决宗旨，议定教章”方面是上首。所以，蒙润在德藏讲经的时候，他分座讲演。从至正二年（1342）开始，必才先后住持杭州兴福寺，后迁演福寺。他一生勤于讲经，但对净土信仰十分重视，临终还要告诫弟子不要抛弃往生净土的修行实践。他的主要著作有天台三大部的增治助文，以及《法华》、《涅槃》的讲义等。他的弟子也主要活动于杭州地区。

性澄俗姓孙，别号越溪，至元十三年（1276）出家，初依石门殊律师习律，至元二十二年（1285）从佛鉴学习天台教观，后又从学于允泽。从大德元年（1297）开始，先后住持东天竺的兴源寺、南天竺的演福寺和上天竺寺，其因说法祈禳有功而受朝廷的奖励。性澄振兴天台宗的宗派意识很强烈，并且孜孜不倦地追求。为了把已经改为禅寺的国清寺重新恢复，性澄不远数千里到京城，向宣政院说明情况，最后获得成功；他致书高丽，希望求取天台宗的典籍，直到对方回书说没有才作罢。性澄的弟子有弘济、本无、允若、善继等，以杭州地区的寺院为传法中心。

弘济（？—1356），嘉兴余姚人，俗姓姚，字同丹，别号天岸。少年出家，20岁受具，先学律，后到四明延庆寺从半山全学习天台教义。受到性澄的重视，任演福寺的首座。泰定年间，开法于圆觉寺。他一生除讲天台教义之外，重视行各种忏法、净土修行，曾有多种神异事迹，受到僧俗各界的拥戴。其主要著述有《四教仪记要》、《天岸外集》等。弟子有上竺道臻、超果允中、圆通有传等人。

本无（1286—1343）俗姓陈，台州黄岩人，字极元，又号我庵。13岁出家，先后从学于蒙润、性澄。曾住持凤山崇寿、普福、延庆等寺院。著述有《楞严经集注》、《山意集》等。弟子有弘道、慧隐、大始等。

允若（1280—1359），浙江绍兴人，字季蘅，号浮休、若耶。少年出家，先从大山恢学天台教，后慕名到南天竺演福寺依从性澄。他对知礼的思想比较重视，精研其典籍。这在元代传承天台的僧人中是不多见的。至正年间，先后住持圆通寺、下天竺寺。允若活动在杭州地区，比较重视寺院建设。同时，他也注重与文人的交往。后亡于战乱。

善继（1286—1357），浙江诸暨人，俗姓娄，字绝宗。出家后先从学于兴福寺的大山恢，后到演福寺投到性澄门下。善继住持过良渚、天竺荐福、天台能仁三处寺院，以讲天台三大部为主。元末战乱时期，以修净土念佛为主。弟子有演福如（王己）等，活跃于明初。

第三节 临济宗及其禅学演变

一 北方临济宗概述

元代临济宗分为南北两支，北方临济宗主要是印简系。在北方佛教界，他是与蒙古贵族建立密切关系的第一人。他不仅是禅宗的主要代表，也是整个佛教的领袖人物。临济一宗在元代北方的兴盛，与他在政治上的活动分不开。

印简（1202—1257），字海云，俗姓宋，山西岚谷宁远（今山西岚县）人。自幼出家，拜中观沼为师，11岁受具足戒。据《佛祖历代通载》记，印简13岁，蒙古军队攻陷岚谷，他于“稠人中亲面圣颜（大约是窝阔台）”。1219年，木华黎军再取岚谷，印简见到清乐元帅史天泽和义州元帅李七哥，颇受赏识。不久，印简师徒随木华黎北行，到赤城，成吉思汗传旨给木华黎：“尔使人说底老长老（指中观）、小长老（指印简），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由此，中观得赐号“慈云正觉大禅师”，印简得赐号“寂照英悟大师”。

不久，中观禅师圆寂，印简来到燕京大庆寿寺，从学于中和璋禅师，并成为他的嗣法人。他先后应请住持过兴州（河北滦平）仁智寺、涞阳兴国寺、兴安（河北承德）永庆寺和燕京庆寿寺。1235年，窝阔台差官选试天下僧道，印简被推为住持，进一步加深了与蒙古贵族的关系。1237年，成吉思汗的二皇后赐号印简“光天镇国大士”。1242年，忽必烈请他到漠北讲法。1245年，奉大皇后旨，在五台山为国祈福。1247年，贵由皇帝命他统领僧众，赐白金万两，太子合赖察请他至和林，住太平兴国禅寺。1251年，蒙哥即位，命印简掌管全国佛教事务。1256年，奉旨在昊天寺建法会，再次为国祈福。印简寂后，忽必烈命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佛日圆明大师”。

印简历事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四朝，并与专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保持密切关系，是汉人僧侣中权势最大的一个。他以禅师身份参与政治活动，又以政治需要改造禅宗面貌，对北方禅宗以至整个佛教都有不小影响。

他把政治条件列进选僧标准，把佛教引向直接为蒙元服务的轨道。

1235年，印简参与选试僧道，蒙古主考官确定：“识字者可为僧，不识字者悉令归俗。”印简反对，对主考官说，他自己就“不曾看经，一字不识”。厦里丞相问他：“既不识字，如何做长老？”他反问：“方今大官人还识字也？”他的话使在座的蒙古达官、外镇诸侯大惊失色。接着他说：“应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岂异人情？古之人亦有起于负贩者，立大功名于世，载于史册，千载之下，凛然生气。况今圣明天子在上，如日月之照临，考试僧道……宜以兴修万善，敬奉三宝，以奉上天，永延国祚可也。我等沙门之用舍，何足道哉！”这话是十分清楚的：僧侣的资格不应由精通多少经论取得，而是看他们能否为“永延国祚”尽力决定。“奉上天”是主要的标准，沙门自身的规定不足挂齿。

这次考试僧道经业，是蒙古联宋灭金后的第一项文化措施，对佛教界震动颇大。许多名僧忧心忡忡，担心佛教受到沙汰。唯独印简，胸有成竹，他说：“主上必有深意。我观今日沙门少护戒律，学不尽礼，身远于道，故天龙亡卫而感朝廷，励其考试也。三宝加被，必不辜圣诏。”主上考试经业只是名义，通过考试，令僧人循规蹈矩才是本质。结果，“虽考试，亦无退落者”。

印简积极投靠蒙元的行为，是否也带有类似丘处机那样的“化胡”目的很难评说，但他在劝说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方面，确实是尽过力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劝他们以儒术治国。1236年，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托印简向上陈情，准于袭衍圣公，并免差役。印简劝告忽都护，接受了这一请求。在印简的努力下，颜、孟等儒家圣贤的后裔也被免除差役。1242年忽必烈请印简到漠北讲法时，曾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印简劝他“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当有所闻也”。意思是说“安天下”的事情应请教儒家，不应垂问佛家。在告别时，印简又说，“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所有这一切，“皆佛法也”。换言之，在没有发现古贤硕儒之前，他的佛法就是治国的儒术。

1236年，蒙元正括中原户口，曾想用“印识人臂”的非人道手段防止人们逃亡。印简向断事官忽都护说：“人非马也，既皆归服国朝，天下之大，四海之广，纵复逃散，亦何所归？岂可同畜兽而印识哉？”[74]印简的努力阻止了这种野蛮行为。

印简宣扬孔子之教，从三纲五常到治国平天下，其用心的程度，远比弘扬佛教教义为深。在他领袖下的北方临济宗，已无别的禅理和禅行可言。

至大二年（1309），赵孟頫奉敕撰《临济正宗碑》，把印简一系奉为临济正宗，他的传承法系被追溯到北宋的五祖法演：演传天目齐，齐传懒牛和，和传竹林宝，宝传竹林安，安传容庵海，海传中和璋，璋传印简。很明显，这个系统能为世人所知，全赖印简的腾达。

印简有知名弟子二，一是可庵朗，二是赜庵儇。可庵朗有俗弟子刘秉忠，赜庵儇有弟子西云安，对印简一系的持续兴盛有重大作用。

刘秉忠（1216—1274）原是云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聪。印简去蒙古见忽必烈时，途经云中，携其同行，因而得识忽必烈。《元史》本传说刘“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忽必烈即位后，诏复原姓，更名秉忠，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妻之，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秉忠寂后，忽必烈对群臣说：“秉忠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危，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预闻也。”有这样一位职高权重的俗家弟子，对扩大印简一系的社会影响，无疑是有利的。

西云安也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元贞元年（1295），成宗诏请西云住大都大庆寿寺。武宗赐以“临济正宗之印”，封为荣禄大夫、大司空，并让他“领临济一宗事”[75]，说明元代统治者是把印简一系作为临济正宗的代表。

二 南方临济宗四系简说

南方禅宗均属临济宗，分别出自宗杲和绍隆两系。宗杲弟子育王德光之后，出现了灵隐之善和北磵居简两支；绍隆的再传弟子密庵咸杰之后，出现了松源崇岳和破庵祖先两支。这四支构成了南方临济宗的主流。总体可归为功利禅和山林禅两种类型。

功利禅型，指以功利为目的，积极靠拢朝廷，凭借政治权势，带动禅宗发展的派别，其代表主要有之善系和居简系，以及崇岳系的清茂、守忠等人。五山十刹，主要由这类禅师住持。山林禅型则与此相反，大多数人山居隐修，不为世人所知；部分人活动于民间，影响很大，但拒绝应征，与朝廷官府的关系疏远，最重要的代表是祖先系统。

（一）之善系与居简系

之善系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元叟行端（1255—1341）。行端是之善的再传弟子，俗姓何，台州临海（浙江临海）人，12岁出家，18岁受具足戒。曾随藏叟善珍学禅于有“众满万指”之称的径山，后又到袁州仰山，随雪岩祖钦习禅三年，仍回径山。行端擅长诗文，在径山时作《拟寒山子诗》百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传诵之”[76]。大德四年（1300），行端住持湖州资福寺，由此“学徒奔凑，名闻京国”。七年（1303），诏赐“慧文正辩禅师”号。九年（1305），应命住持中天竺万寿禅寺，在行宣政院的支持下，“树门榜而正邻刹之侵疆，治殿宇而还丛林之旧观”。皇庆元年（1312），住持灵隐寺，并奉旨在金山水陆法会上说法，受“佛日普照”号。至治二年（1322），住持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泰定元年（1324），获“大护持师”玺书。早在大德七年受赐号诏书时他就说：“天恩浃肌骨，浅薄将何酬？愿君为尧舜，愿臣为伊周。”[77]
在元代禅师中，像他这样急剧地升为新贵的寥寥无几。这是元代禅宗的成功之笔。自此，南方禅师陆续与元结缘者不乏其人。笑隐大说：“今我径山法叔（行端），再世妙喜（宗杲）也。”[78]可见他受人尊重和艳羡的程度。

行端一生，“以呵叱怒骂为门弟子慈切之诲，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呵叱怒骂”，其迹确系临济宗风，然其所行“天下大公之道”，那精神与其前辈不知相去几千里了。

由于行端四主名刹，“三被金襕袈裟之赐”，名声远播，招致众多门徒，“嗣其法而同时阐化于吴楚闽粤蜀汉间者若干人”，对蒙古人也有影响。他的其他弟子，如楚石梵琦、梦堂昙噩、古鼎祖铭、愚庵智及等都比较有名，成为活跃于元末明初、势力最大的一个禅派。

居简系所出人才较多，其中笑隐大（1284—1344）是居简的三传弟子，南昌人，俗姓陈，幼年出家，曾遍阅大藏经文，后到百丈山从晦机元熙学禅多年。至大四年（1311），住持湖州鸟回寺；延祐七年（1320），住持杭州大报国寺；泰定二年（1325），江浙行省丞相脱欢命他住持中天竺，“僧徒相从者垂千辈”。至天历二年（1329），奉诏住持金陵大龙翔集庆寺，得封“大中大夫”，受赐号“广智全悟大禅师”。至顺元年（1330），与昙芳守忠等南方著名禅师北上，“京师之为禅宗者出迎河上”，受文宗召见。后至元二年（1336），加赐“释教宗主兼领五山寺”号。

大重视丛林清规和禅众教育，指出：“百丈作清规而丛林大备，有书状、有藏主、有首座，将使禅者兼通经教外典，欲其他日柄大法，可以为全材而御外侮也。”[79]要求禅僧兼通经教外典，是相当开放的主张，但目的是为他日“柄大法”、“为全材”做准备，则与百丈的“规式”精神全不相干。这反映了南方禅师在多教兼容的社会条件下，有意参与角逐的热切心肠。大曾奉旨召集学问僧，审定德辉编集的《敕修百丈清规》，从这个《清规》中多少也可以看到大的思想。

大也擅长诗文，与赵孟頫、邓文原等士人有良好关系。黄潜评论其文：

无山林枯寂之态，变化开合，奇彩烂然。而议论磊落，一出于正，未尝有所偏蔽。虞公（集）称其如洞庭之野众乐并作，铿[image: ]轩昂；蛟龙起跃，物怪屏走，沈冥发兴。[80]

南方临济宗至于元代，一般因袭宗杲的传统，行看话禅。大则起来反对：“每见近时宗师教人提个话头……使其朝参暮参，疑来疑去，谓之大疑必有大悟。虽是一期善巧方便，其奈愈添障碍。”他斥责那些参究话头的禅僧说：

愚痴之辈，一丁不识，窃吾形服，经教不知，戒律不守，问著百无所能，但道：我请益善知识，举个话头。口里诵，心里想，如三家屯里学堂，教小儿子念上大人相似，眼醒记得，睡着忘了；或用心太过，愈疑愈乱，遂至失心颠狂；或妄生卜度，胡言乱语，诳吓无知；或痴痴兀兀，黑山下鬼窟里淹过一生。[81]

这种斥责，揭露了看话禅的流弊，有令迷入歧途者猛醒的意义。与此同时，大也批评慧南的“黄龙三关”：

黄龙三关，如商君立法，法虽行而废先王之道，故当时出其门者甚多，得其传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孙未致断绝。[82]

把慧南设“三关语”视为黄龙派法系断绝的原因，自然不是什么可靠根据，但是在当时提出来，是有所指的。元初，祖先系代表人物原妙即效法慧南，也设“三关”传禅，颇有影响。因此，大的批评也是针对祖先系的，尽管他与祖先系的许多禅师关系不错。

大肯定的禅风是“行棒行喝”，与行端相近；又重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表明他没有忘记禅的宗旨。

居简系还有其他一些禅师，像觉岸和念常等，对佛教史学有所贡献。觉岸著《释氏稽古略》四卷，属编年体通史，从三皇五帝到南宋末，按干支帝纪年号记载历朝沿革和佛教史迹等。其资料大多取自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本觉所撰的《释氏通鉴》。《释氏稽古略》的史学价值比不上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

念常（1282—1341），俗姓黄，号梅屋，世居华亭（上海松江），12岁出家，曾从平江圆明院体志学律，元贞元年（1295）受具足成。至大元年（1308）到杭州净慈寺随晦机元熙习禅七年，元熙迁住径山后，他留在净慈寺，又住持嘉兴祥符寺。至治三年（1323），赴燕京缮写黄金佛经，面见帝师，听讲密教教义。历时二十年，撰成编年体通史《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二卷，内容大部分取自《景德传灯录》和南宋祖琇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补述了南宋、金元的佛教史。虽然有些记述过于繁冗，史实方面亦有讹误，但仍不失为研究宋元佛教的重要著作。

德辉也出自居简系，由他重编的《敕修百丈清规》为后来禅宗各寺采纳，影响久远。据德辉自序，自百丈怀海制定《禅门规式》以来，历代都有重编“丛林清规”流行，详略不一。延祐年间（1314—1320），晦机元熙、一山了万、云屋善住曾打算对各种版本“删修刊正，以立一代典章”[83]，但没有实现。德辉有志于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在住持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期间，奔走京城，奏请重编统一的《百丈清规》，元统三年（1335）诏许。当时德辉没有发现所谓的《古清规》，而认为有三个流行本可取，即宗赜的《崇宁清规》、惟勉的《咸淳清规》和弌咸的《至大清规》。德辉根据这三个本子，删繁就简，正误补缺，经大主持审定，分成九章十卷，题《敕修百丈清规》，于后至元年间（1335—1340）刊行。

（二）崇岳系和祖先系

崇岳系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出自该系的著名禅师也不多。其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古林清茂和昙芳守忠。他们都是“道契王臣”者，活跃于金陵地区。

清茂（1262—1329），号金刚幢，晚称休居叟，俗姓林，温州乐清人，11岁出家，13岁得度，曾居天台国清寺。19岁，参横川如珙（1222—1289），深得器重。20岁回国清寺，作《拟寒山诗》三百首。不久，如珙迁住育王山，应命前往随侍六年。先后住持过平江府天平山白云禅寺、开元禅寺、饶州永福禅寺和金陵凤台山保宁禅寺等。仁宗赐号“扶宗普觉佛性禅师”，英宗也曾下诏问道。

清茂晚年住保宁禅寺八载，颇得居住于金陵的图帖睦尔（即位后称文宗）的尊敬，“先是上居潜邸时，留神内典，时数枉驾，诣师问道”。其刻印《般若心经》、《高王观世音经》，都请清茂作序，“章显佛心，冠乎经首”[84]。文宗即位第二年，遣使问候，时清茂已经圆寂了。

清茂平生所作诗文偈颂不少，流传也广。比较重视的是拈古和颂古，著《重拈雪窦举古一百则》，以及其他颂古之作。关于他的著述有《古林清茂禅师语录》五卷、《古林和尚拾遗偈颂》二卷。这些在国外也受欢迎，“日本扶桑之域，求师语录，刊以播其国”[85]；《偈颂》传到高丽，刻版印行。

守忠（1275—1348），南康都昌人，俗姓黄，11岁出家受具足戒，拜云居玉山珍为师，后游方至金陵蒋山。大德九年（1305），受请住持金陵崇因禅寺十五年。至治元年（1321），脱欢请他住持蒋山，由此声望日隆。1325年，图帖睦尔在金陵时与守忠来往尤密，守忠预言他日后能做皇帝，并为之祈祷。天历元年（1328）秋，图帖睦尔刚即位，便遣使赐守忠“佛海普印大禅师”号，将其在金陵的潜邸改为大龙翔集庆寺，诏选守忠为开山祖师，守忠推荐大以代。次年春，文宗又加赐“大中大夫广慈圆悟大禅师”号，命住持蒋山和崇禧两处寺院。

至顺元年（1330），守忠与大应诏赴京，受到文宗及皇后、太子和帝师的隆礼接见，赏赐极多。返回时，诏命所经官府沿途护送。守忠用所得钱财在金陵“大兴营构，穹楼佛殿，殆若天降”。不久，文宗又赐钞五千锭，割平江上田五十顷，蠲两寺田赋。[86]至正元年（1341），守忠告老，后仍被诏出，特别是诏令住持和修复称作“国朝江南建寺，惟此一寺为盛”的集庆寺，被视为殊荣。及其逝世，为之送葬者达数万人，“士庶率财作大会七日”，甚至有“然顶臂香为供者”。

祖先系是元代禅宗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支派，著名禅师很多，影响遍及国内外。这里先介绍无见先睹、石屋清珙、万峰时蔚、天如惟则、千岩元长五位著名禅师，更为重要的高峰元妙、中峰明本专门论述。

无见先睹（1265—1334），天台人，俗姓叶，曾师事方山文宝，后到天台山华顶，一住四十年，以善兴禅寺为基地，倡导看话禅。人们把他与中峰明本看作南方最有影响的两位禅师：“入国朝以来，能使临济之法复大振于东南者，本公（明本）及禅师而已。”[87]关于先睹的言行，有智度等编的《无见先睹禅师语录》二卷。

石屋清珙（1272—1352），常熟人，俗姓温。20岁出家，23岁受具足戒。曾从高峰原妙习禅三年，后投到及庵宗信门下，被誉为“法海中透网金鳞”[88]。他长期过隐居生活，曾在霞雾山庵居，晚年住持嘉禾当湖福源禅寺七载。死后谥“佛慈慧照禅师”。记其言行的有至柔等编的《石屋清珙禅师语录》二卷。

万峰时蔚（1313—1381），温州乐清人，俗姓金，13岁出家，19岁后于两浙地区游方参学。后至天台华顶见先睹。并遵其所嘱，山居隐修多年，及至先睹去世，乃慕名谒千岩元长，被元长命为“堂中第一座”。不久，到兰溪州嵩山结庵。晚年住邓蔚山圣恩禅寺。

祖先系的禅师有许多共同特点，而以与元王朝的关系疏远最为显著。他们或山居不出达数十年，或草栖浪宿、结庵而居，与同行端辈结交权贵、住持大寺以至参与官场，形成鲜明的对照。先睹所居天台华顶，“其地高寒幽僻，人莫能久处，惟禅师一坐四十年，足未尝辄阅户限”[89]。高峰原妙也居山隐修数十年。明本及其弟子天如惟则和千岩元长，或隐居一山，或长期行脚，居无定处。石屋清珙“四十余年独隐居，不知尘世几荣枯”[90]。这是此系的骄傲，世称“庵居知识”。

这些禅僧一般通过接受下层民众的布施或自耕自食来维持生计，不依赖朝廷的赏赐。如清珙，“凡樵蔬之役，皆躬自为之”，人称“有古德之风”[91]。尽管他们大都与中下官僚士人有来往，特别是在元代后期“士大夫逃禅”的风气下，关系更为密切，但目的不在向上巴结。时蔚说：

须向山间林下，镢头边接引一个半个，阐扬吾道，报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贵，轻慢下流，逐利追名，迷真惑道。[92]

在“镢头边”弘禅授徒，形象地说明了此派禅僧的特点。他们中不少人受到朝廷的注意，或赐号褒奖，或命住持名山巨刹，但从未引起惊喜若狂的那种神态。明本曾屡辞朝廷的召见，为逃避住持名山之命而遁走各地。至正年间，朝廷“降香币以旌异，皇后赐金襕衣，人皆荣之，师淡如也”。[93]
惟则号天如[94]，是中峰明本的弟子，俗姓谭，庐陵（江西吉安）人，追随明本习禅多年。曾“遁迹松江之九峰间，十有二年，道价日振”。他也是终生拒绝住持国立大寺院，“江浙诸名山屡请主席，坚却不受”[95]。至正二年（1342），他的信徒在苏州城为他建院居住，为纪念其师明本曾住天目山师子岩，这座禅院便名“师子林”。欧阳玄曾撰《师于林菩提正宗寺记》。危素（1303—1372）说他虽“无意于当世，然四方之欲求其道者，惟禅师是归，故其言不待结集而盛行”[96]。惟则的著述有《楞严经圆通疏》、《十法界图说》、《净土或问》和《天如惟则禅师语录》九卷。

惟则在禅学上无甚创新，主要是传播明本的“看话禅”。在师子林的一次斋会上，他对一大群蒙汉官僚士大夫说：“何谓参禅是向上要紧大事？盖为要明心见性，了生脱死。生死末明，谓之大事。”他劝说这群“身历宪台，法柄在手，声光赫赫，震耀海内”的诸公去参禅，以“了生脱死”，是很幽默的。他又说，既然诸公“相率过我师子林，咨决禅宗向上一著，此岂偶然者哉！然我者里，别无指授之方，但请各各参取个‘无’字话头，却不妨向出司按部、莅政牧民、演武修文处，时时提掇，密密觑捕”[97]。

参取“无”字话头，是宗杲到明本的传承，并不新鲜。但这里用来提醒当权的官僚，特别是让他们在行使权势时，“时时提掇”，就有特别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官僚层对于行将破灭的不安和预感。

元代中后期，净土信仰盛行，对禅宗的影响愈来愈深。惟则在唯心净土的基础上，开始容纳西方净土的主张，并力图给以理论的说明，这使禅净统一的传统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一方面批评排斥净土的禅者：“不究如来之了义，不知达磨之玄机，空腹高心，习为狂妄，见修净土，则笑之曰：彼学愚夫愚妇之所为”[98]；另一方面又批评修净土者“自疑念佛与参禅不同”。他认为“参禅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念佛者达唯心净土，见本性弥陀。既曰本性弥陀，唯心净土，岂有不同者哉”[99]！

到此为止，惟则的禅净统一观并没有超出延寿、宗杲以来“唯心净土”的范围。他的特点是进一步把“西方净土”同“唯心净土”沟通起来，让唯心净土也融进极乐世界的内容。

惟则在叙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

尝闻有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之说，愚窃喜之。及观净土经论，所谓净土者，十万亿土外之极乐也；所谓弥陀者，极乐国中之教主也。是则彼我条然，远在唯心本性之外矣，果何谓耶！[100]

惟则从唯识无境出发，肯定“在吾心”外，不会别有佛土，但他换了一个说法：“极乐世界、弥陀世尊，亦吾净土中之一刹一佛而已。”[101]既然吾心即是吾净土，所以崇拜弥陀的极乐世界也与禅宗以心为宗的本旨不悖。他不像明本那样，把“念佛”归结到看话禅中，而是让禅众理直气壮地去崇拜西方世界：“念佛之外，或念经、礼佛、忏悔、发愿，种种结缘，种种作福，随力布施，修诸善功以助之，几一毫之善皆须回向西方。如此用功，非惟决定往生，亦且增高品位矣。”[102]
如前所述，西方净土与唯心净土的不同，是基于对外力的信仰与对自力的信心上的差别。惟则容纳西方净土进入禅门，是对自信心的一种动摇；但也反映了极乐世界对于当时世人的吸引力，使禅宗也不能无动于衷。一般说，凡西方净土盛行之日，往往也是人们对当前现实世界失望之时。

惟则曾作《宗乘要义》，集中论述禅宗五家宗旨并概括它们各自的特点：“临济痛快，沩仰谨严，曹洞细密，法眼详明，而云门高古也。”这一评论，很受禅史研究者的重视，常被引用。他的目的在于用五家禅法的不同个性，说明“用有万殊，体无二致”[103]的道理，反对从五派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异同方面寻找其兴衰存亡的原因。

千岩元长（1284—1357）是明本的弟子，在元代禅宗中也颇为有名，据明朝宗泐评论：“当元之盛时，庵居知识，在天目则中峰本公，华顶则无见睹公，屹然法幢东西角。立伏龙（指元长）虽晚，出而与天目、华顶并高矣。”[104]意谓元长与先睹、明本在元中期称得上三足鼎立。这种评论显然不够客观，明本的影响远不是先睹和元长所能比的，但也说明了元长的影响。

元长字无明，号千岩，越之萧山人，俗姓董。17岁随昙芳游方，习《法华经》，19岁受具足成，到武林灵芝寺学律，曾以禅解律，受到律师称赞。后在一次斋僧中，遇到中峰明本，明本让他参究“无”字话头。别后即往灵隐山修行，不久又“弃归法门，随顺世缘。殆将十载”。后再次到灵隐山习禅，“跏趺危坐，胁不沾席者三年”。然后又去参见明本，明本告诫他：“汝宜善自护持，栖遁岩穴，时节若至，其理自彰。”于是，元长隐居天龙山东庵，“耽悦禅味，不与外缘”。在此期间，笑隐大曾荐举他住持名刹，领行宣政院事的江浙行省丞相脱欢请他“出世”，他都未应命。

泰定四年（1327），元长来到金华府伏龙山，重建已废的圣寿禅寺，弘禅授徒，声誉日隆。“内而齐鲁燕赵、秦陇闽蜀，外而日本三韩、八番罗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决心学，留者恒数百人。”据说还有“求道之切，断臂师前以见志者”。这是元朝的影响力扩大、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的一种反映。

元长在官僚士大夫中也有一定影响，与宋濂“为方外交垂三十年”，“王公大臣向师之道，如仰日月。名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宠嘉之”。曾被赐“佛慧圆鉴大元普济大禅师”号。

元长也以诗文见长，著“《语录》若干卷，和智觉《拟寒山诗》若干首，皆刻梓行于丛林”。[105]元长也是毕生倡导看话禅，但在选择话头上比较灵活：

果欲到佛祖田地，须悟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话，话与父母未生前话，狗子无佛性话，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话。无丝毫疑滞，无些子差错，尽平生力量，一味捱将去。捱到露布极，伎俩尽，命根断，便是到佛祖田地也。

这里列举的四个话头，都比较流行，他认为都无不可。只要能够当作话头，坚持参究就行，选择上不必那么拘束。

元长也重视沟通禅与密教的关系，他用禅宗的观点解释密教教义：

秘密一宗，显诸佛不传之旨，阐上上大乘之教，故能入凡入圣，入一切国土而无所入，于诸境界亦无所碍。

但他强调，密宗与禅宗一样，也应该以解脱生死为目的，从“无心”勘破一切事理中获取自由快乐，所以说：

你若打理窟不破，事上便不明；事上既不明，诸法皆有滞；诸法既有滞，持咒观想，皆是虚妄生死根本。唤作法身佛得么？唤作无等等咒得么？唤作大慈悲、大忿怒、大解脱、大自在得么？且道如今作么生？你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自然虚而灵，寂而妙……随缘着衣吃饭，任运快乐无忧，不与凡圣同缠，超然名之曰祖。如上说底，即非密也，密在汝边，已是说了。无明门下，须吃棒始得。何故，大事为你不得，小事自家支当。

对于元长提出的这种要求，同当时实践中的密宗，不啻是天壤之别。这是他把密宗禅化了，或者是有意按照禅宗标准对密宗实践的批评。与此同时，他也受到密宗的影响，像“任运快乐”的话，在此前的禅宗中是没有的。

不管怎样，在总体上他与明本所取的立场一致，都肯定密宗为佛说，同禅、教一样，不应有高低差异：

云门“普”、赵州“无”、德山棒、临济喝，与你寻常想底佛，持底咒，同耶，不同耶？同则禅分五宗，教分五教，不同则总是释迦老子儿孙，何有彼此之异？[106]

祖先系的禅风也有特点。他们反对北方曹洞宗僧人继承克勤的传统，反对致力于诠释公案和颂古的评唱。他们与南方其他禅师一样，大多长于诗文，有不少诗作流传，所以并不反对诠释公案的拈古与颂古，且有颂古之作。但他们偏重和强调的乃是宗杲的看话禅。在祖先系的推动下，看话禅拥有广大的禅众，成为元代南方禅学的主流。先睹把参究话头称为“真实功夫”，并指出：“今时士大夫没溺文字语言，不下真实功夫。”[107]这表明，作为禅的主流，并没有引起官僚士夫的强烈兴趣，这个阶层与禅宗有了隔膜，而长期居山过生活的禅僧也同这个阶层疏远起来。尽管如此，祖先系仍给看话禅以新的内容，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重的地方色彩，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整个元代禅宗的基调。

祖先系的禅师虽山居但并不闭塞，他们与北方禅师没有断绝往来，在推动禅宗东渡方面的作用尤为彰著。南宋末年，不少南方禅师东渡日本。元初曾一度用兵日本，中日禅僧的交往中断。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派江浙释教总统一山一宁及其弟子赴日，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来华的日本僧人也随之增多，其参学的重要对象就是祖先系的著名禅师。仅习禅于中峰明本的日本知名僧人就有远溪祖雄、无隐云晦、可翁宗然、嵩山居中、大朴玄素、复庵宗己、孤峰觉明、别源圆旨、明臾齐哲、平田慈均、无碍妙谦、古先印元、业海本净、祖继大智等。其中不少人追随明本的时间很长，如远溪祖雄师事明本七年，复庵宗己师事明本九年。明本还指导过高丽僧人多名和驸马王璋习禅。

三 高峰原妙的禅学思想

出自祖先系的原妙（1238—1295），号高峰，吴江（江苏苏州）人，俗姓徐，15岁拜嘉禾密印寺法住为师，17岁受具足戒。曾习天台教义两年，20岁弃教入禅，至杭州净慈寺，就学于断桥妙伦，妙伦让他看“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话头。原妙勤奋参究，竟然“胁不至席，口体俱忘，或如厕惟中单而出，或发函忘扃鐍而去”[108]。但时近一年，仍然“只如个迷路人相似”，乃转而求教于雪岩祖钦。祖钦让他参究看话禅中“赵州狗子”公案中的经典话头“无”字，依然无收获。又到径山参禅，经半月，忽于梦中想到妙伦说法时曾提到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话头，“自此疑情顿发，打成一片，直得东西不辨，寝食俱忘”[109]。发“疑情”是看话禅证悟的前提，“打成一片”，是指达到主客泯灭、物我双亡时的心理感受，是彻悟的体验。

此后，原妙游学于江浙一带，到1265年，从法钦住天宁寺，“随侍服劳”。次年辞去，独自到临安龙须山，苦行隐修，一住九年，“冬夏一衲，不扇不炉，日捣松和糜，延息而已”。冬季大雪封山，旬月之间，不见烟火，人们以为他饥寒而死；“及霁而入，师正宴坐那伽（坐禅入定）”[110]。九年后转入武康的双髻峰，身边聚集了不少僧徒。两年后战乱爆发，学徒星散，他独修如故。1279年，原妙转到杭州天目山西师于岩，营造小室以居，号为“死关”，足不出门十余年，直至逝世。

原妙居师子岩时，声誉日隆。法钦在当时的南方很有影响，派人送去竹篱、尘拂和法语，把他视为最得意的嗣法弟子。1291年，鹤沙瞿提举为原妙在西峰下建“大觉禅寺”。这里成为他的重要传禅基地，来参学的有数万人，包括“他方异域”的僧人。他被誉为“高峰古佛”。

原妙以话头禅授徒，也设“三关语”启悟学者。据《高峰原妙禅师行状》记载，他的“三关语”是：“大彻底人，本脱生死，因甚命根不断？佛祖公案，只是一个道理，因甚有明与不明？大修行人，当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另据《高峰原妙禅师禅要》记载，其“室中三关”是：“杲日当空，无所不照，因甚被片云遮却？人人有个影子，寸步不离，因甚踏不著？尽大地是个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烧却？”这两种“三关语”大约并行于世，中心是引导人们参透生死和解脱生死。

原妙也解释公案，通过解释表达自己的见解。“丹霞烧木佛”是桩流传较广的公案。一些禅师认为这也是启悟的方式，原妙则反对，他说：“丹霞烧木佛，为寒所逼，岂有他哉……若作佛法商量，管取入地狱如箭。”[111]因为寒冷烧木佛取暖，可以理解；若“作佛法商量”，那就是罪过。这种看法也表现了原妙持戒谨严，反对放浪不羁的作派。

关于原妙始终深居隐修、与世隔离的禅生活，人们有不同的评论，其中宋本说：“方是时，尊教抑禅，钦由江右召至钱塘授密戒，妙方遗世孑立，身巢岩扃。”[112]原妙是在“尊教抑禅”的形势下，不得不“遗身孑立”的。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他是操守高洁，不与世同流。其弟子明本则说：“先师枯槁身心于岩穴之下，毕世不改其操。人或高之，必蹙[image: ]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拘此行。欲矫世逆俗。则罪何可逃。’”[113]这话是带有隐痛的。所谓“定分”，是无可奈何之词，而无可奈何，绝不是缘于“尊教抑禅”类的弹性措施。就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看，只能从南宋的覆灭中得到解释。

原妙的禅思想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也可以作为修习的三个阶段，那就是从看话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出发，运用“疑以信为体，悟以疑为用”的观念和方法，实现“无心三昧”的精神境界。

（一）“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原妙借以得悟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是一个话头，和宗杲的“无”字话头一样，也源自赵州从谂的公案。有僧人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从谂答：“我在青州作了一领布衫，重七斤。”按照宗杲选择话头的原则，这则公案应该参究的是从谂的答话，因为它和“无”字答语类似，不能从字义上理解，只是作为启悟学者的“活句”。但是，原妙没有遵循宗杲选择“活句”的原则，而是提倡直接参究问话，使他的看话头与宗杲有了不同。

原妙有参活句“无”的失败经历，后来他又做了理论的说明：

成片自决之后，鞠其病源，别无他故，只为不在疑情上做工夫。一味只是举，举时即有，不举便无。设要起疑，亦无下手处。设使下得手，疑得去，只顷刻间，又未免被昏散打作两橛。于是，空费许多光阴，空吃许多生受，略无些子进趋。

意思是说，他悟后总结教训才知道，看“活句”之所以失败，在于只举“无”字冥思，而没有在“疑情”上做工夫。原妙强调，起“疑”是证悟的前提，没有“疑情”发生，就不能证悟。因此，看话头首先要起疑，而参究“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最易实现。他说：“一归何处却与无字不同，且是疑情易发，一举便有，不待反复思维，计较作意。才有疑情，稍稍成片，便无能为之心。”[114]这样，看“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就成了原妙禅法的主要特征。

原妙的再传弟子千岩元长指出：“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八个字是天目高峰老祖自证自悟之后，又将这八个字教四海学者，各各令其自证自悟。[115]这几个字为其后辈保持了下去。

然而，可以产生疑情的问题很多，原妙为什么单选择“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参究呢？“万法”，泛指世间与出世间一切事物，当然，首先是世界人生；“万法”所归之“一”，按当时禅宗的共识，乃是“一心”；一心生万法，万法归一心。现在要探求的是“一归何处”，也就是一心又归向何处？如果说“空劫前”尚能得出即心即空的结论，那么，这里的提问本身，就是落寞到了茫然程度的表现。就禅宗的基本理论而言，“一心”是绝对，是永恒，是真如佛性。连“心”都要追问一个归向，对那个时代的禅宗来说，其无结论实在是必然的。

（二）“疑以信为体，悟以疑为用”

既然疑情在禅修中占据如此关键地位，那么“疑”来自何处？原妙回答：来自“信”。他说：

山僧……将个省力易修，曾验底话头，两手分付：万法归―，一归何处？决能便恁么信去，便恁么疑去。须知：疑以信为体，悟以疑为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

就是说，看八字话头是个入门，由此引导你信什么就疑什么，信有多少，疑即多少，疑得彻底，悟即彻底。悟必须借对信之疑才能实现。在禅宗历来崇奉的佛典中，《大乘起信论》影响最大，原妙反其道而行，创立“起疑论”：不是提起疑起信，而是据信起疑。

关于如何起疑，原妙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说明：

先将六情六识，四大五蕴，山河大地，万象森罗，总熔作一个疑团，顿在目前……如是行也只是个疑团，坐也只是个疑团，著衣吃饭也只是个疑团，屙屎放尿也只是个疑团，以至见闻觉知总只是个疑团。疑来疑去，疑至省力处，便是得力处。

即不论是主观情识还是客体世界，不论是衣食住行还是见闻觉知，要一律疑之。疑成“疑团”，疑成“疑情”，疑到疑为本能，缠结不开，这样就很容易得悟了。据此看来，原妙倡导的“悟”，实质是对“疑”的悟，即悟解世界人生无一不可怀疑，无一可信，以此怀疑的眼光透视周围一切事相。从这个方面说，原妙的禅法是带有绝望情绪的怀疑论。

另一方面，原妙又强调“决疑”，疑必须得到解决。他说：

西天此土、古今知识，发扬此段光明，莫不只是一个决疑而已。千疑万疑，只是一疑；决此疑者，更无余疑。既无余疑，即与释迦、弥勒、净名、庞老不增不减，无二无别，同一眼见，同一耳闻，同一受用，同一出没天堂地狱，任意逍遥。

“千疑万疑，只是一疑”，这“一疑”就是“一归何处”。只要解决了这“一疑”，就是成佛成祖，绝对自由。至于如何解决，原妙没有明说，但他转而强调要“信”。

所谓“信”，就是对参究话头一定能证悟的信仰。原妙说：“大抵参禅不分缁素，但只要一个决定‘信’字。若能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五欲所撼，如个铁橛子相似，管取克日成功，不怕瓮中走鳖。”他甚至说：“信是道元功德母，信是无上佛菩提，信能永断烦恼本，信能速证解脱门。”在这里，“信”，不是要人信仰“道元功德母”、“无上佛菩提”，而是说，“信”即是“功德母”，即是“佛菩提”，他们是同位的，而“信”的内涵依然不清楚。他又说：“苟或不疑不信，饶你坐到弥勒下生，也只做得个依草附木之精灵，魂不散底死汉。”这里又把“疑”与“信”并作为解脱法门。

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令人难以捉摸，不知原妙是在提倡“信”，还是在提倡“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说的“疑”是具体的、遍在的，有实在内容的；而“信”只是一个抽象，一个只能令人坚持怀疑到底，从而忘却一切的抽象。他说：“万法归一，一何归？只贵惺惺著意疑，疑到情忘心绝处。”对此中的“疑”毋庸置疑，这也可以说就是“信”的实际含义。

（三）“无心三昧”

关于“疑到情忘心绝处”，原妙讲过：山僧昔年，“疑著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自此疑情顿发，废寝忘餐，东西不辨，昼夜不分。……虽在稠人广众中，如无一人相似。从朝至暮，从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纯清绝点，一念万年；境寂人忘，如痴如兀”。他教授学徒，也要如此“疑著”：“吃茶不知吃茶，吃饭不知吃饭。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情识顿净，计较都忘，恰如个有气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他称这种“如痴如兀”，形若“泥塑”、“木雕”的状态为“无心三昧”。在原妙看来，“无心三昧”即是禅宗祖师的境界，也是儒家圣人的境界。

凡做工夫到极则处，必须自然入于无心三昧……老胡云：心如墙壁。夫子三月忘味，颜回终日如愚，贾岛取舍推敲，此等即是无心之类也。[116]

把“无心”作为禅境追求，是唐以来禅宗中的一大潮流。“无心三昧”与此有所不同。照原妙的解释，所谓“无心”，只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抑制了其他思维情感活动的心理现象，在一般专注于某项工作过程中都可能发生。“无心三昧”的特别处，在于专注于“疑”，使疑情顿发，疑结满怀，由此导致物我两忘，情识俱尽；若能将此种心态贯彻于时时事事，持之以恒，那就是“无心三昧”，也就是看话禅的最后目标。

据此来看，原妙禅法是用集中思虑世界人生根源问题的方法，强制转移和忘却现实的世界人生。这是对自我实施的一种自觉的精神麻醉。他甚至希望能锻炼成“有气底死人”，全然没有灵魂的人。这实在是失望悲哀到了极端。

原妙的禅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亡国的世纪末情绪，在南宋遗民中会引起起反响。至于原妙弟子明本以后，新朝已经稳定，南人也开始习惯，禅的这种悲观调子也有所改变。

四 中峰明本的禅学思想

（一）生平及其著作

明本（1263—1323）号中峰，杭州钱塘人，俗姓孙，生于南宋景定四年（1263），卒于元至治三年（1323）。明本一生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出家之前的生活，从1263年到1285年。明本9岁丧母。少年时代，他曾学习《论语》、《孟子》，由于对这些重要的儒家经典缺乏兴趣，尚未终卷便辍学。处在宋元之交的社会动荡时期，明本很早就倾心于佛教。15岁时，他信守五戒，立志出家。此后，他认真学习《法华》、《圆觉》、《金刚》等佛教经典，并且喜好禅定，经常到山上坐禅习定。因此，明本在出家之前就具备了良好的佛学修养。

第二个阶段是跟随高峰原妙习禅，从1286年到1295年。明本24岁时，因阅读《景德传灯录》遇到疑难问题，经一位名叫明山的僧人介绍，前往杭州天目山，求教于当时著名的临济派禅师高峰原妙。在原妙禅师的指导下，他认真钻研佛教经典，获益良多。“未几，诵《金刚般若经》，至荷担如来处，恍然开解，由是内外典籍皆达其义趣。”[117]第二年，他随原妙正式出家，第三年受具足戒。

在跟随原妙的十年间，明本白天参加劳动，夜晚修习禅定，严守佛教戒律，刻苦钻研禅学，深得原妙赏识。原妙曾说，在他的众多弟子中，“惟本维那（指明本）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118]。

作为原妙的得意弟子，明本并不希求住持大寺院，并不以本派传法宗师自居。原妙圆寂前，曾让他住持大觉正等禅寺。这座寺院是以与原妙关系密切的官僚霍廷发捐资兴建，是原妙一派的主要传法基地。明本没有应命任职，而是推荐了当时的第一座祖雍。明本在60岁时曾说：“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习头陀行……平昔惟慕退休，非矫世绝俗，使坐膺信施，乃岌岌不自安也。”[119]奉行居无定处、衣食随处而乞的严格头陀行，是明本早年的志向。他不愿意做大寺院的住持，并不是为了抬高身价，而是不安于过那种不劳而食的生活。在他离开原妙后的几十年中，他多次谢绝地方官吏让他住持名山巨刹之请，长期往来于江南各地，在民间传禅收徒。

第三阶段是早期的游历生活，从1296年到1304年。1296年原妙圆寂后，明本于大德元年（1297）离开天目山，游历皖山、庐山、金陵等地。大德二年（1298），他结庵于庐州弁山。大德四年（1300），他结庵于平江雁荡山。在这一阶段，明本主要往来于江南各地，随处结庵而居。由于他曾常年追随原妙，在江南一带已有名望，向他请教禅学的人很多。他曾为赵孟頫讲“防情复性之旨”。

第四阶段是住持师子院，从1305年到1308年。大德八年（1304），明本为给原妙守塔返回天目山。从大德九年（1305）冬天开始，他住持原妙一系的重要寺院——师子院。[120]在这一阶段，明本不仅成为江南最著名的临济禅师，而且受到朝廷重视。至大元年（1308），当时为太子的仁宗赐明本“法慧”禅师号。

第五阶段是后期传教生活，从1309年到其圆寂。在这一阶段，明本的活动范围更广了。至大二年（1309），他离开杭州到仪真，就居于船上。第二年，他在僧众的恳请下回到天目山居住一年。至大三年（1311），他乘船到吴江，陈子聪请他弃舟登陆，并为他建“顺心庵”。不久，明本渡江北上，游历少林寺。尽管明本在北方“隐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但听到他到来消息的僧俗还是“争相瞻礼，皆手额曰：江南古佛也”[121]。皇庆元年（1312）以后，他建庵于庐州六安山，不久又去东海州，第二年，霍廷发之子请他住持大觉寺，他荐举首座永泰禅师以代。延祐元年（1314），明本再度住持师子院，但不久又离开天目山。延祐四年（1317），丹阳蒋均建“大同庵”请他居住。延祐五年（1318），明本在僧众的请求下返回天目山。当年九月，仁宗赐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命将明本所居师子院改名为“师子正宗禅寺”，并令赵孟頫撰写碑文。至治二年（1322），行宣政院请他住持杭州径山寺院，他没有应命，结庵于中佳山。当年十月，英宗特旨降香，并赐金襕僧伽梨。

明本常年草栖浪宿，奔波于江南各地。他每到一处，都受到僧俗信徒的虔诚供养，由此建立起一个个传法基地，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宋本根据自己的见闻，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余尝使江南，闻师（指明本）所至，四众倾慕，香茗金币，拜礼供养，悉成宝坊。”[122]明本不仅有众多的汉族信徒，而且也指导异族僧人习禅。据说：“三藏法师沙律爱护持必剌牙室利游方时，亦尝从师参诘。”[123]明本不仅与许多汉族士大夫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与不少蒙古族官僚交往。霍廷发、赵孟頫、冯子振、郑云翼、王璋、敬严、答剌罕脱欢等人，都曾向明本请教过禅学。明本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榜样和精湛的禅学修养而名闻江南各地，并且吸引了边远地区和周边国家的僧侣，所谓“远至西域、北庭、东夷、南诏，接踵来见”。明本曾为来自日本和高丽的僧人讲授禅学。云南沙门玄鉴慕名求教于明本，后来玄鉴在归途病逝，其弟子普福等人乃画明本图像南归，于云南建立禅宗，奉明本为“南诏第一祖”[124]。明本为推动元代禅学向边远地区和周边国家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明本不仅精于禅学，而且擅长诗文，一生著述颇多，闻名于世。为阐述自己的禅学思想，并使其广为流传，他撰写了《山房夜话》和《拟寒山诗》；为解答注重经典的僧人的问难，他写作了《楞严征心辨见或问》；为纠正某些禅僧“不求心悟，惟尚言通”[125]的错误倾向，他写作了《信心铭辟义解》；由于他在各处建造的茅庵都名“幻住”，他应相从的僧人之请，解说参禅的正确方法和途径，撰写了《幻住家训》。以上五篇都是明本撰成后亲自编辑整理的，自题书名为《一华五叶》，可以说是明本的代表作。

明本是元代颇负盛名的诗僧，留下的诗文很多。除《一华五叶》中收的《拟寒山诗》百首外，还有《船居》、《山居》、《水居》和《廛居》诗各十首，都是比较有名的。为了阐述自己的净土思想，明本作《怀净土诗》一百零八首。另外，还有《中峰和尚和冯海粟（子振）梅花诗百咏》。其余如歌偈、送别酬对诗数量就更多了。明本的著述、诗文及法语等分别收录于慈寂编的《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和编者不详的《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中。元统二年（1334），惠宗追谥明本为“普应国师”号，《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也被允许编入大藏经流传。至元元年（1335），《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刊行，产生了很大影响：“《广录》之书完，和尚虽已化去，四众持诵，常如住世之日。”[126]
（二）“看话禅”思想

南宋初年，大慧宗杲（1089—1163）首次系统论述了“看话禅”[127]。此后，看话禅风靡于禅宗界。明本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宗杲的禅学思想。他驳斥了某些僧人对看话禅的种种责难，深入论述了如何选择话头和参究话头、参究话头时的心理体验、参究话头与坐禅的关系等问题。明本的看话禅法，包含着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1.看话头重视“真参实悟”

为了树立看话禅的权威，明本在倡导看话禅时，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禅学形式，他指出：

（许多禅僧）彼此是非，立个名字，唤作如来禅、祖师禅、平实禅、杜撰禅、文字禅、海蠡禅、外道禅、声闻禅、凡夫禅、五味禅、棒喝禅、拍盲禅、道者禅、葛藤禅，更有脱略机境，不受差排者，唤作向上禅。古今已来，诸方三百五百众，浩浩商量，立出许多闲名杂字。由是而吹起知见风，鼓动杂毒海；掀翻情涛，飞腾识浪；递相汩没，聚成恶业；流入无间，卒未有休。[128]

明本一口气列举了十五种禅学名目，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他所反对的各种禅法形式，在明本看来，通过参禅而获得明心见性的证悟，必须排除“知见”，扫除“情”、“识”，即强调不能通过逻辑思维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这也是禅宗的一贯主张。但是，建立诸如此类的禅学名目，传授诸如此类的禅法，都是以知见为禅（所谓“吹起知见风”），以情识用事（所谓“掀翻情涛，飞腾识浪”），不仅不能使人超脱生死轮回而解脱成佛，反而使人造作恶业，有堕入地狱无力自拔之患。明本通过痛斥这些禅学名目，为倡导看话禅提供了依据。

看话禅是产生较迟的禅法，据说首倡参究话头的是晚唐僧人希运，在《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中有关于看话禅的最早记录。但是，在晚唐五代时期，被称为“游戏三昧”的机锋棒喝盛行于丛林，禅僧们追求棒下领旨和喝下明宗，追求在相互之间的机语酬对中顿悟，并没有人重新提起看话禅。在北宋时期，诠释公案之风盛行于禅宗界，禅师们埋头于钻研“公案代别”、“颂古”以及“评唱”等，参究话头禅法也没有引起广泛重视。直到南宋初年，经过宗杲的努力，看话禅才成为禅学发展的主流。成书于北宋初年的《景德传灯录》是禅僧们必读之书，但此书中并没有关于著名禅师参究话头的记录。某些僧人便以此为口实，指责修习看话禅者。明本也注意到这种情况：

或谓《传灯录》一千七百单一人，皆是言外知归，迎刃而解，初不闻有做工夫看话头之说。在此自年朝至岁暮，其忉忉不绝口，惟是说看话头做工夫，不但远背先宗，无乃以实法缀系于人乎？[129]

《传灯录》中记录的一千七百多位禅师，都是在一言一句、一棒一喝之下顿悟本心，并没有人通过长期的参究话头实践而悟道。明本禅师穷年累月弘扬看话禅，不仅有违于前代禅师的意愿，而且有碍于僧人们参禅明心。禅宗历来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参禅悟道并没有固定的方式或方法，主张修习看话禅者岂不是违背了禅宗的根本思想？显而易见，这些指责并非全无道理。但明本认为：

你说得也是，一则老僧不具此驱耕夺食、换斗移星之辣手，其奈诸方不观人之根性，速于求人，多是钻腋插羽，急欲其高飞远举。奈何画虎不成反类狗也。此事大难其人。谓看话头做工夫，固是不契直指单传之旨，然亦不曾赚人落草，最是立脚稳当，悟处亲切。纵使此心不悟，但信心不退不转，一生两生，更无不获开悟者。如《传灯录》中许多言外知归之士。焉知其不自夙生脚踏实地做来？[130]

在明本看来，那些前代禅师之所以能够言下顿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本人素质高，属于上根；二是其师善于启悟，能使用像驱耕夫手中牛、夺饥者口中食那样的手段来消除参禅者的错误观念。如果不问师徒根性，强求每个人都能于言下顿悟，便欲速则不达。根据当时禅宗界的状况，修习看话禅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方式。另外，修习看话禅虽然不能与直指人心相提并论，却也不会引起不良后果。如果人们持之以恒参究话头，那他就一定能获得证悟。《传灯录》中记载的那些“言外知归”的禅师，也可能以前经历了长期的参究话头实践。因此，明本没有把看话禅与直指人心相等同，而是把必须修习看话禅与当时禅宗界的现实状况联系起来考虑，把修习看话禅视为明心见性最有效的手段。

为了论证看话禅的重要性，明本不仅驳斥了对看话禅的责难，而且贬抑禅宗各派的所谓“门庭设施”：

达磨西来，谓之单传直指，初无委曲。后来法久成弊，生出异端，或五位君臣、四种料简、三关九带、十智同真，各立门庭，互相提唱。虽则一期建立，却不思赚他后代儿孙……间有真参实悟底尊宿出兴于世，欲拯救此弊，无处发药，不得已于第二门头别开一路，将个无义味话头，放在伊八识田中……[131]

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临济宗的四料拣，五代和北宋僧人提出的三关九带、十智同真之类，都是不同的教禅和学禅理论，代表着不同派别的禅学特点。明本认为，虽然这些禅学理论是为明心见性而提出来的，但引起许多不良后果，有碍于后代僧人参禅悟道。因此，那些“真参实悟”的禅师提出了参究话头的禅法，以纠正那些“门庭施设”所引起的弊端。既然参究话头禅法是“真参实悟”的禅师所倡导的，那么参究话头本身也就是真参实悟的表现，其他各种禅学理论或禅法形式就都应在排除之列。

明本认为，若要体验佛的境界，只有修习看话禅：“若人欲识佛境界，提起话头休捏怪，忽然两手俱托空，佛祖直教齐纳败。”[132]一旦参透话头，就当下与诸佛诸祖无别。

明本认为，参究话头是证悟心体的唯一方法。他对此做了详细论证。他指出：“心之至体无可见，无可闻，无可知，无可觉，乃至无可取舍，但有可为，皆虚妄颠倒。”心体不能通过见闻觉知来认识，不能通过主观分别来理解。也就是说，本心佛性不能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来认识，不能通过逻辑思维来把握，只有摒弃见闻觉知，才能使自我的灵知心体自然显现。然而，抱有摒弃见闻觉知的主观信念，其本身属于见闻觉知的范畴，所谓“只个欲离之念，早是增加其病耳”。此外，心体的显现又离不开见闻觉知，所谓“但远离一切见闻知觉，乃至能离所离一齐空寂，则灵知心体宛然显露于见闻知觉之间”。因此，证悟本心佛性既不能依赖见闻觉知，又不能完全抛开见闻觉知，这是一个矛盾。在明本看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参究话头：“于是古人别资一种善巧方便，将个无义味话头，抛向学人面前，令其究竟。但知体究话头，则与见闻知觉等不期离而自离矣。”[133]“与见闻知觉等不期离而离”，正是参究话头所要达到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就是心体的显现。

明本以其师原妙为榜样，终生严守戒规，强调戒律在维护丛林礼法方面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以参究话头来沟通禅与戒的关系：

须知一个所参话终日横于方寸，不思善，不思恶，善恶二途自然忘念，而言修断，何其赘耶？且参此话时，不见有一众生而可度脱，乃非饶益而饶益也。此所参话虽不称三聚，而具存三聚无少间也。朝参之，夕究之，久远而守之，一旦开悟……不知戒之在我，我之在戒也。[134]

传统佛教的戒律倡导“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禅宗则主张善恶都不思量。历代不少僧人曾对这个问题做过解释，明本则把参究话头与信守三聚净戒相等同，从而沟通了禅与戒的关系。这里讲的“三聚”，指“三聚净戒”，包括“摄善法戒”，讲的是“无善不修”；“摄律仪成”，讲的是“无恶不断”；“饶益有情戒”，讲的是“无众生不度”。明本认为，在参究话头时，善恶两端皆忘，自然也就无所谓修善断恶之说，同时，参究话头要体验凡圣无别的境界，“不见有一众生可度脱”，自然也就无所谓“无众生可度”了。因此，参究话头不仅不是破坏“三聚净戒”，而且其本身就包含着“三聚净戒”的一切要旨。通过长期参究话头而获得证悟，就达到了禅戒一体、禅戒无别的境界。

总之，明本分析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禅学形式所引起的弊端，批驳了对看话禅的种种责难，比任何前代禅师都更全面地论述了参究话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对看什么话头提出新看法

看话禅盛行之后，禅师们对参究什么样的话头还有不同的认识。首次明确论证这个问题的是大慧宗杲。他认为，应该以公案中禅师的活句答语为参究对象。所谓活句，指不是正面回答问题，不能从字面来分析其含义的句子，往往是反语或隐语。在论述看话禅的过程中，宗杲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赵州狗子”这则公案中的“无”字话头。这则公案很简单，说的是有位僧人问赵州从谂禅师：“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从谂回答：“无。”按照禅宗的基本理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狗当然也不例外。从谂禅师回答的“无”，是反语，属于活句范畴。只有活句才有启悟的功能，这是宋代大多数禅师的共同意见，宗杲正是在这个原则下选择所参究的话头。在宗杲之后，参究“无”字话头已为禅僧们普遍接受，“赵州狗子”这则公案也就格外受到重视。

原妙则公开否定参究“无”字话头可以使人证悟，提出参究“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句问话来取代参究“无”字话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句话也出自赵州从谂禅师的一则公案。尤为僧人问从谂禅师：“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从谂禅师回答：“我在青州作了一领布衫，重七斤。”如果按照宗杲选择话头的原则，就应该参究“我在青州作了一领布衫，重七斤”这句答语，因为它不是对问话的正面回答，不能从字面来分析其含义，属于活句。原妙则以参究公案中参禅僧人的问话来取代参究禅师的活句答语。

在选择话头方面，明本对宗杲和原妙的主张兼容并蓄，并有进一步的发挥。在指导僧人和士大夫参究话头时，他既提倡参究“无”字话头，又不否定参究“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句问话。他认为参禅僧人的问话与禅师的活句答语具有同样的启悟功能，都能令人证悟。这就是明本既不同于宗杲又不同于原妙的新思想。

明本对“无”字话头很重视，他指出：

昔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只者一个无字，如倚天长剑，涂毒鼓声，触之则尸横，婴之则魂丧，虽佛祖亦不敢正眼觑著。[135]

明本以前的禅师，包括宗杲在内，至多只是强调不能对“无”字做解释，不能分析其含义，不能把它作为有“无”之“无”看待。明本则把“无”字喻为“倚天长剑”、“涂毒鼓声”，把它视为超佛越祖的关键，这就突出强调了“无”字话头本身所包含的神秘力量。

明本主张用“无”字话头取代那些不易使人证悟的话头。他曾告诫麟上人：

麟上人从前参“释迦弥勒是它奴，且道它是阿谁？”今时人参此话，多要堕落知解，妄认识情，颠倒分别，引起邪见，失佛知见。此去但只去参个赵州因甚道个“无”字。十二时中猛提起，一切处只如参。久之，自然正悟，断不相赚。记取记取。[136]

由此可见，在选择话头方面，明本既吸收了宗杲和原妙的思想，又有创新。

3.强调“不起第二念”

参究话头的目的是要体验佛的境界，证悟自我的本心。明本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在于参究话头时“不起第二念”：

但除却一个所参底话头外，更有心念，不问是佛念、法念乃至善恶诸缘，皆是第二念。此第二念久久不起，惟于所参话上一坐坐断，久之和个所参话同时超越，便见尽十方世界皆是解脱游戏之场也。[137]

所谓“第二念”，概指与专念话头无关的一切思维活动，乃至一切或善或恶的事物，都不能去思考和分别。在这个时候，头脑中只存在一个毫无意义、必可解释的话头。这是强调自心排除一切外在的干扰，专注于所参究的话头。经过这种长期的心理体验过程，达到“和个话头同时超越”。明本有时也讲“和个话头，一时忘记”[138]，用语虽不同，其含义一样，都是指达到从主观上泯灭参究话头者和所参话头之间的差别。在这种对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没有追求和舍弃的心理状态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便体现佛的教化，便是本心佛性的表现。对于达到这种境界的禅者来说，解脱并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所谓“便见十方世界皆是解脱游戏之场也”。

明本在这里讲的“不起第二念”，重点强调参究话头时心不外求。在《示高丽收、枢、空、昭、聪五长老》中，他对“不起第二念”做了更详细的说明：

所言不起第二念者，于政扣已而参处，卒急不相应时，蓦忽瞥生一念，谓“我莫是根器劣么？”是第二念；谓“我莫是罪障深么？”是第二念；“莫别有方便么？”是第二念；谓“此功夫实是难做”，也是第二念；谓“是易做”，也是第二念；于甚易做处生欢喜心，也是第二念；于艰难境中做不上处起怕惧心，也是第二念；更有一般伶俐汉，见恁么说了便云“我但一切坐断，都不起心”，正落第二念了也。[139]

明本总共讲了八个“第二念”，有四层意思。第一，前两个“第二念”要求不能对自己修习看话禅持有任何怀疑态度，不要认为自己素质差或沾染的尘俗习气太重而不适宜参究话头。这表明，明本认为看话禅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第二，第三至第五个“第二念”，要求不要对看话禅本身持有任何怀疑态度，不要认为除看话禅之外还有别的证悟捷径。参究话头时证悟的必由之路，其本身并没有什么易难之别。第三，第六和第七个“第二念”，讲参究话头顺利时不要喜悦，不顺利时不要畏惧。也就是说，参究话头时要排除自我情绪波动的干扰。第四，最后一个“第二念”，要求参究话头时排除预设的主观目的。参究话头要求不起第二念，但是，如果在参究话头时思考预设的主观目的，反而会干扰参究话头。这八个第二念的中心，在于强调排除一切内在干扰，排除一切杂念。这是获得证悟的前提。

从以上两段论述来看，明本要求达到的“不起第二念”的心理状态，与禅宗一贯主张的人法皆空、心境俱寂、能所两忘、情识都尽，也就是从主观上泯灭一切差别、消除一切对立，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他主张只有通过参究话头才能获得这种心理体验，强调在参究话头过程中排除个人的情绪波动和预设的主观目的，认为禅悟出现在“超越”或“忘记”了所参的话头之时，不仅是早期禅学所没有的内容，而且是前代禅师较少涉及或完全没有涉及的方面。

4.论证参究话头与坐禅的关系

明本在论及参究话头与坐禅的关系时，既继承了南宋传统的禅学思想，又提出了反映元代禅僧修行特点的新见解。

第一，他主张无论或行或坐时都可以参究话头。他指出：

不妨提起个古人没意智话头，顿在面前，默默体究……行时行体究，坐时坐体究，忙时忙体究，闲时闲体究，老时老体究，病时病体究，乃至死时死体究。[140]

明本把参究话头作为长期的修行实践，主张无论行时还是坐时，忙时还是闲时，都可以参究话头，从而把参究话头的禅境体验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刻。这种主张与南宋所倡导的事事处处体验禅境的思想一脉相通。

第二，他强调坐禅在修行中的地位，把“坐”与“禅”相等同。

夫非禅不坐，非坐不禅，惟禅惟坐，而坐而禅。禅即坐之异名，坐乃禅之别称。盖一念不动为坐，万法归源为禅。[141]

明本把“坐”与“禅”相等同，禅就是坐，坐就是禅，从而把对禅境的体验完全局限于静坐一途。这并不与他“行时行体究，坐时坐体究”的参究话头原则相违背，也不与慧能以来南宗对坐禅的基本态度相抵触。慧能主张时时处处体验禅境，并不局限于或行或坐，这种思想已为禅僧们所普遍接受。慧能以后，不少著名禅师为了纠正某些僧人执著于坐禅之弊，进一步贬抑坐禅在修行中的重要性。怀让曾向道一发出了“坐禅岂能成佛”的诘问，这是广为流传的一则禅门公案。

另外，宋代论述看话禅的代表人物宗杲，坚决反对提高坐禅在修行中的作用。在宗杲倡导看话禅时，曹洞宗僧人正觉（1091—1157）倡导默照禅，主张把静坐默究作为明心见性的唯一手段。宗杲曾集中批驳了这一点。在论述看话禅时，《永嘉证道歌》中“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一句，是宗杲经常引用的，以说明禅非坐卧又不离坐卧的关系。明本把坐与禅直接等同，形成了他所倡导的看话头的一个特点。

明本也意识到自己关于坐与禅的观点必然受到误解，因此，他也对相反的意见做出回答：

或问：达磨西来，门风险绝，言前荐得，已涉途程，安有所谓做工夫？况枯坐蒲团，如守尸鬼，且禅岂可以坐而得邪？无奈辱累先宗者乎？余曰：不辱累也。[142]

由此可见，明本对静坐十分重视，并不反对执著于静坐。这也是他把坐与禅相等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明本把静坐实践作为参究话头的基本功夫。他指出：

十二时中，虽随人举个话头，方上蒲团，坐席未温，其昏沉散乱，左右围绕，又不具久远不退转身心，难矣哉。“安有天生弥勒？”斯言尽之矣。[143]

有些人尽管时时参究话头，但刚在蒲团上打坐，便处于意识不清晰的状态（“昏沉”），或处于杂念颇多的状态（“散乱”），同时又没有坚持下去消除这两种有碍禅悟的心理状态的毅力和能力，是难于参究话头的。不具备静坐实践的功夫就难于悟道，正像没有天生的弥勒佛一样。明本倡导的看话禅有着注重静坐的特点。

明本跟随原妙步入禅门，并且亲聆教诲达十年之久，深受其影响。在元初“尊教抑禅”[144]的社会风气下，原妙专注于个人的隐修，往往独自一人在山上坐禅习定达旬月之久，特别重视坐禅。明本在侍奉原妙期间，也是“昼日作务，夜而禅寂”。[145]对坐禅习定的重视并非原妙、明本师徒独具的特点，而是元代南方禅僧的共同倾向。这种注重坐禅习定的风气必然反映到明本的禅法思想中，从而使其看话禅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三）禅净合一与四宗一旨

禅与净土信仰的关系是元代禅僧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明本批驳了当时僧人对禅净关系的错误理解，提出了禅与净土“证一而名二”的关系。

六祖慧能把传统佛教的一切崇拜对象统统纳入人的本心，并不认为在人心之外还有西方净土存在。法眼宗僧人延寿（904—975）特别重视净土法门，曾把禅与净土的关系归结为四句话。延寿的这四句话历来被认为是修正了慧能的思想，把禅与净土看成是两种并列的法门，阐述了一种禅净互补的主张。在宋代云门宗和曹洞宗僧人中，不乏提倡禅净双修的著名禅师，但他们很少从理论上论证禅净关系。元代禅僧们关于禅净关系的辩论，往往围绕对延寿四句话的不同理解而展开。明本也非常重视净土信仰，对延寿的四句话作了新解释：

永明和尚以禅与净土拣为四句，谓有禅有净土，无禅无净土，有禅无净土，无禅有净土。特辞而辩之，乃多于净土也。致业单传者，不能无惑焉。或谓禅即净土，净土即禅，离禅外安有净土可归，离净土岂有禅门可入？审如前说，则似以一法歧为二矣。不然，教中有于一乘道分别说三，永明之意在焉。[146]

延寿禅师把禅与净土的关系析为四句来谈，使一些禅师产生了疑问。他们认为延寿禅师把禅与净土看作两种并列的法门，即禅之外尚有净土，净土之外尚有禅。实际上，延寿禅师所采用的论证方式与佛教经典中的“于一乘道分别说三”的方式相同，是从两个方面来谈一种事物，并不是把禅与净土并列。明本一贯坚持“禅即净土，净土即禅”的主张，所以才这样理解延寿的论述。

在明本看来，禅僧们之所以误解延寿的思想，在于他们不知道参禅与念佛有着相同的目的：

昔永明和尚离净土与禅为四料拣，由是学者不识建立之旨，反相矛盾，谓禅自禅，净土自净土也。殊不知参禅要了生死，而念佛亦要了生死。原夫生死无根，由迷本性而生焉。若洞见本性，则生死不待荡而遣矣。生死既遣，则禅云乎哉，净土云乎哉？[147]

参禅与念佛修净土法门有着相同的目的，即超脱生死轮回。那些误解延寿禅师本意，把禅与净土视为两种并列法门的人，正是由于不懂这个道理。无论参禅还是念佛，如果达到洞见本性、超脱生死轮回的目的，那么禅与净土的划分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仅禅僧们对禅净关系有不同认识，禅宗僧人与净土宗僧人之间也有争论。在明本看来，这种争论也是因不以“生死大事”为念所致：

今二宗之学者，何所见而独悖之耶？予反复求之，遂得其悖之之源，试略言之：盖二宗之学者不本乎生死大事耳。以不痛心于生死，禅则耕空言以自高，净土则常作为而自足，由是是非倒见，杂然前陈。[148]

禅僧与净土僧人之所以相互指责，在于他们都没有把超脱生死轮回作为修行的目的。参禅者得意于空谈禅理，修净土者满足于念佛做功德，在修持上各有其弊而不自知，所以才各执一端，争论不息。如果认识到参禅与念佛有着同样的目的，如果两宗僧人都为超脱生死轮回而纠正各自修行上的弊端，争论自然就平息了。

明本认为，禅与净土都统一于心。“净土心也，禅亦心也，体一而名二也。”[149]禅与净土只是名称有异，它们都统一于心。既然禅与净土在理论上有统一性，那么在修行实践上也自然能够统一起来。明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把参究话头禅法与念佛结合起来的。他对既信仰净土又倾心禅学的吴居士说：

居士久亲净土之学，复慕少林直指之道，直以“父母未生前那个是我本来面目”话，置之念佛心中，念念不得放舍，孜孜不可弃离。工夫纯熟，识见愈精明，道力益坚密。一旦于忘能所、绝气息处，豁然顿悟，始信予言之不尔欺矣。[150]

明本主张把话头“置于念佛心中”来参究，由此不断修习，从而达到证悟。他既要求参究话头，又没有抛弃“念佛之心”，把两者在修行实践上紧密结合起来。明本的这种思想颇有特色。

禅宗与净土宗在理论上还有一个重要区别：禅宗主张“自成佛道”[151]，强调自证自悟；净土宗则主张依靠佛的愿力冥资而往生西方净土世界。前者推崇自力解脱，后者信仰他力拯救。要融合禅净关系，必须对此做出解释，沟通两者的关系。当时明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或有号西归子者过门曰：“某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其透脱生死，似易于参禅。盖远承阿弥陀佛愿力冥资故也。”尔参禅无把捉，无圣力冥资，苟非大根利器，一闻千悟者，难于趣入，已故永明寿禅师有“十人九蹉路”之讥。[152]

参禅悟道全凭个人努力，念佛求往生有佛力冥资，所以通过念佛超越生死轮回易于参禅，参禅往往令人走入歧途。西归子比较明确地指出了禅与净土的一个重要差别。然而明本严厉斥责了这种观点：

是何言欤？审如是，则净土外别有禅耶？使果有之，则佛法二字自相矛盾，安有会入圆融之理哉？而不达善权方便，局于已见，诬谤先哲。[153]

明本斥责西归子不懂“会入圆融”的道理，不知灵活变通，曲解延寿禅师之意。他完全否定了念佛比参禅易于超脱生死轮回的主张。但是，明本并没有正面回答西归子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念佛求往生有佛力冥资和参禅无佛力冥资这个矛盾。因此，明本关于禅净关系的理论还不太完备。以后，明本的弟子天如惟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新解释。

元代政权巩固后，佛教中以喇嘛教的地位最高，是密宗的代表；在北方重点扶植天台、华严和唯识三宗，被称为教门；南方是禅宗的天下，势力最大；律学则为一切宗派共奉，所以，在全国是密、教、禅、律四宗并存的局面。明本的看话禅充分肯定了这一形势。他说：

夫四宗共传一佛之旨，不可缺一也。然佛以一音演说法，教中谓：惟一佛乘，无二无三。安容有四宗之别耶？谓各擅专门之别，非别一佛乘也。譬如四序成一岁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别也。其所不能别者，一岁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贤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单传之宗冬也。

这四宗都为“一佛之旨”，弘扬的皆是“佛心”，所谓：“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济之心也，教宗乃阐一佛大智开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庄严之心也，禅宗乃传一佛大觉圆满之心也。”既然四宗都是一佛之心，宣传的皆是佛心，所以应该四宗平等，不应该有高下优劣之分。

明本关于四家一旨之说，明显是为当时地位低劣的禅宗鸣不平。他用一年四季譬喻四宗之互不可缺，意味深长。将密宗比之为“春”，禅宗比之为“冬”，表明他是深感面临季节的严酷。不过，四季是循环的，所以他依然很有信心，依然坚持禅宗为“大觉圆满”——佛的最高教旨。

明本曲折表达出来的这种心绪，在南方禅宗中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当时有义学教宗责难：“彼三宗皆不言别传，惟禅宗显言别传者何耶？”明本对曰：“理使然也。诸宗皆从门而后入，由学而后成；惟禅内不涉思惟计度之情，外不加学问修证之功，穷劫迨今不曾欠少。拟心领荷，早涉途程；脱体承当，翻成钝置，诚别中之别也。”[154]禅宗以自我的本心圆满无缺为理论指导，既不需要增加什么，也不需要减少什么，因此，它无须“从门而入”，也不必总处于“思惟计度”中。所以说它是“别传”，虽然并不排斥其余三宗也是“别传”，但它独得此名，确实是“理使然也”。

（四）对《碧岩集》的态度

元代禅僧们在继承宋代禅学遗产方面有不同的侧重，北方禅僧特别是曹洞宗的著名禅师，接受了克勤的禅学传统，推崇“评唱”。元初曹洞宗禅师行秀仿《碧岩集》，评唱正觉禅师的颂古，作《从容庵录》。行秀的弟子从伦评唱义青禅师的颂古，作《空谷集》。由此可见，评唱在元代北方的流行之势。相对来说，南方禅僧更注重承袭宗杲的禅学传统，以原妙、明本师徒为代表的南方临济僧人都力主修习看话禅，反对致力于钻研颂古和评唱。明本对《碧岩集》的态度很有特色。

明本反对凭借聪明才智注释公案的做法。他指出，有些僧人“惟以聪明之资，向古今文字上，将相似语言较量卜度，会尽古今公案。殊不知，既不了生死，返不如个不会底最真”。在明本看来，不需要逐一理解每则公案的含义，只要直观参究一个话头就能解决证悟问题。“但遇著古今因缘，都不要将心解会，只消举起一个，顿在面前，发起决要了生死之正志，壁立万仞，与之久远参去。”[155]参究话头完全可以取代诠解公案。

尽管明本否认诠释公案的禅学形式，但他并不主张对已有的颂古和评唱之作采取像宗杲对待《碧岩集》那样的极端做法。他对此做了大段论述：

无边众生各各脚下有一则现成公案，灵山四十九年诠注不出，达磨万里西来指点不破，至若德山、临济摸索不著，此又岂雪窦（重显禅师）能颂而圆悟（指克勤禅师）能判者哉？纵使《碧岩集》有百千万卷，于他现成公案上一何加损焉？昔妙喜（指宗杲禅师）不穷此理而碎其版，大似禁石女之勿生儿也。今复刊此版之士，将有意于撺掇石女之生儿乎？益可笑也。[156]

众生本心一切具足，成佛解脱不过是明见本心本性，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诸佛诸祖也代替不了。无论是重显的颂古还是克勤的评唱，对于参禅者自证自悟既无帮助也无损害。宗杲由于不懂这个道理而火烧《碧岩集》，这种做法如同禁止石女生儿一样，完全是多余的举动。现在有些人又重刊《碧岩集》，希望有助于禅者明见本心，这种做法如同劝告石女生儿一样，也是荒唐的举动。由此可见，明本依据禅宗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对禅宗的重要典籍《碧岩集》完全采取了蔑视态度。

第四节 多民族佛教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

元代佛教的民族成分、派系结构、信仰思想和社会地位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整体形态也在元代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巨变。其中变化最剧烈、最醒目的一点，是以汉、藏、蒙为主的多民族佛教文化艺术在多方面、从多渠道发生碰撞、冲突和融合。多民族佛教文化艺术最终的相互借鉴、相互融通，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不同民族佛教文化艺术的兴衰起伏、表现形式等方面。元代的藏经刻印既有汉文本的又有少数民族文本的，元代的佛教艺术各门类既有汉族的创作又有以藏族、蒙族为主的许多少数民族创作。整个元代虽然时间不长，但是藏族、蒙古族与汉民族在佛教文化艺术方面的融合规模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影响深远。

一 各民族文字藏经

元代延续宋金重视藏经刊刻的传统，百余年间雕刻完成了多部不同民族文本的藏经。元代的藏经刊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元代继承前代的文化遗产，非常重视续刻或补刻前代藏经，增补完成了宋代开始雕刻的《碛砂藏》、金代开始雕刻的《赵城藏》，对于前代的藏经也注重补版、重刻。

《碛砂藏》即《碛砂版大藏经》，此藏于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在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开雕，后历经战乱，雕刻事业中断近三十年，部分经版也被毁。元大德元年（1297），延圣院恢复续刻。次年，恢复了大藏经局，组织比宋代还要完备，有功德主、对经、点样、管局、提调等职。此藏续刻过程中得到了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朱文清、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劝缘都功德主张闾、比丘明了的大力施助。至治二年（1322）全藏刻成，共收佛典1532部6362卷，分作591函，比端平元年（1234）雕造的《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多出了43函。《碛砂版藏经》宋刻依照思溪圆觉禅院本，元代续补部分参照元代普宁寺版大藏经。在全藏里又配用妙严寺版《大般若经》和《宝积经》另本，补充了管主八募刻的秘密经版，与多种藏经有着渊源关系。《碛砂版藏经》的版式和思溪版大致相同，也是每版5页，每页6行，每行17字。在各版第一或第二页折缝处刻有函号和版号，有时还刻有刻工姓名；卷末有时刻写经人姓名。

对于《弘法藏》的性质，学术界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是元代重新雕造的，日本学者小野玄妙等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弘法藏》是弘法寺所藏金代刻造的《赵城藏》的增补，吕澂、宿白等都持这种观点。我们也倾向于后一种观点。《赵城藏》共收录佛典1570部6900多卷，刻成不久，经版就被运到燕京弘法寺收藏。元初因战乱，近一半经版被损坏。太宗八年（1236），中书令耶律楚材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半官半私的性质发动了当时中书所辖地区（山东、山西、河北）长官帮助劝募，并召集了各地寺院里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版。由于刻工拙劣，补版未免草率。元世祖迁都燕京之后，将它重加整理，收入一些契丹藏经中特有的本子，像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等。同时又删去宋代皇帝的一些著述，像太宗的《法音前集》等。这样构成了元代的官版藏经《弘法藏》，实际只是金藏的蜕化而已。[157]
第二，元代刊刻的藏经以私刻为主，官刻的次数和规模都不及前代，且其经版、经书多已不存。私刻藏经中以《普宁藏》最为完整，官刻藏经中仅存部分《元官藏》。

《普宁藏》全称《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是元代私刻的大藏经，刻版地点在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现浙江省余杭县境内）。由元代白云宗僧人释道安发起创刻，并由释道安、如一、如志、如贤等普宁寺历任住持主持雕造。对于此藏开雕时间，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现采用至元十五年（1278）说。[158]此藏历时12年完成。全藏依千字文编号计算，共558函，1420部，6008卷；后来又补入秘密经28函，沙啰巴所译经论等1函和《天目中峰广录》3函，全藏增至590函。《普宁藏》的基本内容同于思溪版，后来补充和改刻的部分则和碛砂版互有增减。普宁寺大藏开雕时曾设立专门的大藏经局，并对经文经行了严格的校勘。《普宁藏》装帧形式仿照思溪藏，采用梵夹本，每版5页，每页6行，每行17字；在各版的第一页折缝处刻有函号和版号。

《元官藏》，全称《元代官刻本大藏经》。1982年12月，在云南省图书馆藏书中首度发现，现仅存32卷。此前，关于元代的官刻藏经，虽然有《弘法藏》、《至元录藏》、英宗《铜板藏经》种种说法，但一直没有人见到过实物。这部官藏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开雕，顺帝至元二年（1336）完成。主要由专司太后事务的徽政院负责刻印。全藏至少有651函、6510卷。如将它与以前的其他藏经做一对比，可知它的规模仅次于《赵城金藏》，也是当时规模较大的一部官刻藏经。此藏版式是所有大藏经中最大的，一版7页，42行，每页6行，行17字。上下均冠有一粗一细两行双线边栏，这也是该藏独有的特征。每版的中缝有千字文函号，卷首刻有顺帝至元二年太皇太后愿文，卷末刻有参与刻藏人员的职衔和姓名。[159]
第三，元代以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对其他少数民族更为重视，出现了以各种民族语言雕刻的藏经，主要有西夏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和蒙文大藏经。

《西夏文大藏经》又称《河西大藏经》、《河西字大藏经》、《西夏大藏经》、《西夏语大藏经》。这是汉文大藏经和部分藏文大藏经的西夏文译刻本。北宋景祐元年（1034），宋朝大藏经官刻本《开宝藏》传至西夏，西夏王元昊于兴庆府建高台寺予以收藏，并召请回鹘僧等将其译为新创制的西夏文字。到西夏天祐民安元年（1090）共译出362帙，812部，3579卷。此后，从大庆元年（1140）到乾祐二十四年（1193），又依据“南北经”重校一次。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敕令二十多位管理僧事的沙门把西夏文旧经本送到杭州万寿寺刻印。元大德六年（1302）刻印完毕，共刻3620余卷，随即印施10藏。此后，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又印造了西夏文大藏经30余藏，施于宁夏、永昌各寺院。元武宗时，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后为仁宗）又曾印施过50藏。仁宗继位后，于至大四年到皇庆元年（1311—1312），又令御史台待御杨那尔征和枢密院知院都罗乌口吃铁木尔等主持再印施50藏。《西夏文大藏经》版式与《碛砂藏》、《普宁藏》版式一致，也是经折装，每折页6行，每行17字。全藏经版已经毁损，只有少量经论残本。元代除了雕版印刷西夏文大藏经之外，还曾有过雕刻木活字版排印西夏文经卷的记录，但尚未发现有关雕刻活字版的地点和明确的时间。

《蒙文大藏经》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这是藏文大藏经的蒙文译刻本。元大德年间（1297—1307），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西藏、蒙古、回鹘、汉族僧众会集在一起，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又参考汉译佛典，形成《蒙文大藏经》，在西藏地区刻造刷印。明清两代又三次增补、校译和重刻。元代首版的《蒙文大藏经》已散失殆尽。

13世纪以前，藏文大藏经都是以抄写本形式流传。元皇庆二年（1313）至延祐七年（1320）间，在纳塘寺堪布觉丹热智的主持下，收集各地经、律、密咒校勘雕印出了藏区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这就是被称为“纳塘古版”《甘珠尔》的大藏经。其版式采取贝叶经筴形式，长方形散叶两面刊刻，每部（或几部）或数卷以夹板束为一筴。版片及印本都已失传。

元代佛教单经的刊刻也非常兴盛，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留存至今的元代单刻佛教经籍达62种之多。著名的有僧录管主八施印的《大华严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焰口施食仪轨》，云南省刻印的《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赞》、《华严经》、《金光明经》、《楞严经》，陕西地区刻印的《金刚经》，京兆府龙兴院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成都刻印的《圆悟禅师语录》，等等。

二 藏式佛教艺术

由于元代帝王推崇藏传佛教，限制打击汉传佛教，汉传佛教艺术成就并不显著，且多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藏式佛教艺术却得到极大发展，并在汉地普遍流行。

元朝皇室崇信喇嘛教，为了使喇嘛教在内地广泛传播，特地请来西域工匠，为喇嘛教大兴寺塔，广作佛事。这不仅增加了内地佛教艺术的内容，也使内地的传统佛教艺术大受西域艺术的影响。在元朝皇帝请来的工匠中，以尼泊尔人阿尼哥最为有名。阿尼哥（1245—1306）诞生在尼泊尔帕坦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乡素以建筑、雕塑和工艺制作著称，有“良工之萃”的美誉。中统三年（1263），阿尼哥跟随八思巴来到大都，以其高超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任命他负责大都（今北京）皇室兴建、寺观造像的指导工作。

阿尼哥巧思绝人，技艺精湛，对于佛像雕塑、塔庙建造、壁画绘制以及其他器物的铸造刻镂，无不精通。他在元朝旅居四十余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两座、道宫一座，其中佛像也多出其手。阿尼哥在佛教艺术上主要有两项贡献。其一，他创作、传授了佛教造像中的“西天梵相”。这是他从尼泊尔首次带入内地的技术。这种造像风格与汉地佛像迥然不同，其主要特征是：高乳、大臀、细腰、两眼向上钩，胯部呈尖状。这种造像来源于印度晚期的佛教密宗，后来全被西藏喇嘛教继承，对汉地的佛教造像也有一定影响。当时大都城内的喇嘛庙中供奉的神像几乎都是由阿尼哥雕刻塑造的。阿尼哥还注意培养人才，传授技艺，汉族巧匠刘元曾跟随阿尼哥学习“西天梵相”，得其神妙，成为仅次于其师的元代著名塑像工艺家，这种造像式样也日益盛行。

其二，阿尼哥设计建造了尼泊尔式塔（又称覆钵式塔、瓶塔或藏式佛塔），现存最著名的就是元大都西城大圣寿万安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塔始建于至元八年（1271），历时八年才完成。塔高50.9米，砖造，由塔基、覆钵、相轮、宝顶四部分组成，风格古朴，保持了印度早期佛塔的特征。塔基三层，作亚字形，其上建二重复合式方形折角须弥座。塔身呈平面圆形的覆钵形，坐落在比例硕大的覆莲和数层水平线道上。塔颈作圆锥形相轮状，共十三层。塔顶是青铜制巨大宝盖及盖上的小铜塔（原为一宝瓶）。宝盖直径9.9米，其周边悬挂36个铜质透雕之流苏和风铃。因塔座、塔身通体用石灰粉妆，故俗称“白塔”。妙应寺白塔是中国早期喇嘛塔中最重要的实例，也是内地保存下来的最好、最宏伟的藏式佛塔。

元代石窟艺术也有所发展，其中不少体现了藏式佛教艺术的特点。杭州灵隐寺附近的飞来峰是元代石窟造像最集中的一处。飞来峰始凿于五代吴越广顺三年（953），以后多有开凿。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宠信的杭州都统杨琏真伽在飞来峰大规模雕造佛像，试图以新朝喇嘛教造像，厌胜南宋故都风水，祝祷蒙古皇帝圣寿万安。飞来峰现存元代造像68龛、117尊，其中藏式造像有33龛、47尊。最早的为至元十九年（1282），最晚的为至元二十九年（1292）。飞来峰的藏式造像可分为佛部、菩萨部、佛母部、护法部和上师部五部。藏式造像风格与汉式造像有很大差异，这些佛像一般额方颊圆，纤眉细目，体态壮硕。头部额间的转折极强，眼睑厚重，口角深陷，耳垂扁大，有的两眉相通。佛部佛装像双重螺发，高肉髻上置宝珠顶严，共有三层，形状高尖，这是藏式风格的显著特征之一。佛着右袒贴体衣，少衣纹。菩萨（包括菩萨装佛部像）、佛母、上师和护法像多上身赤裸或肩搭帛巾，下扎裙裳，具有典型的印度、西藏风格。雕像的人体比例较为适度，只有某些护法神因经典的要求而显矮短。有的女性菩萨、佛母乳房突出，肩臂、胸腹等处圆润细腻，女性特征明显，而面容往往不像汉式菩萨那样秀丽、妩媚。菩萨（菩萨装佛部像）、佛母、护法均头戴敞顶五叶宝冠，每瓣冠叶上刻有一朵优钵罗花；发髻为磨光的馒头形或圆锥形高髻，耳挂圆形优钵罗花，耳珰大而醒目，垂至肩头。藏式造像的佛座为刻有短肥莲瓣、上沿饰细密连珠纹的仰莲台和仰覆莲台，座较扁平，莲台下为多层十字折角的须弥座。佛像的头光与身光为素面椭圆形。[160]飞来峰的元代佛像中还有一种体现了汉藏两种风格影响的佛像。如第四十二窟中杨琏真伽所造的无量寿佛像。这尊佛像身着右袒式袈裟，挺胸收腹，乳头明显，具有明显的梵像特征。但他的五官又特别接近汉人，而且此像身躯粗壮，衣服的线条流畅细致，又显然受到汉族审美观念的影响。这种糅合汉藏两式风格的造像在北方也时有发现，是元代佛教艺术的一大特色。

元代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塔——过街塔。这是一种建于街道中或大路上的塔，过街塔下可通行车马行人。这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发明，它为人们顶礼拜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只要从塔下经过，就算向佛顶礼一次。现存最著名的过街塔是北京居庸关过街塔。居庸关过街塔建成于至正六年（1346）。塔的基础全部用大理石砌成，上面建有三座喇嘛塔，下面有洞门，行人可以通行。塔在元末明初被毁，塔基保存得还比较完好，又被称为“云台”。塔基洞门内刻有梵、藏、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汉文、西夏文文字的陀罗尼经咒，是珍贵的古文字文物。佛经两侧和券顶上刻有四大天王和大大小小的佛像。佛像周围刻有曼陀罗等各种花草图案。塔基顶部四周挑出两层平盘，上置栏杆，栏杆座柱下向外挑出龙头，这是当时石建筑中的典型代表。

云台门洞上的四大天王像被梁思成称为“元代雕塑的代表”。这种造像是用石块拼集起来的整浮雕，非常少见。东方持国天王手抱琵琶，似在弹奏；南方增长天王目视右前方，正欲拔出宝剑；西方广目天王右手紧握一条蛇；北方多闻天王右手持伞。四尊天王都屈腿坐在岩石座上，头戴宝冠，怒目蹙眉，天王身材魁梧，气势雄猛，都处在剧烈的活动之中。这些特征与唐宋时期四天王不同，是根据西藏佛教图像雕制的，这也是中原地区最早的藏式四天王像遗存。天王甲胄图案雕刻细致，天衣飞扬飘舞，线条流畅，又显然深受中原艺术的影响。

三 汉式佛教艺术

元代汉式佛教艺术主要体现在壁画、造像及人物画中。

元代佛教壁画继承宋、辽、金的传统，题材仍然主要为经变、佛传故事、佛本行故事、佛、菩萨、明王、护法、罗汉等，但变化更为丰富，世俗化倾向更为明显。这一时期的寺观壁画主要保存在山西省内。

山西稷山县兴化寺，始建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元代重修，原来有三进院落，殿宇宏伟。民国十一年（1942），兴化寺被毁。兴化寺大殿内原有延祐七年（1320）元代著名襄陵画师朱好古和张伯渊所作的七佛图、弥勒变、八大明王及释迦本行故事等壁画。朱好古是山西民间画工的领袖，他擅长人物与山水画，风格工细精巧，与唐代吴道子及宋代王瓘、武宗元等一脉相承，尤其在道释人物画方面有突出成就。芮城永乐宫壁画中的纯阳殿部分，题名画工张遵礼等八人，都是朱好古的门人弟子。1927年，外国古董商发现了兴化寺壁画，他们勾结山西的文物贩子，将壁画剥离，秘密运往北京，打算出售到国外以牟取厚利。此事被当时供职于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得知，他以四千块大洋购回一部分，并重新拼装，这一部分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有一百多平方米，主要是七佛像部分。这组壁画非常引人注目，其中的佛像高三米多，长十八米。中间一佛最为高大，为释迦牟尼佛，左右各为三佛，每个佛像之上都有人首鸟翼的“伽陵频伽”环绕。佛与佛中间有胁侍菩萨及供养菩萨。供养菩萨跪侍，端严虔诚，较为别致。另外被盗走的一部分，现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壁画内容主要有弥勒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稷山县博物馆，也保存有一块该寺的壁画，内容为释迦牟尼降生后沐浴时的一个画面。兴化寺壁画虽为丈高巨制，但前后照应，一气呵成。佛及菩萨的面型仍然延续唐宋丰满姿态，人物造型精准，设色华美，线条刚劲挺直、飘逸舒展。这些壁画与永乐宫壁画风格完全一致，人物形象个性十足，细节描绘面面俱到，实为不可多得的珍品。

敦煌莫高窟第3窟南北壁的千手千眼观音像也是元代佛教壁画中的佳作。根据该窟西壁北侧观音像左下角的墨书题记，此画为甘州史小玉所作，但作者生平已不可考。画中千手千眼观音端坐在莲台上，两侧以对称的方式描绘有婆薮仙、吉祥天、金刚、梵天女等形象。观音面部第一层以一个正面相为主体，左右各画两个正侧面相，共有五面组成；第二层于头顶中央一个正面相，两边各一四分之一侧面相和一正侧面相共五面；第三层再一个正面相，并加有头光。三层共有十一面，除第三层中央一面为愤怒相外，其余十面均为慈悲相。主体正面相最大，长圆形，丰满圆润，细眉，弓眼，眼神微微下垂，修鼻，樱唇，颈部有三级，仪容慈悲，神情庄严。千手的刻画更是独运匠心。这幅观音经变相号称千手千眼，实际只画出七百余手。带有手臂的二十二对手，略大于其余，造型更细腻生动，显得醒目突出，穿插分布成一桃心状，手臂穿插有前有后，富于立体感。每一对手的姿态对称，与其余都不重复，各具风韵，丰硕优雅。观音姿态端正，但略显呆板，而帔帛的舞动飞扬、裙裾的柔软飘逸、饰物的华丽精致使得这尊观世音神清气爽，灵动雅致，韵味十足。[161]
元代汉式佛教造像多用泥、木、漆之类不耐久的材料，金石刻像已经非常少。

这时的佛教造像遗存保留不多，只在山西晋城青莲寺、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广胜寺、赵城广胜下寺和一些博物馆中保留了一些。这些造像在样式上基本继承宋代的风格，但体格更为健壮，气势雄浑，在风格上更为世俗化。这一时期也不乏优美的作品。如山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正殿的五尊佛像，雕刻得就非常精美。其旁边侍立的诸菩萨尤为俏丽，颇有唐代雕塑的风格。这些菩萨有的端庄，有的飘逸，衣带精美，刻画细致，也是造像中的珍品。

北京市西山十方普觉寺（俗称卧佛寺）中有一尊大型铜铸释迦牟尼卧佛像。此像铸于至治元年（1311），卧佛身长5.2米，用铜25000公斤，铸佛用工7000人。铜佛作侧卧状，双眼闭合，头朝西，面朝南，两腿直伸，赤足，左手平放在腿上，右手弯曲托首头部，安详地躺卧在佛龛内。铜佛体态自如，形态逼真，衣纹流畅，制作精细，其雕塑艺术水平和铸造工艺水平都很高。在卧佛四周塑有12个弟子立像。这组雕塑形象地展现了释迦牟尼佛涅槃前向弟子传授佛法，嘱咐善后事宜的情景。它是元代最珍贵的大型铸造文物，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卧佛。

除了传统的石刻、木雕、泥塑、铜铸等形式，元代陶瓷造像开始普遍流行。在北京大都遗址发现的一尊青白釉观音坐像，是元代造像中的精品。这尊佛像高66厘米，胎体由三块组成，头部、腰际接痕明显。观音通体施青白釉，晶莹光洁。观音体态健硕，面相丰满，嘴角含笑；头戴宝珠花冠，耳戴串珠式耳环，身披广袖通肩外衣，胸前佩戴宝石项圈，右腿支起，左脚下垂，现大自在相，不仅体现了元代佛像艺术的成就，也展现了元代景德镇瓷器艺术的水平。

元代画坛虽以山水画为主，但其释道人物画也很有特色。元代的释道画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有新的发展。在用笔上，一般简练流畅，富有节奏感和力度，能够把状物传神与壁画艺术上的装饰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赋彩一般采用重彩勾填法，用青绿、褐石、白色等色，寓丰富于单纯之中。这一时期，罗汉、高僧像成为释道画的主要题材。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就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作品。图中的罗汉身着红色袈裟，盘腿坐在大树下面的青石上，左手向前伸，背后有一圈淡淡的背光。罗汉神态娴静坚毅，好像正在说法。罗汉形象取西域僧人像（梵像），人物的造型及表现手法取法唐代阎立本，以铁线描勾勒，用笔凝重；设色浓丽，以赭石、土黄、石绿与大红袈裟形成鲜明对比。《红衣罗汉图》是一幅非常传真、写实的作品。赵孟頫在题记中自谓“余仕京师久，颇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得”，可见此画也是其得意的作品。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庆有尊者像》，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幅作品作者已经失传。所绘罗汉为佛教十八罗汉中第十七位的庆有尊者。图中罗汉是一位形象奇谲的老者，他头发雪白，双目凝视前方，袒裸上身，搭披袈裟，双手握着竹杖，脚踏在一头幼狮上，弯腰呈坐姿。此图笔墨技巧以线描为主，辅以皴染，在塑造人物时，线条力求简练，方折有力，疏密对比，非常生动传神。日本东海庵藏的《十六罗汉图》也很有特色。图中罗汉也取梵僧像，头发、眉毛、胡须都用白色，刻画疏朗细致。罗汉双目前视，双手合十，手指朝前。罗汉的衣纹勾勒简洁流畅，富有动感。赵孟頫之子赵雍的《高峰原妙禅师像》也是一副杰出的作品。高峰原妙是元代临济宗师，赵孟頫曾拜他为师学禅。此像是高峰圆寂后赵雍所绘。画中人物神情坚毅沉静，黑发灰发相间，衣纹疏朗流畅，色彩淡雅，传神地展现了一代高僧的神情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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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明代佛教

第一节 明代社会与佛教

明王朝（1368—1644）建立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措施，经过数十年努力，耕地数量显著增加，粮食总产量逐步提高，受到长期破坏的农业经济有了根本性好转，社会趋于稳定。明王朝废除蒙元贵族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仅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环境。

一 明太祖时期的佛教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思想文化统治方面，与宋代大多数帝王一样，倡导三教并举，主张以儒术治天下。在他统治时期制定的宗教政策，无论具体内容还是所呈现的特点，都与他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维护君权至上的政治目的密切联系，与当时宗教发展的具体情况直接相关，也与他个人所经历的佛教生活背景不无关系。所以，朱元璋时期（1368—1398）制定的宗教政策，严密而且针对性强，有关整顿佛教的各项措施奠定了整个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基础。

首先，朱元璋要把佛教与其他有造反倾向的民间教派区分开来，区别对待。在称帝的第一年，他诏令禁止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等一切“邪教”。继之，于《大明律》中规定，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煸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1]。对于佛教，从洪武十五年（1382）之后开始进一步强化管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颁布《申明佛教榜册》；二十七年（1394），再次颁布类似榜文，系统地陈述了佛教管理的基本内容。

随着元王朝的灭亡，喇嘛教丧失了在内地佛教界的特权地位，但在华北一些地区仍有比较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藏蒙等少数民族中，信仰依然普遍。朱元璋出于“化愚俗、弥边患”的政治目的，曾经“招徕番僧”，给予少数喇嘛以较高待遇。至于成祖（1403—1424年在位）、宪宗（1465—1487年在位）和武宗（1506—1521年在位），因为特“好番僧”，也召来了不少喇嘛，曾一度引起“公私骚然”，朝野不满。到世宗（1522—1566年在位）“复汰番僧”，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日益缩小。

太祖曾企图让佛教僧人沟通对外关系，洪武三年（1370），命慧昙出使西域，次年，命祖阐和克勤送日僧归国；十年（1377），命宗泐出使西域；十七年（1384），命僧光及其弟子惠辩等出使尼泊尔。这些奉诏出使的僧人载誉归国后虽很活跃，但并没有带回较有影响的外来佛教因素。

明代建立的佛教管理机构主要是参考宋代的经验，并根据境况进一步完善，受元代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同时，建立和健全僧司机构，也被看作是强化佛教管理的重要措施。洪武元年，中书省奉旨命“浙之东西五府名刹住持，咸集京师，共甓天界，立善世院，以统僧众”[2]。设在金陵天界寺的善世院，是明廷建立的第一个临时性中央僧官机构。善世院的第一代统领是慧云（1304—1371），从二品。僧官品级如此之高，显然是受到元代的影响。到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正式建立各级僧司机构时，就在许多方面明确强调参考宋代的规定，僧官的品级也大大降低。根据当时礼部提出的方案，各级僧司衙门的设置与行政建制配套，在中央设僧录司，在府、州、县分设僧纲司、僧正司和僧会司，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的严密的佛教管理体系。同时规定了各级僧官的名额、品阶、职权范围，以及任选标准等。[3]
按照当时的规定，僧录司的僧官由礼部任命，没有俸禄。[4]官、吏、皂隶都由僧人及佃仆担任。各级僧司衙门的职责，是负责与寺院和僧众有关的教内事务，如向当地衙门举荐寺院住持，监督僧众恪守戒律、阐扬教法等。涉及与军民相关的案件，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案件，则分别由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处理。因此，僧官机构没有超出宗教范围之外的行政权力。这套管理机构直到明末也没有改变，而且为清代直接仿效。

洪武年间，对各府州县的僧道人数、各地方的寺观数量和僧道数量等也逐步制定出相应限额。另外，对僧人的剃度制度也做了重要变更。洪武六年，诏令全国各地免费发放度牒。明初的剃度条件一直很严格：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男子出家限定40岁以上，女子出家限定50岁以上。

明太祖控制佛教最重要的环节，是限制僧人与社会各阶层的自由交往。经过元末战乱，许多僧人不住寺院，游荡于乡镇，杂处于民间，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明太祖多次下诏，令各级僧司调查游僧人数，强制集中，入住寺院，这就是所谓“会众以成丛林，清规以安禅”。朱元璋还特别禁止僧人与各级官吏往来，洪武二十七年诏令：“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结官府，悦俗为朋者，治以重罪。”

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必然要与当地政府有经济方面的来往，明廷专门设立了前代所没有的“砧基道人”，专门负责寺院与官府的沟通。洪武十九年（1386），明太祖“敕天下寺院有田粮者设砧基道人，一应差役，不许僧应”。洪武二十七年（1394）再次强调：“寺院庵舍，已有砧基道人，一切烦难，答应官府，并在此人，其僧不许具僧服入公听跪拜。”作为寺院与官府的联系者，砧基道人要处理的事务可能不少，但主要职责是负责办理差税。到景泰年间（1450—1456），明廷限制每寺田地为六十亩，其余都交给农民佃种，并纳粮于国家，砧基道人制度也随之废止了。

明太祖还严禁僧人娶妻成家，不仅三令五申，而且鼓动民众群起攻之。洪武二十七年发布的榜文说：“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钞钱；如无钞者，打死勿论。”他要求僧人严格遵守传统戒律，不许逾越僧俗鸿沟。

对于那些退居山林、从事隐修的僧人，明廷特别予以鼓励。洪武二十四年的《申明佛教榜册》规定：“有能忍辱，不居市廛，不混时俗，深入崇山，刀耕火种、侣影伴灯，甘苦空寂寞于林泉之下，意在以英灵出三界，听。”

明太祖直接插手佛教的内部事务，多次颁布诏令，把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等，僧人也相应分为三宗，要求“各承宗派，集众为寺”。这对明代及其以后的佛教发展走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洪武十五年（1382），“礼部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衍，以训世人”[5]。“历代”之辞是假托，禅、讲、教的三等分类，实始于此。“禅”，专指禅宗；“讲”，指宣讲佛教经典的僧人，相当于元代的“教”；“教”，指祈福弭灾、追荐亡灵等各种法事，从事法事活动的僧人名“瑜伽僧”或“赴应僧”。与此同时，对三宗僧人的服饰也做了规定：“禅僧茶褐常服，青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深红条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条浅红袈裟。”[6]不同类型的寺院僧人衣服颜色的不同，这可能维持到了明代末年。

明太祖把法事单列一宗，与当时民间显密法事普遍盛行、对群众有特殊影响有关。他本人相信，举办法事“明则可以达人，幽则可以达鬼”，有助于国家教化，所以比较重视。洪武十六年颁布：“即今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校稳当，可为一定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并规定，在实行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增删修改，“敢有违者，罪及首僧及习者”[7]。

按照钦定的仪规做法事，是教僧的职责，也是他们的特权。据认为，只有持戒严谨的教僧按程序念诵真言密咒，才能在“呼召之际，幽冥鬼趣，咸使闻知”，其他人是不会有这种神秘效力的；禁止俗人主持法事。有幸充当人天和人鬼使者的教僧，可以获取合法收入。明王朝还专门规定了作法事的价格，根据担任的不同角色，得到相应的报酬。[8]至此，以往司掌死者葬仪、年忌庆典、祈福消灾诸事的瑜伽僧等，都有了公认的合法地位。过去曾有过火宅僧、火宅道人等已婚俗人或僧道经营此类佛事，现在明令禁止俗人经营，对法事活动进行了规范化的整顿。日本学者推断，当时瑜伽教僧的数量达到全部僧侣的半数。[9]
明太祖对讲习佛教经典也很重视，洪武十年（1377），诏令全国僧人讲《心经》、《金刚》和《楞伽》，并命宗泐、如玘等人注释此三经颁行。元代帝王曾鼓励讲经，但对讲什么经并没有规定，明太祖为全国僧人指定讲习的具体经典，在此后的清代帝王中也再没有出现过。明太祖曾作《心经序》，讲述他对此经的理解。他力图通过统一对某几部佛经的解释，进而统一佛教思想，起到加强思想统治的作用。明王朝要求讲者“务遵释迦四十九秋妙音之演，以导愚昧”。[10]为国家教化“愚昧”，成为讲僧的神圣职责，享有与瑜伽僧同样的接触社会的权力。相比之下，“禅者”恰恰被剥夺了这些职责和权力。

明廷规定：“其禅者务遵本宗公案，观心目形，以证善果。”[11]禅僧只能根据禅宗典籍，调节身心，以达到个人“证善果”。禅僧没有“讲僧”教化“愚昧”的任务，也没有“教僧”为人消灾祈福的职责，自然也就没有合法的经济收入。明太祖告诫禅僧，还要研读佛经：“若自欲识西来之意，必幽居净室，使目诵心解，岁久而机通，诸恶不作，百善从心所至，于斯之道，佛经岂不大矣哉！”[12]禅宗对遵守戒律灵活性很大，让禅者读经，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产生“诸恶不作，百善从心所至”的持戒功效。

游方行脚曾是禅僧重要的修行活动，明王朝先是禁止僧道四处游动，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诏令：“著江东驿、江淮驿两处，盖两座接待寺，著南北游方僧道，往来便当。”[13]很明显，“往来便当”只是一种官腔，其功能是更严厉地制止僧道，主要是禅僧的自由游动，禅僧除了“甘苦空寂于林泉之下”，或“幽居净室”之外，实在是别无出路了。显而易见，明太祖为宗教设置的政治环境，特别切断了禅宗与其群众基础的联系；给佛教划定的活动范围主要也是限制禅宗的自由。禅宗的自然衰亡，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明太祖整顿佛教的目的之一，是力图把宗教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消极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尽可能发挥佛教有利于统治的作用。他在整顿佛教的同时，特别重视选拔和重用有政治才干的僧人。他曾撰写《拔儒僧入仕论》、《宦释论》、《拔儒僧文》等，提出要重用佛教队伍中精通儒术的僧人，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他的有些做法，也被认为是过分宠信僧人，有一定的弊端：“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斓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可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14]明太祖重点限制的是禅宗，而僧人中受其重用者、帮助其治理佛教者，恰恰是以精通儒术的禅僧为主。

二 佛教政策的局部调整

从成祖到孝宗的一百年间（1403—1505），虽有几次短暂的政策变动，但洪武年间制定的佛教政策基本还是得到贯彻和维持。从主要方面讲，明廷仍然致力于消除佛教产生的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发挥其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因素，并且收到了一定效果。明廷根据社会情况和宗教形势发展，或者重申此前的诏令，或者做出某些局部调整，对前期的宗教事务管理制度有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佛教还是处于王朝的有效掌控之中。明太祖之后，佛教管理制度的调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完善洪武时期某些管理措施。

洪武时期颁布的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有些不够完善和系统，有些规定甚至前后矛盾。例如对僧人出家的年龄规定，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15]；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明太祖下令“不许收民儿童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奏闻，方许”[16]。前后两个诏令，对二十岁以上者能否出家的说法并不一致。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明成祖命“榜谕天下”：“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若童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出家。”[17]这样一来，对出家的规定就更为清楚、系统和全面了。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基本是对洪武时期佛教管理制度的补充、完善或进一步重申，并没有在大的方面有所改变。

其二，从严格限制女性出家到完全禁绝。

洪武时期就严格限制女性出家，此后有逐步强化的趋势，直至颁发完全禁绝女性出家的命令，这是明代以前所没有的。洪武六年（1373），鉴于民间女子出家者较多，规定：“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18]到明惠帝时，又改为50岁以上。

永乐十八年（1420）二月，山东青州地区尼僧唐赛儿打着佛教旗号起义，自称佛母，精通法术，组织起数万起义军。虽然起义不到一个月就被镇压，但唐赛儿未被擒捕，明廷仍然惶恐不安。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恐唐赛儿混入尼僧之中，竟然下令尽逮北京、山东境内的出家女性来京审问，而后又下令尽逮全国的尼僧及道姑，先后有几万人。最后发展到命令所有尼姑都还俗。

实际上，完全禁绝女性出家根本不可能，有明一代，佛教和道教中的女性出家者始终存在。尽管如此，成祖之后的帝王不断重申禁令。明宣宗宣德四年（1249）六月，重申遵守永乐年间的禁令，“仍严女妇出家之禁”[19]。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下令，“仍禁绝妇女不许为尼”[20]。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十二月，方献夫等人奏准，将尼僧、道姑“发回改嫁，以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赡，依亲居住”[21]。二十二年（1547）七月，礼部再次申明，“凡中外一切游聚尼僧，俱勒令还俗婚配”，并且强调，“违者重惩如令”[22]。明王朝对女性出家如此深恶痛绝，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种政策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尚有关。禁绝女性出家，也对明朝佛教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三，从免费发放度牒到鬻牒。

洪武时期，朝廷每三年免费发放一次度牒，并且不再征收“免丁钱”，到成祖时改为每五年发放一次。明代中期以后，由于政府财政吃紧，为了赈济遭遇自然灾害的饥民，解决大型土木工程费用，以及支付边境地区的军饷等，明廷从景泰二年（1451）开始鬻牒，一直延续到万历年间。其中，宪宗成化年间鬻牒最为严重，引起朝野不满。不过，从明代鬻牒的数量、次数、范围，以及给佛教界和社会造成的影响等方面来看，远没有宋代那么严重。但是，鬻牒制度的实行，也就意味着国家对佛教的控制在一些环节上的松动。

其四，藏传佛教政策的延续和调整。

吐蕃地区在元末陷入政治动乱，藏传佛教内部的派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为元代独尊的萨迦派由盛转衰，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相继兴起。明太祖依然仿效元朝的做法，重视萨迦派的传人，召其到京城接受封号，并授予所荐举人员官职。洪武六年（1373），前元朝代理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明廷赐以“炽盛佛宝国师”称号，对所推荐的乌斯藏（以拉萨为中心的前后藏地区）和朵甘思（乌斯藏以东至陕西、四川邻界的藏族居地）地区人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元帅、招讨等职位。洪武七年（1374）八思巴后代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又被尊为帝师。另外，明廷还在宁夏西宁、甘肃河州设置僧纲司，管理当地的佛教事务。

从成祖开始，明廷对各教派领袖分别封王，不再独尊萨迦派。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派遣中官侯显入藏，迎请噶举派黑帽支脉的转世活佛哈立麻到京城。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哈立麻到京，成祖亲自慰问，并请他到南京灵谷寺建法会。永乐五年三月，封其“为万行具足、十分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仪仗与郡主同。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并赐印诰金币等物”[23]。

萨迦派的领袖昆泽思巴，于永乐十年（1412）二月由明廷宦官迎请到京，成祖赐其冗长封号中，也有“法王”、“佛”字样，职责也是“领天下释教”。第二年正月，宦官护送其回藏。

格鲁派于明初新创，但发展很迅速，在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时代即成为一大教派。明廷很快注意到这种情况，派遣大臣入藏招谕，宗喀巴曾于1408年上书成祖答谢。明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宗喀巴派弟子释伽智（1354—1435）到京城朝见，成祖赐“大慈法王”称号。释伽智返回西藏后，创建色拉寺，是拉萨三大寺之一。释伽智后重返京城，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

明廷虽然也封藏传佛教各派领袖“法王”、“佛”和“国师”等称号，并令两派的领袖“领天下释教”，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统领本派僧众，与元代萨迦派的帝师已经完全不同。

武宗以纵欲荒嬉著称，接纳绰吉我些儿习秘术（房中术），厚赐番僧，为害朝野，一度引起“公私骚然”。到世宗“复汰番僧”，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进一步缩小。

第二节 明代初中期佛教

明代佛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代初期，约为太祖到成祖的半个多世纪（1368—1425）；第二阶段是明代中期，从宣宗到穆宗的近一百五十年间（1426—1572）；第三阶段是明代后期，从神宗到明亡的七十余年（1573—1644）。不同阶段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呈现迥然不同的特点。

一 明代初期佛教

明代初期半个世纪，是佛教从王朝交替的动荡中逐渐趋于稳定，并且在新王朝规范治理过程中实现逐步转变的阶段。

元末农民起义有着推翻异族统治、反对蒙古贵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色彩。明王朝的建立，顺应了推翻异族统治的要求。当时佛教界的著名人物不仅没有留恋前朝，而且对新朝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在新旧王朝鼎革之际，许多优秀人才进入佛教队伍，他们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在当时的佛教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一种时尚，是有影响的潮流。这种情况的出现，为洪武时期出台的一系列佛教改革措施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条件。同时，政治舞台上也活跃着一大批政治僧侣，如姚广孝（道衍）、来复、溥洽等。他们有的因参与政治而位列朝堂，有的也因此身陷囹圄。不少僧人也因此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而不能幸免于难。

在这一阶段，佛教界的义学诸派陷入沉寂，有影响的义学名僧很少。其中，致力于融合禅与华严的无极比较著名。据《新续高僧传》卷五本传，无极（1333—1406）号法天，俗姓杨，大理人，16岁随禅僧海印出家，习禅宗教义，不久遍历诸方，以习禅与华严为主，所谓“参叩明眼，大彻宗旨，而六相圆融，三观妙语”。无极“每登讲席，议论风生，有声于时”，常讲的经典有《华严》和《法华》。特别是他提出了“以宗印心，以教化人”的原则，明确了禅宗与教门诸派的关系。然而，他所说的“教”指佛教所有经典，《华经典》作为其中的一种，并无特殊地位。

洪武十六年（1383），无极率僧众到金陵见朱元璋，盛赞他的统一事业。朱元璋很重视依靠无极这样的僧人教化边区民众。他指出：“朕朝天下，八荒之来庭者，皆荒徼诸蛮，观其威仪进退，服色制度，饮食词语，一切尽异，非重译不能通其情。所以异于中国者为此也。”[24]他希望在政治统一的同时也达到文化的统一。于是，他令久居京城的无极等人返归大理。因为“其僧生本云南，学超土俗，经通佛旨，语善华言，诚可谓有志之人矣”。[25]所谓“有志之人”就是有志于为新王朝服务的人。无极回大理后，仍与明王朝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他著《法华注解》七卷，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遣弟子文熹至京呈进。无极徒众数百，嗣法者四十余人，在大理地区很有影响。就其传播华严而言，并无显著特色。

就整个佛教界的状况而言，禅宗比较活跃。元末的社会危机在江南禅宗中也有相应的表现：“至正间，四方多事，士大夫逃禅海滨者众矣。”[26]这一现象引起元朝廷的注意，进一步增强了对江南禅僧的羁縻，“元主崇尚我宗，凡林下染衣之叟，多受隆誉”[27]。在“元文、顺二帝时，楚山南北，浙水东西，其有道尊宿，无不经锡徽号”[28]。他们的徒众多在下层民众中影响大，以后就构成了明初禅宗界的中坚力量。明太祖建都金陵后，诏见的僧人大多是这类禅师。

明太祖制定的佛教政策着重打击的是禅宗，但他为贯彻这一政策而起用的力量，大部分是禅宗宗师，这些禅师大多乐于讲经、注经和主持法会，与禅宗的传统当然是大相径庭的。

明初的著名禅师多出自江南临济宗，北方曹洞宗人极少。洪武年间，元叟行端、笑隐大和竺元妙道三系临济宗影响较大，特别是前者，与明廷关系尤为密切。洪武三年，明太祖诏僧人赴金陵天界寺，“其赴诏尊宿三十余员，出元叟之门者，三居一焉”[29]。即使如此，他们的法系也没有维持多久就衰落了。明初禅学也发生了不同于宋元的新变化。

行端门下弟子众多，以无梦昙噩、愚庵智及和楚石梵琦在元明之际最有影响。

昙噩（1285—1373）字无梦，号酉庵，早年学习儒学，出家后，广泛阅读佛教典籍，“性相之学，无不该练”。后从行端习禅，在江南一带住持过多处寺院。早在元延祐（1314—1320）初年，奉诏主持“金山水陆佛事”，元帝师赐以衣号。昙噩本人虽然饱读经书，但并不鼓励弟子们学习，他曾规定：“僧堂内外，有阅经书者，罚油若干。”这反而激发了僧众的读书兴趣：“一僧每逢朔望，纳油库司，读《梵网经》；一僧纳油，读《传灯录》；一僧纳油，读《易》。”[30]元末明初的上层禅师一般都有良好的佛学修养，所以能够胜任应请讲经做法事。洪武二年，明太祖诏江南知名僧人，昙噩也在应选之列，后“怜其年耄，放令还山”。他撰有《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三十卷。

智及（1311—1378）字以中，号愚庵，又称西麓。江苏吴县人，俗姓顾。早年出家之后刻苦学习，“释书与儒典并进”。受具足戒后，专习华严。但是，当他听讲“法界观”时，还没有听完，就莞尔一笑说：“一真法界，圆同太虚，但涉言辞，即成剩法。”显然，他认为“一真法界”是离言绝相、不可言传的境界，是禅的境界。于是他不再听讲，到建业投大龙翔集庆寺笑隐大，后至径山谒元叟行端，并嗣其法。至正二年（1342），江南行宣政院荐举他住持庆元路隆教禅寺，其后历住普慈禅寺、杭州净慈报恩禅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诏有道浮屠十余人集京师大天界寺”，智及“居其首”，宋濂对他评价很高，认为“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达摩正传，追配先哲者，惟明辨正宗广慧禅师（指智及）一人而已”[31]。

智及能够得到元明两朝的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在大法会上“据令提纲”演说的能力。此举一例：

今辰结集胜会，同音佥诵《法华》妙典，说戒放生，熏修忏法，悉使见闻，莫不回三毒为三聚净戒，转六识为六波罗蜜；回烦恼为菩提，转无明为大智。以之保国安民，则国安民泰；以之禳灾弥盗，则盗息灾消；以之忏罪，则罪垢蠲除；以之荐亡，则亡没解脱；以之普度水陆会内幽显圣凡，则同驾愿轮，俱登觉岸。[32]

这是用法华忏法统帅和替代一切佛法的演说，从中已经很难见到禅师的面貌。以此“保国安民”成为一种定式，既可以为元祈福，也可以为明服务了。所以，他对宗泐在明太祖举办的法会上宣讲的“法”十分赞赏：“说法不应机，总是非时语……今观全室禅师，钟山法会，奉旨普说，穷理尽性，彻果该因，显密浅深，无机不被，真得先佛之意，深与契经相合。”[33]禅宗经过宋元的政治陶冶，至明而完全驯顺了，对国家的依附日益明显。

智及的著名弟子是斯道道衍，即姚广孝（1335—1418），曾随智及在“径山习禅学”，后来宗泐看到他的“赋诗怀古”，觉察到这些不是“释子语”，便很明智地将他推荐给朱棣。后来道衍扶助朱棣起兵打败明惠帝，夺得皇位。因此明成祖朱棣对佛教比较偏爱，道衍本人终身为僧，被列入禅宗系谱，当然，他同时也是世俗官僚。姚广孝的著作主要有《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以及《逃虚类稿》五卷，《道余录》、《净土简要录》、《佛法不可灭论》及《诸上善人咏》各一卷等。

梵琦（1296—1370）字楚石，浙江宁波象山人，俗姓朱。9岁进寺院，16岁在杭州昭庆寺受具足戒，后来从学于元叟行端，为嗣法弟子。元英宗诏令写金字大藏经，他因善书法而应选入京。元泰定帝时，曾奉宣政院命令而开堂说法。在近五十年间，于江浙一带住持过六处寺院。元至正七年（1347），帝师赐号“佛日普照慧辩禅师”。明洪武元年和二年，奉诏参加蒋山法会，朱明太祖听了他的“提倡语，大悦”。梵琦著有《北游集》、《凤山集》、《西斋集》等。其弟子编有《楚石禅师语录》二十卷。

梵琦似乎保留了禅家的放旷风气，他曾说：“如来涅槃心，祖师正法眼，衲僧奇特事，知识解脱门，总是十字街头破草鞋，抛向钱塘江里著。”[34]这很像是倡导自证自悟、呵佛骂祖的样子，但他仅仅用于对付禅门，反衬出他对佛教其他法门的特殊重视。

根据记载，梵琦临终前对昙噩说：“师兄，我去也。”昙噩问：“何处去？”答：“西方去。”昙噩再问：“西方有佛，东方无佛耶？”他“乃震威一喝而逝”[35]。梵琦坚信西方净土，就没有把这种信仰当作破草鞋抛向江里，而是至死不渝。他著有净土诗若干首。明末袾宏指出：“本朝第一流宗师，无尚于楚石矣。筑石室，扁曰‘西斋’，有《西斋净土诗》一卷行世。今止录十首，以见大意。彼自号禅人而浅视净土者，可以深长思矣。”[36]明末另一位名僧智旭更说：“禅宗自楚石琦大师后，未闻其人也。”[37]以后的佛教史书多根据此类评语给梵琦加上“第一流”、“第一等”等赞词。其实，这些都是指他以禅师身份扬净抑禅的突出作用。

梵琦也和智及一样，在法会上宣讲禅宗教义，重点也在超度轮回众生和一切鬼神：“臣僧梵琦，举唱宗乘，所集功勋，并用超度四生六道，无辜冤枉，悉脱幽冥，往生佛土，成就菩提。”[38]这话几乎成了梵琦历次法会的开场白。在明初大禅师那里，主办法会，宣讲禅宗教义，本质上和瑜伽僧所主持的法事仪式、所念诵的真言密咒是一样的，具有同样的通人天、达鬼神的功能。禅学的忏化，是从元代末年产生的现象，是禅师与元王朝政治结合而产生的宗教变化。

元末笑隐大传法于金陵，所以此系禅师和朱元璋接触较早，主要代表有觉原慧昙和季潭宗泐。

慧昙（1304—1371）字觉原，天台人，俗姓杨。16岁出家，曾习律学、华严和天台宗教义。后来到杭州中竺求学于大，并随其迁住金陵大龙翔集庆寺。住持过牛头山，并得到元文宗的召见。元帝师授他“清觉妙辩”之号。

朱元璋占领金陵，慧昙到军营中谒见，受命住持蒋山太平兴国寺，一年后，迁住大天界寺。天界寺是明初最重要的寺院，交由慧昙住持，表明他在佛教界的特殊地位。每当明太祖举办法会，慧昙总是登台说法。洪武元年，善事院成立，他受命“统诸山释教事”。洪武三年，慧县奉命出使西域诸国，是明代首批出使僧团。洪武四年，卒于今斯里兰卡。后来，宗泐出使西域，把他的遗衣带回金陵，葬于雨花台。

宗泐（1318—1391）字季昙，号全室，台州临海人，俗姓周。8岁随大出家，14岁剃度，20岁受具足戒。先随大住大龙翔寺，后来南下杭州，求学于元叟行端，在浙江一带住持过多处寺院。洪武五年，奉诏参与金陵法会，并住持天界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他曾经同如玘等人笺注《心经》、《金刚》和《楞珈》三经，颁行全国。他也以擅长诗文著名，有《全室外集》九卷。

洪武十年（1377），宗泐继慧昙之后，奉诏出使西域，“涉流沙，度葱岭，遍游西天，通诚佛域”，经时五年，“往返十有四万余程”，一路备历艰辛险阻。途中创作的《陇头水》一诗，充分流露出其思念家国之深情：“陇树苍苍陇阪长，征人陇上回望乡。停车立马不能去，况复陇水惊断肠。谁言此水源无极，尽是征人流泪积。拔剑砍断令不流，莫教惹动征人愁。水声不断愁还起，泪下还滴东流水。封书和泪付东流，为我殷勤达乡里。”洪武十五年（1382）宗泐归国，带回了《庄严宝王》、《文殊》、《真空名义》等经。同时，他还带回了觉原慧昙的遗衣。归国后任僧录右善世，仍住天界寺。

他奉诏作《赞佛乐章》八曲，分别为善世曲、昭信曲、近慈曲、法喜曲、禅悦曲、遍应曲、妙济曲和善成曲等。并“常入大内，开襟论道”，与明太祖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朱元璋的赐诗中，有“泐翁去此问谁禅，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宗泐则以“奉诏归来第一禅，礼官引拜玉阶前。恩光更觉今朝重，圣量都忘旧日愆。凤阁钟声催晓旭，龙池柳色弄晴烟。有怀报效暂无地，智水频浇道种田”回应。因参与朝政较多，为权臣所忌，不久，宗泐鉴于“朝臣党立，间有嫉之”，离开天界寺，隐居槎峰。洪武十九年（1386），又诏住天界寺，当时人们赞扬他“于内圣外王之略，无不毕备”[39]。总的说来，宗泐长期参与朝政，没有遭遇见心来复[40]那样的命运，全凭他善于处理与朱元璋的关系。

出自竺元妙道一系的临济禅师，著名者有恕中无愠和呆庵普庄，在明初也有一定影响。

无愠（1309—1386）字恕中，号空室，台州人，俗姓陈。早年随元叟行端出家，后在江浙一带参禅。阅读佛教经典“凡经十载，以博达著名”。他在竺元妙道的指导下，由于参“狗子无佛性”话头得悟。曾先后住持象山灵岩广福禅寺和台州瑞岩净土禅寺。

无愠不愿长久住持寺院，“虽两住名山，皆甫及三载而退”[41]。他既不愿与元王朝来往，也不愿接受明王朝的差遣。住瑞岩时，虽然“道价日高，湖江英俊趋台者不绝”，但他始终保持“住山本色之操”[42]。由于他在明初禅宗界的声望很高，日本请明廷遣他赴日传教，无愠没有接受明太祖的委派，愿终老林泉。后曾住天界寺，与宋濂有一些交往。

无愠重视以固定的问话启悟学者，重视参究话头，这是他的两大特点，他在住瑞岩时，“乃设三问勘禅流，不合即逐出，当时谓之‘瑞岩三关’”[43]。所谓“瑞岩三关”，不过是“黄龙三关”之类的翻版，但是在元末明初禅学毫无起色的情况下，也能激起参禅者的兴趣。

无愠自以为博通佛经，却没有得悟，引为教训，而力主参究话头：

参禅乎，参禅乎，参禅须是大丈夫，当信参禅最省事，单单提个赵州无。行亦提，坐亦提，行住坐卧常提撕。蓦然打破黑漆桶，便与诸圣肩相齐。……近代参禅全不是，尽去相师学言语。[44]

重申看话禅的老话，没有什么新意。但相比之下，在他身上依然保持宋代禅宗的遗风，也属难得。无愠和当时绝大多数禅师一样，也重视净土信仰，作有净土诗若干首，所著《山庵杂录》两卷也颇流行。

普庄（1347—1403）字敬中，号呆庵，台之仙居人，俗姓袁，13岁出家，曾求学于竺元妙道的弟子了堂惟一，洪武十年（1377），受请到镇江金山讲朝廷规定的《心经》等，次年奉诏入天界寺。洪武十二年（1379）移住抚州北禅寺，不久即率徒到云居山，重建废弃的寺院，力图复兴江西禅宗。洪武二十六年（1393），应诏到金陵见明太祖；当年秋，受命至庐山祭祀立碑；冬，奉诏住持浙江径山寺院。径山是当时海内禅宗首刹，由他作住持，说明了朝廷对他的重视。关于他的言行，有《呆庵普庄禅师语录》八卷。

普庄曾指点僧人说：“我等沙门释子，不知岁之余闰，不问月之大小，唤作无事人则可，唤作了事人则不可。八万四千法门，一千七百公案，须是一一参究，一一透脱始得。”[45]可以作“无事人”，不可以作“了事人”，是他的唯一新说。什么是须了的事？那就是对八万四千法门、一千七百公案，一一参究，也就是完全彻底地钻入禅宗的经学中去。很清楚，这是号召丛林把禅宗转变为教宗的措施，与王朝的要求全然一致。

二 明代中期佛教

明代佛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宣宗到穆宗的近一百五十年间，是各宗在没有什么特点情况下的演变。

明代中期，佛教规模有所扩大，这是当时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导致的。按照洪武年间规定的僧道定额，府不超过40名，州不超过30名，县不超过20名，那么，全国总共有府147个，州277个，县1145个，僧道的定额应该是37090名。但是，当时实际僧道人数远不止这些。景泰（1450—1456）初年，为了救济饥荒和筹措军饷，明廷恢复了鬻牒制度，一直实行到明末。景泰四年，监察御史左鼎说：“今天下僧数十万计。”[46]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僧道数量进一步上升，根据倪岳的《止给度疏》说：“成化十二年（1476）度僧一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余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万，共该五十余万。……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不知其几何。”[47]宪宗宠信僧人继晓，封为国师。继晓与宦官勾结，操纵官员的进退。宪宗还广封僧道官。弘治九年（1496），工科都给事中柴升说：“祖宗朝僧道各有额数，迩年增至三十七万有余，今之僧道几与军民相半。”[48]看来僧道实际人数要大大超过官方的统计。但是说“几与军民相半”则是夸张。武宗时大兴佛寺，僧道传升官充斥于朝。世宗初即位，对佛教进行力度较大的整顿。他采纳工部侍郎赵璜的建议，没收大能仁寺僧齐瑞竹资财，毁除佛像，革罢充斥于朝的僧道传升官。但是他笃信道教，并因此不理朝政，对佛教的治理也没有多少成效。这一阶段的突出现象，是佛教各宗普遍处于沉寂状态，除了禅宗之外，义学僧人中知名者很少。一般说来，作法事的瑜伽僧人数很多。

明中期佛教尽管在规模上超过明初，但是，无论义学还是禅学，都处于有史以来最缺乏生机的阶段。在义学方面，明代中期也和初期一样，陷入沉寂状态。由于钦定经典并非各宗派根本经典，使讲僧振兴唐代旧宗派的意识淡薄了。他们多以融合诸宗学说为特色，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

在明宣宗（1426—1435年在位）时，为朝廷认可，并为士大夫和僧众看重的所谓佛教“四大部经”，系指《华严》、《般若》、《宝积》和《涅槃》。“多官并僧众”用“金字”书写这“四大部经”[49]，是出于做功德得福报的目的，而并不是研究其义理。从明太祖至穆宗的二百余年间（1638—1572），佛教总格局没有大的改变，华严、天台、唯识等各宗义学，无在论佛教昔日的兴盛地还是在明王朝注重开发的边区，始终在这一阶段处于沉寂不振的状态。在当时，能够背诵一部经典就可以高视阔步了，能够依据古代注疏讲解经文就是著名宗师了。

在禅宗方面，明代中期既没有形成有影响全国能力的传教基地，也没有出现众望所归的禅师，更没有什么新的禅思潮兴起。有活动能力的多数禅师在为建寺院、治田庄、蓄财使奴、构筑豪富生活而奔忙，以致令其同行也为之感叹：“自潜知识之好，哄动富势，建寺院，度徒众。居则金碧，呼则群聚，衣则滑鲜，食则甘美，乃至积金帛，治田庄，人丰境胜，便是出世一番，尽此而已。”[50]因此，虽然也算是一方之师，在禅学上却无任何建树。潭吉弘忍在记述有明以来临济传法宗师时说：“国家至今近三百年，僧行稠杂，宗祖之道，微亦极矣。虽有一、二大士，深韬岩穴名闻未著，故其《语录》无传焉。”[51]这里讲到禅宗“微亦极矣”的另一个原因，是有极少数的“大士”“深韬岩穴”，遁世隐修，[52]这也是明廷佛教政策的产物。

就禅宗内部情况言，“少室一枝（指曹洞宗），流入评唱；断桥一派（指临济宗断桥妙伦一系），几及平沉。虽南方刹竿相望，率皆半生半灭。佛祖慧命，殆且素矣”。从元初开始，曹洞宗在河南嵩山建立基地，到明中叶虽然仍在固守少室旧地，却只能因循万松行秀的禅学传统，停止在公案的“评唱”上。南方是临济宗的活动区域，尽管寺院星罗棋布，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后代临济僧人发出感叹：“吾滹沱一宗，自元明叔季，盖冰霜之际矣。”[53]
禅宗之所以不景气，从学风上讲是由于禅僧对于义学的攀附。有明一代，讲经注经受到国家重视，义学相对发达，禅僧们竞上京城，听习经典，作为修行的必经阶段，因此，佛教经论的功底如何，不仅是衡量义学法师水平的标准，而且也是考察禅师水平的尺度。法师登门向禅师挑战，似乎也是常见的现象。根据德宝自述：“每每黄口义学，见不同，厥类奋毒，将折草探量。吾亦不敢爪齿，遂作涔潦，略顺寒温，庸常管待。彼出门悉皆快畅。”[54]这个故事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义学的气焰与禅学的委屈自安。

在讲到明中期治经风气的特点时，明末曹洞宗僧人元贤指出：“国朝嘉、隆以前，治经者类皆胶古注，不敢旁视，如生盲依杖，一步难舍，其陋不足观也。”[55]这种株守古注的作风，在有独立性的禅师看来是很可笑的。

德宝曾见到一个“无用”和尚，“背诵《法华经》，得法华三昧，悟实相之旨。住连日，相谈发言，多污漫宗眼，未甚明识者。咸谓此老固有道之士，奈未遇本色师匠耳。言其日用临机有滞”。按德宝的形容，这位“无用”和尚实是佛家里的冬烘先生，精于背诵，似有悟解，只是不知所云，更不能应用。这可以作为当时义学僧侣的一幅写真。德宝曾对义学僧侣的普遍状况做过一次回顾：

余初闻善知识名者，或一言一行为可宗者，不问远近，必往参见。……既夫礼见之后，或于请益、决惑、论述之际，谆谆自相矛盾者多矣。或谈必大言，及其所言，却又陕（狭）隘。每诲人曰：本具现成。逮究其旨，又不了了。……倘有叩问佛祖古宿纲要，总皆罔知。如此等师，一则从上师法非真非的，师师止此，亦是自己心志不真，不深体察，缺大悟缘，纵遇激发，寻便弛废。[56]

相对而言，禅宗僧侣虽然也都看重读经悟教，但依然是当作证悟的手段。嵩山曹洞宗的月舟文载（1455—1524）提倡“迷时须假三乘教，悟后方知一字无”[57]。学习三乘教典是由迷转悟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毕竟只是一个过渡，不是终极。

在禅僧中也存在读经后“闭关”修行的风气。“闭关”也称“掩关”，指在一段时间内，足不出户，专事坐禅习定。元贤曾记述了闭关修行的由来，并对这种修行方式提出了批评：

余闻古之学道者，博参远访，陆沉贱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百苦无不备，尝并未有晏坐一室，闭关守寂以为学道者也。自入元始有闭关之说。然高峰闭死关于天目，乃是枕子落地后，非大事未明而画地以自限者也。入明乃有闭关学道之事。大闭关学道其最初一念，乃是厌动趋寂者也。只此一念，便为入道之障。况关中既不受知识钳锤，又无师友策励，痴痴守著一句话头，如抱枯椿相似。日久月深，志渐靡，力渐疲，话头无味，疑情不起，忽然转生第二念了也。甚至身坐一室，百念纷飞者有之，又何贵于关哉？[58]

说元以前没有“闭关之说”，这符合事实；但说没有“晏坐一室”为修行学道者，则距事实太远。如果将“闭关”特指坐禅看话头，那是始自高峰原妙。反对“闭关”修行是禅宗内部一家之言，表明自元以来的山居隐修至此已经形成一种“闭关默守”的定型，在此后的禅宗中一直流行。

明中叶影响较大的禅师是笑岩德宝，他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禅学理论，但对话头禅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德宝（1512—1581）字月心，号笑岩，俗姓吴，金台人，早年丧父，“失读孔孟之书，缺承父师之训”。[59]“因听《华严》，恍如破梦，乃卸世籍，为大比丘。”[60]出家之后，长年来往于南北各地，寻师习禅。其中天奇本瑞（？—1503）门下的无闻明聪、大觉圆和大休实三禅师对他的影响较大。[61]他在以后的弘教过程中，是“随缘开化，靡定所居”，史称其“名震海内”。[62]万历五年（1577）后，隐居一燕京柳巷，不少知名僧人向他请教。他的言行见诸《月心笑岩宝祖南北集》四卷，隆庆年间（1567—1572）刊行。

德宝在总结自己半生求学经历时说：“予自离本师至此，入山出山，遍谒诸师，博明个事，冒寒暑于十余年间，涉南北于数千里之外，方始心猿罢跳，意马休驰。岂此一心外更别有玄妙可得者哉？”[63]求学十余年，参访了三十多位著名禅师，最后懂得了自悟本心不假外求的道理。他所倡导的实践和理论，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想展开的。

德宝在当时的佛教潮流中，是比较能够独树一帜的人。他对于那种希望于公案和语录中获证的流行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评论一些禅僧：“两两三三，聚伙成队，专抱执卷册子，东刺头西插耳，采拾将来，摸寻前人义路葛藤，聚头相斗，朝四暮三，妄诤瞋喜，何异按图索马，画饼充饥？全不审思于诸已躬，有甚至涉。”他强调的是“审思于诸已躬”，而不是外求于书卷和诤论。据他看，“自世尊拈花已降，诸善知识但有词句，皆出言意之外。不可泥于言句，以意识卜度，或会深或浅，悉随力量。如要真知诸善知识阃奥，必须自己大悟后，方尽见得也”。公案语录之类，不是不可以看，而是要在证悟之后看，这是德宝所确定的阅读禅宗典籍的“法式”。换言之，《灯录》、《语录》并不是悟解的桥梁；反之，只有悟了以后，才能理解历史上诸善知识的思想实质。这样，参学公案、语录就不再是明心见性的正途，而成了获悟后可以了解的历史知识。

然而，德宝也没有创造“审思于诸已躬”的新方法，他主张自悟的方法，依旧是宗杲的看话头，但有不少修订。

第一，参话头与念话头结合。他说：

直下举个“不起一念处，那个是我本来面目？”或云：“一念未生时，那个是我本来面目？”初用心必须出声，或三回，或五回，或至数回，默默审定。次或唯提一句，云：“不起一念处”；或云“一念未生时”。疑句用心不定，顺意则可，只要第五个“处”字时，字上宜疑声永长，沉沉痛切。此正疑中，当驻意著眼。或杜口默切，或出声追审，的要字字分明，不缓不急，如耳亲闻，如目亲睹。即心即念，即念即疑，即疑即心，心疑莫辨，黑白不分。爆然[image: ]地一声，灼见一场笑具。[64]

在德宝之前，禅师讲的“举起话头”、“参话头”或“看话头”，都是指内心参究，即用集中一个话头的方法，消除其他思虑活动，属于“杜口默切”。德宝把“杜口默切”与“出声追审”结合起来，要求在内心参究的同时，也要口中念诵，并规定如何念诵的细节，因为从入定的实践看，出声念诵比内心默参更容易达到心理的宁静，使参禅者全然处在话头的氛围中，以致出现“如耳亲闻，如目亲睹”的幻觉，一直达到“心疑莫辨，黑白不分”的精神状态，获得“[image: ]地一声”的证悟。很明显，“念话头”的方法是源自“念佛”，它们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只在最后的信仰归宿上有所不同。

第二，参话头与念佛结合。明代中期，许多禅师主张以念佛代替看话头，德宝最初求教于大寂能和尚，能和尚指导他念佛。后到河南见大川禅师，大川说：“念佛有念佛功德，争奈发悟尤难，未若提无字活头为佳耳。”于是德宝改参“无”字话头。后又求教于际空禅师，际空让他只管念佛。于是德宝便“屏却无字，还只念佛，甚是顺快”[65]。最后他根据自己反复体验，主张将二者等同看待：

向无依无着干净心中唯提一个阿弥陀佛，或出声数念，或心中默念，只要字字朗然。……但觉话头松缓断间，便是意下不谨切，便是走作生死大空子，即速觉得照破伊，则自然没处去。……如此用心，不消半年一载，话头自成片，欲罢而莫能也。[66]

这事实上是把阿弥陀佛名号直接当作“话头”，与其他话头一样，既可念，也可参。这样，就把净土信仰再度融进了禅的领域。

第三，解话头与参话头结合。德宝在金陵时，有一士人对他说：“某参万法公案，今将半载，心中不快，乞师为分明代破。”于是德宝就为他解释“万法归一”的意思：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昔人从此悟入者，不为不多，欲知“万法”，便是而今所见虚空、山河、大地、人畜等物，乃至自己身心，总名“万法”也。欲知其“一”，便是如今人人本具，不生不灭，妙寂明心是也，亦名真心，虽有多名，皆此一心也。[67]

在历史上，“万法归一”云云，是不允许用语言解释的，因为参话头的出发点就是要排除知解。所以不管德宝对这一话头的解释是对是错，其解释本身就与话头禅的原意相违。话头既然可以逐字解释，甚至“分明代破”，那么“参看”实际上就变成了理解，话头禅就渗进了义学的成分。

德宝虽然早年没有读过书，却善于讲话。他在与禅师的机语酬对中，总是“随问随答”，略无少滞，德宝也善于作偈颂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明聪曾问德宝：“人人有个本来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处？”为了回答这一提问，德宝写了一首偈：“本来真父母，历劫不曾离。起坐承他力，寒温亦共知。相逢不相见，相见不相识。为问今何在，分明呈似师。”所谓“本来父母”，即指本心佛性。德宝这首偈，就是表达自己关于佛性本有以及如何明见本心的见解。明聪看过这首偈后，认为“只此一偈，堪绍吾宗”[68]。擅长机辩，善作偈颂，在明代中叶也是传法宗师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三节 明代后期佛教（上）

从神宗到明亡的七十余年，是明代佛教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内容最丰富的阶段，是风起云涌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明代初期制定的佛教管理制度措施已经不能执行，明廷也没有能力控制宗教。佛教出现了自发复兴时期，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初期。在明末佛教复兴浪潮中，出现了两股潮流，一股是以明末“四大高僧”为代表的佛教综合复兴浪潮，一股是禅宗复兴浪潮。

当时，国家度僧的制度已经完全停止，出家已经没有任何限制。洪武时期规定的寺院分三等、僧人分三宗以及服饰区别，都无法维持。更有甚者，三宗的名称也有了变化，成了禅、讲、律。寺院已经无法区别等级，僧人的活动也没有专业区分。袾宏讲述了他所见到的杭州地区的情况：

禅讲律古号三宗，学者所居之寺，所服之衣亦各区别。如吾郡则净慈、虎跑、铁佛等，禅寺也；三天竺、灵隐、普福等，讲寺也；昭庆、灵芝、菩提、六通等，律寺也。衣则禅者褐色，讲者兰色，律者黑色。予初出家，犹见三色衣，今则均成黑色矣。诸禅、律寺，均作讲所矣。嗟乎！吾不知其所终矣。[69]

在袾宏出家之初，僧人的衣服颜色还保持着明初的规定，此后就都成为黑色的了。当时的衣服也出现了新样式，造成了混乱：“近世袈裟上遍绣诸佛，云千佛衣。此讹也。”[70]不遵守古制，被认为是亵渎了佛。

一 明末佛教复兴及其社会基础

嘉靖、隆庆时期（1522—1572），宦官专权，朝臣党争，各级官吏贪腐成风，统治阶级已经难于照旧存在下去；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沉重，农民的负担难以承受，被统治阶级也难于照旧生存下去。万历（1573—1620）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一度抑制了豪强的掠夺和官吏的营私舞弊，起到了缓解阶级矛盾的作用。但为时不久，改革的作用逐渐消失，政治更加腐败，自万历末年开始党社大兴，以反阉党为主线的斗争，揭开了统治阶级内部大规模斗争的序幕；不断进行反抗的农民，终于酝酿并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起义。久在东北经营的女真人乘机入关，建立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大清帝国。

在明代末年社会急剧的变动转化中，佛教界出现了声势浩大、发展迅猛、席卷全国的复兴浪潮。这股复兴浪潮从嘉靖、隆庆时期初露端倪，到万历以后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清雍正（1723）时期。由于僧众的出身不同、所依凭的社会基础不同、所采取的修行方式不同、所信奉的教义有别，明末佛教复兴运动自然划分为两股潮流，或者说两个阵营。一股潮流主要在都市城镇里奔涌，是以所谓“明末四大高僧”为代表的佛教综合复兴运动；另一股潮流主要在山林村野中流淌，是以临济、曹洞为主体的禅宗复兴运动。两股潮流相互激荡，相互呼应，相互影响，打破了佛教的长期沉寂，共同促成了佛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兴盛期。

万历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学问僧。他们以净土信仰或包括禅学在内的其他佛学门类为纽带，与崇佛的官僚士大夫阶层迅速结合起来。他们身边往往聚集起数以百计的俗家信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佛教综合复兴的浪潮。王元翰曾记述了京城出现的这种情况：

其时京师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真可）、朗目、憨山（德清）、月川、雪浪、隐庵、清虚、愚庵诸公。宰官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诸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71]

活跃于城市中的学问僧很多，分别成为各地佛教综合复兴运动的领袖群体。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被后世称为“明末四大高僧”的袾宏、真可、德清和智旭。他们从修行理论到传教实践，都形成了不同于其前辈的显著特点和风格。

他们一般都不重视在佛教内部的法系地位，并不争取获得法系的高贵和显赫。这与禅宗宗师重视立门户、续法嗣的传统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一般是依靠俗家弟子的拥戴而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凭借其佛学思想在佛教界树立权威。在他们的信众群体中，俗家弟子的人数往往超过出家弟子。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从来就没有住持过寺院，也没有接收传统意义上的嗣法弟子。清初曹洞宗僧人觉浪道盛指出：“憨山与云栖、达观称三大师，相为鼎立，以悟宗门之人，不据宗门之位，是预知宗门将振，故为大防，独虚此位，而尊此宗。”[72]他们从实践到理论，有着促使整体佛教综合复兴的倾向，而不是促使佛教中的某个具体派别崛起。

综合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依靠官僚士人的支持，以城镇工商业者为基本群众。明代末年，一大批赋闲官僚和痛感仕途险恶的士大夫到佛教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些人往往成为佛教综合复兴运动的社会中坚力量。例如，袾宏的弟子数以千计，其主体就是官僚士大夫阶层，而不是出家僧人。明末佛教信仰群体举办各种结社活动，比如净业社、念佛社、念佛会、放生会等，大都有官僚士人的支持，学问僧参与领导。同时，学问僧也重视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佛教文化建设事业。上层社会的布施、捐助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以四大高僧为代表的学问僧，在佛教思想方面有共性。他们所推崇的佛教人物，是宋代以来倡导禅教净律融合的延寿等人，他们继承宋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既重禅学，也重义学，更重净土。当时接受佛教信仰的大部分士人，主要兴趣集中在念佛往生净土方面，以获取福报功德、寻求死后的终极归宿为学佛目标。所以，弘扬净土信仰几乎是当时每一位学问僧所重视的。同时，为了适应一般社会民众的需要，他们注重宣传佛教的善恶报应理论，注重推广各类救赎法事，注重弘扬菩萨信仰。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虽然不是大寺院的住持，但在改进和完善佛教寺院的管理制度、制定寺院日常课诵仪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全面继承佛教遗产，而不仅仅是佛教的学术。

佛教综合复兴的代表人物，在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上没有大的区别，都是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主要对象。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有区别。例如，在“明末四大高僧”中，袾宏与智旭有相同之处，注意与朝廷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参与政治斗争；而真可与德清则更积极关注现实，热衷于参与佛教以外的政治事务。

由于这批活跃于城镇、以俗家弟子为主要宣教对象的僧人，并不以复兴佛教的某个宗派为目的，而是号召全面继承佛教遗产，所以可以把他们称为“佛教综合复兴运动”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当时社会上和佛教界享有盛誉，也成为后世佛教信仰者顶礼膜拜的偶像。

佛教复兴的另一股浪潮是禅宗的崛起，其直接原因是社会动乱造成的穷苦民众源源不断地涌入佛教队伍。圆澄曾指出许多人出家的原因：

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为学僧者，或要为僧而天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73]

这些人显然都是被社会排斥到无路可走的底层民众，随着战乱的蔓延，流亡无归的人愈多，进入“禅家者流”的愈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出家为僧首先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寻找一条生活的出路。他们缺乏必要的佛学修养和佛教知识，出家又未经官方许可，不能成为讲经僧或瑜伽僧。其中因为“打劫事露”、“牢狱脱逃”、“负债无还”而为僧者，难免要蔑视旧的社会秩序；那些“夫为僧而妻戴发”、“夫妻皆削发”和“男女路遇”而为僧者，则必然轻蔑佛教戒律。但他们毕竟皈依于佛教，所以在总体上是远离社会斗争旋涡的，多半从事垦田开荒，由此，农禅并举也就成了新兴禅宗最有吸引力的口号。由于“技艺百工”也进入了禅僧行列，所以在“农禅”的同时，更扩大了多种经营。

明末禅宗的复兴基地是江西和浙江一带的山林，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很快扩展到南方各地，在明清之际，出现的宗师之多，特别引人注目：“今海内开堂说法者至百有余人，付拂传衣者至千有余人。”[74]具有弘教传禅资格的禅师有上千人，这在整个禅宗史上也是少见的。在数以百计的“开堂说法”者周围，往往聚集着数百名僧人，有的多达一两千众。他们中不少人不循戒律，贬低佛典价值，否定西方净土，反对从事瑜伽教僧的职业，这种禅风与宋以来的禅宗传统直接抵触，而与晚唐五代的山林禅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禅宗流行的东南地区，也是当时党社最发达的地区，至少在明末，尚没有见到禅社与党社有什么特殊密切的关系。党社是士大夫组织，他们拥有宋明充分发达起来的理学和心学体系，已经不再需要向佛教请教；而党社本身是同人组织，大部是倾向于从学论政，积极干世，不存在向僧侣队伍逃跑的要求，所以相对而言，明末的士大夫同禅宗是疏远的，这就大大影响了禅宗的素质，不利于理论的创新和提高。至于明亡，大批士大夫逃向僧侣队伍，避难因素大于信仰成分，也没有可能对佛教义理进行钻研。

当时禅宗内部的争论还是很激烈的，争论的症结在于：是突破传统佛教，还是维护传统佛教；是有选择地继承禅学遗产，还是全面地继承佛教遗产。这些争论有时十分烦琐，引发出的创见则极少，往往与参加争论者的宗派隶属、政治态度等交织在一起。就此而言，与当时党社的派系斗争又有些近似。知名的禅师几乎都对禅宗的现状不满，都有痛斥所谓“禅病”的言论。

支撑佛教综合复兴的阶层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托起禅宗复兴的是失去土地和生活资料的流民。他们有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需求，信仰佛教也有不同的目的，所以两股复兴潮流也就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至于复兴浪潮的发展方向则是一致的。这两股浪潮都延续到清代初年。最后的结果，是禅宗复兴运动的彻底沉寂，综合复兴运动中的主导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信众的普遍基本共识。

二 袾宏及其思想特色

袾宏是明末佛教复兴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理论与实践，代表了佛教在明末以后的发展方向。他的佛教实践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从清代帝王到一般社会民众，都对他的佛教思想予以重视。

袾宏（1535—1615）俗姓沈，杭州仁和人，字佛慧，别号莲池，因为常住杭州云栖寺，世称云栖大师。袾宏出身名族，少年和青年时代习儒学，受家庭影响，“业已栖心净土矣。家戒杀生，祭必素”。[75]因为数年之间连续遭受妻亡子丧、父母相继去世的不幸，袾宏于32岁出家。出家之后，到南北各地游方参学多年，曾在京城求教于遍融和笑岩德宝。隆庆五年（1571），袾宏乞食来到杭州梵村的云栖山，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重建荒废百年的云栖古寺。此后数十年间，云栖寺在袾宏的经营下，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重要寺院。清代守一在《宗教律诸宗演派》中，把他作为华严系统宗密一支的第二十二代祖师；清道光四年（1824）悟开撰《莲宗九祖传略》，把他奉为莲宗第八代祖师。袾宏的弟子不下数千人，其中居士多于出家人，这充分反映了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袾宏的重要实践和思想有几个重要方面。

（一）重视清规戒律

袾宏针对明末佛教界的具体情况，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从制定《云栖寺僧约》与《孝义庵规约》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寺院制度，规范僧尼的宗教生活，协调佛教与社会的关系。

对于修复云栖寺，袾宏曾有一个说明：“予兴复云栖，事事皆出势所自迫而后动作，曾不强为而亦所损于己不少，况尽心力而求之乎。”[76]他是根据形势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重建云栖寺的各项措施，而不是凭主观意志行事。这不仅是他重建云栖寺的基本方针，也是他为佛教界规划寺院制度、为僧尼制定清规戒律的指导思想。他所提出的寺院建设和僧尼生活规定等管理制度，都不是因循传统的教条，而是根据自己在建立寺院和尼庵的实践中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因此，袾宏的佛教建设理论，并不是从对教理教义的探讨中归纳出来的，而是从亲身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他提出的各种方案切合实际，有助于解决佛教界当时面临的具体问题，很快为许多地方的丛林所仿效。

明代末年，南北各地的戒坛被禁止很久，为僧授戒者已经不能履行合法手续。袾宏根据当时的情况，对出家受戒采取了灵活的应对和处理方法。他主张：“明旨既禁戒坛，僧众自宜遵守。然止禁聚众开坛说戒，不禁己身依戒修行也，兹议各各自办二部戒经，各各自于佛前承领熟读坚持，即是真实戒子。他日坛开，随众往受，证明功德。倘其久竟未开，亦何忝真实戒子。”[77]准备出家的人自己带上两部戒律经典（指《四分律》和《梵网经》），通过在佛前诵读，证明自己受戒，这样就能成为“真实戒子”。这种受戒做法在佛典中找不到根据，并不符合传统佛教的规定。另外，明廷禁止开戒坛，就是禁止出家。至于“依戒修行”，与出家为僧毕竟不是一回事。袾宏提出的这种受戒方式实际上既不符合佛教自身的规定，也有违于明廷法令。但是，他同时又提出后续的补救办法，所谓“他日开坛，随众往受”，为遵守国家法令和佛教传统受戒规定留下后退余地。袾宏提出的许多措施都有这种灵活权宜的性质。联系到当时明廷对佛教的管理措施已经名存实亡，佛教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袾宏提出的这种受戒出家规定，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而且在实践上行得通。明代直到灭亡也没有再禁止私度，清代初期之后，朝廷公开承认私度合法，袾宏当年的做法，尽管不再被普遍仿效，但也没有受到指责。

针对明末佛教界的实况，袾宏深感戒律的重要性。他认为，振兴佛教，戒是根本，没有戒律制度，一切无从谈起。制定相应的戒律，从他重建云栖禅院之初就开始了。根据德清所撰《塔铭》的记载，袾宏在重建云栖寺过程中，所关心的既不是如何造佛像，也不是殿堂是否合规则、寺院是否巍峨壮观，而是关心僧人的住处和安放经与律。他在建寺之初就告诫人们：“毗卢宫殿，遍界遍空，草昧经营，无勤檀施。唯法堂奉经律，禅堂以处僧，兹所急也。”[78]他始终把僧众的宗教修行生活放在第一位。“不日成兰若，然外无崇门，中无大殿，惟禅堂安僧，法堂奉经像。余取蔽风雨耳。自此道大振，海内衲子归心，遂成丛林。”[79]
袾宏为云栖寺制定了《僧约十章》，将其作为僧众宗教修行生活的准则。这十章是：敦尚戒德，安贫乐道，省缘务本，奉公守正，柔和忍辱，威仪整肃，勤修行业，直心处众，安分小心，随顺规制。对于遵守这个《僧约》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寺院中的所有僧人，违反了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要被驱逐出寺院。从《僧约》第一章的要求，就可以看到袾宏治理丛林的侧重点：

第一，敦尚戒德约。破根本大戒者出院，诵戒无故不随众者出院，不孝父母者出院，欺凌师长者出院，故违朝廷公府禁令者出院，习近女人者出院，受戒经年不知戒相者出院，亲近邪师者出院。[80]

很明显，这里的“戒”已经超出了佛教传统戒律的范围，既有关于家庭方面的内容，也有遵纪守法的内容。袾宏所重视的“戒”，不但要促成佛教内部的协调，也要促成佛教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随着寺院规模的扩大和僧众的增多，袾宏在这个简略《僧约》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详细和完备的《云栖共住规约》，这是对僧人寺院制度、僧人宗教生活各个方面的详细规定。

除了云栖寺规约之外，袾宏还为其前妻住持的孝义庵制定了《孝义庵规约》，收录在《云栖纪事·后附》中。这个规约虽然很简短，总共只有二十九条，却是针对尼众特点制定的。规约的制定影响很大，德清曾这样评价：

其设清规益严肃，众有通堂，若精进、若老病、若十方各别有堂，百执事各有寮。一一具锁钥，启闭以时。各有警策语，依期宣说。夜有巡警，击板念佛，声传山谷。即倦者眠不安寝不梦。布萨羯磨，举功过，行赏罚。以进退人，凛若冰霜，威如斧钺。即佛住祗桓，尚有六群扰众，此中无一敢诤而故犯者。虽非尽百丈规绳，而适时救弊，古今丛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肃者。[81]

从表面来看，德清的评价是很高了，但是，如果联系袾宏对《百丈清规》的看法，德清“虽非尽百丈规绳”的评说实际上与袾宏的见解不同。袾宏认为：“《清规》一书，后人增广，非百丈所作也。……盖建立丛林，使一众有所约束，则自百丈始耳。至于制度之冗繁，节文之细琐，使人仆仆尔、碌碌耳，日不暇给，更何从得省缘、省事，而悉心穷究此道也。”[82]这种见解与后来智旭的观点一致：“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世相沿袭，遂各出私见，妄增条章，如藏中《百丈清规》一书，及流通《诸经日颂》三册，杜撰穿凿，不一而足。”[83]所以，德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袾宏制定《规约》的目的不是仅仅“适时救弊”而已，而是要完全取代《百丈清规》，因为真正的所谓“百丈规绳”是根本不存在的。

袾宏在律学方面的著作有《沙弥要略》、《具戒便蒙》各一卷，《菩萨戒疏发隐》五卷等，适应了建立新律学的需要。它们成为合法僧团成员及其在家信仰者信守戒律的依据，得到佛教界的广泛承认。他的《朝暮二时课诵》（《诸经日诵》）制定和完善了重要宗教生活的具体仪式，并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所有这些工作，使他具有了宗教导师的精神号召力，奠定了他在佛教界及其社会信众中的地位。

袾宏倡导僧人的职业正当化、生活纯洁化，反对兼营杂术。他认为：“僧又有作地理师者，作卜筮师者，作风鉴师者，作医药师者，作女科医药师者，作符水、炉火、烧炼师者，末法之弊极矣。”[84]可以说，这是他强调信守清规戒律、全面整顿治理佛教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二）提倡兴办法事

袾宏提倡戒杀放生，这虽然是佛教界的一贯主张，但是在明末社会动荡开始加剧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更有利于塑造佛教的形象。对于后代影响更大的，是他全力倡导举办各类法事。他曾指出：“僧人弃应院而归禅门，譬之儒人弃举业而谈道学也。二俱美事，然归而不修，谈而不行，竟有何益？”[85]僧人如果不参与举办法事活动，就等于“归而不修，谈而不行”，这种对法事重要性的强调比较少见，实际上把法事活动作为佛教存在的最重要的表现。在各种法事中，水陆法会是影响较大的一种。

水陆法会被认为是规模最庞大、仪式最隆重、功德最广大、参与阶层最广泛的一种佛教经忏法事活动。根据宋代宗鉴《释门正统》卷四记述，水陆法会起源于南朝梁武帝时期，首先在润州（今镇江）金山寺举办。直到隋唐时期，社会上举办水陆法会并不普遍，进入宋代才开始流行。熙宁中（1068—1077），东川杨锷祖述旧规，著成有关水陆法会的仪文三卷，在蜀地流行。绍圣三年（1096）宗赜著《水陆仪文》四卷，南宋乾道九年（1173）志磐续成《水陆新仪》四卷。这种推广斋法、大兴普度之道的水陆法会自宋代流行以后，很快普及全国，特别成为战争以后朝野常行的一种超度法会。宗赜《水陆缘起》对水陆法会的功德和流行情况有一个记述：“今之供一佛，斋一僧，施一贫，劝一善，尚有无限功德，何况普通供养十方三宝，六道万灵，岂止自利一身独超三界，亦乃恩沾九族……所以，江淮两浙、川广、福建，水陆佛事，今古盛行。或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孝；济拔卑幼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慈。由是富者独力营办，贫者共财修设。”[86]
佛教界倡导这种法事，无论在著书制定仪轨方面还是在具体参与方面，都超越了宗派界限，同时也有社会各阶层的参与。特别是有佛教信仰的达官富商，成为支持这种大法会的主要力量。宋代举办的规模较大并且较著名的水陆法会不少，例如，元丰七八年间（1084—1085），佛印了元在金山应海贾之请住持水陆法会；元祐八年（1093），苏轼为亡妻王氏设水陆道场；绍兴二十一年（1151），慈宁太后为真歇清了出资在杭州崇先显孝寺举办水陆法会；乾道九年（1173），四明人史浩施田百亩，在四明东湖月波山专门建立举办水陆法会的场所，宋孝宗特别赐给“水陆无碍道场”的寺额；月波山附近有尊教寺，也建立举办水陆法会的场所，僧俗达三千人。[87]总的来说，宋代水陆法会的举办者以富商、达官为主，不仅吸引了各阶层民众参加，而且受到了朝廷关注。

元代举办法会就不完全是民间的自发行为，而是由元朝廷出面举办。元代在大都昊天寺、五台山、杭州上天竺寺、镇江金山寺等南北各地都举办过规模惊人的水陆法会。延祐三年（1316）在金山寺设水陆大会，命江南教禅律三宗僧人与会说法，仅参与法会的僧人就有一千五百人。至治二年（1322）的“金山大会，诚非小缘。山僧得与四十一人善知识，一千五百比丘僧，同入如来大光明藏，各说不二法门，共扬第一义谛”[88]。洪武元年到五年（1368—1372），在南京蒋山也有官方出面举办的水陆法会，这就促进了佛教法事在民间的盛行。

袾宏适应明代末年举行各种法事的需要，撰写了两部有关法事仪轨方面的著作。其一是修订了《瑜伽焰口》，其二是依据志磐的《水陆新仪》进行增删修改，完成了《水陆法会仪轨》六卷。根据智旭《水陆大斋疏》的记载，袾宏所作的《水陆法会仪轨》首先在杭州一带流行开来。他的著作在清代一直产生影响。仪润根据袾宏的著作，对水陆法会的具体操作规则又进行详细叙述，撰成《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六卷。其后咫观又对袾宏的著作详细增补论述，撰成《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九卷（略称《鸡园水陆通论》）。就其在宗教生活方面的影响而言，此类著作不亚于明初制定的瑜伽法事仪轨，这种来自民间的仪轨比官方的以行政手段的硬性规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流传很广泛，沿用时间也比较长。

（三）提升净土法门

在解决禅教净律四者的关系问题上，袾宏佛教思想的特点，是在提升净土法门的前提下兼容并蓄。在融通禅教净律四者的关系方面，袾宏主要通过会通禅与净土来进行。

修行任何佛教法门都有一个共同的终极目标，就是超脱生死轮回。这可以说是传统佛教的老话题，但在宋代禅宗中进一步突出出来，并且广泛影响了社会信众。袾宏早年就受到感染，很注重生死问题。据说他在未出家之前，就“每书生死事大四字于案头”[89]，像禅宗典籍中讲的“明生死”、“了生死”、“脱生死”、“出生死”之类，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指解决最终的解脱问题。袾宏把达到最终解脱的途径归结为禅与净土：“经论所陈出生死法固有多门，约而言之，参禅念佛两种法门而已。”[90]所以，净土与禅的关系，也就可以代表净土与其他多种修行法门的关系。

禅宗一贯用参禅来概括佛教的全部，袾宏则试图用净土念佛来概括佛教的全部。他指出：“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若人悟道，悟须佛证，正好念佛。”[91]
尽管袾宏用净土统摄整个佛学的意图很明确，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佛教其他法门，尤其是禅学的重要性。他指出：

禅宗净土，殊途同归。所谓参禅，只为明生死，念佛惟图了生死，而要在一门深入。近时性敏者喜谈禅，徒取快于口吻；而守钝念佛者，又浮念不复观心，往往双失之。高见盖灼然不惑矣。今惟在守定而时时切念勿忘耳。[92]

在他看来，念佛也有弊端，也要吸收参禅入定的长处，因此，念佛并不是用口念，就像参禅并不是高谈阔论一样，两者都有特定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在看话头中可以统一。袾宏在倡导念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宗杲看话禅在元明的发展成果，主张把念佛与参话头结合起来：

提话头是宗门发悟最紧切工夫，修净土人即以一声佛号做个话头，此妙法也。但心粗气浮，则未能相应，须是沉潜反照，至于力极势穷，乃有[image: ]地一声消息。[93]

把佛号作为话头，在元代已经有了。而“[image: ]地一声”，正是宗杲对参禅得悟的表述。因此，袾宏倡导的念佛号一定程度与参究话头有相同或者相似的体验。同时，它们在目的上也有一致性：

畏死者以未悟本来无生故也。本自无生。焉得有死？何畏之有？然无生未易卒悟。今唯当专诚念佛，久久念至一心不乱，必得开悟。就另不悟，而一生念力，临终自知死去必生净土，则如流落他乡得归故里，阿弥陀佛垂手接引往生，欢喜无量，何畏之有？

专以念佛求生净土奉劝，然此道至玄至妙，亦复至简至易。以简易故，高明者忽焉；夫生死不离一念，乃至世出世间万法皆不离一念。今即以此念念佛，何等切近精实。若觑破此念起处，即是自性弥陀，即是祖师西来意。纵令不悟，乘此念力，往生极乐，且横截生死，不受轮回，终当大悟耳。愿翁放下万缘，十二时中，念念提撕，是所至望。[94]

参禅与念佛有着同样的解决生死问题的目的，念佛到“一心不乱，必得开悟”，与看话头的成功是一致的。因此，念佛的功效既有禅学自力解脱的成分，又有依凭佛的愿力拯救的功能，为念佛者提供了双重保险。同时，念佛可以得到与参禅一样的“悟”，又有参禅所不能得到的“往生净土”。袾宏倡导的念佛，从具体方法到心理感受，再到解脱目的，都吸收了看话禅的内容。

当有人问到净土与禅的优劣比较时，袾宏认为：“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今之执禅谤净土者，却不曾真实参究；执净土谤禅者，亦不曾真实念佛。若各各做工夫到彻底穷源处，则知两条门路原不差毫厘也。”[95]他并不反对参禅本身，禅与净土同样是解脱的途径，他是反对不真实参禅者。

袾宏认为，念佛修行适用于一切人，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并且没有任何限制。“夫学佛者，无论庄严行迹，止贵真实修行。在家居士，不必定要缁衣道巾；带发之人，自可常服念佛，不必定要敲鱼击鼓，好静之人自可寂默念佛，不必定要成群做会；怕事之人自可闭门念佛，不必定要入寺听经；识字之人自可依教念佛，千里烧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师不如孝顺父母念佛，广交魔友不如独身清净念佛，寄库来生不如见在作福念佛，许愿保禳不如悔过自新念佛，习学外道文书不如一字不识念佛，无知妄谈禅理不如老实持戒念佛，希求妖鬼灵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以要言之，端心灭恶，如是念佛，号曰善人；摄心除散，如是念佛，号曰贤人；悟心断惑，如是念佛，号曰圣人。”[96]这样，袾宏就用念佛修行取代了佛教的一切修行法门。

看话禅在元代就与持咒相结合，袾宏也告诫士大夫：“念佛即是持咒，念佛得力后，对境自如作厌离想，即是解脱初门。但目前如何便得自在，久持不退，自有相应时也。”[97]另外，袾宏在针对宋代以来盛行的禅学形式方面，反对作颂古、拈古，这些都与雍正整顿禅宗的思路相一致。

袾宏对佛教经典也十分重视，不因提升念佛而贬抑经典：“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说何自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佛。其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98]
教禅律三者都有其真理性（因为都来自佛），但是，分别考察每一部分，又都有局限性，只有把三者与净土结合，才是完美的统一。认为教禅律分别代表佛教的一部分、各有真理性和局限性的观点早已有之，但把他们牢固地安置在净土信仰上才算完美，则是他本人有影响力的主张。所以，佛教的一切法门最后都在弘扬净土信仰上完美地统一起来。

袾宏所提升的净土法门是西方净土信仰，所倡导的具体修行方式是“持名念佛”。他说：“念佛一门而分四种，曰持名念佛，曰观像念佛，曰观想念佛，曰实相念佛。虽有四种之殊，究竟归乎实相而已。”他指出自己强调持名念佛的原因：“观法理微，众生心杂，杂心修观，观想难成。大圣悲怜，直劝专持名号。良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此阐扬持名念佛之功，最为往生净土之要。若其持名深达实相，则与妙观同功。”[99]在袾宏的著作中，虽然不乏承认出自传统经典的“唯心净土”的话语，但是通过对实践唯心净土者的批判，认为他们错误理解了经典，并且通过申明“净土不可言无”[100]，委婉地表达了他否定唯心净土的真实态度。但是，对于否定西方净土实存的言论，不管出自什么经典，也不管是谁讲的，他都要旗帜鲜明地反驳。他认为，《坛经》是他人记录，错误很多，其中“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见佛”等，就是“不足信”的。[101]
袾宏借鉴华严宗的判教方法，认为就教相来说，《弥陀经》属于“顿教”，并且兼通“终教”和“圆教”，借此提高该经在整个佛教典籍中的地位。他说：“此经摄于顿者，盖谓持名即生，疾超速证无迂曲故。”[102]提高《阿弥陀经》在整个佛教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正是为他提升西方净土信仰的地位服务。

信奉西方净土的僧俗人士，总是与重视忏仪法事、灵异神迹分不开，袾宏也不例外。他曾辑录《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略记》一卷，述汉地从晋至元以及古印度有关奉持《华严》的神异事迹。书分二十八段，每段四字为题，如“双童观瑞”、“天地呈祥”等，所述神异灵迹大都没有标明出处，书后附有《华严大经处会品目卷帙总要之图》。此书是面向社会宣传崇奉《华严》的诸种神秘功能，并非只是针对僧尼界，从而集中反映了袾宏运用《华严》的侧重点。

从宋代开始，禅已经成为佛学的主流，袾宏全力倡导念佛修行，提升西方净土法门地位，实际上是要扭转佛学发展的趋向，把佛学从以禅学为主流转变到以净土主流的轨道上。他所倡导的净土学，也并非囿于传统净土经典的内容，而是增加了新内容。

三 真可及其思想特色

真可（1543—1603）字达观，号紫柏，俗姓沈，江苏吴江人。他平生游学南北各地，广泛结交士大夫，知名于明末朝野。他博览群书，精通各派教理，并且以振兴整体佛教各种法门为己任。他不仅关心教内事务，而且热心于现实政治，具有参与政事的强烈愿望。他为保护佛教古迹、刊刻佛教经典等用力甚多，但一生遭遇坎坷，从未住持过寺院，最终因遭诬陷而逝世于狱中。真可现存著作有：《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收载他的法语、经释、序跋、铭传、书信和诗歌等；《紫柏尊者别集》四卷，补收全集所未收的杂文、赞偈、诗、书问、语录和附录等，另有《附录》一卷。

真可17岁于苏州虎丘云岩寺从明觉出家。此后的十余年间，他先后住云岩寺、武塘景德寺、匡山等地，闭门读书，专心研究各种佛教典籍，涉猎十分广泛。万历元年（1573），真可北上京城，先后求学于法通寺华严学名家遍融，禅学名家笑岩德宝、暹理等人，了解了京城的佛教情况。万历三年（1575），真可到达嵩山少林寺，参见大千常润。而当他看到常润上堂讲解公案，不过是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时，遂大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禅学。不久他离开北方，南下到浙江嘉兴。

真可一生没有应请担任过寺院的住持，但他对兴修荒弃古寺、保护佛教的古迹和文物始终热情不减，而且取得成就。他到嘉兴不久，看到宋代子睿所居住著经疏的楞严寺荒废日久，便发愿重修，并让侍者密藏具体负责办理。万历二十年（1592），真可游历房山云居寺，在石经山雷音洞佛座下得到隋代高僧静琬所藏的三枚佛舍利，引起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注意。李太后曾请舍利入宫供养三日，并且出资将舍利重藏石窟。当时静琬塔院已经被出卖，真可用太后所施舍的资金赎回，并请德清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

真可在刻印藏经方面的工作尤为突出。万历初年，法本幻予告诉真可，袁了凡曾感慨请经的困难，有把梵夹改为方册以便于经典的印刷、流布的愿望。但是法本自知不能胜任此事，请他协助。真可为他撰《刻藏缘起》，宣传刻藏的功德，鼓励募刻全藏。此事得到陆光祖、冯梦祯等人的赞助。真可命密藏筹备刻经事宜。万历十七年（1589），方册藏在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开工，由真可弟子如奇等人主持。由于五台山地区气候寒冷，不适宜刻经工作，四年后（1593），刻经工作转移到浙江杭州径山寂照庵。

德清在《达观大师塔铭》中说，真可因为看到大藏经卷帙甚多，不易流通，就“欲刻方册，易为流通”，倡议雕刻方册本大藏经。“时与太宰光祖陆公，司成梦祯冯公、廷尉同亨曾公、冏卿汝稷翟公等议，各欢然，愿赞佐。”[103]当时陆光祖撰写《募刻书册大藏经缘起序》，翟汝稷则“为文导诸众信，破除异论”。他在发愿文中表达了对雕刻方册本大藏经的支持，并作誓愿偈说：“我今虽食贫，檀资当勉具。历仕及归农，随缘力为办。不值此一生，愿尽未来际。常以此法藏，普度诸众生。”[104]
万历二十八年（1600），对南康太守吴宝秀因不执行朝廷征收矿税令而被捕，真可表示同情。他常感叹说：“老憨（山）不归，则我出事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在他的这三个愿望中，前两个都涉及了政治问题。不久，京城发生“妖书”事件，称神宗要改立太子，以挑拨宫廷内部纠纷。神宗下令搜索犯人。有人趁机诬告真可曾滥用太后所施舍的帑金，并且还说他就是“妖书”的制作人，真可因此被捕入狱。[105]此事虽然最终查无实据，但真可一直未能出狱，最终在狱中病逝。其弟子先将其遗体藏于西郊慈慧寺外，以后又移藏于杭州径山，再移于开山。万历四十四年在开山立塔。

真可对于佛教各宗的思想采取调和态度，全面吸收佛教遗产的倾向比较突出。《别集》卷四收录有他撰写的《礼佛仪式》，其中，除了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和翻传秘密章句的诸位祖师。吸收融合这么多的崇拜对象，以前还没有过，是真可的首创。真可与当时排斥文字的禅宗不同，他极其重视文字经教，认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对这三种“般若”的兼容并蓄，也就是对全部佛教理论和实践的接受。

真可对经教的态度，可以通过他对《华严》的理解和运用充分表现出来，他的态度也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华严学在佛教综合复兴中的境遇。五台山作为华严宗的圣地，历来受到佛徒崇拜。真可游历五台，作有《文殊师利菩萨赞》、《礼北台文殊菩萨赞》、《蚤春谒李长者著论处》、《华严岭诗》、《登方山歌》等。他赞颂圣地、菩萨和经论，把圣地灵迹、华严典籍和佛菩萨崇拜结合起来，具有推动民间信仰综合发展的特点。

对于《华严经》，僧俗信众有血书或金书以求取功德的传统，真可对此大加赞赏，并且予以鼓励。在《紫柏尊者全集》中，收有真可所作《募书金字华严经缘起》、《麟禅人刺血跪书华严经序》、《跋麟禅人血书华严经》等。在《紫柏尊者别集》中，收有《跋照公墨书华严、楞严》等。他指出，对于礼拜书写此经，“予愿凡诸黑白贤豪，皆当见作随喜”[106]。真可希望这些佛事善举得到僧俗支持，特别是富豪者的支持，以促进经典的流通和信仰的普及。他同时认为，书经之类的活动有助于个人解脱。如麟禅人原来因天性鲁钝，根本读不懂《华严》，后来由于诚心书写念诵，“忏洗”过去、现在的“重轻罪垢”，“仗毗卢之宠灵，《杂华》之熏发，法界顿开，入佛种性”[107]。

当然，他与一般禅众一样，也认为书经与不书经对经典本身并无作用，执著于此类做法反而有碍于解脱。所谓“书与不书，全经自在；见与不见，明昧一如”。并且强调：“析骨为笔，剥皮为纸，刺血为墨，徒点染太虚；挥洒金屑，岂不重增迷闷，枉历辛勤耶？”[108]他所肯定的书经当是诚心而为，不以书经本身为目的的功德活动。

对于华严宗教理，真可最重视的是“四法界”，他在《持华严偈》中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来初转根本轮。此轮转不离四门，理转事转事理转。事事无碍最幽玄，拈来便用无廉纤。离理无事波水同，事理互转亦流类。若微第四事事幽，前三终未离窠臼。窠臼不离情不枯，情不枯兮智不讫。智不讫兮觉为碍，境风逆顺难自在。理障事障谁为魔？觉不为碍事事快。若能受持此经卷，洞达吾偈根本在。且道根本毕竟在何处所？热恼烧心谁著火？清凉彻骨岂天来！”[109]
真可此说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四法界是华严宗人的创造，在《华严经》中是没有的。真可借《华严经》讲华严宗教理，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的传统。这种经学与宗学不分家的传统，始终在华严学中占主导潮流，此后也没有变化。在这里，真可还进一步把“四法界”作为《华严经》的总纲。其次，在四法界中，真可最注重的是事事无碍及其运用。无论在佛学史上还是中国哲学史上，都找不到与事事无碍完全相同的理论。真可认为，离开事事无碍，前三者均非解脱之途。他重视事事无碍的原因，是要“拈来便用”，要落实到实践上。这就走着与北宋禅宗僧人相同的思维路线。是否体认和运用“事事无碍”理论，归根到底体现在个人于或逆或顺的境遇中都能自由自在，都能“事事快”，没有“热恼烧心”。这是真可制定的运用“事事无碍”的标准。

对于把“四法界”运用于心理调节，运用于个人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真可有较多论述，并且把它作为《华严》总纲或核心内容：

夫《华严》大典，虽文丰义博，实雄他经。然其大义，不过四分、四法界而已：一念不生谓之理法界；一念既生谓之事法界；未生不碍已生，已生不碍未生，谓之事理无碍法界；如拈来便用，不涉情解，当处现成，不可以理求之，亦不可以事尽之，权谓之事事无碍法界。行者能信此、解此、行此、证此，总谓之四分也。[110]

在真可看来，四法界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他用心念的生与未生及其无碍关系诠释前三法界，偏重于心理调节。他用“不涉情解，当处现成”，不为理或事所束缚作“事事无碍”的注脚，明确把第四法界贯彻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这与他在《持华严偈》中讲的于逆境顺境中都能自由自在是一致的。能够信仰（信）、理解（解）、实践（行）和体悟（证）这种理论，就是全部《华严经》的要义。经过真可的这番理解，事事无碍就与禅宗的人生实践精神一般无二了。对“事事无碍”的这种诠解，也就标志着对它运用的最后定型。真可对经教的态度由此就十分清楚了，他是用禅学来解释华严学，以达到服务于实践的目的。

真可并不同意悟道只依靠念佛求生净土的说法，这是对净土信仰者的批评，反映了与袾宏不同的思想。“以为念佛求生净土易而不难，比之参禅看教，唯此着子最为稳当”，这是传统的认识，此前即便是反对净土信仰者，也很少有人针对这一点进行批判。真可则认为，修净土不仅不是容易，而且往生比参禅得悟难度更大。若“到家果能打屏人事，专力净业，乃第一义”。[111]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规劝人们不要以修净土而废禅行。真可此类言论不少，《全集》卷三的《法语》中就保留了很多。

在《达观大师塔铭》中，德清称真可的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由于德清受真可影响很深，关于真可的评价总是多了溢美、夸张，少了真实、客观，此处就是一个例证。就禅学本身而言，真可并没有什么有影响的创新思想，怎么能够和临济义玄、大慧宗杲相提并论？真可的禅学实际上是士大夫禅，是贵族禅，而不是当时临济、曹洞两宗兴起于山林的流民禅、农民禅。

真可一生活动范围广大，广交社会各界人士，其俗家弟子也很多。与袾宏关系密切的陆光祖、冯梦祯等人也奔走于他的门下。另外，在与真可来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代表性的当推汤显祖、瞿汝稷、王肯堂、陈瓒等人。

汤显祖（1550—1617）字义仍，号若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曾官至浙江遂昌知县。他因为不愿附和权贵而被免官，以后再不踏入仕途。汤显祖是一位性情耿直，了解明末政治黑暗的士大夫。他推崇禅学，抨击假道学，与真可友善。瞿汝稷字元立，江苏常熟人，以荫补官，曾任黄州知府，以太仆少卿致仕。他兼通儒家和佛家经典，与真可、密藏幻余、湛然圆澄等名僧交往较多。其最主要的事迹，是撰写《指月录》三十二卷。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号念西居士，金坛（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福建参政，并且是当时的医学大家。在佛教方面，他精通教乘，尤其对唯识学研究深入。鉴于窥基的《成唯识疏》失传，他撰成《成唯识论证义》十卷，在当时的崇佛士大夫中是比较突出的。

真可虽然贬抑净土而力倡禅学，但在他的士大夫信徒中，不乏信奉西方净土者，陈瓒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曾任刑科给事中，因忤旨而被除名，后重入仕，官至刑部侍郎。陈瓒是坚定的西方净土信仰者，有人问：“尔不闻大鉴之论惟心者乎？何厌垢而欣净为？”他回答：“惟心净土，发之大鉴，而非自大鉴始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固先言之矣。盖惧人以不净之心求净土也。非曰土无垢净也。……客以客之禅乐垢土，而我以我之禅乐净土。”[112]禅宗讲的唯心净土，完全否定有与现实世界（垢土）相对的彼岸世界（净土），它把实现净土安置在现实世界中，净土就在垢土中。陈瓒虽然承认有禅宗的唯心净土之说，但是，他肯定有与垢土相对的另一个实存净土，就完全背离了禅宗的根本宗旨，他的所谓“乐净土”之“禅”，是徒有禅之名称的净土，是对唯心净土的根本否定，这是在西方净土信仰盛行时期出现的必然现象，是与袾宏的思想相一致的。

四 德清及其思想特色

德清（1546—1628）俗姓蔡，安徽全椒人。19岁时，德清到南京报恩寺出家，先从住持西林的俊公学习《法华经》，后读“四书”、《易经》等儒家经典和古文诗赋。嘉靖四十三年（1564）到摄山栖霞寺从学于云谷法会，因阅读《中峰广录》，感触颇深，下定决心学禅。同年，又从随无极明信学习《华严玄谈》，并受具足戒。因为他对清凉澄观极为景仰，自号为“澄印”。过了几年，报恩寺设立义学，教育僧徒，他被聘为教师，其后又应聘镇江金山寺教馆二年。

隆庆五年（1571），他北游参学，先到北京听讲《法华》和唯识，并参遍融真圆、笑岩德宝，分别请教禅学。当他游历五台山时，见到北台憨山风景奇秀，便有取“憨山”为自号之意。不久，他回到北京西山，与当时的名士王凤洲、汪次公、欧桢伯等交往，有诗文酬唱。

万历二年（1574）开始，他又离京游历嵩山、洛阳，然后到五台山，居北台的龙门，专门参禅。万历四年（1576）德清曾见到袾宏。万历九年（1581）神宗慈圣太后派人到五台山设“祈储道场”，并修造舍利塔，他和妙峰共建无遮会为道场回向。第二年，在五台山讲《华严玄谈》，听众近万人。到此时为止，德清在五台山地区有了较大影响。

明代末年，在五台山弘扬华严的著名僧人还有月川镇澄（1547—1617）。他在早年游历各地，从学于禅教各派名僧，后常住五台山竹林寺。他弘法三十余年，“提纲挈要，时出新义，北方法席之盛，稽之前辈，无有出其右者”[113]。镇澄治学广博，其注疏和论著涉及《楞严》、《金刚》、《般若》、《因明》、《起信》、《摄论》、《永嘉集》等，并没有《华严经》方面的专门著作。但是，他一生“三演《华严》”[114]，其讲说“时出新义”也应包括在华严方面的创新。他讲《华严》以传澄观《华严经疏》为主，其创新在禅与华严的融合方面。当他从京城返回，众人请他讲经时，他指出：“学者以究心为要，多说何为？”[115]镇澄在重修五台古寺、保存佛教典籍等方面都做了不少事，与京城及南北佛教界来往较多。德清指出，镇澄的受法门人“数百人，多能开化一方”。并且认为，镇澄自宗密之后，“近代远绍芳规，杰然师表者”[116]，由此可见镇澄在兼弘华严及禅方面的作用及影响。

万历十一年（1583），德清到东海牢山（山东崂山）那罗延窟结庐安居，开始用“憨山”为别号。皇太后派人送三千金资助他建立寺庵，但他看到当地正值灾荒，便决定全数施舍给贫穷孤苦的人。这使他不仅在上流社会赢得声誉，而且受到当地广大下层民众的拥戴。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印刷大藏经十五部，分送全国名山，慈圣太后特送一部给东海崂山，并施财修建海印寺以安置经典。这一年，达观真可与弟子道开来到崂山，与他商谈有关刻印大藏经的事情。万历二十年（1592），德清到北京房山造访真可。

万历二十三年（1595），神宗不满意皇太后为佛事耗费财物，当时恰值太后派人送经到崂山。这样，德清刚从北京返回就被捕入狱，最后以私建寺院的罪名充军广东雷州。第三年德清到达雷州，当时正遇到雷州旱灾，饿殍遍野，他发动当地民众掩埋尸骨，并建济度道场。当年八月，当地官员命令他到广州，当地的民众慕名求教者很多。他甚至穿着罪犯的服装为信众讲说佛法。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韶地方官请他住持曹溪南华寺。当时作为南宗祖庭的南华寺已经衰落很久，德清到达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复兴工作。他选僧授戒，设立僧学，培养人才，订立清规。但是没过多久，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由于真可在北京因为“妖书”事件被捕入狱，德清受到牵连，仍被遣返雷州。

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明王朝大赦，德清再回曹溪，大兴土木修建南华寺。但是，不久有僧人向按察院告他私用寺院的财产，德清被迫离开南华寺。此事后来虽然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但德清再也没有担任南华寺的住持。此后的十余年间，德清先后住广州长春庵，衡阳灵湖万圣寺、昙华精舍，九江法云寺等处。每到一地，他都勤于讲经，所以在各地形成了很大影响。他所讲的经典有《华严玄谈》、《法华》、《楞严》、《金刚》、《起信》、《唯识》等经论。

德清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有朝廷和地方的各级官吏，也有南北各地的学者士人，有书信来往的就达近百人。在他身边的士大夫信众，既有倾心于参禅者，也有专注于念佛者。明代知名的文学家屠隆（1542—1605），曾撰《佛法金汤录》三卷，批评宋代儒者的排佛言论。德清逝世后，吴应宾、钱谦益分别根据德清自撰的《年谱实录》为其撰写《塔铭》；陆梦龙撰《憨山大师传》。德清深知结交达官显宦的重要性，当他结识了钱谦益时，高兴地说“刹竿不忧倒却矣”。[117]德清把佛教以及个人的命运与官僚阶层联系得太紧密，他所依凭的社会基础不像袾宏那样广泛。

德清多才多艺，早年诗文和书法都很知名。他说，古人都以禅比诗，不知“诗乃真禅”。他认为陶渊明、李太白的诗境玄妙，是不知禅而有禅味，而王维的诗多杂佛语，后人虽夸他善禅，不过是“文字禅而已”。他在叙述自己的书法时说：“余平生爱书晋唐诸帖，或雅事之。宋之四家（苏黄米蔡），犹未经思。及被放海外，每想东坡居儋耳时桄榔庵中风味，不觉书法近之。”[118]德清文名广播南北各地，为人撰写碑记塔铭，写作序跋题赞等，数量都很多。

德清学问广博，著作不少，关于佛教方面的著作有《观楞伽经记》八卷，《楞伽补遗》一卷、《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法华击节》一卷、《金刚经决疑》一卷、《圆觉经直解》二卷、《般若心经直说》一卷、《大乘起信论疏略》四卷、《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性相通论》二卷（卷上为《百法明门论论义》，卷下为《八识规矩颂通说》）、《肇论略注》六卷、《曹溪通志》四卷、《八十八祖道影传赞》一卷；儒家和道家方面的著作有《道德经解》（又名《老子解》）二卷；《春秋左氏心法》一卷，另有《梦游诗集》三卷；《憨山老人自叙年谱实录》二卷等。

德清主张三教融合，认为“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119]这也反映了他治学的宽广。在佛学思想方面，他也以博杂多端著名。吴应宾在《憨山大师塔铭》中说他：“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镕入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脱于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严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这种评价虽然有过誉之嫌，但德清重视华严与禅，的确是宗密的传统；他结交官僚孜孜不倦，议论政事无所顾忌，颇类慧洪的作风；他以禅学为主融合佛教各派学说，并且重视净土信仰，显然也是延寿的佛学特点。总的来说，对德清佛教思想形成影响较大的，是云谷法会、无极明信和达观真可。

德清最初学《华严》，后又习禅，所以，他结合华严与禅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同时，他也接受了其师云谷法会的影响，主张禅净兼修。就其思想的主要方面而言，是禅、华严和净土三者并重，并且有着以净土信仰作统摄的特点。特别是在教化在家信众方面，尤其强调念佛法门。他在被流放广东时期，曾组织净土结社，向信众传授念佛三昧，并且立有规制，让信众专心净业，月会以期。晚年在庐山法云寺，他仿效慧远修六时净业。

他也和袾宏、真可一样，把参禅与念佛作为最主要的修行法门，认为“参禅看话头一路，最为明心切要。……是故念佛参禅兼修之行，极为稳当法门”[120]。他所谓的参禅，是元代开始就流行的融合了念佛的看话禅：“古人说，参禅、提话头，都是不得已，公案虽多，唯独念佛审实的话头，尘劳中极易得力。”[121]所谓“念佛审实的话头”，就是把念佛作为话头来参。从表面上看，德清是把宗杲的看话禅与延寿的念佛净土结合起来，但是，直接把“阿弥陀佛”作为中心话头，是源自元代末年的传统，与宋代宗杲的看话禅与延寿的念佛净土已经有了不少区别。

德清认为，净土法门适合所有的人修行，不但适合“禅家上上根”、“中下之士”乃至“愚夫愚妇”，也适合那些“十恶之辈”。[122]然而，同样是倡导念佛修行净土法门，德清与袾宏对净土和佛的认识却截然不同。德清告诉信众：“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乡。又何必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123]因此，德清是完全站在禅宗的立场上倡导净土，弘扬的是唯心净土。这与袾宏所倡导的西方有相净土完全不相同，而与真可的思想是相同的。

德清虽然与真可一样，也主张禅净兼修，但在程序上正好相反。真可认为，通过参禅、净心方可念佛；德清则认为，先须念佛、心净，方可参禅。在实践中，真可偏重参禅，德清偏重念佛。

德清接受明信和真可的影响，比较重视华严学。他编著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据其自著《年谱》卷下“万历四十七年（1619）条”所述，当时华严一宗将失传，人们对澄观的《疏》、《钞》“皆惧其繁广”，于是“但宗《合论》”（只钻研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针对僧界的这种情况，他节要录取澄观的《华严经疏》，并附以自己的解释（补义）。其解释只是具有通俗讲解的性质，并没有什么独到见解。此书始作于万历四十七年，成于天启二年（1622），流传并不广。查《憨山老人梦游全集》中他对《华严经》及华严宗教义的多种论述，主要是鼓励僧俗读诵、书写、礼拜《华严》，将其作为祈福消灾、获得个人解脱的有效手段。

袾宏、真可、德清都重视华严学，在佛教复兴浪潮所影响的士大夫阶层中，也有少数倾心华严教义者。值得注意的是，李通玄的著作在为学僧逐步重视的同时，也引起士大夫的关注。方泽有《华严经合论纂要》三卷，李贽有《华严经合论简要》四卷，均为节要摘录的李通玄的《华严经论》。李贽（1527—1602）有佛学修养，并力图把佛学作为攻击道学的武器。他注重《起信论》的“真心”说、《般若》的“真空”说，无不尽力发挥以适应反对道学的需要。在华严学方面，他独钟李通玄的思想。经过他诠释后的李通玄学说，实际上可以完全和禅学画等号。

据《李长者华严经合论序》，李贽受袁文炜的影响，“乃知善说《华严》，无如长者”。把李通玄的学说视为最权威的华严理论，所以摘要节录《华严经论》，认为所选内容是“华严无尽藏之法界也”。据此可以“乘如来乘直至道场”，是真正的解脱之路。按照他的归纳，这个“华严无尽藏之法界”的核心内容就是：

自心是毗卢遮那佛智，自眼是佛文殊根本智，自身是佛普贤差别万行智，自诵是佛音声，自听是佛观世音力，自语是佛开不二之门，自念是佛不思议神通，自在功德皆佛也，吾何幸身亲见之。

坚信众生具备佛菩萨的一切智慧功德，坚信众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体现佛的教化，代表佛的真理性活动，如此等等，并不能说在李通玄的著作中绝无踪迹，但毕竟不是李通玄所要强调的中心内容。李贽归纳的李通玄的华严思想，与北宋张商英归纳的内容相去甚远。与其说李贽归纳的是华严学，不如说他归纳的是禅学。他通过沟通华严与禅，号召加强自信心，振奋主体精神，追求自我解脱、自我拯救，倡导于社会动荡之际无求于他人，挖掘自我的能力。

五 智旭及其思想特色

智旭（1599—1655）是明末清初倡导全面继承佛教遗产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不分优劣地弘扬天台、禅、律、唯识、净土等教理，而且主张信仰一切佛、菩萨和祖师，并且包括佛教一切经典。他积极推广各类赎罪法事，重视和支持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活动。他把念佛、戒杀和放生，有机地统一到求生净土的信念和实践中。

智旭俗姓钟，名际明，又名声，字振之，江苏吴县木渎镇人。据自著的《八不道人传》记载，智旭12岁学习儒家经典，对佛教与道教都采取排斥态度，有“誓灭释老”的决心，并且写作论文数十篇“辟异端”。少年时代的这些做法，智旭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屡屡提及，将其作为自己要不断忏悔的大罪过，也作为劝导他人虔诚信仰佛教的教材。17岁阅读袾宏《自知录》及《竹窗随笔》之后，受到袾宏融合儒释关系的影响，开始不再诽谤佛教和道教。22岁丧父，对他产生触动。此后，智旭总是带着问题听讲佛教经论，或带着听讲中产生的疑问来进一步研究。因此，智旭从信奉儒教转向信仰佛教，既有受到著名僧人影响和阅读佛教经典的原因，也有自身经历方面的原因。23岁时，因为听讲《楞严经》，对为什么有“大觉”、虚空，以及世界如何产生等问题不清楚，下决心钻研有关佛教问题。24岁，因为三次梦见德清，他从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取名智旭。出家后，他专注于钻研经论，先在云栖寺听讲《成唯识论》，对性相二宗的关系问题不能理解，便到径山去坐禅，至第二年夏天，通过坐禅的直观体验，达到“性相二宗，一齐透彻，知其本无矛盾，但是交光邪说，大误人耳”。在他看来，这也就是“觉悟”的体现。

27岁时，智旭针对当时佛教界普遍存在不守戒律的现象，决心弘扬律学，并且开始系统阅读律藏。实际上，他对戒律的重视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中。他认为：“毗尼藏者，佛法纪纲，僧伽命脉，苦海津梁，涅槃要道也。”[124]智旭曾三次系统阅读律藏，对大小乘律书进行注释讲解。他所著的《梵网经疏》依据天台宗的见解，对于别解脱戒依照《四分律》，旁采诸家，并参考大乘律。他的主要著作是《毗尼事义集要》。他还曾强调：“伏念诸佛灭后，以戒为师，三无漏学，以戒为首。”[125]
32岁时，智旭用在佛像前抓阄的方式决定继承天台宗。这是一种随机选择，并没有其他重要原因。“于是究心台部而不肯为台家子孙，以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也。”[126]他是要专门弘扬天台宗教义，但并不想成为本派的传法宗师。33岁那年秋天，他来到灵峰（浙江孝丰县）建西湖寺。这里成为他以后的常住地。在以后的二十余年中，智旭来往于江浙闽皖诸省，主要从事阅藏、讲经、著述、举办法会等活动。

智旭的著作经过其弟子编辑整理，分为宗论和释论两大类。宗论指《灵峰宗论》，有十卷；释论包括各类著述共六十余种，一百六十四卷。

智旭的思想很庞杂，包括天台、禅、律、唯识、净土等。由于他立志专弘天台教义，所以研究天台典籍相对广泛一些，可以说是明代有代表性的天台学僧之一。明代的天台宗学僧很少，在明代末年，有传灯尝从百松真觉学习天台宗教义，后来在幽溪高明寺建立天台祖庭。他著有《净土生无生论》一卷等。其后的代表人物就是智旭。

智旭32岁注解《梵网经》，开始研究天台教义。他最推崇的两部书是知礼的《妙宗钞》和传灯的《生无生论》，其天台思想也主要继承这两个人的学说。在天台教理方面，智旭主张性具善恶与色心双具、理事两重三千。虽然他有时也说，“众生现前介尔心性，本无实我实法，亦无五位百法百界千如差别幻相”，略近山外的“理具三千无相”的思想，但不是他的主要思想。在观法方面，智旭沿用妄心观，把现前一念妄心作为止观的直接对象。因此，他的天台思想主要是继承山家派。在判教方面，智旭在《教观纲宗》中提出了贯通前后的五时说，就是在化仪四教的“秘密教”中，区分出“秘密教”与“秘密咒”，把一切陀罗尼章句收于秘密咒之下，这与台宗旧有教观是不同的。在论及天台与其他宗派的关系方面，智旭认为，天台应遍摄禅、律、法相，否则，就不能成其绝待之妙了。从表面上看，他在突出天台教义优越性的同时，有贬抑其他宗派的意图。实际上，智旭在论述净土等法门时，也有过同样的说法。这种论证方法用智旭的话概括，就是“乃一门圆摄百千法门，非举一废百也”[127]。他虽然立志传承天台教义，却并没有希望通过贬低其他宗派来达到这个目的。

明代研究唯识学的僧人很少，在明末佛教综合复兴中，唯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唯识论》上。智旭在研究唯识学方面也有可提及之处。他作有《成唯识论心要》、《相宗八要直解》等，并且在用唯识思想解释天台学方面引起人们的注意。另外，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的明昱，字高原，吴人，生卒年月不详。他曾为王肯堂讲《成唯识论》，并将讲义整理成《成唯识论俗诠》十卷，该书流传较广。另外明昱撰有《相宗八要解》八卷，内容分为百法明门论赘言、唯识三十论约意、六离合释法式通关、观所缘缘论释记、因明入正理论直疏、三支比量义钞、八识规矩补注证义等。

明代末年弘扬唯识学有传承的一支是昭觉广乘，智旭也受到此系的影响。广乘于杭州莲居庵讲《唯识》，其弟子灵源大惠、古德大贤、新伊大真等继续致力于唯识学的宣传。进入清代以后，这一系还维持着传法系统，被称为莲居派。

大惠（1564—1636），浙江仁和人，俗姓邵，字灵源，他在未出家之前就到处寻访名僧，研究法相唯识学。57岁出家之后，在北京、苏州、杭州等地讲《唯识》十几年；寂于杭州昭庆寺。著有《唯识自考录》、《唯识证义》等。

大贤在云栖寺讲经，智旭曾听其讲《唯识》。大贤的继承者玉庵、忍庵也传承唯识。

大真字新伊，从云栖袾宏受具足戒，继昭觉广乘住持莲居，除了研究律学之外，也宣讲《唯识》，智旭曾从其学。他著有《成唯识论合响》，其弟子本无、圣先等相继传讲。在此派之外，内衡在杭州讲《唯识》，受到钱谦益的称赞。到清代中期，佛教义学本来就衰微，加之《楞严经》比较流行，《唯识》之学就更沉寂了。

到清代末年，研究和传播唯识学的知名学僧有松岩和默庵果仁。松岩于光绪年间在南京清凉山研究唯识宗学说，曾以唯识理论评价《天演论》、《民约论》等新传入的西方书籍。但他的著作并未流传。果仁（1839—1902）常住南岳福严寺，研究多种佛教经典，为僧俗宣讲《唯识》，并著有《唯识劝学篇》、《阅藏日记》等。传承其学的有弟子道阶和佛乘等人。

至于研究唯识学的士大夫，最著名的当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1619—1692）。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于衡阳举兵抗击清军，失败后，退居湘西，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他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佛教和道教都有深入研究，著作很多。他在佛教方面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是法相唯识学，撰有《相宗络索》、《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赞》。在《相宗络索》中，他肯定阿赖耶识的永恒不灭，所谓“唯此八识，实有不亡，恒相接续”。书中还阐述了“转识成智”的原理和过程。通过对佛教能、所范畴及其关系的考察，王夫之建立起自己的认识论。王夫之研究唯识学，对丰富他的哲学思想有重要作用。

智旭认为，净土法门可以用来概括整个佛教：“净土法门本该一切宗教，普收一切群机，故从上佛祖圣贤著述亦最富博。”[128]他的净土思想集中在《弥陀要解》中。此书先依据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方式，说明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实相为“体”，信愿为“宗”，往圣不退为“用”，大乘菩萨无问自说为“教相”。又认为《阿弥陀经》总摄一切佛教，以信愿行总摄该经宗旨。在智旭之前，宋代遵式作《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已经包含了信愿行，传灯《生无生论》更正式提出：“一念之道有三，曰信，曰行，曰愿。”智旭所立信愿行，就是继承了他们的主张，并且进一步发挥。

“信”的内容是：①信自。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了。②信他。弥陀决无虚愿，释迦及六方佛决无诳语。③信因。散乱称名犹为佛种，一心不乱宁不往生。④信果。净土诸上善人皆由念佛得生，如影随形决无虚弃。⑤信事。实有极乐国土，不同庄生寓言。⑥信理。西方依正，不出现前一念心外。这六种“信”的内容，是对西方有相净土和禅宗唯心净土思想的混合，是把两种不同的信仰体系不加区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选择，不分高下，不论优劣，同等看待佛教的遗产是智旭的一个显著特点。六种“信”中，自、因、理，是对自力解脱的信仰；他、果、事，是对外力拯救的信仰。

“愿”的内容是：“厌离娑婆，欣求极乐。”既然相信极乐世界实际存在，那么，这个愿就没有唯心净土的痕迹了，从而否定了极乐世界就在娑婆世界之中的认识。

“行”的内容是：“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六字弘名，念念之间欣厌具足”，信决愿切，由此就能历九品生，净四种土。他主张，“即以执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涉观想参究”，“参禅必不可无净土”，“净土必不可入禅机”。智旭实际上是认为，任何一种法门都能独立达到最终解脱，而且并不依靠其他的法门。

智旭把持名分为“事持”和“理持”，所谓“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弥陀佛，而未达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决志愿求生故，如子忆母，无时暂忘……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为系心之境，令不暂忘”。事持是对西方净土的肯定，理持则是对唯心净土的强调。

智旭认为念佛三昧有三种：其一，“念他佛者，托阿弥陀佛果德庄严，为我所念之境，专注注意而忆念之。或忆名号，或想相好，或缘四十八愿往昔洪因，或思力无畏等现在胜德，或观正报，或观依报……如东林诸上善人”。其二，念自佛者，观此视前一念，介尔之心……具足百界干如，种种怯相，与三世佛平等无二，如此观察，功深力到……豁破无明，顿入秘藏，如西天四七，东土六祖及天台大师，南岳智者。其三，自他俱念者，了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托彼果上依治，显我自心理智……感应道交，自他不隔……如永明寿，楚石王奇。[129]这三种“念佛三昧”，实际上是两种净土信仰体系和它们的混合形态：“念他佛”指的是西方有相净土；“念自佛”指的是唯心净土；而“自他俱念”则指的是西方净土与唯心净土的混合形态。智旭三种“念佛三昧”的概括，是把历史上流行的所有念佛法门及其倡导者和传承者都予以肯定和接受。他的净土思想，不仅与袾宏有差别，而且与德清、真可更是显著不同。

智旭倡导信仰佛教典籍中记载的一切佛、菩萨、祖师，并且包括佛教一切经典，他指出：“一心归命，梵网教主卢舍那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菩萨心地品、毗奈邪藏、三乘十二分教一切尊法、观音、势至、文殊、普贤、地藏、弥勒等一切菩萨，优波离、迦叶、阿难，西天东土一切圣师，愿展慈光，同垂悲济。”[130]对佛教所树立的一切权威，他都无条件地予以接受。

智旭重视地藏菩萨信仰，据他自述，早年正是因为阅读了《地藏菩萨本愿经》，才萌发了出家念头。他在《八不道人传》结尾中说：“知我者，唯释迦、地藏乎！罪我者，亦唯释迦、地藏乎！”[131]把地藏菩萨和释迦佛并列，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他对地藏菩萨的崇信程度。他写作了多种有关地藏的著作，如《化城地藏菩萨名号缘起》、《甲申七月三十日愿文》等，主要是讲述地藏在拯救世人方面所具有的多种神奇功能，反复劝导人们，只要皈依地藏，凭借地藏慈悲本愿所具有的功能，信仰者就可以消除种种罪障，既不受现世的种种苦难，也可以避免遭受来世的地狱之苦，同时还能够获得种种福报，满足各种美好愿望。

智旭还大力推动地藏信仰在民间的流行。崇祯九年（1636），他在九华山华严庵（回香阁）劝僧俗念持地藏名号，以求地藏菩萨的拯救。他曾结坛百日，念持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五百万遍。“又广化缁素，共持十万万，求转大地众生共业。”[132]记载地藏菩萨的经典很多，就智旭所重视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而言，它宣称地藏的“大慈大悲”远超过其他菩萨，他的广利众生的神力，可以消除信仰者先天和后天的种种罪障。地藏信仰所宣传的对菩萨神力的崇拜，给信仰者以脱离苦难的希望。

智旭积极推广各类赎罪法事，并且倡导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他在《刺血书经愿文》中说：“刺舌血书大乘经律，先与三宝前然臂香十二炷，发十二愿……”[133]他在《结坛持往生咒偈》中说：“以此功德力，求决生安养。”[134]他对刺血书经、燃臂香供养、结坛持咒等行为的积极支持，与袾宏是不同的。这类活动与地藏信仰相互配合，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宗教热情。

智旭认为，所谓行忏法就是要消除一切罪过：“忏假称悟道、妄评公案之罪，妄造忏法、谤毁先圣之罪，损克大众、错因味果之罪。诸如此罪，愿悉消除，或不可除，愿皆代受。令现前病苦，速得痊安，若大限莫逃，竟登安养。”[135]倡导和信仰修忏法有两个重要的认识前提：其一，要信仰一切崇拜对象，而不是只信仰某个主要的对象；其二，要认定自己时时处处有罪过，而不仅仅是有痛苦。智旭在大量的忏文、回向文等中，大量列举自己的“罪”过，强调个人的罪过。罪过成为个人的存在形式，罪过多于“苦”。他在《陈罪求哀疏》中自称“罪旭”：“言念罪旭，少年主张理学，妄诋三宝，过犯弥天，应堕无间。”[136]
除了强调个人的罪过，还有强调众生乃至国家朝廷的罪过：“悲佛法之衰乱，五逆横作。痛国步之艰难，朝野无改过之心。缁素争覆辙之践，良由共识相种，恶业同牵，同分妄见，眚缘共起。”那么消除这些罪过的办法，就只有举办各种救赎法事，通过这些法事活动，“普为国王帝王、父母亲缘、土境万民、法界含识，顶礼慈悲道场忏法，供养历代知识道容，然香三炷，供常住三宝，又三炷，奉供幽冥教主地藏慈尊”。[137]重视各种赎罪法事，最终归结到忏悔的功能上，智旭指出：“迷真起妄，谁不造业？业有轻重，果报随之。于中转重令轻，转轻令尽，独赖有忏悔一门耳。重业而能深悔，业遂冰消；轻罪而不革心，终成定业。……所谓屠刀放下，便成佛也。”[138]在他看来，“忏悔之力，亦能往生，况持戒、修福、种种胜业，岂不足庄严净土”[139]。

智旭曾把戒杀与战争联系起来考虑：“杀业既厚，劫成刀兵，寇贼纷然，干戈不息。释迦往矣，弥勒未生。设欲拯救，惟力修奢摩他耳。奢摩他此翻妙止，止一切恶，从止杀始。若能止杀，即是止一切恶。”[140]不杀生是佛教的根本戒律，在明代末年社会动荡的形势下，智旭倡导戒杀就有着反对战争的社会意义。很明显，智旭在这里已经不是着眼于宗教戒律来讲戒杀，而是着眼于社会现实来考虑问题。至于与劝戒杀相联系的放生活动，往往成为结社的根据和口号，也成为往生净土的重要手段。在念佛过程中，“以不杀大悲，放生大慈助严之（指作为念佛的辅助手段），必生极乐，莲华化现，永脱轮回之苦”[141]。念佛、戒杀和放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戒杀能唤起人们对争取社会稳定的共识；放生是结社的手段，可以作为募集资金、解决寺院生活资料来源的手段。这两者都在念佛求生净土中统一起来。

第四节 明代后期佛教（下）

明代后期复兴的山林禅宗，在派系结构上有曹洞和临济两宗。在曹洞宗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系，一是湛然圆澄开创的云门系，二是无明慧经开创的寿昌系。临济宗的主要派系出自笑岩德宝的弟子幻有正传（1547—1614）门下，正传的著名弟子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1635）和雪峤圆信（1570—1647），都在江南一带传禅。

圆澄（1561—1626），会稽人，幼年出家，万历十九年（1591），求学于曹洞禅师大觉方念，成为嗣法弟子，先后住持过绍兴广孝寺、径山万寿寺、嘉兴福城东塔寺等，主要活动于浙江地区。他“生平不为律缚，脱略轨仪”[142]，因此受到不少僧人的指责。

圆澄著作较多，有《宗门或问》、《慨古录》、《楞严臆说》、《法华意语》各一卷，《金刚三昧经注解》四卷，另有其弟子编的《湛然圆澄禅师语录》八卷。他是一位倡导禅教融合的僧人，例如，尽管他对《华严经》及华严宗教义并无偏好，但在他的《语录》中，也借用华严来为其禅教融合的主张服务。他指出：

闻夫四十八愿而愿愿度生，五十三参而参参见佛，所以清凉大师演华严性海于此地，阐法界一乘于多门，福慧双修，犹星天之行布；禅教两学，若万派之归宗。圆融自在，大小共繇。[143]

个人参学求解脱与发愿拯救众生是同一修行过程的两个方面。禅宗讲明心见佛（慧），教门诸派重积累各种功德（福），实际上两者不可偏废，相资为用。既然福慧双修，也就要求禅教两学。华严宗的“圆融”说，也被运用于禅教的圆融无碍上。明末清初禅宗内部论战激烈，争论的症结在于：是突破传统佛教还是维护传统佛教，是有选择地继承佛教遗产还是继承佛教一切遗产。圆澄在这里强调澄观“阐法界一乘于多门”，是倡导全面继承佛教遗产，而不是有选择地继承禅学遗产。明末以后，这种观点在佛教界占主导地位。

圆澄系一直盛行到清初。就其个人影响而言，圆澄不及无明慧经。

一 密云圆悟及其禅学

圆悟（1566—1642），号密云，俗姓蒋，宜兴人，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成年之后，从事各种劳动。少年时，受流行的净土信仰影响，圆悟曾“恒诵佛号”。到26岁，因读《六祖坛经》而归信禅宗。29岁，抛妻离子，出外游历，立志出家。

万历二十三年（1595），圆悟到常州龙池山参见正传，以后二十余年中，除有几年出游外，都在正传身边，前三年主要是服杂役，“身任众务，以至鬻薪陶器，负米百里之外”，所以他在成名以后也特别重视劳动，时常以自己的经历告诫门徒：“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师，参神学道都在务作里办，汝辈要安坐修行耶？老僧不愿丛林遗此法式。”晚年住持宁波天童寺时，一次有十几个僧人不参加“普请”，他知道后，“立摈之”。

三年后，圆悟始得落发，次年，遵从正传的教导，“掩关本山，以千日为期”，同时学习禅籍。又三年，正传去燕京，圆悟受命监理龙池山的院务。万历三十三年（1605），入京省觐正传。继之，南还游历杭州径山、天目山以及天台山等地。万历三十九年（1611），正式接受正传“衣拂”。1614年正传圆寂，圆悟坚持“心丧伴枢”三年。在此期间，作颂古二百首，“以明佛祖大意”[144]。

圆悟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到圆寂的二十余年中，先后住持过常州龙池山禹门禅院、天台山通玄禅寺、福州黄檗山万福禅寺等六处寺院，在江苏、浙江、福建一带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众盈千指”、“众满万指”之说。其所到之处，都着力倡导垦田开荒。晚年居天童寺时，遇大雨，“山水暴涨”，他不顾年事已高，率僧众砌筑大堤防洪，大提“通计一千三百五十尺，皆用巨石垒砌”。[145]
圆悟非常重视发展他的宗派势力，不像当时在江西的曹洞宗师，不轻易承认传法继承人。他可以“付衣拂”于跟随他多年、能力不强但安守本分的僧人；也可以“付衣拂”于暂投门下、桀骜不驯、持禅学异见但很有能力的僧人。这样，他的弟子遍天下。剃度的弟子二百余，嗣法弟子十二人，即五峰如学、汉月法藏、破山海明、费隐通容、石通秉公、朝宗通忍、万如通微、木陈道忞、石奇通云、牧云通门、浮石通贤、林野通奇。其中法藏、通容、道忞在明清之交影响尤大。由于圆悟门下聚集了持有各种禅观的僧人，所以矛盾多，斗争也激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末不同的禅学思潮。

明末，士大夫大规模向东南转移，情况比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分散向禅僧请教的不在少数。《天童密云禅师年谱》之末，列举了与圆悟交往的“王臣国士”有数人，据其《行状》记载：“吴越闽楚，名公巨儒、慕师宗风，或晨夕随侍。或尺素相通，或邂逅咨请，得师激发，无不虚往而实归。”而“齐鲁燕赵及殊方异城之士，亦憧憧不绝也”[146]。他与这些士大夫究竟有什么性质的关系，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详知。这个事实说明，明朝末年，逃向南方的士大夫同禅宗的交往变得普遍而频繁起来，直接影响了清初禅宗的动向和清政府的宗教政策。

圆悟与明廷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崇祯十四年（1641），朝廷斋香赐紫，命他住持金陵报恩寺。他以年迈为由固辞，有“老不奉诏、朝廷慕之”[147]的传说，事实上，这时的明王朝已经危在旦夕了，关于他的言行，有道忞编的《密云禅师语录》十二卷，有他批评弟子法藏的《辟妄救略说》十卷。

圆悟曾花费了许多时间致力于公案研究，在他的《语录》中，有“举古”、“拈古”、“征古”、“别古”、“代古”和“颂古”达三卷多。然而，他对自己数十年修行所得的总结却十分简单：

山僧出家将及四十载。别也无成得甚么事，只明得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著子。[148]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尽管不是他的创造，但他所传禅法紧紧围绕这八个字却是一个明显的特点。他用以“直指人心”的方法和启发学者“见性成佛”的手段，最后简化到只须“棒打”一条，他这样说：

老僧生平不解打之绕，唯以条棒一味从头棒将去，直要人向棒头拂着处豁开正眼，彻见自家境界，不从他得。[149]

当时的舆论这样评论：“大师为人，不惜身命，宁使丧身失命，终不为开第二门。此是彻骨彻髓，独超千七百则宗门。”[150]这个独超千七百则法门，终不为开第二门的，就是棒打。圆悟对此有一个解释：“盖缘贫道生无学识，兼之口讷，不善委曲接人，故以一条白棒当头直指耳。”[151]这话有谦虚的成分，他对禅宗典籍很熟悉，在他的《语录》中也充满着巧言善辩的机语酬对；但对他的门徒则很适用。因为他们大都从事农禅，不可能都受过禅学和言辩的良好训练。

此外，当时的禅宗中，存在着“悟”的不同理解，有所谓“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计数”之说，把“悟”看成是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的过程。圆悟以“棒打”启悟，与此针锋相对，强调“一悟不再悟，深达法源底，堕地便称尊”。唐世济在《遗衣金粟塔铭并序》中特别指出：

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计数，本是宋儒言。非大慧（宗杲）所说。学人承讹久，智者亦惑之。惟师以为非确然，不肯信此。非博学得心，不受瞒故！[152]

圆悟用一条白棒启悟，精简了所有修习层次、阶段，也是对宋儒的繁缛学风的一种纠正。

二 汉月法藏及其禅学

法藏（1573—1635），字汉月，号于密，晚改天山，俗姓苏，无锡人。其出身于儒学世家，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15岁于德庆院出家，19岁得度。此后，潜心研习佛教经典及禅宗语录，并重视融会儒学与禅学的关系。他曾以禅理释《河图》、《洛书》，“粘《河图》、《洛书》于壁，尝语人曰：十河九洛，象教总持，须从无文字道理处求之直指”[153]。

29岁时，法藏从云栖袾宏受沙戒，并得袾宏“新刻《高峰语录》，读之，如逢故物”[154]。自30岁始，专参原妙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话头，用功数年。后来“遍购古尊宿语录读之”，尤喜北宋慧洪的著作。年37岁，在金陵灵谷寺受具足戒，至42岁，宣称“我以天目为印心，清凉为印法，真师则临济也”[155]。他经常以此自诩，认为是获得了义玄、慧洪和原妙的真传。

46岁时，法藏已颇有声誉，前来参学的禅僧和士大夫很多，以致“提唱无虚日”。但讲说时，“不正席、不升座”，不以宗师自居，因为他没有可夸耀的师承，没有获得正宗禅师的资格。直到53岁，法藏到金粟山广慧禅寺拜密云圆悟为师，圆悟立即让他为“第一座”，并且“手书从上承嗣源流，并信拂付嘱和尚”[156]，快速地承认了法藏为嗣法弟子。次年，法藏即以临济传法宗师的身份，历住常熟三峰清凉院、苏州北禅大慈寺以及杭州、无锡、嘉兴等地的八处寺院，扩大了在江浙一带的影响。

法藏因精通儒学，很受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推崇。大司马岳元声见到35岁的法藏，敬佩地说：“堂堂我辈中巨人，被释门束之以袈裟，信儒门淡薄耶。”[157]法藏一生与不少士大夫有过交往，既有一般的官吏，也有像董其昌那样的文人。他住持各地大寺院，都有官僚士大夫出面支持。

与此同时，法藏也重视寺院的经济建设，倡导农禅。他60岁时住持无锡龙山锦树院，共弟子“弘储兄弟辈散广陵、嘉禾诸郡，募置参禅田，期岁得沿湖葑田三百余亩于寺之西，和尚率众入田，构茆凿池，刈榛疏浍，名之曰‘大义庄’”[158]。这种散于诸郡“募置参禅田”的做法，与山林聚居、自作自食的性质已有不同。禅田属于寺院的附设田庄，“和尚率众入田”，仅是一种示范，与“普请”制度的含义也有区别。

法藏虽然投身圆悟门下，但在禅的见解上，两人大相径庭，而且都没有相互妥协的愿望，法藏曾致信圆悟，表明自己的观点：

自谓得心于高峰，印法于寂音，无复疑矣，乃复发愿比两枝法脉，合起临济正宗。凡遇埽宗旨者，力为诤之。不独荷负滹沱，将使云门、沩仰、曹洞法眼四家，遥承近续，今五宗再灿，愿世世生生为接续断脉之种……屈指诸家，知和尚（指圆悟）乃高峰嫡骨正传，敢不一探堂奥。向于金粟山前，叨承委付。[159]

法藏对于圆悟“委付”的事，时时强调，以志不忘。但在禅思想上，他绝不因师徒名分而亦步亦趋。他认为禅家五宗各有宗旨，都应继承和弘扬，而不能像圆悟那样，仅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唯一法门。他不仅要振兴临济宗，而且要使其他四宗并兴，“五宗再灿”。他接受原妙的影响，重视参话头，对宗杲以来的看话禅进行总结；他接受慧洪的影响，重视《临济宗旨》和《智证传》，发挥“三玄三要”之说。在此基础上，他力图融五家宗旨为一家；同时吸收慧洪的说法，重新厘定禅宗五家的传承关系。这些构成了法藏禅思想的主体部分。

法藏用以统摄五宗的禅法，实际上只是宗杲的看话禅，不过他有一些新的发展。

（1）法藏对“话头”做了新的解释：

所谓话头者，即目前一事一法也。凡人平居无事，随心任运，千思百量，正是无生死处，只为将一件物事到前，便生九种见解，所以流浪生死，无有出期。故祖师家令人于一事一物上坐断九种知见，讨个出格之路，故谓之看话头。[160]

话头原指公案中的问话或答语，法藏将它推广到平常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事一法”，这就打破了禅的某些书卷气。随便一件日常事象，都可以成为参究的对象，也都可以从中得到证悟解脱。

因此，法藏更强调从日常生活的具体事物中采取话头，而不要限定在抽象的玄理上。他说：“（看）话头者，不可看心看性，看理看玄，须离却心窠里，单单向事上看取，谓之事究竟坚固。”[161]因为只有解决了日常生活最常遇到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禅所启悟的玄理，这种主张为传统的看语禅增添了更多的实践功能。

（2）把看话头与“格物”联系起来，也是法藏的一个特点，他说：

在祖师禅谓之话头，在儒家谓之格物。格物者，两端叩竭，一切善恶是非、凡圣等见，并不许些子露现。从此翻身，直到末后句，齐治均平，著著与此相应，则禅与圣道一以贯之矣。[162]

话头与格物之所以一致，是因为二者都要求人们平等、无差别地看待善恶、凡圣，而不必有意地去扬善止恶，贬凡崇圣。他用“齐治均平”作为禅与儒在政治思想上的衔接点，就是用佛家的平等观（齐与均）阐释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也是他对“格物”的理解。

这样，法藏即以看话禅为尺度，评判宋元以来流行于明的几种主要禅潮流：

单坐禅不看话头，谓之枯木禅，又谓之忘怀禅；若坐中照得昭昭灵灵为自己者，谓之默照禅；以上皆邪禅也。坐中作止作观、惺寂相倾，观理观事，虽天台正脉及如来正禅，然犹假借识神用事，所照即境，所以命根难断，不能透脱，多落四禅八定，及生五十种阴魔，以识身在故也。大慧一出，扫空千古禅病，直以祖师禅一句话头，当下截断意根。任是疑情急切，千思万想，亦不能如此如彼，有可著落。既无著落，则识心何处系泊？令人于无系泊处一迸，则千了百当。可见才看话头，则五蕴魔便无路入矣。[163]

在这里，他既反对枯木禅和默照禅，也不同意天台宗的止观双运。理由是，枯木禅有失灵性，而默照禅以灵灵昭昭“为自己”，止观双运则是“假借识神用事”。此中的“自己”和“识神”，都指“我见”，按照唯识家的说法，“我见”是“末那识”的功用所生，“末那识”为第六“意识”所依，故亦称“意根”，所以“当下截断意根”，就是截断“我见”的根源，而“我见”又是一切分别和烦恼的根本，因而也是截断一切分别和烦恼的根本。换言之，法藏是把唯识家的思想引进看话禅，力求通过对一事一法的参究，以根除我见。但他特别用“假借识神用事”来表示我见，显得更加生动而贴进禅家的生活。

参禅是排除“识神用事”的过程，这是法藏的基本主张。所谓“离心意识参，出凡圣路学”，是他强调的重点。在《三峰藏和尚语录》第十五卷中有《离心意识说示禅者》和《离心意识辨识神子》两篇短文，集中阐述这个问题。他从宗杲接受唯识家关于“转识成智”的解脱之路出发，认为“心意识”乃是引起生死轮回的总根源，一切修行都以离“心意识”为目的，所以历代佛祖也都“千方万计，立转识成智之法以度之”，其中最为捷便和神奇的，莫过于参究话头：“厥后法之最捷而妙者，但教人看个话头，才看才疑，使顿离心、意、识三法。”[164]
法藏提倡话头禅，并不排斥其他禅法。他反对的是执禅而病，成为“禅病”；而禅的用意。很大部分在于治“病”。所以因病给药，禅也不能拘于一路。他给一个病中的孝廉写信说：

病中工夫且歇却，看话头郁遏费力，难与病情支遗，不若明明白白一看透底，便自肯心休去。第一先看此身凝湿动暖，四大从来，无有实体。……其二看色身既不交涉，其身外骨肉恩怨，功名利养，一切我所，皆是虚妄。……其三看破内外色空，何处更有妄心领受？……到此则身心世界一法无可当情，当下脱然放舍，便与法界平等，无一尘一法不是我自己真心。真心者，无心也。无心便当下成佛。[165]

法藏在这里介绍的禅法，大体是指观“身”不实，“我所”是空，观“心”无受，诸“法”平等，属于传统小乘的禅法范围。但他做了一些糅合功夫，最后归结到“真心”或“无心”上来，也就是他提倡的“离心意识”和转识所成之“智”。这些观法，可能会使那些因病魔缠身而精神负担沉重的人变得达观一些。

（3）法藏特别提倡把“看话头”与“参请”结合起来：“复有看话头而不肯参请者，又有执参请而不看话头者。皆偏枯也。何不向话头疑处著个参请，参请疑处反复自看？如此参，如此看，两路夹攻，不愁不得。”[166]“参请”指参禅人向外的参究学习，包括禅师的机锋，棒喝和对公案、话头的解释等。而看话头则完全是内功夫。法藏认为，要想得悟，不应该把对外参学与向内自省对立起来，而要让二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这样一来，除看话头以外，禅的其他形式也有了合理并存的必要。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法藏作《五宗原》，神化“五家宗旨”，主张全盘接受禅宗遗产。

对于五家宗旨的探讨，在法藏的早年就开始了，但结果使他频感失望：“及考迩来诸尊宿语录，虽不多见，然于五家宗旨，概无吃紧语，未尝不置卷长叹也。”[167]经过多年研究，“既有所立”，但又“苦无先达为证”，于是就“不远千里”到处参请，而“诸方尊宿欲抹杀五家宗旨，单传释迦拈花一事，谓之直提向上”[168]。也就是说，当时的“尊宿”，并不承认有独特的五家宗旨，而只承认有“释迦拈花”的传承存在。所谓“释迦拈花，迦叶微笑”，是关于禅宗创宗不立文字、默传心印的传说，在北宋中后期开始流行。至此，一些禅师重新提出来，似在反对五家的宗派纠葛，认为宗派纠葛有违禅宗“明心见性”的初衷。所以有的禅师照直对他说：“五家宗旨是马祖以下人所建立，非前人意也，子盍简释迦而下逮于六祖三十四传之偈。其禅原无许多事，若向马祖之下辄作禅语，则恶俗不可当矣。”[169]
自《宝林传》以后，禅家说本宗传承，公认西天有二十八祖，东土至慧能为六祖，这里讲“三十四传”，就是指西、东传的总和（其中菩提达摩是重复计算）。《宝林传》并载有每个师祖的传法偈言，《坛经》名为“传衣付法颂”。这个以五家宗旨为“恶俗”的禅师，提倡的就是专门研习这些偈颂，而将道一以下的所有禅语都不当作参究的对象。这种禅风，在明清之际的禅众中，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当法藏问及临济宗时，有位禅师说：“我不用临济禅，我今尽欲翻掉他窟子，从六祖而上，直溯释迦老汉，绍其法脉耳。若接临济源流，便有宾主等法。若有宾主等法，便有生死矣。”[170]当法藏向另外几个禅师请教临济宗的“三玄三要”时，他们“皆贬三玄三要为谩人语，无如是事”。[171]由此可见，当时禅宗界对所谓五家宗旨极为轻视，更不能把它们作为禅修应该依据的准则。

法藏的目标就是要大力振兴五家宗旨。在他的语录中，有许多论述各家宗旨的内容。天启五年（1625）法藏所作的《五宗原》，对五家宗旨进行了系统整理。总的来说，包括三项内容。

第一，弘扬慧洪重新厘定的禅宗五家的系谱。

自《祖堂集》开始，禅宗突出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两系法脉，并大体孕育了“五宗”的脉络：在编排次序上，是先青原，后南岳；青原下出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宗；南岳下出沩仰、临济两宗。此后的《景德传灯录》大体沿系这一体例，唯在编次上，是先南岳后青原。然而，自慧洪等宣传崇信出自天王道悟，天王道悟嗣法于道一，从而把云门和法眼两宗归于南岳怀让法系，这种说法影响不小，宋元以来袭其说者不乏其人。法藏即据慧洪之说，认为“六祖花而出二枝，南岳怀让、青原行思是也。让出四叶”，即临济、沩仰、云门、法眼；“青原一枝出一叶”[172]，即曹洞宗。这些说法，全无新意，但他旧话重提，在当时的禅宗中却是别树一帜。

第二，概括五家宗旨的要点并做新的解释，法藏说：

此其为三玄也，三要不必言矣；四句齐行，金刚王也；全威独露，踞地师子也；以此验人，探竿影草也；究竟则一喝不作一喝用也，此四喝之谓也。……此四料简也。……此四照用也。……此四宾主也。临济宗旨大略具矣。

此五位君臣也，而五位王子亦具焉。此曹洞宗旨也。

函盖乾坤也……截断众流也……随波逐浪也……一字关也。此云门宗旨也。

以拄杖于空中作圆相……此沩仰宗旨也。

此六相义，而法眼宗旨具也。[173]

很显然，这里讲的五家宗旨，是吸收了法眼文益《宗门十规论》和智昭《人天眼目》的观点，也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但在《五宗原》中，则加入了宋以后各派禅师比较常用的机语。他的主要创见，在于对已概括的五家宗旨做新的解释。例如，他对“云门三句”就做了如下的发挥：

云门家有三句律之以定宗旨：曰：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以其函之盖之，乾坤固密，便能截断生死之流，不妨随波不沉，逐浪不汩。今之一句咒语，云唵折隶主隶准提莎诃，岂不函盖乾坤？如此一句，岂不截断生死？凡有所求也，则曰唵折隶主隶准提；所求某事，莎诃，岂非随波逐浪之句乎？[174]

“函盖乾坤”实际解释为“理”，证得此“理”，即能截断生死之流；运用此“理”，则不妨随逐生死而不会沉沦。他认为这三句云门宗旨的全部含义，都可以用一句咒语“唵折隶主隶准提莎诃”代替。这一咒语由两部分组成，“莎诃”可以单独用，也可以作为咒语的结句用，所以法藏把它分解为三种意思与云门三句相应。事实上，咒语本身是否具有他所诠释的那些意思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把一家内容繁多的宗旨归为一句咒语，本质上是把它们演变成一个话头，从而使一宗之风统摄到了看话禅中。其所以采用咒语来归纳一家宗旨，则是受了元以来流传的密宗的影响。

第三，神化五家宗旨，推崇威音王佛。法藏说：

尝见绘事家图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圆相之后则七佛各有言诠，言诠虽异，而诸佛之偈旨不出圆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声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声之外，未有出载，无所考据，文字以前，最上事也。……圆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175]

在某些佛经神话中，威音王佛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佛。有些禅僧则把威音王当作本心佛性、“实际理地”的形象化说法，他离言绝相，只能用圆相来表示。法藏据此认为，五家宗旨不是在中国禅宗发展到特定阶段中的产物，而是一直蕴含在威音王佛中，只是为五宗体现出来罢了。这样，五家宗旨就成了威音王佛的显现，各表现了它的一面，比之“释迦拈花，迦叶微笑”所传的宗旨具有更高的神圣性。

法藏之所以强调五家宗旨，在当时有特殊的针对性。他说：

比年已来，天下称善知识者，竟以抹杀宗旨为真悟，致令无赖之徒，无所关制，妄以鸡鸣狗盗为习，称王称霸，无从勘验，诚久假而不归矣。[176]

由于抹煞“宗旨”，无从勘验禅众所行的真伪，以致出现了一些无赖之徒，以鸡鸣狗盗称王称霸，这种抨击可谓激愤之极。至于他们的表现，与法藏同时代的曹洞宗禅师无异元来列举过：

近时妄称知识者，行棒行喝，入门便打，入门便骂，不论初心晚进，妄立个门庭，皆是窃号之徒。鼓动学者一片识心，妄兴问答，竖指擎拳，翻筋斗，踢飞脚，大似弄傀儡相似，使旁观者相袭成风。[177]

元来还说，这些人“胸中无半点禅气，强作机锋；肚里怀一块肮脏，伸为问答。鬼见拍手而笑，人逢侧目而嗔”[178]。元来的指责近乎辱骂。但从中可以看现，被斥责的这类禅风为数不少。《五宗原》之作，是在理论上做声讨，目的在唤醒禅者回到五家宗旨，特别是回到看话禅的轨道上去。

关于法藏等人所揭露的诸种“禅病”，是否真的为“病”，从事棒喝、翻踢的禅者，是否就是“以鸡鸣狗盗为习”，姑且不论，问题是，在当时处在这股风浪的顶尖，足以“称王称霸”的代表人物是谁呢？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唯以一条白棒从头打到尾的乃师圆悟。圆悟对法藏的观点深恶痛绝是不可避免的。

三 圆悟对法藏师徒的批判

崇祯三年（1630），圆悟得到法藏送去的《五宗原》，未阅全文，束之高阁。不久，圆悟的同门圆修致书批评法藏。法藏回书反驳。崇祯六年（1633），圆修把法藏的回信寄给圆悟，请其裁决。圆悟听说“汉月藏每提唱时喜为穿凿，恐后学效尤，有伤宗旨，因其省问，乃为规诲”[179]。他是如何“规诲”的，不知其详。次年，圆悟著《辟妄七书》，揭开批判《五宗原》的序幕。

崇祯九年（1636），法藏已死，圆悟又著《辟妄三录》，再次批判。法藏弟子潭吉弘忍为维护法藏之说，兼驳圆悟，著《五宗救》十卷。圆悟曾说“潭吉聪明伶俐，博极群书，其所作《五宗救》，读书人爱看”[180]。但在潭吉弘忍死后不久，崇祯十一年（1638），圆悟推出《辟妄救略说》十卷，对法藏、弘忍师徒一起清算。

《辟妄救略说》按过去七佛到密云圆悟（附法藏）历代佛祖传记的顺序排列，摘录弘忍《五宗救》的言论附于每条之后，逐条批驳，矛头则主要指向法藏。论述比较杂乱，但中心思想突出。

首先，斥责法藏不尊师长，是无君无父，乱臣贼子。他说：“古人道：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汉月抹杀老僧，便是外道种子，所以老僧竭力整顿他，亦为道也，非为名分也。”[181]又说：“汉月妄攀高峰为得心之师，觉范为印法之师，真师则临济，正若世间无父之子，认三姓为父亲，遗臭万年，唾骂不尽。”[182]“世有读书君子，明理高贤，以为如此人者，能逃孔孟贼子之笔伐，无父之口诛否耶？”[183]
圆悟的这类咒骂，从宋明的儒家道学看，是义正词严，冠冕堂皇，因为“天地君亲师”，师已上升到与君亲并重的伦理地位，当然是违逆不得的。但就禅宗而言，却不尽然。唐禅以超越佛祖为洒脱，宋禅把呵佛骂祖视作解脱，一般禅者也以弟子创新为师之能；师辈也不以弟子违于己说而视作叛逆。因此，禅理禅风不断翻新，显得思想十分活跃。至于圆悟，以师长的身份压人，身份成为真理的象征，表明新儒学的伦理观也已深入禅众。因此，法藏的失败，是被历史地注定了。

其次，是对法藏神化五家宗旨的批判。圆悟说：

汉月不识五宗正旨，妄捏一○，为千佛万佛之祖，则千佛万佛，正法眼藏，已被汉月抹杀。更谓五宗各出○之一面，任汝作《五宗原》、《五宗救》，建立五宗，实乃抹杀五宗。任汝执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简，举扬临济，实乃抹杀临济。[184]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五家宗旨？什么是真正的临济宗旨？这就涉及禅法本身问题。

圆悟认为，所有禅家宗旨，只有一个，即“从上已来，佛法的大意，惟直指一切人，不从人得之本来，为正法眼藏，为曹溪正脉，为五家无异之正宗正旨”[185]。圆悟的“直指一切人心”，既是佛祖的宗旨，也是五家共同的宗旨，此外别无宗旨。

显然，圆悟此说缺乏禅史知识。因为以圆相○示佛理，佛理即是诸佛的本源，是始自沩仰宗的慧寂，并不是法藏的“妄捏”。从“圆相”说的理论形式上看，它属于禅宗中的理学派；以“一心”为诸佛起源，因而强调“直指人心”，我们称之为禅宗中的心学派。实际上，理学派的理，本质也是“心”；心学派的“心”，也有“理”的含义。所以从哲学本质体论上看，二者没有原则区别。圆悟用“直指人心”批驳法藏的圆相，没有展开心学与理学的分歧，而是以意气用事代替了理论分析。

其实，圆悟本人对五家宗旨的论述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否定五家各有宗旨；另一方面，在分述各宗时，又肯定各派确有自己的宗旨。关于临济宗，他就反复强调：“此临济建立宗旨，唯问著便打而已。”[186]“老僧只据临济道，你但自家看，更有什么？山僧无一法与人，是临济宗旨。”“老僧拈条白棒，问著便打，直教一个个迥然独脱，无倚无依，者便是老僧的宗旨。”[187]这样，“无一法与人”和“问著便打”都是临济宗旨。

若按这样的标准计算，则宗旨可以多到不可数。显然，圆悟在这里把禅宗的共性同各派的特性，把各派的禅理及其禅风都混为一谈。这暴露了当时禅师们理论水平的普遍粗浅和低下。

如上所述，圆悟一生以“问著便打”著称，并引以为自豪。潭吉弘忍把“打”称为“狂”，把“骂”称为“泼”，对他进行抨击。圆悟也坚决驳斥，他列举了“黄檗打临济，大觉打兴化”，而“天下万世，未有指为狂打者”的事例；列举了某些尊宿用“噇酒槽汉，屎床鬼子”骂人，而“天下万世，未有指为泼骂者”的事例，证明“打”和“骂”正体现了禅的“全机大用”。圆悟认为：“妄称狂打泼骂自潭吉始，使天下万世，疑打即是狂，骂即是泼，师家束手结舌，不敢以本分草料接人，自潭吉一言始矣。”[188]作为一个禅师如果不能打骂，就只有“束手结舌”，等于说，禅师的全部本领只有打和骂了。

四 无明慧经的农禅兴宗

自元初行秀弟子雪庭福裕受诏住持少林，到明代中期，嵩山一直是曹洞宗的主要基地，吸引了各地众多的僧人前来参禅。但从这里产生的有影响的禅师，则为数寥寥。真正使曹洞宗振兴起来、形成全国性影响的，是明代末年的无明慧经。

慧经（1548—1618），号无明，抚州崇仁（江西崇仁县人），俗姓裴。9岁入乡校，21岁出家，到江西黎川廪山求学于蕴空常忠。常忠（1514—1588）的知名度没有当时幻休常润高，但对慧经的影响很大。据“杭州径山嗣法曾孙道盛”撰《建昌廪山忠公传》记，常忠是建昌人，“少时习姚江良知之学，尝以自有别见当揭明之”。常忠出家之后，到嵩山参见小山宗书，并游历五台、北京等地。小山宗书住持北京宗镜寺，他“服勤三载，深得其旨”。后来他回到江西黎川廪山隐居，而“独与大参罗近溪汝芳征、邓潜谷元锡二公相与论性命之学，间拈《金刚》、《圆觉》，发挥宗门大意，及举向上事，剖决良知，扫除知解，皆超出情见”[189]。据此，常忠是用佛教教义“剖决”王学的中心概念“良知”，并由之所阐发“性命之学”的。可惜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具体内容难详。常忠并不广交士大夫，曾把一些缙绅名士拒之门外。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彼且多知多解，肉饱酒醉，来寻长老消闲。予粥饭僧，那有许多力气，与他搔皮宽肚，取人爽快，图人赞叹也。”[190]这是一个不愿给人作消闲材料，不甘清客身份，而有独立性格的禅师。这对慧经是有影响的。

常忠曾有自己的志向：“当嘉、隆间，宇内宗风，多以传习为究竟。师疾时矫弊，志欲匡扶大法，而力未迨，以故终身韬晦。”[191]他反对的“以传习为究竟”，是指嵩山传习的评唱，他力图加以改革，而响应者少，所以不得不“终身韬晦”。直到慧经“从其剃落，后蒙记莂，始为弘扬”。[192]而常忠未申之志，在慧经那里得到实现。

慧经随侍常忠三年，后到鹅峰山住二十八年。[193]万历二十八年（1600），慧经到各地游历参访，曾见到云栖袾宏、无言正道、瑞峰广通等当代名僧。据德清撰《新城寿昌无明经禅师塔铭》记，慧经还曾前往京都，谒达观（真可）禅师，达观“深器重之”。[194]
此中涉及慧经传承关系的有两个人：其一是无言正道（1548—1618），幻休常润的弟子，继住少林，被视为曹洞正宗；其二是瑞峰广通，笑岩德宝的弟子，属临济宗。广通对慧经也有影响，黄端伯在《寿昌语录序》中说慧经“最初从廪山发悟，而末后印法于五台（广通）”，把慧经归于临济宗。慧经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初次开堂说法，即宣布嗣法常忠，确定自己属曹洞宗系。尽管如此，到清初仍有人提出慧经一系的归属问题。

万历三十六年（1608），慧经受请住持福建董岩，不久重返宝方寺。第二年，迁住建昌府新昌（江西黎川县）寿昌寺，直至逝世。习惯上即把他这一派称为曹洞宗寿昌系。关于他的言行，有其弟子元来所编《寿昌无明和尚语录》二卷。

慧经在江西振兴禅宗，主要借助农禅扩大丛林规模。在他出家后的四十余年中，除两三年行脚外，都是住山开田。在鹅峰山时，他“凿山开田，不惮劳苦”；在宝山寺时，他“虽临广众，不以师道自居，日率众开田，斋甫毕，已荷镢先之矣。时有志于禅者日渐集”。至于寿昌寺，他“居败屋，日中率众开田，一如宝方，未尝少倦。数载之间，重建一新，庄严伟丽，甲于江右丛林”。他的弟子元贤说：“四十余年，锄犁弗释，年迨七旬，尚混劳侣，必先出后归，未尝有一息苟安之意。三刹岁入可供三百众，皆师血汗之力也。”[195]他的另一弟子元来说：“入山躬自作务，力田饭僧。凡鼎建梵刹大小十余所，皆吾师一镢之功也。”[196]慧经正是以倡导并带头劳动，将禅建立在保障自给的经济上，才使禅众不断扩大的。在宝方寺，“四方闻风而至者，络绎于道，挂搭常数千指”；[197]在寿昌寺，“二十年来，千指围绕”。[198]
慧经的农禅，是对百丈怀海的自觉效法，他说：“山僧昨早停箸，披蓑顶笠，[image: ]头到晚，犹不觉倦。若不履践至百丈堂奥，焉能禁得大众？”[199]在他看来，“能禁得大众”的，不是精深的学问，而是解决大众的衣食问题；以亲身劳动带动大家共同劳动，才是禁制大众不失散、不违戒的根本途径。也正因如此，他受到推崇，被尊为“寿昌古佛”。“学侣参寻，每将镢柄为禅杖；尊宾顾访，且就蓑衣准布袍，故有‘寿昌古佛’之称。”[200]
慧经“常示参徒”，“牵犁拽钯，法法全彰，岂待老僧再举扬乎”[201]！开田垦荒、牵犁拽地，就是示以佛法，用不着再有什么说教。德清说他“生平佛法，未离[image: ]头边也”[202]。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慧经贯彻的农禅制度非常彻底。其表现之一，就是拒绝接受官僚王公的布施，所谓“历主三刹，皆不发化主，不扳外缘”。[203]当时的达官显贵进山，总要“斋香修敬”。对于这些人，慧经“漠然不答”。寺中知事劝他“稍循时宜”，他回答：“吾佛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为佛儿孙，而违佛制，是叛佛也。”[204]这是因为有了独立的经济，所以才有独立的品格。而这种禅宗的独立性，只有在中央集权薄弱或失势的年月才能实现。

慧经一反明代禅宗风习，主张保持禅林的纯洁性，反对把“禅坊”变为“应院”。洪武年间，明王朝规定禅、讲、教分宗。由于官民法事盛行。“教”寺香火旺盛，赴应僧赚钱十分容易，所以禅僧多兼作法事。这种风气也曾流到慧经创业的山寺，他大加斥责：“汝邀一时之利，开晚近流弊之端，使禅坊流为应院，岂非巨罪之魁也！”[205]
从这类言行看，慧经努力恢复的，确是晚唐农禅的模式，在振兴江西丛林中有不少号召力。但拒受布施，不作法事，大约只能行之于他所住持的寺院，并不能改变元明以来的旧风。

在对待各种禅学形式方面，慧经继常忠之志，反对讲习评唱，也反对钻研公案机语，他指出：

参禅者须得禅源底要妙，方有语话分。此语无来由，没格式，但应机便用，实无有铺排，着量之言。所以云：“无味之谈，塞断人口。”如僧问赵州：“如何是道？”州曰：“门外是。”……此等语话可商量乎？尽是禅源到底句，但具眼者自然相契。[206]

意思是说，机语是“没来由，没格式”的“无味之谈”，不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含义悟解。只有“得禅源底要妙”，“具眼者”自然契会。所谓“具眼”，这里指具有“道眼”；“道眼”能令人明慧，所以又名“道眼明”。慧经认为，令人“道眼明”的唯一的方法是看话头。慧经说：

参学之士，道眼未明，但当看个话头……如是最是省力，不须念经，不须拜佛，不须坐禅，不须行脚，不须学文字，不须求讲解，不须评公案，不须受皈戒，不须苦行，不必安闲，于一切处，只见有话头明白，不见于一切处。[207]

他这里讲的看“话头”，也是明末的潮流。他的特点是针对性强，目的是用以取代讲习评唱。而看话头的方法也没有定式，禅者只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个话头上，令心力不要旁涉就足够了。这样，看话禅被简化了，同劳动的结合也更容易密切了。

在慧经的弟子中，以寿昌元谧、晦台元镜、博山元来和鼓山元贤较为著名。

元谧（1579—1649），字见如，一字阒然，南昌人，俗姓胡。21岁到宝方寺见慧经，要求剃发，未获应允，遂去抚州金山，随铠法师出家。一年后，返回宝方寺，一直追随慧经，先作火头，后为维那。元谧接受了慧经的禅学传统，重视参究话头；对扩大丛林建设多有贡献。后继慧经住持寿昌寺二十余年，并重建了宝方寺和本邑的龙湖禅寺。关于他的言行，有弟子道璞集的《见如元谧禅师语录》一卷。

元镜（1577—1631），字晦台，别号湛灵，福建建阳人，俗姓冯，万历三十二年（1604）出家，随慧经住宝方寺和寿昌寺。万历四十三年（1615），从博山元来到福建大仰，晚年归隐武夷石屏山，被称为“武夷第一代禅祖”。关于他的言行，其弟子觉浪道盛编《晦台元镜禅师语录》一卷。李长庚作《武夷第一代禅祖东苑镜公大塔塔铭并序》，附在《语录》之后。

元镜弟子觉浪道盛，是寿昌系的后起之秀。他先后跟随元来、慧经、元镜习禅，元镜曾以“寿昌宗派并书偈付之”。元谧也很看重道盛，后来让他代替自己住持寿昌寺。

五 博山元来的兼容思想

元来不同于其师慧经，不专以劳作为务，而是以禅律并行治理丛林，禅教兼重，又盛倡净土信仰，其影响远元超过慧经。

（一）禅律并行，禅教兼重

元来（1575—1630），又名大舣，字无异，俗姓沙，舒城（安徽舒城县）人。16岁到金陵瓦棺寺，听讲《法华经》，后至五台山出家，从天台宗僧习止观法门。他后来追述这段修行过程说：

参五台山静庵通和尚，蒙示三观之旨。先修空观，一空一切空。彼时于蒲团上，当下不知血肉身心前境，不知有山河大地。如此五年。[208]

显然，元来注重的是天台宗的坐禅观想，所以一直勤于此，“尝露坐松下，不知晨夜，蚊蚋集躯，如唼槁木”[209]。由此形成他终生重视禅修实践的作风。

五年之后，元来慕名到鹅峰参见慧经，见他貌似田夫，遂未停留便去福建白云峰，苦修三年，有所证悟。然后又到宝方寺见慧经，慧经让他为首座。27岁，至鹅湖访袾宏弟子心和尚，“受菩萨毗尼”。在此期间，曾三次拜见袾宏，袾宏书写“演畅真乘”相赠。

从28岁开始，元来独立住持寺院。初住博山（江西上饶）能仁禅寺，后三十年中，住持过福州董岩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和金陵天界寺等，在江西、福建和江苏一带颇有影响。

明末，南方禅宗崛起，涌入禅门的僧人普遍轻视戒律。元来以戒律约束僧徒，受到社会好评。他能够住持博山能仁禅寺，就是当地官僚士大夫看重他这一特长。“博山故韶国师道场，荒废日久，寺僧皆肉食者流。广文君倡诸缙绅，偕寺僧请和尚。和尚至，则诛[image: ]为屋，仅足容膝，而禅律并行，蹶然兴起。鹅湖闻和尚居博山，即以授戒仪轨[image: ]之。”[210]他以戒律治理丛林，有很大的号召力，前来请他授戒的人很多，“学士大夫、文学布衣，礼足求戒者，动至数万”。[211]
元来也很重视参究话头，但不像慧经那样用它代替一切。他鼓励学徒多读佛典：“夫为学者，凡经律论三藏文字，大小偏圆，靡不遍涉。”[212]他认为宗与教不应该相互褒贬：“然宗教殊途，皆归一致，都城趋入，迟速不同。非敢以宗抑教，以教抑宗，真有所抑，即是魔人。”[213]他本人即颇通经典和诸宗教义，增强了对文人的影响力。“姑苏刘监军锡玄，素慕和尚，闻和尚在金陵，走谒焉。询义以台教，辩如悬河，和尚为剖疑义，更示以别传之道，监军窅然自丧。”[214]据《无异元来禅师广录》载，他经常为僧人和士大夫讲解天台、华严和唯识等宗的教义。他自撰《宗教答响》五卷，专门论述宗与教的相通关系。这种禅教并重的做法，适应了整个佛教发展的大趋向，这是他名重一时的重要原因。

刘日杲曾高度评价元来：“明兴二百年，宗乘寥寥，得和尚而丕振，猗与盛哉！禅律不相谋，宗教不相为也，而和尚法嗣寿昌，律传鹅湖，殆兼之矣。”[215]认为元来改变了明代二百年来禅宗萎靡不振的局面，是溢美之词，但指出元来打破了“禅律不相谋，宗教不相为”的框框，促进了禅律并行、禅教兼重的发展，则是事实。

元来的门徒编有《无异元来禅师广录》三十五卷，收录他六坐道场的语录及杂著、拈古、颂古、书启、诗文、传记等；元贤从中筛选，编为《博山无异大师语录集要》六卷。

元来一系后被称为寿昌系的博山一支，其传承法号有二十字：“元道宏传一，心光普照通，祖师隆法眼，永传寿昌宗”。[216]元来的门徒很多，在他第二次住博山时，“朔既燕都，南尽交趾，望风而至者，岁以千计”[217]。知名的弟子有长庆道独（1599—1660）、雪磵道奉（1597—1675）、古航道舟（1585—1655）、瀛山智訚（1585—1637）等。其中智訚曾住持博山、福州鼓山、杭州虎跑、信州瀛山等处，影响较大。他的思想没有超出元来的范围。关于他的言行，有《雪关和尚语录》六卷和《雪关禅师语录》十三卷。

（二）禅与净土，“当求一门深入”

在禅宗史上，关于禅与净土的关系问题，始终意见不一。当明清之际，禅宗重兴，再次出现了排斥净土信仰的思潮，元来则是卫护净土信仰的代表。他批判当时的一些现象说：

慨末法我相自高，边见分执，贬净土为小乘，指念佛为权行，甚者向人诞唾下，觅尖新语句，蕴在八识田中，以为究竟极则。及乎到头，一毫无用，是之谓弃楚壁而宝燕石，反鉴而索照也。[218]

将净土信仰斥于禅外的人，是要用参究话头取代佛教一切法门。据元来看，这将“一毫无用”。他的观点是：“禅净无二也，而机自二。初进者，似不可会通，当求一门深入。”[219]他的意思是说：“禅”与“净”本身并无区别，由于行者根基不同，禅与净始划分为二。初学者尚不能将二者会通为一，则参禅者可专心看话头，求西方者可专心于念佛。就是说，禅净结合最好，否则禅净单修也行，但绝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以后元来指导学人修习，或参禅，或念佛，都没有背离这一原则。

元来提倡禅净无二，其中的“净土”，首先指的还是唯心净土，所谓“十万亿刹之外，不出一心”[220]。他作《净土偈》一百零八首，每首都以“净心即是西方土”一句开头，其中前三首是：

净心即是西方土，行遍西方步不移。无影树头非色相，瞥然起念便支离。

净心即是西方土，念佛声消我是谁。彻底掀翻“谁”字窟，三家村里活阿弥。

净心即是西方土，何必瞿昙万卷书。霹雳一声聋两耳，全身拶入赵州“无”。[221]

第一首是重述唯心净土的原理，无甚特色。第二首是接受袾宏关于融通禅净的思想，并纳入看话禅。他曾指出：“我云栖师翁将禅净二途缚作一束，教人单提一句‘念佛是谁’。”[222]即用看“念佛是谁”，代替念诵阿弥陀佛；通过“念佛声”，“消我是谁”的“我执”观念。如果参透这个话头，就是“彻底掀翻‘谁’字窟”，将“我执”彻底掀翻，也就达到了念佛求见阿弥陀佛的目的。第三首，是用念佛代替看话头，认为二者会有同样的效果：念佛若念到无其他知觉的程度，等于看赵州“无”字话头所达到的境界。

这种“净心即是西方土”，在具体运用上可以有很多方面，但就唯心言净土来看，本质上是反西方净土的，属于禅宗的老调。但是，若依据修行根机来分，禅与净土是两种法门，这里的净土，就是西方净土：“如果提一句弥陀，当以信、行、愿为资粮。信者，信自心有成佛底种子，信有弥陀可见，信有净土可生，信我念佛将来毕竟见佛，毕竟成佛，更无疑虑也……”[223]既然承认“有弥陀可见”，“有净土可生”，那么，弥陀和净土就不是存在于自我心中，而是外在可崇拜的对象。在这里，元来还把西方信仰当作“资粮”，即手段。但在另一些地方，他把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完全沟通起来：

然行人念佛，正当发愿往生，不可执目前净土。大方之家，安可滞一隅，谓之心净土净，正所谓弃大海认浮沤为全潮者，不迹迷乎？……果将一句弥陀，念教不念自念，究竟到一心不乱，则唯心之理，不言可喻，又何妨发愿往生乎？[224]

他认为，以“心净土净”反对求往生，是愚迷的表现；而念诵佛号求往生，最终也能达到唯心净土的境界。看来，矛盾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只是在实践上调和了。

与此相应，他将历史代禅师呵佛骂祖等反对偶像崇拜的言论当作“权语”，以便把西方净土纳入禅中：“是故求一门深入，不可滞祖师权语，又不可滞抑扬之说也。……祖师亦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又云：‘念佛一声，三日潄口。’祖师意总不在此。”[225]最后，他依然是重述念佛会有佛力冥资，易于参禅等老调：“此净土一门，仗果位中佛，发大弘誓，广摄念佛行人，比于诸法门中，似省力也。”[226]
元来提出的禅净可以不必兼修，当求一门深入的主张，影响不小。他的同门师弟元贤更做了进一步发挥。元贤告诫禅僧，不论是参禅还是念佛，能同样达到解脱：“又有一等人，才念佛又愁不悟道，却要参禅，心挂两头，功不成就，全不知念佛也是这心，参禅也是这心，参禅参得到的，念佛也念得到。”[227]
然而在元贤的继续解释中，却从禅净可以不必兼修，变成了禅净不可兼修：

问：参禅兼修净土可乎？曰：参禅之功，只贵并心一路，若念分两头，百无成就。如参禅人有一念待悟心便为大障，有一念恐不悟心便为大障，有一念要即悟心亦为大障，况欣慕净土诸乐事乎？况虑不悟时不生净土，已悟后不生净土乎？尽属偷心，急加剿绝可也。[228]

这样一来，参禅和念佛不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而是相冲相克、水火不容的。尽管二者都可以独立达到解脱的目的。

元来和元贤这些充满矛盾的主张，反映了明清之际净土思潮的高涨，使禅宗处在两难之中，最后不得不以承认净土为独立的解脱法门，来保持禅宗绝对内向的纯净。但这种日子也不多了。

六 永觉元贤的禅学特点

元贤（1578—1657）字永觉，俗姓蔡，建阳（福建建阳县）人。未出家前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是一个典型的“以儒而入释”的禅师。他喜好宋代理学家的著作，尤其“嗜周、程、张、朱之学”，25岁到寺院听讲《法华经》，对佛教产生信仰，便继续研习《楞严》、《圆觉》等在当时最流行的佛典。万历三十一年（1603），往福建董岩，随慧经习禅，慧经还指导他参究“干屎橛”话头。

万历四十五年（1617），元贤正式出家。一年后慧经圆寂，又随元来习禅三年。至46岁，闭门三年，阅读大藏经。自57岁以后的二十余年，先后住持福建鼓山涌泉禅寺、泉州开元禅寺、杭州真寂禅院和剑州宝善庵。其弟子为霖道霈称他“四坐道场，大作佛事，言满天下，道被域中”[229]。

元贤是继元来之后曹洞宗最有影响的禅师。他重建了许多废弃的寺院，他居住时间最久的鼓山成为“八闽丛林之冠”。“山中所依止率三百余人；问道受戒，不啻数万人。”[230]
元贤晚年，正是明清交兵的年月，南方战事频仍，生灵涂炭，人民蒙难，死亡狼藉。元贤率领僧徒，从事赈济灾民、葬埋死者等慈善活动。如清顺治七年（1650），率众“收无主遗骸千余瘗之”。顺治十二年（1655）春，兴化、福清、长乐一带，“罹兵变，饥民男妇流至会城南邻……师乃敛众遣途，设粥以赈。死者具棺葬之，凡二千余人，至五十日而止”[231]。中国佛教在战争年代从事大规模的社会救济活动，大约应该从元贤算起。

元贤的社会视角广，关心的问题也多，反对溺杀女婴的陋习是其中之一。他说：

今世俗溺女，正所谓杀无罪之子，愆之莫大者也，而世俗恬不知怪，视以为常，不亦异乎？昔孟子谓：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直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其爱子之情，岂有择于男女哉。[232]

元贤以精通儒释闻名，本人也很自负，临终述怀，竟以拯救儒士和禅者为嘱：

老汉生来性太偏，不肯随流入世廛。顽性至今犹未化，刚将傲骨救儒禅。儒重功名真已丧，禅崇机辩行难全。如今垂死更何用，只将此念报龙天。[233]

在他看来，儒士追求功名而丧尽真性，禅僧巧言善辩则正行难全。此话讲于明亡清初之际，是否别有所指，很难推度，但最后要将此念报“龙天”，确实特别。在佛徒中，一般不会说“报龙天”这种话的，尤其是一个知识僧侣。

元贤一生著述很多，道霈说：“师平生说法语录及诸撰述共二十种，凡八十余卷，盛行于世。”[234]元贤自述其著作“凡二十种，计一百余卷”。[235]道霈集元贤的语录及部分杂著，编为《鼓山永觉和尚广录》三十卷。除了上堂说法语录之外，他的著作可分为四类：一是史传，包括两部《灯录》，一部地区僧史和重修的两部分寺志；二是禅学论述，以《洞上古辙》二卷为代表；三是“会通儒释”之作，主要是《[image: ]言》；其四是注疏，包括《楞严翼解》、《楞严略疏》、《金刚略疏》、《般若心经指掌》、《法华私记》等。

元贤很重视编撰禅宗的史书，用力甚大。为补《五灯会元》的不足，他于顺治六年（1649）编撰了《补灯录》，补记了一百八十五人，希望能“发前贤之秘光，开后学之智眼”。[236]两年之后，他又补了《五灯会元》和《五灯续略》的不足，编撰《继灯录》六卷，分述临济（始于第十八世）和曹洞（始于第十六世）两宗，其影响大于《补灯录》。

元贤的《建州弘释录》二卷，是在元来鼓励下编撰的，完成于崇祯二年（1629）。元来指出，他早年游历福建，知道这里是“理学渊薮”，后读《灯录》，又知道“建州为禅学渊薮”。[237]因此劝元贤写一部他的故乡僧史。元贤遂“博探群籍，取诸师之产生于建者，或开法显化于建者，悉录而传之”，[238]记录了从唐到明的名僧七十七人。

元贤整理和续编了两部山、寺志书，即续编《泉州开元寺志》和《鼓山志》。后者原为两卷，未最后定稿。

元贤对临济和曹洞两宗的研究，独具心得，认为两家禅学具有一致性。他说：“予三十年前学临济，三十年后学曹洞，自从胡乱后，始知法无异味。”[239]在临济禅学方面，曾作《三玄考》，重新解释三玄三要。而费力最多的，最研究曹洞宗禅学。清顺治元年（1644），写成《洞上古辙》二卷，顺治五年（1648），经“再四订定”，最后定稿。此书把曹洞宗旨的源头归结到希迁的《参同契》，认为“参同契”乃“洞宗之源也”；[240]元贤还对五位君臣、偏正回互等曹洞宗义，重新解释，并选集了历代曹洞禅师若干言行。

元贤在讲到撰写《洞上古辙》的背景时指出：

至我明弘治中，有《四家颂古注》，嘉靖中，有《曹洞宗旨绪余》及《少林笔记》等书，悉皆谬妄，迷乱后学。……乃作《洞上古辙》二卷，尽删邪说，惟取古德旧案，类集成书，间有发明考订，乃不顾危亡，直犯忌讳。[241]

《洞上古辙》在于用“发明考订”的方法，批驳谬妄，厘清迷乱，而矛头则是直指《曹洞宗旨绪余》及《少林笔记》等代表的嵩山系曹洞宗。因此，《洞上古辙》的性质与法藏的《五宗原》相似，也有反权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曹洞禅师在禅思想上的差异。

元贤论述儒释关系的著作是《[image: ]言》。写于崇祯五年（1632）的《续[image: ]言序》说：“昔余居荷山，因诸儒有所问辩，乃会通儒释，而作《[image: ]言》。”[242]所以他强调的是儒佛二教的一致性：“人皆知释迦是出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243]视佛为出世之教，儒为入世之教，二者分工治世，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现在元贤则把二家圣人完全等同起来，他们是出世的，同时也是入世的。

《[image: ]言》的内容比较庞杂，引用大量儒典，涉及历代很多儒士，分析了不少哲学命题。但比较集中论述的，仍然是心性问题。在谈及和程朱及王阳明的学说与禅宗心性论之同异时，他说：

佛氏论性，多以知觉言之。然所谓知觉者，乃灵光独露，回脱根尘，无待而知觉者也。阳明倡良知之说，则知待境起，境灭知亡，岂实性之光乎！程朱论性，直以理言之，谓知觉乃心，心中所具之理为性，发之于四端为情。阳明之良知，正情也。即欲深观之，则此情将动未动之间，有灵灵不昧，非善非恶者，正心也，岂实性之理乎？[244]

这是一个禅僧对于宋明儒学热门话题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以《圆觉》、《楞严》为代表的“佛氏”，即禅宗的主流，以“知觉”为人的本“性”。但此“知觉”与王阳明的“良知”不同：佛氏之“知觉”，是无条件的存在；王氏的“良知”则受对象的限制。程朱把人“性”归为“理”在心中的显现，知觉仅归为心的功能，理成了知觉的本体。这是三家的差别。元贤认为，儒家两说都不究竟：王氏之“良知”，属于道德化的“善”；“善”是“情”的一种，故曰“正情”；程朱之理，“发之于四端”者，也是善，与王氏之“情”是一回事。但在此“情”之上，即“此情将动未动之间”，善恶尚未分化，是谓“正心”，即“灵灵不昧”的“知觉”，这才是“实性”所在，而不是别有其“理”的存在。因此，王学是讲情而非“性”；程朱讲“理”亦非“性”，只有禅宗的“知觉”才是“性”，也与儒家的“正心”之旨相合。

注重讲经注经也是明代佛教界的一种风气。元贤在追溯这种风气的变化时说：

国朝嘉隆以前，治经者类皆胶守古注，不敢旁视，如生盲依杖，一步难舍，甚陋不足观也。万历间，雪浪起而振之，尽罢诸疏，独演经文，遂为讲中一快。然而轻狂之士，强欲效颦，妄逞胸臆，率尔灾木，其违经叛圣之害。岂止于陋而已哉？[245]

明代治经有两个阶段，在嘉靖、隆庆（1522—1572）年以前，讲经者都是株守古注，不敢有一点自己的见解。从万历开始（1573—1619），治经出现了转折：精通《华严》、《唯识》的雪浪洪恩（1545—1608），完全撇开古疏，而按自己的理解阐发，使治经之风为之一新。但由此又引发另一种流弊，使“轻狂之士”任意发挥，以致“违经判圣”。在元贤看来，这种现象比株守古注更为有害。他以《楞严经》的讲习为例说：“英敏者既藐视前修，则竟逞臆裁，而全经之旨，几至扫地。稍钝者进无新得，退失故局，则有从席下拾残唾而已。”[246]因此，治经既不能全靠古注，又不能“藐视前修”；既不能曲解经义，又不能没有独立见解。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元贤注解《楞严经》时就是按这个原则做的：“今山中闲寂，客有请益《楞严》者，乃俾以旧解为指南，间有未安者，乃旁采众说，或出私意以翼之。”[247]
元贤很赞赏谢介庵注《金刚般若经》，能够“使天下学者读之，无不了然于目，豁然于心，亦善巧方便，接引初机之一法也”。[248]他自作《楞严略疏》，更以“使观者触目而爽然会心，不为经文所蔽、诸疏所乱”[249]为目标。实质上是把注经变成了弘禅的方便手段，所以时出“私意”就成了必然的事。因此，他的注疏往往受到指责。他的《金刚略疏》三易其稿而后成，自以为“尽诛旧日葛藤，独揭斩新日月，但理求其当，辞求其达”，绝对“无纡回隐昧之弊”，可谓得意之作。但却有人批评他：“古疏上祖慈尊，下宗二论，无片言只字不有所本，今子弃之而弗从，岂子之智能超于诸大圣哉？”[250]
很显然，这种批评本身是迂腐的，根本不值一驳。元贤把治经作为发挥自己禅观的手段，作为教授学徒明心的方便，无疑是继承了禅宗历来提倡“六经注我”的传统，表明自由解释的学风也在明清之际复苏起来。

在传授方式及佛学思想等方面，元贤不类其师，他对华严的态度及评论，不仅代表了曹洞一系的观点，而且反映了明末清初佛教界带普遍性的思想倾向。他主张全面接受唐宋以来华严学的成果，把华严宗人及其教外居士的华严学说同等看待，发掘其中的共性。

元贤在《重刻华严要解序》中说：

《华严》为世尊成道最初所说，实称性之真谈，非逐机之曲说，他经不可得而并拟者也。昔杜顺大师首为发端，贤首继之，颇畅厥旨。至于清凉而表里发挥，罄无余蕴矣。然其旨幽，其理圆，其文富，其义丰，非浅薄之机所敢窥，故学者多望洋而退。至方山李长者，则别为《合论》，约繁就简，独明大旨，盖是大圣方便，用接此方好略之机，非二师之有轩轾也。[251]

元贤推崇《华严》，把它奉为众经之首，视为佛的真实之谈，不过是老话重提。另外，他认为杜顺最早阐发《华严经》义理，认为法藏承杜顺而不提智俨，又把李通玄列于澄观之后等，均与史实有违。但是，他确认澄观发挥了华严宗的全部要义，李通玄“独明大旨”，则真实反映了唐末五代以后此两人著作最受重视的情况。这也是在宋僧戒环书中所反映的。元贤没有涉及从杜顺到澄观华严思想的演变脉络及其学说异同，反而强调澄观与李通玄的著作仅有繁简之异，真实反映了李通玄学说与华严宗人学说合流的史实。在禅教融合的大潮中，禅僧也把华严内部各支派的学说进一步糅合混同，寻求其共性，而不论其差别。抱着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此前的佛学遗产，实际上也是宋代以来禅宗的传统。

第五节 明代佛教文化艺术

明代佛教文化艺术和明代佛教的整体状况很协调，与前代比较起来，缺少了很多生气，引人注目的内容明显少了。相对说来，在经藏刻印方面，佛教绘画和造像方面还有一些成就。

一 藏经刻印

明代非常重视藏经的刊刻，从明太祖到明成祖统治的几十年中，就先后雕造了三部官版大藏经。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世人便将刊版于南京的大藏经称为《南藏》，而将刊版于北京的称作《北藏》。又因《南藏》有过两次雕版（分别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所以有《南藏初刻本》与《南藏再刻本》（又名《永乐南藏》）的区别。这时的私刻藏经事业也比较兴盛，著名的私刻藏经有《武林藏》、《嘉兴藏》等，据说《武林藏》是最早的方册本大藏经[252]，但全藏已经亡佚，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嘉兴藏》。

《初刻南藏》[253]又名《洪武南藏》，是明代刊刻的第一部官版大藏经。《初刻南藏》开雕的年代很早，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敕令四方名僧会集于南京蒋山寺点校藏经，随后开始刻雕。[254]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藏基本完成，此后又将各宗的重要典籍，尤其是禅宗的一些语录编入。刻经大概在洪武末年（1398）结束。经版收藏于南京天禧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全藏开放流通。次年，寺僧对禅宗语录等缺版进行了修补。永乐六年（1408），僧人本性纵火烧了全寺，经版悉数被毁。[255]对这次刻经，文献记载很不清楚，后人大都将《初刻南藏》与《永乐南藏》混淆，认为是同一次刻经。1934年，在四川崇庆上古寺《初刻南藏》被重新发现。据记载，这个印本是永乐十四年（1416）蜀献王赠送的，已有残缺。

《初刻南藏》千字文函号自天字至鱼字，共678函，7000多卷。其基本部分591函，是《碛砂版藏经》的翻刻。所收典籍1500多种，6300多卷。《初刻南藏》翻刻《碛砂藏》的部分即用《碛砂藏》的版式。每版5页，每页6行，每行17字。其补充部分也大多沿用此式。但也有个别版式为每行19字。

《初刻南藏》在我国刻本大藏经的传承方面属南方一系，它是《碛砂藏》的覆刻本，保持了《碛砂藏》集宋元刻藏之大成的优势。从校勘方面看，《初刻南藏》对《碛砂藏》原本进行了点勘，并在《般若》等大部经里更多采用了一些精校的妙严寺刻本，所以它的优点要比《碛砂藏》更多。另外，《初刻南藏》收入禅宗语录一类的书较多，对后来的刻藏有重要影响。

《永乐南藏》又名《再刻南藏》，是《初刻南藏》的再刻本。永乐六年（1408），天禧寺及《初刻南藏》被毁，次年，明成祖召集名僧善启等校勘底本，准备重刻。[256]此版开雕的具体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应当在永乐十年（1412）至十七年（1419）之间。[257]雕版工作是在天禧寺旧址上重建的大报恩寺内进行的。

《永乐南藏》的版式大致与《洪武南藏》和《碛砂藏》相同，都是梵筴本，每版30行，折成5页，每页6行，每行17字。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10部，6331卷。经版藏于南京报恩寺，由礼部祠祭清吏司主管批准，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平均每年约刷印20藏，所以流传的印本较多。

《永乐南藏》在佛经分类上很有特点。它受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启发，在全部佛经的编次方面做了重大调整。此前各版藏经都以《开元释教录》为依据，先分大小乘，再细分经律论，并将宋代陆续入藏各书、译典和著述交互夹杂地附在后面，显得凌乱无序。《永乐南藏》改变了这一编法，先分经律论，再各分大小乘，而将宋元续入各书分别附在三藏之末，显得非常清楚明了。这种分类方法被此后各种续刻的藏经所采用。

《永乐北藏》是继《永乐南藏》之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开始在北京雕造的一部官刻大藏经。正统五年（1440）雕造完成。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21部，6361卷。初刻本告成之后，藏在京城，一直作为官赐藏经由朝廷印刷，下赐各地寺院。在南、北两藏中，它更具有官方性和权威性。

万历十二年（1584），明神宗因母后施印佛藏之愿，下敕雕造《永乐北藏》的《续入藏经》，并为之序。《续入藏经》包括了《华严悬谈会玄记》、《大佛顶首楞严经会解》、《大乘起信论疏》、《肇论新疏》、《维摩诘所说经注》、《华严原人论》、《天台四教仪集注》、《教乘法数》、《佛祖历代通载》、《翻译名义集》、《百丈清规》、《三教平心论》、《禅源诸诠集都序》、《庐山莲宗宝鉴》等36种中国佛教撰著，共41函，410卷，并附有《永乐南藏》的4种经卷和目录，计5种，15函，153卷。《永乐北藏》改变了摺装本藏经的传统版式，加大了字体和版心，成为每版25行，5个半页，每行17字。

《嘉兴藏》又名《径山方册藏》，是晚明开雕的一部私刻藏经。万历七年（1579），袁了凡、幻余（法本）、紫柏真可等因官刻《南藏》岁久腐朽，《北藏》请印不易，决定刻印方册本大藏经。经过十年的筹划准备，万历十七年（1589），在密藏道开主持下，方册大藏经在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正式创刻。连续四年，刻成正续藏共520多卷。万历二十年（1593）冬，因五台山气候寒冷，刊刻不便，南迁径山寂照庵续刻。后又分散在嘉兴、吴江、金陵等处募刻，于康熙十五年（1676）完工。此后，又续刻了《又续藏》。雍正元年（1723）《又续藏》编刻结束。这部藏经先在各处分刻，最后集中版片储藏于径山（现浙江省余杭县境内）化城寺，又因它的版式采取轻便的方册即一般书本式，因此得名为《径山方册藏》。又因此藏后来全部由嘉兴楞严寺经坊印造流通，所以也称《嘉兴藏》。

《嘉兴藏》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个部分，共352函，约12610卷，是我国古代收书最多的一部大藏经。《正藏》以《永乐北藏》为底本编次（末尾兼收《南藏》独有的几种），主要是大乘五大部经，1654种，210函，约6930卷。《续藏》收藏外典籍284种，95函，约3800卷。《又续藏》收藏外典籍318种，47函，约1880卷。

《嘉兴藏》的版式，受《武林藏》的影响，废除了过去藏经的梵筴式，而采用线装的书本式。它每版20行，每行20字，版心近于正方，分成两页，有边框行线，用宋体字。书口刻部类、书名、页数及千字文编号。每卷末都有刊记，载明施主、校对、写、刻等人的姓名，刻版年月、刻场等。

《嘉兴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对藏外典籍的收集，注重对当时佛教著作的收录。《嘉兴藏》收入了五百余部先前藏经中所未收的佛典，至今仍有二百余部为嘉兴藏所独有。《嘉兴藏》以《北藏》为底本，而以《南藏》及少数宋、元本藏经对校，校勘也比较完善。《嘉兴藏》方册本的格式对以后的刻经也有重要影响。

二 佛教绘画

寺院壁画是明代最有成就的佛教艺术种类。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壁画很多，著名的有北京法海寺壁画、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四川新津观音寺毗卢殿壁画、广汉龙居寺中殿壁画、剑阁觉苑寺大雄宝殿壁画、莲溪宝梵寺壁画等。其中北京法海寺、河北石家庄毗卢寺的壁画最具有艺术价值。

法海寺位于北京西郊翠微山南麓，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完成于正统八年（1443），后有重修。修建者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御用监太监李童，英宗亲赐“法海禅寺”匾额。当时的寺院包括大雄宝殿、伽蓝、祖师二堂、四天王殿、护法金刚殿、钟楼、鼓楼等，现只存大雄宝殿一处。大殿内有两排金柱，正中有一佛坛，上奉三尊佛。两侧原有十八罗汉、大黑天及李童供养像，今已不存。天花和藻井上都是藏式曼陀罗，可见寺院的建造受藏式佛教的影响，但大雄宝殿内壁保存下来的大量明代壁画却完全是汉传佛教的传统。根据在该寺发现的《楞严经幢》，法海寺壁画出自宫廷画士官宛福清、王恕及张平、王义、顾行、李原等十五位画士之手。

法海寺壁画内容丰富，有祥云、花卉、山石、树木、泉流、佛、菩萨、诸天及各种人物像。其中最精彩的是位于背屏上的水月观音图和北壁后门两侧的帝释梵天图。水月观音四米多高，半趺坐于岩石之上，面如满月，神情超脱。菩萨头戴宝冠，身着璎珞、天衣，装饰华丽。最有特点的是菩萨披着白色的轻纱，飘然欲动。披纱上绘有六菱花瓣，每一花瓣都由四十多根金线组成，沥粉贴金，闪闪发光，细如蛛丝，薄如蝉翼。整幅画面色彩典雅，线条流畅，堪称壁画中的一绝。帝释梵天图，表现的是浩浩荡荡的天神众鬼护法的形象。图分为两部分，左侧以帝释天为首，共十七身。帝释天两臂合掌，高贵大方，很像唐代宫廷人物画中的帝后，身边三个女侍或持花，或捧盘，或掌蟠，皆高髻帔帛、仪容端庄。右侧以梵天为首，共十九身。壁画中人物形象各不相同，展现了不同的身份、性格；人物姿势各异，或说法坐禅，或行进飞舞；人物服饰华丽，形象真实，仪态端庄。在各地的明代寺庙壁画中，北京法海寺壁画是保存最好，也是制作最精美的。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位于市郊外西北12千米的杜北乡上京村，是临济宗的禅院。毗卢寺始建于什么年代，现尚无定论，有的说建于唐代，有的说建于汉代。[258]毗卢殿内的六壁壁画，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由优秀的专业画家和民间画匠、塑画匠依据当时留传下来的壁画粉本“壁绘”的。

该壁画的内容为水陆法会图。“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又称为“水陆道场”、“悲济会”，传说起源于南朝梁武帝时期，是一种在供养十方诸佛、所有圣贤，进行无遮普施斋食为基础，以救拔六道所有众生为目的的佛教法会。在佛教所有的法会中，水陆法会以最盛大、最隆重，并且功德最大著称。到了晚唐时期，一些寺院专门设置了水陆院，也出现了水陆功德画。在宋代，水陆画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山西繁峙岩山寺的正殿原为水陆殿，殿中的壁画是金正隆三年（1158）御建承应画匠王逵和王道所绘，只是现在已经被毁。到了明代，水陆法会是大寺院最重要佛事活动之一。明代的水陆画保存下来的比较多，如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保宁寺水陆画，山西浑源永安寺正宗殿壁画、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壁画、稷山青龙寺腰殿壁画等，而以石家庄毗卢寺后殿的水陆画人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259]
毗卢寺壁画共130平方米，分成120组，每组旁边有题记，共画有五百多个不同的形象。构图分上、中、下三层。北壁绘有十二圆觉菩萨、十回向菩萨、四大天王、天龙八部、十六高僧、玉皇大帝等一百二十多身。东壁绘有南极长生大帝、四海龙王、地藏菩萨、冥府十王、五通仙人等一百三十多身。西壁绘有紫薇大帝、天蓬元帅、五湖龙神、大势至菩萨、北斗七命等一百三十三身。南壁以世俗人物为主，有引路菩萨，古代帝王、后妃、贤妇、烈女等一百四十多身。

壁画所绘人物题材众多，既有佛教的诸菩萨、帝释、梵天、护法神，又有道教的朝元图、山神地祇、天帝鬼神，还有世俗的帝王百姓，充分体现了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基本局面和佛教越来越世俗化的特色。壁画中人物造型别致，规模极为庞大，构图格局独特，绘制精美，是古代寺院水陆壁画中具有代表性，且保存最为完整的作品。

三 佛教造像

明代是金铜佛像发展的鼎盛期。金铜佛像分为汉式和藏式两类。汉式佛像大多头大身长，体态丰臃，服饰的刻画更为写实、逼真，风格上更加贴近生活，更加世俗化。这一时期汉式金铜佛像，特别是中晚期的作品，明显深受藏式佛像的影响，如头戴藏式五叶宝冠，璎珞在胸前呈缦网式垂落等。保存下来的明代金铜佛像很多，其中一些大型铜佛像最具特色。如五台山金阁寺观音阁内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铜像。佛像高17.7米，重84.5吨，铸于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是明代铸造的最大铜佛像，仅次于著名的宋代正定大佛，是我国现存第二大古代大型铜佛像。再如，河北正定隆兴寺毗卢殿内的多层多面毗卢遮那佛铜像。这座铜佛像由三层坐于铜莲座上的毗卢佛铜像组成，并被安置在雕饰精美的石质须弥座上。佛像通高6.42米，铸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铜佛像是按明神宗朱翊钧与慈圣皇太后的旨意御制的，雕铸精致。又如，浙江省天台国清寺大雄宝殿内的释迦牟尼铜像。此像端坐在高台莲座之上，通高6.8米，重13吨，是现存明代铸造的最大释迦牟尼铜像。

明代统治者出于安抚、笼络西藏的政治需要和帝王个人信仰的需要，大力扶持喇嘛教在中原的传播。曾在宫内设置喇嘛教的庙宇，在英华殿、洪庆殿供奉藏式佛像，并在御用监内设“佛作”，制造藏式佛像。这一时期，藏传金铜造像迅速发展，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这些汉地制作的藏式佛像，特别是宫廷造像，外表大都采用鎏金制作，工艺精湛，气势辉煌，姿态富于动感，极具震撼力。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尊永乐朝的大黑天像就是一件精美的作品。这尊佛像样式、神情基本按照藏式佛教的仪轨、度量，但装饰、花纹极为烦琐，又体现了汉式佛像的影响。藏传佛像除汉地制作的以外，藏中、藏西、青海等地都有制作，且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明代的木雕佛像、彩塑佛像大多保存在寺院之中，山西太原晋祠章圣寺、大同上华严寺、长治观音堂、平遥双林寺等都保留了不少明代佛像中的佳作。其中，平遥双林寺最为杰出。

山西平遥双林寺，原名中都寺，始建于北齐。宋代，取释迦牟尼“双林入灭”的说法，改名双林寺。金、元以后多次重修，现存建筑、造像主要是明代遗物。寺院坐北朝南，共有十座殿堂，构成了三进院落。中轴线前端为天王殿，前院有释迦殿、罗汉堂、地藏殿、伽蓝殿和土地堂；中院为大雄宝殿、千佛殿和菩萨殿；后院是娘娘殿和贞义祠。各殿布满彩塑，共2000多尊，保存完好的就有1566尊之多。这些彩塑大的有3米多高，小的仅50厘米，其中不乏明代造像中的精品。造像题材有佛、菩萨、罗汉、帝释、梵天、护法诸神、供养信众等。有的造像周围还穿插有亭台楼阁、山石云海、花草树木等。

天王殿中的四大天王是双林寺彩塑中的精品之一。四大天王分别手持琵琶、宝剑、蛇和伞，各自护卫东南西北。这些天王身穿重甲，体形高大魁梧，雄健威猛。天王眉头紧锁，双目圆睁，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天王的衣服装饰细致、线条流畅。整个造型张力十足，生动写实。释迦殿中的渡海观音，也是双林寺彩塑中的精品。观音用高浮雕手法塑造，单腿盘坐于红色莲瓣之上，整个身形突出壁外，身姿秀美，神情安详自若，与背景上波涛汹涌的海浪形成强烈对比，具有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罗汉堂的十八罗汉像，年龄、仪表各不相同，是难得的艺术珍品。这些罗汉大致与真人等高，分塑于观音两侧。工匠利用夸张的外部骨相，表现了这些罗汉老少、俊丑、胖瘦、喜怒等各种形态。罗汉像比例适当，形体厚重，造型优美，衣纹流畅，表情生动，是明代少数能达到“以形写神”的优秀作品。[260]千佛殿中的韦驮像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专家誉为“全国韦驮之冠”。韦驮身穿盔甲，体形高大威猛；神情凝重，眉头紧锁；重心立于左腿，右腿微曲，上身与头部正向右扭转，眼睛却望向左方，整个身体的曲线夸张地扭成“S”型，极具创造性和想象力。韦陀身上的飘带飞舞，似乎正在迎风飘动，也很有感染力。

明代仍有小型石窟的开凿，但已是开窟造像的尾声了。现存的明代石窟主要有山西平顺东南与河南林县交界处的林虑山麓宝岩寺石窟、陕西旬阳县七里乡千佛洞、内蒙古百眼窑石窟等。这一时期石窟造像越来越模式化，艺术性已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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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清代前中期佛教

清王朝（1644—1911）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进入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型阶段。本章论述清代前中期（1644—1840）的佛教历史。

第一节 佛教政策与管理措施

一 佛教事务管理基本特点

清王朝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把维护专制皇权放在第一位，彻底清除任何宗教派别中有违于皇权至上的因素。清王朝始终把儒释道“三教”与其他一切有秘密结社性质的民间教派严格区分开来，自觉把前者作为加强统治的思想工具，扶植多于限制，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明确把后者作为颠覆其政权的力量，武力镇压多于思想诱导，采取坚决打击的严厉措施。清王朝的佛教政策以及各项具体的管理措施，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制定的。

清王朝管理佛教事务的各项措施，主要在顺治到乾隆时期推出。废除试经度僧制度、废止度牒制度、撤销全面沙汰僧尼措施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佛教发展的走向。对于佛教内部各种宗派或各种法门，清朝诸帝态度明确，并且相当一致。他们着重鼓励和支持的是律宗和净土，重点整顿和清理的是禅宗，任其自生自灭的是教门诸派义学。清王朝采取的一系列相应措施，对佛教内部的派系结构变化及思想信仰调整，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满族贵族入关之前就仿照明朝制度，对辖区内的佛教采取过一些管理措施。入关之后，面对全国多种宗教以及民间教派，清朝诸帝历考前代宗教政策之得失利弊，确定了弘扬儒释道“三教”和打击“左道”、“邪教”的总原则。顺治十三年（1656）十一月辛亥，谕礼部：“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术。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谋不轨。无知小民被其引诱，迷罔颠狂，至死不悟。历考往代，覆辙昭然，深可痛恨。”[1]有清一代，这个宗教政策基调始终没有大的变化。清王朝对佛教事务的管理，也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进行的。

有清一代，佛教始终是信徒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在佛教事务管理方面，清王朝借鉴前代的经验和教训，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或推出新措施，或修改老章程，或终止旧法规。与前代相比较，清王朝的佛教事务管理目标明确、措施多样、调整频繁、变动巨大。其中，僧官制度和度牒制度、对僧众和寺院的管理，以及典籍管理和册封赏赐措施，是清王朝不同时期对全国佛教采取的主要管理措施。

二 中央与地方僧官制度

清王朝在借鉴明朝僧官制度的基础上，依托行政体制，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僧官机构。僧官制度的建立、不断调整和完善，始终以充分发挥“以僧治僧”作用为目标。

清王朝最高的僧官机构是僧录司，在入关之前就已经成立。后金天聪朝（明天启七年至崇祯九年，1627—1636），满族贵族建立僧录司，总管各寺庙僧人。[2]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一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在接受各贝勒、大臣的叩拜时，其中就有僧官参与叩拜。[3]作为僧录司下属机构的僧纲司建立时间，应该不会迟于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满族统治者入关后，僧录司迁到北京。当清王朝在盛京设盛京五部时，僧录司作为盛京礼部下属的机构予以重置。这样，清朝出现两个僧录司，即北京僧录司和盛京僧录司。盛京僧录司虽然长期存在，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管理京城和全国佛教事务的是北京僧录司。北京僧录司衙门最初“建于大隆善护国寺”，后来又搬到“正法寺”。[4]僧录司陆续设置了三类僧官。

第一类是“八座”，这是僧录司最早设置的一批僧官，也是佛教界被官方任命的最高级别的僧官。所谓“八座”，包括“左右善世二员，左右阐教二员，左右讲经二员，左右觉义二员，职专释教之事”。[5]八座僧官是有品级的，其中，左右善世是正六品，左右阐教是从六品，左右讲经是正八品，左右觉义是从八品。[6]僧官的最高品级是正六品，可见僧官的品级并不高，不仅与元代僧官的品级有天壤之别，即便与明代初年的僧官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对于“八座”的选补，也有一套制度，在顺治时期，“八座”的任职非常隆重。具体程序是礼部先将选补“八座”的公文发到吏部文选清吏司，吏部如果同意选补人选，文选清吏司将文案呈送吏部的主管官员，吏部主管官员写“题本请旨”。[7]皇帝亲自审阅批准后，吏部将选补情况通知礼部，礼部颁发札付给“八座”，“八座”即可上任。[8]到康熙十三年（1674），康熙帝允许吏部直接为礼部录用的僧官补授、注册，吏部不必写题本上呈皇帝。这样一来，“八座”的选补权就完全归礼部掌握了。[9]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十日起，内务府取代礼部掌握“八座”的选补权。[10]管理内务府大臣是主要负责人，具体事务由内务府下属的掌仪司负责。掌仪司将“八座”的选补文案呈送管理内务府大臣，由该大臣确定后，发公文给礼部，最后由礼部颁发札付给“八座”。[11]八座任命权力的变化，实际上说明了朝廷对全国最高级别的一批僧官的重视程度。这些变化实际上与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发挥作用的重要性都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类是“正印”、“副印”。大约在嘉庆十七年（1812）前后，僧录司中设正印一人，副印一人。[12]如果遇到正印一职空缺，则由礼部将副印奏补；副印缺出，则选熟悉经典的僧官充补。第三类是“八城协理”。僧录司僧官分设在北京的八城，即东城、南城、西城、北城、中城、东南城、东北城和西城南路。八城僧官各配置一名协理。北京僧录司在正员职位之外另设八城协理，说明了清朝廷对京城佛教事务管理的重视，这在中国僧官制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央僧官机构之下就是各地方僧官机构，清王朝对各地方僧官机构的设置、僧官人数的配置，都有统一规定，按照地方行政机构的级别来配套设置。其中，全国各府设立僧纲司，有都纲一员，副都纲一员；各州设立僧正司，有僧正一员。各县设立僧会司，有僧会一员。[13]在各级僧官中，只有僧纲司的都纲有品级，为从九品，其他僧官“未入流”，即没有品级。不过，由于不同地区佛教发展状况是不相同的，在不同省份和不同时期内，所设立的僧司机构和配备的僧官人数也存在差别。

从顺治四年（1647）开始，朝廷规定，各府、州、县僧官的选任和充补，都由各省布政使负责。各省布政司将所保举的候选人报到礼部，礼部发公文到吏部，由吏部授职。[14]从康熙十三年（1674）开始，由布政司保举僧官的权力交给巡抚掌握。如遇到地方各级僧官有缺，巡抚将候选僧官的情况汇报礼部，礼部经过详细考察，确认后发公文给吏部，由吏部补授。吏部有权为僧官注册。地方僧官的选任和充补，始终没有皇帝亲自参与。在各级地方僧官的选任和充补过程中，地方官吏始终起着关键作用。

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一样，各级僧官机构也都曾拥有印鉴，但是在乾隆朝几经兴废。北京僧录司的印鉴是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15]最晚到乾隆时期，僧录司铜印的厚度变成了四分五厘。[16]从乾隆十三年（1748）开始，规定僧录司铜印的字体用垂露篆。[17]僧纲司的印鉴也为铜制，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18]后来，僧纲司铜印的厚度变成了四分[19]，字体也用垂露篆。

乾隆二十四年（1759）规定：直省各府及直隶州的僧官，停止铸给印记，已经给发的铜印上缴、销毁。以后僧官需要用印时，随时向礼部申请，礼部给发札付。[20]14年后，乾隆帝恢复了地方僧官机构使用印鉴的权力，但方式有所变化。乾隆三十八年（1773）规定：将直省各府、州、县僧官的印记一律撤回，以后停止铸给。地方僧官处理相关事务需要用印记时，由布政司用官铺内梨木镌刻印记，发给地方各级僧官使用。印记长二寸四分，宽一寸三分五厘。[21]实际上，从僧官机构的用印变化过程来看，也是逐渐与清王朝的行政机构用印规定区别开来。

清代僧官的管理职责是由朝廷下达的任务，按照朝廷的章程办事。在清代帝王中，关注僧官管理权限，下达有关指令，主要集中在乾隆之前，乾隆之后，对僧官管理职责的要求就明显松弛了。大体说来，中央僧官的职责比较多，地方僧官的职责以维护社会安全为主。综合中央和地方僧官的职责，主要有七个方面。

第一，参加皇帝大丧仪。当朝皇帝逝世后，僧官要身着丧服，到顺天府衙门朝夕举哀，“三日乃止”。[22]
第二，管理度牒。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规定，新出家的僧人要交纳银两到户部，户部经过查收，然后发给度牒。户部发的用印度牒不是直接给僧人，而是先交给僧纲司，再由僧纲司分发给出家僧人。[23]满清贵族入关后，管理全国的僧人，僧纲司管理度牒的办法也有了改变。顺治二年（1645）规定，京城和外省的僧人都要有度牒，以防止奸伪之徒冒充。颁发度牒的具体办法是：寺院住持要详查本寺院的僧人数量，登记、造册之后上交僧官。僧官把各寺院上报的情况汇总之后，在京城的僧官把材料上报到礼部；在直省的僧官把材料上交到相关衙门，经汇总后交抚按，最后统一报送礼部。礼部负责给从京城到地方的全国僧人办法度牒。[24]康熙十五年（1676）规定，对于那些不领度牒的僧人、私度的僧人，处罚是杖八十，令其还俗为民。僧人使用作废的度牒，要责打四十板。对负责的僧官要“革职还俗”。[25]僧官发放度牒的职责在乾隆朝曾被废止，但是仍有稽查及收缴度牒的职责。僧官管理度牒的职责一直维持到度牒废止。

第三，发放佃帖和租单。这是只属于僧录司僧官的职责。清朝寺院田产主要是出租给佃户耕种，采用封建租佃制的经营模式。佃帖相当于佃户佃耕寺院田产的证明，类似于执照性质。租单则是佃户交租时必须凭借的单据。通过佃帖，寺院可以控制佃户、保证佃田的收入。僧录司将佃帖和租单发放到寺院，寺院按照实征册填写清楚，盖印后呈送僧录司，然后再发给佃户。佃帖是各佃每户一张，而租单是佃户十户以上、二十户以下给一纸，田多者为单首。[26]
第四，管理佛事活动。这是中央和地方僧官维护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职责。清王朝不允许在寺院、家庭之外的公共场所举办法事活动，各级僧官必须负责管理。顺治三年（1646）规定，严禁京城僧人沿街设置神像、念诵经咒、击打梆磬化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负责的僧官要对当事者从重治罪。[27]康熙元年（1662）的规定更为明细和严格，社会民众如果要举办法事活动，只能在本家院子内进行，不允许当街搭建棚子，悬挂旌幡等物。僧人不得在大庭广众之中做佛事，否则，责打二十板并还俗为民，对于没有负起责任的僧官要“革职”。[28]康熙十六年（1677）规定，京城内的寺庙不许设教聚会，男女混杂，禁止搭台演戏、举行酬神赛会。僧录司及负责的僧官要不时亲自稽查，发现有违反禁令的人，执送到礼部，将参与者和寺庙的住持一并治罪。如果僧官包庇、纵容，由礼部参处。[29]
第五，稽查寺庙。康熙五十年（1711）规定：直隶各省不许创建寺庙。僧官要不时稽查，写下保证书呈报地方官。如果故意违反规定，引起事端，依照法律治罪。[30]乾隆十八年（1753）覆准：僧纲专门负责管理僧人，如果其管区内有为匪不法之徒，就应该随时稽查、举报。如果坐视不理、包庇隐匿，一经发现，将僧纲“严提究审”。如果僧纲纵容、包庇逆犯，则依照“知情故纵逆犯本律”，区别已遂或未遂，进行量刑、处罚。僧纲即使疏于稽查，并没有包庇逆犯，也要被追究平时约束不严的责任，“坐以不应重律”，杖八十。[31]
第六，核查度僧及招徒。康熙四年（1665）规定：如果一户人家丁男不到三人以及年龄不到16岁，不能出家，否则，予以惩治。僧官知情而不举报，一同治罪，罢职还俗。[32]乾隆三年（1738）规定：僧人如果不到40岁而招收徒弟，或者招收的徒弟不止一人，依照违令律笞责。僧官包庇的同罪。[33]乾隆四年（1739）议准：民间独子不允许出家，僧官有义务严查。僧官如果没有查出，革职。[34]
第七，管理游方僧人。雍正七年（1729）规定：游方僧人由僧官管辖。[35]僧纲要按季节将寺庙中僧人的情况造册，汇报地方官。如果有游方僧人及形迹可疑、为匪不法的人，僧官要禀告地方官稽查、驱逐。[36]
大体说来，中央和地方的僧官机构或在满族统治者入关之前就已设立，或在入关不久就设立。对于僧官职责的规定，主要形成于乾隆朝之前，此后变化不是很大。各项管理规定有些随着形势的变化自动废止，有些随着清王朝统治力量的削弱也形同虚设，但是在形式上一直维持了下去。

三 度牒制度兴废过程

度牒是封建王朝颁发给僧、尼的剃度批准书，相当于身份凭证。最晚到唐代，度牒已经出现。政府通过制定诸如发放度牒的条件、数量及价格等管理办法，达到掌握僧、尼人数，控制佛教队伍规模的目的。同时，还通过定期查验、收缴度牒等手段，起到沙汰违法、犯规的僧人，提高僧众素质，稳定僧团组织的作用。

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建立了度牒制度。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规定：各寺庙中的僧人，凡是通晓经义、恪守清规的，给予度牒。[37]大约从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开始，僧人领度牒要缴纳银两。

在顺治时期，出家僧人领取度牒是否纳银几经变化。顺治二年（1645），朝廷一改入关前的交银领牒做法，规定僧人停止交纳度牒银。[38]顺治六年（1649）朝廷又改变了章法，要求全国各地没有“过犯”的僧人每人交纳四两银子，地方官发给他们每人一张度牒。各州、县年底将银两交到布政司，汇总到户部。颁发度牒的情况仍汇报礼部，以便查考。从前给过的度牒予以追缴。[39]顺治八年（1651），顺治帝鉴于很多僧人因交不起银两而逃走、迁徙，非常可怜，便下谕礼部，规定以后僧人不用缴纳度牒银。但是，顺治十五年（1658）朝廷又因为换发满汉双文度牒改变了规定。当时规定，直省僧人已经给过的汉字度牒全部查缴，送到礼部，换给满、汉双字度牒。以前已经缴纳度牒银的免费换给新度牒，没有交纳度牒银的，需要缴纳银两后换给新度牒。[40]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又恢复了免费发放度牒。[41]不到二十年时间，在颁发度牒是否收费方面反复如此频繁，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在康熙时期，就全国范围来讲，在度牒管理方面变化不大。顺治十八年（1661）十一月，江南道御史胡秉忠建议：将无度牒的僧人勒令还俗为农民，附入丁册当差。刚登基的康熙帝采纳了他的意见。[42]康熙十五年（1676）规定：僧人冒名顶替使用作废度牒的，“责四十板入官”。[43]同年，康熙帝命令停止给发度牒。[44]康熙二十二年（1683）规定：仍旧给盛京僧人度牒，[45]这纯粹属于针对特殊地方的政策，并不是全国实行的。

乾隆时期，度牒制度变化最为剧烈，主要体现在通过度牒管理治理僧尼方面。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近日僧人太多，鱼龙混杂，其中真心出家求道的寥寥无几，而无赖之徒游手聚食，还有罪犯都隐匿在佛门中。这些人“蔑弃清规，徒增尘玷”，所以要加以甄别。他命令礼部依旧颁发度牒给僧录司及各省僧纲司等。今后愿意出家的人，必须要申请到度牒才允许剃度。[46]
两个月后，乾隆帝用颁发度牒的办法整顿治理应付僧，为此连续采取了很多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初七日，乾隆帝指出，农民、士大夫和商人都对社会有程度不同的贡献。但应付僧“各分房头，世守田宅”，并且不守戒律，过着奢靡的寄生生活，他们“在国家为游民”，在佛教“为败类”，不可听任他们“耗民财、溷民俗”。乾隆帝规定，“名山古刹、收接十方丛林”以及愿意领度牒、守戒、清修的僧人，不在治理之列。对应付僧，要当面询问其何去何从，愿意还俗的听任还俗，愿意守寺院的必须领度牒，并且不许其招收徒弟。应付僧的财产给予本人一小部分，其余归公。[47]
雍正十三年（1735）年底，在给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上谕中，乾隆帝表示，他并不是想用行政手段来彻底沙汰僧人，也不是想博得空名。他只是要整顿“作奸犯科”、不守戒律的应付僧，力争有效管理僧众，防止不法之徒混入僧人队伍中。他以免滋苛索为由，剥夺僧录司发放度牒的权力，并驳回礼部提出的度牒一张交银三钱的议奏。[48]
乾隆元年（1736）二月二十四日，乾隆帝指出：应付僧的财产给予本人一小部分，其余归公的规定针对的只是应付僧。“名山古刹、闭户清修者，在所不问。”但听说外省传述错误，一切僧人都惶惑不安，担心自己的财产归公，结果弊端百出。先前发布的谕旨很清楚，目的是为了护持僧人，并不是有意苛削僧众。礼部应该先行晓谕，去其迷惑。至于应付僧的财产就不必稽查归公了。[49]乾隆帝将该事项发回礼部重新议定。近两个月后，礼部给出了处理意见：顺天府、奉天府和各直省转饬地方官，在公文到达的三个月内，将戒僧的基本情况造册并“取具印结”，汇总到礼部，礼部发给度牒。度牒由地方官当堂发给僧人。僧人犯事，追缴度牒。以后愿意出家的人，必须请给度牒，才允许剃度。僧人冒名顶替使用他人的度牒及私度，一旦查出，予以治罪。对愿意受戒的应付僧给予度牒，否则勒令其还俗。老迈残疾既难受戒又难还俗的应付僧，暂时给发度牒，让他们守寺庙，“以终天年”。居住在深山僻壤，不能远出受戒、“俗家并无可归”的应付僧，也给度牒，予以注册，永远不许招收徒弟。尼僧愿意还俗的，听任还俗；不能还俗的，也暂时给发度牒，永远不许招收徒弟。以后，妇女必须40岁以上才能出家，严禁年少女性出家。乾隆帝同意了礼部的意见。[50]
乾隆元年（1736）七月十六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从前礼部商议给发僧人度牒，没有谈及每年发给度牒的数目怎样题奏，恐怕地方官视为空文，“无从稽考”。各省要将给发度牒的实际数量以及由于“事故开除”的度牒，每年详细造册报到礼部，礼部在年底汇总题奏。当年初次奉行，从乾隆二年（1737）起题奏。[51]
乾隆三年（1738）五月壬申，和硕庄亲王允禄等遵旨议覆礼部条奏给发度牒一疏，礼部认为，应令各地官员在年底将僧人招收徒弟的情况造册上报礼部。对应招收徒弟的僧人，务必在清册内注明：开除了多少人，续收了多少人。续收的人数不能超过开除的人数。允禄等人建议乾隆帝同意礼部所请，并且进一步指出：第一，招收一名徒弟，在其师的度牒上注明徒弟的年龄、相貌、籍贯、剃度年月等基本情况，“取具五人互结存案”。师父死后，度牒代代相传，不再新发。第二，招收的徒弟如果犯事，就将其名字从师父的度牒中除去，师父也不准再招收徒弟。师父死后，将度牒上缴、销毁。第三，如果招收的徒弟病故，师父可另招一名徒弟。第四，如果师父收徒后犯罪，追回度牒，其丧失做师父的资格，师徒关系不复存在。所收的徒弟，愿意还俗的听任还俗；愿意出家的，自己另外投靠师父，别注度牒。允禄等人认为，礼部原来提议，僧人死后，招收的徒弟再给度牒，这样事情会很繁杂，容易滋生弊端。现在采用传牒的方法，冒名顶替的弊端会减少一半，但仍可能“诈伪萌生”。他们建议乾隆帝批准礼部所奏，责成僧官、地方官着力稽查，年底汇缴作废的度牒，自然就没有“顶替、私受之弊”。应付僧原本就不能招徒。即使是戒僧，也要等到年长才适合收徒。允禄等人又提议乾隆帝批准礼部的奏请。僧人40岁以上才准招收徒弟一名，否则“照违令律论笞”。僧官如果包庇，同罪。地方官失职，“照失察例”，罚俸三个月。违反规定招收的徒弟勒令还俗。以上所述乾隆帝均同意。[52]
乾隆四年（1739）六月初三日，乾隆帝说，佛教在中国流传很久了，僧人众多，一时难以革除，所以恢复颁给僧人度牒，使目前僧人的数量有所核查，将来可以逐渐减少。他令大学士等人秘密寄信给各督抚，让他们徐徐留心，逐渐裁减僧人，假以时日，不必着急。[53]乾隆四年（1739）奏准：从乾隆元年（1736）起到乾隆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顺天府、奉天府和直隶各省度牒等340112张。以后，师徒将度牒次第相传，不再发度牒。各督抚将僧人的情况，随“五年审丁之期”，造清册汇报礼部。[54]乾隆四年（1739）年底，云南巡抚张允随说，应付僧中的老疾无归者给予度牒，在僧籍册内注明，不许招收徒弟。但礼部只提出在僧籍册内注明，僧人的度牒上却没有体现，应该令地方官在已经颁发的应付僧度牒内写上“不许招收生徒”的大字，并加盖印信。礼部建议乾隆帝批准张允随的奏请，以防止应付僧暗中招徒。张允随还说，收缴、销毁度牒时，将“销”字戳记盖在牒面上，年终汇总到礼部。礼部仍请乾隆帝同意张允随所请，以杜绝“漏缴、顶替、转卖之弊”。乾隆帝均同意。[55]
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初一日，乾隆帝说，礼部颁发的度牒等已有30余万张，但收缴上来的还少。各督抚应该妥善处理，并在年底将减少的僧人实际数量具折奏闻。[56]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六日，乾隆帝指出，各省年底具折奏闻减少的僧人实际数量，也应该按规定造黄册具奏，并且造清册汇报礼部。应该造册的所减僧人的实数，从乾隆六年（1741）起，年底造册具奏。[57]
乾隆八年（1743）三月辛酉，乾隆帝批示，礼部颁发的度牒很多，但收缴上来的还少，所以曾令直省督抚在年底将减少的僧人实际数量具折奏闻。两年以来，据奏称，僧众人数都有核减，但实际上僧人并未见减少，这是各省督抚敷衍塞责所致。各省总督务必实心处理，妥善奉行，应当使僧人数量逐渐减少，让僧人的实际数量与册籍上的数字相符。然而，乾隆帝最后又说，如果办理起来太麻烦，那还不如照旧。[58]
乾隆十年（1745）六月己酉，乾隆帝给军机大臣发布上谕，各省只奏报裁减的僧人数量，并不上报续收的僧人数量，这也不是他当日办理此事的本意。今日的僧人只是乡里无依无靠的贫民，为了糊口而逃入空门，不会危害政教。这些僧人已习惯于安闲的生活，如果迫使他们从事劳动，不过使市井中增加无数游惰生事的人，倒不如将他们收在寺院中，还有所约束。乾隆帝让军机大臣将他的意思寄信给各督抚，令他们妥善体会，转饬属下，从宽办理。[59]
乾隆十九年（1754）正月庚午，乾隆帝说，各省督抚年终将所减僧人的实际数量奏报只是应付差事，予以停止。[60]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两江总督高晋因为割辫案拿获了多名僧人，要求恢复年终奏报制度。乾隆帝说，这种看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何况这时更不可行，等事后再讲。[61]该制度以后并没有恢复。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癸巳，大学士等议准礼部奏称，从乾隆四年（1739）至今，度牒的颁发已停止三十余年。旧的度牒逐渐上缴、销毁，僧人大多数属于私度。由于僧人大多没有度牒，各府、州、县僧官往往悬缺未补，僧人无人管束。请饬交各督抚，转行地方官，查明现在僧人中的实心焚修者，将基本情况上报礼部，仍给予度牒。僧纲有缺，就由领有度牒的僧人充补。[62]乾隆帝同意恢复度牒的颁发。四个月后，由于地方官反对，乾隆帝决定废除度牒制度。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癸巳，山西道御史戈源奏：最近礼部奏请，从乾隆四年（1739）以后，僧人没有给发度牒的，交地方官通查补给，以选补僧纲等僧官。从乾隆四年（1739）到今天，私自剃度的恐怕不下数百万人。如果通查补发度牒，必然多有滋扰，请求以后永远停止颁发度牒。需要选充僧官时，让地方官查明恪守戒律的僧人，发公文到礼部，礼部给度牒充补。乾隆帝同意戈源的意见，认为度牒本属无关紧要，而查办会滋扰佛教界，所有礼部奏请给发度牒的事宜永远停止。选充僧官时就按戈源的建议办。[63]至此，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度牒制度被彻底废除。

随着度牒制度被废除，与之相辅相成的僧籍制度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癸亥，礼部奏准原任广东巡抚德保咨称，以前各省每年造送的僧人四柱清册，用于选补僧纲等官，因为按照原来的制度，僧人没有度牒就不准充补僧官，所以四柱清册内只造报有度牒的僧人。现在已经奉旨停止给发度牒，四柱清册应该一并停止。需要充补僧官时，地方官写保证书保送。以后如果僧官犯事，也要查明保送的地方官，交部议处。乾隆帝批准。[64]随着度牒制度、僧籍制度被废除，与之相关的僧众治理措施也就全部被放弃了。

度牒的废止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除了用度牒管理来治理佛教队伍的老办法已经不能奏效之外，还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在政治方面，到了乾隆时代，佛教队伍中已经没有了反清复明的政治人物，大量流民掀起的山林禅宗复兴浪潮已经平息，对有牒照和无牒照的僧人自然可以一视同仁。在经济方面，这与雍正时采取“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有关。清王朝将人丁税与田亩税合一，依据占有土地的面积统一征收赋税，这样，具有免役作用的度牒随之失去意义。正如清人所说：“度牒之制遂废，盖以丁归地，则不须报牒免役也。”[65]
四 僧众和寺院管理

自南北朝以来，历代王朝都重视对佛教信众的管理。随着僧团组织规模的发展，佛教社会影响的扩大，其管理范围不断扩展，管理措施也适时增加或调整。清朝制定的许多僧团管理办法借鉴了前代的经验，并且将其管理引入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尤其在管理基层僧众方面，清朝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前代的新措施。

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直省的僧人有110292名，尼8615名。[66]全国僧、尼的总数是118907名。到乾隆初年，国家掌握的僧尼人数大幅度增加。[67]乾隆四年（1739）六月初三日，谕军机大臣等，现在礼部颁发给各省的度牒已有30余万张。领度牒的僧人各准招收徒弟1人，师徒加起来有60余万人了。[68]到清末，据太虚估计，全国僧、尼约有80万人。

满清入关前，东北境内佛教的规模有限，对僧人的管理措施相对简单。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说，僧人也给予田地，让他们勤加耕作。[69]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五月初三日，汗家北塔的基石被周围包衣人等盗取、毁坏。努尔哈赤了解情况后，派大臣搜寻基石，并且将被查获的人各杖打五十。为首的八名僧人因疏于看守而坐牢，等众僧修复北塔后才被释放。[70]
努尔哈赤死后，棺材暂时安放在沈阳城内。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二月己亥，僧人陈相子私自率领徒众，到努尔哈赤的棺材前旋绕诵经。护守官上奏皇太极，皇太极派人询问原因。陈相子说，他诵经想求佛引努尔哈赤的英灵受生善地。皇太极说，努尔哈赤的神灵上升于天，哪里要等众僧祷求才受生善地呢？迷惑、蒙蔽民众的正是此辈僧人。陈相子被杖责四十，勒令还俗为民。[71]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夏四月辛亥，皇太极指出，僧人既然信奉佛教就不应该再养牲畜，从而下达禁令。[72]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指出：奸民想逃避差徭，多出家为僧。至于喇嘛、班第、和尚，也必须清查人数。如果是真的喇嘛、班第、和尚，允许在城外清净的寺庙里焚修，不准容留妇女、违犯清规。如果本来就没有坦诚、洁净的心，假称喇嘛、班第、和尚，容留妇女、不守清规，勒令还俗。以后，如果有违法擅自称为喇嘛、和尚及私自建造庙宇者，依照律令治罪。若有愿意当喇嘛、和尚及修造寺庙者，必须“启明该部贝勒”，才免除他的罪行。凡有给喇嘛、班第、和尚饮食者，由男子送到寺庙。如果男子外出，妇女不许私自邀请喇嘛、班第、和尚到家，给予饮食，“违者以奸论罪”。如果举报的人是奴仆，允许他离开其主人。[73]
满族统治者入关之初，参照《大明律》中的相关规定管理僧人。随着清王朝法律制度的建设，满清统治者不断修订、完善有关法律条文，以便有效管理僧众。清代法律中涉及僧、尼的条文主要是为了惩罚僧、尼所犯的各种罪行。大体有如下种类。

第一，惩治有人命的犯罪。

清朝将僧人杀人和斗殴的法律条文放在一起，按照情节轻重及罪行的危害程度分别量刑。第一类是殴、杀受业师。康熙二十五年（1686）令：凡僧、尼有杀其受业师的即处斩，从犯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74]雍正三年（1725）定：凡僧、尼谋杀受业师的，依照谋杀大功尊长，已杀的判处斩立决，已伤的判处绞立决，犯罪已实施但没有伤及受业师的，流二千里。殴打受业师致死的，也依照“殴故杀大功尊长律”判处斩立决。[75]嘉庆十六年（1811）定：凡蓄意殴杀及殴伤受业师的，僧、尼依照“谋故殴杀及殴伤大功尊长律”，分别治罪。[76]
第二类是殴杀弟子。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丙午，刑部议覆大学士傅恒等奏称，查定例内，僧、尼殴打弟子致死的，依照“殴杀堂侄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意杀害弟子的，依照“故杀卑幼律”，判处绞监候，办理得并不妥当。以后遇到僧、尼故意杀害弟子的案件，应该如何处理，请饬交刑部另行处理。刑部官员指出，僧、尼的师徒名分，原来就不是“天伦服属可比”。如果弟子违犯教令，受业师处罚时失手致死，尚且情有可原，自然应该依照原来的规定办理。如果因为奸、盗等原因，而导致谋杀、故杀的重案，师徒之义已经断绝，不应该依照原规定仅判处绞监候。受业师“挟怒逞凶”，手拿凶器，殴打弟子有致命重伤致死的，实际上与凡人没有区别，也不应该依照原规定，“仅拟满流”。请以后僧、尼如果谋杀弟子，无论已伤未伤、已杀未杀，都按照针对凡人的规定，分别量刑、定罪。受业师“挟怒逞凶”、故意杀害弟子以及殴杀内持有凶器，多次伤害致命、重伤致死的，“亦俱以凡论”。乾隆帝同意了刑部官员的奏请。[77]
第三类是殴杀宗亲成员。清代法律规定：凡僧人对本家祖父母、父母及“有服尊长”犯罪的，仍旧按照“服制定拟”外，如果致死本宗的晚辈，无论是由于斗殴还是蓄意谋害，都按照凡人犯罪论处。女尼、喇嘛犯同样的罪行，也如此办理。[78]
第二，惩治通奸、强奸等犯罪。

清朝法律规定：如果僧、尼犯奸，按照凡人犯同样的罪行加二等处罚。如果属于强奸，强奸犯判处绞监候，妇女无罪。[79]乾隆二十五年（1760）定：僧、尼犯和奸的，在本寺、庵门前，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僧人奸有夫之妇及刁奸的，依照法律加二等处罚，分别杖、徒治罪，仍然在本寺、庵门前，各枷号两个月。[80]对强奸而致人死亡的案件，惩处更严厉。乾隆四十年（1775）把绞监候改为立决的条款中，包括喇嘛、和尚等强奸致死人命案件中的从犯。这类人犯，情罪较重，如果案发在逃两三年后被抓获，就改为立决。[81]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对犯奸僧人的处罚可能比法律条文的规定更严厉。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月二十九日，谕军机大臣等：高晋奏，审拟江宁不法僧人恒昭诱奸民妇一折，仅要求将恒昭改发伊犁，处罚过轻。这样的淫恶劣僧，长久以来危害地方的风俗，一经败露，就应该立即乱棍打死，以示惩儆，为什么予以宽恕？在逃的月千，平日恶贯满盈，抓获时，也应当乱棍打死，这样才符合情法。[82]
对僧人娶妻的惩治属于户律的范围。户律中关于婚姻的条目有17项，其中之一就是僧人娶妻。[83]具体的惩罚措施是：凡僧人娶妻、妾的，杖八十，还俗。女家即主婚人同罪，离异，财礼入官。寺院住持如果知情，同罪，如果属于因人连累，不还俗。寺院住持不知情，无罪。如果僧人假借亲属或者僮仆的名义娶妻、妾，而僧人自己占用的，以奸论罪。即以僧人犯奸加凡人和奸罪二等论处。妇女还亲，财礼入官。属于强迫性质的，以强奸论罪。[84]
除了娶妻、妾，僧人犯淫戒的另一种形式是“狎妓”。僧官、僧人有犯狎妓饮酒的，发回原籍为民。[85]
第三，惩治亵渎神明。

清律规定：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烧夜香，燃点天灯（告天）、七灯（拜斗），亵渎神明的，杖八十。妇女犯罪的，“罪坐家长”。如果僧人修斋设醮而拜奏青词表文及祈禳火灾，同罪，还俗。惩罚的重点在拜奏。如果只是修斋而没有拜奏青词表文，不禁止。[86]
第四，惩治偷盗。

清朝法律对僧人偷盗的处罚按照对一般民人的量刑标准来执行。僧人偷盗银一百二十两以上的，判处绞监候。[87]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刑部提议：僧人、喇嘛等结伙盗窃的，一经得财在一百二十两以上，都属于情节较重，历年都按照规定，“拟入情实”。其余寻常的小偷小摸，情节比较轻的，“拟入缓决”。[88]
第五，惩治窝藏逃犯。

顺治九年（1652）议准：凡僧、尼窝藏、隐匿逃人的，依照民人窝隐逃人的规定治罪。[89]
第六，惩治违制。

清朝法律规定：僧、尼要拜父母、祭祀祖先（包括本宗亲属）。丧服等第（包括斩衰、期、功、缌麻之类）都与常人相同。违者，杖一百，还俗。[90]
雍正五年（1727）谕：僧人皈依佛教，自然应当恪守清规，置身方外，才是清净之徒。如果违法犯罪，已经为佛法所不容，怎么能够仍称为佛教徒，得以为非作歹呢?以后凡是僧人犯法，判处“斩、绞、发遣、军流、充徒、枷号”等罪的，都勒令永远还俗。发配到遣戍的地方后，令该管官员严行稽查。刑满释放回原籍的，也令地方官严行稽查，不准再为僧人。犯了罪的僧人全部被勒令还俗，由此成为制度。[91]
犯过罪的僧人仍然隐藏在寺院中，虽然没有给发度牒，也全部按照僧人犯罪的情况判刑。僧人该还俗的，“查发各原籍当差”。如果仍然在原寺、庵或其他寺、庵隐藏居住的，枷号一个月，照旧还俗。僧官及住持知情而不举报的，各治以罪。[92]乾隆四十二年（1777），因度牒已废止，该法律条文中涉及度牒的内容做了修正，其他内容没有变化。[93]
清王朝还对僧人服装的质料及颜色作出规定。顺治九年（1652）四月庚申定：僧人衣服，只许用绸、绢、纺丝、素纱、棉布、夏布，不许用缎、绫罗。僧袍只许用本等缁黑色，不许用别色。其余禁例与民人服装相同，只有袈裟不在禁止、限制的范围内。[94]如果僧人的服装违反了规定，僧人要受笞五十、还俗的处罚，衣服入官。[95]
顺治元年（1644），满清统治者着手建立保甲制度。也发给寺院印牌，以稽查僧人的出入。[96]雍正五年（1727）八月十九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在奏折中说，寺庙中的僧人，“往来无定，聚散无常”。他们的籍贯不详，姓氏不清。其中还有犯罪后逃入佛门且四处云游的人。现在编设保甲以治理地方，应该令各官将境内的寺庙一体编进保甲册内，将寺庙中僧人的详细情况登记造册，送到各省布政司。雍正帝认为，执行保甲制度难度大，能卓有成效地实行该制度的州、县少。等到地方上实施该制度有头绪时，再扩大到寺庙才有益处。此事可以暂缓办理。[97]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更定了保甲之法十六条。保甲的编制面扩大，其内部组织更趋严密。乾隆三十三年（1768）议准：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申明禁令，不许私自剃度，违反规定招收徒弟。在籍的僧人遵照保甲条例，每座寺庙给予门牌，地方官将寺庙与民户一同查核。[98]同治时期，清王朝利用保甲制度将僧团管理落实到了最基层，其管理措施更为细致。

对佛教寺院的管理，自两晋以来受到历代王朝重视。历代对寺院类型划分有不同，管理的侧重点也有异。清代寺院数量众多。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直省敕建的大寺庙共有6073处，小寺庙共有6409处；私建大寺庙共有8458处，小寺庙共有58682处。寺庙共有79622处。[99]清王朝主要依据寺院的创建来源，把寺院划分为敕建和私建两大类；同时，也根据寺院的经营主体，把寺院分为官管寺院和私家寺院两大类。不同的寺院，管理措施并不相同。清王朝对寺院的发展规模有不少规定，以防止佛教经济势力过于膨胀。另一方面，由于民间佛事活动非常活跃。清王朝对寺院举办迎神赛会等活动、对于进入寺院的各种人员等，都制定了法律条文。总的说来，清王朝对佛教寺院的修造和经营，既有支持、保护性的举措，也有限制、约束甚至惩处性的法律条款。

早在清太祖时期，满族贵族就开始建造佛寺。乙卯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满族统治者在城东山冈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建成。[100]
皇太极对佛教十分重视，虽然当时战事频仍，朝廷依然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新修、重建寺院，使关外佛教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下令修建实胜寺。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实胜寺建成。该寺大殿有五楹，东西庑各有三楹，前天王殿三楹，外山门三楹。至于僧寮、禅宝、厨舍、钟鼓音乐之类，皇太极都为实胜寺配备好。[101]该寺成为东北地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此外，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八月十四日，千山大安寺僧人何大峰重修古寺完工。皇太极因为何大峰重修大安寺，赏银十两。[102]
康熙帝非常关注地方上著名寺院的修缮事宜，往往拿出国库银两进行资助。天宁寺的修缮就是典型的例子。天宁寺号称“东南第一丛林”，地位显赫。在康熙朝，每逢圣诞都在这里举办万寿道场为康熙帝诵经祈福。康熙五十九年（1720）六月初十日，苏州江宁织造李煦、曹頫给康熙帝上奏折，叙述他们遵旨查验了天宁寺需要修缮的地方，并估计维修该寺的山门和殿宇大约需要银11600两，维修园亭、方丈和群房大约需要银2643两。两淮的商人们听说此事后，纷纷表示愿意如数捐银来维修寺院。李煦和曹頫还详细列出了修理天宁寺的料估单。康熙帝令苏州、江宁、杭州三处织造各出银500两。其余依商人所捐，有人愿意布施，也予以准许。[103]官方所出的1500两银子用在了重修佛像上。[104]
雍正帝曾下谕要求地方官修建寺院，满足当地驻扎兵丁进行宗教活动的需要。雍正七年（1729）十月二十四日，天津水师营都统拉锡进京恭请圣安时，雍正帝对他说，天津水师营城内官员、兵丁有两千余人，不能没有祀享瞻拜的场所。他下令修建两座庙宇。一座庙供三世佛、龙王和海神，另一座庙供城隍和土地，费用由巡盐御史郑禅宝从他的养廉银内捐修。郑禅宝等人遵旨在城中街北建起了一座佛寺。正殿三间，供奉三世尊佛，两旁是罗汉十八尊。前殿三间，供奉弥勒佛等。山门三间，左右四天王。后院僧房四间。共盖房二十九间。另一座庙宇也遵旨修造完成。两座庙宇共耗银4258两。[105]
清王朝对既有寺院采取保护的策略，严禁士兵、官员和普通百姓等拆除、毁坏及掠夺庙宇。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十一月，努尔哈赤发布上谕：任何人不得拆毁庙宇，不得在寺庙院内拴系马牛，不得在寺庙院内大、小便。违反规定的要被抓起来治罪。[106]
皇太极对明朝、察哈尔及朝鲜用兵时，多次禁止士兵破坏各地的寺庙，并对违反规定的罪行预先制定了惩罚措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日，皇太极在进攻明朝的征程中对将士发布上谕，不许拆毁房屋和庙宇。毁坏房屋和庙宇的人，要从重鞭打。[107]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二十八日，皇太极召集诸位贝勒、大臣和军士，宣布上谕说：不准毁坏庙宇，禁止侵犯庙中为祭祀所设的一切物件，违者处死。不得扰害寺庙内的僧众，不许掠夺僧人的财物，可以记载僧众的数目来报告。如果人、畜逃到寺庙中，可以俘获。军队不能驻扎在寺庙中。[108]
顺治十五年（1658）夏四月辛巳，礼部奏言：和硕荣亲王坟园圈丈地内所有的寺庙应该勒令迁移。顺治帝指出，民间供奉神、佛的寺庙中的僧人也是他的子民，由于建立寝园的缘故，令他们全部迁移，他实在于心不忍。所有的寺庙都不必迁移，依然照旧存留。他令礼部尚书恩格德将他的旨意快速前往通知僧人等。[109]
雍正十年（1732）四月二十四日，雍正帝发布上谕：听说唐山县知县赵杲拆毁本县寺庙数十余处，焚毁佛像，击碎古碑三十余座，砍伐古木三百余株，驱逐僧人，勒令尼僧还俗。赵杲的做法“令人骇闻，暴厉乖张，生事滋扰之极”。赵杲“有意扰乱国政，可恶之极”。雍正帝将赵杲革职，在本县枷号，令赵杲将所毁的寺庙一一赔偿修补完毕。“倘若抗违推诿，不竭力赔修，必将伊立正典刑。”[110]
清王朝对寺院的修造（尤其是新建）并不是一味地支持甚至放任。寺院的修建往往要占用民田，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清朝诸多帝王都对寺庙的兴建做出限制性甚至禁止性的规定。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皇太极说：不许私自建造寺庙。现在除了明朝汉官旧建的寺庙之外，其余地方妄行新造的反而比以前更多。该部贝勒大臣要再次详细稽查，先前经过稽查允许存留的寺庙有多少，后来违法新造的有多少，违法新造寺庙的要对修造的人治罪。以后，如果有人违法私建庙宇，依照法律治罪。要修造寺庙必须上报该部贝勒，才能免除建庙者的罪行。[111]
顺治二年（1645）规定：京城内外严禁擅自建造寺庙和佛像，呈报了礼部后才允许建造。现有的寺庙和佛像也不许私自拆毁。[112]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底，康熙帝指出，他近来看见直隶各省创建的寺庙很多。建造寺庙占据了百姓的田地。寺庙修成后，愚民又购买穷人的田地赠给寺庙，结果民田逐渐减少。他要求，除了原有的寺庙外，各省督抚及地方官要永远禁止创建、增修寺庙。[113]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发布上谕，他看见各处地方寺庙很多，年久倾倒、坍塌的也不少，导致佛像日晒雨淋。建庙之初的目的是崇敬神佛，到头来却亵渎神灵，都是因为寺庙“太多太杂，人情喜新厌旧”，乐于兴造而懒于修理和维护。以后想建寺庙的只准增修旧寺庙。如果有人想建寺庙，必须呈明督抚，督抚写题本奉旨，才允许营建，否则，予以治罪。[114]乾隆八年（1743）三月辛酉，谕军机大臣等：近来看见京师附近的寺庙，旧的依然倾圮，而仍然有新建的寺庙。直隶如此，其他省必然相同。乾隆帝认为，各督抚并没有实力奉行他的旨意，所以加以重申。[115]
在寺院经济的管理上，清王朝明确规定了寺田免交租赋的权利。“凡在京坛壝等处、在官地亩不纳粮”。直省的寺院、祭田也是公地，“免其征科”。[116]寺院田产一般享有免予征科的权利，不过，也存在个别寺田纳粮的特殊情形，福建寺田就是典型的例子。乾隆元年（1736）三月癸丑，福建巡抚卢焯疏称，福建省的寺田向来是四分租谷给僧，六分租谷归官。僧人应收的租谷，官为代征；僧人应缴纳的征粮，向佃户追比。寺佃深受其累，请求将租谷和征粮全部由僧收僧纳，每亩征银二钱。乾隆帝同意了。[117]
有些僧人垦荒耕田，作为寺庙的经济来源。清王朝一般会考虑免除其租赋。如果该寺庙是古刹名寺，其可能性就更大。

清王朝严禁僧人私自售卖寺田，并规定了处罚措施。僧人将寺院的田地蒙混“投献王府及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自签订文契典卖的，分别“发边卫永远充军”[118]。清王朝规定，各省的丛林、古刹过去已经列入了官府清查册的斋田，不许私自售卖，违者治罪。凡是续置的斋田，也要报明地方官，申报上司，载入清查册。庵观、茶亭、社庙、净室等处产业，住持要开具数目，到州、县呈明立案。[119]
清王朝对寺院的出租也制定了管理措施。顺治三年（1646）令：在京的寺院和庵庙，不许僧、尼混处及闲杂俗人居住，工部和五城负责清查。僧官包庇的，一体从重治罪。[120]康熙十三年（1674）定：京城内外的寺院、庵庙不许容留无度牒的僧人和闲杂人等居住。[121]
乾隆三十五年（1770），礼部具奏：京城官管的各庙，群房和围房从来不供佛的处所可以出租收息，作为贴补和日常的费用。供佛的正殿和配庑一概不准擅自出租，违者治罪。请交步军统领督理街道各衙门随时稽查、参处。乾隆帝批准了，并令礼部在年底具奏。[122]
嘉庆四年（1799）谕：外省赴京引见及候补、候选人员可以居住在京城内外的官管庙宇，僧人也能得到香火钱。外来的游方僧人及面生可疑、来历不明的人，一定要实力稽查，断不准容留。礼部仍然在年终汇奏一次，不可敷衍了事。[123]
道光二十四年（1844）议准：京城官管各庙的住持每两个月一次，写下没有容留来历不明之人的保证书，将僧人及雇工的姓名、数量、年龄、相貌和籍贯造清册两份，由僧录司汇总，加盖印信，分别送到礼部和步军统领衙门核查。[124]
清代是民俗性佛教发达的时期，各地的各类佛事活动十分盛行，清朝为此制定了诸多管理措施。就举办道场而言，清政府做出了限制性规定。顺治八年（1651）六月壬子，礼部定例：凡遇大礼，如果奉旨启建道场，四场太监和僧人奏乐于皇城内，启建道场。皇城内居住的官员和百姓永远禁止使用喇叭、唢呐以及建设道场。皇城外、京城内的官员和百姓可以建立道场，但不许用喇叭和唢呐，“止许作僧、道乐”。[125]康熙元年（1662）规定：凡是作道场的，只许在本家的院子内。禁止当街搭盖席棚、扬幡挂榜，以及僧人张着伞，捧托着香帛，绕街行走、取水画地、开酆都、穿戴盔甲等。违者，僧人责打二十板为民，该管僧官革职。作道场的人如果是官员，交部议处；如果是百姓，“治以违禁之罪”。[126]
清王朝对佛事活动的管理突出表现在对民间迎神赛会和妇女入庙烧香的查禁上。

迎神赛会指举行仪式迎神，用车子载着神像出巡，各省都有。[127]赛会的名目繁多，有地藏胜会、地官大地胜会等，目的大多是消灾祈福。赛会由民间香会来组织。赛会的组织者，在城市是州、府、县署的书吏和衙役；在乡村是地方保长和游手好闲的人。[128]参与者认为赛会可以“驱邪降福，消难除蝗”[129]，其盛况是“举邑若狂，乡城士女观者数万人”。虽然有地方官不时示禁，但结果却是一年比一年兴盛。[130]
清王朝对规模盛大、男女混杂的赛会多有禁令。康熙十六年（1677）令：京城内的寺庙、庵院，不准设教聚会，男女混杂，并且不许搭盖高台演戏，敛钱酬神赛会。[131]
康熙四十八年（1709）覆准：鸣锣击鼓、聚众烧香、男女混杂等弊端，曾经严禁，恐怕相沿日久，“旧俗复炽”。“扶鸾书符、招摇夤缘”的情况都应该永远禁止。以后如果有仍然像之前擅自妄行的，该地方官立即查究惩治。如果不实心查拿，在京城的或者由礼部查出，外省或者经督抚查出，“将该管官员指名题参”。[132]
乾隆二十七年（1762）奏准：五城寺庙僧、尼开场演剧，男女都出资参与，号称“善会”，败坏风俗、滋生弊端，事关重大。应该交步军统领、五城、顺天府各衙门“严行饬禁”。如果有设立善会、煽惑聚集妇女的，立即将该庙为首的僧、尼查拿治罪。至于有职人员不顾为官之道，随意参与庙会，以及纵容妻、妾入庙的，一经查实，“指名纠参”。[133]
咸丰二年（1852）正月辛巳，谕：御史伦惠奏，京城西部的妙峰山庙宇，每年在夏秋两季烧香的人很多，有无赖之徒装演杂剧，号称“走会”，请予以严禁。“乡民春、秋报赛”，到寺庙烧香是不禁止的。如果像所奏的，匪徒以走会为名装演杂剧，以致男女混淆，于风化很有关系。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及西北城各御史要先晓谕大众，如果有前项匪徒，立即捉拿惩办，仍然不准差役等借端扰累。[134]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乙丑谕：御史张廷燎奏，京师城外的白云观，每年正月间烧香赛会，男女混杂，并且有托为神仙的说法，怪诞不经。僧人造言惑众以及妇女入庙烧香，都违反了规定。以后令该地方官严行禁止。其余京城内外的各寺庙，如果有烧香、赛会与此类似的，也要随时查禁，“以端风化而正人心”。[135]
清朝帝王大都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妇女或单身、或聚集入庙进香。顺治九年（1652）九月戊子，谕礼部：妇女叩拜喇嘛，或者叩拜寺庙，必须随自己的丈夫同行。不许妇女私自叩拜喇嘛以及寺庙、庵观，违反规定的治罪。[136]顺治十八年（1661）题准：妇女不许私自进入寺庙烧香，“违者治以奸罪”。有人举报的，罚本犯银十两给举报人。[137]
雍正二年（1724）覆准：愚昧的人令妇女成群聚会，前往寺庙进香，败坏风俗。以后严禁妇女到寺庙进香起会。违反规定的，照例治罪。寺庙住持和守门人不禁止的，同罪。[138]
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月壬午，浙江巡抚熊学鹏奏：杭州城的风俗之一是，妇女不避瓜田李下之嫌，进香时，有的借宿在寺院。熊学鹏先予以禁止，然后绳之以法。乾隆帝说：应该立即整顿，这不但和风教有关，佛教界也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139]
嘉庆十七年（1812）谕：给事中甘家斌奏请禁止妇女入庙以维护风化。寺院、庵观不准妇女进入烧香，早有禁令。京城中庙宇很多，可能时间长了执行不力。步军统领、顺天府和五城要“出示晓谕”，如果有开设会场、招摇妇女入寺的，一体查禁。[140]有清一代，妇女入庙参加各种佛事活动，不仅屡禁不止，反而越来越盛行。

五 典籍管理与册封赏赐

清朝之前，历代王朝对佛教的典籍、教义及教派方面很少过问，疏于管理。清朝从顺治到乾隆四帝对佛教的典籍、教义及教派采取严格管理措施，构成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方面的独特内容。其中，函可文字狱案、雍正的“拣魔辨异”、禁止滥用《续藏》名目、禁毁《遍行堂集》、收缴御书、禁毁僧人著述等，是清代在朝野有影响的典籍管理事件。

（一）函可文字狱案

顺治二年（1645）正月，僧人函可（1612—1660）从广东到南京，刷印藏经。期间将耳闻目睹从甲申之变起南朝臣民或遇难，或自裁等惨状记为私史，写成《再变纪》。[141]顺治四年（1647），函可拟离开南京（江宁）返回广东。当时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因函可父亲韩日缵曾是其明朝“会试房师”，便应申请发给函可护身印牌。函可出城门时，被江宁守城官兵搜出携带的《福王答阮大铖书》，其中“字失避忌”；又有《再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当年十一月辛亥，洪承畴奏明原委，自认为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142]谨将原给牌文以及函可的书帖封送内院，“乞敕部察议”。函可由巴山等派人押解来京。[143]顺治五年（1648），函可及徒弟法纬等四人，以犯忌讳定罪，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被发配沈阳，焚修于慈恩寺。[144]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函可在辽阳千山的龙泉寺圆寂。康熙元年（1662），沈阳人迎函可龛入千山建塔，塔在璎珞峰西麓下。[145]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郝浴为之撰写塔铭。同年，函可的弟子收集他的诗作，编成《千山诗集》，予以刻印。

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丙寅，乾隆帝对军机大臣等发出上谕：朕检查各省上缴应毁的书内有《千山和尚诗本》，该书“语多狂悖”，自然应该查缴、销毁。查得千山名函可，广东博罗人，后来因为获罪，发配到沈阳。函可既然刻有诗集，恐怕“无识之徒”将他视为高僧，并且恐怕沈阳地方尊其为开山祖席，“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弘晌、富察善立即确实查清，从前函可在沈阳时，是否占住过寺庙，有没有支派流传，承袭香火，以及有无碑刻、字迹留存。要逐一查明，“据实覆奏”。[146]盛京工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富察善随后奏请，将双峰寺所建的碑塔全部拆毁，《盛京通志》内记载的函可事迹逐一删除[147]，《千山诗集》和《千山剩人和尚语录》等亦被列入禁毁书目。

（二）雍正帝“拣魔辨异”

明朝末年，出自临济宗天童系的禅师汉月法藏（1573—1635）因与其师密云圆悟（1566—1642）在禅学思想上分歧颇大，以致双方往返辩难，论战激烈。明崇祯元年（1628），法藏著《五宗原》，阐述禅宗五家分派缘由，反对圆悟的“自证自悟说”。不久，圆悟的另一位弟子木陈道忞（1596—1674）撰《五宗辟》，斥责法藏。法藏弟子潭吉弘忍又写十卷《五宗救》维护法藏禅学，并驳斥《五宗辟》。崇祯十一年（1638），圆悟著《辟妄救略说》，全面批驳法藏、弘忍的观点。此时，法藏、弘忍均已作古，两派的争论就此结束。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通过对法藏、弘忍的激烈批判，借以大规模整治当时的禅宗，清理禅僧的叛逆性格。雍正帝认为，当年的法藏和弘忍师徒是“空王之乱臣，密云之贼子”，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不能容。[148]当时“魔藏”为了取悦世俗，使僧人竞相结交士大夫，宗门衰坏，都是由此而来。法藏徒众至今散布人间不少，如果今天不加以摒斥，“魔法”何时熄灭？着将藏经内所有法藏、弘忍的语录，以及《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允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的，一旦发觉，以不敬律论处。此外，将《五宗救》一书，“逐条驳正”，刻入藏经内，使后世具备正确知见的人知道它的毒害，不起疑心。天童密云圆悟派下法藏一支的所有徒众，由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全部削去支派，永远不许复入祖庭。如果能够在他方参学，得到正确的知见，另外承续其他宗派的，“方许秉拂”。上谕到达之日，天下祖庭属于法藏子孙开堂的，就撤除钟板，不许说法，地方官选择天童系的其他支派来承接方丈。[149]
苏州巡抚高其倬接到雍正帝铲除法藏一派的上谕后，立即催促各地方官确查办理。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初八日，高其倬奏报，据查，江苏的灵谷寺、崇报寺、圣恩寺、白马寺、翠岩寺、北寺、瑞光寺、开元寺、宁邦寺、拈花寺、宝云寺、清凉寺、宝轮寺、天宁寺、北来寺和上方寺都是法藏一派僧人的开堂之所。这些寺院立即撤除钟板，不许说法，并且削去支派，永远不许复入祖庭。高其倬又会同海保商量，选择天童系的其他支派承接。此外，圣恩寺和白马寺查出《三峰语录》及书版。翠岩寺和清凉寺查出了《五宗救》，这些书立即销毁。

清除法藏一系的同时，也影响到其他一些禅师。根据高其倬所奏，下属禀报，并没有行峰支派开堂说法的情况，也没有性音徒众记载性音受到恩遇的书。木陈道忞的《北游集》、行峰的《侍香纪略》以及康熙帝巡幸时僧人书写时事、妄夸恩遇的书也未发现。[150]
（三）禁止滥用《续藏》名目

在将蒙古文、汉文《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过程中，乾隆帝禁止僧人以《续藏经》的名目编辑、整理语录。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十日奉旨：唐、宋以后，僧人分立宗派。略懂经典的僧人就将论疏、语录之类编入《大藏经》中，“自诩为传灯不坠”，甚至塞入塔铭、志传，目的只是为了“铺张本师宗系”，与大慈氏正法眼藏去之愈远。这些内容原本非佛所说，列入《续藏经》已属过分，岂可漫无区别？乾隆帝下令，传谕京城及直隶各所寺院，以后凡是其他种类的语录、著述，僧人只许自行存留。永远禁止僧人编辑、汇录这些书，诡称《续藏》名目，“觊觎撺淆正典”。这样一来，“梵文严净，可以讨真源而明正见”。乾隆帝让僧录司行知各处僧纲司，令他们通饬僧众人等，永远遵行。[151]
（四）禁毁《遍行堂集》

僧人今释（1614—1680）自号舵石翁，法名初为性因，俗名金堡，字道隐、澹归。《遍行堂集》是其主要作品之一，包含为明朝死节忠臣立传、弘扬汉人民族气节等内容。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乾隆帝在各省上缴的应毁书籍中发现了《遍行堂集》，随即下令予以彻查。

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十五日，军机大臣太子太保福隆安谨奏：为奏闻事。臣遵旨前往原任广东韶州府知府高纲的家，查得他的儿子高秉住在地安门内宫监胡同，有自置房五间半，详细搜查，书籍很多，但并没有《遍行堂集》。审讯高秉，他供认：“我父亲从前在韶州府时，有丹霞山僧人拿了已故澹归和尚做下的《遍行堂集》书一部募化。父亲帮他银钱刻板，我父亲还做过一篇序，这是我知道的。至于这书，久已没有了。”高秉家书籍很多，一时难以检查。请交大学士于敏中等派员详细检阅，有无违碍字迹。[152]
同年闰十月十八日，乾隆帝发布上谕：朕检阅各省呈缴的应毁书籍内有僧人澹归所著的《遍行堂集》，由韶州府知府高纲为它制序，并且募资刻行。澹归其人本不足齿，而所著诗文中多悖谬字句，自应销毁。高纲身为汉军，而且是高其佩之子，世受国恩，见此等悖逆之书，恬不为怪，隐瞒而不举报，反而制序募刻，“其心实不可问”。假使高纲在世，“必当立置重典”。高纲之子高秉收藏应毁之书，或者是由于之前没有看到。近年来“查办遗书”，屡经降旨宣谕，凡缴出的，一概既往不咎。现在高秉仍然隐匿禁书而不呈缴，自然有应得之罪，已交刑部审办。这是因为高纲是八旗大臣的子孙，其家藏有应毁之书，不可不示惩儆。如果民间还藏有禁书的，一经献出，就可免罪。[153]
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十九日，乾隆帝下令澹归的《遍行堂集》，“语多悖谬”，必须毁弃，其余的墨迹、墨刻也不应存留。李侍尧等要将它们逐一查明缴进，并将所有澹归碑石，也立即派办事稳妥的官员前往椎碎摧仆，不使它们留于世间。又听说丹霞山寺是澹归开辟的，无识僧徒竟将澹归视为开山之祖，谬种流传，“实为未便”。但寺院成造多年，不必拆毁。令李侍尧等立即详悉查明，将寺院作为十方常住性质，削去澹归开山祖师的名目，由官员选择僧人住寺，不许澹归支派之人承续。督抚等地方官要办理妥当覆奏。所有高秉家查出澹归的诗集及各种墨刻，也抄寄给李侍尧阅看。[154]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初三日，江苏巡抚萨载上奏，在苏州书局内查到《遍行堂集》正、续集各一部，但并没有高纲的序文，似乎是另外一版。[155]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派人前往苏州对高[image: ]的妻妾、子女名下的书籍及衣物进行了详细搜查，并审问了相关人员，但并未发现《遍行堂集》。与此同时，直隶天津兵备道额尔金泰等人奉命查封了高稝、高[image: ]家存的诗画、书籍等物，大学士于敏中派人进行了认真检查，抄出了四十四本《遍行堂集》和澹归和尚草字三轴，并且，“于《韶州府志》内查有澹归和尚丹霞山事迹及所作诗词”[156]。此外，高晋派人在清江将高[image: ]抓获，但高[image: ]对《遍行堂集》一无所知，所携带的书籍、衣物中也没有这本书。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跪奏：澹归所著的《遍行堂正续集》“语多悖逆”，不容任其流传。之前德保查出过该书，并且将《遍行堂》板片派人解赴军机处查销。接到谕旨后，臣立即秘密委派广州府知府李天培赶到韶州府，会同南韶道李璜前往丹霞山，尽心查办。金堡的所有墨刻、墨迹逐一查出，“现存碑石摹拓进呈”，一面椎碎抛弃，不使片纸只字复有留存，并将澹归支派的僧众全部逐出，令地方官选择诚实戒僧住持。一面分别委派办事稳妥的人员在省城书肆里详加查阅，并晓谕民间寺院，如有收藏金堡书籍、墨刻的，趁早献出，一概免于治罪。现在省中书商、寺僧献出《丹霞志》一部、《遍行堂随见录》一本，与金堡墨刻各种。《丹霞志》内诗文、语录有“诸多悖逆”，而且有徐乾学为他撰制的塔铭。金堡还有《岭海焚余集》、《梧州诗》两书。丹霞山寺查出有下院两处，一名“会龙庵”，在韶州府东门外；一名“龙护院”，在南雄府城内。这两处下院恐怕有金堡碑记、字迹及其支派僧众，现在也一体查办。墨刻内有尚、耿二逆重修省城光孝寺碑记，由金堡撰文。此碑固然应当销毁，而逆迹也不便遗留。凡澹归所竖之碑，已经一并椎碎。臣想，金堡既然已经托迹缁流，苟延残喘，又结交官员，“妄呈笔墨，肆其狂吠，实为覆载难容”。查《丹霞志》记载海螺岩有金堡埋骨之塔，刊刻铭志也应该刨毁。臣现在又“飞饬委员查办”，不使存留。金堡当日“蹈袭虚声”，恐怕无识之徒有的将他的诗文“采入志乘”。臣等已经“札司调集磨勘”，如果有记载之处，提板铲削“以清秽迹”。[157]
李侍尧和德保查到的“违碍”书籍、墨迹有：《丹霞志》四本、《遍行堂随见录》一本（金堡著）、《放生社碑记》一张（金堡撰）、《重建光孝寺碑记》一张（金堡撰）、墨迹条幅四张（金堡字）、墨迹小横幅一张（金堡字）。[158]
江西省巡抚海成也查获了《遍行堂集》。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江西巡抚臣海成谨奏：为奏闻事。江西在上次已经上缴过《遍行堂集》一部、《续集》二部。这次又上缴《遍行堂集》十三部、《续集》二部。《续集》也是澹归所著。江西与江南、广东交界，书籍容易流传，“更不容不加详慎”。此等不法书籍“狂吠多端，实足为人心风俗之害”。此番搜查，断难容其再有。然而自上次购缴以后，又有三千余部之多，“愈难信其必无”。现在仍饬州、县，督令教官照旧查办。臣严加督饬，不敢稍微松懈。已经奏毁各书及名异书同者，已经刊刻书目“分发各属”，以及分防县丞、巡检等官员，俱令一体协同妥为收购、寻觅，送县汇缴，也不敢定以限期。只有令其陆续呈缴涓涓不绝，自然可以穷竭其源流。[159]
对澹归著述的查禁最后竟波及皇宫。李侍尧等奏：查毁金堡字迹有宝林寺内《独和尚语录》，系金堡重编。又，《八十八祖传赞》首册有金堡的序文。该寺僧人禀称，当日与藏经一同领回。是否是内府所颁，请查明应缴应销。清字经馆送到的《语录》、《传赞》两种，都有金堡的僧名——“今释”字样，应行知李侍尧等立即将“今释叙文”及“今释重编”之处一并销毁。其《语录》、《传赞》，原系旧传经典，仍然可以存留，该寺不必缴进。收藏此等经卷的不止广东一省的寺院，应该令各督抚派属下查明，一体仿照办理。清字经馆也立即将“今释”字迹销毁，并知会武英殿查销字版。[160]
（五）收缴御书

清朝诸帝多次下令，收缴寺院收藏的前明旧敕以及本朝皇帝的御书、御笔等。顺治二年（1645）规定：内外寺庙、庵观，凡是有明朝旧敕的，全部上缴礼部，不许隐藏。[161]
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初十日，谨奉上谕：僧人的奏疏及其所译的清文、所奉谕旨的底稿，都由皇上亲自监督焚毁。[162]
雍正帝即位伊始就发布上谕，令地方官检查各个寺院和臣民之家，凡有他之前赐给的字迹，不论大小、多少，都要在一年内上缴。如有隐藏，一旦发现，从重治罪。

雍正十年（1732）四月十九日，巡察保定、正定、河间三府等处监察御史查拉和凌燽谨奏：四月十一日，臣等巡至天津府青县三官庙，见该庙有皇上在康熙年间赐书的“法海无涯”四字匾额，还有藩邸爵号、图章，当即令青县知县敬谨查修，令人看守。现在三官庙已经倾颓破损，风雨不蔽，所有御书匾额，恭请皇上敕令缴回。雍正帝让其把匾额交给总督上缴。[163]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庚戌，乾隆帝发布上谕：从前法会中的僧人有先帝赏赐的御书及朱批等件的，不论字数多寡，都要恭缴，不许私藏。如果有皇帝赏赐的字迹，也按照规定“缴进”。[164]
（六）禁毁僧人著述

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十六日，乾隆帝令总理事务庄亲王、果亲王等寄上谕给各省督抚：前年我皇考检阅玉琳通琇和木陈道忞的语录，发现木陈道忞所著的《北游集》六卷，“乖谬荒诞之处”不胜枚举。玉琳通琇的弟子骨岩写了《侍香纪略》一册，以记载其师父受到的恩遇，“诞幻支离”，竟然如同“梦中呓语”。我皇考已经降旨中外，将该书全部查毁。现在朕又查出了《帝王明道录》一书，是木陈道忞的门人所写，“其荒唐之处”，与《侍香纪略》相同。过去我皇考已经下达了查毁这些书的谕旨，朕担心外省奉行不力，可秘密寄信给各省督抚，凡丛林、寺庙中，除了敕赐的御书匾额、对联、碑文之外，如果有世祖、圣祖、皇考批谕字迹，及僧人抄录稿本，与僧人所刻的语录，如《北游集》、《侍香纪略》、《帝王明道录》等书，“干涉时事，捏造言词，夸耀恩遇”，有一字关系世祖、圣祖、皇考的，无论刻本、写本，全部查出，“密封送部，请旨销毁，不得私藏片纸”。处理此事，不要在各处寺庙贴写告示，了事而已，必须派人秘密寻访，细细搜查，但是又不可借端生事。如果有疏忽、遗漏等弊端，将来一旦发觉，朕必然唯乾隆元年（1736）、二年（1737）的该省督抚是问，“不稍宽贷”。[165]
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初十日，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将准备查缴僧人相关著作及御书的安排进行了汇报。一个多月后，觉罗石麟奏报成果：所有省城及省城附近的各处丛林、寺庙，臣再次亲自督饬各县，务必详细访查。据阳曲县知县袁履恕在省城的紫竹林寺内查出《纶音录》一本，是江南金山寺僧人明铨所记。又据附省之清源县知县郑昆瑞在县属的普照寺内，查出僧人木陈道忞的《北游集》一本。又查出《南巡恭纪》一本，《塞北赐游集》一本，都是南海普陀寺僧人心明所写，都秘密送到。臣查僧人明铨、心明的刻本内，有捏造言词、夸耀恩遇，关系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的言语。臣想此等僧人记载，“既编名目”，又经过刊刻，那么各省丛林、寺庙中一定还有流传，而金山、普陀两寺内，可能还有版存留，都难容其隐匿。除了将上述书集共四本密封送部请旨销毁，一面仍谕令各属详查外，臣谨具折奏闻请旨，将僧人明铨、心明所刻各书的书名，敕谕各省督抚一并密行查出，这样一来就不致有私藏遗留了。[166]苏州织造郎中海保查获刻本《帝王明道录》一册，旧刊版片一副，恭呈御览[167]。

除了僧人著述和御笔之外，查禁收缴范围也扩展到像护僧榜文和寺庙碑文中的“违碍”字样等方面。乾隆二十二年（1757）九月乙卯，谕军机大臣等：据硕色等奏称，桂阳州盘获僧人广传，带有护僧榜文一纸，“俚鄙不经”，现在令下属确实查清根究。此等榜文，原来由无知愚僧捏撰传钞，如果不查明销毁，恐怕将来“展转滋疑，别生事端”。着交与富勒浑饬令该属，将这些捏造的榜文，全部查明销毁，不得仍然让它们存留。[168]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月十六日，福和谨奏：京城内、外寺庙碑碣内有违碍字样的，已经查办，开单进呈，奏明磨毁。[169]
册封佛教上层僧侣集中在顺治和雍正两朝。顺治帝册封的都是当代僧团领袖，主要是为了笼络上层僧侣，让他们协助朝廷管理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僧团。雍正帝册封或加封的前代僧人数量更多，主要是为当时僧众树立修行样板，为佛教发展指明方向。通过册封或加封褒奖，达到有效管理僧团、引导佛学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

顺治十四年（1657）冬十月，诏海会寺和尚憨璞性聪“结制万善殿”，赐“明觉禅师”号。[170]
顺治十六年（1659），玉琳通琇应诏进京。顺治帝在内廷与其谈论佛法，并赐“大觉普济禅师”号，同时赏赐紫衣、金印。[171]顺治十七年（1660年），封玉琳通琇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172]
顺治十七年（1660）四月，敕封天童弘法寺禅僧木陈道忞“弘觉禅师”号，并赐印信。[173]
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赐玉琳通琇、茆溪行森的法孙明慧紫衣，并封“悟修禅师”号。[174]
雍正帝册封和加封前代著名僧人有数十名。他在上谕中说：朕阅读古德的语录，选辑僧肇以下诸大善知识的著作，“刊示来今”，想到诸家“成褫后学”，确实领悟到了佛祖妙心，应该加以褒扬，特加封号。除了紫阳真人、永明延寿禅师、茆溪行森禅师已经另降谕旨，玉林通琇禅师已经被世祖章皇帝授封外，其余没有封号的，都加上封号。前代已经册封的，都增字加封。僧肇敕封大智圆正圣僧禅师，永嘉元觉敕封洞明妙智禅师，寒山敕封妙觉普度和圣大士，拾得敕封圆觉慈度合圣大士，赵州从谂加封圆证直指真际禅师，雪窦显加封正智明觉禅师，沩山灵祐加封灵觉大圆禅师，仰山慧寂加封真证智通禅师，圆悟克勤加封明宗真觉禅师，并令该地方官致祭一次。让天下后世参学大乘的人知道，如果能够实修、实证、利己、利人，那么千百年后帝王仍然会予以表彰。这也是劝励之道。[175]
除了僧肇等十三人之外，雍正帝又谕礼部：朕对一些名僧细加评量，宝志等二十人的确都是出类拔萃的善知识。“宝志着封一际真密禅师，马祖一着封普照大寂禅师，南岳思着封圆慧妙胜禅师，石头迁着封智海无际禅师，南阳忠着封真实大证禅师，长沙岑着封洞妙朗净禅师，清凉观着封妙正真乘禅师，黄檗运着封正觉断际禅师，临济元着封真常慧照禅师，投子同着封智照慈济禅师，洞山价着封净觉悟本禅师，曹山寂着封宝藏元灯禅师，元沙备着封超圆真鉴宗一禅师，天台韶着封妙慈圆彻禅师，药山俨着封达宗弘道禅师，罗汉琛着封本觉应真禅师，法眼益着封妙光法眼智藏禅师，天衣怀着封圆湛振宗禅师，莲池袾着封净妙真修禅师，并着该地方官致祭一次。云门偃旧封慈云匡真弘明禅师，字数已多，无庸加封，仍着该地方官致祭一次。”[176]
六 清代佛教艺术简述

清代佛教遗存物很多，从各类建筑物到塑像、雕像、绘画等作品，数量不可胜计。但是就其绝大多数物品而言，它们谈不上艺术性，找不到欣赏价值，真是乏善可陈，令人遗憾。不过，有几位活跃于清初的画僧和擅长释道人物画的艺术家，多少给荒凉、沉闷的清代佛教艺术界点缀了一些亮点，增添了少许生气。

存留下来的清代佛教造像数以万计，但若放在整个艺术史上看，其艺术成就并不高。由于朝廷重视喇嘛教，藏式金铜佛像比较流行，以宫廷造的佛像最有特色。康熙三十六年（1686）曾在宫中设立正殿念经处专管宫中佛教，包括佛像制造。乾隆帝对喇嘛教的兴趣更为浓厚，曾在宫中兴建佛堂，大造佛像。据说他还亲自参与设计佛像并监督制造。这一时期的藏式佛像融合梵汉的倾向更为明显，造像日趋程式化，造像神情呆板，身体结构处理僵化；作品外在的装饰繁复，内在的张力却不复存在。汉式佛像仍然延续明代的样式，却更为公式化，很多佛像千篇一律，缺少变化。同时，工匠们为了迎合大众喜好，用世俗审美标准来制作佛像，使佛像失去了庄严肃穆气象。在佛像宗教性日趋淡漠、世俗性越来越浓厚的时候，工匠们又没有能力展示自然的深邃、博大和神奇。在这种情况下，佛教造像既丧失了作为艺术品的鉴赏价值，又不再具有激发信众敬畏感、虔诚心的神圣功能。正如梁思成所言，“雕塑者的技艺脱变为没有灵气的手工劳动”[177]。“或仿古而不得其道，或写实而不了解自然。”[178]
对于清代佛教造像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就是《佛说造像量度经》的翻译。《佛说造像量度经》大概产生于印度笈多王朝统治时期，在10—12世纪间被译成藏文。[179]《佛说造像量度经》对于佛像具体的像相、服饰、手印、姿态等都有严格规定，是藏式佛像制作的主要依据和标准。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将《佛说造像量度经》译成汉文。为了进一步规范佛像，工布查布还撰述了《造像量度经引》、《佛说造像量度经解》、《造像量度经续补》三篇重要著作。在《造像量度经引》中工布查布区别了佛像传入中国各个朝代的不同类型，将佛像分为“汉式”和“梵式”两种，还附有八幅佛像图以供临摹。这对于佛像制造的规范化、程式化无疑有着重要影响。

明清之际特殊的社会际遇，使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画家隐身佛门，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僧人画家。他们以高超的绘画技艺跻身清代画坛，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画家，而投身佛门的经历又使他们的画作具有鲜明的佛教印记。这些画僧中以弘仁、髡残、朱耷、石涛最为有名，被称为“清初四画僧”。他们在政治上大都怀抱故国之思，拒绝与新政权合作；在艺术上则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盲目摹古，重视亲身感受，强调抒写性灵。他们被认为清初画坛上的革新派，与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正统派画风大异其趣，直接影响了扬州画派的兴起，并对此后直到现代的中国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弘仁（1610—1663），原名江韬，字六奇，法名弘仁，字无智，号渐江，安徽歙县人。弘仁早年专心于四书五经，曾试图走科举之路，三十余岁，功名仍无建树。明末，清军入关南下，南方文人志士奋起抗争，弘仁也参与其中。反清复明失败后，弘仁便出家为僧。弘仁的山水画取法宋元各大家，尤其深受倪瓒的影响。他也十分注重从大自然中吸收营养，曾多次游武夷山，往来于黄山，作黄山真景50幅。石涛曾说他：“公游黄山最久，故得黄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弘仁所画山水笔墨简洁洗练，意境静穆幽寂，善用折带皴和干笔渴墨，代表作品有《黄山松石图》、《黄山天都峰图》、《西岩松雪图》、《晓江风便图》等。弘仁与石涛、梅清成为“黄山画派”中的代表人物。弘仁也是“新安画派”的奠基人，与查士标、孙逸、汪立瑞被称为清初“新安四大家”。弘仁还善书法，工诗文，后人辑成《画偈集》148首。弘仁的山水画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出家后，先是修行禅宗，晚年醉心于净土宗，佛教的“空”、“寂”思想对他的绘画风格有深刻影响，他画作中的简约清净之美正来源于此。他在诗中也将画、禅、诗并列，作为自己的癖好：“画禅诗癖足优游，远树孤亭正晚秋。吟到夕阳归鸟尽，一溪寒日照渔舟。”

髡残（1612—1673），本姓刘，出家后名髡残，号石谿、白秃、石道人、电住道人、残道者等，湖广武陵（今湖北省常德）人。髡残秉性清静，喜读释道之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出家为僧。清顺治十五年（1658），髡残正式皈依曹洞宗觉浪道盛禅师（1592—1659），法名大杲，并奉师命住持祖堂幽栖寺。顺治十六年（1659），觉浪禅师圆寂，遗命传法嗣于髡残，而髡残却没有接受，此后便与青山白云为伴，以诗文书画自娱。髡残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其山水画主要继承元四家传统，尤其得力于王蒙、黄公望。髡残师法自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他的山水画景真情切，状物与抒情成为一体。所作山水，在平淡中有奇险，山重水复，开合有序，结构严密，稳妥又富于变化。存世代表作有《报恩寺图》、《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和《雨洗山根图》等。髡残的画作深受禅理影响。他在《山水图》中题诗：“残僧本不知画，偶因坐禅后悟此六法。”认为自己是通过修禅而妙悟中国画的品评创作准则——六法论。髡残又在《松岩楼阁图》题道：“董其昌谓画如禅理，其旨亦然，禅须悟，非功力使然。”《秋山钓艇图》题诗云：“戚欣从妄起，心寂合自然，扁舟或来去，不为名利牵。当识太虚体，勿随形影迁。”

朱耷（约1626—约1705），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后裔。19岁时明朝灭亡，朱耷目睹清兵入关，国破家亡，心情郁愤，从此装哑扮傻，整日不发一言。23岁时，朱耷在奉新山出家为僧，法名传綮，字刃庵，号个山、雪个，朱耷为僧名。28岁时，朱耷在耕庵老人处受戒，住山讲经，随从学法的有一百多人。36岁时，朱耷想“觅一个自在场头”，找到南昌城郊十五里的天宁观，进行改建，更名为“青云圃”，改信道教。60岁时，朱耷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八大山人”之号，取自《八大人觉经》，据说朱耷非常喜爱读诵这部经书。后还俗，在南昌城效自筑陋室“寤歌草堂”以度晚年。朱耷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建树。他以水墨写意画著称，尤擅长花鸟画。他的大写意花鸟画受徐渭影响，以简洁孤冷的画风，自成一代宗师。在创作上，朱耷取法自然，画面构图缜密、简洁，一幅画中描绘的对象往往很少，在塑造对象时用笔也很少。花鸟造型，注重形与趣、与巧、与意的紧密结合，他特别讲究布局，充分利用空白，即前人所谓“计白当黑”。朱耷传世代表作品有《水木清华图》、《荷花水鸟图》、《孔雀竹石图》、《孤禽图》、《眠鸭图》、《猫石杂卉图》、《荷塘戏禽图卷》、《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等。朱耷对画坛影响深远，清代的“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朱耷的画作既寄托着家国之思，也体现着禅宗的影响。同时代的诗人叶舟曾作《八大山人》诗一首，描述其晚年境遇：“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清人何绍基在题八大山人《双鸟图轴》中也说：“愈简愈远，愈淡愈真，天空壑古，雪个精神。”

石涛（1642—1707），本姓朱，是明靖王赞仪十世孙，出家后，更名原济，又作元济，号石涛，又号苦瓜和尚、清湘道人、大涤子、零丁老人等。石涛一生经历曲折复杂，但出家为僧的经历对他有深刻的影响。顺治二年（1645），石涛的父亲靖江王朱亨嘉被杀，石涛被宦官带到广西全州湘山寺出家为僧。康熙元年（1662），21岁的石涛拜旅庵本月为师，成为临济宗第三十六代传人。石涛以山水画和《苦瓜和尚画语录》名重天下，为中国画向近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山水画广泛师法历代画家之长，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变化，又注重从大自然吸取创作源泉，完善表现技法，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石涛传世作品很多，代表性的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山林乐事图》、《清湘书画稿卷》、《采石图》、《庐山游览图》、《细雨虬松图》等。石涛的山水画深受禅宗精神的影响。有清初“诗史”之誉的汤燕生，在石涛《黄山图》题诗中，盛赞石涛的禅画境界：“禅伯标新双目空，通天狂笔豁尘蒙。张图累月深相恋，戴答闲行羡此翁。葺宁阳崖光有涤，泻泉古壁净难污。冷然静境消浮累，扣寂探真待隐夫。”画家梅清在《赠石涛》诗中亦云：“石公烟云姿，落笔起遥想。即具龙眠奇，复搜度头赏。频岁事采芝，幽探信长往。得真在涉目，入解乃遗象。一为汤谷圆，四座发寒响。因知寂观者，听得毕萧爽。”石涛还有不少以佛教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如《观音图》、《十六阿罗应真图卷》等，其中《莲社图》可称此类作品中的代表作。《莲社图》画的是晋代高僧慧远等在庐山白莲池畔结社参禅的故事，人物生动传神，线条瘦挺缜密，作为背景的山石也画得老到有力。石涛晚年潜心研究绘画理论，并撰写成《苦瓜和尚画语录》，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苦瓜和尚画语录》深受佛教精神影响，其中到处可见禅理，如“一画之法，乃自我立”，“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又如“专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180]，等等。

清代还出现了一些擅长释道画的画家，其中以宫廷画师丁关鹏最有名。丁观鹏生卒年不详，顺天府人，雍正四年（1726）进入宫廷。丁观鹏曾向郎世宁、王致诚学习，从而使他的画能够融汇中西。丁观鹏擅长道释画和山水画，他的道释画以宋人为法，不尚奇诡，画风工整细致，受到欧洲绘画风格的影响。乾隆朝，丁观鹏被擢为一等画师，深受乾隆帝赏识，曾为《圣制诗》初集、二集、三集中多幅画卷题诗。丁观鹏在宫廷画院供奉五十年左右，作品近二百件。传世作品有《法界源流图》、《乞巧图》、《无量寿佛图》、《宝相观音图》、《说法图》等。其中完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法界源流图》最具代表性。《法界源流图》是对大理国画工张胜温所绘《大理国梵像卷》的重新整理和临摹，是在乾隆皇帝的命令和“四大活佛”之一的章嘉国师指导下进行。全图纵33厘米，横1635厘米，场面宏大，人物众多，里面共绘制典故98组，千手观音、财神、十八罗汉、神像630多尊，还有50多种龙凤虎狮等吉祥神兽，以及亭台楼阁、山水花草等。《法界源流图》上面有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图名、手书的《心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第二节 禅宗诸派及其演变

一 清代前中期佛教基本特点

总体观察，清代前中期的佛教呈现出四个显著特点。

其一，宗派意识有增强的趋势。

随着佛教内部各派思想融合进程的发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门派之别或法系之别已经难于反映思想的分野，从两者之间已经很难找出其中的必然联系。但是，对于一般僧人而言，法系传承又是决定他们身份、地位以及赢得社会承认的重要因素，个别场合甚至关乎个人的进退荣辱。所以，在这一阶段，佛教内部对传承关系更为重视，在有些支派中还有强化的势头。除了禅宗、天台等宗派之外，律宗是一个更具特点的新例证。

其二，禅宗思想个性、教理特点逐渐模糊。

禅宗诸派依然保持着传法系统，在组织规模上始终是佛教的主体，但是他们的弘教传禅活动从活跃走向沉寂，禅学从多头发展、保持个性转向融合各种佛教思潮，并与其他教派逐渐趋同。这种消除个性的融合，也改变着佛教的整体面貌和内在精神。

明末山林禅宗复兴的浪潮在清代前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继续成为佛教的主体。就派系结构而言，临济宗系统最为兴盛，名僧辈出，以江浙等地为主要基地，其影响遍及全国，并分化出若干支派，分头弘化于南北各地，特别是弘化于此前禅宗发展相对薄弱的地区。同时，曹洞宗也有一定的发展，并且分化出有影响的几支。

就禅宗的思想而言，也开始发生分化。在佛学思想上，其主张有选择地继承禅宗遗产，突出禅宗的固有的个性特征，或者推崇斗机锋、施棒喝，甚至呵佛骂祖，用极端狂放的手段表达自证自悟的教义，完全沿袭唐末五代的山林禅风；或者主张钻研公案语录，作拈古、颂古，继承北宋流行于禅林的禅风；或者以参究话头为唯一正确的证悟之途，沿着南宋宗杲开创的禅学道路前进。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社会安定，唐末五代的山林禅风和北宋的文字禅逐渐成为主流舆论批判的对象，特别经过雍正帝的清理，基本沉寂下去。看话禅则与净土思想融合，继续盛行于禅林。

其三，西方净土信仰和各种救赎性质的佛事活动开始兴盛于佛教界，也成为在社会各阶层中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佛教信仰和实践。

清代以前，流行于僧俗信徒中的净土信仰有许多种，其中，禅宗的唯心净土也很盛行。但是，进入这一阶段，逐渐增多的净土修行者都接受来自传统弥陀经典的西方有相净土学说。专弘净土的宗师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并且在实践上不断有创造，著名的净土道场及其结社组织也随之涌现。虽然不断有后代弟子续编排定净土传承祖师的系谱，但净土依然没有演变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派。西方净土法门在发展普及过程中，逐渐取代禅宗法门，成为佛教界最流行的思潮，同时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所接受。西方净土在僧俗两界的盛行表明，人们重视佛力拯救甚于重视自力解脱。与此相联系，同样是寄希望于佛菩萨拯救的各种救赎性质的忏仪法会盛行于当时社会。

其四，教门各派义学开始进入全面衰落期，律宗形成一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宗派。

在这一阶段，佛教界始终没有形成学习、研究佛教经典，探讨佛教理论的风气。能谈得上对佛学有研究者，已经寥若晨星。就佛教义学的总体情况言，尚不能与明代末年相比。除了个别华严学者还保持某些特点之外，其余的义学门类就没有特点可言了。接续明末律学多途发展的浪潮，如馨一系律宗兴盛起来。佛教各宗派中，在组织规模的宏大、法系传承的严整、社会影响的扩大等方面，能够超越前代的，唯有律宗。只有到了这一时期，律宗才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派。

二 天童系及其弘法诸师

清代禅宗的主要派别有四个系统，即法系继承临济宗的天童系和磬山系，以及源出嵩山少林曹洞宗的云门系和寿昌系。天童系兴起于明末，因创始人密云圆悟（1566—1642）晚年住宁波天童山而得名。此派兴起于浙江、江苏和福建一带的丛林，在顺治、康熙年间涌现出众多著名传法宗师，活动区域逐步遍及全国各地，并且远传日本。雍正之后，此系逐渐衰落。

密云圆悟认可的十二个传法弟子，分别活跃于明末清初，在南北各地弘教传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其中木陈道忞、汉月法藏、费隐通容和破山海明四支可以作为此系最重要的代表。

道忞（1596—1674），字木陈，号梦隐，俗姓林，广东潮阳人，早年习儒，出家后随圆悟习禅。明崇祯十五年（1642），圆悟圆寂，道忞以嗣法弟子身份继住天童寺。清顺治三年（1646）后十余年间，历住明州慈谿五磊山灵峰禅寺、越州云门寺、台州广润寺、越州大能仁禅寺、湖州道场山护圣万寿寺、山东青州法庆寺。顺治十四年（1657），道忞再返天童山，故有“七坐名坊，八扬大法”[181]之誉。讲解公案，机语问答，行棒行喝，垂代颂古等，是其在各处寺院弘教传禅的主要内容和启悟参禅学僧的重要方式。

顺治十六年（1659）九月，道忞应诏进京，受赐“弘觉禅师”号，使天童系由此知名朝野。道忞离京后游历各地，宣扬他与顺治帝的问答机缘，号召僧俗各界归顺新朝。由于道忞露骨地颂扬清王朝，把禅学导入维护新统治者的政治轨道，受到一些参禅士大夫和禅僧的抨击。他的弟子显权等编《天童弘觉忞禅师语录》二十卷，真朴等编《天童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六卷，汇集了他的言行和部分著述。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初四日的“上谕”，谓其所著《北游集》狂悖乖谬之语甚多，令查出销毁。[182]
道忞一系法脉传承字号是：“道本元成佛祖先，明如杲日丽中天。灵源广润慈风溥，照世真灯万古悬。”[183]直传弟子人数众多，有本荣、本咸、本云、本瀛、本润、本升、本坚、本果、本吉、本月、本皙等，其中，顺治曾留本月、本皙分别住京城善果、隆安两寺院，以备顾问。道忞弟子中有成就者很少，其法系基本在两传之后无闻。[184]
顺治十六年（1659）十月十五日，道忞在奉旨说法时指出：

遇川广人与他说川广底话，遇闽浙人与他说闽浙底话，遇江淮人与他说江淮底话，遇长安人与他说长安底话，方可谓之我为法王，于法自在。何故？人居大国方为贵，水到沧溟彻底清。[185]

意思很清楚：人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在世界上取得自由，就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时就是要投靠“大国”。“居大国方为贵”是道忞的独创。佛教传统上只有居“中国”为贵之说。所谓“大国”，不言而喻是指大清国。相比之下，南明的许多小朝廷和其他抗清组织，确实是微不足道。

道忞在宣传自己与康熙帝的问答机缘过程中，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的言论提出异议，不管提意见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他都拒绝接受。徐昌治曾记录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上（指清康熙帝）云：孔孟之学，又且何如？老人（指道忞）云：《中庸》说心性而归之天命，与老庄大段皆同。予（指徐昌治）因众议稍窒，致书老人，乞将“段皆”二字，易“不相”二字，便见孔孟与老庄大不相同。老人复书不纳。[186]

作为圆悟一系的俗家弟子，徐昌治并不是有意攻击道忞，而是在“众议稍窒”之后才和道忞讨论问题的。道忞的专横跋扈不仅使士人和禅僧对他望而生畏，后来连雍正也对他表示不满。

明末清初，汉月法藏一支以弟子众多、门叶繁荣著称。此支法脉演派有三十二字：“法宏济上，德重律仪。教扩顿圆，行尊慈忍。参须实悟，养合相应。后得深渊，永传光灿。”[187]在法藏弟子中，具德弘礼（1600—1667）和继起弘储（1605—1672），与法藏一起，被称为佛法僧三宝。弘礼曾常住杭州灵隐寺，座下常逾万人，有不少明代遗老及其子弟从其剃发出家，如晦山戒显、硕揆原志等。弘储常住苏州灵岩崇报寺，江浙有很多南明和福王臣属做其弟子，其中金赋原直住湖南的衡山和德山，楚奕原豫住湖南云盖山，有较大影响，于是法藏一系扩展到湖南，势力稳步增长。但由于雍正帝的严酷打击，法藏一系被明令取缔。

费隐通容一系，主要在福建活动。自明崇祯六年（1632）开始，二十九年之间，通容（1593—1661）以圆悟嗣法弟子身份历住黄檗万福禅寺（在今福建福清县），建宁府（治所在今建瓯）建安县莲峰院、法通寺、金粟广慧寺、天童寺，松江府（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超果寺，杭州径山寺、维摩寺、尧峰寺，浙江石门福严寺等十处寺院。

通容继承圆悟禅法，倡导机锋棒喝，认为“欲作临济儿孙，要在机用现前，才见入门，便与热喝，更若如何，直为痛拳。使人赤脱脱绝无依倚”[188]。主张“当阳直指，不开歧路，截断廉纤，唯以衲僧本分举扬”[189]。生平“每见诸方有乖法门者，痛与弹斥，不避怨嫌”[190]。反对曹洞宗《五灯续略》中所列禅宗系谱，著《五灯严统》重新厘定；驳斥法藏的著作和理论有违于“单传直指”[191]的禅门宗旨，维护圆悟的权威。

通容的付法弟子有隐元隆琦等六十四人，其中，《径山费隐和尚纪年录》卷下所列稽首刊行此书的嗣法门人有隆琦、行玑、行弥、行元、行密、行定、行鉴、行成、行盛、行己、行宗、行敏、行真、行坦、行桴、行舟、行广、行权、行全、行观、行古、行宏、行端、行雪、行法、行立、行谦、行然、行潜、行朗、行净、行明、行臻、行济、行仁、行中、行敬、行高、行镜、行湛、行琛、行备、行省、行凌、寂泰、行志、行荫、行琈、智经、行涧、行会、如信、行俊等。[192]弟子中出生于福建并在当地传禅者多。其中，亘信（1603—1659）传禅于闽南，其弟子有如幻超弘和南山超元等人，分别住持福州和泉州一带的寺院。把云门系传到日本的是隐元隆琦（1592—1673）。

隐元隆琦是福建福清人，俗姓林，1620年出家后，长期游学南北各地，听讲《涅槃》、《法华》和《楞严》等经。曾慕名求学于圆悟，不久投到通容门下。明崇祯十年（1637）应请住持黄檗山万福禅寺，清顺治元年（1644）住持崇德县福岩禅寺，第二年住持长乐龙泉禅寺。[193]住持寺院十年之后，身边常有僧众满三千人，“于是声光远播万里”。[194]顺治九年（1652），通容闻隆琦欲赴扶桑弘教，念重溟深阻，作书劝止。[195]顺治十一年（1654），应日本长崎僧人之请，隆琦顺利渡海到达日本，先后在长琦、江户和京都等地传禅，受到下层民众和僧人的欢迎，也得到日本官方的支持。隆琦在京都北宇治受赐的太和山土地上建佛寺，仍名黄檗山万福寺，以表示仰报佛恩，常念祖庭有古山之恩。由此开创了日本的黄檗宗。[196]1673年隆琦卒于日本。其著有《云涛集》一卷，海宁等编有《隐元禅师语录》十六卷。

隆琦并不反对禅僧学习经典，他认为：“经中实乃径路，直示人要，行则到家矣，不行，听到驴年亦无益。”[197]在教禅关系上，他主张最终要落实到禅行上。隆琦坚持禅宗的唯心净土说，以“心”的染净作为衡量净土世界的标准：“念不净不往极乐，心不染不来娑婆，娑婆极乐，只在当人心念净染之间矣。”[198]然而，他对念佛求生净土的风气作出让步，认为那些“不当机”者，修行净土的念佛法门，也是返照自心见佛的“一线”通路。《禅林宝训》汇集宋代禅师语录三百条，主要是论述禅僧的道德修养。隆琦特别推崇此书，曾让弟子玄生重刻此书，以便“急救像季之流弊，摧邪扶正，恢复上古之真宗”[199]。

明末清初，经过破山海明（1597—1666）的努力，兴盛于江浙一带的天童系传入巴蜀地区，使那里沉寂了数百年的禅学重新兴起，并波及贵州、云南等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川滇黔佛教的结构变化。

海明号破山，四川顺庆府大竹县人，俗姓蹇，19岁在本郡佛恩寺随大持律师出家，第二年转到延福寺从慧然法师习《楞严经》。因不满足慧然法师的对《楞严经》的解释，海明离开四川，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至黄梅破头山，研习禅宗语录三年，并效法元初高峰原妙的修禅方式，以习禅七日为限，获得证悟。

从天启二年到五年（1622—1625），海明游历江浙一带禅林，先后求教于憨山德清、无异元来、雪峤圆信、湛然圆澄、密云圆悟等禅师，天启六年（1626），再度到金粟山见圆悟，任维那职。次年，圆悟“书曹溪正脉来源一纸，并信金”[200]交付海明，承认了他的嗣法资格。至崇祯元年（1628），海明应请住持嘉禾东塔广福禅寺三年，“远近观光，罔不悦服，道风遂大振于江南”[201]。崇祯六年（1633）返巴蜀，住持梁山县（四川梁平）万峰山太平禅寺，一生住持大小寺院十四处，以在梁山时间最长。关于海明的言行，其弟子印正等编有《破山禅师语录》二十卷。

海明在巴蜀传禅三十余年，无论在佛教界还是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梁山双桂禅寺时，“朝参暮请之众盈万指而有余”。在其70岁生日时，“道俗集庆者万有余指”。清顺治十七年（1660），“峨眉诸刹名宿思聆法音”，请他赴峨眉山，他以“衰病不能跋涉”为由谢绝。于是，“峨眉高志之辈，皆接踵而来，朝夕磨砺。师施以本色钳锤，均有深省”[202]。海明对禅宗在巴蜀的复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有人指出：

盖西川自宋圆悟、大随而后，少室纲宗久矣绝响，人皆习为讲诵。师一提最上极则之事，远近瞻风，心怀畏爱，道望又于是乎大著矣。[203]

两宋之际，圆悟克勤曾数度住持成都昭觉寺，联系颂古，评唱公案，吸引了不少僧俗，并影响全国，开创了巴蜀禅宗又一个辉煌时期。由于海明扭转了“讲习”的风气，使禅学重光，所以当时人们把海明比作克勤的再世。在巴蜀之外，海明也被视为禅学正宗。吏部尚书郎牟遂延是四川籍官僚，曾奉差住金陵，乐于参禅。海明的同门朝宗和尚告诉他：“天童衣钵正在破山，归而求之，何用它觅？”[204]牟以后回归巴蜀，大力扶植海明的传禅活动。

海明在启悟参禅方面，突出地表现出密云圆悟的风格。根据他的弟子追述：

凡师开法席处，众集如云，久参初进，绝不以词色稍为宽假，惟拈白棒，据令而行……复不问来机利钝，器量浅深，皆施本分钳锤。若拟议而不能顿领，并倔强而妄为低昂，必以痛棒棒到底，直要逼得生蛇化龙。[205]

海明自己也说过：“万竹山中无剩言，拟开口处便还拳，连连打彻自家底，胜过诸方五味禅。”[206]禅宗以“棒打”启悟禅众，到海明算是最后的终结。从五代到明清交替，禅僧大部分行之于战乱年代的深山老林、穷乡僻野，目的在于使徒众缄默寡语，少逞机锋，以维护禅群体的稳定和安宁。

与此相应，海明把看话禅与净、教、戒协调为一，也是要佛教徒循规蹈矩，不要在佛教内外挑动事端的意思，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学道四箴》中：

念佛一声，漱口三日，若不佛念，如水浸石。打鱼念经，经且是路，若不修行，如风过树。戒急乘缓，乘急戒缓，若不持犯，如鸡卜卵。一句话头，击涂毒鼓，若不因循，如猫捕鼠。

此中涉及的问题有四。

第一，参禅与念佛。海明认为这是两个并列的方便法门：“夫佛祖方便固多，要之不出两种，则禅、佛是也。信得参禅，及立志参禅；信得念佛，及立志念佛。虽顿渐不同，出生死心一也。”[207]他的理由同他前辈们相同，都是把二者统一在“心”上，所谓“参禅念佛，本是一个道理，念佛念此心也，参禅参此心也”[208]。

然而，海明所指的“参禅”，主要指参究话头，他示学者说：“初用心处”，先“‘体取’念佛的是‘谁’”，然后“单在‘谁’字上著力，岁久月深，筑著磕著，合得此个道理，始知‘念佛一声，漱口三日’。”[209]
提倡参究“念佛的是谁”，源于云栖袾宏，海明是把念佛与参究话头统一起来，付诸修持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念佛一声，漱口三日”这一看来是否定念佛之语的真谛（指无我）。从这个意义上说，“若不念佛，如水浸石”。

第二，参禅与学教。海明认为，这也是可以并存的两个法门：

参禅学教二法门，有深有浅，然深者禅，浅者教。但形言语，即粗相分，皆教也；若达教之了义即禅，亦是如来禅，非祖师禅也。[210]

海明赞同禅教一致，甚至认为，“若达教之了义即禅”。然而，这里的“禅”是“如来禅”，即佛教经典所讲到的禅，而不是“祖师禅”，即由慧能传承下来的禅，实际上还是对经教与禅宗划上了一条界限。海明奉行的棒喝和看话头，在经教中都找不到根据。但他没有特别强调祖师禅与如来禅的差别，也是模糊矛盾的一种做法。因此，他所谓的“若不修行，如风过树”，也不排斥按经教规定的修行。

第三，参禅与持戒。海明把持戒和参禅看作二门，其前提是将戒的本体归于“一心”。他说：

佛说波罗提木叉，是名十重，四十八轻，此戒差等，大小乘是也。若论本，总归一心。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戒不持，无心不一，此乃真圆大戒总持也。[211]

以“一心”为戒体，属禅家律学通论；以“一心不生”为持戒的最高体现，也是禅家常说。但据此而倡“无戒不持”，不是用修禅取代持戒，而是说明他是极看重戒律的禅师。但他又说：

修行戒为本，参禅悟为极，惟此二门，余则方便多门也。毕竟如何得入？驴拣干处尿，羊择湿处屙。[212]

他把持戒与参禅作为两个虽然并列却有不同分工的法门，并用“驴拣干处尿，羊择湿处屙”的譬喻，为证悟者提一个可以灵活掌握的原则，等于为某些参禅者打开一扇可以践踏戒律的方便之门。他本人吃肉喝酒，被目为“酒肉僧”就是一例。

第四，参究话头，海明提倡的参禅，主要指话头禅，所谓“一句话头，击涂毒鼓”，看话头位列诸禅之首。他认为对此应该坚信不疑。有人参究话头一事无成，在于他自身“心志之不善”，而并不是话头禅有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海明强调“话头”只是一种方便设施，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实体。他说：

若是一定有话头与人参，有实法与人会，则达磨初祖不知担几许话头来，迄今也是有尽。山僧每对学人言，遇境生疑，逢缘理会，甚是捷当，甚是至要。[213]

意思是说，日常所遇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当作话头去参，而不必因循株守某些不变的公案语句。所以说“若不因循，如猫捕鼠”，随处可以捕捉到起“疑”会“理”的材料。

以上海明的种种观点，不出江南禅宗的主流范围。他对于后来的影响，主要是将参禅与净土、经教、持戒四者在看话禅上的统一。所谓“禅净教戒”，直到近现代还相当流行。相反，他的“痛棒到底”，却再也没有知名的继承者了。

海明与其师圆悟一样，十分重视扩大本派的组织规模，前后“剃度弟子印开等凡百余人，嗣法弟子八十七人，南北分化，各振家声”。[214]时人评论说：“西来一宗，自天童（指密云圆悟）中兴，济上儿孙遍天下，可谓盛矣。然未有如双桂（指破山海明）之尤超于诸方也。”[215]海明一系法脉传承字号有四十字：“海印发光，悟真永昌。寂常心性，戒定慧香。佛身克果，祖道联芳。双桂荣野，一苇渡江。禅观固远，五计攸长。”[216]
海明承认八十七人为他的嗣法者，在明清之际的确少见，其杂滥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有人辩解说：“师随其一知半解，辄有付嘱焉。或疑某付法太滥，而不知师于此又有深心也。盖佛法下衰，狂禅满地，倘一味竣拒，彼必折而趋邪，师以传法为卫法之苦心，甚不得已者也。”[217]此话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宗派势力，不得不然。海明直传弟子分布于川、滇、黔、鄂等地，像万年寺、伏虎寺等峨眉名刹，都有海明后继者活动。海明弟子中，著名者有丈雪通醉、象崖性挺和莲月印正等。清中叶以后，这个禅系仍绵延不绝。

丈雪通醉（1610—1693），曾在贵州、陕西、浙江、四川等地住持过多处寺院，特别是在成都昭觉寺时，吸引了各地不少参禅者。关于他的言行，其弟子彻纲等编有《昭觉丈雪醉禅师语录》十卷。他的另一弟子月幢彻了，在云南昆明和贵州安顺一带传禅，是通醉门下影响最大的人物。还有一个弟子懒石觉聆（1616—1694），在云南府商山禅院弘禅。

象崖性挺（1598—1651），福州福清人，19岁出家，从无异元来、密云圆悟习禅，后投到海明门下，并随之入蜀。自明崇祯七年（1634）起，在四川和贵州等地住持过七处寺院。其弟子编有《象崖挺禅师语录》七卷。知名弟子有云腹道智（1612—1673）；道智及其门徒也主要活动在川黔一带。

莲月印正被海明称为“却是老僧一个放心的人”，曾在贵州遵义、四川南充和湖北当阳等地住持寺院。其弟子性容等编有《莲月禅师语录》六卷，发慧等编《玉泉莲月正禅师语录》。

清初的川黔滇地区，是全国抗清力量最强、坚持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也是兵荒马乱、社会最动荡的地区之一。海明禅系能在这里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与这种地区形势有关。

三 磬山系及其弘法诸师

磬山系是兴起于明末的一支禅派，法脉源自临济宗，因创始人天隐圆修（1575—1635）住常州磬山弘禅而得名。清初，此派著名传法宗师不多，弘禅基地有限。清代中叶以后，该派建立了数座规模较大的有影响的寺院，成为禅宗中最重要的派系之一。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圆修随幻有正传出家，从学十八年。正传圆寂后，他独持一钵，深入（常州）荆溪之磬山，于冰岩雪窑中诛茅结宇，与饥禽野兽为伍，十五年如一日，四方僧众闻风聚集，磬山从此成为远近闻名的禅宗丛林。[218]圆修终生以磬山为传教基地，以弘扬临济正宗为己任，以参究话头教授禅众。其生前活动范围不广，在社会上知名度有限。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传弟子金山江天寺住持僧法乳超乐面奏康熙帝，介绍其曾祖圆修，并进《磬山天隐语录》。[219]
圆修嗣法弟子有林皋本豫、山茨通际、印中通授、玉林通琇、箬庵通问。其中，本豫曾住中山石湫，镇江竹林，圆寂于顺治三年（1646）。[220]通际（1608—1647）曾从学于圆悟，成为圆修弟子后，常住南岳衡山，遵守唐代百丈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古训，率众开田，自耕自食。门人有达尊、达谦、达丘、达刚、达旨等。[221]通际从通字起演派二十字：“通达本来法，宏开祖道隆。慧灯恒永照，证悟了无穷。”[222]通琇先后住阳山和磬山，弟子有云外行泽等。[223]磬山系的法脉主要由通琇、通问两支流传下去。

通琇（1614—1675）字玉林，俗姓杨，常州江阴县（江苏江阴县）人，出家前接触过禅学而信仰净土。19岁随天隐圆修出家。明崇祯九年（1636），继圆修住湖州报恩寺（在浙江吴兴县），经营八年，使这个残破的寺院“殿堂寮舍、僧园物务，以悉周备”[224]。他主要是通过化缘，由官僚富豪布施而扩建寺院，购买田产。虽然当时他还只是个青年，却已是“数千指日环拥参请”。

清顺治二年（1645），通琇令弟子代管报恩寺，自己到江南各地游历，先后住过浙江的大雄山，江苏常熟的虞山、宜山的龙池山和盘山等，影响逐步扩大。顺治十六年（1659）应诏进京，住万善殿，先后奉旨“请上堂者四”，成为通琇禅系的转折点。

通琇与顺治交谈，应对谨慎而善巧。他总是接着这位皇帝的问话谈禅，从不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上如不闻，则不敢强对，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谛启沃圣心”[225]。通琇对于顺治接受禅思想可能有较大的影响，所以顺治称赞他“实获我心，深契予志”[226]。当年四月，通琇离京南返。顺治十七年（1660），通琇再次蒙召，受“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号。次年，顺治去世，通琇即南归。

通琇两次进京，受到清王朝的褒奖，成为全国知名禅师。此后一直活动在江浙一带，晚年住持过浙江的西天目山和江苏宜兴的国山。

宜兴国山有善权寺，内有幻有正传剃度师乐庵的塔。康熙元年（1662），曹洞宗禅师百愚净斯来此重修寺院，并将本宗亡僧遗骨藏入乐庵塔内，引起临济宗僧人不满。康熙十二年（1673），通琇在宜兴官僚的支持下进住善权寺，赶走了曹洞宗僧人，然后交弟子白松行奉住持，自己回浙江。就是这样一件事，触发了两家的争斗。

行奉住持善权寺后，曾企图占居寺侧的陈家祠堂，与陈氏家族发生矛盾。此时“三藩[227]叛乱，乘机盗劫者充斥宜兴”[228]。康熙十三年（1674）九月，陈氏家族聚众火烧善权寺（有说是受净斯弟子寒松智操的唆使），杀死几十名僧人，行奉也丧命寺中。当“王师至已”，“诸处叛寇”“皆鼠窜”之后，清王朝在这里恢复了统治，陈氏家族受到镇压；“唆使”陈氏的净斯弟子寒松智操等曹洞宗僧人，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通琇一系重新得势。据此，关于争夺善权寺的斗争，有当时很明显的特殊政治背景，但在宗派思想上，通琇与净斯二系也确有分歧。

据通琇一系传说，通琇早年曾作《辩魔录》，“乃痛斥弁山瑞公（湛然圆澄的弟子瑞白明雪）断常邪见”，由是结怨于明雪的弟子百愚净斯，争夺善权寺只是两家冲突的集中表现。然而宗派主义发展到如此酷烈的程度，在禅宗史上是不多见的。

通琇一生以好辩著称，所谓“自幼而壮，自壮而老，无时无刻不力辩”[229]。《辩魔录》洋洋数万言，作于其28岁时。他通过批驳当时禅僧对高峰原妙一生“悟道”事迹的种种解释，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反响最大的是有关“拖死尸句子”的解释：

时诸方共论高峰祖……而祖始终悟道因缘，灼知落处者稀。……至有以昭昭灵灵，认识为心之妄见，配合祖打破拖死尸句子，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之悟，谓之有主初进步。[230]

高峰原妙似乎成为禅僧论议的话题。据原妙自述，他早年参访雪岩祖钦，一进门，祖钦便问：“阿谁与你拖个死尸来？”原妙未及回答，祖钦便打。如此一问便打，反复多次，原妙始终不知所以然。时过很久，原妙偶然见五祖法演遗像，“蓦然触发日前仰山老和尚（指祖钦）问拖死尸句子，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镜照境，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话，从头密举验之，无不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诬矣”[231]。由法演的遗像而悟解祖钦的机用，从而密验一切祖师公案话头，这灵感联想是怎么形成的，属不可言传领域。但原妙所证悟的，其实就是以“物我俱忘”为中心的般若空观，这十分清楚。

在通琇之前，多数禅师认为原妙的这一证悟只是“有主初进步”，是“悟”的初级阶段，与最高的悟境无关。通琇反驳这种见解说：“禅必以虚空粉碎、绝后再苏为正悟，悟后必须透脱末后牢关，方可出世为人。”[232]“虚空粉碎”指心境空寂；由心境空寂，形成认识上的空观，即是“绝后再苏”。从空寂的体验到空的观念，都是“正悟”，而“正悟”之后，还必须“透脱末后牢关”，即“悟后重疑”，解决像历代公案类的问题，才能将空寂之心贯彻到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出世为人”。因此，“悟”不是一次完成的，不能以“一悟为休”；但“悟”也不是分裂的，不能把“虚空粉碎”的心境看成非悟。

由于《辩魔录》批驳的禅师很多，不仅受到曹洞宗僧人的反对，也受到临济宗僧人的指责，密云圆悟即致书责难，尤其“不肯不肖以高峰打破拖死尸句子为悟”[233]，遂再著论反驳：“时有谓师（指通琇）下视诸方，讥呵当世；又亦以高峰祖打破拖死尸句子，‘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为非悟，左袒邪说，以诬祖及师。故是夏复出《判魔直笔》。”[234]
参加此类争论的禅师尽管很多，且喋喋不休，但涉及的问题多属细枝末节，并没有产生什么新的禅学。然而，这也是禅宗史上最后一次较大的禅学活跃期。清中叶以后，连这样的禅学辩论也消失了。

通琇对修禅和读书的关系有一套别致的规定。据记载：

师自出世以来，大事未明者，惟专一参究，内外典籍，概不许私阅。时有僧于藏堂请《碧岩集》，执事呈白，师特小参重为申戒云：……好大哥，直绝根源，尚迂曲、寻枝摘叶，复如何？[235]

但这不是说他反对读书。他引“古德”的话说：“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236]不读经教是不行的。他强调的是证悟，“未明大事”，读书会走入“邪魔”；悟后不读书，就会胡说八道。因此，他要求读书的目的要明确，读什么书要有次序：

看书当先究明五家宗旨，次及诸祖语录。宗旨洞明，语录遍览，方可看教。如来禅，祖师禅，无不了了，方可涉历外典。若躐等趋末，不尊吾训，后日悔之何及。从上纲宗及一切公案，不可笼统会去，须是著著透露，知有古人说不到处，自出得手眼，方是看得语录之人。[237]

这种读书方法，无疑是要把学子禁锢在特定的思想框架内，但他同时又让人们在这个框架内，博览内外群书，作为护法和创造的手段，“自出得手眼”，则比当时庸碌守旧的禅师要高明得多。这种禅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近现代佛家教育，对推动佛教适应社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通琇的嗣法弟子有美发行淳、洪济行演、六解行恒、退庵行重、仰岩行荷、白松行丰、慧济行舟、慧枢行地、古箬行卓、骨岩行峰、蕴荆行壁、道仁行本、息心行伟、全庵行进、寂庵行洽、济芝行觉、不退行勇、云居行顶、彻也行融、来云行岩、栖云行岳、白眉行贞、茆溪行森、琴水行韶、乡雪行澄、本一行如、量空行宽、慧桢行孚、晓云行谋、德岩行绍、道昌行桂。[238]另外，在天目山的一支通琇弟子另有二十四字法号传承：“法宏济祖，真宗绍续。永传英俊，净明梵行。严持亘古，嘉谟大根。”[239]
通琇弟子茆溪行森知名于当时，一生九坐道场，曾得到顺治帝诏见，赐所住龙溪寺院以圆照禅寺额。[240]嗣法弟子有懿山德、形山宝、豁庵文、子公然、芾山彦、天镜前、雪安映、松云明、霞川英、五山乾、秋涛光、环山珍、雨山恩、天麟瑞、隆道祖、石幢际、洪惠贵、卓群玉、晓山会、半山吉、字庵文、续那藏、云峤宏等。

通琇下法系延续长久者，是栖云行岳和美发行淳两支。行岳递传南谷颖、灵鹫诚、天慧实彻、了凡际圣、昭月了贞、宝林达珍等，使扬州高旻寺成为禅宗重要寺院。清中叶以后，金山、天宁和高旻既是磬山系的主要寺院，也是禅宗在江南最有声望的丛林。

箬庵通问（1605—1656）住持过杭州南涧理安寺、镇江金山寺等，主要是以参究话头教授弟子。其法脉从圆字起演十六字：“圆通大法，顿越真常。悟祖超师，慧灯永照。”[241]其弟子有千仞行冈、梅谷行悦、汝风行杲、子山行如、和峰行颖、铁舟行海、密传行能、斯瑞行法、济水行洸、隐谷行抑、一庵行月、用中行睿、六吉行谦、隐明行纶、天章行玉、雪峰行授、明明行灯、晓庵行昱、山夫行祖、古石行藏、天笠行珍、天逸行圆。[242]
晓庵行昱（1605—1685）在南涧参学于通问，成为其嗣法弟子。自顺治六年（1649）起，先后住持武功山灵溪、南涧两地寺院。顺治十二年（1655）之后，创建浏阳黄昙寺院。[243]
天笠行珍18岁参箬庵和尚于杭州南涧，参究话头。自顺治十五年（1658）冬开始，历住菩提寺、德章、南涧、夹山、东禅等九处寺院。[244]弟子有冶堂照、大潛震、铁眉元、上元敏、柏林俊、瑯琊真、雪帆舷、夹山钦、万寿因、东禅格、毗庐月、菩提玥、南山曙、石佛曜、三莫荣、集云孝、雨青溥、鹤林学、越鉴彻、南涧方、御轮文、丽空道、远涵著、嵩印傅、界弘量、净土城、应山恒、牧纯训、护国亮，以及居士宋文森，共三十人。[245]其中，东禅格有弟子迦陵性音等，知名于清前期。

铁舟行海（1609—1683）以金山江天寺为主要基地，创建寺院，使该寺成为著名寺院。[246]弟子有法乳超乐、量闻明诠、月潭明连、大晓实砌等。实砌将本为律寺的常州天宁寺改为禅院，使它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丛林。实彻的弟子天涛际云和纳川际海也各有传承延续。

四 云门系及其弘法诸师

云门系兴起于明末，法脉源自嵩山少林寺的曹洞宗，因创始人湛然圆澄（1561—1626）常住绍兴云门山的寺院而得名。此系历代宗师主要在江浙地区寺院弘禅，扩展范围不广。法系传承长久者，以镇江焦山为代表。

圆澄一系传承法字有五十六字：“识心达本，大道斯彰。能仁敷衍，古洞源长。果因融彻，显密均扬。法云等润，灵树舒芳。慧灯明耀，遍照慈光。应化乘运，玄印元纲。匡扶奕世，传永弥唐。”[247]圆澄在江南弘教传禅二十年，门下弟子众多，枝派繁盛，可以与临济宗的天童系相比。圆澄嗣法弟子有指南明彻、麦浪明怀、三宜明盂、尔密明澓、具足明有、石雨明方、瑞白明雪等，[248]都曾住持过寺院。其中，明怀的弟子有越州弥陀寺的无迹净敏、杭州六通院的愿庵净伊。[249]尔密明澓（1591—1643）住持东山国庆寺，为中兴第一代，弟子有东星净鉴、石照净烨、自闻净音、唯岑净[image: ]、自若净深、疎庵净禅师、素端净响等。[250]具足明有曾住持上虞之香雪。圆澄的弟子辈中，以明方、明盂、明雪三支在清初比较兴盛，而法脉最久远者是明雪。

明方（1593—1648）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参学于圆澄，从明崇祯五年（1632）开始先后住持过天华寺、显圣寺、余杭的宝寿寺、龙门寺、西禅寺、雪峰寺、东塔寺、佛日寺等。[251]明方反对派系之间的争斗，反对当时的僧众对曹洞、临济的或抑或扬。他经常告诫弟子：诱引后学度量，须效博山元来；接纳上流机用，宜如显圣圆澄。[252]明方在弘禅同时，注重净土信仰。明方的嗣法弟子有大鼎净新（1602—1670）、远门净柱（1591—1644）、即念净现、天愚净宝、深谷净岑、午星净烱、好木净材、樵之净玉、界滋净泽、来云净现、石浪净如、慵庵净伟、位中净符、樵风净妙、至善净得、九逵净达、紫仙净阳、印如净成等。其弟子多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寺院弘教传禅，[253]江西等地也有其弟子活动。

明盂（1599—1665），“自癸未迄丁亥（1643—1647）五年，度僧累千百人，秉戒者数千人，请益者万人，开悟者数十百人”。他很注重讲经，认为：“吾耻近世禅者高心空腹，不明一经，故劳劳讲席，实不得已。他人以语言目我，失之矣。”[254]事实上，讲经是当时禅僧中的一种风气，不完全是“不得已”。明盂有《语录》十二卷、《杂著》二十卷。明盂的嗣法弟子有大治净鼎、俍亭净挺、一机净瞬、眉悉净通、盟石净息、妙叶净启、端实净严、献公净真、邻木净时、坦持净镒、指源净信、三立净觉、冰溪净融、为则净范、元木净恒、邻哲净彦、法纯净慎、拍子净地、休山净炬、三疾净甫、介眉净传、法聚净理、詹明净纯、西遁净超等。[255]弟子中有“传法者三十人，传衣者二十人”，多在江浙一带住持寺院。其中，净挺曾住持慈云、梵受、显圣等寺院，知名者还有俍亭净挺、西遁净超等。

瑞白明雪（1564—1641）在圆澄圆寂后继住云门，一生住持九处寺院，得法弟子三十余人，有久默大音、百愚净斯、孤崖净聪、离言净义、蕃光净璨、元洁净莹、镜愚净慧、中也净慈、石鼓净滋、金峰净云、狮吼净振、石涧净泐、本珠净玥、眠石净蕴、白嵓净博、邃谷净源、伴我净侣、玄素净礼、谓斯净教、淑安净周、一念净缘、破暗净灯、离愚净志、苇渡净芦、历然净相、浃水净洽、起元净生、云松净品、丹溟净幢、云淙净讷等。[256]其中，久默大音（1593—1642）曾继明雪住持湖州弁山龙华寺。

明雪的知名弟子元洁净莹（1612—1672）自顺治十一年（1654）开始，先后住持蒲圻之延寿寺、玉崖之上方、匡之凌霄、吴兴弁山、维扬平山、宁州云岩、澧州药山、越州云门、台之护国九处寺院。[257]他批评临济宗天童系僧人作禅宗史书，“翻乱青原南岳以下统系”，遵照其师“拔剑相助”的指示，“依《龙藏》五宗世系而正之”[258]，作《传灯世谱》，得到余大成等人的支持。嗣法弟子有谷山景、洞山弼等四十多人，多“山隐以法自重”，[259]所以在当时社会上影响不大。

明雪的另一弟子百愚净斯（1610—1665），南阳人，21岁出家，次年具戒，历游江南各地。32岁嗣法明雪，在江浙一带住持过八处寺院，“凡所至地，数千衲子，而糗粮自充，师名振珠林”[260]。关于他的言行，有智操等编的《百愚斯禅师语录》二十卷，另有方拱乾编选诗集《蔓堂集》四卷。弟子有寒松智操等四十二人，后来传承不明。

破闇净灯（1603—1659）出家后遍参天童、磬山系的宗师，嗣法明雪之后，曾住持和修复湖州弁山，真州五台、镇江焦山、舒州古唐，以及中方三祖山干元寺、兴国州圆通寺、安吉州东禅寺、能忍寺、妙喜寺、海印寺等十余处寺院。[261]净灯之后，云门系焦山定慧寺的住持传承一直没有断绝，这里成为云门系重要基地。净灯递传宏鉴智豁、古樵智先、鉴堂德镜、破有行照、硕庵行载、敏修福毅、碧岩祥洁、济舟澄洮、澹宁清镜、巨超清恒（1756—1835）、秋屏觉灯、性源觉铨、墨溪海荫（1798—1866）、月辉了禅（？—1859）、长流悟春（1819—1861）。[262]在了禅任住持时，正值太平军到处废毁寺庙，悟春协助了禅冒险保全了焦山寺院。[263]
五 寿昌系及其弘法诸师

寿昌系兴起于明末，法脉源自嵩山少林寺的曹洞宗，因创始人无明慧经常住的建昌府寿昌寺（在今江西黎川县）得名。此派禅学始起于江西丛林，继而扩展到福建、广东、江苏的一些城镇和山野，最终影响所及，北达辽阳千山，南抵越南境内。

寿昌系传承法号二十八字：“慧圆（元）道大兴慈济，悟本传灯续祖先，性海洞明彰法界，广宏行愿证真常。”[264]弟子寿昌元谧（1579—1649）接受其师禅学传统，重视参究话头，继住寿昌寺二十余年，并重建宝方寺和龙湖禅寺。直传弟子道璞之后，传承不详。慧经弟子中，法系延续至清中叶及其以后者，有晦台元镜、博山元来和鼓山元贤三支。

（一）晦台元镜系

晦台元镜注重个人隐修，在当时禅宗内外都无甚影响。他的弟子觉浪道盛却颇负盛名，特别在士大夫中享有盛誉。道盛的弟子有竺庵道成和观涛大奇等，在清初也属于有活动能力的禅师。

道盛（1592—1659），号觉浪，别号杖人。福建浦城人，俗姓张。19岁出家，万历四十四年（1616）到江西董岩给无明慧经庆寿，受具足戒。不久，投到慧经弟子元镜门下。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起，道盛在江南各地布教弘禅四十年。谭贞默说：“天下之盛会，莫若江南；江南之大善知识，莫若觉浪。和尚年未古稀，而闽、楚、吴、越、江淮以底旧京建业，展坐具者阅历五十会，声名洋溢，无间华夷。”[265]
道盛的著述很多，“佛祖儒老内外篇集百有余种”[266]。汇集其语录和主要著述的，有其弟子大成、大奇等编的《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十二卷；大成、大峻等编的《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三十三卷；大枢、大英等编的《天界觉浪盛禅师嘉禾语录》一卷；陈丹衷、毛灿等编的《杖人随集》两卷。许多士大夫赞赏他的著作，仅为其《语录》、《全录》作序的就有钱谦益、徐芒、赵原、张贞生、李长庚、谭贞默、马嘉植等人，既有明朝的旧官僚，也有清朝的新显贵。他们欣赏的不是专门的禅学或棒喝机辩，而是“无法不收，无机不被”式的融佛教各门为一门、能适应各阶层的佛教需要，并具有“救时”政治作用的学说，道盛的著作恰好具备这些特点。

道盛既论佛学禅学，也论儒学百家，中心还是儒释合一。其倡导“真儒必不辟佛，真佛必不非儒”[267]，尤为士大夫叹服，以致“名公巨卿，莫不入室扣击，俯首归心”[268]。他的俗家弟子评论说：“盖师于世出世法，已透内圣外王、先佛后祖之微，故其神发秘旨，光阐玄猷，不特为学人衲子点眼刳心，直当与儒师宗匠返魂夺命。”[269]“片词微旨，触类旁通，不特有益于禅，而且有益于儒。”[270]有弟子甚至说：“若以儒说谈宗，上下千年，独我师一人而已。”[271]尽管这些评价言过其实，却反映了道盛沟通儒学与禅学的主张曾引起强烈反应。

道盛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并不在于他在理论上有什么创新，而是因为他的言论渗透着对明王朝的爱国情感。他的诗作中有《伊尹》、《管仲》、《张良》、《诸葛》等赞颂诗，寄托他切盼贤臣良将出世扶明的强烈愿望。明清之间，不少著名的官僚士大夫随他出家。

道盛得戒剃度弟子不计其数，嗣法弟子二十八人：竺庵大成，青原大然，虎跑大瑸，寿昌大存、大峻，寿昌大浩，廪山大智，崇先大奇，天目大闻，弘济大健，洞庭大灯，仰山大英，福山大宁，大别，兴国大忍，枝山大选，明招大补，蒲涧大韶，青原大权，天界大玺，报恩大麟、大量，普济大龙，祖堂大杲，黄檗大嵩，上塔大文、大玉，安隐大充；[272]弟子中传承延续较长者，两传之后衰微。其中，大成（1609—1666）明亡后于南岳出家，曾参博山能仁禅寺智訚，后到金陵天界寺投道盛，三年后获印可。顺治四年（1647）住持金陵栖霞寺；顺治十年（1653），率众修复建昌祖庭，竣工后任住持。弟子有楚云、兴沛等。大然（1589—1660）得道盛印可后，入住青原山（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净居禅寺。主持编纂《青原山志》，刻印传世。大智（1611—1671）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明亡后于梧州（今属广西）云盖寺出家。顺治十年（1653），到南京天界寺求学于道盛，受具足戒。先后执掌新城天峰禅寺、廪山寺、寿昌寺、南谷寺，金溪（今江西金溪县）疏山寺，南城县（今江西）资圣寺、青原山净居禅寺等，教导学僧：弘扬禅与教，皆应释儒互济，以中和为本。[273]法嗣主要有兴斧、兴贤、兴盅等。大汕（1620—1698）于顺治年间住广州长寿寺，康熙初年受请到越南弘法。一年后归国，传法弟子有道存（1660—1735）等。

天启（1621—1627）年间，明王朝内外交困，已是风雨飘摇。至崇祯帝欲有所振作，曾给时人以希望。正在这个时候，道盛辗转各地，不辞劳苦大声疾呼，希望出现为国戮力的“忠臣烈士”和为国说法的“真僧高道”：

况三百年来，养天下臣民，岂无忠臣烈士，一旦奋发，展生平经济，为国驱除戮力者乎？三百年来，养天下僧道，岂无真僧高道，一旦奋发，展生平机用，为国说法破迷者乎？[274]

道盛这里讲的“为国驱除”，主要是指抗御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为国说法”，则指鼓舞军民捍卫城池的士气。他本人身体力行，到处以“真僧高道”和“忠臣烈士”的双重身份，出谋划策，进行宣传。

崇祯八年、九年之交（1635—1636），道盛应请到龙湖宝筏禅寺开堂说法，号召说：“今聚而闻法之士，即合而城守之士也！总斯人也，饥而食，寒而衣，寇至而登城，寇远而闻法。城守不碍于闻法，闻法亦何碍于守城乎？”[275]这样官、军、民、禅四位一体，互不相碍。至于所“闻法”内容，从道盛的宣讲中可见大略：

盖守城之害有三：一畏心，二悭心，三分别分。见贼轻逃，困乏不济，左右分袒者，此三心之祟也。大师说法，首破此三心，单刀直入，大震全威；出死入生，神变自在。人人如此，心心如此，何忧乎办贼已哉。[276]

道盛要破的“三心”，其实是当时明王朝官军的整体精神状态。畏“贼”心理是普遍的；军费匮乏，缺乏后勤保障，是严重的忧患；而文官武将各有所党，更是明王朝的致命弊端。道盛企图从破除“三心”上解决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从而令守城之士，出死入生，舍己奋战，只能是一种幻想。据说他还“于兵戈中惠诸三昧，处危城里转大法轮”[277]，内容也超不出这个范围。

禅宗在军队中，特别是在战争前沿弘法，是有传统的。道盛为守城军民和禅者说教，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禅宗是如何联系战争实际说法，文献记载寥寥，难得其详。道盛在这里提供了一个范例，从中可以推测其前辈们活动的大体模样。

道盛曾制定多种强化治安、“御寇”安民的策略，献计于地方官吏。《救荒乱策》提出“振三纲、张四维”的措施，要求实施。“振三纲”指“官为民纲，贵为贱纲，富为贫纲”，把全民道德统一到权力和财产的名下；“张四维”指“设险为御寇维，作寨为安民维，赋田为足食维，教民为练兵维”[278]，希望以足兵足食，增强地方的防卫力量。另外，针对麻城（今属湖北）“贼数入境”，道盛作《麻城制边境策》，陈述“设险”用兵等措施。时人叹道：“此议洞见形胜于掌指，谁谓出世不可经世耶？安得经世者见诸行事？”[279]
道盛所献的这些策略，都是枝末之谈，明王朝已病入膏肓，为高官巨富设计对付造反农民的办法，至少是不识时务。及至他经历增多，始有所觉醒：

适在河南凤阳，一路亲见此病。何曾贼善攻以破城，是皆官长士夫愤激，百姓私通外寇为内应而破城也。……又见有贼势急，远远于省城州府请官兵，殊不知……戕害百姓，掳掠妇女，树头草根无不剽尽，官兵之毒惨，有甚于流寇者。[280]

清统一后，一些禅师刊刻自己的语录时，纷纷删掉有犯“国忌”的言词。但政治嗅觉敏锐的道盛却无反应，依然不忘明故国，最后终因他的著述中有“明太祖”字样而被捕，身陷囹圄一年。顺治五年（1648），金陵官僚“因阅师（指道盛）《原道七论》，谓不应称‘明太祖’三字，遂坐师狱中，师不辩。后陈太宰闻，命一吏省师索偈，师援笔书云：‘问予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281]。明王朝如落花流水，杳然而去，人间的天地已属满洲贵族。他道盛身在大狱，可心中依然“别有”那个非人间的天地。在始终不忘旧朝的禅师中，道盛也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道盛在弘教传禅上也有旺盛的热情。“杖人于刀兵水火中求大伤心人，穷尽一切，超而随之，乃集大成，乃定宗旨。”[282]所谓“集大成”，有人解释成“集三圣大成”[283]。事实上，是效法孔子儒家的集大成者，集佛教之大成，定禅宗之宗旨，所以他说：“吾佛祖之道，至于五宗，亦当有集大成者，故吾作《会祖规》，以追孔子集大成之意。”[284]
道盛的集大成著作，除《会祖规》外，其实还有一部《尊正规》。《尊正规》论述禅宗乃是传统佛教的集大成者，“以佛菩萨及诸宗祖出世为人，种种经律论藏、净土、止观、忏法等，门庭施设，堂奥深微，始终本末，折入禅宗，为集佛祖大成，已无余蕴矣”[285]。他认为，禅宗将佛教的一切理论与实践，无任何遗漏包容于一身。《会祖规》则试图集禅宗五家之大成，他针对禅门五宗中已有三宗不传的事实上，怀着对临济、曹洞“安知不踵沩仰、云门、法眼之流弊，以致无传乎”的忧患，“慨然将西天、东土以至五家宗师而会其始终之旨，为《会祖规》”。他认为这部著作已会通禅宗“东西密相付之根本法印”，足以“使后世子孙能悟此根本法印”，令“五家门庭堂奥之宗旨，不致流弊而无传也”[286]。

道盛的集大成、定宗旨，不过是对当时佛教发展总趋向的一种自觉的推动，即承认佛教所有教门并存的合理性，把它们都纳入禅宗的“大统”之中。

予今不特以宗门会祖别作一统为大全，即经、律、论、观亦各有统为一大全也。如禅自有五宗为统，经自有五教为统，律自有五部为统，论自有五摄为统，而吾经、律、论、禅、净等而大统于佛者，正如诗、书、礼、易、春秋之大统于儒也。使经、律、论、禅、净等各无统纪，则选圣诸堂所学何事，所宗何旨，而诸堂又何足以成此大统于选圣场哉！[287]

他要求承认佛教内部有“小统”的存在，但必须归诸“大统”之中，以成“选圣场”整体。或者说，“大统”要以承认“小统”为基础，不容相互排斥。以此说为标志，禅宗最终接受了佛教的全部遗产。

尽管如此，道盛仍然设法抬高禅宗的地位。他用“一岁之统四时”为喻，把佛教分为五类，进行配比：

即如经、律、论、观、禅，以一岁四时配之：经则勃然开发，春也；律则灿然敷陈，夏也；论则凛然精核，秋也；观则冥然清彻，冬也；禅则浑然通洽，如岁运无言，而四时行也。[288]

这样，禅与其他小统就有了差别，它不只是独立的一门，而且还贯穿于其他教门之中，实际上成为佛教全体的总纲。

再用同样方法，排列禅宗五派，就成这个样子：

沩仰则如春之生育，临济则如夏之明露，云门则如秋之严峭，法眼则如冬之精纯，曹洞则如四季之统化也。此亦拟其大概，有如此折摄耳，岂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之宗旨，有优劣同异乎！[289]

在禅宗史上，归纳五派特点的禅师很多，像道盛这样排列的却很新鲜。不仅以一岁为喻已很勉强，而且全从个人好恶出发进行配比，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所以随意性很大。他显然是在学隋唐的判教，但由于知识不足，往往难以自圆其说。

最后，道盛把以神宗为核心的全部佛教归结成一种历史的演化模式，称作“六种纲宗”：“以六种纲宗而集始终一贯之大成耳，岂别有所谓奇特之建立哉。”力图以“六种纲宗”保证佛教一以贯之的禅宗精神。

予昔阅《五灯》，见从上佛祖始终之事，乃作《法印记》，有六种纲宗：一参悟，二印证，三师承，四法嗣，五家风，六付嘱。始终虽分为六，其实统于一参悟也。[290]

他在这里实际讲的是一个禅系自创建到继承的全过程，而以“参悟”作为本宗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石，表明他在禅宗中强调的重点。

（二）博山元来系

元来一系的传承法号二十字：“元道宏传一，心光普照通，祖师隆法眼，永传寿昌宗”。[291]嗣法弟子中，知名于当时的雪磵道奉、古航道舟、瀛山智訚（1585—1637）[292]、星朗道雄等，依然以江西、福建为中心活动，多在其弟子辈之后传承不详；嵩乳道密（1589—1658）传承至清代中叶，但影响甚小；宗宝道独一支法系传承到清中叶以后。

宗宝道独（1600—1661）俗姓陆，广东人，29岁到元来处受具足戒。先后在江西庐山长庆寺、广东罗浮山华首台、福建雁湖寺、广州海幢寺传禅。海幢寺此后成为该派稳定传法基地。其法嗣有祖心函可、天然函罡、木人弘赞，以及函显、函是、函全等，其中，天然函罡和祖心函可，人称粤中两个“怪杰”。

函罡（1608—1685），字丽中，号天然，出身于番禺望族，俗姓曾。崇祯癸酉举人，次年（1634）跟从道独出家。从崇祯十五年（1642）开始，先后在海云寺、庐山栖贤寺、罗浮山华首台、广州海幢寺、丹霞山别传寺、庐山归宗寺、金陵报恩寺八处寺院传教。皈依函罡的明末遗民众多，不少是全家离俗。缙绅执弟子礼，问道求学者不下数千人。其传法弟子数十人，知名者有起芸今盌、乐说今解、仞今今璧、海云今湛、梵音今音、性因今释、石鉴今[image: ]、本机今冉、广慈今摄、记汝今[image: ]、子昭今韶、诃言今摩、阿字今无等，大多弘教于粤赣地区的寺院。[293]其中，今冉（1618—1688）在广州建尼众道场无着庵，递传无我尚已（1630—1711）、实妙了观（1673—1735）。了观也曾从学于大汕，后返归越南专弘曹洞宗。函罡也重视经教，曾注疏《楞伽》、《楞严》、《金刚》等经。弟子今辩重编《庐山天然禅师语录》十二卷。

函罡的知名弟子多是明代遗老。他少年在俗之时，曾与番禺李云经等结净社，后来李云经随函罡出家，法名今从。万历朝的名臣金堡亦投在门下，法名今释。另有今地，原为大学士李永茂之弟，舍丹霞旧宅为寺，由今释住持。今释所撰《遍行堂集》，即收藏于丹霞寺。至乾隆四十年（1775），因此书被发觉而引发了一场有名的文字狱，传说此狱株连寺僧五百余人。

今无（1633—1681），番禺人，俗姓万，16岁随函罡出家，22岁到千山参访函可，三年后返广州，从康熙元年（1662）继住广州海幢寺，习禅者“动数千指”，“开戒一十三年，所度缁白徒众一千七百余人”。今无也曾游江南，广交士大夫，“与王公为莫逆交”[294]。

函可（1611—1659），字祖心，号剩人，惠州博罗人，俗姓韩。其父是万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29岁父死家败，被迫出家为僧。曾游庐山等地习禅，后至罗浮参见道独，与函罡一直要好。当他听到“甲申之变，悲恸形辞色”；听说“江南复立新主”，拟去投奔。顺治二年，函可在金陵被捕[295]，施以酷刑后押送京城，不久，被流放千山（辽宁鞍山市东南）。他的三个弟弟皆以抗节死，他的叔叔、从兄、侄子等四人抗清战死，姊妹、弟媳、仆婢等从死者甚众。

禅宗在辽宁地区始终没有传承，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奇事。当地喇嘛说：“（禅宗）针锤未及于遐方……空闻法眼流入朝鲜，杳然绝响，岂本性果分南北，由大事实待因缘。”[296]函可到千山传禅，算是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大事因缘”。他以谴谪的明臣为核心，建冰天诗社，凡三十三人，经常聚集在他身边的僧人有五百至七百名；并与在岭南的函罡保持密切联系，函罡曾遣今无通问。时人称他一生，“七坐道场，全提直指，绝塞罕闻，一时缁白称佛出世”[297]。

函可因身经家国惨变，虽居世外，依然痛苦难堪，有诗云：“地上反奄奄，地下多生气。”他有时也自我安慰：“努力事前路，勿为儿女悲。”因此，他的禅法多半是为解悲消愁，为僧俗们讲解公案和经典，指导参究话头，与立志开拓禅宗新领域的宗师们自是不同。加上辽宁禅宗本无根基，所以影响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函可的得度弟子知名者有今方、今羞、今何、今衍、今希、今子、今仿、今狮、今育、今匝、今曰、今庐、今又、今南等[298]，传禅于辽阳地区。

（三）鼓山元贤系

鼓山元贤一支法脉传承字号有二十字：“慧元道大兴，法界一鼎新，通天并彻地，耀古复腾今。”元贤没有认可大量嗣法人，直到临终才肯定为霖道霈为继承人。道霈递传惟静道安、恒涛大心、圆玉兴五、象先法印（？—1775）、淡然法文（1730—1810）、常敏法淡、遍照兴隆（1790—1865）等，法脉一直传承不绝。在清代前中期，此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为霖道霈。

道霈（1615—1688），字为霖，自号旅泊、非家叟，建宁建安（福建建瓯），俗姓丁，家庭世代奉佛，14岁进寺院，第二年出家。先投闻谷广印，请教“出生死路头”，“老人授以念佛毕竟成佛之说，遂谛信不疑”。崇祯七年（1634），到鼓山见元贤，参禅四年，未有收获。又“经历诸讲肆凡五年，《法华》、《楞严》、《维摩》、《圆觉》、《起信》、《唯识》及台贤性相大旨，无不通贯”。此后，再随元贤习禅，研习经教，并与老母“同修净业”五年。顺治十四年（1657），元贤命他继住鼓山禅寺。自此，道霈以宗师身份弘教，共十四年，“座下常绕五千指”[299]。康熙十年（1671），出外游历，“杖锡所至，即成丛林”[300]。康熙二十三年（1684），重返鼓山，直至逝世。

道霈一生著述颇多，自云：

余在鼓山有《秉拂录》一卷，《鼓山录》六卷，《餐香录》八卷，《还山录》四卷；在温陵有《开元录》一卷；在玉融有《灵石录》一卷；在建州诸处有《旅泊庵稿》六卷，《法会录》三卷；其集古有《圣箭堂述古》一卷，《禅海十珍》一卷；其忏悔法有《八十八佛忏》一卷，《准提忏》一卷，其修净业有《净业常课》一卷，《净土旨决》一卷，《续净土生无生论》一卷；注释有《心经请益说》一卷，《佛祖三经指南》三卷，《舍利塔号注》一卷，《发愿文注》一卷；其往复书问有《笔语》一卷。以上共二十种，四十四卷。其纂述有《华严疏论纂要》一百二十卷，《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刊定记略》三卷，《护国仁王般若经合古疏》三卷。[301]

从这个尚不完备的书目中可以看到，道霈的著述之多，涉及的法门之广，在当时无人与之相比。

道霈特别推崇天台宗智[image: ]，自称是他的私淑比丘。他说，对于智[image: ]，“后代机浅智劣、罔测高深，虽久在法门，而于三大部（指《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有白首而不敢轻一展卷者，此佛法所以日衰，而圣师所说竟付之野马蠹鱼，似于己无涉，为可叹也”[302]。道霈不但对天台宗论著取严谨的修学态度，对其他经论也提倡认真研习，认为“近世硕师大德，随顺机宜，依文解释”[303]佛典的做法应该肯定。所以讲解注疏经教和刊刻流通佛籍，成了道霈佛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霈提倡净土信仰，早年以念佛为出离生死的途径，终生未变。他在《普劝念佛文》中指出：“夫人之情，莫不厌苦而欣乐，舍苦而取乐，今有极苦而不知厌舍，有极乐而不知欣取，非大惑欤？”[304]他撇开禅宗不厌苦、不欣乐违反常情的追求，而把人们厌苦、欣乐的普遍心理当作净土信仰的基础。“故我普劝世人，忙里偷闲，每日念佛，或百或千或万，念讫填圈，回向净土，一年既满，然后总算，共念佛若干万，记之于册，尽形受持，渐积净业，现为佛光照烛，罪灭福增，远为三圣接引，必生净土”[305]。

但道霈提倡的净土信仰，与他的同代禅师相似，都是将西方净土与唯心净土混淆为一的，故有“此去西方十万亿，只在当人一念中，心净自然佛土净，弥陀何处不相逢”[306]之说。换言之，对参禅者可以讲西方唯在一念中，对于民间信仰者，可以讲念佛即能生于西天。在这里，禅净已无原则界限。

道霈重视忏法和法事仪规，宣扬征应，其代表思想从他作的《中峰禅师施食科仪序》中可见：

元天目中峰本禅师撮瑜伽旨要，作《施食科文》，其法简而精，其仪规略而备，其宣扬第一义谛，详明痛切，盖欲使天人神鬼，一言之下，顿破大梦，直彻性源，饱餐甘露，立地成佛。

《施食科仪》是掺糅了禅旨的法事仪规。道霈说它是“万历间，寿昌无明师翁北游五台，得于古寺残经中，如获至宝，佩以南归，凡遇节腊及诸佛事，躬自登座，如法修设，屡感征应”[307]。

无明慧经以农禅兴宗，明确反对把禅寺变为“应院”，反对禅僧像瑜伽教僧那样做佛事赚钱。但是，到了道霈的时候，禅僧已经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应赴僧的职务。在他的笔下，连历史上的反对者也变成了弘扬者。他还作多篇《感应记》，说明念佛、诵经、各种法事能够拯救亡灵、见到佛祖、驱病防灾等，使禅宗成为一个包罗佛教一切法门的派别。

第三节 教门诸派、律宗与净土信仰

从顺治到雍正，明末佛教综合复兴的浪潮尚未完全平息，佛教界也出现了一些以或振兴天台或振兴华严为己任的义学僧人。流风所及，士大夫群中也涌现出倾心教门义学的人物。清中叶以后，在禅宗衰落的同时，法事活动成为僧人的常业，净土信仰流行于僧俗界，以天台和华严为主的佛教义学也陷入空前衰微的状态。当佛徒普遍把佛教生存与发展的支柱安置在各种法事上时，义学的全面危机和衰落的厄运就永远不能改变了。

一 天台与华严学僧

清代前中期的天台学，无论从师承关系还是治学特点方面来说，都是明末佛教复兴浪潮的简单延续。从宗派传承的角度考察，虽然有后代勉强排定的来自明末的清代天台宗传承法系，但是即便专门弘扬天台教义者，在社会上和佛教界的影响也不大，而且也没有比较流行的著作。

清代的天台学僧中之比较知名者，首先是出自明末的百松真觉一系。真觉被称为重兴天台教观的第一世，幽溪传灯为第二世，蕅益智旭为第三世，苍辉受晟为第四世，警修灵明为第五世。

苍辉受晟的同门有天溪受登（1607—1675），曾住杭州天溪大觉寺弘扬天台教义，前后三十余年。他著有《药师三昧行法》一卷，该书是根据《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而作的忏法书，主要说明依据药师如来的誓愿而离苦得乐之行法，内容包括：第一，定名，叙述药师三昧名称之缘由；第二，劝修，劝诫修习本三昧，则所求长寿、富饶、官位、男女等，都能遂心愿；第三，方法，供养药师如来的方法；第四，释疑，由于当时西方往生思潮很兴盛，以便肯定该书为致福消灾的要法和明心作佛的秘典。后世凡消灾延寿之法事，多礼拜此忏，即今所谓“药师忏”。

受登的弟子有警修灵明、遐运灵乘和全彰灵耀等人，也宣传天台教义。其中，灵乘著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纶贯》及《科文》各一卷。灵耀跟随受登二十余年，康熙初年（1662）住嘉兴楞严寺，在《嘉兴藏》的补刻和流通中做了很多工作。著有《楞严经观心定解》十卷、《法华经释签缘起序指明》一卷、《四教义集注节义》一卷、《补定摩诃止观贯义科》二卷、《随缘集》四卷等。

清初兼弘华严学的，有受空印镇澄影响的观衡一系。观衡（1579—1646）字颛愚，霸（今河北霸县）人，俗姓赵，18岁游历五台山，从学于镇澄三年。离开五台山以后，他游历南北各地，先后从学于达观真可、雪浪洪恩、憨山德清等人。他“初侍空印，宗贤首，而禅宗印可于憨山。立法不为崖岸，不分门户”[308]。观衡受空印和德清两人的影响较大，但并不以专弘某一派的教义为主，平生比较重视《楞严》，后常住金陵紫竹林。他的著作较多，但并无华严方面的专著，记录其言行的有《紫竹林颛愚和尚语录》三十卷。

在观衡的后继者中间，不乏兼弘华严学者。重要的有通理（1701—1782），字达天，先习《法华》，后入京城就学于有章元焕，“深得秘要，遂发明十宗五教之旨，不遗余力，为清代中兴贤首一人”[309]。说通理是“清代中兴贤首一人”自然是夸张，因为华严宗在清代并没有形成中兴局面，但通理在传播澄观《华严经疏》方面的确有一定的作用。雍正十一年（1735）通理奉旨进入圆明园校勘藏经，对《宗镜录》比较重视。乾隆十八年（1753）奉命管理僧录司印务。他的著作不少，关于华严方面有《五教仪开蒙增注》五卷，此系的影响主要在今北京及河北省一带。

清代南方研习和传播华严学的僧众集中于江浙地区。苍雪读彻（1587—1656），云南呈贵人，俗姓赵，嗣法一雨通润，曾讲《华严》、《楞严》于苏州。他比较重视法事仪规，合作补修《华严海印忏仪》四十二卷；还著有《法华珠髻》。读彻在明清之际以诗闻名，有《南来堂集》四卷。在华严方面，他以传讲法藏、澄观著作为主。此外还传讲《楞严》、《唯识》、《法华》、“三论”等经典。他的后继者有闻照、书佩等七人。与读彻有师承关系或同门关系的通润、巢松、汰如等，也都学习或宣讲过《华严》。他们都与读彻有相同特点，即并不以专弘《华严》为业。含光（1599—？）是明河汰如的弟子，曾讲《华严》。被归为洪恩系的佛闲也曾于普德寺讲《华严》、《法华》。

福建鼓山的为霖道霈（1615—1688）编有《华严疏论纂要》一百二十卷，是把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与澄观的《华严经疏钞》摘要汇编，配于经文之下。他认为：“《疏钞》则穷源极委，章分句析，不唯是此经标准，实乃如来世尊一代时教之标准也；《论》则广论佛意，会归自心，不唯是此经阃奥，实乃宗门之阃奥也。禅者喜读《论》而不知《疏钞》之广大精微，讲者喜读《疏钞》而不知《论》之直接痛快，两者皆失之。”[310]明末清初，鉴于李通玄的著作特别流行，其影响甚至超过华严诸祖的著作，佛教界倡导融合李通玄与澄观学说的不乏其人，但像道霈编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在禅师中尚属特例。他编此书的目的，是要纠正禅者与讲者各有偏重的过失。但是，在明末清初之后佛教名相义学全面衰落的情况下，他的编著被束之高阁，在清代几乎无人提及。就道霈本人而言，他并不独钟华严，他兼通各宗教义而倾心天台，自称是智[image: ]的私淑比丘。道霈虽然编了如此卷帙浩繁的华严类著作，但华严学在他所整理的佛教总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可怜的。

上述在南北各地兼弘华严者大多受明末学僧的影响，仅就佛教义理而言，其治学范围和见解并未超出其前辈的水平。他们大多重法事仪规，这也是由佛教发展总趋势所决定的。清代礼《华严》、刺血书《华严》、诵《华严》等事迹在佛教界不少，均以为个人或他人求取福报为目的。相对说来，清代在弘扬华严义学方面稍有生气的是续法。

续法（1641—1728）字柏亭，号灌顶，仁和（浙江杭州）人，俗姓沈，9岁师从杭州天竺山慈云寺德水明源，19岁受具足戒，20岁习讲经，历时七年。后历住慈云、崇寿、上天竺诸刹。他在杭州一带弘《华严》五十多年，弟子有培丰、慈裔、正中、天怀等二十余人。

续法著述二十余种，达六百卷，其中有关华严宗的史书是《法界宗五祖略记》一卷、《华严宗佛祖传》十四卷；总结华严教理的著作有《贤首五教仪》（简称《五教仪》）六卷、《贤首五教仪科注》四十八卷，此两书基本包括了他的华严学的全部内容。为便于学僧理解，简要概述教义或以譬喻说明教义的著作有《贤首五教仪开蒙》、《贤首五教断证三觉拣滥图》、《法界颂释》、《法界宗莲华章》、《法界镜灯章》，以上各书均为一卷。另有《法界观镜纂注》二卷、《贤首十要》二卷等。继法还有《般若心经》、《圆觉经》、《楞伽经》、《起信论》等方面的著述。

续法的华严思想直承其师德水明源。他在康熙十四年（1675）写的《贤首五教仪序》中说：他撰写这部概括华严宗全部要义的书，是“将先师常所乐说者录之，复寻诸大部中所切要者集之，十余年间，考阅再三，穷思至四，始成六卷”。因此，他在继承明源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是集此系华严学之大成。明源曾作《五教解消论》、《论贤首宗未知圆义解》两文，主要说明“贤首（法藏）大师之离四以为五（指判教），非悖天台，实备天台之所未备”[311]。明源的这两篇文章是针对天台宗人攻击法藏判教而作，论证五教之判不仅与天台宗的判教无违，而且比后者更完备。续法学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通过对五教展开论述，概括华严宗的全部教理。

续法弘扬华严也针对当时义学衰落的局面。他在历述宋元明诸代弘华严的主要人物后指出：“奈何今义学家不得其门而入，见其教部广大，意旨幽深，即如贤首大师著述凡有一百余卷，清凉国师现流传者约有四百余卷，圭峰大师疏注总有九十余卷，浮狂者诋为葛藤，愚钝者视为砂石。”[312]因此，他的著作和宣讲大多具有普及华严基本知识的性质。

续法的代表作是《五教仪》六卷，康熙五年（1666）初成，认为“贤首大师判释如来一代时教，不出三时、十仪、五教、六宗、三观”。“三时”指佛讲说全部经典的三段时间，分为“别”与“通”两类，各有“三时”，基本思想是吸收了法藏、宗密及元代华严学僧的观点。“十仪”指佛说法的形式和内容：本末差别、摄末归本、本末无碍、随机不定、显密同时、一时顿演、寂寞无言、该运三际、重重无尽。这种划分既包含了华严宗判教的内容，又容纳了天台宗判教的因素。“五教”是依法藏的五教说，无大变动。“六宗”是依据法藏的“十宗”判教演化而来，分为随相法执宗、唯识法相宗、真空无相宗、藏心缘起宗、真性寂灭宗、法界圆融宗。其中特别讲到天台“性具”与华严“性起”的区别。三观依据法顺的华严法界观，并配上法藏、澄观、宗密等人的解释。这种时、仪、教、宗、观五部分的组织，实际上又分为两大部分，一讲教相，二讲观行，以适应对天台宗人反驳的需要。

自《佛祖统纪》斥华严宗“有教无观，无断无证”以来，历代攻击华严教理者多执此辞，维护者又多以驳倒此论为目的。续法的学说组织，即要说明华严宗有教（教相）有观（观行）。他还要使华严宗的教观神圣化：“初集录也（指作《五教仪》），知教观之创于华严诸祖；次阅藏也，知教观之本于经论；后精纯也，知教观之从于自心流出，不从遮那佛口所宣。”[313]华严宗不仅有教有观，而且这种教观为华严诸祖所揭示，有佛教经典的依据，是众生心中所本来具有的。这就为华严宗教观的成立提供了权威的依据，而且是具有禅学色彩的依据。至于华严教观的具体内容，不过是一方面重复华严宗的老话，另一方面吸收了天台教义。

针对“无断无证”的指责，续法也专门予以反驳。他的《贤首五教断证三觉拣滥图》专门为使学者了解这一点而作。他认为，“五教断证，原出经论”，由于“人未之察，反曰无断无证，岂不屈抑佛祖也欤”！他“遂准贤宗诸大部中，录出断证，排图贯线，庶使学者于一家判释，明如指掌，无纤疑滞”。他所谓的“断证，”就是“断（消除）执障于莲华藏刹，证（证悟）法界于毗卢性海”。尽管续法在论证华严宗有教有观、有断有证方面并无理论创新，尽管他所争论的问题是老话重提，并不与佛教发展的大潮相联系，但在他之后，连这样的议论也没有了。

续法于康熙十四年（1675）始讲《五教仪》一遍，“听众茫然”。康熙二十年（1681）再讲一遍，提问之后，“众亦不知教观义之始终”。鉴于六卷本的《五教仪》完全无法为义学佛徒所理解，他便开讲作于康熙八年（1669）的略本，即《贤首五教仪开蒙》。实际上，当时能为义学僧接受的也只有这种“开蒙童，便记诵”的简略本，烦琐论证的较大部头著作难以流行。续法多种一卷本的著作都是为达到此目的撰写的。他在《贤首五教断证三觉拣滥图》中指出，此图也是略示梗概，如欲进一步了解华严教理，需阅读《五教仪》等书。续法的实践表明：当时系统普及华严学知识在义学僧中已很困难，更不用说其他不以义学为务的广大佛徒了。

自唐中叶以后，历代都有倾心《华严经》或华严宗教理的士大夫。他们侧重接受和宣扬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主流趋向以及这个阶层与佛教的关系。清代士大夫群中，热衷于将华严作为树立信仰和从事修行主要依据者有不少，如清初周克复的著作，标示出士大夫运用华严的重要趋向。

周克复继著成《金刚持验记》、《法华持验记》后，再作《华严经持验记》一卷。他对此三经的理解是：“《华严》以即秽即净为宗，《金刚》以无相不取一法为宗，《法华》以人人成佛为宗。”仅就他讲的《华严》宗旨言，是重述华严宗的教理。然而，他作此书的目的并非弘扬义理，而是要宣扬以各种方式崇奉《华严经》所具有的神秘功能，把此经视为一种灵验的护身符，视为可以实现自我解脱、救世度人的灵丹妙药。

《华严经持验记》又称《历朝华严经持验记》，书前题有“男周石校，吴郡陈济生皇士参”，正文前有周克复的《序》及《劝流通华严持验引》。周克复认为，《华严经》“一品之持，已得净戒；一偈之诵，能破地狱”，“夫书写读诵，讲说思修，冥通幽感，殊绝人天”。该书收录自龙树菩萨到明代谭贞默之母四十九人有关《华严经》的神异灵迹。大多数人物事迹之后附所引书名，多取自唐惠英的《华严经感应传》和明袾宏的《华严经感应略记》等。士大夫热衷于“持验”之道，此道又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不仅与当时义学衰落、神异崇拜盛行有关，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二 律学与律宗新派

从明代中叶开始，各地的戒坛封闭，出家和在家信徒的受戒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受戒的轨则也逐渐废弛，律宗的传承也几近断绝。到明末清初，在佛教综合复兴和禅宗复兴的浪潮中，律宗和律学也有兴起的气象。其具体表现，是既出现了专门弘传律学，并以复兴律宗为己任的代表人物，也出现了兼弘律学的各宗僧人，律学由此呈现出多头发展的局面。其中，在明代末年佛教综合复兴中兴起的如馨一派，到清代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宗派，这是自唐代以来所没有的现象。这一派不但有严格的法系传承系统，而且有传祖衣的制度。

明代末年，三峰法藏重视戒律的弘传，撰有《弘戒法仪》一卷，其所倡导的传戒方法在江南一带传播。清代初年，终南山的超远对法藏的著作加以补充，撰成《传授三坛弘戒法仪》；广东的弘赞著《比丘受戒录》和《比丘尼受戒录》两书；乐山老人著《增删毗尼戒科》；智旭著《重治毗尼事义集要》等书。这些戒律书籍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被一些地区法师和律师在传戒时所使用，对传戒制度的重建和完善起到作用。总的说来，传戒活动规模和影响较大，形成持久的流传法系，并且得到清朝历代帝王支持，成为近代传戒实践和理论主要先导的律宗系统，是在金陵地区形成和壮大起来的如馨一派。

律宗是以研究和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宗派。因其主要典据是佛教五部律中的《四分律》，故称四分律宗，又因实际创始人道宣住终南山，故称南山宗。该宗遥尊释迦佛弟子中持律第一的优波离为初祖，道宣则为八祖。该宗所编制的法脉传承，唐代之前的多为附会传说，唐宋时期则时断时续，元明时期几乎无闻。明末，以如馨传戒授徒为标志，古林派作为新的律宗派别兴起。不久，如馨弟子寂光创千华派。自清初开始，以金陵地区为中心，如馨一系逐步发展成为有严整法系传承、有系统律学思想、传戒活动规模大、法系延续时间长的两支律宗派别。其中，古林派以金陵为中心，传播范围有限；千华派则流传地区广泛，传戒基地多，影响遍及全国。

如馨（1541—1615），江苏溧水人，俗姓杨。万历十年（1582）（一说在嘉靖年间）在摄山栖霞寺从素安出家。根据《新续高僧传》卷二十八的记载，如馨从受戒到开坛传戒，都有很多神异事迹。他因读《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而游历五台山，从文殊菩萨受戒，精通了大小乘戒律，并且顿悟戒律宗旨。他从五台山南返至南京，也由于神异事迹而被称为“优波离再世”。实际上，他在受沙弥戒之后，就关心自己如何得戒的问题，于是曾“叩诸宗匠，辄究戒缘”，表明他长期注重对佛教戒律的研究。由于明末官方的传戒活动处于停止状态，僧人出家很难按照佛教的传统规定进行，所以当时的传戒随意性较大，附会离奇的神话传说就很自然了。

如馨一生致力于弘扬戒律，先后住持过的寺院或应请开坛传戒的寺院共有三十余处，如灵谷、栖霞、甘露、灵隐、天宁等。所谓“坐道场三十余所，徒众累万，声闻于天明”。

如馨能够引起明朝廷的重视，与其弟子澄芳远清的努力分不开。远清早年学习华严教义，从如馨受具足戒，后到五台山，“精研律部，善达意旨。开遮无碍，尤善属文”，他鉴于当时戒坛久不开放的情况，认为“欲兴此举，非扣帝阍，其道末由。乃具文疏略，述梗概因”。神宗“览疏大悦”，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诏命如馨在五台山灵光永明寺举办龙华大法会，“开皇坛说戒”，赐紫衣、锡杖，并赐“慧云律师”号。由此开始，如馨一系为朝野公认，影响南北佛教界。因为当时北方地区社会动乱，如馨从五台山南返后，远清继续在该当地传戒。

如馨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弘戒二十五载，传戒规模大，地点多，弟子有数万人。如馨终生以振兴南山律宗为己任，被称为“中兴律祖”，后被奉为律宗第二十祖。[314]他鉴于“自元季以来，律学荒芜”的情况，认为“佛法住世，功在毗尼”，所以“访求梵网，遍参律法”[315]。但他的著作不多，编著有《经律戒相布萨轨仪》一卷。记载其事迹的除《新续高僧传》外，还有《梵网经菩萨戒初津》卷七、《香乳记》卷下。

如馨传戒弟子人数很多，被列为第二世的有金陵极乐寺莲宗性相、京都悯忠寺大会永海、金陵宝华山隆昌寺律师三昧寂光、太原五台山永明寺澄芳远清、姑苏报国寺茂林性祗、广陵福田东沧性福、金陵古林庵隐微性理，江宁古林寺印含性璞，以及三义蕴空罄律师、香水大圆昙律师、福田金刚福律师等。[316]其中，性理、性璞继承如馨传戒的发源地南京古林寺的传法系统，被称为“古林派”；另一弟子三昧寂光则开创千华派。

寂光（1580—1645）是广陵（江苏江都）人，俗姓钱，字三昧。21岁出家，先从雪浪洪恩学习华严教义，后到各地参访名师，曾受紫柏真可、云栖袾宏等人的器重。寂光从如馨受具足戒，专心从事律学研究。如馨在五台山传戒时，寂光为“副座，助其教授”，所谓“律学中兴，光有力焉”。寂光感慨明末“世末道污，轻蔑毗尼”的现状，继承如馨的传统，奔走各地弘律传戒，一生“临坛演戒百有余所”。他还致力于建造寺院，一生“修建梵宇凡十数处”[317]。寂光曾在金陵宝华山组织“千华社”，参加的人很多，所以，此后把如馨开创的律学一派称为“千华派”。寂光重建的宝华山隆昌寺日后成为重要的律宗道场、著名的律学中心，当时已经是“大江南北，罕与伦比”[318]。寂光谥号“净智律师”。他的著作有《梵网经直解》四卷、《十六观经忏法》等。乾隆年间，经福聚奏请，其《梵网经直解》编入大藏。自寂光开始，宝华山始终是各方求戒者的聚集地，而且成为其他地区传戒的学习样板或主要参考范本。

寂光被尊为宝华山第一代，从如字起，千华系演派有五十六字：“如寂读德真常实，福性圆明定慧昌。海印发光融戒月，优昙现瑞续天香。支岐万派律源远，果结千华宗本长。法绍南山宏正脉，灯传心地永联芳。”[319]
在寂光的门徒中，静观书祯早年帮助见月读体弘律，后常住广陵五台律院，“春冬传戒，夏则安居，学者从之，如水赴壑，得戒者千余”。其著有《随机羯摩疏钞》六卷、《毗尼甘露择要》十卷、《历代律祖略传》一卷等。香雪戒润“精通经律，致功净土，尤善文词，挥豪成韵，见重时贤”[320]。后来住持常州天宁寺，著有《楞伽经贯珠》十卷，其后的传承不详。此系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读体，而且法系一直不绝。

读体（1601—1679）号见月，俗姓许，云南楚雄人。他先信仰道教，出家为道士三年。偶遇老僧赠《华严经》，读至《世主妙严品》而产生了佛教信仰。崇祯五年（1632）在宝洪山随亮如出家。自崇祯六年（1633）开始，读体离开云南到湖南宝庆五台庵，参观衡颛愚。其后游历南北各地数年，于崇祯十年（1637）在镇江海潮庵从三昧寂光受具足戒。从此之后，以学习和研究戒律为主，并随从三昧在各地传授戒法。崇祯十二年（1639），寂光应请住持金陵宝华山，读体任监院。清顺治二年（1645），寂光圆寂后，读体继任，住持宝华山三十余年。

读体在管理寺院、规范僧众方面，以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制度仪轨著称，得到僧众的悦服和拥戴。当时佛教界不守戒规的现象普遍而且严重，“止作真教，久成绝响。故结界立规，率先躬行：是制必遵，非法必革”。在清初兵荒马乱的动荡社会环境中，他重修寺院，筑砌戒坛，建立稳固的传戒基地；定期每年春冬传戒，结夏安居，完善了为各方借鉴的寺规制度；研究律学，著书立说，促进了律学的重兴。读体的著作有《毗尼止持会集》十六卷、《毗尼作持续释》十五卷、《传戒正范》四卷、《沙弥尼律仪要略》一卷（以上收于《卍续藏经》）、《传戒正范》、《僧行规则》、《三归、五、八戒正范》、《黑白布萨》、《出幽冥戒》、《大乘玄义》、《药师忏法》等各一卷，有自著《一梦漫言》。

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年代，读体为保护寺院不被劫掠，为保护僧人不被杀戮，总是挺身而出，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另外，读体重视社会公益事业，康熙十一年（1672），当地闹饥荒，他率众“赈粥五十余日，全活无算”，这些是他受到僧众和社会各界拥戴的重要原因。读体宣教弘戒数十年，“戒徒千四百人，堂食三万指，法席之盛，世所希有”[321]。

根据《南山宗统》的记载，读体的得法弟子有六十八人，主要有定庵基、成拙德、素极启、契如悟、体圆健、智闲彦、玄窟灵、古范舜、静观贞、昊中智、本拙闲、湛一澄、灵水冲、湛彻潜、本意德、云庵谷、宜洁玉、慧融禅、慧宗秀、碧天净、宣心源、独愚贤、还一真、法一延、法轮演、知白华、苇航铎、大圆昊、震化鉴、密昭廉等。[322]其弟子大多数弘律传戒于各地，并且致力于修建寺院的活动。有些人也比较重视经教，重视净土信仰。读体门下的传戒律师有一个传统，就是身体力行严守戒律，以自己的品德赢得僧俗信众的拥戴，从而推动他们的弘律传戒事业。例如，碧天书净（1642—1705）初到苏州积善庵时，“败壁颓垣，齑粥不继”，生活困难，但他“处之恬如，曾不芥带。唯精持律仪，严摄一众，羯磨布萨规条肃然。人知信仰，檀护浸多。由是经之营之，创造戒坛、殿阁廓庑。数年之间，遂成巨刹”。他个人“处事必诚，接物以慈。新徒禀戒，知愚同诲，虽累千指，肃然一室。威仪有则，不敢苟简”。正因为这样，书净成为朝野知名的僧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南巡时曾召见，“赐《心经》三册，御书‘衍真谛’三字锡之，因改寺名，额以‘真谛’。”[323]
读体的弟子中，在传承法系、建立弘戒基地和著书立说等方面成就比较大的，当推定庵德基、宜洁书玉。

德基（1634—1700）字定庵，俗姓林，休宁（今属安徽）人。20岁依苏州宝林寺竹怀出家，后到宝华山隆昌寺从读体受具足戒，潜心研究诸种律书十五年。读体圆寂后，德基继任宝华山住持。康熙十三年（1674）秋天江南大旱，冬天饥民到山上乞食，他率众设粥赈济，又恐怕山上粮食不够，就率领饥民渡江，从仪真维扬沿路化缘，供养饥民，直到麦熟时节才结束。这使他在社会各界声望日高。对于戒律，德基不仅重视研究，而且强调实践，他告诫弟子“既知修行，必当严持戒律，若不持戒而欲超脱生死，如缘木求鱼，舍舟渡海”[324]。在他的管理下，宝华山作为律学中心又进一步扩大。他的著作有《毗尼关要》十六卷、《羯磨会释》十四卷、《比丘尼律本会义》十二卷、《宝华山志》十二卷。

当然，对于德基这种重戒律的看法，或重禅，或重净土的僧人有不同意见，侣石万清在德基处受具足戒之后，说：“持犯，束身而已，心地发明，非大匠曷由启迪！”于是，他就离开德基，另找“大匠”去了。[325]
书玉（1645—1721）是江苏武进人，俗姓唐，别号佛庵。少年时期学习儒学，因听僧人读《行愿品》而萌发佛教信仰。22岁出家，从读体受具足戒。康熙二十二年（1683）与德基到杭州昭庆寺讲戒，从此住持该寺三十八年，使其成为稳定的弘律传戒中心，各地僧俗来此受戒者达万余人。其著有《梵网经菩萨戒初津》八卷、《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二卷、《沙弥律仪要略述义》二卷、《二部僧授戒仪式》二卷、《羯磨仪式》二卷。从书玉开始，如馨一派在杭州地区建立了稳固的传戒基地。

德基的弟子有三十八名，传承其衣钵的是松隐真义。真义11岁出家，在未见到德基之前，通过学习佛教典籍，就认识到戒律的重要性，认为“佛法不出三学，慧由定生，定从戒始”。于是到宝华山从德基受具足戒，专心研究律宗典籍。据说他离开德基游历南北各地参学时，在佛教界和社会上已经很有威望。在京城时，“王公天宝仰其声誉，延居延寿兰若正席，方丈乃愿行头陀行。一时归礼者，倾国而来”。尽管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也反映了他的影响之大。继任宝华山住持之后，“戒坛累启，四方云集”。真义曾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十六年（1707）三次受诏见，获赐寺额、经书等，所谓“宠锡优隆，遐迩嗟咨”[326]。真义于49岁时圆寂。

真义之后传此派“祖衣”的依次是闵缘常松（1664—1718）、珍辉实咏（1675—1722）。他们与其历代祖师一样，始终重视以戒律规范僧众，并且以善于治理寺院著称。常松在真义处任维那时，“一堂之内，分别三根。上者喻以纯旨，深思自得；中材导以正途，循序而进；又其次者，曲垂教言，引之渐入。三者不同，成功则一。故化有程式，人无弃材。新旧学子，荣出其门”。常松这种教僧育才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佛教队伍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曾受赐紫衣、玉器等。实咏在宝华山受具足戒后，勤于钻研律学，“精求律意，早夜孜孜，不遑宁息。遮制轨范，取次领悟”。当时，僧人们都认为智圆律师所著的《会真记》很重要，也最深奥，“当时读者谓其菁粹超出六十家释义之外”，实咏便“综其旨趣，为之贯彻”。善于用人的常松知道他有学识，便“擢之教授，开迪新知”[327]。实咏“亲付祖衣”给文海福聚（1686—1765），此派由此达到鼎盛阶段。

福聚是浙江义乌人，俗姓骆，字文海，号二愚。15岁出家，在溧水上方寺清修苦行十年之后，到宝华山隆昌寺闵缘常松处受戒。游方参学八年，许多名僧表示器重并希望传法于他，但他认为，“机锋捷悟，终属言荃；波提木叉，乃照宝相”[328]，毅然复归宝华山，继珍辉实咏住持隆昌寺。雍正十二年（1734）奉诏进北京，住持法源寺（原悯忠寺），并奉敕开戒坛，受戒者有一千八百九人，[329]各地求戒的学徒有数千人。这样，福聚成为法源寺第一代律师。不久，福聚将法源寺交弟子天月性实管理[330]，自己仍回宝华山。乾隆二年（1737），福聚奏请将宝华山诸师寂光、读体、德基等人的著作编入大藏。福聚住持宝华山三十年，受戒的学徒遍天下，据说超过十万人。其著名弟子住持南北各处寺院的有二十余位。福聚著有《南山宗统》、《瑜伽补注》、《瑜伽施食仪观》（可能作于乾隆六年，1741）等书。

在福聚之下，有性言、圆先、明如、定静、慧皓、昌苍、海然、印宗、法圆等次第相承。总的说来，这一律宗系统，从明末清初开始，建立了以宝华山为中心的传戒弘律基地。如馨的千华派一系在律学思想上与相部宗相同，以诸恶莫作的止持、诸善奉行的作持为宗旨。在止、作二持中，尤其重视作持。另外，此系认为，《四分律》在形式上属于小乘，但在内容上属于大乘，这又是对南山宗思想的继承。在律书之外的佛教经典上，此系律师比较重视《梵网经》，许多宗师有这方面的著作。

三 净土信仰及其特点

无论在佛教界还是在社会信众中，西方净土都成为清代佛教中最有影响的信仰思潮，这种变化是与清王朝的佛教政策有关联的。清王朝对禅学的治理、对义学的漠视、对净土念佛和戒律的提倡，对净土念佛的流行起到了鼓励和促进的作用。雍正在打击和改造禅学的同时，树立云栖为佛教的榜样，尽管也主张所谓禅教融合，但实际上是用净土法门取代禅学。其后，没有任何一位帝王为禅学作翻案文章，相反，乾隆对士大夫的念佛予以积极支持。

一般说来，历代信仰西方有相净土的僧俗人士都有着共同的精神需求和思想内容。信仰实际存在的彼岸极乐世界，寄托着信众对现实世界的厌弃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反映着信众对终极归宿的憧憬，表现着信众对超人间、超现实力量的追求。所以，历代凡是修持西方有相净土法门者，基本都虔信忏仪法事的功能、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众生有罪、佛力拯救这五项宗教内容。由于重视各种法事的功能，自然就强调神异灵验事迹在往生中的作用，促进了各种法事活动在社会上的流行。另外，由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具备道德标准，所以信仰和弘扬西方有相净土，又总是与出家众强调戒行、在家众倡导善举结合在一起的。诸如此类的内容，在清代净土信仰中不可或缺地保持着，并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具体到清代净土信仰，也有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专门弘扬净土思想与实践，或以修西方净土为主业的僧人显著增加。清代净土思想在佛教界和社会上的流行广度，是任何一个朝代也不能比拟的。在清代僧传《新续高僧传》中列有《净读篇》一科，作者解释：“《梁》有《诵经》，又有《经师》；《唐》、《宋》改为《诵读》。今并入此科，以净为归。”在前三部最著名的《僧传》中，无论是《诵经》、《经师》还是《诵读》各部分，都是记载那些唱念或读诵各种经典的僧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收到感动神明、临危获济、消灾弭难的种种神奇功能。在《新续高僧传》之前，还没有一部僧传开辟专门一科记载净土修行。《新续高僧传》在体例上的这一变动，正是清代净土修行在佛教界空前兴盛的反映。该书《净读篇》所记载的传主言行内容是“诵经讽佛，是曰净修。功果圆时，西土非遥。念念自持，庶证真如”。《净读篇》中所记的从宋至清的僧人来自不同派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修持和弘扬净土法门，特别是所记的清代僧人，基本上信仰西方净土，修行持名念佛。该书从四十五卷到四十八卷记载清代僧人，正传四十七人，附见四十五人；卷四十一到卷四十四记载宋元明三代僧人，共有一百一十人。清代净土僧人的人数超过此前任何一代。

第二，清代流行的净土法门趋向单一化。当时的弘扬净土者，特别是专弘净土者，基本是接受西方弥陀净土思想，主要内容来自传统的弥陀经典。

第三，佛教界不再注重对各种净土思想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比较，而是在完善具体践行上下工夫。因此，新的念佛形式不断出现。

当时专注于往生净土的僧人，把修行的主要目的放在超脱生死轮回上，正如从宋代以来的参禅僧人把修行的目的放在解决生死大事上。这是与参禅相同的目的。所以，他们往往认为，在解决生死问题上，净土比禅更重要。即便那些不是专门弘扬净土的僧人，也往往把净土和戒律放在禅之上。在参禅、念佛和持戒的关系上，禅往往被一些僧人视为无足轻重的末节，修行的根本是持戒和念佛。例如，闻思常智在“遍游名刹，参诸知识，久之无所契”后，对同伴说：“禅以戒行为基，净土为本，吾何事跋涉而不务实行乎？”于是就专门修习净土。等到他住持寺院后，进一步“宣弘戒法”[331]，对禅、净、戒三者重要性的这种价值评判，已经不是个别僧人的认识，而是佛教界带普遍性的观点。

清代前中期身体力行弘扬净土思想和实践的僧人很多，著名的有截流行策、省庵实贤、性海觉源、彻悟际醒、瑞安悟和、豁然悟开等。他们或者创立了新的净土修习形式，或者建立了新的修习理论，或者在结社劝修方面产生较大影响，或者发挥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根据《新续高僧传》卷四十五，行策（1628—1682）字截流，俗姓蒋，江苏宜兴人，23岁在武林理安寺从箬庵通问出家，从学五年，受息庵瑛的影响而信仰净土。又随钱塘樵石法师学习天台教义，并且共同修习法华三昧。康熙二年（1663），行策到杭州法华山结莲柎庵，专门修习净土。康熙九年（1670），居住常熟普仁院，创办莲社，从学的僧俗信徒很多。

行策在弘扬净土法门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制定七日念佛的实践方法，开创了清代僧俗界实践净土信仰的一种新形式。所谓“七日念佛”也称“打念佛七”、“打佛七”、“佛七”等，是修行者为了在短时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定下七天的期限，集中修习念佛法门。这种念佛求往生的活动无论男女老幼，或僧或俗，都可以参加。此种集体念佛实践要求很严格。由于念佛是往生西方的捷径，而观音菩萨又是西方的导师，所以活动从二月十九日开始。首先，选僧十二人，分三班，每班四人，各有所司。十二人外，不论缁素多寡，亦分三班，随其后。一班旋绕，则两班安坐。食时赴斋堂，按照次序，不能紊乱。夜晚略睡，闻钟声鸣则齐起。凡左行者罚，越位者罚，相语者倍罚，严若军令。念佛之声，时而和缓悠扬，如一气呼吸，绵绵不断。至其声之振疾，则又如猛将追敌，不尽灭不止。当年在普仁院举行的七日念佛活动，以行策为主，其道场外护，有身叶、古衲；同行缁侣有越海在、闲慧如、湛月慈、宏海目、德容越、祗尚法、再应可，其遥闻法，有鸣谷、定慧；参与的居士有汪旅三、翁凤蕤、顾公臣、金水若、陈千顷、赵存湖、翁子余、翁康成、沈诞先、夏子彝等。[332]
行策居普仁院十三载，始终专弘西方净土信仰。他创立的“七日念佛”制度，开创了后代僧俗界实践净土信仰的新形式，易于修持、易于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民间也流传着有关行策的许多神话故事。[333]
行策的著作有《金刚经疏记会编》十卷，是把唐代宗密的《金刚经疏》和宋代子睿的《金刚经纂要刊定记》会集而成书。禅学方面的著作有《宝镜三昧本义》一卷，是对洞山良价《宝镜三昧歌》的注解和发挥。净土方面的著作有《劝发真信文》、《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以后者影响最大。另有《楞严经势至圆通章》等。

据《新续高僧传》卷四十五所记，实贤（1686—1734）俗姓时，字思齐，号省庵，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儒学世家。15岁出家，参究“念佛是谁”的话头。这个话头是标准的把参禅和念佛结合起来的产物，参究这个话头在当时佛教界很盛行。他曾在真寂寺掩关三年，白天学习经典，晚上念佛名号。24岁受具足戒。他曾长期跟随绍昙学习天台和唯识教理。实贤在两个方面受人称颂。其一，持戒严谨，日仅一食，常坐不卧。清代净土名僧基本都重视戒律修持，但像他这样持戒类苦行者也是不多的。其二，在重视学习各类经典的同时，注重净土信仰，往往是昼阅三藏典籍，夕课西方佛名。他在江浙地区很有名望，皈依的僧俗信徒不少。他曾在[image: ]山阿育王寺、杭州迁林寺等处讲经十余年，晚年在杭州梵天寺结“妙莲法会”，指导僧俗专修净业。他所著的《劝发菩提心文》、《净土诗》一百零八首、《西方发愿文注》等，都是激励信众树立往生净土的信仰，实践念佛法门，流传较广。另有《续往生传》、《涅槃忏》等。彭际清辑有《省庵禅师语录》二卷。净土信仰者尊他为莲宗第九祖。

润州焦山寺的性海觉源（1751—1819）在处理禅净教戒关系方面，特别是禅净关系方面，是很有特点的，其理论颇有影响。他未出家之前就热衷于学习《华严》、《法华》等多种经典，40岁才受具足戒。后投曹洞宗禅师焦山借庵门下习禅，成为其弟子。此后在随觉源学习的众多弟子中，有数十人住持名山寺院，但是他从未作过住持，只是常年应请为各地僧俗信徒讲演。他的言行颇具号召力和感染力，“道俗钦慕，奉为规法”。觉源著有《普明观法》一卷、《宗镜目录》二卷、《毕竟毗尼》二卷、《出世上上禅》一卷等。借庵禅师把他的遗稿刻刊，题为《拾遗集》一卷。

作为禅宗僧人，觉源兼重经教、戒律、礼忏和净土。在经教方面，他对“华严奥旨独有会心，乃自别其号曰‘一真法界’”。他能够背诵《华严经》，“不遗一字”，为僧俗讲说，颇受欢迎。在戒律方面，他乐行苦行，“口不妄语，不非时食，手不触金银宝物，身不著兽毛蚕丝”。这四者都是被当时人认为是难以做到的。在礼忏方面，他曾“重订普门观忏仪，昼夜六时行法，胁不著席”。在净土方面，他“十数年居心质直，其正见知如永明、云栖，以净土为归宿。日诵弥陀名号十万声”。

在处理这四者的关系上，他始终把净土作为修行的归宿，作为修行其他法门的基础，不仅如此教人，也如此实践。他“每礼忏毕，必回向净土”。他“一生精力注于木叉、净业二事，既以自为，即以为人”。对于禅净教戒的关系，他认为：“以念佛为往生正因，以持戒为决定往生正因，以读诵大乘解第一义为往生上品。”所以，他持戒严谨，精研教典，专注参禅，勤苦礼忏，都围绕往生这个主要目的。

他在对参禅与念佛进行细致比较时指出：“欲了生死，不外禅净二门，然而竖出难而横超易，则今时修行，切要唯在净土一门耳……参禅时法法归禅，念佛时法法归佛。所以《普门》云：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势至》云：总摄六根，净念相继。是知参禅要全身放下，不放下则六根动被遮蔽。念佛要念念提起，不提起则种现乘间而出。以念佛之心参禅，则参禅即归净土；以参禅之心念佛，则念佛即是深禅。”他的这些见解被认为是“其发明禅净分合之义，彻了无余”[334]。

觉源这些议论的一个特点，是从心理体验方面对禅净进行比较。无论参禅还是念佛，都要求精神集中，不受外界事物和内心杂念的干扰，专注于所要体验的对象。这里讲参禅的“全身放下”，讲念佛的“念念提起”，表明方式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求排除来自外界的干扰（六根被遮蔽）和内心的干扰（种现乘间而出）。所以，参禅与念佛是相通的。实际上，这些看法在佛教典籍中都有根据，但在当时，觉源的议论是有特点的。

际醒（1741—1810）字彻悟、讷堂，号梦东，河北丰润人，俗姓马。22岁出家，主要活动在河北、北京地区。曾先后从香界寺的隆一、增寿寺的慧岸、心华寺的遍空、广通寺的粹如等学习《法华》、《圆觉》、《楞严》、《金刚》、《唯识》等经典。继粹如住持广通寺，次迁觉生寺，最后于嘉庆五年（1800）退居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际醒从住持广通寺开始，就从以弘扬禅法为主转向以弘扬净土为主。这种转变是受到永明延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根据当时佛教界的情况提出的。他“策励后学，每谓：永明延寿，禅门宗匠，尚归心净土，期生安养，况今末代，尤宜遵承。于是专主莲宗”。在延寿的时代，禅师信仰净土还不是普遍现象，到清代，情况的确完全不同了。到资福寺后，他“平昔示众，一以净土为教”。

际醒所讲的“念佛法门”，概括为十六个字，即“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行愿，持佛名号”。这是他的“念佛法门”的总纲，其具体内容，又分为“八事”：“一、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途径；二、以深行愿，持佛名号，是净土正宗；三、摄心专注而念，是下手方便；四、折伏现行烦恼，是修心要务；五、坚持四重戒法，是入道根本；六、种种苦行，是修道助缘；七、一心不乱，是净行归宿；八、种种灵瑞，是往生验证。”[335]
际醒讲的这“八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代流行于各地的净土信仰与实践的基本特点。以解决生死、超脱轮回为修行的目的，这是把禅宗号召修禅的目的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对僧俗信徒具有吸引力。重视戒律，并且把苦行作为有利于修行的辅助条件，这是净土祖师们受到信众拥戴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格魅力。更多地吸收了参禅的方法和内容，所谓“摄心专注”、“一心不乱”等，是禅师普遍要求的心理状态和体验。重视神异灵迹，这是号召信徒的重要方法，几乎每一位净土师都宣传许多感神灵、动鬼神，乃至弥陀佛迎接等神异事迹。这是与重视神通相联系的地方，也是与禅的精神相差最远的地方。

际醒使红螺山成为北方著名的净土道场，他本人也被认为是云栖、省庵之后最有影响的净土宗师，后来被奉为莲宗第十二代祖师。他有《彻悟禅师语录》二卷，其中较多内容讲念佛修行；另撰《念佛伽陀》一卷。

瑞安（？—1864）字悟和，常住北京怀柔红螺山，专修净土。他与魏源关系比较密切，曾应请到高邮传教。根据程兆鸾《悟和法师传略》的记载，他曾游历南京、苏州、泰州、通州等地，向僧俗信众弘传净土信仰。

悟开（？—1830），苏州木渎人，俗姓张，字豁然，号水云道人，曾住荆南显亲寺，晚年住苏州灵岩山宝藏寺，精通多种经论，以倡导净土信仰为主。其著作有《莲宗九祖传略》、《净土知津》、《念佛百问》各一卷。

古昆（？—1892）号玉峰，字恋西，咸丰五年（1855），在杭州崇福寺阅读明代幽溪传灯的著作而产生净土信仰，立誓修持念佛法门。他持戒严谨，自己定下每日称念佛名六万遍。他还组织刊刻大乘经律，以及有关阿弥陀佛的典籍。光绪四年（1878）住杭州弥陀寺，摩崖刻大字《阿弥陀经》。光绪十五年（1889）住明州慈溪西方寺，专门弘扬净土思想。其著作大多为净土念佛方面，有《净土随笔》二卷，《莲宗必读》、《净土必求》、《西方径路》、《净土自警录》、《念佛要诀》等各一卷。他的弟子芳慧著有《净土承恩集》、照莹著有《净土业痛策》，都继承他弘扬净土的传统。

在清代崇佛的士大夫中，信仰和实践净土法门的人较多，他们在鼓励社会民众接受佛教方面影响也较大。像周梦颜（1656—1739）、汪缙（1725—1792）、彭际清（1740—1796）、罗有高（1734—1779）、钱伊庵（？—1837）、汪沅（1766—1837）、张师诚（1762—1830）等，都是西方净土的虔诚信奉者、积极宣传者和亲身实践者。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地位不尽相同，有的官至巡抚，有的终生白衣；他们的治学经历基本相同，既精通儒学，又精通佛学；他们在研究佛学方面各有侧重，但是都把信仰的终极归宿安置在西方净土上。周梦颜和彭际清可以作为这些信仰净土的士大夫的代表。

周梦颜一名思人，字安士，号怀西居士，江苏昆山人。他熟悉佛教典籍，对善恶因果报应深信不疑。他认为众生所造作的无法计量的罪过，都是缘于杀和淫，所以，他撰《万善先资集》四卷，阐述戒杀的道理；又撰《欲海回狂》三卷，阐述戒淫的道理。这种众生有罪说，是鼓励人们弃恶从善，信奉儒家和佛家的伦理道德，对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佛教在清代所讲的世俗伦理，不过是贴着佛教标签的儒家伦理，也就是宋儒所讲的伦理。因此，批判儒教，也就必然批判佛教。实际上，佛教与儒教、道教的命运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周梦颜的净土主张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他所集《西归直指》四卷，主要阐述净土念佛为“究竟解脱方便”。他自谓“一心常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并作偈：“修行无别法，出世为究竟。出世有多途，净土为捷径。”[336]
彭际清（1740—1796）名绍生，字允初，号尺木、西归子、二林居士等，苏州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早年研究宋明理学，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他曾从道士习修炼之术，由于三年没有成效，受罗有高影响而信仰佛教。他通过阅读紫柏真可、云栖袾宏、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的著作，接受“明末四大高僧”的佛教思想，以倡三教融合、佛教内部各派融合为特色，遍读各种大小乘经典，而以净土信仰为归宿。他曾从苏州华藏庵闻学禅师受菩萨戒。他“以为道之所归在是矣；闻西方有无量寿佛，放大光明，接引五浊众生，往生净土。意忳然慕之，日面西而拜焉”[337]。

他的代表著作有《居士传》五十六卷，这是他针对佛教的现状，寄希望于儒者学佛，所以撰写此书为士大夫学佛树立榜样。另有《二林居集》、《行居集》等。他最有特色的佛学理论著作，是以运用华严学弘扬净土信仰为目的，并且融通儒释关系的两部著作，即《华严念佛三昧论》（简称《念佛三昧论》）一卷和《一乘决疑论》一卷。

《念佛三昧论》的主旨，是通过融会华严学说与净土信仰，把华严纳入鼓励念佛往生的轨道。此论作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自谓，《念佛三昧论》“于贤首、方山外不妨别出手眼，设遇云栖老人，定当相视而笑也”。表明他的立论不同于华严宗人和李通玄，而与袾宏倡导的念佛名号往生西方净士法门相一致。但是，他讲的“念佛”又并非仅为念诵佛名号一种，而是具有吸收包括华严信仰在内的多种念佛法门的性质。

彭际清把念佛修净土分为五门（五类）：第一，念佛法身，直指众生自性门；第二，念佛功德，出生诸佛报化门；第三，念佛名字，成就最胜方便门；第四，念毗卢遮那佛，顿入华严法界门；第五，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圆满普贤大愿门。他所论的上述五门，均引《华严经》为据，表明该经是倡导念佛往生的经典。他在文后列有“别申问答”，消除其说与隋僧灵斡华严观及李通玄净土学说的差异，以便“豁破群疑”，“同归一乘”（指华严教义）。五门念佛的主旨，是要说明西方极乐净土与毗卢遮那佛境界的一致性。

彭际清所述“念佛三昧”的具体内容，没有超出前代僧人的学说范围，但他不仅认为《华严经》宣扬念佛法门，而且要以念佛法门概括《华严经》和华严宗的主要教义，这自然是其与法藏和李通玄的一大区别，是他本人的创造。这种有特色的发挥，是清代净土信仰在士大夫阶层空前盛行的必然结果。

《一乘决疑论》作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倡导儒释融合。彭际清指出：“予读孔氏书，得其密意，以《易》系无方，《中庸》无依之旨，游于华严藏海，世出世间，圆融无碍。”因此，儒释的圆融无碍，是儒家经典和佛家经典的共同主张。他作此文的目的，是通过此文“以解诸儒之惑，以究竟一乘之旨”。所谓“诸儒”，指宋明理学家，有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高攀龙、胡居仁、顾宪成等；所谓“一乘”，指华严教理。他所驳斥的诸儒排佛言论，大多是老生常谈，但他在论辩中对华严教理的运用不乏特色。

他引朱熹言：“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此理无适而不在。儒者于此，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若夫释氏，恶此理之充塞无间，而使已不得一席无理之地以自安；厌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无理之时以自快，是以畔君亲，弃妻子，入山林，捐躯命，求其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而逃焉。”在朱熹看来，“理”无所不在，天地君亲、三纲五常等都是“理”的体现。释家厌恶此“理”，抛君亲，弃妻子，想要逃遁到无“理”之地。

彭际清则以华严宗的理事关系说反驳此论。他认为：“四法界竖穷三际，横亘十虚，诚所谓充塞无间，流行不息者矣。”“四法界”包括理与事两个方面，四法界的遍在，是说不仅理无所不在，事也无所不在。由于理事不可分，那么任何作为都应与理无违。他指出，只有运用华严宗的“圆融无碍”才能认清这一点：“若入华严广大圆融无碍之门，顺一切法空，起大智愿，润物利生，世出世间，重重涉入，隐显随缘，都无作者，法尔如然，绝诸思议。是故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现比丘身而说法者，特释迦应化之一隅耳。《入法界品》善财童子遍参知识，或现人王身而为说法，或现长者、居士身而为说法，是之谓无碍。”毗卢遮那无形无相，无所不在，是“理”的象征，无论为释迦为孔子，为僧为俗，其所言所行都体现“理”。这样，僧人出家也与“理”无违。

他最后总结：“孔子为千百亿化身中之一身可也，所谓现长者、居士身而说法也。张三纲，纪五常，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胥大千而经论，曾不满普贤一毛孔中亿万分之一。何则？理无尽，事亦无尽；事无尽，行亦无尽。唯其无尽，是以无碍。何厌之有，何恶之有！”[338]彭际清运用华严神通构想境界说明释儒相互无障碍，并把佛菩萨凌驾于孔子之上，自然为儒家人士所不屑。不过，他并不贬抑三纲五常，而是认为在这种伦理规范之外还有释家的伦理准则，也同样具有合理性。

总之，彭际清热衷于把华严作为倡导净土信仰的手段，倾心于用无尽圆融调和儒释关系，化解一切矛盾，消除一切差别，为佛教适应封建社会末期的生存寻找理论依据。

第四节 寺院组织管理制度

寺院组织管理制度就是“丛林清规”中讲的“仪轨”，指寺院内部章程、管理制度、僧团修行生活规范和僧众行为准则等。仪轨主要行之于寺院内部，社会影响不大，许多具体活动内容甚至不为寺院之外的人所了解。总的说来，清代流行于丛林（寺院）中的组织管理制度主要承袭明朝佛教，但一些旧制度中又加添了新内容，一些新名目中仍保留着旧因素。清代寺院的组织管理制度，可以说是汉传佛教长期发展之后的一个集大成模式。

在清代《丛林清规》方面的典籍中，组织制度方面的内容很多，也很繁琐。但是，真正有条件按这些规定执行的是极少数大寺院，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寺院来说，由于规模小、人数少、经济基础薄弱，僧众文化程度有限，是无法完全按《清规》的规定来进行管理和运作的。不同地区的一般寺院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参照《清规》的规定来建立自己的规章制度。在寺院的组织管理制度中，也就是“仪轨”中，重要的有寺院僧职、剃度传戒、僧众规范、课诵安居等方面的内容。

一 寺院僧职

僧职是为管理寺院而设置的各类职务名称，一般均由本寺僧人担任。佛教寺院有僧职，起源于释迦牟尼的第一代弟子。佛教初传中国的汉魏时期，寺院中尚无僧职设立。[339]从两晋开始，随着寺院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僧职逐步设立，且细分职别越来越多。百丈怀海首创《禅门规式》，禅宗寺院僧职制度由此发端。

寺院建立僧职制度的目的，是为丛林众僧服务，是出于管理寺院日常事务的需要，出于僧团成员的生活需要、修行需要而设立的。比如：“以开示众僧故有长老，表仪众僧故有首座，荷负众僧故有监院，调和众僧故有维那，供养众僧故有典座，为众僧作务故有直岁，为众僧出纳故有库头，为众僧主典翰墨故有书状，为众僧守护圣教故有藏主，为众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为众僧召请故有侍者，为众僧看守衣钵故有寮主，为众僧供侍汤药故有堂主，为众僧洗濯故有浴主、水头，为众僧御寒故有炭头、炉头，为众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为众僧执劳故有园头、磨头、庄主，为众僧涤除故有净头，为众僧给侍故有净人。”[340]
唐末五代，禅院僧职不多，除方丈之外，职事主要有首座、殿主、藏主、庄主、典座、维那、监院等。后世随着丛林规模的扩大，僧职不断增多。不晚于宋代，寺院开始在住持之下设立东、西两序执事，管理寺院各种事务。东序为知事，西序为头首，称为“两班”，仿效朝廷“文武两阶”[341]。设立两序众多僧职，目的在于“为众办事，而交相肘臂，互作屏藩，以黼黻宗猷于可大可久”。[342]清代沿袭住持之下设两序的寺院组织管理模式，具体内容有不少变化。

寺院立住持，传说起源于释迦牟尼佛的第一代弟子时期，当时大迦叶任灵山寺住持，舍利弗任竹林寺住持。其所以称为“住持”，有借人主持佛法，令其长久流传之意。佛教传入中国数百年后，至唐代百丈怀海始有禅宗住持之名，也称为“长老”，取齿德俱尊之意。[343]住持所居之室名“方丈”，喻其空间虽狭窄，容量却无限，故又称住持为“方丈”。[344]
住持是一所寺院的最高领导，与寺院所有僧人有上下之分。[345]住持的产生形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由众僧选举产生，其二是由官方任命。[346]住持的职责，概括起来讲有三个方面：第一，“说法”，即为寺院僧众及来寺院的社会各阶层信仰者讲经说法。一般说来，在清代寺院住持的日常工作中，弘法传教是最主要的工作。第二，“安众”，即安排寺院众僧的生活、带领大家修行等。第三，“修造”[347]，即修建寺院。

由于住持是一寺之主，从理论上讲，寺院中的所有财富他都可以支配，所谓“庾廪之富，舆仆之安，皆住持私之”，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各方面视住持若奇货，“贵鬻豪夺”，乱象横生。为了振兴禅林，不致因推选住持人选不当而导致寺院败落，各寺院历来对推举住持格外谨慎，进行严格考察。[348]被推选出的住持到寺院上任，称为“出世”；举行住持进住寺院仪式，称为“入院”；住持初次讲说佛法，称为“开堂”。[349]
寺院两序设立之初，佛教界认为要“以佛法为重”，所以把掌管与佛学为主的西序僧职人员排在东序的前面，所谓“先西而后东”。清代丛林则强调“以办事为能”，东西排序又颠倒过来，成为“先东而后西”。公布两序执事名单的榜文，称“执事榜”，张贴于斋堂、客堂等处。榜文的书写方法是从中至边横列，上书序执，下书列执，要求“字须正楷”，一定让全寺僧众都了然明白，不致错误。对于所有的执事有共同的要求，即无论崇卑，“咸宜竭尽心力，辅翊常住，不当以人我荣辱，自生分别”[350]。

寺院中设两序执事，原本为管理僧务，为僧众办事，虽然有序列之分，但可以易位而交执，无彼此之别，无崇卑之嫌。但是清代寺院的实际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易位而交执”很难行得通。[351]被“古儒叹以为三代威仪仅见于此”的丛林两序已经成为往事，两序中任职者多有“或执意自矜，或茫然忽略，或强弱异势，党与攻争；或口舌是非，终年失睦。非惟有玷法席，抑且无补毗尼”[352]。

清代寺院的僧职制度，主要参照元代《敕修百丈清规》增减修改而成。方丈之下分东、西两序。两序各堂细分僧职目录总共超过八十种。

列在“西序”的僧职，根据工作地点不同分为三类：

第一，禅堂：首座、西堂、后堂、堂主、书记、知藏、藏主、维那、悦众、参头、清众、香灯、司水。

第二，净业堂：执事同禅堂。

第三，侍寮：祖侍、烧香、记录、衣钵、汤药、请客侍者，圣僧侍者，行者、净人。

列在“东序”的僧职，根据工作地点不同分为七类：

第一，库房：都监、监院、副寺、知事、库司、库头、米头、炭头兼炉头、印房，担运带贴库。

第二，客堂：僧值、知众、知客、照客、茶头、行堂带碗头、门头。

第三，厨房：典座、贴案、饭头、二饭、菜头、大火、小火、水头、磨头、杂务、香灯。

第四，山寮：值岁、知山、巡山、柴头、山寮香灯、知浴、净头、知屋、监修、化主。

第五，收供寮：化饭、收供，如果有田则设田房，即用庄主，监收等执。

第六，旦过堂：寮元、闲住。

第七，香灯寮：殿主、法堂香灯、藏楼香灯、内塔主、外塔主、祖堂香灯，巡照分日夜。[353]
佛教清规典籍中对寺院僧职的详细记载，与具体寺院的实际僧职有很大的差别。如此多的僧职只是清规典籍中的罗列，在现实中，即便全国著名大寺院也没有设立这么多的僧职。寺院规模不同，僧职数量不等。中等规模的寺院，只有几种主要的常设僧职。

清代寺院僧职的名目也有变化，如：“古称头首，今名首座，或号座元；古称监寺，今名监院；以及书状，改名书记。俱改其名，而不改其义。”有些职别也被取消，如点茶、抛香之类。[354]
在东序各堂中，受到寺院上下重视、责任重大、选请标准比较严格的僧职有都监、监院、副寺、知事、库司、库头、知客等。一般规模较大的寺院都设置这些僧职。

“都监”，也称“都寺”，职责是上辅住持，下匡监院。都监虽不像监院那样事必躬亲，劳苦理事，但是大的事情要过问，要拍板定夺，所以也被称为“总理”。都监在各种正式场合，参与各种正式活动的位次是：上大殿时“站在东边末，跪在维那并肩左，行在监院后”；在斋堂时，“坐位在监院上”。只有当过十年监院的僧人才能任“都监”。都监实际上是一种酬劳有功人员的安享荣誉之位，是与“首座平肩”的。[355]
“监院”，原称“监寺”，为东序首领，总揽寺院各种庶务，如栽培田园、办粮收租、出纳钱米、会计账簿、大众粥饭、施主应酬等，都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是，遇到重要事项，一定要经过会议讨论商议，并且禀告住持，获得同意批准后方可进行，监院不得任性自专。由于监院权力很大，必须具备以下五项条件者才能充当此执：“一者慈悲，恩顾大众；二者公直，毫无偏私；三者谨慎，小大无慢；四者勤劳，不图安逸；五者敏达，事无留难。”监院在正式场合的位次是：站在西班末，跪在住持后。[356]任此职者大多数是出家时间长，年龄大，办事能力强，并且为“众所素服者”。[357]
“副寺”，即监院的副手，负责管理监院无暇顾及的一切繁杂琐碎之事，比如，“财米出入，随上日记”等。对于“收管支用”，副寺要令库头每日具收支若干，签订飞单，呈报方丈，这叫作“日单”。十日合次，谓之“旬单”，一月一结，一年通结。或每月十四日、三十日，到客堂会两序，逐一结算，有无兼管，谓之“日黄总簿”，方丈、库房各一本。[358]寺院僧众对副寺的要求就是“贵乎出纳公平”。[359]
“知事”，也称作“知粮”，主要任务是管理粮差，与官府打交道，协调寺院与官方的经济来往，并且兼管田地山场界限等事。对知事的基本要求是“每年钱米，须早完纳，不致差役入寺，为第一要事。完粮串票，交住持藏贮，不可自藏”。[360]
“库司”，主要管理寺院库房钱、物、茶、果等事务，以及公用酱菜等物。只有廉谨之人才能掌仓库锁匙。[361]
“库头”，专掌财务收支，收检一切食用等物，是库司下面具体办事者。库内有事，相帮料理，照管门户，及诸器物，“要秉公无私之人，可充此执”[362]。

“知客”，负责接待官员、檀越、尊宿、诸方名德之士等宾客。知客被视为丛林纲纽，外护耳目，非达才能干、正直服众者不能担当。尤其是那些“憎贫敬富，重俗轻僧”[363]的人，不能任知客之职。

在西序各堂中，责任重大、选请标准比较严格的僧职有首座、堂主、书记、知藏、藏主、维那、悦众等。一般规模较大的寺院都设立这些僧职。

“首座”也称“座元”，古称“头首”，是西序首领。其职责是“表牵丛林，辅翊住持。分座说法，开示后昆。坐禅领众，谨守条章。斋粥精粗，勉谕执事。僧行失仪，依规示罚。老病亡殁，垂恤送终”。也就是说，在寺院生活、修行的所有方面，首座都要为众僧垂范，“如衣有领，如网有纲”。首座和住持的关系，如同作为七佛之师的文殊菩萨帮助释迦佛扬化佛法，是众僧的上首，[364]在寺院中的位置只在住持一人之下，“堂主”这个僧职各堂均有，职责是掌理本堂各项事务，兼管照料病人。如果是禅堂的堂主，“兼有开示之责”，[365]要指导僧众习禅。

“书记”是执掌文翰的僧职，承担一切书写工作，并教初学者经典。只有儒释兼通者可充此执。[366]
“知藏”负责管理寺院中经书典籍，须兼通义学。“藏主”是知藏的属下，职责是协助做好“保护经藏”工作。凡是经藏的“函帙安置，修补残缺”，以及“经本出入等事”，都由知藏总负责，而藏主具体办理。[367]藏主执经橱钥匙。寺院对保护和借阅经典书籍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就是“知藏”和“藏主”的职权范围。比如，“凡经书不借出，以山门为限”。夏季风日暄明时，要“晾晒诸经”。收橱时，要“查理字号，不可紊乱”。“凡请看者，须登牌，某月某日某人请某字函经，还则消账”。如有请看人未归还经书告假外出，或因其他事情要离开，先要查取经书。如有遗失经书者，要罚其抄写赔偿之后才可以离开寺院。凡交替执事，必须客堂、库房及知藏到场，一一检点清楚，对众清交新执。如有缺少，必须赔偿。[368]对于当此职者的要求是“贵乎勤谨小心，以护持圣教为念”。[369]
“维那”，以前又称“悦众”，元代寺院中“位列东班”[370]。维那掌管僧籍和表白等事务，[371]负有纲维众僧、曲尽调摄之责。堂以内事，一人掌之。堂以外事，二时功课，率众领班，上堂说法，白椎示众。又如一切举唱回向，以音声为佛事，其任颇重。维那负责寺院的进退威仪，对于“堂中失仪，遵规举罚，不得徇情……即住持有犯，亦毫无私讳”[372]。所以，任维那者要公正无私，不能徇私枉法，同时还要懂得寺院的礼节规矩，有表演才能，嗓音要洪亮。

“悦众”是维那的副手。这个僧职人数比较多，分大、二、三、四以区别。维那不在，“悦众”要代其行使职责。“悦众”要给初学僧人教授各种礼法，在举办所有佛事活动时，能够“唱念分明”。只有“礼仪熟谙之人，可安此执”[373]。

选请两序执事，标准严格，程序细致。先由客堂和维那预先开列众僧名册，并且注明各位所适宜的工作，呈住持审阅。住持若同意，即留。维那和知客另差侍者请悦众、受执之人进方丈。经过叙话，量才安执，取其所宜。次日早晨，挂云牌通告。二板后鸣序板，新请序执与旧执齐到客堂，知客按次序宣布执事名单。行礼、送位、巡寮问讯、方丈请茶等仪式完毕之后，两序执事按职就位。[374]
凡两序有辞执事，也要有一定的程序，须午后到方丈处，作礼辞执。《清规》对住持是否辞退执事也有说明：“如系可有可无之人，不妨听其辞退。如其人为可靠之人，不应轻听。盖人才难得，有关常住。往往因一人之去就，而常住之兴衰随之。”[375]可见佛教界对寺院管理人员的任免历来是十分重视的。

二 剃度传戒

剃度与传戒是依律举办的重要法事，起源于印度佛教。清代寺院举办的剃度与传戒法事，虽祖述唐代百丈，实乃在元明时期形成的仪轨基础上增减变化而来。

剃度是为正式出家者举办的法事，以脱去俗装、剔除须发、换上僧装为主要内容。剃度之制起源于印度佛教，其规定记载于各种律藏经典。中国佛教的剃度制度承袭印度佛教，按律书记载进行。但各种律书记载内容有差别，所以历代剃度活动并不完全一致。

欲出家者应按照戒律的规定，请和尚、阿阇梨二师主持剃度仪式。在准备进行剃发的地方，先香汤洒地。周圆七尺内，四角悬幡。安一高座，供拟出家者坐。复施二胜座，供拟二师坐。欲出家者着本俗服，辞拜父母尊亲等完毕以后。口说偈言：“流转三界中，恩爱不能脱，弃恩入无为，真实报恩者。”说完此偈之后，脱去俗服。

在进入道场时，欲出家者要来到和尚前胡跪。这时，要求和尚对下跪者“应生儿想，不得生恶贱心”，即把下跪者当亲生儿子看待。而作为下跪者的弟子，面对师傅要“应生父想，尊重供养”，即把师傅当亲生父亲看待。剃度和尚要为求度者讲说佛法，诚勖其心。完毕之后，求度者来向阿阇梨前坐。剃发之前，旁边的人要为求出家者念诵出家呗：“毁形守志节，割爱无所亲，弃家弘圣道，愿度一切人。”剃发过程中，受剃度者要到和尚面前胡跪，这时和尚问：“今为汝除去顶发许不？”答言：“好。”然后和尚为其着袈裟。穿上袈裟之后，受度者礼佛行道。道俗从后绕三匝之后，复自说偈。行道匝完毕，又礼大众及二师，完毕之后下行坐，受六亲拜贺。[376]剃度法事完毕。

明代末年，已经没有剃度说戒的事情了，被认为是佛法衰微的表现之一。清代剃度规范由金陵宝华山一系律宗制定，以见月读体所校版本流行最广。[377]其剃度具体做法，在综合各种律书内容基础上形成，且因人有别。受剃度者，应于剃发之日，从自己请师傅升座开始，经过听师傅说法，拜辞君亲等程序，然后以水灌其发。师傅的剃发过程，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师未举刀，先与绾髻，次则从下，周旋剃上，至顶髻边，师乃停刀。叮咛三问，彼亦三答，能出家者，与断顶髻。”如果求出家者此前没有受过五戒，那么出家仪式按照《五分律》的规定进行，如果求剃度者曾经受过五戒，则当遵《四分律》、《僧祇律》、《十诵律》、《根本律》等规定进行。剃度乃出家之始，备受丛林重视。[378]
佛教界的认识也很清楚，求剃度出家者原因很多，并不一定都是为了信仰而出家，所以，寺院为了“防流弊”，订立《剃度规约》，要求欲出家者遵守。规约有八条：

第一，父母不许者，不留。如果真心出家，须嘱其祈请父母允许后再度。

第二，犯法脱逃者，不留。

第三，身为他拘者，不留。如有职役乃至僮仆之类，若道心坚固，或令其求主恩放，或代为告其主人行慈成就。总之，必须主人允许方能剃度。

第四，身归邪教，混入佛门败坏正法者，不留。所谓“邪教”，指无为、白莲、长生、天主之类。若其人真悔前非，留寺年余，察其确实，方允剃度。如系道家，改从释教，勘无他心，即可落发。

第五，无亲人送来，履历不明，无保荐者，观机定夺。若不远千里，真心求出家者，让其受三归，延数月，加其五戒。延一年，或至三年，方许剃度。

第六，允留后，熟读课诵，勤俭无过，方为剃发。考审不应者，不许。

第七，既来求度，于礼仪清规等，当一一遵守。若纵恣放逸，匪类为朋，屡诫不改者，不留。

第八，丛林出家，遵古禁例，唯依住持一人，僧众并不得各受。违者，师徒俱出院。[379]
传戒是为出家僧尼或在家男女信众举办的传授戒法仪式，也称“开戒”或“放戒”。对求戒的人则称“受戒”、“纳戒”或“进戒”。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尚无传戒之法。僧众按照戒律经典规定举行传戒仪式，始于三国时期，尼众受具足戒始于晋代。此后历代依据律藏经典开坛传授戒法，一般在律宗寺院进行，其仪轨大同小异。

自明代中叶开始，传戒的戒坛长久封闭，受戒仪轨逐渐废弛。[380]至明万历年间，如馨于南京灵谷寺以重兴南山律宗为己任，开坛传戒，影响甚大。弟子三昧寂光继之，重立规制，开律宗道场于南京宝华山。明末清初，各地开坛放戒之所甚多，但考其学处，则懵昧无闻；视其轨仪，则疏慵失准。当时仓皇举行七日活动，便结束三坛授戒。所授戒律不仅大小乘不分，而且僧部和尼部也没有什么区别。僧众普遍轻视露忏，把羯磨视为一纸空文；在传戒仪式举办过程中，僧人并不认真执行各项规定，敷衍了事。传戒仪式结束以后，绝大多数僧众并没有严格按照戒律认真修行，规范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而是把戒本束归高阁。把列圣制定的戒法等同于儿戏，这是佛教界律学衰微、律法无人遵守的集中表现。有鉴于当时佛教界上述传戒混乱和无章可循的情况，寂光弟子见月读体参照古规，撰辑《传戒正范》、《毗尼止持会集》等，以期规范传戒活动。清代初年以后，虽有多家传戒著述印行，并不同程度流传于某些地区，但流传最广者，是经过读体修编的宝华山一系传戒仪轨。[381]以下是这些传戒仪轨的规定。

第一，初坛授戒。

一般开坛传戒均为连受三坛，即初坛传戒、二坛传戒和三坛传戒。每传一坛戒法，事先都要经过演习，称为“演仪”，练习好以后，才可以正式传戒。凡是新入寺求戒者，要交纳一定数量的戒金，作为戒堂灯烛香花的费用，以及制作戒牒、同戒录的费用等。

初坛传授的是沙弥、沙弥尼戒。其戒前请戒忏悔仪包括：净堂集众法，通启二师法，请戒开导法，验衣钵法，露罪忏悔法，呈罪称量法等。初坛传戒正范是：第一，明请师法；第二，正请师法；第三，开导法；第四，明请圣法；第五，忏悔法；第六，问难法；第七，皈依法；第八，结归法；第九，说戒相法；第十，听教嘱法。

初坛传戒在法堂或其他适当场所举行。传戒之时，先鸣钟集和求戒者，诸位引礼师领着新求戒者到传戒处，每位求戒者把所持的五、七二衣、挂钵放置于旁案，向引礼师三拜，引礼师领着求戒者往请二师，并向二师齐礼三拜。然后同二师迎请传戒和尚。但以九人，一人执香，礼仪如常，迎至法堂。传戒和尚升座拈香，复举香赞，二师向和尚具仪三礼，起已归本位而立。待各位求戒者三请已毕，方就位坐。接下来是传戒和尚为求戒者讲说沙弥十戒，其程序和内容是整个授戒过程的最重要部分：传戒和尚抚尺云：“诸善男子，今阿阇黎已为汝等秉宣三归羯磨竟，汝等已得沙弥清净戒体。我今为汝等说十戒之相，令汝识相守持，以护其体。”求戒者各称法名。传戒和尚问：“第一，尽形寿不杀生，是沙弥戒，汝今能持否？”答云：“能持。”按照这种问答方式，求戒者逐一对传戒和尚后面的九句问话予以肯定回答，即“第二，尽形寿不偷盗”，“第三，尽形寿不淫欲”，“第四，尽形寿不妄语”，“第五，尽形寿不饮酒”，“第六，尽形寿不着香花鬘，不香油涂身”，“第七，尽形寿不歌舞倡伎，及故往观听”，“第八，尽形寿不坐高广大床”，“第九，尽形寿不非时食”，“第十，尽形寿不捉持生像金银宝物”。如是三宣戒相完毕，引礼师呼沙弥等，一叩首起立两分，教各持咒。先搭五衣，次着七衣，展大具已，合掌顶礼三拜。若众多，不展具亦可。举南无宝坛华菩萨摩诃萨（三称），众齐同和。三拜已，仍跪合掌而听。初坛仪式结束。[382]
第二，二坛授戒。

二坛授比丘、比丘尼戒。其戒前请戒忏悔仪有明习仪法，请戒开导法，通白二师法，教衣钵法，审戒忏悔法等。二坛传戒正范有：第一，明僧中请师法；第二，正请师法；第三，坛主白法；第四，安受戒者所在；第五，差教授法；第六，教授出众问难法；第七，白召入众法；第八，明乞戒法；第九，羯磨师单白法；第十，正问难法；第十一，明授戒体法；第十二，正授戒体法；第十三，说四堕法；第十四，后授四依法；第十五，结劝回向法。

二坛传戒仪式在戒坛举行，为比丘、比丘尼授具足戒。授戒之时，先鸣钟集合求戒者迎请戒师入戒坛。十师入坛拈香礼佛之后，绕登坛上就座。传戒和尚根据律书的规定，命羯磨师作单白羯磨，让教授师下坛向求戒者询问衣钵名相，所问为：“今此衣钵是汝自己有否？”求戒者回答：“有”。接着教授师先后询问十三重难、十六遮等，求戒者要一一给予肯定回答。完毕之后，传戒和尚开导明授戒体法等。授具足戒后，传戒和尚要说明违反四重戒中任何一条，都将失去比丘、比丘尼资格。最后传戒和尚要告诉受戒者，下坛后要认真学习四重戒之外的其他戒条。二坛传戒完毕。[383]
第三，三坛授戒。

三坛授菩萨戒，其戒前请戒忏悔仪包括：通白二师法，请戒开导法，开示苦行法等。三坛传戒正范有：第一，明敷座结坛法；第二，明请师入坛法；第三，明礼敬三宝法；第四，明正请师法；第五，明开导戒法；第六，明请圣法；第七，授四不坏信；第八，忏悔过法；第九，明发愿法；第十，明发戒体法，次正授戒体法；第十一，明宣戒相法；第十二，明结赞回向法。

三坛传戒多在佛殿举行，正中设高座，中央供释迦牟尼佛位，左上高座供尊证师十方诸佛，羯磨师文殊菩萨、教授师弥勒菩萨以及同学等侣十方菩萨位。授戒之时，从鸣钟到请师入坛仪式，与二坛基本相同。菩萨戒师开导三聚净戒。最后根据《梵网经》宣说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相。授受问答方式与二坛基本相同。三坛传戒完毕。

戒期完毕以后，由传戒寺院发给“戒牒”或“同戒录”。[384]自清王朝废止度牒后，僧尼出家没有限制，各地传戒频繁，且戒牒不由官方发放，所以各传戒寺院所发放的戒牒形式、内容并不完全一致。

三 僧众规范

寺院是僧众共同居住、生活和修行的地方，按照规定，只有志同道合，遵守戒律、清规和各项章程的僧众才能共住。清代寺院对游僧暂住寺院、接纳新客、住寺纪律、处罚犯戒违规等都订立了章程。在僧众规范的诸多内容中，挂单、安单、贴单、共住规约、肃众等项目比较重要，是一般僧众都要知道和遵守的。

所谓“挂单”，是指接纳寻师访道的参学僧人暂住寺院。自唐代开始，禅僧行脚游方只带衣钵，以挂搭衣钵表示暂住某寺院，故挂单古称“挂搭”。清代僧人参学兼带行李，故改称“挂单”。凡挂单僧人来到，知客要以礼接待，不得轻慢。询问来历明白以后，根据情况适当处理：若来僧为诸方班首、两序执事，要送尊客寮；若来僧为一般参禅僧人，要送上客堂；若来僧没有衣钵、戒牒、行李，以及面貌可疑，概不留单。禅僧游方参学，不远千里，劳碌辛苦，必须休息。作为寺院住持，要以慈悲为怀，一般不能轻易“止单”（不收留）。[385]
“安单”，是接纳挂单僧人成为本寺院正式成员。来僧挂搭一段时间之后，寺院已经了解其情况，认为可以共住，其本人也愿意久住该寺，就可以办理安单手续。客堂先将求安单者的情况呈报住持，等到允许后，通知维那，始挂号簿（求安单者情况登记）。次日早粥二板后，具香仪领新客到方丈室，知客先向住持介绍新客情况，说明原委，新客进展具三拜。住持问话完毕，知客领新客到禅堂门口，鸣报板三下，监值卷帘，众僧站立，知客先行十方礼，介绍新客并行礼，然后退出。维那领着新客办理登记手续，安置行李。安单结束，求安单者成为寺院新成员。[386]
“贴单”是公布一寺职事及常住人员名单，一般在冬季举行，也称“孟冬贴单”。十月上旬，客堂与维那预先将全寺人员的名单、戒腊等情况开具清单，呈送住持审阅，经过公议确定了充执以后，命记录裁成单票，由书记端楷写好。单票每条四字，职序在上，法名在下，分东西两盘盛放。

十四日，客堂于早粥时挂云牌贴单（公布名单），让全寺僧众知晓。十五日，住持入堂说法完毕，为首座贴单，然后出堂。维那为其余人贴单。两序以执大小为次序，同执以戒先后为次序。堂中各照自己名位次序安放行李。当天晚课之后，到方丈谢贴单。凡是单上有名的僧众，都是本寺的常住人员。[387]
“共住规约”是以住持名义发布的章程，要求全寺僧众遵守。一般贴在斋堂。规约的目的，是让大众共遵“佛说戒律，祖制规绳，调治三业，折伏过非”，共住丛林修行。如果违反规约，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严重者要被驱逐出寺院（出院）。《百丈清规证义记》中的“共住规约”有如下规定：

犯根本大戒者，出院。

禅贵真参实悟，弄口头禅者，出院。

三五成群，山门外游戏杂话并闲坐者，罚，不服者，出院。

吃荤酒看戏者，罚已出院。若重病非酒莫疗者，白众方服。吃烟者，罚。

故与有过人往复，思害丛林，搅乱好人者，出院。

斗争是非，破口相骂，交拳相打，不论曲直，出院。

一理正而忍，一过犯而瞋，理正者不罚，过犯者责出院。

米麦等物，不白住持，私卖用者，罚赔偿已，出院。

侵损常住财物及砍竹木花果送人者，赔自出院。

施护入寺，执事私化缘者，量事轻重，处罚。不服者，出院。

无公事私走檀护及本俗者，定非潜修人，即令出院。知而不举者，同罚。

己眼不明，妄评他人，见地出语不自知非者，即令出院。

课诵、坐香、出坡，不随众者，罚。除公事、有病，不服者，出院。

禅堂讲话者，罚。本堂不举，待堂外举者，堂内执事同罚。

除公事，不在本寮，至各廖纵意放逸者，罚。或博弈赌钱者，重罚。出院。执事不举者，同罚。

无事不得吃二堂，食时不得谈笑，不得争坐位，不得不照位坐，不得未结斋先起，不得自携碗入厨取食，违者，罚。

遇普茶听规约，除公事，不随众者，罚。不得托人取茶果归寮，予者取者同罚。

常住经书庄严，器皿概不借出，违者，罚。若不得已，白众方借。

轻视耆德，恶闻直言，妄生诽谤者，出院。

不听执事人约束遣调，及不满期告假者。罚。

非重病背众饮食者，罚。私留亲友歇宿者，罚。

各寮闻报钟不起者，罚。恃己有功，不顺调伏者，重罚。

凡受信施物，不白执事人知照即受者，倍罚。除亲戚邻友。

长养须发，概不留单。暑天赤膊，不缚裤脚，冬天烘火，并戴小帽者，罚。

常住钱物出入即登记，朔望两序公算失记及含糊者，罚。

堂中、出外生事者，严摈。借事起单，永不复入。

保留有大过人及年轻者，或私招徒众者，出院。[388]

在一般寺院中，有根据寺院具体情况制定的“共住规约”，其内容大同小异，一般比这个《共住规约》要简略一些。

“肃众”是对本寺院中违反戒律、清规的僧人进行处罚的制度。肃众制度起源于百丈怀海所制定的《禅门规式》。若寺院中有“假号窃形，混于清众，并别致喧挠之事”的违反戒律、清规僧人，由维那检举，抽下其挂搭衣物，并以拄杖杖之，摈令离开寺院。然后集合寺院僧众，当众焚烧其衣钵。[389]清代寺院制定的处罚僧众条款则更为详细。

如果寺院发生了僧众违反戒律的事件，客堂要鸣（敲击）序板三阵，两序大众到客堂集合，按照清退戒律来商量讨论，并把结果呈报住持，按住持的决定办事。如果是一般诤斗事件，首众、知客可以直接检举其事，对当事人按事情轻重罚处罚。如果是犯了根本大戒的事件，或生事惹祸重大者，须呈报方丈来决定。对于犯有刑名重罪的僧人，交由官府处置，寺院不再过问。

按照一般寺院的通行规则，对于“相互诤斗，污行纵逸，侵渔常住，私窃钱物”之类的犯戒违规者，可以“宜从家训，无扬外丑，按照祖规，随事惩戒。重则集众捶摈，轻则罚钱、罚香、罚油”，并且要张榜告示。对于被摈出寺院的犯规者，先将摈条贴山门，鸣大鼓三下，以杖攻出。被摈之人只许从偏小门而出。如有“魔党私护”者，一同出院。[390]各堂均有本堂规约，寺院有本寺共住规约，违反者都要受到相应处罚。

四 课诵安居

清代寺院中的朝暮课诵、安居、结冬解冬，都是重要的修行制度，是要求每一位僧众都遵守的。

从明代开始，寺院中逐渐形成了“朝暮课诵”制度，也称为“二时功课”、“二课”、“早晚课”，直接影响了清代寺院中的课诵形式。所谓“课诵”，是佛教寺院定时念诵经咒、礼拜三宝和梵呗歌赞等法事，因念诵可以获得功德，所以也称为“功课”。其中，“朝”指五更，僧众课诵可以使思维清净；“暮”在申时，僧众课诵可以消除昏沉。由于认为“朝暮不轨，犹良马无缰”，[391]所以二时功课成为寺院中的重要制度。除非有重要事情，寺院知事要随众参加早晚课诵。即便有檀越、宰官、居士到山，也要等待课诵完毕之后，知客才能通知相关僧人接待，“方不失丛林大体”。[392]
二时课诵所用的经典都是大乘典籍，有《楞严咒》、《大悲咒》、《阿弥陀经》、《心经》、《忏悔文》以及称念佛号等。礼诵课文的僧众须身体端正，口出清音，意随文观。各寺院所念诵经典的次序并不完全一致，一般早课从《楞严咒》开始，晚课从《阿弥陀经》开始，均以称念佛菩萨名号结束。每逢朔望、节日等，课文及整个课诵程序稍有变化。

清代寺院早课程序比较复杂，从“五鼓夜巡鸣四板”开始，僧众起床、洗刷、散香、礼佛、上殿，一直到课诵完毕回堂，每个环节都有规定。至于晚课的程序规定，也与早课规定一样比较复杂。[393]
中国寺院的安居制度源于印度佛教。古印度每年有三个月是雨季，佛教禁止僧尼外出，以防伤害生物，均在寺内坐禅修学。这段时间称为“安居期”。由于古印度地域辽阔，进入雨季的时间各不相同[394]，所以具体是哪三个月并无统一规定。中国佛教的安居期从农历四月（或五月）十五日到七月（或八月）十五日。中国称为“夏安居”，或简称“夏坐”、“坐夏”。安居开始称为“结夏”，又名“结制”，结束称为“解夏”或“解制”。从元代开始，结夏与解夏各提前一日讲习礼仪。如果游方僧人要到某个寺院安居，应提前半个月挂搭，以便安排茶汤人事不至仓促。[395]另外，清代丛林盛行的孟冬结制安居，则为中国佛教独有。

清代寺院仿照前代安居之法，也有权便。在安居开始和结束时，都要举行仪式。但是，清代寺院曾一度取消夏安居，后经纠正，夏安居仍以讲经学律等为主，以不废古制，遵守禅宗轨范。[396]
每年从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的九旬期间，寺院也结制安居，开始日称为“结冬”，结束日称“解冬”。这是仿照夏安居制度而来。清代寺院重视结冬修行，甚至出现过只结冬而不结夏的现象。相对于结夏期间以讲经学律为主，结冬期间以禅修为主，故称“冬参夏讲”。这种制度一直为清末以后的大寺院遵守。

每年从十月十五日开始，寺院对僧众内不放出，外不放入，屏除一切，专净办道。当日于早课前，烧香、传炉、大众云集、维那举赞、住持拈香祝圣和说法等程序，均按照元旦仪式。区别之处主要有：晚课之后，维那在斋堂宣读“共住规约”，晚二板，禅堂宣读堂规，从当日晚“起禅七”。清代寺院孟冬结制期间，修禅内容主要是宋代宗杲以来流行于丛林的参究话头。结冬修行的目的，正在于“超脱生死”。[397]
次年正月十五日解冬，程序与结冬大体相同。当晚僧人可以向方丈告假，从次日起，丛林进入行脚参访之期。

第五节 三类重要法事

寺院中举行的法事活动，既是僧众的修行内容和生活内容，也是沟通僧团与社会各阶层联系的桥梁，一般社会参与程度高，影响广泛。有些比较重要的法事，逐渐成为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佛教法事形式多样，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代。清代佛教寺院中举行的各种法事活动大多继承前代而来，内容有所变动，并且有地方特色。从举办各种法事的目的方面考察，我们可以大体把这些法事划分为报恩酬德类、追荐救赎类和有关佛菩萨的节日庆典类。清代的佛教法事活动集前代之大成，通过梳理这些法事的基本内容，可以对清代佛教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对前代的佛教法事有更清楚的认识。本书主要根据清代僧人的著作，介绍其基本内容。

一 报恩酬德类

报恩酬德为印度佛教固有理念，中国佛教自隋唐时代开始更为重视。以报恩为主题的各类法会大多起源于隋唐以后，并且有种类越来越多、举办越来越频繁、流传越来越广泛的趋势。清代的报恩酬德法会已经制度化，有条件的寺院都会定期举办。

清代僧人认为，一切恩德之中，“国恩为最”，于是有“圣节、国忌之规”；诸天有护法之恩，于是有“斋天之规”；日月有照临之恩，于是有“护日、护月之规”；檀越有信施之恩，于是有祈晴、祈雨之规。“凡此种种，皆属报恩。”[398]在报恩酬德类的法事中，主要有拈香祝圣、供养诸天、护日护月、祈晴祈雨等。

（一）拈香祝圣

从宋代禅宗开始，禅师在开堂之日，上堂说法要首先拈香祝福天子，当众说：“此一炷香，奉为今上皇帝，圣寿无疆。”[399]这种仪式以后演变为在皇帝诞日、皇后诞日举办拈香祝厘法会。

当朝皇帝的诞辰日称为“圣节”，也叫“万寿节”或“天寿节”。在此日举办法会，目的是要报国恩。清代僧人认为，按《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记载，佛说国恩有十德。大清朝的僧众恭逢清平盛世，幸值英明圣君，“恩如日月照临，德同天地覆载”。要而言之，更有十大恩护：“一，隆重三宝，不忘佛嘱故。二，修建佛刹，为大檀护故。三，印行藏典，流通佛法故。四，给僧戒牒，参学无阻故。五，蠲免度牒，出家得便故。六，钦赐墨宝，庄严佛刹故。七，追封古德，褒崇真修故。八，年赐香灯，永作福田故。九，另设僧官，俗不辱僧故。十，不使僧役，专心办道故。”[400]在当时的僧人看来，这十种恩德是清王朝所施加的，理所应当要报答。所以，在遇圣节时，要启建金刚无量寿道场几日，长短随宜，僧人不放假，以表示恭敬之意。

圣节法事的具体程序是：启建之前三天，客堂的知客准备好纸张，带到书记寮，知客触礼一拜，白云：“某日启建圣节，烦制疏语。”书记缺，记录代，俱缺，用现成疏。书记把疏文写好，呈住持审阅之后，亲送客堂。知客用黄纸书榜，并联额及疏等。启建圣节前一天，客堂请维那声量安排工作，念诵僧众以次轮流派定。呈住持看毕，即请住持来早殿上，领众讽经祝圣。当使殿主，洒扫殿上，启建金刚无量寿道场，铺设庄严悬诸联额。圣节的榜文张贴到山门左边，这就是“挂牌”，牌子上写着：某月某日，恭逢万寿圣诞，合院大众师早课齐诣大殿，宣扬秘咒，持念诵药师佛号。伏愿：佛日洞明，圣寿无疆。其念诵牌，每日多则二十四僧，少则十名，照次轮开。建首日，殿中陈设诸供物，上供黄纸证明疏。是日住持说法，或上堂，或小参，随宜而行。[401]
当朝皇后的诞辰日为“千秋节”。清代僧众认为：“皇后母仪天下，助我皇共致太平，故丛林有千秋之祝。”作为臣子的僧众，“称扬淑德，求佛冥加，臣僧之义所当然矣”。所以，在遇皇后千秋日，客堂隔宿挂念诵牌，诵《金刚经》一日，仍如常仪。正日早课前祝圣之后，维那白云：今某月某日，恭逢皇后千秋令节，谨集僧众登殿讽诵，所萃良因，敬祝皇后懿筭千秋。伏愿：八方天神来密佑，更资遐筭助我皇。仰劳大众，同念《金刚》、《无量寿》等经典，与圣节仪轨相同。[402]
另外，本朝已去世的皇帝（先圣）忌辰为国忌日，也称“宾天日”，又称“升遐日”。寺院于当日举行国忌佛事。这种法事起源于唐开元年间，[403]到清代已经制度化。举办这种法事的程序是：在逢本朝先圣忌辰时，寺院隔宿在客堂挂牌。牌子上写：某日恭逢某皇帝升天忌辰，早课，大众师齐诣大殿，讽《楞严咒》、念佛。伏愿：圣心垂鉴，佛日增辉。用黄纸写某皇帝圣位，供大殿佛前，设香花灯烛，果供几筵。正日早课，僧众云集，烧香传炉，住持拈香，维那举香赞，课诵如常。是日大殿，设坛讽《金刚经》，知客请住持拈香。上供时，住持上香，上茶汤。念诵毕，维那回向说：某州某寺，住持传法臣僧某甲，于今某月某日，恭遇某皇帝圣忌之辰，谨集僧众，讽诵经咒，所萃殊利，谨伸回向。伏愿：神游八极，乘云车风马逍遥；位证中天，受玉殿琼楼快乐。十方三世一切佛云云。举赞：“敬维先主，护法周全，葵忱倾向莫名言，奉报在心田。众志虔虔，唱诵利先天。”奈麻升天界菩萨摩诃萨（三称）。[404]法会结束。

从寺院举办“万寿节”、“千秋节”、“宾天日”法事成为制度来看，佛教界已然充分认识到，没有国家的支持和扶植，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是十分困难的。

（二）供养诸天

这是供养诸位天神，报答他们护佑佛法恩德的法会，源于《金光明经》。该经有三种译本，第一，北凉昙无谶译本，有四卷；第二，隋僧宝贵与天竺志德合译本，有八卷；第三，唐僧义净译本，有十卷。各本所记载的诸天数目有别，历代供养诸天时所设牌位也就多寡不一。[405]佛教界最早多依据北凉昙无谶译本，列十六诸天，后增日、月、龙王、阎罗，为二十位，至清初增至二十四位。清代多家主张并宗三种译本，备供诸天，共计四十九位；又认为诸天有主客、男女、本迹、显晦之别，故设供有尊卑位次之分。[406]
寺院如果举办供养诸天法会，客堂前一天挂供天诸师牌。如果法事同时有经忏，就是忏牌，加五鼓供天。提前一天，知客到法堂，命香灯师把法堂打扫干净，并安排好张挂幢旛灯彩、庄严供具等事项。在法堂正中央上首，设高座，供佛法僧三牌位。次于左右两旁，铺设香案，桌围供器，供奉光明会上侍从诸人及三界司事神祇等四十六牌位。也罗列香花，灯烛等物品。次于丹墀下中间，设天仙位，供物俱同。要求“凡供菜面饭，俱要丰盛如法，切不可用生冷不可食物，反招不恭过愆”。准备好以后，在前一天晚上，鸣鼓三下，知客通知维那等人集合，然后请斋主拈香，发符牒。祷告诸天的仪轨，和一般的程序是一样的，只是在最后要加赞语，说：“光明会上，护法诸天，日月星斗曜人间，持国赐安然，供奉心虔，福寿永绵绵。”三称“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407]法会结束。

（三）护日护月

为报日月照临之恩，凡遇日蚀、月蚀，寺院举行护日护月法会。这种法会起源很早，清代寺院也举行。客堂在前一天挂牌，牌子上写：某日某时日蚀（或月蚀），合院大众师闻钟声，齐诣大殿前护日（或护月）。到时间，库司向日（或月）摆设供品。大众闻钟声云集，住持拈香，维那举香云盖三称毕，齐念：奈摩日光遍照菩萨（如果是护月，则改念月光遍照菩萨）。等到日光还圆，上供，先念《心经》，次变食甘露真言等。上供完毕，维那宣疏。[408]法事完毕。

（四）祈晴祈雨

举办祈晴、祈雨法事，消除天灾，是为报答供养佛法僧民众的恩德。祈晴仪轨载于《金刚光焰止风雨经》，如果遇到久雨不晴的反常天气情况，客堂先报告方丈，然后在山门上正中挂牌，牌子上写：祈晴。又用黄纸牌位，牌书“奈摩金刚光焰止风雨经光焰会上佛菩萨”十七字。为一莲座，设于某处。举办这种法事，要求“如法严治坛场，陈设供养。住持专心加谨，僧众各务整肃”。或有官员拈香，或常住发心祈求，“皆务各竭真诚，以期挽回天意，不可虚应故事”。举办各种法事，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务必诚心诚意，才能感动上苍。这几乎是举办法事者的共同认识。到法事开始时间，“书记先付意旨，维那知会堂司，客堂报众，挂祈晴念诵牌如常式。斋粥二时后鸣钟，集众讽经，或三日、五日、七日，随时而行。轮僧十员，或数十员，分作几引，接续讽诵，谓之不断轮。必期感应，方可满散忏谢”[409]。举办多长时间的法会，实际上预先没有确定，要一直到雨过天晴的时候法会才结束。

如果遇到久晴不雨的灾害天气，寺院准备举办祈雨法会，先在山门上挂祈雨牌。然后按照《大云轮请雨经》所载陈设结坛。在整个法会举行过程中，参加法会的所有僧人，不论负责什么工作，“皆青衣，熏沐斋祓，悉如经说。昼夜严净，虔诚结愿，讽诵经文。至一七日，或二七日，远至三七日”。僧人如此坚持虔诚祈祷，就会“自然感召天和，甘霖应祷矣”。[410]法事一直要进行到天下雨的时候才结束。

二 追荐救赎类

追荐救赎类法事是为追修善事、荐亡度鬼、求取功德等目的举办的各种宗教活动。此类法事一般在寺院内进行，由出家僧人主持，社会各阶层均可参与。清代南北各地寺院举办的追荐救赎法事种类不少，其中以盂兰盆会、瑜伽焰口和水陆法会影响较大，流行较广。

（一）盂兰盆会

盂兰盆法会简称“盂兰盆会”、“兰盆会”，其中“盂兰”是梵文音义词，义为“倒悬”，“盆”是梵文义译词，指盛放食物的器皿。将食物放在盆内，奉佛施僧，可以救倒悬之苦。[411]盂兰盆会是超度历代宗亲亡灵的法事，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

盂兰盆法会内容源于《佛说盂兰盆经》（简称《盂兰盆经》）。据西晋竺法护译本记载，释迦牟尼佛大弟子目犍连刚得到六神通，以天眼通看见亡母转生饿鬼道，遭受苦难。他无力拯救，便将此事禀告佛。佛为他讲消除罪障的救济之法：无论任何人，只要在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众僧自恣日）做好百味饭食，安放盂兰盆中，施十方自恣僧，即可蒙三宝功德之力，众僧威神之力，救度其现在父母，乃至七世父母。[412]
根据《盂兰盆经》举行法会，创始于南朝梁武帝萧衍。梁大同四年（538），梁武帝幸同泰寺，举办盂兰盆斋。[413]其后每年七月十五日，都用车装载盂兰盆，分送各寺供养。[414]这种做法相沿成俗，历代帝王以及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盂兰盆会因此成为各寺院每年必办的重要法会，至清代未变，唯某些仪轨有改动。

举办盂兰盆法会，被作为佛教重视孝道的体现，而且功能极大。通过法会上的诵经猷供，修忏设斛，“俾七世亲灵超冥漠之界，出思议之表，冥罚有所不能制，业苦有所不能拘”[415]。举办这种法会，可以使七代直系祖宗不受恶报，消除他们的业障，拯救他们的灵魂，这被认为是儒家不能尽的孝道，是佛教的专利。在忠孝为至上道德规范的社会中，举办这种法事是十分盛行的。

兰盆会作为重要佳节，设供场面宏大隆重，一般程序是前一天于山门贴匾，匾上写：“兰盆胜会”。寺院僧众要打扫大殿和内外丹墀，准备各种器皿用具等。举办法会当天早课上的祈祷等仪式活动，照元宵解冬程序进行。早晨，寺院僧众一起布置“兰盆坛”，摆放各种水果、蔬菜、熟食。法会上僧众绕诵《盂兰盆经》，念诵完毕后，“上兰盆供，众僧受食”[416]。大家吃完饭后，法会即告结束。

举办兰盆法会，被认为是大施门开，仰凭有力大檀，营办无遮妙味。“法喜遍享乎佛僧，禅悦普资于凡圣。”现在进行财施、法施，当来获得福足、慧足。所以在按一般程序和要求举办法会的同时，在具体操作方面，清代佛教界又制定《兰盆会约》，共计有二十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

每年七月朔，识字者诣藏主寮，领《兰盆注释》，藏主问名登簿。至初六日，或起佛七，或不举，但每日讲《兰盆经注》。一时，客堂、山门俱贴捐资牌，除施主大分外，不拘缁素内外，随各人所捐供银，或助饭僧，或为荐先，俱一一开明示众，以广度众之心，方合佛意。

斯会不拘道俗，皆可入会，念佛听经。但不许年少尼女入寺，恐坏名闻故。

古规用大殿前丹墀为供坛，上覆篷限，下围木栅，以在会人，及供物多故。若人物俱少，在殿上亦可。

古规白词，俱维那与住持预熟读念。近时僧少熟习，故立内坛，用法师表白，以便看文展读。但《兰盆经》，人人预宜熟习。

旧盆钵可用即用。若无，预制一大盆，用木为之，状如香亭，底如盆式，中作四格，每格安菜六味，共迭二十四味，皆用熟美，供毕斋僧。盆大方三尺许，其下施架，复制一大锡钵，可容斗米之饭，供毕斋僧。

此会佛敕，唯供三宝，故内坛不似水陆，兼列下堂。

凡供事，但取诚敬，不必伪饰富盛，亦不得惜钱物。苟简太甚，随人贫富，诚心而行，可也。

供献依本经，具五果百味者，干果十、汤菜十、水果十、瓜笋十、糕饼十、糖色十、油货十、干菜十、豆色十、酱货十（亦不可太拘，各随地之宜，备办可也）。次饭，次茶，凡素品皆可供献。供毕斋僧，但凡佛事，本无定法，若人众财多，则具百味，供千僧，诵经忏，并可增益。若人寡财乏，但具三果六菜，乃至只供十僧皆可。所谓富罗天下奇珍，贫竭一己力量，但取诚敬而已。

新会略同水陆，内坛供佛（惟无下堂）。外坛宜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二十四卷、《妙法莲华经》十二部、《地藏经》十二部、《观无量寿佛经》十二部、《金刚经》二十四部、《药师经》二十四部、《金光明经》十二部、《佛说阿弥陀经》一百八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二十四卷，《佛说盂兰盆经》，愈多愈妙，或纯礼兰盆怀七日亦可。

此会虽荐父母宗亲，兼度六凡。又六道轮回，互为眷属，凡夫不识。佛敕放生以助功德，宜广劝众施，于圆满日买放，切不可废。

若礼忏者，十三日起忏，庄严沐浴等事，见前念诵规条说。结界更须严护，勿令人畜不净杂物闯入。设有入者，依法重结。

忏坛僧众，不得混杂。如比丘结坛，咸须比丘。若尼众结坛，俱用尼众。在家男随比丘众，女随比丘尼，不得混乱。若尼不能主坛，请一二耆年高德比丘，在坛外主忏教之，不得同坛。观堂香灯，不得混杂亦然。进供坛拈香礼拜，进内坛拈香礼拜，亦然。

忏期内登厕时，入浴时，不得以净衣与触衣相杂，先脱净衣，净鞋，置在净处，乃着触衣鞋入厕。次洗净，洗手毕，脱触衣触鞋入浴，乃着净衣鞋归堂，洗手面，潄口入坛。

期内，不与外人接对，不得私其语言，亦不得看余教典。

上供，用得味熟食，供毕即收。净抹供桌，唯供香花、净水。

此斋供，佛敕在解夏节者，谓僧安居九旬，果新戒净，堪度饿鬼。凡忏师等，皆须清净过午，同八关斋，不得迟延时刻，以破斋法。

礼忏，五更香到洗面用茶，入坛为第一时。日出吃早粥，粥后二板，入坛为第二时。出坛后，约燃线香一炷，于中抽解已小食，小食后，入坛为第三时。午饭后，燃行香一炷，于中用二板茶，抽解。止静已，再燃坐香半炷，开静，吃茶，入坛为第四时。出坛后，坐香半炷，用非时浆毕，入坛为第五时。出坛后，用茶，坐香半炷，入坛为第六时。出坛后，安卧养息。

出坛后坐香，皆须精修禅观，不得纵恣昏沉。倘不能坐香入观，或默念经咒、佛菩萨名俱可，不许放逸高谈，嘻笑睡眠等。

每闻钟鸣，即抽解盥澡，一闻长钟，即依次站班，勿得先后参差。

观堂中设案，用香烛桌围上供，南无兰盆会上启教大士大孝大目揵连尊者莲座。其中唯许香灯给侍，设有要事，止可依事直说，不得因事牵发余语。倘有吃荤酒人闲游，知客当好语使远看，不得乱闯。

忏至十五日子时，大众沐浴更衣，乃至献供临斋。见胶仅轨所说，若无兰盆忏，用大悲忏或净土忏可代。[417]

（二）瑜伽焰口

瑜伽焰口是令饿鬼解脱苦身、得生天上的一种法事，源于佛教经典。根据唐代不空所译《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记载，佛弟子阿难独居静处念所受佛法，于其夜三更后，见一饿鬼，名曰焰口，对阿难言：三日之后，汝命将尽，即便生于饿鬼之中。只有布施百千那由他恒河沙数饿鬼，方能解脱。阿难听到这些话之后，非常震惊恐惧，“疾至佛所，五体投地”，乞求示教。佛告阿难：如果念诵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殊胜妙力陀罗尼，就能施无量饿鬼，令诸饿鬼解脱苦身得生天上。“汝今受持，福德寿命皆得增长……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常以此密言及四如来名号，加持食施鬼，便能具足无量福德，则同供养百千俱胝如来功德等无差别，寿命延长，增益色力，善根具足，一切非人、夜叉、罗刹、诸恶鬼神不敢侵害”，又能成就无量福德寿命。[418]
自唐代开始，即根据此类经典举办焰口仪式。由于焰口仪轨属于密教，随着密教在唐末以后失传，焰口的施食之法也不传。自宋代开始，焰口仪式即有多家传承。至清初，由于禀受师承出自多家，流通中的各种瑜伽焰口经本大相径庭，使当时的僧众莫知适从。[419]无机法藏与几位志同道合者访求善本，与藏册对校数遍，编成《修习瑜伽集要施食坛仪》两卷，世称《无机焰口》，流传较广。

举办焰口法事普济所有恶鬼，需要虔恳至诚。必须严饰道场，随力备办香花，供养饮食净水等。一定要在戌亥二时施之，饿鬼得食，施主获福。“如过其时，徒废精神，于事无益。”[420]
参与法事的僧人集合以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先念诵赞词：“炉香乍爇，法界蒙熏，瑜伽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接着念诵多位菩萨名号，各念三遍。然后按顺序一起诵大悲神咒、净法界真言、点净真言、加持花米真言、加持铃杵真言、十二因缘咒、上师三宝真言、自性偈、净地偈、缘起文等。最后还要念诵音乐咒、宝错真言、撒花米真言、遣魔真言、真空印咒、十二因缘咒、曼拿啰偈、曼拿啰真言、三归依赞。[421]参与法会的众僧再默念大轮明王咒七遍、《心经》一遍，按次序结各种手印之后，念诵召请的众多鬼神名号。念诵完之后，表示奉请的鬼神全部来临。大众接着慈悲齐声叹悼、叹孤。按次序结各种手印，念各种真言密咒，表示皈依三宝。法事完毕，即表明本次设放瑜伽焰口平等甘露法食，功德圆满无限。[422]
与佛教密部经典记载和前代所传仪轨相对照，清代举办的瑜伽焰口法事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当时人认为其讹多矣，略言有十。其一，许多念诵词在密部经典中找不到，而且主办法事者不按规定进行结界（布置道场）。其二，施食不合佛制，没有“饭山”、“菜山”和“乳海”，只用斛手，不设斛饭。其三，举办法会的僧人不择戒定，不熟观想，手印讹舛，真言模糊。甚至以酒为敬，以桃榴为供，不知其过。其四，菜饭水等供物不合佛制，且主家饮啖，反多靡费，举办法事者全无诚意。举世皆然，不觉颠倒。其五，鬼未召完，举办法事者先往沿路焚化冥锭，使彼鬼众三不得全：爱冥资者，失其闻法、受食；爱法、食者，失其冥资。又不在坛前焚化，则无神祇监管，谅彼鬼众以强欺弱，在所不免。这是布施不平等。又或在榴桃树边即化纸、散食，使鬼生畏惧，不敢来受；或在火未尽时扫灰，使冥资破碎难用。举世不知其非。其六，施食法坛前讹用五方童子，坛中讹用水果等。不知佛过午不食，奚用食果。铺曼怛误以南上北下，西右东左。其七，先在坛下诸设位前种种念诵，次及上坛，乃至召请、叹孤，种种敲唱，延缓良时，直至破狱，召请饿鬼乃至尊胜咒，正当运心作观，缓缓持诵，反急如风。至于法事未完，先收坛仪。上则轻慢佛圣，下则虚诳鬼神。此过错举世不觉。其八，有戌末尚未登坛，至五更方完者，或一夜登二登三者，是则虚耗财物，空骗鬼神，唯了心愿，不体谅阴灵。其九，迩来或以兰盆胜会彰名。或以保佑平安为号。盛悬灯彩，广挂纸神，招摇男女聚集，如看美戏，如观奇伎，加以大锣音乐，喧闹尘嚣。如此做法，则是纯以人之阳气逼之，不但远处的鬼神不敢赴召，即便本地祖先，也因惊恐而远往他方了。这样做，则徒设财食，难结鬼缘，反结鬼怨。这种过错，举世不觉。其十，假称五方结界，请五位法师，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法坛。四方四位法师本应各持一咒：东北《楞严》，东南《大悲》，西北《尊胜》，西南《随求》，而现在四位法师只是于四方空坐，并不持咒，假称作观。[423]
其所以提出这十个方面的错误，是因为当时人认为，如果不严格按照经典的要求做瑜伽法事，不惟无益，而恐有损。所以俗语云：“短寿焰口。”[424]实际上，这里列出的十个方面的错讹，说明这种法会长期失传，各个环节如何做已经没有什么标准了，同时，也说明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地区有自己一套独特说法，很难说某种瑜伽法事的做法就一定是正确的，而另一种做法就一定有错讹。

（三）水陆法会

水陆法会简称“水陆会”，又称“水陆道场”、“慈济会”等，因“取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425]而得名。水陆法会历来被认为“溯其原始，则以无量威德陀罗尼而为发起，究其纂述与其修设，则一代时教、一切诸法无不备举而读诵修持焉。故其法门广大，利益宏深。不但使六道凡夫顿脱业缚，亦兼令三乘圣人速证菩提”[426]。因此，水陆法会以“仪文繁重，执事甚伙，物用亦多”[427]为特点，是中国佛教救赎类法事中最隆重的一种。

传说梁武帝梦见一位神僧告诉他：“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群灵？”办这种法会的功德在各种功德中属第一的、最殊胜的。梁武帝在志公劝说下，广泛搜寻贝叶经典，“置法云殿，早夜披览，及详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制仪文，三年乃成。遂于润之金山寺修设，帝躬临地席，诏佑律师宣文”。水陆法会由此形成。周隋时期，梁武帝所制仪文失传。“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禅师因异人之告，得其科仪”，[428]使水陆法会再兴。这个记载，是宋代人的认识，从宋代以后，水路法会历代都有举办，没有中断。

明代袾宏依据南宋志磐的《水陆新仪》，稍事修改，成《水陆仪轨》，行于杭州。清代仪润根据袾宏所作，撰成《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六卷（有些版本为四卷），详述水陆法会作法规则。其后，咫观再对袾宏《水陆仪轨》详细论述，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九卷，简称《鸡园水陆通论》。又撰《水陆道场法轮宝忏》十卷。以上各书成为清代举办水陆法会的文本依据。

水陆法会一般举办七昼夜，内容包括十五类法事：开启结界，发符悬幡，启请上堂，供上堂，告赦，诵《地藏经》上供，奉请下堂，下堂说冥戒，礼大忏悔文上供，供下堂，上圆满供，烧圆满香，送判宣疏，收疏轨则，送圣法仪。[429]举办某类法事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有规定。

水陆法会规模宏大，召请、供养的神灵很多。“上则供养法界诸佛、诸位菩萨、缘觉、声闻、明王、八部、婆罗门仙；次则供养梵王、帝释、二十八天、尽空宿曜一切尊神；下则供养五岳河海、大地龙神、往古人伦、阿修罗众、冥官眷属、地狱众生、幽魂滞魄、无主无依诸鬼神众、法界旁生、六道中有四圣六凡，普通供养。”[430]清代水陆法会坛场的布置分为内坛和外坛。内坛是法事的主要场地，正中悬挂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三像，下面摆放供桌，罗列香花灯烛果品供物。其前安置长方台四只成四方形，台上摆放铜磐、斗鼓、铙钹、受铃等，供主法、正表、副表、斋主四人所用。内坛分成三间，两侧分挂上堂、下堂各十位水陆画像。画像之下列插牌竿，标记每位圣凡名称。

外坛有六个坛场：大坛二十四人，专门礼拜《梁皇宝忏》；诸经坛七人，讽诵诸经；法华坛七人，专诵《法华经》；净土坛七人，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华严坛二人，静阅《华严经》；瑜伽坛是夜间放焰口的地方，所须人员由其他坛临时调用；监坛一人。内外坛的法事和所有僧众都参与法事，直到水陆法会结束。[431]
水陆法会延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所用资金大，并不是一般施主可以倡办的。佛教界普遍认为，如果有请法斋主和作法诸师竭诚尽敬举办水陆法会，“则其利益非言所宣，譬如春回大地，草木悉荷生成；月丽中天，江河各现影像。故得当人业消智朗，障尽福崇。先亡咸生净土，所求无不遂意”[432]。

三 节日庆典类

佛教的节日庆典是指佛菩萨节日的庆祝法会。佛菩萨节日源于纪念释迦牟尼佛诞辰、成道、逝世，以及影响较大的诸佛菩萨诞辰的法会。此类法会基本在寺院举办，以报答佛恩、菩萨恩为主要目的。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有些法会逐渐在社会各阶层流行，内容逐渐丰富，其目的也从报佛菩萨恩扩展到报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以及祈求护佑等。参与法会者，也不仅仅限于僧尼，还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某些法事逐渐成为社会共同认可的节日，成为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流行的佛菩萨法会有佛诞日、成道日、涅槃日、药师日、弥陀日、弥勒日、准提日、文殊日、普贤日、观音日、势至日、地藏日等。[433]其中，佛诞节、成道节流行最广。这些节日都在清朝之前形成，早者可以追溯到汉魏，迟者不晚于元明。法会仪轨以承袭前代为主，少数内容有变化。

举办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辰的法会，在中国不晚于汉魏。自元代开始，南北各地统一把佛诞日定为四月八日，历明清未变。此日举行庆贺法会时，参加者既要念诵佛名号，又要用香汤洗浴佛像，故又称“浴佛节”。

清廷很重视佛诞节，规定此日“不进刑名本”[434]。浴佛仪式在堂子举行，称“堂子浴佛”。崇德元年（1636）定：每年四月初八日，大内并每旗王贝勒一人，依次往堂子供献。后改为亲王、郡王供献。在这一天，“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顺治初年定：每年四月初八日，擦洗佛像时使用“净棉、朝鲜贡纸”，赞祀时所服女朝衣二分，“皆据司俎官来文给发”[435]。顺治二年（1645）定：浴佛日赞祀所用朝衣，及请佛至堂子所用“黄舆、御仗，衣帽，于各处领取，与春、秋致祭同”[436]。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到清朝廷对佛诞节的重视程度。

每年四月初八日佛诞前期，内务府于堂子飨殿中间悬挂神幔，于觉罗之妻内拟定正、副赞祀二人，咨送礼部，并将有无事故行查该旗，礼部以某人之妻充赞祀浴佛具奏。得旨：行知该旗并传王等。于是日遣长史、护卫前往供献，复将大内及八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报祭、不宰牲、不理刑名之处，出示通衢，并咨八旗各部院、大小文武衙门一体遵照。届时，由坤宁宫恭请佛亭，并储菩萨、关帝神像二木筒，舁送于堂子。至时，安奉神位于祭神殿，陈香镫、献糕酒，与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同。所有应供椴叶饽饽及酒樽、红蜜、棉花，俱置架上及食盒内，随后舁送。诸王皆呈供饽饽，并备酒、蜜、棉花，谨将大内所备红蜜及诸王备供之蜜各取少许，储黄瓷浴池内，以净水搅匀，司香启亭门，司祝请佛于黄瓷浴池内。浴毕，复以新棉垫座安奉于亭中，陈大内所备椴叶饽饽九盘及诸王呈供之饽饽于黄漆案上，设酒盏三，香碟三，司香上香，炕前小桌上设大黄瓷碗二，盛大内所备酒及诸王呈供之酒。其圜殿内以椴叶饽饽及诸王呈供饽饽置银盘内，以诸王呈供之酒置小案上所设蓝花瓷碗内陈之，复豫于高案下所立杉柱上挂纸钱二十七张，诸王遣来人亦俱挂纸钱，奏三弦琵琶。内监二人坐于飨殿外丹陛西首，诸王护卫官员对坐于丹陛之旁，鸣拍版拊掌。司祝二人同献酒九次，凡飨殿、圜殿内献酒、诵神歌、擎神刀、祷神刀、祷祝叩拜之仪，与奏三弦琵琶、鸣拍版拊掌之节，及礼成恭奉神舆入宫，均与立杆大祭同。其所供酒与饽饽，分给随去之侍卫、官员、司俎等。

浴佛过程中，在飨殿内的祝辞是：

上天之子，佛及菩萨，大君先师，三军之帅，关圣帝君，某年生小子等今敬祝者。遇佛诞辰，偕我诸王敬献于神，祈鉴敬献之心，俾我小子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畀以嘉祥兮，齿其儿而发其黄兮，偕老而成双兮，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贶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

在圜殿内的祝辞是：

上天之子，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某年生小子等今敬祝者。遇佛诞辰，偕我诸王敬献于神，祈鉴敬献之心，俾我小子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畀以嘉祥兮，齿其儿而发其黄兮，偕老而成双兮，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贶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437]

寺院均于四月八日举办浴佛法会。此前一天，客堂须挂牌通告：明日恭逢本师释迦文佛降诞之辰，是晚合院大众师，闻钟声，搭衣持具，齐诣大殿礼佛。是晚二板，鸣钟三下，僧众集合后。住持拈香，维那唱香赞毕，呼：展具。举赞佛偈云：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偈毕，唱“奈麻本师释迦牟尼佛，十二拜或数十拜。文殊、弥勒、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各三拜，三皈依。毕，三拜，回堂。”[438]
“正日早课，祝圣，乃至上方丈说法，仪与圣节同。早课毕，客堂挂牌，牌云：午前，启请上堂。午饭后，合院大众师，闻钟声，齐诣大殿前，称扬圣号，浴佛。……是日午梆，大殿上供如常仪。止静后，鸣大钟三下，大众齐诣殿前，库司严设花亭，中供佛降生为悉达太子小像，于香汤盆内，安二小杓。佛前一切供器，俱移量他处，以便浴佛。即余圣像，是日俱沐浴。众集，维那举香赞住持拈香拜已，维那至中，拈香展具，三拜已，归位喝云：释迦如来（二称），九龙吐水，灌沐金躯。维那一唱，大众齐和已，维那举咒，大众齐音同持。”[439]
赞颂了释迦牟尼的事迹、功德之后，齐唱：“当今大清朝之几十几年，真风远被。众等荷生成之德，今辰竭庆贺之诚。冰洁道场，云臻梵侣。金盆高捧，喜观悉达太子之金容；圣水频倾，仰见摩耶夫人之圣德。欲觐我佛之光辉，须仗雷音之唱和。……毗蓝园内降生时，龙与诸天咸灌沐。如来所有吉祥事，我今灌沐亦如是。我今灌沐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聚。五浊众生令离垢，同证如来净法身。香花灯涂妙庄严，供养如来法报化。唯愿慈悲受供养，穷未来际作佛事。众唱和毕，将佛圣像各归本位，安妥。维那唱献宝座，大众齐和：众宝庄严微妙座，诸珍间错作花台。准教加持将奉献，唯愿慈悲哀纳受。”[440]
洗浴佛像时用的汤方配制历代不同，有多种说法，或谓沉香一两、白檀一两、甘松半两、丁子半两、熏陆半两、芎藭半两、郁金一钱叁分，此七种，盛净布囊，投于铛内，用净水三揆，煎减二揆，移铛冷之，然后盛浴盆。或谓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441]
佛成道节，是纪念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节日。该节日起源很早，而举办日期多有变动。至宋元时期，佛成道节已经成为民间习俗，并将日期确定为十二月八日，故又称“腊八节”。清代的佛成道节活动内容多沿袭前代。清朝宫廷亦甚重视，常于此日向百官赐用“腊八粥”。民间食用“腊八粥”也成风气。

佛成道法会，其挂牌、上香等仪轨均与佛诞节相同。所念诵的祝辞是：

如来无量劫来成佛，岂假进修，为悯众生，日用不知，示以先觉，觉自觉他，而成觉道，世出世间，而称世尊。阐一代之化仪，遵先佛之遗轨。坐菩提树，魔宫隐而无光；现优昙花，法轮炽然常转。故始喻初日先照，而末示拈花正传。顾末裔之何知，诵遗言而有愓。于今月八日，恭遇如来成道之辰，现前大众，少伸供养。所愿：色空明暗，咸宣微妙法音；蠢动含灵，共证智慧德相。[442]

赞语是：“腊月八日，觉帝扬灵，菩提场内道初成，夜半睹明星，普救迷情，幽暗悉光明”。法会后附的联句为：“正觉山前，睹明星而悟道；大千界内，揭慧日以流辉。”[443]
释迦牟尼涅槃日是在二月十五日，寺院客堂在前一天挂牌通知：明日恭逢本师释迦文佛涅槃之辰。法会祝圣、绕佛等仪轨均与佛诞节法会相同，只有礼释迦佛十二拜为异。早课之后，在大殿铺忏坛。客堂挂牌通知：是日闻鼓声，大众师依派班次，诣大殿礼释迦如来，做涅槃礼赞文忏，并诵《遗教经》。客堂与维那派班，每班十人，挨次上殿。早粥后上堂，仪轨见下住持章。午梆后的上供仪轨与佛成道日相同，唯有祝辞变换为：

恭以能仁应世，寂默证真。廓千界以居尊，抚四生而为子。形随物现，元同非相之身；教逐机兴，讵异无言之道。爰自法轮载转，化迹弥隆。半字初谈，譬击蒙而靡倦；百金后寄，犹赎命以唯勤。普令烦恼之俦，安住如来之藏。四心告满，三德云归。所谓不令一人独得灭度，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是故入于涅槃，不可得而思议。我等鹤林既远，痛失于前缘，像法犹存，忝遵于遗训。今值中春之日，缅怀北首之仪。涧藻溪苹，聊表荐羞之礼；升香叹德，少申哀慕之诚。唯愿洪慈，俯垂昭鉴。

祝辞念诵完毕后，一拜，复位，再举赞文：大慈悲父，无上医王，为怜病子设权方，示现已云亡。法性真常，寿命实难量。然后三称“禅悦藏”。其余仪轨按照朔望法会之例。开晚梆回向，经忏完毕，参加者即回堂，不上方丈。[444]
药师佛诞日是九月三十日。寺院于当日早课，烧香传炉，住持拈香，维那举香赞。至绕佛毕，礼药师佛号十二拜，客堂于当日早粥时挂牌通知：今日恭逢药师如来降诞之辰，开午梆，闻鼓声，大众师搭衣持具，齐诣药师殿上供。时至，集众如常，举香赞毕，先称“奈麻药师琉璃光如来”三遍，维那念诵祝辞：

东方世界药师如来，功德智慧，无量庄严。放净光明，过于日月。一切刹土，净如琉璃。与西方界，等无有异。十二大愿，利乐有情。凡有所求，皆随其心。受持佛名，与佛无异。具大丈夫相，及八十随形。一切恶趣，无量灾难，以佛威神，皆得解脱。弟子众等，愿得无上菩提，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亦如药师琉璃光如来所发十二大愿，利乐一切有情。即此娑婆世界，身心刹土，皆如琉璃，面见我佛及阿弥陀。所愿法界有情：东西相泯，二见永忘。于中道义，共证真常。

维那念完之后，举药师赞：药师海会，琉璃相光，八大菩萨降吉祥，七佛广宣扬。日月威光，功德实难量。然后称念三遍“奈麻药师琉璃光如来”，三拜后各回本处，[445]法事结束。

弥陀佛诞日是十一月十七日。其法事中挂牌、上供等仪轨，与药师圣诞相同。只将所念诵经典改为《弥陀经》。祝辞为：五梅花绽，乃周正建子之时；两筴蓂飘，正觉皇诞辰之会。窃念某甲（住持名字）等，爱缠浊国，业系幻躯。得值真乘，观花轮而矢志；专修净念，望宝地以驰神。欲酬母忆之悲心，不胜孺慕之诚悃。爰设道场，敬修微供。持万德之洪名，宣一乘之秘典。所愿：绀眸垂照，金臂流光。宝树林中，遥听梵音谈实相；金绳界内，俨瞻妙相记往生。伏望洪慈，俯垂鉴纳。祝辞念诵完毕，一拜，复位。举乐邦教主赞完毕，三称圣号，三拜而退。[446]法事结束。

弥勒佛诞日是正月元旦日。其挂牌、上供等仪轨与药师圣诞相同。先称念“奈麻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三遍，然后念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弥勒章》。一遍。接着念诵“奈麻当来弥勒佛”108遍。按次序念诵变食咒、甘露水咒、普供养咒。维那所念祝辞为：

弥勒大士位登补处，现处兜率天宫。佛继释迦，当生阎浮世界。受能仁之遣付，为众生之导师。无三灾之逼陵，妙严国土；有五福之康泰，泽润群生。龙华树下，悉闻三会之圆音；宝莲座前，得预一生之授记。今值春元，恭逢圣诞，谨设微供，敬礼称扬。伏愿：现在慈风，光满人寰。当来降迹，大转法轮。

祝辞完毕，举赞：法身示现，楼阁重开。龙华三会运慈悲，广度出尘埃。稽首莲台，补处在当来。称念“奈麻当来弥勒尊佛”。三拜之后，各回本处。[447]法事结束。

准提佛母圣诞日是三月初六日。其集众等仪轨与药师圣诞相同。先称念“奈麻七俱胝佛母大准提菩萨摩诃萨”三遍，维那念祝辞：

准提佛母，为二十五部之总领，所说神咒，是诸佛菩萨之种智。不拣染净，持念无妨。不拘具缺，虔诚必应。三根均益，万类咸宜。今于本月初六恭逢佛母降诞之辰，云集僧众，敬献微供。伏愿：十度普摄，定慧现前。五蕴皆空，苦厄尽度。总持妙湛，神咒加持。与诸众生，同归秘藏。

祝辞完毕，举准提赞：大哉佛母，洪号准提。演说三密陀罗尼，妙应在诚祈，功德希奇。谛信永无疑。称念“南无七俱胝佛母大准提菩萨”三遍，三拜之后，各回本处。[448]法事结束。

文殊菩萨圣诞日是四月初四。其集合大众等仪轨与药师圣诞相同。先称：“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三遍，然后念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观文殊章》。完毕之后，诵曼殊室利菩萨八字陀罗尼咒108遍。接着念诵变食真言、甘露水真言、普供养咒。其后维那念祝辞：

大士本为七佛之师，故称大智。迹居五顶之胜，号曰清凉。寂光真境，到处为家净妙色身。因缘而现，缅维曼殊大愿之所持。如幻三昧之所运，无方无体非色非空。是以焚香稽首，咸资般若之光。歌呗赞扬，悉植菩提之种。兹维清和初四日，值大圣降诞之辰，云集僧众，围绕供养。伏愿：昏昏业识，望影全消。汩汩烦心，观光豁尔。

维那念完祝辞后，举文殊赞云：迹居五顶，身跨青狮。慈云普覆法雨施，妙演毗耶离。七佛之师，普化到今时。然后念三遍“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参加庆典者集体三拜，各回本处。[449]法会结束。

普贤菩萨圣诞日是二月廿一日。其法会中集众等仪轨与药师圣诞相同。先称念“南无大行普贤菩萨摩诃萨”三遍。次诵读《观普贤菩萨行愿章》一遍。接着念诵“奈麻大行普贤菩萨”108遍。再诵变食、甘露、普供咒。与药师同。维那作祝辞：

大士乃华藏之辅圣，作法界之津梁。刹尘国土，皆大行之所经；百千法门，悉大愿之所持。与华严而作长子，理事圆融；为极乐而作导师，智力广大。今则仲春二十一日，值大士降诞良辰，云集僧众，陈设供养。伏愿：普门遍入大乘力，普利一切众生界。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

祝辞完毕，再举普贤赞：普贤行愿，福聚无边，如是智慧号普贤，一切悉皆圆。万德庄严，利益遍人天。称念“南无大行普贤菩萨摩诃萨”三遍。参加法会者三拜。[450]法会结束。

观音圣诞日为二月十九日。其法会挂牌、上供等仪轨与药师圣诞相同。先称念“奈摩大悲观世音菩萨”三遍，次诵《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遍。接诵观音圣号108遍。其他仪轨如常，但改祝辞为：

伏以中和届节，水月彰自在之容；夹钟应律，昙华现圆通之瑞。显悲愿于三十二应，娑婆赤子尽称名。舒慈光于十万亿程，极乐导师常辅化。切念某甲等，泛尘劳海，羁烦恼乡。六根横流，徒有奔尘之失；三慧长翳，未见旋性之功。倘非大悲之慈亲，孰救怜[image: ]之穷子。兹逢圣诞，敬荐馨香，祈鉴微诚，哀怜摄受。

祝毕，一拜，归位，念赞文：手持杨枝，顶戴如来，跏趺端坐宝莲台，救苦甚悲哀，一念能回，无量慈门开。念诵观音圣号三遍，三拜。是日或礼忏，或持名。[451]
势至菩萨圣诞日是七月十三日。其法会中集众等仪轨与药师圣诞相同。先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摩诃萨”三遍，次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势至观章》一遍。接着念诵“南无大势至菩萨”108遍。再念变食、甘露、普供咒，各三遍。维那祝云：

势至大士，本昔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是以为西方弼圣，尝示念佛三昧。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之法喻，诚为谆切。今值圣诞，敬修供养。伏愿大士：怜念众生，如母忆子。常蒙加被，亦如大士。净念相继，得三摩地。尽此报身，生极乐国。

赞文是：势至大士，宝瓶巍峨，摄受念佛誓宏多，刹海尽包罗。弼侍弥陀，度苦出娑婆。称念“南无大势至菩萨”三遍，三拜。[452]
地藏菩萨圣诞日是七月三十日。集众等仪轨与药师圣诞相同。先称念“柰麻大慈地藏王菩萨”三遍，次诵《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一遍。次诵“唵三陀啰伽陀娑婆诃”108遍。其他仪轨如常仪。维那念完祝辞之后，经过念赞文，礼像称名，法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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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长谷部幽蹊：《明清佛教史序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

［日］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日］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Ⅰ，京都大学文学部1975年版。

［日］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

［日］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的研究》，大东出版社昭和六十二年版。

［日］镰田茂雄：《禅典籍内华严资料集成》，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九年版。


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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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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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时间中，我国内忧外患，饱受屈辱，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经济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历着数千年来所未遇的大变局。中国佛教在历史上的兴衰一直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近代中国社会的苦难亦深深体现在佛教之中。在晚清民国的空前社会转型中，中国佛教不但在外部历经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庙产兴学运动的冲击，而且自身千百年来陈陈相因积弊丛生，中国佛教就在此空前的危机中开启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然而中国佛教毕竟有着近两千年源远流长的深厚底蕴，有着上至知识阶层下至平民百姓的广泛社会影响，所以具有自身反省生存和发展的顽强生命力。近代中国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逐渐觉醒的历史，国家的图存、民族的振兴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对于佛教而言，近代佛教所面临的危难，为佛教的转型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如何保持优良传统、革除历史积弊、适应时代发展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

一 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与佛教危机

晚清之时，随着政府国力的衰退，战祸连年，内外交困，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顿之中，中国佛教亦走向衰落。就佛教而言，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基督宗教的传播，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共同维系的思想道德教化体系逐渐被打破，加之太平天国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及晚清、民国时期两次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面临着千百年来所未遇的巨大危机。

第一，在政治方面宗教政策的剧变。在中国历史上，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非常强大，故封建时代的佛道教政策，每系乎帝王之好恶，政治对宗教的影响极大。宋元明清近千年的时间中，佛教在帝制的荫蔽下，在制度上不断调整适应了封建时代的政治需要及社会需要，形成了佛教匍匐于封建王权之下极端依赖朝廷的局面。晚清之时，伴随着国势衰微、内外交困，朝廷已无暇顾及佛教，只能任其自生自灭。此时的佛教积弊丛生，各地僧录司已经名存实亡，在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各种管理佛道的制度亦趋废弛。晚清时期开始出现的佛教组织僧教育会代替了传统的僧录司，民国时期进而演变成中华佛教总会和中国佛教会等佛教组织，在组织制度上逐渐摆脱了王权之羁绊，开始了僧团自我管理的新阶段。

晚清民国时期宗教政策的巨大变化，还表现在民国时期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与法规，呈现出与封建帝王时代迥然不同的管理模式。北洋政府时期制定了《寺庙管理暂行规则》、《管理寺庙条例》、《修正管理寺庙条例》、《著名寺庙特别保护通则》等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在参与管理和保护佛教方面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开创了用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管理佛教的先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的控制，其间前后共制定和颁布了二十多部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其中与佛教有关的主要有《寺庙登记条例》、《寺庙登记规则》、《神祠存废标准》、《寺庙管理条例》、《监督寺庙条例》、《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等，影响最为深远者当属《寺庙登记条例》和《监督寺庙条例》。这些法规虽仍有各种缺点和不足，但对我国宗教立法史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将佛教的管理纳入新的法律形式，这是佛教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外部变化。

第二，佛教在经济上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晚清、民国时期两次大规模庙产兴学运动的致命打击。晚清民国时期，佛教由于失去了封建帝王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支持和保护，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至清末新政，因财政拮据，朝廷开始注意到佛教广大寺院的田产寺产，由此掀起了庙产兴学运动的序幕，将佛教推向了社会。

太平天国运动给佛教带来了致命的摧残。此运动持续十四年之久，其所占领的十七个省之中的浙江、江苏等江南地区自南宋以来一直是佛教的中心，可谓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来所遭受的最为致命的打击，更甚于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相比之下，“三武一宗灭佛”持续的时间较短，且对佛教的打击也只是局部性的，而且毁佛的皇帝死后，继任的皇帝均对佛教大力支持，使得佛教能够迅速恢复。而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的戕害却是难以挽回的，该运动打着基督宗教反对偶像的名义，将佛寺道观及孔庙城隍中的神像均视为妖孽，所到之处“无庙不焚、无像不毁”，无数的寺院佛塔、经书典籍被毁于一炬。清末民国时的佛教僧人虽然勉力修复了其中部分建筑佛像，可是佛教思想传承上遭此巨大打击，使得中国佛教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恢复到此前的繁盛状态。

晚清、民国时期的两次庙产兴学运动对佛教寺院经济的打击更为普遍。清末，在维新派康有为倡导“改淫寺为学堂”、“即书院、佛寺为学堂”，洋务派张之洞的《劝学篇》主张改佛寺道观为学堂，并在思想界舆论的推动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庙产兴学运动。全国上至省府州县，下至穷乡僻壤，各地官员及社会人士乃至恶霸劣绅纷纷借兴学的名义，侵占寺庙及财产，摧毁佛像，驱逐僧尼。清末以来的这一宗教政策，使得本已衰败不堪的佛教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命运。进入民国以后，占庙逐僧毁像之风一直未停止，尤其是1928—1935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庙产兴学运动，使寺院僧尼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但是庙产兴学运动也促使佛教界中部分高僧大德认识到，僧团衰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丛林的保守落后导致僧才匮乏，使得佛教难以适应时代，由此他们积极倡导创办新式僧教育机构和学院。从这一角度看，庙产兴学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的现代化转换，促成了佛教在社会转型中的新生。

第三，在文化上，佛教受到了近代反传统、反宗教、反迷信以及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等思潮的影响。近代中国革故鼎新，各种反传统、反宗教思潮和破除迷信运动等成为时代潮流，传统文化受到了新的挑战。作为旧时代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中国佛教，自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生存困境。此外，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迅速发展，给佛教、儒教、道教等传统的宗教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况，基督宗教是在“历史尴尬”时期传入中国的。它伴随着帝国主义坚船利炮而强行传入，难免不被中国人所诟病。例如，士大夫们一致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文化危害巨大，它蒙昧惑众、动摇人心，严重撼动着作为中国立邦之本的传统文化思想，是伴随着西方列强政治、经济侵略而来的另一“坚船利炮”。

儒释道三教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在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而基督宗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巨大的矛盾。随着西学的传入，尤其是基督宗教在近代的迅猛发展，儒释道三教动态平衡的体系被打破。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后，在与固有的儒道思想相互吸收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看，佛教虽然在哲学思想上曾对儒家、道教提出过批评，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佛教也进行过攻击，但总体上是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儒释道三教关系首先是相互补充，即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历史上由于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起到过绝对支配的地位，所以佛教一方面肯定儒家在治理社会方面有着佛道二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强调佛教在安定社会人心、劝人向善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概而言之，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基本处于和平相处的状况，表面上佛教与儒家、道教经常会有矛盾甚至冲突，其实质则是在保持了彼此的鲜明特色和各自的独立性基础上，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思想内容。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和基督宗教的传入，传统的儒释道三教的宗教生态遭到了破坏，正如印顺法师所言：“昔日文化之为友为敌，唯儒与道；今则文化之新友新敌，将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学、科学。处非常之变，而晚唐来之传统佛教者，一仍旧贯，无动于心，真难乎为继矣！”[1]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文化与基督宗教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开拓了新的视野，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医院卫生事业、孤儿院等慈善救济事业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佛教的现代化，促使佛教界逐渐走出明清以来的山林佛教和鬼神佛教的消极倾向，开始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发挥出佛教积极的社会功能。

二 近代佛教的新内容与时代特色

随着国家政体由帝王专制向民主共和转变，近代佛教界在僧团制度、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而传统的佛教宗派则无法充分体现近代佛教的特点。近代中国佛教宗派中，禅宗与净土宗依然是在佛教界乃至社会上居士信徒中影响最大的，出现了虚云禅师、来果禅师以及印光法师等有影响的祖师，然而两宗均已趋衰微，仅能勉力维系宗风而已。传统佛教的义学在近代佛教教育风气影响下得以新兴，以天台宗的谛闲法师和华严宗的月霞法师为代表，但是并无创新与发展。此外，清末民国佛教出现了两大新的趋势，一是佛教密宗通过日本密教的回归和藏传密法的弘传而得以重兴，二是唯识学的复兴，这是清末民国佛教宗派发展的最大特点。总体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宗派在近代的发展并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必须着重把握近代佛教中最重要的内容和时代特色，将其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大环境下进行研究。

（一）僧团制度的变革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最有影响的改革家，他殚精竭虑改革佛教的积弊，力图使其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发挥化导社会人心的作用。太虚一生“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以改革、重整僧制为使命，在《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和《建僧大纲》三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僧制改革思想。僧制改革是太虚毕生为之献身的复兴中国佛教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他关于佛教三大革命的首要任务，僧制改革是佛教思想革新的制度保障，也是佛教经济的规范性前提。太虚大师之教制改革就是通过反对深受传统家族制度影响的寺院住持制度和传法制度，革除将法系传承家庭化以及将寺院经济私有化之弊端。太虚呼吁将传法制改为选贤制，主张从佛教学院中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团，形成合理的现代僧伽制度。此外，通过创设新兴的教团组织，试图从制度层面顺应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过渡，用组织的形式来取得社会的认同，达到复兴中国佛教的目的。

除了太虚之外，常惺、震华，以及太虚的弟子大醒、芝峰等，均服膺太虚的僧制改革，踵事增华，深化与完善了僧伽制度革新。不仅如此，僧团制度建设也是这一时期佛教界共同的努力方向，以传统的禅宗为例，虚云、来果重视禅堂规约的重建。虚云禅师志在复兴禅宗祖师道场，每至一处，首先就是革除陋习，整顿禅堂规矩，重建丛林规约。来果禅师住持高旻寺，毅然革除经忏、焰口等佛事，亲订丈室等四寮规约，完善了寺院管理制度。又如净土宗的印光法师订立灵岩山五项规约，1926年印光法师与真达法师共同拟定了灵岩山规约，“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将灵岩山建成净土专修道场。谛闲法师及其门人弟子亦重视观宗讲寺及观宗学社的制度建设，谛闲的弟子倓虚法师还对传统的嗣法与住持选任制度进行改良，提出“传法不传座”的新的法系传承制度。虽然太虚及近代高僧如虚云、来果、印光、谛闲等人均提倡僧团制度建设，然太虚与其他高僧从传统的继承中再建完全不同，故招致同时代的诸多阻力和非议。

太虚大师及其近代高僧们针对佛教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前瞻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和设想，为以后的佛教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由于时代的局限，太虚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为佛教注入了新鲜的思想，对佛教僧团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放眼未来千年中国佛教的发展，太虚的僧制改革思想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和指导意义。

（二）佛教组织之出现

近代以来，受到世界大环境以及新潮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勃然兴起了革故鼎新的新局面，中国佛教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不断革新探索，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逐渐建立起了现代组织体系。最早出现的佛教组织是清末的佛教学公务所和僧教育会，成立的目的是抵抗庙产兴学运动，保护寺产，推动佛教界的联合与兴办僧教育。正如太虚所言：“我国前此盖犹无与国政相依，随国家地方之区域，设立机关，部勒全体之佛教徒以成为佛教之统一团体者；有之，实始于僧教育会、佛教总会。”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佛教界为团结僧俗弟子，保护僧寺庙产与佛教利益而不断兴起新的佛教组织。民初之时佛教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至北洋政府时期，相继组建的中国佛教组织既有太虚法师所倡建之中国佛教协进会、中华佛教联合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世界佛教联合会，八指头陀寄禅法师联合全国寺僧创建之中华佛教总会，欧阳竟无创建之佛教会、支那内学院，谢无量发起之佛教大同会；也有觉社、佛教弘誓会、中央佛教公会、北京佛教会、佛化新青年会、龙华佛学会、蒙汉佛教联合会等组织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国民政府上层政要对佛教亦采取相对宽容和支持的政策，为佛教组织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成立了两个重要的佛教组织：中国佛学会与中国佛教会。其中，中国佛教会是民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始终，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佛教发展、维护佛教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以及此后积极参与抗战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代日本人水野梅晓所著《支那佛教的现状》曾说：“教团与经营社会事业的机遇来临，对中国佛教而言，可谓是空前的大事！”[2]由于新旧派之间的矛盾，限制了中国佛教组织作用的发挥，如中国佛教会从成立开始即埋藏着新旧之争，以太虚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以圆瑛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矛盾重重。不过，作为近代佛教的重要尝试，中国佛教会等佛教组织在联系和组织全国佛教徒、推动中国佛教复兴、发展佛教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佛教学院教育之兴盛

在中国佛教传统中，禅宗的禅堂规矩、丛林制度，坐香、跑香、打禅七等修行方法；教门中讲堂开大堂、复小座等讲经制度；律宗受戒学戒、结夏安居等，可以说每一座寺院都是一所专科的佛教学院。然而法久成弊，清末以来，传统的丛林教育已经衰敝至极。禅堂抱定一句“念佛是谁”话头盲修死参，既无佛法正见指引，见地不明，修行方法路子不清，又无明眼善知识鞭策接引，故宗门之中人才不出是不争之事实。教门之中虽然有天台、贤首，然而能够宣讲几部佛经和祖师著述的已寥若晨星，故遑论弘扬宗派教义。净土则趋于自利自修，经典的研究日渐荒疏。律宗寺院则变为传戒场所，四分律的研习、戒律精神的弘扬后继乏人。更有甚者，各宗故步自封，互相指摘：“习禅者谓教是寻枝摘叶，学教者讥禅为哑羊无知。”[3]

清末佛教教育始自佛教公务所及佛教教育会等组织，其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清末中国佛教内部衰败不堪，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外部面临清末新政兴办新式学堂的刺激以及庙产兴学的逼迫。被誉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文会祇洹精舍，将教育与传教作为中国佛教振兴之良策，他所创办的祇洹精舍成绩最为卓著，此外还有南京僧师范学校及文希和尚创办的扬州僧立学校等成绩亦比较突出。受此风气影响，至民国以后，把佛教教育作为维持佛教、振兴佛教之根本，已成为佛教界的共识。综观民国时期的佛教教育，主要有四支，即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谛闲法师创办观宗学社，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以及太虚大师于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1928年设立的闽南佛学院、1932年成立的汉藏教理院等多所现代化的佛教院校。前两者侧重于传统的丛林教育，后两者则吸收融会了现代学院教育之优点，以上四支佛教院校各擅其美，共同推动了民国时期佛教教育的发展。在上述四佛教院校之中，成绩最大、培养佛教人才最多、持续时间最久的，当属太虚大师一系的佛教教育。

佛教教育本应该是全方位的，既包括传统的丛林教育、新式的学院教育，也包括传统的儒学思想等世学的教育。总体上看，传统的丛林教育与现代的学院教育各有利弊，学院教育无法取代丛林教育，丛林教育也无法阻止学院教育。丛林教育以德育为主，在僧格的养成、信心道念的培养方面亦不可或缺；近代的佛教学院虽造就了佛教复兴的人才，但亦有竞趋于知解、不甘澹泊出家的弊端。传统的丛林教育和现代学院教育应该取长补短，然而近代佛教教育总是徘徊在两者之间，难以臻于理想之境地。故亲历近代佛教教育的东初法师曾感叹：“唯有恢复丛林教育制度，学院丛林化，建立新的僧教育规范，亦唯有翘首期待将来继起之贤哲了。”[4]

三 近代佛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矛盾

近代佛教所面临的问题很多，除了来自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冲击外，最重要的问题来自佛教自身，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新旧之争，即佛教传统与现代之激荡，具体表现为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佛教改革力量与丛林保守势力的矛盾保守与革新；二为僧俗之争，即佛教僧人与居士及社会知识阶层的矛盾，以上两个矛盾贯穿晚清民国佛教的始终。

（一）新旧之争

近代中国佛教处于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来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因此如何继承传统以及适应现代社会，是佛教生存与发展所应解决的最大问题。由于中国佛教在历史上与封建社会相适应，与世间的宗法伦理社会一样，绝大多数的子孙丛林都是师徒相传，形同私有的家庭，寺院的僧团中形成了以住持为中心的等级制度，这种传统严重阻碍了佛教在近现代的发展。有鉴于清末以来佛教界积弊丛生，多有佛教有识之士提倡改革，太虚法师更是提出了“三大革命”以复兴中国佛教，即教理的革命、教制的革命和教产的革命，力倡革除旧时帝制时代佛教弊端，引导佛教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他的人间佛教思想成为其教理改革的核心内容。在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中，提倡佛教改革自然难以为全体佛教徒所接受，如保守势力常常攻击改革派：“佛祖制度，神圣不可侵犯。且佛早已悬记正法像法末法，纵时极运厄，亦岂改革所能挽回。徒自招罪戾，多见其不智也。”[5]

近代新旧之争贯穿于佛教会组织、佛教教育等各个方面，有的时候新旧之间甚至形同水火，相互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新派与旧派，基本为太虚一系的自称和称他，所谓保守派的代表也并不固定，太虚一系（服膺其佛教革新思想的年轻僧人）往往将他们所反对的长老定位为保守派或旧派，如谛闲法师、印光法师、圆瑛法师等。然而在近代佛教中，保守与革新、新派与旧派、传统与现代，实际上是相对抽象的概念，彼此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如太虚曾多次对弟子们激烈攻击诸山长老进行批评。又如太虚大师的同学、挚友仁山法师，是佛教革新运动的开创者与健将，民初曾与太虚大师一起成立佛教协进会，大闹金山寺，然而他在历经挫折后却转而服膺传统的丛林教育，协助谛闲法师讲习经教。实际上，阻碍近代佛教发展的并非太虚一系的新派与印光、谛闲、圆瑛等所谓的旧派，而是丛林中另外的腐化、堕落者，他们才是释迦牟尼所谓的“狮子身上虫”。

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本是一件旷古未有的事业，体现了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转化的方向，然而在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太虚的改革难以实现，固然与同时代保守势力的反对有关系，但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没有强有力的经济作为保障。他的努力多停留在理想层面，未能完全付诸实践，尤其是未能建成一持久丛林，以作为佛教界之模范。虽有杭州净慈寺、湖南大沩山、厦门南普陀寺等丛林，然而多陷于法系纠纷，未能将佛教改革真正进行下去。第二，太虚将改革寄希望于政府，固然佛教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然而在民国这样的动荡时代，太虚的佛教改革也只能与国民革命相始终，难以实现。

未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依然应沿着太虚的路子向前探索，继续进行近代佛教所未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与太虚在近代的探索不同的是，在改革传统佛教积弊的同时，尤其要注意继承传统佛教的优良传统。本来新旧两派之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如当时的有识之士曾说：“新派为循规时世界之潮流，旧派则重阐发固有教义，二派于互并进，同在一条直线上，实际自无隔阂。故旧派既不必非新，新派亦不必非旧，在教旨本身立场，本无新旧之判也。”[6]然而民国期间新旧两派互相攻击，既于佛教自身难以凝聚力量，又予世人以攻击佛教之口实。所以巨赞法师曾总结说：“佛教教务改革是必然的，但必须吸收佛教界优秀的素质，作为基本精神。像印光老人的‘真诚’，弘一大师的‘清逸’，虚云和尚、寂云和尚的‘克苦’，太虚大师的‘念念不忘佛教’，以及欧阳竟无居士的‘赤胆热烈，愿力庄严’，都是值得取法，并加以发扬的。”[7]或许这将代表未来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

（二）僧俗之争

居士佛教的兴盛是近代佛教的一大特点。居士对于近代佛教的复兴功不可没，此为不争之事实，然居士与僧人之间的争论与矛盾亦贯穿于整个近代佛教史之中。清末以来，由于僧人整体素质低下，居士在佛学水平上明显要高于普通的僧人，在佛学研究、文化教育以及推动佛教组织等各个方面都有开风气之先，概而言之，居士在近代佛教的三个方面都有不可替代之功。

第一，在思想界和文化教育界的贡献。杨文会乃近代佛教第一人，被誉为“近代佛教的先驱者”、“复兴者”，从他创立祇洹精舍、金陵刻经处、佛教研究会开始，到他的弟子欧阳竟无继起创办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校勘经典，培养了一大批佛教人才。如梅光羲、王恩洋、吕澂、缪凤林等一大批佛教居士，为佛教教育、佛教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如章太炎、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将佛教思想影响至思想界，使佛学思想成为近代社会革新的思想武器；再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等，在文化教育界为佛教思想的研究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三时学会的韩清净、朱芾煌、周叔迦等在唯识学的研究方面亦有重要贡献。

第二，协助佛教寺僧积极参与佛教组织、佛学院校建设及弘法等工作。在佛教会务方面，民国时期佛教会驻会办公人员中，半数以上为居士，如王一亭、关[image: ]之、钟康侯、谢铸陈等众多居士都积极参与中国佛教会创建及会务工作。在佛学院教育方面，如太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的建立，得到了李隐尘、王森甫、胡子笏、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等居士的支持，唐大圆、史一如、张化声、陈济博等居士均长期在学院中授课。在弘法方面，丁福保、狄楚卿、范古农、蒋维乔等居士在佛学研究、经藏整理、讲经说法等方面成绩卓著。此外，还有王弘愿、顾净缘等以宗师自居，弘法传法，推动了佛教在社会各界的传播。

第三，在政界中有大量的居士支持佛教，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外护力量。在民国时期，有不少政界高层亲近佛教，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主席林森（字子超），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字季陶），司法院院长居正（字觉生），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陈铭枢，以及李烈钧、李济深、叶恭绰、段祺瑞、李根源、程德全等军政要人均笃信佛教，即使是蒋介石身为基督教徒，仍与佛教领袖太虚大师过往密切，赞誉他为“中国佛教之健将”，对其佛教改革大力支持。

然近代的僧俗之争十分激烈，从杨文会开始即“劝人学佛，不劝人出家”。康有为虽然推崇佛教思想，却不主张出家为僧，认为“出家为背恩灭类不可”，甚至认为佛教出世的思想不适用于中国。“以虎禅师自号”的佛教居士杨度著《新佛教论》，甚至认为佛教的色戒未尽合理，“有损于身，无益于心”，甚至有人种断绝之虞，故主张“不如解放僧尼，同于居士”。欧阳竟无在《辨方便与僧制》中甚至认为：“中国内地，僧尼约略总在百万之数，其能知大法、办悲智、堪住持、称比丘不愧者，诚寡若晨星。其大多数皆游手好闲，晨夕坐食，诚国家一大蠹虫，但有无穷之害，而无一毫之利者。此如不整理、不严拣，诚为革命时之一大遗憾。”[8]主张从此百万僧众之中严加沙汰，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士农工商的公民，仅留数百人继续为僧，作为住持佛法之用，成为真正的比丘僧团，为世人所敬仰。居士对僧人的批评亦招致僧人的批评和反对，如太虚、曼殊揭谛与王弘愿，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之争是近代佛教的大事。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僧人与居士之间的关系，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章太炎的说法颇为中肯，他认为居士既有家室，不应代替僧人为“典型师表”，同时又认为“居士、沙门，二者不可废一”，主张僧人与居士各有分工，佛教的发展有赖于居士的护持。

佛教中的新旧之争和僧俗之争，本来是佛教界的内部矛盾，然而由于派系与意气之争，双方常常将矛盾公开化，互揭其短，互曝其丑，徒增世人对佛教的恶感。而且佛教界的矛盾又常常被政府所利用，对于寺庙的苛刻管理以及庙产的抽提，理由往往都是源自佛教内部的争论。故时人曾言：“兄弟阋墙，难免不受外人的欺侮。社会上蔑视僧伽斥为寄生之虫。而教育界中，每有提倡庙产之说，世俗人固然看不得僧伽，以为出家人是可以欺的。”[9]实际上，无论是主张激进改革、服务社会的新派，还是主张保持传统、坚持在山林中办道的旧派；无论是积极弘法的僧人，还是参与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居士，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作为佛教在新时代生存与发展的亲历者和探索者，都是佛教担当者，皆为佛教界的中流砥柱，共同推动了中国佛教在新时代的发展。

四 佛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清末，面对“衰坏极矣”的中国，虽然有志之士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但杨文会依然自信：“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10]在百余年前，中国尚屡遭列强凌辱，中国佛教复兴者杨文会已经在憧憬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不遗余力地振兴佛教，这代表了近代佛教徒的兴教强国梦想，更反映了在近代中国社会，佛教艰难曲折的发展与整个时代的荣辱沉浮紧紧联系在一起。

清末以来，佛教思想成为近代社会改革与革命的思想武器，对于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章太炎从佛教的缘起性空、种姓平等和众生平等思想出发，反对满汉不平等，提倡佛教的大无畏精神和菩萨的慈悲济世思想，以此作为推翻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中也认为“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还有不少僧人如宗仰法师、栖云法师等甚至直接投身于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

近代著名爱国诗僧、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寄禅法师，面对清末中国积贫积弱，频遭外侮，毅然宣称“我虽学佛未忘世”，他还说：“予虽学佛者，但爱君报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11]光绪十年（1884），法国军舰袭击我国台湾基隆，敬安正寓居宁波延庆寺，闻知此事悲愤之极，奋然思谋御敌之法，数日中眠不成梦，食不知味，精神郁结而发热病。后被友人强行带回湖南，才逐渐平息悲愤的心情。故太虚大师赞誉他为“血性人”：“故不必言立宪，不必言革命，不必挂名党籍，不必献策当道，不必如明姚广孝之身列朝班。不必如日僧月照之侈谈国事，而与言立宪、言革命以救国拯民之志士遇，自然议论风生，心气吻合；盖出之天性之真，至诚之感人自多也！”[12]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敬安闻此，痛哭不已，《赠吴渔川太守六首并序》其三云：“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太息卢沟水，惟馀战血腥。”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题魏春阶司马看剑图》云：“酒酣看剑长叹吁，国仇哪敢忘须臾！”以上数事及诗文，足见近代佛教界僧人的拳拳爱国热忱。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佛教界在弘扬佛法、济世度人的同时，积极参与、组织、联络抗战活动，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救助受难同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恶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佛教界秉持大乘佛教止恶扬善的菩萨精神，积极倡导“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上马杀敌，下马学佛”，在救国济世的善举中完善自身菩萨行，为抗战献身输力的同时，也改变了自晚清以来中国佛教积弊已久的负面形象，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诗篇。

总之，近代佛教与整个时代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从整个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发展历程看，晚清民国时期的佛教是一大转折。中国佛教第一个千年是汉魏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这是佛教不断传入中国并且与中国文化进行调适的过程。第二个千年是北宋至晚清，佛教逐渐适应了中国以帝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晚清至民国时期则是中国佛教第三个千年的开始，是传统佛教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目前还依然处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型时期。

本书系统研究了晚清民国时期佛教的曲折发展与艰难复兴过程，按照历史进程，从晚清、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抗战时期四个历史阶段，全面论述了晚清以来佛教制度的衰微，既有对外部社会剧变、庙产兴学运动以及宗教政策的演变对佛教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有佛教自身僧团组织的兴起、佛教教育的繁盛、佛教改革与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佛教教派的新兴与发展，以及佛教僧人积极参加抗战的护国佑民思想及实践等内容。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近代佛教改革尚未完成，千百年来蒙染在中国佛教上的尘垢难以扫除殆尽，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佛教与近代佛教之间的断裂与隔膜越来越深。通过对晚清民国佛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时代特色，可以更好地厘清中国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观照当代佛教的发展，亦可由此展望未来中国佛教发展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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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末社会剧变与佛教危机（1840—1911）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各朝代的兴衰演替，不断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教文化相互碰撞、吸收与融合，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兴衰一直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至清末，随着清政府国力的衰退，战祸连年、内外交困，国家陷于前所未有的困顿之中，中国佛教亦衰落到了极点。首先，传统佛教宗派全面衰落，仅剩禅宗和净土两宗勉力维持，而且僧人的整体素质低下，佛教义学不振。其次，经忏佛事与鬼神迷信盛行，因帝制时代中国佛教所形成的剃度、嗣法、传戒等形式导致丛林之中寺院经济形同家庭私有等，严重制约了佛教的发展。近代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曾说：“迨乎前清，其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濒于亡矣。从全球运开，泰西文明过渡东亚，中国之政教学术莫不瞠焉其后，而佛教实后而尤后者。中国之佛教，固早失代表全亚之势力矣。”[1]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文会亦说：“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2]

近代佛教衰落，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的内部原因。从外部来看，首先是佛教受到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和基督教传播的冲击，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对传统文化给予了致命的打击。此外，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从寺院经济方面对佛教、道教等都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在此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儒释道文化都受到了挑战，三教之间久已形成的动态互补的宗教生态系统被破坏，使得三教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除了外部因素之外，佛教自身的衰败是主要的。章太炎所谓的“佛法衰微，实不在外，而在于内”，对佛教而言，其衰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千百年来受帝王及封建制度对佛教的钳制和神道设教的利用，佛教久已远离主流思想界和社会信众，走向山林佛教和鬼神迷信，导致佛教的思想文化影响力下降，影响了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思想环境和信仰基础。对清末佛教衰落的研究，不应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而要从佛教制度、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佛教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佛教与社会的联系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第一节 清末佛教制度与佛教的衰落

清末佛教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佛教制度的衰敝。中国佛教在长期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宗教制度体系，这些相关的制度主要是围绕解决佛教团体的管理问题而制定，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需要。根据这些制度规范的制定主体不同，可将其归纳为三种，即佛制、僧制和王制。佛制，就是以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为基础而形成的制度规范，主要用来规范僧人的行为与威仪。佛制是印度佛教制度的主要内容，这些制度随着佛教典籍的传译也传入了中国。中国佛教在佛制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僧制和王制。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佛教传到中国后，佛教制度开始向两方面演化，一为“国家的管辖制”，二为“禅僧的丛林制”[3]，前者为中国特殊政教关系下形成的一套政府管理佛教的宗教法规，即王制，后者是中国佛教丛林自我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相关制度，即僧制。僧制是中国佛教僧团自觉探索和创制的僧团内部管理制度，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出现道安大师的僧尼规范等，后百丈怀海禅师始创的禅林清规成为中国佛教僧制的主体性制度，这也是中国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王制是封建帝制时代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所制定的佛教管理制度，如僧官制度、度牒制度等。就地位和作用而言，在中国佛教史上僧制、王制相比于佛制显得更为重要。近代高僧能海法师曾言：“僧制重于佛制”[4]，而从中国特殊的政教关系和佛教发展历史看，王制又明显凌驾于佛制和僧制之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出世的佛教只能从属于世俗政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制度。在佛教传入中国的两千年时间中，佛制、僧制与王制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共同影响着中国佛教的兴衰演替，因此只有从这三个方面来探究清末佛教的衰落原因，才能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关于清末佛教的衰落，历来众说纷纭，综合近代高僧大德的分析，可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佛制（律制）的不振是根本原因，以弘一法师、芝峰法师等为代表，持此观点者还有宽容法师、可端法师，以及苏曼殊、章太炎等。第二种观点认为，僧制（丛林制度）的衰败是佛教衰落的根本原因，以太虚大师和虚云禅师为代表，然而二人振兴佛教的方法却截然相反。太虚大师以佛教改革者自居，重点落实于僧伽制度（僧制）改革；而虚云禅师则以继承传统自居，对禅堂的规矩和丛林制度等不遗余力。第三种观点认为，清末佛教的衰落与帝制时代国家对佛教的管理（王制）有密切的关系，持此观点者以杨文会和印光法师等为代表，认为世祖顺治皇帝仰遵佛制，罢除试经度僧制度，废除度牒，导致僧人随意出家，由此佛教日渐衰落。笔者认为，近代高僧大德的认识各有道理，但是应该从佛制、僧制和王制三个方面综合来分析，才能更完整地认识中国佛教制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佛教制度的特质及演变规律，尤其是对清末佛教的衰落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视角。总结历史经验，中国佛教的发展应依据佛陀戒律的精神，结合国家对佛教管理的法规制度，建立起一套真正适合时代的僧团管理制度，才是符合中国佛教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做法。

一 佛制：戒律及近代律宗之衰敝

佛制戒律是佛教赖以流传于世的根本，释迦牟尼佛临终时教诫弟子们“以戒为师”，可见戒律在佛教中的重要性。佛教的修学体系是戒定慧三学，称为三无漏学，被认为是通往解脱生死、达到涅槃的唯一方法和道路。其中戒是三学的基础，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是佛法修学之正途。南宋以后，因唐代的律宗著述散佚，清末律宗寺院仅变为传戒场所，既无人专研律学，传戒时又多不如法，致使戒律废弛，形成了许多陋习，这是清末佛教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佛制戒律概说

佛制又称律制，即指佛教中的戒律和威仪，是由佛所订立，用来规范和约束四众弟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佛教中戒律的“戒”与“律”含义有所不同，“戒”音译为尸罗，是出家及在家信徒所应遵守的戒规，小乘佛教中有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之分，大乘佛教中有菩萨戒，以三聚净戒为代表，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和摄众生戒。“律”音译为毗奈耶，包括波罗提木叉（教团中僧尼应遵守之禁止条文及违反者之处罚）和犍度（僧团中受戒、布萨、安居等仪式做法及日常生活的种种规范）两部分，是为了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禁戒及违犯规律之罚则。“戒律”并用，就是指维持佛教教团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佛制主要是上述以戒律为代表的羯磨（受戒、忏悔、结界等有关戒律行事的一种宣告仪式）、布萨制度（每半月集僧众说戒经及犯者于众前忏悔所犯之罪）等，是原始僧团的生活与修行制度。佛教经典中常有“佛制比丘六物”（律藏中规定比丘所必持之六种生活用具）、“佛制比丘三衣”、“佛制过中不食”、“佛制断肉戒”、“佛制一食戒”等描述。在印度佛教中，制定戒律为佛陀之特权，僧人不得自制，所以佛典有“佛若不制，僧不得制。若佛制已，僧不得违”、“戒唯佛制”的说法。道宣律师说：“原夫正戒明禁，唯佛制开，贤圣缄默，但知祇奉。”[5]赞宁认为：“佛制毗尼，纠绳内众，如国刑法，画一成规。”[6]《摩诃僧祇律》共十五次出现的“佛制”一词，均指佛制戒律。赞宁曾言：“禁律乃度世之检括也。且夫菩萨戒净则彰离垢之名，辟支戒完则引无师之智，声闻戒足时俱解脱而可期，内众戒坚招感人天之不坠，由是观之，戒法之时大矣哉。自所推能从言索理，则毗尼也，木叉也，因则声教律焉，果则别解脱焉。直以时论，三世诸佛咸同制也；横从界说，十方净刹悉共行之。所以优波离过去七佛，咸以戒律嘱累之。”[7]毗尼，意译为善治，即指戒律；木叉，全称波罗提木叉，译言别解脱，为戒律之一名。优波离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以严持戒律著称，被誉为“持律第一”，释迦牟尼佛涅槃后，第一次结集经典时即由优波离诵出律部。赞宁认为，戒律都是由三世诸佛所制定，优波离过去七佛，均以戒律付嘱弟子，佛灭以后，以戒为师。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僧团规模较小，僧团生活比较松散，重视个人的自修自证，戒律作为对僧人错误思想和行为的调伏，主要针对的是个体，其约束机制主要靠个人的自我约制，而僧团的组织与管理方面则鲜有论及，也没有任何执事分工。当时在佛教的法戒十利中有三条涉及僧团管理：摄僧、极摄僧和令僧安乐。[8]它包括僧人的出家受戒、布萨、安居、自恣、皮革、衣、药、迦[image: ]那衣、房舍九个犍度的有关戒律。佛教初期的僧团是一种以佛陀的权威、法和戒律为核心的平等民主的集体，实际上并无严格的组织机构。太虚大师曾说：“佛在世时，一切依佛为主，各处散居的僧众，举行布萨、羯磨，都依佛的律制为唯一的标准。”[9]后随着僧团的扩大、人数的增多，经济模式和居住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为更好地管理僧团，由是开始设立三纲：上座、寺主和都维那。上座是由寺院中的位尊、宿德担任，统督寺内僧众和寺务；寺主的职责是掌管寺院的营造及管理；都维那的职责为按寺规指授大众日常诸事。

印度佛教随着历史的演变，基本以佛制作为僧团修学的依据，如那烂陀寺中兼容有大小僧团，《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描绘了当时那烂陀寺的寺院管理职务和民主议事的情形：“寺内但以最老上座而为尊主，不论其德。诸有门钥每宵封印，将付上座，更无别置寺主、维那。但造寺之人名为寺主，梵云毗诃罗莎弭；若作番直典掌寺门及和僧白事者，名毗诃罗波罗，译为护寺。若鸣健稚及监食者，名为羯磨陀那，译为授事，言维那者略也。众僧有事集众平章，令其护寺巡行告白一一人前，皆须合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许则事不得成，全无众前打槌秉白之法。若见不许以理喻之，未有挟强便加压伏。”[10]寺中三纲如上说，其中议事程序体现了印度佛教时期实行的平等民主的组织形式。

不过，佛陀制戒的精神与原则是变通的，佛制中有“小小戒可舍”及随方毗尼的说法，即佛陀未禁止和开许之事，可以随不同地域和风俗民情之宜而开许废止。如据《五分律》所载，佛曾说：“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11]律中有言：“虽非佛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也。”[12]故于佛制之外，又有僧制（清规制度等）和王制（国家对佛教的管理制度）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尤能体现中国佛教之特质。

（二）近代中国律宗的衰敝

佛制的戒律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由佛弟子优波离尊者结集为《八十诵律》。佛陀涅槃百年后，优婆多门下有昙无德等五位大弟子各执一见，在《八十诵律》中各自采用所需，佛制戒律也随之分裂为五部（昙无德部、萨婆多部、弥沙塞部、迦叶遗部、婆粗富罗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制戒律也随之陆续传入，先有中印度僧侣昙摩迦罗（此云法时）在三国魏嘉平二年（250）译出《僧祇戒心》一卷，后经一百五十余年，相继由弗若多罗、法显、佛陀耶舍、僧伽跋摩、真谛等译出四律五论。[13]到唐代时，义净翻译有部宗律较多，称为有部新律。此外若毗奈耶律至两宋时期还有翻译，但并没有弘传。“四律五论”译出之后，最初以弘扬《十诵律》为主，而到北魏孝文帝年间（471—499），《四分律》逐渐受到重视，先是推行于北方。关中一带原是盛行《僧祇律》，洪遵律师入关后大力提倡《四分律》后，使《僧祇律》逐渐式微，《四分律》则由此弘扬开来，到唐朝时期达到鼎盛。中国历代僧人对之加以著述、研究和传持戒律，后逐渐形成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的律宗。后因见解不同，律宗又分为三派：法砺律师的相部律宗、道宣律师的南山律宗、怀素律师的东塔律宗，其中以道宣的南山律宗兼通并调和大小乘，解行相应，绵延至元代而宗势不衰。而其他两派不久就废绝不行，没有在中国传承下来。

近代中国佛教衰微，戒律不振、律宗衰微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唐宋以后，中国并无真正的律宗，仅有所谓律宗道场的“传戒”而已。明末，以如馨传戒授徒为标志，古林派作为新的律宗派别兴起。不久，如馨弟子寂光创千华派。自清初开始，以金陵地区为中心，如馨一系逐步发展为有严整法系传承、有系统律学思想、传戒活动规模大、法系延续时间长的两支律宗派别。其中，古林派以南京古林寺等为中心，传播范围有限；千华派则以宝华山等为中心，影响最大。清代的所谓律宗寺院，著名者如江苏宝华山，北京潭柘寺、法源寺，南京古林寺等，并无人潜心研究律藏、精究律学，而仅仅依据见月律师的《三坛传戒正范》等作为传戒场所授戒的依据。除了专门的律宗道场外，一些禅宗、教宗的寺院也纷纷传戒，如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福建、台湾等地僧人基本于此受戒，另外福州怡山西禅寺、宁波天童禅寺、天台山国清寺、新都宝光寺、成都昭觉寺、武汉归元禅寺等也是传戒场所，而唐代的四分律学已“空谷传响，哀转久绝”。由于律学研究荒疏，传戒场所草率，律学典籍被束之高阁，无人深研，故多数僧人不知戒体、戒相为何物，遑论持守。

禅宗高僧虚云和尚对清末以来佛教戒律衰微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指出佛教衰败根源在于传戒不如法。他平生最不满滥设戒坛，滥传戒法，每见各地传戒，形同买卖，戒坛及传戒阿阇黎等多不如法，甚至还有“四处卖牒，美其名曰寄戒，不知律仪为何，对此等稗贩如来者，便觉痛心疾首”[14]。他在《云居山方便开示》中讲道，在佛教月刊中常常说，“佛门遭难，滥传戒法，规矩失传，真理埋没”，他认为，“佛法之败，败于传戒不如法。若传戒如法，僧尼又能严守戒律，则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败”[15]。虚云因为初出家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戒，只知修苦行，以为吃草不吃饭等就是修行，对于大乘、小乘、三藏十二部等都不知道，对此深感惭愧。虚云出家的鼓山涌泉禅寺是福建名刹，也是清末屈指可数的曹洞宗传法丛林，常住僧人有数百人，山上还有许多茅棚，远近闻名。然而即使这样的禅宗名寺，传戒也极不如法。据虚云讲，他到鼓山出家，传戒时间只有八日，实际传戒工作仅有四五天，从四月初一新戒挂号进戒堂后，马上就教规矩，省略了很多手续，而且没有比丘坛，新戒受戒什么名目都不知。初八之日在头上燃了香，戒就算受完了。另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鼓山还有寄戒的情况，即有的台湾僧人因为交通、经济等原因，无法来大陆鼓山受戒，台湾又无合法的受戒场所，所以请人交了戒费后代为受戒，然后领取一纸戒牒就成了正式的僧人。其滥传戒法之情形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全国各地传戒的情形各不相同：“天台山国清寺戒期五十三天，尽是小和尚受戒；普陀山戒期十八天，名叫罗汉戒；天童寺戒期十六天，宝华寺戒期五十三天，安徽宁国府戒期三天，徽州某寺戒期更快，一昼夜就完事，名叫‘一夜清’。”[16]后来虚云阅读了经律，才知道这样苟且传戒是不如法的。

然而即使五十三天的戒期，在专研唐代道宣四分律学的弘一法师看来，依然不如法。关于佛教中在传戒时往往聚集数百人，历时一月或五十三天为期，弘一法师认为这并非佛制。他说：“佛世，凡受戒者，由剃发和尚为请九僧，即可受之；是一人别授也。此土唐代虽有多人共受者，亦止一二十人耳。至于近代，唯欲热闹门庭，遂乃聚集多众。故蕅益大师尝斥之云：随时皆可入道，何须腊八及四月八。难缘方许三人，岂容多众至百千众也。至于受戒之时，不足半日即可授了，何须多日。且近代一月聚集多众者，亦祗令受戒，助作水陆经忏及其他佛事等，终日忙迫，罕有余暇。受戒之事，了无关系；斯更不忍言矣。故受戒决不须多日。”[17]此外，弘一法师还对传戒时的诸多不如法现象予以批评，如传戒时有戒元、戒魁等名，把世间科举考试时殿试头名（状元）的称呼借用到戒坛中，通常是在受戒之前令受戒者出资获得，与清季时纳捐功名无异，并非根据其戒德优劣而分。这些受戒时的诸多陋习，均非佛制，最宜革除。

由于传戒时的诸多不如法，受戒后又没有讲习和研究律学，致使大多数出家僧人根本不知戒体、戒相等为何物，遑论持戒。宽容也对清末以来佛教戒律衰微的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概括和批评：“今世之铸造比丘的传戒机关，但饩羊之仅存其形式。三坛大戒，不知戒体、戒相之谓何。三衣不可假借，问难不清。开遮持犯杳然，而止持、作持，更不问矣。出堂之成绩，即头顶之斑斑香疤，戒牒一张，任游四方之衣食住宿免费票也，四缘赖是。天下容易事，谁有过此者？即滥收徒众于前，从此藏垢纳污。有所归纳，而复以方便的传戒，即营生之形式已具。作俑其谁？清世祖之废牒始也。今后改革，应持的态度，当代之善知识，必有良谋硕画，以善其后也。”[18]宽容对传戒、受戒种种不如法现象的分析鞭辟入里，并指出了佛教戒律衰微的源头在清世祖废除度牒。弘一法师甚至认为，唐宋以后传戒受戒均不如法，实际上出家僧人并未真正得戒，所以他感叹说：“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绝了！”[19]故清末以来佛教之衰落，与律宗的衰敝及传戒的不如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从佛制戒律与僧制清规的关系辨近代佛教之衰落

佛制不明，戒律衰微，致使僧人素质下降，进而导致佛教的衰微，这是近代佛教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如可端法师论及晚清以来佛法衰微至极的原因时说：“时至今日，佛法之陵夷衰微，已达于极度。而僧众不事学问，不明佛法，不行佛制，殊为根本原由焉。盖今世之反对佛教者，非反对佛，非反对法，所反对者，惟僧人而已。……其多数僧尼，既不能从事世间事业，服劳社会以自活，又不能修持出世间功课，以自觉而觉他。世间学问知识，出世间法门又完全未能了解。惟知靠佛吃佛，无唯一志向。”[20]然有的僧人在论及近代佛教衰落的原因时，将律学的衰微归结为禅宗清规的盛行，认为清规的制定没有建立在佛制的基础上，进而导致佛教的衰败，然而此观点并不符合中国佛教的历史事实，值得辨析。

芝峰法师认为，近代佛教衰微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律宗不振”，而导致律宗不振的缘由是禅宗的丛林清规，这一说法颇能代表近代佛教中律宗僧人的意见。芝峰说道：“中国佛教自清规行后，不仅律学衰绝，而义学亦受其重大之打击。缘伪清规行之于禅宗门庭，虽‘仆仆尔，碌碌尔’，因为咬定一句话头，记几则公案，就自谓可以了道，受损失较少；而义学须穷年竟月，浸淫于三藏之中方有所得，而一例以伪清规绳之，‘随两序进退’，‘日不暇给’，纵使天分绝群之人，而忙里偷闲，其成功亦等于零。故唐宋后义学之不发达，全受伪清规之赐，此所以伪清规一日存在，而佛教亦一日无改良之希望也。”“中国佛教制度既不根本于律仪，而又大有害于义学，更衡以今日中国之时势，世界之潮流，而原有制度，非经一番彻底之改革，必不能适应现代之需要！”[21]这里所说的伪清规是指元代僧人德辉奉敕重修的《敕修百丈清规》。芝峰法师分析了佛教渐趋衰微的原因后，进一步主张通过“废除帝制时代的清规”、“恢复佛教原始的律制”、“融合现代世界的思潮”三个方面，来着手整理佛教。[22]

弘一法师从佛制戒律的角度对禅宗清规颇多指摘，他在回答弟子提问“百丈清规，颇与律相似；今学律者，亦宜参阅否”时，引用了明末蕅益智旭的说法，认为百丈清规编纂于唐代，其后屡经他人增删，至元朝改变尤多，已不见其本来面目，所以遭到莲池袾宏、蕅益智旭的诋斥。弘一法师引蕅益大师的说法：“正法灭坏，全由律学不明。百丈清规，久失原作本意；并是元朝流俗僧官住持，杜撰增饰，文理不通。今人有奉行者，皆因未谙律学故也。”又云：“非佛所制，便明非法；如元朝附会百丈清规等。”又云：“百丈清规，元朝世谛住持穿凿，尤为可耻。”所以弘一法师强调：“律学诸书，浩如烟海。吾人尽形学之，尚苦力有未及。即百丈原本今仍存在，亦可不需阅览；况伪本乎？今宜以莲池、蕅益诸大师之言，传示道侣可也。”[23]这是从唐代道宣律师以来，在中国佛教史上一直存在的律宗僧人对禅僧批评的现象。

芝峰法师、弘一法师都认为，佛教应该以戒律为基础，以此作为僧团修学的基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将律学的衰败原因归于禅宗的清规，则有失偏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时空因缘，有其因时、因地、因人的变化，佛陀的戒律是根据印度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而制定，与中国社会文化等传统有着迥然差异，如果完全拘泥于印度的戒律，中国佛教必然举步维艰，甚至无法生根发展。历史上，中国禅宗僧人在僧制方面的改革一直受到佛教界的诟病，尤其是来自律宗的严厉批评。如唐初禅宗四祖道信于黄梅开东山法门，实行坐作并重的禅修方式，一改佛教乞食托钵的习惯时，还被中国四分律祖师道宣律师批评为“持犯蒙然，动挂刑网。运斤运刃，无避种生”[24]，认为此农禅并重的做法是违背印度戒律的。此后，百丈禅师于江西百丈山创立清规，也被时人骂为“破戒比丘”。这也正是后来律宗一直所指责的，认为中国佛教的僧制没有建立在佛制的基础上。但实际上，清规作为禅宗丛林管理和禅僧修学的制度和规范，在内容上是参考了印度佛教戒律的，正如怀海禅师《禅门规式》上说：“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25]正是由于这些大胆改革，禅宗风行偃草，独步天下，使得来自印度的佛教真正实现中国化，开创了中国佛教之辉煌。

禅宗门下实行的清规，对僧团进行了符合中国特色的管理和约制，使当时的僧团呈现出和合清净的情景：“不污清众，生恭敬故；不毁僧形，循佛制故；不扰公门，省狱讼故；不泄于外，护宗纲故”[26]，彰显了佛门僧团内部的井然有序，也证明了中国僧团制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对于丛林清规产生的必要性，太虚大师作过很好的阐释：“由此可以证明佛教律仪每因其所流传的地域而迁易，如中国的隋、唐间，僧伽律仪就演变到丛林和小庙的僧制，这也是说明当时须要这样的僧团，方能住持当时的佛教。”[27]法久弊深，随着后期因禅林经济的繁荣、僧团的壮大，清规制度日渐繁杂与琐碎，有些不志于道的僧人则忙碌于争权夺利，行事等同俗人，置清规戒律于不顾，使寺院清誉蒙羞。明末莲池袾宏大师在《竹窗三笔》中对此流弊已明确指出：“盖丛林使一众有所约束，则自百丈始耳；至于制度之冗繁，节文之细琐，使人仆仆尔、碌碌尔，目不暇给，更何从得省缘省事，而悉心穷究此道？故曰：后人好事者为之，非百丈意也。”[28]而这种流弊的产生，实不是清规之过，反而是僧人不严格遵守清规而致使清规松弛之故。因此芝峰法师将唐宋以后义学不振的原因归结为“伪清规”之流行，把清末佛教之衰败原因一味归于禅宗清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芝峰法师、弘一法师等把传统的清规制度视为陈规陋习，希望完全摆脱中国佛教历史传统，回归到原始的理想的律制生活，这是根本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

（四）恢复佛教戒律为振兴佛教之关键

由于佛教衰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佛教僧制的混乱和佛教戒律的废弛，因此整理佛教，首要之务是重振佛教戒律精神，使僧制建立在如理如法的戒律基础之上，国家管理制度也应以不破坏佛教戒律为底线。对此，近代僧人也纷纷提出了他们整理佛教制度的主张，值得借鉴。

芝峰法师以戒律为基础，提出了整理佛教的三大前提，即废除帝制时代的清规、恢复佛教原始的律制、融合现代世界的思潮。其中第一、第二条是佛教改革的关键，要把“清规废除”，首先须“恢复原始根本的律制”。芝峰法师提出恢复佛教原始戒律的具体做法，如“止持门”中的根本四性戒及其余等流的性戒，始终要严格受持；而“避世讥嫌”的遮戒，应依具体的情况来应付。目前亟须恢复的是“作持门”中的“犍度”，即僧伽制度的组织法。如做人家的师父，要具有下面的资格：一不破戒，二不破见，三不破威仪，四多闻，五有智慧，还须出家十载以上。要求出家受戒的人，也须有下列几种资格：一没有十六遮；二没有十三难。而芝峰法师关于改革的第三点，即融合现代世界的思潮，就是应关注其新的时代背景，着手建设新的佛教制度。他认为，佛教在印度时，“自然事例当时印度人民社会的风俗、宗教，以及当时流行的思想”，到中国后，也融合了本土的民俗风情。因此，设立的新制度，“应当取宽大的态度，融合现代世界的思潮”，并远契“应开者开，应制者制”释迦老祖的意旨，由此应对“佛陀的戒律，和太虚大师的《僧伽制度论》，下一番努力研究的工夫”，才能“产生出一部合于时代、合于戒律，精美完善的著作，以谋建设全世界的佛教”。[29]由上面三个前提，芝峰提出整理佛教的三个步骤：废除清规，是破坏的时期；恢复律制，是训练的时期；融合世界思潮，是建设的时期。芝峰法师的设想非常具体和详细，尤其是对戒律的重建、恢复原始戒律的做法，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于第三条融合现代思潮，吸收太虚大师《僧伽制度论》的内容，建设新的佛教制度，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唯将流传于中国千余年的禅宗清规彻底废除、隔断中国佛教的历史传统，这是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在实际中也是难以实现的。

宽容法师提出了整顿佛教应从恢复佛教戒律开始，禁止违背佛教戒律的行为发生，其中有两条与戒律关系密切。第一条，禁止滥收徒众。宽容法师认为，滥收徒众，使作为人天师范、世间福田的僧人素质水平低下，为群众所不齿，失却了其“弘法师范的责任与人格”。因此整顿佛教，必须“正本清源”，对于“发心出家与为人师资者，当有一种定式以取之”，严守僧人剃度之关，以确保僧人具格素质。第二条，禁止违制传戒。佛制戒律是“末世比丘防非止恶之法城。而为出世定慧之基础”，它能确保如来法身慧命之弘传，是延续佛法命脉之关键。但现在的一些传戒制度仅存形式，而失却其重要的戒律内容。此二条综合起来，要真正整顿中国佛教的根本方法，即为“严守戒律”。[30]

提倡戒律学的研究，恢复佛教固有的精神，这是恢复戒律、振兴佛教的前提。印顺法师则主张应“法”、“律”并重，重视法与律的合一原则。他认为：“出家的佛教，如忽视僧团的律制，必发生乱七八糟的现象，无法健全清净。”“人间佛教，以人生正行修菩萨道，要把握这法、律并重，恢复佛教固有的精神。切勿陷于传统的作风，但知真实参悟，但知博究精研，于毗奈耶——律的原理法则，不能遵重。现代修学菩萨行的，必须纠正这种态度，法、律并重，来契合佛法的正宗。”[31]吕澂主张建立“现代律学”，现代律学的原则是：“现在我们如果为着整顿僧制而重新阐明律学，应该先将遵行已久的四分律戒本和羯磨刊定正确，再从部执的关系上深刻了解它的真意，最后结合到瑜伽菩萨戒求得实践上最高的指导原则。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相信，一定可以建立起健全、通彻，而又能使僧团适时新生的现代律学。”[32]吕澂对戒本进行校勘以保证其正确，再进一步了解其真正含义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弘一大师及印顺法师所致力的工作。弘一大师潜心律藏，把南山律宗各部原典逐一点校，并作《四分律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等。印顺法师参考日本学者平川彰等的研究方法，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一书中对各部律的原始分析綦详。这两种研究当然都有价值，为创立现代戒律之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此外，建立专门的戒律学院是近代高僧大德恢复戒律的重要实践。太虚大师在积极提倡“人生佛教”时，曾设计了一套如何“建设中国现代佛教”的僧制、僧教育、在家佛徒组织等纲领，其中对戒律问题极为重视，建议设立“律仪院”等组织，专司戒律的养成教育，以培养戒律的人才。周叔迦也认为培养佛教戒律的人才是整顿佛教的关键，他主张成立“南山律苑”，要“造成专门研习组织佛法适应时代的南山律专门人才”。[33]虚云和尚虽为禅宗祖师，但同样非常重视戒律，对传戒、学戒与持戒均大力提倡。在鸡足山时，当地的僧人均穿俗服，不讲修持，虚云为整顿僧团，以戒法引化，开坛传戒，逐渐将云南佛法衰败现象扭转过来。他在住持鼓山涌泉禅寺时，将传戒期限由此前的八天改为五十三天，废止了寄戒、不剃发搭衣等非法风气，并请持戒谨严的慈舟法师前来开办戒律学院，力倡戒律，借此振兴佛教，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弘一法师作为近代律宗高僧，非常重视律学著述的研习和弘扬。他出家后，初学有部律，深为叹服，后受徐蔚如居士之影响，专学道宣律师南山律。他曾指出，自南宋至清末七百余年，禅宗兴盛，律学几乎无人过问，所有唐宋诸家律学著述数千卷悉皆散失，唯存南山《随机羯磨》一卷。明末清初见月律师作《传戒正范》一部，从明末以来，传戒之书独此一部。近代受戒仪轨虽依此但稍有增减，亦不是见月律师《传戒正范》之本来面目了。清光绪末年，杨文会自日本请还唐宋诸家律书之一部分。此后十余年间，徐蔚如在天津又刊刻了数百卷。此外《续藏经》所收尚未另刊者，还有数百卷。弘一法师提倡发心专力研习弘扬上述律学著述，力图恢复唐代古风。1935年弘一法师在泉州承天寺讲律时指出：“我们应知道，现在所流通之《传戒正范》，非是完美之书，何况更随便增减！所以必须恢复古法乃可；此皆是你们的责任，我甚希望大家共同勉励进行！”[34]

二 僧制：丛林清规制度之演变及佛教的衰落

以禅宗清规为代表的僧制，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佛教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禅宗清规随着千余年来帝制时代的演变，在与国家统治相适应的同时，也深受封建专制社会的影响，使得中国佛教已经严重偏离和违背佛教的根本精神，逐渐失去了佛教本有的民主、平等精神。至清末，中国化的僧制流弊尤深，如形同世俗家庭的剃度、嗣法制度，集权化的住持制度及寺院经济私有化倾向，经忏佛事和鬼神迷信盛行等，都严重制约了佛教的发展。随着帝制被推翻，佛教界如何革除帝制时代附着于佛教中的尘垢、恢复清规的民主与平等精神、建立起适合时代发展的新的僧团管理制度，是关系佛教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僧制概说

僧制是指在中国佛教僧团中，于戒律之外，由佛教界领袖所制定的丛林管理制度，影响最大的是禅宗清规。宋代赞宁曾对佛制戒律与僧制加以区分，详论中国僧制沿革，指出“篇聚之外别有僧制”：“佛法流行，随时制断。合毗尼之绳纠，则案毗尼；堪别法之处量，须循别法。故佛诃比丘云：巧避我制造种种过故，许同时立方毗尼，涅槃后立未来教，以为律范所不围，篇科所不载，则比附而求之也。以是篇聚之外别有僧制焉。今时比丘或住一林居一院，皆和众立条，约束行止，俾不罹于愆失也。”[35]毗尼意为灭诸恶法，远离恶道，即指佛所说的戒律，如《楞严经》所说“严净毗尼，弘范三界”。赞宁明确强调于佛制之外，别有僧制，并且指出僧制制定的原则即“佛法流行，随时制断”，应根据佛教流行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约束僧尼的条文制度。

关于中国佛教僧制的历史，最早始于东晋高僧道安所定之僧尼轨范，他立行香、定坐、上讲、六时礼忏、布萨、悔过等规定，为后来中国佛教寺院僧制奠定了基础，故赞宁评价说：“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此后历代帝王及高僧均重视僧制，如庐山慧远法师就曾制定了《法社节度序》、《外寺僧节度序》以及《比丘尼节度序》，完善了庐山僧团的教制。《魏书·释老志》载，北魏世宗永平元年（508）秋下诏：“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36]“内律僧制”，即包括佛教戒律及僧团制度。又如南齐文宣王著《僧制》一卷。《续高僧传》“释法云传”载，梁武帝普通六年（525）任命光宅寺之法云为大僧正，“敕为光宅寺主，创立僧制，雅为后则”。[37]

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僧制是禅门清规，其制定的原则是“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即基于佛制戒律精神，同时又是适合于中国本土文化习俗，以及禅宗思想和修行方式的中国僧制。百丈禅师总结的制定清规的四大益处，其中第二条是“不毁僧形，循佛制故”，体现了清规遵循了佛教戒律的基本精神。至元代，东阳德辉奉敕重修清规，称为《敕修百丈清规》，元代皇帝专门为此颁发敕文，“将那各寺里增减来的不一的《清规》休教行，依着这校正归一的《清规体例》，定体行”。该清规便成为天下丛林所依据的基本管理制度。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中说：“（百丈怀海）盛宏禅宗，兼崇律制，尝以梁朝光宅寺法云奉诏所集僧制未尽协用，遂重阅律藏，博约折衷，设规制范，务合时宜。”[38]此处明确将禅宗的清规称为僧制。太虚大师亦讲：“中国的僧制，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古来演变的很多，现在的大概可以唐、宋以来的禅宗丛林制度为代表。除此之外，虽有台、律等宗传承下来，但都受了禅宗寺院制度的影响，成了附庸的制度，故可专以禅宗丛林来说明中国僧制。”[39]

僧制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印顺法师对此明确指出：“形式剿袭的律制，自有碍难通行的地方。全盘印度化，或者中国本位化，在东晋末年已引起争论了。谈玄说妙的南朝，当然不能有什么革新。强毅实行的北方，却有新的制度出现。”[40]“虽然说，律是佛制的，只好依着奉行。但律是世间悉檀，更着重于时、地、人的适应呢！一分重律的，拘于古制，不知变通。而一分学者，索性轻律而不谈。”[41]佛教戒律在中国时、地、人的适应结果，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清规的产生。清规制定后，它便成为中国僧人所遵循的主要行为规范。且在唐代以后，中国并无真正的律宗，仅有所谓律宗道场的“传戒”而已，已没有佛制戒律的研究与弘扬，佛制戒律内容已在中国僧人的视野中隐微不显，故能海法师认为在中国“僧制重于佛制”。

从中国历史上看，禅宗清规对维系佛教的存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禅宗清规在唐代禅宗兴起而定型后，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这一制度虽然有所损益，但总的来说它在中国汉地佛教发展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且为汉传佛教的其他各宗派所引用通行，它保证了僧尼在丛林中过正常而清净的生活并维持了丛林的稳定。到清末时期，整个国家与民族急剧衰败，佛教各个宗派均趋于衰落，只有禅宗借丛林清规制度勉强维持佛教的生存。有人将清末佛教之衰败原因单纯归结为禅宗清规制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印顺法师曾说：“别立禅院的禅僧，在唐代，适应山林农村环境，参照佛陀的僧制，创设丛林制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们‘辟土开荒’讲求经济自足。这个制度，配合着真参实悟的信心与精进（法的），确乎相当成功。佛教的思想界，虽已因固定、保守而走向衰落；亏了这丛林制度，总算维持佛教一直到最近。”[42]南怀瑾亦说：“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如果他（百丈怀海）当时不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们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达现在吗？”[43]从积极方面看，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已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相适应，为辅助教化及安定社会民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从未发生过灭佛运动；中国历史上四次灭佛运动，即所谓“三武一宗”灭佛均发生在南北朝和唐五代时期，反映了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相调适，适应了帝制时代的需要。

帝制时代佛教清规之颓变，虽然使佛教适应了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但也带来了许多弊端。苏曼殊、章太炎《告佛子书》说：“至于沙门拜俗，礼所宜绝，远公已来，持之久矣。宋世始有称臣之法，清代遂隆拜帝之仪，斯皆僧众自污，非他能强。及至今日，宰官当前，跪拜惟谨，檀施在目，归命为依。乃至刊《同戒录》者，有戒元、戒魁等名，依附俗科，尤可鄙笑。夫儒俗逸民，尚有不臣天子；白莲邪命，且能睥睨贵游。何意圣教衰微，反出二流之下。”由于佛教是社会中的宗教，佛教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国家大环境，因此在近两千年时间中，封建流毒已深深影响至佛教中。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社会制度从封建帝制转向民主共和，使得传统的僧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禅宗清规为代表的传统僧制，在千余年的帝制时代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佛教的影响最大。第一，从原始清规的平等精神日渐演变为丛林中等级森严的制度。唐代时的百丈清规，实行“普请”之法，上下均力，无严格的尊卑之别。唐宋时期实行三纲制度，凡遇重大寺务，必由首座、寺主和维那这三纲共同协议。然而宋元以后，随着丛林制度的演变，首座、维那成了八大执事之一，实际权力尚不及监院和知客等，而住持地位则显著提高，形成了以住持为中心以两序为辅助的寺院管理制度。住持以下，分列左右两序职事，类似于世俗的皇帝下面的文武两班大臣，背离了佛教中的身和共住、口和无诤、意和同事、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敬”精神。佛教僧团亦与世俗的帝制日渐相似，逐渐失去了原始清规的民主、平等的精神。第二，在寺院形式上，除十方丛林之外，逐步出现了子孙丛林、剃度丛林、传法丛林、传贤丛林等各类形式，渐失十方丛林选贤任能、民主选举等制度特色。这些寺院形同世俗家庭的宗族家谱，注重法嗣世代相承，形成了法系宗谱，他们占夺十方僧寺财产，使之成为子孙私产的传承制度。子孙丛林制度可以说是佛教在千百年来中国宗法社会浸染中形成的畸形，完全背离了佛教寺院财产十方共有的传统。

（二）集权化的住持制度及付法制度之弊

在中国汉传佛教寺院中，传统上有十方丛林和子孙丛林之分。宋代时，丛林已经分为甲乙徒弟院、十方住持院、敕差住持院三种。甲乙徒弟院是由自己所度的弟子轮流住持而传递者，略称为甲乙院，也称为“纯子孙庙”。它是一种师资相承的世袭制，故又称为剃度丛林或子孙丛林。此寺院除了住持徒众外，不让十方僧众入住。十方住持院系公请诸方名宿主持寺务，略称为十方住持院，十方住持院的住持是在公众推举基础上由官吏监督选举产生，故称为十方丛林，佛教丛林多数沿用这一制度，后世逐渐形成十方丛林和子孙丛林之分立制度。

除了子孙丛林和十方丛林，还有一些寺院，财产属性和住持的传承方式同于子孙庙，也有一些法派传承相同的本家寺院，但寺院的规模较大，财力雄厚，在某些时候也允许为本寺院和其他子孙庙的沙弥传具足戒。这样的寺院属于“一半子孙庙，一半十方丛林”性质，简称“半子孙庙”。“半子孙庙”允许其他僧众入住，但纲领执事皆为住持弟子，十方僧众无权平等参与寺院管理，甚至无法平等享用僧团财物。

清末，因国家对于十方丛林和子孙丛林疏于管理，一些著名的十方丛林已名存实亡，多数已演变为选贤或传贤等派。有的大丛林虽然号称十方，但是寺院住持或首座等多拥有下院，作为子孙丛林，不受十方丛林限制，可以自由剃度弟子。子孙丛林名目繁多，住持有剃子、法子和戒子等不同，由此形成剃派、法派乃至戒派等不同。子孙式的传承，住持往往霸占传统大丛林的寺产，使得十方常住的财产成为寺院住持或其徒众私有，将佛教公产视如家族遗产，由师父传给徒子徒孙。在近代史上，经常有僧人变卖寺产、勾结权贵的现象，导致了佛门的堕落。寺院之中经常有剃度派的住持尚未收徒，或者法派的住持尚未传法，因为突然亡故，引起徒众群起争做住持，或有他派乘机侵占，种种情形，不一而足。总之，佛法不适应近代社会，丛林制度之弊端是其中重要因素。

付法是中国佛教中禅宗和天台宗等的传统，所谓付法，即付嘱传法，选择有根器或者明心见性的弟子授法，令教法维持传承，付嘱护持。禅宗及天台宗均依据《付法藏因缘经》等著作，旁参其他著述，详列佛陀入灭以后，自迦叶、阿难等印度诸祖历代相传的传法世系，作为本宗派在印度的传承。如禅宗认为菩提达摩为印度第二十八代祖师，中土初祖，以此次第传法授人，称为付法相承。关于付法制度的渊源，苏曼殊、章太炎《告佛子书》中说：“付法藏者，本以僧众宏多，须人纲纪，在昔双林示灭，迦叶犹在叶波，过七日已，乃闻音耗，自念如来曾以袈裟纳衣施我，圣利满足，与佛无异，当护正法（《善见律婆娑第一》）。此岂明有付法之文。正以耆年有德，众望所归故也。此土天台一宗，自谓直接龙树，而受授相隔，事异亲依。禅宗虽有传灯，然自六祖灭后，已无传付衣钵之事。若计内证，则得法者，或如竹林竿蔗，岂必局在一人？若计俗情，则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悬丝示戒，着在禅书。然则法藏所归，宜令学徒公选，必若闻修有阙，未妨兼请他僧（惟不令宰官居士与闻选事，以所选必深于世法者故）。何取密示传承，致生诤讼。管求嗣法，不护讥嫌。若尔者，与俗士应举求官何异，而得称为上人哉。”[44]故付法本为明心见性弟子的勘验证明，在禅宗六祖之后，一花五叶，禅门广传，已经不再付传衣钵，以免引起纷争。

付法至宋代时已演变为禅师开堂说法（初次出任寺院住持的仪式）时要公开表明自己的得法师承，在拈香说法时，前两支香一般要祝福皇帝、太子或地方官等，第三支香则要从“怀中取出”，以报自己的得法师父法乳之恩。至清末之时，付法已不限于弟子开堂说法之时，而是以传“正法眼藏”等形式的法卷，作为付法的依据，已经没有了古时对弟子开悟的印证，完全演变成招收土地保守祖业的形式。太虚曾说：“多数寺院的剃派、法派相传，犹如在家之注重子孙，若无徒弟，便同俗人一样起断绝后代的恐慌，故招收徒弟越多越好，越年幼越好，因而滥收徒弟，只图绵延香火，对于出家的本分事，全不闻问。而传戒的大寺，则以收戒徒的多寡为荣耀。接过法的，至少须传法一人，如一人都不传，就有断绝法嗣的罪过。但传法的仪式，只不过把祖师的源流录成一卷，交与接法者作为凭据，可以为继承保守祖规祖产的一分子，实际与佛法无大关系。故中国现存的僧制，就成为一个个的大小家族僧寺，其重要点，便是招徒继嗣和保守祖规祖业。”[45]

象贤曾论及剃度及嗣法制度导致佛教日趋衰灭的原因：“古者寺院制度，虽有‘剃’法，类多选贤与能，各树起专宗门庭，召集学者，研究各宗之教理。逮后流弊滋甚，争夺横生，狡猾之徒，窃据一寺之权，将十方公众常住，视为私有，行秦嬴愚民之策，杜绝教理之研求，致今日僧伽不识字者十之九，识字者十之一，知识云何哉？纵有一二杰出之士，登座谈玄，不过翻读注疏而已。教不领解之弟子。教理云何哉？”[46]宽容将清末佛教的衰落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即滥收徒众、违制传戒、嗣法制度、资易经忏。其中第三条“嗣法制度”云：“既混入佛教之门矣，而又受其戒矣，于是奔走四方，略有学习诸山之家风，百丈之清规。识得几页知识，头衔荣升班首，魔子魔孙，悉吾眷属，主持逊位，舍我其谁，龙华三会，到嗣法洗礼受即梵王三请，法王登宝座时也。资格可以不问道德崇奉，可以不问学识，虽有值舍利弗之智慧，目犍连之神通，而不蒙如来之拈花微笑，何以心印心，即是以人传财，佛法尊严可以私相授受。呜呼！以为法派可以任持一切，而不知此乃灵山会上之罪人也。”[47]然其根源，皆由于住持制度中十方丛林与子孙丛林的划分不清及嗣法制度混乱所致。

与嗣法制度相联系，一些著名寺院进而演变成各个房头，寺院俨然成了宗法社会的大家庭。如寺院住持收有多个徒弟，大徒弟及门下称为大房、二徒弟门下为二房，等等；徒弟之下又收徒子徒孙。久而久之，各房为争寺产、争地位，竞相剃度，也不问出家动机，不管品行好坏，只靠人多势众压倒对方。已出家的也不修行，戒律形同虚设，出家人不像出家人，这被称为“房头患”。[48]雍正十年（1732），贵州省平越人王士俊（字灼三）出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十三年（1735），他上书皇帝，建议全面修整某著名寺院，并绘制了规划图呈请御批。雍正十分重视此举，做了详细的批示，并着王士俊办理。御批曰：“朕览图内有门头二十五房，距寺较远，零星散处，俱不在此寺之内。向来直省房头僧人类多不守清规，妄行生事，为释门败种。”要求将此寺院修建成一丛林，“不应令此等房头散处寺外，难于稽查管束。应将所有房屋俱拆造于寺墙之外，左右两旁作为寮房”[49]。从此谕旨可以看出，房头现象在当时直省等地已多出现，至清末更为普遍，而“房头僧人类多不守清规，妄行生事，为释门败种”，正是嗣法制度及寺院经济私有化所带来的严重弊端。由于寺院性质的混乱，寺院财产的性质，包括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等，至清末及民国时十分混乱。寺院中的僧众，因为法嗣、剃度弟子等原因，常常为争寺院财产，相互争讼，长年得不到解决。而国家或地方则往往视其为公有，遇兴办教育及公益事业时，经常任意侵占寺产，严重损害了佛教的权益。

（三）经忏佛事与鬼神迷信

清末佛教中经忏佛事盛行，通常寺院以禅宗寺院为主，而讲经、经忏、传戒、净土念佛（念佛堂）均混入其中，并迎合民俗赶经忏做水陆，形成了“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斋、焰”，以及“禅讲律净以究真，经忏斋焰以应俗”的特点。即使像扬州高旻寺那样以宗风纯正驰誉天下的禅寺，也常做经忏佛事以谋道粮，后来经过来果禅师多年的努力坚持方断除经忏根子。太虚大师曾概括此时寺院的状况说：“讲经、开戒、念佛堂都兼有。而教寺因为堕落俗化，民间不信，应赴经忏及做水陆道场等，也混入了禅寺。”“一方面参禅、讲经、传戒、念佛，另一方面念经、拜忏、设斋、放焰，应世俗一般人的要求。徒子法孙相承，而禅林反成一个空壳，正是只存告朔的馁羊而已。”[50]也就是说，虽然天下寺院多为禅宗丛林，但实际上仅为“空壳”而已，经忏焰口、水陆法会等成为维持寺院经济的重要手段，更有所谓的应付僧，专门应世俗人的请求，以超度死人为职业，为世人所诟病。

关于经忏的历史渊源，苏曼殊、章太炎《告佛子书》中曾有论说：“详夫礼忏之法，虽起佛门，要为广说四谛、八正道等，令自开悟，岂须广建坛场，聚徒风（讽）诵。昔迦王虐杀安息国人，自知灭后当堕地狱，马鸣菩萨以八地圣僧为之礼忏，但得罪障微薄，尚堕龙身，岂况六通未具，四禅独阙，唐持梵呗，何补秋毫？此方志公、智者，虽作忏仪，本是菩萨化身，能以圆音利物。若在凡僧，何益之有？云栖广作忏法，蔓延至今，徒悟正修，以资利养，流毒沙门，其祸至烈。至于禅宗，本无忏法，而今亦相牵崇效，非亦深戒者乎？”[51]

经忏本为依据佛经而制定的忏悔罪业的仪则，为佛教中自利利他的重要方法，对己而言忏悔业障，净化身心；对他而言，应世间的需要，使信徒中的子孙慎终追远，报答逝去的祖父母劬劳深恩，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清末经忏法事的泛滥，导致僧众素质下降，致使佛教衰落却是不争的事实。太虚的《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把当时流行于整个中国大陆的僧人分成了清高流、坐香流、诵经流和忏焰流四种，其中对“忏焰流”描述说：“学习歌唱，拍击鼓钹，代人拜忏诵经，放焰设斋，创种种名色，裨贩佛法，效同俳优，贪图利养者也。”并痛心地指出，忏焰流“其弊恶腐败，尚有非余所忍言者”。

宽容将“资易经忏”看做清末佛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如来在因地中，舍一身求半偈，所求无量法门，若三藏十二分之教典，正不知所舍者，又当如何，大千世界之微尘，或可以此拟矣。为众生之离苦得乐的究竟法门，今日已变成子孙之营业品，佛教之妙法，一变而为送死祈灾之点缀品。故街头巷尾鱼磬之音频闻柩侧，坟前梵呗之声不绝，此种怪现象，佛祖见之亦当哑然失笑，安可不从事改革耶。”[52]范古农曾言经忏应赴，是僧伽堕落以及世人看不起僧人的原因：“应赴者，即为人诵经祷忏之谓也，其始原为自度度他，其后视为应酬具文，今更变为糊口营业，不谋道而谋食，僧伽堕落之原因，此其一端也。复次，僧居寺内，常亲佛法，束摄身心，威仪无缺。及其出外应赴，环境变迁，身心放逸，则流为邪僻。社会由是贱僧，僧亦因以自弃，愈趋愈下，为世诟病，延祸佛教，此最可伤心者。”[53]由于赶经忏的应付僧终日与世间之人接触，专在临终、度亡上用力，将经忏收入视为理所当然，在自己修道用功上难免荒疏，导致僧人身心放逸，素质下降，严重影响佛教的社会形象。

清末因为应付经忏成了多数僧人赖以生存的手段，随着经忏佛事的盛行，世人普遍以为佛教是专为死人服务的法门，故佛教界有识之士均深恶痛绝之。然而赶经忏与应赴，已与经忏的本意完全背离。由于经忏应赴之盛行，将本来自利利他的修行法门变成了维持生计的职业，中国佛教演变成消极厌世的鬼神的宗教和死人的佛教。

如何革除经忏佛事的弊病，宗仰法师与仁山法师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宗仰法师认为，应区分赴应和经忏的区别，应“革除赴应，尊重经忏”：“一者宜。昔者目莲救母，乃设盂盆，菩萨度生，是现焰口。即道场功德，亦为度人而非利己。”[54]仁山法师则提出要整顿经忏，将其纳入密宗一派：“一曰经忏宜归宗也。……对于经忏一法，理宜同归密宗（真言宗）。”[55]

（四）改革僧制，革除帝制时代遗留下来的陋习

中国佛教僧制深受封建帝制与中国宗法制度影响。除了寺院住持、寺院左右两序职事类似于朝廷中文武两班大臣外，方丈升座及重大法事活动的仪式中，幡盖等名目繁多的仪仗等，也与封建时代的皇帝及地方官举行盛大典礼时的陈规旧习相类。在一些古版佛经首页中常常印有“皇图永固，帝道遐昌；法轮常转，佛日增辉”的内容，清代建的寺院大雄宝殿的正面及背面也常常有此对联。从积极层面讲这些反映了佛教爱国爱教的精神，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带有明显的封建时代色彩。清代佛教寺院中常供奉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在民国时一直供在大雄宝殿之中。20世纪30年代戴季陶在宝华山改掉此旧习，然而多数寺院依然如故，有的将“皇帝”二字改为“大总统”，其他与封建社会时完全一样。佛教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旧习，实际上是封建帝制时代的产物，与佛教传统的民主、平等观念完全背道而驰。

而清末剃度、嗣法制度的演变，更是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明代僧人圆实撰《慨古录》，全面揭露了当时佛门的堕落现象，这在清末时更为严重，如僧官与方丈的选拔不是靠品德与才学，而是靠钻营与世俗的人际关系。数十年戒坛不开，丛林之规扫地以尽。私创庵院众多，为豪强恶势力把持，竟成犯罪渊薮。[56]因子孙丛林有诸多弊端及因果罪责，所以历代祖师高僧大德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十方丛林的纯洁性，制定很多清规来防微杜渐，防止子孙丛林的蔓延，如《金山规约》、《百丈清规》、《高旻规约》、《焦山规约》等，严禁任何人在十方丛林中收徒，连住持亦不例外。子孙丛林的产生，实是深受中国宗法制度的影响。太虚大师对之进行了揭露：“中国民族以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一个家族，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整兴的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佛教乃可重振。”[57]印顺法师亦指出：“中国佛教不容易前进的最大障碍，是寺院家庭化。中国为宗法社会的国家，家庭意识使佛教变质。一方面，佛教不传贤而传子，结果如通货一样，劣质的通货打倒了优良通货；住持的资格，也不再是德学而是应酬与攀缘了。”[58]

芝峰和尚在《本律学以整理今日佛教之制度》中提出了整理佛教的三大前提，其中第一点即废除帝制时代的清规。芝峰在此提出了废除帝制时代的清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认为，帝制时代的清规不废除，佛教是无法下手整理的，佛教之所以不易整理，不是外界人来障碍我们，唯一的大障碍，是僧伽内部不肯受整理。其不受整理的缘由则是他们固守“老祖清规”，固守“老祖清规”，成为僧人精神堕落的护身符，而佛教义学的不振、律学的衰落，也都是老祖清规所赐予的。所以废除帝制清规，是佛教整理改革的希望。因此，设立的新制度，“应当取宽大的态度，融合现代世界的思潮”，并远契“应开者开，应制者制”释迦老祖的意旨，由此应对“佛陀的戒律，和太虚大师的僧伽制度论，下一番努力研究的工夫”，才能“产生出一部合于时代、合于戒律，精美完善的著作，以谋建设全世界的佛教”[59]。然而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要根本废除帝制时代形成的“老祖清规”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清规本身的积极因素依然需要继承和发扬。

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改革目标主要是“革除过去帝制环境中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尽管这一过程是艰难的，但是这一改革思路却是符合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太虚大师分析当时佛教界的情形认为，中华民族的一般文化思想，特别敬重祖先的家族制度，即所谓的宗法社会，佛教还是受其影响的。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寺院变成一个个特尊各寺祖师的组织，形成剃派与法派两种传承，其主要目的是保持祖规，保守祖产。“因而现在的中国僧制，成为一个个的寺院，俨然是一个个的变相家族；各寺各兴家风，自成一家，独成一国。除大寺院或有统率几个下院——小寺——之权外，一切寺院皆是各个独立，谁也不能干涉谁。但并不注重徒众的教化，使之修学学佛法，自度度他，而专重视法派与剃派的相传和遵守祖规，保守祖基。”[60]由此可见，清末的中国佛教僧制已经演变成世俗化、家族式的团体，这样的宗教团体已经完全失去了传播文化、教化社会的功能，其为社会所抛弃也是必然的。

丛林制度的这些演变，直接导致佛教精神的蜕变，以至到清末时，佛教走向全面衰落。因此，除非经过一番彻底改革，否则佛教很难适应近代社会。有鉴于此，近代太虚大师提出了佛教“革命”，其内容包含三个方面：“教理革命”、“僧制革命”、“寺产革命”，其中“僧制革命”与“寺产革命”都属于丛林制度的改革。据太虚自述，其改革志在整理僧制，为此先后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等专门论述僧制改革的著述，因此僧制改革是其革命的核心内容。他的改革是以融会贯通中国传统佛教、革新僧制、适应时代，使佛教成为世界性文化为目标。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寺院之家族化、子孙化现象深恶痛绝，在他住持的寺院，均大力革新，改子孙丛林为十方选贤丛林，然而困难重重，所以他认识到单凭佛教自身的力量势难改革，势必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真正拣别淘汰僧侣，禁止私人剃度，并完成易滋抗拒的财产改革，他说：“非政府主管机关以政治力量执行，亦难睹其成效。”[61]太虚的期待似非全然空想，其间亦有部分的事实基础。佛教界自身散漫，缺乏相互之间的组织与合作性，各寺自称一家，独成一国，要想彻底改变根本不可能，唯有依靠国家的力量，通过国家对佛教的管理制度（王制）才能改变明清以来佛教的弊端。

三 王制：从政教关系看清末佛教的衰落

（一）王制概说

王制，此处仅指佛教制度体系中与佛制、僧制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封建帝制时代佛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制定的管理佛教事务的相关制度，如僧官制度、度牒制度、僧籍制度等。其与通常所讲的君主专制政体或皇帝的礼仪、制度等意义上的王制不同，如《礼记·王制篇》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王制曰：“天子之国，四方千里，如是众名，不出天子所都大众所聚，故云京兆。”这里的王制即指后者。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凡是有宗教存在的国家就必然有政教关系存在，而且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就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政教关系模式。概而言之，政教关系主要有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两大类，在政教分离的一类中，又可以分成政教平等、政主教从和教主政从三种次级模式。古代印度历史上形成了以婆罗门教为主的教主政从的政教关系，在这种历史传统中产生的印度佛教虽然不能像婆罗门教那样主导整个社会，但世俗的国家政权对宗教还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发展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佛教，其僧团管理自然就很少受到国家政权的干涉，印度的佛教僧团的管理主要是依靠释迦牟尼制定的“佛制”来进行管理，因此，在印度佛教制度中较少有“王制”内容，但是，佛陀在制定僧团管理制度时还是考虑并结合了当时国家制度的影响，如《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载：“阎浮提一切国法礼义，以王舍城为正，阿阇世王于人王第一。佛为法王，众圣中尊故。佛在王舍城依人王制戒，王舍国法，五钱以上入重罪中，佛依此法，盗至五钱得波罗夷。如是阎浮提内现有佛法处，限五钱得罪，若国不用钱，准五钱成罪。”[62]又《四分律行事钞批》明确提到王制：“五分虽我所制余方不得行者，谓佛在时有出家者，佛令为剃发，今则国王不许，故言不应行。景云：如佛制夏竟游行，今时王制，若无故离寺十日，皆判还俗，又不得行也。故注云：俗王为僧立制，不依经本，即其义也。”[63]由此可知，虽然由于印度的宗教传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世俗政权绝不干涉僧团的生活，而且佛教作为出世的宗教，还拥有超越于世俗政治的特权，佛教僧团的管理制度主要是佛制，但是王制和僧制的概念已然产生，并且在佛制中已经考虑到并且实际上也为各种王制和僧制留有了一定的空间。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模式，因此，当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适应新型的中国式的政教关系传统，而且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国家政权越来越强势，能否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直接影响到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道安大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说既是佛教界无奈的慨叹，也是对中国政教关系的客观总结。当然，很多帝王也认识到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能够起到社会教化作用，有助于稳定社会和国家政权，因此，大多数封建帝王也愿意在其权力能够掌控的范围内保护和支持佛教的发展，但同时也将佛教纳入了国家事务管理体系之中，并专门针对佛教中的有些事务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相关制度，最后形成了中国佛教制度史上的“王制”部分。与此同时，佛教僧团内部也根据佛教组织自身的管理需求在佛制的基础上开始创制各种僧团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中国佛教的僧制一系。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佛教传到中国后，佛教制度向两方面演化，即“国家管辖制”（王制）和“禅僧的丛林制”（僧制），之所以出现国家的管辖制，是“因为佛教发达，僧众跟着杂滥起来，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国家不能不出来干涉”[64]。以此而言，“王制”也可以看做是封建社会国家政权对外来佛教接纳的前提和结果。在中国佛教史上，围绕佛教管理形成了一系列国家宗教管理制度，所以说王制是中国佛教制度中最具中国化特色的内容，其内容主要包括僧官制度、试经度僧制度、度牒制度、僧籍制度、皇戒制度，等等。

（二）帝制时代佛教对世俗政权的依附地位及其畸变

在中国佛教史上，作为佛教管理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王制是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直接反映，因此，王制的内容也因历朝历代政教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若据佛制，“沙门不得亲于王臣势家”，即僧众不得依附于帝王大臣，这其实代表了印度佛教对于世俗政权的基本态度，从中可以看出佛教有意远离政治，减少政权干涉和控制的自觉意识。正如日本学者牧田谛亮所说：“佛教是外来宗教，主张沙门不敬王者，印度佛教原本是法主王从的佛教。到了中国，变成了中国人的佛教。”[65]在中国早期的政教关系中，佛教也曾为了宗教主体的独立性做了很多努力，如东晋时期慧远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该论从“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和“形尽神不灭”五个方面在理论上对当权者压制和改造佛教给予了有力反驳，慧远认为在家信徒应遵循礼法，敬君奉亲，服从教化，而出家修行的沙门则应有所不同，应不以世法为准则，不敬王侯，以破除世俗的愚暗，超脱贪着的妄惑，“协契皇极，在宥生民”。

由于面对的是封建君主集权主义强大的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中国历史君主专制的写照，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形成的中国佛教，其兴衰往往与帝王的好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道安大师慨叹“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一原则对中国佛教处理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元史》说：“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观矣。”[66]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从“沙门不敬王者论”的争辩，到后来频繁发生的灭佛汰僧事件，再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观念的确立，度牒、戒牒、赐紫衣、赐师号、赐寺额等制度的实施，南宋五山十刹模式形成，清代雍正皇帝以帝王身份直接干涉佛教内部事务，将三峰一派法脉斩绝等历史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出世解脱为宗旨的佛教，很难摆脱政治权力对它的主动纠缠和改造，最后只能扮演依附于以皇帝为中心的世俗政治的顺从者。李向平说：“依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模式，其王朝政治多与神学宗教合一。王朝政治出于‘神道设教’的意图，必然把各种宗教教义纳入它自己的轨道之中，使其承负礼义之教、教化之教的责任和义务。……任何宗教都不可能凌驾于皇帝的头上，以天下主宰的意气来君临天下。所以中国政治与中国宗教形成了一种服顺于王权天子的政教合一的特殊关系，宗教的信仰大都转化为国家观念及政治信仰。”[67]

中国僧官制度发展的历史最能体现国家政权与佛教之间的政教关系，可以说从佛教传入中国，统治者就开始努力将僧众纳入国家管理体制之中，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年间任命赵郡沙门法果为“监福曹道人统”，令绾摄全国僧徒，这是中国设置僧官，实行以僧制僧之始。后秦时期姚兴任命僧契为僧方（即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掌管国家僧尼事务管理，这是中国专设佛教事务管理机构的开始。北魏时，佛教管理机构和僧官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央设昭玄曹和沙门统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在诸州、镇、郡设维那、上座、寺主等掌管地方以及各寺庙僧务。在南朝，僧官设置基本沿袭后秦制度，宋、齐、梁、陈四代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均称僧正或僧主。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国家首先逐渐确立了公度制度，就是能否剃度出家为僧，出家后配住哪个寺院等问题都已经不纯粹是个人的自由，而必须经过国家的批准。而且在南北朝时期，发生过多起灭佛和淘汰沙门的政治事件，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事件，北魏孝文帝、北齐文宣帝淘汰沙门事件等。这些历史事件也反映出在早期的政教关系中，佛教为了自身的独立曾付出过很大的代价，而且国家政权也努力尝试把佛教纳入国家权力可控范围内。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大发展时期，国家对佛教的管理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各种变化，隋文帝仿照北齐僧官制度，在中央设立昭玄寺作为中央的佛教事务管理机构，任命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等中央僧官，管理全国性佛教事务。此外，在各州置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分别管理全国和地方僧尼事务。唐初僧官制度承袭隋制，后屡有改易。在唐代佛教管理制度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当属度牒制度、僧尼籍簿制度和试经制度的开创与完善。度牒是官府颁给合法剃度者出家剃度的证明书，因为度牒皆由尚书祠部颁出，故又称祠部牒。僧尼籍簿就是国家依照普通俗民管理办法将佛教僧尼名籍簿册编订呈送官府进行管理的制度。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户籍管理中的特殊内容，也是中国佛教制度中特有的王制内容，是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念在政教关系中的体现。试经制度就是通过参加国家组织的考试的方式来确定欲剃度出家者能否获得批准的一种度僧制度。试经制度始于唐代，该制度的实施限制了没有文化或者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进入佛教团体，一方面从整体上减少了社会上出家为僧的总人数，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佛教僧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宋代僧才赞叹说：“唐中宗始诏天下试经制度，是犹汉家科举取士，最可尚也。”[68]

宋辽金元时期僧官制度仍沿用了唐代制度，并且在有些方面有所创新。北宋佛教管理的有关政令出于礼部祠部郎官，具体事务则由鸿胪寺统辖。中央设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簿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州、县则分别设有僧司，掌管僧尼事务。南宋佛教事务由礼部祠部郎官统一掌理。金代首都设有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称为国师。其余四京（北京、南京、东京、西京）各设僧录、僧正，州设都纲，县设维那。元代崇尚藏传佛教，僧官制度也比较复杂，与前代有很多不同之处，以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宜，地方设行宣政院，各州府置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僧官。明清时期佛教与以前相比较为衰退，但国家管理佛教的僧官制度却远比前代更为细密周详。明代洪武元年（1368）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司掌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负责全国重要寺庙住持的任免。洪武十五年（1382），又重新组建中央和地方僧官组织。中央设僧录司，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各二人，由礼部任命，掌管天下僧务。府设僧纲司，有都纲、副都纲各一人，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分掌地方僧务。清代僧官制度承袭明制，所有中央和地方的佛教管理机构以及各级僧官的名称、人数、品秩、职事等都和明代基本相同，只是后来在僧录司多出左右掌印二位僧官掌管权力。在清代，顺治年间废除了试经制度，后乾隆年间又废除了度牒制度和僧籍制度，使得出家的门槛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同时僧众管理处于失控状态，社会各色人等都可轻易进入佛门，这为以后佛教的彻底衰败埋下了种子。

从以上历代国家政权对佛教的管理制度可以看出，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家始终坚持实行对佛教的控制和改造，佛教界也进行了相对的抗争，如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就曾经想兼任最高的僧官，后因佛教界的反对才罢休，后来唐代的“致拜君亲”事件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唐龙朔二年（662），高宗降敕“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引发了当时的政教关系大较量，佛教僧侣的反响非常激烈，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对该敕令提出了反对，最后直至在京官员千余人通过表决的方式迫使高宗收回“拜君”成命。但是，宋元以后，随着封建集权政治越来越发达，其对佛教的管理和干涉越来越深入，佛教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却越来越弱，其对国家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以至于最后佛教自身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管控的能力，国家管理制度的松弛必然导致佛教团体的涣散和崩溃。在这方面，有人认为缺少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导致了中国佛教的最终衰落，如大醒法师认为：“佛教原始时代，初兴时代，在印度得到政府的全力保障，所以能够勃兴广布。中国佛教极盛时代，亦完全受当时政府之力助。现在如日本的佛教，暹罗锡兰的佛教，无一不是因有其政府的力量，得以大兴。现在中国的佛教，却失去了政府的护助”[69]，导致最后的衰落，以致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批评佛教依附帝王、国家，倒因为果，本末颠倒。但是，我们通过历史就可以看到，也正是国家政权对佛教的管控越来越强大，最终使得佛教自身的生命力越来越孱弱，以至于最后只能在政府的扶持下才能勉强维持，当政府突然抽身不管时，必然导致佛教呈现骤然衰败之相。

国家政权对佛教管理和干涉的加强过程，其实也是戕害佛教组织生命力的过程，由于国家对佛教组织的管理制度过于严格细密，以至于佛教组织自身的自我掌控和管理能力越来越弱，最后基本上处于一切听任朝廷安排的傀儡状态，正如大醒法师所言：“佛教盛世，是靠着君主专制的权势的，民众遂由信仰君主的权威而信仰佛教，这是我国信佛民众成为迷信的来源。现在国家的政体既属于民权，一切都要受社会的判断。我们高大庄严的塔庙，虽是竖立在现社会的都市之中山林之内，我们无为淡泊的色身，虽是寄生在现社会的土地民众之间；然而佛教的真精神，早已离社会很久很远了。因此，佛教对于社会既无贡献，又无利益；社会对于佛教，亦只有怀疑、误解、反对了。我们近数年来从教育界知识界在杂志报纸上面发表的关于佛教的言论，我们知道佛教已经推动了社会的信仰了。佛教虽不必如耶稣教那样去强拉人来信仰，但佛教的真精神不能给社会一个确实的认识，而一方受着社会的反对，这总是‘佛教的危机’。”[70]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到宋以后僧人主动为皇帝不拜佛的行为提供“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开脱说辞和肉麻吹捧；再从僧人的超然出世，到追求帝王的敕封师号、紫衣，甚至国师、帝师荣誉称号，求赐寺额，并为此感到无比荣誉，由此可见，到后期佛教对国家政权完全处于依附状态而没有任何独立地位可言，其与帝王、权臣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了一种畸形状态。因此，当民国年间提出政教分离后，当突然没有了皇帝的时候，佛教界一下子却感到不习惯。帝制时代寺院早晚课中都要祝愿国家风调雨顺、人民百姓、皇帝万岁，民国以后的几十年间，不少寺院仍将皇帝改为大总统等予以祝祷。由于佛教长期以来处于国家政权的严密管制之下，因此佛教的出世求解脱、自力更生求自在、弘法度人化社会等精神便日益颓丧，整个僧团整体性地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向，也正是这个原因，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改革目标主要是“革除过去帝制环境中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

（三）清代王制之松弛与佛教之衰微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就开始了想办法将其纳入国家事务管理之中，为此，从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国家就逐渐建构了一套专门管理僧人的王制，这一套王制对于中国佛教界而言，其效力既高于印度传来的佛制，也完全高于中国佛教界自制的僧制。这套专门管制佛教的王制到了明代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其细密严厉程度使得佛教制度中的佛制与僧制基本处于无用状态，这也导致两者因长期没有发展和更新而近于废弃。在国家管理佛教事务的王制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当属“考试制度”、“度牒制度”和“僧尼名籍”制度，这些制度在中国佛教界实施近千年以来，一方面使国家达到了完全掌控佛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佛教界对这些制度的适应和依赖。到了清代，国家由于诸种原因逐步废弃了以上各种制度，这在客观上却成为促使中国佛教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首先，在清代首先废弃的是试经度僧制度，这一举措对佛教界的影响非常大，以致后来很多人认为这是清代佛教衰败之首要原因。

南北朝时期，有些帝王就有对剃度僧众进行考试的想法，但遭到了佛教界的抵触而未能实行，据《佛祖统纪》卷三七记载，陈后主至德年间（583—586）认为：“僧尼类多无业，朝议欲令曾经，不通者皆休道。”僧智[image: ]抗争说：“调达日诵万言，未免沦堕，盘特唯忆一偈，乃证四果。笃论为道，岂关多诵。”“后主大悦，即停搜简。”这则史料记载了佛教界对政界欲实行试经剃度的一次消解。就目前资料来看，试经作为一项正规的佛教管理制度最早应开始于唐高宗时期，而完善于唐中宗时期。唐代试经剃度主要内容是在中央或地方官府主持下，依照科举考试的方式对想要出家剃度的人进行经律论三科内容的考核，考试合格者方可获得剃度资格。最初的统治者创设试经剃度制度主要是为了限制出家人数，并将僧人剃度的权力掌握在国家机构手中，但这一制度还是有效地限制了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轻易进入僧团，客观上促进了僧尼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宋僧才赞叹：“唐中宗始诏天下试经度僧，是犹汉家以科取士，最可尚也。”试经度僧制度一经创设，就一直为历朝历代所沿袭，至五代时，已经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科目繁多的考试形式：“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以试其能否”（宋洪迈《荣斋三笔》卷九）。宋代试经剃度制度“尊用唐制，立试经度僧之科”。《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记载：“按明制，凡给度牒，先令考试，于经律论中命题，取者得给，不取者停其剃度，故僧多有学问。国初免试僧之制，研究三藏者鲜矣。”由此可见，试经剃度制度在清代开国之初就没有实施过，实施近千年的试经度僧制度在清代被彻底废弃。

对于清代统治者废弃试经剃度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认为，清代统治者因尊崇佛教而有意放松了对社会大众出家为僧的限制，如印光法师所说的：“世祖遂仰尊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清初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不愿意花费过多精力于管制僧众问题，于是就废弃了前朝的一系列僧众管理制度，废弃试经剃度制度只是从更有利于国家统治角度考虑。但是不管如何，试经剃度制度的废弃对中国佛教的影响确实非常大，甚至很多人认为这一制度的废弃就是导致中国佛教彻底衰败的直接根源。如杨文会曾说：“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71]印光法师认为：“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于明末……及至大清启运，崇重犹隆，林泉隐遗，多蒙礼敬，如玉林、憨璞、木陈等。世祖遂仰尊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此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总之，试经度僧制度的废除使得出家为僧的门槛大大降低，在客观上的确使得有清一代佛教僧众的文化素养有所降低，这是导致佛教后来迅速衰败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清代初期废弃试经度僧的基础上，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汉传佛教度牒制度被废除，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对后世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佛教僧尼的剃度权基本上掌握在佛教僧团手中，就是由佛教僧团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剃度，国家政权对此不予干涉，但随着出家剃度人口的增多，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纳税人口的多少，南北朝以来，封建政府与佛教僧团之间就剃度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国家政权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沙汰僧尼，迫使大多已出家的僧尼还俗；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要求剃度须经政府准许，即公度，严厉禁止私自度僧。到了唐代，公度与私度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唐律疏议》规定：“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此外，皇帝还多次下诏强调禁止私度。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三记载：“唐天宝五年丙戌五月，制天下度僧尼，并令祠部给牒。今谓之祠部（牒）者，自是而始也。”由此可知，度牒是国家政权与佛教僧团争夺剃度权的产物，是国家逐步剥夺佛教僧团剃度权的最终结果。随着度牒制度的形成，与之相应的僧尼籍册等一系列配套措施自然形成。此后的宋元明历代在这方面均承前制，也是将试经度僧与度牒制度、僧尼籍册制度等照单全收并进一步完善。

自清代建国到乾隆三十九年之间的一百多年，清朝统治者虽然废弃了试经剃度制度，但是对体现公度制度的度牒却是抓得很紧。如顺治九年（1652）九月戊子，谕礼部：“……如未领度牒，私自为僧、道、尼僧往来者，……定行治罪。”[72]康熙帝也曾多次下令严查并惩治没有度牒的僧人，在此期间，乾隆皇帝还曾经一度采取只收回作废的度牒而不发放新度牒的方式来减少僧尼。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在山西道御史戈源奏请之下，乾隆皇帝下旨：“僧道度牒本属无关紧要，而查办适以滋扰。所有礼部奏请给发度牒之处，着永远停止。”就是这道敕文，结束了在中国通行千年的僧人度牒的效力，后人从各个方面分析了乾隆皇帝废除度碟制度的原因，其中最为主流的看法是清代“摊丁入亩”赋役制度的实行导致度牒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清人俞正燮认为：“至乾隆初年，度牒之制遂废，盖以丁归地，则不须报牒免役也。”[73]这种观点将“摊丁入亩”归结为度牒制度废除的根本原因，此外，杨健认为这只是度牒制度废除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乾隆皇帝常年实行以缴销度牒方式削减僧人的措施导致度牒制度与僧官制度、免除丁役制度、僧籍制度、僧人实际人数等一系列矛盾无法解决，最后只好被迫废弃了度牒制度，依此而言，度牒制度的废除是清代统治者整顿佛教努力失败的集中体现。

度牒制度的废除，给中国佛教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与前期试经制度废除相结合，使得阻隔在普通社会大众和佛教僧众之间的两堵高墙不复存在，有出家为僧愿望的人更加容易实现自己的愿望，出家的佛弟子必然会有很大的增加，这对佛教界而言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出家的门槛放到了最低，难免会使出家众的社会成分越来越复杂，对于自我管理和自我进化能力很差的佛教界而言，这将使其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

试经度僧制度久废，度牒亦于清初废除。“按明制，凡给度牒，先令考试，于经律论中命题，取者得给，不取者停其剃度，故僧多有学问。国初免试僧之制，研究三藏者鲜矣。”[74]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汉传佛教度牒亦被废除。[75]此后，佛教界以戒牒代替度牒的功能，然而戒坛滥设，传戒紊乱。

清代试经制度、度牒制度和僧尼籍册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下形成的一套管理佛教事务的王制体系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起彻底崩溃。在这套王制的渗透和逼仄之下，作为中国佛教中内制体系的佛制和僧制也早已徒有其表而失去了对僧团的有效控制和自新功能，因此，当这套佛教界仅仅赖以维持运转的王制系统崩溃时，意味着中国佛教进入了制度的彻底崩溃期，长期积累的各种内部矛盾的爆发和各种不良外在因素的侵入，势必导致中国佛教的必然衰败，这也代表了在中国封建帝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佛教的衰败。象贤法师也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呼吁：“自‘考试’制度废，人民出家为僧，皆得自由。自‘度牒’制度废，戒坛随处开建。不良份子不能容身于社会者，率皆遁集佛门，无明师之指导，本习性之不良。犯奸作科，任意妄为，为社会人民之所诟病，六也。”“昔者有‘考试制’，出家不得自由。‘度牒’给自政府，戒坛亦有限制。有清以来，完全废止。以至份子日形复杂。今则宜恢复古制，使不良份子不能混入。组织统一全国佛教之机关，以谋教务之发达。使僧伽处在国民社会上，得平等之地位。此为负有振兴佛教之僧伽，应宜注意者六也。”[76]

后来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各种担忧，正如后来印光法师在《论现在僧伽制度》中所言：“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于明末。……及至大清启运，崇重尤隆。林泉隐逸，多蒙礼敬。如玉林、憨璞、木陈等。世祖遂仰遵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从兹日趋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致今僧虽不少，识字者十不得一。安望其宏扬大教，普利群生耶。由是高尚之士，除夙有大根者，但见其僧，而不知其道。厌而恶之，不入其中矣。……倘诸君不乘时利见，吾恐此时震旦国中，已无佛法声迹矣。呜呼险哉。”[77]印顺法师亦言：“废度牒而僧制大滥”。[78]

正如陈兵先生所言：“中国佛教长期以来在帝王的崇敬护持、国家的管理下传布，多数帝王宰官信仰、钦崇佛教，并从维护皇权、收拾人心的政治目的出发，对佛教有意地利用、扶植，寺院多有敕建，高僧历受礼遇，形成惯例，使佛教对当政者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旦靠山崩坍，佛教便只有消极待毙。”[79]这是近代中国佛教惶恐、曲折命运的真实写照，清末国家民族积贫积弱，无暇顾及佛教，僧官制度至清末已名存实亡，只能任由佛教自生自灭。尤其是清末救亡图存，进行政治改革，佛教作为封建产物的一部分，首当其冲遭受打击，庙产不保，寺僧惶惶不可终日。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中国佛教在清代的衰败，主要源于清代中期佛教制度就已经逐渐崩塌，就整个中国佛教制度衰败的过程而言，首先是佛制的弱化导致了僧制的盛行，最后在佛教内部几乎由僧制取代了佛制，后来王制又进一步凌驾于佛制和僧制之上，直至最后渗透并完全挤占了佛制和僧制的效力空间，因此，王制的最后崩溃必然导致整个中国佛教的彻底衰落。中国佛教的发展，应依据佛陀戒律的精神，结合国家对于佛教管理的法规制度，建立起一套真正适合时代的僧团管理制度，这才是符合中国佛教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做法。

第二节 基督宗教的传播及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的打击

基督宗教[80]在中国的传播及迅速发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清末基督宗教进入中国以后，在传播西方文化，兴办教育事业，创办医院、孤儿院等慈济事业方面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近代化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宗教的文化生态环境，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互补平衡的宗教文化格局，使儒释道三教均面临着新的挑战。太平天国运动深受基督宗教的影响，并且带有浓厚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狭隘性和迷信色彩，它打着基督宗教反对偶像的名义，所到之处“无庙不焚、无像不毁”，严重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所影响的地方正是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因此佛教遭到了自传入中国一千八百多年以来最为致命的一次打击，使得本已弊端丛生的佛教更加衰败不堪。

一 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

自清末基督宗教进入中国以后，虽然在传播西方文化、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等方面都对中国社会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毋庸讳言的是，由于这一时期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而来，是在不平等条约下借助于军事力量和强权政治强行进入中国的，因此带有强烈的文化侵略的色彩。这一时期的广大老百姓和士大夫阶层比较普遍地对基督宗教存在反感甚至仇视的心理，甚至还有“信了洋教便不是中国人，多一基督徒则少一中国民”的偏激看法[81]，出现了众多的反对基督教堂和基督教士的反洋教运动及“教案”，这都反映出基督宗教在近代社会对于中国传统宗教的冲击。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视野，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使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与佛教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与佛教和平地传入中国，以及中国人自觉地选择吸收不同，近代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而进入的，自然面临着被中国人接受和认同的艰难过程，如果要真正扎根、生存、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艰难的中国化过程。正如印顺法师所说：“昔日文化之为友为敌，唯儒与道；今则文化之新友新敌，将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学、科学。处非常之变，而晚唐来之传统佛教者，一仍旧贯，无动于心，真难乎为继矣！”[82]印顺此论断，精辟地概括了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及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近代宗教的文化生态环境，基督宗教及西方哲学、科学成为传统文化的“新友新敌”，这对佛教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晚唐以来，佛教通过主动调整，已经适应了封建帝王时代的政治文化需要，起到了辅助国家教化、安定社会民心的作用。然而近代基督宗教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互补平衡的宗教文化格局，如果不顺应时代积极面对，仍延续晚唐以来的传统，“一仍旧贯，无动于心”，那么必然将会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

（一）不平等条约与传教自由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历史上前后共有四次。最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基督宗教中的聂斯托利派开始传入，被称为“景教”，后于会昌五年（845）因为灭佛运动，殃累牵连，遭到禁止。元代基督宗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元灭亡后又中断了传播。明万历年间，天主教耶稣会派传教士利玛窦往东方传教，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传教，晚年一直居住在北京。由于利玛窦尊重中国传统的祭天、尊祖等习俗，并且通过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博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因而使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清代康熙朝后期因天主教的迅速发展，开始施行限制天主教教士传教活动的政策。雍正朝时公开宣布禁止天主教，不准民众信仰天主教，也不准西方人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并将教堂没收或改为庙宇民居等。乾隆、嘉庆朝，一直采取严厉的禁教政策，如嘉庆十年（1805），朝廷再次重申：“军民人等，嗣后倘再有与西洋人往来习教者，即照违旨例从重惩究，决不宽待。又谕西洋人等，除贸易外，如私行逗留讲经传教等事，即随时饬禁。”[83]至道光初年依然维持此政策。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宗教在中国又一次得到了新的传播和发展，是为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传教。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又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特权。在这些条约中，有不少条款涉及保护天主教、基督教自由传教的内容，如允许传教士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传教。依仗着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势头迅猛扩张，但此时还不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南京条约》没有专门关于基督宗教传教的条款[84]，但是五口通商的特权实际上也默许了在这些口岸传教的权利。

1843年中美《望厦条约》明确提到了传教问题，并且给予美国“治外法权”，该条约第17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85]据德国学者毕尔麦尔（Bihlmeyer）等的研究，在整个19—20世纪，自从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以来，所有的基督宗教教宗都特别重视传教工作。“在传教士人数和投入的资金方面，法国仍然处于第一位，尤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86]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有更多内容涉及基督宗教，除了享有英国、美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允许法国人在五处通商口岸租地建造礼拜堂外，还要求中国有保护教堂的义务，如第23款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87]由此开始了强迫清政府负责保护其教堂的责任。此后道光皇帝又被迫解除了对基督宗教的禁令，承认基督宗教为劝人弃恶从善的，并非邪教，但他拒绝了法使“使皇帝谕旨家喻户晓”的要求，认为“万无明降谕旨通谕中外之理”，并且坚持外国人不准赴内地传教。1846年道光的上谕说：“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依议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有旧房屋，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依照现行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88]道光皇帝谕旨将清政府实行了一百多年的禁教政策正式解除，并且将康熙年间的天主教堂归还，于是天主教在五处通商口岸开始正式转为公开活动。

1856年10月—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在此期间中国作为战败国又先后与沙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与英、法、沙俄签订《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以法国为例，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中有关传教问题中提道：“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得保其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89]中法《北京条约》提出赔偿或归还前被充公的天主教产，法方还在中文约本上私自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自此，西方国家来中国的传教活动，逐渐由通商口岸深入内地，由保护传教士进而保护中国教民。正如德国学者毕尔麦尔等所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也被西方视为亚洲最重要的和最有前途的传教地区。在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被迫在《北京条约》（1860年）中允许国人有宗教自由，又允许传教士在内地有居住的权利，并且要做出赔偿和归还被没收的教产。在华的公教会传教士享受了法国的保教权。虽然有部分的官员反对教会，但在华的传教工作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90]自此以后，法国成为在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传教国家，并与葡萄牙在澳门争夺传教权。

（二）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及宗教文化的冲突

近代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既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同时亦为不平等条约所累，影响了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客观公正的认识。如太虚所言，“天主教、基督教等，有许多都是跟着帝国主义者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来中国的”[91]，这与佛教以和平传播的方式传入中国完全不同。佛教的教义思想、伦理道德等虽然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等思想有很大差异，外来的宗教与本有的文化之间也不断发生着论辩，但是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仅限于思想领域，未曾因为佛教的传播发生过战争。光绪晚年，两广总督陶模曾致函耶稣会教士李提摩太，谈及中国人排斥基督教的原因：“夫我中国人之心胸中，素无忌嫉异教人之思想，即如佛教之来二千年，儒士间有诵言以辟之者，但民间与僧侣则始终相安，焚香膜拜，且遍天下，况贵教之肫诚恳挚与人为善哉！然则民教相仇之故，其不因宗教起见，可知也。”[92]他进一步指出，传教条约是因战争而缔结，由于中外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众认为外国传教是以势力相驱迫，所以心生疑畏。这表明，中国人本无排斥外来宗教的习惯，而近代中国民众对西方传入的基督宗教如此仇视，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宗教观念的不同，而在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退让政策。

近代基督宗教由于是挟帝国势力而来，难免带有文化侵略的色彩，而传教士往往利用法外治，经常干涉诉讼，包庇教民，激起民怨，最后导致“教案”。《清朝续文献通考》曾言及鸦片战争以后基督宗教的传播以及教案之危害：“信教自由，东西通例。我以各国传教载在约章，咸、同以后教案迭出，地方官吏既无布置于事前，复尠挽救于事后，驯至鱼烂河决，不可收拾。惩犯不已，继以偿款；偿款不已，继以割地。朝廷惩前毖后不啻三令五申，而卒不能消此祸患者，非以愚民过多，一哄而起，无意识以破其障害乎？然而教养无方，民散已久，有司为渊驱鱼，固非徒百姓之咎也。”[93]由此可见，近代基督宗教在中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诺尔斯在《英国海外经济史》中说：“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和莫发特（Moffatt）等人所进行的工作。”[94]甚至有传教士声称要“以基督教占领中国”。如1913年以后，外国教会曾经对我国基督宗教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出版了名为《中华归主》一书，其英文原名是《基督教占领中国》。基督宗教的这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性使中国社会和民众对基督宗教的隔膜、误解和偏见逐渐加深，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教案。据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载，“仅就由于西方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就有四百余起，其中较为重大的教案约有二十五起。如1900年庚子教难，义和团杀死主教、教士及教民共两万多人[95]，对基督宗教而言是一次空前的灾难。5月25日的上谕中分析了此次教难的原因：“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洋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通商，并许在我国传教，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人民，仇怨郁结，人人欲得甘心，此义民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教士所由来也。”[96]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西方列强凌辱，胁彼之威而来的不少基督教士亦往往漠视中国法律，欺压平民百姓，致使怨恨郁结，导致民众焚烧教堂、屠杀教士和教民等教案。

教案的产生，与近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以及对基督宗教的隔膜和误会等都有密切关系。士人、官员对基督宗教普遍抱着反对、警惕的态度，带有很深的偏见，即使是有知识，甚至是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都不能例外。而在广大的老百姓中，则盛传诸如教民被挖眼、剖心，幼儿被采精等骇人听闻的传闻，事实上反映了社会民众普遍拒斥基督宗教的心理。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说导致此等教案原因是“义愤所积”，教案的频发且难以制止并非完全由于百姓的愚昧和对洋教的盲目仇视，更主要的问题在于清政府积弊已久的统治、管理的无方和面对西方列强时表现出的软弱。

衰落腐败的清政府虽然意识到基督宗教的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但是却因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只得息事宁人。凡有地方官对教案处理不当，保护教士、教民不力者，皇帝常常下旨将其“革职”、“严惩不贷”以及“永不叙用”等。以《清实录》中光绪朝为例，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至光绪三十年（1904）十年时间中，至少有二十余次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巡抚谕令地方官，对各国设立的教堂及其教民严加保护，以期民教相安，若有违者从严惩处，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处理基督宗教问题时的软弱和无所适从。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各省将军督抚。前经谕令各省保护各国教士，此事极有关系，各该将军督抚、务当严饬地方官，于教堂所在，及教士往来之处，一律认真保护，不准稍涉玩懈。如再有防范不力致滋事端，定即从严惩处”[97]。因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软弱腐败的清政府不敢将基督宗教纳入正常的宗教事务管理之中，只能一味退让，致使矛盾不断升级与激化。一旦发生教堂被毁，甚至教士、教民被杀的事件，清廷只能赔款安抚；赔款又分官赔和民赔两种。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因川省教堂被毁赔款之事，谕旨中称：“各省教堂，偶有被毁之处，华人之充教士者，往往嗾使司串，动索巨款，甚至数十百万。以致赔款愈多，教堂愈添教案亦因之叠起，种种轇轕，需索无厌。”[98]此次赔款，是以川省昭信股票存银，移作赔款。昭信股票存银七十余万两，剿办余蛮子（余栋臣）反洋教起义截银五十万两，添募勇营，剩余银两即移作赔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山东巨野教案后，张汝梅继李秉衡后出任山东巡抚，山东地区频发教案，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他短短的一年半任上，竟然发生教案二十一起。兹以《清实录》中的谕旨可以看出，朝廷在处理教案问题上，除了弹压百姓，令民教相安外，近乎束手无策。二月，朝廷上谕，电寄山东巡抚张汝梅：“近来山东民教不和，屡屡滋衅，亦实不免有虐待教民情事，以致彼教衔恨，藉事生风。此种情形，总由地方官平时不善开导，遂至睚眦报复，积怨成仇，口角细故，致酿巨案。着该抚谆饬各州县，即行剀切晓谕士民，须知入教之人，同系朝廷赤子，与尔民生同里闬，自应谊笃睦女，自应谊笃睦女滟濙，不必因其习教，故存嫉恶之心，庶彼此相安无事。遇有词讼，无论教不教，地方官总应一律持平办理，毋得稍涉歧视，以期消患无形。……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从前平民贱视教民，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日见鸱张，横行乡里，鱼肉良民，断无虐待教民之事。嗣后遇有词讼，无论民教，仍一律持平办理。”[99]此谕旨对“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的教民百般辩护，且倒因为果，因为“从前平民贱视教民”故引起教民反弹，为教会开脱责任。三月，又因德国军队驻扎在日照，故电谕张汝梅饬夏辛酉带领军队前往弹压，明示保护教民。并称：“业经叠谕，暗为防范。毓贤接任后，应仍遵前旨慎重办理，相机因应。如果一味蛮横，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疆臣办事，总须为国家通筹全局，期无后患，不宜顾一时毁誉，率意径行，是为至要。”[100]朝廷的忍让并没有使民教之间的矛盾平息，至十二月甚至在平阴、肥城两县酿成了杀害传教士的事件。此事件发生后，朝廷谕旨称：“览奏，殊深惋惜。各国传教，载在约章。叠经谕令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随事随时认真保护，奚止三令五申。乃山东地方，竟有教士被害之事。该地方文武各员，事前疏于防范，已属咎无可辞。若不即将凶犯赶紧缉获，尚复成何事体。着袁世凯迅将疏防之该管各官，先行处，一面勒限严缉凶犯，务获惩办，以靖地方而敦邻好。”[101]正是清政府因对帝国主义的畏惧而表现出的一再忍让等无作为的态度，使民愤愈激愈烈，直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除清政府因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及传教条款的原因，对于基督宗教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外，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对西方传入的基督宗教的认识也是有一定偏颇的，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基督宗教是一种外道邪说。如清末名臣沈葆桢在同治六年（1867）时曾认为：“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然其为教，亦各不同。耶稣教以清净为宗，虽是非谬于圣人，可以僧道之流待之。天主教则纳污藏垢，无所不为，渊薮捕逃，动与地方官为难。名为传教，实则包藏祸心。正士良民，不胜愤恨之情，致有戕杀之举。法人借端肇衅，转令我词穷。彼以全副精神专注于此，虽仿僧道之法，设官以治之，无益也。”[102]李东沅在《论传教·洋务抉要》一文中指出通商、传教皆为中国无穷之害：“窃谓外国传教之士，实中国召衅之由也。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怀叵测。而教民交涉之案，遂迭起矣。”[103]清末的士大夫均将通商与传教相提并论，认为是西方列强侵害中国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对于通商一事尚能够容忍，然对于传教一事，则普遍持抵制态度。

有人站在保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上来防范基督宗教。如康有为在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上清帝第一书》中说：“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说：“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亦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万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之？”[104]李鸿章亦认为西方列强“取中国之财利，即以传教阴结中国之人心。夫国家治安天下，以固人心为本，岂容他国之人阴为邀结？今既准其传教，愚民无知，易受笼络。一入其教，则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国法矣！此其动摇邦本”[105]。章太炎在《訄书》中亦说：“吾惧夫彼之不以威詟我，而我亦不以彼为畏也。犹有畏也，曰幸矣！何者？景教者，诸科学之所轻，其政府亦未重也。纵之以入支那，使趋于相杀毁伤，而己得挟其名以割吾地，其计画黠矣！吾林麓无鉴之氓，睹其恣横，而以为泰西故重神之也，积忿结气，怨之衔骨，以及其政府。故地为西守，而念不西乡。审是，则景教者，乃祗以梗泰西东竞之道者也。”[106]

综上所述，皆可看出士大夫们一致认为基督宗教对中国文化危害巨大，它蒙昧惑民众、动摇人心，严重撼动着作为中国立邦之本的传统文化思想，是伴随着西方列强政治、经济侵略而来的另一“坚船利炮”。他们意识到这个外来的宗教与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有着明显的区别，不仅在教义上，而且在宗教仪式、组织方式以及对社会民风的影响上都迥异。为此，政府对基督宗教的宗教管理政策不能沿袭管理传统宗教的老路，而需要有所调整。但清政府始终无力及此，因其畏惧于西方列强，故而导致一味地偏袒、优待于基督宗教，对各宗教不能平等，从而引起士大夫和社会民众的强烈不满。

（三）基督宗教对佛教的冲击及其现代化的激发

儒释道三教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在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而基督宗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巨大的矛盾。基督宗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反对祀天祭祖，以及反对佛教的佛菩萨、道教的神仙、民间信仰中的关公等，将他们斥为偶像崇拜。

基督宗教与中国儒释道传统宗教矛盾是十分突出甚至势不两立的，不仅来自普通老百姓对其不敬祖先、反对偶像崇拜的反对，更重要的阻力是儒者知识分子的抵制。所以当时的基督教士认为，基督宗教“与中国原有之典章文物礼俗政教真有势不两立之意。彼盖谓：‘吾非除旧何由布新？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107]。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论及基督宗教教会学校的作用时亦着重提出要以基督宗教取代儒家：“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108]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佛教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清朝续文献通考》曾记载俄国借佛教的名义传入天主教：“查雍正五年《恰克图界约》第五款，俄使请造庙宇，见在驻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遣三人于此庙居住，礼佛念经，不得禁阻。此为中国教祸之滥觞。俄国本奉天主教，第五款不明言教事，其时中国尚禁传教，故不曰礼拜堂而曰建庙，不曰教士而曰喇嘛，不曰礼拜而曰念经。至咸丰八年津约第八款，则与英法诸国同明目张胆，而曰天主教原为行善矣。国势之不同如是。”[109]此处所说的天主教实为东正教，虽然发生在雍正朝，但与近代有相似处，伴随列强入侵强行传入，故被称为“中国教祸之滥觞”。像这样基督宗教与佛教的冲突时有发生。如第一次重庆教案的发生前，在川法国传教士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有关对传教弛禁、还堂条款为由，要求退还川东四所教堂旧址，请准以重庆城内长安寺地改修重庆教堂，由此激起民众公愤，导致了1863年3月重庆民众一举捣毁真原堂及教士住宅多处。

西学的传入，尤其是基督宗教在近代的迅猛发展，给佛教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如当时的《申报》对基督宗教和佛教进行了比较，认为基督宗教的精神是积极进取的，而佛教的精神则趋于寂灭消极：“亚教有进取之旨，佛教有寂灭之旨。故亚教之行于中国，可为对病发药。而佛教之盛行，则可使中国人心志愈灰、兴会愈淡，即痼疾愈深。故佛教既衰，吾人不必再为之鼓励。”[110]“亚教”即耶稣教，此处应指基督宗教。太虚大师对此有过总结：“清季民初以来，耶稣教之传布，西洋化之输入，更将佛教徒之隐居静修斥为消极，神应灵感呵为迷信，一概抹煞为妨碍强国富民之害群分利份子。凡少壮人士都以佛教寺僧为无用废物，乃提倡化无用为有用，开办学校或举行地方警卫等新政，莫不纷纷以占寺毁像提产逐僧为当然之事。”[111]

近代基督宗教给中国文化生态的改变也带来新的危机，使佛教、儒教、道教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也正是印顺法师所说的，昔日文化之为友为敌，唯儒与道；今则文化之新友新敌，将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学、科学。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迅速发展，给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阶段，基督宗教是在“历史尴尬”时期传入中国。它挟坚船利炮而强行传入，难免不被中国人所诟病。它不像历史上佛教是以和平方式传入中国，帝王、士大夫普遍欢迎并且接受，国家也设立专门的译经院、国家译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长时间的过程，并非不加选择地全盘吸收，而是经过中国化的判教，有选择地吸收接纳，使其适应了中国社会之需要，在与儒家、道教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的局面，佛教在净化社会人心、辅助民众教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佛教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很多内容融入了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基督宗教所面临的中国，并非如非洲、美洲、澳洲等荒蛮落后之地，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国度。而基督宗教顽固、强硬、不考虑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起又一起教难的发生，这使传教的过程变得异常艰难。甚至有佛教僧人评价说：“鸦片战争后，准许外人来华经商传教，这证明了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是要亡我们的国家；经商图利，是要剥削我们民族的利益。传播邪说，是要亡我民族，因为西方宗教，反对祭祖，反对孝敬父母，反对伦理习俗，这不仅直接斫丧中国固有伦理道德，并且瓦解我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摧毁佛教文化的生命。”[112]

关于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的缺点，王治心的评价颇为公允，他说：“其传布的布景，不幸与不平等条约发生关系，这虽在当时情势有不得不尔的苦衷，非一般抱牺牲主义的教士们的夙愿，究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易洗涤去的污点。是以有不少明达的西教士，曾经电呈本国政府，愿意脱离传教条约的保护，与积极提倡本色教会。平心而论，谓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则可，谓基督教甘心作帝国主义的虎伥，未免有些冤枉。”[113]可见，基督宗教若想在中国顺利传播，需要与传统的儒家、道教和佛教相互调适，从而较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实现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过程。而广大老百姓和士大夫阶层对基督宗教存在方式表现出的普遍仇视心理，客观上也反映出基督宗教在近代社会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冲击。攻击基督宗教的揭帖，将基督宗教斥为杨墨之异端：“彼教日盛，则从孔孟者必至日衰。孟子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今天主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岂直杨墨之比哉！”[114]

蔡元培在1900年3月著《佛教护国论》，专论佛教对抵制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方面的作用。其文曰：“耶氏之徒，能摄取社会之文物以为食，体魄甚恶，如猛兽也，……浸寻而欲占我国孔教之虚矣。……呜呼！儒佛之中，有能食文物而强大于体质之者乎？儒之中，盖有知之者，然而儒者厄于世法者也，集网甚密也，资本无出也。……学者而有志护国焉者，舍佛教而何藉呼。”[115]又云：“人之为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国者，积人而戍者也，教者，所以明人与人相接之道者也。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是故教者无不以护国为宗旨者也。”蔡元培深谙宗教对于一个国家精神凝聚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他意识到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中，只有佛教才真正有力量与基督宗教相抗衡，来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然而，由于清末朝廷不平等的宗教政策，特别是庙产兴学对佛道教的摧残，实际上加剧了清王朝的灭亡。正如《清朝续文献通考》针对庙产兴学做的按语：“印度象教与儒异趣，惟流传中土垂千余年。梵刹林林，并于道观。民习而安之，则亦存而不论可也。况基督之徒，华洋杂遥，挟方张之气焰以相竞，国中莫敢谁何，良以信教自由并行不悖。恹恹衲子虽云方外，要亦齐民，庙产所存，半由自置，不尽钞募，乃必借学务、公益等名义向之勒捐苛派，无以资生，于理殊欠平等。耶、回保护，释、老摧残，不惟政体有亏，将使若辈衣食俱穷，铤而走险，流为盗贼，非有国有家者之隐患耶？”

然而，基督宗教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影响是巨大的。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太虚大师，虽然从佛教的立场上将基督宗教判为人天教，但他极少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表示反对，相反，他曾说：“基督教同佛教，在宗教的立场上，是相同的。就是我二三十年来，所有改进佛教的努力，一部分也是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启发。因为，基督教对于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社会公益、信仰精神，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中国的佛教，虽历史很久，普及人心，并且有高深的教理；但是在近来，对于国家社会，竟没有何种优长的贡献。因此，觉得有借镜于基督教来改进佛教的必要。更因此推想到现在中国一般社会，亦需要基督教的精神来改进。”[116]他还认为：“学佛者所应知而实行的，学佛惟心愿在利他，非惟应尽觉人的任务，并须做些社会上实利的事业才好。如基督教的致力种种公益事业，寓实行利他主义于宣传宗教中，体用兼施，其用意深足取法的。”[117]又说：“现在需借镜基督教，改良佛教，振作佛教精神，影响民间，以共同的团体精神生活，培养组织能力，是中国整个民族所需要的。”[118]不过，太虚大师也说：“在宗教信仰上，必须丢掉理智；到现实生活上，又必须丢掉信仰，这是欧美现时之苦闷。若有与科学思想不冲突，并可为最高精神寄托的宗教，正是欧美所需要的。关于这一点，佛教是可以补基督教之不足的。”[119]

基督宗教的种种社会公益事业，如办孤儿院、敬老院、医院、学校，救助病人、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等，是值得中国佛教以及中国其他传统宗教借鉴和吸收的。①基督宗教的教会学校对近代佛教僧教育及佛学院的启发。基督宗教教会组织启发了近代佛教僧教育会以及民国时的中华佛教总会、中国佛教会等组织。②慈善公益事业对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启发。佛教关注于现实的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从关注死后及鬼神，转向现实的关怀，以佛教的精神改进中国社会。③促进佛教的现代化。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基督宗教传入的同时也将西方文化带进中国，这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医院卫生事业、孤儿院等慈善救济事业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佛教的现代化产生了刺激和推动，促进了佛教走向世界的进程，开启了佛教国际化的视野，使佛教逐渐走出山林和死人的宗教，开始走向人间，面向社会人心，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的摧残

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反清农民起义，其持续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势力达十七省之广。[120]太平天国运动打着基督宗教反对偶像的名义，将佛寺道观及孔庙城隍中的神像均视为妖孽，所到之处“无庙不焚、无像不毁”，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而其所占领的浙江、江苏等江南地区自南宋以来一直是佛教的中心，故对佛教的摧毁尤为严重。

（一）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宗教

洪秀全（1814—1864）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他的生平经历及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其中也渗透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秘密宗教的色彩。洪秀全出身于耕读世家，7岁时上村塾，学习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曾经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选。1836年他赴广州考府试落选，考试期间偶然在城内龙藏街贡院前见一身穿古服的外国传教士，束发于顶，宽袍阔袖，正和一中国仆人讲道，并且赠送给了他一本宣传基督宗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121]不过此时他仍然志在考取功名，所以带回家后并没有注意。翌年再赴广州应试又一次失败，使洪秀全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回家后他大病一场，于梦中产生幻觉，遇一黄发黑服的老人对他说：“世界上的人类，都是我所造成，衣食一切，莫不是我所赐给；但是人类不但不知报本，反而弃我而去亲近恶魔了。我希望你能够快去荡灭恶魔，扶持真理，使人类都能够返本归元。”[122]此后他便经常有此奇异的梦境，又有一次，他梦见一位中年男子，嘱咐他要努力斩除恶魔，洗灭罪恶。据此他开始相信黄发黑服的老人就是天父耶和华，中年男子就是天兄耶稣。这是他在病态中的神秘宗教体验。

1843年他第三次科举考试失败后，找出搁置已久的《劝世良言》，恍然与梦境中所见相似，于是开始归心基督宗教。《劝世良言》是基督宗教新教的中文布道书，作者为中国首位华人牧师梁发。嘉庆十二年（1807）苏格兰长老会会员马礼逊来中国广州传教，梁发成为其门徒，接受了基督宗教的洗礼。道光十二年（1832）梁发在马礼逊的帮助下写成《劝世良言》一书，并由马礼逊修改校订后在广州付印刊行，这是基督宗教在中国最早的中文传道书。全书共九卷，约九万字，九卷名称分别为：真传救世文、崇真辟邪论、真经圣理、圣经杂解、圣经杂译、熟学真理论、安危祸福篇、真经格言、古经辑要。此书最早在马六甲付梓，后又经改订，每卷又被单独付印成单行本。《劝世良言》一书内容多集《圣经》中章节字句而成，并结合中国风俗民情，阐发基督新教的基本教义，如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真福。该书“宣扬上帝是‘独一真神’，鼓吹人们应该‘安于天命’，‘安贫守己’，不要反抗剥削和压迫；宣扬西方殖民者带给被奴役人民的一切苦难，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惩罚；称赞西方的布道者是‘善人君子’”[123]。该书虽然抨击中国传统的儒、佛、道三教，但又认为儒教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至精至善”，与基督宗教的救世真理略相符合，因而有存留的必要。

洪秀全虽然没有读过《圣经》，但是他受《劝世良言》的影响，开始改信基督宗教，把书塾中的孔子牌位丢弃了，换成了上帝的牌位。他说：“看见其书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124]1943年6月，他与冯云山、洪仁玕等创立“拜上帝会”，逐渐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1944年2月，洪秀全、冯云山等离开花县，进行传教活动，秘密发展会众。5月在广西贵县赐谷村捣毁了六乌庙塑像。1845—1846年是洪秀全理论创建时期，相继著成《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改邪归正》及稍后的《原道觉世训》等。[125]冯云山等则在广西紫荆山区传教，发展群众。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等先后参加“拜上帝会”。1847年春，洪秀全到广州礼拜堂从美国牧师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教义，得读《新旧约圣经》。8月，在广西武宣东乡捣毁“九妖庙”塑像，并作题壁诗。到紫荆山与冯云山聚会后，设立“拜上帝教”总机关，制订“十款天条”。1848年4—10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萧朝贵假托“天兄”耶稣下凡，这些举动均显示出太平天国运动与正统的基督宗教的差异，表现出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色彩。19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众于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3月，在武宣县东乡称“天王”。10月，攻占永安州，封王建制，改行天历，初步建立革命政权。1853年3月攻克江宁（今南京），改名为天京，正式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湘军攻陷，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幼天王洪天贵被俘虏，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思想

1.崇奉“独一真神唯上帝”，反对封建帝王统治

洪秀全打着上帝的旗帜，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声称一切皆是上帝创造，祸福死生皆由上帝主宰。《原道觉世训》中说：“实情谕尔等，尔凡人何能识得帝乎？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觊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126]因此所有人都应该“真心扶主，守天条、遵命令，同心同力，同打江山，死由天排定，越受苦越威风”，甚至宣称为太平天国战死可以升天堂等，完全以此神道设教来笼络人心。如《原道觉世训》中说：“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127]

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顺应了广大农民群众对政治平等的强烈要求，详细阐述了“独一真神唯上帝”的宗教教义，宣扬“天父上帝人人共”、“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等口号，用以激发农民群众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情绪。他把天父上帝渲染为独一真神，声称所有人等应只拜上帝，不拜邪神，认为人除了从父母所受的肉身之外还有一个灵魂，而这个灵魂都是来自上帝，所以“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拜上帝应是人民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封建君王的私有特权。这一思想对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对广大渴望平等、要求权利的农民来说也是一种思想觉悟上的启蒙。1847年，洪秀全将斗争的矛头明确指向了清朝统治者，他在《原道觉世训》中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觊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

洪秀全的反对偶像崇拜其矛头是直指封建帝王的。针对当时一些“执拗者”所认为的“皇上帝当拜矣，必然有帮皇上帝保佑人者，譬如君王主治国中，岂无官府辅治也”？洪秀全明确指出：“尔凡人设立各偶像来跪拜，正是违逆皇上帝旨意。尔凡人反说各偶像是帮助皇上帝保佑人，何其被魔鬼迷蒙灵心，蒙懂之极乎！”[128]洪秀全还历数秦始皇、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以及汉明帝崇佛教、汉桓帝祠老聃、梁武帝三次舍身佛寺、唐宪宗迎佛骨，尤其是宋徽宗“改称皇上帝为昊天金阙玉皇大帝”，认为是“亵渎皇上帝之甚者也”[129]。所以“自宋徽至今，已历六七百年，则天下多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130]。故认为“今荷皇上帝之恩，万物备足矣”[131]。针对人们各立仙佛菩萨等像崇拜，洪秀全斥责道：“既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尔凡人却另立各偶像，另求保佑。有得食有得穿，曰‘我菩萨灵’。明明皇上帝恩典，却误认为邪魔恩典，其邪魔敢冒天恩者，该诛该灭无论亦。尔凡人良心死尽、大瞒天恩，究与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132]又说：“明明有至尊至贵之真神，天下凡间大共之天父，所当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专迷惑缠捉人灵魂之妖鬼，愚矣！明明有至灵至显之真神，天下凡间大共之天父，求则得之，寻则遇著，叩门则开，所当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无知无识之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133]

洪秀全称天下凡信仰上帝之人皆是兄弟姊妹，应摒除私欲、互相团结，共同推翻“魔鬼”的统治，实现天下一家的太平天国。如《原道醒世训》指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134]又说：“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135]

2.主张“男女尊贵一律平等”，反对社会压迫与黑暗

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136]他在《原道救世歌》中说，“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五行万物天造化，岂有别神宰其中”，“天公”即基督宗教的上帝。在《原道觉世训》开篇中亦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137]“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也就是上帝。洪秀全还借用中国的灵魂论，称灵魂“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更有甚者，洪秀全歪曲基督宗教教义，称自己为天王，尊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说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天父之次子，是下凡来替天行道的。他说：“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

《天条书》是拜上帝会的重要文献之一。内容包括十款天条和宗教仪式两部分。十款天条具体内容如下：①崇拜皇上帝；②不好拜邪神；③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④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⑤孝顺父母；⑥不好杀人害人；⑦不好奸邪淫乱；⑧不好偷窃劫抢；⑨不好讲谎话；⑩不好起贪心。[138]在第一条“崇拜皇上帝”中称：“皇上帝为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当朝晚敬拜，酬谢其恩。”[139]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中称：“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140]

《天条书》中的宗教仪式部分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所制定，主要内容是在基督宗教某些仪式的基础上融合进中国传统宗教的一些元素，迎合了入会者的世俗利益需求和传统习惯，于1847年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制定而成。该宗教仪式涉及范围很广，入会者的受洗、吃饭、晨起、晚睡等都需按照仪轨进行，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如婚丧嫁娶、盖房、搬迁、生病、满月、生日等也需按照奏章祭告上帝。这些祷文仪轨要求会员于入会后二十一日内能够熟悉，否则治罪，不识字者由识字者负责口授。

3.反中国传统文化，极端排斥儒释道

洪秀全受《劝世良言》的影响，改信基督宗教，甚至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宗教教义，称之为“拜上帝教”，奉耶和华（爷火华）为唯一真神：“独有一位造化天地万物之主系神，俗称神天上帝，惟启示真经本字音义，称之‘爷火华’三个字，斯乃真神，而普世万国之人，皆尊崇而敬奉之。”又指斥儒、释、道三教之“虚妄”：“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连捷高中之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亦不是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那释家和尚，专门诱骗男女敬佛、拜佛，……因佛祖不过是死了之人，自顾不暇，焉能保佑他们？”“又那道家奉事三清及三元之像，日月虽然朝夕奉拜之，恐尚不知各像是某朝好丑的人物……三清、三元之像，不过泥塑木雕纸画之形模，焉能保佑他饱食暖衣？”[141]从上面所引可以看出，《劝世良言》完全按基督宗教一神教的信仰，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及民间信仰进行贬斥，这些都对洪秀全的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洪秀全曾于广西武宣县东乡九仙庙题壁诗：“朕在高天作天王，尔等在地为妖怪，迷惑上帝子女心，腼然敢受人崇拜。上帝差朕降凡间，妖魔诡计今何在？朕统天军不容情，尔等妖魔须走快。”[142]又在捣毁龙王庙偶像之后，题诗曰：“这等断非神，愚顽假作真。太平天子到，提醒世间人。”[143]洪秀全把矛头直接指向传统的儒释道及其民间信仰，提出“三教俱废”，他说：“不许僧道诵经拜忏，稍与争执，刀背乱砍。”[144]“禁人间僧道追荐，不许奉佛敬神，见则以香烛执之厕中。”[145]

洪秀全历数中国历史上毁废佛道，包括“北朝周武废佛道，毁淫祠，唐狄仁杰奏焚淫祠一千七百余所，韩愈谏迎佛骨，宋胡迪焚毁无数淫祠，明海瑞谏建醮，之数人不可谓无特识矣。第其所毁所焚仅曰淫祠、曰佛、曰建醮，则其所不毁不焚不谏者仍在，不知彼所毁所焚所谏者固当毁当焚当谏，即彼所不毁不焚不谏者又何独非当毁当焚当谏乎？何也？皇上帝之外无神也，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皆后起也，人为也，被魔鬼迷蒙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者也”[146]。洪秀全还宣扬：“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溺信各邪神，则变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在地狱受苦，何等羞辱愁烦。”[147]

（三）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佛教的摧残

太平天国起事后，即以“天父上帝为独一真神，一切偶像邪神仙佛甚至祖先圣贤的木主皆视为妖魔，均在被毁之列”。其组织的“拜上帝会”，主要以反对清王朝“阎罗妖”为目的，其中包括儒、释、道传统在内的封建宗法制度，故其行为与其他农民起义不同。正如曾国藩所说：“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久中者也。”[148]在长达十五年的战乱中，大批寺庙殿堂塑像被毁，经书典籍散佚，佛教遭受千百年来最为惨烈的摧残。

当时清军方面的记载也说太平军“见庙即烧，神像即毁”，“所过名城繁镇，梵宫宝刹，必毁拆殆尽”。由于太平天国对神佛所持的极端排斥态度，又加上清军镇压太平军的主战场是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双方大军云集，多年拉锯攻守，战况惨烈，而这一地区也正是历来禅宗名寺丛林集中之处，故兵燹所至，诸多名寺化为灰烬者实不在少数。据《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中所收录的太平天国相关史料载，在湖南，“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庙则烧”（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湖北武昌“然不信诸神及浮屠氏，遇寺观辄火之，目为妖庙”（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南京“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间遇神像，无不斫弃”（佚名《粤逆纪略》）。江苏常熟“庵观寺院，若城中之致道观、致和观、慧日寺……毁坏甚多，间有存者，唯破房数间而已”（佚名《避难纪略》）。山东临清“各庙神像皆毁，文庙大成殿焚，圣像及两庑本主无存者，松柏多数百年物，并被焚枯死，各庙神像或剜目、斫手足及首，无一全者”（马振文《粤匪陷落临清纪略》）[149]。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江浙一带被毁的名山大刹有：咸丰三年（1853）镇江金山江天寺；金陵灵谷寺、瓦官寺；扬州重宁寺、高旻寺、福缘寺、法净寺（大明寺）、建隆寺、慧因寺、静慧寺、观音禅寺、文峰寺、法海寺、西方寺、石塔寺等；咸丰四年（1854）庐山东林寺；咸丰五年（1855）金陵栖霞寺；咸丰六年（1856）金陵大报恩寺；咸丰十年（1860），常熟三峰清凉寺、破山兴福寺，常州天宁寺，苏州灵岩山、文山寺、虎丘云岩禅寺、保圣寺、双塔罗汉寺、寒山寺、西园寺，杭州云栖寺、灵隐寺；咸丰十一年（1861），宁波天童寺、七塔寺、天宁寺，杭州定慧寺、海潮寺，西天目山禅源寺，杭州上天竺寺、龙兴寺、祥符寺、莲居庵；咸丰末至同治元年（1862），上海龙华寺、静安寺等53所寺院。

兹以佛教最为兴盛的江苏省为重点，综述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佛教的摧毁。南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佛教寺院遭到太平天国破坏的情形尤为惨烈。曾国藩谓：“盖金陵至六代以来，号为名都，梵宇琳宫，动戚甲地，涌殿飞瓦，往往数千百年，遗构尚存。独至粤贼洪杨之乱，扫地划除，无复一椽片瓦之遗留。”《金陵省难纪略》记载，太平军在攻打金陵时，曾从城外的静海寺挖地道至城墙下放置炸药，炸塌城墙后攻入城内。灵谷寺及神龙庙悉遭坏灭：“钟山之阳，灵谷之寺，旧有龙神祠，履获嘉应。洎兵兴祠毁，坛宇荡然无存。”咸丰五年（1855），“清军向荣部队与太平军激战于栖霞一带，全寺悉遭毁坏，为建炎寺燹于金以来，历七百二十四年后，第二次之大坏相，山灵同劫，破敝荒烟者，垂五十年”[150]。明代著名皇家寺院大报恩寺琉璃塔，在咸丰六年（1856），发匪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151]因睹其塔顶为黄金所铸，用火药轰之，复挖空塔座下基地，数日塔倒，寺遭焚毁。当时有童谣曰：“宝塔折，自相杀。”[152]其他如夫子庙、半山寺、鸡鸣寺等，也都被毁。

扬州在历史上一直是佛教圣地，城内外寺庙众多，康熙、乾隆之世，扬州规模宏大的寺院有天宁寺、重宁寺、高旻寺、福缘寺、法净寺（大明寺）、建隆寺、慧因寺、静慧寺八座，被称为“扬州八大刹”。咸丰年间，八座寺院及其他大多寺院均毁于太平天国运动。震华法师在《兴化佛教通志》中说：“当彼咸丰初年，江南有洪杨之乱，名山巨刹皆受糜烂，扬州地当要衡，损害尤重。”[153]据陈云观主编《扬州宗教名胜文化》载，高旻寺于“咸丰年间，寺与行宫（按：即康熙、乾隆时到江南所住行宫）均毁于战火”。观音禅寺于“咸丰三年（1853），寺毁于战火”。文峰寺于“咸丰三年（1853），塔遇兵火，腰檐平座尽毁，仅存砖砌塔身”。法海寺于“咸丰年间毁于战火”。天宁寺于“咸丰年间……毁于战火”。重宁寺“可惜寺与园都在咸丰年间（1853）毁于兵火”。西方寺于“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仅大殿幸免，当时住持达仁以身殉寺”。石塔寺于“咸丰三年（1853），寺毁于兵火，仅存石塔和戒坛”[154]。又如《扬州御寇录》记载，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扬州后，曾在法海寺内筑垒坚守；咸丰八年（1858）秋，清军败于扬州，曾以千人驻扎于此寺固守。在这种情况下，寺庙实际上成了军事据点。此外，大明寺在清代称法净寺，据《大明寺志》载：“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与清军短兵相接于扬州，法净寺又一次毁于战火。”[155]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战火波及苏州，古城寺庙大都被兵火焚毁。如灵岩山寺，明洪武初赐额报国永祚禅寺。咸丰十年，整个寺院除宝塔外全部毁于兵燹。文山寺，“庚申洪杨之变，三寺（文山寺、潮音庵、云林庵）尽遭兵燹”。虎丘云岩禅寺，“咸丰十年（1860），虎丘寺罹难兵火，殿宇无存一间”[156]。苏州保圣寺，“清咸丰十年（1860），保圣寺中大部分建筑又遭毁损”[157]。苏州双塔罗汉寺，“一千多年中，双塔禅寺饱受风霜和兵燹战火的摧残，经历过数次毁与修的历程。最大惨痛的是两次，一次是金兵入侵平江时，寺院碑亭几乎都被焚毁，双塔惨遭厄运。另一次是晚清咸丰、同治之后战火的破坏，殿阁廊庑荡然无存，唯有双塔耸立在废墟中。昔日钟磬相闻、香烟缭绕的寿宁万岁院成为残垣断壁，破败不堪，以后九十多年间从未修建”[158]。佚名《避难纪略》载，常熟的庵观寺院，若城中致道观、致和观、慧日寺等均遭毁坏，间有存者，唯破房数间而已。《三峰清凉寺志》（或《常熟三峰清志》）谓该寺“咸丰庚申寺毁于兵”，《武进天宁寺志》谓：“（咸丰）庚申，太平军陷常州，寺尽毁。”苏州开元寺“清咸丰十年（1860）遭战乱兵灾，殿宇被毁，仅存藏经阁”。古刹寒山寺因“清军与太平军交战，将寺纵火，层楼杰阁，荡为烟埃”。寺内原有一尊古佛像，相传为商纣炮烙铜制，也毁于兵燹。苏州西园寺念佛堂（清末时为禅堂）前墙壁上现存一通1928年立的“佛像庄严”碑，其中也有“洪羊（杨）劫后，僧无寮，佛无殿”的文字记载。苏州其他大小寺院，无不遭难。

在镇江，除焦山定慧寺因据长江天险，太平军未攻占而幸存外，其他寺院大多毁于此时。据《镇江宗教》记载：“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镇江有寺庙74处，尼姑庵271处。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佛寺仅存20处左右；尼姑庵约存30余处。”[159]其中尤以金山寺作为江南第一大丛林，遭受的毁坏尤为惨烈，大雄宝殿、天王殿、关帝殿、龙王殿、伽蓝殿、蕲王殿、江天阁、观音阁、七峰阁、大彻堂、藏经楼、慈寿塔、妙高台均毁于战火。金山寺志中对此均有详细记载，如大雄宝殿：“国朝咸丰癸丑间，洪杨之乱，髡山沸泽殿随寺毁，十余年来未能修复。”[160]

除江苏省之外，其他各省太平军所到之处，佛教寺庙更是惨遭破坏。如浙江省，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入浙经天目山，烧毁寺庙；三月十九日，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于清波门掘地道轰塌城墙，占领杭城；三月二十三日撤出，灵隐寺被毁，阮元所建“灵隐书藏”等同时被毁。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四日，太平军李秀成部占领杭城外馒头山，屯兵净慈寺。十二月二十九日晨，太平军自清波、望江、候潮、凤山四门攻入杭城，寺庙尽毁。同治三年（1864）三月三十日，太平军撤出杭城，德清走。[161]浙江湖州的寺院亦多毁于此时，如《湖州道场山志》载：“咸丰（1951—1861），洪杨一炬，寺仅观音殿幸存（故现存观音殿有六百余年历史），余皆成焦土。”[162]又如宁波七塔禅寺：“咸丰十一年（1861），寺经洪杨之役，惨遭兵火，遂成废墟。”[163]湖北省则有武昌宝通禅寺、武昌莲溪寺、黄梅五祖寺等古寺被毁；安徽省有芜湖广济寺、安庆迎江寺等也都毁于太平天国之役。[164]

（四）太平天国的性质及反思

太平天国运动长达十四年之久，最终以失败告终，然而它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它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革命性，以及鲜明的反封建、反传统、反帝王的进步思想，为后来的革命者所颂扬。但是，太平天国从创始之初直至最后失败，都带有强烈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狭隘性和迷信色彩。因其破坏偶像，一切仙佛均列为邪神，乃至反对祖先圣贤崇拜，这与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习惯相违背，成为当时人们反对太平军的重要原因。故曾国藩起兵时所发布之檄文，即以违背儒家名教和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以及破坏佛道和民间信仰而引起“鬼神所共愤”作为太平军的根本罪行。概而言之，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借着基督宗教的名义，以曲解《圣经》和基督宗教教义的迷信神话为自己的思想纲领，目的在于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反封建反传统的农民运动。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外强凌辱，为迎合这种时代心理，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作为反帝反封建的号召，以此反对“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争其兄弟之产”，他说：“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我们共拜同一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世主之真道；这是自从我的灵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愿也。”[165]洪秀全曾与洪仁玕在一次谈话时，慷慨激昂怒斥清统治者的腐败统治，他指出：“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犁）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166]

不同于当时其他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帮会组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建立新朝代为旗帜，并且除去了民间秘密宗教一些蒙昧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他说：“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167]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打着基督宗教反对偶像崇拜的旗帜，毁佛排孔的极端行为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到之处，所有寺庙宫观焚毁殆尽，经典书籍全部销毁、禁止读诵，这对流传千年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人文思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正如曾国藩所言：“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168]可见太平天国以基督宗教思想废除中国传统文化，扫荡儒家礼仪人伦等举，在当时已遭到知识界及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这正是曾国藩能够成功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原因。

对于太平天国的性质及与基督宗教的关系，历来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富礼赐曾多次见过洪仁玕，也曾在李秀成的忠王府居住过，对于太平天国有着较深的了解，他曾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基督宗教信仰如此评价：“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的最大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关于基督教的真理，他已被许多人忠告、函告、解释、宣讲，形形式式，不啻苦口婆心，然而他比以前更为顽固。”甚至认为：“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169]郝姆士在《南京游记》中甚至将洪秀全贬低为狂徒、危险分子和盗匪：“洪秀全不是一个诈骗者，也必是一个无智识的狂徒；从他的人，都是些危险分子。他的组织，无异于一群盗匪，拥戴他做盗匪的头儿罢了。”[170]综观以上这些言论，否定者大多认为洪秀全狂妄自大，随意篡窜改基督宗教教义，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文化水平低下、素质陋劣，甚至被认为是盗匪组织。而另一部分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人从它推进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的角度对其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如林利氏在《太平天国外记》中说：“基督教在中国三十年中，仅得千四百信徒，今太平天国一旦有七千万信徒，而欧洲教士，不知加以扶助教导，其外交官且禁止教士入太平境，此其颠倒之甚者矣。”又说：“太平之宗教战争，不背上帝之诫，而欧洲教士之至支那者，本能扶助此宗教之革命……如维多利亚主教，如约翰，如密尔，如密纳，如洛勃斯克，如伦白等，皆未反对者。独有郝姆士，则更狂诋太平，不足以言传教矣。”[171]

顾卫民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中对于洪秀全对基督宗教的信仰做过客观而全面的评价，他认为：“以历史观点来看，洪秀全是一个真诚地追求上帝信仰的人，他无限憧憬地奉上帝为宇宙间唯一之真神，剧烈地摒弃其他一切的偶像崇拜，践履其‘上帝天国’的理想。”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下层社会的小知识分子，他对基督宗教唯一的了解来自《劝世良言》，此书只是早期中国基督徒对基督宗教并不完善的描述，这也客观造成了洪秀全宗教知识的匮乏。而且他身边的冯云山、萧朝贵、杨秀清等人，都带有浓厚的江湖绿林色彩，所以“他们不可能心平静气地像明末的士大夫那样研习天主教教义与儒学之异同。洪秀全与他的同辈们在太平天国官书和诏文里昭示的上帝教义，其间所具有中国传统色彩，是传统的习俗和观念在他们身上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像明末信教士大夫融合耶、儒之后的刻意的自觉创造”。[172]洪秀全虽然亦常赞扬基督宗教思想，但是却不赞成其忍耐和谦卑，他认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173]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又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将倒退黑暗时期——中世纪。”冯友兰认为曾国藩和洪秀全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就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意义”。

总之，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打着基督宗教的名义，但它很多方面并不符合基督宗教的精神，其中还明显混杂着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内容，尤其是民间秘密宗教的色彩。太平天国虽然也有中国农民起义的通病，即一旦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即变得贪图腐化，导致功亏一篑，但它失败的更根本原因则在于其特殊的宗教信仰形式。正如王治心所评价：“质言之，太平军之兴，兴于利用宗教的力量；太平军之亡，也亡于宗教上的矛盾。因为太平军以破除迷信为前提，而他自己所产生的宗教，仍旧是变相的迷信。想要利用宗教做手段，来达到他的革命目的，那自然要失败的。”[174]

日本学者中村元等分析说：“太平天国军队所经之地，悉数化为灰土，占领南京时杀戮男女四万，在无锡则屠杀十九万七千八百人之巨，以一个打着耶稣教招牌的集团来说，未免太不人道，且有悖于宗教之常。以江南各地佛教寺院而言，几乎所有的知名大寺院都被烧光。他们持续了十三年‘无庙不焚，无像不毁’的野蛮行为，名之为排击崇拜偶像。他们所经之处，几乎所有孔庙、道观、佛寺都被破坏无遗，后来佛教界虽然修复其中大部建筑物，可是精神上的打击未免太大，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起。”[175]民国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以及之后一切反佛教的灭法运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太平天国所开之毁佛的先河。

太平天国对佛教的摧残可谓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来所遭受的最为致命的打击，更甚于“三武一宗灭佛”。相比之下，“三武一宗灭佛”持续的时间较短，且对佛教的打击也只是局部性的，而“灭佛”的皇帝死后，新皇帝对佛教大都大力支持，使得佛教能够迅速恢复。如唐朝的“会昌法难”，唐武宗虽下令拆毁天下寺庙、勒令僧尼还俗，但由于各地方刺史、节度使的暗中保护与扶持，标榜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不注重外在形式的禅宗仍能较好地维系其存在和发展。而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的戕害却是难以挽回的。太平天国定都的江南自南宋以后一直是中国佛教的中心，经太平军的蹂躏，无数的寺院佛塔、经书典籍毁于一炬。太平军所经之处，“无庙不焚，无像不毁”，几乎所有孔庙、道观、佛寺都破坏无遗。后来佛教界虽然修复了其中大部建筑物，可是佛教思想传承上遭打击之巨大，使江南佛教从此“一蹶不振”，再不能恢复到从前那般光辉灿烂之状态。

第三节 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与僧教育

庙产兴学运动肇始于清末，盛行于民国，就是占用和借用寺庙作为校舍，或派捐以及提取田产和寺庙财产等作为兴办学校的经费。清末维新变法以后，朝野上下在新政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过程中，普遍意识到改良教育是实现富国强民的首要前提和重要途径，然而此时因国库空虚，办学经费奇绌，所以在兴办学堂过程中，纷纷利用佛道教的寺观以及民间宗祠的房屋建筑，提取其田产及钱财等，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庙产兴学”首先是在维新派及洋务派人物的倡导以及在思想界舆论的推动下，经过朝廷的政策支持，自上而下有系统地创办了各级学堂。受此影响，全国上至省府州县，下至穷乡僻壤，各地官员及社会士人乃至恶霸劣绅纷纷借兴学的名义，侵占寺庙及财产，摧毁佛像，驱逐僧尼。这一宗教政策，使得清末以来经过太平天国摧毁本已衰败不堪的佛教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

一 庙产兴学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原因

清末庙产兴学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振兴国家、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甲午战争之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旧式的教育，所以要富国强兵，要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必须改良和发展教育，建立新式学堂，培养外交、军事、农业、商业、矿业以及邮政等国家急需的实用性人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朝廷迫于形势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兴学运动。然而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内政腐朽衰败，外屡遭列强侵凌，割地赔款，国家积贫积弱，朝廷财政极度困难，而办新式学堂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在此背景下，从1897年朝廷开始筹备学堂，至1898年康有为提出“改淫祠为学堂”和张之洞《劝学篇》主张改寺观为学堂后，由于洋务派、维新派等的推动，1906年，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推广新式教育，明令在全国及各省府州县开设学堂，允许各地“不在祠典庙宇乡社”租赁为学堂之用，在此政策的支持下，各地官员及士绅纷纷觊觎佛教财物，提取庙产兴办学堂蔚然成风，逐渐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庙产兴学运动发生在清末王朝衰微、内忧外困的历史背景中，是当时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的产物，其发生既有外部的社会原因，亦有佛教内部原因，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晚清政府救亡图存，提倡新式教育，开启民智，然国库空虚，财源拮据，经费奇绌。二为在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社会视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等宗教为当废。三为寺庙财产丰裕，而佛教界自身衰敝，僧人无学行，戒行有愧，授世人以口实，故以兴学为借口，纷纷侵占庙产。前二为外因，后一则为内因。对于佛教界而言，内因更值得省思，这正是印光法师所说的“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以及苏曼殊、章太炎所谓“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因”。从近代佛教悲惨的命运可以看出，佛教界自身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至关重要，一方面对内要提高僧众素养、戒律清净，另一方面对外要发挥佛教利益众生、道德教化的功能，才能改变世人对佛教的偏见，真正实现大乘佛教慈悲济世利益众生的菩萨精神，发挥佛教积极的社会功能。

（一）清末政府为救亡图存而提倡教育，然国库空虚，经费奇绌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历经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凌辱。至甲午战争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教育之于民族兴亡、国家振兴的重要性，清政府为重振国势以抵御外侮，开始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兴办新式学堂。在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张之洞在《劝学篇序》中称：“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76]

然而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历遭外侮，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进而通过割地赔款攫取了巨大的利益，仅庚子赔款即高达45000万两白银，加上利息高达98000万两白银，这些巨额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加剧了朝廷的财政危机。不仅如此，清中期以后，由于不当的宗教政策，对于民间信仰的高压不断激起国内民变，经过长期对白莲教等民间秘密教派的征伐，以及对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清政府的国库早已严重空虚。

至光绪新政时期财力支绌、入不敷出，办学经费极度短缺。据《清实录》记载：“据称部库近来存款无多，本年新增出款，如大学堂开办常年经费，译书局开办常年经费，八旗添练兵丁，武胜新队、骁骑营、护军营、筹拨月饷各项，统计不下百余万两。”[177]故光绪在上谕中无奈地说：“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178]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朝廷征收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得百姓不堪其扰。据《申报》载：“时至今日，国家之度支可谓奇绌矣。计臣之搜括可谓至密矣，其已通行者：若房捐、若膏捐、若酒捐、若糖捐，其议而未行者：若亩捐、若丁捐、若印花捐，条例繁多，名称猥杂，不顾大局，但计目前理财，至此可为浩叹。”[179]对于苛捐杂税之繁，《民报》亦有记载：“因劝学所无款或警（经）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另起捐。”[180]虽然苛捐杂税猛增，但仍然难以缓解庞大的财政困难。

从戊戌变法以后，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与传统的八股取士的儒家教育不同，新式教育更加重视培养富国强兵及邮政等实用性人才，所以需要大量的经费以筹办学堂的房舍、土地和教学设备等，对于财力匮乏、国库空虚的清政府来说，筹措经费是制约兴办新式教育最大的难题。1901年清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新政，9月颁布“兴学诏书”，在教育改革方面提出了废除八股、设立学堂、鼓励留学等举措。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要求各省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学堂。各地兴建的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相关研究统计，1903年全国有各类新式学堂769所，学生数6912人；1905年学堂数增至8277所，在校学生258873人；1906年学堂数23862所，在校学生545335人；1907年学堂数37888所，学生数量突破了100万，达到1024988人；1908年学堂数增至47995所，学生数增至1300739人，比上年增长26.9%，到1909年学堂数增至59117所，学生数达1639641人。[181]由此可见清末学堂的设立及迅速发展的情况。然而国家经费毕竟有限，宣统三年（1911）国家财政预算中，总岁出298448365两，其中学部和各省教育经费合计不过2747477两，所占不足1%。[182]

由此，清政府所主张的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与其财政状况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如何缓解、弥合其间的张力，亦即如何广开财路、增加财政收入，是清政府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朝野上下把目光转向了尚未纳入征税范围而又产业富厚的“方外之土”。于是《申报》有捐僧道的议论：“夫国家当万不得已之际，藉众人之财救一时之急，彼食毛践土者固应输将踊跃，不宜稍存吝惜之心。然亦思民之托业于懋迁殚力于畎亩者蝇头，所入固皆从辛苦经营中，来乎以闾阎有限之脂膏，岂能供国家无穷之挹注。然则为之奈何，曰是宜仿古人崇本抑末之意而参酌之，末非工商之谓也。世有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劳心劳力两无所事而终岁温饱，俯仰裕如，且或作奸犯科，肆其诡诈，此固莠民之至可恶者，而僧道即其一也。僧之原出于释迦，道之原出之于老子，本不过杂众之一，自历代世主相继崇奉，民间尤而效之，于是绀宇红墙充塞宇宙，其间虽不无名君贤相恶其异端，严申禁令，然旋灭旋起，终不能绝其根株。本朝列祖列宗圣德清明，从无崇尚释老之事，彼教之气焰为之大衰。然无业游民犹不免托身其中，为猎取衣食之计。愚尝谓二氏之在今日，实际不患其浮诞之惑众，而惟虑其虚耗之害民。今拟治之以法，莫如重其捐输，严其限制。盖重其捐所以补库储之不足，严其限即以挽恶俗于无形。”[183]

（二）受中西文化的冲击，视传统的佛道教等为当废除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后，在与固有的儒、道思想相互吸收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看，佛教虽然在哲学思想上曾对儒家、道教提出过批评，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佛教也进行过攻击，但总体上是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每个朝代几乎都有儒者批评佛教，其中以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和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对后世影响最大。受此影响，清代统治者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根本态度是提倡儒家思想以巩固其统治，同时对佛教和道教更多采取限制的态度。

清初统治者站在小农社会的立场认为佛教无益于社会，意识不到佛教在安定社会民心、辅助国家得到教化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184]。《十朝圣训》中亦说：“至于僧侣，全为无用之人，应严加取缔。”又如康熙时颁布的《圣谕》，至雍正时又修正为《圣谕广训》，于每月朔望两次讲读，以此教化民众。第七条中有“黜异端以崇正学”，指责佛教鼓励出家，虚构轮回报应之说，讲经说法以图私利，违逆大义名分以惑世诬民等。大清律例还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所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地基材料入官；民间有愿创建寺观者，须呈明督抚具奏，奉旨方许营建。”[185]“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薙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186]故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此一异族朝廷义在假借儒教权威，以巩固统治秩序。虽然清朝政府对于佛教也有宽容的一面（雍正皇帝乃至多数满人皆尊信喇嘛教），但整体而言与明朝一样，施行着隔离民众与僧尼的政策。”[187]受此传统影响，近代维新兴学人士也认为寺庙僧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雅善乞怜”，甚至“为盗为贼，作奸犯科”。[188]

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基督宗教的冲击，佛教受到社会思想界的严厉批评。1905年，日本僧人在华传教，引起中国人反感，国人借批评日本佛教同时表达了视中国佛教为无用、有害于国家社会的观点。“窃以为我汉魏以来，二千余年，佛氏之害之毒之病，庶几惩之创之，革之治之，将借欧化为良方药石。收中国无量幸福，拯国民于水火乎。”又称：“佛氏之祸中国，其未有艾耶。中国之民之陷溺，其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耶。”“当兹中国国民迷悟初启，人人怀新。并具崇外思想之时，而以其佛说，来相诱煽，尤易歆勳。”[189]

此外，随着西学的传入以及科学的发展，兴学人士视宗教为迷信，反对佛教信仰。如苏州某学堂教材中有这样的内容：“有一庙宇，房屋极大，香火甚盛，因庙中之僧无恶不作，为官所封，菩萨之身，日久烂坏，与粪土相杂，向之有灵者，今亦无灵，故烧香之事，皆不足信也。”[190]在此潜移默化中，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必然会排斥传统宗教，将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视为迷信。

苏曼殊、章太炎《告白衣书》反驳“佛法无用者”，可见当时社会思潮对佛教之看法。第一，从哲学、思想上讲：“寂灭无生，本非世谛。高谈哲理，语不经邦。斯亦常人所恨，无足致怪。且论今日空谈之学，可一切废绝耶？哲学造端，远起希腊。虽亦间及政治，而多落漠难知。逮及近世，德国诸师，张皇幽眇。唯理唯心之论，大我意志之谈，利用厚生，何补毫末？其言伦理，义复幽玄。切近可行，犹逊佛教。然且立之国学，以授生徒。何故佛言，偏应废弃？”这是从佛教思想、哲学方面而言。第二，从世间的角度来说，与诗歌、小说、音乐等相比：“又复诗歌、小说、音乐、绘画之流，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出不可以应敌，入不可以理民，而皆流衍至今，不闻议废。优人作剧，荡破民财；小说增缘，助发淫事；是之不禁，而以美术相矜。独此瞿昙圣教，便以无用诟之。高下在心，偏颇无艺，亦可知矣。若云人生须臾，百愁所集；惟兹美术，足以解忧，兼能振起幽情，荡涤烦虑，故有举无废者。”第三，从政治上回应认为佛教会导致国家衰亡：“又云印度衰亡，咎由佛教。夫国无政治，理不永存，纵令佛法不兴，何与存亡之数？又自戒日以前（戒日王即《唐书》所谓“尸罗逸多”），印度亦能自保，后遭分裂，乃在佛法废绝之年。历史具存，岂得随意颠倒？神州国政，远胜梵方。佛法得存，正可牖民善俗，何有亡灭之忧？若谓慈悲垂教，乃令挞伐不扬，是亦宜征前史。隋、唐隆法之时，国威方盛；宋、明轻佛之世，兵力转衰。至于六代分崩，离为南北。虽则中原势张，江右气弱；华夷内外，等是奉佛之民。此则像法流行，无亏士气审矣。”[191]章太炎所反驳的三点，认为佛教无益于经邦治世、无益于社会民生，甚至是国家衰亡的原因，均为清末时社会上对佛教等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普遍态度。时代思潮使然，视佛教道教为当废，遂有庙产兴学之议。

（三）佛教自身之衰敝以及寺产之丰裕，引起世人觊觎

清末寺院众多，寺院经济雄厚，江南一些大寺拥有成百上千亩的地产。对这些寺庙征收捐赋，或者挪作兴办新式学校之用，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同时又能为兴办新式学校提供一定的物力和财力保障。正如《申报》所论：“愚尝谓二氏之在今日，实不患其浮诞之惑众，而唯虑其虚耗之害民。今拟治之之法，莫如重其捐输，严其限制。盖重其捐，所以补库储之不足；严其限即以挽恶俗于无形。考之唐代僧道度牒，皆由官给发，无度牒者不得滥充。今宜仿其意，由部颁发度牒于各州县，凡为僧道者，皆须赴地方衙门纳赀具领。现在各省之僧道，其数虽不可知，然尝见《蚓庵琐语》，载康熙六年七月礼部题奏直隶各省巡抚造送册内：敕封大寺庙其六千七十三处，小寺庙共六千四百九处，私建大寺庙共八千四百八十五处，小寺庙共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僧共一十一万二百九十二名，道士共二万一千二百八十三名，尼姑共八千五百十五名。通共寺庙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处，僧道尼姑共一十四万一百九十三名。云云。窃谓，开国至今，其数尝有增无减，必使凡为僧道尼姑者，非领有度牒不可。每度牒一纸定以洋银若干元，合各省计之为款，尝不下数十万，再每岁定以常捐之数，有抗违者，严惩无赦。”[192]近十二万的僧尼数量，这只是乾隆六年（1741）的官方统计，实际上并不包括出家而无度牒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西道御史戈源奏：“查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无度牒者已有三四十万余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数百万众。”[193]僧尼多达数百万之众，恐有所夸大，雍正、乾隆时朝廷废除度牒制度，百姓得以随意出家，至清末僧尼人数大致在百万左右，太虚大师在民初著《僧伽制度论》时将当时的僧尼人数估计为八十万，出家人数之多可以推知所赖以生存的寺院之多及寺产之丰裕，尤其是江浙等江南地区的佛寺名刹往往拥有丰厚的庙产，如镇江金山寺有良田万亩，常州天宁寺亦有寺田八千五百亩。如此之多的庙产，必然成为社会人士觊觎之对象，清末庙产兴学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此时佛教寺产主要来源是经忏佛事。清末佛教寺院虽然是以禅宗为主，表面上是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性宗教，讲经、经忏、传戒、净土念佛（念佛堂）均混入其中，但实际上是以应赴经忏及做水陆道场等为主要特征，形成了“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斋焰”，以及“禅讲律净以究真，经忏斋焰以应俗”的特点。有人论及此时佛教寺院的这一状况时说：“寺院遍群邑，供奉文殊、普贤、拜迦、观音诸像，晚近信徒多乏知识，但业忏醮为生计，男称僧，女称尼。惟人情每不能脱然于生死之际，故中下社会仍多信之，用以治丧，外人遂称我国为佛教国。”[194]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袾宏在他的《竹窗三书》中曾列举当时僧人时说：“有作地理师者，作卜筮师者，作风鉴师者，作医药师者，作女科医药师者，作符水炉火烧炼师者……畜僮仆供使令者，……有手持缘簿如土地神前之判官者；有鱼击相应，高歌唱和，而谈说因缘如瞽师者；有扛抬菩萨像、神像而鼓乐喧填、赞劝舍施，如歌郎者；有持半片铜铙，而鼓以竹箸，如小儿戏者”，由此认为“末法之弊极矣”！而清末佛教界衰败之状况远甚于明末。杨文会居士就曾指出：“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渐致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195]僧人们多“不得奢摩静虑，而唯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属累正法，则专计资财。争取缕衣，则横生矛戟。驰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为人轻贱，亦已宜矣。复有趋逐炎凉，情钟势耀。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196]。当时佛教确实是到了“哲人日希，法范日凋，法门无人，外侮常侵，改寺兴学，时有所闻，直至今日，危乎其危，若不整顿，立见倾颓”的危难时刻。大醒也分析说：“假使教产能本诸‘十方招提之物’的意义，以作开设道场，安僧办道等正常用途，住持者事事公开，不作分毫的私弊，普通社会上的人士亦不致存此无理之野心，贪图教产，造破和合僧业。所以，推究教产发生风潮的因果，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的。”[197]

印光法师在论及清末佛教之衰败和面临的危机时所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与苏曼殊、章太炎得出的结论“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因”是完全一致的。苏曼殊、章太炎认为除了金山、高旻、宝华、归元等少数寺院外，“其他刹土，率与城市相连，一近俗居，染污便起。或有裸居茶肆，拈赌骨牌，聚观优戏，钩牵母邑。杂碎小寺，时闻其风，丛林规范虽存，已多弛缓，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礼忏；嘱累正法，则专计资财（此弊广东最甚，其余虽多，亦不求行证，惟取长于世法而已）。争取偻衣，则横生矛戟。驰情于供养，役行于利衰。为人轻贱，亦已宜矣。复有趋逐炎凉，情钟势耀，诡云护法须赖人主，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此殃咎实为自取”[198]。

清末兴学最大的困难是办学经费和房舍等，而佛教寺院及其田产等成为当时办学最先被打击的对象。有人认为：“以其产悉归于学堂，最为有益而无损失。”[199]张之洞《劝学篇》也认为：“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户，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所以提取寺产作为办学经费，没收或强占寺院的房屋作为校舍，乃至强行向寺院派捐等在各地办学过程中成了常态化。正是佛教界自身的衰败，使得佛教在民众中有着很差的社会形象，在知识分子和朝廷人士中留下了腐败的印象，所以苏曼殊和章太炎认为庙产兴学“殃咎实为自取”。若不整顿，立见倾颓，在此危难时刻，佛教界应该首先从自身痛加反省，努力革除自身流弊，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方为浴火重生的唯一途径。

二 维新派及洋务派倡庙产兴学

庙产兴学的出现，就佛教而言，其根本内因是自身的衰败和腐化，其外因则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无论是维新派改革家康有为，还是洋务派政治家张之洞，乃至当时重要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均不约而同地提出庙产兴学的主张，庙产兴学可谓这一时期的时代思潮。

（一）维新派康有为倡“改淫寺为学堂”及“即书院、佛寺为学堂”

康有为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是清末庙产兴学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康有为自幼即受到传统的儒家教育，后来还曾出任孔教会会长，虽然他的思想受到佛教及西方文化很大影响，但是他的根本思想依然深受唐宋以来儒家思想的影响，与宋儒一样不出阴佛阳儒的思想倾向，终生以儒家圣人自居。

康有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大同书》中，该书始编于光绪二十年（1894），后经过多次修编，于1902年避居印度时才最终成书。《大同书》体现了康有为的政治理想，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儒佛思想的态度。从此书中可以看出，康有为的思想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说：“仙学太粗，其微言奥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乎，其所包容，尤为深远。”[200]梁启超称康有为“潜心佛典，深有所悟”，“经常数日夜不卧，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以为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所取，一无所着，而犹现身于世界者，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普度，无有已时。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恻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横纵四愿，而有普度众生为己任之宏愿，其一生学力之修养，端在于是”。[201]

康有为认为：“天地之理，惟有阴阳之义无不尽也，治教亦然。”他把天下之教概括为二，一为孔氏之教，强调“立国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等；二以佛教为代表：“其戒肉不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其教祖，绝四民之业，拒四术之学，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教也。耶稣、马哈麻、一切杂教皆从此出也。圣人之教，顺人之情，阳教也；佛氏之教，逆人之情，阴教也。故曰：理惟有阴阳而已。”[202]康有为对儒教和佛教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并无“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之分，而是如四时以当令为宜，八音以谐节为美：“孔子之伦学民俗，天理自然者也，其始作也；佛教之去伦绝欲，人学之极致者也，其卒也。孔教多于天，佛教多于人；孔教率其始，佛教率其终；孔教出于顺，佛教出于逆；孔教极积累，佛教极顿至；孔教极自然，佛教极光大。无孔教之开物成务于始，则佛教无所成名也。狗子无佛性，禽兽无知识、无烦恼，佛可不出。人治盛则烦恼多，佛乃名焉，故舍孔无佛教也。佛以仁柔教民，民将复愚，愚则圣人出焉，孔教复起矣，故始终皆不能外孔教也。然天有毁也，地有裂也，世有绝也，界有劫也，国有亡也，家有裂也，人有折也，皆不能外佛教也，故佛至大也。是二教者，始终相乘，有无相生，东西上下，迭相为经也。”[203]

尽管康有为的《大同书》服膺佛教思想，深受佛教影响，但是他却不主张出家为僧，在《论出家为背恩灭类不可》中康有为说：“吾于佛义之微妙广大，诚服而异之，而于其背父母而逃，不偿夙负而自图受用，则终以为未可也。且夫大地文明，实赖人类自张之；若人类稍少，则聪明同缩，复为野蛮，况于禁男女之交以绝人类之种！若如其道，则举大地十五万万人类之繁，不过五十年而人类尽绝；百年后则大地内繁盛之都会，壮美之宫室，交通之铁路电线，精奇之器用，皆废圮败坏，荒芜榛莽，而全地惟有灌木丛林，鸟兽昆虫，纵横旁午而已，是不独不可行之事，亦必无之理矣。”[204]他还认为：“佛法之必出家，固非得已。虽然，在当今之世界，而劝人出家，其义理之不完，有正多者。夫度人出家，为使其人去苦得乐也。然一人乐矣，而其一家之苦顿增，众生平等，若此则何其偏毗乎！”他甚至提出，在大同实现以后，“犹当立律以限制之，非至四十岁以外者，不许离世务也。何也？以其曾受社会教养二十年，则有当为社会做事二十年之义务以相偿”[205]。康有为从佛教与儒教阴阳之义出发，认为佛教思想是一种出世之学，不能施行于中国。他说：“夫佛教岁微妙漫漫，然多出世之言，如全施于中国，未见其周于民用也。”[206]总体上看，康有为虽然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基本还是站在传统儒家立场来看待佛教和道教，甚至有时还将它们视为异端。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初一《孔子改制考序》中可见一斑：“释老词章之学行，致使天下不知尊圣，不知亲圣，异教横流，不可向迩。”[207]由此可见康有为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

作为戊戌变法的组织者，他的思想对清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强烈的影响。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此时他已认识到宗教在教化社会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十月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说法国侵占越南后，“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208]。1895年四月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谈及宗教在辅助国家教化、安定民俗人心的作用：“然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更宜讲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人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人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209]康有为看到了宗教在道德教化及安定社会民心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他以儒教作为中国宗教的正统，忽视了佛教、道教乃至民间宗教的作用。他提出的“扶圣教而塞异端”虽然是直接针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主张将“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后来庙产兴学即滥觞于此。

至于其废淫祠而改学堂的主张，最先是在《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中体现出来的。他认为，应该吁请民间的庙宇废弃淫祠而祭祀孔子，以示对国教重视。为此，他主张罢废所有淫祠，或充孔庙，或作学校。此后，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他重申了这一主张，认为应在各地普设学校，废止淫祠，以广教育，以成人才，主张将乡邑淫祠改为学堂，以其公产作为学堂经费。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初八《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中康有为明确提出将“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210]。五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以广教育，而成人才”[211]。他的理由是：“查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西例，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而教之图算、器艺、语言、文字。其不入学者，罪其父母。若此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不独教化易成，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212]

虽然康有为曾辩解所谓的庙主要指民间淫祠，他在自编年谱里曾说：“意以佛寺不在淫祠之列，不意地方无赖藉端扰挟，此则非当时意料所及矣。”[213]但是根据他在1898年二月的奏折中明确提到“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所以将庙产兴学的责任推到“地方无赖藉端扰挟”是不准确的。由于康有为等人的一再上书奏请，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才诏示全国：“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一律改为学堂。”在各地庙产兴学过程中，佛教的寺院和道教的道观都受到极大的冲击。

（二）洋务派张之洞《劝学篇》主张改寺观为学堂

除康有为外，系统论述庙产兴学并提出具体实施措施的是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过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对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现代教育事业的推动厥功至伟，推动了中国教育由传统的封建书院私塾教育向现代学堂教育的转变。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著呈《劝学篇》一书，在序中称“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强调了兴学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劝学篇》共分二十四篇，其中内篇九，外篇十五，所谓“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庙产兴学思想即在外篇“设学第三”之中。

在“设学”篇中，张之洞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新、旧兼学，政、艺并重，对各级学堂的开办及其课程的设置均有详细的论述。他提出，要在各省、道、府及州县均设立学堂，其中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为升入大学堂之阶梯。如果府县人文昌盛、财力充裕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中学习《四书》、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并且开设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资治通鉴》、政治之学和外国语言文字等。大学堂学习的内容则在中学的基础上更加深、更加博。然而要举国上下兴办学堂，数量当以万计，以当时国家之财力根本无法承担，为此张之洞提出“先以书院改为之”，因为学堂所学习的内容，都是在诏书科目之内，所以改书院为学堂自然在情理之中。

改书院为学堂，并以“赛会演戏之款”和“祠堂之费”充作兴学之用，只能部分解决兴办学堂的场所和经费问题。然而民间祠堂的经费及学堂的数量毕竟有限，全国大中小学堂动辄以万计甚至数万，所以传统的书院根本无力承担，为此张之洞进一步提出以佛道寺观改为学堂：

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乂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赀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皆尝废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税其丁、废其法，或为抑释以伸老，私也；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公也。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旨宜无不允也。[214]

张之洞提出将佛寺和道观改为学堂，其内容主要有五点：第一，寺观数量数万之众，而且皆有田产，寺产均为信众布施而来，改为学堂简便而易行。第二，儒释道三家荣辱与共，西方基督宗教日益盛行，故佛道二教必将衰微不能久存，儒家兴盛，佛道二教亦能蒙其保护。第三，数量上保留十分之三，将十分之七的寺院和道观改为学堂。第四，为保证庙产兴学的实施，以朝廷嘉奖僧人和道士，或授其亲族以官职，通过此恩惠推动庙产兴学的进行。第五，援引中国历史上的唐高祖沙汰佛教以及三武一宗灭佛中的北魏太武帝、唐武宗灭佛之例，并认为前者为“抑释以伸老”为私，而现今兴办学堂为公。张之洞庙产兴学之建言，虽为拯救没落的大清帝国的权宜之计，然未详考虑，将维系封建王朝统治思想重要补充的佛教和道教连根斩除，名为救儒，实则摧毁了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根基的儒教，这一做法无异于剜肉补疮，最终加剧了封建统治崩溃之进程。

《劝学篇》奏上之后，光绪皇帝极为赞赏，批示曰：“持论平，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除了《明纲》一篇，自“议婚有限”至“皆不为婚”二十一字、注语自“七等”至“无为婚”三十四字，着删去，其余俱照原文排印。[215]六月七日光绪皇帝上谕：“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府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216]该书流通甚广，据估计约有百万册，且有英、德、日等文字译本流通。[217]由于此时正是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之时，在文化教育上，废除八股，兴办西学，设立京师大学堂及各中小学堂，由此直接引发了庙产兴学运动。

张之洞主张在大学里设立经学科：“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深浅，并非强归一致。极之由小学改业者，亦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原。”[218]张之洞改革学制，提倡新式教育，但其思想的根基还是儒学，依然停留在传统儒者在儒佛斗争中对佛教贬抑和歧视的狭隘观念中，认为“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把儒教视为中国唯一之宗教，无视传统的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殊不知唐宋以后，中国化的佛教已完全融入中国社会，儒释道三家已经形成“一荣共荣，一辱共辱”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张之洞虽然认识到了儒释道三家荣辱与共，却认为西方基督宗教日益盛行，故佛道二教必将衰微不能久存，通过庙产兴学，使得儒家得以兴盛，那么佛道二教亦能蒙其保护。但实际上的结果却是，随着庙产兴学的实施，不但佛教、道教受到致命的打击，而且由于摧毁了传统宗教文化的基础，作为传统宗教文化一部分的儒教最终遭到了同样近乎致命的毁灭，这是提倡庙产兴学的张之洞始料未及的。

（三）社会思潮与庙产兴学

除张之洞、康有为外，近代众多的思想家中，康有为、章太炎等虽然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但是他们早年亦主张“庙产兴学”，这反映了清末士大夫阶层和知识界比较普遍的思想倾向，这也是中国历史儒者士大夫对佛教普遍的一种态度。如太虚大师曾说：“中国本部，唐宋来之儒生，信佛固多，而嫉之甚、欲倾灭佛教者，亦往往有。黄宗羲之作《明夷待访录》，亦列改寺院为学校之说，此皆心习褊狭所致。”[219]

据许效正的研究，清末新政之时，《申报》等不断刊登文章，提出废除一切寺院、淫祠，令所有僧尼还俗，财产全部充公，并且揭露僧尼“不守清规”、“违法乱纪”等，鼓吹庙产兴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如《兴学不患无款说》提出了“举天下佛寺神庙去之”、“举天下一切淫祠悉去之”的建议；《毁寺观以充学费议》则以僧尼“终岁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为由，呼吁官府特下令，“凡男僧女尼悉令蓄发还俗，有不从者从而禁纲之，寺院屋产悉没入官，充作学堂”；《论筹款》一文则呼吁朝廷颁布谕令，“所有各直省寺院庵观，无论敕建与私立，限一年内设法废除净尽”，寺产全部充公，僧尼全部还俗。[220]这些呼吁试图从舆论上压制佛教，使庙产兴学举措能顺利实施。从这些文章也可以看出，庙产兴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潮。

章太炎精研唯识法相之学，并对华严宗、禅宗亦有涉猎，受时代局限，早年亦主张庙产兴学。1898年，他在《訄书·鬻庙》中主张毁淫祠与寺观来兴学，以实现教育兴国的目的。他认为寺观与淫祠一样宣扬迷信，不能开启民智，因此无益于社会，“宋时之误在鬻祠庙而不及寺观”，所以“余是以建鬻庙之议，而以淫祀与寺观为鹄的”[221]。章太炎还曾提出过庙产兴学的方法：“县取一区以为学堂之址，所节啬多矣，则是不鬻而可以少费也。夫鬻之足以代赋税，即又不雠，则又足以省费，计无便于此者。”[222]与张之洞倡导每县取十分之七的佛寺道观用于办学相比，章太炎“县取一区以为学堂之址”的主张显然要温和得多，但二人庙产兴学的思路则是一致的。

蔡元培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戊戌变法时期积极提倡新学，曾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撰《佛教护国论》一文，亦对庙产兴学的政策表示赞同：“恭读二十四年月上谕，有因佛寺为学堂之议，是匕箸秩然之说也。学者而有志护国焉者，舍佛教而何籍（藉）呼。”[223]蔡元培所谓的“佛教护国”，并非佛教自动护国，而是有志于护国的学者，“舍佛教而何藉”，将佛教财产作为护国之基础。因此他将佛寺改为学堂视为“匕箸秩然”，将佛寺庙产兴办学堂视为理所当然。

维新派思想家陈炽（字次亮）也说：“各省丛林、道院藏污纳垢，坐拥厚资，徒为济恶之具。有犯案者，宜将田宅一律查封，改为学校，僧道还俗，愿入学者亦听之。一转移间，而正学兴，异端绌，宏治化，毓贤才，不必有沙汰禁革之文，而已收经正民兴之效。此根本之要图，治平之首务。”[224]陈炽把佛寺与道观污蔑为“藏污纳垢”之所，于国家于社会并无益处，所以一旦有僧道“犯案”，即可以借机改寺观为学校。

清末教育界、社会思想界的共识，可谓时代之思潮。儒家知识分子沿袭传统的三教关系及儒佛斗争的思维模式，借兴办学堂限制甚至毁灭佛道教，殊不知唐宋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的整体，三教之间一荣俱荣，一辱俱辱，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及代表封建专制统治的清政府的灭亡，儒家赖以生存的国家政治环境受到摧毁，儒教首当其冲受到致命的打击，佛道教千百年来形成的适应封建帝王统治的模式也开始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艰难地探索着适应时代的改革之路。

三 朝廷及地方政府庙产兴学政策之实施

从1901年新政开始实施到清政府灭亡，按收取庙产类型、兴学规模的不同，庙产兴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颁发兴学堂谕旨到1905年慈禧颁布保护庙产谕旨，这时期庙产兴学运动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并且寺产规模较大。反对力量部分来自社会民众和僧人。第二阶段是从颁布劝学所章程到清政府灭亡。在这阶段，提取的庙产一般是地方公庙的财产。因为劝学所的设立，全国各地都兴起了庙产兴学运动，兴建了大量学堂，因为这些庙产与民众密切相关，而引起较多的毁学活动。

（一）清政府兴办学堂的诏令及其影响

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内称：“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光绪皇帝采纳了张之洞和康有为的主张，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二日发布此兴办教育的上谕，将不在祠典的民间祠堂改为学堂：

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如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225]

在此上谕中，光绪皇帝只是将“有不在祀典”的“民间祠庙”改为学堂，并没有包括佛道教的寺观。上谕中要求各督抚限期两个月覆奏开办学堂情况。七月初三日，降旨各地督抚，催办中小学堂。七月初六日，又专门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称直隶为畿辅重地，亟应赶紧筹办，以为倡导。要求荣禄迅速命令各属，将中学堂小学堂一律开办，毋稍延缓，并将筹办情形即行电奏。荣禄上奏直隶筹办大学堂情况后，光绪皇帝又电寄荣禄：“各处书院既已改为学堂，即照议定章程办理。至民间祠庙，有不在祀典者，仍着遵照前旨，改归学堂。”[226]由于光绪皇帝多次电寄各地督抚，督促中小学堂的开办，各地庙产兴学之风迅速蔓延。

由于维新变法仅仅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即宣告失败，慈禧太后重新掌权，八月壬辰，谕内阁：“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该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祠，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227]并称：“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228]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改变了原来谕旨中要求的不在祠典的民间祠堂“一律改为学堂”的做法，各省不在祠典的民间祠庙，只要不是淫祠，“毋庸改为学堂”，并且强调兴革事宜，务必要斟酌尽善，不能导致流弊。由此可见，戊戌变法时提出的将民间祠堂改为学堂的改革暂时中止，但庙产兴学之风并未得到遏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达上谕，宣布实行新政，其中在学校科举方面提出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等，诏令除整顿京师大学堂外，各省府州县应设中小学堂及蒙养学堂。为推动新式学堂教育，朝廷颁布了《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后又颁布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要求各级管理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广兴学堂，规定地方创立各级学堂时“均得借用地方公所祠庙，以省经费”，但此时尚未明确改佛教寺院为学堂，但是报纸舆论已经迅速有“毁寺观以充学堂经费”及“毁寺庙以为学堂”等说法。

新政颁布以后，《申报》迅即刊文指出应当将寺院、屋产全部没收以充学堂经费，从而引发了关于庙产兴学问题的讨论。“今宜特下一令，严禁二氏之教。凡男僧女尼，悉令蓄发还俗，有不从者，从而禁锢之。寺院、屋产悉没入官，充做学堂经费。即乡僻之荒祠废寺、并无恒产者，亦当毁其屋，而售其地于民，垦为田畴，用以播种各物，收取其价归于学堂。似此则学堂始可广设，经费始得充盈，闾阎少耗财之人，异教绝横流之祸，正学昌明，人才日盛。”[229]此后，《申报》陆续刊登各地提取庙产兴建学堂的消息。随着庙产兴学的推进，甚至有人借兴学之机，将各省寺庙全部拆毁，最后达到僧道“绝迹”的目的：“故非为学堂计，宜以将各省所有寺庙悉数为之拆毁，……将田产逐细稽查留十分之一，另拨寺庙一二处聚若辈于其中，给与衣食，终其天年，此后永不准再收徒众，违者重治其罪，或有能另谋生计，自愿还俗者，听如是，则数十年而僧道自绝迹矣，至列于祀典之寺庙不便拆去，亦只须留屋数间，专雇一人司香火。”[230]这样极端的主张，已经完全超出了戊戌变法时将不在祀典的民间祠庙改为学堂的主张，也超出了张之洞当初将十分之三的寺院和道观保留，而将十分之七改为学堂的设想。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七日（1902年5月14日），《申报》发表了《拨寺观产业以开学堂说》，认为张之洞提出的“取十之七以改学堂，十之三以处僧道”的做法过于保守，应将全部寺产提充学堂经费：“地方之庵庙寺观无论为大为小，尽数毁之，在乡者或以其地栽种树木，或以其地开垦作田，在城镇者，或改为民房店铺，岁收其值归入学堂，其中旧有之产业，亦尽数拨人。”[231]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着手制定各级学堂章程，统称《钦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的教育章程。此章程虽未实行，但却成为后来各届政府编制学制的蓝本。此年秋，朝廷又下谕旨“着各州府县将各寺院改作学堂”[232]。二十九年（1903），清廷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章程进行了修改，至年底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明令“中学准借地方公所、寺庙等处办学”。由于癸卯学制明确规定了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在近几年内应完成的目标，兴学成为各地一大要政，也成了考核各地方官宪政绩的标准之一，于是，庙产兴学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省城各官学均为寺院修改，尚觉宽敞。兹又议以各寺公产田亩，清查实数，抽提其半，兼作办学经费”[233]。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在中国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结束。政府在各地兴建劝学所，发动士绅兴建新学堂。自此，各地官员及士绅借口经费支绌，纷纷提拨庙产以兴学堂，甚至引起地方恶痞劣绅趁机侵占寺产，摧毁佛像，甚至驱逐僧尼，各地庙产兴学之风气已无法遏制。

正如相关研究表明：“如果说戊戌维新之前提拨庙产兴学还只是个别地方的个别现象的话，到了1901年之后则逐渐演变成为一场遍及全国的运动。”[234]此说确实符合历史事实，1903—1905年前后，各地庙产兴学运动达到了高潮。各地相继发生的毁寺、逐僧及没收寺产等事件，令佛教界大为惶恐，甚至发生了杭州、嘉兴、绍兴等地三十六寺寻求日僧进行保护的严重事件，引起中日两国的外交纷争。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朝廷不得不发布上谕，明确规定寺院及僧众产业一律由官方加以保护：“前因筹办捐款，迭经谕令，不准巧令名目，苛细病民。近闻各省办理学堂、工厂诸务仍多苛扰，甚至捐及方外，殊属不成事体。著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235]

上谕颁布以后，庙产兴学之风在有的地方稍有收敛，但是多数地方根本无法遏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袁世凯在给朝廷的上奏中称：“遵旨严禁刁绅蠹役滋扰寺院，并分别声明，其未入祀典各庙宇，或由绅民禀请改设学堂，相安无事者，应请悉仍其旧。”[236]又据《直隶总督袁奏遵旨严禁刁绅蠹役滋扰寺院并分别声明折》称：“伏查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早经奉旨通饬在案。又恭阅《钦定学堂章程》内载，创立中小学堂，皆得借用寺观公所等语。谨绎先后谕旨章程，是地方官应行保护之庙宇，系指列在祀典者而言；其未入祀典各庙宇，率由绅民禀请改设学堂，相安数年，业已允协。诚恐僧众误会圣意，纷起争端，藉开影射之门，致坏已成之局；有不得不分别办理，缕晰声明者也。臣惟兴学育才，为富强根本。军国大计，无逾于斯。直隶学务，经臣竭力经营。现始稍有规模，但终限于财力，赖有不入祀典之庙宇通融修改，早日告成。其或确载祀典暨僧人手置产业，均不得稍有侵占，必清界限。余如淫祠，本干例禁；私设庵院，律有明条。又绅民先曾布施，原无殊于善举；或僧众情殷报效，未便令其向隅者；均由公正绅耆，分投筹办，应请悉仍其旧，以昭大信。倘有刁绅衙役，藉端滋扰，遵旨从严禁办，不稍宽容。”[237]由于历经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各地改寺庙为学堂历时已有数年，各地在兴办新式学堂过程中已经常发生毁学风潮，所以袁世凯对禁止捐及方外上谕的覆奏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已经由绅民禀请改设学堂的未入祀典各庙宇，如果相安无事，应该“悉仍其旧”，以免引起僧众与士绅之间的纷争。时人评论道：“此次之谕，虽既误之在前，犹能挽回于后，政体虽乖而未尽乖人心，虽失而未尽乖失，奸民之狡谋未能遽遂，学界之进步不致全阻，直隶之办理此事，诚能救朝廷之阙失，而示地方有司办事之规则哉。”[238]

（二）各地庙产兴学之风潮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开启了各地改寺庙为学堂的风气。至二十七年（1901）朝廷宣布实行新政后，庙产兴学运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颁布保护寺庙和僧众产业的上谕，然而地方兴办中小学堂及蒙养学堂之风迅速蔓延，上至城邑都市，下至穷乡僻壤，庙产兴学之风无法遏制，成为清末新政以后屡见不鲜的现象，保护庙产的上谕实际上沦为一纸空文。

在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的推动下，各地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实施庙产兴学，首先是调查庙产。据《申报》中《严查寺庙》一文载：各府州厅县将各寺院改作学堂。僧会道会二司将各邑寺等若干查明禀履僧会司，即开呈清单，惟道会司迄未禀，昨日饬差严谕从速开呈，如再迟延，定干未便。[239]负责调查寺庙的组织是僧会道会二司，并将结果开列清单呈禀。地方官府调查庙产，以调查结果作为提取庙产的依据。中央政府在调查寺产方面没有统一指令，我们仅可从地方官府的政策中略窥一二。基本上是政府令寺僧将庙产据实上报，无论大小庙宇都在被调查之列。但这种方法遭到一些寺院的抵制。对于地方公庙，则由官府将各公庙的地租、庙树等各项财产详细统计下来，作为提取庙产的依据。如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江苏省扬州府发出告示，要求境内所有寺院，方丈自行禀报寺田，以凭核办，并宣称：“如见榜后知某寺田产确有隐匿，一经查实，全数充公。”又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上海县令王瑶廷“饬差传谕僧会、道会二司，将阖邑寺观若干查明禀覆”，并对行动迟缓的道会司提出警告：“如再迟延，定干未便。”

各地在实施过程中，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但多数直接没收寺产或强迫寺院提取庙产办学。有的直接驱逐僧尼，强行将寺院房屋、田产等用于办学；有的借口个别僧尼或者住持犯戒和违反清规等而没收寺院财产。在这场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寺僧显然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绝大多数都是隐忍退让，少数据理力争者，则往往被冠以“不守清规”、“违背戒律”等理由，被直接驱出寺院，甚至送至官府以治罪。

寺产的提取比例，各地也不一样。第一种是直接把僧众驱逐出寺庙，将全部寺产用于办学。如江西萍乡安乐乡有一寺院，当地士绅借口寺僧不守清规，商议将寺院所有山田、屋产、竹木等项均请归入附近的粟江书院。[240]又如上海县从1901年至1906年，先后没收了七个寺院财产改充学堂，有的酌给原住持少量资费，但佛像则一个不留。光绪三十四年（1909）十二月，直隶天津县议小会通过决议，将全县所有的寺产尽数收归董事会支配，僧尼只能根据原有寺产数目，领取小额的赡养费。第二种是抽取一半的庙产用于办学，这在浙江省比较普遍。据《东方杂志》载，在浙江省除了学堂均由寺院改建外，还要抽提寺产的一半用于办学经费：“省府各官学堂均以寺院修改，尚称宽敞。又议以各寺公产田亩，清查实数，抽提其半，藉作创办学堂经费。”[241]又如四川成都新繁县龙藏寺，被地方绅衿“提半以兴学”[242]。第三种是提取三成庙产用于办学。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浙江金华府武义县邀集学绅开会，决定将全县寺田的三成拨充学堂经费。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苏兴化县提出将该县庙产“酌提三成作学校之用”，得到两江总督的“大加奖许”后，该县迅速提拨一万亩寺院田产充公，随后泰兴、盐城亦有相应的举动。[243]

此外，在佛教传统中，有影响的僧人常常同时主持多个寺院，在有的地方规定，同一僧人主持多个寺庙除保留一所寺庙外，其余庙产均充作兴办学堂经费。如《东方杂志》报道，山东费县针对这一情况规定提取庙产办学的办法：“沂属殷实僧道甚多，往往一僧道主持二三庙宇，每庙产业少者膏壤数十亩，多者至一二顷，或四五顷不等。费县郎邱孔家湾等处绅董，以立学为当今急务，而筹款不易，商酌一僧道而主持数庙者，只准其有一庙产业作用，其余所入作为私立学堂之费。”[244]

有仅占用寺院以办学堂，但佛像不迁移，僧人继续侍奉香火，保守遗产，并将此举视为“两全”。《申报》中亦有相关报道，谓宁波：“镇海县东南管高等小学，现经刘崇照等改名东西管两等小学堂，迁设妙胜寺内，日前具禀宁府，呈请立案，喻庶三太守批云：绅等拟以东西管高等小学改名东西管两等小学堂，迁设妙胜寺内，其寺中原有佛像仍不移动，并令僧人闻罄侍奉香火，保守遗产，事属两全，于该寺毫无出入，应准立案，侯出示晓喻并札饬镇海县知照可也。”[245]保留僧人及佛像以维持香火，在地方士绅和官员看来已经是对佛教格外恩惠了，认为对“该寺毫无出入”，于寺于学堪称“两全”其美之举了。

除了提取庙产外，有的地方还分派庙捐、经忏捐等。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杭州太守与仁和、钱塘两县县令召集僧尼开会，并根据寺庙规模大小，每季度强行要求缴纳15—500元不等的庙捐：“一等五百元，二等三百元，三等一百五十元，四等七十元，五等三十元，六等十五元。”[246]又如萧山县令李思澄下令，要求祇园寺僧众按月申报经忏次数，每忏捐二千文[247]，有人称此为北伐时期破除迷信运动“迷信捐”、“经忏捐”的来源。[248]

四 佛教界之反应及近代僧教育之兴起

庙产兴学运动在全国施行以后，地方士绅和官员经常借口经费不足而提拨庙产，由此引起了佛教界僧人的普遍恐慌和反对，如光绪三十年（1904），寄禅因秃禅反对庙产兴学，绝食七日而逝，因作诗八首，“以纪一时法门之难”：“今秋八月，广东揭阳县因奉旨兴办学堂，驱逐僧尼，勒提庙产。时有老僧秃禅者，年已八十，不堪地棍衙役之扰，乃断食七日，作《辞世偈》八首，沐浴焚香，诵《护国仁王经》毕，即合掌端坐而逝。”[249]《仁王护国般若经》是佛教中著名的祈祷国家平安、免除亡国之难的经典，八十岁的老僧不堪庙产兴学之扰，临终念诵此经而逝，可见他对此政策无声的抗议和护国护教之心。佛教界对庙产兴学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奔走呼吁，通过朝廷和地方上的信徒护法的帮助，来维持寺庙财产；有的寺僧转而改信日本净土真宗，寻求日僧庇护；有的为自保寺产，主动兴办僧俗学堂等，由此推动了近代僧教育的兴起。

（一）主动捐助教育经费或寺产支持兴办学堂

由于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庙产兴学运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目的是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与发展。为了支持国家的教育改革以及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佛教界中亦不乏僧人主动捐助教育经费或寺产，积极支持兴办学堂。如直隶行唐（今河北行唐县）封崇寺律宗僧人瑞照，“性好读书，颇晓时局，尝以终身寺院无裨君民，恪守清规何关家国为念，近因听名人演说，不胜感奋，愿将寺产一顷四十亩，尽行归公，以作学堂经费，培养人材，经禀县详直督批准嘉奖”[250]。还有寺僧出物出力，主动积极支持办学，如河北大寺两等官小学堂及附设之半日学堂均系租用庙房，开学日久，宜加修理，学董正拟筹办，而寺僧光大知之，毅然募捐自行鸠工油饰。[251]直隶临城（今河北省临城县）孟家庄元宝庵僧人洛盛、驾游寺僧人元春、撤马寺僧人誓昌、昊天观道人永言等，一起捐制钱一千八百串，开办初等小学堂一所，请该县派人管理，得到朝廷的赞扬：“县令以该僧道寺僻处山隅，教隶方外，概捐巨款，兴办学堂，殊属乐善好施，已为详请直督分别优加奖励，以示鼓励。”[252]

然而像直隶等地少数僧人主动支持庙产兴学的情况毕竟属于少数，多数寺院开始不情愿捐款，后迫于形势，不得不捐资办学。这种情况在各地庙产兴学过程中最为普遍。如成都昭觉寺富有寺田，地方缙绅劝令筹款拨助学堂经费，主事僧人勉强答应每年缴费白银一千二百两。[253]翌年，成都昭觉寺方丈却被迫捐银一万二千两。四川督抚锡清帅特为上奏朝廷，颁赐“乐善好施”匾额，称赞他：“深明禅学，兼通儒术，知近来兴学款绌，自愿捐银一万二千两以助各学堂经费。”[254]

广东的寺院多属此种情况。如广东肇庆府庆云寺每年收入四万至五万金，住持称寺内僧人一百多人均赖寺产糊口，所以不肯缴纳办学经费，地方政府便派军队前往催缴。在庙产兴学期间，类似举动在广东可谓相当常见，这与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有关。岑春煊（1861—1933）在1903年调任两广总督，1904年上疏请求立宪，1905年又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上疏请求废止科举，他在任两广总督期间积极实施新政，兴办教育，惩治贪腐，人称“屠官”。由于广州等地某些寺庙对庙产兴学政策不够积极，岑春煊遂下令拆毁华林寺、长寿寺，将华林寺遗址改作商业区，仅留罗汉堂保存部分文物。又借口长寿寺内发现妇女金镯，以僧人不守清规为由全部拆毁，寺产没官。迫于压力，广州六榕寺僧铁禅以田产充作武备学堂游学经费，受到朝廷嘉奖。据铁禅等禀称：“本寺开山萧梁，清修世业，伤心陵谷，蒿目时艰，虽在世外之身，常怀处堂之歏，欲求护法，端仗国威。窃闻日本维新之始，各寺僧侣有舍身济国高义，现在广东武备学堂，拟选派学生赴东西洋学习军备，为自强之策，需款正殷。僧等有祖遗田业二百一十余亩，少留香火养资，愿以一百九十三亩零，按时价约值银钱二万两，悉数充作游学经费。”铁禅此举被称赞为“具见有心兴学，深明大义”，两广总督岑春煊亦称赞其为“其慷慨爱国之诚，洵非寻常义举可比”[255]，并奏请朝廷，赐给六榕寺僧铁禅等匾额一方，以表彰其义举。受铁禅的影响，广州兹海幢寺僧适安等亦自愿报效学堂，捐助经费四万元，得到学务处批准，[256]由此亦避免了寺院遭受拆毁的命运。

有的寺院开始积极支持办学，但是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寺院不堪重负，致使僧众不满，甚至导致毁学事件发生。如1906年泰州士绅朱葆逵等与万缘庵住持善慈商量，欲租借该庵以兴办贫民小学。善慈当即答应出借五间厢房，并邀请僧人能静及其胞叔顾鸿宾作为证人，议定租金，报知州张浍批准。然而学校开办不久，原来租借的五间厢房不敷使用，王培芸等欲租借大殿作学堂之用。大殿是寺院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僧众之中海航、松月、瑞莲、次野等本来对借庙兴学心存不满，于是乘机召集各处僧人百余人，打毁学校，殴打教员。当地官府闻讯后派兵围剿，捉拿犯事僧心朗。寺僧又纠集数百人，将心朗劫走。这一庙产兴学与毁学事件引起了旷日持久的学僧之争。[257]

（二）归投日本净土真宗以寻求庇护

近代中国，以净土真宗为先导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先后在中国各地进行所谓的“海外开教”，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神佛分离”政策有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打压佛教，采取了“废佛毁释”的运动，大力鼓励宣扬效忠天皇思想的神道教。日本佛教各派虽然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但是佛教徒在遭受打击之后开始积极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需要，俯首听命于“神皇一体”，建立起现代化的佛教教育、文化及社会事业，尤其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对外扩张，佛教亦积极对外传教，主动充当起政府对外侵略的工具。最早来华传教的日本僧人是净土宗东本愿寺派的小栗栖香顶，1873年7月，受东本愿寺派老法主严如的赞助，来到中国上海，后经天津入北京，居龙泉寺，在此期间著成《护法论》一书，一年后回国。[258]1876年开始，受东本愿寺的派遣，小栗栖香顶以中国弘教使的身份与谷了然、河崎显成、仓谷哲僧、崖边贤超、日野顺正一起共六人赴上海，租屋建立“真宗东派本愿寺上海别院”，开始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揭开了近代日本佛教在中国“海外开教”的序幕。此后，六人又于上海设立江苏教校、于北京开办直隶教校等。甲午战争爆发以后，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战争，日本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以及真言宗、净土宗、临济妙心寺派、曹洞宗、日莲宗和天台宗等，都相继来华传教。[259]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援引西方列强在华“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条文，要求清政府允许日本佛教宗派在华传教的权利，企图利用宗教，美化其侵略的本质，试图从精神上分化和瓦解中国人心。此外，日本佛教在向中国传教的过程中，效仿西方基督宗教的传教模式，经常以包揽词讼、干涉地方司法的形式来保护和招徕信徒，扩大其影响。

庙产兴学运动由于侵占寺庙房屋、田产，乃至演变为驱逐僧尼的事件，引起佛教界的恐慌，由此导致部分寺僧为保护佛教寺产，转而改信日本佛教。1899年，日僧水野梅晓、伊藤贤道因见清政府压迫佛教，便乘机来华，乃效法西方基督宗教徒来华传教的方法，引诱浙江、江苏等地佛教僧徒受其保护。除了江浙等地外，日本僧人还在福建厦门、广东潮汕一带传教。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僧人管真海等到汕头传教，由潮州人陈若慈等招引本地人入教，有数百人入教，每人纳银三元。澄海县地方官派人察访，有“连宵聚饮、结党影相不成事体等语”。[260]江西巡抚胡廷干在1905年也指出：“日僧来华传教，实由中国近立学堂，往往占居寺院，捐入庙产。缁流失其本业，遂为此勾引之谋。”[261]由于日本佛教在中国的渗透和影响越来越大，清末戊戌变法时政府开始实施庙产兴学，驱逐僧尼、强占寺产事件不断发生，为了保护庙产，遂发生了日僧干涉中国佛教，诱使杭州、宁波等三十六寺归投日本净土真宗的事件。“近闻各寺院僧人以其宗教同源，且闻华官有提寺租充作学费之说，因此入日本教籍者愈多。”[262]

在庙产兴学过程中，以杭州等地三十六寺院归投日本净土真宗，以及日僧干涉杭州龙兴寺事件最具代表性。1904年夏，浙江巡抚聂辑规（字仲芳）拟创办工艺传习所，委托高尔伊、罗振玉等办理，因经费不敷，故计划租借杭州龙兴寺（属云栖寺分院）的房屋作为校舍，提出以偏屋三进计十余间为僧人住宿及供奉佛像等用，其余房屋则均归公，按月给付寺僧租资洋银三十元作为香火之资。事情发生后，杭州人丁立诚、丁立中兄弟认为龙兴寺有其私人捐献，于是自任护法，反对租寺办学，并暗中唆使龙兴寺住持向旅杭日本东本愿寺僧伊藤贤道求援，并同时邀集杭、嘉、宁、绍等属三十六大丛林盗用敬安僧名义寻求日僧保护。[263]于是僧伊藤贤道携品照等赶往工艺传习所悬挂“大日本真宗本愿寺总布教场”匾额一方，并燃放爆竹，布告乡绅。杭州士民十分愤怒，即飞电外务部请饬浙江巡抚力拒。聂辑规得电后，即与日领事磋商，“日领虽允将匾额撤去，惟工艺传习所借用之大殿，仍须归该寺主持，并将佛像照常安顿，仲帅允之，此案遂定”[264]。后来经调查，“日僧伊藤贤道久寓杭州，由吴山海会寺僧惠持为之勾介，赴绍兴、峸县、新昌等处，借名布教，诱徒敛钱，无论僧尼道俗，苟以贿至，无不容纳，各给文牒锦带，以为信凭。旋经警察局拘讯，供认招摇各情不讳，即禀知张筱帅，移行洋务局照请日领事查究，旋由日领事传讯得实，即行勒令回国，三年内不准再来华。而绍郡各邑皈依诸徒，自闻佛教公所成立，日僧伊藤被逐，亦皆纷纷缴纳信凭，以为悔过之证云”[265]。

经过中日两国外交交涉，该事件最终以驱逐日僧伊藤贤道获得解决。杭州三十六寺僧原有创设僧学堂之议，经与杭州缙绅樊恭煦等共同商酌，公议停办僧学堂，立约五条：“（1）前议僧捐学堂经费概作罢论，惟寺院房屋财产大者仰邀敕赐。其次则出自募施，要而言之，皆公家物也，僧等既受诸公家，不得不视如己物，断不愿持赠他人，致招物议。（2）前议开僧学堂，原为开通智识起见，特恐有名无实，徒滋流弊，今僧等公议，决意不办。（3）各处议办僧捐，方兴未艾，吾杭等各寺院，蒙众绅公议，一律免捐，实已体恤周掣，僧等自当谨遵法戒，恪守清规，以期上报国恩，下对檀越，何敢放弃权利，有违公理。（4）地方公事需用寺院房屋者，除从前因案查封入官外，或借由众绅公同议禀官办理，必能俯顺与情，保全僧众。（5）众绅呈请抚宪出示保护各僧寺产，僧等自当仰体盛心，倍加敬戒。”[266]由于中国政府要求日本取缔各宗派传教师在华传教，日本宗教局局长斯波特下令戒饬东西两本愿寺各教派，称“近日传教者每于中国干预地方之诉讼事务，致生种种纠纷，且惹起无谓之交涉，此实逾于宗教家之分之外，不惟失遂我国宗教家之信用，且为国交上烦累之因，各宗派亟宜严饬在外之传教师，使勿生不利之事云云”[267]。

对于三十六寺归投日本佛教的事件，时人评价说：“然吾观浙江三十六寺僧之所为。实为保利，而非为保教。当各处士绅议改寺院为学堂之时，三十六寺僧依附日僧，欲藉日本之国权以保众姓所捐之寺产。设布教场，议僧学堂，举浙省官绅之全力以与之抗，几不能胜，及保护寺产之上谕降，而三十六寺僧，悉就范围，布教场可以不复设矣，僧学堂可以不让开矣。利既可保，教可不论绅僧互订条约，而浙僧引日本国权之风潮息矣。”[268]由此可见，日僧来华传教事件实因庙产兴学而起，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寺庙财产。正如太虚所说：“我国僧众因受了国家社会对佛教摧残和日僧来华传教影响，便起了依赖日僧保护寺产的心愿；日人眼见我国佛教受摧残，也就效法西洋耶稣教来华传教的办法，引诱中国的僧寺受其保护，故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了日本真宗的怀抱。那时，日本真宗来华代表为伊藤贤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护之下，如遇提僧产、占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领事出面保护。”[269]

（三）近代僧教育的兴起：从佛教学务公所、僧教育会到僧学堂

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以及发生的归投日本佛教的事件，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僧教育以及佛教组织的兴起，随后各地纷纷出现佛教公务所、僧教育会等教育组织，以寺产兴办僧学堂及普通学堂。为保护庙产，一些寺院中的僧众被迫兴办僧俗学堂，以此杜绝外界提取庙产之虞。在创办佛教学堂的僧众中，其中不乏有识之士真心办学，以谋求佛教振兴；但多数则虽为兴学，实为保护庙产。寺庙兴办的学堂共有三类：一为完全招收僧人，对僧侣进行培养，如长沙开福寺办僧学堂；江苏扬州天宁寺僧释文希提议由各寺捐集款项自行创办学校，专教青年僧徒，以便官府提拨寺产时有所借口，当时有二十多僧侣入学。二为僧俗兼收，如北京龙泉寺僧人道心，组织小学，“定额八十名，僧俗各半”。[270]三为世俗学堂，多数为公益性质，即招收贫民子弟入学，如1906年9月，北京的觉先和尚在宣武门的观音寺设立了“佛教公立民小学堂”，分初等科、高等科，共有学生四十多人。[271]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于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佛教组织和教育机构，其成立与近代高僧觉先有密切关系。觉先，湖北襄阳人，大约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少年出家，因目睹佛教衰败，庙产兴学之风盛行，“慨然以改革佛教，挽救时运为己任”[272]，光绪三十年（1904）春，东渡日本，悉心考察日本各宗派寺院、教育及社会救济事业等，与水野梅晓、大谷光瑞等相往还。觉先回北京后，于1905年8月向总理学务处禀请设立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并集款开办学校及工艺院等，得到了学务处的赞同。学务处的批示称：“该僧觉先知我佛教之衰，皆由僧人无学，询为知本之论。该僧等拟于京师设立中国佛教总公所，推诸各省，由各寺住持公选有德僧人兴办学校事务，志愿宏大，殊堪嘉许。据拟简章各条，于设立学习之外，并设立贫民工艺院，如从此着力，尤能造福地方，立见实效。惟办事必臻妥善周密，方能逐渐推行。应将详细章程妥拟呈阅，所有选派监督一节，俟办有端绪，再行禀候酌夺云云。”[273]与此同时，觉先还将南下洼龙泉寺公款提拨两万元，用于创办普通学堂。[274]觉先创办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得到了北京各大寺院住持的支持，总公所的僧长为光明寺住持东山，发起人除觉先外，还有广善寺达远、广化寺灵山、慈因寺吉安、龙泉寺道兴等。1905年11月11日，学务公所开办的初等民小学堂在宣武门内西城根象来街路北某官宅开学，有学生五十名，所有一切学费及学生午饭，均由僧等妥善捐入，概不收取学生资费。

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成立以后，在觉先的大力推动下，浙江佛教学务公所、宁波佛教学务公所、奉天佛教学务公所等相继成立。浙江佛教学务公所成立于1906年6月，其成立过程颇费周折。1905年8月，京师广化寺住持灵山等向总理学务处禀请设立浙江佛教学务公所，拟仿照京师佛教学务公所章程，提倡佛教。浙江官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学生汪希精通佛典，为僧侣所推重，请求派为浙江佛教学务监督。学务处将此申请转致浙江巡抚聂仲芳，聂委任浙江学务处具体办理。1905年10月，浙江学务处在给浙抚覆文中反对设立浙江佛教学务公所，指出寺僧开僧学堂，意在抵制捐款，既然三月初八朝廷上谕保护庙产，“今既不捐，则僧学堂亦毋庸开办，有名无实，徒滋流弊”[275]。认为开办佛教学务，存在诸多阻碍情形，故否决了设立佛教学务公所及举汪希充学务监督的申请。经过觉先及杭州寺僧的努力，1906年6月，觉先来到杭州宣传组织佛教学务公所及开办学堂，得到一些寺庙住持支持，浙江佛教学务公所得以成立，当时各报纷纷报道此事。如《东方杂志》载：“北京僧人觉先游历至浙，浙省缁流开会以欢迎之，觉先因晓以欲振佛教必先兴学之理，众大感动，公议设一佛教学务总公所，并仿北京办法，先设民小学堂二，僧小学堂一，贫民工艺院一，然后逐渐推广办理，闻已禀准浙抚立案。”[276]《申报》亦载：“杭省各寺院因惧改设学堂，故曾皈依日僧，旋又与绅士等订约，求为保全，仍不免惴惴自虑。适有京僧觉先由日回华，来杭演说，与各丛林住持联名禀请，组织民僧小学堂各二所，及贫民工艺院。尝奉张抚批示，尤准嘉励周至。由是，各僧侣闻之，无不眉飞色舞，甯绍嘉湖等属各寺住持皆一律到省，于初六日在法镜寺内事务所集议，计逾千人，殊足为僧界光荣也。”[277]1906年年底，敬安就向宁波知府禀办佛教学务公所成功，一切事务均遵照北京、浙江佛教公所章程办理，添设普通僧学及民僧各小学堂。[278]1906年，奉天锦州府僧众到京师邀请觉先赴沈阳，创办了佛教学务公所，得到了奉天将军赵尔巽批准立案，附设民僧各小学堂，俟款项充裕准备再设立贫民工艺院。此外，1906年年底，上海静安寺、海潮寺、青龙寺、龙华寺等各寺僧人共同创设上海佛教公会，推举静安寺僧会司正生为会长，各寺僧人能守清规并且不失宗派者都可入会。筹集款项设立义务小学堂，教育年幼僧徒和民间子弟。[279]

1906年7月，学部奏准颁布《教育会章程》，要求佛教学务公所改名为僧教育会。学部肯定了佛教学务公所在办学上的成绩，认为该所的宗旨意在兴办各种学校，不分僧俗，一律收纳。其办学经费来自各寺捐助，充分显示了佛门慈悲之心，以及帮助提高国民知识的愿力，所以应该继续维持，以收办学效果。佛教学务总公所改为僧立教育会后，“所立学堂应定名为某寺公立某等学堂，功课一遵定章教授”[280]。从1906年下半年开始，除了上述已经成立的佛教学务公所直接改为僧教育会外，各省僧教育总会及各地僧教育会相继成立，太虚曾于1908年随寄禅参与宁波及江苏僧教育会的组织工作，他后来回忆当时僧教育会的情况时说：“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会而办学堂之僧领袖。”[281]

各地佛教学务公所及僧教育会的成立，其主要目的是抵抗庙产兴学运动，自动兴学，保护寺产。太虚曾总结过清末僧学校的情况：“夷考吾华佛教办学，肇自有清光绪三十年间日人水野梅晓于长沙所办之僧校，盖念余年于兹矣。稍后扬州天宁寺铭廉和尚立普通僧学校。迨光绪三十三年，僧众惕于民间办学夺取寺产，在北京由觉先和尚等创设僧教育会，广立小学，僧俗兼收以为抵制。此种学校，多有遗留至今者，如定海、如皋等处之僧立学校是。亦有中间改为孤儿院者，如宁波是。光绪三十四年，杨仁山居士于金陵建祇园精舍，则旨在互议华梵，及译华文精论为英文，然旋归消灭。后江苏僧教育会复办初级僧师范学校，亦只昙花一现，未能持久。而此先后成立诸校，除仁山居士所设者外，其动机多在保存寺产，仿照通俗所办之学校而办，用图抵制，绝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故其教学科目，亦多属普通学校之性质，间或讲授佛学，亦仅以点缀，未尝重视；且多数办理不久，旋即废止，故殊少成绩可言。”[282]清末僧学堂的开办，一般认为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人水野梅晓于长沙开福寺创办僧学堂，虽然长沙僧学堂得到了笠云等僧人的支持，但毕竟不属于中国僧人独立创办的僧学堂，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净土真宗已于南京等地创办过僧学校。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僧教育的兴起，始于佛教学务公所和僧教育会成立以后所创立的僧学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扬州普通学堂、祇洹精舍以及南京僧师范学校等。杨文会创办的祇洹精舍与南京僧师范学校有密切的联系，下一章会详述，此处仅将扬州普通学堂略作介绍。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文希与扬州各寺僧等共同创立的普通僧学堂于扬州天宁寺藏经楼正式开学，共招收学生二十余人（学额六十名），聘请了七位教员，三名为僧人，四名在家人。[283]普通僧学堂的办学动机主要是为保护寺产，《东方杂志》曾载：“扬州各僧寺产业颇丰，有志之士，咸欲酌提庙产为教育之资，诸僧徒得此消息，共谋抵制，近天宁寺僧某倡议，由各寺捐集款项，自行创办学校，专教青年僧徒，以便官场提拨庙款时有所借口。”[284]镇江的金山江天寺、常州东门外的天宁寺均在治下，其教育经费全部由镇、扬佛教各寺负担，教授的课程中，除授佛学之外，还有英文和日文，所以此学堂被后人誉为开风气之先。杨文会居士闻知普通僧学堂的开办，欣喜不已，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宜开设僧学堂以振兴佛教”。然而，镇江、扬州、常州等地的诸山长老多数兴办学堂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寺产，并无意兴办佛教教育，培养僧才，当庙产兴学之风稍停以后，即无意继续办学。此外，扬州地藏寺等处僧人不满天宁寺所办的普通僧学堂，认为其教授和管理均不得法，于是联合多寺，另外于宛虹桥火星庙设立国民小学一所，称僧立初等小学，不分僧俗，共收学生五十名，一律不收取学费。[285]文希在办学过程中备尝艰辛，便想东渡日本考察佛教，此举更遭到了扬州等地保守僧人的猜忌，被人诬告是借赴日本考察佛教的名义勾结日本革命党人。文希在动身赴日前夕遭到逮捕，被两江总督判为终身监禁，直至辛亥革命胜利后方从江西石埭县监狱获释。故杨文会对此深感惋惜，曾感叹说：“江南学务，莫先于扬州天宁寺。而阻之者甚多，甚至同室操戈，斗争坚固，甚可叹也。”[286]

庙产兴学运动使寺院僧尼陷于巨大的恐慌，但也促使佛教界中部分有识之士及高僧大德认识到僧团衰败的原因，最根本的在于保守传统教育落后而导致僧才匮乏，佛教难以适应时代，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由此提出要在时代大变革的进程中奋起革新，创办新式僧教育机构和学院。从这一角度看，庙产兴学又在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的现代化转换，促成了佛教在社会转型中的新生。

第四节 杨文会与近代佛教的复兴

杨文会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世人称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为挽佛教之颓势，杨文会一生致力于近代佛教的复兴运动，其最大贡献在于创建了金陵刻经处和开办祇洹精舍（释氏学堂），而这两处成为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大本营，由此奠定了杨文会在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有关杨文会的功绩，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287]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两位讲经法师谛闲、月霞分别重兴天台宗和华严宗，在佛教界有较高的声誉，受杨文会之请，曾任教于祇洹精舍。居士中的领袖人物欧阳渐，僧界改革派领袖太虚大师，以及普光、慧敏、仁山等著名法师，知识阶层及政要如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宋恕、汪康年、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郑孝胥、黎元洪等，均曾受到杨文会的影响。欧阳渐在《杨仁山居士传》中论杨文会门下弟子时说：“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柏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伙矣。”[288]此外，弟子之中谢无量、濮一乘、狄楚青、邱檗（字晞明）等均为民国时期卓有影响的佛教学者。故楼宇烈评价杨文会说：“近代中国发生的佛学振兴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与杨文会居士为振兴佛学而献出毕生精力的辛勤工作也是分不开的。”[289]

一 生平、著述及佛法因缘

关于杨文会生平原始传记资料，重要的有徐文蔚撰《杨仁山居士事略》[290]、沈曾植撰《杨居士塔铭》（以上两种收入《杨仁山居士遗集》）、张尔田撰《杨仁山居士别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逸民类，卷卅七）、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内学杂著》下，《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第十二册）等。另有沈彭龄撰《杨仁山先生年谱》（《东北学刊》第8期）、杨步伟撰《先祖仁山公之生平》（《菩提树月刊》第95期）、《杨仁山居士生西传》（收录《往生传》，《北平佛教会月刊》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等，亦可参考。

杨文会（1837—1911），号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县）人，清末居士佛教中的领军人物，亦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先驱。杨文会出身官宦世家，其父杨朴庵与曾国藩为同科进士，二人交谊颇深。杨文会10岁开蒙，天赋颖悟，却不喜科举仕途，生性任侠，好驰射击刺之术。生平好读奇书，“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291]。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起事后，随家转徙于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前后十年时间。其间随父亲杨朴庵协助张芾办理团练，还参加了与太平军的战斗，身先士卒，表现英勇，论功则固辞不受。同治二年（1863），父亲杨朴庵去世后，杨文会进入曾国藩幕府，任职于谷米局，襄助曾国藩办理军粮等事务，因其精于工程，经理土木“费省工坚”，曾国藩、李鸿章皆以“国士”目之。同治三年（1864），正式归信佛法。同治五年（1866），李鸿章署两江总督，任命杨文会负责江宁工程，由此杨举家迁居南京，因感于佛教凋零，佛经散落难见，则在十多位佛学之友协助下，开始着手创办金陵刻经处，校勘刻印佛经。同治十二年（1873），乃屏绝世事，家居读书，专究佛乘。光绪四年（1878），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政教及科学事业，精研天文、显微等学，并购置了天地球图并舆图尺以及许多科学仪器。归国后辞不授奖，仍然以刻经为主业。光绪八年（1882），至苏州元墓山香雪海，觅得藏经版。光绪十二年（1886），又随刘芝田出使英法，考察英国政治、制造诸学，遂对世界局势有精深的看法，领悟到西方各国富强之道在于以实学为本，曾建议刘芝田，上种种条陈于清政府，但因清政府腐败无能不予理睬，他由此对时政颇感灰心，专心于佛教救国事业。在英期间，杨文会结识了日本人南条文雄，在他的协助下，从日本搜得中国隋唐古逸佛书三百余种，选择其中珍稀者十种刊印。光绪十六年（1890），刘芝田回国出任广东巡抚，杨文会也由英回国，此后即未再担任俗世职事，唯以刻经弘法为毕生志愿。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文会在上海与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士会晤，对达磨波罗复兴印度佛教的理想十分赞同，曾计划训练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成了他后来创办祇洹精舍的机缘。自此杨文会于佛法志趣更大，提倡僧学，将复兴佛教作为他毕生的目标而为之奋斗，常以“吾在世一分时，当于佛法尽一分时力”自勖。杨文会晚年（60岁以后），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众多，其中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梨端甫善三论，而精研唯识法相之学的则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蒯若木、欧阳渐等，可谓人才济济。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内设立祇洹精舍，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招收僧俗学生十余人，由他亲自教授佛学，著名的学生有释太虚、邱晞明等。祇洹精舍办了两年，因缺乏经费就停办了。宣统二年（1910），杨文会创办佛学研究会，自己主讲。杨文会于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七日患病逝世，世寿75岁。

关于杨文会的佛法因缘，许多传记均记载，同治三年（1864），开始正式归信佛法。据《事略》载，他将父亲归葬后回到安徽，因染时疫，乃潜心于佛学。“先是，居士有志学佛，于皖省书肆中得《大乘起信论》，未暇寓目。病后，阅他书不惬，读论，乃不能释卷。赓续五遍，尽得奥旨。由是遍求佛经。”后于坊间得《楞严经》，遂阅之而忘身于书肆。至黄昏肆主催归，方有觉悟。此后，即多方搜寻佛经，“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292]上述记载与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中相同，唯增加有老尼授予《金刚经》，“怀归展读，猝难获解”的内容。可见，在1864年之前，杨文会已经开始接触佛经，据其自述：“我于二十六岁学佛，二十七岁丧父担任家务，十余口衣食之资，全仗办公而得，日日办公，日日学佛，未尝懈退。”[293]然据杨文会的孙女杨步伟的说法，杨文会随父移居杭州时，曾经遇到一位才女想娶为“并妻”，遭到其母亲和妻子的反对，她们只答应他纳之为妾，于是此事遂无结果。经此打击，杨文会更觉世事无聊，终日在西湖边游玩，一日偶然在书摊上见到《大乘起信论》，阅读之后，深为叹服，从此开始研究佛学，绝不做官。偶有任职，皆为基本生计所虑，一旦满足，便决然放弃。最初佛道兼学，后舍道而专修佛法：“鄙人学佛以来，近四十年。始则释、道兼学，冀得长生而修佛法，方免退堕之虞。两家名宿，参访多人，证以古书，互有出入，遂舍道而专学佛。如是有年，始知佛法之深妙，统摄诸教而无遗也。”[294]

杨文会一生著作颇丰，但较杂散，著名的有《大宗地玄文本补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论》一卷，《观无量寿佛经略论》一卷，《无量寿佛经往生偈略释》一卷，《坛经略释》一卷，《论语》、《孟子》发隐各二卷，《阴符》、《冲虚》、《道德》、《南华》发隐各一卷，《等不等观杂论》八卷，《阐教篇》一卷，另有《天地球图说》一卷，单行。尚有居士手辑《大藏辑要》四百七十种三千三百余卷，《贤首法集》二十二种，《华严著述集要》二十九种，《净土古佚十书》十种，《净土经论》十四种，《大乘起信谕疏解汇编》、《释氏四书》、《释氏十三经》、《释氏十三经注疏》和《佛教中学古文课本》甲乙丙丁四编，均别行。此外又有《杨仁山先生礼拜入观法》一卷。

杨文会对近代佛教的贡献，其弟子欧阳渐曾经总结为十大功德：“一者，学问之规模弘扩；二者，创刻书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书；四者，为雕刻学书刻佛像；五者，提倡办僧学校；六者，提倡弘法于印度；七者，创居士道场；八者，舍女为尼，孙女外甥女独身不嫁；九者，舍金陵刻经处于十方；十者，舍科学技艺之能，而全力于佛事，菩萨于五明求，岂不然哉。”[295]杨仁山对近现代佛教复兴影响极大，被誉为近现代佛教运动的“复兴之父”。[296]概括而言，主要有三大贡献：其一，创建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佛典；其二，创办祇洹精舍，培养佛教人才。其三，具有世界眼光，弘扬佛法于国外。

二 金陵刻经处的创立及其意义

杨文会学佛后，便遍求佛经，在国内遍访古刹，足迹涉及苏、浙、湘、皖等省，然因经洪杨战乱，江南佛教文物遭毁殆尽，“搜求殆遍，迄无所得”，深感佛学凋零，遂萌生刻印佛教典籍的念头，以流通佛经，振兴佛教。同治五年（1866），杨文会受李鸿章邀请举家迁居南京，负责江宁工程建设事宜。公务之余，潜心佛学。此时认识工程局同事王梅叔，两人“邃于佛学，甚相得”，在王梅叔的引荐下，“复与邵阳魏刚己、阳湖赵惠甫、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诸君子游，深究宗教渊源”。他们在探讨佛学时一致认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但因连年战乱，大量佛经被毁，明刻《嘉兴藏》毁于兵火，仅存的《龙藏》因是梵箧本，不便阅读，“因发心刻万册藏经”，以广为流传。[297]同治五年（1866），杨文会会同佛友草拟章程，劝募经费。于佛成道日（农历十二月初八，即1867年1月）刊印魏源辑《净土四经》（《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他在《重刊净土四经跋》中记载：“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适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君梅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298]大本《无量寿经》即《观无量寿经》，“此本为邵阳魏公默深所辑。魏公经世之学，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净业圆成，乃由体以起用也。世缘将尽，心切利人，遂取《无量寿经》参会数译，删繁就简，订为善本”[299]。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对杨文会刊刻《净土四经》评价甚高，称其“为近世佛教重光之始”，并认为：“《杨仁山居士遗著》，开佛教一代之风气，为居士著述之先河，有功于我国近世佛教之发展者至钜。”[300]

《净土四经》的刊刻宣告了金陵刻经处的成立，这在中国近代佛学史上意义重大。金陵刻经处承担了佛教的两大事业：讲学与刻经，而讲学与刻经是以佛学的研究为基础的，因此金陵刻经处可以说既是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刊印流通佛经经典的文化机构，同时亦为佛教研究和讲学交流的学术中心，它标志着近代佛教复兴的开始。杨文会在此期间所做的刻经事业，为近代佛教提供了大量佛典，特别是那些在中国境内已遗失的大量珍贵逸书，不仅满足了佛教信众的普遍需求，也推动了中国研究佛学的风气、促进了佛教义学的振兴；其讲学事业，不仅为近代佛教界培养了许多卓越人才，推进了近代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开启了一代居士佛学之新风，对20世纪中国佛教的复兴贡献甚大。

当时协助杨文会创办刻经事业最为有力者是江都人士郑学川，郑后出家，法名妙空，于扬州东乡之砖桥鸡园创立江北刻经处，与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刻经甚多。在刻经处创立之初，杨文会还制定了三不刻原则，即“疑为伪经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害不刻”，从中可见杨文会对刻经事业严肃认真的态度。三不刻原则成为金陵刻经处的优良传统，使得刻经处威望、声誉与日俱增。在此期间，杨文会日则处理公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之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往往至深夜才就寝，全然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

至同治七年（1868），杨文会制定《募刻全藏章程》、《金陵刻经处章程》，“刻经处现设江宁省城鸡鸣山之北极阁，以便十方善信前来随喜”[301]。刻经处请释妙空任主僧，并撰《募刻全藏疏》，此时刻经处方臻于完备。同治七年（1868）八月，杨文会联合江宁杨西华、无锡余莲邦、长白陆凯臣、丹徒赵季梅、湘乡龚熙亭、邵阳魏耆（刚己）、江都徐璧如、武进刘恺孙、钱塘徐灵虚（荫庭）、贵筑黄桐轩、阳湖赵烈文（惠甫）、顺德张浦斋、邵阳魏槃中、海宁唐端甫、钱塘汤衣谷十五人，制定《募刻全藏章程》十条，规定刻经处书籍刊刻形式为“均用书册一本，以便刷印流通。其行数、字数、版式大小，悉照祖定师写刻《华严》等经为则。但易楷字弱宋字。此本募疏章程即是刻经式样”；所刻经籍，“凝照楞严寺书册本目录，不再增减”，“须分先后缓急。不拘经、律、论等，但取现前所急需者褐第一起。捐得某部之资，即将某部先雕”，但并非所有经书都能刊刻，“名德撰著，藏内未收者尚多。全藏刻竣后，倘有余力，须众议众同，亦可续刻。或有指刻某部者亦听。但非由戒定慧三学出者，不得滥收”；确定刻经处募化主僧为释妙空，“耘施功德净资，或亲交刻经处比丘居士等手收，或亲交刻经处出募之僧妙空，方无舛误。若系转寄，必须付托施主素以亲信之人，以杜意外”，“发心大士，或认刻一卷、二卷，一部、二部，乃至数十卷、十部，以及全藏十分之几，或数人合认一部、一卷，书尾皆载明。施主姓氏，莫不指定者。功德用于何部何卷，即于何部何卷之尾，如式写就。倘有不愿题名者，亦载无名氏捐资若干所刻，以便稽考”，“某部几时刻竣，字数若干，用钱若干，并请印工料若干，俱于经尾载明”；寻访底本时，“南、北两《藏》及楞严寺《藏》，皆须校阅访明。何处有藏，信知藏主。俟刻某部，即请某部。刻竣，当即送还原处。其有藏者，率布法施，俾成善本。其借书者，切须慎重，免致贻误”。

同治十二年（1873），杨文会摒弃世事，家居读书。李鸿章函聘办工，婉拒不往。于是年参考造像量度及净土诸经，静坐观想，审定章法，聘请画家绘成《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十一面大悲观音像》，并搜古时名人所绘佛、菩萨像，刊布流通，以资供奉。

杨文会自创办金陵刻经处后，益发心搜求佛教亡佚经典。先是在国内寻访古刹，搜求佛典。同治十三年（1874），泛舟游历苏浙，朝礼舍利、名刹。闻洞庭西山有古刹，藏有诸多古经，便只身独往，搜求殆遍，以至盘费缺乏，不能成行。

同治十七年（1878），杨文会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赴英法二国，考察政教及天文显微诸学甚详，并购得许多科学仪器而归，首开清末研究科技之风气。此际，于一偶然机会，在伦敦结识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归国后，二人书信往来，畅谈佛学，交谈甚契。由此得知日本流传佛书甚多，其中中国早已佚失的佛教经论亦有很多。杨文会与南条文雄往来书信计二十八封，收于《等不等观杂录》卷七、卷八。二人笔谈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梵文文字、音韵问题、汉译佛典之梵本存否之问题、净土宗要典之讨论、净土宗教义之问辨等，内容广泛而深入。

1890年杨文会54岁，赴京礼旃檀佛像，并求藏外古德逸书。适逢内弟苏少坡随使节东渡扶桑，即专门托其带信与南条文雄，请其广求中国失传之古本佛经。后果然陆续由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佚失的隋唐古德注疏，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等，总数达“三百余种”。其中专谈净土之书，杨文会选择从北魏到南宋较佳者十种，汇集刻印。十种如下：隋慧远著《无量寿经义疏》、唐善导著《观无量寿佛经疏》、宋元照著《阿弥陀经义疏》、唐靖迈著《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疏》、北魏昙鸾著《往生论注》、唐道绰著《安乐集》、唐窥基著《西方要诀》、（新罗）唐元晓著《游心安乐道》、唐迦才著《净土论》、唐怀感著《净土群疑论》。这些古德逸书对推动近代佛学复兴意义重大，其精心编刻的《汇刻古逸净土十书》、《华严著述辑要》、《贤首法集》、《中论疏》、《成唯识论述记》等，使净土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三论宗等法脉或久湮复兴，或廓清迷障，或导入正途，或发扬光大，欧阳渐对此有评价：“明末诸老，仗《宗镜录》研唯识，以故《相宗八要》诸多错谬，居士得《唯识述记》而刊之，然后圭臬不遗，奘、基之研讨有路。刻《门论》、《百论》等，然后中观之学有籍，而三论之宗复明。”

杨文会听闻日本寺庙中有“尊藏”之本，不能购买，还托苏少坡“抄稿寄回”，并从上述搜求到的经典中，精选一部分加以刊行。对于所搜集的经典，杨文会致南条文雄函中声称：“比年以来，承代购经籍，千有余册。上自梁隋，以至唐宋，并贵国著述，罗列满架，诚千载一时也。……前明刻书本藏经，正藏之外，有续藏三千余卷，其版毁于兵燹矣，此次弟等募刻藏经，拟将贵国传来之本，择其精要，刊入续藏，以为永远流传之计。”[302]杨文会还多次打算亲赴日本搜访经籍，然时运不遂，终未能成行。

在从日本搜求佚籍的同时，杨文会也为日本藏经书院编辑《续藏经》提供许多注疏和密教典籍。后因感到日本所编《续藏经》的芜杂（多至一万卷），特加以选择，归于纯正，详订书目，编辑《大藏辑要目录》，共收三藏要典及各家著述共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准备陆续刻印。又拟作《大藏》和《续藏》的提要，提供读者研究的门径。虽计划刻版的《大藏辑要》未完成，但重要的著述都已刻出来，如贤首的十疏之六和一些杂著，以及嘉祥的《三论疏》，慈恩的《唯识述记》、《因明述记》，善导的《观经疏》等中国久已失传的要典，都从日本搜得底本，精加校勘，刻版流通，不但丰富了大藏的内容，也启发了学者的研究，使各宗学说得到平等传播。其时，因随着刻经范围逐渐扩大，刻印经费明显不足，杨文会毅然将从欧洲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出售以充刻资，足见他对刻经事业的极大热忱。

杨文会创建主持金陵刻经处四十余年，兢兢业业，“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晚年更作《谢客启》，敬告远近新旧知交，所有远方来函也概不作答，请求谅解。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十余年间，金陵刻经处共刻印经典两千余卷，流通经书一百余万卷，佛像十余万幅，且“校对印刷均极精审”，对挽救佛教颓风、弘扬佛门正法起着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杨文会志愿在金陵刻经处完成三大刻印任务，一为编辑《大藏续藏提要》，二为类别日本续藏刻本为《大藏集要》（又作《辑要》见《序例》），三为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对其刻印原因及要求，他在《告大同书》中写道：“一编辑《大藏》、《续藏》提要。经典浩繁，读者苦难抉择，今仿《四库提要》之例，分类编定，以便初学。一类别日本《续藏》刻本为《大藏集要》。日本现刻之《续藏》，搜求甚富，但其中须加区别，以归纯一。今拟分三类：一必刊行者，一可刊行者，一不刊行者。甄定去留，使读者不至迷于所向。先刻成《大藏集要》约三千卷，以便学者随时购阅。余俟陆续刻成全藏。以上二书，体例略定，尚未着手编订。期以数年，当可蒇事。此外尚有未竟之稿数种，亟须足成之。”又曰：“一鄙人志愿，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303]为编定刻印《大藏辑要》，为此精心搜集挑选经律论著作四百余部三千余卷，分十九类，其中华严三十二部、净土五十二部、般若二十三部、涅槃十三部、方等六十六部、法相二十五部、法华十六部、密教五十六部、小乘经十六部、大乘律七部、小乘律七部、大乘论二十三部、小乘论四部、西土撰集十六部、禅宗三十部、天台宗十四部、传记十一部、纂集九部、弘护十三部、旁通十部、导俗四部等。虽由于各种因素，最终没能完成这一庞大的文化工程，但由此可见杨文会宏阔的心志、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毅力。

金陵刻经处在创建初期，因经费不足等问题，一直没有固定住所，多次迁址，后于1879年，杨文会在南京城北龚家桥附近的延龄巷内买下一块面积约二十一亩的土地建了“杨公馆”，作为金陵刻经处长期住所。光绪二十七年（1901），杨文会与三个儿子签订《杨氏分家笔据》，将金陵刻经处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目前家眷暂住在内，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照例起租。不得自添屋宇，以杜占踞。俟各房自造住宅，即当移居。经局刻版之资，系十方善信捐助，永远作为公业，经营之人公同选举。”“近年家用不敷，积有欠债。通盘清算，所欠各处债项计银三千八百一十两。以目前进款大小分认归还。计大房一千二百七十八两，又浮桥地基房屋归大房收受，值银六百两，共银一千八百七十八两。二房计银一千零五十七两。三房计银八百七十五两。共认债款三千八百一十两。”[304]此中所说分家，不是分家产、分家业，而是分债务。临终前，杨文会又将金陵刻经处托付给陈稚庵、陈宜甫、欧阳渐三人，并说：“经办所在，灵柩所在。”由此可见杨文会为法无私的热忱。

沈曾植在《杨居士塔铭》中赞杨文会之刻经事业时，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刊刻佛经贡献最大的四位高僧大德并称，即隋朝于北京云居寺刻石经的静琬法师，宋代于闽东禅寺刊刻《崇宁藏》的冯檝、于浙江湖州思溪禅院刊刻《思溪藏》的王永从，以及明代于浙江径山刊刻方册本《嘉兴藏》的密藏道开，指出千年以来，此五人“甚难稀有”，进而认为：“然静琬受付属于南岳思大师，冯、王生五宗四家禅席风行之世，密公有憨山、紫柏、陆五台、冯开之相助激扬，独居士奋起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居士事盖视前人为倍难。景与响相承，因与果不二。以法运通塞验之，华严极盛于隋唐，天台中兴于南宋，净土普行于明末国初，皆非刻经人所及见。而今者诸方竞进，贤首、嘉祥、慈恩之微言绝学，浸昌浸炽，金胎教令，朕兆萌芽，佛日光明，重昭坏劫，居士实亲见之，非创刻时所预期。则居士之效，视前人倍疾乎？”[305]

三 创办祇洹精舍，培养佛教人才

杨文会自学佛以来，对当时国内“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只有开办佛学学堂，才能振兴佛教：“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306]在创办金陵刻经处刻印经典之时，杨文会即曾拟建“释氏学堂”。

杨文会还把开设僧尼学堂作为中国佛教振兴之策提出，要求当时政府“立一新章，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建议由各省选择名胜大刹开设佛学学堂，经费由寺院庵观田产提充，教习共同推举。他设想把“释氏学堂”分为三等，“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各为三年，共九年学成。初等先令学习文理，然后教以浅近释典，三年学成后准其授沙弥戒。中等再令学习稍深经、律、论，三年学成之后，“方能作方丈，开堂说法，升座讲经，登坛传戒，始得称大和尚。仅学得初等中等者，只能当两序职事。若全不能学，仍令还俗，不得入僧班”。只有这样循序渐进地严格学习才“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成为“国家之盛事”。他还认为释氏学堂不仅要学佛典，而且也要学普通学校的课程，如语文、算术、历史、外文等。外文包括梵文、英文、东文（日文）。同时主张学堂分为“教内”、“教外”二班，既收佛教信徒，又收在家居士。外班以普通学为主，兼读佛书；内班以学佛为本，兼习普通学。他还特别强调内班“专门学者，不但文义精通，直须观行相应，断惑证真，始免说食数宝之诮”。

杨文会不仅大力提倡国内僧界办学，自己也充分利用金陵刻经处的资源优势，积极筹办新式学堂，几经周折，经多年努力筹备，终于在1908年秋于金陵刻经处，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佛学学堂——祇洹精舍正式开学，为此杨文会作《祇洹精舍开学记》铭志庆贺。为汲取国外举办僧教育的经验，他又通过南条文雄索取日本佛教各宗大小学校种种章程，以资参考。杨文会还编订了“释氏学堂内班课程”，规定“每日课程六堂，每堂一点钟”，同时详列需学经论三十余种。有关教授事宜，欧阳渐称：“冀学者兼通中西文，以为将来驰往天竺，振兴佛教之用。国文、英文，同志任之；佛学，居士自任之。就学者缁素二十余人，日有进益。”[307]杨文会自任佛学讲习，聘李晓敦教授汉文，诗僧苏曼殊教授梵文和英文，谛闲法师任学监。到精舍讲课之人，皆为尽义务，不收薪金，师生平等，各尽其心。祇洹精舍的办学目的，一是培养本国佛学人才，二是为派人到印度弘法做准备。起初，入学的僧俗共二十余人，一代佛学大师太虚大师即是此期学员。

由于各种条件限制，特别是经费不足的原因，祇洹精舍办学规模不大，办学时间也不长，只办了两年，1909年被迫停办，原来设想的赴印度弘法的目的也未能实现，但杨文会开启了现代佛教教育之新风气，被太虚大师誉为我国高等僧教育之始。受其启迪，欧阳渐后来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大师后来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在中国近代佛学史上意义重大，声望卓著。

为培养更多的佛教弘法人才，杨文会采用多种途径来办学、讲经，方式灵活多样，除祇洹精舍外，先以金陵刻经处为基地，建立居士道场，与四方求学者探讨佛学。杨文会对发展居士道场非常重视，欧阳渐在《杨仁山居士传》中记载：“居士尝谓，刻经事须设居士道场，朝夕丹铅，感发兴致，然后有继以渐而长。昔年同志共举刻事，乍成即歇者为多，虽砖桥刻经不少，而人亡业败。以故设立学会于金陵刻经处，日事讲论不息。今以避难移川，而刻事犹未衰歇者，由是而来也。”此外，1910年，杨文会晚年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成员有陈散原、濮一乘、梅光羲、李证刚、孙少侯、邱唏明等，杨文会自己主讲。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深受欢迎，欧阳渐即于此时正式依持杨文会。佛学研究会的办学方式比起正规化的祇洹精舍更为灵活，不需固定师资，学员不住校，经费较省。由此可见，近代僧俗佛教人才之辈出，是与杨文会的辛勤育才分不开的。同时，还有一大批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杨氏佛学的影响。

四 具有国际眼光，弘扬佛法于世界

杨文会早期设想通过刻经的途径来达到振兴与弘扬国内佛教的目的，而随着广泛收集流传海外佛典事业的展开，他与各国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其视野也越来越开阔。晚年其弘法理念发生了变化，由初期的刻印佛典转向佛教教育以及在国外弘扬佛法，都与他这种开阔的国际视野分不开。

杨文会开阔国际视野的塑造，首先，来源于他中年时期的外交官生涯。1878年、1886年杨文会先后两次出使欧洲，有着长达六年的外交生涯。在此期间，他近距离了解了国外著名的佛学学者，其中有英国的缪勒、法国的儒莲[308]，让杨文会对欧洲的佛教文献学有所了解。与缪勒门下日本学僧的结识更具意义，由此杨文会不仅了解了西方的佛学研究，还知道有梵文佛典及散佚日本的汉语佛典，后来支那内学院编辑的《藏要》，以梵藏文本校勘汉译的佛典，便是吸收了欧洲、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长达二十年的相互交往中，南条文雄在日本帮助杨文会收集了不少散佚汉语佛典，极大地推动了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事业。

其次，他的国际视野得益于在华的传教士或佛学家，其中有李提摩太和达摩波罗。李提摩太是英国神学家，1869年来中国传教，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梁启超等各类官员及学者均有接触，他在山东、山西、北京、南京等地讲授西方的科学知识，还在天津、上海等地办报，他主管的上海《万国公报》在晚清影响很大。1884年李提摩太在南京拜会总督曾国藩时结识了杨文会，并与杨文会合作完成英译《大乘起信论》，成为英语世界的经典译本。后合作虽停止，但李与杨文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李提摩太的交往，使杨文会在告别外交官生涯后还能保持活跃的思想、开阔的国际视野。

而与锡兰人达摩波罗的结识与交往，则直接影响了杨文会的弘法实践，从早期专注刻经转向佛教教育，由此创办祇洹精舍、佛学研究会，培养佛学人才。达摩波罗以复兴佛教为己任，欲在全球传播佛教，来到中国想得到中国佛学界的支持，在李提摩太的引荐下，杨文会与达摩波罗会晤，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并达成共识：由杨文会在中国培养出一批精通佛学、汉学和英文的佛学人才，到印度学习梵文并协助达摩波罗复兴佛教。这成为杨文会后来兴起创办祇洹精舍想法的直接机缘。杨文会为祇洹精舍所编订的《佛教初学课本》，据张尔田《杨仁山居士别传》记载，最初是想送给达摩波罗，助他在印度复兴佛教之用。《杨仁山居士事略》中也提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文会于上海会见摩诃波罗，摩诃波罗请他复兴印度佛教，于是杨文会提倡僧学，手订课程，著初学课本，一为振兴中国佛教，一为西行传教。可见杨文会后期推行佛教教育，以培养弘法人才，并弘扬佛法于国外的思想与实践深受达摩波罗的影响。

将佛教推向世界理念的提出，也与当时中国新学者们期望通过力挽佛教之危亡的颓势，革新佛教从而托起民族振兴希望的背景有关。而希望通过佛教的革新形成的新佛教担任民族振兴的重任，则借鉴于西方通过宗教改革的方式让西方崛起的经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概括出当时新学者们的共识：“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复活，则‘宗教改革’也。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也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学也。”而杨文会对新学救国者们则具有巨大影响力：“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杨文会本人也抱有这样的想法，晚年时期所著的两篇《支那佛教振兴策》集中反映了这种理念，《佛教振兴策一》中提到开办“内班”与“外班”的目的是最终使“佛教渐兴，新学日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僧道无虚縻之产，国家得补助之益”；《佛教振兴策二》中，强调了传教对国运昌盛的影响：“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阙如。”这里所说的宗教，虽不拘于佛教，但在杨文会看来，佛教最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等宗教”。因此《佛教振兴策二》进一步提出传教要从印度入手，在世界范围内重兴佛教的主张，反映了他不再拘于国内佛教的振兴，而是具有广阔的世界性眼光，要将佛教推向全球，使之成为“全球第一宗教”。

总之，杨文会创办祇洹精舍时，其目的在于培养造就具有世界眼光的弘法人才，将佛法回传至印度，进而传播至世界。杨文会在《与释氏海书》中明确地表明了这个愿望：“今春同志诸君，闻知印度佛法有振兴之机，彼土人士，欲得中华名德，为之提倡。但两地语言文字，难以交通，明道者年既长大，学语维艰。年少者经义未通，徒往无益。遂议建立祇洹精舍，为造就人才之基。用三门教授，一者，佛法；二者，汉文；三者，英文。俟英语纯熟，方能赴印度学梵文，再以佛法传入彼土。”[309]印顺法师评价杨文会“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310]。

五 佛学思想略析

杨文会一生致力于刻经刊印以及复兴佛教事业，没有更多撰述长篇大论以阐发其佛学思想，他的许多重要佛学思想和学术观点大多体现在与人书信及为作序、论中，概括起来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教宗贤首”，重视佛教经论义理的学习，由解起行；二是“行在弥陀”，归心于净土，或由经论入手回向净土，或以普度法门专修净土，做到行解相应。

（一）教宗贤首，推崇《起信论》

从杨文会的佛学因缘上来看，他因《大乘起信论》而入佛教，故对马鸣推崇有加，如其在与人书信酬答中所说：“鄙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贤首、清凉。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311]他认为应根据自己的根器选择修行的方法：“利根上智之士，直下断知解，彻见本源性地，体用全彰，不涉修证，生死涅槃，平等一如。此种根器，唐宋时有之，近世罕见矣。其次者从解路入，先读《大乘起信论》，研究明了，再阅《楞严》、《圆觉》、《楞伽》、《维摩》等经，渐及《金刚》、《法华》、《华严》、《涅槃》诸部，以至《瑜伽》、《智度》等论。然后依解起行，行起解绝，证入一真法界。”[312]杨文会一生致力弘扬《大乘起信论》，晚年甚至建立了一个“马鸣”宗，但终究因年老力衰，没能建立完备的理论体系。杨文会认为，众生欲解脱生死烦恼，“殊非深究内典不为功”，内典即佛教经论，三藏十二部卷帙浩繁，应该从《大乘起信论》入手，这样“用功省而收效速”。他说：“有马鸣菩萨所作《起信论》，文仅一卷，字仅万言，精微奥妙，贯彻群经。学者苟能熟读深思，如法修行，从十信满心，得六根清净，证入初住，见少分法身。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彻证满分法身，现圆满报身。以大悲心，起随类用，即现千百亿化身，与十方诸佛，无二无别也。”[313]故而其劝人学佛时必建议先熟读《大乘起信论》，继而悉心研究注疏，则“一切经皆有门径矣”、“于出世之道，思过半矣”。[314]

杨文会在佛教教理方面推尊华严学说，他认为华严宗学说可溯源于龙树和马鸣，认为这两位菩萨乃是“释迦遗教中之大导师也。西天东土，教律禅净，莫不宗之”。贤首法藏借《大乘起信论》发挥华严思想对杨文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其对华严宗评价很高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华严经》为经中之王，华严奥义，如日丽中天。[315]甚至在研读《法华经》时杨文会也借华严思想来解释义理，如他在读《法华经妙音品》时，以华严“总、别、同、异、成、坏”六相释义：“灵山道场为总相，四圣在会为别相，皆证法华为同相，因果差殊为异相，师资道合为成相，各住自位为坏相。”[316]

（二）行持以净土为归

在修证行持方面，杨文会对净土宗推崇备至，认为回向净土，面觐弥陀，方能永断生死，成无上道。杨文会认为净土宗是“圆顿教中之捷径也”，既信他力，复尽自力，所以万修万人去。他说：“凡具信心发愿往生者，临命终时，皆仗弥陀接引之力，故能万修万人去也。然往生虽仗他力，而仍不废自力，故以修字勉之。盖生品之高低，见佛之迟速，证道之浅深，受记之先后，皆在自力修行上分别等差。后世有专重自力者，令人疑虑不决，有碍直往之机。又有专重他力者，以致俗缘不舍，空负慈尊之望。二者不可偏废，如车两轮，如鸟两翼，直趋宝所，永脱轮回矣。”[317]杨文会曾并广引经论，证成净土宗之殊胜：“《华严经》末，普贤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故净土宗应以普贤为初祖也。厥后马鸣大士造《起信论》，亦以极乐为归。龙树菩萨作《十住》、《智度》等论，指归净土者，不一而足。”[318]由此得出结论：“以念佛明心地，与他宗无异；以念佛生净土，惟此宗独别。”[319]

从杨文会现存著作中也可以看出其研究在净土思想上着力较多：一是编订重刊“净土四经”，即大本《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合为一集，称为“净土四经”。杨文会认为“世之习净业者，但受此本，无不具足”[320]。二是建立净土修行方法。杨文会认为：“中人以上，宜以三经一论为津梁：《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往生论》。更以《大乘起信论》为入道之门。通达此论，则《楞严》、《楞伽》、《华严》、《法华》等经，自易明了。盖《弥陀》因地修行，不外此道。往生西方之人，在彼土修行，亦不外此道。是谓师资道合，生品必高也。”[321]他鼓励专修与杂修的结合，认为：“净土一门，括尽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此是纯杂无碍，利根上智所行之道也。若不如是，恐年久生疲，不见升进，必至退转。”[322]他认为凡夫习气最重，若令其专念佛名，日久疲懈，心逐境转，往往走入歧途而不自觉[323]，故而应善巧方便摄受他宗。三是对净土宗思想亦多有新解。如对于弥陀报土，他驳斥阿弥陀佛净土为“凡圣同居土”的说法，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古人以四土释西方极乐世界，复以互相该摄之言通之。仔细参详，似犹未惬。盖佛刹具四土者，不可一概而论。经中每云或有国土纯是菩萨，则下二土自无有矣。今依净土三经所说，一切众生往生彼国者，皆得衣食自然，究竟彻证无上菩提，是往生者虽未证圣，已非凡界。既无凡界，则不可说凡圣同居矣。又二乘种性往生之后，虽证小果，毕竟趋入大乘。是无实声闻，便不可说方便有余矣。统而言之，无非弥陀报土，随往生者根器不同，见彼国土浅深有异。既入弥陀愿海，自业报境全舍，岂有凡界能为牵系耶？”[324]从这些阐述中也可以看出杨文会对弥陀报土的信心。

（三）兼容并包、融通诸宗的思想

杨文会本人虽然“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然其学术研究范围宽泛，他自称佛学思想“因马鸣而启大乘之机；因莲池而有净土之缘；遵循方山而入华严世界；参祖印可，则景仰高峰”，由此可见其涉略之广；杨虽归心于净土，但并未偏执于“万修万人去”的净土法门，而是善巧方便摄受他宗。

对于中国佛教宗派，他提出了“十宗”说，不过这一观点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杨文会作《十宗略说》，将中国汉传佛教分为十宗，即律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和净土宗。他认为：“以前之九宗分摄群机，以后之一宗普摄群机。随修何法，皆作净土资粮，则九宗人一宗；生净土后，门门皆得圆证，则一宗入九宗。”[325]又说：“以上各宗，专修一门，皆能证道，但根有利纯，学有浅深，其未出生死者，亟须念佛生西，以防退堕。即登不退者，正好面观弥陀，亲承法印，故以净土终焉。”[326]可以看出，他的十宗说核心思想依然是“净土一门普摄群机”。

除前文提到的为他推崇的华严、净土二宗外，杨文会对唯识学的研究也极为提倡，认为：“（慈恩宗）摄一切教门，立三支比量，摧邪显正，远离依他及遍计执，证入圆成实性，诚未法救弊之良药也。参禅习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颟顸佛性，笼统真如，为法门之大幸矣！”[327]其弟子亦受其影响。在与桂念祖的信中杨文会劝其专究唯识学：“兹有友人，深愿学佛者精通唯识一门，以续千年之坠绪。闻足下向道情殷，愿助赡养之资，每月六元。俾得前来金陵，久住敝宅，专心研究因明、唯识二部。期于彻底通达，为学佛者之楷模，不至颟顸笼统，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实振兴佛法之要门，且于净土道理深为有益。盖庄严净土，总不离唯识变现也。”[328]后弟子欧阳竟无等更是大兴唯识之学，成果丰硕。

对于其门下弟子，他也是各就所长而引导之，并不拘泥于一宗一门。他的弟子中既有长于华严、三论者，也有法相、密宗的翘楚。杨文会临终虽将金陵刻经处法事托付与弟子欧阳竟无，然后者以唯识为根本，见地大异，认为其师大为推崇的《大乘起信论》为他人托名而作并大加批判：“《起信论》出，独帜法坛，支离儱侗之害，千有余年，至今不熄。盖《起信》之谬，在立真如门，而不立证智门，违二转依。”[329]由此一事，也可以看出杨文会宽容的学术取向、包容的学术立场，从而也开创了门下百花齐放、各宗并茂、人才辈出的局面。

此外，杨文会对儒、道经典也有所涉略，曾注《阴符》、《老子》、《庄子》等书，但都是用佛教教理来诠释。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杨文会对儒、道教的看法是“儒道不如佛”，认为儒、道的理论即便与佛理相通，也是菩萨影现，是为救度众生所行的方便。他对各经的梳理考证和用佛教教义来诠释儒、道经典也是他佛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见其佛学思想是广博丰富的。

（四）倡居家学佛

杨文会有感于清末之时出家者虽多，学佛者甚少，故平生不劝人出家，唯劝人学佛。在他看来，学佛的目的是了解自己和认识世界，重要的是领悟佛法深义，并能依之实践，自利利他，因而人人可学，人人能成佛，而不一定要出家。杨文会在答居士和弟子的通信中都明确表达了其居士佛教思想：一是认为出家在家对真正学佛的人来说没什么本质区别。在《与廖迪心书》中他以己为例：“我于二十六岁学佛，二十七岁丧父，担任家务十余口衣食之资，全仗办公而得。日日办公，日日学佛，未尝懈退。”在他看来办公与学佛并不矛盾，如果非要断绝一切世间俗务方能学修佛法，则佛法就不会深入人心，真正能得到佛法利益的人只会更少；二是认为出家亦有弊端。在与桂伯华书中杨文会直陈：僧人中负有盛名却未真正弄懂佛意，便做人天师表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大量收徒，接受供养，却不能真正开导人，不能对徒众心中迷茫对症下药，拜这些人为师不如自己用心体悟。他认为出家人一经投师，必为师所拘，师所学无多，弟子也必然误入歧途。与其为师所拘，不如在家而得自由。[330]他的这一观念的形成与清末佛教界衰败之乱象以及自己居士之身学佛经历有直接关系。

不仅对于出家，即便是受持戒律，杨文会也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戒律一门，受持不易，一受便不能犯”，“与其受而不能持，不如学而能遵也”。[331]从中可以看出杨文会居士佛教思想的核心是“学而能遵”，而不求身份差别和礼数形式。对于有学佛的居士，他认为是可塑之才的，也无不尽力帮助扶持，门下居士人才辈出。

六 对日本净土真宗的批评

日本净土真宗创始于亲鸾（1173—1262），本为日本净土宗的一个支派，但由于其教义的独特性和组织的独立性，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教派。杨文会和日本净土真宗的僧人一直有联系，互为经书刊印等事提供便利和帮助，堪称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在与日本净土真宗僧人和学者的交往中，杨仁山逐渐了解到日本净土真宗的教义，但他对真宗某些有悖“净土三经”、南辕北辙的净土理论无法认同，似乎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332]杨文会曾对《真宗教旨》及《选择本愿念佛集》二书加以评语，并撰有《阐教刍言》、《评真宗教旨》、《评一柳读观经眼》、《纯他力论》等文，专门对真宗的相关理论加以驳斥。虽然杨文会并不愿意因辩论引出是非，但对日本净土真宗教义的批斥，也体现出其佛学思想之纯正及其护法之虔诚。他对净土真宗的驳斥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净土真宗断章取义，违背经意。杨文会认为日本真宗的理论有与净土经论违背处，有断章取义之嫌，有悖净土本义，并直言如违经意则“不得谓之释迦教，即谓之‘黑谷教’矣”[333]。对于真宗所回应的“真宗之教，重在难易之分。其断章取义者，舍其难而取其易也”，杨文会断然否定：“西方净土，佛力所成。顺佛意则往生易，违佛意则往生难。若说法不顺经义，则是舍易而就难矣。岂有谤法之人，而能生净土者哉？”[334]对于真宗小栗栖所说的“本宗以第十八愿为真实愿，以十九愿为方便愿。十八愿不许诸行，是为真实；十九愿许诸行，是为方便”，杨文会驳斥说：“第十八愿既为真实，佛又何故要说第十九愿之方便，令人舍易而行难，既往生而更须转进，方入十八之真实也。若方便易而真实难，佛则令人从易进难，岂有从难进易以为方便乎？总之以立异为高，不立异不足以动人也。”[335]小栗栖甚至称“十九愿许诸行，非弥陀本意也”，对此杨文会尖锐地指出：“既非本意，何得发此一愿？岂非违心之愿乎？此等判断，实属胆大！有识者决不敢出此语也。”[336]对真宗立净土门而舍圣道门的做法，杨亦认为违背净土宗旨：“以净土为入圣道之门，生净土后，则一切圣道，圆修圆证。若在初修时，唱言舍圣道，便是违背净土宗旨矣。净土门以三经一论为依，切须体究经论意旨，方名如来真子也。”[337]

第二，认为净土真宗颠倒说法。真宗认为往生净土全仗他力，不许稍涉自力；将菩提心及六度等皆判为杂行，悉应废舍。对此杨文会认为完全是“黑谷之私见”、“颠倒说法，至于此极”[338]，并进一步批驳说：“凡信净土法门者，发愿自度度人，同证佛果，即是菩提心矣。专修念佛，见得世间财物无一可乐，不起悭贪想念，即与施度相应矣；专修念佛，逆境现前，不生嗔恚之心，即与忍度相应矣；专修念佛，心不散乱，即与禅度相应矣；专修念佛，不受世俗愚迷，即与智度相应矣。”[339]

第三，认为净土真宗妄改经文。真宗《选择本愿念佛集》引道绰《安乐集》云：“当今末法，现是五浊恶世，惟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故《大经》云：‘若有众生，纵令一生造恶，临命终时，十念相续，称我名字，若不生者，不取正觉。’”[340]杨文会作评指出，经文中并无“纵令一生造恶”六个字。对此，小栗栖《念佛圆通》中说：“余以居士为信道绰，今则以道绰为违道，余不知居士之意在何处？”杨文会回答说：“道绰于愿文内加此六字，开后人放肆之门，不可不辩。岂有刻其书而不检其过耶？即如南岳《大乘止观》引《起信论》之语，添一‘恶’字，莲池已举其错。敝处刻澫益书甚多，亦时时论其错处，不能为之回护也。”[341]既然道绰于愿文内加此六字，显然违背经意，那么应遵从道绰还是遵从佛经，两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杨文会坚持“依法不依人”的原则，并不囿于宗派之见，亦不拘泥于祖师之言。

因与日本学僧私交甚深，杨文会对日本真宗有深入研究，对真宗既有学寮讲肆，又开普通学馆，世出世法，兼而习之的做法亦深表赞赏，但对日本真宗的批驳亦不避忌讳，对于真宗学人只树自宗门庭，不顾佛经意旨的辩论深表痛心，显示了杨文会护教心切、护持正法过于身命的悲心宏愿。

七 结语

杨文会生活于清末，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末期，国力羸弱，百弊丛生，佛教也日趋式微。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力求在传统中寻求安立之本体。佛教思想显然被赋予了厚望，以杨文会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开展的佛教复兴运动，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思潮。[342]杨文会在《观未来》一文中说道：“世间治乱，莫能预知。然自冷眼人观之，则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343]杨文会不遗余力振兴佛教的努力代表了百年前佛教徒的兴教强国梦想。

杨文会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佛教的振兴事业，对中国佛教乃至思想界的贡献甚伟，惠及于今：创办金陵刻经处，校刻经典，对挽救佛教重要文献、恢复佛教宗派理论体系、推动佛教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办祇洹精舍，探索佛学人才培养模式，对后来佛学院的兴办提供了经验，其弟子欧阳渐“支那内学院”的创办以及太虚大师的佛学院教育都深受杨文会之影响；培养扶持佛学人才，为之后佛教的改革及复兴储备了人才；兼容并包的学术立场以及见地深刻的佛教学修思想影响了中国近代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高僧，特别是佛教方面，杨文会对僧伽制度的论述直接影响了太虚大师僧伽制度改革，净土思想对印光法师亦有影响；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丰富了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内涵，开阔了国际视野，这对后来太虚大师佛教国际化思想亦有影响。尽管杨文会因一生致力于佛教复兴事业而无鸿篇巨制深度阐述其佛教思想，但其与人书信及各类序跋等遗著中，包含了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轨迹和思想信息，亦无损于其作为一个佛教思想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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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的佛教政策与佛教的发展（1912—1926）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开始深入人心，国家政体的改变亦深深影响了佛教。在封建帝制时代，帝王“神道设教”，即利用宗教维护其统治，设立僧官制度、度牒制度等诸多管理佛教的制度，将追求出世解脱的佛教牢牢纳入世俗统治之下。虽然中国历史上佛教在辅助国家道德教化、安定社会民心等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不可否定的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依附于封建王权而发生了很多扭曲和畸变。进入民国以后，废除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国家倡导宗教平等和信仰自由的政策，传统社会中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受到了冲击，佛教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新的社会转型时期，佛教界有识之士意识到传统佛教的诸多弊端，即在千百年来的封建帝制时代中佛教蒙染了的诸多尘垢，因此认为必须恢复佛教的本来面目，对佛教制度、寺院经济乃至教理等进行大胆改革，积极参与民国建设，以求适应新的时代。尽管佛教在长期适应封建帝制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和制度在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消除，然而顺应时代思潮，革除佛教自身的诸多弊端，发挥佛教在现实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匡扶世道人心，才是中国佛教前进发展的唯一方向。

民国肇兴，革故鼎新，临时政府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宗教平等与信仰自由的政策，此时，中华佛教总会等佛教组织纷纷涌现，佛教界开始出现《佛学从报》、《佛教月报》等新式期刊，佛教文化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反对民主共和，悍然复辟帝制，打压佛教组织，佛教文化的发展由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北洋政府时期相继制定了《寺院管理暂行规则》、《管理寺庙条例》、《修正寺庙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将佛教事务管理纳入国家法律范围之内，使得宗教权力的保护有了法律的依据，这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政府宗教管理机构不完善，宗教政策缺乏连续性，在政策实施及贯彻过程中往往因人而轻易改变，致使佛教只能在艰难的环境下曲折发展，清末以来的庙产兴学并没有根本改变，成为制约佛教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此外，民国初年，民主风气非常浓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政团组织纷纷涌现。受此时代思潮的影响，佛教界发起组织了佛教会、中华佛教总会等众多的佛教组织，出现了积极高涨的新气象。与此同时，佛教出版物开始涌现，《佛学丛报》、《佛教月报》等新式佛教期刊纷纷出版。1913年，宗仰法师、章太炎等依据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刷藏经》为底本编校而成中国第一部铅印本汉文大藏经《频伽大藏经》，佛教文化逐渐出现了复苏的局面。北洋政府时期，佛教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月霞和谛闲为代表的传统丛林教育以及以太虚为代表的现代学院教育各具特色，对民国时期佛教人才的培养和佛教的振兴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太虚的僧制改革是这一时期佛教界革除传统积弊、适应新的时代的重要探索，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民初南京临时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一 民国时期的宗教管理机构

民国初期的宗教管理机构主要隶属于内务部。民国元年（1912）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设立内务部（清末为民政部），受大总统管辖，下设民治、警务、礼教、土木、疆理、卫生六局。其中礼教局主要负责改良旧礼制，拟定新国家礼制和民间礼制。据内务部制定《礼教局章程》，该局设局长一人，接受内务部长命令，有负责全局事务，及监督指挥各员之责任。下设置三科，其中第二科“管理各种宗教及其他类似于宗教约束方法”及“关于淫祠之禁约事项”。[1]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仍设内务部，与其他各部均属国务院，下设六个司，其中礼教局改为礼俗司。依照民国元年官制，内务部职掌为：①礼制；②祀典行政；③祠庙；④宗教；⑤褒扬节义，整饬风俗；⑥保存古迹。各司的主官为司长，下设佥事、主事。据内务部官职第九条，“祠庙宗教均归礼俗司职掌”。[2]次年礼俗司撤销，并其职于民治司。据1914年公布的《内务部厅司分科章程》规定，民治司设置五科。[3]国民党政府时期，内务部改为内政部，复设礼俗司，执掌宗教等事务。

除内务部外，教育部也兼管宗教事务。据《教育部官制》（三年七月十一日教令第九十七号）第一条规定：“教育部隶属于大总统，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事务。”第二条规定：“教育部置总务厅及左列各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掌事务共八项，其中前三项包括：一、关于通俗教育及演讲会事项；二、关于感化事项；三、关于通俗礼仪事项。”[4]在清末庙产兴学中，由学部负责管理佛教界兴办僧教育及其相关事务，至民国以后，学部改为教育部，负责教育、教化、学术、文化等事务管理，包括佛教中的文化教育事业。1912年5月，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以教育部的名义提议，拟将内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管理的部门礼教司移入教育部。蔡元培指出，宗教是属于国民精神领域的事，占社会教育的大部分，欧洲各国间有将文部称为宗教及教育部的。礼俗所包含的内容多隶属于宗教，二者都属于教育之内容。民国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政府不应加以干预，“非谓宗教范围以内，举非政令之所及也。”他认为，中国的宗教非常复杂，国民对宗教的观念尤为朦混。“至于礼俗，不今不古，非中非西，尤有不合于共和时代者，使不为之厘订，以与各种教育界之设施互相因应，刚其为教育前途之阻力，势必至巨。”为此，蔡元培认为，将负责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礼俗司置于内务部不妥，建议移入教育部，并提出建议：

在内务部，本以维持秩序、保障治安为专责。对于礼教一门，即不立专司，而于其妨治安、破秩序之事，可以警政司干涉之。至改良内容，别择良楛，则虽立专司，而亦无从措手。何则？内务部之权限固如此也。在教育部，则不掌礼教，而教育之业，遂生种种窒碍。业于国务院会议时，提议以礼教事项由内务部移入教育部，经内务部总长、及总理、各部总长赞同。爰请修政内务部及教育部官制条文如左：（一）于内务部官制第一条删“宗教礼俗”四字；而于教育部官制第一条增此四字。（二）于内务部官制第三条删“礼教司”三字，而移其第八条所列各事项于教育部官制之第七条。[5]

将管理宗教事务的礼教司从内务部移至教育部的建议虽未获通过，但是民国初期乃至整个民国时期有关宗教组织、宗教文化团体和宗教教育等宗教事务，均由教育部部分或全部管理。如民初佛教界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时，即由内务部和教育部分别核查批准。又如1935年，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成立国民政府时期庙产兴学之风盛行，寺院庙产及兴办教育、组织教会等事务，教育部均参与管理。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还制定了有关民族宗教方面的政策法规，如《关于满蒙回藏各旗待遇之条件》共七项，最后一条规定：“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6]蒙藏等少数民族宗教事务由蒙藏委员会职掌。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废清朝的理藩院，后于1912年4月成立内务部之蒙藏工作处，“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俱属内务行政范围。其隶于各部之事，仍归划各部管理”[7]。7月24日，北洋政府设“蒙藏事务局”，《蒙藏事务局官制》规定，“蒙藏事务局直隶于国务总理，管理蒙藏事务”[8]，设总裁、副总裁各一人，秘书、参事、佥事、主事、执事官等职务，取代清朝的理藩院全权处理边疆事务。1914年袁世凯将蒙藏事务局改为直属大总统府的蒙藏院，地位与各部相同，置总裁、副总裁，直属北洋政府总统府，内置二厅二司，第二司设封叙、宗教、典礼三科。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再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成立“蒙藏委员会”，管理蒙古地方（今蒙古国）、西藏地方及其他各省蒙族、藏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项事务，先直属国民政府，后改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之最高机关，下设蒙事处、藏事处、蒙藏教育委员会、编译室、调查室等。1925年，九世班禅受封仪式，“段（祺瑞）令执政府礼官处、内务部礼俗司会同蒙藏院共同商酌册封仪式。闻昨日（十七日）下午五时，蒙藏院司长方燕庚、科长王郁襄，与执政府礼官处、内务部礼俗司，已共同会商。大致仿照民国元年袁世凯册封达赖预拟之仪式，略有修正”[9]。从蒙藏工作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乃至蒙藏委员会的设立，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政府对边疆民族事务尤其是蒙藏宗教事务的重视。

二 孙中山与民初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民初，虽然西式民主昙花一现，然而民主、平等的观念却已深入人心，在宗教管理方面确定了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重要方面。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都于南京，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施行。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七条也指出“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孙中山亦曾说过：“今日之中华民国，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国家政体既经改良，不惟五族平等，即宗教亦均平等。”[10]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依然沿用了前者的宗教政策。

表2—1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关于宗教部分内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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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对封建天命观以及帝王利用宗教神道设教，倡导自由、平等与人权等思想。

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在推翻清王朝的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封建鬼神思想和天命观，否定君权专制制度，使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曾指出帝制时代“托诸神话鬼语”的欺骗性，反对封建帝王利用宗教神道设教，倡导自由、平等与人权等思想：“前此帝制时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于国家直视为自己之私产。且谓皇帝为天生者，如天子受命于天，及天睿聪明诸说，皆假此欺人，以证皇帝之至尊无上。其或托诸神话鬼语，坚人民之信仰，中国历史上固多有之。占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保障，说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予的，人民反对他们便是逆天。无知识的民众，不晓得研究这些话是不是合理，只是盲从附众，为君主去争取权利来反对有知识的人民去讲平等自由。因此赞成革命的学者，便不得不创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这一说，以打破君权的专制。”[11]可以看出，孙中山以资产阶级平等、自由、人权等思想，对传统的宗法思想、鬼神观、天命观进行坚决的抨击，为自己的革命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清朝后期，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回族伊斯兰教中的新教与老教的教争问题，错误地偏信得到回族及撒拉族社会上层支持的老教，多次禁绝新教传教，镇压新教，故新教视清朝为死敌。孙中山与回教人士谈话时表明民族平等与宗教平等的双重平等原则，是要结束清朝时期对回族新教的压制政策，开创民国政府的政教和睦新局面。[12]

第二，力倡民族平等与宗教平等，主张政教分离原则。

孙中山虽不是佛教徒，但他对佛教的教义和历史亦有一定的了解，本着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原则，他对佛教团体的成立、佛教事务的发展持积极态度。著名的革命僧人宗仰（俗姓黄）极为孙中山先生所器重。1901年，宗仰目睹清廷腐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发，组织中华教育会，为第二任会长，兼任《苏报》编辑，宣传革命，启发青年思想。另外，孙中山也受宗仰佛教思想的影响，曾与其共游佛教圣地如镇江金山、南海普陀山，并出资捐助南京栖霞寺的修建等，足见他对佛教的尊重和支持。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太虚与仁山在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设办事处于毗卢寺内。太虚特往总统府晋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令总统府秘书马君武接待，对协进会佛教改革运动表示支持。同年3月，他在给佛教会的复函中赞扬了该会以世界永久和平及众生完全幸福为宗旨，肯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孙中山对伊斯兰教（回教）亦平等对待，他在1912年9月中国回教促进会上力倡五族平等和宗教平等：“文受诸君之欢迎，实为抱歉，今日中国得为民国，非文一人之力，乃五大族同胞之力。政体既改良，不惟五族人民平等，即五族宗教亦均平等。宗教为国家不可少之物，贵教在当初地球上为最有力量之宗教，崇拜贵教，信仰贵教之国家亦颇不少。如欧洲、南亚洲、非洲摩洛哥、德兰司法等国，及后，亚非等国之亡，贵教之势力始稍减少，而该国之亡非信宗教之咎，乃政治不良之故也。故虽有极好之宗教，而无所附丽。今我国既改为民国，采共和立宪政党，此为世界最良、最上之政体，贵教宜以宗教之感情联络全国教徒，格外发出一种爱国精神，辅助国家，促政治之进行，并扩充贵教势力，振兴贵教精神，恢复从前贵教势力之状态。”[13]孙中山从世界范围内对伊斯兰教信仰给予了肯定，并且鼓励伊斯兰教信徒联络感情，热爱国家，为辅助国家政治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孙中山主张政教分离。首先他认为，宗教的道德可补政治之不足，强调“以教补政”：“宗教与政治，有连带关系。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14]在复佛教会的函中，孙中山强调政教分离的原则，即宗教绝不干预政治，国家应尽力保护宗教。他说：“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15]他在广州耶稣教联合会欢迎会上说：“我兄弟姊妹，对于教会则为信徒，对于国家，则为国民”，“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16]。1912年4月17日孙中山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时也说：“愿国政改良，宗教亦渐改良，务使政治与宗教相互提携，中外人民愈相亲睦。仆今在此与诸君相会，更愿诸君同发爱国心，对于民国各尽其应负之责任，有厚望焉云。”[17]

第三，坚持政教互补原则，反对外国传教者干涉中国内政。

孙中山虽然一生信仰基督宗教，去世时亦以基督宗教的形式举行葬礼，然而他自始至终坚持宗教平等的原则。1912年孙中山于大元帅府，有徐季龙因受基督宗教洗礼，特别热心宣传，准备在帅府开班讲经，孙中山特令制止此事，告诫他，如果要讲经在教会或在任何处所都可以，政府乃全国人民一切宗教信徒乃至不信教者共同之政府，不能为一宗教所私有。徐季龙不明此义，疾声厉色地质问孙中山，难道先生不是基督徒吗？孙中山回答说，孙某为基督徒，大元帅非基督徒也。

孙中山在多个场合发表的演说中反复表明了宗教应为政教和睦、造福人民做出贡献的原则，并肯定宗教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然而，清末以来，在面对外国传教势力对我国宗教的侵略时，软弱的清政府及地方官吏总是百般袒护洋人，打压百姓。庙产兴学之时，实行不平等的宗教政策，对于佛寺、道观和民间祠庙的财产房屋等任意侵占，但是基督宗教则利用不平等条约中的法外治权，干预诉讼，包庇教民，甚至侵夺民产、殴打百姓，激起了极大的民怨，导致在全国各地发生了数百宗教案。孙中山在主持南京政府工作时，即宣布中国自立教会，结束了清政府无力约束外国传教势力的状态，行使独立国家治理宗教事务的政教权力。

第四，坚决反对蒙藏上层的分裂行为。

1912年11月初，外蒙古的藏传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与俄国签订《俄蒙协约》，使外蒙受俄国支配。孙中山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致电北京政府，要其反对《俄蒙协约》：“若我坚持，定生死力争，必可转圜。倘稍退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此事关系民国存亡。”1913年1月中旬，孙中山又提出修建“萨臣铁路”，计划“自西藏拉萨首城起，经过木鲁，直达蒙古车臣汗”，“贯通蒙藏”，又由拉萨筑一支线专制政权“并非排满”，“政体虽更，国犹是国”，希望蒙古上层能够识破俄人的勃勃野心，“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9月，孙中山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会、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等会议上发表演说，宣传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呼吁“但愿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次年1月下旬，孙中山再次致电北京政府，希望派遣社会知名人士赴外蒙古，开导外蒙古上层，并让绥远城将军等军事人员极力联络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孤立投靠帝俄的哲布尊丹巴，对于西藏的宗教首领达赖喇嘛则主要是从打动人心入手。[18]可见，孙中山深知宗教为团结蒙藏民族的重要纽带，并通过对宗教领袖的争取或孤立巧妙改善民族关系、防止分裂。

孙中山生前始终坚持宗教平等的原则，给予佛教界很大的支持，因此，在其生前身后都受到佛教界的爱戴和好评。1912年，孙中山在广州时，广东佛教总会会长铁禅率广大佛教徒于六榕寺召开欢迎大会，孙中山也于此行登上六榕寺花坛一览羊城风貌。同年9月，在北京雍和宫召开的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上，孙中山亦受到三百多名喇嘛和数千名佛教徒的热烈欢迎。1925年3月，太虚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其间，值孙中山先生逝世，停灵社稷坛。太虚往谒遗体致挽联：但知爱国利民，革命历艰危，屡仆屡兴成大业；大忘悟人觉世，舍身示群众，即空即假入中观。[19]

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得到了佛教界的高度认可。太虚大师提出：“要想救水深火热之中国非三民主义不可，三民主义即是救国主义，亦可为救民主义。所以中山先生革命，既不是为自己，亦不是为少数人，是为救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他倡言：“以民族主义发扬固有文化而达到国际自由平等；以民权主义造成现代国家而达到政治自由平等；以民生主义采用社会主义而达到经济自由平等。”[20]太虚甚至认为，中国国民对于三民主义多半不甚了解，对于佛法却有几分认识，故欲实行三民主义，若借佛法为他的先锋，庶能解除一切隔碍和误会，达到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国际上的自由平等的目的。可见，佛教界已从理论上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佛教精神高度结合，并以佛教教义将三民主义解释为利益众生、造福社会的大乘精神。

三 民初佛教界关于中华民国与佛教关系之探讨

清末以来，中国佛教在中国思想阶层中的影响力，以及在社会民众中扎根的顽强生命力，使得佛教思想成为近代社会改革与革命的思想武器。如章太炎从佛教的缘起性空、种姓平等和众生平等思想出发，反对满汉不平等。推崇佛教的大无畏精神和菩萨的慈悲济世思想，尤其是从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大愿，认为只有佛教才能在普度众生中做到“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猬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中也认为：“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他提出佛教有六大特点，即“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信仰必根于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极则也。虽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数十级，于是乎宗教遂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一物。”不同意“教育可以代宗教”，也不主张以儒教代替宗教，“吾以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为教也，主于实行，不主于信仰，故在文明时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蛮时代之效或反少”。佛教之中，如宗仰法师、栖云法师等诸多僧人直接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佛教界不少深具名望的高僧也积极倡导革命，如太虚大师曾提出“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等观点，这在当时对辛亥革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中华民国与佛教的关系，这是民国肇建佛教僧人居士所关心和讨论的热门话题，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佛教在民国中的地位与影响。

沧江《论佛教与国民之关系》认为：“中国之程度以佛教为最逗机”、“佛教之事理以中国为究竟”，前者的理由有二：一佛教为唯心之教，二佛教是平等之教；后者的理由亦有二：一佛教中的大乘只有中国传之，二佛教中的宗派只有中国开创。[21]濮一乘在《中华民国之佛教观》一文中认为，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而于中国“始极其盛”：“佛教者，中华民国唯一之国粹也，中华民国特别之学术也，中华民国无上之灵魂也。”濮一乘以中国人口最多的五大民族为例分析了中华民国民众的信仰情况，其中蒙族、藏族全部信仰佛教，满族中未入关者全部信仰佛教，已入关者半数信仰佛教，只有回族“全数非信仰佛教”。就汉族而言，男子则除笃守程朱者、素无宗教知识者、道士及天主、耶稣教徒外，其余全数信仰佛教；女子亦同，而较男子为多。由此他说：“统是以观，则佛教信徒多或全国十分之八九，少亦全国十分之六七焉。”[22]对此，太虚曾经有过评论，他认为：“若论信仰徒乎，笃守程朱者亦多能信佛，道士亦多信佛，耶稣天主教徒亦多信佛；濮君所谓十有八九，可为定数。”[23]

第二，佛教在道德教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1913年2月，《佛学丛报》第4期出版，乌目山僧（宗仰）发表《论尊崇佛教为今日增进国民道德之切要》一文，强调“为挽救真道德计，则信用佛教，实唯一不二之方针，起死回生之要药”，否则，“空谈教育，强用法律，虽云治本，无补于标，标不立矣，本于何有”？又认为佛教之教理和戒律对上智和下愚均能摄化：“故佛学之理，使上智精研而无穷；佛之戒律，使下愚警觉而易入。世间出世，彻上彻下，义极圆满。”最后又从宗教的演变认为无神论的佛教思想与共和政体的精神是一致的。“大概教分三个时期，一为多神教，二为一神教，三为无神教。亦如政体之分三项：一是贵族政体，二为君主政体，三乃共和政体。”[24]圆瑛从宗教感化人心、改良风俗、辅助教育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与民国之关系，认为：“世界宗教之发达，即国家共和之进步。共和基础在乎教育，国家教育未能普及之处，必藉宗教以扶助之。宗教可以感化人心，改良风俗，增进国民共和程度。……在会诸君，既抱共和思想，应存佛教观念，庶政教并行，早达平等自由之目的。推究平等自由之理，本来倡自佛家。经云：‘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只缘一切众生无明障蔽，不达平等真如之理性，妄生分别。”[25]慧定甚至主张将佛教定为国教：“请将佛教与中国之关系，并比较各教与中国之关系，详为解说。……今欲救中国必自救人心始，欲救人心当自提倡宗教始，宗教以佛教为最宜。”[26]民国初年，佛教会首倡政教分离，得时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赞同，后为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等所继承，影响甚巨。慧定所言，欲倡导佛教为国教，当属佛教界部分人的主张，从其主张看，主要还是强调发挥佛教在拯救社会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佛教精神与民国平等、共和精神相契合。

圆瑛在《政教合辙》一文中说：“佛教大乘之理，几湮没于世间。今民国抱平等之主义，定共和之政体，使大乘宗风，得以普扇大千世界。何幸如之！……既破人见，亦泯人我之情尽，不独表面共和，即人人心性皆已契合中道，是世界不期共和而自成共和矣。余自十九弃儒学佛，阅十六寒暑，于平等共和之佛理，尝潜心研味，窃愿世间众生，早达二者之目的。不意朝廷专制推倒之后，即能一跃共和，布无为至化于宇内，拯亿万生民于涂炭，传海内同胞，共享无穷幸福，揆之我佛教旨，若合符节，斯诚政教合辙而并进之端也。”[27]太虚《无神论》中甚至自信地认为：“共和政体，选贤任能之政体也。今世界大势，已骎骎趋向于共和，宗教而与之同时进化，亦必起宗教界之大革命，创多数之新宗教，与旧宗教相剧战，尽推翻一神、多神之宗教，而公择一最哲最圣、如某君所谓与道德学理合为一物者之宗教而共奉之。由之愈演愈进，世界底于大同，则政治既归政治，宗教亦复无教，即无神之佛教亦于以得兔忘蹄、得鱼忘筌，而不复存其名词矣。”[28]

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的精神与佛教的思想是一致的，这几乎是民初佛教界的共识。慈航曾论佛教与民国的关系说：“民国立，与神治、天治迥然不同。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创立民国，而《三民主义》则具有自由、平等、博爱三义。然而中国非不自由，实过于自由；以过于自由故，遂造成越轨行为与自私自利，其误在未能达到普遍合法之真自由。欲达到此目的，必须放弃个人自由，以求众人之自由；牺牲家族之自由，以求社会之自由；牺牲宗族之自由，以求国家之自由。人民既自由矣，进而言平等。神治、天治时代，唯神与天为无上权威，神与天之下，人民不足与言平等；今言民治制度，已无无上权威之可言，万民地位出发点，均以平等精神为依归。博爱精神在乎个人，能推爱己之心，以及于人。故民国的精神，在人民要以觉悟的本性觉悟起来，才有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是与佛教之‘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之平等精神同。主义既同，则佛教与民国的精神，固相吻合。民国之自由在精神，佛教视色身世法为缘生，唯心为自由，二者亦同。民国之博爱主义，与佛教之慈悲为本，二者尤同。故佛教与民国之关系，可以两相契合而不相离。”[29]

第四，佛教当变革以适应新的时代。

太虚曾论及佛教在民国新时代的作用，强调佛教应当适应时代以求变通：“故斯时也，乃中国学术史上最衰之时代，亦中国学术史上最盛之时代。宋、明之际，已具如前论；庸可以僧界局方外拘哉！其以僧界局方外拘者，皆取形式而不取精神者耳。然今日之中华民国既度入世界时代，政教学术无一不变，佛教固非变不足以通矣。宋、明之际一变而儒学益以明，佛学益以通；今能乘世界之思潮再一变之，古今东西之政教学术，皆将因之而愈明！全球慧日，于是乎为不僭耳。”[30]文希于中华佛教总会会刊《佛教月报》发刊词中亦称：“释尊灭后二千九百余年，而后有新共和之中国发现世界，适当我释尊末法之末世纪。……我中国汉唐以来，衣钵相承之正教非不昌明而不能竞存于异学争鸣之一日也。知政体之不得不因时而改革，即知宗教亦不得不因时而转移。穷则变，变则通，世出世间有断然也。……必谓古不如今，今不逮古，是皆非所以能大雄而传法乳者，吾深愿今而后吾各界同胞孤行独诣，继往开来，继甚深之微言，续将绝之慧命。”[31]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急剧转型，革命新潮流遍及中国各个领域，变化之巨为千百年来所未有。中国佛教受此时代环境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亦勃然而兴起了革故鼎新的新局面。而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不断革新探索，为适应时代需要而逐渐兴起和完善的现代佛教组织即是民国时期极具时代特色的新现象。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佛教组织

近代以来，受到世界大环境以及新潮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勃然兴起了革故鼎新的新局面，此时期社会急剧转型，革命新潮流遍及全国各个领域，气势之大前所未有。中国佛教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不断革新探索，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亟须建立完善的现代组织体系。近代日本人水野梅晓所著《支那佛教的现状》描述：“中国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自我修养，故适合于现代式的教团几乎很难找到，因而与教化事业同步发展的社会事业也几乎看不到。”[32]说明了近代中国佛教关于教团组织的现状。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推翻了腐朽的清朝封建专制，中国佛教迎来了新生，“教团与经营社会事业的机遇来临，对中国佛教而言，可谓是空前的大事”[33]！伴随近代复兴中国佛教、改革中国佛教现状的呼声，中国佛教徒之有识之士披荆斩棘、前仆后继组建了一批佛教组织以团结、组织全国佛教力量，保护寺产，维护佛教权益，力图摆脱以往各佛教寺院孤立散漫的状况。此时组建的中国佛教组织既有太虚大师所倡建之中国佛教协进会、中华佛教联合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世界佛教联合会、中国佛学会，八指头陀寄禅法师创建之中华佛教总会，欧阳竟无创建之佛教会、支那内学院，圆瑛法师创建之中国佛教会，谢无量发起之佛教大同会，也有觉社、佛教弘誓会、中央佛教公会、北京佛教会、佛化新青年会、龙华佛学会、蒙汉佛教联合会等组织体系。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初期，政府对僧尼寺院的管理较为宽松和民主，此时组建的佛教组织有太虚大师所倡建之中国佛教协进会、佛教弘誓会与维持佛教同盟会；李证刚、欧阳渐等社会名流、佛教居士创建的佛教会；八指头陀寄禅法师联合全国寺僧创建的中华佛教总会；以及诚修法师、云升法师等组建的中央佛教公会，谢无量发起之佛教大同会等众多佛教组织。

至袁世凯上台以后，逐步推行独裁专制政策，对于各种社团组织的发展多有限制和蚕食，佛教组织受到严重打击，多数佛教组织很快解散，唯有中华佛教总会勉强维持。到民国四年（1915），袁氏称帝，全国政治混乱，佛教总会遂完全停止进行。袁氏失败后，虽有僧人持此招牌试图组织活动，但并未得到佛教界其他僧人的支持，遂失去了全国性佛教组织的性质，最终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取缔。故自民国五年至民国十八年（1916—1929），全国佛教僧伽无统一的机关团体。但此时期中华佛教总会虽停止运行，而各省佛教僧伽为了保护寺产，俟机与地方当局接近，独立组织省佛教会或省佛教联合会，借以护教保产。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虽承袭《临时约法》之“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等条文，也颁布了相关寺院管理条例，但是整体来看条例存在诸多漏洞，且难以具体实施。此时期兴建的佛教组织主要有太虚大师创建之觉社、世界佛教联合会（1923）、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欧阳渐创建之支那内学院；以及佛化新青年会等。此外，还有龙华佛学会、蒙汉佛教联合会等组织体系。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政局的稳固为佛教组织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先决条件，此时期的佛教政策相对来说较为宽容、民主，加之当时内忧外患的国际情势，佛教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此后成立的中国佛学会与中国佛教会，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佛教有序发展、兴办公益事业以及积极参与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总体来看，民国期间的佛教政策是政府与佛教在不断碰撞和调适中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民国初期政府制定佛教政策的种种缺陷以及两次“庙产兴学”对于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刺激了近代佛教逐渐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至1924年太虚大师提倡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发布宣言、制定简章，中国佛教由此渐趋兴盛，佛教组织也逐渐整合、系统化，客观上增强了佛教话语权。

一 佛教协进会与近代佛教改革之新声

民国建立初期，在推翻腐朽专制的封建王朝的同时，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加之“三民主义”等近代思潮的影响，此时期的宗教政策较为宽容、民主，在此期间多有佛教团体涌现，是为中国佛教建立组织体系的最早尝试，为后来中国佛教组织团体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太虚法师等促成的佛教协进会拉开了近代佛教改革之先声。

1912年1月，太虚大师与当时江苏僧师范学校学僧仁山一同起草了佛教协进会《宣言》和《章程》，设立筹备处于南京毗卢寺，创建了轰动一时的佛教协进会。太虚大师拜见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报告了佛教协进会的计划，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并且指定秘书马君武与太虚大师具体接谈，由此获得了政府的赞可。

仁山（1887—1951），号天晴，江苏金坛人，俗姓顾，清光绪十三年（1887）出生。幼读诗书，14岁应县试而拔置榜首，得到了同乡安徽布政使、后擢升安徽巡抚冯梦华的赏识，召其于安庆藩署，并留署中科读，后赴镇江金山观音阁，依西来老和尚出家为僧。1905年于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尔后相继在扬州普通僧学堂、祇洹精舍、南京僧师范学堂接受现代佛学教育。仁山既是一个封建末世的文人，又是一个有政治背景，且受过新文化熏陶的僧人，其观念、见识与志向绝非一般僧徒所能企及。

1912年2月，太虚大师履行仁山提议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在金山寺召开的诺言，与仁山法师等于江苏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主席，与会宣读了《佛教协进会章程》，并说明了佛教协进会的宗旨。仁山法师随即演讲后，扬州僧人寂山登台，以老和尚教训小和尚的态度对年轻的仁山法师加以严厉的驳斥，引起了仁山的极度愤慨。仁山再次登台历数以扬州僧人寂山、金山寺退居住持青权、住持融通、监院荫屏、知客霜亭为首的金山寺保守派在寺内的专制行为，甚至提出了以金山寺兴办学堂，全部寺产充当学费的建议。“来宾大为鼓掌，寂山向僧众高声呼打，群众骚动”[34]，幸而各界赴会代表及时加以排解和制止，方使得成立大会草草完成。

会后太虚大师返回南京策划全国协进会，仁山等继续留住金山寺划定会所房屋，入库清点账簿，向禅堂宣布办学，此等举措严重侵害了保守僧人的利益。辛亥年腊月二十，金山寺知客霜亭带领数十工役深夜闯进仁山及其徒众聚集之所殴打仁山等众僧，导致佛教协进会陷入停顿。随后此事经法院判决，以霜亭、青权等为首的五六人被判处为期数年或者数月不等的徒刑，直到南北统一，政府颁布大赦令，青权等仍回金山寺官复原职，轰动一时的佛教协进会运动宣告结束。而在“金山事件”后不久，寄禅法师就邀请太虚大师将协进会并入即将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并且请太虚大师担任会刊《佛教月报》的编辑。

“大闹金山”事件在当时佛教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金山寺是清末禅宗的第一丛林，是各地方丈大和尚的摇篮，这座中国最为传统的寺院首先揭开近代佛教改革的序幕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近代金山寺僧人众多，是最早接触近代革命改革风潮的寺院之一，协进会成立大会“开会时到二三百僧众，而各界来宾亦到三四百人，以镇江社会党员占多数”[35]，《新编金山志》中也记载：“辛亥武汉起事，天下大谈革命，金山僧侣组织社会党者，在山寺中便宜行事，寺产几为之破。”[36]从中当可见金山寺改革受到了当时革命新潮流的影响，仁山法师等新僧与保守派寺僧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

再者，对于此事，太虚大师指出了其中的个人原因。仁山所领导的僧师范学校同学们以前在学校时，就曾与扬州、镇江诸山长老发生过很大的摩擦，而“仁山剃度于金山寺房头观音阁，房头僧时受寺僧凌压。仁山在学堂时，亦因以受其排挤”[37]。另外，仁山等筹备协进会工作“实际行动太轻率散漫”都是造成失败的原因之一。后来太虚大师参加寄禅法师创办之中华佛教总会时，寄禅法师针对此事且提出了“多愤新进之莽撞”的批评。

佛教协进会的失败表面上是因为青年僧人的鲁莽和激进，太虚大师在自传中也称他是做“理论的向导”，金山寺改革失败是因为仁山等的行动太轻率散乱，但此事与太虚大师却有着莫大的关联。太虚弟子印顺法师认为“金山兴学，固出自仁山主谋；而大师当时，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并根据太虚在1913年夏《佛教月报》创刊号中所说的“夫固有以霹雳一声，震醒大多数人之耳目，复为大多数人所嫉视，而退居反动之地位……则佛教协进会是也”，以及《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中所说“余愤僧众之萎靡顽陋，拟用金刚怒目、霹雳轰顶之精神，摇撼而惊觉之，与十数同志，创佛教协进会于金山”等记载认为：“此金刚怒目与霹雳轰顶之精神，安得谓之和平！”[38]印顺法师的分析是极为精辟的，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单纯的青年僧人鲁莽和激进，与太虚大师所提倡之“三种革命”侵害保守僧人的切实利益，难以短时间为之所接受是密不可分的。

释东初法师分析此次事件说，仁山、太虚改革佛教的失败，绝不是因霜亭等少数人殴打仁山的关系。即使没有这等事件的发生，改革金山寺也不见得就会顺利。“因为问题的重心在反对改革佛教的人，不仅霜亭等少数人，也不仅金山寺一家，镇江、扬州、常州、南京、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佛教寺院，多属保守分子，都不赞成佛教改革。”[39]东初法师的分析与印顺法师的分析是一致的，“大闹金山寺”事件表面上是仁山、太虚与金山寺的霜亭等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仁山、太虚所代表的佛教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鉴于近代佛教的腐朽，多有佛教有识之士提倡改革，太虚法师更是提出了“三大革命”以复兴中国佛教，即教理的革命、教制的革命和教产的革命，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对于三大革命，太虚解释说：“第一，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40]“三大革命”的口号一经提出，即遭到濮一乘主编的《佛学丛报》严厉批评，称其为“妄人之邪说”、“未免肆无忌惮”，对学理革命批评尤甚，说“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41]。但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势必会冲击传统的观念，并侵害到保守的僧众的权益，金山寺改革命途多舛、以失败而告终尚在意料之内。

太虚大师后来回忆此事件说：“南京临时政府初成立，笔者与释仁山等先于南京及镇江，有教协进会之设，以教理、僧制、寺产三种革命为号召，曾引起极强烈之保守与改进的斗争，后因寄老及亚髡之调解，协进会自动解散，共同加入于中华佛教总会，由笔者任《佛教月报》编辑，从此中国佛教会乃并含一种改革僧寺制度之因素。”[42]大师的自我回忆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协进会的最终归宿，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大师所倡导之“三大革命”第一次实践即宣告失败的原因。

金山兴学，创办佛教协进会固然出自仁山主谋，而太虚大师实则以其“三大种革命”作为实践之指导，是其近代改革佛教之“三大革命”的第一次尝试，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近代中国佛教改革之肇始，为佛教适应新的时代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太虚自言：“我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着人们的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43]太虚由此开始成为近代僧青年的领袖、佛教革命的导师，成为民国时期佛教改革力量的领导者。

二 佛教会首倡政教分离之原则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除了太虚大师所领导的佛教协进会以外，还有很多佛教组织于此时勃然而兴，而其发展状况却又都以失败而告终。1912年3月12日，杨文会诸弟子李证刚（李翊灼）、桂伯华（桂念祖）、欧阳竟无、蒯寿枢、孙毓筠、张世畸、陈方恪、濮一乘、黎养正（黎端甫）、邱之恒十人发起组织了佛教会，并撰文《佛教会发趣文》、《佛教会大纲》、《佛教会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等呈交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并得到了孙中山的面允。孙中山复函赞扬该会“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44]，将《佛教会大纲》交教育部存案，令准予立案。

李证刚等众居士发起之佛教会在高度赞扬民主共和、批判封建专制的同时，首次创新性地提出了“政教分离之说”，该会在《致孙大总统公函》中说：“窃维政教并进，世界有完全之和平；政教分离，人类免无穷之纷乱。……今日世界大势趋向共和，政教两方各宜自谋独立之法，必使享相成之利益，泯相侵之弊害，则世界和平庶得维持永远。”[45]在《佛教会发趣文》中亦称：“政教两端，双峰对峙，合之则相损，离之则相成。”[46]孙中山在回复佛教会函中，对于政教分离思想予以赞同：“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治政；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47]此后，政教分离成为民国时期佛教与国家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宗教政策、宗教组织建设等都具有深远影响。民初政教分离原则的提出，最重要的原因是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帝王专制制度，佛教界也力图摆脱封建帝王时代对于佛教的钳制和束缚，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佛教界自身的事务，使得佛教能够按其本来精神得到重振和发展。

晚清至民初以来，中国佛教僧才凋零，大多限于法事仪轨，甚少有通达佛教哲学义理之僧众。而此时对于佛教义理哲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了一批近代著名居士身上，他们兼容并包，在深入研习佛教义理哲学的同时，吸收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对于近代佛教的义学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佛教会的成员主要为居士学者和社会名流，李证刚（李翊灼，1881—1952），江西临川人，早年从杨文会学佛学，与欧阳竟无、桂伯华并称“江西三杰”，1924年6月，代表江西佛教界出席太虚大师在庐山大林寺主持召开的首次国际佛教徒会议，是出席会议的十余名中国代表之一，曾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主要代表作有《西藏佛教略史》、《印度佛教史》、《劝发菩提心论》、《心经密义述》、《金刚经义疏辑要》等。

佛教会发起者以居士为主，尽管深谙佛教义学理论，撰文严谨，佛学功底深厚，但其组织体系未能完备，缺乏社会基础。以寺院与僧人为代表的更广泛的佛教基础则未被纳入其中，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佛教会发趣文》是佛教会致函孙中山，说明发起成立佛教会旨趣，争取立案的文书，其内容主要由“世界肇祸之由致”、“自由平等之真相”、“佛教趣入之平易”、“佛教进行之方轨”这“四事”组成。“世界肇祸之由致”是从世界形势、国家政治和社会人心等论及世界隐伏之祸。“自由平等之真相”则以佛法料简诸家所述自由平等之观念，认为自由平等是“真相所存，无逾佛教。因乎菩提，体乎大悲，用乎方便”。这也就是佛教经典《大日经》中所说的“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的具体运用。最终总结说：“心平，世界自平；心等，世界自等。”“佛教趣入之平易”论述了对佛教理解中的“迷信”、“迂阔”和“深远”等误区，阐述佛教趣入之无难。“佛教进行之方轨”则包括“内类出世间业”和“外类世间业”，即从佛教自身和社会传播两个方面对佛教的发展进行规划。依出世间业，分为演教门（包括研究、传布、讲演三事）和宣律门（包括律仪和忏摩二事）；依世间业，分立救济门、劝善门和化恶门。又对佛教事业的施行和佛教会的规划梗概进行规划，详细内容与《佛教会大纲》等其他文件一致。

《佛教会大纲》作为中国佛教第一个完整的佛教组织章程，对于佛教研究和弘扬，以及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都有详尽的规划。佛教会“大纲”，内容详密，包罗广泛，囊括了佛教的方方面面。“大纲”整个体系的制定，是按照学术的分类与佛教实践的特点而进行的，这说明制定“大纲”的人稔熟整个佛学，具有相当深入的佛学基础，充分考虑到佛教不同时期理论与教派的特点，同时又把不同的实践方法分类罗列出来，并且没有采纳传统的佛学理论的体系，可见这是在西方学术研究成果影响下而出现的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佛学大纲”。在“大纲”里面还对佛教会的组织形式与人员的分配，以及工作人员的任期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其中尤其注意突出民主化的管理，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和监察的管理，这些都是借助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又表现了佛教界与时俱进、努力跟上形势的思想趋向。

《佛教会大纲》内容设计详密，在解释佛教会的名义时提出，欲集合佛教僧俗四众弟子共力策进弘法和利生事业，会通知见，真实行持，依佛本怀而扬本怀。佛教会的宗旨是以弘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平和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佛教会的事业分为世间业和出世间业两种，出世间业又融摄演教门和宣律门两个方面，对佛教的研究、传布、讲演，以及律仪、忏摩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规定；而世间业又涵盖了振饥、援溺、治病、保赤、救灾、济贫、扶困、利便等各个方面。

除了《发趣文》和《大纲》，佛教会为保护佛教计，另作《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一文对民国政府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求》共分四款，第一款主要内容包括佛教会有昌明促进共和的任务，以及国民政府应酬以完全保护的利益，第一条佛教会担任的说教、教育和慈善等义务与《佛教会大纲》等同，其余内容均为要求政府承认及保护佛教会之利益。例如第一款第二条列举了“国民政府应酬予佛教会之利益”：

甲、民国政府应承认佛教会为完全自在之教育；

乙、民国政府对于佛教会有完全保护之责任；

丙、佛教会所享民国政府保护之普通利益特别利益应与各教同等；

丁、佛教会得于一切处自在布教；

戊、佛教会有监督佛教公团一切财产上处分之权；

己、佛教会有整顿佛教一切事业促进其发达之权；

庚、佛教会有调和佛教信士种种争竞维持其秩序之权；

辛、佛教会于推行改良社会之宣讲教育及救济社会之慈善事项时有通告民国政府请其如约保护之权；

壬、佛教会于民国政府裁判佛教信士犯国律案时有派员旁听之权或遇民国政府有裁判不公等佛教会得要求复行裁判。

佛教会在法律范围内之种种行为民国政府不得干涉。

佛教会于佛教事业外概不干涉。[48]

从佛教会给民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可知，主要集中在佛教会对民国政府的要求，如实行保护佛教的政策，以及佛教会的义务和权利。从第一款第一条的一些内容来看，佛教会非常看重掌握教内的领导权与分配权的要求，以及在宗教政策上享有的平等权等。第二款似乎在强调政教分离的政策，但是实质上却是要求政府不得干预佛教内部的事务。这些都是在当时佛教不振的情况下，佛教界人士作出的一些选择，以保护佛教作为其主要诉求。

李证刚等所组织之佛教会设想尽管极富有创新之精神，但是其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加之过于激进之行为引起了中国佛教界缁素之诤。佛教会成立之时代大背景，正是中国佛教亟待复兴、极度腐朽的年代，避免不了僧尼之逾越轨范，各种末法之乱象杂生，鉴于此等乱象，佛教会成立之始即多有斥责僧尼之言论，终导致了失败。

佛教会成立之初，欧阳渐撰写《警告佛子书》，由此引起缁素之诤，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欧阳渐为近代著名居士，字竟无，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卒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江西宜黄人，依止著名居士杨文会学习佛法，一生精研于佛法和金陵刻经处，著述甚丰，晚年自编所存著作为《竟无内外学》，凡二十六种三十余卷，均由支那内学院蜀院刻印，今由金陵刻经处流通。近代著名佛教学者吕澂在《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中记载：“翌春，与李证刚等发起佛教会，撰缘起及说明书，并警告佛子文，勖僧徒自救，沉痛动人。以主张政教分离不果，解散。自是长住刻经处，专志圣言，不复问外事。”[49]欧阳渐撰之《警告佛子文》原意是希望僧团团结自救，于佛法式微之际否极泰来，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味，言辞恳切，沉痛感人。不料却引起了出家缁众的误会，认为是斥骂僧尼四众，尤其是文中对沙门违戒、利养垢染，多有批评之词，欲一举摧灭之，由此引起了缁素相诤。僧人群起而攻之，使筹建中的佛教会半途而废。后来，欧阳渐解散“佛教会”，专志于刻印经书，研究佛典，不复再问外事。

关于佛教会的失败，太虚大师言：“李证刚（翊灼）等发起之佛教会，佛教会专事责斥僧尼，开缁素相诤之端。迨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佛教会乃自动取消。”[50]太虚将佛教会的消亡归结为该会“开缁素相诤之端”，这是非常精辟的，但是说“迨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佛教会乃自动取消”，则是不准确的。不少研究学者甚至说佛教会合并至中华佛教总会之中，这更是错误的。

1912年4月，佛教会发起人李证刚与欧阳渐、张世畸等入北京请愿[51]，与佛教会关系密切的《佛学丛报》中记载：“佛教会建立以来，蒙孙前大总统正式承认，即由李君证刚、欧阳君竟无、张君奇田入都请愿。嗣以因缘龃龉，进行阻滞，李君等已致函袁大总统、国务院，声明取消。现沪上机关本部同人以缔造艰难，势难中止，一面另邀同志，联合僧界，另拟章程，实力进行。唯该会素以政教分权为宗旨，与固有之中华佛教总会决无关系云。”[52]可见，佛教会取消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袁世凯复辟专制，扼杀社团组织，故佛教会的消亡，主要原因是所面临的严峻的外部政治环境。

佛教会另一主要发起人濮一乘撰写的《中华民国之佛教观》一文提及当时有人主张“佛教可废，佛学可存”[53]的激进言论，多招致了教内的反对，也是佛教会与中华佛教总会的矛盾之所在。佛教会提倡正信佛教，这从《佛学丛刊》的宗旨中可以看出，在创刊号扉页中特标出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宗旨。在佛教会章程中，对会员是以“发心皈依佛教即是佛子”为标准，对会员要求“当发菩提心、大悲心、行四摄利生之事”，以及“皆当研究佛教法义自度度人”。但是濮一乘之《中华民国之佛教观》云：“今者影响于中国矣，而‘孔子非宗教’之论兴，为此论者，非有憾于孔子也，且其说浸淫及于佛教矣，而‘佛教可废，佛学可存’之论兴，为此论者，非有憾于佛也，正所以重佛也。吾于此说固难疑之，继亦且信之。信者何？以宗教本于学理所建，其宗教即属诸学理也。又吾于此说，始虽信之，终亦不能不疑之。疑者何？以学理既为宗教所含有，学理遂无宗教乎？……佛何以为宗教？全学理即其宗教；佛又以何为学理？”[54]具体将佛教之义理总结为五点：“佛教非迷信之教”、“佛教非无为之教”、“佛教非厌世之教”、“佛教非专制之教”、“佛教非专制之教”。[55]《警告佛子文》、《中华民国之佛教观》等佛教会文章虽然以复兴佛教为宗旨，多有改革积弊的积极意义，甚至对于太虚大师改革佛教之“三大革命”理论有着具体的影响，但是言辞过于激进，为教内所不容，引起僧俗相诤最终难以维系。

三 民国初年昙花一现的其他佛教组织

（一）中央佛教公会

1912年，鉴于保护佛教寺产之需要，由诚修等发起创建了佛教僧林会，在内务部呈请立案奏批。后来佛教僧林会与佛教研究会合并，推举云升法师与澄海法师为正副会长，以合并之缘由在内务部更名立案，改名为中央佛教公会。

“中央佛教公会”布告称：“军兴以来，各省提产之事所在多有，内务部为维持现状起见，划分官公私产，以冀调停，殊各省误会其旨，借端侵占庙产不一而足，本会戚然而忧愤然而起，先有本会发起人谭光鉴居士具呈内务府请，确定佛教财产所有权，统治各省切实保护，奉批呈悉该发起人楷中国佛教之衰微，悯僧人能力之薄弱。”[56]“明定佛教团体为公益法人，通令各省保护财产以维持地方安宁，而坚蒙藏内向之。”[57]

中央佛教公会自成立以来，针对外蒙古以民国政府灭绝佛教为口实而倾向独立，积极促成汉地佛教与蒙古佛教的沟通，以为国家统一而服务。中央佛教公会首先派代表与近代蒙古族著名活佛甘珠尔瓦活佛进行磋商。待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来京之际，又于柏林寺召开欢饮大会，推举章嘉呼图克图为该会名誉会长，并得到了章嘉呼图克图介绍蒙古信徒入会，以期青黄二教声气相通的承诺。在章嘉呼图克图的努力下，北京雍和宫、山西五台山等各地喇嘛遂有加入，而中央佛教公会在设立分部欢迎蒙古会员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创建佛教师范学校，培养僧才，特重蒙文、藏文的教习，为民族统一、国家安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佛教弘誓会与维持佛教同盟会

1913年2月，释式海、静安、桂明、志恒、英修等在平湖报恩寺以佛教“四弘誓愿”为宗旨发起佛教弘誓会。佛教弘誓会发起之际苦于没有会基，恰逢谛闲法师逡巡于是否接管宁波观宗讲寺，于是煽动谛闲法师接管宁波观宗讲寺以为之所用。宁波观宗讲寺原系宋代天台宗第十七祖法智知礼大师所建的延庆寺的一部分——“十六观堂”，谛闲法师志在恢复台宗祖庭，后将其改名观宗讲寺，但清末民初，该寺逐渐败落，无人敢于接管。于是式海等认为可据为弘誓会会众道场，静安等至上海极力邀请谛闲担任方丈的名义，关于实际，则不论财力上、人力上，概由会众负责，以免谛闲法师的顾虑。谛闲因此乃于民国二年正月正式接任观堂住持，借佛教弘誓会作为会基使用。式海、静安等以从前被逐的马流僧常来观宗讲寺骚扰为由，请曾率僧军的玉皇坐镇客堂。邀太虚大师计划弘誓会的一切进行事宜，太虚“因与谛闲法师及式海、静安、玉皇等在观堂同住了一个多月，为撰定佛教弘誓会的缘起及章程，而我（太虚）与玉皇的友谊亦从此深缔”[58]。

1913年4月，谛闲法师改观堂为观宗寺，式海、太虚等在此召开成立大会。太虚大师所撰写之《佛教弘誓会章程》指出该会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之四弘誓愿为宗旨，组织宣教团、慈善团、编译团，改组教团，组织研究社、讲习所等进行布教活动。而不论僧俗，不拘国籍，只要信仰佛教、热心佛学的个人均可入会。至于寺院入会，则由弘誓会派人住持，寺院亦成为公有，寺产由弘誓会调处，并受到该会保护。此外，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从佛教弘誓会章程可以看出太虚设想中的新僧团的具体形式与实务，后佛教弘誓会虽不了了之，但太虚并未放弃，他于1913年3月赴宁波观音寺再度发起成立维持佛教同盟会，并撰写了《章程》、《宣言》，提出维持佛教不可缺少的五大方面：“不可无自由组合之团体”、“不可无勇猛牺牲之精神”、“不可无受学求教之志愿”、“不可无实行博爱之筹备”、“不可无安心立命之修证”[59]。时任佛教总会总务科长的文希从北京写信给太虚，希望他不要另立组织，而往昔太虚大师之同盟战友释仁山也不愿意“另立无谓之新名词，再挑动顽固辈恶感”，因此太虚大师不得不“善刀而藏”，暂时收敛佛教革命的努力。

民国初年的佛教组织尚处于不断摸索前进的时期，除了上述佛教组织及中华佛教总会等较为完善的组织形式之外，还有谢无量居士等发起的“佛教大同会”等，但未几即灭，影响不大。针对谢无量等发起的佛教大同会以及仁山、太虚等发起的佛教协进会激进的主张，宗仰法师撰写了《佛教进行商榷书》一文，提出了“复古清规”、“兴新教育”、“裁制剃度”、“革除赴应”四点复兴佛教举措。书云：“居今日而言淘汰沙门，几成天演公例，亦吾侪自认不讳矣。……上焉者厌世逃禅，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营养，贻玷梵林。上焉者厌世逃禅，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营养，贻玷梵林。无补世道人心，转为社会藉口，所谓狮子身中虫，自啖其狮子之肉也，宁能与世界宗教竞生并存乎哉？我诸方大德，奈何不猛省时机，力图振作耶？其随波逐流，因循观望者无论矣；即或能行吾道，而正觉不明，自生障碍，遂致放任弃本分者，往往而是，要皆智愿薄弱，罔知观机度时，因势利导，从根本着手故也。噫！造泰岱之顶，必从平地展足，非可躐登也；驾海洋之楫，非有针盘定向，不能竞达也。近如佛教大同、协进等会，主张急进，举步即颠，等于昙花，观同泡影，职是故耳。然原其初心，亦非不善，徒以造因不良，遂无结果，吁可概矣。今当性海汩没，象教沦胥之际，适值民国肇建，共和初立之时，欲与国民同谋幸福，挽狂澜而障之，疏浊流而清之，兹事体本，诚不易言。然提纲挈领，循分以求，亦自有其道，讵可操切从事乎？其道奚自则，惟复古清规，兴新教育，为不二之法门。盖清规犹僧界之宪法，宗教所赖以成立也。教育者，尤为培植人材之元素，凡一教之兴衰隆替，胥视乎此，虽大雄复生，必且从事斯语，莫能易也……一者宜革除赴应，尊重经忏。昔者目莲救母，乃设盂盆，菩萨度生，是现焰口。即道场功德，亦为度人而非利己。……至若丛林公产，受之檀越，施于祇园，慧命资生，均沾其益，诚所谓六合共住，粒米同餐。言社会共产主义，盖自缁门而外，莫或先矣。虽储产有多寡不同，而以十方施之于僧者，还为十方僧侣守之，毫无权利可私，但有保存之责，不肖掩窃，法所难容，同类觊觎，事尤不可，又讵能任他人干涉，甚且从而破坏之耶？”[60]

四 中华佛教总会

近代“庙产兴学”以及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佛教徒从佛教自身出发为保护寺产计，发起了诸多佛教组织，虽大都昙花一现，但也有相对维系时间较长、发挥巨大作用之团体兴建。中华佛教总会是近代佛教组织中存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佛教组织之一。

（一）敬安寄禅与中华佛教总会的创立

1912年2月，寄禅法师力邀谛闲、圆瑛、太虚、北京道兴、常州清海等诸僧，集思广益，议决以合并改组各省僧教育会为基础，兼并“中华佛教协进会”及“中央佛教公会”，筹建“中华佛教总会”，以统一教界，维护寺院权益。中华佛教总会因其以“同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以“中华民国之僧众共同组织”而得名。2月12日，分别得到了南京政府内务部和教育部两部的批准。内务部认为该会拟联络全体僧界及蒙藏喇嘛等，“以昌明佛教，提倡教育、慈善等事为宗旨，所订章程详慎周密，具见我佛如来范围广大，沐其教泽者类能热心公益，阐发宗风格以辅助政化之进行实堪嘉尚，应由僧界会员公举道行高深，品端学粹之人为该会会长，俾得同心共济，一致进行。本部有后望焉”[61]。教育部认为僧敬安等联合全国僧团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意在昌明佛教、提倡教育、公益等事，深堪嘉尚，应即准予立案。释迦文佛应世二千九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号订”[62]。

4月，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留云寺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寄禅法师为会长，北京道兴、常州清海（静波）为副会长，以上海静安寺为本部，设机关部于北京，原有的全国僧教育会各省改支部，各县改分部，陆续成立支部20余处，分部400余处。

《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共分十一章。第一章“总则”，包括三部分，“名义”：“本会系中华民国全体僧界共同组织，定名曰中华佛教总会”；宗旨：“本会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机关”：“本会总机关设本部于上海静安寺，分机关设支部于各直省，设分部于各州县。本部有统辖维持支分部之责”[63]。第二章“纲要”，总会的主要工作为：昌明佛学、普及教育、中外布教、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振兴实业、保守权力八个方面。其他各章分别为：会员责任、权利、职员（佛教总会的组织结构）、经费、会期、奖励、惩戒和附录等。其中第二章“纲要”是整个佛教总会的核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振兴与弘扬佛教，如“昌明佛学”条，设立佛教研究社和佛学宣讲所。“普及教育”条提出设立学务科，设速成师范学堂等僧民小学，以期普及教育；并设法政讲习所，造就僧界任事人才。乃至设想俟经费充裕时，仿照日本立佛教中学堂及大学堂，以臻完全教育。“中外布教”条，延请深明佛法、精通新旧学者为宣教师，赴各社会及军队、监狱、医院等地布教弘法。“组织报馆”、“提倡公益”、“振兴实业”等皆具时代特色，以此措施以期振兴佛教，提高佛教地位，弘扬与普及佛教等。第二，革除佛教弊端，如“整顿教规”条，对戒牒、度牒的管理，对寺庵财产、住持的更替等均有明确规定，如对各寺庵财产，“无论十方捐助及自行手置，均为佛教公产，只应保守，不得私自变卖”。第三，维护佛教自身的利益，如“保守权力”规定：“（甲）本会有整顿佛教进行一切事宜及保全佛教公团财产上处分之权。（乙）本会会员在法律范围内之行为，得受法律平等保护。（丙）凡会中各寺庵所有财产，无论擅越施助，寺僧苦积，外界有欲藉端攘夺，本会得据法律，实力保护，以固教权。”从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看，其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与佛教会大纲相比，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更加完备，包括了佛教自身、佛教与国家及社会等各个方面，不过，由于中华佛教总会只是一个松散型的组织，与各寺院之间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会务经费难以保障，许多内容如普及教育一条，实际上仅仅只是设想，无法真正贯彻实施。

1912年起袁世凯开始逐渐掌握中国政权，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月10日在北京就职，又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标志着北洋政府统治的开始。临时政府移驻北京后，中华佛教总会并未与之接洽，借即将召集国会之机，佛教总会认为僧界属国民分子，亦应筹划进行方法，冀享民教平等权利，遂公推寄禅法师以总会正会长的资格代表全体僧界进京与袁世凯总统磋商一切。11月1日，内务部因各省往往有营私图利之徒，借端侵夺祭产，有人觊觎改建古物建筑等，为此下令：“通咨各省都督、民政长，凡祠庙所在，不论产业之公私，不计祀典之存废，不问庙宇之新旧，一经前人建设，均为古迹，例应保存。希即转饬所属，一律妥慎保护可也。”[64]11月2日，中华佛教总会敬安、清海、道兴等呈请大总统，指出虽然此前奉国务院通咨各省都督，按照约章保护佛教财产，然而根据湖南宝庆、安徽桐城、奉天义州等地方的报告，“民间毁像逐僧、占夺寺产，信教转失自由，深为危惧”[65]。佛教总会援引清末庙产兴学之时，浙江三十六寺僧寻求日僧保护并因此引起中日两国外交纷争之事例，恳准大总统通令全国人民：“以政教并进，各自为谋，勿生相侵之弊害，永保完全之和平。”[66]11月，熊希龄呈文给袁世凯大总统，请饬交内务部及各省都督，对佛教加以保护：“各省攘夺寺产，日本僧人乘隙而入，虑及为渊驱鱼，求政府按照约法信教自由，力加保护，俾得改良佛教，敦进民德，以固共和基础。将来仿照日本办法，军中亦设布教僧徒，稍弭残杀抢掠之心，实于世道有裨。”[67]

1912年10月26日，寄禅法师与佛教总会福建支部长本忠、江西支部长大春等前往北京谒见袁世凯。寄禅法师到京之日正逢袁世凯政府发布内务部清查寺产之际，礼俗司通行各省公文表示凡寺庙关于行祝典者和年远无碑可考及寺宇半存半废，以及布施建设者皆属之公产，仅仅由寺僧自出己资或独力募化者为私产，严重侵害了僧伽之利益，引起了僧界的一致反对。寄禅法师力顾大局，一再与礼俗司司长杜关进行磋商，希冀能够收回成命，然而却事与愿违，言语多有抵牾，寄禅拂裟而去，悲愤交集之际，一代尊宿突于1912年11月10日在北京法源寺圆寂。1913年3月，法源寺僧人道阶护送寄禅法师灵柩经上海至宁波，归葬于宁波天童寺冷香塔院，北京、上海等地皆有诸多悼念活动。

敬安，字寄禅，号八指头陀。俗姓黄，名读山，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咸丰元年农历十二月初三（1852年1月23日），圆寂于民国元年十月初二（1912年11月10日）。幼时孤贫，7岁丧母，12岁丧父，时就塾师受《论语》未终篇，不得已辍学，为农家牧牛，闲暇时则携书自学。同治七年（1868），因睹白桃花为风雨所摧落，忆及所闻佛教苦、空、无常、无我之理，不禁大哭，遂投湘阴法华寺，礼东林长老为师出家。[68]同年冬到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律师受具足戒。同治八年（1869），敬安前往衡阳岐山仁瑞寺，随恒志禅师参学五年。敬安在《岐山感旧诗一首并序》中回忆：“余以同治戊辰成童剃草，问道岐山。初闻志老人说法，如日照高山，大喜温身，不觉门外积雪三尺，老松僵折矣。乃乞侍巾瓶，晓夕亲炙，于扫洒舂爨，一身兼任。同学数十人，皆一时龙象。”[69]岐山恒志为湖南禅宗名宿，嗣法、剃度的弟子各有二十余人，皈依弟子数十人，闻法得益者无数。晚清湖南禅僧多出其门下，敬安曾任侍者，亲承棒喝，是弟子中最有名者。（敬安：《恒志和尚道状》）敬安以生死心切，精进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话头，闻溪声而得悟。（敬安：《冷香塔自序铭》）同治十二年（1873），敬安至长沙期间从笠云芳圃参学，受到印可，得禅宗法脉。笠云禅师传法偈云：“谁识幽栖子，真空早悟禅。箭锋弹指著，衣法一灯传。莲叶随波净，昙花近日妍。行当谢尘俗，云水听机缘。”笠云禅师赞叹敬安“真空早悟禅”，即早已悟得本来面目，而“衣法一灯传”则明确传法与他。敬安所作《登岳麓山呈笠云长老》也记载了此得法缘由：“欲觅三乘法，来参一指禅。人天开觉路，衣钵得真传。水到源头活，山从雨后妍。拈花曾示我，微笑证前缘。”[70]“人天开觉路，衣钵得真传”、“拈花曾示我，微笑证前缘”等，记载了敬安于笠云禅师座下开悟及受印可，“水到源头活，山从雨后妍”，则表达了开悟后如获新生的喜悦。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诗《送和葊上人主锡岳麓万寿寺》中有“我昔维摩室，瓣香笠云圃”，并自注云：“笠云圃公为余麓山得法本师。”

光绪元年（1875），敬安离开湖南，遍游江浙禅刹。他住宁波时间最久，参学于江南禅宗诸尊宿。光绪三年（1877），至阿育王寺担任知客，在佛舍利塔前礼拜，自割臂肉，又燃左手二指供佛，自号八指头陀。其后历游天童、天台、雪窦、阿育王等名刹。光绪十年（1884），他由江浙回到湖南，此后相继住持过衡阳罗汉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长沙神鼎寺、上林寺六大名刹。[71]上封寺位于南岳祝融峰下，有田产数千亩，其中一半为当地农民侵占，他住锡后诉讼于官府，但多年无法解决，后得巡抚吴清卿相助，次第得以收复。沩山由唐代灵祐禅师所开山，是沩仰宗的发源地，清初寺院已经衰败，敬安住持三年，力振禅宗法门。光绪二十八年（1902），浙江宁波天童寺首座幻人率领两序班首代表前来长沙，礼请他为该寺住持，此后十一年中一直卓锡于此。天童寺为明末圆悟禅师创立的临济宗天童系祖庭，敬安继席以后，选贤任能，百废俱兴，夏讲冬禅，宗风大振。

光绪年间，张之洞作《劝学篇》倡庙产兴学，主张将佛寺道观改为学堂。他认为：“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乂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劝学篇》奏上之后，光绪皇帝批示：“持论平，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由军机处对各省督抚学正各颁《劝学篇》一部。受此影响，光绪三十年（1904），各地官员纷纷提取寺产以为经费，强占僧舍作学堂，兴办学校。佛教界惶惶不可终日，杭州僧人情迫之下假借寄禅名义领衔，联合浙江三十六座寺院归投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请日僧人伊藤贤道借传教为名加以保护。各报纸宣传，而外务部亦电询浙江巡抚聂仲芳。敬安闻知此事，愤不欲生，以为“辱国辱教，莫此为甚”。[72]敬安为“保教扶宗，兴立学校”而奔走不歇。后经聂仲芳电复外部，于是清政府下令各府皆得自办僧学，由学部颁行僧教育会章程。中国之有僧教育，实始于此。敬安与浙江的松风、华山，江苏的月霞，以及北京的觉先等，先后致力于自动兴学之举。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于宁波成立僧教育会，敬安被推为会长，创办民众小学和僧众小学，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有人借光复之名，强迫僧人出资或为兵，敬安为此忧愁无策，尝为弟子太虚大师说：“吾生平不可至北京，今为教当一行耳。”[73]不久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政府，确立共和政体，敬安欢喜不已，认为“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我佛弘恉，最适共和”[74]。

（二）中华佛教总会的扩张与发展

寄禅法师圆寂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报予袁世凯准许《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施行，经国务院审定，以大总统令颁行各省。1913年3月30日，中华佛教总会上海本部第一次联合大会，各分部代表参加，投票选举了冶开为正会长。冶开（1852—1922），法名清熔，江苏扬州人，俗姓许。江南禅宗名刹常州天宁寺住持，为清末江南禅门五老之一。选举北京道兴、常州清海为副会长，并公请孙少侯、章太炎、熊希龄为名誉会长；公推陈宗普为文书科长；文希为总务科长；本忠法师为理财科正长；应乾法师为理财科副长；谛闲法师为演教科长；月霞、还元、月宾法师为科员；圆瑛为评议科长；评议科员有少青、明心、瑞果、德馨、荫云、达清、行证、一峰、宏贞、竺庵、智水、仁山、正生、德宽、纯安、本然、太虚、道阶等。

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初期，文希法师对会务的开展贡献甚巨。文希，江苏江都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讳密万，号亚鬓，以字行。年幼时，即于江都大圣寺披剃出家，信道甚笃，尝与佛学巨子杨文会居士交往求教，所学益进。光绪三十年（1904）师事扬州首刹天宁寺铭廉法师，继延为法嗣，任住持。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扬州天宁寺创立了江南第一所僧学堂——扬州普通僧学堂，或称扬州僧立普通中学，接着又创办了扬州八邑八区僧立小学。在创办扬州普通僧学堂的同时，他还发起组建宁苏皖赣佛教学务总公所，后经部饬改名僧立教育总会。1912年组织全国佛教组织，文希也热心其事，促其成功，被推举为佛教总会总务长，因中华佛教总会拟原来的各省僧教育会改为支部，文希兼任江苏支部长，同年9月与尚任驻京代表的道阶和尚于中华佛教总会北京办事处法源寺主持其事。针对佛教会权益，文希宣布八项条件，并坚持如不能实行，即洁身而去，不再参与佛教总会会务。这八项条件为：“一、请愿参议院通过政教分权议案，不则据《约法》第五条要求参政权；二、遵佛制年在七岁以下二十以上，有驱乌、应法、名字三品沙弥，如未经受过教育，必强迫入校，以期国无不学之人；三、蒙藏不靖，须组织演教团专旅行说教，得兼抚慰，用示民国于佛法益发挥而光大之；四、以佛教总会及佛教会章程比量，存其是而正其误；五、律部详明，年太老及一切残疾恶状貌毁辱佛法者，皆不听度，应如律实行，不得限用度碟，妨碍自由；六、凡施入或募置之财产，概为佛教私产，籍日公产应归佛教公有，他人不得掠夺，致起争端；七、各省支分部对于本部须一致进行，有作狮虫咬人、甘处黑暗者严摈；八、会员赞助会捐及筹办公益，听均随愿，将不容苛勒。”[75]文希的八项条件，除了沙弥必须受教育、组织演讲团赴蒙藏弘教抚慰，及佛教财产的处置等内容均为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的进一步贯彻实施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其中重要者有两项。一项是第一条，请愿参议院通过政教分权议案，表现出民国初期佛教界强烈的参政议政的倾向，当然这一思想倾向受到佛教会政教分离主张的影响；另一项是第四条，就是要求将中华佛教总会和佛教会两个佛教组织的章程进行比较，存其是而正其误，实际上是以佛教总会作为唯一的代表佛教界的全国性组织自居，对佛教会进行施压，进而试图取消佛教会。

1913年4月，中华佛教总会上海本部、北京机关部暨苏、闽、湘、赣各支部代表上书参议院，主张：“世界各国有宗教之信徒，则必有宗教之财产，举集会、讲经、传道、劝善等事，皆赖善男信女，发愿布施，集成财团，支取裕如，事乃举办。”认为参议院关于寺产公私、僧人主客之分未能昭示明白，原文称：“各庙有公产、私产之别，即各僧有主体、客体之分。”“然各庙之有公产、私产，而其同有佛教之财产则一也。各僧之管理庙产，有主体有客体，而其以佛教为主体则一也。今原文中以庙产公置者，以其所有权归之佛教以外之团体，任其自由处置，则于物权之主客，既未分明，而为公为私，似指僧俗两界而言，不指佛教财产。若谓捐助之款，则可自由处置，则举凡全国公益法人之财产，皆可由公东挪西拨，案之法理，实有未符。”拟请参议院：“案照法律，声明国内一切庙产，无论其为公为私，概以佛教为主体，僧固不得擅行变卖，移为佛教之外之用度，俗亦不得迳行提拔，以供佛教以外之设施。”[76]自此，佛教界开始通过中华佛教总会这一佛教组织维护信仰自由，保护佛教寺庙财产。

1913年5月，中华佛教总会依照《章程》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冶开仍为会长，但会务工作主要由副会长清海负责。清海法师（1865—1939），字悟真，号静波，江苏盐城人，俗姓程，常州清凉寺及海州（今连云港市）法起寺住持。虚云、大春、圆瑛等均出席会议，会议延请扬州大圣寺文希（亚髡）为总务主任，玉皇为庶务，太虚、智府任《佛教月报》编辑，仁山、宣天盘等住会办事。《中华佛总会开会决议案》要求：“国会承认政教分权，如不能通过，当要求以保护佛教专条载入国宪。以上二案各支分部均应电达国会，并于阴历三月底各派代表进京，在北京机关部聚集，即外城西砖胡同法源寺。”[77]《佛教月报》亦于四月初八（5月）佛诞日正式出版。道阶于北平法源寺等开佛诞纪念大会，盛况空前。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佛教总会得到了不断发展，甚至逐渐吸引到了蒙藏佛教诸多僧人，况且政府也有以佛教总会之力量统摄蒙藏佛教之意，以此维护国家之长治久安而有所裨益。据《佛教总会之扩张》一文载，佛教总会由僧清海等提倡以来，日臻发达，南北各省分会多已成立。又招致蒙藏红黄喇嘛多人一律加入，经过开会，决定进行四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推举佛教界有势力和有影响者出任名誉会长、副会长，以期扩张会势，阐明教旨，推举章嘉活佛为名誉会长，班禅、别蚌二位为名誉副会长。第二，于蒙藏各处设立分部，商请章嘉活佛于回蒙避暑之便预为布置。第三，效仿日本僧侣和基督教徒均重视布教的特点，先从甘新云贵川藏等处入手，选择学识优裕、熟悉本地情形者担任此职务。第四，于京师专设佛教大学，以佛学课程为主，兼授各普通学科，经费由佛教总会担任。[78]据佛教总会会刊《佛教月报》载，中华佛教总会推举章嘉活佛为会长：“清海以代表佛教总会之资格，历奉至京，迭晤东蒙信教居士及章嘉国师，均以疏通蒙藏、联合教宗为方今切要之图用，特与副会长道兴、驻京代表总务长文希、北京机关部理事长道阶等，公同推举章嘉国师加入本会为会长。业经章嘉国师允许，并给予私印一方。”[79]此处所谓推举章嘉国师为会长有误，实为名誉会员。至此，佛教总会各支部、分部已遍及中华民国领土内二十二行省，所有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等处地方，均属纳入民国的管理范围，中华佛教总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13年8月，太虚大师等联名上书参众两院，吁请佛教总会为佛教统一机关，并根据信教自由一条，施行承认政教分权：“凡佛教范围内之财产、居宅得完全由佛教统一机关之佛教总会公有而保护之，以兴办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除佛教统一机关之外，无论何项机关，或团体或私人，均不能侵蚀而干涉之。而佛教徒除兴办佛教范围内之事外，亦不得侵入政界应有之权利，及混杂政界应办之事业。”[80]

1913年12月，中华佛教总会上书国务院的呈文称，几乎全国各省“均纷纷攘夺庙产，假以团体名义，毁像逐僧者有之，苛派捐项者有之，勒令还俗者有之，甚至各乡董率领团勇强行威逼，稍有违抗，即行禀报该管官厅严行拘捕，各僧道界（累）讼经年，迄未得直”。不仅汉传佛教各寺庙如此，甚至蒙藏各喇嘛庙亦遭摧残：“专利跋扈之辈，率公因缘为奸，推翻旧制，毁庙毁像，勒捐夺产，并驱逐还俗，侵及喇嘛，种种违背人道之事，迨摘不胜屈。”要求政府按照《临时约法》的有关规定，“饬行各省行政公署，罢除各项苛令”，并承认佛教总会为佛教庙产所有人的资格：“本会奉部令有代表佛教所有权主体之资格，并有调查庙产之义务，行将实力进行，遵照法人财团兴办各项公益，以补行政之不逮。”[81]国务总理熊希龄接到中华佛教总会呈文后，即致内务部，指示：“如果属实，自应严行禁止。”[82]

（三）勉力维持及其被取缔

1914年3月，中华佛教总会召开第二届全国大会，各省支部、分部代表暨来宾到者400余人参会，由副会长清海和尚报告周年成绩及进行事宜。正会长冶开法师以年迈为由函请辞职，后经推选清海和尚升任正会长。又举焦山定慧寺镜融为副会长，静安寺正生为理财正长，普陀山开如暨留云寺应乾为理财副长，前名誉会长章嘉呼图、副会长道兴和尚仍旧。会议还提议兴办黄卐字会慈善暨实业布教等事。[83]但不久文希、宣天磬、仁山等主张佛教革新的骨干因与清海法师意见不合而次第离去，总会内部人心涣散，会务废弛。

1915年，北洋政府制定《私产管理暂行条例》，以保护寺产为名，规定各寺住持及有关者不得将寺产变卖、抵押或赠予，实际上架空了寺院对财产的处置权。10月又悍然发布《管理寺庙条令》31条，宣布取消中华佛教总会，并规定“寺产遇有公益事业的必要及得地方官之许可，可不在该寺住持的管理处置之内。寺庙住持违反管理之义务或不遵僧规，情节重大者由当地长官训诫，或予撤除”。这实际上将寺产归地方长官处置，而寺院住持原有的管理权则变成“义务”，也为贪官污吏侵夺寺产、再起庙产纷争大开方便之门。但袁世凯政府在发布条例后不久就宣告结束，所以《管理寺庙条令》31条并未切实发挥效力。

清海法师等鉴于总会活动遭袁世凯政府禁止，遂将中华佛教总会改名中华佛教会，希图维持佛教组织，再次召开全国代表会，无奈竟无莅会者，空余一招牌于清凉寺。究其原因，此时国内革命浪潮低落，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相继失败，与民众权益紧密相连的佛教徒的权益自然也难保有。袁世凯死后，佛教界知名人士曾联名向国会众议院陈情，要求取消《管理寺庙条令》，但不久因张勋复辟、解散国会而告落空。1919年，段祺瑞把持北洋政府内务部之际，以《中华佛教总会登记案》与《管理寺庙条令》相抵触为由，公然宣布取缔中华佛教会。至此这一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在名义上亦不复存在。之后，仅有道阶之“南方佛教会”、佛源之“四川佛教会”、惠敏之“湖南佛化会”、本修之“九华山佛教会”等地方佛教组织零星活动。

中华佛教总会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本应对佛教复兴与现代化起较大的推进作用，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亦对其抱有厚望，然它却如流星般倏亮旋灭，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陨灭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新、旧两派僧人建会的根本意图不同而引起的内部不和是主要原因。但是中华佛教总会毕竟是中国佛教徒初步摆脱政府直接控制，试图联合起来与外力抗衡以保护自身应有权益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对此以其宗旨与任务衡量固然失败，人们还可以指责其种种不足，但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从两千年中国佛教组织史看，迈出这一步未尝不是巨大的飞跃。它开创了中国佛教组织的新模式，形成了区别于古代的新传统，而且就形式而言已获得佛教界广泛赞同，继此建立的多个全国性佛教组织其实并没有脱离其构建的基本框架，也承继着其应担负而未实现的中国佛教界自治自律、保护自身权益的历史使命。

民国初年的佛教组织尚处于不断摸索前进的时期，至北洋政府时期，继中华佛教总会之后，1919—1921年，虽有名僧太虚、道阶、竹溪、觉先及名人庄思缄（蕴宽）、夏仲膺（寿康）、汤铸新（芗铭）、胡子笏（瑞霖）、张仲仁（一麟）、陈定远、王家襄等，为筹组佛教统一会“中国五族佛教联合会”而南北呼应、上下奔竞，终归徒劳无功。1925年，太虚等又筹组“中华佛教联合会”，然应者寥寂；同年，田树海等教外人士组成“蒙汉佛教联合总会”，白普仁、普泉、马振宪等另建“中华佛教联合会”，两会虽获内务部备案，然势力微弱，未能真正发挥全国性佛教组织的作用。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佛教政策及宗教法规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开始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段。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政治体制变动频繁，军阀混战，社会混乱，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宗教管理问题也时时困扰当局执政者。虽然如此，北洋政府仍然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法规，避免各种宗教问题的复杂化，其中有关佛教的政策法规又是北洋政府制定的宗教政策法规中内容最丰富、社会影响最广泛的部分。

北洋政府时期相继制定了1913年的《寺庙管理暂行规则》、1915年的《管理寺庙条例》、1921年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令》、1921年的《著名寺庙特别保护通则》等一系列法令。因当时北洋政府在佛教管理方面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再兼其对佛教管理的政治意图不明确，所以有关佛教的政策法规中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一，北洋政府对佛教的保护缺乏诚意，诸种法令名为保护管理，其内容对汉传佛教的钳制又过于严苛，故收效甚微；第二，政策法规本身存在诸多漏洞，为地方觊觎庙产留下了可乘之隙；第三，官宦的频繁更迭致使政策法规的实施缺乏连贯性，更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第四，政策法规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难以全面贯彻落实，加上地方政府恃权自傲，无视中央法律，更使其成为一纸空文。北洋政府的这些法令在参与管理和保护佛教方面虽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开创了民国史上用专门的法律规章来保护和管理佛教的先河。此外，北洋政府还批准设立了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团体和宗教院校，这表明作为民主共和体制的北洋政府虽是军阀掌政，但在共和名义下，毕竟比封建帝国专制政府禁止任何宗教组织的存在有了明显的进步。

一 北洋政府初期制定佛教管理政策的背景

（一）北洋政府宗教政策制定的社会背景

20世纪初，由美国首倡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相继被欧洲等国家确认，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和政府公认和追求的基本政治原则，很多愿意向欧美学习的后进国家也自然以之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主要导向，这对当时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也有明显的影响。

在民国政府开始执政过程中，原有的封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体制土崩瓦解，同时西方文明带来的民主、科学、工业技术等因素在新型社会中艰难萌芽生长。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传统与现代时时冲突，新事物与旧观念处处并存。作为旧时代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中国佛教，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生存困境。新型的国家政权一方面顺应世界潮流，宣告宗教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又迫于自身的财政压力使其对丰厚的佛教寺产难断觊觎之心。此外，佛教还受到反传统反宗教的社会潮流的不断冲击，因此被迫奋起反抗，强烈要求政府保护佛教免受侵凌。在各种社会矛盾激增的旋涡中，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制定相应的佛教政策法规，但是却在佛教政策法规的立规宗旨和执行方面摇摆不定。

佛教寺产的归属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全面的法律规定，这为清末民初屡屡发生地方官员、教师学生、乡间缙绅、无知乡民等打着革命的旗号侵占寺庙权益创造了机会。早在1898年，光绪皇帝推出新政，迫于财政吃紧，遂采取了张之洞等提出的“庙产兴学”主张，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利用佛教寺产发展学堂运动，严重侵害了佛教权益，也因此造成了诸多事端。北洋政府时期，国内政局动荡、军阀割据，同时伴随近代革命意识的深入人心，随着科学概念传入中国，各种反传统反宗教思潮和破除迷信运动成为当时之潮流，象征传统的、腐朽的佛教首当其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26年，中央大学教授邰秋爽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并再次掀起庙产兴学之风，引起佛教界一致反对。以“庙产兴学”为代表的各种势力大肆掠夺和蚕食佛教寺产并因此引起佛教界激烈的反抗活动，大大刺激了近代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变革，佛教界掀起了办学、办书局、办佛学院的浪潮，同时组织各种佛教社团并举办慈善活动等，以此来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和生存空间。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佛教境况

民国初年，时局混乱，延续清末“庙产兴学”之风，全国各地军队、警察、社团及学校等纷纷侵占佛教寺产，湖南、云南、安徽等省不断发生“攘夺寺产、销毁佛像”等恶性事件。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致国务院的呈词中描述道：“盖当时臆造新学者，虽孔庙亦在觊觎之列，而于释、道两道（教）为尤甚。近据各省支分部报告，如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山西、四川、陕西、新疆等省，两湖、两广、河南、福建、云南、贵州、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均纷纷攘夺庙产，假以团体名义，毁像逐僧者有之，苛派捐项者有之，勒令还俗者有之，甚至各乡董率领团勇强行威逼，稍有违抗，即行禀报该管官厅严行拘捕，各僧道界讼经年，迄未得直。强半假托议会议决，并回护于抽提庙产者，盖肆行无忌，仍愿继续勒捐，否则认为违法犯罪。凡有财产，均一律充公。去年湖南、奉天、安徽、吉林、河南、江苏、浙江各省僧徒，以此毙命者，均征诸事实。而各省僧徒流离失所相丐于道者，亦实繁有徒。虚祸逆流，迭演成不可收拾之势，而暴烈分子犹然对怨。矧其两年，军兴之后，寻祸相仇，各庙一经军队驻扎，即可援例改为他项公所。一隅倡乱，全国骚然，讵影响所及，几邻于边省。”[84]

除了“庙产兴学”的社会潮流对佛教寺产的冲击外，军队驻扎、征用是攘夺佛教寺产的又一大力量。自清末开始，尤其在革命时期，全国各省都有军警侵占寺产、滋扰僧尼、毁坏佛像等冲击佛教的行为。近代名僧宗仰法师给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85]书信中记载：“军事既起，各省兵队编集移徙，莫不以就地兰若，张柳为营。其初乃义不容辞，其后或久假不归，或所至遗患，甚或通匪剽掠，蹂躏不堪，即今尚多有喧宾夺主者。……夫共和目的，首在尊重人权，今侵人所居，谋人之物，剥夺人权，如彼而又乖乎？”[86]由此可见，民国初年社会上各种势力霸占寺产、破坏寺庙非常普遍。

佛教界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况，危机感也促使佛教界内部开展了各种自我发展和奋发图强的活动。早在1910年，杨文会在南京创立了居士团体兼佛学学术团体——佛学研究会。杨文会逝世后，其弟子李证刚、欧阳渐等发起成立全国性的“佛教会”，以联络这些地方团体，旨在复兴中国佛教。1912年3月，他们向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申请立案。孙中山随即批复《令教育部准佛教会立案文》，文中称：“查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合将该会大纲发交该部，仰即查照批准立案。”[87]“佛教会”是以居士为主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后该会因涉及僧尼的措辞不当而受到全国僧尼抨击，虽逐渐解散，但其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居士组织的先河，此后，因受其影响，中国各地的佛教居士组织此起彼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整合全国佛教僧众，1912年4月，释敬安等在上海留云寺组织召开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该会总会章程规定：“本会系中华民国全体僧界共同组织”，总会的宗旨为：“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总会的主要任务包括：昌明佛学、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增兴实业等。[88]中华佛教总会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其为中国佛教徒初步摆脱政府直接控制，试图联合起来与外力抗衡以保护自身应有权益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开创了佛教组织新模式，在保护佛教庙产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获得了佛教界的广泛认同，是中国佛教救亡图存的重要尝试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15年10月，袁世凯又悍然发布《管理寺庙条令》，宣布取消中华佛教总会。后又有清海等组织成立了“中华佛教会”等组织。

（三）北洋政府宗教政策制定的政治背景

民国始建，孙中山即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并保障人民有信教的自由权利。民国政府建立前后，孙中山对于佛教的历史存在及其社会教化功能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三民主义》讲义中说：“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孙中山还支持佛教会的成立，力主仿效美欧各国政教分离的做法，他在给佛教会的复函中说：“敬复者。顷读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整戒乘，融摄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之永久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倡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并附发。”[89]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于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南北统一告成。袁世凯在就职仪式宣誓词中说：“民国建设造端，百废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靠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90]，表达了支持共和、谨守宪法的执政态度。北洋政府虽宣告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因为当局执政者更换频繁，且各为其私，“三民主义”思想很难得以持续有效地贯彻执行。袁世凯执政期间，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名曰保护佛教，实则为加强控制，也因此佛教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反而更加受到法律条款的钳制。况且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公然违逆就职誓言，倒行逆施，反对民主共和，悍然复辟帝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禁止人民集会、结社，限制和打击各种社会团体，违背了约法“人民有信教自由”的权利。此时期的中国佛教危机四伏，政府和地方军阀等势力虎视眈眈，佛教处境极为险恶。

（四）北洋政府与佛教界的冲突与调适

民国建立之初，北洋政府迫于共和政治原则的约束，宣告宗教平等和自由，但由于动荡的社会局势决定了其无法履行这一政治承诺，对有强势背景的基督宗教等宗教和对弱势的佛道教很难做到平等对待，对佛教的传统管制惯性和对佛教庞大庙产的觊觎之心始终影响着民国政府佛教管理制度的走向。每种佛教管制政策法规出台前后，双方总会有一番试探和角力。

1913年10月，内务部重新订定“寺院调查表”和“寺院财产调查表”，对全国寺院进行摸底排查，以便制订管理方案，加强控制佛教寺产。该令通行各省要求各地一体遵照，分别调查填列汇齐送内务部，以资考核。[91]《内务部为调查寺院及其财产致各省长都统咨》云：“祠庙宗教均归礼俗司职掌，现当整顿部务之际，自宜切实调查，以便有所依据。兹由部议定祠庙调查表式，通咨各省长官司转饬各该属，按式切实填报，等因合亟令仰该县民政长限文到两月内，先行切实调查，汇报一次。此令：一祠庙调查表分所在地、官公、私产、住守人、常住人、基址、亩数、存废、备考等项。一祠庙，如祠、庙、寺、观、院、庙社、坛、堂、宫、禅、林、洞、刹等项，皆包括在内。一官公、私产，如该祠庙历属于国家祝愿典者为官产，其有年代碑记无考，非公非私者亦属官产，由地方公共鸠资，或布施建设者为公产。由该寺庙住持人募化，以及私产建设者为私产。一住守人，指僧道女尼冠庙祝祀等人而言。”[92]

北洋政府该令首次提出了寺庙公产、私产的区别管理，一时引起了佛教界的一致反对，佛教界通过组织和个人以各种方式对政府行为予以批评和抵抗。

民国初年，敬安法师等为保护僧寺利益而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赞同，并得到了内务部和教育部的立案批准。1912年12月，由于各地军警及社团学校等仍纷纷占夺寺僧财产，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敬安法师赴京请愿，在与内政部主管宗教之礼俗司司长杜关谒谈时发生冲突，杜关称“布施为公，募化为私”，敬安则指出礼俗司界说不清，认为“在檀那为布施，在僧人即为募化”，可见寺产公私之争对佛教的重要性和政府对此之处理不当。

针对此次调查，《中华佛教总会公函》称：“阅礼俗司通行各省公文，凡寺庙关于行祝典，及年远无碑可考，又寺宇半存半废，以及布施建设者，皆属之公产。仅由寺僧自出己资，或独力募化，为私产。已遍行各省，刻日清查具报。此事实行后，僧界将立召破产之祸，而骚扰更不堪设想。”[93]此文直接指出了政府觊觎佛教寺产之野心和该令执行的严重后果。

近代以公产办公益事业的名义侵占寺院利益的事情屡见不鲜，早在内务部公布庙产公私之分之前，1912年8月湖南佛教界就出现了此类事件。《太平洋》八月十号“湖南通讯”载：“湘省反后各寺公产均提归地方办理公益，而实则多不问公私全数提允，迭经各僧禀请保产勿提。昨僧某又呈称，寺产有公家集货合置者，有僧人自置者，应请分别公私提充民政司。以僧人带产出家本属常事，请分别公私产充家理所当然。但此事早经禀请都督呈请中央政府颁定律例以便遵守在案，应听候中央律例颁定后通饬一体遵照云。”[94]然而政府制定之寺产“公私之分”却并不符合佛教事实，难以使佛教界信服。

象先法师撰《敢问内务部》云：“《约法》虽载有人民有保有财产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然佛教财产，我国素有拨为地方共有之习惯，不得即准之《约法》云云。其显违《约法》，谓《约法》为不足准，足令人大骇，况援引习惯，又不问此习惯所从出及良否，明明启社会攘夺之恶风也。夫无论佛教之财产，当以人民之私产一律加以保护也。即曰佛教之财产与人民私产有异，而有公产之性质，则所谓公产之性质，亦佛教公产之性质耳。佛教之公产应为佛教所共有，以办佛教之事业。今佛教振兴教育、慈善等公益不之补助，而反欲攘夺之，天下宁有此种法律与公理耶。”[95]这是从法理的角度对内务部践踏《约法》、置法律于不顾所诏令的寺产公私之区分提出了质疑。

近代倡导佛教改革之大家太虚大师于1913年4月8日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上撰文《上参众两院请愿书》呼吁政教分开，佛教庙产由佛教统一机关中华佛教总会公有并加以保护，以兴办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太虚大师亦撰文说：“凡佛教范围内之财产、居宅，得完全由佛教统一机关之佛教总会公有而保护之，以兴办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除佛教统一机关之外，无论何项机关，或团体、或私人，均不能侵占而干涉之。而佛教徒除兴办佛教范围内之事外，亦不得侵入政界应有之权利，及混杂政界应办之事业。”[96]由于佛教界的强烈反对，该令的实施最后不了了之。

民初的佛教危机与政府缺乏保护诚意是息息相关的，“庙产兴学”与“军队霸占”等攘夺寺产事件多为政府姑息纵容和管理不善所致，而所谓清查寺产、制定政策对寺产非但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反倒使得近代佛教雪上加霜，频遭蹂躏。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佛教界进行了多次的互动和角力。

二《寺院管理暂行规则》

（一）《寺院管理暂行规则》颁布与内容

1913年6月20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寺院管理暂行规则》，该规则只有七个条款，除最后一条技术性条款外，其余六个条款涉及具体的内容。该规则规定：

一、本规则所称寺院，以供奉神像见于各宗教经典者为限，寺院神像设置多数时，以正殿主位之神像为断。二、寺院财产管理由其住持主之。三、住持之继承各暂依其习惯行之。四、寺院住持及其他关系人，不得将寺院财产变卖、抵押或赠与于人，但因特别事故，行呈请该省行政长官经其许可者不在此限。行政长官经前项许可后需呈报内务总长。五、不论何人不得强取寺院财产。依法应归国有者，须由该省行政长官呈报内务总长并呈请财政总长交国库接受管理。前项应归国有之财产，因办理地方公益事业时，得由该省行政长官呈请内务总长财政总长许可拨用。六、一家或一姓独立建立之寺院，其管理及财产处分权依其习惯行之。七、本例自公布日施行。[97]

这是民国时期制定的第一部寺庙管理的法规，其虽为内政部的部门规章，但在中国宗教立法史上被称为“我国寺庙单行法规之嚆矢”[98]，而此条例因其不利于佛教，故并未得到佛教界的拥护。

（二）《寺庙管理暂行规则》的制定依据及其特点

关于《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制定的参考依据，明复法师将其与1911年6月日本在韩国所颁布的《寺刹法》进行比较，认为《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完全是仿照后者而订定的，指出了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亲子关系”[99]。如第二条关于住持管理寺院财产，《寺刹法》第四条“寺刹要置主持，住持管理寺刹所有一切财产，负责推行寺务及执行法要，并为寺刹之代表”相近。又如第四条关于寺院财产，《寺刹法》中的第二条为“寺刹之基祉及伽蓝，若不经地方长官之许可，不得作传法布教、执行法要、僧尼止住之用，亦不得转让他人使用”，第五条为“寺刹所有土地、森林、建筑物、佛像、石刻、古文书、古书画、其他重要物品，若不经朝鲜总督之许可，不得处分之”，二者相比，亦有明显的抄袭痕迹。[100]

《寺庙管理暂行规则》将北洋政府对寺院财产管理的基本态度明确表露出来：规定寺院财产管理由其住持主之；寺院住持及其他关系人，不得将寺院财产变卖、抵押或赠与于人；不论何人不得强取寺院财产，依法应归国有者，须由该省行政长官呈报内务总长并呈请财政总长交国库接受管理等条目。该规则看似政府保护寺产，实际上不乏别有用心，东初法师评价说：“其中有关寺庙财产之管理，由该寺住持司之；本院住持及关系者不得有将财产变卖、抵押或赠与等行为，任何人亦不得强占寺院之财产，好似黄鼠狼看鸡的一种企图。”[101]

《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对于财产的管理概括而言可分为三个方面，即寺院财产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其中明显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庙产有国、公、私之分，寺院财产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还是寺院所有不够清晰。《寺院管理暂行规则》第五条明确界定了寺院财产“依法应归国有者，须由该省行政长官呈报内务总长，并呈请财政总长交国库接收管理”，但并没有明确哪些不归国有。第六条“一家或一姓独立建立之寺院，其管理及财产处分权依其习惯行之”，但表达也不明确，这为寺庙财产的归属问题开启了争端。后大理院判决《公庙可认为法人》认为：“庙产之性质原不一致，公庙固可认为财团法人，而由私人或特定团体出资创设其支配权仍存留于出资人者，则该庙产仅得认为该私人或团体财产之一部（仅为所有权之标的物），而不能有独立之人格。”[102]后判决《私设佛堂并非公有》又认为：“私人建立之佛堂与由公众捐集而为地方公有者，截然两事，不能谓凡属寺庙即应推定为地方之公有产。”[103]《住持不能以寺庙财产久归僧人管理认为私产》则认为：“寺庙财产除可以证明系一家或一姓建立之私庙外，凡由施主捐助建设之庙产不属于原施主，亦不属于该庙之住持，而专属于寺庙原施主固不能仍主张为个人所有，在住持亦不能以久归僧人管理遂认为僧人之私产。”[104]由于立法上的不明确，通过司法判决对各种庙产所有权归属问题的司法引导，最终导致宗教政策法规的碎片化和复杂化。

其次，寺院财产的管理权由住持主之，但是住持的责任仅限于管理，而且是有限度的管理。住持及其他关系人“不得将寺院财产变卖、抵押或赠与于人”。财产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其中最为核心的则是对财产的处分权，即基于各种法律事由，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人都可以实施财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能，但处分权唯独所有人行使不可。该规则虽然规定了寺院财产主持有占有、管理和使用寺产的权利，但是却严格限制甚至剥夺寺院僧人对寺院财产的处分权。规则第四条明确禁止寺院住持及其他关系人，不得将寺院财产变卖、抵押或赠与于人。但因特别事故，行呈请该省行政长官经其许可者不在此限。该规则防止住持和其他关系人变卖、抵押和赠与寺院财产的同时，规定“呈请该省行政长官经其许可者不在此限”，这其实是变相地将公有寺庙财产的处分权转移到当地行政长官手中。而且通过司法判决对于施主及其关系人或后人处置庙产之权利，“行政官署以行政处分许原施主后人声请将寺产拨充学款，如非该原施主后人有意侵损庙产，藉行政处分为侵害他人之手段者，自不得由司法衙门受理裁判”[105]。关于《寺院管理暂行规则》第四条，“虽有住持及其他关系人，非经行政长官许可不得将寺庙财产变卖抵押之规定”，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院关于此法规的解释，认为住持及其他关系人唯习惯条理所许者始有处分财产权：“然此项规则系为行政上便利起见，对于行政长官明定其应有之职权，而非对于住持及其他关系人，界以处分庙产之全权，故该条之处分应以习惯法则及条理上可认为有处分权者为限。”[106]由此来看，该法规虽然有保护寺院财产的内容，但主要意图则是将寺院财产转化为“公产”，最终控制在政府手中。

寺院财产的使用权应归地方政府和寺院僧众。对于前者，第五条明确规定，“前项应归国有之财产，因办理地方公益事业时，得由该省行政长官呈请内务总长、财政总长许可拨用”，而对于寺院僧众，其使用权仅限于日常生活所需。大理院关于此法规的解释有“国家以法令指拨庙产无庸更问施主意思”，“公立寺庙之财产施主以一定目的捐助之后，其所有权即不属于原施主而属于寺庙。若以施主所捐财产供其他目的之用，固应得施主之同意。然经国家以一般法令指拨一定庙产以充某项用途，则固无庸更问施主之意思。前清光绪末年，部章准提庙产租杀七成以充办学经费，系属强行法令性质，原非施主所能反抗，且该章程系规定某庙处产即办某处学堂，则他处之施主自亦不能争提隔处之产以供本处之用”[107]。

（三）《寺院管理暂行规则》的实施效果

《寺院管理暂行规则》颁布后，由于其内容不仅不能更好地保护佛教，相反对佛教寺产财权有明显的限制和剥夺之义，故遭到了佛教界的一致批评和抵制。北洋政府所颁行的《寺院管理暂行规则》不为僧众所认可，并非仅仅因为寺院财产的公私之分。首先，“寺院”本指佛教僧人生活修行场所，道教的称“观”，儒家及民间信仰场所称“庙”，寺院应包括儒、释、道及民间信仰场所，通称“寺院”不准确。其次，寺院仅限于儒、释、道及民间信仰场所，并不包括基督宗教、天主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宗教不平等。最后，将寺庙财产置于地方官吏管理之下，无疑又开启了地方官吏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侵夺庙产之路。吉林、湖南、广东、江苏、河南等省都相继发生过没收或拍卖寺产的风潮。

民国期间，除了政府颁布法律条文参与佛教管理和保护外，在家佛教居士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国初年，政府上层不乏信奉佛教之著名在家居士，针对庙产保护发起了诸多护法行动。尽管诸多护法行动缺乏制度性保障，难以阻止大规模的侵占寺僧利益事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缓解作用。近代著名居士熊希龄（1870—1937），湖南省凤凰县人，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晚年学佛，又有佛号妙通，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于1912年11月就保护佛教僧众等致函袁世凯，讲到社会道德堕落，民俗风气浇漓，有赖于宗教教化补充教育之不足。尤其是谈到民国建立以来，各地攘夺寺产，故恳请政府按照《临时约法》信教自由，保护佛教，改善民心道德，巩固共和民主基础；再者日本佛教布教于华，况且设有随军僧人，弘扬我国之佛教有利于敌我力量之对比。以此说服袁世凯切实保护佛教。

《寺院管理暂行规则》颁布以后，在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干预下，1913年10月1日，内务部被迫给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发文，切实保护祠庙。文中称：“查祀典祠祭及古物保存，均归本部管理。现闻各省往往有营私图利之徒，或藉端侵夺祭产。有人觊觎改建者，若不设法保护，何以存国粹而系人心？为此通咨各省都督民政长，凡祠庙所在，不论产业之公私，不计祀典之存废，不问庙宇之新旧，一经前人建设，均为古迹，例应保存。希即转饬所属，一律妥慎保护可也。”[108]

针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宗教管理政策，近代多有学者进行评析：明复法师认为“袁世凯制定《寺院管理暂行规则》是企图提拨寺产，筹集款项以扩张武力”[109]。黄庆生认为“本规则用现代立法技术观之，对寺院的法律地位、设立登记要件、解散合并程序等都无详细规定，仅能算是基本法型态，虽名为管理寺院财产，实则让省级行政机关在寺院财产处分上留有干预操控的空间”[110]。李建忠认为该规则其所影响的层面大约为四方面：①违反当时临时约法（1912年3月公布，即临时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及限制人民自由权利须以法律定之规则。②因行政机关对寺院财产管理的裁量权限极大，造成寺院财产安定性危机，影响僧道的生存，构成对信教自由间接的侵害。③行政机关介入寺院财产的管理处分，恐有违反政教分离原则。④规范对象为寺院，与宗教平等不符。[111]其从各个角度对北洋政府的佛教管理政策提出了多方面质疑。

《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清末以来流行的拨提庙产兴学办法自《寺院管理暂行规则》颁布以后开始失效，“酌提庙产兴办学堂，乃前清末年部定办法。此项办法在民国二年六月二十日内务部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公布以前尚继续有效”[112]。从上面的规定可知，不管其对僧道的限制规范如何，北洋军阀政府的态度在庙产的处理上是以寺庙为主，而这寺庙尽管有十方选贤制、传法派和剃度派上的差别，但其适用范围显然是包括所有的佛道寺观乃至一般的神庙。若与清末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适用范围又回到张之洞当初所提议的，不同的是，北洋军阀政府用寺庙与僧侣分开的态度去处理。还有一点要提的是，前述两项法令都规定私家独立建立的寺庙不在此限，这有基于约法保护人民私有财产的意义，这是共和时代与专制时代的另一差别。

三《管理寺庙条例》

（一）《管理寺庙条例》的颁布

1915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制定《寺产管理暂行条令》，10月29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第66号令发布《管理寺庙条例》，该条例从立法角度看属于国家的宗教立法，其效力级别高于属于部门规章的内政部的《寺产管理暂行条令》，以此而言，该条例提高了我国宗教立法的级别，是我国已有的宗教立法中效力级别最高的，而且其条款数量较多，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在我国宗教立法史上有重大影响。《管理寺庙条例》制定时，内务部曾上书其理由呈请总统批示，表明政府对宗教的态度，该文认为：“逮清末叶，政教日堕，僧纲道纪两司亦类多滥竽充任，在精通经典，戒行端节者，每不眉为。不肖者则又挟其势利之见以欺凌教众，丛林大刹仅赖一二住持之贤者稍加整饬，而州县所属之僧道官且每下愈况，惟知出入衙署，结纳绅衿，例应官差，岁取规费，几降于与台为伍，不免为世俗所讥，敝坏纷扰，于宗教行政实际上之进行，适多障碍。是其制有监于此，共因各地豪强当扰攘之际，每多藉端侵占庙产，积案[image: ]葛，曾规定寺院管理暂行规则通行在案，惟事属草创多未详备，而各省秩序初定，亦未能实力奉行。本部一年以来，悉心讨论，拟订条例，几经易稿，深恐于习惯稍有未符即施行，动多扦格，又复采访周咨以资参考。兹经订定管理条例都几三十一条，得厥大纲际关于宗教内部教规一切从其习惯外，对于宗教引政多采提倡保护主义，提倡之适，拟俾教徒得专主学校用广流传并可随时公开讲演阐明教义，且以为教化行政之助；保护之方则以调查僧道须发牒证为入手办法，并今将住持位继，寺庙财产分别注册，庶官有所稽考，而侵占之风或可小息。”[113]从其上书内容来看，也有整顿宗教、保护庙产的立法目的，但就其条例的宗旨和具体内容而言，尤其是取消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自制团体——中华佛教总会，对佛教的打击较大，这部针对佛教的宗教立法使本已困难重重的佛教雪上加霜。

（二）《管理寺庙条例》的主要内容

《管理寺庙条例》分为“总纲”、“寺庙之财产”、“寺庙之僧道”、“寺庙注册”、“罚则”、“附则”六章，共三十一条。

“总纲”共包含六个条款，主要是对寺庙种类、寺产范围、僧道种类等予以界定，同时规定保护著名丛林，允许寺庙开办学校，对寺院的兴创与合并等事项要求向当地政府注册备案等。在该条例中，将寺庙分为十方选贤丛林、传法丛林寺院、剃度丛林寺院、十方传贤寺院庵观、传法派寺院庵观、剃度派寺院庵观等。此外又以“其他习惯上现由僧道住守之神庙”概括性条款将一部分神庙也纳入寺庙管理对象当中，对于私庙则采取了“其私家独立建设，不愿以寺庙论者，不适用本条例”的放任态度。对于该条例涉及的宗教财产，明确指包含寺庙所有不动产及其他重要法物而言，对教职人员则界定为僧、尼、道士、女冠四种。对于著名的丛林则明确规定由地方政府予以特别保护。条例规定对寺院中“昌明宗教陈迹，或其从众恪守清规，为人民所宗仰者”，有地方官员呈请大总统予以表彰。

条例第二章为“寺庙之财产”，共七条，涉及寺院财产的各个方面。首先，条例规定“凡寺庙财产，应按照现行税则，一体纳税”。而其同时规定的寺院财产取得和变更都需要向政府部门禀告注册登记，这是政府对寺院财产进行控制和抽税的前提条件。其次，该章规定：“寺庙财产，由住持管理之。”而且对寺庙所属古物，如建筑、雕刻、绘画及其他属于美术者、为历代名人之遗迹者、为历史上之纪念者、与名胜古迹有关系等特殊财物，规定住持负有保存之责。与此同时禁止寺院主持处分寺院财产，如第十条规定：“寺庙财产，不得抵押或处分之。但为充公益事项必要之需用，禀经该管地方官核准者，不在此限。”这样就将寺院财产用于“公益事项”和最终行使处分权利交给了地方官。最后，该章第十三条规定：“凡寺庙久经荒废，无僧道住守者，其财产由该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核准处分之。”这一条再次为以后各种驱僧夺寺行为提供了合法理由。

条例第三章为“寺庙之僧道”，共四条，每条又有诸多款项。该章对僧道的“教务”、“演讲”和“受戒”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定。在“教务”方面，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关于僧道之一切教规，从其习惯，但以不背公共程序及善良风俗者为限。为整顿或改良前项事宜，得由丛林僧道举行教务会议。”这似乎是对僧道教团的尊重和鼓励改良，但紧接着又规定：“举行前项会议时，须由发起人开具会议事项场所及规则。禀请该管地方官核准。其议决事件，须禀由地方官详经该管长官咨报内务部查核。”这又是对宗教团体的有力钳制，有此规定，则僧团内任何事务的开展，都要经过官方的核准，这使得地方官员有可能对佛教事务的干涉深入其中。在“演讲”方面，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凡僧道开会讲演，或由他人延请讲演时，其讲演宗旨，以不越下列各款范围者为限：一、阐扬教义；二、化导社会；三、启发爱国思想。前项讲演，须于开讲五日以前，将其时期场所及讲演人姓名履历，禀报该管地方官。”该条是对佛教弘法活动的规制，究其内容来看，不仅对弘法的内容有要求，而且每次活动仍然需要经过政府的核准方能进行。在“受戒”方面，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凡寺庙僧道受戒时，由内务部豫制戒牒，发由地方官转交传戒寺庙，按名填给，造册报部。凡从前业经受戒及其他未受戒之僧道，内务部分别制定僧道籍证，发交地方官清查，按名填给，造册汇报内务部。无前项戒牒及僧道籍证者，不得向各寺庙挂单，并赴应经职。各寺庙亦不得容留。”该条规定，首先将戒牒的发放权收归政府，如果政府不予戒牒，则受戒活动自然无法开展，而且，禁止没有戒牒的僧人进行“挂单”和“应经”等活动。如此一来，清朝政府放弃了的政府控制戒牒制度在该条例中再次复活。

条例第四章为“寺庙注册”，共五条，规定“地方官署”为注册主管机构，注册的内容为“本条例规定应注册之事项”，注册的结果是经过公告后发给注册证，而且注册后的事项“如有变更或消减时，须随时禀请该管官署注册”。不注册的法律后果是：“凡应注册之事项，非经注册及公告，该管地方官不任保护之责。”该条例的注册制度使寺庙陷入注册则受制于政府、不注册则受制于恶人的两难境地。

条例的第五章为“罚则”，共六条。该章主要是针对寺庙住持设置了各种处罚规则，根据条例的内容，对寺庙中的僧道和住持可根据其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追究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关于民刑事件，仍由司法官署依法处断”。当地官署主要是通过追究行政责任来实施管理，行政责任主要有“申诫”、“撤退”、“赔偿”、“罚金”等形式，申诫主要是针对僧道或住持不守教规时适用的惩处方式。“凡寺庙住持违背管理之义务者，由该管地方官申诫或撤退之。寺庙因而受损害者，并任赔偿之责。”由此可见，对于违反规制的僧道，各种行政处罚是可以并用的，即对于一种行为，有可能同时适用各种行政处罚形式。不仅如此，根据第二十五条规定，“违背第十条规定抵押或处分寺庙财产时，由该管地方官署收回原有财产，或追收原价，给还该寺庙，并准照第二十三条规定办理”，这就意味着如果违反该条例，还有可能同时承担行政处罚、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由此可见，该条例对于僧道而言的确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剑，而掌握这把剑的人就是当地的行政长官。

条例的第六章是“附则”，共两条。一般法规的附则属于技术性条款，大多只是规定其生效日期一类补充性事宜，但该条例的附则除了例行规定内务部颁行之《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废止日期和施行日期外，还规定：“曾经立案之佛道各教会章程，一律废止之。”如此不经意处却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立法阴谋，中国佛教界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自治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就此被解散。这对虚弱的中国佛教而言，不啻又是当头一棒。[114]

（三）《管理寺庙条例》的实施效果及其社会影响

袁世凯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虽然是对《寺院管理暂行规则》等佛教管理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其内容不切合佛教实际，很多条款甚至将寺规、僧道继承等教内问题纳入其中，且对寺僧钳制严苛，已经超越了管理的范畴。条例将寺庙财产处置大权交予地方长官，又将申诫撤退寺院主持的权力也交由地方长官，开启了地方官与土豪劣绅勾结侵吞寺产之大门。同时明令取消中华佛教总会这一全国性佛教组织，使中国佛教再次成为一盘散沙，任由各种势力宰割欺凌，各地方政府也很难依条例遵照奉行。

因该条例中存在各种漏洞，故引起了诸种诉讼纠纷，致使很多问题只能进一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并因此形成了一系列司法判例，如大理院的判例《因行政监督之设备未完许施主有监督庙产之权》认为：“寺庙财产由施主捐助者，虽为宗教公产，然当此行政监督设备未能完善之时，为保持公益起见，自应予施主以监督之权，故本院历来判例均认施主对于寺庙及其财产于相当范围以内可以监督。”[115]又如《私庙除有特约或规约处原建主得自由处分》认定：“凡公庙（与《管理寺庙条例》第一条第一项相当者）住持不能反乎原施主所定目的自由处分，在原施主自应有监督之权。至私家独力所建设之私庙确与管理寺庙条例第一条第二项相当者，其处分寺产原建主得自由为之。除建立当时或其后与所用住持有特别约定或早定有规约者外，无庸取得住持同意，请官准许，尤非局外所能干涉。”[116]这些判例往往又形成了事实上的宗教司法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宗教法规的疏漏，同时解决了一些宗教纠纷，但同时也造成了宗教法规依据的混乱。

《管理寺庙条例》公布之初，即有北京释觉先等指摘疵谬，以印刷品散布各寺庙僧道。北京观音寺住持觉先联合二十二省僧众领袖五十余人具名给国会上请愿书，要求废除《管理寺庙条例》。觉先等所上《请愿书》从《临时约法》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以第六条之第四项“有集会结社之自由”、第七项“有信教之自由”出发，系统论述了政府违背约法对于汉地佛教管理之不公，要求公决废止。《请愿书》云：“今内务部无管理基督教、回教等寺庙条例，而独制定管理佛道教寺庙条例，是明示宗教以区别，现违平等之宪章。且蒙藏等处寺庙极多，前项条例，如不行于蒙藏特别区域，则同一佛教，政府之待遇各殊，正所以迫教徒外向。如蒙藏特别区域，一律适用前项条例，则蒙藏必有分离、独立之情势。况强邻煽动已历年所，祸患之来翘足可待，闻前清革去达赖喇嘛封号，英俄政府均有违言，现今国情，尤非昔比。复查民国宪法未经公布以前，约法与宪法之效力等。夫法律抵触宪法者无效，岂命令能变更约法乎？前项条例，抵触约法第五条及第六条之第四项及第七项，是前项条例，当然无效。且前项条例，制定于国会停职帝制高唱之时，其为擅作威权，欺压人民，破坏约法，固为国人所共见。且前项条例，未经国会通过，当然不能发生效力。只缘未经明令声明废除，人心仍不免惶惑，官吏每易于藉口，是以觉先等谨依约法等七条，向贵院请愿，即希公决废除，无任企盼之至。”“此项条例，违反约法，剥夺人民之自由，不独祸机隐伏，大有伺隙而发之势，适足以启教争而招外侮。”[117]

圆瑛也在《论管理寺庙条例应取消》一文中指出：“依据《民国约法》，宗教一律平等，凡国内所有佛教徒佛教产业，应同天主、耶稣各宗教一律保护，政府官厅不得越格取缔，地方人民不得妄行干涉，应请求明令宣布取消《管理寺庙条例》，佛教与各宗教得受同等待遇，方与《约法》不相抵触。”[118]此外还有释宗仰（中央）发表《管理寺庙条例驳议》、太虚大师发表《叠次呈请内务部修改之呈文》及《条陈说明》等文章，反对《管理寺庙条例》之颁布与实施。

东初法师甚至将《管理寺庙条例》比拟为袁世凯政府卖国的《二十一条》：“民国元年（应为民国四年）袁世凯首先采取这个蚕食的政策，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几乎把全国佛教寺产都充当社会公益事业，其苛刻的程度，尤胜于日本二十一条密约。”[119]

《管理寺庙条例》的制定和具体实施引起了佛教界的一致反对，甚至引起了教内的诸多误会和事端。民国四年，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又借日僧来华传教的密约掩饰其帝国主义间谍活动。袁氏深知其诈，乃授意组织“大乘讲经法会”，以对制日本人无理要求。孙毓筠、杨度、严复等，承袁氏意，南下邀请月霞、谛闲两位尊宿北上开讲《楞严经》。此举本意在抵制日本人要求，不料影响所及，诸多社会名流学者、政界显要都相继皈依佛教、研究佛学，遂形成了社会群众学佛的风气。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也在法会期间皈依了谛闲法师。月霞讲经数日后即称病南返，独留谛闲在京主持讲经和法会活动。而未几，袁世凯政府明令取消佛道教会，公布内务部制定的《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就中赋予地方官吏限制僧徒及侵占寺产特别权利。因此，谣言四起，人们纷纷猜测袁世凯政府制定佛教管理政策与谛闲法师的关系。

谛闲法师与《管理寺庙条例》的关系，在谛闲的弟子宝静撰写的《谛公老法师别传》中记载：“内务部长朱公，拟订《寺庙管理条例》，悉以咨师而行。前大总统袁、黎二公，先后颁题‘宏阐南宗’、‘阐扬台宗’匾额二方，饬地方官，敬谨悬之寺中，以志景仰，诚大法东流，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事也。”[120]可见《寺庙管理条例》的制定的确有参考谛闲意见。《天台第四十三代谛闲大师传》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民国四年，孙毓筠承政府之命，于北京设讲经会，延师讲《楞严经》。士大夫及都城四众，赴会听讲者，虽列广座，为之不容。师自二十八岁，初升大座以后，江浙各丛林之礼聘讲经者，岁无虚席，至是年已五十有八，始为士大夫宣讲，其教化乃普被南北焉。时国内有毁庙兴学之议，地方庙产，多生纠葛，内务总长朱启钤拟订《管理寺庙条例》，咨询于师而着为令。总统袁世凯题额赠师曰：‘宏阐南宗’。都中筹安会正筹备帝制，授意各界劝进，且及方外。师语人曰：‘僧人惟知奉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讲经期满，即振锡南归。”[121]

明复法师认为《管理寺庙条例》是袁世凯仿照日本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1912）其朝鲜总督所颁的“寺法”及大正四年（1915）八月所颁的“布教规则”，仿日本统治朝鲜的方式，把一切权柄集中在行政官手里。日本人把权柄授予朝鲜总督，袁政府则将绝对统驭权分别赋予全国两千多个“县知事”，使大小寺庙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辖于县衙门。也较明太祖的清教榜文与清高宗的汰僧谕旨还要苛刻，形成一种没有君主的君主专制状态。[122]

袁世凯所颁行的《管理寺庙条例》虽并未经国会通过，但却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极大，严重侵害了佛教利益。民国五年袁世凯去世后，《管理寺庙条例》并未撤销，依然发挥作用。民国八年，北京警察厅又重新公布《管理寺庙条例》，并指民国六年由章嘉、静波等请立之“中华佛教会”与法令抵触，予以废止。至此全国佛教再次陷入无组织状态中，各省县寺庙财产，只有听任各地官吏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蚕食侵吞。

四《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与佛教政策之缓和

（一）《管理寺庙条例》的废止与《修正寺庙条例》的颁布

自《管理寺庙条例》颁行后，佛教界始终没有放弃抗争和废止的呼吁。袁世凯死后，佛教界知名人士曾联名向国会众议院陈情，要求取消《管理寺庙条例》，但不久因张勋复辟、解散国会而告落空。1921年，佛教界请程德全面谒总统徐世昌，请求修改《管理寺庙条例》。程德全（1860—1930），字纯如，号雪楼、本良，重庆市云阳县人，民国时期的著名居士，曾担任清朝奉天巡抚、江苏巡抚，辛亥革命中“反正”加入革命军，任江苏都督、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等职务，1926年受戒于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

1921年5月，程德全谒见大总统徐世昌，呈请《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二十四条”，以修订《寺庙管理条例》的诸多纰漏。《修正寺庙管理条例》共五章，二十四条。因其为原条例修改删减而成，故很多条款有所保留，有些条款直接删除，有些条款予以修改，此外，还增加了新的条款。修改后的条例虽未全面撤销原来规制，但对佛教的压迫略有缓解，佛教僧寺庙产赖以稍安。

（二）《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与《管理寺庙条例》之比较

《管理寺庙条例》（以下简称原条例）共六章，三十一条；《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以下简称修正条例）是经过对原条例删减八条、修改六条、新增一条而成，其中原条例的“寺庙注册”部分被整章删减，故修正条例共五章，二十条。下面通过新旧两个条例的变化对比，来了解修正条例的主要内容。

第一，修正条例增补的内容。修正条例增补了第四条，即“寺庙不得废止或解散之”。该条款虽然简略，但对于佛教而言非常重要，这就使很多寺院避免了地方官僚和豪强以各种理由通过废止或解散寺院的方式达到其驱僧夺寺的目的。

第二，修正条例删减的内容。与原条例对比可知，修正条例将原条例中七个条款直接删减，第四章“寺庙注册”中五项条款悉数删除，此外，还删除了第五章“罚则”中的第二十八条和第六章“附则”中的第二十九条。原条例中第四章“寺庙注册”共五条，其中规定寺庙及其财产须向地方政府注册方视为合法，而且寺庙的财产有所变动都需要向官府注册汇报，这是袁世凯政府为了控制佛道教和掠夺寺庙财产而做的一项立法准备，故该条也最为佛教界所拒斥。修正条例将该章全部删减就意味着后期的北洋政府放弃了这样一种控制企图，对佛教教界的压迫也有所缓解。原条例“罚则”中的第二十九条规定：“各寺庙违背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容留无戒牒或僧道籍证之僧道时，处该住持一圆以上十圆以下之罚金，其有形迹诡异，隐匿不报者，亦同。”该条主要是为了维护原条例第十七条第三项，即“无前项戒牒及僧道籍证者，不得向各寺庙挂单，并赴应经忏，各寺庙亦不得容留”得以执行而设，因修正条例中对第十七条第三项予以修改，故第二十八条已无存在必要。原条例“附则”中第二十九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地方官，指县知事而言”，删减该条，就意味着将原条例中赋予县知事管制和处理寺庙的权力予以撤销。

第三，修改内容。修正条例对原条例中的六条内容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修改的内容主要涉及寺庙财产的处置和对僧道的控制问题，这些条款的修改，是佛教界长期抗争的结果，因此其修改对佛教界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首先，修正条例修改了原条例中地方官府掌控和处分寺庙财产的内容。原条例“第十条：寺庙财产，不得抵押或处分之，但为充公益事项必要之需用，禀经该管地方官核准者，不在此限”。原条例的内容究其实质而言，禁止僧众处分寺庙财产，但却允许寺庙财产充“公益事项”，而且这类处分权最终都掌控在地方官手中，这为地方官借办理“公益事项”侵夺寺庙财产提供了法律依据。修正条例修改为“第十一条：寺庙不得抵押或处分之”。虽依然禁止僧众处分庙产，但也撤销了原条例授予的地方官得以利用“公益事项”侵夺寺庙财产的借口，两者相较，略有进步。原条例“第十一条：寺庙财产，不得藉端侵占”。修正条例修改为“第十二条：寺庙财产，不得藉端侵占，并不得没收或提充罚款”。虽然原条款规定寺庙财产不得借端侵占，但因地方豪绅官吏常以行政事端为由没收庙产或以罚款名义提留庙产，致使该条文形同虚设，修正条例增加“并不得没收或提充罚款”内容，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地方政府和教界双方影响甚大。原条例“第十三条：凡寺庙久经荒废无僧道住守者，其财产由该管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核准处分之”。修正条例修改为“第十四条：凡寺庙久经荒废，无僧道住守者，由该管地方官查明保护，另选住持”。原条例通过这一条，使地方政府可以依法将无僧道住守的寺庙财产予以处分，这是对佛道教财产的公然掠夺，甚至造成有些地方官府豪绅为夺寺而驱僧的事件频发，故该条的修改，堵住了地方官员以荒废为由公然侵夺庙产的法律漏洞。

其次，修正条例删除了原条例中对寺庙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和控制的内容。原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僧道之一切教规，从其习惯，但以不违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者为限。第三项“为整顿或改良前项事宜，得由丛林僧道举行教务会议。举行前项会议时，须由发起人开具会议事项、场所及规则，禀请该管地方官核准，其议决事件，须禀由地方官详经该管长官咨报内务部查核”。修正条例修改为第十五条，将其中“举行前项会议时，须由发起人开具会议事项、场所及规则，禀请该管地方官核准，其议决事件，须禀由地方官详经该管长官咨报内务部查核”。部分内容删减。原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凡僧道开会讲演或由他人延请讲演时，“须于开讲五日以前，将其时期场所及讲演人姓名、履历，禀报该管地方官”。修正条例修改为第十六条，将禀报该管地方官相关的内容删减。原条例这两项内容是规定地方政府对寺庙活动的监管方式和控制方式，由于其监管内容多属寺庙内部活动，是对教内活动的粗暴干涉，且因监管方式过于紧迫，致使寺庙的各种活动窒碍难行，使佛道教的内部管理和传教活动受到极大的钳制。

最后，修正条例放弃原条例中规定由政府发放戒牒制度改为注册备案制度，对僧众的身份管控有所松动。原条例“第十七条：凡寺庙僧道受戒时，由内务部豫制戒牒，发由地方官转交传戒寺庙，按名填给，造册报部。凡从前业经受戒及其他未受戒之僧道，由内务部分别制定僧道籍证，发交地方官清查，按名填给，造册汇报内务部。无前项戒牒及僧道籍证者，不得向各寺庙挂单，并赴应经忏，各寺庙亦不得容留。关于第一项及第二项事宜之办理规则另定之”。该条例规定，僧道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戒牒，方有合法的宗教身份，否则禁止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而且禁止寺庙容留这种“非法”僧道。这是对僧道身份的行政管控制度，由于该制度和当时社会情况严重脱节，且遭到佛教界的抵制，使其很难落实执行。修正条例将该条修改为“第十八条：凡寺庙僧道受度时，应由其度师出具受度证明书，载具法名年貌籍贯及受度年月交付该僧道，并由度师呈报该管地方官备案。其在本条例施行以前受度者，由该僧道请求度师或相识寺庙之住持或僧道二人以上为出证明书，并由该度师或住持或为证明之僧道，呈报地方官备案”。修正条例的修改宣告政府对僧道戒牒由管控制度转为备案登记制度，这是北洋政府强制管控僧道的一次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政教双方也因此两败俱伤。此外，修正条例对个别措辞等处亦有些许修改，但属无关紧要，不再赘述。

（三）《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的作用和影响

《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的颁行，使北洋政府与佛教界紧张的关系略有缓解，但政府对佛教寺庙的管制角色依然如故，仍以管理者和指导者自居，而且对寺庙财产处分权利的兼管也并未有本质的变化。针对《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中对于“保护历代国家修建的、具有古迹价值的名胜寺庙”一条，内政部又颁布相关的《著名寺庙特别保护通则》：“凡著名丛林及有关名胜或形胜之寺庙，由地方官特别保护之，又同条第二项载前项特别保护方法由内务部参酌地方情形定之。各等语。查此项著名寺庙关系古迹名胜甚为重要。前清旧制，凡在京师附近者，类由内务府僧录司直辖，而礼部每岁复有查庙之成例。关于住持之接替，并由内务府详加考核，奏请钦派，其在各省亦由地方官选择僧道送部礼付各教职为之约束。然法久弊生，迨至末流，各项著名寺庙犹不免时有毁坏。民国改建，对于各种寺庙，虽经颁有管理条例，藉资防范，而节目疏阔，于各项著名寺庙之保护，效力至为薄弱。频年以来，或毁于兵灾，或夺于豪强，或败于恶劣僧道，若不遵照条例，将此项特别保护方法从速酌定，恐旧时名迹古刹，日渐于消亡，殊失条例之本意。兹由司详稽旧制，参以现在情形，制定著名寺庙特别保护通则草案十四条，相应抄送贵局查照核查为荷。”[123]至此北洋政府时期的佛教政策开始趋向缓和，对于佛教界保护寺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有甚者，国民政府在1924年又发布《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第五条及第十七条施行细则》，上述细则计有二十一条条文，其主旨是提出奖励寺庙及道行高洁之僧道的具体标准。政府规定了认定标准、办理程序、发给证书等相关规定。在该细则中，虽然有内务部发给受奖者各种奖励并收取相关费用等荒谬之规定，但也能看出政界和教界的关系不断趋于缓和。

太虚大师认为修改条例尚有诸多难尽如人意之处，故于1921年秋冬作《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书》一文，该文对条例逐条予以解读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太虚大师首先对条例第一条中寺庙分类提出质疑：“查第一条所列各款，为本条例全体之大纲，故其分类法，应按各寺庙之性质，详加区别，以为管理之标准。盖性质不同，则管理方法必不能一致，若概以一例观之，反使习惯上各种寺庙性质混淆，大失管理之本意。如原第一条第七款所列各项神庙，虽为僧道住守，然其性质多不应为宗教之所有，乃亦与前六款平列而不略加区别，使宗教与非宗教无所遵依。而第一至第六各款所称选贤、传贤、传法、剃度等项，纯系住持继传事件，与寺庙之根本性质并无关系，即于管理上无分类之必要。且其所列亦多旧日所行制度，与今日实情不符。如此分类，似有未合。”文中还提出了将我国分为宗教寺庙、奉神寺庙和公益寺庙三类的分类方法。对于宗教团体的法律属性，太虚大师认为：“查寺庙性质，各国学者论说不一：或以之为公共营造物，或以之为法人，或并二者皆不承认。然以法理论，实与财团法人性质为近。盖寺庙之建设，概出于捐助行为，且有特定与继续之目的，实与民法上财团法人无所区别。故其性质应以建设之目地及捐助人之意思为定。惟普通财团，因情事变更致目的不能达，或违反公益时得变更之。在奉神及公益两种寺庙，自可适用。”所以对于寺庙主体资格的存废自当以其属性而予以规范，“民法上财团法人既经成立，其自身即为财产所有权之主体。非至目的消灭或财团解散后，其自身之所有权即无从变更。寺院既无解散或废止之时，则其所有权亦永无变更之日。乃各地方官吏绅民，往往沿袭旧习，视寺庙为一种公共营造物，任意将其财产予夺之。此盖由于原案财产章内未将寺庙自身之所有权明予确定，在谬于旧习者，即不能辨明其性质而无所遵依。非惟失保护寺庙之意，亦与法理大相违背”。太虚大师还对原条例度牒制度予以批评：“原第十七条规定，僧道戒牒既由内务部颁给，又须颁给一种籍证以资考查。不知戒牒系证明教徒之经历，本属宗教内部事项，在官厅本不应加以干涉。至于籍证乃证明教徒之身分，且可杜绝国外游民之假冒，为宗教行政上不可少之手续，当然由部颁发，以示郑重。”[124]此外还对寺院财产的保护和宗教教育等提出了一系列相关建议。

对于修正条例的颁行，佛教界也有一部分僧众表达了欢迎的态度，如印光法师在《大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中所述：“迨至清末，法道衰微，哲人日希，庸人日多，加以国家多故，不暇提倡，僧徒率多安愚，不事清修，教网既弛，外侮自临。由是一班无信根人，觊觎僧产，无法可设，遂借开办学堂，以为口实。每有改佛寺以为学堂，夺僧产以饱己囊者，纷纷不一。及至民国初年，国基甫立，风潮愈甚。同人忧之，遂林立佛教会，屡恳政府保护。故于四年，遂有《管理寺庙》三十一种条例颁布。其意虽善，但以未加详审，倘施行之人，稍挟偏私，则弊由是生，便成大碍。凡属法门缁素，莫不虑其后患，故屡有意见书，恳其修改。九年秋，程雪楼居士察其利害，又以意见书面呈大总统，既蒙俞允，批交内务部集议。十年春，方始修正为二十四条，详审斟酌，有利无弊。仍呈请大总统，以教令公布施行。然政府颁布，不能尽人皆见，而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护教情重，遂拟急刊流布，以期僻山穷陬之处，缁素咸知，无或疑虑，间跋于余，以资鼓励。余曰：如来法道，虽藉外护之力，必须内护有人，始获实效。”[125]

修正条例的颁布是全国佛教界通过多年的努力抗争的结果，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北洋政府对佛教监督和管制的态势，后来的学者对修正条例的评价也不高，但与原条例对佛教的强力压迫和高度钳制相比，还是有很大进步的，对于刚从高压状态下得以缓解的佛教界而言，修正条例的颁布还是一次事关重大的宗教立法的进步。

第四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僧教育

清末佛教教育，始自佛教公务所及佛教教育会等组织，成绩突出的为杨文会创办祇洹精舍，南京僧师范学校及文希和尚创办扬州僧立学校等。至民国以后，佛教教育主要有四支：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谛闲法师创办观宗学社、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以及太虚大师于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和1928年设立的闽南佛学院等多所现代化的佛教院校。前两者侧重于传统的丛林教育，后两者则吸收融会了现代学院教育之优点，以上四支佛教院校各擅其美，共同推动了民国时期佛教教育的发展。上述四支之中，成绩最大、培养佛教人才最多、持续时间最久的，当属太虚大师一系的佛教教育。

一 中国传统佛教中的丛林教育及其衰落

1921年，月霞法师的弟子了尘等在汉口九莲寺创办华严学校，主讲法师戒尘在开学典礼演说学校宗旨时，对传统丛林教育的论述非常精辟，他说传统的丛林无非佛教学堂，所以佛教教育自古以来就是“家常饭、屋里事”：“自来丛林，无非佛教学堂。学宗者入禅堂，学教者入讲堂，学律者入戒堂。寺院庵堂，以是三者为僧徒参学之所。是以大善知识，建法幢，振宗风，宏毗尼，学者望风而至。依止丛林，修学佛法，惟命是从。如学者求道愈切，则师家立法愈严。间有中材下品，列在两席，则撮取古规，因事制宜而变通之。故教授之法，亦随时更易。如马祖为老病死苦而开丛林，百丈见良莠不齐而立清规。至于贤、台、慈恩、南山、宝华、曹溪、洞山等，各有门庭施舍，无非随时相机，成就后学。”[126]太虚大师的弟子苇舫法师也认为“佛教本身即是教育”，他说：“这因为释迦牟尼，他就是一位大教育家，所以当他对其弟子说法时，谆谆善诱，恳切备至，尤其能因机施教，故凡受过他教育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对他五体投地底至诚信仰者。”[127]释迦牟尼以其道德、学问摄受了众多不同阶级地位的弟子，不但有学富五车的婆罗门知识阶层，亦有地位低下的低种姓者。佛教的慈悲与智慧无不是教育，既有五戒十善的道德教化，又有哲学思想方面智慧的启迪。

在中国佛教传统中，禅宗的禅堂规矩、丛林制度，坐香、跑香、打禅七等修行方法；教门中讲堂中开大堂、复小座等讲经制度；律宗中受戒学戒、结夏安居等，可以说每一座寺院都是一所专科的佛教学院。东初法师曾感叹说：“丛林寺院未尝没有教育，并且有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无论是宗门，或是律门，其所推行的教育，就是知行合一的教育。丛林制度，不仅维持了千余年来佛教的慧命，它所培养的人才也最多，无虑千百万众，而影响中国学术思想，人格精神最大者，也唯有丛林教育。只是晚近以来，丛林制度变了质，主持不得其人，以致丛林教育失败，精神萎缩。”[128]

然而法久成弊，清末以来，传统的丛林教育已经衰敝至极。禅堂抱定一句“念佛是谁”话头盲修死参，既无佛法正见指引，见地不明，修行方法路子不清，又无明眼善知识鞭策接引，故宗门之中人才不出是不争之事实。教门之中虽然有天台、贤首，然而能够宣讲几部佛经和祖师著述的已寥若晨星，遑论弘扬宗派教义。净土则趋于自利自修，经典的研究则日渐荒疏。律宗寺院则变为传戒场所，四分律的研习、戒律精神的弘扬却乏人。甚至各宗之间互相指摘，故步自封，“习禅者谓教是寻枝摘叶，学教者讥禅为哑羊无知”[129]。佛教之中经忏之风却盛极一时，使得佛教之中原本为自利利他忏除业障的无上妙法，演变成营利谋食的工具，己事不躬，大事未明，却终日应付赶场，为人求忏，致使僧人失信于檀越，使佛教形象蒙羞。

民国初年，中华佛教总会副会长清海在《论保持佛教之必要》一文中力倡佛教教育。他认为：“今世之所以衰，则多由于僧徒之不学，僧徒之不学，则莫非滥度滥戒之所致。”故论述保持佛教第一条即是“兴学校以广智识”：“今世所应急谋者，惟普及教育，无论其年几何，其受戒年又几何，凡不通文字之人，皆纳入于初等小学之内，毕业后入高等小学，为义务教育。其愿再研学术者，听其自由。”[130]俱忧法师撰《忠告全国僧界兴学刍言》，指出：“今欲生存于内外激刺之交者，当且有爱国热心，爱国热心，首在兴学。……设学宗旨，当以佛学为经，各科学为纬，科学世间法也，佛学出世间也，世出世间，相辅而行。”[131]大悟在《十五年来中国佛教之动向》中亦说：“僧教育之创建，为振兴佛教之根本策略。”[132]

二月霞法师与华严大学

月霞法师是近代著名的华严学者，近代最早倡办僧教育的僧人之一。清末庙产兴学时期，月霞积极组织安徽省僧教育会、江苏省僧教育会，任教于杨文会创办的祇洹精舍，并与谛闲法师在南京创办江苏僧师范学堂，对近代中国佛教教育有开创之功。民国初年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对华严学的复兴和弘扬以及僧才的培养贡献甚大。据月霞弟子持松回忆：“师对于晚近佛教，每抱悲观，常谓佛教前途将有不堪设想之厄运。故一面设立学校，以期造就人才，备布教之用，一面向政府抒其意见，俾藉政治力量，革除劣习，刷新制度。然旧习深染，非旦夕可除，近来佛教学校稍见振作，师实开风气之先也。”[133]月霞法师由禅入教，在近代佛教教育中独树一帜，颇具特色。

（一）月霞法师于上海哈同花园试办华严大学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月霞法师曾协助楚僧普照，在九华山翠峰寺创办“华严道场”，讲八十《华严》全部，由“普照主讲，月霞、可安佐之”。[134]“华严道场”学制为三年，招收苏浙皖等省的学僧共32名，开创了近代中国僧教育之先河。辛亥革命后，月霞法师受狄楚青（平子）居士的邀请至上海，在他所主持的时报馆楼上讲《大乘起信论》。继由狄楚青推荐，入哈同花园讲经，历时一年有余，先后讲过《楞严经》、《圆觉经》等，并著有《维摩经讲义》。哈同花园是犹太人富商哈同及其夫人罗迦陵在上海静安寺路所兴建的私人花园，罗迦陵闻经发心，于1913年留月霞创办了华严大学。罗迦陵曾作《大智度论叙》忆及华严大学之设：“予坠尘世，遂踰六纪矣。时在少小，诵习释典，修养身心。四十以往，睹机诈之日萌，人性之日晦，乃发私愿，刊布大藏，冀以圣贤经典、古德语录启示众生，俾离邪趣。且于园林建置精舍，任诸师往锡，修其课行。更设华严大学，目导莘莘，听受玄谛。”[135]1914年《佛学丛报》曾载罗迦陵所述华严大学缘起：“迦陵讬质女流，生当末世，幸闻大教，志慕圆修，曾以暇日手写是经，香光庄严，朝夕诵读，并重印大藏经典，广为流通。继念欲俾大教旁流，莫如弘讲，故又请月霞法师讲演诸经。兹拟于今年之秋大阐华严，订期三载。窃念听众虽不乏人，惟向无专门学校提倡，且四众人士半因经费支绌，以致研究维艰。今欲广益来学，爰就本园讲堂余地，鸠工庀材，增置校舍三十余间，招集法众安居诵习，凡所须用，一切供给。并添聘教师，分科讲授，三年期满，即分布各地，倡导人民，期于世界同享和平，人心共臻良善，进趣佛道，克证圆乘，讵不懿欤！”[136]

据《华严大学简章》载：“本校以提倡佛教、研究华严、兼学方等经论、自利利他为宗旨。”[137]校址设于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内。分正班、预班，分别招收额数四十二名、十八名，共六十名。正班分七科：读经（华严教义、《普贤行愿》）、讲经（唐译《华严经》等）、讲论（华严著述）、讲戒（《四分戒本》）、修观（坐禅习华严宗诸观行）、作文（发挥华严经义）、习字（学习大小楷书）。预班读经、讲经与正班内容相同，其他课程程度略浅，如讲论为《大乘起信论》、《八识规矩颂》，修观为坐禅习华严五蕴观及诸观等，并增加阅贤首法数等内容。入学资格有四条，第一，出家人要求“住过禅堂，品行端正，无诸嗜好者”，在家人要求“具有居士资格者”；第二，“文理通达，能阅经疏者”；第三，年龄在20—35岁；第四，“无分中外远近地域”。华严大学尤其重视禅观修行，每日三次坐禅习观，如春秋（夏冬略有调整）早晨三时起，至五时半用早膳；中午十二时、晚上六时各一个小时。上午讲论、读经、温习，下午听讲《华严经》及温习。晚上坐禅后读经温习。每逢周日上午洗衣、沐浴，下午作文。

“佛学无有止境，本无毕业可言。今依俗例，定三年为一修业，期满说为毕业，届时考试合格者发给文凭，推往诸方传教；其不及格者留堂补习一年再行试演，仍补给文凭以昭造就。”[138]

中华佛教华严大学在哈同花园开学以后，由月霞亲自担任主讲，应慈法师、陈演生居士辅助教育。然而开学仅两个多月，就遭到其他宗教的信徒从中作梗，刁难僧人。时值哈同六十寿辰，爱俪园总管姬觉弥受人唆使，提出要华严大学师生向哈同行三跪九叩礼，遭到月霞、应慈及全体师生的严正拒绝，华严大学遂告中止，“月霞法师为法心伤，甚至泪如雨下者不知凡几也”[139]。

（二）杭州海潮寺续办“中华佛教华严大学”

正当华严大学陷于困境之时，常州天宁寺住持冶开长老及诸山长老、护法居士共同商讨，决定迁移至杭州海潮寺，得应乾法师为之护持，华严大学惨淡经营，得以维持。1915年秋，于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继续兴办，校名正式定为“中华佛教华严大学”，由浙江巡按使屈映光报请内务部总长准予成立。1915年8月21日屈映光致内务部的咨文称：“根据联合中华佛教总会呈请大总统规定章程之第二章第五条建立华严大学于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梵林之俊，选集兰若之秀，即于上年十二月初八日来校肄业，用稽大乘密藏，讲说方广华严，详订约规，以自利利他为行，博采程范，以修观习教为宗。总期造就布教人材，养成僧众模范，将来散之四方，专宣布我佛最盛功德，使世界同享和平之福，人心共趋善良之途。”[140]9月6日，内务部致浙江巡按使，由浙江省咨由教育部核复，后又呈请教育部，蒙批“准予自由设立”。

1915年十二月初八正式开学。按章程预定招收正班学僧六十人，预班人数不限，定三年为一修业期。此简章还明确规定了考试方式，共分四种：“常考”，每星期进行；“月考”，每月终进行；“期考”，每半年结束时进行；“大考”，三年修业期满进行。后来成名的僧人持松、常惺、了尘、戒尘、慈舟、智光、霭亭、慧宗等，均曾于此就学。

华严大学简章相对于哈同花园时期有所修订，其宗旨为：“本校以昌明佛教、研究华严经义，兼授大乘经论，养成布教人材，挽回世运为宗旨。”[141]华严大学的经费由江浙两省诸山发起，于各省丛林筹集。课程的范围亦有所扩展，增加了历史和地理两科，由七科变为九科，除华严讲读唐译八十《华严经》和《普贤行愿品》不变外，其他八科内容更为丰富和具体，分别为：“经论”，讲读方等诸经及华严诸著述《大乘起信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教义”，讲读贤首大师《华严教义章》及《五教仪开蒙》；“戒律”，讲诵菩萨戒、四分戒本；“禅观”，讲习禅法及华严宗诸观法；“儒典”，《春秋》、《四书》大义；“国文”，讲读古文、文典、作文、习字；“历史”，佛教历史及本国史、外国史；“地理”，佛教地理及本国地理、外国地理。入学资格第一条改为：“出家人住过禅堂、曾学教典、品行端正，绝无不良嗜好；在家人具有居士资格，佛学有根底者”，删除了第四条，更显合理。

（三）九华山东崖寺、常熟兴福寺及汉口九莲寺续办

1916年11月，华严大学后又迁往安徽青阳县大九华山东崖寺继续兴办。据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安徽省长倪嗣冲曾致内务部咨，其中提到华严大学开办两年以来，教育已渐臻发达，“惟僧校性质素以清净为主，奈海潮寺地近城市，过于喧嚣，今拟迁移安徽青阳县大九华山东崖寺为校址，已与该寺住持心坚接洽商妥。伏恳省长咨报教育、内务两部，并恳饬知青阳县出示，妥为保护等情”[142]。据月霞弟子智光回忆，在东崖寺期间，月霞主要讲《楞严经》，并对弟子们在宗门修行上进行启发。

江苏常熟兴福寺续办。1917年，月霞在常熟虞山兴福寺住持，升座伊始即筹设华严学院，培育僧材，因积劳深重，率弟子十余人至西湖玉泉寺养病，不久圆寂。月霞法师于病危之际，专门召法弟应慈前往，抓住应慈的手说道：“力宏华严，莫作方丈。”应慈从之，遂溘然长逝。月霞法师圆寂后，应慈法师、持松法师为其建塔于虞山。持松法师24岁侍其师月霞居常熟兴福寺，掌书记职，监管工役。月霞法师圆寂后，1918年2月，应慈法师宣读月霞法师遗嘱，以持松法师嗣法继任方丈。持松法师继任住持后赎寺产，还积欠，传戒度僧。华严学院先后易名华严预备学校、法界学院，学制分正、预科各三年，每届学僧六十人，并专门邀请他的同学常惺法师出任教务长一职。所设课程除佛教经论外，还开设《左传》、《古文观止》，以及历史、地理、算术等世间知识课程。

应慈《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序》称：“门人持松，近虽归向真宗，然以华严为先入之学，兼以吾兄弟期望之殷，亦思有以扶宗本，酬祖德，爰取诸祖撰述，最其精要。考诞应之事迹，辨立言之异同，采五教之名实，详大小之渐证，后附以《五教观行修持法》一章，俾明各宗躬行实践之准绳。”[143]

1928年，“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自苇庭法师主持以来，学僧加多，课程亦加紧。该寺住持潭月法师又能心谋力量，较上期进展实无量矣”[144]。据《常熟法界学院重振》载：“常熟兴福寺主苇乘和尚，重振法界学院，并请圆湛、圆觉、常明三法师记莂，负责教导。”[145]

大定《破山法界学院扩充学额及其现状》云：“法界学院的前身，就是我国最著名的前辈僧教育家月霞老法师所创办的华严大学。从前所亲近过月霞老法师的比丘，都成为现代法门龙象，位尊望重大名鼎鼎的大法师（如常惺、持松、智光诸法师）。……华严大学自月霞老法师示寂后，继续他的遗志的有他的法嗣门人持松法师，学风和成绩也不亚于月老法师在世时。后来因持松法师东渡学密，而校中续来的学僧程度又太浅鲜，资格又太幼稚，教授一乘大教，真有所谓‘有耳不闻圆顿教’之慨。有这两种方面，故缩小范围，改为法界学院，先造就初机学僧，培植中等僧才，以谋僧教育普及，养成深造法器的义利。”[146]由华严大学改为法界学院的十余年时间中，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僧才，成为佛教界的栋梁，住持道场、创办僧教育的，如三峰寺住持逸溪法师、汉藏教理院苇舫法师、汉口九莲僧学院乘空院长、九峰寺住持济禅法师、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慈舫法师等，均曾于法界学院学习过。1933年下学期，因学僧风波，法界学院停办。1936年年初，苇乘法师与存厚法师、正道法师召集全寺职僧会议，将法界学院范围扩大，招添学额三十名，添聘法师，恢复此前规模，前往溧阳聘请日文专家古峰法师（曾留学日本，在日本任过高小学校教师，回国后担任过龙池佛学研究社日文教师）、竹吾法师（安庆教理院和闽南佛学院毕业，曾任过安庆僧学院和龙池佛学研究社讲师），于二月十四日举行开学典礼，正式上课。学僧分甲乙两班，甲级在第一讲堂受课，乙级在第二讲堂上课。“禅堂是学僧的宿舍，大殿为学僧的修持处，斋堂是学僧的食堂，客堂是学僧的会客厅。早夕云烟气象万千的名胜空心亭、空心潭、日照亭、印心石屋、山光路等处，是学僧的三部游艺园。外有藏经楼、阅报室、学僧图书室，供学僧在课余刊阅，以助思想活敏，增进常识。”课程方面，因学僧程度不等，故有浅深的分别，甲级有《俱舍论》、《原人论》、《八识规矩颂》，以及国文、作文等；乙级是中级佛学教科书及国语、作文。日语、《遗教经》、算术、国术（太极拳）四课，两班合授。课程及行持上，秉承月霞法师华严大学的学风，每天除上四课外，寺院的职僧、清众及学院的学僧，都必须在清晨齐至大殿，共修二小时；晚上养息时，并礼佛十二拜。院长由寺院退居和尚持松法师担任，常惺法师任名誉院长，潭月法师任副院长。

此外，1921年9月29日，了尘法师创办的汉口华严大学（又称华严学校）于九莲寺开学，该校发起人为直慧、云峰、了尘、戒尘、法戒、参波、常波、法衍、朗慧、慈舟、如九、性彻十二人。由了尘担任校长，聘请戒尘、慈舟、性彻等为教授。在开学典礼上，首先由校长了尘法师宣布本校开学缘起：了尘法师早有心愿，探讨教典，然夙愿未偿，“今春归元法会诸法师齐集，触动鄙人宿愿，商诸执事，恭请诸大法师俯垂教育，当戒慈性公允许，并肯担负责任”[147]。主讲法师演说该校以“改革时弊，维新教育，挽回劫运，昌明佛法”为宗旨。据《中华佛教华严大学预科简章》第二条“名称”载：“本校谨遵前杭州咨部立案准自由设立成案，先办预科，后办本科，故定名曰华严大学预科。”[148]校址设于汉口夏口县九莲寺。课程分三年将习，以佛教经论为主，除经论方面的理论讲读外，还有律学将读、禅观、贤首教义，以及国文、儒典、历史、地理等课程。该校招收僧俗学生三十多人，至1923年春夏之际学生毕业圆满结束。

（四）可端与中华佛教华严大学院

中华佛教华严大学院，1923年由扬州长生寺住持可端法师创办，创办时的名称为“华严大乘学院”，后更名为“中华佛教华严大学院”，至1927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备案，得到批准，要求将名称中的“大学院”改为“大学校”。可端法师为丛林中的长老，精究禅教，据印光法师在《佛光月报序》中称：“维扬长生寺可端和尚，宿植德本，久参禅讲，于民国八年，由性莲退居，委令住持，因念《华严》一经，乃如来根本法轮，一切众生同得发起一乘善根，时经三年，讲圆一部。而护法居士感其至诚，又祈愿续讲以培人才，因开华严大学院，学术额定四十八明。”[149]

据1923年成立时的《华严大乘佛学院章程》知，此学院的名称为“华严大乘学院”，宗旨为：“本学院依丛林宏经规则，专宏华严大教，修忏习观，俾解行相资，造就僧界人才，阐扬佛化宏法利世为宗旨。”[150]华严大学院成立后，创办了《佛光月报》，第一期邀请显荫法师任编辑，第二期开始由可端自任编辑。至1927年可端法师呈文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备案：“中华佛教华严大学校开办已五年，前由该校校长释可端备文呈请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备案，业已蒙核准。其批令云：呈暨附件均悉，该僧提倡佛化教育，所订课程，除普通科学外，皆属纯正佛教经论。执行会简章，亦系宏宣佛法之本旨。尚无不合，但大学院名称，不应沿用，宜改为学校。其余大致不差，应准存查。”[151]华严大学院一直维持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当国民革命后各地掀起提拨庙产之风时，可端法师曾致书诸山长老，倡导佛教教育，呼吁培养能够荷担如来家业的有学问的僧众：“时至今日，佛法之陵夷衰微，已达于极度。而僧众不事学问，不明佛法，不行佛制，殊为根本原由焉。盖今世之反对佛教者，非反对佛，非反对法，所反对者，惟僧人而已。……今日担荷如来大法之僧众，除一二特出人材为世所推崇者外，能知佛教原理，而自修自了者，已十不得三。其多数僧尼，既不能从事世间事业，服劳社会以自活，又不能修持出世间功课，以自觉而觉他。世间学问知识，出世间法门又完全未能了解。惟知靠佛吃佛，无唯一志向。”[152]

华严大学院虽与月霞一系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基本延续了华严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其他佛学院适应时机注重普通学识不同，华严大学院与当时谛闲法师的观宗学社遥相呼应，一专研天台，一专研华严。华严大学院悉依丛林规则，不尚浮华以标新立异，随众上殿过堂，参禅观修，被誉为“当世完美佛学校也”。《江苏教育厅训令》称：“为慎重起见，院中一切设施及办法，悉遵古规，不参新见，教观并重，忏摩兼修，逐日讲说经文，发挥玄奥，按月变形书报，传布遐迩。”[153]华严大学院所设课程极为严明，欲造就佛教界之伟器，课程分为正、副二科，正科分三种，即德学、佛学、文学；副科分为六种，即修观、辅讲、复讲、研究、读经、作文。传统的上殿讽经、过堂结食、忏观、禅修等，皆遵佛教传统之遗训，每日需五个小时。佛学则研习佛经，正座后则研究、辅讲及复讲，每日需八个小时。文学则读诸家之文，每日一二小时。又据首届录取的正班佛学科学院学生尘空记的《华严大学学课日行记》载，每日课程及作息安排为早晨三点半早课，六点研究，七点覆讲，八点国文。十点午斋，十点半写字，十一点修习。十二点半主讲大座。下午三点半佛学，四点半读经。六点晚膳。七点念佛、观修，八点辅讲，十点养息。

三 谛闲法师与观宗学社

谛闲法师创办的观宗学社，是与月霞法师创办的华严大学齐名的倡导传统的僧教育学院，为佛教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推动了近代天台宗的复兴。谛闲法师认为慈悲事业固然符合佛教济世的精神，但修学办道、培养人才方是根本，他提倡各处寺庵所住的僧众，都应各发道心，认真修行。所有年少的比丘，都应该到丛林学习佛法。对于传统的丛林，他认为不可固执旧习，应该兴办学院或者是研究社。同时秉承开放的宗旨，认为其形式可以是独办也可以合作办学。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僧才，光大佛法。用佛法的精神对内自利，对外济他。[154]

（一）观宗研究社、观宗学社、观宗弘法社

谛闲法师身体力行，致力于办学育人，成绩斐然，一生多处兴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观宗讲寺。法师于1912年受宁波当局之请，出任四明山观宗寺住持。在重建祖庭同时，就重订规约，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观宗寺名为“观宗讲寺”。并于第二年成立了“观宗学社”，自任主讲，专攻天台教观。

1918年7月，谛闲法师在北京讲完《圆觉经》，交通部部长叶恭绰和铁路督办蒯若木因北方佛法不兴，劝谛闲留在北京，创办一佛学院。因观宗寺的建设尚未完工，所以法师仍决定将佛学院设于观宗讲寺，将原先的观宗研究社改组为观宗学社（或称观宗学舍），除从原先研究社里挑出部分学生外，又招收了一些，共有四十多人，分正预两科，正科和预科各二十名左右。上学期讲《十不二门》，直到下学期把《十不二门》讲完之后，又接着讲《教观纲宗》，第二年（1919）上半年讲《法华经》，后半年讲《法华玄义》。[155]其中《十不二门》最为重要，法师曾开示天台教观的学习次第：“先须熟读《始终心要》、《教观纲宗》。此二种不可不熟读熟背，然后阅《十不二门指要钞详解》。究此一种，要细心玩味。此是性具一宗之纲格，得此纲格已。只须精研《法华》、《楞严》二经，体会佛意，即可自他兼利矣。”[156]

是时入学的僧侣有仁山、妙柔、倓虚、静权、宝静、妙真、可端、常惺、禅定、授松、戒莲、显阴、持松等，后来这些人分灯于大江南北，各为天台重要法匠。

1921年，观宗学社三年期满，学院毕业。观宗学社毕业的宝静法师与授松法师决定将观宗学社改组为弘法社，继续招生。原预科恢复旧名为研究社，正科改为弘法社。自此，观宗学社分为两个不同等级的学社。仁山法师担任主讲，讲《摩诃止观》，宝静法师任职管理学社。仁山法师讲完止观后即离开，社长谛闲法师及学员推举宝静法师继续讲《摩诃止观》，然而才讲完初卷，即因受邀任雪窦寺监院而辍讲。宝静法师离开后，由静权法师接任主讲。1924年春，宝静法师从镇江金山寺大彻堂坐禅出来后，返回观宗讲寺，继续在弘法社任职，讲授《始终心要》和《四教义集注》。1925年，谛闲法师主讲《皇忏》，社中学员与远凡居士等发心记录，宝静法师任辅讲，即为之删繁取要，或加入自己的理解，逐日编辑整理，经过数月辛勤努力，终于编成全部之《皇忏随闻录》，刊印流通，风行一时。[157]

观宗弘法社注重教观并进，采取冬参夏学的方式，据倓虚法师回忆，研究社根据学生的情况，分成弘法社（高级）、研究社（中级）、预科（初级）三班。在预科听课一年，经考试及格，方可进入研究社两年，再经考试及格，始能升入弘法社，再经三年毕业，不发文凭，不分期别。每天早三点起床，三点半上大殿，五点半下殿，稍微休息一会，就过早斋堂。八点学生回讲，至十一点下课，十一点半就过午斋堂，然后绕佛。下午一点，到讲堂听谛老简单开示，先修止观一个小时，然后听讲大座。下午四点至六点上晚殿。晚间七点至九点，是自修的时间，个人在寮房里看经，或者听课外课，如《古文》、《四书》、《史地》、《书法》等。其时间安排相当紧张，除弘法社的学员因课程重可免去晚课外，其余照常。[158]

（二）观宗弘法研究学社

到了1928年，谛闲把观宗学社改级为弘法研究社，召回在香港、广东等地弘法的宝静法师，将观宗弘法社、研究社二社合并为弘法研究社，由座下弟子宝静协助社务。宝静学识渊博，辩才无碍，讲经授课，亦深受学僧欢迎，由是入学者增多，研究社乃扩大规模，培养了大批的佛学人才。同时，研究社发行《弘法社刊》，弘扬天台教义。

宝静法师主持观宗弘法研究社工作以后，完善了各项制度，制定了《观宗弘法研究社简章》、《学员共守规则》、《学员入学资格》、《主要课程》、《学员分级》、《会客室规章》、《书本藏经室条约》七种章程和条规。在《章程》中规定，弘法研究社的宗旨是：“敷扬法化，接引后昆，续焰传灯，唯人是赖，本社专以造就弘法人才为宗旨。”其组织根据学员的程度分为预科、副级、正级：“本社原有研究社为副级，另设立弘法社为正级。另又设立预科为出入之先容。其弘法社所有学员，均由研究社升选。研究社所有学员，由预科升选。”在“祖源”条中，明确弘法研究社以天台一宗为根本：“去圣时遥，智难胜习，兢攻群典，见必分歧。先学天台一宗，为专门学，务必教观双修，佚有心得益，然后博览余宗。”[159]课程以《法华经》为主，重点读《教观纲宗》、《始终心要》，还要阅《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三大部及五小部。此外，如《大乘止观宗圆记》、《四教仪集注》、《四念处》、《起信论》、《裂网疏》等论著，则随力研究。暇时兼习文学，作为初心学经之前方便，亦为将来弘法时之用。在《观宗弘法研究学社主要课程》中，将课程分为三科：“经学科”专研天台教理，学习经论讲法（每日下午大座，午前抽签复座）；“行持科”重于真实德行，定时礼忏修观（除讲经前修观外，朝暮课诵随众，以笃精进。弘法部学员，每晚礼大悲忏以自修）；“文学科”教授讲读文艺，练习佛界文学（逢三六九日前授文学科。每月两次作文，在例假日）。[160]

据《弘化社刊》第6期《观宗弘法研究社戊辰年学院一览表》载，1928年在此就学的学员共六十六人，并与学界人士有着密切的来往，徐蔚如、蒋维乔、江味农等著名居士都参与了学社的教学，形成了良性互动，使学社的佛学教学研究始终处在较高的层次。1930年观宗弘法研究学社任职情况如下：社长谛闲法师，主讲宝静法师，辅讲菩照法师，督学逸山法师、应体法师，教员季圣一居士、钟镜法师，书记昌莲法师，会计式见法师。

1932年春，宝静法师自香港弘法归来，返回观宗讲寺。五月十九日，观宗讲寺举行了隆重的传法及升座典礼，宝静法师受谛闲法师传天台法脉，成为第四十四代祖师，出任观宗讲寺住持，并兼任弘法研究学社社长。1935年观宗弘法研究学社任职情况是：社长兼主讲宝静法师，辅讲如常法师、立祥法师、正兴法师，助讲品觉法师、碧林法师，督学开化法师、心耀法师。1936年年初，宝静法师于观宗弘法研究社讲《摩诃止观》，历时一月有余。日本侵华以后，自1939年至1940年宁波沦陷前，日寇多次轰炸宁波。“战争起后，寺遭回禄，典籍遗轶，学生星散，宝静欲恢复未果，赍志以殁。”[161]观宗弘法研究学社不得不停办，整个沦陷期间未能恢复。

（三）观宗学戒堂及观宗系其他佛学院

1934年，因观宗弘法研究学社影响甚大，前来求学者日众，其中不乏初出家的年轻僧人，根据佛祖诲训，初出家比丘五夏以前宜须学习戒法，因此设立学戒堂，“为初学比丘修学律仪规范，补习普通学识”[162]，觉光法师谓其“为培植失学的僧伽，作日后弘法之基础”[163]。学戒堂“专为成就初出家青年比丘学习戒法，诵读经书，教授粗浅佛学及普通知识，研习文艺、梵音及释门应用之学，为造就僧众干才弘法基础，作将来化他益物、慈悲济世之用为宗旨”[164]。开设的课程有佛学（戒学、经学）、史学、算学、尺牍、文学、梵呗、读诵、行持等课。学制三学期，每学期一年时间，亦分正副两级，正级二十名，副级四十名，年龄在12岁以上20岁以下，毕业后可升入弘法研究学社或在常住任职。觉光法师、演培法师等都曾在观宗学戒堂读书，日后成为颇负盛名的高僧。

根慧法师出任观宗讲寺住持后，于1946年9月发起筹备四明佛学院，成立董事会以筹募四明观宗佛学院基金。先后举行过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及常务会议，主要事宜即为成立董事会及募集资金。然此佛学院并未按照规定呈报当地佛教会及各级教育机关核准备案，即仓促试办。至1947年春，佛学院学僧发生风潮，引起观宗讲寺常住与佛学院学僧集体斗殴事件。经诸山长老及当地士绅调解，得以平息。佛学院亦因此停办。后鄞县佛教会曾倡议倡办四明佛学院，因经费等原因亦未创办成功。

此外，仁山法师于江苏高邮创办的天台学院、安徽潜山县三祖山的台宗佛学院，以及觉初法师于重庆华岩寺创办的天台教理院，均属于宁波观宗讲寺一系。仁山法师为民国时期佛教界颇负声望的一代高僧，民国元年与太虚大师成立佛教协进会，于镇江金山寺改革失败后，退而研习经论。曾入观宗学社依止谛闲法师学习，深受器重，后担任过观宗学社主讲。1919年，仁山法师于江苏高邮放生寺创办天台学院。1921年改为四弘学院，专弘天台教义。天台学院为北洋政府时期深孚众望的僧教育机构之一，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僧青年前来学习。

安徽潜山县三祖山的台宗佛学院，课程全部为佛教经论和天台教义方面的内容，第一学年的课程为《教观纲宗》、《二课合解》、《始终心要》、《普贤行愿品》；第二学年的课程为《四教义》、《无量寿佛经》、《维摩经》、《大乘止观》；第三学年课程为《摩诃止观》、《金刚经》、《梵网经》、《法华经》。学额仅招收学僧二十名，影响不大。

1933年觉初和尚在华岩寺创办“天台教理院”。觉初法师为宝静法师的入室弟子，“解行兼优，真俗双融，前任浙宁七塔报恩佛学院及观宗寺弘法研究社教员，历有年所，成绩昭著，富有办学经验”。天台教理院是根据觉初法师的建议，由川东佛教中学改建而成，延聘钟镜法师主持院务。天台教理院创办之初，学院与寺院常住之间多有隔阂，觉初法师回华岩寺主持学院事务以后，面貌焕然一新：“旧岁经天台教理院再三函聘，法师以梓里情殷，慨然归来，四方学子，不期而集。法师每日讲授之外，早晚随众行道，且能和气接人，不豫外事。学院之进行，深得班首，职事之赞助，一化从前隔阂之积弊。现欲更谋发展，秋季拟续招插班生二十名。”[165]至1938年学院不断发展，遂更名为“华岩佛学院”。

兹将宝静法师系所创办的佛学院或领导的莲社情况列表如下。

表2—2 宝静法师系在南方创建佛学院或领导莲社[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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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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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宗研究社，历经观宗学社、观宗弘法社，到观宗弘法研究社，均以天台宗为独特家风，尤其重视丛林的修学以及教宗传统的讲大座、讲偏座及覆讲制度。《观宗弘法研究学社学员共守规约》载：“原夫息心达本，端藉形躯；教典精研，全凭师友。唯恐久参慧学，定力浅而弊忽生，习焉不察；后进初心，识见微而志不固，黯也罔知，致使学业难成。大半多为道源不足，中止半途，甚至流入应酬门庭；衣食有地，菩提心被其退失，坚固子为是沉埋，滥侧僧伦，徒消岁月。兹欲挽救已往颓风，故特创办观宗学社。”[167]据演培法师回忆在此学习经教的情形：“观宗寺的教学方法，全部依于教育原则，是天台一家的独特风格。不论讲什么经论，或天台教理思想，假定夏历五月初十下午讲大座，由主讲或副讲讲，晚上七时半，由弘法部学员讲偏座，即将下午主讲或副讲所讲的，从头到尾对预科及研究社同学讲一遍，这样，即使弘法学员学习讲说，亦使预科及研究社同学更得深刻的入于脑海。到明天上午九时覆小座，昨日讲大座的法师，同样坐在法座上面，由他从签筒中抽出某支签，签上写的那个名字，就由那个同学覆讲。经过昨天午后及晚上两次讲解，照例应能多少覆讲一点，可是仍有少数同学，一动不动的默然而立。覆讲不出并不受到怎样责罚，但必须站在原位，等另一同学覆讲完毕，才许坐下。”[168]又据维慈的考察：“你可能会设想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课程安排也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但是，既然三个高级学部的教学活动安排在同一间教室，那么大家修学的内容也是一样的。一位学生说：‘刚开始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听讲同样内容之后，就能愈来愈清晰地领会意思了。’当一位低年级学生学习进度很快时，他将接受口试，如果他对一段测试经文的解释令人满意，会被升入高一年级学习。尽管理论上四个学级的课程意味着十二年才能学完，实际上学完任一级的课程并不需要三年。我所访问的所有学生，都提前一年或以上时间就完成了一级课程。”又说：“上课不用黑板，也不用记笔记；没有笔试，没有（考试）分数，没有文凭。结业时，学僧们的收获只有一件法师的红色袈裟，表明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讲经法师的资格。实际上，同传统师徒相承的教育体制相比，只是略有区别而已。”[169]由此可以看出，观宗弘法研究社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师徒相承的教育体制，而与太虚大师所倡导的现代化的僧教育迥然不同。

四 太虚大师与武昌佛学院

（一）倡办的动机与宗旨

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为继承中国汉传佛教之传统，二为顺应时代，应机设教，化导群生。关于前者，在武昌佛学院成立的缘起中明确提出，要恢复隋唐大乘佛学之精神：“然则同人等组设佛学院之缘起，夫亦可知矣。第佛学固兼小乘，而以大乘为重，大乘之学宗莫盛隋唐。比年日本尝尽量发挥，其不能云行雨施，普令大地蒙润盖已可见。转观之国中缁素，虽不乏自修之人，尚难言利世之业，且多貌似神非，为佛门玷，必基之以学理，修之以行业，使隋唐大乘诸学宗次第恢复振兴，庶足张法界之纲，捞摝群机，广时雨之化，悉令沾洽焉。谁欤上合诸佛之慈力，下同众生之悲仰，不舍世间，勤学方便，以宏此不可思议功德之利哉。”[170]“恢复隋唐大乘佛教之精神”，实际上就是要继承中国汉传佛教之传统。关于第二点要顺应时代，化导社会人心，就需要一批有文化、有修行并且能够了解时代思想与潮流的人才，《佛学院章程》中明确把培养能“宏法利世”的人才作为宗旨：“本院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171]太虚提出：“欲达整顿僧伽制度实现之目的，则不可不先造就能整顿之人才。”[172]所以创办佛学院是太虚大师进行僧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希望通过佛学院教育，培养一批有高尚完美道德、有实修见地和学问，并且了解近代的思想学说的新式佛教人才，在此基础上推动佛教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

继承汉传佛教传统，则必须对传统丛林中的修学制度进行继承；适应时代，则必须吸收现代学校教育的经验以补充传统丛林教育之不足，培养能够适应时代的现代弘法人才。太虚大师在《对于学人之训辞》一文中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阐发：“本院之建设，与从前之办僧校迥异。彼为抵御侵占计而模仿学校制，余痛学校之恶习，与不能注重学识普及之丛林，始有佛学院之产生。佛学院创办之唯一宗旨：一、仿照丛林制度，组织普及僧俗修习佛法之学院；二、仿照学校课程，使容易造成适应现代宏法之人才。然而僧俗群居，赖以保持秩序，训练精神，唯在规则；故本院管理，统取严格。又学佛者，首在戒奢侈，故本院衣食住三，均取清苦淡泊之风。此为佛学院取法丛林，期改良现今学校放肆之风尚，而亦恢复固有之简单生活也。如是遵循进行，始有行解相应之希望，宏法利生之能力；否则，为社会之蟊贼，佛门之狮虫而已！”[173]与通常丛林念诵阿弥陀佛回向西方极乐净土略有不同的是，佛学院在早晚禅诵中唯称念弥勒回向兜率净土。

仿照现代学校教育方面，可以看出太虚大师的现代眼光与世界视野。1917年，太虚曾对日本的佛教组织及其管理进行了考察，认为其与他撰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堪相印合”，增加了他对中国佛教改革的信心，在此期间太虚还对日本佛教大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作了一番考察，以备回国后创办佛教教育的参考。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太虚明确讲到武昌佛学院的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制度”。佛学院的课程设置亦体现出太虚大师的办学宗旨，一是继承汉传佛教之传统，在佛学课程中，性、相、台、贤、禅、净等均开，体现了八宗平等、八宗并弘的精神，并且注意佛教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开设印度外道概论、儒家、道教、诸子、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等；二是吸收现代教育成果，力图了解时代思潮，佛学院课程中还设有逻辑学（论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学等。

仿照丛林组织制度方面，武昌佛学院作为现代的佛教学院，仍带有传统丛林教育的色彩。《武昌佛学院章程》第十章为“共住规约”，对学院的日常行为举止、客堂纪律等各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其中“佛堂规则”要求：“早起点名后，即入佛堂礼拜禅诵”、“在佛堂中坐立皆依一定位次”、“在佛堂中除礼拜持诵绕佛坐禅外，不得谈笑游戏”、“遇休息时得于佛堂中经行静坐”、“除按地共同依课持诵外，均须肃静，持诵功课另定之”、“夜间闻第一次铃声即从自修室出，集佛堂礼佛”，颇似丛林清规之内容。

又有“讲堂规约”：“须按编定之名次就坐，不得紊乱”、“各按钟点上课，不得无故缺席”、“上下讲堂须依次进出，不得拥挤喧哗”、“衣履概须整洁，虽当盛暑亦不得袒背蹂足”、“入堂不得在讲教员之后，出堂不得在讲教员之先”、“讲教员上下讲堂时须起立合掌”、“凡质疑或应问均宜起立合掌而言”、“讲教员未讲辍时不得提问他事”、“不得越席耳语”、“除应用书籍文具外，凡一切玩物食物及与所授功课无关之书籍，均不得携入”、“各人所用书籍文具，下课时宜各自携归，不得任意抛弃”、“上课时须端身正坐，不得有各种倦容”、“凡有来宾参观时，仍须凝神听讲，不得游目回首致乱视听”、“除痰盂外不得随意吐痰”、“每请堂按次轮派值日生督令夫役打扫洁净并随时揩抹黑板”。武昌佛学院取法丛林，借鉴吸收传统丛林中的清规制度，目的是避免现代学校中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德育方面的熏陶，以规矩来严格管理，戒除骄奢之风气，恢复佛教固有的简单的修行生活，以期能够培养出行解相应的弘法人才。

（二）成立经过及其章程

1921年3月，太虚大师出任杭州净慈寺住持。净慈寺为禅宗名刹，太虚大师希望凭借此丛林实施僧制改革的理想，为佛教树立新的模范寺院。于是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办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人才的地方。然而由于思想保守的杭州诸山长老借口法派传承而起纠纷，此事促使太虚大师认识到“凭藉禅林以改进之不易”。12月，太虚大师赴武汉汉口佛教会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

1922年1月，李隐尘、陈元白等，提出新创办培养佛教人才的学院。于是太虚大师乃提出佛学院计划，邀请武汉政商各界集议此事，决定进行筹备。《太虚自传》曾叙述其因缘：“辛酉年底（指夏历言，即1922年元月），我由杭至鄂时……隐尘等时过聚谈。鉴于我接管净慈寺的垒生故障，主张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立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我乃提出佛学院的办法及学科纲领……隐尘、元白与武汉信徒杨显卿、王森甫等，集议数次，虽院址未能觅得，已决定照我的佛学院计划，积极筹备开办。”[174]3月13日，于归元寺开佛学院筹备会，得李隐尘、王森甫、胡子笏、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等三十余人与会，自认为创办人[175]，每年担任佛学院四百元以上之经费（或自捐或募化）。佛学院由创办人组织，成立时另立院董会，凡创办人皆为本院院董。院务由院董会礼请大德沙门一人为院长主持，于院董中公推大德长者一人为院护进行协助。学院于大德沙门得礼请为座元，于各刹长者得礼请为首座，于诸方法师得礼请为护讲。教务事务各职员由院长协同院护来延请。随后购置武昌城望山门内千家街黎邵平（少屏）宅为院址，可容三百人，改建培修，积极筹备。5月4日（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太虚大师于汉口佛教会接受院董会的礼聘出任院长，根据太虚撰《佛学院缘起》，由胡瑞霖、皮剑农等起草了《佛学院章程》，王又农拟具“呈文”，呈湖北省长公署及内务、教育两部备案。黄季刚撰写了《礼请院长疏》，文词隽美。此时，太虚辞去净慈寺住持，交卸兜率寺事务，全力筹备武昌佛学院的开办。

《佛学院章程》共十五章，第一章“总纲”，规定了佛学院的名称、宗旨、组织、地点、学制及办法。佛学院的宗旨为“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使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学制与办法规定，先办修学、随习二科，三年后改设专宗大学及研究部。佛学院在致湖北督军萧耀南的立案呈文中，曾对佛学院学制的设置及发展有一规划：“暂设修学科，以通佛教各宗之邮。兼设讲习科，以阐专一入门之路。并拟当时添设各专宗大学及研究部，以资深造。宗期成就有人，宣传可讬。庶慈悲喜舍，挽沉迷不返之人心；开示悟入，见本来皆具之佛性。”[176]修学科暂定一班，俟逐渐扩充，每班额限六十名，三年卒业。随习科不限额数，以半年为修业期，或专习修学科某一学期之课程，或有二十人以上以同意专习一门者得按期增设之。第二章“入院”，规定了入佛学院修学科者必须具备的资格：“（一）年龄在十六以上者；（二）身体健全、品性端正者；（三）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或五戒，或三皈者；（四）曾习教典文理清通者；（五）发心求法济世、誓愿不退者。”学员报名时，须经过院方的三种考试：口头问答、作文，以及入院共住一星期检验品性行持。第三章“课程”，最能体现太虚大师僧教育的理念及时代特色，下文将详细介绍。第四章至第十五章分别为：学年、学期和休假，缴费，试验，毕业，退学，各员职务及权限，公住规约，功惩，礼仪，优待，扩充，附则。《章程》每章下有若干节，每节下有若干条，规定得非常详细完备。

第三章“课程”详细规定了佛学院初级阶段修习科三年六个学期的课程设置，第一学期课程有《大乘起信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小乘佛学概论、佛教之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论疏》。第二学期有《百论》、《中论》、《十二门论》、《心经》、《金刚经》、《文殊般若经》、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略。第三学期有《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天亲释》、《解深密经》、《楞伽经》、《弥勒上生经》、中华佛教史、西洋论理及心理学概略。第四学期有《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抄》、《大乘止观》、《维摩经》、《法华经》、各国佛教史、西洋心理学及生物学概略。第五学期有《华严一乘教义章》（五蕴观、妄尽还原观、三经圆融观、法界观），《华严十地品》及论，中华老、孔、诸子及晋宋玄学、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概略。第六学期有七佛与三十二祖偈及《信心铭》、《六祖坛经》、《永嘉集》、《梵纲经》及瑜伽菩萨戒学处、《弥陀经》、《十六观经》、《往生论》、《十位心论》、宗教及社会学概略。此外，作文、读文、读经论，以及行持、英文、日文、藏文贯穿于每个学期中。此课程设置涵盖了重要的大乘佛教经典、各宗派著述、中印佛教史，乃至现代学科中与佛教有关系的内容，如逻辑学（西洋论理）、心理学、生物学及西洋哲学等，观其课程设置的核心还在于中国汉传佛教的传统，第一学期的《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为汉传佛教各宗派如华严宗、天台宗及禅宗中所推重，第二学期、第三学期为中观、唯识，是大乘佛教的根本见地，与第一学期一起即为性宗、空宗、相宗（有宗），这也是太虚大师所判大乘佛教三系。第四学期至第六学期，佛学课程的重点分别为天台、华严、禅宗与净土，这也贯彻了他八宗平等、八宗并弘的精神。

8月26日，佛学院开董事会成立会，推举梁启超为院董长（暂由陈元白代），王又农为文牍，李隐尘为院护，智信为监院，大觉任学监，玉皇为庶务，竹林为会计。聘定空也、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等任教员，由李隐尘、孙文楼等合资办了一个正信印书馆，预备印刷流通经典和讲义。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湖北督军萧耀南亲临盛典并登台致辞。印顺在《太虚大师年谱》中称“大师之建僧运动，发轫于此，中国佛教界始有佛学院之名”。太虚理想中的佛学院正式创立，标志着中国佛教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武昌佛学院的兴衰及影响

太虚创立武昌佛学院，与他的整理僧伽制度以及人间佛教的实践密切相关。佛学院僧人和居士兼收，通过培养顺应时代思潮、化导社会人心的师范人才，出家者从事僧伽制度整顿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由此推动佛教弘扬于人间。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六七十名，僧众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芳（舫）、量源等。居士有程圣功、陈善胜（其后出家名“净严”）；张宗载、宁达蕴亦自北京平民大学来从学。王又农、陈维东等亦住院旁听，加上后来有相继入学者，如象贤（芝峰）等，最盛时学生达百余人。

开学伊始在武院任教的有太虚、空也、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从第二学期开始，张化声、妙阔、唐大圆、大勇、唐畏三（出家后名大敬）等相继添聘为教师。太虚、空也、史一如、妙阔主讲佛学，杜汉三、唐畏三主讲国文，张化声主讲西洋哲学兼授佛学，唐大圆主讲中国哲学，大勇传授密宗，陈济博授中国佛教史和日文，并译讲印度六派哲学。武院创立后，太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讲课上。第一学期太虚在学院讲授了《佛教各宗源流》、《瑜伽论真实义品》（成《真实义品亲闻记》）、《八啭声义》、《六离合释》等课程，后来又先后讲过《三论玄要》（成《三论般若讲要》）、《十二门论》（成《十二门论讲录》）、《成唯识论》（成《唯识纲要》）、《解深密经》、《二十唯识论》、《慈宗三要》、《教观纲宗》、《弥勒上生经》、《瑜伽菩萨戒》、《弥陀经》、《世亲发菩提心论》等课程，编写了《各地佛教史》。1923年1月，院外研究部成立，太虚为讲《教观纲宗》。第一批学员的第二学年开始时，大师一因感觉禅林管理训练难达预期的成效，学监尤不易得适当的人；二因学生的程度不一，淘汰一些，自动地退学了一些，乃决定将这期学生提前毕业，将后两年的课程压缩为一年授完。

1923年下半年，太虚发表《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针对佛学院存在的缺点提出改进方案，主张维持本院研究部现状之外，先从小学部办起，自小学而中学而学戒而大学而研究之五级，以二十四年学程，整齐程度，严格训练，养成行解相应的僧才。因为规模过于远大，限于人力与财力，最终难以实行。

1924年6月15日，第一届学生毕业，留二十名优秀学生进入研究部，分为五个系：其一，律宗、唯识、天台、禅宗系；其二，梵学、唯识、贤首、密宗系；其三，国学、唯识、天台、净土系；其四，西学、三论、唯识、贤首系；其五，佛史、俱舍、因明、唯识系。为了使佛学院更好地贯彻丛林生活和传统的教育，以养成行解相应的僧才，太虚大师在第二届学生招生过程中提出：“只招受过比丘戒的大学部学僧四十名，连寄宿舍亦改为仿禅堂的广单制，先注理律议训练，严格施以生活管理，以为实行整理僧制的基本。”此提议遭到院护的反对。9月1日，第二届学生开学，这一期的学生中，出家众有大醒、寄尘、迦林、恒渐、枕山、机警、亦幻、墨禅等，居士则有虞佛心（德元）、苏秋涛等。这一学期，院董会也开会改选，推出汤铸新任院董长。教员方面，太虚、唐大圆、张化声等仍继续任教，另聘善因到院任都讲。太虚兼任研究部学生的指导，授《大乘五蕴论》、《发菩提心论》等，但只发端而未讲完，10月底，大师突然宣布辞去院长职务，由善团代理院务。

1925年元月，院董会开会，推孙文楼居士为代表，专程赴宁波，恳请大师回武昌，继续主持佛学院。大师于元月二十五日抵汉口，回佛学院继续主持院务。太虚大师二度回武昌佛学院，对院务逐渐加以整理，为学生讲《二十唯识论》。后来因忙于推进世界佛教运动，以及各地弘法事业，在佛学院的时间较第一届时大为减少。在此期间，太虚还讲授过《大乘五蕴论》、《发菩提心论》、《四大种之研究》、《律议之研究》、《知识行为能力是否一致》、《能知地位差别上之所知诸法》、《佛法大系》等。1926年夏，研究部学生已离尽，大学部学生只剩约三十人。同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佛学院师生大部分离散，教学停顿。革命军人入城，佛学院大部院舍为军方征用，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军医处进驻佛学院。这时代理院务的善因回了湖南，院中只剩下一个俗名唐畏三，后来依大师出家的大敬，留在院中看守图书和法物。1927年年底，法舫回到了佛学院，与大敬一起看守院舍，同时刻苦研修俱舍和唯识，学力大进。

1928年年初，武昌佛学院成立新董事会，《武昌佛学院新董事会章程》：第一条称：“本会因武昌佛学院经费无着，组织新董事会，负责筹款维持现状及计划一切进行事宜。”[177]由王森甫任董事长，赵子中、熊云程、夏致贤为副董事长，聘请太虚大师为院长，院护雷寔坦，事务股监院大敬法师，修持股主任张化声，教育股主任唐大圆（暂由张著翊代理）、职工股主任李友秋。[178]改组后的数个月内，在未被军队占用的房舍中，开办佛经流通图书馆，并开设平民小学，招了一班附近的贫民子弟施以教学。此时佛学院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支绌，武昌佛学院成立之初，有三十五人任发起人，每人每年担任佛学院四百元以上之经费（或自捐或募化），而此次新董事会成立，各董事共认月捐洋123元，其中王森甫、赵子中各认月捐20元，夏致贤、熊云程、王季果各认月捐10元，其余为各居士认捐，1—5元不等，认捐总额尚不及创办之初的1/10。1929年4月，武昌佛学院召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唐大圆为筹备主任。此时大敬离开佛学院回湖南，改由法舫管理。妙阔、唐大圆等都已回院，于是继续开设研究部，学员有尘空等少数人。

武昌佛学院的创办开启了佛教新式教育之先风，在其影响下，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兴办佛学院，如厦门闽南佛学院、四川汉藏教理院、福州鼓山佛学院、九华山江南佛学院、北平拈花学院、陕西慈思学院等二十多所。武昌佛学院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高才僧，如法尊、法舫、大醒、茗山等，其中法航、大醒、印顺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佛教的兴盛与他们不无关系。另外，武昌佛学院还先后四次派遣大勇、法尊、严定、观空、恒演、法航、苇航、白慧等分别到锡兰、暹罗、印度、南洋各国及西藏地区学习藏文、巴利文、梵文佛教，以培养研究世界佛学僧才，弘扬佛学于世界。

第五节 太虚大师的僧制改革与僧团建设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最有影响的改革家及领袖之一。他继承融汇中国佛教传统，殚精竭虑改革传统佛教在封建时代所附着的尘垢和弊端，力图使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发挥其化导人心的社会作用，被誉为“近代佛教的马丁路德”。有人甚至称其为中国佛教继道安大师、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的又一划时代的人物，圣严法师在其《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四位思想家》中，曾指太虚为“中国传统佛教的最后集大成者”。[179]从中国佛教史看，这些评价是恰当公允的。太虚大师一生奔走呼号佛教必须担当起化导社会、引导时代人心之作用，受革命思想影响，他力倡佛教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致力佛教事业，影响极为深远。他修身立德，勤奋研读、孜孜著述，到处弘法传教、兴办教育、住持寺庙，为培植僧才、弘扬佛法，他曾先后设立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创办了《海潮音》、《正信》等杂志。他还着手组织了“世界佛学苑”，以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藏文、梵文、巴利文的研究。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的革兴运动，而在保守落后的环境中谈改革教制，自然不能尽为全体佛教徒所接受。但是他看到了佛教存在的问题，并前瞻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和设想，为以后的佛教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指明了方向。

一 太虚大师生平

太虚（1889—1947），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沛霖），原籍浙江石门县（民国时改称崇德县，今为桐乡市），清光绪十五年（1890）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他幼失依怙，早年家贫，体弱多病，由外婆一手抚养成人，并勉强完成传统的蒙塾教育。外婆笃信佛教，对他影响极深，佛教对于他而言是“最早的意识和想像，是庵内观音龛前的琉璃灯”[180]。

1904年6月，16岁的沛林到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披剃为僧，师为取法名唯心。是年，士达上人携唯心前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和尚又为取法号太虚。同年12月，太虚到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嗣后，寄禅和尚介绍他去宁波永丰寺从歧昌和尚学经及诗文，先后受学《法华经》、《楞严经》等大乘经典，并阅《指月录》、《高僧传》等祖师撰述；后回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教观纲宗》、《相宗八要》等教门著作，并览《弘明集》、《广弘明集》等护教著述。三年闻思薰修的法乳滋养，使少年太虚身心受到陶冶，为他日后超俗入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07年，刚刚步入成年的太虚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飞跃。这年秋天，他赴慈溪西方寺藏经阁掩关阅藏，当阅至《大般若经》时顿感心神相契，恍然有省。如《自传》云：“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伸纸飞笔，随意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字。所有禅录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所学内学教义，世谛文字，悉能随心活用。”1908年春，太虚于慈溪西方寺结识了倾向于革命维新思潮的新派僧人华山法师，阅其所携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子书》、《告白衣书》等维新派著作，对其未来弘法趋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称“由此转变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181]。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宏愿悲心由此激发，遂迅疾改趋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真向俗。是年夏，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开始阅读孙中山、章太炎先后主编的《民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邹容所著《革命军》等革命党人著述，并开始与他们保持来往，觉得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章太炎《告佛子书》成为清末僧教育之动机，后来太虚在《忆章太炎先生》中说：“我最初知太炎先生的名，是在民国前五年，读到先生以‘白衣章炳麟’署名的《告佛子书》，此未尝不是我次年随八指头陀办僧教育会之一动机。”[182]是年秋，太虚全力辅佐寄禅和尚创设宁波僧教育会，使之成为浙江佛教界寺院兴学的一大模范榜样。自此，太虚踏上了一生所孜孜以求改革传统佛教运动事业的征程。

1909年春，太虚就读于杨文会主持的南京祇洹精舍，听其讲授《楞严经》，同学有仁山、智光及梅光羲、欧阳渐等，半年后转入南京僧师范学堂学习。这一段学习经历给太虚以极大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据我所知，当时佛教或僧徒的办学，全系借办学以保持寺产，并无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图，所以办的学校亦是模仿普通的学校。但杨老居士的设祇洹精舍，则与摩诃菩提会达摩波罗相约以复兴印度佛教及传佛典于西洋为宗旨，内容的学科是佛学、汉文、英文，我一生做半新式学堂的学生只是这半年。”[183]“那半年进益的，在读作古文，我好读《管》、《老》、《庄》、《列》诸子，及《左传》、《楚骚》、《文选》、李杜诗等。”[184]又说：“距今三十年——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得锡兰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居士来书，约共同复兴印度之佛教，以为传布佛教于全球之基本。杨居士因就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招集缁素青年十余人，研究佛学及汉文，兼习英文以为进探梵文、巴利文之依据。后虽以经费支绌，不二年即停止；然摩诃菩提会则仍继续进行，近年已有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之鹿野苑设立国际佛教大学，并设分会于哥仑布、加尔各答、伦敦、纽约诸地，由法理性海氏继达磨波罗后，迄今扩充未已。且参预祇洹精舍诸缁素，若欧阳渐、梅光羲、释仁山、智光等，多为现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笔者亦其中之一人也。”[185]

1910年夏，太虚于广州狮子林组设佛学精舍，按时讲说，编出《教观诠要》、《佛教史略》教材，此为他平生讲学、著述之始。对于传统佛教太虚法师倡导八宗平等思想，佛经中讲“方便有多门”，学佛者可随自机宜选择一法门，即得自觉觉他，他说：“修学八宗，深入其一，皆可会归玄极，返本还源，而成就不可思议之神功妙用，遂人心种种之所求，使得安宁满足，从有求以入无求，得大自由，获真平等。”[186]

1911年春，太虚开始参与革命党人秘密集会。4月27日，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太虚作七言古体诗《吊黄花岗》哀之，其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5月，清廷以太虚有涉革命嫌疑，兵围白云山，太虚隐居《平民报》报馆。

1912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遂从广州返南京与仁山等创立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假座于镇江金山寺。为谋新中国新佛教之建设，仁山提议即以金山寺办僧学堂，全部寺产充为学费，并与扬州的寂山法师等相互批驳。由于来宾的支持，会议最终推举仁山与太虚负责接收金山寺为会所，筹备开办僧学堂。但金山寺霜亭等于十二月二十日率工役数十人，打入会所，仁山等数人受刀棍伤，时人称之为“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第二年，佛教协进会并入以寄禅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委任为《佛教月刊》编辑。不久，寄禅圆寂，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演说三种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以抒悲愤。由于他的言行受到佛教界内部一些守旧派的反对，遂辞去编辑职务，转入普陀山之锡麟禅院闭关潜修。这是青年太虚初涉佛教改革运动所经历的第一次事业挫折。

1914年，闭关于普陀山的太虚在游心法乐之余，也在积极思考着佛教的出路问题。闭关期间他先后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人乘正法论》等重要论著；与此同时，这一次澄心潜修的闭关经历也使他的证境得到了再一次的升华。闭关三年间，始尤重《楞严经》、《起信论》，进而深研中观三论及法相唯识诸经论，亦涉略律部和密宗，兼涉中、西哲学论著等。1915年冬，太虚在静修中悟入楞严心境，每夜坐禅，专提昔在西方寺阅藏时悟境作体空观，渐能成片。“一夜，在闻前寺开大静的一声钟下，忽然心断。心再觉，则音光明圆无际，从泯无内外能所中，渐现能所、内外、远近、久暂，回复根身座舍的原状，则心断后已坐过一长夜，心再觉系再闻前寺之晨钟矣。心空际断，心再觉而渐现身器，符《起信》、《楞严》所说。乃从《楞严》提唐以后的中国佛学纲要，而《楞严摄论》即成于此时。从兹有一净裸明觉的重心为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187]《楞严摄论》是太虚会通唯识与如来藏学的主要作品。1916年，太虚于关中对唯识义亦有所悟入，如《自传》云：“民五，曾于阅《述记》至释‘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冥会诸法离言自相，真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皆别别彻见始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堪及者”。此次闭关证悟奠定了太虚作为一代宗师的思想基础，从此，真俗交彻，幽思风发，妙义泉涌，表现于理论之风格一变。

1917年立春，太虚出关，旋应请赴台湾弘法，并游历日本各地考察佛教。这是太虚平生首次走出国门，奠定了他日后改革中国传统佛教的国际视野。1918年，太虚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章太炎、蒋作宾、陈元白、张季直、王一亭诸名士发起创设旨在“佛法研究，佛法宣传”的佛教社团——“觉社”，并主编《觉社丛书》（季刊）。觉社初期事业定为出版专著、编发丛刊、演讲佛学、实习修行。太虚法师由此开始了有计划的“佛法救世运动”，即应用近代社会组织的形式，将佛教中的在家和出家两众组织起来，分别以佛法担负起救世的责任。翌年，《觉社丛书》出至第5期后改名为《海潮音》（月刊）。1920年2月，《海潮音》正式于杭州创刊，太虚作《〈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的宣言》曰：“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觉音。”《海潮音》创刊宗旨为：“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188]现代人心即时代思潮。太虚对此解释说：“人心超时代而本存。时代附人心而变着，谓之现代人心；虽未尝无空间普遍性，然绝不有时间的常住性，换言之，即现在周遍人世的新思潮是也。思潮的起灭相续，刹那不停。客观的境，遍显于过未，故将谓之新而所新者已旧。主观的心，恒转于现在，故将谓之旧而能旧者方新。今世俗所谓新思潮者，要亦所新之已旧，而非能旧之方新也。然此本是随俗所起的言说，则亦姑以世俗所谓新思潮者，名之曰现代人心耳。”[189]

《海潮音》是太虚一生事业的重要支柱，是“人间佛教”最主要的舆论宣传阵地，太虚对其情有独钟。他在《十五年来海潮音之总检阅》中回忆说：“《海潮音》之前身是《觉社丛书》，《觉社丛书》是一种定期季刊。民国七年夏间，蒋雨岩、陈元白、黄葆苍——即大慈——等在普陀听余讲佛学之后，邀至上海组一研究及宣传佛学团体，名为觉社。先刊行余所著《道学论衡》及《楞严》、《摄论》二书。旋于十月出版《觉书》，即《觉社丛书》第一期，时著有出版《宣言》，可据为余十七年来佛教运动之一出发点。”[190]1938年秋，他在《南北东西的海潮音》中又充满感情地回忆说：“本刊最初编于杭而印发于沪，由余一手所支持。次年请善因法师编辑，已而编亦迁沪。入冬善因病，编印发皆托史一如居士而迁北京。第三卷秋，武昌之佛学院及正信印书馆成立，遂由一如迁武院编辑，而印发则正馆任之。最收精力集中之功效。如是三年，得张化声、唐大圆次第次编之。迨第六卷秋，移庐山委员会觉编辑，寄沪泰东图书局印发。第七卷编亦迁沪，托陈秉良任之。第八卷由一雁编辑而玉慧观任发行。卷终余宣言招人接办，遂由泰州佛教居士林钱诚善、王诚普居士接任在泰州编发。如是三年，复因佛学书局愿负印发之责，十二卷起委满智住局编辑，并汇编前十卷为海潮音文库焉。十三卷改由法舫于武院编之，历一年由芝峰改任编辑，而发行则仍上海佛学书局任之。十五卷大醒编辑，止安发行，而编印发再集中武汉。十六卷起再由法舫编辑，如是三载。十九卷改由苇舫编辑，周观仁发行，迄今九阅月而迁重庆。”[191]佛教界通过办报创刊弘扬佛法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新生事物，也是传统佛教因应现代社会的一种求存图强手段，对此太虚曾经总结说：“佛教定期刊物之较伟大者，民初有《佛学丛报》与《佛教月报》。《佛教月报》亦为余所编，惜仅出四期为止。《佛学丛报》虽只十二期，其质精量富，至今犹有可考之价值。自民七《觉书》出版至蜕变为十五年之《海潮音》以来，其并行之有价值者，前有《内学》年刊，亦才五期而止。后起者为《现代佛教》与《威音》月刊。《现代佛教》虽只十期，然实承《现代僧伽》而来，故亦有四五年之历史；而今之《人海灯》尚步其后尘。《威音》之继续今亦五六年矣。《居士林季刊》、《佛学半月刊》、《正信周刊》等，则为一团体之宣传物；其他日刊、三日刊、周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及南洋之《慈航》等，十五年来殆不下百余种，尚鲜有继续至三年以上者。本刊取材之精审或有不逮于《佛学丛报》、《内学》者，而博大悠久，流行遍全国各省以及南洋各埠东西洋各国，所阐扬者关于各时代各方域整个佛教之各方面者，实无有逾于本刊（按：《海潮音》），不惟求之国内无其比，即衡以东邻日文佛教月刊之最伟大者，亦无多让。”[192]《海潮音》自创刊以来，从未中辍，现在仍然在台湾发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史上办刊时间最长的刊物。

随着太虚弘法思想的不断完备及法缘的逐渐成熟，1921—1922年，他的讲经行履遍于南北，当时总统徐世昌赠匾“南屏正觉”，可见其影响之大。由于杭州净慈寺机缘不凑，太虚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向武汉。民国初年的武汉是全国除上海之外的另一工商业巨埠，同时也是一座风云际会的文化重镇。1918年太虚于杨子街寄庐开讲《大乘起信论》，并编出《大乘起信论略释》，此为弘化武汉之始；1920年，太虚作《新的唯识论》正式提出他的新唯识论观，同年，在汉口黄冈会馆讲《心经》及《佛法大意》，并指导建立汉口佛教会，后改为汉口佛教正信会。1922年1月，太虚始提出于武昌成立佛学院计划，3月于归元寺开筹备会，8月开佛学院董事会成立会，举梁启超为院董长（陈元白代），李隐尘为院护，9月，佛学院正式举行开学礼。武昌佛学院僧俗兼收，出家者实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促进佛教的社会推广工作。当时所聘教师，有空也、史一如、陈济博等，学生六七十名，僧众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舫、量源等。参照日本佛教大学课程，管理则兼参传统禅林规制。早晚禅诵，唯称念弥勒，回向兜率。武昌佛学院堪称近代中国第一所最具影响力的培养佛教僧才的正规高等学府，至此中国佛教界始有佛学院之名。太虚大师给予武昌佛学院以无限期望，视其为建僧运动事业的基地，春季开学之际，他亲自讲授《三论玄要》及《十二门论》、《百论》；1923年1月14日，院外研究部成立，太虚又欣然开讲《教观纲宗》。

除武昌佛学院外，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还有闽南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以佛教教育事业为依托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其造就培养人才甚多，其中芝峰、法舫、大醒、法尊四位法师“世称太虚大师座下四大金刚”。

武昌佛学院的成立是太虚大师一生事业的一个新起点，他开始以更加宏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思想投入佛教社会活动。1923年1月22日，太虚针对梁启超关于《起信论》考证是文，作《评大乘起信论考证》，反对以西洋进化论观念治佛学。是年夏，他在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会，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1924年2月，太虚大师编《慈宗三要》于武昌佛学院，特弘弥勒净土。又作《志行自述》云：“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之冬，而迄今持之弗渝者也。”7月，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同年10月，太虚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是年，武昌佛学院与欧阳竟无之内学院发生法义之诤。太虚亲作《起信论唯识释》，回应内学院对《起信论》的驳难。1925年8—9月，太虚在庐山讲学，作出《论法相必尊唯识》等文，驳欧阳竟无的唯识、法相分宗说。后来又在杭州作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通过与内学院往还辩论，表现了武昌佛学院的卓然学风。

1928年，太虚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同年秋，游历讲学于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在法国发表《西来讲佛学之意趣》、《佛学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等重要演讲，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弘法欧美之先河。太虚大师探索中国佛教世界化，最早始于清光绪末年，太虚曾自言：“清光绪之末，辄兴悲愿，欲将佛法融摄古近东西之学术，率全球百国，胥循牟尼之化。”[193]他在《论中国应努力产生世界新文化》中说：“中国文化又以佛教文化为质量精良，且早流行亚东、亚南，处于接触欧洲文化之最前线，足为使世界两大集团文化，互相了解之最好媒介。为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计，及缔造世界新文化计，国人于此其可不深深注意乎！”[194]太虚探索中国佛教世界化的目的是意欲推动中国佛学的“综摄重建”，他说：“这就是中国要重建的佛学：一、普遍融摄前说诸义为资源而为中国亦即世界佛教的重新创建，二、不是依任何一古代宗义或一异地教派而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无尽的一切佛法。其要点乃在（甲）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理论，（乙）推行佛教利益人生的事业。如是，即为依人乘趣大乘行果的现代佛学。”[195]

1929年，太虚回国后积极从事世佛苑和世佛苑图书馆的筹建，1930年3月，他在漳州南山寺成立“锡兰留学团”，学习英文以备留学，并于1931年在四川创办汉藏教理院。太虚大师一生殚精竭虑创办僧教育事业，如他所说：“余在民初已着眼于僧制之整顿，而在民四曾有整理僧伽制度论之作，民六、民十四至日本考察各佛教大学，及民十七、十八至欧美各国考察各宗教学院或各大学神学科之后，尤深知‘僧教育’在国家教育制度中之位置，制有国民教育基础上之僧教育表，并另为失教僧尼附设补习之校。”[196]

1937年，抗战爆发，太虚也被迫中断了他的事业计划，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于社会活动中，为抗日救国奔走。1937年太虚发表《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劝其大启慈心慧眼，以之自救救人，开人类大同之运；1938年，任“佛教访问代表团”团长，偕同苇舫、慈航、惟幻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新、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争取国际支持；1943年，太虚与冯玉祥、于斌、白崇禧发起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一致抗日。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因太虚在抗战期间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特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1947年3月17日，太虚病逝于上海玉佛寺。

太虚大师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法务活动家，而且一生解行并重著作颇多，广涉佛教三系，现存世有《太虚大师全书》共35册印行。

二 僧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中国佛教自明清以来渐势衰微，到清末民初更是风雨飘摇，难以维系。太虚在《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中说：“佛教在今日，其衰落斯极矣！无他可述矣！但有末流之窳习矣！可略别为四流：一、清高流：颇能不慕利誉，清白行业，或依深山，或依丛林，或以静室，或修净土，或览经论，或习禅定，但既无善知识开示，散漫昏暗者多，明达专精者少，优游度日，但希清闲，此流则所谓凤毛麟角，已属最难得者矣。二、坐香流：自长老、班首、职事、清众，群居三二百人，讲究威仪，练磨苦行，但能死坐五六载，经得敲骂，略知丛林规矩者，便称老参，由职事而班首，由班首而长老，即是一生希望。其下者，则趁逐粥饭而已。三、讲经流：此流则学为讲经法师者也，其徒众与坐香流无甚别，师家则授以天台四教仪、贤首五教仪、相宗八要——此数书亦无人兼善者，使由之能略通楞严、法华、弥陀疏钞三四种，在讲座上能照古人批注背讲不谬者，便可称法师矣。下者，则或听记经中一二则因缘，向人夸述而已。四、忏焰流：则学习歌唱，拍击鼓钹，代人拜忏诵经，放焰设斋，创种种名色，裨贩佛法，效同俳优，贪图利养者也。元代天台宗沙门志磐，作《佛祖统纪》，已谓‘真言宗徒，流于歌呗’，则其由来久矣。然在彼时，但真言宗徒耳。禅、教、律、净宗徒，鄙夷之曰应赴僧，今则殆为出家者流之专业，人人皆是矣。”[197]又曾经痛心疾首地说：“第回观住持佛法之僧宝则何如欤？自禅而净，已成江河就下之趋势，且今亦仅存印光法师之硕果。其他则乘机以掠名利恭敬，传律、宏宗、演教云者，亦滔滔为应赴经忏之类耳。于是住持佛教之僧位，渐为居士侵夺矣。”[198]面对此沉疴危局，太虚大师于1912年在上海静安寺召开的寄禅法师追悼会上，发表了复兴中国佛教之“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佛教改革口号，揭开了整顿中国佛教之序幕。

近代僧伽制度改革的原因复杂，背景深刻，社会大环境方面，清末民初世界形势瞬息万变，而此时文化萎靡，政局多变，加之维新思潮以及三民主义等新兴思想的冲击，促使中国佛教走向了改革的边缘。除了社会外部环境，近代佛教内部也是混乱不堪、律纪不整。此时佛教僧伽队伍多重视迷信活动，而忽略律仪和佛教理论的修习，僧尼素质普遍低劣，以人治为特征的家长式寺庙管理与民间松散的佛教组织左右着佛教的内部运作。多数寺院沿袭千年以来的丛林制度而不思进取、变通，对近代僧寺和寺僧的约束力逐渐减弱，而寺庙之间又各自孤立，相互隔绝，不思联合保障自身权益。除了这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太虚大师僧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主要是近代兴起的“庙产兴学”运动和“政府制定宗教法规”两个方面，直接刺激了近代中国佛教内部求生、求变的改革态势。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力促“庙产兴学”，主张利用寺庙财产来兴办学校，所涉及范围极广，对于寺庙的掠夺和摧残极为深入，严重地打击了近代佛教发展；1926—1931年，中央大学教授邰秋爽又发起了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主张打倒一切罪恶之本的特殊阶级僧阀，解放在僧阀之下受苦的僧众，没收僧阀所有的庙产以此充作教育事业经费。后又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寺院财产，此次运动波及范围广，寺庙损失惨重，严重侵害了佛教权益。另外，近代以来政府制定的宗教法规条例对于近代佛教的发展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1906年，清政府批准“奏定劝学章程”，允许地方政府任意处置民产，可随意抽取寺产。在此条例支持下各地出现了诸多侵害寺院权益的举措，使得僧团和教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自1913年以后，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分别颁布了诸多宗教管理条例，分别为1913年的《寺院管理暂行规则》、1915年的《管理寺庙条例》、1921年的《修证管理寺庙条例》、1924年的《监督寺庙令》（21条）（后来改为《监督寺庙条例》13条）、1934年的《佛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1936年的《寺庙登记条例》、1943年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等，这些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佛教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些依据，但更大程度上冲击了佛教发展，大大缩小了佛教的生存空间。对此，太虚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抗争，如1942年，他在《呈行政院维护佛教寺僧》中说：“为沥陈各省县官民违反法令驱夺僧寺情状，请严令维护事：查十八年十二月国民政府公布寺庙监督条例，第八条：‘寺庙之不动产，非经教会之决议，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二十年六月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又第十一条‘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同年八月一日国民政府训令第四○○号：‘以后无论军警以及机关团体个人等，如有侵夺占用佛寺僧产者，概依法律办理’；同年十二月三日司法院院字第七○三号：‘学校无处分寺产之权，若因寺产而致与其他学校或寺僧及地方团体发生争执，系属普通诉讼事件，应属法院管辖’；二十二年行政院第三七一二号训令：‘查保护寺庙法有明文，且政府通令有案。乃迭据报告，各寺庙仍常有军警占据，或地方机关团体或个人任意侵夺情事，似此玩忽法令，殊属不合，应由内政军政两部，分别通行各省市政府及各军队各军事机关遵照’；二十五年八月一日内政部训令：‘查全国各级佛教会，系属宗教团体，依照监督寺庙条例及中国佛教会章程规定，凡监督保管寺庙财产及执行教规有相当之职权及责任’；三十年五月十七日内政部拟具意见呈奉行政院勇一字第八一一四号指令：‘关于保护佛教寺庙及佛教学术团体，可由该部咨行各省市政府注意’。右所援陈者，皆国民政府暨各院部会所颁布煌煌法令，应由各省市县政府暨各机关团体个人等所应切实遵行者也。乃强占宇寺、驱辱僧尼之事既时有发生，而顷年或藉征警粮，或藉办乡保中心学校等，拘逐僧人，占提寺产，黔、湘暨川东多县纷恳援救者已百数十起。此固出于各省、市县区乡保之官吏军民玩忽法令，应分别惩戒；但察其所由玩违之故，殆亦由寺僧不能振作佛徒久被轻蔑而致。”“兹拟办法五条：一、请令社会、内政两部督导中国佛教会暨各省市县佛教会，依照现行佛教会章程，限半年内务皆组织完善。二、请令内政部责成中国佛教会暨各省市县佛教会，限一年内分别将各省市县寺庵僧尼财产额数，明确登记呈报。三、请令内政部责成中国佛教会暨各省市县佛教会，按照所登记寺僧产额，以寺产十分之二办僧学，十分之二办慈善等；限二年内，以所办成绩呈报稽考。四、如各省市县佛教僧寺能如期组织登记，及办理僧学公益者——例如国民小学等，三十年度占夺者概还原状；三十一年起再有侵扰者依法惩处。五、如各省市县佛教会及僧寺不能组织登记及办理僧学公益者，得由各市县政府呈内政部督导中国佛教会议处之。”[199]通过据理力争，虽然能为维护佛教正当合法权益收到一些效果，但是“打铁尚需自身硬”，佛教界内部的改革也是迫在眉睫的。

近代“庙产兴学”和“政府制定宗教法规条例”这两项阻碍佛教发展的措施、运动，促使佛教徒开始逐步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和弊端，同时也唤醒了佛教界意欲改革僧团模式的意识，反而于佛教的长远发展意义深远。太虚说：“中国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变政兴学之举，所办新学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拨取寺产，激起僧众反抗，由联日僧以保护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动兴学，自护寺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会而办学堂之僧领袖。笔者亦适于距今三十年之秋，随寄禅长老参预宁波及江苏各僧教育会之成立。时所办学堂，大抵为国民小学一所及僧徒小学一所，例如普陀僧教育会在定海县治立国民小学曰慈云，今犹续办，并于普陀立僧小学曰化雨，初由华山及笔者相继主持，延续至民二十，改为普陀佛学苑，不二年停止。然江苏僧教育会独在南京开办一所僧师范学校，月霞、谛闲等相续主持，约经二年，至辛亥革命军达到南京而停办。此于后来所办之僧教育，亦稍有关系。”[200]

除了以上原因外，近代基督宗教在国内的有组织地迅猛传播，也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佛教复兴的动力。在以上诸社会背景下，除了太虚大师以外，尚有杨文会、苏曼殊、寄禅等高僧大德为中国佛教之复兴而努力。太虚法师在提出“教制革命”以后，得到了近代诸多高僧大德的支持、变通和讨论，来果、月霞、虚云、谛闲、法尊、宗仰、应慈、常惺、巨赞、震华、大醒、芝峰等高僧都十分关注僧伽制度的整理，围绕太虚大师提出的整理僧伽制度的主张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也提出了改革僧伽制度的不同措施。太虚大师综合各种意见逐渐明确了佛教制度从以寺庙为中心转到以教团为中心运作的教制改革主张。

太虚大师之“教制革命”就是通过反对深受传统家族制度影响的“寺院住持制度”和“传法制度”，反对将法系传承家庭化以及将寺院经济私有化，呼吁将“传承制”改为“选贤制”，主张从佛教学院中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使其适应时势，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团，形成合理的现代僧伽制度。此外，通过创设新兴的教团组织，试图从制度层面上来顺应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过渡，用组织的身份来取得社会的认同，达到复兴中国佛教的目的。他在《敢问佛学丛报》一文中解释“三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教制改革是改革的重心，教制改革为思想革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加强了佛教经济的规范性，从根本上保证了近代佛教改革，可见太虚大师对教制改革的重视程度。

教制改革尤以僧制改革为核心，因为住持正法必须以僧团为依托，僧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事情。1930年，太虚作《建僧大纲》视中国佛教之状况非常痛心，能够弘扬正法宣佛妙旨者寥寥无几，“今全中国僧伽能具有僧格的百无其一，今议创设僧制，第一即须精取慎选少数有高尚僧格的，制成僧制”。太虚法师的僧制改革，是在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历史背景的基础之上进行各方面设置的，故他在《建僧大纲》一文中说：“僧，是本来有的；僧之制度，也是本来有的。故现在所建议的，须加两种限制：一、讲现代者，指现在的时代而言。僧制，为僧伽所依据的法则，大至弘宣教化，小至个人行为，悉皆以此僧制为准绳。然而，僧制亦须基于所在之时代而有所变动；这如发源印度之古代僧制，在时代上，也经过了不少次的变更。现代的人，当然要以现代所依的时势，国家法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实不必泥用古代的僧制的。原来制度这样东西，是有时代性的。二、讲中国者，以现代二字还过于普遍，这里加上中国，则只限于中国而言。而且在狭义上，但指中国本部，连蒙、藏亦未包在内。因为国土之有不同，时代之有不同，住持佛教的僧伽在现在中国状况之下，应有一种适宜的建设。这里所要讲的题目的范围：一表示现代；二指明中国。”[201]这些主张体现了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僧制改革的清醒认识及引导佛教顺应时代的迫切要求。

三 僧制改革的内容

太虚所要主导推广的僧制改革并非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愿景，而是具有明确坚定的改革思路，如他说：“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当时我对之有篇训辞，内中有几句话，可作我改进佛教略史的提纲：‘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202]太虚意欲通过僧制改革主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并且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佛教革命的宗旨，首先在要革除的方面，革除从前中国封建社会利用神道设教以愚民的迷信佛教，改革建立一边精进修习佛法，一边广行度化众生、自利利他的入世佛教，由“治死”转而“治生”；革除习染从前因袭中国家族制度而养成的“剃派”、“法派”，革除僧产变为各家师徒私相授受的遗传制度，引导“选贤制”和“委员制”进入寺院。综合以上两方面的改革思路，太虚大师规划出了建设“人生佛教”和“教制改革”的佛教革命行动方向。

僧制改革是太虚大师所毕生献身的复兴中国佛教事业的重要内容与任务之一，对于此方面思想论述主要集中在他《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三本著作之中。

太虚平生的第一次改革尝试，由于其较为激进的做法以及各方面原因，最终酿成“大闹金山”事件以失败收场告终。在改革受挫之际，1914年，太虚大师在普陀山闭关三年期间，将佛教改革思想加以提炼整理，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对佛教僧团建设提出了建设规划；1927年，他在《僧制今论》中说：“民国四年，予按照当时国势，曾作整理僧伽制度论，一再出版，流通海内，颇为时彦推许。而一般论者，以为时机成熟，今有施行可能。然夷考现在社会情状，则又有当改更者。”[203]也就是说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又做了些许增补和修订；1930年，他在闽南佛学院讲课时再作《建僧大纲》，指出：“前所拟僧制既不能施行，政府方面亦似有让佛教寺僧自生自灭的意思，而集于旧制下的寺僧，仍无觉悟，故今议创设现代僧制，索性不依据原有的僧寺，其所遗留不适现代者，姑听任其自然变化。”[204]从《僧制今论》和《建僧大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太虚“僧制改革”设想及具体实施内容的发展脉络。除以上三篇文章外，他还在不同时期作了《建立中国现代佛教住持僧大纲》、《志行自述》、《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等系列文章，配合阐述了其“僧制改革”的各方面内容，由此反映出太虚大师改革思想的逐渐完善和成熟。

太虚在《志行自述》一文中解释：“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余则志在整兴佛教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者，除散见各条议之外，关住持僧之项，大备于整理僧伽制度论。”[205]也就是说，他将其改革佛教理想具体落实为僧众与居士两个层面。近代以来，涌现出一批如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著名居士，由于他们对佛学造诣精深，对佛教理论的判释以及佛教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高的成就，而其本身又都是具有卓著影响力的社会贤达，所以佛教居士团体也就应运而生。而太虚大师对佛教“僧伽七众”的理解，认为比丘系为主体，故其整理僧制改革中，涉及最多的是关于僧人团体的僧制建设。故《整理僧伽制度论》最初的理论设计将其界定在中国本部，又并无参考可靠的当时中国内部僧伽的田野资料，难免仅凭个人的想象，不论建僧人数或寺产评估皆不能正确地反映实情，也为后来不能尽力实施埋下了隐患。如最初《整理僧伽制度论》曾云：“今中国本部之佛教僧伽，有八十万人俱。”[206]而在《僧制今论》中则修正为：“前者作僧依品，定僧数为八十万人，此准干隆时僧产所养之僧众以言耳。一损失于长发之劫，再毁夺于新政之变，及入民国以来受政治军事与其他种种摧残；加以嘉、道而后，僧伽不振，日益式微；兹所存者，至多不过二十万人（蒙藏喇嘛在外）。”[207]

《整理僧伽制度论》对当时全国僧伽的分布、数目、制度及组织都作了详细的具体论述，全篇分“僧依品”、“宗依品”、“整理僧伽品”和“筹备进行品”四个部分，尤以第三部分为重点。

“僧依品”主要对建立僧伽人数及信众多寡，出家与在家的区别分别进行了阐述。太虚认为作为住持佛法者，乃人天之师表，必须以身作则，在修行与教理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造诣，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弘扬佛法，才能够扭转时代弊端，因此而发心对教内进行整顿。鉴于当时僧团内部非常混乱，赖佛逃生者甚之，出家众十有八九不认识字，大都为亡人超度做法事来谋生，而被外人误认为出家人就是度死人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从而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佛教处于社会底层，使佛教形象受到了损害。基于此太虚注重提高僧人的素质，兴办各种佛教院校来培养僧人，办佛教大学兼收出家、在家二众，太虚说：“自我观之，居士、沙门，二者不可废一。宗教虽超举物外，而必期于利益众生。”佛教的兴衰是靠全体佛教徒的共同护持，不能够忽略任何一个因素，所以在培养出家众的同时，也要对居士进行良好的引导，提高全体佛教徒的整体素质。

第二品“宗依品”对传统汉传佛教八个宗派进行了新的深入判释，明确了修行所依止的宗派见地和信仰模式。太虚认为僧人修学佛法必须要以传统中国佛教大乘八宗为主，学习过程中也应以佛法为主，不能偏于世俗知识，而佛法不离大乘八宗。所谓八宗者（太虚的八宗说）即清凉宗（华严宗）、天台宗、嘉祥宗（三论宗）、慈恩宗（唯识宗）、庐山宗（净土宗）、开元宗（密宗）、少室宗（禅宗）、南山宗（律宗）。其中，他又特别指出：“此八宗中，须知有两重别。一者，古有华、梵之二别，开元（密宗）、少室（禅宗）二宗，其祖梵师，余皆华师。”此说明八宗祖师二者出于西土，六者出于中土。此品从宗名、宗史、宗学、问答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从宗名上说，太虚认为古时对八宗的称法不是太准确，所以更改其用名，但是现在仍依照古名而称之。如说华严宗：“然此宗当以华严疏钞为根本部，而此部实成于清凉大师，故不称贤首宗；犹天台传自北齐、南岳，以三大部成于天台不称北齐、南岳宗也。又以法由人宏，当尊祖庭。且解华严者有旁家，而此宗所属经论又不仅华严，故不称华严宗，而以清凉定名焉。”可见，太虚是从地名、时间等方面来判摄八宗名称。所谓宗史者，是从每一宗的发展历史上加以说明的，如讲禅宗时说：“昔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独大迦叶破颜微笑，乃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于汝。十二传为马鸣，十四传龙猛，二十八传则为菩提达摩，始将传法衣钵，东来震旦，面壁少室，是为震旦初祖。五传至曹溪，其道始显于世。”从宗学上说，如南山宗“当以道宣律师《四分律戒疏》、《业疏》、《灵芝律师资持记》、《灵峰律师梵网疏》为根本部”。太虚是从每一宗的所依经典、著述、论述等方面来判摄。所谓问答即是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分别对诸宗进行阐释。

第三品“整理僧伽品”，也是文章的核心部分，主要论述了他整理改革僧伽制度的具体内容，对教所分布、教团组织、僧众来源、要求、类别作了具体而细致的安排。

第一，教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四个级次的管理制度，对佛教寺务进行统一管理。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园”，作为“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该摄僧俗”，是为统摄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此为一省的佛教团体机关，依教秉持与僧，宣道与俗者也”。省再设一“佛教慈儿院”，“贫儿孤儿，衣食无靠，教育何处能受，当慈悯故，收养教之，扶植成人”。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建各自寺院，为八宗之专修学处。另外再设一所“佛教医病院”和“佛教仁婴院”。每县设一所“行教院”（县佛教团体机关）、一所“法苑”（专修经忏法事）、一所“尼寺”（尼众不宜分散，此专住比丘尼）、一所“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四所“宣教院”（选择几个大的乡镇对百姓进行弘法）。

第二，教团。太虚在1913年以宁波观宗讲寺为本部组织佛教宏誓会时，就提出了“改组教团”的设想，这是太虚第一次用“教团”的概念来改革佛教制度的文献记载。提出佛教宏誓会为“佛教中之特别团体”，以四弘誓愿为宗旨，通过组织宣教团、慈善团、编译团来开展利人事业；通过修习止观，改组教团、组织研究社、讲习所来实现兼利的目标；用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来实现自利。在鼓励个人入会的同时，也发动寺院入会，规定了会员的权利义务。此举实为组合有志僧俗，凭借自身努力，从小而大，化私为公，为佛教教团之根本革新。

直到1915年，太虚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又系统地制定整理了各种团体的明细。如①佛教主持僧：包括总团体、别团体，总团体设立佛法僧园来统摄本部和全国各地的持教院、行教院、宣教院，还要设立仁婴院、医病院、慈儿院。别团体包括八宗本寺、支寺、尼寺、法苑、莲社。②佛教正信会：设立总团体和别团体，总团体设立总会、总分会、分会。别团体包括佛教通俗宣讲团、佛教救世慈济团、研究佛学社、拥护佛教社。③佛学研究社。④佛教救世慈济团：救灾、济贫、扶困、利便。⑤佛教通俗宣讲团：设立劝导行善和劝化止恶，进一步制定方法和场所。

太虚综览中国佛教现状，从僧团与俗世社团两个方面分别制定了完整的制度体系，通过加强佛教的组织建设，保护佛教的正当权益。通过建立理想中的这种教团组织，对内可以团结全国寺院，将其纳入教团组织之中，增加寺院与各级信众之间的沟通与联合；对外可以利用佛教的组织身份，增加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并维护自身的权益，以期融入现实社会之中，不再让世人对佛教有错误的认识，使其产生好感，以达到佛法利人的目的。

第三，教籍，包括“总籍和别籍。总籍有在僧籍、往僧籍、出僧籍三种。别籍有戒籍、学籍、座籍、职籍四种。戒籍有捕戒籍和受戒籍（沙弥籍、沙弥尼籍、比丘籍、式叉末那尼籍、比丘尼籍）。学籍有内学籍（南山宗籍、少室宗籍、开元宗籍、庐山宗籍、慈恩宗籍、嘉祥宗籍、天台宗籍、清凉宗籍）与外学籍（文学籍、艺学籍、医学籍）。座籍有上座籍、中座籍、下座籍。职籍有掌教籍、法主籍、议员籍”。太虚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制定的僧籍制度，是为了对出家僧众进一步有效管理，受了沙弥戒就算是入了僧籍，发给相应的僧证来证明是一位出家人，若是自求退出或是被拼出，则取消其僧人资格。

第四，教产。僧团修行最重要的是和合共住，太虚鉴于当时佛教财产的私有化很严重，存在很多弊端，强调寺产私有独占和宗派继承的传统诱引佛门败坏风气，必须彻底打破“佛教寺产……宜实行集产制度”。所谓教产，就是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共有，不为少数住持所私有，要用之以供养大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才、兴办各种僧伽教育事业以及社会慈善事业。在太虚所设想的教产改革中，分为两种，一是公有分配法，二是私有之限制。公有分配法，如预计“佛法僧园每年收入六十万元，当以十万元划充佛教正信会之慈济团作慈济费，十万元划充世界布教团作布教费，十万元作流通经典书报之津贴费，十万元备用，以作各院各宗寺各苑各支提各梵刹周济费。以本是公财故，其余二十万元则为园中食用费、薪费，及各项公费、修造费”。太虚还提出僧团可承办工厂、银行等各种为寺院赢利的事业，所得利益为兴办教育、慈善、医疗等社会公益。私有之限制，有六种事所得为私有：“一者任僧中各项职员之薪金；二者僧中所散给之斋僦；三者由代人作礼忏诵经等法事所入者；四者由正当法得之俗中亲属僧中师友者；五者由皈依剃度等各种弟子及诸信仰人等所布施，专以供养本人者；六者仗自己道术学艺利益人，而受人专谢者。”但出家之人当以少欲知足，不宜过分贪求，需安贫乐道。戒律中本有不捉持金银戒，但因中国之僧人有特殊情况，可随宜蓄，在冷的地区蓄毛衣，热的地方蓄棕扇等。“旅泊三界，但支身命，比丘之道如是，不令多蓄财物生顾恋也。”

第五，教规。在原有戒律与清规的基础上，太虚进一步制定了僧人日常行为规范，首设建立佛教大纲，然后规定佛教之外界关系与佛教之内界建设。内界建设分为两部，一为佛教正信会规制，二为佛教住持僧规制。佛教住持僧规制又分为两种，即总部（含佛教僧园规制、持教院规制、行教院规制）和别部（含八宗规制；支提规制、梵刹规制、莲社规制）。又有对衣制、斋制、日诵制、布萨制、历制、名制的改革。佛制比丘着三衣，作杂务时着五条衣，随众受食作佛事着七条衣，为大众说法时着大衣。佛教传至中土，依地理条件之关系，为御寒故，不得不方便着棉衣。太虚依照原来僧衣及参考日本僧人服饰，而制定今之袍衫，现称为“太虚装”。在斋制方面，制定八宗寺院在设斋时所念诵之仪轨皆有差别，如“天台宗寺，则集讲堂诵普门品；清凉宗寺，诵普贤行愿品；嘉祥宗寺，则诵心经或金刚经，慈恩宗寺诵佛地经”。僧众共修时间，即是每日早晚功课，太虚认为有四种功德：“一、存法门仪，引起正信。二、集善根资量，助发道念。三、为国民祝厘，答谢檀施。四、令鬼神欢喜，护持伽蓝。”但大众所念早晚课诵皆依禅宗仪式，各宗依自己之特色可改为专修课程。布萨制是为僧众犯错误之后的一种忏悔方式，“南山宗寺及梵刹，应全照律文而行，余七宗寺及支提，与佛法僧园，或改百丈清规告香之制”。在历制方面，太虚认为佛教用佛历为宜。所谓名制即是对僧人冠以适当的名号，“得法南山宗者，可称律师；得法少林宗者；可称禅师；得法五宗者，概称法师”。如再有德高望重的僧人可按具体情况而称上士、开士、胜士等，对俗可自称沙门、衲子、释子等。

第四品“筹备进行品”为将长期推行改革僧伽制度的内容而成立筹备会，定为十五年筹备期，五年一期分三期而实行。太虚曾言：“今论整理僧伽制度乃根本之整理，非一蹴而就可几者。”必须经过长期的摸索与探求才能使当时中国佛教有所改观，所以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宏伟目标。

初期：首先，制定严格的寺院管理条例，建立完整的僧团机关。联合全国寺庵主僧，议决筹办。在整顿财产丰足的寺院时，如“以少林宗寺为模范，遴选国中禅行最高之禅师，自缚已解而有愿力解人缚者为法主，及尊者而主持之”。作为一寺之主，必须德才兼备，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对大众修行、生活各方面都负责任的僧人担任之。并计划选出戒德清净，30岁内的出家人送往日本学习密宗法，以五年为限，务求在此限之内能得不可思议之神通力，为以后设立开元宗寺做准备。

二期：计划联合全国有学僧徒，联合佛学研究社、佛教通俗宣讲团等，拟定佛教建设大纲，要求政府承认，要求政教分离为原则，“此事妥定，僧伽内部之制度，乃可着手整理矣”。在僧伽方面，有改组教务会议成行教院，为佛教住持僧机关；创设一佛教基金团向社会募集善款，以为建设佛法僧园经费，及开办佛教银行、工厂之资本；延长求戒期，自沙弥至比丘为三月限制在律宗寺院方得传戒等。

三期：以上二期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更好地做好三期筹备工作，再进一步细化。所以在八个方面作了具体说明，“一、就省区成立持教院，为僧伽省机关；二、由持教院即成立慈儿院，凡未及受戒年龄之驱乌沙弥，皆收入之。三、八宗寺兼前之每宗五寺，今每宗各扩充为二十寺，并成立八宗之本寺；四、延长求戒期，自沙弥至比丘为一年，未满二十不得比丘戒。五、用前医学专科人才，省设施医院一；六、仁婴院亦应于此期内，渐次成立之；七、由持教院调查一切属于僧伽田地山场等产；八、用前期所造就专科人才，组织成世界布教团，开始翻译、流通关于佛教书报。”

以上三期，筹备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实施，联合各地方持教院，选任佛法僧园的统教大师及副统教法师，组成统教机关。依照所提出之规章开办银行、工厂并建筑佛法僧园。统教机关制定大纲及规制，联合僧俗佛教徒，要求政府完全承认佛教住持僧。然后以住持僧为佛教的主干，实行政教分离。“至此，则已完全依新制度实行矣。故筹备即实行，筹备至圆满，即实行之完成也。”

《整理僧伽制度论》还对僧伽组织也做了详细的论述，主要分为“僧外摄化徒众”和“徒众”两类。

第一类“僧外摄化徒众”，分为“仁婴类”、“慈儿类”、“求入僧伽类”等部分。“仁婴类”即设立婴儿院，每院常时平均约收有1—6岁的男女婴孩共40人，照幼稚园章程抚养教育，满6岁，应已能写识一两千字。年及7岁，犹无人领养者，则入慈儿院中。由慈儿院中出来11—18岁之女童，每院约常收有25人。晓暮在佛室中行三皈礼，星期日则旋歌祈祷，与在慈儿院同。在院教以各种女工，并教读讲经书，及兼抚育婴孩。及15岁听认院长或抚教师为皈依师。为受优婆夷戒，或入佛教正信会。其已及15岁或已满18岁，犹无人领娶者，若彼自有志愿求入僧伽，资格符合，则或为代觅或听自择一和尚，领住尼寺。凡领养婴孩或领养女童，更须得女童自承许可概不微收财物。若自愿捐施院中经费者，听任多寡，由院长出收据给之。对于“慈儿类”，设立慈儿院未及7岁者与已满15岁者不收，分为两级即7—10岁为初等小学级，以初等小学之法程，分各学学期教之，注重文字、算数，以诱开其知识，男女兼收，每院约600人。11—14岁为二等小学级，亦分各学期教育之，注重道德、实利，以造成其人格，只收男孩，每院约400人。及来院时，由院长或教员先教诵三皈文，行三皈礼，14岁毕业，及15岁由院长或教员授优婆塞戒，入佛教正信会。若自愿求入僧伽者资格符合，由所择得度和尚，领入行教院。其余习为各种农工商业，若有志趣高者重点培养成国家适用人才。对于有志入僧伽者，当由本人自愿，并写自愿书一份同时必须符合下列之条件才有资格入僧伽：一者，非未及15岁、已过40岁者；二者，非五种不男、五种不女；三者，非六根不圆满者；四者，非得传染病及残疾者；五者，非本国刑事犯；六者，非父母夫主未听许之子女妻妾臣仆；七者，非恶心毁佛塔像，及曾邪淫杀伤比丘、比丘尼者；八者，是两等小学毕业以上者；九者，是仁婴之童女；十者，是慈儿院之童男，同时具备以上条件者方才许可其出家。所经程序如下：一者，男得一比丘、女得一比丘尼承认为得度和尚。二者，若未入佛教正信会，或未受优婆塞夷具足五戒者，即由得度和尚为说三皈及五戒。三者，男由得度和尚领入住行教院，女由得度和尚领入自住尼寺，教以《佛史》、《佛法要略》，此当杂取佛及古德言行，编成一书，专为教授求入僧伽者用，若《遗教》、《四十二章经》亦可，增其信心，学习沙门礼仪要略，轻其俗染。四者，约经一月，察其不退初心，弥坚道念，此或畏难生退心者，虽加劝遵，勿稍强勉；始由得度和尚为请一剃度阿阇黎（律中曰出家阿阇黎，男宜即行教院请之，女宜即所住尼寺请，然非限定），来行教院（女亦领同至行教院），由和尚阿阇黎及行教长训示教诫，告以沙门种种难忍须忍、难行须行之事。一一答曰能者，赞叹、庆慰、礼拜，和尚为授八关斋戒及十善戒，教即严持，亦为说十重四十八轻菩萨戒、增长善根；乃脱白衣，易坏色服，授姓释迦，名曰某某，令具求入僧伽志愿书。然后由和尚阿阇黎同住法苑，请五比丘为行忏摩，即诵八十八佛及普贤忏悔文，及供佛毕，使跪佛前发深重誓，誓曰：今我某某，仰白三宝，誓奉身命敬皈三尊，纵遭命不谤不悔，若背斯誓，求堕无间！惟愿慈悲证明摄受！誓毕，乃为如法剃度，具如经律。五者，当岁犹及入受沙弥戒堂，即行送往，若不及者，男则住行教院，听讲经典、读诵礼拜，女则依和尚住尼寺，读诵礼拜，亦曰住行教院听讲，以待次年入受沙弥戒堂。六者，入受沙弥戒堂一二三四月后，已受得沙弥戒品者，由戒堂分别通告本剃度处行教院，注入僧籍，发给僧证，尔时始由求入僧伽类，度进安住僧伽类，入僧事业。这些详细的设想虽然还仅是“纸上谈兵”，但不失为僧团培养僧伽来源提出了可行的办法，同时也为当时因地制宜拓展社会公益事业提出了新的思路。

第二类“徒众”类分为“求沙弥戒类”、“求沙弥尼戒类”、“求比丘戒类”、“求比丘尼戒类”等方面，对于僧人各项规范和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首先，沙弥、沙弥尼为僧人之基，应授沙弥、沙弥尼戒。先教诵《沙弥律仪文》，每日半时，亦为解说，令诵早晚课诵，及斋供经咒，并习沙弥行住坐卧、礼拜、迎送、讯问、洒净等各种礼仪熟练，于初一十五每半月作沙弥戒布萨，犯者如法忏悔，并教习初级课程如《遗教经》、《四十二章经》等，并教习斋供及各种咒颂歌唱，亦复习用钟、鼓、鱼、磬等诸法器，并使其纯熟，年满19岁者于次年为求比丘戒，未满者礼得度和尚而住。其次，求沙弥尼、式叉摩尼戒，基本与沙弥戒同，唯不须学各宗寺及法苑，佛法僧团，课诵斋供经咒歌呗；令诵熟尼寺所同课诵《斋供文》、《药师经》、《金刚经》、《十六观经》、《无量寿经》、《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及习熟尼寺所用歌呗法器，侍20岁受加式叉摩尼戒，待二年后为求比丘尼戒。再次，求比丘戒者，已受持沙弥戒年及20者，为受比丘戒，令诵熟《四分比丘戒律文》，即依文每日二时，为讲解会诸部律，令识制戒因缘，开遮、持犯，及布萨、羯磨法大意，随讲随令学持，半月半月在堂布萨，犯即令悔，作诸忏摩，亦复教习瑜伽水陆诸施食仪，及诸忏摩仪规所用应法乐器、梵呗歌唱。及遵之次第入比丘戒坛，最多五人一班，依律羯磨、证成。令得比丘无作戒体。亦复教习禅坐，及比丘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所当有事。次受菩萨戒，戒毕发给戒谍，注入戒籍。最后，求比丘尼戒者，已受式叉摩那尼及10年者，得入受比丘尼戒教授堂，先令诵熟比丘尼戒律文。亦为依文讲解，令知开遮，持犯及布萨、羯磨法，半月半月布萨，犯即令悔，作诸忏摩。入比丘尼戒坛，依法羯磨，证戒，令得无作戒体，次授菩萨戒，受比丘尼戒毕发给戒证，即应出堂，随喜依靠诸尼寺而住。受完戒后比丘应专学一宗，入各专宗寺学习，限于五年卒业，举其要件如下：其一，当随堂中学，次第学习；其二，当依所住宗寺、共住之规约而行；其三，除充本堂悦众等外不得任堂外各种职务；其四，在五年中不得离宗寺住及往来各宗寺；其五，不得受人皈依，及为沙弥作依止师；其六，无各种选举、被选举权。五年满后可外出参学，可随心喜愿，云行水游于各宗寺，或住职事，或住藏经阁研究全藏教典等。受比丘戒满十夏后，具诸所学，更不限制须学，随自所愿于学诸菩萨行，戒行具足者发给中座证，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比丘尼者，在十夏内曰下座类，过十夏外曰上座类，对比丘依八敬法，虽百夏比丘尼犹礼一夏比丘，下座比丘尼应自由来居各尼寺及一般职务，上座比丘尼领给比丘尼上座证得举任尼寺和尚及担任主要职务，于布萨时得举一切尼过。对于犯戒者应补过，若比丘犯四波罗夷罪，比丘尼犯八波罗夷罪，生殷重心，自举所犯，对众发露，求不出僧伽修苦行忏悔。若犯四波罗夷一罪者补戒五年，四罪俱犯则应终身补戒，若兼犯故起恶心毁谤三宝者，逐加五年。若俱犯四戒，兼毁谤三宝定遣返俗，不得仍住僧伽悔过。对于自愿退僧返俗者随其自愿，不加强求，收还各种证书及僧物。若私自改变僧相反俗者，冀僧不知，重可入僧，察知应由所在寺庙宣布其事，亦遗弃出僧，以示耻辱，爱名誉者，当不为此，或患传染病、神经等病医治一年以上不能愈者亦弃出僧。虽在僧中不信佛法，多时多处以言语或以文字毁谤三宝，或以恶心破坏经像，由和尚、同学同住等教诫劝导至三次仍不改者可弃出僧。退出僧伽者，非断绝佛教关系，凡退出僧伽者，有可再入僧伽，有不可再入僧伽，此分别述之，然返俗再入僧伽者，至少须过一年。可再入僧伽者，应为各种在僧未犯重戒，由自愿退出僧伽者，仍应如法礼一师为剃度师重新受戒。各种旧因破戒即比丘犯四重四波罗夷，比丘尼犯八波罗夷破见应先礼一得度和尚以白衣身自备资食持八斋戒应修诸忏摩，旧犯一戒一月，四戒四月忏悔期毕方与如法剃度。我佛慈悲许可比丘可往返七次出家为僧，比丘尼一次即可，然有惭愧心者当不应如此，除非因缘所致，如父母重病无人照顾者，或恶因缘者。

《整理僧伽制度论》是太虚关于僧制改革的初步构想，虽然具体操作层面未免带有理想主义者的色彩，但由此可以体味出他对中国佛教从历史到现实充满忧患意识的深刻考量。如他后来自我检讨云：“《僧伽制度论》，作于民国四年，当作此论之时，犹有适合国情之处。但现在已颇见有不宜者：一、《僧伽制度论》中之僧额，系根据清乾隆时之调查，说僧众有八十万；可是以后经过嘉庆、道光的衰落，洪杨的烧毁，清季兴学的侵夺，及民国后屡次的摧残，所遗留者、尚不知有乾隆时僧数五分之一否？二、僧伽制度论中所说，以由分组八宗，合起来可成一中国僧伽系统制度；但是现在考察起来，凡中国的各宗，在寺院方面已皆失去他的根据了，实在并非同日本宗派之各有其系统组织可比。三、现在国民革命后，又不同于辛亥之时，趋重民生问题，已不能容有如许僧伽受国民的供养。有此三点，现在虽想根据原有计划整理，也为现在时势不兼容了。”[208]

1927年，太虚大师又撰写了《僧制今论》，对于《整理僧伽制度论》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修正。《僧制今论》主要思想为以下四点：第一，欲着手僧团建设与僧制改革首先必须了解、掌握当时的僧伽数量，此前定全国僧数为八十万人，还是参考清乾隆时代的数据，显然已经与实际不符。由于当时无法进行精确统计，只能以行政区划全国二十二行省，每省平均八千人算，太虚预估汉传佛教僧侣至多不过二十万人。其中，“奉天、吉林、黑龙江、贵州、山东，每省不盈千；云南、广东亦只千余；河南、陕西、湖北、江西、安徽、福建、直隶、山西，不及八千；唯浙江、江苏、湖南、四川，每省有二三万人耳。今以之分为五大区：（一）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山东、东三省、甘肃、新疆区，（二）川、滇、黔、桂区，（三）湘、鄂、赣区，（四）浙、闽、粤区，（五）苏、皖区，每区可三万六千人而已”。其次，将全国佛教徒分为僧众与信众两大类，僧众中“剃度修行之女众”称为尼众、“出家从事农工商者”称服务众、“求学比丘及宏法菩萨”称学行众、“学行服务三十年以上者”尊称长老众；信众中“皈依修行之男子”称皈戒众、“在家修学之妇女”称女众、“研究佛学之人士”为研究众。太虚之所以这样划分，法理依据在于“佛之律仪本分七众，然是依男女性别及所受持律仪以区分者”，同时也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实际情况不得已而为之，太虚考量“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事资生事业者”。这样一来，就可以对太虚欲致力于全力培植及供给的中坚力量——学行众的数量有了大致了解。“大僧十八万中，约计长老三万人，学行众五万人，服务众十万人”；“学行众中，约计一万为预学众，六千为正学众，七千余人为参学众，二万六千余众为行化众”。第三，依据以上原则，太虚设想在首都及省（或合数省）、县（或合数县）建立各级佛教组织，如首都设佛法僧园、省设持教院、县设行教院等，发挥组织功能优势，创办中小学等普通教育及仁婴苑、慈儿苑、施医苑等社会慈善事业。另外，把全国僧众与寺院纳入制度化的佛教教育体系，太虚说：“僧众之所要者：一曰预科大学——授戒律寺，传授律仪及授以普通之佛学，以容纳有中学毕业程度（十九至二十岁）而初出家之一万学行众。五区每区一所或二三所，每所八九百人至二千五百人，二年毕业。高材者授以比丘戒选入专宗大学；平庸者授以沙弥菩萨戒，入服务众。二曰专宗大学（即各宗寺），除中央区为佛法僧园外，其余四区，每区二所或四所至八所，每所三四百人、六七百人以至千三百人。及佛法僧园二千六百人，共容纳正学四年、参学六年之万三千余求学比丘。正学毕业当学士位，参学毕业当博士位；连预科十二年之二万三千余众，为立身于学生地位者。三参学毕业受比丘菩萨戒，进为行化众之宏法菩萨，或办佛法僧园以至宣教院、支提之法务，或办预科、专宗及佛法僧园之教育，或办中小教育及慈善等。此有二万六千余众，为立身于教育、行政者。”此举在于以少数优秀分子研习经论。第四，“沙弥菩萨之服务众，半作半修服学农工商业，经二十年（若农寺、工寺、商寺等），受比丘菩萨戒，得服务支提及为农、工、商之寺主（四十以上）以裕资生事业。此十万人，为立身于农、工、商者”。以多数无僧格之僧伽充作劳僧，作农、作工。至于专修出世之长老众则为“学行或服务三十年之后，端受供养以养老退隐、息机自修者。既曾对于社会劳心劳力经三十年，则受社会供养，应无所愧”。由于各种因素未能纳入上述体系之外的各寺院庵堂及其产业，一律因地制宜转变为“服务众之服务场”，如作农修场、工修场、商修场，半作半修。太虚此次主导设计的僧制改设计划，初衷是“令僧众于士、农、工、商各有一立身之地位，勿为世人诟病，且又能以佛法修己化人而已”。使佛教既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又能提高社会影响力扩大受众层面，使“当世贤者，愿进教之”[209]。这样就能使国民中的优秀分子得由信法信佛乃至信僧，学行六度，以产生且养成最具足的僧格，组织成僧。

随着僧制改革实践的逐渐推进，太虚对此前制定的指导思想也在不断反思完善，如他说：“《僧伽今论》，作于民国十六年，当时革命空气充溢，且合社会革命意味，论中有意就原有寺僧为根据，以多数无僧格之僧伽，充作劳僧，作农、作工，以少数优秀分子，研习经论。当时所以有这种主张，以为由大多数僧伽从事生产，而供给少数僧伽以专心深造，则寺僧生活独立，可不须依赖民众，这是救济多数迁就时趋的办法。严格的讲，这种作农作工者，实不能谓之为僧；因既作农作工，就不能养成如上所讲的僧格，而行僧的职务，实不能称之为僧。”[210]他自认为，此前的僧制改革设想“在理论上尚称完美，但在事实上、环境上、皆难以通行”。如何使佛教在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化的现代中国社会不被淘汰，变更建设于从前中国社会制度下的僧制，创设现代僧制是当务之急。

1930年春，太虚大师在闽南佛学院讲课时，再作《建僧大纲》对整理僧伽的范围以及僧格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再一次制定了僧人所依止的法则，大至弘宣教化，小至个人行为，悉皆以此僧制为准绳。经过反复考量，太虚认为规范可行的僧制必须建立在养成最具足的“僧格”的基础上，创设僧制“须精取慎选少数有高尚僧格的，制成以下之僧制。”为此，太虚提出建立“学僧制”与“职僧制”、“德僧制”的三级构想，所谓学僧制即为具足学僧之资格，亦名比丘僧制，“约一万人，分四个学级，修学十二年”；职僧制亦名菩萨僧制，就是修菩萨行之僧，太虚设想将其安排在包括以布教所、各种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机构、教务机关等五种机关中进行服务性工作；德僧制亦名长老僧制，“这种制度，宜行于山林茅蓬，可以合许多茅蓬为一处，成一专修林或杂修林”。由学僧而至德僧，以三级僧制而立，须经四学级或三职级方至德僧位。

太虚又设想“但有博士、大士学级，可以不经下中级职僧而至德僧位者”。于是他将职僧上中下之级，复各分三级成为九品，如表2—3所示。

表2—3 《建僧大纲》关于职僧制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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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中，上下级职僧限于得学士位二十年以上者，上中级职僧限于得博士位十五年以上者，上上级职僧限于得大士位十年以上者。其中任林长之资格，须得大士位满二十年及以上者方可充任。

太虚深感要使佛教能建立于世间社会，使佛法真理能普及于一般国民，首先就要有布教所。本来中国到处所有的大小佛寺，皆是布教所之性质，如今皆已失去了布教性质，而蜕变为一种家族式的私人庵堂。现代僧制，即需要多设此种布教所。太虚设想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五千所布教所，并配备教职员九千人，如表2—4所示。

表2—4 《建僧大纲》关于布教所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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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太虚进而设想：“要实行建设此现代的中国僧制，当从律仪院师范养成所，及教理院教授养成所办起；三年后即可开办律仪院，十年后方可开办高等教理院。约计三十年可建设完成也。”[211]

1940年，太虚大师再作《建立菩萨学处》，是指对比丘应学习的律仪而言，使所有如法出家的比丘大众都纳入这个范围，统贯世出世间一切阶位的菩萨，其弘深广大，悲愿切深。具体内容如下：①皈依三宝，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佛更是如此，在入佛门时首先就是要皈依三宝，这是走进佛门的第一步。皈依时须至心发愿，尽形寿皈依佛法僧，永不退转。②三乘共戒。一者，在家众的五戒十善，“我们的身语心行，有善的也有恶的，现在佛法的修学，灭去恶的，使善的方面更充实增加有力，使之完美。五戒便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行为”。二者，出家众的沙弥十戒，即是比丘众所共同遵守之出家基本戒条。三者，出家众的比丘具足戒，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是为比较完备的戒律，重要的就是四根本戒，轻细的涉及行住坐卧语然作止。“比丘戒偏重于机械行为，原为小乘声闻比丘的戒条，到了大乘菩萨戒便注重于佛教的精神。”四者，在家出家的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佛为在家居士使受出家生活短期的训练，是为一日一夜间严持清净梵行，也就是体验出家生活。③发心正行。一者发菩提心，能发菩提心者即是菩萨，小乘与大乘之间的最大不同，是在肯发菩提心与不肯发菩提心。肯发菩提心，便是进入了大乘的领域，菩萨学处正是倡导大乘之学，以发菩提心为根本的精神。二者，学修六度，在《建僧大纲》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作为菩萨必须修习六度万行，“六度的重心在于智慧，智慧之道即菩提道”。利用智慧可度凡夫生死大海，到达真理的彼岸。三者，历行四摄，所谓四摄即是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此四摄法，是菩萨现身化导大众的主要目的，处处为大众着想，令众欢喜。

从1914年《整理僧伽制度论》对僧制改革内容的草创，到1930年《建僧大纲》的进一步完备，直至《菩萨学处》的设想，代表了太虚大师的僧制思想发展脉络。从如何培养僧格到菩萨学处制定了完备的制度，代表了太虚大师在佛教面临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化中的历史责任感，是他在探索佛教改革思想与实践愈挫愈奋的过程中每个阶段性的总结。然而，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却容不得他将此理想一以贯之地付诸实践。

四 僧团建设之实践

太虚大师对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僧制改革，除了理论上的论述，在实践方面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这是一项以寺庙组织为舞台背景的艰苦实践。他说：“中国的佛教由僧寺代表了二千年，则中国佛教的僧寺内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外有全国全世界的环境为背景，以此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了有两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的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的危险。”[212]这也是太虚大师一生曾任多寺住持的原因所在，他最早于1910年10月接管双溪寺；1920年3月又被推举为西湖弥勒院及大佛寺住持；1921年3月住持净慈寺；1922—1937年就任沩山住持；1927年就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1932年就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持；1944年就任岐山寺住持。其中，重点对净慈寺、沩山寺等进行了整顿，具体颁布了诸多整顿措施，试图使寺庙制度更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1921年3月，太虚大师于住持净慈寺之际，对寺院丛林制度进行了诸多修正，准备把它作为新的改革试点。净慈寺位于杭州西湖南岸南屏山慧日峰下，是一座具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寺庙。净慈寺于公元954年由五代吴越国钱弘俶为高僧永明延寿禅师而建，原名永明禅院，南宋时改称净慈寺。净慈寺历史上高僧辈出，永明延寿力倡禅教一致、禅净合行，被誉为“曹溪后第一人”。元代时称“净慈三峰”的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孤峰明德三大禅师在寺内弘法利生。但是到了明末清初，在中国佛教衰落、佛教僧制混乱的大背景下，净慈寺内的各项制度也混乱不堪，并由原来的官办寺庙沦落到了寺僧自行募化生存的地步。经济来源的匮乏致使禅风淹息、宗门凋落，在其寺制方面也由十方丛林而成为“法子派”，也就是“祖孙庙”。祖孙庙的形制是与以宗族社会为根底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丛林建制，太虚之所以能够接任净慈寺住持，源于他和原住持鸿定之间具有一种嗣法的师兄弟关系。太虚答应住持净慈寺，是看重它大可开发利用的深厚历史资源，久欲凭借丛林以实施其僧寺理想的建制。太虚本人抱有把净慈寺改造为一座模范僧寺的初志，既是实践其“教制革命”主张的一个尝试，同时也是为中国的僧寺改革开辟一条道路，绝非为一己之私。因此他于接任净慈寺之始立即着手开展了严肃寺规、革除旧弊的工作。先是整顿寺内原有陋习，重振丛林制度的威严。当时寺内受社会上吸食鸦片风气的影响，寺中有五人吸食鸦片。太虚颁布整顿法规，禁绝寺僧吸食鸦片，对正在吸食的五个人令其搬到永明塔院或寺外居住，如不能限期戒除，则遣弹出寺。针对寺内各处寮寇多私设荤腥小灶的现象，一律拆除，全寺只留大厨房及库房边的小厨房，禁止寺僧私营饮食。然后按照丛林制度的传统，重新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寺庙管理队伍。库房请如惺为监院，智信为副寺，玉阜出任知众，组织各属职管理。通过这些人事改革，理顺了各部门的关系，加强了寺庙运作秩序。太虚大师把禅堂改名为“角虎堂”，取自永明延寿的禅净四料简“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之意，规定寺僧每日除朝暮二时课诵外，必须坐三支香。此外，还建立了具有图书馆功能的佛教文化场所，用于陈列佛学书刊，供公众阅览，以作通俗宣化，并派专人司理其事；注意整修寺庙的硬件设施，修葺运木井和济公殿，同时将大殿佛像重新贴金庄严；整饬客房，要求务必做到清洁卫生条理有序。净慈古寺一改以往凋敝情形，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香火隆盛几乎赶上了杭州灵隐寺，施资也随之而来，经济收入大为改观。当时杭州盐商周湘黔来寺做水陆法会发起募资修建钟楼，可见整治效果十分明显。随着寺院经济状况的改善，太虚又筹划在寺内创办佛教教育机构“永明学舍”，以作培育佛教弘法僧才；筹设佛教慈儿院，以教育小沙弥；并筹资购置了黑板桌椅，准备秋季开学。太虚通过整顿净慈寺的内部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等来发挥寺庙制度在佛教发展中的保障作用，从这些改革措施来看，太虚还是想以传统丛林制度为指导，力图恢复丛林制度的原貌。净慈寺经整顿后所显示出的勃勃生机，说明太虚的这些改革措施是切实可行的，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在当时整个相对保守的僧界，这无疑触犯了其他寺庙的现实利益，这是个别寺庙保守的住持不愿意接受的，难免遭到他们的排挤。1921年，浙江省省长沈金鉴撤销了太虚净慈寺住持一职。面对挫折，太虚不得不寻找新的机缘。

1922年12月，太虚大师开始出任沩山住持。沩山即今天湖南省宁乡著名的禅宗祖庭大沩山密印寺，沩仰宗祖庭，是唐代灵佑禅师在宰相裴休的帮助下开辟的道场，直至清代尚为湖南第一巨刹。开山以后，最初寺内所传承的十几位住持都是沩仰宗的传人，后来才作出改革，不论哪一个宗派的高僧都可以受请出任沩山寺住持。清代以来，慧山和尚为自天童来沩山，重兴沩仰宗，并把沩仰宗改为临济宗，实际上是两宗合流，使沩山成为临济宗的传法寺院，分为五房，轮番住持寺庙。这就是太虚住持沩山前之大体状况。

太虚提出三十二项改革办法，得到了各界的认可。首先，整顿沩山的历史传续，复兴沩仰宗，“以沩山本寺续沩仰宗派，查何代而绝，即由重兴住持从何代续起，其清初掺入临济派法门，齐此即兴沩山之法派脱离关系”。整顿临济宗在沩山的发展，“以沩山所辖之同庆等五寺，即做沩山现传临济宗五房法门之传法寺院，从此各成为独立之门庭，以示宗派之区别”。其次，改革住持传承办法，以后沩山住持之传续不必须先接法，即十方有道德者皆可由本寺住持率两序大众举为住持，但于举出后继为住持之时必须承接沩仰法脉以重宗派，贯彻了太虚大师倡导改“子孙庙”为“十方丛林”的“教制革命”的理念。另外，在祭扫祖塔上突出沩仰宗的地位，“沩山佑祖及历代祖塔之在各寺者仍由沩山本寺每年春秋设斋祭扫以崇祖德。将来设立祖堂以从迦叶尊者至沩仰各祖居中，以自黄叶临济至现在之会为本寺住持者居左，以其余各宗者名之祖居右”。对于寺产收入的支配，太虚大师接受了沩山历史上三次因为土地佃租纠纷而毁于大火的教训，严格规定了寺产的用途及其分配方案，并实行住持负责、账目公开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甲、在未修复以前以每年寺产收入十分之四作常住大众之经常费；乙、在未修复以前以每年寺产收入十分之四作建造房屋置办器用之费；丙、每年提十分之一积充为三年后于长沙办佛学之费；丁、每年提十分之一充上海设沩山下院及宁县长沙与各处川旅交际等费；戊、寺产用途之支配由住持议定之一切收入，由监院管理之，但账目由副寺管理，于每月报告之，每月公布之。”与太虚大师在净慈寺推行改革时的血气方刚相比，此次改革接受了以前因为准备不足就开始推行改革而受挫的教训，改为比较缓和地进行。所有新的措施“须经沩山现传临济派之五房法眷全体签约承认，并出该地及省垣诸山证明，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之”才能施行。这样就把全体僧人都动员到寺庙制度改革中来，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在实行公请住持的落实上太虚走的还是稳妥之路，因为这个牵涉到住持产生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公请的方式奠定住持产生的合法性，为住持以后开展工作扫清了道路。主张“对于重兴住持由现居寺内之监院等班首职事，泊五房法眷列名具书公请之，由诸山长老及檀护等列名赞成之”扩大了寺院秩序的民主范围。在改革寺庙制度中，还针对寺僧制定了暂行共住规约。按照传统丛林制度，规定了几种不共住的情形，分别为：“无衣钵戒牒不具僧仪者不得容留共住、犯杀盗淫及大妄语之根本戒者不共住、勾串匪人扰乱破坏者摒出并送官究办、酒肉赌博者不共住、破口相骂交拳相打者不共住。”通过这些规定整肃了整个僧众队伍，清除滥竽充数的僧入，保证了僧众队伍的纯洁性，进一步申明了僧众纪律，用制度保证了寺庙的日常有序运行。太虚对沩山的整顿是以一寺带动整座佛山的治理，因为沩山上有五座寺庙，整理好了就是一个整体。

太虚在沩山的改革堪称一个经典案例，分析其成功的原因，首先，应源自他对中国传统佛教的整体把握。太虚曾言，“中国佛学之特质在禅，半由中国元有之士人习尚所致。因为若抽去此士夫思想关系，仅由敬崇梵僧则变成神咒感应之信仰，或成为乐着分析辩论之学术。比如西藏原没有文化，故成为神咒佛教。南洋气候生活接近印度，故易重律仪。而中国则在其玄简士习中，成为精彻之禅风，这就是中国佛学之特质在禅的原因。但是，虽说在禅，而又不局于后来所谓之禅宗，其范围较宽，故今先说禅宗以前之禅”，“从梵僧来化，及能领受佛学之中国士夫思想等的因缘和合，而成为当时习尚禅定的佛学，并奠定了二千年来中国佛学的基础”[213]。太虚不仅对于中国传统佛教具有精辟独到的理解，而且熟稔明清以来的时下禅林制度，在谈及禅堂坐禅行香制度的兴起时，他说：“现在中国这种坐跑兼运的制度，最早不过在明末清初间。明时有练魔场，魔就是昏睡，练魔场就是对治昏睡的场所。清初又有禅门锻炼说，此为取大慧杲之法而以坐行调身心者。后来合并练魔场为禅堂而锻炼，遂有半坐半跑之行法。这种半跑半坐之成为定制的，据宗下传说，系始于雍正。雍正最佩服玉琳国师，所以他以帝王之威、取消汉月藏之三峰派而承续玉琳之宗派。他当时求玉琳之嫡嗣，众推举高旻寺天慧澈禅师以应。及澈见雍正，雍正问云：……求见雍正，雍正谓之曰：‘且喜你已识国师宗旨！’由这段公案，高旻遂定禅堂内半坐半跑之制度。而此种法制，亦确能调适身心，且有助于参究。由此看来，故知宋、元、明、清禅到了清代，遂有坐跑兼运的禅法。”[214]他还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宏观视角前瞻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他说：“民十三年冬季，余尝短时退隐，静观日、藏密宗新入中国之纷乱，及国民党容共后在中国之新形势，发生二种新觉悟：一曰，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欲构成住持佛法之新僧宝，当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重振禅门宗风为根本。二曰，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欧化：欲构成正信佛法之新社会，当将佛法传播为国际文化，先从变易西洋学者之思想为入手，因着人生观的科学及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以见其意。”[215]太虚之所以对于禅宗的瞩目，在于他认为禅林制度与“僧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他说：“中国的僧制，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古来演变的很多，现在的大概可以从唐、宋来的禅宗丛林制度为代表。除此之外，虽有台、律等宗传承下来，但都受了禅宗寺院制度的影响，成了附庸的制度，故可专以禅宗丛林来说明中国僧制。现在所谓的《百丈清规》，虽经宋、元、明诸代的修改，似已失其本来面目，但仍是从其沿革下来的。中国民族的一般文化思想，特重敬祖的家族制度——所谓宗法社会，而佛教也还是受其影响；尤其明末清初以来，变成一个个特尊各寺祖师的寺院。因此，便成剃派与法派的两种传承——唐、宋时尚无，明、清才流行，主要的是保持祖规，保守祖产。法派的继续传承，这算是一般大院寺的规范。其他或限于自寺受戒、自寺剃度，更狭小的只重于自寺剃度，才可接法继承住持。因而现在的中国僧制，成为一个个的寺院，俨然是一个个的变相家族；各寺各兴家风，自成一家，独成一国。除大寺院或有统率几个下院——小寺——之权外，一切寺院皆是各各独立，谁也不能干涉谁。但并不注重徒众的教化，使之修学佛法，自度度他，而专重视法派与剃派的相传和遵守祖规，保守祖基。大的寺院须遵祖规传戒、坐禅，比较有佛教的传习，一部分人对于佛法也还稍有实际修学；而多数寺院的剃派、法派相传，犹如在家之注重子孙，若无徒弟，便同俗人一样起断绝后代的恐慌，故招收徒弟越多越好，越年幼越好，因而滥收徒弟；只图绵延香火，对于出家的本分事，全不闻问。而传戒的大寺，则以收戒徒的多寡为荣耀。接过法的，至少须传法一人，如一人都不传，就有断绝法嗣的罪过。但传法的仪式，只不过把祖师的源流录成一卷，交与接法者作为凭据，可以为继承保守祖规祖产的一分子，实际与佛法无大关系。故中国现存的僧制，就成为一个个的大小家族僧寺，其重要点，便是招徒继嗣和保守祖规祖业。后来虽有其他连带的关系，如地方人民请寺僧诵经礼忏，祈福消灾，既为寺僧与居民相需为关系，也足增加寺院的经济来源；尤其清末以来，许多寺院的重兴或创建，都赖经忏的收入。此外还有出于信仰佛法人的供养布施，朝拜佛菩萨的人进香献帛，因而也成为僧众与信徒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从前虽有而不成普遍重要，近几十年来渐变重要，但寺院的主干，还是以保守祖规祖产为要点。故清末以来，寺产常被外人侵占，乃有僧教育会、佛教会……团体之组织，办僧教育，才也成近三四十年保持寺院祖产之要事。但中国僧制也含有三种殊胜：一、寺产的传承管理，虽属剃派、法派，而挂单结众之丛林大寺，不问国籍何属，只要是僧众——甚至道士——都可享受有期限或无期限的食宿，颇有十方无碍的僧德。二、一个人入荒山、住茅蓬古硐，独自修行，也有原始佛弟子脱雕俗群、超然自立的风尚。三、祖规较好、继承得人的二三大刹，禅堂的团体生活，训练也相当整齐严肃。”[216]太虚在僧制改革的过程中，还非常注重随机调研，如他说：“予朝五台过京赴甬，沿途若南京、常州、无锡等，稍事游行，与各地缁素佛子相谈，纷纷议及新僧。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忧虑者。赞成者浅薄，反对者顽陋，而忧虑者之意颇可感，引为箴：一、予之整理僧伽制度论，最重者即为丛林制度，故对丛林制度应持尊重态度，循之以求完善，不可蔑视！二、汝等初学解行未成，于佛法知一不知其二，对于僧中长老修持有素经验宏富者，纵见其有未知现时情形，施设不宜处，应持孝子孝顺师僧之态度，婉言谏诤，感以真诚。不可浮夸自大，嚣嚣然欲取而教诲之！上之二义，皆深注意为要！”[217]

综合以上太虚在沩山的整顿措施，比整顿净慈寺时进步了不少，从整顿环境上来说也比净慈寺好得多。在整顿净慈寺时，面对的是杭州众多的保守住持，而在湖南佛教相对封闭、阻力较小，所以太虚能放开身手，按照自己的理想实行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从具体寺庙制度上看，在住持传承制度上打破了传统子孙庙的“嫡系”传承制度，公请住持的制度保证了寺庙的纯洁性和组织的合法性。而基于寺庙存在的不同法脉，以沩仰宗为主要传承的这种制度保证了重点突出的发展原则，尤其是寺产制度的规定，厘清了长期以来寺产混乱的局面，保证了寺产的合理利用。

在僧制改革的不断探索中，太虚大师还推出了更富有创新性的改革措施。1927年4月，太虚大师就任福建著名丛林厦门南普陀寺住持期间，继续探索着改革佛教制度的道路。他主持制定了南普陀寺的建设大纲，明确提出了“南普陀寺本释迦牟尼之遗教，以建立教场弘法利生”，提出必须教育寺僧的才智，必须修持戒法、独立生活、利济民众。他在寺内倡导开办学校，修行农工慈善等一切事业来实现提高寺僧素质的目的；在寺院组织制度上也实现了创新，“建立道场之首要，在因时制宜以弘扬教化，故改设南普陀委员制，并各种应机之佛教仪式”。南普陀寺组织执行委员会，为全道场对内、对外最高统理机关，决议及执行全道场之一切事业。执行委员会以曾任及现任住持与院长并首领僧众中选任之。这些改革措施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以委员会的形式治理寺庙，突破了原来丛林制度住持一人司庙的传统，实现了组织制度上的创新，同时也和近代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相契合。因为委员会治理模式更加注重集体协商管理寺庙，从而能避免因住持个人权力过大而带来的弊端。尤其进步的是在寺庙制度的设计上设立监察制度，“设监察委员会以诸方高僧大德及本寺护法正信居士，为监察委员会督察，执行委员会之执行一切事业”。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初步具备了现代组织治理的规模，加强了寺院的民主管理程度。另外，“凡会任南普陀寺住持班首及现在南普陀寺与闽南佛学院修学之僧伽，皆有直接选举及被选举权，本道场每年开全体僧伽大会一次，以改选执行监察委员”。这样就赋予了僧众应有的民主权利，加快了寺院生活的民主化进程。通过以上改革措施，南普陀寺的运作具有了现代寺庙制度的形态。

太虚僧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以此革命僧所应取的方法：一、联合同志成立为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僧团。二、全力拥护二千年遗留下来的僧寺财产。三、革除以剃派、法派占夺十方僧寺财产，作为子孙私产的传承制。四、怜愍一般藉愚民迷信以服务鬼神为生活的无识僧众，灌输以佛教及国民的常识；渐渐改良为共营资生事业及服务人群的生活。五、铲除一般藉剃派、法派传承制以霸占僧产而自私自利的大小寺院住持，及大寺中助纣为虐的首领职事。六、尊敬及拥护能改剃派、法派传承制为选贤制，及办学校教育青年僧，与作利济社会事业的菩萨僧——例南山寺、开元寺的转道，及南普陀的转逢与会泉。七、收回少数住持所霸占为私产的僧产，取来支配为教育青年僧及改良一般愚僧的生活，与作利济社会慈善事业等之费用。八、尊敬表扬一般澹泊清高而勤持戒律或精修禅定及深研慧学的有德僧；并劝发其护宣正法、觉世济人的菩萨行。九、警告不能或不愿遵行僧律的僧众自动还俗——僧的制服，虽可以时地而不同，然必异齐民；不愿穿僧服，当可还俗。十、驱逐绝对不能遵行僧律，且强在僧中肆行反动的恶僧，迫令还俗。此之十条虽简单，而《整理僧制论》与《僧制今论》之纲领，具于此矣。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组织。”[218]

通过对以上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寺庙制度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太虚大师的寺庙制度改革，每一次都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南普陀寺的组织改革，成为现代寺庙改革的制度源泉。从力图在寺庙中恢复传统丛林制度到在南普陀寺创新丛林制度，实行委员会组织来治理寺庙，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体现着其教制革命中整顿僧众的思路，对今后的寺庙制度改革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五 僧制改革的教团组织建设

“民国初年，除中华佛教总会外，还有佛教会、佛学会、佛教宏誓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佛教维持会、佛教青年学会等佛教团体。”[219]太虚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制度化的宗教组织，团结全国各佛教寺院，增强佛教话语权和教团协作力。

1913年，太虚在以宁波观宗讲寺为本部组织宏誓会时，就提出了“改组教团”的设想，努力用团体的方式来尝试运作佛教社团事业。这是有文献记载的，太虚在改革佛教制度中第一次使用“教团”的概念。佛教宏誓会为“佛教中之特别团体”，以四弘誓愿为宗旨，通过组织宣教团、慈善团、编译团来开展利人的事业；通过修习止观改组教团，组研究社、讲习所来实现兼利的目标；用勤修戒定慧以息灭贪、嗔、痴来实现自利。不论僧俗、不拘国籍，凡信仰佛教热心佛学者都可以以个人名义入会，同时也发动寺院入会，由住持者自愿将所住持寺院加入本会。“每年酌量纳费者本会当负保护之责”，“凡寺院完全加入本会者，由本会派人住持，即为本会所公有，皆有本会调处，不得复以私人资格据为己有”。在构建教团中，作为会员有受本会保护、教育之权利，有选举被选举之权；同时有维护本会经济、信从本会宗旨、遵守本会规约、扩张本会势力、进行本会事业之义务。通过权利义务的平衡，“会员当相互警策、相互亲爱、遵佛教诫、同心协力、广行慈善”，据此实为组合有志僧俗，凭借自身努力，从小而大化私为公，为佛教教团之根本革新。这是太虚大师僧制改革中一个有益的尝试和突破，也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佛教要走教团化组织的道路。

经过宏誓会的实践和对中国佛教制度现状的思考，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更是专门辟出一节来阐述教团的构想。构想把佛教作为一个大的佛教集团，把各种事业都归入教团组织之内，从而发挥教团组织联合的力量，振兴佛教。这种教团组织主要包括了佛教住持僧，设立总团体、别团体。总团体包括本部和各国各地的持教院、行教院、宣教院，还要设立仁婴苑、医病苑、慈儿苑。其他团体还包括八宗本寺、支寺梵刹、支提，莲社设立授学处、修行处。佛教正信会也有总团体和别团体建制，总团体设立总会、总分会、分会，其他团体包括佛教通俗宣讲团、佛教救世慈济团、研究佛学社、拥护佛教社等。佛学研究社与佛教救世慈济团负责救灾、济贫、扶困、利便佛教通俗宣讲，并且在教团组织的构想中一一落实了这些机构的处所，每个处所容纳的人数，每类处所的数量及其全国的数量，分别为尼寺、莲社、法苑、行教院和宣教院、八宗寺、仁婴苑、医病苑、慈儿苑、行教院、佛法僧园、无方所，合计全国僧伽八十万人。并且设计了仁婴苑领养证，善男子、善女子求入僧伽志愿书、住持僧、住持尼证并且附有规约。并就各类小团体的人事任职安排做了详细的说明。如“救世慈济团：1.救灾（援拯焚溺、赈济饥荒、消防水火、救治兵伤）；2.济贫（传习工艺、开垦荒地）；3.扶困（安养老耄、保恤贞节、矜全残废）；4.利便（施舍灯明、修造桥路、义置舟渡）”[220]。

通过梳理以上太虚的教团组织构想，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教团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克服寺庙之间孤立无援的分散状态，通过加强佛教的组织建设来保护佛教的正当权益。通过这种教团组织对内可以团结全国寺庙，将其纳入教团组织之中，增加寺庙及其各层面信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力量联合；对外可以用佛教的组织身份，来增加佛教在社会上的话语权、维护自身的权益，并用组织的身份参与社会各项事业，融入现实社会之中。教团组织正是凭借自身的这些功能，演绎着佛教和社会之间的桥梁角色，正是在这样的教团构想支配下，太虚在佛教会建设和正信会建设方面作出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推动着中国佛教制度不断向前发展。

佛教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新兴事物，也是最有活力的制度形式，指导着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故“佛教会者乃人民团体中之宗教团体，宗教团体中之兼有职业与社会两种性质之特殊团体，堪与比者唯有天主教之自成其系统之组织者”。这里对佛教会是团体需要做深入的分析，因为近代倡导团体组织成风，近代佛教制度转型先着力对寺庙进行改制，包括改为佛教信众教产公有、培养人才、建立新僧队伍，进而把佛教的各个相关行业组成一教团，也就是以佛教信仰为核心的一个大的佛教组织，近代佛教制度的转型就是从寺庙场所转到组织运作的阶段。早在太虚大师之前既有寄禅等建立佛教组织团体，并为后来太虚建设组织团体提供了借鉴作用。近代为了应对庙产兴学的冲击，1907—1910年，各地先后组织僧教育会，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了当时孤立分散的寺庙，实际上成为参与办学的寺院之相互联系以及寺院与社会联系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一超越了单一宗派与子孙法系的佛教地方性组织，也为全国性近代佛教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是中国近代佛教组织的雏形之一。后又有近代名僧八指头陀敬安法师所组建的中国佛教总会，这是制度变迁的开始，一时中华佛教总会几乎成为当时唯一的全国性佛教团体[221]，但因会章未经袁世凯政府认可，未立案登记，敬安于是上京争取佛教总会合法化，以便能更为有力地维护佛教权益。最终，袁世凯政府核准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中华佛教总会才得以合法化。1915年，清海将中华佛教总会改名中华佛教会，1918年段祺瑞政府内务部以《中华佛教总会登记案》与《管理寺庙令》相抵触为由公然宣布取缔中华佛教会，至此这一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在名义上不复存在。中华佛教总会是中国佛教徒初步摆脱政府直接控制，试图联合起来与外力抗衡，以保护自身应有权益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体现了与古代佛教组织完全不同的性质，开创了中国佛教组织的新模式。到1920年左右，全国重要的佛教组织和社会团体有上海佛学会、重庆和成都佛学社、北京龙泉寺孤儿院、宁波佛教孤儿院、南京支那内学院等。

关于教团组织制度的建立，太虚从出家和在家两个方面着手，通过组织佛教会和正信会来组建一个大的教团。

1924年，为了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太虚与李隐尘等联合发起筹组中华佛教联合会的建议，强调了佛教团结的重要，他指出办会的五个宗旨：“此会之联合虽在联县会合成一省会，联省会合成全国会，而遍于县省国之横的联合，则尤重在出家佛教僧与在家佛教徒之由分组而合组。这是太虚组织的大原则。如何分组耶，即在每县每省及全国皆组成纯粹出家僧众之佛教会及纯粹在家教徒之佛教协会即后来所说的佛教正信会。由佛教会专联合僧众，依照整理僧伽制度论做整理僧伽之事业。等到整理之事业完成，则废佛教会之名称而更名佛教住持僧。佛教正信会向普通社会宣传，发起全国人民皈依三宝之正信为佛教中与住持僧相对之一团体。佛教中出家的与在家的之二众，混合而不分途组织，既多互侵互乱之弊，分组而不联合，又成相隔相疑之患。故今此中华佛教联合会必注重于此之分组而合组也。”太虚倡导把佛教信徒按照出家和在家分别组织团体，显荫法师提出联络全国各丛林长老协同进行，组织对外负责之代表团体以便相提携而不致被他轻视。在做了各项准备之后，太虚大师尝试着佛教联合会的建立。中华佛教联合会以联合中华全国佛教徒发扬佛教济世利人精神为宗旨，组织联合部、评议部、总务部来运作。联合部包括佛教徒联合部、佛教文化事业联合部、佛教利济事业联合部、佛教宣传事业联合部四个部门。会员招募上既包括沙门，也包括居士，符合《整理僧伽制度论》的构想；同时平衡在家、出家在联合会的任职，一名会长由沙门担任，两名副会长一名沙门、一名居士，干事若干。在会议方面，大会议每年一次，常会议每月一次，临时会议无定次。会费由各省联合会分别承担，听任自愿捐助。会址暂设于庐山大林寺。自太虚倡导建立佛教联合会以后，各地也纷纷响应，以四川省为例，四川省佛教联合会以联合全川佛教团体寺院及佛教七众弟子，并实心信仰佛教之个人，以弘扬佛法、救世利生为宗旨，召集会员，以全省各佛教县联合会，各佛学社、各寺院之代表及七众弟子为会员，但是热心佛学或者赞捐的经推荐亦可以为会员。联合会设会长一名总理全会事务，并设总务部、交际部、文牍部、宗教部、宣导部、慈善部、调查部、会计部来运作日常事务，并规定了薪水发放规则。在会员的权益方面，会员有建议及求助之权利，遵守会章的义务，违反章程要退会。关于会期、经费，常年大会每年一次，职员会议每月一次。经费主要来自基金、常捐、特别捐。其实成立佛教会的目的就是把空间存在的寺庙和佛教信众个体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组织来提高发言权。

太虚大师对中华佛教联合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经过中国佛教总会以及后来各类佛教团体的曲折实践，太虚迫切想建立一个佛教的全国组织，来团结全体佛教信徒实践其教团组织的构想。中华佛教联合会的各种制度设置与早期的中国佛教总会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不再像中国佛教总会那样大跃进式地把各种现存的佛教大小团体简单地联合，而是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为契机，通过一套完备的制度设置、筹备全国性的佛教联合会，同时也发动地方佛教联合会，奠定了建立教团的组织基础。中华佛教联合会在东亚佛教大会结束后组织逐渐松散，再加之当时许多地方性的联合会没有健全，所以佛教联合会渐渐也不能满足佛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发展需要。

1929年4月12日，中国佛教徒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举行，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太虚大师做了各级佛教会组织系统及事业案，并规划各省县的佛教会。1929—1935年，中国佛教会运作期间只是忙于两派斗争，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太虚领导的革新力量在和圆瑛的比较保守的势力的斡旋中，还是为健全教团组织制度作出了应有的努力。中国佛教会作为在近代存在时间较长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在保障佛教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抗战时期基本没有多少积极的作为，乃至战后的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一直都是在调整之中。中国佛教会的组织和运作制度较中华佛教联合会有了更大的进步，作为教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会这一组织得到了僧俗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都想通过这一组织来反映自己的要求，表达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抛开这其中的一些个人因素，可以说佛教利益的组织表达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太虚大师后来回忆说：“民十五六间，社会起大变动，河南省等有毁灭僧寺之案，全国僧寺岌岌危殆。至十七年，在庙产兴学呼声下，有内政部新订管理寺庙条例公布，颇能激起全国寺僧保护寺产之热情。时笔者在南京筹设中国佛学会，开办僧众训练班，并定次年召开全国佛教徒会议。上海另有江、浙佛教联合会之设，亦提出整理僧伽方案。然改格或整理僧寺，为笔者民初首先启发之运动，民四著《整理僧伽制度论》，曾订详细之办法，后于海潮音月刊等亦屡有关于改善僧制、寺制之论述。至民十七八间，遂颇有成熟之势。故民十八组中国佛教会及分设各省县佛教会，以成全国系统之组织，笔者于其时一二年间实主持之。迨管理寺庙条例改成监督寺庙条例后，寺产渐有保障，而佛教会又为保守分子占优势，虽于逐渐改进之办法亦难施行，笔者因于民二十后不再参加中国佛教会。”[222]

在家信众的组织方式——“正信会”，在太虚大师的教团组织构建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关于佛教正信会，太虚法师曾言：“今佛教正信会之设，都摄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期与出家众相辅而行者也。盖出家众为住持三宝之本，谓之住持僧，其所由来者久；自有其僧伽诸部之律仪，丛林清众之规范以为式凭。虽有扶助整理之谊，须是出家众之自淑耳。然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所以不可无会者，凡教化之行，皆期普及，出家僧但住持佛教之一种特殊徒众，欲期普及之化，必都摄乎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而后圆满。故佛教本有四众，中国沿习上只知出家二众为佛教徒，盖由国习障碍之使然。今国习既经化除，而异信异见者又环伺其旁，以阴肆其侵凌假饰之行为，则凡曾宣誓以佛法僧为师，不复皈依天神鬼外之道术及其徒众之士女，皆应称之为佛教正信士佛教正信女，认为佛教徒众；建会以都摄此佛教之正信徒众，庶足以正佛教徒之名而明信佛者之系统。不然者，佛教徒仅寥寥之出家众，其何以见佛化之大，复何以任佛化之重哉？”[223]关于佛教正信会成立之意义，太虚大师总结六大利益：“杜异道之凌乱，持正信之系统，一也。广佛教之徒众，大佛化之事业，二也。互相资助以收研究切磋发明光大之益，三也。拥卫僧仪，护持佛宇，辅进净德，屏蔽凶邪，四也。和光同尘，遍住于种种流俗之内，宣传正法，讲演真理，以醒世人之迷梦而减人世之恶业，五也。合群策之力，藉众擎之势，以之体正觉之慈悲，行大士之方便，世间现苦，广为救济，六也。”[224]今日佛教的现状，很明显地摆在眼前，便是出家的僧伽生活在寺院里，所赖以维持生活的资源，一部分是靠寺院田亩山场的收入，另一部分是靠香火经忏的收入，更有一部分全靠募捐抄化。靠香火经忏募化收入过活的僧伽，自然唯忙于生活，对于个己的修学完全荒废，结果变成只知靠佛的招牌吃饭，于佛教自身应有的认识全没有；靠田地收入的最大丛林，应有余暇修习佛教的各宗的法门，但经过有清一代的愚僧政策，各宗都衰微，鲜有杰出的哲匠出为唱导，古规模虽具，活力全无，僧质日渐低下，流为愚氓。于是社会大众对于佛教之观念：僧伽是消费不生产的，僧伽专替死人念经、是最迷信的。而僧伽亦甘于忍受这种侮辱不肯自拔，苟活偷生。直到今日，整个佛教界的现状还没有多大变动。太虚唱导菩萨学处，正是针对这个病症开的药方，指出出家菩萨和在家菩萨应走的路线。[225]太虚早年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就曾经设想“自我观之，居士、沙门，二者不可废一。宗教虽超举物外，而必期于利益众生”。1924年，他在《志行自述》中将上述设想归纳为“志在整兴佛教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226]。太虚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中国佛教，近年渐从‘寺僧佛教’解放成‘社会各层阶民众佛教’，新兴居士及青年学僧，极易吸收各方输入之异质。”[227]当时“在家学佛团体之有特殊性质者，一、为南京欧阳竟无、吕秋逸等之支那内学院，虽亦有学僧出入其中，然于僧教育无何影响，而学界颇有由之研究唯识，讲佛学于各大学者。二、为北平韩德清、徐森玉等之三时学会，专讲奘、基学并设办医院等。三、为上海段芝泉、汤住心等之菩提学会，则以西藏佛教为中心，从事翻译，亦兼作弘化慈善之事。其他更有专修密宗各团体、专修净土各团体等，不遑枚举。”[228]知识阶层中“各大学于文学院哲学系中打印度哲学而讲佛学，应始于北京大学之张克诚、邓伯诚、梁漱溟等，今有熊十力、周叔迦等尚在讲授；他若笔者及唐大圆、张化声、陈维东等，曾讲于中华大学；李证纲（刚）、景昌极等，讲于东北及中央大学；刘洙源、王恩洋曾讲于成都大学，其他各大学之短期讲授者尚多”[229]。

太虚认为“中国的传统佛教制度向来都以出家人为代表，在家的佛教徒没有独立的组织，一般的传统观念皆以为要实行佛法就必须出家，又以为学佛是老年人，所以在家学佛并没有离开出家僧众的制度，仍然附属于僧伽团体”，为此太虚大师致力于汉口佛教证信会的建设，可以说是当时正信会建设的典范。汉口佛教正信会敦请太虚大师为导师，以实行大乘佛法造成人间净土为宗旨。依太虚大师所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之佛教正信会原则组织之，定名佛教正信会，以汉口佛教会旧址为会址，设各国部、各省部，其组织章程另定之。在入会条件上不分国籍、性别，满足以下条件即可：年满16周岁以上、非本国刑事犯在追捕或审判中或刑之执行中者，曾以一比丘或一比丘尼为师皈依三宝或受持一戒以上者，发愿担任别团体一款事业以上者，愿纳入会费及经常会费者，得本会会员一人介绍得本人自具入会书得本会理事会议或理事长之认可。在人员组成上正信会设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二人、理事十二人、候补理事七人、监察九人、候补监察四人、由会员大会选举之，二年任期，可以连选连任。该会最高机关为会员大会，如各国部、省部等组织，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明显违背佛法时，得由导师纠正之。在会务上由正副理事组成理事会办理，包括分工合作、共同运作好正信会。正信会成立之后在文化事业上辅助文化学院，扩大弘化小学校；在宣传慈善事业上赈灾、送诊、施药、施茶；在修持事业上举办莲社、居士林、法会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尤其是在慈善方面，1930年武汉寒灾，“近月以来大雪绵连，寒气严重，汉水结冰，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寒灾也，武阳夏三镇贫民因之生活穷困，路中巷口尝有冰死者，闻今商民组织冬赈委员会于三镇分设粥厂，施放稀饭，每同就食者二万余人。正信会会长王森甫并其副会长兼慈济团主任钟益居士则筹发豆菜，以助贫民饭食”。1935年水灾，正信会也是积极赈灾，记载有：“此次水灾胜二十年之数倍，正信会原有慈济团之组设。此次复特别成立救灾组，以钟副会长为正组长，队员为该慈济团全体团员，武学院全体学僧参加工作，专办水灾救济事宜。两月以来工作极为紧张，十日之内救五万余名灾民。救灾食品十万余枚，各种药品数量二万余副，救济放赈工作人员先后几百余人，各界参加者办数十人。其热烈艰苦精神实能实践我佛慈悲之旨。”另外抗日时期，正信会组织慈济团救护队，并设备防空壕，筹设妇孺避难收容所。佛教正信会为中国佛教新兴事业，对于佛教、国族、社会均有莫大之贡献，尤以抗战以来，该会先后组织难民所、救护队、慰劳队及送诊施药、施棺等慈善事业，加强抗战力量，为世界和平与人类正义事业奋战。汉口正信会于1935年1月武汉沦陷而停止活动，但其近代于国于民之丰功伟绩为民众所称道，系佛教参与社会事业成功的范例之一。

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虽然未能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但是在多年的实践中培养涌现了一批他所称道的“新佛徒”，如太虚自言：“就出家之新佛徒言：余近在闽南演说之救僧运动：一、真修实证以成圣果，二、献身利群以勤胜行，三、博学深究以昌教理；第一第三则常惺、大勇、大愚诸同道，今亦不无力行者，就在家之新佛徒言：胡君子笏最为有志，蒋君特生似亦近之，他若唐大圆、周少如、罗庸、杨卓、臧贯禅诸君，亦同其意。”[230]

太虚整理僧伽制度，改善丛林制度，目的在于“示各地丛林以模范，作全国僧徒之纲纪”[231]。然而他的努力多在理想层面，未能完全付诸实践，尤其是未能建成一持久丛林，以作为佛教界之模范。太虚所处的时代，社会及政治、文化环境已经逐渐呈现出全面革新的气息，而那时的佛教却还没有“走出中世纪”，仍在接续晚明以来传统佛教的余绪，无视急剧变迁的外部环境，他的思想自然要受到来自保守派的抵触，从而给他的事业带来了种种障碍，使其在施行佛教革命时受到了极大的掣肘和困难。最终，太虚自称他的佛教改革事业是失败的，他说：“后起的人应知我的弱点及弱点的由来而自矫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责我……以我的失败为来者的成功之母。”[232]并自嘲：“空有霸才难造世，能全傲骨愿违时。”[233]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太虚大师与近代佛教，正如台湾著名学者李志夫先生所言：“当时，国民革命是全中国政治上之大气候；大师之佛教改革只是其小气候之一环而已。我们何忍对他寄望太高！”[234]他的失败是时代环境所无法避免的。“太虚对佛教思想的启道，及时代观念的引进，其意义要大于改革运动的本身。因为，改革事业可以是一时的成败，而思想的转移却是历史的工作，其影响则是全面而长远的。”[235]太虚在当时虽未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为佛教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佛教面貌有很大改观，对现在的僧团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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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佛教政策与佛教的繁荣（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近代佛教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政府相继颁布实施了《寺庙管理条例》、《监督寺庙条例》等，对宗教的管理日趋完善。在这一时期中，佛教组织在经历了北洋政府的沉寂之后又开始活跃，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等进入相对成熟和迅速发展阶段，为团结佛教徒、维护佛教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民国时期政治势力迭烦、军阀割据，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有不少国民党高层亲近佛教，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字子超）、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字季陶）、司法院院长居正（字觉生）、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陈铭枢，以及李烈钧、李济深、叶恭绰、段祺瑞等军政要人均笃信佛教，即使是蒋介石身为基督教徒，仍与佛教领袖太虚大师过往密切，赞誉他为“中国佛教之健将”，对其佛教改革大力支持。尽管如此，佛教依然面临着新的社会危机。第一，寺产之侵占，从1927年国民革命兴起后掀起的新一轮占庙逐僧毁像运动，以冯玉祥摧毁河南佛教最为惨烈，1928—1935年，又先后发生了三次庙产兴学运动，使得侵占寺产之风达到了高潮。第二，佛教教育之干涉，如内政部拟订《僧教育及整理僧制办法》等。第三，教制之整理。第四，佛教组织之操纵，如国民党关于中国佛教会的干涉，以及对佛教界领袖太虚与圆瑛的利用等。总之这一时期，全国寺产依然岌岌可危，僧人惶惶不安。正如慈航法师所说：“民国以来，争夺庙产，驱逐僧尼，侵占寺院，尤其是一般知识分子，对于僧尼的轻视，真是不能过那种人间地狱的生活。这些事实，在在都可以证明社会对于佛教是无足轻重的特征。”[1]正是此艰难的环境，反而激起了有识之士奋起改革，太虚大师及其门下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与发展的标志。

第一节 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各地毁寺占庙之风气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尽管在各地实行过程中多有差异，但是确为民国时期的一个基本观念。如1927年5月15日武汉《革命军日报》载国民政府命令，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信仰自由，法律所许。佛化流行中国已久，且东方被压迫民族崇信佛化者实占多数，国民政府于天主、基督教堂尚加保护，对于佛化寺院岂容歧视？”[2]即使是以基督将军著称、曾经将河南一省佛教摧毁殆尽的冯玉祥亦承认：“照得各宗教，虽有宗派方式不同，二皆以劝人向善为主。信仰自由，既不容强异求同，更不得藉端干涉。本军管辖地方，范围甚广，如儒教、释教、道教、回教、喇嘛教、耶稣教、天主教等，夙所并行，各成其化。所有各教人员之生命财产，及各庙宇教堂礼拜寺等，均与一般人民同受法律上之保护，不分国界，无问种族，以维公安，向无歧异。”[3]虽然如此，但是由于各地因军阀混战，在实际中并没有真正贯彻信仰自由政策，尤其是军队及地方警察侵占庙产的情况十分普遍。

国民革命兴起后，全国各地又兴起了新的一轮侵占庙产逐僧毁像的活动，尤其是各地军队侵占庙宇一时成为风气。如1927年7月，浙江省政府通令各县整顿风化，禁止未成年人剃度出家，20岁以内的僧尼道士被勒令还俗。[4]9月，四川铜梁县佛教会反抗县教育局提拨寺产，通电全国请求救援。尤其是以1927年冯玉祥于河南毁寺逐僧、摧毁河南佛教最为惨烈，引起佛教界巨大惶恐。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佛教寺庙及其财产被地方政府人民团体所强迫占用者，几乎无地不在，无时不有，而为军队、警察等永久占用乃至拆毁者更为平常之事。其寺庙往往无端被人占用或拆毁，各省县乃至村镇所有的寺庙，皆成为军警驻所及人民团体之机关极为普遍，如潮州开元寺内各门所悬挂的机关招牌多至三四十块。据大醒法师推测，全国寺庙所有房屋被军警及人民团体占用者，至少当在半数以上。佛教徒既无力抵抗，只得任由其占用。

一 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各地毁寺占庙之风气

（一）佛教之腐败为世诟病

国民革命期间，各地纷纷侵占寺产，主要原因固然在于军阀觊觎庙产筹措军费，然佛教界内部的腐败亦是其中原因之一。净严法师曾言河南佛教衰败状况：“殆至近代，魔业炽盛，道法陵夷。僧徒堕落，为世诟病。……凡所作为，与律背道而驰，甚至以应付为正务，积私为能事。十方丛林，变为子孙。子孙寺院，尽成俗化。小庙生活，俨然家庭。光头俗汉，不伦不类。败坏佛门，莫此为甚。其为人群之所不齿，社会之所痛恨，乌足怪矣。”[5]又如法舫法师所言：“自佛教言，佛教之传来首在洛阳。故中国佛教之发源地，厥为河南。历代河南佛法，亦极兴盛。有清以后，日渐腐败。僧人百之九九，皆堕落下流，酒肉烟赌，无所不为。故虽寺庙林立，僧人塞途，所谓寺产，只养无赖之游民，实无佛法可言。”[6]1927年3月20日，正值河南佛教被毁前夕，西安佛教界认为：“毁寺伤僧，固由外力，而穴空风来，物腐虫生，僧界腐败，不守清规，亦招辱取侮之总因。……倘至此犹不猛省，或专应付经忏以混生活，或把持寺产，欲法子徒孙，世袭绵绵。甚或嗜好甚深，勾结败类而相济为恶，纵人不我毁，恐十年后将无寺僧（今广西等省已无）。果尔，则自玷法门，僧罪滔天矣。”[7]数月以后，中原佛教圣地河南因冯玉祥毁寺逐僧，顷刻间全省之内几乎无寺无僧矣！常惺法师曾分析当时僧徒的情况，将当时的僧众归纳为几种：①山林派的消极，②长老派的闲逸，③方丈派的虚荣，④法师派的养利，⑤云水派的寄生，⑥子孙派的俗化，⑦应付派的稗贩，⑧革命派的青年（原文曰革命派的躁动）。[8]由此可见佛教界腐化派之多，佛教革新之艰难。

佛教界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佛教的社会形象不佳。社会上的民众通常认为，佛教对社会事业毫无建树，而佛教寺庙及其财产却较其他宗教丰厚。如1933年杭州市政府调查宗教团体情况，调查结果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信徒和寺庙都远不及佛教。对此，该报得出结论说：“寺庵之中，大都有产，除闭门修行以外，社会事业，毫无建树；较诸其他宗教，势力反为宏伟。是殆象教之引人入胜，较诸言教之收效速焉。”[9]

（二）广州政府时期没收庙产之风

1923年年底，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后，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为北伐战争和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4月18日，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形成了武汉与南京对立的局面。1927年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入南京国民政府。至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改易旗帜，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至此国民政府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与稳定。

国民革命虽然推翻了军阀时期的黑暗统治，结束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然而北伐战争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却给佛教带来了新的伤害。1924—1927年，广州作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开启了政府公开没收庙产之先例，此后，全国各地军阀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随意侵占寺庙，驱逐僧尼，佛教界一片恐慌。国民革命时期，佛教寺院、佛学院及佛教组织和团体都受到冲击，如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1927年3月）等均在此时陷入困境，很多寺院则被军队所占。满智在给国民政府上书时说：“自革命军兴以来，两粤、两湖及江西等地佛法频受摧残。僻地者更演逐僧掠产之怪剧。其事虽微，然政府默许民众摧残文化，于此可见。”[10]

1927年3月初，广东省政府借口尼庵中的出家尼众“十九藉庵观为藏春之所”，饬广州市政厅，“将所属不规则之尼庵悉予没收，即将其财产为解放若辈之用，以新耳目而资模范”[11]。据当时报载，此事基于总政治部后方工作会议之决案，而决案的动机是效法江西驱逐张天师、湖北废除祭祀孔子。关于广州尼众不守戒律之事，在民国时的野史小说中有所记载，但也只是个别情况。可见，没收尼庵的动机并非因为尼众不守戒律，而是与其他省侵占道观、孔庙一样，主要是窥伺尼庵财产。历史上以僧尼犯戒作为借口而摧残佛教之事例是常见的，民国时佛教界戒律废弛的情况较多，个别僧尼不守戒律的情况总是难免的。对于佛教界而言，如果有违反国法之事自然应绳之以法，若是破戒犯斋、有失威仪风化等，佛教有惩治的办法，寺庙殿堂建筑及财产是十方善信布施供养的，政府不应随意“悉予没收”。《海潮音》对此事评价说：“若以僧尼多行不义，则政府自可予以相当之改革，不宜因此而摧残寺庙，使至高无上之佛法无生存之地也。”[12]

（三）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拥护佛法即拥护革命”

国民党中央总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由于共产党和左派势力的影响，两湖地区工农运动高涨。湖南佛化会由唐生智发起主办，所有军政界长官无不加入成为会员，湖北佛化会由僧人德空任委员长。1927年5月，武汉佛教徒即汉口佛教会址成立两湖佛化联合会，并设两湖佛化讲习所。因唐生智笃信佛教，武汉国民政府令保护佛教寺院，1927年5月13日，武汉《革命军日报》载国民政府命令：“为令饬事，信仰自由法律所许，佛化流行中国已久，且东方被压迫民族崇信佛化者实占多数，国民政府于天主、基督教堂尚加保护，对于佛化寺院岂容歧视？近闻各处有占佛化寺院之事，着各该机关从严制止，并加意保护，合行令仰湖北省市政府武汉卫戍事宜，武汉公安局仰即遵照此令。”[13]1927年5月，伍朝枢于国民党中央第九十三次政治会议，提议保护宗教团体，经会议表决获得通过。当革命浪潮冲击两湖的时候，湖南民众佛化协会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倡导“佛法不是宗教”，“拥护佛法即拥护革命”，要“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精神努力革命”等口号。湖南僧徒晓观、开悟等集合僧众千余人，加入革命军。

1927年，革命军兴起以来，因民众运动激烈，发生了不少蓄意推残佛教的事件。各地秉势欺压，借公攘夺，酿成毁佛逐僧、没占寺产之案者比比皆是。如湖北省各县城纷纷没收侵占寺产，僧人具呈至湖北佛化会，该会委员长释德空因此呈请湖北政府，“蹂躏人权，破坏法律，莫此为甚。现值党务在革非除暴之时，庶政在救弊补偏之日，僧众所受压迫急当依法解除。恳乞通令所属凡占有寺院财产者，应一律照案分别发还等情”，请求政府下令发还庙产，以维护佛化。湖北政府调查属实后，下发归还庙产通令：“查信教自由，保护寺院，早经中央明令公布，并经本府迭次布告，通令在案。兹据前情合再令仰该县知事，迅速遵照布告，切实保护并调查被占庙产，分别发还，勿稍延玩。”[14]

（四）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宗教政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此后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相继创建了井冈山、湘鄂西、鄂豫皖、陕甘、海陆丰、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1928年年底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修正土地法决议案》进一步补充：“土豪房子、洋人房屋、教堂、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建筑物等由政府没收，其房屋由政府分配与无房屋者居住，免收租税，但须向政府登记，所有以前房租一律取消，店房例外，店房一律没收为县政府出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亦规定：

（1）祠堂、庙宇、社会的土地、房屋、财产由县府一律没收。

（2）和尚、道士、尼姑、斋公、算八字的地理先生等封建残余及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神父，本人是以宗教为职业吃饭的不得分配土地，过去分得的应收回。[15]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佛教与此时国民党统治地区一样，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赣县，“佛寺佛事活动广及赣南各县和闽广部分地区，盛极一时。土地革命时逐渐衰退，建国后基本停止活动”[16]。

二 军阀干涉佛教与毁佛

国民革命时期，因军阀割据和混战，法律形同虚设，对宗教信仰之规定，往往因军阀个人之好恶而随意废设，缺乏制度性保障。如唐生智信奉佛教，在湖南组织佛化会，开办两湖讲习会，强行接受寺产，干涉佛教内部事务，甚至发生了枪杀僧人的事件。又如冯玉祥信仰基督宗教，主政河南时驱逐僧尼，掠夺寺产，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毁佛运动。

（一）唐生智与佛化会：“以党治国，以教治心”

军阀信佛者不乏其人，如吴佩孚等，然而唐生智以佛教治理军队、管理地方事务很有特色，颇能反映军阀割据时期宗教信仰之情形。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省东安县人，信佛后法名法智，号曼德。唐生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等职。1924年唐生智拜佛教密宗居士顾子同（法名净缘）为师，自称“佛教将军”。1926年1月7日，唐生智令全体官兵摩顶受戒当佛教徒，部队士兵均佩戴“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

第一，军中设佛法宣传队。唐生智于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湖南省主席等职，受其信奉佛教之影响，部下士兵亦均受佛教戒律。顾净缘随军讲法，军中都尊之为老师。顾净缘的身份在当时颇为神秘，有传言他为南方某山的大和尚，云游至湖南，为唐生智讲经三日不倦，使唐生智大为敬服。然而1927年唐生智于武汉洪山宝通禅寺建金光明法会时，顾净缘亦亲自到会讲经，引经释意，非常详尽，故为精通佛教的学者而非和尚。顾净缘建议唐生智组织佛法宣传队，即在留养后方的伤员中选择尚能行动、口齿流利的，由顾净缘进行培训，然后派往各处宣传。这样既可宣扬佛法，又可使散漫缺乏管束的伤员有所事事，不致胡作非为，一举两得。唐生智大为嘉许，令顾净缘照办。[17]

第二，整理僧伽制度，统一管理寺院财产。湖南佛化会系唐生智发起主办，所有军政界长官无不加入成为会员。1927年6月，湖南佛化会召集四众举行会议，请唐生智参加指导，讨论整理僧伽制度、统一佛化问题。决议在小吴门外二学园（唐生智新建学法之地）内，建筑僧房数千间，将长沙乡城各寺观僧众一律迁入居住，衣食一切，概由二学园支配供给。所有各寺观财产概收归佛化会所有，勒令各佃户向佛化会更换佃约，实行佛化统一借资整理，统一实行后，即由佛化会主持，开办工厂，垦殖荒地，将不事生产之和尚分农禅工禅二项，从事农工，扫除从前传戒化缘等积习，并决定从长沙实行后，再次第推行于各县。无奈各大寺庙中和尚财权向握在手，一旦交出，受佛化会拘束，殊感不便，故起而反对。是时唐生智尚在长沙，乃又召集佛化四众演说：“我之弘扬佛化，不是保护几个僧人吃饭，是要大家真实学佛，莫造劫数，使秽土变为净土。我对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与不法的和尚且严加惩办，如有不遵守议案，遵令传戒隐匿财产贪污的和尚，我是一定不容。”[18]此时在座佛化会员省政府代主席周澜、民政厅厅长冯天柱、建设厅厅长曾伯陶、财政厅厅长赵墨农、省党部委员尹松乔等，一致赞成唐氏主张，严办反抗之和尚。而反对整理僧伽制度之和尚十二人，立即被捕，收入长沙县狱，南岳僧素禅（武昌佛教学院毕业，又名漱芳）被枪毙，并派人清查各寺财产，以杜隐匿。唐离湘时，嘱令冯天柱等切实执行，闻佛化会对此事势在必行，将来定以政府权力压平云。此外，佛化新青年会创始人张宗载因推行佛化青年会遭受保守僧人的阻挠，在武汉以锄奸会名义，遍发传单大骂僧尼，并在汉口发行《无畏》月刊，因涉及唐生智的老师顾净缘，在湖南时被逮捕，风靡全国的佛化新青年会也因此偃旗息鼓。佛化会召集全省僧伽大会，拟改服装为党制，另加特种标记以便识别，将寺院改为工业合作社，寺院方丈制改为委员制。

第三，反对侵提庙产。湖南革命成功后，地方武装多不受法律拘束，各地佛教寺院农会、工会等被占为会址，甚至勒提寺产、驱逐僧尼之事件亦多有发生。为此，唐生智连发两函给长沙党部、省工会、省农会等，劝阻勒提寺产并令归还。函云：“佛学风行世界，历千余年，其教义一以慈悲救世为主，以平等大同为归。先总理本我佛大无畏、大牺牲精神，致力于国民革命，以三民主义揭橥国人，宏风悲心，古今同揆。”并称：“佛教以高深微妙之真理，为人类谋精神之解放，其救护世间，以大悲济物为本，大雄无畏，为不断之牺牲实将全人类建筑于绝对平等自由之上，无论何等政治，该得圆融，不相冲突。”[19]然而，进来湖南省各属，每有假借党部及农协、工会的名义，侵占寺产，勒减佛学会田租，甚至有擅自吊拷僧人之事件。唐生智还根据佛典称，“夺僧祇物，破和合僧，是绝人生教化之源”，因此力劝各团体尊重党义、尊重佛学，互相策励，互相规劝，勿再发生勒提寺产之事。故大圆法师曾言：“顾净缘居士以密法摄湘中军政各界，渐及于鄂。凡农民会对旧礼教，罔弗摧残，独于佛法尚能维持不堕。他省或毁寺提产，湘中独能保存者，皆可云是顾居士之力，亦密教之效。顾虽宏密，亦重教理。故于马日事变共乱平后，复创办两湖佛化讲习所于长沙，四众兼收，将近三百，可云盛矣。”[20]在军阀割据混战之时，唐生智身为佛教徒，能够遵从顾净缘居士之佛法教化，保护佛教寺产，尤为难能可贵。然而，他设湖南佛化会，统一管理寺院财产，整顿僧伽制度，干涉佛教内部事务，有反对者则坚决予以镇压，甚至发生逮捕住持、枪毙僧人的事件，也反映出军阀混战时期对宗教信仰粗暴的态度。

（二）冯玉祥毁灭河南佛教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冯基善，字焕章，是民国时期著名军阀，以基督将军而闻名，他在1914年接受了基督宗教，1917年受洗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冯玉祥倡导用基督宗教来治理军队管理官兵，据称他的部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宗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21]

历史上冯玉祥以毁寺逐僧、毁灭河南佛教而为佛教界所痛斥。然观其对宗教乃至佛教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冯玉祥对佛教的态度转变以及毁佛行为，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中很有代表性，对了解民国时期佛教的外部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有重要意义。

冯玉祥对佛教虽向来没有好感，然开始并无摧毁之意。1926年12月25日，冯玉祥通电甘肃国民军总司令刘郁芬、省长薛笃弼，陕西国民军总司令于右任、副司令邓宝珊，以及省、市、县各级党部，主张信教自由：

查各种宗教，虽有宗派方式之不同，而其主旨，皆以劝人向善，弗纳于邪，是以信仰绝对自由，不容强异为同，更不得藉端干涉。本军管辖地方，范围甚广，如儒教、释教、道教、喇嘛教、耶稣教、天主教等，夙所并行，各成其化。所有各教人员之生命财产及文武庙宇、礼拜堂等，惟当革命时期，凡百图新，俱属非常，对于宗教护持，尤应加意。倘不明了此种真象，倡作谬解，或别有用心，因而毁害及于宗教人员之生命财产，均应就其犯罪情形，按照军法从严处治。断不以藉口宗教意见问题，稍有宽贷，庶免枝节，而昭公平。[22]

除通电致令外，1927年2月，冯玉祥又发布公告[23]，二者内容大致相同，主要阐述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对各宗教人员的生命财产，以及寺院、道观、教堂、清真寺，都同样受法律保护。而且强调在国民革命时期，尤其应当注意不得毁害宗教公共财产，如有违反，按照军法从严惩处。冯玉祥此时对宗教的保护，深得佛教界的欢呼，赞誉其“护教之热心”，“得未曾有”[24]。

河南佛教为中原佛教的中心，白马寺为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发祥地，而少林寺、开封大相国寺都是历史上极具影响的大丛林。民国时期，虽然寺产殷实，但都已由十方丛林变为子孙寺院，形同世俗家庭，为社会所不满及痛恨。

冯玉祥毁灭河南佛教的直接动因实源于开封相国寺。1927年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冯玉祥主豫期间曾向民间派捐，而相国寺为河南首刹，财产丰裕，也被要求捐款。然而相国寺住持叙惠自恃为河南名刹长老，有当地大绅之士护持，严词予以拒绝。冯玉祥部下鹿钟麟与叙惠相识，亲自出面到相国寺劝说叙惠，说明出洋五千元即可了事，否则危险断难避免。而叙惠坚持不肯屈服，并说：“和尚吃八方，岂总司令吃十六方耶？”此言触怒冯玉祥，当日黄昏相国寺即被军警包围，所有僧众尽行驱逐，寺庙财产概行没收。后复下令改相国寺为中山市场，除千手观音像认为有美术价值予以保留外，其余所有佛像均被捣毁。

此后，又有薛笃弼等相助，立即发布通令，在河南全省范围内实行严厉的灭佛逐僧。“为通令事，按据本省政府秘书处提议，查各县旧有之寺观庙宇，向系供奉神像，豢养僧道，传播迷信之所。当兹革命时期，是有根本铲除改作别用之必要。拟由本省通令各县，先将各县所在地之原有寺观庙宇，由县属详细调查，分别登记，其庙宇弘敞，资产丰富者，或将房屋改建兵房，或将资产办理学校，抑或创办平民公园，专做人民公共娱乐场所。或改办救恤事业，收容贫苦无告穷民。是否可行当候公决等情。业经交会议定，通令各县照办。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县，即便遵照详细调查，分别登记，并拟具改造办法，呈候核夺，毋稍延缓，切切此令。”[25]全省大小寺院，除冯势力所不及之镇平菩提寺、浙川之香严寺，以及光山县全县（该县有河南佛学社社员黛湄川、孔守恒、熊伯履居士维护之力得以幸免）外所有僧众一律驱逐，甚至勒令还俗，强迫从军，产业悉数充公。寺庙或改为学校，或救济院，或图书馆，或公共娱乐场。

此后，冯玉祥又以河南省政府的名义发布了第二条通令，提出了具体的处置寺庙田产的办法：“为通令事，查寺庙之设，原系以神道设教，愚惑民众之政策。值革命时期，首先革除。前已将开封之龙亭相国寺救苦庙等处，改为中山公园、中山市场及救济院等，并将改造原因及经过情形布告通知。惟查省城内外大小各庙仍系摆列偶像，或存放尸棺。以至多少房舍等于废地空园，殊属可惜。况社会进化，端赖教育。应办公共事业。至为县伙，正须相当处分，分别举办。又时屈冬令，一般贫民栖止无所，尤须设法安置。兹为利用废物起见，已令警察厅将省城内外大小各庙切实调查，有偶像者，立即铲除。存放之尸棺，量力移动。预计房舍之多寡，某处可办公共事业，某处可办社会教育，某处可以安置平民。详为呈报，以凭核办。总期化私为公，仍归正用。此种办法系为破除旧日迷信，改造社会习惯，与唐狄梁公明王阳明清汤文正毁淫祠同一作用。而以此项庙宇产业办理地方公益，化无用为有用。尤为国民革命民众福利之最要工作。深虑一般人莫明真相，妄为疑议，以讹传讹，淆乱听闻。业将理由详细布告，以免误会在案。各县境内寺庙，启应调查情形，照此办理。除分别令行外，合行令仰该县长，即便遵照。限文到十日内迅依前项办法，将县境内各寺庙安为调查，分别办理具报，毋稍稽延，切切此令。”[26]受此影响，除大相国寺由省政府改作中山市场外，全省各地迅速实施，将寺院改做营房、学校等，如凌云寺改为救济院，信阳双林寺、朝阳寺、贤山寺、指南寺等开始被迫捐献巨额军费，后又被没收全部寺产。50岁以下的僧众被勒令还俗，15岁以上被迫从军，老弱残疾则领取政府救济度日。“其通令谓寺庙为帝制时代愚惑民众之工具，佛教为传播迷信麻醉人心之药剂，自非根本铲除，改作别用，不足以促成国民革命云。”[27]

愿航法师曾论及河南佛教被毁的内在原因：“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国必自乱而后人伐。一般僧伽，既不守范围而自修，又不作公益而利人，自甘寄生米蠹之讥，安受狮虫哑羊之诮，一旦遭摒，顿起仓皇，无未雨之绸缪，致风雨之飘摇，自御无力，懊悔何及？”又说：“所谓家庭式之丛林也，世袭制之嗣法也，以及稗贩经典，营业经忏也，旅馆式之观音堂也，渔利应机之娘娘、嫘祖也，抽签打卦也，下而所谓马流也，拆白也，无所不至；乃至一般经论法师之广说布施功德；推究其原，无不由是演成。经此番剧烈打击之后，正可藉以澄本清源，披沙汰石，以免鱼目之混同，而失社会之信仰。”[28]

与此前在陕西、甘肃保护宗教的通电和布告相比，冯玉祥在河南处置寺庙田产的通令完全相反。首先，前者称任何宗教都是“劝人向善”，强调“信仰绝对自由”，不得“藉端干涉”，而后者则称寺院道观为“传播迷信之所”、“寺庙之设，原系以神道设教，愚惑民众之政策”。其次，值此国民革命特殊时期，两者对待佛教的态度更是有天渊之别，前者“惟当革命时期，凡百图新，俱属非常，对于宗教护持，尤应加意。倘不明了此种真象，倡作谬解，或别有用心，因而毁害及于宗教人员之生命财产，均应就其犯罪情形，按照军法从严处治”。而后者却称“当兹革命时期，是有根本铲除改作别用之必要”、“值革命时期，首先革除”，将所有寺院佛像立即铲除，将寺院产业用于办理地方公益。净严法师曾分析冯玉祥：“冯玉祥氏，对于佛教因无认识之故，虽向持反对态度，而初无完全破灭之决心。可以断言，观其对于陕西佛教徒未下令毁坏是一明证。又陕西佛教多无产业，河南寺产丰富，其为收产，非为灭教，又是一证。”[29]

1928年8月5日，冯玉祥曾与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等数十位政府要人同游南京栖霞寺，对僧众演讲说：“现在革命是整个的革命，从前对僧人视为化外，取放弃主义，现在革命则不然，对于僧人亦系视同国民一份子，要取同化主义，是要兴革命同化。”并对佛教提出两点建议：“（一）庙产原系国民金银建筑，应由僧人自动兴办学校与医院。医院系善举性质，并不离我佛慈悲本旨，勿以庙产为无益之用。（二）佛必不能不供，但佛像不必要造得极高极大，务极华丽，如此枉费金钱，似应节省。僧人并亦不是国以外的人，对于爱国观念亦不可缺乏，如现在日本占据山东，其情形想僧等亦闻之甚熟，应大家都要起来救国才是。”[30]

对此《海潮音》评价说：“第一项注意寺院之管理权，寺院归国有，已成宗教上行政的惯例。诚以民权为固有所赋与的。僧侣为佛领国土之重要份子，同时在宗教行政上为特殊团体之一个单位，故处分寺有财产亦属事实上应有之权能。”在佛教界影响最大的佛教刊物上发表这样的评论，将佛教寺院管理权和财产处置权归于政府视为理所当然，可以看出佛教界的无奈。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寺庙管理制度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后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的控制，其间前后共制定和颁布了二十多部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与佛教有关的主要有《寺庙登记条例》、《寺庙登记规则》、《神祠存废标准》、《寺庙管理条例》、《监督寺庙条例》、《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当属《寺庙登记条例》和《监督寺庙条例》，这些法规虽仍有各种缺点和不足，但对我国宗教立法史具有重大影响。

一 国民政府制定佛教法规的背景与法规体系

（一）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佛教政策法规的背景

相对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对佛教较为宽容，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整体来看较为柔和，但也有个别法规对佛教比较严苛。综观1927—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以前，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始终保持着一种既合作又对抗、既妥协又监管的关系。佛教界与政府的这种冲突与调适，始终贯穿于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由北洋军阀政府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在接受佛教管理的同时，势必要接手由来已久的诸种佛教难题，自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所积累的佛教与政府之间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在此得到基本解决，各种宗教政策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然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初建，百废待兴而又财力有限，利用佛教庙产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以缓解国家财政压力是政府积极参与佛教管理、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由此不难发现其如北洋政府一样不时觊觎佛教庙产。此外，佛教界敦促政府制定法规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保护，但国民政府制定法规的动机则更多的是以限制佛教的发展为目的，正如教育部答复内政部的复函所言：“现在信仰虽任人民之自由，而佛教关系国脉民命，至为重大，自不能过于放任，既妨害国家民族之发达，复阻碍社会文化之进步。”[31]这虽为教育部的复函，但其实也反映了当时政府内部的主流看法。

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其对待国内宗教确实难以做到完全平等对待。基督宗教（新教、东正教、天主教）作为列强渗透中华的一分子，国民政府对其屡屡迁就，更不必谈管理，再何况基督教会在内政、外交上尽力支持政府，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中不少教会人士出任要职，如孔祥熙、颜惠庆等，这势必使得基督宗教更容易获得较大的活动空间。伊斯兰教在我国分布较广，且多以西北边疆为要，所以政府对其管理更是无从下手。而对于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在国内社会基础深厚、影响较大，所以当时政府对其管理过于严苛，由此导致了佛教界的不满，甚至多有说服信佛高官从中斡旋以维持自身权益的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忧外患，为国强民生所左，全国民众逐僧没产日甚一日，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等更是在全国教育会议中提出了没收寺院财产充当教育基金的想法，清末张氏以来的第二次“庙产兴学”之风遂普遍全国，佛教僧尼岌岌不可终日。对于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政府因慑于民气民运之猖狂，亦听其自然演变，不加制止。然而佛教僧尼则不堪常此摧残，遂群起呈请保护佛教，维持寺产。如武昌佛学院太虚大师上国民政府《为全国佛教请愿书》，上海佛教维持会王一亭等呈国民政府《请保持佛教电》等。太虚大师讲学南京，甚至与政府当局交涉保护寺产，取消兴学之议。为了切实保护僧寺，太虚大师专心谋组佛教会，后因参加者请避“教”字，故组织中国佛学会。同时太虚大师呈请内政部“整理宗教”文保护佛教，驳斥“庙产兴学”之非法，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关注，后导致政府制定诸多法律以作协调，为保护寺产发挥了巨大作用。

佛教对国民政府的认知也是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于受孙中山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对佛教基本上持认同态度，而且将宗教信仰自由写进相关法规，在打倒宗教的呼声日益高涨之时，南京国民政府通过1927年国民党中央会议决议保护宗教，发布训令否定了社会上“打倒宗教”的极端呼声，由此赢得了佛教界的认可。稳定的政局环境是昌明佛教不可或缺的条件，佛教界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曾对其寄予厚望。在这样的一种自身设想下，佛教势必要与政府协调合作，达成共识，以期通过完善佛教政策法规来加强对寺庙和僧众的保护。但清末以来，佛教积垢日深，世俗化极为严重。佛教界在面临重重危机而无力自拔时，也希望能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佛教内部的整顿。在佛教界的要求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曾对佛教僧伽制度的整理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案，受到了佛教界的好评和欢迎，但由于佛教内部矛盾重重，最后使很多整顿活动收效甚微。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标榜宗教平等，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政府明显偏袒基督宗教而压制佛教的种种行为引起佛教界明显的不满，在国民革命的北伐过程中，不时有革命群众捣毁寺庙和基督教堂，或地方官僚拍卖庙产之事发生，蒋介石曾专门明令保护基督教堂，但没有对佛教寺庙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且随着各种破坏寺庙的行为不断升级，民国政府消极迁就的态度使得佛教界对国民政府的热切期望逐渐冷却。再随着民国政府有关钳制佛教政策的逐步出台，佛教界与政府的冲突也逐渐升级。

（二）南京国民政府佛教管理法律的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法规管理宗教，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宗教管理政策法规。其所制定的佛教管理政策与道教、民间宗教基本相同，但与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却有极大的差异。对汉传佛教的管理和藏传佛教的管理也有根本性的差别，这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息息相关。

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宗教的相关法律法规来看，其基本上形成了一套从宪法到法律、行政法规到部门规章的宗教立法体系，但由于当时社会处于极大动荡之时，民国政府也处在内忧外患之际，故宗教立法主要还是以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形式为主。国民政府是我国第一个政党主导政府的政权，所以执政党的政策往往是各种立法的前导和理论基础，国民政府建立之初，1935年5月13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局第九十三次会议决议保护宗教，这可以视为国民党宗教政策的基本方针。1930年10月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如该法案第27条规定“人民于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分”；第39条又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非违背良善风俗及扰害社会秩序，不得干涉”；1931年6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6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11条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1945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重申了宗教平等和信教自由的原则。这些宪法性文件的规定就明确宣示当时的最高法律对“宗教平等”和“信教自由”作为基本法律原则的确认，这也是后来各种有关宗教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向。南京国民政府在其他各种立法中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1935年1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对于坛庙、寺观、教堂、坟墓或公众纪念处所公然侮辱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妨害丧葬、祭礼、说教、礼拜者亦同”等。正是这些法律条文和具体的宗教行政法规一起构筑了民国宗教立法的框架和体系，它们也是宗教法规和规章的效力渊源和依据。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宗教立法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当时尚未制定法律层面的宗教法律，所以当时的宗教立法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其具有主体性的地位。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二十多年中，共颁布了十多部有关佛教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主要有1928年9月2日颁布的《寺庙登记条例》；1928年9月22日颁布的《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1928年10月颁布的《神祠存废标准》；1929年1月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1929年12月颁布实施的《监督寺庙条例》；1930年颁布的《令禁止幼年剃度》；1931年6月颁布的《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1932年9月颁布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1934年1月颁布的《边疆宗教领袖来京展觐办法》；1935年春颁布的《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1935年12月颁布的《管理喇嘛寺庙条例》；1936年1月颁布的《喇嘛奖惩办法》和《寺庙登记规则》等。根据法规和规章的内容，可将其归类为“有关寺庙登记的法规”、“有关寺庙管理的法规”和“其他有关佛教的法律法规”三个方面，下面依此分类择其要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关寺庙登记的法规

寺庙登记是寺庙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故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有效管理寺庙，曾多次进行寺庙登记，但由于诸种原因，这些登记活动最终大多无果而终。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内务部于1913年10月曾制定“寺院调查表”与“寺院财产调查表”两种，要求各地分别填列，报送内务部，但地方报送者寥寥无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寺庙调查登记事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作为主管机关，内务部主动要求对寺庙进行全面登记，也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各地方政府对寺庙的登记工作甚至比中央政府更加积极主动，有些地方政府早就开始了自主性的寺庙登记工作，如上海在1927年10月就制定了《寺庙注册暂行条例》，同年12月，浙江省也公布了《寺庙财产登记暂行条例》。与此同时，由于庙产危机的不断冲击，佛教内部也有庙产调查登记的需求和呼声，太虚大师曾倡议：“由各县佛教会速为严密之寺产调查与僧徒调查，制成统计，以为整理之所本。”[32]当然，佛教界内部也有反对登记者，如闻兰亭、可成等认为佛教会最要紧的工作是对外交涉，而不是对内管理。虽然各级政府和佛教界对寺庙登记的动机不同，但是摸清寺庙情况的需要基本一致。

南京国民政府前后进行了三次寺庙登记活动，在1928年和1936年两次登记活动中还为此专门颁布了相关的法规，1942年的寺庙登记活动没有再颁发法规。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在寺庙登记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达到对全国寺庙有一个全面准确了解的调查结果。

（一）《寺庙登记条例》的公布与实施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鉴于第二次“庙产兴学”的影响，为了维护佛教利益，全国僧侣纷纷上书请愿，唯准国民政府制定切实条例保护寺产，折消危机。国民政府为了便于管理，首先开展寺庙登记工作，于1928年10月2日公布了《寺庙登记条例》，该条例共十八条，对寺庙的登记范围、登记事项、登记机关、登记程序、登记时限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寺庙登记条例》第一条规定了登记的范围：“凡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切公建、募建或私家独建之坛、庙、寺院、庵、观，除依关于户口调查及不动产登记之法令办理外，并应依本规则登记之。”该范围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寺庙。

该条例第二条到第九条规定了登记事项，主要包括：人口登记、不动产登记和法物登记三个方面。这部分内容是登记条例的重点。第一项人口登记主要规定了三个方面内容：人口登记以僧道为限，非僧道而为寺庙之主者，准用前条之规定一并登记；寺庙内之雇佣或寄居人等不在登记之列，未成年人不得登记为僧道；寺庙内之住持及其他有执事之僧道，应于登记时注明其职务，居前项职务之僧道有变更或增减时应随时声请登记。第二项不动产登记的内容较为明晰，寺庙不动产包括寺庙本身建筑物及其附属之土地、房屋。第三项法物登记的内容较为复杂，条例规定法物包括宗教上、历史上或美术上有重要关系之佛像、神像、礼器、乐器、经典、雕刻、绘画，及其他保存之一切古物。但由于法物的大小、品质、保损等较为复杂，所以容易造成登记过程中的种种歧解，为后来的登记工作带来了很多障碍。

该条例第十条规定寺庙登记的主管机关在各县为县政府，在特别市为公安局。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了登记的程序，即各个主管机关置备各种制式登记簿，各寺庙申请登记后主管机关应在三日内派员实地核查申报事项是否真实。该条例第十二条到第十五条规定了登记时限、上报规程和后续变更程序。这些规定看似较为合理，但其实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仍有较大差距，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规定难以落实的情况。该条例最后还针对违反条例的情况规定了相应罚则，“情节轻微者强制使之登记，情节重大者科以一百元以下之罚款或撤换其住持”。但由于其罚则非常轻微，并不能起到威慑作用。

因《寺庙登记条例》之规定尚存在不周全之处，故全国各地依条例所奉行，然多有各方面释疑和误解。尤其是《寺庙管理条例》颁发以后，其内容之简略更是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向内政部、司法院呈请解释。

1932年颁布的《释寺庙登记条例疑义案》云：“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凡未经所属教会之议决，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而先行变卖或处分者，无论其事后已否补行呈准备案，均应认为违法”[33]；“住持被革除或逐出送究后，其所属之佛教会于不违反该寺庙历来传授习例之范围，得征集当地各僧道意见遴选住持”[34]；“慈善事业系指济贫救灾养老恤孤，及其他以救助为目的之事业，不得利用为宗教上宣传（参照《监督慈善团体法》第一条、第二条），若办理佛教之学校及祈祷超拔等事，自不得谓为慈善事业，尤与公益之事业无关”[35]；“寺庙住持僧如有不守清规，容留妇女情事，系属有碍风化，自当查核情形，分别究办。若只容留居住，应饬勒令迁出。倘或涉及奸宿，应依刑法办理”[36]；“寺庙住持不守清规，系宗教范围内之事，当由其教会按照教规惩戒。如系触犯违警罚及一般刑章，则与平民同科，应由官署依法惩处。其情节重大者，得依照《监督寺庙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革除其职务”[37]；“查《寺庙登记条例》第六条，既明载未成年人不得登记为僧道，且幼年剃度复经通令查禁有案，根本上已无承继之可能，自难因其子孙庙关系认为例外特予登记，致违定例”[38]。

《寺庙登记条例》颁布后，各地借废除淫祠神像为由，任意毁灭、侵占寺院，引起了佛教界的恐慌和抵制，民国二十五年杭州市公安局奉内政部《寺庙登记条例》调查寺庙共计890座，较之“民国十八年登记总数，短少五十五所，因市内寺庙无僧道住持，遵令均免登记故”[39]。不得已内政部又颁布《内政部禁止任意毁灭神祠》，不准人民对应存神祠任意毁灭：“查本部前颁神祠存废标准，原为尊崇先哲，与破除迷信起见。范围各别，规定详明。乃各地人民对于应存神祠有任意毁灭任意行动，纠纷丛生，殊于治安关系至巨。务望通令所属，布告人民，一体遵照标准，分别办理，不准人民任意毁灭。倘敢故违，即予严惩，以儆效尤。”[40]为了平息因破除迷信引发的摧毁寺庙之风，内政部又于1928年年底颁布了《神祠存废标准》：“规定神祠存废标准，通令凡应废之淫祠神像限期由各祠自行消灭，向有佛神合祀之庙亦应分别纠正，不得任人民自行处分。所应存之寺庙，并力予保护，以彰扶正黜邪之至意。”[41]该标准的公布不仅没有阻止毁庙之风，而且致使此风愈演愈烈，大量应存祠庙被任意捣毁，同时也波及很多佛教寺院和佛像，引起佛教界人士的极大不满和恐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制止。1929年1月21日，内政部颁发部令，禁止民众擅自处分寺庙，并呈请国民政府采取补救办法。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庙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寺庙登记活动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次寺庙登记活动最终无果而终，《寺庙登记条例》也就形同虚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该条例本身存在诸多的漏洞和不周之处，由于条例规定模糊，导致对很多登记事项认定不清，所以才会有后来各地不断来电要求就条例中各项内容进行解释，最终导致登记工作无法如期完成。其次，登记工作考虑不周，具体负责机构混乱，工作效率低下，甚至很多地方政府敷衍塞责，故意刁难登记对象，最终导致登记工作无法完成。最后，由于不断发生的侵夺寺产事件，致使很多寺庙心存顾忌，不愿如实填报庙产情况，有些地方的住持由于文化程度较低，没有能力完成登记申报工作，等等。各种原因最终导致这次登记活动直到1935年尚未完成。

（二）《寺庙登记规则》

由于第一次庙产登记活动没有完成，内政部于1935年再次着手进行新一轮的庙产登记活动。内政部也意识到第一次登记活动未能完成与登记条例本身有关，于是首先对登记条例进行了修改，“为便利全国各寺庙登记，以确定其财产而便保护起见，特将寺庙登记条例重行修正，分总登记十年举行一次，变更登记每年举行一次，所有财产一应列入，该项修正条例已呈送行政院核议施行”[42]，1936年1月4日内政部公布《寺庙登记规则》，1928年公布之《寺庙登记条例》即行废止。

《寺庙登记规则》对《寺庙登记条例》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修改：第一，明确将“寺庙登记之举办分总登记及变动登记二种，总登记每十年举行一次，变动登记每年举行一次，新成立之寺庙应于成立时声请登记，其登记手续与总登记同”。第二，更加详细地规定了寺庙登记的具体负责人：“寺庙之登记由住持声请之，无住持者由管理人声请之。”第三，对于寺庙人口登记一项，除了僧道外，其他住在人等应附带声报。第四，进一步明确了具体负责登记的受理机关：“经办寺庙登记之机关在县市为县市政府直隶行政院之市为社会局在特殊行政区（如威海卫管理公署管治局等），为各该主管官署，经办寺庙登记机关应置寺庙概况登记表。”第五，进一步明确了登记的具体要求和登记标的标准化：“寺庙人口登记表，寺庙财产登记表，寺庙法物登记表，寺庙登记证，寺庙变动登记表，寺庙变动登记执照等表。”第六，使登记和上报程序更加细致化、合理化：“经办机关于总登记时须先通告当地寺庙，限期领取填送本规则第八条一至四等表各四份，经派员调查所填确与事实相符，即将每表抽留三份，以一份边同登记证发给该寺庙，如有不符应责令更正后发给之。登记证得酌收费用，但每证不得超过一元。总登记办理完后其经办机关应将所留三份登记表分订成册，以一份存查余，两份送该管省市政府存转；经办机关于登记后每满一年通告当地寺庙，限期领取填送寺庙变动登记表四份，经派员调查所填确与事实相符，即抽留三份，以一份边同变动登记执照发给该寺庙，如有不符应责令更正后发给之，其存转手续与前条同。”第七，加大了惩罚力度，以保障规则的执行力度：“寺庙于通告后逾期延不登记，及新成立之寺庙不声请登记者应强制执行登记，如无特殊理由并得撤换其住持或管理人；如呈报不实或有故意蒙蔽情事，经发觉后除强制执行登记外，并得撤换住持或管理人，其情节重大触犯刑章者，并送法院究办。”第八，明确回避了除佛道教以外其他宗教的登记问题：“本规则于天主、耶、回及喇嘛之寺庙不适用之等规则。”[43]这项规定明显有违宗教平等原则，导致了佛道教界的不满。

该规则颁布之初，因得到了中国佛教会的支持和配合，因此工作有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普遍低下，工作进展整体缓慢，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这项活动再次被迫中断。后在1942年内政部再次提出了庙产登记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终究未能圆满完成一次全国寺庙登记活动。

三 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寺庙管理的法规

（一）《寺庙管理条例》的颁布与废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国民革命破除迷信、庙产兴学等社会潮流导致的侵夺庙产、捣毁佛像、焚烧经书等事件此伏彼起，深陷危机中的佛教界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承担保护合法宗教职责，各地方政府也因处理各种庙产纠纷于法无据而致电要求尽快制定相关法规。为了平息纠纷、管理寺庙，制定相关法规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由内政部制定的《寺庙管理条例》，该条例不分章，共二十一条。因该条例基本上是对北洋政府制定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略加修订而成，其中有十一条内容与修正条例几无变化，故除个别条款内容有所变化外，基本上是前者的翻版，下面对其修订部分内容略作分析和介绍。

第一，《寺庙管理条例》再次赋予政府“因人废寺”的权力。该条例第四条规定，寺庙僧道有破坏清规、违反党治及妨害善良风俗者，可由政府以命令废止或解散。该规定是宗教立法上的一次大倒退，又退回到袁世凯政府制定的《管理寺庙条例》之中去了。其倒退的原因从该条例第五条中便可找到答案：“寺庙废止或解散，应将财产转归该管市县政府或地方公共团体保管，由其酌情兴办各项公益事业。”由此可知，立法者作出此等规定，还是因觊觎庙产的心理在作祟。

第二，对寺庙办理公益事业作出了强制性规定，该条例第六条规定寺庙应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办理各项公益事业。这一条例虽承认寺产所有权属于寺庙，但由于第九条规定寺庙财产由寺产保管委员会管理，第十条规定寺庙财产之处分或变更须经庙产保管委员会公议，对于寺庙财产干涉过甚，寺庙仅享有财产之空名，实际上一切事务却均须仰承委员会处理。

第三，改变了以往寺庙财产的管理方式，将寺庙管理方式分为三种：“有僧道主持者，应由该管市县政府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寺庙僧道各派若干人合组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之”；“无僧道主持者，应由该管市县政府申诫或撤退之”；“由地方公共团体主持者，呈请该管市县政府备案，归该团体组织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之”。而且进一步规定：“保管委员会僧道不得过全体委员人数之半。”由此可见，这是将僧道管理寺庙财产的权利基本剥夺而交给“保管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又由政府人员把持，这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利抢劫。

第四，加入了僧道必须学习党义，遵从党制的内容。

《寺庙管理条例》本身存在重大的缺陷，对寺院财产的所有权作出一律从公的新规定，甚至有些条款严重侵犯了僧人对寺产的管理权，使“庙产兴学”风潮有政府法令可援，《寺庙管理条例》一经颁布，就引起了全国佛教界的强烈反对。而且由于条例本身存在重大漏洞和矛盾之处，自公布以后，各地庙产纠纷更形严重，呈请修改者，不一而足。国民政府不得不将条例送立法院修正，而所有寺庙事项，一律保持现状，停止处分。

《寺庙管理条例》对于寺产之管理权、所有权于僧尼不利，引起了全国各地佛教僧徒的反对。浙江省佛教会呈内政部请确定寺产所有权，而四川省佛教会则驳斥《寺庙管理条例》。1929年3月，四川佛教团体联合全省19758寺，通电力诋新颁《寺庙管理条例》十种不合法，誓不承认：“僧道个人违法，即得废止寺庙。授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以宰割寺庙之柄，誓不承认。寺庙之所有权，僧道不得行使处分，反令僧道以外之人行使处分之五洲万国无此法理，誓不承认。佛教寺庙重重取缔，耶稣天主不敢过问此等侵害弱小民众不平等之条例，誓不承认。僧人护持庙产，乃其职责，反谓把持，从而禁止此等蹂躏人权觊觎寺庙之条例，誓不承认。僧人违背条例，责令赔偿非僧人而损害吞没寺产，仅限于持有物，方能治以侵占之罪，且不定明责令赔偿其余动产等物，又故意漏列此等阶级不平等之条例，誓不承认。变没收充公之名词为废止解散财产归政府法团，此等巧立名目以得财为目的之条例，誓不承认。僧道各自然人已有户籍登记，寺庙房田已有不动产登记，历史流传之法物，又有古物登记，乃于斯种种之外又复重之以寺庙登记，为取缔剥削寺产之蓝本，此等叠床架屋之条例，誓不承认。未征求佛弟子民众同意，由少数人草率定订纰谬百出之法文妨害民权，誓不承认。”[44]

全国僧尼因政府对寺庙之管理权、所有权未确定，相顾愕然，遂竭力进行组织中国佛教会，以自行保护合法权益。1929年4月，僧俗共同组织的中国佛教会在上海觉园召开中国佛教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推太虚大师、王一亭居士等任执委常委，圆瑛当选主席，此为革命后之中国佛教徒有组织之团体。由于太虚与王一亭联名致书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终于准中国佛教会备案，通令全国谨慎处理寺产，不久《管理寺庙条例》废止，改为较为和缓的《监督寺庙条例》十三条。[45]

（二）《监督寺庙条例》的颁布实施

192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通过《监督寺庙条例》，废止了《寺庙管理条例》，其为十余年来佛道寺庙之最高法律。《监督寺庙条例》仅十三条，主要内容围绕庙产监督，其内容虽有监督之义，但删除了以往对佛教庙产构成直接威胁、容易引起庙产纠纷的内容，同时佛教活动和身份的约束也较宽松，其立法旨意主要是庙产属于寺庙，主持行使管理权，处分权属于教会，监督权属于政府。对该条例佛教界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人认为该条例对佛教缺乏积极整顿之意，只是任其自生自灭而已。但与以往各种寺庙管理法规相比，其进步之处也是相当明显。首先，其为民国建立之后效力最高的一部关于佛教的宗教法律。其次，其改变了过去立法中总有威胁佛教庙产条例的惯性，减少了政府插手寺庙财产的机会。最后，明确了住持、教会和政府各自在寺庙财产权问题上的分工。

《监督寺庙条例》的主要内容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筑物，不论用何名称，均为寺庙管理；但由政府机关管理、由地方公共团体管理、由私人建立并管理的寺庙，不适用于该条例。第二，寺庙财产及财物，为寺庙所有，由主持管理，但应向地方官署呈请登记。住持于宣扬教义、维持戒律及其他正当开支外，不得动用寺庙财产之收入；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会之决议，并呈经该管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第三，寺庙收支款项及所兴办事业，住持应于每半年终报告该管官署，并予以公告。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第四，违反条例之规定者，该管官署得革除其主持之职，逐出寺庙，或送法院究办。第五，条例不适用于西藏、西康、内蒙古、青海的寺庙。

监督条例也的确减轻了政府对佛教的压迫，同时也因其过于简略而致使各种庙产纠纷的解决缺乏直接性的法律依据，因此围绕监督条例的适用，形成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判例。大理院为民国时期最高司法机关，该院对于宗教管理法规的判例和解释，是民国时期宗教政策的重要补充，也是司法解释的重要依据。《监督寺庙条例》公布后，大理院先后对其第三、六、八、十条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详细的规定。

关于《监督寺庙条例》第三条第三项，由私人建立并管理的寺庙，有多条解释，如“私人或团体创设之寺庙无独立人格”，“庙产之性质，原不一致，公庙固可认为财团法人，而由私人或特定团体出资创设，其支配权仍存留于出资人者，则该庙产仅认为该私人或团体财产之一部（仅为所有权之标的物），而不能有独立的人格”，又规定“私建寺庙施主有自由处分寺产之权”，“寺庙及庙产，由施主捐助者，与僧人自置之私产不同，即凡公庙（与《管理寺庙条例》第一条第一项相当者）庙产，住持不能反乎原施主所定目的自由处分，原施主自应有监督之权。至私家独立所建设，确与《管理寺庙条例》第一条第二项相当者，其处分寺产，原建主自有自由之权，除建立当时或其后与所用住持有特别约定或早定有规约者外，更无庸取得住持同意。请官准许，尤非局外所能干涉”。[46]

关于《监督寺庙条例》第六条，“寺产由施主捐赠者施主有相当监督权”，“寺庙财产由施主捐助者，虽为宗教公产，然当此行政监督设备未能完善之时，为保持公益起见，自应予施主以监督之权。故本院历来判例，均认施主对于寺庙及其财产于相当范围以内，可以监督”，又“由施主捐助建设之庙产属于寺庙”，“寺庙财产除可以证明系一家或一姓建立之私庙外，凡由施主捐助建设之庙产，不属于原施主，亦不属于该庙之住持，而专属于寺庙。原施主固不能仍主张为个人所有，在住持亦不能以久归僧人管理，遂认为僧人之私产”[47]。

关于《监督寺庙条例》第八条“寺产非经官署许可不得处分之规定并非畀住持以处分之权”，“寺院管理规则第四条，虽有住持及其他关系人，非经行政长官许可，不得将寺庙财产卖抵押之规定，然此项规则，系为行政上便利起见，对于行政长官，明定其应有之职权，而非对于住持及其他关系人，畀以处分庙产之全权，故该条之处分，仍应以习惯法则及条理上可认为有处分权者为限”，又“寺产非经许可不得处分之规定系就有处分权人之处分加以限制”。

《管理寺庙条例》第十条寺庙财产不得抵押或处分之，但为充公益事项必要需用，禀请该管地方官核准者，不在此限等语，是于原有处分权之人（原施主或其承继人及住持僧道）处分寺庙财产时加以限制，并为行政上之便利，认地方官有监督之权。故地方官对于有处分权之人禀请所为许可与否之处置，固属行政处分，而关于该庙产之是否私有，原施主或住持之身份，及处分之会否经其同意，在禀请处分之人，与僧道间有所争执，或因管理用益等事涉讼者仍处于民事诉讼，应由司法衙门予以受理审判。而关于此项审判之上诉，该管上级审衙门，自亦不得诿为行政事项，予以驳斥。[48]

《内政部对于荒废寺庙解释文》又补充：“据中国佛教会常务太虚呈称，无人继承之寺庙，似应由佛教会征集诸山意见，另选住持管理，请核准通令遵办。又据江苏民政厅呈为荒废寺庙能否变卖，乞鉴核示遵……以上各项，《监督寺庙条例》均无明文规定，即经分别批令，并并案呈请行政院咨转解释在卷。”[49]

《中央党部宗教仪式不加干预》指出：“现有该寺住持尼募捐，重塑佛菩萨像大小五十一尊，为该县党务整委会指为崇拜偶像，提倡迷信，函请加以制止，请示办法等情。职厅查《监督寺庙条例》并无明文规定不许重塑佛像，似无制止之必要。惟事关党部提议，呈请示遵前来，经部呈请行政院，函请中央党部秘书处转陈核示，准复开。奉常务委员批，事关宗教仪式，自不应加以干预，即令浙江省执行委员会，依照监督寺庙条例，转饬奉化党部知照等因，令饬转行遵照，足见中央尊重约法，实行保障人民自由云。”[50]

《监督寺庙条例》与《寺庙管理条例》的不同点在于改“管理”为“监督”，就是寺庙的住持假使犯法，可以“逐出”或“送法院究办”，对于寺不必“废止”或“解散”；对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假使处分变更，非经所属“教会”决议，呈请该管官署许可不可，这一条似乎赋予教徒组织的“教会”一定的权力，可是《监督寺庙条例》与《寺庙管理条例》一样对寺庙未加以“勒令整顿”，故所谓“管理”，所谓“监督”，皆是一种敷衍的纸上文章，与僧道不但毫无利益，并且有由其“自然消灭”之含意。

太虚大师在《评监督寺庙条例》一文中云：“寺庙管理条例，与监督寺庙条例之不同点，显明的、只是管理条例乃用官署及地方团体之力量来逐加破灭，而监督条例，则一听寺庙僧道之自生自灭而已……僧寺终究须趋于自灭，而亦甚非国民之福！代表佛教的全国寺僧，若能一致团结成系统之组织，为适当之整理，昌明佛教之救世学理，振兴佛教之济人事业，则在此不妨害寺僧自求生路的监督条例之下，亦尽有发荣滋长的机会，且可造成为国民的信仰中心，建立人类与国民的新道德标准，造福全国全世界，此实为听我汉族寺僧自灭自生之一关键。故特举其自寻生路的荦荦大者，为全汉寺僧告：一、速为各县各省以至全国之佛教会的严密组织。二、由各县佛教会，速为严密之寺产调查与僧徒调查，制成统计，以为整理之所本。三、条例之监督，注重于由官署对于住持之革除与逐出及究办。住持之职务，在于宣扬教义，修持戒律，及其他正当设施与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等。如此之住持，非明教理持戒行及有能办公益教育及慈善等之才德不能。故任为各寺院菴堂之住持，非由佛教会公订分别等级之考取选任方法，精选适宜之住持人才不可。否则，寺僧将随住持之革除与逐出究办而消灭。四、尤须注重者，则为速办各县各省以至全国之佛学苑，编成系统之教育程度，造成寺院住持之僧，方能实行宣扬教义等。”[51]

《监督寺庙条例》十三条较之《寺庙管理条例》二十一条已经有了进一步的缓和，对于保护寺产而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四川省政府训令各县政府云：“省为通令事，照得寺庙财产，原有公私之别，地方行政官署依照《监督寺庙条例》，只有监督之权，不能任意处分或变更，地方团体更不能借端侵占。迭经通令有案，查川省向来三宝绍隆，有关风教，地方寺庙林立，僧道众多，其原有财产，或为僧道私人出资所置，或为多数私人醵金而成，其性质与人民私产无异。近年以来，每有地方豪猾，及不肖团保，借名估提，或贱价募卖，随意处分。僧道呼吁，时有所闻，言之实深浩叹。昨准内政部咨转奉行政院令，准司法院统一解释法令会议议决，《监督寺庙条例》第三条第三款所称之私人，非指一私人而言，凡结合多数私人，非以出捐为目的，而以其个人私有财产建立寺庙并管理者，自应与一般私人同视。至同条例第八条所称之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系指归属寺庙所有而言，属于僧道个人私有者，不适用该条之规定等因。业经令行民政厅转饬知照在案，准此解释，监督寺庙条例所称私人与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皆以明晰无疑。此后对于僧道以私人财产建立寺庙，及僧道个人私有及承继之不动产并其法物，应与一般私人之私产相等，同受法律之保障。即使寺庙僧徒偶有一二逮法犯规，被人告发，依法亦只罪及本身，不能带充罚庙产与法器，乃符事理。如地方举办公益事项，对于寺庙应与普通人民一律待遇，平均担负，勿得畸轻畸重，用昭平允，并不许再有侵占庙产擅加处分情事，显干法纪。”[52]

《监督寺庙条例》授予政府监督寺庙财产的权力，但其规定相当简略，漏洞不少，想从寺庙榨取油水者自可上下其手，为此，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通过司法解释或政令弥补这些漏洞和不足。内政部即承认“第十条之规定，极为空洞，又附以第十一条之规定，则流弊滋多”，要求司法院解释，但被司法院以两条规定“是否适当，系属立法问题，不属解释范围”为由拒绝解释。从内政部的态度来看，虽然条例赋予它相当大的权力，但它主张从外部保持强大的监督压力，并不想全面介入寺庙内部事务，因为全面介入必然会导致问题丛生，反而不利于政府的管理。因此，它比较重视佛教、道教界的自我管理。内政部解释规定“凡和尚之寺庙，均应属于佛教会，道士观宇均应属于道教会”，从而将佛、道两教的众多寺庙纳入教会系统，便于统一管理，解释还允许教会参与各寺庙管理事务。在住持传承这一重要问题上，内政部也采取了尊重现实，允许佛教、道教自我管理的态度。关于“住持被革除后，其传继办法，依向来习惯办理，命意不无含混，若由教会遴选，又多不洽舆情，能否由自治团体，或地方公正人士保举，由主管机关核委”的询问，内政部态度坚决。“住持被革除之后，其传继办法，依据习惯办理。词意合混、不洽舆情与否，官署自不必过问，至保举与核委各节，更不可行。”对这一问题，司法院主张由寺庙“所属之教会，于不违反该寺庙历来管理权传授习例之范围内得征集当地各僧道意见，遴选住持管理”。内政部进一步解释说“寺庙住持，如向由僧众遴选，地方公决”，也“可认为习惯”。中国佛教会曾经向内政部提交关于选派寺庙住持的提案，内政部在答复时表示司法院“所谓寺庙历来传授习例，系指该寺庙本身历来住持继承之习例而言，该项习例，应否改良，系另一问题，须视该项习例是否与现行法令抵触为断，至该寺从未采用之办法，自不能谓为该寺庙条例”。

《监督寺庙条例》公布后，虽然也能为佛教寺产提供些许保障，而野心家觊觎寺产，仍在暗中运用各种方法与法律的手续，似乎不夺得寺产，势不罢休，后南京国民政府专门发布《国府行政院重申保护寺庙令》进一步加强寺产保护：“查保护寺庙，法有明文，且经政府通令有案，乃迭据报告，各地仍常有军警占据，或地方机关团体，或个人任意侵夺情事，似此玩忽法令，殊属不合，兹经本院第一一九次会议决议，关于寺庙财产保护事宜，除依照《监督寺庙条例》，以庙产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外，军警及其他机关团体，或个人不得任意侵占，应由内政、军政两部分别通行，各省市政府，及各军队军事机关遵照。”[53]

除了军警等豪取佛教寺产外，当时的“庙产兴学”运动对佛教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监督寺庙条例》发布后，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首先发表宣言，并组织“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案经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全体会议议决，“本案经教育审查，认为应送政府发交教育部会同内政部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妥拟办理”，似此非要取得庙产不可。而《内政部批兴学促进会宣言尽可置诸不理文》则宣布“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无效，“查此案前准行政院秘书处函送前来，当以维持宗教，保护寺产，均已明白规定于《监督寺庙条例》，分令遵行。至庙产兴学促进会，所发宣言，及其进行手续，皆未正式呈请到部，尽可置诸不理”[54]。

经过全国佛教界的努力，《行政院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决议通令全国，以后无论军警及任何机关团体如有侵占佛寺僧产者概以法律办理由》发布：“查原提案办法第一、第二两项，由国民政府通令首都、各省市、各边地占用佛寺僧产者，一律恢复原状。按诸事实，殊多窒碍，盖自《监督寺庙条例》公布后，本部督促各省市政府对于寺产均依照条例处理，若一律恢复原状，事实上已不可能，徒滋纠纷，无裨实际。至第三项，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后无论军警以及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等，如有侵夺占用佛寺僧产者，概依法律办理云云。查《约法》第六、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等条，规定详明，所请通令一节，事属可行，可否由钧院呈请国民政府通行之处，本部未敢擅夺，理合具文呈请钧府鉴核施行，指令只遵等情，据此，应准照办，除指令并分行外，合行抄发原提案，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55]

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在国民政府后期，对于佛教的保护还是有较大进步，尤其在《监督寺庙条例》颁布后，政府对寺庙财产的保护日益加强，佛教界对该条例也持认同态度。

（三）南京国民政府有关蒙藏佛教管理的法规

清末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统属关系日渐松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央政府制定的佛教管理政策对于藏传佛教而言，其法律效力就显得十分微妙，政府既要在名义上管理藏传佛教，又实在难以有具体实施和实质性的进展。再者清末以后，各列强对于西藏虎视眈眈，竞相分羹，中央政府既要体现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所属关系，又要笼络西藏僧俗高层，这种矛盾成了民国时期管理蒙藏佛教的基本出发点。

佛教神秘主义在诞生之初即有广泛的信众范围，尤其后来传入东土遂成汉传佛教唐密，弘传西番形成藏密，都以其神秘的佛教理论和实践为信众所痴狂。尽管汉地唐密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其再传之日本密教在清末以后回传中国，却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其难以掩饰的军国主义色彩实难为中国人所接受。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东流中土，信众日增，蔚为壮观，对于日本密教在内地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国民政府制定相关佛教管理政策没有理由不考虑在内地正如火如荼传法的藏传佛教。

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对蒙藏佛教的管理一般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笼络藏传佛教高层僧官两个手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优待九世班禅、七世章嘉、诺那、贡噶、多杰觉拔、白普仁等蒙藏高僧，通过他们度化边疆、安稳国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在制定政策管理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蒙藏佛教的管理主要由行政院蒙藏委员会负责，自成立开始即通过设立直属机关和颁布法令政策等方式对蒙藏佛教进行了积极的管理。1929年，蒙藏委员会改名为“北平事务处”，1930年复改为“喇嘛生计处”，1932年又改为“喇嘛寺庙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北平、热河等地蒙藏佛教寺庙。

1931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共十八条，具体为：

第一条，蒙古各旗及北平、沈阳、承德、五台、长安、归绥、甘肃、青海、东陵、西陵等处之喇嘛寺庙，不论为何人建立，均依本条例监督之，前项喇嘛寺庙，指向由喇嘛管理之宗教上一切建筑物而言；第二条，喇嘛寺庙之黑徒，应一律解放，其办法由蒙藏委员会定之；第三条，喇嘛寺庙之领袖喇嘛，视为住持，其现有职衔，即定为该寺庙住持之职衔，喇嘛寺庙住持，不得以非中华民国人民充之；第四条，蒙古各旗喇嘛寺庙之住持，由该管蒙旗旗官署派充，并呈报蒙藏委员会；第五条，前条以外之蒙古喇嘛寺庙之住持，由蒙藏委员会派充；第六条，喇嘛寺庙住持受该管官署及蒙藏委员会之监督，综管该寺庙事务，并约束所属僧众；第七条，喇嘛寺庙之职任喇嘛，由住持按照惯例及等级派充，并呈报监督官署；第八条，喇嘛寺庙喇嘛换发交付等事，由住持办理，年终汇报监督官署；第九条，凡有喇嘛五十人以上之寺庙，应设委员会，协助住持处理寺庙事务，其组织章程，由住持拟请监督官署核定之；第十条，喇嘛寺庙住持，应造具喇嘛名册，送呈监督官署登记，遇有还俗、移转或圆寂等事，应随时呈报；第十一条，喇嘛寺庙主持，应造具寺庙财产及法物清册，送呈监督官署登记，遇有变更时，应即为变更之登记；第十二条，前二条之登记办法，由蒙藏委员会定之；第十三条，喇嘛寺庙住持，应将寺庙每年收支款项，造具预算决算呈报监督官署，并公告之；第十四条，喇嘛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筹办学校，以培养喇嘛生活上必要之知识与技能；第十五条，喇嘛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监督官署核准，不得处分变更；第十六条，喇嘛寺庙住持，除宣传教义，修持戒律，及其他正当开支外，不得动用寺庙财产及收益；第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或第十三条之规定者，监督官署得免其住持之职；违反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者，得遣出喇嘛寺庙，或送法院究办；第十八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本条例施行日，蒙古喇嘛印务处、事务处等机关一律裁撤。[56]

涉及范围包括蒙古各旗及北平、沈阳、承德、五台、长安、归绥、甘肃、青海、东陵等处的喇嘛寺庙。

蒙藏委员会为调查各地喇嘛状况以便于管理，特制定了《喇嘛登记办法》。该办法要求除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各地喇嘛均须向蒙藏委员会声明登记。职衔喇嘛未经合法登记，不得享受职衔喇嘛权利，非职衔喇嘛未经合法登记，查出后勒令还俗。这一办法试图建立一个完善的登记管理制度，但在当时动荡的政局下事实上难以完成。

1934年1月，国民政府制定了《边疆宗教领袖来京展觐办法》，仿照清朝举措，规定“凡蒙藏及其他各地之呼图克图、诺们汗、绰尔济、班第达呼毕勒罕”等藏传佛教领袖，“分为六班，每年召集一班来京展觐”，以“报告边地宗教情形”[57]。1935年12月，制定《管理喇嘛寺庙条例》，次年1月又公布了《喇嘛奖惩办法》，这两条法规，借鉴清代管理经验规定颇为详细，但由于藏传佛教主体不在国民政府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显然作用有限。

四 其他有关佛教的政策法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了制定《寺庙管理条例》、《监督寺庙条例》等法规外，多有诸多补充律令和相关管理规定相继发布，主要表现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保护僧徒寺产、破除迷信、提高僧人教育水平、管理佛教会等佛教组织方面。

（一）兴办慈善事业的规定

国民政府时期监督保护寺庙财产之余，责令佛教“以兴办公益及慈善事业之义务”，对不履行义务者，更予以严厉之制裁，但因条例规定过于简单，难以施行。1928年10月蒋介石与近代著名居士王一亭谈话中提出可以保存“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藉教育造就有知识的僧徒，寺院须清净庄严，不可使非僧非俗的人住持，且对于社会要办有益的事业”[58]等。

1932年8月，内政部拟订《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呈交行政院修正后，于9月12日以部令公布施行。《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规定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范围：“（1）关于民众教育事项；（2）关于济贫救灾事项；（3）关于育幼养老事项；（4）关于公共卫生事项；（5）其他公益或慈善事项。对出资标准、‘寺庙兴办公益事业委员会’的组织、主管官署对于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督、罚则等问题，均作出了相应的规定。”[59]

实施办法公布后，遭到佛教界僧众的一致反对，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内政部对清真寺的寺产、喇嘛庙的庙产、基督教堂的教产等都没有规定必须兴办慈善事业，唯独要求佛教的庙产用来兴办慈善事业，是公然的宗教不平等；其次，除了江浙等地的大寺，佛教寺庙大多数都依靠经忏活动维持生计，并没有多余的钱财办理慈善事业，即使有能力办理，也只能倡导而不宜用强迫的方式；最后，佛教很多庙产被提取兴办学堂或被侵夺而未归还，因此要求政府先追回这些被侵夺的庙产之后再兴办慈善事业。

1932年10月11日，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仁山、智圆、黄庆澜、圆瑛、明道、闻兰亭、常惺、王震、赵云韶等，发布《中国佛教会第二十号通告》，明确反对该办法的公布实施。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呈文给行政院、内政部等，请求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办法》。该呈文认为：“查各级佛教会会章，向有举办公益慈善之规定，本会成立以来，凡于僧俗教育地方公益及赈灾救济等事，或进行举办，或督促各省教徒，努力设施，不胜枚举，为国人所共见共闻。惟义务虽当共尽，而权利所属未可混淆。”即强调举办慈善事业是佛教界自觉所尽的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同时呈文对慈善事业管理委员会的组织极为不满：“查佛教寺院与其他宗教大略相同，其财产属于寺院所有，其性质属于财团法人，不但非他人他机关所能过问，即团员个人亦绝无支配之权”；“查此次所颁办法第六条及第七条，规定由该管官署组织寺庙产业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以该管官署代表一人，地方自治团体代表三人，教会代表一人，僧道代表二人组织之等语。乃此次奉颁办法，其委员会之组织又属于该管官署，显与条例不符。又财团法人之财产，依照法例，当然应由该团自行处理，今以地方官署及自治团体代表得于宗教财产收益办理公益慈善事业有共同征收保管之权，实不能不谓之越俎。查东西各国教会林立，所有财产及其收益，绝未闻有其他团体混杂争管之事”。[60]此外，认为办法中规定的缴纳善款的数量比例不符合现实情况，难以实施。

大醒法师在《评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一文中指出：“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谁也不能说不当，因佛教向以慈悲为本之故。不过晚近一般僧徒及世俗人等均误以‘慈悲’就是‘慈善’，所以在一般人就也把佛教会一类的组织当做慈善机关；……就‘利生’方面言，慈善公益事业，原为‘利生事业’之一种；就‘弘法’方面言，佛教会应该要以‘弘法为家务’，才是道理！如今佛教会的一类组织，不从根本上去做‘弘法为家务’的事，专着重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外表似乎想以此缓和政府对于佛教保护之感情，而实际上只是少数以行慈善而名居士的人，从中劈划，想假机会为其借名活动的鬼计。”[61]在佛教界一片反对声中，该办法只能暂停实施。

1934年9月，中国佛教会拟订《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经内政部修正后，呈交行政院核准，由内政部备案，并通行各省市。对于道教寺庙，内政部也批准用该规则办理。该规则规定了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的出资比率：100元以下者为1%，100—300元者为2%，300—500元者为3%，500—1000元者为4%，1000元以上者为5%。寺庙兴办慈善事业应受主管官署监督，并受当地佛教会指导。每年年终，寺庙应将办理状况及收支情况向内政部备案，并由中国佛教会评定成绩，分别奖惩，呈报内政部备案。寺庙住持如不遵守出资比率规定，由当地佛教会请求主管官署协助令其出资，如再违抗，则按《监督寺庙条例》的规定，革除其住持之职。因该规则为佛教会自己拟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得到了佛教界的认可和支持，该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也是一次由教界制规、政府颁行的立法方式的成功尝试。

（二）干预教内寺僧日常生活的规定

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南京国民政府在干预、管理僧人滥行传戒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但因缺乏实践经验，导致佛教界多有微词。《浙江省佛教会呈为杭县净慈寺抗命传戒请迅函浙江民政厅饬公安局严行禁止文》指出：“窃查各寺院滥戒一案，属会曾于十七年六月间开全省代表大会，议决整理僧伽制度大纲内，对于出家之限制，曾有严密之规定。当经呈民政厅批示照办，属会于奉批后，即通告全省各寺院知照，一面函请各市县政府备查。本年二月间，又将改良传戒试办规程，呈奉民政厅批准，通饬遵行。旋因各寺院尚有私自滥行传戒情事，又经呈请民政厅通令各市县政府布告禁止。前因杭州净慈寺僧心融，有违背成案，滥行传戒情事。复经属会呈奉民政厅令饬禁止各在案。兹阅上海新闻报广告，该寺僧竟敢藉朦请杭州市政府核准之案，大肆招徕，实属破坏公意，违背成案。”[62]

大醒法师所撰写之《山东韩复榘氏制定整顿僧尼办法》窥知：“传戒之寺院，须将每届受戒人名单履历，于六个月前呈报当地官厅，分别呈报民政教育两厅备案；凡各地寺院，非具下列各项资格，呈经内政教育两部均认可者，不得传戒：（一）十方丛林；（二）具备完全之大藏经典；（三）有研究专门宗教学术及教学之设备；凡传戒师僧之依止、教授、羯磨三师，必须精通教义律法，得教育部之认可；各地传戒寺院，自民国二十三年起，满五年内，停止传菩萨戒。同时限令各传戒之丛林寺院，于此五年内，必须依照第五六两项之规定，改良其内容，呈请内政教育两部会同派员检看，其经验看合格者方许传菩萨戒；凡受菩萨戒之僧尼，必须受比丘僧尼戒律满足五年，且具备下列两项资格之一：（一）曾在大学毕业，及具备与入学毕业相当之学问程度。（二）有合与本章程第四款所定之丛林三所以上之联名保证，其保证之要点如下：（甲）尽忠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慈善事业；（乙）诚心扶持三民主义，不违反乎三民主义之宣传；（丙）终身不违犯国家法律；凡曾经取得比丘僧尼及菩萨僧尼戒戒牒之僧尼，限于一年内，取具其剃度本寺及受戒本寺之保证书，呈请各该地方官应验看，加盖印结后，汇案分别转呈民政教育两厅备案。其未成年者之戒牒，一律取消。自民国二十年一月一日起凡戒牒未经验看，未曾取得官厅印结者，一律不准担任各地方寺院执事，并不发生一切法律上之效力；第四款及第九款所定各种登记及验看印结，各地方官厅得斟酌地方生活情形，收取手续费；但每件不得超过二元。”[63]此整顿办法大大限制了僧伽之授戒人数。1931年，湖北内政会议，民政厅竟然提出了僧侣职业化一案，议决通过，由官厅责令筹设职业机关，训练职业技能，更是全国一片哗然，中国佛教会呈请政府撤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取缔佛教幼年剃度具有一定的积极的社会意义。1930年3月18日，内政部致函行政院，请通令各省市政府查禁幼年剃度。事情起因是余姚县代表大会提议，请通令全国严禁寺庙收养幼年僧尼，经浙江省执委会呈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转交至内政部核办。内政部长杨兆泰、政务次长樊象离（代）在致行政院呈文中说：“查幼年剃度，违反人道，妨碍进化。前颁《寺庙管理条例》中即有未成年人不得剃度为僧之规定，以示限制。而训政时期，内政部训政工作分配年表第二期内复列入查禁幼年剃度一项，以期切实调查取缔。自《寺庙管理条例》废除后，《寺庙监督条例》对于剃度一层，未经提及。今日各省市党部迭经函请严禁，以彰人道。此事关系重要，似未便因条例未经规定再行开禁。准函前因，拟通令各省市切实查禁，其已被剃度者，应由各该地方官署设法救济。”[6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政部因认为“现代僧徒关于智、识方面，除少数具有相当程度和出家资格堪受大乘戒典外，其余多数都无相当了解，甚或目不识丁，公然滥厕僧宝之列，贻讥人世”。并认为佛教会“创办之佛学院，内部认为与现今教育行政制度，有紊乱之嫌，拟即敕令改良，或进行停办云”[65]。为振兴佛教，提高僧伽学识强制僧尼教育。1935年11月，内政部发布《内政部通知礼字》致中国佛教会云：“对于佛学之研究及佛教徒之训练颇为重要，兹经本部暂定原则。（一）先由该会试办佛教研究所，其地点设于南京或上海，将来他处如有推广必要，应由该会拟议呈部核定。（二）由各大寺庙选派相当僧尼轮流到所学习，毕业后回庙转教本庙僧尼。（三）修业期以一年为度。（四）经费由各寺庙负担。（五）课程以研究党义及教义，并使其知劳作之重要，及明了世界大势。”[66]

国民革命时期，政府宣扬鼓励要破除迷信，佛教因此遭受了很多曲解和损失，法舫法师撰写《论军事当局之破除迷信》对佛教和迷信的不同予以解释和辩驳，说蒋介石在成都讲演时指出：“大家要首先改革的，在社会方面第一就是破除迷信，第二就是要戒绝鸦片，所谓迷信与宗教的信仰不同，前者是信赖鬼神邪术，拿来支配现实的事物，其结果比妨害社会之进化；后者是基于哲理的信仰，以为个人精神超向的寄托，涵养人类高贵的德性。所以宗教的信仰是应当有，并且应当听其自由的，而迷信却是绝对不可有，而应当彻底破除。”[67]

由此可知，南京国民政府对佛教的管理和干涉是多方位、多角度的，其政策法规不仅对佛教庙产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僧众的日常生活都有较多的干涉和影响。

五 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宗教管理法制化的基础之上，先后制定相关佛教管理政策法规，将佛教管理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使之有法可依，促进了中国宗教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健全化的进程。南京国民政府对宗教管理机构、寺产、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兴办慈善和公益事业的管理等方面基本上都制定了单行的法律或法规（规章），条文更清晰、严密、细致，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反映了中国法制建设总体水平的提高。但在具体的宗教管理实践中却屡屡出现了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这给佛教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对政府的威信造成了不良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出发点是将各宗教纳入其统治的轨道，制约宗教中不利于稳固国民党政权的因素，因而宗教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控制。首先是控制宗教团体，将宗教团体的活动置于国民党的各级党部监视之下；其次是控制宗教意识，竭力将宗教意识限制在国民党所提倡和许可的所谓三民主义范围之内；再次是控制宗教活动，规定一切宗教活动不得“违反党治”，妨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最后是控制宗教活动场所，对活动场所进行严格的登记和监视，防止有人利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危害其统治的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这些宗教控制的措施与其一贯所宣称的信教自由政策是矛盾的，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信教自由政策完全不同。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声称保护寺庙财产不受侵占，另一方面又强令寺庙兴办公益及慈善事业，这也是矛盾的。《监督寺庙条例》规定，寺庙必须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否则住持或僧道要被逐出寺庙或送法院究办。这明明是强迫寺庙捐出寺产，实际上是将原来“寺产兴学”运动时政府和个人对寺产的随意侵夺变为政府有程序、有组织地侵夺而已，虽然冠以兴办公益及慈善事业的堂皇名义，但强迫寺庙拿出寺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与司法院和内政部在对《监督寺庙条例》的解释中强调任何人（包括政府）不得强迫寺庙出款或提取寺庙财产的规定严重相悖。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中明确规定，人民于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分，但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对道教、汉传佛教的管理，比对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的管理要严格得多。针对佛道教制定了一系列压制和强迫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等却一味姑息迁就，这于其宣扬的宗教平等政治原则也是严重的名实不符。

大醒法师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佛教政策评价认为：“前者管理条例，一方取管理态度，一方则含有解散之用意。后者监督条例，一面取监督态度，一面似又有放纵寺庙教徒作弊及沿守陋习的样子。政府对于佛教，完全取的一种不过问的态度，似问非问，非问亦问；是非存亡，乃欲任凭佛教自作自取。”[68]大醒法师完整地剖析了国民政府对佛教的态度。虽然如此，但南京国民政府的宗教立法在佛教界不断抗争和调和过程中，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二十多年中针对佛教先后制定了二十多部法律法规，虽然有些法规颁布不久就因佛教界的抵触或反对旋即废除，但这一时期的宗教立法活动在我国宗教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为以后的宗教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这一时期的立法文件也将成为我国宗教立法史上重要的法律文献资料。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

“庙产兴学”，兴起于清末，盛行于民国时期，就是利用各地寺庙建筑、田地及财产等来兴办教育，包括提拨庙产、田产以补助学费，利用寺庙殿堂建筑作为校舍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既与清末以来社会思潮有关，即承接晚清以来庙产兴学运动之流风余绪；同时也有其现实的原因，主要与南京政府推行普及教育过程中经费严重不足有直接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8年4月至1929年10月，以传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拟议庙产兴学为发端，以中央大学邰爽秋教授“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寺产、振兴教育”的倡议为代表，史称“第一次庙产兴学运动”。第二阶段始于1930年11月，邰爽秋等联合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并公开发布《中华民国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谋划拨庙产以兴办教育，史称“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第三阶段起因于1935年8月16日，湘、浙、鲁、皖、鄂、豫、苏七省教育厅联合呈请中央，厉行《监督寺庙条例》，提出以寺庙财产充作民众小学或其他地方教育事业。接着，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程其保、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李敬斋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接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的提议，在全国教育会议上获得通过，呈报内政部，可视为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第三次庙产兴学运动”。

一 第一次庙产兴学运动

（一）内政部庙产兴学之传闻及其佛教界之反应

1928年4月，《新闻报》、《申报》以及各佛教刊物纷纷报道，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将计划实行破除迷信，将庙产改办拟学校。此外，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进而提出具体方案拟向全国教育会议建议。据4月9日《新闻报》载：“内长薛笃弼，拟于全国教育大会，提议改僧寺为学校，提案文在起草中。大义谓对于先哲，理应尊崇，并实践其主张，至祠宇巍然，非即尊崇本义。暹罗原为佛国，寺宇已一律改为学校，既收普及教育之效，全国人民，亦仍信佛不衰，今甘、豫亦实行有效云。”[69]暹罗即泰国的旧称，素来为信仰佛教的国家，并不存在将“寺宇改为学校”的现象，恰恰相反泰国佛教界和政府一起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建立起了现代的僧伽教育制度，推动了暹罗佛教教育的发展。当时改编巴利三藏以及稍后成立的佛教教会，均得到了皇室及政府的资助和支持，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所理解的提拨庙产以兴办社会教育的庙产兴学。此外，国民革命时期发生在河南、甘肃等地的毁佛事件，本来是军阀混战之时摧残宗教的令国人蒙羞之事，显然与暹罗普及佛教教育的性质截然不同，二者均不能成为没收寺院财产、改僧寺为学校的理由。

薛笃弼拟议庙产兴学虽为传言，但并非空穴来风，实则有一定的事实依据。1926年9月，冯玉祥组织国民军联军就任总司令时，薛笃弼任联军总司令部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2月，基督将军冯玉祥毁灭河南佛教之时，实际上得到了薛笃弼相助，由他负责起草并相继发布处置寺庙田产之通令，将势力所及的河南省所有僧众一律驱除，寺庙财产全部没收，将寺庙改为学校、兵营及公园或娱乐场所。薛笃弼出任内政部长后，一直倡导破除迷信，所以关于他计划于全国教育会议上提议改庙产为学校的提案见诸媒体后，引起佛教界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薛笃弼在接受记者会晤及覆佛教会的函中，均坚称内政部并无强改寺庙为学校之举，认为报纸所载为“无稽之谈”。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此事纯系外间误传，本部实无此项计划。”[70]对此，蒋介石在致杭州佛教会的覆函中亦称：“内政部对于佛寺仅有希望改良之意，并无强改寺宇为学校之举。薛内政部长覆佛教会函申述此意，业见报载矣，仰即知照。”[71]1928年4月18日，他在覆佛教会的函中称：“笃弼鉴于吾国国势之不振，以为信仰佛教，固属国民自由，唯不应仅为僧侣博衣食之资，及为少数信徒精神所寄托。应将我佛博爱平等坚固卓绝之精神发挥光大，使社会人类均得受其指导，蒙其利益，即具有感化人心、转移风气、改良社会、改造国家之效用，方不愧为真正佛教之信徒。若图以烧香膜拜邀福免祸相号召，不唯无益于社会，抑且有失佛教慈航普渡之本旨。”[72]薛笃弼进而将佛教与基督宗教进行比较，认为基督宗教“组织之严密，愿力之弘毅，事业之伟大，成绩之卓越”与年俱进，而信仰佛教者，“上焉者独善其身，其次者不过藉寺庙为生活之资，下焉者甚且以庙宇为藏垢纳秽之所”，所以与实行救世精神的基督宗教相比，则远远落后，所以他对佛教提出两点希望：“（一）应负有整顿佛教、改良佛教之责。本旧有佛学之精神，查世界进化之潮流，努力改善，发挥光大以拯救中国民族，挽回中国国权，免除远东战祸，促进世界和平为己任。（二）不应仅为消极之信仰，并应进一步努力作积极之工作。即自动地按庙宇原有之房屋田产多寡，兴办各种学校，或平民图书馆，或平民医院，或贫民工厂等，既不悖我佛救济众生延登彼岸之旨，又可上益国计下益民生，而亦可以钳制讥讪僧侣为不劳而食之口。愚意为必如是而佛教始可昌明，佛教始能得全国人民之真正信仰，始于世界人类有无量之功德。否则纵无人主张改寺庙为学校，恐佛教自身亦必日趋于灭亡之路也。”[73]薛笃弼覆佛教会的函中确实指出了佛教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也不难看出，他对基督宗教不乏推崇而对佛教则多存偏见。至于他主张将庙宇按房屋田产之多寡，兴办学校，及平民图书馆、医院或工厂等，虽然说是“自办”，但难免会成为世人以僧寺不办学校等而强制庙产兴学之始作俑者。至于他主张的驱逐“世俗所崇拜之土地、财神、传瘟、送痘、送子诸神，以及狐仙、蛇神、牛头、马面之类”，将其列为淫祠，严加禁止，以正人心，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伤及正常的民间信仰，进而影响佛教与道教等正当的宗教。

佛教界得知内政部及政府有改僧寺为学校之举，惊骇万分，僧俗信众随即奋起抗争。杭州佛学会立即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定更名为杭州佛教会，推举惠宗、弘伞、却非等代表，致电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等部门，反对改僧寺为学校之举。函电中称：“顷闻政府有改僧寺为学校之举，得悉之余，惊异万状。……先总理亦因解放民众苦痛，欲以三民主义得实现平等解放自由者，其用意正复与我佛慈悲普度相同也。故一从本原性体上着想，一从身体上与精神上着想，其为利益大众，救拔痛苦则一也。政府提倡教育，果为当务之急，但以甚深广大之佛光，尤应同予维护。查党纲对内政策，确定人民有信仰之完全自由权，僧寺为研究学习信仰之根本地，若一旦改设学校，则信仰完全失其自由矣。”[74]此外，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已通令全省各县，禁止未成年的男女出家，并将20岁以内已经出家者勒令还俗。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亦有通令，其要求各县城党部解散僧道集会团体。杭州佛教会又以杭州民众的名义致电中委会，对于未成年男女出家之事，杭州佛学会已自行呈请杭州公安局出示布告，加以禁止。已经出家未成年的男女，佛学会已经筹备教养院以安置教育。对于国民党党部解散僧道集会团体的通令，认为此举大有铲除僧道、消灭佛教之势，与国民党政纲中的“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者”显有抵触。[75]4月，上海佛教维持会王震、施肇曾、闻兰亭、聂其杰、赵嘉荣、李云书、史量才、丁传琳、狄葆贤、关炯、黄庆澜、谢健等，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各地有强封佛教寺院、没收财产、驱逐僧人等种种压迫，完全违背了孙中山所提倡的尊重宗教居住完全自由的国民党党纲，并且与政府历来保护佛教庙产的明令相悖，应该取消前议。1928年4月15日（闰二月二十五日），素来与佛教有很深因缘的陈铭枢、李济深二将军在接到江浙佛教团体代表王震等的函件之后，亦给南京国民政府谭延闿主席通电称：“报载内政部有改僧寺为学校之主张，将提出会议等语，消息传来，群情惶恐。”陈、李认为，国民党对于人民信教自由，原不干涉，对于民间一切宗教团体，都加以保护。“即令政府扩充教育，亦应别有正当筹策，无单独摧残佛教之理。所有报载前项拟议，似非事实。如有其说，亦望钧府公议作罢为幸。”[76]

（二）邰爽秋的庙产兴学之建议

与此同时，邰爽秋在给即将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的建议中明确主张庙产兴学运动，提出“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的口号。邰爽秋（1897—1976），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江苏东台县人，1923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7年学成回国后，出任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兼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的建议中对于佛教极尽歪曲、丑化、谩骂之能事，认为佛教之罪恶“罄竹难书”，并且制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如“怎样打倒僧阀”时提出：“调查僧阀罪恶，尽量宣传”、“剪除僧阀爪牙；驱逐僧阀走狗”、“在各处组织‘打倒僧阀联合会’，力求贯彻”。在解放僧尼方面，提出“调查僧尼苦状，尽量宣传”、提倡“解放僧尼运动”、“援助僧尼还俗”、“呈请中央以法律规定未成熟之幼年男女，不许入庙为僧尼，以绝来源”等。第三条“利用庙产”和第四条“振兴教育”是其根本目的，在利用庙产方面，提出六项措施：“（一）由国民政府即速组织‘庙产委员会’，调查全国庙产，一律收归政府管理；（二）划拨一部分之庙产，在各省会设立大规模的工厂，并补习学校，收容还俗僧尼；（三）划拨一部分之庙产，建设‘国立佛学院’。聘请僧界硕彦，担任讲席，昌明佛学；（四）划拨一部分之庙产，为保管名山胜迹之用，其保管员或即聘请不愿还俗之僧尼担任之；（五）拨出若干万，为年老及不愿还俗之赡养费；（六）其余款项一律拨充教育经费，请中央命令规定，不得移作他用。”[77]在“振兴教育”条中，建议“拨归教育项下之庙产，应一律划作教育基金，支用利息”。邰爽秋甚至辩解，庙产兴学并不妨碍人民之自由信仰，并不妨碍佛理之研究，并不妨碍人民所有权，以及在中国不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如第一条的理由是：“在这革命的时代，人民是否应有完全之信仰自由，尚属疑问。纵使应有，亦不能拿来反对庙产兴学。”这简直是明目张胆、赤裸裸地剥夺了人民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

邰爽秋的建议一经报刊披露，佛教界大为震惊，佛教僧人居士等立即撰文反对。太虚发表《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针对邰爽秋提出的“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四条庙产兴学的口号，提出了“革除弊制，改善僧行，整理寺产，振兴佛教”四个整顿僧制、振兴佛教的建议。太虚认为，邰爽秋所谓的“僧阀”，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然而中国佛教因受家族主义影响而形成的剃度、传法弊制需要彻底革除，恢复佛教六合和的精神。改善僧行即是要改变神道设教、服务鬼神的弊端，实践大乘菩萨的修行，弘法利世，服务社会人生。整理寺产就是要将寺院私产变为财团法人的财产，集中力量兴办佛教教育、弘法以及公益慈善事业等。通过如上三个方面的改革，就能够使得佛教振兴，从而使僧众的生活安定，国民及世人亦可由此得到佛教教化的利益。对于邰爽秋所谓的“解放僧众”，太虚认为中国的僧众是过嫌自由散漫的，所以应当使他们“纪律化、组织化，智识化”，并不是要解放的。“尤其是邰君对于寺产的误会，寺产是信佛民众以供给僧众奉行佛教的目的捐赠；及僧众以劳力所集成，为生活费及修学办事费的。并不是由邰君所谓专‘拿来研究玄奥的佛学’的。”[78]

受邰爽秋庙产兴学建议的鼓舞，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逐步开始提议实施庙产兴学运动，尤其是在江苏省，如仪征县、泰县、东台县等地教育局都开始提议办理庙产兴学，用于创办学校或补充教育经费等。据《江苏大学日刊》载：“本校教育学院教授邰爽秋先生，夙创庙产兴学之说，著有《庙产兴学计划》专书。近以国府内长薛笃弼亦力主是说，邰先生以政府方面既有同样主张，将来假政治力量，自易促其实现。”[79]又据《新闻报》载：“仪征县教育局提议拨庵产三成充教育经费案，其理由谓各县地方庵产，纯属公有性质，在昔迷信之风甚炽，人民乐于由僧道管理；现在训政开始，极力破除迷信，虽云信教自由，但公有财产，似宜加以措施，况且各县教育，已切实整理，在在需款维持，倘各县实行提拨三成，补充教育经费，一方面可以减少人民负担，一方面可以减少迷信之风。”[80]泰县、东台县等亦有提取庙产或征收庙产捐等提案。为此，江苏大学抄录以上各县决议案及原提案，知照各县教育局，提议“究竟已办之县能否增加？未办之县应否仿办？”由各县局长斟酌地方情形，妥善办理。

欧阳竟无致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对于庙产兴学之议，认为应当暂停实行，以免引起变乱：“方今江苏大学，有人倡言庙产兴学。苦不得间，若自贵院启其端，必求遂所欲而后已。执事宁能以庙产只可办研究所社会教育为辞乎？其始不正，其终必乱，有固然也。鄙意现时革命未竟全功，宗教问题暂行放任。如执事前言，莫此为善。若为关利，遂变前函，草率处分，使民失所，致益纠纷。”欧阳竟无还说：“现闻内政部将与贵院合设宗教委员会，分配寺产，以十之二归贵院办研究所，及社会教育，余归慈善行政等用，窃以为过矣。以数百万资产，供百余万游民，诚为非政。然独不欲伐腐枯为精良乎？是则造百余万有用之国民，而仅此数百万之材料，人止数金，宁能有济。方缺资之是虞，而夺资之是启，则是弃其民而已。夫僧侣愚顽，导纳轨范。各还其所，不执一途。此正执事之责也。今利其产，而自为谋。安足以为政。执事必谓普通教育有必需，而宗教可废者，直接通令强没全部寺产可也。奚必假宗委会之命，而行瓜分之实。”[81]欧阳竟无虽然力倡佛教教育，对普通的出家僧众素无好感，然对于强行瓜分僧寺财产之行为，却坚决予以斥责。

（三）全国教育会议庙产兴学之提案

“训政开始，教育事业，正待发端”，1928年5月15日，中华民国大学院于首都南京召集全国教育会议。与会者包括各部各省区、各特别市和大学院正式会员及专家，共78人，会议历时两星期。[82]会议共收到各类议案402件，其中有不少议案涉及庙产兴学的问题。

其“学校制度改革案”中针对当时教育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其中提出建设三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其经费的来源有二，一为挪用他项不必要之经费，二为增加教育税收。其中第一项即通过减少军费及提拨寺产来增加教育经费。军费方面，当时竟占42%，而教育费不及1%。而1926年广东全省共收入1亿余元，军费达72%，教育费只占1%。“若照文明国通例，教育经费达百分之二十，则一切教育推广均不成问题。”“其次为寺产。寺产兴学，倡于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其所发表之《劝学篇·兴学章》详言及此），全国庙产，每年收入不下数千万元，提拨一部分，即有余裕。”[83]

教育经费组提议增加教育经费，保障教育独立：“照美国一九一八年之统计，大都市之教育费，占全部政费百分之二五，且有占全部政费百分之五十者。而吾国教育经费，则为数甚微。照民国八年中央教育费总额数，与其他费用总数比较，仅占百分之零三四。以与美国之教育经费相比较，何啻天壤？”[84]此外，在普通教育组，各省市县及个人亦提出了多条庙产兴学的提案。如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的《确定社会教育经费案》还提出设立“迷信捐”，包括“锡箔捐、香烛捐、纸马捐、僧道经忏捐等”。又规定“庵观庙宇”和“遗产”两项产业之半，作为社会教育款产，对前者规定：“凡无业主的或公共的庵观庙宇，一律移作教育款产。”[85]湖南教育厅提交的《普及全国教育计划案》认为，“训政开始，兴革万端，权其轻重，固未有较普及国民教育为尤切者也”，在兴学办法第四条“经费”中提出了五项增加教育经费的措施，其中第一款即为“寺院祠庙祠产之划提”。[86]南京特别市的《全国庙产应由国家立法充作全国教育基金案》，基本以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提议为蓝本，如以江苏丹徒为例，认为该县寺产有五千万元之多，据此推算，“全国庙产，何啻百万万”，如果将佛教寺产用于办学，则义务教育、民众教育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全国教育会议结束后，由大学院编辑为报告，以决议为主，包括宣言、会章、会务以及提案等各项内容，编录成四编。在《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中，把贯彻三民主义的精神作为教育的宗旨，制订了十个方面的实施方案，其中第一项即“教育行政及经费”，可见如何增加教育经费成为该次会议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关于教育经费问题，“我们主张凡国省县除向有指定的教育专款外，应于各种税收中带征教育附税；同时实行遗产税，为教育专税，以平均国民对于教育的负担；收用官产、荒地、山林、沙田以尽地利，以裕民生，以兴教育”[87]。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庙产兴学，但是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寺庙财产实际上属于“官产”，对于教育部门而言，此为心照不宣之事。在全国教育会议作出的决议中，则明确提出庙产兴学的具体措施，要求大学院会同内政部审核：“（一）由大学院组织庙产兴学委员会，秉承大学院长，负责办理庙产之调查、统计、审查、移拨等事项。（二）各省市县次第成立各级庙产兴学委员会，分别秉承各该高级委员会办理庙产兴学的事项。各级委员会应受该地上级委员会之监督及该地同级或相当教育局的指导。（三）国家明令规定全国庙产应即拨充全国教育基金，只许支用利息，不得侵占本金。（四）此项基金之用途，以补助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经费为限。民众教育完成后，即以办理民众教育部分之基金，为办理文化事业之用。（五）对于老幼僧尼，应由各省市县筹办平民工厂或职业学校，分别容纳。或于寺庙中酌留房屋田产。”[88]1928年8月22日，《广州日报》新闻登载了大学院令，内容为：“查信仰自由，为本党党纲所规定。此次全国教育会议，对于处分寺产各议案决议，分送内政部及本院参考，亦仅为建议性质。现在各地僧人，如能自动兴学，各该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应各加以指导，予以维持，不得擅行处分其寺产，致违反本党党纲人民信仰自由之规定。”[89]

全国教育会议召开后，苏慧持、汪济生首先发表文章，斥责提拨庙产以振兴中国教育之谬说，苏、汪的文章指斥了当时教育界存在的腐败问题，岂有“必捐庙产而益教育”之理？而且从法律、道德方面而言，庙产自有所属，不容任意侵占。针对邰爽秋所谓的“庙产兴学无妨自由之信仰，无妨佛理之研究，无妨人民之所有权”，认为是“饰词曲说，亦极眩惑之能矣”。进而从事理上分析说：“庙产之来源，诚多数出于捐助，以法律言，既赠与之财物原主不得自由处分，遑论其他。今教育家果以何权力得据而分配之？以道德言，他人意志之应尊重，不以其死亡而有异。昔人施舍庙产，其意固欲专用于佛教，使道德未沦亡，此意用受尊重不容变也。今教育家又以何权力遂蔑视之？且庙产非私人所有，而僧伽团体所有也。僧团既未经法令解散，庙产当然有主。今教育家又有何权力得从而剥夺之。庙产未失主权，僧侣欲用以充其信仰自由盖其昌明佛学，提倡其佛化教育，皆非逾分。今教育家又有何权力得强逞止之。必倒行以逆势，唯利是图，置一切道德、法律情理不顾。此邰氏自谓穷人抢饭，诚穷极无聊之举也。然以盗跖之行，为教育之谋，岂徒贻纯洁教育羞，吾哀其理性沦亡，正义熄灭，恶影响之所及，将使教育永陷于万劫不复之地矣。”[90]苏慧持、汪济生从道德、法律两个方面指斥庙产兴学之谬，太虚曾称赞说：“苏慧持、汪济生之当今教育界根本问题，为最有益人道民德之杰作！”[91]

当时反对庙产兴学最激烈的当属江浙佛教联合会整理僧伽委员会。该会在听闻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将有寺庙改办学校议案提交会国教育会议，即推举代表入京请愿，后经薛笃弼声明是出于讹传，并主张佛教整理改良，自动兴学济众。该会迅即于5月8—9日两日召开大会，一方面组织整理僧伽委员会，对佛教进行整顿；另一方面积极兴办佛教利他之各种社会事业。正当江浙佛教联合会整理僧伽委员会准备对佛教自动进行整顿的时候，得知全国教育会议的提案中有不少主张提拨庙产兴办教育，尤其是上海特别市教育局亦有庙产全充教育费之议案，1928年5月13日，该会理事谛闲、印光、寂山、德浩、青权、静修、常惺、如幻、德宽、慧明、德峻、知慧、惟宽、净心、王一亭、闻兰亭、关炯、孙嘉荣、黄庆澜、谢健、聂其杰、施肇曾、黄文叔、江味农、狄葆贤、许止净、陈圆白、包承志等，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罢议提拨庙产兴办教育。电文称：“如果言论成为事实，不特内政部两次函令谆谆期望之德意及敝会积极改革之计划均归无效，即党纲府令亦必因此种议案而失败，革命前途何堪设想，迫得先行电恳钧府迅予电令大学院，将此种处分庙产之议案悉数剔出，无庸列议，以符党纲而符权限，实为公便。除赶推代表晋京请愿，并电呈内政部及大学院外，先此电呈。”[92]

1928年7月3日，大学院长蔡元培、内政部部长薛笃弼等呈复国民政府，对江浙佛教联合会整理僧伽委员会请求政府通令保护函及计划书进行了答复。关于通令保护佛教的要求，认为“信仰自由，自应根据党纲办理。惟仅可许其自行研究，自行崇信，似无特颁通令，重申保护佛教之必要”。关于请求设立僧伽委员会事项，答复了七条意见：“（1）整理僧伽委员会应为带地方性的民众团体，委员中应有所在地党部、政府及教育行政机关之代表加入，并应将组织情形呈请所在党部审核备案，转交同地方行政机关立案。（2）该整理僧伽委员会原计划书内应规定僧众职业，使僧人于修持之外从事工作，衣食有所自给。盖僧众不能不有衣食住行，斯不能不有正当职业，彼回耶教民各有职业，固丝毫无妨于信仰也。（3）各地方慈善或教育事业之财产，除组织该项事业财产委员会妥为保管外，并应受该地方政府及教育并公益行政机关之监督与保护，此项规定在各整理僧伽委员会各寺庙所办之慈善教育等事业，当然适用之。（4）办理工厂、学校及其他社会教育等事业，应参照大学院民众教育方针办理，并受该地有关系之行政机关之严格指导。（5）大学院或内政部所颁关于公益及教育之各项法令，各僧伽委员会各寺庙办理该事业时应遵守之。（6）各僧伽委员会各寺庙不得提倡迷信及反革命思想。（7）原计划书内整理方针应改为整理方案。”[93]教育部门和内政部的答复明确将佛教界的僧伽整理纳入教育部门及内政部的管理，如整理僧伽委员会委员的组成应有所在地党部、政府及教育行政机关的代表参加，佛教界兴办的工厂、学校等也要参照大学院民众教育方针办理等，限制了佛教界自身的兴学及公益事务。

虽然佛教界不断地呼吁保护佛教，反对提拨庙产，然而“庙产兴学运动”在全国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却有蔓延之势，尤以1929年北平电车工会为兴办子弟学校抢占铁山寺而引起的纠纷最具有代表性。1929年4月，北平电车工会成立工人子弟学校。后因学校扩招，校舍不敷使用，9月21日，工会敦请北平电车公司派工人六十余人协助占领铁山寺，然而遭到拒绝。同日，该校呈文北平特别市公安局、社会局等，要求将铁山寺拨给学校，以便扩充校舍发展教育。[94]22日，未得到公安局、社会局任何批示的情况下，第九区党部主任白彦章、第九区党部党员兼电车工会工人子弟学校女校长石又磊以铁山寺和尚不守戒律为借口，假借慈善、教育为名，率工人手持铁链、棍棒等武器强占铁山寺，将佛像全部捣毁，二十余名僧人被驱逐出寺，除衣服以外概禁携带。23日，铁山寺住持证修分别向公安、社会两局呈文，控诉子弟学校捣毁寺庙、驱逐僧人。此事件引起佛教寺院僧尼惶恐万分，觉先、怀朴等僧人以其个人的影响呼吁各方。铁山寺的住持证修将寺院被占情况报告北平佛教会，请求援助，收回寺产。于是佛教会联合各寺院住持召集会议，谋求保护佛教寺产。佛教会推举台源、觉先等为请愿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收回铁山寺。30日，北平市社会局向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汇报事情经过及解决办法，认为电车工会工人子弟学校未经政府命令，擅自侵占铁山寺，应当依法严惩，勒令搬出。然而第九区党部大为不满，发表了《援助电车工会工人子弟学校接收铁山寺宣言》，铁山寺问题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党部要求将铁山寺拨归工人子弟学校并严惩不法的和尚，并于10月4日在中山公园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人士报告铁山寺被占情况。10月5日，北平市佛教会特召集市区喇嘛、僧尼、道士，以及各寺院所办的平民学校的学生等共二千余人，上街游行示威，散发宣言，向市政府市党部请愿。北平市政府将此案批交社会、公安两局查办。在此期间，北平电车工会及子弟学校也不断散发宣言，鼓动群众，反抗交还铁山寺。10月10日，借国庆纪念大会之机，工会召集北平农共商学妇五大团体代表，联合向政府提出提案：“（一）函请市政府按中央颁布之《寺庙存废条例》，于一星期内将全市寺庙一律废除，将庙改为学校，并将庙产创办工厂、劳工学院；（二）如市政府在一星期内不能着手办理时，由五大团体负责，召集全市市民大会，自动废除；（三）函请市政府严办铁山寺犯法僧人证修、德安，并请将铁山寺收回，改为电车工厂子弟学校校址。”[95]北平第九区党部《援助电车工厂子弟学校接受铁山寺宣言》称“接收铁山寺系革命工作，解决此案应尊重党的意见，绝对反对地方法院以法律解决”。公然将国民党一党的主张凌驾于法律之上。又有十余条宣传口号，其中有：“革命同志联合起来铲除封建余孽反动和尚”、“接收铁山寺是革命行动”、“反对铁山寺问题由法院解决”、“严防和尚及佛教会的反对阴谋”、“革命与反革命是势不两立的”，等等。后又组织北平破除迷信委员会，强迫僧尼改业。[96]直到1931年11月，北平社会局才最终拟定了处理办法，将铁山寺有条件地交由长椿寺接收。

二“庙产兴学促进会”与第二次庙产兴学

全国教育会议以后，由于佛教界的激烈反对，庙产兴学运动暂时归于沉寂。1930—1931年，随着庙产兴学促进会的成立，庙产兴学之风再次达到高潮。

（一）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及其主张

1930年11月，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邰爽秋等发表了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认为“际兹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教费竭蹶之秋，吾人欲谋国运之兴隆，民生之安乐，亟应结合同志，组织团体，促进庙产兴学，因此吾人乃发起组织本会”[97]，由此拉开了民国时期第二次庙产兴学的序幕。

《中华民国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主张庙产兴学的五个理由：庙产兴学可以巩固党国基础、可以均平教育负担、可以实现本党主义、有久远之历史、是出自全国教育界之公意。第二部分为释疑，即解释庙产兴学是否妨碍人民的自由信仰、妨碍佛理之研究、妨碍人民所有权、剥夺僧尼之生计，以及毁灭名山胜迹五个问题。

第一，庙产兴学可以巩固党国基础。认为中国革新伊始，国家之根本在于教育，由于中国积弱，军事尚未结束，需款浩繁；即已结束，而百事亟待建设，断不能将全国收入尽量充为教育经费，所以必须另辟财源，维持教育。根据调查，仅江苏丹徒一县已有五千万元的财产，以此推断，全国庙产价值超过数万万。如果以此作为兴学之资，则义务教育、民众教育等问题即能解决，由此可以振兴教育、巩固党国基础。

第二，庙产兴学可以均平教育负担。全国教育经费，类多来自田赋、盐税或苛细杂捐。据调查，江苏一省地方教育经费，田赋所出，几乎占了十分之六。所以教育经费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很大。而寺庙财产数额巨大，如果以此兴办教育，即可均平教育负担，解除民众疾苦。

第三，庙产兴学可以实现本党主义。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目的就是不使任何人成为地主、大资本家，以致妨碍农工阶级的自由发展。而拥有房屋千间、田地千顷的僧尼在在皆是，多已成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如果不由国家以兴学之法间接遏制其发展，减少其富源，恐日后根深蒂固，成为推行民生主义、实现农工之幸福的障碍。

第四，庙产兴学有久远之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庙产兴学运动已有久远之历史。如宋绍兴三十一年有毁寺院以赔费之诏、清末张之洞著劝学篇力主庙产兴学；民国袁世凯、徐世昌时代，都订有管理庙产计划。当今中国社会，庙宇用作校舍已成通例，庙产拨作校产亦屡见不鲜。

第五，庙产兴学是出自全国教育界之公意。近年以来，全国教育界倡议实行庙产兴学者风起云涌。如湖北教育行政会议、广东全省教育会议、江苏全省教育局长会议、山东全省教育局长会议、中央大学区县直机关督学教育委员联合会议等，皆有庙产兴学之决议案。武汉政治分会及苏大校长曾通令庙产兴学，浙江大学区曾决议提庙产四分之一办学，南京市教育局又提议庙产兴学，当年全国教育会议各省教育代表又一致议决以庙产为教育经费。可见庙产兴学之主张，在我国已成为一种中心舆论。

在释疑部分中，对于庙产兴学的五个质疑进行了辩解。如认为庙产兴学并不妨碍人民的自由信仰：“在今日革命时代，人民固应有完全之信仰自由，但不应持以反对庙产兴学。因自由信仰为一事，拨庙产以兴学乃另为一事。自由信仰，不在聚千百之众，拥巨万之财；移拨庙产兴学，亦非灭绝佛事，更非反对佛教。”又认为庙产兴学并不妨碍佛理的研究，主张提出部分庙产设立佛学院专门从事研究，或者在大学中设佛学讲座。又认为庙产多为帝王之赏赐，十方施主之布施，或由僧尼之募化而来，其性质均属公有，不属于人民之私产，所以庙产兴学并不妨碍人民所有权。又认为一般僧尼受僧阀的压迫，应解放僧尼，援助其还俗，教习其技艺，施行教育，使之生活安全。此外，美术造像具有艺术价值或历史价值者应加以保存，名山胜迹亦可由不愿还俗的僧尼或组织地方人士进行保管。

以上辩解，或者夸大佛教的负面作用，或者避重就轻，歪曲解释。庙产兴学既然剥夺佛教赖以生存的庙产，谈何“完全之信仰自由”？如此行动竟然宣称不是“灭绝佛教”，“更非反对佛教”，完全是强词夺理。把佛教等同于佛理的研究，完全无视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特点。此外援助僧尼还俗，完全无视他人宗教信仰之需求，为赤裸裸地剥夺他人宗教信仰自由之行为，竟然宣称并没有剥夺僧尼之生计。由于反对庙产兴学运动的声浪太高，政府亦担心一旦实现会引起极大纠纷，所以内政部会议未能通过。然庙产兴学促进会“决以政治的运动，法律的手段，争得最后之胜利”[98]。

1931年4月25日，中央大学又召开全国庙产兴学促进会宣传大会，意图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扩大影响。1931年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代表罗桑楚臣等曾有提议保障汉蒙藏佛教徒约法上所许可之权利一案，由行政院发布了《国府通令保障佛教徒权利》，要求各省市政府饬属遵照：“（一）由国民政府严令首都各占用佛寺僧产者，于国民会议未开幕前，一律恢复原状。（二）由国民政府令各省市各边地，转饬各处占用佛寺僧产者，于最近期内一律恢复原状。（三）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后无论军警，以及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等，如有侵夺占用佛寺僧产者，概依法律办理。”[99]然而庙产兴学促进会依然不肯罢休，6月22日，于中央大学致知堂开成立大会，会场内有标语“人其人而不火其书，利其产而不毁其宇”，与会者有张忠道、徐庆誉、汪同尘、刘振东等及京市党部、社会局代表共二百余人。庙产兴学促进会的干事有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程其保，以及邰爽秋、张官礼、刘保宗、徐瑞祥、谢俊、郭柟、刘开达、朱宕潜、唐秉辰、王秀南、戴元志、吴志慎、杨骏、赵立、马镇国、宋连鸾、葛延韶等。[100]庙产兴学之风再次席卷全国。

（二）佛教各方对于庙产兴学的驳斥

1930年11月，邰爽秋等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后，南京市佛教会立即致函中国佛教会，请召集紧急会议抵制。中国佛教会议定12月1日召集临时紧急执、监委员会议，并致函国民政府各院部，积极呼吁取消庙产兴学。浙江省佛教会、北京佛教会、四川佛教会等、汉口佛教正信会护法社、陕西省佛化社（康寄要）等，亦纷纷致函中国佛教会及政府部门。如浙江省佛教会（常务委员却非、愚宗、朗镜、钟康侯、郁慎廉等）致函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等，反对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请求国民政府切实保护佛教，认为：“此种主张美其名曰兴学，实则破坏国法，攘夺产权，不顾党纲，摧残信仰。此而可为，凡假公益建设之名无一不可侵民财产，国家前途何堪设想！”[101]

此外，中国佛教会及佛教界领袖及居士等纷纷撰文，驳斥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认为庙产兴学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其中重要者有中国佛教会《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驳议》[102]（以下简称《驳议》），以及太虚《由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说到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大醒《驳“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圆瑛《驳庙产兴学促进会主张庙产之理由》、卢燮机《庙产兴学之法律上意见》、王骧陆《对于庙产兴学之意见》、张学钧等六位学生《庙产兴学教育界的民众大不赞同有不合理由十三条宣言》、贾静《阅各处驳〈庙产兴学宣言〉之感言》等[103]，上述文章中，集中反映了佛教界对于庙产兴学宣言的驳斥，认为庙产兴学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第一，驳斥“庙产兴学可以巩固党国基础”。中国佛教会《驳议》指出：“兴学之费，自应有其正当来源。除已有之款外，如裁节军费、开辟边荒、整理田亩、恢复交通、厘剔中饱，以及种种开源节流之事，不胜枚举。不此之务，而专谋及庙产，又专谋及宗教之庙产，岂佛教以外之庙产非产业耶？或宗教以外之庙皆无产耶？抑惟佛教之庙产为应充公耶？”圆瑛从民族政策、边疆稳定的角度论述了庙产兴学之害：“党国成立至今，统一伊始，欲固国基，须得民心，若以庙产兴学，不独七十余万僧界之民心，与蒙藏二族之民心，一朝离散；即各界一向瞻仰佛教之民心，未始不代抱不平也！”贾静认为：“所有教育经费，无论大小学校，皆应由国家负责，正当筹划，除得款外，如有不敷，尽可裁节浮费，灭除滥支，或加增正税，或另辟来源，使全国教育经费，充裕丰足，无或亏缺。如是正当筹款兴学，既起民众之信仰，亦安学子之观念，正因善果，则必可成就为国为民之贤能干材，而得巩固党国基础，昭垂永远。”大醒也认为，国家的基础要建筑在教育之上，但是要去强拆佛教僧尼寺庙来“变作兴学之资”，这样“肥己饥彼”、“利己害人”的主张，未免失去教育的本旨了。并指出，现在受过教育的民众，其智识与行为是不一致的，所以提倡“知行合一”的教育尤为紧要。

第二，驳斥“庙产兴学可以均平教育负担”。圆瑛指出，“佛教庙产，未尝不纳田赋，僧界与苛细杂捐，在衣、食、住、行诸方面，未始不同小民，共受影响，已是平均负担，奈何定要全夺佛教庙产，绝其生计”！宣言中以镇江金山寺和定慧寺为例，认为“有少数僧侣，坐拥巨资，恣意挥霍”，对此《庙产兴学教育界的民众大不赞同有不合理由十三条宣言》指出：“丹徒县最大的丛林金山、焦山两大寺，其中余小庵必无大庙，两山每寺的僧众有三百之多，平白摊派，每人只有粮田十亩，除去国税化银洋有二十元，请问一人一年二十元穿衣吃饭住屋行走，一事无成，衣食住行四字清苦已到极点。”大醒在反驳此说时，倡导庙产兴学的大学教授们每月的薪金有三百元，小学教员每月薪金只有三十元，假如要平均教育负担，“一个大学教授能省减二千元一年就可以施设两所义务学校或民众学校，假使中央大学的教授能有这种的‘均平教费负担’，南京市至少可以添设两百个以上的义务民众学校”。王骧陆则亦说：“我人对于庙产兴学的事，是极表赞同的，本来庙产根本上是用来兴学，不是专养活僧尼的。但是兴佛学的，不是作别用，各有各的界限，和天主、耶稣各教堂同一性质；所以僧尼不宏法，是僧尼放弃责任，自有佛教团体去理论，断不能因此牵到庙的本身上去。”又说：“邰某主张庙产兴学，并非没有理由，但兴学是政府和大家的责任，不是佛教团体偏面的责任，只要政府减少兵费百分之一，教育界就大放光明了。”[104]

第三，驳斥“庙产兴学可以实现民生主义”。圆瑛指出：“查国民党以三民为主义；佛教徒，同是中国之民族，自应一视同仁，不可虐待！中国国民一样平等，无宗教阶级之区分，则应当享有财产之自由权；僧界同为国民份子，不能独夺其产，使失民主之利益。”对于宣言声称的“拥有庙产之僧尼，有屋千间，有田千顷者在在皆是”，大醒则强调：“其实全中国并找不出几个有千间屋、千顷田的佛寺，假设就‘有屋千间、有田千顷’的所谓庙产，也皆是佛教公有的教产，并不是属于哪一个僧尼的，僧尼不过有住持管理的权罢了。”况且多数寺僧过着“不堪设想”的贫苦生活，岂可因个别住持“坐拥巨资，恣意挥霍”就可以将整个佛寺财产予以剥夺？“这同一个学校校长失职犯过一样，岂可以一个不好的校长而欲废全国的学校教育呢？”

第四，驳斥“庙产兴学有久违之历史”。《驳议》指出，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历代帝王崇饰庙宇、优待僧尼者，几乎纸不胜书，如唐太宗，宋太祖、太宗，明太祖、成祖，清圣祖、世宗等，无不信仰佛教，故庙产兴学并非有久远的历史。贾静分析说：“佛教在中国，具数千年来光荣之历史，虽其间迭有盛衰兴废，而佛法毕竟如如。纵令如三武之毁法灭僧，悉毁经像塔寺，抄没庙产充公，令僧尼远俗者数百万，摧残至极，毁灭殆尽，而时未几何，复宏振于寰中，辉耀更胜于前，无能损其毫末。”大醒认为，从历史上看，“我国教育在‘大学教育’、‘书院教育’以及到现在还没有到‘学校教育’的时候，佛教教育（丛林寺院）的组织已经很完备了”，中央大学是学校教育机关，佛教寺院是宗教教育机关，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

第五，驳斥“庙产兴学是出自全国教育界之公意”。《驳议》认为：“教育界人数众多，思想正非一致，其堕于谬误者，亦不知凡几。吾人今日一切言动，自应以党义为标准，若轶出范围之举非所敢闻。且教育界中人反对此种掠夺主张者，正不乏其人。”大醒则指出，以几个人的提议，根本不算公意，而是以强凌弱，以一个人民团体（学校）剥夺另一人民团体（寺庙）的财产所有权，这种提倡残害同胞、夺人产权的大学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此外，卢燮机从法律方面驳斥了庙产兴学的主张，首先，他认为，所有权是民法所确定的原则，“虽政府亦不能对于某种所有权加以摧残或否认”，所以庙产兴学缺乏实行的可能性。其次，他认为：“寺院之对于其财产有所有权，乃为寺院登记条例所明示，其有法人的资格，且纯粹系公益法人而兼财团法人。尤为法律当然之解释。盖寺院得以用本寺本院之名义为财产之买进享用支配收息卖出处分纳税，凡所有权者所能为悉具足。是故庙产者，乃寺院法人之产。法人在民法享有所有权，非法不得干涉。非法侵害可依法涉讼，以求保障。北平之铁山寺案卒之胜诉，即其先例也。”《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驳议及驳斥主张全国庙产兴学之理由》一文亦从法律条文及法理两个方面论述了庙产兴学之非。法律方面，违背了1929年公布的《监督寺庙条例》中的相关条款，如第六条“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第七条“住持于宣讲教义、修持戒律及其他正当开支外，不得动用寺庙财产收入”，又第十条“寺庙应按其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此寺庙财产为寺庙所有，所有权业经确定，除正当开支外，若尚有余力应办之事亦不仅属于公益之教育一端。今不惜违背明令，将宏法、供众及其他公益慈善事业之费，一概抹煞，拟全提作教育之用，卤莽蔑裂，莫此为甚”！从法理上看，“合法公共团体所有之财产，即不得横加侵夺，此稍明法理者所同晓，党国首重法治，断不肯歧视佛教财团，致违法律原则”[105]！

由于佛教界的强烈反对，终于由内政部批示，兴学促进会宣言尽可置之不理：“查此案前准行政院秘书处函送前来，当以维持宗教，保护寺产，均已明白规定于《监督寺庙条例》，分令遵行。至庙产兴学促进会，所发宣言，及其进行手续，皆未正式呈请到部，尽可置诸不理。”[106]至此政府明确宣布“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无效，佛教庙产暂时得到了保护。

三 七省教育厅提议与第三次庙产兴学运动

1935年，先有湘、浙、鲁、皖、鄂、豫、苏七省教育厅联合呈请中央厉行《监督寺庙条例》，以庙产办短期小学或其他地方教育事业。接着，七省教育厅厅长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接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的提议，经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报行政院。行政院准据教育部所请，通令各省市府，依照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第二条第一项切实举办一文（已充教育经费之庙产应予保障，系以在《监督寺庙条例》施行前拨充者为限，至兴办公益事业，应着重于地方教育之扩充）。《国民政府文官处为七省教育厅联呈中央保障庙产办学案奉交行政院复称函请查照由》称：“查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前，由内政部呈经本院核准令部备案并通行。各省市政府有案依该项规则第二条第一项原有兴办民众教育事项之规定，原呈所请自无不合，应由各省市政府切实主办。”

（一）七省教育厅提议及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

第二次庙产兴学之讨论虽然由于佛教界的强烈反对而偃旗息鼓，然而全国各地从城市到乡村，庙产兴学之风从未停止过。南京国民政府对待庙产兴学问题一直摇摆不定，态度暧昧，虽然从总体上支持庙产兴学，但又担心佛教界的反对引起社会的不满，1929年12月通过的《监督寺庙条例》中规定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以及1932年内政部制定的《寺庙兴办公益事业实施办法》又明确规定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范围首先即为民众教育事项。虽然1931年5月于国民会议召开前夕，行政院发布的《国府通令保障佛教徒权利》要求已占用佛寺僧产者一律恢复原状，并且通令全国，以后无论军警以及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等，如有侵夺占用佛寺僧产者，概依法律办理；但各地因庙产兴学经费短缺动辄觊觎寺产，所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有的甚至长时期的诉讼都难以得到解决。

1935年8月16日，上海《申报》载有湘、浙、鲁、皖、鄂、豫、苏等行政院和教育部，“请保障寺庙财产，办理各地方教育，并厉行《监督寺庙条例》，将寺庙收入充作民众小学或地方教育经费”[107]。据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程其保、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李敬斋等，联名呈请教育部称：“各省地方兴学之初，颇多经费短绌，恒由主持人士就各地庙产拨充学校常费，或以其屋宇作为学校校舍，呈经地方政府核准定案，历数十年相安无异，教育事业，胥赖维持。是庙产办学就已往事实而言实具有深切悠久之历史，应予以切实保障，自属毫无疑义。近年以来，各地寺院常有假籍《监督寺庙条例》或各省单行之管理寺庙条例条文，曲解误会，遽将已经拨用之庙产诉诸司法，充假翻案，甚或狡黠之徒利用机缘从而推波助澜，乃至以久经行政决定拨归学产之庙产以移转司法解决，而卒将原案推翻者不乏其例。此种情形苟不从速设法防止，妥谋补救，将见地方教育事业必缘经费断绝或校舍无着，陷于停顿而不能维持，是不仅引起纠纷且足危及学校根本，影响教育前途，至为重大。”[108]

七省教育厅保障庙产兴学虽然还在酝酿之中，尚未得到行政院和教育部的批复，但七省教育厅已经着手部署庙产兴学事宜。如湖北省宜昌地方各联保召开联席会议，形成决议：为普及社会教育，抽借各寺寺产十分之七，办“联保学校”，呈请县政府勒令全县，依此办理。宜昌县积极进行庙产兴学，扬言为上峰命令。佛教界猜测，所谓“上峰命令”，应该是鄂省教育厅电令宜昌县政府令办义学，而县府责成联办筹款。而庙产兴学影响最大的是江苏省镇江县强占佛寺事件。1935年8月，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为推广义务教育，事前并不通知，于镇江县强占佛寺三十八处，强令公安局于各寺庙门首贴“义务小学预定校舍”字样，后又换为铅牌，并粘贴县政府公安局之布告一纸称：为义校“借用寺庙”作校舍，如有阻挠不借，即“从严拘办”。一时激起僧尼激愤，认为政府保护佛教早有明令，何能任此蹂躏，遂联名呈请省佛教会、县佛教会依法制止，并且有信众四五百人，联合至省党部、省政府、教育厅、公安局、商会等处请愿，反对省教育厅强借寺庙作义教校舍。至第二次请愿，才由省政府出面调解，暂借的九处寺庙还在相持中。省佛教会呈请省政府、省教育厅等请求法律保障，收回成命，却一直不见省方回复。9月1日，义校即将开学，镇江全体僧尼联合至县府教育局、教育厅、民政厅、省政府请愿，总数三四百人，推举代表与各方接洽。终于蒙省政府万科长答复，称未得省方有回复妥当办法之前，将制止义校侵入各寺庙，代表们认为满意，纷纷返回。然而数日后仍未见省方回复，而义校进占寺庙依然如故。于是又联合僧尼于星期五省府各委员聚会时，作大规模的请愿，引起全省震动。省府罗秘书接见代表时说，借用寺庙决非庙产兴学，现在暂借九处，以后有适当场所将迁移。但代表们并不满意，依然据理力争，罗秘书即称，“此时理论上不必谈”。此时教育厅陈天鸥秘书亦在座，大声呵斥代表，并说教育厅暂借用寺庙实系无法可想，是佛教僧尼故意破坏。经过以上请愿以及各方呼吁后，又经种种交涉，最终由全镇江大小寺庙僧尼自动办六个义务小学，省教育厅才放弃占用寺庙之命令。[109]

然而，尽管佛教界强烈反对，教育部还是同意了七省教育厅厅长的建议。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呈函给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认为《监督寺庙条例》颁行之前已经拨归学产之庙产应予切实保障，不可变更。以后庙产仍须遵照法令，不得擅自处理。并认为《监督寺庙条例》中保障庙产仍为维护教育之意，教育前途有赖于此。为减轻民力负担，寺庙财产应分担教育之经费，自1935年起，应根据《监督寺庙条例》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并参酌《佛教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规则》第五条所定出资标准，就各地寺庙情形及财产多寡具体规定兴办公益事业之额款。“此项公益事业在实施义务教育期间，暂时悉数移办短期小学或其他地方教育事业，庶人民负担得以减轻，义务进行尤所俾益用。”[110]并特别强调，地方公益事业之兴办应注重教育，在《监督寺庙条例》公布施行以前，所有业经拨充教育经费的庙产均应照旧维持，在条例施行后，各寺庙自应照该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履行登记，并根据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充办公益事业之经费并应着重于地方教育事业之扩充。

11月2日，行政院致函国民政府文官处，也完全同意了七省教育厅厅长的意见。第一，在《监督寺庙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所有业经拨充教育经费的庙产均应照旧维持；第二，要求内政部迅速办理寺庙登记工作；第三，寺庙兴办公益事业，应着重地方教育事业的扩充，认为这与《佛教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规则》中的相关规定“自无不合，应由各省市政府切实主办”。[111]11月8日，教育部在致中国佛教会函时亦称：“已充教育经费之庙产应予保障，系以在施行前拨充者为限。至兴办公益事业，应着重于地方教育之扩充。”[112]至此，七省教育厅厅长的提议已基本得到了行政院和教育部的同意。国民政府文官处根据行政院和教育部的批示，复函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该条例（《监督寺庙条例》）公布施行前，所有业经拨充教育经费之庙产，自应照旧维持。关于督促各省市政府依照《监督寺庙条例》第五条规定，实行寺庙登记，应由内政部迅筹办理。至各寺庙充办公益事业之经费，着重于地方教育事业之扩充，查《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前，由内政部呈经本院核准令部备案并通行，各省市政府有案，依该项规则第二条第一项原有兴办民众教育事项之规定，原呈所请自无不合，应由各省市政府切实主办。”[113]此外，内政部还制定了庙产兴学实施的具体办法，呈请行政院核准，主要有三个要点：“（一）各省市政府在《监督寺庙条例》公布实施前，所有业经拨充教育经费之庙产，均应照旧维持，似应由教部饬令各省教厅，将推翻原案不照旧维持者之详细数目查明具报，以凭核办。（二）凡在《监督寺庙条例》公布后迄未登记之寺产，因教育而占用者，于登记后，应一律认为租用，庶于寺庙产权及地方教育，得双方统筹兼顾。（三）各寺庙充办公益事业之经费，应依《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迅饬佛教会，关于民教事项切实举办。”[114]内政部的实施办法完全倾向于教育部门，虽然第二条规定因教育而占用的寺产应该属于租用，但在实际中往往由教育部门强行占有，并没有尊重佛教界的意见。

七省教育厅关于庙产兴学的提议得到行政院、教育部批准后，各地迅速开始实施，尤以江苏省为甚，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以往年恒就各地庙产，拨充学校常费，庙产作为校舍，历来办理甚久。乃近年各县寺院，常有假藉监督寺庙条例，曲解误会，遽将已经拨用庙产，诉诸司法，冀图翻案，甚或利用机缘，推波助澜。此种情形，苟不设法防止，妥谋补救，将见地方教育，陷于停顿”。因此制定实施办法以保障庙产兴学的进行，并分呈省政府及内政部，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查《监督寺庙条例》之颁行，其目的在监督寺庙及财物，使以后处分者有遵循，按诸法律，不追既往之原则，对于已经处分之庙产，自不能以此项条例相准绳，致滋纷扰，此对于已经定案拨归学产，应请切实保障者。（二）各项庙产既经定案，拨归学产，即系有关指定用途，自应继续维持，未可变更。设不顾及事实，随意推翻，非第已成事业无法办理，揆之国家维护教育之意，亦大相违背，此对于已经定案拨归学产之庙产，应请切实保障者二。（三）当此全省义教开始实施，中央既筹集巨款补助，地方似亦应多所劝募，然环顾目前社会经济状况，苛杂既尽须废除，民力尤不胜负担，拟请自即日起，厉行《监督寺庙条例》第五第八两条规定，实行登记按期呈报，另参酌《佛教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之规则》第五条所定出资标准，就各地寺庙情形，及财产多寡具体规定，兴办公益事业之额数，此项公益事业，在实施义务教育期间，暂时悉数移办短期小学，或其他地方教育事业，庶人民负担得以减轻，义教进行，尤所裨益。”[115]由此可见，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相比较内政部的办法更为具体，对于庙产兴学的实施更为严苛，将民国时期庙产兴学之风推至顶峰。

（二）佛教界的回应

1935年8月24日，在《申报》披露七省教育厅联呈中央请保障寺庙财产办学案几天后，中国佛教会推举代表圆瑛、大悲、明道、王一亭、关[image: ]之赴京请愿，由理事长圆瑛，常务理事大悲、明道、弘伞、可端、远尘、王震、闻兰亭、关炯、黄庆澜、屈映光等起草《请愿文》，分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等。《请愿文》称：“查信仰自由，载在党纲与约法，则因信仰而组织之寺院及教会，其设置之财产，当然为国家法律所保障。乃各地方教育机关，往往因自身经费短缺，动辄觊觎寺庙财产，不但启侵占产权之嫌，抑亦蹈违犯法令之咎，以造就人才之学府，而甘为占产违法之举动，此吾国法治精神未能提高，而为世界文明各国所轻视者，亦一重大之原因也。”[116]佛教会认为，七省教育厅要求对已被占用的庙产一律请求保障，“不惟违反法令，将见此后各地方教育机关夺之寺产，皆可请求保障，则纠纷丛生，将无已时”！认为应由寺庙自行出资兴办公益等事业，不应由地方教育机关越俎代庖。《申报》所载七省教育厅厅长联呈中央情形如果属实，“显有侵夺寺产收益之举，在法令固应严予制止，全国佛教徒亦不能任听攫夺”。中国佛教会派人来京后，虽向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等部门呼吁，但各方并不重视，所以闻请愿并未取得结果。

11月，教育部和国民政府文官处相继致函中国佛教会，维持七省教育厅厅长的意见，对已经兴办学校的庙产维持不变，寺庙充办公益事业应着重于地方教育事业等。此后，各地教育机关兴办义务教育，均占用佛教寺庵，有的地方甚至拘押僧人，强迫侵占，或者派警察恫吓，勒令接受，致使佛教僧尼苦不堪言。11月20日，中国佛教会呈函行政院、内政部，请转饬各省省政府通令各教育机关，应依照《监督寺庙条例》保障佛寺僧产，凡举办短期小学一律不得占用佛教寺庵：“查教育部颁发《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第十九条，各小学区新设之短期小学，得充分利用当地公所、祠庙等房屋。查是项条文，系指各地方之宗祠神庙而言，良以宗祠神庙，平时类皆关闭，短期借用，自无问题。乃各地方教育机关，竟将住有僧尼之佛教寺庵，藉端占用，不惟违反法令，抑亦破坏产权。且僧人居住寺庵，清净修持，若使人声喧杂之学校附设在内，于习静清修之功用，妨害殊甚，世界各国宗教教堂，未闻有其他机关任意侵占之事。吾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对于壇庙寺观教堂有妨害者，须处以徒弄、拘役、罚金。若任听教育机关强追占用，既为国际所耻笑，抑亦藐视于国法。”[117]中国佛教会援引《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和《刑法》相关条款，但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庙产兴学运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与中国佛教会的呼吁相比，太虚及其弟子们则将庙产兴学深层原因以及佛教自身的改革联系起来，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思想。太虚在第一次庙产兴学以后即发布《佛教僧寺财产权之确定》一文，认为庙产兴学皆因僧寺财产的性质不清而引起。“佛教之僧寺财产性质，向未确定。以之或视为地方或国家所公有，地方之民众官吏，与中央之民众官吏，任意侵凌毁改，或争为僧众内某个人某一系某一宗派所私有，以之互相争讼，累年不能解决。而袁政府时代之《寺庙管理条例》，虽规定寺庙财产由各寺庙住持管理，然不得有变卖抵押及处分之权，且各寺庙住持又归县公署管理，其所有权似仍视为地方或国家所公有。种种纠纷皆由此起。”[118]太虚认为，僧寺财产应明确三种权利，即所有权、管理权和享用权。僧寺财产所有权属于“十方常住僧物”，即全国性统一的佛教组织；管理权属于“全国十方常住僧”；享用权由全国佛寺僧众支配。在第二次庙产兴学之时，太虚论及“庙产兴学与学产兴庙”，呼吁佛教僧众应自动寺产兴学，兴办布教事业、文化事业、慈善事业与教育事业等。其中教育事业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创办从初级小学至大学的学校系统教育，并增加佛学的内容，“佛教信徒必修，非信徒自由选修，以养成其向真善的心力”；第二，创设民众学校、夜学校、半日学校、阅报所、通俗教育馆等社会教育，当适应人民实况，教令渐进于善。太虚的弟子法舫法师在第三次庙产兴学后发表《实行庙产兴学》一文，指出：“如果视全国寺庙为肥肉，纵许你们把寺产完全去办学，我敢说一句：中国教育还是不能普及！僧尼之职任，原司教育感化之责。依佛教原意和中国古制，僧尼寺庙是应该属于教育部管理，日本佛教，就是属于文部省的。所以我们提议佛教改属教育部管理。由教育部（或内政部）先改善僧尼教育生活及其佛教事业，使佛教正当发展，在社会有了力量；僧尼各尽其职，宏法利生，自修养德，由僧尼自动去普及社会教育，方是善法。”[119]法舫法师强调，僧尼必须自动谋求改进，负起荷担佛教的责任，佛教才不会被社会所淘汰。

四 结语

从1927年至1937年，庙产兴学之声此起彼伏，佛教界的反抗可谓不屈不挠，由此可见庙产兴学对佛教的刺激。正如时人张国威在初谈及庙产兴学时所说，当时的一般僧伽“不但不心寒，不胆碎，不弃甲，不曳兵，不望风而逃；反之，还不挠不屈，踏踏前进；风云怎样恶劣，处境虽怎样险狠，却和它切切的周旋，不致战胜凯旋不止，一种英勇势力，多么令人钦佩”！由此他得出结论：“世尊大教，不惟不因之而衰败，而殂落；反之，而蓬蓬勃勃，而蒸蒸日上，这是一桩如何可歌可泣可喜可悲的事业？可是，究以何故而致此？一言蔽之，无非一般僧伽，能组织，能团结，能自醒，能自觉，能顺应潮流之趋势，能因势而利导之，所以，虽处着万恶的环境，都能处之泰然，没有毫末颠倾之虑，就职为了这个缘故，如今各地僧伽之竞办学校，赛创学院，弘法利生，无非为顺应潮流之趋势，使世人个个明白佛教之主旨，不致摧残，反加拥护，这就职人事殚力做去的效果。”[120]太虚的另一位弟子大醒法师亦撰文称：“如今读书人骄浮太甚，皆以为僧尼无能，于是轻视佛教，无所不用其极。一味假用团体名义侵夺占用佛教寺院，已成为一种最恶之习惯！教育机关不自愧责办理教育者之无理，甚且反讥僧尼为无用之徒，谤佛教于社会无补，吁可慨矣！”[121]

太虚则分析了庙产兴学的原因以及佛教界的使命，他认为国民这种普遍存在的对佛教的误会心理是导致庙产兴学的社会基础：“然而佛教僧寺之在中国，除去真正信解佛教之极少数人外，旧学、新学之读书人阶级，则视为异端，斥为迷信；未读书之农工商妇孺阶级，于佛菩萨则一概混同鬼神。于寺院僧众，则受戏剧、小说等影响，不尊异为神怪，则鄙为奸盗！”因此要消除庙产兴学的社会基础，佛教徒必须从理论上、事实上昌明佛教的真实意义，显出佛教的真正精神，使大多数国民都能了解到佛教对于国家民众的利益。从另一方面看，庙产兴学客观上也激发了佛教界自身的觉醒，如太虚认为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促成了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这次大会呈现出两种精彩之处：“其一，即于各省市佛教会代表之外，顿加了佛学社、正信会、居士林等团体代表，佛学院等学院代表，及蒙、藏、南洋代表，范围扩张了，气象也活泼了。其二，则提案所提议的，关于求保寺产的极少，而趋重于振作会务、整顿教规、设办僧学的几点。这不能不认为全国缁素佛教徒思想上、精神上进步的表现。”[122]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佛教组织

自清末的中国佛教教育会到民初的中华佛教总会，中国佛教界为团结僧俗弟子，保护僧寺庙产与佛教利益而不断兴起的佛教组织，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挫折与低谷以后，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又逐渐复苏，进入了相对成熟、迅速发展的阶段。1927年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入南京国民政府，政局相对稳定，国民政府的上层政要对于佛教亦采取相对宽容和支持的政策，为佛教组织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佛教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时期成立的中国佛学会与中国佛教会，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佛教发展、兴办公益事业以及此后积极参与抗战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据传有“改僧寺为学校的建议”，中大教授邰爽秋提出了具体的“庙产兴学”方案，至1929年政府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其目的皆在于利用法令条文来实行“庙产兴学”，当时佛教因缺少全国统一的组织，无法团结全国佛教的力量来对抗薛笃弼与邰爽秋。先是1928年太虚大师因获蒋介石支持同意成立“中国佛学会”，后又有1929年4月12日，谢健、黄忏华等乃以中国佛学会名义，会同江浙佛教诸山，召集十七省代表，于上海举行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决议成立佛教会，拟定章程，呈请党部及内政部备案，并请修正《管理寺庙条例》，这是中国佛教会成立的起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太虚大师等僧伽护教的表现逐渐深入人心，且经过清末之“庙产兴学”对于佛教的冲击以后，佛教界保护寺产及个体利益的手段逐渐成熟，也认识到了成立统一佛教团体对于维护佛教权益的作用。佛教内部积极要求成立统一之团体，直接原因虽是迫于“庙产兴学”等外力，力求保护权益，但也体现了近代佛教积极参与政治的要求，以及力图改善生存环境，普及、复兴佛教的积极诉求。太虚大师在《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一文中指出：“现在之政治环境已变，僧众对此当大大觉悟，应即改变旧来之处世方法以图生存发达”[123]；“负有此等重大责任和使命，故不是向来旧有的残余、无精神的佛教团体所可做到，须有健全的知识分子，认真地共同来探求佛法的真理”[124]。大醒法师也说：“我们要弘扬佛法，我们首要注重结集团体。”[125]可见近代佛教对于建立佛教组织的迫切需求。

一 中国佛学会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最早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为中国佛学会。而早在1928年5月，太虚大师在上海组织的“全国佛教代表会议”，主张消除佛教界新旧之分歧，提出了期望通过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的形式，成立全国统一、永久的法定佛教团体的设想。6月，太虚大师发起筹备中国佛学会，并订于次年召集全国佛教代表会。6月24日，太虚大师应蒋介石的邀请赴南京，二人同游汤山期间，太虚大师借此机会向蒋介石阐述了建立统一佛教团体的裨益之处，认为：“以佛学为世界人类最高理想之表现，其救世之精神，尤非其他学术宗教之所及，必适应时代之思潮与国民之生活，方可推行无阻。际此训政伊始，百度维新之际，最好组织一能统一僧俗两界之佛学团体，俾收民富国强、政修俗美之效”[126]。

6月，蒋介石邀请太虚大师，并托张副官送来300元筹备经费，并致函给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字组安）、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字儒堂）、国民政府秘书长钮永建（字惕生）、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字孑民）、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字子珉）、内政部长薛笃弼（字子良）、国民政府代主席李烈钧（字协和）等，称赞了太虚大师之学问与德行，请对中国佛教会组织工作予以支持：“沙门释太虚，为今日中国佛教中之健将者，主张佛教改善，已颇有成绩。其潜修极苦，著作等身，尤非寻常紫衣者可仰其向背。兹以中国佛教会事来京，乞为一言介谒左右，盖夙钦护法愿宏，必能大有造于佛教，敬仰实出于至诚也。”[127]太虚大师持此七通介绍函分别拜谒了此七位政要，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中国佛学会原拟定名为“中国佛教会”，蔡元培、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认为，此时反宗教、反迷信之风正盛，所以政府不便出面提倡宗教等，建议改“中国佛教会”为“中国佛学会”，还扩大了参与者之范围。“诸发起人协商后认为，佛教之‘教’，本指‘言教’，与‘学说’同义，以‘学’代‘教’，理无不可。”[128]蔡元培致函太虚大师云：“不如名为中国佛学会，可兼容一般有志研究佛学之人士，故该会创立之始，原包含学会、教会两种性质。”[129]太虚大师曾解释说：“今欲统合全国缁素以组织佛会，以非僧众则无专以佛法职业而住佛法者；非加入信佛士女及研究佛学者，则不能将佛法普及于国民，使国民同受佛法之化益，及使佛法僧得以安固。往者主权在君，可藉君相护持；今者主权在全国人民，非佛法普及国民使皆有相当之信崇或谅解不可！故佛会中必须有民众。”[130]可见中国佛学会扩大了会员范围，由原来的佛教组织以寺僧为主，扩大为僧俗两众及普通民众，包括了僧人以及在家居士和研究佛学者。

经太虚大师呈请，佛学会会址选定为南京毗卢寺，也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关照。《蒋总司令令让毗卢寺驻军为佛学会会址》记载：“为令遵事，顷居释太虚呈请，准以毗卢寺为中国佛教会场，并饬现住该寺之军队迁让等情前来。经查现驻该寺军队，系属宪兵第二团，前以该团尚不妨碍寺务，据该寺呈请，分一部分房屋借与暂住。今据呈以庙宇为佛学会场所，自属正当。除批示并转函内政部外，合行令仰该司令迅即转饬遵照，并派员督促，克日迁让具报，毋任玩延，是为至要，切切此令。”[131]

1928年7月28日，太虚大师于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组织召开预备会，会议签到者有宁波代表禅定、了悟、源巃，普陀代表达严，湖南代表太虚，山东济宁代表印古、徵贤，四川代表克全、谢健，杭州代表玉皇、惠宗，湖北代表王森甫、陈维东，福建漳州南山学校代表达如，岭东佛教会代表欣西，及临时筹备员黄忏华、孙慧风、宁达蕴等各地佛教代表二十三人参加会议，会议推举太虚大师为主席，由观同、惠宗、王一亭担任筹备主任。会议议决事项主要有：①中国佛学会筹备处正式成立；②用全国各省区代表名义向五中全会请愿；③筹办旬刊一种，定名《中国佛学》，由宁达蕴负责；④筹办“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一所，远行及唐大圆负责；⑤预算经费每年约七千二百元，由分区筹划。[132]

中国佛学会于1928年8月在南京成立，其《组织大纲》对于其组织宗旨、入会准则等做了具体规定，并将《组织大纲》分别呈请国民政府大学院内政部认可施行。组织中国佛学会的宗旨即是“为统一各省寺院僧众及各种佛学团体，集中力量整理佛教、发扬佛学”[133]。中国佛学会先征集发起人，推定筹备委员，成立筹备处，负责进行。为实现中国佛学会的宗旨，由筹备处先行召集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提议决议应兴、应革各事宜。关于会员及入会手续规定，各省寺院僧众及民众之已加入各种佛学团体者，俱为当然会员，不合格者则淘汰之，其自愿还俗或退出团体者允许。民众之个人研究佛学者，可自由加入。中国佛学会以首都毗卢寺为会址。并将《组织大纲》分别呈请国民政府大学院、内政部认可施行。

中国佛学会呈内政部准予备案公文称：“窃佛学为世界人类最高理想之表现，其救世之精神，尤非其他学术宗教所能及，然在今日之中国，其不可磨灭之真价，与对于人生广大殊胜之利益，已为弊制与迷信所深埋，以致误会丛生，真相尽失。某等之愚，以为值此国民政府百废维新之际，再不刮垢磨光，必将烟销雾灭。爰不揣冒昧，发起组织中国佛学会，期集中华全国寺院僧众，及各种佛学团体之策力，一面整理佛教，一面发扬佛学，同时举办各种教育慈善等社会事业。俾有合于时代之潮流，而无背于佛陀之大法，庶几数千年先德所遗之精神的遗产，得以发扬光大，随世运国运以俱进。为此抄录组织大纲，呈请大部鉴核备案，谨呈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134]公文解释了中国佛学会之缘起。

另外，为能够更好地推行佛学会工作，开办佛教僧众训练班、培养相关僧才迫在眉睫。《中国佛学会开办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简章》指出：“本班应时势之需要，以实现大乘佛法救世之精神，招集僧众于最短期间养成整理寺院、服务社会之人材，分配各省县佛教团体工作，故定名为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本班之学程如左：三民主义、佛教常识、国民常识、演讲实习、事务实习、其他；本班之组织如左：主任教员二人，教员若干人，其事务由中国佛学会筹备处职员兼理之；本班入学之资格如左：（甲）二十五岁至四十岁出家三年以上者；（乙）曾在各丛林担任职务，或充各寺庵住持，并受过普通教育者；（丙）身体健全及无嗜好者；（丁）有相当保证人或各大寺院及佛教团体保送者；本班之学额暂定二十人至三十人，逐渐扩充；本班之经费由中国佛学会筹备处担任之；本班修业期间三个月；本班学膳及书籍等费均免；本简章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提交中国佛学会筹备委员会修正之。”[135]

正当中国佛教会踌躇满志之时，太虚大师决定游化欧洲，尽管有净心、融高等劝其暂缓，但大师以“赴欧观化，乃数年来预定之规划”为由毅然前往，并致函蒋介石说明游化欧美之意，蒋介石嘱咐陈果夫赞助其三千元经费，太虚遂与翻译郑松堂于8月11日从上海登轮船前往欧洲。尽管太虚赴欧后依然关心中国佛学会发展，甚至书信嘱托召开佛教大会。但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寺院管理条例》开始，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太虚的缺席致使中国佛学会会务工作逐渐荒疏，作为不大，以至于后来大多由追随太虚之徒众所构成。中国佛学会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早组织的佛教团体，至中国佛教会建立以后，依然独立存在，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逐渐销声匿迹，其对中国佛教之诸多设想也随着抗战兴起而中断。

二 中国佛教会

中国佛教会是民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始终，在维护佛教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以太虚一系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以圆瑛一系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中国佛教会从成立开始即埋藏着新旧之争，限制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

（一）中国佛教会之建立

中国封建时代对于寺庙管理由于没有颁布较为规范的单行法规，所以每遇到寺庙纠纷只得由当地官员量情处理，难免因处理不当造成诸种纠纷。1913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公布了《寺院管理暂行规则》七条，此为我国寺庙管理单行法规之嚆矢。观其内容，大都侧重于庙产保护，如第二条规定寺院财产由其住持管理，第四条规定寺院住持及其他关系人不得将寺院财产变卖、抵押或赠人，第五条规定不论何人不得强取寺院财产，均着眼于庙产保护。由于此项规则系“暂行”的办法，又过于简略，且仅由内务部公布施行，并未经过立法程序，故其本身的效力不强。

1915年10月29日，始以大总统名义正式公布《管理寺庙条例》，计分总则、寺庙财产、寺庙僧道、寺庙注册、罚则五章三十一条，对于寺庙界限、寺庙注册、处罚等，均有详细规定，较之《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已有明显进步。但其内容太泛，已超出“管理”范围，且将实体问题（寺庙财产及僧道继承等）、手续问题（寺庙注册）混合规定，以致内容庞杂，适用困难，故条例虽经公布施行，而各省鲜有能遵照办理者。至1921年5月20日，北洋政府始将该项条例废止，另行公布《修正管理寺庙条例》，计分总则、寺庙之财产、寺庙之僧道、罚则、附则五章二十四条。其可取之处在于规定寺庙不得废止或解散，寺庙注册另订法规，教规事项概不列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破除迷信、“庙产兴学”引发的侵占寺产、毁坏佛像、焚烧经书之风，使佛教界感到危机四伏，各处寺庙因产权关系时起纠纷，地方政府处理此种纠纷时，亦无适当法令遵循。因此，政教双方均纷纷呈请另颁“寺庙管理条例”。1928年6月23日，太虚大师呈内政部整理宗教文所附条陈就提出：“废除袁政府时之寺庙管理条例，以示宗教平等。”7月3日，内政部长薛笃弼复函太虚：“查前管理寺庙条例，多偏于管理佛教之规定，关于其他教会，则涉疏略，按之现在情形，自难适用。本部正拟另新订定此项条例，对于各种教会寺庙，将有妥当管理方法之规定。承示各节，具有见地，已饬主管司参考矣。”可见，主管当局对于太虚提出的意见还是相当重视的。同年8月，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也呈文国民政府：“训政开始，社会积习急宜革除，现在处理寺庙财产争执，若照从前管理寺庙条例办理，不免与党国精神有所抵触，应另行颁订，以资遵守。”钮永建呈请国民政府另颁条例，主要是当时处理庙产纠纷无据可依，若仍按照北洋政府颁布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来处理庙产纠纷，显然不合时宜。国民政府秘书处于8月30日将其呈文转交内政部参考。10月26日，钮永建再度呈文国民政府，一方面申明另颁条例的必要，另一方面提出，在新条例“未经颁布以前，管理寺庙条例是否继续有效”。11月6日，国民政府秘书处分别致公函内政部、江苏省政府：“在未颁布以前，所有管理寺庙条例核与现行法令无抵触者，仍继续有效。”

为管理寺庙、平息纠纷，颁布新的寺庙管理条例已成刻不容缓之举。1928年12月，由内政部草成《寺庙管理条例》，经国民政府酌加修正后，于1929年1月25日正式公布。由于国民政府行文仓促，并没有争取佛教界的参与意见，况且此时制定的《寺庙管理条例》又有袭制袁世凯时期的旧版条例之嫌，所以其内部存在诸多问题，内容苛刻，实难为佛教界所接受。

自《寺庙管理条例》公布后，各地庙产纠纷有增无减，上海、云南、四川、山西、浙江等地佛教团体纷纷致电、呈文国民政府，或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修改。四川省各县佛教会于1929年3月15日致电国民政府，指出“新颁管理寺庙条例，名曰保护，实近摧残”，“僧众为维持正法起见，誓死不敢遵从此项不平等条例，伏冀政府收回成命，迅速召集深明佛法民众，另行慎重规定颁布维持庙产条例，以示大公而维国本”。云南佛教团体致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的通电，措辞也非常激烈，指出“此项条例，诸多抵牾，一经颁行，弊害丛生，危及佛法，影响甚巨”。同样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另外召集深明佛理之人，详加审定，制为完善条例”。不少佛教徒还以个人名义上书南京国民政府当局，质疑《寺庙管理条例》的合理性、合法性。1929年3月27日，守培法师呈文内政部，认为《寺庙管理条例》“不但消灭佛教财产，且丧失国府威信，亦败坏世道人心”，要求国民政府设法保全庙产以免伤风败德。鉴于中国佛学会仅是代表太虚一系佛教改革的佛教组织，因此联系更广泛的寺僧代表以实现保护佛教之利益、成立统一的佛教组织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佛教会”应运而生。

1929年4月12日，中国佛教界因痛感《寺庙管理条例》之苛刻，由中国佛学会谢健、黄忏华等，会同江浙佛教联合会，召集十七省代表，于上海觉园召开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再行成立中国佛教会。会议选举太虚、圆瑛、仁山、可成、德浩、禅定、惠宗、荫屏、寂山、明道、大悲、兴慈、弘伞、德宽、静修、常惺、慧轮、克全、王一亭、关[image: ]之、闻兰亭、黄涵之、钟康侯、范古农、江味农、狄楚青、李云书、宁达蕴、罗奉僧、陈正有、谢铸陈、许止净、徐平轩、朱石僧、简玉阶、孙厚在三十六人为执行委员；谛闲、印光、德峻、白普仁、转道、达如、施省之、庄蕴宽、焦易堂、程德全、梅撷芸、王森甫十二人为监察委员；并请政府设立宗教委员会，要求政府修正《管理寺庙条例》。

4月25日，中国佛教会代表德峻等为中国佛教会拟定会章，呈请内务部备案。中国佛教会呈请立案文云：“窃维佛教以六波罗蜜、慈悲平等、利益群生为宗旨，故先总理中山先生于所著《三民主义》中，既称宗教造成民族力量之雄大，复谓佛学足补科学之不及，足征古今先觉，遥相默契。际此统一告成，训政伊始，复兴中国古有之文化，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实为当务之急。而佛教之于三民主义所根底的中国文化，尤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我佛教徒为致力于党国，尽国民之天职，自应本大乘救世之精神，宏扬我佛之正法，以期贯彻博爱互助之本愿，实现世界和平天下大同，德峻太虚等。爰本斯旨，特联合全国佛教团体代表，于三月一日，在上海赫德路十九号，共同会议，组织中国佛教会，以领导全国僧众，去妄显真，破迷合觉，尤积极努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如赈济、施医、平民教育等，并提倡农工事业，皆为重大之使命。”[136]在解释其立会之宗旨的同时，历陈佛教与三民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试图以此获得许可。

在呈交立案文的同时，代表们还呈交了太虚等人所拟定的中国佛教会会章十六条。《中国佛教会会章》规定：“中国佛教会由中华民国全国佛教徒组织之”，为僧俗共同的组织；宗旨是“联合全国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宏宣佛教，利益群众”；规定“设会所于首都（南京），为事实上便利起见，设总办事处于上海”；其主要任务是“举办慈善公益”、“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农工事业”、“设立各种研究所”、“宣传佛教”、“整理教规”等。王一亭、太虚联名致书蒋介石，并由王一亭亲谒蒋，6月3日，行政院发布告示宣告中国佛教会准予立案，然党部尚未批准。行政院的批示云：“呈及会章均悉。此案前准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开，奉主席谕：交行政院，转饬内政部查照备案等由，业已由院转饬内政部查照备案矣！仰即知照，此批！”[137]经过太虚法师与王一亭的苦心努力，中国佛教会初步得以奠定基础。

1929年6月3—5日，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执监联席会在上海举行，推选圆瑛、太虚、仁山、寂山、惠宗、王一亭、关[image: ]之、钟康侯、谢铸陈九人为执行委员会常委。于是日起，在南京毗卢寺成立会所，并于上海赫德路十九号设立总办事处。决议全体执监委员于6月6日赴南京请愿政府及立法院，要求废止《寺庙管理条例》，并请速颁宗教法。中国佛教会认为《寺庙管理条例》“违反党纲，抵触国法”，“所以发生窒碍之处，实由起草者根本上不明佛教为何物，而复中于一般流播之浅说，故所以条款多含破坏之精神”。1929年11月30日，立法院第六十三次会议逐条讨论通过《监督寺庙条例》，国民政府于12月7日公布了这一条例，并将《寺庙管理条例》明令废止。会议推举克全和尚、古云和尚、宁达蕴居士先赴南京会所筹备一切，推举常惺法师，谢铸陈、钟康侯居士起草请愿呈文。

中国佛教会成立以后，重视各省县的分会发展，立即颁布了《本会正式成立训令各省佛教会文（第一号）》，知照各省县，并要求各省县依照组织大纲分别设立或者改组。圆瑛法师于1929年9月发表《奉劝全国佛徒实行真佛教》，奉劝全国佛徒集腋成裘，建设佛教大乘救济各事业，云：“我全国佛徒，果能本大雄氏无畏之精神，实行大乘真佛教，慈悲广运，救济实施，无论大小寺院庵堂，能将平日所施于人者，转施于各处佛教会，勿存利己之心，常发利他之愿，俾得集腋成裘，建设佛教大乘救济各事业。如育幼院、养老堂、感化院、残废所、民众学校、贫民工场、图书馆、佛学院、施医院、协赈会等。不舍尘劳，而作佛事；不违世谛，而阐真乘。外则利生，内则卫教。”[138]

1930年5月，中国佛教会于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因赖蒋介石的饬令，始获内政部批准和中央党部的认可，于是经党、政两方面认定为合法的团体，并且通过了《中国佛教会各省县佛教会组织大纲》。

（二）佛教会之分化

1929年之后，佛教界对于革新佛教制度问题，发生了新旧两派的争论，分别以太虚大师与圆瑛法师为代表。一主张革新，利用寺产，创设僧教育，培育僧才，以配合训政，建设新中国佛教；一主张保守，维持丛林寺院独特家风，不附和时势，不标新立异。大醒法师在谈到1929年的中国佛教时，专门论及新旧思想难以调和：“用新的思想，处处以现代为立场；守旧的思想，却反乎此，把现在的事样样都要拉到几百年以前去。前者，是受了时代的转流、革命空气的熏陶，委实感到佛教内部腐败已不足持，外境波动在在可危，因此若教他跟着守旧思想的回转跑，做到几百年前的思想，这是万万做不到的。后者，是染了封建制度的遗毒、懒惰偷安的病菌，又吃了子孙法派的迷魂药，他们以上代祖宗是这样的，我也只有这样。……譬如说要整顿佛教，他们就拿几百年前事来偏护，整顿佛教古来没有听过。”[139]近代佛教内部新旧两派之争肇始已久，为佛教会的发展和运作埋下了分化的种子。佛教会在内部派系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坚持运作。

太虚大师受到近代改革思潮的影响，大胆提出了近代佛教改革之“三大革命”，是为新僧的代表；而圆瑛法师历任浙江宁波天童禅寺，福州雪峰禅寺、鼓山涌泉禅寺，南洋槟城极乐寺等名刹方丈，被太虚一系斥为僧伽保守派的代表。中国佛教会建立以后，二人分歧日增，渐行渐远，使得两派矛盾愈加不可调和。

早在佛教会建立之初，即因会址选定上海还是南京的问题，新旧两派便发生了争论，加之当时一些社会知名居士从中加以挑拨，争论更是日盛，对于佛教会的日常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佛教会建立之初，各项制度不够健全，另外由于新旧派系的矛盾分歧，诸种工作设想皆因人为原因而名存实亡。佛教会的内部分歧肇始已久，新旧两派矛盾实难调和，但是新旧两派矛盾的与日俱增，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置之不理、不作为也是分不开的。

1931年4月，中国佛教会在上海觉园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到会全国各省及内蒙古、西藏、南洋代表百余人。席间太虚大师发表《告全国佛教徒代表》书，大力批判中国佛教会之种种不足，并要求立即改组，云：“本会第二届以来，经费益枯窘，人才益凋散。常务委员开会，每不合会章。如委托非本会委员为代理人，及一人同时代理二人之违反办事细则第八条。他若开会不推定主席、纪录，不具开会仪等。又名为佛教会总办事处，而办事员中甚至无一僧人或正信居士。如此何能构成为全国佛教最高机关，而期其能得全国佛教徒之信托，振兴佛教事业耶？今谓如中国佛教会要续办者：一、必须精选才德僧伽、正信居士以构成常务委员会，及总办事处。每半月须将议办之事，通知全体执监委员与各省佛会，以凭纠察。二、最少须筹有确定之常费三万元。除常委及办事员能有安定之办事经费外；并办一万不可少之会报，及急需之‘全国各级佛教会办事僧员训练班’。以期各省各县佛教会，陆续可得有能贯彻本会宗旨之办事僧员。否则空挂一招牌，而每年徒耗讨乞来之数千元经费，反为佛教增加许多不合理不体面之情节；倒不如速速将‘中国佛教会’自动解散取消之为愈！”[140]

佛教会第三次会议，太虚大师陈词以后，在其追随者的努力之下，改选结果太虚一系大胜，圆瑛当选常委，但其随即辞职，保守派对改组后的中国佛教会采取不合作态度，抗缴以前认可的经费。“一向包办中国佛教会的沪杭名流如黄建六、钟康侯落选……不甘失败，从中制造事端，新旧之间矛盾骤然激化。”[141]

及至1931年4月11日，中国佛教会召开第三届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圆瑛法师、闻兰亭等先后来函辞职，太虚、仁山等全面接管中国佛教会，并且移址南京毗卢寺。自此新旧两派矛盾更加激化，一度只有太虚一人主持毗卢寺会务，而各省所任领之会费也抗而不捐，会务无法实行。而此时黄建六等人也致函太虚提出异议，要求会务返沪，并且将函件印刷分发，新旧两派矛盾公开化。

6月3日，太虚大师针对旧派的质疑，公开发表辞职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通告》：“余以近世中国佛教之沉晦，其原因在僧制之窳败，故欲从整理僧制入手，进而昌明佛法，利济人群。二十年来，此志未敢稍懈！民国十六七年间，因学界一部分有摧灭宗教之议，爰发起中国佛学会，藉欲保教。迨十八年夏，余自欧、美游历归，则已由中国佛学会蜕为中国佛教会，并已推余为执委、常委之一。当时察知仅为保持寺产之集团，本不愿就职，然尚冀由维护而渐规兴革；委顺曲协，挈携偕进。荏苒两年余，以至今日，乃知此保持寺产集团，不惟无整理僧制、振兴佛教之望，且有最近暴露其实以整理僧制、振兴佛教为仇敌者，则余不应再空耗其精力于中国佛教会，故特郑重声明退出，以明今后之责！”[142]

太虚辞职以后，上海部分执行委员以协调挽留的名义召开第三届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请王一亭居士复职和王一亭在南京设立会所、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的建议。南京由太虚大师负责，上海由圆瑛法师和王一亭等负责。此二决议“实际上弃南京中国佛教会不顾，导致了中国佛教会分裂的加剧。6月14日后，中国佛教会所发出的文件和通告，即用圆瑛和王一亭两人具名，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佛教会已废除委员制而改为独裁制，太虚和圆瑛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已无法合作共事”[143]。太虚再次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佛教会，之后革新派黄忏华等也相继退出。

太虚退出中国佛教会以后，仍然对中国佛教会的事务较为关心，后来又发表了《告全国僧寺主持书》等，但由于新旧两派的矛盾不可调和，1932—1934年，所有中国佛教会通过的决议，并没有很好地实施，而且由于新旧两派的矛盾导致了全国僧俗对于中国佛教会的一致质疑，甚至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对于中国佛教会立案成立的反思和质疑。

1935年，有七省主管教育人士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接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的提议，经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报批内政部。1935年7月18日，中国佛教会在上海召开第七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保守派活动积极，擅自修改会章为《中国佛教会章程》，后又单方面呈请政府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备案，该中国佛教会为中国佛教总会，委员制为理事制，改国省县三级组织机构为国县二级，取消省佛教会，在各县直接设置分会，表面上看似佛教会便于切实督办各分会佛教事务，实际上在于统辖全国僧尼，控制全国寺产。

中国佛教会中保守派僧人修改佛教会章程的做法不符合当时组织形式立法程序，且大刀阔斧的改革章程对于佛教会现状的关注不够。实际上，各省佛教会在佛教会工作中作用极大，对于保护县级佛教会以及创办各项事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新修订章程一经推出，即得到了全国多数省份的抗议，首先有江苏省佛教会通电全国，后又有安徽、湖南、四川、贵州等各省佛教会响应。尽管全国数十省佛教会反对新修订佛教会，但是由于有内政部和民众训练部的支持，全国范围内强令推行新修订法案，且多有民众训练部出面催促各省督办。保守派借民众训练部的权威推行新修订法案的同时，革新派对中国佛教会强烈不满，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

大醒在《略评中国佛教会近事》一文中指出：“中国佛教会根本上组织就不健全：第一，该会并非由各县组织的基本团体而组成者；第二，该会每届出席之省代表均非正式由县会选出者；第三，该会伪选之执监委员从来未有一次全数就职。由此之故，中国佛教会为少数人所操纵，已为极显明之事实，无可讳言者也！”[144]

1936年，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开始正式介入调解佛教会内部新旧之争端。6月9日，江苏代表仁山、法权、霜亭、静严，安徽代表本僧、镜空，以及四川、贵州、湖南僧诸代表齐集金山寺对当时不尽如人意的佛教会新修订法案筹商办法，得到了国民政府民众训练部、江苏党委等的高度重视。会议主要通过了“维持佛教会”、“停止中国佛教会新章”、“请愿迅速召开大会”等决议。

金山寺决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1936年6月民众训练部拟定《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七十条和要点说明八条，直接参与了佛教会内部的纷争。《草案》内容主要包括了“僧尼必须入会”、“县会员人数不得少于500人”、“各级代表大会、理监事会之组织、人数分配、产生方法及会议时法定人数，务求比例相当，合乎事实与法理”、“详细规定寺僧及僧尼等级和会员入会手续”、“传戒与以后新剃度僧尼入会办法，力求复戒律精神”、“监督总分会各寺庵收支”、“减低汇费与寺庵应纳常年捐之标准”，得到了全国革新派僧尼的拥护和认可，而保守派僧尼则极力反对。

中国佛教会自1929年建立之初，即多有新旧之纷争，直到1936年，国民政府才正式介入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密不可分的。“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图谋发动全面侵华，国民党政府鉴于团结民众共同抵御外侮之需要成立民众训练部。再者，近代以来，日本侵华多借助于日本佛教作为先遣，宗教渗透和收买僧尼作用重大。国民政府深谙中国佛教抵御日本宗教渗透的巨大作用，一方面，笼络佛教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另一方面，通过对于佛教会的管理和宣传，尽量杜绝僧尼为日本所收买之祸患。

1936年8月，圆瑛法师于南京毗卢寺再次主持中国佛教会第七届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鉴于各方面压力，会议决议恢复了中国佛教会三级制；决议10月15日前召开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居士不得入会留待大会讨论等成果。

国民政府民众训练部一方面促成佛教会第八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同时为佛教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构思。1936年9月2日，民众训练部提出了“改组中国佛教会为中国佛教寺僧会和中国佛教居士会”、“采取国省县三级制度”以及“废止现行选举制度，代表只产生由民众训练部全国范围内选拔”三项办法，其中建立佛教居士会等方案赢得了佛教会内部革新派的认可。

1936年11月15日，中国佛教会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出席代表二百余人。会议主要讨论修改了《中华佛教会会章》、《会员入会规则》、《各分会组织通则》、《选举代表规则》等。讨论通过的新会章，其中“会员”一章有较大修正，规定“除在家二众及皈依三宝、护法有力者，均得入会为会员外，全国僧尼一律登记入会为会员”。其他各章亦有改动。大会以后，中国佛教会发表《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宣言》提出：①关于宣传教义方面，主张普遍弘扬，不拘于一宗一派之成见。②关于办理僧尼教育方面，主张研究佛教本身以外，并提倡科学知识，以为办道之补助。③关于整顿教规方面，主张慎收徒众，重视戒律，并努力大乘修持功夫，以崇佛制。④关于保护教产方面，主张以佛教产业办理佛教事业，不使施主布施之本意有万一之辜负。⑤关于促进会务方面，主张重实际不重高调，按部就班，以避坐言不能起行之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在上海觉园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为团长。随后建立僧侣救护队，赶赴前线救护伤员和救护抗日将士；建立僧侣掩埋队，掩埋战场尸体；为了筹募经费，圆瑛在1937年10月和1938年冬两次赴南洋各地筹募，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佛教会在抗战爆发后，全力投入抗日工作，会务一度宣告停顿。1938年4月，抗战期间，圆瑛法师等宣布在上海孤岛恢复办公，废止会址迁移重庆的决议。而在重庆的部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则商决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由太虚大师主持，推动“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同胞，并与大后方各省县佛教会保持联络。1940年1月，圆瑛法师以老病为由，辞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及灾区救护团团长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内政部与社会部对中国佛教会进行整理，拟订了《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组织章程》。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授予太虚大师“胜利勋章”。1945年11月17日，内政部、社会部确定太虚、章嘉、李子宽、虚云、圆瑛、昌圆、全朗、朱庆澜、屈映光九人为整理委员，太虚、章嘉、李子宽为常务委员。1946年1月1日，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从重庆迁至南京毗卢寺。7月19日，该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在上海玉佛寺召开，出席者太虚、章嘉（大醒代）、李子宽，列席王慧达、心高。7月20日，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上海玉佛寺召开，出席者太虚、李子宽、章嘉（大醒代）、虚云（张小廉代）、黄涵之、圆瑛（白圣代），列席王慧达、心高，讨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各地对该会章程及各规则草案提出修正意见等。

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圆寂，世寿57岁。同年5月26日，中国佛教会抗战胜利后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毗卢寺召开，出席代表70余人。大会发表《宣言》，修订《中国佛教会章程》，制定《中国佛教会及分支会选举代表规则》、《会员入会规则》、《传戒规则》、《寺庙住持规则》、《僧尼剃度规则》、《分支会组织规则》及《大会议事规则》等。选举章嘉为理事长，雪嵩为秘书长。1948年3月，中国佛教会通告全国各寺庙：凡有干涉寺政寺产，违反宪法及该会规章的任何组织，一律不予承认。5月21日，该会第三次理事会在上海玉佛寺召开。章嘉（雪嵩代）、巨赞、茗山、东初、赵朴初等二十余人出席，会议讨论经费问题。决定设立蒙藏教务委员会，通过《中国佛教会蒙藏委员会组织规则》。

（三）佛教会之评价

中国佛教会是近代佛教组织中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具有全国性性质的佛教组织，是在政府的参与下逐渐完善的，尽管佛教会内部新旧两派斗争激烈，外部深受“庙产兴学”等新思潮冲击，但是其作为近代我国佛教徒团结一致、立志复兴中国佛教、发展佛教社会事业而进行的一次伟大尝试，极具积极意义。

中国佛教会自1929年至1949年的二十年时间，领导中国佛教界付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尝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赤裸裸地侵占我国领土，残害同胞，加之此时期自然灾害，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佛教会领导僧俗各界为中国佛教之复兴、社会之稳定、民族之团结以及抗战之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2年《中国佛教会致省市佛教会书：诚心祈祷以消灾国难》一文云：“国家不幸，当洪水为灾之日，方救死扶伤之不暇，而东邻挟其侵略政策，伺际以动，突以重兵袭取辽吉，所至蹂躏，被祸其惨，警耗森传，举国震动，凡有血气，莫不悲悯，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此诚国命绝续之交，而志士仁人所当协力同心共赴国难者也。嗟我佛徒，救世之旨，夙承教义，爱国之宜，绝后于人，乃者捐募赈款之举，亦既踊跃轮将，稍尽布施之力矣。而浩劫方来，民生滋苦，尤宜合全国僧伽居士，随地建设祈祷道场，虔诵仁王护国经，念持观世音菩萨圣号。本世精诚，冀获灵感，藉以消灾弭劫，救亡图存，而佛教之兴衰，亦将视此为转移。顾瞻前途，长胜危悚，愿诸山长老，暨各省市县分会其亟起而图之。专此布奉，诸虽公鉴。”[145]文章体现了其拳拳报国之心。而于实践方面，中国佛教会在抗战期间更是组织僧侣救护队、居士团体舍粥募捐等活动为抗战出力，还带领僧众于南亚诸国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事实和我国顽强抵御法西斯之决心，甚至僧众直接参与抗战，为抗战胜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僧侣护国之艰辛彪炳史册，贻学后人。

第五节 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

中国佛教自明清以来渐趋衰微，到清末民初，经过太平天国革命、庙产兴学运动等屡次致命打击，更是风雨飘摇，难以为继。然而中国佛教毕竟有着近两千年源远流长的深厚底蕴，有着上至知识阶层下至平民百姓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依然具有自身反省生存和发展的顽强生命力。近代佛教所面临的危难，也为佛教的转型和新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使之从荆棘丛生中开辟了新的出路。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最有影响的领袖和佛教改革家，继承融会中国佛教传统，改革佛教在封建时代所附着的尘垢和弊端，力图使佛教能够适应民国新的时代，化导社会人心，被誉为“近代佛教的马丁路德”。有人甚至称其为继古代道安大师、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的又一划时代的人物，从中国佛教史看，这一评价是公允的。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不仅仅是太虚大师一人的倡导和努力，更是近代中国社会时代的产物，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佛教新运动。由于太虚为倡导人间佛教最杰出的代表，故被尊为“人间佛教导师”。虽然受时代局限，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思想与民国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相始终，未能完全取得成功，然而放眼未来中国新的千年佛教的发展，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无疑是最具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思想资源，值得佛教界深入挖掘和创新发展。

一 人间佛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思潮

人间佛教思想，可谓太虚大师的一贯佛教思想，从民初提出佛教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开始，太虚力倡革除旧时帝制时代佛教弊端，引导佛教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人间佛教思想成为其教理改革的核心内容。1920年，《觉社丛书》改刊，定名为《海潮音》，其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这正是人间佛教思想的精神。1934年，《海潮音》刊物还专门出版了人间佛教专号。与此同时，人间佛教思想也是这一时代的主流思潮，反映佛教在这个时代适应社会、图存救亡、生存与发展的努力。

（一）从佛教自身的衰落奋起探索生存与发展的新路

中国佛教自明清以来渐趋衰微，到清末民初，历经太平天国革命、庙产兴学运动等，更是风雨飘摇，难以为继。针对明清以来中国汉传佛教片面地重视死后来世和鬼神迷信的弊端，太虚大师提出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思想，使得佛教由偏于鬼神信仰转向对社会问题及人生问题的关怀。

1913年3月，在上海静安寺召开的寄禅法师追悼会上，太虚大师发表了复兴中国佛教的组织革命、财产革命和学理革命的佛教改革口号，即太虚后来所总结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揭开了整顿与振兴中国佛教之序幕。三大革命的口号一经提出，即遭到濮一乘主编的《佛学丛报》的严厉批评，称其为“妄人之邪说”、“未免肆无忌惮”，对学理革命批评尤甚，说“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太虚于是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斥之。对于教理革命，太虚解释说：“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146]所以三大革命的提出，其中的教理革命与此后明确提出的人生佛教及人间佛教的阐释和实践是一致的，可以看作太虚大师人生佛教以及人间佛教的思想起点。针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弊端，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为由传统的偏于鬼神迷信转向对人生问题的关怀，二为由佛教的偏于出世转向积极入世。

第一，由鬼神迷信转向对人生问题的关怀。1946年，太虚在镇江金山寺作《人生佛教》的演讲中说：“在人类生活中，做到一切思想行为渐渐合理，这就是了解了佛教，也就是实行了佛教。因为佛陀教人持戒修善，息灭烦恼，就在使人类的生活合理化。人类生活中可共同通行之道，便是道德；互相欺诈、淫乱、争夺、杀害，皆是不道德的行为。佛法切实的指导改进，使其互相推诚、仁爱、谦让、扶助，这就是学佛的初步。学佛，并不一定要住寺庙、做和尚、敲木鱼，果能在社会中时时以佛法为轨范，日进于道德化的生活，就是学佛。”又说：“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的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由人向下为一切有情众生，由人向上为天及三乘、菩萨、佛。上下总依人生为转依，可见人生之重要性。我们应依佛的教法，在人类生活中，把一切思想行为合理化、道德化、佛法化，渐渐向上进步，由学菩萨以至成佛，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与价值。”太虚所讲的人生佛教包含了三乘佛法，与人间佛教思想并无根本差别。

第二，由消极出世而积极入世。1935年化声在《十五年来佛学思想之趋势》中明确说太虚大师倡导“由出世而趋向世间”：“出世法门亦是方便假说，究竟出到何处，饶你到常寂光净土，又便如何？既生在这个世界，岂必既可离脱，不过因为度人的程度不够，烦恼不能断除，于是方便离开人群，专门自修，一般人以为学佛就是出世，不知道佛法是不能离开世间的。故太虚大师近来积极提倡人间佛教，建立人间净土，改造人间佛国。不但即人间而改造人间，还要入地狱而庄严地狱，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才是真正行菩萨道。”[147]太虚在《人生的佛教》中讲：“旧行之佛教，厌离现实人生之心切，每重求后世之胜进或智生之寂灭，净土、密法，即应此希求之方便门也。然专以来世或寂灭为务，每与现实脱节，不能圆显佛法之功效。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以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学修菩萨胜行，而隐摄天乘二乘在菩萨中，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即人即菩萨而进至于成佛，是人生佛教之不共行果也。”[148]

（二）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

在近代思想史上，佛教思想成为社会改良与革命的思想武器。如章太炎从佛教的缘起性空、种姓平等和众生平等思想出发，反对满汉不平等，推崇佛教的大无畏精神和菩萨的慈悲济世思想。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中也认为：“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他提出佛教有六大特点，即“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清末，革命观念更是浸染于佛教僧徒的思想之中，太虚人间佛教思想亦深受此社会风气的影响。

辛亥革命时，有不少僧人如华山、栖云、宗仰等直接参加了革命，对于太虚都有直接的影响，促使他“回真向俗”，认为佛教亦必须经过革命方能发挥其入世救世的作用。据《太虚自传》载，华山在少年时，已蜚名讲肆，文字口辩俱所擅长。其诗词、书画也很不错，在当时的僧众中，属于开新学风气的人物。曾在杭州与僧松风等创设僧学堂，与维新办学校的人士多有交往。他经常向太虚力陈世界和中国大势所趋，认为佛教亦非速改革流弊、振兴僧学不为功。“我乍闻其说，甚不以为然，且心精勇锐，目空一切，乃濡笔为文与辩；泛从天文、地理，杂及理化、政教等，积十余日，累十数万言。净宽等见相争莫决，出为调解。我亦觉其所言多为向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不曾详者，好奇心骤发，因表示愿一借观各种新学书籍。就其所携者，有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炳麟《告佛弟子书》、严复译《天演论》、谭嗣同《仁学》，及五洲各国地图、中等学校各科教科书等。读后，于谭嗣同《仁学》尤爱不忍释手，陡然激发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势将不复能自遏，遂急转直下的改趋回真向俗的途径，由此乃与华山深相契好。”[149]又如栖云和尚是湖南人，据说曾赴考中秀才。出家后从寄禅等参学，又舍而去日本留学速成师范，加盟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与徐锡麟、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曾于秋瑾在绍兴所设学校担任教员，时以僧装隐僧寺，时以短发，西装革履，招致人猜忌。“我初遇于平望小九华，而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动。传阅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及孙先生所讲三民主义、邹容革命军等。但我初不稍移我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而已。”[150]此外，还有僧人直接参与革命、各地僧众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如灵隐寺方丈玉皇组织僧军参加了攻打南京的联军，绍兴亦有一支由数百名僧人组成的革命军，由谛闲法师和开元寺僧铁岩统领。铁岩后来离开绍兴开元寺，以俗姓许铁岩隐于革命党中，1916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谋划浙江独立，被杀于杭州，后葬于西湖玉泉寺畔，题“许烈士铁岩之墓”。

正是由于新学思潮与革命思想，促使太虚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觉得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太虚曾说：“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那时叫学理）革命、僧制（那时叫组织）革命、寺产（那时叫财产）革命的口号。”[151]太虚以革命思想改造中国佛教，剔除封建帝王时代时染着于佛教中的尘垢，主张佛法救世的立场，以适应新的时代，与他倡导人生佛教及人间佛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社会思想的震荡

人间佛教思想作为近代思潮和佛教改革运动，与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潮，如反迷信、反宗教思潮，新文化运动，关于人生论的争论，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尤其是来自儒者的批评等都是分不开的。1934年，岫庐曾作《大乘积极精神的人间佛教》，分析了当时文化界名流和哲学家梁漱溟、张东荪等儒者对佛教的批评：“然而国内有少数学者，凭他们的片面观察，以为学了佛便不能再做社会其他救人救世的事业。张东荪和梁漱溟两位先生可作为这类主张的代表。张先生论出世思想虽也曾极力称道佛法的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不过只是客观的佩服其态度而已，而他本人所推尊信仰的仍是西洋实用主义的淑世思想。故张先生一方面确认佛法为出世思想，而一方面又诧异学佛不以出世为宗旨的可怪。至于梁先生起初对于佛法原是较有深刻的认识的人，不过后来因为被爱国家爱种族的热情所倾动，故舍佛逃儒去办他的乡村建设。这仿佛仍是循着他的乡村建设事业非待舍佛逃儒不能办理。实则这种观察是大半不正确的；不，基于大乘佛法的立足点，可以说完全是错误的。”[152]“其实著者也曾再三考量过他们这种片面观察的理由是有因缘的：一、一部分小乘佛学实际确是偏于出世解脱，而无救人救世的精神。二、确也有些学佛的人未能免俗，与现实征逐的生活太接近，却把佛法以出世为宗旨的意义忘了。三、是由于他们未能明了菩萨即入世即出世！即要想入世必先有出世精神为之基础。基此三点，所以佛法一直到今天仍不能如理如量的应用在人间。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佛徒对于人类不可讳言的遗憾！”[153]

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本来是抗衡当时西学而开设的系列讲演稿，后结集成书，对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他认为“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所以他在谈及儒家与佛教的区别时说：“孔与佛恰恰相反：一个专是谈现世生活，不谈现世以外的事；一个是专谈现世生活以外的事，不谈现世生活。……总而言之，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为要拉他来用，而改换他的面目，则又何苦糟蹋佛教？我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1921年11月，太虚在杭州撰写了《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指出：“梁君视佛法但为三乘的共法，前遗五乘的共法，后遗大乘的不共法，故划然以为佛法犹未能适用于今世，且虑反以延长人世之祸乱，乃决意排斥之。其理由，盖谓东方人民犹未能战胜天行，当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质之障碍；西洋人民犹未能得尝人生之真味，当用中华化以融洽自然之乐趣。待物质之障碍尽而人生之乐味深，乃能觉悟到与生活俱有的无常之苦，以求根本的解脱生活，于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始为人生唯一之需要。若现时则仅为少数处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也。故对于特殊人的个人之学佛虽或赞成，而对于向一般人提倡，必力反对之。”“梁君欲排斥佛化，先以提倡孔化，使迷入人生之深处，极感苦痛，然后再推开孔氏，救以佛化。乃不直施佛化，俾世人得孔氏同样之利益，而预免其弊害，用心颇为不仁。又孔子天才之高，殆大士之应生，而此种人才，决非孔学所能产生，唯佛法乃能产生之耳。故宋明儒者，亦莫不与禅宗有渊源者。即梁君自身，要非先曾入佛不为功，乃反欲排佛以期孔化，何异斫除本根而求枝叶敷荣乎？则又颇为不智。一言而不仁不智，窃为梁君惜焉！”[154]太虚在谈到人生佛教四个目的时，第一个目的就是“人间改善”，主张“以佛教五乘共法中之五戒等善法净化人间。从家庭伦常、社会经济、教育、法律、政治乃至国际之正义公法，若各能本佛法之精神以从事，则均可臻于至善，减少人生之缺憾与痛苦。故现实人生可依佛法而改善净化之也。此虽一般科学、哲学及儒家等学术之所共，而佛教亦有详明发挥与其不共之特质者在；本此特质，进以融摄科、哲、儒学等所长，则佛教对此改善人生之目的，自可发挥其无尽之效力也”[155]。

二 作为时代思潮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佛教新运动

关于人间佛教是古已有之还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时期的产物；人间佛教是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甚至是禅宗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精神，还是源自早期佛教的人间亲切性；这些问题在民国时期已多有讨论。《海潮音》第15卷人间佛教专号，曾广泛列举佛教经典以证明人间佛教思想。如《华严经世间品》云：“虽知佛法即世间法，世间法即佛法，而不于佛法中分别世间法，不于世间法中分别佛法，一切诸法悉入法界。”《金光明经》云：“世法即是法。”《六祖坛经》云：“菩提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大毗婆沙》云：“观世间安立出世间，观有为安立无为。若无世间应无出世间，若无有为应无无为。”《法华经》云：“治世语言资生事业等，皆顺正法。”《莲宗初祖慧远法师传》云：“释迦之教，无所不可，适教固是叫源，齐俗亦为要务。”

20世纪20—30年代佛教界，人间佛教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时代思潮，或者说是佛教新运动。如1927年持松法师在《佛教对于人类将来的根本使命》中提出了“人间的宗教”的说法：“圣者的意思，就是一切知者，一切觉者的意思，无论是在过去，是在未来，是在现在，常常的到这个如如里来的圣者，所以叫做如来。圣者的意思，就是一切知者，一切觉者的意思。把所有一切宇宙万有，通通自觉了的精神，就叫做佛的地位，佛教的根本理想也就在这里。因为自觉的东西叫作佛，所以佛教是人间的宗教。在人间以外，另外立一个实在的神，那是绝对没有的。”[156]1933年夏天，《海潮音》月刊征文拟出版人间佛教专号，10月1日，太虚应汉口律师公会、佛教正信会、红十字会邀请，于汉口市总商会做了《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对人间佛教思想做了系统的阐述。

1934年《海潮音》第1期，出版了人间佛教专号。默如总结说：“‘人间佛教’，把这四个字连缀成功一个专门名词者，差不多是近来佛学家的一种新运动。其目的，在乎实现‘人间佛教’化，这确是可幸庆的一大快事！在表面上看来，‘人间佛教’这个名词，似乎是近来出产品；按其实际呢，佛陀老早的提倡过人间佛教了。……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就少有实行人间佛教的机会。大部分的僧伽都是好谈清高摒弃外缘，退隐到山林里去，少顾及人间的佛教化。于是社会上不认清佛教，甚至把佛教和神鬼等相提并论了。近来佛学家深感佛教在社会上太嫌隔膜，并觉得图谋所以振兴之道，非把社会民众都知道佛教是个什么东西不为功，欲能达到此目的，除人间佛教化外，别无妙法，所以有重新提倡的必要。”[157]大醒在《人间佛教号致辞》中说：“释迦牟尼佛，示生人间，其所教化之对象，自以人类为中心；故一一行径，全示同人法，指示人生光明之道，是人间的大导师，没有什么玄妙诡秘的色彩。行化乞食，深入社会，而以人间社会为基础。在大小乘经律论三藏中，都充溢着这愿意。可是到了后来，住持佛教者无释迦牟尼佛的智力，罩上一层玄妙不测的面幕，把佛教成为人间世以外的东西，差不多成为‘脱离人世遁入空门’；不然，‘与佛无缘’；于是佛教变为虚悬的没有人间基础的无角之鬼了。虽然也应以部分消极厌世悲观人生的要求，但是这在佛教是方便而非真实，大背乎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的宗趣。这虽然是时代环境的关系，而住持佛教的徒众是不能全盘的卸却责任的。现时代的环境和从前已是划开了而整个的变换了，人生一切的问题就在这现实世界来求解决，无需另外的一个玄秘的解决，这趋重于现实世界的现实生活，是重视人类自身问题的解答。故那些离开这人间而想拿另一种方法来解决的当然不适合这现实的人生思想。在佛教的本身讲，原是视对象的机感而施设的，当然也应换了一个方向，为这大众之机而投以适宜之教，这无疑地是人间佛教了。现代的先进佛教徒，应立在人世间使是人世间的文化道德生活都向着释迦牟尼佛所指示的光明大道上前进，恢复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五浊恶世大无畏大勇猛的精神，建立人间佛国净土。”[158]

太虚的弟子法舫有多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人间佛教，对人间佛教定义为：“所谓人间佛教者，人间乃指人类所处之世间，名曰人间。或人谓人类，间即世间，亦名世界，人类即世间，故曰人间。在此人类世间中，设施佛陀教化，以佛陀之教化，而利济世间之人类，故曰人间佛教。”并认为佛教不离人间，人间即佛教，佛教即人间：“人间佛教为一切佛教之大总法门。一切佛教，不离人间佛教，故建立人间佛教者，使人间即佛教，佛教即人间，佛教全为教化人间故，则人间外无佛教，故曰人间佛教。”[159]他在《人间佛教史观》中对当时时代建设人间佛教的必要性作了深入的分析，并认为：“释尊时代与小乘时代之人间佛教，可曰古代之人间佛教。自马鸣至中国隋唐之大乘时期之人间佛教，可曰中古时代之人间佛教。自佛教入西藏而遍于亚洲，可曰近世之人间佛教。现在二十世纪之世界佛教运动，可曰现在之人间佛教。”[160]太虚的另一弟子大醒则认为：“在现前新思潮最蓬勃而易于转变的今日，全人间都在静待着新时代的变动；我国民众处于内忧外患的国难之中，无论在教育方面、生活方面、政治方面，皆正期冀有一种新的改造、新的建设，化苦恼而为和乐，这是我国民众所急切共同要求的。因此，我们理想中之人间佛教的和乐国，也算是要求国家的一种新的改造，一种新的建设！”[161]甚至还有人把人间佛教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比较，认为社会主义要把黄种白种、东洋西洋、这国那国，等等一切的畛界打破；社会主义要把专制、侵略、压迫、剥削、奴隶等都打破；社会主义、主张分工合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这与人间佛教思想都是一致的。

太虚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中对人间佛教作了明确的界定：“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他在《建设人间净土论》中亦说：“遍观一切事物无不从众缘时时变化的，而推原事物之变化，其出发点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既人人皆有此心力，则人人皆已有创造净土本能，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之胜愿，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土，固无须离开此龌龊之社会而另求一清净之社会也。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

印顺法师受太虚大师的影响，对人间佛教思想又有新的阐释，他认为，人间佛教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刮垢磨光”，有感于《阿含经》及早期佛教的亲切性和真实感，根据《增一阿含经》中所说的“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人间佛教的实质即是“从人而学习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佛”，他说：“从经论去研究，知道人间佛教，不但是适应时代的，而且还是契合于佛法真理的。从人而学习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佛——人间佛教，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现在不过将它的重要理论，综合的抽绎出来，所以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刮垢磨光’。”[162]印顺法师所讲的古代佛教，主要是指印度源于《阿含经》的具有亲切感和真实感的根本佛教，以及以菩萨慈悲利他精神为代表的大乘佛教。他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第一节“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中说，“我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本着一项信念，不断的探究，从全体佛法中，抉择出我所要弘扬的法门”，所谓“全体佛法”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宏传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163]！太虚在“人间佛教”这个问题上对印顺作了批评：“佛法应于一切众生中特重人生，本为余所力倡，如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人乘直接大乘，由人生发达向上渐进以至圆满即为成佛等。然佛法究应以‘十方器界一切众生业果相续的世间’为第一基层，而世间中的人间则为特胜之第二阶层，方需有业续解脱之乘及普度有情之大乘。……原著以《阿含》‘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片言，有将佛法割离有情界，孤取人间为本之趋向，则落人本之狭隘。”如果联系印顺对中国传统佛教“重玄理、重证悟、重（死后）”的弊端强烈批评可以看出，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向佛陀本怀或者说印度佛教传统回归，他对佛教经典中的人间佛教资源的挖掘，深化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内涵。

三 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涵及特征

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1928年4月，太虚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系统阐释了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了佛僧主义、佛化主义及佛国主义的“三佛主义”。第一，佛僧主义，即任何时候都要以僧人和寺院为基础；第二，佛化主义，以佛教善行化导社会；第三，佛国主义，创造或改建净佛国土。太虚提出了中国佛教革命的三个宗旨：第一，要革除帝制时代君王利用宗教神道设教进行愚民的迷信，以及从前中国家族制度所养成的剃派法派；第二，要革改佛教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遁世出离以及重视死后来世和服务鬼神的态度，转而积极化导民众、服务人群；第三，要在三民主义的文化下，积极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以此大乘精神整理原来的僧寺建设成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度等。太虚认为中国佛教革命，是为建设而革命的，非为破坏而革命的。

第一，“佛僧主义”。太虚认为，中国的佛教，由僧寺代表了两千年，所以中国的佛教革命，绝不能抛弃已有两千年历史背景的僧寺，而是要弃短取长，使得佛教适应时机，生存发达。具体革命的方法包括：联合同志成立为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僧团；全力拥护两千年遗留下来的僧寺财产；革除以剃派、法派占夺十方僧寺财产而形成的子孙私产的传承制；怜愍一般借愚民迷信以服务鬼神为生活的无识僧众，教导以佛教及国民的常识，渐渐改良为共营资生事业及服务人群的生活；铲除一般借剃派、法派传承制以霸占僧产而自私自利的大小寺院住持；尊敬及拥护能改剃派、法派传承制为选贤制，及办学校教育青年僧，与作利济社会事业的菩萨僧；收回少数住持所霸占为私产的僧产，取来支配为教育青年僧及改良一般愚僧的生活，与作利济社会慈善事业等之费用；尊敬表扬一般澹泊清高而勤持戒律或精修禅定及深研慧学的有德僧，并劝发其护宣正法、觉世济人的菩萨行；警告不能或不愿遵行僧律的僧众自动还俗；驱逐绝对不能遵行僧律，且强在僧中肆行反动的恶僧，迫令还俗。在这十项革命方法中，最根本的是革命僧团要具有健全的组织。

第二，“佛化主义”。太虚认为，帝制时代，君相以神道设教作为愚民的工具，故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国王、大臣的保护。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有的佛教传统意境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因此必须呼吁佛教居士成立敬佛法僧、信业果报、正身语意、淑家国世而有组织有纪律的信众团体：“一、辅助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扫除帝制时代传统下来的愚民鬼神迷信；提高及改正一般人民的思想，使于佛教有大体的真认识，而成为正智的信仰。二、辅助革命僧，以铲除霸僧产为私产及破坏僧律的恶僧；并改良一般愚僧的生活。三、尊敬及拥护有德的菩萨僧，以为僧众模范及人天师表。四、整理及阐发佛教的学理到一般学术界中，使成为文化教育界的公共学术——对于这一点，很敬欧阳竟无居士。五、辅助革命僧以教育青年僧，及教化社会民众——这一点，武汉居士颇可敬。六、以佛教简单正确明了且近人情理的庸言庸行，向军、政、绅、商、农、工、教学各界为广大之宣传，使普遍的能积极之信从，或消极的不反对。七、联合僧众广作教养，及救济社会的教育慈善事业——这一点最敬王一亭居士。八、各就其所居农、工、商、绅、军、政、教、学的地位，以佛教的正因果理及十善行，辅导各阶级各社会民众，渐渐皆成佛教的善行化。九、努力提倡为地方的国家的世界的人群服务，并积极的参加各种政治的社会的进步事业，及救国救世的运动。”[164]通过上面九个方面的努力，对外可以化解觊觎寺产、破坏僧寺制度的危机，对内可以对治愚民鬼神迷信的弊病，以佛法化导世俗。

第三，“佛国主义”，即建设人间净土思想。太虚认为，佛教所谓的国土就是世界，菩萨修行就是庄严国土，即改善社会国家，使得社会善化、净化、美化。佛教僧众与居士应联合行动，组成“中国信佛民众会”及“国际信佛民众会”，以佛教的精神改善各种社会制度，如经济、政治、教育等，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如文字、语言、礼俗、风尚、思想、学说、艺术、教化等的运动。使婚丧庆吊等一切人群行为，都遵从佛教的十善行化。在物质方面，开辟及发达各种地利、水利与林场、矿场、农场及工厂、商务等生产事业，以造成家给人足、时丰物阜的安乐国土，使得人与一切生命、人生与自然都能和谐相处，从而实现人间净土。

1933年10月，太虚在汉口市商会做了《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演讲，提出从一般思想、国难救济、世运转变三个方面来建设人间佛教。[165]第一，从一般思想中来建设人间佛教，侧重于人生佛教，体现了佛教对现实人生问题的关怀。太虚认为，佛教在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从城市聚落到穷乡僻壤，几乎都有佛教，然而佛教的真相并没有被显发出来，中国人常常把佛教看作神怪、奸盗、闲隐、朽弃等，都蒙蔽了佛教的真相。人间佛教就是要将佛教真正的精神发扬出来，提倡佛教的报恩思想，即报父母、社会、国家、圣教四重恩，实现佛教教人做人的道德。强调“佛菩萨不是鬼神”，佛教是指导人们觉悟而趋向光明，由学菩萨直至成佛，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第二，从国难救济中来建设人间佛教，侧重人间佛教，体现了佛教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太虚认为，佛教徒应在救济国难中来建设人间佛教。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讲到国难，尤其是日寇的入侵使得国家处于灾难之中，因此凡是国民各应尽一份责任能力，共想办法来救济个人所托命的国家，在佛法中就是报国家恩。第三，从世运转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侧重于佛教的世界化。建设人间佛教就是要以佛教引领世界思潮，使现实世界转变至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太虚认为，近代文明发源于欧洲，乃至美洲全世界皆受其影响，而日本等皆是效仿欧洲以成为现代国家的，其源泉是纵我制物的思想，是以人为本位。由纵我制物的思想，造成了近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明的源泉。由于利用万物以享乐为主义，世界各国都已陷入走不通的死路，中国不能追随此路走，而是要救各国救全世界，即“济世界末路之穷而作世界之领导，显出中国文化的真价值与真精神”。欧洲、美洲、亚洲等各国佛教徒组织的日内瓦世界佛教大会，曾发表宣言阐明其宗旨，即“不为个人精神的修养和安慰，乃为救全世界人类道德之沦亡”，所以人间佛教的建设就是要建设世界人类的新道德，使全人类走向光明大路。

通观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以中国大乘佛教为基础，挖掘传统思想资源；第二，发扬佛教救世精神，摄化世间，适应时代社会人心；第三，从世界思想潮流中推动佛教世界化。人间佛教思想尤其重视在家居士的作用，太虚撰《论佛法普及当设平易近人情之方便》，主张佛法的根本在信解，在家人只要信奉三皈五戒，“便是行菩萨道”，可以“不离常俗婚娶、士宦农商工作之事业”。前者在于使佛教人间化，后者在于使人间佛教化。太虚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僧俗兼收，目的就是要造就师范人才，出家者实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人间佛教的发展。佛学院学员宁达蕴、张宗载、陈维东等，奉太虚之命，推进佛化青年活动，提出了“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等口号，积极实践人间佛教思想。

四 结语

人间佛教思想是20世纪中国佛教最为重要的一笔精神财富。人间佛教的提倡，不仅要回归到淳朴人间性的早期佛教，发挥大乘菩萨精神，还要继承中国传统佛教中的积极因素，挖掘中国传统佛教资源，以丰富人间佛教的内容。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无论是正本清源，回归到人间亲切性的早期佛教，还是发挥大乘菩萨精神，都不能割裂中国佛教的传统，也无法回避传统佛教因历史演变而形成的现实形态。人间佛教对明清佛教弊端的批判，应该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传统佛教的正面价值。人间佛教的未来发展，应该在克服中国传统佛教弊端的同时，更好地继承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剥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山林佛教消极隐遁和死人鬼神的低俗迷信的弊端，恢复中国佛教历史上积极进取、服务社会的大乘菩萨精神。这样，人间佛教将不仅具有厚重的根源性经典依据，而且具有广阔的传统资源和现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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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抗战时期的佛教政策与佛教界的爱国举措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致使东北沦陷，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罪恶的全面侵华战争，自此揭开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伟大篇章。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顽强御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结果。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八年抗战期间的中国佛教界在弘扬佛法、济世度人的同时，积极参与、组织、联络抗战活动，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救助受难同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恶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秉持大乘佛教止恶扬善的菩萨精神，积极倡导“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上马杀敌，下马学佛”，在救国度世的善举中完善自身菩萨行，为抗战献身输力的同时，也改变了自晚清以来中国佛教积弊已久的负面形象，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诗篇。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佛教政策

抗战时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辅助侵华战争的特点，在全民抗战的指引下，中国佛教界同仇敌忾制定了诸多相应的应对策略，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在国民政府制定的“组织建设”与“精神抗战”相结合的指导方针的指导下，以及在动员各民族积极抗战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佛教界积极参与佛教外交，为正确宣传抗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以及争取国际支持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分裂活动、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 佛教参与抗战的指导方针：组织建设与精神抗战

加强佛教组织建设与精神抗战是中国佛教界奋勇抗敌的指导方针，这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辅助侵华战争和佛教自身的特点而制定的。佛教起源于印度，其根本思想教义是主张慈悲与和平的，综观其于世界范围内的弘传历史，从来都是和平地传播与发展，无论是由印度传入中国，还是由中国再传入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都是通过和平传播的方式进行的，从没有因为佛教的弘传而引起侵略战争的先例。然而近代日本部分佛教宗派和僧人却无视佛陀的慈悲精神与不杀生的戒律，甘愿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充当战争的爪牙，极力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恶行，积极为帝国主义罪行效力，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近代日本佛教除了对佛教教义荒谬判释为军国主义服务，间接承办组织，充当爪牙，协助侵华，制造事端之外，甚至直接参与战争，随军效力，为日本佛教界留下了一段不为光彩的历史，致使世界佛教蒙羞。

佛教教义哲学总摄于经、律、论三藏之中，精深广博、极富思辨，日本佛教界为军国主义服务首先便是对于佛教教义哲学的荒谬解释，借此为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穿上虚伪的外衣。近代以来，日本逐渐崛起于东方，其军国主义势力在加紧蚕食中国领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也企图利用中日所共同信仰之佛教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甚至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积极鼓吹日本佛教必须借机对外扩张，以先进之佛教文化度化周边国家之众生之谬论。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其右翼势力历来实力强大，多有各种赞扬侵略的言论和行动。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期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奉答圣旨国祷会”上，田中智学以国柱会总裁名义公然宣扬“王佛冥合论”，赞扬日本对内高压、对外侵略的政策。田氏之国家主义思想为以后提倡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井上日召、石原莞尔等均产生了直接影响。[1]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提出以精神力量“收揽人心”，达到瓦解抗日思想的目的：“对于抗日思想泛滥的现状，必须一面以威力为后盾，打开局面，一面提高国民经济，收揽人心，恢复东方文化，确立指导精神，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汉民族的自发的合作。”[2]1942年6月，日本佛教真宗大谷派出版了河崎显撰写的《佛教经典战争观》一书，认为佛教肯定战争是“破邪显正”的菩萨行，信徒“参加带给无限喜悦的圣战”不仅能尽臣民之本分，且能显扬“以报恩的至诚尽力于国家”的宗风。[3]由此可见，部分日本佛教界人士荒谬判释佛教教义，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行径实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此种思想对于日本社会影响深远，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青睐，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空军士兵每人胸前均佩戴观音菩萨圣像，妄图祈求观音菩萨保佑其侵略恶行正是这一荒谬思想的具体体现。此种不依佛制、荒谬判教的思想恰与佛教“慈悲戒杀”的大乘精神背道而驰，致使释迦之颜面尽扫，实难为信仰佛教之行径。

日本佛教界辅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在从佛教教义思想出发、曲解佛陀精神、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绘制伪善面纱的同时，还大肆参与在华布教及间谍活动，寻衅滋事，制造祸端，充分显示了其充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爪牙的嘴脸。在田氏、河氏等此邪见谬论的宣传下，日本佛教各宗派配合帝国主义侵略，积极于华布教，截至1933年仅日本佛教真言宗等教派就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寺庙、布教所达二十余座；截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庙，天津租界有五所日本寺庙。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与日本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日本佛教，更是加紧了渗透华北、东南各省的步伐，仅日本佛教东本愿寺就在中国各地设立布教所达四十余处，布教日僧近千人。[4]随着日僧在华的积极布教，在华日本寺院成了日军侵华的前哨据点，几尽为日军侵华服务之能事，直接为侵华活动充当帮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佛教日莲宗右翼僧人以海军特务井上日召为领袖，在上海组织了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恐怖组织“血盟团”，为配合日军进攻上海寻找借口，挑起事端。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血盟团”成员、日莲宗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其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由，到上海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为不明身份的人所打（此人实为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所指派），造成一死二伤，事后日方将此次流血事件嫁祸于中方，即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以此为由，日领馆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四项要求，除道歉和赔偿被害者之外，还要求“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一律予以取缔，尤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一律解散之”[5]。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事变，遂以该事件为导火索。

抗战时期，在侵华日军成员中所谓的“随军和尚”不计其数，他们直接参战，广布荒谬言论，并为日军祈禳，诵经超度，直接为军国主义服务。正如抗战时组织僧人救护队以及国际宣传步行队的乐观法师所说：“敌军每一联队均有日僧参杂其中，或十余人，或三数人不等，随军进退，凡占领我一城一市，日僧即出，向中国僧众号召宣传其口号，曰：‘佛教无国界’，又曰：‘中国政府是破坏佛教的’，‘日本政府是宏扬佛教的’。一般信念薄弱之僧众等受其愚而不自觉，如今日沦陷区中敌人旗帜下所出现之‘日华佛教青年会’、‘日华佛教恳亲会’、‘日华佛教协会’等组织，均事实也。足见敌人灭亡我中国，拉拢我僧众，可谓无孔不入。”[6]

以上敌人的种种卑鄙伎俩，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警觉。1940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致中央社会部密函（治行巴字第0136号）指出：“案查本部前奉委座电令，以敌人占领区内加紧宗教文化侵略，饬究求对策等因。遵经拟具对策，并召集中央组织部、青年团中央团部、本会调查统计局等关系机关会商进行在案。当会议时，佥谓粉碎敌人在占领区内加紧宗教文化侵略一案，与中央宣传部、社会部暨教育部均有密切关系，应由政治部分函上述各部，采取有效办法，予以打击等语。”[7]由此可见，随着日本蚕食中华，全面侵华的逐渐深入，国民政府也逐渐认清了其利用宗教的丑恶嘴脸，开始意识到了佛教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外来侵略的重要性。根据抗战期间日本佛教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行为，国民政府制定的诸多佛教政策从佛教文化方面入手稳定民心，强化国民意志，抵御日本侵略行径，其指导方针可概括为“精神抗战”与“组织建设”两者。“组织建设”即为“改组并健全各地分会组织”，“精神抗战”即“集中国民意志，建立精神国防”。

针对日本佛教势力甘愿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冲锋陷阵的具体态势，加强中国佛教会的组织建设是国民政府的佛教政策指导方针之一，具体为改组并健全“中国佛教会”及各地分会组织。“组织建设”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发展中所缺失的一环。中国佛教组织诞生于清末民初的“变政兴学”浪潮中，“当时僧人为应付环境（张之洞等提出的庙产兴学运动），维护寺产之需要，创立各地僧教育会，自办僧教育，以维护寺产。嗣又改组成立中华佛教总会。……直至民国十七年庙产兴学呼声高起，内政部斯时亦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于寺庙产权，加强政府之统制，各地僧众一时又复纷起，进行保护庙产运动，因于民国十八年组织成立中国佛教会，各省及地方亦分别设立分会，成立佛教全国系统之组织，延续以至今日”[8]。然而，由于涉及人事、利益纠纷，中国佛教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其组织制度的优势、起到纲纪全国佛教的作用。国民政府对于这一弊端的认识清醒深刻，认为中国佛教会组织成立以来，尽管有励精图治之僧伽力求改革，但是佛教内部保守势力的阻碍和内部的纷争皆造成了中国佛教会的名存实亡，难以借慰。这种情形自中国佛教会成立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无有改变，1937年以后，随着南京失陷，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出国、秘书长常惺法师去世之后，该会更是形同虚设，日本佛教僧人不但大肆进入我国寺院活动，更是组织成立各种佛教组织，如组织“日华佛教研究会”、“东亚佛教会”等。1938年6月，中国佛教会监事圣钦具呈内政部，以中国佛教会在沪处境恶劣，建议将该会及沦陷地分会明令解散，另行指派后方佛教缁素名德加以改组。之后太虚大师、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以理事、监事地位具呈设立中国佛教会重庆临时办事处以领导各地会务，太虚与章嘉希望借此举以表明立场，加强与后方各地佛教会之联系。本部处理本案经函请内政部派员会商结果，认为该会临时办事处之设立，确具需要，唯应先行电令上海中国佛教会移渝，以示关怀眷念之意，而免因经予核准重庆临时办事处组织，引起沪方佛教会不满，发生意外。不料自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去电之后便杳无消息[9]，可见中国佛教会组织制度之诸多纰漏。国民政府督促、改组健全佛教组织是基于对佛教在中国民众之中的影响：“我国佛教虽亦由国外传入，然流行已历二千年，信众之多，对于国民精神生活影响之大，罕有其匹”，“我国信佛之人，除在家男女居士不计外，……据中国佛教会以前调查，全国共有大小寺庙庵院二十六万七千余所，僧尼七十三万八千余人（四川、河南、江西、安徽、湖南五省尚未列入）”，“基于战时动员之原则，如何使适龄僧人服兵役，如何动员僧尼担任战时救护救济，均赖藉佛教会组织加以推进也”[10]。

政府企图整顿佛教会的同时，佛教界中之有识之士也大声疾呼：“争取最后之胜利尚赖全国奋起，一致努力，非但需要民众一齐起来，尤需国民精神总动员，始克担荷此艰巨大任。鉴于中国佛教僧众在今日抗战时代之下，有急切从事组织之必要，故不揣愚昧，建议政府愿本革命精神为国家尽力，拟请假以权威，将此一盘散沙之僧众发动起来，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下，使僧众之意志集中于抗战事业上，使僧众之力量集中于抗战事业上。”[11]乐观法师根据自己出家学佛二十年来的经验，认为佛教僧众虽然有一种挡风抵浪之心理，但是有着“不受领导，不知服从”的现象，所以要发挥佛教的作用，必须采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由佛教界高僧出面号召，另一方面请政府明令发动，这样就能真正将佛教力量凝聚起来。由此足见政府与中国佛教界齐心协力的抗战决心。

1940年1月，针对日军在占领区加紧文化侵略，军委会政治部致密函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要求制定反制措施。中央社会部发布密函［机动字第133号］，建议由中央及各主管机关会制订整个方案，协力进行，以防止敌伪利用宗教文化进行侵略。中央社会部的密函共分两部分，即宗教部分和文化部分，宗教部分分别为指导佛教、回教、基督宗教等教会团体防止敌伪活动对策及策动所属教徒抗战工作，其中关于佛教组织方面：“本部短时间内确定调整中国佛教会办法，健全该会组织，策动领导佛教徒抗敌工作。”第二部分为文化方面，分为下列各项办理：“（1）指导战区各省市党部：A.秘密征集同志参加沦陷区文化教育工作，并妥慎将沦陷区文化教育人员予以联系及组织；B.全国各地由当地最高军政机关发动各文化团体组织战地文化工作团，深入沦陷区内普遍宣传，打击敌伪文化活动。（2）本部前据密报，以敌派大学政治科毕业生八十人来华，在‘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领导下分往苏浙皖赣湘鄂等省实施奴化教育，当即密电以上各省党部迅拟对策，严为防范。（3）指导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分赴南北各战场，除慰劳前方将士外，并深入民间作普遍宣传，打击敌伪文化活动。（4）指导各省市党部征募图书杂志，供给前方将士暨战区人民文化食粮，藉以灌输民众抗敌救国思想。（5）会同中央文化驿站部总管理处拟订战地文化食粮供应办法，提交战地各文教会报讨论后，呈请核定施行。”[12]

同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又将“关于整理中国佛教会意见”致函蒋介石，指出中国佛教会自抗战以来，即滞留上海一隅，会务逐渐停顿，以致各地佛教会一切工作无从推进，所以有必要对该会组织进行整理。同时，附《整理中国佛教会意见》（密件），其中提到，中国佛教会在寺庙繁盛、僧人数目众多的县市，大多已经设立分会组织，但是其工作大都属于消极地办理寺庙产业事项，对于抗战动员乃至改进教务诸项，成绩并不突出。依照核准的《中国佛教会章程》规定，全国僧尼均应入会，各地分会更应须受总会之指导管辖，然而该会留滞上海，修正章程未能得以实施，各地分会也未能依法改组。各地分会组织，有依照旧有章程办理者，有依据修正章程办理者，佛教会对于各地分会组织的指导极为不便，工作亦无法顺利开展。为此，中央社会部制定了指导原则：第一，“对于佛教组织以及佛教教务之指导，完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标准。如促进僧尼生产事业也，举办教育以及慈善公益利他事业也，督导参加战时动员工作也，均应加紧进行。尤应注意绝对避免落于佛教各种派别窠臼，以免顾此失彼，致纠纷层出不已”。第二，“对于佛教领导人物，党应深切加以领导笼络，僧尼中于政治具有纯正之兴趣而认识又尚正确之份子，应设法吸引入党，藉以增进党在佛教方面之领导力量”。第三，“佛教对于政治权力之依赖，可谓具有历史性，以此党部与政府对于佛教之指导监督乃至一切设施必须意见协调，步骤一致，方可推动工作”。第四，“党对于佛教指导方针，不应为个人意见而轻于更改，党内同志对于佛教之意见，属于个人之信仰爱好者，亦不应轻于影响或改变党之政策，必须党内意见集中齐一，一切办法方期得以推行尽利”[13]。整理佛教会的办法要点主要有三：第一，关于整理任务，“整理该会之任务，在依照该会各种修正章则，改组并健全各地分会组织，依法召集代表大会，改选理监事，以确立该会中枢及分会机构，并确定整理委员会在整理期间代行理事会职权，积极推行各项会务”。第二，整理时间定为六个月，必要时可以延长。第三，整理人选之支配，要求整理委员要以有影响能够形成中心力量的出家僧尼为限，应设法罗致高僧大德。此外，在整理办法中规定设立设计委员会，由该会自行聘定在家居士任设计委员，以收配合之效。人选由本部征求各方意见拟定，呈请中央通过派定。6月15日，国民政府文官处（第三九七号）笺函回复批示：“所拟指导整理办法，已甚周详，惟际兹抗战期间，情形自非平素可比，来函谦怀征询，慎重进行，至为企佩。现对于此案，未有其他意见，可由处函复等因。相应函达查照。”[14]

国民政府整顿中国佛教会的初衷诚然完美，然而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和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国民政府无暇也无余力达到此初衷，这一设想最终不了了之。另外，在国民政府设计的改组健全佛教组织的预案中，将广大的“居士”阶层排除在中国佛教会及各级佛教会组织之外，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抗日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指导方针相比，明显相形见绌，不失为其设想中的硬伤之一。但尽管如此，抗战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沦陷区，抑或是各个抗日战场、敌前敌后，中国佛教界在民族大义面前，在中国政府、佛教领袖带领下，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自始至终地以“集中国民意志，建立精神国防”的精神忠实履行了抗战神圣职责与义务。

二 积极推动佛教外交，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近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宗教配合其军事侵略，甚至掩耳盗铃般在国际上大言不惭，自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国家，对华之侵略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企图将侵华罪行掩盖于宗教之下，以获得国际之支持。日人土肥原在《为创造新文化而战争》一文中所说“东洋文化之代表佛教，支那文化代表儒教，十分维持实行于国民生活中者，不在印度、不在支那，实在我日本帝国”，实为自欺欺人。1934年日本政府在东京组织“东亚佛教会”、“佛教兴亚会”、“国际佛教协会”，竟定宗旨为：“发扬佛教真理，团结佛教信徒，铲除共产邪说，恢复东方文化。”[15]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华罪行开脱称侵略战争为可以建立“新摩揭陀帝国”，并说“佛教发源印度，而残存于锡兰、缅甸、泰国、越南、爪哇、中国，最后东渐日本，今日惟缅甸、泰越、日本保有余荣，如缅、泰、越加入形成一联邦国，构成亚洲南部之一防堤，则亚洲佛教兴旺置于磐石之上”等谬论，实则为阻断中国抗战之供给而伪善地联络缅甸、越南诸国。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后，中国抗战形势危急，只有西南滇缅公路尚能保持对外交通，获得国际支持，而在此时日本特务更是加紧了在缅甸诬诋中国政府摧残佛教的言论。日本帝国主义在缅甸宣传其侵华行为竟然是为了“保中国佛教，故与中国作战”，煽动缅甸反对开放滇缅公路，截断中国之国际支持与给养。[16]为了戳穿敌人的虚伪面目，争取国际同情、拓展外交空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皆主张或采取了具体的实际措施推动宗教外交。

（一）中国佛教访问团

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的抗日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和物力的援助。1939年春，近代著名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门人苇舫发表《应速组织佛教访问团》一文回应《宗教与民族解放》之呼吁，倡导佛教界尽快组织南亚访问团宣传抗战，以回击日本在南亚对中国的诬蔑宣传。[17]不久，太虚即发表文章积极响应，并就组织赴南亚的佛教访问团的工作方案作了阐明。[18]政府方面，1939年6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朱家骅致陈立夫函称：“中缅邦交关系甚巨，敌人在彼间活动甚力，近更以收买报纸对我作种种不利宣传，故总裁对此弥见关切。遵拟进行步骤三项，其中以佛教访问团最为重要，务请提前进行，能于最短期内出发尤妙。”7月5日，社会部杨琪笺呈：“查缅越与我为邻，亦为目前国际交通孔道，自抗战发生以来，对外宣传工作大致注重以欧美为对象，而于西南邻邦各族，不免忽略，致被敌人利用此种弱点，于缅甸、暹罗一带极力进行种种不利于我之活动，情形极为可虑。以前佛教人士倡组佛教访问团，或系限于人力财力，迄无成就。为仰体总裁关切之意，似应由中央极力促成此项组织，俾克发挥国民外交精神，获取缅越各族对我抗战之同情，以破敌人狡计。”[19]1939年9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策划组织以太虚为团长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越南、印度、锡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国，进行抗战宣传。太虚大师在《出国访问宣言》中表示，此行的目的在于：“朝拜佛教圣地，访问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教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努力。因此佛教愈得全国上下之信崇，随新中国之建成，必将有新佛教之兴立，堪以奉慰吾全世界真诚信仰佛教之大众，泊崇拜赞扬东方道德文化者之喁望！”[20]

此次中国佛教赴南亚访问团于1939年10月底从云南出境，到次年5月4日回国，先后到达缅甸、印度、锡兰、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受到当地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和接待，访问团拜访了各地的政界、宗教界和其他界别的一些重要领袖，深刻揭露了日寇的侵略野心及其对中国佛教摧残的事实，与此同时，访问团还设法增进各访问地区政府对中国的同情，募集救济难民的捐款。1940年1月10日，中国佛教访问团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电称：“本团谨如所示，当更淬励奋发，以期无负中央嘱托。兹者在缅已拜仰光大金塔、吉铁石佛塔、瓦城大金佛、勃固大卧佛、海边佛发塔五大灵迹，访大达那边、摩尼、阿兰陀耶三大高僧，缅京石堦诸僧长、青年僧会长宇释加巴拉等，盛德硕学，名僧往来，晤谈者以千计，出席华缅怀印联合欢迎会与华侨、缅人、印人、大学、中学分别讲演会各十余次，会晤现任阁揆宇勃、农林部长宇苏、税务部长宇浦吞、新任交通部长宇沙瓦利貌貌、市长宇峇温、缉私长苏拉勃、建设厅长宇七貌、教育部秘书长宇助、上议院议长宇貌枝、前代督貌技爵士、下议院秘书长宇峇顿、大学校长宇珍突、名誉推事宇伦、上议院议员宇顿并退任阁揆部长峇茂博士等朝野名流数千人，代表中国佛教徒供塔佛及赠礼品三十余起，昨岁十二月三十一日由缅僧俗佛教徒数千人举行盛大之迎接舍利银塔入大金塔典礼，华缅英僧俗参加者近万人，访缅之事遂告完成。今已定九日由仰光转加尔各答，继续访问，如蒙函电，请由印度总领事转交为荷，专此奉复，并颂勋绥。”[21]正如太虚回国后总结此行时所说：“所到处，都将日本诬中国已无佛教的恶宣传粉碎了，并且以本团能出为国际宣传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佛教，近年更加发达兴盛的趋势，又为缅、印、锡诸佛教领袖反复讲明了中国佛教的历史，与缅、锡、暹等基本相同，并有缅、锡、暹佛教所没有的大乘部分，引起其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兴趣及非常的好感，由此连类而及，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与中国纯为求国家民族自主独立及人类正义和平之抵抗侵略的反侵略性，并且，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国人的要求，也是南洋各佛教民族及印度民族的共同要求，中国抗战的胜利，无异于各佛教民族的共同胜利，因此而唤起了佛教国际共同的反侵略热情，无不希望中国的早获胜利，缅、印、锡、越等，咸以未能有何帮助中国的实力为憾事，争以言论鼓励及精神祈祷，以求中国抵抗侵略的速获成功。”[22]

（二）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

为了破除日军的伪宣传，继太虚大师所带领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南亚之行以后，1940年10月，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乐观法师致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印度、缅甸、泰国等国家宣传抗日，得到了当局的批准与支持。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队长释乐观，湖北汉阳人，1937年曾参加上海僧侣救护队，从事前线救护伤员工作，1940年在重庆南岸慈云寺创办僧侣救护队并任副总队长，38岁创建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队员释曼林，江苏无锡人，时年30岁，肄业于汉藏教理院，1940年8月奉太虚大师命来重庆市僧侣服务队充任书记之职；队员释果能，四川荣昌人，时年24岁，1939年汉藏教理院肄业；队员释能仁，北平人，时年27岁，1927年肄业于闽南佛学院，1937年在北平联络僧界同志赴前线慰劳将士，同年赴上海参加僧侣救护队任第二分队队长，当时服务于僧侣救护队；队员释觉华，南京人，时年29岁，1926年肄业于闽南佛学院，1937年参加上海僧侣救护队任第一分队队长，1938年服务于湖南佛教青年抗敌协会任总干事。[23]国际佛教宣传步行队临行前向社会各界发布宣言称：“我们是站在佛教立场从事救亡工作的一群。自从日帝国主义对我侵略三年以来；它一面加紧地轰炸我城市，屠杀我同胞，焚烧劫夺我佛教财产，残害奸淫我佛教僧尼，侮辱我佛徒；它一面还积极地施展着最卑贱无耻的手段，向暹罗、缅甸、印度、锡兰各佛教国说：‘这次战争，是为保护佛教而战，是为和平而战’，作种种麻醉宣传，以欺骗世界佛徒。现在我们要使国际佛教人士认识敌人侵略残害逼迫我之种种暴行真相，去给敌人作一个强有力的反宣传运动工作，要去粉碎敌人的阴谋，要去唤起国际佛徒的广大同情来援助我。我们自动联合成立这个阵容，抱定最大的牺牲，决心来作这个万里长征的壮图。这一工作，在‘全国精神总动员’的抗建纲领上，我们认定是应当做的，同时也是我们佛教对国家社会、世界人群应有的贡献。我们这一群，都是在敌人飞机大炮下锻炼出来的僧青年，我们亲眼看到敌人狰狞面目灭绝人性的残忍行为，切身受到敌人给我们蹂躏侮辱，我们的热血沸腾了，内心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不愿躲往深山禅房做那逍遥悠闲的自了汉，要挺起身子学习历史上一些为人群谋幸福、献身国家古德们的作风，要为国为教雪耻，要展开佛教反侵略的旗帜，在国际上去与敌人作长期的战斗，这是我们的志行，这是我们的怀抱！我们感谢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炮火，使我们能够在炮火逼迫下结合起来，大家做成伙伴而走茫茫云水的长途，为祖国的自由解放而奋斗。”[24]宣言道出了国际宣传步行队爱国爱教的初衷，其拳拳爱国之心为缁素所慨叹。这样一群有激情、有担当、有实践经验，朝气蓬勃的知识僧青年目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占我土地、摧残我文化、屠杀我人民、掠劫我佛教财产、奸淫我佛教僧尼的恶行，本着“佛教牺牲个人为大众服务之本旨”参加革命救亡工作，宣扬政府宏护佛教之德意，揭破日寇在暹罗、缅甸、印度、锡兰各佛国之麻醉宣传，揭露日寇破坏我抗战的黑暗阴谋，为抗战争取国际佛教界人士之同情、增强抗战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25]

国际宣传步行队到达缅甸后，一面访问著名高僧，联络佛教人士，一面进行文字宣传工作。他们将敌机轰炸我国佛教寺庙、屠杀我国无辜人民的照片，制成铜版，以中、英、缅三种文字说明，印刷了一个特刊散发各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并沿途散发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残害中国佛教徒的材料，发表演讲，用亲身参加战地救护的经历，控诉日军罪行。他们的宣传得到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国际人士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义愤填膺。国际宣传步行队的宣传在南亚诸国产生了极大影响，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缅甸人民与佛教徒纷纷对日本侵略中国之行径表示愤慨，要求加强中缅合作，并断然拒绝了日本诱其参加战时所举行东亚佛教大会。

抗战期间，中国佛教界的两次外交行为，为中国政府的抗日救亡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与同情，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系中国佛教外交史上的“典范”之举。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中国佛教访问团，隶属于官方访问行为，尚存在诸多限制，未能全面摧毁日寇在缅甸诸邦进行挑拨离间的阴谋。而以乐观法师所发起的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虽为民间行为，但却极具有宣传效用，其以图文、演讲等诸多手段宣传佛教正义和平主张，展开佛教反侵略旗帜，暴露日寇的残暴行径，唤起了海外诸国人士之同情与支持。[26]另外在此期间，来自祖国的法师访问诸国实际上也给予了当地华人、华侨以极大的心理安慰，为维系和促进海外侨胞与祖国的感情贡献了力量，为华侨积极募捐款项资助抗日发挥了作用，系为中国佛教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活动相得益彰的显著成果。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期间的出访活动，除争取到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外，也为战后中国与印度、缅甸、锡兰等南亚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好交往奠定了基础，为此后中国佛教的官方外交、民间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鉴于南亚各国地处反法西斯阵营的物资交通生命线上，战略地位突出，中国佛教界的这两次外交活动俨然极具战略前瞻性。

三 民族宗教政策与边疆安定

抗战期间，我国西北、西南边陲作为祖国的战略大后方，边疆问题愈加显得重要之极。日本帝国主义在前线发动军事侵略，烧杀抢掠，而在我国边陲亦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以配合其战略入侵。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推进军事侵略计划的同时，不忘文化侵略，染指蒙藏佛教就是其伎俩之一。早在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中就指出：“重视尊重喇嘛教的习惯，借此努力收揽人心。为此，进行以下工作：修复必要的喇嘛庙，或使有势力的喇嘛的生活安定下来。对于喇嘛教，逐渐加以改良，不使人心发生激烈的冲动。”[27]日本帝国主义觊觎蒙藏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末即有日人小栗栖香顶于北京刺探蒙藏情报，后又有大谷光瑞等派遣之僧人化装经四川康定、打箭炉，云南，青海等地伺机入藏探听军事、地理情报等事实，直到1940年1月，日本人福田隆且化装成朝圣者抵达青海藏传佛教名寺塔尔寺，返回张家口后随即向参谋本部提供了详细调查报告；1940年11月，日伪“华北交通”特务牧野秀之进装扮成喇嘛，穿越腾格里沙漠千里迢迢侦察青海。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染指蒙藏事务的事实，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抗战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1938年11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以佛教文化增进汉藏感情案，及推行佛教加强民族团结开拓国际援助案。遵照国防最高会议决议，国民政府行政院拟定了民族宗教方针政策，在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呈请给国民政府关于注意佛教文化一案中，提出了几项关于佛教寺庙、佛学院及蒙藏佛教方面的办理要求：“（一）保护寺庙，政府向极注重，除间有为公益事项征取寺庙同意借用部分房屋外，绝对禁止任何机关团体侵入占用。兹经饬由内政部通咨各省市政府申明禁令，切实保护。至国内各地寺院僧众均须守持净戒，事属当然，并经饬由该部督饬中国佛教会各省市分会严密遵守。（二）组织佛教学院及学校一节，已在西康省内开始筹设五门佛学院，所有五台山蒙藏学校，亦经改为蒙藏教理院，并饬由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聘任章嘉呼图克图为院长。此外，教育部并拟在各大学哲学系中设置佛学专门科目，以资阐扬而便研讨。（三）查人民依法有纳税及服兵役工役之义务，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所明定，设因种族宗教关系而有所例外，深恐减削全面抗战力量，兹为体恤边疆民族起见，经由本院核定，蒙藏僧众应准缓设，汉族僧人仍须照服国民兵役，以免壮丁藉图逃避，影响役政。至纳税义务与服兵役义务性质不同，凡属中华民国人民应一体遵照国家法令办理，并已令饬军政、财政两部分别转行有关机关遵办。（四）达赖转世及班禅遗体入藏两事，政府始终审慎，自当一秉既定国策，督饬蒙藏委员会妥为相机处理。（五）择译汉藏名著一节，查蒙藏委员会按月出版之《抗战小丛刊》，即系以边疆语文，译印领袖及党国名人言论，以及有关抗战之重要文献，分发边疆宣传，现决再加充实，增加编译人员，扩大编译之范围及数量。又教育部对于边事编译工作，并拟就国立编译馆特设专组办理。”[28]此外，国民政府对于边疆各族均一视同仁，广为延纳各种人才，不少边疆民族人士服务于中央各机关者。政府还委托蒙藏委员会，注意遴派高僧分赴国外宣传联络，并且由内政部与中央社会部协商组设改进佛教委员会，赴边疆各地宣传工作，推进蒙藏地区的抗战工作。

1940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关于整理中国佛教会意见，致蒋介石函件中特别提到佛教与边疆问题：“我国国内藏族全部为佛教，出家喇嘛与在家信徒，固无论矣，即满蒙康青宁各地佛教亦极盛行。此外缅甸、安南、暹罗、日本都盛行佛教。如须确切深入领导边区各地民众，吸引边民内向，固不能不藉佛教以资联系，即为防止强邻假藉佛教关系以为侵略之工具，势亦唯有加强对于佛教组织之领导，发扬佛教积极救世之精神，期对各佛教国家民族发生领导作用。”[29]1941年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次会议主席团又批准颁布了《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团结以达成抗战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领案》，具体编定了关于边疆之施政纲要，第一，是三个一般原则：“一、对于边疆各民族一切设施，应培养其自治能力，改善其生活，扶助其文化，以确立其自治之基。二、对于边疆各民族一切设施，以尽先为当地土著人民谋利益为前提。三、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及优良社会习惯，协调各民族之情感，以建立国族统一之文化。”第二，在政治方面，提出两项措施：“一、边疆及接近边省地方政府，应以振兴教育、改善人民生活为主要工作，关于此项经费预算，应予逐渐增加。二、各边疆地方政府及各级行政机关，应适应环境情形，尽量以任用各民族地方人士为原则，其优秀者应特予以选拔，使其参与中央党政，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第三，在经济方面，提出三点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一、迅速开辟边疆主要之公路铁路。二、逐渐增设边疆各地金融机构企业及合作组织，以扶助经济事业之发展。三、对于边疆人民原有之各种生产事业，政府当尽量予以资本及技术之协助。”第四，在教育方面，提出了四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文化发展的举措：“一、改进并扩大现有边疆教育机关，以培植边疆人才。二、于适当地点设置必须之各种专科学校，并设置各级师范学校，以期造就边疆各种人才，以应建设之需要。三、特设边疆语文编译机关，编印各种民族语文之书籍及学校用书。四、设置边疆研究机关，敦聘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30]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在南亚各国的恶意宣传对于蒙藏地区影响较大，为了落实行政院政策措施，1939年5月15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决定派遣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格西等赴青海各大寺庙宣传佛教文化，将日本专行违背教义之无耻暴行宣传于边疆各地，以增强边民的抗战意识。国民政府对喜饶嘉措大师的边陲之行具体要求有：“一、拟派喜饶嘉措格西前往青海各大寺庙，视察佛教，宣传三民主义及抗战实况，以慰边民。二、时间由六个月至一年。三、经费全额一万元，由喜饶格西统筹分配。四、工作计划由喜饶格西自行拟定，分报部会存查。”[31]5月27日，行政院致教育部密令（吕字五五三七号）通过了此宣传计划，“惟工作计划，由嘉措格西自行拟定后，应分报部会查核”，“除令饬财政部照拨经费一万元，并指令蒙藏委员会补编概算呈候核转”[32]。

6月11日，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致行政院会呈，汇报了前赴青海视察寺院宣传抗战工作计划概要。第一，前往地点为青海省原有各县所属各藏族及各寺庙环海八族，阿里克九族，上下果密族，黄河南各藏族，南番二十一寨，保安十二族，以上各族所属寺庙及拉卜楞一带。第二，行程路线为：西宁—塔尔寺—的咱寺—夏琼寺江拉族—十族昂属地—佑宁寺—却藏寺—广惠寺—天堂寺—北山后各族—东科尔寺—扎藏寺—阿里克族—阿里克寺—千卜采族—冈咱族—汪什代克族—达乌玉—都受族—上果密族—下果密族—黄河南鲁仓族—完受族—拉加寺—贵德县属上山各族—下山各族—德庆寺—边都三沟—乃小楞寺—边都寺—隆务寺—保安十二族及所属寺庙—夕场寺—起台沟—朶唯扎仓寺—拉卜楞寺—黑错寺等。第三，宣传期限：由西宁经青海各族寺最低限度须时五六个月。第四，视察宣传方式。到一地后先行讲经，以发起佛教信仰之心，然后利用听众集会机会，从事口头宣传，并以佛教道理比较中日存心善恶行为之良暴，以因果关系证明我抗战必胜。利用所带油印机，随时编印多种藏文宣传品，并印制合乎边民心理的藏文抗战兴教标语，随时张贴，以收宣传之效。利用藏历六月九日各寺盛大法会时藏民麇集的机会，从事口头文字各种宣传。随时利用所带留声机及照片等，吸引牧地民众（因牧人尚少见也）集合一处，从事宣传。利用所带收音机将所收新闻消息逐日报告，遇必要时并油印简单每日新闻，以资宣传。宣传期间，于所经各地，将民众疾苦、社会状态、地方情形及各寺院之沿革现状等，详细察访，登诸日记札记，汇报中央。第五，宣传要点主要有十：①说明当时的国际情势及国内详情，俾其有正确概念。②说明我国以往光荣伟大之历史各民族间的关系，以种种事实证明国内各民族系同源分支，与国外民族绝不相同，申述国家对各族平等的主张，以增强民族意识而固团结。③比较中日历史文化之优劣，指出此次战争中良善残暴及有心善恶之别，使之倾向中央，鄙夷日本。④对抗战以来，敌我军事、经济、政治、民气、士气之优劣进行比较说明，并指出中国第二期抗战各种设施之进步情形，以证明中国必胜，敌人必败。⑤说明日本虽标榜以佛教为国教，然其行为直同于修罗魔王，不仅不合于佛法，且违反至极，此等行为以佛法业果而言，绝无好报，日人卑鄙无耻，惯用欺骗伎俩，以达其侵略目的，蒙藏同胞应谨慎防护。⑥说明中央确实尊崇佛法，并以已往史实及现在事实证明之，俾其勿惑于邪说。⑦说明现代中国之地理区划，政治组织及三民主义之真义，俾其了解。⑧说明中央关念边民，爱护边民，边民对于中央亦应一致，竭诚拥护。⑨说明举国上下努力的情形，号召边疆同胞亦应一致奋起，效忠国家，若仍不关痛痒，甚且甘作奸人，供敌利用，则不但个人身败名裂，为人共弃，遗臭万古，并且为出卖祖宗。⑩说明日本人口口声声谓辅助建立“满洲国”，其实所谓“满洲国”不过是日本人的牛马，现在傀儡溥仪及东北人民所受痛苦，悔之不及，较朝鲜、台湾尤甚，人若误受其甘言诱惑，供其利用，将来一入其手，将生生世世作其奴隶，受其蹂躏，乃至于万劫不复，应十分谨慎。[33]视察寺院宣传抗战工作计划为喜饶嘉措拟呈给政府，通过这一宣传工作，有效发挥了佛教爱国爱教积极救世的精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卑鄙欺骗的伎俩，使得蒙藏同胞在抗战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决与国家保持一致，真正达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抗战的目的，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第二节 抗战时期佛教界的爱国举措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前，中国佛教于曲折艰难之中得到了新兴和发展，佛教组织和社会团体纷纷出现，佛教文化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佛学院、佛教刊物大量出现，然而随着中国广大地域纷纷沦陷，佛教各项事业遽然夭折，受到巨大损失。在日寇铁蹄的无情践踏下，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深渊，而中国佛教界作为社会、民族的一部分也同样罹受了巨大苦难，所遭受损失亦是罄竹难书。“覆巢之下无完卵”，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命运与国家、民族之命运血肉相连、唇齿相依。面对日寇惨绝人寰的侵略事实，向以佛陀教法与律仪慈悲救世、严于律己的中国佛教界也深刻警醒了，发出了“我不信敌人还有人性，更不相信敌人还信仰佛教”[34]之震耳欲聋的狮吼强音！中国作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佛教流派在中国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遥相呼应，在全民族的抗战救亡洪流中，无论是汉传佛教僧徒抑或蒙、藏等各民族佛教徒，无不将自己与民族救亡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融合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洪流之中。他们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乘菩萨行精神为鼓舞，以佛教自身特有的方式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抗日救亡活动，走上了一条“救国、救世、救教、救人”的道路，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一 佛教界的空前厄运与抗战宣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几乎完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深渊，广大中国佛教徒遭受到了空前的厄运，侵华日军对中国佛教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累累在目。如1939年2月，从扬州逃难到汉口的祥瑞法师亲身闻见：“上海的龙华寺炸毁了，大场的大佛寺也炸毁了，杭州的灵隐寺全部遭火焚了，丹徒的会隐寺的烧毁，老和尚和客僧六人惨被枪杀，镇江的竹林寺大部化为灰烬，金山江天寺的僧侣除被残杀外，其余的都拉到南京抬炮弹，焦山定慧寺的东部殿宇，都成焦土，扬州的天宁寺的僧道六人同时遭惨杀”，“比丘尼方面被毁的寺庵，更是无法统计了，在未逃出的尼众，不但青年的要奸污，即六十岁以上的老尼，亦强迫兽行，因此与其拼斗而被残杀，或自投水吊死，不知凡几”[35]。又如扬州福缘寺为当地著名丛林，僧人数十，戒行谨严，为地方善信所敬仰，但自扬州失陷后常受日寇扰害，迫不得已主持和尚遂率全体僧众乘汽油船逃亡，不幸被日军发现，以为反动，顿时四十余人全被枪杀，河流变赤。[36]再如1939年10月，倭寇在山西国恩寺盗去白檀雕刻观音像一尊；炸毁安徽六安昭庆寺唐塑佛像多尊。著名的天台宗祖庭湖北当阳玉泉寺1940年夏遭日军血洗，25名僧众被杀害，毗卢殿方丈寮等被焚毁。1940年倭寇入五台山将各寺庙金属佛像香炉等运走；重庆罗汉寺、长安寺被日寇飞机炸毁。以埋藏有石经而闻名的千年古寺北京房山云居寺绝大部分建筑因日军的轰炸而毁于一旦。天津蓟县盘山好几座历史悠久的皇家寺庙也被日军飞机炸得一座不剩，日军之侵略恶行数不胜数。而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吃斋念佛的无辜善良僧人尚不能幸免，武定门正觉寺慧兆、慧璜、慧光等十七名僧人，及消灾庵女众真行、登无、登高三人被枪杀[37]；金陵寺前的二百名平民尸体中也有两名寺中僧人[38]；纵淫成性的日军就连出家的尼僧都不肯放过，占领区的尼庵也成了他们施虐的场所，很多尼僧遭到奸污。[39]日军的暴行发指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被侵占的南京各处城门都有日军的把守，一个青年女子为脱魔掌装扮成男子不幸被发觉，被守门日军当场轮奸。最为凄惨的是，恰好此时一个和尚路过这里，于是日本兵便试图强迫这个和尚奸污女子，和尚不从，于是他们便阉割了他，致其流血不止直至身亡。[40]抗战期间，中国佛教界所付出的牺牲、罹难的损失罄竹难书。

在全民族的抗战救亡热潮中，中国佛教界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活动，他们将自己的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与民族兴亡融合在了一起。1932年2月，北平法源寺释空也函请中国佛教会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转知各寺院僧侣共赴国难，并提出途径有二：一是僧侣与寺院节省日常开支，用以慰劳抗日军士，是谓物质援助：二是精神安慰，即各寺院僧侣举办法会追悼抗日阵亡战士与受害同胞，祈求国难速消与早日和平。[41]1933年3月15日，闽南佛学院的学僧在致实业部的信中说：“我们以为国家的责任，不仅在政府中几位要人身上，救国的事业，国内四万万七千三百万的同胞们，是都有责任的，我们希望大家一致团结起来作中流之砥柱，挽狂澜于既倒，所谓‘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即此义也。我们身虽出家，衣食住乃至一切的一切，差不多都仰赖于社会的供给，与社会国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生在于中国，长在于中国，吃中国的饭，穿中国的衣，讲中国的话，受中国政府的保护，而又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对于国家也应该要负点相当的责任。”[42]在残酷的敌寇侵略事实面前，在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奔走呼吁之下，广大中国佛教徒迅速意识到了抗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僧青年们怒吼道：“僧青年同志们，大家携手上前线，为着悲心的激发，为了正义与自由，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为了光大佛教的前途，为了解脱人类的痛苦，不惜自我牺牲，消灭日本军阀，实现和平安乐的世界”，“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43]。他们还以佛经为证，“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44]。

对于日军侵华恶行，中国佛教界纷纷撰文论述僧伽护国。1933年震华法师撰写了《佛伽护国史》并于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内容主要包括了僧伽护国的疑问、僧伽护国的思想、僧伽护国的施设和僧伽护国的史实四大部分，激励僧众积极投身于抗战护国运动之中。中国国际宣传徒步队的倡导者乐观法师撰写了《奋迅集》，细细阐释了僧伽爱国的具体实践，为爱国救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除此之外，中国佛教界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战宣传活动。太虚大师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呼吁全国佛教青年要在抗战行动中使“向来所藉以营生之职务，系违背佛理、损害人生者，应设法改良，以求有益为法为众”[45]。“七七”事变后，他在汉藏教理院防护训练队的训辞中又明确指出：“今欲复兴中国佛教，亦必须寺院僧众，尤其是僧教育之学僧，能矫正向来散漫放逸、怯弱萎缩之旧习，实现出整齐严肃劳苦勤勇之精神。本菩萨之智悲，去施行护教救世、护国救人之方便工作。”[46]太虚大师后来在云南僧俗救护队的训辞中强调说，参加救护的佛教青年除了怀抱救国救世的理想，还应当严守佛教的戒律，“充实严净道德，去从事于救护工作”，这样就能够“博取舆论之赞美，社会的同情”，从而“达到宣扬佛教、振兴佛教、昌明佛教之目的”[47]。很显然太虚大师领导和宣传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战救国运动，除了救世救国的社会政治目的，也有革新佛教、振兴佛教的内在需求。他是想通过僧众亲身参与抗战救国运动，既要改变社会对佛教的各种消极和错误的看法，也要革除寺僧各种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旧习，从而革新佛教、振兴佛教。佛教杂志《佛海灯》在1937年出版了“僧伽护国专号”，卷首语指出：“吾伎僧伽，乃中华民国之一，衣、食、住、行之问题，悉依赖于国家，而对于目前之国难，岂可忍而袖手旁观耶？本刊同人，有见于兹，且职责之所在，故出此‘僧伽护国’专集，宗旨在唤醒我醉梦之僧伽，一致来救国、护国。”[48]“专号”发表了《护教护家与护国》、《僧训武装护国论》、《佛法救国与僧伽护国》、《僧伽与国难》、《唤起僧青年共同救国》、《僧伽应尽之护国责任》、《僧伽应怎样护国》、《僧伽生存与国民之认识》、《僧伽护国应有之认识》、《我们学僧该持怎样护国的精神》、《僧伽的护国途径》等文章，宣扬护国是僧伽应尽之责，且强调了护国与佛教的宗旨是相符合的，还提出了一些实际的办法，如参加救护工作、组织慈善救济、筹集抗战捐款，甚至提出了“实力援助”，武装僧伽以图卫国等措施。

除了《佛海灯》杂志之外，重庆的《海潮音》、桂林的《狮子吼月刊》、香港的《觉音》是当时中国佛教界宣传抗战救国救教的最重要的三大刊物。《狮子吼月刊》创办人暮笳在创刊词中明确指出，该刊之所以创办于抗日的烽火之中，就是“针对敌伪的荒谬宣传，尽量发挥佛教的反侵略思想，从佛教岗位上，来巩固抗日战线，支持长期抗战”，“使《狮子吼》成为一支宣扬佛教文化的笔部队，深入到祖国的广大原野”[49]。巨赞、道安等成为该刊的主笔。该刊也正如其创刊宗旨所言，发表了大量的反映佛教界抗战爱国和救国救教的宣传、鼓舞的文章，并积极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如郭沫若、柳亚子、夏衍、欧阳予倩、聂绀弩、端木蕻良、廖沫沙、关山月等，极力宣传抗战救亡。1941年1月，暮笳法师发表了《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吁广大青年以乐观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明天，“在民族再生的新天地中，我们只有狂歌，而没有半点忧伤”。他号召佛教青年“要将自己的人格和庄严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参加现阶段的解放事业中，把我们的全副身心交给那个光辉的事业……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乐地狱，且庄严地狱”。《狮子吼月刊》主编和组织南岳佛道救难会的巨赞，在抗战宣传中更提出了开展“新佛教运动”的主张，要求将革新佛教的新佛教运动与抗战救国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巨赞说：“新佛教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部门，是抗战建国的今天所应有的运动。新佛教运动者进行工作起来，处处要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执政当局也不要漠视这一个动力。”他还说：“新佛教运动的成败在于人，人的造就在僧教育，现在的僧教育很不够，请各主持者设法改进。”[50]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教内、教外比较广泛的响应。太虚大师、汉藏教理院的观中和同灵、绵阳佛学社的慧栋、广东高城的澄真、广西的道安等，会同海内外的在家居士康寄遥、心丰、敬之等，还包括基督宗教界的谢扶雅、教外的田汉等，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纷纷向《狮子吼月刊》寄来稿件。[51]《狮子吼月刊》虽然到1941年年底出版第11、12期合刊后停刊，但它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觉音》原名《华南觉音》，是由一批从内地逃难到香港的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的学僧所创办的，既讨论僧制改革与佛学问题，也大量刊登反映佛教界抗战爱国救教的宣传文字，及时将太虚大师和各地佛教徒的抗战事迹及言论传递给海内外，成为抗战时期联络和团结海内外爱国救教佛教徒的最重要的一份刊物。

在抗战宣传上，佛教界不遗余力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太虚大师在1941年总结中国佛教界的抗战事迹时所指出的：“文字宣传，则《海潮音》以二十年来之佛教月刊权威，四年来集佛教缁素学者抗战救国言论精华之大成，所以坚决国内佛徒之勇气，唤起国际佛徒之同情者殊巨！上海沦陷前之《佛教日报》，广州、汉口未沦陷前之《金卍字》及《正信周刊》，四年来渝、蓉之《佛化新闻》，香港之《觉音》杂志，及近年出现之浙江《人间佛教》、成都《佛化评论》、桂林《狮子吼月刊》、仰光《耕荒月刊》、陕西《觉报双周刊》等，亦无不在佛教立场上，发挥配合抗建纲宗的理论。”[52]

无论是太虚大师所宣传的救国以救教的抗战主张，还是巨赞所推动的“新佛教运动”之讨论，受客观环境和条件限制，虽然带动佛教界走上革新之路的实际成效还很有限，但是无疑表现出了抗战中的中国佛教界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救国亦是救教，救教必须救国”的历史觉悟。如1937年8月，弘一法师于青岛湛山寺讲律，手书“殉教”横幅，其题记中云：“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53]1937年10月，弘一法师居厦门万石岩，此时厦门战事紧张，其师友力劝他内避，弘一题其室曰“殉教堂”，以明爱国之心。他在致李芳远的信中称：“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54]他还告诫僧青年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饮的是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若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门面，自惴不如一只狗子。”抗战期间，他常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警语，并题记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广赠佛门信徒。[55]近代诗人柳亚子撰述悼文《怀弘一上人》，对弘一法师念佛与救国的理念予以赞叹，文中说李叔同自出家后，“余亦自此不复见弘一矣！战事既兴，弘一闭关闽海，度其六秩世腊。李生芳远驰笺索诗，余寿以偈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迹异心岂殊？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见者缩项咋舌，顾弘一不以为忤；亦报余一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呜呼，洵可谓善知识已”[56]！太虚大师于1939年8月在云南僧众救护队讲话时也说：“佛教徒也是国民的一份子，所以要服务国家……我们现在来训练组织成立云南省僧众救护队的初意，就是为的要使佛教徒能实际地从国民立场上去服务国家。”[57]太虚大师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他所倡导的人生佛教理想与追求，他的贡献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国民政府对他多次明令嘉奖。

二 战时的中国佛教会

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侵略者积极利用佛教为侵华战争服务，披着伪善的外衣积极以佛教名义承办各种组织，力图拉拢我国人中信佛之徒众为其利用。如1934年7月，日本佛教界于东京成立所谓的“日华佛教研究会”。1938年，策动汉奸在天津成立伪“中华佛教会”，妄图代替我国原有之中国佛教会，随后每占领一个地方，都相应设立各种伪传教组织，并在这些地方开办日语班，倡日语、禁汉语，影响极其恶劣。1938年11月，他们又在中国沦陷区设立“日华佛教研究会分会”。“日华佛教联盟南京总会”设在南京利济巷知恩别院内，日本佛教净土宗僧人胜田圆成等任理事长，扬州、镇江、上海、无锡、常熟、南通、九江、芜湖、蚌埠、合肥皆设有分会。侵华日军上海军特务部于1939年2月在虹口虬江路624号成立“中支宗教大同盟”。1943年6月，又在延安东路77弄1号成立“大东亚佛教总会”。日本佛教配合军国主义侵略不辞疲惫，在组建各种协会、学会之余，在日本特务机关“兴亚院”的授意下且不断组织、诱惑中国沦陷区宗教团体访问日本，仅北平的大汉奸王揖唐等出面成立的“佛教同愿会”就组织了四次华北佛教代表访日活动。1943年春，华北、华中、华南、伪满洲国等地的佛教团体同时访日，其中领队中头衔最高的系内蒙古多伦诺尔汇宗寺著名之活佛世系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相对于日人所组织之佛教联合会之类，抗战期间的中国佛教界以中国佛教会为代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凝聚中国佛教界力量共同抗日提供了保障。太虚大师与圆瑛法师作为中国佛教会的领导人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太虚大师指出列强当中压迫中国最厉害的就是日本，它们以中村事件借口出兵东北，实际是强占我领土，杀掠我人民。“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正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58]太虚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59]，为此他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本着佛教的和平主义来呼吁包括日本和日据朝鲜及台湾的佛教徒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认为佛教徒占过半数之日本竟然“迷昧因果之理，造作凶暴之行，妄动干戈，强占中华民国东北之辽、吉两省。复运其海军陆战队威胁天津、青岛、海州、上海，以及长江各都市，且强迫满人、蒙人为傀儡而诳言独立。十恶、五逆，一时俱作，以残毁五族共和之中华民国”，也是“逼令东亚以至南亚、全亚佛教民众入于自相屠杀之一途，将亚洲民族复兴之活路突然堵塞，亦将进于世界和平之基础忽尔摧坏”，他呼吁长期受“日本少数贵族军阀政客”所宰制的“我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信佛民众，应速速成为一大联合，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晓谕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动”[60]。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中国佛教界也迅速作出反应。太虚大师指出日本侵华，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也必将给新兴的现代日本国及其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奉劝日本应当以和平而不是战争进于亲善。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61]，而日本佛教联合会却复函中国佛教会，竟然颠倒黑白地说：“欲补救目前之危机，须先开导抗日团令停止其暴举，劝导不正之军队，令终止对日炮击，则我徒继之提倡休战，以引入直接交涉之局，冀尚有前途一线之光明。如不然，排日如旧，炮击如前，而语讲和平，虽我佛出世亦无可奈何。”1932年2月，中国佛教会通告全国诸山寺院：“上海受日军攻击，吾军起而抵御，血战已将一月……我佛教徒除已由各法师居士组织救护队收容所并捐大批食品慰劳负伤将士外，凡各地僧众居士，均应共发悲悯救世之心，募集金钱或物品输送战地，慰劳我忘生救国之将士，兼济战区逃出之难民，拯国家之危亡，尽国民之义务。愿我佛教徒踊跃图之，勿居人后。”[62]

1932年12月，太虚大师在潮州欢迎大会上做《佛法与救国》的演讲，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难极严重的时期，在全国人的心里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怎样去救国：“爱国之道甚多，非单限制于一法，如各人依各种的社会职业，皆可尽各人的力量，趋于救国同一的目标。”[63]所以太虚着重发挥佛教中“有利于社会人群国民公益的义理”，以佛教的“因缘生义”、“无自性义”和“大悲心义”，来激发起佛教徒的爱国救国行为，尽到对于社会人民的责任。1933年2月，太虚大师在思明县佛教会作《学佛先从做人起》的演讲中称：“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所以我们“要报答国家恩，大家要以爱国心为前提，在今日众敌围攻的中国，我们中国的国民，英勇的将士，慷慨的豪杰，应在众敌环攻之时，一致奋起”[64]。1933年5月7日，太虚大师在上海永生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时值日军占领榆关，侵略热河，国难日深，太虚大师以佛教入世精神号召僧众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34年，日本主持召开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同邀中国佛教会和伪“满洲国”的“佛教青年团”与会，妄图制造分裂我国的事实，太虚大师断然拒绝，使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没能得逞[65]。为了团结广大民众抗战，太虚大师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抗日救国言论。据统计，在1931年至抗战胜利的十四年里，太虚前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抗战通告、诜电、论文等[66]。这些言论既鼓励了佛教爱国人士勇往直前与敌斗争，又为抗战提供了部分理论指导思想。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67]。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太虚大师在庐山通电全国佛教团体四众同人，拟具三项办法相勉﹕“（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方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68]各地佛教团体遂通电响应。8月，上海组织僧侣救护队，每日赴前线救护受伤官兵及难民，甚得各国赞许。汉口佛教正信会组织救护队。9月，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壮年僧道一律须受军训，太虚大师呈请政府改为僧侣特组训练，偏重于救护技能，俾合佛教宗旨。十月，汉藏教理院实行救护僧训，定制黄色圆领制服。南岳山寺僧组织救护队练习武术。

“七七”事变更进一步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声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浪潮。太虚大师在事变发生后，第一时间向日本佛教联合会发去电文，要求转告日本“全国佛徒及军民”，“中日冲突已达危迫之极点，将陷中日民族于数载数十载相争相杀，卒致日本自杀，遗地球至惨之祸”[69]！其后，他不断发表声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文章和讲话，认为曾长期受惠于中国文化之滋养，与中国有悠久友好交往历史并自称“崇儒信佛”的日本，居然被少数军阀所绑架，“不顾祖先积德之艰，纵其淫杀之滔天罪恶，加以受恩久长之中国人身上，是实同不肖子弟以浪荡倾败其祖宗所遗之家业者无异”[70]。进而他又向全中国佛教徒发出了“降魔救世，抗战建国”的号召[71]，通电全国呼吁国内外的佛弟子同赴国难。他明确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72]。

太虚大师鼓励佛教徒全力支援抗战事业，他说佛法所讲的“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布施，都很适合抗战的需要。他解释说：“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73]他还多次撰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告他们：“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又岂能为日本所能完全吞灭！”如果相持不下，引发世界大战，危害的不只是中国，日本的多年发展也将一举归于毁灭。他呼吁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呼吁日本的佛教徒迅速觉醒，不要当侵略者的工具，否则只有自取灭亡。他要求日本佛教联合会“领导日本三千万佛教民众，运其大悲般若，速破除贵国当局之无明贪嗔，撤兵回日，服礼谢华，弥将动之魔战，彰遍常之佛慈”[74]。他建议台湾、内地、朝鲜的佛教徒联合起来，以菩萨大悲无畏之神力制止一切非法行动。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太虚大师不失时机地再次苦口婆心通告日本佛教徒：“日本佛教之善知识，可以呼吁四千万佛徒起来自救救国民矣。今日本有思想知识之国民，固无不深知此已绝无胜望之苦战，能早停止，可多保全也。其如全国无一大力量人，能负起投降之责任乎？此诚日本国民实际之苦衷。然此正须佛教善知识本大慈悲，运大智慧，发为大雄大力大无畏精神，不惜牺牲个人身命，冒死犯难，大声急呼全日本国民，勿再拥护主战之军阀政府，同时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当政请愿停战，甘受戮辱而不退屈，并由个人或集团不断的对主战军阀实施袭击，则必能唤起厌战懈争之高潮，而为息战造成有利形势，则可共进于世界和平之运动矣。日本佛教徒诚能如此牺牲个己，救国、救民、救世人，其侠义之大仁大勇，必为全世界人所能倾倒，而中国暨各国之佛教徒，尤当引为无上光荣，不胜其馨香祷祝，敬仰钦崇者也！吾佛徒在紧急关头，贵能提起正念，突破魔障。日本佛教徒乎！浩然其无畏，其猛然蹶起！你们的中国佛教老友太虚掬无限热诚谨白。”[75]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发表了《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实施慈悲平等主义”[76]。1936年11月，中国佛教会鉴于国难日亟，灾祸纷乘，拟具“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章程”，并制定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僧众训练班纲要》，呈请内政部、民众训练部备案。12月17日，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在上海开始办公，圆瑛法师任总团长，宏明法师任总干事。12月18日，抽派留云寺、灵山寺等寺四十名壮年僧众，编队受训。各地寺庙亦由总团部署限期成立分团，普遍受训，以备非常。[77]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法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他还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佛教会特推圆瑛法师赴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筹募款项，以期使救护团获得必要财力，“发挥救护工作之效能”[78]。1937年10月，他携徒明旸先到新加坡，与当地华民政务司和总商会取得联系，通过侨领胡文虎等发动华侨，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协助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募捐委员会，开展募捐工作。[79]为了募捐经费，圆瑛法师赴各地讲经，同时向海外侨胞介绍祖国抗战情况，后在吉隆坡总商会的配合下组织了第二募捐委员会，在槟榔屿组织了第三募捐委员会。经过不懈努力，他以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前后共计募捐国币三万二千四百元[80]，他将这些钱悉数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的费用。1937年冬，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四郊战场堆满尸体，日军方面仅掩埋日本死亡士兵，中国阵亡士兵及难民的遗骸无人过问，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于是中国佛教会又在上海组织掩埋队，圆瑛法师任总队长，范成法师任第一队队长，慧开法师任第二队队长，两队队员都是上海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大家都是主动踊跃参加，集中食宿，每天一大早出发，有四辆汽车开出，车上备有绳索、竹杠、铁铲、铁钩、担架等工具，每人带有防毒面具、药品以及食物，准备整天工作。队员们每天都是抬的抬，埋的埋，一直忙到傍晚，才收工回来。掩埋工作自1938年2月开始，至5月结束，共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1938年秋，圆瑛法师回国了解到各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经费仍然十分困难，于是年冬天再次到槟榔屿等地进行爱国演说，发动“一元钱救国运动”[81]。1938年4月，圆瑛法师等宣布在上海孤岛恢复办公，废止会址迁移重庆的双方前议。在重庆的部分中佛会理、监事审时度势商决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由太虚大师主持，推动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同胞，并与大后方各省县佛教会保持联络。太虚大师遂通告全国佛教徒“特设‘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于重庆罗汉寺，惟冀中国佛教会历届理监事之散居各方者，及川、黔、滇、粤、闽、赣、苏、皖、鄂、湘、豫、陕、甘、青等省佛教会率各县佛教会，先由通讯一致联合，以进图增强后方各省佛教徒之组织。并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之中国佛教会机构’，暂与京、平、沪、杭等沦陷区内佛教会等断绝关系”[82]。

1940年9月，圆瑛法师刚从南洋回到上海，凶残的日本宪兵队突然涌入寺院将圆瑛、明旸师徒二人以“抗日”的罪名抓到宪兵队，后解往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关押。宪兵们面目狰狞，情况非常紧急。每当夜阑人静时刻，日本宪兵就对他们进行严刑审讯，他们从容陈辩，不为所惧。日本侵略者见严刑高压制服不了圆瑛法师，便劝诱他出来与日本合作，然而皆遭到拒绝。圆瑛法师始终没有向侵略者屈服，更不与他们合作，除大义凛然与日寇周旋外，还连续打了三个“净七”。威逼利诱不成，日军只得放人。[83]圆瑛法师出狱后，虽对外宣称闭门谢客，却依然关心国家的命运，曾致书北平中国佛教院的师生，郑重叮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42年6月，圆瑛法师在天津佛教居士林演讲中明确地提出爱国与爱教不可分离。

三 战场救护与直接参战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2月，湖南衡阳花药寺住持寄居，义愤日寇侵占东三省，发起组织抗日救国输送队并发表《告全国僧伽书》，痛陈“国将不国，教于何有，僧于何存”之理。[84]在各地佛教界举办的不同形式的抗日活动中，最有成绩的就是“僧伽救护队”对伤兵与难民的救助了。早在1932年2月27日，弘伞、常惺、包寿引、闻兰亭、赵云韶等，即致函中国佛教会，建议组织战地救护队，开展救济工作。29日，中国佛教会复函：“悲深愿切，不辞艰险，诚今日之急务，与本会前通告之意相符，至深佩慰。”[85]1933年3月，热河失陷，日寇进攻长城各要隘，中国军队秉承“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信念，奋起抗击敌寇。为声援和支持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汉口佛教正信会与武昌佛学院的僧俗信徒组织了救护队，会同汉口红十字会救护队北上，实行救护工作。[86]1936年4月，中国佛教会呈文民众训练部，要求组织“中国佛教徒灾区救护团”。民众训练部因其“简章”过于简略，要求重拟简章，再呈来部核办。[87]1936年7月，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尼编入壮丁队接受军训，太虚大师立即函请陈唐总监，请改僧侣为救护队、看护队，以符合佛教宗旨。得到回复僧道受训单独编组，受训后不列入战斗部队。[88]1936年11月，中国佛教会拟定《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章程》呈请内政部、民众训练部备案，民众训练部通过审核准予备案，内政部则参照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卫生署的意见，对章程及纲要进行了修正。

1937年8月，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灾会共同组织僧众救护队。圆瑛法师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僧侣救护队由宏明担任队长，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当时上海集合着全国各地而来的知识僧青年，消息传出，很快就有一百多名僧青年报到参加，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冒着敌人的枪炮，抢救伤员。在沪战的三个月中，本着“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精神，这一群僧侣英勇地在东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除救护伤兵外，他们还负责救护租界内被日机炸伤的同胞。在战火里，他们中有的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人被敌人炮弹炸伤，造成终身残疾。据《救亡日报》1937年9月22日报道：“该会（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除了收容难民之外，还组织了救护伤兵队——僧侣救护队，参加这一工作的有一百七十余人，全是平日吃素念佛的和尚，他们上前线救护伤兵的勇敢，是谁都及不上的。在不久之前，他们曾因救护伤兵给敌人的炮火打死了几个。”《申报》1937年9月26日报道：“该队在工作时，虽迭遇险阻，而遭受重大牺牲，然仍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尤以宏明法师，不避艰险，每日必率队赴最前线，监督救护，其勇敢服务之精神，殊堪钦佩。”[89]根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会战期间，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达8273人。上海的报纸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他们的英勇事迹，深受社会各界的赞美，博得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当时，上海佛教界抗日护国的组织工作安排得十分周到，前方有救护队，后方则有收容所。中国佛教会在觉园内成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3000多人，并供给全部饮食医药。还有比丘尼主动为前方官兵缝制征衣，也有比丘尼担任医院看护和杂工。

淞沪会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将300多名伤兵抢救出来，送往租界。当时租界里的医院都住满了人，无法收容。宏明法师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各方支持，立即成立一所佛教医院，收容治疗这300多名伤兵。当天就得到名绅祝兰舫的响应，愿意无条件地把他在牛庄路上的一所大宅院腾空交出来，作为佛教医院的院址。又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聘请医护人员，捐助药品和医疗器材设备等。不到两天光景，一所粗具规模的佛教医院就这样诞生了，负伤官兵得到了及时治疗，恢复健康后救护队又设法护送他们归队，让他们能继续为国杀敌。僧侣救护队又在佛教医院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超度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然后全体队员化整为零，瞒过敌人的视线，秘密转往武汉继续工作。1937年8月，屈映光、黄涵之、赵朴初等居士建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由赵朴初担任收容股主任，专门负责难民收容工作。在赵朴初等的艰苦努力下，先后设立了50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50多万人次，占当时上海市收容难民总数的一半左右，是上海市收容时间最长、工作最好的收容机构。

上海沦陷后，僧侣救护队转赴武汉继续工作，后来又转移到重庆。队员万泉、觉初等十余人，辗转到了延安抗大，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道路。在重庆的救护队员重新组织了“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和“重庆市僧侣服务队”。在日军轰炸重庆期间，他们往往不待警报解除就冒着敌人的炮火，奔走在长江两岸，救护受伤难民，被称作“继上海僧救队而起，在陪都树立起来的一杆佛教救国旗帜”[90]。他们的卓著成绩获得国民政府通令嘉奖，还得到了最高领袖蒋介石的赞许，特别颁给银质镀金“青天白日”奖章36枚，以资鼓励。[91]1943年12月，重庆佛教界组织前僧侣救护队队员22人，应政府发动远征军运输队的号召前往印度工作。这些队员恪尽职守，在艰苦的条件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他们中的印宏、圣亮、光华三人，在中国军队攻克密支那一战中，不幸牺牲在炮火中，为争取民族独立洒下了最后一滴鲜血。

最早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之害的华北僧俗，救国救难的热情不逊于上海，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北平广化寺、柏林寺等都组织创办了伤兵医院，收容伤兵数千人。拈花寺内设立了规模宏大的妇孺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数以千计。广济寺僧则组织了救护队奔赴前线。此外三时学会、华北佛教居士林也创立医院，救济难民、护理伤员。天津徐蔚如居士更是为了救济难民耗尽余力而逝。南京栖霞山寺僧人在南京保卫战失败后，将许多官兵挟于难民之中给予保护，掩护的抗日军民数以万计，国民党将领廖耀湘就在其中躲过敌人的搜捕。为保护难民，栖霞寺住持寂然法师在三九寒冬赤裸身体被日寇以冷水从头到脚浇冻，也毫不屈服。由于身心遭严重摧残，寂然于1939年圆寂，1940年国人特立碑纪念。[92]镇江焦山寺的僧人将焦山炮台未来得及撤退的数十名将士掩护在寺内达半年之久，最后终于脱离险境。至于像无锡源修法师那样，在战乱之际集资开设收容所，为数以百计的难民提供食宿、旅资者，全国不知有多少。1938年10月，由阿泰尔率领的印度救护队，在参观了汉口佛教正信会所设的妇孺避难收容所后，对中国佛教徒所做的工作深表钦敬。[93]

上海僧侣救护队在华东地区坚持救护工作三个多月，因故被迫解散后，西安、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僧众救护队和救济会。“南岳佛道救国会”由巨赞法师等人联合道教徒一起成立，召集青壮年僧侣，举办军事训练班。参加者身着新式僧装，接受多门课程学习，集中训练两个月后，组成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两个组织，分赴长沙、湘潭二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出版宣传抗日思想的佛教壁报《佛青》，还四处作抗日讲演，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民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和尚兵”。他们得到中共领导人叶剑英、周恩来等的赞许，周恩来为他们题词：“上马杀敌，下马学佛。”[94]而在抗战的陪都重庆，狮子山慈云寺僧众在从缅甸回国的佛教国际访问团成员、曾参加过上海僧侣救护队的乐观的动员和组织下，成立了由60多人组成的僧侣救护队。全队共分四个小队，分头从前线将伤员抬回来，并实施医护和救济。[95]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佛教界在上海先后兴办了上海佛教慈幼院（1933）、上海佛化医院（1936）、佛教医院（1937）、佛教时疫医院（1938）、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1940）、佛光疗养院（1943）六所佛教医院；1942年3月，太虚大师、觉通法师、钟益亭、雷心佛等于重庆慈云寺也组设了佛教中医慈济院；除此之外尚有各种佛教诊所参与抗战救亡。全国各地成立僧人抗战团体的城市，有文献可考的超过15个，其中有谢英伯领导的广州佛教救护队、南岳僧伽救护队、僧侣抗敌慰劳队（湖北）、佛教青年服务团、云南佛教会救护队、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镇江佛学院僧众服务队、西安僧伽战地服务团、厦门市佛教僧众救护队、汉口佛教正信会救护队、湖南壮僧救护队等。[96]其中仅镇江一地的僧人就同时成立了救护队、宣传队和公债劝募队。

除了战场救护，有些僧人及寺院甚至拿起枪杆，直接参加武装抗战。1938年3月2日，山东招远陈言忠利用普云佛教会负责人的名义，树起抗日大旗，称“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一次战役后队伍被击溃，余部由王先春率领投奔八路军。当时，在五台山的僧侣中流传着“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至死不当亡国奴”这样一句话。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金阁寺住持含空目睹日军践踏文殊圣地，占据寺庙，劫夺文物，决心卫国卫教。在他的带领下，寺中有不少僧人直接脱下了僧装，穿起军装，参加了八路军，留寺的僧人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他们热烈欢迎并款待八路军，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反“围剿”、反“扫荡”，含空和尚因此受到边区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尊敬[97]。聂力中将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写道：“五台县，应该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父亲回忆说：‘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僧侣也是中国人，也痛恨日本鬼子，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在聂荣臻等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环境，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想方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八路军和群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拿起枪，勇敢地与日军搏杀，在当时，仅菩萨顶的和尚就消灭日军30多人，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以后，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和尚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从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黄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

闽南的宏船法师以出家人的名义加入抗日救护军，由于他宽宏大度，带兵有方，很快就由一般队员升为救护队大队长。湖北当阳玉泉寺僧人眼看宜昌沦陷，日军企图攻击陪都重庆，激于爱国义勇，自觉动员起来为游击队提供给养，不幸被日军发觉，竟将该寺老少37人全数捆绑，用机枪扫射打死，还放火焚烧了这座已有千年历史的古寺。湖南理妙法师深入敌后刺探情报，惨遭日军剜眼割耳挖舌，最后剖腹致死。江苏宜兴龙池山恒海法师，在俗时曾毕业于保定军校，日军犯及宜兴，他召集僧俗千余人施以军事训练，组建游击队，被推举为司令，转战于江苏宜兴龙池山、张渚、安徽屯溪、广德及太湖地区，屡挫敌军凶锋，不幸于1938年日军扫荡太湖马山时，因粮尽援绝而壮烈牺牲。[98]江苏连云港三元宫遭日军飞机轰炸，寺僧义愤填膺，联络僧俗20余人，多次伏击敌寇，日军气急败坏，施行报复，1939年农历七月围剿三元宫及所属寺庙，杀害宁死不屈的住持仁芳法师等5位僧人，还四处焚烧庙宇，致使三元宫及其所属13处建筑全部化为灰烬。[99]

中国佛教徒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救苦救难之言行，既是他们对国民意识和国民责任的一种政治觉醒，也是他们重新认识佛教、走上佛教革新之路的一种历史觉悟。在中国佛教史上，“历代沙门受佛陀‘不舍世间不离世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大乘教理之熏陶，而为国人群服务者甚多，……然在当时封建时代，只有少数人表现此种勇猛无畏精神，换言之，只是个人之表现，而非集体表现。……中国佛教僧众国族观念本极薄弱，亦过去受封建流毒与佛教小乘自了思想过深之故，所以个人思想超过国族思想，敌人看出此种弱点，极思因势利导，疲麻我全部僧众之心思”[100]。然而，在经历了抗战十四年血与火的洗礼的中国佛教界，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救国亦是救教、救教必须救国的历史自觉。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表现以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佛教不仅因此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同情，逐渐改变了以往社会对衰败的佛教的完全排斥，更有信心和自觉地走上佛教自我革新与复兴之路。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在抗战烽火中，转软弱为刚强，佛教之真精神也由是而彰显。

四 法会祈愿与宣传募捐

1935年8月，北平僧俗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随后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徒先后呼应，在当地也举办了类似的法会。1936年5月，由太虚、圆瑛、王一亭、屈映光、朱子桥、江味农、范古农、关[image: ]之、简玉阶、赵朴初等229位上海佛教界人士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内启建了规模盛大的丙子息灾法会，同时成立了由163人组成的理事会，设有常务理事70人，王一亭任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任副理事长。丙子息灾法会以挽回人心、潜消劫运为宗旨，由5位法师主持其事，其中荣增堪布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大法”；多杰觉拔尊者修“大威德五部大法”；持松法师任东密主座，修“尊胜佛顶法”；常惺法师开讲《华严经·行愿品》；能海法师开讲《菩提道次第论》。丙子息灾法会期间，讲经3座、修法5坛，每日参加的僧俗二众甚多，称得上是当时中国盛况空前的一次大法会。[101]1936年11月，在全国民心激奋，纷纷起而要求抗日的形势下，菩提学会与上海佛教净业社联合启建了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以弘扬净土、劝发悲心、护国息灾为宗旨。该法会成立了理事会，推举王一亭为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为副理事长。法会道场设在上海佛教净业社，设办事处于仁济堂菩提学会。办事处设法务、宏扬、文书、会计、庶务、招待6组。11月21日下午8时净坛，22日起由印光法师主建大悲佛七道场7日，每日为大众宣说净土法要，万指围绕，莫不欢喜信受，圆瑛法师领众薰修，当时的著名居士皆亲临参与念佛。护国息灾法会于28日圆满，达到了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护国抗日做出贡献的目的。其间，印光大师听说抗战中的绥远灾情严重，当场就将1000余人皈依求戒等香仪共计2900多元尽数捐去。[102]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上师主坛修法。次年，湖南各大寺院纷纷举办护国法会，湖北汉口佛教正信会也举办“七·七”周年法会，国民政府还举办了由太虚大师主坛追荐九世班禅的法会，以利民族团结。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发起在重庆二次启建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活佛主坛，追悼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同年，著名高僧虚云提议，“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103]。1942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法师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这些法会对安慰死难家属、激励继续抗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中国佛教界除了广设法会、祈福超度以外，还鼓励信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江苏各大寺院如镇江金山、焦山，常州天宁寺、句容宝华山隆昌寺等都承担了巨额救国公债。1936年印光大师在上海发出献金息灾的倡议，在社会上立即引起积极的回响。五台山的僧俗人士非常支持八路军的抗日活动，金阁寺住持含空等僧人踊跃认购晋察冀根据地发行的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受到边区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尊敬。[104]1938年年末，菩萨顶范围的寺院捐款1万元，显通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万元，镇海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600元，全部用于八路军的抗日费用。广东南华寺的僧人在虚云和尚的领导下，为支持抗战，每天礼忏两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寺内每人每天减省晚饭一餐，将省下的饭粮捐给抗日事业。广州沦陷后，虚云和尚集资20余万元赈济款。1941年5月，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获得大后方佛教徒热烈响应。

第三节 汉藏教理院及蒙藏佛教界积极参与抗战

一 蒙藏佛教界积极参与抗战

早在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祈愿“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祈祷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的“大白伞盖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105]1932年4月5日，西康省僧民抗日大会常务委员会格桑泽仁等呈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组织西康省义勇军，并请对日宣战。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则认为，“义勇军之组织在作战期间，与军事上之任务同样重要。该省既僻处西陲，在此时期应即提高其科学上之知识与技能，为战时军事上之准备，尤须遵照中央颁行对日经济绝交要点之规定办理，以增进抗日救国之力量。惟关于组织义勇军步兵10大队，马队3000名，歃血誓师，枕戈待发，实属可嘉。但在中央未确定办法以前，似应暂不准组织”[106]。九一八事变后，诺那呼图克图与在南京藏胞一道，组织了康藏驻京人士抗日大游行，并通电谴责日寇暴行。诺那初抵南京时，曾向中央政府建议宣统寓津不妥，宜早有安置为善，惜未纳其议。迨沈阳失陷，诺那知日本人必挟废帝东行，乃通电废帝及平津满蒙王公喇嘛，劝勿为人利用。电文说：“际此外患迫切，甚望团结一致，共挽危难。外悔频陵，即是内政革新之日。我五族人士，均有维持之责，即均有参与政权之利。换言之，即吾五族优秀人士，均有享受中央政权，并策进国家安定发达之任务。年来外忧内患，形禁势格，若努力底定之，则大好疆域，锦绣河山，吾五族子孙，得自由居处，自由行使政权，其乐如何？如其被人宰割，呻吟于强权之下，其痛苦有若何？诺那深信吾五族无分裂之理，深信吾国家必能独立自由，深信我政府必能抵御强敌。爰奉忱悃，望我满蒙贤达，本佛教大无畏之精神，立志拥护中央，共济艰难。”[107]1933年4月15日，诺那呼图克图应朱子桥将军请，为日本侵略惨祸，赴上海闸北居士林修十三轮金刚大法。5月4日二次临沪，于闸北联义善会修火轮金刚大法以消弭平津灾劫。[108]

1932年，日本侵略者企图进犯热河一带。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109]

1939年正月，“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在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深入各大寺庙拜访高僧，介绍抗战情况，特别是针对日本所散布的中国为反佛教国家的谎言，强调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中央历来尊崇佛教，内地各省佛教素来兴盛。1939年3月，戴季陶、屈映光等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活佛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热振活佛于1939年7月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蒙藏佛教领袖以自身特有方式的爱国义举，同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紧密相扣，对于安慰死难家属、化悲痛为力量、激励继续抗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1939年，喜饶嘉措大师前往甘肃、青海一带，视察各大寺院及土司头人，发动僧俗团结抗日。他积极宣传抗战救国，发表了《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白螺的声音》，并举行息灾诵经法会。1940年，因其“护国精诚，深堪嘉尚”，国民政府册封喜饶嘉措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

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价值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当时，甘南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活佛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1946年，为了表彰嘉木样活佛的抗日爱国精神，国民政府特赐“疏财卫国”匾额一块，至今仍保存在拉卜楞寺中。

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110]那时，古老的康藏印驿站运输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有资料表明，在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在这些支援运输抗战物资的马帮中，有许多人是西藏寺庙派出的僧侣。[111]

二 抗战时期的汉藏教理院

汉藏教理院全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1932年8月，太虚大师在川渝地方实力派刘湘、刘文辉、潘文华等军政要员的支持下，于重庆北碚缙云山之缙云寺，以“沟通汉藏文化、融合汉藏感情”为宗旨及奋斗目标，正式创建汉藏教理院。1936年7月，呈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正式立案。汉藏教理院的创建及办学过程，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篇章。作为个案综合研究，于抗战而言，它在民族宗教国家战略层面，在特殊历史时期与西藏问题、边疆问题休戚相关，对巩固祖国战略大后方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早在1929年，太虚大师就有“非连蒙、藏为扩大之团结，中国佛教徒不足图存。汉族佛教僧之能为国家尽力，以和合同化蒙、藏民族等，亦正在此”的思想。[112]

近代，西藏问题与边疆问题由来已久。由于清政府昏聩无能导致清末治藏政策失误，加上英帝国主义者等外来势力的挑拨，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0年2月出走印度，同时清政府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紧接着，内地辛亥革命的成功、驻藏清军的异动、西藏政局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等原因，中央权力在西藏地方的威信逐渐弱化。民国政府为了缓解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消除汉藏隔阂、恢复以前双方的正常关系作了种种努力，并坚持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汉藏关系却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本好转。西方列强纷纷企图乘隙染指西藏，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是不甘其后，西藏问题与边疆问题日益突出。为此，中国近现代各界有识之士，包括佛教界僧人都进行了多种努力，收到了不同程度的实际效果。地方政府以刘湘为代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试图以佛教为突破口，派遣僧人入藏学经，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为最终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适逢太虚大师入川弘法，太虚于是劝刘湘“与其派僧伽入藏仅学藏文，不若就川中设立汉藏学校，招收汉藏青年，对于汉藏等文兼学并习，沟通始易”。正是在这种政教互利的情况下，汉藏教理院得以顺利建立。

对于汉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太虚在1937年冬对汉藏教理院防护训队训辞中说：“本院以汉藏教理之名，旨在沟通汉藏佛教之教理。然汉地佛教之特点有禅宗，禅宗重在头陀苦行的刻苦耐劳；藏地佛教之特点在密宗，密宗重在金刚勇力的勤勇精进。中国民族与佛教的复兴，皆将托命于国民与教徒之能刻苦耐劳与勤勇精进。若能从汉藏佛学暂习得这两点殊胜，乃能贯澈本院之宗旨，奠定复兴中国佛教之基石。”[113]1944年5月，《世界佛学苑概况报告表》则明确将汉藏教理院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陲”为主旨。[114]又据该院1936年6月填报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简章》第一条，及《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院董会简章》第二条，规定“本院以招收汉藏青年研究汉藏佛学，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陲边防，并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为宗旨”[115]。以及“旨在陶铸僧材，振兴佛法，研究汉藏教理，融洽中华国族，发扬汉藏文化，增进世界和平，以言振兴佛教也”[116]。该院又自称“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陲边防，保全中国领土”[117]。综合上述诸说，可将汉藏教理院的历史重大作用概括为“沟通文化”四字，主要内涵与核心宗旨可归纳为：“研究汉藏佛理，发扬汉藏佛教，联络汉藏感情，融合中华民族，增进世界文化。”

汉藏教理院的创办正逢其时。抗战时期由于西藏的重要战略地位，日本侵略者采取各种手段，加快了对西藏的渗透步伐，阴谋策划了一系列染指西藏的侵略活动。其中接近和拉拢西藏宗教上层、利用藏人和直接派遣特务潜入西藏刺探情报等都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这些活动对西藏上层集团个别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无疑也对当时西藏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一定的作用。1942年5月，日本军队侵占缅甸以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西藏的兴趣也迅速增强，他们认为进一步将势力延伸到西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日本外务省负责西藏工作的调查局第二科在一份材料中说：“随着大东亚战争的爆发，皇军战果的扩大，神秘国西藏突然觉得近在咫尺。这不光是因为考虑到缅甸陷落以后，英、蒋（介石）政府通过西藏对日进攻的可能性，还因为重新认识应将喇嘛教圣地西藏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地位及作用的缘故。为了正确把握、处理我国与西藏之间最近出现的微妙关系，在探讨围绕西藏的中、英、俄关系史的同时，还必须最大限度地掌握西藏其他方面的各种情况。”[118]因此，外务省以及关东军加强了对西藏的调查和情报收集工作。1940年11月，日本特务机关“华北交通”的牧野秀之进伪装成喇嘛，经百灵庙、中公旗，穿越腾格里沙漠，到达青海的夏宗寺，后返北平。日本特务野本甚藏、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等，更是假扮蒙古族喇嘛而混入西藏。[119]1941年，外务省让曾在拉萨留学了三年的“西藏通”青木文教出山，聘请其担任外务省“嘱托”，专门负责对西藏方面的情报工作及对策（此前，日本的另一位“西藏通”多田等观也担任了关东军的“喇嘛教对策顾问”，活动于我国东北、华北地区）。日本外务省与关东军密切合作，积极笼络往来内地的西藏重要人物，并引诱西藏地方政府的驻京代表到日本“观光”，同时派遣军事间谍潜入西藏从事情报搜集等活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资料中把这项专门活动称为“西藏工作”。其中于1942年6—7月，秘密策划组织，并实现让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雍和宫札萨克堪布丹巴达扎，以及阿嘉呼图克图的驻京代表“杨喇嘛”（拉布吉）一行到日本“观光”，则是日本外务省“西藏工作”的一项重大“成果”。

对于这些涉及国际政治军事战略的重大绝密，太虚大师当然无从知晓。他身为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是从民族大义、担当意识、个人修为出发，使汉藏教理院个案行为暗合战略前瞻性质。1937年2月，太虚大师“阅二月一日申报南京专电云：‘蒙藏委员会订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十二条，内容补助汉藏僧侣名额每年各二名，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四十以下，熟习经典为合格。赴藏游学僧侣，由佛教总会每年六月以前保送本会考核派遣之。每人补助往返旅费各二百五十元外，每年补助汉僧生活费八十元，藏僧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游学期间五年为限’”。他就考虑到“此虽人数过微，难期急效，然亦已见政府对于汉藏佛教关系之注意，未尝非佛教前途之一线曙光。但云由佛教总会保送，未明派来藏僧由何处授学。其实，今之佛教会于此初无预备，而堪以选派汉僧往学及承受藏僧来学者，兹在国内唯重庆北碚缙云山之汉藏教理院足以任之，是又待蒙藏委员会当局之能察实情，俾此善举不致唐功而寡效”[120]！

抗战期间，佛教界组织的许多抗日宣传活动中，汉藏教理院师生在院长太虚大师的号召及带领下都积极参加。更重要的是，汉藏教理院成立，即肩负着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汉藏交流的历史使命，汉藏教理院也围绕此目标作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讲授、学习藏族文化，翻译、出版“汉藏佛教丛书”及本身成为沟通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三个方面。宗教教育方面，汉藏教理院主要给学生讲授有关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等课程，包括藏语文、藏族风俗、藏传佛教、藏族历史等，使汉藏教理院学生能较全面地了解西藏情况，以备更好地沟通汉藏关系。同时，针对康藏情况，汉藏教理院还开设了一些应用型的课程，比如农学、卫生学、气象学等，为使汉藏教理院学生将来毕业后，能更好地服务于康藏。宗教研究方面，主要表现在编著有关西藏历史、文化的书籍及翻译汉藏佛教典籍等。翻译汉藏佛教典籍，既是汉藏教理院高僧大德讲授、学僧学习与研究藏文化的需要，也是汉藏教理院沟通汉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1936年10月，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成立，由代理院长法尊法师主持，专修科学生为助译，以资练习藏文，念诵佛典。从1938年4月起，国民政府教育部每月拨付400元经费，资助翻译处编译汉藏对照初级教科书。同时改翻译处为“编译处”，并加强组织，制定章程预算呈教育部备案，并命编译处按月报告工作，随时将编译稿本送教育部审查。在学制上，汉藏教理院“设普通科与专修科各一班，普通科多重汉文，专修科多重藏文，专修科学生可到西康留学”。“他们的行政非常有系统，而且是现代化的管理，院董会之下有院长院护，其下有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主任，教务主任之下设藏文佛学教员、汉文佛学教员、国文常识教员，训育主任之下设学监，事务主任下又设文牍、会计、书记、庶务、出纳、招待、采买。另外特设编译处，专门译经，将藏文译成汉文，并编汉藏字典等。至于学生生活方式与普通学校是一样，尤其是训育方面，特别采用最新式的导师制同清规制，据说管理却比较普通学校容易得多，因为他们既没有普通学校学生那样的调皮，也没有普通庙里和尚那样呆板，他们每天也升降国旗，唱党歌，打篮球等运动，而且还有劳作一科。”“在现今抗战期中，正准备加以救护的训练，体行我佛六度四摄广救众生的意旨，救护伤兵最大计划方针，必须完成以下三种任务：（一）提高国家民族的意识，（二）改善僧伽制度，（三）复兴中国佛教。”“所有学生在此抗战期中，大家都一致的本着提高国家民族地位，改善僧伽制度，复兴中国与复兴佛教为最大目标，他们是绝对不离开未来现实希望的。”[121]汉藏教理院堪称抗战烽火中盛开的一朵奇葩。

汉藏教理院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沟通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藏传佛教界上层人士保持了紧密联系，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西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主改革前，一直保持着政教合一的特殊政治形态，佛教界上层人士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崇高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员的交流上，汉藏教理院邀请藏区的一些著名的法师、格西、活佛到该院任教，将藏传佛教文化介绍到内地，使内地佛教文化界能够了解、研究藏传佛教，并招收康区的藏族学生来院学习，以促进汉藏文化交流。阿旺堪布、诺那活佛、多杰格西、贡噶活佛、根桑活佛、悦西格西、东本格西等高僧大德得以应邀，先后来到汉藏教理院任教。阿旺堪布是西藏黄教著名大德颇邦卡大师的弟子，曾任西藏色拉寺的堪布，也是刘文辉的上师；诺那活佛是西藏宁玛派数一数二的大德；根桑活佛属于萨迦派的活佛，曾受过国民政府的册封；东本格西是哲蚌寺的著名格西。在抗日、救亡、图存、复兴的大背景下，汉藏教理院在于“联络康藏喇嘛佛徒团结一致，开发生产，自卫救国，尤有重大影响”。

1939年6月，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喜饶嘉措大师提出“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议案，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喜饶嘉措大师的设想与太虚大师的愿景不谋而合。1937年10月，喜饶嘉措大师抵达重庆后，应邀在汉藏教理院讲演西藏各宗教流派及教义，此时距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成立刚好一周年。太虚大师在欢迎词中阐明了汉藏教理院的工作，就是沟通汉藏教理。要做到汉藏教理互通，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翻译汉藏教典，互通有无。对于前期的工作，太虚大师予以了肯定，认为汉藏教理院已经打开了将藏文翻译为汉文的风气，并希望喜饶嘉措大师能够在西藏把汉文佛教典籍翻译成藏文的风气提倡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同时也彻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沟通”[122]。做好了沟通汉藏教理的最基础工作，才能沟通汉藏文化并联络两民族感情。喜饶嘉措大师即兴赋诗一首，题曰《汉藏教理院赞》，由法尊法师当场译出：“汉藏圣典广如空，教理威光烈日红。冥暗破除斯院最，庄严重庆赞何穷。”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战略后方逐渐向西南地区转移，国民政府空前重视“边疆开发”，即西南民族地区文化的研究及经济的发展。为了反制日本军国主义者越来越倚重利用文化、宗教等配合军事行动，“今日要巩固边防团结民族，这个沟通文化的工作，实属至为迫切”，“今日要振兴文化，就应振兴佛教文化始”，“要沟通佛教文化，就当自沟通汉藏文化始”[123]。因此，“沟通汉藏文化”是内地佛教僧人能以身报国的最方便途径，也是“挽救民族的最重要的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汉藏教理院从有利于“抗战建国而增加边疆民族团结计”，对于各科学生的藏文教学特别认真，要求严格，提出了具体的目标，普通科毕业生“务使其能达到普通一般的应用藏文”，专修科毕业生“务使能达到学理上较深之应用藏文”。总之，“要各人都能说西藏话，看藏文书”。为达到这个目标，院方规定：对于普通科学生学藏文，采用新编藏文读本，并使学生逐日背诵；专修科则增进其自阅藏文能力，讲授外的自习，全用藏文书籍。

抗战期间，汉藏教理院师生还以实际行动支援、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年底，川军第二十一军军长、汉藏教理院常务院董潘文华将军率军出川抗战，太虚大师代表全院师生致电预祝胜利。1938年1月，汉藏教理院名誉院长刘湘将军率军出川抗日，汉藏教理院全体师生又致电以示祝贺。1937年11月，汉藏教理院以“国难严重，外患日亟，吾辈僧伽亦国民之一份子”，特召开院务会议，决定组织僧伽军事训练班，以为僧伽救国之先声。训练班定名为“汉藏教理院防护训练队”，分为两班训练：一为救护班，主要任务是救护战区内受伤的军民；一为防守班，专作后方防守维持治安等工作。随后，汉藏教理院还致函重庆市佛教会和巴县佛教会，通知各寺庙抽调少壮僧伽到该院参加军训教育，“籍资整齐教导而作政府后盾，以尽国民天职。”各县佛教会接函后立即响应，派遣僧众二十名前往参加。汉藏教理院的学生经过军训后，组成僧伽救护队，分赴各地进行救护工作。1942年，汉藏教理院及其他佛学院的一些在渝学生，明知国民政府军政部有僧侣免服兵役的规定，由于爱国情绪的高涨，“毅然脱去袈裟着战袍”，在重庆兵役处报名上前线。这桩“青年和尚的壮举”在大后方轰动一时。这批从军的僧侣后来随着青年军远征缅甸，很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9年9月，“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成立，由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大师任团长，出访东南亚各国。团员苇舫也是汉藏教理院教员。出访期间，访问团与东南亚各国宗教、文化界就佛教和文化等问题进行交流，加强了国际反日阵线，并得到各国赠送的各种佛教法物珍品千余件。这批法物遂交由汉藏教理院收藏，并举办文物展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0年10月，“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成立，队员共五人，其中二人是汉藏教理院肄业学生，由太虚大师指派参加。

汉藏教理院于培养人才方面，成果斐然。1940年秋，得国民政府教育部资助，太虚大师派遣汉藏教理院教务主任法舫法师赴锡兰、印度，传播大乘佛教，研究巴利文、梵文，交流中印文化。1941年，缅甸记者访华团来华访问，曾专程到北碚缙云山拜访太虚大师并参观汉藏教理院。随后，又有印度僧噶底法师、美国名记者侯安纳氏、印度大学罗达克利西那校长等到汉藏教理院参观或讲学。1945年，锡兰摩诃菩提会会长金刚智博士函商世界佛学苑苑长太虚大师，请交换教授、学生各一人。当时，汉藏教理院拟派教授福善法师、学生果易，到摩诃菩提会设在科伦坡的巴利文学院学习。随即，汉藏教理院又受科伦坡智严学院之请，相互交换学僧一名。汉藏教理院学僧碧松于1939年抵拉萨佛寺深造。他在藏期间，先后从一百多位著名的上师接受了六百多次密教各派的传法灌顶，不仅学到了经论，而且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西藏三大寺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称号的汉族僧人。同时，在藏期间，碧松也积极沟通汉藏关系，与西藏地方政府部分上层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他由西藏返回重庆，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王达扎活佛托他携带金佛像一尊、问候信一封，呈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后，碧松法师又成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国立拉萨小学校长，再次赴藏，创办拉萨小学，为西藏地方民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云登嘉措（俗名杨化群）1943年赴色拉寺学经，新中国成立后在为党和国家翻译汉藏文稿工作的同时，积极治理于藏传佛教因明学研究，后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我国佛教因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邓明渊赴藏后，在拉萨担任翻译工作；释寂禅赴藏学成后，回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藏文教授。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一个创举，对促进汉藏文化交流、增进汉藏民族感情、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维护边疆稳定和领土完整等，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各民族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正如《中国抗战史》一书所说，抗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国这一次的抗战是全面的，因为单就人力论，绝不限于占数较多的汉族，却广泛地普遍到满、蒙、藏、回、苗等族。因为中国已真实地统一了，国内各民族已是平等地团结一致了，中华民族已是国内各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共同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对于中国各民族极尽他的挑拨离间之能事，但这正如挑拨离间汉族，制造汉奸一样的遭遇到最大的失败了。”[124]抗战时期汉藏教理院等机构在政府的支持以及努力下，汉、藏、蒙等民族通过佛教这一纽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抵御外侮，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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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的佛教宗派

近代中国佛教制度之变革、佛教组织之勃兴、佛教教育之兴起，均为时代之潮流，相比较而言，佛教宗派之发展并非近代佛教的主要特点。清末民国时期的佛教宗派中，禅宗和净土宗依然为影响最大的两宗，出现了虚云禅师、来果禅师以及印光法师等有影响的祖师，然两宗均已趋衰微，仅能勉力维系宗风而已。传统佛教的义学在近代佛教教育风气影响下，得以新兴，以天台宗的谛闲法师和华严宗的月霞法师为代表。此外，清末民国佛教出现了两大新的趋势，一为佛教密宗通过日本密教的回归和藏传密法的弘传而得以重兴，二为唯识学的复兴，这是清末民国佛教宗派发展的最大特点。

第一节 近代密宗的复兴

密法入华，蔚为大观，其中汉传佛教唐密和藏传佛教密宗在我国的流布极为广泛，唐密一度在中国汉地影响甚大，藏传佛教密宗则一直在藏地流传。唐玄宗天宝年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0）、不空（705—774）］以长安青龙寺、大兴善寺等为主要道场，在唐帝王的支持下弘传密法，遂形成汉传佛教八宗之一，史称唐密。有唐一代，唐密教法不但流布于全国，而且对于日本、朝鲜、爪哇（属印度尼西亚）等海外诸国佛教均具有广泛的影响。唐晚期“会昌法难”后，唐密一蹶不振，寺院被毁、经卷佚失，近乎销声匿迹，尽管宋初有印度僧人天息灾、施护等来华翻译密教经典，亦不能力挽狂澜，再现其兴盛之势。其后，汉传佛教仅于瑜伽焰口等佛事及念诵中尚保存少许密咒真言。公元8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42—747）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大士入藏弘传显密教法，建立西藏第一所寺庙桑耶寺，剃度“七试人”，标志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元代帝王极为崇奉藏传佛教，甚至敕封藏传佛教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拉开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弘法序幕。流风所至，明清两代帝王亦尊崇藏传佛教僧徒，崇信藏传佛教，然藏传佛教的传播长时间仅限于宫廷，无法融入汉传佛教丛林，难以得到大众之认同。

清末民初，藏传佛教始走出宫廷，得以融入社会大众的信仰之中。民国时中国佛教有复兴之气象，尤其是复兴盛唐中国佛教各宗派成为佛教界有识之士之志向。近代主佛教革新的太虚大师既主张“派人留日、留藏习密，以重兴我国之密宗”，又“欲密宗复兴而无害有利者，当由有力比丘分子，以出家戒律为基础，以性相教理为轨范，而后饱参日密及藏密，同化而成一种中密，实为当今唯一之急务，唯一之企图”[1]，可见近代中国佛教界对重兴密教之迫切与希冀。由于当代密宗久已中断，太虚大师理想中的密宗是融汇吸收日密与藏密，成为一种适合汉地特色的“中密”。在近代的佛教复兴运动中，密宗的重兴与密教的盛传，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此时期唐密回归、藏密东来，为汉传佛教的发展增加了新的资源，一时间国人习密成风，蔚为热潮，至今方兴未艾，与唯识宗的复兴一起成为近代佛教宗派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一 昙花一现的东密与台密之回传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奈良末、平安初期，以空海（774—835）、最澄（767—822）为代表的日本求法僧远渡重洋前来求法，使得唐密教法东传日本。空海及其弟子以东大寺为主要道场始创日本真言宗，又称东密；最澄及其弟子并弘天台与唐密教法，始创日本天台密宗，又称台密，延续至今，遂成日本佛教之大宗。及至近代，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之增强，日本佛教密宗回传于中国，又恰逢中国佛教复兴之机，中日佛教交流开始了新的纪元。此时日本佛教密宗（东密、台密）回传中国，掀起了一阵国内修学日本密法的热潮，虽是昙花一现，但也盛况一时。日本密宗的回传与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著名居士杨文会以及倡导佛教改革的高僧太虚大师有着密切的关系。杨文会在《十宗略说》一书中对密宗在印度和中国的历史以及经典进行过研究，并称学者如果至心诚恳，但持诵《准提》、《大悲》等咒，亦得密益。如果要进一步通达其中奥妙，须阅《大日经》疏释，及《显密圆通》、《大藏秘要》等密宗典籍。杨文会还曾致函南条文雄请他代为寻觅辽觉苑撰的《大日经义释演密抄》一书。太虚大师对密宗的复兴更有开创之功，早在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就提出派中国学僧赴日、赴藏学习密法的主张，这促成了之后的持松、显荫、大勇等的东渡。太虚的弟子大勇曾总结说：“近世中国沙门提倡密宗最有力者，当首推虚大师。”[2]太虚主编的《海潮音》更是在密教复兴运动中起到了首倡的作用。故《海潮音》曾撰文称：“中国密宗的复活，以本刊第一年的提倡——出有密宗专号——为始，失传千年的中国密法，才由日本返流回来。由本刊提倡之后，才有大勇、持松以迄谈玄等之留学事业。迄民国十二年大勇归来传法，十三四年持松回来传法，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密宗真是风靡一时的了。”[3]东密、台密在内地的弘传主要有中国僧人或居士赴日求法和日人来华弘法两种形式，其中中国僧人诸如大勇、持松、显荫、谈玄诸师为其中之佼佼者，王弘愿、顾净缘居士为中国佛教居士东渡求法之代表，而日人来华者主要以觉随、权田雷斧等为代表。

（一）持松与大勇之东渡求法

民国时期，我国东渡日本求学密法最早者为桂念祖居士，其后对佛教界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大勇、持松两位僧人。桂念祖（1869—1915），一名赤，字伯华，江西德化县（今九江县）人。桂念祖从小师从经学大师皮锡瑞，在经学、词章方面均有深厚功力：“同治八年（1869）生，与夏敬观同师皮锡瑞，经词章，根底深厚。”[4]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人。早年曾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参加戊戌变法，主持沪萃报馆。梁启超离开湖南时，曾举荐桂念祖代理时务学堂讲席，桂念祖因故未就返回家乡，后至南京师从于杨文会学习佛法。此后与其弟东渡日本留学十年，学习密宗，为当时著名之阿阇黎，学密乘并拟西入藏卫，补学日域所未逮，至是赉志以殁。1915年3月5日，桂念祖在日本东京逝世，临终，自撰挽联云：“无限惭惶，试回思曩日壮心，只余一恸。有何建白？惟收拾此番残局，准备重来。”陈铭枢、黄忏华尝从其学佛。

持松（1894—1972），法号密林，自号师奘沙门。俗姓张，湖北荆门人，初出家于荆门沙洋铁牛寺，后于湖北汉阳归元寺得授比丘戒。1914年，持松初入上海哈同花园华严大学，后因华严大学相继迁至杭州海潮寺、九华山东崖寺及常熟兴福寺续办，持松法师一直亲近月霞法师，研究华严教义。1918年2月，月霞法师圆寂，应慈法师宣读月霞法师遗嘱，告知大众由持松法师嗣法月霞法师。1919年，持松法师始主持月霞法师之常熟兴福寺，继应慈法师后，主讲“法界学院”，专弘华严五教义。1922年，曾参与组织“北京念佛会”的著名居士马骥平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持松法师遂与安庆迎江寺竺庵法师商洽创办佛教学校事宜，并亲自任教。持松法师与常惺法师均为月霞法师门下，同为华严大学同学，私谊甚厚，故又礼请常惺法师主办。持松法师因1915年日本“二十一条”有来华传布佛教之说，早有探究日本佛教状况之意，然时机未能成熟。后来因杭州等地居士劝他学密宗，他认为此乃中国绝学，借此正可参观日本佛法之设施，于是慨然允诺，遂赴日学法。据持松后来回忆：“当民国四年，余在杭州华严大学肄业时，日本有二十一条要求，并有来华传布佛教之说，闻之不胜怀疑。我国千余年来，佛教虽迭有兴废，而大乘教理，绵延未绝。日本佛法，为中华之末流，有何特殊之点，转欲传布于我国？然其自明治维新后，或亦不无可采之点。尔时即欲东往，一探其究竟，奈时机未熟，殊失所期。迨十一年冬，杭地诸居士劝学密宗，余以此乃中国绝学，假此并可参观日本佛法之设施，遂慨然允诺。”[5]从中不难看出持松法师东渡日本求法之因缘，乃受到杭州居士之推动，意欲一探日本佛教于明治维新以来发展的状况，以此探究振兴中国佛教的措施。1922年冬，持松法师与大勇法师等结伴东渡日本学习密法。持松法师首先抵达日本横滨，尔后赴高野山随金山穆韶修学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密法，得第六十四世阿阇黎灌顶位。1924年春持松法师回国，开始在上海传法，1924年夏应武汉善信礼请由上海辗转至武汉。持松赴武汉途中经安庆迎江寺，故地重游，甚为感慨东渡之过往，在常惺法师特开会欢迎席间即席陈词，报告东行之经过，除了回忆自己东渡日本求法的因缘外，还深入介绍了日本佛教之现状，讲述了其初入横滨亲见日本僧人为罗马教皇要求派驻总监驻扎东京之事而游行示威的状况，并感叹日本佛教欲布教于我国时，我国佛教徒或不知其事，或装聋作哑，不知患生眉睫、祸起萧墙的种种表现，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大师的拳拳报国之心。陈词中还介绍日本宗派团体承办大学，僧俗于佛教有极高造诣的事实，表现了其对中国佛教之复兴的迫切期待。持松法师介绍日本佛教护国、护教、兴法之现状，尽管对于我国佛教现状的失望之情不免溢于言表，但也将日本佛教之娶妻生子、荒废戒律斥为“三宝之形神不完”，鼓励我国僧徒弟子当奋勉改革旧习、奋发精神、广立学校、矫枉过正，则前途不可限量，不待彼国强来布教反哺于中华。

1924年秋，持松法师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为祈求保国安民，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省长萧耀南发起，请持松法师在宝通寺灌顶结缘的《仁王护国经》大法会。七日法会中，持松法师亲自撰写结缘灌顶文书，介绍日本密教的缘起和自己东渡求法的热情，使得远道而来求法的信众对于密教有了新的认识。传法期间盛况空前，每日来山受法者不下百数人，连持松法师自己都说：“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自此，社会名流陈元白、赵南山、杜汉三、邓梦光、孙自平等相继入坛灌顶，倾心于秘密神咒，而武昌宝通寺也成为近代中国重兴密教之主要道场。此后，在萧耀南布施巨资支持下，持松法师在宝通寺修筑了密宗法界宫、瑜伽堂等建筑，并购置法器，绘制诸曼陀罗，拟将宝通寺建成专修密宗的道场。1925年，持松再次东渡日本，入学京都比叡山延历寺、高野山等日本密教道场，深入学习了台密、东密教法和梵文，后于1927年回国往来于上海、杭州、南京、武汉等地广传密法。

持松早年修学显教诸宗，尤精华严，于天台、法相亦有研习，后入东密，于密宗教理、修持仪轨深入闻思修学，其著述丰富，于显密教义能融会贯通，并在对东密批判性继承的立场上，兼摄台密，于唐密亦有所建树。其主要思想主要集中于《贤密教衡》和《贤密教衡释惑》之中。持松认为东密的部分教义并非最初唐密原貌，与密宗原始经论也有所出入。他认为东密部分理论为该宗祖师所创，而他对空海的《十住心论》尤有独到的见地，他说：“吾之所以开坛灌顶，推行所学者，正吾之所以尊吾师也，尊吾祖也，尊吾自心成佛之教也。吾之所以有《贤密教衡》者，亦吾所以尊吾师、吾祖之所宗者，令去其十住心之小疵，而还成其真言密教之良规。”[6]除此之外，持松对东密的整体教义还是基本接受的，并吸收台密的部分义理使之更加圆满，且更能融摄华严，汇通显密，其密教主要著作有《大日经住心品撰注》、《金刚大教王经疏》、《苏悉地经疏》、《金刚界行法记》、《密教图印集》、《密教通关》、《施诸饿鬼食法注》等多种流传于世。

大勇法师受太虚大师影响，倾心于密法，成为民国时期密宗复兴的重要推动者。1921年，太虚大师在北京广济寺宣讲《法华经》，恰逢日僧觉随阿阇黎在北京弘传密法。觉随前来听法，并意欲邀请太虚大师东渡日本，承传唐代东传之密法，然而太虚大师无意于此道，自言“无即身成佛之野心”，遂未能成行。尽管如此，但太虚大师并不反对东渡求法，从他面向世界，适应时代，融摄梵、巴、汉、藏全体佛法以重建中国佛学之立场出发，他十分支持中国学人东渡、西行，学习东西密教，以融会贯通，复兴中国之密教。在太虚大师的支持下，其弟子大勇法师（1893—1929）发心前往。大勇，俗姓李，原名锦章，四川巴县人，清末毕业于法政学校，民国初年，曾历任军政、司法之职，后来与重庆佛源法师建香光学社，学习佛法。1919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大勇于上海皈依太虚大师剃度出家，于1920年在金山寺受具足戒，后又赴五台山朝礼文殊师利菩萨，乞勇猛智。1921年秋，大勇自五台山往北京听闻太虚大师宣讲《法华经》，正遇日僧觉随力邀太虚大师留日学法，因太虚大师无意于东渡日本，于是大勇发心欲往一试，遂同觉随于1922年东渡日本。

大勇法师到日本以后，入高野山随金山穆韶（1875—1958）阿阇黎学习东密。金山穆韶是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第六十三世和三宝院流第五十世传灯大阿阇黎，高野山天德院住持，高野山大学著名教授，历任宝寿院门主、修道院长、高野山大学校长、金刚峰寺第396世座主（1953年2月—1956年2月）、高野山真言宗管长等职衔，有《弘法大师之佛教观》、《秘密宝钥大纲》、《真言密教教学》、《真言密教教理史》、《大日经研究》、《弘法大师的信仰观》等诸多著作传世。金山穆韶博学多识、戒律精严，坚持终生素食独身，乃是日本近代杰出的真言宗高僧，1927年，曾随日本佛教考察团来中国回访。大勇法师抵达东京后，结识了在东京留学的陈济博（陈元白之子），一同与觉随前往高野山学习密法，大勇法师访得金山穆韶阿阇黎要求学习密法。金山穆韶令大勇筹备两年学费随其学习密法，于是大勇返回杭州筹措经费，于1923年冬再次东渡，入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经一年有余，得授传法灌顶阿阇黎位。大勇法师于1923年10月回国，初抵上海便遇到清末民初著名居士江味农、吴壁华等力邀其在上海开坛传授东密教法，打破了大勇法师意欲专修的愿景。大勇法师于上海传法灌顶，后至杭州停留月余传法授徒，得到了潘国纲、王吉樗（时为实业厅长）等社会名流的支持，其纷纷皈依得法，徒众多达数百人。1923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大勇法师应武汉佛教徒祈请抵达武汉，住在武昌佛学院内传法授徒，得到了武昌佛教会的认可。自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坛到1924年正月二十三日止，陆续灌顶十次，其中入坛学法者有在家居士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杨选承、杜汉三、黄子理等居士名流和院内学员等共计237人，于是武昌佛学院学僧以及武汉居士几乎全部倾心于密法，太虚大师锐意改革佛教之根本道场、新僧运动之大本营（武昌佛学院），却因日本密教的弘传而勃兴，实难以预料。太虚大师于1922年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建立的近代第一座高等佛教学府因以往支持学院的诸大董事都因转修日本密教（东密、台密）以求“即身成佛”，而无意于继续支持太虚大师，学院遭遇挫折，有违太虚之初衷。

（二）显荫与谈玄的弘密活动

1923年冬，民国天台宗大德谛闲法师之高徒显荫法师继大勇、持松之后东渡日本学习日本密教。显荫法师，字大明，俗姓宋，江苏省崇明县人，依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剃度出家，并于五磊山依谛闲受比丘戒。显荫法师天资聪慧，精通经藏，善词赋诗章，1919年，入观宗学社正科学习，并与常惺、仁山同学，常惺考试名列第一，仁山第二，显荫法师第三。1923年显荫法师抵达日本高野山，与大勇、持松一样就学天德寺金山穆韶阿阇黎座下学习日本密法，受持灌顶，佩法身佛心印。显荫法师所著《留东随华》中讲述了他东渡日本的因缘，本为慰吊日本“京滨灾区”而远渡扶桑，可见其并非如大勇、持松一般专为求学日本密法而专程赴日。

显荫留日期间，习学密教诸法的同时，深切关心国内佛教之发展，并且提出了发扬我国先进国家佛教光辉而与东邻佛教并驾齐驱，对日本佛教徒来华提高警觉等诸多真知灼见，足见显荫法师渴望国内佛教徒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以御外侮的报国之心。显荫法师留日期间多与太虚大师有书信来往，太虚大师所主持的“世界佛教联合会”能够如期召开，显荫法师功不可没。1924年夏，太虚大师期望以佛教关系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并有助于世界和平，但因限于时间及经费关系，虽名为“世界佛教联合会”，实际上仅以中日两国佛教徒为主体，正是由于显荫法师从中斡旋，而促成了日本派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博士及奈良法隆寺丰山派佐伯胤定等日本佛教界重要人物来华参会。显荫法师在上太虚大师函中谦虚地解释此为太虚大师慈光所至。显荫法师不但是精通三藏的佛教学者，也不愧为深谋远虑的外交活动家，太虚大师组织“世界佛教联合会”，显荫法师身在东洋且书信向太虚大师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和注意事项：首先肯定了太虚大师建立“世界佛教联合会”为中国佛教界增强实力以抵御日本佛教徒布教于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撰写了《劝告书》（劝告中国佛教僧俗），强调中华佛教本为世界先进之国，中国僧徒不应落人后学，该极尽努力且抵御源自中国之日本佛教的布教野心，扬我国光；再者显荫法师又以一个政治家的卓越眼光对日本佛教布教于中国的野心进行了仔细的梳理，提出了中国僧徒理当各自勤勉，复兴中国之佛教与日本佛教并驾齐驱，而并非盲目排外。后来显荫法师又向太虚大师上书详细阐述了其建立“神户华侨讲学会”的过程，并对建立“世界佛教联合会”再次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主要有：发布劝告宣言；联络全国各丛林长老协同进行，各派会员赴会；聘请诸山大德为理事；组织对外负责任之代表团体，以便与日僧相提携而不致被他轻视；组织杂志，以事会务之记载及督促之需；会长一职以总干事名义统率诸务；多诸负责任之干事长以利各地鼓吹；各宗寺院别选负职任之上座师；会议规模与目的皆当远大公正互助互勖；对日本僧侣须亲善而慎为防范等建议。[7]显荫法师于1925年回国，不久便因劬劳过度染疴，英年早逝，不失为近代中国佛教之一大遗憾。显荫法师德识兼备，学养深厚，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发起的《新修大藏经》，博考唐、元、明、清历代大藏经版本，遍搜高丽、西藏、印度以及欧洲诸佛经以备校雠，而特请显荫法师撰序，刊于新修大藏经样本卷首。日僧主修大藏经，请中国佛教少年沙门作序，实属空前罕有之事，其对显荫法师学术修养之崇敬，于此可见一斑。[8]显荫法师遗著现有《留东随笔》、《佛学大辞典序》、《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再论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教之关系》、《扶桑探胜记自序》、《十八道作法秘记》、《显密对辨章》、《佛教救世之根本要义》等。显荫在肯定东密基本教义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对空海的十住心论判教说等东密极端思想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调和显密，使密宗能够融入中国佛教现有诸宗。另外，显荫进一步认为佛法诸宗圆融无碍，禅宗、天台、贤首、三论和密宗都以龙树为祖，他说：“佛法圆融，中边皆甜，耳齿足尾，皆是象体。”[9]他认为学佛之人应显密兼通，性相兼学，先显后密，并主张将藏传佛教包容纳入中华佛法之中，形成一中华五大民族之佛教。

谈玄法师，湖南人，自幼出家，专志修学，亦是近代中国佛教修学、弘传日本密教的大德之一，1934年谈玄奉太虚法师之命东渡日本求学一年半，得台密、东密两大传法阿阇黎位归国，系我国获得日本密教台密、东密两大支流密法灌顶的第一人，其回国所携两千余种密典和许多密乘法器，曾在上海佛学会对外展览，颇受各界关注。1936年2月发表于《海潮音》署名吉祥子撰写的《欢迎谈玄法师归国》一文中说：“其所学而得者，有台密全部传法灌顶与东密全部传法灌顶。在日本修学密宗的中国留学僧，自民十年以至现在，十五年来，有大勇、持松、显阴、又应、纯密、谈玄诸师，而得日本台密东密两大支流的密教传法灌顶学位者，唯谈玄法师一人也。”[10]谈玄法师不仅于密宗教相有精湛的证悟，于深研中国禅学，对时代环境亦有清醒的认识。谈玄法师东渡求法携归两千余种密宗典籍和密宗法物，主要分为书籍、图标、佛像、供佛衣品等几大类，其中以书籍最多，包括中国佚失由日本寻回的佛典、手抄佛典等，就编目内容而言，总共214种，1700余册，未编目录者，百余种，计800余册；版本有宋刻、明刻、清刻、手抄、油印、影印等，大多数为铅字刊印本；装订方式大多为欧美式精装，兼有日式装订和中式装订；书中文字有纯汉文、纯英文、汉日文对照、梵日对照、英梵对照、梵汉对照、藏汉日合刊对照等形式。谈玄法师从日本带回的珍贵资料，大多不易得到，其中《经海一滴》、《秘藏经》、《八啭声钞》（有关音韵之书）、《宗镜录》即是在中国早已失传之绝本；《金胎合灌私记》、《金灌私记》、《子岛流四度次第》、《诸尊单法》、《安禅寺流四度圣教》、《密宗研究》则为日本尚未刊印的手写本；另外《经海一滴》系清雍正刊印，极为珍贵，每部第一册序文后均印有“雍正宗翰”字样的朱红印章，这些书籍均藏于武昌佛学院图书馆。昔有日本人空海、最澄二人入唐短暂求法，并雇人帮助抄录经典、绘画密宗五祖像等携归日本成为绝世法宝，近有谈玄法师效仿二尊搜集到中国失传的诸多教门经籍，对于光大教门、复兴中国佛教影响深远，价值不可估量。

（三）曼殊揭谛、王弘愿与顾净缘的弘密活动

曼殊揭谛以其传奇经历以及扑朔迷离的身世堪称近代佛教史上的奇僧。近代天台宗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及东初法师的《中国近代佛教史》均将曼殊揭谛与苏曼殊相混淆，认为他是中日混血。[11]然据曼殊揭谛的自述：“曼殊，川人也。离省廿余年，从政北京，服务之暇，涉猎内典。”[12]他与能海、大勇、张克诚等来自四川的著名佛教人士一样，都是先涉足于政界或军界，后因时局之变而转入佛门，并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1913年，曼殊揭谛于北平广济寺从清一老人受临济法脉，并与张克诚并称高弟。1918年，曼殊揭谛妻、儿病逝，其遂于红螺山资福寺闭关一年。后游五台山，因感悟自己前世为文殊眷属，乃自号为曼殊揭谛。1920年，于天童寺受具足戒；1921年，为虞山兴福寺华严学堂教授，后入支那内学院，从欧阳渐研习唯识。1924年6月，日本丰山新义真言宗权田雷斧应潮安居士王弘愿之请，至潮州开元寺弘法，曼殊揭谛即以王弘愿师兄的身份接受传法灌顶，得传法灌顶大阿阇黎位。与同学王弘愿在广州、潮汕等地组织震旦密教重兴会。后来，王弘愿以居士身份践传法阿阇黎之位，为僧俗灌顶、授戒，激起国内佛教界的公愤，曼殊揭谛亦以同门师兄身份，斥其改过自新。由是，昔日同门情断义绝，相互口诛笔伐，势同水火，曼殊揭谛亦由此身陷囹圄。曼殊揭谛的著作主要有《瑜伽真言句义》一卷、《成金刚身内功修养》一册、《悉昙梵文启蒙》一册、《观无量寿佛经义蕴》两册。前三部主要介绍密宗的教义、见地、修学方法，从入门启蒙到深入的内功修炼都有涉及，内容翔实、范围全面。《观无量寿佛经义蕴》主要是以法相唯识之旨诠解净土三身四土之义，书末附介绍云：“曼殊揭谛法师精研法相、秘密二宗，为当代佛门龙象，曩岁尝依唯识教义，解释《观无量寿经》，内容精彩，胜义重重，可谓别出手眼之名著。”[13]

近代赴日求学密法的居士中，除了桂伯华外，尚有王弘愿、顾净缘、程宅安、黎乙真、屈映光和冯达庵等人物，其中王弘愿（1836—1937）与顾净缘（1889—1973）居士的影响最大，王弘愿所主持之“密教重兴会”和顾净缘所主持的“两湖佛教讲习所”是近代复兴密教颇有影响的两大居士团体。

王弘愿，原名王师愈，字慕韩，号大心居士、圆五居士，广东潮安人，系近代弘传日本密教极具影响力的居士之一，因于1918年翻译日僧权田雷斧所著《密宗纲要》一书，视其为法宝，并由太虚大师将其编入觉社丛书出版发行。1920年，王弘愿又翻译了权田雷斧另一部著作《曼荼罗通解》，流通出版。由于前后两次翻译权田雷斧的著作，故深受其青睐。1924年夏，日僧权田雷斧来华，留居潮州15日为王弘愿传法灌顶，并赠送了全部法器和《弘法大师全集》，对其寄予了厚望。太虚大师在致王弘愿书中，深入分析了权田雷斧本人及日本佛教僧侣之传法行为而启迪王弘愿修学日本密教之注意事宜：“雷斧于日本密教之学者中，洵亦一代泰斗。然虽冒僧正之名，实缺僧行，闻之演华师，其年七十余时犹娶妾，闻日本僧皆如此，已成通俗，所行殆不亚居士非议于净土宗之某某上人者。夫密教贵行，空言无行，则只能以哲学者视之，不能以密教阿阇黎视之也。故私意当请周行讲学，等之杜威、罗素，而不应有开坛灌顶之事。质之居士以为何如。”[14]然王弘愿并不同意太虚大师的分析，因此植下了日后僧俗、显密诤论之因。近代日本佛教布教于中国的同时，往往配合日本侵华之野心，正如太虚大师所说：“凡事之兴，必有因缘。就言密宗，中国自唐迄今，绝响殆千余年。其复兴也，奈何不前不后，而潮涌于斯时耶？兹且一言其动机。密宗为日本中心之佛教，其宗义亦异开元之旧，杂于国俗私见。而我国清季留日人士，往往传闻其说，李证刚既译日文之《西藏佛教史》，侈读密宗，桂伯华且留学焉。共和四年，欧战方酣，泰西各邦无暇东顾之时，日人乘机暴发其素蓄谋我之野心，以二十一条胁迫我政府，其第五条即要求日人在华布教自由权，冀以传教之名，而行其帝国主义之实，其含有政治色彩，路人皆知也。”[15]太虚对日本佛教僧徒来华布教与日本军国主义图谋我国领土之关系的分析颇为透彻。

王弘愿于1924年从权田雷斧学习密法后，又于1926年东渡日本再次从学权田雷斧得密宗阿阇黎位。自1928年起，王弘愿在潮汕、香港、广州等地开坛灌顶，弘扬日本密教，直至1933年，授徒数以千计。1932年7月，王弘愿以“白衣身份”受广州解行精舍之邀请前往传授密法，于1933年主持解行精舍，传法期间开坛灌顶，法会颇盛，且有比丘从受灌顶，引起了包括太虚在内的不少高僧大德的批评，如姚陶馥《护法痛言》、周圆性《中国佛教密乘危矣》、法舫《全系佛法上之密宗观》、李一超《密宗平议》、澹云《从显密问题上说到王弘愿之犯戒》等。太虚大师批评说：“此王师愈狂妄骄慢之所自招也。夫以一师愈而辟佛之陋儒，一旦因从日文翻出两本东密新义派僧权田雷斧所著书，获雷斧青眼，破佛律祖制，授以传法灌顶，遂自以为奇货可居，妄思翘举雷斧所传，以压倒中外一切佛教法门；并以优婆塞居比丘等六众之上，统率七众，由此致招佛教缁素之训诫。乃王师愈不知反省，不识惭愧忏悔为何字，与人续兴斗诤而不已，遂招来四面八方之诃斥矣。”[16]王弘愿的同门曼殊揭谛的批评尤为激烈，曼殊揭谛在《与王弘愿论密教书》中称：“弘愿法弟慧照：谊属同门，理应信使往还，倍形亲睦。然愚到广州，经时六七年之久，绝不以片纸只字与吾弟者，皆由吾弟之行动为愚所不齿也。犹忆民十四年，愚在日本多闻院修法时，日本密宗各流于吾师权田大僧正到中国传法，与居士授传法灌顶事，攻击甚烈。同时中国显教中人，发布刊物，亦多以吾弟所行为讥评之资料。并接弟函，亦自述及。此事愚覆函中，因有恳切劝弟之言，谓既欲弘扬佛法，理应弃俗出家，如吾弟能火速现比丘身，则众口自息，乃不谓弟覆函中，竟谓居士当大阿阇黎，有圣言可据，是不错的。愚知此时魔入弟之心腑，邪执坚固……乃不谓近年以来，愈闹愈凶，除在潮州灌顶收徒，僭法王位外，并出应各处灌顶之请。”[17]

顾净缘，名畴，字伯叙，法名净缘，密号正明，江苏淮安人，为顾炎武之后。早年学儒问道，后遍访名僧修学佛教，曾与梁融觉、李又聃等在湖南创办佛教团体“二学苑”，主办“两湖佛化讲习所”。1924年唐生智拜顾净缘为师，自称“佛教将军”，顾净缘随军讲法，军中都尊之为老师，于军队中大力推行佛法。顾净缘的身份在当时颇为神秘，有传言他为南方某山的大和尚，云游至湖南，为唐生智讲经三日不倦，使唐生智大为敬服。1927年唐生智于武汉洪山宝通禅寺建金光明法会，顾净缘亦亲自到会讲经，引经释意，非常详尽，方为世人确认其为精通佛教的学者而非和尚。顾净缘建议唐生智组织佛法宣传队，选择留养在后方口齿流利的伤员，由顾净缘进行培训，然后派往各处宣传。这样既可宣扬佛法，又可约束散漫无所事事的伤员，一举两得。唐生智大为嘉许，令顾净缘照办。[18]1928年，顾净缘东渡日本习学东密、台密教法得阿阇黎位，回国后在上海建畏因同学会，创办《威音》佛刊，常以“谢畏因”的笔名在该刊发表文章，阐扬密乘，著述不少。顾净缘虽得日本东密、台密二宗之法脉，但以弘扬“人道佛教”为本，圆融不诤，并非独尊密教。

综观近代国内弘传日本密教（东密、台密）之现状，既有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图念我国土之权田雷斧之流入华弘法，亦有国内佛教有识之士远涉重洋，赴日求法。众多赴日求法之大德勇士不畏艰辛诚难能可贵，几尽为我国佛教之复兴鞠躬尽瘁诚令人感念，而日本密教于我国之弘传结果却是喜忧参半，既有持松、显荫等头脑清醒、爱国护教之高僧大德，也有王弘愿之流倒行逆施、忽视佛制的荒唐之辈。日本密教实源于中国之唐密，但流入日本以后，其旨归、形式皆已完全本土化，与我国之唐密当然存在诸多差异，其回传我国，不异于再次经历本土化过程，且近代以来日本佛教适应日本军国主义需要，高举护国护教之旗号，其传教布道大多带有政治色彩，图谋我之国土昭然若揭，诸多原因促使其在我国之流布不可能长久。

考察我国僧俗修学、弘传日本密教的现状也是造成其迅速消殒的原因。首先，当时入日本修学密法的僧人由于资费等问题，学法时间皆较为短暂，难以全面掌握密宗体系，求法当中大都重视密宗事相，而忽略教相，金山穆韶在回忆中国僧人学法情况时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先年支那有密林（持松）、大勇、纯密三法师，殆同时来山修学，是时余当指导之任。对于密林等授之以教相与事相之二门。盖教相者，理论门也，事相者，实践门也。此二门之不可相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故必宜双修也。本宗学徒以先学教相后入事相为顺序。然密等皆因留学之时间甚短，故希望自事相先授而教相以人体之修学方针，当自研钻云云。故即入事相，主以悉昙、真言陀罗尼、四度加行、曼荼罗诸尊之三密门灌顶等授之。”[19]描述了国人东渡习密的学风；其次，诸多留学求法僧回国后即投入灌顶传法的活动中，并没有进入专修专练的阶段，根基较为浅薄，难以深悟密教之宗旨，为日本密教的弘传埋下了不可逆转的隐患。再有此时期较之日本密教更加圆备具足的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也是造成日本密教迅速销声匿迹的又一大原因。藏传佛教较之唐密东传之日本密教在内容上更优胜一筹，其四续修法之“无上瑜伽部”填补了日本密教之空白，加之东来传法的藏传佛教诸位高僧大德多学养深厚，具神通及修法灵验等特质，掀起了国人修学藏传佛教热潮，严重打击了日本密教在内地的弘传态势。1931年以后，日本密教在我国的流布始示现衰相，逐渐销声匿迹，东渡求法之大勇法师后改习藏传佛教，甚至1953年持松法师于上海静安寺内设立真言宗坛场作为复兴唐密的基地，却多年求不得合适的付法人，使他不得不凄然感慨。

法舫法师曾感叹日本密宗在中国弘传的情况：“中国现在传行的密宗分两派：一为日本传归的东密，一为西藏传来的藏密。这两派在现在中国佛教中有相当的势力。中国密宗的复兴，始于本刊的提倡，继以大勇持松诸上人的东渡留学。民十二三年东归的密宗，宏传极盛。勇师持师均得佛教信众的拥戴。勇师因学藏密而示寂，持师复因现行密宗之复杂而消极。王弘愿君虽力宣东密，因越法羁道，未能引起国内佛弟子的信仰。所以现在中国的日本密的现状，已无精神。道在人宏，尚望大心之士，努力振兴！”[20]大醒法师亦说：“中国密宗在佛教史上并无若何光彩。近十年来始有兴起之象；惟学密者多系从日本学习而来，其弊病良多。盖日本传授我国习密者之密法都属皮毛之形式，并不视学习者‘修学行证之功夫’，躐等授受，欺法欺人，其害甚大。比如中国至日本学密者，有不到三月即得‘阿阇黎’学位者，迨回归中国，即忙乱传授，致一般趣时之佛徒，盲然相从。幸习此宗者，在中国现在还属极少人数。然也有发心救此弊者，我师太虚上人之弟子大勇法师于二年前特往西藏，研修藏密，意在求有所得，归而救诸日密之不足也。”[21]近代日本密教在我国的弘传非但未能复兴我国之佛教，且多有以标奇立异者，引起我国佛教内部缁素不和，显密相争，虽然盛极一时，但也昙花一现，不得长久安住。

二 藏地僧人于内地弘传密法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弘传密教受到了教内外僧俗的普遍关注，除了有日本密教（东密、唐密）在内地传布以外，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东来，掀起了继日本密教以后另一个修习密教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早在元代即有藏传佛教萨迦派八思巴（1239—1280）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对内地之影响深远广泛，后及明清，多受历代皇帝所尊崇，但一直身居宫廷上层，难以融入汉传丛林。及至近代伴随九世班禅喇嘛、多杰尊者、白普仁喇嘛、诺那活佛、贡噶活佛等一批藏传佛教高僧在内地的弘法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此时社会诸人也深谙沟通汉藏佛学于团结蒙藏佛教徒及巩固边陲的重要作用，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弘传奠定了群众基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弘传方式主要有藏地高僧东来内地和内地有识之士赴藏求法两种，前者有九世班禅喇嘛等高僧，后者有大勇、法尊、能海诸师为代表。法舫法师曾言及藏传佛教密宗在中国内地传播的情况：“西藏密法，在中国现社会中宏扬，近数年来，突飞猛进，班禅大师被迫亡居内地之后，其个人与门徒大宏藏密，政府为治边陲，不阻止蒙藏佛教，而近一二年来又极提倡，这是藏密宏传极盛一时的一个原因。其次就是一般藏僧——喇嘛——的向内地宏传密法。起初为久居北平的蒙古白普仁喇嘛，以金光明法曾来西湖及江南各省，盛宏一时。次为西康的多杰觉巴格什喇嘛，他留学西藏数十年，宏法蒙古，十四年来北平，十五年来武汉建密乘学会传法译仪轨五十余种，十八年至四川建和平法会，又传译仪轨百数十种；藏密在中国有雏形者，多杰格什上师之赐也。此外北平有密藏院，主讲者为蒙僧名辛喇嘛，二十一年与本年之时轮法会主动发起者，即为该会会员。由密藏院至班禅建时轮法会，为藏密在中国社会中宏扬最盛之一阶段。蒙藏喇嘛近在内地传法者，尚有安钦那拿等，亦皆传授仪轨，摄引学人。吾人之观察，白普仁之金光明法会，为内法的藏密宏传之胚胎时期。从十三年之北平藏文学院西藏学法团到民二十一年重庆成立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再从北平密藏院而到今日的上海菩提学会，已走入教理之研讨、文献之翻译，吾人认为是藏密宏传的萌芽时期。大盛时期，尚待来日！”[22]概而言之，近代内地修学藏传佛教的内容主要有学习密法事相，学习藏传佛教义理、翻译经典（以法尊法师为代表），以及两者兼之（以能海法师为代表）三种形式。

（一）九世班禅在内地的弘法活动

近代内地修学藏传佛教之热潮，起始于康、藏、蒙诸高僧大德在内地的弘法活动，其中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1883—1937）在内地的活动格外引人注目。民国年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分别于1917年和1923年颁布《火蛇年法令》和《水猪年法令》，为了增加军队开支而迫使扎什伦布寺增加税收，双方矛盾激化。九世班禅大师于1923年11月15日被迫离开扎什伦布寺，远走内地，于1924年3月20日抵达甘肃安西，并于1925年2月2日抵达北京。九世班禅佛学造诣精深，他到汉地以后，一方面灌顶授法从事佛事活动，另一方面致力于民族团结、一致御敌等爱国活动。《班禅额尔德尼传》记载九世班禅离开西藏后，在蒙古、内地总共举行过九次“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其中第六次和第七次都是在汉地举行。1932年段祺瑞邀请九世班禅入京授法，后在段祺瑞、吴佩孚、朱庆澜等的支持下，于10月22日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第六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各族群众十万余人。1933年，九世班禅在南京应戴季陶、石青阳、居正、贺耀祖、黄慕松、叶恭绰等之请，在城东宝华山的护国圣化隆昌寺举行密法灌顶三日，参加者有三百余人，外有各寺和尚二百余人。另有王一亭、屈映光、冯仰山、关[image: ]之、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作为施主，请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行了第七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者七万余人，其开示也由刘家驹、超一等译出。近代佛学大家太虚大师亦经常与班禅大师接触，互相赞仰，唯以语言之阻隔，不能互相研究，诚为遗憾。班禅于杭州授法期间，太虚大师专程抵达杭州参加时轮金刚法会，并随喜从班禅大师受金刚阿阇黎灌顶，执弟子礼。太虚大师素以弘扬“人生佛教”为宗旨，乃应机而学“融摄魔梵”之密咒，识与不识，多所惊奇。然就太虚大师一切皆为方便，无事不可适应心境观之，则也无足惊奇。太虚大师于“时轮法会设千僧斋”，并且融会各方不同之心境上堂说法，以一法不立，直指人心之“见性成佛”与“即身成佛”作一转语，化解了各方之怀疑。太虚大师说：“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间性，世间亦无性。以无性故，无少分别，觅毫厘世间法不可得，亦觅毫厘佛法不可得，说甚么发心学佛，弘法利生？而尤以禅祖西来，直指见性；密宗灌顶，即身成佛，最令人所欣慕。殊不知才云直指，早曲了矣！性且不有，怎样可见？何况天下本空，身不可得，说什么即不即？五智非有，佛不可得，说什么成不成？所以直指见性，即佛成佛，都不过空拳引儿笑，黄叶止婴啼。然不存佛法，非立人情；若立人情，便须佛法。例如提倡科学，而科学即建在因果律上，必明即空而假说，乃非迷信。故若怀救国济世之愿，即应于时轮坛中，虔诚顶祝！”[23]可见太虚大师之佛学造诣、救国济世之宏愿以及对九世班禅之礼敬。

九世班禅大师在内地的弘法活动，除了举行灌顶法会等佛事活动以外，也积极与中央政府联系，为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奉献力量，也更加深了他在内地的影响力。自九世班禅远走内地后，国民政府既尊重班禅，又笼络达赖喇嘛，日本侵占东北后，应如何消除西藏与内地的隔阂、重振中央政府在西藏之声威促使国民政府为缓和班禅、达赖喇嘛矛盾而努力。1932年12月24日，中央特任九世班禅大师为西陲宣化使，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是日到场有国民党中委戴季陶、石青阳、石瑛、吕超、魏怀及各报社记者数百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授印，行宣誓礼，由张继监誓，班禅举右手宣读誓词谓：“自奉中央命后，即诚意宣传德意，冀以宗教实力，效命中枢，振导人心，挽回末刧。”[24]同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首先致书达赖喇嘛，劝他与班禅大师“敦睦数百年来之旧好，示人民和平慈祥之范模，建五族永久结合之基础”[25]。戴季陶又于同年6月21日，复函班禅大师，恳切陈词：“益信复兴西藏之宗教文明，为救国救教之第一大事。而此之根本，则在于班禅达赖两大师之相亲相保。夫自来佛祖，必有两补处菩萨以为神足，诸佛皆然，具如经说。我宗喀巴祖门下之有两大师，事例正同。若两大师之亲交不复，佛教前途实不堪问……大师一日不回寺常住，达赖大师一日不与藏中僧俗四众同心协力，领导四众，建设西藏，化导群生，保障国土，则佛教将不可救，教亡则国与民无所赖矣。”[26]意在规劝九世班禅重回西藏。自1932年6月起至同年10月止，戴季陶六次致书班禅大师，一再恳切陈词规劝双方修好，直至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始表示同意班禅回藏，双方不难恢复旧谊。而正当各方盼望之余，不料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12月17日在拉萨圆寂，于是西藏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6年5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以中央专使身份，率领仪仗队由南京出发护送班禅大师回藏。1936年秋，行辕抵达青海玉树，因西藏亲英势力从中挑拨，西藏借口中央官兵随护迫使班禅大师回藏遭受阻碍。1937年九世班禅大师停留玉树期间抗日战争爆发，班禅大师一面为国祈祷、做念法事，一面捐款慰问将士，而且动员班禅行辕踊跃捐款，为抗战出力。九世班禅大师于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圆寂，1941年灵柩回藏。1938年国民政府于重庆举行追悼大会，分别请七世章嘉呼图克图·罗桑贝旦丹贝仲美主持密坛，太虚大师主持显坛，特派戴季陶于1938年8月赴四川甘孜亲自致祭。国民政府对班禅大师的崇敬，对融和边疆各民族情感、安定大后方，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九世班禅显密圆融、德行高深，在内地的弘法传教活动也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弘法做出了积极的表率，为内地了解藏传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白普仁与多杰尊者在内地的传法活动

白普仁尊者（1870—1927）系近代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高僧，驻锡北京雍和宫，多以修法灵验而著称。1925年，应段祺瑞之请，白普仁带领108位喇嘛主法于雍和宫修“金光明法会”21天，以祈祷国泰民安、消弭国难。同年7月，关[image: ]之、闻兰亭等敦请白普仁喇嘛南下传法并发起“金光明法会”，以祈祷全国和平。白普仁尊者携带全部法器和28名喇嘛南下上海，修供“金光明法会”，传“大白伞盖度母”灌顶，法会设内外二坛，以七日为期，入内坛听经者，必须在法会结束后才能外出，外坛则无限制。上海法会结束，各地信众纷纷礼请白普仁尊者莅临传法，上海的著名居士江味农且随同白普仁喇嘛赴各地弘扬密法，辗转数千里。另外白普仁尊者在承德外八庙也极富有法缘，在承德传法期间皈依者约17万余，甚至九世班禅抵达北京后，得知白普仁尊者之道行，始往礼谒，并赐予堪布僧职。

多杰觉拔尊者（1874—？），系康定人，属藏传佛教格鲁派，初剃度于康定安却寺，后入西藏哲蚌寺，修显密佛学十二年，显教穷究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律学五部大论，取得格西学位；密法入金刚曼荼罗，受诸法灌顶，又在爵巴寺专修密法三年，后来宏化内地，广结法缘。早在民国初年，多杰觉拔尊者即先后达16年宏化于蒙古[27]，在蒙古地区极具影响力。段祺瑞执政时期，国内形势暗潮汹涌、危机四伏，欲请多杰觉拔尊者修法息灾，唯恐被人讥为迷信，乃着范彦彬为代表请求尊者开“绿度母”道场15天，为国修法，事后段祺瑞加封他“诺门罕”封号，以示尊敬。多杰觉拔尊者于1925年入北平，礼谒九世班禅喇嘛，与白普仁尊者一起指导大勇法师学习藏传佛教“生起次第”等密法前行，并介绍他入康藏求法。1925年，多杰觉拔尊者南下杭州等地灌顶授法，并译出了20余种密教仪轨，后在杭州、汉口传法期间，吴佩孚、赵炎午、汤芗铭等政界要人及北大教授张怡荪、罗庸中等皆皈依座下，虔诚听法。多杰觉拔尊者在传法过程中共译出密轨108种，由程宅安等刊行，名曰《密乘法海》，为近代汉译藏传密典之嚆矢。1931年，多杰觉拔尊者入四川朝礼峨眉山，后到成都传法灌顶，数百人相继入坛，开绿度母、长寿佛、药师佛道场，广度阵亡将士，开金刚狮王佛母道场以降伏四魔。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亲率数百人入坛受灌，从学者达九百余人，自此川中密法大兴。多杰觉拔后至上海，又经香港、南洋至印度，朝礼莲花生大士修法处，由大吉岭至菩提大金塔，后返回西藏驻锡哲蚌寺，普修供养。综观多杰觉拔尊者在内地的弘法活动，可谓成绩斐然，为内地翻译藏传佛教密宗仪轨和普修密法要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诺那活佛与贡噶活佛在内地的弘法活动

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弘法，除了格鲁派之外，还有宁玛派、噶举派等诸位活佛、堪布。诺那活佛系宁玛派活佛，贡噶活佛系噶举派活佛，二者开创了二宗互传的先例，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弘传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诺那活佛（1865—1936），西藏昌都人，原系汉族，俗姓徐，原名格热喇嘛·索朗列旦，是昌都类乌齐寺吉仲活佛的管家和央贡拉章的管理人，后被认定为十四世金塘活佛，24岁继承宁玛派祖位，于1924年绕道印度至北京传法，1926年入川弘法三年，从学者数以千计。1929—1936年，在南京、上海、苏州、杭州、莫干山、广东、湖南、湖北、南昌、庐山等地多次传法，皈依受学者甚众，其中颇多政界、商界、知识界上层人士。其所传藏传佛教密法主要为宁玛派“莲花生大士”、“度母”等本尊修法，并著有《应化记》、《语录》、《诺门普传真言录》等刊刻印行。诺那活佛传法弟子众多且多属在家居士，广布诺那法系，使得诺那活佛所传之藏传佛教教法弘传于世界各地，其中王家齐在昆明建有“莲花精舍”；吴润江在香港、台北、台中建了“诺那精舍”，后于1960年赴美国、加拿大，开了藏传佛教密法弘传于北美的端绪，今天美国纽约亦有诺那徒裔所建之“诺那寺”；屈映光于1949年赴台湾，在新店五峰山建“南方宝生佛刹”传法，有林祥煌、欧阳重光继承其事业。

贡噶活佛（1893—1957），四川康定木雅乡人，为西夏党项后裔，被噶玛噶举派十五世大宝法王卡钦多杰认定为雪山喇嘛扎白拔之转世，3岁坐床即位，18岁入昌都名寺德格八邦寺受沙弥戒，1916年受具足戒，后赴西藏深造，于诸善知识座前，随类听讲显密教法，先学五明，次学慈氏五论及噶玛噶举派“中观”、“瑜伽”、“俱舍”、“集论”等性相十三部大论，无不次第研究；其密法实践方面广受“密集金刚”、“喜金刚”、“胜乐金刚”、“玛哈嘎拉”等诸部密法灌顶，显密造诣极深。1935年，诺那活佛函邀贡噶活佛来内地代为传法，尊者于1935年、1945年两度东来，在成都、重庆、杭州、沙市、昆明、长沙、南京、庐山、汉口、上海等地灌顶传法，先后历时5年，较系统地传授了藏传佛教噶举派之主要密法“大手印”、“胜乐金刚”、“金刚亥母”、“那若六法”及“宁玛派大圆心髓法”等，并翻译出百余种传法仪轨，重要者有《大手印讲义》、《恒河大手印直讲》、《大密妙义深道六法引导广论》等。诺那活佛、贡噶活佛交从深厚，二人在传法过程当中，往往融会密法与汉传禅、净二宗，称赞汉传佛教禅宗为“大密宗”。1937年，贡噶活佛至庐山，为诺那活佛安葬灵骨，建塔供养，1939年返抵成都，演说新旧二部仪轨，旋又重返西康。1947年1月25日，国民政府明令颁予贡噶活佛“辅教广觉禅师”封号，并赐金册银印，令文说：“贡噶呼图克图，夙明教义，遐绍宗风，缮性传经，边民信仰。二十六年，抗战军兴，远来赣蜀诸省，虔修法会，祈祷和平，护国之诚，殊堪嘉尚，着加给辅教广觉禅师名号，以示优隆，此令。”[28]册文说：“觉民辅世，本政教之同源，旌善酬庸，亦国家之令典。西康贡噶呼图克图，修持坚卓，慧性澄明，振鹿苑之宗风，化行南服，弥狼烽之劫运，志极群生，着予辅教广觉禅师名号。于戏，慈惠为心，能召祥和于大地，精诚护国，宜申褒扬于中枢。特授嘉名，祇承显命。”[29]1947年6月，贡噶活佛于内地传法，在江苏无锡传“那若六法”之“破瓦法”时，入坛得授灌顶者数百人，门外竚立者，不知其数。后于南京驻锡玄武湖诺那塔院传授“喜金刚”、“胜乐金刚”、“度母”等法，于1957年正月二十九日，圆寂于西康，世寿65岁。综观诺那活佛与贡噶活佛二大师在内地的弘法活动，二位尊者显密双修、随机教化、为藏传佛教东传内地功不可没，其法脉传习至今，仍不绝于耳。二位大师护国利民、慈悲爱教、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之诚心，是为楷模。

除了以上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诸位活佛来内地弘法外，来内地弘传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还有内蒙古格鲁派高僧宝珍金刚于1930年应请在北平极乐庵传“大威德金刚”生、圆二次第，“那若空行母”等法，有传法记录本刊印；有青海塔尔寺安钦呼图克图于1933年6月至南京传“吉祥天女”法，又至北京“密藏院”传法，皆由法尊法师译出；另有格鲁派荣增堪布（1922）、章嘉呼图克图（1924）、扎什伦布寺萨钦（持明）呼图克图（1938）等来内地传法，萨钦在北京“密藏院”（持咒法藏寺）为各族弟子548人授“金刚鬘”灌顶，其所传本尊图像被译出刊行。诸位藏传佛教大德于内地弘传藏传佛教不但为汉藏交流做出了贡献，也为近代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共同抵御外侮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大勇法师与法尊法师的入藏求法

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弘传，除了有藏地高僧东来传法，汉僧入学西藏求取密法是另外一种方式，其中大勇法师、法尊法师、能海法师为其著名代表。1924年春，大勇法师到北京求教于雍和宫白普仁喇嘛，当他听说藏传佛教密法较之日本密教更为严整圆备时，顿生转而修习藏传佛教的意念，欲以贯通日、藏两系密教，建立完全的中土密教，为东西佛教流布开一新的纪元，并计划组织“藏文学院”，先集一班学僧学习藏文，待藏文稍有基础，再进入西藏学习。大勇法师此举得到胡子笏、刘亚休、但恕刚、陶初白、汤铸新等居士的赞助，于1924年农历九月十三日于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并请多杰觉拔尊者为导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为大家教授“琅忍次第”及“藏汉佛教住持传承规模”等课程，在此期间还学法习定，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武昌佛学院职员大刚、超一，及研究员法尊、观空、严定、会中、法舫等也来入学，经过一年有余，大勇法师改组“藏文学院”为“留藏学法团”，专究藏密。大勇法师于1925年农历六月初四带领徒众从北京出发，经四川入藏，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但无奈被藏军所阻，止于甘孜扎迦寺学习，后因水土不服，同行徒众多有丧亡，大勇法师本人也于1929年英年早逝，圆寂于甘孜。大勇法师先后修学日本密教与藏传佛教，其不畏艰辛、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佛教缁素所敬仰，身后留有《菩提道次第略论》译著传世。留藏学法团团员中，超一、观空、大刚、密严、严定、恒演、密悟、广润、朗禅、密慧等留康学习，超一法师先回内地，在京、沪、无锡等地传法，后译有《大白伞盖经》等小品；大刚、法尊、密悟三人则继续西进，留学拉萨哲蚌寺，得格西学位，其中法尊法师（1920—1980）留学康藏九年，后应太虚大师之请返回内地主持“汉藏教理院”，以“翻经比丘”自任，译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显密重要论典三十余部，为汉藏佛学的沟通做出了巨大贡献。

法尊法师俗姓温，字妙贵，1902年生于河北深县南周堡村，19岁在五台山显通寺玉皇顶出家，北京法源寺受具足戒，曾先后师从太虚大师和大勇法师入学武昌佛学院、北京藏文学院学习，后在大勇法师的感召下随大勇法师组织的赴藏学法团入藏学法。首先抵达西康甘孜，并于1932年入藏于拉萨哲蚌寺学习显密经论。法尊法师在《入藏经过》中回忆说：“我在武昌听讲《三论》、《唯识》的时候，便深慕什（后秦鸠摩罗什）、显（东晋法显）、奘（唐代玄奘）、净（唐代义净）诸先觉的情尘，继闻勇法师（大勇）入藏的函召，当然是雀跃三丈，唯恐不得其门而入了。从此便以学习藏传佛教，研究和翻译藏传佛典，向内地介绍藏传佛教的教义和历史，作为自己终生的目标和事业，曾未动摇。”[30]1925年法尊与北京藏文学院的同学踏上赴藏的路程，在离开峨眉到达嘉定乌尤寺时，读到寺藏唐代求法僧义净大师的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得知当年义净历尽艰辛到达印度求法的事迹，看到义净所写“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的诗句，深为其感动。后来他在《著者入藏经过》中又回忆此事说：“我受了他老人家（义净）说话的刺激，同时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我对于前贤实在不敢起半点轻视心，我对于先觉的事业实在不敢起半点容易心。但是先觉的这种大慈大悲和大无畏精神，我羡慕极了，我也想牺牲一切去学学先觉。我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尤其对于义净法师所翻译的律藏，我很想给他补充圆满。西藏的密法，当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间的地理、历史和工巧、医方、政治、文艺等，我也有学习的志愿。”[31]法尊法师正是抱着这种坚定的志愿入藏学习佛法、坚持译经事业的。自1925年起先后九年，法尊法师饱尝艰辛，历经坎坷，足迹踏至今四川、西藏的许多地方，并遍访名师学习藏传佛教显密经论。

1933年，法尊接连收到太虚大师几封信，催促他速归办理汉藏教理院的事情。虽然觉得历尽千辛万苦方到西藏求学，但师命难违，只好于10月开始动身返回。途经印度、尼泊尔等地，他均朝礼佛教圣迹。1934年5月初到上海，特往奉化朝谒太虚大师。8月参加汉藏教理院开学典礼，并代太虚大师主持院务，每天除了讲三小时的课外，还要翻译校改《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和《菩萨戒品释论》等。1935年，为迎请藏传佛教高僧安东格西来汉地传法，法尊法师再次入藏一年，却因格西圆寂而未能遂愿，不过他带回了大量的宗喀巴大师著作，丰富了汉地对格鲁派乃至整个藏传佛教的认识。

从法尊法师代太虚大师主持“汉藏教理院”工作直到1949年，法尊法师在从事繁重的教学工作（藏文、教义哲学）之外，大量翻译藏传佛教经典，后又将汉译《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为藏语。法尊法师弘传藏传佛教，兼通汉藏，翻译经典，遂成为近代汉藏佛学交流之巨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尊法师笔耕不辍，在北京菩提学会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从事藏文翻译的同时，翻译、撰写了大量藏传佛教译著和文章，向内地全面、深入地介绍了藏传佛教。1955年，法尊法师为《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所写的关于藏传佛教的若干词条，流传最广，经常为各界读者参考，影响深远。此时斯里兰卡佛教界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发起编纂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希望中国佛教学者予以合作，撰写有关中国佛教的条目。当时周恩来总理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求，将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此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佛教学者参与撰写，内容涉及教史、宗派、人物、经籍、教理等各个方面，法尊法师、观空法师参加了藏传佛教条目的撰写工作。这些汉文原稿在1980年以后陆续由知识出版社以《中国佛教》的署名分册出版，受到了教内外学者的普遍欢迎和好评。法尊法师撰写的《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后弘期佛教》、《西藏的宁玛派》、《西藏的萨嘉派》、《西藏的迦举派》、《西藏的迦当派》、《善慧法幢》、《善慧海》、《克主杰》、《嘉曹杰》、《僧成》，概要而系统地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历史和若干主要教派、人物、教义，可以说是法尊法师一生研究藏传佛教成果的结晶。后来法尊法师从北京菩提学会转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法尊法师兼任副院长并亲自任教。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法尊法师担任院长。法尊法师于1980年圆寂，回顾其一生事迹，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协助太虚大师振兴中国佛教，特别是培养现代僧才；二是翻译了大量藏传佛教文献资料，为内地认识、了解藏传佛教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7年3月，近代佛教泰斗太虚大师圆寂，法尊法师为恩师撰写《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回忆自己师从太虚大师的经历，从“大师之救教运动”、“整理僧伽制度”、“创办僧教育机关”、“从事世界佛教运动”、“组织学会教会”、“筹办菩萨学处”等各个方面介绍并评述了太虚大师一生的事迹，在最后的“继承大师事业之集议”中将太虚大师弟子于上海集议的要点向世人介绍：“其最要者，在僧教育机关方面，则大师所创办之武（武昌佛学院）汉（汉藏教理院）两院，必须力图其继续进行，以备造成复兴中国佛教之人才。在佛教刊物方面，《海潮音》为大师二十余年弘扬佛法唯一之喉舌。不论经费如何支绌，必须设法印行，以为推行大师之思想及其事业之指针。大师丛书为大师毕生思想学行之结晶，必须速疾编纂完成，以作后学推行复兴佛教运动之范本……”[32]法尊法师秉持恩师太虚大师提倡之复兴佛教理念和重视僧才教育的佛教发展思路，在追随太虚二十多年间深谙太虚大师思想之要旨，历任汉藏教理院、中国佛学院职务，积极为汉地培养僧才。1935年，法尊法师在汉藏教理院开学典礼上向学僧致辞《论学僧之成绩》，从不同的角度对学僧提出要求。他认为学僧要成为“真正的僧才”，成绩应表现在“一智，二行”两个方面。第一“智”者，即普通之所谓知识，虽然范围略显狭窄，但也是成绩的一部分，是僧人赖以弘法利生的一部分；第二“行”者，即是德行，能够修养身心，调伏烦恼，防止诸非，而不致越轨的行为。而不论是“智”还是“行”皆为佛法所并重。在佛法当中，二者摄为教、证两种功德，“教者即通达圣教。证者谓由佛之言教，而亲证诸法性相。又教即通达教理智，证即依智而修，所得之三学功德也。《菩提道次第广论》说，教证二种，学佛者应当并重。教证之义，直言之即是智行。一方面须要注重学问，一方面仍要注重德行。注重学问则于师所授课，日有所进；注重德行，则于己身心日有所益。此进益即是莫大之成绩。品格者，是成绩之基础也。此致成绩之方法，略而言之有三：（一）具足品格；（二）勤求学问；（三）注重德行”[33]。法尊法师在这里所说的“智”与“行”、知识与德行、教与证，也就是现在常讲的才与德、思闻与修、学与修的关系，既要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积累系统丰富的佛教知识，掌握能够适应不同环境弘法利生的本领（“方便”与“善巧”），又要培养优秀的品德，坚守戒律，遵循佛教义理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求证得最高觉悟。

法尊法师在研究、翻译和介绍藏传佛教经典、教义理论的主要成绩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汉译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喀巴大师（1357—1419）师徒的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章》、《密宗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现观庄严论略释》、《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入中论善显密意疏》、《辨法法性论》、《七十空性论科摄》、《修菩提心七义论》、《苾刍学处》、《精研经释》、《缘起赞释》、《五次第论》、《正理庄严论》、《菩提道次第修法》、《入中论略释》、《七宝论》、《四百论颂》、《沙弥学处略释》、《俱舍论略释》、陈那《释量论略解》、《集量论》、《集量论颂》、法称《释量论》等；第二，撰写了大量藏传佛教研究论著，系统地介绍了藏传佛教的显密经著以及历史现状，如《西藏佛教概要》、《西藏佛教的建设》、《从西藏佛教学派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的建立》、《元明间与中国有关之西藏佛教》、《中观宗“不许诸法有自相”的问题》、《中观宗“不许自证分”的问题》、《〈般若八千颂〉与〈现观庄严论〉对照科目》、《中观宗关于“安立业果”与“名言中许有外境”的问题》、《中观宗不许“自续”的问题》、《〈现观庄严论〉中八品七十义略解》、《〈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评〈藏密答问〉》等。

四 能海法师的弘法活动

与大勇法师同时赴藏学习藏传佛教教法的另一位高僧是能海法师。能海法师悲深愿切，不辞艰辛，于1928年6月和1940年5月先后两次入藏求法。能海法师入藏学法的动因主要是有感于汉地佛教之衰落，他曾论及近代汉地佛教之凋零时说：“降之近代，言台宗者，惟宁波谛闲老人于观宗寺振其坠绪。贤首一宗，几近绝迹。……至于禅宗，因举世竞趋学教之途，更复成广陵散。一者领导乏其师资，二则学者根器陋劣，无笃信守道之士，浅尝辄止，何能成就。高旻寺来果和尚，有鉴于此，故限定住禅堂三年为期，用意固佳，然学者望望然去之矣。”[34]

能海法师（1887—1967）俗姓龚，名学光，字缉熙，光绪十三年腊月二十二日（1887年1月15日）生于四川绵竹县汉旺场。早年时父母相继去世，由他的姐姐抚养长大。少年时的龚缉熙即具忧国忧民之心，三十一年（1905）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开始了此后二十年的军旅生涯。宣统元年（1909），赴云南讲武堂任教官，朱德总司令、川中将领杨森等均在此受学。次年讲武堂结束，经两广、上海回到四川，升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能海法师最初的入佛因缘，《能海上师传》称：“海公上师弱冠遇藏喇嘛于云南”[35]，可能在云南讲武堂时已经开始接触藏传佛教。然而真正倾心于佛法则始于1914年，他从谢子厚居士得闻佛源老法师在成都讲经，即生起向往之心。一日骑马带兵经过三义庙，见法师正在讲经，深为信服，由此触发善缘，皈依佛源法师。同年袁世凯图谋窃国，在北平设将军府，羁縻异己将帅，龚缉熙亦在其中。1915年，他前往北京大学跟随四川广汉张克诚居士学习佛教哲学，大为叹服，因张克诚精于法相唯识学，著有《成唯识论提要》、《百法明门论浅说》、《八识规矩颂》等，由此深受唯识学的影响，并逐渐萌生出家的念头。[36]由于在北京打下了很好的唯识学基础，次年应重庆居士邀请讲《百法明门论》，深受听者赞誉。1917年在成都创办佛经流通处，由谢子厚任少城佛学社社长，经常举行讲经法会，佛源老法师、刘洙源教授、余沙园教授和邵明叔居士等常在此讲学。龚缉熙由此对佛学造诣日益精深。

能海法师与大勇法师等入藏求法的目的不同：“近人以大勇为最早，能海（上师自称）亦与同时，而动机略异。勇法师最初志学密乘，适有日本僧人来华，为赞日本密法殊胜，遂相偕东渡，殊至日本后，备历艰苦，戒亦几于不保，所得亦少。因日本密法传自东土，所谓东密者，其初祖仅留三阅月，所得仅有念诵仪轨之一部分；所谓台密者，其初祖亦仅留华二三年，归日后，于密法中有不能解者，则以台宗教义解之，故称台密。勇师既不满于日本之密法，遂归国，嗣从雍和宫白尊者闻西藏密法之殊胜，遂决意入藏求密法。”[37]此外，能海法师入藏求法，亦不同于通常学问之研究。“能海入藏之因缘，复异于彼，内学院欧阳居士有弟子名黄某者，少年颖悟，志学梵文，得梵文《弥陀经》一卷，与中文对较观之，久之遂通其义。后于俄国公使馆有秘书通藏文，教其学藏文以为学梵文阶梯，彼既研究藏文，乃从雍和宫所藏藏文经论中举其内地尚无异本者，译其标题，列为目录，其所译书目，流来成都，适余出家未久，见之，遂兴求法之念。”[38]

1925年，能海法师与同戒果瑶、永光、果蓉、传品结伴西行抵康定，恰与1925年大勇法师所率北京佛教藏文学院学生二十余人相遇，同住康定跑马山，依止降巴格西学“菩萨”、“比丘”、“密乘”诸戒及《菩提道次第》、《俱舍论》，并经灌顶传授“度母”等密法。1928年5月，能海法师与永光、永轮、永严四僧历时四个月入藏，于9月行抵拉萨，师号云登嘉措，住哲蚌寺郭莽扎仓瓦须弥村依止，被誉为藏地佛学界日月二轮之一的康萨仁波切，学显密教法五年，深得喇嘛显密法要。能海法师入藏学法的动因主要是有感于汉地佛教之衰落，他曾论及近代汉地佛教之凋零时说：“降之近代，言台宗者，惟宁波谛闲老人于观宗寺振其坠绪。贤首一宗，几近绝迹。……至于禅宗，因举世竞趋学教之途，更复成广陵散。一者领导乏其师资，二则学者根器陋劣，无笃信守道之士，浅尝辄止，何能成就。高旻寺来果和尚，有鉴于此，故限定住禅堂三年为期，用意固佳，然学者望望然去之矣。”[39]能海法师于显密两教皆有成就，为显密双修之一代宗师，在康萨仁波切座下修学时得到了康萨仁波切的认可，尤其对能海法师之戒行精进多为赞赏，并把自己用的衣、钵和许多珍贵经典交给能海，这说明康萨仁波切已认定能海是继承他法流的承传弟子了。能海法师说：“临济正宗传至能海四十四代，康公（按：康萨仁波切）所传之法于某二十九代。”[40]

能海法师一生修学藏传佛教极为重视戒律问题，并深入浅出地强调了显密之间的关系和修行戒、定、慧三学之正规法门，他说：“显是密之显，密是显之密，有则双存，无则并遣。若不知显，则不了密之性相，若不知密，则不悉显之作用，显教乃密教之基础，密教乃显教之善巧方便，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密法若背离显教之基础，即无异于外道，故学人必须有坚实之显教基础，方堪学密。有谓学密者，可不必拘泥于别解脱戒，师则断然不许。因密法讲即身成就，速度愈快故，要求愈高，亏损律仪，直堕狱地。如飞机少一螺钉，危险极大，不比普通车辆故也。下手方便，需依次第。学密法必须有显教之基础，未学显教者，不能入密。显教戒、定、慧三学，以戒学为首。能海法师说宗大师创格鲁巴教派，所以特别兴盛，即因严持别解脱戒，及摄持僧团如法羯磨之故，又说定道由戒律入手，乃格鲁巴之家风，定道不由戒入，即非正定，与解脱道不相应故。密法本来在戒律中，戒律即是密传，故应结合而修也。大乘戒为密乘戒根本，密戒是大乘戒方便，二者尤不可分。初学密者，应学下二部，万要与别解脱戒结合。”[41]可见修行藏传佛教密法须以显宗作为根基，显密圆融，次第修学，且“生起”、“圆满”二次第循序渐进，不可颠倒加以修行；戒律方面“密乘戒”必须以“大乘戒”为基础，“大乘戒”必须以“别解脱戒”为基础，亦皆须次第授之，可见能海法师对于藏传佛教历代僧俗对于修行密法和戒律的认识阐述精良。能海法师平时常助勉僧俗弟子：“依戒依法精进学修，但勤耕耘，不问收获，百折不回，必有成就。”

近慈寺又称护国金刚道场，寺院修学以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学体系为其家风，早晚念诵以《大威德仪轨》、《上师供》为主，僧人着黄色僧衣亦别于汉地丛林。能海法师于近慈寺非常重视戒律之行持：“为了树立正法僧团楷模，近慈寺对讲律守戒，特别重视，依佛制每半月集体诵戒（每一僧人都必须背熟戒本），每年夏三月集体安居，严持过午不食，共住僧众既须严守戒律，同时亦须恪守僧规，一有违犯，当主动忏悔，否则被揭发处分。”[42]能海法师非常重视僧才的培养，由此创设五堂口（沙弥堂、学事堂、学戒堂、加行堂和金刚院）及译经院：“内分学戒堂，五年学戒；学戒之前，先学威仪事相等，名学事堂，学戒以后，进修加行，名加行堂，外来僧众已曾学戒者亦可入此；最上金刚院，由台山来川诸上座所居，专修金刚乘法；未满廿岁之沙弥，则另设沙弥堂，学戒学法，作为比丘之基。每年结夏安居，传授大戒，半月一次诵戒，上半月烧护摩十五天，经常讲经灌顶传法，每日念诵修定，如法薰修。观堂持钵，三衣不离，一切悉遵佛制。”[43]各堂口的管理，通常由上座管中座，中座管下座。如学戒堂管堂由加行堂担任，加行堂管堂由金刚院担任。寺中监院、知客、班首执事、多由加行堂负责，金刚院推都监一人，主管寺务，其他僧众则专心修持。近慈寺的五堂口和译经院之创设，使僧众得以由浅入深，由显而密，次第而修，自利利他，学修圆满。近慈寺在僧团组织管理方面，如“羯磨制度”、“忏罪制度”、“半月诵戒”、“结夏安居”、“每年传戒”等制度，都是依据佛陀所制定的律法，依律奉行，这是中印汉藏寺院所共同奉行的。而“处罚办法”、“读账制度”等则属于清规的内容，最具有汉传佛教传统丛林特点的是“班首执事”一条：“班首执事，沿用丛林制度，四大班首：首座、西堂、后堂、堂主。八大执事：都监、监院、知客、库头、衣钵、典座、维那、纠察。以及其他执事，如付寺、账房、监修、庄主、园头等。执事一般于年底羯磨会中商议推选，由金刚院主持，经上师同意后就任。班首亦可由上师敦请。上师常与都监、监院、知客等商讨寺务，研究问题，作出指示。执事在师座下，均有戒律之观念，故能带动大众，依戒行持。”[44]所以僧制这一方面完全是依据汉传佛教丛林制度进行管理。据能海法师的弟子回忆：“我国佛教徒，为了解决衣食住处问题，曾有不少高僧大德，提倡亦农亦禅的生活方式。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如百丈、怀海和沩山灵祐等，都非常重视农业和林业等生产劳动，我们的海公上师更为突出。他老人家经常教诫我们，要发扬祖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自成都近慈寺开创以来，便采取了农禅并举，便体现了马祖、百丈自耕自食的精神。”[45]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党的自食其力政策，1950年，能海法师令近慈寺金刚院、加行堂、学戒堂等处的僧众前往绵竹县汉旺乡云悟寺植树造林，开荒种地。1951年能海法师也来到云悟寺，一面讲授教法、安居结夏，一面率众植地造林，开荒种地，并亲到山坡鼓励大家，讲述造林的重要意义。农禅并重，正是自唐代百丈怀海禅师创立清规以来，汉传佛教中的一大优良传统。1953年春，能海法师决定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造林，重建律宗道场。选定清凉桥三昧律师道场故址开始筹建，定名为吉祥律苑。1954年春，能海法师为广济茅蓬大殿毗卢佛装藏，讲《慧行刻意》。后返清凉桥安居，培修殿宇，躬亲参加劳作。又依佛制，选十夏以上比丘先学、照通、请佛、成佛、通一、常浩、贞意七人为新戒授戒，师自任戒源和尚，戒坛名慧灯堂。1956年春，能海法师参加五台山宗教办事处，组织全山僧众学习。此后一直住广济茅蓬、清凉桥、善财洞等处，直至1967年元旦圆寂。

能海法师继承禅宗、弘扬律学、修持密教，概而言之，他的佛学思想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显密圆通，无门派之见，会通诸宗。藏传佛教传入汉地，以元、清两代为盛，然多于宫廷之中流传，对汉传佛教僧团和普通信众则影响甚微。近代以来，随着活佛喇嘛相继来汉地传法，以及汉地僧人赴藏地求法，藏传佛教于汉地的影响日益加深。能海法师曾经开示说：“显是密之显，密是显之密，有则双存，无则并遣。若不知显，则不了密之性相；若不知密，则不悉显之作用。”[46]显教乃密教之基础，密教乃显教之善巧方便，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密法若背离显教之基础，即无异于外道，故学人必须有坚实之显教基础，方堪学密。1936年，能海法师在五台山茅蓬安居讲学，禅宗僧人早晚上殿，参禅；法师领弟子四十余人法堂修大威德。沈去疾老居士在评价能海法师临终洒脱自如时说：“至于临终洒脱自如，说走就走，设问侍者，暗藏机锋。皆其先日临济家风，禅宗本门功夫，与密宗神通无关，后人不当附会其为临终时显神通之说。”[47]任杰先生是能海法师的弟子，1942年秋至1956年秋，曾依能海法师学经十余年，他在回忆能海法师的家风时说：“外来客僧住学事堂，不分宗派一律平等相待，决不劝他学密及听讲，听讲取其自愿。”又讲：“余依止上师十余年，或讲经或闲谈，从未听上师指他人之过，总是赞他之德，亦未听说别宗之非，扬自宗之长，总是平等对一切宗派及各派之人。”[48]据《能海上师传》载：“师最尊重各宗大德，各派教法，如见虚云和尚先在门外三拜，然后入室互礼。见印光法师，亦赞叹净土，谈论佛法。遇红教寺庙，如康公教低头示敬。对其他宗派，均恭敬相待也。”[49]此事笔者曾求证于净慧法师，据他回忆，能海法师到北京参加佛教会议时曾前往虚云老和尚处顶礼，而虚老总是回拜，能海法师此后每次拜见前先在门外礼拜，然后入室相见。另据《能海上师行迹录》记载：“上师无门派之见，见虚云和尚，顶礼后才互拜；见印光法师也甚为恭敬，称赞净土，而非以自承密宗便轻视他教；他与太虚大师亦甚相合，绝不因宗派不同而言行有异。”又载：“师最尊重各宗大德，各派教法，如见虚云和尚先在门外三拜，然后入室互礼。见印光法师，亦赞叹净土，谈论佛法。遇红教寺庙，如康公教，低头示敬。对其他宗派，均恭敬相待也。”[50]能海法师会通诸宗的思想，出于对佛教的长驻世间和整体佛教发展的悲愿。

第二，解行相应，学修并重。能海法师在近慈寺及五台山等地弘扬佛法，以培养自他兼利的高素质法师为目标。能海法师强调学是为了修，所以不尚空谈。而修是以学为基础，以般若正见为指导，避免盲修瞎练。“为修而说，如说而修，学修一致，不尚空谈。”[51]能海法师极重僧人教育，他曾经说：“寺庙首应培育僧才，若要法流流传，必须培养年轻一代。”又说：“若令沙弥专修，似难安心，亦不相应；若令老僧学教，亦难学好。故沙弥，青壮比丘宜多学，老僧宜专修。即能各抒所长，各得其所。”又说：“有一定根器或学识者，应以法师为培养目标，学修兼优者最上，能学或能修者，亦有成就。”[52]

第三，戒律之提倡。《能海上师传》总结他的德行成就时说：“上师功德，首重三学。宗大师（按：宗喀巴大师）中兴西藏佛法，首在复兴戒幢。师观内地佛法略似西藏当初，故决意提倡戒律，重振僧纲，以身作则，严净毗尼。”[53]能海法师对戒律极为重视，要求共住僧众必须严持戒律，每日严持过午不食，每半月集体诵戒，每位僧人都必须背熟戒本，每年夏三月集体安居。在严格持守戒律的同时，还要求僧众恪守清规制度，虽然寺院以藏传修学为主，但仍严守汉地佛教素食的传统：“于藏地学法，虽极困难，仍坚持素食，因素食为汉地传统，僧制重于佛制故。主张出家必素食，在家则许渐断肉食，以为摄引。”[54]从1937年春，能海法师在广济茅蓬设学戒堂，计划每年春秋两季定例传授沙弥戒、比丘戒和菩萨戒。春季于夏历二月十五起，演习威仪，至四月初四文殊诞日圆满。秋季八月初四起，演习威仪，至九月十九观音纪念日圆满。新受戒者，随时听其入沙弥堂，预习律仪，至时给戒。每次传戒人数定为四十八名，若有超过该戒额者，留至下期与戒。得戒以后要依律制在该堂学戒五年，第一年中无论何事不得请假出戒堂。若有他处得戒之比丘欲入本堂学律者，随时听其入堂学习。该学戒堂有五种特点：“一、教授人多，二、教法周密，三、注重行持，四、兼通定慧，五、书籍完备。”[55]

第四，重视丛林清规和制度建设。能海法师在实践中非常重视汉传佛教丛林清规制度，他常教育弟子说：“寺庙丛林规矩乃祖师制定，经久则成一寺之宗风，若破坏他规，必损其寺，使他无章接引后学。按别解脱戒，一是重罪制戒，一是避免讥嫌，不损他人利益。”[56]1953年春，能海上师来到五台山清凉桥，整修了多年失修的律院吉祥寺，“师住持律院后，当即恢复为十方丛林，历年于寺院周围植树造林，开垦原有田地，兼营牲畜，俾住僧生活有寄也”[57]。能海法师率领弟子自力更生，提出三项计划：“一是山上有几十亩地，可种土豆蔬菜；一是造林，每年春季造林，师都率大众植树，并砌碑以资鼓励，把造林作为长远计划；三是搞畜牧业，经集资建起拥有三十多头牛、驴、马的畜牧组，不久就产了十多个小牛犊，计划每年能产二十多头牛，即可生活自给。”[58]

总之，能海法师一生弘法，以藏传佛教为主，但不排斥汉传佛教；在寺院管理方面，以佛制戒律为主，但亦酌情吸收借鉴汉传佛教丛林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他以近慈寺和五台山为中心，努力融合汉藏文化，以藏传佛教格鲁巴派的道次第为基础，借鉴汉传佛教丛林管理制度，建立起一套体系完备、切实可行的修学体系。由于他的佛学思想兼具汉藏两系佛教的优点，可补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忽视修行次第的弊端，又能避免历史上汉藏佛教格格不入的局面。换言之，能海法师严持戒律，定慧具足，显密融通，融会汉藏显密诸宗之长，可补汉地近代各宗之缺，千载以来，可谓稀有难得，这也是能海法师对近代佛教的一大贡献。

除了大勇法师、法尊法师、能海法师等高僧大德赴藏求法，赴康藏习学密法的内地徒众还有陈健民、张澄基、妙空、申书文（贡噶老人）、根造、密显等。陈健民（1903—1987）原修净土，依止过诺那活佛，后随贡噶上师入康学法，1952年出国隐居印度北境修行二十余年，1972年赴美国弘法，所撰《曲肱斋全集》论述显密教法，多依修证体验，堪称汉人中发挥藏密最为深彻者，并撰有一百多种英文小册子向西方人介绍佛学。张澄基（1920—1988）于1937年随贡噶上师入山，修学八年，1948年由印度赴美国，在纽约、宾州等地大学任佛学教授，以中英文译出《米拉日巴尊者传》、《米拉日巴道歌集》等，所撰《佛学今诠》，以现代语言、现代思想诠释佛法，甚为深彻，其中简要论述了藏密的理论与方法。妙空（1921—1991）密号法海，原为青海塔尔寺藏僧，由心道法师携入内地习禅学教，1948年随贡噶上师入山修行，1985年在所隐居的浙江临安南天目山建千佛寺，灌顶传法，讲解显密教典，培育人才。申书文（女），曾随贡噶上师学修，于1960年在台南成立“贡噶精舍”传法，徒众颇多。另有郭元兴（1920—1989）亦曾从学于贡噶等上师，通藏文，译出宁玛派中兴者隆钦然绛巴的重要论典《实相宝藏论》，所撰《大圆满》等颇为精辟。根造、密显原为普陀山青年僧，1948年结伴入康，受迦举诸法及宁玛派竹箐寺传大圆满法。根造上师于1954年再度入康，从昂藏寺甲色上师受“大圆心髓”灌顶，二师于1953年在上海辟“常乐精舍”，刊行《常乐文库》介绍藏密，出到第三册。1985年，二师应请在香港、纽约传法，建有“大圆满心髓研究中心”，并继续出版《常乐文库》四册。香港刘锐之于1953年成立“金刚乘学会”，曾得屈映光上师遥灌，1959年赴印度求法于宁玛派敦珠仁波切，1975—1983年在台北、台中、高雄、台南等处成立金刚乘学会，创办《金刚乘季刊》，出版《金刚乘文库》，已出《大幻化网导引法》（敦珠传）、《大圆满无上道广大心要》等。

五 结语

近代之中国，国运多舛，社会动荡，国人前仆后继为国家复兴苦寻良方，中国佛教徒亦不例外，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佛教复兴运动。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密教兴盛，盛况空前，可谓近代佛教宗派中的最大特色之一。在此时期取自中国唐朝之日本密教回传，藏传佛教东来弘法皆为中国佛教之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对近代中国的振兴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于中国周边许多国家皆有弘传，佛教文化作为各国交流之纽带，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作用。其次，我国作为佛教大国，信奉佛教之民族众多，以佛教文化作为各民族交融之介质，有利于民族文化融合和各族团结。然而，近代密宗在弘传过程中亦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反思。从近代密教于内地弘传的现状来看，弘扬佛教文化也应该注意多方面社会问题，以求防患于未然，这样才能既有利于佛教正法的流布，更有益于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强盛。密宗在汉地的流传，往往流于密法的事相，缺乏系统深入的教理学习，尤其是不少学法者夹杂着求神通等动机，所以出现了很多弊端。如松法师曾明确指出：“对于教理未曾明了以前，还是保存汉地固有现状；要宏密宗也要依着密宗的原则，无论中密西密的事相，不能随便宣布其无上的秘义来惊世骇俗。”[59]太虚大师则“主派人留日、留藏习密，以重兴我国之密宗”[60]，并说：“今日本与蒙藏之密宗，殆已同昔年之红教，末流之弊，在所不免！故中国应学宗喀巴以教理戒律为之轨范，建为中华之密宗；不应一概承受也。要之，欲密宗复兴而无害有利者，当由有力比丘分子，以出家戒律为基础，以性相教理为轨范，而后饱参日密及藏密，同化而成一种中密，实为当今唯一之急务，唯一之企图。”[61]法舫法师亦精辟地论述道：“从这种现状上看来，日本密（宗）在中国今日须待人的努力振扬，以恢复到唐代所传为至善。西藏密（宗）亟待人的努力开发。因西藏密宗，不止于仪轨，而应建筑于律仪和教理之上，佛之正法，原来如是。今日新学归来之和尚和来内地传法之喇嘛，当知此义，应将藏密，如西藏然，建于律与教上，努力传译教典，不可再图一时之热闹而随便传授大法。中国内地佛教，今后的改建，多少地方，正需要西藏佛教的辅助；然而绝不止于密法，这是从方兴未艾的密宗现状下生起的一点观感！”[62]

第二节 近代唯识学的复兴

唯识学的传译早在陈隋时，以真谛三藏翻译的《摄大乘论》为核心，形成了摄论学派。以勒那摩提翻译的《十地经论》为核心形成了地论学派。初唐，玄奘求法西还，承续护法、戒贤法脉，译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及以护法释为主的《成唯识论》等唯识宗重要典籍，弟子窥基广为注疏，时唯识宗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之一。但经过四代传承，即慧沼、智周两位祖师之后，唯识宗就已式微，作为佛教宗派的唯识宗就已不复存在，唯识学以依附于其他宗派的形式而存在。时至近代，杨文会启办祇洹精舍培养佛教英才，并创办金陵刻经处刊刻从日本寻回散失的《成唯识论述记》等重要唯识学典籍，对于唯识学的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杨文会曾言：“诚末法救弊之良药也，参禅习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颟顸佛性，笼统真如，为法门之大幸矣。”[63]他门下弟子成就者众多，欧阳竟无撰《杨仁山居士传》有谓：“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梨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云，蒯若木、欧阳渐，亦云伙矣。”[64]欧阳竟无、梅光羲、太虚等唯识学大师都曾在此求过学，日后专研唯识学，亦是由此而得启发，杨文会可谓近代唯识学复兴的先行者。最为重要的，民国唯识三大师欧阳竟无、韩清净、太虚也发现法相唯识学异于其他中国佛教宗派学理，在世界文化中也独具魅力，由是深入研习，发扬光大，研习唯识学蔚然成风。著名学者如章太炎、谭嗣同、熊十力等无不从唯识学中汲取营养，运用到哲学思想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所言：“这种风气，由严复的《天演论序》开其端，以乾坤释力；同年（1896）谭嗣同撰《仁学》，亦以任以为太，而说以太‘亦唯识之相分’。至章太炎，则更大量节取唯识宗的义理，来注释老庄，平章儒学，如《齐物论释》中的以灵府为藏识，以成心为种子之类。……但由于他们都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又开风气之先，影响到当时谈义理的学者亦鲜有不读唯识宗书的，这可以说是清末民初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特色。”[65]由是呈现了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千年绝学，由是重光！

一 欧阳竟无与支那内学院

（一）欧阳竟无及其唯识学思想

1.欧阳竟无的生平及对唯识学的弘扬

欧阳竟无，江西宜黄人，生于同治十年（1871），名渐，字镜湖，50岁以后改为竟无，人称“宜黄大师”。父仲孙公官农部二十余年，不得志。欧阳庶出，6岁丧父，家贫，由叔宋卿公教其读书，年少时欧阳最崇拜谭纶、黄爵滋二人，此二人皆精忠爱国、功绩显著。他自幼刻苦攻读，善诗文、书法，精制艺，20岁中秀才。他不重科举，于是进入南昌经训书院学习，由曾胡程朱诸家言，博涉经史，兼工天算，为经训书院高才生。甲午战争爆发后，深感程朱理学等难以济世，改治陆王心学，欲以之挽救时弊。遇友人桂伯华，赠予《起信论》、《楞严经》，劝他向佛，始知有此究竟之学问。1897年，农历十月初四，兄长欧阳滉病死，此时三母、一嫂、三姐皆守寡在家，全家生计仅靠欧阳一人维持，“霾阴悍鸷之气充于庭，无宁日矣”[66]。

1904年，欧阳赴北京廷试，旋归途中经桂伯华引荐，谒南京金陵刻经处杨文会居士，“得开示，信念益坚”。[67]1906年，欧阳的母亲逝世，是日决心归心佛法，以求究竟解脱。“我母艰苦，世叔所知。病魔生死，儒既无术应我推求，归根结蒂之终，下手入门之始，亦五里堕雾仿佛依稀。乃于我母谢去之一时，功名富贵，饮食男女，一刀割断。”[68]欧阳自谓其学佛，与他人异。他曾叙述其思想历程说：“初习程朱，得乡先生大誉，虽足树立，而生死事不了。继学陆王，虽较直截，而亦不了生死。母弃养，无奈何，吾友桂伯华导看《起信》、《楞严》，虽快然知生死由来，而岂知无余涅槃之说哉！于是年四十矣，究极所归，学《唯识》、《瑜伽》而不能入。女兰，年十七，随予学于宁，予入陇而死，痛彻于心脾，中夜哀号而无可奈何，遂翻然求学，通宵达旦，钻研《瑜伽》，于是《唯识》、《瑜伽》涣然冰解。四方之士毕至，真如、十力亦于是结道义之交。于是年五十矣，又岂知无余涅槃之说哉！无端而东儿死，生世十九年耳，聪明而不禄，诚悼痛之，许一呜同时死，黄树因同年死，于是习《般若》，不能融贯。逾年而同怀姊死，又聂耦庚死，乃发愤治《智论》而《般若》娴习。虽得毕竟空义，犹未敢执无余涅槃以为宗趣也。进治《涅槃》，年已六十，作《涅槃叙》，苦不克就。乃避暑庐山，会散原至，留连数月，而《涅槃叙》竟，而后知无余涅槃之至足重矣。”[6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欧阳亲人、弟子相继谢世的因缘刺激下，欧阳的研习也经历了这几个阶段：第一，理学、心学阶段；第二，《起信》、《楞严》阶段；第三，法相唯识学阶段；第四，《般若经》、《大智度论》等空宗典籍阶段；第五，《涅槃经》及融通孔佛阶段。欧阳笃学力行，皆激于身心而出，尝曰：“悲愤而后有学，盖切验之谈也。”

1907年3月，欧阳赴南京金陵刻经处从杨文会游。秋，欧阳堂兄欧阳沂留学日本，欧阳起寻访遗籍之愿，遂随往日本。1908年秋，欧阳回国，恰逢杨文会创办祇洹精舍，入随杨文会学。为谋久学之资，任两广优级师范经学讲席。不久大病濒死，旋归故里。1910年冬，欧阳病愈，乃决心舍身为法，不复治家计，重返金陵刻经处。杨文会临终，以金陵刻经处相嘱：“我会上尔至，尔会上我来，刻藏之事，其继续之。”[70]欧阳顿首稽首，敬以将命。不久，革命军攻打南京，欧阳居危城守护经坊四十余日，经版得以保全。

1912年春，与李证刚等发起“中国佛教会”，主张政教分离，不久即解散。1917年，刻经处刻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完成杨文会遗愿。《〈瑜伽师地论〉叙》完稿，首次提出法相、唯识分宗的独特学说。章太炎曾评言：“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71]1919年，为培养佛教英才，欧阳开始筹备支那内学院，刊布缘起章程。其南游云南，应唐蓂赓请讲《维摩诘经》、《摄大乘论》。北赴北京，为蒯若木讲《成唯识论》，稍稍得到资助。1921年，欧阳应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之邀，作了一次题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的演讲。1922年7月17日支那内学院正式在南京成立。欧阳立师、悲、教、戒为根本院训，揭明在家众可以为师、可以说法，堪以住持正法，教证凿然，居士道场坚确不动。

欧阳创讲《唯识抉择谈》，学人毕集，吕澂、熊十力、汤用彤、梁漱溟、黄忏华、王恩洋、蒙文通、梁启超、陈铭枢等皆尝游学于其门，后来他们在民国学术史上均卓有成就。《唯识抉择谈》是对唯识宗要义作十抉择而谈，分别为：抉择体用谈用义、抉择四涅槃谈无住、抉择二智谈后得、抉择二谛谈俗谛、抉择三量谈圣言、抉择三性谈依他、抉择五法谈正智、抉择二无我谈法无、抉择八识谈第八、抉择法相谈唯识。在抉择谈之前，欧阳对中国化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以为弊病有五：“一者，自禅宗入中国后，盲修之徒以为佛法本属直指本心，不立文字，见性即可成佛，何必拘拘名言？殊不知禅家绝高境界系在利根上智道理凑拍之时。其于无量劫前，文字般若熏种极久；即见道以后亦不废诸佛语言，见诸载籍，非可臆说。而盲者不知，徒拾禅家一二公案为口头禅，作野狐参，漫谓佛性不在文字之中；于是前圣典籍、先德至言，废而不用，而佛法真义浸以微矣。二者，中国人之思想非常[image: ]侗，对于各种学问皆欠精密之观察；谈及佛法，更多疏漏。在教理上既未曾用过苦功，即凭一己之私见妄事创作。极其究也，著述愈多，错误愈大，比之西方佛、菩萨所说之法，其真伪相去诚不可以道里计也。三者，自天台、贤首等宗兴盛而后，佛法之光愈晦。诸创教者本未入圣位（如智者即自谓系五品位），所见自有不及西土大士之处。而奉行者以为世尊再世，畛域自封，得少为足，佛法之不明宜矣。四者，学人之于经典著述，不知抉择。了义不了义乎，如理不如理乎，皆未之思也。既未之思，难免不误。克实而谈，经论译文虽有新旧，要以唐人新译为胜。唐人之书间或深博难通，然其一语义俱极谛审，多旧译所不及。又谈著述，唐人亦称最精。六朝要籍未备，宋明古典散亡，前后作者乏于依据，难云尽当。今人漫无简择，随拾即是，所以义解常错也。五者，学人全无研究方法；徘徊歧途，望门投止，非视学佛为一大难途，即执一行一门以为究竟，如今之言净土者即是。如此安望佛法之能全显露耶！且今之学者视世、出世智截然异辙，不可助成，于是一切新方法皆排斥不用；徒逞玄谈，失人正信，比比见矣。”[72]欲祛上五弊，就须研学法相唯识学了，欧阳一生专研、推崇法相唯识之缘由由此可见。

1923年9月，内学院开研究部试学班。1924年，《内学年刊》第一辑刊成。1925年7月，开办法相大学特科。1926年12月，内学院设“树因研究室”，以巴利、藏、梵文佛典订正、补充汉藏佛典的不足。黄树因是内学院弟子中最早研究梵藏的学者，为纪念他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举措使得内学院成为当时佛学研究的重镇。1923年9月，在内学院第二次研究会上，欧阳讲演《今日之佛法研究》，专谈佛学研究方法。由空、有二宗来谈佛法结论，简言之，即“寂静而圆明、圆明而寂静”二语。但寂静圆明之境非世间众生所知，于是在研究上会碰到两种困难：苦无出世现量、苦世智不足范围。所以不得不假借圣言量为比量，深信本有无漏种子，久远为期。“一切佛法研究，皆是结论后之研究，非研究而得结论。”[73]1925年6月，欧阳在内学院第十一次研究会上讲演《龙树法相学》，以为龙树破空执，无著破有执，皆讲法相，只是时间地点不同。1928年，欧阳完成《大般若经叙》。其中以十义抉择龙树、无著学，融会两宗，以为两圣一宗，无二无别。1931年8月，欧阳旅居庐山，作成《大般涅槃经叙》，此时他已深深地体会到无余涅槃在全部佛法中的重要价值。下庐山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欧阳作《论语十一篇读叙》，叙中称“世无真孔”。孔孟之后无真孔，后世儒学皆伪孔，唐宋诸儒皆拘于门户之见，以为儒佛殊异。世乱之汉奸，其思想源出乡愿。“唯有孔佛理义同一”，[74]“般若直下明心，孔亦直下明心……般若离言行义，孔亦离言行义……般若无知，孔亦无知……般若因相似相续而不绝也，孔亦相似相续则不绝也”[75]。

1932年，欧阳授意刘定权针对熊十力《新唯识论》作《破新唯识论》，并亲作序文，批评熊十力“逞才智”，“惟非尧舜、薄汤武是事”。熊十力撰《破破新唯识论》还击。后来内学院弟子参加论战的有吕澂、王恩洋、陈铭枢等。1939年，在两篇给陈真如的书信中，欧阳又评熊十力说：“所可咎者，自既未得真甘露味饫人饥虚，而徒迹袭宗门扫荡一切之陋习、宋儒鞭辟为己之僻执，遂乃孤明自许，纵横恣睢，好作一往之辞，堕入谤十二部经、谤般若波罗蜜而不自觉。其罪伊何？宁不省惕耶！”[76]同时欧阳也表明了自己不同于熊十力的立场，也就是他“晚年的定论”：孔、佛一致，一致于无余涅槃、三智三渐次而已。1936年，欧阳著成《大密严经叙》，自称“乃渐晚年论定之学说”[77]。晚年欧阳论定学说要义之一为：“宗趣唯一，即无余涅槃。”[78]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内学院部分门人迁到四川江津，院名为支那内学院蜀院，分毗昙、戒律、瑜伽、般若、涅槃五科，仍讲学、刻经不辍。1938年4月，欧阳为朱芾煌之法相辞典作序，批评法尊译《辨法法性论》说：“新贵少年（法尊）译弥勒《辨法法性论》，以实无而现为虚妄，以无唯义计为分别，此可谓弥勒学乎？弥勒《辨中边论》明明说虚妄分别有，明明说非实有全无，其言无者，无二也，其言有者，妄中有空，空中有妄也。而彼但以二取名言之现实在无惟义，以尽概乎虚妄分别之义。”[79]以为《辨法法性论》不合弥勒学。1938年，欧阳作成《辨二谛与三性》，在融通般若的态度上有所转变，判定“大乘有两轮”，与原先主张“两圣一宗”有所不同。1939年7月10日，欧阳作《答陈真如书》，阐发“三智三渐次”，孔佛一般，亦代表欧阳晚年的成熟思想。1942年，历经三载的《心经读》完稿，是欧阳最后精致之作。1939年，欧阳就于《心经》默识一味幻真之旨要，夙夜参研，期以彻悟。1943年2月，欧阳竟无因肺病不治而逝。

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论著有《百法五蕴论叙》、《世亲摄论释叙》、《佛地经论叙》、《〈瑜伽师地论〉叙》、《杂集论述记叙》、《瑜伽真实品叙》、《唯识抉择谈》、《成唯识论研究次第》、《摄论大意》、《解节经真谛义》、《楞伽疏决》、《龙树法相学》、《大密严经叙》、《瑜伽法相辞典序》、《辩虚妄分别》、《辩二谛三性》、《辩唯识法相》等。其他重要论著有《今日之佛法研究》、《大品经大意》、《心学大意》、《大涅槃经叙》、《心经读》、《孔佛概论之概论》。信函有《与章行严书》、《覆陈伯严书》、《覆魏斯逸书》、《答熊子真书》、《覆欧阳浚明书》、《答陈真如书》、《再答陈真如书》、《覆蒙文通书》等。欧阳在法相唯识学方面的研究不乏创见，如法相、唯识分宗说。且不局于法相唯识学，而是会通空有，以为唯一宗趣在无余涅槃，孔佛一般。可谓是对大乘三系、内外学的融贯。欧阳身为佛教弟子，出于祈愿佛教正法久住的悲心，简别了真实佛教与相似佛教，激烈地批判了中国化佛教，其求真之精神由此可见。吕澂曾说：“弟依止吾师，卅载经营，自觉最可贵者，即在葆育一点‘存真就是’之精神。”[80]他的法相唯识学研究，吕澂赞曰：“慈宗正义，日丽中天，自奘师以来所未有也。”[81]

2.唯识与法相分宗

传统佛学以为法相宗即唯识宗，二者名称虽异，实即一宗。欧阳则抉择为：弥勒学分为法相宗与唯识宗。即法相与唯识分宗。《辨唯识法相》中说：“盖弥勒学者，发挥法相与唯识二事也。初但法相，后创唯识；弥勒《瑜伽》中诠法相于《本事分》，而诠唯识于《抉择分》，是法平等曰法相，万法统一曰唯识；二事可相摄而不可相淆，亦复不可相乱，此弥勒学也。”[82]在《〈瑜伽师地论〉叙》“十要”部分，欧阳对唯识与法相二宗之基本宗义做出具体的界定：“第一，唯识义者：众生执我，蕴、处、界三，方便解救，遂执法实，心外有境；救以二空，又复恶取；是故唯言遣心外有境，识言遣破有执之空，而存破空执之有，具此二义，立唯识宗。以有为空若无，以空为有亦去，证真观位，非有非空。若执实有诸识可唯，亦是所执，长夜沦迷。然此宗义，虽对治二，而心外有境，趋重偏多。一切山河，相分现影，他心神变，并是疏缘；以心观心，入无分别，乃是亲缘。诸修唯识观人，应知有漏诸相，皆依三性之所，悉转八识之能。又复应知：多闻熏习，无漏种生，寻思意言，得如实智，历次五位无功用行，而后金刚道尽，异熟皆空，唯识之果，于斯遂证。然此无分别义、后得并行，非唯根本，但任运缘说无分别。如是诸义，《五识意地》及诸《抉择》，应善披寻。是为略说唯识义。第二，法相义者：世尊于第三时，说五位事，十度事，十地事，三十七菩提分事，二十七贤圣事，十八不共佛法事，诸如是显了相，无上无容，则有遍计施设性、依他分别性、圆成真实性。复有五法：相、名、分别、正智、如如。论师据此，立非有非空中道义教，名法相宗。遍计是空而非是有，依、圆是有而非是空。依他摄四：相、名、分别及与正智，圆成摄一：所缘真如。是则诠表一切，皆属依他。许有杂乱识，遂有如是事。所谓六善巧事，三杂染事，三界事，事，无量无边。然复应知：诸如是事，有而不真，惟是虚妄，犹如幻梦、光影、谷响；又复应知：诸如是事，虽是虚妄，然有相在，而非是无。若能如是观诸实相，能所二取，增损二见，自然消殒，于彼不转。是故法尔尘刹，法尔寂静，法尔功德，法尔涅槃。是故诸修法相观人，莫不于法方便善巧。是故善巧义是般若义。如是诸义，《菩萨地》及诸《抉择》，应善披寻。是为略说法相宗义。”[83]所谓“唯识”，即是简去心外实有诸境，择取内识心，说为“唯识无境”，据此立“唯识宗”义。此宗重唯识观行，转八识成四智，历次唯识五位的修行，于金刚道下一刹那证唯识果。“法相宗”义，侧重如三自性、五法等法相纲领而立宗，修诸法相观。唯识宗“以唯有识为观行，以四寻思为入道”[84]。法相宗“以如幻有诠教相，以六善巧为入道”[85]。法相与唯识是两门学说，因此玄奘在印度学法相与唯识的师承分别是戒贤、胜军。

“法相宗”、“唯识宗”不同“宗”，其各自所依的经典也有所不同。“六经”中，《楞伽经》为两宗共依之经典。《华严经》、《密严经》、《解深密经》、《菩萨藏经》属唯识宗，《阿毗达摩经》属法相宗。“十一论”中，本论《瑜伽师地论》以《五识身相应地》、《意地》及《抉择分》相关部分属唯识宗。《菩萨地》及《抉择》相关部分属法相宗。《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分别瑜伽论》、《二十唯识论》、《大乘庄严经论》、《百法明门论》、《成唯识论》属唯识宗。《大乘五蕴论》、《辨中边论》、《阿毗达磨杂集论》属法相宗。

《〈瑜伽师地论〉叙》述法相与唯识二宗之差别有如下十义：“复次于唯识、法相二宗，相对互观，其义始显。略有十义：一者，对治外小心外有境义，建立唯识义；对治初大恶取空义，建立法相义。二者，若欲造大乘法释，应由三相而造：一由说缘起；二由说从缘所生法相；三由说语义，是故由缘起义建立唯识义，由缘生义建立法相义。三者，观行瑜伽归无所得，境事瑜伽广论性相，是故约观心门建立唯识义，约教相门建立法相义。四者，八识能变，三性所变，是故能变义是唯识义，所变义是法相义。五者，有为、无为，一切诸法，约归一识，所谓识自性故，识所缘故，识助伴故，识分位故，识清净故；又，复以一识心开为万法，所谓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根、四谛等，是故约义是唯识义，开义是法相义。六者，精察唯识，才一识生，而自性、所依、所缘、助伴、作业五相、因果交相系属，才一识生，四识互发；又复精察法相，虽万法生，而各称其位，法尔如幻，就彼如幻，任运善巧，宛若为一；是故开义是唯识义，约义是法相义。七者，了别义是唯识义，如如义是法相义。八者，理义是唯识义，事义是法相义。九者，流转真如、实相真如、唯识真如义是唯识义，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清净真如、正行真如义是法相义。十者，古阿毗达磨言境多标三法，今论言境，独标五识身地、意地，是故今义是唯识义，古义是法相义。是为略说二宗互相为对义。”[86]

《瑜伽·真实品叙》另述有六义：“譬如被机，唯识被二。《瑜伽师地论·真实品叙》中，又补充六义：（一）譬如被机，唯识被二，不定及大；法相齐被二乘、无姓。（二）譬如正智，唯识虽净，唯是相应，而非即智；法相家言，依他具二，一妄分别是心心所，一即正智。（三）譬如论议，唯识有五不判；法相即无不谈。（四）譬如三世，唯识谈种，即一现在托过未种变似三时，而实一现；法相谈相，果相所对，便谈过去，因相所对，便说未来，三法展转而实现在。（五）譬如六根，唯识缕分，最后判言，若入果位，六根互用；法相家言，法相不可乱。非耳能视、非目能听，种与种相网，执破者无限，目挟耳种而现行而实耳闻，耳挟目种而发现而实目见。（六）譬如涅槃，唯识无住，但对《般若》自性涅槃，而俱简小；法相普被有余、无余，以为其果。《瑜伽》地中即以标目。”此二宗主要不同处如下：第一，两宗建立的机宜不同。①两宗建立的缘由不同，为对治执心外实有境的外道、小乘实执，建立唯识宗；对治初期大乘恶取空执，建立法相宗。②两宗的摄众也不同，唯识宗的受众主要设定在不定种性和大乘种性的众生；法相宗则无不摄受，包括小乘种性、无种性众生。③由于两宗摄众不同，果地境界由之不同。唯识宗只摄大乘，果地境界只为无住涅槃。而法相宗大、小乘具摄，果地境界为有余涅槃、无余涅槃等。第二，两宗分属不同的系统。唯识宗重观心，为“观行学”；法相宗重建立教相，为“教相学”。第三，唯识宗为古义，法相宗为新义。欧阳还认为“唯识、法相学是两种学，法相广于唯识，非一慈恩宗所可概”[87]。“法相糅古，唯识创今。法相广大，唯识精纯。顾法相结局，亦必精微而归诸唯识，故总曰唯识学。”[88]虽然欧阳对法相与唯识二宗做出了种种区分，但其结论中却有“法相必归唯识”。

3.体用简别

《唯识抉择谈》其中抉择体用谈用义，进行了佛学中的体用简别，文说：

无为是体，有为是用，此粗言之也。若加细别，则有体中之体、体中之用、用中之体、用中之用。今先言其粗者：无为有八，即虚空、择灭、非择灭、不动、想受灭（此五皆就真如义别而立）、三性真如是也。云何虚空？真如离障之谓。云何择灭？由慧简择得证之谓。云何非择灭？缘缺不生之谓。云何不动？苦乐受灭（即第四禅）之谓。云何想受灭？离无所有处欲，想受不行之谓。云何三性真如？谓善、恶、无记法中清净境界性。盖真如遍一切一味，非恶无记中即不遍也，此理须辨。无为法不待造作，无有作用，故为诸法之体。反之由造作生，有作用法，即是有为，故有为是用。此所谓粗言体用也。次细分体用有如左表：

一、体中之体 一真法界

二、体中之用 二空所显真如（又三性真如）

三、用中之体 种子

四、用中之用 现行[89]

中国化佛教性宗尚谈体用圆融，而唯识宗却多谈“性相别论”。虽然欧阳所使用的体用范畴同于中国化之佛教，但他体用范畴简别当源自唯识宗的性相别论。欧阳运用体用范畴进行简别，使得佛法与其他哲学、宗教的本质差异得到彰显，最为重要的，简择出了中国化佛教中的体用混淆现象，如智混淆、真如缘起等学说。体用简别成为欧阳判定真实佛教与相似佛教的理据。在《抉择五法谈正智》部分即是以唯识真如为坐标对《起信》的真如缘起进行批判，还有后来发表的《大乘密严经序》亦有提及。他的批判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真如”只是一个遮诠，而《起信》却视真如为表诠，能缘起万法。第二，真如之理非关能熏所熏，有漏、无漏种子亦不能互熏，《起信》不立染净种子，真如无明互熏之说不能成立。第三，真如为“不动”，是体性边事，随缘是相用边事，《起信》说真如随缘而不动，体用淆乱。吕澂曾言：“师之佛学，由杨老居士出，《楞严》、《起信》伪说流毒千年，老居士料简未纯，至师始毅然屏绝，荑稗务去，真实乃存，诚所以竟老居士之志也。”[90]

体用简别是欧阳一贯的思维向度，《大乘密严经叙》一文欧阳提出了他晚年体用简别所得的结论：“体中之体，自性涅槃是也。自性之名亦称本性，本来法尔毕竟不动，有佛无佛此性真常，有情无情此性皆在，是为法住性、法界性、法尼夜摩性。体中之用，无余涅槃是也。有余属于无余，无余境界是体相之究竟，然必择灭解脱始得而跻，体必仗用以呈，非若自性无所云呈，故曰体中之用也。用中之用，菩提是也。用中之体，无住涅槃是也。无余是根本，无住乃增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根本于无余灭度，而增上于我皆令入。”[91]佛法的究竟目的在转依，转依所得有二：菩提和涅槃。这是对佛教究竟果境中体用关系的揭示。

4.唯识释般若

在《龙树法相学》一文中，欧阳竟无提出龙树、无著两圣三自性观没有差别，龙树俗有，依他起性有，若遍计所执性俗龙树亦无。龙树亦说唯识学中的依他起性、阿赖耶识等。如文：“或问龙树亦说依他耶？曰：有说。如《中论》卷三（二十一左）云：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是所空者惟有见无见，本不妨说一切法也。又《中论》讲因缘，即讲依他。如《论》卷一（四右）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未尝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有不空者。是其所云空者，但因缘法无自性为空，非并因缘亦空之。无因无缘而徒空，则几何不同于外道矣！此因缘即依他，他是因缘，故不妨说有，但须知无我而已。所谓名则是假，义则是中，此龙树之立义也。”[92]“又龙树亦讲赖耶义，如《智论》三十六云：意有二种：一者念念灭，二者心相续，为是心相续故，诸心名为一意，是故依意而生识，九十六外道不说依意故生识，但以依神为本。此段因说五众中说六识为六觉，以内缘力大故名为眼识等，问：如意即是识，何故名为意？缘力故生识。答：如上文，即是说第七识也。既有第七，即应有第八。因外未推论及第八识境，故未详说，而其意固见于《中论》业品（卷四）矣！如云：不失法如券，业如负财物，此性则无记，分别有四种，见谛所不断，但思惟所断，以是不失法，诸业有果报。此龙树所破不失法，盖说似阿赖耶而不精者。破彼是常，而龙树自有说。如论同卷云：虽空亦不断，（相续）虽有亦不常，（相似）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是说相似相续业果，赖耶法已存于其间矣！故智论二十七云：得无生忍时断烦恼，得佛时断烦恼习。是则声闻谓菩萨不断结使，摩诃衍谓无生法忍习都断尽，皆错。故智论一亦云：着常颠倒不知诸法相似相续，诸法相续者但相似耳。此佛法最要处，岂龙树反不知？昔人讲龙树学拘拘中论，乃不知此义，故不能按实。然不知无着说，固未易论此矣！”[93]龙树说意重在法无自性，无著说意着重依他起，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

《大般若经叙》中有文：“龙树《中论》，无著《辩中边论》，若初得闻，入道有门，应以《中边》最初一颂，诠释《中论》中道义颂，而后非空非不空义。两圣一宗，非各别轮，曰龙树空、曰无著有。‘虚妄分别有’者，释‘众因缘生法’句也；‘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者，释‘我说即是空’句也；‘于彼亦有此’者，释‘亦为是假名’句也；‘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及有故、是则契中道’者，释‘亦为中道义’句也。空为一边，假为一边，合空及假，中道圆成。但空非空，空空乃空；假以济空，乃为空空；空空之空，乃为中道；是故即空即假即中。其义则是，其文不明。为是但空，为是空空，不能索解，但为诠义，非是释文。龙树空空，非初句空，乃末句中，释以无著，文始不淆。”[94]此中会通空有二宗之中道，以为两圣一宗，无二无别。

《辨二谛与三性》中判定“大乘有两轮”，与原先主张“两圣一宗”有所不同。文说：“大乘有两轮：曰二谛，曰三性。二谛以说法，《中论》‘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是也。三性以立教，《密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此即是诸佛最后之教理是也。说法无二道，其极曰一真法界；立教视机感，其极曰二空所显。既已云一真法界矣，而复曰二空所显者，法界法尔，唯如是真，增益固不得；法界法尔，有如是幻，损减亦不得也。不真无体，幻灭无用也。依真说法，依幻立教，此其所以立二谛复谈三性欤！二谛诠真，克实唯遮世俗谛；三性诠幻，克实唯诠依他起性。第一义谛周遍有也，依他起性少分有也；第一义谛如实有也，依他起性如幻有也。皆有也。其为无者，二谛中俗谛无，三性中计执无也。真俗以有无判，依、圆以真幻判也。”[95]真谛摄遍计所执自性与圆成实自性，俗谛摄依他起自性。

5.无余涅槃唯一宗趣

“宗趣唯一无余涅槃”，是欧阳晚年论定学说的主题。大乘三系的宗趣均在无余涅槃。欧阳叹道：“无始时来，恒河沙数诸佛世尊最崇最上，曰无余涅槃，释迦说法四十九年，最终归趣，亦大演涅槃。以是因缘，而后吾人饮甘露味于一切法海，若全襟骊珠在握！”[96]此学说的提出缘由“有激于自身而出者，有激于唐宋诸儒而出者”[97]。即其一，这是其一生备历艰辛，历研程朱、陆王，《起信》、《楞严》、《唯识》、《瑜伽》，《智论》、《般若》、《涅槃》等诸学，而得的融会诸宗的领悟。其二，唐宋诸儒如韩愈等辟佛，以断灭为寂灭、以清谈废事为禅而恶禅，以为佛法寂灭出世。此观念一直影响到近代学林。而佛教中取得“无余涅槃”，并非意味着灰身灭智，如《无上依经》云，住无余涅槃，不舍众生利益事。此说的提出是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澄清，引摄当时的学人。

首先，佛法中有四种涅槃，即自性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住涅槃，为什么欧阳会抉择无余涅槃是最究竟之归趣？欧阳从体用角度指出了这四种涅槃的内在关系。体中之体是自性涅槃。“自性之名亦称本性，本来法尔毕竟不动，有佛无佛此性真常，有情无情此性皆在，是为法住性、法界性、法尼夜摩性。”[98]无余涅槃是体中之用，作为体中之体的自性涅槃须由用——无余涅槃方得显示。用中之用是菩提，用中之体是无住涅槃。其中，“无余是根本，无住乃增上”[99]。如经中说：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经文指向最究竟处、最根本处是无余涅槃，是为毕竟之体。而无住涅槃只是促进了无余涅槃的取得，相对于无余涅槃是为用。虽然无住涅槃既契真体，且功德尽于无际，也不可为究竟之归，因为无余涅槃是其体的缘故。

其次，从转依的经过来看，无余涅槃是究竟之归。从凡夫修成佛果，《大般涅槃经》显示的因果次第序列是：因因（观缘智）→因（十二因缘）→果（菩提）→果果（涅槃）。无余涅槃是最究极之果，为究竟之归。如《〈大密严经〉叙》中一问答为：“问：既许转依为二，则无住亦果，云何非竟，必取无余耶？答：《大涅槃经》因果以四句谈，有因、有果、有因因、有果果，十二因缘是因，菩提是果，观缘智是因因，大般涅盘是果果。对十二因缘则菩提是果，对大般涅槃则菩提非果果。何为果果？以菩提之果，显涅槃之果，最后之归果，是涅槃之果也。”

最后，菩提义、无分别义、无漏义、般若义、缘生义，皆必得涅槃相应义乃成立，是故佛之宗趣唯一，即无余涅槃。如文云：“涅槃所显得，菩提则所生得。生得一分菩提，即显得一分涅槃。涅槃必待菩提而显，故必发菩提以显之。作用在菩提，归趣仍在涅槃也。《大涅槃经》云：‘菩提为果，涅槃为果果’是也。涅槃待菩提显，而大涅槃又必待大乘大般若显、一乘大方便显。发心在无上菩提，充量在一切智智是也。菩提之谓智，智是无分别，必得与涅槃相应乃能无分别，乃可谓之智。智亦是无漏，必正智缘如与涅槃相应时乃能无漏，乃可谓之智。智亦是般若，龙树云：‘菩提是般若之果，般若是菩提之因。’又云：‘能观实相慧，谓为般若波罗蜜。’实相是涅槃，慧观实相即与涅槃相应乃称般若，乃可谓之智。智亦是观缘，《大涅槃经》云：‘十二因缘为因，观缘智为因因’是也；《密严经》云：‘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皆如幻事等，虽有而非真’是也。了真乃知幻，即与涅槃相应乃能观缘，乃可谓之智。”[100]

不仅佛教中各学系的宗趣一致，孔、佛亦一致，一致归于无余涅槃，法门则有三智三渐次。从凡夫到修成佛果，修唯识观行，三智加行智、根本智、后得智将会次第显发。欧阳会通儒佛说：“但读《中庸》，二义明了：初段，‘天命之谓性’至‘万物育焉’，统明宗趣唯一、法门三次。二段，‘仲尼曰’至‘唯圣者能之’，但明能中庸与不能。三段，‘君子之道’至‘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分明宗趣唯一。四段，‘哀公问政’至‘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分明法门三次。五段，‘衣锦尚[image: ]’至‘无声无臭至矣’，复明宗趣唯一。文段既晰，可以谈义。一段，《中庸》是素隐之书，素其隐于不睹不闻，则与无余涅槃相应，譬如狮子据得其窟，然后可以出而大吼，此之谓唯一宗趣。未发之中，天下大本，如根本智；发皆中节，中和位育，如后得智，此之谓法门三次。然天命之性已示宗趣，率性修道已详法门矣。一阴一阳之谓道，成之者性也，一阴一阳则无思无为与涅槃相应，天命即一阴一阳之天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非三渐次耶？三段，夫妇知能费也，圣人不知能隐也，般若无知无能也。天地之大费也，人有所憾隐也；大小费也，莫载莫破隐也；鸢飞鱼跃费也，戾天于渊隐也；忠恕违道不远无入而不自得，费而隐也；鬼神离躯壳而应于无余涅槃，得物之体而万物无不育，学者如鬼神，初空其身继空其心、心所，即立于无余涅槃地与鬼神同，体万物而王天下，岂奇异事耶？君子之道，鬼神之为德，一本于无余涅槃而已矣。四段，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诚也，圣人也，是即无所有不可得入地般若行也，则所谓根本智是也。其次致曲，可欲之谓善也，曲能有诚，有诸己之谓信也，诚则形形则著，充实之谓美也。著则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也，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而化之之谓圣也。何谓化？转有漏心、心所成无漏四智，异物曰变化也，则入地成圣矣，则所谓加行智是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乃至赞化育与天地参，先知如神，则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也，则所谓后得智是也。此非三渐次而何？五段，入德而天下平皆归乎隐微乃至无声无臭，则又郑重归结于无余涅槃，唯一宗趣可以想矣。”[101]

（二）吕澂的唯识学研究

吕澂，字秋逸，又作秋一、鹫子。1896年生于江苏丹阳，先后就读于镇江中学、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民国大学经济系。14岁始读内典，18岁时常偕其胞兄吕凤子往金陵刻经处听杨文会居士讲经，结识任该处编校工作的欧阳竟无，经常向其请教佛学，书信往还不断。至是年，已寝馈天台、华严宗五载。同年，民国大学停办，适值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习，吕澂即前往随学，成为研究部第一批学员之一。1915年，吕澂偕兄凤子东渡日本，入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1916年，因抗议日本侵华而罢学归国。刘海粟聘吕澂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此期间，吕澂边教学边著述，先后撰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著作，后陆续出版。1918年，应欧阳竟无之邀，吕澂入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协助筹建支那内学院。自此悉废旧学，专志佛学研究。1922年，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欧阳竟无任院长，吕澂任教务长。1924年12月，内学院年刊《内学》正式印行。第一辑上刊有吕澂佛学论文《杂阿含经刊定记》、《显扬圣教论大意》、《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是内学院建院以来研究玄奘一系译述初步取得的重要成果。1925年，《西藏诸本〈摄大乘论〉》发表于《内学》第二辑，是玄奘翻译之后，第一次从藏译《摄大乘论》译为汉文，仅译出《摄大乘论》第一品所知依品。1926年9月，《因明纲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2月，《内学》第三辑发表《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引言》，弥补了汉传唯识学所缺的安慧对《三十论》的注释。1927年，内学院刻经重点由整理玄奘一系的要典章疏转移到《藏要》上来，具体校勘工作由吕澂负责。其历经十年“搜探梵藏，涵道味真”，穷源究委《藏要》始成。欧阳竟无曾云：“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蛰居不离者有吕秋一（吕澂）。《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102]1928年吕澂于《内学》第四辑发表论文《因明入正理门论本证文》、《论奘译观所缘论之特征》、《入论十四因过解》、《因轮论图解》、《集量论略抄释》。《论奘译观所缘论之特征》指出了玄奘的翻译并不都是忠实于原文。1943年，欧阳竟无逝世，吕澂继任院长。吕澂关于佛学根本问题与熊十力往复辩论近半年，往来书信共17封。1950年，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澂继续担任院长。1952年，内学院院董会决议内学院停办，此一创立三十余年之佛学研究机构至此结束。1953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于北京成立，吕澂为发起人之一，并被选为常务理事。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在法源寺设立中国佛学院，吕澂任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周恩来总理应斯里兰卡总理和《佛教百科全书》主编的函请，委托中国优秀佛教学者撰写中国佛教条目，吕澂担任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参与撰写有《阿含经》、《因明入正理论疏》、《阿毗达磨俱舍论》、《阿毗达磨集论》、《唐代佛教》、《五代佛教》、《宋代佛教》、《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朱士行》、《竺法护》等多篇。1961年，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办了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由吕澂主讲。1962年，吕澂于《学术月刊》四期发表《起信与禅》，探讨《大乘起信论》的来历；6月6日于《光明日报》发表《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揭明中印佛学的差异，巨赞法师与其就心性问题来往书信商榷。除了佛学研究外，吕澂还曾任江苏省人代会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7月8日，吕澂逝世于北京清华园。

在唯识学研究上，吕澂相关主要研究成果有：①在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最后二十卷里，发现了引用全部《杂阿含经》，这是连玄奘本人也未尝知道的。由此发现了瑜伽一系学说的真正来源。②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与玄奘所传的迥然不同，因而确定了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③玄奘译文与其谓为忠实之直译，毋宁谓为畅达之意译；玄奘意译与其谓为信于原本，毋宁谓为信于所学；玄奘译所宗与其谓为护法之学，毋宁谓为晚起变本之说。④印度佛学对于心性理解为“性寂”之说。中国佛学用本觉的意义来理解心性明净，则可称为“性觉”之说。这是中印佛学有关心性的思想所有的重要区别。

吕澂擅长英、日、梵、藏、巴利等语，佛学研究领域广泛，涵盖中印佛学，广涉三大语系。对梵藏佛典的校勘及版本目录等文献学也极为精审，并开启因明研究之风气。其唯识学研究论文有《杂阿含经刊定论》、《显扬圣教论大意》、《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西藏诸本〈摄大乘论〉》、《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引言》、《论玄奘译本之特征》、《论奘译观所缘论之特征》、《慈恩宗》上下、《关于玄奘法师生卒年代与留学业那烂陀寺的正误》、《玄奘与印度佛》、《奘净两师所传的五科佛学》。讲义有《楞伽观妄义》、《楞伽如来藏章讲义》、《谈真如》、《佛性义》、《种性义》、《辨中边论要义》、《法界释义》、《辨中边论讲要》、《瑜伽菩萨戒本羯磨讲要》、《六门教授习定论》、《入楞伽经讲记》。因明专著有《因明纲要》、《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因明论文有《因明入正理门论本证文》、《入论十四因过解》、《因轮论图解》、《集量论略抄释》、《佛家辩证法》、《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说》、《西藏所传的因明》。探讨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差异的论文有《起信与禅》、《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问题的基本思想》、《楞严百伪》、《大乘起信论考证》、《正觉与出离》（佛学基本问题之一）、《缘起与实相》上下（佛家基本问题之二）、《现行与转依》（佛家基本问题之三）。还有讲义《起信与楞伽》。这些讨论几乎都不是以唯识学为题展开的，但其中却深入地探讨了唯识学与中国化佛学的差异。

（三）王恩洋的唯识学研究

王恩洋，字化中，四川省南充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南充中学毕业，1919年到北平求学，在北大哲学系旁听，从梁漱溟学印度哲学，得梁漱溟赏识，介绍在哲学系管理印度哲学图书室，因此有机会阅读唯识学典籍，最喜欢读欧阳竟无的著作，如《〈瑜伽师地论〉叙》等。经梁漱溟引荐往南京支那内学院在欧阳竟无指导下学习佛法。先遍读大小乘各家戒本，知何者当行，何者当戒。继研窥基《成唯识论》、清辩的《大乘掌珍论》等，并遵欧阳竟无之嘱，校勘《唯识学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1923年，承续欧阳竟无的观点，作《大乘起信论料简》，批判真如缘起说。王恩洋亦随着欧阳竟无的足迹作《大乘起信论料简》，并对太虚大师的《大乘起信论唯识释》提出质疑。[103]在《大乘起信论料简》中，他指出的《起信》真如缘起说有三方面的过失。第一，《起信》所立的真如背法性。佛法所说的真如没有实体，为诸法空性，《起信》所立的真如则为实体为诸法本质；佛法真如是没有作用的，性非能生，不生万法，为万法之理，而《起信》之真如能生万法；佛法真如不是有一常住的体性，诸法依之而有生灭，真如不过是无常的常性，《起信》之真如则以有一常住实体之真如，诸法随之而生灭。又《起信》之真如，因为能够生起万法，则是有为法，而非无为法，而佛法真如则是无为法。第二，真如能生万法，真如性常一，万法非常一，常生无常，一生多，有不平等因、一因、共因的过失，失坏世出世间之一切法，即失坏缘生义。第三，违唯识。[104]太虚大师《大乘起信论唯识释》一文即是针对恩洋而作。

1925年7月，王恩洋任法相大学主任，主讲《瑜伽真实品》及《佛学概论》。1926年，时国民革命军北伐，法相大学因军队入驻，被迫停课。王恩洋返回四川南充。1928年王恩洋在贫困交集中仍研学不辍，圈读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1929年，他在南充设立龟山书房，聚众讲学，佛学与儒学并重。1930年，应成都佛学社之邀请，王恩洋讲《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等，前后达三月之久。此后教学和著述并重，先后撰写佛学著作《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等。1942年，王恩洋赴四川内江创办东方佛学院，同年9月改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员，讲授儒学和佛学。1943年2月，欧阳竟无逝世，王恩洋赶赴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奔师丧，推吕澂继任院长，王恩洋任理事。时藏传佛教中观学传入内地，风靡一时，其宗见以唯识学为不了义，亦有唯识学人附益其说。王恩洋由此写了《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破斥，他认为“两宗对观，空有无诤”，“空有两义相待相入，展转一味”。1944年以后，他除了主持东方文教研究院的院务外，先后到成都、重庆、自流井、泸州等地讲学。1952年9月，王恩洋被聘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文史馆馆员；1957年受聘为中国佛学院教授，讲授“佛学概论”等课程。1964年2月王恩洋在成都病逝。其主要著述有《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唯识通论》、《八识规矩颂释》、《起信论料简》、《大乘佛说辨》、《佛教概论》、《佛学通论》、《佛法真义》、《解脱道论》、《心经通释》、《大菩提论》、《佛教解行论》、《佛说无垢称经释》、《世间论》、《人生学》、《人生哲学与佛学》、《儒学大义》、《论语疏义》、《孟子新疏》、《老子学案》、《新理学评论》等。

二 韩清净与三时学会

（一）韩清净的唯识学研究

1.韩清净生平及其唯识学著述

韩清净（1884—1949），名克宗，字德清，法号清净，河北河间人。韩氏家族为当地望族，韩清净18岁时中乡试举人，善儒业，曾为地方官，颇有政誉。但其不乐仕进，辞去职务，到北京游学求道，曾师从一贯道段师尊习扶乩，历久而生厌。转而研习佛法，初读《俱舍论》，以普光《俱舍论记》、法宝《俱舍论疏》为归。于是皈依佛门，自以清净居士名称于世。韩清净初研《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等著作，却不解其义，于是发愿专事研究唯识学。他研究《成唯识论》时，以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为准。1921年，他在北京与研究佛学的同仁朱芾煌等组织了以研究法相唯识学为目的的佛学研究团体“法相研究会”，由他主讲《成唯识论》，这是他讲经弘法之始。后来，他到北京附近的房山县云居寺，闭户潜修三年。

1925年，韩清净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宣读其所作《十义量》一文，博得与会者赞许。十义者，一世间有情义，二佛教义，三真如义，四种姓义，五善巧义，六因缘业果义，七唯识义，八净土义，九成佛义，十立宗义。1927年9月，韩清净发起并创办三时学会，学会设总务、研讲、修持、刻印四部。“三时”，出于《解深密经》的三时教判之说，此经所述的第三时教法即《解深密经》等为“了义教”，由此可见三时学会的宗趣。三时学会中唯识学研究卓有成就者有梅光羲、朱芾煌等。韩清净弟子周叔迦在佛学研究方面也颇有贡献，周叔迦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辅仁、中法等大学，主讲唯识学、因明学等课程，有讲义题为《唯识研究》出版。周叔迦重要著作有《中国佛教史》、《法华经安乐品义记》、《因明学》等，有《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七册传世。

韩清净专研精唯识学，对六经十一论都作深入研究。生平尤重《瑜伽师地论》，1937年9月始迄1943年1月，历时五年，撰成注疏《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这是韩清净最为重要的著作。三时学会弘扬的经典也重在唯识学。韩清净定期在会中讲学，每周一次，时亦至各大学作公开演讲。东初法师著《中国佛教近代史》曰：“韩氏不唯精于《瑜伽》、《摄论》，且能熟背。他讲《摄论》，一字一句，皆交出来自《瑜伽》某卷某句。普通讲《摄论》，多则一年，少则半年，韩氏讲之，则非二年不可，以其精故，不能速也。”[105]会中有许多北京的著名知识分子，如叶恭绰、梅光羲、徐鸿宝、林宰平、朱芾煌、周叔迦、胡瑞霖、韩哲武等。刻经多出版唯识宗典籍，1935年，学会曾与上海宋版藏经会合作出版《宋藏遗珍》。除了弘扬唯识学，该学会还扩及社会事业，于1934年设立大良医院。北京三时学会与欧阳创立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南北呼应，时誉为“南欧北韩”。

韩清净专重研究和弘扬瑜伽行派典籍，恪守唯识学系思想，对于中国的传统佛教，韩清净评议说：“吾国佛法，号称十宗，入主出奴，各执己是。究其实际，随时随地，各有变迁。而吾国人之所信受者，终不越乎吾国固有儒道沿袭之见。纵或援引佛典名字，不无非义为义，标榜附会之嫌；纵或传译佛教经论，不无非法为法，矜奇好异之弊。”[106]他以为中国佛教并没有承袭印度佛教的精髓，而是夹杂、固执着中国文化中的儒道思想，迥异于印度佛教，是变了质的佛教。所以他几乎不谈论唯识宗（以及《俱舍论》）以外的任何宗派学说。

他生平的著作有《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唯识三十颂诠句》、《唯识三十论略解》、《唯识指掌》、《唯识论述记讲义》、《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别释》、《因明入正理论科释》、《瑜伽师地论科句》、《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科句》、《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略释》、《摄大乘论科文》、《缘起三经科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颂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蠡测》、《心经颂释四种——略引、义演、随释、束要》、《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科文》、《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义疏》、《佛法略谈》、《十义量》、《唯识者何》、《世间三大势力》等，其中以《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最为著名。

2.佛教真实精义在《瑜伽》

中国唯识宗向来以《成唯识论》为宗本，对《成唯识论》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印度唯识宗所宗依的“一本十支”之本——《瑜伽师地论》。韩清净以为《成唯识论》的精旨在于遮无外境，但是犹不足以窥见大乘佛教的全体大用。欲识大乘佛教真实精义，不可不研究《瑜伽师地论》。可见，他与中国传统的唯识宗学人的取向有一定的差异。当他要弘扬此论，却发现古疏中窥基的《瑜伽师地论略纂》、遁伦的《瑜伽师地论记》等皆不足为研究之资，“匪唯义不能详，甚且文莫能解。门犹不入，室何能窥？乃知此论传译虽久，研讨无人。间或涉猎，焉能有得！科判不分则统爇不明，解释无据则义理无当”[107]。为此他发愿以三万小时为期疏释《瑜伽师地论》，以本论注本论，融会前后文义，“文义务求润洽，前后务求贯通。不惑虚言，但徵实际”[108]。《瑜伽师地论披寻记》七十万言，竣成历时五年，三易其稿。正因为他有过长期深研《瑜伽师地论》的经验，乃复发现文句舛误处很多，章节错简处亦有，并不只是传写讹误，而是原译本身有失，其缘由渊源久远。梵本章节本有错简处，“如《抉择分》中思所成慧地所举差别各法内，有所知、所识法，应置所缘法前，而竟漏略不及；内无三苦性，而反增入无因。至所漏略所知、所缘诸法，发见妄列《抉择分·声闻地》中。此则章节错简，毫无疑义者也。披文勘校，尽人能知。初则以为传刻之讹，继乃知为梵文之误。《大论》卷一百，二十页云：‘复有十智，能觉一切所知境界，谓法智、类智、世俗智、他心智、苦等智、尽、无生智。’此广分别，如声闻地。然此十智分别应属《抉择分·思所成慧地》，皆是所知法差别，不应列入《声闻地》中。当知译本错简根据梵文。不然，何故前后同一讹误？古昔诸德皆未校正，翻译诸师亦未深察，可知从事研究《大论》而能披文寻义者，古今中外不易多构见矣”[109]！《成唯识论》十大论师所引《瑜伽师地论》，也自各引异文，附成己意，讵免顾此失彼之嫌。各宗因多以讹传讹，而有扞格不通之弊。此外，也见有翻译师随自意解处。“又，《大论》‘本地分·菩萨地’中，分列‘初持瑜伽处’、‘第二持随法瑜伽处’、‘第三持究竟瑜伽处’、‘第四持次第瑜伽处’诸品，不知何所依据？‘菩萨地’初嗢柁南曰：初持次相分，增上意乐住，生摄受地行，建立最为后。长行释云：持有三种：一为堪任性持，次为行加行持，后为圆满大菩提持。皆为初持所摄，次后皆不名‘持’，何可分为第二、第三、第四诸所持相？译本当亦根据梵文，定非弥勒菩萨所说。此则论文中间义不容有者也！翻译诸师沿袭增入，岂非随自意解，与《论》相矛盾耶？”[110]

3.五种姓说

中国化佛教宗派以为一切众生终究必定成佛，而玄奘所传的唯识宗却持五种姓说，无种性众生终不能成佛，这是唯识宗一个独特的宗见。《十义量》一文，特立《种姓义》一章。文中，韩清净恪守五种姓说，对传统他宗的观念作了进一步抉择。

首先，持一切众生终究必定成佛者，言有经典明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证。他以为不可定说有佛性。因为若以为有为法是为佛性，众生在有为的层面上却有着有种姓、无种姓的差别，无种姓就相当于无佛性，由此，就不能定执众生皆有佛性。另外，《涅槃经》也说如果认为众生定有佛性，就是在诽谤佛法僧三宝。若以为无为法是佛性，说一切众生皆有，则与唯识学理相符。如唯识学中就以一切法的真如理来谈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此真如理本性清净，一切众生共有。但不能由此就断言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佛不是由作为无为法的真如理而成。既然说无为之真如理无生，却能生起大菩提，那么，说无为之真如理无灭，既无消灭，理应一切众生现已成佛，也应说佛犹是众生。因为佛与众生没有差别，佛也是众生，众生也是佛。其实，佛和众生差别相宛然，那么，原来设定的由无为法当得成佛的观点是不合理的。

其次，韩清净辩驳了“一切有情心性本净”作为一切众生均究竟成佛依据的观念。“复有有情作如是说，一切有情心性本净，由一刹那无明起故，便为客尘烦恼之所染污，由染污故流转生死。若能了知心性本净，制伏妄念令不生起，由是便离一切客尘烦恼不为染污，不染污故还得自心清净本体，永断生死及成佛果。应问彼言：先无无明，心性本净应名佛耶，不名佛耶？若名佛者，佛无无明，不应刹那无明顿起，许，便诸佛还成众生，又今众生亦应先是诸佛，若尔，便成大过；若不名佛，便应后时心性清净亦不名佛，前后心净无异因故。又若心性本净，先无无明，由何而有无明生起？心性本净不应说为无明因故，若许尔者，心性净已，例应更有无明顿生，便无究竟得成佛者，又同前说诸佛还成众生等过。由是故知所说心性本净不应道理，若闻此者不应迷惑，于非义中持为是义。”[111]他质疑说：以心性本净为前提，如果名为“佛”，佛没有无明，不应刹那顿起无明。如果说佛会顿起无明，那么，应该承许佛还成众生，众生亦应先是诸佛，如此，便成大过。如果不名为“佛”，那么后时心性清净也不可名为“佛”，因为前后心净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本来清净。还有，如果心性本净，无明由何生起？“心性本净”不是无明生起的原因。如果承许此说，就如同前面讨论的无究竟得成佛者、诸佛还成众生等过失。他还指出此说和数论所立道理、次第相同，只是其中的名称不同，为《成唯识论》广破。同时《成唯识论》还主张空理（心性本净）非无漏因；心性本净不应生起诸不净心。其实，《成唯识论》中就申明有“心性本净”的正义：一是真如，心空理所显真如，就是心的真实性。二是心体，即说心王自体非烦恼性，烦恼是它相应心所，因非烦恼性故名性本净。

他总结说：并不是有漏心性是无漏故名本净。经中虽言“众生皆有佛性”、“心性本净”，但此教言不能作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理论依据。韩清净在此段文中批评了某种“心性本净顿起无明”说，虽未明言此见解出自何宗何派何人，但应就是近代唯识学界如支那内学院所批判的真如缘起说，这种观点出自《起信论》等经典，为中国化佛教宗派所奉持。如《起信论》中的心性本净忽起无明说：“何以故？是心从本已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是故，此义唯佛能知。所谓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变；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112]换言之，韩清净并不同意中国传统佛教中的一切众生终究必定成佛观。

4.唯识即是般若

唯识宗按照《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的判摄以为《解深密经》等第三时教是最究竟、圆满、了义的，而《般若经》等第二时教是“有上、有容”，非究竟、了义之教。韩清净按此原理以《解深密经》了义道理解释不了义的般若系经句。“《解深密经》说：依相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又说：依法无我性所显胜义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前依遮遣言说遍计所执相而说；后依证得离言圆成实性而说。这就是《解深密经》以了义道理，解释不了义的经句。”[113]此著作最突出处之一为，韩清净以三自性释《金刚经》文。《了义疏浅解》云：“说福德聚、福德聚者，是经文的标句，是遍计所执相。是显如来随顺世俗假以名字施设的缘故。如来说为非福德聚者，是经文中的遮句，是圆成实相。是显无有真实福德聚性的缘故。是故如来说名福德聚、福德聚者，是经文中的释句，是依他起相。是显假说必有所依的事理的缘故。”[114]另外，以阿赖耶识释般若经典中的“心”。《金刚经》有文：“佛言善现！乃至尔所诸世界中所有有情，彼诸有情各有种种其心流注，我悉能知。”[115]其中的心，韩清净释为阿赖耶识。如：“这有情心，当知总说就是阿赖耶识。如来于此各各有情阿赖耶识，而言我悉能知。就是因为，诸有情心，虽有无量差别，要皆不外唯识熏习及所变现的相。所以，若凡若圣、若染若净一切不同的法，皆不能越因果决定的道理。因果相续，如水流注：前能引后，名之为流；后能续前，名之为注。……如来于此诸有情心，了知有因，决定有果，生果决定因。由是说言‘我悉能知’。此据唯识因果道理，所以作如是说。”[116]其中，又依据唯识学因果道理释“心流注”义。

《般若波罗蜜的心经颂释》是一部以偈颂的形式来注释《心经》的著作。在解释《心经》之“心”时，韩清净说：“心是集起义，广大遍虚空，含摄一切相，极微密且精。”[117]“譬如树有心，坚密在其中，依此得增长，广茂而繁荣。今说心相义，与此喻正同，积集而生起，故以集起名。”[118]这其实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又名为心，由于积集、收藏种子的缘故。另外《心经颂释》还将《心经》中的识蕴解释为八识。通过唯识学理的解释，般若系经典之深义得以显明。唯识即是般若，“了义和不了义，言教虽是不同，而道理正是一样”[119]。

5.唯识学视角下的西方净土

唯识学论净土有三：一法性土；二受用土，分为自、他受用土；三变化土。法性土是识实性，自受用土由第八识变，他受用土由第七识变，变化土由前五识变。按照唯识学的原理，所有影像均为识变，影像不能离于识而独存。因此，凡夫所见的器世间相由异熟识变，非离识外别有器世间相。佛之净土亦然，同为识所变现，不过是佛最极自在净识所变罢了，非离识外别有净土。换言之，净土亦不离唯识。菩萨众、二乘、异生往于佛所变西方净土等，由具足无漏或漏能观净识的不同，随应所见他受用土及变化土。或者说，十地见的是报土，二乘、异生等见的是化土。所以《经》中言：“若欲勤修严净佛土，先应方便严净自心，随诸菩萨自心严净，即得如是严净佛土。”[120]

韩清净还特别强调，非谓十念即得往生。首先，他依据唯识典籍说来讨论。“《义林章》说：《摄大乘》云，非唯由愿方乃得生，别时意故，如以一钱货得千钱，别时方得，非今即得。十念往生亦复如是，十念为因后方渐生，非由十念死后即生，为除懈怠不修善者，令其念佛，说十念因，生净土故。”[121]“又《瑜伽论·七十九》说：清净世界，已入第三地菩萨，由愿自在力故于彼受生，无有异生及非异生声闻、独觉，若异生菩萨得生于彼。问：若无异生菩萨，即非异生声闻、独觉得生彼者，何因缘故，菩萨教中作如是说，若菩萨等意愿于彼，如是一切皆当往生。答：为化懈怠种类未集善根所化众生，故密意作如是说。所以者何？彼由如是蒙劝励时便舍懈怠，于善法中勤修加行，从此渐渐堪于彼生当得法性。应知是名此中密意。”[122]此中指出，关于经中说十念即得往生的法门，《摄大乘论》以为是别时意趣。《瑜伽师地论》说三地菩萨定增上，能受生于净土。初地菩萨因已证得法性，按理也能往生净土。清净净土是他受用土，无异生声闻、独觉等此论所言故。说十念即得往生是为了摄化懈怠种类未集善根的众生来到佛教中，隐藏着如是密意。其次，依净土经典来讨论。如《经》言：“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123]并非只要发愿往生即得往生，必须要具备善根福德因缘，善根即五根、五力等。而已具备善根的若发大愿求生彼国，确实可得不退转，所以佛说：“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124]说唯发愿十念往生也是不违理的。

（二）韩清净门下的唯识学研究

1.朱芾煌的唯识学研究

朱芾煌，又名黻（绂）华，四川省江津县人，生于1877年，1901年考中清朝秀才，1906年入读上海中国公学。1909年到日本求学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因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有旧，于南北统一之际，奔走调和，使得议和成功，促成了清帝退位和共和制度的确立，他是南北议和、民国建立的功臣。《胡适日记》曾记云：“在叔永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125]1912年夏，朱芾煌与吴玉章发起组织四川省俭学会，此为川人留法勤工俭学的开始，受惠者包括陈毅、聂荣臻、赵世炎、刘伯坚、邓小平等数百人。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朱芾煌谢绝官职，赴欧洲游学考察，研究各国思想文化及政治制度。1914年年底回国，先后出任夔关、张家口关监督。1921年之前，朱芾煌专宗净土，朝夕不辍。白天则博览大小乘经典，多能记诵，每遇问难，言辞锋利。1921年，太虚在北京弘慈广济寺宣讲法华经，朱芾煌向太虚请教了七个佛学问题，从他所提的问题来看，对佛法已经有比较深的理解了。1922年朱芾煌退隐北京，潜心佛学，追随韩清净专究“一本十支”，组织了法相研究会、三时学会等。朱芾煌虽长韩清净七岁，但终身执弟子礼，并搜集大小乘阿毗达磨等诸论有关名词，汇编成《法相辞典》。此辞典始编于1934年，迄1937年成书，共260余万言。朱芾煌发现一般的佛学辞典在编纂上会出现十种失误，为解决这些问题，他发愿去编纂一本新的《法相辞典》。他在辞典序文中指出这十种失误是：其一，一般的佛学辞典，泛载俗名者多，唯取法名者少。其二，于所载法名中，随自意解释者多，依圣教解释者少。其三，于所依圣教中，依中土诸师之说多，依佛菩萨之说少。其四，于佛菩萨之说中，依不了义经者多，依了义经者少。其五，依了义经者，译文讹误者多，译文正确者少。其六，译文正确中，选材芜杂者多，选材精慎者少。其七，选材精慎中，唯举一义者多，兼学众义者少。其八，兼举众义中，略释概要者多，详陈本末者少。其九，详陈本末中，大小无分者多，大小可别者少。其十，大小可别中，出处不明、难可查对者多，详志卷页、易可查对者少。该书以玄奘所译之经论为取材范围，于名词下悉录各种典籍对此名词论述的原文，一名词下，所引材料多条，但不加解释，并标明所录文字之出典卷数、页数等，方便读者返回原典查对，是一部研究大小乘经论的入门辞书。

2.梅光羲的唯识学研究

梅光羲，字撷芸，江西南昌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梅氏为洪都望族，书香世家。梅光羲幼年受传统教育，19岁中举。23岁，以道员在湖北候补，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赏识，先拔擢为湖北武备学堂监督，后派遣到日本陆军振武学堂学军事，毕业后又入早稻田大学习政治经济。1907年，梅光羲学成回国后大多在司法界任职。

梅光羲学佛早于欧阳竟无，与欧阳竟无有同门之谊。1902年，梅光羲由桂伯华引介，从杨文会学佛，有《大乘起信论》、《华严》、《三论》及净土诸宗之要等。从此尽弃以往所学，专心研究佛典，于唯识学所下的功夫最多。后来他曾言：“非佛书不读，非佛行不行”，以此自勉。宣统二年（1910），梅氏任广州司法官，赠新刊《成唯识论述记》予太虚，太虚携以自随，时一披阅。

1920年，梅光羲出版第一部著作《相宗纲要》，欧阳竟无为他作序。此书对唯识宗之名相一一加以疏释，总计条目一百五十二条，可以说是一部法相小辞典。1921年前后，梅光羲任山东省高等监察厅厅长，在济南大明湖畔组织佛学社，开办法相唯识学讲座。后来在台湾弘扬佛教的李炳南居士（1889—1986）就是其当时座下的学生。1927年9月，三时学会成立，梅光羲为会中之一员。1931年，梅光羲发表论文《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考证世亲学传来中土，先后有菩提流支、真谛之旧译与玄奘之新译三系，并且还列举了旧译与新译的八条不同，并附列唐代灵润所辨相宗新旧二译不同义十四条。以为安慧是“从空而之有”，与护法的不同在于不许依他性为有。真谛的唯识古学，处于创始的粗糙阶段，学不至护法，非故异护法或别有一途。唯识学至护法，确然可立，纯粹以精。由此引起讨论，太虚大师作《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守培法师亦发表了评论文章《读唯识新旧二译不同后的一点意见》，他的基本观点是“旧译无一非处，新译无一是处”。抗日战争时期，梅光羲在重庆任职于司法院，协助太虚组织佛学社，推动佛教弘法事业。晚年，他在重庆长安寺佛学社讲《大乘起信论》、《唯识要义》等，风雨不辍，直到卧床不起。

梅光羲生平所得薪俸多用于佛教事业，资助金陵刻经处印经、支那内学院办学等。1947年5月梅光羲病逝。其著作除了《相宗纲要》外，还有《相宗纲要续篇》、《大乘相宗十胜论》、《相宗史传略录》、《因明入正理论解录集注》、《法苑义林章唯识注》等。梅光羲在佛教界声望甚高，与北京夏莲居齐名，时称“南梅北夏”。

三 太虚与武昌佛学院的唯识学研究

（一）太虚的唯识学研究与弘扬

太虚唯识学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会通如来藏学与唯识学，主要表现在会通《楞严》与唯识，以及以唯识学思想解释《大乘起信论》。此外，太虚还与支那内学院围绕着法相与唯识分宗等问题展开了辩论。

1.会通《楞严》与唯识

《楞严经》在中国佛教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自从唐代中叶译出后，就一直有人疑为伪经。近代，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认为，《楞严经》是剽窃道教及中国传统思想而来，是伪经。吕澂《楞严百伪》中亦说：“《楞严》一经，集伪说之大成。”[126]佛教出家僧团中亦有认为《楞严经》为伪经者。太虚也就不能不对此经的真实性作出维护，这种维护也就是在维护中国传统的佛学。他在《楞严摄论》中对《楞严经》的地位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中国佛教历代宏建，不出八宗：禅、净土、律、密、天台、华严、唯识、三论宗。这些宗派根据修行的重点不同，又可摄为禅、净、律、密、教五宗。而一部经中兼该禅、净、律、密、教五，而又各各专重，各各圆极，在大藏教中罕见，唯《楞严经》最得通量。此外，他如此信奉和极力弘扬《楞严经》也与他悟入“楞严心境”有关。他曾述：“闭关二三月后，有一次晚上静坐，在心渐静时，闻到前寺的打钟声，好像心念完全被打断了，冥然罔觉，没有知识，一直到第二天早钟时，才生起觉心。最初，只觉到光明音声遍满虚空，虚空，光明、声音浑然一片；没有物我内外。嗣即生起分别心，而渐次恢复了平凡心境。自此，我对于《起信》、《楞严》的意义，像是自己所见到的，所以我当时就开始著成了《楞严摄论》。”[127]太虚的维护不是一味地守旧，而是给予新的唯识学诠释，使得传统经典在新的时代显示出了新的生命。

首先，太虚以唯识来诠释《楞严经》名相。见精即唯识学之见分，见性即自证体，证自证心即识精圆明如来藏心。“见性是指‘见犹离见、见不能及’之自证体、证自证心，即识精圆明如来藏心也。见精是指自证体上亲见分，未执所缘为自性者，所谓‘于妙圆中黏湛发见，见精映色’是也。”[128]六精就是阿赖耶识见分，前五识，意识明了现量，触、受位的遍行心所。如文说：“六根唯是色法，虽是第八之亲相分（法尘影子之意根、其种子亦第八所缘之相分种子），具有摄为自体、持令不散、领以为境、令生觉受四义，介乎知无知间；要属第八所缘性境（第六缘之则为有质独影境），但是发见胜增上缘（较灯能显色稍优胜耳），无能缘用，非是真能见者。六精唯是心法，正是见分、真能见者。自体本来离所缘相，即是识精。亲证识精，即是圆明如来藏心。约一识门言之（一识门有三种：一是唯一意识，二是唯一末那，三是唯一黎耶。此依《楞伽》约唯一黎耶言，即唯识观摄末归本门）：则是第八之亲见分，唯无覆无记性。然根本识深细难知，须约八识门言（唯识观隐劣显胜门），则是前五及第六明了之现量。此六现量唯缘性境，得境自相，不带名言。唯一刹那，不落时量，亦无长短、方圆、一多、远近、前后、始终、内外、大小、高低、上下、同异、彼此、轻重、深浅等分位假。未起意识比量，则不迷能见是眼根，所见是情物、无情物，从何以立大小而观大小？尚无有头（头亦名言种类所起），何有头自动摇？尚无有手，何有手自开合？一刹那际逼塞虚空，法法不相到故，故得漭荡无涯，即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也。而在六识现量，既无识类差别可言，则八识门亦同一识门耳。头自动摇，见无动摇；境自大小，见无大小。且就唯识观舍滥留纯门言：就舍滥留纯门得论心所，则六精是前六遍行触、受二位（触受颇同近人所云感觉、直觉），未入想位、思位，故不共余诸心所转。以别境不定善染等心所，皆入想、思位后分故。”[129]根大实是觉大，是六根门头之精明，也就是阿赖耶识。如文：“实相者，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之如来藏也。而大乘教多标六大，本经加立根大。根大实非指六根，而是指发现六根门头之精明，依本精每称见精、闻精等，应名精大，然名词不雅驯。据实应云觉大，……虽名根大，实是依根之觉，寄名根大。例如依眼之识名为眼识，识实非眼。可知此大精觉，亦复非根。经文虽云‘如一见根’，乃诠见之根元，非诠眼根。若眼根向前则背后，岂云见周法界？又此六精本一精明，一精明即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必以末那识为共依，是故此大即摄七八两识。既知根大、是指精觉，可知识大唯指第六明了乱意之比、非量及独头意识矣。”[130]

其次，将《楞严经》与唯识经典会通。《楞严经》与《解深密经》在胜义、修、证、了义教四方面是相同的。“《解深密经》，共有四分。文相义门，最为井然。一、《解深密》法门胜义了义之教，同本经显如来藏章，亦兼含本经说七趣生报。二、《解深密》法门瑜伽了义之教，同本经明圆通门章，亦兼含本经说五阴魔境，亦即三重渐次。如曰：‘此奢摩它、毗钵舍那、清净尸罗、清净闻思所成正见以为其因’，亦即禅那进修圣位。如曰：渐次于彼后后地中，如拣金法陶炼其金，乃至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三、《解深密法》门诸地波罗密多了义之教，同本经示菩提路章。四、《解深密》法门如来成所作事了义之教，同本经观世音所发妙用，佛顶神咒所成功德。名相稍异，综核其义，大致同也。本经一名如来密因（胜义）修（瑜伽地波罗蜜）证（地波罗蜜成所作事）了义（四皆曰了义教），意见乎《解深密经》矣。彼经虽唯与无量大声闻众俱、无量菩萨摩诃萨俱，是从超过三界净土中说；其说胜义之教、瑜伽之教、皆有无量有情发菩提心，无量声闻得法眼净（案：即不随分别，歇即菩提，亦是于菩提心令得自在）；又诃定性二乘为增上慢（亦同法华诃退席者为增上慢），甚合本经旨趣。善现所说，即是转《般若经》，亦即大阿罗汉得自在菩提心者也。”[131]《成唯识论》与《楞严经》义亦同。如云：“《成唯识论》，共三十颂，略作三门会勘：一、前二十五颂，同本经历万法显如来藏。后十六颂，同本经约四谛显如来藏。用彼全论前后相互，方成本经显如来藏章耳。二、初一颂半兼第二十五颂，同本经破相想遮显如来藏。十六颂至二十五颂，同本经说七趣生报。二十五颂至三十颂，同本经明圆通门示菩提路章，兼含超越阴浊，脱离魔邪。三、彼之全论，唯是本经示菩提路章。因彼论文义之前后互相关摄，可反显本经文义章章含融已！然非见彼论之条分缕析，不易明本经一体全具也。”[132]

2.《起信论》唯识释

内学院料简《起信》之非，其有力武器是唯识学理论，因为唯识学理论直接传译自印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印度佛学的原貌。在内学院视域中，华严宗等对《起信》的诠释是与唯识学理相违的，其诠释与印度佛学是相违的，并不具有合法性。而回应内学院的批判最好的回答就是证明《起信》与唯识学理是相容的。太虚大师曾说：“予解此论，尝著略释、别说二书。今以时人依据《成唯识论》，对于此论颇多非拨，而主张此论之贤首家说，又不足祛除除其迷谬，乃从《成唯识论》寻得此论立说之依据点，示全论之宗脉，裂千古之疑网，择要以言，不复详其章句。”[133]为了回应内学院的批判，太虚大师以《成唯识论》的观点诠释《起信》，开显《起信》与唯识学理是不相违的。但是他的唯识学诠释不免会与传统中国佛家的解释不同，华严、天台家对《起信》的解读在太虚大师看来，未必是准确的。以下从本觉思想与真如缘起思想这两个重点方面来谈。

（1）本觉思想

太虚对“本觉”思想作了唯识学诠释。其一，本觉即无漏种子。如：“真如体上之不可离不可灭相——真如自体相，如来藏也。换言之，即无漏种子，亦即本觉，亦即大乘相大。”[134]亦有直接称为“本觉无漏种”。[135]此无漏种无始以来于阿赖耶识中法尔本具。如《大乘宗地图释》中说：“本净种即是本觉种，诸净法皆智觉性故，故一切无漏清净法亦可曰唯觉也。阿赖耶识异生位中无始以来未起此觉，换言之，即无漏无分别智种曾未起现行，一向是迷，一向分别，故一切有漏杂染法亦可曰唯迷也。本觉净种无始以来法尔本有，以此义故，经云：‘众生心性本净’。”[136]又：“阿陀那识为无始时来界，本具有一切法种子，具有根本无明种子；亦具有本觉种，亦本具八识及诸心所法、色法种子。”[137]唯识学以为阿赖耶识（阿陀那识）无始以来法尔本有清净的无漏种子，此无漏种子并非为阿赖耶识所摄持，而是“寄存”于阿赖耶识中。其二，本觉即根本无分别智。太虚大师除了以无漏种子来解释“本觉”之义，亦以为本觉为“本觉智”，即根本无分别智。如《大乘起信论唯识释》中说：“依证此一切法本身，故名根本智，亦说名本觉——本觉即根本智别名。”[138]而“本觉”之“本”意为以“觉”（根本智）所亲证的诸法的根本，即真如，或为法身。而非是“觉”已然具有之意。如《真现实论》中说：“此言‘本觉’，犹所云‘根本智’。依此法身说名本觉，即是以所证真如为诸法根本故名根本，能证此根本之智故名根本智——以法身为本，能觉此本名本觉。”[139]将“本觉”解释为根本无分别智，与解释为无漏种子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无漏种子的现行则为根本无分别智，所以无漏种子亦称为本觉种。如：“本净种即是本觉种，诸净法皆智觉性故，故一切无漏清净法亦可曰唯觉也。阿赖耶识异生位中无始以来未起此觉，换言之，即无漏无分别智种曾未起现行，一向是迷，一向分别，故一切有漏杂染法亦可曰唯迷也。”[140]

同样，太虚大师亦对《起信论》的“始觉”、“究竟觉”作了唯识学的诠释。始觉即资粮智、加行智、后得智。究竟觉即一切智智，或称为一切种智，即佛智。如：“始觉然此本觉一名，乃对资粮智、加行智、后得智等始觉，及一切智智之究竟觉，与异生之不觉而说。始觉等由对本觉等展转而说亦然。始觉或能引本觉——资粮智、加行智，或本觉所起——后得智，故始觉者即同本觉。”[141]若换另一种表达方式，“始觉”即是信智、顺解脱智、顺抉择智、后得智。如：“除根本智及佛果智而外，其余信智、顺解脱智、顺抉择智及菩萨地之后得智，皆名始觉。”[142]

太虚还批评了华严宗以佛智释“本觉”。太虚大师以为《起信》所讲述的是菩萨的境界，而非究竟佛果的境界。法藏宗《华严经》以“一切种智缘起”来解释《起信》思想，则有多处未能符合《起信》之意。也就是说《起信》之“始觉”、“本觉”等指的是菩萨的智慧，而非“一切种智”、佛智。如《大乘起信论唯识释》中说：“贤首宗在华严，明大乘果，依庵摩罗识持一切无漏种，彰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可名庵摩罗识缘起，或无漏界缘起，或一切种智缘起，或大牟尼法缘起，或净心缘起，或佛果缘起，可参考《缘起抉择论》——以释此论，虽亦可通，究多未符之处，不能解人疑惑。”[143]华严宗中确是以佛智释“本觉”，如法藏以为本觉之觉为“无垢无挂碍智”、“大圆镜智”，此觉“理非新成”，即本具之意。但是，以佛智释“本觉”，则会引发如下矛盾：“不知此义，但依佛之自证智境，说诸众生无始不觉，实依如来觉心而起，实有始起之期可得，若贤首家法界还源观等，则众生虽可还如来觉心源而成佛，其如佛仍将从众生不觉心流成众生何？则成一治一乱之循环式，永无常觉时矣！故依如来心说缘起，是从佛应到众生，又从众生感到佛之自他不二增上缘起，由佛等流身教，生起众生信心，使发起求成佛之志而已。其实佛居佛位，众生居众生位，各不相到，而众生无始无明实非依如来心而起，故继此为令众生得甚深胜解，当说阿陀那识一切种缘起也。”[144]华严宗的妄尽还源观等，众生可还“如来觉心源”而得成佛，那么佛是否同样会从众生的不觉心而流成众生？“还如来觉心源而成佛”也就是还本觉而成佛。

（2）真如缘起义思想

首先，反驳支那内学院的真如缘起的批判。其一，辨正真如义。太虚大师以为真如宗与唯识宗所立的真如义是不同的。如：“真如宗以最扩大圆成实故，摄诸法归如故，在生灭门中亦兼说于真如体不离不灭之净相用名为真如。以诸净法——佛法——统名真如；而唯以诸杂染法——异生法——为遍计、依他，统名无明，或统名念；此《起信论》所以有‘无明熏真如，真如熏无明’之说也。”[145]真如宗因为最扩大圆成实性、摄诸法归如的缘故，将无为之真如与真如体不离不灭的净相、净用（无漏种子）合名为真如。“摄诸法归如”首先由窥基提出，如：“此大乘三宗之宗主，基师尝略现其说于《唯识章》曰：‘摄法归无为之主，故言一切法皆如也。摄法归有为之主，故言诸法皆唯识。摄法归简择之主，故言一切皆般若’（《法苑义林章》卷三）。……真如宗最扩大圆成实性而缩小余二性，以有为无漏及离执遍计皆摄入圆成实，复从而摄归于真如无为之主，唯以无明杂染法为依他、遍计故。故此宗说三性，圆成固圆成，遍计、依他亦属在圆成也。”[146]而唯识宗因为扩大依他起性，有漏、无漏有为法均摄为依他起性，只以诸法之法性名为真如。正因为真如宗如此安立真如，才为《起信》无明、真如互熏之说提供了可能。其二，辨正真如缘起义。太虚大师对“真如缘起”所下的定义已别于内学院等的解读。如：“意识缘起，正是从迷悟依以说缘起，悟真如即空智缘起净法，迷真如即无明缘起染法。故此二者亦可总名‘真如缘起’，依真如而悟而迷故。”[147]“云真如缘起者，正名空智缘起。空智谓达二空证真如之正智——妙观察智相应心品、平等性智相应心品——相应意及意识心品。然此正智由达二空所显真如而发，故亦展转名为真如缘起。”[148]以真如为迷悟之依而缘起染净诸法，名为真如缘起。真如缘起，正名应为空智缘起，正智由通达二空所显真如而显发，所以展转名为真如缘起。关于真如宗真如、无明互熏说，太虚大师辨析如下：“无明熏真如者，无明如目病，病彼体自离病之目——如熏正智或心之自证体，而观——熏——净空之真如，有诸狂华。依净空实不变生狂华言，言真如不受熏；据因目病所观故，即净空有狂华现，亦可寄言真如受熏。要之，其病（无明）共好目净空（真如）相和合——熏——而有病目空华，可以喻此所云无明熏真如义。真如熏无明者：以一切净法——真如体及于真如体不可离灭之净相净用，皆名真如故，一切佛法皆名真如；以一切染法皆名无明故，一切众生法皆名无明。众生见闻诸佛真如等流所示身言，而生起众生信解思修真如熏无明也。以见闻信解思修故，而自内本具之无漏智种——真如，渐渐引起能熏破于烦恼——无明，亦真如熏无明也。唯识宗以扩大依他起故，只以诸法之全体名真如，而真如宗时兼净相净用统名真如；此于真如一名所诠义有宽狭，一也。唯识宗于熏习专以言因缘，真如宗于熏习亦兼所缘、等无间、增上之三缘以言，二也。明此，则唯识宗正智现行唯识熏正智种子，无明现行唯熏无明种子，且不可言正智无明相熏，何况可言无明真如相熏！而真如宗则可言无明熏真如，真如熏无明也。二者各宗一义而说，不相为例，故不相妨。如闻击柝，或言木声，或言四大种声，均无不可。”[149]此中以为，若以病喻无明，洁净的天空喻真如，通过有病的眼睛在天空中则见有乱花，这好比无明熏习真如，因为病（无明）与洁净的天空（真如）相和合，才会发生见有乱花（遍计所执性）。无明与真如相和合，见有遍计所执性，说为无明熏习真如，实际上真如是不受熏。唯识宗讲熏习专就因缘来说，而《起信》虽然说真如熏习无明，但真如仅仅为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而已。真如为无分别智的所知境，故也就是所缘缘。众生以诸佛真如之等流所显示的身教、言教为增上缘，而生起信解思修即是真如熏习无明。无漏智种（真如）破于烦恼也是真如熏习无明。空智亦可为无明的等无间缘，如无漏有为法可无间生有漏有为法。所以真如宗说真如、无明互熏是可以成立的。染净诸法均是从自己的种子生起，也就没有无为生有为的过失。《起信》的真如缘起说与唯识学理是不相违的。

其次，辨正《起信》如来藏缘起义。《起信》云：“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150]太虚大师以为此“众生心”指的是地上的菩萨心，如此才能与《起信》下文论生灭门中“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及“忽然念起名为无明”对应起来。对此，太虚大师释为：“盖菩萨心无漏现行时，可依根本智起后得智，复可依后得智无漏无间有漏现行。后得智亦如来藏摄，依后得智无间而起执障相应之三界有漏生灭心，故可云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亦可云：‘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由根本智而后得智，即不达一法界，而智不亲真如契应——忽然念起——由后得智无漏无间忽生二执、二障相应杂染心念，名为无明。’”[151]正因为“众生心”为地上的菩萨心，才有可能出现如此不稳定的心况。后得智无间而生起人我、法我执与烦恼、所知障相应的三界有漏心，即“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后得智无漏无间忽然生起二执、二障相应的杂染心念，即“忽然念起名为无明”。可以说《起信》是“依菩萨心说如来藏”，而华严、天台、唯识宗人对《起信》如来藏说的解读都是有偏颇的。如：“若贤首家以如来心说如来藏，则如来心常无漏故，不应依之有有漏生灭心——此论之有生灭心，专指三界有漏虚妄分别心心所聚及忽然起无明。天台家以真如说如来藏，真如常无起故——真如本义，专指法性以言，此中亦然，但是体义。他处言真如用，言真如熏，则兼清净法相以言，包含真如如来藏，总名曰真如。犹包含清净依他起分，总名曰圆成实也——不应依之有有漏生灭心及忽然起无明。唯识家以异生心中本具之无漏种说如来藏，其无漏种曾未现行，而无始无明执障亦从无间断，绝无从无漏无间起有漏之事，亦不应说依如来藏有生灭心，非依无漏种得有有漏现行故；无明亦不应说忽然而起，无始现行曾未暂间断故。坐是贤首、天台二家，不知其不可而说多舛谬难通；唯识家知其不可而致生违诤，三家皆不知此论依据菩萨心而说，故皆失之私蔽。”[152]华严宗人依如来之心（真法界及事事无碍法界），或真如（真法界及理法界）解如来藏，但是如来之心恒常无漏，不应依如来之心而有有漏的生灭心及忽然生起无明，这与《起信》论文是相违的。天台宗人以法性真如解如来藏，但是法性真如恒常无有变异，没有造作，不生起万法，所以不可说依法性真如而生起有漏的生灭心和忽然生起无明，而《起信》却有如此的论文。唯识宗人依凡夫之心本具的无漏种子解如来藏，但是在凡夫的心行中，凡夫如来藏中的无漏种子从未现行，而且无始无明执障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自然不会发生从无漏无间生起有漏的心况，而《起信》却说依如来藏有有漏的生灭心；无明无始以来未曾暂时间断，则不应该说无明忽然而起。

（二）驳法相与唯识分宗

太虚以为欧阳分宗说裂法相与唯识为楚汉，皆是虚妄分别，由之而作《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唯识与法相》以反驳。对于“法相”、“宗”的用法，太虚认为“宗”为“宗派”义，非“宗趣”义。太虚辨云：“法相之法，法相之相，都无不通，都无不详。若然、则固无诣非法相者，法相宁得为宗？——若所云贤首宗、慈恩宗之宗字，乃是一家一派之代名词，异此中所云法性宗、法相宗为标宗趣之宗也。”[153]“凡属遮表言思所诠缘者无非法相，一一法相莫非唯识，故法相所宗持者、曰唯识，而唯识之说明者、曰法相；此就唯识宗言者也。若就法性宗言：亦可法相所宗持者、曰法性，法性之说明者、曰法相。故法相绝然不得以名宗。若名法相为宗，则岂唯俱舍、华严可属法相宗，即大乘其余各家与小乘各派，外道各派乃至世间小家珍说，孰不可属法相宗哉？故须大乘所说一切法相所宗持者乃得名宗，而不得别指有一通三乘之法相宗、与唯识宗非一也。”[154]对此问题，太虚从三个方面逐条破斥。

第一，对分宗理由的破斥。首先，破“缘起理，建立唯识义；缘生理，建立法相义”。欧阳认为：“缘生理是就其果说成就相，识不独尊，故万法平等平等，是法相义。缘起理就因谈种子相，万法归于一识，故唯识独尊殊胜殊胜。”[155]太虚则认为种现因果，不即不离，由此，缘起与缘生亦是不即不离。缘起义之唯识与缘生义之法相亦不可相离而单独成立。其次，破“唯识宗以根本智摄后得智；法相宗以后得智摄根本智”。太虚认为根本智属唯识，后得智属法相。由根本智摄后得智，则法相以唯识为宗；依后得智显根本智，即是通过法相而彰显唯识。据此只能看到二者所宗为一，不能别立为二。再次，破“唯识宗以四寻思入道，法相宗以六善巧入道”。“后得智为仿根本智之所起，加行智为引真见道，根本智前结加行智之成，后为后得智之源，乃一切智之枢纽也。而六善巧之蕴、处、界、食、谛、缘、诸法，皆为后智所分别之幻有法相，以之入道，但是依教入理之道；不宗唯识之四寻思观，不能从行证果入真见道，故法相必宗唯识。”[156]真见道所依的是根本无分别智，这只能由唯识之四寻思观才能发起。六善巧诸法为后得智所分别之法相，不是真正的真见道。且后得智也是源于根本智，也就说源于唯识观。所以，法相必宗唯识。最后，破“唯识宗以唯有识为观心，法相宗以如幻有诠教相”。“唯识为唯有识以观心，是观即行，行必证果。法相以如幻有而诠教，教但显理，理必起行，方能证果。凡举一宗，皆具教理行果：唯识之教理即法相，法相之行果即唯识。且宗也者，正指统持教所明理之一集中点以言，故由法相教理，反博归约而起行趋果者，正在唯识。唯识为唯有识以观心，是故法相依唯识为宗。否则，法相如童坚戏，不能趋行证果。”[157]从境行果三层次来看，法相属教，即境；而唯识是其行、其果，所以，法相以唯识为宗。

第二，对两宗宗依经典判摄的破斥。太虚引述欧阳观点说：“近人之《〈百法〉、〈五蕴〉叙》云：抉择于《摄论》，根据于《分别瑜伽》，张大于《二十唯识》与《三十唯识》，而怀胎于《百法明门》，是为唯识宗，建立以为五支。抉择于《集论》，根据于《辨中边》，张大于《杂集》，怀胎于《五蕴》，是为法相宗，建立以为三支。”[158]如是二宗八支，《瑜伽》一本及《显扬》、《庄严》二支括之。太虚回应说：“此所判者，未善思维，试举一二非之：世亲《〈摄论〉叙》云：‘《摄论》宗唯识，则以一切法唯识以立言，所有一切显现，虚妄分别，唯识为性故，摄三性以归一识故’。是言也，谓为《摄论》明法相，以唯识为宗者可，若判为《摄论》是唯识而非法相，则殊未敢苟同。盖如其所计，则《摄论》之初品之所知依，应判为唯识，其第二品之所知相，不又应判归法相乎？吾敢正告之曰：十支诸论，若《摄论》，若《显扬》，若《百法》，若《五蕴》，或先立宗后显法，或先显法后立宗，无不以唯识为宗者。若于立显之先后微有不同，强判为唯识与法相二宗，则不仅十支可判为二宗，即一支、一品亦应分为二宗。如是乃至识之与唯，亦应分为二宗；以能唯为识，所唯为法故。诚如所分，吾不知唯识如何安立？”[159]世亲《〈摄论〉叙》明言，“《摄论》宗唯识”，且第二品所知相品应判属为法相宗。可见，一部论既属唯识宗，亦属法相宗。唯识的经典有的先成立唯识，以唯识为宗，再显示法相；有的经典先显示法相，后成立唯识，均以唯识为究竟宗依处。如果将经典分为唯识、法相两支，那么一部论、论中的一品亦可分为两宗，“识”与“唯”也得分成两宗。如此，就显得分崩离析了，“唯识”则不能成立。

第三，对法相宗摄菩萨别藏、声闻通藏的破斥。首先，对欧阳的观点，太虚引述说：“近人于分立唯识与法相之二宗，更画其范围，所谓法相赅广，五性齐被。唯识精玄，唯被后二。兹先出其意：《〈杂集论〉叙》云：‘唯识简声闻藏八万四千法蕴处，是三藏相。是所缘境。法相则摄方广十事门菩萨别藏，更摄十二部声闻通藏。’又《〈真实品〉叙》云：‘唯识无住，但《般若》自性涅槃，而俱简小，法相普被，有余无余以为其果。’又，‘唯识有简，故有其略；法相咸应，罄无不详’。更有括及于《华严》帝网重重之无尽法界，皆入法相宗范围者。”[160]太虚以为法相宗的提法只能局于唯识宗，其他的如小乘、法性空慧宗、法界真净宗等皆不属于法相宗。第一、二乘法执之法，是法相唯识之所破，非可滥同唯识之如幻有。其次，从法性空慧宗来看，空慧具遮执作用，即遣诸法相、名、分别，乃至能遣亦遣，正智、真如亦不安立。入毕竟空，起法空慧，而直契一切法之平等体性，此体性性离言绝思。法相之相，由后得智分别施设，乃相用之相，非体相之相。法性空慧宗与法相唯识宗，二应有别。最后，安立非安立之圆融法界非法相。此圆融法界，即太虚所判三宗中之法界真净宗，又名真如宗。真净即对有漏虚幻杂染谈，真简有为虚幻，净简有漏杂染，为佛智性相圆融之究竟真净。华严天台无碍法界——此亦可称为唯智论。但唯智乃宗依佛之一切种智，安立非安立圆融为一法界，所以不可束之于法相。由此，法相宗不摄菩萨别藏、声闻通藏。

欧阳将法相与唯识分宗，至关重要的意图不是要把统一的法相唯识学区分为两个部分，而是借一分为二的条理指认“从缘所生法相”的抽象教法系统，为佛法形上体用关系的探究清理了地基。法相、唯识分宗的另一意图在于突破传统所谓慈恩宗的界限，直接提示弥勒学的全体。这一个意图是分宗说创意思考的直接契机。[161]太虚则站在传统的唯识宗即法相宗的立场来抉择这一问题。立场不同，其实各是其所是。

（三）论唯识与人生佛教

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是为对治当时佛教的弊端，即“死人的宗教”和“鬼神的宗教”。他说：“‘人生’一词，消极方面为针对向来佛法之流弊，人生亦可说‘生人’。向来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这并非佛法的真义，不过是流布上的一种演变罢了。还有说：佛法重在离开人世的精神；但死后不灭的精神，具体的说即为灵魂，更具体的说，则为神鬼。由此，有些信佛者竟希望死后要做个享福的鬼，如上海某居士说‘学佛法先要明鬼’，故即为鬼本位论。然吾人以为若要死得好，只要生得好；若要作好鬼，只要作好人，所以与其重‘死鬼’，不如重‘人生’。何以言之？因为人和鬼，都是众生，至于死，特为生之变化耳。我们现在是众生中之人，即应依人生去作，去了解；了解此生，作好此人，而了死了鬼亦自在其中，此所以对向来死鬼的佛教而讲人生的佛教也。”“人生”之意，“世俗对于人生的解说，往往以为人生几十年光阴就是人生的安立，把人生概指为‘人之一生’、‘人的生命’或‘人的生活’而已”[162]。用佛法透视“人生”，可得如下结论：“一、‘人’是什么？是五蕴和合及相续的假相——故人假无人。二、怎样叫‘生’？是众缘交遍且互融的空性——故生空无生。三、怎样做‘人’？尊重仁及坚忍精进的人格，启发此人人本具的性德，做成一个能仁能坚忍精进的‘仁人’。四、‘人生’为什么？造成人人能仁能坚忍精进的人格，去实证‘人假无人’、‘生空无生’的人生真相，同登正觉。”[163]更广义的人生是“人生即一宇宙”、“人生各一宇宙”。“其实，宇宙只是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之总生活，而人亦即为宇宙总生活表现之一种生活。换言之，人生即一宇宙，人生各一宇宙。人生各一宇宙与一一人生各一宇宙，及一一非人的生活各一宇宙，皆有交遍涉入之调和关系而不相离绝的。”[164]太虚大师曾将佛教人生观分为三种：佛教一心十法界大统系中的人生观、三乘佛法中的人生观和大乘佛法的人生观，太虚大师最为推崇大乘佛法的人生观。太虚大师将学佛法之目的及其效果分为人生改善、后世增胜、生死解脱、法界圆明四个层次。值得注意的是，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是即人生改善，隐摄后世增胜、生死解脱，直达法界圆明的极果，大师以为这一法门最为“契机”。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修行方法是圆渐，而非圆顿，他以为圆渐更契合时机。如文说：“大乘佛法，虽为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法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故‘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于此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的大乘佛学。其道当先从大乘经论研求得正确之圆解，发菩提心，学菩萨行。先修习大乘十信位菩萨之善根，获得初步之证验，完成人生，成为孔丘、王守仁一般之人圣，然后再渐趋入于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三无数劫之长劫修证，由超人、超超人以至于佛。”[165]不重圆顿，而重圆渐，应该是受到了唯识宗修行次第的影响。

太虚运用唯识学对人性进行分析后，略示了即人而成佛的路径。如云：“以上依佛学分析人性，大概如此，次略讲修证：性若全善，何修证为？本不可修，遑言证诣！因有求知创作性，方有引发正觉创显真如之修证可能；因有不善恶劣性，始有进攻执我清治染杂之对治的必要。有七：一、善用求知性以理解信向纯善性：依理解纯善性而信向之为最高目标，以达到其圆满究竟为目的。无此理解基础，虽有趋向，亦不能直到佛法之修证，故此第一条须特别注意。二、善用创作性以勇作善业止不善：青年人对于自己的创作性，须好好利用，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三、集中善行理解力进攻执我性：集中云者，如国民与军队的集中，便生伟大之力量，单散则否。吾人善行理解，必也集中方有进攻执我性——第七识——之最高能力，否则便投降于他了。理解是从禅定所生之无我观、法空观等智慧。四、积高善行理解力引发正觉性：善行高，理解力强，如春天之阳光，可引发生之种子生起。五、突破执我性，生起正觉性，创显真如性。六、洗除执我习；清治杂染种增长，增显纯善性——初地至十地。七、异熟性空，杂染性尽，圆满纯善性——佛地。”[166]这其实就是唯识学的修行次第。

四 结语

近代唯识学的研习成果蔚为可观，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即重视印度佛学，重视印度佛学原典，以为汉传唯识学直接传译自印度，真实地反映了印度佛学的原貌，反映了佛法的真实义。而对中国化佛教多有提出质疑，特别是欧阳竟无和韩清净，视其为相似佛教，即使是太虚这样的中国佛教的维护者也对台、贤颇有微词，都将振兴唯识学视为振兴中国佛教的途径，彰显了佛教去伪求真、弘扬正教之精神。他们的研究也不仅仅局于唯识学，而是广涉大乘三系，会通空有二宗，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解读中观学的新的理路。同时，亦重视唯识学与现世人间的关联，摄化世间，他们时常至各个大学等举办唯识讲座，三时学会兴办大良医院，太虚推动的人生佛教运动尤为突出。欧阳竟无、太虚等融通儒佛，以佛摄儒，不失为佛教导俗化方之善巧方便。他们希望通过严密的法相分析，揭示佛教与其他宗教、哲学的差别，包容和取代西学中的科学、逻辑体系，重建中国人道德与信仰的根基。唯识学大师和章太炎、谭嗣同、熊十力等思想界著名学者将唯识学引入研究中，共同促进了民国学术的繁兴。

第三节 近代华严宗与天台宗的弘扬

大醒法师曾论及民国时期华严与天台的弘扬时说：“中国佛教各宗除禅净而外，足称于今古人耳听者，有天台、贤首二宗；中国研习经教之佛教徒，莫不知有此二宗，甚且于佛教大旨茫而不知，反于台、贤二宗能数其宝。台、贤二宗，在智者、贤首二大师判教之初，不过讲的方法之不同，迎合当时众生根基利钝者。后来习此宗者奉为金科玉律，自限门户，不能博学多闻，致至现在不能倡大其宗。”[167]明清以降，由于佛教界整体素质的下降，华严宗与天台宗一样，久已衰微，而天台宗由于在浙江等地尚有天台山国清寺、高明寺，宁波观宗讲寺和湖州灵峰寺等道场和法脉传承，尚能勉强维持；而华严宗在陕西终南山和西安，以及山西五台山等地的道场日趋衰落，或改宗禅宗，缺乏深入研究华严宗教义的大德，故与天台宗相对，至清末之时，华严宗衰敝更甚，幸赖月霞、应慈等苦心孤诣奋力提倡，方有复兴之气象，所谓：“贤首一宗，盛于唐宋而衰于清末，今之后学，得窥一乘堂奥者，赖月师与吾师殚心穷究，独力提倡之所致也。”[168]

一 近代华严宗的重兴

中国华严宗通过对“经中之王”《华严经》的诠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华严学思想体系，除了对华严大经即《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三个译本尊崇外，更重视唐代华严宗创立者智俨、法藏、澄观等祖师的著作的研习，唐代以后所谓的华严宗的传播，主要是对后者的研究和弘扬。正如魏道儒在《中国华严宗通史·导言》中说：“会昌年（公元841—846年）之后的华严宗历史，既不是传承法系的严格意义的宗派延续历史，也不是华严教理依据内在逻辑有新发展的历史，而是华严教理的传播史，是它在整个佛学中的运行史和转型史。”[169]所以近代华严宗的重兴亦是如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派发展，而是华严教理的研究与弘扬。

（一）近代的知识分子与华严思想

在近代思想史上，佛教思想成为社会改良与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以来，中国在面临着西方列强铁炮利舰的入侵和蹂躏的同时，也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在这样民族危亡的关头，有识之士抱着图亡救存的目的，往往从佛教中寻求传统文化的资源，用以激发民族的自尊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华严思想的研究，蔚然成风。

杨文会托人于日本搜集到中国久已失传的唐译智俨《搜玄记》、法藏《探玄记》等数十种华严典籍，并整理刊行。徐蔚如（1878—1937）与杨文会一样，一生致力于创办刻经处，流通佛经，他同时也是以华严学者而著称。他校刊了许多华严宗的重要经典，曾在天津功德林讲解《华严经》大意，被尊称为“华严学者”、“华严大师”。他还研究阐释了华严宗的《华严探玄记》、《华严搜玄记》和《华严纲要》等三大疏以及《华严经疏钞》等经典。杨文会自谓平生得力处乃“教宗贤首，行法弥陀”，所以华严学为其学问的重要根基，他对华严教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时代需要作了新的发挥，激起了强烈反响，对近代知识社会思潮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受杨文会的影响，近代社会改革家、政治家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均对华严思想有着很深的研究。

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仁学》，是对晚清的知识界影响很大的名著，其中有相当多华严的概念和思想。谭嗣同曾入祇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尤擅长于华严思想，他受杨文会影响，在南京金陵刻经处从杨文会学佛期间撰写了著名的《仁学》一书，他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170]

章太炎则从佛教的缘起性空、种姓平等和众生平等思想出发，反对满汉不平等，推崇佛教的大无畏精神和菩萨的慈悲济世思想，尤其是从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大愿，认为只有佛教才能在普度众生中做到“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猬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正如章太炎在《人无我论》中说：“之所以提倡佛学者，则自有说。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持世。……矫弊者，乃憬然于宗教之不可泯绝。而崇拜天神，既近卑鄙；自非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必不能制恶见而清污俗。”[171]章太炎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172]，对华严思想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的这段话既是他本人佛教思想的概括，同时也是时代思潮的反映。

（二）月霞法师与近代华严学之重兴

月霞（1858—1917），名显珠，一名识悔，俗姓胡，湖北黄冈人。月霞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幼年受学儒家教育，稍长研习医学，因逢太平天国战乱，社会动荡，备尝民间疾苦，领悟到“世间庸医，医人一身，尚不可必，况医一家一国哉”[173]，进而认识到病由心生，所以医心才是根本，于是他开始广求医心之道。由此因缘开始涉猎佛书，认为“惟佛学乃穷尽心理”，故发心出家。光绪八年（1882），月霞辞别双亲，来到南京观音寺，依禅定法师出家，并于当年往安徽铜陵大通莲花寺受具足戒。[174]

月霞受具后，一日在禅坐之后忆及永明延寿禅师有言：威音王以前，无师自悟犹可，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者，乃天然外道，于是决心遍历名山，参访善知识。光绪十三年（1887），至江苏常州天宁寺，参冶开禅师，深受器重，后与应慈、明镜、惟宽三人，同受天宁冶开老和尚记别，成为冶开和尚的法嗣传人，传磬山一系临济宗，为临济宗第四十二世。光绪十五年（1889），前往金山寺参大定禅师，次年参访少林寺故迹，往桐柏山太白顶参了尘和尚，一日晚上读《维摩诘经》，静坐达旦，犹如食顷，由此得桶底脱落，身意态然，有所悟入，“谛信依无住本立一切法，成就众生，庄严佛土，惟人生最要重任”[175]。此为其讲经说法，利益众生的最初因缘，其后才有弘法于江苏、湖北之间，无稍懈倦。不过在太白顶时因为用功太猛，致患心疾。了尘和尚告诉月霞，南京句容法忍禅师为禅门名宿，可前往参学。光绪十六年（1890），月霞至南京句容（今属镇江）赤山真如寺，参谒法忍老人，参究禅宗最上一着，尽得其传。每遇大众不能回答之语，必使月霞法师代为回答。光绪十九年（1893），湖北归元禅寺请法忍讲《楞伽经》，多由月霞法师代座，由此开始他讲经弘法的生涯。然而月霞法师还是以为自己悟境尚浅，于本来面目未能彻证，所以往来于赤山十余年间，深参力究。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精研唯识学的松岩法师，一起研习佛法教理，后松岩不幸早逝，月霞痛心地说“失吾宏教左臂矣”[176]。月霞还曾往长安，拜谒华严宗祖师法藏弘道之地，巡礼隋唐时各大宗派祖师弘法阐教之遗迹。至五台礼文殊菩萨，据言得文殊示其弘华严之处。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月霞朝礼五台山返回途中，来到九华山礼地藏王菩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所立《开建翠峰华严道场碑志》记载，月霞见翠峰寺废墟遗址景胜清幽，便协助楚僧普照，在当地士绅王作宾、王文鼎等支持下，披荆斩棘，重修寺院，创办“华严道场”，讲八十《华严》全部，由“普照主讲，月霞、可安佐之”。[177]“华严道场”学制为三年，招收苏浙皖等省的学僧共三十二名。“华严道场”开创了近代中国僧教育之先河，受到高度赞扬，有人评价说：“自明清以来，未有讲《华严经》如此其久者，其道行之高，可想见矣。”[178]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赤山法忍法师至终南山，月霞率学人一同前往。《虚云和尚年谱》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虚云）至南五台，晤觉朗、冶开、法忍、体安、法性诸上人，在此结茅庵，留予同住。法忍住老虎窝。冶开居舍龙椿。法性住湘子洞。予与觉朗体安同住大茅蓬”[179]。赤山法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圆寂，而月霞亲近法忍十余年，故虚云所记在终南山坐禅的时间有误。在终南山结庐禅修期间，清廷驻扎地方的守军将领苏公施田若干亩，月霞即领众开垦，不避艰辛。次年亲迎法忍法师于长安居之，又成为大道场。一年后法忍法师有事南返，月霞亦随之回赤山居住。

清末，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寻求强国救民之道。此时中国国贫民弱，日本人讥讽华人不识佛教。为了鼓舞革命精神，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盟会领袖及骨干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蒯寿枢，以及留学日本的佛学家桂伯华等，在东京发起成立研究佛学会，迎请月霞到日本讲经，为留东京学人讲了《楞伽经》、《维摩经》、《圆觉经》等大乘经典，听经的人士中有章太炎、苏曼殊、孙少侯、刘申叔夫妇、蒯若木夫妇等，留学生中很多因听经之影响而学佛者，被誉为“启发革命之真谛，期佛教为将来民众之觉场”[180]。

清末庙产兴学之风盛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杨文会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内创设“祇洹精舍”，以新式教育培育佛学人才，时太虚、文会、智光、开悟、惠敏等均入学受教。杨文会授《楞严》，苏曼殊授英文，谛闲法师任学监，月霞法师亦应邀入校授课。祇洹精舍开办不足一年，即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宣统元年（1909），安庆提学使沈子培迎请月霞住持迎江寺，于此创设安徽僧教育会，招收僧人受学，宣讲《法华经》、《楞严经》等。月霞法师与杨文会居士为莫逆之交，当时江苏诸山长老同时组织江苏僧教育会，创立僧立师范学堂于南京雨花台，聘请月霞法师担任监督，招收僧青年八十余人，仁山法师、智光法师等在此求学，这是近代以来最早开办的专门的僧教育学校之一。月霞后因为要到武汉洪山宝通禅寺讲经，学堂监督由谛闲法师继任。至辛亥革命兴起，学生星散，僧学堂即告解散。此时，沈子培劝请月霞游历欧美诸国，考察宗教，参观胜迹，搜集遗经。月霞曾到过暹罗（泰国）、缅甸等国，后因水土不服，胃病突发，不得已而返回。

辛亥革命后，月霞溯江而上，至武汉见黎元洪都督，探讨佛法真谛。不久，受上海著名佛教居士狄楚青（平子）的邀请至上海，在他所主持的时报馆楼上讲《大乘起信论》。继由狄楚青推荐，入哈同花园，讲经年余，先后讲过《楞严经》、《圆觉经》等，并著有《维摩经讲义》。哈同花园为犹太人富商哈同及夫人罗迦陵在上海静安寺路所兴建私人花园，罗迦陵闻经发心，于1913年留月霞创办了华严大学。招收学僧六十人，订为预科三年、正科三年，后来成名的僧人持松、常惺、慈舟、智光、霭亭等均曾于此就学。开办约两个月时间，因有其他宗教信徒从中作梗，华严大学不得已停办。1914年，于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继续兴办，校名定为“中华佛教华严大学”，由浙江巡按使屈映光报请内务部总长准予成立。根据1915年8月21日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致内务部的咨文：“根据中华佛教总会呈请大总统规定章程之第二章第五条建立华严大学于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联合梵林之俊，选集兰若之秀，即于上年十二月初八日来校肄业，用稽大乘密藏，讲说方广华严，详订约规，以自利利他为行，博采程范，以修观习教为宗。总期造就布教人材，养成僧众模范，将来散之四方，专宣布我佛最盛功德，使世界同享和平之福，人心共趋善良之途。”[181]后又迁往安徽青阳县大九华山东崖寺、江苏常熟兴福寺续办。据月霞弟子持松回忆：“师对于晚近佛教，每抱悲观，常谓佛教前途将有不堪设想之厄运。故一面设立学校，以期造就人才，备布教之用，一面向政府抒其意见，俾藉政治力量，革除劣习，刷新制度。然旧习深染，非旦夕可除，近来佛教学校稍见振作，师实开风气之先也。”[182]1917年，月霞在常熟虞山兴福寺住持，因积劳深重，率弟子十余人至西湖玉泉寺养病，不久圆寂。

月霞对杜顺的法界观及法藏、澄观的章疏均有深湛的研习，他力阐华严一多相容重重无尽的缘起学说，认为：“须弥、大海之大，芥子、毛孔之小。非放芥子、毛孔令大，以容须弥、大海；亦非收须弥、大海令小，以入芥子、毛孔之中。不动本体，而相摄入，即一真法界之妙用，事事无碍法界也。”“真如性理，生、佛本同……众生不守真如，即成妄想，故有分别，由是彼此各殊，大小各别，处处空碍；菩萨不失真如，故能依正无碍，大小融容。”[183]月霞法师在弘扬华严的同时，特别重视禅观的修行。他在各地创办华严大学时，都设有禅堂，用以补充传统华严宗禅修的不足。

月霞颇具禅宗风范，重视讲经说法，培育僧才，而无暇著述，流传于世的仅有《维摩诘经讲义》和《法源论》等少数著作和文章。月霞在《法源论》中发挥佛经中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时所说的，“大地众生，悉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有此说法四十九年，月霞认为佛法宗旨不出乎三：“谓一心二法。一心者，即当人一念灵知之性，非色非空，无形无相，遍满法界而不失，住一微臣而不小，能出生一切万类，能收摄一切万法，不可得而名，假名之曰心。二法者，一依报，二正报。”[184]月霞认为：“（释迦牟尼）四十九年所说，无非直指一心，能造十界苦乐依正二报因缘果报也。其能造之心体，非言说所能宣，必须回光返照，自肯承当，默然契悟，然后能造净妙依正二报。”月霞在《法源论》中所讲的中国佛教之兴衰演替，完全是按照禅宗的说法，从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由此开始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的递代相传。至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传入中华，为此土之初祖。其间有唐代的六祖慧能、马祖道一，以及宋代的大慧宗杲等，禅风均有大变。至明末天隐圆修、密云圆悟禅师，又恢复临济宗机锋棒喝的家风，至清雍正乾隆时，天慧彻、大晓彻两位禅师又开启新的禅风，坐香打七，棒喝交加，流传二百余载。月霞虽然自称对清代以来禅宗的利弊不敢妄加评论，但又说：“法门不得其人，则是其明证。传灯之法，其旨趣在令悟心光，而庄严依正，自得利益，方可普利众生，自既不能得利，又安望其利生？是于国民政治毫无裨益，无怪乎攘夺之徒有所借口也。彼仗佛衣食者，固不足为道，其自任为续佛慧命者，吾不知其将何以为之乎？”月霞法师虽然出家以后巡礼名山古刹，参访禅门尊宿，以禅宗自居，但是他对于清末之时禅门之衰敝颇有感触，一方面，佛教僧人整体素质下降，禅宗门庭拘泥于禅堂中坐禅了生死，故人才不出；另一方面，中国佛教以禅宗丛林为代表，走向山林，一味追求出世，割裂与社会民众之间的联系，“于国民政治毫无裨益”，故难免受到社会的轻视，甚至觊觎攘夺佛教丰厚的庙产，佛教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三）应慈对华严学的继续弘扬

月霞法师之后，能够继续将沉寂已久的华严学发扬光大的当属应慈法师。月霞法师在圆寂之前，执法弟应慈手说：“应弟！善弘华严，莫作方丈！”应慈当即允诺，遂终身以弘扬华严为己任，一生未出任方丈。应慈（1873—1956），俗姓余，名铎，号振卿，别号“华严座主”，又号“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县，父亲余根源旅居江苏东台经营盐业，余铎即出生于东台。光绪二十四年（1898），余铎辞亲朝礼普陀，值遇明性禅师，即随之出家，法名显亲，号应慈。出家后读经三载，如《维摩》、《法华》、《楞伽》诸经，靡不领悟。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往宁波天童寺从寄禅受具足戒，深受寄禅器重。逾年，朝礼天竺寺、云栖寺，于西湖灵隐、昭庆寺参学两年。“每悟佛旨不在经忏门庭”，自发誓曰：“在家不能尽忠孝，出家不能绍佛种，此何人哉？由是发心，上求佛道，下利群生。”[185]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师命往常州天宁寺参学，亲炙冶老和尚。入禅堂第三年，上座问“念佛是谁”的话头，答：“无是谁，无非谁。”冶老引为入室弟子，盖以明公深通禅理，担荷祖庭。为冶开门下四大弟子之一（另三位即明镜显宽、月霞显珠、惟宽显彻）。应慈虽为月霞法弟，但一直敬事月霞如师。清末之时，协助月霞法师创办江苏僧立师范学堂。民国以后，先后协助月霞在上海哈同花园创设华严大学，又移杭州海潮寺开中华佛教华严大学，先后凡六年。

冶开住持虞山兴福寺后，命月霞与应慈至山，因月霞受诸方之请，讲经办学，为法勤劳，1917年在西湖圆寂，应慈独立支撑兴福寺，渐复旧观，传法与持松、慧宗、泽月及再传正道等，相继住持兴福寺。设法赎回寺产以维持僧众生活，设华严讲堂以培养僧才，倡禅宗以绍祖印，又先后两次传戒，使兴福寺成为禅宗、教门、律宗兼备的道场。

1922年，应慈前往芜湖讲经传戒，随后于西湖菩提寺掩关，专研华严教理。1924年，常州清凉寺静波法师亲自叩关迎请应慈至常州。1925年正式创办清凉学院，招收学僧三十余人，学制五年，预科二年，专科三年。华严预科的课程有《四十二章经》、《华严五教仪》、《华严教义章》等，每日坐禅讲经，结冬打七。1928年，清凉学院预科毕业后，移上海辛家花园清凉寺下院继续兴办，讲授《华严悬谈》三十卷，为华严专科。后二年，又先后移至常州永庆寺、无锡龙华庵，开讲八十《华严经》正文，1931年春华严正科学僧终于圆满毕业。

应慈法师弘法二十余年，讲法三十余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如1931年夏，第五次朝五台山，礼文殊菩萨，在碧山寺宣讲《梵网经》，听众三百余人，咸感稀有之瑞。次年秋，应姑苏西园寺邀请，演讲《楞严宗灌顶疏本》。此书为清代华严宗高僧续法所著，1928年开始应慈法师募刻此书，经三载刻成，版存扬州藏经院。此次开讲，时值国难，希望借此消弭灾劫，祈祷世界和平。1932年春，应慈在常熟兴福寺讲演《法华经》，并传授三坛大戒，普劝世人止恶作善，以挽救世厄。应慈法师秉承圭峰宗密之遗峰，先定后慧，禅教圆融。据《六秩颂言》云：“如讲《起信》、《维摩》、《楞严》、《楞伽》、《圆觉》、《般若》、《华严》、《梵网》、《法华》诸经，皆先定而后慧，尝有不坐禅则不说法之规约，所谓禅秉南宗，教遵贤首，如圭峰之遗教也。”[186]

《华严经疏钞》是唐代华严宗四祖澄观所撰，因澄观号清凉国师，故此书又称《清凉疏钞》，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的会合本。《疏》和《钞》原来分别刊行，宋代净源法师始录疏注经，明嘉靖年间妙明法师续钞合疏，合为会本，雕版流通，版存武林昭庆寺。然而在会和时有欠精当，后世流通过程中又增加了许多讹误，明《永乐南藏》及《嘉兴藏》收录此书时未加考订，清《乾隆大藏经》亦沿袭其讹。徐蔚如居士对《华严经疏钞》非常推崇，孜孜研习，通过汇校诸本，发现各本均有异同，乃认定当时流通的版本已非澄观之原本，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厘会不当，二是删节不完。因此与蒋维乔、李圆净、黄幼希等信函磋商，决定重编《华严经疏钞》八十卷。徐蔚如于1937年因病逝世故未能如愿，蒋维乔等仍本其遗志，决定继续进行此重编工作。直到1939年应慈法师到上海宣讲四十《华严》，闻知此事，竭力赞助，《华严疏钞》编印会得以成立。5月18日，《华严疏钞》编印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功德林蔬食处召开，由应慈法师和蒋维乔居士担任会议主席。据黄幼希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可知，重编工作首先是“胪列异同，补正伪脱”，其次是“考证异同”及“点正句读”，即“考证异同，决定应从何本，而以他本异文择要列入校勘记。并将现行本厘会失当之处加以改正，点正句读”[187]。华严疏钞编印会的宗旨是：“本会专以校勘补正《华严疏钞》旧刻伪脱，编会重印，以便利讲演、修习、受持、流通为宗旨。”[188]大会推举应慈法师为理事长，朱庆澜（字子桥）、叶恭绰（字玉甫）、蒋维乔三人为副理事长，月晴、僧昙、关[image: ]之、李耆卿、范古农、黄幼希、李圆净、费慧茂、孟望渠、钱重知、徐春荣十一人为常务理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部《华严经疏钞》于1941年冬校勘完毕，并于1944年全书校印完成，成为千余年来最为完善的版本，对于华严教义在近代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应慈法师还著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浅说》一书，结合他在数十年中在华严大学及各地讲演《心经》，“采集靖迈、法藏、宗泐、憨山、智旭、紫柏各家之说，而加以熔炼，又时时自出机杼，别附胜见，记录用白话体，亦极明畅流利之致”[189]。

持松法师对应慈法师评价甚高：“华严一宗，自五祖而后，虽不乏哲匠，然时隆时替，未能衔接一系。迨清末共和之交，先法师月霞尊者，始挺然利见，奋华严之硕誓，继列祖之鸿猷，阐五教，明三观，彰六相，抉十玄，别教一乘，于焉恢启。现法师应慈和尚，与先师同愿俱来，影响翊赞，殆媲夫文殊之辅化遮那，而庆喜之伦叙释尊也。故先师捐尘以来，师独荷肩仔，频演大经，奖掖后进，无厌无倦，仍犹先师之住世也。甲戌秋，师宴坐兴福寺救虎阁中，方阅《入法界品》纂要之文，恍见金人丁宁付嘱曰：‘贞元四十，《华严》久秘未宣，显而扬之，责在尔躬矣。’师感惕惊寤，爰赴邗江，重镂是经，就虞山宝严寺敷陈嘉会。时众会中有读《探玄记》者，觉贤首规模，昉于晋经，因复劝请转其轮毂，俾三部大经，平等推挽。矧华严教义，虽曰盛于唐，而实创于晋隋之间，故晋译微言，实肇宗基，杜顺依之而立观，云华遵之而《搜玄》，贤首准之而判教分宗，顾可因唐译而偏废晋经乎哉？师允其请，乃捡核旧刻，剥误滋多，遂依徐文蔚居士近刊《探玄记》及诸藏本，校而正之，仍授梓扬州，与前四十卷经版式相若，放大字形，俾庄严法宝，易于受持。鸠工于丁丑岁，旋遇军兴，辍作不时，延至今秋甫庆观成。行见千载秘藏，悉揭橥而传播之，展转弘通，于是昔日之不能绵续一系者，亦得薪传无尽，历百千劫而不熄矣！当晋典传译之时，有双童给侍之瑞。盖以此经久置龙宫，龙王庆其传通世间，故令龙子及诸善神护于左右。今则千百年来无人宣示，不翅若在龙宫，故新刻竣事，吾师发挥奥赜之际，定亦有瑞相现前也。”[190]应慈法师60岁时，门人弟子亦赞颂应慈法师说：“皖歙有高僧应慈大师，生于前清同治之季，由儒而佛，本宗贤首，戒乘并急，禅慧兼超，以度生为其天职，以说法布其宏施，尽虚空遍法界，有一不得其所者，师引以为己责，此其心量为何如耶！其仁慧为何如耶！”又说：“师由禅宗见性而自利，次明华严大法而利他，先承冶老之心印，复绍月师（月霞）之宏模。贤首一宗，盛于唐宋而衰于清末，今之后学，得窥一乘堂奥者，赖月师与吾师殚心穷究，独力提倡之所致也。”[191]

（四）结语

近代华严学的兴起有其鲜明的时代原因，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佛教所面临的外部摧残和打击，华严学者自觉地对传统佛教资源再弘扬，用以回应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挑战，以求佛教在新的时代生存和发展。近代华严宗的最大特点即从禅出教，融汇各宗。月霞“教宏贤首，禅继南宗”，其门下弟子除了弘扬华严教理外，有的兼修禅观，有的兼弘真言，有的则兼修律宗和净土。月霞、应慈等均为禅僧出身，由禅入教，并且将华严教义融合到各宗修行之中。如应慈亦“教演《华严》，行在禅宗”；持松精通华严，兼弘密宗；慈舟教弘华严，行修净土，并且重视戒律；戒尘“教依华严，行归净土”。月霞及其门下尤其重视戒律的持守，如法界学院学生上太虚大师书中言：“尸罗不弘，举世有沉溺之患；止持既没，佛种断相续之人。凡执教鞭者，何不提倡佛祖正令，纵使听者学得辨若悬河，不先专律，难免狂知狂见。虽投空门，秉三堂大戒，究其实菩萨、比丘尼僧、沙弥，有名无实者，比比皆是。”[192]然而，近代华严宗由于缺乏一个稳定持续的专门弘扬华严学的道场，这也影响了其传播。月霞法师清末在九华山翠峰寺创办“华严道场”，到民初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以及后来辗转迁移于杭州海潮寺、常熟兴福寺，乃至弟子慈舟法师在汉口九华寺创办华严大学等，皆难以持久，无法形成持续弘扬华严的专宗道场。与此同时，作为华严宗发祥地的终南山至相寺在清代时已改为禅寺，演变为曹洞宗道场；华严宗祖庭长安华严寺等更是衰败不堪，唯余初祖杜顺大师舍利唐塔和四祖清凉国师舍利唐塔两座祖师舍利塔耸立，虽然在民国时期经朱子桥将军倡重修，但寺院未能重兴，并无人弘扬华严。这是近代华严法脉传承方面的缺陷。

二 近代天台宗的重兴

自明清以来，随着佛教义学的衰微，相对于禅宗和净土宗的深入影响和广泛普及，天台一宗颇为沉寂。进入近代以后，佛教教育的兴起和佛教义理的研究，推动了天台宗的发展，尤其是谛闲法师创办观宗讲社，提倡天台教观，大力培养僧才，天台宗出现了复兴的气象。弟子倓虚、宝静、静权、仁山等皆为天台宗之翘楚，法门之龙象，弘法于大江南北，足迹遍及海内外。《中国天台宗通史》中在论及近代天台宗的展开时说：“近代天台佛教在教界的主要人物是谛闲、倓虚二位大师。其中谛闲大师为近代天台宗的中兴者，而倓虚大师则将天台弘化于北方居功至伟。”[193]此段话对于近代谛闲、倓虚二位天台宗祖师的评价颇为公允。不仅如此，倓虚法师及谛闲法师的其他几位弟子更传法于香港等地，使天台法脉得以在海外扎根，枝繁叶茂，影响深远。

在以往对天台宗的研究中，对谛闲、倓虚二位天台宗法师只是作个案性的研究，而对从蕅益大师至谛闲法师之间的天台宗法脉传承并未加注意。实际上明清以后中国佛教已经走向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的佛教形态，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均受禅宗的影响，已经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关注宗派义理的创新和发展，而是更加关注宗派法系的传承。如清代、民国年间出现了很多诸家演派的著作即可反映出这一潮流，尽管这一潮流有的时候只有形式上的象征意义，但却是明清以来中国佛教宗派的新的特点。鉴于目前天台宗法脉已遍及海内外，此研究亦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近代天台宗法系传承

关于天台宗的传法世系，历史上《台宗源流》、《台宗世系》、《指源集》、《世系源流》等著作均有记载。明代中兴天台宗僧人幽溪传灯法师曾撰《灵山正脉》一书，详细叙述了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历代祖师相传的天台宗法脉传承世系，并以他的师父天台山高明寺百松真觉法师为开始，推演了六十四字的法脉传承辈分。据清代守一空成重编《宗教律诸家演派》中记载，智者下传二十六世高明寺百松真觉大师，演派六十四字：“真传正受，灵岳心宗。一乘顿观，印定古今，念起寂然，修性朗照。如是智德，体本玄妙。因缘生法，理事即空。等名为有，中道圆融。清净普遍，感通应常。果慧大用，实相永芳。”又衍表行偈六十四字为号：“大教演绎，祖道德宏。立定旨要，能所泯同。功成谛显，了达则安。万象海现，孰分二三。初门悟入，化法遂行。己他益利，究极彰明。源深流远，长衍纪纲。百千之世，恒作舟航。”[194]

百松真觉之前二十八代祖师传承，据《百丈清规证义记》载：“按智者《观心论》云：‘归命龙树师’，验知智者，遥禀龙树为初祖，近禀北齐慧文为二祖矣。文传南岳慧思为三祖，思传智顗德安智者为四祖，顗传章安灌顶非凡为五祖，凡传法华智威为六祖，威传天宫慧威为七祖，威传左溪玄朗慧明为八祖，朗传荆溪湛然为九祖，然传国清道邃兴道为十祖，道传国清广修至行为十一祖，行传国清物外正定为十二祖，定传国清元琇妙说为十三祖，说传清竦高论为十四祖，论传螺溪义寂常照为十五祖，照传明州宝云义通惟远为十六祖，远传四明知礼约言法智为十七祖，智传南屏梵臻为十八祖，臻传从谏慈辩为十九祖，辩传车溪择卿为二十祖，卿传竹庵宜翁可观为二十一祖，观传北峰元实宗印为二十二祖，印传佛光法照为二十三祖，照传子庭师训为二十四祖，训传东溟慧日为二十五祖，日传普智无碍为二十六祖，碍传南天竺林慧为二十七祖，慧传东禅月亭德为二十八祖。”[195]

明末百松真觉从禅入教，为天台宗第二十九祖，其弟子幽溪传灯为第三十祖。传灯之后，继承天台宗法脉的是蕅益智旭和午亭正时，二人的天台法系分别被称为灵峰系和高明系。智旭出家后，曾于天台参学，从幽溪传灯受法。智旭在注《梵网经》时，作四阄请问于佛，连续拈阄三次均为天台宗，于是决心专究弘扬天台宗。鉴于当时佛教界禅宗等各派门庭之争严重，智旭不肯以天台宗法脉子孙自许，而只是“私淑台宗”，但由于他对天台宗弘扬的贡献和影响，故其门人等将其推为天台宗第三十一祖，即百松真觉下第三世。智旭之后，相继传承天台宗法脉者为：苍辉受晟—警修灵铭—履源岳宏—素莲心珠—道来宗乘—宏海一辅—智德乘勋—禅远顿永—观竺观义—所澄印鉴—迹端定融。光绪十二年（1886），迹端定融出任上海龙华寺方丈，谛闲法师从定融得法，为天台宗第四十三代祖师。

清末又有谛隐禅师复兴灵峰寺，传续灵峰一系天台法脉。咸丰年间，灵峰寺惨遭兵燹而被毁。谛隐禅师（1815—1885），浙江温州平阳人，俗姓张，道光十八年（1838）至本邑仙坛寺从弥玺和尚出家，咸丰三年（1853）受戒于天台山国清寺。同治三年（1864）北游灵峰，“见祖庭荒废，观之不忍，决志重兴”[196]，经二十年的艰辛努力，相继修建开戒堂和各殿堂，重兴灵峰祖庭。为使灵峰寺天台一宗法脉传承不失，付法于长兴清凉寺从能法师和灵峰寺显本法师，显本又传法于了开法师，了开传法于达阶法师（1860—？），后者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接任灵峰寺法席，一直到1928年传法于则戒法师，前后住持灵峰三十四年，先后修复了东首新客堂、斋堂、禅堂、钟楼、僧房等，为灵峰寺天台宗祖庭的复兴贡献甚大。

（二）谛闲法师与近代天台宗的中兴

1.谛闲法师生平

谛闲（1858—1932），清末民初天台宗名僧，浙江黄岩人，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幼见沙门即喜。9岁时父亲病逝，乃奉母命从舅习医。18岁结婚，自己在黄岩城北门设立药铺，经常为贫者施医施药。17—20岁，妻子与儿子相继病故，母亲也随之去世，深感世事无常，人命脆危，省悟到“药虽多，医虽良，但疗身而不疗心，治病而不治命”[197]，于是决意出家。光绪三年（1877）谛闲前往临海县白云山，依成道法师出家。不几日被兄长追回，逼令还家。两年后，长兄去世，谛闲再入白云山。光绪七年（1881），于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圆戒后，继续留在寺中坐香，日夜精勤参究“念佛是谁”话头，深入定境。于是冬打七之时善根发露，身心脱落，恍然有所悟，自此功夫日进。

光绪九年（1883），谛闲至平湖福臻寺，从敏曦法师听讲《法华经》。敏曦法师（1827—1899）为清末天台宗高僧，光绪年间曾与海盐张常惺东渡日本考察佛教，先后住持过天台山华顶寺、宁海县广顺寺与苏州报恩寺，并在嘉兴楞严寺、上海龙华寺、杭州天龙寺等寺院主讲《法华经》，注疏天台经典，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对天台宗《四教义集注》的注释。谛闲因初次听讲，对《法华经》的思想及天台宗的义理茫然不知所云。寺中维那授虚法师对谛闲很器重，送给他一部《法华会义》，于是他白日听讲，夜晚披阅注解，连续多日废寝忘食，潜心钻研，终于“玄解顿开”，阅读全经如观指掌，对天台宗一心三观、一境三谛之妙旨洞然明白。后复讲小座，发挥文义滔滔不绝，授虚对谛闲的进步深表赞叹，认为“稀有”，敏曦则赞其为“法门龙象”。

后谛闲又至上海龙华寺，随晓柔、大海等诸师研习《法华经》、《楞严经》，并讲偏座。光绪十一年（1885）到杭州六通寺开大座讲《法华经》，讲至《舍利弗授记品》，寂然入定，讲毕即回国清心潜修。光绪十二年（1886），承迹瑞定融出任龙华寺方丈，一再命他出山相助，并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

光绪十四年（1888），谛闲在上海龙华寺阅读大藏经，深入经藏，慧业大进。后应龙华寺之请，开讲《法华》，期满前往镇江江天禅寺习禅。光绪十八年（1892），闭关于慈溪圣果庵阅藏，次年又应龙华寺之请，从慈溪圣果寺出关，到上海讲《楞严经》，并著《楞严经序指味疏》。光绪二十年（1894），在龙华寺辅助敏曦长老讲《四教义集注》，并协助整理刊印。其间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掩关普陀山，精进潜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谛闲46岁时首任永嘉头陀寺住持。自此，历任绍兴戒珠寺、上海龙华寺、宁波观宗寺、天台山万年寺住持。其间应各地僧俗之请，如先后多次受天童寺、杭州弥陀寺、温州头陀寺、普陀山普济寺、龙华寺、南京毗卢寺等邀请，主讲《法华经》、《弥陀疏钞》、《弥陀便蒙钞》、《生无生论》、《楞严经》、《梵网戒心地品》等众多经典和天台宗著述，席不暇暖。

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文会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办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祇洹精舍，请谛闲去担任学监。祇洹精舍的学生中，出家缁众有太虚、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一年后祇洹精舍以经费困难停办，谛闲受南京毗卢寺之请，开讲《楞严经》。宣统二年（1910），江苏省僧教育会创设“僧师范学堂”，招收青年僧人入学，谛闲以杨文会之推荐，继月霞法师后出任学堂监督。后因革命军兴，学堂停办。

1912年，上海名流在留云寺创办佛学社，请谛闲任主讲，相继宣讲《八识规矩颂》及《圆觉经》等经论。同年冬，他接受宁波沈知事等的礼请，住持宁波观宗寺，改为观宗讲寺，被誉为中兴观宗之始祖。第二年，又创设观宗研究社，成为常年研习天台宗教义之场所。1915年和1918年，谛闲两次前往北京讲经，开北方讲经之新风，盛况空前。1918年秋，北京讲经会结束，蒯若木、叶公绰两居士为谛闲法师饯行，捐资请设观宗学舍，作为天台宗培养师资之所。第二年，观宗学舍正式开办。1929年，将观宗宏法社、研究社二社，合并为宏法研究社，规模益备，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佛教教育场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僧才，推动了民国时期佛教的兴盛和发展。

1932年5月，谛闲将在香港的弟子宝静召回观宗寺，全权托付给他，命他继任住持。七月初二日午时，谛闲索笔题偈云：“我今念佛，净土现前，真实受用，愿各勉旃。”写毕，嘱全寺僧众齐集大殿念佛，迎请佛至，于大众念佛声中结跏趺坐安详而逝。谛闲法师一生讲经说法四十余年，教在《法华》，行在《楞严》，先后掩关三次，专修禅观。他培养的天台宗僧才中著名的有宝静、仁山、常惺、倓虚、显荫、戒莲、禅定、可瑞、根慧、妙真等，在家皈依弟子著名的有徐蔚如、王一亭、蒋维乔、潘对凫、馨航、黄函之、施省之、李斐然、朱子谦等。其著作有《法华经普门品讲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辑要疏》、《普贤十大愿王别释》、《圆觉经讲义附亲闻记》、《观经疏钞演义》、《首楞严经序指昧疏》、《大乘止观述记》、《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教观纲宗讲录》、《始终心要解钞》、《省庵劝发菩提心文讲义录要》、《梁皇忏随闻录》、《水忏申义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疏》、《八识规矩颂讲义》等，弟子倓虚法师等于香港合辑为《谛闲大师遗集》出版。此外还有《谛闲大师语录》流传于世，该书是谛闲所撰经论义疏类专著以外的其他文述的汇编，正文分为十六类，共二百九十五篇，包括论说、开示、答问、演辞、书函、要述、进义、特著等，内容丰富，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著述。

2.谛闲法师的思想及其贡献

谛闲法师作为中兴天台的一代宗师，其思想重心虽在天台，对于天台行具善恶等思想有所阐发，其创办的观宗学社亦以弘扬天台为目的，然而他却并不排斥他宗，对天台宗思想的解释延续了明清以来中国佛教融合型的特点，重视《起信论》和《楞严》，并将其融入禅修和念佛上，形成了教依天台、禅依《楞严》、行归净土的风格。

谛闲法师一生在各地讲经弘法一百几十次，所讲的经典有三类，第一类为佛经，包括《法华经》、《楞严经》、《阿弥陀经》、《梵网经》、《圆觉经》、《仁王经》、《金刚经》、《观无量寿佛经》、《普贤行愿品》、《盂兰盆经》等；第二类为天台宗著述，如《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大乘止观》、《宝王三昧》、《始终心要》、《十不二门》、《教观纲宗》、《四教仪集注》等；第三类为忏仪及净土方面的经典，如《水忏》、《梁皇忏》、《彻悟语录》、《省庵语录》、《净土十要》、《相宗八要》等。此外，谛闲法师还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味疏》一卷、《圆觉经讲义》二卷、《金刚经新疏》一卷、《普贤行愿品辑要疏》一卷、《观经疏钞演义》一卷、《始终心要解》一卷、《观世音普门品讲义》一卷、《二玄略本》一卷、《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一卷、《水忏申义疏》一卷、《八识规矩讲义》一卷等。正如《谛闲大师传》中赞誉法师说：“夫大教兴替，会有其时。然得人则兴，古今一辙。师生于末法时代，一人精修，化及天下，微特天台一宗，赖以中兴，于全体佛教，亦有扶衰起敝之功。因缘时节，夫岂偶然。且宏扬自宗，排斥他宗，历代大师，亦不免蹈此积习。而我师虽宗天台，对于他宗，绝无门户之见，有非古人所能及者。”[198]

谛闲法师的思想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从禅出教，会通禅教。

法师娴于天台教观、精于禅宗修持。据《影尘回忆录》说，谛闲法师最初讲经的时候，外人都说他学来的，他个人也认为自己年纪轻，不宜过早升座讲经受人礼拜。所以后来他又去参禅，在禅宗名刹金山寺住了两年多，以后又到其他地方掩过几次关，专修禅定功夫。此后开座讲经，就与先前讲经时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这是从自己心地悟出来的”[199]。谛闲法师在北平时，曾告诉徐文蔚说：“讲经全视修持之深浅，如专恃记忆，纵将全藏背熟如流，亦无益也。”[200]并讲他曾于国清寺切实参究，连续参加了十个禅七，某日午方坐定，即闻开静之声，私自问邻单为何今日不坐香，邻单告知一炷大香已经结束了，因此才知道因入定故只似一刹那，自此禅定功夫日有进境。所以谛闲法师可谓“由教入禅，从禅出教”的典范。

谛闲法师对诸宗的用功方法都颇有见地，他在论及禅宗的参话头和天台的止观修行时说：“禅宗注重于参，教下注重于照。如破千年之闇室，贵在明灯；欲出无始之樊笼，须凭妙观。所以看话头，须起疑情，疑情不起，功夫不能进步。修止观只须直照，如在狮子岭，四五七中用功是也。”[201]但终究归心于净土，并以此作为弘化之宗。他认为：“其实当今之世，吾人业重，修止观，须破惑，方能了生脱死。看话头，莫道不悟，纵使澈悟，而生死尚未了脱。具见此宗教二种修功，俱非了脱生死之对治法也。尔若以真实为了生死用功，唯有信愿持名念佛一法，所谓出生死无别路，入涅槃唯此门。”[202]

除融合天台禅宗思想开示念佛要义之外，谛闲法师也会用天台及禅宗的思想来指示用功之道，如他曾说：“当妄念猛焰之际，宜细心体究，看他起从何来，灭向何去，久久自得妄销真现矣。须知妄无自性，全体即空。若竭力而压捺，则是以妄逐妄。愈压而愈多，如水上按胡芦。徒自疲劳，终无实益。只要佛念相继，则杂念自稀矣。”[203]对于止观的运用则说：“一唯识观，此事观也；二实相观，此理观也。此二观下手稍异，从理下手，则唯达法性，法性者。诸法实相也，直观一念本寂，具足三千，不推四运。所以云唯达法性。更无余途。从事下手，则专照起心，四性叵得。谓：用自他共离四性推检四运起心，毕竟不可得。所以（云专）照等也，亦名本末相映，事理不二。观于内心，二观既尔；观于外境，二观亦然。此皆列祖传心之要，非从臆说也。”[204]

至于其常常所用的上堂法语，则更是处处透露教下与宗门之风范，在此仅录一段《讲喻品上堂法语》，以供品析：“（师拈拄杖云：）达摩不来东震，神光不往西干；妙德口中有舌，净名室内无言。迷悟原无得失，生佛不隔毫端；人人从来具足，各各本自天然。何缘一坐十劫，佛法不得现前。众中果有不会，问取大通如来。虽然如是，今日特因护法信士，请山僧升曲录床，为大众重宣此义。而说偈言（遂卓杖云）：这个端的，微妙幽玄，一坐十劫，待离言，搁地一声连底脱，森罗万象笑颜开。（掷杖下座）”[205]

第二，教依天台，行归净土。

自永明延寿之后，汉传佛教中禅净并修之风日重，对此谛闲法师有精妙的阐述，他说：“信禅宗，又信净宗，此即永明祖师所谓，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何善如之？你说禅以返观，净以存想，二者难以兼修，即是不知善用其心。须知当参禅时，一意参禅，返观便不是真参。真参者，宜于话头上顿起疑情，切实体究他，毕竟话头一个落处，直下觑见，当下荐得，算是个参禅的样子。不参禅时，老实念佛，净念相继，较之参禅，尤其得力，是名真念佛也。凡参禅人，名念自佛，早晚发愿回向，愿生极乐，此即禅兼于净也。修念佛人，正念佛时，不必存想，须念念返观，能念之心，心心相续，念念无间，较彼看话头，尤易纯熟，此即净兼于禅也。二者正相资，而不相悖。若真实为己躬生死大事，除净土念佛外，那有出死路，思之思之。”[206]

谛闲法师深切地体会到禅净双修的初衷，他说：“夫参禅教（看念）佛是谁，始于明朝毒峰本善禅师，当时宏扬净土，提倡念佛，而会下学者，口虽念佛，而心驰散。和尚俟众收摄佛号之间，示以念佛的是谁，教他从此发疑，可谓禅净双修也。”同时，法师也提出：“只此一法，在当初唱之时，最为妙极，疑时参禅，不疑念佛。今人将这一法，不教念佛，单教参禅，不知此法最贵者，能发疑情，大疑有大悟，小疑有小悟，若无起疑，即成弊矣。今人不问疑之与否，只管教他参谁，岂非以病为法也耶。”[207]又说：“参禅看话头，念佛即一句佛号为话头，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此即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与参禅何异呢？”[208]所以他认为，念佛一法，涵摄参禅、止观等法，以净土融会禅宗和天台宗。

最终，他对于禅宗与净土宗修行，主张归于净土，尤其认为今不如昔，更应专修净土。他说：“参禅必不可无净土，为防退堕，宁不寒心；净土必不可入禅机，意见稍乘，二门俱破。”[209]所以他认为，在往昔他宗的修行能有所成就，不必改弦，只要加善巧回向即可，但在现今，其他宗派只可作为助行，必须净业专修。

谛闲法师在修行上最终以念佛求生净土为究竟解脱之法，他说：“本宗之子孙者，戒教净三宗并弘不悖。所谓假以异方便，助显第一义。此正助双修，事理并进之妙行也。而况净土持名念佛妙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彻底悲心，无问自说，我辈理应上体佛心，下度含识。”[210]

虽是如此，但谛闲法师始终能依天台教观等思想真正发挥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的特点。他将念佛法门分为念自佛、念他佛与自他俱念。对念自佛法门，依《楞严经》之《耳根圆通》法门加以发挥说：“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由于念自佛法门的修行全依自力，所以难出生死。而念他法门则“全仗佛力，烦恼不必断，业障不必除。只要愿力恳切，便能横超三界，带业往生，故念他佛，了生死之易也”。而自他俱念法门，则是上根利智所修，此法门“必先大开圆解，了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自他本自不二”，亦“非吾辈所能企及”。[211]

虽然，三种法门中他最为提倡的是念他佛法门，认为此法门“最极稳当”，并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212]但他在论及念佛法门的修习时仍常常以天台等思想启迪学人，他说：“信愿持名，为出生死者第一要务。”[213]又说要做到真信，则应具备三点：“第一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第二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性虽无二，位乃天渊。第三要信得我虽障深（业重）久居苦域，是弥陀心内之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远在十万亿刹之外，是我心内之佛。”[214]并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地狱，是心是地狱。念佛求生净土，亦复如是。是心想净土，是心是净土。”[215]这些都体现天台宗固有的“一念三千”、“六即佛”等思想，符合其“大开圆解”的用意。

谛闲法师对近代佛教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办观宗学社，提倡僧教育。谛闲法师认为慈悲事业固然符合佛教济世的精神，但修学办道、培养人才方是根本，他提倡各处寺庵所住的僧众，都应各发道心，认真修行。所有年少的比丘，都应该到丛林学习佛法。对于传统的丛林，他认为不可固执旧习，应该兴办学院，或者是研究社。同时秉承开放的宗旨，认为其形式可以是独办也可以合作办学。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僧才，光大佛法，用佛法的精神对内自利，对外济他。[216]

谛闲法师身体力行，致力于办学育人，成绩蔚然，一生多处兴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观宗讲寺。法师于1912年受宁波当局之请，出任四明山观宗寺住持。在重建祖庭同时，就重订规约，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观宗寺名为“观宗讲寺”。并于第二年成立了“观宗学社”，自任主讲，专攻天台教观。1918年7月，谛闲法师在北京讲完《圆觉经》，交通部部长叶恭绰和铁路督办蒯若木因北方佛法不兴，劝谛闲留在北京，创办一佛学院。因观宗寺的建设尚未完工，所以法师仍决定将佛学院设于观宗讲寺，将原先的观宗研究社改组为观宗学社，除从原先研究社里挑出部分学生外，又招收了一些，共有四十多人，分正预两科，正科和预科各二十名左右。上学期讲《十不二门》，直到下学期把《十不二门》讲完之后，又接着讲《教观纲宗》，第二年（1919）上半年讲《法华经》，下半年讲《法华玄义》。[217]其中《十不二门》最为重要，法师曾开示天台教观的学习次第：“先须熟读《始终心要》，《教观纲宗》。此二种不可不熟读熟背，然后阅《十不二门指要钞详解》。究此一种，要细心玩味。此是性具一宗之纲格，得此纲格已。只须精研《法华》、《楞严》二经，体会佛意，即可自他兼利矣。”[218]

是时入学的僧侣，有仁山、妙柔、倓虚、静权、宝静、妙真、可端、常惺、显荫、持松等，后来这些人分灯于大江南北，各为天台重要法匠。到了1928年，谛闲把观宗学社改级为弘法研究社，由座下弟子宝静协助社务。宝静学识渊博，辩才无碍，讲经授课，亦深受学僧欢迎，由是入学者增多，研究社乃扩大规模，增加预科，培养了大批的佛学人才。同时，研究社发行《弘法月刊》，弘扬天台教义，并与学界人士有着密切的来往，徐蔚如、蒋维乔、江味农等著名居士都参与了学社的教学，形成了良性互动，使学社的佛学教学研究始终处在较高的层次。

观宗研究社注重教观并进，采取冬参夏学的方式。研究社根据学生的情况，分成弘法社（高级）、研究社（中级）、预科（初级）三班。在预科听课一年，经考试及格，方可进入研究社两年；再经考试及格，始能升入弘法社；再经三年毕业，不发文凭，不分期别。每天早三点起床，三点半上大殿，五点半下殿，稍微休息一会，就过早斋堂。八点钟学生回讲，至十一点下课，十一点半就过午斋堂，然后绕佛。下午一点钟，到讲堂听谛老简单开示，先修止观一个小时，然后听讲大座。下午四点至六点上晚殿。晚间七点至九点，是自修的时间，个人在寮房里看经。或者听课外课，如《古文》、《四书》、《史地》、《书法》等。其时间安排相当紧张，除弘法社的学员因功课程重可免去晚课外，其余照常。[219]

第二，顺应时代，兴办慈善事业。谛闲法师尤其重视道德教化中孝道教育和家庭教育。1928年观宗义务学校成立，由谛闲法师任名誉校长，宝静法师任校长，悟开法师为教务长。该校由观宗讲寺出资创立，招收6—16岁的青少年入学，免收学杂费，课程设置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教学科目及课程标准，学制六年，初级四年，高级二年。[220]谛闲法师在宁波观宗义校成立开学演讲时，就强调保持传统儒家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言家庭教育，以孝顺父母为第一讲。我佛大藏经中，有一部《梵网戒经》，教人持戒，必先用孝顺心，故曰孝名为戒。又有一部《观无量寿佛经》，教人观佛求生净土，必先发心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净业之正因。具见佛法不离世法，故知世出世间之教育，皆以孝顺父母为根本也。”同时，他也顺应时代，有所变通改进，如将五伦中的君臣一伦改为国民，将忠君改为国民当爱国。在演讲中强调佛教徒的社会责任感，他说：“本寺创办义务学校，是为地方公益起见，亦是尽国民份子之责，体我佛利他之本旨也。”[221]

谛闲法师重视佛教中的放生、忏罪法会等活动，并且通过讲经说法开显其中的意义，引导世人祛恶从善，从而净化社会。1924年，有感于社会动荡，战乱不断，饥馑丛生，谛闲法师在观宗寺开讲《梁皇忏》，希望礼忏者入圣超凡，转污成净。谛闲法师积极提倡并鼓励佛教徒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他在宁波佛教会演讲时说：“观近代世界潮流，佛教有必兴之气象。佛法自来中国垂二千余年，其能健全流传至今者，以有真实不讳之慈悲二字在也，谓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而社会上之仇视教徒，轻蔑佛法，都因不做慈悲事业，埋头吃饭的过失。现在国府诸公贯彻中山宗旨，已得统一全国，革命成功，实行平等，而我佛之教法，亦将随国运大兴。吾辈佛徒，亦当秉我佛慈悲救世之精神，首先着手进行拔苦与乐之事业，利生事广，固难详举，且如人民贫病之一种，为最可悯事，欲应救济之急，宜须设立医院，施药以疗治，令免病苦，即为救世拔苦之道。次则筹办平民学校，培植寒苦子弟，将来造就人材，辅助社会工作，斯亦为慈悲利济之事。其他与乐拔苦事业，多之无极，释子称贫，当然难尽办，总求竭其力而行之。”[222]

第三，北京讲经弘法，推动北方佛教的发展。谛闲法师先后两次前往北京讲经，对北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15年春，日本提出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要求加入“传教自由”一条，遭到了国人激烈反对。为了安抚民意，孙毓筠秉承当局之命，在北京设讲经法会，延请谛闲法师北上讲经。为维护国权，发扬佛法，谛闲法师振锡北上，开讲《楞严经》。每天都有数万人之众赴会听讲，其中不乏王公巨卿、各国公使、蒙藏喇嘛，法会中颂祷之声，震动天地。1918年，北京发起讲经会，公推徐文蔚居士主其事，请谛闲法师开讲《圆觉经》及《大乘止观》。仁山、倓虚两法师随同乘轮北上，到达北京后，谛闲法师白天撰写讲义，晚上登座宣讲，历时两个多月，法众济济，各地人士请求皈依的不下数万。

自清代以来，北京的寺僧均与官府打交道，使得“名僧风格，酷肖俗流”。而办一个讲经法会却很困难，各个寺庙也不欢迎。据当时的佛教会登记调查：“全北京城，大小有一千一百多处庙，在这么多庙子里，没有一处请法师讲经的，而且听经的时候，他们连听都不听。因为清朝以来，北京的旧风气，都是以经忏交际为主，如果能对经忏佛事拿得起来，再能交上某督抚，某提督，或王爷，就成功了。”[223]显然，谛闲法师开启了北京讲经说法的风气，之后，弟子倓虚法师踵事增华，开创了近代北方佛教复兴的新局面。

谛闲法师因为北方佛教衰颓已久，很希望能有北方的法师前往创建道场，弘扬佛法。然南方僧人因口音及生活习惯不同，若前往北方弘法存在困难。后来倓虚作为北方僧人至观宗讲寺参学，谛闲法师对他极为器重。倓虚法师学成北归，果能不辜师命，于东北、华北、青岛先后建造大丛林多处，并随时随地为大众讲经说法，创办佛学院，培育僧才，北方佛教由此得以复兴，尤其是天台一宗得以弘传于北方，这是天台宗历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224]

（三）谛闲法嗣及近代天台宗之新兴

谛闲法师四十余年讲经说法，培育僧才，弘扬天台教观，门人弟子遍布天下。倓虚法师曾赞颂他说：“诚以大师乃智者嫡传，灵峰嗣响，法门龙象，近世耆德，曩年弘化南北，海宇钦崇，凡当时知名之士，莫不以归依座下为荣。”[225]剃度弟子有显慈（1888—1955）、显荫（1902—1925），以及显密、显培、显奇、显华、显空、显应、显中、显广、显昙、显莲、显寿、显教、显忠、显吉、显馀、显本、显庆、显祥、显贵、显垣等。[226]嗣法弟子有仁山、倓虚、宝静、静权、根慧、楚泉、定西等二十余位，再传法子中重要者有乐果（根慧法嗣）、晓云、澍培（以上两位为倓虚法嗣）、斌宗（静权法嗣）等。在家弟子著名者有蒋维乔、徐蔚如、王一亭、江味农、潘对凫、黄涵之、施省之、李斐然等。谛闲嗣法弟子之中，以倓虚、宝静、静权对天台宗的弘扬贡献最大，本书略作介绍。

除门下弟子外，尚有静修法师与谛闲法师深厚法缘。静修法师，生卒年不详，号念德，别号鉴西，浙江瑞安人，童年出家，依止谛闲法师学习天台教观，精通天台三大部，谛闲法师观宗研究社成立后不久，即担任辅讲，讲过《天台四教仪》。1917年至上海弘法。1928年，至杭州云居圣水寺担任住持，后于寺中创办天台研究社。谛闲法师对静修法师评价极高，称：“静修法师者，戒月圆明，苦行卓绝，台宗之钜擘，当代之高僧也。”[227]静修著作有《教观纲宗科释》、《始终心要解》。61岁圆寂。

1.宝静

宝静（1899—1941），名今德，号铁峰，俗姓王，浙江上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同学院，1916年腊月于奉化灵隐寺出家，次年受戒于天台方广寺。1918年，至观宗学舍随谛闲法师学习天台教义。1921年，观宗学舍改为弘法社后，宝静协助谛闲法师管理社务。次年，出任奉化雪窦寺监院，但其志在讲经弘法，不及一年即辞去职务，沿长江上游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参访了九华山和庐山等佛教圣地，返回后在扬州长生寺华严大学讲过《性相通说》，又至金山寺大彻堂参禅。1925年春，宝静返回观宗学社，任辅讲，为学僧讲《始终心要》、《四教仪集注》等。1926年，应广州南华佛学院之请，至广东弘传，于中山大学讲《佛教与革命之关系》，政府要员谭延闿、戴季陶等皆于座下受教。与当地居士一起组织广州弘法佛学社，并讲《楞严经》、《大乘起信论》、《地藏经》、《阿弥陀经》等经，法缘甚胜，又创办《经法旬刊》，广东佛法得以兴盛。1931年，应虚云禅师之邀，宝静至云南弘法，适值谛闲法师病危，急电催促返回宁波维持观宗道场，谛闲法师认为除宝静法师之外别无第二人，可见谛闲对其器重之深。1932年宝静离滇回甬，因“一·二八”战事爆发，滞留在香港、广东，讲《金刚经》等四场法会，促成了香海念佛莲社的成立，创办了《香海佛化刊》。5月宝静法师返回观宗讲寺，得谛闲法师传天台宗法卷成为第四十四代祖师，任观宗讲寺住持，兼弘法研究社主讲。此后，宝静应请至各地讲经弘法，席不暇暖，《金刚经》、《仁王护国经》、《遗教经》、《地藏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音菩萨普门品》、《宝王三昧论》、《弥陀要解》等，因长年为法忘躯，积劳成疾，1941年1月，宝静原拟在上海觉园讲《法华经》，因病情加剧，不幸早逝。宝静著有《摩诃止观述记》、《大乘起信论讲义》、《妙法莲华经弘序浅述》、《台宗二十五方便浅述》、《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佛遗教经讲义》、《省庵劝发菩提心文讲录》、《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念佛开示录》、《观音普门品讲义》、《宝王三昧论讲录》等。一生讲经说法二十年，共计八十余会，其中与观宗讲寺法缘最深，其次为香港和余姚，据《宝公行状》称：“师外弘法化，益物利生；内主观宗，阐扬教观，其中以观宗之缘为最深，二十年来由学法而弘法，足迹所至，遍大江南北，而终不离乎观宗。次与港岛及余姚法缘亦熟，自师主席观宗以来，九载于兹，无年不莅港，每岁必临姚，即可证法缘之深也。”[228]

2.静权

静权（1881—1960），法名宽显，号实庵。俗姓王，名寿安，浙江仙居人。自幼入村塾读书，能善诗文，儒学造诣深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丧父，感世事无常，于是到黄岩多福寺出家[229]，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天台国清寺，从授能法师受具足戒，后遍参诸方，参学过永智、敏曦法师灯光，后至宁波观宗讲寺，亲近谛闲法师时间，系统研习天台教观，深受谛闲法师器重。1921年，担任观宗学社副讲，后出任主讲，从此以扶宗弘道为己任，讲经说法，声震浙东。1930年，静权回天台国清寺礼祖，见殿堂失修，门庭凋零，感叹不已。适逢可兴法师被礼请回寺任方丈，共同发愿复兴祖庭，重振宗风。在可兴法师支持下，静权法师设立天台宗研究社，招收学僧研习天台教观，讲授过《法华经》、《天台四教仪》等。此后，静权相继重建了大殿、天王殿及斋堂等十余处，新建了妙法堂、静观堂、三贤堂和香光茅蓬等，天台祖庭得以重兴。抗战时期，静权法师还应请至上海、杭州、宁波和无锡等各地讲经说法，除《法华经》、《金刚经》外，还重视《仁王护国般若经》，心系国家民族，启发抗日救国之精神。1950年上海法藏寺，应慈法师圆寂后，静权应邀来寺任主讲，宣讲《地藏经》、《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等。1957年，静权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不久，应天台山国清寺两序大众要求，回该寺息养。1960年12月，于国清寺安详示寂。

印光法师对静权评价甚高，曾劝年轻僧人前往静权座下参学：“汝年始弱冠，当先参学。不宜标奇显异，作行头陀之状。似宜往天台山国清寺亲近静权法师。现今讲师颇有其人，而光所知者唯此人，故作此说。”[230]

（四）倓虚与天台宗的传播

1.倓虚生平

倓虚（1875—1963），法号隆衔，俗名王福庭，河北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光绪十一年（1885）11岁时入私塾读书，三年后辍读，到益隆智记铺学做生意，半年后辞职。15—17岁在家赋闲，读了很多闲书，对神仙鬼怪等颇感兴趣，逐渐萌生出家志向。17岁结婚后，因生病遇到死而复生的经历，愈发坚定了出家的志愿，只是因为机缘未到所以出不了家。此后，为了生计，先后在奉天营商，在营口开设济生堂药店，闲暇时研究医卜星相及佛道经典。1914年他曾在上海出版过一本《阴阳妙常说》的著作，反映了他当时糅合佛教与民间信仰的思想。后来和刘文化等居士在宣讲堂钻研《楞严经》，逐渐坚定了佛教的信仰。

1914年他赴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听宝一法师讲《法华经》，欲出家未果。1917年，经天津清修院清池法师介绍，在佛前拈阄，从月霞、谛闲、静修（时任北京潭柘寺东寮）、印魁四位法师中拈到印魁法师（当时已圆寂）作为师父，由涞水县瓦宅寺纯魁法师代其师兄印魁法师为他剃度，法名隆衔。是年秋，前往宁波观宗讲寺受具足戒，受戒后留在观宗研究社学习天台教观，先后修学《始终心要》、《教观纲要》、《十不二门》、《法华经》、《法华玄义》等天台宗经论，又从静修法师讲《四教仪集注》，深受谛闲法师器重，初次覆讲即得到“虎豹生来自不群”的赞赏。1920年，倓虚辞别谛闲老和尚，离开宁波观宗寺，北上弘法，从此开始了在北方各地讲经说法、建寺安僧，以及创办佛学院、培育僧才等弘法事业。

2.倓虚法师对近代佛教的贡献

第一，建寺安僧，复兴北方佛教。因为倓虚法师的努力，广建丛林、创立佛学院、讲经弘法，中国北方的佛教渐渐由仙怪迷信和外道盛行的局面开始有了正信，出现了复兴的趋势。近代北方高僧稀少，即是如印光法师、弘一大师出生于北方，却化缘盛弘于南方，北方佛教始终很衰落。尤其是天台一宗，自慧文、慧思禅师发源于北方，后传智者大师盛弘于南方，一直于南方传播。千余年后至倓虚法师，方广泛传播于北方，倓虚法师厥功至伟。

倓虚法师及其弟子（或代传之法弟）在北方创建的十方丛林有：哈尔滨极乐寺（1922年）、长春般若寺（1922年）、营口楞严寺（1921年，负建修责任者为陆炳南居士，后出家名乐果，曾充该寺第三任住持）、青岛湛山寺（1931年）、黑龙江大乘寺（代传之法弟定西、弟子惺如1929年建）、绥远法华寺（弟子慧一、静空1927年建）、天津大悲院（1942年复兴）、沈阳般若寺（1922年复兴）、吉林观音古刹（1938年复兴）。[231]

第二，创办佛学院，培育教宗僧才。倓虚法师创办的佛学院有哈尔滨极乐寺佛学院、长春般若寺佛学院、营口楞严寺佛学院、青岛湛山寺佛学院、绥化法华寺佛学院、天津大悲院佛学院、沈阳般若寺佛学院、吉林观音古寺佛学院、沈阳万寿寺佛学院、北京弥勒院佛学院、西安大兴善寺佛学院、松浦镇观音寺佛学院、香港华南学佛院等。[232]又有周叔迦居士所创办北京中国佛教学院，为华北佛学最高学府。后三年曾一再敦请大师担任院长名义，大师只去讲几次开示，并未到院视事。倓虚培养了众多出色的法门人才，弘法于海内外。

在各寺庙任住持者，多为由佛学院出身，分在各地弘法，教化一方。倓虚法师以下，接天台宗第四十五代法卷为谛闲法师之法孙者，有澍培、静观、善波、仁智、善果、静空等十四人。接四十六代者有妙禅、明悟二人。受天台教培养，已能在各地担任弘法事业尚未接法者，有广觉、显照、慧文等三十余人。以上均曾在各寺充任住持，或任教佛学院。此外，在天台教各寺佛学院及教义研究班学习毕业的，尚有很多。

第三，香江弘法，奠定了当代香港佛教的基础。1949年以后，倓虚法师移居香港，次年被推选为香港佛教联合会第一任会长，其后数届当选，均以老病婉辞。倓虚法师继续致力于僧才教育，先后创办华南佛学院、天台弘法精舍、谛闲大师纪念堂、中华佛教图书馆、青山极乐寺与佛教印经处。

受倓虚法师之影响，当代香港界高僧多来自东北，且多为天台宗法嗣。倓虚论天台止观和禅宗参禅：“天台宗门庭讲修止观，不讲参禅，其实修止观和参禅用工的方法虽不同，然而它成佛的目的却是一样。参禅是抱定一个话头，从疑中去参悟；止观是大开圆解之后，从信中按照一定理路去修证。止观是以慧门入手，先悟后修；参禅是从行门入手，先修后悟（上根利智，亦有修悟同时者）。从慧门入手的，如让人先睁眼而后行路；从行门入手的，如让人先行路而后睁眼。”[233]

倓虚法师一生说法四十余年，讲《心经》六十余遍，《金刚经》四十余遍，《阿弥陀经》二十余遍，《楞严经》十余遍，《华严经》、《法华经》十余遍，其他经论等各数遍不等。[234]门人弟子搜集整理编订为《太虚大师法汇》四册，共九十余万字，除大光综其口述生平事迹而编成《影尘回忆录》以及部分论文外，尚有著述十余部，包括《普门品讲录》、《普贤行愿品随闻记》、《金刚经讲义》、《金刚经亲闻记》、《心经亲闻记》、《心经义疏》、《心经讲义》、《起信论讲义》、《信心铭略解》、《永嘉证道歌略解》、《始终心要义记》、《天台传佛心印记注释要》等书。

3.传法不传座：改革传统丛林制度

倓虚法师虽然传承天台宗法脉，但并不存门户之见，尤其对戒律和净土念佛法门十分重视。但是他对各宗派的内容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借用，而是择善而从，并加以创新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提出了“传法不传座”的新的法系传承制度。

明清时期，禅宗中开始流行以法卷、拂尘等作为传法依据，得法者则具有了出世担任禅宗寺院住持的资格，实际上“传法”与“传座”是一致的。倓虚法师认为这种传法形式存在很大的弊端，一是传法人的“感情过于理智”，“在传法的时候，是因‘感情用事’，不以‘法’为亲，而以‘情’为亲了”。第二是嗣法的弟子多（往往一传四五个，甚至更多），因为每人手里都握有一张法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方丈人选，所以经常会出现法子与法子之间，甚至法子与老和尚之间为争做方丈，争来争去，甚至争讼、都恨，“弄得笑话百出，有玷宗门”。最大的流弊是第三种，即“在老和尚预备往下传法的时候，有三个标准：一、挑年轻人，岁数不比老和尚大的；二、道德、声望、资格一切都不如老和尚的；三、凡事须听从老和尚招呼的”。其结果则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弄得各宗门庭，不数传而宗风不振。……虽然还有一支法卷往下传，也只是师父传徒弟，一种形式而已”！倓虚法师认为：“中国人向来有一个传统的保守性，例如各丛林，从古至今，就有传法这一事，到了我们这个时候，谁也不好轻易废掉；可是既传法而又传座，不容讳言的是有上述流弊。”

倓虚法师从天台宗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传法”与“传座”从根本上说是两回事，传法是因为受法的人对佛法有解悟，有透彻的研究，可以为人讲经说法。而传座是因接座的人“道德行持为众望所归，能领众修行，能办事刻苦耐劳”，所以大家推举他住持寺务，维持道场。所以接座的人可以接法，但接法的人不能固定地接座，除非他具备接座人的条件，经过大众推选。对于“传法”与“传座”问题，倓虚法师也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他进而提出了“四句料拣”阐释四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传法不传座”；第二，“传座不传法”；第三，“法座俱传”；第四，“法座俱不传”。因为“法久成弊”，任何一法流传久了，就会出现弊端，倓虚法师“传法不传座”，主要是针对丛林中的弊端而提出的补偏救弊的办法。

无独有偶，倓虚法师的这一主张与近代净土宗祖师印光法师以及妙真法师（倓虚法师在观宗学院时的同学）的主张颇为相近。妙真法师（1895—1967）是谛闲法师的弟子，近代著名高僧，湖北省枣阳县人，他在1930年出任灵岩山寺监院并代理寺务，妙真法师在真达和尚的支持下，全权负起了修建灵岩山寺的责任。1937年10月，印光老法师由苏州报国寺移锡灵岩山，该寺道风日隆，远近衲子闻风而至。1940年11月，印光法师临终前安排妙真法师升任方丈，真达老和尚为他送座。妙真法师出任住持后，秉承印光法师的教诲，在真达老和尚的指导下，将灵岩山寺发展成教依天台、行归净土的道场。真达法师、妙真法师与印光法师商议，制定了《灵岩山寺共住规约》五条，其中第一条为：“住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235]此外，近代弘扬天台宗的大德兴慈法师，1942年于上海法藏寺制定了四条寺规：第一，制度，永为十方选贤制度。第二，住持，德学兼优，解行并茂，修持净土，接引有缘，弘扬新学，始能负领众行道之责。第三，寺内分净业堂与学社二部。入学社者，以研修天台教观为主，兼究其他宗乘。驰心外物，懈怠自弃者，即不共住。第四，佛事，除为施主念佛及施放蒙山外，概不应酬其他佛事。[236]其中寺院制度，亦只是革除子孙丛林之弊。与苏州灵岩山及上海法藏寺共住规约相比，倓虚法师“传法不传座”的法系传承方法更具有灵活性，适应天台宗的教门特点，推动了近代以来天台宗的复兴。

（五）结语

明清以降，由于佛教界整体素质的下降，天台宗久已衰微。蒋维乔在《谛闲大师碑铭》中说：“宋明以来，禅净盛行，余宗衰弊。惟是天台，一脉相传，至今弗衰。”[237]由于谛闲法师的大力提倡，讲经弘法，力振天台教观，创办现代僧教育，大力培养僧才，天台宗出现了复兴的气象。因历史上天台宗在浙江等地有着深厚的因缘，有天台山国清寺、高明寺，宁波观宗讲寺，湖州灵峰寺等道场和法脉传承，天台宗一直能够传承不替。尤其是近代以来谛闲法师一系注意吸取和借鉴禅宗嗣法制度，重视法卷的传授，天台宗在法脉传承方面奠定了新的基础，使得天台宗在当代根深叶茂，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四节 近代净土宗、禅宗与传统佛教的维系

一 印光法师与近代净土宗

近代社会是中华民族面临转型时期的重大时代，也是中国佛教面临新的发展方向的大时代，各种佛教宗派在这个时期都有新的发展。作为中国佛教宗派的主流净土宗也是有着不俗的表现，其中最能体现这种现象的是印光法师的出现。印光法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佛教大师，在净土宗方面有独特的贡献，被当时的佛教界尊为净土宗的十三祖，应该说，印光法师是无愧于这一称号的。换言之，印光法师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近代佛教净土宗的状况，是中国近代净土宗发展的缩影。

（一）印光法师生平

印光（1862—1940），法名圣量，字印光，别号继庐行者、常惭愧僧。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238]陕西郃阳（今合阳）县人。印光法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862年1月12日），圆寂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四（1940年12月2日）。幼随兄读儒书，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基础，“颇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议”，[239]“十余岁时，见韩、欧辟佛之文颇喜，兼欲学理学，故于时文俱不愿为”[240]。印光法师所走的道路与历史上的其他学者大师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从小就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对佛教道教等与世俗关系比较疏远的学问并不是很感兴趣。因此，年轻的印光法师与韩愈、欧阳修等有思想上的共鸣。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对唐代佛教的兴盛是有很大成见的，认为佛教的兴盛对于国家和百姓没有什么益处，从国家的层面应该限制佛教的发展，并提出了具体的限制措施。韩愈的这一思想几乎就是后来武宗灭佛的思想源头。而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对五代十国中国社会的分裂很痛心，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佛教的兴盛，造成了儒家思想不能在社会上起作用，结果造成了士人和百姓没有是非和廉耻观念。因此，他主张大力弘扬儒家学术，从各个角度限制佛教道教的发展。但是，正如“儒门淡泊收拾不住”，韩愈、欧阳修等的思想深度毕竟无法与唐代的佛学大师相比拟。印光法师浸淫韩愈、欧阳修等儒家学者的思想多年，但这并不能使印光法师满足，“时复深长思，古今圣贤众，岂皆无所知？彼既悉尊奉，我何敢毁昔，虽圣有不知，韩欧焉足师”[241]？自此“遍思古今，详绎经书，始知韩欧程朱之作此说者，全属门庭知见，绝不计及堂奥中事之所致也。乃于弱冠之次年，出家为僧，专修净业”[242]。儒学的不足，使得印光法师逐渐转向了佛学，并最终导致印光法师出家为僧，将全部生命投入佛学的发展中去。

光绪六年（1880），印光法师跟随自己的兄长在长安读书学习。在此期间，印光独自跑到长安雁塔寺，准备出家为僧，但是被早有准备的兄长找到，强行带他回家。第二年，印光法师又前往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礼道纯长老为师出家。光绪八年（1882），挂搭于湖北竹溪莲华寺，充任照客，在晒经的时候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由此知念佛法门。印光自幼患眼疾，几乎失明，接触到念佛法门之后，便一心念佛，结果困扰其多年的眼病逐渐好转，并最终痊愈。这对印光法师触动很大，遂开始将念佛法门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生平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即造端于此”。[243]后来，印光法师前往陕西兴安双溪寺随印海定律师受具足戒，之后隐居终南山太乙峰，日夜念佛，兼读佛经。[244]

印光虔修净土，久而弥笃，闻知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往，十月入堂念佛，以庐山慧远为先范，故自号“继庐行者”。翌年正月朝五台山，返回资福寺，三年时间中，历任客堂、香灯、寮元等职，除念佛外，还深入研习大乘经典。光绪十六年（1890）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翌年又住圆广寺。

光绪十九年（1893），浙江普陀山法雨寺方丈化闻入京请藏经，并觅管理藏经之人，僧众因印光做事谨慎而一致推荐他。化闻见他道行高卓，请他一起南下，居法雨寺藏经楼，寺众见他励志精修，无不深感钦佩。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众人坚请他讲经，推辞不掉，于是讲《弥陀便蒙钞》一座。讲经结束后，他在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六年中学修并进。出关后，僧人了余与真达为他修建莲蓬，与谛闲法师先后居住于此。不久，印光仍被迎请回到法雨寺。光绪三十年（1904），因谛闲为温州头陀寺请藏经，又请他陪同入京，事毕南归，仍住法雨寺藏经楼。[245]

印光出家以来“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246]。1913年秋，高鹤年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印光，将其数篇论文带至上海，次年在上海狄楚青居士创办的《佛学丛报》第十期上刊载了《宗教不宜混滥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三篇文章，前一篇和后两篇分别署名为释常惭和普陀僧。印光以文字弘扬净土，开始为世人注意。1917年，徐蔚如居士得师与其友三书，以《印光法师信稿》为书名印行。第二年又搜寻印光文章二十余篇，以《印光法师文钞》书名刊印于北京。后又先后搜集，铅印于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民国十一年至民国十五年间，迭次增广，复于中华书局印行，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弟子张一留论及印光法师的著述时曾说：“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发挥禅净奥妙，抉择其间难易，实有发前人未发处；且不独佛理精邃，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儒门经世之道，亦必发挥尽致，文义典雅，纸贵洛阳。由是而闻风钦慕，望列门墙者，若泉水之赴壑，莫之能御矣。”张一留在书中还写到印光对所接引众生既能平等而待，绝不趋炎附势，又能做到观机逗教，注重次第宣导，使请法者无不获益，如其文中所述：“应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达官显宧，绝无假借。应摄受者，后生末学，未尝拒绝；纵农夫仆妇，亦与优容，一种平怀，三根普利，情无适莫，唯理是依。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生憬悟，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作超凡入圣之捷径”[247]。因此，《文钞》印行以后，广受缁素两界重视，印光由此名震遐迩。

印光生活节俭，凡信徒供养香资，全部用于流通经书，广做善事，救济饥贫。1917年秋，京津地区发生大水灾，印光与谛闲致函上海救灾居士，谓“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亦是保护佛法”，[248]积极支持佛教赈灾救济的慈善事业。1918年，为募印《安士全书》而常至上海，遂驻锡太平寺。1922年后，常居上海太平寺。上海及各地护法居士，或私人问道，或因社会慈善，有所咨询，常来此请益。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准省府借寺庙作校舍，印光闻知，立即写信给王幼农、魏梅荪二居士设法，并令妙莲和尚奔走，终得政府明令保护。印光凡闻何方被灾告急，必尽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如陕西、绥远等各地灾情，不但积极劝募，还亲自捐献，每次数目都在千元至数千元之巨。南京法云寺创办放生念佛道场、上海市佛教会兴办慈幼院，印光皆大力赞勷。

1928年，因居住在上海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欲觅地归隐。真达乃与关[image: ]之等三位大居士商量请他居住苏州报国寺。真达请示印光，将木渎灵岩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一切规约章程，均依印光旨意而定。1930年印光移居报国寺闭关，专修念佛净业。闭关期间，完成了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四大名山志的编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印光为时局所迫，不得已应妙真等请避居灵岩寺，闭门专事念佛。1940年农历十月二十七日，略示微疾，次日集山全体职事，提议妙真担任灵岩寺住持，众表赞同。农历十一月初三日晚，对真达等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只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初四日晨，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而逝，世寿79岁。荼毗后，得五色舍利无数。

（二）印光法师对净土宗祖师的厘定及净土经典的抉择

印光法师是净土宗的祖师，在中国佛教净土思想史上有很大的贡献。印光法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净土宗祖师问题的厘定，二是净土经典方面的贡献，三是净土法门方面的贡献。

1.关于净土宗祖师问题的厘定

净土宗作为中国佛教的八宗之一，与其他的佛教宗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净土宗并不具有严格的宗法传承，因此，净土宗的祖师与中国其他佛教宗派的祖师有很大的不同，其他的佛教宗派，比如说天台宗、禅宗等，它们都有比较严格的师承关系。但是，净土宗的祖师之间则没有这种关系，甚至祖师与祖师之间的思想差别也很大。最早提倡念佛的慧远法师被推为中国净土宗的初祖。善导则明确地将称名念佛作为净土宗的根本特征之一提出来。善导的这一提法实际上是对昙鸾与道绰念佛思想的继承，这样，昙鸾、道绰、善导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一贯的思想，那就是称名念佛的特点，这样，净土宗作为一个宗派才算真正成立。后来随着净土宗的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了净土宗祖师的不同版本。

对于净土宗的这种状况，印光法师是有着自己的认识的：“净土法门，绝无口传心授之事。任人于经教著述中自行领会，无不得者。莲宗九祖，非各宗之一一亲传，乃后人择其宏净功深者而称之，实则尚不止九十也。”[249]

事实上净土宗的祖师确定最早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的志磐法师明确提出了净土宗祖师序列，那就是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七祖。关于这个名单，中间当然也有反复，不过基本还是确定下来了。到了清朝，将云栖大师列入净土宗八祖，蕅益大师为九祖、省庵大师为十祖、彻悟大师为十一祖。这是印光法师之前关于净土宗祖师的基本排序。印光法师认为这个序列有一点儿问题，于是增加截流大师为十祖，省庵、彻悟分别为十一、十二祖。由于印光法师的影响和贡献，很早就有人推崇其为净土宗的祖师，甚至有人认为其是大势至菩萨转世。1924年，弘一大师在复王心湛居士的信中讲：“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尝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请，师又逊谢。逮及岁晚，乃再竭诚哀恳，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蕅益大师）步武资福，（清彻悟禅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250]从这段话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弘一法师有推印光法师为净土宗祖师的意思。当然，印光法师的净土祖师地位的确立是在其往生之后。1943年太虚大师作《莲宗十三祖印光法师塔铭》，印光法师净土宗祖师的地位才开始明确：“极乐往生一法，虽佛说多经，马鸣龙树无著世亲诸师亦著于论，然至中国，弘扬始盛，蔚为大宗。唯佛教诸宗，在华各昌一时而浸衰，独莲宗递代增盛，旁流及朝鲜日本安南，靡不承中国之统。波澜转壮，则滥觞庐山莲社，博约其化于昙鸾道绰，善导永明又深其旨，至云栖爰集大成，灵峰梵天红螺益精卓，沿至清季民初，尽一生精力，荷担斯法，解行双绝者，则印光法师也。”

2.净土经典的抉择

净土宗是以念佛为修行手段、以往生西方净土为目标的一种佛教宗派。因此，凡是符合这些特征的佛教经典就自然成为净土宗的经典。当然含有净土思想的佛教经典很多，提到念佛的经典也不少，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净土经典应该是专门弘扬净土和念佛的，这样一来，经典的数量就很少了。一般而言，在净土宗的发展过程中，《阿弥陀经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和《往生论》得到净土宗的认同，构成了净土宗尊奉的经典，简称“三经一论”。这种看法持续了很多年，正如清代彭绍升在《重刊净土三经叙》中所言：“净土三经者，大小《无量寿经》及《观无量寿佛经》是也。此三经者，如鼎三足，不读小本，不入信门；不读大本，不入愿门；不读观经，不能成就三昧门。三经合，而净土资粮备矣。”尽管如此，历代一直有将其他佛教经典纳入净土经典系列的主张。在所有与净土宗有关的经典中，《行愿品》和《念佛章》与净土宗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很早就有人试图将这两部经纳入净土经典中。较早将《普贤行愿品》纳入净土经典的是清代的彭际清居士。彭际清从净土宗的立场出发，主张将《普贤行愿品》纳入净土宗经典，并要专门弘扬《普贤行愿品》：“此经发心殊胜，绝相超有。他经所指，或言十念，或言一日乃至七日，或观丈六，乃至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要之不出数量。未若此经，一念普观，竖穷三世，横亘十虚，初发心时，即超数量，断有净因，最为殊胜。由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遍摄众生，与此愿王体合虚空，丝毫不隔。是故不移、不易处，任运往生，还同本得。”[251]当然真正开始将《普贤行愿品》与其他净土经典合为一起的是魏源，魏源将《普贤行愿品》与《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经》合为一起，称为净土四经。他在序言中介绍了将《普贤行愿品》合在净土经典中的原因：“云栖师中兴净土，乃专宏小本《弥陀》，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普贤行愿品》，皆不及焉。”《普贤行愿品》“盖入门必次第修而后圆修，圆莫圆于《普贤行愿品》，故为华严之归宿矣。此天然之次第，修持之定轨。故合刊四经，以广流通，普与含灵，同跻正觉”[252]。有了这两人的前期工作，到印光法师的时候，《普贤行愿品》自然而然得到印光的认同，印光法师在《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流通》中说：“故知此一卷经，为华严一经之归宿。华藏世界海，净土无量无边。而必以求生西方，为圆满佛果之行。可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原自肇起华严。但以凡夫二乘，不预此会，莫由禀承。故于方等会上，普为一切凡夫二乘，及诸菩萨，宣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令其悉知弥陀因行果德，净土殊胜庄严，行人修因证果。”[253]“又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读此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乃华严一生成佛之末后一著。实十方三世诸佛因中自利，果上利他之最胜方便也。”[254]1933年，印光法师在《净土五经重刊序》中正式将《普贤行愿品》列为净土五经之一。印光法师除了赞同将《行愿品》纳入净土经典之外，还主张将《念佛章》也纳入进来。印光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大势至菩萨转世，这与他推崇《念佛章》有一定的关系。印光法师说：“《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乃净宗最上开始，只此一章，便可与净土四经参而为五。”[255]印光法师在《净土五经重刊序》赞云：“此经（念佛圆通章——引者注）实为念佛最妙开示，众生果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念，岂有不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近证圆通，远成佛道乎哉？”[256]因此，印光法师对《圆通章》很推崇：“今修念佛法门，当依大势至菩萨所示，如子忆母之诚心，修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实行。果能死尽偷心，则一心不乱，念佛三昧，或可即得。然念佛三昧，乃三昧中王，且勿视为易易。纵不即得，当亦相去不远矣。都摄六根，为念佛最妙之一法。念时无论声默，常须摄耳谛听。此乃合返念念自性，与返闻闻自性之二义而兼修者。返闻单属自力，返念兼有佛力，则为益大矣。心念属意，口念属舌，耳听属耳，眼皮下垂，即见鼻端，则眼鼻二根亦摄。五根既同归一句佛号，身根焉有不恭敬严肃之理乎。故知都摄六根，下手在听。能都摄六根，则心识凝静而不浮散，便名净念。以六根既摄，杂妄等念潜消故也。净念又能常常相继无或间断。则念佛三昧，可即得矣。故下曰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此大势至菩萨，以教化九法界一切众生者。实三根普被，有利无弊也。果肯依之而修，当必有观行相似等利益可得也。”[257]

由于印光法师的影响很大，所以净土宗的信奉者很快就接受了净土五经的说法。将《普贤行愿品》和《圆通章》纳入净土宗经典，对于净土宗扩大影响是很有力的。

（三）印光法师的净土念佛思想

印光法师被后人推崇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除了其不断弘扬净土法门之外，还在于印光法师在净土宗的思想建设上有很多的贡献。

1.印光法师在多方面论证净土法门的殊胜，为末法众生指出一条出离之路

第一，末法之易行道：三根普被，仰仗佛力，带业往生。印光法师继承了净土宗末法理论，认为末法时代净土念佛法门是最适合众生修行的。他说：“末世众生，根机陋劣。修余法门，难得实益。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惟兹净土，全仗佛力。仗自力：须断惑证真，非最上利根，不能现生了脱。仗佛力：具真信切愿，纵最下钝根，亦可带业往生。二法相较，其难易迟速，奚啻天渊。”[258]

因此，“唯有念佛一法，是如来普应群机而说的，亦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成就的。无论上中下根，皆可修学。即烦恼惑业完全丝毫未断的凡夫，只要具足真信切愿实行念佛求生西方，亦可蒙佛接引，带业往生。一得往生，生死就可了脱了，所以说是最超胜的”[259]。“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如天普覆，似地均擎。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诚可谓三世诸佛之总持法门，一代时教之特别妙道也。”[260]由此可知，印光法师为末法众生而尤为推崇净土这一易行法门。

第二，往生三资粮：见思未断，信愿行具，往生决定。信愿行被净土宗人士认为是修行净土念佛法门的三个基本条件，对此，印光法师也强调众生只有三资粮圆满具足才能往生净土世界。他说：“念佛的人，虽没把见思烦恼断除，但能具足信愿行的净土三资粮，临终就能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生到极乐世界去。”[261]印光法师明确指出但能具足信愿行三资粮，即便烦恼未断也决定可以往生。印光法师还明确指出了信愿行三者缺一不可，他说：“欲生西方，最初须有真信切愿，若无真信切愿，纵有修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只得人天福报，及作未来得度之因而已。若信愿具足，则万不漏一。永明所谓万修万人去者，指信愿具足者言也。既有真信切愿，当修念佛正行。以信愿为先导，念佛为正行。信愿行三，乃念佛法门宗要。有行无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无行，亦不能往生。信愿行三，具足无缺，决定往生。”[262]蕅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中所说：“品位高低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全由持名之深浅。”其所指专为持名而信愿不足者说，意在使持名念佛的行人发起深信切愿，因此才有“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之说，而往生与否还是要看三资粮是否具足。前文印光法师讲到，“若无真信切愿，纵有修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只得人天福报，及作未来得度之因而已”，即是此中道理。印光法师对信愿行三者的核心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也有所阐述，其说道：“凡我有情，闻是净土法门者，当信娑婆极苦，西方极乐。当信多生已来，业障深重，匪凭佛力，骤难出离。当信求生决定克期得生。当信念佛定蒙慈悲摄受。由是坚定一心，愿离娑婆，如囚之欲出牢狱，绝无系恋之心。愿生西方，如客之思归故乡，岂有因循之念，从此随分随力，至心持念阿弥陀佛圣号。无论语默动静，行住坐卧，迎宾待客，着衣吃饭，务令佛不离心，心不离佛。譬如切事系心，凡百作为，不忘此事。或有公私众务，了无少暇，须于早晚十念念佛，至心发愿，亦能往生。”[263]

第三，独特的念佛法门：念佛四法，称名最好，十念记殊。净土宗的念佛是立宗的根本，也是区别其他佛教宗派修行的最重要的标志。印光法师认为称名念佛最好：“念佛一法，约有四种，所谓持名、观像、观想、实相。就四法中，惟持名一法，摄机最普，下手最易，不致或起魔事。”[264]“惟持名念佛，下手最易，成功最速。倘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必于现生亲证念佛三昧，临终决定往生上品。纵根机陋劣，未证三昧，但以信愿持佛名号，如子忆母，常时无间。迨至临终，感应道交，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末世众生，惟此是赖。否则但种来因，难得实益。果能志心持念，念到‘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心佛两彰、而复双泯’时，则实相妙理，觌体显露；西方依正，彻底圆彰。即持名而深达实相，不作观而亲见西方。摄机最普，得益最深，最利末法钝根之士，大畅如来出世之怀。”[265]由此可见，称名念佛，最易下手，根机陋劣者，亦可至诚念佛而能仗佛力带业往生。所谓十念记数念佛就是：“所谓十念记数者，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须念得分明，仍须记得分明。至十句已，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随念随记，不可掐珠，唯凭心记，若十句直记为难，或分为两气，则从一至五，从六至十。若又费力，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作三气念。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妄念无处着脚，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266]此法与宋代慈云遵式所设十念法不同（十念一法，乃慈云忏主为国王大臣政事多端，无暇专修者设）。又欲令其净心一心，故立尽一口气为一念之法。俾其心随气摄，无从散乱。其法之妙，非智莫知。然只可晨朝一用，或朝暮并日中三用，再不可多，多则伤气受病。切不可谓此法最能摄心，令其常用，则为害不小。而印光法师的十念法灵活多变，并不强调一口气完成十念，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分为两口气或三口气完成，但须念、记、听三者分明，从而使妄念无从生起，久便一心不乱，此种方法，避免了慈云十念多则伤气受病的弊端，而可常时随念随修。

2.印光法师不废他宗，而专推净土，强调诸宗以净土为归

如来教法，概分为律、教、禅、密、净五宗，他说：“如来一代所说诸法，举其大宗，其名有五。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此五宗者，悉皆显示佛之身口意三业，戒定慧三学，与夫一切三昧万德。固无可轩轾抑扬，拣择取舍者。”由此可见，五宗虽殊，然所彰均是如来身口意三业，所宣的也都是戒定慧三学，差异之处皆因众生根基不同，因此不可简单地离开所教化的对象而对五宗进行取舍。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净土宗与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为流行的两种宗派，并且净土宗的倾向是以他力为主，禅宗是以自力为主，因此，二者天然存在矛盾。对于二者的冲突，印光法师还是站在净土的立场上，认为末法众生，根机陋劣，全仗自力，恐难有成，因此其对强调他力的净土尤为推崇，认为无论是由禅进还是由净进，最终仍是要归于净土的，且净土一门融贯五宗，三根普被，实乃凡登圣位与圣济群萌之大法。他说：“大矣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犹当逊其奇特；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历劫修证者，益宜挹其高风。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若大海之纳川。偏圆顿渐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权实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圆满菩提。九界众生离是门，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267]印光法师对永明延寿有关禅、净四料简的公案有着非常详尽的阐述，从中也可看出其对净土的推崇。

从四料简中来看，禅净双修自然最为殊胜，然印光法师并不认为人们可以进行禅净双修，在他看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做不到双修，况且在末法时期，自力的法门并不是特别适合众生，另外，印光法师从禅、净修行原理的不同上也有阐述，其说：“禅者，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宗门语不说破，令人参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实即无能无所，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纯真心体也（离念灵知者、了无念虑、而洞悉前境也）。净土者，即信愿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也。有禅者，即参究力极，念寂情亡，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明心见性也。有净土者，即真实发菩提心，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268]自明代云栖大师以来的参究念佛方法，在印光法师看来，净土念佛修行不可涉入禅宗参究的方法：“念佛之人，不可涉于禅家参究一路。以参究者，均不注重于信愿求生。纵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谁，以求开悟而已。若生西方，无有不开悟者。若开悟而惑业净尽，则可了生死。若惑业未尽，则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无有信愿，则不能仗佛力了生死。自力佛力，两皆无靠，欲出轮回，其可得乎。须知法身菩萨，未成佛前，皆须仗佛威力。何况业力凡夫，侈谈自力，不仗佛力。其语虽高超，其行实卑劣。佛力自力之大小，何止天渊之别，愿同人悉体此义。”[269]世人所谓的禅净双修，在印光法师看来，实为无禅无净，他说：“须知净土法门，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宗旨。世人每每以此为平常无奇，遂以宗门参究之法为殊胜，而注重于开悟，不注重信愿求生。美其名，曰禅净双修，究其实，则完全是无禅无净土。何以言之，不到大彻大悟，不名有禅。今之参禅者，谁是真到大彻大悟地位。由注重于参，遂将西方依正庄严，通通会归自心，则信愿求生之念毫无。虽名之曰念佛，实则与念佛之道相反。或又高张其辞曰，念实相佛。实相，虽为诸法之本，凡夫业障深重，何能做到。弄到归宗，禅也靠不住，净也靠不住。”[270]对于专看念佛是谁一法，印光法师认为只是有禅无净而已，也不可实为禅净双修，其说：“有以专看念佛的是谁，以期明心见性，不以信愿求生为事者。虽似禅净双修，实为有禅无净。既无信愿，莫由仗佛力以带业往生。倘未到业尽情空地位，又不能仗自力以了生脱死。是知禅净双修，惟具深信愿者方能得益，否则固不如专致力于持佛名号一门也。”[271]对于那些参禅不得，而期望念佛求得来生获大果报，一闻即悟的思想，印光法师是持批评态度的：“参禅一事，非小根行人所做得到。即做到大彻大悟地位，而烦恼未能断尽，生死仍旧莫出。即如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之道德，尚不能了生死。而为大文宗、为宰相，已远不如前生。至喆老为皇帝，而为臣于虏廷，则可怜极矣。秦桧之结果，令人胆寒而心痛。以多年禅定功夫，后世得为宰相。一被金人之贿赂所迷，直成香臭、好歹、忠奸不知之痴呆汉。及至打尿其像，炸食其身，千百年来尚无更改。”[272]

禅宗及净宗内部所提倡的唯心净土，印光法师也有不同看法，其说：“有唯心净土，方生西方净土。若自心不净，何能即得往生。纵逆恶罪人，以十声念佛即得往生者，由念佛之净心，感生西方之净土。世多以唯心则无土，便是魔外知见。此种似是而非之邪见，居其大半，致念佛之人，不得实益。尚自以为高明，而不知其为执理废事，自误误人之邪见也。由自性弥陀故，必须念西方弥陀，以求往生，渐进而可以亲证自性弥陀。倘单执自性弥陀，而不念西方弥陀，纵令真悟，尚未能即了生死。”[273]从中看出，念佛者实应念西方弥陀，而后再亲证自性弥陀，绝不可否定客观存在的西方净土。

3.儒佛一贯

印光法师早年是从儒者转向佛教的，同时，儒学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因此，印光法师并不排斥儒学，反而主张儒佛一贯。他说：“儒释无二道，生佛无两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皆禀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然复生佛迥殊，凡圣各异者，以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顺各别也。由是儒释圣人，各出于世，为之倡导。俾一切众生，返迷归悟，溯流穷源，以复其固有之本性而已。其发挥虽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功夫，其大端固无二致也。”由此可见，印光法师认为佛儒二家皆是引导众生由迷而悟，回归本性的教法，只因时间、地域及所教对象的不同，而有了深浅及方便与究竟之分。印光法师讲道：“佛以觉为体，而觉有本觉，始觉，不觉。本觉者，即生佛同具之天真佛性，乃性德也。始觉者，依本觉理，起真实修，对治烦恼习气，令其消灭无余之妙智，乃修德也。不觉者，迷背本觉，随境生著，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认苦为乐，以迷为德，承佛性力，造生死业，一切在迷众生，与不依正觉，错乱修习者，皆是也。”其认为佛以觉为体，然众生因无明所覆，迷失在贪嗔痴中，并造作了众多的恶业，修行的过程就是依于真如佛性，对治烦恼习气，从而由迷转悟，回归本自清明觉了的佛性。印光法师对儒的理解是：“儒者以诚明为本，诚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实则诚明，即明明德也。明德乃吾心固有之真知，由有人欲之物，遂锢蔽而不能显现，如云遮天日，了不见其光相。欲明其明德，必须主敬存诚，克己复礼，则人欲之物，自无容身之地，而本有真知，全体显露，如浮云去而天日昭彰矣。真知既显，则主权得而使者听命，故意之所念，心之所思，皆归于真诚无妄，中正不偏矣。”佛儒二家比较来看，“若与佛法互证对释，则诚也，明德也，乃本觉性德也。明也，明明德也，乃始觉修德也。物，即妄想执著。格物，即离妄想执著。离妄想执著，则得如来智慧，格人欲之物，自能彻底显现吾心固有之良知与真知也。故曰其发挥浅深虽有不同，其理体功夫固无二致也”。由此可推出印光法师佛儒一贯的主张。

儒家多言佛家注重出世间，而忽略世间的关怀，印光法师也有给出自己的主张，其说：“以故泥迹之儒，多辟佛教，以不知佛法虽为出世间法，亦复具足世间一切善法。举凡伦常修齐之道，固已极力宏阐，毫善弗遗，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随己职分，各尽其义，固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然世间圣人，只教人尽义尽分，佛则详示其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尽义尽分，只能教于上智，不能普摄下愚。若知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纵属下愚，亦必歆善报而惧恶果，虽不欲尽义尽分，亦必勉力尽义尽分矣。”由此可知，印光法师认为，佛教不仅限于出世法，也具足世间所有善法，不仅如此，佛教较儒家而言，不仅有父慈子孝等善法，而且详尽地开示了善恶的因果报应，以使下根、下愚之人也会因畏惧恶报而做到敦伦尽分。他说：“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废弃先圣之法，几于无可救药，凡属忧世之士，莫不以提倡佛学为急务。以佛学注重明心，与因果报应。果能明自本心，决不至于错因果。果能不错因果，决可明自本心。既得明自本心，则儒先圣人之心，如来之心，亦可因之俱知矣，此儒释一贯之大旨也。”[274]

以佛儒二家共举“孝”为例，印光法师说：“孝之为道，其大无外。经天纬地，范圣型贤。先王修之以成至德，如来乘之以证觉道。故儒之《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佛之《戒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是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也。”[275]“推极而论，举凡六度万行，无非孝道扩充。故《梵网戒经》，一一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又云：‘若佛子以慈悲心，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因兹凡所修持，皆悉普为法界众生而回向之。则其虑尽未来际，其孝遍诸有情。若以世孝互相较量，则在迹不无欠缺，约本大有余裕矣。惜乎不见此理者，不谓之为妄诞，便谓之为渺茫。岂知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佛眼圆见，若视诸掌也。”[276]因此，只有“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试观古今之大忠大孝，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无不深研佛经，潜修密证也。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又说：“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具此伦常心性，而以佛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由是父子兄弟等，相率而尽伦尽性，以去其幻妄之烦惑，以复其本具之佛性，非但体一，即用亦非有二也。此实也，所云佛化之儒宗，不过表示其实而已，有何不可。”[277]

（四）印光法师的地位和影响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中国，这是中国之不幸，却也是佛教之幸，它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因此，在民国时期，佛教得到了振兴，也出现了一些佛学大师。其中，印光法师就是杰出的一位。印光法师在大力弘扬净土法门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促进佛教的发展。具体而言，印光法师对近代中国佛教的贡献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筹集资金，刻印佛教经典，促进佛教典籍的流通。印光法师本人的著述很多，但是，他开始并不想显名于世。只是后来机缘凑巧，他的著述被人刊登，才改变了他的隐居修行之路。最早是徐蔚如等将印光法师的文稿汇编为《印光法师文钞》（以下简称《文钞》）流通。后来印光法师又于扬州藏经院木刻其本，分为四册。1925年冬，印光法师又令中华书局排印《文钞》增广本，仍作四册。1940年，续编《文钞》出书。后世又找到了《印光法师文钞》的第三编。这样，完整的《印光法师文钞》出现于世。在印光法师在世的时候，《文钞》就得到了广泛的流通，印光法师自己也刻印了一些。《文钞》的流通，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净土思想发展，印光法师也成了净土宗的领袖。

除了《文钞》外，印光法师还刊刻或助刊了许多其他弘法书籍。1918年7月，印光法师倡印《拣魔辨异录》、《三十二祖传》及《安士全书》三书。后来印光法师还倡印过《续高僧传》、《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寿康宝鉴》等易于理解和流通的佛教书籍。此外，对于净土宗方面的书籍，印光法师更是不遗余力。印光法师先后倡印了《弥陀圆中钞》、《观无量寿经善导疏》、《心往生论注》、《随自意三昧》、《阿弥陀经白话解》、《弥陀要解》等。当然，印光法师刻印最多的是净土五经。在印光法师的倡导下，《念佛章》、《普贤行愿品》与《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一起构成了净土五经，印光法师亲自流通。

此外，印光法师还整理出版佛教名山志等佛教方面的书籍。据统计，印光法师主持刻印流通的各类因果和敦伦劝善书籍，总数有上百万字，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第二，创建灵岩山寺净土宗道场。净土思想在中国传播后，就陆续有了以弘扬净土为宗旨的佛教寺院。比如早期庐山慧远的东林寺就是这样的寺院，隋唐时期的山西玄中寺也是弘扬净土的寺院。一直到宋、明，都有专门的弘扬净土的道场。晚明四大师之一的云栖大师所在的云栖寺，就是著名的净土寺院。在清代，彻悟大师创立资福寺，其净土道场也是远近闻名。

苏州的灵岩山寺是一座古老的寺院，清朝末年连年的战争致使这座古刹荒废。1926年，主持修复灵岩寺的真达法师拟将其作为净土专修道场，于是与印光法师共同拟定了寺院规约，规约共有五条：“一、住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升座及招外方来听耳。四、专一念佛，除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五条有一条违者，立即出院。”[278]这五条简单明了的规定，为以后灵岩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后来，在印光法师等人的努力下，灵岩寺终于成为一座远近闻名的净土道场。

第三，保护教产。20世纪初，清政府在全国掀起庙产兴学高潮。政府由于财政困窘，便主张利用尼庵、道观和寺院地产及租息兴学。这极大地影响了佛教的生存与发展，这种现象在印光法师所在的江苏更为严重。1922年，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因缺乏资金建校舍，遂拟议呈请江苏省政府，欲复援清末民初之例，以借寺庙开办学校。议呈上后，即得时任省长王铁珊之赞赏，于是令全省各县遵照办理。印光法师知此令若实施，江苏乃至全国之佛教必遭重创，于是便联络教内外各方人士，阻止这一行为。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打消了江苏省政府的这一动议，从而保住了江苏的寺院财产，佛教才获得了喘息之机。印光法师曾论及庙产兴学时所说：“倡此事者，虽未必全昧心理……但以己见妄测，致令一班假公济私者……欲饱己曩，彼此效尤，势如燎原。”[279]1925年，段祺瑞执政北京时，重提旧议，经印光法师等的努力才得以避免。后来，庙产兴学之议屡次反复，印光法师都挺身而出，为佛教争取了一席之地。

二 虚云禅师与近代佛教

近代佛教中，寄禅、月霞、冶开、谛闲、圆瑛、太虚、印光以及虚云等一大批高僧大德，为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从不同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主张和思潮。尤其是太虚大师与谛闲、圆瑛等围绕着新与旧、传统与革新，在思想义理、佛教组织建设、丛林制度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存在尖锐的矛盾。这场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间的争论，伴随着民国佛教的始终。在近代佛教的这三种思潮中，虚云大师作为禅宗巨匠，独树一帜，保持超然的态度。他从未参与到新与旧、保守和激进的斗争中，而是与各派均有密切的往来。虚云曾请两派的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创办佛学院。同时他也没有与支那内学院所主张的《楞严经》、《起信论》为伪经伪论进行过争论，尽管他对《楞严经》等推崇备至。1918年，欧阳竟无与吕澂到云南为支那法学苑筹措经费，虚云还请他们同住圆通寺，并邀欧阳竟无讲《摄大乘论》。所以虚云大师在近代各种势力中是“择善而从”[280]，凡是对佛教有利的，他都能接受。此处主要通过虚云大师对中国佛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几个方面，探讨他对近代佛教的贡献。

（一）不惮艰难险阻，重兴祖师道场

虚云大师对近代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重兴了云南鸡足山祝圣寺、昆明云栖寺、福建鼓山涌泉禅寺、广东曲江南华禅寺、乳源云门大觉禅寺及云居山真如禅寺六大禅宗祖师道场，修复了大小寺院庵堂八十余座。

光绪三十年（1904），虚云来到云南鸡足山，卓锡钵盂庵。鸡足山作为禅宗初祖师迦叶的道场，明清时期一度极为兴盛，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然而虚云来的时候，全山则不足十寺，且都为子孙丛林，僧人与俗人无异，不知修行为何物。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虚云历尽艰辛，前往南洋等各地募化，钵盂庵迎祥寺终于得以修复。光绪三十二年（1906）虚云赴京迎取藏经，获得朝廷的恩崇，加赐迎祥寺为护国祝圣禅寺，并获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和如意等，并受赐“佛慈洪法大师”之号。此后，虚云还修复了西竺寺、兴云寺和下洋罗荃寺等寺院。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鸡足山这一禅宗初祖迦叶的道场终于得以重兴。

1920年春，云南省总督唐继尧特派专使诣鸡足山祝圣寺，邀请虚云重兴昆西山云栖寺。1922年，虚云移锡昆明华亭寺，开始重建古刹的工作，将寺更名“云栖寺”。至1929年，除云栖寺外，虚云还相继在昆明修建了胜因寺、松隐寺、太华寺和招提寺大小寺院四座。

1929年正月，虚云由上海回鼓山，海军部长兼福建省主席杨树庄、前主席方声涛，率官绅请他住持鼓山。鼓山涌泉禅寺素称“闽刹之冠”，自梁开平二年（908）神晏国师开山以来，千余年间一直为禅宗之名刹。特别是明末清初无异元来、永觉元贤等住持鼓山涌泉寺，大扬曹洞禅风，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曹洞宗道场。由于鼓山为其出家剃度和受戒的地方，缅怀祖德，义不可辞，由此开始了重振宗风、恢复祖庭的艰难过程。

1934年，先后受广东省主席陈枢铭和粤北绥靖主任李汉魂的邀请，虚云承担了主持重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道场广东曲江南华寺的重任。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次第完成“更改河流以避凶煞”、“新建殿堂以式庄严”、“严守戒律以挽颓风”、“创禅堂安僧众以续慧命”等十项大事，总计新建殿堂房舍二百四十三间，新塑大小圣像六百九十尊，使南华寺成为广东第一大丛林。

1943年冬，虚云来到云门宗的祖庭乳源大觉禅寺时，见殿堂荒废，只在荆棘丛中发现残存的古寺内肉身一尊。看到祖庭沦落至此，虚云不禁凄然泪下，于是发愿担任起重兴云门宗祖庭的重任。虚云历十载擘画，修建殿堂阁寮，装理佛像，创办大觉农场，恢复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的丛林生活制度。经过十年的坎坷与艰辛，云门祖庭得以重辉，大觉禅寺殿堂庄严，道风清净，成为闻名全国的禅宗道场。

1953年6月，闻知江西云居山殿堂在抗战时毁于日军炮火，虚云于是发愿修复此千年禅宗祖庭。云居山自唐元和三年（808）道容禅师肇基开山以来，一直为禅宗名刹，特别是道膺禅师继主法席时，衲子云集，名震朝野，成为曹洞宗的实际发祥地。在解放初期的特殊年代，虚云备尝艰辛，以数年时间竟将一片断垣残壁的真如禅寺恢复为拥有水田一百八十余亩、住僧近二百人的规矩严整的模范丛林，堪称一大奇迹！

虚云大师一生为恢复禅宗祖师道场席不暇暖，劳累奔波，但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建寺安僧，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谋求佛教的长远发展。

首先，他不重建新的寺院，而是恢复祖师道场。圣扬法师是虚云和尚的戒子与法子，曾在南华寺和云门寺师事虚云和尚达十年之久，朝夕随侍左右，对老和尚十分熟悉，他曾回忆老和尚的志愿：“老人亦常谈及自己一生志愿：一不做现成的住持；二不创建新寺；三不住城市闹镇；四不修自己子孙小庙；五不重兴没历史名胜古迹及祖师道场；六不私蓄储钱财，凡信徒供养果仪，全归常住公用；七不接受任何一个施主供养及建寺功德。这是老人自己毕生的志愿。”[281]

其次，他每次将寺院修好，总是功成身退，从不留恋，这既表现出他的超然心境，同时也为祖师道场、十方丛林树立了楷模。

最后，修建的寺院建筑以“房舍为轻，而基础为重”。岑学吕居士曾问“何以三分一工程，放之地下”，虚云回答说：“坏空有一定之理之数，比如南华寺，今日建筑，超于前代，孰知十年后将如何！予掘地时，遍翻全寺，发见围墙石壆，有在三四丈深者，亦有掘至二丈余深，发见有宋代断碑者，兴废无常，可想而知。故此历修各大刹，必先寻其故址，相阴阳，观流泉，择定方向而改正之。且用巨石筑壆，由一二丈筑起，使基础永固。他日殿堂房舍，纵有破毁，而基础仍存。所以我对于房舍为轻，而基础为重。”[282]可见其用心良苦，考虑深远。

从上述分析可知，虚云大师作为禅宗师匠，恢复祖师道场固然出于不忍其衰落，而有饮水思源、知恩报恩之意，但其深层原因则是继承中国佛教的传统，为佛教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兼祧五宗法脉，延续禅宗传承

虚云年轻时行脚参学，百城烟水，历参普陀、金山、高等名山大刹，遍参禅师教诸宗耆宿大德。据《虚云年谱》记载，咸丰八年（1858），虚云与从侄富国礼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披剃出家，次年受具足戒，取名古岩，法名演彻，字德清。此后行脚天涯，参禅学道，遍礼天下名刹，朝拜佛教四大名山。光绪二十一年（1895），虚云住江苏高旻寺，参加赤山法忍和尚主持的禅七，因沸水溅手茶杯落地而开悟，因述偈曰：“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又偈：“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虚云和尚传承鼓山曹洞宗法脉，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以一身而系五宗法脉，为海内外佛教界所公认的禅宗泰斗。光绪十八年（1892）接妙莲和尚的临济衣钵，传临济宗第四十三世；同年又承耀成和尚之曹洞宗法脉，为曹洞宗第四十七世。妙莲为曹洞宗第四十五世，字辈为“地”（“地华”），虚云的字辈为“古”（“古岩”），按照鼓山曹洞宗字辈传承“通天并彻地，耀古复腾今”，虚云应为妙莲徒孙。1932年，应福建长汀八宝山表持明湛和尚之请，遥接法眼宗良庆和尚法脉，成为法眼宗第八世弟子。1933年，受湖南沩山宝生和尚之请，远承沩仰宗兴阳词铎禅师，传沩仰宗第八世。在主持修复广东乳源云门山大觉禅寺期间，遥承已庵深静禅师法脉，传云门宗第十二世。

作为禅宗的祖师，虚云十分重视祖师著作的整理和法脉传承的考订。先后修补增订《佛祖道影》，编撰《法系考正》、《校正星灯集》，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佛祖道影》原为明末清初永觉元贤和为霖道霈住持鼓山时相继编修而成，共收祖师像、赞一百二十二尊，至虚云住持鼓山时，仅存一百一十七位，像、赞也参差不齐。为此虚云在禅诵之余，多方收集资料，并与原苏州玛瑙经房所刊的守一大师本相参照，增刻祖师画像至三百一十尊，将原传、赞阙失者补全，于1935年刊刻流行，题名为《增订佛祖道影》。《鼓山列祖联芳集》为宋代时鼓山的住持庆麟禅师所著，记载鼓山历代住持的生平与事迹，后代又陆续增补至明代的简翁禅师。虚云根据《鼓山志》和碑刻等资料，将此书修补完成，题名为《增校鼓山列祖联芳集》。该书称，自性聪以上，“凡可数者九十代，大皆属于南岳。博山无异来祖嗣法寿昌，来主兹山，经明清两代，奕叶相传，则皆曹洞法脉，无有紊乱”[283]。又于其中附载《禅宗五宗源流》，为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法脉各续演五十六字，为今日禅宗丛林所遵奉。由于明末清初以来鼓山为曹洞宗的重要祖庭，所以此书对研究曹洞宗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以后，“禅宗源流”或“正法眼藏”的法卷传授成了禅宗传法和出任丛林住持的主要形式。虚云很注意物色和培养禅宗的后起之秀，不过他对禅宗的传法非常严格，认为禅宗之所以衰落，就是滥传法嗣的结果。所以虽经常有人来请求虚云传法，有时甚至长跪于地，请求传法，但如果不是根器者，他从不答应。

但是近代的中国佛教多灾多难，非常时期亦有非常之举，据怀西法师回忆：“因老人每感宗门衰落，后起乏人，是以在日常，便很细心地观察，谁人能作法门龙象，荷担如来家业？所谓续佛慧命，继祖心灯，使正法久住世间，利济后昆。经三年来之暗中审察，认为能授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之旨，已有六人。故事先把法牒写好，到了下午，便由侍者个别暗中传命至丈室楼上佛前，每次二人。老人命授法人穿袍、搭衣、展具，礼佛三拜后，跪在佛前。之后，将传法由来、源流，开示大意。”[284]

虚云和尚之所以秘密传授法卷，反映了他留意培养堪当大任之僧才。现当今海内外最具影响的长老尊宿如本焕、一诚、净慧、传印、圣一，及已圆寂的宣化、佛源等均为虚云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成为中国当代佛教的中流砥柱。这是特殊时期的方便之举，意在维系汉传佛教种子，通过付传法卷的形式为后世佛法复兴奠定基础。

（三）重振宗门家风，传承禅堂规矩

虚云大师在复兴禅宗祖师道场时，特别注意丛林制度建设，坐香参究，二时课诵，半月布萨，结夏安居，力图保存禅门清规。禅门五宗钟板的遗风，最早见于鼓山为霖道霈禅师的《祝白清规》，虚云和尚将其完整继承下来，并在他所复兴的寺院付诸实施，如云门大觉禅寺悬云门钟板、云居山真如禅寺悬沩仰钟板等。特别重要的是，虚云从年轻时就在江南各大禅宗丛林的禅堂中坐过禅，对禅堂的规矩特别熟悉，在他所复兴的寺院中，将明清时期形成的禅堂规矩完整地保存下来，当年跟随虚云老和尚坐过禅的老参们现在在世的依然不少，这是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虚云大师在住持鼓山时，革除了经忏和寺院执事冗杂的陋习，同时整顿禅堂规矩，将原来禅堂坐三支香增加为十四支香，冬天则加香打禅七，坐禅修行一切规矩均效仿金山寺，所以各方老参纷纷前来，禅堂中的僧众由原来的一二人增至六七十人。在南华寺时“创禅堂安僧众以续慧命”，“造禅堂，定香数，发警策，下钳槌，冀其磨练身心，度己度人，以续我佛慧命”。

新中国成立前夕，虚云在住持云门山大觉禅寺时，根据形势的发展，认识到以后中国佛教必须在生产劳动条件下，自给自养，所以毅然创办“大觉农场”，提倡农禅并重的禅风。特别是在云居山期间，虚云对此更为重视，据一诚和尚回忆：“一九五三年，虚老移锡云居山，人住之后，即率僧众开展农禅，将常住僧众分为两队，一队挖泥制砖，筑炉铸瓦，修复寺宇；一队垦荒辟地，种禾栽蔬，开展生产。在此之中，虚老已是百余岁高龄，虽然不能下田劳动，但却时时巡看在田间，督促于建筑工地，时而一二句话语，教诲众人，鼓舞士气。”[285]现在的云居山真如禅寺被誉为中国佛教的样板丛林，这与虚云大师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虚云大师对传统的丛林规矩并不拘泥固守，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善加运用，如他强调要革除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强调丛林生活制度的规范化和民主化。他认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权变的；惟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等理论，不能改动。中国千余年来，佛弟子衣食住等制度久与印度大不相同，既然时间、地点，条件都变了，则佛教中的若干生活习惯，自也应因时制宜。”[286]总之，虚云和尚所留下来的禅宗丛林规矩，是当今佛教中非常宝贵的传统资源，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

（四）维系汉传佛教命脉，勇于担当的精神

虚云和尚护教安僧，不畏艰难，其精神和事迹感人至深。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各地兴起了毁寺逐僧的风气，虚云在南洋讲经，滇省全体僧众来电，谓政府提寺产，不久又接到寄禅等的来电来约，请速回共图挽救。次年三月虚云回国，抵达上海，与寄禅法师等同进京请愿，终于得到光绪皇帝上谕：“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借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287]此后各省侵占寺产之风，遂告平息。

民国初年，李根源因为当时云南的一些僧徒不守戒律，亲领队伍赴诸山，逐僧拆寺，使佛教界惶恐不安。后来李根源率兵驻军悉檀寺，毁金顶鸡足佛像及佛殿，虚云不顾个人安危，独自前往军中，说服李根源，不但消弭了佛教的灾难，而且使李根源成为佛门外护。在云南期间，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受庙产兴学风潮的影响，屡次以兴办教育的名义，窥伺和侵占寺院财产，虚云作为云南佛教会及滇藏佛教分会会长，每次总是据理力争，极力护持寺院教产。

抗战时期，虚云还应邀赴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法会，参加法会者有国民党的元老如戴季陶、国府主席林森等。法会举办地在重庆慈云寺，共有显教与密教两坛，上午显坛是虚云主持，下午密坛由贡噶呼图克图主持，两坛盛况空前。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佛教会改组，于1941年在曲江正式成立省佛教会，虚云被推举为理事长，积极为佛教事业忙碌奔波。

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很多内地僧人纷纷前往台湾、香港，虚云在香港的弟子坚留他在港弘化，但是为了护持内地佛教，虚云毅然回住云门，继续修复祖师道场。他认为在香港“弘法自有人在”，“至于我本人，似另有一种责任。以我个人言，去住本无所容心。惟内地寺院庵堂，现在正杌陧不安。我倘留港，则内地数万僧尼，少一人为之联系护持，恐艰苦益甚，于我心有不安也。我必须回去”[288]。在“云门事件”受难后，他不但不退缩，反而北上，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不准拆寺、毁像、焚经。（二）不强迫僧尼还俗。（三）准许配给僧尼田地，自行耕种。”[289]虚云在“云门事件”中虽然受尽磨难，但是他却不改初衷，为护持内地佛教，延续佛教慧命无怨无悔。

1952年中国佛协筹备成立时，有人在会中提出“废除戒律，开放饮酒肉”，甚至在全国各地僧尼改装的事多有出现，据当时《现代佛学》报道：“关于长沙僧尼改装事，兹据长沙佛教界工作同志来信云：长沙僧尼改装问题，截至四月十五日，已经改了百分之八十，列宁装、中山装均有。其原因有二：一是便利工作，二是完全还俗。前者虽已改装，但仍坚持信仰，为佛教服务。后者与俗人无异，脱离寺庵生活。所有改装僧尼，都是自觉自愿。政府既没有明令废除，合作社与妇联也没有开什么会通过。”[290]由此可见当时内地佛教界的状况之一斑。在这种背景下，虚云大师力挽狂澜，反复强调戒律为佛法的根本，坚决反对非戒毁律的主张，斥责“秀才是孔子的罪人，和尚是佛的罪人”。后来他又将自己在中国佛协成立时的讲话整理成《末法僧徒之衰相》一文，终于使得汉传佛教中僧衣、独身、素食的传统得以保持下来。如果没有虚云大师的德行和威望，今日内地佛教界的状况将无法想象。

虚云在《自赞》中写道：“这个痴汉没来由，荆棘林中强出头。峰顶直钩寻钓鲤，海中拨火欲烹沤。作事岂从人所事，怀忧不为我而忧。问渠何故寻烦恼？担子加肩未敢休。”[291]这一偈子形象地反映出虚云大师为佛法事业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及护持佛教的大无畏菩萨精神。

（五）结语

概而言之，虚云在近代各种佛教思潮中，继承中国佛教传统而不拘泥保守，救治现实佛教偏弊而不极端冒进，适应时代发展而又坚持佛法的根本。在当代中国内地汉传佛教发展中，虽然人间佛教思想依然是整个佛教界发展的主流和思想上的共识，但是在实际僧团中，丛林制度建设、禅宗传法嗣法的风气，似乎沿着虚云老和尚的路子在走，特别是丛林中有影响的尊宿长老多为虚云老和尚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年轻的法门才俊亦多接虚云这一系的法脉，可以说虚云的门下弟子成为中国佛教的中流砥柱。这一点在中国内地佛教与港台佛教有着很大的区别，显现出内地佛教深厚的传统基础。相信随着中国的国运昌盛，政教关系将日渐趋于正常，佛教的复兴必将指日可待，届时虚云老和尚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将会更加显现出来。

三 来果禅师及其高旻禅

近代中国国家、民族沦于危亡之际，衰微中的中国佛教也同样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导致禅宗和净土宗这两个影响最大的传统宗派日渐衰敝。近代禅宗中幸有虚云和尚、来果禅师同为法门龙象，苦苦支撑宗风，使门庭不坠，实乃不幸中之万幸。本文从来果禅师之生平及著述、来果禅师之禅法特性，以及住持高旻寺等方面来加以研究；通过来果禅师修订高旻寺清规、提倡“念佛是谁”的看话禅修行实践，及其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真参实修的禅法意境和厚实稳重的佛学底蕴，探讨一代高僧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贡献。

（一）来果禅师生平及著述

来果禅师是湖北省黄冈人，历史上黄冈与禅宗祖庭四祖寺、五祖寺所在的黄梅曾毗邻而居，作为禅宗发源地的黄梅现在属于黄冈地区。来果禅师生于光绪七年（1881），俗姓刘，名永理，字福庭。出家后，法名妙树，字来果，一号净如。父名嘉缜，母方氏，祖上以耕读为业。据其自述，生有异相，幼具善根，三四岁时，即喜捏泥土佛像，供于田岸土洞中，每日前往礼拜数次。7岁时，听人念诵《心经》，至“无智亦无得”及“无人、我相”时，豁然省悟，于是萌发出家的念头。从7岁起，每晨待旭日初升时，诵《心经》七遍，习以为常。光绪十八年（1892）来果12岁时，立志出家修道，于是跋涉至汉阳，准备到归元寺出家，因走错了路，被家人追回家中，未能遂愿。早年皈依大智法师，教以念佛法门，于行住坐卧中勤诵佛号不辍。某日，诣寺参拜大智法师，夜间于睡梦之中念佛出声而不自知，被大智法师唤醒问：“念佛是哪个，汝可知否？”顿然若呆，无语应答，对于专意念佛与参究“念佛者是谁”两者之间犹豫不决。

来果一心勤修佛道，因家人反对，以致出家未遂。光绪二十五年（1899）奉父母之命完婚，然而却不染尘缘，与妻子各行佛道，在家中坚持吃斋、打坐、念佛，而且引导家人吃斋，并且带领他们常打坐念佛等。父母兄弟妯娌等均受其影响，吃斋念佛。其每夜在家中佛堂领众修行，除父亲不能盘膝外，其余皆长夜不倒单者多年。至22岁时，被叔祖父强行带至官场，因公牍中极刑过多，不忍目睹，辞职归里。虽在宦场之中，佛珠却未曾须臾离手，每日佛声不断。后阅读《法华经·普门品》至：“若人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名字，即时观其音声，即时解脱。”此时，对于一心立志出家的来果而言，世间之荣华富贵、名闻利益，早已看淡，唯有出家参禅之念日加坚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初一日，来果告辞双亲，至浙江普陀山自剃发易服，准备出家。普陀山为观音菩萨道场，然而清末之时已极为衰败。来果禅师来到普陀山登岸后，见僧人有口含纸烟者，穿绸褂者，手把洋伞者，脚穿白袜者，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当时心生冷落，便将随身所携带的钱在前后寺打斋供养僧众。做完功德后，即前往梵音洞舍身，此时恰好遇到五位穿衲袄科头赤脚的苦行禅师，觌面相谈，长叹曰：“还有真修行人在焉。”听到此话后，来果发愿出家，自行往三圣堂南山麓，将头发剪下，拟行头陀苦行，于深山之中打饿七共十三天。

七月中，来果往宝华山受戒。宝华山是有名的律宗道场，由于明末寂光律师及其弟子见月律师在此弘律，宝华山遂成为明清以来影响最大的传戒道场，被誉为“律宗第一名山”。来果禅师一路艰辛，缺衣无食，于至七月下，方到宝华，此时已精疲力竭。入寺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夜不倒单，精进修行。但因其初入寺时无戒费、号条、衣单，且头上有疤痕，所以备受寺僧白眼，甚至被疑为歹人。来果在宝华山求戒期间遭遇了种种苦难，转而前往金山寺求戒，又被赶出。万般无奈，来果投奔棋盘山顶，准备出家做道士，又被当家道士赶出。于山穷水尽之际，来果发誓：“此处动脚，直抵大江，无人救我出家，自愿投江而死，转世再来。”[292]后得弥陀寺当家留住一夜，嘱往宝塔寺，被老当家留当行堂，在此随众上殿过堂，参究“念佛是谁”工夫。

光绪三十二年（1906），来果前往金山寺求戒，至戒堂，见贴有“念佛是谁”四个字，喜不自胜。戒期结束，暂留住学戒堂。来果禅师因不熟悉禅林规矩，且每日只食一餐，夜不倒单，屡遭首座责罚，斥其为破坏清规。因不堪责罚，来果发心前往印度，朝觐佛陀道场。来果禅师因思“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欲问前途路，究竟是谁走”，于是发愿：“不挂单、不赶斋、不歇店、不化缘、不倒单、不问路、不洗澡、不存一切。”[293]至冬，行至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遇到一东印度僧人，告诉他至印度的路已受阻，遂只得放弃前往印度的计划。赴印不成，来果返回家乡度化父亲皈佛后，便向双亲告辞而别，直抵金山留驻禅堂，参禅坐香，自誓以悟为期，坚持长坐不眠，夜不倒单，不告病假、香假、缝补假、经行假、殿假，专参“念佛是谁”公案，屏绝其他一切妄念。光绪三十四年（1909）九月，来果于晚间坐香开静之时，猛然开悟，此后依然精进修持，寺中公务行单等事都努力去做。来果禅师在镇江金山寺大彻堂中开悟后，随后担任金山寺、高旻寺执事。

来果禅师与高旻寺的月朗定祖因缘最深，来果禅师初住高旻寺时，住持月朗即视之为法器。1910年住高旻寺禅堂时，一日请月朗开示，问答相契，月朗厉声说：“万要苦住高旻，不可乱动。汝若溜到外国，我定要把你找回。任你上天，我用烟把你熏下。好好回去，善自护持。”[294]此后即受请为执事。1914年夏，来果往终南山，隐居湘子洞潜修。金山寺和高旻寺均来信劝他回寺，此时因疾病缠身，来果受友人高鹤年居士的劝说，决定下山。1915年夏，来果于终南山闭关禅修，月朗以扬州诸山名义来函，电汇四十元路费，催促回寺。九月十二日来果返回寺中，即前往拜见月朗，月朗即命现任住持明轩法师传法给来果。十五日，明轩遵高旻月朗祖师命，传法给来果禅师，为临济宗第四十六世祖。十六日晚，月老临终前，抓住来果禅师的手，要他发愿“生是高旻寺的人，死是高旻寺的鬼”，否则死不放手。于是来果在月朗病榻前遵命发愿，永不离高旻寺。十七日早课后，月朗圆寂。

来果禅师接法后数年，继续往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等禅宗名刹坐禅参学，并于福建雪峰寺掩生死关。1919年，高旻寺来函催回，于六月初四日接高旻寺住持位，此后三十余年领众参禅，修建寺院，中兴高旻寺临济宗风，终成一代高僧。1950年，来果禅师辞住持之位，移锡上海崇德会内，辟建静七茅蓬道场，领众坐香参禅，开上海禅修之风。他以上海弘法募化所得，接济高旻寺众粮食。1953年农历十月十七日，来果在上海静七茅蓬安然示寂，荼毗后，弟子建舍利塔于扬州高旻寺河东塔院。

来果禅师的主要著述有《来果禅师语录》、《来果禅师禅七开示录》、《高旻寺四寮规约》三种。《来果禅师语录》初版于1952年，有来果禅师的弟子达本（温光熹居士）作序，全书共七卷，内容包括《解谤扶宗浅说》、《参禅普说》、《十界因果浅录》、《法语》、《千字偈》、《四十八愿》及《自行录》。《解谤扶宗浅说》针对禅宗、教门、律宗、净土四门之间互相诽谤的说法，分别加以驳斥，认为四门均为佛教的一部分，不应相互贬抑，而是相得益彰，并“详说参禅之方法，功行之层次，见地之考验，及功夫深浅诸要义”。[295]《参禅普说》对禅法要义、用功的方法，参禅修行过程出现的问题等，都有详尽的发挥，对参究“念佛是谁”的话头阐释尤为精当。《十界因果浅录》阐发了生死轮回及解脱成就的原因。《法语》为来果禅师自1919年出任高旻寺方丈以后上堂说法，以及为圆寂僧人举火、封龛等内容。《千字偈》以千字文中每一个字作为开头而做得一千首偈颂，多为策励警示及修行的方法等。《四十八愿》又称《大悲缘起》，为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而发的愿，如第一愿：“十方诸佛，常居在世，破群迷于九界，令正悟于一乘；法轮转像末之颓风，慧日烛幽衢之长夜。若不尔者，弟子誓不成佛！”如此共四十八个大愿。《自行录》为来果禅师自述生平行履。

《来果禅师禅七开示录》1954年初次于上海油印出版，原名《来果和尚开示录》，后来为配合《来果禅师语录》，易为今名。该书的内容为1942年高旻寺冬制结禅七（农历十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期间，来果禅师于禅堂开示参禅之法语，由上座道真法师笔录。1963年该书于香港重印，倓虚法师为之作序。1982年，来果禅师门下弟子在原油印本基础上，参照钞本加以校订，补充完善了相关内容，并根据语录补全了起七、解七法语，由此臻于完善。1992年，高旻禅寺在来果禅师示寂三十九周年之际对此书加以重印，增加了高旻寺时任方丈德林法师《重修来果老和尚舍利塔记》。

此外，台湾南投中台禅寺曾编《来果禅师语录汇集》（中台山佛教基金会1997年），收录有《来果禅师语录》的内容外，增以《住持警语十则》、《异行录》、《禅七开示录》等内容。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来果禅师广录》，在《来果禅师语录》的基础上，增补了《异行录》、《禅七开示录》等内容。《住持警语十则》列举了担任住持必需十种资格，即品性端正、功夫见地、因果清明、识高见广、专门禅宗、勤谨简朴、培德修福、无诸习漏、威德并济、弘法无厌。《异行录》则为来果禅师自述生平所经历或所遇神异奇特之事，共二十篇。

（二）住持高旻禅寺，整顿清规制度

1919年来果禅师农历六月出任高旻寺住持后，首先，处理寺院庙产诉讼之事，保护寺院财产。九月初，处理寺东放生河诉讼事宜，经过努力，终于在十月勒石立碑，确定放生河永远为寺产。1920年，至常州磬山寺，收回高旻寺中兴祖师天慧实彻祖师塔院，另得收租田四十余亩。1921年，处理高旻寺西行宫诉讼之事，暂时保护了寺产，至1924年，此诉讼终于得到政府确认，判定为寺产，并勒石永志保护。其次，恢复寺院建设，修建了五大工程。高旻寺是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一，为著名的临济宗寺院，与金山寺、天宁寺和天童寺并称四大禅宗丛林。康熙第五、第六次南巡，乾隆的六次南巡，均曾驻跸于高旻寺行宫。咸丰年间，寺院宝塔、部分殿堂及行宫均毁于战火。此后，虽经寺僧努力兴建，然而难复旧观。因寺院修建工程颇为艰难，高旻寺派出弟子四处化缘，有一位僧人在汉口时，不惜断臂，尤为感动者，但更多的则是指责此毁伤身体的行为，认为是违背戒律，对此予以批评甚至嘲讽。因为在近代湖北武汉，佛教文化教育极为兴盛，有着享誉中外的武昌佛学院、汉口正信会两个重要的佛教院校和居士团体，僧俗弟子均受太虚大师佛教改革思想影响，提倡佛教教育和弘法，对于修建宝塔等事并不热心。因为国内化缘很艰难，只好派人分往南洋劝募，然时值不靖，亦无法进行，遂改为化玉佛，共化大小玉佛七十八尊，铜佛一尊。除供宝塔外，计划于七十二门，每门供玉佛一尊。[296]经过三年时间的多方募化，才开始动工兴建。为节约修建费用，自宝塔工程起建后，专门安装了电灯，塔上每一角及每一尊佛各安装一盏电灯，相比以前用佛灯、蜡烛和洋油每年大约花费在2000—3000元，用电灯的费用则不到1000元，仅此一项每年即可节约近2000元，所以来果禅师称：“电灯之利，诚大也。”[297]1930年，来果禅师开始重建高旻寺，寺院建设包括五大工程，即宝塔、大殿、禅堂、延寿堂和如意寮。来果禅师对高旻寺最大的贡献则是断除了寺院的一切经忏佛事，亲订丛林清规，完善了寺院管理制度，在近代禅宗重要祖庭如金山寺、天宁寺等纷纷衰落的情况下，独有高旻寺规矩谨严，宗风不坠。

1.革除丛林积弊，摒绝一切经忏佛事

近代丛林戒律废弛，经忏佛事盛行，为世人所诟病。太虚大师对僧人中专事赶经忏的“忏焰流”批评说：“学习歌唱，拍击鼓钹，代人拜忏诵经，放焰设斋，创种种名色，裨贩佛法，效同俳优，贪图利养者也。”范古农亦曾言经忏应赴，是僧伽堕落以及世人看不起僧人的原因：“应赴者，即为人诵经祷忏之谓也，其始原为自度度他，其后视为应酬具文，今更变为糊口营业，不谋道而谋食，僧伽堕落之原因，此其一端也。复次，僧居寺内，常亲佛法，束摄身心，威仪无缺。及其出外应赴，环境变迁，身心放逸，则流为邪僻。社会由是贱僧，僧亦因以自弃，愈趋愈下，为世诟病，延祸佛教，此最可伤心者。”[298]

来果禅师反对经忏佛事，然而在当时，丛林之中很少有不应酬经忏佛事者，“有斋主人情关系应酬者，有靠经忏生活者。”[299]高旻寺虽然是专修禅宗的寺院，但每年仍有两三堂水陆法会，数十台瑜伽焰口，还有一些大小经忏，尤其是万年水陆一堂是无论如何非做不可。来果禅师毅然革除丛林积弊，断水陆、焰口等大小经忏佛事，以此作为整顿规矩制度的基础。

1922年，来果禅师因事到上海，盛宣怀的夫人庄德华发心出二万元，做永久万年延生水陆头，佛事结束后，再助二万元，为往生万年水陆头。来果禅师一直想断除高旻寺经忏佛事，一旦承接此佛事，那么高旻寺经忏病根永远不能彻底清除，因此没有答应。虽遭旁人嘲笑，但从此高旻寺大小一切佛事全部辞干净，宁肯讨饭，甚至饿死，也不做经忏主人。

高旻寺经改革后，仅有早晚课随堂普佛，其他佛事活动概不应酬。1924年，扬州一姓张的居士出二百四十元钱，希望寺院在早晨二板打一堂延生普佛。来果禅师劝他说：“宁动千江水，莫动道人心”，如果放香做佛事，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居士生气地说：“二百四十元不肯，出二千四百元，谅必准念吗？”来果禅师依然不为所动：“任是二万四千元，亦不能打普佛。”张居士虽然扫兴而止，却对来果禅师很敬佩，他笑着说：“和尚是铁打的规矩，如是行去，我很佩服。”自此，无论何人想花钱买放一支香，万难做到，禅堂僧众能够专志于参禅，不为杂念所动。这一年还将万年水陆改为净七一堂。水陆需四十多人做佛事，牌位每座一百元；净七二百余人，大殿、外寮、早晚殿二次回向，牌位每座二百元。此前有牌位不愿打七者，可以还款，愿意继续供者，照每座一百元收费。自此高旻寺水陆法会这一佛事永远断绝。

1925年，取消每年七月放焰口惯例。自此，高旻经忏根子全部拔尽。此外，高旻寺旧时传统，每年荷花开时，须宴请“由关”上人员赏花吃斋，曰“荷花斋”。1926年，来果禅师将此沿袭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旧制永远革除。1939年，来果禅师重申高旻寺为专门禅宗道场，只许坐香，其他闭关、般舟行、念佛七、持午、讲经、学社、学戒堂、大小经忏佛事及焰口等，概与专门禅宗相抵触，一律禁止。

来果禅师针对丛林弊端，毅然革除经忏佛事，使得高旻寺谨守禅宗规矩，摒绝外缘，单提正令，专事参禅，具有积极意义。正如妙湛法师所言：经忏佛事在当时十分盛行，对寺院经济也有一些补贴，但对佛教整体形象的损害却是无法估量的。首先，寺僧受金钱势力所强迫，整天忙于赚钱，把修持的时间都挤掉了，这是使僧人素质下降、佛教衰败的根本原因。其次，使寺内寺外、男男女女，喧哗嘈杂，把一个好端端的清净佛地变成僧俗混居的交易市场。最后，经营经忏佛事使僧尼社会地位降低，令社会上误解僧尼是专为死人服务的，习惯上把僧尼与死人联系起来，看到僧尼就认为是晦气，或不祥之兆。[300]

2.手订寺院规约，整顿寺院管理制度

来果禅师出家后，因不懂禅堂规矩，常常挨香板，为安心办道，及避免捣扰大众，他时时留意学习禅堂规矩。《自行录》载：“初住禅堂，规矩不会，从早四板，至点心时，挨三百余香板，只是半天。至开大静后，共身背四百多下香板，毫无烦念，劳动执事，搅扰大众，深加惭愧。由是留心学习大规矩、小法则，堂内堂外，默背透熟。规矩熟后，安心办道，任人见不到我眼珠，听不到我音声，未见我掉一回头。”[301]

至宣统二年（1910）春，金山寺常住请他担任堂主职务，他自觉学年太浅，没有出任，此时仍留意丛林规矩制度，“凡外寮行单，悉公务尽，上至和尚，下至打扫，所有规矩，倒背如流”[302]。来果禅师留心于规矩，主要有两个目的：“我在规矩上用心，其义有二。当知丛林规矩，为行人悟心大法，见性宏模，现为行法基础，末来为进道阶渐，一也。人能留心规矩，钜细清明，毫无讹谬，自则为立身大本，他则为拔楔抽钉，一旦受执为人，拈来便用，二也。”[303]

来果禅师出任高旻住持后，更加重视清规制度，认为规矩是自利利他、参学开悟的基础，他说：“常有法规策励，触目惊心，加得几分道心，锁得几分业障，自己参学必也周到，常住规矩亦也无违，正自他兼利，始具参学人之面目。”又认为：“规矩为世出世之最大法纲。……其规矩者，为丛林基础，为海众依归，为学道之初步，为入圣之阶梯，为出世之良师，为成佛之导者，为苦海之宝筏，为黑夜之明灯，为穷者之大宝，为病者之良医，为人道之救星，为学者之宏范。”[304]在指示弟子参禅时又说：“参禅人，第一要守清规，方能参禅。清规者，公正清严为模范。公能除私曲猥弊，正能除邪谬垢染，清能除精浊秽污，严能除病惯懈习。故以清规建丛林，以清规治人格，以清规利人世，以清规成佛祖。规矩不清严，则人随之懈怠；规矩不公正，则人易成流弊。是知公正清严，为丛林本，为佛祖基，作禅人路，为苦海舟。能守清规之人，身能忍苦，心能耐劳，宁死于清规，不存于浊秽。”[305]1932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来果禅师在早粥后表堂说：“规矩一法，乃出世之阶梯，为成佛之捷径。离规矩则坏丛林、坏自己；守规矩则修福慧，修身心。师傅们在日用中，切不可随习气转，顺业识牵。当知守得一分规矩，除得一分恶习；修得一分福慧，除得一分生死。所以生死不离习气，福慧不离规矩。”[306]

来果禅师住持高旻寺后，大力整顿旧有的清规制度，上堂开示，领众参修，振兴了高旻禅宗风气。如1927年，改禅堂规制。旧制每于点心后回堂一小时，任人谈心放荡，道念疏散。今念道人用功难，遂改点心后一小时为静坐一支香。由是，高旻上下，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了无开口处，方符禅宗风范。又，为免道念松懈，旧制每月四次犒劳斋饭等，一律永免。1932年开始，来果禅师依古德所制规约，删繁取要，集成丈室、禅堂、客堂、库房《四寮规约》，以此作为寺院修行的准绳。1938年，改用衣钵寮管理常住诸师账目、清规牌式。此年，来果禅师还专门制定《高旻专门禅宗规则》，重申高旻寺为专门禅宗门庭，只许坐香，其他闭关、般舟行、念佛七、持午、讲经、学社、学戒堂、大小经忏佛事及焰口等，概与专门禅宗相抵触，一禁干净。“二六时中，清规肃矩，如法修行，身外消闲，尘劳远隔，身无他用，心自虚玄。”[307]由此，高旻门庭已俨然专门禅宗矣。

正是由于来果禅师的努力，高旻寺成为民国时期禅门丛林之楷模，规矩谨严，宗风不坠，而清末其他著名的禅宗则日趋衰微。来果禅师的弟子达本曾言：“其于坐香规约，因时因地觕为损益，至今国内各大丛林均以为法。”[308]

3.提倡丛林修行与禅堂坐禅

第一，提倡住丛林，反对住山。

来果禅师主张“生生世世以丛林为家，以规矩为住”，认为住山不如在丛林中修行。有的禅人因厌小庙之烦，畏丛林之苦，贪安偷闲，故乐处深山，来果禅师认为，此非真为道。况且住山有五大弊端：第一，独自住山，有时会遭遇抢劫之患，难有解救之人；第二，常有山下穷苦妇女上山求食，恐戒律难保；第三，因粮食匮乏，需下山化饭，有时甚至一饿十天八天，有因此退失道心而下山者；第四，有与邻山不和，因争吵打架而死者；第五，山上有病无药，有药无人看病，有的死后发臭而惹邻庵之厌。来果禅师所说的住山五大弊端颇具针对性，丛林之中常有僧众因自身原因难以融入僧团，不愿发心为常住奉献，不理解禅门之中行住坐卧、出坡劳作无非是修行，却认为枯心静坐、寂静无为方为修行，故烦恼生起即想逃避至深山之中闭关修行。而一旦入山，诸多不便，反而不如在丛林之中住禅堂内修行。来果禅师曾于终南山湘子洞隐居禅修，有住山的经验，深知住山的不便，他所说的住山之弊值得警醒。

来果禅师在《爱丛林》篇中称：“任在一切处，办道十年，不如丛林办道一日。”[309]“古云：历代诸祖出自丛林，古今圣贤从丛林出。自当敬常住如佛刹，爱寺物如金珠，自恨迟来，何不早住。宁愿生生世世，以丛林为家，以规矩为住，其他小庙庵堂，深山穷谷，关房静室，决不暂住。”[310]在《愿住丛林》篇中说：“非住丛林，不能培其佛因；非住丛林，不能成其佛果。否则因地不真，果遭纡曲。要知丛林为三宝主体，亦为办道础基。丛林衰，正法无从久住；丛林兴，三宝为世福田。古云：能发心住丛林，三五十年不犯一毫苗稼者，此人具大福报，有大正因。又云：若在深山办道，不如丛林睡觉。诚哉斯言也。”[311]住丛林不仅是自我修行成佛的基础，而且还能够真正利益他人，来果禅师认为，大凡住过丛林之人，皆具威仪细行，举动语默，能世人信而敬爱，使一切善男信女，培福德无量，培善根无量。而且，人能生住丛林，死入塔院，不但过去父母超生净土，而且现存父母增福延生，故住丛林有无量功德。

在《劝住丛林》篇中，来果禅师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的丛林修学思想：“满世僧人，漂流零落，漫无主宰，实可痛心。当知丛林为宏道利生之法窟，为明心见性之佛场，如衣有领，如网有纲。身心安乐，饮食调和，有道者慰之以深加，无道者警之以前进。如满林之竹，比比争高；如大园之松，雄雄上进，不负四恩，有光三有。诚为僧人之僧宝地也。”[312]针对不愿常住者，来果禅师劝以三行：“参禅人先立三行，至死不移，自可发明，至真常住。三行者何？一、住此一处，处要常住；二、持此一法，法要常住；三、专此一心，心要常住。有此三常，住不改易，诚转生灭成寂灭，转难住成常住也。”[313]来果禅师所批评的主要是不愿为丛林规矩所束缚，而希冀住山、住小茅棚自由修行的僧人。

第二，劝住禅堂，提倡禅堂修行。

来果禅师在《劝住禅堂》篇中说：“参禅入定，要住禅堂，始为名能副实，否则终成流俗阿师也。禅堂为诸佛母，禅堂为祖师室，禅堂为大冶洪炉，禅堂为禅人住处，禅堂为法身法窟，禅堂为慧命慧灯，禅堂为诸佛出身之处，禅堂为众生悟道之所，禅堂为行法之场，禅堂为清规之主。……禅堂之尊，禅堂之贵，禅堂之高，禅堂之上，禅堂最尊最贵、最高最上、无比上上、上无再上也。”[314]

禅堂之中有堂主和尚指导，有班首师父警策，又有同道修行鼓励，所以“算来还是住禅堂好”。来果禅师说：“当班首者，诚天下人法身父母，必以堂师为诸佛子，为大雄儿，始尽法身父母责任。路行错者指之，工用错者正之，冷暖者调之，饥渴者食之，二六时中，跟随诸师，出入往返，恐放逸者斥之，有疏散者视之，有犯规矩者警之，有违乱众者策之，棒喝交驰古规，警言策行大范，自古至今，未有一毫稍减。必先见到，人今行之，我已行之，明知棒喝，为了生脱死法器，为严规肃矩钳椎，为断情之斧，为割爱之力，能够几斧几刀，直将情之种，爱之根，灰飞天外。人若无情，即是圣人。果能断爱，正是贤人。当知情爱为生死本，为世界根，欲人求了者，非禅堂无了处，非班首无了人。是知禅堂与班首，为天下人法身父母也。”[315]

禅堂之中，班首执事对于修行者至关重要，来果禅师说：“高旻班首一执，非等闲可比，道行卓绝，行持孤竣，戒如冰雪，心若神珠，为禅者之父母，作衲子之芳规。律己律人，全功全德，出一言而钉抽楔拔，讲一句而鬼战神惊，感神明，动天地，为班首是赖焉。”[316]正因为如此，禅堂之中能锻炼成为法门栋梁。《禅七开示录》“第三十五受人劝服者”云：“要知为首领之人，苦其身，高其志，为当来范，作学者箴。既苦劝留，当从其允。念丛林于将替，睹大法于式微，能不痛心乎？清众行单者，禅堂为修慧之窟，外寮为培福之场，谨守清规，严持戒行，不违教诲，不犯稼苗。纵有他缘，不如禅室；任是好事，不若道场。务宜信劝，莫执自愚。能转身心，终成大器。何乐而不为也。”

4.选择住持的条件

方丈为一寺之主，宋以后在禅宗丛林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按照方丈选拔方式的不同，清末时寺院分为选贤丛林、传贤丛林、剃度丛林等类型。“高旻古制，系传贤丛林，住持职务，以死为期，故名生死方丈。”[317]对于继任方丈，必须具有五大资格方为合格。第一条：“心地上本参透彻，宏法为怀，以静香为心，以规矩为命，不得一毫疏忽。于大法传持坚永，于事则谨守无遗。”第二条：“因果上知得，亲拈一草之功，终投觉海；错用一钱之费，报在阿鼻。”正如古德所讲，买砖之钱不能卖瓦，这是佛教中的传统。第三条：“见地上务要彻法源底，破最上关，首明诸佛眼目，次行菩萨事仪，再识二乘因行。”第四条：“戒律上仪范精严，吉罗无损。”第五条：“勤谨上，每日例行公事，上殿过堂，行香坐香，出坡等事，各处检点，处处留意。于事必以整肃庄严，如法次第为切当，于众必以循规蹈矩、内外安宁为己任。”[318]

来果禅师的法语中，有《住持法席警语》一文，对丛林住持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条为“为住持人资格者”，认为作为住持人，要“品性端方，参学真实，出言合法，作事有条，严守成规，终无越逾。不重己见，不重己能，俯顺曲情，毫无装饰。心真口真，身端事端，只顾正行，不尚偏私，耳根铁硬，眼珠光明。轻己重人，隐恶扬善，赞之不喜，谤之不忧，上恭下敬，和悦同门。遇事难必从容和蔼，见逆境必悦色欢颜。不得一见便嗔，或一见便喜，大失大人资格。若道德为人，举超方眼，立不变知。如此行为，可以越浊劫，可以范当人”[319]。

其他九条亦为住持应具备的条件。如第二条，工夫见地上，要求住持苦心参究“念佛是谁”十年八载，“首发明心，悟见自性”，使参禅学者，有门可入，有道可行，有禅可参，有心可用。第三条是因果清明：“要得佛身，必修佛因”，买砖买瓦之钱，各有因缘果报，应效仿禅宗历史上杨岐灯盏、宝寿生姜的佳话，“宁可割肉补常住，不可私蓄肥自己”。第四条是识见高广：“既有高上之识见，必能做高上之事业，成高上之伟人，为高上之模范。”第五条是专门禅宗：“禅宗一事，正在各人眼见耳闻中，穿衣吃饭中，屙屎放尿中，语默动静中，运转施为中，擎拳合掌中，扬眉瞬目中，无不是当人面目，无不是本地风光，无不是禅宗嫡旨，无不是微妙法门。”[320]其他各条分别为勤谨简朴、培德修福、无诸习漏、威德并济、弘法无厌。在《高旻寺丈室规约》中，随处可见对寺院方丈的要求，如除非有重要大事外，一概不许到扬州诸山及二堂庵、护法处，如此方为“清高上士”。[321]

（三）来果禅师与“高旻禅”

来果禅师是近代禅门巨匠，他参禅数十年如一日，深入得悟，对于禅法多有真知灼见。他住持高旻寺三十多年，精修禅行，劝导禅门学子，使高旻禅风名闻天下。在为众弟子开示禅法时，常结合自己的禅修体验，多有其独到的见解。在《自行录》、《语录》、《开示录》等中有其详细的记载，从中反映出别具特色的禅学思想，日本人称之为“高旻禅”。[322]

1.单提正令，以禅宗明心见性为根本

来果禅师单提正令，直指人心，以禅宗明心见性为根本。他说：“参禅一法，非世出世法可比拟，乃菩提达摩大师，建树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人，明心见性，为立地成佛宗旨，为教外别传顿法，三身四智，十地三乘，一切佛经祖语，有情无情，皆为此禅含摄。”[323]又说：“参禅一宗，直达当人本来面目之重大关键，最直捷、最便宜、最稳当、最平实，世出世法，无逾此也。……独参禅旨趣，为诸佛母，为万法师。”[324]来果禅师论“专门禅宗”时说道：“宗门一法，上齐三世诸佛，下止有情无情，各本具足，无欠无余，在凡不减，在圣不增，直指当人本有心体。即日用中起心动念之诸佛心、菩萨心、缘觉心、声闻心、天人心、世人心、修罗心、众生心、畜生心、蠢动心、含灵心、恶鬼心、地狱心、草木心、虚空心、大地心、砖石心、瓦砾心，秉承一心，共同一礼。”

《来果禅师语录》开篇即为“解谤”，辨析禅宗、教门、律宗、净土四门之间的相互诽谤。如第一篇即“宗谤教”，即禅宗门人对教宗的贬抑：“一切经教，首由悟心，再可宏教，始效世尊雪山悟道，鹿苑谈经之先范，势必先入禅宗，深悟心理，方为大功。果能先宗而后教者，教理之妙，皆从悟心流出，随发一言，无不是教。”这是禅宗学人常持之观点，来果禅师并不以禅宗的立场贬抑教宗，而是平心辨析教宗之必要性：“大悟者，唯佛一人，其他皆次之。能在末法世中，为人解说一句半句佛经，令人种大善根，拥护三宝者，此人即与如来现身说法无异。”古语云：“僧赞僧，佛法兴。”来果禅师以禅门宗匠，并不拘于自宗之偏见，为教宗辩护。针对禅宗与教门之间的互谤，来果禅师指出：“末法人心，正知者少，邪见者多，恰用宗、教两门之法治之，正当之机。何以故？教能纠正人心，开示正见，使不受五浊浇漓之世流转；宗能空凡圣、了阶级，使不受迷悟沦陷之境遮瞒，庶免悠游六道，辗转三途，岂不宗、教两弘，转恶世而成佛世，改人心而成佛心。”[325]由此他得出结论：“宗、教、律、净四门，如佛一人，宗是佛心，教是佛口，律是佛脚，念佛是佛身。岂有身说脚非、口说心不是之理？要知如来救度众生，以此四处成为佛身，众生界空，佛尚不存，四处安在？能领会得，性空世界全是众生离垢而成，水月道场尽是诸佛悲愿而立，诸佛为离垢而处众生界内，众生仗悲愿而来诸佛海中。”[326]

来果禅师的禅法继承了宋元以来临济宗的传统，融会了明清时期禅与净土合流，参究“念佛是谁”，其直接传承源头则是清初玉林通琇一系临济宗禅法特点，重视禅堂规矩和坐禅、禅七等形式，强调克期取证。他说：“丛林何事，事在坐香，即参禅也。夫禅虽不在坐，亦不在不坐。老古锥钳锤下死去活来，始知象王行处，一踏到底。故天下丛林一支香。上关诸佛法身，下关众生慧命。”来果禅师尤其强调一门深入，他说：“任用何法，必须一门深入，持久耐长。身可以终，法不可忘；心可以迁，法不可移。能将定法，治此乱心，乱心久必依法而定。”[327]来果禅师弟子达本（温光熹居士）在《来果禅师语录序》中所说：“曹溪以后，宗门大德教示学人，渐重行履，非行无以践言，非行无以验其眼之正与否。北宋后，乃拈上大人公案一言半句以为话头，令人苦参。话头之风，自是以兴。此时关键，乃在参禅。参究主要，重在疑情成团，又非狐疑之疑，乃大信后自有之境界。话头虽多，本无优劣，应机对症，不无简择。故于明万历后，天下丛林均拣‘念佛是谁’为唯一话头，陶铸龙象，不可缕计。”[328]

来果禅师又有接引方便，为未悟以前的修学者，根据禅宗的修学，广设百法，详细指陈修学要领，这一百种法即发心学道、愿住丛林、立决定行、棒喝难挨、规矩难学、身心不安、委屈难受、习气难除、跏趺难坐、根难收、请示用工、厌住丛林、乐处深山、不喜培福、不真修慧、不愿常住、易犯规矩、喜舍一切、奋勇发心、身心纯熟、不信参禅、疑法、疑人、拟退、追悔、惭愧、起信、听可领会、觉有相应、自愿用工、忘疲、疑情不得力、身心烦躁、退心陡起、受人劝服、妄心暂歇、身外暂忘、觉身轻安、住枯静处、妄自穿凿、专好诗偈、不愿深进、提起用、功能除妄、功能除睡、落堂自在、妄自承当、戒道时非、心法俱寂、得少为足、生心用、有心用、散心用、把持用、得力用、放心用、亲切用、间断用、粗心用、绵密用、不间断用、细心用、离法用、无心用、真心用、转身用、同体大悲、代众生苦、慈心与乐、愍念众苦、学菩萨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喜舍、爱语、利行、同事、立向上志、除懈、恭敬、供养、赞叹、隐恶扬善、除谤、息诤、常不足、劝住丛林、发心做事、喜作清众、愿当行单、知因识果、发大誓愿、事理用、化导用、他受用、自受用。来果禅师接引弟子当务之急即为“解谤”和“扶宗”，前者为去沿途之荆棘，后者则为示坦荡之归程，作行者之指归。“扶宗之说，定一百条规。真参实修，娓娓道来，如示路途之风光，皆称性而谈，从自性本分中流出，实乃参禅学道者之要津。”此外，对于工夫上路以后的禅者，来果禅师又有“宗门三关说”以接引。所谓三关，即初关、重关、牢关，来果禅师称为“过祖师关”、“破重关”、“透牢关”。破三关之后还有悟后重修、悟后自休、悟后度人等，另文详述。

2.主看话禅，参“念佛是谁”

看话禅是继唐五代时期的机锋棒喝禅、两宋时期的文字禅之后而产生，宋元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禅宗的主要禅法形式。机锋棒喝禅、文字禅到看话禅，有着内在的逻辑发展进程，是禅宗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看话禅是从禅宗公案发展而来的，所谓公案，原指官府用以断定天下是非的案牍，是官府处理公事的文书、成例及狱讼判定的结论。后来禅宗借用这一用语，把“佛祖机缘”称为公案，就是禅宗祖师在接引学人时所说的富有启迪性的话语，后人有所悟解不能自决，请之于师，则举公案作为判定迷悟之准绳。对于公案，不可以思维意识去分别，不可以语言文字去表达。在禅宗看来，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教外别传，达摩祖师西来直指人心，都是公案。禅宗的一千七百则公案，都是用来作为悟心之士取以为开悟的证据。元代时临济宗高僧中峰明本说：“夫公案，即烛情识昏暗之慧炬也，揭见闻翳膜之金篦也，断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鉴圣凡面目之禅镜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开显，其全超迥脱，大达同证之要，莫越于此。”[329]他把公案说成破除无明黑暗的智慧火炬，去除情识知见的器具（金篦，古代医生刮除眼睛病膜的器械），断除生死命根的利斧，鉴别凡夫圣者的明镜。要廓明祖意、开显佛心、断除烦恼缠缚、彻悟菩提自性，都离不开公案，可见在临济宗看话禅中对公案的重视。

近代虚云老和尚、来果禅师两位禅门巨匠，都力倡看话禅，并有新的阐发。虚云和尚认为，宋代以后，人们的根器渐下，所以只有看话禅一法最为适合。他对于话头有新的解释：“其实话头即是念头，念之前头就是心。直言之，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话头。”[330]又说：“所谓话头，未说出前谓之话头，若将既说出之话参究，已不是参话头，而是参话尾矣。”[331]所以话头就是未说话之前一念未生的本来面目，参话头就是要参当下的一念心。虚云禅师认为话头也就是心，看话头就是观心：“话从心起，心是话之头；念从心起，心是念之头；万法皆从心生，心是万法之头。其实话头，即是念头，念之前头就是心。”他还明确说：“看话头就是观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观心。性即是心，‘反闻闻自性’，即是反观观自心。‘圆照清净觉相’，清净觉相即是心，照即观也。心即是佛，念佛即是观佛，观佛即是观心。所以说‘看话头’，或者是说‘看念佛是谁’，就是观心，即是观照自心清净觉体，即是观照自性佛。”又说：“心即性、即觉、即佛，无有形相方所，了不可得，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不出不入，无往无来，就是本来现成的清净法身佛。行人都摄六根，从一念始生之处看去，照顾此一话头，看到离念的清净自心，再绵绵密密，恬恬淡淡，寂而照之，直下五蕴皆空，身心俱寂，了无一事。从此昼夜六时，行住坐卧，如如不动，日久功深，见性成佛，苦厄度尽。”此心即禅宗所参的“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禅宗的教外别传，就是要远离语言文字之外，妙契于此心。然而此本来清净的大觉圆满之心，按照佛教的说法，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但为了开示悟入此心，不得不假借言语加以描述。疑情是看话禅的根本，是参禅开悟的关键。古人虽不用看话禅的形式，但运用机锋棒喝的形式，于言下当下直接引发疑情。

来果禅师主张专参公案，重视一门深入，他强调：“任何诸祖，无不是在一则公案上一门深入。”[332]来果禅师认为：“北宋后，乃拈上大人公案一言半句，以为话头，令人苦参。话头之风，自是以兴。此时关键，乃在参禅。参究之要，重在疑情成团。又非狐疑之疑，乃大信后自有之境界。”他更是强调参禅就是参话头，而参禅的功夫，就是指参“念佛是谁”。

来果禅师的禅法有其独特的风格，他参禅以“念佛是谁”为话头，可以追溯至“禅净合一”的禅法风格。念佛观为五门禅之一，《坐禅三昧经》中称念佛观可以对治多分烦恼，与慈悲观、不净观、数息观、因缘观等一起作为对治烦恼、坐禅修习的前行方便。在禅宗之中，四祖道信最早提唱“念佛禅”，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道信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强调“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至五祖弟子北宗神秀，以及净众宗无相等已经出现“念佛净心看净”的习禅方式，念佛被禅门用来当作禅修的入手方便。在禅宗中影响最大的是六祖慧能所提倡的唯心净土思想。据《六祖坛经》记载，韶州刺史韦璩向慧能请教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的说法，慧能引用了《维摩诘经》中“随其心净则佛土（国土）净”语，并说：“东方人但净心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迷人愿生东方。两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心地，但无不净。……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远，如何得达？”[333]慧能虽然并不否认念佛往生西方，但他的思想重心却是“自净其心”，因为自己的心净，所以国土就会清净，这一思想成为后来禅宗融合禅净的理论基础。受慧能思想影响，唐五代时期禅宗僧人多视念佛往生西方净土为方便，而以禅宗的唯心净土为究竟。至永明延寿禅师（904—975），风气有所转变，近代太虚大师在《中国佛教特质在禅》中曾指出：“禅净合修，远在安般禅已有渊源，不过达摩、慧可来后，久成隔绝，至于法眼宗永明延寿始大为提倡之。”[334]延寿既坚持禅宗唯心净土的根本立场，同时又肯定了往生西方的修行，积极提倡念佛求生净土。元代中峰明本禅师继承了延寿的思想，既提倡净土信仰，又坚持了禅宗唯心净土思想，进一步提出“禅即净土之禅，净土乃禅之净土”，把禅宗与净土信仰统一起来，对禅净关系作了新的发展。中峰明本的弟子天如惟则甚至教弟子直接将阿弥陀佛作为话头进行参究：“但将阿弥陀佛四字，做个话头，二六时中，直下提撕，至于一念不生，不涉阶梯，径超佛地。”[335]将念佛与看话禅相结合，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开启了一条禅净融合的新路，为后世参“念佛者是谁”的源头。此后，佛教高僧及禅门尊宿如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蕅益智旭、楚山善琦、无异元来、彻悟禅师，均提倡禅净合修或禅净融合。明清之时，随着看话禅法的普及和净土宗念佛的盛行，参究“念佛是谁”话头公案成为禅门中最流行的参禅方法。近代的虚云和尚、来果禅师等均大力倡导参“念佛是谁”公案。关于禅宗与净土宗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有西方净土与唯心净土之争，来果禅师认为：“未悟之士，分东分西，既了之人，何内何外？向外驰求，外不离内，内心念佛，何离于外？果能心佛俱念，自可非东非西。心佛一如，当即忘内忘外。”[336]

来果禅师在《自行录》中自述出家之前专修念佛的情形，其15岁时皈依大智老和尚，教以念佛法门，并告诉他，等他能够睡梦之中还有佛声，即告诉他大法。自此，来果禅师即埋头苦修，昼夜忘疲，念诵佛号不断。后来在大智和尚的启发下，开始参禅，即参究“念佛是谁”的话头。所以他对参“念佛是谁”的话头最为重视，他说：“话头虽多，本无优劣。应机对症，不无简择，故于明万历后，天下丛林均捡‘念佛是谁’为唯一话头，陶铸龙象，不可缕计。”他说：“打七为甚么事？大众要明了：无非是参禅悟道，了生脱死，没有其他的事。要参禅，非参‘念佛是谁’不可；了生死，亦复‘念佛是谁’可了。”“你们所行的都是要向上这一条路上去，以此‘念佛是谁’是敲门瓦子、指路碑。”“我们的工夫要想成团，必须要上这条路，……这个团，是‘念佛是谁’得力的时候，心是‘念佛是谁’，打妄想也是‘念佛是谁’，翻业障概是‘念佛是谁’；身上是‘念佛是谁’，脚下也是‘念佛是谁’，手里是的，眼、耳、鼻、舌等，均是的；站在这里，站的地方也是‘念佛是谁’；抬起头来看天，天也是‘念佛是谁’；如是心，如是身，如是虚空、世界，通通共成一个‘念佛是谁’。”[337]

来果禅师住持高旻寺以后，每次的禅堂开示，都要众人提起“念佛是谁”来参。在论及禅宗中的工夫见地时，他说：“当住持人，首发明心，悟见自性，先必从‘念佛是谁’上苦心十年八载，了知行法。或中途渐歇，或脑后加椎，或铁壁银山，或灰头土面，或别入禅那，或深入观照，或习偏定，或入枯禅，种种参禅，差路修门，一一周知了解。既识正行，再明偏修。”[338]对于用功的方法，来果禅师说：“‘念佛是谁”四个字提起来，一个字、一个字，清清爽爽的，念佛是哪一个呢？这个疑情下去，历历明明，没有一毫厘的含糊，妄想从哪里有？……工夫与妄想，本来没有两个，工夫念念分明，就没有妄想。”[339]宗旨，明清以后受禅净融合思想的影响，禅宗丛林中主要参“念佛是谁”的话头，成为禅宗最主要的参究方法。

（四）结语

来果禅师自出家后，行头陀行，苦志修持，参禅行脚十余年，真参实修，于金山禅寺大彻堂开悟后，辅佐金山禅寺数年，执掌高旻禅寺法席三十余载，苦行翘勤，事必躬亲，苦心孤诣，举扬临济宗风，使高旻禅风独树一帜。近代高僧倓虚评价来果禅师“彻透个事委要，剔尽学者疑膜”，对其禅法高度评价：“来公宗说兼通，痛念祖道秋晚，别出手法，普接三根；隐理致机用于普说之中：直说、横说，法说、喻说，粗说、细说，方便、了义说。始自入门途径，翦尽荆榛；规矩法则，堂堂轨范。心行由粗入细，总归一条心行，而至无心。工夫由站立不长，而至能稳、能长，成团、成片。逐日策发，一路挟持；令学者田地稳密，寻究到无用心处，而豁见自己安身立命所在。观其觌面提持，钳锤紧密：婆和处，如剥尽核皮，与人下口；严峻处，如驱耕夺食，逼人纳财。反复伸说，而不为费辞；行到说到，而全无孤负。凡兹打扫洁净，荡涤一切依稀、光影、穿凿、卜度之病，无非志在学者证得本分清晰；如此荷挟，刻骨究实，不妨易得。”[340]来果禅师的嗣法弟子、高旻禅寺的退居老和尚亦赞颂他说：“以相见相，众生一样；见相非相，佛祖惆怅；离相见相，多已层障；无相不相，乃名实相。祖德巍巍，祖貌堂堂。踞法王座，号狮子王。婆心苦口，慈悲无上。为万世师，曷尽赞扬。”[341]此外，来果禅师又革除丛林积弊，取消水陆、焰口等一切经忏佛事，整顿规矩制度，亲自手订《高旻四寮规约》，即丈室、禅堂、客堂、库房等规约，使举寺上下行持各有所依靠，“其于坐香规约，因时因地觕为损益，至今国内各大丛林均以为法”[342]。因此在近代禅宗重要祖庭如金山寺、天宁寺等纷纷衰落的情况下，独有高旻寺规矩谨严，宗风不坠，禅风名闻天下。被赞誉为“天下丛林不止单、守禅制者，独有高旻耳”[343]！来果禅师以其特有的禅门修证和行事风范，示现了他作为禅门高僧在这种时局动荡的困境中复兴传统佛教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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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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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目录

绪言一 历史传承

二 文化内涵


第一章 吐蕃佛教时期第一节 吐蕃历史文化

第二节 吐蕃赞普与外来佛教

第三节 吐蕃外籍僧侣及其传教活动

第四节 吐蕃本土僧侣队伍的形成与发展

第五节 吐蕃宗教派别及彼此间的矛盾

第六节 吐蕃译经及大藏经目录

第七节 吐蕃佛教文化艺术

第八节 吐蕃佛教与西域文化

第九节 敦煌遗存吐蕃藏文文献


第二章 藏传佛教复兴时期第一节 史称“黑暗时期”的佛教

第二节 下路复兴之律藏传承

第三节 上路复兴之正统佛教

第四节 阿底峡入藏与道次第的推行

第五节 喀切班钦之戒律传承在藏流行

第六节 量论在藏兴盛及摄类学之建立

第七节 《俱舍论》在藏传播及法脉传承

第八节 藏传佛教“后弘期”的特质


第三章 宗派形成与发展时期第一节 宁玛派的形成及法脉传承

第二节 噶当派及其法脉传承

第三节 萨迦派与昆氏家族

第四节 噶举派多源法脉传承

第五节 其他学派及其学说


第四章 萨迦达钦法王时期第一节 元代帝师·八思巴

第二节 萨迦达钦政权

第三节 萨迦四大拉章

第四节 从学派到宗派的觉囊派

第五节 布顿学派



绪言

藏传佛教（bod brgyud nang bstan chos lugs），又称藏语系佛教，既属北传大乘佛教派系，又为佛教三大语系之一；同时，亦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当今世界佛教派系中具有贯通性、系统性和传承性等特质。尤其在宗派历史、密宗传承、法事仪轨、活佛转世、寺院教育、文献典籍、正理量论、中观思想等领域有着独特的文化风格和精湛的佛学造诣。

一 历史传承

从佛教发展史上看，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后期发展的产物，起源于公元4世纪，形成于公元八九世纪，成熟于十二三世纪，带有鲜明的佛教中晚期的文化印迹。而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经过了“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断代史。此外，从人类文明史上看，畅所欲言、各立门户，乃是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自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佛教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断衍生了名目繁多的宗派，不仅在故土印度孕育出许多宗派，而且在外传播流行地区更是宗派林立。以藏传佛教而言，在教内产生的宗派，可谓枝繁叶茂。

（一）

“前弘期”和“后弘期”这两个断代史是藏传佛教史上两个发展高峰期，也是较为全面反映藏传佛教历史进程的黄金时期。所以，“前弘期”和“后弘期”的时间跨度较大，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前弘期”（bstan pa snga dar）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终于朗达玛赞普灭法时期（9世纪中叶），时间约两百年。这一阶段是佛教传入吐蕃并形成藏传佛教的黄金时期。也就是说，公元7世纪，佛教从印度、尼泊尔、唐朝及西域陆续传入吐蕃藏地；公元8世纪，吐蕃王朝相继派使者到天竺（印度）迎请寂护（Santiraksita/zhi ba vtsho，8世纪人）、莲花生（pad ma vbyung gnas，8世纪人）、无垢友（Bimalamitra，8世纪人）、莲花戒（Kamalas＇īla，740—795）等著名佛教高僧大德，在吐蕃创建佛教寺院、建立僧团组织、翻译梵文佛经和传授佛教经律论三藏，逐渐形成具有浓郁吐蕃人文地理特质的藏传佛教；公元9世纪，正当藏传佛教在吐蕃得以形成并弘扬兴盛之际，却遭遇“法难”事件，使吐蕃佛教陷入“百年黑暗时期”。

“后弘期”（bstan pa phyi dar）始于10世纪，截至15世纪格鲁派（dge lugs pa）产生，其历程长达四五百年。这一阶段是藏传佛教中断后在藏族地区再度复兴并持续发展的历史新纪元。“后弘期”最初以藏族青年受戒出家为僧和赴印度留学为标志。10世纪始，大批藏族年轻人远赴印度学法，当时以大译师·仁钦桑布（lo chen rin chen bzang po，958—1055）、卓弥·释迦益西（vbrog mi shakya ye shes，993—1074）、那措译师·茨诚嘉瓦（nag tsho lo tsaw ba tshul khrims rgyal ba，1011—1064）、玛尔巴·却吉洛哲（mar pa chos kyi blo gros，1012—1097）等为代表人物，他们在印度学业有成后返回故乡，一边讲经说法，一边翻译佛经，遂在藏区掀起传扬佛法的潮流；与此同时，古格（gu ge）等地区邀请印度高僧大德进藏传授佛法，培养嗣法弟子，以阿底峡（Aatisha，982—1054）尊者为代表，他在藏族地区招收弟子，传授佛法，为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建立、健全和有序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弘期”又是藏传佛教各个宗派形成、发展和传播到整个藏族地区的全盛时期。

（二）

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共产生过二十多个相对独立的宗派或学派，以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觉囊派五大宗派为代表；此外，尚有噶当派（bkav gdams pa）、息解派（zhi byed pa）、觉域派（gcod lugs）、布鲁学派（bu lugs）等宗派和学派，而且，诸多宗派各显其能，独具风格，尤其是噶举派法系庞杂，支系众多。首先，它包括香巴噶举派（shangs pa bkav brgyud）、玛尔巴噶举派（mar pa bkav brgyud）和达布噶举派（dwags po bkav brgyud）三大法脉系；其次，达布噶举派又独辟蹊径，枝繁叶茂，分支林立，有四大支系和八小分支。四大支系分别为噶玛噶举派、蔡巴噶举派、帕主噶举派和拔绒噶举派；八小分支是周巴噶举派、智贡噶举派、达隆噶举派、雅桑噶举派、绰浦噶举派、秀赛噶举派、耶巴噶举派、玛仓噶举派，其传播范围遍及整个藏族地区。

格鲁派（dge lugs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又名新噶当派（bkav gdams pa gsar ma），在汉语中俗称黄教。15世纪初，由宗喀巴大师（Tsong kha pa，1357—1419）创立。格鲁派的法脉源于印度高僧月称（Candrakirti，zla ba grags pa，600—650）和阿底峡尊者，宗喀巴推崇月称的《入中论》（dbu ma la vjug pa）和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byang chub lam sgron），将两部经论作为构建格鲁派教法义理的主要原理依据。

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首次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祈愿大法会，在广大僧俗信徒中赢得巨大反响，随之宗喀巴的宗教威望和社会地位迅速提升。是年，宗喀巴在卓日沃齐山（vbrog ri bo che）创建甘丹尊胜洲（dgav ldan rnam par rgyal bavi vgling）道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境内），简称“甘丹寺”（dgav ldan dgon），并以甘丹寺为中心建立了格鲁派。

1416年，宗喀巴大师命他的弟子绛央却杰（vjam dbyangs chos rje，1379—1449）在拉萨西郊修建哲蚌寺（vbras spungs dgon pa）；1418年，宗喀巴的弟子强钦却杰（byams chen chos rje，1352—1435，又名释迦益西）在拉萨北郊修建色拉寺（se ra theg chen gling）。拉萨三大寺的建立奠定了格鲁派坚实的宗派基础。

继拉萨三大寺之后，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1391—1474）于1447年在后藏日喀则（gzhis ka rtse）创建扎什伦布寺（bkra shes lhun po）。不久，堆西饶桑布（stod shes rab bzang po）在西部阿里（mngav ris）创建达摩寺（stag movi chos sde），麦喜饶桑布（smad shes rab bzang po）在康区（khams）创建昌都寺（chab mdo dgon），至此格鲁派在整个藏族地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寺院组织机构。格鲁派后来者居上，至16世纪初已在整个藏区初具规模，其发展之迅猛，在藏传佛教宗派发展史上从未有过。

至清代，格鲁派进入鼎盛时期，成为藏传佛教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流宗派，以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后藏扎什伦布寺、湟中塔尔寺、夏河拉卜楞寺、昌都强巴林寺等为代表性寺院，迄今在广大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民族区域有着深远的宗教社会影响。近现代以来，格鲁派传入印度各地，建立许多格鲁派寺院，并在印度南部复制建造了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其寺僧众多，影响较大。格鲁派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藏传佛教的宗风。

宁玛派（rnying ma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传承源于“前弘期”（8世纪），后人称“旧派”（rnying ma），以区别于“后弘期”形成的“新派”（gsar ma）。宁玛派内部有远传经典、近传伏藏和甚深净相三大传承系。实际上主要传扬的是前两系，后一系依附于前两系，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寺院传承体系。

远传经典系，在藏地经过前、中、后三个发展阶段，成为宁玛派中历史最为悠久、法脉最为正统的一支派系。它以弘传《幻变经》（sgyu vphrul）、《集经》（vdus pa mdo）和《心品》（sems phyogs）三部经典为标志。前期以聂·咱那古玛热（gnyags dzanya na ku ma ra，8世纪人）为代表，中期以努·桑杰益西（gnubs sangs rgyas ye shes，772—867）为代表，后期以“三索尔”（zur gsum）为代表。

“三索尔”分别为索波切·释迦琼奈（zur po che shakya vbyung gnas，1002—1062）；索琼·喜饶札巴（zur chung shes rab grags pa，1014—1074），又名“德夏·嘉奥巴”（bde gshegs rgy bo pa）；索·释迦桑格（zur shakya seng ge，1074—1134），又名“桑德·卓浦巴”（gsang bdag sgro phug pa）。经“三索尔”师徒相承弘传，尤其是桑德·卓浦巴培养了众多嗣法弟子，使远传经典系传播区域进一步扩大。该法系传入多康地区（mdo khams）后，又称“康区传承系”（khams lugs）。

近传伏藏系，是宁玛派最重要的教法传承，其法脉传承可上溯至“前弘期”（8世纪）。相传莲花生大师等高僧大德将吐蕃佛教中最甚深之密宗典籍、佛像及法器等封存于各地秘密处，并命名为“伏藏”（gter ma）；至“后弘期”（12世纪）相继产生具有传奇色彩的“百名大掘藏师”和“千名小掘藏师”。他们不但发掘大量“伏藏”法，而且建寺专门传授此法，遂形成“伏藏”法传承系。近传伏藏系，又分伏藏北传支系和伏藏南传支系。

伏藏北传支系（byang gter），由大掘藏师仁增果丹·俄珠坚赞（rig vdzin rgod ldem dngos grub rgyal mtshan，1337—1409）建立。他在19岁时发掘《五库》（mdzod lnga）等大量伏藏经典，并整理编纂后传授这一法典，遂形成伏藏北传系。后来以多杰札寺（rdo rje brag dgon）、佐钦寺（rdzogs chen dgon）等为传承这一法脉的代表性寺院。

伏藏南传支系（lho gter），由大掘藏师·热那林巴（gter bdag rat na gling pa，1403—1482）建构。他将娘·尼玛维赛（nyang nyi ma vod zer，1124—1192）为首发掘的“上部伏藏”和古日·却吉旺秋（gu ru chos kyi dbang phyug，1212—1273）为主发掘的“下部伏藏”，以及后人包括他本人发掘的伏藏整理汇编，自成体系，遂形成“伏藏南传系”。主要以敏珠林寺、白玉寺等为传承这一法脉的代表性寺院。

宁玛派著名高僧隆钦·饶绛巴（klong chen rab vbyams pa，1308—1363）大师曾到不丹（Bhutan/vbrug yul）创建一座名为“塔巴林”（thar pa gling）的宁玛派寺院，随后宁玛派传入锡金（vbras ljongs）、尼泊尔和印度等广大地域，并在各地建立了不少宁玛派寺院，其僧人在20世纪50年代前赴中国藏区佐钦寺（rdzogs chen dgon）学法进修。

噶举派（bkav brgyud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源于印度佛教大成就者帝洛巴（ti lo pa，988—1098）、那若巴（na ro pa，1016—1100）和弥勒巴（Matripa），玛尔巴·却吉洛哲（mar pa chos kyi blo gros，1012—1097）和琼波南觉（khyung po rnal vbyor，990—1140）等藏族高僧多次赴印度，在那若巴和弥勒巴门下求法学经，返乡后传法，创立宗派。

噶举派支系繁多，初有玛尔巴噶举派、香巴噶举派和达布噶举派，前者渐渐衰微，唯后者兴隆发达，逐渐衍生出四大支系：噶玛噶举派、蔡巴噶举派、拔绒噶举派和帕主噶举派。至清代，蔡巴噶举派和拔绒噶举派相继衰微没落。近代以来噶举派传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克什米尔和印度各地，建立寺院，发展僧团。

噶玛噶举派（karma bkav brgyud pa），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由都松钦巴（dus gsum mkhyen pa，1110—1193）高僧创立。都松钦巴于1157年在康区昌都噶玛地方创建噶玛拉顶寺（karma lha steng dgon，又称噶玛丹萨寺，karma gdan sa dgon），宣讲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和自己的佛学观见，遂建立达布噶举派中第一个独立门户的派别，并以寺名称呼其宗派，故产生噶玛噶举派之称谓；藏历第三绕迥土鸡年（1189），都松钦巴又在前藏堆垄德庆（stod lung sde chen）地方建造楚普寺（mtshur phur dgon），遂形成上下两座祖寺。嗣后楚普寺不断扩建，成为噶玛噶举派的祖庭。

噶玛噶举派是藏传佛教中第一个建立活佛转世制度的宗派，其先后产生几大活佛转世系统，主要有黑帽系活佛和红帽系活佛两大世系，在藏传佛教信徒中具有较强的宗教影响。

蔡巴噶举派（tshal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由达布拉杰再传大弟子香蔡巴·尊珠札（zhang tshal pa brtson vgrus grags，1123—1194）创立。1175年，香蔡巴·尊珠札得到吐蕃贵族后裔噶尔家族（噶尔·嘉威炯奈）的支持，在拉萨附近的蔡公堂地方创建蔡巴寺（tshal pa dgon），在此招生传教，遂形成蔡巴噶举派；1187年，又在蔡巴寺附近建造蔡公堂寺（tshal gung thang dgon），与蔡巴寺一起成为蔡巴噶举派的主寺。1268年，时任蔡巴寺住持的桑杰欧珠（sangs rgyas dngos grub）被元朝封为蔡巴万户长，蔡巴噶举派遂成为前藏一带政教合一的重要宗派之一。后来格鲁派兴起，将蔡巴寺和蔡公堂寺改宗格鲁派寺院，蔡巴噶举派便融入格鲁派。

拔绒噶举派（vbav rom bkav brgyud），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由达布拉杰的大弟子达玛旺秋（dar ma dbang phyug，约12世纪中叶人）创立。他在后藏（日喀则）昂仁地区建造一座寺院，命名拔绒寺（vbav rom dgon）。达玛旺秋就以该寺为传教中心，广收门徒，主要传授密宗大手印法和显宗大手印法，遂自成一系，取名为拔绒噶举派。达玛旺秋去世后，拔绒寺住持由其家族成员世系相承，结果拔绒噶举派随着该家族内部的不断纷争瓦解而渐归衰绝。后来在多康地区（今青海玉树州境内）尚有几座寺院传承拔绒噶举派的教法仪轨。

帕主噶举派（phag gruvi bkav brgyud），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其创始人是达布拉杰的四大著名弟子之一的帕莫主巴（phag mo grub pa，1110—1170）。对于他的家世和族系，史书中有各种说法。后世的帕主噶举派与朗氏家族相结合，政教双方都得以兴隆发达，至元末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帕主第悉政权，成为萨迦派之后又一个掌控西藏地方政权的宗派。该派又是噶举派四大支系中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支宗派，在其内部衍生了相对独立的八个分支宗派：智贡噶举派、达隆噶举派、周巴噶举派、雅桑噶举派、绰浦噶举派、秀赛噶举派、耶巴噶举派和玛仓噶举派，遍布整个藏族地区。

智贡噶举派（vbri gung bkav brgyud pa），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大弟子仁钦贝（rin chen dpal，又名觉巴·久丹贡布，skyob pa vjig rten mgon po，1143—1217）创立。仁钦贝出生于西康丹玛地区（今四川甘孜州邓柯县），后来前往智贡地方，主持一座小寺庙。1179年，大兴土木，扩建小庙，取名智贡提寺（vbri gung mthil）。特别是仁钦贝在该寺开展了既严持佛法戒律、戒酒忌荤，又讲授独具特色的显密教法的宗教活动，很快智贡提寺成为一座拥有众多僧人的大僧院，遂形成一支新兴宗派，名为智贡噶举派。

达隆噶举派（stag lung bkav b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大弟子达隆塘巴·札西贝（stag lung thang pa bkra shes dpal，1142—1210）创立。他曾师从帕莫主巴修习帕主噶举派教法，1180年在达隆地方创建一座寺院，取名达隆寺（stag lung dgon）。达隆塘巴·扎西贝在此招收学僧，传授佛法，整肃教戒，使达隆寺僧众剧增，遂形成达隆噶举派。后来达隆塘巴·札西贝的再传弟子桑杰威（sangs rgyas vod,1251—1294）赴西康传法，在类乌齐地方创建类乌齐寺（ri bo che dgon）。达隆噶举派产生上下部两大主寺，其中达隆寺为上部主寺，称“雅塘寺”（yar thang dgon）；类乌齐寺为下部主寺，称“玛塘寺”（mar thang dgon）。两座寺院在其历史上各保持三四千名僧人。

周巴噶举派（vbrug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其创始人是帕莫主巴的大弟子林热·班玛多杰（gling ras pad ma rdo rje，1128—1188）。他曾周游藏族地区，为当地豪门显达讲经说法，晚年在那浦寺收徒传授亲自修证体验的密法，为建立周巴噶举派打下了教理基础。

最初林热·班玛多杰的嗣法弟子藏巴嘉热益西多杰（gtsang pa rgya ras ye shes rdo rje，1161—1211）在拉萨附近建造一座名为隆多寺（klong rdol dgon）的寺院，后在热隆地方建造热隆寺（ra lung dgon），接着又在拉萨西南的曲水地方建造了被称为“周寺”（vbrug dgon）的一座寺院。至此周巴噶举派正式形成。该派初期以周寺为主寺，后又以热隆寺为其主寺。以热隆寺为中心传承下来的教法，称为中周巴学派。

1241年，藏巴嘉热的弟子洛热巴·旺秋尊珠（lo ras pa dbang phyug brtson vgrus，1187—1250）创建噶波却隆寺（dkar po chos lung dgon），并以此寺为主要传教中心，培养了大批门徒，在各地建寺传法，建立了上周巴学派；约在1226年，藏巴嘉热的另一大弟子郭仓巴·贡布多杰（rgod tshang ba mgon po rdo rje，1139—1258）在协噶地方建造郭仓寺（rgod tshang dgon），收徒传法，培养了不少著名弟子，遂形成下周巴学派。周巴噶举派主要流传于不丹王国，寺院林立，信徒众多。

雅桑噶举派（gyav bzang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该派起源于格丹·益西僧格（skal ldan ye shes seng ge，?—1207）时期，正式创宗于却莫朗（chos smon lam，1169—1233）时期。格丹·益西僧格是帕莫主巴的大弟子之一，学成后创建索热寺（so ras dgon），收徒传法，其中却莫朗继承法嗣，1206年在山南雅桑地方创建雅桑寺（gyav bzang dgon），遂建立宗派，命名雅桑噶举派，并与当地世俗势力联合，被元朝授予雅桑万户封号。

绰浦噶举派（khro phu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仁布切杰查（rin po che rgyal tsha，1118—1195）和贡丹热巴（kon ldan ras pa，1148—1217）兄弟创立。他俩均为帕莫主巴的弟子，学业有成后返回家乡，建寺传法，遂形成一支宗派。至14世纪中叶，趋于衰落。

秀赛噶举派（shug gseb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的弟子杰贡·慈臣僧格（tshul khrims blo gros，1144—1204）创立。他于1152年开始师从帕莫主巴学法；1181年在涅浦地方创建秀赛寺，遂形成宗派，即秀赛噶举派。后来，秀赛噶举派逐渐衰落消失。

耶巴噶举派（yel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的弟子益西孜巴（ye shes brtsegs pa）创立。益西孜巴创建耶浦寺，并收徒传法，遂形成一支小宗派，命名耶巴噶举派。益西孜巴的嗣法弟子在今青海省囊谦县境内建立达那寺，其法脉传承延续至今。

玛仓噶举派（smar tshang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又名玛巴噶举派，由帕莫主巴的弟子喜饶益西（shes rab ye shes）创立。喜饶益西出生于西康的玛雪地方，生卒年不详，曾赴西藏求法，后返回故乡创建雪寺，发展住寺僧众达两千人。后又建夏央寺，培养许多高僧，由此形成一支宗派，名为玛仓噶举派，又称玛巴噶举派。

萨迦派（sa skya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源于印度大成就者毕瓦巴（birlawpa），藏族译师卓弥·释迦益西（vbrog mi shwakya ye shes，993—1074）赴印度求法得到这一法脉传承，回藏后传授给昆·贡却杰布（vkhon dkon mchog rgyal po，1034—1102）；1073年，昆·贡却杰布建寺传法，创立萨迦派，推崇、阐扬和修持道果法（lam vbras）。后经贡噶宁布（kun dgav snying po，1092—1158）、索南孜摩（bsod nams rtse mo，1142—1182）、札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1147—1216）、萨班·贡噶坚赞（kun dgav rgyal mtshan，1180—1251）和八思巴·罗哲坚赞（vgro mgon v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1235—1280），即萨迦五祖的不断发扬光大，该派势力在元朝时期达到鼎盛。自明朝始萎缩，至清代其政教事业已趋向衰落。萨迦派寺院遍布整个藏族地区，以萨迦寺（sa skya dgon，位于今西藏日喀则萨迦县城）为宗派祖庭和中心寺院。

萨迦派教主自创宗以来，实行家族世袭制。至元朝后期（1324）宗派内部又分离为细脱（gzhi thog）、仁钦岗（rin chen sgang）、拉康（lha khang）和迪却（dus mchod）四大拉章（bla brang），各领属民、土地与教权。到了明朝中期，前三个拉章世袭断绝，唯有迪却拉章独家掌控萨迦派的法王职权，其后迪却拉章又分成彭措颇章（phun tshogs）和卓玛颇章（sgrol ma）两家，由两家嫡系轮流担任法王一职，在名誉上统领萨迦派系，但实际上其号召力和掌控范围十分有限。

萨迦派历来学僧大德辈出，宗派内部形成诸多学派，既有显宗与密宗两大学派，又有多个密法传承。显宗方面，由雅楚·桑杰拜（gayg phrug sangs rje dpal，1350—1414）开创专门修学显宗义理之教规，其弟子荣敦·玛威僧格（rong ston smra bavi seng ge，1367—1449）成为该派发扬光大者。1435年，荣敦·玛威僧格在前藏彭波（vphan po）地方创建那烂陀寺（na len dra，位于今拉萨市林周县境内），建立系统研习显宗教理之教学机制，向僧众传授《释量论》（tshad ma rnam vgrel）、《现观庄严论》（mngon par rtogs pavi rgyan）、《中观》（dbu ma）、《俱舍论》（mngon pa mdzod）、《三律仪论》（sdom gsum rab tu dbye ba）等经论。那烂陀寺常住僧众维持在700—1000人，其中学有所成的高僧陆续在各地建寺传法。因而那烂陀寺拥有许多一脉相承的子寺，在藏传佛教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密宗方面，形成鄂尔（ngor lugs）、宗巴（rdzong lugs）和察尔（tshar lugs）三大法脉传承。其中，鄂尔系传承，由鄂·贡噶桑布（ngor kun dgav bzang po，1382—1456）建立。1429年，鄂·贡噶桑布在后藏日喀则的鄂尔（ngor）地方创建爱旺寺（Ae lwang chos ldan，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地区康马县境内），专门传授萨迦派密法，从而建立鄂尔系密法传承。后世鄂尔系密法成为传播范围最广的萨迦派密法传承。在清代，以日喀则爱旺寺、德格贡庆寺（dgon chen）为代表。

宗巴系又有前宗巴系和后宗巴系之分。其法脉源于丹巴·索南坚赞（bstan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1312—1375）高僧，后由宗巴·贡噶坚赞（rdzong pa kun dgav rgyal mtshan，1382—1446）高僧继承并极力推广，遂形成前宗巴系（rdzong ba snga rabs，或称沫舍系，mus srad pa）；此外，土敦·贡噶南杰（thu ston kun dgav rnam rgyal，1432—1496）于1464年在前藏创建贡噶多杰丹寺（gong dkar rdo rje gdan，意为金刚座寺，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贡噶县境内），以此作为传教中心讲授宗巴系传承密法，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史称“后宗巴系”（rdzong ba phyi rabs），又称“贡噶系”（gong dkav ba）密法传承。

察尔系为萨迦派嫡系密法传承，并有耳传密法之称。由察钦法王·洛色嘉措（blo gsal rgya mtsho，1501—1561）建立，虽在教内外享有权威性，但其传播范围不及鄂尔系密法传承。清代以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寺及其周边下属子寺为代表。

觉囊派（jo nang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源于后藏人裕摩·弥觉多杰（yu mo mi bskyod rdo rje，11世纪人）。此人首创藏传佛教中观“他空见”（gzhan stong）学说，其后传扬者络绎不绝，遂形成一个学派传承；传至第六传弟子贡邦·突杰尊哲（Kun Spangs Thugs Rje Brtson Vgrus，1243—1313）时期，将其学派发展成为拥有寺院实体的一支宗派，名“觉囊派”。之后，嗣法者相继出现了强桑·嘉瓦益西（byang sems rgyal ba ye shes，1257—1320）、凯尊·云丹嘉措（Mkhas Btsun Yon Tan Rgya Mtsho，1260—1327）、多朴巴·喜饶坚赞（Dol Po Ba Shes Rab Rgyal Mtshan，1292—1361）、洛咱瓦·罗哲拜（lo tsa ba blo gros dpal，1299—1353）、乔勒南杰（phyogs las rnam rgyal，1306—1386）、聂温·贡噶拜（nya dbon kun dgav dpal，1345—1439）、贡噶卓乔（kun dgav grol mchog，1507—1569）和多罗那他（da ra na tha，1575—1634）等著名人物。尤其是多罗那他，因为精通梵文，他同进藏的印度僧人交往频繁，并根据他们的口述资料撰写了《印度佛教史》（rgya gar chos vbyung），这部著作后来成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已有汉文和英文等多语种译本；同时，多罗那他于1615年创建达旦丹却林寺（rtag brtag dam chos gling，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境内），从尼泊尔请来20名工匠雕塑绘画，这使该寺的佛像、壁画等被赋予了浓郁的尼泊尔或印度佛教艺术气息。

多罗那他之后，觉囊派由盛转衰。至清初觉囊派在前后藏地区（今西藏自治区境内）已销声匿迹。然而，觉囊派高僧在多康（mdo khams）局部地区（今四川与青海部分藏区）建寺弘法，使觉囊派的法脉传承始终没有中断，相沿至今。1425年，仲·热纳室利（drung rrna shri，1350—1435，又名噶西巴·仁钦拜，dkav bzhi pa rin chen dpal）遵照上师乔勒南杰的重托，在多康壤塘地方（vdzam thang，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壤塘县境内）创建吉祥壤塘寺（dpal vdzam thang chos sde），传扬觉囊派的教法仪轨。后由其嗣法弟子却杰·嘉瓦桑布（chos rje rgyal ba bzang po，1419—1482）、策居·热纳格德（tshes bcu rrna kwirti）和阿盖·尼玛维塞（Aa rge nyi ma vod zer）等人，不断扩建寺宇，逐步形成却杰寺（chos rgyal dgon，又称壤塘寺）、策居寺（tshe bcu dgon，1456年建立）和藏哇寺（gtsang ba dgon，1730年建立）三足鼎立的寺院格局，并产生却杰（chos rje）、策居（tshes bcu）和藏哇（gtsang pa）等活佛转世系统。其中藏哇寺发展成为觉囊派直系法脉传承的中心寺院，其宗派影响不断扩大，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和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周边地区产生许多下属支系寺院。至清代末期，觉囊派寺院已达30多座，主要分布在多康（mdo khams）局部地区。

藏传佛教各个宗派的生成发展又极不平衡。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差以及主客观条件之不同，有些宗派流行时间短暂，昙花一现，如香巴噶举派；有些宗派经改宗而融入他派，法脉藕断丝连，如噶当派、息解派；有些宗派则支脉繁盛，得以发扬光大，如达布噶举派。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历代王朝对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持立场或关注度有较大差异，元代推崇萨迦派高僧及其帝师，明朝青睐噶玛噶举派大宝法王世系，清代尊崇格鲁派及其活佛系统。故格鲁派在清代又进入一个发展鼎盛时期，流传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在藏族地区持续发展，而且兴盛于蒙古地区和内地不少地方，其影响波及广大区域和许多民族。藏传佛教在国内主要流传于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和纳西族等民族地区，在北京、山西五台山、河北承德等地区亦建有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在国外主要传播于不丹、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以及欧美等广大国家和地区。

二 文化内涵

藏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藏族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从内涵到外延，藏传佛教融入藏族人的整个生存方式或文化知识领域之中，如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即生、老、病、死四个人生关键阶段都要留下藏传佛教文化的印记。甚至藏传佛教在历史上曾承载着藏族文化的整个架构理论体系，即五明学（rig pavi gnas chen po lnga）或十明学科（rig pavi gnas chung ba bcu）。[1]而五明学或十明学科就是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培育或建构起来的藏族传统文化大系，寺院又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载体，它既是佛教文化的源泉，是保存传统文化的摇篮，又是研究和传播藏族文化的学府和基地，特别是各个寺院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心。如大型综合性寺院中的闻思学院（thos bsam gling），除了学习佛学理论外，还要研习逻辑哲学思想；时轮学院（dus vkhor graw tshang），除了修学藏传佛教密宗仪轨外，还要广泛学习天文历算、声明、诗词、梵文和藏文书法等文化知识；医药学院（sman pa graw tshang），又是专门研习藏医药学和培养藏医人才的学府。因此，藏传佛教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和发达，不但在一定范围内同藏族传统文化水乳交融，而且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藏传佛教曾促进和推动了藏族地区的哲学、法律、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建筑等的发展。

（一）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五部大论（bkav pot chen po lnga）[2]是藏传佛教在理论层面上的文化体系。宗喀巴大师不仅富有创见性地将五部大论有机地建构在一个互动的理论框架之内，而且在寺院内建立了分门别类、高低分级的学科教育机制。根据五部大论的具体内容，制定先学摄类（bsdus graw），认为摄类或释量论是开启一切佛学知识之门的钥匙；其次为般若（shes phyin），认为般若学是佛教的教义原理；之后为中观（dbu ma），认为中观是建立佛学观见的理论基石；而后为俱舍论（mngon pa mdzod），认为俱舍论是领会小乘之因、道、果理论的权威经典；最后是戒律（vdul ba），认为戒律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学的历史和规则，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经典理论。因而五部大论成为藏传佛教各大寺院学僧攻读的学科对象。

因明，既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是藏族五明学或十明学科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在藏族文化史上还是在世界逻辑学上均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在藏传佛教中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打开藏传佛教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钥匙。实际上，因明是一种具有工具性、功能性的学问。它是一种既能培养推理能力又可锻炼智力的学科，故称因明乃探求真理的方法论和知识论。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学僧运用和发挥陈那（phyogs gling）的《集量论》（tshad ma kun btus，本论）和法称（chos grags）的《因明七论》（tshad ma sde bdun，释论）等因明学，破除印度外道四派思想，确立内道四派思想，最终达到建立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具体而言，因明在藏传佛教与其他一切外道之间如何“破”与“立”的立论过程中发挥“为破邪论，安立正道”的理论思维或思想武器作用。同时，因明在考取宗教学位中又是一种必备的答辩技巧方法。显而易见，因明不仅是藏族五明学或十明学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学习其他学科至关重要的思维方法。所以，无论不同宗派，还是各个寺院，都比较一致地先学因明，认为因明是修学般若的眼目。

般若，既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是大乘佛教早期的重要佛学思想理论。般若是梵文的音译，意为“智慧”或“智度”。龙树（klu sgrub）菩萨的《大智度论》，其全称是“般若波罗蜜多”，在藏文中有两种写法：“phar phyin”或“shes phyin”。前者意为“到达涅槃之彼岸”，即“波罗蜜多”；后者意为“智度”，即“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学的根本经典为《般若经》（shes phyin），又名佛母（yum chen mo），认为诸佛之所以成就佛，主要借助于佛经，而佛经之要义和觉悟过程（缘起性空理论和如何修法成佛）源于般若经，故称般若经乃佛经之母或诸佛之母。也就是说，般若经是超凡脱俗的开悟大智能。认为般若为智慧，依凭般若智慧去探讨真理问题——真如、真谛，以及假有、性空等道理。所以，又说般若经是“空观”的抽象理论。值得强调的是，《般若经》的产生开创了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又称菩萨乘。菩萨具有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精神。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多，是大乘菩萨的主要特色。可见，促成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动力，则是般若思想，即六波罗蜜多。藏传佛教认为，弥勒（byams pa）的《现观庄严论》（mngon rtogs rgyan），则是《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论义、教授或诀窍，是一部纲要性的《大品般若经》（yum chen mo）释，以“诸法无自性”的中观思想为主，兼采瑜伽观行及其次第。所以，藏传佛教将《现观庄严论》作为般若学纲要编入五部大论之一，成为认识佛教般若空智、成就佛陀果位在智慧上的主要内容。

中观，既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是佛教四大学说或学派之一，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上穷阿含经（四圣谛）与般若思想（缘起性空），下开藏传佛教中观学说。因此，中观学说在藏传佛教中受到重视并被大力阐扬，而且，中观是修学般若的果实。值得提出的是，中观思想成为藏传佛教建立自己佛学观见的主要理论依据，认为修学中观的目的是要见道，是要得到清净的中观正见。也就是说，中观学说是阐明事物的根本规律，如果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证悟空性，可以做到“无所住而生其心”，可以断除烦恼的根源。所以，藏传佛教将中观学说置于整个佛学体系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后弘期内（11世纪）翻译了月称（zla ba grags pa）的有关中观学的主要论著，如《入中论》（dbu ma la vjug pa）等。从此，藏传佛教不仅将中观学经论完整地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bstan vgyur）部，而且树立了以月称中观学说为主的中观应成派的思想权威性。

俱舍论，其名称的含义，应以它的全称《阿毗达摩俱舍论》来解释，如“阿毗达摩”（mngon pa）是指可以现观的教法义理；其“俱舍”（mdzod）具有箧藏和宝库之义。无论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皆拥有经、律、论三藏，由经律论三藏构成了佛教各派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而《俱舍论》属于三藏中的论藏，归入《丹珠尔》部，是印度高僧大德对佛陀所讲的经律二藏所作的注疏或阐释，是对第一转法轮中所讲的“四圣谛”的进一步阐释。正如“小乘之见与行在《俱舍论》中讲说”。[3]可见，《俱舍论》在佛教三藏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俱舍论》是一部从小乘佛教过渡到大乘佛教阶段并在其中发挥桥梁作用的经论。从藏传佛教的立场看，《俱舍论》是一部以小乘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大乘佛教经论。因为藏传佛教不排斥小乘佛教的教义经典，如《戒律学》也以说一切有部的戒律经典为主要依据。所以，《俱舍论》作为五部大论之一，在藏传佛教中成为重要修学内容。

戒律学，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是佛教之根本、修法之基础，故在藏传佛教修学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从历史的视域看，佛教之所以能够弘传起来，主要是依靠僧团组织及其戒律制度来保驾护航。僧团，又称僧伽、教团，由出家弟子和在家信徒组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出家弟子和在家信徒有所区别：第一，比丘（dge slong），20岁以上的出家男子，要受250多条戒律。第二，比丘尼（dge slong ma），20岁以上的出家女子，要受300—500条戒律。第三，沙弥（dge tshul），未满20岁的出家男子，要受约10条戒律。第四，沙弥尼（dge tshul ma），未满20岁的出家女子，要受约10条戒律。第五，式叉摩耶（bsnyen gnas ma），离成为比丘尼还差两年的未成年的出家女子，要受“六法”戒律。第六，优婆塞（dge bsnyen）或称居士，在家的男信徒，要受“三归五戒”之戒律。第七，优婆夷（dge bsnyen ma）或称女居士，在家的女信徒，要受“三归五戒”之戒律。简而言之，佛教七众之界别，是根据各自所受持的戒律而定。释迦牟尼涅槃之前，已为僧团七众完成了戒律的制定。在七众当中，比丘或比丘尼聚集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组成僧团。出家五内众中，沙弥从属于比丘，式叉摩耶、沙弥尼从属于比丘尼；否则，他们不能自成独立的僧团。僧团以普度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得到觉悟为目的。为了僧团的管理或使他们从事有规律的集体宗教生活，制定了规章制度，特别对不同信徒规定出必须遵守的各种戒律。戒律学由此建立起来。正如《五部遗教》（bkav thang sde lnga）所云：僧人是戒律的忠实实践者或维护者，故说僧人是佛法的基础，从而建立了许多僧伽组织。[4]
根据格鲁派的阐释，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正法，归根结底，是由教义理论和实践证验构成的，因而一切“教”（lung）的正法，则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rtogs）的正法，又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为此，提倡三藏不可偏废，而三学又必须全面修习。也就是说，凡是立为佛教正法者，其见、修、行（lta sgom spyod）三者不可违背三藏教法；自心行持，也要随顺三学证法。同时，还要具备方便（thabs）智慧（shes rab）双运之道，以及空性大悲之觉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宗教见地，方令每个学僧力争做到对于经藏多闻深思，在大小乘的三学上认真修习；对于律藏也要尽力修习，通达戒、定二学；对于论藏也要不断研习，获取通晓诸法性相的智慧。

从佛学见、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见”在中观学和因明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乘之“行”则在般若学中阐述或体现；小乘之“见”和“行”都在《俱舍论》中阐述或体现；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小乘之“修”则在 “见”和“行”的阐释中涉足。所以，学习五部大论，将会明辨大小乘在见、修、行上出现的细微差异或不同观见；与此同时，有助于理解佛教四大宗派[5]中逐次升华的佛学思想。

所以，戒、定、慧三学在寺院教育中确立为必须遵循的三条修习佛法的途径，缺一不可，并制订出具体的教学方案。在戒律学方面，主要学习《律经》；在定学方面，重点学习《现观庄严论》；在慧学方面，主要学习《中论》、《因明学》、《俱舍论》。在寺院教育中之所以对佛教三学极为重视，自有其道理，认为三学中的戒律学是佛教的根本，是修法的基础；而定学是约束自心、避免散逸的途径；慧学就是增长智慧、不昧于解脱之道。故有无戒不定、无定不能生慧之说。

（二）

藏传佛教将佛教显宗与密宗有机地结合在一个互动的文化体系之中，这不仅有助于揭开大乘佛教甚深义理的奥妙，而且整合了佛教的理论体系，保持了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联系。因此，藏传佛教学僧严格遵循无显宗理论不入佛教正道、无密宗实践不得佛教正果的宗旨，先学显宗理论，后修密宗实践。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修学内容形成八大体系。噶举派高僧贡珠·云丹嘉措（kong sprul yon tan rgya mtsho）指出八大修学体系分别是：①以宁玛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②以新旧噶当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③以萨迦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④以玛尔巴噶举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⑤以香巴噶举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⑥以息解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⑦以觉囊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六支瑜伽及时轮金刚）；⑧以邬坚巴的金刚修法（rdo rje bsnyen sgrub）为主的修学体系。[6]然而，近现代以来，主要以新密系统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和旧密系统宁玛派为藏传佛教不同修学体系之代表。

以格鲁派为代表的新派，将密宗修学体系建立在事续（bya rgyud）、行续（spyod rgyud）、瑜伽续（rnal vbyor gyi rgyud）和无上瑜伽续（bla med rnal vbyor gyi rgyud）即四续之上。宗喀巴大师在《密宗道次第广论》（sngags rim chen mo）中全面阐述了密宗四续的修习次第、仪轨方法、法器使用、本尊种类，以及密法传承和各派密典。后世密宗学僧基本上遵循宗喀巴的四续分类法。在事续、行续中主讲灌顶、律仪、承事、四支念诵等外在仪轨；瑜伽续中分述佛、金刚、宝生、莲花四部悉地修法；无上瑜伽续中解说四种灌顶等各类甚深仪轨及生起、圆满次第成就法。在无上瑜伽续中又建立父续（pha rgyud）、母续（ma rgyud）和无二续（ngo bo gnyis med kyi rgyud）三支密续传承。也就是说，格鲁派在无上瑜伽续之圆满次第中又分说父续、母续和无二续，以《密集》（gsang vdus）、《大威德》（vjigs byed）等代表父续，《胜乐》（bde mchog）、《喜金刚》（kyee rdor）等代表母续，《时轮金刚》（dus vkhor）等代表无二续。

萨迦派将密宗修学分为共法与不共法二类。共法有《金刚鬘》（rdo rje phreng ba）、《百种成就法》（sgrub thabs brgya rtsa）、《成就法海》（sgrub thabs rgya mtsho）、《纳唐百法》（snar thang chos brgya）等，可向教内外公开灌顶、开许并修持。在不共法中分说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事续部有如来、莲花和金刚等三部共同的灌顶，以及每部各自的主尊、部主、佛母、顶髻、忿怒尊、忿怒女神、使者、财神等五十多种法类的灌顶、教授及开许；行续部有如来部的部主“文殊五尊”的灌顶及开许；瑜伽续部有《净化恶趣十二坛城》、《普明》（kun rigs）、《金刚手摧毁死主》等多种法类的灌顶、教授及开许；无上瑜伽续部，则包括父续、母续和无二续三类。父续以《密集》、《文殊金刚》、《观自在》等灌顶及传承为主；母续以《胜乐》、《金刚亥母》、《作明佛母五本尊》、《无量寿佛》、《大悲观自在》、《二十一度母》等灌顶及传承为主；无二续以《喜金刚》、《时轮金刚》、《无我佛母十五尊》、《宝帐护法》、《降魔金刚手》、《白智能母》等身语意之圆满灌顶及传承为主。

噶举派注重上师传承及密法的实修，“大手印法”（phyag rgya chen po）成为其独有的核心教法仪轨。所谓“大手印”并非指密法修持中之手结印契，乃为修持佛法取得成就、证悟和智能的一种象征，如自性、实相、菩提、法身、真如等。因此，“大手印法”涉及显密修行法。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认为：显宗“大手印”，是就心体之上，专一而住，修无分别，令成住分；而密宗“大手印”，是指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后所生之大乐光明，为无上瑜伽续中精要之法。[7]其修学体系繁杂，并有多种支分。主要有四种瑜伽法：①专一瑜伽（rtse gcig），专注内心，名为专注。它是一种初期修炼方法，能使修炼者心神凝聚，增强知觉的敏锐。②离戏瑜伽（spros bral），由悟内心离诸戏论，名为离戏论。以妙观察智为基础并通过内省分析，以不偏于空有以见实相的中道观想，达到明心见性、通达无上菩提为目的。③一味瑜伽（ro gcig），由悟心境一味，名为一味。以化心物为一元，为一整体，不可分离。以睡与梦为喻，认知一切幻想为心所示现。最终除去无明，恢复自性光明。④无修瑜伽（sgom med），由离有相而修，名为无修。这一密法是四瑜伽法中的最高阶段。修炼者如能进入这一阶段的修炼，所修之密法能够运用自如，可证得俱生大手印，达到无余涅槃之境界。

觉囊派认为，自体不空是如来藏（bde gshegs snying po），而如来藏是指法性、觉性、佛性，必须依靠六支瑜伽法（vbyor drug）来证验。因此，六支瑜伽法成为觉囊派的主要修行仪轨，每位觉囊派僧人都在各自的寺院闭关三年，专门修炼六支瑜伽法。六支瑜伽法分别为收摄（sor sdud）、禅定（bsam gtan）、受命（srog rtsol）、持气（vdzin pa）、集中（rjes dren）和三摩地（ting vdzin）。其中，“收摄”是把修炼者的心灵从外在尘世中收摄回来，完全地进入三空境界；“禅定”帮助修炼者将心灵提升到永恒喜悦宁静的境界；“受命”使修炼者将全身风息引入中脉，并运用宝瓶气将风息固定在中脉中，不让流向左右二脉，在静坐中得到自然的喜悦；“持气”也称持风，修炼此法修炼者能够调和神经系统，控制生命能量；“集中”又称随念，它使修炼者的心灵专注于一处并与宇宙连接，得到源源不断的能量；“三摩地”将修炼者的空色（身）与大乐（心）融成一味，并进入乐空双运的定境。

而唯宁玛派作为继承“旧密”传承的宗派，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率先对释迦牟尼教法做出教相判释。整个佛法判为声闻（nyan thos）、独觉（rang rgyal）、菩萨（byang sems）、事续（kri ya）、行续（Au pa）、瑜伽续（yo ga）、生起摩诃瑜伽（bskyed pa ma ha yo ga）、教敕阿努瑜伽（lung Aa nu yo ga）和大圆满阿底瑜伽（rdzogs pa chen po Aa ti yo ga）共九乘，且从第一乘声闻起始直至第九乘大圆满阿底瑜伽，逐层升级，最后以获取大圆满法为至高无上之境界，从而构建了一种金字塔式的佛学或修学体系。在“九乘”（theg pa rim pa dgu）中既有小乘和大乘之别，又有显宗和密宗之分。譬如，声闻、独觉二乘为小乘佛教；菩萨、事续、行续、瑜伽续、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和大圆满阿底瑜伽即七乘属大乘佛教。而前三乘属于显宗，后六乘归于密宗；在密宗中又区分内外之别，即事续、行续、瑜伽续为外三续（乘），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大圆满阿底瑜伽为内三续（乘）。也就是说，“九乘”中的声闻、独觉和菩萨三乘，构成佛教共同显宗教法体系；而事续、行续和瑜伽续三乘，构成外续修学体系，强调外在动作；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和大圆满阿底瑜伽（又称大瑜伽、无比瑜伽和无上瑜伽）三乘，构成内续修学体系，注重内在心与气的修炼。而“九乘”在修学体系或道次第上，先小乘后大乘，先显宗后密宗，在密宗中先密宗共法即外三续，后密宗不共法即内三续。在内三续中又推崇大圆满法，其中分前行与正行，正行中又分生起次第（bskyed rim）和圆满次第（rdzogs rim），在圆满次第中又分为乐空、明空和智能圆满次第。至于“大圆满法”（rdzogs pa chen po）的名称及其内涵意义，在《土观宗派源流》（thuvu bkan grub mthav）中有简明扼要的解释：“若释其字义，说现有世界，生死涅槃，所包含的一切诸法，悉在此灵明空寂之内，圆满无缺，故名圆满；再无较此更胜的解脱生死方便，故名为大。”[8]认为有情众生无始本生之清净心性，则为佛心或法性，人们可通过依法修行，使心体不受任何污染而置于空明之境界，获得“涅槃寂静”，实现“即身成佛”。可见，大圆满法作为宁玛派为之自豪的独特见修，它包含了深奥的理论见地和绝妙的修持方法。

藏传佛教各宗派在遵循佛教三藏、严守佛教戒律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道次第学和教法仪轨，从而产生各派不同的密宗修学体系。可以认为，以上所述之四续（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或六续（外三续与内三续），则是构建藏传佛教密宗整体修学体系之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既为藏传佛教各派学僧提供了有章可循的宗教实践或体验路径，又在佛学研究领域有着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就是说，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宗派。这些宗派之所以相对独立是因为它们不仅遵循着各自不同的密宗传承，而且在密宗实践上又形成各自的独特方法。在历史上，噶当派倡导“三士道”法，宁玛派推崇“大圆满”法，萨迦派重视“道果”法，噶举派专注“大手印”法，格鲁派强调“显密圆融”、“生圆次第”道，觉囊派执着于“六支瑜珈”法。各派不同的传承及独到的见修，则体现了藏传佛教密宗修学之多元一体化和丰富多样性。所以，藏传佛教各派无论在佛学建构还是在修学体系方面，均有相同之共性和不同之个性。

藏传佛教在诸多方面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质。既有丰富系统的佛教经典或理论体系，又有严密深奥的实践修证次第。它拥有佛教完整的经、律、论三藏典籍，包括《甘珠尔》（bkav vgyur，经藏和律藏）和《丹珠尔》（bstan vgyur，论藏）在内的藏文《大藏经》，以及保存和传扬至今的数不胜数的藏外文献典籍，内容包罗万象，极其丰富，主要涵盖了藏族十明学科（rig gnas bcu，工艺学、医药学、声律学、正理学、佛教学、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涉及佛学、哲学、逻辑、历史、文化、伦理、道德、地理、生态、文学、艺术、建筑、天文、历算和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领域。

从教法义理来看，首先，藏传佛教将小乘（theg dman，上座部）、大乘（theg chen）和金刚乘（rdo rje theg pa，密宗）即佛教三乘或三大教理融会贯通，使其相辅相成，从而建构了藏传佛教既有戒律传承、系统教义、宗派见地，又有密宗传承、修学次第、成就境界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其次，藏传佛教在佛学修习方面，不仅建立了集体经院教育和个体实践体验相结合的修学体系，而且采取了闻、思、修并重的独特的修学路径，先广闻博记，后深思熟虑，最后实践修炼，直至正确领悟佛法真谛。再次，藏传佛教提倡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高尚品德与渊博知识并重，宗教戒律与个人智慧相结合，利他行为与利己心怀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一种修身、修学、修心的圆满境界；同时，藏传佛教将教法义理和个人修养作为正确认识或判断一切客观事物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大乘佛教哲学派系中不左不右的中观见，更是被奉为识破世间万象（假象）的不变真理。最后，藏传佛教将大乘佛教中发扬的慈悲与智慧作为相互促进的双重条件，从而获取个体与集体的共同圆满，最终实现佛与众生完全一统的宗教理想；为了大大提升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藏传佛教极力阐扬大乘佛教的菩提心和菩萨行。因此，藏族传统文化中贯穿着一种利乐一切众生的生存理念，藏族信徒的信仰目的首先是利他，而不是自利，更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而着眼于全人类；藏传佛教僧尼的追求不是个人的短暂的幸福，而是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安乐。尤其是藏传佛教以大慈悲心为方便法门，以性空见为智慧法门，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或条件，从而开创了藏传佛教的实践成就和远大理想。



[1] 大五明学分别是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内明，声明中又分出小五明学，即修辞学、诗歌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总称大小十明学。

[2] 五部大论：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和戒律学。

[3] 阿芒·班智达（dbal mang pan ti ta）：《拉卜楞寺志》（bla brang bkra shes vphyil gyi gdan rabs lhavi rnga chen），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藏文版，第163页。

[4] 详见古日·邬坚林巴（gu ru Au rgyan gling pa）掘藏《五部遗教》（bkav thang sde lnga），民族出版社1986年藏文版，第305页。

[5] 指一切有部、经部、唯识宗和中观派。

[6] 详见贡珠·云丹嘉措（kong sprul yon tan rgya mtsho）《知识总汇》（shes bya kun khyab）上册，民族出版社1982年藏文版，第508—555页。

[7]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thuvu bk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土观宗派源流》（thuvu bkan grub mthav），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藏文版，第144页。

[8]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藏文版，第39页。


第一章 吐蕃佛教时期

吐蕃佛教时期，是指佛教在藏族地区传播和立足时期，亦是藏传佛教的形成时期，故史称藏传佛教“前弘期”（bstan pa snga dar），其标志是在吐蕃建立健全了供养佛、法、僧即佛教三宝的信仰体系，而且，经过长达两百年的生成发展，最终形成了藏传佛教这一佛教派系。这一时期，在吐蕃不但创建了一座座佛教寺院、发展了数量可观的僧尼队伍及僧团组织，还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初次编纂了藏文《大藏经》，即《甘珠尔》部和《丹珠尔》部。与此同时，藏族广大民众逐渐接受并开始虔诚信仰外来佛教，吐蕃佛教便进入一个有序、正统发展的新纪元。

第一节 吐蕃历史文化

吐蕃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藏族历史长河中至关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吐蕃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文化上承前启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他们创制先进的文字，追溯过去的历史记忆，撰述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描述人们的文化生活风情，给后人遗留下深厚朴实的历史文献资源；同时，吐蕃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区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积极吸纳优秀的文化科技成果，从而建立结构完善、高度文明的吐蕃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制度，并对后世藏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演进，均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一 吐蕃时期的界定

根据史书记载，藏族的前身称吐蕃，古代曾以吐蕃王朝或吐蕃国而闻名于世，并被载入多种文字的史册。英语中的“Tibet”是指藏族或西藏，“Tibetan”是指藏族人或藏语言，这便是源于吐蕃（Bod）一词的音译而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吐蕃时期是藏族历史上一段至关重要的时期，一来当时吐蕃王朝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同周边国家、地区和民族交往，吸收他们的先进文化，推动吐蕃社会的全面发展；二来吐蕃王朝的兴盛时期又恰巧与唐朝大帝国是同一时代，这两个王朝是藏汉兄弟民族在祖国版图上分别建立起来的两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朝代，它们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吐蕃王朝在开发和巩固祖国西南边陲、抵抗外来侵略，以及建设祖国西部地区的过程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至于吐蕃时期的界定，现在学界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将两种观点归纳为广义上的吐蕃时期和狭义上的吐蕃时期。广义上的时限，是从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9世纪，长达一千两百多年；狭义上的时限，是从七世纪至9世纪，仅有两百年。而广义上的时限是根据藏文古籍中的记述提出来的，认为吐蕃王朝是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开始形成，即从公元前4世纪产生的第一位赞普（国王）聂赤赞普算起至公元846年遭刺杀的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为止，吐蕃王朝相继产生了42位赞普，经历七赤天王（gnam gyi khri bdun）时期（聂赤赞普gnyav khri btsan po、穆赤赞普mu khri btsan po、定赤赞普ding khri btsan po、索赤赞普so khri btsan po、麦赤赞普mer khri btsan po、达赤赞普gdags khri btsan po和斯赤赞普srib khri btsan po七位赞普相继执政）、二中顶王（bar gyi steng gnyis）时期（智贡赞普gri gum btsan po、恰赤赞普bya khri btsan po两位赞普先后执政）、六勒地王（sa yi legs drug）时期（埃雪勒ae sho legs、戴雪勒de sho legs、特雪勒thi sho legs、果日勒go ru legs、仲西勒vbrong zhi legs、欧雪勒ai sho legs六位赞普相继执政）、八德水王（chu la sde brgyad）时期（萨南森德za nam zin lde、德赤南匈赞lde vphrul nam gzhng btsan、赛诺南德se snol gnam lde、赛诺普德se rnol po lde、德诺南sde snol nam、德诺普sde rnol po、德杰普sde rgyal po、德真赞lde sprin btsan八位赞普相继执政）、五赞王君（btsan lnga）时期（杰多日隆赞rgyal to ri long btsan、赤赞南khri btsan nam、赤札本赞khri sgra dpung btsan、赤托杰赞khri thog rje btsan、拉托脱日年赞lha tho tho ri gnyan btsan五位赞普相继执政），之后，相继由赤年桑赞（khri gnyan gzung btsan）、仲年第邬（vbrong gnyan ldevu）、达日年斯（stag ri gnyan gzigs，579—619）、囊日松赞（gnam ri srong btsan，601—629）、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617—698）、贡日宫赞（gung ri gung btsan，638—655）、芒松茫赞（mang srong mang btsan，653—679）、都松芒布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679—704）、赤德祖丹（khri lde gtsug brtan，692—755）、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vu btsan，742—797）、牟尼赞普（mu ne btsan po，760—798）、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764—815）、赤祖德赞（khri gtsug lde btsan，806—841）、朗达玛（glang-dar-ma,803—846）十四位赞普荣登吐蕃王位。

吐蕃王朝自公元7世纪初进入鼎盛时期，至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爆发内战，随后濒于全面崩溃，12世纪时已经不复存在。狭义上的时限是以吐蕃王朝进入鼎盛时期或扩张时期并正式修书纪事作为依据，故将吐蕃时期界定在公元7—9世纪，而这一界定正好与佛教正式传入吐蕃至发生灭法事件为止在时间上相吻合。因此，在此所探讨或描述的吐蕃佛教历史，是狭义上的吐蕃时期，即公元7—9世纪。

二 吐蕃人文社会

根据考古发掘，藏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劳动、生息在今日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此同时，藏民族也有一种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古老的传统宗教，这便是后来被称为“苯教”的藏族传统民族宗教。苯教的产生及其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苯教与藏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为了大致弄清苯教这个古老的民族宗教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在此首先对藏族远古社会作一粗略的介绍。

藏族古代史书《柱间史》（bkav chems ka khol ma）记载：“东、党、赛、莫，即四大宗族，是雪域藏地最早出现的人类。”[1]这四大宗族，也可称为四大氏族，但更准确的解释应为“四大姓氏”，因为迄今藏族诸多姓氏中仍有延续下来的上述“四大姓氏”。由此可得，这四大姓氏或宗族为藏族族源。但是藏文史籍中记载的这段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比较模糊，很难梳理清楚。之后，又经过漫长的岁月，藏族古代历史才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正如：“以后依次由玛桑九兄弟、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或四十小邦统治。”[2]从这些不断变化更迭的统治者以及不断分化又重新合并的社会结构中可以看出藏族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点，同时又表明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属于原始社会。

当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阶段，藏族地区有了神灵观念，并出现众多神祇，诸如山神、水神、地神、天神等。依据有关藏文史料，藏族地区对神灵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其具体情形已微茫难考。但藏族人的神灵观念基本上是随着藏族古代社会的不断进步而逐渐成熟的。特别是“万物有灵”观念曾迫使藏族初民虔诚地跪拜在他们看来具有巨大威慑力的各种神灵的脚下，因而他们献上自己力所能及的各种祭品，向诸神灵敬拜，向诸神灵祈祷，表示保佑、感谢和赎罪，并希望诸神灵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护他们。藏文古籍《柱间史》记载：“赛·苯波、玛·苯波、东·苯波、奥·苯波等十二名有识之士正在祭献神灵。”[3]此乃约公元前4世纪藏族地区祭献神灵的情形，这十二名有识之士，即十二位苯波。当时的苯波相当于巫师或祭司，引文中“苯波”之前的字均为姓氏。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出现的“苯波”二字成为后来苯教名称的最初来历。依据大量有关藏文史料，以上十二名苯波既是当时总管一切精神文化的巫师，又为当时藏族十二小邦之行政酋长，是集巫师与酋长于一身的特殊人物。正如许多国家在各种时代曾存在过集祭司与帝王于一身的人物，他们具有半人半神或半神半人的性质。这种巫者为王和王者行巫，应当说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藏族古代社会孕育出巫师兼酋长这一看似特殊的现象，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宗教思想基础和广阔的人文地理背景，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随着藏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约公元前4世纪藏族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及其赞普（国王）诞生了。他们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古代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分散的原始社会解体，新的统一的奴隶社会开始形成。然而，以前身兼酋长的巫师们却随着社会形态发生质变而失去了酋长地位。这是历史的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神权和政权的分离。从此，这些失去酋长地位的巫师们便专司巫术活动，使巫术活动更具有宗教性。于是藏族古老的民族传统宗教，即苯教开始萌生。尽管初期的苯教显得十分幼稚，但它经过巫师们那神话般的渲染和极端神秘的宗教仪式，还是赢得了当时庶民百姓的高度依赖和虔诚信仰。

三 苯教的演进历史

苯教作为藏民族土生土长的民族传统宗教，自始至终伴随着吐蕃王朝的整个历史进程，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文化功能，尤其对早期藏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在后期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苯教具有广泛的人民大众性和草根文化基础，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譬如，在藏传佛教中特别在宗教礼仪和护法神方面吸收了不少原本属于苯教的文化元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生根于藏族古代社会里的苯教，也经历了古代藏族人所经历的一切沧桑时空和演变过程，从最初的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山川等自然现象的自然宗教，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富于哲理性的经文，以及系统化的教规仪礼的人为宗教。苯教的演进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多苯时期、恰苯时期和居苯时期。

多苯时期（brdol bon），实际上是苯教的萌芽阶段。此时期大约从藏族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国王聂赤赞普（约公元前4世纪）算起至第八代国王智贡赞普（约公元前2世纪）为止，这个时期在藏文史籍中被称为“七赤天王”的时代。至于多苯时期的宗教情形，在藏文正统典籍中是如此记载的：“不过当时的苯教，只有下方作征服鬼怪，上方作祭祀天神，中间作兴旺人家的法术而已，并没有出现苯教见地方面的说法。”[4]说明这个时期的苯教带有较原始的巫术性质，尚未形成自己的教理体系。

恰苯时期（vkhyar bon），大约从智贡赞普（约公元前2世纪）至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前后。这一时期是苯教发生质变的重要阶段，可谓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智贡赞普“乃分从克什米尔、勃律、象雄三地请来三位苯教法师，举行超荐凶煞等宗教活动。其中一人依凭除灾巫术、修火神法，骑于鼓上游行虚空，发掘秘藏，还以鸟羽截铁等显示诸种法力；一人以色线、神言、活血等作占卜，以决祸福休咎；一人则善为死者除煞，镇压严厉，精通各种超荐亡灵之术”[5]。这就是智贡赞普在吐蕃宗教文化领域所采取的开明性措施，他引进周边地区的先进法术来改造或充实当时日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本土宗教（苯教）。自此苯教结束较原始稚嫩的宗教形态，便跨入拥有高超实践法术的新时期。

居苯时期（bsgyur bon），大约从赤松德赞时期（8世纪）开始，并经过了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的整个历史进程。在藏文中“居”（bsgyur）字具有翻译、解释、编纂等多种意义，而“苯”（bon）字为苯教的缩写。故“居苯”全义应该为“被翻译过来的苯教”或“经过改造整理的苯教”。居苯时期，是苯教形成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有学者将此时期又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居苯者，分为三期。早期的居苯，传说有绿裙班智达者将邪法埋藏地下，自行掘出，杂入苯法而成此派的。中期居苯，当赤松德赞王时，曾下令苯教徒改信内教，其中有一位名叫杰维绛曲（rgyal bavi byang chub，意为圣菩提）的苯教徒，王遣其从仁钦乔学佛法，他在情理上根本不愿学，但又怕受到藏王的罚责，因此心怀恼恨，遂勾结部分苯教徒，将一些佛典，改译成为苯教的书，此事被赤松王知道了，王权传敕，若有擅改佛经为苯教书籍者杀而无赦。当时因为此事，被诛者甚众。苯教徒大为惊惧，乃将未译完的书籍，秘密藏在山岩之间，后将又从伏藏中掘出，遂名为苯教的伏藏法。后期的居苯，自从朗达玛灭佛以后，藏娘堆有一人名为贤古鲁迦，在卫地苯波的胜地达域卓拉，将大量佛经改为苯教经典。如《广品般若》改为《康勤》、《二万五千颂》改为《康琼》、《瑜伽师地抉择分》改为《苯经》、《五部大陀罗尼》改为《白黑等龙经》。别立各种不同的名相及诠释，标其异于佛教。这些经书埋藏在措昂哲邬琼的岩山下，后来又由他假作掘发伏藏的样子，将其掘出。贤古之后又有穷波苯教徒等，亦改窜了不少的佛经。这一早初中后期的翻译苯教名为巧噶，亦名为果苯。[6]

以上引文是藏族著名宗教学家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对居苯时期的苯教所做的学术探究，迄今仍具有权威性，后辈学者一直沿用他的上述对居苯时期所作的具体分析和主要论断。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对居苯时期所做的界定，总的来说是科学的，也符合历史事实，为我们准确掌握居苯时期的苯教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合理的途径。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居苯时期中分出的第一阶段尤其在时间上有待进一步推断，不少藏文史籍中都提到一名穿绿裙的学者曾发掘或整理苯教经典，并自成一系，独具特色。这是一种传说还是曾在苯教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情况，暂且不敢肯定。因为我们很难断定居苯是从一名身穿青色或绿色衣裳的班智达（大学者）发掘和整理苯教经典开始的。比较有把握的是，将居苯的开端确定在赤松德赞时期较为妥切，有许多资料可印证。

苯教作为藏族传统的民族宗教，在藏族地区有着深广的群众根基。由于自从公元8世纪开始，苯教一直是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王权统治者打击的宗教对象，始终没有得到像藏传佛教一样兴旺发达的外部环境，所以，苯教失去了在藏族地区的核心地带建立金碧辉煌的苯教寺院的一切机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苯教寺院，一般都在山区边远或偏僻地带。然而，苯教依然与藏族民间信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通过以上对藏族古代历史以及苯教的粗略追溯，我们大致了解了佛教未传入吐蕃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苯教的来龙去脉。可以断言，苯教的不断发展或日臻成熟，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奠定了厚实的本土文化理论基础。虽然任何宗教皆具有排他性，但是要接受某一外来文化则必须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参照系或消化系统。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本民族自己的较高文化理论思维的前提下，容纳各种外来先进文化才成为可能，而当时唯有苯教充当藏族传统文化的理论架构和思维模式，从而拉开了本土文化（苯教）与外来文化（佛教）之间的既冲突又融合的漫长历史序幕。

第二节 吐蕃赞普与外来佛教

外来佛教不但被引进吐蕃本土，而且能够顺利传播开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吐蕃赞普对其所持的态度和抉择。经过历代吐蕃赞普的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和精心布置，佛教在吐蕃这片高寒而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取代苯教而获得吐蕃王朝的国教地位。尤其是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三位赞普对佛教在吐蕃的传播、立足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史称三位赞普为吐蕃“三大法王”（chos rgyal rnam gsum），他们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

一 拉托脱日年赞与天降佛法之说

许多藏文史籍都比较一致地提出：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国王）拉托脱日年赞时期（约公元4世纪），佛教在吐蕃诞生。正因为如此，拉托脱日年赞成为藏文史籍中颇费笔墨的一位藏族古代国王。如藏文古籍《第吴宗派源流》（ldevu chos vbyung rgyas pa）记载：

拉托脱日年赞时期，佛教之标志出现并称其为佛法在吐蕃诞生。拉托脱日年赞是迦叶佛或地藏菩萨的化身，他在雍布拉岗王宫时，从天空降下黄金质地之《宝箧经》（spang skong phyag rgya pa）和一尊绿松石的四层小宝塔。虽不知其为威严之佛法，但观其外形十分精美，因而以黄金、绿松石等宝物作为陪衬将这些宝物供奉起来。[7]

以上引文给人们传达了佛法在吐蕃是如何开端的，首先认定拉托脱日年赞为迦叶佛或地藏菩萨的化身，其次将佛经和佛塔从天而降视为自然之事。当然，对这一传说尤其佛法从天而降之事件，在历代藏族学者中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有学者提出佛法从天而降之说，完全是应和当时苯教的意愿而推演出来的。因为当时的苯教处于恰苯时期，极为崇拜天及日月星辰等，甚至将许多人间的事和物都与天关联，使其神秘化，并符合自己的信仰规则。这在藏文著名史籍《青史》（deb ther sngon po）中作了如下考述：

拉托脱日年赞时期，从空中降下《旃檀嘛呢陀罗尼》（tsin ta ma nivi gzungs）、《诸佛菩萨名称经》（spang bkong phyag brgya pa）等，对其精心供养，使国政兴盛、国王延寿。这便是佛教正法在吐蕃诞生之说法。对此，奈巴班智达（nel pa pan ti ta）作过考证：“因为当时的苯教意乐天空，所以从天而降之说出自苯教的口碑。实际上，这些佛法是由班智达洛生措（blo sems vtsho）和译师黎第生（li the se）带到了吐蕃。然而，当时国王不识字且更不知其义，故班智达和译师立刻返回印度。”这种说法实乃唯一正确的。[8]

这一论断，现在看来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比如，引文中提出当时的吐蕃国王不识字，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藏文的创制时间，迄今虽有不少争议，但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藏文创制于公元7世纪即松赞干布时期。因此，拉托脱日年赞时期，吐蕃王朝还没有达到使用本民族书面文字的文明程度，更没有建造翻译各种经文的外部条件，甚至当时的吐蕃不具备使用或识别其他各种文字的能力，就连“从天而降”的宗教法物到底属于哪一种宗教派别都没能很好地辨别出来。史书记载：

拉托脱日年赞时期，《百拜忏悔经》以及用五色绸缎包裹的五层小金塔降落于宫殿顶上，人们虽然不知此物属于佛教还是苯教，但总觉得它极为神奇、美观而被命名为“神秘之物”，并供养于王宫内。[9]

正因为不知何物，更受到吐蕃王室的高度重视。吐蕃王室将这些宗教法物供养在宫殿内的显要位置，且“夜间以燃灯供养，每天用金水和绿松石供养”[10]。甚至由国王为代表的王室成员以及大臣贤达们常围绕这些“神秘之物”转经并向其礼拜，因此而国政兴隆，王寿延长，许多史籍还声称王寿从60岁或80岁延年益寿到120岁。[11]可以看出，吐蕃第一次获得的佛教物品受到如此的礼遇并被寄予厚望，这完全是按照苯教的信仰模式或思维方式去对待的结果。“由于苯教信徒讲道：这些法物标志着苯教的兴隆昌盛，应该按照苯教的仪轨供养，于是每天以金水和绿松石供养，夜间则燃灯长明。”[12]不难看出，无论是介绍这些佛教法物的来龙去脉，还是描述具体的保管措施，以及表达它们所带来的巨大福祉，都处处体现了苯教所宣扬的那种玄妙深奥的精神。

由于得到大量藏文史料的进一步印证，现在可以大胆地肯定，拉托脱日年赞时期，即公元4世纪前后，吐蕃的确获得了少量的佛教经典和宗教用品，而且将这些佛教法物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至松赞干布时期（7世纪），又把其中的佛教经文部分译成藏文，使其流芳百世。在具体记载吐蕃第一次获得佛教经文的种类或数量上，藏文史籍中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嘛呢宝训集》记载：“从空中降下的宝箧内装有一肘高的玻璃塔、膝盖大的印章，以及金卷上用玻璃粉书写的藏文《宝箧经》、《百拜忏悔经》、《十二缘起经》和《十善经》。”[13]这与《柱间史》、《娘氏宗教源流》等史籍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嘛呢宝训集》中多加了《十善经》，并强调佛教经文是用藏文书写的。值得说明的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具体考证，当时不可能产生以藏文书写的佛教经文，因为当时还没有创制藏文。

此外，在《西藏王统记》中又有这样的记载：“为了使佛教在吐蕃流传之缘起，《宝箧经》、《六字真言心要》、《百拜忏悔经》，以及一肘高的金塔、增达嘛呢萨擦壶、莫札印章等，伴随阳光从天空降落到王宫之顶。”[14]这一记载虽然具有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如佛经及法物皆从天而降，并非人为事件，但是透过神话去看，其具体内容又同《红史》等藏文史书相一致。

通过对许多藏文史料中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其中的《宝箧经》、《百拜忏悔经》和一尊小型佛塔，在各种史书中都作了相同的记述，只是在描述两卷佛经的装帧以及佛塔的质地时，方出现细微差异而已。而且，其差异显然也是后期藏传佛教信徒对此历史事件进行渲染附加所致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可以将上述《宝箧经》、《百拜忏悔经》和一尊小型佛塔，认定为吐蕃第一次获得的佛教法物。至于不少史书中记载的其他诸如《六字真言心要》、《十二缘起经》、《十善经》，以及莫札印章、增达嘛呢萨擦壶等，是否也是在拉托脱日年赞时期带入吐蕃的，现在还不敢肯定，有待作进一步考证。

此外，根据《隆钦教史》（klong chen chos vbyung）记载，吐蕃拉托脱日年赞时期，吐货罗（tho dkar）及于阗（li yul）的两位译师，邀请汉族堪布李贤（li byin）到达吐蕃，因吐蕃无文字而没能传法，便向国王奉献了佛像、佛经和佛塔，并建议向这些宝物祈祷。然后，堪布返回汉地。具体记载如下：

在这位国王时期，吐货罗和和田的两位译师，邀请汉族堪布李贤（或称李青）来到吐蕃，向国王宣讲佛法。由于吐蕃没有文字，既没法修习，又未能传播。只好为国王以具足五佛规格的佛像作为身所依处；以《百拜忏悔经》和《无垢顶髻经》作为语所依处；以金塔作为意所依处，均被五佛印加持。同时叮嘱国王向这些宝物祈祷。然后，堪布李贤返回汉地。[15]

这一记载在藏文史籍中可谓一家之言，没有被多少史学家采纳，迄今国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也尚未提及这一新资料。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一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这部佛教史书出自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一位宁玛派大师之手，在藏传佛教界特别在宁玛派中有一定的影响。假如认同这一记载的真实性，那么，公元4世纪，不仅印度僧人抵达吐蕃，而且汉地和尚也到过吐蕃，并送来佛教法物，为在吐蕃传播佛法做出贡献。特别是《隆钦教史》中提出的汉地和尚抵达吐蕃并向吐蕃赞普宣讲佛法的事实，或许是一个新的研究佛教初传吐蕃的途径。如果这一事实能够成立，可以将汉地佛教传入吐蕃的时间推早三百多年。此外，《隆钦教史》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据说汉地翻译并盛行《般若》、《解深密经疏》和《大圆满》等佛法。吐蕃国王供奉并祈祷佛塔的作用，就是其国政兴盛、国王一身享用二世之生命（即长寿，特指国王活到120岁）。从印度带来佛法，从汉地光临和尚，故称佛法在吐蕃诞生。[16]

由此可见，拉托脱日年赞时期，声称佛教在吐蕃诞生，主要依据两件事，即佛法与僧侣到达吐蕃。因为两者是传播佛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正如藏传佛教中比喻的那样：佛法犹如药物，僧侣就像医生，只有具备药物和医生，才能给广大患者医治疾病。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进行讨论，这就是能否将拉托脱日年赞时期定为佛教在吐蕃诞生的具体时间。鉴于“拉托脱日年赞时期，虽说为佛教诞生，但实际上只获得一些经卷，尚未有书写、念诵和讲说等活动”[17]，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吐蕃第二十八代国王拉托脱日年赞时期，不可认为佛教在吐蕃真正诞生。因为某一事物的诞生不仅意味着实实在在的产生或出现，而且需要公开自己的身份或标明自己的存在。然而，吐蕃当时仅得到少许佛教经卷和个别佛教用品，佛教不但没有表露自己的真实面目，还以秘密的方式严加保管，外界对此一无所知。实际上，这些佛教法物对当时的吐蕃社会既没有产生佛教所具有的任何独特影响，又没人从佛教的角度去信仰或宣扬，它只是给后世人们留下神话般的传说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祝愿。故将拉托脱日年赞时期仅作为佛教法物第一次带入吐蕃的年代，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在措辞上比较妥切，同时也可避免佛教诞生于吐蕃之类的夸大其词的定论。

简而言之，公元4世纪可作为外籍僧人第一次到达吐蕃的时间，也可认为是吐蕃第一次获得外籍佛教徒送来的佛教法物的时代，外籍僧人当时没能在吐蕃传播佛法，但他们到达吐蕃这一事件具有历史意义，在藏传佛教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

二 松赞干布与佛教初传吐蕃

至拉托脱日年赞之后的第五代吐蕃国王，即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社会进入空前发展的新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松赞干布登基王位后，吐蕃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措施，主要从四邻邦国或地区引进先进的科技文化，随之佛教也在吐蕃正式传播开来。

（一）创制藏文与佛经翻译

在吐蕃王朝的改革开放中最引人瞩目的文化工程，是创制藏文和翻译佛经。根据藏文史料，松赞干布深感在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因吐蕃没有书面文字而处境窘迫，“为欲依十善法建立法律，增长五种欲乐事业，对四邻邦互通往来，以及为诸臣民宣讲教法等，深感吐蕃无有文字诸多不便”[18]。故松赞干布决定首先为吐蕃国创制书面文字。《布顿佛教史》记载：

鉴于吐蕃没有文字，特派吞密阿努之子及其随从共十人赴印度学习语言文字，他（阿努之子，吞密桑布札）在印度拜班智达神明狮子学习声明（语言文字），学成后在拉萨的玛茹觉王宫，结合吐蕃语音创制了拥有三十个辅音字母和以阿音为首的四个元音字母的吐蕃文字（藏文），其字形参照印度迦什弥罗文字而创制，同时撰写了八部语法书。[19]

以上引文叙述了松赞干布命吐蕃著名文官吞密桑布札仿照当时印度的一种古文字创制藏文的经过。对此，许多藏文史籍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如《西藏王统记》记载：“依照兰札天文字体和瓦德龙文字体创造了圆满具足的藏文字。”[20]此段引文进一步阐明了创制藏文字的具体依据或参照对象是当时古印度境内流行的两种文字，即兰札天文字和瓦德龙文字。由于创制藏文字这一人类伟大文明工程的倡导者或支持者是身为吐蕃国王的松赞干布，所以当时创制藏文字的过程不仅顺利而且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特别是新文字在吐蕃境内很快得到实际应用，这又归功于松赞干布的个人业绩，他请文化大臣吞密桑布札为私人教师，带头学习新创制的藏文，首开学习藏文之范式。如史书记载：“随之松赞干布亲自带头在王宫内闭门四年专门学习新创制的藏文。”[21]可见，松赞干布花费四年光阴，专心致志地学习藏文，阅读佛经，从而成为第二位精通藏文字的吐蕃人，对藏文字在吐蕃尽快应用或普及起到了表率作用，后世又推出了松赞干布的大作《嘛呢宝训集》。

藏文字的发明创造，使吐蕃王朝结束无文字的落后时代而跨入新的文明时期，特别为当时的吐蕃社会引进先进的文化科技创造了十分便利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吐蕃王朝自拉托脱日年赞时期获得少许佛经以来，虽经过数代赞普相继登基经营国政，但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从事佛经翻译。因而仅获得的佛经亦被禁锢在宫殿神龛之内，只是作为一种膜拜祭祀的神秘物，完全没有发挥出它本有的教化作用。自松赞干布开始，吐蕃王朝已有能力或条件从事佛经翻译，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奠定了基础。所以，公元7世纪中叶拉开了翻译佛经的序幕。《贤者喜宴》记载：

松赞干布在位时，迎请印度的格萨热大师和婆罗门香噶热、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的达努、尼泊尔的希玛祖、汉地的和尚玛哈德哇切（或称大天寿和尚）等佛教高僧大德到吐蕃，并同翻译家吞密桑布札以及助译者达玛果夏和拉隆多杰贝等一起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佛经，此外还重点翻译了大悲观音菩萨之显密经典二十一部。[22]

以上是公元7世纪中叶，即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第一次翻译佛经的较详记述。特别是观音显密21部经典的翻译和问世，以预言或授记的形式为佛教传入吐蕃地区在理论上起到了宣传作用。譬如，观音显密21部经卷，是当时特意翻译的佛经，它专门论述了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主要以预言或授记的形式表现了观世音菩萨的特性，从中找到观世音菩萨与吐蕃的因缘关系。从此，观世音菩萨被认定为普度吐蕃有情众生的菩萨，拉萨的红山被认定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并取名为布达拉（po ta la），即普陀山，拉萨逐步演变为一大佛教圣地。

当时邀请外籍僧人在吐蕃第一次成功翻译佛教经典，主要得力于松赞干布的支持，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翻译佛经的目标。当时吐蕃的主流宗教依然是苯教，而佛教在吐蕃本土没有良好的生存空间。因此，外籍僧人在吐蕃完成规定的佛经翻译任务后，没能在吐蕃长期居留、开展传教活动或举行宗教仪式，而是及时被吐蕃派人送回各自的故里。

（二）创建佛殿与本土文化

在创制文字和翻译佛经的同时，吐蕃王朝又迎请以佛像为主要对象的佛教供品。当时从印度南部迎请了一尊被称为从旃檀蛇心中自然形成的十一面观音像；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公主拜萨赤尊的同时请来8岁身量相等的不动金刚佛像；迎娶唐朝公主嘉萨文成公主的同时请来12岁身量相等的释迦牟尼佛像。后两尊佛像不仅成为当时吐蕃最珍贵的佛教供养对象，而且还标志着佛教开始在吐蕃正式扎根。“迎请不动金刚佛和世尊释迦牟尼佛两尊佛像作为吐蕃供奉的主要对象；同时创建热萨赤囊大殿，用藏文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等许多佛经。因而在吐蕃开创了佛教。”[23]吐蕃当时为何先要迎请上述三尊佛像，其目的又是什么，这在不少藏文史籍中有较为明确的回答，如：“世尊身像一尊在天竺、一尊在尼泊尔、一尊在汉地。凡是三尊佛像拥有之地，大乘佛教极为兴隆。故在雪域疆土弘扬大乘佛教，也要必须尽力将三尊佛像迎请到吐蕃。”[24]不难理解，当时在吐蕃人看来，如果拥有印度、尼泊尔和汉地的三尊佛像，就足以显示大乘佛教已在吐蕃兴起。为此，吐蕃不仅以积极灵活的方式迎请三尊佛像，而且在吐蕃本土大兴土木专为供养三尊佛像建造佛殿。《红史》记载：

松赞干布登基，执政六十九年，噶尔东赞任大臣，并为国王迎娶尼泊尔国王俄赛果洽之女，即忿怒度母之化身赤尊公主，其陪嫁中请到释迦牟尼八岁身量相等的世尊不动金刚佛像，以及弥勒法轮像、自然形成之旃檀度母像，为此建造了拉萨的热萨赤囊神殿（大昭寺）；同时又迎娶唐朝皇帝唐太宗的女儿文成公主，其陪嫁中请到释迦牟尼十二岁身量相等的世尊释迦牟尼佛像，为此建造了嘉达热莫切神殿（小昭寺），还塑造了自然五具之观音菩萨像等一切供奉之对象。[25]

以上引文强调了吐蕃当时迎请的几尊贵重佛像，是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由两位公主作为嫁妆随之带来的部分礼品，同时介绍了吐蕃在获得珍贵的佛像之后，又为了更好地供奉这些珍贵的佛像而迅速创建了规格较高的几座佛殿，即大昭寺和小昭寺。这些佛殿的建造开创了佛教建筑物在吐蕃安家落户之先河。

松赞干布在吐蕃倡导并支持创建佛教建筑物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受到来自苯教方面的反对和阻挠。许多藏文史书对当时吐蕃的地理环境作了形象有趣的描述，认为吐蕃的疆土地域宛如一位仰卧着的巨型女妖魔。在吐蕃新建佛殿就等于在女妖魔身上兴土动工，特别要小心谨慎。“赤尊公主虽然欲想建造佛殿，但不能如愿。这是因为吐蕃疆土犹如一位仰卧着的妖女，首先必须征服她。”[26]将吐蕃疆域描绘成一个巨型女妖，是藏族先民的一种古老自然观，在佛教传入吐蕃后成为反对佛教徒建造佛殿的有力思想武器。实际上，这是苯教阻止佛教在吐蕃建立佛殿、开展宗教活动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外来文化与吐蕃本土文化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然而，佛教没有因为苯教的抵抗而中止它在吐蕃的传教活动，而是通过精心安排或采取巧妙方式，在吐蕃实现了建造佛殿的愿望。藏文史书记载：

于是在妖女右肩上建造了噶蔡殿，左肩上建造了昌珠殿，右腿上建造了藏旃殿，左腿上建造了卓巴江殿，这是四翼四座佛殿；在右肘上建造了贡布普曲殿，左肘上建造了洛札孔塘殿，在右膝上建造了噶札殿，左膝上建造了札德玛孜殿，这四座佛殿是降伏边地之四佛殿；在右手掌心上建造了羌蔡之隆努殿，左手掌心上建造了康之隆塘卓玛殿，在右足心上建造了芒域强郑殿，左足心上建造了门域苯塘殿，以及建造了巴卓吉曲佛殿。[27]

以上引文讲述了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如何创建佛殿的经过，对于所处地理位置、佛殿名称等具体情况作了较详说明。佛教倡导者借调伏女妖为名，在吐蕃顺利实现了创建佛殿的意愿。可以断定，这些佛殿是吐蕃本土产生的第一批佛教建筑物，它们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创建佛殿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佛教在吐蕃正式传播。从此，这一座座佛殿如同在雪域沃土上撒下佛教的种子，个个发芽、开花直至结果。也就是说，当时外来佛教就以这批佛殿为自己的根据地或活动场所，在吐蕃开始了艰难的传教历程，最终在吐蕃立足，不仅取得了当下的生存空间，而且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表明，佛教初传吐蕃时以变通的方式与苯教相处并协调关系，从而在吐蕃争取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西藏王统记》记载：

国王至本尊前祈祷，顿时从空中以无形的方式发出一种声音提示：“大王当您先塑造一尊如同国王自己尊容般的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可在建造神殿时，将遣除障碍，不再产生违缘。”于是，国王对尼泊尔工匠问道：“你能塑造一尊以我命名并如我面容之十一面圣观音像吗？”工匠便回答：“能造。”[28]

由此尼泊尔工匠在吐蕃首先塑造了以松赞干布形象为蓝本的一尊佛像。显而易见，塑造以吐蕃人尤其以国王形象为蓝本的佛像，既为佛教在吐蕃争得一席之地，又可避免同苯教正面冲突。具体而言，这尊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是松赞干布让尼泊尔工匠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他的形象为蓝本特意塑造的一尊“佛王合一”的塑像。这一“神王融合”或“天王合一”的观念，在当时的吐蕃民众中普遍流行，是古代藏族人民的传统观念或文化心理。所以，当时的佛像以此种形式出现，有利于为吐蕃庶民所接受。这一文化上的伟大创举，在于既不脱离吐蕃人固有的苯教文化理念，又可满足佛教徒的传教心愿；而且，缓解了佛、苯间的直接对抗或摩擦，有助于实现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远大理想。

可以说，这尊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塑像的产生是松赞干布为了佛教在吐蕃获得庶民百姓的认可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式，也是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值得强调的是，这尊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塑像，既是吐蕃本土塑造的第一尊佛像，又是一尊佛王一体的特制塑像，在藏传佛教史上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

1.赤尊公主与大昭寺

第一批佛殿在吐蕃境内终于诞生了，但是吐蕃王室尤其是王妃们为建造每一座佛殿付出了大量精力。根据《柱间史》等藏文史籍，松赞干布先后迎娶五位王妃，其中前三位为吐蕃本族女性，后两位为外族女性，即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她们为吐蕃引进外来先进文化尤其是佛教传入吐蕃起到了桥梁作用。尼泊尔赤尊公主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女性，其父王盎输伐摩也以笃信佛教著称于当时的周边邻邦。当赤尊公主启程前往吐蕃结亲时，父王赐给她8岁身量相等的世尊不动金刚佛像，弥勒法轮佛像，自然形成之旃檀度母像，以及《宝箧庄严经》、《白莲经》等佛教经卷。赤尊公主不仅携带她的这些以佛教法物为主的珍贵嫁妆来到吐蕃，同时还领来随从侍女和能工巧匠。这批能工巧匠便成为当时在吐蕃创建佛殿的客观条件或人力资源。所以，尼泊尔赤尊公主抵达吐蕃后，以供养所带佛像、法物和经典为名，在吐蕃大兴土木倡建佛殿，成为吐蕃第一位倡建佛殿的王妃。

赤尊公主邀请松赞干布国王到自己的府邸，借此向国王禀报她要在吐蕃创建佛殿的心愿，并得到国王的同意。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如“阴土猪年，为佛殿奠基，当佛殿建造到一半，人们为此高兴之际，第二天又被鬼神所毁坏而不复存在，赤尊公主极为悲伤”[29]。这是赤尊公主最初在吐蕃拉东（la dong）地方建造佛殿的经历，她没有如愿以偿，以失败告终。不难看出，当时苯教不仅在舆论上大作文章，排斥佛教在吐蕃社会中享有宗教声望，而且将这一反对佛教的思想及立场付诸行动，主要以夜间秘密拆毁尚未竣工的佛殿为主，力争不让佛教在吐蕃境内占据一寸立足之地。在这种外来文化受到本土文化抵制的氛围下，吐蕃王室贵妃在吐蕃本土建造佛殿自然会面临各种障碍，但她们不甘示弱，想尽各种办法，应付来自各方的刁难和压力。

赤尊公主得知汉妃文成公主善于卜卦推算，便派侍女拿一升沙金作为酬谢请文成公主为她推算指点如何建造佛殿。文成公主经过细致的卜卦推算后说：雪域吐蕃的地域乃罗刹女仰卧之相，其中拉萨卧塘之湖乃罗刹女之心血，周围三座山为其心骨。应以山羊负土填平此湖，在上面建造佛殿，才能征服罗刹女，使佛殿顺利竣工。赤尊公主内心虽有疑虑，但别无选择，只好采纳文成公主的建议，用澎域的白山羊负土填湖，并准备在其上面建造佛殿。然而，当填湖工程尚未完成之际，赤尊公主又被疑心所困扰，甚至不想继续填湖建造佛殿，总以为文成公主在用邪说来欺骗她。赤尊公主不但心烦意乱，而且嫉恨文成公主，骤然改变填湖建造佛殿的方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赤尊公主求助于国王松赞干布，二人骑马至卧塘湖边，松赞干布对赤尊公主说：赤尊汝取戒指，抛掷空中，戒指落到哪里，就在哪里建造佛殿（又说松赞干布把自己的手镯抛向空中，手镯落在鞍桥上然后弹入湖中）。于是，赤尊公主默祷本尊后，将自己的戒指抛向空中，忽然从空中显现一团光环围绕戒指一起落到湖中央，并在湖内依次连成光网，犹如神殿绘图。为此，赤尊公主顿生信任，国王也允诺为她建造佛殿创造条件，助一臂之力。[30]这是藏文史籍中关于尼泊尔赤尊公主最初如何倡建热萨赤囊佛殿即大昭寺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赤尊公主在吐蕃建造佛殿时，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可以说，当时在吐蕃建造佛殿，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每建造一座佛殿均要承受各种阻力，主要是来自以苯教为主流文化心理的吐蕃人的反对。这说明两种不同社会背景和地理环境中的文化在一个共同区域内相容合流，并非易事。

根据《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史籍，赤尊公主在拉萨建造热萨赤囊（大昭寺）时，松赞干布还亲自执斧作匠，留下历史佳话。其故事是如此描述的：松赞干布化现为108位工匠，在大昭寺工地雕柱刻梁，塑造佛像。有一天，尼泊尔公主却因洗头（又说供奉本尊）而未能按时给松赞干布送饭，便派侍女代送。侍女在工地未找到松赞干布，只是看见模样相同的108位木工，正在为108个柱子雕刻108头狮子的鼻子，侍女不知将饭究竟送给谁为好，只得返回。赤尊公主又告诉侍女国王就在工地上的108位工匠之中，其中与阿弥陀佛形象相同的那一位就是国王松赞干布，如果你不能把饭直接敬予国王，可放在他的面前。侍女再次去工地并找到国王，但是不敢把饭亲手敬给国王，只好放在国王面前即刻返回。此时国王注意了，心想，此次赤尊公主怎么没把饭亲手交给我呢？便回头一望，结果斧口倾斜，将正在雕刻的狮子的鼻子削掉，结果诸工匠皆不约而同地将众狮子的鼻子削平。故今日大昭寺内的雕刻像即108个人面狮身护法神的鼻子都是扁平的。当然，这则故事中充满了浓烈的神话色彩，但透过神话揭示了松赞干布扶持赤尊公主创建大昭寺的内情，当时正因为得到松赞干布的大力支持，赤尊公主才圆满完成了建造拉萨大昭寺的伟大工程。

当时的大昭寺为三层楼阁，其外观建筑形式具有融合尼泊尔和吐蕃建筑风格的特色。《西藏王统记》记载：“四门绘制曼荼罗以满足上师们的愿望，柱子上绘制金刚杵以满足咒师们的心愿，四角绘制雍仲以满足苯波们的心愿，绘制格子形图以满足吐蕃臣民的心愿。”[31]可见，大昭寺的建筑风格既体现了佛教或尼泊尔的文化特色，又反映了苯教或吐蕃本土文化风格。而且，将大昭寺的正门朝向西方，象征尼泊尔位于吐蕃拉萨城的西边，以此寄托赤尊公主思念故乡之情。

大昭寺内部供奉众多佛教法物。除了以国王松赞干布形象为蓝本的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随尼泊尔赤尊公主迎请的8岁身量相等的世尊不动金刚佛，以及弥勒法轮、旃檀度母等佛、菩萨塑像外，还有尼泊尔工匠在吐蕃塑造的诸如世间自在、忿怒度母、圣救度母、妙音仙女、吉祥马头明王，以及龙王、罗刹、夜叉、大黑天、吉祥天女等神佛塑像。特别是大昭寺的梁、柱、墙壁上都刻写和彩绘了佛经、佛像，以及吐蕃的王统世系、各种传记、隐语或预言、苯教的一些仪式，等等。这些壁画充分表达了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地苯教文化共存的理念，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可以说，大昭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异同文化熔于一炉，在吐蕃第一次实现了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大昭寺竣工后，吐蕃王室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和庆祝活动。一来大昭寺的建成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吐蕃藏地；二来大昭寺为吐蕃民众开创了一个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基地。

2.文成公主与小昭寺

赤尊公主在吐蕃创建大昭寺的同时，唐朝文成公主也在吐蕃建造了拉萨小昭寺。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加强了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根据藏文古籍《柱间史》记载，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作为她的陪嫁带来了12岁身量相等的释迦牟尼佛像，以及佛经360卷、卜算书籍300卷、60种工艺书籍和医术书籍等，还有随从人员如8名贴身侍女（又说25人）、护送释迦牟尼佛像的8名大力士和马队等千余人。[32]由此可知，文成公主的到来，不仅将佛教从唐朝传入吐蕃，而且把唐朝的优秀文化也传播到吐蕃，从而推动了吐蕃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至于文成公主建造小昭寺的具体经过，《柱间史》记载：

文成公主在热莫切，将面朝西边王宫方向的镏金释迦牟尼佛像转向东方，由大力士拉噶和鲁噶二位将佛像置于佛龛之上，并在其四周立起五百侍从从汉地运来的四根柱子，然后上梁铺板，以及在悬挂绫缎帷幔的周围用砖砌成墙，从而形成佛殿，殿门向东开启。[33]

以上引文是藏文史书中不多见的一段关于最初建造小昭寺的描述。小昭寺在藏文中全称“嘉达热莫切”（rgya stag ra mo che）或简称“热莫切”（ra mo che），意为“虎纹大院”，因当时佛殿顶部装饰如同斑斓色的虎纹，故起此名。而且，这一名称从古至今一直在广大藏族信徒中延续，并家喻户晓。后来在汉语中以小昭寺作为佛殿称谓，以便与大昭寺对称或区别。“热莫切”（小昭寺）坐西朝东，大门朝向东方，以此纪念建造该佛殿的文成公主来自东方唐朝。就其规模而言，虽不及尼泊尔赤尊公主建造的大昭寺，但极为精美壮观，具有汉唐式的建筑艺术风格。

从现存“热莫切”（小昭寺）的建筑规模或特色来看，以庭院式的建筑群体构成，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主体佛殿为三层楼阁，底层分为门庭、天井式大经堂和佛殿；门楼二层、三层是僧舍和经堂；庭院南边建有佛殿、转经回廊等附属建筑，可谓古朴、典雅而又不失金碧辉煌。

“热莫切”（小昭寺）竣工后，松赞干布为之举行了开光庆祝活动。由于当时吐蕃尚未产生本地出家僧人，其主持和管理人员均为唐朝和尚，其中就有当时最著名的和尚摩诃德瓦，在汉文中又称大天寿和尚。根据《布顿佛教史》记载，当时汉地和尚大天寿即摩诃德瓦在小昭寺内翻译从唐朝带来的佛经，并主持小昭寺内的佛事活动。可以说，“热莫切”（小昭寺）的创建，标志着汉地佛教开始传入吐蕃地区，它在藏汉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目前，“热莫切”（小昭寺）不仅是西藏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拉萨圣城最具声望的名胜古迹之一，与大昭寺一同驰名中外。同时，小昭寺又作为格鲁派的上密宗院，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3.外来僧侣与本土佛殿

根据《汉藏史集》等藏文史书记载，松赞干布时期，号称在吐蕃创建了108座佛殿。实际上现在能够查找到的并有具体记载的只有数十座，包括当时最著名的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以及山南地区的昌珠寺。这三座著名佛寺，虽名为佛寺，但当时寺内没有一个本地僧人，只有几个外地僧人，也没有建立宗教仪轨，不举行规模较大的宗教仪式，其主要用于供奉佛像，而且，其规模较小，远不及后来的正规佛教寺院，它们只是纯粹扮演佛殿角色。

松赞干布时期，创制藏文，翻译佛经，建造佛殿，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依据有关藏文史书，当时吐蕃还没有产生本土出家僧尼，从外地迎请的佛教僧侣的数量也极其有限。专为翻译佛经而聘请的印度、尼泊尔和唐朝学僧在完成译经任务后，又被吐蕃及时送回各自的故里。《嘛呢宝训集》记载：“译经完成后，向各位班智达（学僧）嘉奖，使他们有所回报，同时下令送他们回各自的故里。”[34]由此可见，当时吐蕃王朝并没有向聘请到吐蕃从事翻译佛经的各位外籍学僧提供长期在吐蕃传教或生活的客观条件，而是翻译完佛经后及时将其送回各自的家乡。

根据《嘛呢宝训集》、《贤者喜宴》、《柱间史》和《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史书记载，松赞干布时期，两位西域（或许是指于阗地区）僧人，当时慕名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千里迢迢来到吐蕃，可是他们在吐蕃大失所望不得不及时返回西域。这一记载反映了当时的吐蕃民众对佛教及其僧侣不甚了解，所以当吐蕃人看见两位秃头、衣着方块黄布的西域僧人时感到十分惊奇，反之，两位西域僧人目睹吐蕃人的风俗习惯或所作所为又与佛教行为格格不入，甚至给人以惶恐不能安宁之感。《西藏王统记》记载：

此时西域江热木布有二沙弥修文殊法已历八年，未获悉地。忽于空中闻语云：“汝二人本尊，乃圣观自在。圣者今在有雪藏地，变化成为藏王，往即可得亲见。”如是授记，即失所在。二沙弥既闻此语，毛发竖立，于是不惜身体性命，携带糇粮，径向藏地而来。甫越堆垄达之峡谷，见河畔无数尸体，或失头首，或失眼目，并有犬鸟争食。于是二沙弥顿生疑念，向藏人探问：“藏王住于何处，是等尸体，何因致此？”藏人答云：“王在拉萨：此等尸体，因违犯王法，被王置于刑戮。”二沙弥乃生邪见，观世音变为魔厉，杀人如许，我等其可归矣。言毕遂返。王已知二人心意。对侍臣智·塞汝恭顿云：“速乘马往堆垄达，有二人头上无发，身着消色袈裟，具沙门相者，本来就我，因生邪见，遂又折回，汝用善巧方便，引还我所。”恭顿即将二人追及，二人殊为惊恐。藏臣以温语安之，引来见王。王向二人顶礼，复颔颐微笑，谓曰：“沙弥二人，何因来藏？”二沙弥云：“我二人乃由西域来者，因先修文殊法，八年无所成就，忽由空中出语云：汝二人之本尊乃圣观世音，今在有雪藏地，变化为吐蕃赞普，速往彼地，当可面谒。故我二人不顾身体性命，来至藏地，乃见途中尸具甚多，询之藏人，云因违反王法，王将其置于刑戮，我二人生大恐惧，故尔折回。”王命供施饮食于彼二人，恣其满足。乃将头巾除去，以阿弥陀佛示之，因云：“我乃吐蕃之赞普，具大悲心者，我自承王位以来，迄于今日，唯利益一切众生，度登解脱菩提正道，损害纵小如针尖，亦未尝加诸于人。以藏族人种，传自猕猴与山妖，故略显威猛之变化而已。”遂一弹指，诸尸骸等，悉化为虹霓而散。[35]

这一事例颇能说明当时佛教徒在吐蕃所处的境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纯正的佛教在当时的吐蕃社会中还处于不被接纳的境地。外来文化要引进吐蕃社会，其前提条件便是入乡随俗，否则便会被本土文化排斥在外。也就是说，当时在吐蕃无论做何事尤其传播外来佛教必须同苯教的基本观念相一致。《嘛呢宝训集》记载：

为了符合大众的口味而采用苯教、第吴和仲居的方式，去引导吐蕃人民信仰佛教；为了后人的事业又将佛经、咒术、苯教，以及财宝、诏书等分别埋藏在四柱间、坛城下和龙庙里。[36]

以上引文叙述了佛教在当时吐蕃社会中传播的途径和情形。当时的苯教、第吴（ldevu）和仲居（sgrung rgyud）是吐蕃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也是吐蕃治国育民的政治文化体系。外来佛教只有迎合本土大众文化的理念、习惯和方式，才能存活于吐蕃社会之中。不难看出，当时的佛教在吐蕃人民大众中并没有真正发挥出自身特有的宗教功能。

根据藏文史籍《第吴教法源流》记载，建造大昭寺时，松赞干布虽命工匠在房梁、柱子等上面刻写佛经，以及吐蕃王统世系、传记和苯教的一些经典和仪轨等，但当时的吐蕃民众无人信奉佛法。由此可得，佛教传入吐蕃的初期阶段，主要在吐蕃王室中流传，而未能传播于吐蕃主流社会和民间，当时苯教仍在吐蕃社会中占文化主导地位和人们的核心价值观。

实际上，松赞干布时期是吐蕃社会的大开放时期，又是大变革时期，因而松赞干布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并无暇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专门提倡佛教，佛教只是作为外来先进文化中的一部分允许在吐蕃社会中传播，但并没有被吐蕃人当作重要信仰对象而加以虔诚崇拜。故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尚未在吐蕃社会中真正立足。

（三）十六法典与佛教信仰

至于松赞干布是否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很难得出肯定的答复，可他的确支持过佛教在吐蕃的传播。特别是松赞干布在当时制定吐蕃法律时，借鉴并吸收了部分佛教戒律之内容。譬如，松赞干布参照佛教《十善法》推出的一系列法规，对当时及后世制定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西藏王统记》记载，吞密桑布札、噶尔·东赞玉宋、智·塞汝恭顿、聂·赤桑和洋敦等地位相等之一百位大臣，秉承王命，制定十善法律：

使行善者得赏，作恶者受惩，在上者受法律之制约，在下者得因法律而受保障。设四部兵马以为禁卫。谷水蓄为池沼，滩水导入沟渠。立度量衡器，开田畴阡陌。教民习书，马饰文彩，创兴礼仪。争斗者罚金，杀人者依其伤轻重抵罪，盗窃财物者罚赃物之八倍，并追还原物为九。通奸者断其四肢，流放外境。诳语者割舌。使民皈依三宝，恭敬诚信不疑。孝顺父母，报答慈仁。于有恩者及父叔长辈勿拂其意。以德报德，承顺上流者和贵种族人之意志，勿加违拗。凡诸行事，宜以正人为楷范。读经书，学文字，明其义理。深信业报因果。对纯不善品，应有所忌惮。助汝亲友及邻里，不为损恼。品性端正，心存忠直。酒食有节，知耻存礼。依期偿还债务。勿用伪度量衡器。非受命或委托之事，不应干预。有所筹谋，应有主见，勿听妇之言。若值是非难决之事，宜凭地神护法为证而为发誓。诸如是等，均仿照（佛教之）十善法，在基雪、雄玛热制定吐蕃法律二十条，王臣等均加盖印信，则行颁布，使全藏区如日光普照焉。[37]

以上引文中明确指出了吐蕃法律二十条款是仿照佛教十善业制定的，显而易见，它涵盖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绮语、不离间语（两舌）、不恶语，以及不贪、不嗔、不痴即佛教基本戒律，同时又结合吐蕃社会实情，延伸了十善业内在的价值观念，扩展了十善业教化的对象范围，甚至涉及为人处世等社会伦理道德范畴。实际上，吐蕃法律二十条款，又名吐蕃十善法规。《西藏王臣记》记载：

在《十善法》之上又制定了《清净十六条法》，其具体内容为敬信三宝、修习正法、孝敬父母、尊重知识、尊上敬老、忠于亲友、利济乡邻、心底真诚、学习大德、理财有节、报答恩惠、公平度量、公正无嫉妒、不听妇言、善言巧语和担当重任。[38]

可以看出，《清净十六条法》（mi chos gtsang ma bcu drug）是在十善法的基础上出台的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吐蕃第一次面向世俗人民大众颁布的一部法律文本，具有很强的法律功效。除了治理国家、教化民众之外，还对吐蕃臣民接受外来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法律文本中明文规定了敬信三宝、修习正法的条款。从而不难看出，松赞干布本人不但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对佛法持有积极的态度。特别是松赞干布借助法律的手段，向自己的臣民推荐佛教并使他们接受佛教。这一措施，为佛教最终在吐蕃臣民中得以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

吐蕃法律，无论是《十善法》还是《清净十六条法》，在付诸实施过程中都采取了铁面无私、残酷无情的措施，对此许多藏文史书作过介绍。《西藏王统记》记载：

尔时王为使藏民能信守十善法律，又建立森严之法庭，将破坏佛教与违反法律者置之刑戮。如是宣布已，乃示现变化身，将诸非人等，或捆缚，或鞭打，或挖眼，或折膝盖，诸如是等本非实有其事，乃权施方便，令众畏惧，利于建立十善法耳。[39]

松赞干布在制定和出台各类法律之后，又以严厉的手段推行包括《十善法》或《清净十六条法》在内的吐蕃新法规，尤其凸显了用法律保护佛教和依法信仰佛教的重要性。可以说，吐蕃制定明细的法规律例，在倡导民众信仰佛教、遵纪守法和提升人们的伦理道德水准等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松赞干布在个人修养方面也做出表率作用。他率先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尤其对佛教有着深层次的认识，并具有一定的修学禅定经验，享有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居士王”的称号。同时，松赞干布倡导吐蕃臣民修学禅定，因而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出现不少神通者。如《青史》所说：“松赞干布命许多人士修禅定，由此成为神通者亦复不少。”但这些通过隐居修行而获得神通的人士，不可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僧尼，当时吐蕃还没有产生本族出家人。后世藏文史书对松赞干布的丰功伟绩作了高度评价：

东自汉地及木雅获致工艺及历算等学，南自天竺翻译佛教妙法，西自索波（sog po）及尼婆罗开启食物财宝受用之宝库，北自霍尔（胡人）及玉格热（回纥）等地取效法律及各种政务之制度。总之，征服四方，受用其财富，几为南赡半部之转轮大王也。[40]

此外，松赞干布时期还有不少唐朝和尚取道吐蕃前往天竺学法取经，如《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沙门道生取道吐蕃至天竺于那烂陀寺学法；沙门玄照往吐蕃由文成公主送往天竺，新罗僧玄恪、慧轮等随往，等等。简而言之，松赞干布“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旧唐书》），他创制藏文、制定法律、厘定官制、发展生产技术、繁荣文化艺术，对吐蕃社会贡献巨大，世代传颂，尤其在引进和吸纳外来先进科技文化方面，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三 赤德祖丹与佛教传播

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赞普（国王）依次为第三十四代赞普贡松宫赞、第三十五代赞普芒松茫赞、第三十六代赞普都松芒波杰。根据藏文史籍，在这一时期，佛教在吐蕃没有得到进一步传播，佛教与吐蕃王室之间业已建立的密切联系也有所松懈。都松芒波杰赞普虽“能致邦土富强，福德齐天，征服西境，武功极盛。为先祖松赞干布在拉萨创立逝世祭祀，边地诸王几为所制，权势之大，超诸历代出现之赞普也”[41]，但在佛教方面未做出任何值得炫耀的成绩。可以说，松赞干布之后，佛教在吐蕃以时断时续的态势传播或延续下来，可在吐蕃社会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宗教作为，当时吐蕃的宗教依旧由苯教一统天下，佛教只是趁隙而入，很难在吐蕃社会中获得较大发展空间。

公元705年，都松芒波杰赞普之子赤德祖丹（khri lde gtsug brtan，692—755）继任吐蕃第三十七代赞普王位。之后，吐蕃王室又开始对佛教有所关注。赤德祖丹赞普在位50年，他对外来佛教比较重视，并给予一定支持。许多藏文史籍均有记载：

派遣湛噶·莫勒噶夏和聂·咱纳古玛热二人去印度求法，他们在途中听说班智达佛密和佛寂二位大师正在冈底斯山修行，随前往迎请，但没有答应，只好就地请教了显宗《阿笈摩经》（sangs rgyas rnam vbyed）、《金光明经》（gser vod dam pa），以及密宗《事部》和《行部》等佛经，并整理成经卷后献给赞普（国王）。赞普为安放这些经卷建造了拉萨喀札（lha sa mkhar brag）、札玛郑桑（brag dmar mgrin bzang）、青浦南热（mchims phu nam ral）、札玛噶若（brag dmar ka ru）、玛萨贡（ma sa gong）五座佛殿。[42]

赤德祖丹派遣湛噶·莫勒噶夏（bran ka mu le ka sha）和聂·咱纳古玛热（gnyags dznyav na ku ma ra）二人外出求法取经，在吐蕃西部地区的冈底斯神山拜见印度班智达佛密（sangs rgyas gsang ba）和佛寂（sangs rgyas zhi ba）二位高僧，就地请教佛教显密教法，并将学到的显宗《阿笈摩经》和《金光明经》以及密宗《事部》（kri ya）和《行部》（Au pa）等佛经整理成册，奉献给赤德祖丹赞普，吐蕃专为供奉经卷建造了五座佛殿。

赤德祖丹赞普派遣吐蕃人外出求法取经和在吐蕃本土建造佛殿的兴佛业绩，反映了赤德祖丹时期佛教在吐蕃传播的情形，当时吐蕃人已具备条件能够整理佛教显密宗经典；而建造的五座佛殿，对佛教再次在吐蕃传播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发挥了一定作用。由此可见，赤德祖丹是自松赞干布以来对佛教持积极态度的一位吐蕃赞普。同时，赤德祖丹又是吐蕃王朝第二位迎娶唐朝公主的赞普。

公元710年，赤德祖丹赞普迎娶唐朝金城公主。公主抵达吐蕃后，又重新燃起吐蕃早已中断了的佛教香火。首先，金城公主在吐蕃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已埋在地下达两代赞普之久的释迦牟尼佛像移置到大昭寺内供养，并请汉地和尚来保护佛像、管理香火；其次，金城公主协助赞普为外地受难僧众创造条件，维护他们的正常宗教信仰。《汉藏史集》记载：

汉地公主（金城公主）任施主又将受难于于阗、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的众僧侣请到吐蕃，安置在寺庙供养了三四年之久。[43]

金城公主积极配合吐蕃赞普接受因战乱而四处逃避的于阗、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等地的众多外籍僧侣，还特意在吐蕃专为这批外籍僧侣建造数座佛殿，使他们在吐蕃能够安心修法，因而西域众僧在吐蕃留住三四年，而且在吐蕃留住期间举办各类佛事活动。如《青史》记载：

建造札玛郑桑等数座佛殿，迎请被西域驱逐的出家僧众，以及从汉地邀请的许多和尚到吐蕃供养佛法，但当时没有产生吐蕃本族的出家为僧者。[44]

以上引文中提到了当时吐蕃还没有本土出家僧尼，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邀请、接待和供养数目可观的外地佛教僧众，对于吐蕃社会大众来说，是一个没有充分准备、难以接受的大事件，更不具备长期存在下去的客观条件。果然，赤德祖丹赞普去世不久，就在吐蕃发生了驱逐外籍僧侣的事件。“大臣玛香大权在握，他不喜佛法。以此将出家僧人都逐出吐蕃。”[45]这是吐蕃王朝不喜佛教的大臣借新登基的国王赤松德赞年幼之际，在吐蕃发动的驱逐外籍僧众的事件。许多藏文史书都阐述了赤松德赞虽有扶持佛教的心愿，但他年幼没有掌握实权，故未能继续保留住吐蕃的外籍僧众，甚至将佛经等许多佛教用品都让外籍僧众带走。“吐蕃地方的比丘、舍利、经典以及供养的法器都被带走。”[46]由此可知，佛教当时在吐蕃遭受了一次较为沉重的挫折，其结局是极大地伤害了外籍佛教徒的宗教感情。但从吐蕃方面来看，由于西域和唐朝佛教僧众进入吐蕃社会，过纯粹宗教生活，开展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特别是金城公主远嫁吐蕃赞普，加强了唐朝与吐蕃的文化交往，当时邀请一些唐朝和尚在拉萨小昭寺从事佛事活动，从而加深了佛教在吐蕃百姓大众心目中的影响。

总之，外来佛教传入吐蕃的经过，既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又是颇为艰难的过程。除公元4世纪数卷佛经等佛教法物带入吐蕃的实例之外，仅从公元7世纪即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算起，至公元8世纪即赤德祖丹时期，佛教在吐蕃传播的时间长达一个世纪。在这百年期间，佛教虽然以时断时续的状况一直在吐蕃社会中传播或存在下来，但是始终未能在吐蕃社会中立足，当时吐蕃的宗教依旧由苯教一统天下。

四 赤松德赞与佛教立足

公元8世纪后半叶，吐蕃佛教终于翻开新的历史篇章，佛教在吐蕃立足，并进入稳步发展时期。这一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开端，主要归功于吐蕃王朝第三十八代赞普（国王），即赤松德赞（742—797）。他出生在吐蕃札玛地方，公元755年，其父王赤德祖丹去世，是年13岁的赤松德赞幼年继承王位，成为吐蕃王朝自始至终扶持佛教的一位赞普，史称“吐蕃三大法王”（chos rgyal rnam gsum）之一。《拔协》记载：

由于王子说：喜欢十善佛法。国王便派桑喜和另外四人作为使臣携带信函，到中原去求取汉族经典，并对他们说：“如果遵令完成使命，定当重赏；如果完不成使命，就要杀头！”[47]

以上引文中的王子是指赤松德赞，他从小倾慕佛教，父王赤德祖丹遂派遣以桑喜为首的5名吐蕃使者去唐朝求法取经。大唐皇帝慷慨“赏赐了一千部在蓝纸上写以金字的佛经，还格外赐给了许多其他物品”[48]。可见当时唐玄宗向桑喜等吐蕃使臣赠送蓝纸金字的佛经1000卷，他们返回吐蕃时，在途中又遇到一位具有先知神通力的名叫尼玛（nyi ma）的和尚，他们向他请教有关修学佛法和吐蕃弘法的路径。和尚指点了吐蕃佛教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并“赠给桑喜三卷佛教经典”。又说：“吐蕃是有佛法缘份的，最终教法定会昌盛兴隆。”[49]尼玛和尚，又称金和尚，他赠送的三卷佛经分别是《十善法》、《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佛说稻秆经》。桑喜等人返回吐蕃时还特意请来一名唐朝和尚，但是当他们到达吐蕃时正好赶上赤德祖赞去世，朝廷中反佛大臣掌握政权，发动取缔佛教事件，不允许弘扬佛教。桑喜等人只好将从唐朝带来的佛经藏在桑耶青浦地方的一个岩洞中，并不得不遣送和尚返回唐朝。至此，吐蕃派使臣到唐朝求法取经的使命总算完成，但没能在吐蕃如愿以偿地传播佛教。

由于赤松德赞幼年登基王位，虽怀有扶持佛教的心愿，但势单力薄，总是不能如愿以偿。吐蕃臣民对佛教还持有一定的敌视心理，特别是一些大臣极力反对佛教在吐蕃传播。当时吐蕃独揽大权的大臣玛尚仲巴杰就是其中的一位阻止佛教在吐蕃传播的代表性人物。东噶·洛桑赤列说：

开初由于赤松德赞年幼，由父王在位时的大臣玛尚仲巴杰掌握全部大权。玛尚仲巴杰信奉苯教，不喜佛法，故颁布法令：“宣扬来世报应之说均为虚假，不可信，而今生避免鬼神之迫害，只有求助于苯教。倘若谁信奉佛教，不仅没收所有财产，而且流放到偏远地区。今后只准信奉苯教，不可信仰佛教。人死后不许举办佛事活动，小昭寺内的汉地佛像送回原地。”另外，拉萨喀札的佛殿和札玛郑桑的佛殿被拆毁，小昭寺内的不动金刚佛像，由于三百人也没能迁移到远处，便就地埋在沙土里。同时又把大昭寺和小昭寺内的佛祖像运往阿里的吉仲地方，还把住在拉萨的所有汉族和尚遣送到汉地，将大昭寺和小昭寺分别改成作坊和屠宰场，甚至把被宰杀牲畜的肠子等内脏挂到佛像身上，刚剥下来的皮子披在佛像上晾干。[50]

由此可见，当时以玛尚仲巴杰为首的大臣借赤松德赞年幼未能掌握实权之际，发动了一场反佛甚至灭佛运动，他们遣返外地僧人、禁止佛事活动、排挤佛教信徒、拆除佛殿、玷污佛像等，这对尚未立足的吐蕃佛教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沉重打击。同时，此次发生的灭佛事件，对于苯教来说，是一次令人鼓舞的宗教复兴运动，为恢复和巩固苯教的正统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邀请外籍高僧

随着赤松德赞的成长并掌握实权，佛教在吐蕃所面临的困境逐渐改变，主要扭转了吐蕃政界要人反对佛教支持苯教的格局。首先，赤松德赞指令信奉佛教的大臣桑喜运筹佛事活动，并让他主持佛经翻译工作。但此项兴佛计划又遭遇信奉苯教的玛尚仲巴杰等实权派大臣的阻挠，不得不暂时收回。其次，赤松德赞任命信奉佛教的巴·赛囊为芒域地方官；之后，赤松德赞派遣桑喜去芒域（今西藏日喀则吉隆一带），协助巴·赛囊开展兴佛活动。与此同时，赤松德赞与信奉佛教的大臣秘密策划，最终剪除了不喜佛法的玛尚仲巴杰等大臣，为在吐蕃开展佛教活动扫除了障碍。与此同时，巴·赛囊等在吐蕃边境一带也积极寻求迎佛取经的途径。他们首先经尼泊尔到印度各大佛教圣地进行朝礼参访，向大菩提寺和吉祥那烂陀寺献供、布施。[51]巴·赛囊有幸在归途中遇见印度高僧寂护（又名静命），向他请教有关传播佛法的诸多事项。当时巴·赛囊得知寂护是印度佛教界具有崇高威望的佛学大师，便立即向赤松德赞禀报，建议邀请这位高僧到吐蕃传授佛法，很快得到赤松德赞赞同的答复；遂巴·赛囊和寂护顺利抵达吐蕃，受到赤松德赞的热烈欢迎。

寂护在吐蕃开讲佛法，这是吐蕃王朝延请外籍佛教高僧在吐蕃向公众讲授佛法的先例，吐蕃民众系统聆听佛教基本教义亦滥觞于此。《拔协》记载：

于是以克什米尔人阿难陀为翻译，请大师（寂护）在隆措宫中宣讲“十善法”、“十八界”和“十二缘起”等佛法，共讲了四个月。[52]

但此次宣讲佛法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传当时吐蕃邪恶的鬼神等对讲经说法大为不满，便让吐蕃地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自然灾害，桑耶地区的庞塘宫被洪水冲垮、拉萨红山上的宫殿遭雷击、不少地区的庄稼遭冰雹袭击，还有流行传染病和牲畜瘟疫的发生等；并把所受灾难的起因归咎于寂护大师宣讲佛法的报应。吐蕃民众信以为真，强烈要求赞普立即遣返印度佛教僧人。赤松德赞在广大臣民施加的种种压力之下，只得将寂护大师暂时送回尼泊尔境内。

寂护离开吐蕃之际，总结了他在吐蕃传授佛法四个月的经验教训，向吐蕃赞普推荐了一位适合来吐蕃传播佛教的高僧。《拔协》记载：

以前祖辈时期，未能把凶恶的神、龙等降伏，吐蕃的神、龙、夜叉等不喜佛法，所以施放恶术伤害前世国王，使他短命而死。今后，要行佛法，需将神、龙等降伏才行。在印度的乌仗那地方，有一位名叫白玛桑布哇的比丘，他的法力高强。可以将他请来与吐蕃的神、龙等比试法力和神通，若要比讲佛法，我可以与之比试“因明”。[53]

以上引文是寂护向赤松德赞举荐白玛桑布哇（莲花生）的建言献策，寂护对吐蕃宗教文化背景和佛教传播前景作了精辟的分析和美好的展望。寂护离开吐蕃不久，赤松德赞就按照寂护的建议，派遣德哇莽布智和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尔的一个叫拘勒雪的岩洞中迎请乌仗那国的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进藏的经历，不同于寂护，充满传奇色彩，在许多藏文史书中均以神话传说的形式作了妙趣横生的描述：

（莲花生）大师画了坛城，从侍寝宫中选出拉龙地方的儿童措协年勒巴充当降神者，举行圆光。让达盆做观察圆光者清楚地说明结果。他说出了吐蕃的全部不驯服的神、龙的名字：水淹旁塘的是香保神，雷击拉萨红山的是唐拉神，制造旱灾、荒年、瘟疫的是十二个地方女神等全部说了。次日，又选出十个出身高贵、父母双全、祖父母俱在世的男孩做降神者，举行圆光，结果四大天王降临，使夜叉、火神原形毕现，不驯服的神、龙也变成人形，对他们，由白玛桑布哇施以威猛镇摄，对那些善神则由菩提萨埵向之说法劝善，立誓护法。如果这样做了还有不驯服的，便全部施以火祭而消灭之。如此反复施行两遍后，白玛大师对赞普说：“现在神、龙等己立誓护法。但还要施行一遍，才更彻底。今后，可以极其顺利地推行佛法，也可照你的愿望修筑寺庙了。”然后，大师又到苏朴江布园中去降伏龙王。龙王思钦亲自来到大师跟前说：“大地之上，赤松德赞最大，大地之下，龙王我最大。咱们交个朋友吧！国王修建寺庙，我可以布施十四匹骤子驮的金子。金矿就在象鼻山，请派全体大臣去驮运吧！”说完，立誓保证护法。在降伏香保神时，它向大师身上泼水，大师从脱布那地方举金刚一指，使水向上方返回，又将香保神逼堵在池塘，以金刚击之，使池水沸腾。香保神又逃到化了雪的山顶上去说道：“大师欺我太甚！”大师说道：“你侵害我啦！如果还不发誓投降，就把你烧死！”香保神说：“我是恶类，没有奉行佛法的愿望。但是，从今以后再也不破坏佛法了。不过请别让僧人到我跟前来。”说完，立誓保证。[54]

以上引文是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大师到吐蕃与本土神灵之间展开斗法的一段描述，也是关于莲花生数不胜数的传奇故事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这则故事虽然受到浓烈的神话渲染，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外来佛教与本土宗教之间针锋相对和相互适应的情形。同时，以佛教的立场或护教的角度，宣扬了莲花生具有高超的密宗法术或降伏吐蕃神灵的功法。

事实上，莲花生到吐蕃传法，打开了佛教再次在吐蕃弘传的大门，在与本土文化或苯教的冲突中找到了佛教立足于吐蕃的路径。这便是以佛教密宗仪轨或咒术功法来对付苯教的神灵、祭祀和魔术，从而获取佛教在吐蕃能够扬眉吐气的宗教威望。说明苯教徒碰到莲花生，犹如小巫见大巫，根本斗不过他那一系列变幻莫测的密法，为佛教在吐蕃立足打开了良好的局面。随后赤松德赞派人请回暂住尼泊尔境内的寂护，同莲花生并肩在吐蕃弘扬佛法。

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在吐蕃以赤松德赞作为扶持佛教的政治和经济后盾，在吐蕃开展各种传教活动。寂护主要宣讲中观、律学等佛教基本教理；莲花生发挥自己的密宗特长，并施放神通法力，调伏苯教的诸多凶神，将苯教神灵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十二丹玛降服后纳入佛教护法神之中；同时，莲花生向吐蕃臣民传授佛教密法，首次对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法术是莲花生第一次在吐蕃公开传授的密宗特异功法，亦是后来流行于藏传佛教中的降神术的源头。

（二）创建正规寺院

赤松德赞邀请寂护第二次到吐蕃，其任务主要是创建正规寺院、剃度出家僧尼和传授教法仪轨。当时在吐蕃倡建佛教寺院并非易事，没有广泛的信仰佛教的群众基础；为激发吐蕃臣民对佛教产生信心并消除他们对建造佛教寺院怀有的疑虑，赤松德赞采取各种措施。史书记载：

你们是愿意在黑波山打通一个隧洞，还是愿意用金沙覆盖格杰地方的沙滩，还是愿意将叶茹的藏布江水引入铜管之中，还是愿意在黑波山顶上建造一座水晶宝塔……还是愿意创建一座佛教寺院。[55]

以上引文是赤松德赞向吐蕃臣民提出的几个具有选择性的要求，最终臣民选择了难度相对较小的创建寺院这一项，达到了赤松德赞建造佛教寺院的目的。寂护和莲花生在赤松德赞的倡导和支持下，于公元774年举行破土动工仪式，开始建造寺院，吐蕃上下臣民齐心协力，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经五年时间于公元778年竣工。[56]这是吐蕃王朝有史以来建造的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即桑耶寺（bsam yas dgon）。寺院竣工后，寂护和莲花生举行了隆重的开光安座仪式。有关文献记载：“菩提萨埵（寂护）大师为桑耶寺的主寺和支寺共举行了八次开光仪式”[57]；同时，又面向公众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历时数天。

桑耶寺是由寂护和莲花生设计的，规模宏大，建构完善，风格独特，其参照模型有三种说法：一是以古代印度波罗王朝高波罗王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建造的[58]；二是参照《阿毗达摩俱舍论》中描述的世界图景建造的；三是仿照佛教密宗曼陀罗（坛城）的模型建造的。事实上，桑耶寺融合了此三种参照系，如桑耶寺中心的主殿是一座三层大殿，代表佛教中的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主殿四周按不同方位建四座佛殿，代表宇宙四大洲，即东胜身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和北俱卢洲；在四座佛殿的每座附近又各建两座佛殿，代表宇宙八小洲。主殿左右两侧特意各建一座佛殿，代表日月；主殿四角附近又专门各建一座佛塔，共四座佛塔。史书记载：

修筑白色佛塔，状如大菩提塔，依声闻之规矩，饰以如来佛之舍利。以许布人米解浩日为施主，护法是掷流墨西夜叉。修筑红色佛塔，状如法轮，依菩提萨埵之规矩，饰以莲花，由纳囊·甲擦拉囊为施主修建，护法是火曜星。修筑黑色佛塔，依独觉佛之规矩，饰以小佛塔，由恩兰·达扎鲁恭修建，护法是铁喙夜又。修筑蓝（青）色佛塔，依吉祥天降如来佛之规矩，饰以十六殿门，由琛木·益西周琼修建，护法是太阳面罗刹。[59]

桑耶寺四座佛塔分别由白、红、黑和青四种颜色来彰显其不同特质，如白色为菩提塔、红色为法轮塔、黑色为舍利塔、青色为天降塔，它们标志着征服一切凶神邪魔、制止所有天灾人祸的佛教理念。

桑耶寺的整个建筑群以椭圆形的围墙团团围住，围墙象征着佛教宇宙中的铁围山；围墙四个方位设有四个大门，东门为正门。寺院中心主殿为三层大殿，每层别具风格，分别采取吐蕃、唐朝和天竺三种不同文化建筑形式，如底层为吐蕃建筑造型，中层为唐朝建筑造型，顶层为天竺建筑造型；而且，三层佛殿中的佛菩萨的造型也是为表现三个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而精心制作的，如底层佛殿中的塑像是模仿吐蕃藏族人的形象塑造的，中层佛殿中的塑像是模仿唐朝汉族人的形象塑造的，顶层佛殿中的塑像是模仿天竺印度人的形象塑造的。可见桑耶寺是一座以多元文化铸就的佛教大僧院。

桑耶寺竣工后，在寺院大殿正门外侧树立了兴佛证盟碑，碑文为藏文，今译汉文如下：

逻些（拉萨）及扎玛之诸神殿建立三宝所依处，奉行缘觉之教法。此事，无论何时，均不离不弃所供养之资具，均不得减少，不得匮乏。今尔后，每一代子孙，均需按照赞普父子所作之盟誓，发愿。其咒誓书词不得弃置，不得变更。祈请一切诸天、神祇、非人，来作盟证。赞普父子与小邦王子，诸论臣工，与盟申誓。此诏敕盟书之详细节目文字正本，存之于别室。[60]

以上引文表述了拉萨和扎玛两地已建设成为佛教的供养和信仰中心，从今往后吐蕃臣民遵从历代赞普颁行的盟誓文书，信仰佛教三宝，供养佛教寺院，护持佛法。当时吐蕃臣民积极响应，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建造佛塔、佛像等。譬如，赤松德赞第三妃卓萨·赤杰莫赞（vbro bzang khri rgyal mo btsan，又写没庐氏·甲茂赞），为供养桑耶寺而奉献一口大钟，用青铜铸造，工艺水平很高，顶端有藏文两圈，今译汉文如下：

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为供奉十方三宝之故，铸造此钟，以此福德之力，祈愿天神赞普赤松德赞父子、眷属，具六十种妙音，证无上之菩提。[61]

钟文为阳文，文字苍古，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吐蕃文献文字相似。引文中“六十种妙音”是指如来之声音，又作梵音，有清净之意。在《翻译名义大集》中对六十种妙音的殊异之相一一列有名号。桑耶寺的建成，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立足，并为巩固和发展吐蕃佛教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三）开辟修行圣地

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大兴土木建造许多佛教寺院的同时，开辟了不少密宗修行圣地。据《弟吴宗教源流》记载：为了在吐蕃藏地奉行佛法，仿照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修建了十二座学经院、六座祭神殿、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十二座清净院。

十二座学经院分别是：位于前藏的三界不遮度母殿、嘎琼佛殿、温江多和结彩四座寺院；位于多康的绛之热古、智噶扎、吉托昂姆真和登康钦莫四座寺院；位于多麦的那沃杰、夏贝噶、迥康钦姆和格隆雪四座寺院。

六座祭神殿分别是：位于前藏的大昭寺、桑耶寺，康区的格曲玉则佛殿，甘空的慈悲自成佛殿，多康的隆塘世间度母殿和乌如大弥勒佛殿。

八大修行地分别是：位于前藏的青浦、耶巴、娘之夏、白曲沃日，以及多康的丹斗贤、万佛洲、阿隆和隆塘阿雅洲。

十二座清净院分别是：位于前藏的青浦、耶巴、夏拉康，位于多康的丹斗贤、万佛洲、安琼（阿琼）、德位拉才，位于多麦的隆塘阿雅洲、美雪僧格净地、曾之帝师净地、蚌波之唐香嘉布净地和朗隆之哲都。

四大修行院分别是：位于东方的达拉扎菩，由哲嘉卫洛智创建并主持；位于南方的达与僧格隆之扎菩，由朗白吉僧格创建并主持；位于西方的扎玛波腾菩，由努南卡宁布创建并主持；位于北方的阿雅巴罗修行院，由安蓝嘉瓦确央创建并主持。[62]
以上引述对当时赤松德赞时期的吐蕃佛教活动场所作了细微的分类，即五大类，分别是学经院、祭神殿、修行地、清净院和修行院。其中十二座学经院和六座祭神殿是从事佛教显宗理论的讲说和修习的场所；而八大修行地、四大修行院和十二座清净院是举行佛教密宗仪式和开展密宗修炼的专门场所。

（四）翻译佛教经典

赤松德赞成年亲政后，首先命唐朝译师梅果和桑喜以及吐蕃本土译师喀切阿兰达三人翻译从唐朝求取的《十善法》、《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佛说稻秆经》三部经卷，完成译经任务后，桑喜等人在吐蕃王宫讲授三部经卷。特别是桑耶寺建成后很快成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动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同时又是专门的佛经翻译场所。当时从印度、唐朝等地邀请许多佛教高僧大德和学僧到吐蕃，并偕同吐蕃本族学者一起在桑耶寺译经殿从事佛经翻译。当时译经的场景，在《桑耶寺简志》中有描述：

译经僧人均盘腿相向而坐，一人诵经，一个口译藏语，居高位的年迈高僧厘正译语，最后由青年僧人以竹笔写在梵策形经纸之上。当时聚集于桑耶寺译场翻译佛经的，除西藏初出家的“七觉士”和印度的寂护、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等诸大论师外，还有内地和尚帕桑、玛哈热咱、德哇、摩诃衍那、哈热纳波等。汉人不仅翻译佛经，而且还翻译汉地医著和无形算等。这些各地来的译师在札觉加嘎林广译三藏教典。[63]

以上引文是根据桑耶寺原译经院即札觉加嘎林（sgra bsgyur rgya gar gling）中的壁画内容写成文字的。在桑耶寺译经院的东、西、南三面回廊的墙壁上，绘有数十组反映当时译经场面的壁画；而且，每组壁画都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高僧、学僧和译师云集桑耶寺译经院翻译佛经的情景，为后人了解和述说过去的历史留下了极为珍贵、形象的素材，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这一幕幕译经场景在许多藏文史籍中普遍得到印证，如《拔协》、《汉藏史集》、《布顿佛教史》、《如意宝树史》等史书均记述了吐蕃译经的历史。赤松德赞时期，由印度、唐朝、尼泊尔和迦湿弥罗等地区的许多高僧大德以及吐蕃本土的学僧及译师，共同在桑耶寺译经院翻译了诸如经藏、律藏、密续等佛教主要经典。《拔协》记载：

全体君臣都同意并立誓奉行佛法，大译师耶喜旺保担任印度文佛经的翻译，克什米尔的阿难陀和甲·梅果为助手，禅呷来高、拉龙鲁功和郭高木莫功三人做汉文佛经的翻译，以琼保孜孜等做他们的助手，又请来汉地和尚玛香麦郭翻译汉地佛经。翻译的印度佛经有根本四部。因知其中的大众部、上座部和正量部三者于食肉方面的戒律较宽，对吐蕃不适宜，所以不翻译；首先翻译了《四部教》（《四阿含》），然后翻译了少量的《二十根本教诫》和《譬喻部》；翻译了《阿毗达磨之声闻俱舍》。但是，《瑜伽部》最初是为了召引外道使之为善，所以不分净秽皆予宣讲，易使人们不理解经典真义而理解成邪道，因此对吐蕃不适合而未译。密乘的《事部》，当初是为了使婆罗门信奉佛法而讲的，因吐蕃清洁业小而不译。《阿努瑜伽》当时是对低贱种姓宣讲的，因吐蕃多所忌讳而不译。《行部》适合于吐蕃，耶喜旺保祈请赞普，获准后翻译了。总之，将印度的所有经部与总持（陀罗尼）皆无遗漏地全部译为藏文，使赞普十分满意，说道：“耶喜旺保，汉地和印度的佛经：大乘的大部分经典，在吉祥那兰陀寺的被火烧了。它的经书在汉地尚有全套，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尚未翻译过来，我心中觉得很遗憾!”彼时，凡敬信佛法者把所找到的一切佛学经典都翻译了。[64]

以上引文讲述了赤松德赞时期组织各方人才翻译佛经的情况，记录了所译佛经的种类和内容，谈到了印度和唐朝收藏或拥有的佛经状况。当时吐蕃人对翻译佛经持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选佛经翻译对象，尤其在选定密宗经典时，慎之又慎，结合吐蕃历史文化习俗和现实人文环境，在密宗四续中仅翻译了行部（续）经典，没有翻译事部（续）和瑜伽部，引文中没有提及无上瑜伽部，说明当时无上瑜伽部尚未传播到吐蕃。

赤松德赞时期的佛经翻译，是吐蕃王朝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译经活动，也是佛教传入吐蕃以来有组织、高规格的一次正规佛经翻译。从历史上看，吐蕃真正意义上的译经事业，是在赤松德赞时期开始的。经过此次有序大规模长时段的译经，在吐蕃确立了藏文佛教典籍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佛教最终立足于吐蕃是在赤松德赞在位期间，以桑耶寺大僧院的建造、本土出家僧人的产生和佛教经律论三藏的翻译为标志。

此外，赤松德赞时期，不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而且翻译了佛教以外的典籍诸如文学、医学、天文、历算等文化百科。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吐蕃使臣到唐朝请求派遣唐朝僧人到吐蕃传法。“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秀、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65]公元783年（唐建中四年），“夏四月，吐蕃将土僧尼等至自沙州，凡八百人”[66]。吐蕃从唐朝大量引进佛教人才，以此推动吐蕃佛教的迅速发展。

赤松德赞是吐蕃王朝史上出现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法王，他在位期间（755—797）积极扶持佛教，使佛教最终在吐蕃立足。换句话说，赤松德赞为佛教得以在吐蕃弘传做出了巨大贡献，故在藏文史籍中称赤松德赞为圣文殊菩萨之化身，并同寂护与莲花生一起被尊称为“师君三尊”，成为藏传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法王，也是吐蕃时期的三位法王之一（另两位即松赞干布法王，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赤祖德赞法王，为持金刚之化身），他们的塑像常同寂护与莲花生一起供奉在藏传佛教寺院。可以断言，佛教从赤松德赞开始，得到吐蕃赞普们的全力扶持，并逐步推崇到国教的地位，从而加剧了吐蕃传统文化（主要指苯教）与外来文化（主要指佛教）之间的竞争或融合，最终形成藏传佛教这一打着苯教文化烙印的佛教派系。

五 赤德松赞与推崇佛法

赤松德赞去世后，其子牟尼赞普（mu ne btsan po，760—798）继位，成为第三十九代吐蕃赞普（国王）。这位赞普执政时间只有一年零九个月，可他严格奉行父王赤松德赞时期的兴佛国策，为吐蕃佛教持续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如“修持密法，顶礼本尊，诵持密咒，使佛教正法普及天下；不断建立显宗学院和密宗修行地，将莲花生大师以及大译师毗茹札那等开创的大乘密宗推向发展之路”[67]。可以看出，牟尼赞普时期，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十分顺利，而且使显密宗并行发展。尤其是牟尼赞普制定臣民定期供养桑耶寺法宝的制度，定期举行供养律藏和论藏的法会；针对社会贫富悬殊，三次改革经济制度，平衡臣民收入不均；倡导臣民积极向佛法僧三宝包括寺院与僧尼布施金、银等财物，力推吐蕃政教两方面兴旺发达。牟尼赞普去世后，由其弟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764—815）继位，成为第四十代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又名牟都赞普（mu tig btsan po）、赛纳勒（sad nalegs），藏文史书中常将其与赤祖德赞混淆，甚至将其业绩张冠李戴，多归于赤祖德赞。实际上，赤德松赞在位期间（798—815），修葺和扩建了历代吐蕃赞普创建的寺院与佛殿，在大昭寺和桑耶寺等庙宇建立了12处讲经院，在耶尔巴和青浦等圣地建立了12处修行院；特别创建了名为噶琼多杰洋（skar chung rdo rje dbyings）的著名佛殿，简称“噶琼寺”。该寺建造得别具心裁。藏文史书记载：

首先请雕塑匠煮皮、雕塑各种独具特点的佛像。佛像塑好后，在周围立起柱子，盖上殿顶，最后，在外围砌了墙。修成的噶琼寺，极为庄严殊胜。[68]

噶琼寺是供奉吐蕃赞普本尊神佛像的佛殿。尤其在佛殿前树立兴佛石碑，表达了吐蕃王室弘扬佛教的重大决策，碑文为藏文，今译汉文如下：

圣神赞普赤德松赞之世，为圣教正法，永固久存，亲署盟证誓文：

圣神赞普先祖赤松赞（弃宗弄赞）之世，始行圆觉正法，建逻些（拉萨）祖拉康（gtsug lag khang，大昭寺）等诸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祖赤都松（器弩悉弄）之世，于林（gling）之赤孜（khri rtse）诸处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祖赤德祖赞（弃隶缩赞）之世，于扎玛（红岩）建嘠居（kaw cu）寺，于琛浦（又译作青浦）建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父王赤松德赞（乞黎苏笼猎赞）之世，于扎玛建桑耶等寺庙，中央及四境边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圣神赞普赤德松赞之时，亦建噶琼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祖辈以还，如此敬信奉行圆觉正法，永世不隳，不离不弃，化为无量妙业。若离之、弃之、隳毁之、湮灭之，则有无量罪孽接踵而至。今尔后世世代代，圣神赞普父王赤松德赞之世所建三宝之所依处，所行圆觉之正法，不离不弃，不隳不灭，子子孙孙，均申盟誓。如此诸端，赞普父子、小邦诸王，尚论臣工，均参与盟誓。依盟书誓文，勒于石上者均一一遵行。如此，父祖以还，子子孙孙，建三宝之所依处。奉行圆觉之正法，爱惜护持。（此后）任何时期，设或有人谓如此做作为有罪，或谓不善，或以占卜，或以梦觇等等，不拘何种因由，决不因而隳灭，决不离弃。勿论上下人等，勿论何人，以此等言词陈请，决不听信依之而行。

赞普子孙，自幼冲之年起，直至秉政作人主为止，从比丘中任命善知识充任教师，竭尽全力，教其悉心修习正法。蕃地全境（人民）亦应学习正法，修悟正道，轨仪行为不停。上起蕃地贵胄育上流，下至蕃地庶民黔首，其入解脱之门径，无论何时，永不阻塞，虔诚敬信之徒，悉令解脱。其中，有宿慧者，下诏任命为世尊之教法宗师，宗师等人须遵行经教之一切仪轨。任命善知识讲授经籍并作住持。出家诸人，予父子（赞普）均尊为皈依供养之处，赞普牙帐之内立三宝所依处，而供奉之，不令颓败，不离不弃，不毁不谤，而供奉之也。简言之，赞普之牙帐及蕃地全境，决不离弃三宝。祖、父、子、孙，无论何时，定断作三宝之顺缘者决不降低、减少，不隳不灭，如同寺庙户籍文书诏令之前所言，依之管理行事。今迩后，每一代相承，赞普父子均作如此之盟誓。为使此誓词永不变更，三宝出世间之一切天神、非天，均奉请作证。赞普、小邦王子、尚论臣工均亲自起誓加盟，而增盟之详尽文字置于父王在世时所盟誓书誓文一起，而密置藏之。[69]

以上碑文讲述了历代吐蕃赞普兴佛的事迹，特别提到了开创者赤松赞（松赞干布），后继者赤都松（都松芒布杰）、赤德祖赞（丹）、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建造佛殿和寺院的业绩。同时，以立碑的形式确定了吐蕃王室与臣民共同宣誓立盟，供养佛教三宝，尊重出家僧人，保护佛教寺院，接受佛教教育，永不背弃佛教信仰。由此可见，其立碑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保护佛教和弘扬佛教。宣誓立盟，是吐蕃王朝惯用的策略，许多大事要事一直靠这一策略来付诸实践。该寺碑今尚存，对研究吐蕃佛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此外，赤德松赞时期在昌珠寺铸造一口大钟，悬挂于寺院大门入口上，铭文今译汉文为：

没庐妃菩提之劝请：令一切众生齐皈善业之故，特铸造此大钟。钟声有如天神鼓乐，嘹亮于浩渺虚空，此亦增天神赞普赤德松赞之住世寿元也。施主为王妃菩提氏，并由唐廷汉比丘仁钦（大宝）监铸。[70]

昌珠寺创建于松赞干布时期，是吐蕃第一批著名佛殿之一。没庐妃即卓萨·赤杰莫赞，她出家后取法名为觉摩·香曲（jo mo byang chub，尼僧·菩提），致力于吐蕃佛教的建设。她铸造此钟，祈愿众生皈依佛教，以求人们福祉。

此外，赤德松赞亲自下令，吐蕃第二次文字改革，包括修订佛经翻译规则，推动吐蕃译经规范化发展。当时邀请天竺不少班智达（pandi ta）与吐蕃本土学者一起审定和统一佛经翻译标准，编纂了《两卷译语释》（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又有汉译为《声明学要义二卷》的。这是一部既有举例又有释疑的工具书或翻译理论性书籍。书中列出许多梵文和藏语的疑难词汇，并一一解答和阐释，指明其准确译法。赤德松赞在完成厘定佛经译语的工程之后，又颁布法令，无论何时，均不得逾越厘定译语的规则而任意翻译佛经；让译经人员学习厘定译语的规则和技巧，将以前所译佛经，以新厘定的译语或术语来重新校勘和修订。因此，吐蕃译经事业在赤德松赞时期继续得到长足发展。

六 赤祖德赞与弘法政策

赤德松赞去世后，由其子赤祖德赞（khri gtsug lde btsan，806—841）继位，成为第四十一代吐蕃赞普，又名赤热巴坚（khri ral pa can）。其在位期间（815—841），吐蕃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他在前任几代赞普开创的弘法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措施。

根据藏文史书记载，吐蕃王朝时期共三次厘定语言文字，也包括三次厘定佛经译语。第一次是在赤松德赞时期，第二次是在赤德松赞时期，而最后一次是在赤祖德赞时期。赤祖德赞敕令又一次厘定旧译佛经，使译经工作更加正规化、标准化。由于历代吐蕃赞普时期翻译的佛经是从天竺、唐朝、尼泊尔、迦湿弥罗、西域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各文种翻译过来的，而且是不同时期、不同译者翻译的，译经语言风格迥异、词语搭配不同，因没有统一的翻译标准和参照规则，结果文句艰涩难懂。这对在吐蕃社会中传播佛教极为不便，尤其对吐蕃人通晓译经内容带来很大困难。所以，赤祖德赞邀请大批外籍僧人学者，主要是从印度邀请高僧大德，协助吐蕃本土学僧厘定佛经译语，解答译经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其实厘定佛经译语或改革语言文字的工作早在赤德松赞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将佛教大小乘经典中的宗教术语从梵文译成藏语，然后厘定藏语名词，并编辑成一部名为《翻译名义大集》（bye brag tu rtogs pa chen po）的工具书。实际上，“大集”既是一部佛经译语的词汇集，又是一部梵藏对照词典。吐蕃时期不断出台厘定译语的规则，并且得到严格执行，使吐蕃译经事业走向正规化和规模化。

赤祖德赞时期，扩大寺院规模，健全寺内制度，在吐蕃境内掀起一场大兴佛寺的热潮，其中有闻、思、修之修行院，讲、辩、著之讲经院，慧、净、贤之律仪院，以及众多佛殿和佛塔。尤其在拉萨河中游的南岸，创建了吐蕃历史上最著名的高九层的金顶宫殿，被称为“温江多宫殿”（von cang devu），该宫殿既是王宫又是寺院，可谓宫殿兼庙宇，具有政教功能和特殊意义。温江多宫殿的建筑形式也别具一格，正如《西藏王臣记》所述：“底部三层用石料，中部三层用砖料，顶部三层用木料筑成。”[71]而且“形如大鹏冲天飞翔”。其设计者为西域（于阗）工匠，在《拔协》中有较详记载：

下三殿的门框上下都要用石头来修砌。因为石匠手艺特别高超，所以，按照祖辈在拉萨大昭寺首先建立石碑恩泽广被的规矩，这次的石匠活也要以先树立金刚杵形石碑开头，以为献新。各种画图的献新部分，先在绸缎上画出草样，共要108张。塑像的献新部分，先从塑造梵天与遍入二神像着手。铸造物的献新部分以铸造铃状大钟为首。中三殿，要用砖砌造。上三殿，用木料、铜和皮革修筑。共是九层。殿顶之下，绕以风轮，还要围塑很多僧人像。从飞檐向四方拉出四条铁链，连在四座大佛塔上。当大风从西边刮来时，东边的铁链松了，殿顶便略向东边倾斜，当风从东边刮来时，西边的铁链略松些，殿顶便略向西边倾斜。要像日纳山峰高耸入云一样，修建一坐殿顶上的大鹏鸟头也高入云霄的寺庙。[72]

由此可见，温江多宫殿的建筑形式独树一帜，无比壮观。从内部功用上看，温江多宫殿的顶部三层中供奉吐蕃赞普的本尊神佛像，并在顶层走廊内安排僧人日常诵经，中部三层中居住被吐蕃王朝供养的出家僧侣，底部三层中设立王臣办公区。许多藏文史籍对温江多宫殿大耗笔墨作了较详描述，在此不再一一引用。通过温江多宫殿的结构和布置，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已经高于吐蕃普通臣民。

此外，赤祖德赞为出家僧侣创造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给予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特权。为了提高整个僧众的社会地位，赤祖德赞还以身作则，在自己的发髻上系一条长长的丝巾，丝巾下端敷于僧座，令僧众坐在上面，以示对于僧侣的尊敬，甚至在吐蕃王朝中设立宗教大臣，由出家人钵阐布·贝吉永丹（dbon chen po dpal gyi yon tan）担任，其地位排在其他大臣之前，可直接干涉对内对外的军政大权。同时，法定每七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侣，并制定刑法，如有人反对佛教或轻视僧侣，便用刑法来惩治。佛教及其僧侣在赤祖德赞时期受到极高的礼遇，从而激发佛教僧侣的积极性，使佛教在吐蕃得以迅速发展。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赤祖德赞时期，不仅庞大的僧侣队伍开始步入吐蕃社会中的贵族阶层，而且佛教寺院在吐蕃社会中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许多寺院不仅拥有属民和特权，而且占有土地、牧场和牲畜。正如东噶·洛桑赤列在他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所讲：“到赤祖德赞时期，对一些寺院赐给了土地、牧场、牲畜等，从这开始，佛教僧人中的一部分开始转化成拥有寺属庄园的地主阶级。”[73]此外，楚布江浦建寺碑记载：

尚·蔡邦·达桑聂多于堆之江浦，修建神殿之故事，勒石，赞普颁赐诏敕，书以记之:

赞普天子父祖之时，得圣教正法，历代以还，于圣教正法不离弃，有如盟书诏敕所载。尚·蔡邦·聂多奉行圣教正法。圣神赞普天子可黎可足猎赞陛下之鸿恩，遇聂多极隆，为仰报赞普之恩眷，回向赞普陛下之功德，广为祝祷延福，乃于堆垄之江浦，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敬事四部比丘等众。作为供养顺缘之奴隶、农田、牧场及供物、财产、牲畜等项，一应备齐，悉充赞普可黎可足猎赞之常川不断之供养功德。此神殿之名，亦由赞普颁诏敕赐，书于温江岛神圣大殿之后，颁诏概由王廷管理。作为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之上，不征赋税、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颁诏敕授寺产寺属民户之文书。

此神股之供养顺缘民户作功德回向及使用，亦如尚·聂多所施、所行，回向严以诏示。今后，倘聂多子嗣断绝，一切所辖之地土、所领之属民，赞普不再收回，并不转赐他人，均增赐为此神殿之供养顺缘。如此颁诏矣。

供养神股之顺缘财产清册及回向功德文书，节目正文置于世尊教法堪布（亲教师〉之前，副本赐予温江岛神殿之应供长老及主持执事。与此副本相同之另一抄本，存诸本殿，如此颁诏矣。

授与尚·蔡邦·聂多之子孙盟誓文书正本，置于琼瓦达寨之牙帐，作另一大盟誓文之配伍。与此相同之诸本之一，作另一大盟誓文之配伍而置于王府。盟文副本置于颇罗弥之龛内，安放于此神殿之库藏。如此颁诏矣。吉祥！[74]

可黎可足猎赞（赤祖德赞）时期，由吐蕃大臣尚·蔡邦·达桑聂多出资在堆垄地方建造了江浦佛殿（lcang buvi gtsug lag khang），殿前立下建寺碑。后来江浦寺（佛殿）已荡然无存，此碑今存于原址楚布寺内。碑文中反映了赤祖德赞时期佛教庙宇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出家僧人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和崇高社会地位，如出家僧人享有不纳税、不服兵役等优厚待遇。据传，至赤祖德赞时期，吐蕃王臣在吐蕃境内及外地已经建造1008座寺院或佛殿，尤其是赤祖德赞为在吐蕃推行佛法、供养三宝、积聚资粮做出贡献，并依佛法护持国政，吐蕃人民幸福安乐。[75]后世佛教徒赞扬赤祖德赞是一位虔诚信仰佛教的法王，甚至推崇其为金刚手菩萨的化身。然而，由于赤祖德赞在吐蕃推行佛教至上的政策，在政治上向佛教僧人赐予特权，在经济上扶持寺院建设等，最后至物极必反，吐蕃僧尼的荣华富贵激起不少纳税臣民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吐蕃赞普赤祖德赞被谋杀，随之吐蕃佛教遭遇一次前所未有的厄运，即发生朗达玛灭法事件。

七 朗达玛灭法及其后果

佛教在吐蕃经过两百年的生成发展之后，在其鼎盛时期，却遭遇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法难事件。实际上，这是由吐蕃反佛大臣策划、朗达玛赞普亲自下令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公元841年，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glang dar ma btsan po，803—846）下令灭法，并经过5年全面彻底的灭佛运动，将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佛教推进了濒临灭绝的境地。这是吐蕃佛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灾难事件，几乎所有的后世藏传佛教史书都作了详略不等的描述。如《西藏王统记》记载：

此后，王之疆土犹如冬水，日渐下落，十善法律，如坏麦束，绳断分散，藏民福德，如油尽灯，利乐王治，如虹散空，罪恶行径，如大漠风沙，狂吹乱起，行善之心，如昨野梦，渐就忘失。至于诸译师和受供高僧，皆以服役无人，各返乡里。所翻经典，其未竟者，亦唯弃之而已。诸喜乐佛法臣民，徒有悲伤，而亦无可如之何也。[76]

以上引文描述了朗达玛时期发生的佛教法难事件，主要以比喻的手法表达了后世佛教徒对当时法难怀有的一种惋惜或悲伤之情。由于藏传佛教史书对朗达玛灭法事件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大书特书，故灭法事件在藏族地区家喻户晓。

朗达玛下令灭法事件的发生，追根究底，也有其政治、经济等社会根源。如前所述，吐蕃国王赤祖德赞对于佛教的过分支持和优待，引起许多臣民的不满。尤其是赞普规定每七户人家为一组去服侍一名僧侣，并颁布法令如有人恶视僧人剜其目、恶指僧人断其手、恶言僧人割其舌、偷盗寺院及僧人财物罚款80倍，等等。这一系列推崇佛教的措施，直接损害了不少臣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从而激起这部分臣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私下秘密策动推翻现政权和取缔佛教的政治运动，最后这些不喜佛法臣民的阴谋屡屡得逞。他们首先谋杀了宗教大臣钵阐布·贝吉永丹，接着又陷害了赤祖德赞国王的哥哥也是亲信、崇信佛教的臧玛，最后谋杀了赤祖德赞本人。同时，推举不喜佛法的赤祖德赞的兄长朗达玛继任吐蕃赞普。之后，诸大臣促使朗达玛下令，在吐蕃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取缔佛教的运动，史称“朗达玛灭法”事件。《西藏王统记》记载：

尔时，常有冰雹，田地荒芜，旱魃饥馑，人畜病疫，恶王之心又为魔鬼所乘，遂以此藉口，大肆摧毁佛教。令出家沙门或作屠夫，或改服还俗，或强使狩猎，苟不从者，则受诛戮。其毁坏寺宇，始自拉萨：命将二觉阿像，投于水中。尔时诸乐佛大臣，共相计议，将佛像藏于各像宝座之下。弥勒法轮像，以布包裹，藏于卧塘湖边。恶臣等尚拟将寺内泥像，悉投于水。以绳缚金刚手像颈，于刹那顷，系绳之人，呕血而亡，乃不敢继毁佛殿，事即中止。仅封闭拉萨与桑耶寺院之门，其馀小寺，捣毁殆尽。所存经典，或投于水，或付之火，或如伏藏而埋之。诸乐佛大臣，知王之心，已附恶魔，心生极大苦恼，乃同声哀求曰：“大王，轻毁如来教宝，实不应理，请忆念昔日之善规，并赐阅古先王之典籍。”言已大哭。[77]

以上引文中“恶王”是指朗达玛赞普，由于他下令灭法，后世佛教信徒以“魔鬼王”呼其名，声讨他对佛教犯下的罪恶。实际上，“朗达玛灭法”事件是由反佛大臣策划、朗达玛赞普亲自下令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抑佛运动。此次灭法运动，不仅废除了昔日由朝廷保护广大僧众的一切法令，而且剥夺了寺院及僧众的所有财产和享有的一切政治特权，从而使佛教在吐蕃的整个组织都被彻底粉碎，佛教众僧侣皆从寺院被驱逐出去，运动还强迫僧众还俗，甚至让佛教僧侣去狩猎或当屠夫，不从命者皆杀戮。所以，大多僧人逃向民间，不得不重新加入世俗生活，成为负担差税的普通平民。同时，灭法之人将寺院和佛殿里的佛教供品捣毁之后，还用泥土将寺院和佛殿的门窗封闭。他们首先从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等著名寺院动手，将所有佛寺内的佛像或埋在地下（如大昭寺和小昭寺内的不动金刚佛与释迦牟尼两尊佛像就埋入地下），或抛入水中，或捣毁。佛教经典也同样遭到毁坏，或烧毁，或投入江河，当然也有不少佛经被信佛群众藏匿起来，流传后世。

“朗达玛灭法”事件对佛教教团组织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正如吕澂所说：“至此毁佛时期适与唐代武宗会昌之厄相先后，两地因缘如出一辙。但藏地佛学传播未久，根蒂不深，骤遇此种打击，创痛之巨远甚于会昌矣。”[78]说明吐蕃国王朗达玛赞普在位时期，即公元841年爆发的法难事件，其后果远比唐朝会昌法难严重。对此，藏传佛教界也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朗达玛灭佛事件所造成的后果持续达百年之久，史称藏传佛教“百年黑暗”时期。因此，朗达玛的灭佛事件，在藏传佛教史上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后来史家以此为界，将藏传佛教通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断代史，即“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是指公元7世纪中叶（从松赞干布开始算起）至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为止），这个时期长达两百年之久。因而只有研究这两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断代史，才能全面展开藏传佛教的整个历史进程。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以朗达玛赞普为首发动的灭法运动，大大刺伤了广大佛教信徒的宗教情感。因而当时的佛教信徒对朗达玛赞普恨之入骨，最终又酿成了另一场佛教徒谋杀吐蕃赞普的事件。根据藏文史籍，朗达玛逼迫佛教僧侣脱下袈裟上山打猎的情景，被一位山中修炼佛教密法的大师看见，在愤怒之下产生杀害赞普的念头。当时刺杀朗达玛的经过，在藏文史书中作了描述：

拉隆·贝吉多杰时在耶巴山洞中修定。约当半夜，忽见拉萨护法神吉祥天母前来谓之曰：“今藏地获得成就者，唯汝一人，赞普朗达玛破坏如来圣教，汝可往诛此恶王，吾为臂助，望勿畏怯。”翌晨，询问侍者，始知实情。思为佛教，能舍生命，遂生起诛此恶王之勇气。又巧用各种方便：以炭屑涂马，令成黑色，所著袖衣，外染黑色，内作白色，头戴黑冠，油烟涂面，袖藏弓箭，骑于黑马之上，口自念言“我不畏彼黑魔”旋即驰向拉萨。适赞普方在石碑之前，阅览碑文。彼即前来，佯作叩礼。默想本尊，暗诵咒言，袖内潜取弓箭。初一礼指按于箭，再礼扣矢，三礼即对准王额放之，随即逃遁。王以两手拔额上箭，立即倒毙。[79]

以上引文中提出的拉隆·贝吉多杰是吐蕃著名密宗践行者，当时在吐蕃佛教名胜札耶尔巴（brag ye pa）静修地修行。他作为一名在野外山中闭关修行的密宗行者，当佛教或佛教信徒遭遇灾难之时，没有退缩或屈服，而是挺身而出，做好充分准备，携带弓箭下山借机刺杀佛教头号敌人朗达玛赞普。最终他抓住了朗达玛赞普在拉萨大昭寺前阅览碑文之时机，以叩见赞普为由靠近身边射箭杀害了朗达玛赞普。刺杀朗达玛赞普成功后，拉隆·贝吉多杰夜以继日地逃往远离吐蕃政治中心的安多藏族地区。这就是藏传佛教史上佛教徒刺杀国王的悲剧事件，拉隆·贝吉多杰因此成为藏传佛教史上的传奇性人物，尤其在佛教居士僧中受到推崇和敬仰。

第三节 吐蕃外籍僧侣及其传教活动

吐蕃时期的外籍佛教僧侣，是吐蕃佛教的主要开创者和传播者，在吐蕃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公元4世纪直至公元9世纪初，他们时断时续到吐蕃传播佛法，初建佛殿，后建寺院；初译佛经，后剃度出家，为吐蕃佛教的生成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故外籍佛教僧侣成为后世藏传佛教学僧颇费笔墨在各类佛教史书中叙述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外籍僧侣及佛经翻译

根据《青史》（deb ther sngon po）等藏文史籍记载，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国王）拉托脱日年赞时期（约公元4世纪），印度僧人班智达洛生措（blo sems vtsho）和译师黎第生（li the se）二人抵达吐蕃，[80]成为第一批到吐蕃传教的外籍佛教僧侣。当时两位云游僧在吐蕃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当地没有给他们创造开展传教活动的客观条件，主要障碍是吐蕃人对佛教缺乏了解而且没有本土书面文字。所以，班智达和译师在吐蕃没有逗留太长时间，而是很快返回印度。值得提出的是，班智达和译师离开吐蕃时留下了随身携带的几部佛经和一些佛教法器。而吐蕃王室将这些佛经和法器作为珍贵物品加以保存，成了今后在吐蕃传播佛教的种子。至于当时两位外僧带来的佛经，藏文史籍中的记载在经名上出现差异，如《青史》中记载为《旃檀嘛呢陀罗尼》（tsinata ma nivi gzungs）、《诸佛菩萨名称经》（spang bkong phyag brgya pa）[81]；在《如意宝树史》中被称为《佛说大乘庄严宝箧经心要六字真言》（mdo sde za ma tog gi snying po yig drug）和《礼赞满愿百拜经》（dpang skong phyag rgya ba）。[82]吐蕃第一次获得的佛经，在经卷名称上出现了细微的差别，并成为后世藏文史籍中举棋不定的疑难问题。

公元7世纪，是吐蕃佛经翻译的开拓时期。当时吐蕃文官吞密桑布札创制正规藏文字之后，首先翻译了拉托脱日年赞时期获得的《宝箧经》、《百拜忏悔经》（dpang skong phyag brgya pa）等佛经，从而开创了吐蕃王朝翻译佛经之先河。同时，正式邀请外籍僧人到吐蕃从事佛经翻译。当时邀请的外籍僧人主要有印度的格萨热（ku sa ra）大师和婆罗门香噶热（shang ka ra）、迦湿弥罗（克什米尔）的达努（ta nu）、尼泊尔的希玛祖（shiav smbho ta）、唐朝的和尚玛哈德瓦切（ma ha de lwa che，或称大天寿和尚）等。这批外籍僧人主要在大昭寺、小昭寺和昌珠寺等吐蕃第一批创建的佛殿里从事佛经翻译，偕同他们的藏族译师有吞密桑布札和助译者达玛果夏（ngha rma ko sha）及拉隆多杰贝（lha lung rdo rje dpal）等，他们共同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vdus pa rin po che tog gi gzungs）、《月灯》（zla ba sgron ma）、《宝云经》（dkon mchog sprin）、《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shes phyin stong phrag brgya pa），重点翻译了大悲观音菩萨之显密经典21部。[83]
根据史书记载，大悲观音菩萨之显密21部经典，分别为《宝箧庄严经》（za ma tog bkod pa）、《千手千眼陀罗尼》（phag stong spyan gi gzungs）、《莲花藏经》（pad ma snying povi mdo）、《十一面经》（zhal bcu gcig pavi mdo）、《十一面陀罗尼》（bcu gcig shal gyi gzungs）、《不空罥索》（don yod zhags pa）、《后不空罥索》（don zhags phyi ma）、《胜莲》（pad ma mchog）、《自在转轮》（dbang bsgyur vkhor lo）、《仪轨咒续》（cho ga sngags kyi rgyud）、《如意宝陀罗尼》（yid bzhin nor buci gzungs）、《大悲无碍》（snying rje chen po mi gshol pa）、《光明庄严》（vod zer rnam bkod）、《莲冠续》（pad ma cod pan gyi rgyud）、《六字经》（yi ge drug pavi mdo）、《妙法白莲》（dam chos pad dkar）、《白莲经》（punt ri kavi mdo）、《诸河经》（chu klung sna tshogs pavi mdo）、《光明游戏经》（snang pa rol bavi mdo）、《一百零八名号》（mtshan brgya rtsa brgyad pa）和《开示妙相经》（mtshan rab yongs su bstan pavi mdo）。[84]其中除了《光明庄严》、《诸河经》、《光明游戏经》和《开示妙相经》四部外，都已收入大藏经《甘珠尔》部。而且，吞密桑布札翻译的《百拜忏悔经》在德格版大藏经《甘珠尔》部中找到全文及译师署名。[85]
当时外籍僧人按不同语种分成三组在三个译经场从事佛经翻译，正如黄奋生在《藏族史略》中所言：“当时有三个译经场：一个在松赞干布的主持下，有印度译师古萨热译有《大般若经》等，印度译师婆罗门香噶热译有《律藏》；一个在尼婆罗赤尊公主的主持下，由尼婆罗译师西拉曼珠译有《华严经》等；一个在文成公主的主持下，由汉僧大天寿和尚译有汉族的《医药、医方、医疗法和历算》等。”[86]此外，松赞干布时期翻译的佛经中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sangs rgyas phal po che）等。[87]可见，公元7世纪在吐蕃翻译的佛经已经涉及了《般若经》、《华严经》和《律藏》等主要经典；同时，还翻译了最贴近吐蕃人生活的医学和天文历算等书籍。

自从松赞干布开始，出入吐蕃的少量外籍僧人，从未彻底中断。赤德祖丹（公元705—755年在位）时期，吐蕃人湛噶·莫勒噶夏（bran ka mu le ka sha）和聂·咱纳古玛热（gnyags dznyav na ku ma ra）到印度班智达佛密（sangs rgyas gsang ba）和佛寂（sangs rgyas zhi ba）二位高僧座前，学习并获得了口授的《阿笈摩经》（mdo sde las rnam vbyed）、《金光明经》（gser vod dam pa）以及《事部》和《行部》等佛教显密经典；此外，从唐朝翻译了《金光明经》（gser vod dam pa）、《毗奈耶分品疏》（vdul ba las rnam par vbyed pa）以及医学典籍。[88]又说：藏王赤德祖丹时期，许多西域和唐朝出家僧人抵达吐蕃，由湛噶·莫勒噶夏等人翻译了《百业经》（mdo sde las brgya pa）、《金光明经》（gser vod）和医术书等。[89]可以认为，赤德祖丹时期，不仅从印度、唐朝和西域等地区迎请了佛经，而且组织外籍学僧和吐蕃译师翻译了不少佛经和科技类书籍。

赤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时期，是大量外籍僧人云集吐蕃的鼎盛时期。当时吐蕃王朝从佛教兴隆发达地区邀请了众多外籍僧人，在吐蕃开展了规模空前的传教活动，其中佛经翻译是一项重要内容。最初吐蕃人桑喜（sang shi）译师从石窟中取出匿藏多时的《金刚经》（rdo gcod）、《十善经》（dge ba bcuvi mdo）和《稻秆经》（sa lu ljang pa）三部汉文佛经，献给赤松德赞，赞普允许由唐朝人嘉弥果（rgya me mgo）和迦湿弥罗人阿难陀（Aa nanata）主持译成藏文，但翻译工作遇到来自信奉苯教的吐蕃大臣的极力反对而不得不中断，[90]直至后来随形势好转才顺利翻译完成。

赤松德赞时期的佛经翻译，是在创建桑耶寺和产生本土出家僧侣之后才形成规模的。桑耶寺的创建，使吐蕃有了正规的译经场所。譬如，当时在桑耶寺内建造了专门的译经院，被称为“札觉嘉嘎林”（sgra bsgyur rgya gar gling），意为译经天竺院。其译经组织之严密、场面之宏大，在吐蕃译经史上可谓史无前例。《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埃玛呼!

乌仗亚那莲花生大师

沙河尔国的菩提萨埵

克什米尔布马拉米札

我的一百零八位上师

我已宣布为佛教法王

在印度弘扬着的佛教

经、论、续集和密诀

定要全部译成吐蕃文

用尊敬的词语恳求说

译师班智达入法律殿

招令收集纸张从门巴

从汉地运来旃檀树木

从民间收集钢铁牛皮

召集铁木皮匠善书者

规定任务限时来完成

译者们在三尖殿西南

翻译院里专事译经卷[91]

以上引文是赤松德赞颁布的关于吐蕃翻译佛经的敕令，号称当时邀请了108名外籍僧人到吐蕃译经，决心将佛教经、论、续集和密诀全部经论翻译成藏文，并为此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108名外籍僧人中特别提到了乌仗那国的莲花生、萨霍尔国的寂护、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地区的无垢友三位大师。三位大师当时在吐蕃译经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引文中三尖殿西南翻译院是指桑耶寺的译经院，设立如此大规模的译经场所，是赤松德赞在吐蕃弘扬佛教的实际行动。其译经过程也颇为引人注目，由一位外籍僧人和一名吐蕃译师主持一个翻译组，具体承担译经任务。《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由印度堪布达那西拉

孜纳米札、西兰札菩提

扎瓦尔达、达尔玛酉拉

苏然札、达尔玛西日

释迦西拉、沙曼达西日

西日瓦利达等十人讲解

由香依西德、嘎哇巴则

觉绕鲁义尖参、于扎宁苞

关却君乃、拉奇达

释迦札巴哇

拉龙巴结多杰

弥支西日巴扎

洛格琼等十人做翻译

这二十位班智达和译师

翻译了法轮三转的佛经

先译首转不了义十部经

又译次转了义母子十七部续

《般若波罗蜜多现观庄严》、

《七十件大事》、《五道十地》、

一百零八部通用词论著

接译法轮三转经、《楞伽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聚宝经》

及其诠释、《天女吉祥珠》、

《狮子吼》等等，

《阿毗达摩》上、中、下三部。[92]

以上引文描述了当时从印度邀请的达那西拉等10位外籍学僧和吐蕃本土人香益西德等10名译师共20人在桑耶寺译经院分别翻译佛经的经过，并提供了所译佛经名称，其内容涉及佛教经、律、论三藏。值得提出的是，外籍学僧和吐蕃本土译师在译经过程中有明确的分工，如外籍僧人主要对佛经原文进行解读，吐蕃本土译师承担具体翻译任务。可以说，当时的译经组织井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其译经场景独具特色，“译经僧人均盘腿相向而坐，一人诵经，一个口译藏语，居高位的年迈高僧厘正译语，最后由青年僧人以竹笔写在梵策形经纸之上。当时聚集于桑耶寺译场翻译佛经的，除西藏初出家的‘七觉士’和印度的寂护、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等诸大论师外，还有唐朝和尚帕桑、玛哈热咱、德哇、摩诃衍那、哈热纳波等。汉人不仅翻译佛经，而且还翻译汉地医著和无形算等。这些各地来的译师在札觉加嘎林广译三藏教典。这时所译的佛经编目，先后编定成《丹噶目录》、《青浦目录》和《旁塘目录》等”[93]。这是自佛教传入吐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译经工程，基本上翻译完成了《律藏》、《经藏》、《密续》等佛教主要经典。同时，从汉文翻译了不少医学和历算方面的书籍。

吐蕃第一次大规模译经工程结束后，又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向所有参加译经工程的外籍僧人和本土译师颁奖，以资慰劳或酬谢。当时的颁奖情景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作了较详描述：

吐蕃赤松德赞王

设立宝台尧苞尖梅滩

为了报答译师班智达

献上好饭各赠一袈裟

公母骟牛各一头，

一匹马、一匹骡

砂金一升、茶一箱

金巴扎一个、甲一件

一匹缎子、一匹布

一驮氆氇、一驮子哔叽

众位大臣和平民

各按家财之多寡

献出答谢之礼物

根据译师所译书

酌情定功颁奖品

如今这些译师们

君民头顶称上师

国王昭告众臣民

译师们有大恩德

一百零八班智达

莲花生师最伟大

大师念了回向经

众人纷纷把话拉[94]

可以看出，当时外籍僧人完成译经任务后，在吐蕃受到隆重的奖赏，被赐予崇高的荣誉。同时，吐蕃积极发动广大平民百姓，开展向译经僧人捐献答谢礼物的活动，并按照各自译经的贡献大小分别给予不同的奖励。从奖赏的礼品中可知晓当时吐蕃流通的产品或当地的特产，从金银绸缎到马牛羊畜产品，无所不有。外籍僧人接受厚重的奖赏之后，绝大多数返回自己的家乡。《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布马拉米札

束装就道赴汉地

印度各位班智达

各自计程回故乡

班智达们返乡时

译师属民相护送[95]

以上引文中出现的布马拉米札，则是无垢友大师的藏文音译名，当时他是否去了汉地，笔者不敢苟同，有待考证；班智达是当时印度对学富五明、精通佛教经论的高僧大德的尊称，这里特指外籍僧人，他们当时离开吐蕃时受到吐蕃译师及臣民们的热烈欢送。外籍僧人到吐蕃来译经，加强了吐蕃人民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凌乱，对于吐蕃时期的外籍僧侣的人数问题，很难得出言之有据的结论。在藏文史书中提到赤松德赞时期共邀请108名外籍僧人，可这一数字与佛教中最为推崇的吉祥数字相吻合，显然是佛教徒主观推出的一种虚数，很难作为学术性的研究依据。根据《布顿佛教史》记载，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抵达藏区传教或译经的并给后人留下名录的外籍僧侣达93人。但这里没有具体指出吐蕃时期（前弘期）的外籍僧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毋庸置疑，寂护、莲花生、无垢友、佛密、莲花戒、摩诃衍那等，是吐蕃时期的著名外籍僧人和代表性人物。

二 寂护及其显宗理论

寂护（Santiraksita，约725—788），古印度佛教高僧、佛学家，藏传佛教戒律传承和中观思想传承之鼻祖，又名静命（zhi ba vtsho）、菩提萨埵（Bodhisattva）。他出生于古代孟加拉地区，是当地著名的萨霍尔王之子，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启蒙教育，年长后对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和虔诚的信仰，随之在那烂陀寺依止智藏论师出家，很快发展为优秀的佛教比丘僧；在佛学上他追求大乘中观思想，经过名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勤奋，成为一名中观自续派论师，在当时的印度佛教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寂护曾任印度那烂陀寺（Nālandā Vihāra）住持，在中观派学说中颇有自己的建树，他与智藏（ye shes snying po）、莲花戒（Kamalas＇īla）三人享有“东方三中观师”之美称。三人都有弘扬中观学说的论著，以智藏的《二谛分别论》、寂护的《中观庄严论》、莲花戒的《中观光明论》为代表，其佛学思想与清辩有继承关系，主要是以胜义谛性空说为基础，并吸收瑜伽派的部分观点，而融合建立起一个新学派，即瑜伽行中观派。因此，瑜伽行中观派中的关于中观的方法论和对于二谛的阐释，不同于月称，而与清辩的学说相近，是自立量的，不是随应破的。实际上，寂护是瑜伽行中观派的创始人，在印度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公元8世纪，吐蕃国王赤松德赞先后两次邀请寂护到吐蕃传授佛法，在吐蕃授戒建立僧伽组织并推行大乘中观思想。第一次被邀请到吐蕃期间，他在隆措宫宣讲十善法、十八界和十二缘起等佛教基本教义和基础知识，以论证人生“无常”、诸法“无我”等教理来劝说吐蕃臣民信仰佛教，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甚至遭到不少吐蕃臣民的强烈反对。寂护在吐蕃留住四个月后，匆匆离开吐蕃，返回尼泊尔居住，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再到吐蕃传教。第二次被邀请到吐蕃期间，他吸取第一次传法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没有急于宣讲佛教义理，而是同莲花生大师一起主持创建了桑耶寺，并剃度七名吐蕃本土人出家为僧，史称“七觉士”，建立了吐蕃僧团组织。可以看出，在吐蕃首先创建佛教寺院尤其是建立本土僧侣组织，不仅使佛教立足于吐蕃，而且为吐蕃佛教的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出家僧人在传播佛教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作了描述：

菩提萨埵佛教之基础

没有僧人难以有佛教

僧人乃是三宝之其一

他精通三藏内外密宗

两层雄狮台座左右设

右台请布马拉米札坐

菩提萨埵坐在左台上

其他各地来的班智达

分别坐于一层雄狮台[96]

以上引文对菩提萨埵即寂护在吐蕃佛教中占有的崇高威信作了说明，认为他掌握的显宗理论为佛教之基础；同时，阐述了僧侣在佛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僧侣是佛教三宝（佛、法、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历史的视域看，佛教之所以能够弘传起来，主要依靠僧团组织及其戒律制度来保障。最初的佛教僧团，是释迦牟尼初转法轮时的五位弟子，都由比丘僧组成。所以，寂护在吐蕃建立僧伽组织，等于为今后吐蕃佛教的发展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寂护任堪布剃度的吐蕃第一批七人本土出家僧侣，皆是按照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戒律而剃度出家的具足比丘僧，在举行剃度仪式时专门从印度请来二十名说一切有部派的僧人组成授戒僧团，无论其规格还是其过程，都符合佛教正统戒律要求。说一切有部派在当时的部派佛教中，不仅势力最大，而且拥有最完备、最系统的理论经典，即所谓的“三藏”。其经藏有《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等；律藏有《十诵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等；论藏有《阿毗达摩发智论》、《集异门足论》、《大毗婆沙论》、《法蕴足论》、《阿毗达摩俱舍论》、《施设足论》、《顺正理论》等；特别在当时的佛教戒律传承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殊胜地位。

寂护在吐蕃期间，重视对佛教律藏的翻译工作，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经广因缘集》、《律分别》、《律上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四种律典》、《四律上部》、《出家基础》、《律经根本律》、《长净事基本说》、《律分比丘及比丘尼》等，都是在其亲自主持下召集各方译师翻译的佛教主要律藏经典。由此可知，寂护不仅亲自建立僧伽组织，而且十分重视对佛教戒律典籍的翻译工作，他亲自主持译经工作，并对律经进行分类，指出律经中的根本经典和注释经典的区分，尤其对主要律藏经典的内容作了讲解释义。同时，寂护大师对整个佛教显宗理论的翻译也极为重视。《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而堪布菩提萨埵

一人多名的依西德僧，

译出《律经根本律》、

《四种律典》、《十万颂》、

《弥勒经》和《常啼菩萨经》

翻译了显宗大小经，

《楞伽经》十五卷，

《聚宝经》三十五卷，

《大方广佛华严经》二百零八卷，

《涅槃经》一百一十二卷，

全部了义经卷得翻译。[97]

以上引文反映了寂护和吐蕃译师毗茹札那一起在吐蕃翻译佛教显宗经典的情况，其中除了几部律经外，大都是佛教显宗经部，而且涉及大小乘经典。如律经皆为小乘经典，其余都为大乘经典。如《十万颂》为大乘般若经，即《十万颂般若》；《涅槃经》为大乘五大部经之一，是宣说如来常住、涅槃常乐我净、众生悉有佛性乃至阐提成佛等义的经典；《楞伽经》为大乘佛教经典之一，主要论述唯识思想；《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经典之一，主要论述如何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瑜伽思想。

寂护在桑耶寺译经院主持译经的同时，在桑耶寺清净律藏院传授别解脱律仪戒，在兜率发心院传授菩萨戒。尤其是寂护在吐蕃期间常住桑耶寺兜率发心院即菩提殿，宣讲自己的著作《中观庄严论》（dbu mavi rgyan）和智藏的《二谛分别论》，从而在吐蕃树立了佛教显宗中观思想的权威。吐蕃时期的佛教，主要弘传寂护及其弟子莲花戒论师等的大乘中观自续派之见修。

可以看出，寂护第二次来到吐蕃后，主要承担了对于律藏经典和中观思想的翻译宣讲等重任，“静命堪布负荷讲说从律藏到中观的说法重任，打开讲听之风”[98]。引文中的静命即寂护，所谓的讲听之风，就是指建立讲经说法的制度。这是注重对佛教显宗理论学习的一种重要举措。后世藏传佛教信徒都将各大寺院内设立的显宗学院的前身追溯到吐蕃时期的桑耶寺，可以说，寂护在吐蕃所开创的大乘佛教显宗理论即中观思想，始终是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主流佛学思想。吕澂认为：“但藏王又重致之，住藏十五年。所学本属中观清辨学派之别系，但秉律行持悉从旧范（说一切有部律），又仿印土欧丹富多黎寺制建立三姆耶寺于拉萨郊外。落成以后，即从印土聘来持律比丘二十人，如法建立僧伽，复遣藏土英俊子弟七人赴印学法以继之，西藏佛学之真正建立实始于此。”[99]吐蕃时期的佛教，虽然其内部发生顿、渐之争，也有不少佛教唯识宗学派僧人到吐蕃宣讲其佛学观点，但是主要弘传寂护及其弟子莲花戒论师等的大乘中观自续派之见修。寂护最终成为藏传佛教戒律传承和中观思想传承之鼻祖，与赤松德赞、莲花生一起被供奉为吐蕃“师君三尊”，在藏传佛教尤其在宁玛派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三 莲花戒及其著作

莲花戒（Kamalasila，740—795），古印度佛教高僧、佛学家，藏传佛教前弘期教理思想的奠基人之一。莲花戒是寂护大师的得意弟子、那烂陀寺的优秀学僧，持瑜伽行中观见，与寂护、智藏合称东方中观三师；他为寂护的《摄真实论》作《摄真实论注》，为《中观庄严论》作《中观明论》（dbu ma snang ba），为法称的《正理一滴》作《正理一滴注》，还为《稻秆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作过注疏。其作品皆有梵文本和藏译本传世。此外，他撰有代表作《修习次第》（sgom rim）。这部名著分初、中、后三编，完整地阐述了从发菩提心到六波罗蜜多，经菩萨十地到达佛境界的修习次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吐蕃佛教显宗的教理。正如黄明信所说：（莲花戒）著述丰富，在藏文《丹珠尔》中有28种，遍及经释、般若、中观、戒律、因明、秘密等类，还有几种密宗的著作。其中重要的有：中观类的《〈中观庄严论〉难语释》、《中观明论》、《修行次第前中后三编》，其前编有汉译本《广释菩提心论》、《菩提心观释》，《沙门五十颂语句备忘》、《般若七百颂（即大般若经第七会曼殊师利品）广注》、《金刚经注》、《稻秆经释》和因明类的《〈摄真实论〉广注》两帙561叶，《〈正理滴论〉所破前宗摄》。尤以《修行次第前中后三编》对吐蕃佛教及后世的藏传佛教影响为最大。[100]
8世纪，吐蕃国王赤松德赞在寂护大师的举荐下，将莲花戒邀请到吐蕃传播佛教，其间他参与在桑耶寺举行的佛教大辩论会，即汉印僧人顿渐之争，史称“拉萨法诤”。这场辩论会规模大、规格高，由吐蕃国王亲自主持，双方参加者约百人，而且双方在辩论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汉僧大乘和尚摩诃衍那立顿悟说，认为佛教徒不必经过长期的修持，只要排除一切妄念（无念）即可顿悟成佛；印僧代表莲花戒论师立渐悟说，认为修行必须经过不同的阶段，通过个人的长期勤奋精进，修习六度，才能达到正智或无分别智的境界。莲花戒在辩论中取胜后，备受吐蕃国王赤松德赞和吐蕃佛教界的推崇，支持以寂护大师和莲花戒论师的佛学观见为吐蕃佛教的主流思想，这对后期藏传佛教显宗中观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莲花生及其密宗思想

莲花生（梵文Padmasanmbhava），生卒年不详，约公元8世纪人，古印度佛教高僧、密宗大师，吐蕃佛教密宗系主要创始人，在藏文中被称为邬坚·白玛炯奈（Ao rgyan pad ma vbyung gnas），意即乌仗那·莲花生。这一名字，有着特殊的含义，意即莲花生大师不是胎生，而是从莲花中自然诞生。后人对莲花生的生平增添大量的神话色彩，撰写了数不胜数的个人传记，号称有450多部传记。19世纪末，藏族佛学家贡智·云丹加措搜集整理出80多部莲花生大师传记，无论哪一部传记皆充满神话内容。譬如，有一则关于莲花生大师的故事中是这样讲述的：古代印度的西部有一位名叫恩章布第的国王，他虽然娶有许多王妃，但是一直没有子嗣。正在此时又碰巧国内闹饥荒，饿殍遍野，国王自己又不幸双目失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一位叫阿舍难的贤觉向恩章布第劝谏，请国王开仓布施全国庶民百姓，同时建造法坛，宣诵《若般波若蜜多经》，这样会消除人间灾难。国王恩章布第就按贤觉的教诲将库存金银、粮食等财宝全部向灾民分发出去，但仍然供不应求。国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亲自前往龙宫取宝，在回程经过的地方有一个叫胝珉当滇的湖泊，湖中盛产莲花，莲茎很粗，一人双手才能合抱。有幸的是当国王一行来到该湖边时，国王早已失明的双目不药而愈，重见光明，并看见莲花放出五颜六色之光，莲花中间竟然端坐着一个小幼童。国王恩章布第喜出望外，向这位幼童问道：“你的父母是谁？”幼童便回答：“我以明了智慧为父，以欢喜慈悲为母，以不生不灭为居，以内外莹澈为心，以空有不著为食，以降伏妄念为座。”恩章布第国王听了这般回答，不由自主地心怀慈悲，并同随从啼泪悲泣。国王认养莲花中的幼童为子，取名为“措吉多杰”（mtsho skye rdo rje），藏语音译，意为“海生金刚”。国王将幼童抱回王宫，精心抚养。顿时，十方护法神、五方金刚佛母、六道金刚都为幼童散花供养；五方金刚佛母又现八方化身及十方如来为他加持赞颂。显而易见，在莲花生的传记中掺和如此之多的神话故事，其目的是为了渲染莲花生不同寻常的身世和超凡脱俗的密宗法力。

实际上，莲花生约于摩揭陀国天护王时期出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乌仗那国（位于今巴基斯坦西部的卡普利斯坦一带，又说今阿富汗境内）,是其国王恩章布第的王子。据传恩章布第又是一位在家密教修持者，颇有成就，成为印度佛教金刚乘的创立者之一。莲花生从小耳濡目染，对佛教义理尤其对密教修持有一定的造诣。他身为王族，曾周游印度各地，广访密宗大师，修学各种密法，先后依止许多印度佛教密宗大师修习佛教密宗，如在一位叫寂色的持真言的阿阇梨处修习事、行、瑜伽三部密法，并获得密宗法名，即莲花生。之后，他从瑜伽师乐天和瑜伽母乐持处修习无上瑜伽，从吉祥狮子座前获得大圆满法的传承，最终又成为印度佛吉祥智的四个证得现法涅槃的弟子之一。莲花生成名后，主要活跃于印度的那烂陀寺等佛教密宗中心。

8世纪，在寂护大师的举荐下，莲花生被吐蕃国王赤松德赞邀请到吐蕃传播佛教，他首先通过密宗法术调伏吐蕃本土神灵，将许多苯教神祇改造为佛教护法神，为佛教在吐蕃顺利传播清除各种阻碍；其次协助寂护大师建造桑耶寺，建立吐蕃本土僧伽组织，为佛教在吐蕃立足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于莲花生在吐蕃开辟密宗之缘由，主要与吐蕃的传统宗教苯教有关。苯教认为在宇宙间游荡着各种各样的精灵，这些精灵的结合决定了人世间的吉凶祸福，于是想依靠对这些精灵的祭祀和祈祷，达到禳灾招福的目的。其祭祀的具体方法采用巫术的仪式，为了与这种带有古老本色的宗教仪礼相抗衡，佛教也不得不用自己所具有的咒术性的密宗来对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讲述高深的教义或宣扬以清净的戒律来约束日常生活的话，是绝不会为当时的吐蕃人所接受的，这从寂护大师第一次在吐蕃宣讲佛法的失败中已得到证实。因此，当时能够与苯教咒术相对抗的只有莲花生及其密宗。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莲花生作为佛教密宗的斗士，被寂护举荐给赤松德赞，让莲花生在佛、苯之争中冲锋陷阵，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而树立了莲花生在吐蕃佛教特别在密宗中的显赫地位。《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在桑耶寺三尖殿中堂，

请班智达译师译佛经。

莲花生大师未经胎污，

生于莲花没有生和死，

征服三界而调伏三有，

说出法名内容就知晓，

对显密二宗都不陌生，

尤其可称内密宗主人，

请到吐蕃调伏地方神，

恩重请坐三层雄狮台。[101]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莲花生在吐蕃之所以取得密宗教主地位，主要是他专门传授佛教密宗，并通过密宗法术调伏吐蕃本土神灵。同时，莲花生巧妙地找到佛教同苯教之间的结合点，从而缓解了两派之间的激烈冲突，为佛教在吐蕃开辟了生存发展空间。换句话说，莲花生很机智地发现无著系统的瑜伽行派所奉行的诸佛或菩萨同苯教所祭祀的诸神之间的相似之处，并成功地建立了苯教诸神可变为佛教护法神的神佛体系。特别是莲花生抵达吐蕃后发挥密宗中富有咒术力的特异功法，使得苯教在文化挑战中不知所措，正如小巫见大巫，使其败下阵来，从而确立了佛教在吐蕃宗教中的主流地位。

与此同时，莲花生在吐蕃培育了一大批不用受比丘戒的佛教居士队伍。由25人组成的首批居士队伍，史称“君臣二十五人”，其中包括国王赤松德赞以及贵族、高僧和译师等，莲花生向他们宣讲佛教密宗义理及仪轨。也就是说，莲花生在吐蕃期间主要宣扬佛教密宗，向藏王传授了《金刚橛》和《吉祥马头金刚》，特别是藏王修《吉祥马头金刚》获得成就，在修炼中三次亲耳听到马鸣声。[102]可以知晓，《金刚橛》这一佛教特异密法是莲花生于公元8世纪在吐蕃亲自传授并成为当时吐蕃人体验佛教密宗的一种实践法，至今藏传佛教各派密宗对此密法极为重视。当然，对于《金刚橛》的真伪问题，后来在藏族地区引起很大争议，经过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等大德对照梵文版本进行核对和考证，终于肯定了它的真实性或正统性，从而熄灭了一场真伪佛经的大辩论，重新确立了《金刚橛》的正宗地位，它被不少藏传佛教宗派所信奉或修持。此外，莲花生将大圆满法中的《康卓（空行）心髓》在吐蕃特意传授给出家女尼益西措杰。然而，益西措杰没有将这一密法向其他人传授，而是把法本埋藏起来，因而这一密法成为吐蕃较早的伏藏之一。

通过佛教居士队伍，莲花生将流行于印度南方的密宗法脉移植到吐蕃藏地，同时还提倡和传扬被命名为“无上秘密乘”的普贤法身思想。此外，莲花生将龙树系统的中观派诸佛、菩萨转变为密宗本尊，在吐蕃本土同苯教诸神一样显示法力，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由此可见，莲花生的密宗思想以及居士队伍在当时的吐蕃成为对付苯教的思想武器和中坚力量，从而在斗法过程中逐渐打压了苯教的嚣张气焰，为佛教立足于吐蕃扫除了主要障碍。由于莲花生以高超的密宗法术在吐蕃佛教界取得巨大成绩获得崇高威望，后世藏传佛教尤其宁玛派将莲花生推崇为佛教居士王或持明者大王，给予其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地位，尊称“第二佛陀”。

莲花生在吐蕃期间，大力支持吐蕃的译经事业，当时他主要参与了对密宗经典的翻译，同时，积极宣讲密宗思想和解释密宗要义。《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埃玛呼!从印度佛之国，

太阳月亮来到吐善国。

原原本本讲解显密宗，

三位译师请即译出来。

言讫撒出一升金子花，

从此以后莲花生大师，

在牛年末尾至虎年初，

讲解了内密三瑜伽续，

由毗茹札那译师译就。

译成满足修福《国王十大经》、

《波罗蜜多心经》观经、

《临终智大乘经》修经、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行愿经、

《金刚摧破陀罗尼经》洗浴经、

《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佛顶经、

《密主蓝衣经》修福经、

《无量寿佛经》长寿经、

《财续母经》财宝经、

《一字心经》等。

内增《奈洛迦》经，

密增修行经。

《无污悔经》国王经常念，

每月悔改过失补誓约，

国王寿数原本四十六，

念经吃斋延长十三年。

这期间所译经卷有很多，

顾虑文字繁多怕出错，

不过略一退译助收束，

饮喝佛法浩瀚之大海，

译出一百三十八种经。

以金刚界佛为首的，

一百三十五种如来集，

一百二十一种外密经，

幻术八部和无上全集经。

翻译密宗的方法像太阳。[103]

以上引文不仅交代了莲花生在吐蕃期间积极参与佛经翻译或讲解密宗的活动，而且歌颂了密宗与众不同的神秘法术和殊胜功能，特别指出了莲花生在吐蕃弘扬的佛教密法属于金刚界范畴。莲花生竭尽全力翻译各种密宗典籍，其目的则是在吐蕃传播密教。引文中《国王十大经》、幻术八部和无上全集经，在其他史书中分别被称为《普成王经》（kun byed rgyal po）、《幻变修部八教》（sgyu vphrul sgrub sde brgyad）和《集密意经》（mdo dgongs vdus），[104]其密宗思想均脱胎于中观派教理。也就是说，印度大乘佛教末期，瑜伽派的势力迅速衰落，而中观派却趋向密宗金刚乘发展，逐渐被密教化。莲花生的密宗思想正是代表了已经步入金刚乘阶段的印度后期佛教。

虽然莲花生本人没有系统论述自己所持的思想观点或派别归属，但是从他同寂护和莲花戒等高僧的特殊关系来看，应该属于中观自续派。从藏文《大藏经》中收录的经论目录或题跋看，莲花生也有不少论著，如《圣青衣金刚手修法广释》、《金刚摧坏陀罗尼释金刚炬》、《吉祥空行世间怙主修法》、《秘密书状》、《五三摩耶》、《普遍怡悦修法》、《长行述阿罗波左那修法》和《照明宫殿现观除暗灯》等。这些论著主要讲述密宗实践，反映了莲花生的专长在于佛教密宗的修持方面。因此，莲花生在吐蕃传播和发展佛教密宗的过程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第二佛祖莲花生，

菩提萨埵大堪布，

前生本来是兄弟，

有缘因而不回去，

致决定留下来。

堪布修行菩提殿，

大师修行桑耶青普山。

国王学佛力践行，

加持传承未断史。

灌法河水未消失，

密诀利刀未磨坏。

佛法王位在加固，

未被敌人劫夺走。[105]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桑耶青普山（青浦），是莲花生在吐蕃传授密宗和实践密法的主要场所，他以此作为传教中心在吐蕃建立了密宗传承，这使他自然成为藏传佛教密宗的开山鼻祖，在宁玛派中确立了其第二佛祖的地位。可以说，莲花生对佛教密宗在吐蕃被人们所接受而得以传承下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尤其是莲花生将大圆满法传入吐蕃，成为后世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最高大法，在藏族地区得以盛行。所以，莲花生作为藏传佛教密宗的祖师，在藏传佛教史上占有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莲花生在吐蕃期间未能将自己的全部密宗思想直接传授给吐蕃臣民，他将那些不能很快被吐蕃人理解和接受的甚深密法以伏藏的形式秘密藏匿于青藏高原的山崖谷地，留待后人时机成熟时发掘并继承弘扬。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莲花生大师及少数具德相大师，为了教化未来众生，将很多修习共与不共两种悉地的教授作为伏藏埋藏，大力加持，令不失坏，付与守藏护法神掌管，并发净愿，愿此法得遇有宿愿的化机。若到取藏之时，则先现取藏的预兆，由谁取藏，应将取藏者的名号氏族、容貌等记在取藏的简扎上。若时地与取藏人一切缘会具备，则将此藏取出，以之普传有缘，称为伏藏法。[106]

莲花生鉴于当时在吐蕃推广密宗无上瑜伽法的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将许多当时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翻译出来的无上瑜伽部的甚深修持密法经典，没有广为传授或普及就索性藏匿于各大山川谷地之中，并作出预言授记，将来主客观条件成熟之时，这些甚深密法定会重见天日，给人们带来福祉。“莲花生大师为了利益未来有情，故将各种甚深教授，埋藏在山岩湖海之中，此后便往西南妙拂洲去了。”[107]因此，藏传佛教后弘期内宁玛派伏藏师发掘的伏藏法，大都为莲花生所著或所讲或亲自藏匿成为伏藏的密宗经论。后来宁玛派将这一源于吐蕃时期的伏藏法传承作为炫耀或标榜自己优越于其他宗派的主要标志。

根据不少藏文典籍中的传说性记述，莲花生曾到五台山学习天文历算，他的师弟无垢友也去过五台山，只有三位师弟中的上师佛吉祥智没能实现去五台山的愿望。此外，相传莲花生离开吐蕃后，先到达罗毗荼洲，教化其国王皈依佛教，从摩揭陀请来三藏的亲教师多人，建立毗陀、遏陀、苏陀三大寺。莲花生住此洲弘扬佛教达12年之久。所以，莲花生的最后去向对后人来说成为一大谜团，至今无论在佛学界还是在藏学界无人能够解开这个谜团，有待继续考证。

吐蕃时期，除了莲花生外，尚有不少外籍密宗大师为密宗在吐蕃得以兴隆发挥过如虎添翼般的巨大作用。“王又迎请阿阇梨大咒师法称、无垢友、佛密、静藏等诸天竺班智达多人来藏。法称依瑜伽金刚曼陀罗传授灌顶等。无垢友及其余诸大阿阇黎，亦为少数已成法器的人随其所应传以教授。”[108]这里讲述的是赤松德赞时期邀请外籍密宗大师在吐蕃协助莲花生传授佛教密宗的事例，当时诸位密宗大师在吐蕃培养了不少吐蕃本土的密宗弟子。根据藏文史籍，上述诸位密宗大师主要传授密法，一般不讲说显宗教理。“然未闻诸师讲说显教性相的大经典。”[109]由此可见，诸位密宗大师在吐蕃主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专门讲解密法，对密宗在吐蕃得以弘传，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印度佛教发展史的角度看，无垢友、法称、静藏等几乎所有当时到过吐蕃的外籍僧人，均为修学过印度佛教末期的密宗教理和仪轨的僧侣，因而他们各个具有对付苯教咒术的佛教密宗素养。当然，莲花生始终是吐蕃佛教密宗的主要传播者和发扬光大者，他在藏传佛教密宗史上享有的开山鼻祖之桂冠无人替代。特别是宁玛派密宗传承的创立者或主要法脉源头均归于莲花生，故他在宁玛派僧尼心目中具有牢固的不可撼动的崇高宗教地位。

五 无垢友及其密宗传承

无垢友（bi ma la mi tra），约公元8世纪人，印度佛学家、密宗大师，在古印度佛教密宗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公元8世纪，无垢友应吐蕃赞普（国王）赤松德赞之邀请，来到吐蕃翻译佛经和传授密法，在吐蕃生活长达13年之久，深受吐蕃本土佛教信众的推崇和虔诚敬仰。尤其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将无垢友尊奉为本宗密法传承的主要祖师之一，在藏传佛教旧派密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无垢友作为古印度一位佛教密宗大师，其生平事迹在藏文佛教史书中不乏描述。仅他的名字，就在藏文文献中常出现音译和意译两种：第一种撰写为“bi ma la mi tra”（布玛拉弥札），简称“bi ma la”（布玛拉），此乃梵文名之音译，相对而言，此名在藏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实际上，已成为其正统或常用名字；另一种写法是“dri med bshes gnyen”（智美协年），这是按梵文名之字义译成的藏文称谓，意指“无垢友”，故在汉文中常以此名来书写。

对于无垢友的具体生卒年月，在有关文献资料中未能搜寻到清楚可靠的记录。当然，许多藏文史籍中不但说明无垢友是古印度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人，而且记录了无垢友的出生年属相，“他于牛年出生在印度，三百岁时传法来吐蕃，时距佛灭千零八十年”[110]。显而易见，这段记述掺杂了神话色彩，虚构成分较浓重，其出生年依旧模糊不清，甚至认为无垢友被邀请到吐蕃传法时，竟达300岁，这不符合正常人的寿命规律。然而，从藏传佛教密宗的立场看，不难理解其中的玄妙，身为一代密宗大师，其身世需要进行神秘性的渲染，犹如莲花生大师的神秘身世。所以，在藏文史料中无论是莲花生还是无垢友，一般不正面描述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家境实况，从而使得迄今依然难以准确判断无垢友的生卒年月，有待作进一步考证。

尽管无从断定无垢友的真实生卒年月，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藏文史书，大致推断出他生活的时代。根据《杜钧教史》（bdud vjoms chos vbyung）记载：吐蕃名僧娘·当增桑布（nyang ting vdzin bzang pu）向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举荐印度密宗大师无垢友，遂派遣噶瓦·白泽（ska ba dpal brtsegs）、觉若·鲁坚赞（cog ro kluvi rgyal mtshan）等吐蕃佛教译师赴印度邀请无垢友，他抵达吐蕃后主要从事佛经翻译并传授密法。而且无垢友在吐蕃传教达13年，后去汉地五台山朝礼，并在那里圆寂。[111]可见，无垢友于公元8世纪被邀请到吐蕃传法，至于后在五台山圆寂，有待考证。众所周知，公元8世纪，是吐蕃佛教立足并进入发展时期，许多藏文史书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当时赤松德赞执政，他派人从周边佛教发达地区邀请众多高僧大德，在吐蕃开展大规模的译经和传教活动，其中就有无垢友密宗大师的有力参与。由此可以断定，无垢友乃公元8世纪的佛教著名人物。

至于无垢友的生平事迹，在藏文文献中不乏介绍，尤其在藏传佛教宁玛派史书中有大量的描述。如《宁玛教派源流》（rnying ma chos vbyung）记载：

无垢友上师出生于西印度一个叫大象林（glang povi tshal）的地方，父亲叫德丹主人（khyum bdag bde ldan），母亲名为赛柔主妇（bdag nyid gsal rig）。无垢友7岁时进入一所学校，并成为一名才学出众的优秀学生。不久，无垢友由于智力超群而被举荐归入佛门。他在全面修习佛学知识期间，还广泛学习文化课程，每门课聘请3位老师来讲授，如此方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共聘请了15位老师。无垢友21岁时被选入班智达的行列，他精通各门学科知识，并掌握360种语言，能够运用四大种声音及动物语言解说各种事理；特别是他不仅娴熟般若经论，而且将般若深奥义理以日常诵经一般顺口演讲或阐释。同时，在显宗方面，无垢友通达佛教三藏包括大小乘之经论；在密宗方面，他曾依止160位具足讲说及修持传承之上师，修学所有续部，尤其亲近布达古哈亚（bungngha gu hya）上师修习《甘露功德续》（bdud rtsi yon tan rgyud）之一切密法，获得大手印殊胜成就。无垢友尤为精通《幻变经》（sgyu vphrul），著有《秘藏》（snying po）注释即《理论明灯》（khong gzung gsal sgron）和《略释》（vgrel chung）等多部密宗论著。[112]

不难看出，无垢友不仅是一位极富聪慧的天才性学僧，而且从小受到优良的佛教修学和文化教育。他精通佛教三藏，尤其专长佛教密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古印度佛学家和密宗大师。因此，无垢友于公元8世纪受到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盛情邀请，来到吐蕃传授密法和翻译佛经。特别是无垢友在吐蕃获得崇高的宗教地位和高级别的社会礼遇。譬如，他的宗教身份和社会影响当时仅次于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而成为吐蕃外籍高僧中的第三号人物。文献记载：

国王邀请班智达讲经，

乌仗亚那来的莲花生，

来自萨霍尔国的静命。

克什米尔来了布玛拉，

坐于铺设兽皮狮子床，

华盖之下宝伞团团开，

右撑幡幢左边张旌旗，

前置金曼荼罗百零八，

还有松耳石和绿宝石，

青玉珊瑚诸宝曼荼罗，

各配一名翻译来讲经。[113]

以上引文描绘了外籍高僧在吐蕃讲经说法时的隆重场景，同时，又反映了无垢友（布玛拉）在吐蕃佛教界享有与寂护（静命）和莲花生大致相等的宗教威信或地位，他在参加吐蕃举办的各项佛事活动中的规格和条件完全等同于寂护与莲花生两位大师。这里进一步说明了无垢友作为吐蕃佛教界的第三号人物是言之有理并名副其实的。

关于无垢友最初到吐蕃传授密法和翻译佛经的机缘，亦有部分藏文文献认为，是吐蕃大译师毗茹札那（bee ro tsa na）向赤松德赞推荐而促成的，正如《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在印度的嘎比罗城中，

安札菩提国王供奉的，

五百学者之中有二人，

布玛拉以及普达古哈。

应当请到吐蕃作祈祷，

届时我的讲法会证实。

应当多多迎请班智达，

不要臧否佛法应全译，

言讫即赴嘉摩擦瓦绒。[114]

以上引文是吐蕃名僧毗茹札那大译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在吐蕃遭遇非礼而被遣送嘉摩擦瓦绒（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大小金川地区）之际，向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建言献策，他认为布玛拉（无垢友）和普达古哈（bungngha gu hya）是当时印度五百名著名佛教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大师。经过毗茹札那的极力推荐和详细介绍，赤松德赞对无垢友有所了解，最终促成其邀请无垢友到吐蕃传教。对此，藏文著名史书《西藏王臣记》（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vi glu dbyangs）中亦有较详记载：“吐蕃人中有一些奸臣对毗茹札那等人大生嫉妒，向赞普进谗言将他们放逐到边远地区，还幸为时不久，他们获得自由，仍旧被欢迎返回到吐蕃。那时大班智达·布玛拉弥札（无垢友）的德誉，已渐次传到赞普（国王）的耳边。赞普遂派人迎请布玛拉弥札到吐蕃传法。他宣讲《大圆满法》（rdzogs pa chen po），使一些人士得以饱餐密法之美味。”[115]当时无垢友作为一名享有宗教声望的高僧大德而被邀请到吐蕃来传授佛教密宗。正因为如此，无垢友的佛学知识和密宗成就在藏传佛教尤其在宁玛派史书中被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有具体形象的描述：

大班智达布玛拉弥札，

精通那海洋般的佛法，

精通内外密宗和三藏，

全部佛法无不记心间，

得到了不忘总持成就。[116]

以上引文中强调了布玛拉弥札（无垢友）不仅精通佛学、娴熟内外密宗，而且通达佛教经、律、论三藏，说明他无论是在显宗方面还是在密宗领域皆具有很高的造诣。实际上，无垢友在精通佛教显密二宗的前提下，更专精于密宗经典和密法实践，他被邀请到吐蕃后，主要致力于密宗领域，既主持翻译密宗经典又向门徒传授密法仪轨。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无垢友在吐蕃主持翻译的佛经，绝大多数属于密宗经典。《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克什米尔的布玛拉弥札（bi ma la mi tra）和聂钦·咱纳古玛热（gnyags chen dznya ku ma ra）二人翻译了《金刚萨埵幻网续》（rdo rje sems dpal sgyu vphrul dra ba）、《真实续》（yang dag pvi rgyud）、《金刚橛续》（rdo rje phur buvi rgyud）、《阎罗续》（gshin rjevi rgyud）和注释类，以及《心部》（sems sde）、《界部》（klong sde）、《教授部》（man ngag sde）包括《宁提》（snying thig）。”[117]事实上，这里罗列出的密宗经典，只是无垢友在吐蕃主持翻译的代表性作品，而远远不能囊括无垢友参与翻译的全部密宗经典。值得说明的是，无垢友在吐蕃除了主持翻译密宗典籍外，主要亲自向广大门徒传授密法，当时培养了不少吐蕃本土密宗弟子。所以，后世宁玛派将本宗许多不共密法传承追溯到无垢友那里，使其成为藏传佛教古旧密法派系的主要祖师之一。

8世纪，无垢友作为一代佛教密宗大师，他在吐蕃所传之密法，被后世宁玛派代代相传，并在藏族地区发扬光大，已形成藏传佛教中一支重要密法传承，迄今依然相沿不绝。

至于无垢友在吐蕃所传之密法，藏族著名佛学家东噶·洛桑赤列（dung dkar blo bzang vphrin las）曾作过简明扼要的考述：

远传经典部的传承，首先，由无垢友大师于赤松德赞时期进藏向玛仁钦乔（rma rin chen mchog）和聂钦·咱纳古玛热（gnyags chen dznya ku ma ra）二人传授了《幻变秘藏》（sgyu bphrul gsang ba snying po），由此产生了许多传承弟子，将这一密法弘传于后藏芒噶、拉堆南北、金沙江流域、布波岗等地区。其次，又有阿阇梨达那热西答（ngha na rkshi ta）给尼泊尔达玛布德（nghrma bo nghi）教授《本续》（rtsa rgyud）和《释续》（bshad rgyud）。同时，将此密法在勃律地方向朝日切赞杰（phrom ru che btsan skyes）传授，并译成藏文得以弘扬。又有聂钦·咱纳古玛热向大译师毗茹札那和玉札宁布（gyu sgra snying po）二人请教大圆满心品类密法，从此渐次发展传承之教法名为《心品》（sems phyogs）。又由大译师毗茹札那向旺·弥庞贡布（dbang mi pham mgon po）传授了吉祥量等虚空之续部等《金刚橛教授》（rdo rje zam pvi man ngag）类，从此一脉相承之教法被称作《界部》（klong sde）。又有阿阇梨无垢友向吐蕃赞普（国王）赤松德赞和娘·当增桑布二人传授了《大圆满宁提》（rdzogs pa chen po snying thig），这一密法后来被贡钦·隆钦巴继承并发扬光大，遂形成《隆钦宁提》（klong chen snying thig）传承。又有阿阇梨噶热多杰（dgav rab rdo rje）向仁增·室利僧哈（rig vdzin shri sing hva）传授了《康卓宁提》（mkhav vgro snying thig）。据说，这一传承中还产生过分支密法。[118]

以上引文对宁玛派远传经典部的密法传承进行了系统梳理，特别对内部三支传承即《幻变经》（sgyu bphrul）、《集经》（包括《本续》及《释续》）和《心品》（sems phyogs）及其分支《大圆满宁提》与《康卓宁提》等作了十分清晰的描述，从中明确了宁玛派的重要传承远传经典系的密法主要源于无垢友大师。譬如，无垢友在吐蕃向玛·仁钦乔传授《幻变经》密法的同时，又将这一密法特意传授给另一位门下徒弟，即聂·咱纳古玛热（又名聂·雄努西饶）。此外，《心品》的密法传承，主要源于无垢友大师。

毫无疑问，无垢友作为“旧密”传承的主要祖师之一，对构建宁玛派九乘教法这一金字塔式的佛学或修学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大圆满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看，大圆满思想源于藏传佛教“前弘期”，而成熟于“后弘期”，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从整体内容上看，大圆满思想不仅承继了无垢友的密宗思想，而且汇聚了吐蕃时期的莲花生、毗茹札那等密宗大师的佛学思想或密法传承，后来又得到宁玛派高僧大德的发扬光大，遂形成既有深奥义理又有实践证验的自成体系的“大圆满法”。

第四节 吐蕃本土僧侣队伍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虽然可以上溯到公元4世纪，但是吐蕃本土的出家僧人迟至公元8世纪才产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在吐蕃传播的过程，是一段既曲折又缓慢的历史。公元7世纪即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出现不少修习禅定的人士，正如《青史》记载：“松赞干布命许多人士修禅定，由此成为神通者亦复不少。”这里提出的修禅定可以说是按照佛教规则进行的，但这些所谓的神通者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些近似苯教的隐修者而已，不可视为正规的佛教僧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当时吐蕃还没有出现本土出家僧尼。实际上，吐蕃本土出家僧尼是在公元8世纪，即赤松德赞时期方正式产生并在吐蕃开始履行宗教职责。吐蕃时期的本土僧侣队伍是由出家僧团和在家居士共同构成的，既保持了佛教的传统戒律传承，又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

一 出家僧侣组织

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创建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桑耶寺，为吐蕃本土出家僧人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桑耶寺竣工后，吐蕃王朝并没有及时让本土人出家剃度受比丘戒，而是鼓励吐蕃青年人学习外语和佛学，以便翻译以佛经为主的外来先进文化。《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吐蕃领主大国王心想，

二位导师讲了很多经，

全都留存吐蕃该多好，

将那聪明机灵能干的，

招收一百零八翻译家，

吐蕃四翼八至十八岁，

身心健康聪明漂亮者，

而且博闻强记好学者，

都在招纳遣派之行列，

家有漂亮孩子父母忧，

印度路远性命可危险，

气候炎热水里有病毒，

妒意太强暗里陷害人，

到处流浪无处可安身，

人们全力资助赴印人，

贪恋故土的人不愿走，

敢于起程的都是勇士。[119]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敕令在全国招收108名8—18岁的聪慧男孩，并将他们作为培养引进外来先进文化的骨干力量，派往天竺留学成才。当时的吐蕃人并不情愿远离家乡赴天竺留学，视天竺为充满艰险的地方，尤其是天气的炎热和水土的不适，给吐蕃人造成一种恐惧的心理。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受命前往天竺留学，其中不少人果然成为吐蕃时期翻译佛经的骨干力量。比如，毗茹札那就是当时培养起来的吐蕃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同时，邀请外籍高僧大德到吐蕃向本土年轻人教授梵文。《巴协》记载：

兔年春，阿阇梨（寂护）迎请说一切有部毗婆沙部的十二位比丘到吐蕃，让尚伦（大臣）儿子钦勒桑等学习梵语；其中钦阿努之子释迦、巴果纳度之子巴果毗卢遮那、巴玛色之子然那、巴赤西之子桑喜达，以及尚聂桑之子喇布、喇赛赞和旭布空赖等学会了梵语；而钦勒桑等尚伦之其他不少儿子没有学会梵语。此外，大臣格氏请求说：我们这些老臣余年不多，也不适合学梵语，直接传授佛法为是。[120]

以上引文说明了吐蕃本土人正式受戒出家前，先学习梵文，并将学习梵文或佛学作为出家为僧必备的文化基础。通过学习或翻译佛经，人们开始对佛教有所认知。从而在吐蕃本土人中树立对佛教的信心。当客观条件或时机成熟时，便向少数人发出接受出家为僧尼的号召，在吐蕃首创本土僧伽组织。《如意宝树史》记载：

阴火羊年，从印度请来说一切有部的比丘十二名，以菩提萨埵为堪布，最先为巴赤色授近圆戒，赐法名为巴贝央。其后，为巴·赛囊、饶迥瓦益西旺布、巴赤协之子桑喜达、巴果赫多之子毗茹札那热格达、额兰嘉瓦却央、玛阿哲热仁钦乔、拉松杰威降曲七人授比丘戒。[121]

以上引文讲述了赤松德赞时期为试验吐蕃有无能充当出家僧尼者而从印度迎请讲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的比丘共12人（又说20人），由寂护任堪布（为出家僧尼举行剃度仪式的主持人）为七名吐蕃本土人授戒出家的过程。这七名吐蕃本土人是藏传佛教史上产生的第一批藏族僧侣，史称“七试人”，或叫“七觉士”。同时，“七觉士”的戒律传承又是藏传佛教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戒律传承。

至于七名比丘僧的称呼以及受戒出家的先后次序等，由于许多藏文史籍中记载的详略不同，在后人论著中也出现不少不尽相同的结论。其中比较权威的论著对“七觉士”中的每个人的称呼，一般以巴·赛囊（sba gsal snang）、桑喜（sang shi）、玛·仁钦乔（rma rin chen mchog）、昆·鲁旺布松（vkhon kluvi dbang po bsrungs）、巴果·毗茹札那（pa gor bee ro tsa na）、恩兰·嘉瓦却央（ngan lam rgyal ba mchog dbyangs）、拉松·嘉威祥曲（la gsum rgyal bavi byang chub）七人为准。[122]可以看出，对于“七觉士”的名称，现在论著中出现的和过去史籍里记载的不一致，而且两者之间有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七觉士”中的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即俗名和法名，甚至个别人有数种名称。根据《巴协》记载，“七觉士”中的巴贝央，其俗名为桑喜达，习惯称桑喜，其法名也简称为贝央，故许多论著中有的写贝央有的写桑喜；巴·赛囊为俗名，其法名为益西旺布；巴果·毗茹札那，其毗茹札那为密宗法名，而显宗法名为益西德（智军）；等等。因此，造成“七觉士”的名称在不少论著中出现混淆现象。

此外，曾出现过“七觉士”和“六觉士”之论争。实际上，“七觉士”不是在同一时期一起受戒出家的，而是最先由桑喜一人受戒出家，起法名为贝央。而且，桑喜一人首先独自出家，有其深远意义，为吐蕃本土人出家为僧起了表率作用。果然，经过勤奋修习和严格要求，桑喜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佛教僧侣，当时颂扬他获得五种神通力。之后，“七觉士”中的其余六人才一起受戒出家为僧。这一前一后导致后来的“七觉士”和“六觉士”之争，出现吐蕃第一批出家僧为“七觉士”和“六觉士”两种说法。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或考证，应以“七觉士”为准。

在吐蕃建立第一批本土僧团，既是对吐蕃传统文化的突破，又是佛教立足于吐蕃的标志。吐蕃王朝向出家僧人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不但免去他们的人头税，还从国库中发放生活费用。当时一旦出家为僧，不但不用再为自己的衣食住行而奔忙，而且在吐蕃社会中享有崇高的荣誉。同时，吐蕃赞普以敕令的方式，号召吐蕃社会上下不分男女老少皆习文识字，研读佛书，有语言才能者积极参与翻译佛经。随之吸引众多吐蕃本土青年纷纷出家为僧，吐蕃僧侣队伍从最初的七人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不难看出，当时的出家为僧者在吐蕃社会中以新生的力量或以高级别的身份面貌出现。

与此同时，以贵族为代表的吐蕃妇女也纷纷出家为尼僧，壮大了吐蕃的僧团组织。藏文史书记载：“桑耶寺竣工后，在举行扎德哈热殿的开光仪式即大会供期间，王妃觉姆赞赤杰姆增（jo mo btsan khri rgyal mo btsun）与索增姆杰（sru btsun mo rgyal）等百人剃度出家为尼，由巴热那（sba ratana）任轨范师。当时正式剃度出家的僧尼已达300多人。”[123]从这段引文中不难发现，当时在桑耶寺剃度出家的僧人中尚有不少尼僧，她们亦是吐蕃僧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赤松德赞时期，通过法律的形式，永久性保障佛教僧侣的生活问题，由三户农民养护一名僧人。正如东噶·洛桑赤列考证：“于是赞普赐给寺院民户150户，给每名僧人三户属民，总计桑耶寺和三百零五名僧人的寺院属民为1065户，按平均每户四口计算，总计4260人，这些寺院属民都不向赞普缴纳税赋，不负担兵役。”[124]这是吐蕃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户养僧制”。该制度中还明令规定朝廷官府无权干涉寺院内部事务，寺院有独立自主的权力。而“三户养僧制”是在桑耶寺第二任堪布益西旺布在任期间出台的。[125]它改变了以前寺院及僧尼的费用从国库中开支的规定，开始由吐蕃庶民百姓具体负担。同时，吐蕃赞普每年从臣民的赋税中向寺院堪布以及密宗修行者等高僧发放生活补贴。藏文史书记载：

每位法师每年供给青稞七十五克[126]、九件套袈裟和氆氇一件、酥油一千一百两、马一匹、纸张十四卷、墨三锭，以及足够的食盐；供给青浦的二十五位大修行者每人青稞五十五克、酥油八百两、六件套袈裟和氆氇一件；供给普通修行者每人青稞八克、纸张二卷、墨一锭；供给轨范师的二十五位管家每人青稞五克、三件套袈裟和氆氇一件；经常给闻思佛法和为佛法做善事者供应食物、蔬菜；时常宴待或奖励男女施主与听法的女弟子。佛法兴隆，是王之大恩德也。[127]

以上引文足以说明当时吐蕃赞普向出家僧尼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对那些支持佛教事业的善男信女给予奖励。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家僧尼的生活补贴中可以看出吐蕃僧团内部有等级差别。由于出家僧尼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不但促使吐蕃僧尼人数与日俱增，而且激发了广大臣民百姓参与佛教事业的积极性，从而使出家僧尼这一社会新生队伍在吐蕃迅速发展。藏文史书记载：

当时在桑耶讲经院，学经的僧众达七千人；在青浦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达九百人；在昌珠讲经院，学经的僧众达一千人；在央宗（yang rdzong）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有一百人；在拉萨讲经院，学经的僧众达三千人；在札耶巴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有五百人。此外，在康区的隆塘（glang thang），木雅的热冈（rab gang），南诏的杰坦（rgyal tham），多麦的恰藏（bya tshang）、四绒（rong bzhi）、六岗（sgang drug），波密的顿曲（mdong chu），贝蓝的润蓝（rong lam），贡布的布曲（bu chu）、青域（khyims yul），塔波的党龙（dawngs lung），以及吐蕃四汝佛殿，后藏达丹觉摩囊（stag gdan jo mo nang）、拉曲（la chu）等后藏、藏绒（gtsang rong）及阿里以下建立的许多讲经院和密宗修行道场，有无数僧众在学经或修炼。[128]

通过这一粗略的统计，我们可以知晓在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僧尼人数初具规模。其中以出家学经的僧人居多，他们主要集中在桑耶寺、昌珠寺和大昭寺；而以修行为主的佛教徒主要集中在青浦、札耶巴、央宗和觉摩囊等道场。值得说明的是，以上数据局限于前后藏地区，没有提供吐蕃各个地区的僧尼数据。

赤松德赞之后，牟尼赞普和赤德松赞先后继任吐蕃赞普王位，他们继续扶持佛教，吐蕃僧尼得以持续发展。至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出家僧人的礼遇达到了极限；当时派遣大量吐蕃青年前往印度留学取经；与此同时，在吐蕃本土授予个别僧人极高的行政权力。因此，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僧人的社会地位空前高涨，僧尼人数急剧增加。

二 在家居士队伍

根据藏文史籍，吐蕃在家居士的历史早于出家僧人，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当时松赞干布为了佛教在吐蕃社会中顺利传播，提倡在家俗人不用剃度出家，便可直接修习佛法。而且，松赞干布带头修习佛教密法，在拉萨帕蚌卡（pha bong kha）修行地出现一百名修习观音静猛密法的居士瑜伽行者。[129]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最初松赞干布时普遍宏传大悲观音的生起圆满二种教授，依之修学的人也很多。康藏各地祈祷观音和诵六字大明咒，即从此时开始的。”[130]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尚未出现本土出家僧尼，可当时不少吐蕃人的确接触并尝试了佛教密法的修炼。可以说，上述一百名修习观音静猛密法的瑜伽行者，是吐蕃佛教在家居士的前身。因而后世藏传佛教在家居士将松赞干布推崇为在家居士之王，以此提升自己的宗教身份和社会地位。

公元8世纪，即赤松德赞时期，正式产生了吐蕃第一批在家居士队伍。由于在家居士的戒律比较简便易行，容易被初入佛门的人接受。而且，吐蕃时期的在家居士主要以密宗修行为主，不用苦读大量的佛教经论；此外，佛教密宗仪轨中有不少接近吐蕃传统宗教即苯教的宗教仪式。所以，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后，很快就产生了吐蕃本土的佛教在家居士。藏文史书记载：

赤松德赞邀请寂护堪布和莲花生上师，在吐蕃发展显宗和密宗二大佛教支派。为众多出家人建立显宗学院，向密宗修持者开辟许多修行地。剃发光头为显宗僧侣，留长发者为密宗弟子，此乃吐蕃供奉的二支佛教僧团。[131]

吐蕃在家居士队伍，由莲花生大师亲自创建。在家居士的主要标志，不用剃度，可蓄长发，这与出家僧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讲，赤松德赞时期，在寂护堪布前受戒出家者为出家僧侣，即比丘僧团；而跟随莲花生上师接受灌顶、修习密法者为在家居士，即密宗弟子。当时建立的首批在家居士队伍由25人组成，他们各个出身高贵，修炼密法，神通广大，在吐蕃佛教僧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吐蕃大众社会中享有盛名。莲花生在吐蕃著名修行道场，即青浦修行地第一次设立密宗坛城，向25名优秀密宗弟子特意授予密宗灌顶，首次建立了吐蕃佛教密宗的灌顶传承。由于莲花生的精心开示和引导，吐蕃25名佛教密宗弟子在密法实践中获得成就，各个身怀绝技。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莲花生）为王臣二十五等众多具备密乘根器者，说三瑜伽法，令其成熟解脱，因以得成就者甚众。如云：南喀宁布（虚空藏），能把日光骑；桑结益西（佛智），以橛插山崖；嘉瓦却央（胜声），三次作马鸣；喀钦措杰（海胜），能起已斩尸；白季益西（祥智），非人为奴仆；白季僧格（祥狮），天魔供差遣；毗茹札那，具有智慧眼；法王赤松，已得不动定；玉札宁布，证德最为高；那鸠摩（童智），神通显变化；多吉杜炯（降魔金刚），风行无阻碍；益西央（智音），能往空行处；梭布·拉白（天祥），手捉猛兽颈；那囊·益西（智慧），翔空如飞鸟；白季旺秋（吉祥自在），掌握橛诛法；邓玛·孜范，得记忆总持；伽瓦·白孜（祥积），能有他心通；许布·自僧（祥狮），能使江河倒流；杰卫罗朱（胜慧），起尸变成金；齐五穹洛，能擒飞空鸟；郑巴南喀（念空），以绛拽野牛；沃震·汪秋（自在），入水似游鱼；玛塘·仁青（大宝），穿山无阻碍；朗卓·衮乔（三宝），抛雷如射箭；杰卫绛曲（胜菩提），空中跏跌坐。[132]

以上引文描述了莲花生向吐蕃25名密宗弟子传授密法，使他们获得高超的特异功夫的情景。这是莲花生大师亲自在吐蕃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密宗成就者，他们中间既有吐蕃佛教“七觉士”成员，即比丘僧，如毗茹札那和嘉瓦却央；也有吐蕃赞普和吐蕃王妃，如赤松德赞和喀钦措杰。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当时在吐蕃境内千里挑一推选出来并具有高贵社会身份的佛教信徒。从整体上看，25名密宗成就者以在家居士为主，同时也有个别出家比丘僧。赤松德赞时期的吐蕃本土教团，一开始就一分为二，跟随寂护的比丘僧团建立了佛教戒律传承；追随莲花生的在家居士队伍创立了密宗传承。两支教团既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又独具特色、各显其能。可以说，25名密宗成就者的涌现，推动了吐蕃在家居士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对佛教密宗在吐蕃得以立足和弘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以25名密宗成就者为榜样，在吐蕃社会民众中掀起一股修习密宗的热潮。《郭札佛教史》记载：

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地区建立十二个显宗学院，并以札耶巴、曲沃日和青浦为主的不少地区成为密宗大修行地。因而在札耶巴出现108位成就者，曲沃日有108位成就者，青浦有25位大成就者。[133]

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建立12个佛教显宗学院的同时还开辟了不少密宗修行道场，涌现了大量的密宗成就者。引文中提到的数百位成就者，便是当时体验甚深密宗教法并获得成就的吐蕃佛教居士。其中青浦的25位大成就者，既是第一批接受密宗灌顶的吐蕃居士队伍，又是众多居士中具有绝技功法的佼佼者。另据《益西措杰传》记载，在青浦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达九百人；在央宗（yang rdzong）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达一百人；在札耶巴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达五百人。[134]许多藏文史书中记载的人数虽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赤松德赞时期吐蕃本土人修炼密宗的盛况，其中密宗成就者层出不穷。如《知识总汇》记载：

青浦有25位大成就者（grub chen），央宗有55位得道者（rtogs ldan），耶巴（yer pa）和曲沃日（chu bo ri）各处有108位获光身成就者（vod lus grub pa），协札（shel brag）有30位密咒师（sngags pa）和25位获光身（vod skur gshegs pa）的空行母，其余获得成就的修行者数不胜数。[135]

以上引文介绍了赤松德赞时期的吐蕃密宗修行圣地和本土密宗成就者。文中提到的青浦、央宗、耶巴、曲沃日和协札五大密宗修行地，则是当时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大师开辟的吐蕃最著名的密宗修行地。在各处修行地不仅有数量可观的禅修密法的善男信女，而且他们各个学有所成，在密宗实践领域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神通功法。这里反映了赤松德赞时期，即公元8世纪，吐蕃除了大批的剃度出家僧人外，还有大量的专门修持佛教密宗的居士队伍，其中又有不少女性佛教居士。

至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在家居士享有与出家僧人相等的社会礼遇。譬如，赤祖德赞国王在一次隆重的法会上，将自己的发辫分成左右两股，发端系上两条绸带，令出家僧团和居家队伍分座其上，以示尊崇佛教两支僧团。故当时被称为“头顶二部僧”，即身着袈裟比丘僧团和白衣蓄发居士队伍。

总之，吐蕃在家居士队伍的日益壮大，有力推动了吐蕃佛教的全面发展，尤其为佛教密宗移植于吐蕃藏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朗达玛赞普灭法后，吐蕃在家居士开始以家族世袭制的形式传宗接代，将佛教密法延续至今。他们主要以父子相传的途径，继承密宗法统。因此，佛教在家居士传承在藏族地区从未中断，直至当下仍有众多藏族佛教居士过着这一特异的并具有双重身份的社会生活。

三 名僧毗茹札那

吐蕃名僧毗茹札那（又译毗卢遮那），公元8世纪人，他既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正式出家的“七觉士”之一，又是赤松德赞时期25名密宗大成就者之一，同时，亦是吐蕃时期108位大翻译家之首。后来更是以密宗大师的身份在藏传佛教特别在宁玛派中享有盛名。

他出生于吐蕃尼木地方，其家族称根加巴果，父名为巴果赫多，又名多杰加，母亲叫詹萨噶吉，又名卓玛吉，而他自己的本名叫甘迦唐达。当毗茹札那年满8岁时，赤松德赞遵照莲花生的建议，将这位孩童招到桑耶，由于毗茹札那是一位独生子，所以随后便把他的父母二人也接到前藏并安排在气候适宜、环境优美的山南地区，由吐蕃王室承担他们的生活开支，直至养老送终。而毗茹札那在桑耶独自专心致志地学习，吐蕃王室给他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希望他早日成长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吐蕃本族的佛学家，并勉励他在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座前学习文化。为此，毗茹札那在桑耶的前三年在两位大师前学习声明学，即语言学；之后，他开始在两位大师与赞普之间当翻译，很快赢得三位大人的喜欢，特别是毗茹札那能够翻译莲花生向赤松德赞讲授的密法，使赞普极为高兴。当毗茹札那年岁稍长后，就让他受戒出家，做一名佛教比丘僧。因此，毗茹札那成为吐蕃“七觉士”之一，起显宗法名为益西德（ye shes sde，智军）；同时，益西德受密宗灌顶，又成为吐蕃25名成就者之一，取密宗法名为毗茹札那，后来以密宗法名毗茹札那著称于藏传佛教界。当时毗茹札那在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座前接受了完整的显密宗教法。正如《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沙河堪布希瓦措，

印度莲花生大师，

二十五位班智达，

我向诸位致顶礼。

八岁开始学翻译，

到了一十五岁时，

学会语言千六百，

打开印度密宝库，

佛经译成吐蕃文。[136]

以上引文中的希瓦措为寂护大师，这段话是后来毗茹札那从吐蕃桑耶寺流放到边地时，他向吐蕃诸位佛教大师讲述的告别词，他诉说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对吐蕃佛教所做的贡献。从中可以知晓毗茹札那8—15岁在桑耶学习文化并掌握多种语言，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和佛教密宗学僧的经历。

由于毗茹札那先天的聪明伶俐和后天的良好教育，他成为当时吐蕃青年中最有发展前途的人物。于是赤松德赞派遣毗茹札那与另一位吐蕃青年人一起去印度留学。毗茹札那到印度时，佛教显宗日趋衰落，而佛教密宗正日益兴隆，遂在印度大菩提寺亲近一位密宗金刚乘大师，学习金刚乘等许多密法，不久他便精通了密宗深奥义理。根据藏文史籍，毗茹札那当时在印度树立了良好的个人形象，印度人认为，毗茹札那是一位聪明敏慧并且具有语言天才的吐蕃青年，同时他对佛教又如此的虔诚，的确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因此，印度人给他起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名字，即毗茹札那，意为“遍照护”或“大光明”，这一大名与他的密宗法名不谋而合。至于毗茹札那在印度进修深造的时间，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作了记载：

十五岁至五十七，

不弃众生赴印度，

变吐蕃为白业国，

德布全身被流放。

将来吐蕃孩子们，

去印度时会懊悔，

如不精通吐蕃文，

翻译无法来进行。

山高地净雪域国，

国王天子是君主，

五欲生活很圆满，

宝洲金色天鹅群，

我是其中一天鹅，

如同化身之菩萨，

却被逐放察瓦茸，

将来讲解显密宗。

人们无疑会懊悔，

共通悉地诸成就，

本来人人皆可得，

目明耳聪心眼活。

焚文佛语弄不懂，

虽然佛寺已建成，

有见解的我被贬。[137]

以上引文是毗茹札那在吐蕃遭到被流放嘉莫擦瓦绒的惩罚，他临行前向吐蕃臣民陈述的冤屈。其中既反映了他在印度留学的期限（即15—57岁，共在印度待了42年，这一漫长的时间是否真实，有待进一步考证），同时又反映了当时吐蕃人由于不太懂佛教深奥义理，从而导致诬陷真正精通佛法的学僧，引文中毗茹札那还预言将来一定会真相大白，得到平反昭雪，后来果真应验了。

根据有关史料，毗茹札那在当时的吐蕃的确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毗茹札那从印度学成返回吐蕃后，在桑耶寺从事翻译和传播密法。但是毗茹札那在桑耶寺期间不能专心从事自己的事业，他在工作中常遇到来自两方面的阻挠，一方面的阻挠来自印度佛教显宗学僧，他们认为毗茹札那传授的金刚乘密法不是佛教，而是歪门邪说；而来自另一方面的阻挠则是吐蕃传统的苯教徒及其代表势力，他们认为毗茹札那所传播的密宗教理将为吐蕃王朝及其吐蕃人民带来灾难，必须对毗茹札那定罪并处于死刑。迫于这种形势的压力，藏王赤松德赞将毗茹札那从事公开的佛事活动转入地下秘密进行，即让毗茹札那关起门来翻译密宗经典。当时毗茹札那翻译了《六十如理论简说》和《无边光明佛号赞》等密宗经典。后来毗茹札那秘密翻译密法的情况又被王室成员发现，并将此事在王朝中的权势派中间传开，于是他们要求藏王赤松德赞必须将毗茹札那杀死，赤松德赞无奈便采取了李代桃僵的巧妙手段，从暗地里抓来一名乞丐作为毗茹札那的替身，在众人面前处死。但是这一计谋后来又被王后蔡邦萨揭穿，最后藏王赤松德赞不得不把毗茹札那流放到边地康区[138]。

毗茹札那在吐蕃传教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遭遇，在藏文古籍《五部遗教》[139]中的王后遗教部里也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毗茹札那从印度学习佛教密法获得成就返回吐蕃后，又想到汉地修法深造。对此藏王赤松德赞不太乐意，并讲道：“可让其他人到汉地去，我吐蕃地方翻译密宗经典的人才奇缺，你还是翻译佛经为好。”因此，毗茹札那便在桑耶寺与其他译师共同译经。有一天，王后蔡邦萨设法避开藏王赤松德赞以及仆人们，将毗茹札那单独迎请到密宫之中，并想用女人美色使他破戒，败坏其多年修行所积的功德。然而，毗茹札那对世俗爱欲冷若冰霜，毫不动心，蔡邦萨纠缠不休，并不顾廉耻地将他抱住不放，弄得毗茹札那不寒而栗。毗茹札那突然灵机一动，对蔡邦萨说：“外面宫门未关，恐下人看见不雅，我去闭了宫门，再回来和你相会如何？”王后信以为真，遂放他而去，毗茹札那趁机潜逃。这下惹恼了蔡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造谣说佛教密宗大师毗茹札那在王宫调戏王后，闹得满城风雨，不明真相的人在诅咒他，王宫卫士在追捕他。

《五部遗教》中继续描述道：毗茹札那逃离王宫后，知道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便收拾经卷衣钵遁往他方。对毗茹札那调戏王后一说，赤松德赞将信将疑，他知道王后和一些大臣串通一气、扶苯反佛，就秘密派人去查访毗茹札那的下落。不久，蔡邦萨王后患了麻风病，日趋严重，虽多方延医诊治，但见效甚微。经过打卦问卜，请教莲花生大师，都说此病只要蔡邦萨王后心生忏悔，改邪归正，将毗茹札那召回来，当面承认她非礼的放荡行为，得到毗茹札那的宽恕，方可根除，恢复健康。藏王赤松德赞将占卜者和莲花生大师所说的话向蔡邦萨和盘托出，要她招认。蔡后一来心虚，二来为病魔所苦，遂忍羞将事情的经过如实地讲了出来。赤松德赞一听，又愧又气，悔之莫及，就按莲花生大师所指点的方向，请回毗茹札那，治好了蔡邦萨王后的病。蔡邦萨王后含羞认错，决心皈依佛门。从此虽有苯教势力的反对，但在藏王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下，毗茹札那在桑耶寺翻译殿专心致力于密宗经典的翻译。

以上这段故事的内容情节，现在很难辨别真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段故事颇能说明当时宗教派别之间业已存在的宗派斗争，除了苯教与佛教之间经常发生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外，还可以看到佛教显密宗之间也有矛盾。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密宗在吐蕃地区最初传播之时，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种种挫折的，这在毗茹札那作为一名密宗大师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毗茹札那作为吐蕃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他在当时的苯教与佛教之间进行的斗争过程中，却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当时苯教徒陷害毗茹札那，是因为他在苯教徒眼里是一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佛教徒骨干，而佛教徒又极力排挤毗茹札那，是因为在他身上具有更多的苯教徒特色。在这种两面夹击的形势下，毗茹札那没法在桑耶寺安心翻译或传播佛教密宗。所以，毗茹札那不得不离开吐蕃的中心地区，长期在偏远地区隐居修炼密宗，从而在佛教密宗领域获得大成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密宗大师，后来吐蕃佛教界不但承认了毗茹札那的成就，而且重用了他的才华，为佛教密宗在吐蕃得以弘扬发挥了巨大作用。

毗茹札那当时离开桑耶寺去往边地隐居，主要在今四川阿坝藏区的嘉绒一带，当时称这一带为嘉莫擦瓦绒，嘉绒是近代演变成的简称。对于毗茹札那当时在嘉莫擦瓦绒一带隐居修炼的情景，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传说。相传毗茹札那刚到嘉绒地区时，当地的嘉绒王和苯教徒对他极不友好，甚至对他进行过精神和肉体上的各种折磨和摧残，曾将毗茹札那投入装满青蛙的地牢里，企图以传说青蛙聚会能放出一种毒素将人毒死的方法来惩治他，可后来见毗茹札那安然无恙，又放进许多虱蚕和蚊虫去咬他。由于毗茹札那修法功底深厚，在洞中不但不能伤害他，而且他能够照常念经不止，修法不息。所以，用什么办法也奈何不了毗茹札那。毗茹札那过人的胆识和毅力，以及他对佛教的虔诚之心，最后终于感化了嘉绒地区的王公贵族，他们将他从牢房里释放出来，并积极支持他在嘉绒一带建寺收徒和翻译佛经，毗茹札那便成为第一位在嘉绒地区传播佛法的著名人物。

后人以此作为佛教在该地区最初传播的时间，并将毗茹札那视为“点燃东方（相对吐蕃中心地区而言）佛教明灯的圣人”，至今在四川阿坝藏区的民间仍然传颂着有关毗茹札那的事迹，文献记载：

在伏藏四地的东方嘉摩绒（嘉绒），

汪秀神山的西方，

那特具空行母神力，

名为毕毕宁的城市里，

那高大巍峨的佛塔，

是毗卢（遮那）大师所建造。

这邦青泽日大神山，

是神佛加持的圣地。

邦青泽日神山的顶端，

那形如大鹏展翅的峭壁上，

有莲花生大师三师徒，

显示神通留下的脚迹；

有毗卢大师变成大鹏鸟，

降伏的妖龙留下的爪印，

以及妖龙痛苦挣扎的迹象。

神山南面的三块巨石上，

坐落着毗卢大师修行的禅堂。

作为永恒不变的钤记，

有毗卢大师的双脚印；

其下有玉札大师的双脚印，

形似帐篷围帘的关口上，

有吐杰根哲佛的天成像。

神山西面有毗卢遮那大神仙，

曾为龙王修炼灵丹妙药时，

形成的一片茫茫大海的遗迹，

以及留于永固岩上的身像。

宛如黄牛形状的陡崖下，

坐落着毗卢大师神秘的修行洞。

北面形如孔雀的悬崖下，

座落着仲莫哈热上师的修行洞，

还有毗卢大师讲法的石窟，

遗留下手印足迹等永恒的标记。

啊，神奇的邦青泽日大神山，

啊，毗卢大师建造的巍峨的佛塔。[140]

可见，嘉绒地区的这些神山由于留存毗茹札那大师的遗迹而更加神圣，而神山崇拜是藏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带有浓厚民间氛围的传统信仰模式，在世界宗教信仰范围内，既异于自然崇拜，又别于图腾崇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统宗教信仰，故暂时归类于民间信仰的范畴之内。它兼顾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因而既有神圣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特质。特别是藏族人通过神山崇拜，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有章可循的秩序，而且同生物界构筑了一种平等、和睦的关系。因此，嘉绒地区的藏族人将神山与毗茹札那结合起来共同歌颂，颇能说明毗茹札那在嘉绒藏族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特别是将毗茹札那被描绘为仅次于莲花生大师的又一位功德无量、神通广大的密宗神秘大师。又如：

霞村铺岩洞的顶端，

是毗卢大师静坐修行处，

清楚地留下了毗卢大师的身体、头部的痕迹，

在此祈祷可获至高无上的成就。

霞村铺岩洞的顶部，

那宛如帙卷的岩层上，

有一个毗卢遮那大师的足迹，

在此祝福定能遂心愿！

那毗卢遮那大译师，

心情恬静正襟跪坐处，

是空行佛母的云集地。

因为洞内处处闪烁着彩虹，

故得霞村彩虹洞美名，

在永恒钤记的脚印前祷祝，

消除五毒的宏愿即可得实现；

玉札尼波大师的参禅地，

叫做科玛当的岩洞内，

在永恒钤记玉札脚印前祈祷，

能证得任何如意的妙果。

古松桑特岩洞的左侧，

有毗卢遮那大译师，

护法的勇士和空行母部众，

以念诵咒语的法力，

击退八部鬼众的遗迹，

在此祝福便可脱离苦难的深渊。

汪秀神山的南面，

南沟木拉卫嘎地——

江河溪流汇集处的上方，

有毗卢遮那大译师，

修行七月之久的圣地，

有将残暴傲慢的众男女，

全部降服的降服洞。

古松达村修行洞，

是东方不动佛刹土，

是取得殊胜、共通成就的源泉。

就在霞村岩洞的脚下，

毗卢遮那大译师，

及其挚友玉扎尼波二圣人，

相互谦恭敬礼的头像，

神奇地印在了岩石上，

在此祈祷即可消灾免危难。[141]

以上引文中讲到了毗茹札那也如同莲花生一样在嘉绒一带降伏地方神灵的事迹，以此歌颂毗茹札那在密宗修炼上取得的成就。此外，从引文中提到的嘉绒地区的宗教圣迹中可以看出，毗茹札那在嘉绒地区的确留下了许多足迹，尤其是那些修行洞最引人注目，它表明了毗茹札那曾严格遵循密教实践仪轨，以苦行僧的精神在嘉绒地区的深山大川中孤零零地修炼佛教密法，并取得宗教成就，尤其是这些宗教圣迹成为后人前来进行膜拜的对象，在广大藏族信徒中产生了巨大的宗教影响。另外，引文中提到的玉札尼波，即玉札宁布，他既是毗茹札那在嘉绒地区亲自培养起来的密宗高徒，又是赤松德赞时期的君臣25名成就者之一，在藏传佛教密宗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至于毗茹札那在嘉绒地区的高山深谷中究竟修炼了多长时间，迄今尚未找到明确的记载，但我们通过零星的有关记载，可推测其大致。比如“修行七月之久的圣地”，以及“右边名为定禅洞，毗卢大师曾经在此修习过三年”[142]，此类引文都是有关毗茹札那在康区嘉绒一带曾经修行的片段记载，从中可以推断毗茹札那在嘉绒地区的深山老林中隐居修炼至少有四五年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对于一位追求佛教最高成就并通过密法这门捷径，争取在短暂的一生中获取佛果，即“即身成佛”的密宗大师来说，并不很长。因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密宗大师会将他短暂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宗教的实践之上，只有宗教实践才能实现最终目的，而这种实践或修炼必须在远离人间烟火的深山远林中，以与世隔绝的方式进行方能获得成果。这就是密宗大师之所以能够炼就与众不同的特异功法的主要因素，藏族著名瑜伽师密拉日巴的经历及其成就更印证了这一修炼密宗的特殊规律。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无疑地是人类在其文明史上所有的一伟大作品，犹之乎人类生活中恒有国家和政治之出现那样。它们（宗教、国家）既出于人的聪明，亦来自人的愚蠢；既各有其有利于人、造福于人的一面，亦各有其有害于人、为祸于人的一面（随时随地不同）。不论其为利为害、为祸为福，总之皆人之所自为，不从外来。一味致其赞颂，或一味加以诟骂，皆不免类似梦中人说些梦话，不为明达”[143]。无论如何看待，毗茹札那都给后人特别对那些虔诚的藏传佛教密宗学徒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如上述毗茹礼那在四川阿坝嘉绒一带隐居修行，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遗迹，给该地区增添了不少文化光彩。后人为了纪念毗茹札那这位密宗大师，用他的尊号命名了该地区的不少地方、山川和寺院。比如在阿坝地区的马尔康卓克基乡的峰壁峡谷中有一座曲径通幽、雅致秀丽的山洞，名叫“毗卢杂普”，意为“毗茹札那岩洞”。据说洞内还可清晰地看到毗茹札那曾在洞内修炼时留下的面壁身影、掌迹等，以及讲经说法时留下的脚印及靠头卧睡的痕迹，而且其洞口很早就建有古亭庙宇楼阁，至今前来膜拜圣迹的香客仍络绎不绝。

毗茹札那作为一名密宗大师，他毕生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宗教实践上，即修炼密法；同时他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译著，如“毗茹札那与玛·仁钦乔（宝胜）、聂·雄努西饶（童智）、努·桑杰益西（佛智）等秘密译出的《普成王经》、《集密意经》、《幻变修部八教》等教典和要门”[144]。这些佛教密宗经典都是后来宁玛派僧人极为尊崇的密法宝典。同时，毗茹札那作为莲花生所弘扬的金刚乘密法的主要继承人，他在宁玛派中拥有与莲花生和无垢友两位大师同等的地位。宁玛派将自己的密法传承，一直追溯到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和无垢友，以及吐蕃本土人毗茹札那，并将三位密宗大师认定为宁玛派密宗的三位始祖。尤其是毗茹札那对后世宁玛派留下的巨大影响，主要在于他翻译的密宗经典。毗茹札那作为吐蕃时期的大翻译家之一，他翻译了大量的密宗经典。据《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莲花生大师和本译师

精通二十—种语文的毗茹札那

译成密宗内正果经七部

有五身不分经

五语不混经

五意智慧五门经

五德杜绝歧途经

五业完全分清经

三戒律根本稳经

事业使唤七部经

密宗王语集总十续

二十一部特别续

五部如来集根本总续

特别十续佛语五部

无上全续密诀

二十锦精义密大续

毗茹札那坐于两层垫

其他译师分坐一层垫[145]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只是毗茹札那和莲花生在吐蕃时期翻译的大批佛教密宗经典中的部分目录，而不可视为全部译著。毗茹札那翻译的密宗典籍，除了少许被收入大藏经外，大部分保存在后来形成的宁玛派的密法总集中。毗茹札那作为吐蕃时期乃至藏传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大翻译家，他不仅精通佛教密宗，而且娴熟掌握佛教显宗和律藏。毗茹札那以益西德（智军）的名字翻译的佛教显宗和律藏经典，其卷数可谓数不胜数，这类译经均被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之中，对此，在《布顿佛教史》中有较详记述，在此不再赘言。至于毗茹札那在吐蕃译经史上取得的成就，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做了简要介绍：

从印度来的班智达们

在毗卢遮那殿中说

过去未来和现在

像毗茹札那一样的译师

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未来有人稍懂印度语

就被称做翻译家

其实与毗茹札那无法比

毗茹札那叫译师

其实大班智达非他而莫属

由他传播的佛法实在多

大思大德后人应牢记[146]

以上引文中以印度僧人的口气歌颂了毗茹札那作为一名翻译家在佛经翻译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且对毗茹札那冠以大班智达的尊号。因为班智达是古印度对学富五明学的大师级的尊称。特别是后人在评价藏传佛教史上产生的著名大翻译家时，将毗茹札那比喻为天空般的译师，将噶、觉、香三位译师比喻为日月般的译师，将仁钦桑布译师比喻为启明星般的译师，将俄译师比喻为萤火虫般的译师。可见，毗茹札那在众多著名译师中所享有的显赫地位。

总之，吐蕃名僧毗茹札那的一生，既是坚韧不拔、追求佛法的宗教生涯，又是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长期在穷乡僻壤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采取隐居的方式，修炼密法、获得大成就的密宗人生，因而赢得了广大藏族信徒的传颂，尤其被那些热爱密宗、修持密宗的僧人所推崇或敬仰。可以说，佛教密宗之所以在藏族地区如此发达并引人注目，除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少外籍密宗大师的直接参与弘扬外，主要是许多藏族密宗大师为此付出了毕生精力。

四 吐蕃僧院教育

吐蕃时期的僧院教育始于赤松德赞时期，即公元8世纪。根据《巴协》（rba bzhad）等史籍记载：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称的学院或佛殿，东边有清净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 vjam dpal gling）、妙音语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边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圣大悲观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译经天竺院（sgra bsgyur rgya gar gling），西边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弥勒院（byams pa gling）、禅定院（bsam gtan gling），北边有聚宝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发心院（sems bskyed byang chub gling）、护法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147]从当时桑耶寺各个学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每个学院皆凸显了各自的专业侧重点，如清净律藏院主要用于讲经或出家僧尼受戒的场所，吐蕃“七觉士”[148]就是在这里受戒出家，成为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团；智慧文殊院是研习佛学的场所；妙音语言院是学习多门语言的场所；降魔居士院是专门举行密宗法事的场所；圣大悲观音院是赞普赤松德赞修持本尊马头明王的场所；译经天竺院是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记预言的佛殿；弥勒院是预测未来的佛殿；禅定院是专门坐禅静修的场所；菩提发心院是高僧大德讲经和出家人修行发菩提心的场所。

桑耶寺的创建，不仅为吐蕃佛教建立了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而且开辟了修学佛法的教育中心。特别是寂护在当时讲解律藏经典和中观思想，在吐蕃树立了讲经听法的范例。另据《如意宝树史》记载，寂护在桑耶寺译经院主持译经的同时，还在桑耶寺清净律藏院传授别解脱律仪戒，在菩提发心院传授菩萨戒，宣讲自己的《中观庄严论》和智藏的《中观二谛论》，从而在吐蕃确立了重视佛教戒律、倡导中观思想的教规。

吐蕃佛教主要以传播佛法、翻译佛经、建立僧团和设立宗教仪轨为中心，同时，围绕译经而开展讲经说法，从而拉开了寺院教育的序幕。可以认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雏形早在吐蕃时期就已基本成型。但是有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这就是尚未发现哪部史书记载当时学习因明学。因明学虽为五明学之一，但不属于内明学，故吐蕃时期没有把因明学列入重点学科而受到重视。或许吐蕃时期没有形成专门学习因明学的惯例，但是对因明学本身并不生疏，当时翻译了不少因明学论著。东噶·洛桑赤列认为：赤祖德赞国王时期（815—841），藏族译师噶、觉、香三位译师翻译了陈那和法称的《集量论》（本论）和《因明七论》（释论），并在各个寺院设立辩经学院、修行学院、讲经学院，开始涉猎因明学，但不久因朗达玛灭法而中断。[149]实际上，因明随佛教传入吐蕃，前弘期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因明有法称《因明七论》中的《因滴论》（gtan tshigs thigs pa）、《观相属论》（vbrel ba rtags pa）、《成他相续论》（rtyud gzhan grub pa）、《诤正理论》（rtsod pvi rig pa）等；后弘期又翻译了法称《因明七论》中的《释量论》、《释量论注释》等。可通过藏文大藏经《丹珠尔》（bstan vgyur）部目录，具体了解吐蕃时期翻译的因明学著作。

第五节 吐蕃宗教派别及彼此间的矛盾

吐蕃时期的宗教派别主要有苯教和佛教，佛教内部又有印度的中观自续派和唐朝的禅宗一派。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便构成了吐蕃宗教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发展历程。首先是苯教与佛教之间的排斥与融合，其后是佛教内部的对立与大辩论，最后以印度中观自续派及其密宗胜于其他两派，在吐蕃独树一帜并迅速发展，直至朗达玛赞普灭法为止。

一 苯教与佛教之间的排斥与融合

苯教作为吐蕃土生土长的一种古老民族宗教，带有浓厚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在吐蕃拥有广泛的信教群众基础；同时，苯教是吐蕃王朝的国教，具有参政议政的特权。佛教未传入吐蕃之前，苯教则是吐蕃社会中唯我独尊的正统宗教。

吐蕃自松赞干布开始，虽引进了佛教等外来文化，但当时没有更多地触及苯教的权益。换句话说，松赞干布时期，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制定了具有浓厚佛教思想色彩的法律，如《十善法》、《十六清净法》等，可这些举措对当时在吐蕃宗教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苯教，没有构成直接的利益冲突。这说明松赞干布对于苯教与佛教的态度，在原则上一视同仁，未有偏爱不公，只是对两者之间存在的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等区别方面采取了比较或扬弃的措施。无论是苯教还是佛教，均要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价值判断去公平对待或接受。在这种文化价值判断的趋势下，佛教与苯教曾在吐蕃举行过几次文化优劣的大辩论。实际上，这一措施在客观上给苯教带来了不利因素，加速了当时处于恰苯时期的苯教走向衰退。对于恰苯时期的苯教的一些特质，东噶·洛桑赤列认为：

这种新的苯教被称为“朗贤”，它根本不承认前后世之说，但承认有神鬼，认为神是在人活着时保护人的生命的，鬼不仅在人活着时主宰人的生命，而且在人死后由鬼把灵魂带走，鬼还能给这个人的家庭和后代继续带来危害，因此要供奉救护人的神，消除危害人的鬼。迄今我所读到的苯教历史都是佛教学者的著作或掘藏，还没有得到过苯教自己的学者们所写的史籍。按照《空行益西措杰传》的记载，这种宗教每年秋天要举行“苯教神祭”，将牦牛、绵羊、山羊等公畜各三千头杀死,将牦牛、绵羊、山羊等母畜各一千头活活肢解，以血肉献祭。春天要举行“肢解母鹿祭”，将四只母鹿四蹄折断，以血肉献祭。在夏天要举行“苯教祖师祭”，以各种树木和粮食“烧烟”祭祀。在人有病痛时要施舍赎命，视各人经济情况从最多杀公畜母畜各三千到最少杀公畜母畜各一头献祭神祇。人死以后为制服鬼魂，也要像上述那样杀牲祭祀。此外还有祈福、禳解、赎替、测算、圆光占卜预测生死等仪式。[150]

以上引文描述了恰苯时期苯教举行的祭祀仪式，凸显了以物质性的供品来换取神灵的保佑和恩赐的古老献祭特征。“献祭与祈祷是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人与神进行交际和交通的行为方式，表现了人对神的感情和态度。宗教的神灵作为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的人格化，必然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引起对它的依赖感和敬畏感。有所依赖就有所祈求，有所敬畏就有屈服于神灵的行为和言辞。祈求的方式可以是奉献礼品，换取神的帮助，可以是阿谀奉承，也可以是卑躬屈节求其怜悯。”[151]苯教用大量宰杀牲畜来献祭神灵的行为，虽然是一种既神圣又略带野蛮性质的祭祀形式，但是这种祭祀形式的本质和目的同任何宗教都是一致的。就像献祭行为与信仰者对象的祷告活动在本质上相同一样，都是人类对神灵的依赖感和敬畏感的行为表现。对于献祭的性质和目的，费尔巴哈有一段论断：“宗教的整个本质表现并集中在献祭之中。献祭的根源就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对未来的无把握、对于所犯罪行的良心上的咎责，而献祭的结果，目的则是自我感——自信、满意、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和幸福。”[152]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中所崇拜的诸多神灵，主要来自于人类的目的和需求。

尽管如此，松赞干布还是顺应时代发展，依靠法律手段制止或取消了苯教以杀戮大量动物或家畜来祭祀神灵的宗教仪式，同时又没有触及苯教的核心利益，因而纯粹是一种对苯教的改良举措。

根据藏文史籍，松赞干布之后的数代吐蕃赞普时期，处于恰苯时期的苯教一直很兴盛。至赤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时期，才改变了苯教的命运。赤松德赞大力扶持佛教，使佛教成为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逐渐被吐蕃民众所接受。这对当时的苯教来说，是一次沉重而致命的打击。因为不同宗教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排他性，佛教在吐蕃的立足，意味着苯教要经受一次排斥。而作为土生土长的苯教又要进行顽强的抵抗，这就酿成了佛教与苯教之间的激烈竞争。特别是赤松德赞为实现或达到自己“扶佛抑苯”之目的，采取一切可行之措施，全面压制苯教势力。藏文史书记载：

他们共商做出决定，对掌握占卜和预言的算命先生给予奖赏，使其说谎言：“为了国王的江山永固，万寿无疆，须得修法祈祷，而且在这一祭礼修法的三个月时间，得有一位大臣进入墓穴。”同时，廓根大臣运用巧计，想出在脚下穿着鹫鸟羽鞋等许多妙计来诱使玛香大臣一同钻入墓穴中去，然后他又逃出墓穴，此时玛香才明白发慌，便去抓廓根，结果只抓着几根鹫鸟羽毛，其洞口立刻被封闭。藏王和诸大臣也就当即定期来振兴佛法。[153]

以上引文是一则妙趣横生的扶佛抑苯的故事，虽然不可全信，但是它反映了当时赤松德赞与支持者一起设妙计，剪除信奉并支持苯教的吐蕃大臣玛香的实例。对吐蕃大臣玛香的暗害，为佛教的顺利传播清除了一大障碍，同时又削弱了支持苯教的政治势力。当时苯教势力强大，佛教在吐蕃每开展一次宗教活动，都要受到来自苯教方面的重重阻挠。如创建桑耶寺时，赤松德赞绞尽脑汁，推出一系列深思熟虑的妙策，方得以实现。史书记载：“赤松德赞又想兴建桑耶寺，为了激发吐蕃臣民为此事出力，他对臣民们提出了几个可选择的项目。说毕，让臣民们选择，臣民们选择了修建佛寺这一项。”[154]这段引文反映了吐蕃创建第一座佛教寺院时所做的前期工作即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当时身为国王的赤松德赞采取各种策略，最终让吐蕃臣民接受建造佛教寺院的请求和任务。宗教的基础是信教群众，一旦失去信教群众，这个宗教实际上就不存了。为此，赤松德赞也在尽力拉拢广大群众，使他们逐步信奉佛教，以便令苯教退出正统宗教地位。“藏王运用善巧方便，令所有臣民都心甘情愿得信奉佛教。”[155]
对于恰苯时期的苯教来说，更严厉的打击和猛烈的冲击，莫过于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到吐蕃传法，对苯教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诸多神灵，采取了卓有成效的调伏。藏文史书记载：

藏王，在你祖先父王的朝代，虽说是曾经作过修建寺庙，塑造佛像、佛塔和翻译经典等善业，但是那时未能将此间凶恶鬼神降伏，因此一些藏王遭到夭寿的厄难，佛法也发生一些中断的灾障。为了要用威猛法力来降伏此间大地之上所有的一切凶恶鬼神，须得去迎请邬仗那的阿阇梨白玛炯奈（莲花生）。[156]

以上引文是寂护（堪布·菩提萨埵）第一次到吐蕃期间向赤松德赞提出的建议。当时寂护在吐蕃传法时遇到苯教的干扰，他在应对苯教法术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赤松德赞谏言，迎请莲花生救助佛教。果然，莲花生抵达吐蕃后，不负众望，旗开得胜。正如藏文史书描述：“继此莲花生大师渐次启程而来到藏区，所有藏区的大力鬼神，都互相传告，他们知道莲花生大师所有的威德，都虔诚地献出自己的身、语、意三密神力和命根，而在大师座前许下从此不作魔祟，愿守护佛教正法的誓言。”[157]“莲花生大师也请前来，与藏王迎使相遇而来到吐蕃，首先和藏区的十二位女神较量，运用威力慑伏诸女神，令受灌顶而许誓守护正法；渐次前来北道，使塘古拉等神立誓护法。”[158]通过这些记述可以看出，苯教在广大信徒心目中的权威性或神圣地位，主要是依靠众多的鬼怪神灵而树立起来的，一旦这些鬼神被佛教所俘虏并转而充当维护佛法利益的护法神，苯教的权威性或神圣地位便会一落千丈。

经过莲花生的努力，佛教在吐蕃攻破苯教的主要阻力，并稳住阵营，在此基础上拉开了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序幕。这对处境困难的苯教来说，又是一种新的压力和挑战。但是苯教徒也不甘轻易地消沉下去，他们积极吸取历史教训，总结自己的不足或缺点，决心继佛教徒之后，开始整理或翻译苯教经典，争取为自己的宗派建立一套理论体系，以便对付来自佛教的理论攻势。从此苯教结束恰苯时期而进入新的居苯时期。

根据有关藏文史籍，赤松德赞时期，苯教徒已经整理出一些苯教经典。对此，德国藏学家霍夫曼作了印证性的考查：“当大规模的译经开始后，来自象雄的苯教徒在新建的桑耶寺观音殿里同佛教徒并肩工作。苯教译师中较为突出者是香日乌金，他把著名的《十万龙经》译为藏文。”[159]这一观点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也可找到依据，如“不偏不袒佛教苯教，遣使象雄迎请辛苯师，请到夏里邬坚辛苯师，专由唐纳苯波作翻译，在阿尔雅巴殿堂里，翻译了四卷《十万龙经》，国王宣布重建苯教，修造陵墓是苯徒习俗。”[160]这是赤松德赞最初允许苯教徒在桑耶寺里翻译苯教经典的记载，同时，还可知道当时吐蕃的丧葬仪式依然由苯教掌管。所谓的《十万龙经》是苯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就其内容来看，保留了有关治病和死而复活者的传说等许多苯教的早期仪式和教理内容。至于它成书的确切年代，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值得肯定的是，苯教经典的搜集、整理、编著以及翻译等都始于赤松德赞时期。又如文献记载：

又从象雄国请来了，

兴来西达仁、唐纳苯布、

才米雍仲江、

辛苯占巴孔邦、

米里三拉、达拉米白、

塔苯朱结、

达苯先赤纳、

处苯桑瓦昂仁等等，

苯布教师住在阿尔雅巴洛殿，

翻译苯布教经典著作。[161]

由此可见，赤松德赞时期不仅允许苯教徒翻译或整理苯教经典，而且在桑耶寺内为苯教徒设立专门的学院，供他们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苯教徒借此翻译或整理了许多苯教经典。故居苯时期的正式发端定在赤松德赞时期比较恰当。“居苯”两字在藏文史籍中的全义应为“被翻译过来的苯教”或“经过改造整理的苯教”，如“居”（bsgyur）字即有翻译、解释、编纂等多种意义，而“苯”（Bon）字是苯教的缩写。

赤松德赞起初对苯教十分宽容，为苯教徒创造接近于佛教徒的外部条件，如建立译经场所，允许他们专心致志地翻译或编纂苯教经典，建构自己的教理体系。实际上，这是赤松德赞吸取先祖们的经验教训，对苯教采取的一种谨慎态度。当佛教在吐蕃社会中完全立足，无后顾之忧时，赤松德赞还是义无反顾地对苯教实施了压制性的强硬措施，以便削弱苯教的政教势力，为佛教创造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赞普的一项命令中，多少可以看到两种宗教（佛教和苯教）共存的一些迹象。赞普让他们为他建立些葬礼的纪念物。他指令佛教徒为他建立一座佛塔；让苯教徒按照苯教徒和古代西藏的惯例在传统的藏王墓地琼域河谷建立一座墓碑。当赞普感到确有把握时，他为佛教徒和苯教巫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辩论。”[162]至于苯教徒与佛教徒之间开展辩论的主要原因，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有较详记载：

为国王作平安祈祷时

苯教师要什么熟鹿角

捉来活鹿杀死后祭神

杀死牛羊做什么神物

如此等等，罪恶累累

班智达和众翻译

看到苯徒之所为

不约而同派遣译师去禀报

佛戒与苯规全不同

杀生害命不是一般罪

如果听任他们做下去

我们只好各自回家乡

一种宗教不能有两个创始者

一种宗教不能并存两种观点

一个国家不能并列两个国王

和造孽的朋友永远不能同处

听到禀报国王说

苯教和佛教历来是天敌

谁也不肯承认谁

佛教在吐蕃势力小

苯教在吐蕃势力大

被迫赶走许多翻译师

请各位大德不要走

我让苯佛两家同兴旺

班智达们对此不理睬

邀请他们讲经都不讲[163]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徒对苯教徒举行的宗教仪式极为反感，特别对苯教的以杀生祭祀神灵的宗教仪轨更不能容忍，从而引发佛教与苯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是说，赤松德赞时期佛教虽然在吐蕃取得正统宗教地位，但是宗教派别间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佛教与苯教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如《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记载：

于是信佛大臣和汉地和尚、印度大师等人说，佛教与苯教比如水火，无法共处，同一地方兴两种宗教不祥，应该让佛教和苯教双方比试辩论教理优劣，如苯教获胜我们各回家乡，如佛教胜利则应废止苯教，在吐蕃弘扬佛教。[164]

可见在佛教徒的强烈要求下，赤松德赞不得不改变在吐蕃可以容纳两种宗教的最初设想，采取了吐蕃只信奉一种宗教的措施。然而，赤松德赞当时还是手下留情，没有对苯教采取强制手段，而是采用了一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比较公平合理的巧妙方式，即让佛教与苯教辩论。其实辩论是佛教的优势，对苯教来说，辩论则是最致命的弱项。其结果显而易见，苯教必败无疑，“使佛教与苯教辩论，以苯教理趣浅陋，遂将苯教教法或藏于札玛等处，或投掷于河中，然此时亦仅能暂时排除违缘而已。”[165]这是见于藏文史籍中佛教与苯教辩论的结局，即处于居苯时期的苯教正在满怀信心建立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时，却遭到来自佛教方面的一次沉重打击。对此，藏族著名佛学家东噶·洛桑赤列作了考述：

在双方争执不下时，赞普决定让佛教与苯教辩论，获胜者可得弘扬，失败者被禁废。约公元779年，在墨竹苏浦地方江布园宫室前，举行了佛教与苯教的辩论，结果苯教失败，赞普把苯教僧侣流放到阿里象雄地方，把苯教经籍全部收集起来，或抛入水中，或压在桑耶寺一座黑塔下面，禁止苯教杀牲祭祀为活人和死者举行祈福仪式，只准信奉佛教，不准信奉苯教。[166]

实际上，这是佛教与苯教之间发生的第三次面对面的公开竞争，其历史意义在于此次竞争成为最后一次以佛教的胜利而告终的佛苯斗法事件，从此决定了佛教与苯教在吐蕃社会中的不同命运。然而，“赤松德赞在禁止苯教时，保留了苯教的祈祷吉祥、禳解、火葬、烧烟祭天焚魔等，后来被佛教徒改变其意义保存其形式而加以利用。另外，吐蕃王朝崩溃后重新兴起的苯教，即‘居苯’，也把佛教的内容全部改造成苯教教义，成为一种有教理教义的新苯教。这表明佛教与苯教经过相互斗争，为了适应斗争需要都从对方吸取某些东西，保留其形式，改造其内容，这是佛教与苯教的新发展。但是，当代一些学者依据这一点给西藏佛教另起一个‘喇嘛教’的新名称，这是一种只看一些表面现象，不看其实质的片面说法，因而是不符合实际的”[167]。由此可见，赤松德赞在“废除”苯教的过程中，始终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极端行为，而是推行了“扬弃”这一符合辩证法的方式。比如，一方面，禁止诸如大量杀牲祭祀等带有原始性质的宗教仪式，同时还制止苯教徒篡改佛教经典的越轨行为；另一方面，又鉴于当时社会需求，保留并积极发扬或利用苯教中的许多宗教礼仪。因此，“尽管在赤松德赞时代发生了禁止苯教和把苯教徒驱逐到边境地区的事件，但是他们还是苟延下来了，由喇嘛教僧侣们所从事的改宗和适应工作也一直在持续不断进行”[168]。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苯教在藏族地区有着广阔的民间生存空间。当然苯教在赤松德赞时期遭受的打击是空前而具毁灭性的，就拿苯教徒的话来讲，苯教在赤松德赞时期，确实遭受过前所未有的迫害。但是这一打击从反面又促进了苯教在教义上更加完善。“它在喇嘛教中维持了下来并从喇嘛教中获得了许多思想和教义，但喇嘛教却未能完全遏制它。”[169]说明佛教徒始终没有放弃压制苯教的一切措施，可又一直没能彻底消除苯教，苯教反而从佛教那里得到不少实惠，如大量吸收佛教的义理。所以，苯教的教法义理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从时间上看，苯教的教法义理的建构，是从赤松德赞时期肇始的，但由于受到来自佛教方面的打压，苯教的教法义理的最终形成却拖延至藏传佛教后弘期方得以顺利完成。

对于赤松德赞时期迫害苯教的事件，苯教历史学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如英籍著名苯教学者卡梅·桑旦坚赞在他的译著《嘉言库》中指出：在公元785年官方正式废除了苯教，许多苯教徒可能逃往边境地区。纳西族的苯教徒也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因苯教遭受迫害而从吐蕃中部迁来的。在这个时期，宗教经文很可能也被埋藏起来。苯教和宁玛派在埋藏经书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据说，莲花生及其弟子埋藏了大部分的经文，因为其信徒还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去理解它们。而苯教则认为，由于受到迫害，面临灭顶之灾，他们只得把经文藏起来，而别无其他选择。无论哪种情况，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两教都宣称发现了大量的经文，而它们都与公元8世纪埋藏经文的时期有关。可以看出，赤松德赞在他的执政后期，终于将苯教从国教或正统地位拉下马，并迫使苯教退出吐蕃中心地区。

苯教虽然在吐蕃中心地区失利，但其作为古老的信仰已植根于吐蕃民间，基层群众依然信奉着苯教。苯教在吐蕃受到迫害之后，一部分苯教徒从吐蕃中心地区被驱逐出去，而另一部分苯教徒则接受了佛教的信仰习俗。如苯教圣贤詹巴南喀就是当时勉强接受佛教的苯教徒之一，后来苯教史书认为，詹巴南喀大师当时改信佛教是为了抢救和保存苯教经典而做出的英明决策，当时詹巴南喀等苯教徒将一些苯教经书分别匿藏在许多地方，才使苯教经典免于彻底的毁灭。果然，1017年苯教大师辛钦鲁噶（996—1035）重新发掘了苯教经典，从此开始了所谓的“苯教后弘期”。这些相继发掘起来的众多伏藏是后来形成苯教大藏经的基础。

根据有关史料，吐蕃时期，佛教与苯教之间的排斥和融合从未中断。根据东噶·洛桑赤列分析[170]，佛教与苯教在吐蕃共发生三次大的斗争：第一次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当时松赞干布限制苯教大量杀牲祭祀的一些宗教仪轨；第二次是在赤松德赞年幼时期，当时苯教徒迫害佛教徒；第三次是在赤松德赞正式执政时期，当时佛教与苯教之间举行规模空前的你死我活的大辩论，结果苯教徒失败而使苯教在吐蕃遭遇被排挤的噩运。

需要说明的是，吐蕃时期，佛教对苯教的排挤或打击，并没有迫使苯教在藏族地区最终完全消亡，而是令苯教以革新开放的方式与佛教相协调，共同生存于广大的青藏高原。从后期苯教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苯教之所以能够同佛教共存于藏区，主要是它既吸收了大量的佛教义理，又保留了自己颇有特色的传统宗教仪轨。可以说，苯教在佛教的强大压制下便摆出了一种友好和解的态度，从而获得了发展空间。为此，不少学人将苯教列入藏传佛教的宗派之中，甚至认为苯教可代表西藏喇嘛教。但是我们从苯教的历史渊源和教理仪轨看，它具有自己的传承性和独立性，不能以苯教吸收了佛教思想为依据，将其归入藏传佛教。当然，苯教与佛教之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教义方面，苯教更多地吸收了佛教的东西；而在仪轨方面，藏传佛教也接收了不少苯教的东西。尤其是藏传佛教“后弘期”，苯教与宁玛派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错综复杂。比如，大圆满法，不但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和苯教共同的教理概念，而且是两大派别的重要密法，甚至将其置于各自的九乘教法中的最高一级，并称作无上乘。

在宁玛派教法中，无上乘被称为无上瑜伽乘或无上瑜伽自在部；而在苯教中的无上乘又以三种禅定来体现，其分别称为阿赤、大圆满和象雄耳传秘诀三部。第一部阿赤，它是由大隐士贡佐（1030—1096）弘扬起来的；第二部大圆满，它是由苯教伏藏师贤顿额珠札巴传播并发扬光大的，据说伏藏师贤顿额珠札巴于1088年发掘了一大批名为《洋泽隆钦大圆满》的苯教经典，并将其流传于世；第三部象雄耳传秘诀，据说这一密法的传承，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故被视为苯教无上乘中最重要的传承。特别指出的是，苯教的这些教法尤其是大圆满法的传承及其教授方式则同宁玛派的主要传承心部极为接近。可以认为，苯教与宁玛派各自的大圆满法之间有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微妙关系，甚至给人以不知其何为正宗的困惑。

因此，现在许多学者对苯教的教法或经典的正伪提出质疑，并出现不少带有探讨性的学术观点：“如果认为苯教教义的重要部分源出于佛教，那么有许多据称是找到的经文当然在事实上不可能是从遭迫害时起就藏起来的。因此欧洲历史学家设想，经文实际上是那些自称重新发现经文的人编写的，关于发现经文的故事是编造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文具有真实性。这种经文当然不可能像苯教徒所相信的那样是真经，因此西方学者以‘伪经’一词称呼‘伏藏’。即使如此，这并不排除某些经卷确实被藏匿起来或放错了地方、后来又被找到的可能性。特别是当发现者是不识字的人的时候。何况‘伏藏’所记载的事，苯教与佛教的观点并不都是相符的。这种经卷是否为遭迫害之前的经卷，那就只能由藏文古老的程度来决定了。现在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佛教于7世纪正式传入之前已有藏文。那些经文必然与九乘中的前四乘往往被称为因由之苯（因苯）所记述的事有关。在这方面，西方学者都认为这时的苯教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171]这段引文是藏族著名苯教学专家卡梅·桑旦坚赞针对有关苯教典籍方面存在的诸多争议所作的评判，并对此问题做出了颇具科学性的结论。这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苯教经典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因为辨别苯教经典的“真伪”问题，一直是有关学者在苯教研究领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课题。

在历史上不乏研究苯教经典的学者，如藏族著名宗教学家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认为：苯教诸多经典中“亦有无常、业果、慈悲、菩提心、六波罗蜜等散碎的知识，亦建立五道、十地、三身等的理论，至于若灌顶生圆二次等，住律仪三昧耶戒、开光、火施、修供坛城、超度亡灵道场等类似佛教作法的代替法事和补充事项也甚多。它的说法在形式上有同于佛法之处和不同处，如佛法说正觉，它则名为耶贤戴瓦，法身名为苯古，般若佛母名为萨智耶桑，报身名为贡都桑布，化身名为斯巴桑布，阿罗汉名为贤赛，菩提萨埵名为雍仲萨埵，上师名为文色，空性名为阿麦尼，十地名为无垢晶地及放光持明云蕴地，转成手印，等等。安立各种名称来作表诠，它的名词术语很多都是出于随意杜撰的”[172]。这是将苯教经典同佛教经典相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说明苯教的经典中，既有自己传统的东西，又有掺杂进来的佛教成分。换句话说，苯教的经典中确实保存着许多藏族古代的文明知识，同时也要承认苯教的确吸收了大量佛教的内容。苯教的许多经典产生于相对较晚的历史时期，难免受到佛教典籍的深刻影响。

特别是苯教从藏传佛教中吸取了一种固有的教理结构，并借鉴了经文分类法。因此，后期苯教徒编纂出了与佛教《大藏经》相媲美的苯教《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对于苯教《大藏经》产生的具体年代以及编排分类和内容结构等方面，也有人做出考证：

有关苯教教义的系统收集和编纂工作，事实上是在公元18世纪中叶才开始的。当时著名的苯教学者扎根卓巴（1700—?）在嘉绒地区晁居土司的委托下，开始制作木刻版经文。这项工作经几代人的努力，在长达100年左右的时间中，历经坎坷，直到公元19世纪50年代，木刻版的苯教《甘珠尔》才算问世。在这以后，晁居版的苯教经典逐渐在安多、曼日、雍仲林，以及霍尔、穹波等地区的苯教寺庙中出现。不过扎根卓巴编纂的苯教教义著作的目录，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了研究者急需想见到，然而又无从见到的一份珍贵文献。这一问题终于在公元1965年才揭开了谜底。

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份目录册，虽然不是扎根卓巴亲笔所著录，但是在公元1834年，由曼日寺住持尼玛丹增所著的这份目录册，也多少反映了扎根卓巴编纂工作的面貌。根据这份目录册，苯教《甘珠尔》为113卷，《丹珠尔》分为293卷。尼玛丹增在教义分类法上，严格按照《朵堆》中所载的贤绕米沃训导其弟子的精神，规定了格式。其中《甘珠尔》部的编排及其内容大致如下：

一、经论，第1─46卷，其内容涉及寺院的戒律、宇宙的起源说、苯教圣人的传记文学，以及各种祷文。

二、全集第47─66卷。主要包括苯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三、密教经典，第67─107卷，主要包括苯教密宗的教义。

四、库，第108─113卷，为苯教大圆满的哲学思想。

在苯教教义的经集293卷中，主要内容是宗教仪式和有关宗教仪式的记载以及艺术、因明学、医学、诗歌等著作。其中不乏极有研究价值的内容。[173]

以上引文中所谓的经集是指《大藏经》中的《丹珠尔》部。可以看出，苯教不仅对《大藏经》及其《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命名完全同藏传佛教一样，而且对于《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编排结构也与藏传佛教的《甘珠尔》和《丹珠尔》部相一致。根据德格版本，藏传佛教《大藏经》共有326部（卷或帙），其中《甘珠尔》部103卷，《丹珠尔》部223卷。整个《大藏经》共有21万多块木刻经版，有4569种不同科目或经文，达6800多万字。

其中《甘珠尔》部分为七个部分：一，律部；二，般若；三，华严；四，宝积；五，经部；六，续部（密宗）；七，总目录。藏传佛教认为《甘珠尔》部是佛祖释迦牟尼亲自口授的经典，主要讲佛教教义和戒律。

而《丹珠尔》部分为十八个类：一，赞颂；二，续部；三，般若；四，中观；五，经疏；六，唯识；七，俱舍；八，律部；九，本生；十，书翰；十一，因明；十二，声明；十三，医方明；十四，工巧明；十五，修身部；十六，杂部；十七，阿底峡小部集；十八，总目录。藏传佛教认为，《丹珠尔》部除了对《甘珠尔》进行注疏解释外，还编辑了极其丰富的藏族文化，诸如藏族历史、文学、语言、历算、医学、工技、艺术等。

由此可见，苯教和藏传佛教各自拥有的《大藏经》，无论在内容结构还是在形式分类上都十分相似或接近。但是从各自《大藏经》形成的时间上看，藏传佛教早于苯教。这说明只有前者藏传佛教的《大藏经》才能对后者苯教的《大藏经》产生影响。可以断定，苯教徒曾在借鉴并篡改藏传佛教《大藏经》的基础上，编纂了自己的《大藏经》。这一观点，不仅有其事实依据，而且得到有关学者的考证。卡梅·桑旦坚赞指出：“全集的划分完全借用了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而经论和密宗经典的划分则分别符合佛教的显密两宗。可以预想到，库和阿毗达摩藏没有什么联系，但和宁玛派大圆满法有着某种密切联系。”[174]这是卡梅·桑旦坚赞对苯教和藏传佛教的《甘珠尔》部进行的比较研究，并确定苯教曾借用或吸收了藏传佛教《甘珠尔》部的主要内容。

对于苯教的整个《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部），卡梅·桑旦坚赞也作了研究。他认为：“苯教大藏经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著作：伏藏和口传经文。首先一点，伏藏并非苯教传统中所特有的。在宁玛派文献中也有内容丰富的伏藏。”[175]在此值得说明的是，对于苯教和宁玛派的伏藏问题，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存在争议，如萨迦派等宗派都提出过异议，特别对伏藏的真实可靠性表示怀疑，而宁玛派则对伏藏的真实性深信不疑。而且，唯有苯教和宁玛派在广袤的青藏高原拥有大量的伏藏典籍。

根据苯教史籍，最初发现苯教伏藏的确切时间，可以认定在公元913年。之后，贤钦鲁噶（996─1035）又发掘了大量的伏藏，这些经文既构成了苯教教义的主要部分，又为苯教积累典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苯教从1017年起就开展了整理或编纂经文的工作。至14世纪，苯教在青藏高原再次发掘大量伏藏，又为苯教进一步编纂和完善经文创造了外部条件。此次发掘的伏藏，有一个特点，即对不同地区发掘的不同伏藏命名各自相称的称谓，如苯塞琼果泽发现的伏藏称为苯塞玛，在桑耶加德发掘的伏藏称为加德玛。不难看出，这些伏藏的称谓或与伏藏发掘师的姓名有关，或与伏藏发现的地点名称相联系。从整体上看苯教伏藏的种类以其发掘的地缘为界，分为中伏藏、南伏藏和北伏藏。

然而，对于苯教伏藏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卡梅·桑旦坚赞认为：“以这种方式发现的经文不可能都是伪造的。事实上，许多苯教伏藏师都是平民百姓。苯教历史学家并不假称，这些伏藏师具有超凡的能力，因而能发现经文。据说，10世纪，三个到处漂泊的尼泊尔人偶然在桑耶寺中发现了苯教经文。他们对这些经文毫无兴趣，就用它们换取食物。在同一世纪，三位猎人挖地取石时也碰巧发现了苯教经文。公元12世纪，一个牧羊人走进了一个山洞，惊奇地发现洞中堆满了经书。同样，一些香客和旅行者也时常在一些古老的寺院、宝塔和佛像中发现一些经文。有几个伏藏师既属于苯教，也属于宁玛派，还有许多苯教伏藏师发现佛教经文的实例。”[176]伏藏作为苯教教义依据的重要经典部分，其中虽有一些真实的、可信的古老传统文化，但不可认为伏藏全是古老、真实、可信的经文。苯教的伏藏中有真有假，它是一种真假并存的特殊宗教典籍形式，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

总之，经过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学术自由时期，苯教徒如鱼得水，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迅速建立起能与藏传佛教媲美的教法义理，且有许多大型苯教经典问世。特别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前段时期，苯教与宁玛派之间保持着一种互为取长补短的紧密关系。就是因为这一关系使双方在一些经典的渊源上造成分辨不清的混淆局面，甚至双方一直在经典的真伪或正宗问题上争执不休，相互指责对方剽窃或篡改了他们的经典内容，因而对方的经典是伪经，自己的一方才是正宗经典。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可因此而将苯教划归藏传佛教的宗派行列，应进一步了解苯教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它的传承性、独立性和固有的宗教实体。苯教依然是独立自主的藏族传统民族宗教。

二 佛教内部学派之间的对立与辩论

吐蕃时期，宗教派别之间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既尖锐激烈，又错综复杂，在时间上又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实际上，吐蕃各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攸关各自生死存亡的斗争。比如，苯教在同佛教的斗争中最后以失败告终，被吐蕃王朝于公元785年正式取缔。从此佛教成为吐蕃王朝的国教或主流宗教。之后，随着吐蕃佛教的发展，其内部又形成派别，从而酿成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的矛盾，并逐步激化，相互排挤。幸好最终以佛教特有的文明途径解决问题，即以相互辩论的方式决定胜负。

吐蕃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的对立与辩论，主要发生在印度佛教与唐朝佛教之间。这两大带有不同区域风格的佛教学派，最初一直在吐蕃并行传播和发展。当时他们的共同竞争对象是吐蕃本土的苯教，因而无暇顾及佛教内部的学派或学说问题。随着苯教势力的日益削弱，吐蕃佛教内部的派别观念和学说立场开始凸显出来，以印度佛教为主的渐门派或亲印派和以唐朝佛教为主的顿门派或亲唐派，为了壮大各自在吐蕃的宗派势力而发生利益冲突。公元781年，吐蕃占领沙州一带，将大批唐朝和尚带到吐蕃从事译经并参与佛事活动。“一方面请僧，一方面又从战争中俘获僧人以及从被占领土上强行带走僧人去吐蕃内地，这样使得吐蕃境内的汉僧人数大大增加，汉地佛教的影响也不断扩大。这些汉僧在吐蕃的活动，似乎主要是以译经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便是禅师，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就是大乘和尚摩诃衍那。”[177]特别是摩诃衍那到达吐蕃后，广收门徒，大力宣扬禅宗思想，在吐蕃赢得众多佛教徒的信赖，一时间跟随摩诃衍那修习禅宗的吐蕃本土人与日俱增，并以异军突起之势在吐蕃佛教中占据较大势力。

此外，印度和唐朝两地学僧在解释或修习佛教的教理仪轨方面产生分歧，甚至相互间拉帮结派，极力排斥对方在吐蕃佛教中已形成的宗派势力。从总的情况来看，当时的吐蕃佛教以寂护为代表的印度佛教占主导地位。因为寂护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清辩论师的五传弟子，属印度佛教显宗的正统，以大乘佛教的中观思想为佛学观点，以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多为修持宗旨，并遵循佛教根本戒律，即别解脱戒。所以，当时吐蕃特意从印度迎请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十二位比丘僧，协助寂护向吐蕃本族的第一批出家人即“七觉士”授予比丘戒。根本说一切有部是当时在印度势力较大的一个小乘佛教宗派，许多印度大乘佛教徒以此为正统戒律，在该派僧侣处受比丘戒。寂护之所以在吐蕃佛教中享有声誉，其关键在于他为佛教立足于吐蕃社会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譬如，他既举荐莲花生进藏降伏苯教诸神灵，为佛教在吐蕃顺利传播开辟了道路，又主持桑耶寺的创建工程，为佛教在吐蕃得以弘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寂护还亲自担任堪布为吐蕃本族出家人授比丘戒，建立僧伽队伍，为佛教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所以，寂护在当时的吐蕃佛教界拥有一定的宗教势力。然而，寂护去世后，从吐蕃占领地迎请的以摩诃衍那为首的不少和尚，开始在吐蕃大力宣讲佛法，阐述自己的佛学观点，尤其是倡导一种简便易行的修持佛法的法门，并且得到许多吐蕃本族出家人的关注、欣赏和踊跃参与，其跟随者与日俱增，顿时在吐蕃社会中蔚然成风，大有形成一大宗风之势，从而导致与追随寂护的中观宗一派的僧人直接冲突，酿成吐蕃佛教内部的第一次辩论事件，史称“顿渐之争”。

当时赤松德赞为了圆满解决两派之间的矛盾，宣布两派以辩论的形式抉择胜负，在吐蕃只允许保留胜者一方，失败一方禁止在吐蕃继续弘扬。因此，两派都为此次决定自己命运的大辩论倾注了所有的精力和智慧，作了大量的辩论前期准备工作。印度佛教一方专门从印度迎请莲花戒论师，他既是寂护大师在印度的大弟子，又是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的高僧，善于佛经辩论。而且，莲花戒专为两派辩论撰写了《修习次第》（sgom rim）等论著；而以摩诃衍那为首的禅宗一派也为两派辩论作了精心的准备。摩诃衍那在桑耶寺研习《般若广品》等深奥经论，并整理出《修法不需经典睡眠即可》、《禅定睡眠轮》、《禅定复述》、《禅定再复述》、《理成观见》、《义立论八十种经源》等经论。至于摩诃衍那的生平，在有关史料中记载很少。据说他年轻时在长安修业，其师似乎是北宗禅的大师。根据禅宗史家宗密的记载，一个叫作摩诃衍那的和尚是神会的弟子。虽不明摩诃衍那究竟属于以神会为代表的南宗禅还是由神秀开创的北宗禅，但有一点很明确，摩诃衍那是在公元781年沙州被吐蕃攻陷以后奉赞普之命到吐蕃去的。这在敦煌卷子里有明确的记载：“臣沙门摩诃衍那言，当沙州降下之日，奉赞普恩命远追，今开示禅门及至逻婆。”[178]引文中逻婆是指拉萨。当时摩诃衍那和尚抵达吐蕃后，主要在拉萨和札玛珍桑等吐蕃佛教名胜一带传教，直至大辩论结束。

吐蕃佛教大辩论是在公元792年举行的，当时赤松德赞亲自参加了辩论会的开幕式，说明吐蕃赞普十分关注此次辩论会。根据藏文史籍，此次佛教辩论会是吐蕃有史以来举行的最为隆重盛大的一场宗教辩论会，而且辩论会持续了两年之久。至于辩论会的过程或细节，大多藏传佛教史书都作了详略不等的记述，《布顿佛教史》如是描述：

莲花戒到吐蕃后，赞普坐于中央上座，和尚一派安排在右排座位，莲花戒在左排座位入坐，“渐门派”一行跟随其后。赞普将两个花圈分别送给两派大师，并下令让他们发誓，败者向胜者献花圈，而且败者不能留住吐蕃。摩诃衍那讲道：“奉行善业或不善业，可入善趣或恶趣，而不能解脱轮回，甚至成为成佛之障蔽。这就像乌云或是白云都可遮蔽天空一样。如谁对任何无念、无思的话，他将会解脱轮回。对任何无念、无分别、无观察，此乃无执著。由此可顿入禅定，犹如直达菩萨十地。”莲花戒辩道：“如此对任何无思维，实际上就是舍离妙观察智。而妙观察智是清净慧的根本，因而舍离妙观察智就等于摈弃了出世间之智慧。如无妙观察智，任何瑜伽行者均处于无分别境。如果一切法是无念、无思的话，其所有实践者，则不能无念、无思维。如果自以为我可以不念佛法，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思维活动。如果仅作为无思念的话，当处于昏迷状态之际，就是无分别。没有一个以妙观察智之外的方法，使其入住无分别境。抑制思念且无妙观察智，如何能将一切法视为无自性。如同无证得空性，不能断离障蔽一样。因此，以清净慧远离一切假象；在思念中不可无念；如无思念与思维，怎能成为记忆往昔住处和通达一切者，以及如何脱离烦恼。所以，以清净慧抉择胜义的瑜伽行者，知一切三时内外皆自性空，即刻寂静分别心而舍离一切邪见，依此圆满方便和智慧，断除一切障蔽，通达一切佛法。”[179]

以上引文不但描述了辩论会的大致场面，而且记述了当时沙州和尚摩诃衍那和印度僧人莲花戒之间辩论的精彩片断。从中可以大体了解到他们各自的主要佛学观点和修持立场。许多藏文史籍都一致认为，这场辩论会规模大、规格高，由吐蕃赞普亲自主持，双方参加者约百人，而且双方在辩论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辩论会最终以摩诃衍那和尚为首的顿门派的认输而告终。但在敦煌汉文佛教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中认为，以摩诃衍那为首的汉僧在顿、渐辩论中获胜。实际上，当时吐蕃赞普判定以莲花戒为首的渐门派获胜，并将摩诃衍那等和尚遣送回沙州，有关顿门派的经典埋在地下成为伏藏。同时，赞普还颁布敕令，从此吐蕃佛教僧人不准修习顿门派之法，而应奉行十法行和六波罗蜜多，遵循律学；在密宗方面，除修持事、行、瑜伽三续外，暂不可多译无上瑜伽续。以莲花戒为首的渐门派在吐蕃获胜后，莲花戒受到吐蕃王臣及民众的极力推崇，因而他的佛学思想对当时吐蕃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吐蕃佛教顿门派与渐门派辩论的最终胜负问题，王森也作过考证：

从现在的资料看起来，禅宗在西藏的影响并没有断绝，并且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宁玛、噶举等派，而在当时目录上看，却是莲花戒等所传中观宗居于主流，可以说，在当时大概是印僧占了上风。[180]

在吐蕃发生顿、渐之争后，虽有不少佛教唯识宗学派僧人到吐蕃宣讲其佛学观点，但吐蕃佛教以中观瑜伽行派的义理为主流佛学思想。也就是说，寂护大师及其弟子莲花戒论师所开创的大乘中观自续派之见修，始终是藏传佛教前弘期的正统思想。而摩诃衍那在佛教大辩论中失利后，返回故里沙州，在当地依然受到人们的尊重，被称为“国德”、“大德”、“蕃大德”，尤其在沙州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宗教威信，并拥有大批佛门弟子。撰写《顿悟大乘正理决》的作者王锡，很可能是摩诃衍那的一名高徒。

因此，《顿悟大乘正理决》中不仅宣扬顿悟禅宗思想，而且推崇或歌颂摩诃衍那的学识德行，尤其在记述佛教顿渐辩论的结果时与藏文史籍大相径庭。该经论认为：“我大师乃心湛真筌，随问便答，若清风之卷雾，豁睹遥天，喻宝镜以临轩，明分众缘。婆罗门等，随言理屈，约义词穷，……小乘辙乱，岂复能军？看大义旗扬，犹然贾勇。至戊年（公元794）正月十五日，大宣诏命曰，摩诃衍那所开禅义，究畅经文，无一差错，从今以复，任道俗依法修习。”甚至认为渐门派一方被摩诃衍那驳得理屈词穷，最后顿门派取得胜利；而几乎所有的藏文史籍对其大辩论的结果，却又异口同声地讲道：对于渐门派的辩论，顿门派一方则无言以答，只好将花环献给莲花戒，承认了失败。甚至个别藏文史籍记载摩诃衍那听到渐门派的答辩，犹如头被雷击，无以对答，只能认输。此外，藏文史籍对当时摩诃衍那一方信徒的一些过激行为也作了描述：“摩诃衍那的徒弟中，娘夏米以刀解身，聂齐玛拉与俄仁波且捶其生殖器，汉僧（甲桑梅郭）燃其头而死。余众人身配利刀，扬言欲杀尽渐门巴而后效法已捐躯者，自尽身死。”[181]而在《顿悟大乘正理决》中又说：渐门派“犹思拒撤，遂复眩惑大臣，谋结用党。有吐蕃僧乞奢弥尸毗磨罗等二人知身聚沫，深契禅技，为法捐躯，何曾顾己，或头燃炽火，或身解霜刀，曰吾不忍见用党相结，毁谤禅法，遂而死矣。又有吐蕃僧三十余人，皆深悟真理，用词而奏曰，若禅法不行，吾等请尽脱袈裟，委命沟堑。婆罗门等，乃瞪目卷舌，破胆惊魂，顾影修墙，怀渐战股”。说明当时在吐蕃的确上演了为法捐躯的惨剧，引文中所说的“眩惑大臣，谋结用党”，有可能反映了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倾向于莲花戒一方的事实。

对于渐门派与顿门派的理论观点，后来的诸多藏传佛教宗派都站在渐门派的立场，对顿门派进行了批判。如《巴协》曰：“和尚之教顿悟者，于十法行有害，使其不能实行，使心沉溺，使余与别人之修习受阻停顿，心沉溺而教则衰，彼等断不能修其教矣。”又《西藏王臣记》记载：“和尚摩诃衍那来到吐蕃，宣说行身语之善行不得成佛；全不作意则成佛，遂教作禅，引诸多吐蕃人于邪路之上。”可以看出，藏传佛教站在佛教正宗的立场尽力将顿门派排除在佛教各宗派之外。如《贤者喜宴》记载：

若欲区别真假佛教，须看非佛教者乃因嗔心特重，而生损害、扰乱之事，进而携器以杀戮对方而后快。而佛教者则不论对方如何扰乱、伤害，反而倍生悲悯、忍耐之心，应时平心静气以经教与道理驳阻对方之邪思妄为。杀生、骚动固属别人所为，若阻劝之则为善行矣。现实与未来之时，凡修佛者只需了达此义，便知何为佛教者，何为非佛教者矣。非佛教者，为欺骗众生认其教为佛教故，其观点及教派有如诱饵也。然其开口依始便已穷极，其应允之见行并不能约束其自己，正如和尚摩诃衍那俱诸弟子，扬言绝对无念，善恶均不行，全不作意等为其见教，当然渐门巴言其教非合理之时便顿念扰乱、伤害及根本烦恼、随烦恼等一切恶念，进而持刀欲杀，充满凶猛之恶行而不知回返，则其观点与教派立时毁于自身。而佛教之观点与教派与之异也，当其遇伤害等凶猛之缘时，犹如铠甲不害自心，犹如利器调伏烦恼，彼二事以此观点成于同时，犹如火中添柴，使其观点得一祈祷矣。[182]

引文中不仅批判了顿门派的观点和行为，而且以比拟的手法将顿门派拒之佛门之外，甚至认为顿门派的学说是一种邪说。这一观点在绝大多数藏传佛教学僧中有着比较一致的共识，并在广大藏传佛教信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顿门派与渐门派在吐蕃的大辩论，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对它的起因或经过以及最后的胜负都作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法国的戴密微于1952年就推出了专门研究顿门派与渐门派之间大辩论的大作，即《吐蕃僧诤记》。

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是一位汉学家，主要依据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第4646号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顿悟大乘真理决》，对公元8世纪发生在吐蕃的佛教顿渐大辩论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至今他的《吐蕃僧诤记》依然是研究吐蕃佛教大辩论的权威著作。在谈到吐蕃顿渐辩论的形式时戴密微认为：

这些汉人当然并不懂得梵文，而他们的对手印度人也并不懂得汉文。因此，辩论是围绕着用梵文和汉文写的文件展开的。在口头辩论中，藏语是双方的共同语言，这或是因为双方的论战人员多少会讲一些藏语，或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翻译，吐蕃的宫廷里不缺少这类人员的。因此，从技术上来看，语言上的困难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无论使用什么语言，一部分人总是用梵语思维，而另一部分则用汉语思维。[183]

以上引文说明了当时的大辩论虽然在语言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辩论双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表达方式不同，印度僧人和汉族和尚在辩论中常常陷入人为的死胡同。“尽管拉萨宗教会议的主角们或他们的译员都懂得汉语专门术语及其梵文原形之间的同义关系，但他们还是经常坠入死胡同，因为他们没有赋予辩论中经常使用的词汇以相同的含义。”[184]这段话里暗示了吐蕃佛教宗派之间的大辩论进行得非常艰难，经常因为对某一佛教义理的阐释不同或出现术语上的差异，令他们陷入僵局。同时，戴密微还提出了双方在佛学研究上有差别，甚至认为摩诃衍那及其随从在佛教知识领域不如莲花戒等一方深广渊博。如《吐蕃僧诤记》记载：

摩诃衍那或为他撰写文书的人既不是大作家，也不是深奥的思想家，他们不善于透彻地论述问题。他们自己也深知他们的学识比不上莲花戒和他那一帮子人。也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们学识太渊博了。说穿了，也就是说摩诃衍那等人自命不凡，学究气十足，他们想通过自由推论的方法来理解与他们自己的佛教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佛教，正是由于后一种佛教的术语的原因才使他们茫然失措。[185]

从以上引文中不难发现，戴密微也许没有更多地考虑两大宗派之间业已存在的最根本性的区别。比如，禅宗“作为一个佛教派别，它自称‘教外别传’，否认佛教经典、佛祖权威，也否认佛菩萨以至净土的实存。禅宗唯一信仰的是‘自心’，迷在自心，悟在自心，苦乐在自心，解脱在自心；自心创造人生，自心创造宇宙，自心创造佛菩萨诸神”[186]。可见，禅宗在诸多佛教派别中比较特异而处于孤立状态。因而顿门派与渐门派在佛学基本观念上就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然，戴密微也承认这只是摩诃衍那一方在吐蕃佛教宗派中失利的一小因素，关键在于摩诃衍那一方始终处于被动。首先，辩论会是印度佛教僧人一方向赞普谗言摩诃衍那一派而引发的。“我们认为摩诃衍那和尚的处境并不是很妙的。印度教派明显是处于攻势，而且从论战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关于僧诤会的两种说法在这一点上是吻合的。”[187]其次，摩诃衍那及其跟随者在人数上虽占多数，但他们中没有权贵人士等作为后盾，因而处于势单力薄的境地。至于戴密微对印度佛教与唐朝佛教在吐蕃展开的辩论会的论述，详见《吐蕃僧诤记》，在此不再赘言。自从顿、渐辩论之后，顿门派逐渐退出吐蕃宗教舞台，而渐门派在吐蕃发展兴盛。它不仅得到当时吐蕃王室的特别关照，而且经过后世高僧大德的弘扬，在藏传佛教中确立其正宗地位。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顿门派作为唐朝佛教禅宗的代表，对吐蕃佛教甚至对后世藏传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吐蕃时期翻译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入楞伽经》等不少禅宗极为重视的佛经，并早已将此类经典收入藏文《大藏经》。根据日本人的研究，汉地禅宗文献《金刚三昧经》、《首楞严经》和《法王经》，不仅译成藏文，而且载入吐蕃佛经大集成《丹噶目录》之中，并说明此类佛经是禅宗系统的伪经。[188]此外，《丹噶目录》中还有与禅宗关系密切的《金光明经》和《楞伽经》，两部经典都是从汉文译成藏文的。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也有许多有关禅宗的译经，还有不少关于摩诃衍那以及吐蕃佛教大辩论的文献。这些文献典籍可反映唐朝佛教禅宗向吐蕃本土传播的情景。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以摩诃衍那为代表在吐蕃宣扬的禅宗思想，具有浓厚的佛教密宗色彩，以《楞伽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依据，其侧重点在于修心之上。“以‘心’为最高本体，遵循向内心求解脱的实践路线，确实是禅宗最稳定的思想属性，所以，用《楞伽经》作标志，也有便于推广普及的一面。弘忍和神秀曾一度提倡《文殊般若》，把齐声念佛当作禅众‘净心’的手段。及至神会打出‘南宗’旗号，一改《楞伽》的传承为《金刚般若经》传宗。”[189]可见摩诃衍那传入吐蕃的禅宗带有南宗神会的顿悟风格，“认为众生之所以糊涂，全在于不识本性，只要点破自心本来具足，言下便悟，用不着那么长期作修”[190]。

因此，沙州禅师摩诃衍那带进吐蕃的顿悟思想与印度无垢友和吐蕃人毗茹札那两位密宗大师传入吐蕃的大圆满法之间产生一种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只是大圆满法涉及灌顶等密宗传承而已。以隆钦·饶绛巴（1308—1364）的观点来看，8世纪，毗茹札那在印度亲近的负有盛名的大师吉祥狮子，原本出生于汉地，他云游到印度并在那里长期定居，故大圆满法与禅宗思想有间接关系。甚而隆钦·饶绛巴提出摩诃衍那和尚在吐蕃传播的教法是大圆满法的一种高级形式，但这一观点受到同时代高僧大德的批判，认为这是隆钦·饶绛巴的一种极端错误的理解。因而隆钦·饶绛巴的这一观点在藏传佛教中比较孤立，很难立足。

从总体上看，在大圆满法中确有一些与禅宗思想观念和修行方法相似之处，但被公认为是源于印度佛教并形成于吐蕃本土的宁玛派的最高密法。这一观点可在努桑杰益西（9世纪人）所著的《禅定路灯》或《禅定灯明论》等早期论著中得到证实。如《禅定路灯》中反映了大圆满法从渐悟、顿悟、大瑜伽直至无上瑜伽的阶梯式的发展轨迹。

从历史上看，自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以无垢友和毗茹札那为主传入吐蕃的旧密教理，受到以阿里古格王益西沃和喜瓦沃等为首的一大批著名人物的关注和质疑，并与摩诃衍那传入吐蕃的禅宗思想一起被批判，甚至被列为禁止在西藏继续流传的对象。随之又有不少藏传佛教学僧极力对大圆满法的正宗性进行抨击，如桂译师提出大圆满法不是起源于印度佛教的观点；智贡噶举派高僧智贡贝增（14世纪人）认为在印度佛经中不存在大圆满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在其名著《三律仪详析》中又提出了汉地佛教中存在大圆满法的观见。而藏传佛教其他宗派亦认为，大圆满法的修习内容接近摩诃衍那的禅定方法。如摩诃衍那传授的“离一切想”的禅定方法可以理解为“什么都不想”，而这种独特的禅定方法又是从无分别智的最高形式里派生出来的。无分别智是建立“三摩地”的基石，通过无分别的禅定，最终达到如来禅的境界。然而，藏传佛教普遍认为“离一切想”的修习方法不可取，因为离一切想只能给修习中最重要的“妙观察智”带来一系列障碍。

与此同时，宁玛派学僧也不听之任之，而是针锋相对，批驳来自藏传佛教其他宗派的各种质疑，特别是宁玛派高僧居弥庞·绛央南杰嘉措（1864—1912），为维护大圆满法的正宗地位而专门撰写了著名的《辩难对答辑录》。实际上，围绕大圆满法的正宗性而在藏传佛教界持续几百年的佛学论争，则是一场佛教哲学思想上的大辩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辨别孰是孰非，它是一个可以让藏传佛教各学派或学僧永久性争论下去的哲学命题。

第六节 吐蕃译经及大藏经目录

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始于松赞干布时期（7世纪），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又是在赤松德赞时期（8世纪）展开的。其中外籍僧人始终是吐蕃译经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他们与吐蕃本土译师并肩合作，共同努力，将佛教典籍包括显宗和密宗在内的完整佛经翻译成藏文，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建立了深厚的文献基础。当译经工程告一段落，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译经之后，对此进行编辑目录，便成为自然的事。赤松德赞时期，就组织学僧开始了编纂佛经目录的工作。吐蕃时期相继编纂三部不同的佛经目录，即《丹噶目录》、《青浦目录》和《旁塘目录》，出炉了藏文大藏经的雏形。

一 厘定译经

赤松德赞、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三位赞普（国王）时期，是吐蕃译经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曾三次厘定译经，使吐蕃佛经翻译日臻完善。如赤德松赞继承王位后，加强佛经翻译工作，尤其重视译经质量，开始整理和编写译经目录。在编目过程中发现大量的译经不但名词术语不统一，而且语言词句不通顺。为此，赞普召集有关学者审定和统一佛经翻译标准，编纂了《两卷译语释》（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又有汉译为《声明学要义二卷》的。这是一部既有列举又有释疑的工具书或翻译理论书。据黄明信研究：全文包括序言、正文和跋三部分。正文是佛教的词语集，全部词目和一部分注释是梵藏对照的（梵文系用藏文字母转写）。其词目从内容看，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有关神佛名号的词语，第二部分是有关佛教教义的词语。[191]书中列出许多梵文和藏语的疑难词语，并一一解答和阐释，指明其准确译法。也就是说，《二卷译语释》里对佛经的翻译作了具体的指导并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在总体上不违背原文原意的前提下，尽量符合藏语文的表达方式。倘若按照原文词语次序进行翻译，既能表达原文的准确意义，又符合藏语文的表述形式，则不用调整原文的语句次序。否则，允许打乱原文的语句次序，以求达到译文的意义确切、语句优美、通顺易懂。特别在翻译专用名词时，最好采取音译的方法，如果意译更能表达清楚，也可意译；在翻译量词时尽可能用藏语的量词；在翻译佛教中的佛菩萨或高僧大德时，不得使用贬义词来翻译，等等。

赤祖德赞时期，又鉴于藏文译经中依然产生许多新名词和新术语，尤其从不同文种包括印度、唐朝、尼泊尔、西域等地的诸多文字中翻译过来的佛经，其名词术语呈现五花八门之不规范现象，专门设立厘定译经文字的机构，并组织外籍学僧和吐蕃译师一起规范藏文字并修订以前翻译的佛经，遂问世了《翻译名义大集》（bye brag tu rtogs pa chen po）。这是一部规范文字的词语大全，又是一部梵藏对照词典。这一工具书的问世，为厘定译经提供了方便，使佛教译经的文字规范化有了统一而标准的依据。据黄明信研究：《翻译名义大集》共收词语9565条，分为283个门类，收入《丹珠尔》杂部中，是藏文历史上第一部双语的分类大词典，为佛经翻译工作中统一名词术语起了重大的作用。[192]可以说，《二卷译语释》和《翻译名义大集》两部工具书曾在吐蕃译经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今均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

吐蕃时期相继出台的译经规则，使吐蕃译经文风既保持了原文的准确性，又符合了藏文的表述形式。也就是说，吐蕃译经之所以取得如此良好的效果，主要是严格执行了《二卷译语释》中制定的“三条规则”、“四种译法”和“四项注意”等一系列翻译规则。如“三条规则”中的第一条要求符合语音规则，第二条要求做到不违反佛经原意，第三条要求尽量通顺易懂。“四种译法”分别制定了音译、意译、直译和倒译的规则。“四项注意”依次是：注意对佛、菩萨和声闻等的敬语翻译；注意对已制定的有关用语外任何人不得自行修改和生搬硬造；注意对新出现的词语经研究确定后，呈报大堪布和大译师阅定，最后由赞普厘定授命；注意对密宗经典的翻译程序，因为密宗经典属于秘密，对不够条件修习密宗的人不得宣讲或翻译。可以看出，这一系列翻译规则，蕴含了系统的翻译理论思想，对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起到了指导性和规范化的作用。

二 译经目录

吐蕃佛经目录的编纂，始于赤松德赞时期，完成于赤祖德赞时期，共编纂了三大目录，即《青浦目录》、《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根据《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赤松德赞时期对佛教译经作过比较粗略的分类编目，大致分为三类，即律藏、法相（显宗）或经藏、密宗或续藏。

在律藏目录中有以下经典：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经广因缘集》、

《律分别》、

《律上分》、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四种律典》、

《四律上部》、

《出家基础》、

《基础下部》、

《长净事基本说》十七部、

《律分比丘及比丘尼》、

《律上分》、

《杂事》（一切律之补充）、

《律经根本律》（中有比丘别解脱和比丘尼别解脱），

还有叫嘎尔玛夏当的摩羯仪轨、

叫嘎日嘎的律经根本律的实践、

做沙弥实践与问年龄，

这些的注解及其实践，

三戒律根本稳经，

《戒律》。[193]

在法相或经藏目录中包括以下经典：

《善恶分经》、

《百业经》、

《分类分清》、

《业分说》、

《富楼那的故事》、

《婆罗门正厅经》、

《报恩经》、

《智愚经》、

《正法念处经》、

《除坏戒律经》、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事》、

《律分别》、

《律上分》、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两部《别解脱经》、

《波罗蜜多母子十七经》、

《地藏经》、

《十轮经》、

《功德经》、

《宝积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

《楞伽经》、

《涅槃经》及注解《宝镶》卷、

《金光经》、

《律经》的很多注解，

《阿毗达摩婆沙论》，

《发智论》由伽达衍那注，

世亲的《蕴品类论》，

《二十品类论》、

《三十品类论》、

《成业品类论》、

《法论》、

《自性五论》、

《法藏库》、

龙树的《宝置论》，

龙树的《赞颂集》，

圣天的《中观四百论》，

巴夏的《推理》，

佛护的《佛陀巴利达》，

月称的《入中论》，

智藏的《中观二话论》，

静命的《中观庄严论》，

嘎玛拉希拉的《中观明照》，

马鸣的《经部本生传史诗》，

阿罗汉法依估的《专门论殿》，

陈那的《品类一百零八种》，

法称的《因明广本量学》，

和《七种因明注释》，

旺保德的《品类析推理》，

寂天的《菩提行入门》、

《集学论》，

无著的《弥勒五部法》、

《五地论》、

《三戒律》等等，

世亲的《十地》注，

地亲的《白莲花》注，

《佛学精神》注解六十函。[194]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引文法相经藏中也有少许律藏经典目录。在密宗或续藏目录中有以下经典：

《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

《各如意珠经》，

《积宝顶》，

《五咒续》，

《小咒一百六十续》，

《支雅续》，

身续《顶髻续》，

语续《不空罥索续》，

意续《明佳续》，

自肩而出的《肩膀续》、

自脐而出的《苏德嘎利续》、

两膝出来的《不动续》、

《文雅续》六称基本续、

《事续总汇》、

《文殊本续》、

《具体仪式续》、

《神续长咒》、

《等持续集》、

《光明续》、

《密总汇续》、

《溜顶王续》、

《文殊本续》、

《文殊密》、

《六种文殊续》、

《一勇本尊修》、

《观世音菩萨二十一续》、

《莲花网不空罥索续》、

《如意轮》、

《千手千眼咒》、

《狮子吼》、

《莲花宝冠续》、

《大自在悟续》等，

《金刚手凶本缀》、

《金刚地下》、

《金刚调伏三界》、

《金刚忿怒乐》、

《金刚举续》、

《金刚精燃火》等，

《金刚除本续》、

《金刚山垒屋续》等，

《光辉度母续》、

《心续》、

《黑阎罗续》、

本续《照明菩提续》、

讲续《光辉太阳续》、

本续、外续和再续、

《三界胜利明续》、

《佛说文殊师利名梵赞》、

《烈火渝盟三胜续》、

《金刚手续》、

《灌顶续》等等，

本续《达塔桑扎哈》、

瑜伽讲续《金刚顶》、

《加持去除三恶趣续》、

补充《吉祥佳第一续》、

《山佳续》、

《三世胜续》、

《文殊幻术》、

《金刚精续》等，

十八部《旃檀罗续》、

明照佛等幻术四部、

密金刚菩提幻术八部、

密八大本尊总续及具细、

《文殊身续》、

《密月黑绪》、

《莲花语续》、

《马面本尊续》、

《正确意经》、

《赫茹嘎格保续》、

大小各一《甘露功德续》、

《钉业布达尧达马拉续》、

《魔女十万精》等六修法、

《作乐药品及供品续》等等，

本续《智慧手印经》、

《灌顶王六持明经》、

《等持佳经》、

《密门注解经》、

《金刚不迷途经》、

《度母垒经》等十卷基本经、

《一切佛之精神续》、

《持明积心经》、

《智慧威布谷鸟经》、

《格保切经》、

《超世界经》、

《身贤劫燃火续》、

《语音忿怒马面积续》、

《意为正确本札茹嘎续》、

《功德圆满仙女不迷途续》、

《事业结束修行六种续》、

《无上业全续》、

《总续一千镶》等等，

本续五部、

支续七部、

注续四部及支部、

大圆满心部十八部、

界部白黑及母子部、

密诀三部。[195]

以上经目只是《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记载的吐蕃时期的部分译经目录，而且局限于赤松德赞时期在桑耶寺翻译的佛经目录，并没有记录赤松德赞前后翻译的佛经。特别是《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分类的律、经、密三类经典，其中的律部经典又属于显宗部，故有相互间经名重复的地方。实际上，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将佛教经典分为两大部分，即显宗部和密宗部。这是两位外籍佛教大师在吐蕃传教的特质所决定的，如当时寂护大师在吐蕃主要传授佛教显宗，而莲花生大师专注于佛教密宗的传授。随之吐蕃僧团组织也形成两派阵容，即修学显宗的出家比丘僧团和修炼密宗的在家居士队伍。所以，赤松德赞时期编纂的佛经目录，也根据显宗和密宗两大不同内容来分类核定，形成显宗和密宗两大佛经分类法。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佛经目录只是在一部人物传记中附带记录的粗略统计，还不能完全反映赤松德赞时期所翻译的吐蕃全部佛经目录。

三 《丹噶目录》

吐蕃时期先后问世了《丹噶目录》、《青浦目录》和《旁塘目录》三大不同佛经目录。赤松德赞时期，吐蕃译师噶瓦·白泽（ska ba dpal brstegs）和昆·鲁旺布松（vkhon klu ye dbang po bsrung）对堆塘丹噶宫所藏的佛教经典进行整理和编纂目录，故称《丹噶目录》（dkar chag ldan dkr ma）；赤德松赞时期，由噶瓦·白泽、却杰宁波、德瓦纳扎、白杰伦波等吐蕃译师将青浦宫所藏经典统一整理和编纂目录，故称《青浦目录》（dkar chag mchims phu ma）；之后，又把旁塘宫所藏佛经整理编成目录，故称《旁塘目录》（dkar chag vphang thang ma）。遗憾的是，《青浦目录》后来失传，只有《丹噶目录》和《旁塘目录》流传至今。其中《旁塘目录》在藏文典籍中不多见，但有孤本留存，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按照经部和论部的分类编纂而成的，对以后藏文大藏经的编纂体例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丹噶目录》成为吐蕃三大佛经目录中最重要的编目，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通过《丹噶目录》可以大致了解到吐蕃时期的佛教经论的概貌。

因此，后世许多佛教学者根据《丹噶目录》阐述吐蕃时期流布的佛教教理仪轨。如布顿仁钦珠根据《丹噶目录》以及藏传佛教“后弘期”内翻译的经录撰写了著名的《布顿佛教史》。该论著中详细考述了吐蕃时期翻译的佛教经论及其原著者和翻译人；吕澂根据纳塘版大藏经收录的《丹噶目录》，对其作过科学考证，并认为《丹噶目录》大体混合经论，而依三藏次第分十七类罗列群书，实为后来录家分类之权舆。其十七类分类纲目具体如下：

第一，大乘经。般若、华严、宝积等经集及由汉土转译之涅槃等。

第二，小乘经。正法念处经等，未附法集要颂。

第三，秘密怛特罗。不空罥索大相陀罗尼等。

第四至第七，名号、赞愿及吉祥颂。

第八，律藏。戒本、毗奈耶等。

第九，大乘经释。十万般若大疏、般若广中略释、现观庄严论本释等。

第十，中观论。根本中论释论、般若灯本释，佛护释论、无畏释论、中观庄严论本释等。

第十一，禅定书。修行三次第等。

第十二，唯识论。瑜伽师地论本释、摄大乘论本释、集论本释、经庄严论本释等。

第十三，大乘论集。集菩萨学处论、集一切经论、宝鬘论等。

第十四，小乘论。俱舍论本释、称友疏等。

第十五，因明论。观因果相属论本释、正理一滴论本释等。

第十六，藏土撰述。圣教正量、慈悲大赞等。

第十七，待考。量释论本释、摄真实义论本释等。[196]

从以上十七类佛经纲目中不难看出《丹噶目录》既是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大藏经雏形目录，又是唯一能够集中反映吐蕃时期佛教经论的一部珍贵经录。同时，从《丹噶目录》中尚可得知吐蕃时期翻译的佛经中不仅包括大小乘经论，还涉及密宗经典。东噶·洛桑赤列曾对吐蕃时期翻译的部分主要佛教经论作过详细考证和阐释，在此不妨引用他的考证和阐释作为我们对吐蕃时期的佛教经论的解读：

在赤松德赞时期，由译师朗康巴阔恰、毗诺札那、坚吉祖和香益喜丹等人从梵文译成藏文的《广般若经》，收入纳塘版甘珠尔一—十二函，共计十二部。《中般若经》又分为广中略三种，《中般若经》的广本有《二万颂》，还附有译跋，收入纳塘版甘珠尔一、二、三函中；《中般若经》的中本有《一万八千颂》，由译师香益喜丹等人翻译，收入纳塘版甘珠尔一、二、三函中；《中般若经》的略本有《一万颂般若》，由译师香益喜丹等人翻译，收入纳塘版甘珠尔经一函中。《略般若经》的略本有《八千颂》，曾有多种不同的译本，多次校订过。《广般若经》有十二部，《中般若经》有七部，《略般若经》有一部，共计二十部，总名为《广中略三种般若经》，详见每部甘珠尔之目录。

《入行论》，又称《入菩萨行略论》，此书由印度希瓦拉（寂天）大师所著，从头到尾易读易记，主要内容是大乘菩提心之语诀，共分十章。最初在赤德松赞时，由译师萨帕扎涅第瓦和西藏译师噶瓦贝则译成藏文，先后修改过两次。收入纳塘版丹珠尔显部十六函中，印度不少学者都为此书做了注释，其中十三篇注释收在纳塘版丹珠尔显宗部二十七函中。

对弥勒菩萨所著的《大乘庄严经论》，印度和西藏的许多学者写过注释，从印度文译成藏文的《大乘庄严经论注释》，有世亲大师所著的《大乘庄严经论注》（收入《丹珠尔》四十四函）和僧无性大师所著的《大乘庄严经论注释》（收入《丹珠尔》的四十六、四十七两函中）等数种，另外西藏的一些各教派学者也作过注释。上述从印度文译成藏文的几种都是在赤松德赞王在位时由译师噶瓦贝则等人翻译的。

《大悲白莲花经》有六函及十五函两种版本，其中六函本由班智达智那里札和译师益西德二人译成藏文，十五函本由班智达智那里札、苏仁札、札查涅瓦玛和藏族译师尚益西德等人译成藏文收入奈塘版《甘珠尔》六函。

世亲大师的弟子精通毗奈耶的学者，即云丹沃大师为其著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这部典籍为佛教四部律典的集要，分为二十章九函。赤德松赞时，印度的班智达文那米札和西藏译师觉诺垄坚赞从梵文译成藏文，收入纳塘版丹珠尔显宗部二十二函中。

释迦光的《戒律三百论》及其注释《光明律》两部书在8世纪末期赤松德赞王在位时由译师藏德瓦札若智达译成藏文，收入《丹珠尔》显宗部五十九函中。

龙树的著作在论的方面有《中观根本智论》、《正理六十论》、《空性七十论》、《破邪论》、《细研论》、《集经论》、《梦幻如意宝言论》等；在居士戒律方面有《诫王书》、《国王善行宝鬟》；在僧人戒律方面有《菩提资粮》；在概述密宗见修方面有《怛特罗总集》；在中观见地方面有《菩提心释》；在讲述密宗修习次第方面有《集论》、《杂论》、《二十曼荼罗仪轨》；在密宗圆满次第方面有《五次第论》、《医方明论一百剂》；对众生教诫的有《规矩养生论》；对国王大臣教诫的有《一百智论》、《棋盘香论》；历算方面的有《顺缘起唯一经论》等。他的著作都译成了藏文，除个别的以外大部分是在赤松德赞王的时期翻译的，并收入了《丹珠尔》。

法称大师的《因滴论》、《关系论》、《悟他论》、《净理论》，这四部著作在8世纪中期由译师班第南喀等人译成藏文，并收入《丹珠尔》显宗部九十五函中。

无著大师的论著有：阐发广中略三种般若论和现观庄严论的《自性真实论》，详述大乘三藏意义的《五部地论（瑜伽师地论：1.本地分，2.摄抉择分，3.摄事分，4.摄异门分，5.摄释分）》，讲述三共乘内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这些都收入纳塘版《丹珠尔》显宗部的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等函中。此外还有：《经藏实意注的注释》，收入《丹珠尔》显宗部的三十四函；《大乘怛特罗上师注释》，收入《丹珠尔》显宗部四十四函。这些著作中除《大乘怛特罗上师注释》是11世纪初译成藏文外，其余的都是在8世纪中期赤松德赞在位时由译师尚益希德翻译成藏文的。

世亲大师的论著很多，译成藏文的著名著作有《圣法六门陀罗尼论》、《四部经论》、《伽耶果日经论》、《十地经论》，都收入《丹珠尔》显宗部34函；《无漏智慧经论》收入《丹珠尔》显宗部35函；《善行祈愿经注释》收入《丹珠尔》显宗部38函；《大乘庄严经论注释》收入《丹殊尔》显宗部44函；《中边论注释》、《法与法性论注释》，收入《丹珠尔》显宗部45函；《唯识三十颂疏》、《唯识二十颂疏》及其注释、《三自性论》、《五蕴抉择论》、《注疏论》、《品类足论》、《大乘经一百明门论》，以上几种都收入《丹珠尔》显宗部57函中；《阿毗达磨俱舍本论》及其注释，收入《丹珠尔》显宗部63、64两函中。以上著作除个别者外，多数都是在吐蕃国王赤松德赞时期由译师尚益希德译成藏文的。[197]

根据东噶·洛桑赤列的考证，藏传佛教“后弘期”内问世的藏文大藏经，其主要经论都是在吐蕃时期翻译而成的，尤其兴于龙树菩萨时代的印度大乘佛教经论，几乎成为吐蕃时期翻译的重点对象。只是后期几位印度佛学家如佛护、月称等论师的经论，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翻译成藏文。不难看出，吐蕃佛教主要推崇清辩、寂护和莲花戒等的中观自续派的佛学思想。

此外，《丹噶目录》与后世编纂的藏文大藏经相比，在数量上只占1/7—1/6，其卷数有六七百种之多，但通过它大致可以了解吐蕃时期所译佛教经论的科目，具体如下：

一、关于大乘经典的分六类：

1.般若经类，有般若十万颂等大小16种。

2.大方广类，佛方广经等大小7种。

3.大宝积经48种。

4.各种大乘经、贤劫经等大小167种。

5.大经类，大集经等9种。

6.从汉文翻译的大般若涅槃经等大小24种。

二、小乘经，正法念住经等大小39种，尚有论藏中的“集法句经”等7种。

三、密咒续，不空罥索经等，并有四部注疏，共计18种。其中只有事部、行部，缺少瑜伽和无上瑜伽部。

四、各种陀罗尼经101种。

五、名号，佛及八大菩萨百八名经等9种。

六、赞颂，不可思议赞等18种。

七、愿文，回向愿经等12种。

八、吉祥颂，大吉祥颂等7种。

九、律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经及其注释等31种。

十、大乘经的注释，般若十万颂大疏等52种。内有般若经、深密经、三摩地王经、宝积经、十地经等的注释。尚有从汉文译的解深密经大疏等8种。

十一、中观宗论，中论等33种。

十二、禅修类，修次第论等8种。

十三、唯识宗论，瑜伽本地分等41种。

十四、各种大乘论，集菩萨学处论等31种。

十五、小乘论，俱舍论等9种。

十六、因明类，观业果论等25种。

十七、赞普等著述，圣教正量论等7种。

十八、已译出而未校正的般若四千颂和念住经2种。

十九、未译完全的中观精研论及注释等9种。

从以上所列佛经科目及其卷数中可以看出，吐蕃时期所译经部多于论部，大乘多于小乘，显宗多于密宗。吕澂认为：“当时大乘经藏大部皆具，论藏中唯识一类亦已粗备，中观则缺月称诸疏，因明复无陈那集量，疏漏盖犹多矣。至于密乘，仅见外道（作修瑜伽三部）诸典，所缺尤多，盖当时译家学系出于显宗，故无缘及此耳。”[198]这是仅依据《丹噶目录》而得出的结论，其中尚未注意到吐蕃时期藏匿并成为伏藏的大量佛教密宗的经论。可以说，吐蕃时期编纂的《丹噶目录》等经目作为后期大藏经的蓝本已具雏形。

吐蕃时期积累和收藏的藏文佛教经论，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涵盖大小乘佛教的主要典籍，而且包括了显宗、密宗两方面的经论。而密宗经论主要限于事续、行续内容，没有无上瑜伽续。正如黄明信所说：“藏传佛教经论翻译事业发展的过程，是先经后论，先显后密。现在有些人认为藏传佛教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是重密轻显，乃是一种误解。”[199]
第七节 吐蕃佛教文化艺术

吐蕃时期，是一个全面吸纳外来先进文化的开放性时代，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新纪元，尤其是佛教传入吐蕃之后，佛教文化艺术开始在这块高原沃土上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诸如蕴含尼泊尔佛教文化艺术风格的大昭寺，带有唐朝佛教文化艺术风格的小昭寺，凸显吐蕃本土文化艺术风格的昌珠寺，以及融合印度、唐朝和吐蕃多元文化艺术风格的桑耶寺等，皆是综合体现吐蕃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风格的杰出代表。此外，佛教石刻、佛塔和本土化的宗教仪轨，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吐蕃佛教文化艺术的古朴风韵。

一 佛教石刻

根据藏文史籍，佛教石刻最早出现在吐蕃的时间，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自公元8世纪开始，佛教石刻文化在吐蕃得以推广，并逐步兴盛。吐蕃时期之所以盛行佛教石刻文化，主要有两大因素：其一，青藏高原具有丰富的不用多加工的各种天然石料资源，这给创造石刻文化提供了客观条件；其二，得到尼泊尔、印度以及唐朝等周边国家地区佛教石刻艺术的启迪和技术上的大力支持。正如史书记载：

松赞王继请来尼泊尔的一些有精巧艺术的造像工人，依照那自然现出的佛像那种庄严神采，而精细雕出很清晰的身之所依——佛菩萨像，及语之所依——六字真言等。[200]

以上引文是佛教石刻最初在青藏高原产生的文字记载。这组佛教石刻是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之上雕刻而成的，其雕刻者皆是从尼泊尔请来的有着娴熟技术的工匠。所以，雕刻的佛菩萨像和真言字体十分精致。佛教石刻内容，除了大家熟知的佛教密宗六字真言外，还有观世音菩萨、救度母和马头金刚等佛像。由此可知，佛教的传播与佛教石刻艺术的产生，在吐蕃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展开的，即松赞干布时期。不少史料还记载了松赞干布时期雕刻的另外一些佛教石刻：“西藏有一地煞，状如黑魔探头，乃泛岩之岩顶，当建一石塔以向之。”[201]石雕的出现，又是推动吐蕃佛教石刻艺术发展的标志，“文献还证实在昌珠寺有三怙主像及五如来像，它们都是石雕像。传统上被确定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202]。

此外，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还产生了佛教摩崖石刻，《西藏王统记》记载：

复次，王又于扎拉鲁普修建神庙，此庙主神为吐巴扎拉贡布（thub pa brag lha mgon po），其右旁自现舍利佛，左旁目犍连，又右弥勒，左观世音，主从共五尊。虽然在岩石上已自然现出，但为未来众生培积福德，复由尼婆罗匠师将其刻镂，更加显明。在转经堂岩壁上，所有雕刻均由藏民竣其事功。斯时盐价昂贵，至六十倍，王许其雕岩粉一升，即付以盐一升为酬。但又雕得岩灰半升，仍以一升与之交换。诸神殿彩缯工程完毕，亦为其作迎神开光云。[203]

以上引文中吐巴扎拉贡布是指释迦牟尼现明王身的佛像，扎拉鲁普（brag lha klu phug）是松赞干布时期雕凿的吐蕃第一个佛教摩崖石刻，是继大昭寺和小昭寺之后，在拉萨城内产生的佛教圣地，以摩崖石刻佛像为主。当时松赞干布重视摩崖石刻佛像的雕凿工程，并给予了资金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扎拉鲁普摩崖石刻逐渐发展成为藏族地区规模最大的佛教摩崖石刻，对后世藏传佛教石刻艺术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除了佛教摩崖石刻之外，松赞干布时期还产生了石凿佛塔及石砌小庙。史书记载：

为安放王妃母子二人所依之本尊像，在耶巴（ye pa）神山有石岩形似圣救度母端坐之相，于其肘上建立神庙与梵塔等。作开光后，王为寿祝，愿此庙与绕萨神变殿均将成为佛教之命根也。[204]

可见，公元7世纪，即松赞干布时期，在青藏高原产生了不少佛教石刻艺术，但当时佛教并未在吐蕃完全立足，只是处于早期的传播阶段。因此，依附于佛教传入吐蕃的佛教石刻艺术，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从数量规模来看，均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至公元8世纪，即赤松德赞时期，佛教石刻艺术在吐蕃得到推广，并逐步盛行起来。这时除了佛像、六字真言等小型石刻作品外，还出现规模较大的石雕佛塔，“这五座塔自西向东第一座最大，为多边形底座方塔，其底座最长边4.1米，圆形塔瓶最大直径为2.5米，高1.65米，塔尖高2.95米，塔顶雕成太阳和月亮”[205]，而且“均为整块巨石雕刻而成”[206]。此五座石塔位于吐蕃第一座正规寺院桑耶寺以西15里的雅鲁藏布江岸边。

赤松德赞时期最为盛行的还要首推碑刻。其中桑耶寺的“兴佛盟誓碑”可作为当时吐蕃许多碑刻中的代表作。“此碑立于桑耶寺‘乌孜’大殿东门外右侧，保存基本完好，由碑座、碑身、碑帽三部分组成。通高4.9米；碑身有藏文21列，刻字较深，极为工整。”[207]此碑似在桑耶寺落成后于779年树立，其内容反映当时吐蕃王朝继续建立佛教神殿、弘扬佛教、奉行佛法的政策或敕令。

如同上述“兴佛盟誓碑”规格较高的石碑，在吐蕃时期建立的还有坐落在拉萨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的“唐蕃会盟碑”、坐落在拉萨城布达拉宫前面的“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坐落在谐拉康的“谐拉康碑”甲乙两处、坐落在山南琼结吐蕃赞普墓葬群中赤松德赞墓侧的“赤德松赞墓碑”、坐落在拉萨河对岸西南若玛岗的“噶琼寺建寺碑”、现位于拉萨西北郊堆龙德庆楚布寺的“楚布江浦建寺碑”等。这批石碑可作为吐蕃时期格外注重碑刻文化的第一手物证。

另外，像“第穆萨摩崖石刻”、“谐拉康石刻”等摩崖石刻，也是吐蕃时期产生的代表性石刻艺术作品。

二 佛塔形制

佛塔传入吐蕃的历史比较悠久，可以上溯到公元4世纪。藏文史籍记载：“拉托脱日年赞（lha tho tho ri gnyan btsan）时期，《百拜忏悔经》（spang skong phyag rgya pa）以及用五色绸缎包裹的五层小金塔降落于宫殿顶上，人们虽然不知此物属于佛教还是苯教，但总觉得它极为神奇、美观而被命名为‘神秘之物’，并供奉于王宫之内。”[208]由此可知，吐蕃第二十八代赞普（国王）拉托脱日年赞时期（约公元333年），吐蕃本土第一次获得一尊佛塔，而且是一尊珍贵的金塔。对于这尊佛塔的形制，有关史书没有描述，现无从知晓，但对此塔的体积，个别史书记载为“一肘高的黄金塔”[209]，其一肘约为50厘米。

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当时号称在吐蕃兴建108座佛殿，实际上达不到这一数字。值得肯定的是，随着佛教建筑物的大量出现，佛塔在吐蕃本土终于产生了。“松赞干布创建了一座有五顶的佛塔。”[210]此塔坐落在吐蕃最早建造的佛殿之一，即昌珠寺院内。这是吐蕃人在本土创建的第一座佛塔。至于为何创建五顶佛塔，据藏文古籍《柱间史》记载：是为了忏悔杀害五头怪龙所造的罪孽而建。两者对成的数字正好表达了一对一忏悔之意愿。此外，也有学者提到松赞干布时期在拉萨红山顶上建有一座白塔。[211]可文中没有文献依据，有待查找原始资料。松赞干布时期，虽然佛塔的数量十分有限，但是佛塔终究在吐蕃本土产生了。

公元8世纪中叶，佛教在吐蕃立足并得以发展，主要以桑耶寺的创建和吐蕃本族出家僧人的产生为标志。与此同时，也兴建了许多佛塔，如文献记载：

松嘎尔五塔是寂护来吐蕃不久主持雕造的。它们位于桑耶寺西约15华里的松嘎尔乡附近，是去桑耶寺的必经之路。五塔呈东西一线分布，均为整块巨石雕刻而成。形制古朴，雄伟壮观，实属罕见。[212]

以上引文中的五座石塔建于公元8世纪中叶，由于皆是用整块巨石雕刻而成，质地十分坚固，虽经一千二百多年的沧桑历史，但其雄姿犹存。据有关史料，建造这五座佛塔的目的在于调伏当时阻碍佛教在吐蕃传播的妖魔鬼怪。实际上，这五座佛塔是当时佛教与苯教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佛教第一次战胜苯教而立足于吐蕃的标志。

桑耶寺作为吐蕃第一座正规的佛教大僧院，规模宏大、结构完善、功能齐全。其外在建筑群主要由佛殿和佛塔组成。佛塔又有大小不同之形制，如桑耶寺四座大型佛塔，分布在乌孜大殿四角成直线的地方，塔与殿角相距数十米。这四座佛塔高大雄伟，形制各异，特别是四座塔分别饰以白、红、黑、绿四种颜色，独具风格。

根据《桑耶寺简志》，白塔建于桑耶寺大殿东南角，塔身皆用石块、石板砌成，因塔体全为白色，故名“白塔”。在塔基的方形围墙上，立有一百零八座小塔。塔身为方形，其腰部以上逐层内收如阶梯，上有覆体形塔腹，覆钵扁而宽大，没有龛门，宝刹上置十七环相轮而不分级。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载，白塔为大菩提塔，以狮装饰，遂成声闻乘之风格。

红塔建于大殿西南角，塔身用砖石砌成，形方而实圆，状如覆钟，腰部以上呈环状纹，上部为覆体形塔腹，宝刹之上置两段相轮，上为七环，下为九环，塔身为土红色并泛有光泽，故名“红塔”，造型十分特别。据《贤者喜宴》记载，红塔饰以莲花，系长寿菩萨之风格。

黑塔建于大殿西北角，塔身如三叠覆锅，刹盘上托宝剑。第二级相轮七环，上即瓶盖和宝珠。塔身为条砖砌成，全为黑色，故名“黑塔”。此塔形制独特。据《贤者喜宴》记载，黑塔以如来佛之遗骨为饰物，系独觉乘风格。

绿塔建于大殿东北角，平面呈四方多角形，塔基甚高，沿数级台阶而达第一层，四面各有龛室三间，内有塑像，每面都有明梯通往二层。二层每面只有龛室一间，亦各有塑像。第三层为覆钵形的塔身，上置相轮宝刹，刹身很高，相轮分为三级：第一级自方形托盘上置相轮九环；中间一段为第二级，有相轮七环；第三级有相轮五环。伞盖上承托宝瓶和宝珠。塔身由绿色琉璃砖砌成，砖为粗砂烧制而成，质地坚硬，釉色苍郁而富光泽，故名“绿塔”。此塔形制极为精美而又特异。据《贤者喜宴》记载，绿塔以十六门为饰物，系法轮如来之风格。

可以看出，桑耶寺四座大型佛塔不仅形制多样，且风格古朴雅致。它们既能反映吐蕃昔日古塔的风貌，又可代表藏传佛塔的最初形制。

此外，还有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佛塔，即恭当塔（kun ldan mchod rten，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卡多乡恭当村口）。虽然“该塔现在已失去往日殊荣，差不多成了一堆废墟。但是还可据之看出塔原系方形，边长约18米，残高5.8米。塔系砌筑，土坯厚10—13厘米，砌墙表面抹一层泥巴。特别是塔的顶部有土坯砌筑成的太阳光芒的造型。造型中心，是直径1.8米的空心圆，象征着神圣的太阳。围绕圆形放射状分布的是土坯筑成的十二道长墙，象征着四射的光芒”[213]。不难看出，恭当塔无论从形制上还是在质地上，都与桑耶寺四塔截然不同，其造型别出心裁。它可代表公元8世纪吐蕃佛塔的另类风格。

当时创建佛塔的目的很明确，如建造桑耶寺四座大塔是“镇服一切凶神邪魔，防止天灾人祸的发生；而且在塔周围遍架金刚杵，形成108座小塔。每杵下置一舍利，象征佛法坚不可摧”[214]。这里至少说明佛塔具有两种功能：其一，佛塔是一种能赐予人们福德的象征性宝物，供信徒顶礼膜拜；其二，佛塔具有一种威慑力，能摧毁一切邪恶或异己力量，可供人们祈祷求助。当然，佛塔就其功能而言，可以无限延伸，如恭当塔的建造则是一个范例。大约公元8世纪中叶，乃东和琼结两个地方因领地问题发生争执，恰巧“当时西藏的大译师毗若遮那在乃东和穷结交界地段的一个山洞里修行（毗若洞），他得知此事后，即设法找了两个地方政权的首领进行调解，劝他们睦邻和好，并帮助他们划分了土地界线，界线以北归乃东，以南属穷结，为防以后变卦，还召集两个政权首领向神起誓。同时组织两个政权共同议定边界建立一座塔作为标志”[215]。此塔便是上述的恭当塔。从这座佛塔产生的背景中可以推断当时人们的宗教道德观念，尤其是佛塔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现在的视角看，此塔在当时担当一座特殊的分界碑角色。

公元8世纪，既是佛教在吐蕃兴隆时期，又是佛塔在吐蕃大生产时期，仅在桑耶寺的围墙上就有“塔刹一千零八座”。[216]这一千零八座佛塔虽属微型塔，但足可代表当时吐蕃佛塔的一大景观。而且从佛塔的形制、类型、功能等方面看，当时已初具规模或趋于成熟。

至于藏传佛塔的类型，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G.Tucci）曾在他的《西藏考古》一书中认为：“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佛教逐渐改变了其教条主义的教法，从小乘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进一步又发展到在西藏居统治地位的密乘。因而塔的形式也随之逐渐演变。然而塔的演变仅仅局限在某些已被接受的格式之内。这些格式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工艺水平则视修造者的技巧而异。”[217]可以说，藏传佛塔既保持了印度佛塔的基本形制，又充分发挥了本土建造者的聪明才智。追溯早期佛塔的类型，“除窣堵波之外，尚有支提（chatya）。最初二者的形制可能完全一样，所不同的不过是埋有舍利的称窣堵波，无舍利的称支提。从支提的原义来说，有‘积聚’的意思，即积土石而成，或谓佛的福德积聚于此”[218]。如果以这种分类标准划分的话，公元8世纪在吐蕃产生的佛塔中已有窣堵波和支提二大类。例如，桑耶寺白塔中“供奉有从摩揭陀国王的门前宝瓶中取来的如来舍利”，此塔为典型的“埋有舍利”的“窣堵波”；而上述“松嘎尔五塔”又是典型的“无舍利”的“支提”。

经过几个世纪的实践或摸索，藏传佛塔方逐渐成熟，并形成独具一格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由于藏传佛教信徒以造塔作为一种修德积福的途径，无论僧俗都热衷于建造佛塔，青藏高原遂成为当今世界拥有佛塔最多的地区之一。在藏族地区，随处可见大小不等、形制各异的佛塔，这类佛塔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从信仰的角度看，它是藏传佛教信徒的一种崇拜对象；从表面形式看，它又是一种别具风格的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从它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去分析，它则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象征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石刻和佛塔之外，藏传佛教壁画和雕刻艺术也是在吐蕃时期产生的，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根据史书记载，壁画源于公元7世纪，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在吐蕃逐步流行的一种以宗教题材为主的绘画形式。壁画的最大特点是它的不可移动性或具有的固定性，它以寺院和宫殿的墙面或天花板作为绘制图像的主要对象，其颜料以天然矿物质为主，同时掺和金银铜珍珠粉，而且壁画的绘制过程极其严格，无论是人物比例、构图布局，还是装饰设计，皆必须遵循藏族工巧学中的造像尺度规则，绘制的手法和绘画的内容丰富多彩，能够充分显示藏传佛教的博大精深。换句话说，壁画是藏传佛教以形象的方式向广大信徒传达或展示宗教内容的一种途径，同时又是藏传佛教寺院或佛殿内不可或缺的供养艺术品之一，在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雕刻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藏族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雕刻，是在公元7世纪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于吐蕃的。佛教雕刻艺术主要有铜雕、石雕和木雕，雕刻的形式各式各样，有圆雕，也有浮雕，还有镂空浮雕，十分精美。其中在藏族地区最流行、最具特色的则是石刻或石雕艺术，琳琅满目，内容以佛像和经文为主，而且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

事实上，宗教与艺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形影不离。在很多情况下，艺术是伴随佛教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宗教在文化中属于幻想和未来，是人的心理的一种恒常的内涵，而艺术则成为这些幻想的物化形象。因此，吐蕃佛教文化艺术的特殊魅力，在于其是当时吐蕃人高超审美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 八大仪轨

八大仪轨（sgrub pa bkav brgyad）形成于吐蕃时期，后来一直被藏传佛教宁玛派传承和实践，并成为它特有的一种宗教仪轨，也是在密法修持中时常举行的主要仪轨之一。因而八大仪轨不仅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而且它与藏族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一种如同水乳交融般的亲缘关系。所以，八大仪轨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仪轨领域更凸显其与众不同的本土化的宗教文化特质。

八大仪轨作为一种宗教仪轨，则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广义上讲，宗教仪轨似乎可等同于宗教制度的范畴，而在狭义上，就是指宗教礼仪。在此以宗教仪轨来确定八大仪轨的概念范围，将便于简明扼要地表述吐蕃时期的部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宗教制度和宗教礼仪。宗教仪轨，就其本意而言，不仅是宗教行为的程式化和规范化，而且具有独特的功能。“宗教礼仪的形成和发展，无论对于宗教本身，还是对于宗教所依存的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由于宗教礼仪乃是宗教信念之外在形式上的象征性形式，这就增强了信仰者的宗教感情，加深了他们对宗教的兴趣，从而强化了对宗教的信仰。”[219]从宁玛派的角度看，宗教礼仪还可以使人接近神。也就是说，宗教礼仪能够造就一条沟通由神到人或由人到神的道路。实际上，宗教礼仪具有一种促进人转化为神或神转化为人的功能。

从宗教制度的视角考察宁玛派，它有着源远流长的教法仪轨历史，但在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其寺院组织和僧侣戒律比较涣散。寺院以家庭的形式存在，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寺院组织，也没有制定严密的僧侣戒律，信徒皆以居士的身份生活于世俗社会之中。也就是说，藏传佛教处于“百年黑暗”时期，宁玛派僧侣大都将自己的家庭作为宗教活动场所，从而过着世俗的自由自在的宗教生活。后来受到其他宗派的强大影响，才逐步加强寺院组织纪律，完善僧侣戒律制度。

从宗教礼仪的角度来看，宁玛派很早就有自己的比较完善成熟的宗教仪轨，如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八大仪轨”，又称“修部八教”或“八大法行”，就是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宗教仪轨。从八大仪轨的诸多不同称谓的角度去看，各个不同的名称除了体现一种深奥而玄妙的宗教义理之外，还能够反映出它所走过的不同阶段的演进历史。八大仪轨产生或形成于8世纪，即赤松德赞时期。八大仪轨的结构体系，由妙吉祥身（vjamdpal sku）、莲花语（pad ma gsung）、真实意（yang dag thugs）、甘露功德（bdud rtsi yon tan）、橛事业（phur pa vphrin las）、差遣非人（ma mo rbod gtong）、猛咒诅詈（dmog pa drags sngags）和供赞世神（vjig rten mchod bstod）共八个仪轨或法门组成，其中妙吉祥身、莲花语、真实意、甘露功德和橛事业前五种仪轨由莲花生、无垢友等大师传入吐蕃。对此，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曾作过具体考证：

马头明王和金刚橛二法是莲花生大师传入吐蕃，其中马头明王法传授给藏王赤松德赞，金刚橛法传授给王妃和哲阿阇梨萨雷二人，并由此逐渐弘传开来。其余法门如妙吉祥身由静藏阿阇梨、真实意由弘噶热阿阇梨、甘露功德由无垢友分别讲授而得以宣扬。[220]

其中，差遣非人、猛咒诅詈和供赞世神后三种仪轨是莲花生从苯教仪轨中吸纳进来的吐蕃古老传统文化。莲花生在吸纳这些苯教仪轨时，不是用简单的方式照抄照搬，而是以佛教的理念进行了改造或重新整合。“差遣非人等世间部者，莲师收伏藏地恶毒鬼神之后，并为他们灌顶，令受誓戒，将他们判为三部，作为对世间有利的助伴而宣说其供祀法的次第，立此之理，亦与行部的世间曼荼罗相同。”[221]可见八大仪轨中就有三种仪轨是从苯教的仪轨中吸纳过来的。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八大仪轨与吐蕃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相互交融的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八大仪轨是在佛教被吐蕃本土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全新的吐蕃佛教仪轨，因而八大仪轨成为后世学者常提及的藏传佛教仪轨中有不少来自苯教文化的典型实例。

就结构体系而言，八大仪轨中的前五种仪轨，即妙吉祥身、莲花语、真实意、甘露功德、橛事业属于出世间的佛教密宗仪轨，当时被称为出世间部的五种仪轨；而后三种仪轨，即差遣非人、猛咒诅詈、供赞世神则是入世间的吐蕃苯教仪轨，即世俗宗教仪式，当时被称为世间部的三种仪轨。故八大仪轨的结构体系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出世间部和入世间部。可以看出，八大仪轨是吐蕃佛教的一大蕴含包罗万象的教法仪轨，既涉及出世的宗教领域，又包容入世的世俗社会。也就是说，八大仪轨中的前五种仪轨，皆是体现宗教境界或佛教精神的宗教仪式，具有浓重的彼岸世界的氛围，而后三种仪轨则是反映世俗社会的祭祀仪式，有着强烈的注重现实社会的倾向。具体而言，八大仪轨中的妙吉祥身、莲花语、真实意、甘露功德、橛事业五种出世间部的仪轨，主要突出或表现佛教密宗中的五位护法神，即五名怙主：身怙主、语怙主、意怙古、德怙主和业怙主；其余如差遣非人、猛咒诅詈和供赞世神三种世间部的仪轨，其主要对象分别祭祀不同的地方诸世间神灵。

八大仪轨自吐蕃时期建构以来，在藏族地区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至今依然在宁玛派尤其在居士宗教仪轨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八大仪轨的修持过程，大体上与藏传佛教密宗金刚乘的修习和见行相一致，只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有自己的鲜明风格或与众不同之处，特别是八大仪轨中的差遣非人、猛咒诅詈、供赞世神三种仪轨，更是凸显其独特风格的内涵与形式。

目前，宁玛派寺院尤其是民间居士堂依然传承吐蕃佛教的八大仪轨，每年定期举行八大仪轨的法舞，堪称独具匠心。以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居士堂为例，藏历每年1月18日、19日演出小金刚橛法舞，同月28日、29日演出大金刚橛法舞。如果有条件则要举行向100位勇士（护法神）祭祀的法舞。其中就有表演“八大仪轨中的九位本尊”的剧目。九位本尊在法舞中表演的角色分别如下：

妙吉祥身神——代表白颜色的大日如来佛及其侍从；

莲花语之神——代表红颜色的阿弥陀佛及其侍从；

真实意之神——代表深蓝色的不动佛及其侍从；

甘露功德神——代表黑颜色的宝生佛及其侍从；

橛事业之神——代表黑颜色的不空成就佛及其侍从；

差遣非人神——代表棕色的持咒大师神；

猛咒诅詈神——代表淡蓝色的诛敌咒神；

供赞世间神——代表绿色的世间之猛神；

最后是集五如来和五佛母为一身的善逝如来佛。

善逝如来佛在宁玛派的静怒两类诸神中属于寂静本尊神，其五如来分别是大日如来、阿弥陀佛、不动如来佛、宝生佛和不空成就佛；而五佛母分别与五如来相对应。可以说，八大仪轨以法舞的形式向世人展示宗教理念，不仅是宗教深奥义理的一种通俗化，而且显示了八大仪轨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从历史上看，八大仪轨在其形成的初始阶段，作为吐蕃佛教密宗生起次第中的一组法门广为传播，后来随着宁玛派教法仪轨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在确立大圆满法的崇高地位后，八大仪轨或修部八教主要以纯宗教仪轨的面目出现。如宁玛派寺院里名目繁多的神佛像，大都是按照八大仪轨的理念塑造或绘制的，以妙吉祥（文殊）代表身、莲花代表语、真实代表意、甘露代表功德，橛（金刚橛）代表事业。同时，在宗教法舞表演中处处体现八大仪轨的宗教精神。

总之，吐蕃佛教的八大仪轨，是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尤其对藏传佛教仪轨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在另一侧面，八大仪轨或修部八教能够反映出吐蕃苯教或本土信仰体系中的诸如向天神地祇、保护神或护法神以及天龙八部等世间神灵祭祀膜拜的古老文化模式。

第八节 吐蕃佛教与西域文化

西域，在藏文中称“黎域”（li yul），主要指古代的新疆南部地区。它是古代东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亦是佛教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在历史上曾对吐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产生过一定影响。至于吐蕃佛教与西域文化的渊源关系，是从吐蕃占领并经营西域安西四镇开始的。王尧认为：吐蕃既得西域，便驻军固守，在西域地区设置了大行军衙（khrom），统一指挥各路兵马；置“同颊”（mthong khyab）管理新占区民户，开阔了吐蕃崭新的军、政齐头并进的局面。吐蕃在西域留下了大量的遗迹，近百年来陆续发现的吐蕃简牍就是其中之一。[222]
一 西域人文地理

西域的人文地理概念，在藏文史籍中比较含糊。如《黎域悬记》（Li yul lung bstan）中的西域，特指于阗，即今天新疆的和田地区，故《黎域悬记》汉译为《于阗悬记》。藏族近代史学家根敦群培在他的《白史》中认为：“‘黎域’在西藏以北，俄罗斯以南，印度呼它为‘冈萨得夏’，它国则曰‘土耳其斯坦’，中国则称之为‘新疆’，此地之东界，与青海之北部相连，西界则为拉达克和商旅往还之叶尔羌也。”[223]这显然指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境。可以断定“西域”在藏文史籍中包含广义的西域和狭义的西域。从这个角度看，与汉文史料中对西域有二义，即广义和狭义的记载相类似。但汉文史料中的西域，其狭义为东接汉地，以玉门关、阳关为限，西限以葱岭；其广义则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次大陆、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其范围都远远超出藏文史籍中的定义。藏文史籍中对西域虽存有两个含义，但鉴于吐蕃王朝在西域活动的范围，将藏文史籍里出现的“黎域”限定为今天的新疆南部地区比较妥当。

对于西域人文地理的描述，除了大量的汉文史料外，在藏文史籍中亦不难找到。如《汉藏史集》记载：

此时，大海已干，西域成为空寂之地。达尔玛阿输迦王（当是法王阿育王）来到此地，在现在和田城所在的地方住了一晚上，此王之妃生下一个相貌美好的儿子。看相的人说：“此儿命相很好，在父王没有转生之前，此儿就会执掌国政。”国王听后大怒，说：“我不要此小儿，可抛弃掉！”其母虽然心中不忍，但又不敢违命，遂将小儿抛弃此地。由于此小儿之福德，地上生出一个奶头，小儿吮吸其奶，得以长大。据说，这是因为当初国王的这一妃子在花园中洗澡之时，毗沙门天王从空中经过，上下一看，见了此妃，心生爱欲，所以生了此王子。与此同时，汉地名叫周王的国王，为菩萨的化身，当有一千个儿子，已生了九百九十九个。此时周王想，我若再生一子，就让他掌管释迦牟尼曾经践履之西域福地。于是向毗沙门天王祈请，毗沙门天王取来此吸地乳之幼儿，说：“这是我的儿子，将他送给你。”此小儿之名，就叫作地乳王。地乳王长大后，汉地之王命他率领一万兵士，寻找西域，向西方来。当地乳王到达西域的墨格尔地方时，印度的达尔玛阿输迦王治其大臣亚迦夏之罪，将他和兄弟、仆从等七百人一起流放，向东方来寻地安住，来到和田的上玉河。地乳王的两名随从，为寻找走失的黄乳牛到上玉河，与印度人相遇，双方谈起各自的来由。地乳王说：“我们二人是从前的王臣的后裔，如今还应为君臣关系，在此和田盆地，新立一国。”双方在郭涅东西的叫作杭古则的地方相会，同意建立君臣关系。最初为划分地界而发生争论，后来由毗沙门天和吉祥天女调解，达成协议。和田下玉河以下、朵洛墨格尔和干木襄以上，分给地乳王的汉人随从，从上玉河以上，分给亚迦夏的印度随从，玉河的中间，由王子和他的印度和汉地的臣民混合掌管。于是，在此安居，建立城堡。这是印度和汉地接触的开始。西域之语言，与印度和汉地两种语言相通。西域语最初是由文殊菩萨化身为比丘毗卢遮那教给孩子们的，故称菩萨之语。西域之文字、宗教多数与印度相同，而世俗的习惯礼仪，大多数与汉地相同。[224]

以上引文中虽有神话的渲染，但为我们研究古代西域的先民、语言、风俗等，特别研究于阗人文地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依据。其实，藏文史料中有关于阗人文历史的资料不少，在《敦煌藏文写卷P．T．960号》中亦有类似上文的记载：

当初，当地的国王名叫地乳，乃古印度天竺国阿育王之子。阿育王为寻地游方，率众多天竺军丁及扈从前行，抵达和田有海子之处，想：此处是一块被遗弃的地方……婆罗门和相士会集一起，相士遵王命看相，见小王子相貌端好，并对国王说：“小王子将来比您的权势还要强大哩！”国王听后产生嫉妒，以恼怒之下将小王子扔在当初出生地。那国王扔儿子之处，就是现在和田的北门之内，长神殿之中央，观音菩萨住地之后面，护法神依怙殿也。

国王抛弃王子时，北方天王（毗沙门天）和吉样仙女使土中流出了奶汁喂养王子，才没死掉，因而取名为“地乳”。北方天王把王子（地乳）带来，献给汉地国王作子，因为汉地国王一千子还缺一子。正当汉地国王很宠爱这一王子时，在一个盛大节日里，汉地国王的王子们在一起玩耍，地乳和其他王子嬉戏时吵打起来，其他王子对他说：“地乳，你不是真正我们汉地国王的王子，是他顺手捡来的，你和我们王族有很大差别。”地乳王子很为烦恼，立即去到王前向汉地王禀述：“大王！今天，我与王子们在一起玩耍，其他王子对我说，王子，你不是汉地国王之子，是顺手捡来的。我明明是真正王族之王，他们说我不一样，我就成了假王子，这样，我跟随您大王有何用处？请让我自找地方到别处去吧。”如此恳求。汉王立即回答说：“你确实是我之子，其他王子所言并非真事，我不能让你出走。”地乳又再且恳求，一再吁请。因此，汉地国王觉得北方天王赐给他的这一儿子，非同一般，不能使其生起烦恼，国王心中虽然很不愉快，但还是答应了地乳王子的要求。派许多汉兵和随从等与地乳王子一起游往西域，寻找新的地盘。适当此时，地乳王子的生父阿育王的大臣，名叫阿玛扎耶舍的，因犯罪被逐，有许多印度兵士和随从也往西域方向来，在玉河上游的杭古觉地方（两队人马）相遇。开始，双方并不相识，各带兵马，准备动式，北方天王和吉祥仙女及大地仙女等在中间出现，详述其历史经过，使彼此认识王臣之关系，并达成协议。地乳王和阿玛扎耶舍大臣相会，二人共同治理其地，于阗城遂由此而建立。[225]

以上敦煌藏文写卷和《汉藏史集》有关于阗人文地理的记述十分相似。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种文献的资料是同一来源。此外，亦有藏文文献结合佛教史描述西域人文历史，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如薄迦梵曾在《西域悬记》和《牛角悬记》等经中所预示，西域在佛圆寂后一百一十七年法王阿育王的王妃承蒙毗沙门天赐给一子，名萨里内码内（地乳）。毗沙门天又将此子授与汉皇帝。此子率万众人欲寻找本土。正巧有达磨阿输迦王的宰相耶夏及其部众七千人，被王逐出，二人相会于西域，遂占有其地。[226]

从比较的角度看，以上三种文献的描述，在表面形式上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可信度不高，但从内涵意义上解读，则是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故事，实为集虚构夸张与历史事实为一体的混合性作品。它们所描述的历史背景，在结构上（从毗沙门天王、阿育王、汉地王直至地乳王本身）不但不互相矛盾，而且显得十分协调。换句话说，它们所叙述的故事，其梗概则异常地趋于一同，当然在表达方式或在细微情节上出现差异，但这不会影响其主体结构。

从历史的真实性去考量，以上三种引文提供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历史线索，如三种引文中都涉及阿育王。大家知道，阿育王（前273—前232年在位）是统一全印度，设“大法官”主持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等事务，特别扶植佛教，立佛教为国教的一位国王。据传说，阿育王在位时建八万四千寺塔，在全国颁布效令和教谕，刻制于摩崖和石柱。据《善见律毗婆沙》、《大史》、《岛史》等记载，其即位第十七年，在华氏城命目犍连子帝须召集主持佛教第三次结集。结集后，派遣传教师去四方传布佛教。把佛教传到古印度各地和毗邻国家，甚至还派使者远达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地传布佛教。[227]由此可知，阿育王在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他后来被佛教界誉为“法王”。

此外，上述三种引文在谈到地乳王时，都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地乳王的来龙去脉，其情节异想天开，妙趣横生，但同时又没有离开历史事实。如《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其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怒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婴，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恋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故今神庙多诣珍宝，拜祠享祭，无替于时。地乳所育，因为国号。”[228]此段引文在情节上虽与上述三种描述又有明显差异，但它仍不失为用来印证地乳王其人的由来传说，况且《大唐西域记》是一本出自公元7世纪中叶的重要文献资料。

至于古代西域的语言及风俗，《汉藏史集》认为：“于阗语最初是由文殊菩萨化身为比丘毗卢遮那教给孩子们的。故称菩萨之语。西域的文字、宗教多数与印度相同，而世俗的习惯礼仪，大多数与汉地相似。”据此，古代西域的语言及风俗，显然受到印度和中原文化的影响，甚至有着渊源关系。现代学者认为：

据在塔里木盆地诸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此地在回教侵入以前，文明上的特征乃是由中国、波斯以及印度三种文化势力混合而成的一种产物。这种混合的开始一个阶段，可以确切地说是同中亚交通在同一个时期。现在所得那种文明最古的遗物都不能比此地所得还早。但是我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当中国同西域最初交通之始，住在塔里木盆地沙漠田中的那些人民，同我们从西元后3世纪时废弃的遗址中所找出的那些用另一种印欧语的人是同一种民族，用同一种语言。[229]

以上引文进一步说明古代西域文明是由中国、波斯和印度三种文化混合而形成的，并提出古代西域居住的诸民族中亦有操印欧语的。目前，学术界亦认为古代西域确有许多属印欧语系的小国：“帕米尔地区的各国作为唐和吐蕃两大势力的接壤地带，虽受双方的军事压力，却保持了独立地位。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西部突厥斯坦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变成了东部的唐朝、南部的吐蕃、西部的大食、北部的突骑施这四大势力争夺之地，而且，该地在政治上伊斯兰势力占有优势，而人口却是突厥族逐渐占据优势，从而印欧系民族的小国分立时期即将告终。”[230]正是由于诸强民族的争夺以及突厥族的兴起和伊斯兰势力的扩展，从中世纪开始印欧系诸小国才在西域逐渐消失。

二 西域佛教历史

西域佛教在整个佛教史上，尤其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佛教最初是通过西域传播到中国内地的。任继愈说：“东汉时中国人知道西方有佛，一般是通过西方僧人的翻译介绍。”[231]此外，西域佛教在吐蕃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也曾起到过促进作用，从现存可靠资料来看，吐蕃佛教在宗教仪礼、佛经翻译，乃至建筑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曾受到过西域佛教的深刻影响。就西域佛教本身而言，耿世民说：“现在我国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比较多，但历史上并非如此。古代佛教对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很大。在新疆约两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占了一千多年。对吐鲁番、哈密地区说，佛教文化甚至统治了约一千五百年（到公元十四五世纪）。”[232]所以，我们采用不同资料、多种角度去探讨西域佛教历史，具有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藏族学者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除了撰写大量有关本族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外，还以藏文著述了关于其他民族历史的不少史书，诸如《印度佛教史》、《汉地佛教史》、《汉藏史集》、《红史》、《土观宗派源流》、《印汉藏蒙正法兴隆如意宝树》等。此类文献或史书是以记述佛教弘通的历史为中心，旁及王统系谱，虽然是佛教史与政治史的综合，但却把重点放在佛教史上。可以说，这类藏文文献在学术研究，特别在研究世界佛教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价值。

关于佛教在西域初次传播的情形，主要在以下几种藏文文献中描述。

《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当他的后裔弥勒菩萨化身的尉迟森缚瓦国王之时，圣者文殊菩萨化身为毗卢遮那比丘，创造西域文字，并推广学习。国王为此修建了扎尔玛佛殿。

《汉藏史集》记载：

这以后，有地乳王之子叶吾拉建五样之城。自发现西域后六十五年之时，即叶吾拉之子尉迟森缚瓦即王位五年时，佛法开始传到西域。这是由弥勒菩萨化身为尉迟国王，文殊菩萨化身为圣者毗卢遮那，先教给牧人之子以文字和语言，然后佛教才开始逐渐传布。尉迟森缚瓦国王修建了札尔玛佛殿，殿内有龙王胡洛尔通过天空中从克什米尔迎请来的有护持力的佛塔，这是西域最早的佛殿和佛像。

《敦煌藏文写卷P．T．960号》记载：

救度世人之弥勒菩萨与圣者文殊菩萨，知西域乃三世佛福田之一，为了作西城人众之善知识，他俩降世至西域，先到杂尔玛局里之园，弥勒菩萨（化现之身）当了国王尉迟森缚瓦，圣文殊化身为毗卢遮那比丘。住在杂尔玛局里园里，首先教牧童文字和语言，遂圣教诞生了。随后，国王尉迟森缚瓦为圣者文殊菩萨之化身毗卢遮那比丘，首先修建了西域的札尔玛寺庙。[233]

以上三种文献引文，除了语言措辞上的微乎其微的差别外，在内容上完全一致。即①弥勒菩萨化身为国王尉迟森缚瓦，文殊菩萨化身为比丘毗卢遮那；②首先教给牧童文字和语言，遂佛教诞生了；③为此，国王修建了札尔玛佛殿。显而易见，三种文献似乎都出自同一原始资料，或者都受到了同一种传说的启迪。仅从时间上看，敦煌藏文写卷大大早于其余两种文献，最具权威性。而敦煌文献是否是《汉藏史集》、《土观宗派源流》等涉及西域佛教的文献所依据的唯一原始资料，不敢苟同，有待缜密研究。

实际上，西域佛教也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必然有其产生、发展等历史过程。以上大略述及佛教在西域传播的情形之后，再来看看发展时期的西域佛教在藏文文献中是如何记述的。《敦煌藏文写卷P．T．960号》记载：

为使西域圣教不灭，有护法神八尊发心保佑之，此即护法神北方天王，近地长官、阿巴若致达、噶哈那萨若、苏喀若那玛拉、甲吉、斯达那巴帝、龙王格日哈天等，发誓追随其后之眷属，计有三万五千五百零七,由护法神保护。四大龙王保佑圣教及其地方，名谓“四护”。五百尊菩萨常住彼处，二百五十位以比丘及比丘尼之身常在，二百五十位以优婆塞、优婆夷之身常在。海子里最初长出莲花之处，广建伽蓝寺宇。在牛头山、瞿摩寺、贡邦、杂玛、卓尔帝、达玛帝、桑帝、桂仲等地，寺庙有灵异者计三百三十三座。八位天生的菩萨，现在还在西域，他们的名字是：金刚手密教之主，现居于牛头山的阶梯山顶雄甲；观世音居于菊年；虚空藏居于桂仲；文殊和牟尼巴瓦二者居于牛头山；地藏王居于卓帝尔；普贤居于多雷僧伽保陇；药师王居于玛诺觉；弥勒菩萨居于麦诺聂。

大乘、小乘二道所执见各异：比丘及比丘尼二部众中之大乘派承认唯识师和中观师之禅定。小乘人承认四谛。若衡量比丘及比丘尼两部众中与优姿塞、优婆夷众信仰大乘与信仰小乘各有多少。大乘人如马身之毛（一样多），小乘人仅如马耳之毛而已，人数多少之量如此。[234]
在西域于阗地方，二部比丘及比丘尼有四千七百余人。在吉勒羊以下，高汹和杜尔耶以上，有比丘及比丘尼五百三十余人；在康相，比丘二部众有二百五十余人；吉勒羊以下，高汹与和田以下和康相以上，总的比丘及比丘尼二部众，自己有土地、牲畜、奴仆的比丘和有施主的比丘共五千四百八十余人。现在这些比丘里，化身为菩萨替众生行善者极多。[235]

以上引文对西域佛教的描述相对较系统，从西域佛教的诸多护法神谈到佛教八大菩萨，继而介绍了大小乘不同派别及其信仰者僧尼之具体人数。可以肯定，其历史记述符合客观事实，西域佛教自地乳王之孙尉迟森缚瓦王时开始传播算起，经五十四代国王的不断扶持，其间虽然也因战乱而受过挫折，但最终还是扎下根基，得到很大发展。《汉藏史集》记载：

总的来说，和田地方的大寺院在城内外有六十八座，中等寺院有九十五座，小寺院有一百四十八座。另外，荒地小庙及不属寺庙之佛像、佛塔等，共计三千六百八十八处。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和田地方共有比丘一万来名。在朵洛和墨格尔地方，有大寺院四座、小寺院一百来座、比丘一百二十四名。在于尚、帕涅、比尔迦札、沃古以上、智里以下的地区，城内外有寺院二十三座、中等寺院二十一座、小寺院二十三座、荒地小庙和佛塔等八百三十九处。两部僧伽在勒见和贵泽以上地方有四百三十八名。金江以下、格香和杜尔雅以上地区的城内外、察尔玛以上地区，有大寺院十五座；还有很多小寺院和佛塔。两部僧伽从勒见和贵泽地方以上总计九百六十三名。[236]

以上引文对兴隆时期的西域佛教作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尤其在寺庙、僧尼等的数目统计方面下了一定功夫，可窥见当时西域佛教兴旺发达之一斑。此外，《土观宗派源流》对西域佛教历史作了补充性记载：

王令毗卢遮那迎请十六尊者入于阗供奉。到了于阗王七世毗阂耶毗罗玛王时，从天竺来了四位阿罗汉，遵从佛所授记，毗罗玛王修建了迦叶宝塔，并在牛角山上建立格托善伽蓝，一王子出家得阿罗汉果，从此以后，佛教在此地大为宏扬，法王亦相继出世，建立的伽蓝及佛塔之多不可胜数。[237]

关于西域佛教的描述，《土观宗派源流》中虽只有一页篇幅，但言简意赅，颇能印证若干疑难问题，是一份不容忽视的文献资料。而《敦煌藏文写卷》和《汉藏史集》相比较，也有其显著的不同之处，特别在记述西域佛教之寺庙、佛塔以及僧尼等数目上，二者间出现很大差异。可以说，在记述西域佛教的具体情节上，两种文献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这样一来，如前所述两种文献在记录西域佛教方面似乎同出于一源的假设又很难成立。另外，藏文文献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即在西域佛教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统治者废佛的事件。

至于藏文大藏经中录有西域佛教的说法，笔者亲自作了查阅核实，正如其他藏文文献中提到，《西域悬记》和《牛角悬记》均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经藏篇内。由于这两篇姊妹文献出自大藏经之中而其资料价值显得更有分量，遂成为描述或研究西域佛教历史的主要依据。

三 吐蕃与西域文化交流

吐蕃时期是藏族历史上至为重要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均有了空前的大发展。特别是吐蕃王朝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与周围国家地区的民族交往，吸纳他们的先进文化，从而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全面发展。

吐蕃同西域的接触，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大事记年篇”记载，吐蕃大相噶尔东赞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开始，长期住在吐谷浑地区。以此看出，吐蕃同西域的交往已有相当基础。“尉迟圭受龙王之劝请，建达哇涅之寺院，此时吐蕃之王将于阗收归治下，此寺是在吐蕃大相噶尔东赞来于阗时修建的。”[238]因此，在噶尔东赞在世时，不仅拉开了吐蕃与西域交往的序幕，而且将于阗归为属下，并在此地兴建佛寺，留下吐蕃在西域的第一个文化足迹；同时，反映了吐蕃王朝对佛教十分敬慕。

据《资治通鉴》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十二月条中记载：“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239]同书唐高宗麟德二年（665）三月条又载：“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240]由此看出，从公元662年开始，吐蕃的军事力量已经渗入西域，而且相当活跃。接着《资治通鉴》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夏四月条记载：“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241]这是吐蕃第一次占据整个西域四镇的史实。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陈子昂集》、《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汉、藏史料的相互印证，“自龙朔二年（662）到长寿元年（692）的三十年间，吐蕃第一次占有西域的安西四镇；长寿二年（693）至咸通七年（866）的一百七十多年间，整个西域都在吐蕃手中，只有回鹘成为与之对峙、抗衡的力量。”[242]吐蕃王朝在经营西域的长期过程中，双方的关系极为密切而融洽。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文化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据藏文史料记载，佛陀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而成佛后，有二十一所居住地，其中西域就是最后一处，且比其他一般地区更为功德广大。[243]故西域在吐蕃王朝的心目中是一块不可随意骚扰的圣地。这一点可在吐蕃王朝对西域佛教的重视和对其政策的宽大中得到印证。因此，吐蕃王朝在经营西域诸民族的过程中，除了不可避免的战争外，对其采取的措施较符合当地诸民族的意愿。

与此同时，西域僧众对吐蕃王朝也抱有很大希望，他们互相传说：“有一位菩萨转生为吐蕃国王，在吐蕃兴起佛教，创建佛寺及佛塔，并建立二部僧伽队伍。”[244]这显然是佛教在西域受挫时，西域僧众寄希望于吐蕃王朝的美好意愿。至于菩萨转生，是指松赞干布，如“这位藏王是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并且其前生是黎域（西域）的一位大德。此二说均有史实根据。”[245]这在理论上找到了吐蕃与西域的文化关系，也为双方的交往找到了依据。事实上，当西域僧众遭到灾难时，吐蕃王朝责无旁贷，便成为其避难处，史书记载：“于阗国的佛法已接近毁灭之时，于阗的一位年轻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离开察尔玛、蚌、墨洛尔、工涅等寺院，逃向吐蕃。”[246]当时吐蕃王朝的赞普是赤德祖丹，他及时下令收容了这些因政治和宗教上的原因被迫逃到吐蕃辖区以求庇护的西域僧众。“汉地公主（金城公主）任施主又将受难于于阗、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的众僧侣请到吐蕃，安置在寺庙供养了三四年。”[247]当时吐蕃在尚未建立本土出家僧团的情况下，能够收容数目可观的外地僧众，的确是一件重大事情。《青史》记载：“于是修建了扎玛珍桑等一些寺庙；又从黎域（西域）迎请来出家僧人。”[248]实际上，这批西域僧人即避难僧众，寺庙是专为他们而建的，可见吐蕃王朝为西域僧众所做的努力。

值得提出的是，后来佛教在曾经是佛教圣地的西域大地上衰落时，吐蕃广大僧众对此深表惋惜，同时又衷心祈祷祝愿：“愿佛法在于阗再次弘扬，众生俱得弥勒佛护佑!”[249]在此强调弥勒佛，是因为弥勒佛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佛中属于未来佛。吐蕃僧众以拉萨圣地为中心，其北方黎域（西域）为未来佛弥勒隐居的地方，将来一定会现身降临，普度众生。

另外，《布顿佛教史》大藏经目录篇记载：“《旁塘目录》中确实指出《薪烬养护经》（me vgal vstho bvi mdo）和《马头金刚天地庄严经》（rta mgrin gnam sa bkod pvi mdo）两部经典，是从黎域（西域）译过来的。”而《旁塘目录》是赤德松赞时期（8世纪末9世纪初），由大译师华泽松巴等在旁塘无柱殿内编录的吐蕃第一部大藏经目录。[250]因此，我们将两部经典翻译的时间放在赤德松赞时期或之前较为妥当。显而易见，当时吐蕃佛经中有一部分是从西域语或于阗语翻译过来的。据有关藏文史料记载，赤祖德赞时期，翻译的医学书籍中，就有部分从突厥语译过来的；此外，还从突厥地方用18匹骡子运来玉石，建造了著名的九层金顶的“温江多”宫殿。“其底部三层用石科，中部三层用砖料，顶部三层用木料等来筑成”[251]，宫殿“形如大鹏冲天飞翔”[252]，可见这座气势恢宏的九层宫殿上，系着西域人民的财富和智慧，象征着古代吐蕃和西域人民的交往和友谊，只可惜这座宫殿历经沧桑，未能遗存至今。

可以认为，西域在吐蕃历史上曾留下极其深刻的文化印记，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收录的《于阗国授记》便是一个实例；特别是西域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吐蕃王朝在经营西域的历史过程中也留有许多不可磨灭的足迹。“公元六七〇年以后，吐蕃军旅长期驻扎南疆至河西走廊一线，进行屯戍。由于自然地貌的变迁，诺羌、且末至于阗，有不少吐蕃古堡被流沙掩没。20世纪初，一批外国探险家就曾在南疆盗掘出若干吐蕃木牍。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诺羌的米兰古堡进行科学发掘，发现一大批木牍。这些木牍上的藏文具有吐蕃时期的特征。”[253]这些物证和敦煌出现的藏文文献，进一步证实了吐蕃同西域的密切关系。

关于吐蕃同外界的联系，人们往往注重它同东方唐朝和南部印度的关系，而忽视了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吐蕃经营西域期间，就有一项被人们很少提及而又十分辉煌的业绩，即吐蕃王朝与大食帝国的相遇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天宝十载四月“石国王子逃逸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254]。由此可见，此时，大食已成为威胁西域四镇的劲敌。从751年唐军在怛逻斯大败于大食等军之下始，大食更加野心勃勃地向东扩张。当时的吐蕃王朝，虽然“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255]，四面为患，处境艰难，但是贞元年间正是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它完全有能力遏制大食帝国东进的攻势。《新唐书》记载：“更号黑衣大食……贞元时，与吐蕃相攻，吐蕃发西师，故鲜盗边。”[256]对此，在《旧唐书》中也有同样内容的记载：“贞元中，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257]据此，当大食帝国被伊斯兰教所激发，形成一股强大不可阻挡的势力，迫使周围地区难以自立的紧急关头，正巧吐蕃王朝能与大食帝国相对峙，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抑制大食东侵的屏障，使西域诸族乃至唐朝的灿烂文化免受一场灾难。从公元8世纪末叶，吐蕃王朝对中亚的经营，由于控制了东部的河西到罗布地区和西部的帕米尔地区，是相当稳定的。因而吐蕃王朝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已成为交流东西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它在自身得到强势发展的同时，对周围四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九节 敦煌遗存吐蕃藏文文献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因而它既是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收藏于世界各地并已编目有序号的敦煌藏文文献达5000卷之多，仅次于敦煌汉文文献而位居其他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等民族文献之首，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既是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料，实乃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最为珍贵的古文献之一。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主客观因素，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现分散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中国和日本等国的图书馆或博物馆，其中绝大多数尤其是重要文献不在藏学的故乡——中国而收藏在国外，在国外主要集中在英国和法国，如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1862—1943）于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掠走大量吐蕃藏文文献，先收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1914年，斯坦因邀请比利时人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1869—1937）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编目。瓦雷·普散用毕生精力编写完成了有765个序号的目录，可这本目录延迟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其标题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值得说明的是，瓦雷·普散编写的目录主要著录了佛教文献，而其余非佛教文献是由托马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1867—1956）负责整理，然而，这部分目录一直没有单行公开出版。后来日本学者在缩微胶卷的基础上编纂新的目录，即《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共12册，由日本东洋文库自1977—1988年陆续出版。其中1—8册为瓦雷·普散《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的重新编目，9—12册为瓦雷·普散的目录未收入的文献目录，12册共著录的文献序号达1518号。

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8年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掠走的重要吐蕃藏文文献，收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经巴考（Jacques Bacot，1890—1969）、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9）等藏学家的不懈努力，最终完成编目任务，分别于1939年、1950年和1961年陆续出版三卷本的《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其中第一卷收录P.T.1—849号，第二卷收录P.T.850—1282号，第三卷收录P.T.1283—2216号。此外，还有大量的《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经》，即P.T.1217-2224号和P.T.3500-4450号[258]等重复较多的藏文写经卷子。

特别是巴考等人编辑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259]，自1940年出版以来，在国际藏学界产生极大反响，同时也引起中国藏学家的兴趣，并投入大量精力作了译释。如王尧和陈践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就是中国最先推出的成果，为中国藏学界能够直接接触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创造了客观条件，尤其为使用藏文的藏族学者提供了认识和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宝贵资料；紧接着王尧、陈践又推出了《敦煌吐蕃文献选》[260]和《敦煌本藏文文献》[261]等，从而掀起中国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的热潮，对进一步深化中国藏学研究注入了巨大的资源。在此值得提出的是，最近又出版了几本资料性的著作，如王尧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262]，杨富学、李吉的《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263]，黄布凡、马德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264]。这些著作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吐蕃文献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译释。

简言之，20世纪初，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发掘，不仅掀起国际藏学研究的热潮，而且开辟了一条藏学研究的新路径。国外许多著名藏学家的成名之作都与充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藏学界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这一宝贵的人类古老文化遗产，在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一 历史资料

吐蕃时期是藏族历史上一段建树卓著、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古代文明的黄金时期，为后世学者留下了丰厚的藏文古文献，除了佛教经典论著之外，大致可分为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书和敦煌文献四大类。这些藏文古文献为研究藏族古代文明提供了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敦煌文献更引起国际藏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文古文献中不仅保持了原貌，而且内容丰富，可谓包罗万象，它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军事、法律、地理、文学、语言、民俗、艺术、天文历算、医学科技等领域。首先它在历史学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因为以往研究吐蕃历史主要依据藏文伏藏文书，而伏藏文书大多又经过后世佛教徒的发掘润色或重新编辑，从而使资料的原始性或真实性大打折扣，并形成一种新的特色，正如陈庆英所说：“藏族古典著作中，文史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往往一部著作既是历史著述，又是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还阐释了宗教的哲学观点，形成文史哲合一的风格。”这给历史学家描述吐蕃历史带来一定的难度，尤其对注重实证的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很不适应去辨别或引用此类史料。自从1940年以法文出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之后，才引起国际藏学界对吐蕃历史的极大关注。当时藏学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藏族古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敦煌吐蕃藏文历史文书为研究藏族古代史提供了充实的可资材料。比如，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里选编了伯希和和斯坦因敦煌收集品中四种有关吐蕃历史的最重要的藏文写本，即《吐蕃编年史》、《小邦邦伯与家臣名表》、《吐蕃大事记》和《赞普世系表》，而且对四种藏文写本分别作了拉丁文转写、法文翻译和注释。尤其是原文均出自藏族史家之记录，可与吐蕃其他藏文古文献和唐代史书相印证，足以展现近二百年的吐蕃历史，从而廓清了吐蕃历史上的不少迷雾，扶正了吐蕃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王尧所说：唐人记载吐蕃史事很勤，是研究吐蕃史的重要资料。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所记史实也有很多舛误、遗漏和欠准确的地方。另外《两唐书》、《册府元龟》、《通鉴》、《唐会要》之间，也经常有矛盾之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在这些方面可以起澄清、纠谬的作用。[265]不难看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问世，则一马当先地成为描述吐蕃历史最重要的依据。

由于大量的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分别藏于英国和法国，使得欧洲藏学家有机会率先接触或利用敦煌吐蕃文献从事考证和研究，并在藏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日本藏学家也不甘示弱，以后来者居上的气势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领域取得辉煌成就。而中国学者最初无缘接触原始资料，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方面落后于西方甚至日本学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方才迎来中国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的黄金时期，发表和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藏汉文论著。综观国内外藏学家的学术成果，在历史学方面主要有佐藤长的《西藏古代史研究》上、下两卷（1958—1959），山口瑞凤的《吐蕃王朝成立史研究》（1983），藤枝晃的《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1961），李方桂的《钵阐布考》、《达扎禄恭考》、《马重英考》和《吐蕃大将禄东赞考》，乌瑞的《藏文大事纪年中卫藏地区的四茹》、《关于古藏文纪年中的一个年代学问题的说明》（1968）和《对敦煌一件藏文军事文书的说明》（1961），艾克塞蒂的《公元七九零—七九一在北庭的回鹘和吐蕃人》[266]，陈寅恪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1930），王尧的《敦煌吐蕃官号“节儿”考》[267]，陈庆英的《从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268]，汶江的《吐蕃管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号研究》[269]。这些论著皆为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族史学上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此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藏族学者根敦群培在20世纪40年代云游印度，在那里有机会查阅到敦煌吐蕃藏文文献，这使他如鱼得水，他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料写出了未完成的传世之作《白史》。[270]因而根敦群培成为第一个引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研究吐蕃史的藏族学者，并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绩。比如，他在《白史》中纠正了藏族传统史学上出现的许多错误，填补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尤其为后人藏族历史学家开辟了一条实证的史学研究新路子，在藏族传统学术界引起关注，且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

二 宗教资料

根据考古发掘，藏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劳动、生息在今日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同时，藏民族也拥有一种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古老传统宗教，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苯教”的藏族传统民族宗教。因此，苯教的产生及其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苯教与藏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苯教作为藏民族土生土长的民族传统宗教，它自始至终伴随着吐蕃王朝的整个历史进程，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对早期藏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在后期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苯教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也充当了不可替代的主要角色。譬如，在藏传佛教中特别在宗教礼仪和护法神方面吸收了不少原本属于苯教的东西。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这方面的原始资料，学界始终没能对吐蕃时期的苯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和研究。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发掘，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资料支持。藏学家纷纷引用敦煌文献中有关苯教的藏文卷子，对吐蕃时期的苯教作了广泛而颇有成效的探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法国拉露（Lalou）的《西藏王室葬礼中的苯教仪式》[271]和《封地、毒物和医巫》[272]、法国石泰安（R.A.Stein）的《关于西藏苯教葬礼的一件古文书》[273]和《敦煌藏文写卷中关于苯教仪轨的记述》[274]、苏联库兹涅佐夫的《苯教的起源》[275]、中国褚俊杰的《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等。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旅居法国的英籍藏族学者卡尔梅·桑丹坚赞博士是研究苯教的专家，他在苯教研究领域尤其在苯教的历史、教义和仪轨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是因为他在西方学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有关苯教的资料。可以说，国际藏学家们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苯教历史的来龙去脉和法事仪轨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这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吐蕃时期的苯教。

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除了有关苯教的文献之外，还有大量的关于佛教方面的文献，这对研究藏传佛教尤其是吐蕃佛教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可弥补传世藏文佛教典籍中的一些缺憾。比如，通过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不仅印证了吐蕃佛教中有质疑的不少问题，而且对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早期文化交流有一个清晰的历史认识。故在这一方面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主要有法籍日本人今枝由郎的《敦煌藏文写本中六字真言简析》[276]，美国米勒的《关于P.T.610号藏文维摩诘经残片》[277]，日本藤枝晃的《敦煌的僧尼籍》[278]、上山大峻的《敦煌出土藏译般若心经》[279]、冲本克己的《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280]、西岗祖秀的《沙洲的写经事业——以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为中心》[281]、毕绍夫（F.A.Bischoff）的《圣大力大乘经的藏文（敦煌）与汉文》[282]，法国拉露的《敦煌藏文写卷十万颂大般若经》[283]，中国王尧和陈践的《吐蕃占领期间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T.999和P.T.1001吐蕃文书译释》[284]、黄文焕的《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285]和《跋敦煌三六五零窟藏文题记》[286]、王尧的《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一、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87]、陈庆英的《敦煌汉文卷子中所夹藏文文献情况调查》，等等。这些论文在从不同角度介绍敦煌出土的有关藏文佛教卷子的同时，对各个藏文卷子问世的年代、地点、目的以及作用等细节作了进一步考证，为解决吐蕃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材料。此外，学术界在宗教方面主要围绕汉地禅宗在吐蕃传播的情形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讨论，发表或出版了如法国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等许多有影响的论著，而绝大多数利用的资料都是敦煌汉文文献，故不在本文介绍范围之内。

三 语言文学资料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吐蕃时期又是藏族语言文字频繁改革和不断规范的关键时期，当时围绕佛经翻译曾三次对藏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藏文字的规范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可以说，经过三次改革，基本上定型了今日所使用的藏文字的语法结构和语言风格。所以，吐蕃时期便成为后世语言学家最关注的藏族语言文字的历史分期。然而，有关这方面的书面原始材料比较缺乏，特别是保持改革前文字原貌的资料更为奇缺，这一直影响着吐蕃时期藏语言文字的深入研究。自发掘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以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因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包含了吐蕃文字改革前后的古藏文文献，这为语言学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古代藏语材料。国外学者首先利用敦煌吐蕃文献，以现代科学方法对古藏文的语音、语法和词语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绩的研究。诸如文字方面有英国托马斯（F.W.Thomas）的《藏文字母》（1951）和匈牙利乌瑞（G.Uray）的《藏文字母起源和发展的探讨》（1955）；语音方面有美国米勒（R.A.Miller）的《藏语中元音和谐现象的早期证据》；语法方面有美国米勒的《关于伯希和所获藏文写卷601号藏文〈维摩诘经〉残片》（1965）；词汇方面有法国拉露的《古藏文的Bod/Bon》（1953）和日本山口瑞凤的《关于敦煌藏语的解释》（1975）等。另外，还有托马斯的《藏汉词句》（1948）和李方桂的《敦煌的一本汉藏词汇集》（1963）等，在此不一一列举，详见《国外西藏研究概况》[288]和有关论著；中国主要有王青山的《谈谈古藏文词汇的拼写法》[289]、周季文的《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290]、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291]等。这些论著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对藏族古语言作了科学的全面探讨，为进一步掌握藏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演变规律做出了贡献。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研究藏族古代文学方面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中有一批属于文学类的吐蕃藏文文献。比如，英国藏学家托玛斯利用六个敦煌藏文卷子编著了一本名为《东北部藏区的古代民间文学》的小集子[292]，书中译解和分析具有浓烈藏族古代民间文学的特色，中国谢后芳的《古代藏族卜辞》一文[293]，也是一篇着重分析吐蕃文学的文章，特别是已故藏族作家兼学者端智嘉的题为《藏族道歌源流》的藏文专著[294]，则引用敦煌有关吐蕃文学方面的所有藏文卷子，对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学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除了反映吐蕃本土文学之外，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还发现不少从汉文、梵文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如《尚书》、《战国策》、《千字文》等汉文名著，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亦找到了译本残卷。对此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很多论著，主要有王尧等的《敦煌藏文写卷P.T.986号〈尚书〉译文证补》[295]、黄布凡的《〈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296]等，这些论文对敦煌文献中发现的《尚书》藏文译本残卷作了考证和介绍。

关于《战国策》的译本，主要有法籍日本人今枝由郎的《敦煌藏文写卷P.T.1291号〈战国策〉》[297]，中国王尧、陈践的《敦煌藏文写卷P.T.1291号〈战国策〉藏译文证补》[298]；至于《千字文残卷》的情况，在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里作了考证。

另外，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有几个记述项托和孔子对话的卷子，对此王尧作过考证，认为《项托孔子相问书》是极有趣的民间文学作品，汉族地区早有关于孔子师项托的故事，表明孔子不耻下问，以能者为师的精神。这一故事流传到藏区是自然的事，但想不到在敦煌藏文卷子中竟发现了三个卷号，它们是P.T.992、P.T.1284和S.T.Ms.724。苏远明在1954年《亚洲学报》上发表了《孔夫子和项托的问答》一文。他的文章引起人们用比较文学的眼光来观察敦煌卷子，开拓了以后的几件卷子的比较研究[299]；还有法国石泰安的一篇题为《两卷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儒教格言》[300]的文章。这些敦煌藏文卷子充分反映了藏汉两族人民早在中古时期就有全方位的文化交流历史。

从梵文中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这部古印度文学名著的好几个译本残卷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的发现，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和高度评价。如在季羡林的《罗摩衍那初探》一书中指出，《罗摩衍那》直到19世纪才陆续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意、日等国文字，中国汉文佛经中曾有片段译述，而在敦煌藏文写卷中却出现了8—9世纪的译文，这是最早的译文。由此可见，敦煌藏文文献的发掘，第一次证明世界上最早的《罗摩衍那》译本出自吐蕃古藏文。由于《罗摩衍那》在藏区有着悠久的传播历史，它在藏族文学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历代藏族文学巨匠十分欣赏《罗摩衍那》中优美的诗词语言，并将印度《罗摩衍那》作为蓝本，以藏族诗歌或修辞学的笔调重新著述了不少新的《罗摩衍那》作品，如香匈帕·曲旺札巴著、阿旺丹贝加措注释的《罗摩衍那》[301]就是其中的一例。

对于敦煌出土的《罗摩衍那》藏文译本，国外藏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主要有托玛斯的《从新疆发现的藏文罗摩衍那故事》（1929）、拉露的《藏文中的罗摩衍那的历史》[302]、巴尔比尔（J.K.Balbir）的《敦煌藏文本罗摩衍那故事研究》[303]、荷兰戴琼（J.W.De Jong）的《罗摩衍那的一个古藏文写本》（1072）、德庸的《一份藏文本的罗摩衍那故事的残卷》[304]和《古藏文本的罗衍那故事研究》[305]等。这些论文对敦煌吐蕃文献《罗摩衍那》的藏文译本进行了考证和译释。

通过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可以发见吐蕃时期用藏文有选择地翻译了不少汉文和梵文文学名著，毋庸置疑，藏族古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曾受到过中原和印度文学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 医学历算资料

藏族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吐蕃王朝在古老藏医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先进的中原医学、印度医学、大食医学和西域于阗医学，从而形成具有高原特色的藏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技术，如形成于吐蕃时期的藏医《四部医典》[306]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而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发现的有关藏医方面的卷子，则更加具体地印证了吐蕃医学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状况。如罗秉芬、黄布凡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一书[307]中对敦煌吐蕃藏文文献P.T.1057号《医疗术》，P.T.V.127号《火灸疗法》，P.T.1044号《火灸疗法》、India Office 56、57号《医疗术》作了译注，从中可以窥见吐蕃医学的地域特色和发展水平；另外，王尧、陈践译解了敦煌藏文文献P.T.1057号《藏医杂疗方》和P.T.1044、P.T.127号《藏医针灸方》两个卷子，作者认为这三个卷号是可贵的吐蕃时期藏人医药经验的积累，是古代藏医家对疾病进行深入观察、分析和治疗的总结，长时期口授心传，及至有了藏文以后才录成文字，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居希》（四部医典）原理的历史传统[308]；日本芳村秀基发表的《龙谷大学西域资料中的西藏医学文献残片》一文，也证明中亚探险中发掘的藏文文献，其年代是在唐代，而且确实是《四部医典》中的残叶。

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除了上述吐蕃医学方面的卷子之外，还有反映吐蕃兽医学的卷子。这些藏文卷子不仅说明了吐蕃医学的发展，而且反映了当时吐蕃畜牧业的发达。为此，法国藏学家引用敦煌藏文卷子写了一部题为《西藏马体结构学和医马术研究资料》[309]的专著。此外，中国杨福泉的《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310]，王尧、陈践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中收录了一篇对于《医马经》、《驯马经》的译释文章，文中提出吐蕃人畜牧业发展的高度，特别是马的繁育和使用达到相当水平，其畜牧学知识的积累蔚然可观。[311]可以看出，吐蕃兽医学作为吐蕃藏医学的分支，当时也相当发达。

至于吐蕃时期的天文历算，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也有不少卷子，而大多是关于占卜方面的卷子。正如王尧所说，在《敦煌藏文选集》第一、二集中属于占卜的就有P.T.55、129、351、1043、1046、1047、1051、1055等卷号。[312]托马斯的《东北部藏区的古代民间文学》一书中也有关于吐蕃天文历算方面的记录，如书中有一首卜辞歌谣叙述了昂宿星的组成和升降现象，说明藏族先民早在远古时期就有观察日月星辰的习惯。此外，王尧、陈践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收录了三篇有关吐蕃占卜的文章，即《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P.T.1047、1055号卷子译释》、《吐蕃的鸟卜研究》和《三探吐蕃卜辞》，另外还有谢后芳的《古代藏族卜辞》（1982），日本山口瑞凤的《西藏的历学》（1973）、藤枝晃的《敦煌历日谱》（1973），德国巫格尔（C.Vogel）的《论西藏的年表》（1964），尤其是德国舒迪德（Dieter Schuh）于1972年出版了一部名为《西藏年历史研究》的专著，从历史角度对藏族年历作了研究论述，书中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吐蕃时期的天文历算。

可以肯定，以上论著作为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它们引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对吐蕃时期的天文历算作了有益的探讨，从而印证了现今藏族高度发达的天文历算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渊源。

综上所述，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它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特别是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吐蕃藏文文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也是藏学界至今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藏文写本，其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既有普通文书，也有经典文献，它是藏学尤其研究吐蕃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国内外藏学家利用丰富的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法国的拉露用毕生精力从事敦煌吐蕃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藏学领域取得令同行赞不绝口的学术成果[313]，因而她在国际藏学界享有“藏学明星”的崇高荣誉。

但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首先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当时遗留在远离吐蕃文化中心地带的一些公私混杂的文书，十分零乱分散，其中没有一本系统完整的巨著；其次，敦煌藏文文献是藏文文献中最为古老的文献之一，今人解读起来难度很大，难免出现许多不同的译释。所以，利用敦煌吐蕃文献时，离不开参考藏文史书和汉文史籍，以此来相互诠释、印证、补充以及参照、更正，从而提高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也就是说，在肯定敦煌吐蕃文献的资料价值的同时，不可将它视为完全独立的资料依据，也不能一味地陶醉在敦煌文献之中，而要必须借助其他藏汉文史料。就拿敦煌出土的《于阗国授记》（又名《于阗教法史》）藏文卷子来说，该文同名同类文献不仅收录在藏文《大藏经》里，而且在《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 chen mo）[314]、《土观宗派源流》[315]等藏文史书中皆有记录，它们之间既有大致相同的地方，又有简略细节等差异。假设对敦煌卷子《于阗国授记》进行考证，就需要借助其他几本史书，否则，很难深入研究。当然，以往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藏学论著，在引用资料时格外注意和采纳各方面的材料。比如，法国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316]，作者主要依据敦煌吐蕃藏文写本和传世藏文典籍写成，在引用资料时没有偏颇倾向，从而在叙述藏族历史和文化方面有一定的深度；日本山口瑞凤的《吐蕃王朝成立史研究》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除了利用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外，还大量引用了其他藏文和汉文史料；中国薛宗正的《吐蕃王朝的兴衰》，也是一本较全面利用敦煌文献、汉文史籍和藏文史书等各方资料的范例专著。

另外，藏族传统史学家在描述藏族古代历史时，主要根据藏文伏藏文献，因而他们保存了不少古老的伏藏文献。诸如《柱间史》（bkav vchams ka khol ma）[317]、《嘛呢宝训集》（ma ni bkav vbum）[318]、《五部遗教》（bkav thang sde lnga）[319]、《莲花遗教》又名《莲花生大师本生传》（pad ma vbyung gnas rnam tar）[320]、《毗茹札那传》（be rovi rnam thar vdra vbag chen mo）、《喀卓益西措杰传》（mkhav vgro ye shes mtsho tgyal gyi rnam thar）[321]等。这些文献虽然带有浓重的宗教和神话传说色彩，但是它们曾为研究和描述吐蕃史提供了丰富的宝贵史料，诸如《第乌教法史广本》（ldevu chos vbyung rgyas pa）[322]、《教法史花心甘露》（chos vbyung me tog snying po sbrang rtsivi bcud）[323]、《布顿佛教史》（bu ston chos vbyung，1322年成书）、《西藏王统世系明鉴》（Rgyal rabs gsal bvi me lung，1388年成书）、《红史》[324]、《青史》（deb ther sngon po，1478年成书）、《贤者喜宴》（mkas pavi dgav ston，1564年成书）、《汉藏史集》（rgya bod yigtshang chen mo）、《西藏王臣记》（bod byi 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gul dbyang，1643年成书）。因此，伏藏文献在藏族传统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直至今日仍不失为研究藏族古代历史和宗教的核心资料。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在肯定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具有很高资料价值的同时，需要强调对其他藏文资料和汉文相关史料的重视，而不可认为任凭敦煌文献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就能大功告成，必须集思广益，既要联系历史文化背景，又要同有关史料相互印证或补充，才能共同为藏学和敦煌学向纵深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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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藏传佛教复兴时期

藏传佛教复兴时期，是指藏传佛教“后弘期”，并与“前弘期”相衔接。从历史的视域看，藏传佛教通史由两个截然不同的断代史构成，即所谓的“前弘期”和“后弘期”。藏传佛教“前弘期”肇始于公元7世纪中叶，终于公元9世纪中叶，历时两百年左右；而“后弘期”从10世纪开始，至15世纪基本结束，其过程长达近五百年。因此，“前弘期”和“后弘期”是指藏传佛教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两次兴盛时代，但不是藏传佛教的完整历史。

至于“后弘期”肇始的具体时间，前辈高僧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史籍都没有一致的定论。其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有两种，即佛教在吐蕃或藏区中断七十年之说和一百年之说。也就是说，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于公元841年下令灭法，经过七十年或一百年之后，即10世纪初或中叶，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再度弘传起来。此次传教范围之广大、参与民众之广泛，前所未有，从此，藏传佛教进入一个长盛不衰的新纪元，史称“后弘期”。

第一节 史称“黑暗时期”的佛教

吐蕃王朝在政权上的大一统也随着朗达玛赞普的遇刺而全面崩溃。朗达玛赞普被刺杀后，吐蕃王室分离成两派，各自支持两位年幼王子中的一位来继任赞普王位，双方为争夺王位而发生内战，随之爆发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很快被推翻和瓦解。其结果不但没能重新建立更加完善的新王朝，而且将以前统一的吐蕃王朝分裂成若干小邦，吐蕃地区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即现在许多著述中所说的西藏地方割据势力时代。这一时期，藏传佛教早已进入所谓的“黑暗时期”。

然而，佛教并没有因朗达玛的禁废而寿终正寝，它以民间宗教的形式在广大藏区民间生根发芽，甚至开花结果。换句话说，佛教没有因朗达玛的灭法或禁止而在藏族地区完全销声匿迹，它一直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流布。朗达玛的灭法运动，对佛教僧侣组织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佛教戒律传承被中断，但吐蕃居士队伍并没有因朗达玛的灭法而在吐蕃地区消亡。这主要是居士队伍不同于一般的佛教出家僧团，他们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深厚的草根文化基础，一来他们不必在寺院内集中诵经习法或举行仪式，其生活方式完全同民间习俗融为一体，平时以世俗人的身份生活，与世俗人没有鲜明的不同之处；二来他们按照吐蕃传统习俗留有长发，也不穿佛教僧侣袈裟，尤其是他们在当时的吐蕃人眼里个个具备神通广大的法力。因此，朗达玛下令毁灭佛教时，特意同吐蕃居士协调关系，和睦相处。当时朗达玛约居士代表谈判，允许居士身份在吐蕃社会中存在。可以说，佛教居士虽然是普通的纳税公民，但是他们有条件在民间自家秘密修行佛法。正如松巴·益西班觉所讲：

朗达玛灭法后，朗达玛之子奥松至科热三代时期，在前后藏地区，没有任何戒律、讲授、听闻、灌顶等的传承及仪轨。但有一些身穿有领袈裟的佛殿管理者，自称为“阿罗汉尊者”，他们在夏季三月以修持四脉鼻息为护持戒律，又以炼火为坐夏开禁；为亡者善后只诵读片断经文，就如同红出自黑一般之解说。此时，一些居家持咒者或在家居士，将以前因藏匿而未被王臣发觉惩处的部分实践密法，后来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授给各自的子嗣或徒弟。由于他们的口耳相传是靠记忆传授，都是些断章取义的密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密法不但走样而且掺杂进苯教的实践修炼法，就如此诵持修炼，则不知自己的证悟层次和佛教密续的义理。因此，他们只抓住法的形式，修炼双修等各种各样的粗法邪行，从而使密法的清净讲授等正统衰落或失传。[1]

朗达玛灭法之后，作为佛教根基或核心的戒律传承，虽在吐蕃中心地区被中断，但在边远偏僻地区保持了戒律传承，尤其是大众化的佛法在广阔的民间流行，而且，出现许多所谓的佛法实践者。而这部分不穿袈裟的在家居士，却一边秘密修持非正规的佛教密法，一边又低调或暗地里保护寺院、佛殿、佛经和佛像等，极大地维护了佛教的存在和延续。《青史》记载：

朗达玛毁灭佛教后，奥松和伯柯赞仍然敬奉三宝，并且作修建寺庙等事业。佛教被毁后，西藏的在家众仍旧敬奉三宝。拉萨及桑耶等处的诸大寺未毁。在俗人及住在山谷中的修密士变成在俗身相，他们仍旧如法修行，对佛教仍然信奉供养。藏王热巴坚以前所译的经藏和论藏的所有函帙，得到妥为保护。因此，旧译经论现在大都获得受用，即此之故。[2]

由此可见，佛教在家居士成为当时挽救藏传佛教的社会群体。他们既为藏传佛教的继承做出了贡献，又为藏传佛教的复兴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吐蕃王朝的覆灭以及政治上的大动荡给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肇始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藏族地方割据势力时代，藏传佛教走向广大的民间，完全成为任何人可自由选择和信仰的宗教对象，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受中央集权制统一领导，也不用听命于宗教团体的严密管束。换句话说，朗达玛赞普时期发动的灭法运动，不但没有彻底摧毁佛教在吐蕃地区已经打下的牢固基础，而且将继承和发展佛教的责任推向民间，乃至其成为全民义不容辞的一大事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在“前弘期”已经赢得大多数吐蕃人的认可和信仰，并在广大底层人民中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再次复兴和发展之时，便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动力。特别是吐蕃王朝的覆灭以及藏区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为藏传佛教的复兴或发展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自由而广阔的前景，随之拉开了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后弘期”的序幕。

对于“后弘期”开始的具体时间，不好下确切的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授予比丘戒僧侣的大量出现，以及大兴土木重建佛教寺院，可作为“后弘期”开始的重要标志。朗达玛的灭法运动，主要中断了传授戒律的连贯性，佛教一旦没有条件举行常规的受度仪式，就谈不上发展僧侣组织。同样，佛教如果没有庞大的出家僧侣集团作为骨干或核心力量来发扬光大，也就等于纸上谈兵。根据藏文史料，10世纪前后在藏族地区开始出现大批出家僧侣和重建寺院的潮流，主要从东部安多地区和西部阿里地区率先掀起复兴藏传佛教的运动。这在藏传佛教史上被称为下路和上路点燃弘法之火。

第二节 下路复兴之律藏传承

藏传佛教后弘期的缘起，许多藏文史书都以形象的表现手法作了描述。史书将藏传佛教喻为一棵朽木，起初在安多丹斗寺（dan tig）点燃，最后遍及整个藏族地区。人们称其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之火，从安多下部燃起。这说明了藏传佛教后弘期肇始于东部安多藏族地区。藏传佛教下路复兴是相对于上路复兴（阿里地区）而言的。两者之间的异同，除了时间上有前后之分外，下路复兴以推演律藏传承为主要标志。从藏传佛教戒律史上看，下路戒律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藏文古籍《五部遗教》记载：

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在吐蕃得以发展，僧人是佛法的基础，故建立了许多僧伽组织。当时的佛学观点持中观见，行为持说一切有部戒律。[3]

吐蕃时期传播的戒律是寂护所传的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吐蕃本土产生的第一批比丘僧团史称“七觉士”，而下路戒律源自吐蕃“七觉士”传承。对此，许多史书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如《汉藏史集》记载：

所谓下部戒律的教法传承是，导师释迦牟尼、优婆离、庆喜、麻衣、小护、有愧、黑色、大善见、累木帕、功德光、释迦光、大小却吉喜年，他们二人传僧格东坚，僧格东坚传达那锡拉，达那锡拉传止那迷扎，止那迷扎传属庐·鲁易坚赞，属庐·鲁易坚赞传给约·格琼、藏·绕赛、玛·释迦牟尼三人。[4]

佛教视戒律传承为佛法根基或核心部分，如无戒律传承，等于佛教失去立足之基础。故藏传佛教将自己的戒律传承上溯至佛陀释迦牟尼，自此一直传承不断。而且，藏传佛教史书中有几种佛教戒律传承之分类，如《红史》中就有两种分类：

一、释迦牟尼传给迦叶波尊者，迦叶波尊者传给庆喜，庆喜传给麻衣，麻衣传给小护，小护传给黑色，黑色传给有愧，有愧传给善见，这是《杂事律》中的说法。《楞伽经》中说，释迦传给迦叶，迦叶传给庆喜，庆喜传给麻衣，麻衣传给乌巴古跋达，乌巴古跋达传给有愧，有愧传给斯杂迦，斯杂迦传给布达辛底，布达辛底传给布达玛底，布达玛底传给洛玛格隆孜布，洛玛格隆孜布传给苏那夏底，苏拉夏底传给马鸣，马鸣传给夏布，夏布传给龙树，龙树传给阿扎雅提婆，提婆传给罗睺罗，罗睺罗传给山迦南底，山迦南底传给比丘阿罗汉，比丘阿罗汉传给拉噶雅夏，拉噶雅夏传给古玛热，古玛热传给夏雅达，夏雅达传给巴苏班达，巴苏班达传给阿南达，阿南达传给什里那雅夏，什里那雅夏传给格隆僧格，此后，教法传承不再用由一人传给另一人的办法。

二、西藏的戒师传承是，正觉佛陀、舍利子、罗睺罗、仙人罗睺罗、龙树、清辨、意希宁布、喜瓦措（静命），喜瓦措传“七觉人”中的巴·然达（桑喜），巴·然达传李·桑结意希，桑结意希传迦·沃乔扎，迦·沃乔扎传约·格琼、藏·热赛、玛·释迦牟尼三人。此外，有一说，是喜瓦措的弟子噶玛拉锡拉，他传约·格琼，约·格琼传喇钦，喇钦传鲁梅。又有一说是巴·然达传拉隆·热觉央，拉隆·热觉央传喇钦。约·格琼的受戒弟子是喇钦，喇钦传给巴贡·意希雍仲、仲·阿扎雅意希坚赞，意希坚赞传给卫藏五人（或说是六人或十人）。[5]

以上引文粗略地梳理了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戒律传承史，并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佛教戒律的重要性和藏传佛教戒律的正统性。可以看出，藏传佛教虽然在朗达玛赞普时期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灭法事件，但是约·格琼（gyo dge vbyung）、藏·绕赛（gtsang rab gsal）和玛·释迦牟尼（dmar shavkya mu ne）三名吐蕃本土比丘僧，不但有效维护了佛教的戒律传承，而且在藏传佛教戒律传承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如《红史》记载：

佛教后弘发生的经过是，当朗达玛灭佛时，有藏·饶赛、约·格迥、玛·释迦牟尼三人用一匹骡子驮载戒律经卷从吉祥曲沃山逃往阿里地区，又从葛禄罗绕行突厥地区，到达朵麦安琼南木宗地方，当地有一苯教教徒的儿子名叫穆索赛巴，皈依佛法，以藏·绕赛为堪布、约·格迥为亲教师，受沙弥戒出家，起名为格哇色，后来被称为贡巴色。一年以后，还由藏·绕赛任堪布，约·格迥为轨范师，由玛·释迦牟尼任屏教师，拉隆贝吉多杰因刺杀过国王，不能参加授戒，所以又找来两名汉人和尚，由他们五人给贡巴饶色授具足戒。此后五年，有琼·益希坚赞、努·贝吉旺秋随堪布贡巴饶色出家。[6]

朗达玛赞普在吐蕃灭法之际，有三位吐蕃出家僧侣很敏锐地抓住时机，携带重要佛经律藏秘密逃到边远地区，从而保护了佛教的戒律传承。当时三位僧人在吐蕃著名佛教修行胜地曲沃日闭关修行，亲眼看到被逼迫上山打猎的佛教僧侣，并得知朗达玛赞普正在迫害佛教僧团。他们随即用一匹骡子驮载《毗奈耶经》等律藏经典，逃到西部阿里地区。阿里地区没能寻求一处安身之地，又顺道前往葛洛地方（勃律），而该地因语言不通无从传播佛法，最后便绕道霍尔地方到达安多地区（今青海东部藏族地区）。三位僧人在此地安居后，从事传教活动。他们先后在丹斗水晶石窟（今青海省化隆县和循化县交界处）、金刚岩和阿琼南宗（该两处在今青海省尖扎县境内）等地修行和传教。由于三位僧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坚持修法传教，使藏传佛教戒律传承延续下来，为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的衔接做出了贡献。后来这三处修行地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另据《西藏王统记》记载，藏·绕赛、约·格琼和玛·释迦牟尼三人从曲沃日逃走后，紧接着又有两人逃离，分别是噶沃却札巴（kaw vod mchog grags pa）和荣·顿僧格坚赞（rong ston seng ge rgyal mtshan），他俩逃离时携带了《俱舍论》等许多佛教主要经典，最后不约而同地抵达东部安多藏族地区的阿琼南宗地方。此外，谋杀朗达玛赞普的修行僧拉隆贝吉多杰（lha lung dpal gyi rdo rje）也携带《羯磨经》、《具光明律藏》等律藏经典，逃往东部安多地区藏匿。由于拉隆贝吉多杰因杀害国王而感到罪孽深重，常住金刚岩某洞窟单独闭关修行。

由于吐蕃佛教核心地区的六位僧人相继抵达安多地区，并持有佛教重要经典《律藏》，一时间，东部安多藏族地区成为藏传佛教戒律传承的中心。也就是说，当时在整个藏族地区既没有比丘僧团，又没能保留下律藏经典，唯有安多藏族地区具备授戒和发展比丘僧团的客观条件。《汉藏史集》记载：

当地有一年老苯波名叫穆索赛桑，他的儿子穆索赛巴于十五岁时拜见了约·格琼等三人，请求出家。他们示以羯磨仪轨《噶玛夏丹》，说：“如能照此去做，可以出家。”穆索赛巴说：“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请予护持。”于是由约·格琼任堪布、玛·释迦牟尼任阿阇梨，藏·绕赛任羯磨师，为其剃度授戒，起法名为格哇色。过了五年，又给他授比丘戒，起名为贡巴饶赛。此后，贡巴饶赛向堪布和阿阇梨学习律藏本论以下的杂事，向羯磨师藏·饶赛学习《八品论》。[7]

以上《汉藏史集》中的记载与《红史》的描述基本一致。说明当时聚集在安多藏族地区的六位僧人中主要由藏·绕赛、约·格琼和玛·释迦牟尼三人在该地培养了传承佛教律藏的接班人。他们培养的第一位比丘僧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史上享有盛名的喇钦·贡巴饶赛（bla chen dgongs pa rab gsal），他原先是当地一位名叫穆索赛桑的苯教徒之子，名穆索赛巴（mu zu gsal vbar），当他15岁时，遇到藏·绕赛、约·格琼和玛·释迦牟尼三位来自前藏的比丘僧，并对他们产生敬仰而积极要求出家授戒，成为一名佛教比丘僧。三位高僧觉得穆索赛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年轻人，便考察他能否皈依佛教、成为一名合格的佛教僧人。他们首先向穆索赛巴传授佛教基础知识，还借给他佛教戒律经典《毗奈耶经》，让他在自家先掌握有关佛教戒律知识，并答应他如果能够对佛教产生坚定不移的信仰之心，可以向他传授戒律。穆索赛巴在阅读《毗奈耶经》的过程中，果真对佛教产生一种强烈的信仰之心。据史料记载，当时穆索赛巴一边读经一边流泪，他对佛教的信仰油然而生，极其虔诚。于是三位比丘僧给他剃度授沙弥戒，取法名为格瓦赛（dge ba gsal）。格瓦赛出家后，严守戒律，勤奋习法。五年后，格瓦赛达到授受比丘戒的条件，可是授比丘戒至少需要五人以上的比丘僧，否则便违反了律藏中所规定的人数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建立不了五人以上组成的比丘僧团，就不具备授予比丘僧的资格。因此，藏文史籍在叙述当时由哪五位比丘僧向格瓦赛授予比丘戒时，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时拉隆贝吉多杰因杀害朗达玛国王而违反杀戒，已失戒律，不能参与授戒仪式。所以，另外聘请一个叫果旺、一个叫基班的两位汉族比丘僧，勉强凑够五位比丘僧，当时由藏·绕赛任堪布，约·格琼和玛·释迦牟尼作规范师，向格瓦赛授比丘戒。一种观点又认为，穆索赛巴（格瓦赛）是在相继从前藏曲沃日逃到安多藏族地区的藏·绕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以及噶沃却札巴和荣顿·僧格坚赞五位比丘僧处，剃度出家，受比丘戒。总之，穆索赛巴（格瓦赛）在以上诸位大德处受戒出家，全面修习佛法，最后成为一名博通佛教律藏的著名比丘僧，在藏传佛教后弘期享誉整个藏族地区，被尊称为喇钦·贡巴饶赛。

根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喇钦·贡巴饶赛当时除了在自己的几位授戒上师座前研习佛法外，还赴北方依止一位名叫果荣僧格札（go rong seng ge grags）的老僧，系统学习律藏，这位老僧向喇钦·贡巴饶赛赠送了律分别、律本事、律杂事和律上分四部毗奈耶，并嘱咐道：我已年老，在世时间不多，望你严格继承佛教正统。喇钦·贡巴饶赛返回后，拜噶沃却札巴为师，学习《般若十万颂疏》和《大乘对法藏》等佛经，历时十二年之久。根据《青史》记载，喇钦·贡巴饶赛的佛学知识和道德行为，在丹斗一带的广大信教群众中不仅得到认可和赞誉，而且逐步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喇钦·贡巴饶赛把丹斗地方作为自己的宗教活动中心，开展供养佛教三宝、祭祀护法神等各种宗教活动，还特意向当地诸神灵祈求，护佑自己的弘法事业。

随着信徒的不断增多和本地有经济实力人家的资助，喇钦·贡巴饶赛在丹斗地方开始创建寺院、佛塔等佛教建筑物。丹斗寺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不久，丹斗地方成为一个新型的藏传佛教传播基地，尤其是随着喇钦·贡巴饶赛个人声望的日益隆升，慕名前来丹斗寺出家为僧者络绎不绝。喇钦·贡巴饶赛是在他49岁那年抵达丹斗地方的，在此居住传教达三十五年之久，84岁时圆寂。[8]喇钦·贡巴饶赛在丹斗寺向前来求法的弟子主要传授佛教戒律。《汉藏史集》记载：

此后，喇钦·贡巴饶赛收了第一批弟子，被称康区的六名僧人，他们是巴果·益西雍仲、巴尔·仁钦色、阿巴·多吉旺秋、努布·帕希达、觉卧·意希僧格、属庐·喜饶绎曲。最先，他们是在堪布和阿阇梨不齐全的情况下受戒出家的，给他们传授的是律藏等经典，讲授的是四法印，同时也把僧帽缝边、僧衣镶边、抛朵玛先从颅碗里面抛起等做法传给他们六人。这是因为喇钦最初接受的是苯教的传授，因而喜爱苯教的一些习惯。此后。喇钦收的第二批弟子是仲·意希坚赞，他传法给有木手的仲·雍仲坚赞。[9]

实际上，在喇钦·贡巴饶赛座前首先出家受比丘戒的是巴果·益西雍仲（spa gor ye shes gyung drung），其后帕奈丹札巴（bar gnas brtan grags）前来剃度受戒，史称巴、帕二僧；此后依次共有四对八人剃度出家，前后在喇钦·贡巴饶赛座前共产生十位比丘僧。其中巴果·益西雍仲继承了喇钦·贡巴饶赛的戒律传承，并向他的弟子郑·益西坚赞授予比丘戒。

特别是喇钦·贡巴饶赛在东方安多藏族地区继承佛教律藏传承，发展佛教比丘僧团，弘扬藏传佛教的消息，传到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即前藏后，很快得到当地领主头人的积极响应。当时前藏地区由朗达玛赞普的儿子云丹的子嗣在统治或控制。《汉藏史集》记载：

他们的形迹传到在桑耶地方的云丹的后裔、领主察拉那父子耳中，于是派出乌斯藏六人或十人去向喇钦师徒受戒出家，求取教法。洛敦·多吉旺秋、冲尊·喜饶僧格从仲·雍仲坚赞那里请受戒律，传布于藏地方，鲁梅·楚臣喜饶和松巴·意希洛追从仲·雍仲坚赞那里请受戒律，传布于上下乌斯地方。此外，还有阿尊·释迦坚赞受戒后，传布于乌斯地方，则敦·楚臣宣努受戒后，传戒于藏地方。玛·绛曲沃从康区受戒，传布下部戒律。[10]

根据《汉藏史集》，永丹与巴曹妃札西措所生的儿子为赤德贡年，赤德贡年之子为赤德日巴贡和尼玛贡，尼玛贡之子为尼奥贡，其后裔大多居住在隆雪、彭域以及安多和康区；赤德日巴贡之子为赤德波与多杰拔，其中赤德波的后裔是乌巴巾、塘拉札巴等；多杰拔之子为赤旺秋赞，赤旺秋赞之子为查纳·益西坚赞（tsha lan ye shes rgyal mtshan）。查纳·益西坚赞是当时西藏前藏桑耶地区的领主，获悉佛教戒律在东方安多地区传承不断，颇感振奋，立即从以桑耶为中心的卫藏地区派出佛教徒前去受戒并引进佛教律藏传承。又如《红史》记载：

这些情况被桑耶地方的领主查纳·益希坚赞父子听说后，他们陆续派出卫藏地区的六个人，卫地的是鲁梅·喜饶楚臣、章·益希云丹，藏地的是冲尊·喜饶僧格、洛敦·多吉旺秋等，他们从喇钦·贡巴饶赛那里受戒，巴尊·洛追旺秋、热西·楚臣迥乃、松巴·益希迥乃等人从琼·益希坚赞和努·贝吉旺秋那里受戒。鲁梅等四人加上巴尊·洛追旺秋、热西·楚臣迥乃共计六人。他们返回卫藏地区后，分别建立寺院，传出众多弟子门徒。[11]

由于下路戒律的传承有许多分支，在相关史籍中的记述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当时陆续抵达安多丹斗寺的卫藏佛教徒主要有：前藏的五人即鲁梅·喜饶茨诚（klu mes shes rab tshul khrims）、章·益西云丹（vbring ye shes yon tan）、热希·茨诚迥奈（rag shi tshul khrims vbyung gnas）、巴·茨诚罗追（sba tshul khrims blo gros）、松巴·益西罗追（sum pa ye shes blo gros）；后藏的五人即罗顿·多杰旺秋（lo ston rdo rje dbang phyug）、聪增·喜饶僧格（tshong btsun shes rab seng ge）、阿里巴·奥杰（mngavris pa vod brgyad）兄弟两人和普东巴·欧帕第噶（bo dong ba Au pa de dkar）。[12]
可以推断，前后藏共十人先后抵达安多丹斗寺后，都在喇钦·贡巴饶赛的再传弟子，持有律藏直系传承的郑·益西坚赞座前受比丘戒，并请到律藏传承后，相继返回西藏，各自在前后藏招收徒弟、建造寺院，发展出家僧侣团体。然而，在藏文史籍中对于前后藏佛教徒赴安多丹斗寺迎请律藏传承的细节描述上，主要在师徒传承和人数上有较大差异。如十人说主要依据了《布顿佛教史》，而《西藏王统记》又倾向于十二人之说：

斯时佛教已宏扬于朵康，而藏地反无佛教，成为黑暗之域。故当恶王灭佛后约八十余年，桑耶安达·查那·益西坚赞作为施主，始资送学人前往康地求戒。其首次求得律戒者，则号称为藏卫之七人也，有：鲁梅·喜饶楚称、志·益西云丹、聪格·喜饶僧格、罗敦·多吉旺秋、松巴·益西洛朱、甲·洛朱益西、逊本·曲乔等是也。彼七人请仲·益西坚赞为亲教师，觉若·喜饶降曲为轨范师，遂蒙宏恩传授律戒。

其后又至五人者有：塔细杰拔热喜·楚称炯乃、巴尊·洛朱旺秋、吉烈·娘镇·曲郊、仲新·喜饶门朗等是也。先是首至七人往康求戒，求授戒已，返乡途中，遇后至五人，问其何往。云往康地求戒，先来请人云：“我辈已得三种律戒，可转授汝等，无庸远涉。”卒未听从，仍来康地，遇以上诸善巧大德。请授戒已，再返藏卫。时桑耶赞普·查那·益西坚赞已卒，其子赞普赤巴作施主，鲁梅等人在藏卫各处建立寺宇，不可计量，且成立僧伽，使如来正教如枯木死柴，又得重燃，并使其广大显扬，遍及十方。由此观之，护持佛教命脉，重燃佛教余烬，如高举明灯照彻藏地幽暗者，乃全仗如上所述次第示现之藏中诸大德善巧及安达·益西坚赞父子二人之力也。彼等恩德实属非浅。[13]

以上引文表述了当时西藏前后藏地区先后两次共派遣十二名佛教徒到安多丹斗寺受戒迎请律藏传承。无论十人还是十二人，他们返回西藏后，都为推动藏传佛教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尤其前藏以鲁梅·喜饶为首的五位佛教徒，对藏传佛教的全面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譬如，他们返回前藏时，桑耶地区的领主查纳·益西坚赞虽已去世，但受到其子赤巴领主的热烈欢迎，而且受到嘉奖。在领主的积极支持下，他们首先共同参与建造了娘麦坚恭寺。这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产生的第一座寺院；之后，他们各自分别经营寺院，开展宗教活动。其中鲁梅·喜饶茨诚在桑耶地区担任噶琼佛殿的住持；热希·茨诚迥奈兄弟任格杰协玛林的住持；章·益西永丹任侃松桑康林的住持；巴·茨诚罗追任桑耶寺主殿的住持。其后，他们为了在前藏拉萨地区扩大各自的宗教经营范围，又大兴土木，建造寺院，藏传佛教后弘期在西藏中心地区全面肇始。

特别是当时鲁梅·喜饶茨诚建造拉木恰都寺作为自己宣讲佛法的根据地，在此培养出他的四大徒弟。其中珠麦·茨诚迥奈建造索纳塘钦寺（sol nag thang po che）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塘系学派（thang skor）；香纳南·多杰旺秋（zhang sna nam rdo rje dbang phyug）建造热查寺和杰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香系学派（zhang skor）；俄·强曲迥奈建造耶巴帕热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俄系学派（rngog skor）；兰·益西喜饶建造嘉赛岗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兰系学派（glan skor）。此四系学派，总称为鲁梅派系（klu mes brgyud pa）。

另外，松巴·益西罗追在卓萨塘地方建造美查寺，开展宗教活动，没有产生较大影响，而且时间不长就衰微了，故无从延续传承；热希·茨诚迥奈在墨竹地方建造昌欧寺作为传教中心，传授佛教戒律，由此产生热系学派（rag skor）；巴·茨诚罗追在彭波地方建造南巴吉布寺等许多寺院作为传教中心，弘扬佛教律藏，由此产生巴系学派（sba skor）；章·益西永丹在彭波地方建造恩兰吉莫寺作为传教中心，推广戒律传承，由此产生章系学派（vbring skor）。

可以看出，以上五位前藏僧人中除了松巴·益西罗追外，其余四人在前藏拉萨地区逐步建立各自的传教中心，为传承和发展佛教戒律做出成绩。同时，他们为了不断壮大各自的派系势力，又导致相互间产生无法解决的矛盾，甚至引发冲突。东噶·洛桑赤列说：

藏历第二绕迥火狗年，即1106年，鲁梅部与巴、热两部在桑耶地区交战，使桑耶寺四周的大多佛殿被火烧，桑耶寺的围墙倒塌。当务之急，由热译师多杰札修缮，当时从澳喀地方运来大量木材，召集五百名工匠，历时两年多，耗费十万多斗粮食，才完成修复工程。藏历第三绕迥铁龙年，即1160年，在拉萨、雅隆、彭波等地的上述四部之间又开始发生长期的战争，使拉萨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受到严重破坏。当时由达波拉杰的弟子达贡茨诚宁布出面调停了四部间的战事，在此基础上维修了拉萨的大小昭寺，并将两座寺院托付给当时拉萨地区在经济、军事方面势力最强的贡唐喇嘛祥（是后来蔡巴噶举派的创始人）来管理。[14]

鲁梅·喜饶茨诚、巴·茨诚罗追、热希·茨诚迥奈和章·益西永丹四部派系，虽然在宗教传承上没有任何派别之争，但是他们为了壮大各自的政治、经济势力，又身不由己地陷入利益冲突之中，相互间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总之，喇钦·贡巴饶赛及其诸位戒律传承弟子，包括鲁梅·喜饶茨诚等西藏前后藏十人或十二人，对于藏传佛教的复兴或后弘期的开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西藏前藏桑耶地区的领主查纳·益西坚赞父子等世俗要人，也为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再次弘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因此，无论是出家高僧还是世俗要人，他们都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下路复兴之律藏传承，在藏传佛教戒律史上有着主流地位。

第三节 上路复兴之正统佛教

藏传佛教下路复兴以戒律传承为主要标志向西藏腹地发展之际，远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亦掀起声势浩大的复兴藏传佛教的运动。同样，人们也称其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之火，在上部阿里地区冉冉升起。至此，藏传佛教后弘期在整个藏族地区全面展开。如果说下路复兴以继承佛教戒律传承和发展出家比丘僧为其主要特征，那么上路复兴则是以翻译厘定佛教经论、矫正密宗实践方法和推行道次第学为主要特征。因而西部阿里地区也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根据藏文史籍，吐蕃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朗达玛赞普被刺杀后，他的两位王子即永丹和奥松，在诸位大臣的支持下分离成两派政治势力，从而导致相互间的长期内战，后来奥松一派在前藏地区兵败，逃往西部阿里地区，便在那里建立地方政权，掌控一方区域。《红史》记载：

领主奥松的儿子贝柯赞修建了八座神殿。贝柯赞的长妻生子吉德尼玛贡，次妻生子扎西泽贝拜。他们二人统治的地区大部被云丹的后裔夺去，所以逃往阿里。尼玛贡有三个儿子，即扎西贡、贝吉贡、德祖贡。[15]

奥松之子为贝柯赞（dpal vkhor btsan，865—898），他在位期间曾修复过宁麦、卓埔麦隆等八座寺院；贝柯赞有两个儿子，即吉德尼玛贡（skyid bde nyi ma mgon）和赤扎西泽贝拜（bkra shes brtsegs pavi dpal）。此时，云丹王系的后裔在前藏一带完全摧毁了吉德尼玛贡和赤扎西泽贝拜的军事力量，赤扎西泽贝拜不得不退居拉堆地方，后来默默无闻、销声匿迹；而吉德尼玛贡当时逃往西部边远的阿里地区，在此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成为雄踞一方的地方政权。吉德尼玛贡有三个儿子，长子贝吉贡（dpal gyi mgon）统治麦域（mar yul）等地区（今拉达克地区），后来建立拉达克王统世系；次子德祖贡（lde gtsug mgon）统治桑嘎（zangs dkar）等地区；三子扎西贡（bkra shes mgon）统治布让（spu hreng）等地区（今西藏阿里古格地区），建立古格王朝，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在阿里地区兴起营造了客观条件。史称他们三兄弟及其建立的三个地方政权为“阿里三王”或“上部三贡”，藏区人文地理概念上的“阿里三围”（stod mngav ris skor gsum）之称呼由此产生。

一 拉喇嘛·益西沃

扎西贡有两个儿子，即柯热（vkhor re）与松爱（srong nge）；柯热又有两个儿子，即那噶热扎（na ga ra tsa）和德瓦热扎（de ba ra tsa）。柯热在他的晚年时期，对藏传佛教产生强烈的敬仰之心，并发愿按祖先之先例，弘扬藏传佛教。于是柯热将王位让给弟弟松爱，自己在一尊佛像前自行领受戒律，成为一名出家僧人，取名为拉喇嘛·益西沃（lha bla ma ye shes vod）。随之拉喇嘛·益西沃的两个儿子即那噶热扎和德瓦热扎也跟随父亲出家为僧。《红史》记载：

扎西贡有两个儿子,即柯热、松爱。柯热有两个儿子，即那噶热扎、德瓦热扎。在他们父子期间，修建了托林寺，并派遣藏族青年二十七人到印度去。这些青年中的大部分人死去，大译师仁钦桑波和小译师勒巴喜饶学习和翻译了许多经典，并迎请了五位班智达。[16]

由于拉喇嘛·益西沃不但是第一位在阿里地区开展弘扬佛法的著名人物，而且在复兴藏传佛教的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成为上路复兴的开创者。据东噶·洛桑赤列考证，藏历火猴年（996），拉喇嘛·益西沃在阿里地区建造托林寺的同时，选派七名出身高贵的聪慧青年人和14位仆从共21人去克什米尔专门学习佛法，其中大多因气候炎热等而染病致死，只有仁钦桑布和俄·勒贝喜饶二人圆满完成学业，携带大量佛经，返回故乡，从事佛经翻译，后人称他俩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大译师和小译师。[17]
据不少藏文资料记载，当时拉喇嘛·益西沃不仅派遣阿里地区的僧人赴克什米尔等佛教兴隆地区求法，同时还邀请外籍高僧大德到藏族地区弘法。如拉喇嘛·益西沃首先邀请东天竺的大班智达法护及其上首弟子妙护、德护、智护等进藏宣讲佛教律藏部。他们给古格地区的出家僧嘉威喜饶授予比丘戒，后来由此传出的戒律传承被称为上路戒律学派。

最后拉喇嘛·益西沃为了能够邀请到更多的印度高僧大德，以便恢复或扶持藏传佛教的正统地位，亲自外出奔忙游说，不幸在途中被葛禄逻人的军队逮捕，他们向古格王朝索要与拉喇嘛·益西沃等身的黄金赎金，否则便不会释放他回乡。《红史》记载：

柯热将国政交给弟弟，父子三人出家。父亲（柯热）被称为拉喇嘛·益西沃，他自己也去印度，在途中被葛禄逻人的军队抓住。搜集藏地的黄金前往赎取，只够赎取身子而没有赎取头的黄金，因而被杀。[18]

据史料记载，古格王松爱之子为拉德赞，拉德赞有三个儿子，即喜瓦沃（zhi ba vod）、绛曲沃（byang chub vod）和沃德（vod sde）。其中绛曲沃是出家人，被尊称为拉喇嘛·绛曲沃，当时由他收集赎金前往赎取拉喇嘛·益西沃，但赎金未达到等身量而没能赎回人质。然而，拉喇嘛·益西沃则借此见面之机，对绛曲沃再三叮嘱：他已年迈，没有多少时间为弘法事业效力，千万不要为赎他而浪费金银财宝，一定要拿赎他的重金去邀请印度高僧阿底峡。不久，拉喇嘛·益西沃在异国他乡被杀害，而他生前的胸怀大志经后人的不懈努力得以实现了。可以说，拉喇嘛·益西沃为藏传佛教的复兴不仅呕心沥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根据《红史》记载，拉喇嘛·益西沃为弘法事业捐躯后，其弟松爱的儿子拉德赞继承叔父的佛教事业，迎请班智达弥底（smri ti）等外籍高僧，修建四座寺院。而《布顿佛教史》认为，拉喇嘛·益西沃在世时，由尼泊尔译师班玛日泽邀请班智达弥底和查拉让瓦（phra la ring ba）进藏传法，但译师在途中犯胃病去世，两位班智达因不懂藏语而前往前后藏一带流浪。其中弥底在一个叫达那的地方为牧民放羊维持生活，后来被藏人切斯札帕·索南坚赞发现，请到曼隆地方讲法，后赴康区的丹隆塘地方建立《俱舍论》的讲习院，传授佛经。弥底后来成为一名藏语言专家，亲自翻译了《四座》（gdan bzhi）、《文殊明智法门》（vjam dpal gsal ldan），以及《胜观佛密义》（sngags don rnam gzigs）等许多佛经；在朗曲金殿著述了《语门论》（smra sgo），或称《口剑论》（smra sgo mtshon cha）[19]。其中《语门论》是班智达弥底的代表作，此书不是一部有关佛教方面的著作，而是一本涉及梵文、藏文之词语、语句等方面的语言学专著，在藏族古典语言学著作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至于班智达查拉让瓦的情况，在藏文文献资料中记载得比较简略，只是说他给荣帕曲桑传授了夺舍法（vpho ba grong vjug），因而荣帕曲桑精通不少佛经，其经历略而不谈，故无从详细介绍。

实际上，拉喇嘛·益西沃之后，拉喇嘛·绛曲沃继承并实现了拉喇嘛·益西沃未尽的弘法事业，成为藏传佛教上路复兴的著名人物。《红史》记载：

绛曲沃派遣译师嘉·尊智僧格、那措·楚臣嘉瓦前去迎请觉卧·阿底峡，阿底峡的弟子有库、俄、仲三人。沃德迎请恰那室利。在沃德的儿子泽德的时期，有俄·罗丹喜饶等许多译师、班智达出世。泽德的儿子巴列，巴列以下依次为：扎西德、巴德、那噶德哇等。以上所说为古格、普让、孟域等地的领主。由贝柯赞以下至那噶德哇的世系有个别地方说法不同。[20]

可以认为，拉喇嘛·绛曲沃最终将阿底峡尊者迎请到阿里地区传法，这是他对藏传佛教上路复兴做出的最大贡献。因而拉喇嘛·绛曲沃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与拉喇嘛·益西沃同等的崇高地位。同时，嘉·尊智僧格和那措·楚臣嘉瓦两位藏族译师，携带重金，不辞辛苦前往印度，将当时赫赫有名的权威佛学大师阿底峡迎请到藏地弘法，后人对两位译师亦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外，古格王拉德赞时期，又邀请克什米尔的大班智达释迦室利来藏传法，他主要在古格地区主持翻译佛经，当时翻译了颇多重要佛教经论；同时，他还向藏族出家僧人传授佛教戒律。由此传出的戒律传承后来形成著名的班钦戒律学派，在藏传佛教戒律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二 托林寺的创建

托林寺（mtho ldings dgon）创建于10世纪末，为藏传佛教上路复兴时期产生的第一座正规寺院，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的主要道场之一。藏历绕迥前火猴年（996），阿里古格王拉喇嘛·益西沃在阿里地区仿照西藏山南地区的桑耶寺创建了托顶贝吉拉康（mtho ldings dpal gyi lha khang），后来简称托林寺。该寺作为古格王朝的王族家庙，当时得到古格王朝的大力扶持，遂成为阿里古格地区的佛教中心。

托林寺具体位于今阿里札达县城西北部的朗钦藏布（glang chen gtsang po，象泉河）南岸的台地上，建筑布局呈带形，包括殿堂、僧舍和塔林三部分。其殿堂部分，又可分为内、外圈，主体建筑为迦萨殿，内圈包括中心大殿和四座小殿，中心大殿呈四方形，供有主体坛城和如来佛像，四周有回廊与四座分殿相连；外圈包括16座殿堂，四角还建有4座高13米的红砖塔；中间殿堂有转经道；其中白殿位于集会殿的东北部，殿内墙壁上绘有许多精美的壁画；此外，有罗汉殿、弥勒佛殿、护法神殿、阿底峡尊者殿、仁钦桑布译师殿等，殿内的壁画栩栩如生，令人赞叹不已。塔林部分又可分为两组，每组塔群中各有三条长塔，每条长塔由数十座或上百座形制相同的小塔串联而成，极为壮观。其建筑和壁画风格明显受到尼泊尔和印度的影响，是各地佛教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

10—11世纪，大译师·仁钦桑布（lo chen rin chen bzang po，958—1055）和阿底峡尊者（Aa ti sha，982—1054）等高僧大德在该寺居住生活，翻译佛经，讲经传法，著书立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藏历第一绕迥火龙年（1076），古格王泽德在托林寺举办声势浩大的藏区大法轮会（大法会），从各地前来参加法会的高僧大德等僧俗人数达上万之众，其盛况已载入史册，史称“丙辰法会”或“火龙年大法会”。

三 大译师·仁钦桑布

大译师·仁钦桑布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内出现的著名高僧。更确切地讲，他是一位在藏传佛教译经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翻译家。他出身高贵，相传其家族为玉日玉扎氏，属于古格喀泽术亥地区六大家系之一，也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十三大家族之一。同时，他在佛学事业上功成名就，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后世藏文文献都或多或少记述了他的个人事迹。如《如意宝树史》记载：

大译师仁钦桑布（宝贤），是阿里古格地方的恰娘汪热纳如（cha snyung lawngrtn ru）人，为迦湿弥罗的玉日玉札（gyu ri gyu sgra）族，于铁鸡年灭法后五十七年的土马年（958）降生，十三岁时由堪布益西桑布剃度出家，因此佛教后弘阿里早于卫藏。他曾三次去迦湿弥罗，先后依止班智达沙罗多迦罗婆罗摩（shrnghk ra lawrm）、迦摩罗崛多（ka ma la kupt）、孜那弥多罗等七十五位贤哲学习显密，成为智者，四十九岁时按喇钦的传承受了近圆戒，在拉德时期，请班智达沙罗多迦罗婆罗摩、迦罗崛多（ka ra guptu）、佛陀室利罕底（bud ngha shrishnti）、佛陀波罗、迦摩罗崛多等来藏，译出般若、瑜伽、集密等方面的显密经典多部。从这个时候起，所译密典称之为新密乘。此后，他为拉德赞的上师，在所献布尚（bu hrang）的住地上建立经堂，并建喀杂（kha tsa）和绒（rong）地的佛堂等，塑立了许多三所依，其弟子有古辛·宗哲坚赞、麻·格勒罗哲等十余名译师。他曾写《施神食子百论》、《泥像七支论》、《等持灌顶》各百万遍，口诵梵、藏文《文殊名号经》各十万遍，另付酬于人代诵十万遍，调伏马域古玛（mar yul gu ma）地方龙部的龙菩陀提舍（klu sangs rgyas skar rgyal），驱逐邪行咒师等，纯洁佛教。当他八十五岁时，尊者（阿底峡）来到阿里，他起初不肯顶礼，后来见尊者为殿堂的各尊神像各作颂词，遂生敬仰。礼拜尊者，听授教诫。尊者让他修炼，他于禅房三门，各写三幅誓言，一心修观，终于现见集密和胜乐圣容，获得悉地。他于九十八岁木羊年（1055）季冬（十二月）的十七日于喀杂汪格（kha tsa lawng gir）去世时，传来天界仙乐，天降花雨。因未见其粗分尸身，故传他逝入空行；亦传出细分舍利三块，如红色小叶莲子，后来随着声响，逝于虚空。[21]大译师·仁钦桑布生于阿里地区，祖父玉扎东赞有两个儿子，长子即是仁钦桑布的父亲，名叫班钦布宣努旺秋。班钦布宣努旺秋成年后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现今象泉河西南边的山谷地带，在那里与旺秋惹尼的觉若萨贡西绕结婚，生下三男一女。仁钦桑布是家中第二个男孩，其童名叫仁钦旺秋，由于鼻子酷似鹰勾，相貌独特，所以有着“鹰面”的别称。

仁钦桑布13岁出家，青年时代曾多次赴克什米尔，广拜名师，系统学习佛教显密教法。据藏文史料记载，仁钦桑布曾三次去克什米尔留学，先后拜75位班智达，广泛学习佛教显宗和密宗理论，在佛学领域取得很高的造诣，被誉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内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当时阿里古格王拉德赞不仅封仁钦桑布为首席供施对象，而且拜他为自己的金刚上师，同时还从布尚地区划分部分地盘作为宗教活动基地，同时，倡建数座佛殿，一起奉献给仁钦桑布，作为他在佛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奖赏。仁钦桑布得到阿里王的大力支持后，在以古格为中心的西藏西部地区主持建造了许多佛殿、佛塔和寺院，如查札佛殿、荣地佛殿等，这对藏传佛教上部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寺院在佛教的传播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僧尼聚居生活的处所，是供养佛教三宝和进行法事活动的中心，直接影响周围群众的宗教信仰。此外，寺院还通过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来感召世人，凸显佛教的神圣地位。但是从个人的角度看，仁钦桑布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做出的最大贡献，则是将大量的重要佛经从梵文翻译成藏文。

仁钦桑布将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佛经翻译的事业之中。他在古格王朝的支持下，与迦湿弥罗请来的高僧大德们一起在托林寺翻译佛经，掀起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译经高潮，先后翻译了许多佛教重要显密经论，尤其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续部经典，对藏传佛教新密续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仁钦桑布翻译了17部经藏、33部论藏、108部密宗（怛特罗），而且密宗译经中包括《密集》、《摄真实经》、《庆喜藏释》等重要密宗典籍。此外，仁钦桑布还根据新的梵文版本修订了不少吐蕃时期翻译的藏文佛经。

此外，仁钦桑布在翻译大量佛经的同时，也翻译了许多重要的医药典籍。这些医学著作在推动藏医学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特别是后世学者以仁钦桑布翻译密宗典籍为界，此前主要指吐蕃时期翻译成藏文的密宗典籍被称为旧密法，之后包括仁钦桑布在内的译师们译为藏文的密宗典籍被称为新密法。因此，仁钦桑布成为藏传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翻译家。

同时，仁钦桑布在密宗实践上亦达到很高的境界，正如上述引文中所讲，“他于禅房三门，各写三幅誓言，一心修观，终于现见密集和胜乐圣容，获得悉地”。至于禅房三门上所写的誓言，在《青史》中有较详细的描述：

（阿底峡）尊者对译师说：“我将前往前藏请你随往给我作翻译。”那时，大译师已届八十五岁高龄。他脱帽而说道：“请看我的头已经成了这样（全白），实不能为尊者服役。”尊者说道：“唯！大译师：轮回之苦实难忍！应作为利一切有情事，以此你现在一心专修吧！”译师也听从尊者教言，作了三层门道，于外门上写道：于此门中，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贪恋世间轮回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于中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为自利心时，请护法当粉碎我头！在内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凡庸的分别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他和尊者分别后，一心专修了十年之久，亲见吉祥胜乐曼荼罗。享寿九十七岁而逝世。当净治遗体时，城中老少人等都见着空中有许多天神在作供养法事。荼毗后未发现有何骨骸等物，只发现三颗如小莲瓣红色舍利。但亦为时不久而消逝空中发出雷声而散去。[22]

仁钦桑布依凭阿底峡的教导和指点，从一名佛教大翻译家转向密宗实践者，经过十年坚定不移、专心致志的修炼密法，最终在密宗实践上亦获得巨大成就，圆满完成了佛教所设定的人生最高目标。因此，在仁钦桑布的传奇人生的感召之下，当时从克什米尔的山区地带到炎热的恒河平原，到处都可以看到藏族人求学的足迹。

因此，后世学者常说，下路复兴点燃了藏传佛教后弘期之火，上路复兴则使藏传佛教后弘期之火冉冉升起。如《如意宝树史》记载：

从朵麦的喇钦那里受律戒的僧侣回到藏地法源卫藏，发展僧众，从上部阿里的大译师（宝贤）那里又将显密传播到卫藏，使佛教余火从下部复燃，从上部弘广。因此，和前弘期的阿阇梨希瓦措（寂护）和藏王松赞干布二人及大修行者比丘桑跋婆（莲花生）于藏地恩情至大一样，在后弘期，喇钦（贡巴饶赛）、大译师（宝贤）、尊者阿底峡和益希奥（智光）叔侄很有恩德。[23]

总之，无论是佛教下路复兴还是上路复兴，皆从不同地区或以多种方式，为藏传佛教的复兴和重振藏传佛教的正统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四 其他小译师的弘法事迹

除了上述大译师·仁钦桑布之外，在藏传佛教上路复兴中涌现了许多本土佛教翻译家，诸如玛·格威洛智、俄·勒贝喜饶、嘉·尊智僧格、那措·茨诚嘉瓦等。他们都在藏传佛教翻译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玛·格威洛智和俄·勒贝喜饶主要在藏传量论方面做出成绩，故在第六节“量论在藏兴盛”中作专门介绍。在此对嘉·尊智僧格和那措·茨诚嘉瓦两位译师分别作简要介绍。

（一）嘉·尊智僧格

嘉·尊智僧格（rgya brtson vgrus seng ge，生卒年不详），约11世纪人，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复兴中的著名翻译家之一。当时他积极参与阿里古格王朝振兴佛教的运动，不畏艰难险阻，前往印度邀请阿底峡尊者，在佛教弘法事业上立下汗马功劳。对于其生平事迹，东噶·洛桑赤列曾作过考证：相传嘉·尊智僧格的先祖源于松赞干布时期迎请文成公主的杰弥拉噶（gyad mi lha dgav）和赤松德赞时期的嘉·桑喜（rgya sang shi）、巴·赛囊（sba gsal snang）等著名人物。嘉·尊智僧格在印度学法的时候，那措·茨诚嘉瓦也去印度学法，由嘉·尊智僧格带领，从阿底峡等班智达座前听闻甚多教法。那措译师返藏后，受拉尊巴（lha btsun pa）之命，去印度迎请阿底峡。嘉·尊智僧格多次带领那措译师到阿底峡座前，向阿底峡陈述了藏王是如何敬仰他，如尊者（阿底峡）亲自光临西藏，会对佛教发展起到巨大作用。正如《青史》所描述：嘉·尊智僧格带领那措译师去拜见阿底峡尊者，献上许多黄金，并向阿底峡讲述西藏有着良好的发展佛教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同时，也指出了在藏区发展佛教过程中存在的不少弊端，希望阿底峡到西藏整顿和规范藏传佛教。最终阿底峡尊者接受邀请，前往西藏传法扶正佛教。[24]藏历第一绕迥土兔年或铁龙年（1039年或1040年），当阿底峡抵达尼泊尔时，嘉·尊智僧格不幸在途中去世，当时正兴致勃勃发展佛教的阿里古格王朝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佛教人才。

嘉·尊智僧格翻译的佛经，收录在《甘珠尔》中的有《青衣金刚手成就法陀罗尼仪轨》（lag na rdo rje gos sngon po can gyi cho ga dang bcas pavi gzungs）；收录在《丹珠尔》中的有《吉祥轮律仪赞一切义成就清净髻珠》（dpal vkhor lo sdom pavi bstod pa don thams cad grub pa rnam dag gtsug gi nor bu），此经为得成就者阿阇梨达热噶瓦（slob dpon daw ri ka ba）所造；《利他摄受弟子仪轨》（gzhan don slob ma rjes su bzung bavi cho ga）为杂雅赛纳（dza ya se naw）所造；《吉祥金刚瑜伽母修法》（dpal rdo rje rnam vbyor ma）为智萨惹赫瓦（tri sa ra ha ba）所造；还有《大宝庄严修行》（rin po che rgyan gyi sgrub pa）、《金刚亥母修法》（rdo rje phag movi sgrub pavi thams）、《二十一度母赞清净髻珠》（lha mo sgrol ma nyi shu rtsa gcig la bstod pa rnam dag gtsug gi nor bu）等多部。[25]
（二）那措·茨诚嘉瓦

那措译师（nag tsho lo tsaw ba，1011—1064），名茨诚嘉瓦（tshul khrims rgyal ba），又名格西贡塘巴（dge bshes gung thang pa），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复兴中的著名翻译家之一。他既是邀请阿底峡尊者到藏区传法的使者和翻译人，又是阿底峡尊者的藏族著名弟子之一。根据东噶·洛桑赤列的考证：那措译师于藏历铁猪年（1011）生于阿里宗噶拉东地方的那措家族中，出家后取法名为茨诚嘉瓦，因他精通律学，也称杜增巴（持律者）。他赴印度求学之时，由嘉·尊智僧格带领，从阿底峡等班智达座前听闻甚多教法，在嘉·尊智僧格前听讲对法（mngon pa）。复返西藏后，遵照拉喇嘛·绛曲沃的旨意，于藏历第一绕迥火牛年（1037），他率五位侍从，并携带32两黄金和整块黄金等财礼，前往印度迎请阿底峡尊者。那措译师拜阿底峡尊者为师达19年，最后那措向毗扎玛拉希拉寺（bi kra ma la shiaw la）的上座（gnas brtan）请求，让阿底峡前往西藏传法三年，到时送归印度，并立下了誓言，遂邀请阿底峡到了西藏。那措译师因迎请阿底峡有功，对藏区恩德极大，当时西藏高僧大德拜他为阿阇梨（slob dpon）。那措译师从聂塘向阿里出发之际，阿底峡尊者对他作了许多教导，手持三誓言的佛像进行加持，并授予《根本律经》（vdul bavi mdo rtsa）、《密集续》（gsang vdus rgyud dpe）、《观世音修法》（spyan ras gzigs kyi sgrub thabs）等二十种密藏法。之后，那措译师按阿底峡授记修行，获得殊胜证悟。[26]
那措译师的译著中属于经藏类的有《摩伽达贤女证道记》（ma ga ngha bzang movi rtogs brjod）、《圣度母古汝古里的证道五章》（vphags pa sgrol ma ku ru ku llevi rtogs pa levu lnga）、《吉祥智金刚遍集善说四十一章》（dpal ye shes rdo rje kun las btus pa rab byed bshi bcu rtsa gcig pa）等；属于论藏的有《降魔赞》（bdud btul ba la bstod pa）、《法界赞》（chos dbyings bstod pa）、《无喻赞》（dpe med par bstod pa）、《出世间赞》（vjig rten las vdas par bstod pa）、《心金刚赞》（sems kyi rdo rjevi bstod pa）、《胜义赞》（don dam par bstod pa）、《三身赞》（sku gsum la bstod pa）、《利乐金刚释难·瑜珈宝鬘论》（dge ba rdo rjevi dkav vgrel rnam vbyor rin po chevi phreng ba）等多种经论。[27]
由于那措译师在后弘期邀请阿底峡尊者来藏传法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后人对他的功德十分敬仰。同时，那措译师又是阿底峡尊者的主要弟子之一，与阿底峡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青史》记载：

如是看来，聂塘（snye thang）、拉萨、耶巴（yer pa）、兰巴（lan pa）等地是尊者说法颇多之处。后来尊者再来聂塘时，发现体力衰弱，因此，那措译师请求尊者不必再译大论，一些略论仲敦巴也可译出，于是请尊者到青浦（vchims phu）安闲休息六个月，复回聂塘……那措译师看着尊者身体日渐衰落，不敢离开尊者。然而，那措译师又因不能相见尼泊尔的班智达而焦虑，其身体亦日渐消瘦！尊者吩咐他说：“大乘的善知识是难相见的，因此，译师你自己离开这里吧！我自己也不能长住此世，到兜率天相会吧！”那时，那措译师在尊者前请求两事：一是请求圆我梦想，当我死时得往生兜率天尊者座前；二是我在家乡绘有尊者身像，开光时尊者务必亲临。尊者亲口允诺。[28]

那措译师跟随阿底峡尊者前后达19年之久，他在服侍阿底峡尊者的同时，在尊者座前听闻许多教导并获得不少教授，尤其是他翻译了重要经典，成为一名出色的佛教翻译家，故后人称其为那措译师。那措译师也培养了不少弟子，其中不乏著名人物。《汉藏史集》记载：

阿底峡大师的弟子还有那措译师。那措译师的弟子是绒巴恰多哇，他一生独居修行，有一次敦巴玛措绛多请他到温香多调解纠纷，有五百名僧人向他请教佛法，有四名僧人分别担任记录，记下他四次所说的教法，因此这四人被称为绒巴的四名弟子。他们四人是：苏浦的甲·都哇增巴钦波、若·达坚巴、藏地方的许丹巴钦波、南巴哇钦波。南巴哇钦波修建了南巴寺和仁巴勒顶寺，还担任桑浦乃乌托寺的法座七年。这些是绒巴的传承。绒巴恰多哇的寺院觉穷格浦在热振寺的下面，因此他的传承也叫噶当派下派。热振寺与它的传承被称为噶当派的上下支。[29]

那措·茨诚嘉瓦的弟子绒巴恰多哇传出的教法传承，虽归属于噶当派的法脉系，但保持着自己的宗教文化风格，并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具有一定的佛学影响。

第四节 阿底峡入藏与道次第的推行

拉喇嘛·绛曲沃遵照叔父拉喇嘛·益西沃的遗言，先后派遣藏族译师嘉·尊智僧格与那措·茨诚嘉瓦携带大量黄金前往印度，迎请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进藏弘法，几经周折，最终如愿以偿，阿底峡尊者入藏传法。阿底峡在藏区传教，不仅掀起藏传佛教复兴的高潮，而且推动了重振藏传佛教正统教法的运动。

一 阿底峡入藏传法

阿底峡（Aa ti sha，982—1054），印度佛教高僧、佛学家，藏传佛教噶当派祖师。原名“月藏”（zla ba snying po），法名“吉祥燃灯智”（dpal mar me mdzad ye shes），全名阿底峡·吉祥燃灯智。

阿底峡出生在东印度萨霍尔国（za hor）的邦噶拉（今孟加拉国）大城市，父亲为萨霍尔国王，名格瓦拜（dge ba dpal，善吉祥），母亲叫白姆沃色（dpal mo vod zer，吉祥光），皆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阿底峡从小受到家庭的宗教信仰熏陶并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自3岁开始学习数学和语文，至6岁学懂许多知识，并会诵读佛经；11岁时去中印度的那烂陀寺亲近觉贤（byang chub bzang po）论师学习佛法，后经觉贤推荐，到王舍城跟随密宗师阿缚都底波陀修习密法，同时广泛学习婆罗门和佛教的声明学和因明学等各门学科知识；15岁时与婆罗门学者辩论，显示出因明学方面的超群才能；18岁那年，前往超戒寺拜当时享有北门守护者之称的那若巴（na ro pa）为师，修习密宗法门，获得喜金刚灌顶；20岁之时，父亲格瓦拜希望他继承王位，便从王族闺秀中选出美女，准备让他成婚，由于阿底峡立志出家献身于佛教事业，本人不同意成家继承王位，最终未能实现父亲的意愿。

阿底峡29岁时，前往印度金刚座的菩提伽耶寺，从佛教大众部系持律师戒护座前受具足戒（比丘戒），取法名为“吉祥燃灯智”，修习戒律。同时，他拜众多上师广泛学习文化知识，包括内外声明、因明等学科，系统研习佛教显密教理；特别从法护论师座前修学《四部毗奈耶》（vdul ba lung sde bzhi）、《阿毗达摩集论》（mngon pa kun las btus pa）等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奠定了广博深厚的佛学基础。

大约在1013年，阿底峡率领125名弟子乘船远洋到金洲（今苏门答腊）求法取经，航行13个月抵达目的地，参拜依止金洲（法称）大师学法。金洲大师学识渊博，名驰远近，阿底峡对他极为崇敬，尊者与大师共同起居，学法达12年之久，主要修学弥勒至无著传承之《现观庄严论》教授、文殊至寂天传承之《入菩萨行论》等经论，尤其获得了圆满无缺的菩提心教授。在此期间阿底峡还赴锡兰（今斯里兰卡）研习佛教显密教法。阿底峡自小到大至少跟随50多名上师学法，其中受惠最多的恩师乃是金洲的法称，其影响他一生。阿底峡学成之后，从金洲与商人结伴回到印度，是年44岁，已是一名佛学知识渊博、精通显密教法、品德言行高尚的佛教大师，遂出任超戒寺首座（上座主持人），与宝生寂、觉贤、阿缚都底波陀、动毗波、寂贤等人一起被称为超戒寺八贤，其声望远扬海内外。

当时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拉喇嘛·益西沃和拉喇嘛·绛曲沃叔侄不惜一切代价邀请阿底峡入藏传法。然而，阿底峡在超戒寺担任住持要职，寺院不同意他离职。后来发生古格王拉喇嘛·益西沃为邀请阿底峡而献身的意外事件，促成阿底峡最终下决心入藏传法。最后由古格王拉喇嘛·绛曲沃派遣嘉·尊智僧格和那措·茨诚嘉瓦两位译师，亲自赴印度超戒寺迎请阿底峡，其中嘉·尊智僧格不幸在回国途中去世，重担落到那措·茨诚嘉瓦一人肩上，他最终完成了光荣使命。

藏历第一绕迥铁龙年（1040），阿底峡一行从超戒寺启程，第二年（1041）抵达尼泊尔，在尼泊尔逗留一年，朝拜佛教名胜古迹，藏历水马年（1042）到达古格，受到拉喇嘛·绛曲沃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阿底峡驻锡古格王朝级别最高的托林寺（mtho lding），与拉喇嘛·绛曲沃促膝商谈如何整顿当下藏传佛教的不正之风，应拉喇嘛·绛曲沃的敦请，阿底峡撰写了《菩提道灯论》（byang chub lam gyi sgron ma），指明如何正确修学佛法的途径和方法。当时，古格王朝大译师仁钦桑布，虽然年事已高（85岁），但仍邀请阿底峡到他的住处，交换佛学观点，请教佛学疑难，两位高僧的会晤给彼此留下深刻印象。就阿底峡而言，为在古格地区有如此学识渊博的佛学家而颇感惊讶，也很高兴佛教在该地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就仁钦桑布而言，通过佛学交流，发现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尤其在密宗的修持次第方面有误区，亟待改进。仁钦桑布还请阿底峡校订早期翻译的《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二万颂般若光明论》和《八千颂般若广释》等重要佛经。最后，阿底峡建议仁钦桑布找一处寂静的地方，闭关修行。为此，仁钦桑布在他的晚年一直闭关修行，直至圆寂为止，长达十年之久，在佛教密宗实践领域获得很高的证悟。

阿底峡在古格地区弘法三年，凭借那渊博的佛学理论功底、娴熟的宗教仪轨知识和高深的密宗证悟境界，赢得了当地佛教徒的信任、敬仰和拥戴，其声望很快传遍整个藏族地区。西藏中部地区（前藏）的佛教徒纷纷到古格迎请阿底峡。而阿底峡在古格地区弘法三年期满后，欲返回印度超戒寺，他行至尼泊尔边境时，尼泊尔境内发生战乱，道路不畅。正在滞留之际的阿底峡被从前藏赶来邀请他的仲敦巴的再三请求和虔诚信仰所感动，遂放弃回超戒寺的意愿，转向踏上了前往西藏中部地区传教的历程。仲敦巴向阿底峡讲述了拉萨和桑耶地区有众多著名寺院以及数千名出家僧侣正等待着他前来灌顶开光和讲经传法的情形。他们经后藏的班塘（dpal thang）、吉隆（skyid grong）等地渐次东下，每到佛教徒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要停留一段时间，举行简单的传法活动。他们抵达前藏的那波拉（sna po la）地方，受到当地戴恰法王的欢迎和款待，举行吹号角等奏乐仪式，并在雅隆藏布江边筑坝，以示利益众生；阿底峡一行到达前藏后，直接去吐蕃时期创建的第一座佛教正规寺院（桑耶寺）观礼，受到当地布德热札法王（lha btsun bodhib raw dza）的热情接待并作施主，许多高僧大德前来欢迎阿底峡光临本地传法。

阿底峡在桑耶寺藏书院看到众多梵文佛经，甚至不少版本在印度也不易见到，阿底峡对此叹为观止，称赞吐蕃时期的佛教之兴隆，远远超过佛教本土印度。他将梵文《中观光明论》和《华严经》抄录后，寄往印度；协助藏族译师翻译了无著的《摄大乘论》和世亲的《摄大乘论释》等多部佛经；阿底峡离开桑耶寺去往聂塘（snye thang）时，由两百多名骑士护送经贡噶、色嘉彭（srivi rgya phibs）等地逗留传法，最后抵达聂塘，在此聚集着许多听讲佛法的信徒，阿底峡向他们宣讲《现观庄严论》和《二万颂般若光明论》等经论，大多数听众只对《现观庄严论》感兴趣，而受听《二万颂般若光明论》的人寥寥无几。

阿底峡在聂塘期间还特意向普德贡寺的僧众传授教诫，并为他们建立了静修院；阿底峡还专门给仲敦巴传授三士道教法。随后阿底峡被俄·勒贝喜饶邀请到拉萨地区礼佛传法，并协助藏族译师翻译了《中观心要释思择焰》，又亲自著述了解释此经论的二本释论，即《中观教授广略释》。俄·绛曲迥奈作施主，迎请阿底峡到耶尔巴（yer pa）传法，协助藏族译师翻译了无著的《究竟一乘宝性论释》；此时，阿底峡受到彭波地方的高僧噶瓦·释迦旺秋之邀请，去彭波地方传法，举办宗教活动。之后，阿底峡返回聂塘住地，又重新向新老广大信徒系统讲授《现观庄严论》、《二万颂般若光明论》、《入菩萨行》、《菩提道灯论》等许多佛教重要经论。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奔波弘法，加之年事已高，阿底峡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那措·茨诚嘉瓦译师发现这一情况后，陪同阿底峡到桑耶青浦（mchims phu）休养六个月。藏历第一绕迥木马年（1054），阿底峡在距离拉萨西南方数十里的聂塘住地圆寂，享年72岁。

阿底峡在西藏巡锡弘法达13年之久，无论在西部的阿里地区，还是在中部的前后藏地区，所到之处，他热情而卓有成效地传授和解难佛教经论，倾注极大的精力为藏族地区众多的寺院、佛塔、佛像举行开光安座仪式，同时广收徒弟，为他们灌顶和传授佛教显密教法，培养了大批佛教弟子，诸如阿里地区的仁钦桑布、那措·茨诚嘉瓦、玛葛洛等，后藏的卓隆巴·罗哲炯奈（gro lung pa lbo gros vbyung gnas）、格洛咱瓦·拉泽（vgos lo tsa ba lhas btsas）、荣巴·噶格（rong pa mgar dge）、赛桑（se bzang）等，前藏的库、俄、仲等。其中四大著名弟子分别是那措·茨诚嘉瓦（nag tsho tshul khrims rgyal ba）、库敦·尊智雍仲（khu ston brtson vgrus gayung drung）、俄·勒贝喜饶（Rngog Legs PviShes Rab）和仲敦巴·嘉维炯奈（vbrom ston pa rgyal bavi vbyung gnas）。尤其是仲敦巴·嘉维炯奈继承了阿底峡传授的全部显密教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噶当派的教法体系。

阿底峡在藏期间，翻译和著述了大量有关佛教显密宗方面的重要经论。据统计，已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的译著就达100多部，译著以解脱军的《二万颂般若光明论》、世亲的《摄大乘论释》、清辩的《中观心论的解释》、无著的《大乘宝性论释》等为代表；论著以《密咒幻镜解说》、《中观优波提舍》（dbu mavi man ngag ces bya ba）、《中观优波提舍宝箧》（dbu mavi man ngag rin chen mdzod）、《菩提道灯论》（byang chub lam sgron）等为代表。其中有专说“观”（理论性）的，如《入二谛论》（ma bden gnyis la vjug pa）等；有专说“行”（实践性）的，如《摄菩萨行灯论》（spyod pa bsdus pavi sgron me）等。至于兼“观”与“行”圆满无余者，则为《菩提道灯论》，对后世藏传佛教教法体系影响深远。

总之，阿底峡尊者将以自己毕生精力所学到的佛学知识，毫无保留地全部奉献给藏传佛教的弘法事业，尤为整顿藏传佛教弊端和振兴藏传佛教正统教法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二 《菩提道灯论》

《菩提道灯论》（byang chublam sgron）是阿底峡尊者的代表作，也是噶当派教法义理的奠基之作。同时，它又为后期宗喀巴大师造《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两部名著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经论将人类按世间众生的根器而判分为上、中、下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士道”理论。

特别是《菩提道灯论》融摄佛教三藏，贯通大乘显密学说，实为一部不朽的佛学力作。虽篇幅不长，但言简意赅，故转载全文如下：

敬礼曼殊宝利童子菩萨

敬礼三世一切佛 及彼正法与众僧

应贤弟子菩提光 劝请善显觉道灯

由下中及上 应知有三士 当书彼等相

各各之差别 若以何方便 唯于生死乐

但求自利益 知为下士夫 背弃三有乐

遮止诸恶业 但求自寂灭 彼名为中士

若以自身苦 比他一切苦 欲求永尽者

彼是上士夫 为诸胜有情 求大菩提者

当说诸师长 所示正方便 对佛画像等

及诸灵塔前 以花香等物 尽所有供养

亦以普贤行 所说七支供 以至菩提藏

不退转之心 信仰三宝尊 双膝着于地

恭敬合掌已 先三遍吸依 次一切有情

以慈心为先 观恶趣生等 及死殁等苦

无余诸众生 为苦所苦恼 从苦及苦因

欲度脱众生 立誓永不退 当发菩提心

如是发愿心 所生诸功德 如华严经中

弥勒广宣说

或读彼经或师闻 了知正等菩提心

功德无边为因缘 如是数数发其心

勇施请问经 亦广说此福 彼略摄三颂

今此当摘录 菩提心福德 假使有色者

充满虚空界 其福犹有余 若人以宝珍

遍满恒沙数 一切佛世界 供献于诸佛

若有人合掌 心敬大菩提 此供最殊胜

其福无边际

既发菩提愿心己 应多励力遍增长

此为余生常忆念 如说学处当遍护

除行心体诸律仪 非能增长正愿心

由欲增长菩提愿 故当励力受此律

若常具余七 别解脱律仪 乃有菩萨律

善根余非有 七众别解脱 如来所宣说

梵行为最胜 是芳苔律仪 当以菩萨地

戒品所说轨 从具德相师 受持彼律仪

善巧律仪轨 自安住律仪 堪传律具悲

当知是良师 若努力寻求 不得如是师

当宣说其余 受律仪轨则 如昔妙吉祥

为虚空王时 所发菩提心 如妙祥庄严

佛土经所说 如是此当书 于诸依怙前

发大菩提心 请一切众生 度彼出生死

损害心忿心 吝啬与嫉妒 从今至证道

此等终不起 当修行梵行 当断罪及欲

受乐戒律仪 当随诸佛学 不乐为自己

速得大菩提 为一有情因 住到最后际

当严净无量 不思议佛土 受持于名号

及住十方界 我之身语业 一切使清净

意业亦清净 不作不善业

自身语心清净因 谓住行心体律仪

由善学习三戒学 于三戒学起敬重

如是勤清净 菩萨诸律仪 便当能圆满

大菩提资粮 福智为自性 资粮圆满因

一切佛共许 为引发神通 如鸟未生翼

不能腾虚空 若离神通力 不能利有情

具通者日夜 所修诸福德 诸离神通者

百生不能集 若欲速圆满 大菩提资粮

要勤修神通 方成非懈怠 若未成就止

不能起神通 为修成止故 应数数策励

止支若失坏 即使勤修持 纵然经于载

亦不能得定 敢当善安住 定资粮品中

所说诸支分 于随一所缘 意安住于善

瑜伽若成止 神通亦当成 离慧度瑜伽

不能尽诸障 为无余断除 烦恼所知障

故应具方便 修慧度瑜伽 般若离方便

方便离般若 俱说为系缚 故二不应离

何慧何方便 为除诸疑故 当明诸方便

与般若差别 除般若度外 施波罗蜜等

一切善资粮 佛说为方便 若修方便力

自善修般若 彼速证菩提 非单修无我

遍达蕴处界 皆悉无有生 了知自性空

说名为般若 有则生非理 无亦如空花

俱则犯俱过 故俱亦不生 诸法不自生

亦非他及共 亦非无因生 故无体自性

又一切诸法 用一异观察 自性不可得

定知无自性 七十空性理 及本中论等

亦成立诸法 自性之空性 由恐文太繁

故此不广说 仅就已成宗 为修故而说

故无余诸法 自性不可得 所有修无我

即是修般若 以慧观诸法 都不见自性

亦了彼慧性 无分别修彼 三有分别生

分别为体性 故断诸分别 是最胜涅槃

如世尊说云 分别大无明 能堕生死海

住无分别定 无分别如空

入无分别陀罗尼亦云

佛子于此法 若思无分别 越分别险阻

渐得无分别 由圣教正理 定解一切法

无生无自性 当修无分别 如是修真性

渐得暖等已 当得报喜等 佛菩提非遥

由咒力成就 静增等事业 及修宝瓶等

八大悉地力 微安乐圆满 大菩提资粮

若有欲修持 事行等续部 所说诸密咒

为求师长灌顶故 当以承事宝等施

依教行等一切事 使良师长心欢喜

由于师长心欢故 圆满传授师灌顶

清净诸罪为体性 是修悉地善根者

初佛大续中 极力遮止故 密与慧灌顶

梵行者勿受 倘持彼灌顶 安住梵行者

违犯所遮故 失坏彼律仪 其持禁行者

则犯他胜罪 定当堕恶趣 亦无所成就

若听讲诸续 护摩祠祀等 得师灌顶者

知真实无过 燃灯智上座 见经法等说

由菩提光请 略说菩提道

《菩提道灯论》是阿底峡尊者应拉喇嘛·绛曲沃的请求，于1043年撰写完成的一部经典论著，全书共有六十九颂半。通过以上原文，可以看出《菩提道灯论》一开始就按照心意特征，对世间饶益的大小，判分众生根器为上、中、下三等：凡在轮回中设尽方便仅希求自利而不顾别人者，是为下士。凡厌弃轮回，希求脱离业染，仍局于自利不及济度轮回中他苦者，是为中士；凡为断尽自苦并誓愿遍断一切众生之苦者，是为大士；大士就是作菩萨的种性，行菩萨道，堪任大乘。

特别强调了初下士的修持应当念生死无常，假若对于现世不起厌离心，就不能入佛法之门；假若把五蕴妄执为我，就不能得解脱；假若不发大菩提心就不能入大乘道。又大乘道中，假若与方便智慧不相结合，只修空性，就不能成佛；假若还未了达真实性义，就不可作真实的第二灌顶（秘密灌顶）和第三灌顶（慧智灌顶）。

关于作菩萨的大乘学轨，则分为显密因果两乘：显乘是因乘，就是般若乘；密乘是果乘，就是无上瑜伽乘。贯彻因果两乘时，必须以发菩提心为其重要基础。学程的阶次是显密共行，始三归，学三学。三学就是菩萨之学，也就是利他之学，然后双运智慧和方便，以积集智慧和福德二类资粮。最后，进入密乘，不共修行，疾速圆满，获证究竟正觉。也就是说，由作菩萨而成佛了。

三归是入解脱之门，是发菩提心之所依。根据《普贤行愿品》所说，对于佛、法、僧三宝，供养财宝，在攀登菩提座的整个过程中，都要以不退转心，七行供养，决心三度归命三宝，成其皈依。由这种大乘皈依为根本，对一切有情发起大悲心，观察轮回世间的苦因和苦果而求共趣解脱，发起不退转菩提大心。至于这种发心的体性、义相和方法，印度古师间多有异议，应以龙树和无著两家所主张之说，以一发心贯彻始终，或分类为因、果、道三心，或分类为愿心和人心两种，一切精进广学，不外增长充实此心而已。

三学就是三增上学：增上戒学、增上定学、增上慧学。由戒得定，由定生慧，依次修持。此中增上戒学将小乘声闻七众和大乘菩萨律仪并行，唯有常具七众别解脱戒者，方可获受菩萨戒。在七众中，根据佛说以比丘清净梵行之受具菩萨戒者，尤为殊胜。受具时，依据无著的《菩萨地戒品》所说仪轨行事，至于持戒学行律则，无著的《菩萨地戒品》中不够详尽的，可以依循寂天的《大乘集菩萨学论》。

其次是增上定学。由戒生定，依照觉贤的《禅定资粮品》中所说，修持禅定，必须齐备“九支分”，就是说要具备九个条件。九支分分别为：一应离魔业，二以闻为导，三遣除戏论，四不贪广说，五于相作意，六念定功德，七勤行对治，八和会止观，九住食等谙知方便。齐备这九个条件，而后随一所缘安住其意，其余善巧方便，都另待师授，就不能靠文字的说明了。

最后是增上慧学。“定”是“止”，仅仗止还不足以断除业惑等障，断障必仗“观”，“观”就是“般若瑜伽”。但是反过来说，仅有“慧”也不足以圆满究竟，还须济以方便。智慧和方便两者，不能缺一，若两者相离，反而成为系缚，增加圆证究竟菩提的障碍。然而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方便呢？根据觉贤所说，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般若）中，布施等前五度为方便，最后即般若为智慧，以方便为此学的“增上”以修智慧，那就可以很疾速地趣证究竟菩提。那么，智慧的实体又是什么呢？这是对于诸法如“蕴”、“界”、“处”等的本体自性是“无生”，是“空”的了解的内悟智慧。“诸法无生”的原理，可以由两方面获得了解：其一是权威性的教证；其二是从逻辑的或辩证的理性推知。

而修持者依照宗义所说而加以修持，渐渐明了一切法的自性都不可得，从而提出修持“无我”，就是修持智慧。修得这种智慧，就可以断除心意中对诸法所现起的理念思择的差别心。这差别心，实际就是对于诸法自性，实有的执着，为一切诸有惑障之根源。所以必须要依无差别而修此智慧，终能断执净尽，而证最究竟涅槃。

综上所述，阿底峡尊者的增上戒学和释大乘发心是采取了无著“菩萨地”的原意，增上定学则取自觉贤的《禅定资粮品》，而增上慧学则宗承金洲。他本人出于觉贤和金洲的学系，而觉贤传自文殊、寂天；寂天又传自龙树、提婆、清辩、月称；金洲之学，传自慈氏、无著。所以阿底峡尊者的学说，可以说兼有中观和唯识两派的长处，而慧学的宗旨，偏于龙树，仅将中观学系中不详备的地方，简取唯识学系中的学说，以资丰足。

第五节 喀切班钦之戒律传承在藏流行

藏传佛教复兴时期形成三大佛教戒律传承。第一大戒律传承为下路复兴之律藏传承，以格鲁派的观见来追溯，这一律藏传承始自龙树菩萨（klu sgrub），后传至寂护大师（zhi ba vtsho），再传与吐蕃本土出家僧人“七觉士”（sad mi mi bdun）。之后，相继由约·格琼（gyo dge chung）传与喇钦·贡巴饶赛（dgongs pa rab gsal），喇钦·贡巴饶赛传与鲁梅·喜饶茨诚（klu mes shèsrab tsul khrumos）等，最后经钦·南喀扎（mchims gnam mkhav grags）传至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1391—147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认为：

使佛法显明于此雪山之中的下路戒律传承的历代戒师传承如下所述：释迦牟尼、舍利子、罗睺罗尊者、婆罗门罗睺罗、龙树、清辩、贝哇泊巴、意希宁波、喜瓦措、巴敦仁达那、藏·热赛、喇钦·贡巴饶色、喜绕僧格、绛曲宣努、绛曲坚赞、则巴敦嘉布、绛曲宣努、则都钦波、堪布德哇贝、绛曲善化、仁钦官波、托美桑波贝、云丹沃。[30]

第二大戒律传承为上路复兴之戒律传承，始自班钦·达摩波罗（pan chen ngharm paw la），传至象雄·杰维喜饶（zhang zhung rgyal bavi shes rab）。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认为：

使佛法显明和上部戒律传承兴盛的布措戒律传承的历代戒师如下所述：释迦牟尼、舍利子、佛子罗睺罗、勒董那波巴、达日噶、扎却勒迥、甲哇喜饶、穆卓都增钦波、绛善、达甲、达玛坚赞、阿里扎坚、堪钦旺秋则、俄色则巴桑波、色贝、贡钦则巴、南喀贝桑、楚臣坚赞、释迦坚赞。[31]

第三大戒律传承为喀切班钦之戒律传承系。喀切班钦·释迦室利（kha che pan chen shawkya shi，1122—1219）从克什米尔到西藏传法，他主要传授佛教戒律，故在藏传佛教戒律传承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其戒律传承在《汉藏史集》中有较详记述：

班钦释迦室利生于释迦牟尼灭寂后三千二百五十八年的阳水虎年，八十五岁的火虎年到达绰浦寺，在吐蕃利益众生十二年，九十七岁时返回印度，九十九岁的阳铁龙年（庚辰，公元1220年）去世。喀切班钦去世后九年中由藏波哇护持戒律传承，此后为多吉贝与桑结贝。至徐巴·官坚分出切章部戒师传承，他以下依次为投结贝、达玛贝桑、贡噶贝、宣努桑布、楚臣贝、桑结宣努、达玛桑波、楚臣官布、索南俄色、仁钦楚臣、索南喜饶、喜饶官巴、扎索、喜饶帕巴、喜饶楚臣、仁钦喜饶、曲贝、喜饶沃、贡噶喜饶。从多吉贝至贡噶喜饶共计传法师二十二代。从喀切班钦火虎年前往吐蕃至今年木虎年共计二百四十七年。蔡弥部传承的戒师依次为桑结贝、俄色贝、索南坚赞、僧仁、索南贝、喜官、僧格坚赞、索南旺秋、扎西楚臣、楚仁、桑结洛追、扎西僧格、云舟仁钦、绛曲桑波。至今共有传戒师十五代。蔡弥部现在又被为大会部，向此部成为清净佛法栋梁的历代传戒师顶礼。曲龙部的历代传戒师是：洛札巴·绛曲贝、索南多巴、德哇贝、札巴宣努、索南扎、索南桑波、宣努官波、札巴坚赞、札巴楚臣、札巴喜年、南喀坚赞、绛漾仁钦坚赞、喜年甲却、甲旺巴·达哇洛追、甲哇恰那。至今共有传戒师十六代。向以上洁净三学、显明佛法之历代传戒师顶礼。根敦岗巴部是由绛曲贝的传承分出，历代传戒师有：旺秋札巴、宣努绛曲、都泽巴顿珠贝、云丹嘉措、贝朱巴、云丹洛追、尊追坚赞、僧格贝、曲朱巴。以上共计传戒师十一代。[32]

以上引文是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观点，他认为喀切班钦的戒律传承系中产生四支戒律传承，分别指切章部戒师传承、蔡弥部戒师传承、曲龙部戒师传承和根敦岗巴部戒师传承。除了《汉藏史集》之外，《青史》、《如意宝树史》和《贤者喜宴》等史书，对藏传佛教戒律传承亦作了详略不等的记述。尤其是措那巴·希热桑布（mtsho sna pa shes rab bzang po）撰写的《律藏注疏》（vdul tivka nyi mvi vod zer），在藏传佛教各个宗派戒律经论中具有权威性。[33]
实际上，喀切班钦的戒律传承在藏传佛教中主要流行两大支系：其一，始自喀切班钦·释迦室利，他传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sa skya pan ti ta kun dgav rgyal mtshan，1180—1251）；其二，始自喀切班钦·释迦室利，相继传至布敦·仁钦珠（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又传与仁达瓦（re mdav ba，1349—1412），又传与宗喀巴大师（tsong kha pa，1357—1419），又传与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1391—1474）。[34]
第六节 量论在藏兴盛及摄类学之建立

藏传量论（tshad ma rig pa），既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又是藏族五明学或十明学科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在藏族文化史上还是在世界逻辑学上均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在藏传佛教中更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打开藏传佛教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钥匙。实际上，藏传量论是一种具有工具性、功能性的学问，它是一种既能培养推理能力又可锻炼智力的学科，故称藏传量论乃探求真理的方法论和知识论。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学僧运用和发挥陈那（phyogs gling）的《集量论》（tshad ma kun btus，本论）和法称（chos grags）的《因明七论》（tshad ma sde bdun，释论）等因明学，破除印度外道四派思想，确立内道四派思想，最终达到建立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在藏传佛教与其他一切外道之间如何“破”与“立”的立论过程中发挥“为破邪论，安立正道”的理论方法或思想武器作用。同时，在考取宗教学衔中又是一种必备的答辩技巧方法。

因此，藏传佛教寺院很早就颇为重视学僧对量论的系统学习。根据东噶·洛桑赤列的考证：9世纪以前在吐蕃没有传播因明学，至赤祖德赞（khri gtsug ldevu btsan）执政时期（815—841），藏族译师噶、觉、香（ska cog zhang）三位翻译了陈那和法称的《集量论》（本论）和《因明七论》（释论），并在各个寺院设立辩经学院、修行学院、讲经学院，开始学习因明学，但不久因朗达玛灭法而中断。[35]
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肇始而恢复了对于量论的学习，尤其是佛教上路复兴中的藏族高僧将量论正式纳入寺院教育的教程体系之中，得以专门系统学习。其开创者首推俄·勒贝喜饶。

一 俄·勒贝喜饶

俄·勒贝喜饶（rngog legs pavi shes rab，生卒年不详），约11世纪人，藏传佛教因明学家、寺院教育学家，藏传佛教噶当派高僧。他出生在西藏前藏雅卓（yar vbrog）地方的一个村落，系吐蕃赤松德赞时期大臣鄂钦布（rngo chen po）的后裔，父亲叫多杰宣努（rdo rje gzhon nu），是一名宁玛派居士僧。[36]俄·勒贝喜饶儿童时期在比丘僧章·益西永丹前剃度出家，后赴康区亲近赛尊（se btsun）大师，系统学习佛教三藏，学业有成后，同库敦·尊智雍仲等人结伴，于1045年返回前藏，在拉萨跟随阿底峡尊者研习佛学，并同库敦·尊智雍仲（khu ston brtson vgrus gayung drung）一起请阿底峡讲述了《噶当子法》（bkav gdams bu chos）；此外，他同那措译师一起翻译了《推理学——炽焰论》（rtog ge vbar ba）。阿底峡尊者在聂塘传授佛法期间，俄·勒贝喜饶又前往聆听不少佛经，还敦请阿底峡和那措译师翻译《中观心论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复请阿底峡撰写了《中观教授论》。后来俄·勒贝喜饶成为阿底峡尊者在西藏的四大弟子之一。史书记载：

大译师俄·勒贝喜饶，不但是阿底峡尊者的亲教弟子，而且是在札耶巴神山领受《噶当经卷》秘密法要的唯一心传弟子。此外，俄·勒贝喜饶还得到阿底峡尊者的授记，遵命创建了桑浦寺。[37]

俄·勒贝喜饶成名之后，致力于寺院教育尤其重视对藏传量论的系统教学。藏历第一绕迥水牛年（1073），他遵照阿底峡生前的嘱托，在拉萨以南、聂塘以东的地方（今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境内）创建了桑浦寺（gsang phu dgon），全称“桑浦奈托寺”（gsang phu sne thog dgon）。当时桑浦寺以弘扬藏传量论及辩经学而著称于整个藏传佛教界。

俄·勒贝喜饶创建桑浦寺后，经常往返于热振寺与桑浦寺之间，沟通双方关系、交流教学经验，共同弘扬阿底峡的教法体系。他在桑浦寺建立讲经院，培养了众多学问僧弟子，尤其在寺院教育和藏传量论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仁钦桑布作为后弘期翻译史上的开山祖师，享誉“雪域大翻译家”之称号，他不仅亲自翻译了重要量论著作，而且其弟子中就有玛·格威洛智和俄·勒贝喜饶两位量论翻译家。当时，玛·格威洛智（rma dge bvi blo gros，1044—1089）翻译了《集量论释》和法称《因明七论》中的《释量论》（tshad ma rnam vgrel）及其《自释》（rang vgrel）；同时，玛·格威洛智还参与制定讲授量论的教学机制，对后期量论教学产生一定影响。所以，玛·格威洛智在藏传量论尤其在因明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 俄·罗丹喜饶

俄·罗丹喜饶（rngog blo ldan shes rab，1059—1109），藏传佛教因明学家，寺院教育学家、佛教翻译家，藏传佛教噶当派高僧。他是西藏前藏雅卓（yar vbrog）地方人，从小跟随俄·勒贝喜饶叔叔学习佛法，由于他天资聪慧，深得叔叔喜爱，17岁时被派往克什米尔求法，途经阿里地方时又巧遇并参加了著名的阿里丙辰法会[38]，有幸得到阿里古格王子旺秋德（dbang phyug lde）的资助，使他在克什米尔专心求学达17年，广拜名师系统研习佛法。在此期间应旺秋德的请求，他与班智达噶丹嘉布（skal ldan rgyal po）合作翻译了《量庄严论》（sthad ma rgyan）。据东噶·洛桑赤列考证：跟俄·罗丹喜饶一起去印度的还有赞卡沃且（btsan kha bo che）、琼布却宗（khyung po chos brtson）、热译师（raw lo tsa ba）、念译师（gnyan lo tsa ba）等不少藏族年轻人，[39]他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翻译家或佛学家。

俄·罗丹喜饶学成返回故乡后，依然拜师学法不辍，还曾赴尼泊尔拜阿都拉亚巴杂（Aa tu la bdzra）等大师专门修习密法。从尼泊尔归来，他开始校订或翻译佛经，成为一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根据藏文史料记载：俄·罗丹喜饶为人谦虚，曾说自己在藏族翻译家中好比日月旁的小星星。实际上，俄·罗丹喜饶不但是一位翻译了大量佛经的大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善于讲经说法的高僧。尤其是俄·罗丹喜饶的《量抉择论释难》（tshad ma rnam par nges pavi dkav bavi gnas rnam par bshad pa）一书，是藏族人对印度因明学家法称的名著《量抉择论》作出独立阐释的第一部量论名著，作者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原著中的各类疑难问题逐一作出阐释。它的问世标志着藏传量论的正式建构。之前的藏传量论处于译解印度因明学家论著的阶段，在藏传量论史上称“旧因明学”时期,自俄·罗丹喜饶的《量抉择论释难》问世始，进入“新因明学”时期。此外，俄·罗丹喜饶曾从俄·勒贝喜饶叔叔处听闻阿底峡的法要，并撰有《教次第论》（bstan rim）一书。[40]
俄·勒贝喜饶去世后，俄·罗丹喜饶继任桑浦寺住持，广收徒弟，翻译佛经，推动俄·勒贝喜饶开创的宗教事业不断发展。他以桑浦寺（gsang phu）为中心在拉萨、桑耶、聂谷那、聂岗土、藏绛喀等地讲经传法，主要传授因明学、慈氏五论、中观等佛教显宗经论，相传其学僧弟子达23000多人，其中能够宣讲佛法的有2130多人，阐释经论的有1800多人，讲解量决定论的有280多人，讲授量庄严论等大经的有55人。其中不乏著名人物，《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其弟子中有长于一切经论的卓隆巴·洛智琼奈、长于般若学的寨钦布·喜饶帕、长于因明学的冈巴喜邬（gangs pa shevu）、长于中观学的琼仁钦扎、实任座主的香蔡邦等。卓隆巴幼小之时，从阿底峡与仲敦巴听闻噶当派教法，曾对阿底峡诸小著作为主的《小品百法》（chos chung rgya rtsa）作了注疏，并撰写广略二本《正教次第论》（bstan rim che chung gnyis），其中《正教次第广论》是阐释阿底峡《菩提道灯论》旨意的无与伦比的论著。[41]

以上引文中介绍了俄·罗丹喜饶众多弟子中学有所长的五名高徒，但后来藏传佛教学僧更倾向于俄·罗丹喜饶门下有号称四大著名弟子之说，他们分别为香蔡邦·曲吉喇嘛（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bla ma）、卓隆巴·洛智琼奈（gro lung pa blo gros vbyung gnas）、琼仁钦札（khyung rin chen grags）和寨喜饶帕（vbre shes rab vbar）。俄·罗丹喜饶的著名弟子无论五位还是四位，他们都继续弘扬俄姓叔侄开创的桑浦寺教法体系，尤其推动了因明学和辩经学的发展，后来这两门学科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得以蓬勃发展。[42]藏历第二绕迥土牛年（1109），俄·罗丹喜饶在桑耶寺附近的旅途中去世，享年51岁。

香蔡邦·曲吉喇嘛住持桑浦寺期间，学僧猛增，寺院扩建，教育体系趋于完善。当时以俄·罗丹喜饶灵塔为中心，在东边由恰巴·却吉桑格（phya pa chos kyi seng ge）讲授因明学，在南边由嘉强日瓦（rgya mching ru ba）讲授般若，在西边由仁钦次臣（rin chen tshul khrims）上师讲授现观庄严论，在北边由云丹喜饶（yon tan shes rab）讲授律藏。[43]尤其是恰巴·却吉桑格将因明学分类分科，并根据学僧的佛学水平分成五个班级，而且建立相互提问解答的辩经制度，使藏传佛教量论或辩论学更加科学化。这一时期除了桑浦寺外，还有不少寺院初步建立了学习五部大论的教学机制，诸如蔡贡唐（tshal gung thang）、德瓦坚热瓦堆（bde ba can ra ba stod）、纳唐（snar than）、萨迦（sa skya）、昂仁（ngam ring）、夏鲁（zha lu）、楚普（khro phu）、奈宁（gnas rnying）、矫摩隆（skyor mo lung）、布东（bo dong）、巴南嘎东（pa rnam dgav gdong）、堆垄措麦（stod lung mtsho smad）、斯普（zur bu）、桑日（bzang ri）、泽当（rtsed thang）等二十多个学经院，[44]为积极推行学习五部大论、建立健全寺院教育体系发挥重要作用。至此，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产生的以桑浦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寺院修学体系基本形成。

香蔡邦·曲吉喇嘛之后，恰巴·却吉僧格成为桑浦寺第四任住持（堪布），他是香蔡邦·曲吉喇嘛的著名弟子，也是桑浦寺格西中精通量论和中观学的一名佛学家。

三 恰巴·却吉僧格

恰巴·却吉僧格（phyaw pa chos kyi seng ge，1109—1169），藏传佛教因明学家、寺院教育学家，藏传佛教噶当派高僧。他出生于西藏后藏“恰恰”（phya cha）地方（今西藏拉萨市达孜县），小时候聪慧伶俐，会唱许多道歌，被格西嘉麦瓦（dge bshes rgya dmar ba）发现，从父母身边领走，在寺院教授量论和中观学，后在香蔡邦·曲吉喇嘛座前剃度受戒，成为一名出家僧人，取法名为却吉僧格。之后，他在香蔡邦·曲吉喇嘛及其弟子聂詹·曲吉意西（nyan bran chos kyi ye shes）两位大师前学习般若和菩萨行；同时，刻苦钻研《量论》和《中观》，对两门学科有精深的研究。

恰巴·却吉僧格住持桑浦寺长达十八年之久，声望颇高。尤其是他依据佛教经论，规范和概括量论要义，分门别类，成为专科，命名“摄类学”（bsdus gra），首创藏传“辩经学”或摄类学。同时，提出学僧在学习显密经论时，先学习辩理技巧，后学习量论（因明）、中观、般若、俱舍、律论五部大论。其辩理技巧，主要推行问答式辩论，一人提出自己的观点，另一人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声音洪亮，以拍掌加强语气，这样使弟子进步快，理解深，掌握知识多。因此，桑浦寺不仅在显宗和量论方面对藏传佛教各宗派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在整个藏传佛教的教育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直至现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中摄类学基本上依然遵循恰巴·却吉僧格所开创的教学体制研习。

恰巴·却吉僧格著作很多，主要有《摄类辩论》（bsdus gra）、《量论除意暗》（tshad ma yid kyi mun sel）、《因明抉择论释》（tshad ma rnam nges vgrel pa）、《慈氏五论注释》（byams chos lngavi vgrel pa）、《中观二谛释》（dbu ma bden gnyis kyi vgrel ba）、《中观明论释》（dbu ma snang bvi vgrel ba）、《入行论释》（spyod vjug chen movi vgrel ba）等，多数论著是经典注释。值得强调的是，恰巴·却吉僧格的代表作《摄类辩论》，既是关于《摄类学》方面的权威名著，又是藏传佛教寺院量论教学中的主要教程。此外，恰巴·却吉僧格还明确指出了月称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之处。

恰巴·却吉僧格培养了许多嗣法弟子，其中有号称“八大正理自在狮子”（rigs pvi dbang phyug seng chen brgyad）的著名弟子：藏纳巴·尊哲僧格（gtsang nag pa brtson vgrus seng ge）、达帕·玛瓦僧格（dar bag smra bvi seng ge）、智夏·索南僧格（bru sha bsod mams seng ge）、玛恰·佐白僧格（rma bya rtsod pvi seng ge）、孜·旺秋僧格（brtsegs dbang phyug seng ge）、娘占·却吉僧格（nyang bran chos kyi seng ge）、丹玛·官却僧格（vdan ma dkon mchog seng ge）、聂瓦·云丹僧格（gnyal ba yon tan seng ge）。其中除了聂瓦和智夏两人外，都有关于量论、中观和般若等方面的著作。

关于恰巴·却吉僧格的生平事迹，在其弟子藏纳巴·尊哲僧格撰写的《恰巴·却吉僧格传记》（rnam thar dad bvi vod zer phyogs brgyar vgyed pa）和《桑浦寺志》以及《青史》等文献中均有较详描述，在此不赘述。

总之，11世纪末，俄·罗丹喜饶对法称《因明七论》的藏文译本作了修订，主要对其中的《量抉择论》（tshad ma rnam nges）作了注释，其注释本称《量抉择论释难》（tshad ma rnam par nges pavi dkav bvi gnas rnam par bshad pa）；之后，恰巴·却吉僧格著述了《摄类辩论》；其后，萨迦班智达撰写了《量理宝藏论》（tshad ma rigs gter）及其注释。这三本量论著作是藏族学者自己独立撰写的新作，它们的相继问世，标志着藏传量论体系正式建构。至此藏族高僧对印度因明学不仅有整体的把握，而且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与方法。

第七节 《俱舍论》在藏传播及法脉传承

《俱舍论》（mngon pa mdzod）是一部在藏传佛教中颇受重视的佛教重要经论，早在吐蕃时期就注重对《俱舍论》的翻译和阐释。其名称的含义，应以它的全称《阿毗达摩俱舍论》[45]来理解，如“阿毗达摩”（mngon pa）是指可以现观的教法义理；其“俱舍”（mdzod）具有箧藏和宝库之义。

无论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皆拥有经、律、论三藏，由经、律、论三藏构成佛教各派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而《俱舍论》属于三藏中的论藏，归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是印度高僧大德对佛陀所讲的经、律二藏所作的注疏或阐述，是对第一转法轮中所讲的“四圣谛”的进一步阐释。正如“小乘之见与行在《俱舍论》中讲说”[46]。由此可见，《俱舍论》在佛教三藏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俱舍论》是一部从小乘佛教过渡到大乘佛教阶段并在其中发挥桥梁作用的经论。从藏传佛教的立场看，《俱舍论》是一部以小乘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大乘佛教经论。说明藏传佛教不排斥小乘佛教的教义经典，又如藏传佛教的《戒律学》也以说一切有部的戒律经典为主要依据。所以，《俱舍论》作为藏传佛教的五部大论之一，在出家僧人或寺院教育中成为重要的修学内容。

一 《俱舍论》在藏地的传承

《俱舍论》在藏族地区的传播，也是在藏传佛教前弘期（8世纪）开始的，当时由藏族译师噶、觉、香三位（噶瓦·白泽、觉若·鲁耶坚赞和香·意希德）中的噶瓦·白泽将世亲的《阿毗达摩俱舍论本颂》（chos mngon pa mdzpd kyi tshig levu byas pa）和《阿毗达摩俱舍论藏疏》（chos mngon pa mdzpd kyi bshad pa）、称友的《俱舍论疏明了义论》（chos mngon pa mdzod kyi vgrel bshad don gsal ba）等从梵文译成藏文，并由他在吐蕃讲解《俱舍论》；此外，香·意希德翻译了《入阿毗达摩俱舍论》（chos mngon pa mdzod la vjug pa）等。从此，《俱舍论》作为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在藏族地区开始讲授和流传。

至藏传佛教后弘期（11—12世纪），在藏区翻译或讲解《俱舍论》的学者，主要有巴蔡·尼玛扎（pa tshab nyi ma grags）、希热威赛（shes rab vod zer）、南觉达瓦（rnal vbyor zla ba）等不少藏族译师。其中巴蔡·尼玛扎翻译了增满的《阿毗达摩俱舍论疏随相顺》（chos mngon pa mdzod kyi vgrel bshad mtshan nyid kyi rjes su vbrang ba）、希热威赛翻译了静住天的《俱舍论疏要用论》（chos mngon pa mdzod kyi vgrel bshad nye bar mkho ba）、南觉达瓦翻译了陈那的《俱舍论疏要义明灯论》（chos mngon pa mdzod kyi vgrel ba gnad gyi sgron ma）等。

从后弘期寺院教育来看，俄·勒贝喜饶创建桑浦寺，建立寺院教育机制，将佛教重要经论纳入教学之中，至香蔡邦·曲吉喇嘛主持桑浦寺时期，由恰巴·却吉僧格讲授因明学、由嘉强日瓦讲授般若、由仁钦次臣上师讲授现观庄严论、由云丹喜饶讲授律藏。[47]但这一阶段桑浦寺教育体系中尚未发现专门讲授中观学和《俱舍论》的情形，或许当时还没有把《俱舍论》列入寺院必修教程之中。

根据《布顿佛教史》记载：在后弘期初期，外籍高僧弥底在康区的丹隆塘（vdan klong thang）专门讲授过《俱舍论》；至13世纪末，由噶当派学僧在纳塘寺开始教授《俱舍论》。其后，格鲁派参照噶当派的寺院教育体制，将《俱舍论》纳入寺院教育成为主要课程之一。而且，格鲁派历代高僧有研习《俱舍论》的惯例，他们大都撰写有关《俱舍论》的注释性论著，从而使《俱舍论》这部佛教重要经论在藏族地区乃至传播藏传佛教的区域得以传扬。

至于《俱舍论》在藏族地区的传承，有前弘期传承和后弘期传承两大传承，各大传承内部又有多种分支传承。根据《拉卜楞寺志》，从前弘期传承下来的从未中断的一系中就有两大分支传承。

其一分支传承叫潘（vban）传承，自孜纳密扎（dzi na mi tra，或称胜友，rgyal bvi bshes gnyen，迦湿弥罗佛学家）始，传承者依次为：鲁·坚赞（kluvi rgyal mtshan）、约·格琼（gyo dge chung）、喇钦·贡巴饶赛（dgongs pa rab gsal）、鲁梅（klu mes）、章德达玛宁布（brang ti dar ma snying po），传至潘·贡却多杰（vban dkon mchog rdo rje）时，正式命名为潘（vban）传承，后由仁达瓦、宗喀巴、根敦珠巴、色拉贡钦等高僧相继传承。

其二分支传承叫若（rog）传承，自孜纳密扎始，传承者依次为：噶、觉、香三位、拜吉多杰（dpal gyi rdo rje）、赛增勋努（se btsun gzhon nu）、库顿·希绕尊智（khu ston shes rab brtson vgrus）、章德达玛宁布（brang ti dar ma snying po），传至若·曲吉尊智（rog chos kyi brtson vgrus）时，正式命名为若（rog）传承，后由布敦·仁钦珠、根敦珠巴等高僧相继传承。[48]
无论是始于前弘期的《俱舍论》传承，还是形成于后弘期的《俱舍论》传承，均源于克什米尔说一切有部的《俱舍论》传承。由此可见，《俱舍论》作为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也同其他四部大论一样，有着自己独立的教授传承，并且与戒律传承之间建立互动关系，寺院学僧将《律藏》与《俱舍论》一同交叉修学。可以说，《俱舍论》与戒律传承之间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所以，《俱舍论》在藏地有着源远流长的传承历史，而且从未中断。

值得提出的是，藏传佛教各宗派历代高僧大德都撰有大量注释《俱舍论》的论著，其中钦·嘉贝样（mchims vjuam pavi dbyangs，？—1267）撰写的《俱舍论注释》（mdzod vgrel mngon pvi rgyan）[49]是至今有关阐释《俱舍论》的权威经论，曾得到宗喀巴大师的高度评价：有了如此高水准的《俱舍论》注疏论著，后人就不必要再撰写这方面的著作。

二 《俱舍论》的理论建构

实际上，要准确无误地掌握《俱舍论》的理论架构，有一定的难度。至今问世的有关研究《俱舍论》的论著主要有两类：信仰性的论著和研究性的论著。作者各自以自己的学术立场、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阐释或研究《俱舍论》。一般而言，世亲的《阿毗达摩俱舍论》是一部关于世界、人生以及如何认识和实践佛教的学说。也就是说，《俱舍论》是一部从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知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谈论佛教的基本理论或基础知识的论著。其理论架构在形式上看，是建立在八品（gnas brgyad）或八章上；在内容上可分为总论和正文两大部分，如八品中的开头两品为总论（spyi bshad），后面六品是正文（gzhung dngos）。其八品详解如下。

（一）第一品，分别界（khams bstan pa）

包括有为法（vdus byas）之分别、名义（ming gi rnams grangs）之解说和蕴、处、界（phung po khams dang skye mched）三科之详论，其重点又在蕴、处、界之解析上。从佛教史上看，原始佛学阶段是把重点放在人生现象上，以人为中心；而人是五蕴合成的，所以又归结到对五蕴的分析。到了部派佛教阶段，其范围扩展到一般宇宙现象方面了，分析就随之而扩大为“三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而“三科”学说是在部派佛教时期建立或完善起来的一系列基础性佛学理论。

五蕴（phung po lnga），“蕴”即“积聚”、“覆盖”、“集合体”之意。五蕴即色蕴（gzugs）、受蕴（tshor ba）、想蕴（vdu shes）、行蕴（vdu byed）、识蕴（rnam shes）。色蕴相当于物质概念，包括构成宇宙万物的四大（地、水、火、风）元素，以及具体的如眼、耳、鼻、舌、身、意人的“六根”和对此相应的色、声、香、味、触、法（识）“六境”。受蕴是感官接触外界事物所产生的感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之说，即人的感情、感觉。想蕴是一种理性的或概念的活动，相当于知觉或表象作用。因为想蕴是一种心理的或意志的活动，也指意向、动机等思维活动，其中便具有目的和行动的意志。识蕴即意识,是统一各种心理作用的根本意识，相当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活动和内容。由此可得，五蕴是由物质和精神元素构成的。如色蕴包括一切物质现象，受、想、行、识四蕴又概括了不同的精神层面的现象。可见，五蕴说是支撑佛教理论的主要学说之一。

十二处（skye mched bcu gnyis），分内外两类：内六处或六根，即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和意处；外六处或六尘，即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和法处。这是根据人的认识来分的。实际上，十二处可分为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主观或精神为内六处，客观或物质为外六处。主观或精神（内六处）与客观或物质（外六处）相对应。可以说，佛教是依据十二处来分析宇宙万物现象的。这看起来似乎很复杂，但归纳起来只有“色”、“心”两类。这从一个侧面又反映了部派佛教时期出现的一种二元论现象。

十八界（khams bco brgyad），与十二处关系密切。因为十八界是在十二处的基础上再增加相应的六识而构成。所谓的六识，是指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而六种意识所感觉认识的对象便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即六境界。简言之，十八界是佛教从表面现象分析主客观世界，说明内无神我、外无常存不变的事物的理论学说，即诸法无我、诸行无常。

综上所述，“五蕴”、“十二处”和“十八界”，即所谓的“三科”，是佛教对于万事万物的三类概括区分。三科是联系主客观在认识上的关系，侧重于认识与实践，它要求信徒和众生从三方面观察、分析人及其所处的世界，其目的是为了根据所谓人们的不同的迷悟情况，破“我执”之谬，立“无我”之理。佛教各派都十分重视三科，借以说明生命的构成和功能、世界的要素和分类，从而为佛教教义奠定哲学理论基础。也可以讲，“三科”学说已构成佛教教义的核心部分。

（二）第二品，分别根（dbang po bstan pa）

从诸法在染净两方面能作助力的意义上，详述其功用。重点解说诸法缘起所依的六因及四缘，即十因缘。

六因，即能作因（byed rgyu）、俱有因（lhan cig vbyung rgyu）、同类因（skal mnyam gyi rgyu）、相应因（mtshungs ldan gyi rgyu）、遍行因（kun vgrovi rgyu）、异熟因（rnam smin gyi rgyu）。关于六因的学说是说一切有部特有的理论，其“因”是对结果起主要或直接作用的条件。六因中的前五种，可以包括一切因缘，后一种概括了四缘中的后三缘。四缘，指因缘（rgyuvi rkyen）、等无间缘（de ma thag rkyen）、所缘缘（dmigs pvi rkyen）和增上缘（bdag pvi rkyen）。由于说一切有部一方面讲四缘，另一方面注重对因的分析，从而使因缘学说更加完善。特别是因缘论将因与缘结合，即成为果，通称为六因、四缘、五果。也就是说，说一切有部对因缘、因果关系作了细致分析，并认识到客观事物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

此外，说一切有部认为，有情众生是由五蕴构成的，与宇宙万物一样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依因缘而生灭。每个人必须经历生、老、病、死这一因果律，因而没有脱离肉体而存在、永恒不灭的灵魂。并指出，痛苦的根本原因是执着“我见”，从而导致一系列颠倒的思想和行为（业），在生死苦海中流转。因此，破除“我见”，树立“无我”，努力修炼，才能达到解脱涅槃境界。

（三）第三品，分别世间（vjig rten bstan pa）

主要讲生、住、灭的过程，包括外器世界和内情世界（宇宙与人生）。先说有情生位的三界、四生、五趣乃至十二缘起等，次说有情住位的四食，再次说有情灭位的舍受乃至断末摩等。最后说有情所居世界的体量、成坏、所经劫数等。[50]其三界（khams gsum）分别为欲界（vdod khams）、色界（gzugs khams）和无色界（gzugs med khams）。其四生（skyes gnas bzhi）分别为胎生（mngal skyes）、卵生（sgong skyes）、湿生（drod gsher skyes）和化生（rdzus skyes）。其五趣（skye gnas lnga）分别为地狱（dmyal ba）、饿鬼（yi dags）、畜生（dud vgro）、天神（lha）、人类（mi）。其十二因缘指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是佛教分析人生的重要理论，主要通过观察人生过程来发现这种现象或规律，并以此去论证人生关键问题，提出人的生命也起源于因缘条件，把人生划分为十二个因果关系之环节，即十二因缘；也是说明内无常我、外无常神、业果真实的理论。佛教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都依赖于因缘（条件），万物随因缘和合而产生，又随因缘离散而消亡。

（四）第四品，分别业（las bstan pa）

主要讲各种业，包括善业和恶业。也就是说，十二因缘的流转法则说明了从无始以来，有情众生由于无明及爱和取而造作了种种善业和恶业，加之业力的牵引，投生到三界中，尝受不同的果报。无明与行是前一世的惑和业，识、名色、六入、触、受是这一世的苦果。因此，有情众生在善恶趣中，不断生死轮回，这就是佛教的“业力轮回”和“三世因果”学说。

（五）第五品，分别随眠（phra rgyas bstan pa）

说染法的疏缘，相当于集谛的另一部分，有七十颂。先说随眠即根本烦恼的体性及其诸门分别，次说漏等烦恼异门，后说烦恼的断灭。

（六）第六品，分别道及贤圣（补特伽罗）（lam dang gang zag bstan pa）

讲述如何通过修法，取得佛果的道理。相当于灭谛，有七十九颂。先说圣道的体性，圣道所证的四谛等，次约人（补特伽罗）说圣道的加行、位次，乃至四果、四向等。

（七）第七品，分别智（ye shes bstan pa）

说净法的亲因，相当于道谛的一部分，有五十六颂。先说十智的不同及其诸门分别，次说智所成就的功德等。

（八）第八品，分别定（snyoms par vjug pabstan pa）

说净法的疏缘，相当于道谛的另一部分，有四十三颂。先说四静虑（ting nge vdzin bzhi）等诸定，次说四无量（tshad med bzhi）等定的功德，其后连带说明佛教正法如何住在世间。

通过以上对八品的较详解读，可以知晓《俱舍论》的理论建构十分严谨，主要以“四圣谛”中的因果关系来建构其理论体系，这样使它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连贯性和说服力。

三 《俱舍论》的内涵思想

《俱舍论》的中心思想在于阐述“四圣谛”的理论体系，而“四圣谛”分别是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圣谛”是指圣者所体悟的事物真理，不是凡夫所见。认为凡夫的见解通常是错误或颠倒的。所以，用“四圣谛”来展现整个佛法的神圣性。

“四圣谛”中的苦谛（sdug bsngal bden pa），是指包括人在内的众生的存在和生命都是苦。有八苦之说，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前四种苦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第五苦至第七苦可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从而说明人的生、老、病、死是痛苦，与自己憎恶的人或事物聚在一起是痛苦，得不到所期望的东西是痛苦，而所有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五取蕴”。

集谛（kun vbyung bden pa），是指造成痛苦的各种原因。说明集是苦的原因，由烦恼而造业，由造业而招感苦的果报。所以，追寻苦的原因、根源，便是集谛的内容。

灭谛（vgog pa bden pa），是指人类苦难的灭寂、解脱。即根绝贪、嗔、痴，脱离生死苦海，达到无欲无忧的境界。也就是说，灭谛是解脱苦果的可能，明了集谛之理，断除烦恼之业，即可解脱诸苦。

道谛（lam bden pa），是指解脱苦难、达到灭寂涅槃之境界而应遵循的道路、途径和方法，是通向极乐世界的正确道路。释迦牟尼将道谛归结为八正道，即八种正确的方法：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总之，道谛是灭苦的方法，修持八正道，即可灭除诸苦而获得涅槃解脱之果。

由此可见，“四圣谛”的重点放在人生现象之上。将人生的全部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染（苦和集），一是净（灭和道）。四谛的组织又以苦谛为根本，集是苦集，灭是灭苦，道是灭苦的方法。而“四圣谛”在《俱舍论》的八品中是这样安排次序或分别介绍的：开头两品为总论，从第三品至第八品共六品为正文或正论，如第三品贯穿着“苦谛”的思想；第四品和第五品贯穿着“集谛”的思想；第六品贯穿着“灭谛”的思想；第七品和第八品贯穿着“道谛”的思想。正如阿芒·班智达所说：“一切教法产生于三转法轮。第一转法轮之行为持戒，以戒律学解说；其见为四圣谛，以《俱舍论》解说。”[51]
总之，释迦牟尼宣讲四圣谛和十二缘起的目的，在于论证人生“无常”、“无我”。这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个命题中可得到印证。此三个命题，在佛经中合称“三法印”。其“法印”是指印证或标志。“三法印”正是由缘起支做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譬如，“诸行无常”，其中的“行”是指世间一切由因缘和合而生的，因而是迁流转变的事物和现象。因万物和现象众多，故称为“诸行”。“常”，指恒常。“无常”，是变化、不恒常的。所谓“诸行无常”，简单而言，就是指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变化无常的，世界上没有湛然常住、永恒不变的事物。“诸法无我”，其中的“法”是指事物、东西、存在。“诸法”，一切事物，各种存在。“我”是主宰和实体的意思。“诸法无我”是说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没有起着主宰作用的“我”或灵魂。“涅槃寂静”，“涅槃”意为“灭度、寂灭、圆寂”，是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最后归宿，是脱离生死轮回而达到解脱的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而《俱舍论》进一步阐述了释迦牟尼学说的核心问题，即四圣谛、十二因缘，以及三世因果的联系。比如，以“四圣谛”表示断和悟的因果，苦谛是果，集谛是因；得灭谛是果，修道谛是因。苦谛如生病，集谛如病因，病的痊愈是灭谛，遵照医生的处方去治疗病情则如道谛。按一般现象的发生，是先因后果，而四圣谛先讲果后讲因，也就是说，在悟道时，先领悟苦谛，而后集谛，再领悟灭谛，最后领悟道谛。

第八节 藏传佛教“后弘期”的特质

藏传佛教的复兴或发展时期，在藏传佛教史上被称为“后弘期”。与“前弘期”即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相比较，无论在传教之范围，还是在信教群众对佛教之信仰程度，这一时期皆远远超过“前弘期”。也就是说，“后弘期”的藏传佛教，除了在兴佛之规模上空前绝后之外，在其发展时间上也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从10世纪末算起，至15世纪初格鲁派创立为止，近五百年之久。

从比较的角度看，汤用彤曾对汉传佛教的兴衰历史作过简明扼要的总结：“隋唐以后，外援既失，内部就衰，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躯壳而已。”[52]而藏传佛教的发展演进历史，却同汉传佛教截然相反，吐蕃佛教经过百年沉寂之后，再次在青藏高原复兴，宋元明清四朝时期一直昌盛不衰，堪称佛教盛世。

从发展史的角度看，“后弘期”这一断代史是藏传佛教的繁荣时期，不仅产生了许多互不隶属的宗派，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藏传佛教“后弘期”是以诸宗派兴起、活佛转世产生和政教合一萌生为其主要宗教文化特质。

根据东·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dung dkar gsung rtsom phyogs sgrigs）一书，藏传佛教诸多宗派是从11世纪中叶开始在前后藏地区相继产生的。诸如：

藏历第一绕迥火鸡年（1057），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嘉维炯奈创建热振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噶当派；

藏历第一绕迥水牛年（1073），昆·贡却杰布创建萨迦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萨迦派；

藏历第二绕迥铁牛年（1121），克珠琼波南觉创建香雄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香巴噶举派；同年，密拉日巴的弟子达布拉杰创建达拉岗布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达波噶举派；

藏历第三绕迥土虎年（1158），达波拉杰的弟子帕莫主巴·多杰嘉布创建帕木主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帕主噶举派；

藏历第三绕迥铁龙年（1160），帕莫主巴的弟子帕荣巴·达玛旺玖在那曲创建帕荣日沃切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拔绒噶举派；

藏历第三绕迥火猪年（1167），帕莫主巴的弟子卓贡玛瓦·喜饶意希在巴康创建雪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玛巴噶举派；

藏历第三绕迥铁兔年（1171），帕莫主巴的弟子桑杰耶巴·意希孜在康区创建绰浦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绰浦噶举派；

藏历第三绕迥木羊年（1175），帕莫主巴的弟子觉巴·玖典贡布创建智贡提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智贡噶举派；

次年（1176），帕莫主巴的弟子达隆唐巴·扎西贝创建达隆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达隆噶举派；

藏历第三绕迥铁牛年（1181），帕莫主巴的弟子杰官巴·茨诚僧格创建秀赛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秀赛噶举派；

藏历第三绕迥土鸡年（1189），达波拉杰的弟子噶玛巴·都松钦巴在堆垄地方创建楚普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噶玛噶举派；

藏历第三绕迥水牛年（1193），帕莫主巴的弟子林热巴·班玛多吉的门徒卓贡藏巴·嘉热瓦创建主热隆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周巴噶举派；

藏历第三绕迥火虎年（1206），帕莫主巴的弟子萨热瓦·格丹益西僧格的再传弟子雅桑巴·却孟朗创建雅桑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雅桑噶举派。[53]
总而言之，11—13世纪是藏传佛教历史上一段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说明这一时期藏族地区的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相对兴旺，而且藏传佛教界人才辈出、各显身手，宗教活动十分活跃。此外，这一时期，宗教团体与世俗社会之间建立了一个密切而互惠的联盟关系。而这种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因为双方都认识到相互利用、相互促进的重要性。比如，寺院僧侣集团可依靠世俗权力，扩大各自的经营地盘或获取经济上的利益，以此发展壮大自己的宗派势力；而世俗政权又可通过僧侣集团在社会上争取有关思想舆论方面的支持，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从藏传佛教的角度讲，建立这种政教互助互利的关系，使藏传佛教诸多宗派随着各自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不但参与世俗社会事务，而且还能够左右地方政权的生死存亡。如元朝中央扶持萨迦派在政治上统一了多年分裂的广大藏族地区，就是一个具体的实证，而且元朝统一藏族地区之后，藏传佛教在政治上又发生新的变化，各个宗派不仅一如既往地在地方上寻求支持者，而且同时积极向中央王朝靠拢，寻找更强大的政治后盾，以便显赫一世。这一转变或举措又恰恰符合中央王朝的意愿，故藏传佛教诸多宗派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元、明、清中央王朝的特别关照。除了元朝扶持萨迦派外，明朝青睐噶玛噶举派，清朝又不遗余力地支持格鲁派。纵观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历史进程，正是藏传佛教不断走向繁荣和成熟的重要阶段，尤其是藏传佛教从13世纪后期，开始向周边其他民族地区传播，迈出了单一的藏族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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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宗派形成与发展时期

众所周知，11—13世纪，是藏传佛教宗派形成和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宗派如雨后春笋般在广袤的青藏高原生成发展。出现这种藏传佛教宗派史上的大繁荣，除了社会经济发展之外，还因藏传佛教界人才辈出，他们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宗教思潮此伏彼起。在这种宗教学术异常活跃的氛围中便产生了许多宗派或学派，自1057年至1206年之间就相继形成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香巴噶举派、玛尔巴噶举派、达布噶举派、噶玛噶举派、帕主噶举派、拔绒噶举派、蔡巴噶举派、息解派、觉域派等，其传播范围遍及整个藏族地区。

第一节 宁玛派的形成及法脉传承

宁玛派（rnying ma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传承源于“前弘期”（8世纪），后人称“旧派”（rnying ma），以区别于“后弘期”形成的“新派”（gsar ma）。宁玛派内部有远传经典（ring brgyud bkav ma）、近传伏藏（nye brgyud gter ma）和甚深净相（zab mo dag snang）三大法脉传承系。实际上，主要流布前两系，后一系依附于前二系，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寺院传承体系。宁玛派作为一支独立的宗派，也是在“后弘期”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但从它的教法仪轨的历史渊源来看，宁玛派的确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吐蕃时期（前弘期）传播下来的教法仪轨，并且将这一教法仪轨得以不断地充实和完善，最终形成一个极其庞杂而又分门别类的宗派教法体系，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独具宗风。

一 称谓释疑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唯一跨越“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断代史的宗派，因而其传承历史最为悠久。但值得提出的是，宁玛派虽源于“前弘期”，但宗派名称却产生于“后弘期”。由于“前弘期”是藏传佛教的形成阶段，教内没有产生任何独立门户的宗派，也就谈不上相互区别的宗派特色或名称。从发展的角度看，藏传佛教“后弘期”无论是在传教范围之广大、群众兴佛之热情，还是在教法之系统、仪轨之完善、发展之迅速等方面，皆远远超过“前弘期”。所以，“后弘期”成为藏传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以诸派纷起、法脉林立以及活佛转世的出现为标志。在藏传佛教如此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和环境下，特别是诸多新宗派的纷纷创立，迫使宁玛派也不得不立宗命名，以此宣扬和保持自己宗派的独特文化风格。也就是说，在“后弘期”内许多宗派的产生，打破了宁玛派以往独尊天下的优势和平静无竞争的宗教氛围，令宁玛派不得不振作精神，重新完善和充实自己，以便与其他新的宗派平衡并分享青藏高原这块佛教沃土。宁玛派的名称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下产生的。宁玛派作为从“前弘期”传承下来的宗派，其名称也是相对于“后弘期”中创立的诸多新宗派而命名的，如宁玛派,即“旧宗派”。但是，后人在解释宁玛派名称的真正含义上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其实“宁玛派”一词的藏文书写为“rnying ma pa”，其意义是“旧派”或“古派”，其中以“旧派”较为准确，因为该词是相对于“新派”（gsar ma pa）而言的。因此，在“宁玛”一词的原意上没有更多的歧异，是比较一致的，关键在“宁玛”一词所限定的范围以及特定的含义上出现了不少分歧。如《第吴宗教源流》记载：

谈到如何分别新旧密法时，有人提出从金刚座前讲授而来的是新密法，在乌林那讲授而来的为旧密法；从空行母那里传承下来的是新密法，从持明者那里传承下来的为旧密法；没有伏藏经典的是新密法，拥有伏藏经论的是旧密法。但此说不可确定，因为在经论中很清楚，从四无量和清净七支的角度看，倘若存在由因金刚持转变为果金刚持的经典，那么，这就是新密法；又将三禅定作这前提，认定果金刚持基本成为圆满之经典者，则为旧密法。实际上，在印度无有新旧之分辨，这只是在藏区加以区别而已。故以上所说没有明确的依据。[1]

以上引文介绍了当时在藏区流行的几种分辨新旧密法的标准，最终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值得肯定的是，在新旧密法之界限上有了明确的认识，即在印度佛教史上没有产生新旧密法之说，而新旧之别是在藏区出现的一种涵盖面极窄的学说观点。然而，在基本解决新旧之别出现于藏区这一界定之后，新旧之说依然是藏传佛教界争论的焦点，在藏区一直引起广泛的讨论。直至19世纪，方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藏传佛教中的新旧派系之分或新旧密法之界定，不仅出现在密宗范围，而且密宗中又局限于无上瑜伽续之中。也就是说，“下三续”（事续、行续和瑜伽续）中不存在新旧之分；而新旧密法只在无上瑜伽续中界定。

总之，宁玛派之所以被命名为“宁玛派”，即旧宗派，是因为它比较完整地继承了藏传佛教“前弘期”内流传的显密教法仪轨。从宗派角度看，藏传佛教中唯有宁玛派承载旧密传统，其余宗派均属于新密传承。也就是说，宁玛派所推崇或实践的密法可认定为肇始于公元8世纪的旧密传承，而格鲁派、噶举派、萨迦派和觉囊派等宗派推崇、传承和实践的密法均属起始于10世纪末的新密体系。

二 立宗过程

从历史上看，畅所欲言、各立门户、名目繁多的诸多宗派似乎已成为佛教的一大特色，自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佛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涌现出大小不等的宗派。究其原因，佛教具有开放的海纳百川的理论体系，为产生诸多宗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依据，仅就佛教的教法仪轨而言，浩如烟海，号称有八万四千个法门。至于佛教立宗方面，黄忏华认为：

后世诸师，或尊某法，或崇某义，或主某经某论，各据一门，以标宗尚，而施设门庭，故有大小各宗。其在印度，小乘有上座大众二十部执，大乘有中观瑜伽空有二宗。其在中土，有十三宗，曰律宗、成实宗、俱舍宗、三论宗、涅槃宗、地论宗、禅宗、摄论宗、天台宗、净土宗、唯识宗、华严宗、密宗。[2]

通过以上引文，不难看出佛教不仅在故土印度孕育出许多宗派，而且在外传播流布的地区更是宗派林立。以流布在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为例，其内部产生诸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息解派、觉域派、觉囊派等众多宗派。其中宁玛派的法脉传承虽源于吐蕃佛教，即藏传佛教“前弘期”（公元8世纪），但作为一支独立的不同于其他宗派并具有鲜明特色的宗派，是在“后弘期”（始于10世纪）内逐步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宁玛派在“前弘期”内，除了苯教的时有对抗和挑战之外，没有任何来自教内宗派的竞争，它是在单一的宗教文化氛围中传播、兴隆和传承下来的，因而不存在呈现自己有别于其他宗派的名称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特质。

至于宁玛派的正式立宗，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最初阶段完成的，主要是三位高僧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三位高僧便是宁玛派史上号称“三索尔”的著名人物。《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娘传索波切·释迦琼奈，索波切的门徒中出现四尖端和一锋芒共五人，以及一百零八位大修行者。四尖端中最胜者为索琼·喜饶札巴，又名德夏·嘉沃巴，这位大师的门徒中有号称为四柱、八梁、十六椽、三十二桷、二大修行者、一狂徒、二平庸、三无用者等。索琼的儿子号称金刚持的化身，即卓浦巴·释迦桑格，这位大师的门徒中有号称为四梅、四那、四敦共十二位大弟子。四那中有最著名的拉杰·结郭嘉那，他研习中观量论等显宗经典，成为精通教典理论的人物。[3]

以上引文十分概括地介绍了“三索尔”的传教历史，解说了“三索尔”的师承关系及法脉传承。其中索波切·释迦琼奈（zur po che sha kya vbyung gnas，1002—1062）为“三索尔”之首，也是立宗宁玛派的开创者。他创建寺院、招收门徒、编纂经论，为宁玛派的立宗奠定了基础；索琼·喜饶札巴（zur chung shes rab grags pa，1014—1074）继承上师索波切·释迦琼奈开创的立宗弘法的事业，建立健全了寺院规章制度，举办正规的宗教仪式，更进一步推动了宁玛派的发展步伐；至索·释迦桑格（zur shakya seng ge，1074—1134）时期，宁玛派的立宗过程基本结束，既有系统的教理、正规的仪轨，又有固定的寺院、稳定的僧团，也产生了名副其实的宗派称谓。正如《杜钧教史》记载：

宁玛派的传承最后落到姓索的大师们肩上，其中索波切·释迦琼奈为宁玛派的产生栽下树苗，索琼·嘉饶札巴浇灌出枝叶，索·释迦桑格培育出丰硕的果实。[4]

由此可见，宁玛派虽有源远流长的法脉传承，但作为藏传佛教中一支独立的宗派，是经过上述三代姓索高僧的精心培育方逐步建立的。正如王森所说：“直到11世纪有所谓‘三索尔’者出，才建立寺庙，并有比较有规模的活动，可以说，到此时才形成了所谓宁玛派。”[5]说明自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至11世纪三位姓索高僧产生前，宁玛派在藏族地区既没有正规的寺院及严密的僧侣组织，又未形成自己的系统教法仪轨，因而不可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独立宗派。可以断定，宁玛派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主要由姓索的三代高僧逐渐建立起来的一支别具风格、极其重要的藏传佛教宗派。换句话说，经过三位姓索高僧的相继传承，宁玛派最终成为一支拥有系统经典、固定寺院以及僧团组织的健全独立的宗派。

三 宗派风格

宁玛派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宗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宗教文化熏陶下，伴随其他诸多宗派的产生并与之竞争而形成一支独立宗派。因而宁玛派不同于其他宗派，具有凸显本宗派文化风格的特质。

首先，宁玛派在藏传佛教诸宗派中历史最为久远，其教法仪轨主要是从吐蕃佛教时期传承下来的。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之后，宁玛派的传教形式采取了分散的民间家庭式的途径，因而既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教义，又没有固定的权威性寺院，而且其僧团以在家居士为主，没有严格的戒律约束，组织纪律比较涣散。直至藏传佛教“后弘期”因受到其他诸多宗派的有力挑战和激烈竞争，宁玛派才不得不重新梳理其教理体系，将原先零乱的教法仪轨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和个性化，从而真正体现其独立宗派的特质。

其次，宁玛派作为吐蕃时期所传教法仪轨的唯一承载者，其对自己之所以能够立宗，提出六大优越于其他宗派的特质：

第一，迎请佛法的施主是无与伦比的吐蕃三位法王，即产生于“前弘期”内的三位号称祖孙三代的吐蕃法王，他们分别指观世音菩萨之化身松赞干布、文殊菩萨之化身赤松德赞和金刚手菩萨之化身赤祖德赞或赤热巴坚。

第二，翻译佛经的场所是独一无二的吐蕃圣地或圣殿，即吉祥无量之大僧院——桑耶寺。

第三，翻译佛经的译师均为佛学功底深厚、道德品行优秀的德才兼备的吐蕃大翻译家。如毗茹札那、噶瓦·白泽等大翻译家，是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

第四，被邀请到吐蕃的外籍班智达（大学者）皆为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大师级高僧。如寂护、莲花生、无垢友等，便是亲自到吐蕃传教的代表性人物。

第五，弘扬佛教的费用颇为充裕。随时可从吐蕃国库中领取以鹿皮袋装载的黄金，向从事译经或佛事活动的外籍高僧和本土译师以及所有参与宗教活动的僧尼或信徒发放丰厚的报酬。

第六，翻译或传播的教法均为具有上乘内容的佛教正法，如佛教显密宗的主要教法仪轨大都已在“前弘期”内翻译完成。

事实上，宁玛派形成独立宗派后提出以上六大优越于其他宗派的特质，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保护自己的权益等主客观因素。也就是说，六大优势的提出是宁玛派对付来自“后弘期”内产生的诸多新派对它的排挤，尤其是批驳针对它的教法仪轨的质疑。因此，宁玛派提出的六大优势中的任何一条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维护自己宗派的正统性和独树一帜的宗派风格。

四 法脉传承

宁玛派作为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旧派别，它不仅继承了吐蕃佛教传播的所有教法仪轨，而且将所传之密法在漫长的宗教践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演进，从而形成一个极其庞杂而又分门别类的宗派密法传承体系。土观·洛桑却吉尼玛（thuvu bk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曾指出：“其传承的种类：有诸佛意传、持明者语传、凡人耳传三种传承，以及受命授记之传承、有缘掘藏之传承、发愿嘱托之传承，共分六种传承。”[6]实际上，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密法传承系，可以归纳到三大主流传承之上。此三大主流传承分别是远传经典传承、近传伏藏传承和甚深净相传承。

（一）远传经典传承系

远传经典传承，又称远传经典部。顾名思义，远传经典传承是以继承和弘扬佛教典籍为主而流传下来的法脉传承。主要由三部不同的经典构成其整体内容。史书记载：“其远传典经有《幻变经》（sgyu vphrul）、《集经》（vdus pa mdo）、《心品》（sems phyogs），名为幻、集、心三部。”[7]这三部不同的经典，不仅构成了宁玛派的经典传承内容，而且每部经典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师徒传承。

1.《幻变经》传承

根据《土观宗派源流》、《青史》以及宁玛派的教法史等藏文史书，上述三部经典传承中的《幻变经》传承，最初是在赤松德赞时期由阿阇梨无垢友将此教法传授给玛·仁钦乔，又由玛·仁钦乔把这一教法即《幻变经》译成藏文，此经全名为《幻变秘密藏续》（sgyu vphrul gsang ba snying po）。玛·仁钦乔将《幻变经》传授给祖茹·仁钦旋努（gtsug ru rin chen gzhon nu）和杰热·确琼（gye re mchog skuong）二人；此二位上师又传授给达杰·白吉札巴（dar rje dpal gyi grags pa）和香·杰威云丹（zhang rgyal bvi yon tan）二人。又从香·杰威云丹传承下来的被称为青浦巴传承（mchims phu brgyud pa）或教授传承（man ngag brgyud pa）。而达杰·白吉札巴先在前后藏地区广为传授《幻变经》密法，培养了许多门下弟子，由此传承下来的叫作卫藏派（dbus lugs）；达杰·白吉札巴后来前往康区传授《幻变经》密法，由此师承相传的则被称为康派（khams lugs）传承。与此同时，吐蕃大译师毗茹札那早年在康区（俄都弥勒殿）培养的一位名叫尼沃桑格（nyi vod seng ge）的密法传承人，撰写了一部名为《幻变秘密藏续·注释》（sgyu vphrul gsang ba snying povi vgrel ba）的密宗论著，实际上，这位大师是毗茹札那早年在康区俄都弥勒殿翻译密法典籍的传承人。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吐蕃名僧毗茹札那也曾传授过《幻变经》密法。

无垢友在吐蕃向玛·仁钦乔传授《幻变经》密法的同时，又将这一密法特意传授给另一位门下徒弟，这位弟子便是宁玛派密法传承史上举足轻重的著名人物，即聂·咱纳古玛热（gnyags dzny na ku ma ra）大师，又名聂·雄努西饶（gnyags gzhon nu shes rab），他后来被宁玛派推崇为该派密法传承中的初期祖师。聂·咱纳古玛热将《幻变经》密法传授给自己的门徒索波·白吉益西（sog po dpal gyi ye shes），索波·白吉益西又传努钦·桑杰益西（gnubs chen sangs rgyas ye shes），努钦·桑杰益西在这一密法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遂成为宁玛派密法传承史上的中期祖师。努钦·桑杰益西培养了许多著名弟子，主要有索·益西旺秋（so ye shes dbang phyug）等四名心传弟子和上首弟子库隆巴·云丹嘉措（khu lung pa yon tan rgya mtsho）共五位知名高徒。特别是这五位高徒在佛学领域各个学有所长，索·益西旺秋采取糅合的方式讲解正见；巴郭·伦钦帕巴（blon chen vphags pa）采用释义的形式宣讲教理；但·云丹乔（dan gyi yon tan mchog）以消灾的途径讲经说法；苏·勒比卓美（legs pvi sgron me）从诗词格言的角度演讲佛学。尤其是库隆巴·云丹嘉措不仅糅合正见、揭示玄奥义理、解释妙法密诀，而且内证深奥密义，甚至采用消灾形式亦能精通无阻地述说佛法。故库隆巴·云丹嘉措理所当然地成为宁玛派高僧中贯通生起圆满一切教法次第的著名大师。

库隆巴·云丹嘉措有两个儿子，即益西嘉措和班玛旺杰，其中益西嘉措的儿子拉杰宏琼曾向著名瑜伽师、噶举派高僧密拉日巴传授过威猛诛咒密法。可见库隆巴·云丹嘉措选择了一种父子相承的方式来传承《幻变经》密法，这也是宁玛派传承密法的传统方式。同时，库隆巴·云丹嘉措也向外人传授密法，他将《幻变经》密法传授给娘·西饶乔（nyang shes rab mchog），而娘·西饶乔在一个叫作朵拉雄的地区创建了一座佛殿，名为朵拉雄佛殿。这在当时藏区尚未流行修建佛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特别是娘·西饶乔不但精通生起和圆满次第密法，而且在密宗实践领域取得大成就，使他具备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特异密法。相传娘·西饶乔在哈敖郭岩洞精修密法时亲见金刚橛坛城，他以金刚橛击崖石如同软泥，其诸如此类的引人入胜的历史传说颇多。

娘·西饶乔培养了不少弟子，其中令他最满意并精通生圆次第密法的高徒，则是娘·益西琼乃（nyang ye shes vbyung gnas）。娘·益西琼乃成长为一名密宗大师后，将《幻变经》密法又推向新的发展高度，并给这一密法传承取名为“荣派”（rong lugs），或以族姓命名为“娘派”（nyang lugs）。娘·益西琼乃最后将《幻变经》密法完整无缺地传授给索波切·释迦琼奈。索波切·释迦琼奈不负众望，终究将这一密法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继承下来，成为宁玛派远传经典传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人物。

2.《集经》传承

《集经》（vdus pa mdo）密法之传承，相对而言，比较单一明了。公元8世纪，尼泊尔高僧达玛布达（ngharma bo ngha）和帕斯达热（ba su ngha ra）以及勃律（bru zha）高僧茹切赞杰（ru che btsan skyes）三位大师将《集经》密法在吐蕃传授给本土僧人索沃·努桑杰（zo bo snubs sangs rgyas），索沃·努桑杰传觉沃·云丹嘉措（jo bo yon tan rgya mtsho），觉沃·云丹嘉措传其子益西嘉措（ye shes rgya mtsho），益西嘉措传嘉·洛珠降曲（rgya blo gros byang chub）和那南·慈臣降曲（sna nam tshul khrims byang chub），嘉·洛珠降曲传托噶·南喀拉（tho gar nam mkhav），托噶·南喀传拉杰·邬巴隆巴（lha rje vug pa lung pa）。拉杰·邬巴隆巴，又名索波切·释迦琼奈，是宁玛派教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著名人物。值得说明的是，《集经》这一密法在藏区得以传播或继承下来，主要依凭了两部经典。这两部经典分别是根本续《遍集明了经》（kun vdus rig pvi mdo）和注疏续《集密意经》（mdo dgongs pa vdus pa）。此两部经典后来被佛学大师布顿·仁钦珠（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收入他的《大藏经》“续部总建立栏目”（sngags phyogs kyi bstan bcos rnam grangs）之中，因而得到很好的保存。

3.《心品》传承

《心品》密法传承，主要源于无垢友大师。公元8世纪，无垢友在吐蕃向广大门徒重点传授《心品》密法。而《心品》密法，不仅是远传经典部中的核心传承，而且是宁玛派的最高密宗大法，又名“大圆满法”（dzogs pa chen po）。实际上，《心品》或大圆满法是一门既庞杂又深奥的密法体系，如《心品》内部又有三支不同的密法传承，即《心部》（sems sde）传承、《界部》（klong sde）传承和《教授部》（man ngag sde）传承。

（1）《心部》（sems sde）传承，又包含诸多密宗经典，有母子十八经之说，其中五经为毗茹札那所传，其余十三经则是无垢友所传。公元8世纪，由印度班智达吉祥狮子（bkra shes seng ge）将《心部》（大圆满法）在吐蕃传授给本土名僧毗茹札那；毗茹札那前往康区，在那里先后向玉札宁布、桑郭益西（sang go ye shes）和邦·桑杰贡布（spang sangs rgyas mgon po）三人传授《心部》密法；后来聂·咱纳古玛热师从毗茹札那和玉札宁布学到了《心部》中的一些分支密法，同时，他又拜无垢友为师系统修习《心部》中其他分支密法，故称聂·咱纳古玛热（又名聂·雄努西饶）为当时完整学到《心部》四大教河之人物。所谓四大教河分别指：讲解经典的注释，耳传教授的要诀，加持灌顶的指示，行持事业的护法猛咒。为此，拜聂·咱纳古玛热为师学法的门徒很多，其中号称取得成就者就有十大弟子，他们相继传于索布·桑杰益西（sog po sangs rgyas ye shes）。

另外，又有一支传承从毗茹札那传邦·桑杰贡保，邦·桑杰贡保传巴热西达、巴热西达传亚斯·达玛西饶等大师。由此他们相继传于觉摩哲磨（比丘尼），觉摩哲磨传玛巴·西饶维，玛巴·西饶维传授给索·释迦桑格，又名秘密怙主·卓浦巴（zur sgro phug pa），这位大师便是宁玛派史上著名的三索尔（zur gsum）之一。

（2）《界部》（klong sde）传承，是一门内容极其庞杂的密法。藏族著名史学家格罗·宣努拜（vgos lo gzhon nu dpal）在其《青史》（deb ther sngon po）中指出：至于界部，具有量等虚空之密续，并有广略之二种。广续部的义理以九支界（klong dgu）及其二万卷经文来表示。所谓二万卷经文，泛指凡是弘传这一密法的大成者保存下来的有关经典，故没能全部被译成藏文。略续部专指被译成藏文的部分，其义理亦摄为九支界：第一，见界（lta bavi klong）；第二，行界（spyod pavi klong）；第三，曼陀罗界（dkyil vkhor gyi klong）；第四，灌顶界（dbang gi klong）；第五，誓言界（dam tshig gi klong）；第六，修炼界（sgrub pavi klong）；第七，事业界（phrin las kyi klong）；第八，地道界（sa lam gyi klong）；第九，果界（vbras bavi klong）。实际上，九支界或九段之义理，包含在其经典第十一品至第十九品之中，每品各解说一段义理。此外，尚有依据《智慧秘密续》（ye shes gsang ba）等密续而创作的《金刚桥教授》（rdo rje zam pvi man ngag）等密法。[8]根据相关史书，《界部》密法之传承，不是直接源于无垢友大师，而是由大译师毗茹札那在吐蕃所传。

据说由无垢友大师依照《吉祥等虚空本续》、《秘密智续》等经典而造出的《金刚桥要门》等密典是界部主要本续经典，而且是在吐蕃时期即藏传佛教“前弘期”传播的。这一密法的主要继承者当属吐蕃时期的毗茹札那大译师，是他将此密法最初在康区传授给邦·密潘贡布。当时邦·密潘贡布虽年事已高，但他能够持之以恒，刻苦修习，终获成就。邦·密潘贡布传俄兰·降曲坚赞；俄兰·降曲坚赞传萨昂·仁钦佑，萨昂·仁钦佑传亚垄·却吉库晋色唯乔。这数位大师一直在康区弘法，而且最后都在那里去世。另外，有一位娘玉周堆巴地方的比丘前往康区亲近亚垄·却吉库晋色唯乔，学到密法后又返回前藏，在桑耶青浦静修，此时由娘·西饶琼乃前去请求传授密法，获得密法后就在青浦、札吉央宗、普布切等修行地边修炼密法边收徒传法。娘·西饶琼乃的弟子为巴贡· 益西降曲，巴贡·益西降曲传增贡·达玛布德（又写曾·达磨菩提），据有关资料，增贡·达玛布德生于1052年，卒于1168年，享年116周岁，他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内弘传大圆满法界部的著名人物。他们依次相传，在藏族地区广为弘传，以《金刚桥要门》为主要传授密典，由此又称金刚桥教授派。

（3）《教授部》（man ngag sde），又称“大圆满教授”，是《心品》或宁玛派大圆满法中最为甚深玄奥的一门密法，内部又有两个分支传承，即《大圆满宁提》（rdzogs pa chen po snying thig，或名《大圆满心髓》）和《康卓宁提》（mkhav vgro snying thig，或名《空行心髓》）。其中《大圆满宁提》（心髓）密法之传承，源于无垢友大师。公元8世纪，无垢友将《大圆满宁提》（心髓）在吐蕃首次传授给赞普（国王）赤松德赞和吐蕃高僧娘·当增桑布二人，娘·当增桑布传仲·仁钦帕（vbrom rin chen vbar），仲·仁钦帕传贝·洛珠旺秋（sbas blo gros dbang phyug）。同时，娘·当增桑布在伍茹（dbu ru）创建夏拉康（zha lha khang），即佛殿，将包括《大圆满宁提》（心髓）在内的教授部全部经典埋藏在该佛殿之内，成为早期伏藏之一。因而《大圆满宁提》（心髓）密法只有单一传承，没有形成多途发展。后来由乃丹·当玛伦杰（gnas brtan ldang ma lhun rgyal）发掘《大圆满宁提》（心髓）伏藏，并向杰增·桑格旺秋（lce btsun seng ge dbang phyug）和喀热贡琼（kha rag sgom cung）二人传授了这一密法；杰增·桑格旺秋在向娘·嘎当巴（myang bkav gdams pa）传授的同时，又将此密法分别埋藏于三处，再次成为伏藏。据说30年后即1067年，由杰贡那布（lce sgom nag po）发掘部分《大圆满宁提》（心髓）伏藏，他在自学修习并实践此密法的同时，又向许多上门拜师请教者传授了这一密法。此外，还有一位名叫香巴热巴（shangs pa ras pa）的人士也发掘伏藏，向多人传授了此密法；与此同时，又有一位名叫香·扎西多杰（zhang bkra shes rdo rje，1097—1167）的人士在一次充满奇妙的情景下发掘了密法中极为重要的大圆满法核心伏藏，其中包括无垢友在青浦（mchims phu）埋藏的伏藏，即《大圆满宁提》（心髓）密法。

香·札西多杰于1118年发掘伏藏时正好21岁。由于诸多迹象促使香·札西多杰发掘伏藏这一事件在宁玛派密宗史上成为一大壮举，也成就了他成为继承这一密法传承的一代宗师。香·札西多杰将《大圆满宁提》（心髓）密法视如珍宝，没有向外人传授，而专门传给自己的儿子聂奔（nyi vbum，1158—1213）；聂奔又传其子觉帕（jo vber，1196—1231）。之后，《大圆满宁提》（心髓）这一密法传承者中相继产生了赤秀·桑格加巴（vkhrul zhig seng ge rgyab pa，1223—1303）、梅隆多杰（me long rdo rje，1243—1303）和仁增格玛热咱（rig vdzin ku ma rva dzav，1266—1343）等高僧大德；尤其是隆钦·饶绛巴（klong chen rab vbyams pa，1308—1363）大师最终成为这一密法的主要传承人和发扬光大者，他将《大圆满宁提》（心髓）密法推向崭新的兴盛时期，遂改称为《隆钦宁提》（klong chen snying thig）传承。

另外，《教授部》的《康卓宁提》（mkhav vgro snying thig）传承，最初由莲花生大师传授给吐蕃著名尼僧益西措杰；而益西措杰当时却没有向其他人传授，她索性把这一密法封藏起来，成为吐蕃较早的伏藏之一。后来由班玛勒哲孜将其伏藏发掘，并积极向世人公布，首先他将这一密法完整地传授给嘉色·勒白坚赞，由此相继传贡钦·让琼多杰（1284—1339，又名噶玛·让琼多杰，即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代转世活佛）、云敦·多杰贝（1287—1368），使大圆满《康卓宁提》这一高深莫测的密法得以在青藏高原流传至今。

值得说明的是，《教授部》在吐蕃时期即藏传佛教“前弘期”内传播一段时间之后，又将全部密法经典封藏起来，成为伏藏，没有持续传播。故《教授部》在其传承史上有一段时断时续的经历。

总之，远传经典传承，早于近传伏藏传承。在藏地经过初、中、后三个发展阶段，成为宁玛派中历史最为悠久、法脉最为正统的一支传承，以弘传《幻变经》、《集经》和《心品》三部经典为标志。[9]初期以聂·咱纳古玛热（8世纪人）为代表，中期以努钦·桑杰益西（772—867）为代表，后期以“三索尔”（zur gsum）为代表。[10]
4.“三索尔”师承

“三索尔”分别为索波切·释迦琼奈、索琼·喜饶札巴和索·释迦桑格，他们完整继承和传扬远传经典系的《幻变经》、《集经》和《心品》法脉传承，成为宁玛派教法仪轨演进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三位著名高僧；尤其在宁玛派远传经典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史称“三索尔”。

（1）索波切·释迦琼奈，是一名藏传佛教在家居士，一生中虽没有受过比丘戒，但他严格按照佛教戒律行事，并且全身心地投入继承和发展宁玛派教法仪轨的事业之中。因而他没有像当时的普通宁玛派居士那样成家养育后代，正如许多藏文史籍中称赞：“索波切·释迦琼奈奉行梵戒，无子嗣。”这在当时宁玛派僧侣大多为在家有妻室的居士的情况下，不仅为在家居士树立了一种效仿的典范，而且符合佛教戒律，无疑对转变当时宁玛派戒律较松散的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索波切·释迦琼奈从小亲近当时的许多密宗大师，广泛学习宁玛派教法，逐步积累了丰富的流行于当时的各种密法。比如，索波切·释迦琼奈从娘·益西琼乃座前完整地学到了《幻变经》密法，托噶·南喀又向他传授了《集经》密法。可见，索波切·释迦琼奈基本上继承了“前弘期”传承下来的远传经典派的全部教法。后来索波切·释迦琼奈还特意向大译师卓弥·释迦益西（993—1075）敬献一百两黄金，获得道果法的圆满传授。通过广泛求教学习和自身的刻苦钻研，索波切·释迦琼奈很快成长为当时的一名精通宁玛派教法并具有渊博宗教知识的著名人物，特别是他创建邬巴隆寺，为宁玛派开辟了一个统一的宗教活动中心，尤其对宁玛派的最终形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可以说，索波切·释迦琼奈就在该寺开展了一系列促进宁玛派教法仪轨得以进一步完善或发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教活动，从而促使宁玛派结束了以往的分散格局或无组织状态，开始走向具有完整教法仪轨的独立宗派的发展道路。

索波切·释迦琼奈在创建寺院、培养门徒的同时，又集中精力整理了当时在社会上分散流传的宁玛派教法经典，并将这些教法经典分门别类地编辑成系统化的典籍，而且对经典中的重点难点进行了分析、综合和解释。如他将《本续》和《释续》分开，《本论》和《释论》结合，使《密续》与《修法》配合，《修法》和《仪轨》一致，经过如此调整修改或重新编纂之后，使以前较散乱的宁玛派教法仪轨有所头绪。也就是说，索波切·释迦琼奈把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宁玛派教法经典归纳为《根本续》和《注疏续》两大类。这就是宁玛派远传经典传承的教理典籍，即后来被称为《十万旧密续》的最初大集成。从此不仅使宁玛派远传经典传承有了自己的比较系统的教义教轨，而且为宁玛派的立宗或形成奠定了教理基础。

在此值得说明的是，索波切·释迦琼奈未创建邬巴隆寺之前，最初是让他的五大弟子每人建造一座佛塔，然后才亲自创建了结构比较完善的邬巴隆寺，并在寺内设置许多神佛塑像，还绘有千姿百态的佛教人物等壁画，甚至不少藏文史籍中声称邬巴隆寺是当时藏族地区最大的寺院。[11]创建邬巴隆寺之后，索波切·释迦琼奈得到当地的一户富裕人家的大力资助，又建造了规模更大的另一座寺院，即卓浦寺。根据有关藏文资料，卓浦寺由两个院落和八座佛殿组成，如上院有二十个柱子，下院有六十个柱子。藏族人从古至今一直以柱子的数量来衡量建筑物的规模或大小。由此可见，卓浦寺在当时还算得上是一座大型佛教寺院。邬巴隆寺和卓浦寺的创建，是索波切·释迦琼奈为宁玛派的立宗或形成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两座寺院的建成，不仅在宁玛派史上立下了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而且对整个藏传佛教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从此宁玛派开始结束以往在社会上分散传承的传教格局，逐步走上以寺院为宗教活动中心的发展道路。

卓浦寺竣工后，索波切·释迦琼奈召回在札嘉沃地方闭关修行的得力门徒索琼·喜饶札巴，并将卓浦寺的住持职位让给他。从此，由索琼·喜饶札巴全权负责卓浦寺的内外事务。索波切·释迦琼奈门下有许多著名弟子，“索波切的门徒中出现四尖端和一锋芒共五人以及一百零八位大修行者”[12]。相传四尖端中成为正见密意之尖端者是索琼·喜饶札巴，成为讲说幻变密法之尖端者是梅雅琼札，成为智解法门之尖端者是向格琼，成为修行密法之尖端者是桑贡·西饶杰布；一锋芒是指具足善知识之扎喇嘛。有关资料中很少提及一锋芒的事迹，有待进一步考证。这四人或五人是索波切·释迦琼奈众多弟子中成就最大的门徒，也是成为继承和发展宁玛派教法的主要人物。特别是索琼·喜饶札巴继承导师索波切·释迦琼奈未竟的弘法事业，为宁玛派的最终立宗或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2）索琼·喜饶札巴，又名德夏·嘉沃巴（bde gshegs rgya bo pa），后藏人。姓名中“索”（zur）为族姓，名喜饶札巴，因其姓与上师同，故在姓后加了一个“琼”（chung）字，即小的意思。这样，既没有丢弃自己的族姓，又能表示对上师的尊重。而其另一名德夏·嘉沃巴中“德夏”（bde gshegs）意为“善逝”，是后人对这位高僧在密法实践上取得成就所表达的一种崇高敬意，是一种尊称；“嘉沃巴”是指某一地名，因为索琼·喜饶札巴在札嘉沃这个地方长期修行并获得宗教成就，人们为了永世纪念他而以地名命名之。这种现象在藏族地区比较普遍，如格鲁派创世人宗喀巴，其名也是以地名命名的一种形式。

索琼·喜饶札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刻苦学习的顽强精神。他7岁时开始识字练习读写，至9岁能背诵静怒事业法；13岁那年，由于家庭生活琐事，引起他对世俗生活的厌烦，他没带任何盘缠便离家外出，去拜见当时稍有名气的索波切·释迦琼奈高僧，高僧见他天资聪慧，又为同族姓，便收留了他，不久又认他为养子。从此两位姓索的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为宁玛派的形成或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索琼·喜饶札巴在邬巴隆寺求学期间，生活极为简朴，每天靠吃人们供奉在寺院里的食子（食品）维持生活。后来被上师索波切·释迦琼奈发现，他的生活才有所改善。然而，随着索琼·喜饶札巴在佛学理论上的进一步提高，他又遇到一大难题，这就是领受上师的密法灌顶需要一大批资金作为酬谢奉献给上师，否则，不会得到灌顶。为此，上师劝索琼·喜饶札巴到一家叫玉姆的居士母女处赘婿，这家母女十分富裕，其可以依凭她们的财富接受灌顶以及整理或书写经卷，还说明这是一种最佳的弘法途径。索琼·喜饶札巴虽然最初在心里有点难为情，但最终还是按着上师的意图从事，并获得成功。在圆满完成一切预定目标之后，索琼·喜饶札巴又遵着上师索波切·释迦琼奈的指示，恋恋不舍地离开居士母女回到邬巴隆寺。这时索琼·喜饶札巴在宁玛派教义密法上有一定造诣，比如，他能讲说三百多部有关《集经》方面的教理经典；另外，一次在向一座佛塔转经时两脚不着地，上师见后极为喜悦。特别是索琼·喜饶札巴在密法修炼上具有独到的功夫，在他的传记中有许多关于显示特异功能的记载。总之，索琼·喜饶札巴具有的特异功能主要得力于他长期在札嘉沃地方闭关修炼。该地有九座山、九个泉水、九片草甸，这三个“九”象征着宁玛派九乘教义的成就。说明索琼·喜饶札巴长期在札嘉沃修炼，获得密法最高境界，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根据有关资料，索琼·喜饶札巴在札嘉沃地方修炼达十三年之久，获得大圆满法的悟境。

此外，索琼·喜饶札巴在佛教显宗理论特别在因明学方面取得一定造诣，并具有很强的辩才。因而他又成为当时其他新兴宗派僧侣在辩经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经过多次辩经，索琼·喜饶札巴所向无敌，在当时的佛教界赢得了较高声誉，后来许多辩经对手都一一成为他的弟子。由于当时的宁玛派僧侣大都为居士，他们主要注重于密法的修炼，而不十分关心对显宗理论的学习，故宁玛派在显宗理论或辩经领域没有更多人才，在这种情况下，索琼·喜饶札巴更是一枝独秀，他为宁玛派在当时其他宗派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索波切·释迦琼奈去世之后，索琼·喜饶札巴成为唯一的合格继承人。他在管理邬巴隆寺、卓浦寺和札嘉沃修行地三处宗教活动中心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寺院宗教仪式开始走向正规化。他规定每天早晨在邬巴隆寺举行宗教仪式，正午在卓浦寺举行宗教仪式，傍晚在札嘉沃修行地举行宗教仪式。同时，为了扩大宗教活动范围，索琼·喜饶札巴亲自主持建造了一座有九个柱子的豪华佛殿，取名为空行神殿，里面塑有四十二尊佛像以及护法神，并在两面墙壁分别绘有广略坛城图案。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几座小殿，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索琼·喜饶札巴门下有众多得力弟子，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他有弟子号称为四柱、八梁、十六椽、三十二桷、二大瑜伽士、一狂徒、二平庸、二达古若和二无用者等。”[13]可以说这些著名门徒是宁玛派在“后弘期”内能够顺利形成，并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组织保障，为宁玛派的蓬勃发展和扩大其社会影响都做出过各自的贡献。当然，后来成为索琼·喜饶札巴事业的真正继承人的还是他的小儿子，即索·释迦桑格。

（3）索·释迦桑格，又名秘密怙主·卓浦巴（gsang bdag sgro phug pa）或拉杰钦波·卓浦巴（lh rje chen po sgro phug pa）。有些史籍记载当他出生时父亲索琼·喜饶札巴已经去世，可在宁玛派的权威教法史中却认为，索·释迦桑格出生后8个月其父才与世长辞。无论是哪种说法，在其出生年代上都是一致的，即1074年。根据有关藏文资料，索琼·喜饶札巴育有三个儿子和数个女儿，而且都是修习宁玛派教法的僧尼，唯独最小的儿子索·释迦桑格在宗教领域获得大成就而成为父亲的接班人。索·释迦桑格主要靠他的母亲和舅舅抚养成长，15岁前在家中一边学习文化、一边练就管理家务的本领，因为当时索·释迦桑格家已是一户资财极为丰厚的富裕大家，需要有人管理。从15岁开始至19岁，索·释迦桑格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外出广拜名师，系统学习佛教理论，并取得优异的成绩。后来由于家事繁忙，索·释迦桑格不得不返回家中操持家务，但他没有因此而中断自己的求法学业，他邀请当时的高僧大德到府上来为他传授佛法，特别是邀请父亲索琼·喜饶札巴的四大弟子亲传密法，从而系统学到了《幻变经》、《集经》和《心品》等宁玛派远传经典部的全部教法，成为继承和发扬这一传承的著名人物。索·释迦桑格为了充实宁玛派教法，还从舅父达德处学习佛教显宗理论，专门亲近学有专长的宁玛派大师求得甚深“大圆满”法。至此，索·释迦桑格不仅在宁玛派教法仪轨上取得很高的造诣，而且在整个藏传佛教领域也具有一定的佛学影响力。索·释迦桑格利用自家的丰厚财力，向自己的诸多上师答谢教育之恩，每人赠送广、中、略《般若》经一套。之后，他在卓浦寺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宗教修炼生涯，终于在宁玛派的主要密法生起、圆满二次第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名扬四方，赢得秘密怙主·卓浦巴的称号。索·释迦桑格成名后曾前往后藏定日地区会见印度瑜伽大师帕·丹巴桑杰（?—1117），这位大师对他在佛学知识尤其在密宗实践上获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称赞。

索·释迦桑格将卓浦寺作为自己常住的中心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并在该寺每年举行四次大型法会，即春、夏、秋、冬四季法会。这是宁玛派寺院朝着正规化发展的主要标志。可以说，索·释迦桑格将自己一生的所有精力奉献给宗教事业之后，便轻松地离开了这个充满欢乐和蕴含痛苦的人世间，享年60岁。他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圆满完成了一位宗教职业者肩负的任务或应尽的职责。

索·释迦桑格在世时培养了无数门徒，其中产生了12位著名弟子，即号称四位那布、四位敦巴和四位梅。四位那布分别是杰敦嘉那（lce ston rgya nag）、斯那科罗（zur nag vkhor lo）、聂那多瓦（nyang nag mdo ba）、达那孜多旺秋（mdav nag gtsug tor dbang phyug）；四位敦巴是聂敦切桑（nye ston chos seng）、嘉敦多杰贡布（rgyabs ston rdo rje mgon po）、香敦（zhang ston）、嘉敦（rgya ston）；四位梅是藏巴戚敦（rstangs pa byi ston）、玉敦胡布（gyu ston hor po）、邦敦加吉（sbangs ston lcags kyu）、乌巴曲桑（dbus pa chos seng）。这十二人虽然是索·释迦桑格众多弟子中的少数代表人物，但他们在宁玛派的发展史上都享有一定的声誉，“他（索·释迦桑格）有门徒千余人，其中的12位高足，皆能主持寺院，扶持教法而高举说法胜幢，大弘密宗教法，而获得如日月光辉般的美誉”[14]。由此可见，经过索·释迦桑格的不懈努力，宁玛派此后在藏族地区逐渐进入发展时期。

5.噶陀寺传承

经“三索尔”师徒相承弘传，尤其是索·释迦桑格培养众多嗣法弟子，使远传经典系传播区域进一步扩大。其中得意门徒赞敦·卓维贡波（vdzam ston vgro bvi mgon po，12世纪人）传法与噶当巴德协，该法脉系始传入多康地区（mdo khams），史称“康区传承系”（khams lugs）。

噶当巴德协·喜绕僧格（ka dam pa bder gshegs shes rab seng ge，1122—1192），多康布泊岗（spu vbor sgang，或称“赛康”gser phang）地方人，[15]青年时期赴前藏潘域（vphan yul）系统修学《幻变经》和《心品》等教法，成为远传经典传承教法得究竟之高僧。

噶当巴德协·喜绕僧格学成后，返回故里传扬宁玛派教法。藏历第三绕迥土兔年（1159），他在噶特（ka thil）地方创建噶陀多杰丹寺（ka thog rdo rje gdan），意为“噶陀金刚座”寺，简称“噶陀寺”（ka thog dgon，位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境内）。噶当巴德协·喜绕僧格在噶陀寺广招教门弟子，传授《幻变经》、《集经》和《心品》等远传经典传承的教法，同时讲解《慈氏五论》（byams chos sde lnga）、《入菩萨行》（spyod vjug）等经论，遂自成一体，形成噶陀寺传承。噶陀寺既是“后弘期”宁玛派在康区传播本宗教法的第一寺，又为其传承远传经典系教法的中心寺院。

噶陀寺传承在其发展演进史上经历了前、中、后三个不同时期。前期为十三代上师传法阶段，主要讲授远传经典传承系教法。中期为十三代仲巴（drung pa）世系住持传法阶段；后期为高僧大德随缘住持传法时代。

（二）近传伏藏传承系

近传伏藏传承，在藏文史籍中称“聂居达玛”（nye brgyud gter ma）。至于宁玛派中出现“近传伏藏”传承的原由，藏族著名佛学家东噶·洛桑赤列曾作过简明扼要的解析：“近传伏藏，是莲花生大师等一些高僧大德将部分经典埋藏在大山岩石之中，并在被埋藏经典的扉页上详细写明今后何时可发掘、临近发掘时的预兆，以及掘藏者的姓名、部族、出生地、属相、身体特征等。将来一旦发掘这些伏藏的地点、时间、人员等条件成熟，即可掘出伏藏并培养众多徒弟，这就是所谓伏藏法，而掘出伏藏的上师则被称为掘藏师。虽然掘藏师中既有真的又有假的，但是得到或没能得到莲花生大师授记印证的掘藏师已达一百多位。在第五世达赖喇嘛所著《北主持明语王传》（byang bdag rig vdzin ngag gi dbang povi rnam thar）中就记载着117位掘藏师的名单，掘藏师的具体简历详见《大宝伏藏》（rin chen gter mdzod）第一卷（帙）。”[16]
可以说，近传伏藏有其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根据有关资料，赤松德赞时期，是佛教在吐蕃立足并进入发展时期的历史阶段，甚至可称之为吐蕃佛教的黄金时期，但当时的大多数吐蕃人还不能完全理解或接受密宗的许多甚深法门，因而迫使人们不得不把许多已译成藏文的密法典籍封藏于山中崖石等隐蔽之处，待后世条件成熟，再发扬光大。当时封藏经典的高僧大德，对所封藏的经典寄托美好的意愿，即“为了教化未来众生”。从近传伏藏史上看，后来的确实现了最初的预言，许多掘藏师发掘了大量伏藏，并在青藏高原得以弘扬并流传至今。

近传伏藏传承是宁玛派的第二大法脉传承，在该派的教法仪轨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传伏藏传承内部又有地下伏藏（sa gter）和心间伏藏（dgongs gter）之分。其中地下伏藏，是指莲花生等大师为了教化未来众生而封藏于青藏高原的不少地方，并托付有缘者加以护持，后来由众多掘藏师从山崖岩石中发掘出来的佛教密宗典籍和法器法物。在地下伏藏传承中，号称产生一百多位大掘藏师和一千多位小掘藏师。其分别大、小两级的标准是，通过伏藏密法使某人正确无误地引向成佛（觉悟）之路者为大掘藏师，以娘·尼玛维赛父子等为代表；通过伏藏密法将某人能够聚集羯磨（佛法）的一小部分者为小掘藏师，如同大众有善者之掘藏师。地下伏藏传承是近传伏藏的主要或中心传承，其中又有分支传承。比如，上部伏藏和下部伏藏、北传伏藏和南传伏藏。可见地下伏藏的传承极为纷繁庞杂，很难详尽叙述，其掘藏师的人数也很难一一考证。

根据宁玛派史料，在地下伏藏传承史上，最早产生的掘藏师是桑杰喇嘛（sangs rgyas bla ma），因而他成为发掘宁玛派伏藏的名副其实的开山鼻祖。对于桑杰喇嘛的具体生卒年，虽不能给出十分确切的答案，但根据有关资料，他出生的年代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大译师仁钦桑布的前半生时期。桑杰喇嘛成年后最初在阿里等地发掘不少有关显密宗方面的伏藏经典，从而在藏传佛教界拉开了发掘伏藏经典的序幕。之后，桑杰喇嘛前往卫藏佛教中心地区，利用伏藏教法，从事教化民众的弘法事业，使他在宗教人生中功德圆满，直至80岁高龄方与世长辞。由此可断定，宁玛派古老伏藏经典的正式发掘，也是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肇始而展开的。

自12世纪中叶开始，在藏族地区陆续出现不少著名掘藏师，如娘·尼玛维赛和古日·却吉旺秋，二人都是12世纪的著名掘藏师。由于娘·尼玛维赛和古日·却吉旺秋在发掘伏藏方面做出特殊贡献，宁玛派学僧将两位掘藏大师誉为伏藏传承领域的太阳和月亮，日月同辉，这是很高的评价。同时，娘·尼玛维赛和古日·却吉旺秋在宁玛派的一百位大掘藏师或诸多伏藏派系中分别代表着上部和下部两支伏藏派系，并享有“开拓者”之殊荣。

1.娘·尼玛维赛

娘·尼玛维赛（nyang ral nyi ma vod zer，1124—1192），出生在西藏洛札地方，其父亲叫娘顿·却吉阔洛（nyang ston hos kyi vkhor lo），是当地的一名宁玛派居士，母亲叫班玛德瓦寨（pad ma bde rtsal）。娘·尼玛维赛从小跟随父亲学法，并在父亲座前接受马头明王的密法灌顶。据说他很小就能够独自宗教实践修行，8岁时在其身上显现出瑜伽师的许多德行或神通特征。特别是娘·尼玛维赛跟随父亲学法的同时，还拜其他不少导师学习显密二宗教法，借此培养密宗神通，获取佛本尊的授记或预示，为今后发掘伏藏经典打下了基础。从宁玛派的角度看，这是一名大掘藏师必备的主客观条件或宗教基本素质，是为今后发掘伏藏经典埋下了伏笔。

果然，娘·尼玛维赛成年后在果唐（mkho mthing）、桑耶（bsam yas）、南格尖（gnam skas can）的森恰岩（srin bya brag）、安乃岩（dben gnas brag）佛殿等多处发掘包括宁玛派八大仪轨在内的大批伏藏，同时还发掘莲花生大师的传记（有四十一章回的桑林玛）。这是宁玛派伏藏史上第一次大量发掘伏藏的实例。其中八大仪轨和莲花生传记成为后期最珍贵的有关吐蕃佛教的第一手资料。娘·尼玛维赛娶妻并养育了两个儿子，可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宗教事业，尤其在宁玛派的伏藏建设上做出了特殊贡献。从个人的角度看，娘·尼玛维赛无论在宗教实践或修炼上获得的境界，还是在传教兴佛等方面发挥的作用，都令后人望尘莫及。与此同时，娘·尼玛维赛还撰写了一部宗教史，即《娘氏宗教源流》（chos vbyung me tog snyimg po sbrang rtsivi bcud）。这部宗教史书在众多同类藏传佛教典籍中属于早期史书，具有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被后世学人大量引用。

总之，娘·尼玛维赛发掘或整理大量的宁玛派伏藏典籍，而且自成体系，被后人命名为上部伏藏经典，他本人也被称为上部掘藏大师。从而娘·尼玛维赛的大名同他所发掘的伏藏经典相得益彰，流芳千古。

2.古日·却吉旺秋

古日·却吉旺秋（gu ru chos kyi dbang phyug，1212—1270），是自娘·尼玛维赛之后，在藏族地区出现的又一著名的大掘藏师。他是西藏洛扎人，从4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识字并练习读写，而且从小广泛涉猎苯教典籍和佛教显宗经论，为其今后的成长和发展打下了广博而厚实的宗教理论基础。

古日·却吉旺秋在求学对象上不拘一格，广拜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诸多大师，从他们那里全面系统地学习佛教显宗教理和新旧不同密法；至18岁那年拜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为师，潜心学习有关发心和法缘方面的佛学知识。有关藏文史籍记载，正因为古日·却吉旺秋拥有如此渊博厚实的佛学知识和扎实独到的修炼功夫，以及具备先天性的聪颖和因缘，当年仅22岁时，就从拉亚宁吉垄巴（la yag nyid kyi lung pa）南格尖地方的18处发掘了大批伏藏，再加上自己意念中诞生的伏藏算作一处，总共发掘19处伏藏。[17]以此一鸣惊人，名扬四方。慕名前来顶礼的藏传佛教各派高僧大德络绎不绝，甚至不少高僧对他的无量功德大加歌颂赞美。

古日·却吉旺秋为了进一步弘扬自己所发掘的伏藏教法，创建了古日佛殿（gu ru lha khang）和桑布德钦佛殿（sang bu bde chen）。至此，古日·却吉旺秋的伏藏教法可谓独立门户，自成一系。后人称其为下部伏藏派，他本人也成为下部伏藏的开创者或祖师，通称下部掘藏师，并与上部掘藏师娘·尼玛维赛相媲美，两人同膺“掘藏大王”之桂冠。

然而，有些资料却认为，古日·却吉旺秋是娘·尼玛维赛的门徒，这在年代上不相符合，显然其观点不能成立。古日·却吉旺秋于1270年（又说1273年）逝世，享年58岁（或61岁）。之后，该家族中继承这一伏藏法的主要人物相继有朗朱（lang gro）、转世班玛旺钦（pad ma dbang chen）、聂·尼玛维赛（gnyal nyi ma vod zer）等；尤其是门徒传承中出现的曼隆巴·莫觉多杰（sman lung pa mi bskyod rdo rje），[18]则是宁玛派史上精通经典和伏藏两种教法的著名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纯粹归于宁玛派教法的大批系统化的伏藏之外，还有不少属于一般化或大众化的普通伏藏文献，诸如《五部遗教》（bkav hang sde lnga）、《嘛呢宝训集》（ma ni bkav vbum，嘛呢噶奔）以及阿底峡尊者从大昭寺里发掘出的《柱间史》等。此外，伏藏典籍中还包括藏医药学方面的文献，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指出：“掘藏师札巴·俄协巴（gra pa mngon shes vbar）修建了札塘寺为主的一百零八处道场，发掘出许多伏藏，尤其是掘出了医药明中的《四续论》（rgyud bzhi）等大量的医学典籍，其恩德和功绩颇大。”[19]不难看出，近传伏藏典籍中除了丰富的纯宗教的经论外，还有不少关于藏族历史、医学等方面的珍贵文献。

（三）甚深净相传承系

甚深净相传承（zab mo dag snang gi brgyud pa），是宁玛派三大法脉传承之一。这一法脉传承的最大特点，是带有浓郁的宗教神秘色彩。对此，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解释说：“关于甚深的净相传承，是部分获得成就者的大师在禅定中亲自面见本尊，并领受本尊亲自讲授的教法，这种现象在其他宗派中也曾出现过，只是宁玛派中较多而已。”[20]由于甚深净相传承带有神秘色彩，后世学者对其一直关注并加以进一步考证，如法尊研究后说：“这是有些修行者得到相当证德时，在定中或梦中，或者就在醒觉时，感得诸佛菩萨或师长等现身说法。这种教授，多是与行者修证相适应的法门，但其中也有还没有得到那样地位的人，或者有不相宜的地方。”[21]实际上，甚深净相传承是宁玛派极少数高僧大德在坐禅中感悟到的一种殊胜密法。这些高僧将自己感悟的密法亲自传授给得意门徒或记录成书，并以此方式在教内流传，从而形成了这一在藏传佛教法脉传承中独树一帜的教法传承，即甚深净相传承。“一部分喇嘛在净相中面见自己的上师和本尊，并把他们传授的教法秘密地传授给少数弟子，让他们发扬光大。此乃甚深净相传承。”[22]这种特异的传授教法的现象，在藏传佛教其他宗派中也曾不时产生过，可唯独宁玛派的甚深净相传承形成了传承体系，并具有宗教上的权威性。诸如玉陀·云丹贡布（gyu tog yon tan mgon po）及其《宁提》（snying thig），意译为《心滴》法；拉增·南喀晋美（lha btsun nam mkhav vjigs med）及其《持明修寿》法；第五世达赖喇嘛及其《净相二十五印》等。

五 教法仪轨

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宗派。这些宗派之所以相对独立是因为它们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法脉传承，而且在教法仪轨等方面又有自己的特质。其中有些特质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文化属性。宁玛派的教法仪轨，既继承了吐蕃佛教即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传统，又得以在藏传佛教“后弘期”重新建构，故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风格，可从九乘判教和大圆满法中略知大概。

（一）九乘判教

宁玛派有一整套衡量藏传佛教乃至整个佛法体系的标准，并用这一标准将佛法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类、释义。实际上，这是一种教相判释，简称判教或教判。这种现象在佛教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如《瑜伽师地论》有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的分判；《大智度论》有大小乘与显密教的区分；《楞伽经》又有顿渐二教之分。更为明确的判教论是，般若宗论师与唯识宗论师的三时判教之说。以中国汉传佛教为例，也曾产生了不少判教大师，如鸠摩罗什门下慧观的判五时教，以及隋朝时僧人智立以五时、八教判释释迦牟尼一代教法。至于为何出现如此之多的判教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佛教所拥有的教法典籍浩如烟海、数不胜数，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宗教中都极为少有，更无法媲美。在如此丰富的宗教典籍基础上，佛教各个宗派或各位大师常站在自己宗派的立场或思想观点上对佛教的教法义理作出新的诠释或评判。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率先对释迦牟尼教法作出教相判释的代表性宗派，将整个佛法判为声闻（nyan thos）、独觉（rang rgyal）、菩萨（byang sems）、事续（kri ya）、行续（Au pa）、瑜伽续（yo ga）、生起摩诃瑜伽（bskyed pa ma ha yo ga）、教敕阿努瑜伽（lung Aa nu yo ga）和大圆满阿底瑜伽（rdzogs pa chen po Aa ti yo ga）九乘，且从第一乘声闻起始直至第九乘大圆满阿底瑜伽，逐层升级，最后以获取大圆满法为至高无上之境界。从科学的眼光看，这九个等次的判定不仅是宁玛派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上评判的结果，而且更是从自己注重密宗的角度来对整个佛法的一种概括。

从佛教派别的角度看，宁玛派的九乘判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如声闻、独觉二乘属于小乘佛教，菩萨、事部、行部、瑜伽部、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和大圆满阿底瑜伽七乘属于大乘佛教。从其内容上看，前三乘属于显宗，后六乘归于密宗。从修习的次第来看，后六乘密宗中又有内外之分，如事部、行部和瑜伽部为外密三乘，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和大圆满阿底瑜伽为内密三乘。就一般而言，先修习外密三乘，后进入内密三乘的实修过程。然而，宁玛派则热衷于内密三乘的直接修持，不注重外密三乘的修习。在内密三乘中宁玛派又注重对大圆满阿底瑜伽的执着修炼，正如宁玛派的“《赫鲁迦格布》等本续中，也讲说与新派的六加行、五次第、道果等相合的修道次第。又《幻网》中的六次第、《三次第》的解脱道、《密点》的方便道等要门、《集经》中的任运修习，《修部八教中》的五次第等的讲说，与新派所说，大多符合。但是晚近旧派多不注重这些法门的讲听和修习，他们最重视的就是《大圆法》的见地和实修”[23]。不难看出，大圆满法不仅处于九乘中的最高位置，成为第九乘，而且又是宁玛派最为崇高、苦苦追求的甚深大密法。所以，大圆满法在宁玛派中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成为该宗派的教法仪轨的主要特色。

需要说明的是，宁玛派将九乘分为三种类型，并认为这三种类型是由三位佛依据有情众生的不同根器而讲说的，也就是因地制宜、随类施教而形成的。比如，声闻、独觉、菩萨三乘是由化身佛释迦牟尼所说，属于显宗共三乘类；事部、行部、瑜伽部是由报身佛金刚萨埵所说，属于密宗外三乘类；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大圆满阿底瑜伽是由法身佛普贤所说，属于密宗内三乘类。但在诸佛如何讲说教法的细节问题上，宁玛派中也出现几种说法，如“外续事部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讲说的；行部和瑜伽部是毗茹札那佛讲说的；无上部是大金刚持在法生宫的广大刹土内讲说的”[24]。这是从密宗四续的角度讲述各续的主讲佛，首先将密宗教法分为内外二续，事部为外续，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归于内续，然后，提出了释迦牟尼、毗茹札那和金刚持三位佛分别宣讲了密宗四续。可以看出，这里之所以出现不同的说法，其原因很明显，一个是从九乘教法的角度讲述的，另一个是从密宗四续的角度讲述的。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分别介绍了密宗不同内容的主讲佛，从而阐明了密宗中存在不同层次内容的由来。宁玛派如此宣扬密宗，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衬托无上瑜伽中的大圆满法的高深玄妙和无上地位。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做的解释，“诸部之中最极无上乘，是元始怙主法身普贤起现顿成圆满报身，为住清静地的菩萨化机，无有方所时分，四时之中，无作任运而宣说的，又说此法的法门广大，如同虚空，不可数计”[25]。引文中的“最极无上乘”是指无上瑜伽部中的大圆满阿底瑜伽。可以看出，大圆满法在宁玛派僧人眼里将是一个广大无际、无所不容、无所不能的神秘法门，甚至代表着整个佛法的精髓部分。

总之，九乘教法之说在藏传佛教中具有代表性，因为它把藏传佛教的整个教法，按不同内容系统地排列开来，并组成一个有层次、有顺序的教法体系。这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不多见，虽然被尊为噶当派祖师的外籍高僧阿底峡尊者在他的《菩提道灯论》中对藏传佛教的教法仪轨作过调整，提出先显后密，从而理顺了显宗和密宗的关系，尤其以“三士道”的修习方法来明确佛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同层次，为藏传佛教学僧指定了一条修习佛法必须严格遵循次第的教规，但是阿底峡在《菩提道灯论》中提出的“三士道”局限于佛法的修习仪轨方面，对整个佛法没有做出教相判释。所以宁玛派的九乘判教，在藏传佛教领域具有佛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二）大圆满法

宁玛派作为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唯一源于吐蕃时期的一大派别，其教法仪轨在基本上与其他宗派相一致的前提下略有差异。譬如，在显宗方面完全统一之外，在密宗四续中的前三续（事续、行续、瑜伽续）上也没有出现任何大的分歧，只是在无上瑜伽续上才产生有别于其他宗派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宁玛派在无上瑜伽续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见修，即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这就是宁玛派为之自豪的大圆满法。

何谓“大圆满法”，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指出：“若释其字义，说现有世界，生死涅槃，所包含的一切诸法，悉在此灵明空寂之内，圆满无缺，故名圆满；再无较此更胜的解脱生死方便，故名为大。”[26]这里意在说明“大圆满”是人类现前离垢的明空赤露的心智，是众生身中无始本生的清净心性。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以及生生灭灭等物质运动的变化过程，无不在人类心体（思想）的灵明空寂的状态中产生或消亡。以此证实人类的心体就其本质来说是纯净无染的，人们可通过依法修行，使心体不受任何污染，并将其置于一个空寂明净的理想境界。如果人们能够正确对待并通过特殊的手段认识这一明空的心智或清净的心性，即可顺利获得“涅槃寂静”，实现“即身成佛”。就具体而言，“大圆满法”作为一门自成体系的密法，其内涵思想主要由心部、界部和教授部构成。

首先，心部（sems sde）所说的心是从体、相、用三个方面来认识。如心体纯净、心性（相）光明、心量（用）周遍，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心，是一个真心。真心就是佛心，从而说明人人具有佛心。因此，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指出：“此中心部，说随见何境，唯是自心、心性现自然智慧，除此自然智慧外，再无余法。其导入此道的方便，多与大手印派相同，唯大手印派是以心去印境，心部则是求直观能缘心性的明空本净之实相。”[27]说明无论见到任何外境都是自心所为，而心性现为自然智慧，倘若离开这个自然智慧，便再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可求。虽然心部在其修炼的过程中与新派的大手印法有相似之处，但在具体的方法或手段上有所不同，如大手印是以心印境，心部则直观心性本空。可以说，心部所追求的目的，是使其真心变为既明又空的体性，从而达到一种非空非有的状态，即空有二者统一于一心。

在如何修炼此心时，宁玛派提出：“照此当下明空本净之妙觉，让它宽坦任运，随它妄念境相起伏变化，不去辨别是非善恶，不破不立，只保任此觉空赤露，这就是大圆满修心的心要，是莲花生大师的无上心印。”[28]按心部的这一观点，是不承认藏传佛教其他宗派提出的空有必须双运的说法，以为空有本自圆融，不必再用什么双运之类的手段或途径。并以此宣扬自己的这一非空非有，将二者统一于一心的见修，方为不堕二边之中观正见。

其次，界部（klong sde）就其“界”字而言，是藏文“klong”（隆）的意译，有广大无际、无所不容之意，是一个有着无限外延意义的字，常用此字来比喻或表达如虚空那样广大无际、如同大海一般深沉渊博的事物或事物特性。实际上，它是指佛教中的一种法性境界，认为一切法性均不会超出普贤境界，而普贤境界又等同于佛的境界，一般称作法性境界。以此破斥离开普贤境界的一切法性。在这一前提之下，它便强调光明，因为光明是佛与众生共同具有的心之本性。以光明来显现佛的智慧德相等境界，因为光明所显现的一切境界，都是自然显现的，有其自身的本有明相。然而，光明在这里被受到重视的现象，虽在表面上与新派密法五次第中的某些作法极为相似，但在本质内容上有较大差别。比如，新派五次第密法，是以束缚五气枢要的作用，现起空色幻身影象，再通过“整持”（ril vdzin）和“随灭”（rjes gzhig）的途径，使其在光明中清净，这是有功用的法门。而界部则是安住于永离所缘的甚深关要且无功用之中，并以深明双运的妙智，修成虹体金刚身。这便是界部有别于新派的地方，也是不同于心部的特性，因为心部只求悟心体的空无有相，而界部在无心的基础上特别重视对光明的修习。

最后，教授部（man ngag sde）提出以永离取舍、双融无分别的智能，将轮回涅槃等一切法皆归于无有空或执的法性之中，并用轮回涅槃无二分别的灵明智性来现证法性境界，从而成就自证金刚锁身的绝妙观点。同时，又提出“所谓体相本净、自性顿成、大悲周遍的三种概念，认为实相的本体，无生空寂，是为体性本净；此空性妙相，无碍明现，是为自性顿成；空性妙德，能现染净诸相，是为大悲周遍。第一是了空无别，第二是明空无别，第三是现空无别。关于妄心和觉性的差别，说心是随无明之力，起各种杂念，这个客尘的分别，则名为妄心。不随无明之力所染，远离二取戏论，照了此明空而又无有可取的空寂者，名为觉性。又说心的行相，现有的部分就是轮回；心的体性，空寂的部分就是涅槃。轮回涅槃，在自心的本性空寂中，是无可分别的。故说轮回涅槃无可分别。”[29]可见，大圆满法作为宁玛派为之自豪的独特见修，它包含了深奥的理论见地和巧妙的修持方法。

至于教授部如何修习心的具体方法或步骤，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指出：“先要定知境为心，知心为空，知空为无二双融。由此便通过一切诸法唯是了空赤露，此乃渐悟者所认识悟性的程度。若不由渐次观修，而仅依上师指点此觉悟，则能通达外境所现皆为明空赤露，此乃是顿悟者所悟觉性的程度。若今生未现证明空赤露，由串修之力，于中有位，现起那种真实的悟慧，此乃托噶者所悟觉性的程度。”[30]这里提到的“托噶”（thod rgal）者是教授部中的一门甚深密法，它与“彻却”（khregs chod）密法共同构成教授部的主要修习内容。“彻却”密法的见修理论是力争求悟本净心体，从而显现本心自然智慧，即佛性。认为修观心体任运而住，可以消除迷相之污染，体认清净妙觉之法性，获取解脱。而托噶密法与彻却密法相比在见修方面又更进了一步，它以修习光明为觉悟之道，在心体自显的光明中清净法性境界。也就是说，“托噶”密法是通过修习光明来见证佛性，成就涅槃。这种修习光明的方法在藏传佛教其他宗派的密法实践之中也多采用，可“托噶”密法所修光明之道有自己的特长。“此道以托噶光明为主修，颇与新派的六加行相似，然而在内容事义上有大差别。因为六加行法是用收五气归摄入中脉的关要，以此起现空色，渐次导入有功用之大乐道中。而此道则全离一切分别，现证实相自显的境界，较六加行尤为超胜。而且，此道使智身在虹身中解脱，较界部等所修的成就亦要超胜。因为这不仅是先把粗重三业，在最细精微身中净化，而是达到法性究尽之边际，把一切粗细三业，均在身和智中全部消融干净。”[31]可见“托噶”密法不仅在教授部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同其他类似密法相比较，也具有自身的奥妙之处。

教授部在宁玛派文献中又名要门部。从理论把握和修习难度来看，它是大圆满法三部中最高深的法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大圆满法的主要特色。从法脉传承史上看，大圆满法中又包含两种密法，即《大圆满宁提》（心髓）法和《康卓宁提》（空行心髓）法。其中《大圆满宁提》法后来主要由隆钦·饶绛巴大师继承并发扬光大，又改名为《隆钦宁提》。

总之，大圆满法是宁玛派教法体系中的精华部分，是宁玛派颇为推崇的甚深密法。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旧派最主要之法，即有名的大圆满要门。”[32]可以说，大圆满法是宁玛派之所以成为一大宗派的主要因素之一。大家知道，藏传佛教诸多宗派皆有各自在无上瑜伽续中最为推举和相继传承的一门密法，这便是各个宗派标榜自己宗风特长的主要依据。比如，噶当派倡导“三士道”法；萨迦派修习“道果法”；噶举派推崇“大手印法”；觉囊派弘扬“时轮六支行法”；格鲁派注重“生起圆满次第道”；毫无疑问，宁玛派主修“大圆满法”。

第二节 噶当派及其法脉传承

噶当派（bkav gdams pa），藏传佛教重要宗派之一。同时，又是藏传佛教“后弘期”首开宗门的宗派，属于新派系统。噶当派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的宗派，对其后形成的藏传佛教其他宗派产生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正如松巴·益西班觉所说：噶当派在藏地出现的佛教诸派中如须弥山一般高妙。[33]然而，在噶当派生成发展300多年之后，其被后起之秀格鲁派兼容而在藏族地区逐渐消失。自15世纪末开始，噶当派作为一支独立门户的实体宗派，在藏传佛教界逐渐淡出，最后完全融入格鲁派之中。

一 历史渊源

噶当派的法脉传承源于阿底峡尊者，但作为一支独立的宗派，是由仲敦巴·嘉维炯奈创立的，并经三大师兄弟的推广和发展，更得到后辈嗣法者的发扬光大。而噶当派这一名称，是根据该宗派所奉行的教法仪轨而命名的。“噶当”一词是藏语“bkav gdams”两字的音译，“bkav”（噶）意指佛语，“gdams”（当）意指教授。故“bkav gdams”（噶当）一词，则有“佛语教授”之意义；同时，又表明该派继承和发扬阿底峡的“三士道”教规。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曾解释说：“此派乃是将如来的言教，即三藏教义，一切无遗的都摄入在阿底峡尊者三士道次第的教授之中，并严格全面地修习，所以名为噶当巴。”[34]可见该宗派之所以命名为噶当派，是因为阿底峡尊者建立的“三士道”教规中包含佛祖所讲的经律论三藏在内的一切教义。同时，认为阿底峡尊者建构的“三士道”理论体系，是噶当派教义的理论基础，是噶当派僧人修学佛法的主要内容。

显而易见，该宗派僧人对其以“噶当派”命名，是为了体现自己所奉行的教法仪轨的优越性。正如仲敦巴·嘉维炯奈曾对噶当派所作的一段颂词：“正宝佛语为三藏，三士教授作庄严，佛语教授之金串，众生谁修持皆受益。”[35]可以说，噶当派的称谓中还凸显了其立宗的教法思想和仪轨实践。

总之，噶当派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和诸多优越性的宗派，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后来兴起的新噶当派，即格鲁派，异军突起，将噶当派包容进来，并取而代之，最终令噶当派这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深远影响力的宗派在藏族地区逐渐消失，唯有格鲁派不断兴旺发达。

（一）仲敦巴·嘉维炯奈

噶当派的创始人仲敦巴·嘉维炯奈（vbrom ston pa rgyal bavi vbyung gnas，1005—1064），在宗派内部又习惯称“格西敦巴”（dge bshes ston pa），简称“仲敦巴”。他以居士僧身份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佛教事业，在藏传佛教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仲敦巴是西藏前藏堆垄（stod lung）地方（今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人，其生母早年去世，童年时期的仲敦巴性格极其刚强，认为与继母争吵不如前往他乡创业，于是前往他乡求学念书。如《青史》记载：

（仲敦巴）其族姓为“央协”（yang bzher），父名达松须协，母名库朵萨兰吉玛，于木蛇年（1005）诞生在堆垄普（stod lungs phur）地方。其生母早年去世，幼年时的仲敦巴性格极其刚强，他认为与继母争吵，不如前往他乡。于是仲敦巴前往“旭”（gzhur）地念书求学，正在那里遇见从康区前往南尼泊尔的赛尊（se btsun）大师，并对他生起敬信。[36]

后来仲敦巴成为赛尊大师的弟子，在服侍赛尊大师的同时，如饥似渴地修学佛法，期间有机会向一位印度人学习了梵文。虽然仲敦巴一生没有受过比丘戒，一直以居士僧身份自居，但是他遵循佛教戒律，严格要求自己，在佛教僧团内以身作则，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著名居士僧，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声誉。藏历第一绕迥木鸡年（1045），仲敦巴听到阿底峡在阿里古格地区传法的消息后，向赛尊上师请示准许后，立即赴阿里拜见阿底峡尊者。《青史》记载：

仲敦巴在尊者前盛赞前藏地方有拉萨和桑耶等寺庙，以及常住数千名僧侣。尊者回答说：“如此众多之梵行者，在印度也没有，其中定有许多阿罗汉。”说毕向前藏方向频频举手作礼。这使仲敦巴鼓足勇气请求尊者光临前藏。尊者说：“我不能有违僧伽的誓言，若有僧伽的使命前来，我就决定前往。”于是仲敦巴向香·旺秋贡写了一封信函，曰：“形如大车轮之南赡部洲……盼于秋季之前抵达。”[37]

前藏高僧和官人收到仲敦巴寄来的信函后，及时派出迎请阿底峡尊者的使团。阿底峡在前往前藏的途中受到藏族僧俗的仪仗欢迎和隆重接待。从此，仲敦巴没有离开过阿底峡，始终跟随并无微不至地服侍尊者，直至1054年阿底峡尊者在聂塘圆寂为止。

仲敦巴在阿底峡尊者身边一边精心服侍这位德高望重的尊者上师，一边向他学习佛法，深受阿底峡器重。阿底峡尊者何仲敦巴传授了不少甚深密法。《青史》记载：

总的说来，阿底峡尊者来藏后，仲敦巴管理一切事务，尊者亦一心信任和依托他。驻锡桑耶期间，阿底峡给仲敦巴传授许多密行方便，在青浦又将垛哈（do ha）等诸甚深密法教授传与他。[38]

仲敦巴跟随阿底峡学法十年之久，获得了阿底峡持有的佛教显密教法的全部传承，为他后来创立噶当派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而且，阿底峡圆寂前对仲敦巴重托了今后创建寺院、弘扬正统佛法的意愿。《青史》记载：

尊者对仲教巴说：“你修建一所规模不大的弘法基地，我将教法托付于你。”仲敦巴回答：“从大的方面来讲，我胸怀狭小；从具体情况来看，我又是居士身份，不能成大业。”尊者又说：“应按所学而为之，我将加持于你，不用忧虑。”[39]

阿底峡尊者圆寂后，仲敦巴作为其诸多弟子中资历最深的大徒弟，开始领导众师弟，传扬阿底峡尊者教授的教法仪轨。藏历第一绕迥木羊年（1055），仲敦巴在阿底峡圆寂的地方聂塘（snye thang，今西藏拉萨市曲水县境内）主持举行了阿底峡尊者圆寂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当地修建了一座佛殿，称聂塘佛殿（snye thang lha khang），因佛殿内供奉阿底峡尊者崇拜的主尊度母像，后人称其为聂塘卓玛拉康（sgrol ma lha khang），即聂塘度母殿，至今香火不断。

仲敦巴撰有《噶当派师徒问道录》（阿底峡传）、《赞尊者三十颂》、《在家道德规范要鬘》以及“地相文”、“历史”、“传记”、“寺规”和“信札”等多种论著。同时，仲敦巴培养了许多著名弟子，其中有三位颇有建树的大弟子，分别是博多瓦·仁青赛（po to ba rin chen gsal，1031—1105）、京俄瓦·茨诚巴（spyan snga pa tshul khrims vbar，1038—1103）和普琼瓦·勋努坚赞（phu chung ba gzhon nu rgyal mtshan，1031—1106）。

（二）创建热振寺

藏历第一绕迥火猴年（1056），仲敦巴在当雄及热振等地领主们的大力资助下，在热振地方（今西藏拉萨市林周县境内）创建了第一座传承阿底峡法脉的寺院，取名为热振寺。仲敦巴创建热振寺的经过，在《青史》中有较详记载：

仲敦巴率领阿底峡的众弟子前往堆垄地方，暂时住在南吉切玛隆。此时，达坝（vdam pa）地方（今当雄县）人士商议，决定迎请仲敦巴到热振（raw sgreng）地方；同时，仲敦巴也受到昌喀拜琼（vphrang kha ber chung）之邀请，遂仲敦巴于火猴年（1056）新年伊始来到了热振地方，创建二柱殿和长廊上部诸殿后，仲敦巴说：“我素舍弃此世心者，除说法外，不作世间需求之事。”[40]

最初寺院规模不大、寺僧人数不多，只有六十多名僧人，但个个戒律严谨、德智兼优，成为专门宣扬阿底峡尊者倡导的教法仪轨的僧团。仲敦巴担任热振寺第一届住持达九年，期间没有注重建设寺院，而是集中精力讲经说法，他虽然精通佛教显密教法，但没有更多地传授佛教密宗，主要教授《八千颂般若经》、《八千颂般若注疏》（广、略二经）和《二万颂般若光明论》等佛教显宗经论，并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寺院教育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宗派，即噶当派。

仲敦巴在热振寺去世后，热振寺的住持由南觉钦波（rnam vbyor chen po，1015—1078）担任。南觉钦波也是阿底峡尊者的著名弟子之一，他曾在阿底峡座前系统学习佛法，但后来专注于密宗修炼，便得名为南觉钦波，意指大瑜伽师。据传，南觉钦波在理解或阐释阿底峡的《二谛论》（bden gnyis）方面胜于仲敦巴。南觉钦波担任热振寺住持达十四年，他在住持期间，继续推动仲敦巴未竟的弘法事业向前发展。他扩建热振寺，使热振寺在建筑形式上初具规模，而且培养了不少佛家弟子。其中著名的弟子有堆垄巴·仁钦宁波（stod lung pa rin chen snying po）、莱摩钦波（lhab mi chen po）、格西芒拉（dge bshes mang rab）等。1078年，南觉钦波在热振寺去世后，由贡巴瓦（dgon pa ba，1016—1082）担任热振寺住持。

贡巴瓦，也是阿底峡尊者的著名弟子之一，其家族宗名为曾（vdzeng），本名叫旺秋坚赞（dbang phyug rgyal mtshan）。他最初从康区到前藏求法时，有幸遇到阿底峡尊者，拜师学法。贡巴瓦向阿底峡尊者请求传授密宗修炼法，经过刻苦修习，成为阿底峡尊者的一名优秀弟子。尤其贡巴瓦在继任热振寺住持期间，在众多弟子前多次显示他那高超缜密的密法。譬如，贡巴瓦一次静坐达三昼夜，却没有丝毫动静，使周围徒弟虚惊一场。贡巴瓦是在热振寺去世的，他的众多弟子中有四大著名弟子，即奈素巴（snevu zur pa）、嘎玛巴（ka ma ba）、念那牟贝（gnyan sna mo pas）和古德隆瓦（ko de lung ba）。

二 法脉传承

贡巴瓦去世后，在一段时间内热振寺住持位置空缺。之后，开始由仲敦巴的弟子相继担任热振寺住持。在仲敦巴弟子担任热振寺住持期间，噶当派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三大教法传承。也就是说，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在世期间将上师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次第”传承分成三个子系分别传授给诸弟子，又由诸弟子分别建立了三大教法传承，而且往后三百年间未再合而为一，故称噶当派三大教法传承。三大教法传承分别是：教典传承（gzhung pa），重视学习佛教经典；教授传承（gdams ngag），重视上师口传与实际修行；教诫传承（man ngag），重视严格遵守佛教戒律。

（一）教典传承

贡巴瓦去世后，热振寺没有及时找到合适的人选继任住持，后来仲敦巴的大弟子博多瓦赴热振寺担任住持。博多瓦，全名博多瓦·仁钦赛（po to ba rin chen gsal，1027—1105），前藏潘域（vphan yul）人，族姓为“聂”（gnyos），幼年出家，拜库敦（khu ston）等高僧为师，深入修学佛教三藏，曾在阿底峡尊者座前聆听过道次第法,他主要专注于闻思与禅定方面；后来想专门闭关修行，有人举荐仲敦巴为师，博多瓦遂赴热振寺拜仲敦巴为师求法，时年28岁，从学七年。仲敦巴去世后，博多瓦·仁钦赛一直在独身闭关修炼，至51岁时，感到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重要性，便结束闭关禅定，开始云游各地寺院讲经说法，广招徒弟，常有上千名弟子跟随其后，听他讲法。他主要讲授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同时配以传授《大乘经庄严论》（mdo sdevi rgyan）、《菩萨地》（byang chub kyi sa）、《集菩萨学论》（bslab btus）、《入菩提行论》（spyod vjug）、《本生论》（skyes rabs so bzhi pa）和《集法句论》（ched du brjod pavi tshoms）。此六部经典被后人称为噶当派六大经论（bkav gdams gzhung drug），宣讲和传承这六大经论者，被称为“教典传承”。

博多瓦除讲授噶当派六大经论外，还传授其他许多佛教经典，而且他传授任何经论都结合自己的宗教体验来讲，不但生动活泼，而且真实深刻，深受众弟子的欢迎。同时，博多瓦有自己的佛学立场，他对当时在藏族地区流行的佛教大手印法，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大手印法是佛教三摩地王经，因而他既不批判，也不接受；唯有阿底峡尊者的法脉传承方为其修学的主要对象。

由于博多瓦大力宣扬和推演阿底峡尊者的佛学思想，噶当派在这一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博多瓦晚年又创建博多寺（po to dgon），并在该寺安度余生。故后人冠以“博多瓦”这一尊称，不呼其原名。在他的无数佛门弟子中出现两位著名人物，即朗日塘巴和夏瓦巴，成为噶当派“教典传承”的继承者和传扬者。

朗日塘巴（glang ri thang pa，1054—1123），全名朗日塘巴·多杰僧格（glang ri thang pa rdo rje seng ge），族姓为“秀藏”（shugs tshangs），西藏前藏潘域（vphan yul）人，主要师事博多瓦，系统修学噶当派的教法仪轨，即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和噶当派的《大乘经庄严论》、《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本生论》、《集法句论》六大经论，最后成长为博多瓦门下被誉为“日”“月”之称的两大弟子之一。朗日塘巴学业有成后，继承上师博多瓦的教学风格，向广大学僧讲授噶当派的六大经论以及《菩提道灯论》、《慈氏五论》等；同时，他提倡僧众修习菩提心，感悟佛法真谛。尤其是他善于讲经说法，平日跟随他听讲佛法的弟子达两千多人，其中不乏高僧大德。

夏瓦巴（shar ba pa，1070—1141），全名夏瓦巴·永丹札巴（shar ba pa yon tan grags pa），尊称夏瓦巴大师。根据《青史》，他出生于西藏北方的一户牧民家，原本家人让他成家立业，可他没有听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家为僧的人生道路。夏瓦巴是在噶当派高僧博多瓦座前剃度出家，并亲近这位高僧，专心致志地求法学佛。由于夏瓦巴智慧超群、记忆力极强，曾默记全部佛语，即大藏经的《甘珠尔》部。博多瓦去世后，其许多弟子又转向跟从夏瓦巴继续学法，精进不辍。因而夏瓦巴门下学法弟子一度达到三千六百多人，他向众弟子重点传授佛教显宗经论，包括阿底峡尊者和那措译师合作翻译的《宝性论》等，众弟子中产生四大著名人物，其中却喀巴和邓敦两位又成为噶当派“教典传承”的发扬光大者。

却喀巴（vchad kha pa，1101—1175），族姓为“恰”（bya），本名益西多杰（ye shes rdo rje），他长期拜夏瓦巴为师学法，主要听讲噶当派的教法仪轨，重点修习教典传承的六大经论，勤奋钻研，持之以恒，终成夏瓦巴门下享有“日月”之称的两大弟子之一。却喀巴成名后在拉萨附近的墨竹地方创建旧却喀寺（vchad kha rnying ma），故人们以“却喀巴”来尊称这位高僧。他在旧却喀寺主要讲授教典传承的六大经论，培养了不少弟子，其中著名者为赛吉普瓦（se spyil phu pa，1121—1189），其族姓“赛”（se）,名却吉坚赞（chos kyi rgyal mtshan）。他遵照上师却喀巴的旨意，于木猴年（1164）在旧却喀寺附近建造了一座新的寺院，故名“新却喀寺”（vchad kha gsar ma）。此外，赛吉普瓦在隆雪地方又建造了一座寺院，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称“吉普寺”（spyil phuvi dgon pa）。赛吉普瓦门下有三百多名出家弟子，其中著名弟子有拉隆旺秋（lha lung gi dbang phyug）、南觉强桑（rnal vbyor byang seng）、嘉邦萨塘巴（rgya spang sa thang pa）、拉根敦冈巴（lha dge vdun sgang pa）和念拉党巴（nyan lha sdengs pa）等，他们在各地建寺传法，为推动噶当派的发展、扩大噶当派的影响、弘扬噶当派的教法仪轨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邓敦（gtum ston，1106—1166），全名邓敦·罗智札（gtum ston blo gros grags）。其族姓为“邓”（gtum），在他的求学历程中最初对佛教律经产生极大兴趣，故专门研习律经，学成后专讲律经；后赴前藏拜夏瓦巴为师，转向系统修学噶当派的教法仪轨，并成为夏瓦巴门下享有“日月”之称的两大弟子之一。他遵照上师夏瓦巴临终前的嘱托，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噶当派的比丘僧团的建设方面。特别是邓敦于藏历第三绕迥水鸡年（1153）在后藏日喀则地区创建一座寺院，名“纳塘寺”（snar thang dgon），自任住持，直至去世。纳塘寺最初阶段规模很小，而且十分简陋，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噶当派乃至“后弘期”内的著名寺院，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后人为纪念邓敦在佛教事业上做出的贡献，称其为“纳塘巴·邓敦”。

纳塘寺采用堪布住持制，根据《纳塘寺简史》，邓敦之后第二任纳塘寺住持为多敦喜饶札（rdo ston shes rab grags，1127—1185），第三任住持为向增多杰维赛（zhang btsun rdo rje vod zer，1122—1194），第四任住持为卓顿都孜札（gro ston bdud rtsi grags，1153—1232），第五任住持为额达却吉喇嘛（mngav bdag chos kyi bla ma，1184—1241），第六任住持为桑杰贡巴僧格嘉（sangs rgyas sgom pa seng ge skyabs，1179—1250），第七任住持为钦南喀札（mchoms nam mkhav grags，1210—1285），等等。

纳塘寺逐渐发展成为噶当派的重要寺院之一，不仅对噶当派教典传承系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以热振寺和桑浦寺一样的功能在整个噶当派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14世纪，纳塘寺堪布觉丹日贝热智（bcom ldan rig pavi ral dri）及其弟子卫巴洛赛·绛曲益西等高僧，将当时流行于藏族地区的藏文佛经收集起来，进行整理、编目，最后编订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这就是著名的纳塘版藏文大藏经的最初版本，当时的版本形式是手抄本。

（二）教授传承

京俄瓦·茨诚巴（spyan snga pa tshul khrims vbar，1038—1103），出生于西藏囊热岗（snang ra sgang）地方，本名为达才拔（stag tshab vbar），其父亲名卫释迦多杰，母亲叫勒摩益西卓；20岁时赴前藏热振寺，师事仲敦巴，系统修学噶当派的教法仪轨。仲敦巴根据京俄瓦的性格特长，重点传授密法，经常让他单独到跟前听法，故时人称其名为“京俄瓦”，意指亲近上师者。后来他又拜南觉钦波（rnal vbyor chen po）、贡巴瓦（dgon pa ba）等高僧为师，研习显宗教理、探究密宗奥义。最后京俄瓦成为仲敦巴的三大弟子之一，并建立了噶当派的教授传承。

京俄瓦聪慧过人，自习并精通梵文，能够翻译佛教经文；他从小对佛教的空性有自己独到的感悟；主要擅长二谛义理、念诵咒语和静修禅定。他对二谛义理的见识及解释与众不同；在念诵咒语方面，相传他没有遗留一个未念诵的密宗咒语；在修炼密法方面，已获得金刚乘最高果位，且神通广大，故后人称他具有与密拉日巴同等的甚深功法。

京俄瓦曾建造一座命名为洛寺的寺院，他就在该寺向众弟子传法，主要传授供佛仪礼和密宗修行，其中产生堆垄巴·仁青宁布（stod lung pa rin chen snying po）和恰玉巴钦布（bya yul pa chen po）两大弟子。这两位大弟子及其嗣法弟子，都在各地自建寺院，独立传法，尤其阐扬教授传承，为推广噶当派的教法仪轨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三）教诫传承

普琼瓦·勋努坚赞（phu chung ba gzhon nu rgyal mtshan，1031—1106），是噶当派教诫传承的主要开创者。他出生于西藏彭波（vphan yul）的吉热宗地方，长大后在香钦布和兰茨强两位座前剃度出家，取法名为勋努坚赞。普琼瓦曾在库敦（khu ston）座前专门学习般若和律藏等显宗经论，后赴聂塘地方，在阿底峡尊者前聆听讲法。阿底峡尊者圆寂后，跟随仲敦巴到热振，师事仲敦巴，继续学法达11年，博通噶当派的教法仪轨，尤其获得仲敦巴的全部教诫。普琼瓦学成后没有专门招收徒弟讲经传法，而是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僻静处闭关修行，主要实践和体验三宝、十二缘起和教诫等佛教核心义理。他在佛教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是建立了噶当派的教诫传承。

噶当派的教诫传承，从普琼瓦传到仲顿格玛热玛德（vbrong ston ku mav ra ma ti），这一期间是单传；而从仲顿格玛热玛德开始打破单传的局面，向多种传承发展；依次传至洛钦土杰班帕，尤其传到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时，教诫传承弘传于前后藏地区。教诫传承的特点在于修行，其修法有五随念之说，即念上师为皈依处，念自己的身体为本尊性，念密咒常要诵持，念众生为父母，念自心为空性。此五法门可将清净一切善根。但是构成教诫传承的心要法门是十六明点法。修炼此十六明点法的功德，可将从戒律藏至金刚乘之间的修炼在一个修行处进行，不但理论起点高、实践步骤细，而且能够顺利完成。尤其是教诫传承有四大本尊和三藏教法之说，合称噶当派圣教七宝。因此，后来教诫传承充当了噶当派的密宗教授，如十六明点法是显密融合的教法，其他还有世尊的誓言三明字法、不动明王法，以及依止圣观世音菩萨的斋居法，都是噶当派的密宗教授，而且很兴盛。此外，教诫传承还拥有诸如阿底峡尊者的许多分散的教诫，后来编辑为“纳塘百法”之称的小集，以及阿底峡尊者传授给格西拉索巴的观世音教授、四大本尊法教授等，都是噶当派流传至今的密宗教诫。

三 教法仪轨

噶当派在教法仪轨方面，主要修学所谓的“噶当六论”（bkav gdams gzhung drug）和“噶当七宝”（bkav gdams lha chos bdun）。“噶当六论”分别指《本生论》（skyes rabs so bzhi pa）、《集法句论》（ched du brjod pavi tshoms）、《集菩萨学论》（bslab btus）、《入菩提行论》（spyod vjug）、《大乘经庄严论》（mdo sdevi rgyan）和《菩萨地》（byang sa），其中前二论为起信之本，中二论为行道之本，后二论为禅定之本；“噶当七宝”分别指释迦牟尼、观世音、度母、不动佛即四本尊和经律论三藏。

此外，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byang chub lam sgron）是噶当派僧人修持教法的主要依据，主张先学显宗，后学密宗，从而调整了显宗和密宗的关系。同时，根据修习佛法者的不同根器，提出了三种修习佛法的途径，即“三士道”法。

“三士道”法，首先将不同根器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称作“下士”，这类人只求今世的利乐为目的，而不知生死轮回之苦，因而也就不求解脱世间的痛苦，这在佛学上被称为人天乘；第二类称作“中士”，这类人只追求个人解脱生死轮回之苦，而没有普度众生的思想境界，这在佛学上被称为声闻乘或缘觉乘，俗称小乘；第三类称作“上士”，这类人不但要求解脱自己，而且愿普度众生，具有利他之品德，这在佛学上被称为菩萨乘，俗称大乘。在此前提下，其修习路径也分为三士道，即“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士道”。

其中，“下士道”在理论上强调，凡人皆有一死，而死时又不能将自己的任何名利财富以及亲属带走。因此，特别要爱惜自己难得的一生，在短暂的一生中珍惜时间，发愿心，皈依“三宝”，做“止恶行善”之事，以便积德积福，远离地狱之苦。根据“下士道”的规则，修炼佛法，虽在来生可以不受地狱、饿鬼、畜生“三恶趣”的痛苦，能在人、阿修罗、天，即“三善趣”中投生，但这还不是真正的乐，只是与“在恶性趣”相对比意义上的乐。如果修法不妥还有可能堕入“三恶趣”的苦海之中。为了彻底超脱六道轮回之苦，就必须修炼“中士道”法，并兼修四圣谛、十二因缘，最后在“戒、定、慧”三学中达到“涅槃”境界。但是，“中士道”只是求得自身的解脱，不能普度众生。普度众生，只有佛才能做到，为了实现最终成佛之目的，就必须修习“上士道”法，该法要求发菩提心，作菩提行。发菩提心，就是指发普度众生的心愿；作菩萨行，是指普度众生的一切善良行为。同时，严守佛教戒律和遵循六度（布施、持戒、忍耐、精进、禅定、智慧）修行。如此最后才能获取既度己成佛，又可普度众生，即永远离苦得乐的最高境界。

总之，噶当派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中建立的第一支宗派，曾对藏传佛教诸多宗派的产生以及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均产生积极影响。诸如至今依然成为格鲁派重要寺院的热振寺，在历史上进一步推动了格鲁派的发展；桑浦寺开创并发展了藏传佛教因明学和辩经学；纳塘寺又为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和问世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节 萨迦派与昆氏家族

萨迦派（sa skya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由昆·贡却杰布于1073年创立。其法脉源于卓弥·释迦益西；后经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札巴坚赞、萨班·贡噶坚赞和八思巴即萨迦五祖的发扬光大；萨迦派以推崇、阐扬和修持道果法（lam vbras）著称。萨迦派的政教势力自元末明初开始逐渐萎缩，至清代则趋向衰落，主要在佛学领域多有成就，以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萨迦寺（sa skya dgon）为宗派祖庭或萨迦派中心寺院。

而昆氏（vkhon）家族是萨迦派的缔造者，与该宗派结成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换句话说，昆氏家族精心培育和建设壮大了萨迦派，而萨迦派又维护和衬托着昆氏家族的悠久传统世系。

一 昆氏家族

根据历史文献，萨迦派创始人昆·贡却杰布是吐蕃时期的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特别令萨迦派引以为豪的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的大臣（内相）昆·班波切的儿子、吐蕃时期的七觉士（ser mi bdun）之一，即昆·鲁旺布（vkhon klu dbang po）成为昆氏家族中产生的第一位出家僧人，也是藏传佛教史上产生的第一批僧侣之一。关于昆氏家族的历史渊源，《红史》记载：

古代，当蕃地遍布天神与罗刹娑之时，雅隆东面的岈邦杰和司礼玛二者交会，那些罗刹娑虽无热血但对她又贪恋，因而对他们的交会产生仇怨，他们在（罗刹娑们的）仇怨中生下了一个王子，取名叫觉卧昆巴杰（意为仇怨中出生的王子），由此传出昆氏家族的系统。在赞普赤松德赞时任内相的昆·班波切有四个儿子：赤则拉勒、泽拉旺秋、昆·鲁旺布松瓦、泽真。第三子鲁旺布松瓦为“七觉士”中的第六人。第四子泽真的儿子多吉仁钦传出的后代依次为：喜饶云丹、云丹迥乃、慈臣杰布、多杰祖道、格嘉、格通、泊布、释迦洛哲，他们都是精通旧派密宗的人。释迦洛哲有两个儿子，长子喜饶慈臣坚守梵净行，次子昆·贡却杰布生于阳木狗年，在水阳鼠年修建了萨迦寺，享年六十九岁，逝于水阳马年。[41]

昆氏家族不仅有一个光耀的族系，而且曾为佛教的传播和藏传佛教的形成做出过重要贡献。昆氏家族自“前弘期”（吐蕃时期）至“后弘期”一直信奉藏传佛教旧密系统。也就是说，昆·贡却杰布未创立萨迦派之前，昆氏家族一直信奉宁玛派。至昆·释迦洛哲的两个儿子（喜饶慈臣和昆·贡却杰布）时代，这一家族的信仰对象发生细微变化。喜饶慈臣是昆·贡却杰布的兄长，是一名宁玛派出家僧人，而且学识渊博、持戒严谨、精通密法，他当时既是昆氏家族中的教主，又是昆氏家族自信奉宁玛派教法以来最后一位大师。因此，藏传佛教史籍以喜饶慈臣为界，他以前昆氏家族信奉宁玛派，他之后从昆·贡却杰布开始建立并信奉新派萨迦派。

可以说，昆氏家族调整信仰对象的决策者，是喜饶慈臣和昆·贡却杰布。喜饶慈臣认为当下是自决信仰对象的好时机，决定将昆氏家族原先拥有的旧教典、旧神佛和旧法器等供奉对象均封存起来，使其成为伏藏。然而，传说他们在付诸实施、封存旧密法的过程中，马头明王和金刚橛二尊护法神由于法力无比、神秘莫测而没能被制伏，至今萨迦派依然供奉或修持这两尊从旧密续中一直传承下来的怒相护法神或本尊，同时还保留了白品日月姊妹施食仪轨。因此，萨迦派依然传承向号称白色护法神的日月姊妹神抛掷朵玛食子等宗教仪轨，并成为萨迦派特有的一种季节性的宗教仪式。

特别是喜饶慈臣身为昆氏家族的教主，他劝告小弟昆·贡却杰布去亲近当时在后藏地区享誉盛名的卓弥·释迦益西，学习藏传佛教后弘期内兴起的新派密法或新密续，为昆氏家族建立新的宗派法系做好准备。后来昆·贡却杰布实现了兄长的意愿，为昆氏家族创立了新的宗派或教法体系，即萨迦派及其“道果法”。

二 卓弥·释迦益西

卓弥·释迦益西（vbrog mi shakya ye shes，993—1074），藏传佛教后弘期著名佛经翻译家，史称“卓弥译师”，同时，又是藏传佛教新密续的开创者或传承人之一。卓弥·释迦益西是西藏后藏人，他在青年时代有幸获得一次去印度留学求法的机会，从而开始了他献身于佛教事业的人生道路。当时治理后藏地区的吐蕃赞普后裔，赤札西择贝柏的几个儿子（班德、奥德和吉德），在自己的管辖地区积极倡导弘法事业。他们鉴于当地佛教基础薄弱，僧才缺乏，便迎请外地高僧和培养本地学僧。首先派人去见当时在后藏一带有一定影响的洛敦·多杰旺秋大师，请他选派一位堪布和一位上师到拉堆地区传法，建立佛教僧团组织。洛敦大师及时派遣了堪布释迦勋努和上师赛益西尊智二位高僧，他俩到达拉堆地区后，组建僧侣队伍。同时，考虑到佛教的长远发展，认为眼前当务之急，是为该地区培养佛教后备人才，遂选派两名年轻人携带黄金赴印度留学求法，其中就有卓弥·释迦益西，另一人为达罗勋努尊智。他俩先在本地拜师学习梵文，打好一定语言基础之后，赴尼泊尔进修梵文，还有幸拜访了当时号称为尼泊尔六大学者的六位高僧。一年之后，卓弥·释迦益西和达罗勋努尊智同去印度正式留学求法。

卓弥·释迦益西在印度求法期间，牢记离开家乡时堪布和上师对他的再三嘱咐：戒律乃佛法之基础，故学律藏；般若乃佛法之核心，故学般若；密宗乃佛法之精华，故学密法。他入超戒寺拜贤德帕大师求法时，先学律藏，次学般若，后学密法。由于卓弥·释迦益西学习方法科学，并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在学业上进步很快；而他的同伴达罗勋努尊智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他将许多时间花费在外出参访佛教名胜古迹和烧香拜佛方面，最后在学业上未取得任何成绩。

卓弥·释迦益西在超戒寺经过八年刻苦学习，在佛教显宗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他又去东印度，拜般若因陀罗茹箕（慧明）为师，专门修学佛教密宗，经过四年勤奋修学，领悟佛教密宗秘诀要义。特别是上师向卓弥传授一门深奥密法，即道果法。这一密法后来经过卓弥的传授，成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核心教法。

卓弥·释迦益西在印度留学达13年之久，当他回到故乡拉堆地方时，受到包括当年的堪布和上师在内的众多僧俗人士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堪布和上师看到他在佛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极为高兴，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此，卓弥·释迦益西以高僧大德身份，招收徒弟，讲授佛法。常住聂谷隆（my gu lung）、拉孜札等寺院，主要传授佛教密法。同时，翻译了以《喜金刚续第二品》为主的三部密续，以及其他许多佛教密宗经典，还特意高质量地翻译了自己的印度上师贤德帕的论著《具足清净论》。

卓弥·释迦益西有一次在后藏贡唐地方拜见印度著名论师伽耶达热，他借此机会将论师请到聂谷隆寺传法，并达成协议，以五百两黄金为报酬，请论师在聂谷隆寺居留五年，传授完整的大宝经论密法。而伽耶达热论师在三年内完成全部授课任务，并提出返回印度的意愿，但没有得到卓弥的同意，论师只好继续讲经说法，直至期限圆满。伽耶达热论师承诺此法不向其他任何人讲授，其传承或传授权归卓弥·释迦益西所有。之后，伽耶达热论师曾两次进藏传法，前一次是后藏的桂译师邀请的，论师在卓摩传法，当时卓弥·释迦益西也前往拜见论师；后一次是阿里的基俊邀请的，论师在阿里传法，当论师从阿里抵达后藏时，卓弥·释迦益西已经去世，师徒二人未能面见。由于卓弥译师在印度留学和在伽耶达热论师座前系统学习佛教密法，使他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新密续的开创者或传承人之一。

卓弥·释迦益西功成名就后，门下修学佛法的弟子络绎不绝，且人才辈出。萨迦派创始人昆·贡却杰布、噶举派祖师玛尔巴、父续《密集》的主要传播者桂译师，以及为宁玛派的形成做出关键性贡献的索波切等，都曾是卓弥·释迦益西的弟子。其中昆·贡却杰布继承了卓弥·释迦益西传授的以母续《胜乐》为主的密法和“道果法”。

三 昆·贡却杰布

根据《萨迦世系史》（sa skyavi gdung rabs ngo mtshar bang mdzod），昆·贡却杰布（vkhon dkon mchog rgyal po，1034—1102）从小跟随父亲释迦洛哲和兄长喜饶慈臣学习佛法，在两位座前得到昆氏家族的密法传承灌顶。然而，昆·贡却杰布长大后，对当时流行的新密法很感兴趣。有一次，昆·贡却杰布去参加在卓地方举行的大型庆典会，该庆典会不拘一格，热闹非凡，表演的节目名目繁多，使人眼花缭乱，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持密咒师们表演的剧目，他们头戴二十八位自在母面具，手持各种法器，以一群女性装扮，甚而以散发天女之鼓舞姿态，手舞足蹈或翩翩起舞。昆·贡却杰布回家后，将看到的情景如实告知兄长，并请教为何出现这种现象等问题。兄长回答道：现在旧密法正处在没落时代，将来很难在修持旧密法中产生德才兼备的大成就者。[42]
当昆·贡却杰布遵照兄长喜饶慈臣的举荐，前往卓弥·释迦益西处学法时，在途中遇到一位名叫钦译师（vkhyin lo tsav ba）的大德，便决定先在这位大德前学习新密法。钦译师向他授予喜金刚灌顶，并讲授其密续。当密续尚未全部讲授完毕之时，钦译师不幸逝世，昆·贡却杰布才不得不直接赴后藏拉堆地方的聂谷隆寺，亲近在那里传授佛法的卓弥·释迦益西。最初昆·贡却杰布在卓弥前，继续听讲在钦译师前未完成的喜金刚密续。之后，昆·贡却杰布将自家的部分田地出售后，购买17匹马，连同一串作为饲草款项的珍珠，一起献给卓弥作为传法的报酬，希望为他传授完整的大宝经论。卓弥向昆·贡却杰布传授了部分大宝经论，特意传授了密宗三续的经论，因而昆·贡却杰布成为卓弥五大弟子中最优秀的教法继承者。此外，昆·贡却杰布还拜其他大师学习新密法，在桂译师（vgos lo rsav ba）前学习有关密集的教法，在乌仗那的班智达智密（shes rab gsang ba）前学习关于五明点（thig le lnga）的教法，在玛译师（rma lo tsav ba）前学习有关胜乐等的教法。所以，昆·贡却杰布当时成为通晓新旧密法的著名人物。[43]
昆·贡却杰布在佛学上取得成就后，首先在香域绛雄（zhang yul vjag gshong）地方为已故父亲和兄长建造了一座灵塔，塔内供放具有加持力的檀香木金刚橛。之后，在札沃隆（bra bo lung）地方创建了一座小型寺院，后来被称为萨迦果波寺（sa skya gog po）。昆·贡却杰布在该寺居住数年，有一次师徒一起外出休闲，突然发现波布日山（dpon pori）酷似一头卧象，其腰间右侧有一块吉祥之白点，前面还有一条向右奔流的小河，整个地方充满吉祥福泽的景象。昆·贡却杰布想到如在此地建一座寺院，会使教法兴隆，给众生带来好运，于是将在此地建造寺院的想法首先向当地总管东那巴（gdong nag pa）做了请示，得到允许后又特意与土地拥有者香雄古热巴主人、四部僧庄，以及施主七村等协商，愿出资购买这块充满瑞祥之土地。有幸的是，这些与土地有关的主人们不但没谈高价格，而且将土地赠送给昆·贡却杰布。昆·贡却杰布为了今后不出任何意外，还是向他们赠送一匹白骒、一串珍宝念珠和一套女装等作为回赠礼品，并划界摩卓以下柏卓以上所有土地，归昆·贡却杰布使用。[44]
1073年，昆·贡却杰布在犹如卧象腰间白点般的这块灰白色之土地上刨土兴建了一座寺院，这就是著名的萨迦寺。该寺位于今后藏仲曲河谷北岸的波布日山脚下，因这一寺院建筑位置正好处在一块灰白色的土地之上，故取名为萨迦寺，“萨迦”一词为藏语“Sa skys”两字的音译，意为灰白色的土地，以此体现建筑寺院的地方是一方充满吉祥之土地。然而，许多学者以萨迦寺围墙等建筑物上刷红、白、蓝三种颜色为由，将萨迦派俗称为“花教”，而且大量出现于各类论著之中，这种称呼极其不妥。

昆·贡却杰布就以萨迦寺作为昆氏家族的家庙和自己传教的场所，向以昆氏家族为主的信众传授新密法，并逐步建构以道果法为密法传承的新的教法体系，从而建立了藏传佛教萨迦派。也就是说，昆·贡却杰布在萨迦寺任寺主并传法近三十年，为萨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昆·贡却杰布自身而言，他遵循昆氏家族的世袭制度，没有正式出家为僧，始终保持居士身份。因而昆·贡却杰布娶有两位妻子，大妻子无子后，又娶小妻子才得一子，他后来成为萨迦派的教主。根据史料记载，萨迦派是从昆·贡却杰布开始就决定其法位以家族相传的形式继任，其政教两权都集中在昆氏家族手中。因此，在梳理萨迦派的历史传承时，掌握萨迦五祖的历史事迹极为重要。而且，萨迦五祖为萨迦派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们在藏传佛教史上享有盛誉。除了萨迦派寺院外，还有不少其他宗派的寺院供有萨迦五祖的塑像和唐卡，这充分说明了萨迦五祖在藏传佛教史上占据着显赫地位。

四 萨迦五祖

萨迦五祖是萨迦派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五位著名人物，通过他们的生平事迹大致可以了解萨迦派在藏族地区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根据藏文史料，萨迦五祖中的前三祖称为白衣三祖，因为他们都没有正式出家受比丘戒，而是身着俗衣以居士身份自居，故称白衣三祖；后二祖称为红衣二祖，因为他们正式出家为僧，受过比丘戒，身着红色袈裟，故称红衣二祖。萨迦五祖之后，仍有许多高僧大德为萨迦派的不断发展做出贡献。

（一）萨钦·贡噶宁布

萨迦五祖中的第一祖是萨钦·贡噶宁布（sa chen kun dgav snying po，1092—1158），他幼年时随父亲学法，但他是昆·贡却杰布晚年时期出生的，长到10岁时，父亲便与世长辞。当时萨迦寺主持由拔日仁青札译师暂时担任，而贡噶宁布的主要任务则是学习佛法，他广拜印、藏名师，遍学佛教显密二宗包括“道果法”在内的全部教法仪轨。当时贡噶宁布主要拜拔日仁青札译师为师，修习佛法，他在修持文殊法时，亲自面见文殊菩萨之显身，由此导师给他特别传授了《离四耽著》等般若要义。《离四耽著》后来成为萨迦派的一种教诫，也就是一种修心而远离四个执著的教法。如耽著今生非佛徒，耽著轮回非出离，耽著自利非菩提心，耽著实执非正见。另外，贡噶宁布拜章德达玛宁布为师学习《俱舍论》，拜琼仁钦札巴和党美朗材两位大德为师学习《中观》与《因明》，拜南库瓦兄弟为师修习《密集》和《大黑天》等密法，在居曲瓦札拉巴座前修习《喜金刚》法，在贡唐瓦麦罗座前求学《胜乐》和《明王》教授，在布尚洛琼座前修学《胜乐》等密法，特别在香顿座前居留四年，专心修学教言（道果法）教授。此外，天竺大成就者布瓦帕为了开启法门，亲自抵达萨迦地方，向贡噶宁布传授七十二部密续之教授，尤其传授了不越围墙之十四部深奥教法。总之，天竺大师向贡噶宁布传授了丰富圆满的近传深奥教言大法，即道果法。最后，贡噶宁布学业有成，俨然成为一名神通广大的密宗大师，如他能一身显现六种不同之神相，从而被公认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红史》记载：

贡官却杰布的儿子萨钦·贡噶宁布曾亲眼见到文殊、毕尔哇巴等菩萨。并从菩萨处听受经教，身体变轻能够幻化。他生于阳水猴年，住持夏尔拉章，享年六十七岁，死于土阳虎年。[45]

贡噶宁布20岁时，接任萨迦寺住持，行使萨迦派教主之权力，大力宣扬显密教法，尤其重视教言道果法的教授。贡噶宁布主持萨迦寺达四十七年之久，为萨迦派的教法体系趋于完善以及宗派势力不断壮大，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后人尊称贡噶宁布为“萨钦”（sa chen），即萨迦派的第一大师。可以说，由于贡噶宁布的不懈努力，萨迦派在这一时期得到飞速发展，并在藏传佛教界崭露头角。换句话说，萨迦派不仅宗派势力急剧增强，而且其社会影响力也迅速扩大。

贡噶宁布在世弘法期间，培养了诸多弟子。诸如获得最殊胜成就者三名、获得能忍成就者七名、通达经论讲说之心传弟子十一名、精于讲解文句之心传弟子七名等。

贡噶宁布也是以居士身份自居的一位大德，他有四个儿子，依次是贡噶跋、索南孜摩、札巴坚赞、柏钦沃波。贡噶跋赴印度求法，22岁时卒于天竺摩揭陀地方；索南孜摩继任父亲贡噶宁布的法位，成为萨迦派第二祖；札巴坚赞继任兄长索南孜摩的法位，成为萨迦派的第三祖；柏钦沃波（1150—1203）没有出家为僧，他娶妻成家，繁衍昆氏家族后嗣。

（二）索南孜摩

萨迦派的第二祖索南孜摩（bsod nams rtse mo，1142—1182），幼年时期跟随父亲贡噶宁布学习萨迦派教法，年长后赴桑浦寺拜噶当派高僧恰巴·却吉僧格为师，学习慈氏五论及因明学等显宗教法。贡噶宁布去世后，索南孜摩继任父亲法位，成为萨迦派第二祖。但继任法位后不久，他又将法位让给弟弟札巴坚赞，不问政教事务，集中精力，专心修习佛法，他主要在前藏的桑浦寺研习佛学奥义，因而博通显密教法，俨然为一代宗师。他尤以注重密宗修炼和严守佛教戒律而誉满当时藏传佛教界。同时，索南孜摩娴熟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即五明学科，为推动佛教文化在青藏高原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札巴坚赞

萨迦派第三祖札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1147—1216）继任兄长索南孜摩的法位后，为萨迦派的发展付出 了毕生精力。札巴坚赞幼年时期，跟随父亲贡噶宁布学法至12岁。8岁时在绛森·达瓦坚赞处受梵行优婆塞戒，至10岁时能够闻记《律仪十二颂》、《修法·莲花》等。他从小养成在睡梦中修习三续密法之习惯，被时人冠以不学自通之神童称号，自11岁时向众人宣讲《喜金刚》等密法而震惊远近佛教学僧，尤其修习道果法而对其产生很深的感悟。据史料记载，札巴坚赞13岁时继任萨迦寺住持，自幼年就肩负起萨迦派的教务重担，且尽职尽责，先后主持增建佛殿、扩大寺院规模、用金汁书写大藏经《甘珠尔》部。

札巴坚赞不食酒肉，严守佛教戒律，将广大信徒布施的财物全部用于建造佛像、佛殿和佛塔以及救济贫困农牧民。他住持萨迦寺长达57年之久，对萨迦派的发展壮大倾注心血，多有贡献。当他去世时，其财产只有一个坐垫、一套袈裟，别无他物，表现了一个严守清规戒律的居士僧所具备的高尚品德。

（四）萨班·贡噶坚赞

萨迦派第四祖是贡噶坚赞（kun dgav rgyal mtshan，1180—1251），他是贡噶宁布最小的儿子柏钦沃波的长子，他从小跟随叔叔札巴坚赞学佛习法，打下了良好的佛学基础。比如，贡噶坚赞幼年时，在叔叔札巴坚赞座前受了优婆塞戒，同时广泛学习佛教文化。贡噶坚赞24岁时（1204）在克什米尔大师释迦室利处受了比丘戒，并学习法称的《量释论》等因明七论以及《现观庄严论》等经论，同时还学习工艺学、星象学、声律学、医学、修辞学、诗歌、歌舞等印藏文化。因此，贡噶坚赞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内的一位博通藏族十明学科的大学者，他既娴熟因明学、医药学、工艺学、声律学和佛学，包括般若、中观学、戒律学、俱舍论等显宗经典以及行、事、瑜伽和无上瑜伽密宗四续，又精通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当时藏族地区精通十明学科的学者被称为“班智达”，即学富十明学的大学者。萨班·贡噶坚赞获得这一称号而成为第一位享誉整个藏族地区的大班智达，简称“萨迦班智达”。

贡噶坚赞获得“萨迦班智达”这一大学者称号后，印度南方的绰切噶瓦等六名婆罗门学者闻声前来西藏同萨班·贡噶坚赞辩论，他们当时在芒域吉仲的圣瓦第桑布寺附近的一个集市辩经13天，最后六位印度学者败北，他们以削发出家为僧的方式来承认自己的失败，并皈依藏传佛教。从此，萨迦班智达的名声在藏族地区广为传扬并家喻户晓。

萨迦班智达作为一名大学者，给后人留下丰厚的有关佛学和文化方面的论著。诸如《三律仪论》、《正理藏论》、《贤哲入门》、《乐器的论典》、《修辞学》、《声明学》、《萨迦格言》等名著。其中《三律仪论》是萨迦班智达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判定当时佛教界存在的各种佛学观点的是非，阐述自己对佛教的理解或见解，此书一直是萨迦派僧人必读的经论之一；《正理藏论》是萨迦班智达以陈那的《集量论》和法称的以《释量论》为主的七部因明经典作为重要依据，并应用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思维体系，撰写而成的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因明学著作，在藏传佛教因明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另外，《萨迦格言》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格言集，其内容主要结合佛教义理论述社会伦理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在藏族地区流传范围广大，并深受藏族人民的喜欢。

萨迦派第五祖是八思巴·洛哲坚赞，他作为元代第一位帝师，其主要事迹在于元代萨迦达钦政权时期，故在本书第四章中作具体介绍。

五 萨迦班智达与蒙古阔端王

萨迦班智达不仅是一名博通佛学的高僧，而且是一位促成西藏正式归入元朝版图的重要政治人物。由于萨迦班智达在藏族地区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当时的元朝统治阶级看中，遂成为西藏与元朝中央政府之间建立隶属关系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一）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王会晤

阔端王是成吉思汗的继位者窝阔台汗的第二子。1229年，窝阔台即位蒙古大汗后，集中精力攻灭金朝，遂将西夏故地及甘青部分藏族地区封给阔端，阔端率部驻守河西走廊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1235年，窝阔台出兵大举南下，攻打南宋，又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军，于是阔端率领的军队攻入成都后，又不得不退回到凉州驻屯。此时的阔端王对藏族地区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并有将藏族地区纳入蒙古大汗管辖的想法。1240年，阔端王派遣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队进入西藏境内，并对一路抵抗的寺院和僧人进行焚毁和杀害，如噶当派主寺热振寺当时遭到烧毁。当蒙古军队抵达拉萨河上游的智贡寺时，其宗教首领京俄·扎巴迥乃感到军事上无法与蒙古军对抗，便把西藏木门人家的户口名册献给了多达那波，以使地方获得安宁。不久，多达那波率军北返，向阔端王如实汇报了西藏地方的政教格局。《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将军多达那波采用武力进攻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将全藏纳入统治之下后，按照王子阔端的命令在西藏对各派高僧进行考察，并写信向阔端报告说：“在边地西藏，僧伽以噶当派最大，最讲脸面的是达隆的法主，最有声望的是智贡派的京俄，最精通教法的是萨迦班智达，从他们当中迎请哪一位，请颁明令。”阔端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今世间的力量和威望没有能超过成吉思汗的，对来世有益的是教法，这最为紧要，因此应迎请萨迦班智达。”[46]

实际上，阔端王派遣多达那波领兵进入西藏地区，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其目的并不在攻城略地或武力征服，而是想深入实地考察西藏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宗教情况，从互不统属的各个地方势力中寻找一位可代表西藏全局的著名人物，并与其谈判西藏地区归附蒙古大汗国的事宜。当时阔端王召请萨迦班智达的令旨中说：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与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镶缀有六千二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黄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绸二匹，整幅彩缎二匹，五色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送。

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47]

萨迦班智达接到阔端王的召请函后，高度重视，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为了全藏区民众的利益，同意前往凉州阔端王驻地，并做积极准备，同西藏各个地方势力的政教领袖型人物沟通，谋划归顺蒙古大汗国的策略。《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萨迦班智达动身前委派喇嘛威佑巴·索南僧格（vo yug Pa bsod nams sen ge）和夏尔巴·喜绕迥乃（shar pa shes rab vbyung gnas）负责萨迦派的宗教事务，委派囊涅（nang gnyer，内务管事）仲巴·释迦桑布（grum pa shakya bzang po）负责萨迦派的总务，代摄法座。当时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年仅10岁，恰那多杰年仅6岁，萨迦班智达还是带着他们二人于藏历第四绕迥木龙年（1244）的年底从萨迦动身去内地。在他们抵达前藏时，智贡巴、蔡巴、达隆巴等宗派的首领人物会见了他们，各自赠送了大量礼品，并希望萨迦班智达为了西藏的佛教及众生的利益前去蒙古地方后，在宗教方面对自己加以护持。[48]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长途跋涉，于1246年8月抵达凉州，当时恰逢阔端去参加贵由继位蒙古大汗的庆典，他们在凉州暂且等候。1247年初，阔端返回凉州，即与萨迦班智达会面，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商谈。

（二）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迦班智达应蒙古阔端王之邀请到达凉州时，已经65岁高龄了，他同阔端王共同商定西藏归顺蒙古大汗国的条件，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萨迦班智达立即向西藏各个地方势力写信，劝说他们接受条件归顺蒙古大汗国。这封告吐蕃（西藏）人民的信，在《萨迦世系史》中有详细记载：

具吉祥萨迦班智达致书乌思、藏、阿里各地善知识大德及众施主：

我为利益佛法及众生，尤其为利益所有讲蕃语的众生，前来蒙古之地。召请我前来的大施主（指阔端）甚喜，（对我）说：你领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等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你是用头来归顺，他人是用脚来归顺，你是受我的召请而来，他人是因为恐惧而来，此情我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知吐蕃的教法，可以让八思巴依旧学习，让恰那多杰学习蒙古的语言。只要我以世间法扶持，你以出世间法扶持，释迦牟尼的教法岂能不在四海之内普遍宏传!

这位菩萨汗王对于佛教教法，尤其是对三宝十分崇敬，能以善巧的法度很好地护持所有臣下，而对我的关怀又胜于对其他人，他曾对我说：“你可以安心地讲经说法，你所需要的，我都可以供给，你作善行我知道，我的作为是不是善行有上天知道。”他对八思巴兄弟尤其喜爱。他怀有（为政者）自知法度并懂得执法，定会有益于所有国土的良善心愿，曾对我说：“你可教导你们吐蕃的部众习知法度，我可以使他们安乐。”所以你们众人都应当努力为汗王及各位王子的长寿做祈祷法事！

当今的情势，此蒙古的军队多至无法计数，恐怕整个赡部洲都已归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与他们同心者，就应当与他们同甘共苦。他们性情果决，所以不准许有口称归顺而不遵从他们的命令的人，如果有，就必定要加以殄灭。（由此缘故）畏兀儿（回纥）的境土未遭涂炭而且比以前昌盛，人民和财富都归他们自己所有，必者赤、财税官都由他们（畏兀儿人）自己担任。而汉地、西夏、阻卜等地，在未被攻灭之时，（蒙古）将他们与蒙古一样看待，但是他们不遵从（蒙古的）命令，在攻灭之后，他们无处逃遁，只得归顺蒙古。不过在那以后，由于他们听从（蒙古的）命令，现今在各处地方也有任命他们中的贵族担任守城官、财税官、军官、必者赤的，我等吐蕃的部民愚钝顽固，或者希望以种种方法逃脱，或者希望蒙古人因路程遥远不来，或者希望（与蒙古军作战）能够获胜。凡是（对蒙古）施行欺骗的，最终必遭毁灭。各处归顺蒙古的人甚多，因吐蕃的人众愚顽之故，恐怕（被攻灭之后）只堪被驱为奴仆贱役，能够被委派担任官吏的，恐怕百人之中仅数人而已。吐蕃现在宣称归顺（蒙古）的人很多，但是所献的贡赋不多，这里的贵族们心中颇不高兴，这很关紧要。

从去年上推的几年中，西面各地没有（蒙古）军队前来。我带领白利（bi ri）的人来归顺，因看到归顺后很好，上部阿里、乌思藏的人众也归顺了，白利的各部也归顺了，因此至今蒙古没有派兵来，这就是归顺已经受益。不过这一道理上部的人们还有一些不知道。当时，在东部这里，有一些口称归顺但不愿很好缴纳贡品的，未能取信于蒙古人，他们都遭到攻打，人民财富俱被摧毁，此等事情你们大概也都听说过。这些被攻打的往往是自认为自己地势险要、部众勇悍、兵卒众多、盔甲坚厚、善射能战，认为自己能够抵御蒙古的军队，但是最终都被攻破。

众人通常认为，蒙古本部的乌拉及兵差较轻，其他人的乌拉和兵差较重，其实，与其本部相比较，反而是他部的乌拉和兵差较轻。（汗王）又（对我）说：“若能遵从命令，则你们地方各处民众部落原有的官员都可以委任官职，由萨迦的金字、银字使者把他们召来，可以任命为我的达鲁花赤等官员。”为举荐官员，你等可选派能充当来往信使的人，然后把本处官员的名字、民户数目、贡品数量等缮写三份，一份送到我这里，一份存放在萨迦，一份由本处官员自己保存。另外，还需要绘制一幅标明哪些地方已经归顺、哪些地方还没有归顺的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怕已归顺的会受未归顺者的牵连，也遭到毁灭。萨迦的金字使者应当与各地的官员首领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威福，各地首领也不可未与萨迦的金字使者商议就自作主张。若不经商议就擅自妄为，即是目无法度，目无法度者遭到罪责，我在这里也难以为其求情。我只希望你们众人齐心协力，遵行蒙古法度，这必定会有好处。

对金字使者的接送侍奉应该力求周到，因为金字使者返回时，汗王必先问他：“有无逃跑或拒战的？对金字使者是否很好接待？有无乌拉供应？归顺者是否坚定？”若是有人对金字使者不恭敬，他必然会（向汗王）进危害的言语；若对金字使者恭歉，他也能（在汗王处）护佑他们；若不听从金字使者之言，则后果难以补救。

此间对各地贵族及携带贡品前来的人都给以礼遇，若是我等也想受到很好待遇，我等的官员们就都要准备上好的贡品，派人与萨迦的人同来，商议进献何种贡品为好，我也可以在这里计议。进献贡品后再返回各自地方，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总之，从去年起我就派人建议你们这样做最好，但是你们并没有这样做，难道你们是想在被攻灭之后再各自俯首听命吗？你们对我说的话只当作没听见，就请不要在将来说：萨迦人去蒙古后对我没有帮助。我是怀着舍弃自身而利益他人之心，为利益所有讲蕃语的众人而来到蒙古的，你们听从我所说的，必得利益。你们未曾目睹这里的情形，对耳闻又难以相信，因此仍然企望能够（抵抗住蒙古），我只怕会有谚语“安乐闲静梦魔来”所说的灾祸突然降临，会使得乌思藏地方的子弟生民被驱赶来蒙古。我对本人的祸福怎样，都没有可后悔的，有上师、三宝的护持和恩德，我可能还会得到福运。你们众人也应该向三宝祈祷。

汗王对我的关怀超过对其他任何人，所以汉地、吐蕃、畏兀儿、西夏的善知识大德和各地的人众都感到惊异，他们前来听法，十分恭敬，你们不必顾虑蒙古对我们来这里的人会如何对待，（他们）对我们全都关心和照应。听从我的人全都可以在此放心安住。贡品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银朱、藏红花、木香、牛黄、虎（皮）、豹（皮）、草豹（皮）、水獭（皮）、蕃呢、乌思地方的氆氇等物品为佳品，这里对这些物品都喜爱。此间对一般的物品不那么看重，不过各地还是可以用自己最好的物品进献。

有黄金即能如其所愿，请你们深思！

愿佛法宏传于各方！祝愿吉样！[49]

萨迦班智达不负重托，通过“致蕃人书”，圆满完成西藏归顺蒙古大汗国的政治任务。萨迦班智达在信中反复讲述阔端王尊重他们伯侄和信奉佛教的实例，以此解除西藏僧俗对蒙古统治者的疑虑；同时，又强调蒙古军队的强大势力，如不归顺蒙古人，只会遭到毁灭。这封充满肺腑之言的“致蕃人书”，奠定了元朝对西藏行使行政管理权力的基础。其结果是，经过萨迦班智达的不懈努力，西藏地区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归顺元朝中央政府。

另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给阔端治病，讲经传法，扩大了藏传佛教的社会影响。其小侄子恰那多杰着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语。同时，他在凉州新建一座寺院，命名为幻化寺（sprul pavi sde），还调整了萨满教与佛教的地位。陈庆英说：

萨迦班智达在阔端宫廷中的活动，主要是传播佛法和商谈真正实现吐蕃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在他到凉州以前，阔端身边已有一些西藏、西夏和回纥的佛教僧人，但是佛教在阔端的宫廷中不占主要地位，在举行祈祷仪式时，是由也里可温（景教，古代基督宗教在东方的一支）教徒和蒙古的萨满坐在僧侣的上首。经过萨迦班智达向阔端讲经说法，使阔端对佛教增加了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为阔端治好了病，并在治病的过程中提出阔端是以前西夏的一位被臣下害死的国王转世，蒙古军在攻打西夏的战争中杀戮破坏，是为其前世复仇，阔端得病是因为触犯西夏地方神祇，可用佛教法事禳解的说法，从宗教的转世理论对阔端统治西夏故地提出了一种解释，对阔端统治西夏故地很有好处，因而得到阔端的信任。因此，阔端下令以后在祈祷法会上由萨迦班智达坐首位，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也就是在阔端的宫廷中，把藏传佛教的地位提高到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之上。阔端还特地在凉州为萨迦班智达修建了一座幻化寺，作为萨迦班智达驻锡之地，此寺的遗址近年在甘肃武威市的白塔村被发现。[50]

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享寿72岁。他虽然没能返回故里西藏萨迦寺，但是他为中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重的一笔。可以说，萨迦班智达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最美好的事业。

（三）蒙哥汗在西藏分封诸王子领地

1248年，蒙古大汗贵由病逝；1251年，阔端王在凉州去世；同年，持续多年的汗位纷争以拖雷长子蒙哥获胜而继任大汗位，蒙古大汗国的核心权力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阔端王的后代只保持在凉州的封地，昔日的权势已削弱，不复存在，故不能管控西藏地区。虽然蒙哥汗即位后，还是采纳阔端时期的治藏办法，免除僧人的差税劳役，保护寺院及萨迦派统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权力，但是蒙哥汗将西藏地方分封给诸王子作为领地。藏文文献记载：

当窝阔台和贵由汗升天后，（蒙古）王室兄弟们集中在一起，磋商由谁继汗位，一致认为蒙哥汗适宜，于是拥立蒙哥汗登位。此时，西藏是由在凉州的王子阔端治理，（蒙哥汗）从阔端阿哈（蒙古语对兄长的称呼）那里迎取了供奉的喇嘛，由蒙哥汗管理智贡噶举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举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主噶举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隆噶举派。由四位王子分别管辖（西藏各万户）。

后来，在蒙哥汗升天后，忽必烈承袭汉地的皇位时，撤销了在西藏的蒙古（诸王）的守卫领地的军队。因为忽必烈和旭烈兀兄弟之间关系特别亲密，所以守卫我们（帕竹）地方的蒙古军全部留驻。王子旭烈兀（在西藏）管领的地方是：门地鲁果顶以内、上下聂（列）地、菊徐、洛若噶那、加尔波、叶切哇地区中迥巴在今哥甲地区内，叶琼诸部归我们领有。……

王子旭烈兀还管辖下列地方：塘波且、琼洁、厥、门嘎尔青、喀达多渥、扎德、沃那囊协阿、桑耶寺东门以下、洛扎以东的雄泊、哇西农牧两部、阿里的果绒多以下博日拉山脚以上的地区。[51]

蒙哥即位大汗后，派人进藏清查户口，划定藏传佛教各派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将西藏各地分封给自己和兄弟诸王。有学者认为：“蒙哥汗在西藏推行的分封制，符合蒙古取得一个地方后，即以该地的民户分赐宗室的传统制度，在当时教派林立、互不统属的情况下，这是实现按蒙古汗国的制度统治西藏的易行办法。分封制的推行，使西藏地方政教势力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争取蒙古王室的支持、放在与内地建立密切关系上来，而蒙古统治者也需要扶植和依托这些地方势力，保证边疆的安定和推进全国的统一，从而形成一种西藏地方和蒙古王室间政治上相互依托的利益机制。”[52]
第四节 噶举派多源法脉传承

噶举派（bkav brgyud pa），藏传佛教重要宗派之一。“噶举”一词是藏语“bkav brgyud”二字的音译，其中“bkav”（噶）字的本意是指佛语，而“brgyud”（举）字则意为传承。故“噶举”一词可阐释为佛语传承或教授传承；也可解释为口传相承之佛法，因为“噶举”一词除了佛陀教法之意外，还有表示“口传”的意思，特别是噶举派注重对密法的实际修炼，而对密法的修习又必须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进行，这些都成为该宗派何以命名为“噶举”派的因素或由来。此外，由于噶举派僧人的僧裙中曾加有白色条纹，故后世学者又称其为“白教”，但这只是一种不十分贴切的俗称，不适合广泛使用。关于噶举派的称谓及其释义方面，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他的《土观宗派源流》中曾指出：“晚近主巴（不丹）的一些书中写‘白传’的，这是因为仅考虑到玛尔巴、密拉日巴、林热巴等噶举派高僧穿着白衣的缘故。实际它的名字应当是普遍流传的‘语传’二字较为合理。因为此派是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传承的教派。”实际上，“噶举”一词不仅具有教授传承的意思，而且还蕴涵着继承师长传授的重要教授之深层意义。

噶举派形成于藏传佛教“后弘期”之内，由玛尔巴译师开创，经密拉日巴瑜伽师的继承，最后这一教法传承落到达布拉杰大师肩上时才正式建立并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宗派。实际上，噶举派经历了一段循序渐进的立宗过程。从总体上看，噶举派的教法传承有两大系统：一是从玛尔巴并经密拉日巴传承下来的达布噶举派系；二是由琼波南觉开创的香巴噶举派。后来香巴噶举渐渐衰微，而达布噶举派则兴旺发达，其中又分出四大支、八小支等众多支系派别。

一 香巴噶举派

香巴噶举派（shang pa bkav bgyud），藏传佛教噶举派两大法脉传承之一。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善巧成就者琼波瑜伽士亦有二智慧空行母所传授语旨教授。继承这个法统的也称噶举派。其来龙去脉在《土观宗派源流》中有较详记载：

此派是善巧成就者琼波布大师所传出。他的家族属琼波。幼年时曾学苯教，后知其非，改学“大圆满法”亦未惬意。乃往尼泊尔依巴苏摩谛论师（善慧）学梵文，旋赴佛法来源地的天竺，往返竺、尼、藏三地约五十年，亲近竺尼大善知识与大成就者约一百五十人，通达显密经论及一切要门。他的共同上师有大金刚座主、弥勒巴、趋多瑜伽、罗睺罗四人。不共的上师有尼古智慧空行母、乐成空行母六人为主。尼古是那若巴佛妃，已成虹身，适逢她正来作空行众会首领，因与之相遇，遂传以《幻身道灌顶》、《六法金刚句》、《幻身道次第》等教授甚多。又从弥勒巴听受《六臂大黑天》法聚。回藏后依朗日塘巴受比丘戒。住盆域的觉波山，宏法时，罗睺罗密金刚特从天竺来送传法门，授以《五部本续》（rgyud sde lnga）大灌顶、《明王》（mgon povi skor）法聚等，凡众所知闻的，或未知闻的种种教授甚多。遵照空行母的授记，至叶茹的香地，在三年中，建了以雄雄寺为首的一百零八寺。此后遂以香巴噶举之名著称。集僧徒约八万余人，在此地宏法三十年。他能同时示变化身一百零八相，出入山岩，无有障碍。能于宝瓶中住七昼夜，并能飞上虚空中坐而说法，如是种种稀有的事迹甚多。他摄收弟子无数，其上首者有麦乌敦巴、约波嘉摩齐、欧敦·仁旺（宝自在）、拉堆·衮乔喀（三宝堡）、摩觉巴·仁钦尊追（宝精进）、向贡·却僧（法狮子）等。摩觉巴弟子吉冈巴·却吉僧格、僧格弟子宁敦·却吉协饶（法慧）、宁弟子桑结敦巴（觉师），此以上称为七宝法统。[53]

香巴噶举派创始人琼波南觉（khyung po rnal vbyor，990—1140），族姓琼波（khyung po），前藏尼木热芒人。根据《香巴噶举派先哲传》（shangs pa bkav brgyud bla rabs kyi rnam thar）[54]等许多史书,琼波南觉是一位超级长寿明星，他在世150岁；同时，他又是一名传奇性人物，在其宗教事业上取得神通广大的成就。

由于琼波南觉家族信奉苯教，琼波南觉幼年始学习苯教，卓有成就，门下聚集众多苯教弟子，后又觉得苯教在藏地之外没有任何影响，便转学宁玛派的大圆满法。然而，大圆满法也没能满足他的求知欲，遂想到去印度留学求法。为此，琼波南觉相继募集了大量黄金，奔波于藏地、尼泊尔和印度三个地区，拜众多高僧大德为师广学佛法。譬如，琼波南觉数次赴印度亲近弥勒巴等著名大师，求得当时流行在印度的许多密宗法门，学成返藏后，他在噶当派高僧朗日塘巴（1054—1123）前受比丘戒。之后，琼波南觉在前藏的潘域（vphan yul）地方建寺立庙，讲经说法；后又到后藏的香（shangs）地方去传授佛法，号称三年之内建立了以雄雄寺（zhong zhong gi dgon）为代表的108座寺院。因此，香地方逐渐变为其传教中心，并产生了较大宗教影响力，随之形成香巴噶举派。

值得说明的是，琼波南觉所传教法有别于玛尔巴师徒所传教法，他曾七次赴印度求法，是从印度直接引进的佛教正法，自然具备法脉传承的独立性。所以，香巴噶举派在教法义理和实践仪轨等方面与玛尔巴等大师传承下来的正统噶举派之间有所区别。

据说琼波南觉的信徒达八万人，他多年向门下众弟子讲经传法，最后将自己持有的完整教法传授给六名大弟子。其中大弟子莫觉巴·仁钦宗智（rmog lcog pa rin chen brtson grus，1110—1170）成为继续推演香巴噶举派法脉传承的第一人。莫觉巴是拉普邦杂（lha phug spang rtsa）地方人，族姓为“悉协”（zhi she），17岁赴雄雄寺拜琼波南觉为师学法，获得香巴噶举派法脉传承的教法要门；琼波南觉去世后，莫觉巴往达布地方依止冈布巴大师，修学达布噶举派的那若六法和大手印法。莫觉巴返回莫觉地方后，开始讲经传法，尤其鉴于日益增长的信徒和僧团，他在莫觉地方建造一座寺院，作为自己专门传授香巴噶举派教法仪轨的场所，并培养了不少著名弟子。

莫觉巴·仁钦宗智去世后，由他的大弟子杰冈巴·却吉僧格（skyer sgang pa chos kyi seng ge，1154—1217）继承法座。杰冈巴是囊贡南巴（nang gong gnam pa）地方人，族姓为“白”（vbal），自幼皈依佛教，17岁在杰冈地方亲近白·昙坚钦巴（vbal thams cad mkhyen pa）正式出家，学习《慈氏五论》、《入菩萨行》等。又从热琼巴（1083—1161）的弟子咱日贡巴座前学习热琼巴的传规和教授。后拜莫觉巴为师，系统修学香巴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并成长为一代传承和弘扬香巴噶举派法脉的高僧。

杰冈巴·却吉僧格去世后，由其大弟子念敦·却吉喜饶（gnyan ston chos kyi shes rab，1175—1255）承接法统传承，继续推演香巴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念敦·却吉喜饶，又名念敦·日贡巴·却吉喜饶（gnyan ston ri gong pa chos kyi shes rab），云吉达（yol gyi mdav）地方人，族姓为“念”（gnyan），11岁时皈依佛教，17岁在堪布强曲善华（byang chub sems dpav）座前受沙弥戒，20岁在堪布赛巴坚（bzad pa can）座前受比丘戒。之后，花费多年时间广学戒律、般若、因明、中观和入菩萨行等佛教重要经论；同时，拜喇嘛札巴（bla ma grags pa）为师，修学密续、息解（zhi byed）、帕主六法（phag grub chos drug）、那若六法（na ro chos drug）等。然而，念敦·却吉喜饶依然没有解开佛法真谛，正在思索寻求新的路径之际，遇到一位见多识广的游方僧，对他说：“知识无边，学无尽头；现在重在修行。我去过前后藏及康区，拜许多上师学法，特别是拜法王智贡巴（chos rgyal vbri gung pa）、杰冈巴（skyer sgang pa）、多瓦巴（mdo ba po）和萨迦巴（sa skya pa）等著名高僧为师修学，其中杰冈巴在佛教修证上无与伦比。”[55]为此，念敦·却吉喜饶千里迢迢赴杰冈地方拜见杰冈巴·却吉僧格，如愿以偿，饱学香巴噶举派教法，获得成就。后来念敦·却吉喜饶前往前藏曲水日贡（ri gong）地方修养，因缘条件聚合，在日贡建寺传法，独具风格，并形成日贡系传承，又称念敦·却吉喜饶为日贡巴（ri gong pa）大师。

念敦·却吉喜饶去世之后，由其大弟子桑杰敦巴（sangs rgyas ston pa，生卒年不详，约13世纪人）承袭香巴噶举派正统法脉传承。桑杰敦巴是喀热藏斯玛（kha rag gtsang sil ma）地方人，族姓为“阿雅嘎布”（nga yal dkar po），家族信奉苯教。然而，桑杰敦巴本人没有皈依苯教，而自幼修学藏传佛教，最终成为念敦·却吉喜饶的得意门徒，为进一步推动香巴噶举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桑杰敦巴之后，由其弟子艾僧格（Aavi seng ge）继承法座。《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桑杰敦巴的弟子艾僧格继承法座，香敦（shangs ston）建嘉寺，柯尊雄努珠（mkhas btsun gzhon nu grub）建桑顶寺，遂分嘉桑二支系。香敦弟子坚赞奔（rgyal mtshan vbum）。坚赞奔弟子嘉钦·强巴拜（vjag chen byams pa dpal），宗喀巴大师曾在此人前听闻香巴噶举派部分教法。克珠杰大师亦从嘉派法嗣弥钦·南喀南觉巴（mus chen nam mkhav rnal vbyor pa）前听闻《六臂大黑天》（phyag drug）法类等。帕果·贡噶桑布（pha rgod kun dgav bzang po）建达纳多杰丹寺（rta nag rdo rje gdan），其子詹乔·顿悦贤赞（dran chog don yod rgyal mtshan），詹乔的儿子为杰瓦·根敦嘉措（rgyal ba dge vdun rgyal mtsho）之父杰·贡噶坚赞（rje kun dgav rgyal mtshan）。后来的大成就者唐东嘉布（thang stong rgyal po）亦属于香巴噶举派之法嗣，说明香巴噶举派教法曾流行于嘉桑（lcags zam）一带。[56]

从以上引文中可知，艾僧格继任香巴噶举派法座时期，桑杰敦巴的另一大弟子也在承袭和传扬香巴噶举派的教法仪轨，他名叫香敦（1234—1309），绛央岗（rgyangs yang sgang）地方人，族姓为“热”（raw），自八九岁识字读书，13岁出家受沙弥戒，至18岁对般若和入菩萨行有深度理解，随之学习因明等。后来香敦成为桑杰敦巴的高徒，并建造嘉寺（vjag dgon），独立讲经传法，形成“嘉”（vjag）系传承。此外，桑杰敦巴的大弟子柯尊雄努珠建造桑顶寺（bsam stings dgon），又独自传法，遂形成“桑顶”（bsam stings）系传承。

后来香敦建立的“嘉”系传承成为香巴噶举派中最强的法脉传承，香敦的嗣法弟子为坚赞奔（rgyal mtshan vbum，1261—1334），坚赞奔的嗣法弟子为嘉钦·强巴拜（vjag chen byams pa dpal，1310—1391），由此传承，加之弥钦·南喀南觉巴、帕果·贡噶桑布等著名人物，皆是传承和阐扬香巴噶举派教法仪轨的嗣法弟子。尤其是后期出现的唐东嘉布（thang stong rgyal po，1361—1485）[57]成为香巴噶举派中最具传奇性的著名人物，他在藏区以建筑铁索桥而闻名，后在前藏曲水嘉桑卡建造嘉桑拉章（lcags zam bla brang），将香巴噶举派发展到前藏地区。

相传唐东嘉布在藏族地区以组织演唱藏戏作为募集资金的重要途径，在青藏高原的大江大河上共建造108座铁索桥。为此，唐东嘉布受到藏族人民的敬仰和爱戴，许多藏传佛教寺院或藏族家庭供奉唐东嘉布的塑像、壁画和唐卡。

至于香巴噶举派的密法传承，属于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新译密法，《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成为香派主要之法，则有《胜乐》（bde mchog）、《喜金刚》（kyee rdor）、《摩诃摩耶》（ma hav mav yav）、《密集》（gsang vdus）、《怖畏金刚》（rdo rje vjigs byed）等五部本续，以及各续灌顶，戒律灌顶，幻身大灌顶，《空行五教》（mkhav spyod bkav lnga）、《尼格六法》（ni guvi chos drug）、《幻身道次第》、《不死幻轮》（vchi med vkhrul vkhor）、《转为道用》（lam khyer su khvi skor）等；还有《大手印古玛》（phyag chen gawvu ma）、智慧大黑天法、胜乐五尊、亥母秘修、观世音、摧破金刚、金刚手、不动佛等的灌顶和教敕，以及杰冈巴传规的观音与马头金刚法等。这些法要在其他派系中普遍流传。[58]

按照香巴噶举派的道次第学，先依本尊灌顶，受三昧耶戒，然后修生圆二次第。其实修内容可比喻为一棵大树的五个部位：第一，如树根的《尼格六法》；第二，如树干的《大手印法》；第三，如枝丫的《转为道用》；第四，如花朵的《空行五教》；第五，如果实的《不死幻轮》等。这些密宗法门与玛尔巴噶举系的教法仪轨虽无多大差别，但其《大手印古玛》中修明空无别而现证光明的教授，则独具其本宗风格。

总之，香巴噶举派至15世纪末又逐渐趋向衰落，最后作为一支独立宗派在青藏高原销声匿迹，可它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曾产生过较大影响。

二 玛尔巴噶举传承

玛尔巴噶举传承作为噶举派的正统传承，将自己的法脉传承上溯至印度的帝洛巴（ti lo pa，988—1098）和那若巴（na ro pa，1016—1100）两位佛教高僧。认为帝洛巴是噶举派法脉传承的第一代祖师，而那若巴成为第二代祖师。这是因为在藏传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被称为噶举派祖师的玛尔巴译师曾多次赴印度拜当时的那若巴为上师，并学到那若巴传授的秘密教法，他回到故乡西藏后积极推广这一教法，遂形成噶举派的法脉传承，他本人也成为该派名副其实的祖师。而那若巴的上师又是帝洛巴，由此而来，噶举派的法脉传承有了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

（一）玛尔巴·却吉洛哲

玛尔巴·却吉洛哲（mar pa chos kyi blo gros，1012—1097），藏传佛教密宗大师、佛教翻译家，藏传佛教噶举派始祖，西藏山南洛札（lho brag）人，一生以佛教在家居士身份自居，多次赴印度留学求法，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为传播和推广佛教密宗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玛尔巴出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洛扎秋切的卓沃隆拍萨村，其父亲名玛尔巴·旺秋维赛，母亲叫佳姆朵黛，家庭兼营农牧二业，资财颇为丰足，夫妇俩生有三个子女，玛尔巴为最小者。

玛尔巴自幼心思敏捷而秉性顽烈，其父亲从小引导他走正路；12岁时，请一位老师教书识字，因玛尔巴天资聪颖，学习进步很快，但他又性情执拗，极好争辩，与老师相处得不太融洽；15岁时，他带上父母资助的经费，去拜见从印度留学归来不久的卓弥·释迦益西，向他提供报酬，学习佛法。卓弥只教他梵文和声明学，没有传授重要密法；三年之后，玛尔巴的梵文水准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便辞别卓弥返回家乡筹措资金，将家里分给他的资产兑换成十八两赤金，经尼泊尔停留三年学习语言和密法后，直接去印度留学，拜那若巴为师，修学佛教密法。那若巴授予他喜金刚灌顶，并传授《二品续》、《金刚帐续》等；一年后玛尔巴遵照老师的指导，去南印度亲近益喜宁布（ye shes snying po）上师，先获得密集金刚的教授，后又闻悉事续、行续和瑜伽三部的仪轨。之后，玛尔巴请求那若巴指导，寻找毒海洲的一位名叫希瓦桑布（zhi ba bzang po，寂贤）或称古古热巴的密宗师，领受佛教密宗母续的摩诃玛雅法（ma hav mav ya）。玛尔巴特意赴麦哲巴（mee tri pa）大师处，叩拜长头，贡献黄金，乞求赐予密法要义，大师向他传授了“大手印法”（phyag rgya chen po）等重要密法，赐予“特吉多杰”（thugs kyi rdo rje，意金刚）的密名。玛尔巴在此修行产生殊胜证悟，心中无比欢喜。

那若巴见弟子玛尔巴进步很快，十分高兴，便为他制订新的修学计划，让他去印度南方的尸陀林（墓地），向一位佩戴骨骼装饰的空行母学习密法，同时参访住在尸陀林或坐在树下的乞丐瑜伽师请教生起圆满二次第的灌顶及教授。然后，玛尔巴又回到上师那若巴身边，上师为他传授了称为四大亲语教授的“那若六法”（na ro chos drug）和直指本心俱生妙智的“大手印法”等密宗核心法门，强调密法重在实践修炼。玛尔巴遵照那若巴的教导实际修炼，心中产生密宗殊胜证验，尤其修炼脐轮火法门，现证乐、明、无分别双运境界。

玛尔巴在印度留学求法达十二年之久，经过不懈努力，在佛教密宗方面已达到能够独立讲经修学的水准。他惜别多年培养自己成才的至尊上师那若巴，返回久别的故里，开始了漫长的传授密法的生涯。玛尔巴在西藏一边收徒传法，培养更多佛教密宗人才，一边筹措资金，准备第二次去印度取经。由于得到徒弟们的大力支持，计划很快得以实现。当玛尔巴第二次赴印度时，携带五十余两黄金，比第一次所带多几倍，主要酬谢那若巴大师等对他有深厚恩情的诸位上师，使他们心生欢喜。同时，在那若巴座前求得以前没能学到的喜金刚中、广、略三种灌顶，《二观察根本续》、《不共释续空行母金刚帐》、《共同释续桑布扎注释》及其要门口诀等密法；在麦哲巴座前校正以前学过的密法中的偏差，领受密集的灌顶与疏释、大手印明点等密法，并获得其法本；在益喜宁布座前修订密宗要义法门。在印度六年之后，玛尔巴又返回西藏，是年42岁，娶达麦玛（bdag med ma，无我母）为妻，后生育七个儿子。玛尔巴除了收徒传法外，还从事经商、农业等，他从未脱离世俗社会，其家境十分富裕。

玛尔巴第三次赴印度求法的情景，大致与第二次去印度的情况相同。可他的上师那若巴等一些大德已去世，故其心情十分沉重，在印度期间大病一场，后来振作精神，学到不少新的密法。三年之后，他顺利返回西藏。之后，由于年事已高，玛尔巴再也没能去印度。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建造寺院，而是以普通佛教居士身份在家乡农村定居。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使他的佛学功底深厚，特别在密法领域造诣高深，在其身边总是有一大批求法的徒弟。

玛尔巴常在色卡石堡（自宅）上层坐禅，二层为其子塔玛多德的修行处，底层为大弟子和其余儿子们闭关修持的处所。特别是玛尔巴第三次赴印度求得的一种特异功法，即往生夺舍法，简称夺舍法，传授给自己的大儿子塔玛多德，此法可将自己的灵魂转入其他动物的尸体，使其复活。《玛尔巴译师传》记载：

有一次，在降若祥敦为首的许多弟子来呈献良好的酬谢会供法会上，正好在大师静室附近有一鸽子窝，小鸽子跟随妈妈在空中飞翔，突然鹞子飞来追赶母鸽，母鸽吓得逃回窝而被骇死，成了鸽尸。于是大师便说：“今天我给你们表演夺舍法的法术吧！”大家便顶礼祈祷，请求表演。玛尔巴便拿根细长绳子拴在死鸽的脚上，将那只死鸽拴置得远远的，自己便作起夺舍法来。忽然那只死鸽站起来，扑扑地拍着翅膀，准备要飞，小鸽子也飞来围着妈妈，十分感人。这时，降若祥敦回头一看师父，见到师父呈现尸像，心中不忍，感到惊恐，哭着跑到师父尊前祈请道：“上师尊者啊，请不要这样作法！”但毫无反应。于是越发害怕，又跑到鸽子跟前祈请。鸽子一倒，上师马上就活转过来，并说道：“自身空房般舍去，转入他身鸽子体，展翅飞翔天空中，鸽儿母子得重逢，众位亲见实希奇。”玛尔巴讲完后便笑了起来，当场的人们觉得真了不起，从此夺舍法在藏族地区传扬起来。[59]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夺舍法将自己的灵魂转入其他尸体中后，对方复活过来了，而自己却又死去。说明两者之间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个活的灵魂，每个灵魂只能带动一个尸体或躯壳。后来玛尔巴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演过夺舍法。由于夺舍法是一种特殊的法门，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来不得半点马虎，玛尔巴没有向更多的徒弟传授夺舍法，只传给自己的儿子塔玛多德一人，而塔玛多德后来又突然去世，使夺舍法从此中断。塔玛多德是在参加一次乡村节庆会上被马摔下致死的。原本塔玛多德在断气之前，可通过夺舍法挽救自己的灵魂，但当时没有遇到好的机缘。“弟子们便分头四处寻找，因为不经观修即生成佛的往生夺舍法，在西藏没有弘传的缘份，找不到一个没有伤痕的男孩尸体。”[60]塔玛多德无奈将自己的灵魂转入一只死鸽子的尸体，虽然把灵魂勉强保住了，但夺舍法在藏族地区从此销声匿迹了。

玛尔巴从印度带回西藏许多密宗经典，其中不少得以翻译。译著主要有《会供仪轨》、《密集耳传之耳传·如意珍宝》、《佛学一切密法大瑜伽密续之王》、《对瑜伽父和瑜伽母关于非共同之义的教言》等，故后人将玛尔巴列入西藏七大译师之一。玛尔巴时常按照印度密教习惯，穿白色僧裙修法，白色僧裙遂成为噶举派世代相传的袈裟装束，故噶举派有“白教”之俗称。经玛尔巴、密拉日巴和达布拉杰（dwags po lha rje）三代师徒相传，最终形成达布噶举派（dwags po bkav brgyud），该派法脉传承注重师徒口耳相传。

玛尔巴的众多弟子中产生了号称“四柱子”的著名高僧，他们分别是精通密续、继承教诫传承的俄敦·却古多杰（rngog ston chos sku rdo rje，1036—1102）、擅长颇瓦法（往生法）的慈敦·旺格多杰（mtshur ston dbang gi rdo rje）、继承光净传承的美顿·村波（mes ston tshon po）和精于闻思修的密拉日巴（mi la ras pa，1040—1123），他们在藏传佛教史上享有盛名。

玛尔巴的“四柱子”徒弟，又称“东南西北四柱”弟子，南柱弟子为俄敦·却古多杰，史书记载：

玛尔巴译师的南柱弟子俄敦·却古多杰，于藏历第一绕迥火鼠年（1036）生在雄日俄（gzhung ri bo），其父为俄·班钦卡瓦（rngog pan chen kha ba），母名为韦丹玛（vod ldan ma）。青年时期闻思义法等经，精通练达，迎娶巴萨曲措（pa bzang chos vtsho）为妻，在雄色龙（gzhung se lung）地方依止格西吉尔穷（dgyer chung）学习宁玛派教法。其间格西吉尔穷对他说：“你真要学习经论，最好前往玛尔巴译师处去学。”听了此话，他对玛尔巴译师非常仰慕，于当晚结束在格西吉尔那里的学经，次日就赶赴玛尔巴住处，先后向玛尔巴译师赠送了丰厚的礼品，求得《喜金刚》、《四座》（gdan bzho）、《摩诃摩耶》等佛法教诫和教授,并获得黑炭天母（dud sol ma）为护法神的教法。另外还学习过许多教法，如依止朗·吉玛龙巴、康巴·西饶多吉听受《文殊菩萨名号经》（mtshan brjod）。玛尔巴传授给他的喜金刚九本尊、无我天女十五尊、众神四座、智慧大自在、摩诃摩耶五尊和宝帐怙主六佛法及弥底巴的文珠菩萨秘密修行法，共计七种教法，总称为“俄氏坛城七法”（rngog dkyil bdun）。他兴建了穷顶（khyung lding）山的佛殿。最后在67岁时，即藏历第二绕迥水马年（公元1102年）去世。他前后教导过的弟子有拔让木杂坚（pa ram rsta can）、巴·拔瓦坚（pa ba wa can）、俄·门巴坚（rngog mun pa can）、松巴·佩嘎坚（sum pa phod pa can）等人。[61]

玛尔巴的东柱弟子为慈敦·旺格多杰，史书记载：

玛尔巴的东柱弟子慈敦·旺格多杰，出生在堆（dol）地方山谷门的楚氏家族中，其父是一位具有威德的咒师。幼年在善知识晋巴（lce pa）处学习文字知识，母亲见其师家境贫穷，不忍心儿子留在彼处，劝其回家，待长大以后再学习文化。他反驳道：“一切大成就者均经历了苦行勤学，请母亲不要中断我的学法，日后我成佛时不会舍弃对您的爱心。”他一心扑在学业上。后来他向一位抄写了一万颂般若的师兄弟问：“当今精通《集密》者为谁？”答曰：“玛尔巴译师最为精通。”他就在仰慕之心趋动下，前往拜见玛尔巴译师，请求传授《密集续》和教授。玛尔巴说：“你具有极大的法力，要是你能够用诵咒惩罚那位经常对我侵害的我的亲戚玛尔巴门纳（mar pa mon nag），我将给你传段佛法。”于是慈敦·旺格多杰闭户修持密咒约一个月。当产生一种奇异征兆时，他告诉玛尔巴译师：“门纳将在某月的最后一天死亡，请通知他死亡的时期。”玛尔巴把死亡的时间通知了玛尔巴门纳。到了那一天，玛尔巴门纳坐在墙根下，正在说玛尔巴译师确定的诅咒日子已经过去并没有任何效果之时，房上檐头被风吹塌，一块石头落在玛尔巴门纳的头上，把他砸死了。玛尔巴对此甚喜，传授给慈敦·旺格多杰一些佛法，并答应把所有的经典都传与他。慈敦·旺格多杰按照玛尔巴的许诺，迎请玛尔巴到自己家乡的住处，获得《五次第》（rim lngavi man ngag）教诫及续部的全部传授。当他请求玛尔巴译师传授会供轮时，玛尔巴把自己赴天竺寻求佛法时所经历的艰难以道歌唱道：“要知学法之艰苦，莫要懒惰勤修炼。”唱毕，玛尔巴返回了洛扎。慈敦·旺格多杰是玛尔巴的主要弟子之一，他教导过的弟子众多，其中主要的有康巴·若娘多吉（khams pa ro nyam rdo rje）、款·盖巴给底（mkhon gad pa kirti）和其敦·索南坚赞（vches ston bsod nams rdo rje）三大弟子。他们的直传弟子和间接所传弟子广泛弘扬了玛尔巴译师传承下来的《集密》教法。[62]

玛尔巴的北柱弟子为美顿·村波，史书记载：

玛尔巴译师的北柱弟子是藏戎地方的美顿·村波（gtsang rong mes ston tshon po），娘堆达蔡（nyang stod stag tshal）人，真名叫索南坚赞（bsod nams rgyal mtshan），其家庭系惹朵（ro do）地方的领主。他曾三次给玛尔巴译师奉送大礼，让玛尔巴译师欢喜，获得了《摩诃摩耶》等教授教诫。美顿·村波摄受的弟子有香·索南卡（zhang bsod nams mkhav）等众多的成就者。[63]

玛尔巴的西柱弟子为密拉日巴，此人为玛尔巴密法的主要传承人，以下文作专题介绍。根据四柱弟子的不同天赋和特长，玛尔巴上师给他们分别传授了不同的密法要义。给俄敦·却古多杰传授了本续及那若六法，并赠送密宗法器和有关经卷等，吩咐他通过讲经说法普遍饶益众生；给慈敦·旺格多杰传授了如同天窗顿开鸟即飞之教授，即往生法，并赐予那若巴的头发、指甲、甘露丸（念咒加持过的一种药丸）、五部佛冠等；给美顿·村波传授了如同黑暗之中点燃酥油灯之教授，即光明法，并赠送那若巴的金刚铃、法鼓、以贝壳装饰的颅骨等密宗法器，嘱咐他努力修持，断除一切世俗杂念；给密拉日巴传授了如同劈柴燃火之教授，即脐轮大法，修炼这一法门，能够健身强体，尤其温暖身体，可以避寒。故密拉日巴即使在寒冬腊月，也只穿一件布衣，有“布衣大师”之别称。玛尔巴给密拉日巴赠送了印度麦哲巴大师的帽子以及那若巴的衣服等具有加持力之礼品，并嘱咐他到荒山野里和雪山圣地亲自观修。玛尔巴对四位著名弟子寄予殷切的期望，《玛尔巴译师传》记载：

我依照你们各自的缘份而传给你们不同的教授，你们对弟子传承，最主要的是应从各自所得之教授让其受益并广利有情，以成就圣业。塔玛多德已故，我将噶举派祖师的教授及传承的加持力都赐给你们了，要尽力为之，其事业一定能会兴旺发达。[64]

以上引文是玛尔巴对四大弟子的谆谆教诲。此时玛尔巴的年事已高，而且他所追求的宗教事业也基本上圆满完成。玛尔巴对弟子们的教导和重托中预示着他将要辞世。果然，当玛尔巴87虚岁、85周岁时，即藏历第二绕迥火牛年（1097）的7月15日，太阳刚刚升起，玛尔巴觉得异常恬静而舒适，于是他面带笑容，两颊挂着泪花，并合掌、闭目、低头便修持佛教加行七支法，其色身渐渐隐入法界，即实现示寂。这时人们更加深信玛尔巴是一位在佛法上具有巨大修持力的大师，遂在众多徒弟中有人愿出高价，想得到玛尔巴上师的几根头发或指甲以及小片衣物等。后来玛尔巴的灵骨分成几份存放在几座寺院之中，成为人们膜拜顶礼的神物。

（二）密拉日巴

密拉日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同时又是藏传佛教著名的瑜伽师、密宗大师、苦行僧和道歌家。他一生坚韧不拔，在荒山野地苦修，最终获得宗教觉悟，用道歌吟唱形式，宣传佛教思想，并广收徒弟，讲经传法，在藏传佛教界和广大信众中具有广泛影响。

密拉日巴出生在西藏后藏拉堆贡塘地方，其祖先原居住在西藏北方的大草原，祖姓为琼波（khyung po）。密拉日巴的祖父琼波·觉赛（jo sras）是一位密宗师，时常云游各地，传授密法，后来决定将全家迁移到拉堆地方，又把祖姓琼波改为密拉（mi la）。密拉日巴的父亲叫密拉·西饶坚赞，母亲叫宁察格坚（myang tsha dkar rgyan），他们育有一男一女，大的是男孩，叫特巴嘎（thos pa dgav），即密拉日巴；小的是女孩，叫白达（pe ta）。密拉·西饶坚赞善于经商，其家境十分富裕，但好景不长，当密拉日巴7岁时，父亲突然病故。临终前立下遗嘱，并将母子三人托付给伯父和姑母。但后来伯父和姑母没有遵循遗嘱，而是把密拉日巴家的全部财产据为己有，而且使用种种手段，对他们母子三人进行虐待。因此，密拉日巴小时候饱尝人间苦难。当密拉日巴长大后，得到母亲的极力支持，他决心学习密法咒术，以便报复伯父和姑母。密拉日巴就这样走上了学习宗教的道路，最初他在一位宁玛派学人跟前学习读书识字，后来又按照母亲的意见，亲近两位法师（咒术师）先后修学诛法咒术及降雹法。

据说密拉日巴很快学到一手非常灵验的咒术，在伯父家举办娶亲宴席之时，施放诛法咒术，房屋突然塌陷，压死三十五人，仅留下伯父和伯母二人未死；后又施放降雹法术，让伯父家所在村庄的庄稼颗粒不收。史称“密拉日巴咒杀怨家多人”事件。事发后，密拉日巴追悔自己的罪恶，并陷入深深的忏悔之中，最后立下誓言，学习佛教正法。经人举荐，密拉日巴寻访玛尔巴大师。密拉日巴38岁那年在西藏山南洛扎亲自拜见玛尔巴大师，乞求玛尔巴指点迷津，赐予佛教正法，以使自己在有生之年得到解脱。

起初，玛尔巴为了清除密拉日巴的业障，让他干耕种农田、建筑房屋等苦工，使他受尽折磨和困苦，甚至让他遭受非人道的待遇，备感屈辱。譬如，玛尔巴让密拉日巴一人建筑九层石屋，期间故意让密拉日巴屡建屡拆，以此磨炼或考验密拉日巴求法的信念。在此过程中，玛尔巴的妻子“无我母”（bdag med ma）一直鼓励和安慰密拉日巴，使他有信心坚持求法，经过数年的艰苦磨炼之后，密拉日巴终于获得玛尔巴的信任，给他特地传授了全部密法灌顶和修持教授，玛尔巴还给密拉日巴专授教诫，使他掌握静功法门，为以后享受冥想的隐士生活打下基础。

比如，玛尔巴曾让密拉日巴到高山峡谷中独自修炼，教导修行时如何培养耐力等事项，密拉日巴在修行洞中修炼时，将一盏装满酥油的灯点燃后，放置在头顶上，灯油不尽，身体就不能动，如此夜以继日地禅定修行，期满十一个月后，玛尔巴夫妇带着食品等会供来看望密拉日巴，允许密拉日巴暂时打开修行洞门，回到玛尔巴住处，补养身体，恢复健康，同时让他讲述在十一个月内修炼的体悟和心得。然后，密拉日巴又返回修行洞继续修炼。可以看出，密拉日巴坐禅修炼所采用的是一种苦行方法。

密拉日巴38岁时亲近和依止玛尔巴大师，经过六年的艰苦磨炼，至44岁时才获得上师的全部密法教授。当密拉日巴惜别玛尔巴上师回到家乡之时，他的母亲已去世多年，妹妹也早已背井离乡。密拉日巴在自家屋里找到母亲的骸骨，打坐七天，焚葬尸骨，然后弃世入山静修，开始了他那一生的修炼与游方生涯。密拉日巴先在后藏贡塘的吉隆山顶隐迹九年，后往冈底斯雪山一年，在此期间还与苯教法师斗法，并取得胜利。后来他一直游方于深山大泽，为弘扬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做出特殊贡献，成为藏传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享誉即身证得“殊胜悉地”的高僧。尤其是密拉日巴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人迹罕至的石窟岩洞中修行，从而彻底舍弃了人世间的世俗生活及其各种贪欲行为，向人们展示了一种脱俗的人生轨迹。比如，密拉日巴在一个叫护马白岩窟的洞中修炼时，身边除有少许干粮外，没有任何东西，他坐在一个又薄又小的垫子上，首先请求上师本尊加持，然后坐禅入定。当密拉日巴带来的一点干粮彻底吃完之后，他不得不到野外去寻找野菜来充饥。一次，密拉日巴在山中找到一块十分茂盛的野菜地时，他极为兴奋，遂将修行地点移置到这块野菜地附近，这样，肚子饿时，就可抓一把野菜来吃，然后又继续修炼。因此，密拉日巴的身体状况很差，他“外无衣服，内乏营养，故身体削弱，骨瘦如柴，颜色绿如青草，毛发也变成了一丝丝绿色”[65]。所以，密拉日巴在山洞中修炼时，经常吓跑那些上山打猎的猎人，他们都声称山洞中有活鬼，后来个别胆子大的猎人到山洞中细看，才知道原来是一位苦行僧。

在世俗人看来，密拉日巴在修持佛法时的人生状况的确处于悲惨的境地，正如密拉日巴的妹妹白达第一次在山中见到哥哥时便失声痛哭地诉说的一段衷肠之言：

妈妈在非常想你的悲惨的情况下死了，别人谁也不来帮忙，所以我苦得了不得，不能住在那里；到外乡去乞食，我老是在想，哥哥是死了吗？假使没有死，也会过幸福的日子了吧！你却是这样修苦的样子，你妹妹的命运，也是这个样子，比我兄妹再悲惨的，在这个世界中恐怕没有了吧！[66]

以上引文道出了世俗人与出家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现的本质差别。出家人所追求的道路在世俗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反之亦然。密拉日巴听了妹妹白达的诉说后，作为回答吟唱了一段道歌：

顶礼诸上师，请摄受加持山岩中的乞者！具有轮回苦痛的妹妹呀！总之一切苦乐皆无常，我起先经受如此的苦难，到究竟时一定会得安乐。因此，你应该听听哥哥的一曲道歌。我为了报答一切如同母亲般的众生之恩，所以来到这个修行地，我住如野兽，外人见之皆伤感；我食如狗猪，外人见之皆呕吐；我身如枯骨，仇敌见之也泣下；所行一切如疯子，我妹见之很伤心，但我的心，则是真佛，如来大佛见了定欢喜。[67]

以上密拉日巴吟唱的道歌便揭示了佛教的精髓，因为佛教认为人世间享用的物质文明，不仅是极其短暂的享受，而且更是一种小乐；追求佛法并修炼悟道所取得的成就，那才是真正的永久的享受，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大乐。所以，密拉日巴抛弃了世俗的任何物质享用，甚至不穿衣服。有一次密拉日巴的妹妹白达和其未婚妻哲色二人带一些食物来看望密拉日巴时，正巧碰上密拉日巴外出喝水，他那全身赤裸，特别是变成绿色的身体，在晃来晃去，两位女士羞得不敢往前走。密拉日巴就在这种口无食物、身无衣服的景况下刻苦修炼、努力精进，如冬天以炼“拙火定”（gtum mo me drod）来暖身，最后领悟了所学之各种佛法的真谛，使他追求的宗教事业达到圆满，史称密拉日巴获得了“即身成佛”的正果。

值得提出的是，密拉日巴在佛法修持上注重对大手印法以及胜乐金刚、金刚亥母为本尊的密法修持。密拉日巴以自己的生平来说明佛教小乘、大乘和金刚乘（密宗）三乘的不可分离性，若无小乘的“出离”和大乘的“发心”为基础，密宗的妙法无非是空中楼阁。可以说，密拉日巴以身体力行，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佛教普度众生或密宗人生之路。

密拉日巴之所以能够如此刻苦修炼，他曾讲道：“我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去，为了吃穿去化缘只有浪费时间；即使冻死饿死，也是为了佛法，我将毫无怨悔。放弃修行，努力聚集财富，吃好的，穿好的，并与亲朋好友一起吃喝玩乐，过这种生活是虚度宝贵的人生。”[68]这里表明了密拉日巴对人生的态度，也是追求佛法的坚定信念，在他看来，人生的价值或意义只有通过修持佛法才能实现。最后密拉日巴在修行圣地曲沃示现圆寂，享寿84岁。如《密拉日巴传》记载：

大瑜伽自在吉祥密拉日巴的解脱大行和化度事业完满之后，为劝众生趋向佛道，便将色身融归了法界之中；而他的宏大事业，仍是永恒地、继续不断地去利益和化度广大有情众生。[69]

总之，密拉日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尚纯洁的人格，对当时的藏族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他的瑜伽士苦修精神，对于一些贪求五欲人生者来说是苦修的楷模；对于那些安于散逸者来说是专心修习的楷模；对于那些怀疑即身成佛之妙法，而不愿实行深奥的修行者来说是成功的范例。因此，密拉日巴的大半生虽然隐居在深山僻壤之中，但他吸引了众多学法之弟子，其中男女瑜伽士千人，获得拙火定温乐法的108人，获得成就的25位，还有如心弟子8人，如子弟子13人，如女弟子4人。特别是密拉日巴的弟子中有如太阳和月亮的冈布巴和日琼巴，其中冈布巴（达布拉杰）创立了达布噶举派，使噶举派开始转入正规宗派的发展轨道。故达布噶举派承载着整个噶举派。

三 达布噶举派

达布噶举派（dwags po bkav bgyud），噶举派两大法脉传承之一。其创始人为达布拉杰。这一宗派的密法传承源于玛尔巴译师，后经玛尔巴大弟子密拉日巴传与达布拉杰。达布拉杰成名后，作为自己的弘法道场，于1121年在达拉冈布地方创建一座寺院，取名为冈布寺（sgam po dgon）。达布拉杰以冈布寺为传教中心，广招出家弟子，传授并推广自己的教法体系，培养了众多学僧，遂形成独具特色的达布噶举派。

香巴噶举派衰微之后，达布拉杰创立的达布噶举派成为传承噶举派教法仪轨的主流宗派。并在其法脉传承中又衍生四大分支宗派，即噶玛噶举派、蔡巴噶举派、拔绒噶举派和帕主噶举派。随着各个分支宗派的蓬勃发展，达布噶举派又在广袤的青藏高原逐渐淡出。

（一）达布拉杰

达布拉杰（dwags po lha rje，1079—1153）作为达布噶举派的创始人，在藏传佛教史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其“达布”（dwags po）一词是西藏南部的某一地名，也是达布拉杰在宗教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地方；而“拉杰”（lha rje）一词，则是对藏医的尊称。达布拉杰青年时代在家乡行医，并在该地区小有名气。人们就喜欢称其为达布拉杰，即达布地方的医生，久而久之，这一名称变为他的尊号。实际上，达布拉杰的称呼很多，他本名叫尼瓦·贡噶（rnyi ba kun dgav），又称索南仁青（bsod nams rin chen），后来常住冈波寺传法，又名冈波巴（sgam po ba）。

达布拉杰在噶举派宗派史上起到了比前两位祖师玛尔巴、密拉日巴更为重要的作用，假如没有诞生达布拉杰，后期噶举派的形成与发展很难设想。如达布拉杰撰写的《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在立宗规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奠定了达布噶举派的修学体系。

而达布拉杰的出家之路，又成为藏传佛教极为形象、生动的解脱之道。故在此有必要较为具体地讲述达布拉杰的传奇人生。藏文文献记载：

大成就者密拉日巴之高足达布·索南仁钦（dwags po bsod names rin chen），或名达布·达瓦旋努（dwags po zla ba gzhon nu）于藏历第一绕迥土羊年（1079）生于前藏南部涅地（gnyal），古时名尼卫吉仲噶波（rnyi dbus dkyil grong dkar po，后称吉仲村，spyil grong）。父名尼瓦桑杰嘉布（rnyi ba sangs rgyas rgyal po），母名雪莫萨策江（sho mo za tshe lcam）。父母有三子，彼系次子，比兄弟聪明，成长快，故取名达玛札（dar ma grags）。

彼父精通医学，颇有学识。彼5岁时，父为其启蒙，不久，诵读如流。7岁，开始学医，在印度名医吉麦（skye med）前学习以脏腑病症治疗为主之医法，并受学贡波鲁珠（mgon po klu sgrub）、阿阇梨白玛（slob dpon pad ma）之密诀。在藏巴拉杰乌斯处听闻《医学八支论》（yan lag brgyad pa）等医典之注释。又从尼泊尔青年医生普吉（bi ji）处学习诊脉等临床知识。依止上述三师达7年半之久。另外，又依止汉地宋辽（rgya khyi tan）名医13人为师，学医13年，因而成为一名藏族名医。

依止旧密派上师跋热闻习宁玛派正法，承事桑噶译师帕巴喜饶，随侍于桑耶寺与拉萨之间，求受瑜伽、上乐之灌顶传经，亦在格西霞巴哇·云丹札巴处闻习噶当派之道次第。16岁，即望出家。但未得父母准许，乃娶钦觉色·达玛俄之女为妻，靠习医念诵旧密乘仪轨以养家室，有一子一女。家人和睦相处，安然度日。

25岁，当地流行天花，8岁之子、3岁之女及其妻皆患天花，他悲伤不已，下田耕地，挥鞭伤手，心生慈悲，乃不管耕牛，抖落鞋上泥土，想道：“从此再不作此作孽之事。”不久，3岁之女死去，送葬归来，8岁子亦死去，又去送葬，返回后，其妻因久病不起，加之子女相继夭折，体力衰竭，呼吸困难，眼泪盈眶，凝视夫面，彼亦望着妻子，流泪不止，头顶金写经函，作誓道：“今后我将散尽财物，出家为僧，修习菩提。”妻亦表示同意，略微点头，溘然逝世。于是尽其资财，超度亡魂，为其妻造一灵塔。由于万般痛苦之折磨，遂看破红尘。[70]达布拉杰26岁时放弃医生职业，出家受戒，成为一名僧人,初在来自玛域的堪布罗丹等高僧座前修学胜乐金刚密法以及毗奈耶（律藏）等佛法，后赴彭域地方师从嘉宇瓦等大师，系统研习阿底峡尊者的法脉传承，即噶当派教法，在佛教显宗理论上取得很高造诣。藏文文献记载：

达布拉杰26岁，与噶当派大德贡敦班索（vgong ston dpal bsod）为友，抵达达布绒噶（dwags po rong dgar），在桑噶瓦之弟子玛宇瓦格西·洛丹喜饶（mar yul ba dge bshes blo ldan shes rab）前受近圆戒，取名格隆·索南仁钦（dge slong bsod nams rin chen）。在轨范师尊前受学密乘诸法，应法友贡敦之劝请，在密拉日巴之弟子绛曲森巴（byang chub sems dpal）前受学密拉日巴之若干教诫。

达布拉杰从一位在家医生成为一名出家的比丘僧，这是他的人生转机。藏文文献记载：

达布拉杰28岁，偕贡敦同往乌如北方求受噶当教法，在京俄瓦之弟子纽绒巴·尊珠坚赞（snyug rum pa brtson vgrus rgyal mtshan）处闻习尊者阿底峡方便道约八个月，在朗塘巴之弟子贾日贡噶瓦·绛曲贝（lcags ri gong kha ba byang chub clpa）处闻习尊者阿底峡之全部教诫，求受马头明王、金刚手等灌顶传经。依止格西嘉云达（dge bshes rgya yon bdag）闻思修习。

可以看出，达布拉杰学习噶当派教理，其佛学基础知识，既扎实又系统。藏文文献记载：

修习3年后，返回故里，在其先祖所建之色卡寺（ser kha）内修一禅室，禅定修行，梦中出现吉兆。春季闭关结束后，外出休闲，偶从3位游方乞士闻瑜伽大师密拉日巴之名。即热泪盈眶，肃然起敬，萌生前往进谒之念，遂将一块良田换来二两黄金与茶叶，告别昔日所从之噶当派诸上师。[71]

至此达布拉杰又深感坐禅修炼的重要性，他依靠父母的资助在一个叫萨尔卡寺的附近建造了一座简易小禅房，开始闭关修行。据说他在闭关修行时入定可达十三天之久，以此根除贪欲憎怨等烦恼业障。在修炼时所需睡眠很少，即使在睡眠做梦时，也能领受到《金光明经》中所载十地菩萨的瑞光。甚至在坐禅时连续五天不进任何食物。达布拉杰一直靠这种硬性的修炼方式感悟密法要义。藏文文献记载：

达布拉杰31岁，即藏历第二绕迥土牛年（1109）与友贡敦结伴，前往后藏，至聪都古莫（tshong vdus mgur mo）时，贡敦病重，贡敦言道：“我一时步履艰难，你可独自先行，我病愈即来。”彼灰心丧气，然毫无办法，除带上二两黄金与一包茶叶，其余干粮钱财全部留给贡敦，与一些商人结伴，带上行囊，步行半月余，来到密拉日巴住地附近之拉堆梅莫塘，因疲惫不堪，又突然病倒，在塘地滞留七日，眼望至尊密拉日巴住地方向，极力祷告。至尊得知后，遣一瑜伽行者来迎。彼病稍愈，来迎之瑜伽行者至，瑜伽行者云：“请将行囊给我。”遂负之徐徐而行，将至，男女瑜伽士焚香击鼓奏乐而迎，于是走至至尊前。至尊在一大磐石上跏趺而坐，极为高兴地谒见，拜见时，满怀无比虔诚之心，泪湿满面，拜了三拜，献上见面礼，二两黄金与一包茶叶。禀道：“我从远道进谒，求大发慈悲收我为徒。”至尊言道：“黄金与我无缘，熬茶亦无炊具。此等可作尔修行之用。尔并非远道，来我处者尚有来自康区和印度者。汝名云何？”答曰：“索南仁钦（意即福宝）。”至尊连说三遍：“福自取德，众生至宝（bsod nams tshogs chen bsags las byung，vgro ba kun gyi rin po che）。”说毕以颅器（ka paw la）所盛剩酒令饮之，达布拉杰因身为比丘（rten dge slong），乃有愧色，遵上师之命，将剩酒饮尽。至尊满心高兴，唱一首道歌以示款待。[72]

有幸的是，达布拉杰在31岁时听到密拉日巴大师的德誉，便生起很深的敬仰之心，遂前往西藏的西部去拜见密拉日巴大师，途中还拜访以前的噶当派诸师，他们告诫达布拉杰千万不要舍弃噶当派教法。达布拉杰与密拉日巴结为师徒关系，是他在佛教修学路上遇到的良好机缘。达布拉杰经过艰难险阻，终于拜见密拉日巴，为了拜他为师学法，达布拉杰献上黄金作为学费，而密拉日巴拒绝受礼，表现了出家人的高风亮节，并以吟唱道歌的形式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达布拉杰，其场景极为感人。藏文文献记载：

（达布拉杰）于是暂于磐石下以树枝及荨麻秆搭成茅篷。又变卖几钱黄金，住下长期修行。先是遵上师之命，将昔日向噶当派诸师受学之灌顶、教授，请至尊依其传规予以加持。夏季居堆措隆，冬季居麦隆河一带，终日跟随至尊，尽受其所传之一切甚深教法。彼刻苦精进修习禅定，得有非凡证验。成为至尊密拉日巴心传弟子中之佼佼者。至尊在全体弟子中，言道：“语云老年得贵子，日后将比我更能弘扬佛教，饶益众生”。又为创建达布噶举之祖寺冈布寺而授记云：“东方有一冈布，恰似须弥金轮座，山顶犹如宝天冠，后山宛如白帘悬；前山好比珍宝聚；山前状似臣礼君。彼山之颠有徒众，汝去该处利众生。”[73]

当密拉日巴大师见到达布拉杰时立刻发现此人具有一种特殊的智能，遂将自己掌握的全部教法秘诀传授给他。密拉日巴大师开始授以金刚亥母灌顶，达布拉杰依法修习，得到证验，接着再传授拙火定法等。由于达布拉杰具有深厚的密宗修炼功底，仅用十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密拉日巴传授的所有深奥密法完全地领会、接受和证悟。藏文文献记载：

达布拉杰临去前藏时，至尊唱了一首长长的赠别道歌，然后言道：“兔年三月十日，尔务必抵达甄地与聂朗（brin dang snye nam），不可与恶友为伍，因其恶行将晦及自身。要与众人随合，为众人谋福，讲究净洁，对世间八风，要似受伤之兽，经常提防。要在深山僻静地闭关修行，封斋禁语，涂泥封门，以度时光。”嗣后，彼向至尊再三顶礼告辞，上师送至桦树林处一座小石桥边，至尊言道：“出于因缘之故，我不能过此河远送，尔放下行囊，就让咱父子（师徒）俩在此谈谈吧！”至尊在桥墩上作半跏趺坐，当面叮嘱再三，并赐黄色诃子一枚，火镰和一条告别哈达，祝愿圆满修行。拉杰一再顶礼，频频致敬，泪流满面，默默祷念，多次回首，然后往前藏方向而去。[74]

藏传佛教习惯将师徒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以此凸显其教法传承的重要性以及嗣法弟子在传承上师法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达布拉杰遵照密拉日巴上师的教诲和安排，返回前藏静修，三年后又依照密拉日巴上师的嘱托，遍往西藏各地的深山峡谷，寻得静修圣地专门修炼，不与常人来往。藏文文献记载：

（达布拉杰）抵前藏，身著噶当派装束，前去拜谒旧日噶当派之上师纽仁巴（snyug rum pa）等。拜谒诸师，心中大喜，讲论正法，受学许多往昔未曾学过之噶当教法。不久，时逢灾年，天大旱，噶当诸师虽言应在此留居，但未允。至涅地（gnyal），在色哇隆寺修习禅定6年许。那时，忆及上师所说兔年三月十日须回到上师跟前，于是领着热贡热巴（ras sgom ras pa），并向其兄色热（se re）借十二钱黄金，前去谒见至尊。行至亚隆时，热琼巴已为上师理毕丧事后归来，因而得见，遂诉说至尊圆寂情况。然后转赠上师赐彼之灵物，沉香手杖、粗布衣服，弥支巴（mee tri pa）曾用之帽。此时赓即晕倒，久久不省人事，待苏醒后，手握一两黄金，向聂南（snye nam）方向抛去，泪水簌簌，再三叩拜，口诵祈祷上师之道歌。然后返回，并迎清热琼巴至色哇隆承事之，受学若干无身空行母法类。后至涅地，身处噶当派僧徒中。此后心想静修，乃至色哇隆（se ba lung）修习禅定，在桑隆用草茎、树枝，并涂泥造一茅舍，以热贡热巴作为近侍，修行12年。并云游于格隆（dge lung）、类乌齐（ri bo che）、格甫（gar phug）、噶甫（mgar phug）等处修行。有桑日热巴（zangs ri ras pa）、热贡热巴等修行者弟子多人。[75]

藏传佛教在修学次第上先学习显宗教理，后修学密宗，最终以宗教实践为主。达布拉杰完全遵循了这一修学道次第原则。上师密拉日巴圆寂后，达布拉杰开始走向独立的弘法之路。藏文文献记载：

彼晚年至达拉冈布建寺，生前一直在修行并讲经传法。得成就之弟子甚多，有其侄贡巴·慈臣宁布（sgom pa tshul khrims snying po）、康敦·帕莫主巴（khams ston phag mo gru pa）、噶玛巴·都松钦巴（karma pa dus gsum mkhyen pa）、拔绒·达玛旺秋（vbav rom dar ma dbang phyug）、相·卓维贡布（zhang vgro bavi mgon po）等，创建达布噶举派寺庙，达布噶举之名从此时始。后来噶举派之教法逐渐在卫、藏、康三区，蒙古、汉地、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内外兴盛起来。至尊冈波巴·达布拉杰抵达拉冈波，将昔日噶当派的尖顶帽拦腰截断成圆形莲叶状戴之，后来贡巴·慈臣宁布将帽耳折叠缝上戴之，达布拉杰甚是高兴，亦予以仿效。此后“贡夏”（sgom zhaw）即为噶举派修行者常著之帽。达布拉杰75岁时，藏历第三绕迥水鸡年（1153）七月十五日清晨圆寂。[76]

达布拉杰于1121年在达拉冈布（今达布地区的雅鲁藏布江北岸）创建了一座寺院，取名为冈布寺。达布拉杰以冈布寺为场所传授自己掌握或感悟的教法，并培养众多弟子，从而创立了达布噶举派，冈布寺便成为该派的祖寺。值得提出的是，达布拉杰师徒对于噶当派僧帽的改造或修补，标志着不同于噶当派和玛尔巴噶举派的达布噶举派已经形成，且独具宗派风格。

达布拉杰主持冈布寺或传法长达三十年之久，于1150年将寺院主持职位让给自己的侄子贡巴·慈臣宁布（1116—1169）。从此贡巴·慈臣宁布成为达布噶举派的主要继承人。由于达布拉杰的家族人后来皆依附于冈布寺而居住生活，所以，冈布寺的主持一职一直由这一家族的后辈们继承。可以说，冈布寺曾因达布拉杰而闻名一时，但后来一直没能形成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据说，贡巴·慈臣宁布去世后，冈布寺继承者开始实行转世制度。

达布拉杰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建造冈布寺和创立达布噶举派，更在于他培养了四位著名的弟子。这四位弟子不负众望，分别在前后藏等地建寺传法，从而产生相对独立的达布噶举派四大支系，至此达布噶举或噶举派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总之，达布拉杰作为达布噶举派的创始人，在藏传佛教史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他除了创建寺院、建立宗派、培养弟子、弘扬佛法、利乐众生之外，尤其结合噶当派的道次第法和密拉日巴的大手印法而撰写了一部题为《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的经论，不仅成为达布噶举派僧人的必修教程，而且建构了新的自成体系的教法。

（二）《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

《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dam chos yid bzhin nor bu thar pa rin po chevi rgyan c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vi lam rim bzhugs so），是达布拉杰的代表作和成名作，亦是建立达布噶举派的教理基础和修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在藏传佛教修学道次第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1.内容结构

《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的主要内容，以两个部分建构，第一部分为导论（lus kyi rnam bzhag tsam bstan pa），因篇幅只有一页，其中没有建立章节；第二部分为详述（yan lag rgyas par vchad pa），占有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是该经论的重点，其中设立21章：第一章“宣说因如来藏”（rgyu de gshegs snying po bstan pa）；第二章“宣说所依人身宝”（rten mi lus rin chen bstan pa）；第三章“依止善知识之理”（dge bavi bshes gnyen bsten tshul）；第四章“宣说有为无常”（vdus byas mi rtag par bstan pa）；第五章“宣说轮回之痛苦”（vkhor bavi sdug bsngal bstan pa）；第六章“宣说业果”（las vbras yongs su bstan pa）；第七章“宣说慈心与悲心”（byams pa dang snying rje bstan pa）；第八章“皈依与持戒”（skyabs su vgro zhing sdom pa gzung ba）；第九章“圆满受持菩提心”（byang chub kyi sems yongs su gzung ba）；第十章“宣说发愿菩提心之学处”（smon pa byang chub tu sems bskyed pavi bslab bya bstan pa）；第十一章“宣说六波罗蜜多之安立”（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i rnam gzhag bstan pa）；第十二章“布施波罗蜜多”（sbyin pavi pha rol tu phyin pa）；第十三章“戒律波罗蜜多”（tshul khrims ky pha rol tu phyin pa）；第十四章“忍辱波罗蜜多”（bzod pavi pha rol tu phyin pa）；第十五章“精进波罗蜜多”（brtson vgrus kyi pha rol tu phyin pa）；第十六章“禅定波罗蜜多”（bsam gtan gyi pha rol tu phyin pa）；第十七章“般若波罗蜜多”（she s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第十八章“宣说道之安立”（lam gyi rnam par bzhag pa bstan pa）；第十九章“宣说地之安立”（savi rnam bzhag bstan pa）；第二十章“宣说圆满佛果”（vbras bu rdzogs pavi sangs rgyas bstan pa）；第二十一章“宣说佛事业”（sangs rgyas kyi phrin las bstan pa）。

至于《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的殊胜之处或者创新之处，清代格鲁派高僧活佛第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

（达布拉杰）闻密拉日巴尊者之名，非常仰慕，遂去拜见，密拉日巴很高兴，接受了他的请求，尽传所学。达布拉杰以此修习，心生殊胜证悟，遂将噶当派的道次第和密拉日巴的《大手印》教授融会贯通，撰成《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lam rim thar rgyan）。由此，噶当与大手印二大教河汇聚在一起，并以《大印俱生和合》（phyag rgya chen po lhan cig skyes sbyor）的引导次第来教诲后学。[77]

可以认为，达布拉杰的《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不仅仅是将《道次第》和《大手印》简单地融通，而且将显宗教理与密宗修行相结合，以修行实践来检验和体验教理思想，最终对佛法产生甚深的证悟，尤其是感悟和觉醒人生，并寻求到一条解脱之道。他将这一亲历的解脱之道撰写成书，以公开的方式对有情众生指出了一条解脱之道。《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云：

概括地讲，一切法皆蕴含在轮回与涅槃二者。所谓“轮回”，其自性为性空，行相为迷惑；法相为痛苦；所谓“涅槃”，其自性为性空，行相为一切迷惑皆消除散尽；法相为一切痛苦中已解脱；轮回之迷惑，其对象是谁？则是三界中的众生；而迷惑之根据，在于性空；迷惑之因，在于无明；迷惑之情景，在于众生的行为及境况；以比喻言之，迷惑就像睡眠与梦境；从何时起迷惑？则从无始之轮回起始；迷惑之缺陷，在于承受痛苦；而迷惑何时醒悟，则在证得无上菩提之时；迷惑能否自行醒悟呢？犹如无边际之轮回，不能自行醒悟。如此，轮回便是迷惑，其痛苦之程度巨大，其经历又极其漫长，且无有自我解脱。因其缘故，自今日起，勤勉修行，获得无上菩提。[78]

远离痛苦之海，抵达安乐之地，需要寻求解脱之道，其前提应具备修行之因、修行之所依和修行之助缘三项，加之修行之方法、获取之成果和实施之事业，共六项。《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云：

那么，如何勤勉修行呢？应知晓无上菩提包括因（基）、所依（依托）、助缘（条件）、方法、成果和事业六个方面。即无上菩提之因、修行之所依、修行之助缘、修行之方法、获取之成果，以及成果之事业。具体而言，无上菩提之因，则是如来藏；修行之所依，则是人身宝；修行之助缘，则是善知识；修行之方法，则是善知识的教诫；获得之成果，则是圆满佛身；成果之事业，则是从事尚未觉悟众生之事业。[79]

达布拉杰以“因、所依和助缘，以及方法、成果与事业”来概括解脱之道，尤其在教证并重的同时，以菩提心修法提纲挈领，摄取了“三士道”修法的精华。

2.主要论题

《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提出的论题很多且系统严谨，如上述21个题目，从“解脱之道”的角度看，其中最具学术挑战性的，则是解脱之因——如来藏；解脱之所依——人身宝；解脱之助缘——善知识三个论题。

（1）解脱之因——如来藏。解脱之因，则是如来藏。而如来藏人人原始本有，这为有情众生步入解脱之道奠定了最优越的先天性的基础。《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云：

只要勤勉、精进和努力修行，人人无不获得菩提（觉悟）；因为我们有情众生，皆具有“佛性”（成佛之因）或本有“如来藏”。[80]

所以，只要大家勤于修行，人人必将获得无上菩提（觉悟），而获得无上菩提，就等于解脱了佛教所提出的轮回之苦。

（2）解脱之所依——人身宝。解脱之所依或依托，则是人身宝。可见人身宝在解脱之道中占有的重要性，根据佛教的话语，要获得人身宝十分艰难，也极其稀罕。其理由既明了又奥妙，《大圆满金刚心要莲花经》记载：

首先如何认识人生之难得，如出生在地狱，无法忍受极热极寒之痛苦；生于饿鬼界，无法忍受饥渴之痛苦；生在畜牲界，不可忍受愚昧无知之痛苦；生于长寿天道，也无法忍受无意信仰正法而堕入生死轮回之痛苦；生在边地僻壤，因没有修学佛法之机会而无法忍受漫延邪见之痛苦；出生在黑暗时代，无法忍受听不到三宝法音之痛苦；生为聋哑，无法忍受不备修法根器之痛苦。[81]

以上引文主要以六道轮回的视域，充分阐述了人身难得、人身宝贵的道理，从而证明只有人类才具备修学佛法、解脱烦恼痛苦的主客观条件。

（3）解脱之助缘——善知识。解脱之助缘，则是善知识。而寻求圆满的善知识，并非易事。《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云：

解脱之助缘，乃是善知识。虽然获得依托之人身宝，但是未得善知识的教导，因惯于以前不良习气而难以步入菩提道，所以，应依止善知识。而依止善知识，以认可、类型、分别相、方法和功德五个作为标志。[82]

以上引文表达了在解脱之道上，获得所依之人身宝虽然最为关键，亦是最根本的立足之基，但是未得到善知识的教诲和开导，不会产生任何成果。说明解脱之助缘——善知识，则是解脱之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简而言之，达布拉杰及其《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以生动的案例、鲜明的立场和说教的方式，述说了藏传佛教的解脱之道，尤其阐明了如何获得“菩提”果位或境界的修学条件和次第过程。而菩提（觉悟）作为佛教的重要术语和概念，蕴含着深广的内涵和远大的理念；它不仅标志着大乘佛教的精神，而且反映了高僧大德的追求，如慈悲与智慧、菩提心与菩萨行。所以，性空见与菩提心，在藏文文献中以智慧与方便的概念出现，用现代语言来讲：所谓的智慧乃是指理论，方便则为方法、途径或实践；性空见乃正见，是出世的，而菩提心是入世的，专为他人谋利益，即普度众生。

特别是藏传佛教将大乘佛教中发扬的慈悲与智慧作为相互促进的双重条件，获取个体与集体的共同圆满，最终实现佛与众生完全一体的宗教理想；为了大大提升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藏传佛教极力阐扬大乘佛教的菩提心和菩萨行。因此，藏传佛教中贯穿着一种利乐一切众生的生存理念，高僧大德的修行目的首先是利他，而不是自利，更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而着眼于全人类；出家僧尼的追求不是个人的短暂的幸福，而是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安乐。也就是说，以大慈悲心为方便法门，以性空见为智慧法门，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或条件，从而拓展了藏传佛教的解脱之道。

四 噶举派四大支系

噶举派支系繁多，初有玛尔巴噶举（mar pa bkav brgyud）、香巴噶举（shangs pa bkav brgyud）和达布噶举（dwags po bkav brgyud）三系，前二者渐渐衰微，唯有后者兴隆昌盛，遂衍生出四大支系：噶玛噶举派、蔡巴噶举派、拔绒噶举派和帕主噶举派。至清代，蔡巴噶举派和拔绒噶举派相继衰微没落。近代以来噶举派传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克什米尔和印度各地，建立寺院，发展僧团。

（一）噶玛噶举派

噶玛噶举派（karma bkav brgyud pa），藏传佛教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由都松钦巴高僧创立。都松钦巴是达布拉杰的著名弟子，于1157年在康区昌都噶玛地方创建噶玛拉顶寺，宣讲达布噶举派的教法及自己的佛学观点，遂建立达布噶举派中第一个独立门户的支系派别，并以寺名称呼宗派，故有“噶玛噶举派”之称谓。1189年，都松钦巴又在前藏堆垄德庆地方建造楚普寺，遂形成上下两座祖寺。后来楚普寺成为噶玛巴黑帽系活佛的驻锡地，并以噶玛噶举派祖庭自居。

1.都松钦巴

都松钦巴（dus gsum mkhyen pa，1110—1193）是达布拉杰的著名弟子，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多康哲雪岗吉热哇（tre shod gangs kyi ra ba）地方，族姓喇东噶波氏（lha sdong dkar po），其父亲以密宗瑜伽士身份自居，名贡巴·多杰贡布。都松钦巴自11岁就跟随父亲学习佛教祷告词和简单密法修持；16岁在却果噶寺的堪布乔拉·恰森格札座前受沙弥戒，取法名却杰札巴，从此成为一名正式的出家僧侣；19岁赴前藏地区求法，先在堆垄·嘉玛瓦和恰巴·却吉僧格等高僧处系统学习《慈氏五论》、《中观》、《因明》等佛学基础理论；后在夏热巴等高僧处专门修学《道次第法》等噶当派教法，同时在堪布麦都僧座前受比丘戒，温习戒律经论。

都松钦巴30岁时前往达布地区，拜见敬仰已久的达布拉杰高僧，在其座前修学佛法，并在三年之内通晓了达布噶举派的密法要义，特别在闭关实修中获得了最佳密宗境界。之后，都松钦巴返回故乡，以弘扬达布噶举教法为己任，他于1157年在昌都类乌齐附近的噶玛地方创建噶玛拉顶寺（karma lha steng dgon），又称噶玛丹萨寺（karma gdan sa dgon）。他以该寺作为传教中心，宣讲达布噶举派的教法义理和自己的佛学观见，遂形成了略别于达布噶举派的一支新宗派，即噶玛噶举派。

都松钦巴在当地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曾多次调解民间重大纠纷，同时，在故乡多康地区拥有上千名徒弟，具有一定的宗派势力。他在家乡组织和集资大量财物捐献给远在西藏中部的冈波寺等不少寺院，在前后藏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都松钦巴在他的晚年又回到前藏地区，于1189年在拉萨附近的堆垄德庆（stod lung sde chen）地方创建了楚布寺（mtshur phur dgon），因而在噶玛噶举派史上产生了下部噶玛拉顶寺和上部楚布寺两座祖寺。后来楚布寺得到不断扩建和发展，又成为噶玛噶举派的主寺。都松钦巴最后在自己创建的楚布寺圆寂，享寿84岁。

2.首创活佛转世

都松钦巴之所以成为藏传佛教史上享有盛名的高僧大德，不仅由于他圆满完成了建立新兴宗派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临终时口嘱他要在人世间再次转世，让嗣法弟子到时寻访认定他的转世灵童，从而在藏传佛教乃至整个佛教史上开了“活佛转世”之先河。此乃都松钦巴大师在世界宗教史上作出的伟大创举。换句话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世系，始于都松钦巴大师；后人追认都松钦巴为第一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从此黑帽系活佛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噶玛噶举派的教主，又是噶玛噶举派活佛系统中的嫡系传承。

至于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的称呼及其由来，在《土观宗派源流》中有过答案：“虽然传说都松钦巴曾戴黑帽，后遂称为黑帽派，但实际上是在噶玛拔希时才受元帝赐与官职的黑帽，从此以后，历代转世大德始有黑帽系之称呼。”[83]关于都松钦巴大师曾戴黑帽一事，也有不少神话传说：当时有百万名空行母用大家的头发编制出一顶帽子，然后赠送或供养给都松钦巴，从此都松钦巴常戴这顶特殊而具有加持力的黑僧帽。实际上，这一传说带有浓厚的宗教神话色彩，而戴黑僧帽的教规是在第二世噶玛巴活佛时方开始形成的。

噶玛噶举派的第二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是噶玛拔希（karma pakshi，1204—1283），全名为噶玛拔希·却吉喇嘛（chos kyi bla ma），“拔希”一词系蒙语，意为“轨范师”，“却吉喇嘛”为藏语，是“法师”之意。他出生在康区哲垄丹巴却秋（dam pa chos phyug）地方的一户贵族家庭中，父亲名嘉旺慈察（rgya dbang tshur tsha），母亲叫森萨芒吉（seng bzav mang skyid）。相传噶玛拔希出生不久，有一位来自克什米尔的大师给他取名为却增（chos vdzin），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噶玛拔希从5岁开始就识字，很快掌握了藏文的读写等文化基础知识，10岁左右已经具有了对所有佛教经论诵读一遍即能领会的悟性，同时他又自然而然地会坐禅修行。后来噶玛拔希在前往西藏卫地（前藏）求法的途中遇见都松钦巴大师的再传弟子邦札巴（spom brag pa），并在邦札巴面前显示许多奇兆，为此邦札巴认定噶玛拔希为上师都松钦巴的转世灵童，给他灌顶授教诫，取法名为却吉喇嘛。因此，噶玛拔希作为噶玛噶举派第二代活佛被迎请到楚普寺精心培育，由邦札巴和噶托巴·绛巴本（ka thog pa byams pa vbum）二人任上师，经过数年传授佛法，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学习，噶玛拔希博得上师们的赏识，不久上师为给他授予比丘戒。

1253年，忽必烈在南征云南大理途中，亲自看到噶玛噶举派在藏族地区日益兴隆的形势，遂召请噶玛拔希赴绒域色都（今四川嘉绒藏族地区）相见。噶玛拔希如期于1254年会见了忽必烈，并为他及其左右侍从传授发心（发菩提心）仪轨，使他们皈依藏传佛教。忽必烈要求噶玛拔希长期随侍他，但被噶玛拔希婉言谢绝。借此机会，噶玛拔希游方蒙古等北方各地传教说法，当他返回西藏时，接到蒙古大汗蒙哥的诏书，又不得不去蒙古和林会见蒙哥。蒙哥赐给噶玛拔希金印、白银等许多贵重物品，同时特地赠送一顶金边黑帽。从此这顶黑帽成为这一活佛世系的标志，世代相传。教内认为这顶黑帽戴在每一代噶玛巴活佛头上象征着他们对真如实性之证悟。

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之间为争夺大汗王位而发动战争，最后阿里不哥兵败，忽必烈稳坐大汗位。而噶玛拔希处境不佳，一来以前没有随从忽必烈，二来在争夺汗位斗争中犯下支持阿里不哥的嫌疑。噶玛拔希被忽必烈投入监狱，并对他进行惩罚，但他安然无恙，任何刑罚在他身上均失去威力。据传说：“此时，有金刚亥母前来，四部智慧空行母从哈拉哈拉坟墓中取来婆罗门女儿之尸体，举行会供。外界一切刑罚经四空行转授到尸体之上，故任何东西一点也不能够损害噶玛拔希。”[84]当然，这是从宗教的角度渲染噶玛拔希在密法修炼上已取得很高的功法。

噶玛拔希经过一段狱中生活之后，于1264年被忽必烈释放，获得自由。然而，噶玛拔希并没有马上返回西藏楚布寺，而是游访多康藏族地区传教布道，至1270年才返回西藏。从此噶玛拔希再没有离开楚布寺，他投入大量精力和物力，对楚布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扩建，新建了许多佛塔和佛像，用金银汁书写大藏经《甘珠尔》部。噶玛拔希在楚布寺圆寂，享寿80岁。其圆寂过程，《红史》作了记述：

羊年（1283）一月噶玛拔希开始得小病，三月大地不停地震动21天……示显奇特征兆和神变之后，九月三日涅槃。九日火葬后，塑造身像，当天时间成倍地延长，天降雨虹和彩虹等很多奇迹，并为他建无数舍利塔。[85]

以上引文明显渲染了噶玛拔希非同一般人的殊胜功德。事实上，噶玛拔希作为噶玛噶举派教主中的一位传奇性人物，他的确为噶玛噶举派的进一步发展和噶玛巴黑帽系活佛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肯定，噶玛拔希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正式转世的活佛，被认定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的第二世活佛。当他在楚布寺临终时，将噶玛噶举派教主法位依托给其弟子珠托·邬坚巴（grub thob Au rgyan pa），并留下遗嘱：“从远方拉堆地方，必出一继承黑帽系法统的人，在他未来临之前，你当作为佛的代理，于是将金边黑帽戴在邬坚巴头上，旋即示寂。”[86]这是噶玛拔希遵循并发挥了都松钦巴开创的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从此，活佛临终时留遗嘱成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中不成文的一种惯例或教规。噶玛拔希圆寂后，由其大弟子珠托·邬坚巴等人严格遵照遗嘱，寻找转世灵童，最终在后藏的贡塘（今日喀则吉隆）地方找到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认定为第三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即噶玛巴·让琼多杰。

（二）蔡巴噶举派

蔡巴噶举派（tshal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由达布拉杰再传大弟子香蔡巴·尊珠札（zhang tshal pa brtson vgrus grags，1123—1194）创立。《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香蔡巴噶举派，由香卓卫贡布·玉札巴所传出。师出于吉雪，名为达玛扎。从9岁起至18岁间博闻显密经教，26岁受具足戒，名号尊珠扎。从噶罗译师广学教授，旋谒达布弟子冈布瓦·慈臣宁布听受大手印法门，得噶举传承加持，契证自心实相。后建贡塘寺，并塑造大佛像。他可能考虑时事的需要，曾多次挑起战乱。有些凡俗世夫认为他在造作恶业。后来他接受噶玛巴都松钦巴的劝告，不再作乱。曾于七处现七种身，所以得七种号称。凡有所指示鸦面护法皆遵命而行。尔后作了很多纯白善业。当二利圆满时，遂般涅槃。摄受弟子不少，为首的有南卡沃、喀若巴·杜瓦沃、拉秋巴·尼达沃、智热·释迦沃，此四人分建四寺。杜瓦沃在喀若降龙建寺。据说在他的弟弟住持此寺时，曾拥有徒众万余人。[87]

以上引文中香卓卫贡布·玉札巴，是香蔡巴·尊珠札的尊号加别称，又称喇嘛香（bla ma zhang），“香”是家族姓氏。他出生在西藏拉萨吉雪（skyi shod，今蔡巴主村），原名达玛（dar ma），父亲是一位专修密宗的居士，他从小受到父亲的耳濡目染，对宗教有一定的悟性；从9岁开始修学显密经论，后又游历多康地区；至26岁受比丘戒，取法名为尊珠札。1153年，他得到一次会面达布拉杰侄子兼弟子的冈波巴·慈臣宁布（sgam po ba tshul khrims snying po，又名贡巴·慈臣宁布）的机会，借此拜其为师，专心修学大手印法等达布噶举派密法；1175年，得到吐蕃贵族后裔噶尔家族（噶尔·嘉威炯奈）的支持，在拉萨附近的蔡公堂地方创建蔡巴寺（tshal pa dgon），由此形成命名为“蔡巴噶举派”的宗派；1187年，又在蔡巴寺附近建造蔡公堂寺（tshal gung thang dgon），与蔡巴寺一起成为蔡巴噶举派的中心寺院。《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其主寺的住持。达玛扎后，有娘麦·释迦益西、阿阇梨·绛曲益西、拉秋巴·尼达沃、桑杰奔、桑杰宁布、桑结日巴、赛康顶巴等相继作为住持人。此外，还依次出现了玛巴沃等对弘法有所建树的人物，促成蔡巴噶举派的形成。[88]

至1268年，时任蔡巴寺住持的桑杰欧珠（sangs rgyas dngos grub）被元朝授封为蔡巴万户长，蔡巴噶举派遂成为前藏一带很有实力的政教合一的重要宗派之一。吴均说：他这派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是先以教辅政，接着是以教代政，最后则是噶尔家族掌握了政教权力，以政权代管教权，使教权从属于政权，成为卫藏地区政教合一组织形式中较特殊的一种形式。[89]然而，蔡巴噶举派在势力较强时期，曾联合萨迦派等各地方政教势力，共同抗衡帕主噶举政权，最后败北。随之蔡巴噶举派从兴盛又走向衰落。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讲：在世俗方面相继出现有本钦·达玛宣努、桑杰额珠等掌握政权。因此，这时期内教法非常兴盛。后来蔡巴政权削弱，诸大佛寺皆被火毁，现今仅存留有塔像经书和护法殿堂等而已。[90]后来格鲁派兴起，将蔡巴寺和蔡公堂寺改宗格鲁派寺院，蔡巴噶举派遂融入格鲁派之中。

（三）拔绒噶举派

拔绒噶举派（vbav rom bkav brgyud），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由达布拉杰的大弟子达玛旺秋（dar ma dbang phyug，约12世纪中叶人）创立。他在后藏（日喀则）昂仁地区建造一座寺院，命名拔绒寺（vbav rom dgon）。达玛旺秋就以该寺为传教中心，广收门徒，主要传授密宗大手印法和显宗大手印法，遂自成一系，取名为拔绒噶举派。《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此派盛传为起自天竺黑行者的化身拔绒巴·达玛旺秋。达玛旺秋生于彭域地方，少年时期有一位年轻咒师来至其处，向他盛赞冈布瓦的功德，并劝他往冈布处参礼。乃与之同行来到冈布，咒师旋失所在，因知此咒师系冈布之化身。师得冈布摄授，并传其心法引导，证得高深境界。遂建北方拔绒寺，讲授大手印，他把乐空大手印名为《溶迁》（bsre vpho），把实相大手印名为《单追觉性的捷径》（gseb lam rig pa rkyang vded），如是广聚徒众进行引导。其上首弟子有帝师热巴（ras pa）。寺院住持由其家族世代承袭。此派法统似乎没有很大发展。现在情况如何，颇不详知。[91]

达玛旺秋去世后，拔绒寺住持由其家族成员世系相承，结果拔绒噶举随着该家族内部的不断纷争瓦解而渐归衰绝。后来在多康地区（今青海玉树州境内）尚有几座寺院传承拔绒噶举派的教法仪轨。

（四）帕主噶举派

帕主噶举派（phag gruvi bkav brgyud），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92]。创立于12世纪中叶。同时，帕主噶举派又是噶举派四大支系中对当时藏族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宗派，在其宗派内部衍生了相对独立自主的八个分支宗派。后世的帕主噶举派与朗氏家族相结合，政教双方都得以兴隆发展，至元末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帕主第悉法王政权，成为萨迦派之后又一个掌管西藏地方政教的宗派。

1.帕莫主巴

帕主噶举派的创始人，是达布拉杰的四大著名弟子之一的帕莫主巴（phag mo gru pa，1110—1170）。至于帕莫主巴的家世和族系，在藏文史书中有各种说法。如《红史》认为：善逝帕莫主巴，他的家族属于美多瓦族中的韦那氏家族，父亲名韦那阿塔尔。[93]又《新红史》说：对于帕莫主巴之族系，《青史》虽说是韦氏（dbas），但是，《教诫金鬘》（bkav rgyud gser phreng ba）则主张是朗拉斯族系（glangs lha gzigs）。[94]显而易见，后世噶举派史书将帕莫主巴纳入朗氏家族的谱系之中，是为了给帕主噶举派与朗氏家族的结合寻求历史渊源关系。但是，藏文史书中没有过多研究帕莫主巴的族系。文献记载：

帕莫主巴·多吉杰波系第二绕迥铁虎年（1110）诞生于多康南部智垅美雪。父名培阿达；母名且萨尊聂。幼年父母双亡。9岁，于恰基寺堪布楚巴尊前出家，取名多吉杰波。后渐读书写字，学画绘像。在康区。依止亲近十六位经师善知识，闻思显密经义。22岁，赴前藏，入桑浦寺，于格西堆垄·嘉玛哇尊前认真究习般若、因明、中观理聚论等。25岁，拜恰·堆增钦波为亲教师、堆垄·嘉玛哇为轨范师、阿尔为屏教师，于足数之僧侣中受具足戒。于亲教师与轨范师前，认真究习律藏经典，誉满四方。此后，从玛·曲吉杰波、绛森·达瓦坚赞、贝钦噶洛巴、萨钦·贡噶宁布、布贡、觉莫拉杰等处敬聆密咒金刚乘诸法。第三绕迥铁羊年（1151），偕舅父同抵塔拉冈波。第四天，拜谒无等上师塔波仁波且，殊胜之信念，充满心怀。于是禀告自己之情况及修行成就之事。塔波仁波切边作手势边道：“这点功德，只算是一点糌粑团团而已。”故满以为昔日修行颇有成就之念，顿然破灭。时塔波仁波且言道：“汝可去那边山上一心修定。”似此，一经修定，即证得大手印之智矣。在冈布三年，称多吉杰波、噶玛·杜松钦巴、冈巴·夏敦三人为成道三康巴人，系塔波仁波切弟子中之佼佼者。无等上师塔波仁波且圆寂后，在塔拉冈布滞留一年，主持追荐法事。后遵上师授记，赴贡杜桑波那措，该地即帕摩竹。扎喀哇之领主为施主，建吉祥帕摩竹寺，上师遂以寺名冠之，成为帕莫主巴·多吉杰波，利生事业与佛教事业蓬勃友展，享有华盖之弟子达五百之众。直工、达隆、竹巴、蔡巴、亚桑、绰浦、玛耶等各噶举派皆源于斯，此后帕主噶举派昌盛发达。四十九岁之后，每月上旬闭关；下旬则上午闭关，下午宣讲深广佛法，广收弟子，开创帕主噶举派宗规。谆谆教诲众虔信弟子。第三绕迥铁虎年（1170）七月二十五日，出现诸多异兆，乃于是日圆寂。[95]

实际上，帕莫主巴出生在多康南部的智垅美雪（vbri lung rme shod）地方，9岁时出家，取法名多杰嘉布，少年时代在家乡拜师学经。19岁时有机会侍从一位富商进藏游方参学，不拘一格，广泛修习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等不同宗派的教法。25岁受比丘戒，42岁拜达布拉杰为师，在达拉冈布寺专门修习达布噶举派教法达三年，心生证悟，成为达布拉杰的著名弟子。随后返回自己的故乡康区，并在那里广收门徒，传授以达布拉杰所传密法为主要内容的教法，其讲授独具风格，声名大振。不久，他放弃在家乡的传教活动，又返回前藏帕莫主地方潜心修行，并寻求弘法时机。

藏历第二绕迥土虎年（1158），帕莫主巴在山南帕莫主这个地方创建一座小寺院，后称丹萨提寺（gdan sa mthil）。他就在丹萨提寺收徒传法，名震四海，闻声前来求法者与日俱增，遂形成一支独立自主的派系，并以地名命名宗派称谓，即“帕主噶举派”，其创始人多杰嘉布亦冠以“帕莫主巴”尊号。后来达布噶举派衰微，而帕主噶举派兴隆昌盛，枝繁叶茂，正如第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所讲：“此雪山环绕之大域中，达布噶举教法如茂密丛林，林中之如意宝树者，乃帕莫主巴·多杰嘉布也。”[96]帕莫主巴在丹萨提寺传教达十三年，最后在该寺逝世，享年61岁。帕莫主巴以自奉俭朴、戒行谨严、学识渊博等杰出的学识德行而名扬四方，常聚集在丹萨提寺求法的僧众达八百人之多，其中有十余名著名弟子。《红史》记载：

他的上首弟子有四人，即圆满福泽智贡巴、圆满感戴达隆巴、圆满智慧巴普瓦、圆满证悟那普瓦。他有近侍四名弟子，即甘丹益喜森格、贡丹藏巴热穷巴、多丹米涅贡仁和成就者涅日赛卧。其他还有堪布香松托巴、绰浦·坚查仁钦、却杰杜、朗森格坚赞、莫敦却罗、森格丁巴、森敦丁巴、娘献村巴、香敦堪布寨日瓦、色卧格瓦贝、格西敦降杰恰、麦贡等。临终之年，有僧人八百。[97]

上述帕莫主巴的大弟子中智贡巴、达隆巴等著名人物后来在藏族地区建寺传教，又从帕主噶举派中衍生出八个小支系[98]，使噶举派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又成为支系最繁多的宗派。

帕莫主巴于藏历第三绕迥铁虎年（1170）逝世后，在六七年间丹萨提寺没有正式的住持。之后，由香蔡巴、智贡巴（仁钦贝）、达隆唐巴（扎西贝）等高僧分别住持丹萨提寺。藏历第三绕迥土龙年（1208），出身朗氏家族的京俄·札巴炯奈（spyan snga grags pa vbyung gnas，1175—1255）被其上师、时任智贡寺座主的觉巴·久丹贡布（仁钦贝）大师推举为丹萨提寺住持，他住持丹萨提寺至1235年。从此，丹萨提寺的住持由朗氏家族的叔侄兄弟或家族主要成员承袭。《红史》记载：

智贡法王委任其司膳者京俄仁波且为帕主寺住持，京俄仁波且出自拉赛家族，他建帕主经堂，以后在他任智贡寺住持时，委派他的侄子杰瓦托杜巴任帕主的住持。杰瓦托杜巴在后半生接受旭烈兀之大供养，十七天后，杰瓦仁波且去世。其侄子仁波且居尼巴继任住持，并塑了很多杰瓦仁波且之像。仁波且居尼巴的弟子称为布多。仁波且居尼死后，由布多及其侍从建立果芒（十六门塔），并委任居尼巴的侄子坚·札巴益喜为住持，札巴益喜的弟子称为堆普，从此就出现了“布堆”（布多和堆普）之间的争端。堆普请求仁波且札巴益喜和喇嘛八思巴授教诫，并把自己的侄子那查扎赖瓦送给喇嘛夏巴益仁巴，萨迦巴正准备任命那查扎赖瓦为住持时，峻加卧杀死了那查扎赖瓦。此后，仁波且札巴益喜逝世，由仁波且峻加卧札巴仁钦任住持。[99]

京俄·札巴炯奈之后，丹萨提寺的住持依次为：杰瓦托杜巴（杰瓦仁波且（rgyal ba rin po che，又名札巴尊智，grags pa brtson vgrus，1203—1267），1235—1267年在位；仁波且居尼巴，又名居尼巴·仁钦多杰（bcu gnyis pa rin chen rdo rje，1218—1280），1267—1280年在位；坚·札巴耶西（grags pa ye shes，1240—1288），1280—1288年在位。

藏历第五绕迥土牛年（1289），京俄·札巴炯奈的侄子札巴仁钦（grags pa rin chen，1250—1310）担任丹萨提寺住持，并兼任帕主万户长职位，成为集帕主教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政教领袖。札巴仁钦之后，札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1293—1360，又名却西巴宁玛，chos zhis pa rnying ma）继任丹萨提寺住持，1310—1360年在位。

2.朗氏家族

朗氏（rlangs）家族与帕主噶举派的结合，有一段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首先，认定帕主噶举派的创始人帕莫主巴大师确属朗氏族系；其后，朗氏家族成员承袭帕主噶举派的祖庭丹萨提寺的座主。而且，朗氏家族极为看重自己的家族身份。如《朗氏家族·灵犀宝卷》云：“若人不知自己所出之家世，犹如林中之猿猴；不知自己之高贵种性，犹如虚假之苍龙；不知父祖业绩之史传，犹如被弃之门巴孤儿。”[100]实际上，藏族地区未陷分崩离析之前的吐蕃时期，无论王臣，其种姓族氏不容紊乱，有着极为重视出身及谱写族氏之习俗。《朗氏家族史》记载：

如此之天神神姓朗氏家族，就门第而言，地位高如苍穹；就事业而言，宛如灿烂的日月之光辉；以举止而言，犹如坚固不坏的须弥山；就渊源而言，好似深沉的大海。其统治的情况，建树的业绩，（保存的）珍贵文献等，如详史所祝福的一样。详史有载：天神神姓富足的朗氏家族之根源可追溯至赛琼惹。他首先娶赞莎盖丹玛，生子惹察渥。惹察渥之子是琼如噶波。琼如噶波之子是崩吉谢米。崩吉谢米之子是惹吉朱松。惹吉朱松之子是芒冬达赞。芒冬之子是拉日潘波切。潘波切之子是巴多。巴多之子是董多。董多之子是朗·桂丁。桂丁之子是董格。董格之子是董赤。董亦之子是帕仓。帕仓之子是宕热。宕热之子是朱宁孔宗。朱宁孔宗之子是赞巴达学。赞巴达学之子是囊年孔烈。囊年孔烈之子是芒波切卓卡。芒波切卓卡之子是答波切达贝烈。答波切之子是措尚拉思。措尚拉思之子是调伏世间所有鬼神者大阿阇梨莲花生的化身证果者绛求浙桂。绛求浙桂娶噶丹玛为妃，生子年团阿充。年团阿充之子是尼雅果赤。尼雅果赤之子是朗敦·加徐那波。加徐那波之子是阿桑。阿桑之子是阿赛。阿赛之子是云钦杰瓦郊。杰瓦郊之子是云达贡波杰。贡波杰之子是长官绰渥潘。绰渥潘之子是长官仁钦郊。仁钦郊之子是索南桑波。索南桑波之子是长官仁钦多吉和仲钦释迦仁钦。他俩之子不在此赘述。[101]

可见朗氏家族有着光祖耀宗之后裔，无论前身后世，均门第高贵，谱系源远流长。这为朗氏家族成员世袭丹萨提寺住持（京俄）职位创造了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至元朝时期，执掌丹萨提寺座主的朗氏家族人，又获得了帕主万户长之头衔。至此，朗氏家族与帕主噶举派结为联盟，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一方政教合一势力。《红史》记载：

帕主万户历任官员为：在京俄仁波且之时，由智贡巴官巴夏仁兼总管，京俄之近侍官尊归顺于蒙古。此后为本多杰贝。本多杰贝是多康地方一青年，他自称属拉赛家族，故委任他为司膳官，此后邀请他到内地，皇帝赐给他帕主万户和虎头牌。他长时间内任万户长，建乃东城堡，本多杰贝死后，由其弟宣努坚赞继任万户长，宣努坚赞死后，由其侄子嘉雅卓巴降宣任万户长，此时萨迦派与智贡派正进行战争，降宣唯萨迦派之命是从，此后萨迦本钦阿兰焚毁帕主寺时，由降宣出面劝阻。降宣死后，由宣努坚赞的侄子宣努云丹任万户长，皇子铁穆尔不花驻军西藏时，宣努云丹曾做过铁穆尔不花的随军侍从，他不但在外不中用，而且在内也受到农民的反对。故仁波且峻加卧不高兴，请求皇子父母免去宣努云丹的万户长，而后派遣他去朝廷。在未任命新万户长期间，由王子玛阔甲、萨迦派的审判官仁钦扎西、仁波且的近侍尊祖贝、宣努云丹的侄子沃玛札巴沃色及以前旭烈兀委任的地方官阔阔赤之子多杰森格和觉卧扎仁等人处理日常事务。以前的喇嘛扎沃巴在朝廷中作主，使仁波且峻加卧得到了万户长之敕书，并兼任拉本，把却门宗交给宣努云丹。峻加卧死后，仁波且札巴坚赞之兄坚赞贝到朝廷，按拉杰帕莫竹巴的请求，敕封坚赞贝为万户长，坚赞贝卸职后，他请萨迦任命其弟扎桑为帕主万户长。扎桑卸职后，宣努坚赞之子坚赞嘉受敕封为万户长。仁波且扎杰巴之弟绛曲坚赞住在萨迦派喇嘛达尼钦波身边，依止涅麦巴学习教法，喇嘛贡罗回西藏时，坚赞嘉被撤职，任命绛曲坚赞为万户长。此后，他得到晋王（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敕封，坚赞嘉的孙子索南坚赞也受到敕封，因封地的大小、职位的高低发生了多次争执，但谁也不能使对方屈服。帕主万户的首领即是上述这些人。[102]

按上述帕主万户长的顺序：第一位是智贡巴官巴夏仁，又名仲钦·释迦仁钦；第二位是丹玛官尊（vdan ma sgom brtsun），此人最初为京俄·札巴炯奈的近侍，后治理帕主管辖有突出成绩，遂获帕主地方大管家职位；第三位是多杰贝（rdo rje dpal），此人最初是丹萨提寺住持札巴尊智手下管理牧业的官员，他奉札巴尊智之命，曾三次进京请封官职，遂被元朝任命为帕主万户长。因此，帕主万户长头衔应从多杰贝正式开始，同时，多杰贝本人扮以出家人装束，并遵守戒律，因而博得帕主管辖僧俗人等的敬重。同时，多杰贝在帕主辖区建立十二个谿卡（gzhis ka，庄园），而且善于管理谿卡，他的权力不断增强。之后，帕主万户长依次为多杰贝之弟宣努坚赞、雅卓巴降曲宣努、宣努云丹、仁波且峻加卧（又名居尼巴·仁钦多杰）兼任、坚赞贝、札巴桑布、坚赞嘉和绛曲坚赞。至元末明初，朗氏家族在前藏乃东地方建立了帕主第悉法王政权。

五 噶举派八小支系

帕主噶举派是噶举派四大支系中一支枝繁叶茂的宗派，其内部衍生出了相对独立的八个分支宗派，即智贡噶举派、达隆噶举派、周巴噶举派、雅桑噶举派、绰浦噶举派、秀赛噶举派、耶巴噶举派和玛仓噶举派，总称噶举派八小支系，遍布整个藏族地区。

（一）智贡噶举派

智贡噶举派（vbri gung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其法脉源于达布噶举派，由帕莫主巴大弟子觉巴·久丹贡布创立。1179年，觉巴·久丹贡布在前藏智贡（vbri gung）地方将一座小庙扩建为正规寺院，遂命名为“智贡提奥蒙绛曲林”（vbri gung mthil vog min gling，今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境内），简称“智贡提寺”（vbri gung mthil dgon）。觉巴·久丹贡布在该寺讲经说法，遂形成一支新兴宗派，即智贡噶举派。

觉巴·久丹贡布（skyob pa vjig rten mgon po，1143—1217），又名觉巴·久丹贡布仁钦贝（skyob pa vjig rten mgon po rin chen dpal），他一生严于律己，不但遵循佛教戒律，戒酒忌荤，而且讲授显密教法，颇有创意，遂建立拥有众多僧团并自成一体的智贡噶举派。《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智贡噶举派由觉巴·久丹贡布所传出。他的诞生地是丹玛，族姓为居热，水猪年（1143）出生。少年时亲近卓贡·帕莫主巴，取名仁钦贝。得其教授，心生智慧，现见诸法真实之义。曾患癞病，修大悲心，见龙魔及其眷属，均离身而去，于是得愈。25岁时以松托巴为师，受具足戒。37岁去智贡地方建寺，后逐渐发展，聚集无数僧众。在聂杰瓦·拉朗巴迎师说法时，听法四众达55525人。在某次安居之时，比丘受筹者达10万人，名声遍于南赡部洲。相传其为龙树菩萨化身，享年75岁圆寂。[103]

具体而言，觉巴·久丹贡布出生于多康丹玛（vdan ma）地区（今四川邓柯县），父名阿绛多杰，母亲叫宗玛。他从6岁始识字读书，9岁时能够向信教群众讲经说法。当时耳闻帕莫主巴的德誉名声，觉巴·久丹贡布在25岁时，即1167年，赴西藏丹萨提寺，拜帕莫主巴为师，专心致志地研修显密教法，直至帕莫主巴逝世。之后，他又采取独居静修的方式，在宗教实践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根据不少史书记载，觉巴·久丹贡布是在35岁（1179）时，由贡塘香喇嘛任堪布、赛隆巴为轨范师，授予比丘戒，[104]而不是上文所说25岁时受比丘戒。而且，觉巴·久丹贡布在戒律学方面卓有见地。

当觉巴·久丹贡布在佛教显密宗领域卓有成就并在藏传佛教界享誉声望之际，各地头人施主纷纷前来邀请他去弘法，于是他选择了智贡地方，去管理当地的一座小庙，经他主持大兴土木扩建后，小庙焕然一新，初具寺院规模，取名“智贡提寺”。他就在该寺开展严持佛教戒律尤其戒酒忌荤的宗教整肃运动；同时，向僧众开课讲经说法，而且在讲授显密教法方面颇有创意，并建立了自成一体的教法仪轨。随之智贡提寺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众多僧团且有很高知名度的一座大僧院，新的一支宗派便应运而生，名为“智贡噶举派”。

智贡提寺位于农牧区交界地带，而且交通十分便利，是一个天然的农牧产品交易中心。觉巴·久丹贡布利用这一天时地利人和之条件，举行各类法会，每次法会，各地前来参加或观摩的人数达数万之多，从而传播或扩大了智贡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及宗派影响力。相传当时跟随觉巴·久丹贡布学法者甚多，号称闻法弟子约五万人，授戒者逾十万人，并培养了许多著名弟子。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弟子中有号称京俄的四位，有聂、噶、却三位，有号称勇士的十二位，等等，不可计数。住持丹萨提寺者，有京俄大师，温仁布切、炯仁布切、聂杰瓦·拉朗巴、噶当巴·却顶巴、拜钦却耶、温·希热炯奈等。

其中希热炯奈为觉巴家族长，事师殷勤，智慧超群。尤其他将觉巴·久丹贡布所承许的一百零九十特法编纂成书，名《一密意趣》（dgongs gcig）。此后，依次出现了很多法位传承人。[105]

觉巴·久丹贡布圆寂后，智贡提寺的住持由智贡家族成员相继接任并世袭。智贡提寺第一任住持为堪钦·古热瓦（mkhan chen gu ra ba，1154—1221）；第二任住持为温顿·索南札巴（dbon ston bsod nams grags pa，1199—1247）；第三任住持为京俄·札巴炯奈（spyan snga grags pa vbyung gnas，1175—1255）；第四任住持为炯·多杰札巴（gcung rdo rje grags pa，1210—1278）；第五任住持为托卡瓦·仁钦桑格（thog kha ba rin chen seng ge，1226—1284）；第六任住持为参杰巴·札巴索南（mtshams bcad pa grags pa bsod nams，1238—1286）；第七任住持为觉努·多杰益西（jo snubs rdo rje ye shes，1223—1293）；第八任住持为多杰仁钦（rdo rje rin chen，1278—1315）；第九任住持为多杰嘉布（rdo rje rgyal po，1284—1350）。经过智贡家族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以智贡提寺为中心的智贡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新兴地方势力。元代时智贡提寺住持封为智贡万户长。

（二）达隆噶举派

达隆噶举派（stag lung bkav b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大弟子达隆塘巴·札西贝（stag lung thang pa bkra shes dpal，1142—1210）创立。他曾师从帕莫主巴修习帕主噶举派教法，后于1180年在达隆地方创建一座寺院（今拉萨市林周县境内），取名达隆寺（stag lung dgon）。在此招收学僧，传授佛法，整肃教戒，僧众剧增，遂形成一支宗派，称“达隆噶举派”。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达隆噶举是由达隆塘巴钦布所传出。他的家族名告斯，诞生于羊雪邦若顶。从堪布拉冈巴·协饶多吉出家作沙弥，名扎西白。数次欲往天竺，行时为妻子等家人所阻。慕帕主之名，年24岁时，游于帕主之门，作帕主侍者，受到上师的青睐，遂将所有教授都传授给他。一次他闲游于提寺侧草原，因坐其处便入定，进入三摩地生起殊胜证悟，正逢卓贡也来到那里，用禅杖指他的心间说道：“我们祖师那若巴说：当修诸法自性空而无我，即在此无我之中同时兼修四无量心和诸方便法门，这才是获得无住涅槃之道。”他由于得此深广指示，心中便生起“大手印无修瑜伽”。及帕主圆寂，又往墨竹从伽喀巴学噶当教授，从向夏惹瓦受比丘戒。年39岁受达尔、札、绒和旁多等地的人迎请至达隆。他遵师预记，在此地建寺，遂成有名之达隆塘巴寺。降伏当地大力山怪作为护法。自出家后，足不入俗舍，戒晕酒，亦不以酒食酬应，凡寺宇内院不许妇女进入，所定的戒律守则非常严格。在他将圆寂时召集弟子三千余人，示现种种神变，69岁入灭。[106]

达隆塘巴·札西贝出生于西藏一户富豪人家，幼年丧母，18岁出家为僧，学习噶当派教法；24岁时前往帕莫主巴大师处，修学帕主噶举派的教法。由于勤奋好学，很快在佛教显、密宗两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帕莫主巴逝世后，达隆塘巴·札西贝游方各地讲经传教并招收弟子，于1180年偕同17名弟子一起受请前往达隆地方，创建达隆寺。将该寺作为固定道场，继续向门下众弟子传授自己娴熟和感悟的佛法，遂形成一支独立自主的宗派。1181年，达隆塘巴·札西贝被推举为发生在达域和绒二地之间的纠纷的调解人，平息一场械斗后，赢得两地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并被尊崇为两地的领袖级人物。随之达隆噶举派发展壮大成为一方具有政教两股势力的派别。

达隆塘巴·札西贝是一名德才兼备的高僧，出家为僧后，严守佛教戒律，不食荤酒，衣不解带，足不入俗家，在整个藏族地区享有“最有德行”的声誉。同时，他制定清规戒律，禁止妇女及食肉者进入寺院,对管辖出家僧众严格要求，又使达隆噶举派及其僧众以戒行清净著称于当时的前后藏地区。正如王森所说：“到1240年左右，蒙古阔端的将官多达进藏时，报阔端说：‘藏地噶丹派的寺庙最多，达隆派的僧人最有德行，智贡派的京俄法力最大，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学问最大）。’”[107]
达隆噶举派在初期发展阶段，寺院住持采取堪布制度，如达隆塘巴·札西贝逝世后，按照他立下的遗嘱，由其族侄仁钦贡布（rin chen mgon po，1191—1236）继任寺院住持职位，成为达隆寺第二任堪布。《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其侄温·仁钦贡布继承法位。此人曾营建大佛殿，并建分寺多处。其后由桑杰雅俊继任。他有弟子堪任住持的为其弟温波扎西喇嘛和桑杰温波二人。桑杰温波即札巴维赛桑布，前去朵康，建类乌齐寺。由此达隆系又分出亚塘与玛塘二支，二寺均有僧三千八百余人。从此达隆的支寺与法嗣遂广布于卫藏朵康等地。其家族系统中相继出现者是稀有之大德，尤以晚近所出之达隆阿旺札巴，其教证功德很高，声名广传，卫藏有声威者莫不敬仰。特别是智贡与达隆的法统将断绝时，赖以复兴，功劳很大。此系的夏仲·阿旺南杰（zhabs drung ngag dbang rnam rgyal），是一位博通经藏、戒行谨严而声名又大的大师，曾广造《教法源流稀有海史》（chos vbyung ngo mtshar rgya mtsho）等，著作甚多。现在告斯的血统法脉和亚塘、玛塘活佛转世的世系均相承未替，寺院的僧伽亦复不少。唯此派的教法传承如何，则不详知了。[108]

在仁钦贡布担任堪布期间，扩建达隆寺，寺僧发展到五千多人。第三任堪布为桑杰雅俊（sangs rgyas yar byon，1203—1272），他曾在达隆寺迎接过由大都返回萨迦并途径达隆地方的八思巴帝师。桑杰雅俊有两位侄子作为其门下弟子，一位侄子叫扎西喇嘛（bkra shes bla ma，1231—1297），担任达隆寺第四任堪布；另一位侄子叫桑杰札巴维赛（sangs rgyas grags pa vod zer，1251—1294），曾赴康区传法，于1277年在类乌齐地方建造一座新寺，遂命名“类乌齐寺”（ri bo che dgon，今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县境内），其教法传承自成一体。因此，达隆噶举派产生了上、下两大主寺，其中达隆寺为上部主寺，称“亚塘寺”（yar thang dgon），类乌齐寺为下部主寺，称“玛塘寺”（mar thang dgon），两座寺院曾在历史上各保持三四千名僧人，并建立亚塘和玛塘两大活佛世系，在藏族地区有一定宗派影响力。如达隆噶举派高僧活佛曾多次调解藏区政教派系纷争，在西藏政教界享有声望。

（三）周巴噶举派

周巴噶举派（vbrug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的大弟子林热·班玛多杰及其嗣法弟子藏巴嘉热·益西多杰创立。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周巴为帕莫主巴弟子林热·班玛多杰与法主·藏巴嘉热所传出。珠托·林热巴生于娘堆，名班玛多杰。9岁学诵读，13岁即精通所学，17岁从阿阇梨林热受近事戒，38岁入帕莫主巴之门。听其讲解引导而修习之，仅三日则得高深之证悟。将其所悟求证于师，卓卫贡布亦深加赞许。以后宏化四方，广作利生之事。其上首弟子有藏巴嘉热。[109]

林热·班玛多杰（gling ras pad ma rdo rje，1128—1188）出生在西藏后藏的娘堆（nyang stod）地方，小时候学医；至17岁方出家步入佛门，系统修学佛教显、密宗教法，后来以精通咒术著名；38岁时赴前藏丹萨提寺，拜见帕莫主巴，在其座前专门研修密法。之后，他周游藏族地区，为当地豪门显达讲经说法，晚年在纳浦寺安居，收徒传授亲自修证体悟的密法，培养了不少弟子，为建立周巴噶举派打下了教理基础。

林热·班玛多杰是一位重于苦修的瑜伽师，曾先后与两名女人有过夫妻生活。他谦逊、耿直和豪放的为人处世对以后周巴噶举派的僧人风格产生过巨大影响。林热·班玛多杰在晚年招收的著名弟子藏巴嘉热·益西多杰（gtsang pa rgya ras ye shes rdo rje，1161—1211）成为其法脉传承人。《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嘉热生于娘堆库勒，原名雍仲白。12岁时父亲将他放置兄处，学法甚多。13岁削发名喜饶白。后从喇嘛香（bla ma zhang）出家，又改名为益西多杰。当其22岁时，正遇吉准·林热巴住在热隆（ra lung），与之相见，仅以盐一升为贽礼，请问法义甚多。后去卫地，在纳浦又重遇林热，学了《六法》及《俱生和合》等教授，只修七日，即能胜得起着单布衣。冬天又泥封关门静修，能将内外风息合为一致，可以穿墙无碍，得等虚空的明空三摩地。掘藏取出热琼巴所埋藏的六种《平等一味法》。遵喇嘛香所预记，建隆多寺。又遵本尊所示建热隆寺。遵林热所示建周寺。当初建此寺时，雷声霹雳而至，因此该寺遂以雷为名，此系所出的法嗣则称为周巴噶举系。

藏巴嘉热·益西多杰是一个具有宗教悟性、深奥功法的传奇性人物。他最初在前藏拉萨附近建造一座名为隆多寺（klong rdol dgon）的寺院；之后，云游浪卡子一带的农牧区传法，并在热隆地方建造热隆寺（ra lung dgon）；接着又在拉萨西南的曲水地方（今拉萨曲水县境内）建造了一座寺院，因建寺时恰逢雷声轰鸣，便取名“周寺”（vbrug dgon），藏语意为“雷声”寺，周巴噶举派的宗派称谓由此而来。藏巴嘉热·益西多杰在三座寺院中轮番讲经传法，前来听法的学僧猛增。譬如，他在周寺传法时总有庞大的学僧队伍追随其后修学教法。仅在“建‘主’寺一年之内，四方僧徒来从他学法的人在‘主’寺附近建起草舍千余间”。[110]至藏巴嘉热·益西多杰晚年时期，其门下徒弟有五千多人，遍及整个藏族地区，因此而名振四方。《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传说聚有弟子约五万人，教化甚广，说他是那若巴的化身。周巴法嗣非常广遍，约灵鹫飞十八日路程的面积。谚语说：“藏人半为周巴，周巴半为乞士，乞士半得成就。”此语风行全境。弟子中最大者初期大弟子有巴姜二人，中期大弟子有嘉哲二人，后期大弟子有洛郭二人，其他还有三热巴、三瑜伽士、三锡布等门徒众多。[111]

藏巴嘉热·益西多杰的传法在藏地大获成功，并且门下众多弟子中人才辈出。至此，被命名为周巴噶举派的宗派正式形成。该派初期以周寺为主寺，后又以热隆寺为其主寺。在历史上，以热隆寺为中心传授的教法传承，称为中周巴学派。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其根本寺的住持由温热·达玛僧格继承。从此其家族世代相承。此中法缘最兴盛者为杰旺却杰。杰旺以后又继出拉孜巴·阿旺桑布、诗学家桑杰多杰、博克巴等的优秀法嗣不少。尤以善巧著作闻名的班玛噶布其著作亦很多。班玛噶布转世为巴桑旺布。其他如有名之藏宁、卫宁二大宁，和主宁·贡勤皆是此派有奇特成就的大德。以上诸师称为中周巴。

约在藏历第四绕迥火狗年（1226），藏巴嘉热·益西多杰后期两大弟子之一的郭仓巴·贡布多杰（rgod tshang ba mgon po rdo rje，1139—1258）在协噶地方建造郭仓寺（rgod tshang dgon），收徒传法，培养了不少著名弟子，从而形成了上周巴学派。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关于郭仓巴·贡布多杰。初名顿珠僧格，从藏巴嘉热出家，改名贡布多杰。此人有守持十二本尊誓愿和一精进铠甲共十三戒，又有身语意三密的三根本誓戒，今生利乐七誓愿，殊胜五本誓愿等，懿行胜事多有不思议。弟子中有杰瓦·扬衮巴、朱妥·邬坚巴、基迦瓦、乃仁巴四大弟子。此外门徒尚多。其中扬衮巴弟子有京俄·仁登，京俄弟子索浦巴·仁钦白桑，索弟子巴饶·坚赞白桑。此人曾著作《三方域论》等的论典很多，弟子亦不少，以上即名为上周巴。[112]

藏历第四绕迥铁牛年（1241），藏巴嘉热·益西多杰后期两大弟子之一的洛热巴·旺秋尊珠（lo ras pa dbang phyug brtson vgrus，1187—1250）创建噶波却隆寺（dkar po chos lung dgon），并以此寺为主要传教中心，培养大批门徒，他们在各地建寺传法，遂建立了下周巴学派。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关于杰瓦·洛热巴，他是在玖草隆从白地堪布出家，法名旺秋尊珠。此人有六大誓愿、六随誓愿、一胜誓愿等，共有守持十三种誓愿的事迹，精修具五能仁教授。他有家族系统的侄子又兼是及门弟子降仰贡布等三善巧、咱日热钦等三热巴、阿洛释迦三瑜伽士等，为数众多。降仰贡布著作有觉域法教授的《深义心要》与《十开门》广为推行。咱日热巴事业宏传，培育的弟子也很多，以上则称为下周巴。[113]

周巴噶举派在其后期发展中又形成了所谓的南周巴学派，主要流行在不丹及拉达克地区，寺院林立，信徒众多。“南主巴的中心在国外不丹王国，这一系的宗教领袖曾长期兼掌不丹政教两权，也几次因宗教上的摩擦，同西藏地方政府发生过纠纷，甚至打过仗。”[114]我国国内的上、中、下等周巴噶举学派，在历史上号称“上周巴如天上星辰，下周巴如地上草木”[115]，可周巴噶举派只注重宗教实践，其僧众倡导苦行僧精神，不与地方政治势力染指。

总之，周巴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中的一支注重密宗修行的派系，因而出现不少大成就者和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四）雅桑噶举派

雅桑噶举派（gyav bzang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其法脉传承始于帕莫主巴的弟子格丹·益西僧格（skal ldan ye shes seng ge，?—1207），正式创宗于却莫朗（chos smon lam，1169—1233）时期。《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亚桑噶举由帕莫主巴弟子格丹·益西僧格所传出。他生于门噶。幼时放羊，至帕主山边仅见帕主寺所在的山岭，即油然生起证悟。此后遏见卓贡，蒙师指点，遂名为格丹·益西僧格。僧格弟子即亚桑却结。亚桑家族为鲁氏。从堪布却墩出家，命名却莫朗，从夏弥莫朗畏的弟子鲁迦·楚逞札巴学律学。因其专重律学之讲解及实修，故有鲁律师的称号。后闻格丹·益西僧格之名，前往拜谒，才一睹面，便生起与上师心性不二的证悟。38岁时建亚桑寺。亲见仙人罗睺罗，献其稀有之《护曜法》要门，成熟并解脱人与非人的有情化机无量无边。65岁时入寂。弟子有四大上首为涅麦巴日·桑结甲贡、葛洞巴·桑结拉贡、色顶巴·桑结勒贡、关萨巴·桑结嘉贡等。由此一系递传的称为亚桑噶举。现在唯存主寺的殿堂，以及感应最快的有名天女塑像而已。[116]

格丹·益西僧格从帕莫主巴座前学法有成后，在札热地方创建索热寺（so ras dgon），收徒传法，其中大弟子却莫朗继承法嗣。却莫朗幼年出家，最初修习噶当派教法，后来听说格丹·益西僧格是帕莫主巴的主要门徒之一，便前往索热寺拜这位高僧为师，修习密法，并继承了格丹·益西僧格的教法传承。1206年，却莫朗在山南雅桑地方创建雅桑寺（gyav bzang dgon），遂形成一支宗派，命名为“雅桑噶举派”。后来该派与当地世俗势力联合发展，被元朝授予“雅桑万户”封号。然而，雅桑噶举派同地方政治势力的结合却成为断送这一派别命运的主要因素。至14世纪中叶，雅桑万户被帕主噶举派首领绛曲坚赞兼并，从此这一地方势力衰微，随之雅桑噶举派也逐步衰落。

（五）绰浦噶举派

绰浦噶举派（khro phu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仁波且杰查（rin po che rgyal tsha，1118—1195）和贡丹热巴（kon ldan ras pa，1148—1217）兄弟创立。他们都是帕莫主巴的弟子，学业有成后返回家乡，建寺传法，遂形成一支宗派。《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绰浦噶举由帕主弟子仁布齐杰查与贡丹热巴弟兄所传出。仁布切杰查生于夏麦（shab smad），为努南喀宁布的后裔。5岁学习文化和数学。幼年时期就勤志于学法，从奈尼玛等诸上师处，广闻佛法。19岁去卫地（dbus，前藏），拜见布让译师（pu hrang lo tsa ba）之亲弟子麦·却吉杰布（dmar chos kyi rgyal po）。遵照麦上师之嘱咐，前往帕莫主巴处，聆受教导，生起大手印的特殊证悟。又从玛久拉珍（ma gcig lab sgron）之子托聂桑珠（thod smyon bsam vgrub）学觉（gcod）法，78岁圆寂。

贡丹热巴，乃杰查之弟。为其兄送粮至帕莫主，适逢讲授密拉日巴传记。听后产生效仿密拉日巴的强烈意愿，遂向讲经院点头三下，叩拜帕莫主巴大师，请求授予教诫，遵照修习，获得殊胜证悟，成为大成就者。当遇灾荒之年时，他以禅杖击绰浦佛殿门而作语道：“诸瑜伽母，今天请赐给瑜伽士一点布施吧！”语毕，佛殿门隙中流出很多青稞，地方民众，前来领取，放赈五天，显示了神通。享年70岁于金牛年去世。[117]

藏历第三绕迥铁兔年（1171），仁波且杰查从帕莫主巴身边返回家乡，在绰浦地方购买一块地，最初建造一座佛殿和若干僧舍，后逐步扩建，初具寺院规模，命名为绰浦寺（khro phu dgon），在此收徒传法，遂形成一支宗派。以寺名呼其宗派，故有“绰浦噶举”派之称谓。后来贡丹热巴也自帕主返回绰浦寺，协助兄长管理寺院事务，他以具有“神通”功法而著称于当时。

仁波且杰查和贡丹热巴之后，继承两位兄弟大师的教法仪轨者是他们的侄子绰浦译师·强巴拜（khro phu lo rsa ba byams pa dpal，1173—1225）。《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杰查与贡丹热巴二人之侄，即绰浦译师。其父亲名觉彭（jo vphan），母名萨摩赛切（sreg mo gsal byed）。绰浦译师6岁始学念诵，8岁时拜见杰查，10岁时由杰查与贡丹二人作堪布和阿阇梨为他授沙弥戒，取名强巴拜（byams pa dpal）。19岁受具足戒。由杰查、贡丹二师为他讲授一百三十六种教授和十三种教旨。绰浦译师24岁时赴尼泊尔，拜见班智达·佛陀室利（bungngha shriav）；迎请弥扎佐格（mi tra dzo ki）至藏地，加持绰浦道场；后迎佛陀室利来藏；又后他至白珠热雅（beetvurya）的法会，迎请克什米尔班钦·释迦室利（shvkya shriv）入藏，塑造高八十肘（khri）的女神大像（lha mo che）。[118]

由于绰浦译师·强巴拜青年时代学习梵文，有着良好的梵文基础，所以他曾多次赴尼泊尔和印度留学，同时邀请两地著名大师到绰浦寺讲经传法，从而扩大了绰浦寺的声望。绰浦译师·强巴拜还修缮和扩建绰浦寺，特别是他在绰浦寺用重金建造了一座慈氏大像，由此绰浦寺成为藏区信众前往朝拜的一个圣地。后来“绰浦支派就逐渐衰微，只有那个慈氏大像还一直是喇嘛教界的一个‘圣迹’”。[119]
绰浦译师·强巴拜作为绰浦噶举派的发扬光大者，他所传授的教法仪轨或佛学思想，虽说别具一格，自成一体，但大体上与正统噶举派相一致。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强巴拜所持宗见似与诸宗不同，另成一个流派。绰浦译师所讲的法门有《九字要门》（man ngag vbru dgu）、《三四一十二种心言》（snying gtam bzhi gsum bcu gnyis）、《大手印九义》（phyag rgya chen po don dgu ma）等，其所见观点均纯属噶举派大手印之观见。此外，《百种要门》（man ngag brgya rtsa）中所收的释迦室利为四方大众所开示的散论，以及金刚座主（rdo rje gdan pa）腻迦楞伽提婆（shka langga de law）所传之《解缚论》（vchang ba rnam grol）的见解，亦与大手印相契合。[120]

绰浦译师·强巴拜逝世后，由其门徒喇钦·索旺（bla chen bsod dbang）、森巴钦布（sems dpav chen po）等人承袭法脉传承，不断传扬绰浦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绰浦译师之后，嗣法者有喇钦·索旺、森巴钦布；其弟子孜瓦·仁钦僧格（rtse ba rin chen seng ge）；其弟子布顿·仁钦珠（bu ston rin chen grub）。布敦大师又别成一学派。[121]

绰浦噶举派中曾出现布顿·仁钦珠等许多著名人物，而且“其饶益众生和宏扬佛法的德业不可计量”[122]。然而，绰浦噶举派盛极一时之后，却没能持续发展。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绰浦噶举派似乎一度曾盛行讲听大经论之风尚；然而，犹如藏文“HOMVU”字下面的韵母符号逐渐收归“NAVA DA”字腹中，近来只有少数具出家相的周巴（vbrug pa）僧徒在弥勒佛像前讽诵《现观庄严论》，其所留宗风仅此而已。[123]至14世纪中叶，绰浦噶举派趋于衰落。

（六）秀赛噶举派

秀赛噶举派（shug gseb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的弟子杰贡·慈臣僧格（gyer sgom tshul khrims seng ge，1144—1204）创立。杰贡·慈臣僧格自1152年开始师从帕莫主巴学法，宗教学业圆满完成后，回乡独自传教，逐渐发展。藏历第三绕迥铁牛年（1181），杰贡·慈臣僧格在涅浦（snye phur）地方创建秀赛寺（shug gseb dgon ba），以此作为自己的传教中心，广招门徒，讲经传法，遂形成一支小宗派，以寺名命之，故有“秀赛噶举派”之称谓。后来该支系在藏族地区渐渐衰落，并最终消亡。

（七）耶巴噶举派

耶巴噶举派（yel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的著名弟子桑杰耶巴益西孜（sangs rgyas yel pa ye shes brtsegs）创立。桑杰耶巴益西孜是康区耶巴人，他师从帕莫主巴学法，当学业有成后于藏历第三绕迥铁兔年（1171）返回康区家乡创建耶浦寺（yel phug dgon），并收徒传法，遂形成一支小宗派，命名耶巴噶举派，又称耶浦（yel phug）噶举派。

后来桑杰耶巴益西孜的一位著名嗣法弟子在今青海玉树囊谦县境内建造达那寺（rta rna dgon），传承耶巴噶举派法脉。该寺住持人一直由其家族成员相继担任，其法脉传承延续至今。因此，达那寺规模虽小但其历史悠久。据说达那寺内存放或收藏着许多关于藏族长篇史诗中的岭格萨尔王的圣物，这给达那寺的存在又增添了几分知名度。

（八）玛仓噶举派

玛仓噶举派（smar tshang bkav brgyud），又名玛巴噶举派（smar pa bkav brgyud），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由帕莫主巴的著名弟子卓贡玛巴·喜饶益西（vgro mgon smar pa shes rab ye shes）创立。卓贡玛巴·喜饶益西的具体生卒年月不详，约12世纪人，出生于康区的玛雪（smar sho）地方，曾赴西藏前藏拜帕莫主巴为师学法，成为其著名弟子之一，求法学业圆满完成后，又返回康区故乡讲经说法。

藏历第三绕迥火猪年（1167），卓贡玛巴·喜饶益西在巴尔康（bar khams）创建了一座寺院，取名雪寺（sho dgon ba）。最盛时期，住寺僧众两千人左右。后来他又建夏央寺，并在该寺培养了许多高僧大德，由此形成一支相对独立的小宗派，名为玛仓噶举派，又称玛巴噶举派。据说其教法传承一直流传在今甘孜白玉县一带。[124]也有学者认为：“后来，这一派和康区白玉地方的宁玛派合流，因而消失。”[125]实际情况如何，笔者没能实地考察和专题研究，有待作进一步考证。

六 噶举派教法仪轨

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如同该派支系一般，比较庞杂而繁多，既有总体上的统一性，又有具体的差异性。“以上噶举各派，本是同为一体，而部分相对成异，因此遂衍成多派。”[126]在教理方面涵盖了佛教小乘、大乘和金刚乘等领域。“一切教授皆以小乘之出离心，大乘的发菩提心，密宗的清净三昧誓戒，作为基础。”[127]可以认为，噶举派既重视对佛教显宗理论的研习，又专注于佛教密宗的实践体验。这种宗风最初是达布拉杰建构起来的，他在全面吸纳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教理基础之上，又结合密拉日巴传授的大手印密法，从而创造性地建立了达布噶举派的教法仪轨。而“达布噶举派的宗见，主要源于玛尔巴之佛学思想，即中观应成派思想”。[128]
因此，噶举派的基本教义，同其他宗派相一致，推崇中观思想尤其守持月称中观应成派观见。由于噶举派注重上师传承及其密法的实修，“大手印法”（phyag rgya chen po）成为其独有的核心教法仪轨。所谓“大手印”并非指密法中身、语、意三密中的身密，即以手结印契的“手印”，乃为修持密法取得成就、证悟和智能的一种象征，如自性、实相、菩提、法身、真如等。而且“大手印法”涉及显密修行法，其中对于密宗“大手印法”，《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显宗的“大手印”，是就心体之上，专一而住，修无分别，令成住分。如是修习安住所缘之心，明明了了，即应寻觅此心，为在身内，或在身外，或在中间，遍处寻觅，心之体性了不可得，尔时决定此心无实，用此无实，在已成特殊的心体之上，用此无实，在已成特殊的心体之上，专一而住，他们承认在非遮之理中修习空性。[129]

可见，显宗“大手印法”要求修习者通过将自心安住于某一对象或境上，从而证悟空性，即佛性。而对于密宗“大手印法”，《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关于密宗的“大手印”，是指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后所生的大乐光明，这是最有名的“七部修法”、“三种心要”中所诠解的中心意义，是一切无上瑜伽续部中的精要之法。修大印法时最初应现见此本元心（本来心性本体），在此上应引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因此首先应参证本心的体相，即于此上，专一而住，于是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再依仗此力，脐秘密轮处拙火炽燃，由此引起溶乐，生起四喜（喜、极喜、殊胜喜和俱生喜），将本元心转成大乐体性。此大乐性缘空性境，成无分别，即此乐空无别妙智上，专一而往。依次经历四种瑜伽次第，则成最胜悉地。[130]

以上引文解说了密宗“大手印法”的修持步骤以及所要获取的最高境界，即修证乐空双运的总持金刚身，获取即身成佛的果位。引文中提出的“四种瑜伽”（rnal vbyor bzhi）就是到达这一佛教甚深境界的修炼方法和步骤：

第一，专一瑜伽（rtse gcig rnal vbyor），专注内心，名为专注。它是一种初期修炼方法，其内部又分为专注于物体和不专注于物体两种修炼方法。这种修炼方法，能使修炼者心神凝聚，增长知觉的敏锐。因而专一瑜伽是一种基础性密法。

第二，离戏瑜伽（spros brel rnal vbyor），由悟内心离诸戏论，名为离戏论。其内部又分为分析动与不动、通达无上菩提和无生瑜伽禅定三部分。主要以妙观察智为基础并通过内省分析，以不偏于空有以见实相的中道观想，达到明心见性、通达无上菩提为目的。这是一种不住二边、非有非空的宗教境界。

第三，一味瑜伽（ro gcig rnal vbyor），由悟心境一味，名为一味。这一密法以化心物为一元，为一整体，不可分离。以睡与梦为喻，认知一切幻想为心所示现。同样，修炼者醒时所感一切幻象，无异于无明生死长眠中的梦境。如果离开示现幻象的心，一切幻象并不实际的存在。最终除去无明，恢复自性光明。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用言语很难表达清楚，主要靠修炼者的信念、决心，以及功夫去体验。

第四，无修瑜伽（sgom med rnal vbyor），由离有相而修，名为无修。这一密法是四瑜伽法中的最高阶段。修炼者如能进入这一阶段的修炼，所修之密法能够运用自如，可证得俱生大手印，达到无余涅槃之境界。这是进入大解脱、大智慧的无碍自由境界，化一切为法身，不生不灭。

以上所述四种瑜伽法，是“大手印法”中一组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修持密法。“初是胜解行地，二是见道，三是由二地至七地，四是后三清净地的体性。”[131]可见四种瑜伽法与大乘菩萨十地相对应。

除了“大手印法”之外，噶举派尚提倡对“那若六法”（na ro chos drug）的专门修习。“那若六法”，源于印度那若巴大师传承密法，故名。“大手印法”和“那若六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那若六法”由六种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修持密法构成：

第一，拙火成就法（gtum mo），以引发修炼者的乐空俱生智能，获得金刚总持果位。

第二，幻身成就法（sgyu lus），以引发修炼者的现空无别俱生智能，成就圆满报身佛。

第三，梦境成就法（rmi lam），以引发修炼者的觉空俱生智能，证悟空无自性之真如。

第四，光明成就法（vod gsal），以引发修炼者的明空俱生智能，获得究竟了悟实相之报化二身果位。

第五，中阴成就法（bar do），以引发修炼者的三世俱生智能，获得究竟解脱。

第六，迁识成就法（vpho ba），以引发修炼者的无分别俱生智能，取得佛身成就。

总之，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内容极为丰富，而且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密法。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噶举先德虽以大手印立为正修根本，然又看到为初业人在相续心中求得相应，尚须有必不可缺少的多种支分。”[132]噶举派尽管支系繁杂，但各派一向推崇或研修“大手印法”。“大手印”源于印度，在梵文中称作“Mahāmudrā”（嘛哈姆渣），汉文可意译为“大象征”、“大密印”等。其中“印”者，有表记和象征之意；而“大”者，有无所不包、至高无上之意。因此，密宗以“大印”一词来表达一种境界，描述一种体悟，诸如心灵妙明之境、玄奥的精神照耀，等等。藏文译名中又在“大印”中间加上“手”字，以此表达对佛典的敬仰之意，因为“手”字可象征佛陀的如所有尽所有，二无分别，以及空、乐、智慧等无所不能的觉悟境界。实际上，“大手印”是一种大象征、大相应，象征禅定中个体意识同宇宙本体相应而融合为一，得见圆明自性的一种光明纯洁的境界，是修持密法取得成就、证悟和智慧的一种象征。

第五节 其他学派及其学说

藏传佛教除了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觉囊派五大宗派之外，还有不少其他小宗派或学派，其中有些宗派无论在教法义理上还是在实践仪轨上，皆有各自与众不同的特质。特别是这些小宗派不仅独具风格，而且另辟蹊径，在藏传佛教的教法仪轨发展史上曾产生一定影响。

一 息解派源流与学说

息解派（zhi byed pa），藏传佛教宗派或学派之一，源于帕丹巴桑杰。事实上，息解派是一个较小的密宗派系，主要以师徒相承或秘密传授，提倡宗教苦修，认为如法修行，可以领悟般若性空的奥义，从而断灭一切苦恼及其根源，停止生死流转。故称其为学派更为名副其实。“息解”一词是藏语“zhi byed”二字的音译，意指“能寂”、“寂灭”或“能止息”等。

帕丹巴桑杰（pha damba sangs rje，?—1117），印度佛教高僧，密宗大成就者，原名苏热古帝（surya kirti），又名嘎玛拉释拉（kamalashrivla），是一位传奇性人物。根据《土观宗派源流》，他出生于南印度若僧诃所属的春贝岭，在印度亲近许多大师包括金州大师，系统修学佛教显密宗教法仪轨，终究获得大成就者。他一生过着游学苦修的生活，足迹遍及印度各地及邻邦异域，曾五次进藏传教，最后一次从西藏游历到内地五台山等地，故其名在汉地也有所耳闻。

相传帕丹巴桑杰在西藏培养了无数个门徒，“其最著名的是息解初、中、后三传的弟子。初期传承弟子为迦湿弥罗阇那古诃耶，由翁波译师作翻译；中期传承，他当以教授付给玛·却吉谢饶、索琼·根顿拔、冈·益西坚赞三人而广为弘传；其后期传承，说丹巴到定日朗果寺，有最胜弟子丹巴卡钦、卡琼、毗遮罗卓达、贡噶四人，尤以丹巴、贡噶为上首”。[133]这里说明了帕丹巴桑杰在三个时期向三批藏族门徒传授了息解派的三种教法。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讲：

丹巴天竺悲悯藏众生，

三次降了能息苦恼的滂沱雨，

众流回聚为一的教授海，

号称息解宗派今将说。[134]

息解派在理论上提倡对般若性空的领悟，在实践上采取一系列苦修的方法。又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希解派法中最精要者，是以完足修习广、中、略三品《般若经》义，作为实修之要门，是众所未知的特法，因此名为般若波罗蜜多道次第。”[135]可见，息解派的教法义理以《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基础，并结合甚深瑜伽苦行修炼，以息灭或消除所有烦恼痛苦为宗旨。《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依于正法能息灭由往昔业力感召以致在此生中得下劣身，多诸疾苦，贫穷空乏，乃至为非人所损害的种种苦恼，使其成为堪修瑜伽之行，所以名为正法能息苦恼。且尚不止此，谓由修习波罗蜜多，能令三有涅槃一切苦恼皆得寂灭，而此教授的精要，亦是在修习波罗蜜多行。[136]

息解派的秘密教法与解脱生死轮回的方便法门，构成了息解派与众不同的教法特点。而且，由于修习息解派能够获得如此的成就，正可谓功德无量。因此，帕丹巴桑杰先后五次到西藏，在后藏、前藏等地广摄徒众，因人施法，吸引了众多藏族弟子。虽然其修行过程十分艰苦，正如该派僧人大都在荒山老林、葬场墓地等人迹罕至的地方苦修，但是息解派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大有人在。“息解派以前已得成就之大德甚多不可计量，著名寺宇，有吉乔桑登贝所建之耀却顶与葛莫却顶二寺。吉乔后有绛森巴及古汝贡匈继承法座。”[137]引文中提到的吉乔桑登贝及其弟子绛森巴和古汝贡匈三位大师，约14世纪人。由此可见，14世纪，息解派已拥有几座寺院，除了上述两座寺院外，当时还存留一座早年（1097）帕丹巴桑杰在定日建造的寺院。这些寺院以及众多修行者，均说明了息解派曾在西藏地区得到一定发展。然而，由于息解派不仅重在宗教苦修，而且僧人大都脱离社会在旷野中过着简朴的宗教生活，所以到了15世纪初，息解派逐渐衰微，后在藏族地区消失。值得提出的是，息解派作为一支独立的宗派已经不存在，但它作为一个学派，其部分学说及仪轨被其他藏传佛教宗派所吸纳，至今仍在流传。

二 觉域派源流与学说

觉域派（gcod yul pa），藏传佛教宗派之一，其法脉源于帕丹巴桑杰，由玛久拉珍（ma gcig lab sgron，1043—1142）创立。该派是藏传佛教宗派史上唯一由出家尼僧创立的一支宗派。

该派称谓具有深远意义，其“觉域”一词是音译，其藏文“gcod”（觉）字，意指“断”或“断灭”；“yul”（域）字，意为“境”。因此，觉域这一名称，表达了修持该宗派的教法仪轨能够断灭人世间所有苦恼的根源。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

觉域的意义，是依教授之作用而立的名。说以慈悲菩提心能断自利的作意，以空性见，能断轮回根本，此二和合有断四魔等的功能，故立此名。也有写此字为“角”（spyod）的，意为“行”，即行菩萨所行持的方便智慧之道，故有此名称。[138]

由此可见，觉域虽有两种写法，但其意思基本一致，就是以菩提心或慈悲心来断灭自利心，以般若性空来断除我执。

觉域派的创始人玛久拉珍出生于西藏山南地区措美村落，家境阔绰，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加之她自己又喜欢习文识字，至8岁时，她在一天之内将《般若八千颂》诵读两遍，且能领会其要义。这种神速的诵读能力和对般若经义的不同寻常的理解天才，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当玛久拉珍在学业上尤其在佛学知识上蒸蒸日上的时候，不幸的人间灾难又降临在她身上，13岁时母亲去世，16岁时父亲去世，20岁时姐姐去世。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使玛久拉珍的心灵或情感遭受沉重打击，可她对佛学的追求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玛久拉珍23岁时，遇见到西藏传教的印度班智达·陀拔巴札亚（pandita thodba bhadraya），并在这位大师前进一步研习佛法。由于因缘业力的牵引，玛久拉珍与这位印度人结为夫妻，育有二男一女，其中长子陀聂桑智（thod smyon bsam vgrub）后来成为玛久拉珍的得意门徒，为觉域派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玛久拉珍34岁时与家庭彻底脱离关系，又重新回到修学佛法的事业中。这时期，玛久拉珍主要依止帕丹巴桑杰及其嗣法弟子，研习息解派的教法义理。由于她天资聪颖，佛学功底深厚，很快便掌握了该派的教理思想，并建立了自己独到的佛学见解；与此同时，玛久拉珍游访寂静圣地，禅定修炼，又在密宗实践上取得成就，并形成自己独特的修炼方法。从此，玛久拉珍开始了广收门徒、传授自己佛教学说的传教生涯。

玛久拉珍宣扬的融合显、密二宗的高深佛学思想，很快得到广大僧众的认可或赞同，《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帕丹巴桑杰第三次进藏时，将“觉”的教授传给觉丹·索南喇嘛和雅隆·玛热赛布。雅隆·玛热赛布又传授给其侍者宁巴赛荣，宁巴赛荣传授给孜敦和松敦二人。孜敦传年敦；松敦传格丹舍摩，格丹舍摩传藏敦，藏敦又传给宁敦等人。这一传承均为男僧，故后人称其为“男传觉派”。而觉丹·索南喇嘛将“觉”传授给女弟子玛久拉珍，从她开始传承下来者大多为女性尼僧，正如“男女弟子中得成就者有二十一人。其中女子得成就者十八人”。[139]

从以上引文中不难看出源自帕丹巴桑杰法脉的觉域派中又有两个支系，即男系觉域派和女系觉域派。从玛久拉珍那里传承下来的被称为“女系觉域派”。其中玛久拉珍于1080年以桑日卡玛（zang ri khar dmar，今西藏山南地区桑日县境内）为修行道场，广摄门徒，传授自己独辟蹊径的佛教学说和别具特色的修炼方法，随之开宗立派，建立了女系觉域派，培养了大批尼僧学者。她们在当时为提高藏传佛教尼僧的整体素质和社会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玛久拉珍本人在佛学知识和密宗实践上取得的杰出成就，在青藏高原塑造了一个德才兼备的出家尼僧的光辉形象。后来许多藏族高僧对玛久拉珍在佛学领域取得的造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亲切地称玛久拉珍为伟大的佛母。

至于觉域派的学说，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认为：“关于本派的正见，因为此派的教授的根源，既是广中略三品《般若经》及《集经》，那么它的见地不超出中观应成派见的范围。玛久拉珍的真正著述中，亦有如是言说，但中间传持教授者不能如实讲解，因此混杂了各种说法。”[140]此外，玛久拉珍开宗立派之后，建构了以“慈心、悲心、菩提心”三心为根本发心来断除自利心，以般若空性见来断除轮回流转之根源以及“我执”的佛学思想。

由于觉域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或学派，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没能建立许多寺院；同时，也没有建立严密的寺院制度，其组织纪律比较涣散。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至15世纪末，觉域派在藏族地区衰落且不复存在。但觉域派的佛学思想和修持仪轨，被其他藏传佛教宗派所接受和吸纳，并依附在其他宗派的法脉传承中不断发展。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因为觉域法宏传于没有教别的其他派中，于是各随自宗的立场对其见地与修行方面，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讲解。”[141]可以说，觉域派的佛学思想和修持仪轨不仅融入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教法仪轨之中，而且其他宗派学僧对其要义进行新的阐释和发挥，从而使其成为藏传佛教学界探究讨论的佛学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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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萨迦达钦法王时期

萨迦达钦法王政权，是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扶持下建立并由萨迦派与昆氏家族掌控的西藏地方政权；同时，又是藏族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教合一制度。因此，萨迦达钦法王时期，亦基本上与元朝兴衰历史相一致。根据史书，从藏历第四绕迥木牛年（1264）开始，直至第六绕迥木马年（1354），由八思巴至大元洛追坚赞共九代法王和二十余任基巧本钦，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可以说，萨迦达钦法王政权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元代帝师的宗教领袖光环下，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史上留下近百年足迹。

第一节 元代帝师·八思巴

八思巴（vgro mgon vphags pa，1235—1280）是萨迦派五祖中的最后一位，也是社会地位和宗教声望远胜于前四位的萨迦派法王。他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担任中央王朝国师和帝师的高僧，故人们尊称其为八思巴，意为“圣人”。其本名洛哲坚赞（blo gros rgyal mtshan），他是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的弟弟索南坚赞的儿子。八思巴在少年时期，不仅聪慧而且好学，上进心十足。《蒙古佛教史》记载：

八思巴幼年时聪明颖悟，对于读写等毫不费力地通晓，对于大多数学识一看即能熟记于心，并具有能无碍记忆起前世情形的神通。他3岁时就凭心中记忆讲诵莲花修行法，使众人大为惊异，说：“这一定是位圣贤！”从那以后他就被人称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贤）。他8岁时即能凭记忆讲佛本生经，9岁时讲喜金刚续第二品，因他在僧众集会上讲经，使大德都抛弃傲慢倾向。他10岁时作为萨迦班智达的随从前往凉州，路上在拉萨大昭寺觉沃佛像前由萨迦班智达担任亲教师、苏浦巴担任规范师剃度他出家，起法名为罗智坚赞。他还从觉摩隆堪布喜绕僧格听受沙弥学处。他13岁时随同萨迦班智达到达凉州府，其后学得萨迦班智达所有的全部教法，萨迦班智达十分高兴，将自己所用的钵盂和声传一闻距的白色海螺传给他，并将教法托付给他。当萨迦班智达去世时，他很好地完成了超荐法事。[1]

由于八思巴天性聪慧，加之伯父萨迦班智达的良好教育，他年纪轻轻就成为一位精通各种宗教知识的高僧。同时，八思巴少年时期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与蒙古汗王谈判，开始接触政治，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使他后来在政治上成为一位显赫的人物。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临终前将自己的衣钵和法螺等法宝传给八思巴，让他成为自己的法位继承人，即萨迦派第五位（祖）教主。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随即年仅17岁的八思巴开始了他的政教活动。

根据《萨迦世系史》（sa skyvi gdung rabs ngo mtshar bang mdzod）[2]记载：1253年，薛禅汗忽必烈在六盘山与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会见，就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状况进行了广泛交谈。当时八思巴虽只有19岁，但已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生活多年，得到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 di ta）的亲自教导，又熟悉蒙古宫廷的生活，还接触过汉地、西夏、畏兀儿等地的佛教僧人，其佛学和社会各方面的知识超出一般西藏僧人很多；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蒙古贵族对宗教的需要以及他们能够给予宗教领袖多大程度的尊崇有深刻的体会。因此，他在忽必烈要求他直接为蒙古军征集差役贡赋时加以拒绝，并在忽必烈要求传授灌顶时坚持上师对弟子的支配权。当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会谈遇到困难时，忽必烈的王妃察必（cha bu，后来成为忽必烈的皇后）出面协调，提出：“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诸王、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上师坐上座）恐不能镇服，（所以）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教于上师不下诏命。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要讲论和请求。”这实际上是确定了蒙古皇室和藏传佛教领袖处理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原则，即在宗教上是上师和弟子，但是在国事上是君臣，汗王高于上师；在处理吐蕃事务时，汗王要征求藏传佛教领袖的意见，但是其他的国家政务，藏传佛教领袖不能干预。这种原则是在忽必烈还是一位亲王时与八思巴商定的，后来到忽必烈即位以后，又基本上贯彻于整个元代，成为元朝的宗教政策和统治藏族地区的政策基础。在双方达成这样一种约定之后，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明确建立了宗教上的师徒关系。蒙古一位统率大军的亲王通过宗教仪式成为藏传佛教领袖的弟子，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萨迦世系史》说忽必烈接受灌顶时，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可见忽必烈对于接受灌顶之事是十分重视的。[3]
总之，1253年，八思巴19岁，应召谒见薛禅汗忽必烈于六盘山，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25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藏传佛教密宗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财宝作为密法灌顶的供养和酬谢。

一 “扎撒博益玛”诏书

1254年，八思巴再次去会见忽必烈汗王，忽必烈极为高兴，并以亲王的身份颁赐八思巴一份诏书。诏书名为“扎撒博益玛”（vjav sa bod yig ma），全文如下：

依上师三宝之护佑、天命之主成吉思汗及大汗蒙哥之福德，为利益佛法，忽必烈诏曰：

善逝佛陀释迦牟尼具有不可夺移之智能及无边慈悲，其福德与智能犹如满月，又如日光破除无明黑暗，又如兽王狮子战胜邪魔外道。对其功德、圣业、教法，吾与察必可敦已生起信仰，此前已任教法及僧伽之施主。现今，复由法主萨迦巴及上师八思巴获得信仰，皈依佛法，于阴水牛年接受灌顶，听受甚多教法，更以为当任教法及僧伽之施主。故此，特赐给上师八思巴此项保护藏地方三宝之所依处及僧伽不受侵害之诏书，作为对教法之奉献。此外，先前已赐给上师黄金及珍珠镶嵌之袈裟、诸宝装饰之佛塔、衣衫、僧帽、靴子、坐垫等，器具有黄金伞盖、金座、金杵、银爵、珍宝镶嵌刀柄之宝刀等，还有黄金一大锭、银四大锭、乘驼、骡子等，俱带黄金鞍鞯缰绳等。在此虎年（1254）又赐给白银五十六大锭、茶叶二百包、锦缎一百一十匹。总之，诏书及器物俱已作为对教法的供养而奉献。汝藏地方之僧众当知此情，不然如何尊奉圣旨。

汝等僧人不可争夺官位，官多并非善事，亦不可依仗圣旨欺凌他人。汝等僧人已免兵差征伐，当依释迦牟尼之法规，懂得经典的讲，不懂的听，于问法、学经、修行等勤奋着，敬奉上天，为我祈祷。或有人谓：不必学经，修行即可。如不学经，如何修行？懂得教法方可修行也。请老僧当以言语为青年僧人讲经，青年僧人当听老僧之言语。汝僧人们已免兵差税役，岂有不知此乃上师三宝之恩德者乎?若汝等不照释迦牟尼之法规行事，蒙古诸人岂不怀疑释迦牟尼之教法、治罪于汝等乎?汝等不可以为蒙古之人不察此情，一次两次或有不察，久后必知之。汝僧人们不可行恶行，不可使我在众人面前丢脸。汝等当依教法而行，为我告天祝祷，汝等之施主由我任之。[4]

藏文史籍称这份诏书为“扎撒博益玛”，意为“藏文诏书”，其内容主要表述了蒙古亲王与八思巴所代表的后藏地区的寺院僧人的关系；同时，又表达了蒙古亲王对藏族僧人的规劝引导。出台这份诏书的目的，陈庆英认为：“它主要是向后藏僧人宣告忽必烈与八思巴结成的宗教上师与施主的关系，宣告忽必烈承担起八思巴为首的萨迦派的施主和保护者的职责，这一宣告对当时处境困难的萨迦派和八思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5]
1255年，八思巴21岁，他遵照佛教的教规，从藏族地区邀请严守比丘戒律传承的高僧大德，在汉蒙交界处的河州地方隆重接受了比丘戒。《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八思巴二十一岁由元返藏，至汉蒙交界处，请聂塘巴·扎巴僧格（称狮子）为亲教师，觉丹·索南坚赞（福幢）为羯摩师，亚隆·绛曲坚赞（菩提幢）为屏教师，受比丘戒。回归吉祥萨迦寺，以所富有的佛法和财物普施藏地，使上下尊卑人等皆得满足。[6]

按照佛教戒律的规则，出家僧人过了20岁之后，可以接受比丘戒。而且，授予比丘戒，既是出家僧人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又是出家僧人需要接受的最高戒律。受戒后不久，八思巴从萨迦寺返回上都。当时蒙古汗王对佛教、道教等不同派别的宗教还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所以，佛教与道教之间常发生辩论事件。蒙哥汗为了解决此事命忽必烈主持并判定两派优劣。根据藏文史料[7]，1258年，在上都的宫殿隆重举行了佛道辩论会，两派各参加了十七人，佛教方以时年23岁的八思巴为首组成。其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少许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陈庆英认为：通过在汉地的活动和参加释道辩论，八思巴对汉地佛教、道教的情形有了进一步了解，为此后担任国师、领总制院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准备了条件。[8]
南宋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继任蒙古大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全国佛教。1264年，忽必烈迁都，改燕京（北京）为“中都”，改年号为“至元”；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总制院”，并受领于国师；同时，将藏族地区划归总制院管辖，使国师兼有政教双重权力。至元二年（1265），八思巴返回西藏，对萨迦寺进行了修缮，如新造佛像、灵塔，以及用金汁书写大量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同时，分别拜克什米尔班智达希达塔噶大巴札、罗沃译师喜饶仁钦、纳塘堪钦、钦南喀札等20多位大德为师，研习佛教因明学、显宗教义和密宗修持等佛教显、密宗教理仪轨，以及五明学等文化知识。尤其是八思巴此次回藏居留三年期间，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蒙古新字是八思巴仿照藏文26个字母创制的由41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后来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献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极为高兴，并于1269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

由于八思巴为元朝中央政府创制新文字，为元朝皇帝授予神圣密宗灌顶，深得元朝皇帝器重。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传授了喜金刚密法。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忽必烈奉献了六棱玉印和专门的诏书作为供养和酬谢，封八思巴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并赐给白银一千大银、绸缎五万九千匹段等大量物品。[9]与此同时，新任元朝帝师的八思巴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由萨迦派高僧法王和昆氏家族（vkhon）俗官本钦（dpon chen）共同执掌西藏广大地区的政教事务。史书记载：

当时设的行政官职务有：基巧本钦（最高行政官）一人，每万户设万户长一人，下设千户长、百户长、宗本、庄头等。内侍人员的职务有：司膳、司寝、司祭、卓尼（接待宾客的官员）、秘书、管家、厨师、奉茶人员、管坐垫人员、仪仗人员、厩吏、牲畜管理人员、守门人员等十三种。[10]

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元朝在西藏新设了吐蕃宣慰司元帅府。除重大事务需禀报萨迦法王外，一般的可由基巧本钦（spyi khyab dpon chen）处理。基巧本钦由元朝皇帝任免。从藏历第四绕迥木牛年（1264）开始，直至第六绕迥木马年（1354），自八思巴至大元洛追坚赞共九代法王和二十余任基巧本钦，执掌全藏政教大权。[11]
二 《彰所知论》

八思巴最后一次从西藏前往内地是在1268年，大约年底抵达元大都，居住八年，圆满完成各项政教事务之后，又从内地启程返回西藏地区。《蒙古佛教史》记载：

八思巴在汉地和蒙古广利佛法和无数众生后，又为慈悲护佑雪域西藏之人众，率领大批随从弟子，与大地之主忽必烈皇帝的皇太子真金率领的大军一起，渐次向萨迦大寺进发。在途中各地，八思巴都受到人和非人等有情众生的欢迎、送行、供养和敬礼。在难以通过的各条大河，由人和非人架起桥梁，许多奇异事迹，使见到或听到的人都感动得毛发耸动，热泪覆面。八思巴还根据他们各自的心智和身体为他们教示佛法，使他们走向成熟和解脱。[12]

1276年，八思巴抵达萨迦寺。此次八思巴返藏，由太子真金护送。八思巴在途中专为真金讲述佛法，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彰所知论》（shes bya rab gsal）[13]。该书是一部佛学论著，共分五品：器世间、情世间、道法、果法、无为法。有汉译本，收录在汉文大藏经之中。在《汉藏史集》中有专门章节引述《彰所知论》曰：

情世界者，有如下之说。情世界之有情，总共有六种，一为地狱，二为饿鬼，三为牲畜，四为人，五为非天，六为天神。此等六种之名义为：砍坏肢体，故名地狱；饥渴所逼，故名饿鬼；俯身而行，故名牲畜；意多分别，故名为人，梵语称摩奴沙；身及受用，略与天神同，唯无梵身，微分鄙劣，故名非天，梵语称阿修罗；从梵身生，游戏娱乐，或应受供养，故名天神，梵语称提婆。[14]

特别是《彰所知论》中对六道轮回包括地狱、饿鬼、牲畜、人类、非人（阿修罗）和天神作了具体的描述：

人者，居于四大洲、八中洲及诸岛屿上。人之寿量，赡部洲之寿量无定，胜身洲人寿五百岁，牛货洲人寿二百五十岁，俱卢洲人寿一千岁。除俱卢洲外，其余各洲之人，间或有夭折横死。人之身量，赡部洲人高八肘尺，胜身洲人高十六肘尺，牛货洲人高三十二肘尺，俱卢洲人高六十四肘尺。北俱卢洲人食自然生长之米，衣服装饰俱出于如意树。其余三洲之人食耕种之谷及肉，有珍宝、牛等资财受用。人类之脸型亦与其所在大洲之形状相仿。胜身洲、牛货洲、赡部洲之人，为避暑热，筑有土屋，有君臣之分，嫁娶之事，有交媾配合之事，喜爱财货。俱卢洲之人无此诸事，交配之事，不过佯作其状，有风入于阴处。该洲虽有四季之名，但寒热无别。各中洲、岛屿之人与大洲相仿。[15]

以上只是列举《彰所知论》中关于人类的描述。从整个《彰所知论》的内容上看，它涉及佛教的基本知识，包括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和解脱论，都在《彰所知论》中作了具体的阐释和发挥。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说：“此是法王八思巴依据诸种经典之圣义集其精要，写成之《彰所知论》，犹如太阳，驱除我心中之愚暗，故将其器世间、情世间、道法三品摘录于此。祈愿因此善业，众生速得智慧。”[16]实际上，八思巴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向忽必烈之子真金太子介绍佛教，是在向贤达贵人讲经说法。

三 “曲弥”大法会

1276年，八思巴抵达萨迦寺之后，前来拜见、求法和献礼的各方僧俗贤达，络绎不绝。甚至有印度、克什米尔等地的大德学者，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萨迦寺拜会八思巴。对此情景，《蒙古佛教史》记载：

鼠年（1276），八思巴伴随着诸种奇异征兆抵达具吉祥萨迦大寺。当时，住在西藏各地的高僧大德以及修习佛法的各部弟子、各地的官员贵族都来聚集，从印度和克什米尔也有一些班智达闻讯前来。聚合的大家都以自己的财物对八思巴奉献供养、礼拜尊崇，生起善根，请求八思巴说法。八思巴说：“我这里有法主萨迦班智达所传授的各种灌项和加持、说法教诫以及各种经咒等，你们各人希望得到什么教法，都可以向我请求。”为大家直截了当地传授了各种深广的教法，颁赐了广大的布施，使雪域之人众在教法上和礼仪上都得到满足。八思巴就这样在萨迦大寺不分昼夜地传授佛法，引领众生走上成熟和解脱。[17]

1277年，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chu mig ring mo）地方（纳塘寺附近），举行聚集七万僧众的盛大法会，史称“曲弥大法会”（chu mig chos vkhor chen mo）。这是继古格王孜德于藏历第一绕迥火龙年（1076）在阿里地区举办的“丙辰大法会”（me vbrug chos vkhor chen mo）之后又一次规模空前的藏传佛教大法会。《蒙古佛教史》记载：

此后，在阴火牛年（1277）春三月，由皇太子真金担任施主，在后藏曲弥仁摩地方召集大法会。八思巴对七万多名僧人供给丰盛的食品，并给每一名僧人布施一钱黄金，转动佛教深广大法轮，使得聚集在当地的七万名僧人、数千精通各部大论的讲经说法的格西以及世俗民众等总数达十万的众生对诸佛指示的唯一殊胜正道——大乘菩提道生起信仰心，众人亦一心努力于成就无上正果的菩提道之中。最后，八思巴在聚集的广大僧伽之中作回向，赞颂功德。[18]

此外，许多藏文史书声称参加曲弥大法会的人数达十万之众，时间持续半个月之久。八思巴在法会期间向僧俗信众宣讲深广的教法并赐予难以计量的物品。此次曲弥大法会的隆重举行，不仅提升了八思巴在西藏僧俗信众中的宗教威信，而且在西藏地区大力传扬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声望。

四 八思巴去世及历任帝师

1277年举行的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曲弥大法会，经过半个月的运作，圆满结束。然而，元朝帝师八思巴却没能长久住世弘法，在西藏只短短留住三年之后，突然辞世。《蒙古佛教史》记载：

此后，八思巴46岁的阴铁龙年（1280）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思巴命侍从陈列广大供品。在铃声之中，八思巴为使执常见的众生努力佛法而示现涅槃。在火化他的遗体时，出现了一大捧舍利子，还有许多奇异征兆。以前阿底峡大师来到西藏时，看到萨迦的山上有两头野牛，曾预言说：“将来会有两位大黑天神在此建立功业。”又对萨迦的灰白崖致礼后预言说：“这里有七个‘迪’字和一个‘吽’字，将有文殊菩萨的七位化身和金刚手菩萨的一位化身共计八人在此利益众生。”萨钦贡噶宁布兄弟四人以及萨迦班智达、桑察·索南坚赞、八思巴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八思巴的弟弟恰那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贡噶宁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密教三部化身，由他开始有文殊菩萨的七位化身。他们当中，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札巴坚赞三人被称为白色三祖，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被称为红色二祖，他们合称为萨迦五祖。[19]

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拉康拉章英年早逝，享年46岁。八思巴在萨迦寺突然离开人世间，对元朝政府来说，失去了一名极为重要的人物。当时，忽必烈对八思巴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1320年，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此永远纪念这位元朝功臣。八思巴在世任国师或帝师期间，除了推动藏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之外，为元朝的稳定或发展以及全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或文化交流，均做出过巨大贡献。王森说：“看起来，八思巴首先是继承了他伯父萨班贡噶坚赞的内向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地区和祖国中央的关系，而且还带动了汉藏、蒙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实际上他们只是蒙藏两族统治者之间的结合，但是在客观上他也起了密切祖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作用。”[20]
特别是忽必烈作为元世祖，他很重视八思巴的宗教身份和特殊作用，授予八思巴“帝师”尊号以及对佛法的护持。据说1265年忽必烈将除了安多（Aa mdo）、阿里（mngav ris）等地以外的卫藏（dbus gtsang）13万户封给八思巴，作为第一次密宗灌顶的供养；第二次密宗灌顶后，忽必烈又将藏族三区（chol kha gsum）作为上师的供养封赐给八思巴；第三次密宗灌顶时，作为条件八思巴要求忽必烈停止大量杀害元朝管辖生灵的极端行为。同时，忽必烈把曾握于自己手中的对西藏的支配权委让给八思巴，从此历代萨迦法王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因此，八思巴去世后，元朝中央设立的帝师制没有改变，帝师职位仍由萨迦派高僧继任而延续。

元朝历任帝师依次为：第一任帝师为八思巴（1235—1280），第二任帝师为仁钦坚赞（rin chen rgyal mtshan，1238—1279），第三任帝师为达玛巴拉（ngha rmav pha la，1268—1287），第四任帝师为益西仁钦（ye shes rin chen，1248—1294），第五任帝师为札巴沃色（grags pa vod zer，1245—1303），第六任帝师为绛洋仁钦坚赞（vjam dbyangs rin chen rgyal mtshan，1256—1305），第七任帝师为桑杰贝（sangs rje dpal，1267—1314），第八任帝师为贡噶洛智坚赞贝桑布（kun dgav blo gro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299—1327），第九任帝师为旺出儿监藏（dbang phyug rgyal mtshan，生卒年不详），第十任帝师为贡噶勒贝迥乃坚赞贝桑布（kun dgav legs pavi vbyung gna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08—1330），第十一任帝师为仁钦扎西（rin chen bkra shes，生卒年不详）、第十二任帝师为贡噶坚赞贝桑布（kun dgav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10—1358）,第十三任帝师为喇钦索南洛智坚赞贝桑布（bl chen bsod nams blo gro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32—1362）,第十四任帝师为喃迦巴藏卜（南色坚赞贝桑布，rnam sras rgyal mtshan bzang po，1360—1408）。[21]
帝师具有多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宗教导师，又是皇室成员的精神领袖；既是全国佛教僧众的领袖，又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首领。史书记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22]所以，元代帝师拥有极强的政教权力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这就决定帝师担负着重要而特殊的职责。

第一，给皇帝讲经说法、授戒灌顶，带领僧众做佛事，为皇帝及其家族禳灾祛难，祈福延寿。元朝皇帝即位登基前后，都要由帝师为之授戒，举行灌顶仪式。除为皇帝授戒灌顶外，史书中有关帝师为皇后、皇子、公主灌顶授戒的记载不乏其例。作为帝师，遇到军国大事和皇帝出行、生病以及天旱、雷击、海啸等自然灾害，往往要率领僧众做佛事。元代帝师在宫廷所做佛事名目繁多，有些佛事规模甚大，相沿成俗。

第二，统领天下僧尼，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帝师要负责校勘佛经，颁行戒律，管理僧众及寺产等。1264年忽必烈在中央设立释教总制院，作为统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由当时身任国师的八思巴管领。帝师通过颁布法旨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成为元朝的定制。

第三，管理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地区的政教事务。《元史·释老传》载：“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帝师。”帝师作为元朝中央政权的重要官员，常年居京师供职，是西藏地方与元朝中央政权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元代，帝师向西藏地方和中原地区颁行的法旨，至今存录的虽只有几件，但当时数量肯定不在少数。皇帝授予帝师管理佛教大权，强调“僧人们不可违了上师之法旨”，为帝师以法旨管理西藏各教派僧人提供了依据。[23]
帝师在世时享有极高的政治权力和宗教地位，即使去世后，全国各地建造专门的佛殿或庙宇用于祭奠和供奉帝师。又如八思巴去世后，忽必烈先后下旨拨专款在各郡造帝师殿，立八思巴塑像，诏示各地方首领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元代总共产生十几位帝师，帝师制随着元朝的灭亡而终止。

第二节 萨迦达钦政权

萨迦达钦（bdag nyid chen po）政权，是以萨迦派和昆氏家族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这一地方政权是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扶持下建立起来的。正如东噶·洛桑赤列所作的分析：萨迦派的宗教上层人士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元朝的政治力量作为靠山，而元朝为了加强统治西藏地方的政治力量，需要利用当时在西藏社会上有较大名声的萨迦派上层人士，在这两方面利益结合的情况下，萨迦派才能够成为西藏政教双方的领主。也就是说，萨迦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权，是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下实现的，而不是独立自主地掌握西藏地方政权。[24]
一 《珍珠诏书》

1264年，忽必烈从大都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杰前往西藏，临行之际，应八思巴的请求，忽必烈赐予一份《珍珠诏书》；同时，恰那多杰“朝见薛禅皇帝后，薛禅皇帝封他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并为他设置左右衙署，委派他治理整个吐蕃地区”[25]。恰那多杰成为萨迦派乃至藏族割据时期最早得到王的封号和职位的藏族人，但他没能长期协助八思巴治理藏区政教事务，不幸于1267年在萨迦寺英年早逝。

《珍珠诏书》全文如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萌护助里，皇帝圣旨。

谕示僧人每根底、俗民各部：

求今世之福乐，当依成吉思汗之法度而行；求来世之利益，当依止佛陀之教法。故此，朕已对释迦牟尼之道生起正见，向善解教义并明白宣示于人之上师八思巴请求灌顶，封其为国师，并命其管领所有僧众。上师奉行佛法，管教僧众，对讲经、听法、修行颁降法旨。僧众们不可违了上师的法旨。佛法乃是根本，懂得教法的众人讲经，年幼诚实者学法，懂得教法而不能讲经者可照律修行，佛教之教法正应如此。朕担任僧众之施主并敬奉三宝之意，亦在此也。汝等僧众如不讲经、听法、照律修行，则佛教教法何在?佛陀曾言：“我之教法如兽中之王狮子，若非体内生害，外部无物能毁也。”朕住于大道之上，对尊奉圣旨、通晓教法之众僧，不分派别，一体尊崇供养。对依法而行的僧人们，其余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等，不论何人俱不得欺侮，不得摊派兵差、赋税、劳役。汝等僧人不可违了释迦牟尼之道，应当祈愿祷告上天，为朕祈福。朕颁发札撒与汝等持有，僧人们的殿堂、僧舍，金字使者不可住宿，不得征派供应及乌拉。属于寺院的土地、水流、水磨等，任何人不得抢夺，不得征用，不得倚势强令出售。僧人们亦不可因为有了札撒，做不遵释迦牟尼教法之事。皇帝于鼠年（1264）夏五月一日，写于上都。[26]

这封诏书明确规定了元朝金字使者和蒙古军人等不得干扰寺院或住宿僧舍，也不许向寺院或僧人派乌拉差役等；同时，要求僧人严守戒律，弘法利民。此次八思巴兄弟回藏，主要任务是建构以萨迦派和昆氏家族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陈庆英说：八思巴回到萨迦以后，经过与各地政教首领商谈，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第一个步骤，划分俗人民户和寺属民户，也即是藏文史籍中所说的划分“米德”和“拉德”。[27]
在划分米德（mi sde）、拉德（lha sde）和十三万户（khri skor）的基础上，八思巴在萨迦建立起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萨迦地方政权，即通常所说的萨迦达钦政权。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政教合一制度，最高首领即八思巴，八思巴以后是历任帝师，当帝师住在大都时，萨迦达钦政权即由萨迦寺的住持或通常所说的萨迦法王（达钦）负责。萨迦达钦政权首领的职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依据元朝皇帝的封授，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首领对各教派的寺院、僧人、拉德行使管辖权，帝师颁布法旨与皇帝诏旨并行于西藏，即这种管辖的一种方式；第二，依据元朝皇帝的授权，掌管西藏行政机构如万户、千户的设置划分，给有功人员赏赐农奴、庄园等，对反抗元朝和萨迦达钦政权的贵族和寺院，则没收其庄园和农奴；第三，举荐和委任西藏各级官员，萨迦达钦政权的本钦、朗钦（囊钦）和各万户长，由帝师举荐皇帝任命，千户长以下官员以及萨迦的拉章和勒参的官员由帝师任命；第四，通过萨迦本钦处理西藏的行政、户籍统计及诉讼等事务。[28]
二 萨迦本钦

除了帝师和萨迦寺住持之外，在萨迦达钦政权中最重要的长官是萨迦本钦（dpon chen）。而且，萨迦本钦具有较长的历史传承。《红史》记载：

萨迦派的本钦最早是释迦桑布，当喇嘛法王（萨班）去凉州时，任命他代摄法位，并让除喇嘛威佑巴、喇嘛协迥以外的善知识大德都向他敬礼叩拜。到八思巴的时候，薛禅皇帝下令，赐给他卫藏三路管民万户的印信，任命他为本钦，他修建萨迦康赛大殿，并修建萨迦大殿的内外围墙，运来木料还未上房梁时，即逝世。由任近侍的贡噶桑布继任本钦，他修建了仁钦岗、拉康拉章，完成了拉康的围墙。以后贡噶桑布将本钦的职务依次交给本钦尚尊、秋波岗噶瓦、强仁等，他们由喇嘛（八思巴）的援引，担任本钦之职。又因喇嘛（八思巴）不喜欢贡噶桑布，由薛禅皇帝下令将贡噶桑布杀死。强仁之时，得到薛禅皇帝的喜爱，赐给宣慰使印及水晶石印信。以后，在本钦兖宣、本钦宣旺二人之时为大清查时，卫藏的详细法律大都制定。此后本钦强多、本钦阿兰二人修建了萨迦外围墙、本波日山的围墙、康赛寺院。这三人的时代曾与智贡派作战。此后，本钦勒巴贝、本钦僧格贝、本钦沃色僧格得到过宣政院的印信。以后依次为本钦贡噶仁钦、本钦顿月贝、本钦云尊、沃色僧格复任本钦、本钦嘉瓦桑波、本钦旺秋贝、本钦索南贝、本钦嘉瓦桑波（复任）、本钦旺尊、本钦南喀丹巴、本钦札巴坚赞、本钦贝本、本钦洛钦、本钦扎旺。[29]

萨迦达钦政权中的本钦官职，源于萨迦班智达时期设立的总管家一职。萨迦班智达临行凉州时任命释迦桑布为萨迦派的总管家。后来正式设立本钦官职，释迦桑布自然成为第一任本钦。《汉藏史集》也记述了萨迦历任本钦的事迹，八思巴在世时期，忽必烈赐给释迦桑布三路军民万户的名号和印章，任命他为乌斯藏的本钦。从一个教派或家族的管家，升迁到管理乌斯藏（西藏地区）的本钦（长官），反映了萨迦达钦法王政权的崛起。

根据《汉藏史集》，萨迦本钦共任职24人，加上三人重任，共有27任乌斯藏本钦。他们依照上师的法旨和皇帝的圣旨，从政教两方面护持，使得国土安宁、教法兴隆。[30]另外，《新红史》对历任萨迦本钦的事迹也作了较详记述。

萨迦本钦之外，在萨迦达钦法王政权中尚有一个命名为“囊钦”（nang chen）的要职。这一官职虽在本钦之下，但行使着大管家的职权。《红史》记载：

萨迦派的朗钦涅巴（大管家）依次是，本勤贡噶桑波、本宣奴贝、本兖宣、本顿珠贝、本洛追、夏鲁·本喜敦巴仁钦贝、本珠桑，大侍从官却桑波、侍从绛嘉、敦巴仁钦贝又奉旨复任，此后为敦巴仁磨、觉尊贡喜、侍从贡噶培、本云尊札巴达由敕命委任的，赐给司徒印信，重新委任的，仁山都元帅由敕命委任，侍从南喀坚赞由敕命委任，本兖仁、侍从布嘉、南喀贝都元帅、侍从桑布贝、本波却嘉、本僧格坚赞、喜饶沃色都元帅，其后是本波官却仁钦、朗巴贡噶布等人。[31]

萨迦本钦和朗钦（囊钦）是萨迦达钦政权中的两个重要官职。陈庆英说：在帝师和萨迦寺住持之下，在萨迦地方政权中职权最大、最为重要的职官莫过于萨迦本钦和朗钦。“本钦”一词意为大官，疑源于汉语断事官（蒙语为札鲁忽赤）一译“官人”，又有大断事官或大官人之称，“本钦”一词即为其藏语的转译。萨迦本钦一职的设置，应源于八思巴对蒙古国时期的大断事官一职的仿照，属于萨迦地方职权系统职官，而非元朝中央正式系统职官，在各种汉文典籍中都没有关于萨迦本钦的记载。萨迦本钦的职责与大断事官也十分相似，略为不同的是，萨迦本钦除了管理行政事务之外，还兼有一些为宗教领主服务，如兴建寺院、绘制佛像、负责供应佛教法事活动的物资等宗教内容。[32]至于朗钦（囊钦），也是萨迦地方政权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职官，与萨迦本钦一样，也不属于朝廷的正式职官系统，因此在汉文文献中不见记载。萨迦朗钦（囊钦）一职的设置，有可能是参照吐蕃时期职官而来。吐蕃时期，在中央职官系统中设有“囊论钦波”即内大相一职，主管王朝的内部事务。“朗钦”（囊钦）为“囊论钦波”的简称，也应为主管萨迦政权的内务官员。[33]
朗钦（囊钦）在萨迦达钦政权中主管内务。历任朗钦官职者，根据《汉藏史集》记载：

最先是朗钦贡噶桑布，他任本钦后，由本宣努贝接任朗钦。此后依次是：本顿珠贝、本洛、夏鲁本西、敦巴仁钦贝，他是由圣旨任命的。以后是敦巴仁莫、觉尊贡西、近侍贡噶培、本云尊扎巴达，他是由圣旨任命的，得到珊瑚印，并重新任命一次。以后是仁山都元帅，是由圣旨任命的。以后是近侍南喀坚赞，是由圣旨任命的。以后是本贡仁、近侍本嘉布、南喀贝都元帅、近侍桑波贝、温波曲嘉、本僧格坚赞、喜饶俄色都元帅。其后依次是温波官却仁钦、朗巴·帕巴贝桑布、朗巴·贡噶本、朗钦贡噶帕、朗钦热觉帕等。以上历任朗钦共计二十九人，加上有两人重任一次，共计有三十一任朗钦。[34]

除了萨迦本钦和朗钦（囊钦）之外，在萨迦达钦政权中尚有称为“拉章”（bla brang）的机构，源于八思巴帝师时期。1267年八思巴入朝时，设置了十三种侍从官员,这些官员的名称在后世史书中的说法略有不同，诸如索本,意为司膳,管理饮食的官员；森本,意为司寝,管理起居服饰的官员；却本,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协本,管理接待宾客事务的官员；仲译,管理文书信件等事务的官员；造本,管理财务仓库的官员；塔本,管理厨房灶具等的官员；詹本,管理接引仪仗等的官员；丹本,管理营帐住房座次等的官员；甲本,管理驮畜车辆等的官员；达本,管理马匹等的官员；佐本,管理犏牛奶牛等的官员；奇本,管理狗的官员。陈庆英认为：“八思巴仿照古代吐蕃的部分职官和先蒙古汗国的怯薛组织为自己创建了一个私人侍从官署——拉章，其中的官员均由帝师自行任命。据藏文史籍记载，拉章含有十三种官员，分别是：索本（管理饮食）、森本（管理起居）、却本（管理宗教仪式）、司宾、仲译（主管文书）、司库、司厨、司引贝、司营帐、管鞍具、管马匹、管牛、管犬。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员均不像是一个地方政府官员。但通过与蒙古的怯薛组织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他们的性质。蒙古国早期的职官十分简单，除万户、千户等管理其部民外，只任命了一位大断事官，掌管民户分配、主持清查户口和征收赋税、司法诉讼之权。同时建立了护卫军四怯薛组织。”[35]
三 西藏十三万户

当元朝统一藏族大部分地区之后，将西藏地区先后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并授予万户长职衔。不难看出，蒙古人借助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四分五裂的藏族地区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又为了便于治理和纳税，对藏族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进行了数次清查。《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对西藏地区来说，大的清查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薛禅汗忽必烈即皇位之初的藏历第四绕迥的铁猴年（1260），在皇帝派大臣答失蛮到藏区的三个却喀设立驿站之时，清查了土地和人口。第二次是藏历第五绕迥的土龙年（1268），由薛禅皇帝派遣的大臣阿衮和米林二人，与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一起，对吐蕃乌思藏、纳里速（阿里）各地的土地人口户数进行了详细的清查，确定了建立十三万户的体制。第三次是藏历第五绕迥的火猪年（1287），由元朝皇帝派遣的大臣托肃阿努肯和格布恰克岱平章等人与萨迦本钦宣努旺秋一起，再次清查了户口，恢复了驿站，并重新写造了被称为大清册（phye gsal chen mo）的户口登记册。[36]

元朝在西藏地区三次清查户口，划定并确立了西藏十三万户（长）的行政区域。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各万户应纳贡税的品数目等，推行了“乌拉”（vu lag，税收）制度。至于西藏十三万户的名称及分布情况，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有记载：

后藏地区六个万户的名称和各自的霍尔堆数如下：

1.阿里芒域万户（mngav ris mang yul khri skor，主要在今吉隆县skyid grong境内），有二千六百三十五个霍尔堆。

2.拉堆洛万户（la stod lho pavi khri skor，主要在今定日县ding ri rdzong境内），有一千零八十九个霍尔堆。

3.拉堆绛万户（la stod byang pavi khri skor，主要在今拉孜县lha rtse rdzong和昂仁县ngam ring rdzong境内），有二千二百五十个霍尔堆。

4.曲弥万户（chu mig khri skor，主要在今日喀则市gzhis rtse grong khyer境内的嘉措区rgya mtsho shar东部和切甲bya lcags等地），有三千零三个霍尔堆。

5.夏鲁万户（zha lu khri skor，在今日喀则南部和巴堆pa vdus、江孜rgyal rtse等地），有三千八百九十二个霍尔堆。

6.绛卓万户（byang vbrog khri skor，主要在今南木林县rnam gling rdzong境内以及牧区），有三千六百三十个霍尔堆。

前藏地区六个万户的名称和各自的霍尔堆数如下：

1.智贡农牧万户（vbri gung zhing vbrog khri skor,在智贡南北各地），有三千六百三十个霍尔堆。

2.蔡巴万户（tshal pa khri skor，以蔡贡塘为中心，包括拉萨地区和山南的一些地方），有三千七百零二个霍尔堆。

3.帕主万户（phag gru khri skor，以今乃东县sne gdong rdzong为中心，辖地分布各处），有二千四百三十八个霍尔堆。

4.雅桑万户（gayav bzang khri skor，在今隆子县lhun rtse rdzong等地），有三千个霍尔堆。

5.嘉玛万户（rgya ma khri skor，在今墨竹工卡县mal gung和温区von等地），有二千九百五十个霍尔堆。

6.嘉域万户（bya yul khri skor，在山南嘉域地区lho kha bya yul），有二千九百五十个霍尔堆。

前藏和后藏之间的羊卓万户（yar vbrog khri skor，今浪卡子县等地），有十六个勒卜（leb），七百五十个霍尔堆。[37]

以上引文中的“霍尔堆”（hor dud），意为“蒙古户”。对此史书作了详细解释。当时统计户籍的办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能下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妻、子女、仆人共计六人，牲畜有乘畜、耕畜、乳畜等三种（乘畜指马、毛驴，耕畜指犏牛、牦牛、黄牛，乳畜指母黄牛、母犏牛等），以及山羊、绵羊两种，黑白杂畜二十四头。这样一户人家称为一个“霍尔堆”，五十个蒙古户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称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为一个万户。按照规格建立的万户，都要有拉德四个千户、米德六个千户，十个万户称为一个路，十个路称为一个行省。[38]由于藏族地区地广人稀，西藏十三万户，还达不到元朝的一个行省的人户标准。而且，西藏十三个万户各自的管辖范围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此外，西藏还有许多不属于任何一方万户管辖的民户。在西部阿里有属于赞普后商管辖的七百六十七个霍尔堆。在后藏地区有属于萨迦家族公共管辖的拉德六百零六个霍尔堆，有属于萨迦囊巴的格如地方（sa skya nang pavi dge ru vbrog pa）的牧民三十个霍尔堆。此外在如参（ru mtshams）等地有拉德和米德九百三十多个霍尔堆。

在前藏地区不属于万户管辖的有绛达隆（byang stag lung）管辖的五百个霍尔堆，山南有塘波切（thang po che）管辖的一百五十个霍尔堆。周巴（vbrug pa）管辖的二百二十五个霍尔堆。此外在桑耶（bsam yas）等前藏地方有拉德、米德共计一千二百二十个霍尔堆。[39]
元朝初期，八思巴一如既往地兼管藏族地区的政教事务，包括西藏地方事务。根据《萨迦世系史》记载：“上师八思巴给以汗王为首的请求传授灌顶的25人完整地传授了三次萨迦派特有的教法喜金刚灌顶，这是在蒙古地方最早传播金刚乘的教法。据说作为第一次灌顶的供养，奉献了十三万户，每一个万户有拉德（寺院或宗教首领的属民）四千户，米德（政府或世俗贵族的属民）六千户。作为第二次灌顶的供养，奉献了著名的大白色法螺为代表的藏区三个却喀，是将三个却喀算作一个行省奉献的。这三个却喀是，从上部阿里三围（元代译作纳里速古鲁孙）到索拉甲沃（在今西藏那曲专区索县境内）以上是教法的却喀，从索拉甲沃以下到黄河河曲以上是黑头人的却喀，从黄河河曲以下到汉地白塔以上为良骏马的却喀。至于‘省’这一名词的含义是：有六根柱子地面的房屋，夫妻二人、子女二人、男女仆人二人，共计六人，牲畜有马、驴两种及黄牛、绵羊、山羊等，有可下十二克种子的田地，称为一个小户，这样的二十五户称为一个大户，两个大户称为一个‘达果’，两个达果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为一个万户，十个万户为一个‘路’，十个路被称为一个‘省’。在蒙古薛禅汗统治下有十一个省，藏区三个却喀虽不足一个省，但因为是上师的住地及教法弘扬之区，所以也算做一个省奉献。”[40]
总之，元朝在后藏地区设立六个万户，即阿里芒域万户、拉堆洛万户、拉堆绛万户、曲弥万户、夏鲁万户、绛卓万户（南木林县一带）；在前藏地区设立六个万户，即智贡万户、帕主万户、蔡巴万户、雅桑万户、嘉域万户、嘉玛万户（墨竹工卡一带）；另外，加上羊卓万户，共计西藏十三万户。各个万户境内均有各宗派的代表性著名寺院，它们蕴含着政教合一的文化特质。

第三节 萨迦四大拉章

萨迦派自创始以来，教派领袖实行昆氏家族世袭制。至元朝后期（1324）昆氏家族内部又分为细脱拉章（gzhi thog bla brang）、仁钦岗拉章（rin chen sgang bla brang）、拉康拉章（lha khang bla brang）和迪却拉章（dus mchod bla brang）四大拉章（bla brang），各领属民、土地与教权。至明朝中期，前三个拉章世袭断绝，唯有迪却拉章独家掌管萨迦派教主法王职权，其后又分成彭措颇章（phun tshogs）和卓玛颇章（sgrol ma），两家嫡系轮流担任萨迦派法王一职，在名誉上统领萨迦派系，实际上其号召力和掌管范围十分有限。

一 四大拉章的缘起

萨迦四大拉章起源于元朝帝师贡噶洛智坚赞贝桑布（kun dgav blo gro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299—1327）时期，他将自己同父异母的众多兄弟，分成四个拉章单位，由他们分别担任各个拉章的主持或负责人。《汉藏史集》记载：

萨迦昆氏的清净家和事业无人继承，由夏尔巴·绛洋仁钦坚赞护持法座，掌管说法、听经、修行，利益他人，广作弘扬佛法之事业。后来，由康萨传承的帝师桑结贝为达尼钦布桑布贝向朝廷善为申辩，元成宗完泽笃皇帝将达尼钦布桑布贝从江南迎请回来，承认他是萨迦昆氏家族血统。皇帝说：“若我朝上师后嗣断绝，令人痛惜，你回乌斯藏去，繁衍后裔。”……上师达尼钦布桑布贝返回乌斯藏以后，按照皇帝的圣旨，娶了五个妻子。又因为除他以外，没有人能继承萨迦教派的法座，所以他又修习父祖先辈们传下来的教法。[41]

由于萨迦昆氏家族面临断子绝孙的境地，元朝皇帝下令召回流放在江南的昆氏家族后裔达尼钦布桑布贝，让他返回萨迦，在主持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同时，承担起繁衍昆氏家族后嗣的重任。因此，达尼钦布桑布贝先后娶了七位妻子，其中汉族、蒙古族各一位，藏族五位，共生育十三男二女，使萨迦昆氏家族人丁兴旺；同时，养育过多的子女，也造成了昆氏家族内部走向四分五裂的局面，最终形成四大拉章的政教格局。《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桑布贝的第四个妻子是朗措的那贝地方人，名叫南喀杰摩，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为阔尊钦波南喀勒贝坚赞贝桑布，次子为南喀喜年，幼子为国师南喀坚赞贝桑布，他们获得玉印，分为细脱拉章。

桑布贝的第五个妻子是夏鲁地方人，名叫玛久宣努本，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为大元贡噶仁钦，次子为绛阳顿悦坚赞，幼子为国师索南坚赞，他们获得玉印，分为仁钦岗拉章。

桑布贝的第六个妻子是热隆地方人，名叫贡噶南杰玛，她生了两个儿子，长子为帝师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元史，作公哥列思巴冲纳思坚藏班藏卜），幼子为帝师贡噶坚赞（佛祖历代通载，作公哥儿监藏班藏卜），他们获得金印，分为拉康拉章。

桑布贝的第七个妻子是仁达地方人，名叫拉久尼玛仁钦，她生了兄妹三人，长子为尼玛贝，女儿为贡噶本，幼子为贡噶勒贝迥奈（他受封为白兰王），他们获得金印，分为迪却拉章。[42]

以上引文中的桑布贝是指达尼钦布桑布贝，他的前三位妻子所生儿子或是帝师或是白兰王，后四位妻子所生儿子分得四大拉章。这里所说的金印、玉印等，是指八思巴、恰那多杰、达玛巴拉、达尼钦布桑布贝等历辈萨迦派领袖分别从元朝皇帝那里获得的印章，象征着政教权力。

1324年，达尼钦布桑布贝去世，由其子时任帝师的贡噶洛智坚赞贝桑布，将自己众多的兄弟分为四个拉章（府邸），分享萨迦派乃至整个西藏地方的政教权力。陈庆英说：帝师贡噶洛智坚赞主持下的四个拉章的划分，实际上是帝师贡噶洛智坚赞把萨迦昆氏家族从朝廷得到的权势和封爵分配给了他四个庶母的儿子们。细脱拉章得到了萨迦寺的法座，拉康拉章得到了帝师的职位，仁钦岗拉章似乎是与细脱拉章分享萨迦法座的继承权，迪却拉章得到的是白兰王的封爵。从继承的世系看，这一分配原则可能得到元朝皇室的认可。在萨迦寺总的法座之下，各个拉章又有自己的座主，父子相承。[43]
可以说，达尼钦布桑布贝之前，是萨迦派政教事业兴盛时期。萨迦法王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有条不紊地治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之后，萨迦四大拉章及其住持高僧又成为萨迦派持续发展的四大支柱和中坚力量。

二 四大拉章的兴衰

萨迦四大拉章各有自己的座主，一般以父子相承，因而各个拉章各自繁衍后裔，子孙相继。只有各个拉章的家族人丁兴旺，才能保证各大拉章的维持和延续。同时，萨迦四大拉章的权势和地位相对平等，故相互之间形成竞争，各自扩大势力，聚敛财富，致使内部不和，政局动荡，从而拉开了萨迦四大拉章的兴衰历史。

（一）细脱拉章

萨迦四大拉章中的细脱拉章（gzhi thog bla brang）是在南喀勒贝洛智坚赞（nam mkhav legs pavi blo gros rgyal mtshan，1304—1343）任萨迦寺住持时开始建立的，其子贡噶仁钦坚赞贝桑布（kun dgav rin chen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31—1399）继任细脱拉章主持时，又将该拉章从萨迦迁址到曲弥地方，并由其子嗣相继担任拉章主持。《汉藏史集》记载：

细脱拉章的贡噶仁钦娶尼托本英为妻，生有一子，幼年夭逝。又娶年麦本莫为妻，生有二子。长子为洛追坚赞，汉地大明皇帝封他为大国师，赐金印，执掌法座。其弟为札巴洛追，住在后藏曲弥仁莫及下部夏布等地。[44]

贡噶仁钦坚赞贝桑布之后，由其子洛智（追）坚赞（blo gros rgyal mtshan，1366—1420）主持细脱拉章。之后，由洛智坚赞之子贡噶旺秋（kun dgav dbang phyug，1418—1462）继任细脱拉章主持。如《汉藏史集》记载：细脱拉章的洛追坚赞生有一个儿子，由历任朗钦保护和服侍，完成听经修法的学业，当是细脱拉章的法座的继承人。[45]贡噶旺秋去世后，细脱拉章趋向衰落。

（二）拉康拉章

萨迦四大拉章中的拉康拉章（lha khang bla brang）开始于贡噶坚赞贝桑布（kun dgav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10—1358），他是拉康拉章的第一任主持；其子却吉坚赞贝桑布（chos ky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32—1359）为拉康拉章第二任主持。之后，却吉坚赞贝桑布之子贡噶扎西坚赞贝桑布（kun dgav bkra she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49—1425）掌管拉康拉章。《汉藏史集》记载：

拉康拉章的却吉坚赞在未受比丘戒之前娶了大元绛巴家的女儿为妻，生了四个儿子。长子为法主贡噶扎西坚赞贝桑布，生于阴土牛年（己丑，公元1349年），具足学识、尊贵、良善三方面的功德。在他64岁的阳水龙年（壬辰，公元1412年），汉地的大明皇帝派遣金字使臣大达云和阿努指挥等人专门前来迎请，他去到南京皇宫以及汉地五台山，担任皇帝的喇嘛帝师，皇帝封他为“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大光明佛”，译成藏文的意思是：“广建各种功业，佛法最为殊胜，具有正智慧，大慈悲，广利众生，护持国土，讲说佛法，有正学识，大乘法王，西方尊胜，遍入金刚，具大光明的佛陀。”赐给玉印、诏书，以及以黄金千辐法轮为首的无数供养布施。他为萨迦大殿制定修习仪轨，为萨迦法座的长远作出精心安排，使得萨迦派教法犹如将要熄灭的灰烬又重新燃烧起来，因此他的恩德十分重大。他在汉地住了三年，于阳木马年（甲午，公元1414年）返回吐蕃，继续广利佛法和众生，于77岁的阴木蛇年（乙巳，公元1425年）七月十日在萨迦大殿的楼上圆寂。

第二子为上师索南扎西坚赞贝桑布，此密行大瑜伽师长期利益佛法和众生，于阳土鼠年（戊子，公元1408年）在古祥拉孜宗的寝殿去世。在他们的后面还生了一个女儿。却吉坚赞还娶了本钦旺秋贝家的女儿本莫吉为妻，她生了两个精通教法的儿子，分别叫做喇嘛多吉仁钦和喇嘛达玛多吉。[46]

贡噶扎西坚赞贝桑布之后，由索南扎西坚赞贝桑布之子扎西坚赞大师掌管拉康拉章，如《汉藏史集》记载：拉康拉章的拉孜哇·喇钦索南扎西娶了尼谢本莫南喀杰莫，生了一子，名叫扎西坚赞大师，他继承了大乘法王的法座，住在萨迦大殿。[47]至16世纪左右，拉康拉章趋向衰落。

（三）仁钦岗拉章

萨迦四大拉章中的仁钦岗拉章（rin chen sgang bla brang）开始于绛阳顿悦坚赞（vjam dbyangs don yod rgyal mtshan，1310—1344）。绛阳顿悦坚赞之后，由其子喇钦·贡噶坚赞（bla chen kun dgav rgyal mtshan，?—1420）掌管仁钦岗拉章。如《汉藏史集》记载：绛阳顿悦坚赞在受比丘戒之前娶玛久夏鲁玛为妻，生一子名叫喇钦·贡噶坚赞，他们父子叔伯等人执掌的是仁钦岗拉章。[48]此后，仁钦岗拉章的喇钦·贡噶坚赞娶了涅莫古尚的女儿玛久南喀杰莫为妻，她生了南喀坚赞大师兄弟二人，他们住在夏布、格顶等地。她还生了一个女儿。[49]喇钦·贡噶坚赞之后，由其子南喀坚赞（nam mkhav rgyal mtshan，1398—1472）掌管仁钦岗拉章。之后，由南喀坚赞之子喜饶坚赞（shes rab rgyal mtshan，1444—1495）掌管仁钦岗拉章。大约在16世纪初期，仁钦岗拉章的法位传承中断。

（四）迪却拉章

迪却拉章（dus mchod bla brang）是萨迦四大拉章中的嫡系拉章，也是唯一没有中断传承的拉章。迪却拉章始于贡噶勒贝迥奈坚赞贝桑布（kun dgav legs pavi vbyung gna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08—1336），元顺帝封他为白兰王，并赐以金印，颁付有统领藏区三个却喀的诏书。迪却拉章的主持以父子世袭的方式继任。贡噶勒贝迥奈坚赞贝桑布的长子索南洛智坚赞贝桑布（bsod nams blo gro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32—1362）在元朝顺帝时立为帝师；幼子为札巴坚赞贝桑布（grags pa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36—1376），在元朝顺帝时封为白兰王。《汉藏史集》记载：

迪却拉章的白兰王札巴坚赞娶强巴·玛久拉莫仁钦为妻，生有二子。长子为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生于其父22岁的阴火鸡年（丁酉，公元1357年），妥欢帖睦耳皇帝封他为大元国师，并赐诏书，他于28岁的阳木鼠年（甲子，公元1384年）在达那静修地的塞卡拉章去世。次子为南色坚赞贝桑布，生于其父25岁的阳铁鼠年（庚子，公元1360年），妥欢帖睦耳皇帝授给他与自己的长子相等的职位，封他为日章王，赐给他金印、金牌、银牌，为他设置王傅、傅尉、尚使、司马等左右八种属官。任命他为御史台一品副使，赐给掌领西土的诏书。他在政教两方面都建立了大功业，于四十九岁的阳土鼠年（戊子，公元1408年）四月二十四日伴随诸种异兆，在门康泽冬宗的寝殿去世。此外，白兰王札巴坚赞又娶了泽冬巴家的女子玛久色赞为妻，生有一子，为却吉索南坚赞贝桑布大师。他生于阴土猪年（己亥，公元1359年），从幼年时起，他就努力学习父祖所传教法，精通新旧密法、显密经咒，具足内外功德，尤其是他从法主贝丹喇嘛丹巴（喇嘛丹巴·索南坚赞贝桑布）那里学到他的全部教法，受任掌管属于仁钦岗拉章的藏地方的所有宗和谿卡。这位对深密二次第毫无散乱放逸、对众生慈悲护持之法主，乃是菩萨之化身。他于70岁的阳土猴年（戊申，公元1428年）三月八日，伴随着虹光、花雨等异兆，在叶如森波日南杰岗的红色寝殿去世。却吉索南坚赞贝桑布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妹妹，为女大师札西本。此外，白兰王札巴坚赞还娶了同知本莫，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女大师绛山索南杰莫。[50]

札巴坚赞贝桑布的儿子南色坚赞贝桑布（rnam sra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60—1408）即摄帝师南迦巴藏卜,其长子为贡噶勒贝洛智（追）坚赞（kun dgav legs pavi blo gros rgyal mtshan），次子为南喀勒贝洛智（追）坚赞贝桑布（nam mkhav legs pavi blo gro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99—1444）。《汉藏史集》记载：

王南色坚赞有两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他的一个妻子玛久尼玛本生了贡噶洛追大师。他于阳土鼠年（戊子，公元1408年）在仁钦岗拉章上殿去世。南色坚赞的另一个妻子是羊卓巴·玛久索南本，她生的儿子为南喀勒贝洛追坚赞贝桑布，他生于其父40岁的阴土兔年（己卯，公元1399年）十月十五日。在他16岁的阳木马年（甲午，公元1414年），由于大乘法王的恩德，汉地的大明皇帝封他为辅教王，赐给金印及掌领吐蕃事务的诏书，准其入贡，他在政教两方面都建立了广大功业。[51]

可以说，萨迦四大拉章中唯有迪却拉章主持法位或嫡系传承一直在延续。大约在19世纪，迪却拉章又分为二房，即彭措颇章（phun sthogs pho brang）和卓玛颇章（sgrol ma pho brang），由二房长子轮流担任萨迦寺主持法位。

总之，自从萨迦派在政治上得势以后，萨迦派人在中央和西藏地方多据要津，声势显赫。这一派的人，除了几个在宗教史上著名的僧人以外，其他多是在家学法，纵然晚年出家，也已娶妻生子，所以出家、在家的分别并不太严格。特别是他们进入宦途以后，往往改着蒙古官服，贪求享受，追逐利禄，形同俗人。[52]虽然萨迦派及其地方政权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是他们同元朝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对后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演进或走向起到了示范作用。其后的西藏地方政教领袖都无一例外地继承萨迦派及其政权的传统，向心中央王朝，借助中央王朝的扶持，以壮大自己的地方势力、增强自己的社会声望、巩固自己的政教地位。同时，元朝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决策和管理，充分顺应了当时西藏地方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充分体现了元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多元性理论和实际运作能力，对以后明清两代治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从学派到宗派的觉囊派

觉囊派（jo nang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觉囊”两字是藏文“jo nang”一词的音译，最初是西藏日喀则拉孜县彭措林乡境内的某一山谷名，全称“觉摩囊”（jo mo nang）。其法脉学说传承源于后藏人裕摩·弥觉多杰（yu mo mi bskyod rdo rje，11世纪人）。此人首创藏传佛教中观“他空见”（gzhan stong）学说，其后传扬者络绎不绝，遂形成一个学派传承；至13世纪末，觉囊学派第五代传承人贡邦·突杰尊哲高僧（kun spangs thugs rje brtson vgrus，1243—1313）时期，将其学派发展成为拥有寺院实体的一支宗派，名“觉囊派”。由于觉囊派在藏传佛教学术领域，特别是在佛教中观学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而其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曾引起过佛学大讨论和大辩论。

一 觉囊派的学说

觉囊派以独特的教理阐释著称于藏传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界，从时间上看，觉囊派从一个学派发展成为一支宗派，经过了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根据觉囊派自己的说法，其学说或法脉传承源于印度佛教的显密教法，主要继承了龙树、无著、世亲等的大乘佛教学说。在藏区其传承至大成就者裕摩·弥觉多杰（yu mo mi bskyod rdo rje，11世纪人）之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佛学观点，并在显宗、密宗以及时轮续部领域取得很大发展。尤其是裕摩·弥觉多杰提出的中观“他空见”思想，在藏传佛教界产生巨大反响，不但引起大辩论，而且长期争论不止，结果蔚然形成一大学派，即中观“他空见”（gzhan stong）学派，其后继传扬者络绎不绝。《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觉囊派的根本来源，应溯自裕摩·弥觉多杰。他最初是一位在家的瑜伽修行者，后来出家并改名戴巴杰布（dad pa rgyal po），曾亲近索律师等大德甚多，又从克什米尔班钦·达瓦贡布（zla ba mgon po）略学法要，依月怙弟子卓敦·南拉孜（sgro ston gnam la brtsegs）详学《时轮本续》的疏解要门等以及《密集》的明炬要门等。之后，赴乌佑（vu yug）观修，获得证悟，心中生起他空之见，得了神通，显示鸦鹊等化身，于是赢得成就者之名声。亦曾著有关于《时轮》之少分著述，寿82岁去世。[53]

裕摩·弥觉多杰是西藏北部裕摩（yu mo）地方人，他曾拜克什米尔的班钦·达瓦贡布及其弟子卓敦·南拉孜等为师，系统研习《时轮本续》（dus vkhor rgyud）、《密集》（gsang vdus）等深奥密续教法，并在修行实践中获得大彻大悟，主要证悟了中观“他空见”深奥义理。《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他空见来源于裕摩·弥觉多杰，他在修“时轮六加行”时，见到空色的天身之相由内显现，便其作为幻觉之依据，又引用了不了义经及一类本读经文，只如言取义，说他空胜义谛常恒不变，周遍一切情器世界，与如来藏同一意义，在因位时即已本有，由修习《六加行》瑜伽次第现证果位法身，这种矛盾的复合物，现于分别之上，则名为他空见，以此见又掺入《时轮》的引导，成为隐秘宣说之法。[54]

裕摩·弥觉多杰的“他空见”思想，在当时藏传佛教界褒贬不一，既受到不少高僧大德的质疑和批判，又作为一种新的佛教学说，赢得许多学僧的吹捧、研习和传承。《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其门徒众多，以达美夏热（ngha rme shaw ra）为主要弟子。达美夏热20岁就遍学获得裕摩·弥觉多杰大德所有论典教授；同时，广拜贤哲，学习《中观》、《量论》、《密集》、《时论》等，并达到精深之处，智慧理解力很强，传他为文殊菩萨之化身。他亦有零散著述。达美夏热弟子为南喀沃赛（nam mkhav vod zer）。南喀沃赛弟子为达美夏热之子色摩齐瓦·南喀坚赞（se mo che ba nam mkhav rgyal mmtshan）；南喀坚赞传绛萨·喜饶沃赛（vjam gsar shes rab vod zer）。绛萨·喜饶沃赛以前对于《时轮》的传授限制极严，自他以后则广为流布。绛萨·喜饶沃赛弟子为贡钦·却古沃赛（chos sku vod zer）；却古沃赛弟子则为贡邦·突杰尊哲。[55]

由于传承裕摩·弥觉多杰他空见学说的弟子络绎不绝，使得他空见学说不但没有自生自灭，而且取得实质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贡邦·突杰尊哲在裕摩·弥觉多杰的后期嗣法弟子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他空见学说的发扬光大者。《觉囊派教法史》记载：

（贡邦·突杰尊哲）三年后应杰、扎、纳三寺堪布、僧徒们的一致请求来到这块殊胜之地（觉囊），据说当时常住这个地方的修行者有三十人。贡邦·突杰尊哲来到觉囊后的第一年里住在桑宗，然后应曲布人的恳请，在曲布空行具乐寝殿自始至终证得善相，写完了《时轮根本续释心要》，用文字记录了现有的六支瑜伽耳传口诀，亲见时轮本尊，得到了授记，这是《六支瑜伽广本讲义》在西藏出现之始。此后，他莅临吉普德丹，看见了瑜伽自在布拉瓦巴（亦即吉祥法护，印度八十四位大成就师之一）。又汇编了《道果法文书》，从修习新旧密乘诸法门发展教法，从其中诸派中有六百名大修行者经常聚集在他身边，他让他们全部得到了良好的证悟，实践证悟了密乘他空大中观空乐双运自性的殊胜方便六支瑜伽。他多次讲授《时轮根本续广释》，每年讲授两次《时轮根本续释心要》。晚年，他莅居吉普德丹寺主持了义修行传承教法的寺院二十一年，从此我们的教法传承称为“吉祥觉囊派”。他委任强桑·嘉瓦益西为继承法座，他说：“此地已无应教化之人，要去别土。”准备逝去，又因强桑·嘉瓦益西患病，他又延长了数月寿命。又说，他临去世时，由于各位弟子的祈祷，又生活了半月。他于71岁时的阴水牛年（1313）仲春二十五日凌晨无疾而终，逝往兜率天官。[56]

贡邦·突杰尊哲（kun spangs thugs rje brtson vgrus，1243—1313）之所以成为觉囊派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名高僧，不仅因为他系统研修了他空见思想，取得巨大成就，而且因为他在觉摩囊修行圣地讲经传法、著书立说、培养弟子，为觉囊派的终究立宗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贡邦·突杰尊哲为修学他空见思想的学僧开辟了固定的教学场所，他于藏历第五绕迥的水蛇年（1293）在觉摩囊修行圣地创建了一座寺院（今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彭措林乡境内），这就是著名的觉摩囊寺，简称“觉囊寺”。从此，传承他空见思想的学僧们结束了以各自坐禅为主的分散修行的宗教生活方式，而汇聚到觉囊寺集体传授、研习、修学他空见思想。贡邦·突杰尊哲撰写的《时轮根本续释心要》（dus vkhor rtsa rgyud kyi snying vgrel）和《六支瑜伽广本讲义》（sbyor drug khrid yig rgyas pa）成为觉囊派学僧修学的主要教程；他培养的以强桑·嘉瓦益西为首的众弟子，成为觉囊派走向独立宗派的骨干力量和组织保障。

二 觉囊派的形成

贡邦·突杰尊哲之后，强桑·嘉瓦益西（byang sems rgyal ba ye shes，1257—1320）成为觉囊派的主要嗣法者。他于藏历第五绕迥火蛇年（1257）出生在多康地区，曾拜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karma pakshi，1204—1283）为师，经多年修学，未见显著效果。噶玛拔希对他讲：去游方各个修行地，对佛法不要拘泥某个派别，你会遇见好上师。[57]强桑·嘉瓦益西遵照上师的教导，先去拜夏巴·绛央钦孜，花费很长时期闻习显密教法；之后，去拜见贡邦·突杰尊哲，对这位高僧产生极大的敬仰之心，遂修习六支瑜伽法，并获得了对六支瑜伽法的圆满证悟。为此，贡邦·突杰尊哲将所有教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强桑·嘉瓦益西，使其成为他的高徒。

强桑·嘉瓦益西曾奉上师贡邦·突杰尊哲之命，在觉囊寺附近创建德钦寺（bde chen dgon），并住持该寺，传授和研习以六支瑜伽法为主的觉囊派教法；强桑·嘉瓦益西为人慈善，深得人们敬仰。故贡邦·突杰尊哲临终之时，将觉囊寺住持法位传与他。《青史》记载：

强桑·嘉瓦益西57岁时，继任觉囊寺住持。喇嘛贡索巴等许多善知识，以及强多大官人和云增大官人诸大人物亦常来他座前亲近皈依。他所引导教授的大都能生起殊胜觉悟，相传最后无不获得圆满境界。住持寺院八年，享寿64岁于铁猴年圆寂。他是一位殊胜的大德，为此法王让琼多杰（chos rje rang byung rdo rje）也为他撰写传记。[58]

强桑·嘉瓦益西出任觉囊寺住持，成为觉囊寺第二任法台，直至去世。他作为贡邦·突杰尊哲的得意门徒、法脉继承人和有宗教成就的一代高僧，为觉囊派的教法传承和宗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之后，强桑·嘉瓦益西的著名弟子凯尊·云丹嘉措（Mkhas Btsun Yon Tan Rgya Mtsho，1260—1327）接任觉囊派法统主人。《青史》记载：

强桑·嘉瓦益西的弟子凯尊·云丹嘉措，生于铁猴年（庚申），年届61时出任觉囊寺住持，火虎年（丙寅）将寺院住持托付与他人，享寿68岁于火兔年（丁卯）逝世。凯尊·云丹嘉措少年时代拜萨迦巴·绛央巴（vjam dbyangs pa）等许多贤哲为上师，研读佛教诸经论，他曾作为绛央巴上师的服侍者到过元朝的上都，后得绛央巴允许，迅速前往前后藏，在后藏觉囊寺亲近贡邦·突杰尊哲和强桑·嘉瓦益西两位大师，聆听和接受灌顶、续释和教授等，获得高深的修持成就，成为利乐众生的福田。[59]

凯尊·云丹嘉措继任觉囊寺住持并传承觉囊派法脉期间做出的突出成绩，则是他精心培养了一批嗣法弟子，其中多朴巴·喜饶坚赞（dol po ba shes rab rgyal mtshan，1292—1361）成就为觉囊派法脉传承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著名人物。《藏文典籍目录》记载：

多朴巴·喜饶坚赞系觉囊派之创始人，生于阿里多朴地方之布多。父亲郎堆·耶喜旺秋，系旧密派大德；母系大德巴之姊，名楚臣坚。彼生于第五绕迥水龙年（1292），父大德吉登巴为其取名喜饶贡。彼与其姊仁钦英、妹索朗英、索朗江乃同胞四兄妹，包括同父异母弟塔巴坚赞共五人，被排行二。少年时在双亲跟前学习拼读，不久习毕，即学念诵仪轨等，当时即愿出家，禀之父母，然须继承父业，故未获准。13岁时,私自赴吉登寺，乃与出家者十五人一道于堪布楚臣宁布尊前出家。舅父赠以诸种器物，赐出家之名为喜饶坚赞。在堪布尊前受学沙弥五十颂导引、密部文殊之灌顶等若干法类，亦受菩萨戒。于吉敦绛央巴尊前受密乘戒，并求得诸多灌顶传经。尊父母命，于旧密派大堪布绛曲森格及其弟子达香巴·楚臣桑波跟前敬聆诸多宁玛派教法，通晓旧密派之甚深法。然而被常思因明、中观、般若、俱舍、律部等经典，尚待认真闻习，故于19岁在往吉登寺时，见前往洛沃桑宗之一伙行旅，乃托被等带去一刀纸，立即回到家里，谎称受喇嘛堪布派遣往外地，瞒着双亲，带了些哈达和一口大铜锅，又向达香巴之近侍借得五升糌粑，连夜追赶那些旅客。满以为能在绛卓雪追及，然未赶上。山高路遥，路不熟悉，亦无法打听，且疲惫不堪。彼昔日未曾徒步远行，至此莫知所措，又回想起过去听过狼吃人之事，故晚间极其恐惧，心想：此非违忤父母之命之报应耶？于是朝父母方向叩首忏悔。行至夜半，觅一茂密之草丛而眠，身前堆积许多石头，以御狼害，但求学诸明处之心未曾稍懈。经六昼夜；备尝艰辛，终于在秋玛山麓赶上众旅伴，次日清早，抵洛沃堆。那时，正值饱学之士释央吉敦·札巴坚赞于前后藏之众多格西、学僧中讲授《量理庄严论》、般若、俱舍、《入菩萨行论》、《金刚鬘》等经论，乃顶礼上师聆教受学。历一月余，至萨迦，师事喜饶桑波与尼甫巴·薰努桑波，闻习因明；于堪布洛卓丹巴前闻习般若；于登钦巴·沃哲贝前闻习度母诸羯磨之密续经教等，发奋学习两年许。21岁，上师绛白央令其前来萨迦之书函至，乃立即赴萨迦，于上师绛白央尊前受灌顶，随许法、口诀、修法甚多。广学慈氏诸论及龙树著作《中观理聚论》、《赞颂集》、《教言集》之经教及讲解。攻读两年，显密经论都精通，以父母所予资财，作为寺院之基金，并布施僧众。在众多学者聚集之中讲经一日，备受赞誉。23岁，巡礼卫藏诸寺，参加辩场，曾与赞贡巴、释迦薰努、顿珠贝、贾敦等许多格西开怀畅谈，博得诸大学者之赞赏，迎送极其隆重，所到寺院，备受敬奉。旋以索南札巴为亲教师，以却金为轨范师，于四十余名比丘僧侣中受近圆戒，立誓吃素，向瑜伽师纳绷学受息解派、觉域派、大圆满耳传等法，向桑丁巴克珠聆取大手印噶玛法类。31岁前十年间向卫藏萨迦、噶举、宁玛三派贤哲聆取甚深法，显密经教皆已精通。

31岁，抵觉囊寺，顶礼法主云丹嘉措，参见驻于该地之衮邦曲扎，于彼等上师处继续领受时轮等诸多甚深法。34岁，尊上师之命，应弟子、施主之坚请，任觉囊寺座主，为众弟子讲授显密教法，为男女施主灌顶传经，另外，广行善业，传授沙弥比丘戒、菩萨戒等。36岁，于火兔年，法主云丹嘉措圆寂。为报答至尊云丹嘉措之恩德，心想须造一祥瑞之佛塔。39岁，于铁马年三月三日，为佛塔奠基，该塔外形为塔内为佛堂，极其宏伟，座基四边各长二百一十五肘，内有佛堂一百零八座，造显密佛像、坛城、经书甚多。不仅请来附近的许多石匠、木匠、神像塑匠、铁匠、铜匠、金匠，而且还请来印度之书家、尼泊尔之班智达曼殊室利、金匠尼泊尔之布努、镶嵌巧匠尼泊尔之惹跋底等能工巧匠多人，成千的弟子、施主和信徒，日以继夜，发奋工作彼亦亲自运石砌墙。历时四年，不分冬夏，加紧修建，于水鸡年六月，大塔全部竣工，十月开光，是日，彼言道：“我等虽建造如此之大塔，然未征调一个差役，亦未征收一升差粮，实乃毫无罪孽之善举。”另外，还新造佛堂、坛城、佛典及其疏释甚多。广为宣讲显密教法，摄集修行弟子与博学之士多人。于西藏昔日不甚著称之宗见，即胜义他空见与世俗自空见之瑜伽行中观派这一觉囊派打下基础。撰写论证此种观点之著述甚多。大学者邦译师赞曰：“布顿、多朴、喜饶三师乃教法之中轴也。”45岁，于土虎年三月，彼历履萨迦、曲桑、拉孜宗、相、纳塘等各寺院闭关修行，建造佛像、经、希有之塔，研讨大藏经之义，镌刻释迦佛、无量光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等众多佛像，刊行四方。有时轮类著作三十八篇、宗派类十六篇、般若类七篇、祈愿类二十五篇、观世音类二十三篇、赞颂类十四篇、佛像塔类五篇、金刚类三篇、书翰类八篇、教诫与问答类十二篇、传记等杂类十六篇、发愿文三篇、吉祥颂四篇，共有论著一百七十四篇。简言之，一生从事讲经、辩论、著述，学者之名，誉满四方。51岁，时在木猴年九月，元帝（惠宗）妥欢贴睦尔闻彼与布顿之名，乃遣扎跋拉都室利与跋泰才温为首之钦使往迎。由于彼与布顿不愿去内地，遂于僻静处闭关修行以回避之。63岁，于木马年十二月，译师洛卓贝桑任寺主十七年逝世，享年70岁。彼大办丧葬佛事。当时，纳塘堪钦洛桑札巴等众弟子善知识，迎诸法主多朴巴去纳塘，遂讲说中观、菩萨道导引等诸正法。时后藏时局紊乱，寺院僧众深受其害，法主深为悲痛。67岁，时在土狗年，因达那如硅巴迎请，于五月十六日前往达那，讲经一年。萨迦后裔索南坚赞亦至，求受正法，并献上大批财物。是年四月，因前藏诸大弟子迎请，遂于土猪年四月坐轿启程，再度去前藏，经亚德与堆垄等地抵拉萨。以运三百头驮牛酥油在大小昭寺两尊释迦佛为主之诸灵验佛像前，陈设酥油灯等，隆重供养。在红山、鲁浦岩及修葺一新之小昭寺，修验达六月之久，然后追访桑浦之上寺下寺、极乐寺、蔡公堂寺等前藏大部分寺院。向前藏诸大弟子与从康区、后藏等远道而来之大德等成百上千之人众中，多次讲授甚深道引导。每次讲经，都有上万大德与男女施主聆听。一心专修与博学之弟子甚多，至前藏诸寺时，只乘轿舆，成千上万之善男信女在沿途恭候，钻入轿下祈求加持。当时卫藏康三区似未有如此盛名之大德。一年多后，经纳塘、绰普等地，时在铁鼠年五月十六日，抵达觉囊山庵，僧俗大众列仪仗恭迎。赏众大弟子、善知识与诸施主财礼甚厚。然后，在日磋专事修证一年半，且行善业，期间或讲经传法。70岁，时在铁牛年（1361）秋，住持恭却坚赞赴萨迦，尚未返回之前，由法主授以加行指导与了义海论。了义海论约讲授一半，于十二月五日，上师言道：望尔等好好保存经籍，言毕即停止讲授。六日上午，在拉章寝宫入寂。嗣后为等候住于外地之弟子堪钦·却勒朗杰及住持恭却坚赞等，在寝宫停灵十五日。水虎年正月六日，堪钦·乔勒朗杰师徒作护摩仪轨，火化遗体，舍利分施予各地弟子，作为虔信之圣物。[60]

多朴巴·喜饶坚赞是摆脱觉囊派面临的困境、开创觉囊派发展新局面的名副其实的著名高僧。因此，他对觉囊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多朴巴·喜饶坚赞主持法统期间，大力弘扬觉囊派的教法仪轨，尤其宣讲“他空见”思想，使日益走向衰微的觉囊派佛学思想重新获得生机。《觉囊派教法史》记载：

其徒依次辗转传授，直传至多朴巴·喜饶坚赞之间。多朴巴以前唯有口授，未闻将此见著之为书的。其传承法统亦仅有修证可观之瑜伽行者，未曾以教理论证广大开说的，所以不甚著称。[61]

多朴巴·喜饶坚赞撰写名著《了义海论》（ri chos nges don rgya mtsho）一书，将“他空见”佛学思想从师徒口授传承转变为具有理论体系的经典文献传承，从而确立了“他空见”思想在觉囊派教法中的核心理论地位。

其次，多朴巴·喜饶坚赞迎请尼泊尔和印度工匠在觉囊寺创建了形制独特、规模空前、功能齐全的一座巨型佛塔。“该塔外形为塔内为佛堂，极其宏伟，座基四边各长二百一十五肘，内有佛堂一百零八座，造显密佛像、坛城、经书甚多。”以此为标志，觉囊派佛塔在藏传佛教界具有代表性，史称“十万佛大塔”。

再次，多朴巴·喜饶坚赞著作等身，除了名著《了义海论》外，尚有时轮类著作38篇、宗派类16篇、般若类7篇、祈愿类25篇、观世音类23篇、赞颂类14篇、佛像塔类5篇、金刚类3篇、书翰类8篇、教诫与问答类20篇、传记等杂类16篇、发愿文3篇、吉祥颂4篇，共有论著174篇，对弘扬觉囊派教理和《时轮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多朴巴·喜饶坚赞培养了众多嗣法弟子，使觉囊派后继有人，法脉传承不绝。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法嗣多至不可计量，其中以洛哲拜译师（lo tsa ba blo gros dpal）及萨桑·玛底班钦（sa bzang ma ti pan chen）为其心传二弟子；能继承事业的如乔勒南杰等贤哲出世不少。”[62]其中洛哲拜译师（1299—1353）、乔勒南杰（phyogs las rnam rgyal，1306—1386）是为觉囊派的发展做出成绩的两大知名人物，尤其是乔勒南杰继承多朴巴·喜饶坚赞的弘法事业，继续推动觉囊派在雪域大地上兴隆发展，因而他在觉囊派宗派史上具有崇高地位。《青史》记载：

法王乔勒南杰的出生地为阿里地区，少年时代就到达前藏，在却柯林（chos vkhor gling）寺学习《般若》和《因明》等法相论典，成长为一名大学者后，遍游前后藏学问僧院，顺便相见法王贡钦大师（多朴巴·喜饶坚赞），对他产生敬仰之心，遂到觉囊寺，在贡钦大师座前聆听《时轮经》灌顶、续释及教授等，同时，也听受了其他许多教法。他依照教授修炼而生起极佳三摩地，从而更加敬仰和坚信上师，并将上师推崇为至尊地位。贡钦大师弟子强瓦第之子孙在贡钦师徒座前请求在昂仁（ngam rings）地方建造寺院。贡钦大师在该寺住过一段时间后，将寺院托付给乔勒南杰，自己返回觉摩囊。乔勒南杰较长时期在昂仁寺讲授以《般若》和《因明》为主的显宗经论，聚集许多聪慧贤达的弟子。后来乔勒南杰又将寺院托付给丹巴坚赞（bstan pavi rgyal mtshan），返回觉摩囊住持觉囊寺，当时他49岁。五年后，他将觉囊寺托付给别人，前往卫藏地区，在察邬林（vtshal dbus gling）寺向广大弟子讲授《时轮经》灌顶、续释和教授等。此后，他前往雅隆（yar lung）地区，在垛地居住时，绛曲泽莫（byang chub rtse mo）译师前来听受《时轮经》最胜灌顶。雅隆期间，在昌珠寺（khra vbrug）等处居住，度化无数有情众生，使他们引向善趣之道。之后，乔勒南杰返回后藏，安居于色喀（se mkhar）小舍。尊师生卒年于火马年（丙午）诞生，享寿81岁于火虎年（丙寅）逝世。[63]

乔勒南杰曾主持昂仁寺，又继任觉囊寺住持，在两座寺院弘扬觉囊派的教法仪轨；同时，他在藏传佛教中心区域前藏地区讲经说法，教化广大信教群众，扩大了觉囊派高僧的知名度。宗喀巴大师亦曾从乔勒南杰学《时轮法》（dus vkhor），从聂温（nya dbon）学《现观庄严论》（phar phyin）。此后，《时轮法》灌顶及讲解传承大为兴盛；然“他空见”思想，则受到不少智者不约而同的评判，使其逐渐趋向衰落。[64]乔勒南杰之后，虽有其大弟子聂温·贡噶拜（nya dbon kun dgav dpal，1345—1439）等高僧继续弘扬觉囊派教法，但觉囊派已处于起伏不定的发展状况。

三 “他空见”思想

觉囊派的教理基础是“他空见”佛学思想。而“他空见”这一佛教学说，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颇为孤立，唯有觉囊派坚持中观他空见，使其成为一家之言，其余宗派皆奉行中观自空见，即中观应成派思想。

觉囊派认为，“他空见”思想最初是佛陀释迦牟尼在第三次转法轮时提出来的。如第一次转法轮是四谛法轮，主要宣讲佛教基本教义；第二次转法轮是无相法轮，主要宣讲中观“自性空”思想；第三次转法轮是分别法轮，主要提出了中观“他空见”思想。“他空见”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有它的真实体性，这个本体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任何事物都包含在这个本体之中，所以本体自身不能说是性空，但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由于错误的认识而加在本体之上的东西是空的，因此，说性空是“他空”而不是“自空”。也就是说，“他空见”承认事物有它的实性，但要认识它必须采取瑜伽静坐的途径，细心体会，最后才能透过事物的烟雾外衣，显露其真实性。

至于“自空”（rang stong）和“他空”（gzhan stong）的区别，主要是在认识上出现的问题，即世俗谛和胜义谛二谛之间的异同点。如世俗诸法均由因缘而生，而缘生不会有自体，故称世俗假有，也就是所谓的万物自空。觉囊派认为，这是通过人的错误的认识或分析把本来存在的实体说成“空”，从而否定了其绝对存在的实体；但是胜义法性则是永恒不变的真实，为智能观照之境，即胜义有。也就是说，胜义谛无体，无喻，远离一切戏论，故说胜义谛是指胜义谛实。

觉囊派认为，涅槃是常住法，非前无而现在始有；涅槃无烦恼，无明烦恼者无涅槃。凡是修菩萨心，禅定智能，执守戒律者就可以断除无明烦恼，能看见涅槃。关于他空见的佛学思想在《了义海论》中作了全面的阐释，如他空胜义谛是恒常不变，周遍一切情器世界，与如来藏同一意义，而如来藏为万法之根，绝对不能空。当然，觉囊派也承认有空性，但是这一空性是有条件的，只能是因缘生法，是虚妄不实的，正如无自体是自空，属于世俗谛；而胜义谛自体不空，因而是他空。

进一步讲，空就是心的存在本身，光是语言，这二者的统一就是“觉”（心）。这种划分法与三身的划分相同；心的真实存在就是具有无限精神潜力的身（法身）、光明是受用身，其表现形式是化身。一旦当升华的智能（智神）出现时，幻觉现象就停止了；如果相反而表现出了幻觉现象，那么神智就会中断。事物的世界是无实的，事物仅仅是一些现象，而现象又仅仅是由心造成的。任何从事冥想的人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大家可以冥想的某种东西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冥想者和被冥想物都仅仅是思想的一种发光的特征。

人们所看到的、联想到的和想象到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一些名字和称呼，而不是指具有一种真实存在的现实和一种可以对心施加影响的存在。这种心是空，但在这一方面也是光明，它可以照亮具体的物品，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视作在生死轮回内外表现出的一切基础。这是把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二者又属于同一类别）同时置于此的一种错误。这仅仅是由于它们似乎是产生了义谛和胜谛两种真谛的两种情况。因为它们二者事实上是一个整体，所以它们形成了其统一性的先决条件，即一种简单想象的存在，而不是一种实质基础的存在。

值得说明的是，心之空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空，因为绝对的空本身并不反对应被否认的某些东西，它是“他空见”，这就足够了。虽然在纯粹经验中的可知物仅仅是一些名词和术语，但人们还是错误地承认它由于诞生和指导经验界的义谛而具有一种真实的存在。

总之，自体不空是如来藏，而如来藏是指法性、觉性、佛性，必须依靠六支瑜伽（sbyor drug）法来证验。因此，六支瑜伽法便成为觉囊派僧人的主要修行仪轨，每位准出家的党囊派僧人都要在各自的寺院闭关三年，专门修炼六支瑜伽法。六支瑜伽法分别为收摄（sor sdud）、禅定（bsam gtan）、受命（srog rtsol）、持气（vdzin pa）、集中（rjes dren）和三摩地（ting vdzin）。其中收摄是把修炼者的心灵从外在尘世中收摄回来，完全地进入三空境界；禅定帮助修炼者将心灵提升到永恒喜悦宁静的境界；受命使修炼者将全身风息引入中脉，并运用宝瓶气将风息固定在中脉中，不让流向左右二脉，在静坐中得到自然的喜悦；持气也称持风，修炼此法者能够调和神经系统，控制生命能量；集中又称随念，它使修炼者的心灵专注于一处并与宇宙连接，得到源源不断的能量；三摩地将修炼者的空色（身）与大乐（心）融成一味，并进入乐空双运（bde stong zung vjug）的定境。

第五节 布顿学派

布顿学派（bu lugs），又名夏鲁学派（zha lu pa），为藏传佛教重要学派之一。由布顿·仁钦珠大师开创，以后藏地区的夏鲁寺（zha lu dgon）为学派活动中心和修学研习基地，在藏传佛教界具有一定的佛学影响。

一 布顿·仁钦珠

布顿·仁钦珠（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是藏传佛教史上有着深远影响力的一代高僧，另有“布顿喀切”（bu ston kha che）之俗名。他不仅学富五车，而且德高望重，故在藏传佛教界被冠以“第二佛陀”（sangs rgyas gnyis pa）之盛名；他精通佛教显、密教法，无论在显宗教理领域还是在密宗实践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故在藏传佛教学僧中称其为无所不知的“一切知”（thams cad mkhyen pa）大师。

布顿·仁钦珠出生于后藏绰普（khro phu）辖地夏麦（shab smad）地方贡乃寺（sgom gnas dgon），父亲名札敦·坚赞贝桑（brag ston rgyal mtshan dpal bzang），是一位宁玛派高僧，母亲叫索朗奔（bsod nams vbum）。由于布顿·仁钦珠的父母双亲不仅是佛教信徒，而且都在佛学领域有一定造诣，使他从小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并系统地学到佛教基础知识。当布顿·仁钦珠五六岁时就在母亲身边读书识字，主要习读《临终智能经》、《地藏十轮经》等经文，他善于朗读，聪明伶俐，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7岁时在绰普瓦·索朗森格座前修学大乘无上菩提心，遂心生慈悲，事事念及众生。8岁始，在舅父宁玛派喇嘛慈臣贝桑处修学《大圆满心识》、《大圆满法界部》等旧译密法，后又听讲息解派的外续怛特罗和莲花生大师的“伏藏”等十八部怛特罗密典。因小小年纪就精通宁玛派教法，当地民众称他为“神童”。与此同时，布顿·仁钦珠勤于钻研医学、历算、建筑、绘画艺术等大众文化知识。加之他本身所具有的天赋以及拜名师发奋学习，使他很快成长为一名知名学者；从17岁始广拜名师潜心研习“三藏”，尤其学习《八千般若颂》、《两万颂般若注解》、《入行论》等，同时修习《沙弥律议》、《律经根本律》等，听受《十诵律比丘戒本》、《戒律根本经》、《律仪发心》、《行菩提心》等律部经典和修心教法。

布顿·仁钦珠在18岁时正式出家受沙弥戒，默记戒律经典《毗奈耶根本经》与《毗奈耶颂》，一丝不苟地恪守戒律。他在刻苦研习《现观庄严论》等佛教重要经论之时，衣破不及缝补，日则无暇进食，夜则不寐，尤其灯下研读，致使皱纹满面、全身消瘦，人人见而怜之。23岁时在噶西巴·札巴宣努等高僧座前受比丘戒，温习毗奈耶及修心方面的经论。之后，遵照上师的旨意和众僧的要求，在绰普寺讲授《现观庄严论》、《律藏》、《俱舍论》等大经。此外，布顿·仁钦珠依止大译师塔洛·尼玛坚赞，潜心学习梵文本《旃陀罗波声明论》、《声明集分论释》，以及修辞学、韵律学、东西印度与斯里兰卡等多种语文、藻词等世俗学科，且精进不懈，终成一名举世无匹的大译师。之后，他拜白登森格、多杰坚赞以及瑜伽师等密宗成就者为师，领受密宗四续灌顶及注疏等教授，从而博通密宗经论。布顿·仁钦珠至30岁之时，已是佛学知识渊博、德行持戒严谨的高僧，在藏传佛教界出类拔萃，开始到各地宣讲《波罗蜜多经》、《因明学》、《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等佛教深奥义理，名声大振。

布顿·仁钦珠31岁时应日喀则东南夏鲁地方领主古香·札巴坚赞的邀请，前往并担任夏鲁寺住持。住持期间，他向夏鲁寺僧众以及来访学僧讲授《量抉择论》、《现观庄严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等佛教大论，赢得广大僧俗信众的赞誉。因之夏鲁寺寺僧迅速增至三千八百多人。

布顿·仁钦珠56岁时安居自己的禅修室，补译和新译了数部声明和密续经典；62岁时，前往前藏，调解雅桑与帕莫主巴之间的争战，沿途讲经传法，引导民众行善从事，从而使当地社会安定；63岁时，以表悼念去世的恩母，在夏鲁地方建造一座菩提塔；64岁时，兼任绰浦寺住持，在该寺建造讲经院与禅修院。一年之后，又返回夏鲁寺履行教务职责。67岁时，卸任夏鲁寺住持一职，向僧众宣布他为来世积累资粮而要去幽静地修持，并叮嘱僧众日后切莫打扰，遂赴日埔修行处安居禅修。在此期间，布顿·仁钦珠在到访夏鲁寺的克什米尔班智达苏玛拉室利座前领受密宗灌顶，聆听曼荼罗仪轨、护摩等梵文佛经，并将其译成藏文。同时，他也向克什米尔班智达、大司徒绛曲坚赞等人传授时轮金刚经。74岁时又继续闭关修行，夜以继日，盘腿端坐，誓不靠枕，一心修持，直至圆寂，享年75岁。

总之，布顿·仁钦珠不仅讲经说法、培养弟子、利益众生，而且著书立说，著述等身。后由他的大弟子札泽巴·仁钦朗杰搜集、整理和编纂了28部（函）的《布顿全集》，初以手抄本的形式问世流传。至20世纪初期，在拉萨印经院重新校勘出版了《布顿全集》木刻版，广为流传，尤以《善逝教法源流宝藏》，简称《布顿佛教史》为代表作，已问世多种文字译本。

二 夏鲁寺

1320年，布顿·仁钦珠受到日喀则东南夏鲁地方领主古香·札巴坚赞（sku zhang grags pa rgyal mtshan）的邀请，担任当地名刹夏鲁寺住持。他在夏鲁寺住持期间，为夏鲁寺僧众以及来访学僧讲授佛教大论，赢得广大僧俗信徒的赞誉，遂形成四大经学院，夏鲁寺也因此步入藏传佛教知名寺院行列。《藏文典籍目录》记载：

布顿·仁钦珠31岁时，吉祥夏鲁色康寺（zha lu gser khang）之主，结氏后裔，萨迦·卓贡恰那（bgro mgon phyag na）等之舅家后嗣古香·札巴坚赞动工修葺吉祥夏鲁寺大经堂。自南方门隅运来大批木材；从东方内地招来许多能工巧匠。所建汉式绿琉璃屋顶有四座镀金大屋脊宝瓶；门厩棋布，绿瓦殿宇角楼，栏杆饰以金纹。色康殿之汉式屋顶分三层，其他之汉式屋顶则为两重。屋檐銮铃高悬。所供佛像，皆镶满各种珍宝；内外壁画，则色彩斑斓；《甘珠尔》经，系金汁书写；如此等等，广造佛像、佛经、佛塔。寺院四周，筑墙围绕，墙内另建单间僧舍，供本寺原有僧徒独居，因而僧侣麇集。当时正值夏鲁色康大寺之堪布札巴旋努圆寂，乃广做道场，造释迦牟尼佛大金像。古香·札巴坚赞思付：本寺住持堪布，自当迎请才识精湛、德行谨严、心地善良之善知识布顿·仁钦珠来担任。遂寄书绰浦，迎请布顿大师。因古香权势显赫，绰浦之堪布、轨范师不得不允。布顿本人亦念及佛教而应允前往。不久，古香·札巴坚赞遣使来迎，遂自绰浦启程，经佳吉肖瓦拉，在博东曲丁滞留一日，复渐次前行，于铁猴年十月抵达夏鲁大寺，受到古香大人及管家、善知识等僧俗大众之欢迎，朝拜有礼，无比恭敬，尊为首席应供喇嘛。古香任命敦巴·贡噶坚赞为大近侍，任命札巴俄色为司膳，献出拉章府邸及大量供器、炊具、座垫、衣服等日用品。大师用膳时，则毕恭毕敬摆好饭桌、小碗、茶壶、膳帕等。不久，即行讲说《量抉择论》、《现观庄严论》、《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等。为发展藏族文化，更为扩大夏鲁寺影响，每日六座法，从不间断。即在夜晚，亦为满足众信徒之夙愿而宣讲正法。如此日以继夜，精进不已。古香大人满心欢喜，学者之声誉，传遍卫藏。[65]

布顿·仁钦珠未到任夏鲁寺住持或堪布前，住锡绰浦寺传法，因而后人认定他为绰浦噶举派僧人。当时夏鲁寺堪布札巴旋努圆寂，没有找到合适继位者，夏鲁地方领主古香·札巴坚赞发现并邀请才识精湛、德行谨严、心地善良的布顿·仁钦珠高僧前来担任夏鲁寺住持。而且，夏鲁地方官人给布顿·仁钦珠创造最优厚的弘法条件，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布顿·仁钦珠不负众望，将夏鲁寺很快引入兴隆之轨道。与此同时，布顿·仁钦珠也遇到一些障碍。《藏文典籍目录》记载：

一时，夏鲁某些老辈格西，颇多嫉妒，中伤寻衅，尽其能事。布顿思付，在此讲经闻法，反遭瞋怒，今当谨言慎行，一心修证为是。于是，向古香·札巴坚赞呈上有所暗示之偈体密信。古香与其女宗绷等请大施主及正直虔诚之门徒，皆急忙来至布顿跟前，竭力挽留；寻衅者亦俯首悔过，乃允暂留一时，遂建密宗与法相讲经院。在昔日阿底峡尊者莅临，并留有意誓小泥塔之夏鲁日埔，建造庙宇，创立僧团。遣格西索仁为使，迎轨范师帕巴至日埔，敬聆无上密乘之灌顶、教导及实修法；向萨迦上师帝师贡噶坚赞、上师索朗坚赞等闻习诸多灌顶传经。夏冬两季，讲说《现观庄严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量抉择论》、《毗奈耶根本经》等；春秋两季，讲说《时轮》、《密集》、《瑜伽续金刚生大疏》等；附带传授灌顶传经与短小要诀。那时，大师不仅从事密乘方面之著述多种，致法王索朗德书，及答亚德班钦、上师仁钦益西问等亦系此时之作。古香·札巴坚赞逝世后，子贡噶顿珠即位，遵布顿大师之命，建寺造像甚多。特地从卫藏之工于缮写者中选出众多书法优秀之士，抄成诠释佛意之《丹珠尔》经。布顿大师勘订那塘《丹珠尔》。删去重复者，新增一千余篇，共搜集三千三百九十二篇；编有《目录·如意摩尼自在王鬘》；吐蕃古代诸学者之著述亦大都抄写成书，并详加校勘。大师昼则致力于讲经闻法，夜则撰述校订。一段时期，不顾劳累，熬夜熬红了双眼，仍坚持不懈，发奋不已。那时，吉祥夏鲁大寺有藏地卫藏康、印度、内地、尼泊尔、不丹、回鹘与蒙古等地僧众大约七千四百余；日埔亦有闭关修行僧约五百余。[66]

布顿·仁钦珠赢得夏鲁寺僧众的敬仰之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和发展寺院教育，建立显宗学院和密宗学院，教授佛教显、密主要经论。尤其开辟夏鲁日埔（zha lu ri phug）密宗修行道场，此乃藏传佛教后弘期较早产生的正规密宗修行院，对后世藏传佛教密宗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布顿·仁钦珠在当时的夏鲁寺建立独具特色的教法仪轨，如冬夏两季讲授显宗教理《现观庄严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等，春秋两季教授密宗教理《时轮》和《密集》等，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布顿学派，或称夏鲁学派。

除了夏鲁寺外，在西藏尼木县境内有一座称为那若寺（na ro dgon）的布顿学派寺院，但其规模不大，默默无闻。此外，西藏江孜县境内的白居寺内亦有传承布顿学派教法仪轨的学院。白居寺是一座以格鲁派为主的寺院，其他宗派或学派学院均依附于格鲁派主寺。

由于夏鲁寺过多地依靠布顿大师的威望而兴盛发展，随着布顿大师的逝世，以夏鲁寺为中心的布顿学派也在藏传佛教界逐渐失去了其重要的学派地位。然而，布顿大师的佛学成就和学术地位，在藏传佛教学僧中一直受到高度评价和极大重视。

三 《善逝教法源流宝藏》

布顿·仁钦珠在夏鲁寺不仅传授佛法，并且著书立说，可谓著述等身。《藏文典籍目录》记载：

（布顿）大师之著作，由扎泽巴·仁钦朗杰搜集编撰于夏鲁寺，自ka字到sha字，辑为二十七函，于第六绕迥木龙年（1364）四月十五日抄毕，著有《目录·大宝钥》。所编著述，大都经布顿大师亲自审校，然只有抄本而无刻本。到五百五十三年后，即第十五绕迥火蛇年（1917），十三世达赖始命拉萨布达拉山下雪域利乐宝库印经院刊刻木版。根据第巴政府与夏鲁寺之抄本，由侍读德央·丹增称勒与多麦巴鲁崩拉然巴格西·喜饶嘉措二人校勘，三年刻毕。从此，布顿著作远播四方。雪域利乐宝库印经院之刻本，有ka字至la字计二十六函，札泽巴著作系sha字至sa字计二函，共计二十八函。夏鲁·洛色丹琼谓布顿著作中，有关密宗者二百一十八篇；有关显宗者二十五篇；有关共通明处者五十五篇，共计二百九十八篇。比丘仁钦森格所著《布顿传·希有语之乐音》则谓有三十三函。[67]

札泽巴·仁钦朗杰（sgra tshad pa rin chen rnam rgyal，1318—1388）是布顿·仁钦珠大师的得意大弟子，他搜集、整理布顿大师的所有论著，编纂了二十八函（部）的《布顿·仁钦珠全集》，以手抄本的形式问世流传。至20世纪初期，由格鲁派高僧道帏·喜饶嘉措（shes rab rgya mtsho，1884—1968）整理校勘《布顿·仁钦珠全集》，在拉萨印经院重新出版了木刻版。

布顿全集中的《善逝教法源流宝藏》（bde bar gshegs pavi bstan pavi gsal byed chos kyi vbyung gnas gsung rab rin po chevi mdzod），又名《布顿佛教史》（bu ston chos vbyung）一书，对后世直至今世藏学界依然产生极其深广的学术影响。这部名著成书于1322年，内容丰富，全书分四编：第一编，又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听闻、讲说正法的功德，第二部分阐述如何确认所闻、所讲之正法，第三部分阐述如何闻、讲及修学体验正法；第二编，叙述所修正法如何产生之历史；第三编，分说藏地佛教如何传播之历史，包括前弘期和后弘期以及印度等地班智达及翻译家的传教情况录；第四编，详细编造藏译佛经和论典之目录，包括显宗和密宗典籍。

该书是一部集史、论、目录为一体的论著，对佛教及藏传佛教的源流、教法及典籍进行了精湛扼要的叙述、阐释和论证，其叙事之细密、议论之透辟、考订之明审、语言之通畅，在藏传佛教史籍中堪称凤毛麟角，特别是提供了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主流宗派、主要学说和重点典籍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对后世直至今日藏学界依然产生极其深广的学术影响。1988年该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有英、日、汉等诸多译本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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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五章 帕主第悉法王时期

帕主第悉（sde srid，第司）法王政权，是在元末明初建立起来的以帕主噶举派教主为首脑的西藏地方政权，是继萨迦达钦法王政权之后产生的又一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它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1354年，大司徒·绛曲坚赞彻底推翻萨迦达钦法王政权，在前藏建立帕主第悉法王政权；至1618年，藏巴·噶玛彭措南杰攻占前藏，又彻底推翻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在后藏建立第悉藏巴政权。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统治西藏地方达二百六十余年，传承十二代帕主第悉法王。帕主第悉法王时期，藏族地区与以往相比较，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藏传佛教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不仅产生了后起之秀格鲁派，而且在佛学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个宗派中高僧大师辈出，许多传世著作问世，宗教文化高度繁荣发展。

第一节 帕主噶举派与第悉法王政权

帕主噶举派与朗氏家族的结盟，不但增强了帕主万户长辖区的政教势力，而且促成了第悉法王政权的诞生。从历史上看，帕主万户长大司徒·绛曲坚赞，是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缔造者。据《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大司徒·绛曲坚赞能结束萨迦巴的统治并建立帕主的政权，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并最终战胜各种反对势力才得以实现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势力的过程。[1]在某种程度上，新兴的帕主第悉法王政权代表着当时藏区社会的先进性力量。

一 大司徒·绛曲坚赞

大司徒·绛曲坚赞（ta si tu byang chub rgyal mtshan，1302—1364）20岁时（1322）继任帕主万户长，经过他艰苦的经营，帕主万户地区逐渐发展壮大。1349年，萨迦派四大拉章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以本钦旺秋尊者为首的拉康拉章一派同以本钦嘉瓦桑布为首的其他三个拉章斗争，最后拉康拉章取胜。当务之急，大司徒·绛曲坚赞首先打败了与雅桑和蔡巴万户联合的势力最大的智贡万户；之后，他又联合本钦嘉瓦桑布攻打本钦旺秋尊者，随之萨迦达钦法王政权掌管在帕主万户长手中。1353年，大司徒·绛曲坚赞派遣扎格瓦喜饶扎西带着四蹄齐全的狮子皮等供品到北京向元朝皇帝进贡，元顺帝封他为大司徒，赐予其世代执掌西藏地方政权的诏册和印信。至于他的简略生平，《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大司徒·绛曲坚赞生于藏历第五绕迥水虎年（1302）。他从三岁起开始学习读写，到七岁时在京俄策细巴札巴坚赞（spyan snga tshes bzhi pa grags pa rgyal mtshan）身前接受了居士戒，起名绛曲坚赞。九岁时在堪钦楚达瓦（mkhan chen tshul dar ba）身前出家，十四岁时前往萨迦寺学经，在萨迦依止上师达尼钦波桑波贝和喇嘛年麦巴（bla ma mnyam med pa），闻习《二观察续》等经论，经过五年的学习，获得了萨迦派格西资格，还担任过达尼钦波桑波贝的管印侍从官（dam gnyer）。在那一时期，西藏的一些万户长、地方首领送了许多子弟到萨迦去学习，在这些子弟中帕主绛曲坚赞是最受达尼钦波桑波贝等上师重视的一个。他在受到其他同学的欺侮时从不低头，又精明机警，富于计谋，是一个有思想的出众少年。在萨迦期间学习和掌握了许多宗教方面和行政方面的知识，对他后来担任万户长等高级官职起了很好的作用。[2]

大司徒·绛曲坚赞天资聪慧、好学上进、精明能干，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不但在青年时代就成为帕主万户长中最优秀的一位，而且后来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政权的最高领袖人物。他有诸多丰功伟绩和传奇故事。《新红史》记载：

（大司徒·绛曲坚赞）十四岁时赴萨迦，与达尼钦波桑波贝（bdag nyid chen po bzang po dpal）相见。二十岁阴铁鸡年时，大王妥懽帖睦尔（rgyal po chen po to gan te mur）赐予他三等珍宝虎头（印），并委任其为万户长。他扩建了乃东孜宫堡（sne gdong rtsevi pho brang），环绕宫堡还筑起了著名的巨大泥墙，在乃东孜宫堡前方的祥曲河（sham chu）上建造了罕见的大桥。为了按照佛法护持政权，他还放弃了酒和午后断食等，并令其跟前之诸官员人等亦照此而行。[3]

尤其是大司徒·绛曲坚赞于藏历第六绕迥水龙年（1352）建造了泽当寺（rtse thang bshad graw），并从其他各寺迎请高僧和僧众到该寺，宣讲和研习佛法。后来丹萨提寺和泽当寺成为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左膀右臂，历代京俄（spyan snga）法王住持倚重以密宗修学为主的丹萨提寺，而第悉（sde srid）法王座主倚重以主修显宗教理的泽当寺，两座姊妹寺院共同维护和主持帕主第悉法王政权。

根据有关史料分析，萨迦达钦法王政权从鼎盛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是昆氏家族内部出现纷争，其内讧最终将萨迦达钦法王政权推向灭亡的边缘。而当时霸主前藏山南地区的帕主万户长绛曲坚赞审时度势，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萨迦达钦法王政权，开始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据文献记载：

公元14世纪，萨迦王室内讧，政权落入帕莫主巴·绛曲坚赞之手。元朝将绛曲坚赞册封为大司徒。[4]

藏历第六绕迥水蛇年，即元惠宗至正十四年（1354）始，时任帕主万户长（西藏十三万户之一）的绛曲坚赞完全取代萨迦派高僧法王掌管西藏地区的政教权力，在前藏乃东（sne gdong）地方新建帕主第悉法王政权（phag gru sde srid），简称“帕主政权”，设立第悉（法王）职位，“第悉”意为执掌政务的官员，是对帕主政权行政首脑的称呼；并制定只有担任过泽当寺住持的出家僧人才有资格担任第悉法王职位的制度，遂建立了集族权、神权和政权于一身的新一代法王体制。同时，“帕主政权”得到元朝中央政府的承认，元朝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ta si tu），并赐予印信，绛曲坚赞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司徒·绛曲坚赞”。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政权中心从后藏（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萨迦县境内）移入前藏（今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境内）。

二 帕主第悉法王政权

帕主第悉法王政权，以朗氏家族为中心，实行“双首脑制”，行政首脑称“第悉”，住乃东城堡；宗教首脑称“京俄”，住丹萨提寺；二者相辅相成，是一种神权政教体制；两位首脑虽有分工区别，但其权力往往取决于俗王与僧王谁更有威望；因“京俄”大都由第悉卸任后担任，故其更有资历，影响更大。《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首先，规定朗氏家族的后裔中掌权者为三人（帕主第悉、丹萨提寺的京俄、泽当寺的座主），即使是担任帕主第悉的，也应该出家，学通显密经论，没有酒色过失，知识广博，抛弃各种放逸行为。担任丹萨提寺和泽当寺的座主的，应该逐步学习和精通佛法，并树立起修行的幡幢，也即是要专心于护持教法的事业。他们不得私自占有穷苦百姓，不得独断专行滥用权力。[5]

在帕主第悉法王政教合一体制中有三位掌权的核心人物，而且他们的继任者必须是出家僧人。同时，在世俗行政事务领域，只有座主乃东城堡的第悉法王方具备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规定丹萨提寺和泽当寺座主不得干预行政事务，但是他们在帕主第悉法王政权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实际上，帕主第悉法王政权，是一个具有浓郁藏族文化特色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最高领袖为帕主第悉（法王），继任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由朗氏家族世袭；其二，曾任泽当寺住持的高僧。只有一身具备此两种条件，方可继任帕主第悉法王职位。而且，大司徒·绛曲坚赞对继任第悉法王的候选人提出了严格而具体的要求。《朗氏家族史》记载：

居此高位者（指第悉法王）负责管理以乃东为代表的寺属和非寺属百姓、新老诸谿卡。此人年轻时就应出家，不同妇人厮混，戒行整洁，根本不饮酒，过午不食，研究从前的箴言和古老的史籍，听从知识渊博和有理智的长者们的意见，眼光不朝下瞅，不做放肆的举动，闲暇之际闭关诵读本尊礼赞应达到一定数次，向护法神不断献以供品和朵玛施食。此人不应亲近身旁的年轻人，不可白昼嬉戏和赌博，夜晚讲故事，行为放荡不羁。不可私自占有本政权属下的穷苦百姓，处事偏私不公，使士卒、人民失望。若出现失误，应听从有头脑的知识广博的人的提醒，这叫做迷途知返，做到大丈夫有所长进。[6]

大司徒·绛曲坚赞从小出家为僧，苦读佛经，佛学功底深厚；广泛涉猎各门学科，文化知识渊博；自20岁担任帕主万户长，至荣升帕主第悉法王，从政经验丰富。以上引文就是他根据自己掌政多年的经验教训或出于出家僧人的宗教情怀，对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后继者所提出的既理性又苛刻的从政要求。

（一）设立十三个宗寨

大司徒·绛曲坚赞建立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后，始设宗寨（城堡）和宗本（县官）制度。这一制度不同于萨迦达钦法王政权时期的万户千户制，以设立十三个宗寨来打破原先十三万户的权力分配格局。《西藏王臣记》记载：

使此清凉雪域，如白绢哈达笼罩其上，一切不守本分之罪魁恶首，咸令其俯首听命，革面洗心。于卫部地区，关隘之处，建立十三宗寨：贡噶、扎嘎、内邬、沃孜、桑珠孜、隆珠孜、仁蚌等是也。复于乃东孜王宫，作内、外、中三城门，内城严禁醇酒妇人。司徒亦戒酒，过午不食，守持出家戒规，住持沙门律仪，示现为僧俗大众顶冠珠王之相。[7]

宗（rdzong）的原义为堡垒、要塞、山庄、城堡等。而宗寨（rdzong mkhar）和宗本（rdzong dpon）制度，类似于内地的郡县制，是大司徒·绛曲坚赞推翻萨迦达钦法王政权后，在世俗政权方面推行的新体制，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展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当时兴建了嘉孜哲古宗（lcags rtse gri gu rdzong）、沃卡达孜宗（vol kha rtag rtse rdzong）、贡噶宗（gong dkar rdzong）、内邬宗（snevu rdzong）、扎嘎宗（brag dkar rdzong）、荣仁蚌宗（rong rin spungs rdzong）、日喀则桑珠孜宗（gzhis ka rstevi bsam vgrub rtse rdzang）、聂隆珠孜宗（gnyal lhun grub rtse rdzong）、白朗宗（spa nam rdzong）、琼结达孜宗（vphyongs rgyas stag rste rdzong）等十三个宗及大城堡；每个宗“设置宗本，任期三年”。[8]也就是说，当时建立了各宗的长官宗本三年一任的制度。而且，各宗宗本皆由第悉法王直接委派，他们又切实地为第悉法王政权效力。最初每三年一换的宗本都是由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崛起时立下汗马功劳的绛曲坚赞属下有功之人担任。这一建制与萨迦达钦法王政权时期的万户制相比，在加强西藏地方集权方面，有其进步的一面。

（二）颁布《法典十五条》

大司徒·绛曲坚赞建立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后，鉴于以往西藏地方法律之欠缺，在已有的法律基础上编制并颁布了新的《法典十五条》（khrims yig zhal lce bco lnga）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西藏王臣记》记载：

司徒欲以吐蕃先代法王所制十善法规作为准绳。若能如此遵行，则既不舍弃贫弱，亦不纵容强悍，洞察真伪，分清皂白，则能使全藏安宁，虽老妪负金于途，亦可坦然无虑。其所制之律有：英雄猛虎律（dpav bo stag gi zhal lce）、懦夫狐狸律（sdar ma lawvi zhal lce）、职官制度律（sne mo las vdzin gyi zhal lce）、听讼是非律（zhu bzhes bden rdzin gyi zhal lce）、逮解法庭律（bzung bkyigs khrims ravi zhal lce）、重罪肉刑律（nag can khrag bcor gyi zhal lce）、警告罚款律（dran vdzin chad las kyi zhal lce）、胥吏供应律（hor vdra za rkang gi zhal lce）、杀人命价律（bsad pa stong gi zhal lce）、伤人处刑律（rmas pa khrag gi zhal lce）、狡赖赌咒律（smyon ham mnav dag gi zhal lce）、盗窃追赔律（brkus pa vjal gyi zhal lce）、联姻离婚律（nye vbrel vbral bzlums kyi zhal lce）、奸污赔偿律（byi byas byi rin gyi zhal lce）、过时愈约律（nam bar tshur gyi zhal lce）等十五条法规。[9]

《西藏王臣记》只是提供了《法典十五条》的条目而已，没有描述详细的法典内容。近来有学者专门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的相关法律法规，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依据。转引如下：

（1）杀人命价律。根据蒙古法典，杀人要偿命，藏区依据佛教精神，杀人偿命等于杀了两条人命，所以杀人要赔偿命价。规定了赔命价的等级，普通人的命价又分了二十七级；详细规定了命价的赔偿标准、交付命价的时限、命价以实物交付时的换算标准。

（2）伤人流血抵罪律。规定了按受害人的等级不同血价也不同；伤口大小的认定标准、实物与钱的换算标准和比例。

（3）盗窃追赔律。详细规定了盗窃者赔偿的数额，一般是八倍再加原物。但盗窃本地、外地、邻里财产以及寺院财产和佛的贡品的赔偿数额不同。

（4）赌咒昭雪律。这是有关神裁的法。具体规定了赌咒神裁时的除外主体、赌咒的方法、发誓赌咒神裁费用的负担、赌咒神裁的适用范围、神裁作为终裁的不可反悔的保证金的缴纳等内容。

（5）奸污罚锾律。规定对奸污别人的妻子、母亲或姐妹者，剁手指或脚趾后驱逐，对奸污者分不同情况予以罚款。

（6）离异调解律。规定了夫妻离异时分过错情况进行赔偿，男女因过错向对方赔付的金额不等。

（7）听讼是非律。调解人要用三天时间从知情人处了解情况，然后考虑三天，弄清纠纷双方的是非。有过错方要赔偿标准的三分之二，也有赔四分之一的。

（8）诽谤侮辱律。当众污辱人或以势欺人，或以假借法律的名义实施抢劫，均视为当众污辱人，处以下跪罚款的惩罚。

（9）平衡度量衡。买卖双方首先要确定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公平交易，详细列举了主要交易物的交易价及金与银的换算比价。

（10）多少清算率。买卖中的计算错误，当事人有三年的追溯期。对借贷利息、买卖中出现的计算错误，双方意见不一致时，须拿出算子当面核算。

（11）损失平摊律。例如，某人翻山去实施抢劫，被追赶人抓住，称在双方交接被抢物资过程中又丢失了牲畜，对此有异议时，经协商同意后发誓。现有失主发誓说：“我的牲畜是在这里丢失的。”抢劫者说：“我抢到的就是这些。”相互间取得信任后，至于损失则由双方平均分摊。

（12）半夜前后律。邻里间相互借用马、牛、驴，傍晚时还给了主人。如果该牲畜死于前半夜，损失由借用者承担；若牲畜先前有毛病，损失则由双方平均分担。

（13）英雄猛虎律。以防止双方误会（误解、失误、错误）为前提。如双方之间曾有过大契约或大怨恨（仇），然而难以强制（硬性）决断（判定）之诸事，经交换（变更）诉讼书（争辩词）而涉及不利于一方时此方收受一定的赎金等，先派调解人调解（或放弃原起诉，或不再坚持原起诉），使之符合贤哲之成规。

（14）懦夫狐狸律。例如某人曾盗窃别人的财物，事后自觉惭愧，主动交还所偷财物，或者在未引起失主怀疑的初期，立即归还财物者，叫作“自首的盗贼胜过亲子”。所以只追还被盗财物获赔偿相当于被盗物本身价值的钱物外，不予追究罪责。

（15）诉讼费用律。本条对诉讼费用的承担进行了规定。包括诉讼费、润笔费、办案官员的报酬；收集证据等过程中的其他费用等，按照过错所在方而承担相应的费用。[10]
以上引文对《法典十五条》的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对每个条目所包含的内容细节进行了逐一解读，基本上反映了法典的内涵结构体系。大司徒·绛曲坚赞在制定新的《法典十五条》时，显然站在佛教徒的立场上，废除了元朝萨迦达钦法王政权时期实行的死刑，取而代之采纳了杀人赔偿命价的法律条款。《西藏王臣记》记载：

对难于调伏而心怀邪恶之敌党，为实施予计策略，挫败敌方势力，而行武力作战之法；外敌进攻时而行坚守寨堡之法；委任治理民事之官吏奉行善业，无亲疏爱憎，而行公正不阿之法；有杀人者不作抵命，不作使二命同尽等造罪之事，而行赔偿命价之法。[11]

显而易见，大司徒·绛曲坚赞在制定《法典十五条》法律的同时，对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领导层和继承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不但在战略战术上做了重要指示，还强调了以法律为依据的重要性，并从佛教的角度对废除死刑的缘由进行了说明。

三 历代帕主第悉法王

历代帕主第悉法王既是朗氏家族成员，又曾担任过泽当寺住持，而且历代帕主第悉法王均为出家僧人。第一代帕主第悉法王为大司徒·绛曲坚赞（1354—1364年在位），其简历在上文中做过介绍，在此不赘述。

第二代帕主第悉法王是释迦坚赞（shv kya rgyal mtshan，1340—1373），1365—1373年在位。至于他的简历，《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释迦坚赞幼年时跟从喇嘛鲁龙札巴（bla ma klu lung grags pa）学习读写，在策细巴札巴坚赞前受了居士戒，起名为札巴桑波（grags pa bzang po）。9岁时，他又跟从堪钦宣努旺秋（mkhan chen gzhon nu dbang phyug）和轨范师宣努尊追（gzhon nu brtson gros）受戒出家，起名为释迦坚赞。藏历第六绕迥水龙年（1352），他13岁时出任泽当寺的座主，还在丹萨提寺讲说《喜金刚续第二品》，又讲说四部大论，因此被众人称为贤哲。此后，在布顿·仁钦珠（bu ston rin chen grub）的身前听受四续部的教诫、灌顶、咒语等教法。19岁时，在萨迦仁钦岗拉章喇嘛丹巴索南坚赞座前受了比丘戒，后到拉萨游学讲经。他任泽当寺座主到26岁，共护持该寺僧众十三年。[12]

大司徒·绛曲坚赞去世后，释迦坚赞继任帕主第悉法王职位，时年二十六岁（1365）。同年，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赐予他国师之敕封，并任命其为乃东（帕主）万户长。又宣诏，赐其封诰：令其在卫藏地区执掌官员之任免职务以通晓属民事务。[13]1368年，明朝中央政府建立；1372年，明朝在西藏设立被称为“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的中央机构，向第悉法王政权的上层执政者封给官职，加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政权。《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藏历第六绕迥水鼠年（1372），明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封给他大司徒、靖国公（chang guvi gung）、灌顶国师的官职、印章及世代管领吐蕃三个却喀（chol kha）的诏书。从这以后，他的名字被统称为绛漾国师释迦坚赞（vjam dbyangs gu shri）。这是明朝皇帝首次给帕主第悉赐的诏书和官爵，帕莫主巴朗氏家族统治西藏的根本文书依据也就是这份诏书。[14]

以上引文主要介绍了大明皇帝册封释迦坚赞的详情。释迦坚赞自1365年继任帕主第悉法王，直至1373年去世为止。他在位时期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相对稳固，因而藏区社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和进步。如《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所云：

国师释迦坚赞担任帕主第悉期间，执行的是他伯父大司徒·绛曲坚赞规定的行政办法，除了尽力奉行以外，没有做出什么显著的改变。在他执政期间，后藏曾有几个地方首领不听号令，故他集合军队前去平息，此外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乱事件。因此，这是帕主政权兴盛向上的一段时期。[15]

然而，释迦坚赞在宗教方面做过一件大事，值得后人纪念。藏历第六绕迥水牛年（1373），释迦坚赞迎请班丹喇嘛寨吾（dpal ldan bla ma gral dbur），在乃东举行了被称为“乃东大法会”（sne gdong chos vkhor chen mo）的大型法会。《新红史》记载：此正是火牛年“曲弥大法会”（chu mig chos vkhor chen mo）后的第九十七年。萨迦巴政权最高标志是“曲弥法会”，帕莫主巴政权之最高标志是“乃东法会”。其时为僧人布施财物，其规模极大。此后，有所谓“如做随喜，可获同享福泽”之说。[16]乃东大法会的主持者是宗吉·坚赞桑波（rdzong spyi rgyal mtshan bzang po），其后裔形成格莫瓦官系（dge mo ba dpon rabs）。乃东大法会结束之后，于1373年9月30日，帕主释迦坚赞去世，享年34岁。他是比丘僧身份。

第三代帕主第悉法王为札巴绛曲（grags pa byang chub，1356—1386），1374—1381年在位。他的简历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记载：

京俄札巴绛曲即札巴仁钦德弟弟，生于藏历第六绕迥火猴年（1356），四岁时开始学习读写，此后跟从兄长札巴仁钦听习《喜金刚续第二品》，十二岁时跟从京俄札巴喜饶听受六支教法等，并到泽当寺广说《喜金刚续第二品》。

绛漾国师释迦坚赞曾坚持要求札巴绛曲（娶妻生子）繁衍朗氏家族后裔，但是他没有接受，而在十五岁时由法主索南坚赞任堪布、堪钦宣旺任轨范师、曲果哇尊追桑波任报时师，给他授了出家戒。后来他又依止以上堪布、轨范师受了比丘戒，在以前受近事戒时起的名字札巴绛曲上加上贝桑布三个字，称为札巴绛曲贝桑布，十六岁时担任了丹萨提寺的法座。

京俄札巴绛曲只愿努力修习显密教法，执掌佛法的幡幢，而把地位崇高的官职和财富享乐看得如同芭蕉树一样（据说芭蕉树结一次果后即枯萎），没有意义。但是到他十九岁时，喇嘛丹巴索南坚赞和帕主议事会成员们坚持请求他兼任因释迦坚赞去世而空缺的帕主政权的第悉职位和丹萨提寺的法座，即出任承担政教重任的“喇本”（bla dpon），所以他不得不同意在京俄索南札巴成年以前暂时兼任京俄和第悉。这样，他于藏历第六绕迥木虎年（1374）出任京俄兼第悉，任职八年后，在二十六岁藏历第六绕迥铁鸡年（1381）时，扶植京俄索南札巴担任帕主第悉的职位，他则继续任丹萨提寺法座，护持僧众，总共任丹萨提寺法座十六年。在他担任帕主第悉的期间，规定在神变月（藏历正月）内各个宗及上下所有地方禁止杀生，努力建立佛教法王的功业，他还努力讲经和修行，尽力树立佛法事业的典范。[17]

按照第一代帕主第悉法王绛曲坚赞制定的规则，京俄札巴绛曲不完全具备担任第悉法王的资格，因他没有担任过泽当寺住持。所以，上文中说京俄札巴绛曲兼任第悉法王职位，其本职乃是丹萨提寺住持，即京俄。故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宗教事业方面。如《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云：

京俄札巴绛曲依止以喇嘛丹巴、京俄札巴喜饶、大译师绛曲孜摩三位根本上师为代表的许多博学而修行有成就的上师闻思许多显密经咒的深义，在体验和证悟方面获得殊胜的功德。至尊宗喀巴大师也曾拜京俄札巴绛曲为师，对他生起不可夺移的无量信仰。宗喀巴大师还按照檀丁的《诗镜论》所说的格式，撰写了一篇诗体的《京俄·札巴绛曲桑波的故事——福力的须弥山》。京俄札巴绛曲也对宗喀巴大师的杰出学识和博通经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18]

京俄札巴绛曲担任丹萨提寺住持十六年，兼任帕主第悉法王职位八年。于藏历第六绕迥火虎年（1386）二月五日去世，享年31岁。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努力弘扬佛法、利乐众生，尽到了一名教主、法王和比丘僧应尽的宗教义务。

第四代帕主第悉法王为索南札巴（bsod nams grags pa，1359—1408），1381—1385年在位。其简历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如是记载：

第悉索南札巴亦称桑东（bsam gdong pa），生于藏历第六绕迥土猪年（1359），九岁时在京俄居尼巴（京俄札巴喜饶，亦称京俄居尼巴萨玛）身前受近事戒，起名为索南札巴。此后在乃东由法主喇嘛丹巴任堪布、堪钦宣旺任轨范师剃度出家，十岁时出任泽当寺的座主，广泛闻法说经。后来以译师绛曲孜摩、堪钦宣旺等人为师受了比丘戒，护持泽当寺僧众十四年，藏历第六绕迥铁鸡年（1381）二十三岁时，担任帕主政权的第悉。在执政期间，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迹象，《洛绒教法史》中说：“（索南札巴）从巡视贡噶庄园的地方于阴木牛前往丹萨提寺的森康秀拉（gsims khang shugs ra，寝殿），当时由于一些心术不正者，出现了一些不吉之兆。第二年他二十八岁的阳火虎年（1386），登上寺院的法座，成为修行密法之主。”正如这段记载暗示，他在二十七岁时即藏历第六绕迥木牛年（1385）舍弃第悉的职位，到丹萨提寺就任座主。扶持丹萨提寺僧众二十年后，在四十七岁时又把法座交给京俄贝哇（贝丹桑布），自己遁世修行。于藏历第六绕迥土鼠年（1408）二月十九日去世，终年五十岁。[19]

索南札巴为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第四任第悉，1381—1385年在位，任职五年。他是比丘僧身份。

第五代帕主第悉法王为札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1374—1432），1385—1432年在位。他七岁时出家为僧，取名札巴坚赞贝桑布；八岁时登上泽当寺座主之位，讲说《释量论》，赢得很高声誉；十二岁时继任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第悉职位。札巴坚赞执政时期是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鼎盛时代，因而在行政体制上作了较大改革。《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王札巴坚赞本人在政教两方面都有广博的学识，他下面的官员们也具有学识才干，并且对帕主政权忠诚效力，矢志不渝，所以札巴坚赞认为从大司徒绛曲坚赞开始实行的对前后藏各个宗的宗本规定任期、到时改任的办法与变化了的形势已不大相符，显得不那么必要。因此，他规定由主要的大臣世代掌管各主要的宗，由仁蚌·南喀坚赞领仁蚌宗，琼结巴·霍尔·班觉桑布领谿卡桑珠孜宗（今日喀则）、内邬巴·南喀桑波领内邬宗，扎噶哇·仁钦贝哇领扎噶宗。这是帕主政权的行政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大改变，它不只是固定各个宗的主管官员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使得以前大司徒绛曲坚赞时期开始的主要的官员、管家侍从都要出家并且没有醇酒妇人方面的过失的规定变得没有必要，改变成了主要官员由家族世袭担任的制度。这一改变从王札巴坚赞的时期来看，对帕主政权的事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后来各宗谿的贵族后裔的分割统治造成帕主政权出现大司徒绛曲坚赞在他的遗嘱中所预见到的大权旁落或者外人渗透的局面，是后来帕主丧失政权的一大原因。由于把宗谿交给贵族私人占有，造成下属官员的势力膨胀，特别是帕主与仁蚌巴家族联姻，造成帕主政权的衰落。[20]

札巴坚赞既是历代帕主第悉法王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法王，长达四十八年之久，又是在政教两方面取得成就且很有作为的一代法王。特别是他推行的一系列政治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当时藏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削弱了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第六代帕主第悉法王为札巴炯奈（grags pa vbyung gnas，1414—1445），他是朗氏家族与外族仁邦巴联姻所生的第一代后裔；1432年，年仅十九岁的札巴炯奈得到丹萨提寺住持京俄索南坚赞的支持，继任帕主第悉法王职位。1434年，京俄索南坚赞去世，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开始内乱。东噶·洛桑赤列说：

札巴炯奈的父亲且萨桑结坚赞用多种诡计争夺内邬栋的政权，在父子二人间发生战乱，很长时间未能解决，藏文史籍中称为“虎年第悉倾危”，也称为“帕莫主巴内乱之年”。趁帕主内乱的时机，帕主的家臣仁邦巴·诺尔布桑波占据了伦主孜等几个后藏地区的宗和谿卡，从此帕主政权开始走向衰落。札巴炯奈执政的第九年，即藏历第七绕迥铁猴年（1440），明英宗派遣使臣多人，封他为王，并赐诏册，从此称他为王札巴炯奈。[21]

札巴炯奈1432年至1445年在位，在一个动荡不宁的政教格局中度过。他没有受比丘戒，以居士身份娶妻生子。

第七代帕主第悉法王为贡噶勒巴（kun dgav legs pa，1433—1483），他是札巴炯奈的弟弟，十四岁（1446）登上泽当寺住持法座；十六岁（1448）继任帕主第悉法王。札巴炯奈去世至贡噶勒巴继任帕主第悉之间，无人担任第悉法王职位，历时三年第悉法王空位。根据《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贡噶勒巴娶了仁邦巴的一个女儿为妻，她生的儿子是仁钦多杰。1467年，贡噶勒巴委任其子仁钦多杰（rin chen rdo rje）为泽当寺的住持。当时政局不稳，常发生动乱事件。东噶·洛桑赤列说：贡噶勒巴不善理政，家族不和，仁邦巴宗本诺尔布桑波父子等人从帕莫主巴手中夺取了后藏大部分地区。[22]贡噶勒巴执政三十三年，自1448年至1481年在位。他是居士身份。

第八代帕主第悉法王为阿格旺布（ngag gi dbang po，1439—1490），是札巴炯奈的儿子，十六岁担任丹萨提寺住持，故称京俄·阿格旺布；他四十三岁时（1481）继任帕主第悉法王职位。当时，朗氏家族男性后裔仅存阿格旺布一人，大臣们劝他娶妻繁衍后代。阿格旺布五十岁时（1488）方得一子，取名阿旺扎西札巴。藏历第八绕迥铁猪年（1490），阿格旺布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西藏王臣记》记载：

（阿格旺布）临终之时，因公子尚幼，颇为眷恋，且倍感痛心。此时，京俄·却吉札巴承诺在嗣君未成长之前时，愿承担丹萨提寺职责，并与丹萨提寺和泽当的参与议事的大臣一起认真办理政务，使帕主第悉政权的声誉不受损害。[23]

然而，当时帕主第悉法王政权正面临巨大挑战。藏历第八绕迥铁牛年（1481），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的曲札益西指示仁邦巴诺尔布桑波的儿子根桑巴及其小儿子顿月多吉二人带领一万余人的后藏军队进攻卫地（前藏），驱逐了格鲁派的施主内邬宗宗本阿旺索南伦布和他的儿子阿旺索南南杰二人。这种局部动乱或失控的出现，对于困境中的帕主第悉法王政权来说，又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沉重压力。第八代帕主第悉法王阿格旺布自1481年至1490年在位，他是居士身份。

第九代帕主第悉法王为阿旺扎西札巴（ngag dbang bkra shes grags pa，1488—1567），是第八代帕主第悉法王阿格旺布的儿子。东噶·洛桑赤列说：阿格旺布去世后，其子阿旺扎西札巴尚幼小，由红帽系四世活佛曲札益西和仁邦巴·诺尔布桑波的儿子措杰多吉二人代理执政。在他们二人代理执政的九年期间，在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七世活佛却札嘉措的指使下，从第八绕迥土马年（1498）起禁止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僧人参加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此后二十年间由拉萨附近的噶举派和萨迦派等教派的僧人参加拉萨的祈愿法会。[24]藏历第八绕迥水猪年（1503），仁邦巴·顿月多杰又在拉萨东面的萨纳地方新建了一座名为土丹曲科寺的寺院，俗称“噶玛新寺”。

藏历第八绕迥土羊年（1499），时年12岁的阿旺扎西札巴登上帕主第悉法王的宝座，并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即位仪式。藏历第八绕迥木鼠年（1504），时年十七岁的阿旺扎西札巴娶仁邦巴的女儿为妻，1508年（藏历第九绕迥土龙年）生子卓威贡布（vgro bavi mgon po），后又生子京俄·札巴炯奈（spyan snga grags pa vbyung gnas）；阿旺扎西札巴娶第二个妻子奔萨琼泽仲，她生子夏仲·阿旺札巴（zhabs drung ngag dbang grags pa）。

根据《新红史》，藏历第九绕迥水猴年（1512），自内地京都派来许多禅师、国师及官仆人等，授予乃东孜以王之敕封。[25]这是明朝按历史惯例，敕封阿旺扎西札巴为阐化王。之后，阿旺扎西札巴执掌的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势力有所增长，遂于藏历第九绕迥土虎年（1518）恢复了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三大寺僧人主办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的权力，邀请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主持祈愿大法会。同时，阿旺扎西札巴将自己的一座称为多康恩莫（rdo khang sngon mo）的别墅赠送给达赖喇嘛·根敦嘉措。这座别墅位于哲蚌寺内，当时改名为甘丹颇章，后来又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政权的名称。

据记载：“大约在阿旺扎西札巴在位后期的一个短时期中，其子夏仲·阿旺札巴曾登上帕主第悉法王的宝座，但是不久后父亲阿旺扎西札巴又重新执政。这样，帕莫的第九任第悉阿旺扎西札巴（除其子夏仲·阿旺札巴短期执政外）至少执政约64年（1499—1563），这表明他大约活到70岁左右。”[26]实际上，阿旺扎西札巴自1499年至1563年在位，他是居士身份。

第十代帕主第悉法王及其以后的情况，比较模糊，很难梳理清楚。正如《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所说：从帕主政权第十任第悉以下的情况含混不清，西藏的历史学家们经过分析考证也许会得出清楚正确的结论，所以我们对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历史的叙述在此暂告结束。从通常历史年代的记载法来说，帕主第悉法王政权从1354年到1618年共存在了264年，其中到班钦·索南札巴所说的第九任第悉为190年，从第九任第悉到第悉藏巴掌握政权为74年。[27]
第二节 第悉藏巴政权

根据文史资料，帕主第悉政权统治全藏直至藏历第九绕迥木牛年（1564），后被噶玛政权所灭。[28]实际上，噶玛政权在宗派信仰上亦属于藏传佛教噶举派，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完全由世俗人建立的西藏地方政权。可以肯定，至1564年，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名存实亡、摇摇欲坠，已经丧失了继续控制全藏区的政教行政能力；而在后藏兴起的藏巴汗（gtsang pa rgyal po）却在步步推进自己的政治野心，意在掌管西藏地方政局。

一 第悉藏巴政权的建立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格尔·释迦本（sger shaw kya vbum）的儿子南喀坚赞投奔到帕主第悉阐化王札巴坚赞的帐下，成为乃东帕主家族的主要家臣之一。他在藏历第七绕迥土鼠年（1408）担任仁蚌宗的宗本，以后又依次担任后藏曲弥仁莫的万户长、萨迦大殿的管理人等职务。阐化王扎巴坚赞还赐给格尔·南喀坚赞世代担任仁蚌宗宗本的玉印，从此以后，格尔·南喀坚赞及其后裔被人们称为“仁蚌巴”（rin spungs pa）。格尔·南喀坚赞的儿子为南喀杰波，南喀杰波的儿子为诺尔布桑波，他担任阐化王札巴炯奈的大臣。诺尔布桑波有五个儿子，即邬巴斯噶、根都桑波、顿珠多吉、措杰多吉、释迦坚赞。其中邬巴斯噶幼年夭逝；根都桑波服事于阐化王札巴炯奈和贡噶勒巴手下，阐化王将其父祖的封文诏书和职位封赏给他，令他担任仁蚌宗的宗本；顿珠多吉提任桑珠孜的宗本；措杰多吉依靠武力掌管了雅隆喀托（yar lung mkhar thog）城堡，后来他担任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摄政官；释迦坚赞居住在年楚河流域的城堡中，对付江孜法王家族等，他精通战略战术和政治谋略。[29]从此，仁蚌巴家族崛起，其地方势力逐步强大，直接威胁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存在。

到根都桑波的儿子多杰才丹和顿月多杰、措杰多吉的儿子阿旺南杰时期，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实际上被仁蚌巴家族掌控。在阿旺南杰的次子顿珠才丹多杰和三子阿旺鸠扎（ngag dbang vjig grags）时期，时任桑珠孜宗本（长官）的辛厦巴才旦多杰（zhing shag pa tshe brtan rdo rje）发动兵变，夺取了仁蚌巴家族在后藏地区的统治权力。从此，辛厦巴（zhing shag pa）地方势力开始兴起。《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辛厦巴才旦多杰的儿子辛厦巴·贡邦拉旺多杰座主桑珠孜城堡，又一儿子辛厦巴·丹松旺波座主白朗的诺尔穹孜城堡，他们统治了后藏的大部分地区。

辛厦巴·丹松旺波的儿子噶玛·彭措南杰在他二十六岁即藏历第十绕迥铁猪年（1611）就任后藏第悉职务，从此被称为第悉藏巴。此后在藏历第十绕迥水鼠年（1612）至藏历第十绕迥水牛年（1613）第悉藏巴·彭措南杰进兵前藏，攻占了澎波和内邬宗等地，史称“鼠年战乱”，由此第悉藏巴基本上统治了前后藏地区。[30]

藏历第十绕迥铁猪年，即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在后藏地区崛起的地方官噶玛·彭措南杰（phun tshogs rnam rgyal，1586—1621）争得了第悉（司）官职，在日喀则另立炉灶，建立了第悉藏巴政权，并迅速壮大，兼并了前后藏大部分地区，至1618年，完全掌控了前后藏地区；1621年，噶玛·彭措南杰去世，由其子噶玛·丹炯旺布（kama bstan skyong dbang po，1606—1642）继任第悉官职。

噶玛·丹炯旺布，虽然年少继承父辈官职，但是他从小就显露出多方面的才能。史称他“智慧超群，深思熟虑，豁达大度，气量宽宏；对佛教尤加敬信；精通书写和念诵，善知诸学问；射箭等技艺可与格萨尔王匹敌；通达佛教和世间诸事，对臣民仁慈爱怜，对残暴、顽固者如同帝释天教训有方”。噶玛·丹炯旺布在执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做出了许多业绩。[31]除保留帕主第悉法王政权时期的大宗（县）城堡外，其余全部拆毁，以防管辖作乱；他还积极维护佛教的利益，大力扶持寺院建设，除了有时与格鲁派发生冲突之外，能够平等对待不同教派。经过第悉藏巴几代人的奋斗，西藏地方的政治中心从前藏山南移入后藏日喀则，后藏便成为西藏地方新兴的政治中心，汉文文献中称其为“藏巴汗”（sde srid gtsang pa）政权时期。值得说明的是，“噶玛政权”或“藏巴汗”政权，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史上有其孤立的一面，因为它们是以世俗贵族为首长的政体，主要依靠军队或武力维护其统治权力。

二 编制《法典十六条》

根据文献史料记载：第悉藏巴汗前后三代人统治西藏地方达七十余年。在此期间，除保留帕主第悉法王政权时期原有的十三大宗（县）城堡外，其余全部拆除，以防变乱。第悉藏巴汗政权时期颁布的新的《法律十六条》，是在帕主第悉法王政权的《法律十五条》基础上又增加“异族边区律”一条而形成的。此外，第悉藏巴政权还制定了藏区统一的秤、斗等度量衡，[32]对藏区商品交易等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特别是噶玛·丹炯旺布立法定制，保障地区稳定，巩固和有效维护建立不久的第悉藏巴政权，命令其属下官员贝赛佤（spel ser ba）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一部新的法典。贝赛佤深入各地调研，他“每到一地皆细心地观察当地的风俗习惯，调查了解民事纠纷，拜访谙熟法律的专家，并先后参考了帕木主巴时期的《十五法典》以及《桑主孜法典》、《奈邬德漾宫的吉祥圆满之法律》、《蔡巴法律》和古代法典之附则、传记等”[33]，共花费十年时间，最终于藏历第十一绕迥金羊年（1631）编制出《法典十六条》，具体条款内容如下：

（1）英雄猛虎律（dpav bo stag gi zhal lce）。适用于在遭受外敌进攻时，以和平或武力等手段制伏敌人。本法规定：破敌之上策是不战而胜，即“外部不使莲花蕊瓣凋落，内部不使百灵巢穴受损；不惊动禽鸟而取其卵”。英雄须具备摧毁、引诱、施舍、辨别和完成部队诸项任务五种能力。首先要派遣使者与敌方直接见面，要大胆地利用善巧之办法，循循善诱，陈述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其退兵或归降，以便使人民避免灾难，生灵免遭涂炭。如果此策不奏效，则可实施中策。中策的主导思想是以小恩小惠瓦解敌人，可赐予敌人一部分地盘、城池及房舍等，造成离心力，削弱敌人的主力。此间免不了使用欺骗等手段，例如声东击西等，但万万不可以发咒、投毒等手段相诈，否则将不齿于人类。同时要观察地形，分析敌我力量，即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如果中策也无效，则只好采用下策，即动用武力。是时，要做好整治军务、委任军官、准备后勤、注意行军等诸项事宜。对战斗中英勇杀敌、功勋卓著者，要大力表扬奖励，并可授予“英雄猛虎”之称号。

（2）懦夫狐狸律（sdar ma wavi zhal lce）。这是在遭受强敌进攻或无法克敌制胜时用以避免失败的一些措施。即固守阵地时，莫胡乱射弹掷石，谨防关隘和陷阱，敌我莫要混淆，绝不可攻击善良的调解者。若战时败阵者，不论其地位高低，均须将其盔甲献于英雄之面前。若遇败阵者，不须杀害之。若以计谋抓捕敌人，要赏予所有参战官兵适当财产，然禁止虐待投降者。功奖投降者，则理当如故，但不可过度。

（3）镜面国王律（rgyal po me long gdong gi zhal lce）。这是要求地方官吏应遵守的法律。此法规定：凡由大王所派遣之地方官吏，皆须摈弃谋私之恶习，以操持公务为主，尽力效忠于历代第司和法王所开创的业绩。宗本不得大量食用上等糌粑；私人所欠公债，宗本不得私自前往索取。同时还规定，所有官吏要秉公办事，不得徇私，对守法者予以保护，对违法者予以严惩。

（4）听讼是非律（zhu bzhes bden rdzun gyi zhal lce）。这是听取诉讼、辨明是非的法律。本法规定：首先要进行起诉，诉讼双方须到场对质，然后调查审讯。审讯时，辨明是非后即依法判处，诬告者则予以严惩。如二者均不坦白事实真相，则双方各负一半法律责任。已向法庭提出起诉而拟收回诉状进行内部解决的，原告和被告须同到法庭申请，说明缘由，可准予内部协商解决。

（5）逮解法庭律（bzung bkyigs khrims ravi zhal lce）。这是有关逮捕犯人并依法惩治的法律。此法规定：对于触犯法律者一概视犯罪情节而下令进行逮捕法办，特别是在王宫前持刀殴斗者、饥寒行窃者、向头人造反者、恶意起诉者、以恶语攻击地位高于自己者，皆须拘捕；对重犯则要强行拘捕，并加盖关防，套上枷锁、脚夹。对处以肉刑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其罪行，并公开施以重刑。

（6）重罪肉刑律（nag chen khag sbyor gyi zhal lce）。这是对犯人施行各种酷刑的法律，西藏古代法律中均有此项内容。此法规定：对弑父、母、阿罗汉者，伤僧、往佛身上洒血者，抢劫上师、僧人和国王之财物者，严重损害官方之名声者，放毒者，挑拨离间者，杀人劫马者，打家劫舍、持械行凶、阴谋叛逆者等人犯，皆施行肉刑。肉刑的内容主要有剜目、刖膝、割舌、剁肢、投崖、屠杀等，使用肉刑的目的在于以儆效尤。

（7）警告罚锾律（dran vdzin chad las kyi zhal lce）。这是为戒违法者再犯而罚其缴纳财物以赎罪的法律。此法规定：凡未构成肉刑罪的违法者，皆给以一定的惩罚。惩罚一般以黄金或合金的“两”为单位，或以合金的“钱”为单位。其中较严重的罪行要分别处罚黄金15—80两不等；对较轻的罪行要处罚合金三两或视情而定；稍有触犯法律者，要处罚合金2—3钱，予以警告。为便于缴纳罚金，此条款还列举了黄金与财物的九种换算方法。

（8）使者薪给律（hor vdra za rkang gi zhal lce）。此条是为缓和社会矛盾而制定的，即有关官吏应遵守的法律以及办事的人应负的义务等抑制官吏专横的规范，同时亦规定平民百姓有为官家所派差役供应食宿、支付脚力的义务。其中明文规定：后藏地方过去以藏升为计量税赋的标准衡器，然此种衡器太大，若如今继续使用之，则属民负担太重。因此，做适当规定，自发布此法令起，无故不得私自前往讨税。除布达拉宫派遣专人外，不许擅自领人前往。公派前往讨税者须知，昔日之法律规定，若税金不足一两者，不得设宴，不交付其他费用。

（9）杀人命价律（bsad pa stong gi zhal lce）。这是责令蓄谋杀人已遂的凶手赔偿命价的法律。命价简单地说就是生命的价钱。吐蕃王朝时期曾规定，杀害人命者要以命相抵。后来由于佛教和经济的发展等诸多原因，杀人者不再以命相抵，改为支付一定的偿命金，因此出现了命价。藏族社会等级森严，把人按血统贵贱和身份高低，划分为三等九级。“杀人命价律”就是按照这些等级对赔偿命价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指出：如果命价太少，影响劝诫凶手即起不到惩处之作用；如果命价太多，凶手不能承受，地方众人亦会为此而发生争执，互不搭理；倘若凶手交付不起，即会把人肉拿来作抵押品，由此会发生不安宁的动向。为使凶手和受害者双方都满意，除为死者增加大量的“压悲钱”，还要为凶手归还一小部分生活费。

（10）伤人抵罪律（rmas pa khrag gi zhal lce）。这是依伤势轻重，责令斗殴伤人者赔偿财物的法律。此法规定：凡使人受严重内伤者，须缴付赔偿金2—3两；无内伤只有外伤者，若外伤面积为4指宽，则须缴付赔偿金2两；对骨折者，若受伤之面积与豆子大小相等，则付赔偿金1钱；对受伤流血太多者，尚应罚付血垫、氆氇等物，血垫的多少视出血的多少而定。对被打掉牙齿或拔掉头发者，旧时法律中有一种“掉牙偿马，拔发偿羊”之规定，后来不再实行。此法典规定，对被打掉牙齿者的赔偿费要比骨折者的赔偿费略多一些。对被拔掉两三根以上头发者，对方须酌情付赔偿金1钱等。倘若五官以及手、脚、指头等被残者，可按其命价的1/4、1/3或1/5来赔偿，赔偿金数量的多少要根据其致残程度的大小来决定。

（11）狡诳洗心律（bsnyon ham mnar dag gi zhal lce）。这是责令狡赖欺诈的诉讼双方以在神前发誓、抓油、抓石等方式辨别是非的法律，实施这条法律的具体方法有持咒发誓、捞石子、掷骰子等。本条规定：喇嘛、善知识、尊者等人无咒誓可言，故不可算作持咒发誓人之内；饥饿、馋食等穷人，因彼等故意舍弃罪恶，为维持生命求得食物而随便发誓，故彼等不得参加持咒发誓；具有法力之咒师可用魔力解除咒誓，故不能参与持咒发誓的活动；妇女为了其丈夫、孩子的利益可违心地持咒发誓，故不可参加持咒发誓；不能分辨是非之幼童和傻子等人不晓得取舍誓言之利害，故亦不能参与持咒发誓的活动。那么何种人可参与持咒发誓的活动呢？凡懂得或知晓自利和他利者、明见事理者、正直诚实者、能遵循因果规律者、胸怀宽阔即可视仇敌为己友者，若符合上述条件者，方可立誓。如若找不到符合上述条件者，即须用煮油抓石、煮泥抓石和掷骰子等方法来分辨是非。

（12）盗窃追赔律（brkus pa vjal gyi zhal lce）。这是对盗窃他人财物者依情节轻重责令其交还原赃并加倍赔偿之法律。本条法律除对盗窃犯视其所盗财物的多寡和被盗者身份高低进行不同的处理外，尚需对盗窃犯以退赃、体罚、赔新三种方法惩处。此外，还规定因饥饿不能忍受的傻子或边地语言不同的流浪者进行盗窃，须给予所谓的“羞耻同情费”，即给予适量的食品和衣服；对诬陷他人为盗者，须对诬陷者进行必要的惩处，同时令其赔偿与所诬盗物相等的财物；对捡到财物不归还失主者以及将财物隐匿他处者、狡诈欺骗者等，须以退赃和赔新等方法对其进行惩处。

（13）亲属离异律（nye vbrel vbral sdum gyi zhal lce）。这是夫妻等亲属关系由于纠纷等原因相互离异时，责令理亏一方赔偿理直一方的法律。在离婚案中，如果妇弃夫，要实行“虎纹赔偿法”，即女方须分三次付给男方18钱黄金，并付一套衣服或照顾好饮食和衣服等，男方理多者尚须赔偿其活人命价，而理少者须赔偿活人命价的1/3的罚金。如果是夫弃妇，则要实行“豹斑赔偿法”，即男方须付给女方12钱黄金，还要交付所谓的“服侍赔偿费”，即日薪为3藏升青稞，夜薪亦为3藏升青稞。此外，对家庭兄弟分家、父子分家等，须根据其家庭人口的多寡，合理分配财产。女方分的财产应为男方的1/4，土地、房屋和财物等所有家产须按人头合理分配，父母及其长辈有权优先选择所需财产，剩余的财产可用掷骰子等方法轮流挑选。如果有要出嫁的姑娘，其嫁妆等陪嫁物要从公有财产中提留；若有出家的尼姑，则须为其代分厨具、份地、僧粮、衣物和小马等；若有出家的僧人，亦可依照上述分配原则，妥善办理。若是非血亲关系组成并且以往能同甘共苦的家庭离异，则须查清团聚时双方拥有财产的多少，做出合理公正的判决。

（14）奸污罚锾律（byi byas byi rin gyi zhal lce）。这是对与他人配偶私通者处以罚金的法律。此条法律规定：与不同地位者之妻通奸，要处以3两罚金以及活人命价之1/4的罚金，还要令其缴付以茶叶为主的7份赔礼费；与同等地位者之妻通奸，要处以2两罚金及活人命价之1/5，并罚付以衣服和食品为主的5份或7份赔礼费。如系女方主动勾引男方所致，则处罚男方奸金1两，赔礼费是以瓷碗为主的3份，不用赔偿活命价。奸污尼姑者，可按寺院法规惩处。若有女人勾引邻居有妇之夫，勾引之妇须缴付其妻以茶叶为主的7份或以瓷碗为主的5份赔礼费等。

（15）半夜前后律（nam phar tshur gyi zhal lce）。此条法律中规定：租赁牛马等家畜，若牲畜死，则须赔付偿金；若所借牲畜无病无伤归还后，过夜而死，主人则不可诿罪于借者；将所借牲畜无病无伤归还后，若前半夜死去，借者须付给主人赔偿金；若后半夜死去，主人不得向借者讨取任何赔偿金。

（16）异族边区律（kla klo mthar vkhob gyi zhal lce）。这是指盛行于西藏周边各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和蒙古族等聚居地方的法律。此条法律重点阐述了有关各地命价的差别，如在门地，中等官员被杀，规定凶手缴付80眼绿松石作为其命价，若以1眼价值为1头黄牛计算的话，则须缴付80头黄牛；在蒙古地方，中等官员被凶手杀死，规定凶手缴付60“牛载”（mdzo khal）的财物，若以1“牛载”的价值为1头挤奶犏牛或1头驮牛计算的话，则须交付60头挤奶犏牛或驮牛；藏区则以“松坠”（gsum sprod）之方法进行处罚，即以合金缴付其命价之赔偿费。[34]
不难看出，《法典十六条》是在帕主第悉法王政权颁布的《法典十五条》的基础上编制的，因而有所增删。另从法律条款的内容解释上看，又比《法典十五条》更加全面、详细和明确。显而易见，“它用权威的、不容怀疑的、不容申辩的法律条文来规定人们必须遵守社会秩序。这不仅充分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点，而且亦反映了当时藏族社会的概貌、价值观念、人伦关系等生产关系方面的基本特征”[35]。同时，《法典十六条》在维护第悉藏巴政权的统治和稳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在藏族地区推行法制社会、加强法制观念和树立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节 明朝对藏区的经营

1368年，朱元璋的军队攻入元朝大都。是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而明朝取代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地位后，极为重视对广大藏族地区的经营，先后设置了乌思藏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来乌思藏卫指挥使司又升为都指挥使司。同时，明朝利用地方宗教势力，多封众建，尤其对藏传佛教诸多宗派首领敕封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及都纲喇嘛等各种僧官名号。

一 设置都指挥使司

明朝建国第二年，就对藏区遣官送达谕吐蕃诏书，以期招抚归顺。《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1369）五月甲午，遣使持诏谕吐蕃，诏曰：“昔我帝王之治中国，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比岁以来，胡君失政，四方云扰，群雄分争，生灵涂炭。朕乃命将率师，悉平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尔吐蕃，邦居国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使者至吐蕃，吐蕃未即归命，寻复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往招谕之。[36]当时朵甘思、乌斯藏等整个藏族地区积极响应，前后都归顺了明朝。

明朝承接元朝对藏族地区的统治权后，废除了元朝帝师、宣政院的管理体制，设置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经营西藏。其建制过程等细节在《明史》中有记载：

洪武二年（1369），太祖定陕西，即遣官赍诏招抚。又遣员外郎许允德谕其酋长，举元故官赴京。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及故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于六年（1373）春入朝，上所举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挥使司二，曰朵甘，曰乌斯藏，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抚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即以所举官任之。廷臣言来朝者授职，不来者宜弗予。帝曰：“吾以诚心待人，彼不诚，曲在彼矣。万里来朝，俟其再请，岂不负远人归向之心。”遂皆授之。降诏曰：“我国家受天明命，统御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乃者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率所举故国公、司徒、宣慰、招讨、元帅、万户诸人，自远入朝。朕嘉其识天命，不劳师旅，共效职方之贡，已授国师及故国公等为指挥同知等官，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法，抚安一方；僧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共享太平，永绥福祉，岂不休哉。”并宴赍遣还。初，元尊番僧为帝师，授其徒国公等秩，故降者袭旧号。

锁南兀即尔者归朝，授朵甘卫指挥佥事，以元司徒银印来上，命进指挥同知。已而朵甘宣慰赏竹监藏举首领可为指挥、宣慰、万户、千户者二十二人。诏从其请，铸分司印予之。乃改朵甘、乌斯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以锁南兀即尔为朵甘都指挥同知，管招兀即尔为乌斯藏都指挥同知，并赐银印。又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兼辖二都司。已，佛宝国师、锁南兀即尔等遣使来朝，奏举故官赏竹监藏等五十六人。命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讨等司。招讨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陇答，曰朵甘丹，曰朵甘仓溏，曰朵甘川，曰磨儿勘。万户府四：曰沙儿可，曰乃竹，曰罗思端，曰列思麻。千户所十七。以赏竹监藏为朵甘都指挥同知，余授职有差。自是，诸番修贡惟谨。

八年（1375）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寻置陇答卫指挥使司。十八年（1385）以班竹儿藏卜为乌斯藏都指挥使。乃更定品秩，自都指挥以下皆令世袭。未几，又改乌斯藏、俺不罗卫为行都指挥使司。二十六年（1393），西番思曩日等族遣使贡马，命赐金铜信符、文绮、袭衣，许之朝贡。

永乐元年（1403）改必里千户所为卫，后置乌斯藏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又置上邛部卫，皆以番人官之。十八年（1420），帝以西番悉入职方，其最远白勒等百余寨犹未归附，遣使往招，亦多入贡。帝以番俗惟僧言是听，乃宠以国师诸美号，赐诰印，令岁朝。由是诸番僧来者日多，迄宣德朝，礼之益厚。[37]

明朝在藏族地区设置都指挥使司和元帅府，其下设行都司、卫、所等机构，由当地僧俗首领担任各级机构的官员，如指挥使、指挥副使、指挥同知、元帅、指挥佥事、招讨、巡检、万户、千户、副千户、所镇抚等，令其“绥镇一方，安辑众庶”。[38]同时，明朝规定其官阶品第，决定官员的升迁、任免和更替，并颁授官员的印诰、锦绮等。而且，明朝对各教派采取使之平等相安的政策，在明朝建立乌斯藏都指挥司的当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贝多杰（乳必多吉）派人到南京朝贡并参加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新朝的典礼，为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树立了朝贡受封的范例。

二 多封众建

从政治的层面看，明朝初期，西藏地区的地方政教势力中主要有后藏的萨迦法王、前藏的帕主法王和智贡法王；在宗教方面，萨迦派仍保持着元朝时期建立起来的宗派势力，噶玛噶举派在前藏部分地区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也有很大的宗教影响。同时，帕主第悉法王政权扶持起来的格鲁派在前后藏地区异军突起，宗派影响渐盛。因此，明朝改变了元朝在西藏所实行的那种独宠和单纯扶持萨迦派势力的做法，针对藏族地区和藏传佛教的实际，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对各教派一律平等相待。

藏历第六绕迥水鼠年，即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置了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并对藏族地区采取“因俗为治”“多封众建”的政策，册封了大批政教领袖。同年，朱元璋封时任第二代帕主第悉法王的释迦坚赞（shaw kya rgyal mtshan，1340—1373）为大司徒、靖国公（chang guvi gung）和灌顶国师，并赐给他执掌全藏政教权力的诏册和羊脂玉印。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封第五代帕主第悉法王札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1374—1432）王爵，并赐金印。因此，人们通常称其为札巴坚赞王。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又加封札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予诏书和玉印。明朝进一步加强和扶持帕主第悉法王的政教合一统治。

明永乐四年（1406），明朝以为洪武帝后做佛事的名义邀请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de dzhin gshegs pa，1384—1415）到南京，于1407年在灵谷寺建普度大斋，为高帝后荐福。明成祖永乐帝封德银协巴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rin chen chos rgyal），赐印诰并名如来（de bzhin gshegs pa），对其礼遇最为隆重。“同时，封和他同去的楚普寺上师仲布瓦、轨范师噶希巴·仁钦贝、堪钦贡伦巴三人为灌顶国师，颁给诏书，赐金印和水晶册套（tho-shu）。”[39]德银协巴法王于1408年辞归。东噶·洛桑赤列说：“以后明朝各代皇帝和噶玛噶举派历辈活佛关系密切，封给他们国师、大宝法王等称号，噶玛噶举教派在西藏的势力逐步扩大。”[40]从此，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历辈活佛承袭“大宝法王”封号。

明永乐八年（1410），明朝派遣中官入藏，邀请萨迦派昆泽思巴（kun bkras pa 或kun dgav bkra shis，1349—1435）于1413年至南京，明成祖永乐帝召见昆泽思巴，并封“万行圆融妙法最胜正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乘法王，thig chen chos rgyal），赐印诰。昆泽思巴于1414年辞归。

明朝于永乐六年（1408）、永乐十二年（1414）两次邀请宗喀巴大师进京，第一次宗喀巴正筹备祈愿大法会，不能脱身；第二次邀请时宗喀巴身体欠佳，故派他的弟子释迦益西（又名释迦也失，shaw kya ye shes，1352—1435）为代表进京。明成祖永乐皇帝封释迦益西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印诰。释迦益西于1416年辞归。

明宣德九年（1434），明朝又邀请释迦益西再次进京，被明宣宗宣德皇帝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静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byams chen chos rgyal）。释迦益西于1435年辞归，途中不幸在青海佐摩喀（mdzo mo mkhar）逝世。明朝下令在圆寂地建寺纪念，赐寺名“弘化寺”。

此外，明朝还“封智贡京俄·敦珠杰布为阐教王，封达仓巴为辅教王，封德格林仓为赞善王，封官觉仓为护教王，分别赐给印信”[41]。

第四节 宁玛派复兴发展

宁玛派在其发展史上曾出现过数次起伏不定的发展历程，按宁玛派的史观来界定，一般分前、中、后三个发展阶段：以聂·咱那格玛热为代表人物的前期发展阶段，以努钦·桑杰益西为代表人物的中期发展阶段，以“三索尔”为代表人物的后期发展阶段。实际上，此三个阶段还远远不能从整体上反映宁玛派的发展历史进程。此外，尚有一段很重要的复兴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隆钦·饶绛巴的出现以及伏藏法的再度兴盛为主要标志。

一 隆钦·饶绛巴

隆钦·饶绛巴（klong chen rab vbyams pa，1308—1363），名慈臣罗哲（tshul khrims blo gros），又名智美沃赛（dri med vod zer），尊称“遍知法王隆钦·饶绛桑布”或“第二佛吉祥桑耶巴遍知语自在”，简称“隆钦·饶绛巴”，意为“博学者”。他为藏传佛教佛学家，宁玛派著名高僧，大圆满法成就者。

他出生于西藏南部扎恰堆仲村（gravi cha stod grong，今西藏山南扎囊县结鲁区扎西岭乡），父亲名丹巴松（bstan pa srung），是一位密宗居士，母亲名仲萨·索南金（vbrom bzav bsod nams rgyan）。隆钦·饶绛巴自五岁始学习藏文；7岁从父习八部善逝总集、马头明王、金刚橛、莲师事业正论、医药、历算等法；9岁起背诵《般若二万颂》（nyi khri）和《般若八千颂》（brgyad stong ba），即能铭记心中；12岁在桑耶寺从堪布桑珠仁钦和阿阇黎贡噶沃赛两位高僧座前受戒出家，取法名为慈臣罗哲；14岁始学习戒律等佛教基础性知识。

隆钦·饶绛巴在当时诸多大师前系统修学宁玛派和其他宗派的密法，在宣努顿珠（gzhon nu don grub）座前学习宁玛派经典传承系的经部（mdo）、幻部（sgyu）和心部（sems）三部教授；在噶玛巴·让琼多杰（rang byung rdo rje）前学习六支瑜伽法（sbyor drug）；根据《隆钦·饶绛巴传》（kun mkhyen klong chen rab vbyams pavi rnam thar bzhugs so）记载：隆钦·饶绛巴16岁师从扎西仁钦修学道果二种、那若六法二种、金刚亥母六法、胜乐铃部灌顶及讲授，大轮金刚手灌顶及教授；师从旺耶（dbang ye）修学时轮、新派十万续等诸多密续；师从萨隆仁波切（sa lung rin po che）修学香蔡巴教法、郭仓巴教法导论、帕当巴桑杰的息解前中后三法、玛久拉珍的觉域六法等。19岁时，赴传承阿底峡教法的噶当派桑浦奈托寺（gsang phu sne thog dgon），师从该寺第十五届住持赞贡巴（btsan dgon pa）和第十六届住持班坚赞德（dpal rgyal mtshan sde）两位著名学者，历时六年专门学习《慈氏五论》（byams chos sde lnga）、《释量论》（tshad ma rnam vgrel）、《因明七论》（tshad ma sde bdun）、《集量论》（tshad ma kun btus）等显宗教理经论；之后，修习不动金刚、妙音天女、金刚亥母等本尊修持法。[42]后在各大僧院之间游学辩经，赢得很高声誉。

隆钦·饶绛巴在修习各派密法的同时，在上部嘉玛觉勒（dbur stod rgya ma lcog la）岩洞修证甚深禅定法，如静修瑜珈法，获得证悟；在青浦隐居修行三年，证得究竟果位；二十七岁时，在雅堆坚吉浦（yar stod skyam gyi phur）拜见大持明者鸠摩热杂（ku mav rav dza），大持明者极为高兴，认为隆钦·饶绛巴能够传承自己的密法，向他传授了包括伏藏法在内的所有无上密法的灌顶及教授，隆钦·饶绛巴不畏艰辛，经过专心致志的修学，最终取得大圆满法究竟之证悟；后在青浦修行期间，又发掘了莲花生大师授记的“康卓宁提”（mkhav vgro snying thig）等伏藏大圆满法，从而成为宁玛派大圆满法的传承者和大成就者。因此，隆钦·饶绛巴成为当时精通藏传佛教显密经论的著名人物。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隆钦·饶绛巴尊者，是旧派掌教中唯一精通教理的最杰出人物。关于各种明处，显教教理和新密旧密两派情况等方面的著作亦很丰富。”[43]
隆钦·饶绛巴一生辗转南北，寻师求学，博学多闻；他云游四海，长期居于杳无人迹之处修行实践，体悟密法，获得成就；同时，他摄授徒众，曾住锡托噶雪山（gangs ri thod dkar）时期，向诸多有缘弟子传授大圆满宁提法（snying thig），还建造一座道场，名邬坚宗（Ao rgyan rdzong）。在此他著书立说，完成了三精要论（yang tig skor gsum）、三自觉论（rang grol skor gsum）和三休息论（ngal gso skor gsum）等重要密法论著。而且，他曾云游不丹修行圣地，朝礼印度佛教名胜古迹，并在不丹倡建塔巴林寺（thar pa gling），不丹境内的宁玛派就是从这里繁衍开来的。后来宁玛派从不丹传入尼泊尔等地区。由此缘故，近代有许多不丹和尼泊尔的宁玛派僧人到康区佐钦寺求学深造。

隆钦·饶绛巴显密兼通，教化众生，功德无量。他一生以求学、实修、造论、教授弟子等为追求目标，为宁玛派的复兴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隆钦·饶绛巴既是大圆满法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又是建立宁玛派甚深净相传承的著名人物之一。藏历第六绕迥水兔年（1363），隆钦·饶绛巴在桑耶青浦静修地圆寂，享年五十六岁，遗体火化后出现许多舍利。

隆钦·饶绛巴作为宁玛派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著名人物，著作甚丰，如德格印经院藏有《隆钦·饶绛巴全集》木刻版，包括《宁提雅悉》（snying thig ya bzhi）、《隆钦七藏》（klong chen mdzod bdun）、《隆钦教法史》（klong chen chos vbyung）以及《大乘诀论如意宝库注疏》、《如意库义授金刚心》、《法界库注疏》、《续部王幻变根本续》、《大圆满心性菩萨道》、《大圆满心性息》、《大乘师》、《大圆满摩诃摩衍息》、《大乘正确法》、《密义妙音》、《格言海》等重要经论。其中隆钦·饶绛巴的代表性经论为《隆钦七藏》，又称《七宝藏论》，由《胜乘藏》（theg mchog mdzpd）、《实相藏》（gnas lugs mdzod）、《要门藏》（man ngag mdzod）、《宗派藏》（grub mthav mdzod）、《如意藏》（yid bzhin mdzod）、《句义藏》（tshig don mdzod）、《法界藏》（chos dbyings mdzod）七部名著构成，分别阐扬了大圆满法的教义，并注释了有关修习的仪轨。可以说，《隆钦七藏》的问世，为宁玛派僧尼全面系统地修习大圆满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又为大众僧尼如何修习大圆满法在实践仪轨上指明了具体的方法或步骤。因此，《隆钦七藏》被后世宁玛派学僧奉为本宗派的圣典，成为各个寺院学僧必修的教理课程。几乎每座宁玛派寺院都将《隆钦七藏》列入必须购置的经典范围，并供奉在寺内各大佛殿，甚至许多有条件的僧尼皆私自备有《隆钦七藏》。简言之，隆钦·饶绛巴的《隆钦七藏》不仅是宣扬或阐释《大圆满法》教义的权威性理论经籍，而且是修习实践《大圆满法》的重要仪轨宝典。

二 伏藏法再度兴盛

12世纪，大掘藏师娘·尼玛维赛在藏区大量发掘和整理伏藏经典，并自成体系，称为宁玛派上部伏藏系；13世纪，大掘藏师古日·却吉旺秋在藏区发掘和整理大量伏藏经典，并自成体系，称为宁玛派下部伏藏系。古日·却吉旺秋之后，藏族地区先后出现过许多著名掘藏大师，其中多杰林巴（rdo rje gling pa，1346—1405）是一名颇具知名度的掘藏大师，他先后共发掘40多处伏藏，其中大多数为大圆满法和珍贵的本尊像以及密宗其他法器。故所谓的伏藏不仅仅是指经文书籍之类，而且包括佛像及宗教法器等大量佛教物品。自14世纪开始，伏藏法在青藏高原再度兴盛，遂建立伏藏北传支系和伏藏南传支系，并成为宁玛派近传伏藏传承系中两支主流传承。

（一）伏藏北传支系的建立

伏藏北传支系（byang gter），由大掘藏师仁增果丹·俄珠坚赞（rig vdzin rgod ldem dngos grub rgyal mtshan，1337—1408）建立。他在19岁时发掘《五库》（mdzod lnga）等大量伏藏经典，并在整理编纂后传授这一法典，遂形成伏藏北传支系。后来以多杰札寺（rdo rje brag dgon）、佐钦寺（rdzogs chen dgon）等为传承这一法脉的代表性寺院。

仁增果丹，又名仁增钦莫（rig vdzin chen mo），从小随从父亲杜度上师修习宁玛派的闻、思、修等系统教法，为以后进一步弘扬宁玛派的教法仪轨打下了坚实的佛学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有一则故事传说，仁增果丹非同一般人，“如同授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当他12岁时其头顶长了三根鹰鹫羽毛，24岁时又长出五根鹰鹫羽毛，故名仁增果丹坚”[44]。名字中“果丹”两字是藏文“rgod ldem”一词的音译，意为鹰鹫羽毛在头顶上飘动。当然，这则故事的可信度无法考证，但与其姓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宁玛派史上以“仁增果丹”为名来纪念这位大掘藏师的不朽功绩。

根据藏文史籍，有一位名叫芒兰·桑布札巴的掘藏师，从江云布隆沟发掘出教授七义等八部宁玛派教法的书题或目录作为今后在拉札地方掘藏的依据或工具，并委托一名叫作索南旺秋的人转交给仁增果丹。为此，仁增果丹于1366年在札桑山顶白岩中之三块巨石间取出三位大掘藏师和一百名小掘藏师开藏的钥匙（标签），并替这些掘藏师埋藏或封好伏藏标签。就在此年，仁增果丹正式从一座宛如众多毒蛇聚拢在一起的山崖中一处被称为拉札的岩洞中发掘出一个蓝色的方形伏藏箱，箱内装有号称集五库的甚深伏藏。所谓五库是指五种不同的伏藏或法物单位，五库在箱内按顺序装置，其次序或方位极为严格而分明，如箱子中间装置着五库中的中心库，内有用咖啡色绸缎包裹的三卷经书和三尊金刚橛；其东边装置白海螺库，内有如同虚空般的业因果之教法；其南边装置黄色金库，内有如同日月般明亮的近修四种教法；其西边装置红色铜库，内有如同檀香树般的因缘之教法；其北边装置黑色铁库，内有如同毒树般的消除逆缘灾难之教法。宁玛派认为，这就是仁增果丹大掘藏师直接从普贤秘密思想宝库中引出来的数不胜数的教法或法物。其数不胜数是指上述五库中的每一库里又有一百部分支教法，合计达五百部。仁增果丹大掘藏师发掘此类伏藏后，就用黄纸把全部伏藏重新做了认真校勘编辑，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较系统、齐全的伏藏教法。这就是所谓的伏藏北传支系的教法传承。随着伏藏北传支系的建立，仁增果丹大师的声誉远扬四海，并成为一名后人仰慕崇拜的著名大掘藏师。

根据有关资料，仁增果丹大掘藏师在圆满完成自己的弘法事业之后，于72岁与世长辞。宁玛派认为，在仁增果丹大掘藏师的门徒中又形成三支传承，即儿系传承、母系传承和弟子传承，而且此三支传承至今从未中断。特别是后来的第二位果丹·仁增列丹杰和阿里班禅的转世北传（伏藏）王·扎西道古旺布等宁玛派大师，为伏藏北传支系的继承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正因为诸多宁玛派大师的不断努力，才使伏藏北传支系不但没有在广袤的藏族地区泯灭或消亡，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后世以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的多杰札寺、四川甘孜地区德格县境内的佐钦寺为主成为继承和宣扬伏藏北传支系法脉的代表性寺院。

总之，仁增果丹为伏藏教法得以在藏族地区兴隆长盛，尤其在开创并建立伏藏北传支系方面做出过无人可比的重要贡献。因此，仁增果丹在宁玛派的近传伏藏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伏藏南传支系的建立

伏藏南传支系（lho gter），由大掘藏师热那林巴（gter bdag rat na gling pa，1403—1482）建立。他将娘·尼玛维赛为首发掘的“上部伏藏”和古日·却吉旺秋为主发掘的“下部伏藏”，以及后人包括他本人发掘的伏藏整理汇编，自成体系，遂建立“伏藏南传支系”。后世主要以敏珠林寺、白玉寺、噶陀寺等为传承这一法脉的代表性寺院。

热那林巴在宁玛派诸多掘藏师中独树一帜，成为一名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掘藏师。他出生在西藏洛扎朱旭地方，从小习文练字，很快能够读写经文；至10岁时已领悟不少甚深的净境密法，逐渐成长为一个神通广大、才气横溢的著名人物；27岁时又领悟到幻变经中有关莲花生大师的诸多教诲，并获得发掘伏藏的预示或引导；30岁时在琼钦札（岩）第一次发掘出伏藏，紧接着在25处相继发掘大量伏藏。为此，在宁玛派史籍中号称他是一代人完成了应该由三代人发掘伏藏任务的人物，表明了他身上具有令人惊异的特异功能。所以，给他冠以三个大名，即秀布林巴（zhig po gling pa）、卓都林巴（vgro vdul gling pa）和热那林巴。

此外，大掘藏师热那林巴鉴于当时流行的大藏经《丹噶目录》（ldan dkar ma）中没有收录旧密续部分，同时，社会上有关旧密续经教方面的典籍又极为缺乏，他便以当时保存在索邬巴隆寺（zur vug pa lung）内不十分齐全的《十万旧密续》（又称十万怛特罗部）作为基础，在此之上广泛搜集散失在社会上的旧密续典籍，并同美贡·散旦桑布（mes sgom bsam gtan bzang po）大师合作，在朱旭隆珠宫（gru shul lhun grub pho brang）重新编纂整理出完善的《十万旧密续》，而且“先以墨汁书写，后又用金汁书写，以此几经弘扬经教传承，故今日可享用这如同秘传如意宝似的经论”。[45]由此可得，大掘藏师热那林巴对于搜集、整理和充实整个宁玛派的教理典籍做出了重要贡献。

“伏藏南传支系”当时主要以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的达杰曲林顶静修院和康区甘孜州白玉县境内的噶陀寺为传承这一法脉的代表性寺院。

1.达杰曲林顶静修院

敏珠林寺的法脉传承，源于大掘藏师热那林巴，相传其转世者为珠古·纳措仁卓（sprul sku sna tshogs rang grol，1494—1570）。这位高僧活佛是前藏洛扎（lho brag）地方人，他于藏历第九绕迥木羊年，即明嘉靖十四年（1535），在前藏扎囊（gra nang）地方创建达杰曲林顶静修院（dar rgyas chos gling sdengs ri khrod），[46]招收求解脱者近五百人，修习伏藏南传支系教法，其中不少人取得了成就。其后由珠古·丹增札巴（sprul sku bstan vdzin grags pa，1536—1597）住持静修院。在此之前界定为转世活佛主持传承这一法脉时期；之后，则转入由单一家族高僧一脉相承时代。

珠古·丹增札巴的大弟子名叫克主·多俄丹增（mkhas grub mdo sngags bstan vdzin，1576—1628），他没有受近圆戒（比丘戒），以居士身份自居，并有家室妻儿。他继承上师法位后，将其甚深密法主要传授给自己的儿子仁增钦摩·赤列隆珠（rig vdzin chen mo vphrin las lhun grub，1611—1662），使其成就为伏藏南传支系的教主，从而开创家族高僧传承这一法脉的教规。

2.噶陀寺法脉传承演变

噶陀寺自1159年创建以来，在其发展演进中经历了前、中、后三个不同时期。前期为十三代上师传法阶段，主要讲授远传经典传承系教法。中期为十三代仲巴（drung pa）世系住持传法阶段。噶陀寺高僧南喀僧格（gnam mkhav seng ge）青年时代曾赴卫藏洛扎（lho brag）地方亲近大掘藏师热那林巴学法，获得弘法授记和领受伏藏教主地位，返乡后在噶陀寺开讲伏藏南传支系的教法，成为第一代仲巴（drung pa）上师。后经十二位传人，至南喀嘉措（gnam mkhav rgya mtsho），噶陀寺从单纯传承经典支系教法的专门寺院演化为兼顾伏藏南传支系教法的综合性寺院。后期为高僧大德随缘住持传法时代。这一时期噶陀寺以传承伏藏南传支系为主、传承经典支系为辅，[47]并产生诸多本地掘藏师（gter ston）。其中著名掘藏师主要有掘藏师德都多杰（gter ston bdud vdul rdo rje）和隆赛·多杰宁波（klong gsal rdo rje snying po）。

（三）心间伏藏法

在宁玛派的近传伏藏法中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分支，即心间伏藏法（dgongs gter）。由于心间伏藏法蕴含宗教神秘性，便成为宁玛派近传伏藏法的一大独有特色。虽在藏传佛教其他宗派中也曾出现过个别类似于心间伏藏法的现象，但唯独宁玛派中产生的心间伏藏法形成体系和传承。

宁玛派认为，所谓“心间伏藏法”是指修行者在禅定中自然感悟，并事后亲自讲出来的佛教特异教法。也就是说，修行者通过自己长期修炼成就的功法，尤其依靠自己先天性的悟性，在特定修炼中，自然领悟到的佛教高深法门。这一高深法门，就是所谓的心间伏藏法。而且，大多数修行者将自己领悟到的高深法门或默写成书，或直接传授给自己的得意门徒，从而使这一特异教法或高深法门在师徒之间相传，由此心间伏藏法具有了传承性、流传性等特质。

从宁玛派的角度看，心间伏藏法是宁玛派中的个别高僧大德依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甚深禅定，偶然领悟出的佛教特异高深法门。例如，隆钦·饶绛巴的《隆钦七藏》（klong chen mdzod bdun）、《宁提雅悉》（snying thig ya bzhi）等，以及贡钦·晋美林巴的《隆钦宁提》（klong chen snying thig）等教法，就属于“心间伏藏法”范畴。由此可见，这些为数不多的高僧大德既是“心间伏藏法”的发明者和缔造者，又是心间伏藏法的继承者和传扬者。

以上所述便是宁玛派近传伏藏法中的分支“心间伏藏法”的由来及特质。心间伏藏法有着不同于直接从大自然中发掘出来的一般伏藏法的特殊性，它在宁玛派广大僧俗信徒中更具有宗教的神圣性。

第五节 格鲁派的创立与发展

格鲁派（dge lugs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又名新噶当派（bkav gdams pa gsar ma），在汉语中俗称黄教，15世纪初由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的形成给藏传佛教诸宗派的产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就是说，格鲁派以后来者居上的发展态势，逐步占据了藏传佛教的主导地位，并对其他宗派产生一定的权威性，不少宗派改宗格鲁派，使其宗派势力进一步增强，宗教影响进一步扩大。拉萨的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昌都的强巴林寺，迪庆的松赞林寺和甘孜的理塘寺，即九大寺院；以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国师、哲布尊丹巴，即四大活佛世系，均象征着格鲁派的势力和权威。直至今日，格鲁派仍然在我国的藏族、蒙古族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极其深远的宗教影响。

一 宗喀巴大师

宗喀巴（tsong kha pa，1357—1419），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佛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宗教改革家；同时，又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立者。他自青少年起，广拜高僧良师，博通佛教显密义理；后又著书立说、讲经传法，构建显密相融之佛学体系，确立中观应成派之思想权威。可以说，宗喀巴大师的一生是追求佛教事业、实现宗教理想的一生。

（一）求学生涯

宗喀巴为尊号，其名洛桑札巴（blo bzang grags pa），全称宗喀巴·洛桑札巴（tsong kha pa blo bzang grags pa），安多宗喀地方（Aa mdo tsong kha，今青海湟水流域）人，出身于藏族信佛世家，父亲名鲁本格（klu vbum dge），母亲叫香萨阿却（shing bzav Aa chos）。他们共有六个孩子，宗喀巴排行第四。当宗喀巴年满三岁时，正值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贝多杰（rol pavi rdo rje，1340—1383）赴北京途经宗喀地方，他随父母拜见噶玛巴活佛，噶玛巴授予宗喀巴近事戒，赐名贡噶宁布（kun dgav snying po），并预言他将来会成为佛教主持者，堪称释迦牟尼的好徒弟。同年，宗喀巴被夏琼寺（bya khyung dgon，位于今青海东部黄河北岸）高僧顿珠仁钦（don grub rin chen）收为门徒，传授佛教礼拜仪轨，包括诵读文殊菩萨五字真言，并赐予一个密宗名号——顿悦多杰（don yod rdo rje）。

宗喀巴年满7岁时在夏琼寺正式出家为僧，在顿珠仁钦座前受沙弥戒，取法名为洛桑札巴，接受寺院正规教育。顿珠仁钦给宗喀巴开列的教程书目中，首选弥勒的《慈氏五部》（byams chos sde lnga），其后依次为法称的《释量论》（tshad ma rnam vgrel）、龙树的《中观论》（dbu ma）等，并强调学习中观的重要性在于以避免或有或无的极端思想的产生。当宗喀巴具备一定的佛教理论基础之后，开始修学显宗与密宗的实践。与此同时，顿珠仁钦教导宗喀巴，崇拜金刚手菩萨，以免受各种灾难；常背诵文殊五字真言，以增长才智；修持无量寿佛仪式，以延长寿命；修持帝释天仪式，以成就财富事业；修持六臂玛哈嘎拉（Six arm Maha Gala/mgon po ma haw ka la）仪轨，以消除天灾人祸等因素。由于顿珠仁钦是当地著名的噶当派高僧，还曾去西藏求法深造过，宗喀巴在他的教导下，学习进步很快。宗喀巴在夏琼寺经过十年勤奋学习，在佛教显密宗方面已打下坚实的基础。

宗喀巴16岁那年（1372），遵照顿珠仁钦上师的重托，前往西藏求学深造。宗喀巴在去西藏的途中，因时常怀念自己的恩师而哭泣，甚至不时产生中途返回看望尊师的念头，但他每次以背诵文殊祈祷词“不回头，不退步”来坚定信念，最终打消了半途而废的念头。1373年，宗喀巴到达西藏腹地，首先他到智贡寺，在噶举派喇嘛智贡仁波切（vbri gung rin po che）座前学习。然后，他到贡塘学医，由那里去往第瓦坚寺（bde ba can）。这是一座噶当派寺院，也是顿珠仁钦上师曾在西藏研读佛学的寺院，宗喀巴在此求学有其特殊意义。他在该寺专门研习以《现观庄严论》（mngon rtogs rgyan）为主的《慈氏五部》（byams chos sde lnga）；两年之后（1375），宗喀巴赴后藏萨迦寺，拜萨迦派高僧仁达瓦·宣努罗哲（rje btsun red ndav ba gzhon nu blo gros，1349—1412）为师，系统学习《俱舍论》（mngon pa mdzod）和月称的《入中论》（dbu ma vjug pa）。仁达瓦是一位在佛教显宗领域颇有成就的著名学问僧，尤其对中观学研究造诣很深，在佛学思想上持中观应成派观见，他对宗喀巴的学术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之一。

1378年，宗喀巴收到母亲的一封附有母亲几根白发的信，长期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对于母亲的思念便油然而生，他再次产生回去探望母亲的念头。同时，他又突然感到，这样做便意味着要离开摆在他面前的更重要的任务，在佛教学业上不免半途而废。所以，他再次狠下心发誓永远留在西藏，只好给母亲寄去一张自画的个人像。据民间传说，宗喀巴母亲收到儿子的自画像后，画像竟然喊出一声“妈妈”，她也因这个奇迹而得到莫大的安慰，不久安然去世。

宗喀巴自22岁（1378）开始奔波于萨迦、贡塘（gung thang）、桑浦（gsang phu）等佛学研修中心，参与各种辩论活动，以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25岁时已精通《慈氏五论》、《俱舍论》、《释量论》、《入中论》和《律学》五部大论及十明学，在各大名寺立宗答辩，展现了非同一般的才华，产生了一定的个人影响；27岁时（1383）在雅隆南杰寺（yar klung rnam rgyal dgon），从慈臣仁钦（tshul khrims rin chen）座前受比丘戒，成为一名合格的佛教出家僧人。之后，宗喀巴开始为别人讲经说法，据说到1390年前后，他已经能讲解十七部佛教经论，包括大乘显宗各派的代表性经论，其声望与日俱增。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

大师从17岁到36岁间广求多闻，36岁时因本尊激励，舍弃一切，观修上师与本尊无有分别而为祈祷，修积甚多福德资粮行持四年，便了达一切经论皆是教授。从30岁至43岁间，不是仅取圣道一面，而是励力显密全部修持授，不是如那些证得内外共有功德的一分便生起一分贡高我慢，而是如经教中所说获得真实证德。[48]

宗喀巴从17岁至36岁之间，在西藏广拜藏传佛教各派高僧名师，勤奋学习，娴熟佛教显密教理；同时，潜心修学密宗实践和宗教仪轨，系统研习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等各派密法，还专门研习噶当派的教法及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最后博通各派教义和实践修行，遂建构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

（二）著书立说

宗喀巴自30岁（1388）始著书立说，相继撰写《善说金鬘》（legs bshad gser gyi phreng ba，1389年成书）、《菩提道次第广论》（byang chub lam rim chen mo，1402年成书）、《密宗道次第广论》（sngags rim chen mo，1406年成书）和《中观广释》（dbu ma vgrel chen，1408年成书）等传世之作，构建显密相融之佛学体系，确立中观应成派之思想权威。特别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两部巨著代表着宗喀巴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后来问世的《宗喀巴全集》，共19函（帙）140余部（篇），已有拉萨、哲蚌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和德格等不同木刻版本流通。其中，佛教显宗论著以《菩提道次第广论》（byang chub lam rim chen mo）、《菩提道次第略论》（byang chub lam rim bsdus pa）、《中论广释》（dbu ma vgrel chen）、《入中论释·密意胜明》（dbu ma la vjug pavi rnam bshad dgongs pa rab gsal）、《辨了义不了义论·善说心要》（drang ba dang nges pavi don rnam par phye bavi bstan bcos legs bshad snying po）、《现观庄严论广释·善说金鬘》（mngon par rtogs pavi rgyan vgrel ba dang bcas pavi rgya char bshad pa legs bshad gser phreng）、《〈根本中论〉释·正理大海》（dbu ma rtsa bavi tshig levur byas pa shes rab ces bya bavi rnam bshad rigs pavi rgya mtsho）、《菩萨戒品释》（byang chub sems dpavi tshul khrims kyi rnam bshad）、《律经本论笔记》（vdul ba mdo rtsa bavi zin bris）等为其代表；佛教密宗论著以《密宗道次第广论》（sngags rim chen mo）、《密续之王密集教授五次第明炬论》（rgyud kyi rgyal po dpal gsang ba vdus pavi man ngag rim pa lnga rab tu gsal bavi sgron me）、《一切续部之王吉祥密集本续广释品义摄论》（rgyud thams cad kyi rgyal po dpal gsang ba vdus pavi rtsa bavi rgyud rgya char bshad pavi bsdus don）、《密集根本释明灯》（dpal gsang ba vdus pavi rtsa bavi rgyud kyi vgrel ba sgron ma gsal ba）等为其代表。

1.《菩提道次第广论》

藏历第七绕迥水马年（1402），宗喀巴大师在噶当派祖寺热振寺撰写完成了《菩提道次第广论》，此乃宗喀巴大师诸多论著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宗喀巴大师的代表性著作，对以后藏传佛教的教理仪轨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宗喀巴大师为何选择热振寺作为撰述这部巨著的地点，史书记载：

大师在热振寺上部的阿底峡大像前祈祷多日，从释迦佛到堪钦·南喀坚赞间的传承诸上师现身，尤以阿底峡、仲敦巴、博多瓦、夏热瓦等现身，亲见此景达一月之久，广传无边教授及教敕，最后博多瓦等三师融入阿底峡一师，阿底峡手摩大师之顶说道：“你可以广作佛事，修大菩提，饶益有情众生，我将助你。”言毕即隐。启白道次第传承的开胜道门（lam mchog sgo vbyed），就此所造。呈现如此瑞相，机缘和合，遂造三士道次第广论（skyes bu gsum gyi lam gyi rim pa chen mo）。[49]

宗喀巴很重视佛法的传承性，如释迦牟尼佛所说法，皆包含于《般若经》，弥勒菩萨所著《现观庄严论》为《般若经》释论，龙树菩萨所著《中论》亦属《般若经》释论范畴，阿底峡依《现观庄严论》造《菩提道灯论》；宗喀巴曾在洛扎堪钦·南喀坚赞（lho brag mkhan chen nam mkhav rgyal mtshan）处学习噶当派教授传承的《菩提道次第引导法》（byang chub lam gyi rim pavi khrid），同时，还专门研习噶当派其他师承的菩提道次第，有了如此相沿不绝的师承关系和法脉传承之后，宗喀巴遵循阿底峡《菩提道灯论》的基本原理，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法尊说：宗喀巴大师在得文殊菩萨加持而生起真正的中观见以后，经多人劝请，根据《菩提道灯论》和阿底峡尊者的三传弟子夏热瓦的略注，再加以发挥和补充，遂成为人们现在所见的这部伟大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50]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曾作过详细考证：

《正教次第广论》（bstan rim chen mo）是解释《菩提道灯论》要义的无与伦比的论著，宗喀巴大师曾读此书时，亦大加赞许。宗喀巴所造《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见解，大部分和此书是一致的。[51]

以上引文中提出的《正教次第广论》一书，是俄·罗丹喜饶的弟子卓隆巴·罗哲炯奈（gro lung pa blo gros vbyung gnas）撰写的关于佛教道次第的一部名著，既是对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所作的注疏，又是对宗喀巴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产生重要影响的经论。由此可见，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部集大成的巨著，具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史书记载：

噶当派虽有多种《道次第》，与之相较则大师的《道次第》尤为殊胜。此如克珠杰大师说：“关于吉祥阿底峡尊者的《道次第》教授方面，教典派与教授派诸大善知识所作的大大小小教授著作为数不少，即大菩萨博多瓦、京俄瓦、却喀巴等前后的讲述亦是很多，大善知识康巴隆巴的后学大格西卓隆巴亦造有广略《正教次第论》。此诸论典，皆是如来所喜的道次，符合大经论之旨趣，并以诸圣哲传授而为庄严，是引生智者欢喜之稀有津梁；但宗喀巴大师所造的《菩提道次第》广略二大圣典乃是普摄一切经论的密意和疏解，作为一补特伽罗成佛之助缘，道体圆满，数量决定，次序井然。其观修的次第，于现在相续心中即可得到证验。此道的总纲和各支分，过去藏土，从未有人道及。对此不共殊胜无上之理趣，若以无谬正智，善为观察，则必能生起定解。”如是云云。当时世间神道如念青唐拉山神、肖拉居布山神（zhog lha rgyug po）等诸善品神类亦来为之相助，或亲现身作牧人之状来献乳酪等食。并恳求为之祈祷：“契合妙道作顺缘，除人非人诸违缘，如来所赞清净道，一切生中不离舍。”又文殊菩萨曾问云：“我传的道之三要的教授，不包含一切耶？”大师回答说：“是以此为主，还加上阿底峡教授作为庄严，而广开之。”曾经流传有这样的稀有轶闻。[52]

这说明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在藏传佛教领域乃至整个佛教界是一部史无前例的经典巨著，不仅涵盖佛教三藏十二部，而且梳理并阐明了自文殊、弥勒经龙树、无著传下的深观与广行二门教法的要旨。对此，吕澂说：“阿底峡后，印度佛学日益衰微，不二百年而至灭迹，于是显密融冶之大乘学独繁荣于西藏。又后二百年而宗喀巴兴，祖述阿底峡之学益光大之，则又资取西藏传译诸籍，料简决择以实其说，取所著书菩提道次第观之，概可见也。”[53]
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积极倡导修学佛法遵循次第，从依止善知识及思维暇满人生之入道前行开始，至念死无常、思恶趣苦、思维业果等基本人天乘（下士道），再经小乘之四谛（中士道），依次第直达大乘菩提心与止观（上士道）。也就是说，宗喀巴为广大佛教徒指出了从初入道依止善知识起直至最终成佛有关整个菩提道的正知正见，即出离心、菩提心以及清净正见三要。事实上，此三要是指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士道。

其中“下士道”是指脱离三恶趣、生人天善趣的法门。法尊说：我们世间一般人，每天所想所为，不外乎“现世”，换句话，即眼前的快乐，“后世如何”这问题，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然而一个人如果不顾及后世的长远利益，就必然地连脱离恶趣、得生善趣的能力也会没有，更谈不上真正的佛法。因此，要用种种的道理改造常人的心理，使能发起牺牲眼前快乐、注重未来长远利益的弃恶因、播善种的意愿和行为，就是说，先把学者造成一个很有把握地离恶趣而生善趣的人，作为堪修佛法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下士道的作用。[54]
“中士道”是指解脱三有轮回，断烦恼证涅槃的法门。法尊说：仅仅这样一个能修世间善法的下士，还是谈不到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是要厌离整个三界生死而求出世的个人解脱，和基于个人解脱而解脱他人的声闻乘法和菩萨乘法，因此，就必须在下士道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整个生死轮回的可厌，例如说，三界最高处所的“非想非非想处”，也不过八万大劫的享受，而这享受的本身且是“行苦”，何况劫满还有堕落的危险呢！用这样的道理使下士学者能够透过三界整个生死轮回，对之作通盘的考察和厌离。这就是能够引发“出离心”而彻底解决生死问题的中士道。[55]
“上士道”是指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证大菩提果的法门。法尊说：中士道的学者已有自己解脱的能力，唯能自己解脱者才能解脱他人，没有中士道的能力作基础的人是不可能做利他的事情的。把一个学者由中士道引入上士道的理由是必须告诉中士：自己之所以要出离三界，完全是因为自己已经确认在整个生死里，没有哪一个地方是真正“安身立命”之处，哪怕小到像针尖大的地方也是找不到的；推己及人，三界一切众生也完全同自己一样，如果不出离生死，随时随地就只有痛苦，绝无快乐。由这点出发，想使一切众生也同自己一样得到解脱，于是就去谋求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又深知只有佛陀才能彻底利益众生，于是就去谋求能够成佛的方法。这样，“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菩提心”就有可能发起，有了菩提心，就有资格修大乘菩萨行了。这便是上士道的情形。[56]
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对各个科目内容，以广而细的方式递进阐释，贯通内外，透明实相。首先依据正理建立其立论，然后广泛引用经典来印证和说明；对疑惑之处，用易于理解的比喻来解释，并纠正各种错误观见；尤其引用噶当派祖师的语录彰显其义理，最后归纳其要义。对于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建构体系，吕澂曾作过另一番学术考究，他认为：菩提道次第，为宗喀巴最要之作。立论总依慈氏现观庄严论，别依阿底峡菩提道灯论，故其次第大同灯论。特灯论偏详于大，次第则通凡小，以为下士中士之学，亦大士行所应共；易辞以言，未有大乘诸行而不概括凡小也。故以三归十善为共下士所学，四谛解脱为共中士所学，至于发无上心广行六度，乃为上士不共之行。此与灯论取舍略异，盖即本于现观庄严论之说。现观庄严论以三一切智智为般若，而分为八义，以概全般若经。其三智者，一切智共声闻智、智智共菩萨智、一切种智不共如来智。此中菩萨道智者，如大般若经云：菩萨于声闻道、独觉道、佛道、一切道当生，当知。以是菩萨道实概括三乘，宗喀巴次第所说则出于此也。[57]
实际上，《菩提道次第广论》包含教理思想与实践方法，引导众生如何依止善知识，生起出离心、菩提心等佛子行，直至成佛；强调认知佛法的基础：应知苦谛，应断苦因之集；应知清净道为得解脱之路；应知法身一切相、应知法身一切智之作用。也就是说，先思唯苦，由粗重而细微，乃生起出离心，依中士道戒定慧三学修习；继修菩提心，以自他换，得证空性正见。正如吕澂所讲：菩提道次第论菩萨道，先以发心，继以六度四摄，次第与灯论仿佛而不尽同。灯论以三学分，而次第为六度摄，既融戒定于六度中，遂与灯论视戒定为发生神通利他之因，福慧双修为利他之果者，其义不无微异。至于通论六度四摄后，复别明修习止观，详示规范，发灯论未尽之旨。[58]而修习止观是道次第中层次最高的阶段，可谓“上士道”。对此，法尊说：依于出离心而发菩提心的上士，主要的要靠什么工具和应该怎样才能断烦恼而利益众生呢？这就是，只有在圣教中求得不共的“中观正见”！因为只有正见这个东西，才能斩断烦恼，才能使自己无我、纯洁而正确地利益众生，所以本论接着用很大的篇幅来特别抉择正见，这就是《止观章》。[59]说明“止观”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占有重要性。“止”意为寂静（zhi gnas），是指一切深层修行佛法者需要达到的三摩地境界；“观”指慧观或胜观（lhag mthong），是一种亲证“空性”的智慧正见。就道次第修行而言，做到“止观双运”，等于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或境界。

总之，《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部佛法中极为深奥的经典论著，又是佛陀所有教诲的精髓，不仅持有实修性质的传承，而且具备最完整的修行方法和过程，从初学入门到最终成就佛果；同时，它不只是教导修行的方法，而且是智慧与方法的交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的圆满结合，为广大僧俗信众开辟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学佛路径；先用佛教显宗教理论述，后用佛教密宗体悟归结，从而构建了从凡夫到成佛的修道次第。

2.《密宗道次第广论》

藏历第七绕迥火狗年（1406），宗喀巴大师在西藏沃德贡杰（vod de gung rgyal）的拉雪强巴林寺（lha zhol byams pa gling）撰写了《密宗道次第广论》，这是继《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后推出的一部专门论述密宗义理和实践的巨著，也是宗喀巴大师继承以阿底峡尊者《菩提道灯论》为代表的佛学思想和修学次第而创作的重要论著之一。当时促成宗喀巴大师撰写这部论著的因缘和合和大致情形，史书记载：

造密宗大论的情形。师住迦索浦时，亲见圣龙树、提婆、佛护、龙菩提、月称、无著弟兄、陈那、法称、德光、释迦光、自在天慧、严住持、莲花戒、无畏生等诸大班智达，因陀罗菩提王、大婆罗门萨罗诃、阿阇黎卢伊巴、直布巴、黑行者等诸大成就大德现身，师意定中所现，无足重视，请问于文殊。文殊回答：“此定中所现非是平常，应殷勤启白，依诸大师的这些典籍，成广大利益一切自他的缘起。”此后住在沃德贡杰的拉雪强巴林寺，承蒙文殊指示说：“可造龙菩提论师的《建立次第》疏解，有大利益。”遂立即造之。在疏论中曾说：“总于《五次第》的要义，别于第三次第《幻身》的修法等方面的问题已在《吉祥密集根本解释续》和圣五父子疏释所讲不共义的粗分之理中得到彻底圆满的解决，但至今已有十余年，未能宣说，现在亦只略说其少分。”当住在强巴林寺时，由于郊乔白桑译师的劝请，尤其是吉祥帕莫主巴的摄政、京俄·索南桑布的劝请，乃造能显明四续部圆满道体的大著《金刚持道次第论》，大师自云：“往昔住迦索浦时依诸成就大德和无畏生著述，唯说愿能成就大利。但以著作之时太急，未能长久祷白，仅此没有其他特殊理由。”[60]

宗喀巴大师撰写《密宗道次第广论》的宗旨和目的，笔者在该经论的第一章中首先向广大读者作了表白：“若有殊胜大乘种性，为善知识之所摄受，于诸共道已善修持，由大悲心最极发动，急欲救度漂流生成诸有思者；则当趣入甚深捷径金刚大乘，速疾施与一切有情唯一依处佛世尊果。故此当说大金刚持道之次第。”[61]由此可知，《密宗道次第广论》是宗喀巴大师专门为那些在佛法上已取得一定成就，但还可继续提高的高僧大德而创作的一部高层次的经论。其对象必须具备三项最基本的条件：第一，有殊胜大乘种性，第二，为善知识之所摄；第三，于诸共道已善修持。故称“持金刚道次第”（rdo rje vchang chen povi lam gyi rim pa），或称“持金刚道次第开显一切密要论”（rdo rje vchang chen povi lam gyi rim pa gsang ba kun gyi gnad rnam par phye ba）。[62]所谓“金刚乘”，即“密宗”，是以实践修炼为主的佛法；而“道”乃指趣证佛果所必须经历的修学途径；“次第”意为修学佛法必须经过不同阶段，如自下而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简言之，《密宗道次第广论》非人人可修持。

至于《密宗道次第广论》的要义，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能显明四续部圆满道体的大作《金刚持道次第论》。”[63]可见宗喀巴大师在其大作中主要论述了密宗四续（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对此，吕澂说：

其说密乘，大体同于灯论，以为六度止观因为显乘修行阶次，但自显密一贯之义言之，则又属显密相共之道。由此基础，乃应决定入于密乘，而疾速圆满二种资粮。其初仍须施供阿阇黎得其欣悦，授之灌顶，而后获有学法堪任等。此均从阿底峡之说也。至于修学次第，判为五品：初第一品清净菩提心，与显相共。次第二品，四类灌顶，则悉通于四部密典。次第三品，守护律仪及三昧耶。律仪为菩萨共戒，如菩萨地及集菩萨学处论所说，十八重四十六轻等。其三昧耶为不共戒，依各种咒典有多异说。次后成熟根器则有第四品生起次第，悉地解脱则有第五品圆满次第，要以无上瑜伽时轮密集诸法为归。[64]

以上引文是吕澂对《密宗道次第广论》的内容结构进行研究后所得出的论断，认为该经论主要继承了以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为代表的佛学思想和修学方法。但同时吕澂又指出：“至于密乘，阿底峡无上瑜伽极于胜乐，宗喀巴则推尊时轮；又阿底峡分析密典为七类，宗喀巴则约为四部；是皆从后来之说（如布顿等说）而大有改易矣。”[65]说明宗喀巴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在阿底峡尊者的学说基础上有所开拓和发展。因此，宗喀巴大师的佛教显密学说有别于阿底峡尊者，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思想和佛学观点。可以说，宗喀巴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并不完全遵从于阿底峡尊者的佛学观见，而是具有自己的学说体系或独到见解。

总之，《密宗道次第广论》是一部以密宗四续为通往悉地解脱次第的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藏传佛教密宗经典著作。它不仅对密宗四续的修习次第、仪轨、方法、法器使用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而且厘清了密宗的历史渊源、派别传承；同时，介绍了密宗领域的诸多本尊神佛和菩萨，在藏传密宗同类经论中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等特质，是藏传佛教密宗领域最权威的宝典。

（三）建寺立宗

藏历第七绕迥土牛年，即明永乐七年（1409），宗喀巴得到西藏地方帕主第悉政权阐化王·札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1374—1440）的支持和资助，在拉萨大昭寺首次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祈愿大法会，藏语称“摩兰钦莫”（smom lam chen mo），法会自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当时参加的僧侣达万人，观光朝礼俗人达几万人。祈愿大法会的成功举办，使宗喀巴在广大僧俗信徒中赢得巨大的个人声誉，随之他的宗教威望和社会地位迅速提升。

是年，宗喀巴大师又得到帕主第悉政权属下的贵族仁青贝（rin chen dpal）和仁青隆布（rin chen lhun po）父子的大力赞助，宗喀巴在拉萨以东偏北的卓日沃齐（vbrog ri bo che）山腰创建甘丹尊胜洲（dgav ldan rnam par rgyal bavi vgling）道场（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境内），简称“甘丹寺”（dgav ldan dgon pa）。之后，宗喀巴以甘丹寺为基地，整顿藏传佛教秩序，改革藏传佛教弊端，尤其倡导出家僧人严守佛教戒律。宗喀巴早在31岁时就以振兴佛教戒律为己任，头戴持律者所戴的黄色僧帽，以严守佛教戒律之标志，后来格鲁派僧人都戴黄色僧帽。针对当时不少僧人轻视经教、不务理论的次第学习、以专修密法为终身目标的现象，他提倡出家僧人遵循佛教显密宗的修学次第，先研习显宗教理，后修学密宗实践。同时，宗喀巴要求出家僧人必须住寺过纯粹宗教生活，严禁僧人娶妻生子，参与世俗社会。最终宗喀巴以噶当派教义为立宗之本、中观应成派为本宗之思想观见，并综合各派学说之长，亲自修行实践为证验，建立了新的佛学体系，遂形成格鲁派（dge lugs pa），即善规派。

宗喀巴在构建寺院教育体制的过程中，不仅富有创见性地将五部大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寺院内建立了学科分类、高低分层的教育机制。宗喀巴根据五部大论的相互关系和内容深浅不同等特点制定学习规划：首先学摄类学，其认为摄类学或释量论是开启一切佛学知识之门的钥匙；其次为般若学，其认为般若学是佛学的基础理论；之后为中观学，认为中观学是建立佛学观点的理论基石；而后为俱舍论，其认为俱舍论是领会小乘之因、道、果理论的权威经典；最后是戒律学，其认为戒律学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学的历史和规则，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经典理论。

从佛学见、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见”是在中观学和因明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乘之“行”则在般若学中阐述或体现；小乘之“见”和“行”都在俱舍论中阐述或体现；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小乘之“修”则在“见”和“行”的阐释中涉足。所以，学习五部大论，将会使学习者明辨大小乘在见、修、行上出现的细微差异或不同观见，与此同时，有助于其理解佛教四大宗派中逐次升华的佛学思想。

可以说，宗喀巴在融会贯通五部大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寺院教育体制，是一种系统掌握佛教三藏的颇具科学性的修学体系。这一教育体制后来在格鲁派各大寺院中普遍推行，并且对藏传佛教其他宗派的修学体系亦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四）著名弟子

藏历第七绕迥土猪年（1419）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在驻锡地甘丹寺圆寂，享年63岁。其情景在《如意宝树史》中有描述：

大师异熟之身入定，如持金刚入灭，呈孺童子相，肤色红黄，戒香四飘，虚空明净，虹光回旋，空中器乐声响，花雨纷纷等，出现多种奇兆。[66]

宗喀巴圆寂后，造银质灵塔，供于甘丹寺。《如意宝树史》记载：

丧葬修供佛事刚一结束，为使大师的事业不致中断，委任十难论师达玛仁钦为大师法座的代理人（贾曹），继后将大师遗体完整地殓入旃檀宝筮，面朝东北方而坐，其银制灵塔名曰“利见塔”（大慈法王所献帐内），至今供奉于噶丹寺，为该地一切众生之供养所依，所谓“五供节”的供养亦由此而来。[67]

宗喀巴作为一代宗师，后人冠之以“文殊菩萨”之化身和“第二佛陀”之尊号，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格鲁派将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法定为纪念宗喀巴大师的最隆重的佛教节日。

宗喀巴的嗣法弟子，如同满天繁星，数不胜数，不乏佼佼者。后世格鲁派高僧大德作了形象的比喻和严谨的分类：

从上部阿里至下部汉地，弟子如鹅群聚之于莲池，其主要的及门弟子如佛祖之八大近侍弟子、二胜弟子、五比丘、八万天众、七代付法藏师等，博学而获有成就，所击显密大法鼓声响彻三千世界，住持寺庙禅院，聚会僧徒广如大海，著述善言，亦广无边。其中，如天界如意树果实累累，庄严以才识精湛、德行谨严、心地善长三者，修证功德满装心续之库，如此金山一般的主要亲炙弟子有互传法缘四上师、内心传一弟子、二上首弟子、中期收纳的八大清净弟子、最初收纳的四弟子、耳传三弟子、显扬佛教二弟子、弘广事业七弟子、七明灯弟子、七菩萨弟子、被国王奉为帝师的三弟子、四智者弟子、护持边地佛教七大旗弟子、二译师弟子、六护地法王弟子、十二持教弟子、二空行法裔弟子、二奇士弟子、八京俄弟子、八大上师弟子、七位钦布弟子、十四难论师弟子、六持律尊者弟子、五具证悟弟子、四法座弟子等。总之，上自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十三万户，下部三“多”地域的十万名智士均敬奉大师，为其弟子。[68]

以上引文是清代格鲁派高僧松巴·益西班觉在其名著《如意宝树史》中概要介绍的宗喀巴众多弟子宛如群星璀璨的盛况。而且“大师之弟子皆为安住三种律仪，勤修三士道及二次第瑜伽，大击三藏四续法鼓的贤哲”[69]。其中，显密兼通者以嘉曹杰·达玛仁钦（rgyal tshab rje dar ma rin chen，1364—1432）、克珠杰·格勒贝桑（mkhas grub rje dge legs dpal bzang，1385—1438）和朵丹·绛白嘉措（rtogs ldan vjam dpal rgya mtsho，1356—1428）为代表；显宗精通者以绛央却杰·扎西班丹（vjam dbyangs chos rje dkra shis dpal ldan，1379—1449）、强钦却杰·释迦益西（byams chen chos rje shawakya ye shes，1354—1435）和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1391—1474）为代表；密宗成就者以杰尊·喜热桑格（rje btsun shes rab seng ge，1382—1445）为代表。他们在前、后藏（今西藏自治区境内）建造大型显宗、密宗寺院，建立法脉一统而多途传承的祖寺群，为推动格鲁派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宗派称谓

甘丹寺创建后，宗喀巴构建了完善的寺院教育体制，制定了严密的佛教戒律，遂形成藏传佛教诸宗派中名副其实的主流宗派，即格鲁派。该宗派最初以甘丹寺命名，称“甘丹派”（dgav ldan pa）。[70]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认为：

大师的教派名为甘丹派的起源，系出自《噶当经卷》中的授记。父法第二十六品未来授记中说：“末法教余烬，札巴者重光，成办众利乐，此为最胜处。”第二句颂文预示大师名的一部分。言最胜处，则指的甘丹巴。预示以住地名而扩展成为派名。[71]

以上引文对宗喀巴大师创立的宗派何以取名为“甘丹派”做了较详阐释，言之有理。同时，在藏传佛教界又将“甘丹派”别称“新噶当派”（bkav gdams gsar ma），认为该派主要继承了噶当派的教法仪轨，故而得其名。这一称谓自然有其来龙去脉，后来又通盘考量，将该宗派的名称更改为“格鲁派”（dge lugs pa），并成为最终的定论，相沿至今。据《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格鲁派（dge lugs pa）或名甘丹派（dgav ldan pa），乃是以驻锡地而命的名。宗喀巴大师建卓日沃甘丹尊胜洲（vbrog ri bo dgav ldan rnam par rgyal bavi glung），在他的晚年长驻该寺，故所建宗派称为法王甘丹巴宗派（chos rje dgav ldan pavi lugs）。若将此名简称则为噶鲁派（dgav lugs pa），但不顺口，遂改称为“格鲁派”，相沿成习，则成定名。[72]

格鲁派最初被称作卓日沃·甘丹巴（vbrog ri bo dgav ldan pa），而这一称谓起始于该派祖寺及其所处地名。此名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现在的称谓“格鲁派”（dge lugs pa），意为“持戒派”或“善规派”。显而易见，这一称谓体现了该宗派不同于其他宗派的殊胜之处或鲜明的宗派风格。此外，在汉文文献和汉地民间又俗称格鲁派为“黄教”，其依据源于藏文史书中的传说：

喇钦·贡巴热赛，曾于鲁梅回藏之时，将所戴黄帽取下给他并说：“你戴了此帽应当能常忆念我。”因此，过去持律大德均戴黄帽。宗喀巴大师重振律戒，为了表示这种缘起，也将僧帽染作黄色，与持律古德成为一致，于是大师的教派又有呼为持黄帽派者。有书名为《黄琉璃》中说：“此本非大师之意，因其身边门徒欲显本派异于他宗，大师顺其所请，遂以黄色为帽色。”[73]

喇钦·贡巴热赛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开拓者之一，他持有后弘期下路戒律传承，为复兴卫藏中心地区的藏传佛教戒律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其黄色僧帽象征着严守佛教戒律、重振佛教正法的宏愿。不难看出，在汉文文献中出现的俗称“黄教”，便源于黄帽派（zhaw ser pa）之传说。格鲁派作为后起之秀，产生了诸多称谓，如最初命名的“甘丹派”、别称“新噶当派”、后来确定的正统名“格鲁派”，以及汉文文献中常写的俗称“黄教”，均凸显了格鲁派与众不同的宗派风格和文化特质。

三 宗派发展

1416年，宗喀巴大师命他的弟子绛央却杰在拉萨西郊修建哲蚌寺（vbras spungs dgon）；1418年，宗喀巴的弟子强钦却杰在拉萨北郊修建色拉寺（se ra dgon）。拉萨三大寺的建立奠定了格鲁派坚实的宗派发展基础。

继拉萨三大寺之后，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1391—1474）于1447年在后藏日喀则（gzhis ka rtse）创建扎什伦布寺（bkra shes lhun po）。不久，堆·喜饶桑布（stod shes rab bzang po）在西部阿里（mngav ris）创建达摩寺（stag movi chos sde），麦·喜饶桑布（smad shes rab bzang po）在康区（khams）创建昌都寺（chab mdo dgon）。至此格鲁派在整个藏族地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寺院组织机构，并以后来者居上之态势发展，到16世纪初格鲁派已在整个藏族地区初具宗派势力和发展规模。

（一）哲蚌寺的创建

藏历第七绕迥火猴年，即明永乐十四年（1416），宗喀巴大师的著名弟子绛央却杰·扎西班丹（vjam dbyangs chos rje bkra shes dpal ldan，1379—1449）在内邬（snevu）宗本（长官）南喀桑布（nam mkhav bzang po）的资助下，在拉萨近郊创建哲蚌寺（vbras spungs dgon）。该寺具体位于拉萨西郊的根培乌孜山（dge vphel dbu rtse）的南山坳里，其建筑巧妙地利用山坳里一片慢坡地，逐层建造，殿宇连接，群楼耸峙，规模宏大，雄伟壮丽；从远处望去，白色建筑群仿佛在山野中堆积的雪白大米，因而命名为“dpal ldan vbras spungs phyogs thams cad las rnam par rgyal bavi gling”（班丹哲蚌确坦结勒南贝杰威林），意为“吉祥米聚十方尊胜洲”，简称“哲蚌寺”。

绛央却杰·扎西班丹出生于西藏山南桑耶地方的一个富裕家庭，幼年在泽当寺出家，曾在觉摩隆（skyor mo lung）等寺学法，后来从宗喀巴师徒前受比丘戒。他的记忆力超强，诸如《大般若》（phar phyin chen mo）、《华严经》（mdo phal po che）等佛经，都能强记硬背，凡是讲演或辩论，随口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具有非凡的讲经说法的才能，成为宗喀巴的得意门徒之一。

绛央却杰·扎西班丹在初建哲蚌寺的过程中不仅得到很多贵族和富商的出资相助，而且富家子弟踊跃出家到哲蚌寺学经。所以，哲蚌寺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绛央却杰·扎西班丹担任哲蚌寺第一任法台（住持）直至去世，长达三十多年，他大力传扬宗喀巴显密兼容之佛学思想，尤为注重显宗教理之系统研习。

哲蚌寺初期建有七大扎仓（学院）：罗赛林扎仓（blo gsal gling grwa tshang）、郭芒扎仓（sgo mang grwa tshang）、德阳扎仓（bde yangs grwa tshang）、阿巴扎仓（sngags pa grwa tshang）、夏果扎仓（shag skor grwa tshang）、杰巴扎仓（rgyas pa grwa tshang）和杜瓦扎仓（vdul ba grwa tshang）。后又将夏果扎仓、杰巴扎仓并入罗赛林扎仓，杜瓦扎仓并入郭芒扎仓，遂形成四大扎仓格局。其中除阿巴扎仓学僧专门修持密法和举行密宗仪式外，其余三大扎仓均为攻读五部大论为主的显宗学院。

哲蚌寺各个扎仓中设立扎仓、康参和弥参三级部门，扎仓下设立康参，康参下设立弥参。所以，每个扎仓中又有许多“康参”（khams tshan）。正如史料记载：

扎西郭芒扎仓下属有16个康参，分别是哈东康参、桑罗康参、贡日康参、巴德康参、恰热康参、扎聂康参、日扎康参、曲桑康参、切巴康参、阿里康参、松曲康参、泰布康参、达布那康参、嘎新康参、鲁本康参、雄巴康参。

罗赛林札仓合并夏果日扎仓、杰巴扎仓和杜瓦扎仓后，其下属有24个康参，分别是擦瓦康参、社霍康参、工布康参、普冈康参、年日康参、藏巴康参、弥雅康参、邦布康参、泽当康参、措康康参、洛巴康参、乌堆康参、嘉绒康参、帕热康参、绒布康参、杰巴康参、札巴康参、丹巴康参、白土康参、果乌康参、聂果康参、郎康参、古格康参、嘉康参。[74]

以上是哲蚌寺郭芒扎仓和罗赛林扎仓两大学院下属的康参，总共40个康参，如此众多的康参，在藏区一般寺院中极为罕见。特别是从以上众多康参的称谓中可以了解到“康参”的机构组织以同乡僧人为基础，也就是以同一地区的僧人为单位在一起建立康参，以不同故乡的地名为各自“康参”的称谓。因而各个“康参”具有不同区域性的特征，其管理体制则类似于各个扎仓，采取堪布负责制，故在此不再赘述。

在“康参”中又设有许多“弥参”（mi tshan），这既是康参的下属单位，又是哲蚌寺机构中最基层的组织单位。也可以将其界定为寺院机构体制中的四级部门。正如史书记载：

哈东康参下属有9个弥参，分别为赞布弥参、霍弥参、居切弥参、土尔扈特弥参、措帕弥参、郭隆弥参，以及瓦叙弥参内部又包括3个弥参。

桑罗康参下属有兰巴弥参、年布弥参、喀尔喀弥参和鹏都弥参4个弥参。此外，又有博巴府弥参和嘎东弥参2个弥参是没有归属任何康参的独立弥参。[75]

以上是哲蚌寺郭芒扎仓下属哈东康参和桑罗康参两大康参所属的各个弥参，从中可以了解到除了13个弥参分别归属两大康参外，还有两个弥参作为相对独立的弥参直属郭芒扎仓。

从管理体制上看，各个“弥参”作为哲蚌寺的基层组织单位，其内部实行“格干”（dge rgan，意指师傅或老师）责任制。哲蚌寺假设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那么每个“弥参”就是其中充当社会细胞的家庭，而“格干”则是负责管理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

从历史上看，哲蚌寺是藏族地区规模最大、寺僧最多、级别最高的佛教大僧院。而且，自第二世达赖喇嘛确立为哲蚌寺大活佛后，哲蚌寺又成为第三世、第四世、第五世达赖喇嘛的驻锡地；同时，哲蚌寺亦是西藏噶丹颇章政权的策源地。所以，哲蚌寺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教地位。

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1476—1542），后藏达那地方（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人，自幼在民间被传为根敦珠巴的转世灵童，后得到扎什伦布寺诸位高僧的普遍认同，10岁时（1485）迎往扎什伦布寺，剃度出家，授戒传法；21岁（1495）在哲蚌寺受比丘戒；34岁（1509）朝礼拉姆拉措（lha mo bla mtsho）圣湖，始建曲科杰寺（chos vkhor rgyal，位于今西藏林芝地区加查县境内）。《如意宝树史》记载：

梅朵塘（me tog thang）的曲科杰寺（chos vkhor rgyal），是至尊根敦嘉措年三十五时所建，造弥勒佛大像等众多三所依。此寺的建立与预言相符合。[76]

根敦嘉措十分关心曲科杰寺的建设和发展，“到夏天的六七月，他都要到曲科杰寺和三百多名僧人一起住夏，并组织进行曲科杰寺的后续修建工程，增修扎仓的经堂和僧舍等，同时给僧众讲经，到十月份才返回拉萨。1523年夏天，在曲科杰寺兴建了一尊高二十来米的弥勒佛铜像。在他的关心和组织下，曲科杰寺在这一时期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前藏地区格鲁派的著名大寺院”[77]。至于曲科杰寺的规模，有关史书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曲科杰寺有五个显宗扎仓，即常住寺内的细哇（gzhi ba）扎仓；“文殊七传士”的第六位洛追丹巴所建的达波扎仓（dwags po graw tshang，330人），第五任上师俄哇·洛色谢宁时将达波扎仓献给根敦嘉措；尊者根敦嘉措年67岁时，因从阿里来了许多出家人，遂于加地（rgyal）建立僧院，名阿里扎仓（mngav ris graw tshang，240人）；密咒噶哇扎仓（sngags pa sgar ba grwa tshang，64人），居巴·敬巴贝的弟子贾蔡巴·桑杰仁钦建，献给根敦嘉措；至尊索南嘉措为“敬事”（sku rim sgrub mkhan）而建的南杰扎仓（rnam rgyal grwa tshang），从第一任上师格敦诺桑起开展各种显学的讲闻。噶哇、达波二扎仓在学经期间，每年前往沃、达、埃（vol dwags Ae）三地讲闻学习。南杰扎仓后来依止自在天、大曜（gzav chen）等，勤以施放咒语密术为主，因此在喇嘛仁波切班盖增巴时期，准噶尔军队杀害西藏拉藏汗，并摧毁了大部分宁玛派寺院，并将南杰扎仓的僧人放逐到泽塘，后南杰扎仓解体。现今由第斯香康钦巴在居噶建南杰扎仓。[78]

由于曲科杰寺由第二世达赖喇嘛亲自创建，历辈达赖喇嘛担任名誉寺主，并且，曲科杰寺所属的达布扎仓、阿里扎仓、南杰扎仓等扎仓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尤其南杰扎仓颇有宗教影响力，故南杰扎仓后来遭到准噶尔军队的破坏，不久又得到完全修复，依然在宗教仪轨或法事活动上发挥着特殊功能。有学者认为：兴建曲科杰寺的成功，的确给根敦嘉措带来了极高的荣誉和威望，使他的佛教事业和人生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时常感受到仁蚌巴和噶玛噶举派势力压制的格鲁派的僧俗大众从根敦嘉措的身上看到了复兴的希望。[79]
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36岁时（1510）出任扎什伦布寺第五届法台（住持），达六年之久。他主讲《释量论》（tshad ma rnam vgrel）、《俱舍论》（mdzod）、《般若十万颂》（phar phyin）、《密续注疏》（gsang vdus rgyud vgrel）等显密经论，在佛学领域颇有造诣和建树；[80]43岁时（1517）出任哲蚌寺第十届法台；44岁时（1518）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恢复了格鲁派高僧主持祈愿大法会的特权。是年，帕主第悉法王政权首领阿旺扎西札巴（ngag dbang bkra shes grags pa，1488—1567）向根敦嘉措赠送他在哲蚌寺的官邸（rdo khang sngon mo），确立其哲蚌寺第一大活佛身份；52岁时（1526）兼任色拉寺法台。从此根敦嘉措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声望与日俱增，进一步稳坐格鲁派第一大活佛宝座。

根敦嘉措作为宗喀巴大弟子根敦珠巴的转世活佛，即第二世达赖喇嘛，他不负众望，不仅建寺传法，拓展了格鲁派的发展空间，而且著书立说，培养嗣法弟子，成为一代卓有宗教成就的格鲁派高僧。据《如意宝树史》记载：

根敦嘉措的著作有《现观庄严论释》、《入中论释》、《究竟一乘宝性论释》、《辨了义不了义释》、《文殊名称经释》及因明、律学方面的释论，尚有本尊法王修法类、宁玛古日息扎（rnying mavi gu ru zhi drag）等多种。根敦嘉措的弟子有班钦·索南札巴、桑浦·却拉沃色、强孜巴·曲郡嘉措、夏尔巴·官达、止寺的二法门、加色谢热浦等人，水虎年三月初八日根敦嘉措去世，时年六十八岁。[81]

根敦嘉措成为哲蚌寺大活佛后，既推动了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稳步发展，又维护了哲蚌寺作为格鲁派第一大僧院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根敦嘉措的佛学著作和嗣法弟子在扩大格鲁派影响和推动格鲁派发展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n nams rgya mtsho，1543—1588），前藏堆垄地方（今拉萨市堆垄德庆县）人，4岁时（1546）被认定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迎往哲蚌寺，接受高规格、严要求的寺院教育，7岁（1549）受沙弥戒；10岁（1552）继任哲蚌寺法台（住持）；11岁（1553）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16岁（1558）出任色拉寺法台。22岁（1564）受比丘戒；之后，云游前后藏佛教圣地，并在扎什伦布寺、纳塘寺、萨迦寺等大僧院讲经传法，声望日隆；返回哲蚌寺后，修缮自己的府邸，更名“噶丹颇章宫”（dgav ldan pho brang）。

藏历第十绕迥铁龙年，即明万历八年（1580），第三世达赖喇嘛至理塘（li thang）、巴塘（vbav thang）和芒康（mar khams）等地传法，兴建理塘寺，又名长青春科尔寺（位于今四川甘孜州理塘县）；是年，受到云南丽江木氏土司的邀请，未能成行；翌年，至昌都强巴林寺讲经；万历十一年（1583），第三世达赖喇嘛至西宁，倡建塔尔寺弥勒殿和讲经院；万历十三年（1585），他亲赴蒙古地区，弘宣佛法，利乐众生；万历十五年（1587），在蒙古各部继续讲经传法，盟长皆带头皈依格鲁派。翌年，第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喀喇沁部牧场（喀尔敖图漠地方）圆寂。遗体在当地火化后，取舍利分别在蒙藏地区建塔纪念。[82]哲蚌寺作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的驻锡地，在寺内造银质灵塔供奉。

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ldan rgya mtsho，1589—1616），出生于蒙古汗王家族，系俺答汗（阿勒坦汗）曾孙，成为达赖喇嘛世系中唯一的非藏族人。藏历第十绕迥水龙年，即万历二十年（1592），拉萨三大寺和地方官员代表往蒙古地区认定转世灵童；万历三十年（1602），三大寺复遣高僧赴蒙古迎请第四世达赖喇嘛进藏；翌年，在热振寺举行坐床典礼，后驻锡哲蚌寺，师从高僧系统修学佛法，并与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1570—1662）建立师徒关系。万历三十二年（1604），第四世达赖喇嘛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万历四十二年（1614），第四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出任哲蚌寺和色拉寺法台，继续推演格鲁派佛学思想和教规礼仪。万历四十四年（1616），第四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噶丹颇章宫英年早逝。遗体火化后，舍利分往蒙古喀尔喀和土默特部等地多处供奉，哲蚌寺造银质灵塔。

（二）色拉寺的创建

藏历第七绕迥土狗年，即明永乐十六年（1418），宗喀巴大师的著名弟子强钦却杰·释迦益西（byams chen chos rje shakya ye shes，1354—1435）在拉萨近郊创建色拉特钦林寺（se ra theg chen gling，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郊），简称“色拉寺”（se ra dgon）。

强钦却杰·释迦益西出生于拉萨蔡公堂地方一个官宦人家，系蔡巴家族；自10岁开始，在父亲的督促下，守持佛教戒律，学习佛教经典。由于其记忆超群，能背诵大段经文，12岁时在蔡公塘寺受戒出家为僧，取法名为释迦益西；自18岁始走访卫藏（dbas gtsang）各大名寺，广拜高僧大德为师，深入修学佛教经论。后来得知宗喀巴大师知识渊博、戒律严明，即拜宗喀巴为师，系统学习五部大论及大、小五明学科，并受比丘戒。在宗喀巴的教导下，释迦益西潜心研习佛法，在佛学上取得成就，尤其是他出众的辩才，颇受宗喀巴的赏识，因而他享有“辩才无碍”之声誉。

明永乐年间，宗喀巴大师受到明成祖朱棣的高度重视，明成祖于永乐六年（1408）、十一年（1413）先后两次派遣使者携御制佛像及许多礼品，诏请宗喀巴大师进京。当时，宗喀巴大师既忙于弘法事业，又年迈体弱，便复信请求明成祖对自己不能奉诏予以谅解，同时派遣“机缘成熟”的大弟子释迦益西作为代表赴南京。有关文献记载：

永乐十一年（1413）十一月二十五日，释迦益西一行数百人从山南启程，风餐露宿，不远万里，经朵甘思到成都。在这里，遇见了特地赶来迎接的以太监胡荧为首的欢迎代表，他们带来了圣谕和各种贵重礼品。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释迦益西等终于到达南京。为迎接他们，城门口彩桥横空，专设的巡礼过道，蔚为壮观，场面十分隆重。同月二十七日，释迦益西前往皇宫朝见明成祖。明帝鉴于释迦益西旅途劳累，免予跪拜，还赐坐、赐茶、赐宴，进行了亲密的交谈。此后，释迦益西即遵谕旨，在京举行了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传教收徒修建寺庙。时逢明成祖寿辰，他大做法事，据说还为其做长寿灌顶仪式。明成祖对他十分赞赏，礼遇非常，多次设宴款待。明成祖登坐之时，释迦益西亦可随之登座，位在群臣之上。[83]

永乐十三年（1415），释迦益西受封“妙觉圆通慈悲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名号，同时，明成祖还向他特赐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后来释迦益西在法事活动期间常戴这顶僧帽，成为他在宗教上具有至高地位的一种象征性宝物。是年，释迦益西离开南京，前往蒙古、五台山等地讲经说法。

永乐十四年（1416），释迦益西从五台山启程，返回西藏。行前，明成祖又赐给他大量礼物，包括佛经、佛像、绸缎、金银器皿等。其中以御制《甘珠尔》一部（108函）最为稀世珍宝，卷首系以金粉书写而成，每函附有《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及《御制后序》。

释迦益西抵达西藏后，首先到甘丹寺向宗喀巴大师敬献从内地带来的大量礼物，包括丝织十六罗汉唐卡和镶嵌珍宝的银质曼陀罗。宗喀巴大师对大明皇帝甚为感激，专门创办了“甘丹唐卡节”，以此报恩。

永乐十六年（1418），释迦益西遵照宗喀巴大师的意旨，利用明朝皇帝所赐钱财和内邬宗本南喀桑布的资助，在拉萨北郊大兴土木，开始建造色拉寺。寺内初建嘉扎仓（rgya graw tshang）、仲顶扎仓（vbrom steng graw tshang）、堆巴扎仓（stod pa graw tshang）和麦巴扎仓（smad pa graw tshang）四大扎仓（学院）。

释迦益西一直与大明朝廷保持联系，“专使往来，不绝于途”。永乐十七年（1419），明廷特派宦官杨三保赴藏向西天佛子大国师释迦益西赐给佛像、法器、袈裟等礼物。永乐二十一年（1423），释迦益西派弟子班觉龙祖至北京朝贡，并长期驻京为皇帝经师。有关文献记载：

释迦益西代表宗喀巴大师赴内地之行及创建色拉寺使他在蒙藏地区声名远扬。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即位后，再遣礼部尚书胡荧为专使携金册、诏书及礼品往藏召请释迦益西。他接旨后，欣然从命。临行时，将色拉寺大权交于十难论师达杰桑布。此时，释迦益西已届古稀之年，但他不畏山高路远，再次踏上进京之路。宣德四年（1429）十月一日，释迦益西在弟子阿摩嘎、索南西绕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北京，担任御前经师。在京期间，他为宣宗皇帝、皇后及大臣们举行了密宗灌顶的仪式。他还在北京嵩祝寺以东的法渊寺为明宣宗的祖父“荐福”。释迦益西不仅是佛学大师，且精通医术，曾为宣宗皇帝治愈了重病。除在朝廷服务外，他还经常到各地建寺说法，弘扬佛教，在内地建起了格鲁派的第一批寺院，据说五台山就有他修建过的五座黄教寺院。[84]

明宣德九年（1434），明宣宗令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荧持节前往释迦益西的驻地，颁赐御制法轮、金印，封他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藏语为“byams chen chos rgyal”（强钦却杰），人们多称藏语名。他的弟子阿摩嘎、索朗西绕也被封为“大国师”。[85]
明宣德十年（1435），释迦益西在返藏途中经青海卓摩喀（mdzo mo mkhar）讲经传法时圆寂，享年82岁。明朝敕令在其圆寂地建造寺院，赐名“弘化寺”，存放其舍利，永久纪念。

色拉寺在初期发展阶段分有五个扎仓（学院），后又形成两大扎仓，即切巴扎仓（byes pa）和麦巴扎仓（smad pa）。据史书记载：切巴扎仓先是绛央却杰弟子莫赛巴·洛卓仁青僧格住持哲蚌寺时，有一类学人修持邪法，彼生厌恶，遂去色拉寺。其贤达弟子百人多亦随他前往，便长期留住，遂形成切巴扎仓。[86]洛卓仁青僧格（kun mkhyen blo gros rin chen seng ge）门下弟子念顿·班觉隆珠（gnyal ston dpal vbyor lhun grub，1427—1514）时期，色拉寺内的嘉扎仓和仲顶扎仓等学僧纷纷并入切巴扎仓，使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色拉寺中最大的扎仓，在僧众中具有很高声誉，后来仅其下属康参（khams tshan）和弥参（mi tshan）就达17个。麦巴扎仓，由尊称贡钦·绛曲本（kun mkhyen byang chub vbum）、名绛曲维赛（byang chub vod zer）的色拉寺高僧建立并逐渐发展壮大。切巴和麦巴二扎仓产生了许多德学兼优的著名学僧。

色拉寺学僧学经内容和步骤同甘丹寺和哲蚌寺基本相同，先学显宗，后学密宗。显宗主要以格鲁派教程五部大论为主，获得拉热巴格西学衔后，方可进入拉萨上、下密院研习密宗，继续在佛学领域深造。色拉寺住持（法台）相继由强钦却杰·释迦益西、达杰桑布、贡日·坚赞桑布（gung ru rgyal mtshan bzang po）、夏鲁然绛巴（zha lu rab vbyams pa）、贡钦·洛卓仁青僧格、奈丹巴（gnas brtan pa）、拉普却吉（lha phu chox rje）、念顿·班觉隆珠（gnyal ston dpal vbyor lhun grub）、班丹罗哲（dpal ldan blo gros）、嘉样·顿悦班丹（vjam dbyangs don yod dpal ldan）、佛王根敦嘉措、杰尊·却吉坚赞担任。

杰尊·却吉坚赞（se ra rje btsun chos kyi rgyal mtshan，1469—1544）是色拉寺学僧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位著名佛学家。他出生于西藏娘堆休波雄（nyang stod phyugs pu gzhung）地方蒙周琼泽（smin drug khyung rtse）官员家庭，父名囊苏索南湃（nang so bsod nams vphel），母名卓玛本（sgrol ma vbum）。却吉坚赞6岁时在洽灿（chab tshan）地方巧遇法王根敦珠巴，受到智嘉派（grub rgyal lugs）之长寿灌顶；7岁时在奈宁寺（gnas rnying）亲近贡噶德勒仁钦尊者（chos rje kun dgav bde legs rin chen），在其座前出家受沙弥戒，取名却吉坚赞（chos kyi rgyal mtshan），听闻甚深佛法，并在蒙周琼泽居留五年，攻读四难经论（dkav chen bzhi）及《菩提道灯论》；13岁时赴扎什伦布寺，拜见班禅隆柔嘉措（pan chen lung rigs rgya mtsho），师从贡钦却觉贝桑（kun chen chos vbyor dpal bzang），学习五部大论；15岁时研习《因明七论》（tshad ma sde bdun）而步入学者行列；16岁在新任扎什伦布寺法台（khri pa）的班禅益西孜摩（pan chen ye shes rtse mo）座前受听《根本律经》（vdul ba mdo rtsa）和《俱舍论》（mngon pa mdzod）；至18岁成就为精通般若、中观、因明、戒律等五部大论的论师；23岁时担任扎什伦布寺的掌堂师（dge skos），并在班阔（dpal vkhor）、奈宁等地进行然绛巴（rab vbyams）学衔辩经游学实践活动；24岁到卫藏地区，在色拉寺拜见顿悦班丹（don yod dpal ldan）尊者，在聂顿班丹伦珠（gnyal ston dpal ldan lhun grub）座前听闻《入中论疏》（rtsa vjug gnyis kyi tivkk）、《了不了义》（drang nges）、《戒律品注释》（tshul khrims levuvi rnam bshad）、《霍顿修心论》（hor ston gyi blo sbyong）等经论。之后，在色拉孜闭门研读佛教经论，博通般若经；在喜饶桑布尊者座前受比丘戒；27岁时遵照奈宁寺法主之命，又到后藏，讲授显密佛法达三年之久；43岁即藏历第九绕迥金羊年（1511），接替克珠顿悦班丹担任色拉寺切（byes）扎仓的堪布；在此期间，第巴噶尔（sde pa sgar）招集许多萨迦派格西学者，在布达拉宫和内邬庄园等处与杰尊·却吉坚赞辩经，当场尚有色拉寺、哲蚌寺诸上师观赏，结果杰尊·却吉坚赞获胜，随之声名远扬；55岁时担任达孜仁钦岗寺（stag rtse rin chen sgang）堪布。

杰尊·却吉坚赞娴熟因乘显宗和果乘密宗教理，享有“密宗大师”之称号，并荣登色拉寺第十二届法台；70岁即藏历第九绕迥土狗年（1538），代理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再次担任色拉寺法台；73岁时将色拉寺扎仓教学事务交给喜饶僧格法主，自己退居二线；耄耋之年入住德庆桑俄喀寺（bde chen gsang sngags mkhar）修养，于藏历第九绕迥龙年（1544）逝世，享年76岁。

杰尊·却吉坚赞一生维护宗喀巴大师的学说权威，阐扬格鲁派的教法仪轨，后世格鲁派高僧极为推崇并高度评价他的业绩。史书记载：

却吉坚赞是一位精通诸明的学者，很少有人能比得过他，曾造有《中观疏释》等，成为善说宝藏的论著甚多。果与释迦二人曾对大师论著加以破斥，他著论答辩，又造论为避噶玛巴·弥觉多杰所著《现观庄严论》的著述之谬误，将论呈与噶玛巴大师，师大喜，曾作赞扬。他长时讲经，弘扬宗师无垢宗风，及门甚众。[87]

杰尊·却吉坚赞著书立说，除了阐述佛教三藏经论之外，着重回答和批驳其他宗派个别高僧对宗喀巴大师论著提出的质疑，有力地维护了宗喀巴大师佛学思想的权威性，为格鲁派的持续顺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杰尊·却吉坚赞著作颇丰，以《现观庄严论解析》（bstan bcos mngon rtogs rgyan gyi mthav dpyod skor）、《辨析了义不了义之总纲·断除谬论宝鬘》（drang nges rnam vbyed kyi spyi don rgol ngan tshar gcod rin po chevi phreng ba）、《意色辨析》（bsam gzugs kyi mthav dpyod）、《入中论辨析》（dbu ma vjug pavi mthav dpyod）和《甚深空性能止谬论·消除邪见经论》（zab mo stong nyid kyi lta ba log rtog vgog par byed pavi bstan bcos lta ba ngan pavi mun sel）为代表。[88]此外，杰尊·却吉坚赞编撰的五部大论教程，成为色拉寺乃至众多格鲁派寺院的教科书，史称“色拉杰尊教程”（se ra rje btsun yig cha），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杰尊·却吉坚赞之后，色拉寺的住持（法台）相继由班钦·索南札巴（pan chen bsod nams grags pa）、却扎桑布（chos grags bzang po）、佛王索南嘉措（rgyal ba bsod nams rgya mtsho）、东科尔·云丹嘉措（stong vkhor yon tan rgya mtsho）、班钦·罗桑却吉坚赞（pan chen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和第五世达赖喇嘛等担任。

（三）扎什伦布寺的创建

藏历第八绕迥火兔年，即明正统十二年（1447），宗喀巴大师的著名弟子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1391—1474）在后藏日喀则地区创建扎什伦布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内）。该寺遂成为格鲁派在后藏地区的中心寺院。

根敦珠巴出生于后藏萨迦寺附近的贡日（gung ru）地方一户牧民家，父亲名贡布多杰（mgon po rdo rje），母亲叫觉莫南吉（jo mo nam skyid），他们共有四子一女，根敦珠巴为第三子，乳名白玛多杰（pad ma rdo rje）。由于家境贫寒，根敦珠巴5岁时，给别人家放牧山羊；7岁时，父亲去世，根敦珠巴曾去纳塘寺乞讨，被纳塘寺堪布珠巴喜饶（grub pa shes rab）收留，受了居士戒，随从嘉顿赞扎（rgya ston tsan tra）学习藏文读写和梵文（兰扎体、瓦尔都体），精通多种语言文字；15岁时，在纳塘寺以珠巴喜饶为堪布、强巴钦布洛丹巴（byang pa chen po blo ldan pa）为轨范师，受沙弥戒，正式出家为僧，取法名为根敦珠巴，后又自己加上“桑布”两字，成为根敦珠巴贝桑布（dge vdun grub pa dpal bzang po）。在此期间，他跟纳塘寺班智达·僧哈室利（sanggha shri）学习《诗镜论》（snyan ngag me long）、《藻词论》（vchi med mdzod）、《声明五种》（sgra mtshams sbyor lnga pa）等，并领受了忿怒金刚随许法等教诚，还从珠巴喜饶处领受喜金刚、宝帐怙主、药师佛等的随许法；20岁时，以珠巴喜饶为堪布、强巴钦布洛丹巴为轨范师、札巴喜饶为屏教师，受比丘戒。之后，根敦珠巴深入研读《释量论》、《般若》和《中观》等经论，参加巡回辩经。

根敦珠巴25岁时赴前藏拜高僧大德为师，继续研习佛经，有幸在温扎西多喀（von bkra shes rdo kha）地方拜见宗喀巴大师，聆听《量决定论释疑》、《辩了义不了义论》、《根本中观般若颂注释》等诸多经论，宗喀巴赏赐给他曾着之五衣一件。根敦珠巴遵照宗喀巴大师的指示，跟唐钦巴拉章·尼玛坚赞（thang chen pa bla brang nyi ma rgyal mtshan）、桑浦瓦·喜饶僧格（gsang phu ba shes rab seng ge）研习密集（gsang vdus）、大威德（vjigs byed）、红色阎罗王等密宗和因明等显宗教法。后到甘丹寺在宗喀巴大师和嘉曹杰·达玛仁钦座前研习《菩提道次第广论》及因明、般若、中观、时轮、慈氏五论等经论；从杜增巴·札巴坚赞处听讲《辩了义不了义论》、从卓萨瓦·班丹仁钦（gro sa ba dpal ldan rin chen）处听讲《戒律四论》等经论。此后若干年，他还担任桑浦寺林堆通蒙（gling stod mthong smon）扎仓堪布，先后在前藏地区留学十二年。

藏历第七绕迥火马年（1426），根敦珠巴返回后藏，至纳塘、强钦、达那日库（ri khud）等地，讲经传法。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入中论释义·善显意趣明镜》。根敦珠巴常在前后藏之间游学，既讲经又闻法。如史书记载：

根敦珠巴在他41岁的藏历第七绕迥铁猪年（1431）与喜饶僧格一起到后藏拉堆地区，讲经传法，从却顶玉嘉瓦云丹炯奈（chos sdings gayul rgyal ba yon tan vbyung gnas）听受了元音术数占卜法，并熟练掌握。他还会见了博东班钦乔列南杰，听受了二十一度母、十七度母、白度母、蓝度母、妙音天女等教法。博东班钦问他的问题，他都迅捷答出，博东班钦非常高兴，称他为“遍知一切”（thams cad mkhyen pa），由此他的全称成为“遍知一切根敦珠巴贝桑布”。此后他撰写了《释量论注疏》。他还从祥巴贡钦（shangs pa kun mkhyen）和丹萨瓦钦波慈臣贝桑（gdan sa ba chen po tshul khrums dpal bzang）那里听受了许多教法。[89]

此次根敦珠巴返回后藏，被出家僧噶波瓦迎至达那，担任日库寺法台，驻锡传法数年，建造尊胜弥勒佛像，建立祈愿法会。根敦珠巴46岁时（1436），得到释迦白瓦（shaw kya dpal ba）的资助，在强钦修建了一座精修院，命名“特钦颇章”（theg chen pho brang，意为大乘殿），他在静修院根据曾聆听宗喀巴大师讲授《量决定论释疑》之笔录和在嘉曹杰座前闻习口传之释量论注释，撰写了《因明正理庄严论》（tshad mavi bstan bcos chen po rig pavi rgyan）。48岁时（1438），根敦珠巴再次到前藏，在甘丹寺跟从强孜曲杰南喀贝瓦听受时轮等教法，还向索康·索南伦珠（zur khang bsod narns lhun grub）、京俄·仁钦贝（spyan snga rin chen dpal）、嘉央仁钦坚赞（vjam dbyangs rin chen rgyal mtshan）等高僧请教许多教法，于1440年返回后藏。史书记载：

根敦珠巴50岁时即铁猴年，与上师喜饶僧格一起再次返回后藏，在纳塘和强钦等地讲解以戒律为主的教法；在纳塘寺撰写了《戒律广论》、《别解脱律仪注疏》。此后，他在却典地方跟从大译师图结贝（thugs rje dpal）听受声明和广大经论。上师喜饶僧格在甘丹寺圆寂后，他为了给上师超荐和报答恩情，57岁即藏历第八绕迥火兔年（1447）去桑珠孜，指示温却琼达（dbon chos skyong dar）在扎玛拉章（brag dmar bla brang）塑造佛像，先建造了白度母像和金铜合金的释迦牟尼伏魔像，高12庹，此像被称为“见者获益”（mthong ba don ldan）。[90]

实际上，白度母像和释迦牟尼像成为扎什伦布寺的重要供养对象，扎什伦布寺竣工后将包括弥勒像、佛经、佛塔在内的各种佛像法物均安置在寺院，并按密宗仪轨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至于扎什伦布寺的创建过程，史书记载：

由于天神和上师授记中的指示，时缘则是根敦珠巴为超荐其根本上师杰尊·喜饶僧格建造了巨大的释迦牟尼像，为了安置此佛像，兴建了扎什伦布寺。藏历第八绕迥火兔年（1447）十月中，遍知一切根敦珠巴和施主达杰本·索南桑波一起前往兴建寺院的地点，做了盛大的净地仪轨，由该施主提供所需要的全部资财，为有48根柱子的大经堂、12根柱子的弥勒殿、6根柱子的后殿、6根柱子的度母殿、2根柱子的依怙殿以及有回廊的佛殿举行奠基。不久，这些殿堂即全部建成。[91]

以上引文讲述了根敦珠巴创建扎什伦布寺的缘起、资助者以及最初寺院规模等大致情况。扎什伦布寺是继拉萨三大寺之后建造的又一座大型格鲁派寺院，是当时在后藏地区发展格鲁派的重要基地，在格鲁派发展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至1459年，扎什伦布寺初具规模，拥有多座大小佛殿，并建立了闻思学院等三大扎仓，住寺僧侣达一千六百余人，他们主要来自后藏、阿里地区，也有少数来自尼泊尔、克什米尔等远方地区。而且，寺院扎仓等机构建制十分完善。史书记载：

根敦珠巴在世的时期，有夏孜（shar rtse）、吉康（dkyil khang）特桑林（thos bsam gling）3个讲修佛法的扎仓和26个弥参，夏孜扎仓有绰浦（khron sbug）等6个弥参，吉康扎仓有古格（gu ge）等10个弥参，特桑林扎仓有勒林（legs gling）等10个弥参。[92]

根敦珠巴自藏历第八绕迥土蛇年（1449）首任扎什伦布寺“赤巴”（住持）至木马年（1474），长达二十五年多，他一直在该寺讲经传法，推行修学佛法必须遵循道次第的教规，并注重对佛教三律仪的修持，要求僧人恪守清规戒律。

1474年，根敦珠巴在扎什伦布寺创办了正月祈愿大法会，是年在寺院圆寂，享年85岁。根敦珠巴佛学知识渊博，通晓藏、蒙（八思巴文）、梵等多种语言文字，故世人称其为“遍知一切者”（thams can mkhyen pa），其论著以《释量论注疏》、《入中论释义》、《戒律广论》、《别解脱律仪注疏》等为代表。根敦珠巴又“因兴衍黄教，远近之人，心悦诚服”，[93]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

从历史上看，扎什伦布寺规模恢宏、金碧辉煌、殿堂林立，是格鲁派在后藏地区最大的中心寺院，具有与拉萨三大寺同等的宗教地位，僧侣人数定额为四千四百名，学经僧人主要学习五部大论，即学习《释量论》六年、《般若》六年、《中观》五年、《俱舍论》四年和《戒律论》四年，学期长达二十五年。自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始，历代班禅额尔德尼住持扎什伦布寺，该寺便成为班禅额尔德尼活佛世系的驻锡地。

四 教法仪轨

格鲁派的教法仪轨基本上体现了宗喀巴大师的佛学思想和修学次第。可以认为，宗喀巴以中观应成派为正宗，以印度月称的佛学思想为依止，以噶当派的教理为立宗之本，并综合各派学说之长，建构了格鲁派的教义理论和仪轨制度。

格鲁派这一教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缘起性空”（rten vbrel stong nyid），认为宇宙一切万法皆为缘起性空，假立安名，从而否定恒常不变、绝对本有的事物。由于一切法自性本空，故业果等缘起之法，方能了知自性本空；如果自性不空，则不能生起业果等作用。又由于了知缘起之力，才能了知自性本空。这是由于自性空，方能缘起有；因为缘起有，所以自性空。

格鲁派在见修方面，认为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正法，归根结底，是由理论教义和实践证验构成，因而一切“教”的正法，则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的正法，又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为此，格鲁派提倡三藏不可偏废，三学又必须全面修习。也就是说，凡是立为佛教正法者，其见、修、行三者不可违背三藏教法；自心行持，也要随顺三学证法。同时还要具备方便智慧双运之道以及空性大悲之觉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宗教见地，格鲁派僧众力争做到对于经藏多闻深思，在大小乘的三学上认真修习；对于律藏也要尽力修习，通达戒、定二学；对于论藏也要不断研习，获取通晓诸法性相的智慧。特别是戒、定、慧三学是格鲁派必须遵循的三条修习佛法的途径，其中缺一不可。对此，格鲁派制定出具体的学习教程，如在戒学方面，主要学习《律经》；在定学方面，重点学习《现观庄严论》；在慧学方面，主要学习《中论》、《因明学》、《俱舍论》。格鲁派之所以重视佛教三学，自有其道理，认为三学中的戒学是佛教的根本，是修法的基础；而定学是约束自心、避免散逸的途径；慧学是增长智慧、不昧于解脱之道。故无戒不定，无定不能生慧。

同时，格鲁派学僧在修学佛法时，对于大乘佛教中提倡的菩提心、六度、十地等佛教修习次第或纲目极为重视和认真实践。也就是说，格鲁派以菩提心和六度作为从闻、思、修进入境、行、果的途径方法，倡导修学佛法，先发菩提心，继以修十地、行六度，并守菩萨戒，由显入密，以显为因，以密为果，依此亲证无我性空，达到佛果境界。

简而言之，格鲁派的教法仪轨中始终贯穿着缘起性空的佛学思想，其目的在通达中道实相，证悟缘起性空之理，从而断除人法二执，不起惑业，中断生死流转，最终获得不生不灭的圆满觉悟。

五 甘丹“赤巴”法位的建立

甘丹“赤巴”（dgav ldan khri ba）法位，始于宗喀巴大师，后由嘉曹杰·达玛仁钦（rgyal tshab rje dar ma rin chen，1364—1432）继任而确立。“宗喀巴大师在圆寂时，以法衣及头冠付与嘉曹杰大师，便知道师意是在传位给他。于是杜增札巴坚赞和上座仁钦坚赞等诸大弟子，遂同声启请，嘉曹杰乃领受灌顶，继登大雄狮子宝座。”[94]嘉曹杰·达玛仁钦以宗喀巴大弟子身份接受上师临终前传位，成为甘丹寺第二任“赤巴”（金座法位住持），遂确立“赤巴”法位制度。

（一）嘉曹杰·达玛仁钦

嘉曹杰·达玛仁钦（rgyal tshab rje dar ma rin chen，1364—1432），是宗喀巴大师的上首弟子，继任宗喀巴大师的法座，成为第二任甘丹寺“赤巴”（dgav ldan khri pa，住持），世人冠以“嘉曹杰”（rgyal tshab rje，意为代理法王）之尊号。从此，甘丹寺遵循宗喀巴大师的意愿，建立甘丹“赤巴”嗣位制度，而没有采纳以活佛转世的途径继任甘丹寺住持的教规。因而甘丹“赤巴”法位，是格鲁派法脉传承中最权威的嗣位宝座。

嘉曹杰·达玛仁钦的生平事迹，在《藏文典籍目录》中有简短记述：

宗喀巴大师上首弟子十论师嘉曹杰·达玛仁钦于第六绕迥木龙年（1364）生于后藏娘堆地方。在乃宁巴·仁钦坚赞座前出家。从噶希巴·仁多等为师，闻听正法甚多。后依止以萨迦仁达瓦为首之大学者多人为师，学完显密诸论，并到萨迦、桑浦、泽当等地巡回辨析新十部大论，与荣敦·释迦坚赞及大贤雅巴等萨迦诸大贤者辩论而闻名，获噶居巴之称。此后不久成为宗喀巴大师之主要弟子。五十六岁即土猪年（1419）宗喀巴圆寂后，代之升甘丹赛赤座，从此得嘉曹杰之名。任住持十一年，专注于讲经、辩论、著述，后克珠杰·格勒贝桑任住持后始卸任。六十九岁即第七绕迥水鼠年（1432）五月逝世于布达拉。他较宗喀巴年幼七岁，宗喀巴圆寂后他住世十三年。克珠杰·格勒贝桑比他年幼二十一岁。[95]

嘉曹杰·达玛仁钦是西藏后藏人，族姓为“巴氏”（rba），父亲系吐蕃大臣巴氏家族后裔，名达本巴（rta dpon pa），母亲叫觉摩喜饶玛（jo mo shes rab ma）。他10岁时到奈宁寺（gnas rnying）师从堪钦·仁钦坚赞（mkhan chen rin chen rgyal mtshan）出家，取名达玛仁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之后，师从噶西瓦·仁钦多杰（bkav bzhi ba rin chen rdo rje）、仁达瓦·宣努罗哲（red mdav ba gzhon nu blo gros）等高僧大德，修学显密教法，主要在仁达瓦座前听讲般若、因明、戒律、俱舍和中观等显教经论，遂成为仁达瓦七名“然绛巴”（rab vbyams pa，博学者）弟子之一。他在萨迦、桑浦、泽当等名寺参学辩经，其间专门与荣敦·释迦坚赞和堪钦雅巴等萨迦派高僧辩论“十难经”（dkav bcu）而出名，并获得“噶居巴”（dkav bcu pa）称号。这一藏传佛教学者头衔名称由此产生。

嘉曹杰·达玛仁钦25岁时受比丘戒，随后赴西藏前藏地区，在各大寺院访学辩经，此时传闻宗喀巴的声望，特意赴涅地热仲地方准备与宗喀巴辩经。结果被宗喀巴的学问与德行所感召，敬仰之心油然而生，遂成为宗喀巴的弟子。从此，跟随宗喀巴十二年，凡他听宗喀巴讲经，全能领会而无任何遗漏，博通显密经论。因此，嘉曹杰·达玛仁钦的学识和才能令所有人折服，特别是宗喀巴主持创建甘丹寺时，嘉曹杰·达玛仁钦成为其得力助手，具体负责工程项目，为建造格鲁派祖庭做出了巨大贡献。

嘉曹杰·达玛仁钦继任甘丹“赤巴”（金座法位）职位达11年，在此期间，他严格遵循宗喀巴大师生前制定的教规，按照律经讲经闻法，在学僧中推行讲、辩、著等修学体制，并实践“三事仪轨”（gzhi gsum phyag len，长净、安居、解制）。同时，嘉曹杰·达玛仁钦重视出家僧众对佛教律学三戒的修习和实践；在密宗方面注重对《密集》（gsang vdus）、《胜乐》（bde mchog）、《时轮》（dus vkhor）、《喜金刚》（kyee rdor）和《大威德》（vjigs byed）等续部的生圆二次第的修持和研习。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

嘉曹杰·达玛仁钦也如宗喀巴大师的事迹一样，清净了律学的讲听和三戒之实行，以此为本，兼宏《集论》、《俱舍》、《量论》、《现观庄严论》、《中论》等显教。别宏总的密乘，其中特宏《密集》、《胜乐》、《时轮》、《欢喜金刚》、《大威德》等本续讲解和二次第引导。总之宏传了藏土先德智境所未达到之处的大师所有妙论，并以自己的验证和无垢教理而为证成。如是，说法十有三载，宗师的多数亲教弟子和所有具备法缘的智者，皆油然生起景仰，恭敬礼奉，视同大师在世没有丝毫差异。他如子绍父业一般建立起大师讲修教法的宗风。[96]

特别是嘉曹杰·达玛仁钦将宗喀巴大师宣讲的所有佛学理论，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做出系统阐述，从而进一步弘扬了格鲁派的教法仪轨。为此，嘉曹杰·达玛仁钦在其众多弟子和广大信徒心目中有着如同宗喀巴大师一样的宗派领袖地位。

藏历第七绕迥铁狗年（1431），嘉曹杰·达玛仁钦委任克珠杰·格勒贝桑继承甘丹“赤巴”法位；决定自己在某僻静处专心修行。藏历第七绕迥水鼠年（1432）五月，嘉曹杰·达玛仁钦在布达拉静养处示寂，享年69岁。

嘉曹杰·达玛仁钦著作颇丰，主要有《释量论疏·解脱道明义》（tshad ma rnam vgrel gyi rnam bshad thar lam gsal bar byed pa）、《定量论·心明疏》（bstan bcos tshad ma rnam nges kyi dgongs pa rab gsal）、《正理滴论注疏宝藏》（tshad ma rigs thigs kyi vgrel pa legs bshad snying gi gter）、《般若教诫论注疏明义心要》（rnam bshad snying po rgyan bzhugs so）、《中观宝注疏心要》（dbu ma rin chen phreng bavi snying don gsal bar byed pa）等各部大论的注释；还有《密集》、《时轮》等密宗方面的著述，共计八函。[97]
嘉曹杰·达玛仁钦门下弟子有热达扎西（rata bkra shes）、强巴林巴（byams pa gling pa）、仁钦贝（rin chen dpal）、杜噶瓦·札巴贝丹（vdul dkar ba grags pa dpal ldan）、罗哲贡布（blo gros mgon po）、持律·桑培瓦（vdul vdzin sangs rgyas vphel）、桑杰桑布（sangs rgyas bzang po）、洛丹巴（blo ldan pa）、班丹桑布（dpal ldan bzang po）等许多执掌佛法的大德贤者。

（二）克珠杰·格勒贝桑

克珠杰·格勒贝桑（mkhas grub rje dge legs dpal bzang，1385—1438）是宗喀巴大师的两位大弟子之一（另一位是嘉曹杰），他继任甘丹寺第三任“赤巴”，不断健全寺院教育制度，批驳教界对宗喀巴大师个别经论提出的异议，并矫正其误读。他作为宗喀巴大师唯一的心传弟子，对继承和发展宗喀巴大师的不共教法做出了巨大贡献。后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活佛。史称宗喀巴、嘉曹杰和克珠杰三人为“师徒三尊者”，在格鲁派中具有祖师或宗主地位，成为格鲁派寺院和僧众供奉的主要对象。

“克珠杰”这个名字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克”是藏文“mkhas”的音译，意为他精通显宗教理；“珠”是藏文“grub”的音译，意为他修持密宗有成就。他出生于后藏拉堆朵雄地方一个官吏家庭，父亲名贡噶扎西，母亲叫布珍嘉姆（bu vdren rgyal mo）。克珠杰小时候到萨迦寺出家，萨迦派大德桑格尖赞为亲教师、云丹沃为阿阇黎给他授予沙弥戒，取法名为格勒贝桑，先从二师学沙弥律仪；后亲近萨迦派仁达瓦·宣努罗哲（1349—1412），受学《因明七论》、《慈氏五论》、《中观理聚》和毗奈耶等，通达无碍。复从智祥上师前受欢喜金刚的灌顶，并学道果法等。尤其从索南坚赞上师座前广学显密教法，博通宗派深义，同时展露出了辩经才能。

克珠杰·格勒贝桑完成对佛教诸部大论的系统学习后，前往后藏地区各大寺院辩经立论。当他16岁时，即1400年冬，前往昂仁寺立宗辩论，巧遇博东班钦（bo dong pan chen，1375—1451）在该寺辩经。而博东班钦是一位佛学造诣很高且才华横溢的知名学僧，他甚至对萨迦班智达所著的《量理宝藏论》（tshad ma rigs gter）提出许多质疑，直接挑战萨迦派的权威学者，当时萨迦派学僧又难于论战，大家便推举克珠杰与博东班钦辩论。克珠杰·格勒贝桑以佛教正理作为有力武器，将博东班钦提出的所有论题逐条解答或驳斥，最后令博东班钦言尽词穷。虽然没有完全认输，但是博东班钦被克珠杰·格勒贝桑的辩才所折服，并造文赞颂了他。同时，克珠杰·格勒贝桑具有文学才华，他在18岁时撰写的《说法狮子文殊菩萨赞》，被后世文学家或文学爱好者作为藏族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来阅读欣赏，在藏族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藏历第七绕迥木鸡年（1405），克珠杰·格勒贝桑时年21岁，在以仁达瓦为堪布、班觉喜热为轨范师的座前受了比丘戒。之后，他常在仁达瓦·宣努罗哲处听法。1407年，克珠杰·格勒贝桑持仁达瓦·宣努罗哲的推荐信前往拉萨色拉却顶拜谒宗喀巴。克珠杰见宗喀巴大师衣食住行皆如律制，而他自己素以大学者自居，身着显贵装束，完全不合律仪，顿感惶恐愧疚。从此，克珠杰师事宗喀巴学法。宗喀巴根据克珠杰原以红色大威德为本尊，给他授予十三尊能怖金刚大灌顶，并传授以《七观察续》、《三观察续》、《四瑜伽次第》等为根本经典的大威德本尊密法。后来克珠杰·格勒贝桑在甘丹寺期间，凡经每年十月，都要聆听宗喀巴讲授大法，如白天聆听菩提道次第、中观、因明等显宗经论和密集、胜乐、喜金刚、时轮等密宗教法，到夜间又聆听密宗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要义。

克珠杰·格勒贝桑在宗喀巴座前博学所有教授之后，便返回后藏，担任娘堆绛热寺（nyang stod lcang ra）住持，宣讲格鲁派教法。由此克珠杰·格勒贝桑获得“绛热嘉巴”之称号。在此期间，克珠杰·格勒贝桑还新建一座小寺，命名“日沃党坚寺”（ri bo mdangs can），作为他静修宗喀巴所传密宗教授的场所。

1431年，嘉曹杰·达玛仁钦到后藏奈宁寺（gnas snying）时，克珠杰·格勒贝桑前往相见。嘉曹杰以他年事已高为由请克珠杰继任甘丹寺法位“赤巴”，于是二人同返前藏拉萨。当他俩到达甘丹寺时，受到甘丹寺上座仁钦坚赞等僧众的迎接礼敬。正如文献记载：“后至甘丹寺，被迎为万众智者之顶严，护持宗喀巴显密教法之法位继承人，被尊为教主。”[98]这样，嘉曹杰·达玛仁钦退位，克珠杰·格勒贝桑荣登宗喀巴的狮子宝座，使其成为甘丹寺第三任“赤巴”法台。克珠杰·格勒贝桑在位八年期间，勤于讲经、著述，每年向僧众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一遍，并传授密法灌顶及教诫。同时，他在宗喀巴大师的银质灵塔殿顶上建造金顶，成为甘丹寺第一座金瓦殿；嘉曹杰·达玛仁钦逝世后，其遗体从布达拉迎回甘丹寺火化，并建造银质灵塔，置于宗喀巴灵塔右侧。此外，克珠杰·格勒贝桑在甘丹寺新建讲经院，委任释迦室利等为教师，宣讲五部大论，弘扬宗喀巴建立的教法仪轨。1438年2月21日，克珠杰在甘丹寺逝世，享年54岁。

克珠杰·格勒贝桑著作颇丰，据初步统计，共有十二函（部）。以《宗喀巴大师传》、《现观庆严论注疏》、《释量论正理海大疏》、《显示甚深空真实义论》、《三律建立论》、《密宗道次第略论》为代表。尤其是克珠杰·格勒贝桑对宗喀巴大师的佛学思想和宗教成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深刻领会，故他在《宗喀巴大师传》中将宗喀巴大师的一生描述得生动感人，将宗喀巴大师的佛学思想剖析得淋漓尽致。后人虽撰写了多种宗喀巴大师传记，但其中没有一个超过克珠杰·格勒贝桑撰写的《宗喀巴大师传》。此外，克珠杰·格勒贝桑的《密宗道次第略论》是以宗喀巴大师《密宗道次第广论》的“略论”形式撰写而问世的，深得格鲁派学僧的重视和传扬，故称“广论”和“略论”为格鲁派密宗经论中的“姊妹篇”。

克珠杰·格勒贝桑作为一代宗师，佛门弟子众多，如文献记载：“卫藏之善知识对克珠杰大师莫不礼足崇敬，其弟子亦不可计数，主要高足有：曲吉·洛卓曲炯、夏鲁巴·勒巴坚赞、杰·喜饶森格、堪钦·索朗却珠、贡钦·帕巴沃、桑阿喀巴·曲登饶觉、克珠杰之弟帕索·却吉坚赞、拉尊巴·仁钦嘉措洛哲、京俄·洛哲坚赞、察科瓦·曲吉扎巴、曲杰·顿珠贝瓦、象雄·曲旺扎巴、奈丹·曲炯瓦等诸大学者。”[99]
（三）强孜扎仓和夏孜扎仓

克珠杰·格勒贝桑担任甘丹“赤巴”法位期间，在甘丹寺内建立了四个讲习佛教经论的扎仓（学院）。后来四个扎仓合并到强孜扎仓（byang rtse graw tshang）和夏孜扎仓（shar rtse graw tshang），甘丹寺遂只拥有两大著名扎仓。至于两大扎仓的建立或形成过程，史书记载：

强孜扎仓的创建者是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霍敦南喀贝桑布（hor ston nam mkhav dpal bzang po），此后的法座为达波钦波贡噶扎西、曲杰洛哲丹巴等人。强孜扎仓有12个康村。

夏孜扎仓是由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奈丹仁钦坚赞（gnas brtan rin chen rgyal mtshan），亦称夏尔巴仁钦坚赞创建的，其后的法座有温达哇札巴、尼玛扎等人。夏孜扎仓有11个康村。[100]

强孜扎仓和夏孜扎仓是甘丹寺的主要组成部分，既是阐扬宗喀巴大师建立的格鲁派的教法仪轨的重要基地，又是培养格鲁派高端人才和优秀法脉传承人的最高学府。故两大扎仓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建立了任职两大扎仓的法王（住持）轮流荣升甘丹“赤巴”法位的定制，每届“赤巴”任职七年。

根据史书，甘丹“赤巴”法位的继承者，与其他寺院的法台（住持）职位不同，担任此职务需要具备特别的条件，不论是不是转世活佛，也不论出生地区和出身的寺院以及年龄大小、身份贵贱、声望大小等，只要精通显密经论及讲经说法的学识，都可以担任甘丹“赤巴”。[101]有一则民间谚语说：“只要孩儿勤奋努力取得成就，甘丹‘赤巴’法位是没有主人的！”因此，甘丹“赤巴”法位成为大众学僧一生奋斗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其经过并非易事，如史书记载：“登上依怙法王金座的过程，与修法证果十地的形式相同。首先要成为我等众人的教法之宝，即出家为僧，发愿努力学法，遵守教规，进入法苑中学习。然后广泛听闻各部大论，巡回辩经，达到合格后才能进入观修，步入贤哲的行列。最后进入上下密院讲习密法，逐步升上甘丹赤巴的金座。”[102]学僧从拉萨上或下密宗院考试取得第一二名后，方有资格竞争甘丹寺强孜扎仓和夏孜扎仓两大扎仓的法王职位，升职甘丹寺两大扎仓的任一法王后，便成为继任甘丹“赤巴”法位的候选人。

（四）甘丹“赤巴”法位继承人

第三任甘丹赤巴·克珠杰·格勒贝桑之后，甘丹“赤巴”法位的继承人依次为：第四任赤巴·夏鲁巴勒巴坚赞（zhaw lu pa legs pavi rgyal mtshan）、第五任赤巴·却杰洛哲曲炯（chos rje blo gros chos skyong）、第六任赤巴·帕索却吉坚赞（ba so chos kyi rgyal mtshaan）、第七任赤巴·洛哲丹巴（blo gros bstan pa）、第八任赤巴·梅朗贝（smon lam dpal）、第九任赤巴·洛桑尼玛（blo bzang nyi ma）、第十任赤巴·益西桑布（ye shes bzang po）、第十一任赤巴·达敦洛桑札（vdar ston blo bzang grags）、第十二任赤巴·嘉央喜饶勒贝洛哲（vjam dbyangs shes rab legs pavi blo gros）、第十三任赤巴·却吉喜念（chos kyi bshes gnyen）、第十四任赤巴·仁钦维色（rin chen vod zer）、第十五任赤巴·班钦索南扎巴（pan chen bsod nams grags pa）、第十六任赤巴·却炯嘉措（chos skyong rgya mtsho）、第十七任赤巴·多吉桑布（rdo rje bzang po）、第十八任赤巴·坚赞桑布（rgyal mtshan bzang po）、第十九任赤巴·阿旺却吉扎巴（ngag dbang chos kyi grags pa）、第二十任赤巴·却扎桑布（chos grags bzang po）、第二十一任赤巴·格勒贝桑（dge legs dpal bzang）、第二十二任赤巴·根敦丹巴达杰（dge vdun bstan pa dar rgyas）、第二十三任赤巴·才旦嘉措（tshe brtan rgya mtsho）、第二十四任赤巴·强巴嘉措（byams pa rgya mtsho）、第二十五任赤巴·班觉嘉措（dpal vbyor rgya mtsho）、第二十六任赤巴·丹却班拔（dam chos dpal vbar）、第二十七任赤巴·桑杰仁钦（sangs rgyas rin chen）、第二十八任赤巴·根敦坚赞（dge vdun rgyal mtshan）、第二十九任赤巴·喜念扎巴（bshes gnyen grags pa）、第三十任赤巴·洛哲嘉措（blo gros rgya mtsho）、第三十一任赤巴·丹却贝（dam chos dpal）、第三十二任赤巴·慈臣曲培（tshul khrims chos vphel）、第三十三任赤巴·札巴嘉措（grags pa rgya mtsho）、第三十四任赤巴·阿旺却吉坚赞（ngag db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第三十五任赤巴·嘉央官却曲培（vjam dbyangs dkon cog chos vphel）、第三十六任赤巴·旦增勒谢（bstan vdzin legs bshad）。

以上是西藏地方帕主第悉法王政权时期担任甘丹“赤巴”法位的历代高僧大德，其后担任甘丹“赤巴”法位的高僧大德在第六章“噶丹颇章政权时期”中接续。

六 拉萨密宗学院的形成

拉萨密宗学院，是格鲁派学僧专门修学密宗教法仪轨的正规密宗学院。其创始人杰尊·喜热桑格在获得宗喀巴大师授予的密法传承后，初在后藏地区建立赛居（srad rgyud）密法传承，后在前藏拉萨建立下密宗学院。之后，其弟子居钦·贡噶顿珠又另建拉萨上密宗学院，遂形成既一脉相承又各自独立传承的三座鼎立的密宗学院。

（一）赛居密法传承

杰尊·喜热桑格（rje btsun shes rab seng ge，1382—1445）是宗喀巴大师众多高徒中颇有成就的知名弟子之一，尤以传扬宗喀巴密法传承著称。他主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正规密宗学院，为当时格鲁派学僧专门修学和研习密宗教法仪轨创造了最佳的客观条件。因此，杰尊·喜热桑格献身于格鲁派密宗事业的事迹，在藏文史书中不乏记载：

宗喀巴大师之弟子，犹如天覆地一般为数众多，其中亦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修持密法，并向他人宣讲者，可是真正得到《密集》（gsang vdus）口旨传授，成为密法的源泉者，便是善巧成就的喜热桑格。[103]

以上引文说明了杰尊·喜热桑格是宗喀巴大师众多门徒中最有资格传承格鲁派密宗法脉的嗣法弟子。而杰尊·喜热桑格又是如何成长为格鲁派密法传承第一人的，藏文史书记载：

他获得甚深的见地，拥有坚固的生圆禅定，得到本尊的加持，得到护法神的保佑。发大愿力，誓宏大师成就，不但掌握了大师的《密集》及《胜乐》（vkhor lo sdon pa）无余要门，而且得到许多他人未得的无有文字教授的要门。[104]

由此可知，杰尊·喜热桑格得到宗喀巴上师特意亲自传授的甚深密法，主要获得了代表父续密法的《密集》，亦得到了代表母续密法的《胜乐》；同时，他又聆受了宗喀巴大师的口传甚深密法。因此，杰尊·喜热桑格自然成就为传承宗喀巴大师密法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宗喀巴大师将杰尊·喜热桑格视为密法传承的掌门弟子，给他授权并嘱托其弘扬格鲁派密法的重任。藏文史书记载：

宗喀巴大师向杰尊·喜热桑格授记说：你无须畏惧，我已将此法付与阎摩法王。你可前往后藏，那里有山如铃下覆之状，上有修大威德的瑜伽师，他当弘扬你的教法。又有山如仰卧的罗刹之上，住有夜叉女，彼亦能弘扬你的教法。[105]

杰尊·喜热桑格遵照宗喀巴上师的授记，于藏历第七绕迥火马年（1426）携同根敦珠巴前往后藏地区，最初在强钦（byang chen）、纳塘（snar thang）、达那（rta nag）等地开讲格鲁派显宗教法，遂聚集众多学僧，形成一大扎仓（学院）规模。这个扎仓及其学僧后来成为根敦珠巴创建扎什伦布寺的基础。[106]同时，杰尊·喜热桑格在后藏积极寻求传扬格鲁派密法的机缘和环境，于藏历第七绕迥金猪年（1431）在达那山谷始讲《密集》，并产生一定影响。此时，杰尊·喜热桑格接到司都索南拜（si tu bsod nams dpal）和其夫人释迦拜（shakya dpal）的邀请，并承诺担当施主，遂赴伦布孜寺（lhun po rtse）宣讲密法，应施主和该寺上师帕威·云丹嘉措（vphags vod yon tan rgya mtsho）的请求，杰尊·喜热桑格依照宗喀巴大师的规制，在寺内建立了修曼荼罗法的事相和本续的讲听之规。之后，他又赴桑格孜（seng ge rtse）地方传法，取得巨大效果。藏文史书记载：

当地土官夫人作他的施主，亦如伦布孜一样，在该寺中建立修曼荼罗法的事相和本续讲听之规。大师所预记的夜叉女即是此夫人。住在僧格孜时，应验了大师所说的“以后自己会明白”之语。喜热桑格由自己审定知道杜拿巴（vdul nag pa）能为成立赛居派助手。一日叙座，师前右序首座为根敦珠巴法主，他的下面即都迦瓦，左序首座为杜拿巴·班丹桑布（dpal ldan bzang po）。喜热桑格问杜拿巴：“你的属相是什么？”答曰：“属马。”师说：“甚善，世间谚语说：牛死处马跳。你可往雅喜隆巴（gyag shi lung pa）弘扬密法。”遂将宗喀巴大师的衣帽授与他，杜拿巴说：“这个应归根敦珠巴法主所得，请赐我宗喀巴大师的四疏合解的《密集疏》。”领受后，遂往雅喜隆巴，又名赛隆巴之尽头，有赛甘丹颇章（兜率宫），在此建立密续扎仓（rgyud kyi graw tshang），遂产生了藏堆（gtsang stod）密宗学院。[107]

上述引文描述了杰尊·喜热桑格命他的弟子杜拿巴·班丹桑布（dpal ldan bzang po）在后藏赛甘丹颇章（srad dgav ldan pho brang）建立密宗学院的经过。这座密宗学院便是“赛居密法传承”（srad rgyud）的前身，即格鲁派密宗法脉之一。

根据有关藏文史书，杰尊·喜热桑格在赛地官人赛·仁钦孜巴（srad rin chen rtse pa）的支持和资助下，在赛甘丹颇章向众多学僧宣讲密续教诫及相关仪轨，遂形成名为“堆居”（stod rgyud）或“赛居”（srad rgyud）的密宗学院，并将密宗学院委托给弟子杜拿巴·班丹桑布住持。[108]实际上，赛居密宗学院或法脉传承是在杰尊·喜热桑格及其弟子杜拿巴·班丹桑布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产生的。

杜拿巴·班丹桑布之后，嗣法者相继有“绛央根顿培（vjam dbyangs dge vdul vphel）、多杰强·扎西帕（rdo rje vchang bkra shes vphags）、班钦·桑珠嘉措（pan chen bsam vgrub rgya mtsho）、居钦·尊哲帕（rgyud chen brtson vgrus vphags）、克珠·多杰桑布（mkhas grub rdo rje bzang po）、居钦·桑杰嘉措（rgyud chen sangs rgyas rgya mtsho）、居钦·贡却嘉措（rgyud chen dkon mchog rgya mtsho）、居钦·贡却雅培（rgyud chen dkon mchog yar vphel）等”。[109]诸位赛居密法传承人，皆为证得密宗生圆二次第的大成就者。而赛居密法传承讲授的内容，在藏文史书中有记载：

所讲本续主要者是《密集四疏》（vgrel ba bzhi sbrags）、《广略二注》（Tia ka che chung），杜拿巴造的《金刚道序》（rdo rjevi lam bsgrigs）亦列入讲授之中。复讲有名的八大教授，即《密集五次第直观教授》（gsang vdus rim lngavi dmar khrid）、《胜乐罗直之二大教授》（bde mchog lo dril gyi khrid gnyis）、《大威德四次第瑜伽》（rdo rje vjigs byed kyi rnam vbyor bzhi rim）、《时轮六支瑜伽》（dus vkhor gyi sbyor drug）、《金刚手大轮四加持》（phyag rdor vkhor chen gyi byin rlabs bzhi ldan）、《那若六法》（naw ro chos drug）、《迁识引导开启金门法》（vpho khrid gser gyi sgo vbyed）等。中间曾停止讲《金刚手大轮四加持》及《迁识引导开启金门法》二法，专讲其余六种教授。以后遂有赛居传承教规的六大教授和居麦传承教规的八大教授之称。其余尚有分支教授，即《三个六十的教授》（drug cu ba gsum gyi khrid）、《幻轮引导》（vkhrul vkhor gyi khrid）、《护摩悉地海引导》（sbyin sreg dngos grub rgya mtshovi khrid），称为三要门（man ngag），《贡布大朵玛引导》（mgon povi gtor chen gyi khrid）、《白伞盖》（gdugs dkar）等四大禳解法教授等。此外，还有以《密集》、《胜乐》、《大威德》三尊的生圆二次第为主之各种密宗要门，以及《菩提道次第教授》（byang chub lam rim pavi khrid）等许多显密甚深教授，均在此系中传承。[110]

（二）下密宗院传承

根据东噶·洛桑赤列的考证：藏历第八绕迥水牛年（1433），杰尊·喜热桑格在甘丹构建讲授密续之教规，随之出现了前藏“下密宗院”（rgyud smad）之称谓。在此基础上，杰尊·喜热桑格师徒在前藏建立了按春、夏、秋季分别讲授各类密法的不少场所。[111]
杰尊·喜热桑格在后藏传扬宗喀巴大师密法的同时，还不时到前藏讲经闻法。曾前往甘丹寺，在克珠杰座前专门聆听《时轮》（dus vkhor）和《大威德》（vjigs byed）密法，特别是他在前藏拉萨一带寻求新的弘传密宗的环境。最初在甘丹寺讲授《密集疏释》（rgyud vgrel），从而奠定了专门讲授密法的教学基础。之后，在曲弥隆（chu mig lung）建立夏季法会，在拉萨、桑鄂卡（gsang sngags mkhar）和甘丹寺建立冬季法会，并构建了专门讲授密宗教法仪轨的机制，遂形成拉萨下密宗学院的前身。藏文史书记载：

善巧成就者杰尊·喜热桑格建立赛居密法传承系后，复赴前藏，建立居麦扎仓，广讲本续之王，主要有《密集》及《八大教授》等，广为弘传，宗喀巴大师的密法教授遂得显扬。继杰尊·喜热桑格后，居巴·金巴贝（rgyud sbyin pa）继承法位，宏扬密法讲听之规，他撰有密续疏释。其后，能够绍隆此密宗法脉的大德甚多，所撰课程等著作亦不少，其中以达布·南喀扎（dawgs po nam mkhav grags）的《密集生圆二次第》（gsang vdus bskyed rdzogs）弘传最广。[112]

杰尊·喜热桑格在前藏建造讲授密法场所的同时，制定严格的研修密法的教规，学院住持推行“堪布”（mkhan po）制，向密宗弟子系统教授密宗义理及法事仪轨，从而形成居麦扎仓（rgyud smad grwa tshang，下密宗院）的八大密法教程，又称“八大教授”（khrid chen brgyad），并与赛居密法传承的“六大教授”（khrid chen brgyad）一脉相承。

杰尊·喜热桑格在他的晚年时期，还专门著书立说，给当时和后世学人留下了重要作品。主要有《集量论释》（rnam vgrel Tia ka）、《观见导论》（lta khrid）、《根本续疏》（rtsa rgyud Tia ka）等。[113]同时，杰尊·喜热桑格门下有许多著名弟子，即智者·根敦珠巴、帕威·云丹嘉措（vphags vod yon tan rgya mtsho）、居巴·金巴贝（rgyud pa sbyin pa dpal）、杰莫朗贝瓦（rje smon lam dpal ba）、杜嘎纳二人（vdul dkar nag gnyis）等。[114]他们都是精通显密、德学兼优的大师级密宗高僧，为推动格鲁派密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根据藏文史书记载：

此外，尚有桑布扎西（bzang po bkra shes）多次讲授《密集疏释》（rgyud vgrel）；上座·顿珠贝（gnas brtan don grub dpal）在洛扎建立讲解《密集明炬论》（sgron gsal）之教规；法主·达瓦坚赞（chos rje zla rgyan）在尼邓（nyi ldings）和宗曲（rdzing phyi）讲授续部密法。后来多康地区（mdo khams）发展出许多传承拉萨上下密宗学院法脉的密宗扎仓（学院），使宗喀巴大师的《密集》（gsang vdus）讲授之规推广到四方，在辽阔的区域发展兴盛。[115]

藏区各地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卓有成就的密宗传承人，他们不但宣讲密法，而且建造密宗学院，将源于宗喀巴大师的格鲁派密宗传承不断向四面八方传播和推演，逐渐遍及前后藏和多康等整个藏族地区。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曾对诸多密宗嗣法者，尤其对杰尊·喜热桑格作了高度评价：

建立扎什伦布寺显宗大讲院基础的功臣，亦是杰尊·喜热桑格。特别是他在后藏和前藏创建续部讲听之教规，至今依然在延续兴盛，传承不绝。法主·耶桑孜瓦（chos rje yid bzang rtse ba）曾说：“宗喀巴大师弟子中纳塘巴·喜热桑格的佛教事业之兴隆，无有能相比者。”这一赞扬名副其实。[116]

杰尊·喜热桑格在弘扬格鲁派密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之后，拉萨下密宗院的上师即堪布法位，由其弟子居巴·金巴贝（rgyud pa sbyin pa dpal）接任，继续推演格鲁派密宗法脉。按照格鲁派史书记载：

从此，讲授密续之上师依次有多杰强（居巴）·金巴贝、居巴·贡噶顿珠（rgyud pa kun dgav don grub）、哲沃·扎西坚赞（kre bo bkra shes rgyal mtshan）、雪多巴·喜饶桑布（zho stod pa shes rab bzang po）、苏热·嘎居巴（su ra dkav bcu ba）、罗本慈桑（slob dpon tshul bzang）、却杰·却迥嘉措（chos rgyal chos skyong rgya mtsho）、坚赞桑布（rgyal mtshan bzang po）、却扎桑布（chos grags bzang po）、达布·南喀札（dags po nam mkhav grags）、却杰·强巴嘉措（chos rgyal byams pa rgya mtsho）、阿里巴·扎西桑布（mngav ris bkra shes bzang po）、多杰强·根敦坚赞（rdo rje vchang dge vdun rgyal mtshan）、藏堆·南杰贝桑（gtsang stod rnam rgyal dpal bzang）、达隆札巴·洛哲嘉措（stag lung brag pa blo gros rgya mtsho）、吉沃瓦·阿旺曲扎（spyil bu ba ngag dbang chos grags）、赛康古杰·阿旺确吉坚赞（gsal khang sku skye ngag db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贡布·丹增勒协（kong po bstan vdzin legs bshad）、达布·却杰扎西（dags po chos rgyal bkra shes）、阿里·班丹坚赞（mngav ris dpal ldan rgyal mtshan）、潘布·丹曲南杰（vphen po dam chos rnam rgyal）、雪巴·洛桑顿悦（zhogs pa blo bzang don yod）、阿里·洛桑南杰（mngav ris blo bzang rnam rgyal）、雪达·阿旺诺布（zhogs mdav ngag dbang nor bu）、桑耶瓦·喜饶嘉措（gsang ye ba shes rab rgya mtsho）、鲁本弥尼·洛哲嘉措（klu vbum mi nyag blo gros rgya mtsho）、桑罗·金巴嘉措（bsam blo sbyin pa rgya msthao）、甘丹雪巴·班觉嘉措（dgav ldan zhol pa dpal vbyor rgya mtsho）。

现在由郭芒拉瑟·顿珠嘉措（sgo mang bla zur don grub rgya mtsho）讲授主课《四合注疏》（vgrel ba bzhi sbrags），副课《五次第明炬》（rim lnga gsal sgron）、《生起次第成就海》（bskyed rim dngos grub rgya mtsho），克珠杰的《大威德生圆次第》（vjigs byed bskyed rdzogs），达布·南喀札的《密集生圆次第》（gsang vdus bskyed rdzogs）、《本续注疏》（rtsa rgyud kyi tiaw kka）、《密集五次第》（gsang vdus rim lnga）等，学僧约三百名。[117]

以上引文中诸位高僧是格鲁派密法在前藏地区传宗接代和发扬光大的代表性人物，自居巴·金巴贝（15世纪）至郭芒拉瑟·顿珠嘉措（17世纪），历时两百多年，他们不断完善和健全格鲁派学僧研修密宗的课程和教规，最终在拉萨古城形成以拉萨下密宗院为中心的前藏密宗传承系。由于拉萨下密宗院是在前藏多处密宗讲修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密宗主寺，在其具体建立时间上，迄今尚未找到文献依据，很难得出准确无误的定论。

根据东噶·洛桑赤列的考证，16世纪之前，前藏密宗传承系以甘丹寺为中心，约在16世纪下半叶在拉萨城内建立相对独立的密宗学院，随之其中心移入新的密宗学院，成为格鲁派的正统密宗学院，史称“班丹居麦扎仓”（dpal ldan rgyud smad grwa tshang），即吉祥下密宗学院（位于今西藏拉萨老城区）。

（三）上密宗院传承

上密宗院是指拉萨上密宗学院，藏语称“居堆巴扎仓”（rgyud stod pa graw tshang），亦称“桑钦居扎堆巴”（gsang chen rgyud grwa stod pa），意即大密续部上学院。实际上，这一称谓是相对于拉萨下密宗院而言的。拉萨上密宗院亦系下密宗院传承，由杰尊·喜热桑格和居钦·金巴贝的著名弟子居钦·贡噶顿珠（rgyud chen kun dgav don grub，1419—1486）创建。按照藏文史书记载：

居钦·贡噶顿珠于藏历第八绕迥土猪年（1419）在后藏江孜乃宁（gnas rnying）地方出生，幼年在纳塘寺剃度出家，学习各种教法；在根敦珠巴座前学习《释量论》（tshad ma rnam vgrel）；在前藏格培（dge vphel）地方拜杰尊·喜热桑格为师修学《本续》（rtsa rgyud）第七章以上释论和五次第法；在哲蚌寺拜堪钦·班洛（mkhan chen dpal blo）学习《中观》、《般若》、《律论》和《现观庄严论》等大论。尤其拜居钦·金巴贝为师，系统修学了《密集》注疏和教授，从而成长为精通显密教法的大学者，遂入拉萨下密宗学院，研修密法。[118]

藏历第八绕迥木猴年（1464），居钦·贡噶顿珠46岁时，拉萨下密宗院堪布居钦·金巴贝和居巴·扎桑瓦先后圆寂，众学僧推举居钦·贡噶顿珠继任堪布，但乌泽·顿悦（dbu mdzad don yod）等实权派另任命扎西坚赞为新的堪布。为此，学院内部产生矛盾，居钦·贡噶顿珠领取“六臂怙主”唐卡（phyag drug pavi zhal thang）和嘎巴拉（ka pav la）法器，便前往前藏上部静修地，欲另立炉灶。《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曾仅见过杰尊·喜热桑格之面的乃宁巴·贡噶顿珠亦来居麦，从金巴贝听闻续释及教授。金巴贝后扎桑瓦继任，二师先后在一年内逝世，理应由贡噶顿珠继任上师，因乌泽·顿悦等推举哲乌·扎西坚赞继任上师。贡噶顿珠心中略有不满，遂取密宗院供奉的贡布怙主画像和嘎巴拉赴前藏上部。最初师徒6人，后渐次增为32人，恰巧合了《密集》诸尊数目的缘起。[119]

居钦·贡噶顿珠将门下32名师徒作为殊胜的缘起，向他们开讲续部《密集》（gsang vdus）法门。1464年，居钦·贡噶顿珠离开下密宗院，偕同甘丹寺强孜扎仓高僧贡噶扎西前往位于前藏上部的强巴林寺担任住持，讲授佛经，并在隆霄（klung shod）一带化缘，推广佛法善业，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在续部《密集》及利他事业等方面成绩斐然。大约历时十年以后，下密宗院堪布扎西坚赞升任为甘丹寺强孜扎仓（byang rtse graw tshang）法王后，该院上师喜饶桑布遂派使者到隆霄地方邀请居钦·贡噶顿珠担任下密宗院堪布，但他托梦决定，没有接任下密宗院堪布职位，而继续留在原地讲授密法。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

扎西坚赞后，虽曾迎请居钦·贡噶顿珠担任下密宗院上师，辞而未往，他在此处开讲续部《密集》。年复一年，僧徒日众。居钦·贡噶顿珠自任上师讲授密法13年，遂产生卫地的居堆巴扎仓。[120]

上文“卫地的居堆巴扎仓”（rgyud stod pa graw tshang）是指前藏的上密宗院。其创立时间，史书认为，是在居钦·贡噶顿珠56岁时，即藏历第八绕迥木马年（1474）建立的，[121]具体坐落在墨竹工卡境内，至1476年，已粗具规模。创建上密宗院之后，居钦·贡噶顿珠遵循杰尊·喜热桑格和居钦·金巴贝二位上师的教规，严守佛教戒律，亲自住持上密宗院，讲授密法达13年之久。

藏历第八绕迥木蛇年（1485），拉萨河泛滥，危及拉萨城内百姓的生命财产。当时彭萨·达隆巴（vbon sa stag lung pa）迎请贡噶顿珠举行禳灾法事活动，第二天洪水减退，避免了一场自然灾害。彭萨·达隆巴将拉萨小昭寺封赐给上密宗院作为奖赏。

藏历第八绕迥火马年（1486），贡噶顿珠在前藏上部强巴林寺圆寂，享年68岁，遗体火化后，出现许多舍利。之后，因没有及时确定密宗院上师人选，密法授课中断两年，第三年即1488年，墨竹工卡嘉玛（rgya ma）地方人拉旺仁钦（lha dbang rin chen，1446—1516）高僧升任上师职位，成为上密宗院的第二任堪布，至1499年卸任。他住持上密宗院并讲授密法达12年，于藏历第八绕迥火鼠年（1516）在沃纳寺（vod snavi dgon）圆寂，享年71岁。

拉萨上密宗院第三任堪布为却丹罗哲（chos ldan blo gros，1458—1511），他于1499年继任堪布，住持上密宗院达十三个年头，即藏历第九绕迥金羊年（1511）在噶蔡寺（ka tshal dgon）圆寂，享年54岁。

第四任堪布为班禅·索南札巴（pan chen bsod nams grags pa，1478—1554），他于1512年继任上密宗院堪布，至1524年卸任。班禅·索南札巴在13年的堪布任期内，主讲续部生圆密法，改善学僧生活条件，新建大经堂，为上密宗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际上，班禅·索南札巴是一名大有作为的格鲁派高僧，他于藏历第九绕迥土牛年（1529）荣登甘丹寺第十五届赤巴（金座法位），任职8年后卸任。之后，他又相继担任哲蚌寺、色拉寺大堪布。与此同时，班禅·索南札巴著书立说，在藏传佛教界影响颇大，撰有《密集生圆次第导论·贤者喜悦》（gsang ba vdus pavi bskyed rdzogs kyi khrid yig mkhas pavi yid vphrog）、《般若要义·明灯》（phar phyin spyi don yum don gsal bavi sgron me）、《中观要义·明灯》（dbu mavi spyi don zab don gsal bavi sgron me）、《新旧噶当派教法史·意饰壮美》（bkav gdams gsar rnying gi chos vbyung yid kyi mdzes rgyan）、《律分别说·经论骄阳》（vdul bavi rnam bshad lung rigs nyi ma）、《中观辨析·奥义明灯》（dbu mavi mthav dpyod zab don yang gsal sgron me）、《释量论疑难解说·义理明示》（tshad ma rnam vgrel gyi dkav vgrel dgongs pa rab gsal）、《律藏史》（vdul bavi chos vbyung）、《俱舍论释》（mngon pa mdzod gyi vgrel ba）、《新红史》（deb ther dmar po gsar ma）、《续部概论》（rgyud sde spyi rnam）、《阿毗达磨集论注疏》（mngon pa kun btus kyi vgrel pa）等著作。

此外，班禅·索南札巴圆寂后，嗣法弟子寻找转世灵童，建立了阿里转世活佛系统（mngav ris sprul sku rin po che），追认班禅·索南札巴为第一世阿里活佛，第二世为索南益西旺布（bsod nams ye shes dbang po，1556—1592），第三世为阿旺索南格勒白桑（ngag dbang bsod nams dge legs dpal bzang，1594—1614），第四世为珠古札巴坚赞（sprul sku grags pa rgyal mtshan，1619—1656）。

班禅·索南札巴之后，拉萨上密宗院相继由官德·南喀坚赞（sgom sde nam mkhav rgyal mtshan）、尊者·贡却曲培（rje dkon mchog chos vphel）等高僧住持。

（四）强巴林寺法脉

藏历第八绕迥火蛇年，即明正统二年（1437），史称宗喀巴边远六大弟子之一的麦·喜饶桑布（smad shes rab bzang po，1395—1457）从拉萨返回康区故里，在昌都地方（chab mdo，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镇）创建昌都强巴林寺（chab mdo byams pa gling），成为格鲁派在康区弘法的第一座寺院。昌都强巴林寺在其初期阶段，相继建立林堆扎仓（gling stod grwa tshang）、林麦扎仓（gling smad grwa tshang）、努林扎仓（nub gling grwa tshang）、库久扎仓（khu byug grwa tshang）和绛热扎仓（lcang ra grwa tshang）五大学院，并设定以研习显宗五部大论为主、修习密宗四续为辅的显密兼容的教学体制。后来强巴林寺的法事仪轨主要遵循拉萨密宗下院的教规。

昌都强巴林寺的管理体制，最初是堪布（mkhan po）负责制，根据《昌都强巴林寺志》（chab mdo byams pa gling gi gdan rabs）记载：

麦·喜饶桑布创建强巴林寺后，自任堪布，住持寺院达21年，成为强巴林寺第一任堪布（住持）；第二任堪布为香雄巴·却旺札巴（zhang zhung pa chos dbang grags pa，1404—1469）；第三任堪布为堆垄巴·粗顿南喀贝（stod lung pa mtshuur ston nam mkhav dpal，？—1471）；第四任堪布为济仲·喜热贝泽（rje drung shes rab dpal brtsegs，1427—1507）；第五任堪布为济仲·贡噶贝瓦（rje drung kun dgav dpal ba，1451—1514）；第六任堪布为济仲·贡噶班丹（rje drung kun dgav dpal ldan，1457—1540）；第七任为堪布济仲·贡噶罗哲（rje drung kun dgav blo gros，1483—1566）；第八任堪布为济仲·阿仁巴根敦扎西（rje drung sngags rim pa dge vdun bkra shes，1486—1557）；第九任堪布为济仲·弥悦宁布（rje drung mi gyo snying po，1497—1564）；第十任堪布为济仲·喜热旺布（rje drung shes rab dbang po，1500—1586）；第十一任堪布为济仲·嘉央希念（rje drung vjam dbyangs bshes gnyen，1502—1569）；第十二任堪布为济仲·拉旺却吉坚赞（rje drung lha db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1537—1603）；第十三任堪布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rgyal ba bsod nams rgya mtsho，1543—1589），虽住持时间仅六个月，但其讲经传法给当时及后世留下深远影响。[122]

藏历第十绕迥木马年，即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第三世帕巴拉·通瓦顿丹（mthong ba don ldan，1567—1604）荣登第十四任堪布（住持）宝座后，历代帕巴拉活佛开始掌控强巴林寺，成为第一大活佛和寺主。其前世两代帕巴拉活佛分别为第一世帕巴拉·德钦多杰（vphags pa lha bde chen rdo rje，1439—1487）和第二世帕巴拉·桑杰（vphags pa lha sangs rgyas，1507—1566）。

藏历第十绕迥木龙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第二世希瓦拉·桑杰迥奈（zhi ba lha sangs rgyas vbyung gnas，1543—1620）成为第十五任堪布；第十六任堪布为第四世帕巴拉·却吉嘉布（chos kyi rgyal po，1605—1643）。

七 温萨耳传密法的历史

温萨耳传密法（dben sa snyan brgyud），是格鲁派密宗的重要法脉源流，也是格鲁派两大密法传承之一。史书记载：“以耳传与《幻化大经卷》（sprul pavi glegs bum）为主的宗喀巴大师显密教授的各种精华，首先得到传授者即朵丹·绛白嘉措和克珠杰大师。又由他们二人次第相传到温萨巴师徒之间，遂称为温萨耳传。”[123]该密法传承在其历史上经过了三个发展演进阶段。

（一）甘丹寺时期的耳传密法

温萨耳传密法，其法脉源于宗喀巴大师，实际建构者为朵丹·绛白嘉措（rtogs ldan vjam dpal rgya mtsho，1356—1428）。根据藏文史籍，朵丹·绛白嘉措乃是唯一获得宗喀巴显密要义及《幻化经卷》（sprul pavi glegs bum）的亲传弟子。[124]他以修持宗喀巴大师亲口传授的密法为终身目标，尤其以宗喀巴大师亲手传与的《幻化经卷》为依托，成为推演宗喀巴密宗耳传法脉的第一人。《如意宝树史》记载：

朵丹·绛白嘉措出生于朵麦（安多）宗喀谷地，赴前藏后，师从宗喀巴大师、邬玛巴（dbu ma pa）、雪隆措卡瓦（zhol lung mtsho kha ba）、达隆译师（stag lung lo tsa ba）、京俄瓦（spyan snga ba）、扎察堪布根敦仁钦（dge vdun rin chen）、班丹喇嘛（dpal ldan bla ma）的弟子云丹桑布（yon tan bzang po）等，广闻佛法，时常显见文殊，生起显密的贤妙证悟，宗喀巴大师曾让他向文殊请问疑难。此外，他因食柏树籽苦修而人称“柏树籽师”，享年七十三岁，其转世次第有嘉赛希热培（rgyal sras shes rab vphel）、顿悦却吉坚赞（don yod chos kyi rgyal mtshan）等。[125]

宗喀巴大师奉文殊授记避世修行时期，分初、中、末三个阶段，收纳弟子传授密法。朵丹·绛白嘉措便是中期收纳的八大清净眷属弟子之一，也是朵麦地方（mdo smad，安多）的四位门下弟子之一。可以说，朵丹·绛白嘉措不仅是宗喀巴大师的重要门徒，而且是格鲁派温萨耳传密法的传承第一人。《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至于温萨教传的起源，初有朵丹·绛白嘉措和有缘善根的弟子五六人，在日沃甘丹寺，曾叩问文殊及宗喀巴上师，获得很多授记。又文殊及宗喀巴大师所讲耳传殊胜之教授，名为《幻化经卷》，其中少分粗义，亦曾传与克珠杰。而《幻化经卷》全部妙义，则惟传与上师朵丹·绛白嘉措一人，未传授给任何其他人。[126]

源于宗喀巴大师的耳传密法，在后藏不少静修地兴盛之后，被称为“温萨念居”（dben sa snyan brgyud）法脉，意为“温萨耳传密法”或“静修地耳传密法”。上文引文中“温萨教法”是指这一密法传承。朵丹·绛白嘉措获得宗喀巴耳传密法后，倾注毕生精力，在前后藏（dbus gtsang）各地静修处修证，身体力行，遂在密宗修持领域取得成就，成为颇有建树的密宗高僧。同时，朵丹·绛白嘉措为向他求法的弟子传授这一耳传密法，从而建立了格鲁派温萨耳传密法系，并得以繁衍勃兴，成为格鲁派主要密宗法脉传承之一。

此外，在宗喀巴大师耳传密法传承中尚有三位著名弟子，他们分别是夏鲁巴·勒巴坚赞（zhaw lu pa legs pa rgyal mtshan，1375—1450）、却杰·罗哲却迥（chos rje blo gros chos skyong，1389—1463）和帕索·却吉坚赞（ba so chos kyi rgyal mtshan，1402—1473），史称“持有文殊耳传法脉源头之三位金座弟子”。[127]由于三位高僧先后荣登第四任（夏鲁巴·勒巴坚赞）、第五任（却杰·罗哲却迥）和第六任（帕索·却吉坚赞）甘丹寺“赤巴”（甘丹寺金座法位），故后人称他们为宗喀巴大师密法传承中的“金座弟子”。其中，帕索·却吉坚赞成为传承格鲁派密宗耳传法脉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根据《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克珠杰之后，荣登金座法位的是法力自在的夏鲁巴·勒巴坚赞；之后，却杰·罗哲却迥继任法台。这位高僧专长《续部》（rgyud），尤其精通《时轮》（dus vkhor），著有《时轮大疏补遗》（dus vkhor Tiaka chen gyi kha skong）。继他之后的金座法位是克珠杰之弟帕索·却吉坚赞，他依止朵丹·绛白嘉措，成为宗喀巴大师密法耳传教授之主。他撰有《中观见引导》（lta khrid）与《时轮生圆次第修法》（dus vkhpr gyi bskyed rdzogs）等。[128]

克珠杰和朵丹·绛白嘉措皆是帕索·却吉坚赞的主要导师，但在宗喀巴耳传密法传承上，唯有朵丹·绛白嘉措一人成为权威传承者。史书曰：“帕索·却吉坚赞从克珠杰亲领其所掌握的教授，尤其从朵丹·绛白嘉措座前领受了全部教授。”[129]因此，朵丹·绛白嘉措之后，帕索·却吉坚赞自然成为格鲁派密宗耳传法脉的教主。关于其成长经历，有关文献记载：

宗喀巴大师之弟子、卫藏十教炬之一，后藏七代文殊之第五代，即帕索·却吉坚赞于藏历第七绕迥水马年（1402）出生在后藏拉堆绛之多雄地方。父系绛巴地方官员，名扎西贝桑；母亲名卓杰姆普詹（vbrog rgyal mo bu vdren）。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长兄为克珠杰·格勒贝桑。少年时，即追随宗喀巴师徒，尤以长兄克珠杰为经师，经长期闻思总摄三藏四续之大藏佛典，成为饱学之士，能领悟宗喀巴大师不共之要义。在桑浦下院讲经闻法数年。然后向经师克珠杰、朵丹·绛白嘉措等求教诸多甚深法导引。前往后藏伦之地方，长期住在帕索伦珠德钦，故名帕索·却吉坚赞。在彼处向众有缘弟子遍施正法甘露之法雨。在夏堆森格附近建日沃德钦静修处（ri khrod）。此后，又建造多处以德钦立名之静修地（dben gnas）。帕索·却吉坚赞六十一岁时，遵照根敦珠巴的安排，从夏堆地方迎至扎什伦布寺，与至尊根敦珠巴详谈佛学。[130]

帕索·却吉坚赞是继嘉曹杰·达玛仁钦、克珠杰·格勒贝桑、夏鲁巴·勒巴坚赞、却杰·罗哲却迥之后，荣登甘丹寺“赤巴”（金座法位）的佛学大师。而甘丹寺“赤巴”职位，在藏传佛教界特别在格鲁派中具有宗教权威性。据有关文献记载：

当他（帕索·却吉坚赞）临去前藏之际，根敦珠巴吩咐道：“此次是去登宗喀巴大师之法座，我当叩拜，不必还礼。”于是偕随从顶礼。后渐次来到甘丹寺，于藏历第七绕迥水羊年，继承宗喀巴大师之法位，广泛传授出家戒律以及灌顶、传承、教导和教诫等，因而教证之正法，在甘丹寺日益炽盛。[131]

帕索·却吉坚赞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担任甘丹寺“赤巴”的佛学大师，又是传承格鲁派耳传密法的著名人物。

首先，他作为格鲁派祖寺的住持，即甘丹寺“赤巴”，圆满完成了宗教事业。正如文献记载：

在甘丹寺大经堂造狮子吼金质佛像，以及建造历代法台像等身语意依附供品甚多，担任甘丹寺赤巴（法台）十年。后由洛卓丹巴法王继任第七代赤巴法位。七十二岁即第八绕迥水蛇年（1473）十二月十五日，在甘丹寺强林（byang gling）圆寂。遗体火化后，骨灰分置于甘丹寺宗喀巴灵塔右侧之第三座银塔与桑鄂喀寺灵塔等之内。[132]

其次，帕索·却吉坚赞作为传扬格鲁派耳传密法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在未上任甘丹赤巴前，已饱学宗喀巴佛学思想，并在桑浦寺热瓦麦（ra ba smad）学院讲授经论；之后，前往后藏的荣楞帕索（rong lhun ba so）地方实修密法，证悟胜乐甚深禅定（ting nge vdzin zab mo）境界，人称“帕索”（ba so）尊者。[133]帕索·却吉坚赞在传承这一密宗耳传法脉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在其有生之年培养了数位合格的嗣法者。正如文献记载：

特别是他（帕索·却吉坚赞）培育了许多传承宗喀巴大师耳传法的有缘成就者弟子，其中以多麦巴·却吉多杰（mdo smad pa chos kyi rdo rje）、堆垄巴·班丹多杰（stod lung pa dpal ldan rdo rje）、康巴·多杰贝（khams pa rdo rje dpal）为代表。[134]

帕索·却吉坚赞亲自培养的上述（引文所述）三位密宗弟子，史称“金刚三兄弟”（rdo rje mchad msum），[135]他们在格鲁派密宗温萨耳传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宗教地位。由于密宗戒律极其严格，当时帕索·却吉坚赞仅选中三位上乘弟子，在向他们传授密法的过程中又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并规定了严密的纪律。正如文献记载：

帕索·却吉坚赞除了仅向三人具备条件者传授此密法外，没有对其他人传授，而且，他向三位弟子警告：倘若遇见真正出世之合格有缘弟子，只允许向一二人传授此密法。除此之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有关耳传密法的片言只字。同时，设定本尊、空行、护法之灌顶和誓言，以严加守护密宗戒律。[136]

帕索·却吉坚赞的三位金刚弟子中最终由多麦巴·却吉多杰继承了上师法位，将此密法成功地传给下一代嗣法者，在格鲁派耳传密法传承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后人在其名前加上“珠钦”（grub chen）两字，即“大成就者”，尊称“珠钦·却吉多杰”（grub chen chos kyi rdo rje），意为“大成就者·却吉多杰”。其生平事迹，在藏文文献中有较详记述：

珠钦·却吉多杰（1457—？）的祖籍为东方安多宗喀，即宗喀巴大师诞生地。父名贡噶杰布（kun dgav rgyal po），母亲叫贝宗（dpal vdzom），是一对朝圣者夫妇，曾前往前后藏朝圣。珠钦·却吉多杰就是在朝圣途中降生，日期为藏历火牛年（1457），地点是后藏达那多杰丹（rta nag rdo rje gdan）。他11岁时跟随父母去格鲁派祖庭甘丹寺朝佛，时逢帕索·却吉坚赞担任甘丹赤巴。这位高僧见到小男孩顿觉非同一般，而且，与梦境中由金刚瑜伽母预示的完全一致，便向小孩父母捐送他们所需的丰厚的物资，并请求两位夫妇将小男孩留给他培养。这对夫妇也十分高兴地将小孩送给了帕索·却吉坚赞。从此，这位男孩成为时任甘丹赤巴的帕索·却吉坚赞的掌上养子和门下弟子，对他剃度出家，授戒传法，取名却吉多杰。当却吉多杰打好文化和佛学基础后，帕索·却吉坚赞给他传授重要密法。首先，传授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要义；其次，传授密集、胜乐、大威德和时轮等四续及相关灌顶等金刚乘入门法；最后，特意传授宗喀巴的文殊耳传密法。同时，将《幻化大经卷》（sprul pavi glegs bam chen mo）亲自传与却吉多杰，并教导严守密宗戒律及今后在静修地实践的重要性。[137]

帕索·却吉坚赞将《幻化大经卷》亲自传授给弟子珠钦·却吉多杰。这标志着珠钦·却吉多杰已被确立为格鲁派耳传密法的第三代传承人，前辈朵丹·绛白嘉措为第一代传承人，帕索·却吉坚赞为第二代传承人。

珠钦·却吉多杰在甘丹寺亲近慈父般的上师帕索·却吉坚赞，专心修学密法达五年之后，遵循上师的教导，开始了他云游各地朝圣、学法和坐禅的宗教生涯。他先拜各地知名高僧，广泛研习佛教经论；后在各地静修处专心致志地坐禅观修，其实践成就感与日俱增。最后在后藏的白玛坚（pad ma can）静修地驻足长时段修行，遂奠定了耳传密法在后藏建立静修中心之基础。特别是珠钦·却吉多杰在后藏静修地发现并招收一名嗣法者，又将耳传密法及《幻化大经卷》传授与他。这位门下高徒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温萨巴·洛桑顿珠。

（二）温萨静修地时期的耳传密法

宗喀巴大师的文殊耳传密法，在第三世班禅·温萨巴·洛桑顿珠（dben sa pa blo bzang don grub，1505—1566）高僧时期正式命名为“温萨耳传密法”传承。温萨巴·洛桑顿珠是后藏温萨地方人，当他在藏传佛教密宗领域取得成就后，人们在其名前冠以“温萨巴”（dben sa pa）名号，意为“温萨人”。同时，温萨巴·洛桑顿珠在后藏建造温萨寺，开创温萨耳传密法发展之新途径。故其“温萨巴”名号，又蕴含“温萨耳传密法大成就者”之意。其生平事迹，在藏文文献中有较详记述：

温萨巴·洛桑顿珠于藏历第八绕迥木牛年（1505）生于后藏也如德杰且玛林丰附近拉空地方之温萨（dben sa），父名索南多杰，出身于东氏（mdongs）家族，母名贝宗吉。甫诞生即能诵六字真言，母认为降生即能言，绝非好事，乃用破垫蒙其头，因之言语迟钝。最初取名贡波嘉（mgon po skyabs），幼时远弃放荡之行，五六岁时，在别人难以找到之地洞里，待了数日，让人一再寻找，诸如此类，在孩提时即十分喜爱修行之处，十一岁时，在拉孜瓦·札巴顿珠尊前出家，赐名洛桑顿珠。轨范师策仁巴（tshul rin pa）去哲蚌寺，彼为随从受学诸法行，在杰·拉日瓦尊前闻菩提道次第等经论，又赴修行地日沃格培，从法王洛卓坚赞受诸多灌顶传经，是年冬，抵扎什伦布寺，从绛央洛桑上师（bshes gnyen）、法王土登朗杰、至尊嘉却（skyabs mchog）闻习显密之灌顶传经及经论等。十七岁，患天花。一日，在门口见一诵缘起赞之白胡须比丘，迎入室内，请求摄受，彼即应允，乃为其根本上师，得全部不共耳传之教诫，其教证功德日增。上述所云之比丘乃传授宗喀巴大师之精要究竟教授耳传口诀及经典之至尊却吉多杰，上师极力护持、传授灌顶令其远离戏论，在修行地修甚深道精要瑜伽法，毫不放松，精进不间，故常作金刚跏趺坐，因而身上有溃烂之处，仅敷以牛粪灰烬，不作其他治疗，却依然发奋修持，精于禅定。二十余岁，在称为宁玛派大贤哲贾瓦雍（rgyal ba gayung）之修行地扎嘉沃多杰宫（brag rgya bo rdo rjevi pho brang），彻悟密集教授要义，于梵藏诸贤哲之论著，不仅能背诵如流，而且熟知梵语等若干种语言。有次去绒地（rong phyogs），萨迦达钦多杰林巴及强钦之诸轨范师、金才之善知识、达那之大译师等在喀如聚会，谈论声明，并言及格鲁派人不谙声明，时温萨巴洛桑顿珠至，以梵语讲授般若八千颂，咸皆不能作答，极为恼恨，虽以恶言恶语相加，然而大师仍百般忍让，毫不动容。至后藏，在修行地白玛坚（pad ma can）长期修行，专心静虑，恰扎一切智（大成就师却吉多杰）之随从中有十余名得道弟子，念及温萨巴乃其首要弟子，授以耳传手册及幻化经函，使绍承法位。在该地首次向信徒讲经传法，另在许多修道地几次私自为众人讲经。因之，遍于雪山丛中之僻静处，此乃温萨巴讲经传法所致。三十三岁时，在哲蚌寺大经院，以达赖根敦嘉措为亲教师、戒师拉旺仁钦为羯磨师、哲蚌寺领腔师为屏教师，在适数之虔诚僧众中受具足戒。至拉萨，在大小昭寺两尊释迦佛像前为弘扬佛教，饶益众生而祈愿。至色拉寺，在达赖根敦嘉措前敬聆珠嘉传规（grub rgyal lugs）之长寿导引等诸多灌顶传经后，前往后藏。在格培堪布·勒白洛卓尊前敬聆禁食斋戒及其教理。有一时期，去色顶敬聆班钦·绛曲洛卓、阿里大译师朗杰所授密集根本续明灯论等诸多教诫，并且在修行地扎嘉多杰宫、耶玛达斯、朗钦、葛扎、白朗觉莫拉日山（pa snam jo mo lha ri）等地山寺中一意修行。在卫日顶（dbus ri rtse）建温寺（dben mgon），向来自多康、阿里、卫藏等有缘之虔诚徒众宣讲深广佛法，俗民人众诚心诚意所献供养与财物分文不取，凡此等等仰慕大师功德，而如群蜂聚集之僧徒遍布各地，难以尽述。简略言之，其主要弟子有一切智勒巴顿珠、绛敦·桑丹沃色、杰·洛卓朗杰、法王格勒朗杰、桑杰坚赞、法王阿旺札巴、贡敦法王绛央结波、扎西坚赞、法王洛巴·洛卓朗杰、堪钦·罗桑嘉措等。总之，向僧俗大众宣讲深广正法，传法嗣于至尊上师桑杰益西。藏历第九绕迥火虎年（1566）六十二岁时圆寂。[138]

温萨巴·洛桑顿珠17岁时（1521），在后藏扎西宗（bkra shes tdzong）附近的噶摩曲宗（vgar mo chos rdzong）巧遇珠钦·却吉多杰，并对他产生深深的敬仰之心。而珠钦·却吉多杰上师也看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遂向温萨巴·洛桑顿珠系统传授了菩提道次第要诀以及胜乐、密集和大威德等耳传密法，尤其是珠钦·却吉多杰在其十余名弟子中特意将《幻化大经卷》传递给温萨巴·洛桑顿珠。因此，温萨巴·洛桑顿珠成为格鲁派第四代温萨耳传密法的传承人。

温萨巴·洛桑顿珠作为一名精通显密佛法的高僧，在各地静修地不仅专注于观修，而且向广大信众讲经说法，传扬佛学思想。同时，他于33岁时在哲蚌寺受具足戒，成为一名远离世俗社会、不染世俗尘埃的比丘。特别是他在后藏的白朗觉莫拉日山长期观修时，在卫日顶（dbus ri rtse）上建造温（萨）寺（dben mgon），格鲁派耳传密法终于在后藏地区有了自己固定的观修场所。温萨寺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耳传密法进入有序传承和正规发展的新纪元。

温萨巴·洛桑顿珠培养了众多嗣法者，以上引文中提及姓名的弟子就不下十人，但正式成为其传承人的只有克珠·桑杰益西一人。

克珠·桑杰益西（mkhas grub sangs rgyas ye shes，1525—1590），亦是后藏人，其生平事迹，在藏文文献中有记载：

温萨巴·洛桑顿珠之弟子桑杰益西于藏历第九绕迥木鸡年（1525）生于后藏亚德（gtsang gayag sde）地方。父名喇嘛仁钦，母名却丹，有四子，他最幼。十岁时，在云丹桑布尊前受居士戒，取名曲嘉多杰。此后修习仪轨实修法及法行。在帕索伦珠德钦寺云丹桑布座前受沙弥戒，取名桑杰益西。十五岁至扎什伦布寺，在尊珠坚赞座前学习历算；在达那巴·更敦洛桑座前学习因明。十八岁，在学毕中观、因明后，赓续学习般若和律藏。二十六岁，任扎什伦布寺掌堂师（chos khrims），护持寺院的清规戒律。六十六岁，于藏历第十绕迥铁虎年（1590）十一月十四日逝世。他是班禅·洛桑却吉坚赞的根本上师。[139]

克珠·桑杰益西作为格鲁派第五代温萨耳传密法的传承人，在26岁前已经系统学习了佛教显宗五部大论，后在扎什伦布寺大僧院担任重要僧职，为推动扎什伦布寺的有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从克珠·桑杰益西高僧的生平事迹中可以知晓，温萨耳传密法的嗣法者很注重对佛教显宗教理的系统修学和研习。正因为有了一代代高僧的不懈努力，方使这一密法步入广阔的发展之路，其法脉传承不绝。

第六节 萨迦派显密教法传承的发展

萨迦派历来学僧大德辈出，内部形成诸多学派，既有显宗与密宗两大学派，又有多个密法传承。从佛教学说发展的角度看，在萨迦派历史上曾有七位文殊化身之圣人以及不胜枚举的高僧大德。除了萨迦五祖外，还有号称主持佛教显宗的雅、荣二人以及杰尊·仁达瓦；主持佛教密宗的鄂、宗、察三师；精研显密二宗的果、释、达三师。这九名高僧，是推动萨迦派显密教法进一步发展的代表性人物，史称“主持和振兴萨迦派教法、装饰雪域大地的九庄严”。

一 显宗教理发展

显宗方面，由雅楚·桑杰拜开创专门修学显宗义理之教规，其弟子荣敦·玛威僧格成为发扬光大者，于1435年在前藏潘域创建那烂札寺（今拉萨市林周县境内），建立系统研习显宗教理的教育机制，向僧众传授《释量论》、《现观庄严论》、《中观》、《俱舍论》、《三律仪》等佛教经论。从而建立了萨迦派显宗“雅系教理传承”。

（一）雅楚·桑杰拜

雅楚·桑杰拜（gyag phrug sangs rgyas dpal，1350—1414），是一位精通显宗教理的大师级的萨迦派高僧。至于他的身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雅楚·桑杰拜，原本是孜塘执事绛曲仁钦（byang chub rin chen）之子，后送给他的侍者雅茹（gayag ru）作为子嗣，故名雅楚（gayag phrug）。他是普朵（bu dol）两大门徒聂（nya）、尊（brtson）两位中的尊智拜（brtson vgrus dpal）的弟子。”[140]雅楚·桑杰拜的生平事迹在《藏文典籍目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大学者雅楚·桑杰拜生于第六绕迥铁虎年（1350），卒于第七绕迥木马年（1414），享年六十六岁。彼出生后五岁，时西藏政教大权已由萨迦派手中丧失于帕主之手。此后，萨迦虽无政权，然萨迦教法普及卫藏上下安多和蒙古地区。特别是萨迦寺被誉为雪域金刚座，为国内外学者游学辩经之重要场所和闻习显密甚深法之主要地方。雅楚·桑杰拜已为讲论萨迦经教之泰斗，解答问题，抨击辩难，主持讲经传法事宜。因此，那时萨迦有雅荣二佛学家之名，并广泛传颂。公元14世纪，西藏高僧大德辈出，掀起研究藏族文化显密经诸学之高潮。藏人自著大小五明之理论著作甚多，是为佛日高照，藏族文化蓬勃发展之时代。如布敦·仁钦珠、隆钦·饶绛巴、噶玛·让琼多杰、博东·乔勒朗杰、聂畏·贡噶、仁达瓦·宣努罗哲、宗喀巴·洛桑札巴、多朴巴·喜饶坚赞、雅楚·桑杰拜等，大都为同时代之人。彼在如此众多之高僧大德中，为一著名之大学者。[141]

雅楚·桑杰拜青年时代在萨迦寺和桑浦寺系统修学佛教显密教法，学成后在萨迦寺讲经说法；尤其是他在教学和研习佛法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从而在萨迦派系中建构了自成体系的显宗教理，史称“雅系教理传承”。雅楚·桑杰拜之所以建立“雅系教理传承”，主要得力于当时的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辈出，佛学研究领域异常活跃，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藏文文献记载：

那时，这些高僧大德，在研究藏族文化和讲经传法的进程中，由于各自的独特传授和不同之研究方法，以及见仁见智，对诸多经典之见解不尽一致，因此后来出现一些不同体系的派别，犹如布敦所传为布敦派、博东·乔勒朗杰所传为博东派、隆钦巴所传为大圆满派、多朴巴所传为觉囊派、宗喀巴所传为甘丹派等。这些宗派，虽其经论基础各不相同，观点亦不一致，然而都在那时出现。觉囊派派系瑜伽行中观师，其他宗派皆为中观应成派。但是，宗喀巴晚年时，却于世俗谛之论述，则略有不同之见解。另外，仁达瓦等有时轮密续非佛说之主见。荣敦等追随恰巴·却森，批判月称；如此等等，自由研究佛学之风气极甚盛行。故而，雅楚·桑杰拜乃集毕生之精力，深究佛学，更是长期辨析般若诸典，始著有《雅氏大疏》八卷。奠定了萨迦派关于般若理论之基础。接着，其弟子荣敦亦有般若著述，经讲经传法，般若之经义广为流传。雅楚·桑杰拜自十三岁始，即在桑浦寺辩习因明。二十岁后成名，在雅隆塘钦杰瓦康桑、桑浦等寺长期讲经传法，佛学弟子四万余。大学者仁达瓦亦极赞颂之。[142]

雅楚·桑杰拜对佛母般若经做过缜密的修习和研究，撰有八卷本的《般若经注疏》。这是雅楚·桑杰拜形成对于般若教理的系统见解的思想源泉，也是建立萨迦派“雅系教理传承”的理论依据。特别是雅楚·桑杰拜培养了众多嗣法弟子，解决了后继乏人的关键性问题。众弟子中对继承和发扬“雅系教理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最为知名者是荣敦·玛威僧格。

（二）荣敦·玛威僧格

荣敦·玛威僧格（rong ston smra bavi seng ge，1367—1449），原名荣敦·释迦坚赞（rong ston shakya rgyal mtshan），又名荣敦·谢恰贡日（rong ston shes bya kun rig），荣敦·玛威僧格是成名后的尊称。他出生在嘉绒地区（今四川阿坝金川一带），18岁左右赴西藏桑浦寺学习佛教显宗理论，22岁受比丘戒，27岁拜雅楚·桑杰拜为师，学习萨迦派显宗教法仪轨，同时在萨迦派大乘法王贡噶札西前修习萨迦派密宗教法，遂成就为一名佛学大师。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雅楚·桑杰拜弟子荣敦·玛威僧格，据说他是弥勒化身，因笃信息解派教授和修道次第，又成为帕当巴（pha dam pa）与莲花戒的转世。[143]荣敦·玛威僧格的生平事迹在《藏文典籍目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荣敦·谢恰贡日，本名荣敦·释迦坚赞，系第六绕迥火羊年（1367）诞生于康区福地甲绒，是昔时大泽师白若杂纳长期居住之圣地。父亲格葛杰波，精通本教，系噶氏后裔；母亲嘉噶墨。兄弟三人，彼系次子。从小聪明灵敏。父亲教以读书习字，送其出家，取名喜饶畏色。学习了许多轨范仪则等佛法功德，亦学习一些五明书籍。十八岁，赴卫藏求学，最初入桑浦奈托寺。于林堆住持仁钦朗杰尊前受菩萨戒；于贡堆·洛卓旺秋尊前，敬聆现观庄严论注和《量抉择论》等。求学四年，成为学者。二十二岁，著《量抉择论释》。从此，开始讲经传法，那时就被称为轨范师荣敦。后于彭域通门寺，拜克尊·贡噶杰波为亲教师、玛敦为羯磨师、堆珍·沃桑巴为屏教师，于其他十位虔诚的僧众中受比丘戒，取名释迦坚赞。后又依止善知识雅珠桑结贝等许多著名学者，究习戒律、般若、对法藏、中论、因明等，成为学者中的佼佼者，蜚声康藏。于绛央喀切尊前，敬聆《诗镜》、词藻学、声律学等经典；于噶玛·恭却旋努和策敏巴·家朗桑波等尊前，敬聆显密经论甚多。自二十二岁，在桑浦奈托寺向轨范师洛卓曲琼等五位智者讲授《量抉择论》，直至八十三岁，讲经传法不止。桑浦奈托寺为驻锡之主要寺庙。另外，也在东面的帕莫竹和直贡梯，西面的拉堆顶日朗科和昂仁、南面的雅隆亚桑和雅卓纳噶孜、北面的热振和朗孜顶等许多寺院内讲经传法。[144]

特别重要的是，1436年荣敦·玛威僧格在拉萨以北的潘域（vaphan yul）地方创建命名为那烂札寺（nav len dra chos sde）的著名寺院，为萨迦派开辟了一座崭新的弘法场所，《藏文典籍目录》记载：

七十岁，时于火龙年（1436），那烂札寺奠基，寺院建成，即有僧侣一千五百余。其讲经闻法之规章制约和一切设施，皆符合萨迦和鄂译师之制度。生前在该寺十四年，弘扬佛教，彼之名声，为明朝皇帝所闻，即派胡太监等官员入藏，并赏赐一肘高药师佛金像一尊、《文殊名称经》一部、尊胜塔一座、一肘长白檀香木等礼物，还敕封为“弘法大师”。彼读经习典时，仔细理解词义和内容，绝不人云亦云。不论著者是印度人还是藏人，只要看出彼等著作中之词义有些矛盾等不妥之处，即严加批驳。如批驳月称《入中论》之某些词义和批驳轨范师森格桑波对般若的一些注解。西藏多数学者，对印度典籍，皆有囫囵吞咽之毛病，不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特别是敢于批驳月称者，只有恰巴·却吉僧格和彼两人而已。彼于拉萨布达拉拜谒宗喀巴时，辩论般若，为宗喀巴所称赞，并赠深绿绸缎一（正）。曾与博东班钦辩论律经，最后，两人取得一致的意见。总之，讲说教理，在西藏是出类拔萃，并且雄辩全藏。八十三岁，时于第八绕迥土蛇年（1449）十二月十三日晨，圆寂于自己的寝邸。[145]

荣敦·玛威僧格在那烂札寺广招学僧，讲授自己的佛学理论，其知名度迅速提高，以至于明朝皇帝都极为看重。他在该寺主要讲授《般若经》、《现观庄严论》等显宗般若类经论，继续传扬“雅系教理传承”。后来那烂札寺发展成为萨迦派讲论佛学思想的重要寺院。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荣敦·玛威僧格建造那烂陀寺，对内学僧讲授十大经论，对外信徒宣讲教典六十四部，专讲经论四十部。他平生专注于讲授佛法，有大批贤达弟子。[146]那烂陀寺常住僧众维持在700—1000人，其中学有所成的高僧在各地建寺传法。

此外，荣敦·玛威僧格著述颇丰，《藏文典籍目录》记载：

彼之著作，按释迦乔丹于第八绕迥木马年（1474），即荣敦逝世后二十六年时所著《传记》。自二十二岁至七十岁，著有《八千颂广略注解》、《佛说稻秆经释》、《密集释》、因明注解等经典注疏四十—种；七十岁至八十三岁，主要是讲经传法和闭关修行，除了有关佛法、赞颂、口诀等散篇外，其经典之注释，系七十岁以前完成。现我馆收藏其著述，有般若、中观注释和辨析等两卷，系德格刻本，还有第八绕迥铁虎年抄写本散集一卷，共计三卷。散集中有赞颂集、修行次第、修行注解、《劝戒亲友书注解》等一百四十余篇，索朗洛卓之目录亦已载明。[147]

以上引文中的释迦乔丹是荣敦·玛威僧格的著名弟子，他所撰写的《传记》中可以看到荣敦·玛威僧格的著作目录；从北京民族文化宫馆藏藏文文献中更能发现具体的目录：《荣敦著作散集》（rong ston gyi gsung vbum thor bu）、《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释》（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stong phrag brgya pavi rnam vgrel）、《毗奈耶花鬘释论》（vdul ba me tog phreng rgyud kyi rnam vgrel）、《现观庄严论释》（mngon par rtogs pavi rgyan vgrel pa dang bcas）和《中观理路疑难解说》（dbu ma rigs pavi tshigs kyi dkav bavi gnad bstan pa）。[148]这四卷本是荣敦·玛威僧格的代表性论著，可反映其佛学思想。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认为：“文殊怙主萨班和荣敦等诸大德，皆以中观自续见为主。”[149]说明荣敦·玛威僧格的佛学观见倾向于中观自续派，而藏传佛教主流佛学观见则是中观应成派。所以，荣敦·玛威僧格曾对宗喀巴大师著作中的个别观点提出过质疑。然而，荣敦·玛威僧格的前期众多弟子后来转为宗喀巴大师的门徒，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其中如森巴·旋努杰乔、玛康·札巴桑布、贡汝·坚赞桑布、纳塘巴·喜饶僧格、扎琼·云丹嘉措等，后来又多转成宗喀巴大师的及门。[150]
荣敦·玛威僧格作为一代宗师，他在前后期招收的门下弟子人数众多，《藏文典籍目录》记载：

彼之弟子，有森巴旋努杰乔、金厄·楚臣达玛、噶玛巴·通瓦顿丹、纳塘班钦·萨噶师、班钦·释迦乔丹等，各派大学者甚多。还有康区林土司等，以及冲赤本、彭域大第巴恰、嘉两人等官员弟子亦多。因此，当时的大学者和高官显爵，大都是其弟子。被众人称赞为荣敦·玛威僧格。[151]

荣敦·玛威僧格去世后，其众多门徒中由达布·扎西南杰继任那烂札寺住持。此外，强钦饶降巴·桑杰培创建哲域园林寺（vbras yul skyed tshal），由此发展而来的僧院有土登朗杰寺（thub bstan rnam rgyal）、洋巴坚寺（yangs pa can）、聂悦恰雄寺（mnyan yod bya gshong）、却柯伦布寺（chos vkhor lhun po）、园林下院（skyed tshal vog）等，从而形成六座母子显宗寺院。其饶绛巴（学衔）名称或概念，即在强钦饶降巴·桑杰培时期首次产生并流行起来。[152]所以，那烂札寺拥有一脉相承之许多子寺，它们在藏传佛教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三）杰尊·仁达瓦

杰尊·仁达瓦（rje btsun red ndav ba，1349—1412），全称杰尊·仁达瓦·宣努罗哲（rje btsun red ndav ba gzhon nu blo gros），简称“仁达瓦”（red ndav ba），他是萨迦派在佛教显宗领域颇有造诣的一位佛学大师，尤其在藏传佛教观学发展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生平事迹在《藏文典籍目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彼系第六绕迥土牛年（1349）诞生于吉祥萨迦寺附近之仁达喀索，乃噶尔·东赞域宋之后裔。父仁达大相扎喜坚赞；母益西喀卓。不久，父母双亡。彼自幼至成名之前，系由姑母扎喜甫精心抚养；时彼曾向姑母言道：“我要么取得萨迦本钦之地位而安定藏区，要么遁入空门而宏扬佛法，使之亮如白昼。”小时认真读书习字，倾心正法。十八岁，于第六绕迥火马年（1366）在西藏佛学泰斗萨桑班钦尊前出家，身披赤黄色袈裟，取名宣努罗哲。从聂温·贡噶与堪钦·桑结培详闻广释佛经经典之《释量论》等。此时心想，只靠上师指点，绝非良策。明白此理，遂在萨迦闭户读书。因明七论注疏等之函意，一一铭记无误。在诸寺游学辩经，其才识精湛、德行谨严、心地善良之名声远扬。著有《释量论》之广略两种注疏。此时，一闻贾色·托美桑波之名，即满怀虔信，双眼落泪，遂速赴额曲曲宗，言行一致；依止上师，于上师尊前受愿菩提心戒，并求闻诸多大乘法类，效法贾色之高尚品行，一一顿悟。此后，亲近师尊索朗坚赞，每日默记一百五十首偈颂，闻习般若之论说，圣天与狮子贤之密意，领悟无误。阅读《般若二万颂·日光论》等广注、哲阿之注释等藏文注疏。因此，不只是从文字及字面上了解，而是深刻领悟八品七十义，著有般若注释七十义。亲近绛曲孜莫，求闻上下对法，辩论抉择之，若有注释略义。拜尊者大罗汉贡噶贝桑波等为亲教师、轨范师，于彼等尊前受近圆戒。敬聆正法律藏，发奋究习律经中之一切疑难点。上师言道：“汝精于律，堪为法主。在此注疏律典，使西传律统之戒律师承不致中断。”不久，著有《律经根本律》之注释与《羯磨法》。从此，于讲经闻法之时，亦不间断说戒忏悔解禁自恣。那时，雪域藏区讲闻中观内容之定规及其修习之风尚，已极败坏。是故，该尊者立下宏志，一心一意依止法尊绛桑巴，敬聆中观理聚五论、《四百颂》与《入中论》等中观之论。日夜勤奋，启请本尊与上师，并布施僧众，礼佛供神，以其睿智反复辨析，且发奋学习，故龙树师徒之密意皆领悟无误。因众弟子一再劝请，始注三论与《显句论》总义等甚多。兹向弟子及再传弟子广为宣讲，故雪域全藏，中观应成派之见盛行。复又有如此传闻，云噶玛·恭却宣努言道：“今雪山丛中，不论智士愚人，言必中观，此仁达瓦之德也。在此之前，塘萨一地，中观之学，死气沉沉，其他地方，更不闻中观之言谈。”该尊者亦曰：“我初学时，说萨迦等地有一中观典籍，人们皆不重视，而今则极珍视。此乃我在佛教事业上所作出之成果。”该尊者之中观论著，为萨迦、格鲁、噶当、宁玛各派诸学者所公认，共尊之为中观泰斗；依止二十余位经师学者；修习上乐、喜金刚、密集以及道果秘法等。重视各种闭关修行，胜于自己之生命，是为西藏诸具三金刚持之导师。以法尊译师另却贝桑与该至尊师徒为首之五百僧众，于朗策顶寺坐夏。在普绒前后驻锡十二年，时广转法轮。复又于热振寺，师徒闭关修行，顺便为当地和外来之僧俗大众六百余人讲授佛法。另外，善于护持他人，按大、小乘信徒各自之缘分，分别授以别解脱、菩提、密咒，引入成熟解脱之道。犹似断除一切愚昧、邪见、虚伪之雪域诸贤哲之第二祖师。著有笔记、书信、教诫、问答等甚多。彼极其怜悯贱民。所至之处，庇佑当地苦难人家。不吝施舍财物，鼓励求学。从不浪费一寸光阴。注疏显密经典，言简意赅，达十卷之多。于热振寺，与法尊洛桑札巴闭关三月，后畅谈佛法，洛桑札巴言道：“该尊者不仅贤正善良，就在萨迦向某些心怀嫉妒之人讲经传法时大受干扰，和在普绒时受近待之攻击，至今亦无丝毫忿怒之心。此即难能可贵，高尚之至。”至尊仁达瓦一贯只为他人谋利，绝无欺诈之举与恶意之心。不冀求名位，亦不为得到他人财物而赞叹其人。抵阿里、芒隅、贡塘等地，授沙弥戒、比丘戒甚多。劝请君王母子造《丹珠尔》，并筹划之。故不仅为绛央·朗仁钦与赤杰·索朗德巴夫妇等卫藏全境从奉之圣僧，且中国大明皇帝亦赏赐绀绸服内外五套、祖衣、坎肩、披氅等大批财物。古格国王献上五十钱藏红花为主要之财礼甚多。这批财物皆用于讲经传法之基金、刊刻经书与建塔造像等，未曾浪费丝毫。如此，直至六十五岁，以讲经修道护持佛教，将所学之显密经论与诸明等一切深广法类，倾心授之后人。指出宗教上应如何行事，俗事又该如何处理，一一教诫之。第七绕迥水龙年（1412）十月二十九日晨圆寂。众弟子举行追荐法事后，将遗体送入灵堂火化，开启灵堂时，颅骨肢骨已不全，所剩遗骨，由法尊洛桑札巴为首之徒众分别珍藏之。主要舍利装藏于芒隅帕巴寺中与仁达瓦同等身量之至尊文殊镏金遗像内，偕同所造宝座靠背，皆为众生祈福之所。[153]

杰尊·仁达瓦出生在后藏仁达地方。他主要拜萨迦派诸多高僧大德系统学习佛教经论，在此基础上不断精进和深度研习佛教义理，不仅成长为一名萨迦派著名高僧，而且成为藏传佛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佛学家。他以渊博的佛学知识、高尚的道德品行、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赢得藏传佛教学僧的高度赞誉，并成为后人追捧的榜样。特别是杰尊·仁达瓦的佛学成就在于继承并阐扬了当时在藏地趋于衰落或失传的中观学，他重新掀起了研习月称的《入中论》和《中论明句论》等中观学热潮。由于杰尊·仁达瓦在佛教显宗方面尤其在中观学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当时藏地的高僧大德大都亲近过这位高僧。文献记载：

及门弟子有贡钦俄色、嘉瓦·洛桑札巴等学识渊博之善知识甚多，以及持有正法自在者遍及卫藏大地。总之，那时之藏地大学者，几乎没有一人不曾亲近依止过该尊者。[154]

在杰尊·仁达瓦的众多及门弟子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嘉瓦·洛桑札巴，即宗喀巴大师。宗喀巴曾在杰尊·仁达瓦座前学习中观学等佛教显宗教理，并对杰尊·仁达瓦的德才极为推崇。在格鲁派史书或宗喀巴传记中有描述宗喀巴大师与杰尊·仁达瓦互为师徒的情景。

简而言之，杰尊·仁达瓦精通佛教显密教法，在萨迦派寺院教育中构建显宗十三部经论的教学体制，他大力弘扬龙树《中观论》，尤其阐扬月称的《入中论》思想，为藏传佛教各宗派中确立“中观应成派”的主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杰尊·仁达瓦曾与宗喀巴大师互为师徒修学佛法而声名大振，他是藏传佛教史上名副其实的佛学大师和中观学泰斗。

二 密宗法脉传承

萨迦派学僧在佛教显宗教理方面励志研习精进，获得了高深的造诣，同时，在佛教密宗实践领域奋发图强，获得成就者亦大有人在。为此，仅在密宗领域，萨迦派内部又形成鄂尔系、宗巴系和察尔系三大法脉传承。

（一）鄂尔系

鄂尔系（ngor lugs）传承，由鄂钦·贡噶桑布（ngor chen kun dgav bzang po，1382—1456）建立。藏历第七绕迥土鸡年（1429），鄂钦·贡噶桑布在后藏日喀则的鄂尔（ngor）地方创建爱旺寺（Ae lwang chos ldan，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地区康马县境内），专门传授萨迦派密法，从而建立鄂尔系密法传承。后世鄂尔系密法成为传播区域最为广大的萨迦派密法传承。

鄂钦·贡噶桑布出生于后藏萨迦地区，族姓为“觉若”（cog ro），自幼就近拜萨迦派高僧大德修学萨迦派教法，成名后在埃旺地方建寺传法，在宗教事业上获得大成就。其生平事迹在《藏文典籍目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鄂尔地方爱旺寺之创建者，萨迦喇嘛贡噶桑布，出身于正昌之觉若家族。其先祖往昔由正昌迁徒至萨迦从事牧业，后成为萨迦大长·细脱巴之司茶，继之以萨迦近侍官家而闻名。其父系本仓·珠巴云丹，其母为喇章仁钦冈白本森之女索朗白登。他于第六绕迥水狗年（1382）诞生于萨迦。五岁时，其父以司茶为业故，曾令其执与银壶相当重量之石块行走，以试其能力。他对于世俗之事，面露不悦之色，遂弃石于地。六岁时，在达钦·贡噶仁钦关怀下，从法王耶喜坚赞为师，开始学习拼读。九岁在耶喜坚赞座下受居士戒及沙弥戒。他过午不食，终日发奋苦读。渐次在法王耶喜坚赞尊前受比丘戒，菩萨戒和密乘戒。熟谙一切显密教法，尤善于领略萨迦派之曼荼罗仪轨、成就法，成为法王耶喜坚赞之主要弟子。25岁时，耶喜坚赞逝世，他料理完丧事后赴香却科岗。在译师嘉却座前闻法，时至协贡寺，在布陀室利尊前闻法。特别是在萨桑寺从萨桑喇嘛·宣努洛卓为上师，长期学习佛法。至二十九岁即第七绕迥铁虎年（1410），上师言道：“我不知能活多久，你担任萨桑寺主，护持好寺院。”言毕，授密续事部经籍和铃杵、法螺等，授法王继承人之位。自二十八岁至四十九岁，十九年期间住本寺，每于夏、冬两季讲经，春、秋两季传授灌顶及经教戒律等。卫、藏、康区求其授沙弥戒及比丘戒者逾万人，求授灌顶、经教者更多。四十九岁时寺院僧人甚多，俗事之干扰过甚，便考虑到僻静修行处讲经说法，原欲去纳萨普日楚和桑木林日楚，但问卜后未能遂愿，才到埃旺日楚。由于在当地讲经说法，诸事业极其昌盛，供养殷重，遂新建经堂，内供尼泊尔塑像匠人阿克惹纳等建造之释迦牟尼金铜大佛像，以及纯金写本《甘珠尔》经等佛像、经、塔甚多，又建讲经院，使埃旺却丹寺为之一新。[155]

鄂钦·贡噶桑布先后住持萨迦寺、萨桑寺（sa bzang dgon）等著名寺院，尤其住持萨桑寺长达19年之久，在寺内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冬夏两季讲解和教授佛经，春秋两季授予灌顶及戒律等。因而前来求法信徒络绎不绝。而鄂钦·贡噶桑布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创建了爱旺寺并建立了鄂尔系密宗传承。1429年，鄂钦·贡噶桑布在后藏纳塘寺西南约半天路程（徒步）的地方创建了一座名为埃旺却丹寺（Ae wam chos ldan dgon）的寺院，后人简称“爱旺寺”（Ae wam dgon）或“鄂寺”（ngor dgon），以此寺为中心，建立了鄂尔系密法传承。鄂钦·贡噶桑布就在爱旺寺给前来学法的广大信徒授戒传法，号称当时受戒人数达万人以上；主要传授萨迦派密法，向众弟子共传授《道果》法83次、《金刚鬘》灌顶63次。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萨迦派教内对于《道果》法亦有相互间不同的讲授方法。鄂尔系以前未闻对‘公众说’（tshogs bshad）的概念；鄂钦·贡噶桑布将其判为对‘公众说’和对‘弟子说’（slob bshad）两种，据说从此就遵循了这一教规。”[156]鄂尔系密法传承就此形成，而爱旺寺或鄂寺成为后藏地区传播萨迦派鄂尔系密法的重要道场。

值得一提的是，鄂钦·贡噶桑布曾不辞辛苦，远赴阿里、雅浪（yar langs）等地广行法施，在传授灌顶时不收财物，悉施法雨，由是求法者众多。他的弟子有萨迦世系细脱巴·贡噶旺秋、达钦·曲弥巴·洛卓旺秋、鄂堪布·贡却坚赞、宣努坚赞及旺秋扎桑等大善知识多人。鄂钦·贡噶桑布的著作包括修法类、闻法录、仪轨、书函等，连同各函目录共二十一种，德格版集为四函，名曰埃旺全集。北京民族宫图书馆已如数收藏。[157]
由于鄂钦·贡噶桑布生活俭朴、严守戒律，加之勤奋精进，使其体质状况日益不佳，最后在爱旺寺逝世。正如文献记载：

自十五岁至七十五岁期间，由于生活菲薄、禁肉食，加之奋志讲经闻法，因而健康不佳，并患有水肿症，常周身无力、肌肉消瘦。七十五岁时即第八绕迥火鼠年（1456）四月二十三日，将萨班之卷轴画像，汉地铃杵及七衣传授其弟子贡却坚赞，并叮嘱再三。二十五日上午，摄色身入法界。[158]

鄂钦·贡噶桑布逝世后，其大弟子鄂堪布·贡却坚赞（dkon mchog rgyal mtshan）继任爱旺寺住持（堪布），继续传扬鄂尔系密法传承，为推动萨迦派密宗乃至整个教法仪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宗巴系

宗巴系（rdzong lugs）虽有两支传承之说，即前宗巴系（或称美赛巴系）和后宗巴系（或称贡噶系），但均源于萨迦法王喇嘛丹巴·索南坚赞（bstan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1312—1375）高僧。对于前、后宗巴二系密法传承之说，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做过考述：

宗巴有前后二支，前者是喇嘛丹巴的弟子宗琼巴·阿强松吉拜瓦（rdzong chung ba sngags vchang gzungs kyi dpal ba）传给桑布坚赞尊者（rje bzang po rgyal mtshan）、坚赞贡乔（rgyal mtshan dkon mchog）、格瓦桑布（dge ba bzang po）等。之后，又有坚赞贡乔弟子美赛巴·多吉坚赞（mus srad pa rdo rje rgyal mtshan）等嗣法者传承。这一传承系被称为“前宗巴系”（rdzong ba snga rabs），或名“美赛巴系”（mus srad pa）。

又喇嘛丹巴的弟子大乘法王贡噶扎西（kun dgav bkra shes）门下有宗巴·贡噶坚赞（rdzong ba kun dgav rgyal mtshan）、扎托巴·索南桑布（brag thog pa bsod nams bzang po）等许多嗣法弟子。其中扎托巴·索南桑布的门下产生著名弟子吐敦·贡噶南杰（thu ston kun dgav rnam rgyal）。[159]

根据以上所述，前宗巴系或美赛巴系是由美赛巴·多吉坚赞高僧建立的；另一说，由宗巴·贡噶坚赞（rdzong pa kun dgav rgyal mtshan，1382—1446）高僧继承并极力推广，遂形成前宗巴系。也就是说，宗巴·贡噶坚赞最初在萨迦东院学习佛法，后来拜萨迦大乘法王贡噶札西为根本上师，专门修学萨迦派密法，逐步成长为一名密宗大师。他曾任后藏昂仁寺（ngm rum dgon）、却丹寺（chos ldan dgon）等寺院堪布（住持），主要传授萨迦派密法，并自成体系，后人称其为前宗巴系密法传承。

此外，吐敦·贡噶南杰（thu ston kun dgav rnam rgyal，1432—1496）于藏历第八绕迥木猴年，即明天顺八年（1464），在前藏贡噶宗（gong dkar rdzong）创建贡噶多杰丹寺（gong dkar rdo rje gdan），意为金刚座寺，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贡噶县境内。后人又称贡噶曲德寺（gong dkar chos sde），简称“贡嘎寺”（gong dkar dgon）。《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相传吐敦·贡噶南杰是持明·室利僧达（rig vdzin shriv sengah）及纳南·多吉杜炯（sna nam rdo rje bdud vjoms）的化身。因出生在吞密桑布札后裔家族中，故名吐敦，幼年时期名叫扎安杰布（gra lnga rgyal po），从强巴林巴尊者前受比丘戒，创建前藏贡噶多杰丹寺，建立各种曼荼罗仪轨、法事实修次第以及跳神法舞等事相，获得护法感应，具有神通法力，名震四海。且著作颇丰。从此传出者被称为“后宗巴系”，或名“贡噶系”。[160]

吐敦·贡噶南杰建造贡嘎寺后，在该寺讲授萨迦派不共密宗道果法，贡嘎寺遂成为萨迦派密法在前藏地区传播和弘扬的重要道场。尤其是吐敦·贡噶南杰在贡嘎寺主要传承宗巴系密法，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故史称“后宗巴系”（rdzong ba phyi rabs），又称“贡嘎系”（gong dkav ba）密法传承。

（三）察尔系

察尔系（tshar lugs）为萨迦派嫡系密法传承，并有耳传密法之称。由法王察钦·洛赛嘉措（blo gsal rgya mtsho，1501—1561）建立，虽在教内外享有权威性，但其传播范围却不及鄂尔系密法传承。

据说察钦·洛赛嘉措曾获得萨迦派耳传密法，成为这一密法的嫡系传承人，在萨迦派密宗法脉传承史上具有权威性和崇高地位。其生平事迹在《土观宗派源流》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晚近诞生察钦·洛赛嘉措，他先拟学格鲁派，住扎什伦布寺之时，某天有一尼僧来告诉他：“多仁巴尊者遣我邀请你，并寄送这部经书作为凭证。”说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察钦动心，遂往多仁巴住处，详述上事。多仁巴说：“瑜伽母亦会偷书呀！”观看经架中正缺空行母秘传一册，被窃取后的空处犹在。将其放入，恰巧补缺，他顿生虔信。便从达钦·罗哲坚赞（bdag chen blo gros rgyal mtshan）多仁巴·贡桑却吉尼玛（rdo ring pa kun bzang chos kyi nyi ma）座前修学传自鄂、宗二系的全部教授，还学到了未传入鄂、宗二系等其他派系的萨迦派嫡系耳传密法。因此，察钦·洛赛嘉措成为汇聚萨迦派密法源流的大海。[161]

察钦·洛赛嘉措不仅从初学格鲁派教法转入研修萨迦派密法，而且成为集萨迦派密宗三大法脉为一身的密宗大师，并建立了察尔系耳传密法传承。察尔系注重并传授萨迦派密法嫡系十三种金法。《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吉祥萨迦派所传显密教法，多至数不胜数，尤其密宗四续的灌顶和续部讲授，以及密法诀窍等仪轨，更是难以计数。其中不越寺院围墙之十三种金法（gser chos bcu gsum），虽有各种不同说法，但依据察尔系说法：三类《空行法》（mkhav spyod）、三类《大红法》（dmar chen）、三类《小红法》（dmar chung）、《无死金刚天女法》（vchi med rdo rje lha mo）、《红财神法》（dzam dmar）、《狮面母法》（seng gdong ma）、《黑文殊法》（vjam dpal nag po）十三种。再加上《狮子吼法》（seng gevi sgra），又称为龙者十四种金法。[162]

察尔系传授十三种金法外，尚有许多护法类修持法，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密宗坛城中常出现的各类本遵法和护持佛、法、僧三宝的护法神类密法。《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此外有《金刚鬘》灌顶，修法大海（sgrub thabs rgya mtsho）等的总论和别论，《密集》帕学派（vphags lugs）和益西霞学派（ye shes zhabs）两类传法，《时轮》、《喜金刚》教旨四法，《胜乐》鲁、那、智（lvu nag dril）三传规驴面法（bong zhal），属新译之红、黑、怖畏三种《阎罗王》法等，属旧译父法的《真实》及《金刚橛》法，以及《帐明王》、《四面明王》、《尸林主》、明王任命的帕仔神（beg tse）、《金刚橛》护法类等，各种护法神类法多至无法估量，迄今其传承不绝。[163]

不难看出，察尔系密法中除了主流新派密法传承外，还保留旧派个别密法传承。这亦是萨迦派的一大宗风或特色。至于察钦·洛赛嘉措传授察尔系密法的中心道场，王森说：“察钦·洛赛嘉措常住茫喀地方（mang mkhar，在萨迦以西、拉孜以南）的吐丹根培寺（thub bstan dge vphel），有不少知名弟子和再传弟子。”[164]此外，萨迦南寺和北寺等亦是萨迦派传承察尔系耳传密法的主要寺院。

由于察尔系耳传密法既是萨迦派嫡系密法传承，又是内涵丰富、神通广大的密宗大法，当时投向察钦·洛赛嘉措门下的弟子众多，其中更是人才济济。正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其门下有绛洋钦则旺秋（vjam dbyangs mkhyen brtsevi dbang phyuag）、芒特·鲁珠嘉措（mang thos klu sgrub rgya mtsho）、俄强·索南曲培（sngags vchang bsod nams chos vphel）、堪钦·赖松巴（mkhan chen bslab gsum pa）、博克巴·弥智东珠坚赞（bod mkhar ba mee tri don grub rgyal mtshan）等众多弟子。还有旺秋热丹（dbang phyug rab brtan）、索南乔丹（bsod nams mchog ldan）、堪钦·阿旺却扎（mkhan chen ngag dbang chos grags）等继承法统者甚多。后来又出现摩钦·贡噶伦珠（rmor chen kun dgav lhun grub）、奈赛巴·贡噶勒贝炯乃（gnas gsar ba kun dgav legs pavi vbyung gnas）、达钦·金刚持阿旺贡噶洛智（bdag chen rdo rje vchang ngag dbang kun dgav blo gros）等能够传承察尔系耳传密法的师徒多人。[165]

特别是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在察钦·洛赛嘉措座前聆听帐面明王（zhal）等密宗本尊法教授；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又在奈赛巴·贡布索南乔丹处聆听察尔系道果十三金法以及大小明王教诫等密法，故在格鲁派中流行萨迦派金法及帐面明王诀窍等密法。[166]
三 显密兼通高僧

萨迦派历来学僧辈出，除了以上推演显宗和密宗法脉传承的成就者之外，尚有许多兼通佛教显、密二宗教法的高僧，并形成显密兼通之教授传承。精通显密二宗者之代表性人物主要有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赛朵班禅·释迦确丹和达仓译师·喜饶仁钦三人，史称“果沃、释迦和达仓三师”。

（一）达仓译师·喜饶仁钦

达仓译师·喜饶仁钦（stag tshang lo tsa ba shes rab rin chen，1405—1474），是纳塘译师·桑嘎室利（snar thang lo rsa ba sang ga shri）的亲传弟子，原名官却杰，7岁时精通藏文读写，当上师有事外出时，他可充任15名年龄不等学生的老师；20岁前应从父母的意愿未正式出家；20岁那年在僧格坚赞拜桑布座前剃度出家，修学《五十颂（品）》（ka ri ka lnga bcu pa）等显宗经论，并认真作了笔记。之后，在却阔巴师弟（chos vkhor ba yab sras）座前系统聆听显宗教法；同时，他修习了密宗坛城仪轨，包括度量白描等。后往哲蚌寺在绛央却杰·扎西班丹座前聆听多部显宗经论，同时参与辩经会，辩证多部经论义理，由此结缘了许多学僧。达仓译师·喜饶仁钦曾在雅热杰强萨（yar res rje byang sems）座前修学道果、时轮等多种密宗法类；后又前往精通两种语言的大菩萨·突杰拜桑布（thugs rje dpal bzang po）处，学习声明（梵文），并没有花费很多精力，便能对稀有古文献及时轮等密宗咒语编写梵藏对照文。

相传达仓译师·喜饶仁钦未出远门就掌握多种语言，他在修行间隙撰写论著，还有晚间整理稿子、午间记忆经论、黄昏和黎明背诵佛经等习惯。达仓译师·喜饶仁钦回到却阔寺（chos vkhor）后，继续研习大众五明学，并与博东班钦（bu dong pan chen）见面，请教许多知识疑难。不久，达仓译师荣登却阔寺住持宝座，向外信众大力传扬三转法轮之佛法，对内自身勤于观修甚深三摩地禅定，从而成就为显密兼通的萨迦派高僧。

达仓译师撰有多种显密论著，其中他于51岁时（1455）撰写的《时轮总义》（jus vkhor spyi don）成为其代表作；此外，他撰述的作品中尚有多部语言文化方面的著作，如《文化知识本论及释论》（rig gnas kun shges kyi rsta vgrel）等，译著主要有《韵律宝源》（sdeb sbyor rin chen vbyung gnas）等。

达仓译师·喜饶仁钦门下弟子很多，如心传弟子有乌仓仁波切（vug tshang rin po che）、阿阇黎·杜增额莫（slob dpon vdul vdzin sngon mo）、达那饶绛巴·喜饶却觉（rta nag rab vbyams pa shes rab chos vbyor）、十难论师·杰确（dkav bcu pa skyes mchog）、贡噶坚赞（kun dgav rgyal mtshan）、强钦巴·桑杰培（byams chen pa sangs rgyas vphel）、色拉巴·洛哲僧格（se ra pa blo gros seng ge）、夏鲁巴·洛哲僧格（zha lu ba blo gros seng ge）、达布·洛哲塔耶（dags po blo gros mthav yas）、贡噶威瑟（kun dgav vod zer）等；专学声明（语言）和时轮的弟子亦很多，特别是夏鲁巴大译师（zha lu lo chen）成为众弟子中的佼佼者。[167]
（二）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

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go bo rab vbyams pa bsod nams seng ge，1429—1489），出生于康区果沃地方，10岁时（1438）在贡噶奔上师（slob dpon kun dgav vbum）座前剃度出家；19岁时（1447）拜贡噶奔及饶绛巴·喜饶拜等为师，系统学习五部大论。此外，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师事潘域那烂札寺荣敦·玛威僧格和哲域花园寺强钦饶绛巴·桑杰培两位大师，历时五年专心修学和研习佛教显密教理；26岁时（1454）赴爱旺寺师从鄂钦·贡噶桑布，领受显密教法达四年；鄂钦去世后，又师从美钦（mus chen）等大师，继续修学圆满完成了萨迦道果法；32岁时赴多康地区短暂游学。之后，返回前藏哲域花园寺，担任辅助讲师，开始讲法，同时撰写了《喜金刚基本修法》（kyee rdor gzhi bsnyen bya tshul）、《般若佛母要义明解》（phar phyin yum don rab gsal）。后来于1466年又撰写完成了《普明辩驳》（kun rig rtsod spong）、《喜金刚辩驳》（kyee rdor rtsod spong）等著作。在这一时期，仁邦·东珠多杰（rin spungs don grub rdo rje）做施主，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建造了达纳赛朗寺（rta nag gser gling）。

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住持达纳赛朗寺达八年，在此期间，他在讲授显密教法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1473年，他又另建达纳土丹南杰朗寺（rta nag thub bstan rnam rgyal gling），且住持该寺达九年多，向僧众公开讲授并普及了许多显密教法。1483年，他被爱旺寺聘任为堪布（住持），担任堪布长达四年。之后，当他助兴萨迦寺和额莫宗多杰丹寺（sngon mo rdzong rdo rje gdan）的教学之际，不幸逝世，享年61岁。

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著作颇丰，已问世的德格木刻版共有八卷本，包括般若、因明和三律仪等。其部分著作中对宗喀巴大师的佛学观见进行了批驳，尤其在《入中论注释·驳斥邪见》（dbu ma vjug pavi vgrel pa lta ba ngan sel）中对宗喀巴大师《入中论疏·要义明了》（dbu ma vjug pavi rnam bshad dgongs pa rab gsal）经论里的许多论据作了一一批判。对此，哲蚌寺第八任堪布·嘉央噶瓦罗哲（vjam dbyangs dgav bavi blo gros）于1477年撰写题为“致果氏的回复·天铁轮”（go lan gnam lcag vkhor lo）的论著，又批驳了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的佛学观点，并将这部论著公开发行，扩大其影响范围。据说，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的佛学观点不同于萨迦班智达、仁达瓦等萨迦派前辈高僧学者，他的中观见远离有或无之戏论，超越实无和实有之两边。因而比龙树和月称的中观见更为高深。[168]
（三）赛朵班禅·释迦确丹

赛朵班禅·释迦确丹（gser mdog pan chen shawakya mchog ldan，1428—1507），全称赛朵班禅·释迦确丹·智美勒贝洛，简称“班禅·释迦确丹”，为萨迦派兼通显密教法的高僧。他出生在前藏桑浦地区，8岁时在驻锡觉摩隆（skyor mo lung）的荣敦·玛威僧格大师座前剃度出家，取法名为释迦确丹·智美勒贝洛（shawakya mchog ldan dri med legs pavi blo）；10岁时在那烂札寺受沙弥戒；至21岁前一直在荣敦·玛威僧格大师座前学习印度二圣六庄严的经典论著；25岁时到爱旺寺在鄂钦（ngor chen）、扎嘎·大菩萨（brag dkar sems dpav chen po）和美钦（mus chen）三人堪布或阿阇黎前受比丘戒，并在三位上师及绛隆巴·雄努洛哲（lcang lung pa gzhon nu blo gros）、班禅·纳仁（pan chen nags rin）等高僧处修学以六支瑜伽法（sbyor drug）为主的诸多甚深密宗经论。

赛朵班禅·释迦确丹曾担任桑浦寺奈果学院（gnas sgo）住持，后在萨迦撰写了《讲授百法之盛宴》（gzhung lugs brgya la bshad pavi dgav ston）、《引述果氏声明中赞颂及五十八品》（go sgra las drangs pavi bstod pa dang nga brgyad pa）等论著。42岁时（1469）赴赛朵寺（gser mdog can）掌教，向七百名学僧传授讲、辩、著三大做学问之道。此外，他在冬季法会期间讲授《现观庄严论》（上下部）、春季法会期间讲授《中观》、夏季法会期间讲授《戒律》等。同时，在赛朵寺撰写了《问答金筷》（dre lan gser gyi thur ma）一书；另在法王南杰札巴（chos rgyal rnam rgyal grags pa）座前领受时轮金刚灌顶等。

纵观赛朵班禅·释迦确丹的一生，其前后亲近四十多位上师，广泛研习佛法，同时又学习大众文化，包括语言学、诗歌学等，成为一个学富五车的大班智达。观其学问，他精通五明学，尤其专长声明学和内明学。在内明学即佛学领域又对第二、三次转法轮所传的自空与他空等深奥义理作了缜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其代表作主要有《量论释难要义》广略两部（tshad mavi dkav vgrel spyi don che chung gnyis）、《唯识广释》两部（rnam rig tivaka chen gnyis）、《般若释·经义要论》两部（phar phyin tivaka lung snying spyi don gsum）、《中观及入中论释·大总义》三部（rtsa vjug tivaka stong thun chen mo gsum）、《律经注疏·第一百品释论》（vdul bavi bkav vgrel las brgya tivaka）、《胜乐、密集注疏金筷篇》（bde gsang rnam bshad gser thur chos tshan）等。同时，赛朵班禅·释迦却丹培养了不少著名弟子，主要有香钦巴（shangs chen pa）、绛热瓦（lcang ra ba）、多杰瓦（rdor rgyal ba）、洛桑（blo bzang）等人。[169]
总之，上述达仓译师·喜饶仁钦、果沃饶绛巴·索南僧格和赛朵班禅·释迦确丹三位高僧，皆是萨迦派显密兼通的众多大师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共同的知识体系在于精通显密教法的同时，对五明学做过深入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娴熟大众文化。由此，萨迦派在佛学研究、密宗实践和文化传承等领域常青不衰。

四 道果法

萨迦派是一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派。萨班·贡噶坚赞和荣敦·玛威僧格等高僧及其追随者宣扬中观自续派观见，而仁达瓦·宣努罗哲等高僧又推崇中观应成派思想，甚至后辈学僧中既有持唯识观点者，又有崇尚觉囊派“他空见”思想的，亦有不少修持宁玛派“大圆满”法的高僧大德。从总体上看，萨迦派是以“道果法”（lam vbras）为自己的立宗之本。而道果法的内涵极其丰富，其中又有显宗和密宗之分。

显宗方面，又可细分为两个不同的理论来源，一是龙树的中观思想，二是弥勒的佛学观见。

中观思想主要以“首破非福，中破我执，后破一切见”来凸显。

首破非福（bsod nams min pa dang por zlog）：以生死过患、暇满难得、无常、业果等佛学思想，劝导人们厌恶世俗一切现象，珍惜短暂人生并及时投身于佛法事业。

中破我执（bar du bdag ni zlog pa）：劝导信众破除一切由于妄想及无明所造成的迷惑现象或虚幻无实的观念。先认清所要破除对象的本质，后进入破除我执的实质性阶段。

后破一切见（tha mar lta zhig kun zlog pa）：劝导信众破除由执实和妄想的行为所产生的业及烦恼。而执实和妄想又是戏论和执相的意识特性所导致的，故断除戏论和执相为根本对象。

遵循弥勒之佛学观见，即破除一切邪念，领悟非有非无的境界。在深刻理解“二执”本性的基础上，最终彻底破除“二执”。所谓“二执”是指主体和客体的意识中产生的“所执”和“能执”，而出现“能执”和“所执”的两极分化，则会导致妄想、执实、戏论、执相等邪念的产生。这些邪念又是引发恶业产生的根源，故破除“二执”为修行之重要对象。

密宗方面，通过系统修行，悟证人心的明空双运、生死涅槃无别等特征；认识本元俱生智能之心的实相，达到佛我同一的境界。其修行过程：初找人心之一般性质；次寻“明心”成“空心”之途径；后认清“明空双运”（gsal stong zung vjug）之奥妙；最终证悟心之无位置、无颜色、无形状、无实体等本性特征。

萨迦派认为，心有两大特性：第一，心被一团迷乱所缠绕；第二，心的本性则为本元俱生智能。由于心无始以来同迷乱为伴，故人们一般不能了悟心的俱生智能之特性，而一旦了悟心的本元俱生智能之特性，就会自然领悟生死涅槃无别，获得佛果。这就是萨迦派所说的“未知自心者为生死，而了知者为涅槃”。因此，萨迦派提出“成境为心、成心为幻、成幻为无自性”的高见。

在萨迦派看来，初成境为心者，一切境相唯由无明损害自心所起迷现，全无实有。也就是说，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及其现象的存在都是心受无明的蒙蔽而产生的错觉，如离开心绝不会有任何实有外境的存在。修持成境为心，首先要深刻领悟外境无实有，依次将心摄持在明空双运之上，远离任何执着，保持明而不混的状态。这一修持是为了更好地领悟外境一切事物及其现象均由心所生而并无实有的本质。

成心为幻，是指能取之心为迷乱所损害而起迷现，所取既不可得，则能取之心亦不可得。也就是说，作为人们意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是主体意识受到无明的损害而产生的错误认识或幻觉，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实在或任何客体的实有。这一修持领悟心本身也无实有的本质，从而亲证“法”的空性。

成幻为无自性，是指“由缘起门而为成办，由离言门而为成办”。由缘起而成办者，其意思是一切诸法自性非有，因有为法，待缘而起故，无实可成。也就是说，人的意识和外境存在都属于非实有，故人们在意识和外境之外绝对不会寻找到永恒不变的实体。由离言门而成办者，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印定外境为心，印定心相为幻，印定幻为缘起，于现似相违之诸法，而觉受其不成相违，生起决定，谓‘彼所生之自性，即是如此’，因为不能如实诠说，故仅安名为离言说。”[170]这一论点主要说明了以心否定境的存在，又以幻否定心的存在，再以缘起否定幻的实有，最后统一在“生死涅槃无别”之见，并验证相互不相违背之理，而悟证这一境界，则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有在其修炼实践中才能真正觉验到它。

第七节 觉囊派再度复兴和发展

从觉囊派发展史上看，自著名高僧乔勒南杰（phyogs las rnam rgyal，1306—1386）之后，在很长时间内觉囊派中没有出现著名人物，使觉囊派处于低谷时期。至16世纪，觉囊派产生几位高僧，随之觉囊派得以复兴并盛行起来。其中觉囊·贡噶卓乔和觉囊·多罗那他两位高僧是继承和发扬觉囊派教法仪轨的著名人物，尤其是觉囊·多罗那他为觉囊派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 觉囊·贡噶卓乔

觉囊·贡噶卓乔（jo nang kun dgav grol mchog，1507—1572），觉囊派著名高僧，出生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族姓“聂”（gnyags），天资聪慧，自幼受到家庭及寺院的良好教育，逐渐成长为一代有所作为的高僧大德。其生平事迹在《藏文典籍目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觉囊喇嘛·贡噶卓乔于第九绕迥火兔年（1507）十月二十五日生于阿里下部。其父亲出身于聂氏家族，时年58岁，母亲年22岁。抚至五岁时，患中风症，双亲焦急万分，为了益寿延年，遂将孩子送入普帕寺（phu phag dgon）。是年四月，在仲巴却杰（drung pa chos rgyal）尊前受居士戒，然后在家中由父母教其读书识字。他天资聪颖，父母甚喜。七岁，在仲巴却杰尊前受红阎曼德迦（gshin rje gshed dmar）灌顶，取密名为班谢党南贝达拜多杰。他朗读时，嗓音高昂悦耳，宛如笛声，父母等均高兴不已。熟记萨迦法类及诸经本论，并在仲巴却杰尊前一一通过考试。十岁，于火鼠年九月，在仲巴却杰尊前出家，受沙弥戒。从是年冬季起，四年时间，常侍仲巴却杰尊前，听受引导及灌顶传经。十三岁，于土兔年，偕兄同到后藏东部求学。经萨迦、喀乌扎宗抵赛朵坚（gser mdog can）。在春季法会上开始学习。攻读《因理论》（rtag rigs）、《心理论》（blo rigs）等因明知识。是年秋，兄长患天花。求学之二十二人中，除彼三人外，其兄等十九人皆病死。彼居静处八月许，记诵部分因明论著。那时，阿莫噶森哈（Aa mo gha sing ha）至此，指责他死记法相词句不能成佛，并传授诸种修行密法。不久，天花不再漫延，又开始攻读，学习修辞学等大小五明。学习五年许，去后藏昂仁（ngam rings），滞留约六个月。然后退回普帕寺。在仲巴却杰尊前求取往昔不曾闻习之诸多甚深正法。十八岁，于木猴年四月十五日正午，以鄂钦为堪布，仲巴却杰为屏教师，受具足戒，他恪守戒律。是日，请其登上仲巴却杰法座。并且献上仲巴却杰之衣服、手铃等喇嘛用具。二十岁，时在火狗年四月七日正午，仲巴却杰圆寂。不久，父又去世，备极忧伤。感到万事无常，故入静处避世隐居。是年，虽不想坐夏，但因堪布坚请，故在坐夏时讲说《正理藏论》（tshad ma rigs gter）等因明。二十二岁，因班钦·绛巴林巴（pan chen byams pa gling pa）逝世，他即承继班钦·绛巴林巴法座三年。在此期间，广为读经讲法，偕喇嘛康敦巴（bla ma khams ston pa）同去朝冈底斯山三湖，朝礼上百泉源（chu mig brgya rtsa）胜地。在那里向印度佐格巴（dzo gi pa）瑜伽行者们用佐格语宣讲佛教正法，受到佐格学者的称赞。二十七岁，去前藏朝佛，滞留约六个月。是年冬，又去拉萨。在楚普寺学毕噶举诸法，然后去南方门隅（lho mon），饶益众生。三十一岁，时在火鸡年（1537）三月七日午夜，慈母逝世。与慈母永别，十分悲痛，广作佛事。在赛朵坚（gser mdog can）、达隆（stag lung）等寺新造佛像、经、塔，遍履后藏诸寺，向萨迦、宁玛、格鲁诸派高僧传授香巴噶举诸法，受到公正僧俗官员之称赞与尊重。[171]

根据以上所述，觉囊·贡噶卓乔5岁时入普帕寺（phu phag dgon）受居士戒；7岁时在仲巴却杰（drung pa chos rgyal）座前领受大威德灌顶，取密宗名为“班谢党南贝达拜多杰”（dpal zhe sdang rnam par dag pavi rdo rje，意为吉祥嗔怒清净金刚）；10岁时受沙弥戒；13岁始外出求学；五年后返回普帕寺，继续拜师学法；最后成就为一代很有作为的高僧，游访宗教圣地和各大寺院，讲经传法，饶益众生。可以说，觉囊·贡噶卓乔在藏传佛教领域有诸多突破和贡献，首先，出家僧人一般在20岁以上方可受比丘戒，而他在18岁时破例受戒；其次，他不受宗派局限，广泛学习噶玛噶举派、香巴噶举派等诸多宗派的教法义理，同时还系统研习五明学，掌握世俗性大众文化知识；再次，他在阿里冈底斯一带向印度瑜伽士传授佛教正法，这在藏传佛教高僧中不多见。此外，觉囊·贡噶卓乔著述很多，涉及面很广，诸如《班禅·释迦确丹传》（pan ti ta chen po shavkya mchog ldan gyi rnam thar）、《解悟贪著之箴言》（zhen pa rang grol gyi lhug par brjod pavi gtam）、《香巴噶举派甚深道乃古六法传承史补遗》（shangs pavi zab lam nee gu chos drug gi brgyud pavi rnam thar kha skongs）等。至于觉囊·贡噶卓乔去世的具体时间，在有关史书中说法不一，但其转世觉囊·多罗那他出生于1575年，有鉴于此，他最早也是在66岁或67岁时辞世，应为1572年。

简而言之，觉囊·贡噶卓乔是一名在觉囊派后期发展过程中发挥过承前启后作用的关键性人物，同时又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弘扬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他不局限于单一宗派的教法仪轨，而毕生致力于整个佛教正法的发展和传扬。

二 觉囊·多罗那他

觉囊·多罗那他（jo nang taw ra na tha，1575—1634），觉囊派知名高僧，出生在前、后藏交界地归属前藏的“章”（vbrang）地方，族姓“热”（raw），原名斯觉多杰（sri gcod rdo rje），又名贡噶宁布（kun dgav snying po）；而“多罗那他，意为度母怙主，系彼梦后自取之名”，[172]其后成为尊称。他4岁时自称是觉囊·贡噶卓乔的转世，遂认定其为转世灵童，他被迎请到觉摩囊寺（jo mo nang dgon），受到觉囊派诸高僧和广大信众的关照和拥戴；6岁时读书学经，8岁时赴觉囊却隆寺（chos lung dgon），在那里迎请达隆噶举派高僧达隆巴·贡噶扎喜坚赞（stag lung pa kun dgav bkra shes rgyal mtshan）前来授戒，正式出家。

多罗那他前后拜堪布隆日嘉措（mkhan po lung rigs rgya mtsho）、多仁巴·绛央贡噶坚赞（rdo ring pa vjam dbyangs kun dgav rgyal mtshan）、强巴伦珠（byams pa lhun grub）、觉囊济仲（jo nang rje drung）等高僧大德，系统学习佛教显密教法。至17岁受比丘戒；30岁时继任觉囊派法位；31岁时在觉囊寺讲经传法；等等。其生平事迹在《藏文典籍目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出身热氏家族之至尊多罗那他于第十绕迥木猪年（1575）六月八日晨生于卫藏交界之章地（vbrang），地属前藏觉摩喀惹附近，有法主贡噶森格创建之却柯顶寺（chos vkhor sdeng）。父名朗杰彭措，时年四十六岁；母名多杰普嘎，时年十九岁。刚出生时，裹在胎衣内，祖父用钥匙划破胎衣，见婴儿有一头茸茸白发。祖父言道：“此类白发婴孩，极有智慧，望勿为晦气所染。”取名斯觉多杰。两岁许，患恶性痢疾，人瘦鼻塌，几乎死去。经叔父治疗后渐愈。但数年寡言语，众疑为哑巴。四岁，知谈吐，常言：“我是喇嘛贡噶卓乔，有个近侍名叫班觉。”孩童无稽之言，传入羊卓万户丹增旺杰等贡噶卓乔之诸大施主耳中。在彼等劝请下，觉囊堪布·隆日嘉措确认为其觉囊喇嘛·贡噶卓乔之转世。是年九月二十五日起程，前往觉摩囊寺，父母送至扎喜查，久久凝视孩儿背影。渐次行至江孜，住了半月，拜见贤哲桑杰耶喜。贤哲甚喜，为之授时轮灌顶。后往赛朵坚，行五日，抵觉摩囊寺，路途历时两月许。不久，举行神变月法会。法会后，在大多仁巴·绛央贡噶坚赞尊前请得白度母随许法，首次结下法缘，还请受其他灌顶、随许法等。另外，又向至尊扎堆巴（brag stod pa）、觉囊济仲仁布切（rje drung rin po che）求得若干经教与随许法。又将诸施主供养之三分之一许，赠与墨卓哇（smon vgro ba），求结供施之缘。但因发生种种议论，与墨卓哇兄弟并未结下良缘。六岁，于铁龙年正月一日，开始读书识字，拼读一年余，即已娴熟，随即开始默记背诵，在定结经院半年许。后经达隆宗，至拉章噶波寺学经半年余。在那一年余期间，熟谙诸种法行，并受灌顶、随许法等诸多佛法。八岁，于水马年正月二十五日，至觉囊派却隆寺。赛朵坚之诸师徒、觉囊派之女修行者皆来拜见。后赴神变月法会，堪布之近侍及喇嘛绛央等言道：“大学者强巴伦珠乃才识精湛，德行谨严之士，系上世之亲灸弟子，汝应依止为轨范师。”于是，拜强巴伦珠为轨范师。二月一日，即在轨范师尊前开始学习《正理藏论》等因明，历时五月许，得以默诵。派群则贡坚巴等北上达隆，迎请达隆巴·贡噶扎喜坚赞。七月十七日，达隆巴抵却隆寺，即在其尊前求教《噶当书》之经教。是年八月五日一早，登却隆寺绛孜佛殿殿顶，由厨师曲耶巴剃发，尽弃不符出家人之俗貌。上午九时许，在至尊达隆巴尊前受沙弥戒，着袈裟而出家。不久，至尊达隆巴师徒去东方。彼即向绛央贡噶坚赞请受萨迦派白衣三祖诸经教；向至尊珠白旺秋（rje btsun grub pavi dbang phyug）求教热琼耳传密法（ras chung snyan brgyud）。约在马年年内，却隆寺中诸事不甚顺心，梦中常见恶兆，故偕墨卓哇去觉囊。墨卓哇戏之曰：“俗事不能为，教务亦不能为，似应取名贡噶玛乃（kun dgav ma nus）。”后来此名成了常用之名。斯时，其父自章地来相见，知祖父去世。在夏鲁寺与纳塘寺熬茶斋僧，并绘制三幅“唐卡”，以佛事活动悼念恩祖父。时却隆寺管家贡却与墨卓哇商议后，命念扎为其侍从。策旺顿珠等多有非议之言。不久，念扎告退辞后，即无侍从。此后七年余，依止堪布隆日嘉措、轨范师强巴伦珠、觉囊济仲等众多阿阇黎，学习显密经典，善于理解。尤在至尊隐密成就师菩陀固布达那他（buddha gubta naw tha）尊前，请受无上密续乘诸多释难，且广博领悟密续经论。在此期间，修行闭关数次，去前藏朝拜一次。兔年上半年，堪布隆日嘉措圆寂，思念上师悲痛不已。去色林火化遗体。十七岁，于铁兔年十一月十七日，以绛央贡噶坚赞为堪布、轨范师强巴伦珠为羯摩师，在僧众中受具足戒。至三十岁，十三年内去拉萨两次，向诸高僧大德传授灌顶随许法等密乘诸法。向达隆巴、噶玛巴红帽派活佛等多次请受噶举派佛法。另外，亦请教诸多萨迦与格鲁派佛法。济仲去世后，承继觉囊寺法座，扩建庙宇，广造佛像、佛塔、佛经。向东印度阿阇梨尼尔巴那室利（nirbav na shriav）求教密宗方面疑难，大多迎刃而解。在孟加拉班智达布热纳达即冈哇贡噶（gang ba kun dgav）处，听《摩诃婆罗多》（bha ra ta）与《罗摩衍那》（raw ma na）之传说，间或亦闭关修行数年。三十一岁，在觉囊讲经说法，当时处在拉孜宗本耶达波与罗杰巴联合治理之下。时蒙古兵丁侵入后藏，反对藏巴汗噶丹巴（噶玛丹迥），掀起动乱。因见后藏许多寺院被毁，金写经书化为灰烬，军官与地方僧俗官员瓜分地盘，他极其悲伤。在军队随时将至觉囊之恐怖中，他亦能使讲经不致中断，以广说密乘为主。此时，觉囊派已处于鼎盛阶段，建庙宇，造鎏金弥勒佛像等诸多殊胜佛像、经、塔，并为之开光，创建觉囊拉章。他斥责门户之见，主张对所有宗派一视同仁。在三十八岁时所写自传中说道：“以自己宗派之见为至高无上，视其他佛教派别为仇敌，连外道之名也不屑一顾，如此心胸狭窄，却想成博学之士，岂不怪哉！……”三十一岁至三十八岁，八年中讲经传法，修复与新建觉囊派本属诸寺，新造佛像、经、塔。向公正无偏之僧俗官员弘扬正法。三十九岁时，父朗杰彭措于四月十五日去世。他满怀悲痛，大办佛事。不久患病，吐血甚多，头及全身关节，疼痛不已，身体虚弱，胃口不佳，经常头晕，长期患病，后逐渐痊愈。[173]

多罗那他在17岁时受比丘戒，又一次突破接受比丘戒的年限，比贡噶卓乔还早一年；觉囊派出家僧人受比丘戒的年龄比其他宗派提前数年，说明20岁前受比丘戒成为觉囊派的特例。此外。多罗那他也同贡噶卓乔一样，不局限于觉囊派一家，广泛学习萨迦派、达隆噶举派、噶玛噶举派以及格鲁派等诸多宗派的教法；同时，多罗那他向印度阿阇黎请教密宗疑难问题，邀请孟加拉班智达讲解《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文学名著。特别是多罗那他反对独尊各自宗派的门户之见，提倡无宗派观念的圆教思想。

（一）达旦丹却林寺

多罗那他不仅佛学知识渊博、讲经传法出色，而且在佛教事业上功勋卓著，除了扩建觉摩囊寺包括建造佛像、佛塔以及编纂刻印佛经外，他还倡议、规划和主持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觉囊派新寺，即达旦丹却林寺（rtag brtag dam chos gling）。《藏文典籍目录》记载：

（多罗那他）四十一岁，时在第十绕迥木兔年（1615）三月八日，达旦丹却林寺奠基。三十四柱之大经堂破土动工，由藏巴汗派乌拉众差役协助施工，历时三月。以后主要靠寺院庄园之差役与僧人修建。约经五六年，寺院大经堂及辅助性建筑都竣工。于是设立讲经制度，发展不共密法之讲授。又请来二十余名尼泊尔塑像工匠，建造以第七佛即释迦牟尼佛为主之鎏金大佛像多尊，藏巴汗献出金、铜及颜料等所需用之物。召来缮写者一百八十人抄写《丹珠尔》经文，计二百函，每函三百六十叶，每函抄资为青稞一百克。向来自中印度之婆罗门班智达·支峡纳（krishna）与婆罗门班智达·帕拉跋扎（ba la bha dra）闻习妙音声明论等，与之探讨诗学等共通明处，精通声明学，翻译了许多梵文书籍。四十八岁时，接母亲多杰普嘎来达旦丹却林寺安度晚年。时后藏许多寺庙业已颓败，又值战乱之际。他政教逢缘，上下和睦，不仅修好寺庙，讲经传法也日见兴旺。许多蒙古僧俗显贵，亦来问法受戒，故蒙古弟子日益增多。[174]

1615年，多罗那他创建达旦丹却林寺，得到座主后藏桑珠孜王宫的地方长官第悉藏巴·噶玛·彭措南杰（phun tshogs rnam rgyal，1586—1621）的大力资助和扶持。当时西藏前后藏地区实际掌控在噶玛·彭措南杰手中，他可以调动大批人力和物资，因而多罗那他顺利完成了规模宏大、精美绝伦的大僧院的建造工程。除了金碧辉煌的外在建筑物外，达旦丹却林寺内部供奉着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艺术品。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建达旦丹却林寺，造像起塔，精美绝伦。”[175]当时达旦丹却林寺找来一百八十位学者用金汁抄写二百多函的大藏经《丹珠尔》部；同时，从尼泊尔请来雕塑绘画工匠二十多人，建造寺内佛像等供养品。所以，达旦丹却林寺的壁画、雕塑等具有尼泊尔和印度佛教艺术风格。

特别是多罗那他在达旦丹却林寺向来自中印度的婆罗门班智达·支峡纳（krishna）与婆罗门班智达·帕拉跋扎（ba la bha dra）二人请教妙音声明论（sgra dbyangs can ma）等，并与他们研讨诗学等大众文化。由于多罗那他精通梵文梵语，当时翻译了不少梵文书籍。

达旦丹却林寺的创建以及多罗那他在此讲经传法，使觉囊派在后藏地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影响在周边地区不断扩大，甚至波及蒙古地区。许多蒙古族僧俗显贵千里迢迢来到达旦丹却林寺，在多罗那他座前问法受戒，觉囊派的蒙古弟子日益增多。

多罗那他在他的晚年，在达旦丹却林寺“广刊觉囊派的各种著述，聚集了不少的僧伽，与第巴·噶玛丹炯旺布（kama bstan skyong dbang po，1606—1642）结供施之缘，在世间和出世间两方面显赫一时”[176]。由此可见，觉囊派的中观他空见学说，虽在藏传佛教诸宗派中处于孤立状态，但经过觉囊派高僧大德的传承和推演，得以不断发展和流行，其中就有多罗那他的功绩。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后来觉囊·贡噶卓乔，尤其是贡噶卓乔的转世多罗那他又将此见重行恢复，大肆宣讲，广为著述。”[177]因而觉囊派的中观他空见思想成为藏传佛教学术史上一枝独秀且传承不绝的佛学思想。

最后多罗那他“在其主寺达旦丹却林寺之佛殿、佛像、佛经圆满建造完毕之后，即60岁时，即藏历第十一绕迥木狗年（1634）圆寂”[178]。多罗那他本人著作，册数众多，内容丰富，诸如《妙音声明经释·殊胜显明》（brda sprod pa dbyangs can gyi mdo vgrel mchog tu gsal ba）、《本尊大海修法·大宝之源》（yi dam rgya mtsho sgrub thabs rin chen vbyung gnas）、《吉祥时轮修法生起次第解说·悉地长存》（dpal dus kyi vkhor lovi sgrub thabs bskyed pavi rim pa rnam par bshad pa dngos grub nyer vtsho）、《胜乐大赞·成就之源》（bde mchog bstod chen dngos grub vbyung gnas）、《甚深道金刚瑜伽广释·极显双运》（zab lam rdo rjevi rnal vbyor gyi rnam par bshad pa rgyas pavi bstan pa zung vjug rab tu gsal ba）等，其中《印度佛教史》（rgya gar chos vbyung）不但流传范围广大，而且产生深远影响。

（二）《印度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是多罗那他于1608年撰写完成的一部佛教历史著作，是以印度历代王统为序，以其间护教的国王，特别是弘教的佛教大师的活动为重点，简明而又系统地介绍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印度佛教的传承、流布、嬗变和盛衰的一部藏文名著。

全书由前言、正文和后记构成，其中共分为四十四章，大致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二章。记叙了阿阇世王至迦腻色迦王（二世纪初在位的大月氏贵霜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期间，小乘佛教的传承、流布和分派。

第二部分，第十三章至第二十七章。记叙自迦腻色迦王去世之后，迄瞿毗旃陀罗王（7世纪前后在位的印度阿波兰多迦国的国王）为止，以中观、瑜伽行派为主的大乘佛教，以及其间尚存的小乘佛教的流布情况。

第三部分，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七章。记叙瞿波罗王（8世纪初在位的波罗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至罗提迦斯那王（12世纪末在位的斯那王朝的末代国王）期间，以密教为主的晚期大乘佛教的流传和印度佛教被毁灭的情况。

第四部分，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四章。记叙其他佛教史实。其中，有关晚期大乘（主要是密教）的人物资料可补佛教史籍的空缺。

从时间上看，《印度佛教史》上始公元前5世纪初在位的中印度摩揭陀国阿阇世王（相传阿阇世王即位的第八年释迦牟尼佛入灭），下至12世纪末在位的斯那王朝的末代国王罗提迦斯那王。

总之，《印度佛教史》的学术资料价值，是为向世人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印度佛教史的珍贵资料，尤其记述了印度佛教晚期的人物、学说、教团、寺院、施主、教敌等情况，这些历史在其他资料中最为缺乏。因此，藏文《印度佛教史》自19世纪就被译为多种外文流行，先后有俄、德、日、英等多种译本问世。

三 多康地区的觉囊派

多罗那他之后，觉囊派又从发展鼎盛渐趋衰落。也就是说，明末清初，随着格鲁派的强势发展，觉囊派在藏区再度衰落，许多觉囊派寺院改宗格鲁派，至清初觉囊派在前后藏地区（今西藏自治区境内）已销声匿迹。然而，觉囊派高僧在多康（mdo khams）局部地区（今四川与青海部分藏区）建寺弘法，使觉囊派的法脉传承终究没有中断，相沿至今。

根据文献记载，藏历第七绕迥木蛇年，即明洪熙元年（1425），仲·热纳室利（drung rrna shri，1350—1435，又名噶西巴·仁钦拜，dkav bzhi pa rin chen dpal）遵照上师乔勒南杰的重托，在多康壤塘地方（vdzam thang，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壤塘县境内）创建吉祥壤塘寺（dpal vdzam thang chos sde），传扬觉囊派的教法仪轨。其后，却杰·嘉瓦桑布（chos rje rgyal ba bzang po，1419—1482）、策居·热纳格德（tshes bcu rrna kwirti）和阿盖·尼玛维塞（Aa rge nyi ma vod zer）等嗣法弟子，不断扩建寺宇，逐渐形成却杰寺（chos rgyal dgon，壤塘寺）、策居寺（tshe bcu dgon，1456年建立）和藏哇寺（gtsang ba dgon，1730年建立）三座鼎立的僧院，并产生却杰（chos rje）、策居（tshes bcu）和藏哇（gtsang pa）等活佛转世系统，其宗派影响在周边地区渐次扩展。

其中，于藏历第十二绕迥铁狗年，即清雍正八年（1730）建立的藏哇寺（今四川阿坝州壤塘县境内），逐渐发展成为觉囊派直系法脉传承的中心寺院，其宗教影响不断扩大，在周边地区产生了许多下属支系寺院。至清代末期，觉囊派寺院已经达到三十多座，主要分布在多康（mdo khams）局部地区（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和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

第八节 噶举派主要法脉传承

噶举派支系繁多，相继形成四大支八小支派系，其中既有渐渐衰微的支系，又有兴旺发达的支系。噶举派四大支之一的噶玛噶举派，在藏传佛教中第一个建立活佛转世制度，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在政教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噶举派八小支系之一的智贡噶举派，虽在政教事业上大起大落，但其法脉传承相沿不断。

一 噶玛噶举派活佛世系

噶玛噶举派是噶举派四大支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派系之一，同时，它又是藏传佛教中第一个建立活佛转世制度的宗派，而且，先后形成了几大活佛转世系统，其中主要有黑帽系和红帽系活佛世系。因此，噶玛噶举派尤其是噶玛噶举活佛世系在藏传佛教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宗教地位。

（一）“黑帽系”活佛世系

“黑帽系”活佛世系肇始于噶玛噶举派祖师都松钦巴（1110—1193），正式建立于噶玛拔希（1204—1283）。因此，后人追认都松钦巴为第一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噶玛拔希为第二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西藏前藏的楚普寺为历辈噶玛巴·黑帽系活佛驻锡地。

第三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让琼多杰（rang byung rdo rje，1284—1339）出生在后藏贡塘的札普龙雪地方，父亲名阿强却贝，是一位宁玛派居士，母亲叫觉姆央珍。让琼多杰5岁时，被噶玛拔希的著名弟子邬坚巴认定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遂迎请到楚布寺精心培养；7岁时在堪布绰普喜饶座前正式出家，受沙弥戒，取法名为让琼多杰；18岁时在奈丹宣努琼瓦堪布和根敦仁钦羯摩师等高僧座前受比丘戒，领受佛教全部戒律；师从数名高僧系统修学显密教法。曾在桑浦寺下学院研习《中观》、《慈氏五论》、《集论》、《俱舍论》、《瑜伽师地论》和《因明》等显宗教理；后又专门修学《时论》密法、医学等。他饱学并精通佛教显密宗教法后，开始云游整个藏族地区，参学兼弘扬噶玛噶举派的教法仪轨。

1331年，元朝皇帝元文宗邀请让琼多杰进京传法，当他千里迢迢于1332年10月抵达京城时，文宗皇帝去世，由懿璘质班继任皇帝，就向新皇帝及其随从大臣等众多人士灌顶讲法。不久皇帝去世，由其皇兄妥懽帖睦尔继皇位，号为顺帝。让琼多杰向顺帝、皇后及大臣们授予密宗灌顶，并向他们宣讲佛经。1234年，顺帝赐予让琼多杰“遍通诸法性空噶玛巴”之诏书、国师之印和金册等封号，对其弟子喇嘛当增桑布（ting vdzin bzang po）和蔡·格炯钦布（dge sbyong chen po）二人授予“司徒”封号。之后，让琼多杰一行途经五台山等地返回西藏楚布寺。

1336年，让琼多杰奉诏又从西藏楚布寺起程进京，当他抵达大都时，元顺帝本人亲自出皇宫门迎接。让琼多杰在京大都期间，为皇帝专门举行长寿法事，并向大臣们传授佛法；同时，他在京郊兴建一座噶玛噶举派寺院。1339年，让琼多杰在京城大都（今北京）突然圆寂，享年56岁。遗体火化后运回西藏楚布寺，造灵塔供奉。

让琼多杰的代表作主要有《历算学》（rtsis kyi bstan bcos）、《佛本生百传》（sangs rgyas bcom ldan vdas kyi skyes rabs brgya rtsa）和《揭示甚深内义本释》（zab mo nang gi don gsal byed pavi bstan bcos rtsa vgrel）等，其中《揭示甚深内义本释》是让琼多杰结合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撰写的一部名著，流布范围很广。让琼多杰有弟子多人，其中著名者有扎巴僧格、多丹贡杰、蔡巴司徒、雅德班钦等。

第四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若贝多杰（rol pavi rdo rje，1340—1383）出生于西藏工布地区一户富裕人家，3岁时被让琼多杰的弟子多丹贡杰（rtogs ldan mgon rgyal）认定为让琼多杰的转世灵童，遂迎请到楚布寺继承法位；7岁受沙弥戒，取名若贝多杰；18岁受比丘戒，持戒严谨，不食酒肉。1358年，若贝多杰接到元顺帝的邀请，从楚布寺启程，途经青海等地，一路讲经传法，于1360年抵达京城；他向元顺帝及其皇家成员传授“金刚亥母灌顶”和“那若六法”等密法。若贝多杰在京城留居三年，在此期间，他向前来叩拜求法的蒙古、汉、西夏、高丽等民族的王公贵族讲经传法，随各自所欲传授诸多显密教法，佛教事业及功德圆满。1362年，若贝多杰从京城动身返回西藏，途经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时在本地建造了一座寺院，在康区噶玛丹萨寺专为该寺僧众传授大法，游访巴塘、杂日、工布等地，前后历时十年方返回驻锡地楚布寺。1383年，若贝多杰在工布地区传法时圆寂，享年44岁，遗体火化后，请回楚布寺，建造灵塔供养。

第五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德银协巴（bde dbyangs bzhad pa，1384—1415），出生于西藏工布地区一户信佛世家，其父亲名古日仁钦，是一位专修密宗的瑜伽师，母亲叫拉姆吉。德银协巴自幼示现噶玛巴转世的多种征相，4岁时被认定为若贝多杰的转世灵童，7岁在聂普瓦·索南桑布座前受沙弥戒，取名却贝桑布，并聆听以律学为主的教法；后师从益西拔瓦、格西扎西坚赞、仁钦贝等高僧大德，全面修学显密宗教法；19岁在堪钦·索南桑布和羯摩师云丹洛哲等八十多位高僧座前受比丘戒。这是藏传佛教史上最隆重的一次授予比丘戒的宗教仪式。1403年，明朝永乐皇帝遣使持诏书到西藏迎请德银协巴。文献记载：

（德银协巴）22岁木鸡年（1405），他从楚布寺启程，道经巴康，历时两年，于火猪年（1407）正月月底抵达南京，献纯金制成的千辐轮伏为拜见礼。献茶时，皇帝起立招待，极具敬信。宫内仪式布置、献物品类，皆按汉式新年，十五日间设宴款待，并有娱乐活动。皇帝自己亲往噶玛巴住处求法，数次献物，互往互来，皆由各皇子迎送。从二月初五日起，于宫内说法，为皇后追荐献供，出现各种奇异征兆，每日由汉族著名画师画出图画，介绍每天情况的文字，在画面侧边依次用汉文、都日嘎字（拉洛字）、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五种文字写出，画卷长4968厘米、宽66厘米，共有画面49幅，作为纪念品献给他（此画先前是楚布寺喇章的内供物，今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于罗布林卡）。三月初三日，皇帝颁用百两黄金制成的诏书，封他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179]

德银协巴到达南京，受到明成祖的热情款待，并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还赐玉印、大银翘宝七百颗。值得一提的是，“德银协巴”这个名号就是明成祖当时赐给他的汉文“如来”的藏语意译，从此就称这一名号而不再使用原名却贝桑布。“大宝法王”这一称呼从德银协巴开始又成为历代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的汉文专用封号。1408年，德银协巴离开内地，经巴康和北路，沿途向民众讲经说法，于1410年返回楚布寺。他曾在西藏山南、工布、达布等地云游宣讲噶玛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在广大信徒中留下了深刻影响。德银协巴圆寂时年仅32岁，遗体火化后，建造灵塔供养。

第六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通瓦敦丹（mthong ba don ldan，1416—1453），出生于多康噶玛附近的额堆（ngon stod）地方，父亲名果觉桑珠多杰（go jo），母亲名董萨班玛措（ldong bzav）。通瓦敦丹在童年时期有许多传奇故事，由前辈诸弟子多方考察后认定为德银协巴的转世灵童，随从堪钦果伦布等高僧，闻学显密无量法类；年长后游访藏族地区，讲经传法，兴广佛教；曾调解地区间的纷争，利益众生。通瓦敦丹在工布地方圆寂，享年38岁。遗体火化后，请至楚布寺，建造灵塔供养。

第七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却札嘉措（chos grags rgya mtsho，1454—1506），出生于巴康鄂地的吉达地方，父亲名扎巴班珠，母亲叫拉姆吉。却札嘉措从小就与其他孩童不同，总是有许多奇异的表现，经前辈诸弟子多方考察后，被认定为通瓦敦丹的转世灵童，师从多位高僧修习佛法；12岁时受沙弥戒，取名却札嘉措。后在诸多高僧堪布座前修学佛教戒律及显密宗教法。同时，他遵循先辈惯例游访各地，一边参学修行，一边传教弘法。然而，却札嘉措所处时代是西藏政局不稳定时期，可他不为政治权力所左右，能够安心从事自己的佛法事业，表现了一位高僧活佛的高风亮节。相传却札嘉措是一位不吃肉类的素食者，喜欢保护动物，时常劝导人们不要打猎和捕鱼，他在53岁时去往工布孜拉冈寺驻锡时，突然圆寂。

却札嘉措在佛学领域有高深的造诣，撰有《波罗蜜多现观庄严论释·三世间之明灯》、《七部量论广释·理论海》、《中观见引导文》、《大手印广论讲义》、《中观因明学广史》等著作。其中有关般若和量论的阐述，与其他释本不同，明显有自己的独特观点。

第八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弥觉多杰（mi bskyod rdo rje，1507—1554），出生于多康噶玛寺附近的昂曲河左侧噶拉德普地方的萨丹村庄，父亲名赛恰哲·强巴喜宁，母亲叫达热萨仲。在认定其为灵童时出现争议，故暂时迎请到工布孜拉冈寺，7岁时被正式认定为却札嘉措的转世灵童，受沙弥戒，取名弥觉多杰，师从多名高僧，系统学习佛法；1516年，小小年纪的弥觉多杰应丽江沐天王的邀请，前往云南丽江地区，向广大信众讲经传法。这是噶玛噶举派教法首次在云南丽江地区传播。弥觉多杰在21岁时受比丘戒，师事高僧大德，研习五部大论，修学密宗四续，同时兼学大小五明等大众文化知识。他曾在多康地区游方参学和传教弘法，30岁时才回到西藏楚布寺，主持宗教事务。大明皇帝多次派人邀请弥觉多杰到内地传法，终未成行。

弥觉多杰是一位善于思考、精于辩论的著名佛教学者，他敢于质疑和批评，曾一度同格鲁派高僧辩论佛学议题。撰有《尊者休闲——现观庄严论诠释》（rje btsun ngal gso）、《四座喇嘛瑜伽》（thun bzhi bla ma rnal vbyor）和《戒律释》等著作。

第九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旺秋多杰（dbang phyug rdo rje，1556—1603）出生于多康哲吾达桑（tre bovi yul stag bzang）地方，父亲名阿多，母亲叫朗萨阿洛。其6岁时由第五世夏玛尔活佛认定为弥觉多杰的转世灵童，受沙弥戒，取名旺秋多杰；师从夏玛尔活佛等高僧大德，修学显宗五部大论和密宗四续等，兼学五明学等大众文化知识；24岁时在以夏玛尔活佛为亲教师、贾曹活佛为羯磨师的诸多高僧活佛座前受比丘戒。之后，旺秋多杰按着前辈活佛的惯例巡访山南、门域（不丹）、工布、波密、康区等广大区域，传教布道，利益众生，调解纠纷。相传他曾受到锡金王的邀请，可他派一位高僧替他前往，并在锡金建造三座藏传佛教寺院。旺秋多杰与第三世达赖喇嘛之间建立了密切而友好的私人关系。

旺秋多杰撰有《大手印俱生和合引导文》（phyag rgya chen po lhan cig skyes sbyor gyi khrid yig）、《入中论释》（dbu ma vjug pavi vgrel ba）、《俱舍论释》（mngon pa mdzod kyi vgrel pa）等著作。他的佛门弟子主要有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觉囊·多罗那他等著名人物。

（二）“红帽系”活佛世系

噶玛噶举派建立黑帽系活佛转世后，紧接着又创立了红帽系活佛世系。其开创者是多丹·札巴僧格（rtogs ldan grags pa seng ge，1283—1349）。他出生于多康邦布岗（spom vbor sgang）地方，族姓贝章格（sbas dbrang vgu），父亲名达琼（stag chung），母亲叫阿果萨。札巴僧格6岁左右对宗教产生特异的感悟，遂由洛哲札巴上师劝其出家为僧，开始专心修学佛法；13岁时在吉康寺（spyi khang dgon）由洛哲札巴和嘉杰顿巴（rgya rje ston pa）两位上师授予沙弥戒，取名札巴僧格，在此学法八年后，外出广拜名师修学佛法，求得宁玛派传承密法等；23岁时赴前藏深造，经人推荐，先去桑浦寺，跟从嘉央释迦宣努和洛哲聪麦两位上师研读《般若》、《因明》等显宗经论；后在楚布寺拜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让琼多杰，并在其座前受比丘戒，修习噶玛噶举派密法，实践那若六法，获得殊胜觉悟。正当此时，让琼多杰兴建的德钦登寺（bde chen steng）竣工，委派札巴僧格去住持。他在该寺住持期间，专心静修密法，获得极佳的悟性和甚深的功法，成为噶玛噶举派的知名高僧。

藏历第六绕迥水鸡年，即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札巴僧格在楚布寺以东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新寺，命名奈囊寺（gnas nang dgon）。他入住该寺，另立炉灶，收徒传法，学僧剧增，随之其声望日隆，获得元朝皇帝的册封，皇帝赐予其“灌顶国师”称号，并赠送一顶红色僧帽。这顶红色僧帽便成为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名称的最初由来，也是产生这一活佛转世的主要因素。

札巴僧格主持奈囊寺达十几年，辞世后，嗣法弟子遵循他在临终时留下的口嘱，寻访认定其转世灵童，遂产生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即喀觉旺布，并追认札巴僧格为红帽系第一世活佛。以红色僧帽为标志，称其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

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布（mkhav spyod dbang po，1350—1405）出生于西藏北方的谢玛隆（bye ma lung）地方，父亲叫拉加（lha rgyal），母亲叫卓姆（vbrog mo）。相传，喀觉旺布3岁时能讲法并知晓他人心思；6岁时，因聪明过人、非同一般人而被克珠达杰高僧迎请到奈囊寺，经高僧大德多方考察验证后，认定为札巴僧格的转世灵童；7岁时在噶玛巴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贝多杰座前受居士戒，先后拜许多著名高僧修学噶举派的教法仪轨，特别在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贝多杰座前专门修学那若六法和大手印等密法；18岁时在堪布东珠拜瓦（don grub dpal ba）、阿阇黎嘉央却吉多杰、屏教师宣努拜瓦座前受比丘戒。之后，在德瓦坚寺上师嘉央仁钦座前学习《慈氏五论》、《因明》、《戒律》等经论，跟从噶玛噶举派高僧修学金刚乘密法，遂成长为一名佛学知识渊博、密宗实践精深的高僧活佛。

喀觉旺布29岁时在达孜地方建造一座寺院，寺僧发展到二百人左右；37岁时建造噶丹玛莫寺（dgav ldan ma mo dgon）；38岁时成为第五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德银协巴的首席经师，将年仅4岁的德银协巴请到达孜精心关照。师事喀觉旺布修学密宗的门下弟子不少于三百人，喀觉旺布让弟子们在冬夏两季各闭关修炼三个月，其中产生很多有成就者。喀觉旺布常在工布一带讲经传法，最后在噶丹玛莫寺示寂。

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三世活佛·却贝益西（chos dpal ye shes，1406—1452）出生于西藏娘隆（nyang lung）地方，族姓为库（khu），父亲叫桑智（bsam grub），母亲叫贝萨（bar bzav）。由于却贝益西相貌英俊、头脑机灵，被喀觉旺布的嗣法弟子认定为上师活佛的转世灵童，遂成为红帽系第三世活佛。却贝益西从小受到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的特别照顾和细心培养；后来却贝益西又得到明朝皇帝的关照，获赠佛像、法器等许多贵重宗教用品。

却贝益西的前半生主要修学佛法，他不拘一格，先后修习那若六法、觉域法（gcod）、日琼耳传密法、邬坚耳传密法、六支瑜伽法、大圆满法、道果法、密集五次第等，博通藏传佛教各派教法仪轨；后半生云游藏区各地，包括转经杂日神山（rtsaw ri），讲经传法，弘扬佛教，利益众生。最后在噶丹玛莫寺示寂。

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札益西（chos grags ye shes，1453—1524）出生于东方多麦寨雪康玛（mdo smad kre shod khang dmar）地方，族姓为东（sdong），父亲叫官巴杰（dgon pa skyabs），母亲叫札萨索南卓玛（dbra bzav bsod nams sgrol ma）。由于他在孩提时做出种种转世灵童的言行举止，遂被当地康玛寺迎请到寺内照料，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自10岁始云游多康藏区，参访各方名师求法。在此期间，他有幸拜见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却札嘉措，剃度受戒，取法名为却札益西。却札嘉措赠其一顶红色僧帽，以示确认为红帽系第四世活佛。

却札益西成年后，大兴土木新建或扩建红帽系活佛管辖的不少寺院，在奈囊寺塑造了一尊大型弥勒佛像，在噶丹玛莫寺新建了一座拥有九十四根柱子的大经堂，并塑造了一尊金身释迦牟尼像；在隆智寺（lhun grub chos sde）新建了一座大殿。特别重要的是，却札益西得到后藏地方官仁蚌巴·敦悦多杰的资助，于1490年在拉萨西北的羊八井地方创建了一座大寺，取名羊八井寺（yangs pa can），仁蚌巴还专门给该寺划分谿卡（庄园）和佃农，作为经营寺院的经济基础，红帽系活佛的驻锡地遂从奈囊寺转移到羊八井寺，寺院住持采取堪布制。从此羊八井寺成为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的主寺。这是却札益西为噶玛噶举派尤其是红帽系活佛世系的发展壮大做出的巨大贡献。

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五世活佛·官却延拉（dkon mchog yan lag，1526—1583）出生于西藏工布地方，父亲名嘉布参丹（rgyal po mtshan ldan），母亲叫索南卓玛。官却延拉聪明伶俐，4岁时能读写并懂语法，8岁时受居士戒，被确认为红帽系第五世活佛。

红帽系第六世活佛·却吉旺秋（chos kyi dbang phyug，1584—1635）出生于西藏智贡卓隆（spro lung）地方，父亲名却杰平措（chos rgyal phun tshogs），母亲叫永莫萨洋谷（yong mo bzav gyang vgugs）。其5岁时由黑帽系第九世活佛·旺秋多杰认定为红帽系第六世活佛。当时正直格鲁派兴盛，整个噶玛噶举派在藏族地区的社会影响、政教势力和宗教地位均受到全面冲击。在这一形势之下，噶玛噶举派诸位活佛没有得到大张旗鼓地施展宗教才华的历史机遇，他们在各自的驻锡地或静修处，默默无闻地修行，度过单纯的宗教生涯。

二 智贡提寺传承

智贡提寺是智贡噶举派的祖庭，亦是传承智贡噶举派法脉的中心寺院。觉巴久丹贡布·仁钦贝去世后，智贡提寺住持职位由智贡家族接任并开始世袭，元朝时期封该家族为智贡万户长，成为西藏地区新兴的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依附智贡地方势力的智贡提寺曾盛极一时，至明代又逐渐衰落。

明朝初期，智贡提寺住持职位已传至第十任住持，即却吉嘉布（chos kyi rgyal po，1335—1407）；第十一任住持为顿珠嘉布（don grub rgyal po，1369—1427）；第十二任住持为仁钦旺杰（rin chen dbang rgyal，1394—？）；第十三任住持为仁钦白桑（rin chen dpal bzang，1421—1469）；第十四任住持为仁钦却杰白桑布（rin chen chos rgyal dpal bzang po，1449—1484）；第十五任住持为贡噶仁钦白桑布（kun dgav rin chen dpal bzang po，1475—1527）；第十六任住持为仁钦平措却吉杰布（rin chen phun tshogs chos kyi rgyal po，1509—1557）；第十七任住持为仁钦南杰却吉札巴坚赞白桑布（rin chen rnam rgyal chos ky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519—1576）；第十八任住持为索南拜吉嘉措（bsod nams dpal gyi rgya mtsho，1527—1570）；第十九任住持为乔勒南杰（phyogs las rnam rgyal，生卒年不详）；第二十任住持为却杰平措扎西（chos rgyal phun tshogs bkra shes，1547—1602）；第二十一任住持为扎西平措札巴坚赞（bkra shes phun tshogs grags pa rgyal mtshan，1574—1628）；第二十二任住持为贡却仁钦（dkon mchog rin chen，1590—1654）；第二十三任住持为仁增曲札，或名贡却平措（rig vdzin chos grags sam dkon mchog phun tshogs，1595—1659）。其中仁增曲札擅长藏医药学，发明许多药物配方，治病救人，深受百姓拥戴，医学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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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噶丹颇章政权时期

噶丹颇章时期，是指清代前中期格鲁派掌管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权时期。清朝历代皇帝尊崇格鲁派及其活佛世系，在中央王朝的青睐和护持下，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进一步演进，尤其是格鲁派在藏传佛教诸宗派中得到更加优越的发展空间，使格鲁派又一次进入鼎盛时期，其流布地域不断扩大。它不但在藏族地区持续发展，也兴盛于蒙古地区和内地不少地方，其影响波及广大区域和众多民族。

第一节 格鲁派与蒙古汗王

17世纪初，是格鲁派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机遇期。在这一时期，他们一是跟蒙古汗王结为同盟，建立福田与施主关系，相互大力支持，共同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二是与清政府通使交往，加强了同正在崛起的新兴中央王朝的关系，从而倚仗更强大的政治后盾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教合一制度。对此，王森说：

在这一时期，由于它得到蒙族汗王的支持，才转危为安并大大扩张了势力。其间，四世班禅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局势安定以后，黄教的领导权仍然在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之手。这件事，一方面是自二世达赖以来即有以达赖为领导人的传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三世达赖以来，黄教迅速取得蒙族各部的信奉，达赖已经成为广大蒙族地区的一个偶像，以达赖为黄教的领导人，可以吸引蒙古汗王的实力支持，这对黄教大有好处。[1]

王森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研究藏传佛教历史的权威学者和著名藏学家，在上文中对格鲁派与蒙古汗王之间结成的同盟，以及达赖喇嘛在格鲁派中固有的领袖地位和在蒙古地区产生的宗教影响力等情形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指出了蕴藏在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文中“黄教”一词为格鲁派的俗称，在过去的汉文文献中常用这一称谓，尔后随着中国藏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学界对藏学中出现的不规范的术语或概念等做了修正，并将“黄教”这一俗称改为正统的名称，即“格鲁派”（dge lugs pa）。

一 固始汗与第五世达赖喇嘛

藏历第十一绕迥水马年，即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漠西蒙古厄鲁特部固始汗（1582—1654）军队攻取后藏的桑珠孜城堡（bsam vgrub rtse，今西藏日喀则市），推翻了第悉藏巴（噶玛·丹炯旺布）政权。固始汗遂将第悉藏巴政权统治下的所有土地及百姓全部献给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ngag dbang rgya mtsho，1617—1682）。以此为标志，西藏地方政权又从后藏日喀则移至前藏拉萨，并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驻锡地哲蚌寺建立了藏蒙联合的噶丹颇章（dgav ldan pho brang）政权。至于“噶丹颇章”这一名称之由来，据史料记载：

噶丹颇章为一房名，意为兜率宫。该房原名“多康恩波”（蓝石房），为第司帕莫主巴在哲蚌寺的官邸。藏历第九绕迥土虎年（1518），帕主第司阿旺扎西札巴坚赞将其献与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使众生结下法缘，早日转生兜率宫，达赖喇嘛将该房名改为噶丹颇章。二、三、四世达赖喇嘛均住于此。五世达赖喇嘛在此建立政权，故该政权称“噶丹颇章”。首任第司（行政官，代表达赖喇嘛管理政务）为索南绕登（又名索南群培或嘉乐群则）。[2]

显而易见，格鲁派领袖与处于没落时期的帕主第悉（长官）之间早已建立良好的政教关系，尤其是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对格鲁派的扶持和帕主第悉对达赖喇嘛的尊崇，成为以哲蚌寺为中心的格鲁派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终将座主哲蚌寺的大活佛达赖喇嘛推向执掌西藏地方政教权力的大舞台。这段因缘历史在《噶厦印谱》中有着较详记载：

第五辈名罗桑嘉措，于第十绕迥火蛇年（1617）生于琼结的青安达孜宫，不久被迎至哲蚌寺的噶丹颇章宫内坐床。年25岁时，即第十一绕迥铁蛇年（1641），蒙古固始汗开始占领朵康，以后继续前进，推翻藏巴汗噶玛·丹炯旺布的统治，将其所属土地及百姓全部献与达赖喇嘛，作为香火之地。第二年即水马（1642）二月内，固始汗始从哲蚌寺迎请达赖喇嘛至日喀则，彻底消灭了藏巴汗的残余势力，并把这里所属的土地和百姓也送给了达赖喇嘛，从此才开始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使政教合一的大白伞盖照遍上、中、下三界。[3]

以上引文较为清晰地交代了西藏地方政权更迭的详细过程，其中固始汗和第五世达赖喇嘛作为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自然成为西藏噶丹颇章政权的缔造者。同时，固始汗和达赖喇嘛审时度势，及时与正在崛起的清王朝建立良好关系。当然，清朝当权者对藏传佛教早有联系。林子青说：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17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清太宗时（1627—1643），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方面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建立关系。[4]1642年，固始汗和达赖喇嘛等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厄鲁特部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进书信，献方物，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接，复设宴洗尘与饯行。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朝见，上起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礼。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古式安布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白忒部落臧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设大宴宴之。[5]

皇太极对远道而来的西藏僧俗使者以高规格的厚礼接待，尤其以实际行动来优待和推崇出家僧人。另外，从引文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还宣读了西藏第悉·藏巴汗的书信，实际上藏巴汗政权于1642年被固始汗推翻，藏巴汗噶玛·丹炯旺布本人也未幸免，遭到杀害。当时皇太极对西藏政局的变化也有所耳闻。如《清太宗实录》记载：

又敕谕臧霸汗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谕臧霸汗：尔书云：佛法裨益我国，遣使致书。近闻尔为厄鲁特部落顾实贝勒所败，未详其实，因遣（遗）一函相询。自此以后修好勿绝，凡尔应用之物，自当饷遗。今赐银一百两、锦缎三匹。”[6]

以上引文中出现的“臧霸汗”或“臧巴汗”，是指“藏巴汗”一人，他作为蒙古固始汗进藏前坐镇后藏日喀则桑珠孜宫并掌管西藏政务的最高长官，在前后藏地区具有很强的权势和号召力。所以，皇太极在“未详其实”即不知杀害藏巴汗噶玛·丹炯旺布的情况下，还是给藏巴汗致书赐银，表现得极为重视和关注。

西藏使臣在盛京不但受到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而且当他们离开盛京返回拉萨之时，皇太极再次率领诸王贝勒等送至演武场，隆重饯行；同时，回致第五世达赖喇嘛、固始汗和西藏各僧俗首领书信。在致第五世达赖喇嘛书信中写道：“宽温仁圣皇帝，敕书于金刚大士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念，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兹特恭候安吉，凡所欲言，惧令察干格龙等以悉之。”[7]自此，拉萨与盛京之间通正常使臣往来，建立起密切联系。西藏噶丹颇章政权进入巩固发展期，始在拉萨建造象征政教合一政权的布达拉白宫。根据《噶厦印谱》记载：

是年达赖的管家索南饶丹，别号嘉乐强佐，后改名为索南群培，（他）一生中改了三个名字。其获得掌管政务之权后，又尊称为英莎贡玛。木鸡年（1645）四月一日为修建布达拉白宫举行奠基，此宫延至土鼠年始建成。是年为第一代满清皇帝顺治在位五年（1648），皇帝派人诏迎达赖进京。[8]

藏历第十一绕迥木鸡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第五世达赖喇嘛议定修建布达拉白宫，举行了隆重的宗教奠基仪式；至顺治五年（1648），布达拉白宫部分初步建成；第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噶丹颇章宫迁居布达拉宫。

二 第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

清顺治二年（1645），顺治帝又遣使诏迎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然而，西藏当政者观察到顺治帝尚未掌握大清国实权，清廷依然由摄政王多尔衮掌管，第五世达赖喇嘛便没有及时动身，将进京事宜往后继续拖延，以待合适时候。当顺治帝亲政后，第五世达赖喇嘛立即决定进京朝觐。据《噶厦印谱》记载：

顺治九年，即第十一绕迥水龙年（1652）四月二十七日，达赖喇嘛从哲蚌寺起身到达北京，朝谒皇帝，时年36岁。达赖喇嘛到京受到隆重的接待，从此结成施供之缘。[9]

清朝中央政府非常重视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事宜，召集朝廷文武官员专门商讨和精心安排，做到尽善尽美，万无一失。其具体细节在清朝官书中有记载：

谕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曰：“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达赖喇嘛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见。若令喇嘛入内地，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其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10]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自大清国太宗皇太极、摄政王多尔衮至顺治皇帝当政时期，清朝皇帝相继不断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首先，在政治上有长远考量，主要笼络尚未归顺的喀尔喀部等外藩蒙古；其次，欲向西藏地区行使大清国的最高权力。顺治九年（1652），在固始汗的支持下，第五世达赖喇嘛率领西藏僧俗官员及蒙古护卫军三千余人抵达岱噶（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

当时清朝中央政府虽然处于达赖喇嘛随从庞大而难以周到接待的尴尬局面，但是焦点问题主要表现在顺治皇帝迎见达赖喇嘛的礼仪上。为此，满汉大臣各抒己见，当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满洲诸臣议：“我等往请，喇嘛既来。上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禅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

众汉臣议：“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喇嘛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11]

由于满汉大臣之间出现不同意见，最终不得不采取折中办法。顺治帝命其带部分随从进京，并以“田猎”为名，与第五世达赖喇嘛“不期然”相会于南苑，从而避免觐见时的礼仪周折。达赖喇嘛进马匹、方物；清廷建黄寺于安定门外，专为迎请达赖喇嘛居住。

顺治十年（1653），第五世达赖喇嘛以“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从人亦病”[12]为由，提出告辞京城返回西藏的请求。清廷又做了精心议定，“今喇嘛既来，且留此，从容往岱噶。待草青时，更召外藩王、贝勒等与喇嘛相会”。[13]在京城勉强留住达赖喇嘛清廷觉得不太妥当。于是“以遣达赖喇嘛归，上御太和殿，赐宴，并鞍马、金银、珠玉、缎匹等物”。[14]顺治皇帝亲自设宴饯行后，“达赖喇嘛辞归，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偕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官兵送至岱噶地方。又命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球饯于清河”。[15]
第五世达赖喇嘛辞归后，顺治帝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赍送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于岱噶地方。[16]与此同时，清朝又遣使到拉萨册封固始汗，赐金册、金印。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

封厄鲁特部落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赐之金册、金印。文用满、汉、蒙古字。册文曰：“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尔厄鲁特部落顾实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尔尚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17]

在清朝颁发的册文中称赞固始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殚乃精诚，倾心恭顺”，视其为捍卫大清社稷疆土的忠臣，故册封他为“遵行文义敏惠顾实汗”。其金册、金印都用满、蒙、汉三种文字，而赐予第五世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则以满、藏、汉三种文字，当然其中蕴含深层意义。可以认为，清朝中央政府在提升达赖喇嘛原有宗教领袖地位的同时，亦很器重固始汗在西藏政教合一体制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大清国第一次行使对西藏政教领袖的封赠名号印册权，清朝中央政府对藏蒙地区的最高统治，从此开始确立。

藏历第十一绕迥木马年，即顺治十年（1654），固始汗在拉萨去世，其子达延汗夺得王位。清康熙七年（1668），达延汗之子达赖汗嗣位。因继承汗位的子孙平庸，第五世达赖喇嘛逐步掌管西藏噶丹颇章政权，成为掌握实权的最高政教领袖。

三 制定《法典十三条》

第五世达赖喇嘛先后任命陈列嘉措（vphrin las rgya mtsho，1660—1668年在位）、罗桑图道（blo bzang thub stob，1668—1675年在位）、罗桑金巴（blo bzang sbyin pa，1675—1679年在位）和桑杰嘉措（sangs rgyas rgya mtsho，1679—1703年在位）为第司（sde srid），具体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其内部机构设置基本上遵循原有的地方法律法规。历史文书记述：

噶丹颇章政权建立后，对原来的《法典十六条》进行了修改，删去了第一条英雄猛虎律、第二条懦夫狐狸律和第十六条异族边区律，定为十三条。官职以萨迦王朝时期的设置办法为基础。第六任第司桑杰嘉措所著的《法典清明晶鉴》内云：“职务类别凡十三种，司祭官在此不宜论说，牲畜管理人、守门人乃微不足道。为社稷大业计，大臣、军队司令、法官、工匠管理、大小管家、内室传达官、市民监、宗本、谿本、寺庙扎仓的物资管理人员、商业人员、北方蒙民头人、庙祝、达赖喇嘛的信使、收粮官等缺一不可，故新设以上诸多职务。”[18]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法典十六条》，是第悉藏巴汗政权时期出台的法律，噶丹颇章政权建立后，又将其删改编制为《法典十三条》。主要删除了《法典十六条》中过分彰显世俗性尚武精神的条款。因此，修改后的《法典十三条》更贴近或符合以出家僧人为政权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性。《法典十三条》的具体条款内容及分析如下：

（1）镜面国王律。是有关地方官吏在执行政务时应遵循的行为标准。本律条系统规范了官吏及其他公职人员（包括僧、俗）的行政准则。规定：凡任公职者，均须舍弃自私的恶习，以公务为主，尽力效忠于历代第悉。《十三法典》的制定者对《十六法典》中的第三条“地方官吏律”作了详细的解释后放在了《十三法典》的首位。从法律排列的顺序和编纂的意图看有两点：第一，噶丹颇章政权建立之后，为了逐步完善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及其管理职能，强化了对各级官员职守的监督。第二，为了完善当时的政体改革，更加强调了行政法律的作用，并提出了防止官吏腐败的措施。

（2）听讼是非律。是两造对质、辨别是非曲直的法律。将此作为第二条的原因也有两种：第一，制定者提出了在稳固的政治体制中立法要严明，执法要公正的思想，从而使藏区社会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第二，从《十六法典》中吸收了“执法者审理案件要认真、谨慎，不要过早下结论。诬告者各以所告之罪反坐，如果两造都有一定理由则各自承担一半责任”的内容。处理诉讼的关键是辨别是非。所以把听讼是非律从《十六法典》的第四位排到了《十三法典》的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五世达赖时期比较重视诉讼制度，为藏族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营造了公平、正义之法律氛围。

（3）拘捕法庭律。是有关逮捕人犯、依法治罪的法律。规定：对违反法律者，首先要捆绑押解至执法机关。特别是在王宫前持刀打架、因饥饿行窃、不按领主旨意办事、向别人讨教坏主意者、顶撞上级等行为不轨者，均逃避不了本法的制裁。情节严重者要从重处罚，罪大恶极者要处以肉刑，或根据具体情况赔偿命价等。

（4）重罪肉刑律。是对犯人施以挖眼、砍足等重残人身肢体的法律。规定：有危害社会和人身安全的犯罪都要施以肉刑，即挖眼、抽筋、割舌、投崖、溺死、屠杀等。制定这种法律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安定。

（5）警告罚锾律。是为了警戒犯人再犯罪过，责罚缴纳财物赎罪的法律。规定：犯法而不及施肉刑者，为杜绝再犯罪而警告。结伙杀人、报复抢劫、蓄意干坏事等严重触犯法律者，依其罪行轻重，罚15—80两碎银。这种法律是根据当时藏族社会的实际而制定的一种经济制裁法。

（6）使者薪给律。是规定藏族百姓对官府来人供应食宿等费用（脚力钱）的法律。属民等应差使者是对官吏的尊敬，但官吏、使者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扰民。制定这种法律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官吏廉洁自律。

（7）杀人命价律。是责令蓄谋杀人已遂者赔偿命价的法律。规定：凡蓄意杀人者，必须向死者家属赔偿命价，命价数额依被害人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等级而定。各等级命价虽有具体规定，但实赔数额的多少可由有关人员协商决定。其原则是双方都能接受，做到既要被害人家属满意，又要加害人赔偿得起，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新的纠纷。

（8）伤人赔偿律。是责令斗殴伤人者根据被伤者伤势轻重而赔偿损失的法律（也叫赔偿血价）。规定：按照等级划分，首先查明哪一方先动手，分清责任，无理一方要赔偿；其次是鉴定伤情，查清是内伤还是外伤，是否流血，是否裂唇露骨，再依据伤势决定血价金额。血价因人的身份不同，赔偿金额也有所不同。本条是对第七条杀人命价律的补充。

（9）狡诳洗心律。是责令狡辩的诉讼双方接受神判、辨别是非的法律。诉讼双方以“山盟神证”，发誓赌咒、捞油锅、烧泥汤等神判的方式来明辨是非。制定本条是对前八条的完善和补充，同时为后四条的制定起到一定的铺垫作用。

（10）盗窃追偿律。是对盗窃他人财物者依情节轻重，视受害人等级责令偿还赃物并加倍赔偿的法律。规定：同等级平民间盗窃，罚赔7倍到8倍或9倍不等的罚金，盗窃赞普财物罚赔原物之百倍的罚金，偷“三宝”（佛、法、僧）之财物罚赔80倍的罚金。对诬告他人盗窃者，同盗窃者一样对待。对捡到财物不归还失主者，将财物隐藏他处狡诈欺骗者，以退赃和赔新等法论处。因盗窃而被打死、打伤，一般不付命价、血价。此条法律是在前九种律条的基础上制定的，丰富了法律内容，补充了当时在司法实践中的缺憾。

（11）亲属离异律。是在调解亲属间的利益纠纷和离异时，责令理屈一方赔偿理直一方以及有关财产分割的法律。本条沿袭传统律文，夫妻离异如理在男方，女方需赔偿18钱黄金等物。此条是为了创建藏区社会民事调解制度的需求而制定的。

（12）奸淫罚锾律。是对与他人妻女或丈夫通奸者，科以罚金的法律。规定：与喇嘛、官人之妻通奸者处以重刑。如果是女人勾引男人，只取一两罚金和以碗为主的三件或五件实物，不取未遂命价。如果是有妇之夫被邻里有夫之妇勾引，对该女人处以茶等七件或碗等五件财物。对在客途发生的奸情及情节较轻的初犯者，一般不作处理。此条法律是根据当时藏族社会家庭婚姻状况的实际而制定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婚姻家庭法。

（13）半夜前后律。是关于农牧业生产方面的法律。农牧民在生产活动中相互借用马匹、牦牛等驮畜或耕畜，如果死于借用者手中，要照价赔偿。如完好交还，过夜死亡，借用者无罪。若前半夜死亡，则由借用者赔偿。若死于鞍疮等因，则依具体情况作适当的赔偿。另外，还对商业活动、田间管理等方面也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此条列排在最后是对前十二条法律的补充，说明在当时藏区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中，契约或借贷方面纠纷频仍，法律需求迫在眉睫。[19]

从比较的角度看，噶丹颇章政权时期出台的《法典十三条》，与帕主第悉法王政权时期出台的《法典十五条》和第悉藏巴政权时期出台的《法典十六条》有着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是在前后参照或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法律文本。如《法典十六条》是在《法典十五条》的基础上修订的，而《法典十三条》又是以《法典十六条》为蓝本修订的。所以，三种法律文本的内容结构等极为相似相近，并具有共性或共同的特质。至于前后三种文本的差异，原因在于当时执政者的理念不同，如《法典十五条》中折射着朗氏家族与帕主噶举宗派相结合的理念、情绪和立场，《法典十六条》则体现了纯粹世俗政权的尚武精神和统治思想，而《法典十三条》又集中反映了僧侣集团的利益、观念和管理模式。

此外，我们将《法典十三条》放在人文地理背景下考量，西藏地处偏远高寒地带，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因而当时的《法典十三条》所折射出的法律意识，无疑对当时藏族民众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言行举止和伦理道德等方面有巨大影响，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藏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法典十三条》的主要服务对象又十分明确，是以法律手段维护和加强噶丹颇章政权，确立和巩固寺院及僧侣集团的统治地位，以期建立健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四 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争

藏历第十一绕迥水狗年，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然而，第司·桑杰嘉措向外界匿丧长达十五年之久，期间他借用达赖喇嘛之名，总揽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康熙二十九年（1690），第司·桑杰嘉措建布达拉宫红宫部分，用重金造第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名“世界第一庄严”（vdzam gling rgyan gcig），供奉于布达拉宫红宫内。康熙三十二年（1693），第司·桑杰嘉措借第五世达赖喇嘛名义，向康熙帝奏称：西藏政教事务“皆第巴（司）主之，乞封第巴，授之印信，以光宠之，为之恳请，而第巴又戴皇上恩眷，诚心乞请金印，应如所请”。[20]当时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康熙皇帝心目中有着很高的信任度，康熙皇帝在第巴事件败露后对大学士等下令说：“昔日达赖喇嘛存日，六十年来，塞外不生一事，俱各安静，即此可知其素行之不凡矣！”[21]因此，清廷于康熙三十三年（1693）“赐第巴金印。印文曰：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22]由于借助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名望和声誉，当时第司·桑杰嘉措很顺利地获得了“法王”爵位。

第司·桑杰嘉措为何匿丧第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又为何出现第六世达赖喇嘛真假之争，其缘由十分复杂，并有诸多主客观因素。而且，不少历史文献记有褒贬不一的各种描述和评论。根据《噶厦印谱》记载：

水猪年（1683）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门域所属错那县境内的拉沃字松之地出世，直到第十二绕迥水牛年（1697）、第司桑杰掌政十九年即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才将其迎至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桑杰代其掌职至二十五年，即水羊年（1703），在桑杰的授意下，始举任阿旺仁钦为第司协理。但实际权力仍操持在桑杰嘉措之手。又过两年，到木鸡年（1705）桑杰掌政已二十七年。该年七月二十九日，拉藏汗计擒桑杰嘉措，将其处死于堆垄的朗孜之地。[23]

第司·桑杰嘉措依凭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威望，在西藏长期主政，逐渐掌管实权。康熙四十二年（1703），达赖汗之子拉藏汗继承汗位，便与第司·桑杰嘉措之间产生矛盾，以至于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最终迫使第司·桑杰嘉措不得不做出妥协，他辞去第司职位，由其长子阿旺仁钦（ngag dbang rin chen）担任，以此缓解日益严重的矛盾，但为时已晚，没能挽救僵局。尤其是拉藏汗擒杀第司·桑杰嘉措之后，强行废黜了第司·桑杰嘉措拥立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身份地位，从而制造了第六世达赖喇嘛真假之争，并且很快波及蒙藏地区。为此，清廷匆忙处理此次事件，出于稳定西藏政局的考量，肯定胜者拉藏汗所采取的行为，而加罪于败者第司·桑杰嘉措。清朝中央政府认定：

先是，达赖喇嘛身故，第司匿其事，构使喀尔喀、厄鲁特互相仇杀，扰害生灵。又立假达赖喇嘛，以惑众人。且曾毒拉藏，因其未死，后复逐之。是以拉藏蓄恨兴兵，执第司而杀之，陈奏假达赖喇嘛情由，爰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24]

当时清朝中央政府站在拉藏汗一方，同意废除第司·桑杰嘉措拥立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并将他押送京城。至于清军为何擒假达赖喇嘛赴京，康熙皇帝做了说明：

前遣护军统领席柱等往擒假达赖喇嘛及第司妻子时，皇子及诸大臣俱言一假达赖喇嘛擒之何为。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皈向假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为策妄阿拉布坦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25]。

所以，康熙皇帝特遣席柱等官兵前往拉萨将第六世达赖喇嘛接送到京城，以防被策妄阿喇布坦抢夺到准噶尔部，对清朝中央政府造成不利局面。实际上，第六世达赖喇嘛真假之争，是蒙藏上层贵族官员之间发生的一场争权夺利之事件。其前因后果在《噶厦印谱》中有着另一番描述：

早在木猴年（1704）时，拉藏汗向皇帝密告，诬蔑第司桑杰破坏黄教，说他公然以达赖喇嘛自居。于是他先杀第司，又于第十二绕迥火狗年，即康熙四十六年（1706）五月一日将仓央嘉措拉下布达拉宫的宝座，令其迁居拉鲁噶采园。另迎白噶增巴·益西嘉措，安置于布达拉宫禅榻。有人说此灵童就是拉藏汗之子。皇帝的钦差白马笔贴式等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解往北京：行至中途工噶诺湖地方，达赖病故，时年24岁。本年拉藏汗自立为汗王，从火狗年起到火鸡年止（1706—1717）独揽大权，执政十一年。火鸡年（1717）十一月一日他被准噶尔浑台吉所杀。[26]

拉藏汗在废黜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同时，又另立益西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由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吉接送原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至京城。不幸仓央嘉措在途经青海湖畔时突然去世，喇嘛商南多尔吉向清廷上报称：“拉藏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27]当时理藩院做出“假达赖喇嘛行事悖乱，今既在途病故，应行文喇嘛商南多尔吉将其尸骸抛弃”[28]的处置。但是，原第六世达赖喇嘛的去世，并没有平息活佛真假之争，蒙藏僧俗民众不服拉藏汗改立益西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举措，他们认可第司·桑杰嘉措拥立的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又另寻其转世灵童。“特别是遭到三大寺上层喇嘛的反对”，[29]使益西嘉措很难确立为达赖喇嘛的真实身份地位，西藏地方政局也因此而骚动不宁。清朝中央政府在难以判断真假达赖喇嘛的情况下，为稳定西藏政局着想，最初认可了拉藏汗推举的达赖喇嘛，并作了合理的解释。根据《清实圣祖录》记载：

拉藏及班禅呼图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封授，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30]

以上引文中的“波克塔胡必尔汗”是指藏文文献中称呼的“益西嘉措”。康熙四十九年（1710），清廷鉴于西藏局势，做出重大决策，册封了拉藏汗拥立的益西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然而，这一重大决策没有给西藏政局带来永久性稳定。当时清廷也察觉蒙藏及和硕特内部的不和睦，认为“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藏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31]遂派遣赫寿前去西藏行使差事任务。

这一时期，虽然第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和拉藏汗等不断遣使进贡，但是康熙皇帝依然牵挂着西藏局势，他在给侍卫内大臣等所下谕旨中说：

朕想拉藏汗一子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娶亲，一子现在青海地方驻扎，在策妄阿喇布坦处娶亲之子，策妄阿喇布坦若托辞爱婿留住数年，不令之归，再如驻扎青海之子，朕复怜爱留住，伊处总无人矣，岂不孤危！况拉藏汗年近六十，自当为其身计。伊之人少，土伯特人甚多，而又秉性凶恶，可保常无事乎？拉藏汗将凶恶第司杀死，朕加褒奖，封为扶教恭顺汗。伊真倾心内向，不但朕知之，即各处人亦皆知之。但厄鲁特秉性猜疑，又甚疏忽，倘或事出不测，朕虽怜伊，伊虽倚朕，此间地方甚远，相隔万里，救之不及，事后徒贻悔耳，即朕亦无法也。朕此想甚属远大，伊亦系晓事之人，若不深谋防范，断乎不可。朕为拉藏汗时常留意。[32]

当康熙皇帝关心拉藏汗能否稳住西藏局势之际，以青海蒙古贝勒、台吉等为首的信众又在康区理塘地方寻找到一位小灵童（格桑嘉措），并确认其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联名上报朝廷，恳请给予册封，以此推翻拉藏汗在拉萨拥立益西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举措。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理藩院题：“先经青海右翼贝勒戴青和硕齐、察汉丹津等奏称：‘理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其从前班禅呼图克图及拉藏汗题请安置禅榻之胡必尔汗是假’等语。蒙皇上睿鉴，以伊等俱顾实汗子孙，欲使共相和睦。若将此胡必尔汗留住青海，恐其弟兄内或起争端，特遣侍卫阿齐图等前往谕令，将理塘之胡必尔汗送京亲看。又遣主事众佛保往班禅处，问此胡必尔汗之真假。续经戴青和硕齐等奏请俟来秋送至京师。奉旨着将理塘胡必尔汗暂于西宁口内寺庙居住。今侍卫阿齐图疏言：‘主事众佛保自班禅处回，据班禅称理塘胡必尔汗是假，而戴青和硕齐等坚求亲往班禅处问其真假。’应令阿齐图等传集青海两翼诸贝勒、台吉等于会盟处，宣示皇上仁爱之意及班禅送来印文。令将胡必尔汗送至红山寺居住。”从之。[33]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廷派遣侍卫阿齐图前往青海召集青海两翼蒙古诸贝勒、台吉会盟，在会上各方达成共识，两翼台吉等暂时和睦，并将理塘小灵童安置在红山寺居住。后于1716年，又按清廷安排，小灵童移居宗喀巴寺，即塔尔寺居住，派兵严加护卫。

康熙五十六年（1717），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派兵突袭西藏，拉藏汗遭杀害，西藏政局又发生剧变，藏区社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动荡。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侍卫阿齐图疏报：“臣统兵至柴旦木地方，于正月初二日，遇见伊打木扎布等带领拉藏子苏尔扎之妻自招败回。告称：准噶尔兵来至达穆地方，与我土伯特兵交战数次，彼此伤损甚多。去年十月三十日，厄鲁特之噶隆沙克都尔扎布叛归准噶尔，将小招献降，我土伯特兵众解散，台吉那木扎尔等在布达拉北城开门投顺，准噶尔兵众拥入。十一月初一日，苏尔扎率兵三十人冲围而出，被其擒获，拉藏被围身亡，我等逃奔而来”等语。[34]

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其将官策楞敦多布突袭拉藏汗军队，结果里应外合，准噶尔军获胜，他们杀害了拉藏汗并擒拿了拉藏汗之子苏尔扎。同时，准噶尔军废黜了第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的身份职位。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康熙五十七年（1718），总督额伦特疏报：“四月初五日，拿获策零敦多卜之使人罗卜臧等八人，讯称：伊等自去年正月由特几斯起程，十月至布搭拉地方。本月二十八日夜攻取大昭、小昭，次日围住布达拉，杀害拉藏。将伊幼子及所属寨桑等送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伊子苏尔扎遁走，为土伯特擒获。拘达赖喇嘛于扎克布里庙，班禅仍住扎什伦布等语。将使人罗卜臧等交主事柰曼代，沿途防护，解往京城。”报闻。[35]

以上引文较详描述了准噶尔军队于1717年十月末十一月初突袭拉萨的情景，如十月二八日夜间偷袭并拿下大昭寺和小昭寺，第二天开始围攻布达拉宫。这几处皆为当时西藏地方政权的核心区域。其结果将西藏最高行政长官拉藏汗杀害，最高宗教领袖第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被软禁在一座寺庙里面。至此，准噶尔人进军西藏的目的基本实现。但是，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也造成了当地的恐慌。据《噶厦印谱》记载：

火鸡年（1717）年底准噶尔珲台吉把持藏政，一切由他发布命令。他委派达孜·拉杰饶丹或称吉雪噶丹台吉为第司。又将持莲花生大士阿旺益西嘉措赶下宝座，囚禁在药王山下。此代第斯的官印为长方形，印头上有三眼宝，另外还有一颗较大的四行蒙古文的印，印头上有眼宝。达孜巴执政至铁鼠年（1720），清廷以附逆罪将其法办。[36]

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其将官策楞敦多布率军进藏，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准噶尔军队，一来乘机利用西藏政局不稳，二来借助达赖喇嘛真假之争，既杀害了西藏当权者拉藏汗，又废黜了益西嘉措的第六世达赖喇嘛身份职位。可以说，准噶尔部军队彻底夺取了和硕特部固始汗及其子孙掌管西藏政局的特权。

然而，准噶尔军队没有给西藏地方政局带来任何稳定因素，反而制造了愈加动荡的社会局面。种种迹象表明，策楞敦多布率领的准噶尔军队是以维护格鲁派合法利益为借口而进入西藏境内的，他们一旦夺取西藏地方政权，便原形毕露，开始对格鲁派之外的其他宗派或寺院施行抢劫烧杀等暴行。根据《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准噶尔人为了显示其尊崇格鲁派，还把莲花生大师著名的修行洞门砌死，用泥抹光，把多杰札寺（rdo rje brag）、敏珠林寺（smin grol gling）、曲水塔巴林寺（thar pa gling）、桑阿强曲林寺（gsang sngags byang chub gling）等很多宁玛派寺庙夷为平地。[37]

多杰札寺和敏珠林寺被毁，对于宁玛派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多杰札寺和敏珠林寺是宁玛派在西藏前藏地区建立起来的两大具有祖庭性质的寺院，在宁玛派发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曾得到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大力扶持而兴隆发展，不仅在藏传佛教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更广大的藏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宗派影响力。与此同时，准噶尔军队也对格鲁派部分寺院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和骚扰。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引起康熙皇帝的愤慨，他发号施令进行了谴责：

兹众喀尔喀及青海等俱服朕之风化，而策妄阿喇布坦之人霸占藏地，毁其寺庙，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应弃命忘身，奋勇致讨；乃伊等却无实心效力之人。[38]

可以看出，康熙皇帝人在京城，与西藏相隔千山万水，却能及时获悉西藏的讯息，尤其对策妄阿喇布坦之人口称维护黄教（格鲁派），实际毁坏寺院、遣散僧人等罪状了如指掌，并发动青海和硕特蒙古对准噶尔人进行讨伐。当时，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的言行举止令人担忧，对此王森在《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做了评述：

策楞敦多布在西藏实际是进行着军事统治，他的军纪很坏，曾抢劫三大寺金银供器送往伊犁；更借口教派不同，抢掠焚烧宁玛派的寺院；特别是他们恣意抢掠，任意屠杀藏族人民，引起了藏人的普遍不满，遂合辞奏请清廷派兵进藏。[39]

清朝中央政府既面对准噶尔军队入藏后西藏出现较为混乱的局面，又鉴于蒙藏广大信众对达赖喇嘛真假的关切和宗教信仰意愿，最后决定派兵进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康熙五十八年（1719），康熙皇帝对议政大臣等下令说：

此次差往西边胡毕图等前来回称：“策零敦多卜等及土伯特众喇嘛民人，俱言在西宁现有新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天朝圣主将新胡必尔汗安置在达赖喇嘛禅榻上座，广施法教，实与众人相望之意允协。且土伯特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贪恋之处？惟恳天朝圣主将法教速为广施。”观此情形，似乎易结。今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与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送往时，着大臣带满洲兵一千名、蒙古兵一千名、土番兵二千名、绿旗马兵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前去，其行粮、牲畜接续之处，令大将军办理。再由巴尔喀木带四川满洲兵一千名、绿旗兵一千名，土番兵酌量派往，其行粮、牲畜接续之处，今年羹尧办理。青海王、贝勒、贝子、公等亦带领属兵，或一万，或五六千，送往前去。[40]

西藏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各方因素促使康熙皇帝下令做出决定，清廷宣布了当时暂住在青海西宁塔尔寺的康区小灵童（格桑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真人，并由清军亲自护送其前往西藏拉萨，拟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护送达赖喇嘛进藏，得到藏蒙各部的大力支持。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月，先是，抚远大将军允[image: ]复奏：“臣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进兵安藏及送新胡必尔汗往藏之事，其青海王、台古等皆同心协力，情愿派兵随征，并请封新胡必尔汗掌持黄教。”至是，命封新胡必尔汗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派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其四十九旗札萨克并喀尔喀泽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亦令遣使会送。[41]

从以上引文可看出，清朝中央政府派兵入藏的同时，按照藏蒙信众意愿，册封了居留塔尔寺的小灵童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所以，此次护送达赖喇嘛灵童入藏名正言顺，进藏大军以清朝正规军为主、青海蒙藏兵为辅，可谓浩浩荡荡，规模庞大，史无前例，其中尚有漠北喀尔喀部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大活佛的代表使者。这在达赖喇嘛世袭史上乃至西藏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历史上，清朝中央政府曾经默许拉藏汗废黜第司·桑杰嘉措拥立原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并且认可了拉藏汗选定的新的第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之后，准噶尔军队入藏又废黜了第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清朝中央政府再次接受了这一现实。所以，从当时清朝中央政府的立场看，朝廷已经否定了前仓央嘉措和后益西嘉措两位的第六世达赖喇嘛身份，只有再认定新的第六世达赖喇嘛方符合历史逻辑。这样清廷在命封新的小灵童格桑嘉措时，便出现了“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的印册；但是那时清廷却忽略了藏蒙民众大都一贯认同第司·桑杰嘉措拥立的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事实，而且仓央嘉措去世和康区小灵童出生的日期又符合活佛转世定制，这样小灵童格桑嘉措必然成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后来清廷知晓宗教传承原则，便纠正了这一错误。

康熙五十九年（1720）八月，清朝大军顺利进抵拉萨，在西藏僧俗官员及民众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迅速驱逐了扰藏的准噶尔军队。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王师所至，望风响应，随有朱贡之呼图克图献地来降。次日进取墨朱工喀，赏赍第巴头目，安辑民人。臣遣千总赵儒等往谕第巴达克杂来降。又，喇嘛锺科尔头目亦陆续来降。臣等随令第巴达克杂聚集皮船，于八月二十二日渡河。复令侍卫讷秦等率领官兵，分为三队，二十三日五鼓时分起程，进取西藏。传西藏之大小第巴头目并各寺庙喇嘛，聚集一处，宣示圣主拯救西藏民人至意。随将达赖喇嘛仓库尽行封闭。西藏附近重地扎立营寨，拨兵固守。截准噶尔之往来行人及运粮要路。随据三庙之坎布将各庙所有准噶尔之喇嘛共一百一人擒获。内有为首喇嘛五人。据第巴达克杂及三庙坎布等首告，彼皆策楞敦多卜授为总管之喇嘛。于是将此五名喇嘛即行斩首，其余九十六名准噶尔之喇嘛尽行监禁。[42]

以上引文中的“朱贡之呼图克图”是指藏传佛教智贡噶举派（vbri gung bkav brgyud）的大活佛，其驻锡地为前藏智贡提寺（vbru gung mthil），他在当地有一定的宗教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文中“第巴达克杂”是指准噶尔将官策楞敦多布委任的第巴（司）达孜巴·拉杰饶丹，他从1717年始在策楞敦多布的指使下管理西藏政教事务至1720年；其“三庙坎布”即拉萨三大寺堪布（住持），他们在西藏宗教界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发言权。可以看出，此次清朝大军进藏肩负两大任务：其一，护送小灵童格桑嘉措回藏坐床，入住布达拉宫，确立达赖喇嘛的正式身份地位；其二，驱逐扰藏的准噶尔军队，平定西藏社会动荡政局。同时，清军肃清了准噶尔在西藏本土的残余势力，清退了拉萨三大寺中的准噶尔僧人，并对其中的僧官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至于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生平以及由清朝大军亲自护送回藏坐床的经过，在《噶厦印谱》中也有较详记述：

第七世达赖喇嘛名格桑嘉措，康熙四十七年［土鼠年（1708）］出生在理塘之地。当时因为慑于拉藏汗的淫威，不敢正式承认，青海诸王公怕此灵童落于他人之手，遂设法将其迎至青海，并渐次上奏皇帝。得皇帝的敕书，乃将灵童迎驻西宁塔尔寺暂住；迨灵童年13岁时，即康熙五十九年铁鼠年（1720），皇帝始下诏派皇子将军率兵送达赖回藏坐床，并厚加赏资。同年4月22日达赖喇嘛从塔尔寺启程回藏，皇子将军率领大兵送至金沙江边，始回原地，其手下将官扈从达赖喇嘛直抵拉萨。达赖于9月15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43]

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隆重的坐床典礼，被正式确认为第七世达赖喇嘛。护送达赖喇嘛的清军在进藏沿途受到藏族民众的热情欢迎。根据《清实录》记载：

据平逆将军延信呈报：大兵送达赖喇嘛至藏地安置，其所经过雷东喷多等处，居住喇嘛人等感激圣主再造弘恩，罔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见我大兵，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合掌跪曰：“自准噶尔贼兵占据土伯特地方以来，父子分散，夫妇离别，掳掠诸物，以致冻馁，种种扰害，难以尽述。以为此生不能再见天日。今圣主遣师击败贼兵，拯救土伯特人众，我等得解脱患难，仍前永享升平乐业之福，似此再造弘恩，何以报答！”纷纷叩陈，出于至诚。[44]

以上引文中的“土伯特”是指西藏地方或藏族人，此次清军护送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进藏，不但受到藏族民众的热烈欢迎，而且成为藏蒙信众期盼已久的盛事。

第二节 噶伦与地方政教管理

清康熙六十年（1721），清朝中央政府废除独揽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第巴（司）长官职位，同时，又拒绝青海和硕特部亲王罗布藏丹津（固始汗之孙）提出的要求，没有恢复和硕特部掌管西藏政教合一中世俗权力的惯例，而是设立了数位噶伦（bkav blon）官职，共同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至此，蒙古汗王控制西藏地方世俗权力的历史宣告结束。清朝中央政府在很短时间之内，相继任命五位噶伦，执掌西藏地方政教事务。根据《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藏历铁牛年（1721），皇帝敕封德钦巴图尔康济鼐·索南嘉布为贝子，并委任为总理西藏事务的首席噶伦；敕封阿尔布巴·多杰嘉布为贝子，晋升为噶伦；敕封隆布奈·扎西嘉布为公爵；敕封颇罗鼐·索南道杰和扎尔鼐·罗哲嘉布为台吉，晋升为噶伦，成立了总理西藏地方政府事务的机构。[45]

清朝中央政府授予噶伦职位的人大多是曾协助清军入藏有功的藏族大贵族。抚远大将军允[image: ]在疏言中讲道：清军“至空（工）布地方之第巴阿尔布巴首先效顺，同大兵前进取藏，阿里地方之第巴康济鼐与准噶尔为仇，截夺准噶尔之人，又截准噶尔兵回路，第巴隆布奈亲身归附，应否授以职衔，伏候谕旨”。得旨：“第巴阿尔布巴、第巴康济鼐著俱授为贝子。第巴隆布奈著授为辅公国。”[46]其中任命康济鼐（khang chen nas）为首席噶伦，本名索南嘉布（bsod nams rgyal po），后藏人；任命阿尔布巴（nga phod pa）为噶伦，名多杰嘉布（rdo rje rgyal po），工布人；任命隆布奈（lum pa nas）为噶伦，名扎西嘉布（bkra shes rgyal po），前藏人。最初他们在清军官员监督下管理西藏行政事务。在此期间西藏发布命令，则由噶厦加盖谕赐的六行蒙古文四方官印，用黑色。印文为“贝子康钦巴（康济鼐）为首席噶伦，贝子阿沛巴为协助噶伦之印吉祥”。[47]
上文中出现的“阿沛巴”、“阿尔布巴”等名称，是在汉文文献中书写的不同译名，实际指同一个人，即阿尔布巴·多杰嘉布。清廷在西藏授予三名噶伦后，康熙皇帝又派钦差大臣阿萨肯进藏，在原有三名噶伦之外，新任命颇罗鼐·索南道杰（po lha ba bsod nams stobs rgyas，1689—1747）和扎尔鼐·罗哲嘉布（sbyar ra nas blo gros rgyal po）二人为噶伦，并受封台吉。关于设立噶伦职位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政治体制，王森分析说：

采取四个噶伦管理西藏事务的这个组织形式，是沿用了拉藏汗时的旧形式，但是实际上，已不再有蒙古汗王和藏族第巴做他们的上司，所以才以康济鼐为首席噶伦。看起来，清廷一方面是沿用了拉藏汗以来西藏政教分权的形式，另一方面也在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上肯定了政教分权这一事实，只是任命七世达赖的强佐扎尔鼐作一名噶伦来照顾达赖方面而已。[48]

后来许多论著都认为当时清廷任命四位噶伦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但依据有关历史文献资料，这一时期，清廷在西藏先后任命了五位噶伦，而不是四位噶伦。如上文中所述前三后二，即五位噶伦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东噶·洛桑赤列认定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前后任命五位噶伦，同时又分析了五位噶伦对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持的立场和态度。他说：

藏历第十二绕迥铁牛年（1721），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并由定西将军、国公才旺诺布、顿珠王、艾维贝勒、亲王罗布藏丹津、贝子阿尔布巴多吉嘉布、国公隆布奈扎西嘉布等汉藏官员执政一年。此后，康熙皇帝又派钦差大臣阿萨肯进藏，在原有的首席噶伦达勤巴图尔索南嘉布和他的助手贝子阿尔布巴多吉嘉布、国公隆布奈、扎西嘉布二人之外，新任命颇罗鼐·索南道杰和甲热哇·洛追嘉布二人为噶伦，并封为台吉。在这些噶伦中，贝子康济鼐达勤巴图尔只喜爱格鲁派，特别仇视宁玛派，而阿尔布巴、甲热哇、隆布奈三人只喜爱宁玛派，颇罗鼐内心里喜爱宁玛派，但表面上装作喜欢格鲁派。[49]

以上引文中的“甲热哇”指扎尔鼐·罗哲嘉布，属于后一轮推举任命的噶伦之一。实际上，诸位噶伦相互间不和睦的缘由，除了在藏传佛教宗派上持有各自不同的立场或倾向之外，主要是他们对政教权力与社会利益产生过度欲望。五位噶伦相继任职后，开始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在他们之间很快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加之清雍正元年（1723），清廷又商定“平藏之后，留兵防护，恐屯扎日久，唐古特等供应繁费，应将驻藏官员尽行撤回”。[50]清军从拉萨陆续撤出后，五位噶伦之间的矛盾迅速公开化，以致展开激烈争斗。可以说，噶伦之间的矛盾起因，极其错综复杂，故后世学者从不同视角做了多种解析和推断，其中东噶·洛桑赤列认为：

达勤巴图尔（康济鼐）决定把由宁玛派僧人组成的布达拉南杰扎仓迁到泽当邬金寺，由上下密院僧人中抽一部分另组新的南杰扎仓，已被准噶尔人毁坏的宁玛派寺院不得修复。这一决定引起其他几位噶伦的不满，特别是阿尔布巴、隆布奈、甲热哇三人密谋除掉达勤巴图尔和颇罗鼐。[51]

值得注意的是，五位噶伦之间的争斗，除了诸如处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意见、对待宁玛派寺院及僧人的态度和安排等易于浮现在社会表层上的矛盾之外，尚有潜藏在内心深处或骨子里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等深层次矛盾，诸如族源历史、贵族等级和社会身份等，都成为他们之间难以调和的根本矛盾。对此，王森分析说：

康济鼐的贵族地位不及阿尔布巴、隆布奈两个人的贵族地位高，他们看不起康济鼐。隆布奈又以二女做七世达赖之父索南达结之妻，扎尔鼐原为达赖属员，自然听从达赖父亲的指挥。于是三个噶伦结为一党与康济鼐争权。[52]

除了贵族等级、社会身份和人际关系等差异外，噶伦之间尚有性格、人品、素质等方面的诸多差异。所以，清朝中央政府从政治的角度曾对诸位噶伦的秉性、人缘及能力等方面作过较为详尽的评估。如《清世宗实录》描述：“康济鼐为人甚好，但恃伊勋绩，轻视众噶伦，为众所恨。阿尔布巴赋性阴险，行事异于康济鼐，……隆布奈行止妄乱，扎尔鼐庸懦无能。”[53]因为种种缘由，最终不可避免地酿造了西藏噶伦之间的惨案，康济鼐被杀，其部下颇罗鼐起兵，控制拉萨；抓捕了其他三位噶伦，并请求清朝派兵处置。根据《清世宗实录》记载：

西藏噶隆札萨克台吉颇罗鼐等奏报：“康济鼐与准噶尔构兵，所办诸事，洵有禅益。乃阿尔布巴、隆布奈、札尔鼐等，会同前藏头目，于六月十八日将康济鼐杀害。臣即收聚后藏军兵防守驻扎，阿尔布巴等复发兵来侵，被臣杀伤无算。今臣带领兵众剿捕阿尔布巴等，伏祈皇上速遣官兵进藏，剿灭逆魁，以安西藏。”[54]

清雍正五年（1727），西藏发生诸噶伦相互谋害之事件，最后噶伦颇罗鼐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为安定西藏地方政局，向清廷请求派兵进藏。朝廷再次派兵入藏，大兵在未发一矢、未伤一员的情况下抵达拉萨，将阿尔布巴和隆布奈二人凌迟处决，将扎尔鼐及阿尔布巴诸子和隆布奈之子俱斩。至此，西藏地方前任五位噶伦中仅剩颇罗鼐一人，清廷又不得不补选新噶伦。根据《清世宗实录》记载：

办理西藏事务吏部尚书查郎阿等奏称：“颇罗鼐原在后藏，与唐古特相居日久，众皆信服，应遵旨令颇罗鼐总管后藏事务。自后藏至冈底斯、阿里等处俱令其管理。其前藏事务，访问素为土伯特信服之人二名，授为噶伦。据颇罗鼐保选二人，一名色朱特色布腾、一名策凌旺扎尔，俱系大员之子，素为人所敬重。臣等见二人诚实明白，即令管理前藏。授为噶伦。但招地初定，新放二噶伦办理恐不能妥协。颇罗鼐办理噶伦事务，为人心服。查前藏、后藏相离不远，事可兼办。臣等暂令颇罗鼐统管前藏、后藏，俟达赖喇嘛迁移完毕，招地撤兵，再令颇罗鼐专管后藏。”均应如所请。[55]

清朝中央政府对颇罗鼐在平息动乱中所做出的功绩予以褒奖，如官修史书中所记：“颇罗鼐深知大义，讨逆锄奸，俾无辜受害者得雪沉冤，背旨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属可嘉。著封为贝子，以奖义勇，以昭国宪。”[56]这是清廷于雍正六年（1728）将颇罗鼐从原台吉职衔升为贝子时的褒奖。同时，任命颇罗鼐为新的首席噶伦，总管前藏、后藏等西藏地方政教事务，成为当时清廷最信任可靠的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所以，新补选的二位噶伦皆为颇罗鼐亲自举荐并上报清廷核准任命的，他们分别是色朱特色布腾和策凌旺扎尔二人。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清世宗实录》中所记“策凌旺扎尔”一名稍有错处，据藏文文献记载，其准确写法应是“多喀尔夏仲·策仁旺杰”（mdo mkhar zhabs drung tshe ring dbang rgyal，1697—1762），他是西藏近代史上出现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文武双全的著名人物。首先，多喀尔夏仲·策仁旺杰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早在1716年就开始担任宗本（rdzong dpon，县官）职务，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并且一向亲民廉政；1729年被清廷授予札萨克台吉爵位，任命噶伦职位；他在长期担任西藏地方政府要员期间，尤其在历次政治动乱中能够顺利过关，直至1762年去世，表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所具备的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其次，多喀尔夏仲·策仁旺杰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文化人，创作了数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诸如《勋努达麦故事》（gzhon nu zla med kyi gtam rgyud）、《颇罗鼐传》（mi dbang rtogs brjod）和《噶伦传》（bkav blon rtogs brjod），这三部作品不但语言优美、内涵丰富，而且分别反映了作者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学造诣和思想境界。

清雍正九年（1731），雍正皇帝鉴于颇罗鼐在西藏地方政局中的出色表现，给理藩院下令，晋升贝子颇罗鼐为贝勒。如《清世宗实录》记载：“布鲁克巴部落人等互相仇杀，贝子颇罗鼐遣使解扣，宣朕威德，甚属可嘉，著封为贝勒。伊子一等台吉珠尔嘛特册登，屡次领兵效力边疆，著封为辅国公。”[57]颇罗鼐被授为贝勒，总管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后，他不负重望，实心效力，并能够管束西藏地方民众，清廷又“令礼部铸给办理危（卫）藏噶伦事务多罗贝勒银印一颗，交于颇罗鼐掌管”，[58]从而使颇罗鼐便于对管辖地方军政事务发号施令。至此，西藏地方政局趋于安定，故清廷下令始从西藏撤兵。

第三节 西藏郡王与地方政局

清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清廷“封贝勒颇罗鼐为郡王。谕曰：‘西藏贝勒颇罗鼐遵奉谕旨，敬信黄教，振兴经典，练兵防卡，甚属勤勉。’著加恩晋封郡王”。[59]这是有清以来册封西藏地方官员的最高爵位或职衔，在民间俗称“藏王”。值得提出的是，西藏郡王以及驻藏大臣的出现或诞生，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正式推行驻藏大臣监督下由藏王（郡王）具体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行政体制。

颇罗鼐受封郡王职衔，执政七年左右，便不幸去世。这给西藏地方政局又带来了变数。据《噶伦传》记载：藏历第十三绕迥火兔年（1747）欢度新年后不久，颇罗鼐身体欠佳，脖子上长了疖疮，病情严重，经医治、念经及驱邪等多方努力，仍不见效，终于二月二日病故。[60]颇罗鼐作为西藏地方第一代群王，病逝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多喀尔夏仲·策仁旺杰认为：这是前世积善得到的好报，很有福气。达赖喇嘛亲自前赴噶丹康萨（dgav ldan khang gsar）给死者超度，恩惠无比，表现出一视同仁的菩提心的宽宏大量。此外，蒙古准噶尔部策旺多吉朗杰（tshe dbang rdo rje rnam rgyal）派噶尔丹策凌参加吊唁。[61]乾隆皇帝据副都统傅清奏称，得知郡王颇罗鼐病故，亦深感惋惜。乾隆皇帝认为：“颇罗鼐任事以来，克尽忠诚，实心效力，今闻溘逝，深为轸悼！着加恩于彼处收贮钱粮内赏银一千两，料理丧事。例应遣大臣致祭，著派索拜前往祭奠。应行恤典，该部照例查奏。”[62]于是古北口提督索拜奔赴西藏，致祭郡王颇罗鼐。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极为关注颇罗鼐之后的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他提出：“朕从前因念伊奋勉肫诚，降旨令颇罗鼐保奏一子承袭封爵。据颇罗鼐以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堪以效力具奏，业加恩封为长子。今办理藏卫噶卜伦事务乏人，即将伊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63]由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年幼承袭郡王，不如其父颇罗鼐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乾隆皇帝又下令军机大臣等：

西藏地方关系甚要。颇罗鼐经事练达，下人信服，伊亦能奋勉效力，诸事毋庸置念。今颇罗鼐已故，虽命伊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总理藏卫事务，而藏地素属多事，众心不一，值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年幼新袭之时，未必即能如颇罗鼐收服众人之心。颇罗鼐在时，凡事俱由伊主张，不过商同博清斟酌办理。今非颇罗鼐时可比，着传谕傅清，逐处留心访查。如有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意见不到之处，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疏忽。再，上年有达赖喇嘛属下人镇压颇罗鼐一事，伊等彼此已露不和之意。今颇罗鼐暴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或念伊父动生猜疑，与达赖喇嘛不睦，或达赖喇嘛又信人言，即照所行于颇罗鼐者行之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则更有关系。傅清于此两人善为和解：惟期地方安静，不生事端。伊等彼此和好，属下即有奸诈者，亦不能滋事矣！颇罗鼐总理藏务多年，皆因能用其属下可信之人，凡事始皆妥当。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宜令其用伊父信用旧人，协力料理，方为有益。[64]

颇罗鼐郡王去世后，乾隆皇帝敕封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郡王，准袭父职，总理西藏地区事务，掌管西藏地方政权。同时，乾隆皇帝正确判断西藏事态发展，再三指令驻藏大臣精心关照，可是西藏地方政局还是没能长久保持稳定安宁，终究发生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郡王谋乱事件。有学者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是一场由反对达赖喇嘛上升为反对驻藏大臣，继而反对朝廷的谋叛事件。第七世达赖喇嘛倾心拥护清廷，清朝中央在西藏抬高第七世达赖喇嘛之地位，极力推崇喇嘛教为基本国策。因此，反对第七世达赖喇嘛，势必动摇清朝的这一基本国策，不利于清朝对西藏的施政。驻藏大臣果断平叛，以身殉职，就是在捍卫这一国策。第七世达赖喇嘛能当机立断，迅速平息叛谋，这与他长期以来拥护清廷、爱国爱民的崇高思想是分不开的。”[65]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再次派兵进藏，稳定西藏地方局势，废除郡王掌管西藏地方政权的建制，重新调整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第四节 格鲁派系

格鲁派兴起于帕主第悉法王时期，至噶丹颇章政权时期进入鼎盛阶段，成为藏传佛教中具有权威性和主导性的重要宗派，以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后藏扎什伦布寺、青海湟中塔尔寺、甘肃夏河拉卜楞寺、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等为代表性寺院，在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广大民族区域有着深远的宗教社会影响。格鲁派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藏传佛教的宗风，尤其是格鲁派作为清代藏传佛教第一大宗派，不仅寺院林立、规模宏大，而且学僧、名僧、高僧及活佛不断涌现。

一 甘丹寺支系

甘丹寺自创建以来，在格鲁派中固有的祖寺地位和享有的崇高威望，一直没有动摇或改变，甚至得到加强和巩固。寺僧从初建时期的五百人，迅速发展，虽限定人数为三千三百名，但实际上鼎盛时期超过五千人。甘丹寺以格鲁派祖寺身份或传教中心在寺内建立完善的修学体系和教法仪轨，对其他格鲁派寺院的法脉传承及发展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甘丹“赤巴”法位传承，象征和标志着甘丹寺教主地位的亘古不变和相沿不绝。

（一）甘丹“赤巴”传承

甘丹“赤巴”法位源于宗喀巴大师，之后，由宗喀巴的嗣法弟子及格鲁派高僧大德继任。故甘丹“赤巴”法位传承不断，至噶丹颇章政权初期（1644），已传至第三十七任“赤巴”，即根顿仁钦（dge vdun rin chen，？—1648）。嗣后依次为第三十八任赤巴·丹巴坚赞（bstan pa rgyal mtshan），第三十九任赤巴·官却曲桑（dkon mchog chos bzang），第四十任赤巴·班丹坚赞（dpal ldan rgyal mtshan），第四十一任赤巴·洛桑坚赞（blo bzang rgyal mtshan），第四十二任赤巴·洛桑顿悦（blo bzang don yod），第四十三任赤巴·强巴扎西（byams pa bkra shes），第四十四任赤巴·洛哲嘉措（blo gros rgya mtsho），第四十五任赤巴·慈臣达杰（tshul khrima dar rgyas），第四十六任赤巴·金巴嘉措（sbyin pa rgya mtsho），第四十七任赤巴·洛桑曲培（blo bzang chos vphel），第四十八任赤巴·顿珠嘉措（don grub rgya mtsho），第四十九任赤巴·洛桑达杰（blo bzang dar rgyas），第五十任赤巴·根敦彭措（dge vdun phun tshogs），第五十一任赤巴·班丹札巴（dpal ldan grags pa），第五十二任赤巴·阿旺才培（ngag dbang tshe vphel），第五十三任赤巴·坚赞桑格（rgyal mtsho seng ge），第五十四任赤巴·阿旺却丹（ngag dbang mchog ldan），第五十五任赤巴·南卡桑波（nam mkhav bzang po），第五十六任赤巴·洛桑智美（blo bzang dri med），第五十七任赤巴·桑丹平措（bsam gtan phun tshogs），第五十八任赤巴·祥孜阿旺曲札（byang rtse ngag dbang chos grags），第五十九任赤巴·夏孜阿旺曲札（shar rtse ngag dbang chos grags），第六十任赤巴·洛桑丹巴（blo bzang bstan pa），第六十一任赤巴·阿旺慈臣（ngag dbang tshul kgrums），第六十二任赤巴·洛桑莫兰（blo bzang smon lam），第六十三任赤巴·洛桑克却（blo bzang mkhas mchog），第六十四任赤巴·洛桑扎西（blo bzang bkra shes），第六十五任赤巴·根敦慈臣（dge vdun tshul khrums），第六十六任赤巴·阿旺年札（ngag dbang snyan grags），第六十七任赤巴·绛央莫兰（vjam dbyangs smon lam），第六十八任赤巴·洛桑格勒（blo bzang dge legs），第六十九任赤巴·强曲却培（byang chub chos vphel），第七十任赤巴·阿旺曲培（ngag dbang chos vphel），第七十一任赤巴·益西塔道（ye shes thar vdod），第七十二任赤巴·强孜绛白慈臣（byang rtse vjam dpal tshul khrums），第七十三任赤巴·夏孜强白慈臣（shar rtse vjam dpal tshul khrums），第七十四任赤巴·洛桑伦珠（blo bzang lhun grub），第七十五任赤巴·阿旺隆多（ngag dbang lung rtogs），第七十六任赤巴·钦热旺秋（mkhyen rab dbang phyug），第七十七任赤巴·慈臣达杰（tshul khrims dar rgyas），第七十八任赤巴·绛央丹却（vjam dbyangs dam chos），第七十九任赤巴·洛桑津巴（blo bzang sbyin pa），第八十任赤巴·札巴顿智（grags pa don grub），第八十一任赤巴·阿旺诺布（ngag dbang nor bu），第八十二任赤巴·益西曲培（ye shes chos vphel），第八十三任赤巴·绛曲南卡（byang chub nam mkhav），第八十四任赤巴·洛桑慈臣（blo bzang tshul khrims），第八十五任赤巴·慈臣班丹（tshul khrims dpal ldan），第八十六任赤巴·洛桑坚赞（blo bzang rgyal mtshan）。至清代末期（1907），已传至第八十七任赤巴，即阿旺·洛桑丹贝坚赞（ngag dbang blo bzang bstan pavi rgyan mtshan，1863—1920）。

值得说明的是，每位荣登甘丹“赤巴”法位者，均在教内被认定已证悟菩萨十地境界，不仅在格鲁派中享有教主地位，而且在整个藏传佛教界颇具声望。故在甘丹“赤巴”法位传承中又衍生出诸如热振（raw sgreng）活佛、策墨林（tshe smon gling）活佛、贡唐（gung tang）活佛、赛赤（gser khri）活佛等著名大活佛世系。

（二）隆务寺传承

隆务寺，全称“隆务德钦琼科林寺”（rong bo bde chen chos vkhor gling，位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隆务镇），是安多地区格鲁派大型寺院之一。初创时期以萨迦派自居，其后由高僧噶丹嘉措（shar skal ldan rgya mtsho，1607—1677）改宗格鲁派，始传承以甘丹寺教法仪轨为主的显密宗法脉。

藏历第十绕迥火蛇年，即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噶丹嘉措随师父赴西藏求学深造，初在格鲁派祖庭甘丹寺，以高僧达隆札巴（stag lung grags pa）为上师，在其座前受沙弥戒，并取法名，遂转入甘丹寺强孜扎仓（byang rtse graw tshang）修学，拜慈臣曲培（tshul khrims chos vphel）等高僧为师，系统学习释量论、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和律学。天启六年（1626），噶丹嘉措赴桑浦寺，在格鲁派与萨迦派两大扎仓僧众前立宗答辩，考取了噶居（dkav bcu）学衔，于是邀请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给他授比丘戒，始修持密集（gsang vdus）等本尊密法。

藏历第十一绕迥火兔年，即明天启七年（1627），噶丹嘉措返回故里热贡（reb kong），主持隆务寺（rong bo dgon）；崇祯三年（1630），他将隆务寺改宗为格鲁派，并在寺内创建显宗学院（mtshan nyid grwa tshang），亲自讲授五部大论，始传习甘丹寺强孜扎仓系教法仪轨。因此，后世隆务寺学僧习惯赴甘丹寺强孜扎仓和色拉寺扎仓求学深造。噶丹嘉措圆寂后，嗣法弟子寻访其转世灵童，建立了夏日藏（shar tshang）活佛世系，追认噶丹嘉措为第一世夏日藏活佛。

隆务寺后辈学僧又多采用本寺高僧堪钦·根敦嘉措（mkhan chen dge vdun rgya mtsho，1679—1765）和色拉寺杰尊·却吉坚赞（se ra rje btsun chos kyi rgyal mtshan，1469—1544）两位高僧编著的五部大论教程。堪钦·根敦嘉措出生于安多热贡地区，10岁在隆务寺僧人鄂珠（dngos grub）座前剃度出家，后入隆务寺扎仓学习摄类学等基础性佛学课程，他在25岁前一直专心致志地听讲和研习五部大论；其间出任达香寺（dar zhing dgon）住持；26岁时与嘉堪布（rgyal mkhan po）一同前往拉萨，在哲蚌寺郭芒扎仓上师嘉木样协贝多杰（vjam dbyangs bzhad pavi rdo rje）座前研习佛学，勤奋学习，精心钻研；36岁时，堪钦·根敦嘉措在拉萨祈愿大法会上演讲和辩论五部大论，赢得成千上万学僧的认可和赞誉，并获得然绛巴（rab vbyams pa）学衔；40岁时，堪钦·根敦嘉措被西藏地方政府委任为江孜白居寺（dpal vkhor chos sde）堪布，后又任泽钦曲德寺（rtse chen chos sde）住持，其间修葺寺院，改革教规，创新教学机制，为弘法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在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1663—1737）和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座前听闻教法。55岁时返回隆务寺，出任寺院住持；同时，游历安多地区各个寺院，讲经说法，弘扬佛教，利乐众有情。其主要著作有《堪钦·摄类学》（mkhan chen bsdus graw）、《堪钦·根敦嘉措传》（mkhan chen dge vdun rgya mtshovi rnam thar）、《堪钦·根敦嘉措文集》（mkhan chen dge vdun rgya mtshovi gsung thor bu）等，尤其《堪钦·摄类学》对后世学僧影响深远，成为诸多显宗闻思学院内藏传量论课程的基础性教材。

藏历第十二绕迥木虎年，即清雍正十二年（1734），第二世夏日藏·阿旺赤列嘉措（ngag dbang vphrin las rgya mtsho，1678—1739）在隆务寺创建密宗学院（sngags pa graw tshang），其法脉及教规沿袭拉萨下密院传承；自此开始，僧众可以在本寺系统研习密宗四续，即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之后，又在隆务寺创办“祈愿大法会”，并令每位学僧在法会期间立宗答辩，授予“然绛巴”（rams vbyams pa）学衔。

藏历第十三绕迥水蛇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第三世夏日藏·根敦赤列热杰（dge vdun vphrin las rab rgyas，1740—1794）在隆务寺创建时轮学院（dus vkhor grwa tshang），专门研习时轮金刚及天文历算。至此，无论是寺院组织建构、教法仪轨，还是僧众戒律、寺院教育，皆日臻完善，初具格鲁派显密兼容之大型寺院规格和规模。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册封第三世夏日藏活佛为“隆务呼图克图宏修妙悟国师”，并赐印鉴，确认他在该地区的政教领袖地位，随之寺院及宗教势力大增。据《历辈噶丹嘉措传》（shar skal ldan rgya mtshovi skyes rabs rnam thar bzhugs so）记载：

第三世夏日藏活佛48岁时，赴卫藏朝圣，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拜见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vjam dpal rgya mtsho，1758—1804），西藏噶丹颇章政府封他为“额尔德尼诺们罕”，颁发文书、大小印章，赏给华盖、马匹、鞍辔、堪布服饰等。[66]

第三世夏日藏活佛54岁时，聘请热贡著名画家嘉茂班丹（vjav mo dpal ldan），在隆务寺绘制佛陀本生传、戒律十相（gnas bcu）、阿底峡生平、宗喀巴生平、夏日藏生平、金刚鬘坛城等壁画；同时，从西藏纳塘寺迎进《甘珠尔》等大量佛教文献典籍，扩建夏日藏活佛府邸等，[67]对隆务寺建设多有功劳。藏历第十三绕迥木虎年（1794），第三世夏日藏活佛圆寂，隆务寺又将寺院中心工作转移到寻找转世灵童的议事日程之上，有序认定第四世夏日藏活佛。据《历辈噶丹嘉措传》记载：

第四世夏日藏活佛于藏历第十三绕迥的木兔年（1795）出生于多麦（安多）北部的却藏热洛塘（chu bzang raw lo thang）地方（今青海省互助县南门峡乡却藏滩），系第三世章嘉国师·若贝多杰（lcang skya rol pavi rdo rje，1717—1786）之侄子，自幼在却藏寺（chu bzang dgon）亲近却藏活佛学习佛法，至12岁迎请到隆务寺坐床，遵循隆务寺教规，聘请高僧为师，系统学习量论、中观、般若等五部大论。[68]

第四世夏日藏活佛·洛桑曲智嘉措（blo bzang chos grags rgya mtsho，1795—1843）23岁时，将隆务寺政教大权托付给大堪布顿悦嘉措（don yod rgya mtsho），由其暂时代理，他自己去往前后藏求法取经，先后拜会第十世达赖喇嘛·慈臣嘉措（tshul khrims rgya mtsho，1816—1837）和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尼玛（bstan pavi nyi ma，1781—1853）等，并入甘丹寺强孜扎仓（byang rtse graw tshang）专攻中观学和般若学；第四世夏日藏活佛28岁时，应隆务寺诸高僧的再三请求，返回本寺；他在住持隆务寺期间，以身作则，严守佛教清规戒律，赢得广大僧俗信众的赞誉。[69]也就是说，第四世夏日藏活佛在主持隆务寺乃至热贡地区的政教事务时期，利乐一方芸芸众生，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藏历第十四绕迥水兔年（1843），第四世夏日藏活佛圆寂，享年49岁。

第五世夏日藏·洛桑赤列嘉措（blo bzang phrin las rgya mtsho，1844—1858）出生于前世的家乡，即“转世于上一世的家族之中”，[70]是安多却藏热洛塘人，亦是却藏活佛近亲。7岁时迎请到隆务寺坐床，按前辈规矩，聘请高僧为他授戒传法，精心培养。然而，当时地区间不睦而时有刀兵相见，小小年纪的第五世夏日藏活佛由于超负荷焦虑和忧伤，致使疾病缠身，最终英年早逝，没能施展其聪明才智。

第六世夏日藏·洛桑丹贝坚赞（blo bzang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859—1915）出生于前世家乡，即却藏热洛塘地方。5岁时迎往隆务寺坐床，由阿绕·多杰强·洛桑隆柔嘉措（Aa rol blo bzang lung rigs rgya mtsho，1805—1888）为他剃度出家及授予沙弥戒，并取法名；随之广拜名师，修学《菩提道次第广论》、热瓦堆（ra stod）和堪钦（mkhan chen）《摄类学》（bsdus graw）以及大威德（vjigs byed）、胜乐（bde mchog）、马头明王（rta mgrin）、观世音、药师佛和白伞盖佛母（gduga dkar）等密宗仪轨。[71]特别是云游和朝礼佛教圣地，成为第六世夏日藏活佛一生中最重要的佛事活动和追求目标。其云游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六世夏日藏活佛21岁时，云游安多（青海）地区的智嘎赛宗（brag dkar sprel rdzong）、青海湖、却藏（chu bzang）等藏传佛教圣地，并在寂静地坐禅修行；而且，每当途经牧区时，还向广大牧民讲经传法，满足一方信众之心灵诉求。

第二阶段：第六世夏日藏活佛23岁时，从隆务寺启程，途经青城（今呼和浩特）抵五台山朝佛；翌年，自五台山启程至京城，朝礼皇家寺庙雍和宫，并与东科尔活佛、阿嘉活佛等驻京呼图克图会面，交换佛学观见；之后，踏上返程之路，途经热河（承德）地区，参拜该地仿造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桑耶寺等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和普宁寺等庙宇；在蒙古地区，向广大蒙古族信众讲经传法，力行一位高僧活佛的宗教职责。

第三阶段：第六世夏日藏活佛28岁时，从隆务寺出发，赴卫藏（今西藏自治区）朝圣。在拉萨受到甘丹寺强孜扎仓（byang rtse graw tshang）以及甘丹寺和哲蚌寺两寺的鲁本康参（klu vbum khang tshan）、江热康参（lcang ra khang tshan）的隆重迎接和最高礼遇。[72]同时，第六世夏日藏活佛还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照，颁发封诰、印鉴、堪布衣具、华盖、马匹等，并授予“显扬圣教额尔徳图堪布”（bstan pavi gsal byed Aer te mthu mkhan po）之宗教头衔。[73]
此外，第六世夏日藏活佛49岁时，邀请留住在塔尔寺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1876—1933）光临隆务寺。虽然未能如愿，但是他亲自赴塔尔寺，拜谒达赖喇嘛，并向塔尔寺僧众大量布施。可以肯定，第六世夏日藏活佛一生孜孜不倦，学修并重，以身作则，慈悲为怀，云游圣地，弘法度众，深受僧俗群众的拥戴。

总之，在历代夏日藏活佛的住持下，隆务寺的法脉传承得以发扬光大，政教事业不断兴隆发达。至清代末期，隆务寺仅活佛府邸（nang chen，囊谦）就达四十三座，住寺僧众增至两千三百人，下属分支寺院逾二百座，已是安多地区颇有影响力的名副其实的格鲁派大型寺院之一。

二 哲蚌寺支系

17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掌政噶丹颇章政权，哲蚌寺得到进一步发展，规定常住寺僧定额七千七百人，成为藏蒙地区规模最大、寺僧最多、级别最高的佛教大僧院。

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1617—1682），西藏前藏琼结地方（今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人；相继在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座前受戒，即6岁时（1622）受沙弥戒，22岁时（1638）受比丘戒。同时，第五世达赖喇嘛出任哲蚌寺和色拉寺法台，讲经传法。

第五世达赖喇嘛力推格鲁派在整个藏区迅速发展，在前后藏（dbus gtsang，今西藏自治区境内）相继兴建13座寺院，其中10座为格鲁派寺院：耶日香·噶丹曲科寺（gays ru shangs dgav ldan chos vkhor，1645年建）、噶丹曲科央孜寺（dgav ldan chos vkhor yang rtse，1648年建）、噶丹松热林寺（dgav ldan gsung rab gling，1648年建）、噶丹沃蒙林寺（dgav ldan vog min gling，1649年建）、噶丹敦尼林寺（dgav ldan don gnyis gling，1649年建）、噶丹协珠林寺（dgav ldan bshad sgrub gling，1654年建）、噶丹特桑达杰林寺（dgav ldan thos bsam dar rgyas gling，1651年建）、噶丹曲科林寺（dgav ldan chos vkhor gling，1669年建）、噶丹桑额央孜寺（dgav ldan gsang sngags yang rtse，1647年建）、噶丹培杰林寺（dgav ldan vphel rgyas gling，1651年建）。[74]前八座属传习五部大论、注重修学经律的显宗寺院，后两座归传承密宗四续、注重修持密法的密宗寺院。

第五世达赖喇嘛广泛研修佛法，在格鲁派教法研究领域取得很高造诣；同时，他兼通藏传佛教新旧密法，对宁玛派、萨迦派等其他宗派的密法亦有独到的修学心得；他在晚年又专心于著书立说，撰有三十余卷论著，以《诗镜论》（snyan ngag me lung dkav vgrel）、《西藏王臣记》（rgyal rabs dpyid kyi rgyal movi glu dbyangs）、《入中论明辨》（dbu ma la vjug pa gsal bar byed pa）、《拉萨大昭寺志》（lha sa gtsug lag khang dkar chags）等为代表，流传颇广。

第五世达赖佛喇嘛门下有众多社会贤达弟子，以第司·桑杰嘉措、第一世嘉木样活佛、第二世章嘉活佛和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为代表。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后，历代达赖喇嘛只是在名义上担任哲蚌寺法台，不再实际主持寺院事务。

总之，哲蚌寺得到历代达赖喇嘛的特别关照而持续发展，寺僧人数实际逾万人，位居拉萨三大寺之首，享有格鲁派第一大僧院之桂冠。该寺传扬宗喀巴的显密兼容之佛学思想，尤为注重显宗教理之系统修学和研习。历史上，格鲁派学富五车之高僧大德多出自哲蚌寺郭芒扎仓和罗赛林扎仓。所以，哲蚌寺系教法仪轨广传于多康地区，并产生了既一脉相承又多途发展的诸多著名寺院，以塔尔寺（sku vbum）、郭隆寺（dgon lung）、却藏寺（chu bzang）、赛柯寺（gser khog）、拉卜楞寺（bla brang bkra shes vkhyil）和拉莫德钦寺（la mo bde chen）等为代表。

（一）塔尔寺传承

塔尔寺（sku vbum dgon，位于今青海省湟中县城），初建于明朝，兴盛于清朝。最初信众在宗喀巴降生地建造佛塔，以示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后于藏历第九绕迥铁猴年，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当地高僧仁钦宗哲坚赞（rin chen brtson vgrus rgyal mtshan）建造一座静修禅房；明万历五年（1577），又增建一座弥勒殿，初具寺院规模。

藏历第十绕迥水鼠年，即万历四十年（1612），维赛嘉措（vod zer rgya mtsho）高僧遵循第四世达赖喇嘛旨意，创建显宗学院（mtshan nyid grwa tshang），自任法台（住持），始按哲蚌寺教规，讲授显宗五部大论，并确定寺院称谓，即“格奔强巴林”（sku vbum byams pa gling），意为“十万弥勒佛洲”。后衍生汉语“塔尔寺”之名。

藏历第十一绕迥土牛年，即清顺治六年（1649），西纳·勒巴嘉措（zi na legs pa rgya mtsho）建立密宗学院（sngags pa grwa tshang），其“所有仪轨、实践、讲闻等都与拉萨下密院的规定相同”。[75]表明塔尔寺创建的密宗学院是格鲁派正宗的密宗传承体系，也是一所正规、权威的密宗学院。

藏历第十二绕迥铁兔年，即清康熙五十年（1711），却藏·洛桑丹贝坚赞（chu bzang blo bzang bstan pavi rgyal mtshan）建立医药学院（sman pa grwa tshang）；康熙五十七年（1718），时任法台的嘉堪布·洛桑顿智（rgya mkhan po blo bzang don grub）遵照第七世达赖喇嘛意愿，建立“法舞”（vcham pa）学院；乾隆二十二年（1757），却藏·阿旺土丹旺秋（chu bzang ngag dbang thub bstan dbang phyug）扩建医药学院；嘉庆二十二年（1817），却西·洛桑丹贝尼玛（che shos blo bzang bstan pavi nyi ma，1787—1859）建立时轮学院（dus vkhor grwa tshang）。至此，塔尔寺已形成显密兼容并涉及大、小五明学的大型寺院。

藏历第十三绕迥火猴年，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格奔（今青海湟中县）西纳川拉科庄首领桑杰隆珠（sangs rgyas hlun grub）出资，由第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tuvu b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1737—1802）和第三世阿嘉·洛桑绛央嘉措（Aa kywa blo bzang vjam dbyangs rgya mtsho）共同主持，并依据圣童垒塔的传说，建造了一字排列的“善逝如意八宝塔”（bde gshigs mchod rten rnam brgyad）。这八座组合排塔成为塔尔寺的标志性建筑。

乾隆末期，塔尔寺进入鼎盛时期，寺僧达三千六百人，拥有显宗、密宗、时轮、医药和法舞五大学院。其中显宗学院学僧达一千人，采用哲蚌寺郭芒扎仓和色拉寺杰尊·却吉坚赞（rje btsun chos kyi rgyal mtshan，1469—1544）的教程，主要攻读显宗五部大论；密宗学院学僧约有三百人，主要遵循拉萨密宗下院教规，修持“密集生圆次第”（gsang vdus kyi bskyed rdzogs）等密宗四续。塔尔寺大众寺僧习惯赴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进修深造。

此外，塔尔寺的酥油花、堆绣（刺绣）和绘画（壁画），因工艺精巧，被誉为该寺“艺术三绝”，名扬海内外。对此，有学者做过专门解说：

塔尔寺展出酥油花，也是在正月十五晚上，形式与拉萨大昭寺墙外展出的酥油花灯类似，因此可以说塔尔寺酥油花是仿照拉萨举行正月祈愿法会从拉萨传来的。不过塔尔寺的酥油花经寺院艺僧年复一年的苦心钻研和刻意追求，又吸收了汉地面塑、泥塑工艺的若干技巧，因此在题材和工艺上有了很大发展，其工艺水平在藏区各寺院中居于最突出的地位。拉萨的酥油花是用酥油塑成花朵、珍宝图案等，排列在花牌上，拉卜楞寺的酥油花有塑造人物佛像的，但多是单个人物。塔尔寺的酥油花则发展到用酥油塑造大型组合式连环故事，每年一台，题材不同。

“堆绣”是塔尔寺特有的一种拼绣工艺，用各色绸缎按设计的画面剪成所需要的形状，内垫羊毛、棉花等物使其鼓起，铺在布幔上，拼成各种佛像、花卉、鸟兽等，然后精心绣成。堆绣的题材大多是佛经故事和佛、菩萨像。其形式同于唐卡，但有强烈的立体感，生动传神，色泽鲜艳，别具风格。塔尔寺大经堂有一幅绣在三十多米长的布幔上的“十六尊者像”，可说是堆绣艺术的珍品。

塔尔寺的壁画数量众多，各个殿堂、活佛的噶尔哇、僧舍的墙壁上都绘有壁画。塔尔寺的壁画有的直接绘于墙壁上，有的绘于木板上，有的绘于巨大的布幔上，再悬挂到墙壁上，许多壁画还用绸布遮护，以保持其色泽长期不变。塔尔寺壁画中有藏族绘画的多种流派的作品，有西藏画师绘制的，有湟中一带民间画师绘制的，后期的画师以青海黄南五屯民间艺人为主。塔尔寺壁画的绘制对五屯绘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76]

塔尔寺内建立了近八十名世系活佛府邸，以阿嘉活佛（Aa kywa）、赛赤活佛（gser khri）、拉科活佛（bla kho）、却藏活佛（chu bzang）、赛多活佛（gser tog）、香萨活佛（shing bzang）、西纳活佛（zi na）、却西活佛（che shos）为代表，曾被清朝政府册封或授予呼图克图或诺们罕职衔。其中阿嘉活佛、赛赤活佛、拉科活佛为驻京呼图克图，担任京城雍和宫和山西五台山的掌印喇嘛。历辈阿嘉活佛为塔尔寺首席主持，有学者做过一一介绍：

一世阿嘉喜饶桑布（1633—1707），湟中县西纳川（今李家山乡柳树庄）人，出生在阿氏家族，故称阿嘉（家）活佛，先任塔尔寺居巴扎仓堪布，1686—1690年任塔尔寺第十六任法台，负责扩建大拉让及大经堂。

二世阿嘉洛桑丹贝坚赞（1708—1767），大通县清平乡阿家村人，曾任塔尔寺居巴扎仓堪布，1746年奉乾隆之命进京，驻锡雍和宫。当年二月乾隆和章嘉·若必多吉在雍和宫按拉萨正月祈愿法会的例规举行祈愿法会，从内蒙古各旗征集僧人，从西藏等地召集讲经师，二世阿嘉大约即是奉旨进京担任雍和宫的讲经师。

三世阿嘉洛桑嘉央嘉措（1768—1816），郭密族贺尔加庄（贵德县贺尔加村）人，年轻时去拉萨色拉寺学经，八世达赖喇嘛授予他“额尔德尼班智达”称号。1785年进京朝见乾隆帝，被任为雍和宫掌印札萨克喇嘛和多伦诺尔掌印喇嘛。1807年回塔尔寺任法台，不久奉命去外蒙古任四世哲布尊丹巴的经师。1811年加封“诺们罕”，1814年返回塔尔寺，1816年圆寂。

四世阿嘉意希克珠嘉措（1817—1869），贵德贺尔加村人，年轻时去北京，1853年回塔尔寺。1863年西北回民反清，他在六年中组织湟中一带藏族团练护寺，配合清军守卫西宁等地，1868年回民军与清军在塔尔寺交战，1869年他避居湟源时圆寂。道光十五年（1835）清朝赐给他“护国禅师”银印，他圆寂后西宁办事大臣豫师上奏，请求褒奖他练团保全寺院及地方的战功，清朝御赐匾额一方，追封其为“贤能述道禅师”。从他开始，阿嘉活佛的转世灵童在雍和宫金瓶掣签确定。

五世阿嘉洛桑丹贝旺秋索南嘉措（1870—1909），贵德县贺尔加村人，幼年时因塔尔寺阿嘉噶尔哇被战火焚毁，由其徒众迎往多伦诺尔居住，后来到北京雍和宫，受慈禧太后及光绪帝优礼。清末回塔尔寺居住，190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塔尔寺时，严格整顿寺戒律，颁发新的寺规，而他喜欢饮酒驰马，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和，以致清朝派总兵马福祥来寺调解。

六世阿嘉洛桑隆多晋美丹贝坚赞（1910—1948），贵德县罗汉堂乡斗合隆村人，幼年时在塔尔寺学经，十几岁时到蒙古、北京等地，1926年受封为“述道贤能聪慧觉众普化禅师”，赠银印，充任副札萨克大喇嘛。国民政府时期由蒙藏委员会聘任为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回青海后曾任青海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等职，曾任塔尔寺法台。1948年冬圆寂。[77]

阿嘉活佛在藏传佛教界尤其在广大信众中被普遍认为是宗喀巴大师父亲的转世活佛世系。同时，历代阿嘉活佛受到清朝政府的重任，受赐各种封号和银印，并成为驻京呼图克图、札萨克大喇嘛，还受到达赖喇嘛的册封。因此，阿嘉活佛无论是其宗教地位、社会声望，还是作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父亲的转世活佛，均在塔尔寺众多活佛世系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他自然成为塔尔寺的首席住持活佛。

总之，在历史上，塔尔寺得到明清两朝的重视和扶持，加之第三世、第四世、第五世、第七世、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和第六世、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僧活佛光临塔尔寺朝礼、驻锡并传法，使其声誉、地位、影响以及规模等逐渐扩大，最终成为清代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在蒙藏地区具有深远的宗教影响。第六世赛多·洛桑慈臣嘉措（1845—1915）撰有《塔尔寺志》（sku vbum byams pa gling gi gdan rabs）。

（二）郭隆寺传承

郭隆寺（dgon lung dgon，位于今青海省互助县五十乡境内），全称“郭隆强巴林寺”（dgon lung byams pa gling），后来由清朝皇帝以汉语赐名“佑宁寺”；所以，迄今通用“郭隆寺”和“佑宁寺”两个名称，如说藏语的藏族人称呼“郭隆寺”，而操持汉语的民众则称“佑宁寺”。该寺是安多地区最早传习哲蚌寺教法仪轨的根本道场，故有“湟北诸寺之母”之称。

藏历第十绕迥木龙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派遣嘉赛·顿悦却吉嘉措（rgyal sras don yod chos kyi rgya mtsho，生卒年不详）往安多地区兴建格鲁派寺宇，遂创建郭隆强巴林寺，开创安多地区讲听显宗之教规。[78]翌年，在郭隆寺“举行神变大祈愿法会，由嘉赛活佛亲自主持，一切仪轨都符合曲科杰寺（chos vkhor rgyal）的要求”。[79]而曲科杰寺则是第二世达赖喇嘛亲自在西藏林芝地区加查县境内创建的以密宗仪轨或法事活动为主的一座寺院，并与附近的拉姆拉措圣湖相得益彰，具有崇高而殊胜的宗教地位。

郭隆寺竣工后，嘉赛·顿悦却吉嘉措任第一届法台（住持），他以讲授佛学五部大论为学僧主课程，并在安多地区大力推演和弘扬格鲁派健全成熟的教法仪轨。《佑宁寺志》记载：

嘉赛·顿悦却吉嘉措在佛事活动方面，他曾任达布扎仓的堪布，向众僧宣讲佛法。后来来安多修建了以郭隆寺为首的十三座寺院，开辟修行地十三处，皆遵循律戒，讲学法相五部大论，学风经久不衰，直至今日。他从多麦返回西藏，在一次法会上，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确吉坚赞双手合十，频频点头，赞誉他“在安多地区建立讲修道场，多有弘法利民的无量功德”。[80]

当时，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1567—1662）是藏传佛教界学富五车的佛学大师，也是格鲁派中名副其实的资深教主。因此，受到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的高度赞扬，说明嘉赛·顿悦却吉嘉措在安多地区建造寺院、传授佛法等弘法事业上业已取得辉煌成就。

此外，第一世松巴活佛·丹却嘉措（dam chos rgya mtsho，？—1651）在创建郭隆寺的过程中，一直留在嘉赛·顿悦却吉嘉措身边，做了大量协助性工作，成为郭隆寺创建者之一。而且，第一世松巴活佛·丹却嘉措还继任第二届法台（住持），为弘扬格鲁派的法脉传承以及推动郭隆寺的发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藏历第十二绕迥铁虎年，即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第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lcang skya ngag dbang blo bzang chos ldan，1642—1714）邀请拉卜楞寺第一世嘉木样活佛·阿旺尊智（vjam dbyang sngag dbang brtson vgrus，1648—1721），在郭隆寺建立密宗学院（sngags pa grwa tshang），并依照拉萨密宗下院的教规，制定法事仪轨，郭隆寺遂形成为格鲁派显密兼容之大型寺院。

康熙年间，郭隆寺的住寺僧众竟达七千七百多人，其规模一度超过塔尔寺，拥有显宗（mtshan nyid grwa tshang）、密宗（rgyud pa grwa tshang）、时轮（dus vkhor grwa tshang）和医药（sman pa grwa tshang）四大学院，以及章嘉活佛（lcang sky）、土观活佛（thuvu bkwan）、松巴活佛（sum pa）、却藏活佛（chu bzang）、嘉赛活佛（rgyal sras，又称王佛）即“五大囊钦”（nang chen）和“九小囊钦”等二十余座世系活佛府邸，属寺达49座，遍布青海互助、大通、乐都和甘肃天祝、肃南、张掖等广大地域，甚至在新疆、东北地区亦有数座子寺。

藏历第十二绕迥木龙年，即清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在平息青海罗布藏丹津之乱中焚毁郭隆寺、赛柯寺等多座格鲁派寺院；同时，杀害郭隆寺僧众六千余人，使郭隆寺遭遇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毁灭性灾难。之后，第七世达赖喇嘛、第三世章嘉国师和第三世土观活佛等联名上书雍正皇帝，请求修复在战乱中被毁寺院，清廷遂拨款渐次修复了被毁寺院群。譬如，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敕令重建郭隆寺，赐额“佑宁寺”。同治五年（1866），郭隆寺再次毁于兵燹，寺僧锐减；后由第六世土观活佛·洛桑旺秋嘉措（thuvu bkwan blo bzang dbang phyug rgya mtsho，1839—1894）奉命重建，寺僧虽逐步增至一千余人，但寺院已元气大伤，无法与昔日的盛况相比。

郭隆寺自创建以来，始终遵循和传习哲蚌寺郭芒扎仓的显宗教程，寺院制度严格，学经风气极盛。尤其高僧活佛辈出，以第二世、第三世章嘉活佛，第二世、第三世土观活佛和第三世松巴活佛等为代表。首先，历代章嘉活佛身为国师、驻京呼图克图，主要掌管京城、多伦诺尔等地的藏传佛教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称“黄教四圣”或“清代四大活佛”。其次，土观活佛和松巴活佛等世系活佛亦是驻京呼图克图，属于清代知名大活佛，他们对提升郭隆寺的宗教地位、加深寺院在信众心目中的威信，以及扩大寺院在藏传佛教界的知名度，皆起到了巨大作用。第三世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撰有《郭隆寺志》（chos sde chen po byams pa gling gi dkar chag），又名《佑宁寺志》。

（三）却藏寺传承

却藏寺是安多北方格鲁派四大寺（byang gi dgon chen bzhi）之一。据《安多政教史》记载：藏历第十一绕迥土牛年，即清顺治六年（1649），哲蚌寺高僧却藏·南杰班觉（chu bzang rnam rgyal dpal vbyor，1578—1651）在安多奔隆扎喜塘（vbum lung bkra shes thang，今青海互助县境内）创建一座格鲁派新寺，命名“噶丹美居林寺”（dgav ldan mi vgyur gling），后来简称“却藏寺”（chu bzang dgon）。[81]却藏寺学僧主要传习哲蚌寺郭芒扎仓教程，遂建立哲蚌寺系却藏寺传承。

根据《安多政教史》记载：

却藏·南杰班觉于藏历第十绕迥土虎年（1578）出生在西藏堆垄嘎来康萨（stod lung dkar leb khang sar）地方，父名索南贡保（bsod nams mgon po），母亲叫玛麻寨桑（ma ma bre seng）。却藏·南杰班觉小时候自作主张，瞒着家人偷偷跑到寺院，剃度出家，先在热瓦堆扎仓（raw ba stod graw tshang）拜达隆智巴·洛哲嘉措（stag lung brag pa blo gros rgya mtsho）为师，学习《摄类学》、《因明学》等佛学基础知识；后进哲蚌寺郭芒扎仓拜伊康·格勒隆智（gzhu khang dge lega lhun grub）为师，系统学习《中观》、《般若》、《律论》、《俱舍论》等，考取林色（gling bsre）学衔，并游学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白居寺（dpal vkhor chos sde）、昂仁寺（ngam ring）等寺的显宗学院。[82]

却藏·南杰班觉创建却藏寺不久圆寂，其嗣法弟子寻访其转世灵童，首创“却藏”活佛世系。《安多政教史》记载：

南杰班觉的转世呼毕勒罕罗桑丹贝坚赞（blo bzang bstan pavi rgyal mtshan），于水龙年（壬辰）诞生，在赞布·端珠嘉措（btsan po don grub rgya mtsho）处出了家。曾在西藏求学，到泽塘（rtse thang）巡回辩经，于第五世达赖喇嘛处受近圆戒。任过塔尔寺密宗学院的法台。铁猴年（庚申）任郭隆寺堪布。从火鼠年（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十五岁时起，任塔尔寺堪布十七年，曾呈报皇上，于土虎年（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赐给塔尔寺“金轮金陀寺”，藏语意为“入菩提圣道之门”的匾额。建立了春季学期和坐夏学期中立宗辩经、祈愿法会中磋朗辩经等制度，整顿寺院的清规并规定寺纪。铁蛇年（辛巳）制作了锦缎的狮子吼佛像。在青海赤巴（法台）叔叔达什巴图尔（bkra shes ba thur）王、济农（ju nang）官人、索南扎喜（bsod nams bkra shes）官人等施主们的赞助下，于土鼠年（戊子）修建了大金瓦寺（gser gdung chen movi lha khang），铁虎年（1710年，清康熙四十九年，庚寅），由济农官人修建了极为庄严的金瓦屋顶。第十二胜生火猴年（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第七世达赖喇嘛驻锡塔尔寺，给达赖喇嘛传授修习大威德大灌顶等密宗四部的灌顶、开许、经教、教授等许多教诫。水虎年（壬寅）为达什巴图尔王给大灵塔和他自己扩建的各项建筑开光，助顺缘白银两万两。[83]

第二世却藏·罗桑丹贝坚赞（chu bzang blo bzang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652—1723）不仅在西藏佛教腹心地区求学深造并在宗教权威第五世达赖喇嘛（ngag dbang rgya mtsho，1617—1682）座前受近圆戒（比丘戒），从而成就为一代高僧活佛，而且，他返回安多故里后，前后担任塔尔寺、郭隆寺（佑宁寺）等格鲁派著名寺院住持，尤其在塔尔寺建立了立宗答辩和清规戒律等寺院仪轨及学经制度；同时，却藏·罗桑丹贝坚赞主持修建了塔尔寺标志性建筑大金瓦佛殿，还担任了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skal bzang rgya mtsho，1708—1757）童年留住塔尔寺期间的经师，因而昂噶尔（Aang dkar）曾赞誉道：却藏·罗桑丹贝坚赞“是真正的薄伽梵、大威德和大雄，是第七世达赖喇嘛的顶庄严”。[84]却藏·罗桑丹贝坚赞虽然其主要身份为第二世却藏活佛，即却藏寺寺主，但是他以弘扬整个格鲁派教法为己任，并高瞻远瞩地推动了格鲁派在安多地区进一步稳健发展。然而，却藏寺包括却藏·罗桑丹贝坚赞本人，在清雍正年间不幸遭遇巨大灾难。据《安多政教史》记载：

水兔年（癸卯）事变期间，嘉多（rgya rdog）寺院的喇嘛赛科巴（gser khog pa）浪达勒却杰（gling ta le chos rje）做军事首领，率领嘉多的部分藏军攻打汉族的城池，赞布赛钦然绎巴（btsan po se chen rab vbyams pa）带领他一派的许多僧徒，前去掠劫三眼井（san yan cing）等处的物资，被清军生俘。由于这人胡说八道，清军捣毁了广惠寺和却藏寺，百余名无辜的僧人被杀，大经堂和佛殿等被烧毁，夏科（zhaw khog）地区的三座声院、浩门河的嘉多寺、仙米（sems nyid）寺，霍若（ho rod）的扎底寺院等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横行无羁，众受祸殃。”无论政教都受了这句谚语指出的遭遇。却藏仁波且（chu bzang rin po che）虽毫无罪过，但因彼师是广惠寺现任上师，遂受株连，以他为首的十七名老僧，被欺骗至衙门庄山上遭受火焚的惨祸。[85]

清雍正元年（1723），却藏寺因牵连罗布藏丹津事件而被清军烧毁，第二世却藏·罗桑丹贝坚赞被残杀。至雍正十年（1732），清朝敕令重建却藏寺，并赐名“广济寺”；乾隆三十年（1765），清廷又赐“广教寺”匾额，而且，在寺内许建一座九龙壁；之后，清廷再次赐予“祥轮永护”匾额一面。

第二世却藏·罗桑丹贝坚赞遇难后，其嗣法弟子很快找寻到他的转世灵童。据《安多政教史》记载：

他的转世化身阿旺土丹旺秋（ngag dbang thub bstan dbang phyug），于木蛇年（1725年，清雍正三年，乙巳）诞生，与章嘉·若贝多杰（lcang skya rol pvi rdo rje）是昆季。五六岁时，即由丹增嘉措（bstan vdzin rgya mtsho）比丘教授诵经，在佑宁寺僧人松巴·彭措南杰（sum pa phun tshogs rnam rgyal）处受居士戒，命名为阿旺丹增华桑（ngag dbang bstan vdzin dpal bzang）。7岁时，在前世土观活佛·却吉嘉措写信严厉催促下才得以坐床。[86]

第二世却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在却藏寺坐床，正式成为第三世却藏活佛后，到赛柯寺（广惠寺），由敏珠尔·洛桑丹增嘉措任堪布，夏鲁瓦（zhaw lu ba）任规范师，授予沙弥戒，取名“阿旺土丹旺秋”。

第三世却藏·阿旺土丹旺秋（ngag dbang thub bstan dbang phyug，1725—1796）11岁始，在赛柯寺和郭隆寺经院，拜师系统学习显宗经论；18岁前往佛教圣地拉萨，拜见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随后进哲蚌寺郭芒扎仓修学，努力求法，通达显密佛法。据《安多政教史》记载：藏历第十二绕迥木牛年（1745），却藏·阿旺土丹旺秋正好21岁，在布达拉宫日光寝宫，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任堪布，阿里活佛（mngav ris sprul sku）任羯磨师（las slob），罗林喇嘛（blo gling bla ma）任屏教师（gsang ston），授予近圆戒（比丘戒），正式成为一名符合佛教戒律的比丘僧。[87]
藏历第十二绕迥土龙年，即清乾隆十三年（1748），却藏寺、赛柯寺和郭隆寺等又派遣使者前来迎接第三世却藏·阿旺土丹旺秋，请求他返回故乡弘法，第七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设宴饯行，并授予他“显扬佛教额齐图额尔德尼诺们罕”（Aa chi thu Aearti ni no mon han）名号。[88]返回安多故乡后，第三世却藏·阿旺土丹旺秋前后担任塔尔寺、郭隆寺等法台（住持），无论讲经传法还是建设寺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世却藏·洛桑土丹热杰（blo bzang thub bstan rab rgyas，1797—1858），遵循前辈求学惯例，曾赴西藏拜师修学深造；后又去拉卜楞寺参访，与第三世嘉木样·洛桑土丹晋美嘉措（blo bzang thub bstan vjigs med rgya mtsho，1792—1855）关系密切。

藏历第十四绕迥火虎年，即同治五年（1866），却藏寺再次毁于兵燹，直至光绪十三年（1887），方由第五世却藏活佛·洛桑土丹夏珠尼玛（chu bzang blo bzang thub bstan zhabs sgrub nyi ma，1859—1913）筹资修建复原，并建立显宗（mtshan nyid grwa tshang）和时轮（dua vkhor grwa tshang）两个学院，使中断多年的教法传承得以恢复。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有“僧侣三百余人，建有大小经堂、千佛殿、拉木桑佛堂、贤康（弥勒殿）以及却藏、章嘉、赛赤、归化、丹斗、阿群、麻干、莲花、夏日、拉科十位活佛的府邸和都兰王的王府，共94个院落，设有显宗、密宗、时轮经院，采用西藏哲蚌寺教程，影响远及今海北州门源县的皇城、苏吉滩和刚察县，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县以及新疆等地”。[89]总之，却藏寺与却藏活佛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却藏活佛世系成为法定却藏寺寺主和首席住持。

（四）赛柯寺传承

清顺治初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命哲蚌寺高僧赞普·顿珠嘉措（btsan po don grub rgya mtsho，1613—1665）前往安多地区传扬格鲁派教法仪轨，“做有利于众生的事业”。[90]赞普·顿珠嘉措抵达安多地区后，先后担任仙米寺（sems nyid dgon）、塔尔寺、郭隆寺等著名寺院法台（住持），规范寺僧戒律和学经教育制度。

顺治七年（1650），赞普·顿珠嘉措辞去郭隆寺法台，在赛钦洪台吉（se chen hung thvi ji）和额尔德尼戴青（Aerti ni tvi ching）的资助下，选择赛柯地方（gser khog，今青海大通县境内）建造一座新寺，命名“噶丹旦曲林寺”（dgav ldan dam chos gling）。该寺在其历史上曾产生并使用多种称谓，诸如“赛柯寺”（gsar khog dgon）、“赞普寺”（btsan po dgon）、“郭芒寺”（sgo mang dgon）和“广惠寺”等。

赛柯寺竣工后，赞普·顿珠嘉措自任寺院法台（住持），他专门传授哲蚌寺郭芒扎仓教程；藏历第十一绕迥水蛇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返藏途中，驻锡赛柯寺并讲经授法，该寺声誉倍增。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如此主持寺院十六年之后，于藏历第十一绕迥木蛇年，即清康熙四年（1665）圆寂，火化遗体时额骨上出现了大威德身像等。[91]赞普·顿珠嘉措去世后，由第一世敏珠尔活佛·赤列伦珠（smin grol vphrin las lhun grub，1622—1699）继任法台（住持），并建立显宗学院（mtshan nyid grwa tshang），注重加强寺院教育和寺僧戒律。据《安多政教史》记载：

藏历木蛇年（1665），敏珠尔·赤列伦珠四十四岁，由墨尔根洪台吉（me rgan hung the ju）呈请，噶丹颇章政权授予他“敏珠尔诺们罕”（smin grol no mon han），遂返回赞普寺（赛柯寺）。而此时的赛柯寺，除了大经堂外，密咒院（sngags khang）只有围墙、走廊、数座僧舍，僧人仅有牧区卓增（vbrog btsun）等三四十人。于是敏珠尔·赤列伦珠修建了法相学院，重新招收僧众；编写《摄类学善说宝库》（bsdus graw rig gnas legs bshad bang mdzod）；讲授《般若》（phar phyin）；因而出现了许多明慧辩才学僧，寺僧发展至七八百人，寺院规模扩至大面积。[92]

赤列伦珠高僧得到噶丹颇章政权即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享有“敏珠尔诺们罕”名号，而且他继任赞普·顿珠嘉措的弘法事业，对赛柯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后世敏珠尔诺们罕开始转世，追认赤列伦珠为第一世敏珠尔活佛，遂建立了敏珠尔活佛世系，他们自然成为赛柯寺的法定寺主或首席住持。

清雍正元年（1723），赛柯寺因牵连罗布藏丹津事件被毁；雍正四年（1726），第二世敏珠尔·洛桑丹增嘉措（smin grol blo bzang bstan vdzin rgya mtsho，1700—1736）应诏进京，被雍正帝封为驻京呼图克图，驻锡京城西黄寺，其宗教地位仅次于章嘉国师。在京期间，敏珠尔活佛向皇帝呈递了安多僧众可在本地区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请求，并得到批准。藏历第十二绕迥火羊年（1727），第二世敏珠尔活佛自京城返回安多，其目的则是修复赛柯寺。据《安多政教史》记载：

途经鄂尔多斯、西宁等地，到达了彭措沟静修处。看到僧众用具不齐，他们身穿短褂，腰挂火镰，袈裟系于腰间前来集会。对于此景难以忍受，遂着手制定僧帽等着装必须合于僧规戒律。时夏鲁瓦尊者（rje zhaw lu pa）居于波若（phod rod）地方，乃敦请前来，建立大经堂、密宗学院（rgyud pa）、密咒学院（sngags pa）、医学院（gso rig）四个学院，分别委任格贵（dge bskos）等僧职，制定了寺院规章和诵经制度，并严格贯彻执行，开创了讲学新风气，使寺院逐步兴盛起来。由于建立显密的立宗，僧众高兴地说：“看到今天这样多的比丘集会，讲授教程，讲经说教，真是升起了幸福的太阳。此时就是佛陀亲临，也不过如此，愿勿与这位活佛分离。”[93]

雍正元年（1723），年羹尧军队摧毁赛柯寺后，寺院衰败不堪，僧众一蹶不振。第二世敏珠尔·洛桑丹增嘉措从京城返回安多后，积极修复赛柯寺。为此，第二世敏珠尔活佛再次赴西藏广结法缘，筹措寺院佛教供品。据《安多政教史》记载：

土鸡年（1729），新修复寺院落成，经前后几次恳切地迎接后，于铁猪年（1731），与珍贵的圣像、佛经和供器等一同返回。人们对于能迎请到如此珍贵的释尊造像感到惊奇。就在这一年，雍正皇帝赐来修复寺院的经费、碑文及广惠寺（kwan ho zi）匾额等。从此以后，直到木虎年（1734），寺院的讲学事宜都由尊者自己主持，不论如何忙碌，或者是天阴下雨，从未中断过教学工作，让各个班级轮流地向他立宗、问难，提出疑问；对新出家的青年们教育更严，及时表扬、指责，还经常派人辅导、检查，讲闻风气极为兴盛，彼师也很谦虚地亲临辅导。[94]

雍正七年（1729），清廷向第二世敏珠尔活佛赐予大量金银，命他重建赛柯寺；同时，雍正帝赐寺额“广惠寺”。可以看出，第二世敏珠尔活佛为重现赛柯寺的昔日辉煌，呕心沥血，倾注了大量精力，仅为建立和完善寺院教规和学经制度，就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安多政教史》记载：

从西藏带来秘书、画师、雕刻匠、泥塑匠、铁匠、浮雕匠、尼泊尔的金匠等，他们都具备各种技艺，四年之内向各个扎仓配备了所需之物。委任美日然绎巴罗哲热觉（blo gros rab vbyor）为跳神舞指挥（vcham dpon），教授新旧跳神法和朱固江孜巴（rgyang rtse pa）阿阇黎实践的黑帽舞；由嘉美朵塘（rgyal me tog thang）人罗哲热洋（blo gros rab yangs）教授嘉（rgyal）之法螺吹奏法；并于赛柯寺、亚日寺（gayag ri）和朱固寺（vbru gu）各造弥勒佛像等广大供品。[95]

至此，赛柯寺基本上修复完毕，而且粗具规模。首先，修葺建造原有的各个扎仓（学院），恢复了寺院教育，使每一位学僧按部就班地修学显密教法；其次，建立健全了寺院宗教仪轨，在寺内举办各类法事活动、按时举行节日庆典都有章可循。

藏历第十二绕迥木虎年（1734），雍正皇帝敕谕西宁钦差大臣令第二世敏珠尔活佛进京，他在僧众法会上完整地讲授了《菩提道次第》和《密宗道次第》各一次，并向堪布（教长）夏鲁瓦委托了管理寺院权，还给乞求者发放了衣食等舍施后，于三月十七日动身起程，五月四日到达京城黄寺（lha khang chen mo）。初八日朝见了皇帝，恭请圣安。[96]之后，在各地开展法事活动，弘法利民。然而，此次第二世敏珠尔活佛奉召进京后，再也没能返回故里赛柯寺，于藏历第十二绕迥火龙年（1736）在漠南蒙古多伦诺尔地方圆寂，时年37岁。

根据《安多政教史》记载：

第三世敏珠尔活佛·阿旺赤列嘉措出生在赛柯寺北面大雪山下拉雪捷隆（lha zhol skyer lung）地方，父名旦真杰（rta mgrin skyabs），母名博德（bho nghi），由大善知识洛桑班丹（blo bzang dpal ldan）授予居士戒，在章嘉·若贝多杰座前剃度出家。土兔年（1759），第三世敏珠尔活佛赴西藏求学，由章嘉·若贝多杰授予近圆戒（比丘戒），并得到现证佛（mngon byang）灌顶；在藏期间，第三世敏珠尔活佛拜班禅·班丹益西（pan chen dpal ldan ye shes）、喇嘛强巴（bla ma byams pa）、热振阿然巴（raw sgreng sngags rams pa）等高僧活佛为师，广泛闻思显密教法知识；同时，在第二世嘉木样活佛座前聆受闻思路径、长寿灌顶和明王随许等广大教诲。[97]

由此可见，第三世敏珠尔活佛·阿旺赤列嘉措（ngag dbang vphrin las rgya mtsho，1737—1785）同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西（1738—1780）、第三世章嘉国师·若贝多杰（1717—1786）、第二世嘉木样活佛·贡却晋美旺布（1728—1791）等高僧活佛之间有着深厚的宗教情谊和师徒传承关系。

第四世敏珠尔活佛·绛白却吉丹增赤列（vjam dpal chos kyi bstan vdzin vphrin las，1789—1838）出生在安多乌兰牧热（Au lan mu ra）地方，父亲为牧民顿珠次丹（don grub tshe brtan），母亲名嘎姆吉（dkar mo skyid）。第四世敏珠尔活佛由第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活佛认定为第三世敏珠尔活佛的转世灵童；在第三世却藏·阿旺土丹旺秋活佛座前剃度出家；与第三世嘉木样活佛·洛桑土丹晋美嘉措一起进哲蚌寺郭芒扎仓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藏历第十四绕迥土鼠年（1828）被邀请到拉卜楞寺讲授《兜率上师瑜伽教导》（dgav ldan lha brgya mavi khrid）；藏历第十四绕迥金虎年（1830），第四世敏珠尔活佛终于撰写完成了《世界广论》（vdzam gling rgyas bshad）一书。这是一部藏传佛教人文地理学名著，在藏族文化史上颇有影响力，后世被翻译为英、法等多种文字。此外，他还撰有藏医药学方面的名著。第四世敏珠尔活佛在京城弘法之际圆寂，享年50岁。

第五世敏珠尔活佛·格桑土丹赤列嘉措（skal bzang thub bstan vphrin las rgya mtsho，1839—1881）出生在安多仙米（sema nyid）地方；清朝“咸丰三年（1853）入朝晋谒，在京供职三年”，[98]后遵循前辈惯例，赴西藏在哲蚌寺郭芒扎仓学习。于“同治七年（1868）莅京供差”。光绪元年（1875）回西宁本寺，光绪五年（1879）赴京供差。光绪七年（1881），“在多伦诺尔圆寂”，[99]享年43岁。

第六世敏珠尔活佛·格顿赤列达杰（dge vdun vphrin las dar rgyas，1883—1904）出生于安多赛柯（gser khog）地方；清光绪十三年（1887），“经理藩院具奏，在雍和宫掣签后，即请至西宁仓上学经。二十年（1894）十月十六日入都，二十五日瞻仰天颜，敕赐朝车驷马，掌管驻京喇嘛印务。二十一年（1895），恭逢皇太后万寿，钦赐紫疆。二十五年（1899），赴藏学经。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旨赴京供职。三十年（1904），赴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在彼圆寂”，[100]时年22岁。

可以说，以敏珠尔活佛为寺主的赛柯寺，是清代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格鲁派著名寺院，它与郭隆寺（佑宁寺）、却藏寺和夏琼寺一同享誉安多北方四大寺之桂冠。尤其是赛柯寺（广惠寺）在清代蒙藏地区具有广泛的宗教影响力，有学者做过比较细致的考述：

（广惠寺）一直是青海湟北地区仅次于佑宁寺的格鲁派大寺，建有赞布、却藏、先灵、玛仓等活佛院，设有上下显宗、密宗、密咒、医明等五大经院和总领全寺的大经堂，下辖今门源县境内的朱固寺、班固寺、二塘寺和加多寺，互助县的松番寺（亦称辛隆寺），大通县境内的张家寺、曲隆寺，甘肃天祝县境内的大宛寺、达隆寺等，共九座属寺，其香火庄有兴马（夏吾奈）、向化（阿藏）、新顺（加多）、归化（班固）、那童（那楞）五个族分（部落），总称为广惠寺的“九寺五族”，其领地包括今大通、门源、祁连、互助四县的东峡、朔北、向化、宝库、桦林、南门峡、克图、仙米、朱固等地域，东西长约二百里，南北宽约三十里，另在新疆塔城地区也有其属寺和蒙古族信徒。[101]

赛柯寺在僧众学经和寺院教育上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具体的法脉传承。譬如，赛柯寺学僧主要遵循哲蚌寺郭芒扎仓教程，修学显宗五部大论；同时，又不拘泥于五部大论之佛学范围，提倡学僧广泛研习十明学，并在人文科学领域多有学术造诣。所以，赛柯寺在文化领域尤其在弘传和研究藏医药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并成为该寺的专业特长。

（五）拉卜楞寺传承

藏历第十二绕迥火猪年，即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哲蚌寺郭芒扎仓高僧嘉木样·阿旺尊智（vjam dbyang ngag dbang brtson vgrus，1648—1721）应青海河南蒙古亲王察罕丹津再三敦请，率领阿旺扎西（ngag dbang bkra shes）、洛桑东珠（blo bzang don grub）等十八名高徒返回故里。翌年，在桑曲河流域（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城）始建拉卜楞寺（bla brang bkra shes vkhyil）；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相继建成大经堂（vdu khang chen mo）、显宗学院（mtshan nyid grwa tshang）和下密续学院（rgyud smad grwa tshang），初具显密兼容之寺院规格，僧众系统研习显宗五部大论和修证密宗四续，始传承哲蚌寺郭芒扎仓和拉萨密宗下院教法仪轨。

嘉木样·阿旺尊智在佛学领域取得很高成就，著作颇丰，撰有《吉祥大威德本尊源流》（dpal rdo rje vjigs byed kyi chos vbyung）、《律经释难除误》（vdul bavi dkav gnas rnam par dpyad pa vkhrul spong blo gsal mgul rgyan）、《现观庄严论辨析》（bstan bcos mngon par rtogs pavi rgyan gyi mthav dpyod）、《般若波罗蜜多辨析》（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vi mthav dpyod）、《入中论辨析》（dbu ma vjug pavi mthav dpyod）、《俱舍论注释》（chos mngon pa mdzod kyi dgongs vgrel）、《了义不了义辨析》（drang ba dang nges pavi don rnam par vbyed pavi mthav dpyod）、《释量论辨析》（tshad ma rnam vgrel gyi mthav dpyod）、《宗派广论》（grub mthav rnam bshad）等名著。

嘉木样·阿旺尊智门下弟子众多，他圆寂后，嗣法弟子们寻访转世灵童，创立了嘉木样活佛世系，并追认嘉木样·阿旺尊智为第一世嘉木样活佛。

藏历第十三绕迥水猴年，即清乾隆十七年（1752），第二世嘉木样活佛·贡却晋美旺布（dkon mchog vjigs med dbang po，1728—1791）赴西藏哲蚌寺郭芒扎仓研修五部大论，相继拜见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和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西，聆受密宗灌顶、教敕及随许法。乾隆二十四年（1759），完成学业返回拉卜楞寺；翌年，就任寺院法台（住持），向僧众讲授中观、般若和戒律等佛学大论；同时，在拉卜楞寺建立了学衔考试制度。

藏历第十三绕迥水羊年，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第二世嘉木样活佛按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西重托，在拉卜楞寺仿后藏扎什伦布寺创建时轮学院（dus vkhor grwa tshang），始研习时轮金刚及天文历算等；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按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意愿，仿拉萨药王山建立医药学院，传承并研发藏医药学。乾隆四十九年（1784），再次赴西藏觐见第八世达赖喇嘛和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并广泛搜集佛教文献典籍，后运回拉卜楞寺，始建藏经殿；乾隆五十一年（1786），第二世嘉木样活佛在后藏扎什伦布寺向僧众讲授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在前藏拉萨特向各大寺院高僧活佛传授《金刚鬘》（rdo rje phreng ba）等甚深密法教敕及随许法，赢得颇高声望。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二世嘉木样活佛仿照扎什伦布寺弥勒殿，在拉卜楞寺建造大金瓦殿，内供大型弥勒佛像，成为该寺标志性建筑。

藏历第十三绕迥水马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二世嘉木样活佛出任郭隆寺第三十七届法台（住持）；乾隆三十年（1765），出任塔尔寺第三十届法台；乾隆五十四年（1789），出任夏琼寺第四十三届法台。第二世嘉木样活佛在各寺任职期间，严整寺规僧纪，规范寺院教育制度，传授《菩提道次第广论》及格鲁派密法教敕。

第二世嘉木样·贡却晋美旺布撰有许多经论和高僧上师传记，撰有《宗义宝鬘》（grub mthav rin chen phreng ba）、《般若八品摄义论》、《入中论探究》、《第一世嘉木样·阿旺尊智传》、《塔尔寺志·珍珠鬘》等。其中《宗义宝鬘》成为后世学僧推崇的热门畅销名著。

第二世嘉木样活佛的门下弟子遍及前后藏及多康等广袤区域，以第二世阿芒班智达·贡却坚赞、第三世贡唐·官却丹贝卓美等著名高僧活佛为代表。

第二世阿芒班智达·贡却坚赞（dpal mang pantita dkon mchog rgyal mtshan，1764—1853），安多大夏河源头桑科地方（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人，6岁时（1769）被认定为前辈阿芒活佛之转世灵童；清嘉庆九年（1804），第二世阿芒班智达·贡却坚赞升任拉卜楞寺法台（住持），始向显宗学院僧人主讲五部大论，并对其他僧众传授密宗仪轨及文化知识，提倡学僧研读第一世嘉木样活佛·阿旺尊智的《宗义广论》，全面掌握佛学知识。第二世阿芒班智达·贡却坚赞博学多智、精通大小五明学，撰有《经庄严论释》（mdo sdevi rgyan gyi vgrel ba）、《汉藏蒙土民族史略》（rgya bod hor sog gi lo rgyus nyung ngur brjod pa）、《拉卜楞寺志》、《密宗四续概论》等名著。其门下弟子遍及多康地区（今甘青川藏区）。

第三世贡唐·官却丹贝卓美（gung thang dkon mchog bstan pavi sgron me，1762—1823）既是拉卜楞寺著名活佛，又是格鲁派一代高僧；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三世贡唐·官却丹贝卓美在第八世达赖喇嘛座前受比丘戒；乾隆五十一年（1786），他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立宗答辩，获得拉然巴（lha rams pa）格西学衔；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又遵照第二世嘉木样上师之命，赴安多阿坝（rnga ba）地区创建郭芒寺（sgo mang dgon，位于今四川阿坝县境内），担任住持，推演拉卜楞寺教法仪轨。乾隆五十七年（1792），第三世贡唐·官却丹贝卓美升任拉卜楞寺法台（住持），整肃僧纪，整顿学风，规范寺院教育，对寺院发展多有贡献。

藏历第十三绕迥土马年，即清嘉庆三年（1798），第三世贡唐·官却丹贝卓美卸任拉卜楞寺法台，担任（青海）郭隆寺法台；嘉庆八年（1803），他在拉卜楞寺始建贡唐宝塔（mchod rten mthong grol chen mo），该塔成为拉卜楞寺又一标志性建筑。

第三世贡唐·官却丹贝卓美在显密宗佛学领域造诣颇高，且在语言、诗词等文化艺术方面亦功底深厚，撰有《了义不了义注疏》（drang nges kyi mchan）、《阿赖耶识辨析》（kun gzhivi mthav dpyod）、《缘起论辨析》（rten vbrel gyi mthav dpyod）、《四圣谛注释》（bden pa bzhivi rnam bshad）等佛学论著，以及《水与树之格言》（chu dang shing gi bstan bcos）、《老幼散文》（rgan byis vbel gtam）、《上师赞》（rje bla ma bstod pa）、《吠陀母赞释》（rig byed mavi bstod vgrel）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在时贤和后世藏学界有巨大影响。

藏历第十四绕迥火牛年，即嘉庆二十二年（1817），第三世嘉木样·洛桑土丹晋美嘉措（blo bzang thub bstan vjigs med rgya mtsho，1792—1855）继任拉卜楞寺法台（住持），亲自讲经传法，主要教授显宗五部大论。藏历第十四绕迥金狗年（1850），第三世嘉木样活佛担任塔尔寺法台（住持），宣讲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尤其是第三世嘉木样活佛针对当时拉卜楞寺及其属寺具体情况，新制定清规戒律，对各个寺院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记载：

（第三世嘉木样活佛）先后为不少寺院制订了寺规。如木鼠年（1804年甲子），为接管的西仓德钦群琅寺制订了寺规；火鼠年（1816年丙子），为阿木去乎寺的三个学院分别制订了院规；同年又为合作养丹夏尔寺制订了寺规；火龙年（1844年甲辰），为牟香贡萨尔寺制订了寺规；土鸡年（1849年己酉），为西仓噶萨尔寺制订了寺规；木虎年（1854年甲寅），为拉卜楞寺制订了新的清规。[102]

清规戒律一直是各个寺院包括僧团组织有序运转和健康发展的法律保障，它是在严格遵循律藏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本寺具体情况设计并制定的，因而有着可操作性等特点；同时，清规戒律又有它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按不同地区、不同寺院，因地制宜地制定各种规则。所以，每个寺院的清规戒律，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譬如，拉卜楞寺的清规戒律：

沙弥比丘等严守戒律乃圣教之基础，凡入本寺之僧伽，必须禁绝邪恶、饮酒和偷盗。未获特许，妇女不得进入寺院。卖草、卖柴、乞讨等妇女不准随时进寺；若是远道而来的妇女施主，必须报请执事僧点清数目，除白昼外，不准留宿；粉刷房屋时，除总务处、拉章宫和总法台住所外，其他各官邸均不准由妇女施工；总务处招工除粪时，妇女只可从寺院外围巡礼道拉运，不得入寺除送。

僧伽内部不准射箭、掷骰的玩耍项目，不得着俗装、持武器外出；不准向明知身份的贼盗提供马匹、钱粮；不得暗中宰杀牛羊，若有在勒当至措奇范围无顾忌杀牲者，僧伽不得协助。绝不容许盗伐前山和曼达山林木等，俗人亦须受罚之。身为僧伽，不可存在家室，一旦建立家室，须按原订条例惩处。僧伽还俗立家者，不仅不准再行出家加入经院，亦不准充当随侍人员。加入僧会进行正常修习的僧伽之中，若有无所顾忌饮酒邪行者，一概开除寺籍，驱逐他地。

凡上述犯戒者及外来类似人员，不得作为拉章宫随侍和其他官邸的随侍人员领取会供份子。原有随侍人员或其他官邸随侍人员之中，若在非规定时间内在僧舍留宿妇女和发现饮酒者，同样除名驱逐。

关于畜养骑乘，原先规定在噶然班（按：在显宗学院的最高级次）修学达三十年以上资历者方可畜养，但鉴于此类高龄僧伽极为稀少，现改定凡入经院不满三十年者不准畜养。除拉章宫养狗两三条外，其他大小官邸一律不准养置门犬。担任总务处干事而请假或以欺骗手段请长假不参加法会的人增多，必将伤损法会、讲修，是故，除了持有印鉴证明进行长年闭修、终生闭修者及病员外，任何僧伽不得请假长期缺席法会、讲习和自由自在，必须参加法会和集体讲习。寺院会议成员的僧伽亦须按照先前惯例参加法会和集体讲习。除了各官邸和个别管家等外，参加正常法会和集体讲习的普通僧伽不得在僧舍内长期留住额外人员。僧伽不许作中买卖牛羊，不许倒卖面粉、糌粑等谋取利金，不许做各种生意。

清规之基础有赖于执事人员管理之优劣，所以，委托执事人员时，必须选择称职者造册上报；不得徇情弄私，不得依个人好恶行贿受贿，互相授受，滥竽充数。执事人员不得以私枉法，不得无视清规、宽大无度，如发生此种情形，须行从严追查处理。执事人员严格执行清规，任何人不得任意诬陷枉加恶名。关于发放份子标准和年龄规定，参阅附录执行。

总之，清规是一切之根本，会议务必遵照执行，极为重要。若执行者和遵循者任何一方，不按规定执行，或尊卑各方凭藉权势任意违犯者，则视情节轻重，进行追查处罚。请大众遵循，不得有违！[103]

以上引文详述的拉卜楞寺的清规戒律，是第三世嘉木样活佛按照第四世霍藏·晋美丹贝尼玛（hor gtsang vjigs med bstan pavi nyi ma）活佛的请求，专为拉卜楞寺制定的一项新的具有补充性质的清规。借此整顿和完善寺院日益松弛的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并加强寺院日常事务管理。这一清规戒律于藏历第十四绕迥木虎年（1854）在拉卜楞寺土丹颇章殿（thub bstan pho brang）拟定出台。

藏历第十五绕迥土兔年，即清光绪五年（1879），第四世嘉木样·格桑土丹旺秋（skal bzang thub bstan dbang phyug，1856—1916）在拉卜楞寺仿布达拉宫南杰扎仓创建喜金刚学院（kyee rdor grwa tshang）；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四世嘉木样活佛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并在雍和宫向僧众传授《白度母》（sgrol dkar）、《绿度母》（sgrol ljang）等教敕；他在返程中经过蒙古地区讲经弘法，加强了拉卜楞寺与蒙古地区业已建立的供施关系。

总之，拉卜楞寺除了嘉木样活佛世系之外，尚有四大金座活佛世系，即贡唐活佛（gung thang tshang）、德瓦活佛（bde ba tshang）、霍藏活佛（hor gtsang tshang）和萨木察活佛（zam tsha tshang），他们为扩大拉卜楞寺宗教影响和推广其法脉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后期，拉卜楞寺已拥有三千六百多名寺僧、百余座属寺以及八大教区，并以教规完善、学科齐全、高僧辈出等享誉藏蒙地区，从而成为清代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

（六）拉莫德钦寺传承

藏历第十一绕迥铁猴年，即清康熙十九年（1680），第三世拉莫活佛·阿旺罗桑丹贝坚赞（la mo ngag dbang blo bzang bsdan pavi rgyal mtshan，1660—1728）从西藏哲蚌寺郭芒扎仓完成学业，返回安多故里，主持古鲁寺（mgur dgon pa，位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境内），同时，他积极寻求新的弘法路径。根据《安多政教史》记载：

黄河岸古鲁寺创建三十七年后，即藏历水狗年（1682），由戴青囊索（davi ching nang so）负责后勤，在古鲁寺显宗学院的基础上，征收芒拉、巴雄、夏朵三地（mang vbal bya gsum），坝纳三部（sbra nag kha gsum），奔杰子孙（vbum rgyal bu rgyud），以及巴燕（化隆）以内的广大地域的僧税，选择新址创建了拉莫德钦曲林寺。后来，皇帝御赐了“dge tshogs gling”（聚善寺）的匾额；为期盼僧人增加而在寺院四方建造了四座佛殿。[104]

由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戴青囊索出资，第三世拉莫活佛·阿旺罗桑丹贝坚赞主持，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创建了拉莫德钦曲林寺（la mo bde chen chos gling），简称“拉莫德钦寺”（la mo bde chen dgon），位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囊科乡。在拉莫德钦寺建造过程中，将古鲁寺显宗学院及其僧众迁至新寺合并，遂形成一座显密兼容的正规格鲁派寺院。

拉莫德钦寺建成后，其学僧始传习哲蚌寺郭芒扎仓的教法仪轨，以修学显宗义理为重点。将原古鲁寺改为专门禅修密法和举办密集、胜乐和大威德仪式的密宗学院。实际上，两座寺院虽处于两地，但两者不分你我，以整体寺院相待。也就是说，新寺（拉莫德钦寺）与旧寺（古鲁寺）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显密兼容、合而为一的综合性大型僧院。

藏历第十二绕迥木鸡年，即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三世拉莫活佛进京朝觐，康熙帝颁赐“察罕诺们罕”[105]诏书和“札萨克喇嘛”职衔。后来民间又将“察罕诺们罕”，以汉文译为“白佛”，藏文译为“zhabs drung dkar po”（夏茸尕布）。

藏历第十二绕迥火猴年，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又将第三世拉莫活佛封为“阿齐图诺们罕”（Aa chi thu no mon han）。

清朝在平息罗布藏丹津事件后，在青海设立青海蒙古二十九旗，第三世拉莫活佛以察罕诺们罕旗一等台吉大喇嘛身份，成为安多（青海）尖扎、泽库、贵南、同德西部、贵德南部、化隆西部以及海北海晏等广大地区的政教领袖。

第四世拉莫活佛·洛桑土丹格勒坚赞（blo bzang thub bstan dge legs rgyal mtshan，1729—1796）出生在安多地区玛沁岗日（rma chen gangs ri）附近，由第七世达赖喇嘛认定为第三世拉莫活佛的转世灵童，在拉莫德钦寺坐床；他广拜高僧大德，系统修学格鲁派教法仪轨。第四世拉莫活佛在古鲁寺建造一座四层佛殿，供奉释迦牟尼佛像；遵循后藏扎什伦布寺的宗教仪轨，设立时轮金刚修供以及胜乐、密集和大威德仪式，使古鲁寺演变为纯粹的密宗学院或寺院。

第五世拉莫活佛·潘德旺秋克尊嘉措（phan bdevi dbang phyug mkhas btsun rgyal mtsho，1797—1831）出生在安多地区额热雪（dngul rawvi zhol）村落，由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尼玛（1782—1853）认定为第四世拉莫活佛的转世灵童，在拉莫德钦寺坐床；16岁赴西藏修学深造，20岁时在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座前受近圆戒（比丘戒）；返回安多故里后，为安多地区的政教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第六世拉莫活佛·阿旺却珠丹贝坚赞（Aa dbang mchog grub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832—1872）出生在安多地区塔尔寺附近的弥聂热党（mi nyag ra lding）村落，由却杰赛康巴·洛桑丹增嘉措（chos rgyal gser khng pa blo bzang bstan vdzin rgya mtsho）等高僧活佛认定为第五世拉莫活佛的转世灵童，又说于清道光十六年（1837）在拉萨大昭寺举行金瓶掣签仪式最终确认，[106]并在芒拉却藏（mang ravi chu bzang）坐床，其后迎请到塔尔寺修学佛法；20岁时在第三世嘉木样活佛·洛桑土丹晋美嘉措座前受近圆戒（比丘戒）；他在推动管辖政教事业发展的同时，尤其在他的后半生主要专注于密法修行，在佛教禅修领域获得一定证悟。

第七世拉莫活佛·根敦丹增诺布（la mo dge vdun bstan vdzin nor bu，1873—1927）出生在安多地区的却藏热罗唐（chu bzang raw lo thang）村落，由温杰塞（aon rgyal sras）和塔秀仁波切·根敦却迥嘉措（thar shul rin po che dge vdun chos skyong rgya mtsho）两位高僧认定为第六世拉莫活佛的转世灵童，在拉莫德钦寺坐床；他主要在本寺广拜高僧大德，系统修学五部大论。

第七世拉莫活佛是一位在弘法事业上有所作为的著名高僧。首先，第七世拉莫活佛修缮和扩建了拉莫德钦寺；其次，他将位于黄河岸的古鲁寺迁移到距离黄河较远的安全地方重建；再次，他修葺了位于西宁城内的三贤哲（mkhas pa mi gsum）古佛殿；又次，他曾两次进京，第一次进京觐见清光绪皇帝，第二次进京觐见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授予他“光大明智汗王”（bkaang taa men tri han）职衔，并颁发了汉藏满蒙四体字的“广照大地的贤哲擦干诺们罕所辖寺庙之主呼图克图之印”（yangs pavi sa chen gsal bavi mkhas pachen po tsha gan no mon han gyi bla graw spyivi bdag po hu thog thuvi tham ga rgyal）。

总之，清代中后期，拉莫德钦寺发展迅速，拥有上千人寺僧和四十多座属寺，并形成以拉莫·夏茸尕布、赛赤（gser khri）和智干仓（brag rgan tshang）三大活佛为代表的诸多活佛世系。而且，拉莫德钦寺主持由历辈三大活佛分别适时地接任，并统领属下寺院及所辖百姓。

三 色拉寺支系

色拉寺自1418年创建以来，不断发展壮大。至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色拉寺已形成以麦巴（smad pa）、切巴（byes pa）和堆巴（stod pa）三大扎仓（学院）为主的寺院格局；康熙四十九年（1710），由拉藏汗（1671—1717）赞助兴建措钦大殿（大经堂），主体建筑高四层，由殿前广场、经堂和弥勒佛殿、罗汉殿、大威德金刚殿等组成，成为全寺建筑面积最大的殿堂；康熙五十一年（1712），拉藏汗又倡建色拉寺阿巴扎仓（sngags pa grwa tshang，密宗学院），依照拉萨密宗下院教规制定法事仪轨。色拉寺遂发展演化为显密兼容之大型寺院。

噶丹颇章政权时期，色拉寺僧人定额五千五百人，最盛时达上万人，成为拉萨三大寺之一、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主要以切巴扎仓（bye pa graw tshang）、麦巴扎仓（smad pa graw tshang）、阿巴扎仓为代表的三大学院，为培养嗣法人才、推演法脉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边远安多、康区产生诸多一脉相承之著名寺院，以甘孜寺（dkar mdzes dgon）、卓尼寺（co ne dgon）等为代表。

（一）甘孜寺传承

藏历第十一绕迥水虎年，即清康熙元年（1662），第五世达赖喇嘛门下弟子霍尔却杰·阿旺平措（hor chos rgyal ngag dbang phun tshogs，1644—？）奉第五世达赖喇嘛和蒙古固始汗之命，返回康区故里，在甘孜（dkar mdzes，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自家霍尔土司（hor rgyal po）管辖内兴建甘孜寺（dkar mdzes dgon）、大金寺（dar rgyas gling）、杂贡萨扎西甘丹林寺（rdza dgon gsar bkra sges dgav ldan gling）、香阔觉日寺（shing khog lcog ri dgon）、孜仓甘丹林寺（rtsis tshang dgav ldan gling）、白利寺（be ri dgon）、康玛寺（khang dmar dgon）、扎觉寺（drag cog dgon）、桑珠寺（bsam grub dgon）、东郭寺（stong skor dgon）、扎郭寺（又称炉霍县寿灵寺，drag mgo dgon）、娘喀尼寺（rnying mkhar mnyal dgon）、年措寺（又称道孚县灵雀寺gnyan mtsho dgon）十三座格鲁派寺院。

其中甘孜寺（dkar mdzes dgon），全称为“大寺院甘孜扎西雪珠诺布林”（chos sde chen po dkar mdzes bkra shes bshad sgrub nor bu gling，意为大寺院甘孜吉祥讲修宝贝洲），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城西北，海拔3400米，距甘孜州州府康定约385公里。[107]至于甘孜寺名称的由来，有学者做过考证：

甘孜寺是在藏历第十一绕迥阳水虎年即公元1662年由霍尔却杰·阿旺平措（hor chos rgyal ngag dbang phun tshogs）创建的，为格鲁派寺院。寺院得名为甘孜寺的原因是，当霍尔却杰·阿旺平措在该地区筹划兴建十三座格鲁派寺院时，为了抢在一个吉日动工，于是在一个占吉日即“skar vdzin”的日子（以前藏地习俗，要在某日举办某事而当日恰逢凶日时，就提前选择一个吉日预作举办状，以破除真正动工的那一天的凶兆）奠基动工，然后又拆除原先的屋基重新兴建，由于寺院第一次动工的日子是在占吉日“skar vdzin”，故得名为“skar vdzin dgon pa”，后来演变为“dkar mdzes dgon”（甘孜寺，字面意义为白色美饰寺院）。另外一种说法是，由于霍尔却杰是在有许多白色石头的地方兴建该寺，故得名为“dkar mdzes dgon”（白色美饰寺）。以甘孜寺为中心的一片地区后来得名为甘孜，即今天的甘孜县，后来甘孜又成为整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总的地名，这当然是自治州成立时人为地将这一地名的范围扩大了。实际上包括甘孜县在内的甘孜州北部地区在历史上总称为“tre hor”或“tre bo”、“kre bo”，由于统治这一片地区的几家土司据说是出自霍尔（hor）王子的后裔，所以又常称为霍尔或炉霍地区。[108]

甘孜寺是霍尔却杰·阿旺平措首建的格鲁派中心寺院，寺内仿布达拉宫规制建立南杰扎仓（rnam rgyal grwa tshang）、仿拉萨密宗下院建立阿巴扎仓（sngags pa grwa tshang，密宗学院）、仿拉萨三大寺建立参尼扎仓（mtshan nyid grwa tshang，闻思或显宗学院）。后世密宗学院主要遵循拉萨密宗下院之教规，修学或举行法事仪轨；显宗学院僧众多采用色拉寺杰尊·却吉坚赞的教程，系统研习五部大论，因而成为传承色拉寺系教法为主的子寺。正如有学者所说：

参尼扎仓学习的显密教法的经论，依据的是拉萨色拉寺杰尊巴的教材进行教学，大多数的僧人在学完因明初阶的略本摄类学和中本摄类学（bsdus graw rigs lam chung ba dang rigs lam vbring ba）后前去西藏，进入拉萨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座，用三年或四年时间在那里学经，然后返回甘孜寺继续学习，也有少数僧人在拉萨继续学习一些年，直到学通五部大论取得格西学位。阿巴扎仓的僧人则是依照拉萨下密院所实行的修学方法，讲修密宗续部的各种本论经咒，特别是金刚舞步、坛城画线建造及诵咒。南杰扎仓的僧人主要是学习祈寿法事、酬补神灵、天女大灵器供等法事。不过一般的说法认为甘孜寺显密三个扎仓是联为一体的，阿巴扎仓的僧人数量多，所以在供斋僧茶饭时僧人都集中到阿巴扎仓去。[109]

甘孜寺的南杰扎仓、阿巴扎仓和参尼扎仓，即三大学院的修学科目及教学传承虽各不相同，但均源自拉萨三大寺及上下密院的显密法脉，属于格鲁派嫡系传承，而且，在该派教法史上具有权威性。此外，甘孜寺为了加强寺院的清规戒律和僧众的组织纪律，前后拟定出台了有关的规章制度。有学者说：

甘孜寺的僧人不论老幼都必须遵守律藏经典所说的佛教的各种戒律，而且甘孜寺还制订了一些特别的寺院内部的规章（nang khrims），并写定为《规章黄册》（bcav yig ser po），僧人也必须遵守。如果有僧人违犯了戒律和规章，就要处以罚款或体罚。[110]

从历史上看，清代中后期，甘孜寺持续发展，可谓规模宏大、教规谨严，最盛时寺僧达三千人，并形成朗扎活佛（lam brag）、司加活佛（gzigs rgyab）、仲萨活佛（vphrungs gsar）、饶才活佛（rab tshal）、那仓活佛（nag tshang）、扎嘎活佛（brag dkar）、康萨活佛（khang gsar）、周朗活佛（vbrug langs）、布让那活佛（bu ram sna）九个转世活佛系统。其中，由历辈朗扎、司加和康萨三大活佛轮流主持甘孜寺的政教事务。

（二）卓尼寺传承

藏历第十二绕迥木猪年，即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卓尼·札巴协珠（co ne grags pa bshad sgrub，1675—1748）自安多家乡远赴西藏拉萨求学深造，初在色拉寺麦巴扎仓（smad pa grwa tshang）研读五部大论，考取拉然巴（lha rams pa）格西学衔；后进拉萨密宗上院（rgyud stod grwa tshang），修学密法，终获殊胜成就。康熙四十六年（1707），返回安多故里，在卓尼噶丹协珠林寺（co ne dgav ldan bshad sgrub gling，又称“卓尼禅定寺”，简称“卓尼寺”，位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境内），向僧众讲经传法，同时整改寺院教育，规范寺规僧纪，力主推演色拉寺麦巴扎仓和拉萨密宗上院的教法仪轨。

康熙五十二年（1713），卓尼寺第十任僧纲·阿旺赤列嘉措（ngag dbang vphrin las rgya mtsho，1686—1738）随兄卓尼土司杨妆松赴京晋见康熙帝，遂被封为“崇梵净觉禅师”，敕赐“禅定寺”匾额。返归故里后，尊奉帝谕，立誓建寺。康熙五十三年（1714），重建显宗学院（mtshan nyid grwa tshang），任命卓尼·札巴协珠为堪布，依照色拉寺麦巴扎仓制定教程；清雍正七年（1729），创建密宗学院（sngags pa grwa tshang），又由卓尼·札巴协珠担任堪布，遵照拉萨密宗上院设定教规；同拉萨色拉寺保持法脉传承关系。

卓尼·札巴协珠作为卓尼禅定寺承前启后之佛学家，撰有《中观本智论释》（dbu ma rtsa ba shes rab gyi rnam bshad）、《菩提道次第广论要义》（byang chub lam rim chen movi don gyi snying po）、《菩提道灯论释》（byang chub lam gyi sgron mevi vgrel ba）、《俱舍论注释》（chos mngon pa mdzod kyi rnam bshad）、《现观庄严论注释》（mngon rtogs rgyan gyi vgrel ba）、《胜乐本续注疏》（bde mchog rtsa rgyud kyi vgrel ba）和《四续密法要义注疏》（rgyud sde rnam bzhivi dgongs vgrel）等显密宗经论名著。

藏历第十三绕迥水猴年，即清乾隆十七年（1752），卓尼·索南坚赞（bson nams rgyal mtshan）在卓尼寺建立天文历算学院（rtsis grwa tshang），遂形成一座拥有包括显宗、密宗和法舞（vcham pavi grwa tshang，建于1501年）四大学院的格鲁派大型寺院，鼎盛时寺僧达三千人，属寺达四十多座。

卓尼寺作为清代安多地区大型寺院之一，高僧辈出，除卓尼·札巴协珠等普通名僧外，尚有诸多高僧活佛，以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慈臣（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tshul khrims，1721—1791）、第二世策墨林·阿旺绛白慈臣嘉措（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vjam dpal tshul khrims rgya mtsho，1792—1863）和第三世策墨林·阿旺洛桑丹贝坚赞（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blo bzang bstan pavi rgyan mtshan，1864—1919）为代表。他们按卓尼寺僧人惯例，先入本地卓尼寺学经，后赴拉萨色拉寺麦巴扎仓攻读五部大论，获取拉然巴（lha rams pa）格西学衔，继而转入拉萨密宗上院研修密法。值得提出的是，上述三位高僧活佛皆相继荣登甘丹寺（第六十一届、第七十三届、第八十六届）“赤巴”（法台）宝座，并升任噶厦政府摄政王，成为清代藏传佛教界身居高位的显赫人物。此外，卓尼寺高僧多有任职驻京呼图克图、雍和宫堪布（住持）和五台山黄庙（格鲁派）札萨克大喇嘛的履历；同时，卓尼寺的嗣法者在蒙古地区承担弘扬圣教之重任，并受到格外尊重。[111]
四 拉萨密宗学院系

拉萨上、下密宗两院，既一脉相承，又独立传法。两座学院的教程均依据宗喀巴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sngags rom chen mo）和格鲁派高僧大德的密宗论著，主要传习和研修密宗四续及其《密集》（gsang vdus）、《胜乐》（bde mchog）和《大威德》（vjigs byed）本尊（yid dam）密法。至17世纪，后藏的赛居密法传承中断，而前藏的拉萨上下密宗两院则继往开来，依然同享格鲁派密法传承的祖庭地位。

（一）赛居密法传承中断

赛居密法传承至居钦·贡却雅培时期，遇到后继无人的困境，长期没有找到合格的嗣法人。当这位密宗高僧80岁高龄时，恰逢第一世嘉木样·协贝多杰（vjam dbyang bzhad pavi rdo rje，1648—1721，又名阿旺尊智）前去求法；又在81岁之际，第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ngag dbang blo bzang chos ldan，1642—1714）和唐萨巴·俄珠嘉措（thang sag pa dngos grub rdo rje）前往求法。居钦·贡却雅培将赛居密法中主要部分《密集》灌顶和本续解说、二次第引导等传授给他们。不久，居钦·贡却雅培圆寂。三位高僧成为赛居密法传承的承袭者，同时，他们聆受下密院和温萨耳传之密法，并将诸法脉融会贯通在一系之中。其中“嘉样协贝多杰和阿旺洛桑却丹二人，将此密法教授撰写成文后在教内公开流通；而唐萨巴·俄珠嘉措撰写了《大威德生圆二次第》（vjigs byed kyi bskyed rdzogs）等密宗著作”。[112]因此，包括赛居密法在内的格鲁派密宗法脉得以在格鲁派寺院及高僧中不断传承和弘扬。藏文史书记载：

此后，又出现成就者·嘉央德威多杰（vjam dbyangs bde bavi rdo rje）、格曼巴·顿悦克珠（gur smon pa don yod rdo rje）、杰普布觉巴钦布（rje phur bu lcog pa chen po）、赤钦·阿旺却丹（khri chen ngag dbang mchog ldan）、法王·格桑嘉措（rgyal ba skal bzang rgya mtsho）、章嘉·若贝多杰（lcang skya rol pavi rdo rje）等传承人，他们将格鲁派密宗法脉弘扬传播到更加广大的地域范围。[113]

以上引文中的法王·格桑嘉措是指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章嘉·若贝多杰是指第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至此，形成于后藏地区的赛居密法传承完全融入前藏和多康（mdo khams）等地区盛行的格鲁派主流密宗法脉之中，它作为一支相对独立并具有主导地位的法脉源头已经不复存在。

（二）上、下密宗院的体制

17世纪，甘丹寺第五十届赤巴（金座法位）恰扎·根敦平措（bya bral dge vdun phun tshogs，1648—1725）在担任拉萨下密宗院堪布（住持）期间，新建了下密宗院大经堂，[114]使拉萨下密宗院的规模扩大、规格提升，俨然成为一座密宗大僧院。

拉萨下密宗院下设擦瓦（tsha ba）、赛贡（gser kong）、安多（Aa mdo）、寨霍（tre hor）、嘉绒（rgyal rong）五个康参（khang tshan）单位。其中，赛贡康参属下又有卓弥（vbrog mi）、丹玛（ldan ma）等十六个弥参（mi tshan）僧舍；安多康参属下有夏琼（bya khyung）、藏巴（gtsang pa）等四个弥参僧舍；寨霍属下有甘孜（dkar mdzes）、札巴（rdza pa）等弥参僧舍；嘉绒康参属下有打箭炉（dar mdo）等弥参僧舍。每个康参单位有一名长老僧人（spyi rgan）具体负责。[115]
拉萨下密宗院的组织制度十分完善，其住持实行堪布制，下设喇嘛乌仔（bla ma dbu mdzad）、强真（byang vdren）、格贵（dge skos）、果聂（dkor gnyer）、东堪（dung mkhan）等职位，分工明确。堪布主管教法；喇嘛乌仔，意为主持人，主管教规；强真，意为领腔师，负责诵经等仪式；格贵负责僧纪等；果聂，意为管家，负责饮食等；东堪，意为乐官，负责乐团。

藏历第十二绕迥金兔年（1711），蒙古和硕特部拉藏汗又颁发了将小昭寺及其所属经堂等永久性归属拉萨上密宗院的文书。随后小昭寺逐渐演化为拉萨上密宗院的中心寺院。

拉萨上密宗院下设安多（Aa mdo）、札巴（grags pa）、普康（phu khang）、弥聂（mi nyag）和荣巴（rong pa）五个康参（khang tshan）；平日寺僧约二百人。

可以说，拉萨上、下密宗两院的相继创建，为格鲁派学僧提供了传承、弘扬、研习和修持密宗教法仪轨的专门场所，并与拉萨三大寺相得益彰，共同确立了格鲁派显密宗的祖庭权威；其嗣法传承者在各地建立密宗寺院，或在大型寺院中设立密宗扎仓（学院），使格鲁派的密宗法脉传承得以发扬光大。所以，拉萨上、下密宗两院在格鲁派乃至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普觉·阿旺强巴（1682—1762）撰有《格鲁派四大寺及上下密院志》（grw sa chen po bzhi dang rgyud pa stod smad chags tshul pad dkar vphreng ba bzhugs so）。

（三）强巴林寺传承

强巴林寺自1437年创建以来，其经营方式一直采用堪布（mkhan po）负责制。至清代已换届第十七任堪布，即第四世嘉热活佛·阿旺赤列桑布（lcags ra sprul sku ngag dbang vphrin las bzang po，1607—1667）；第十八任堪布为第三世希瓦拉·却吉坚赞（zhi ba lha chos kyi rgyal mtshan，1625—1717）。

第五世帕巴拉活佛·嘉瓦嘉措（vphags pa lha rgyal ba rgya mtsho，1644—1713）成年后，接任第十九任堪布职位。他在主持寺院事务期间，仿布达拉宫南杰扎仓，在自己府邸创建定额232名僧人的“南卓扎仓”（rnam grol gra tshang），制定以修持密宗教法、举行密宗仪式为主的教规。同时，将原五大扎仓扩建为八大扎仓（学院），即密集扎仓（gsang vdus）、时轮扎仓（dus vkhor）、大威德扎仓（vjigs byed）、喜金刚扎仓（kyee rdor）、毗卢遮那扎仓（kun rig）、胜乐扎仓（bde mchog）、大轮扎仓（vkhor chen）、无量寿扎仓（tshe dpag med），总称“八大密宗修持院”（sgrub grwa brgyad），法事仪轨遵循拉萨密宗下院教规。强巴林寺始转型为以奉行密宗教法仪轨为主的大僧院。

第二十任堪布为第五世嘉热活佛·阿旺丹增伦珠（lcags ra sprul sku ngag dbang bstan vdzin lhun grub，1671—1727）。

藏历第十二绕迥土狗年，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第六世帕巴拉活佛·晋美丹贝嘉措（vjigs med bstan pavi rgya mtsho，1714—1754）幼年接任堪布职位，成为第二十一任堪布。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康熙帝封第六世帕巴拉活佛·晋美丹贝嘉措为呼图克图，颁发“阐讲黄教额尔德尼呼图克图”之印。第六世帕巴拉活佛·晋美丹贝嘉措住持寺院达37年。

第二十二任堪布为第四世希瓦拉活佛·格勒嘉措（zhi ba lha dge legs rgya mtsho，1720—1799），住持寺院达21年。

藏历第十三绕迥火猴年，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第七世帕巴拉活佛·益西晋美班丹旦贝贡布（ye shes vjigs med dpal ldan bstan pavi mgon po，1755—1794）接任堪布职位，成为第二十三任堪布。

第二十四任堪布为第三世贡多活佛·洛桑却勒南杰（dkon rdor sprul sku blo bzang phyogs las rnam rgyal，1762—1839），住持寺院达10年。

藏历第十三绕迥木牛年，即清嘉庆十年（1805），第八世帕巴拉活佛·洛桑晋美班丹旦贝尼玛（blo bzang vjigs med dpal ldan bstan pavi nyi ma，1795—1847）接任堪布职位，成为第二十五任堪布，住持寺院达43年。

第二十六任堪布为第五世希瓦拉活佛·洛桑顿珠嘉措（blo bzang don grub rgya mtsho，1800—1863），住持寺院14年。

藏历第十四绕迥水狗年，即清同治元年（1862），第九世帕巴拉活佛·阿旺洛桑晋美丹贝坚赞（ngag dbang blo bzang vjigs med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849—1900）接任堪布职位，成为第二十七任堪布，住持寺院达39年。

第二十八任堪布为第六世希瓦拉活佛·阿旺钦热丹增赤列（ngag dbang mkhyen rab bstan vdzin vphrin las，1864—1923），住持寺院18年。[116]
清代中后期，昌都强巴林寺发展迅速，规模宏大，平时寺僧就达三千人，拥有属寺130多座，遍布昌都、类乌齐、左贡、察雅、丁青、八宿、江达和波密等地；并形成帕巴拉（vphags pa lha）、希瓦拉（zhi ba lha）、嘉热（lcags ra）、贡多（dkon rdor）和智塘加热（gru thang rgya ra）等大活佛转世系统。其中帕巴拉活佛为法定寺主，当他尚处幼年期时，由希瓦拉、嘉热和贡多三位世系活佛轮流代理掌管政教事务。强巴林寺以传承拉萨密宗下院的教法仪轨为主；其僧众习惯赴拉萨三大寺和密宗下院进修深造。

（四）松赞林寺传承

藏历第十一绕迥土羊年，即清康熙十八年（1679），第五世达赖喇嘛派遣门下高僧在边远建塘（rgyal thang，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筹建格鲁派大僧院。寺院是在原孜夏寺（rtsi bzhag dgon）遗址上建造的，至康熙二十年（1681）竣工。第五世达赖喇嘛赐名“甘丹松赞林寺”（dgav ldan sum rtsen gling），并命琼杰巴·阿旺南杰（vphyong rgyas pa ngag dbang rnam rgyal）担任堪布（住持），管理本寺及其属寺宗教事务。初期寺僧约五百人，僧众习惯赴拉萨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三大寺院的颇康（phod khang）系科修学深造。甘丹松赞林寺主要遵循拉萨密宗上院教规，以修持密集金刚等密宗教法、奉行密宗仪轨为主，下属支寺众多。[117]清雍正二年（1724），赐名“归化寺”；清乾隆年间，钦定寺僧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最盛时逾越定额。按照有关文献记载：

松赞林寺自建寺以来，由于受到清政府和历代达赖喇嘛以及当地土司的支持，逐渐发展成为中甸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掌握着中甸地方的政教实权。历史上噶丹松赞林寺与西藏达赖喇嘛和三大寺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五世达赖喇嘛以后的每一代达赖喇嘛坐床，噶丹松赞林寺都要选一名迪巴、一名念巴去敬贺，参加坐床典礼，噶丹松赞林寺设有达赖坐床基金，有专人管理经营。每当有新一代达赖坐床时，就动用此资金去祝贺。如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时的赴藏敬贺迪巴是尼西江茂迪巴、念哇是东旺纳拉念哇。回赐的礼品也相当丰厚。凡新剃度为僧的沙弥、转世活佛，都要在本寺学经，尽十年沙弥义务。十年后要到拉萨三大寺受比丘戒后，返回本寺进行政教事务，也有继续留在三大寺学经，争取得到格西学位，凡转世活佛都要在三大寺求学，直至取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在三大寺布施僧众，承认转世活佛名位，方能回寺当活佛。[118]

总之，甘丹松赞林寺持续得到清朝历代皇帝和云南巡抚的赏赐，以及地方土司和拉萨三大寺的扶持，其宗教势力和社会影响范围逐步扩大，至清末已成为云南藏区第一大格鲁派寺院和藏传佛教政教文化中心。

（五）夏琼寺传承

夏琼寺（bya khyung dgon）始建于藏历第六绕迥土牛年，即元至正九年（1349），全称“吉祥夏琼特钦永丹达杰林寺”（dpal ldan bya khyung theg chen yon tan dar rgyas gling，位于今青海省化隆县查甫乡境内），最初以噶当派寺院自居，后改宗格鲁派。由于宗喀巴大师早年在夏琼寺拜却杰·顿珠仁钦（chos rje don grub rin chen）为师剃度出家，该寺在民间享有“格鲁派祖寺”之誉。

藏历第十绕迥水猪年，即明天启三年（1623），夏琼寺第九届法台（住持）却杰·丹巴仁钦（chos rje bstan pa rin chen）建立显宗学院（mtshan nyid grwa tshang），始系统传习显宗五部大论，成为安多地区较早系统修学显宗教理的名寺。后因事中断，终未恢复。

藏历第十三绕迥火兔年，即清乾隆十二年（1747），拉萨密宗下院高僧俄然巴·阿旺扎西（sngags rams pa ngag dbang bkra shes）在甘丹赤巴·阿旺却丹的鼓励下，在夏琼寺筹建密宗学院（sngags pa grwa tshang）。翌年，正式建立并开课，始系统修学密宗四续及教法仪轨；乾隆二十年（1755），密宗学院又得以扩建，初具规模。

藏历第十三绕迥水龙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第三世却藏·阿旺图丹旺秋（1725—1796）出任夏琼寺第三十九届法台，他用重金扩建大经堂（一百二十八根柱子）并新建却藏活佛府邸。尔后，历辈却藏活佛成为夏琼寺寺主。在民间虽有夏琼寺为郭隆寺子寺之说，但终究未能在社会上获得普遍认可。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帝亲自给夏琼寺赐汉、藏、蒙、满四体“法净寺”匾额。

藏历第十三绕迥火蛇年，即清嘉庆二年（1797），塔尔寺第三世西纳活佛·慈臣达杰（zi na tshul khrims dar rgyas，1734—1802）出任夏琼寺第四十六届法台，创建藏医药学院（sman ba grwa tshang），内设天文历算及医药学等科目；嘉庆七年（1802），噶普·洛桑顿珠（rka phug blo bzang don grub）出任医药学院堪布（住持），采纳密宗上师阿旺索南（ngag dbang bspn nams）的建议，将医药学院改建为时轮学院（dus vkhor grwa tshang），主要研习时轮金刚法并涉及天文历算等五明学（rig gnas lnga）学科，其中仍保留医药学内容。

至清朝末期，夏琼寺拥有密宗学院、时轮学院及活佛府邸25座和属寺25座，寺僧达一千人。其学僧主要遵循拉萨密宗下院教规和色拉寺杰尊·却吉坚赞教程，以研修密宗为主，传习显宗为辅。

夏琼寺以历史悠久、戒律严谨和名僧辈出闻名，以第五十四届甘丹赤巴·阿旺却丹（ngag dbang mchog ldan，1677—1752）、第五十八届甘丹赤巴·阿旺曲扎（ngag dbang chos grags，1707—1778）、第六十六届甘丹赤巴·阿旺年智（ngag dbang snyan grags，1746—1824）等高僧为代表，声誉甚隆；并与郭隆寺（佑宁寺）、赛柯寺（广惠寺）和却藏寺（广教寺）齐名，成为安多（今青海及甘肃藏区）北方四大寺之一。

五 扎什伦布寺密法传承

自17世纪，扎什伦布寺逐步取代温萨寺或温萨静修地，成为传承温萨耳传密法的中心寺院。以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及其弟子多杰增巴·官却坚赞、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高僧智却·洛桑南杰及其弟子永增·益西坚赞，以及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班丹益西等高僧活佛为嗣法代表人物。

（一）班禅·洛桑确吉坚赞

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pan chen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1567—1662）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他不仅德高望重，而且佛学知识渊博，撰有《吉祥时轮本续广释》（dpal dus kyi vkhor lovi rtsa bavi rgyud kyi rgyas vgrel）、《金刚鬘大曼陀罗修法》（rdo rje phreng bavi dkyil vkhor chen povi sgrub thabs）、《怙主龙树五次第解说》（mgon po klu sgrub kyis mdzad pavi rim pa lngavi rnam par bshad pa）和《供养上师仪轨》（bla ma mchod pavi cho ga）等权威著作。

藏历第十绕迥金牛年（1601），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应邀担任扎什伦布寺第十六届“赤巴”（住持），遂将格鲁派密宗法脉温萨耳传系从后藏温萨静修地（dben sa sgrub gnas）或温萨寺（dben dgon）引入扎什伦布寺，始建密宗学院（sngags pa grwa tshang），设立完整的显密兼容的教育体系，取消了扎什伦布寺学僧先前赴拉萨上下密院（lha sa rgyud stod smad grwa tshang）进修深造密法的惯例。藏历第十绕迥水牛年（1613）始，第四世班禅连续六年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期间首创授予拉然巴（lha rams pa）格西学衔的制度。

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圆寂后，其嗣法弟子多杰增巴·官却坚赞（rdo rje vdzin pa dkon mchog rgyal mtshan，1612—1687）成为格鲁派密宗温萨耳传系中又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继任扎什伦布寺密宗学院堪布（住持）后，始向僧众公开传授大威德生圆二次第等密法，为推广温萨耳传系密法做出了巨大贡献。[119]其门下著名弟子有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章嘉·阿旺洛桑却丹、多杰增巴·格勒饶杰、多杰增巴·洛桑贡布、嘉样加措和丹增赤列等众多著名高僧活佛。

（二）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

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pan chen blo bzang ye shes，1663—1737）和智却·洛桑南杰（grub mchog blo bzang rnam rgyal，1670—1741）两位高僧，乃是扎什伦布寺同一代继承和发扬密宗温萨耳传法脉的著名嗣法者。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推行宗喀巴显密兼容和菩提道次第佛学思想，尤其推崇根敦珠巴在扎什伦布寺最初制定的三律仪（别解脱、菩萨和密宗）戒学，整顿寺院清规戒律，使该寺教规与拉萨三大寺相一致，并撰有《菩提道次第直观教导》（byang chub lam gyi rim pavi dmar khrid）、《显密甚深法之教授、随许及指导实录》（mdo rgyud zam movi chos kyi lung rjes gnang dbang khrid thob yig）等经论名著。此外，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多事之秋向第六世达赖喇嘛、第七世达赖喇嘛授戒传法，力主格鲁派高层活佛有序转世。智却·洛桑南杰一生寻访藏区佛教名山胜地闭关修行，倾注对宗喀巴显密兼容佛学思想的证悟，传扬格鲁派道次第修学仪轨；他培养了大批嗣法弟子，其中以永增·益西坚赞高僧为代表。

（三）永增·益西坚赞

永增·益西坚赞（yongs vdzin ye shes rgyal mtshan，1713—1793）乃一代继承和发扬温萨耳传系密法的高僧，尤为以传授显密宗道次第法（mdo sngags lam gyi rim pa）著称，曾在哲蚌寺藏巴大殿（gtsang pavi tshogs chen）专为二十多位格西级高僧开讲道次第法，首开向公众传授此法之惯例。他每次讲经，听众逾千人，座前闻法者超十万，授戒弟子达万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永增·益西坚赞担任第八世达赖喇嘛经师直至圆寂，长达12年，其间受到乾隆帝的嘱托、赞许和册封。他撰有《正法毗奈耶源流史》（dam pavi chos vdul bavi byung tshul）、《大悲观音修法解说》（thugs rje chen povi sgrub thabs kyi rnam bshad）、《圣十六尊者传记》（vphags pa gnas brtan bcu drug dang bcas pavi rtogs pa brjod pa）、《甘丹大手印法讲义耳传妙道明灯》（dgav ldan phyag rgya chen povi khrid yig snyan rgyud lam bzang gsal bavi sgron me）、《吉祥大威德密法耳传教授》（dpal rdo rje vjigs byed kyi zab khrid vjam mgon snyan rgyud man ngag）、《道次第讲义》（lam rim gyi khrid yig）、《菩提道次第师承传》（byang chub lam rim bla ma brgyud pavi rnam thar）等佛学名著。

（四）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班丹益西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班丹益西（pan chen blo bzang dpal ldan ye shes，1738—1780）精通显密教法，尤其长于传授《菩提道次第广论》、《无量寿经》和《时轮金刚经》等。乾隆三十年（1765），遵循乾隆帝谕旨“班禅额尔德尼年齿长成，经典淹洽，复教导达赖喇嘛经卷，理宜加恩册封”，[120]担任第八世达赖喇嘛经师。

乾隆四十三年（1778），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前往热河（承德），参加乾隆帝七十大寿庆典，途经之处，蒙古王公、札萨克等皆筵宴，极为欣喜。乾隆帝命在热河仿建扎什伦布寺，赐名“须弥福寿之庙”，专供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觐时居住。

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抵达热河，乾隆帝以首次朝觐礼，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盛宴宴赏。万寿之日，班禅大师率领诸高僧在内佛堂祝诵《无量寿经》，奉献七珍八宝及长寿画卷，亲自向皇帝施无量寿佛大灌顶，以示洗涤尘世，进入佛境；且每日率领僧众在“妙高庄严”殿为乾隆帝诵经祝福。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热河期间，本地僧众聆听讲经，内外札萨克、喀尔喀、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蒙古王公、札萨克、台吉等，均前来献礼叩拜。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为答谢乾隆帝恩崇，命其高徒洛桑顿珠（blo bzang don grub）带领二十余僧人留住须弥福寿之庙，以按后藏扎什伦布寺密乘仪轨作法，传习经律教理，本地僧人180名随之学经。当年，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至京城居西黄寺，不久在驻锡地染天花圆寂。对于班禅大师在京圆寂，乾隆皇帝极为悲痛，他命理藩院护送舍利金龛西归后藏扎什伦布寺，并在京城西黄寺建造“清静化城塔”，装藏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衣履经咒等，供四方信众瞻仰。

第五节 宁玛派系

17世纪，宁玛派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积极支持下，在西藏地区得以进一步发展。当时第五世达赖喇嘛不但扶持原有的宁玛派寺院，如多杰札寺、敏珠林寺等宁玛派寺院得到扩建，而且亲自创建了一座宁玛派新寺，命名为尊胜洲寺（rnam rgyal gling），在该寺专门传授宁玛派教法；同时还将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在山南洛扎建立的拉隆寺（lha lung）改为宁玛派寺院。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始，历届西藏地方政府，每遇战乱、灾害、瘟疫等事件，都要从桑耶寺迎请宁玛派僧人进行占卜、作法禳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宁玛派在藏族社会中的宗教地位。

一 伏藏北传支系发展

宁玛派在藏传佛宗派中是一支历史悠久、法脉繁盛的宗派，诸如远传经典传承、近传伏藏传承和甚深净相传承。至清代远传经典传承系趋向萎缩，唯有近传伏藏传承系兴隆昌盛。近传伏藏系又分伏藏北传支系和伏藏南传支系。以多杰札寺、佐钦寺为伏藏北传支系代表性寺院。

（一）多杰札寺传承

多杰札寺的历史传承始于北方主·扎西道杰（byang bdag bkra shes stobs rgyal，1550—1602）高僧。其人原为后藏北方没落贵族后裔，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和宗教熏陶，在后藏失去家族地方特权后辗转来到前藏，专门研习宁玛派的教法仪轨，尤其精研大圆满法，遂成为一名宁玛派大成就者，被人们尊称为“仁增钦摩·旺波戴”（rig vdzin chen mo dbang povi sde）。成名后他在前藏琼结（vphyong rgyas）等地传教，最初组建了一支私立游方教团，命名为“埃旺觉格”（Ae lwang lcog sgar），主要传扬伏藏北传子系教法。仁增钦摩·旺波戴圆寂后，其子仁增·俄格旺波继任教主，继承和传承这一法脉。

仁增·俄格旺波（rig vdzin ngag gi dbang po，1580—1639）出生后，被其父认定为上师仁增勒丹·都觉多杰（rig vdzin legs ldan bdud vjoms rdo rje，1488—1569）的转世灵童，倍得关照，并在智贡法王平措（dpal vbri gung pa chos rgyal phun tshogs）座前落发出家，取法名为“俄旺仁增多杰却杰丹贝坚赞白桑波”（ngag dbang rig vdzin rdo rje chos rgyal bstan pav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他自幼随父学法，游历各地朝圣和传法，直至父亲兼上师去世。尤其是仁增·俄格旺波在雅隆协扎（yar lung shel brag）和琼结等静修处长期闭关坐禅，[121]通达和娴熟教证二法，成为胜任其父教法传承法位的高僧活佛。

藏历第十一绕迥铁马年，即明崇祯三年（1630），仁增·俄格旺波在前藏雅鲁藏布江北岸的金刚崖（rdo rje brag）下建立稳定的宗教活动场所，至此北方主·扎西道杰组建的“埃旺觉格”教团已拥有一座固定的寺院，遂命名“多杰札寺”（rdo rje brag dgon），意为“金刚崖寺”（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贡噶县境内）。该寺因自始至终传承和弘扬宁玛派伏藏北传支系教法而成为其祖庭。

仁增·俄格旺波圆寂后，其嗣法弟子寻访转世灵童，正式创立“仁增钦摩·多杰札”（rig vdzin chen mo rdo rje brag）活佛世系，追认仁增果丹·俄珠坚赞（1337—1409）为第一世活佛、仁增勒丹·都觉多杰（rig vdzin legs ldan bdud vjoms rdo rje，1488—1569）为第二世活佛、仁增·俄格旺波为第三世活佛。

第四世仁增钦摩·多杰札活佛名班玛赤列（pad ma vphrin las，1641—1718），他出生在一户贵族世家，4岁时被认定为仁增·俄格旺波的转世灵童；6岁时被迎入多杰札寺坐床。是年，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座前落发出家，取法名“班玛赤列·特却旺格杰布”（pad ma vphrin las theg mchog dbang gi rgyal po）；19岁时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座前受近圆戒（比丘戒）。[122]他贯通藏传佛教各宗派教法，尤为娴熟宁玛派的教法仪轨，并与格鲁派寺院及高僧保持亲密关系。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蒙古准噶尔军队入侵西藏，多杰札寺被焚毁，第四世仁增钦摩·多杰札活佛遇害。

第五世仁增钦摩·多杰札活佛名格桑班玛旺秋（skal bzang pad ma dbang phyug，1719—1771），他出生于康区邦颇岗（khams spom vbor sgang）地方，4岁时被认定为第四世仁增钦摩·多杰札活佛的转世灵童，迎入多杰札寺坐床。是年，在第七世达赖喇嘛座前落发出家，取法名“格桑班玛旺秋·久麦珠贝戴”（vjigs med grub pavi sde）；21岁时，在第七世达赖喇嘛座前受近圆戒（比丘戒）；24岁时，在贡布普曲（kong po）地方举行藏区太平之降魔仪式；44岁时，赴洛扎（lho brag）新开辟宗教圣地和发掘伏藏法；49岁始游方康区传法；52岁时，在桑耶寺主持举行寺院维修竣工之开光仪式。特别是第五世仁增钦摩·多杰札活佛在继承和弘扬伏藏北传子系教法的同时，又维护和推动了伏藏南传支系教法的发展，使其成为仁增钦摩·多杰札活佛世系中最具声望和威信的一代高僧活佛。

总之，多杰札寺及其仁增钦摩·多杰札活佛世系一直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视，尤其得到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扶持，因而寺院兴隆昌盛，鼎盛时期寺僧达两千人。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多杰札寺被准噶尔军队焚毁，后又得以重建。其规模虽不及从前，但依然保持伏藏北传子系的祖庭地位，宗教影响遍及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地区及尼泊尔、不丹、锡金等邻国地区。至清末，多杰札寺寺主仁增钦摩·多杰札活佛已转世至第九世，名为土丹念尼多杰（thub bstan mnyam nyid rdo rje，1886—1932）。

（二）佐钦寺传承

佐钦寺传承是伏藏北传支系重要法脉之一，其创立者为宁玛派高僧白玛仁增（pad ma rig vdzin，1625—1697）。他出生于康区类乌齐（khams ri bo che）地方，自幼广拜高僧大德，系统修学宁玛派远传经典系和近传伏藏系教法，并在甚深密宗领域获得殊胜证悟，成为一代大圆满法教主。

藏历第十一绕迥水兔年，即清康熙二年（1663），功成名就的白玛仁增赴前藏，参拜大昭寺、桑耶寺、多杰札寺及青浦（mchims phu）、桑日（zangs ri）、咱日（tsa ri）、洛扎（lho brag）、耶巴（yer ba）、南措（gnam mtsho）等藏传佛教名寺或圣地。所到之处，兼顾个人求法修行与向信众讲经说法。后受到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赞许，称其为当今名副其实之大圆满法成就者，鼓励其返回东部康区传教，利乐有情众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终于返回康区，在德格一带开展传教活动。

藏历第十一绕迥木牛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白玛仁增得到以德格土司桑杰丹巴（sangs rgyas bstan pa）为首的地方领主们的资助，始建宁玛派大僧院（位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命名为“邬金桑丹曲林寺”（Ao rgyan bsam gtan chos gling），弘传以“康卓宁提”（mkhav vgro snying thig，意指“空行心髓”）为主的大圆满法，故该寺简称“佐钦寺”（rdzogs chen dgon pa，意指“大圆满之寺院”）。寺院竣工后，求法者纷至沓来，寺僧迅速增至一千五百多人。

白玛仁增住持佐钦寺达十几年，门下弟子数千人，遍及大半个藏区，其中不乏著名人物。出现犹如太阳、月亮、星星般的三大心传弟子，前者为伏藏大师仁增·尼玛札巴（rig vdzin nyi ma grags pa，尼札寺住持）；中间乃大成就者第一世奔洛·南喀沃赛（nam mkhav vod zer，佐钦寺转世活佛）；后者是大成就者第一世协庆·然绛巴（zhe chen rab vbyams pa，协庆寺住持）。白玛仁增圆寂后，嗣法弟子寻访转世灵童，建立由转世活佛继任寺主的教规制度，追认白玛仁增为该寺第一世佐钦法王和金刚上师，享有“佐钦法王”、“大成就者”等尊号。第二世佐钦法王名居麦特却丹增（vgyur med theg mchog bstan vdzin，1699—？）。

第三世佐钦法王·俄东丹增桑布（nges don bstan vdzin bzang po，1759—1792）于藏历第十三绕迥土猪年，即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创建佐钦寺修行院，并设立伏藏法之修供仪轨，使佐钦寺成为大圆满法的修证中心。

第四世佐钦法王·牟居南喀多杰（mi vgyuir gnam mkhav rdo rje，1793—1871）于藏历第十四绕迥土猴年，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命其大弟子桑周·班玛扎西乔（seng phrug pad ma bkra shes mchog）和嘉赛·贤潘塔耶（rgyal sras gzhan phan mthav yas）创建佐钦寺熙日森佛学院（shrvi seng chos grwa），在广泛吸纳格鲁派、萨迦派和噶举派修学经验的基础上，开设系统研习显密义理的教程，并注重对十明学[123]的全面学习。同时，嘉赛·贤潘塔耶在担任熙日森佛学院堪布期间，建立健全佛教戒律制度，使佐钦寺成为宁玛派的别解脱戒和菩萨戒的授受中心。

第五世佐钦法王名土丹却吉多杰（thub bstan chos kyi rdo rje，1872—1932），他曾受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成为宁玛派中享有“呼图克图”职衔的高僧活佛。

总之，作为大型宁玛派正规寺院佐钦寺，拥有一百多座属下子寺，主要分布在四川阿坝、甘孜和青海玉树、果洛等广大区域。

二 伏藏南传支系发展

伏藏南传支系是宁玛派近传伏藏系两大支系（另一为伏藏北传支系）之一，在宁玛派法脉传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亦发挥着重要作用。继承和弘扬伏藏南传支系法脉传承的寺院主要以敏珠林寺、白玉寺和噶陀寺为代表。

（一）敏珠林寺传承

敏珠林寺的法脉传承，虽源于大掘藏师·热那林巴，但实际创建者是戴达林巴·居美多杰（gter bdag gling pa vjigs med rdo rje，1646—1714）。他继承父尊仁增钦摩·赤列隆珠的教主法位后，成为推动伏藏南传支系教法蓬勃发展的著名高僧，尤其他本人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掘藏大师，18岁时在雅玛隆（gayav ma lung）地方发掘《持明意要》（rig vdzin thugs thig）等伏藏；22岁时在协扎（shel brag）地方发掘《阎魔摧敌》（gshin rje dregs vjoms）等伏藏；31岁时从奥嘎扎（Ao dkar brag）地方发掘有关忿怒金刚（gur drag）、金刚萨埵（rdor sems）等伏藏密法。

藏历第十一绕迥火龙年，即清康熙十五年（1676），戴达林巴·居美多杰在前藏扎囊（gra nang）地方创建正规寺院，命名“邬金敏珠林寺”（Ao rgyan smin grol gling，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札切乡境内），寺内设立讲经院和修行院，主要传授伏藏南传支系教法，最初仅八名寺僧，后逐步增至近三百人，遂成为伏藏南传系祖庭。

戴达林巴·居美多杰在敏珠林寺内建造大型佛塔，并用金汁抄写《甘珠尔》五百部。这位高僧曾一度入住布达拉宫，与第五世达赖喇嘛互为师徒，共同研习藏传佛教各宗密法仪轨。

戴达林巴·居美多杰是敏珠林寺的第一代教主，其子班玛居麦嘉措（pad ma vgyur med rgya mtsho，1686—1718）接班成为第二代教主。班玛居麦嘉措以出家僧人身份生活而无家室子嗣，因而第三代教主由其弟仁钦南杰（rin chen rnam rgyal，1694—1758）继任。仁钦南杰在准噶尔军队洗劫敏珠林寺时幸免于难，后得西藏郡王颇罗鼐（pho lha bsod nams stobs rgyas，1689—1747）的资助，主持修复敏珠林寺，使寺院又焕发昔日的辉煌。仁钦南杰之子居麦班玛丹增（vgyur med pad ma bstan vdzin，1737—？）为第四代教主，居麦班玛丹增之子居麦赤列南杰（vgyur med vphrin las rnam rgyal）为第五代教主，居麦赤列南杰之子居麦班玛旺杰（vgyur med pad ma dbang rgyal）为第六代教主，居麦班玛旺杰之子桑杰贡噶（sangs rgyas kun dgav）为第七代教主，桑杰贡噶之子耶星旺杰（yid bzhin dbang rgyal）为第八代教主；耶星旺杰无子，由其弟德钦却珠（bde chen mchog grub）继任第九代教主；德钦却珠之子幼年夭折，由此敏珠林寺中断家族世袭教主之传统。

清代中后期，在敏珠林寺产生了晋美林巴（vjigs med gling pa，1729—1798）等许多贯通十明学的高僧大德，该寺遂演变成为一座具有浓郁藏族传统文化氛围的著名寺院，尤其以藏文书法、历算、医学享誉整个藏区。西藏噶厦政府中不少俗官常到该寺学习文化知识；同时，敏珠林寺选派精通历史、佛学、文艺、医药和天文历算的高僧，担任布达拉宫僧官学校教师，并到曼孜康（sman rtsis khang，藏医研究院）负责研究历算和编写修订《藏历年表》（lo tho）等。

（二）白玉寺传承

藏历第十一绕迥木兔年，即清康熙十四年（1675），德格土司在其领地白玉南杰孜（dpal yul rnam rgyal rtse）地方新造佛教大殿，收编当地僧众，组建一座正规僧院，命名“白玉南杰强曲林寺”（dpal yul rnam rtyal byang chub gling），后通称“白玉强曲林寺”（dpal yul byang chub gling），简称“白玉寺”（dpal yul dgon，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境内）。寺院粗具规模后，定编寺僧为五百人，并经多方荐举，终将宁玛派高僧仁增·更桑喜饶（rig vdzin kun bzang shes rab，1636—1698）聘任为寺院住持，[124]其完善寺院教规并加强僧人戒律，向寺僧传授从沙弥戒至近圆戒（比丘戒）的完整戒律；制定出家僧人不沾酒肉等严格教规。

仁增·更桑喜饶作为白玉寺第一代住持，临终前将寺院住持法位授予其侄子兼徒弟班玛隆珠嘉措（pad ma lhun grub rgya mtsho），使他成为白玉寺第二代住持法位继承者；第三代为班玛诺布（pad ma nor bu），他在位期间，在各地建寺传教，相传白玉寺子寺增至百余座，并拥有上千处静修院；第四代为噶玛扎西（karma bkra shes），他潜心修法，证悟有成，曾被清代乾隆皇帝召见，册封国师尊号，并赐一玉匣，内装“天”字金印及八件珍宝。噶玛扎西圆寂后，嗣法弟子寻访转世灵童，始由转世活佛相继担任白玉寺住持。[125]
总之，白玉寺的法脉传承，最初源于噶陀寺，后又转向大圆满“康卓央德”（mkhav vgro yang tig）密法教规；同时对噶玛噶举派教法多有吸纳，并形成自己的教法仪轨。史称康区有噶陀寺和白玉寺两大法脉传承。此外，宁玛派甚深净相传承中的天法意藏（gnam chos thugs kyi gter kha），由持明大师·仁增牟居多杰在禅定中证悟后公开传播，并形成一支法脉传承，亦由白玉寺继承发扬，使其相传不断。故白玉寺在宁玛派诸多寺院中具有一定影响力，鼎盛时期寺僧达三千人，下属子寺数百座，遍及康区、安多和前藏等广大区域。

（三）噶陀寺传承

17世纪，噶陀寺法脉传承已进入前、中、后三个阶段中的后期，即高僧大德随缘住持传法时代。这一时期噶陀寺以传授伏藏法为主、传承经典支系为辅，并产生诸多本地掘藏师（gter ston）。如德都多杰（gter ston bdud vdul rdo rje，1615—1672）、隆赛·多杰宁波（klong gsal rdo rje snying po，1625—1682）等著名掘藏师。其中掘藏师·德都多杰为康区德格地方人，6岁进隆珠顶寺（lhun grub steng dgon），在德格大成就者·贡噶嘉措（kun dgav rgya mtsho）座前落发出家，取名贡噶索南曲帕（kun dgav bsod nams chos vphags），始修习萨迦派教法经典，并探究其要义。后往慕桑（rmugs sangs）精舍，从贡却坚赞（dkon mchog rgyal mtshan）前闻受大圆满之甚深密法，多有领悟。之后，赴前藏师从娘波（nyang po）大成就者·扎西茨丹（bkra shes tshe brtan）领受成熟解脱之教诫，并在扎格（brag dkar）静修处节食坐禅，专修脉气明点之瑜伽法，终得究竟。后又亲近大持明者·嘉村宁布（rig vdzin chen mo vjav tshon snying po），领受伏藏法之灌顶、教授、秘诀等甚深法，修持金刚橛法，获得掘藏授记，旋往拜见邬金丹增（Ao rgyan bstan vdzin）大师，给他授予金刚上师职位。29岁始，在玉措仁钦扎（gayu mtsho rin chen brag）、布日扎宗（spu ri brag rdzong）等地发掘伏藏法；42岁始，在噶陀寺传授伏藏法，培养了诸多嗣法弟子。[126]
隆赛·多杰宁波，又名噶陀巴·绛曲坚赞（ka thog pa byang chub rgyan mtshan），前藏贡布奈囊（kong po gnas nang）地方人，22岁入噶陀寺进修，拜师闻思大圆满法；28岁亲近掘藏师·德都多杰为师，求教发掘伏藏之秘诀；至32岁获得发掘伏藏之标签；34岁始在凯莫居多杰札（khe mi vgyur rdo rje brag）和理塘南钦扎（li thang gnam chen brag）等地发掘伏藏；晚年在噶陀寺传授伏藏法，培养诸多嗣法弟子，为弘扬伏藏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噶陀寺伏藏法传承史上具有崇高地位。[127]
清代噶托寺一直受到当地德格土司的重视和扶持，使其不断发展壮大，高僧大德相继涌现，嗣法弟子遍及安多、康区等广大地域，下属子寺竟达百余座，在整个藏族地区享有较高的宗教声誉和社会知名度。

三 高僧及其著作

清代宁玛派高僧辈出，其中不乏无宗派思想观念之著名人物。他们兴趣广泛，博学多闻，游方名山圣地，专注于闭关修行，倾心于著书立说，在藏区影响深广。

贡钦·晋美林巴（kun mkhyen vjigs med gling pa，1729—1798），是清代颇有名望的宁玛派高僧，其佛学观见及论著在教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以《功德大宝藏经》、《功德大宝藏经广释》、《旧译续集大宝论释》（snga vgyur rgyud vbum rtogs brjod）、《法言集》（gtam gyi tshogs）等为代表作。

夏嘎巴·措周仁卓（zhabs dkar ba tshogs drug rang grol，1781—1851），安多热贡（今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地方人。其一生过着苦行僧生活，充满传奇性，可与噶举派瑜伽师密拉日巴相媲美。夏嘎巴·措周仁卓逝世后，其嗣法弟子寻访转世灵童，在雅玛扎西其寺（今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境内）建立夏嘎巴活佛世系。夏嘎巴·措周仁卓的代表作首推《夏嘎巴·措周仁卓自传》和《夏嘎巴·措周仁卓道歌》，两书寓意深刻，通俗易懂，流传颇广，在佛学界与文学界享有很高声誉。

咱班珠·晋美却吉旺波（rdza dpal sprul vjigs med chos kyi dbang po，1808—1887），康区北部格则（dge rtse）地方杰托（rgyal thog）家族门人，幼年时期被宁玛派高僧多珠钦·晋美赤列维赛认定为班格·桑丹平措（dpal dge bsam gtan phun tshogs）的转世灵童。咱班珠·晋美却吉旺波前半生以拜师求法、博学多闻为主，后半生以闭关修行、讲经说法为主，并在旷野山洞静修长达十几年，其间撰写了《普贤上师言教》（kun bzang bla mavi zhal lung）一书，被宁玛派学僧推崇为至宝经论，遂成为该派普及面最广的教理名著。此外，他还撰有《佛法与世法了知论》、《功德宝藏要义阐释》、《般若波罗蜜多教授现观庄严论总义》、《大圆满隆钦宁提前行讲义》等名作。

居弥庞·绛央南杰嘉措（vju mi pham vjam dbyangs rnam rgyal rgya mtsho，1846—1912），清代末期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佛学家。他出生于康区德格附近的雅曲党琼（ya chu ding chung，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境内），6岁学习文化知识；10岁精通读写，能作短文；12岁在宁玛派桑阿曲林寺（gsang sngags chos gling）出家为僧；18岁云游拉萨宗教圣地，返乡后拜绛央钦泽旺布（vjam dbyangs mkhyen brtse dbang po，1820—1892）等高僧为师，研习大、小五明学（rig gnas che chung bcu），成为学富五车的文化大师，尤其娴熟医药学、历算学、工巧学和内明佛学，同时在藏传佛教学术研究领域有很高的造诣，著述颇丰，后人整理问世的《居弥庞全集》（vju mi pham gsung vbum），共三十二部（函），内容涉及佛学、因明、医药、历算、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其著作以《国王修身论》（rgyal po lugs kyi bstan bcos）、《医方明教授选集》（gso ba rig pavi man ngag gces bsdus）、《诗镜释·妙音海》（snyan ngag me long gi vgrel pa dbyangs can dgyes pavi rol mtsho）、《集量论注疏》（tshad ma kun las btus pavi mchanvgrewl）、《中观根本颂注释》（dbu ma rtsa bavi mchan vgrel）、《入中论注释》（dbu ma la vjug pavi vgrel ba）、《续经窍诀之忏悔释文》（rgyud lung man ngag gi tshig don bshad pa）、《大乘经庄严论要义》（theg pa chen po mdo sdevi rgyan gyi dgongs don rnam par bshad pa）、《俱舍论注释》（mngon pa mdzod gyi bstan bcos kyi vgrel pa）、《现观庄严论注释》（shes rab mngon rtogs rgyan gyi mchan vgrel）、《宝性论注释》（theg pa chen po rgyud bla mavi bstan bcos kyi mchan vgrel）、《如来藏总义狮子吼》（bde gshegs snying povi stong thun chen mo seng gevi nga ro）、《辩中边论注释》（dbu dang mthav rnam par vbyed pavi bstan bcos kyi vgrel pa）、《时轮大疏》（dus vkhor vgrel chen）等为代表作。

其中《国王修身论》成为藏区畅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该书主要阐述何以贤明国君、谨慎自重、注意言行、坚定精进、平等待人、护佑百姓、遇事磋商、以计制胜、以财积福、守规循道、心念佛法、遵奉十善法、以佛法治国等为人处世的道理。

此外，多杰札·班玛成列及其著作、戴达林巴及其著述、洛钦仁波切（lo chen rin po che）及其著作、晋美林巴的九部法典等，均为推动宁玛派的佛学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这些著名高僧大德及其学术研究成果，为继承和发扬宁玛派法脉传承中的甚深净相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节 噶举派系

噶举派是一大内部支系繁多的藏传佛教宗派，如达布噶举派中衍生出四大支系即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绒噶举和帕主噶举；帕主噶举派中又衍生出八小支系，遍布整个藏族地区，史称“噶举派四大支、八小支”。至清代，蔡巴噶举派、拔绒噶举派、雅桑噶举派、绰浦噶举派、秀赛噶举派、耶巴噶举派和玛仓噶举派相继衰微没落。在清代有较大宗派影响者为噶玛噶举派、达隆噶举派和智贡噶举派。

一 噶玛噶举派传承

明末清初，西藏地方政局急剧变迁，噶玛噶举派在格鲁派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和红帽系两大活佛世系的政教地位和社会影响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他们的宗教事业和社会地位处在一个起伏不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始终不能大显身手、独立自主地实现其政教的宏伟蓝图。

（一）“黑帽系”活佛的坎坷之路

噶玛噶举派在其发展史上曾两度跌入低谷时期，第一次是在萨迦达钦法王时期，即元朝初中期；第二次是在噶丹颇章时期，即有清一代。明末清初，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世系已转世至第十代，即第十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却央多杰（chos dbyangs rdo rje，1604—1674）。他出生于安多果洛地区（Aa mdo mgo log，今青海省境内），被认定为第九世噶玛巴的转世灵童后，便被迎请到西藏楚布寺精心培养，在楚布寺受戒出家，取法名为却央多杰。然而，却央多杰所处的年代正逢老派噶玛噶举派与新兴宗派格鲁派之间发生政教利益之争，却央多杰作为噶玛噶举派的最高宗教领袖，不得不卷入这场竞争之中，从而使他的宗教生活蒙上一层阴影，其一生坎坷不平。

清顺治元年（1644），第十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却央多杰前往云南丽江沐天王（土司）府避难静养，其间倡建文峰寺（vjang ri smug po）、福国寺（vog min rnam grol）、指云寺（nges don phun tshogs）、玉峰寺（bkra shes chos vphel）、普济寺（thar pavi lam vdzin）、兴化寺（theg chen dar rgyas）、达摩寺（dar rgyas）、林昭寺（bkra shes dgav tshal）、普化寺（khra vgur）、安抵寺（sngags vphel）、来运寺（gung rab rgyas）、兰经寺（bkra shes rab brtan）和达普寺（stag phu）共十三座噶玛噶举派寺院，[128]晚年返回西藏楚布寺度过。顺治十年（1653），第十世噶玛巴活佛·却央多杰应诏进京，却未能成行；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遣使向他致书并颁给印章。

后来经过藏传佛教界人士的斡旋，第十世噶玛巴活佛·却央多杰于1663年从云南返回西藏楚布寺。这一时期，却央多杰的政教地位乃至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已经受到重大冲击，西藏的一切政教事务都由格鲁派的第五世达赖喇嘛掌管。却央多杰在楚布寺逝世，享年71岁。

第十一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益西多杰（ye shes rdo rje，1677—1701）出生于安多果洛地方，辞世时年仅27岁。益西多杰在他那短暂的有生之年，修缮了许多被蒙古军队损毁的噶玛噶举派寺院。

第十二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绛曲多杰（byang chub rdo rje，1703—1732）出生于西康德格地区（khams sde dge），成年后曾云游尼泊尔、印度等地朝圣修行，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佛学交流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他调解不丹等地区的纠纷，对社会和谐安定多有贡献；清雍正九年（1731），绛曲多杰应召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八世活佛·却吉顿珠（chos kyi don grub）一同进京，觐见雍正皇帝；翌年，两位活佛因水土不服，先后在京城逝世。当时噶玛巴·绛曲多杰年仅29岁。

第十三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杜堆多杰（bdud vdul rdo rje，1733—1797）出生于西藏撒仲地方，19岁时在噶玛噶举派司徒活佛座前受比丘戒，修学噶举派的那洛六法（na ro chos drug）和大手印法，在密宗领域取得高深的造诣；此外，他精通《中观》、《阿毗达磨》、《毗奈耶》及《喜金刚续》等佛教显密宗经论；他曾云游到尼泊尔朝礼，受到尼泊尔国王及臣民的盛情迎送；他还发掘秘密伏藏法，冠有掘藏师称号；其晚年一直隐居专修密法，获得甚深密宗证悟。据传杜堆多杰兼懂兽禽语言，能将佛法要义传达给动物世界。

第十四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特却多杰（theg mchog rdo rje，1797—1868）出生于多康赛摩岗的达囊地方，父亲名贡布拉达，母亲叫索南拉姆。特却多杰由第九世司徒活佛认定为噶玛巴·杜堆多杰的转世灵童，授予沙弥戒，取名特却多杰，系统修学噶玛噶举派和宁玛派的教法仪轨；19岁时在司徒活佛等高僧座前受比丘戒。他无论对佛学还是对大众学问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并付诸实践，孜孜不倦地耕耘。他不仅精通藏传佛教的教法仪轨以及新旧密法，而且在诗歌修辞和语言学等大众文化领域颇有成就，撰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向噶玛巴·特却多杰封赐“如来大宝法王西天自在佛吉祥噶玛巴十四世妙乘金刚”之尊号。

第十五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喀觉多杰（mkhav bskyod rdo rje，1872—1923）出生于西藏后藏的谢噶地方，6岁时被认定为前辈噶玛巴·特却多杰的转世灵童，遂被迎请到楚布寺坐床，拜师受戒学法。他聪慧异常，除了系统修学佛法外，自小对藏族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文学领域有着很高的成就，尤其长于作诗歌咏。喀觉多杰曾应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邀请，在拉萨城郊建造一座佛殿，并在此殿内主持举行祈愿世界和平安乐的大法会，对后世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黑帽系”第十六世、第十七世活佛

第十六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若比多杰（rol pavi rdo rje，1924—1981）出生于西藏江孜地区，7岁受沙弥戒，8岁荣登黑帽系第十六世活佛宝座，10岁举行金刚宝冠仪式，从13岁开始云游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国家和地区。1954年赴中国内地参观访问；1958年，若比多杰携带许多珍贵宗教用品和宗教经典，并率领不少僧侣悄然前往印度，后又得到锡金皇宫的邀请前往锡金。1965年，若比多杰在锡金首都附近创建一座噶玛噶举寺院，这成为他的长期驻锡地。若比多杰曾三次赴美国传教，最后于1981年11月5日病故在美国，终年57岁。

第十七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赤列多杰（vphin las rdo rje）于1985年5月1日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昌都县拉多乡巴果山区的一个贫苦牧民家庭，原名阿波嘎嘎。其父亲叫顿珠，母亲叫洛嘎。他们共生有十个子女，其中四个儿子、六个女儿，可谓一户大家庭。赤列多杰排行第九，据说当他出生时，在该地区出现了许多奇妙的瑞相，因此，附近嘎莱寺的堪布阿多·次旺巴丹前去看望这位不平凡的孩童，等他长到4岁时，便将他接到嘎莱寺精心培养。1990年他跟随父母前往德格八邦寺朝拜，遂得贡都活佛取名为赤列多杰。

1992年5月，楚布寺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十七世活佛寻访小组根据第十六世若比多杰生前立下的遗嘱中所示方位、特征等线索，在昌都地区寻访到与遗嘱完全相符的第十六世活佛若比多杰的转世灵童赤列多杰，他当时7岁。楚布寺灵访小组将这一喜讯向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做了详细汇报，西藏分会又召集活佛高僧等知名人士以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的惯例和有关仪轨审核无误后，报请中国佛教协会认定，中国佛教协会认真审查后正式认定赤列多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十六世活佛的转世灵童，并上报国务院宗教局审批。1992年6月15日将赤列多杰迎接到楚布寺，6月25日国务院宗教局下发了批准函。函中写道：“同意认定西藏自治区昌都县拉多乡巴果牧民顿珠与洛嘎夫妇之子伍金赤列为第十六世噶玛巴转世灵童，特准继任为第十七世噶玛巴，并在适当时候举行坐床典礼。”1992年8月2日在拉萨大昭寺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十七世活佛·赤列多杰举行剃度出家仪式，并选定四川德格八邦寺司徒活佛以及西藏楚布寺杰曹和卓本活佛等高僧为导师，赤列多杰开始在距离拉萨古城70公里、海拔4300公尺的楚布寺，接受严格的宗教领袖教育。

（三）“红帽系”活佛转世中断

有清一代，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世系进入第七世活佛·益西宁布（ye shes snying po，1637—1694）、第八世活佛·却吉顿珠（chos kyi don grub，生卒年不详）、第九世活佛·却吉尼玛（chos kyi nyi ma，？—1732）、第十世活佛·曲珠嘉措（chos grub rgya mtsho，1733—1791）四代活佛时期。其中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曲珠嘉措与尼泊尔廓尔喀军队侵藏有染，被清廷勒令终止该系活佛继续转世。因此，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曲珠嘉措成为这一活佛传承的最后一位继承者和断绝这一活佛传承的当事人。

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曲珠嘉措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地区，5岁时被认定为红帽系第九世活佛的转世灵童，开始修习佛教显密法，逐渐成长为一名副其实的红帽系活佛。特别是曲珠嘉措的哥哥是当时在世的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西，而另一位哥哥也是一位大活佛，即仲巴呼图克图；而且，三位兄弟活佛的一位侄女又正好是桑顶寺的女活佛，即第八世多杰帕姆活佛。可以说，当时的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曲珠嘉措生活在一个活佛聚拢的裙带关系之中。

特别重要的是，1780年，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赴京庆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不幸当年在北京圆寂。之后，担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呼图克图，将乾隆皇帝以及在京的满、蒙古、汉各族王公大臣向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馈赠和赙仪的大量金银财宝据为己有，以教派不同为借口，没有给自己的弟弟，即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曲珠嘉措分任何东西。对此，曲珠嘉措愤愤不平，并记恨在心。后来曲珠嘉措借机勾结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导致廓尔喀军队于1790年第二次入侵西藏日喀则地区，将扎什伦布寺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同时还赶走日喀则地区的大量牲畜。西藏地方政府及时将此事件通报清廷，并要求派兵。于是1791年清军进藏击溃廓尔喀侵略军，曲珠嘉措畏罪自杀。乾隆皇帝便下令今后禁止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转世，并勒令红帽系活佛驻锡地羊八井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堆龙德庆县境内）等红帽系寺院及其僧侣改宗格鲁派。此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的身份认同及其宗教影响在藏族地区逐渐淡出。

（四）八邦寺及其司徒活佛

藏历第十二绕迥火羊年，即清雍正五年（1727），第十二代德格土司却杰·丹巴泽仁（chos rgyal bstan pa tshe ring，1687—1738）邀请噶玛噶举派第八世司徒活佛·却吉琼奈（si tu chos syi vbyung gnas，1699—1774）在德格土司辖区主持建造一座噶举派大僧院，命名“八邦寺”（dpal spungs dgon，位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该寺遂成为德格土司五大家庙之一和历代司徒活佛的驻锡地。八邦寺的外观结构融入了格鲁派与噶举派寺院的建筑风格，享有康区“小布达拉宫”之称，最盛时寺僧达八百人。

第八世司徒活佛·却吉琼奈担任八邦寺寺主职位后，寺院发展迅速，宗教威望渐盛，很快成为藏区第二大噶玛噶举派中心寺院，其属寺遍及安多康区广大地域。各地噶举派僧人，乃至不丹、尼泊尔等地的学僧，皆喜欢远足到八邦寺进修深造，因此，在安多康区噶玛噶举派僧人中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和惯例，即先入八邦寺住修三年后，方有资格赴西藏楚布寺受比丘戒。

司徒·却吉琼奈身为德格八邦寺活佛、噶玛噶举派高僧和藏传佛教学僧，一生孜孜不倦，研习十明学，在藏族传统文化尤其在梵文、声明学、藏文文法、藏医药学、藏式绘画等领域卓有成就，在教内外甚至得到格鲁派高僧的高度评价，堪称一代宗教文化巨匠。其撰有《入声明论》、《声明论释》、《梵藏对照名相述论》、《梵文语法入门》、《天文历法宝鬘》、《德格〈甘珠尔〉目录》、《俱舍论广释》、《了义大手印祈愿释义》、《上师瑜珈法与本尊修诵法》、《噶玛冈仓教法传承史》、《大司徒自述传记》等名著。

清乾隆九年（1744），司徒·却吉琼奈撰写完成的《司徒文法广释》（si tu vgrel chen）一书，被后人奉为藏文文法权威性著作，流传颇广；乾隆二十六年（1761），司徒·却吉琼奈在八邦寺建立医学院，成为康区藏医药教学研究基地，特别是他在临床经验基础上撰述的医学著作《天花疗法》（vbrum bcos），颇受藏医界推崇。此外，司徒·却吉琼奈独创八邦寺“噶日”（dkar ris）画派，其壁画及唐卡成为康区画派代表。

八邦寺除了寺主司徒活佛之外，尚有贡珠（kong sprul）、温根（dbon rgan）、钦泽（mkhyen brtse）三大活佛世系。而且，八邦寺历代高僧活佛以学识渊博、虔心修法，并推崇传统文化知识等学风，在藏族地区享有崇高威望。第八世司徒活佛·却吉琼奈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他阅历丰富，博学多才，无论是著书立说、培养弟子，还是弘扬藏族文化，皆有杰出成就。有清一代，噶玛噶举派高僧活佛在政教事务中逐渐淡出，他们大多对藏族传统文化具有浓厚兴趣，尤其在语言文学、绘画艺术、天文历算和哲学逻辑等研究领域多有贡献。

此外，贡珠·云丹嘉措（kong sprul yon tan rgya mtsho，1813—1890）是一位噶玛噶举派高僧，他撰有《量学》、《吉祥金刚橛根本续品注释》、《金刚橛修法》、《时轮三密曼陀罗入坛灌顶仪轨》、《吉祥金刚童子曼陀罗仪轨》、《八大菩萨及其坛城修供仪轨》、《大手印四加行与四正行次第导论》、《大圆满密义母子教规合一导释》等名著。

二 达隆噶举派寺院传承

清代文献记载：类乌齐寺，察木多西北，系由草地进藏径路。其地则高峰耸峻，一水环流，筑土为城，周二百余丈，内建大寺一座，佛像经堂，巍焕整齐。[129]因其地处康藏要道，颇受历代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关注。康熙五十八年（1719），大兵进西藏，该处僧俗人民投诚归顺。雍正四年（1726），会勘地界，将类乌齐地方赏给达赖喇嘛；雍正九年（1731），颁给其法台活佛印信，其印文曰“协理黄教诺门罕”，系满文、蒙古文、唐古特文三样篆文。[130]
类乌齐寺作为康区最具宗教影响力的传承达隆噶举派法脉的著名寺院，它在清代曾掌控藏区一方政教权力，并拥有下属子寺58座，主要分布在昌都、玉树、甘孜和迪庆等康区，宗派信徒甚众。

从达隆噶举派的历史上看，前藏潘域地区的达隆寺和康区类乌齐地区的类乌齐寺是达隆噶举派上下两大主寺或祖庭，史称“雅塘寺”（yar thang dgon，达隆寺）和“玛塘寺”（mar thang dgon，类乌齐寺），各寺僧人数均保持在三四千左右，其中不乏名僧大德，并形成以达隆寺、类乌齐寺为首的达隆噶举派活佛世系，其传承相沿不断。

三 智贡噶举派活佛世系

噶丹颇章政权初期智贡地方势力归属第五世达赖喇嘛管辖，遂智贡提寺及其高僧大德转入纯宗教事业领域，始建智贡噶举派的活佛转世制度。智贡提寺第二十二任住持贡却仁钦（dkon mchog rin chen，1590—1654）逝世后，寻访转世灵童，遂产生却仓系（che tshang）活佛；第二十三任住持仁增曲札（rig vdzin chos grags sam dkon mchog phun tshogs，1595—1659）逝世后，寻访转世灵童，遂产生琼仓系（chung tshang）活佛。

智贡提寺第二十四任住持为贡却赤列桑布（dkon mchog vphrin las bzang po，1656—1718），他是贡却仁钦的转世化身；第二十五任住持为贡却赤列顿珠（dkon mchog vphrin las don grub，1704—1754），他是仁增曲札的转世化身；第二十六任住持为贡却丹增卓堆（dkon mchog bstan vdzin vgro vdul，1724—1766），他是贡却赤列桑布的转世化身；第二十七任住持为贡却丹增却吉尼玛（dkon mchog bstan vdzin chos kyi nyi ma，1755—1792），他是贡却赤列顿珠的转世化身；第二十八任住持为贡却丹增赤列南杰（dkon mchog bstan vdzin vphrin las rnam rgyal，1770—？），他是贡却丹增卓堆的转世化身。

清代中后期，智贡噶举派的政教势力和社会影响逐步没落或弱化，宗派活动仅限于宗教范围，但其法脉传承、活佛转世和嗣法弟子等一如既往地衍生或延续不断。同时，智贡噶举派传入克什米尔（Kashmir）等地，在当地建立智贡噶举派寺院，并在信教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宗教影响。

此外，杰·官却赤列桑布（rje dkon mchog vphrin las bzang po，1656—1718）是一位智贡噶举派高僧，他撰有《桑杰林巴遗教》、《导师本生百行传》、《八十大成就师证道集》等名著。

第七节 萨迦派系

萨迦派的政教权势，在元朝时期达到鼎盛，自明朝开始萎缩，至清代其政教事业已趋向衰落。而萨迦派寺院依然遍布整个藏族地区，萨迦派的高僧大德层出不穷，且不乏著名人物和出自他们之手的巨制大作，其影响遍及整个藏传佛教界。有清一代，萨迦派又转向多康（mdo khams）地区发展，并在德格（sde dge）地区形成以萨迦派为主的藏传佛教文化中心。

一 康区著名寺院

根据历史文献，康区萨迦派寺院大都是在清代生成发展起来的。由于历代德格土司（sde dge rgyal po）提倡各宗派共同发展繁荣的理念，平等扶持各宗派寺院建设，使这一地区的宗教不分派系，均得到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德格土司家族有一传统家规，弟兄有二，其一世袭土司职位并兼任法王；其一出家为僧，接任贡庆寺（家庙）住持。

（一）贡庆寺

贡庆寺（dgon chen）是康区德格土司之家庙，有着较为悠久的发展演进历史。藏历第八绕迥火虎年，即明正统十一年（1446），第一代德格土司·扎西桑格（bkra shes seng ge）邀请其宗教上师唐东杰布（thang stong rgyal po，1385—1464）到德格地区弘法，他按照萨迦派教规在辖区内建立了一座佛学院，命名为“楞珠顶曲札”（lhun grub steng chos grwa），额设一百零八名学僧。

明末清初，第六代德格土司噶玛松（karma srung）又大兴土木，扩建该佛学院，至第八代土司贡噶平措时期竣工，成为一座大型藏传佛教僧院，尊称“贡庆寺”（dgon chen，意即“大寺”或“主寺”）；其教法仪轨遵循并沿袭萨迦派鄂尔系（ngor lugs）密法传承，故其学僧习惯赴西藏后藏地区爱旺寺研修深造。清代贡庆寺是康区第一大萨迦派寺院，寺僧最多时可达一千五百人，平常保持在七百人以上。

（二）宗萨寺

宗萨寺（rdzong gsar dgon）为康区第二大萨迦派寺院。该寺历史久远，其前身为一座苯教庙宇，后依次演变为宁玛派、噶当派和萨迦派寺院。藏历第五绕迥木猪年，即元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帝师八思巴途经此地，为该寺新落成的佛殿开光并赠送依怙佛像等供品，因其机缘而改宗为萨迦派寺院。

清代宗萨寺归属德格土司管辖，迎请后藏爱旺寺第二十任堪布·班却坚赞（dpal mchog rgyal mtshan）住持，并在寺内建立鄂尔系之教法仪轨，遂成鄂尔系密法传承寺院。之后，宗萨寺先后产生三大活佛系统，即刚纳（sgang sna）、阿里（mngav ris）和钦泽（mkhyen brtse）活佛世系，在寺内建立三大活佛府邸，并制定三位活佛轮流住持宗萨寺的教规。

至清朝末期，钦泽活佛世系的宗教威信和社会影响渐盛，其声望逐步盖过前两位活佛，成为宗萨寺的首席住持者。钦泽活佛世系，始于绛央·钦泽旺波（vjam dbyangs mkhyen brtse dbang po，1820—1892）高僧。绛央·钦泽旺波是清代萨迦派著名高僧，他学富五车，撰有《莅临雪域之译师及班智达名录》、《雪域新旧密宗传承略讲》、《书信导论》、《新伏藏及法器等圣物汇集名录》、《赞颂祈祷集》、《法言集》、《宗乘类别明释》、《四谛与缘起》、《修行次第》、《金刚瑜伽母那若空行加持法》、《三怙主曼陀罗仪轨》等名著。同时，他积极与其他宗派高僧沟通，倡导无有偏私、圆融无碍的圆教思想，合作编纂以融会贯通各宗教法仪轨之大型丛书，以《教诫藏》（10册）、《续部总集》（32册）、《道果法》（17册）、《大宝伏藏》（64册）、《道歌汇编》（8册）等为代表。其中《续部总集》[131]是绛央·钦泽旺波当时积极联络藏传佛教各派高僧，编纂的一套包容各宗派经论的综合性的显密教理丛书，他以此大力倡导没有宗派观念或偏执一方的无宗派的圆教思想，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外，萨迦·贡噶罗哲（kun dgav blo gros，1729—1783）亦是清代萨迦派著名高僧，他一生讲经闻法，禅定修行，倡建佛像、佛塔及印行佛经，成为萨迦派一代宗师。其论著颇丰，主要有《深广经藏闻法录》、《圣光明无垢清净仪轨作法次第》、《吉祥喜金刚修法明解》、《吉祥金刚童子护摩仪轨》、《无量寿佛九尊增益护摩法》、《吉祥金刚橛念修法明解》、《金刚杵与金刚铃之解说》等经论。

（三）结古寺

结古寺（skye rgu dgon）为清代康区较有影响力的一座萨迦派寺院（位于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相传其前身是一座苯教庙宇，公元8世纪吐蕃高僧毗茹札那赴康区传播佛法经过此寺时，将其改宗为佛教寺院，遂成为一座古老的宁玛派名寺。

藏历第五绕迥木猪年，即元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帝师八思巴途经康区，并向古老宁玛派寺院赠送一幅佛祖唐卡，因之新建一座萨迦派大殿；后来于藏历第七绕迥土虎年，即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萨迦派高僧喜饶坚赞（shes rab rgyal mtshan，1376—？）前往该寺，在当地领主的资助下，将其改建为萨迦派的正规寺院，遂命名“结古顿珠林寺”（skye rgu don grub gling），简称“结古寺”（skye rgu don）。

至噶丹颇章政权时期，结古寺已形成一座大型萨迦派寺院，其建筑规模宏大、僧纪教规严谨、高僧学者辈出，成为玉树北部地区的萨迦派中心寺院，鼎盛时期寺僧逾千人，并形成其学僧赴后藏爱旺寺修习鄂尔系密法的惯例。此外，结古寺先后产生扎武迈根（gravu mer rgan）、文保坚贡（dbon po skyabs mgon）、嘉那珠古（rgya nag sprul sku）三大活佛世系。其中第一世嘉那珠古·多丹强曲帕旺（rtogs ldan byang chub vphags dbang）是结古寺在多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代表性著名人物，他在青年时代长期游方峨嵋山、五台山等内地佛教圣地，坐禅静修，不但精通汉语，而且着装酷似和尚袈裟，晚年返回结古寺后，独创多项丰富多彩的“法舞”剧目；同时，建造了蔚为大观的“嘛呢石经墙”（ma ni rdo kha）。

二 德格印经院

藏历第十二绕迥土鸡年，清雍正七年（1729），第十二代德格土司·却杰丹巴泽仁（chos rgyal bstan pa tshe ring，1687—1738）开始建造德格印经院，后经几代土司、历时数十年方圆满竣工，命名为“扎西郭芒巴康却佐钦摩”（bkra shes sgo mang par khang chos mdzod chen mo），意即“吉祥多门大经库印经院”，简称“德格印经院”（sde dge par khang）。该印经院集贡庆寺与民居建筑形式为一体，具有浓厚的地方藏式建筑风格。

德格印经院归属萨迦派贡庆寺，但在搜集、刻版和印刷文献典籍方面不限于萨迦一派，其容纳藏传佛教诸宗，包括苯波教。刻印的文献典籍，除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外，主要还有各宗派的代表性经论，如宁玛派的《旧续十万怛特罗》（rnying ma rgyud vbum）、《大宝伏藏》（rin chen gter mdzod）、《隆钦饶绛巴全集》（klong chen rab vbyams pavi gsung vbum）、《居弥庞·绛央南杰嘉措全集》（vju mi pham rnam rgyal rgya mtshovi gsung vbum）等；噶当派的《父法子法》（bkav gdams pha chos bu chos）等；萨迦派的《道果释义》（lam vbras don vgrel）、《萨迦五祖文集》（sa skya gong ma lnga yi gsung vbum）等；噶举派的《道次第·解脱庄严论》（lam rim thar rgyan）、《达布拉杰文集》（dags po lha rjevi gsung vbum）等；格鲁派的《宗喀巴文集》（tsong kha pavi gsung vbum）、《第司桑结嘉措文集》（sde srid sangs rje rgya mtshovi gsung vbum）等；觉囊派的《百行论》（spyod pa rgya rtsa）、《多罗那他文集》（taa ra naa thavi gsung vbum）等；苯波教的《黑白花龙经》（klu vbum dkar nag khra gsum）、《辛饶弥沃文集》（gshen rab mi bo chevi gsung vbum）等，内容涉及因明、哲学、历史、传记、地理方志、医药、历算、语文、诗词等多领域，其中收藏《汉区佛教源流记》（rgya nag chos vbyung）、《印度佛教史》（rgya gar chos vbyung）等珍贵稀有之史书。

德格印经院除了26万余块文献典籍的木刻版外，还拥有《释迦牟尼神变祈愿图》、《释迦牟尼佛十二弘化图》、《藏传佛教八派修行教理图》、《莲花生大师八种神变图》、《鄂尔派坛城图》、《毗卢遮那修法图》、《极乐世界图》、《狮面空行母图》、《皈依解脱图》、《燃灯佛图》、《药师八如来图》、《文殊菩萨图》、《救八难度母图》、《不动金刚佛图》、《不空罥索观世音图》、《喜金刚师承图》、《大白伞盖图》、《金刚萨埵图》、《大威德金刚图》、《千手千眼观世音图》、《四臂观世音图》、《绿度母图》、《白度母图》、《十六罗汉图》、《六长寿图》、《四兽和睦图》、《二十五君臣图》、《格萨尔王调服妖魔鬼怪图》、《掘藏师传图》、《唐东杰布图》、《萨班·贡噶坚赞图》、《宗萨·绛央钦则图》等宗教及民俗艺术方面的木刻画版。德格印经院占据藏区印经院之首，是清代搜集和保存藏传佛教优秀文化的宝库。

第八节 经典文献

藏传佛教的经典文献，始于公元7世纪，是伴随佛经翻译而产生并形成规模的。后经藏族学僧的相承编纂和著书立说，其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学科范围不断扩大，主要涉及佛教历史、大小乘经论、经典注疏、教法仪轨、显密义理、寺志典章、僧传游记、道歌文学、哲学思想、天文历算、藏医药学、建筑绘画、修行次第、宗教节日等诸多领域。特别是藏传佛教大型寺院相继兴建印经院，为经典文献的印行和推广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清代以拉萨印经院、卓尼印经院、塔尔寺印经院、拉卜楞寺印经院和德格印经院等为代表。同时，藏传佛教高僧大德辈出，他们在佛教典籍整理和文献研究领域推陈出新，呈现前所未有之佛学盛况。其中以《大藏经》、藏外经典、史籍僧传、寺志游记等最具代表性。

一 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bod yig gyi bkav bstan vgyur），与汉文、巴利文《大藏经》相同，是一切佛教经典的总汇，分为经、律、论三藏。佛陀亲自传授的教法称为经，佛陀亲自教导的教诫称为律，其嗣法弟子研习经律之注疏称为论；同时，藏文《大藏经》又是藏传佛教典籍总集的通称，由《甘珠尔》（bkav vgyur，正藏）和《丹珠尔》（bstan vgyur，副藏）两部分构成，前者为经藏和律藏部分，后者为论藏部分。藏文《大藏经》共收入佛教初、中、晚期经论4570多部。内容除佛教经、律、论三藏及密宗四续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其中佛教密宗和因明量论经典十之七八在汉文和巴利文大藏经中阙如，可谓弥足珍贵。

（一）《甘珠尔》部和《丹珠尔》部

《甘珠尔》部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言教，后经他的弟子们六次结集、记诵而编撰集成文字，又名佛部，或称正藏，收入经、律和密典三个部分，包括律部、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及总目录七大类，共108部（函）。不同版本的《甘珠尔》部略有差异，但体例大致相同。例如，德格版《甘珠尔》部共108部（函），其总目录分为九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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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珠尔》部是印藏佛教大师、学僧、译师对《甘珠尔》部所作注疏及论著之集成，又名祖部，或称副藏，分为赞颂、续部、般若、中观、经疏、唯识、俱舍、律部、本生、书翰、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修身部、杂部、阿底峡小部集、总目录十八类，共225部（函）；内容涉及哲学、文学、艺术、语言、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和建筑等，堪称藏学百科全书。

《丹珠尔》部的不同版本略有差异，但体例大致相同。例如，德格版《丹珠尔》共232部（函），包括十明学科。其总目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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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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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藏文《大藏经》版本

藏文《大藏经》，早在公元8世纪就开始编纂成形，直至近现代依然不停地修订和刻印，陆续问世了多种版本。吐蕃时期（公元8—9世纪），先后汇编了《丹噶玛》（ldan dkar ma）、《青浦玛》（mchims phu ma）、《庞塘玛》（vphang thang ma）三部不同的《大藏经》及其目录，此为藏文《大藏经》雏形，以手抄本或抄写本形式流传。

14世纪，在后藏纳塘寺重新编纂藏文《大藏经》，问世了藏传佛教后弘期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善本，后世称其“纳塘古版”；1410年，依据纳塘古版在南京刻印了《甘珠尔》部，史称“永乐版藏文《大藏经》”，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硃刷印，亦称赤字版；1605年，续刻了《丹珠尔》部，史称“万历版藏文《大藏经》”。明代先后问世的永乐版和万历版在藏文《大藏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藏文《大藏经》版本结束了手抄本形式而进入木刻版时代。

有清一代，是藏文《大藏经》的繁荣时期，先后雕造或刻印了理塘版、北京版、卓尼版、德格版、纳塘新版等不同版本，而且，其中大多版本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俱全的全套《大藏经》。

理塘版藏文《大藏经》，是在明末至清初刻印完成的。东噶·洛桑赤列在其《藏文文献目录学》中考证说：

在藏族地区首先刻版印制《甘珠尔》，是在第十绕迥土鸡年（1609），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住在杂日措噶时，接受了丽江土司索南热丹提出的刻印一套《甘珠尔》并由西藏提供一个可靠底本的请求，先将以前第悉帕莫主巴的阐化王札巴炯奈时期经过桂译师宣努贝和噶玛巴·弥觉多杰、红帽系的京俄·却吉札巴等人多次校订过并存放在琼结秦瓦达孜的一套《甘珠尔》送给了丽江土司，以此为底本刻印了一套《甘珠尔》（从开始到结束用了15年）。在考察这部《甘珠尔》的目录是由谁编制的时候，我恰逢参加在西德召开的藏学讨论会，看到了印度达兰姆萨拉图书馆负责人扎西才让编纂的大藏经抄编刻版历史，其中写道，他自己为了进行藏文图书馆方面的研究，去过噶伦堡、达吉岭、岗拖等地方，1976年在锡金王巴涅阿丁的私人图书馆藏里，看到有50页藏文草体古旧抄本短经，质量很好，题目为《丽江土司所造存于理塘大寺的佛说甘珠尔目录》，此目录是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于1611年编制的。这套《甘珠尔》有108函。以前，拉萨大昭寺楼上南面甘珠尔佛殿里存有理塘硃印本的《甘珠尔》，108函，每函都有绸缎的书包，每两包放在一个木箱里，据说这是丽江土司索南热丹献给大昭寺的开印样本。把丽江土司刻制的《甘珠尔》印版称为理塘硃印版的原因是，固始汗去世后，他的侄子坎卓洛桑丹迥担任巴塘、理塘、中甸等地的总管时，发动了反对当时西藏地方政权的战乱，以达赖汗为首的蒙藏军队平息了叛乱后，将丽江的甘珠尔印版迎请到理塘寺，因此，通常称之为理塘硃印版。[132]

东噶·洛桑赤列对理塘版《甘珠尔》部的刻印经过做了详细考证，明末清初（1628—1644），由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赞助，噶玛巴红帽系第六世活佛·却吉旺秋主持刻印的《甘珠尔》部，是藏族地区问世的第一部刻印版《大藏经》。该版本只有《甘珠尔》部，没有《丹珠尔》部，它藏于理塘寺，故称“理塘版”。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又名嵩祝寺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依据西藏夏鲁寺写本大藏经在北京嵩祝寺刊刻，康熙年间仅完成《甘珠尔》部；至雍正二年（1724）续刻《丹珠尔》部。《蒙古佛教史》记载：

此后，由文殊菩萨戏化为人主的世宗雍正皇帝迎请其父皇的福田土观活佛、浊世众生的依怙章嘉活佛、教法之主噶勒丹锡埒图活佛等大德，结为施主与福田，敬奉三宝，弘扬黄帽派的教法。他利益佛法的情形，前文已经述及。雍正皇帝本人还对中观见地进行体验，以大慈悲心及政教合一之法规使天下臣民得到安乐。他还将大藏经《丹珠尔》重新刻版印行，受到贤哲们的赞扬，使吉祥利乐遍于各方。[133]

根据汉文文献，康熙二十年（1681），《圣祖重刻〈番藏经〉序》称：“祝颂两宫之景福，延万姓之鸿庥，番藏旧文，爰加镌刻。”经过十多年，藏文《甘珠尔》部刊刻完成。世宗雍正皇帝又续刻藏文《丹珠尔》部。乾隆二年（1737），将《甘珠尔》和《丹珠尔》重新整理出版，史称乾隆修补版，又因刻于北京，称“北京版藏文《大藏经》”。[134]
卓尼版藏文《大藏经》，是在安多卓尼寺（位于今甘肃临潭县境内）刻印的，故称其名。先刊刻《甘珠尔》部，自康熙六十年（1721）至雍正九年（1731），历时10年完成，共108部（函）；之后，《丹珠尔》部自乾隆十八年（1753）刻印，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成，历时19年，共209部（函）。

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是在康区德格印经院（位于今四川甘孜德格县城）刻印的，故称其名。自清雍正八年（1730）刻印，至乾隆二年（1737）完成。其中《甘珠尔》部为理塘版的复刻，《丹珠尔》部是依据夏鲁寺写本大藏经，并增补布敦目录所收之典籍而刻印的。其全套木刻版本均藏于德格印经院。

纳塘新版藏文《大藏经》，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和西藏地方官颇罗鼐郡王（1689—1747）主持，是以纳塘古版和布敦·仁钦珠汇集存放于夏鲁寺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为底本刻造的。新版《甘珠尔》部完成于雍正八年（1730），共102部（函），经版5万余块；《丹珠尔》部完成于乾隆七年（1742），共225部（函），经版7万余块。纳塘新版藏文《大藏经》全套木刻版本，均原藏于纳塘寺，今已不存。它以刻工精湛、校勘优良而被誉为最佳版本。

二 蒙古文、满文大藏经

清代的译经，主要是国内各族文字的互译。雍正初年北京黄寺土观呼图克图第一世奉命将藏文藏经《甘珠尔》部分译为蒙古文。又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译成蒙古文《丹珠尔》全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1790）又译藏文大藏经为满文。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附撰《造像量度经引》及《续补》各一卷；《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各一卷；稍后阿旺札什继译《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各一卷；嘎卜楚萨木丹达尔吉译《极乐愿文》一卷、萨穆丹达尔吉译《释迦佛赞》一卷。[135]可以说，蒙古文与满文大藏经的先后翻译、刻造和问世，是在清代诸位皇帝的直接倡导和扶持下逐步完成的，在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积极的影响。

（一）蒙古文《大藏经》

蒙古文《大藏经》的翻译、编纂、校勘、刻造，以及最终印刷问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元、明、清三朝。元大德年间（1297—1307），奉成宗之命，在萨迦派喇嘛、帝师札巴俄色（grags pa vod zer，1246—1303）的主持下，由藏、蒙、回鹘和汉族学僧参与，开始将藏文《大藏经》翻译成蒙古文，但当时究竟翻译了多少经卷，迄今未能找到明确的文献记载，暂付阙如。蒙古族学者利用多语种文献资料，对蒙古文《大藏经》的产生过程作了具体的考证：

在蒙古集中人力物力大量翻译佛典应当在明末清初。最突出的成就体现在把印藏佛典之大集成——经律论三藏——藏语和蒙古语习称为《甘珠尔》、《丹珠尔》，先后全部被翻译、编纂、校勘并以雕版刻印出版上面。[136]

明万历年间（1573—1619），蒙古地区兴起笃信佛教的热潮，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及其子孙们积极倡导翻译藏文《大藏经》，这拉开了用蒙古文翻译重要佛教经典的序幕。而且，这一佛经翻译成为蒙古地区长期付诸实施的文化工程。有学者认为：

实际上《甘珠尔》的翻译早在土默特阿勒坦汗时期就已提到议事日程。《蒙古源流》讲述索南嘉措和阿勒坦汗相互赐封名号，然后谈论要做的善事，蒙方阿勒坦汗发誓在青城用金银宝物创制释迦牟尼像，博硕克图吉囊（Boshogtu Zhing）表示兴建三时寺院，斯沁洪台吉（Sechen Hong Taizhi）决心用金银珠宝制造108函《甘珠尔》。他们为弘扬佛法出力的誓言，诸如兴建寺院与塑造佛像已经兑现，至于《甘珠尔》是否翻译了，《蒙古源流》没有明确交代。然而《阿勒坦汗传》上明确记述着：“其后那木岱彻辰汗、钟根哈敦、鸿台吉三人，按经教之制奉行尊圣可汗之政，使以蒙古语翻译佛师所说百八《甘珠尔》经。于是锡勒图固什绰尔吉、阿优希阿难答满珠锡里固什等，与杰出三万户的译者贤能，自黑虎年至红羊年间，将一切经文全部译出，美妙得体地纳入卷册之中。”这个记载告诉我们，《甘珠尔》翻译是在阿勒坦汗之后，于“黑虎年至红羊年间”即壬寅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1602—1607）的五六年里完成的。[137]

在以上《阿勒坦汗传》中提到的那木岱彻辰汗（1586—1607年在位）、钟根哈敦（1550—1612）、鸿台吉是继承阿勒坦汗未竟佛教事业的三位著名人物，在他们的提议和赞助下，由锡勒图固什绰尔吉（1564—1625）领导蒙古右翼三万户译经师，1602—1607年，将藏文《甘珠尔》部翻译成为蒙古文，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过，锡勒图固什绰尔吉此前于1592—1600年，已经翻译完了十二卷本的藏文《般若波罗蜜多经》。[138]至于蒙古人放弃萨满教，改信藏传佛教，并集中精力翻译佛经的境况，在藏文史书中多有记述：

土默特汗王阿勒坦时，佛王第三世索南嘉措等众多圣士至霍尔地区，对蒙古人所谓“供翁公”，似同外道行为，杀牲以为祭祀等邪法大都予以革除，但现今尚存部分余习。一切知永丹嘉措生于蒙古地区，使佛法在霍尔地区得进一步的传播，诸霍尔人成为卫藏格鲁派的主要施主。之后希图国师（shri thu gu shrawi）译三部般若经为蒙古文。[139]

以上引文中的“希图国师”是指锡图固什绰尔吉，这位大德在用蒙古文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许多不同文种的史书都记载了他的事迹。在土默特阿勒坦汗及其子孙传扬佛法、翻译佛经的同时，还有察哈尔林丹汗亦十分重视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程，他视《甘珠尔》部为“三宝之一”，曾经召集贡噶敖斯尔等33名高僧学者，翻译《甘珠尔》部。有学者考证说：

明代土默特阿勒坦汗时期翻译、编纂的《甘珠尔》是由锡图固什绰尔吉、阿优希阿难答满珠锡里固什为首三万户的译者贤能完成的。另据学者研究，知道参与这次翻译的还有却嘉木苏。与此相比，人们对林丹汗时期参加《甘珠尔》翻译的翻译者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当时是由贡噶敖德色尔、萨木丹僧格固什和达尔汗喇嘛灌顶国师为首的33人完成这项工程的。其中有：岱贡达云西古固什70篇，贡噶敖德色尔54篇，玛底德热锡日跋德热托因绰尔吉54篇，萨木丹僧格31篇，额尔德尼洪津13篇，噶尔玛道卜桑10篇，阿难答固7篇，贡噶拜桑达尔汗南苏6篇，额尔德尼岱固什南苏5篇，托因桑如卜绰尔吉4篇，楚勒特木托因4篇，瑜珈固什绰尔吉4篇，莫尔根岱灌顶固什3篇，辛跋托因2篇，翁则德喇嘛2篇，迈达里灌顶固什2篇，噶卜久莫尔根岱固什2篇，朝格图固什绰尔吉2篇，锡饶僧格1篇，阿德那满达1篇，扫德巴嘉木苏托因1篇，贡噶达尔汗额尔德尼岱固什1篇，洪津乌巴锡1篇。《金鬘》说林丹汗时期翻译的《甘珠尔》为113函，是在如同蓝色天空的琉璃纸上，用日月般金银颜色写就的。上述译师们在青城的大昭寺，以宾都斯琴温古召请的《甘珠尔》为蓝本，仅用半年时光竣工。这一点令人生疑。据统计，藏文大藏经“依德格版为例，全书共四千五百六十九个编号（内甘珠尔一千零八个编号，丹珠尔三千四百六十一个编号）”。设想一个编号代表一个独立的经典，那么，半年内林丹汗手下33位译师，每人平均翻译33个经典，这么大的量，似乎不可能，要说抄写，还可相信。所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译师们把阿勒坦汗时期译出的蒙古文《甘珠尔》与宾都斯琴召请的藏文《甘珠尔》进行对照，没有译的补译，译文有误的加以纠正，然后把它重新编排并用金粉缮写的。[140]

可以认为，蒙古察哈尔林丹汗当时主要是组织有关翻译家，将《甘珠尔》中尚未译成蒙古文的部分进行了翻译。这是一项补充性翻译工程，于1629年完成，特别是当时用金粉缮写而成，史称“金字蒙古文大藏经”。虽然许多史书均称，察哈尔林丹呼图克图汗时，以贡噶敖斯尔为首的众译师翻译了全部《甘珠尔》，[141]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重新完整翻译。有学者说：回顾蒙古文佛经翻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口译若干咒语到笔译全部大藏经为止，经历了几个世纪。如果说当初蒙古人的翻译还是多依赖他人的被动行为，那么，翻译《甘珠尔》，特别是17世纪翻译、审核和刻印《丹珠尔》的时候，蒙古自己的佛经翻译队伍已经相当壮大，完全能够胜任大型经典的翻译出版。[142]
现存蒙古文《大藏经》的版本，大多是在清代整理和刻印的。正如松巴·益西班觉所说：“满清圣祖康熙帝时藏文的《甘珠尔》、《丹珠尔》同霍尔文（蒙古文）的《甘珠尔》相校勘，并予刊印。”[143]又如《蒙古佛教史》记载：

康熙皇帝迎请以甘丹赤巴·阿旺洛追嘉措为首的讲法修行的众多高僧大德，广利佛法。又为慈悲护佑天下众生特别是蒙古的全部人众，召集了许多学者对译成蒙古文的大藏经《甘珠尔》部分进行了校勘、厘定，并刻版印行，使众多具有信仰和法缘之人得到教法的各种布施，心愿满足，使佛陀的教法成为永远不会消亡的胜利幡幢。[144]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奉康熙之命，和硕裕亲王福全主持，北京净住寺达喇嘛乌拉特固什毕力昆达赖、阿巴噶德木楚克、乾清门侍卫喇喜等喇嘛和学者，又将《甘珠尔》部再次校审后，汇编成108函（部），于1720年木刻印刷。[145]
蒙古文《大藏经》的另一部分《丹珠尔》部，是在乾隆年间完成的。松巴·益西班觉说：“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时期，以章嘉活佛、噶丹赛赤活佛二师为首的众善巧、译师将藏译印度学者所作论典全集《丹珠尔》翻译为霍尔文（蒙古文），并刊印行世，从而广开法施百门，成熟希冀果实。”[146]这在《蒙古佛教史》中也有具体描述：

雍正皇帝之子即文殊菩萨化身的乾隆皇帝发扬历辈先祖的善规，对全体臣民十分仁慈，一心使众生平安利乐，尽力服事佛法，特别是黄帽派的教法。他为了利益众生特别是蒙古之臣民，下令说：

“如今佛法在蒙古地方广为弘扬，圣祖康熙皇帝下令将《甘珠尔》全部译成蒙古文并刻版印行，但《丹珠尔》以前未曾全部译成蒙古文，故命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及噶勒丹锡埒图活佛杰尊洛桑丹贝尼玛二人主其事，将疏释佛陀教语之《丹珠尔》全部译成蒙古文。”

二位上师遵照皇上旨意，主持其事，在翻译之前，因广大蒙古各地的语言虽大致相同，但微小的差异仍有许多，特别是翻译经典所用的词汇未曾统一厘定，各位译师按自己的意愿安立不同的词语，以致闻思经典的僧人们难以理解，故向皇帝奏闻，统一译经所用词语然后刻版印行之好处，皇帝大喜，即下令照此办理。[147]

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贝多杰（1717—1786）和噶勒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洛桑丹贝尼玛二人，奉乾隆皇帝之命，又将藏文《丹珠尔》部译成蒙古文。当时参与此项文化工程的人员还有达赖固什阿格旺丹丕勒、唐古特官校总督官布扎布、西黄寺札萨克喇嘛却音丕勒多尔济、隆福寺札萨克喇嘛丹僧却德尔、净住寺达喇嘛毕力昆达赖，以及由蒙古各地选派来的200余名喇嘛和学者，历时7年，终于将225部（函）藏文《丹珠尔》全部译成蒙古文，并与雍正初年译刻的蒙古文《甘珠尔》部合成为一部完整的蒙古文《大藏经》，在北京净住寺印刷发行。

总之，蒙古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的最后编译、校勘、审定和刻印，均是按照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完成的。它的分类、函数、种类，完全与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相同：《甘珠尔》经为108部（函），《丹珠尔》经为225部（函）；编目、分类、种类也相同。譬如，现存蒙古文《甘珠尔》部的目录分为：秘密经、大般若经、第二般若经、第三般若经、诸般若经、大宝积经、华严经、诸品经、律师戒行经等十类。

（二）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清代又称《国语大藏经》，它是以藏文《甘珠尔》部为底本，并参照汉文、蒙古文《大藏经》翻译、雕刻和印行，是清代“康乾盛世”的文化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雕版印刷及装帧版式的最高水平。

满文《大藏经》的翻译、雕刻和印行，是在乾隆皇帝的提议和关照下完成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开馆纂修，满文《大藏经》是与《四库全书》几乎同步推出的又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乾隆视其与《四库全书》、“十全武功”之记述同等重要，它也是满族文化史乃至整个清代文化史中的大事。[148]为此，乾隆皇帝在译刻满文《大藏经》的过程中倾注了不少精力。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

文殊大皇帝认为，自己出身的满族人口众多，对佛教获得信仰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语言文字与别族不同，以前也没有译为满文之佛教经典。若将佛说《甘珠尔》译成满文，实在是造福于后代之善举，遂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译成满文。从学府中成绩优异人员和在京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者，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经卷。[149]

以上引文在《乾隆朝上谕档》中亦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在此不必重复引述。引文中文殊大皇帝是指乾隆皇帝，他当时考虑到藏文、汉文和蒙古文三种语的佛教《大藏经》已经刻印发行，唯有满文《大藏经》尚未翻译刊行，理应补缺这一文化空白，遂下谕旨，建立清字经馆，翻译满文《大藏经》，尽快实现这一宏愿。《清高宗实录》记载：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又谕：大藏汉字经画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经亦俱翻译付镌，惟清字经文尚未办及。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实为阙略。因特开清字经馆，简派皇子、大臣于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并命章嘉国师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审正进呈，候朕裁定。今据章嘉国师奏称：“唐古忒甘珠尔经一百八部俱系佛经，其丹珠尔经内有额讷特珂克得道大喇嘛等所传经二百二十五部。至汉字甘珠尔经则西方喇嘛及中国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今拟将大般若、大宝积、大集华严、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经及大乘律全部翻译。其五大部支派等经八种，并小乘律皆西土圣贤撰集，但内多重复，似应删繁就简。若大乘论、小乘论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后代祖师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毋庸翻译”等语。所奏甚合体要，自应照拟办理。粤自白马驮经，梵文始传震旦，其间名流笔授展转相承，虽文字语言未必即与竺乾悉协，然于佛说宗旨要不失西来大义。逮撰集目录者，以经、律、论区为三藏，于是大乘、小乘，裒集滋繁。且于佛经外，兼取罗汉、菩萨所著赞明经义者，以次类编入部。在西土诸佛弟子，尚系亲承指授，或堪羽翼宗风。洎乎唐宋以降，缁徒支分派别。一、二能通内典者，辄将论疏语录之类，觊得续入大藏，自诩为传灯不坠，甚至拉入塔铭志传，仅取铺张本师宗系，乖隔支离，与大慈氏正法眼藏去之愈远。殊不思此等皆非佛说真言，列入续藏内已为过分，岂可漫无区别！如章嘉国师所云，实释门之公论也。昔我皇考曾命朕于刊刻全藏时，将续藏中所载丛杂者量为删订。嗣朕即位后，又令大臣等复加校核，撤去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永乐序赞文等部。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亦据奏请毁撤。所有经版书篇均经一体芟汰，期于澄阐宗门。兹清字经馆正当发凡起例之始，如不立定规条，致禅和唾余剽窃，亦得因缘贝夹，淆乱经函，转乖敷扬内典之指，可将章嘉国师奏定条例清单，交馆详晰办理。并传谕京城及直隶各寺院，除现在刊定藏经毋庸再为删削外，嗣后凡别种语录著述，只许自行存留。倘有无识僧徒，妄思哀辑汇录诡称续藏名目觊欲窜淆正典者，俱一概永行禁止。庶几梵文严净，可以讨真源而明正见。但此事关系，专在释教，毋庸内阁特颁谕旨。著交与该管僧道处行知各处僧纲司，令其通饬僧众人等永远遵行。[150]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降旨，特开清字经馆，翻译刊刻满文《大藏经》。清字经馆位于宫中西华门内，设置之始，选派人员包括总裁4人，副总裁3人，提调官5人，纂修官9人，收掌官18人，阅经总裁1人，阅经副总裁4人，办理经咒喇嘛4人，校对喇嘛4人，总校僧人2人，诸经僧4人，共96人。其中总裁有和硕质亲王永榕、多罗义郡王永璇、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副总裁为吏部尚书金简及西藏著名高僧章嘉呼图克图国师等，他们皆精通经史，博学多闻，这使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刊刻在人力上有了可靠的保障。[151]
在具体造刻满文《大藏经》时，乾隆皇帝采纳了章嘉·若贝多杰国师的建议，参照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108函）翻译。这正好是佛教三藏中的经和律部分，属于佛陀所言，即正藏。而在满文《大藏经》中没有翻译《丹珠尔》部，因它属于三藏（经、律、论）中的论之部分，当时认为论之部分是后人所撰述的，而非佛陀所言。当时拟定将大般若、大宝积、大集华严、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经及大乘律全部翻译；其他归于五大部支派的重要经典，以删繁就简的办法翻译之。此外，依据翻译家们所掌握的语种，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满）文。

特别是乾隆皇帝为使译经工程顺利进行，他又下谕旨，先编译了八卷本的《四体合璧大藏全咒》，据《清高宗实录》记载：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又谕：大藏经中咒语乃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义强求，是以概不翻译。惟是咒中字样，当时译经者仅依中华字母约略对音，与竺乾梵韵不营毫厘千里之谬，甚至同一汉字亦彼此参差。即如纳摩本音，上为诺牙切，下为模倭切，而旧咒或作曩谟，或作奈麻，且借用南无者尤多，皆不能合于正。其他牵附乖离类此者，难以缕数。尝命获亲王选择通习梵音之人，将全藏诸咒详加订译，就正于章嘉国师。凡一句一字，悉以西番本音为准，参之蒙古字，以谐其声，证之国书，以正其韵，兼用汉字，期各通晓，编为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使呗唱流传，唇齿喉舌之间无爽铢黍，而于咒语原文一无增省。且按全藏诸经卷帙编次字样，并为标注，以备检查。书既成，序而寿之，列为八函，兹装潢藏工，著交该处，查明京城及直省寺院向曾颁过藏经者，俱各给发一部。俾缁流人众展卷研求，了然于印度正音本来如是，不致为五方声韵所淆，庶大慈氏微妙真言，阐扬弗失，不可谓非震旦沙门之幸。若僧徒等因传习已久，持诵难以遽调，惮于改易字音者，亦听其便。将此传令各僧众等知之。[152]

佛教《大藏经》中的咒语部分，既是佛经中最难掌握的深奥语言，又是佛经翻译中的一大难题。所以，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对咒语的正确音译，拟定“凡一句一字，悉以西番本音为准，参之蒙古字，以谐其声，证之国书，以正其韵，兼用汉字，期各通晓”的方案，命严格执行。而《四体合璧大藏全咒》八卷本的编译和问世，是清朝政府在中国各民族文字翻译史上取得的巨大学术成果，它不仅在当时的佛经翻译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化资源。

在乾隆皇帝的严格要求下，译经工作进展顺利。特别是乾隆皇帝在日理万机的国事中抽出宝贵时间，对满文《大藏经》中的每一函译稿都要亲自审阅，并作出修订。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赞叹道：

每译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逐卷进呈皇上审阅。皇上在审阅中又更正其中一些有疑惑及不妥当之处。皇上悉心审阅后，还要作译记。因此经过多年，始告全部译成。大皇帝是统治天下转大力法轮的君主，自然要勤于政事，他如处理国政一样地不但详阅《甘珠尔》经，而且能推敲句意，加以订正，如此行止，实乃大智大圣者之功业也。他将佛法当作众生的利乐根本，极其重视翻译佛经，使公正之人莫不油然而生敬仰之意。[153]

乾隆皇帝和第三世章嘉活佛为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倾注了不少心血和精力。无论编选内容、建构体例，还是逐字逐句推敲和润色，都是先由第三世章嘉活佛设计和审定，之后，呈送乾隆皇帝审阅核准。

满文《大藏经》的翻译，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在章嘉国师的主持下，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经过18年的努力，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方全部完成，部分经卷印刷成帙，在乾隆八旬寿辰之时作为寿礼呈给皇帝，乾隆大喜，并欣然作序（《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或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云：

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为，天何从佑。然而为事又在循理。为不循理之事，天不佑也。予所举之大事多矣，皆赖昊乾默佑，以致有成，则予之所以感砚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语形容，而方寸自审，实不知其当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屡言之，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藏。夫耳顺古稀，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至于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士一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兹以耄耋观事，实为大幸。非溺于求福之说，然亦即蒙天福佑。如愿臻成所为，益深畏满休惕儆戒而已耳。

是为序。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154]

满文《大藏经》共有108部（函），收录了699种佛教经典，共计2535卷；分为五大部类：①五大部诸经选收般若部各经22函，610卷；宝积部1经，6函，120卷；大集部1经，1函，30卷；华严部1经，8函，80卷；涅槃部2部，2经，42卷。②五大部外诸重单译经17函，206部，444卷。③密部经轨仪法陀罗尼等16函，322部，404卷。④小乘经及集传等20函，155部，460卷。⑤小乘律16函，11部，345卷。而大乘律、大乘论及小乘论全部未曾收录。

满文《大藏经》的版式，参照了藏文《大藏经》，为贝叶夹装，经页双面朱印，每页长73厘米，宽24.5厘米，其装帧精美，包括版画和插图，均凸显了高超艺术造诣。有学者对满文《大藏经》的装潢、版画及插图等作过全面介绍：

满文《大藏经》共108函（夹），每函经叶数量不等。多者，《大集经》第一卷728叶，最少者《华严经》第四卷173叶，每函由经叶、内层护经板、内经衣、外层护经板和外层经被组成，经叶朱色双面印刷，长73厘米，宽24.5厘米，由内层上、下护经板，外层上、下护经板保护。内层上、下护经板皆为木质外包金黄色织锦面制成，长73.7厘米，宽24.6厘米，厚2.3厘米，其中内上层经板装饰最为庄严华丽，板面分别由金、黄、红三层精制的织锦覆盖。中间凹进部分正中呈现泥金满文书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及本函（夹）第一部经名、卷数，两侧各彩绘图像鲜明独具风格的佛菩萨像一尊，每尊佛像右下角书藏文、左下角书满文书佛菩萨名号，又在两尊佛像的框边由右至左以汉、蒙、藏、满四体文字用直书方式恭题该函（夹）第一部经名及经叶数。内下层经板的板面绘四至五尊护法神图像，每尊像的右下角以藏文、左下角以满文直书该佛名号，右框边以汉文、左框边以满文恭题该函（夹）的第一部经名。整函经叶全部依顺序码放整齐，经叶的四周呈现出八吉祥图案，两端一拼成喷焰摩尼图，一拼成火焰图，火焰图中又拼成该函第一部经名字样，这样不但美丽整齐，而且利于经叶码放，经叶一旦码放错乱或丢失，四周图案即错乱，利于发现及保管。外层上护经板长77.5厘米，宽27.5厘米，高3.7厘米，底平，上为弧形，为木质红漆描金制成。版面凸起，四框正中由左至右以泥金绘出胜利幢、金鱼、宝瓶、妙莲、右旋海螺、磐肠、宝伞、金轮八吉祥图案。为便于搬运及收藏保护，内层经叶、经板要用丝质黄色的经衣包囊起来，再用外层经板上下保护，并用长约25米的经带把整部经函捆扎起来，外面再用1.5米见方的绸面黄色丝棉经被包囊，用黄色笺条粘于包囊外，注明该函卷数，就成为一部完整的经函（夹）。[155]

满文《大藏经》的装帧极为精美，无论构图绘画还是诸像造型，均庄重富丽、生动活泼，十分鲜明地凸显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特质。据统计，仅在经夹板上所绘神佛像就达七百多尊，无疑为清代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之瑰宝。

满文《大藏经》刻印完毕后，刻版存于清字经馆中。嘉庆四年（1799），刻版又移存于紫禁城午门楼上。当时满文《大藏经》仅印行12部，分别供奉在西藏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北京宗镜大昭之庙、香山宝谛寺、故宫英华殿、雍和宫，承德殊像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盛京法轮寺，多伦诺尔汇宗寺，五台山镇海寺。

（三）其他译经文献

清代“康乾盛世”，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在先后刊刻印行藏文、汉文、蒙古文和满文《大藏经》的同时，还曾编纂多语种词典和辞书，并在各文种之间互译重要佛经。《蒙古佛教史》记载：

由章嘉活佛编订了《正字法——学者之源》一书，书中有前言，翻译佛经之规则，以及般若、中观、阿毗达磨集论、阿毗达磨俱舍论、戒律、教派、密法、因明学、声明学、工巧明、医方明、古今文字等章，对各种词语均以藏蒙两种文字对照，这以前未曾有过的新创翻译工具书，仅此一项功德，就使蒙古众生永远难以计量。这样，与以前西藏菩萨王臣们在世时，诸位译师班智达将佛经从印度文译成藏文的办法相同，厘订了译语，然后由章嘉活佛与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为主，其他许多精通佛典的高僧大德以及精通两种语文的译师参加，从阴铁鸡年（1741）十月十五日开始翻译，至阴水狗年（1742）十一月十五日全部完成，进呈皇上审阅。乾隆皇帝大喜，大加赞扬，对参与翻译人员赐给了无数酬金和物品，并由皇帝的御库出资刻印，颁发给蒙古各个地方，成为佛法永不消亡的圣缘。[156]

第三世章嘉·若贝多杰国师精通梵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和汉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他除了主持翻译蒙古文和满文《大藏经》外，还编纂了不少大型工具书，如《蒙藏双解正字法》（sog bod shan sbyar dag yig mkhas pavi vbyung gnas）、《五体清文鉴》（汉文、满文、藏文、蒙古文和维吾尔文五体文种）等。这些工具书是从翻译佛经的具体实践中总结、酝酿和编辑出来的，它们不仅在当时的翻译工作中起到指导作用，而且对后世翻译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代诸位皇帝很重视与各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双向交流，相互学习，并取长补短，以期共同繁荣昌盛。这种多民族多文化共同发展的理念，在佛经翻译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乾隆皇帝在《御制楞严经序》中云：

三藏十二部皆出自天竺，流通震旦。其自西达东，为中途承接者，则实乌斯藏天竺，即所谓厄讷特克乌斯藏，即所谓图伯特也。故今所译之汉经，藏地无不有，而独无楞严。其故以藏地有所谓浪达尔玛罕者，毁灭佛教，焚毁经典，时是经已散失不全。其后虽高僧辈补苴编葺，以无本莫敢妄增。独补敦祖师曾授记是经当于后五百年，仍自中国译至藏地，此语乃章嘉呼图克图所诵梵典，炳炳可据。朕于几政之暇，每爱以国语翻译经书，如易书诗及四子书无不藏事，因思皇祖时曾以四体翻译心经，皇考时曾馒而行之，是楞严亦可从其义例也，咨之章嘉呼图克图国师，则如上所陈。且曰：心经本藏地所有，而楞严则藏地所无，若得由汉而译清，由清而译蒙古，由蒙古而译图伯特，则适合补敦祖师所授记也，虽无似也，而实不敢不勉焉。因命庄亲王董其事，集章嘉国师及傅鼐诸人悉心编校，逐卷进呈，朕必亲加详阅更正；有疑，则质之章嘉国师。益始事则乾隆壬申，而译成于癸未，庄亲王等请叙而行之。朕惟楞严者，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一落言诠，失之远矣，而况译其语，且复序其译哉。然思今之译，乃直译佛语，非若宋明诸僧义疏会解，晓晓辩论不已之为。譬诸饥者与之食，渴者与之饮，而非拣其烹调、引导其好嗜也，则或者不失能仁徵心辨见妙谛。俾观者不致五色之迷目，于以阐明象教，嘉惠后学，庶乎少合皇祖皇考宣扬心经之义例乎。

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157]

同时，为加强满文的实际应用，采取了不少措施。由于清廷重视用满文译经讲法，清代不少满人贵族在翻译佛经方面多有贡献。裕恩，号容斋居士，为满清贵族。他好读佛典，通达额纳特阿克、西洋、藏、蒙古、回及满、汉等文字，曾校读大藏，凡佛典有新旧数译者，或校归一是，或并存之。其校刊有新译《金刚经》一卷（从藏文本译出）行世。他又精通密宗布坛法仪及佛相方位，刻有《药师七佛供养仪轨经》一卷。[158]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皇帝又颁发谕旨，将盛京（今辽宁沈阳市）皇宫的正门——大清门以及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马木牌，俱著改用石碑，携刻清（满）、汉、蒙古、西番（藏）、回子（维吾尔）五体字，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清朝政府还官修了《五体清文鉴》和《西域同文志》两部汉、满、蒙、维、藏五体文字对照大型辞书。还组织一批藏、汉族高僧和佛教学者，对勘藏、汉文大藏经，根据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译成《满文大藏经》，并在前代基础上完成《蒙古文大藏经》的编译。[159]
简而言之，乾隆皇帝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立场，致力于保存和弘扬满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他在位期间曾编辑翻译了大量的满文书籍，如《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新旧清语汇书》、《御制五体清文鉴》、《五体字书》、《满蒙古文鉴》、《满蒙汉三和切音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等。这些书籍的编辑出版，为当时满族文化的发展，也为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刊刻和使用奠定了基础。鉴于佛教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对清帝国的影响，为争取控制西藏并收服蒙古各部，乾隆朝还修建了众多的寺庙，在部分寺庙中由满族人出家做喇嘛、任住持，颂满文佛经，从而加大了满文佛经的需要，促进了满文《大藏经》的译刻。[160]
三 藏外经典

藏外经典，是指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之外的藏传佛教重要经典文献。其数量远远超过大藏经，内容极为广博，涵盖了藏传佛教诸宗派的显密教理仪轨。藏传佛教各个宗派拥有大量的藏外经典，清代以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和萨迦派最具代表性。

（一）格鲁派藏外经典

格鲁派自创立以来，一直推崇宗喀巴（tsong kha pa）、嘉曹杰（rgyal tshab rje）和克珠杰（mkhas grub rje）三师徒所撰之经论，将其作为学僧遵循和修学的宗派教理仪轨。至清代格鲁派各大寺院又兴建印经院，除了大藏经外，还大量印制宗喀巴三师徒文集，使其普及面进一步扩大。凡格鲁派寺院皆收藏或供奉宗喀巴三师徒的不同版本的文集。

《宗喀巴全集》共十九函（卷），一百四十余部（篇），有拉萨、哲蚌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和德格等不同木刻版流行。其中显宗论著以《菩提道次第广论》（byang chub lam rim chen mo）、《菩提道次第略论》（byang chub lam rim bsdus pa）、《中论广释》（dbu ma vgrel chen）、《入中论释·密意胜明》（dbu ma la vjug pavi rnam bshad dgongs pa rab gsal）、《辨了义不了义论·善说心要》（drang ba dang nges pavi don rnam par phye bavi bstan bcos legs bshad snying po）、《现观庄严论广释·善说金鬘》（mngon par rtogs pavi rgyan vgrel ba dang bcas pavi rgya char bshad pa legs bshad gser phreng）、《〈根本中论〉释·正理大海》（dbu ma rtsa bavi tshig levur byas pa shes rab ces bya bavi rnam bshad rigs pavi rgya mtsho）、《菩萨戒品释》（byang chub sems dpavi tshul khrims kyi rnam bshad）、《律经本论笔记》（vdul ba mdo rtsa bavi zin bris）等为代表；密宗论著以《密宗道次第广论》（sngags rim chen mo）、《密续之王密集教授五次第明炬论》（rgyud kyi rgyal po dpal gsang ba vdus pavi man ngag rim pa lnga rab tu gsal bavi sgron me）、《一切续部之王吉祥密集本续广释品义摄论》（rgyud thams cad kyi rgyal po dpal gsang ba vdus pavi rtsa bavi rgyud rgya char bshad pavi bsdus don）、《密集根本释明灯》（dpal gsang ba vdus pavi rtsa bavi rgyud kyi vgrel ba sgron ma gsal ba）等为代表。

《嘉曹杰文集》以德格木刻版为准，共计八函，包括《中观宝鬘论要义》（dbu ma rin chen phreng bavi snying povi don gsal bar byed pa）、《入中论要义》（dbu ma la vjug pavi bsdus don）、《四百论释》（bzhi brgya pavi rnam bshad）、《现观庄严论释》（rnam bshad snying po rgyan bzhugs so）、《大乘宝性论释》（theg pa chen po rgyud bla mavi tivkka）、《善说对法海论心要》（legs par bshad pa chos mngon rgya mtshovi snying po bzhugs）、《入菩萨行论释》（byang chub sems dpavi spyod pa la vjug pavi rnam bshad）、《量经释》（tshad ma mdovi rnam bshad）、《释量论解说》（tshad ma rnam vgrel gy rnam bshad）、《量决定论大疏》（bstan bcos tsha d ma rnam nges kyi tivka chen dgongs pa rab gsal）、《吉祥密集妙吉祥金刚曼荼罗仪轨成就穗》（dpal gsang ba vdus pa vjam pavi rdo rjevi dkyil vkhor gyi cho ga dngos grub kyi snye ma zhes bya ba）、《吉祥密集难点笔记》（dpal gsang ba vdus pavi dkav gnad zin bris）、《密集上师传承祈祷经》（dpal gsang ba vdus pavi bla rgyud kyi gsol vdebs）、《时轮二次第道实践法》（dpal dus kyi vkhor lovi lam rim pa gnyis ji ltar nyams su len pavi tshul）、《时轮根本续修行品笔记》（dus vkhor rtsa bavi rgyud kyi sgrub thabs levu zin bris）等显密经论。

《克珠杰文集》共计十二函，包括《因明七论疏》（tshad ma sde vdun gyi rgyan yid kyi mun sel）、《释量论广释》（rgyas pavi bstan bcos tshad ma rnam vgrel gyi rgya cher bshad pa rigs pavi rgya mtsho）、《三律仪建立之要义》（sdom pa gsum gyi rnam par bzhag pa mdor bsdus）、《甚深空性明论》（zab mo stong pa nyid kyi de kho na nyid gsal bar byed pa）、《续部总论》（rgyud sdevi spyivi rnam gzhag）、《吉祥大威德金刚生起次第论》（dpal rdo rje vjigs byed chen povi bskyed rim gyi rnam gzhag gsal bavi gtsug rgyan）、《金刚大威德十三尊生起次第疏》（dpal rdo rje vjigs byed lha bcu gsum mavi bskyed rim rnam par bshad pa）、《密续王密集生起次第论》（rgyud kyi rgyal po dpal gsang ba vdus pavi skyed rim dngos grub rgya mtsho）、《密集圆满次第笔记》（dpal gsang ba vdus pavi rdzogs rim gyi zin bris）、《密集妙吉祥金刚十九尊修行》（gsang vdus vjam dpal rdo rje bcu dguvi sgrubs thabs）、《密集曼荼罗仪轨》（gsang ba vdus pavi dkyil vkhor gyi cho ga）、《吉样密集修法仪轨口诵》（dpal gsang ba vdus pavi sgrubs thabs cho gavi ngag vdon）、《吉祥密集息怒烧施法》（dpal gsang ba vdus pavi zhi bavi sbyin sreg）、《胜乐金刚铃传规身曼荼罗生起次第》（bde mchog dril bu lus dkyil gyi bskyed rim）、《喜金刚九尊曼荼罗仪轨》（dpal kyee rdo rje lha dguvi dkyil vkhor gyi cho ga）、《喜金刚随祷仪轨》（kyee rdo rjevi zur vdebs kyi cho ga）、《喜金刚鬘誓愿》（dpal kyee rdo rjevi mchod vphreng gi dam bcav）、《吉祥时轮经大疏》（dpal dus kyi vkhor lovi vgrel chen）、《时轮经大疏智能品解说》（dus vkhor tivaka chen las ye shes levuvi tivakka）、《时轮曼陀罗仪轨阐释》、（dus kyi vkhor lovi dkyil vkhor gyi cho gavi vgrel bshad）、《时轮无垢光疏广释世间品释》（dpal dus kyi vkhor lovi vgrel chen dri med vod kyi rgya cher bshad pa）、《时轮无垢光疏修行品释》（dus vkhor tivaka chen las sgrub thabs levu）、《时轮曼荼罗诸本尊供养仪轨》（dus kyi vkhor lovi dkyil vkhor gyi lha tshogs la mchod pavi cho ga）、《时轮身语意曼荼罗绘线法》（dus kyi vkhor lovi sku gsung thugs kyi dkyil vkhor gyi thig rtsa）、《吉祥二品续解说》（dpal brtag pa gnyis pavi rnam par bshad pa）、《时轮六支瑜伽根本偈》（dus vkhor sbyor drug gi rtsa tshig）、《时轮六支瑜伽教授导引》（dus vkhor sbyor drug gi gdam ngag khrid yig）等显密经论。

格鲁派高僧大德所撰之各类论著，亦是该派教理的辅助性教程。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入中论释》（dbu ma vjug pavi rnam bshad）、《释量论疏》（rnam vgrel gyi rnam bshad）、《毗奈耶要义》（dam pavi chos vdul ba mthav dag gi snying povi don legs par bshad pa）、《别解脱戒经注疏》（so thar gyi mdovi rnam bshad）、《俱舍论释》（mdzod tivakka thar lam gsal vbyed）、《入中论要义明镜》（dbu ma vjug pavi bstan bcos kyi dgongs pa rab tu gsal bavi me long）、《白度母不共随许法》（sgrol dkar gyi thun mong ma yin pavi rjes gnang）、《绿度母修心法》（sgrol ljang gi sgrub thabs）、《密集仪轨略论》（gsang vdus cho ga bsdus pa）、《朵玛仪轨明义》（legs ldan nag povi gtor chog）、《大乘修心教授》（theg chen blo sbyong gi gdams pa）和《时轮生圆二次第笔记》（dpal dus kyi vkhor lovi rim gnyis kyi zin bris）等；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的《辨了义不了义论释难》（drang nges dkav vgrel）、《教派总论》（grub mthav rgya mtsho）、《佛名号经注释》（mtshan brjod kyi rgya cher bshad pa）等，在佛学领域颇有建树，受到广大学僧的青睐。

特别是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显密经论，被格鲁派学僧推崇为本宗派的教理圣典，形成专门教授此类经论的师徒传承，如无师徒相承，不可随意宣讲或误传。

（二）宁玛派藏外经典

宁玛派的藏外经典，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但多系密宗经典。其数量之多，在藏传佛教诸宗派中居首位，主要以《旧续十万怛特罗》（rnying ma rgyud vbum）和《大宝伏藏》（rin chen gter mdzod）两大传世经典集成为代表；同时，选取该派高僧大德在甚深净相传承中获得的经典珍宝。

宁玛派搜集、积累和编纂藏外典籍，主要有三大来源或三大类别。第一类是远传经典系从前弘期继承下来的经典，以《旧续十万怛特罗》为代表，又称旧密续部；第二类是近传伏藏系在后弘期发掘出来的经典，以《大宝伏藏》为代表，又称《大宝藏》；第三类是甚深净相传承中产生的经典，以《宁提》、《持明修寿》和《净相二十五印》等为代表。

第一类经典中的《旧续十万怛特罗》，共有43函（帙），它是宁玛派的根本教法，在宁玛派的教法典籍中不可或缺。《旧续十万怛特罗》源于公元8世纪的《集经》、《幻变经》和《心品》三部旧密续，嗣法者传习不断，至12世纪汇编成册，以手抄本形式流通。清代后期产生木刻版，流布范围推广，影响区域扩大。德格第十六代土司萨旺·德噶桑布（sa dbang bde dgav bzang po，1778—1850）去世后，由其夫人茨旺拉姆（tshe dbang lha mo）代理土司执政，在此期间，她资助和聘请高僧编纂刻印以宁玛派为主的各宗派重要典籍。由八邦寺高僧贡珠·云丹嘉措（kong sprul yon tan rgya mtsho，1813—1890）主持，广泛搜集宁玛派各大寺院藏书《旧续十万怛特罗》之不同手抄本，重新对勘编纂成册，在德格印经院刻制木刻版印行，共26函（部）414种（类）。包括《大圆满菩提心遍作王》、《金刚庄严续教密意集》、《一切如来大密藏猛电轮续》、《一切如来遍集明经瑜伽成就续》、《胜密藏决定》、《释续幻网密镜》、《决定秘密真实性》、《圣方便罥索莲花鬘》、《幻网天女续》、《秘密藏续》、《文殊轮》、《秘密续》、《后续》、《胜马游戏续》、《大悲游戏续》、《甘露》、《空行母焰燃续》、《猛咒集金刚根本续》、《世间供赞修行根本续》等重要密法经典。

第二类经典中的《大宝伏藏》共有62函（帙），它是宁玛派的核心教法，在宁玛派的教法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大宝伏藏》乃宁玛派“伏藏”法之大集成。初以手抄本流传，后于清末产生木刻版，广泛流通，普及面进一步扩大。同治六年（1867），贡珠·云丹嘉措始将百余名掘藏大师所获之伏藏经典汇编成册；光绪二年（1876），在八邦寺问世了《大宝伏藏》木刻第一版，共62函（帙），多系密宗经论，遂宁玛派寺院及高僧纷纷购置供奉，成为宁玛派重要藏外经典；宣统元年（1909），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十五世噶玛巴活佛·喀觉多杰始校勘并撰写了《〈大宝伏藏〉总目录》，并在德格印经院刻印第二版《大宝伏藏》。

第三类经典中的《宁提》等卷数不定，它是宁玛派的奇特教法，在宁玛派的教法典籍中成为稀有珍贵的教法。因此，宁玛派高僧大德在修习教法时将其作为重要参考或指引的法宝。

此外，德格印经院隆重推出《隆钦·饶绛巴全集》木刻版，包括《宁提雅悉》（snying thig ya bzhi）、《隆钦七藏》（klong chen mdzod bdun），以及《大乘诀论如意宝库注疏》、《如意库义授金刚心》、《法界库注疏》、《续部王幻变根本续》、《大圆满心性菩萨道》、《大圆满心性息》、《大乘师》、《大圆满摩诃摩衍息》、《大乘正确法》、《密义妙音》、《格言海》等重要经论。

其中《宁提雅悉》包括《喀卓宁提》（mkhav vgro snying tig）、《布玛宁提》（bi ma snying thig）、《喇嘛洋提》（bla ma yang tig）和《赛摩洋提》（zab mo yang tig）四部伏藏根本经典，是宁玛派学僧主要修习的深奥密宗教理。《隆钦七藏》为隆钦·饶绛巴撰述之经论，由《胜乘藏》（theg mchog mdzod）、《实相藏》（gnas lugs mdzod）、《要门藏》（man ngag mdzod）、《宗派藏》（grubmthav mdzod）、《如意藏》（yid bzhin mdzod）、《句义藏》（tshig don mdzod）、《法界藏》（chos dbyangs mdzod）七部经论构成，被后世宁玛派学僧奉为本宗圣典，成为僧众必修的教程。

清末宁玛派名僧辈出，他们以著书立说为伴一生，遂产生诸多传世之作。著名佛学家咱班珠·晋美却吉旺波（rdza dpal sprul vjigs med chos kyi dbang po，1808—1887）所撰《普贤上师言教》（kun bzang bla mavi zhal lung）一书，被宁玛派学僧推举为至宝经典著作，成为该派普及面最广的教理名著。此外，德格印经院推出宁玛派后起之秀居弥庞·绛央南杰嘉措（vju mi pham rnam rgyal rgya mtsho，1846—1912）的全集木刻版，共32函（部），内容广泛，涉及佛学、因明、医药、历算和文艺等，成为清末宁玛派僧人倾心推崇的时尚藏学百科全书，各寺院及高僧争相购置收藏，影响渐盛，甚至波及藏传佛教其他宗派及其学僧。

（三）噶举派藏外经典

噶举派的教理以达布拉杰（dwags po lha rje，1079—1153）的经典论著为主导，他作为该宗派的祖师之一，后世嗣法弟子整理其全集，共5函（部）：《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lam rim thar rgyan）、《胜道宝鬘论》（lam mchog rin po chevi phreng ba）、《大手印教授论》（phyag rgya chen povi man ngag）和《会传广论》（tshogs chos chen mo）等。其中《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成为噶举派四大支、八小支系共同推崇的教理圣典，可与格鲁派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相媲美。该名著主要讲述了噶举派的教法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同时，阐释了噶当派菩提道次第论与密拉日巴大手印密法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教理体系，尤其明确了修学佛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途径。因此，《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在噶举派教法仪轨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

此外，噶举派提倡对《那若六法》（na ro chos drug）专门修学。《那若六法》包括《拙火》、《幻身》、《光明》、《梦境》、《迁识》和《中阴》六部，它作为密宗圆满次第之经典，其理论依据均源于《密集金刚续》、《胜乐金刚续》、《喜金刚续》、《时轮金刚续》、《金刚空行母续》和《怖畏金刚续》等根本密续。

清同治三年（1864），贡珠·云丹嘉措编写完成其鸿篇巨制《诸乘总摄经教大宝藏三学善说论》（theg pavi sgo kun las btus pa gsung rab rin po chevi mdzod bslab pa gsum legs par ston pavi bstan bcos shes bya kun khyab），简称《知识总汇》（shes bya kun khyab），并在八邦寺印制木刻版问世。其结构体系分十品：一是所化刹土情器世间立因品；二是能化大师云何兴化品；三是圣教正法建立品；四是契经、真言、明处弘传源流品；五是增上戒三律仪广辨品；六是明处乘等听闻品；七是思维发起增上慧品；八是观修成就增上定理趣品；九是证受地、道行趣品；十是究竟解脱果位品。该书详细阐述佛教小乘、大乘和金则乘三乘教理，以及藏传佛教各派在闻、思、修、果方面的观见和修习仪轨；同时，对梵藏语言文字（声明），逻辑推理和认识论（因明），工艺美术（工巧明），身心养育、延年益寿和治疗疾病（医方明），以及修辞、辞藻学、声律学、歌舞、天文历算（五小明）作了系统论述，成为藏传佛教高僧在十明学领域取得的最高研究成果，其影响极为深远。

此外，贡珠·云丹嘉措汇编的三部密续经论，即《教诫藏》（gdams ngag rin po chevi mdzod）、《口传密咒藏》（bkav brgyud sngags mdzod）和《不共秘密藏》（thun mong ma yin pvi sngags mdzod），亦是噶举派的主要藏外经典。其中《教诫藏》汇集了藏区大小各派修行传承之灌顶、教诫、窍诀等精义，以及本尊坛城、气脉明点等方便法门；《口传密咒藏》汇集了新派所传之胜乐金刚、喜金刚，密集等无上续部的灌顶、教诫、坛城以及旧派的金刚橛等密法类；《不共秘密藏》由贡珠·云丹嘉措本人发掘《三根本密意集》、《秘密心要父教母教》等伏藏汇编而成。

（四）萨迦派藏外经典

萨迦派的藏外经典，主要以《萨迦五祖全集》（sa skya gong ma rnam lngvi gsung vbum）、《道果宝训》（lam vbras gsung ngag rin po che）及密宗金法类构成。清雍正十二年（1734），德格印经院完成浩繁的《甘珠尔》刻版工程，随之刻印《萨迦五祖全集》，至乾隆元年（1736）告竣，共15函（部），包括萨迦第一祖·贡噶宁布的《喜金刚本续释难》、《喜金刚二品释义》、《金刚帐续录》、《喜金刚本续二品释难》、《胜乐本续注疏》，萨迦第二祖·索南孜摩的《入菩萨行释论》、《入法门论》、《金刚座六法》、《密续总建立论》、《喜金刚本续二品解说》、《喜金刚修法注释》、《喜金刚曼陀罗弟子成熟灌顶仪轨》、《胜乐轮供养法》，萨迦第三祖·札巴坚赞的《大乘阿毗达磨摄义法相论》、《菩萨戒律二十颂解说》、《密续现观论》、《喜金刚续二品解说》、《度母修法及赞颂》、《金刚橛现观论》、《金刚橛修法》、《毗卢遮那仪轨》，萨迦第四祖·贡噶坚赞的《量理宝藏论》、《三律仪论》、《格言宝藏论》、《教理善说论》、《智者入门论》、《声明入门论》、《中观发心仪轨》、《甚深道上师瑜伽法》、《致雪域诸瑜伽行者教诫》，萨迦第五祖·八思巴的《彰所知论》、《菩提道心要》、《道果传承仪轨》、《密续现观略论》、《喜金刚现证法》、《喜金刚曼陀罗仪轨》、《时轮曼陀罗现观法》、《吉祥胜乐供养仪轨》、《胜乐修法次第明解》、《度母十七尊曼陀罗修法》、《吉祥密集不动金刚曼陀罗仪轨》、《无量寿修法》、《密续目录》、《菩提道心要》、《居士、沙弥及比丘必修仪轨》、《金刚帐怙主及眷属随许法》等重要显密经论。

道果法（lam vbras）作为萨迦派独有之不共密法，其传承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印度大成就者布瓦巴（bir wa pa），此法脉辗转传入藏区后，为萨迦派祖师所继承，并得以弘扬，最终成为该派不共殊胜之法门。至清代伴随木刻版的兴起，道果法的流布范围进一步拓展。萨迦派高僧绛央·钦泽旺波（1820—1892）在德格宗萨寺编纂道果法集成丛书，名《道果宝训》（lam vbras gsung ngag rin po che），又称《甚深法道果宝藏》，并在德格印经院刻制木刻版发行，共25函（部），包括《道果法传承师传记》、《密续王吉祥喜金刚广释》、《道果宝训讲义明灯》、《道果教诫宝藏》、《道果法灌顶仪轨》、《道果法问答录》及道果法释义《黄本》、《红本》、《黑本》、《蓝本》等显密经论，其内涵丰富，自成体系，成为该派寺僧或学僧自始至终坚持研习和修持的重要教程。

据佛教史家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讲，吉祥萨迦派所传显密之法，多至不可计数，仅密法四续之灌顶、要门教授、实修事相等，就难以尽数。其中十三种金法（gser chos bcu gsum），即三类《空行法》（mkhav spyod skor gsum）、三类《大红法》（dmar chen skor gsum）、三类《小红法》（dmar chung skor gsum）以及《无死金刚天女法》（vchi med rdo rje lha mo）、《红财神法》（dzam dmar）、《狮面母法》（seng gdong ma）和《黑文殊法》（vjam dpal nag po），是萨迦派不许外出寺门教授的耳传甚深密法。加之《狮子吼法》（seng ge sgra），又有十四种金法之说。此外，《金刚鬘灌顶》（rdo rje phreng ba）、《密集法》（gsang vdus vphags lugs dang ye shes zhabs lugs）、《时轮法》（vdus vkhor）、《喜金刚法》（kyee rdor）、《胜乐金刚法》（bde mchog）、《金刚橛法》（phur pa）等，均为本宗特色传承密法，相沿不断。[161]
四 史籍僧传

清代藏传佛教各宗派高僧活佛倾心于著书立说，内容博涉佛学、哲学、伦理、道德、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考古、天文、历算、医学、建筑、舞蹈、音乐、饮食等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领域，总量不可计数，其中不乏名著大作，对当时藏蒙社会产生了深广影响。其中史籍和僧传在藏传佛教典籍中占很大比重，各宗派高僧或学僧都有撰述佛教历史包括宗派史的学术传统，且相沿不衰，故史籍类著作极其庞杂而繁多。同时，各派嗣法弟子又有为上师及前辈大德立传的传承惯例，因而其数量亦相当可观。

（一）史籍类

清代藏传佛教史籍类著作大量问世，其中不乏名著大作。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嘉措（ngag dbang rgya mtsho，1617—1682）所著《西藏王臣记》（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vi glu dbyang）是一部富有珍贵资料的历史专著，同时又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它以文学手法叙述了藏族有史以来直至清代的西藏历代王统及有关历史事件。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司·桑杰嘉措（sde srid sangs rgyas rgya mtsho，1653—1705）所著《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dgav ldan chos vbyung beetvury ser po）问世，分前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又分为三十章。该书纵向阐述了格鲁派的历史沿革、高僧生平等；横向描述了格鲁派在各个地区的分布情况、僧尼人数等；同时，详细介绍了格鲁派各大寺院的组织机构、宗教仪轨、建筑风格、经济状况等，为后人研究格鲁派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清乾隆十三年（1748），安多（青海）郭隆寺第三世松巴活佛·益西班觉（sum pa ye shes dpal vbyor，1704—1788）所著《如意宝树史》（chos vbyung dpag bsam ljon bsang）问世。该书系统叙述了佛教源远流长的发展演进历史，包括佛教在印度、汉地、藏区和蒙古四大地区流传的情形，重点介绍了佛教在藏、蒙地区传播及兴盛之因缘条件。其特点在于内容丰富，并汇集大量史料，矫正前人著作中出现的年代等诸多谬误之处，对研究印度佛教史、藏传佛教史、汉传佛教史和蒙古政教史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在海内外享有名著之誉，被译为多种文字，颇受学术界重视。

乾隆中期，蒙古族佛学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贡布嘉（mgon po skyabs，在汉文中又写为工布查布，其生卒年不详）所著《汉区佛教源流记》（rgya nag chos vbyung），是一部专门论述汉地佛教历史的藏文名著，其内容建构在五个方面：前言、第一章（略说汉地人文地理及历史）、第二章（讲述何时产生何等佛教人士）、第三章（描述渐次传播佛教经典情景）和结语。作者精通藏、汉、蒙、满四种文字，长期在理藩院供职，担任过“西番学总管”等官职，其学术成果主要有《汉区佛教源流》（藏文撰述）、《造像度量经》（藏译汉）以及《蒙藏合璧大辞典》、《天文历法》、《金刚寿陀罗尼经》、《无二尊胜经》等。

清嘉庆六年（1801），郭隆寺第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thuvu b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1737—1802）所撰《一切宗派渊源及教理善说晶鉴》（grub mthav thams cad kyi vbyung khungs dang vdod tshul ston pa legs bshad shel gyi me lung），简称《土观宗派源流》（thuvu bkwan grub mthav）问世。全书分五品：第一品，简要陈述印度各种宗教哲学派别及佛教各派的演进历史及思想学说；第二品，主要考述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以及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希解派、萨迦派、觉囊派、格鲁派和苯波教等各派历史，尤其对各派教理、仪轨和学说等作了深度阐述；第三品，简略描述汉地儒释道等各种宗教、哲学派别之源流及思想；第四品，叙述佛教弘传于西域、蒙古等地的情形；第五品，作为论著结尾，讲述了编著此书的主客观条件及宗旨等前因后果。

清同治四年（1865），格鲁派高僧扎贡巴·官却丹巴热杰（brag dgon pa dkon mchog bstan pa rab rgyas，1801—？）撰写了《安多政教史》，原名《多麦教法史》（mdo smad chos vbyung）。这是一部鸿篇巨制，分三编十八章，作者历时33年，搜集资料、实地考证和构思写作，终究圆满完成。作者在利用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的基础上，对安多藏族地区包括甘肃陇南白龙江流域之武都、文县、迭部、舟曲等处，以及洮河流域的卓尼、临潭、岷县、临洮、和政、康乐、碌曲等处，大夏河流域之临夏、永靖、夏河、合作等处，河西走廊以及四川的松潘、阿坝、大小金川等处，青海之黄河、湟水、隆务、大通诸河流域各处藏传佛教大小寺院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各地政教合一实体的形成与兼并，中央政府与地方各政体的关系，著名人物的成长与重点部落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均作了详尽的记述。同时，对各大寺院内设立的扎仓（学院）、教学制度、课程设计、班级学位、僧人数目、法会仪轨，以及活佛府邸、寺院经济、谿卡庄园等作了明晰的介绍。

同治十二年（1873），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郭若扎西（gu ru bkra shes）所著《郭札佛教史》（gu bkrvi chos vbyung）问世。全书分八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佛祖的诞生及传法、佛教在印度及藏区的弘传、新旧密宗的产生、伏藏的发掘及伏藏师的生平等情况；对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教法源流、法嗣传承、主要寺院和宗教仪轨等作了重点叙述；同时，对大小五明学的内涵及发展作了概述。这是一部研究佛教史尤其宁玛派教法史的重要藏文典籍。

清光绪十七年（1891），由格鲁派高僧晋美仁贝多杰（vjigs med rig pavi rdo rje）所撰《蒙古佛教源流》（hor gyi chos vbyung bzhugs so）问世，分前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为八章。该书依据汉文、藏文、蒙古文等多种文字史料，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和发展的情形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同时有选择地介绍了藏传佛教史上产生的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包括八思巴、宗喀巴、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僧活佛，为后人研究清代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以及藏满蒙等多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史料。

（二）僧传类

清代藏传佛教高僧辈出，各类传记空前繁荣，大量印制问世，其数量之多，数不胜数。僧传中有自传和他人所撰之两种体裁。自传体以《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自传》、《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自传》、《夏嘎巴·措周仁卓自传》、《贡珠·云丹嘉措自传》等为代表，其数量相对较少，但其内容详细入微，语言朴实生动。

他人所撰之高僧活佛传记，数量繁多，不胜枚举，尤以活佛世系传记为最多。在此仅选清代问世的代表性传记作介绍：班钦·索南札巴著《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传》（dge vdun rgya mtsho rnam thar），第五世达赖喇嘛著《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传》（bsod nams rgya mtsho rnam thar）和《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传》（yon tan vgya mtsho rnam thar），第司·桑杰嘉措著《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传》（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 rnam thar），章嘉·若贝多杰著《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传》（skal bzang rgya mtsho rnam thar），第穆呼图克图·洛桑土丹晋美嘉措著《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传》（vjam dpal rgya mtsho rnam thar）。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著《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传》，贡却·晋美旺布著《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西传》，吉色·洛桑晋巴著《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尼玛传》，永增·丹增旺杰著《第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旺秋传》，第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著《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图丹确吉尼玛传》，色麦堪布·札巴克珠著《历代甘丹赤巴传》（dgav ldan khri pavi rnam thar），土观·却吉尼玛著《章嘉·若贝多杰传》（lcang skya rol pavi rdo rje rnam thar），多仁·丹增班觉著《多仁班智达传》，第二世阿芒班智达·贡却坚赞著《第三世贡唐·官却丹贝卓美传》（gung thang dkon mchog bstan pavi sgron me rnam thar），第三世贡唐·官却丹贝卓美著《第二世嘉木样·贡却晋美旺布传》（vjam dbyangs bzhad pa vjigs med dbang povi rnam thar）和《第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传》（thuvu bkwan chos kyi nyi mavi rnam thar），第二世嘉木样·贡却晋美旺布著《第一世嘉木样·阿旺尊智传》，堪布·阿旺图丹嘉措著《第三世嘉木样·洛桑晋美嘉措传》，贡珠·云丹嘉措著《绛央钦泽旺布传》（vjam dbyangs mkhyen brtse dbangpovi rnam thar）等，这些均为清代问世的代表性高僧传记。

第九节 教理学说

藏传佛教在教理学说方面，有一整套体系化的教理和十分严谨且有规则的学说传统。特别是各个宗派不但有自己的教理建构和学说立场，而且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使得藏传佛教在佛学研究领域长期呈现繁荣景象。有清一代也不例外，各个宗派学者型高僧辈出，他们潜心研究，著书立说，佛学成果累累，特别在宗义学、密续学和因明学等领域多有学术贡献。

一 宗义学

宗义学（grub mthav smra ba），是一门藏传佛教学术科目，又是一种佛教思想学说。它是伴随藏传佛教的繁荣昌盛而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从整体上对印度佛教四大宗派（有部、经部、唯识宗和中观派）为主的佛学思想所作的系统阐述。

清代藏传佛教宗义学渐盛，尤为格鲁派高僧活佛专门研究，著书立说，推演宗义学发展，使其成为佛学领域一门显学。代表作有嘉木样·阿旺尊智的《宗义广论》（grub mthav chen mo）、章嘉·若贝多杰的《章嘉宗义学》（lcang skya grub mthav）和嘉木样·贡却晋美旺布的《宗义宝鬘论》（grub mthav rin chen vphring ba）。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一世嘉木样·阿旺尊智（1648—1721）所撰《宗义广论》问世，将藏传佛教宗义学研究进一步拓新和深化。全书分十三品：第一品，宗义概论；第二品，批驳断见；第三品，驳数论等派常见；第四品，驳梵天等派常见；第五品，驳遍入天等派常见；第六品，驳自在天等派常见；第七品，驳裸形派常见；第八品，建立有部观见；第九品，建立经部观见；第十品，建立唯识宗观见；第十一品，建立中观自续派观见；第十二品，建立中观应成派观见；第十三品，解答果位金刚乘之疑难问题。其内容广博，在批判古印度数论派等外道各派学说观见的前提下，主要梳理和阐述了佛教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和金刚乘等大、小乘宗派思想。

清乾隆十二年（1747）始，章嘉·若贝多杰（1717—1786）撰写《章嘉宗义学》，该书一问世，就在藏传佛教界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是对推动宗义学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被后辈学者评价为藏传佛教宗义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最高学术成就。其内容结构丰富而严谨：首先，从批判的角度揭示古印度数论派、梵天派、遍入天派、伺察派、自在天派、胜论派、正理派等外道学说之谬误；其次，站在佛教的立场分述说一切有部、经部、唯识宗和中观派之思想观见，以因、道、果之逻辑关系为理论切入点，并广泛引用龙树、无著、世亲、圣天、陈那、法称及宗喀巴之经论，论证佛教四大宗派义理之连贯性和差异性，重点阐述中观自续派和中观应成派之佛学思想。

乾隆三十八年（1773），第二世嘉木样·贡却晋美旺布（1728—1791）在第一世嘉木样·阿旺尊智的《宗义广论》的基础上，又编撰完成了《宗义宝鬘论》一书。该论著内容简明扼要，故称其为“宗义略论”，或“佛教四宗概论”，说明这部论著具有宗义学的提纲挈领之性质。此书从比较的视角阐述外宗（道）之见地与内宗（佛教）之义理，并界定两者之本质区别，认为至心皈依佛、法、僧三宝者，名为“内宗”（nang pa），至心皈依世间天神者，则是“外宗”（phi rol pa）；尤其重点论述佛教四宗之教理思想，既综述说一切有部、经部、唯识宗和中观派之佛学观见，又分述中观自续派和中观应成派之深奥哲学要义。

二 密续学

密续学，是专门研读密宗的学问。而密宗（gsang sngags）是佛教主要宗系之一，在其发展演进史上又形成几个支系的传承，如“唐密”、“东密”和“藏密”等传承，且在不同区域内流传至今。正如徐梵澄所说：“佛教密宗，在唐末宋初，在吾华颇盛。其流入日本者，谓之‘东密’；其入西藏者，通称‘藏密’。而西藏亦多自印度直接传入者，故至今犹存。”[162]从佛教三大语系来看，密宗主要在藏语系和汉语系佛教即北传大乘佛教派系中流传。

（一）密宗概念释疑

在藏语系和汉语系两大语系中对“密宗”有许多别称，如汉文佛教文献中常出现“密续”、“密乘”、“秘密乘”、“密咒乘”、“真言乘”等称谓，且有不少权威学者对其作专门阐释，在此可举一例：“此宗特色，在念诵咒语，即所谓‘真言’。”[163]尤其是密宗在藏传佛教中得到重视，被赋予深奥义理，成为佛教中之精华，被冠以“金刚乘”（rdo rje thegs pa）、“果乘”（vbras buvi thegs pa）等尊称，居于至尊地位。

对于“密宗”命名如此之多的别称或尊称，藏传佛教高僧曾经作过较详细的阐释。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pan chen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1567—1662）作为一代格鲁派密宗大师，曾对“金刚乘”（rdo rje thegs pa）这一概念作了解释，他认为“密宗之所以称为‘金刚乘’有其深奥的道理。首先，大乘义理无所不全地归纳于六波罗蜜多；其次，六波罗蜜多又浓缩在方便与智能之中；最后，方便与智能合而为一者，乃是菩提心。而菩提心为金刚萨埵之甚深禅定，即金刚也。故‘密宗’称‘金刚乘’”。[164]
至于“果乘”（vbras buvi thegs pa）概念之阐释，更富于理论性和逻辑性。噶举派高僧布顿·仁钦珠（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曾讲道：“佛教虽有三乘，但以‘经藏’（sde snod）分类为二，即小乘大藏经和大乘大藏经。而大乘大藏经又包含了‘因乘’（法相宗）与‘果乘’（密宗）经论。”[165]也就是说，大乘显宗教理被列入“因乘”（rgyu yi thegs pa）范畴，以作为密宗修学之理论基础，只有进入“果乘”实修阶段方为“即身成佛”之最高大法。不难看出，因乘与果乘之建立，既理顺了显宗与密宗之关系，又构筑了藏传佛教之修学体系，即先学因乘（法相宗）教理，后修果乘（密宗）实践，终究获得觉悟或成就佛果。

可以认为，密宗（gsang sngags）这一概念是相对于显宗（mdo phyogs）提出来的，其含义在于显宗为佛教共法，而密宗为不共之法。所以，藏传佛教以造众多别称或尊称来凸显密宗所具有的殊胜之特质。

（二）新旧密法之界定

从密宗发展史的角度看，藏传佛教中产生旧密和新密两大传承。至于新旧密法之界定，清代格鲁派高僧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曾指出：“在显教方面，无新、旧之分，新、旧二派之说，乃是纯粹以密教宏传情形来划分的。对于这个新、旧划分，其说法颇不一致，最普遍的说法，是指以班智达弥底来藏以前所译续部，称为旧派密续；仁钦桑布译师始所译续部，则名为新派密续。”[166]有认为班智达弥底进藏（10世纪末）前所译密续经典均属“旧密”范畴；大译师仁钦桑布肇始所译密续经典皆归“新密”范围。而从藏传佛教宗派的角度去界定，唯有宁玛派承载着旧密传统，其余诸宗派均属于新密传承。也就是说，宁玛派所推崇或实践的密法可认定为肇始于公元8世纪的旧密传承，而格鲁派、噶举派、萨迦派和觉囊派等宗派推崇、传承和实践的密法均属起始于10世纪末的新密体系。

后来萨迦派高僧绛央·钦泽旺波（1820—1892）对以上新、旧密续界定又作了补充性说明：所谓的旧译密法，在显宗中没有新旧之分，甚至在下三续中亦没有新旧之分，主要是在金刚乘无上续中出现，即从班智达弥底进藏前所译内三续及其分支等密典，为旧译密法，号称“旧密”。[167]而“下三续”（事续、行续和瑜伽续）不存在新旧之分；仅在无上瑜伽续领域方成立新旧密续之界定。

（三）密宗教主之辨析

藏传佛教新密和旧密两系在追溯密宗的历史渊源上，既有诸多共同的观点，又有较小的分歧。宁玛派高僧隆钦·饶绛巴在其《胜乘藏》（theg mchog mdzod）中对密宗传播途径作过考述：

在何时何地如何产生续部呢？是由教祖三身合一而传播。其情形是：以法身加持本义而宣示，以报身明净自性而传授，以化身修辞言语并现实相而讲说。续部产生地有三：第一地，为法身佛地。在法界大宫殿，教祖普贤法身佛向智能海眷属或徒众，以无时间概念、无言语文字而宣示大圆满自性法。第二地，为报身佛地。在密严刹土（色界十七天的最上层报身佛土名），教祖报身大日如来佛向五佛、虚空自在母等五佛母、地藏等菩萨、婀娜多姿等女菩萨，以及充满虚空之自显坛城等眷属或教徒，以六字之音或不言而喻之巧妙示现大乘佛法之无上类品，当时正处于智能自显的时代。第三地，为化身佛地。在兜率天（六欲天之一），教祖金刚总持显现金刚萨埵智能幻身，向出世之善缘者、诸菩萨、成就者、智能空行者，以及入世之神、龙、人、阿修罗、食香者（dri za）等无数眷属或徒众，讲授不可思议之显密教法，其时代始于无限寿命直至百岁寿命之间。[168]

由此可见，旧派即宁玛派在讲述密宗传承乃至整个佛法源流时，极力强调普贤法身的元始教祖地位。通过普贤法身佛宣示大圆满法来降低其他佛祖的身份地位，并结合三身说使报身和化身二佛始终处于第二位或附属地位，从而凸显法身佛的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

而新派即格鲁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宗派又对普贤法身说作出新的阐释，如宗喀巴大师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提出：“为利益化机众生而真实显现形体之佛不是法身，而是色身之两种。虽以解深密之智能修法身、以广大之方便修色身，但脱离方便之智能或隔阂智能之方便，均不能成就法身或色身二身。故方便与智能不可分离或缺一不可之观点，乃是大乘诸宗派之共同思想。”[169]同时，他对“色身”作了进一步阐述：“色身之本性乃圆满觉悟诸佛之圆满受用也，而化身之性相显现为化机有缘人而成为色形之主宰。”[170]显而易见，在所谓的“色身”中已包含了报身和化身。所以，宗喀巴大师的二身说，虽可等同于宁玛派的三身说，但其中只是强调了法身不可显现为实相的道理，却没有明确指出法身可表以神格化或拟人化的普贤。又如：“根据《现观庄严论》记载：逾越第九地之智能，则是何某住何地？此乃住菩萨之十地也，故第十地为佛地，而金刚总持住十一地。觉悟佛乃十地之自在者；大日如来为获得殊胜之道者；持金刚者是第十一地之自在者。”[171]这里虽然提到了金刚总持和大日如来等密宗教主，但是依然未提及在宁玛派无上内三乘中大力彰显的密宗大教祖普贤法身佛。然而，新密从佛性或法性的角度对普贤法身及其境界作了深入细微的解说，认为法身可细化为二十七种，大致能体现九种境界。如法身之法身、法身之报身、法身之化身，在法身之三身中虽有时空概念，但不可言表；虽有法性境界，但没有任何实相显现。在报身之法身、报身之报身、报身之化身中开始出现佛号或实相，如报身之法身为大日如来佛（rnam par snang mdzad），其性体裸露，内外透明，没有前后身之分；报身之报身为诸佛主，没有具体名号或实相描述；报身之化身为五方佛。在化身之法身、化身之报身、化身之化身中已有明确的诸佛出现，如化身之法身为吉祥金刚总持，化身之报身为吉祥金刚萨埵，化身之化身为释迦牟尼。[172]可以看出，在法身本性或本智中分化出来的诸佛中只出现两位法身佛，即报身之法身大日如来和化身之法身金刚总持，而未提及法身之法身普贤佛，可有他的佛位，从而明确了三位法身佛的同一体和差异性，如法身三佛在本质自性上是一致的，而在阶位境界上有所区别。

（四）密宗“四续”或“六续”之说

藏传佛教经论中称密宗文献为“续”（rgyud）或续部，而藏文“rgyud”（续）字，有相续、连续之意，与汉文“续”字含义相符。这一藏传密宗术语产生之时间，可上溯至公元8世纪。吐蕃时期编纂的大藏经目录《旁塘目录》（dkar chag vphang thang ma）中已出现“sngags kyi rgyud la”（密咒续）这一概念。[173]此外，同时期问世的《丹噶目录》（ldan dkar gyi dkar chag）中亦列有“密咒续”部，与《旁塘目录》基本相同，故彼此可印证公元8世纪确已出现“密续”这一概念。然而，藏传佛教前弘期即吐蕃时期尚未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密宗四续或六续等密宗理论和修学体系。

14世纪，布顿·仁钦珠（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在《丹噶目录》、《青浦目录》（mchims phuvi dkar chag）、《旁塘目录》、《纳塘丹珠尔目录》（snar thang gi bstan vgyur dkar chag）以及各大译师编撰的文献目录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了藏文大藏经目录。此次纂修的目录对以前大藏经目录既有删减又有增补。[174]主要将佛教三藏经论严格区分为两大类，即显宗类和密宗类，其文献以“经”（mdo）与“续”（rgyud）分别命名，显宗经典称“经”，密宗经典名“续”。

与此同时，布顿·仁钦珠对藏译佛经作了进一步阐述：“仁钦桑布（rin chen bzang po，958—1055）精通显密教法，他邀请班智达·项达哈嘎热瓦马（shrang nghw ka ra lwa rma）等外籍高僧翻译显宗经论和密宗四续。”[175]此乃藏传佛教高僧较早提出“密宗四续”（rgyud bzhi）这一概念的实例。首先，布顿·仁钦珠在严格界定“经”部和“续”部的前提下，将“续”部粗略分类为事续、行续、瑜伽续和大瑜伽续，初步建立四续体系；之后，又在大瑜伽续中分类出三续，即方便续（又称父续）、智能续（又称母续）和无二续。[176]由此开创了藏传佛教密宗四续或六续之学说。

以格鲁派为代表的新派，将密续典籍大致分为四类（续）：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宗喀巴大师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全面阐述了密宗四续的修习次第、仪轨方法、法器使用、本尊种类，以及密法传承和各派密宗典籍。后期藏传佛教新派包括清代格鲁派学僧基本上遵循宗喀巴的四续分类法，并在事续、行续中主讲灌顶、律仪、承事、四支念诵等外在仪轨；瑜伽续中分述佛、金刚、宝生、莲花四部悉地修法；无上瑜伽续中解说四种灌顶等各类甚深仪轨及生起、圆满次第成就法。其圆满次第中又分说父续、母续和无二续，以密集、大威德等为父续，胜乐、喜金刚等为母续，时轮金刚等为无二续。

萨迦派将密宗修持法分为共法与不共法二类。共法有《金刚鬘》（rdor phreng）、《百种成就法》（sgrub thabs brgya rtsa）、《成就法海》（sgrub thabs rgya mtsho）、《纳唐百法》（snar thang chos brgya rtsa）等，可向教内外公开灌顶、开许并修习；不共法分说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事续部有如来、莲花和金刚三部共同的灌顶，以及每部各自的主尊、部主、佛母、顶髻、忿怒尊、忿怒女神、使者、财神等五十多种法类的灌顶、教授及开许；行续部有如来部的部主“文殊五尊”的灌顶及开许；瑜伽续部有《净化恶趣十二坛城》、《普明》（kun rig）、《金刚手摧毁死主》等多种法类的灌顶、教授及开许；无上瑜伽续部则包括父续、母续和无二续三类。父续以《密集》、《文殊金刚》、《观自在》等灌顶及传承为主；母续以《胜乐》、《金刚亥母》、《作明佛母五本尊》、《无量寿佛》、《大悲观自在》、《二十一度母》等灌顶及传承为主；无二续以《喜金刚》、《时轮金刚》、《无我佛母十五尊》、《宝帐护法》、《降魔金刚手》、《白智能母》等身语意之圆满灌顶及传承为主。

宁玛派作为藏传佛教旧派代表，提出了与新派略有不同之观见，将密续经典分为六类（续）：外三续（事续、行续和瑜伽续）和内三续（生起摩诃瑜伽、教敕阿努瑜伽和大圆满阿底瑜伽）。外三续注重外在身体力行，内三续注重内在心与气的修炼。故在无上瑜伽续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见修，其教理核心则是极为推崇的《大圆满法》（rdzogs pa chen po）。土观·却吉尼玛认为：若释其字义，说现有世界，生死涅槃，所包含的一切诸法，悉在此灵明空寂之内，圆满无缺，故名圆满；再无较此更胜的解脱生死方便，故名为大。[177]并指出有情众生无始本生之清净心性，则为佛心或法性，人们可通过依法修行，使心体不受任何污染而置于空明之境界，获得“涅槃寂静”，实现“即身成佛”。

从修行道次第的角度看，《大圆满法》分前行与正行，正行中又分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在圆满次第中又分为乐空、明空和智能圆满次第；在智能圆满次第中再分为心部、界部和教授部，完成大圆满法建构的整个修行次第过程，获得普贤法身境界。

总之，藏传佛教各宗派在遵循佛教三藏、严守佛教戒律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道次第学和教法仪轨，从而形成以四续或六续为理论基础的密宗修学体系。尤其是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四部（续），则是构建密宗道次第的理论基础，亦是藏传佛教各派僧众必须遵循的密宗修持教理。

三 因明学

因明学（tshad ma rig pa）源于印度佛学，后在藏地得以传承并创造性地发展推演，不但列入格鲁派五部大论或其他宗派的大论之一，而且成为藏族十明学之主要组成部分，在藏传佛教各宗派的修学和研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学僧运用和发挥陈那《集量论》（本论）和法称《释量论》（释论）等因明学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路径，破除印度外道四派学说，确立佛教内道四派观见，以期实现建立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故因明学被誉为开启藏传佛教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钥匙，并作为一种探求真理的方法论和知识论，颇受广大学僧重视，他们著书立说，力推因明学发展。

藏传佛教学僧在因明学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有注疏类、原创性和综合性论著。注疏类对陈那与法称因明学经典进行注疏，以俄·罗丹喜绕（rngog blo ldan shes rab，1059—1109）的《量抉择论释难》（tshad ma rnam par nges pavi dkav bvi gnas rnam par bshad pa）为代表；原创性为藏族学僧独创的摄类学，以恰巴·却吉僧格（phyaw pa chos kyi seng ge，1109—1169）的《量论摄义祛蔽论》（tshad mavi bsdus pa yid kyi mun sel）为代表；综合性论著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因明学研究，以萨班·贡噶坚赞（sa pan kun dgav rgyal mtshan，1182—1251）的《量理宝藏论》（tshad ma rigs gter）为代表。

有清一代，藏传佛教因明学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发展，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院成为其发扬光大之中心基地。广大学僧通过寺院教育并系统修学五部大论，从而推进了因明学的深入研究，尤其在摄类学研究领域形成诸多学说派系，以“赞普堆札”（btsan po bsdus grwa）、“赛堆札”（bse bsdus grwa）、“堪钦堆札”（mkhan chen bsdus grwa）和“雍增堆札”（yongs vdzin bsdus gva）等学派具有代表。

青海赛柯寺敏珠尔法王·赤列龙珠（smin grol vphrin las lhun grub，1622—1699）在赛柯寺教授藏传量论的同时，撰写《摄类善说宝库》（rig gnas legs bshad bang mdzod）等摄类学教程性论著，后辈学僧继承并传授这一教程，遂形成“赞普堆札”（btsan po bsdus gra）学派。

甘肃拉卜楞寺高僧赛·阿旺扎西（bse ngag dbang bkra shes，1678—1738）在寺院传授藏传量论的同时，撰写《量论密意广释·智者项饰》（tshad mavi dgongs don rtsa vgrel mkhas pvi mgul rgyan）等摄类学教程性论著，遂形成“赛堆札”（bse bsdus gra）学派。

青海隆务寺堪钦·根敦嘉措（mkhan chen dge vdun rgya mtsho，1679—1765）在寺院教授藏传量论的同时，撰写《摄类学教理善说·日光汇聚》（bsdus grwavi legs bshad grangs med skal bzang gi blo gros kyi pad tshal bzhad pavi lung rigs kyi nyi ma zhes bya ba bzhugs so）等摄类学教程性论著，遂建立“堪钦堆札”学派。

清朝末期，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经师普觉·强巴嘉措（phur lcog byams pa rgya mtsho，1825—1894）撰写《摄类理路开启幻钥》（tshad mavi bsdus grwa rigs lam vphrul gyi lde mig）等摄类学教程性论著，后辈学僧传习这一教程，遂形成“雍增堆札”（yongs vdzin bsdus gra）学派。

除格鲁派外，其他宗派高僧对因明学亦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涌现出许多专家，撰写了不少藏传量论名著。噶举派高僧贡珠·云丹嘉措（1813—1890）及其《量学》（tshad ma rig pa）、觉囊派高僧土登·格勒嘉措（1844—1904）及其《摄类学论·悟道宝灯》（bsdus grvi spyi don rin chen sgron me）、宁玛派高僧居弥庞·南杰嘉措（1846—1912）及其《释量论释难·善说宝藏》（tshad ma rnam vgrel gyi gzhung gsal bor bshad pa legs bshad snang bavi gter）等最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

摄类学（bsdus grwa）是对因明学要义进行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专门学科，为初学法相理论者的必修课程。它在藏传佛教与其他一切外道之判教界定中发挥“为破邪论，安立正道”的推理作用，尤其在考取藏传佛教格西（dge bshes）学衔中成为必备的答辩技巧和思维公式。

摄类学之理论体系，由小理路、中理路和大理路三大部分构建，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小理路（rigs lam chung ba）自辨别红、白颜色等开始，逐步认识因明或量论术语概念，其推论短小精悍；中理路（rigs lam vbring po）则是如何认识事物之过程，对相违及相属等矛盾进行分析，扩展其量理知识；大理路（rigs lam chen po）则是进入应成论式之辩论阶段，通过辩论途径，揭示思想认识中的诸种错误，其理路艰深，推论繁杂。

摄类学之理路中贯穿驳他宗、立自宗、断除诤论三种程序，即提出问题、表述观点和得出结论。

驳他宗（gzhan lugs dgag pa），是以量学理论为基础，以应成辩论形式，反驳他人错误观点，使他人祛除疑惑，获得正理的论证。

立自宗（rang lugs bzhag pa），是论述立论者自己的观点，主要遵循和引用陈那的《集量论》和法称的《释量论》等量学经典著作之思想观见。

断除诤论（rtsod pa spong ba），专为破除他人疑惑、消除诤论而设，是以立论者的立场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驳斥对方提出的种种谬论。

摄类学之内涵结构，包含心理与因理两方面。心理（blo rig）是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因明学的内涵及心理认识（心理学）；因理（rtags rig）是从逻辑学的角度阐述因明学的现量与比量两个概念（逻辑学）。

因明学，即藏传量论的终究目的，推理论证“行善破邪、因果报应、解脱苦恼、涅槃寂静”等佛学理论概念。同时，以法称因明学为主，主张外境实有，承认客观存在，并在认识事物过程中注重佛教量学作用，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因明理论体系。

第十节 仪轨制度

藏传佛教仪轨制度，包括僧职戒律、堪布制度、寺院教育、法会仪式等。藏传佛教在寺院内设置不同级别的僧官职衔，共同治理寺内外的宗教事务，维持僧团组织秩序，开展各项宗教活动；僧众戒律是依据佛教律经而制定的，推崇说一切有部戒律，以格鲁派戒律传承为正统或范例，被藏传佛教其他宗派所认可；堪布制度是藏传佛教历史较为悠久的寺院管理模式，经久不衰；寺院教育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完善，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法会仪式则是维系宗教神圣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各个寺院颇受重视并按期隆重举行。

一 僧职戒律

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后，寺院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了寺院内部的各类僧职，严格规定僧众的佛教戒律。清代藏传佛教寺院的僧职戒律，以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和拉卜楞寺等为范例。

（一）僧职

噶丹颇章政权时期哲蚌寺享有拉萨三大寺之一、格鲁派六大寺或九大寺之一、[178]藏传佛教第一大僧院等多种富丽堂皇的桂冠。其内部机构由措钦（tshogs chen），郭芒（sgo mang）、罗赛林（blo gsal gling）、德阳（bde yangs）、阿巴（sngags pa）四大扎仓（gra tshang），以及许多康参（khams tshan）和众多弥参（mi tshan）组成，并分措钦、扎仓、康参和弥参四级部门。

一级部门为“措钦”（tshogs chen），内部设立“赤巴”、“措钦吉瓦”、“措钦夏奥”、“措钦翁则”等不同级别的僧官职衔，共同治理整个寺院的内外政教事务。

赤巴（khri pa），即“法台”或称“总法台”，是掌管全寺一切宗教活动和内外事务的总负责人。其宝座设在寺院大经堂之内，每当举行重大法会时均要亲临就座。而“赤巴”一职，由寺院扎仓（学院）中推举具有渊博佛学知识、德高望重的高僧堪布来担任；任期没有严格规定，历史上曾出现由大活佛长期担任“赤巴”职位的现象。

措钦吉瓦（tshogs chen spyi ba），负责管理全寺财物和后勤工作，充当寺院大管家角色。

措钦夏奥（tshogs chen zhal ngo），为寺院高级司法僧官，全面执行各项清规戒律，并负责僧纪纠察工作，同时有权审理寺院所属百姓的纠纷案件等。

措钦翁则（tshogs chen dbu mdzad），负责安排以寺院大经堂为中心举行的各类宗教活动，包括主持日常性宗教仪式和大型法会。

二级部门为四大扎仓（graw tshang，学院），实行“堪布”负责制。“堪布”（mkhan po）一职，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或大和尚，应具备渊博的佛学知识，故担任“堪布”职位者，大都已获得格西学衔。

格贵（dge skos），又名纠察僧官、掌堂师，掌管扎仓僧众的名册和纪律。各大寺院“格贵”在巡视僧纪时，习惯随身携带铁杖，故有“铁棒喇嘛”之俗称。除级别有差外，其职责与“措钦夏奥”基本相同。

翁则（dbu mdzad），掌管各个扎仓经堂内的诵经功课和宗教仪轨。由于“翁则”常要在法会上指导僧众诵经或亲自领诵经文，故担任这一僧职者，必须熟悉各类经文且声音宏亮清晰。除级别有差外，其职责与“措钦翁则”相一致。

郭聂（dkor gnyer），掌管扎仓内所有财物，故名扎仓管家或寺院管理员。除级别有差外，其职责与“措钦吉瓦”相近。

三级部门称“康参”（khang tshan），为各个扎仓管辖机构。[179]
“康参”的组织结构以同乡僧人为基础，以故乡地名为各自“康参”的称谓。故各个“康参”具有不同区域性特征，其管理体制类似于各个扎仓，采取堪布负责制。

四级部门称“弥参”（mi tshan），为各个“康参”的下属单位。各个“弥参”作为哲蚌寺基层组织单位，其内部实行“格干”（dge rgan，指师傅或老师）负责制。倘若“弥参”为寺院社会中之家庭，“格干”则扮演家长之角色。

（二）戒律

藏传佛教僧众戒律，遵循佛教律经传承，推崇说一切有部戒律。功德光造《律经本论》（vdul ba mdo rtsa ba），唯有藏文译本，以说一切有部律藏中十七事与“辨阿笈摩”中所说的别解脱戒为基础，于每一事、戒之后有所补充。内容依未受戒者如何受戒、受戒后如何防止犯戒，以及如何奉行出家人的生活行持等次第而建构。初论十七事中出家事；次释“辨阿笈摩”中比丘（比丘尼）戒；后讲十七事中其余十六事，分为净治学处、依乐住缘、作事方便、还诤忏悔、所依卧具五类。故《律经本论》成为藏传佛教各宗派公认的一切律藏之本母，各宗高僧对其注疏、讲解，尊为“律经”，严格守持奉行。以措那巴·西热桑布（mtsho sna ba shes rab bzang po）的《律经注疏·日光藏论》（vdul ba mdo rtsa bavi mchan vgrel nyi mvi vod zer）、根敦珠巴的《律经密意释·宝鬘论》（dam pavi chos vdul ba mthav dag gi snying povi don legs par bshad pa rin po chevi phreng ba）等为代表。

藏传佛教戒律传承初有三系，下部戒律传承系（smad vdul）：龙树（klu sgrub）—寂护（zhi ba vtsho）—七觉士（sad mi vdun）—约格琼（gayo dge vbyung）—拉钦·贡巴绕赛（bla chen dgongs pa rab gsal）—鲁梅（klu mes）—钦·南卡扎（mchims gnam mkhav grags）—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等相承；上部戒律传承系（stod vdul）：班钦·达摩波罗（pan chen ngharma paw la）—祥雄·杰维喜饶（zhang zhung rgyal bavi shes rab）等相承；喀切班钦戒律传承系（pan chen sdom rgyun）：喀切班钦·释迦室利（kha che pan chen shakya shria）—仁达瓦（red mdav ba）—宗喀巴（tsong kha pa）—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等相承。

根敦珠巴继承二系戒律传承，形成藏传佛教中最权威的戒律传承，在诸宗派中占有主导地位。清代以历代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和甘丹赤巴等高僧活佛为代表，他们被认为是这一戒律传承在格鲁派中的推演和发扬光大者。

藏传佛教僧众的戒律，因年龄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大致分七类：格聂、格聂玛、格策、格策玛、格隆、格隆玛和格罗玛。

格聂（dge bsnyen），即“优婆塞”、“近事戒”，俗称“居士戒”，领受“三归五戒”，居留俗家之男信徒。

格聂玛（dge bsnyen ma），即“优婆夷”、“近事女戒”，俗称“女居士戒”，领受“三归五戒”，居留俗家之女信徒。

格策（dge tshul），即沙弥，又名“勤策男”等，出家并守护沙弥十戒或三十六戒，为未满20岁的出家僧侣。

格策玛（dge tshul ma），即沙弥尼，又名“勤策女”等，出家并领受沙弥三十六戒，为未满20岁的出家尼僧。

格隆（dge slong），即比丘僧，又名“净乞食”，领受二百五十三条戒，为20岁以上出家僧侣，享有崇高持戒威信。

格隆玛（dge slong ma），即比丘尼，又名“乞净食女”，领受三百六十四条戒，为20岁以上出家尼僧，享有较高持戒威信。

格罗玛（dge slob ma），即式叉摩耶，领受介于沙弥尼与比丘尼之间戒律，为比丘尼候选资格之出家尼僧。

藏传佛教僧尼，自幼受近事戒，皈依佛教三宝，守持五戒，并接受佛教启蒙教育；至七八岁剃度出家，领受沙弥戒（十戒），进寺拜师，开始学经修法；至20岁有资格领受比丘戒（二百五十三戒），成为合格的受戒出家僧尼。无论僧尼均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非时用食、不听视歌舞、不涂香脂和不坐高宽大床“十戒”为基本戒律准则。

具体而言，当一名孩童离开父母和家庭，到寺院过宗教生活，便是出家；按藏传佛教的教规，出家的最佳年龄段为6—9岁。小孩出家进寺院后，跟随一位师傅识字读经，不急于剃度和受戒。在寺院生活、学习一两年后，能够适应寺院生活，对学习文化或学经有较强的兴趣者，即可剃度。剃度是指剃去尘缘之发，隔断与世俗的因缘关系。

由于剃度和受戒几乎在同一时期进行，许多新僧在寺院剃度的同时，亦接受了沙弥戒。聘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比丘僧，担任沙弥戒的规范师，主持剃度仪式，为新僧剃度、传授沙弥戒，并赐一法名。授予沙弥戒后，要严守沙弥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和不饮酒。

比丘戒是藏传佛教僧尼的最高戒律，由十二名比丘僧成立授戒团，举行隆重的授戒仪式，其中德高望重的高僧担任堪布，即规范师，主持授戒仪式，受戒僧人在隆重的授戒仪式中宣誓。可见成为一名合格的藏传佛教僧尼，需要经过一系列宗教仪轨。其中出家、剃度和受戒，是逐次必须通过的程序。

二 堪布制度

“堪布”一词系藏语“mkhan po”音译，意指“亲教师”（dge bavi bshes gnyen），且有持戒、德高、博学等含义，又称轨范师。最初专为出家僧人剃度授戒和讲经传法，后兼任寺院或扎仓（学院）住持，遂步入寺院僧官行列，在广大寺僧中具有崇高地位和宗教威信。

清朝政府重视堪布职衔的作用和管理，不断完善堪布任免制度。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第十八条明文规定：堪布为各寺院之主脑，应选学问渊博、品德良好者充任之。近查各大寺之活佛，拥有很多庄园，并因享有群众信仰，所献贡物者很多，再加经商谋利，贪财好货，甚不称职。现规定今后各大寺堪布活佛人选，得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济隆呼图克图等协商决定，并发给加盖以上三人印章的执照。至于各小寺堪布活佛之人选，可依原例由达赖喇嘛决定。[180]
清代堪布制度中设有多种堪布级别。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时期所设的基巧堪布（spyi khyab mkhan po）为达赖喇嘛近侍，三品僧官，在布达拉宫译仓（yig tshang）机构任职。其职责是统管达赖喇嘛日常生活及全体近侍人员，并接转臣民向达赖喇嘛的禀奏。在日常政务中，其权限与噶伦（bkav blon）相同。如遇重大问题，会同噶伦商议裁定。同时，负责办理各派堪布、格贵、执事和僧官的升迁、任免事宜，与噶伦共同管理布达拉宫库内储存的金银、绸缎等物资。

达赖喇嘛的司膳堪布、司寝堪布和司祭堪布，均为三品僧官。司膳堪布，负责管理膳食房和司膳堪穹（四品僧官）、管理人员、厨师等二十余人及其任免事宜。司寝堪布，负责管理达赖喇嘛的寝室和禅室以及服饰、器具等，并总管达赖喇嘛出行时的二十四名轿夫及四品僧官领队。司祭堪布，负责管理达赖喇嘛禅室和寝室内的供品及摆设，保管和提供达赖喇嘛日常所需经卷和法器，掌管南杰扎仓的僧纪戒律，指导法事仪轨。

北京雍和宫、热河普宁寺、四川广法寺和新疆伊犁普化寺等重点寺院的堪布，均由理藩院协调派往任职。凡由藏区调京之堪布病故，经该堪布徒众呈请扶柩回藏者，由部奏请，赏给该已故堪布达喇嘛驮载灵柩行李驮骡五头。该徒众等每名驮骡一头，每名每日支给路费银一钱，共支给四十日路费。仍行文知照沿途经过省份督扶，并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大臣遵办。[181]
四川广法寺住持堪布三年一次换班。该堪布三年期满，由四川总督、将军预先咨行驻藏大臣，于该处堪布内拣选经卷精通一人，支给治装银三百两，派往更换。其年满之堪布，由四川就近饬令回藏。如该堪布三年期满，果能驭服番众，经该总督、将军奏请奖励者，奉旨推行后，由理藩部咨行驻藏大臣，量予奖励，不得奏请加衔。所有该堪布由藏带往之徒众，仍不得逾例定名数。[182]
新疆伊犁掌教喇嘛由京城掌印呼图克图拣派堪布一员往驻，每届三年，奏请更换。其员缺交掌印呼图克图于京城及热河堪布内另行拣选更换，所遗之缺即着年满回京之人调补。至年满之人果能驭服番众，经该将军奏请奖励者，交印呼图克图量予升用，不得奏请加衔。所有该堪布等由藏带往之徒众，未经补入额内者，遇该堪布奉差外出，即交掌印呼图克图查明，裁去钱粮，均令随往，俟期满来京再行支领。

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各大寺院扎仓（学院）普遍实行“堪布”负责制。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昌都强巴林寺等大型寺院，内设多所扎仓，并采取“堪布”负责制，管理井然有序。如塔尔寺有密宗、医药和时轮三大扎仓，均选举堪布住持，任期两年至五年不等。每次换届，严格有序。选任堪布，由扎仓组织推举高僧活佛上报，经寺院法台审批，择吉日举行隆重换届仪式。新任堪布的职责，主要是向本扎仓学僧讲经传法，培育学有所成的嗣法弟子。

拉萨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后藏扎什伦布寺有权向各地派遣高僧去担任“堪布”，住持地方寺院，推行“堪布”负责制，采取轮换任免措施，任期三年至五年不等，从而在各个寺院之间建立隶属关系。格鲁派各大寺院派遣堪布略有分工：色拉寺藏巴康参（gtsang pa khang tshang）派遣“堪布”担任江孜白居寺住持，任期三年；色拉寺杰巴扎仓（byes gra tshang）派遣“堪布”担任阿里托林寺住持，任期三年；扎什伦布寺阿巴扎仓（sngags pa gra tshang）派遣“堪布”担任后藏拉孜曲德寺住持，任期三年。

关于“堪布”之宗教地位、社会职权和功能作用等，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均有不同角度之描述，不妨在此举其一例：

西康主持寺务者，谓之堪布，有如内地之方丈。达赖、班禅左右之堪布则如侍从官，班禅行辕且有堪布厅矣。作堪布须有呼图克图或格西学位之资格者，始能充任。理化长青春科耳寺堪布任期六年：一二年为副堪布或二堪布，三四年为正堪布，五六年为卸任堪布。任堪布一职，极为尊严，各项宗教仪式，例由堪布主持，届时缨珞满路，旗伞盈前，民众望尘膜拜，磕长头不止，能得其摩顶者，引为至幸。甚至堪布之破衣滥履，一爪一发，均珍视之。堪布收入颇丰。其所得为普通喇嘛之五十倍，为人诵经作法时，所得动以万计。故一任堪布，即成富翁矣。[183]

上述引文便是以康区理塘寺住持堪布为例记录的情景，从中可管窥其寺院堪布所具有的崇高社会地位和享有的宗教威信之一斑。

三 寺院教育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最初伴随佛教的传播而萌生，后又依靠藏传佛教的兴盛而发展。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大致经过了初创时期、中兴时期和发展时期三个不同的历史演进阶段，至清代已进入鼎盛时期。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殊胜之处，主要体现在教材、教学和学衔三个方面。

（一）教材

佛教五部大论（gzhung chen lnga），[184]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主要教材。它涵盖了佛教三藏（sde snod gsum），[185]在佛教显、密二宗中纯属佛教显宗理论，不过多涉及密宗实践内容。五部大论最初是在后弘期兴起的桑浦寺（gsang phu）、德瓦坚热瓦堆扎仓（bde ba can raw ba stod graw tshng）、蔡贡唐寺（tshal gung thang）、巴南嘎东寺（pa rnam dgav gdong）、矫摩隆寺（skyor mo lung）和斯普寺（zul bu）六大显宗学院中始全面修学推行，后逐渐成为各个寺院教育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教材。

藏传佛教认为，印度古贤二圣六庄严（rgyan drug mchog gnyis）[186]是全面继承和严格遵循释迦牟尼佛法的无与伦比的八位杰出论师，他们的有关论著则是最具权威的佛学经典论著。五部大论中的因明学以陈那和法称的论著为准、中观学以龙树师弟的论著为准、俱舍论以无著兄弟的论著为准、戒律学以释迦光和功德光的论著为准。同时，系统修学二圣六庄严的经论，还意味着最终实现树立佛学中观思想的宗旨。

从佛学见、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见”是在中观学和因明学中阐述或体现的，而大乘之“行”则在般若学中阐述或体现；小乘之“见”和“行”都在俱舍论中阐述或体现；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小乘之“修”则在“见”和“行”的阐释中涉足。所以，学习五部大论，将会明辨大小乘在见、修、行上出现的细微差异或不同观见，与此同时，有助于理解佛教四大宗派[187]中逐次升华的佛学思想。

特别是戒、定、慧三学在寺院教育中成为必须遵循的三条修习佛法的途径，缺一不可，并制定出具体的教学内容。在戒律学方面，主要修学《律经》；在定学方面，重点修学《现观庄严论》；在慧学方面，修学《中论》、《因明学》和《俱舍论》。

（二）教学

在教学方式上，以清代拉卜楞寺为例，寺内设立六个学院（扎仓）：闻思学院（thos bsam gling）、续部上学院（rgyud stod graw tshang）、续部下学院（rgyud smad graw tshang）、喜金刚学院（kyee rdor graw tshang）、时轮学院（dus vkhor graw tshang）、医药学院（sman pa graw tshang）。除闻思学院属显宗外，其余学院均可归于密宗范畴。

闻思学院内分设13个不同层次的学科班级，整个学期在15年以上。其学员系统修学《因明》、《般若》、《中观》、《俱舍论》、《律学》，重在理解或领会。每位学僧经师授、背诵和辩论，渐次精通五部大论。

第一阶段为因明班，学期五年，每年为一级，共有五级。第一级学习因明“辩红白（下）”（kha dog dkar dmar zhol ma）部分；第二级学习因明“辩红白（上）”（kha dog dkar dmar gong ma）部分；第三级学习因明“集类中品”（bsdus vbring）部分；第四级学习因明“集类上品”（bsdus chen）部分；第五级学习因明论，同时背诵《入中观论》（dbu ma vjug pa）和《现观庄严论》（mngon par rtog pvi rgyan）。前二级为入门学习阶级；中二级为中级学习阶段，此间稍有辩论实践；最后一级为高级阶级，此时始涉及因明原理。因明班主攻法称《释量论》（tshad ma rnam vgrel），以及宗喀巴、嘉曹杰、克珠杰、嘉木样的《因明论》、《因明大疏》等论著，为研习佛学理论打基础。

第二阶段为般若班，学期四年，每年为一级，共有四级。第一级学习“论新（下）”（gzhung gsar zhol）；第二级学习“论新（上）”（gzhung gsar gong），第三级学习般若第一品至第三品；第四级学习般若第四品至第八品。般若班主攻弥勒的《现观庄严本颂》，以及宗喀巴的《现观庄严论释——善说金珠》、嘉曹杰的《现观庄严名义释广解》和嘉木样的《现观庄严论大疏》等，从而阐明证得佛教解脱次第。

第三阶级为中观班，学期二年，每年为一级，共二级。第一级学习“中观新论”（dbu ma gsar ba）；第二级学习“中观旧论”（dbu ma rnying ba）。中观班主攻龙树的《中观本颂》、月称的《中观明句论》、佛护的《中观论释》，以及宗喀巴的《入中论广释》和《入中论摄义》、嘉曹杰的《中观广论摄义》、嘉木样《中论大疏》等论著，从而通晓自发菩提心直至获取功德佛果的修学过程。

第四阶段为俱舍班，学期四年，设为一学级。包括“俱舍颂”和“俱舍论”两种。其“颂”分八品：界品、业品、世间品、根品、惑品、贤圣品、定品和智品；而“论”对“颂”八品依次作出解释。第一年学习前四品；第二年学习后四品；第三、第四年总复习八品。俱舍班主攻世亲的《俱舍颂》和的《俱舍自解》，以及宗喀巴《俱舍论》、嘉木样《俱舍大疏》和《教灯俱舍摄义》等，从而解说和论证佛经义理，成就佛教智能。

第五阶段为律学班，学期无有限定，设为一学级。律学班学习功德光的《戒律本论》，以及宗喀巴、嘉曹杰、克珠杰和嘉木样的《菩萨戒释》、《比丘戒释》和《律部大疏》等，从而掌握小乘的《别解脱戒》、大乘的《饶益有情戒》，以及大小乘共同的《摄善法戒》，为修行持戒奠基理论依据。

续部上学院，是拉卜楞寺依照居钦·贡噶顿珠（rgyud chen kun dgav don grub）在拉萨创立的密宗上院而建造的。该学院分初、中、高三个班级，学期年限不定。

初级班学员主要背诵《妙吉祥名号经》、《怖畏（大威德）九首金刚经》（vjigs byed zhal dgu）、《六臂护法经》（mgon po phyag drug）、《骡子天王护法经》、《北方财宝护法经》、《密集金刚经》、《胜乐金刚经》，后期尚背诵《续部经》。

中级班学员背诵《开光经》和佛赞五十卷，并学会《密集金刚坛城》（gsang vdus dkyil vkhor）、《胜乐金刚坛城》（bde mchog dkyil vkhor）和《怖畏九首金刚坛城》（vjigs byed dkyil vkhor）等的彩色细砂绘制坛城技术。后期尚背诵密集、怖畏九首、胜乐三大金刚的《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三部经之一，并学会八种佛塔的绘图及金刚线的画法。

高级班学员研修生起与圆满次第道，受上师灌顶，修习或体悟密宗真谛，主奉密集、怖畏九首、胜乐三大金刚、六臂和法王等密宗诸神佛。最后通过答辩考试，获取“俄然巴”（sngags rams pa）学衔。

续部下学院，拉卜楞寺密宗学院之一，其学员遵循喜热桑格传承之密宗仪轨。学期无有限定，内设初、中、高三个班级。

初级班学员主要背诵《怖畏九首金刚经》、《六臂护法经》、《法王护法经》、《密集经》、《胜乐经》、《续部经》等，后期附加背诵《胜乐生起与圆满次第经》（bde mchog bskyed rdzogs）、《密集生起与圆满次第经》（gsang vdus bskyed rdzogs）、《怖畏九首金刚生起与圆满次第经》（vjigs byed bskyed rdzogs）三部经之一，否则不能升级。

中级班学员主要背诵《密集自入经》（gsang vdus bdag vjug）、《胜乐自入经》（bde mchog bdag vjug）、《怖畏九首金刚自入经》（vjigs byed bdag vjug）、《烧坛经》（sbyin sreg）、《续部经》（rgyud gzhung）、《佛赞》（chos spyod）八十卷，并学会用彩色细砂制造坛城（rdul tshon）。后期附加背诵《四注合解经》。

高级班学员依照《生起与圆满次第经》进行宗教实践修炼，最后通过答辩考试，获取“俄仁巴”（sngags rams pa）学衔。

喜金刚学院，拉卜楞寺密宗学院之一，内部分初、中、高三个班级。初级班学员主要背诵《无上供养经》（bla mchod）、《妙吉祥名号经》（vjam dpal mtshan brjod）、《大威德经》，以及六臂、法王、吉祥天女、财宝和怙主协（mgon po zhal）五大护法的《满愿经》（bskang gso），附加《喜金刚仪轨》（kyee rdor cho ga cha tshang）、《金刚手大轮经》、《虚空瑜伽经》等。同时，需学会彩砂绘制喜金刚、金刚手大轮、虚空瑜伽等坛城，并掌握密宗韵律、音乐等知识。后期背诵《金刚手大轮生起和圆满次第经》（phyag rdor gyi vkhor chen bskyed rdzogs）。

中级班学员主要学习天文历算、藏文文法、书法，练习法舞等。最后背诵《喜金刚生起和圆满次第经》（kyee rdor gyi bskyed rim dang rdzogs rim）。

高级班学员须遵守三律仪（sdom pa gsum），即“别解脱律”（so thar gyi sdom pa）、“静虑律”（bsam gtan gyi sdom pa）、“无漏律”（zag med kyi sdom pa），并广受上师灌顶，禅定和静修密法，以求获得密宗正果。

时轮学院，拉卜楞寺密宗学院之一，内部分初、中、高三个班级，学期没有限定。初级班学员主要背诵《妙吉祥名号经》（vjam dpal mtshan brjod）、《无上供养经》（bla mchod）、诸佛赞（chos spyod）、《普明经简释》（kun rig），以及大威德（vjigs byed）、六臂（mgon po phyag drug）、法王（chos rgyal）、吉祥天女（lha mo）、财宝（rnam sras）五大护法的《满愿经》（bskang gso）等经典。

中级班学员主要背诵《时轮金刚经》（dus vkhor）、《证菩提经》（mngon byang），同时学会彩色细砂制时轮金刚坛城（dus vkhor dkyil vkhor）、普明佛坛城（kun rig dkyil vkhor）、证菩提坛城（mngon byang gi dkyil vkhoe）。在即将升入高级班时，又要背诵《时轮金刚生起与圆满次第经》。

高级班学员主要研习声明、诗词、天文历算、梵文和藏文书法，以及时轮金刚和大威德九首金刚的生起与圆满之道，并广受上师灌顶，禅定修炼密法，以求获得密宗成果。

医药学院，专门培养藏医药学人才，内设初、中、高三个班级。初级班学员主要背诵《皈依经》（skyabs vgro）、《绿度母经》（sgrol ljang）、《观音心经》（spyan rasgzigs kyi snying po）、《阿[image: ]佛经》（mi vkhrugs pa）、《总则续经》（rtsa rgyud）、《后续经》（phyi ma rgyud）等。

中级班学员主要背诵《论续》（bshad rgyud）、《药王经》（sman bla）、《马王白莲经》（rta mgrin pad ma dkar po）、《佛赞》八十卷、《总药王经》（sman bla ring pa），附加背诵《大秘传记》（man ngag rgyud）。

高级班学员主要研习《四部医典》、《药王月诊》、《晶珠本草》和《普提道次第广论》等。医药学院的学僧，除了学习佛经和从事宗教活动外，主要攻读医药学经典。

总之，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在教学方式上重视学僧的辩论和背诵技能。通过辩论提高学僧的哲学思辨能力，而背诵经文又作为辩论佛学疑难问题的知识基础。这两方面的知识积累，则是学僧考试的主要内容。

（三）学衔

显宗学院的学僧，通过背诵强记、多维思考、反复辩论、深度理解和融会贯通“五部大论”，最终考取格西学衔，并顺利升入密宗修习阶段。而密宗修学没有固定年限，主要依凭学僧的勤奋、智能和悟性等个人条件获得成就。

格西（bge bshes）[188]学衔，是伴随寺院教育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宗教学位。早在格鲁派三大寺创立之前，藏传佛教其他宗派寺院中已经建立了授予宗教学衔的教学体制，且有不同级别的学衔称谓，如然绛巴（rab vbyams pa）、噶西巴（dkav bzhi pa）、噶俱巴（dkav bcu pa）等学衔。假如五部大论中只精通般若学可考取“然绛巴”学衔，五部大论中学完除了因明学外的其他四门学科可考取“噶西巴”学衔，系统完整学习五部大论后可考取“噶俱巴”学衔。后来在拉萨创建格鲁派三大寺，使授予宗教学衔的制度日臻完善，尤其是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参在代理甘丹寺赤巴（法台）期间，在拉萨传昭大法会上创立了授予“拉然巴格西”（lha ram pa dge bshes）学衔的制度。[189]
除了拉然巴格西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级别或不同专业的格西学衔，诸如“措然巴”（Sthogs Ram Pa）、“林赛巴”（gling gsal pa）、“多然巴”（rdo ram pa）、“俄然巴”（sngags ram pa）、“曼然巴”（sman ram pa）、“噶然巴”（bkav ram pa）等。

措然巴格西（sthogs ram pa）是仅次于“拉然巴”的一种格西学衔。每位考僧在拉萨小昭寺举行的大法会上在拉萨三大寺众高僧前通过答辩佛教经律论后，方能获得这一宗教学衔或学位。

林赛巴格西（gling gsal pa），排在“措然巴”格西之后，是某位学僧在拉萨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寺内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考取的一种格西学衔。

多然巴格西（rdo ram pa）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大经堂门前的石阶上举行的法会上通过在众僧面前答辩佛教经论而获取的一种格西学衔，排在“林赛巴”格西之后。凡是具备条件的各大寺院均有资格授予“多然巴”格西学衔。

俄然巴格西（sngags ram pa），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的密宗学院中通过对密宗理论的研习以及实践修炼而获得的一种学衔。一般而言，进入密宗学院修学的条件比较严格，其学僧必须经过闻思学院研读五部大论的阶段，并在此毕业后方有可能升入密宗学院深造，最后获得“俄然巴”格西学衔。俄然巴格西中亦有等级差别，如在拉萨上、下密宗学院中获取的俄然巴格西，则是至高无上、最权威的密宗学衔。

曼然巴格西（sman ram pa），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的医药学院长期研习藏医药学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衔或藏医学位。由于医药学院所学理论知识范围较宽，而且有野外采药等实践，故其研习时间相对较长。

此外，藏传佛教寺院中尚有授予“噶然巴”（bkv ram pa）、“然绛巴”（ram vbyams）等级别较低的宗教学衔的传统惯例。

四 法会仪式

藏传佛教的法会仪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诵经、讲经、辩经、祈祷、施供、灌顶、展佛、转经以及表演法舞、绘制坛城等。各个宗派除了共同奉行的法会仪式外，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法事和节日。寺院作为宗教文化载体和宗教活动中心，每年的大小法会、平时的宗教仪式、特定的宗教节日等，都在寺院里由僧人具体操办。

（一）寺院法事活动

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繁多，每座寺院在一年四季都要频繁举办规模不等的各类法会或宗教仪式。以安多（青海）隆务寺为例，几乎每月举办大小法会或宗教节日：正月祈愿法会、二月春季学经法会、三月时轮学院辩经法会、五月寺僧集中念经法会、六月至八月初夏令安居法会、八月下旬秋季学经法会、九月“降神节”（lha vbabs dus chen）、十月“燃灯节”（mchod me dus chen）、十一月和十二月为冬季上下学经法会。

尤其是藏传佛教综合性寺院，每年举行的法事活动名目更加繁多。以西藏白居寺为例，除了大经堂举办共同的法事活动外，在各个宗派扎仓内又要举行不同之宗教仪式。

1.共同之法事活动

（1）僧众日常性法事活动。

早课：早晨6∶30—9∶30，僧众在大经堂念经，每月八日、十日、十五日、二十五日、三十日，集体念诵加行法（Sbyor chos）和入菩萨行（Spyod vjug）。

午课：午后13∶00—15∶00，僧众在大经堂举行菩提道次第、药师佛、上师供养等宗教仪式。

晚上一般不举行宗教仪式。除了固定的宗教仪式之外，白居寺僧众尚有在大经堂诵读般若经和甘珠尔部的习俗。

（2）全寺大型宗教活动。

每年藏历一月八日至十五日，举行祈愿大法会。

每年藏历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举行药师佛大法会。

每年藏历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日，全寺僧众坐夏安居，期间举办度母供养（Sgrol Mavi Mchod Pa）和道次第甘露心要（Lam Rim Bdud Rstis Rnying Po）等宗教仪式。

每年藏历九月二十二日，举行降神仪式。

每年藏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举办朵嘛（gtor ma）仪轨，将寺院旧的朵嘛等供品更换为崭新的供品。

2.不共之宗教仪式

（1）格鲁派扎仓。

每年藏历四月一日至十八日，举办大威德（Vjigs Byed）密法仪轨，其间绘制大威德坛城。

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举行甘丹阿却（Dgav Ldan Lnga Mchod，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日）节，即燃灯节，晚上燃酥油灯供佛。

（2）萨迦派扎仓。

每年藏历四月一日至十八日，举办金刚橛（Rdo Rje Phur Ba）密法仪轨，其间绘制金刚橛坛城。

每年藏历六月四日，举行佛转法轮及金刚橛法会。

（3）布顿学派扎仓。

每年藏历四月一日至十八日，举办阿[image: ]佛（Mu Vkhrugs Pa）密法仪轨，其间绘制阿[image: ]佛坛城。

每年藏历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举行布顿大师圆寂纪念法会（Bu Ston Vdas Mchod）。

上文以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境内的白居寺为例，介绍了藏传佛教多宗派共存在一座寺院里的佛事活动或宗教仪式。这种多元一体的综合性寺院的法事仪轨，在藏区寺院中并不多见，鲜为人知，可见白居寺的宗教文化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具有独特的风格。

（二）祈愿大法会

祈愿大法会，藏语称“默朗钦莫”（smon lam chen mo），为藏传佛教格鲁派规模最大、最隆重的宗教节日。由宗喀巴大师于藏历第七绕迥土牛年（1409）正月在拉萨大昭寺创立，《如意宝树史》记载：

大师为弘广佛教而作回向的情况是：大师年届五十二岁的秋天（1408），拉萨大昭寺需要重绘的壁画工程竣工，大师动员智贡、热振、沃卡至拉萨间的一切所属寺庙神民，以司徒的后裔帕主第悉阿旺札巴坚赞及其辅臣希喀内邬东（gzhi kha sne vu gdong）头人南喀桑布等为施主，为了在藏地纪念佛祖于印度舍卫城十五日内降伏外道六师及其追随者，示现各种神变的节日，于是年年底的鬼宿月（藏历十二月）下弦第三满日（三十日），作通知的供礼。土牛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按照佛的授记，在拉萨首创神变祈愿大法会。[190]

由此可见，祈愿大法会是宗喀巴大师以纪念释迦牟尼佛示现大神变、降服外道六师并广施佛法而创立的佛教节日。后世格鲁派寺院相沿承袭，并在其发展进程中增加内容，延长会期，其规模不断扩大，遂成为格鲁派乃至藏传佛教各宗派共同推崇和举行的综合性法会。

1.拉萨祈愿大法会

拉萨祈愿大法会（lha sa smon lam chen mo），每年藏历正月初三至二十五日在拉萨大昭寺举行，故又名传昭大法会，为15世纪初宗喀巴大师首创，之后，由格鲁派高僧定期主持举办。藏历第八绕迥土马年即明弘治十一年（1498）始，噶玛噶举派接管法会主持权达二十年之久，后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又恢复格鲁派主办特权，由历世甘丹赤巴或历代达赖喇嘛主持。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始，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连续六年主持法会，并在法会期间举行授予“拉然巴”格西学衔的仪式；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时期出台新规定，在法会期间将拉萨城区交通等公共事务移交哲蚌寺僧官负责管理，并组织僧人纠察队维持交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以凸显大法会期间的宗教气氛。

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之僧众，以拉萨三大寺为主，人数多达二三万，加之信教群众，逾数万人。前后藏及安多康区贵族商贾在法会上大量布施，以表虔信佛教、酬劳僧众及祈愿佛法长盛不衰之夙愿。

大法会的主要日程安排：

正月四日大法会开幕，始进入僧众诵经祈愿和举办各类宗教仪式等法会主题内容；

正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举行授予“拉然巴”格西学衔的答辩会；

正月十五日晚，举办酥油花灯展，通宵达旦，热闹非凡；

正月二十四日，举行“抛食”（gtor rgyag）仪式，俗称“送鬼”，意为“除祟”；由布达拉宫南杰扎仓（rnam rgyal graw tshang）和哲蚌寺阿巴扎仓（sngags pa graw tshang）的僧众专门组织操办，五百名僧人化装成蒙古古代骑士列队游行，燃烧草堆，火枪齐鸣，以示驱逐本年内一切灾祸；

正月二十五日，举行“迎请弥勒佛”仪式；之后，法会闭幕，三大寺僧众陆续返回各寺。

2.塔尔寺祈愿大法会

塔尔寺祈愿大法会（sku vbum smon lam chen mo），始于藏历第十绕迥水羊年，即明万历十一年（1583），由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倡办。每年藏历正月初六至十七日举行。法会以诵经传法和举行名目繁多的宗教仪式为主要内容；而在十四日、十五日分别举办广大信教群众乐于观赏的法舞表演和酥油花展。尤其酥油花展乃塔尔寺三绝之一，其工艺精巧，创意新颖。由于酥油花是用黄油制作，不易保存，故其瞻礼时间只能维持一天，当日朝拜信众簇拥而至，场面异常壮观。

塔尔寺每年举行四次大法会，除正月祈愿大法会外，余者为：四月大法会，以纪念释迦牟尼诞生、成佛和涅槃日；六月大法会，以纪念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日；九月大法会，以纪念释迦牟尼在忉利天为佛母摩耶夫人说法后降回人间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日。每次举行大法会，以僧众诵经、表演法舞和展示大佛唐卡（释迦牟尼或弥勒佛像）等为内容。

3.拉卜楞寺祈愿大法会

拉卜楞寺祈愿大法会（bla brang smon lam chen mo），始于第二世嘉木样活佛·贡却晋美旺布时期。每年藏历正月初三至十七日举行。法会内容丰富多彩，僧众诵经、高僧传法贯穿法会始终；其间举办授予“多仁巴”（rdo rams pa）和“然绛巴”（rams vbyams pa）等格西学衔的答辩会。同时，举办各类法事仪轨：初八举行“放生”仪式，将众多家畜列为不得猎杀之长命对象；十三日举行“展佛”仪式，信众争先膜拜大佛唐卡，场面格外肃穆壮观；十四日举行“法舞”表演，情节栩栩如生，信众争相观看；十五日晚举行“酥油花展”仪式，观众络绎不绝，直至深夜；十六日举行“弥勒转经”仪式，僧人仪仗队抬弥勒佛像，在宗教音乐的伴奏下绕寺转经，祈愿未来世界和平安乐。

此外，拉卜楞寺还在每年藏历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举行一次大法会（rigs grwa），以僧众辩论佛经、表演密拉日巴劝诫猎人剧目为主，同时展示大佛唐卡。其内容和规模，仅次于祈愿大法会。

五 宗教节日

清代作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鼎盛时期，藏族地区的许多传统节日和民间节日包括藏历新年，都笼罩在宗教文化的浓浓氛围之中，使宗教节日与其他世俗性节日糅合在一起，成为水乳交融的综合节日。

（一）藏历新年

藏历新年，是藏族地区广泛欢度的最盛大的民族传统节日，相当于内地汉族的春节。因大多节庆以藏历新年为中心展开，藏历正月便成为一年中宗教性庆典最多的月份。拉萨作为藏族地区政治中心、宗教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每年例行举办的藏历新年，既隆重热烈，持续时间又长。在此可借助清代汉文文献，仅就清代拉萨城为例，较为详尽地介绍以藏历新年为主的宗教性节日。据《番僧源流考》记载：

藏中遵番历。正月初一日，达赖喇嘛令将大殿四围悬彩结花列绣幕，铺设妥，达赖喇嘛在高座上，面南正坐。座位左右两旁四喇嘛，光头侍立左旁面南正坐。驻藏大臣右旁坐西面东。侧座各大呼图克图、诺们罕。再汉官等在大殿左廊下，面西列坐。各寺小堪布、喇嘛、达子公等在大殿右廊下，面东列坐。本藏公、台吉、噶布伦等，在大殿之南穿廊下，面北列坐。所有番官，悉遵体制，皆戴红缨貂帽。中间舞跳月斧，四角派四喇嘛管人，座次已定，各大呼图克图、诺们罕、公、台吉、番官、达子公、台吉、蚌子官、缠头官等上台呈递哈达，讨舍手毕，各献贡物后，始作乐，十三蛮人头戴金番帽跳舞，双手持短柄月斧，不歌唱。第一穿五彩绣花白衣，第二、三、四穿五彩绣花绿衣，第五、六、七穿五彩绣花红衣，第八、九、十穿五彩绣花黄农，第十一、十二穿五彩绣花蓝衣，第十三穿五彩绣花白衣持月斧舞毕。两堪布分左右，手舞足蹈，讲经对较争问完。十三人复上，不持月斧，手舞足蹈毕。两堪布复讲经，始摆喜果、猪羊，大宴筵。撤宴后，十三人持月斧又上，舞毕，两堪布又讲经完毕，起座散宴。

正月初二日，达赖喇嘛仍升高台座，座之左右下侍者十人，俱穿彩衣，头戴黄绒鸡冠帽，在两旁侍立。此系达赖喇嘛家宴，驻藏大臣不去，其座虚设。右旁面南，仍各大呼图克图诺们罕座。左廊下，面西总堪布达尔罕堪布坐。右廊下，面东系各小堪布喇嘛等坐。南穿廊下，仍番官等，皆改换戴东科尔白帽，面北列坐。座次定，然后十名侍者呈递哈达，始作乐，舞月斧毕，讲经完，作细乐，戴套头八大菩萨上，站立于番官座前，向北灵通天马神并大鹏金翅鸟神，分左右站立。皆手舞足蹈，庆贺吉祥歌曲毕，又讲经完，戴大套头大头佛上，立于东廊前，向西，四侍者旋转口唱吉祥歌曲毕，摆大宴。撤宴后，十三人上，舞双刀毕，讲经完，散宴。随上楼看飞绳。达赖喇嘛上罩黄伞，斜遮掩日光，用孔雀伞，后列孔雀扇面南，行礼毕，令人飞绳。一绳从山楼上垂下，两端拴固一人，从上头面朝下，顺绳溜去，双手持旗，溜至中间，双手正背换旗，一连三人飞绳溜下，看毕，达赖喇嘛转回，观看之众人皆散。

正月初三日降护法，在布达拉山西北哲蚌寺左旁有一箭头，寺降护法处，达赖喇嘛遣噶布伦等焚香虔拜，一喇嘛顶盔贯甲，戴套头，居中坐，众喇嘛绕转念经请神，念至应入神附体，居中之喇嘛狂跳，取刀旋转舞跳，口言所求何事，或非或是，或凶或吉，言完双手拧刀，将刀湾至三四卷，甩刀坠地，护法喇嘛亦仰卧于地，复念经焚香虔拜，送神毕，此之谓降护法。亦如内地请灵宫之类。其事毕，回至布达拉山后柳林之中，大小番官较射远箭，以最远者为上等，不设的，其箭向上而射，不论射法，以射最远者一人，达赖喇嘛赏五十两银宝一枚，次者赏缎绸氆氇共十匹，再其次者赏亦有差等。

正月初四日，达赖喇嘛遣诺们罕在大昭寺将攒招，有执事众喇嘛等，于是日齐集寺内，每人散结大哈达一条，譬如汉官委差领札文一般。所派何差，倘有错误事件，为该喇嘛是问，谓之哈达招预日，派定次日攒招。

正月初五日在大昭寺攒招之一事，系将各处喇嘛等攒聚寺内，唪念吉祥经典、祝祷皇帝万寿无疆，举行大典。每一日早、午、晚三朝，共二十日，唪念经典．分别四等。其中喇嘛如有经典熟通者，记为头等，倘有各寺院小赤巴喇嘛缺出，即以头等者充补。此攒招者，乃喇嘛之中，每年一次大计考试，系达赖喇嘛酌定等第主之。今达赖喇嘛年幼，未经掌事，故遣诺们罕代之，其每攒早招，均系达赖赏每名银钱，午晚二招，系各处番官富户番民熬茶，来藏达子、公、台吉，或各处寺院还愿喇嘛，各处土司官，土司头人，或银钱、茶叶、氆氇、青裸、酥油、糌粑，分散众喇嘛等，有如内地舍布施、还心愿之类。

正月十五日，燃灯供佛之期。布达拉寺并各寺院均皆点燃酥油灯。惟大昭寺墙外街道上，周围用牛皮雕刻各样花灯，上至达赖喇嘛，下至番官各立一分，在大昭寺外安设，俱用酥油点燃。其花灯，有上做佛像下做人物者，又有做活踃人物，头动手摇者，各有不同，辉煌华美，只有正月十五日一夜。

正月二十二日，布达拉山下正桥南河岸柴厂地方，支搭帐房，设立营盘，齐整队伍。此项兵等皆各番官属下小娃，即古之所谓家将者，非番兵也。

正月二十三日，番官如琫二名带领各番官属下家将，均身穿盔甲，手持器械，骑马转绕，即如马队一般。由西署之西转绕东署，至琉璃桥，不过桥，仍赴柴厂，又向布达拉山下正桥，过桥转绕布达拉山，仍回原处。

正月二十四日，又由布达拉山前过正桥，转绕布达拉山后，至扎什城点兵，过队完，散。

正月二十五日，亮兵。此项兵等五百名，系达赖喇嘛属下家将，亦皆穿盔甲，持器械，至前藏街各巷口放鸟枪、逐鬼送祟，皆齐集大昭寺前，俟护法喇嘛念经毕，由大昭寺出，皆散护法喇嘛前列幡幢宝盖五色旗旆，作乐，向西南出藏街西口，至藏河岸。预一日，业已由布达拉山将大炮运下九位，安设在藏河北岸，向对藏河南山凹，又在南山半腰中，下黑帐房一架，人言内放罪人一名，相去十里余。俟大昭寺护法至，即点燃火炮，每炮只放出一炮子，俱落在帐房左右；但见灰起，名为打牛魔王。至牛魔王之从来，相传昔时修造大昭寺，用牛拉运木植，迨至工成，牛多累死，仅存数只。对面山凹中有一海子，其活牛竞过河上山扑入海子中，若每年不打，恐彼作祟。又闻打不著帐房，则藏地安静。

正月二十六日，看跑马，跑人，掼跤，抱石，后散招。是日，系达赖喇嘛遣诺们罕，坐大昭寺左侧法台楼上看。一喇嘛顶盔贯甲，扮护法，前列执事幡伞，众小喇嘛戴套头，穿彩衣，排行由护法寺出，至法台经过作乐，引导仍回护法寺。又弥勒佛坐辇，由大昭寺正门出，作乐，引导自右转左，前列幢幡宝盖黄伞，五方镶边神旗，又列五色旗、装扮鬼怪诸神像排对，真象驼宝瓶。又扮狮子、犀牛、老虎、水兽，跳舞转绕大昭寺，由法台前经过，仍回归大昭寺，进正门，供奉毕。始看跑马；马约有一百余匹，骑马之人皆系蛮童，身穿五彩衣，听炮响为号，马从藏之西北塔门跑来，由法台前过，跑出藏街之东工布塘地方收马，令第巴头人在彼等候，挨次发奖一等赏五色哈达等物，其次者赏哈达茶叶等物，赏亦有差等。跑马毕，跑人，人从江达岗跑来，只跑到法台前止，赏亦有差等。跑人毕，在法台前贯跤，人有十数对，大力跤胜者，赏大哈达，负者不赏。如贯跤二人胜负不分者，同赏大哈达各一。掼跤毕，抱石之人上法台前，石系圆石子，微长，约四百余觔，以抱起能转走者为上等，赏哈达。抱石毕；散招。

正月二十七日，跑马射箭。在布达拉山后河北柳林子外，有一沙滩，名曰宗郊，所有众番官等，看家将等跑马，每名先放一鸟枪，次射一地毯，俱中者，赏酒食，挂哈达。或中一枪或中一地毯者，仅赏酒食。若鸟枪地毯俱不中者，罚河水三大碗。

正月二十八日，仍在宗郊地方看射远箭，射最远者，赏酒食哈达，次者赏酒食，射近罚如前。[191]

以上引文较为周全详细地描述了清代拉萨城内欢度藏历新年的情景，主要介绍了布达拉宫、大昭寺以及哲蚌寺为单位举行的新年盛况。清代汉文文献中有关拉萨藏历新年的记述，不但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描述得十分细腻详尽。故在此不必浓墨重彩地重复叙述。

（二）燃灯节

拉萨燃灯节，又称十月五供节（bcu bavi lnga mchod），为格鲁派重要宗教节日，以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日。根据《如意宝树史》记载：

丧葬修供佛事刚一结束，为使大师的事业不致中断，委任十难论师达玛仁钦为大师法座的代理人（贾曹），继后将大师遗体完整地殓入旃檀宝筮，面朝东北方而坐，其银制灵塔名曰“利见塔”（大慈法王所献帐内），至今供奉于噶丹寺，为该地一切众生之供养所依，所谓“五供节”的供养亦由此而来。[192]

藏历第七绕迥土猪年（1419）十月二十五日，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他的驻锡地甘丹寺圆寂，各地格鲁派寺院纷纷举行悼念仪式。同时，将宗喀巴大师的圆寂日法定为格鲁派每年纪念祖师的隆重节日。所以，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在拉萨圣城隆重举行燃灯节或五供节。根据清代汉文文献记载：

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晚，在拉萨圣城隆重举行，当地僧俗信众踊跃参与，积极筹办，以各个寺院及百姓居家点燃数量不等的酥油灯为主要标志。其场面壮观，令人肃然起敬。清代汉文史志中亦有记载：至十月二十五日夜，云系宗喀巴成圣之日，各家以及寺庙山院，皆于窗棂、墙壁间挨放灯数百不等。光明如昼，布若列星，亦一大观。[193]

在拉萨圣城举行的燃灯节，是藏区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最为隆重的宗教节日。与此同时，其他各地格鲁派寺院亦在同一时间积极举办规模不等的燃灯节，除了形式细节和时间延续上略有差异外，其余内容大致相同。据文献记载：

塔尔寺对这个忌辰十分重视。要求全寺僧人从十月初一到十五日，把自己的僧舍外墙用白灰粉粉刷一新，如发现未刷者，督促其在十五日前一定刷完，否则受到寺院惩罚。其实宗喀巴大师在寺僧的心目中是一位圣人，是梵界第二佛陀，故自觉地赶早刷白墙面。据说刷白墙面是表示为大师的涅槃而戴孝致哀。从十月二十二日起，举行九天的纪念活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主要进行诵经佛事活动，讽诵的经文多为赞颂和祈祷大师方面的。从二十五日晚开始，在寺院的殿堂、僧舍屋顶的墙头上摆设注满酥油的佛灯。当数万盏酥油佛灯同时点燃时，明灯吐红舌，金光灿灿，远远望去犹如一幕灯火辉煌的城市盛节的夜景，极为壮观。数万盏酥油灯象征着佛的光明，佛光普照。因燃灯五夜，所以称这个法会为“忌辰五供节”或燃灯节。

燃灯节期间，寺院照例供应斋茶斋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由大拉让吉祥新宫供应斋茶、米饭、油炸果之类的食品。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天，由三大学院的拉让供应与大拉让吉祥新宫一样的食品。寺院规定点灯所需酥油由各拉让自己开支，僧人所用酥油也由自己负责。二十九日，在大金瓦殿为大银塔进行祭供仪式，大法台及众僧官在曾说过话的宗喀巴大师佛像前诵经祈祷。十一月二日，是六世班禅大师洛桑华丹益西圆寂忌辰供灯日，这天也在佛殿和僧人屋顶上点燃佛灯，进行纪念。[194]

此外，拉卜楞寺一年一度举办的燃灯节，亦有自身的宗教内涵和文化创意。该寺在每年藏历十月二十四日隆重举办燃灯节，为期三天，共同纪念宗喀巴大师（十月二十五日）及其弟子绛央却杰（十月二十四日）和强钦却杰（十月二十六日）师徒三人圆寂日。其中二十五日白昼，寺内换置新供品，信众转经拜佛，煨桑祈祷；至夜间经堂佛殿等建筑屋顶点燃酥油灯，犹如繁星降落，人们敬仰膜拜。

（三）萨嘎达瓦节

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成佛、涅槃的吉日，藏族地区普遍举行“萨嘎达瓦节”（sa ga zla ba），即氐宿月节。在“萨嘎达瓦节”期间，无论僧俗信众，多以闭斋、转经和念诵六字真言为主要内容。藏传佛教信众普遍认为，人们在这天开展任何利他善事或佛事活动，都会有事半功倍之效果。故萨嘎达瓦节在藏区民间极为盛行。其中规模最大、最为壮观的萨嘎达瓦节，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在拉萨圣城定期举行。其形式具有浓郁的民间性特色，以成千上万信教群众围绕拉萨古城转经为标志。转经分内路、中路、外路三条线路：内路线环绕大昭寺主殿，中路线环绕大昭寺，外路线环绕整个拉萨古城。转经时间从凌晨开始，至傍晚结束；当日转经路上，人流如潮，川涌不息，蔚为壮观。

（四）雪顿节

雪顿，系藏语“zho ston”音译，意为“酸奶盛宴”，起源于15世纪，当时宗喀巴大师严整寺院规章制度，提倡僧众夏季在各自寺内安居修行，以避免外出踩踏昆虫等伤及生灵。当甘丹寺坐夏僧众开禁下山休闲时，广大世俗百姓以布施酸奶来酬劳庆贺寺僧坐夏修行圆满，遂成定制，并发展为一大宗教节日。17世纪始，又演化为僧俗共庆的盛大节日，僧众在各大寺院举行“展佛”等宗教仪式；世俗百姓在罗布林卡（nor bu gling kha）等公园举办藏戏表演等文艺活动。文献记载：

六月三十日，哲蚌寺、色拉寺，挂大佛，亦装神鬼等类。垂仲下神，番民男女并皆华服艳装，或歌或唱，翻杆子跌打各种跳舞，亦二寺之大会也。[195]

雪顿节，每年藏历六月底至七月中旬在拉萨圣城如期举行，以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三大寺以及罗布林卡为活动中心，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无与伦比，从而成为藏区规模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同时，亦是藏族百姓普遍参与的夏季盛大文化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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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噶厦政府时期

噶厦政府时期，是指清代中后期格鲁派掌管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权时期。1751年，清朝中央政府废除郡王制，正式授权第七世达赖喇嘛，构建噶厦政府，由达赖喇嘛亲自领导噶厦政府，掌管西藏政教一切事务。噶厦政府是一个由僧俗官员共同执政、以僧官为轴心的地方政府。自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趋向成熟和巩固。

第一节 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

清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直接管控，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衙门。乾隆十六年（1751），承袭郡王职位的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党羽又杀驻藏大臣。清朝中央政府在平定乱事后，鉴于世俗贵族掌权过重易生变乱，遂废除郡王掌权制度，授权第七世达赖喇嘛亲政，正式建立噶厦政府，内设四噶伦职位，共同操持西藏地方政教事务。

一 驻藏大臣的设置

驻藏大臣始于清雍正年间，雍正六年（1728），西藏“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台吉札勒鼐等谋杀贝勒康济鼐，背逆不道，藏民告变。我世宗宪皇帝命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玛拉、洮岷协副将颜清如，先驰赴藏，抚绥人民”。[1]僧格，巴林氏，蒙古镶红旗人，进藏前为内阁学士，世袭佐领；玛拉，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进藏前为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其名字在文献中出现“玛拉”或“马喇”等几种写法。

清廷派遣玛拉和僧格二人同时赴藏办事，参与平定阿尔布巴之乱。之后，两人留住拉萨继续办理西藏应急事务，从而开清代驻藏大臣之先河。所以，中国学界基本认可将雍正六年（1728）定为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的具体时间。正如林子青所说：清朝对于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非常重视，于雍正六年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务。[2]
又《清世宗实录》记载：“其藏内事务，著马喇、僧格总理，迈禄、包进忠协理。”[3]由此可见，初设驻藏大臣之时，并不设定正、副二人，而是由数人共同办事，甚至在特定时期多达五六人。例如：“今藏内现有僧格、包进忠、迈禄、青保、苗寿等数人办理事务，马喇着遵前旨回京。”[4]这是驻藏大臣前任后继者交替工作时出现多人的特殊现象，平常只有两三人。又如：“雍正九年（1731）二月，护军统领马喇、内阁学士僧格在藏年久，朕意悯念。命正蓝旗蒙古副都统青保、大理寺卿苗寿前往替回。但二人一时回京，新任之人不能熟悉西藏事宜，着马喇先回，留僧格协同青保等再办事一年。马喇、僧格各赏银一千两。”[5]马喇遵照雍正皇帝之命先于雍正九年八月回京；僧格后于雍正十一年（1733）离藏返京。雍正十二年（1734），驻藏大臣青保、苗寿二人因事故革职，清廷遂派遣散秩大臣伯阿尔逊、镶白旗副都统那苏泰前往西藏，办理事务。[6]
但是，清廷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初期，并没有明确其职称和权限，正如有学者认为：驻藏大臣设置后的一段时期内，其职称亦未统一明确，有“总理”、“协理”、“协办”等多种称谓。雍正九年八月乙卯（1731年9月25日）、乾隆六年九月辛卯（1741年11月7日）和九年九月己丑（1744年10月20日），朝旨先后出现了“西藏办事大臣”、“驻藏副都统”、“驻藏办事副都统”等新的称谓的提法，而并未有以后所谓“办事大臣”（正大臣）与“帮办大臣”（副大臣）之说。驻藏大臣不管几人同时驻藏，其权力、地位均相等。[7]
可以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拉萨设立驻藏大臣，有其政治考量。正如乾隆皇帝所解说：“所以命大臣驻藏办事者，原为照看达赖喇嘛，镇抚土伯特人众。”[8]乾隆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衙门机制趋于规范，设两名驻藏大臣，一为办事大臣，一为帮办大臣；驻军官兵两千名。

有学者专门研究清朝驻藏大臣的沿革历史，认为“自雍正五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至宣统末年（1727—1911），凡一百八十五年间，清廷派藏大臣计一百七十三人次：办事大臣九十人次，未到任七人，实际到任八十三人（其中重任三次者马拉一人，复任二次者索拜等十一人，由帮办大臣擢职者十九人）；帮办大臣八十三人次，未到任十五人，实际到任者六十八人（其中复任二次者雅满泰等五人）。两者合计扣除重任、复任、擢职者三十七人，清廷先后派遣大臣往藏一百三十六人，再减去未到任者二十二人，实际到任一百一十四人”[9]。

从历史上看，驻藏大臣的设置及其职权，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最初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监督西藏地方政权，后来提升其地位、放宽其权限，并与达赖喇嘛共同执掌西藏地方政教事务。显而易见，清朝驻藏大臣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演进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吴丰培所说：“驻藏大臣的设立，不仅加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统理，巩固了地方政权，也使藏族人民感受到统一的祖国大家庭的优越感。”[10]
二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清乾隆十二年（1747），西藏郡王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素不信奉达赖喇嘛，心怀仇隙”，表面上顺从清朝派遣的驻藏大臣，暗中联络蒙古准噶尔汗国，伺机起兵反叛。正如历史文献记载：“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倒行逆施，于达赖喇嘛，无尊信恭顺之意；虐使其下，战杀伊兄，监禁伊妹，暴戾不训，日甚一日，谋为不轨，逆迹昭著，经驻藏大臣详查，察看得藏地民众对伊人人愤恨，尤恐将来加害于达赖喇嘛，于是一面奏请皇上从速处治，一面在通司岗将伊诛戮。”[11]乾隆十五年（1750），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诱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随后为其党羽卓尼尔（官名）罗布藏札什所杀，清廷立即派遣四川总督策楞领兵入藏平叛。乾隆皇帝“御览达赖喇嘛与贵族奏书后谕曰：凶暴之人已诛，嗣后诸事需妥善办理。着派大臣前往西藏，会同达赖喇嘛会商，与公班智达共同商拟西藏事务章程。凡事应推诚相见，悉心查究，参酌旧例，傅地方永远宁谧，敬奉达赖喇嘛，享受安乐，务使西藏一切僧俗人等威朕对伊等怜爱施恩之意”[12]。当时乾隆皇帝审时度势，指示策楞拟定西藏善后章程，其具体条款如下：

第一，查照旧例，西藏办事噶伦原系四人。噶伦布隆簪双目失明，又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革退，现存噶伦公班智达、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三人。除班智达已奉特旨，仍以公爵办理噶伦事务，毋需另议外，其余两人于逆党变乱之前，均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派往他处，不在拉萨。此二人不仅原无过犯，对后来发生叛乱亦不知情，且原系奉旨所放噶伦，仍应照旧留办噶伦事务。噶伦布隆簪一缺，应选放深晓黄教一人充任，公同办理事务，庶于僧俗均有禅益。其余三噶伦均已授有职衔，今新选之喇嘛亦应奏请皇上授于札萨克大喇嘛名色，与诸噶伦共同办理事务。

第二，噶伦会办事件，原有噶厦公所衙门。自颇罗鼐后，各噶伦均不赴噶厦公所，俱于私宅办事。又舍官放之卓尼尔、仲译等员不用，却任意添放私人亲信为卓尼尔、仲译等员，故卓尼尔罗布藏扎什等得以肆意专擅，任意凌虐众百姓。嗣后凡遇应办事件，各噶伦俱赴噶厦公所会办。所有任意私行添放之官员尽行裁革，仍应用官放之卓尼尔等员办事。凡地方之细小事务由众噶伦秉公会商妥协办理外，其重大事务及驿站紧要事件，务需呈请达赖喇嘛及驻藏大臣酌定办理，钤用达赖喇嘛印信与驻藏大臣关防遵行。倘嗣后噶伦内仍有不遵章程办事者，准其余噶伦查明缘由，如实举报，以凭参奏治罪。

第三，补放宗谿头目等官，众噶伦不得任意私放。查各地勒参有管理地方、教养百姓之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任意指名，混行补放，其人又不亲往，仅差一家奴赴彼代办，扰害地方百姓，于民毫无禅益。嗣后凡遇补放第巴头目等官，众噶伦等务须秉公查办，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候奉钤印文书遵行。其现任勒参内如有家奴代办者，概为撤回，另行补放。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诛后，凡属逆党同伙，均经班智达遣人换回。在此期间，如有因人地不宜、应行调换者，亦应秉公举出，禀明另行补放。

第四，查旧例，凡选放第巴等官，均系择其根基深厚、明白妥协之人，如有不能办理事务或任意犯法者，自应秉公治罪。乃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妄作威福，不论贤愚，擅将无辜之旧人，抄没革除，以致是非颠倒，怨声载道。嗣后凡第巴等官，有犯法，轻者应予棍鞭惩罚，对需治罪者与违法盗窃他人财物者，需处剜眼、断肢等刑时，应由噶伦等秉公处理。对喇嘛、贵族、仲科等官没收财产及处极刑者，噶伦与代本等务须秉公查明其缘由后，分别定拟，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指示遵行。

第五，查旧例，各寺庙之堪布喇嘛，均由达赖喇嘛选放派往。自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任事以来，竟任意私自补放调换，不容达赖喇嘛主持，甚属不合。嗣后各寺堪布喇嘛，或遇有缺出，或需调换，均应由达赖喇嘛酌行，噶伦等不得仍照陋规，专擅办理。其喇嘛中遇有犯法者，噶伦等亦应秉公禀明达赖喇嘛，请示遵行。

第六，查旧例，达赖喇嘛之侍从有索本、森本、卓尼尔、恰佐等官，自颇罗鼐封王后，亦照达赖喇嘛之例，添设选放各官名色。今噶伦并非王爵，嗣后只应于噶厦公所设卓尼尔二人，与仲译等官办理事务。

第七，查旧例，噶伦办理地方事务，代本管理兵马，防范卡隘，今应仍旧，各专责成。后藏地方甚小，而原设代本三名，卫地甚大，而仅设代本一人，一遇差遣病假，无人管束兵马。如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差遣代本塔杰扎西去那曲后，卫地无管兵之人，以致逆党罗布藏札什得以畅肆纠合，扰乱地方。今应再行添设代本一名，共同管理，即或遇有差遣，一人仍可留守卫地，防范地方，护卫达赖喇嘛。嗣后凡遇调遣兵马，防御卡隘，均应遵照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之印信文书行事。代本等仍不时留心地方防务，若遇有应行防范事宜，亦应禀明钦差大臣指示遵行。至后藏代本江乐坚巴，查系无辜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意欲侵害私行革除之人，应仍调取管理后藏代本事务，以示昭雪。

第八，查噶伦、代本均系护卫达赖喇嘛、办理地方事务、管束兵马之要员，责任甚重，应各予敕书一道，以昭信守，而重体统。除现有并添设之噶伦、代本，均查取职名，造册送理藩院，奏请颁发外，嗣后遇有出缺，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会商拣选应放之人，奏请补放，仍须报请理藩院转奏颁给敕书。将来或有不遵奉达赖喇嘛，并犯法不能办理事务应行革职者，亦由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参奏革除，原颁之敕书，一并撤回缴理藩院。

第九，查旧例，全藏人民均属达赖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户多寡，各有一定差徭，以供黄教佛事，并备众僧熬茶之用。自颇罗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父子办事以来，不但任意私为侵占，又复市恩于私人，滥行赏赍者甚多。遇有偏爱者，竟擅给免差文书；偏憎者，则加派名目繁多之差税，以致百姓苦乐不均。嗣后噶伦、代本等，应公同查照旧档，如实因有功于政教而劝赏者，毋庸缴回外，其无故私赏之属民，均应秉公查出，禀明达赖喇嘛，撤回仍归公用；其滥行发给之免差盖印文书，亦应查明缴回，仍令其照旧当差；凡一切加派之差徭，亦应禀明达赖喇嘛，概行减免，使百姓苦乐均匀。倘遇有出力有功应行酌赏者，噶伦、代本等秉公禀明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赏项遵行。

第十，查旧例，所有达赖喇嘛差役，均由地方百姓供应。自颇罗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任事以来，旧例废驰，凡噶伦、代本等差人前往西宁、打箭炉、巴尔喀马、阿里等处地方买卖交易，均私出牌票，一切食用、乌拉，均取资于各该地方，以致百姓差徭倍加，苦累不堪，因而流离失所者甚多，此风亟应革除。嗣后噶伦、代本等买卖差遣，不得擅行私出牌票，即遇公事有必需乌拉之处，则务必禀明达赖喇嘛，发给印票遵行。其随时在附近处应役者，仍着噶伦出票办理。

十一，查旧例，达赖喇嘛仓存物件，原系恰佐专管，遇有公事动用，噶伦等禀明达赖喇嘛，代为经理，开取封闭，俱以达赖喇嘛印信封皮为凭。自颇罗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任事以来，任意私自取用，不但不禀明达赖喇嘛，竟致达赖喇嘛无取用一方哈达之权，甚属不合。嗣后零星日用物件仍由恰佐处理外，开取封闭仍以达赖喇嘛印信封皮为凭。遇有公事动用，必须经噶伦等商定，请示达赖喇嘛遵行，不得私行动用。

十二，阿里、那曲等处地方，甚关紧要。查那曲接近青海，阿里与准噶尔接壤，派往驻扎之员，必须拣选妥协可信者，庶于地方有益。且向系选择根底深厚、素有名望之人充任。应请达赖喇嘛遴选遣派，仍将所派人员咨理藩院，奏恳赏给号纸，以昭信守。

十三，查达木蒙古，前经颇罗鼐奏请，由该王差遣管属。自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诛后，伊等因无人管辖，竟尔潜回达木。该蒙古等皆属无罪之人，向系游牧为生，与唐古特情形迥异。近遵旨询及其头目，亦情愿归回达木，听候差遣。自应仰体皇仁，善为安顿。该蒙古原系编为八个头目，惟该头目等所有名号，或称宰桑、或称台吉，均系颇罗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混行加给职衔，于体制亦有不符。应酌定，现有之头目八人，均授为固山达名色，属下仍选择八人授为佐领，再选八人授为骁骑校，俱照例给以顶戴，递相管束，俱归驻藏大臣统辖。每佐领各派十名，共八十名，驻拉萨以备差遣，并护卫达赖喇嘛。其食用口粮，仍照旧例由达赖喇嘛仓上供应。一切调拨，均依驻藏大臣印信文书遵行，噶伦、代本等不得私自差遣。一切官员之革除补授，俱由驻藏大臣商明达赖喇嘛施行。每年查察该蒙古内如有勤劳恭顺者，酌加奖赏；倘有不遵法度者，严加惩责。至蒙古人中，向住拉萨以资糊口之少数人，应查明存案，准其留住拉萨：以资养生。庶各蒙古均得仰沐天恩矣。[13]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上述十三条章程，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公班智达，参照旧例，共商拟定，经清朝中央政府审批后，谕告全藏僧俗人等遵照执行，并强调此乃遵奉大皇帝怜爱西藏民众之旨意，均应仰体皇恩，恭敬达赖喇嘛，无论噶伦、代本、第巴、头目等所有僧俗大小官员，不得有违，若有违犯，则据情节轻重给予惩治，罪重者必予诛之。由此可见，清朝中央政府颁布章程十三条的意图在于立章定制使西藏众百姓不仅可享安乐，亦可济福子孙。

总之，《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的出台，对西藏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进行了一次大改革，废除了西藏郡王制，削弱了西藏世俗贵族的权势；提升了僧侣集团的权力，尤其加强了达赖喇嘛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的政教地位。同时，《章程十三条》的实施，也为建构噶厦政府的行政机制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

三 噶厦政府的建构

根据藏文文献，藏历第十三绕迥铁羊年，即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下诏书，授权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亲政，掌管西藏地方政权。达赖喇嘛下设辅助人员（噶伦）和办事机构，遂建立了噶厦政府（bkav shag）。根据《噶厦印谱》记载：

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48岁。第十三绕迥铁羊年（1751），皇帝下诏，一切政教事务必须由达赖喇嘛亲自过问。达赖喇嘛之下设四噶伦为其辅助。从本年起第七辈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亲管政事，至火牛年（1757）为时七载。其封诰印除“自在佛印”未常使用外，其余均沿五辈达赖旧例使用。皇帝又赐金印，印文亦如五辈达赖之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统领天下释教普觉班杂达热达赖喇嘛之印。”[14]

噶厦政府是遵奉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旨意办事的政教合一机构，内设四位噶伦（官职）具体操办。当时任命多仁·贡布欧珠热旦（rdo ring mgon po dngos grub rab brtan，1721—1792）、多喀尔夏仲·策仁旺杰（mdo mkhar zhabs drung tshe ring dbang rgyal，1697—1762）、顿巴·斯却次丹（ston pa srid chos tshe brtan，）和孜准达尔汗·尼玛坚赞（rtse mgron dar han nyi ma rgyal mtshn）四人为噶伦。四位噶伦中有三位俗官和一名僧官，其中孜准达汗·尼玛坚赞为僧官。据《噶厦印谱》记载：

此辈达赖喇嘛亲自处理政教事务，其下尚有首席噶伦多仁诺们罕班智达，助理扎萨多喀尔尔夏仲·策仁旺杰、扎萨顿巴·斯却次丹等，僧官有孜准达尔汗·尼玛坚赞等人。五个噶伦都非常精明能干，受到称赞。噶厦还自制有其他钤记，如德吉玛印、改错印、封禁印等，一直使用至现在。皇帝又特恩准如遇有祈祷修法的佛教大事，达赖的命令可以行于西藏本部与及大藏。此时又特设噶仲、卓尼、森噶等官职，同时还新增设专门管理公文之译仓列空。[15]

噶厦政府成立仪式上，达赖喇嘛亲临祝愿，赐新制“斯西德吉”印，宣布从此开始，噶厦政府正式行使职权，负责处理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内外事务。

当时噶厦政府的驻地在拉萨大昭寺，长官为噶伦，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旨意办事，且必须于公所（噶厦）办理政事。特别是《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扩大了驻藏大臣的职权，正式规定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并形成了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僧官系统）和噶厦俗官系统三者制衡的政体；而且，章程对噶伦、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权限做了具体规定：凡地方一般事务，除众噶伦秉公会商，妥协办理外，其具折奏重务，并驿站紧要事件，务须遵旨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钤用达赖喇嘛印信、钦差大臣关防遵行。[16]各寺之堪布喇嘛，或遇缺出，拣选派往；或人不妥协，应行调回；均应由达赖喇嘛酌行，噶伦等不得仍照陋规，专擅办理。喇嘛中遇有犯法者，噶伦等亦应秉公禀明达赖喇嘛，请示遵行。[17]将来或有不尊奉达赖喇嘛，并犯有不能办理地方事务，应行革除者，亦由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参奏。革除后，原颁之敕书，一体撤回缴部。[18]由此可见，《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的颁行，不仅对西藏地方政体做出重大改革，而且力挺达赖喇嘛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享有的最高权力，如重大政务和重要官员的任免，须禀报达赖嘲嘛裁决。

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亲政后，遵循章程，抑制世俗贵族势力，加强与驻藏大臣的沟通合作；同时，改善格鲁派僧侣生活待遇。乾隆十七年（1752），建立布达拉宫译仓（yig tshang）机构，主要保管和处理达赖喇嘛的经书和文书等；乾隆十九年（1754），在布达拉宫创建僧官学校，开设梵文、书法、诗词、历算、语言等社会公共文化课程，除格鲁派高僧外，还聘请宁玛派敏珠林寺的高僧担任教师，学员从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木如寺等格鲁派寺院中选送，要求德才兼备，并经孜译仓（rtse yig tshang）批准，每届定额五十余名。毕业后依凭个人综合条件，由孜译仓派往各地宗（县）或在噶厦政府中担任职位。

另外，1751年，清政府颁行策楞所奏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后，驻当雄的达木和硕特八旗蒙古军队亦归驻藏大臣统辖。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后，清政府在西藏长年驻兵一千五百名，令提督大员率领弹压，三年轮换一次，成为定例。

总之，噶厦政府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最高行政机构，由僧官和俗官组成其领导集团，共同行使职权，负责办理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等内外事务。但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推崇宗教信仰理念，将僧官排在俗官之前，具有绝对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如第七世达赖喇嘛时期设置的布达拉宫译仓机构（由达赖喇嘛直接领导）、第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设立的摄政王职位、第八世达赖喇嘛时期设立的基巧堪布职位（三品僧官）等，都是高僧活佛担任的高级官位。从而形成“在西藏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律以及民间事务都以佛教的教义为基本原则，并把服从佛教领袖、遵循佛教教义当作是最高的原则”。[19]可以断言，噶厦政府及其管辖各级部门是充当主要服从宗教理念、服务宗教事业的机器。

四 摄政王与达赖喇嘛

藏历第十三绕迥土虎年，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西藏地方政教事务暂由噶伦代办。之后，乾隆皇帝唯恐噶伦等人“擅权滋事”，便依据西藏僧俗民众公举并经驻藏大臣禀报，批准丹吉林（寺）第六世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绛白德勒嘉措（ngag dbang vjam dpal bde legs rgya mtsho，1724—1777）代理摄政，即在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未寻获及新达赖喇嘛未成年之前，代行达赖喇嘛职权。于是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史上产生了第一位摄政王。藏文文献记载：

乾隆二十二年火牛年（1757）二月二日，达赖喇嘛圆寂，年50岁。其事务暂由噶伦代办。约数月后，西藏僧俗民众会议一致同意公举丹吉林寺第六世活佛第穆·阿旺绛白德勒嘉措为达赖喇嘛代理，作第一任摄政，并向驻藏大臣禀报，请驻藏大臣向皇上转奏，复得皇上恩准，于同年四月八日就任摄政之职。[20]

以上实情在《清实录》、《清代藏事辑要》等不少汉文史籍中亦有较详描述，可相互印证或补充。如《清实录》记载：

又谕（军机大臣等）：“适据伍弥泰等奏称：‘噶隆与众堪布共议，迪穆呼图克图熟习经卷，达赖喇嘛在日曾分外优待，藏内亦皆敬服。请将迪穆呼图克图掌办喇嘛事务’等语。前此伍弥泰等奏到达赖喇嘛圆寂，朕念卫藏地方紧要，曾于折内批谕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此特因卫藏不可无为首办事之人，原系抚恤伊等之意。今噶隆与众堪布等既同推迪穆呼图克图为首办事，即毋庸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但伊等接奉朕前批谕旨，或已向噶隆、众堪布等宣告，细未可定。今发去谕旨二道，若前批发之旨已向噶隆等告知，即将停止章嘉呼图克图另准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之旨向噶隆等宣谕。若前旨尚未向众告知，即毋庸言及，只照伊等所请，着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伍弥泰等接奉此旨后，将用何旨宣谕之处，务须据实奏闻。”[21]

以上引文中所称“迪穆呼图克图”乃是第六世第穆活佛。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乾隆皇帝向军机大臣下谕旨，当即任命第六世第穆活佛为西藏摄政王。此举显然有其政治上的考量，以稳定西藏地方政局为宗旨。据《清实录》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卫藏之人性好擅权滋事，颇罗鼐故后办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时，曾经降旨将卫藏一切事件俱告知达赖喇嘛办理，噶隆等惟令遵办达赖喇嘛所交事件。是以数年以来，甚属安静无事？兹达赖喇嘛圆寂，览噶隆等请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之奏，只称请掌办喇嘛等事务，所奏殊属含混。噶隆等颇有擅办喇嘛事务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权柄。是以朕赏迪穆呼图克图诺们罕之号，俾令如达赖喇嘛在日一体掌办喇嘛事务。除明降谕旨外，再谕伍弥泰、萨喇善务宜留心，遇有一切事务，俱照达赖喇嘛在时之例，与迪穆呼图克图商办，毋令噶隆等擅权滋事。将此情节已降旨交章嘉呼图克图，命其写信，由赴藏之札萨克喇嘛亲身密交迪穆呼图克图矣。伍弥泰、萨喇善只期相安无事，妥为留心，毋得稍有泄露。”[22]

乾隆皇帝鉴于自第七世达赖喇嘛亲政以来西藏地区“安静无事”以及“噶隆等颇有擅办喇嘛事务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权柄”，先赏赐第穆活佛诺们罕之号，提高其宗教地位，遂颁布谕旨任命第六世第穆活佛代为掌办喇嘛事务，并赐予金册封诰及银印一颗。藏文文献记载：

土虎年（1758）六月八日，达赖第八世绛白嘉措在后藏上部土布加拉日岗降生。本年皇帝赏赐第穆活佛金册封诰及银印一颗，印文为“办理藏事宏扬佛教吉祥诺们罕之印”。他摄政六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七月十日始将达赖喇嘛迎回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第穆摄政共二十一年，到火鸡年（1777）一月二十二日卒于丹吉林寺庙内。他有一个大银印，以后的历任摄政活佛均承袭使用。此外皇帝还赐有历任摄政第穆活佛之印连同其他的改错印、封禁印等，这些钤印均曾使用过，唯独印顶上没有记号的大官印，在其圆寂后则由汉藏双方官员保管，封禁在内库之中。第穆卒后数月，由噶伦代行一切政务。[23]

第六世第穆活佛·阿旺绛白德勒嘉措自1757年摄政至1777年去世，在位二十一年之久。他首开西藏摄政王之先河，并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接任摄政王职位的体制。

第二任西藏摄政王为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慈臣（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tshul khrims，1721—1791）。乾隆四十二年（1777），西藏摄政王第六世第穆活佛·阿旺绛白德勒嘉措圆寂，乾隆帝命在京公差策墨林·阿旺慈臣赴藏接掌前任摄政的“掌办西藏事务广衍黄法诺们罕之印”，出任西藏第二任摄政王，颁赐“阐明圣教额尔德尼诺们罕之印”。藏文文献记载：

火鸡年（1777）八月十五日皇帝敕准过去曾进京入朝，亲受诰封的卸任甘丹赤巴·额尔德尼诺们罕·阿旺慈臣继任摄政。他是策墨林寺的前辈活佛，人称察多。铁牛年（1781）皇帝又赐第八世达赖喇嘛封号并金印一颗，印文如前辈达赖喇嘛所赐。木龙年（1784）达赖喇嘛亲政，但诺们罕仍为助理，协同达赖掌管政务。察多管政十年，到火马年（1786），因章嘉呼图克图离任，皇帝下诏饬诺们罕立即晋京代理章嘉遗缺。他有一颗皇上所赐的大银印，即皇帝赐给前辈第穆活佛作为平常使用者。他走后此印仍暂时使用，以便发布命令，后由驻藏大臣保管。火羊年（1787）此印又交与特派堪布之手，保管在甲康之内。这颗摄政印有四行蒙古文，策墨林活佛的后一辈亦曾使用过。当时印顶尚无“扎”字记号，此印随同改错印嗣由地方政府收储保管。[24]

以上引文中甘丹赤巴·额尔德尼诺们罕·阿旺慈臣，是指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慈臣，他于1777年担任摄政王，至1784年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vjam dpal rgya mtsho，1758—1804）亲政止。之后，策墨林活佛·阿旺慈臣继续协同达赖喇嘛掌管政务。藏文文献记载：

第八世达赖绛白嘉措从乾隆四十九年藏历木龙年（1784）亲管政务到火马年（1786）共约三年。嗣后达赖喇嘛又与赤钦额尔德尼共同管政，从土鸡年（1789）到铁狗年（1790）。皇帝又降旨，命达察吉仲·毕呼图诺们罕迁往达谷康萨襄助噶伦等共同办理藏事。[25]

以上引文中“达察吉仲·毕呼图诺们罕”，是指功德林第八世达察活佛·洛桑益西丹贝贡布。藏历第十三绕迥铁狗年（1790）十二月皇帝令吉仲毕呼图到北京，达赖喇嘛又亲管政务，赤钦额尔德尼诺们罕为达赖喇嘛助理，襄办一切。文献记载：

自伊回京后，达赖喇嘛人过诚实，专习经典，或且偏信旁人，全无主见。达赖喇嘛系朕所立，诸事如此废弛，实不能仰体朕心。藏中之事，朕若置之不管，亦无不可，但前藏僧俗蒙古人等，俱致离心；不特国体攸关，即达赖喇嘛亦复何益。是以将达赖喇嘛之兄弟商卓特巴等，全令来京，济隆呼图克图，亦行撤回，又恐乏人帮助达赖喇嘛办事，为日既久，属下人等，复有擅权舞弊等事，均不可定。今已讯明舒濂，知普福虽无别项情节，其一味颟预不能勤慎办事，雅满泰略知藏中事务，又不甚谙练，究难放心。朕因怜悯达赖喇嘛，故遣噶勒丹锡埒图禅师仍复至藏，帮同达赖喇嘛办事。伊至藏后，务将诸事整理，至迟不过三年，章程自可立定，交付驻藏大臣率领噶布伦等照办，即可将伊撤回。[26]

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是指策墨林·阿旺楚臣。乾隆五十一年（1786），章嘉·若贝多杰（1717—1786）在五台山圆寂，乾隆帝命策墨林·阿旺楚臣进京接管章嘉活佛的札萨克达喇嘛印务。乾隆五十五年（1790），策墨林·阿旺楚臣受乾隆皇帝之重托，又重返西藏，协助第八世达赖喇嘛处理政教事务，但不幸的是其入藏后不久患病，于藏历第十三绕迥铁猪年（1791）三月二十七日在拉萨布达拉宫逝世。

第三任西藏摄政王为功德林第八世达察（济隆）活佛·洛桑益西丹贝贡布（rta tshag blo bzang ye shes bstan pavi mgon po，1760—1810）。乾隆五十四年（1789），乾隆帝传谕：

西藏自巴勒布滋事以来，业经大加惩创。但藏内诸务，必须一晓事大喇嘛帮同达赖喇嘛办理，方为有益。济隆呼图克图心地明白，熟悉经典，素为唐古忒等敬信。著赏给毕里克图名号，任以札萨克之职，前往西藏帮同达赖喇嘛办理一切。俾噶布伦等诸事得有遵循，以副朕又安全藏至意。[27]

第八世达察（济隆）活佛首创该活佛系统担任摄政王之规，但不久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又奉诏辞去摄政王一职，进京为京师掌印喇嘛。乾隆五十六年（1791），时任摄政王的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慈臣（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不幸在拉萨逝世，第八世达察（济隆）活佛又回藏接任摄政王。根据藏文文献记载：

此时之达察吉仲毕呼图，即功德林寺达察活佛摄政，名洛桑益西丹贝贡布。当时他正去内地，行至中途，又复折回，8月8 日到拉萨。本年他协助达赖喇嘛办理一切事务。铁猪年廓尔喀派兵侵入西藏，时局紧张。皇帝派遣将军福中堂率大军到拉萨平乱。水鼠年（1792）皇帝封达赖呼图袭萨玛第巴克什慧通禅师封号并赐圆觉智惠禅定大师等名号之私用银印一颗，准其世代承袭。木兔年（1795）乾隆驾崩，嘉庆登基。达察从木兔年到木鼠年（1804）均作为达赖助理，两人联合执政约十四年。到嘉庆九年即第十三绕迥的木鼠年（1804）十月十八日，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圆寂，时年47岁。皇帝下诏初令吉仲呼图克图萨玛第巴克什任总管，办理政教事务。其所用印即火兔年收存在甲康内的大银印。木牛年（1805）皇帝又下诏命将此印转赐与达察摄政。因此本年便新制一颗六行蒙古文的摄政大方印供其使用。[28]

藏历第十三绕迥木鼠年，即清嘉庆九年（1804），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圆寂，随即嘉庆皇帝下诏书，又命第八世达察活佛·洛桑益西丹贝贡布再次担任摄政王，直至其圆寂（1810）。实际上，第二任摄政王策墨林·阿旺慈臣于1791年在拉萨逝世，乾隆帝传谕：“着济隆呼图克图前往协同达赖喇嘛妥慎办事，不得因前有嫌隙，意见参差。并传谕达赖喇嘛知之。”[29]由第八世达察（济隆）活佛·洛桑益西丹贝贡布协同第八世达赖喇嘛掌管政务，故有其前后担任摄政王达二十年之说。

第四任西藏摄政王为丹吉林（寺）第七世第穆活佛·洛桑土丹晋美嘉措（de mo blo bzang thub bstan vjigs med rgya mtsho，1778—1819）。藏文文献记载：

达察活佛卒后，其代理人系按照西藏僧俗民众会议公举，丹吉林寺活佛洛桑土丹晋美嘉措重任摄政，奏明圣上准旨，并谕令其承袭上辈的官印。计有大银印一颗，第穆第一任摄政阿旺绛白德勒嘉措的六行蒙古文摄政印一颗，文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敕封掌管黄教白丹诺们罕之印吉祥如意”。此外还有改错印、封禁印，均于嘉庆十六年藏历第十四绕迥铁羊年（1811）三月十七日正式移交与此辈第穆活佛，他遂就任摄政之职。他是四月十一日就职，又新刻一颗摄政之印，已如上述。其印头上新刊有一个“扎”字，作为记号。同年将情况上奏皇帝，皇帝敕封他为“额尔德尼诺们罕”。他摄政五年，到嘉庆二十年即第十四绕迥的木猪年（1815）三月十六日达赖第九世隆多嘉措年11岁，忽然圆寂，立将此情具奏皇帝，蒙恩降旨，着第穆诺们罕为达赖喇嘛代理，十一月二日正式就职。至土兔年（1819）共摄政九年，三月三日第穆卒于丹吉林寺内。[30]

第七世第穆活佛·洛桑土丹晋美嘉措自1811年担任摄政王之职，直至圆寂（1819），在摄政王位上任职9年。

第五任西藏摄政王为第二世策墨林活佛·阿旺绛贝慈臣嘉措（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vjam dpal tshul khrimsrgya mtsho，1792—1863）。他自1819年至1844年担任摄政王，长达26年之久。藏文文献记载：

到了土兔年（1819）八月十三日皇帝的诏书方才下来，萨玛第巴什策墨林第二辈活佛阿旺绛白慈臣嘉措始正式就摄政之职。除第穆其他大小诸印收回内库以外，批准他继承使用六行蒙古文大印，印文为“宏扬佛教额尔德尼诺们罕之印”。此外还批准他使用封禁印、改错印等。到铁龙年（1820）皇帝又下旨，正式敕封他为额尔德尼诺们罕。不久，嘉庆驾崩，铁蛇年（1821）道光登基。他作摄政的第四年，即从水马年至道光二年，即第十四绕迥始找到了达赖喇嘛转世的三个灵童，于是从后藏迎请班禅大师到前藏来进行认定。一月十五日，举行掣签，理塘出世之灵童中签，遂被认定为达赖喇嘛第十世之灵童名为慈臣嘉措。八月初八日迎回布达拉宫坐床。铁虎年（1830）进行普遍调查，制定铁虎年清册。道光十七年藏历第十四绕迥的火鸡年（1837）第十世达赖喇嘛圆寂。[31]

由于第二世策墨林活佛·阿旺绛贝慈臣嘉措长期担任摄政王，居功自傲，并与驻藏大臣琦善之间产生矛盾，琦善上奏朝廷，举报其罪状。于是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道光皇帝下令罢黜第二世策墨林活佛摄政职务，将其接回内地，发往黑龙江治罪，后获释回到故里卓尼地方，交由地方官监管。

第六任西藏摄政王为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尼玛（pan chen bstan pvi nyi ma，1782—1853）。根据藏文文献记载：

土狗年（1838）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于布达拉宫坐床。再过两年至木龙年（1844）为策墨林活佛摄政的二十六年。当道光二十四年时驻藏大臣琦中堂（此前）则已早奏皇帝，将其免职，放逐汉地。琦中堂推举班禅额尔德尼代摄政职。其后皇上降旨，照议敕准，遂迎接班禅大师丹贝尼玛驻锡拉萨。大师从本年起，至木蛇年（1845）四月二十六日止，共摄政八月余。他接用策墨林的大小各印。在任摄政期间除使用一颗四行蒙古文的摄政印外还在文件上加钤班禅私用的一颗圆形有法螺纹的佛印。[32]

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尼玛短暂担任摄政王后，清廷下令任命热振活佛代理达赖喇嘛摄政。热振活佛成为第七任西藏摄政王。据藏文文献记载：

木蛇年（1845）皇帝又下诏着热振活佛第九世任摄政之职。该活佛系统曾两任摄政。第一任系于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就职，皇帝敕封其为阿齐呼图克图。火马年（1846）为达赖喇嘛受戒，铁狗年（1850）道光驾崩，铁猪年咸丰登基。热振摄政一直到木兔年（1855）共执政十一年。本年即咸丰五年第十四绕迥的木兔年（1855），第十一世达赖喇嘛亲政。所用大小各印，均按历任达赖旧例使用。但为时只有数月，至十二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圆寂，当时他才18岁。于是马上举行民众会议一致公举热振呼图克图阿旺益西慈臣坚赞代摄政务，他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又重任摄政。本年廓尔喀又武装侵略。[33]

以上引文中“热振活佛第九辈”，实际上是指第三世热振活佛·阿旺益西慈臣坚赞（raw sgreng sprul sku ngag dbang ye shes tshul khrima rgyal mtshan，1817—1862）。按正统热振活佛世系排序：第一世热振活佛为噶丹赤巴·阿旺却丹（dgav ldan khri pa ngag dbang mchog ldan，1677—1751）、第二世热振活佛为洛桑益西丹巴绕杰（blo bzang ye shes bstan pa rab rgyas，1759—1816）、第三世热振活佛为阿旺益西慈臣坚赞、第四世热振活佛为洛桑益西丹贝坚赞（blo bzang ye shes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863—1911）、第五世热振活佛为土丹绛白益西丹贝坚赞（thub bstan vjam dpal ye shes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912—1947）。

第三世热振活佛·阿旺益西慈臣坚赞自1845年至1855年担任摄政王，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mkhas grub rgya mtsho，1838—1855）于1855年亲政数月后突然圆寂，第三世热振活佛·阿旺益西慈臣坚赞又重新担任摄政王，掌管西藏政教事务，直至1862年圆寂。

第八任摄政王为夏扎·旺秋嘉布（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1864）。他自1862年至1864年摄政，在位两年多。藏历第十四绕迥木鼠年（1864）在罗布林卡小寝宫病逝。值得提出的是，夏扎·旺秋嘉布是西藏摄政王史上产生的唯一一位世俗身份的官员，其余均为高僧活佛身份。

第九任摄政王为第二世德柱活佛·洛桑钦热旺秋（sde drung blo bzang mkhyen rab dbang phyug，1799—1872）。他自1864年至1872年摄政，在位九年，藏历第十四绕迥水猴年（1872）在罗布林卡格桑颇章宫邸（bskal bzang pho brang）逝世。

第十任摄政王为功德林（寺）第十世达察（济隆）活佛·阿旺班丹却吉坚赞（rta tshag ngag bdang dpal ldan chos kyi rgyal mtshan，1850—1886）。他自26岁（1875）至37岁（1886）担任摄政王，在位达十二年之久。

第十一任摄政王为丹吉林（寺）第八世第穆活佛·阿旺洛桑赤列绕杰（de mo ngag dbang blo bzang vphrin las rab rgyas，1855—1899）。他自1886年至1895年担任摄政王，在位十年，成为丹吉林（寺）第穆活佛世系中第二位代理达赖喇嘛摄政的活佛。

第三世策墨林活佛（1863—1920），名阿旺洛桑丹贝坚赞，安多卓尼人，自小勤奋好学，博通显密佛法，后赴拉萨色拉寺麦扎仓修学深造，获得拉然巴格西学衔。1907年，任甘丹寺第八十七任甘丹“赤巴”。他没有直接担任过摄政王，但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1876—1933）时期两度短暂代理达赖喇嘛行使政教权力。

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遁往外蒙古，由第三世策墨林活佛摄政，他在清朝驻藏大臣有泰的强迫下，代表西藏僧俗在《拉萨条约》上签字。故此，清廷于1906年将有泰等驻藏官员撤职。

1910年，川滇边务大臣川总督赵尔丰因推行改土归流不力，乃派四川知府钟颖率四川军队进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又遁往印度，第三世策墨林活佛再次摄政，任职至191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总之，西藏摄政王产生于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后，即1757年，第六世第穆活佛·阿旺绛白德勒嘉措成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史上第一位摄政王；至清代末期共产生十一位摄政王。他们在历辈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未寻获及新达赖喇嘛未成年之前，代理达赖喇嘛主持西藏噶厦政府工作，在维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五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中央政府军队击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后，乾隆皇帝谕令福康安等酌拟善后章程。福康安等先后拟定了《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酌拟卫藏善后章程六款》、《藏内善后条款外应行办理章程十八条》等各项善后章程，分别奏请。经议复奏准后，福康安等遵旨将上述各项章程主要条款汇集成《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并译成藏文，逐条向达赖喇嘛等“详细讲论”，并得到他们赞成，颁发西藏地方政府遵行。驻藏大臣衙门亦以布告形式，“刊刻出示，在前后藏各处张挂，晓谕穷乡僻壤，咸使周知”[34]。《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式颁布，具体条款内容如下：

一、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教主。蒙古和西藏地区活佛及呼图克图转世灵童时，依照西藏旧俗，常问卜于四大护法神，因依口传认定，未必准确，兹大皇帝为弘扬黄教，特颁金瓶。嗣后认定转世灵童，先邀集四大护法神初选灵异幼童若干名，而后将灵童名字、出生年月日书于签牌，置于金瓶之内，由具大德之活佛讽经祈祷七日后，再由各呼图克图暨驻藏大臣于大昭寺释迦佛尊前共同掣签认定。如四大护法神初定仅一名，则须将初定灵童名字之签牌，配一无字签牌置于瓶内，若掣出无字签牌，则不得认定为初选之灵童，须另行寻访。因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弟，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即仿互为师弟之义，令其互相拈定。掣定灵童须以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签牌上，方能公允无弊，众人悦服。大皇帝如此降谕，旨在弘扬黄教，以免护法神作弊，自当钦遵执行。金瓶应净洁不污，常供于宗喀巴佛尊前。

二、大将军率师西进，廓尔喀慑服天威，纳款内附，藏地永享宁谧。嗣后近邻诸国来藏商旅人等，凡安分守己者，准其照旧经商。以往商贾任其往来，并无稽察之法。兹特定章程，嗣后凡外番和克什米尔之商人均需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衙门存案。巴勒布商人每年准其来藏三次，克什米尔商人每年准其来藏一次，各该商人不论前往何地，须由该商人头目事先呈明经商路线，报请驻藏大臣衙门发给印照。现于江孜、定日二处设置官员，凡途经该地，均查验印照。各外番欲来拉萨者，亦须由边界营官呈明情况，由江孜及定日驻军查验人数等后，呈报驻藏大臣衙门，待抵达拉萨后，造具名册，由驻藏大臣衙门核查。派驻各地之汉官及书吏人等，如有贪污受贿等情，一经查明即行参究治罪。从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地来拉萨瞻札者，均应一体办理。外番出境时，各地营官应严加盘查。达赖喇嘛派赴巴勒布修塔之人以及前往朝拜佛塔之人，俱应由驻藏大臣发给印照，限定往返日期。如逾期不返者，驻藏大臣即可行文廓尔喀王子，令该人员返藏，以肃边务，而利藏地。

三、西藏章卡向来多有掺假。嗣后应以汉银铸制，不得掺杂。依照向例，每枚章卡纯银重一钱五分，六枚章卡合银九钱、兑换一两汉银，所差之一钱作为鼓铸之费。章卡正面铸汉字“乾隆宝藏”字样，边廓铸造年份，背面铸藏文。驻藏大臣指派汉官会同噶伦督办藏币铸造，务期保质纯真。以往因章卡流通不便，常将章卡截为小块支付。此次重铸藏币，旨在便利藏人，故另铸制一钱、五分等小额藏币。一钱之藏币九枚折合汉银一两，五分之藏币十八枚折合汉银一两。过去掺假的巴勒布章卡和藏政府铸造的掺杂章卡，八枚章卡折合汉银一两，嗣后不得任意铸造掺杂章卡。同时，旧章卡无庸收回，听其流通，好处较大。现已拟定纯银旧藏币章卡及纯银廓尔喀章卡与新章卡比价，应照章流通，不得更改比价。如发现新章卡掺有铁、锡等情，一经查明，定按国法严惩该主管汉官及噶伦指派之仔本、孜仲及工匠人等，并依假币面值加倍罚款。

四、前后藏向无正规军队，遇有战事，临时征调，多不能应战，且常扰害百姓。兹奏请大皇帝恩准，额设三千番兵，分驻前后藏各一千名，江孜、定日各驻五百名，就近挑补。每五百番兵委一代本统领。先前地藏原有代本五名，今增设一名。前藏番兵归驻拉萨游击统辖，日喀则、江孜、定日之番兵则归驻日喀则都司统辖，上述挑补之兵丁应造具花名册一式二份，一份存驻藏大臣衙门，一份存噶厦公所。嗣后凡遇有缺额，应查照名册即行挑补。上述番兵，统为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护卫兵。

五、以前率领番兵唯有代本一职，今代本之下额设如本十二名，每一如本管辖士兵二百五十名；如本之下额设甲本二十四名，每一甲本管辖士兵一百二十五名；甲本之下额设定本，每一定本管辖士兵二十五名。上述番目武弁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遴选青壮艺高者充任，并颁发委牌。如有违反军纪者，将严惩各头目。遇代本缺出，即以如本拔补，如本由甲本拔补。以下类推，依次递升。即是世家仲科尔从戎，亦一体由定本、甲本依次递升，不许躐等超越。按照旧例，平民只能升至定本，嗣后应依照其人品技能及战功逐级升擢，不得歧视。

六、以往征调兵丁，未有发给饷械之规。各兵丁自备口粮军器，一旦用尽，即行潜逃，无御敌能力。嗣后，不得如此赏罚不明，每名兵丁每年发给青稞二石五斗，共为七千五百石。此项开支仅前后藏之赋税尚不敷支用，现除沙玛尔巴、仲巴呼图克图田产收入外，另加丹津班珠尔之子米久索朗班觉新近所献五处谿卡庄园收入，共约三千一百七十石，一并用做补充军饷。倘仍不敷支用，即可将沙玛尔巴洛桑江白家什尽行变卖，以补不足。如此，除支付各谿卡总管及帮工之薪水等外，每年可得青稞七千五百石，用作粮饷，必能使各兵丁心满意足。凡应征入伍者，均由达赖喇嘛赐予减免差役执照以示关怀，令该等知恩图报。凡系代本，已有达赖喇嘛赐予谿卡，自不必再给粮饷。各如本每年应发饷银三十六两，甲本二十两，定本十四两八钱，合计二千六百余两，于春秋二季由商上送交驻藏大臣转发。至粮饷亦于春秋二季交由代本及甲本分发给兵丁，不得短少。

七、兵丁所需军器，额定十分之五为鸟枪、十分之三为弓箭、十分之二为刀矛。前后藏各寺凡有军器者，应尽行折价收买。前没收沙玛尔巴牧场可征收酥油，值银五百五十两，可制办武器、弓箭、火药用。商上每年派员赴贡布、边坝等地铸造。各兵丁须勤以习武。

八、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收支用度等，此前驻藏大臣从未过问。今钦遵“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专注释教利乐，事无巨细，概由众亲随从代行，难免中饱舞弊等情。嗣后着由驻藏大臣审核，凡有隐情舞弊等情，即予惩处”之上谕，著令开列收支清单，于每年春秋二季报送驻藏大臣衙门审核。

九、释迦牟尼高居上苍，普度众生。达赖喇嘛率领众喇嘛在世讽经说法，旨在为众生造福消灾，惠及番众。此次寇贼侵藏，边地百姓饱尝痛苦。被兵之济隆、绒辖、聂拉木三处免收一切钱粮差徭二年，宗喀、定日、喀达、春堆等处免收一年，铁猪年以前，前后藏一切欠缴租赋全行蠲免；各地僧俗官员、大小头目人等所欠之税赋，减半蠲免。如此方能符合大皇帝仁慈广被藏地众生之至意，且对达赖喇嘛等藏地百姓造益无量。

十、嗣后驻藏大臣除前往布达拉宫瞻礼外，有商议问题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共同进行。自噶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统归其管辖，不论大小番目，须遵从驻藏大臣之命。扎什伦布一切事务，因班禅额尔德尼年幼，需由岁本堪布办理，为了一切事务处置公平起见，凡特殊事项必须事先禀报驻藏大臣，俟驻藏大臣出巡莅临时，再行审核处理。

十一、噶伦缺出，于代本、商上仔本、商卓特巴内，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拣选二名贤能卓著者，奏请大皇帝谕准补放，喇嘛噶伦缺出，于大堪布拣选奏请补放。代本缺出，需于新设之如本及边地营官中拣选二名奏请皇上补用，不得擅自升补豪横番目，致误操演。仔本及商卓特巴缺出，须从业尔仓巴、协尔帮、噶厦大仲译、孜仲喇嘛中选补；业尔仓巴、协尔帮缺出，从雪第巴、郎仔辖米本、达本中选补；雪第巴、郎仔辖米本、达本缺出，从各地营官及噶厦卓尼尔中选补；僧官达本、雪第巴缺出，从喇嘛中选补；大仲译出缺，从小仲译及噶厦卓尼尔中升补；大缺、边缺营官，从小缺营官中升补；小仲译缺出，由甲本等员弁替补；各边地唯小缺营官缺出，始准从仲科尔中选补。应将大缺、小缺、边缺营官等详细登记造册，以利政务。此前喇嘛补放营官均由达赖喇嘛之近侍随从充任，因该近侍随从常年侍奉达赖喇嘛，不能到职，总系派人代办，难免代办者敲诈百姓，贪赃受贿。嗣后凡需委派代办，均由驻藏大臣选妥干者前去充任，不得由孜仲喇嘛等自行派人代办。噶厦小仲译、卓尼尔等，其职虽小，因随同噶伦办事，亦关紧要，应从仲科尔中选贤能者充任。新设造币厂，应委仔本二员、孜仲二员。凡上述升补事宜，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遴选。除升补噶伦、代本须奏请大皇帝补授外，其余者统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委派，并颁给满、汉、藏合璧印照。噶伦、代本以下番目营官等应照上述规程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会商逐级升补，以免随意越级升擢。至司草、侍从、司糌粑、司帐、司酥油等缺，并非要职，则由达赖喇嘛自行拣补。

扎什伦布寺大小管事，均为喇嘛，向无品级，实为不公。嗣后商卓特巴缺出，由岁本、或森本升补；岁本缺出，由孜仲升补；森本缺出，由卓尼尔升补，不得任意升擢。扎什伦布寺属下寨落较少，且无边地宗谿等，准其依旧自行摊派乌拉等。商卓特巴、岁本、森本、大缺营官等，依照前藏之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补放给照。至办理茶叶、酥油，柴草事务等缺，不关紧要，仍由班禅额尔德尼自行择选贤能者补放。上述规定，旨在公正无弊，令藏人悦服，以免徇私偏袒。

十二、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之亲属向来多为随从官员。如达赖喇嘛之叔、班禅额尔德尼之父巴勒丹敦珠布恣意妄为；达赖喇嘛之胞兄罗布藏根敦扎克巴仗势逞威。嗣后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在世时，其亲属不得担任官员，不得参与处理百姓事务及扎什伦布事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圆寂之后，如有亲属，可视其才能秉公委以公职。

十三、每年春秋两季，驻藏大臣奏明皇上轮流巡查前后藏，顺便督察操演。各地甲本及营官等如有虐待兵丁、扰害百姓等情，即可向驻藏大臣呈控，定予查处。驻藏大臣巡查所需乌拉人夫等，均应自行付给脚价，不得扰害百姓，以示体恤。

十四、西藏地方与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接壤。此前外番人等前来拉萨拜见达赖喇嘛、呈进贡物、办理公务时，达赖喇嘛每予回函，但常因立言不能得体，易为外番所轻。如章卡币值一案，廓尔喀曾致书达赖喇嘛，因未予慎重处理，终致战乱。现廓尔喀虽归降称臣，但嗣后凡有文书往来，均应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协商处理。凡有廓尔喀遣使来藏拜会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其回文须照驻藏大臣旨意缮写。凡涉及边界事务等要事，亦须照驻藏大臣旨意办理。外番所献贡物，须经驻藏大臣过目。布鲁克巴王乃皇帝加封，虽其教为宁玛派，然每岁遣专使进贡达赖喇嘛等；哲孟雄、宗木、洛敏达等小部落似双重辖属，常有使臣来藏进贡达赖喇嘛并班禅额尔德尼，虽不应加阻，仍需严加稽查。嗣后外番人员来藏，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报驻藏大臣，并由驻江孜、定日汉官验放后，方可前来拉萨。外番致书驻藏大臣，应由驻藏大臣给谕；致达赖喇嘛等文书，须译呈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阅后，酌拟回文交来使带回。至噶伦，为达赖喇嘛管事之人，不准与外番各部落私行通信，如有外番部落寄信给噶伦者，亦令呈送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商同给谕，噶伦不准私行发信，庶内外之防盖昭严密。上述规定，务必遵行。

十五、西藏之济隆、聂拉木、绒辖、喀达萨噶、昆布等地与廓尔喀相邻，为出入要道。于济隆之热索桥、聂拉木之铁索桥、绒辖边界等处设立鄂博，限制巴勒布商人及藏人擅自出入。本款应奏请大皇帝谕准，驻藏大臣巡视时应予检查。所有鄂博应火速堆砌，以免再起纠葛。

十六、边界地方与外番接壤，管束百姓，查验往来人等，甚为重要。本应遣派精明强干者前去任职。然精明强干者每依恋拉萨，不欲前往边地供职，常以庸劣者前去充数，以致贻误边务。嗣后应从小缺营官及武弁中遴选干练者派边地供职，三年任满，倘能办事妥帖，可轮换升擢代本之职。倘办事不力，立即革退，绝不姑息。

十七、经查西藏大小番目，向由仲科尔中选任，平民百姓即令贤能亦无任职之例，偶有平民供职者，亦至多为定本等小头目，不能担任更高职务。此等陈规，有碍公务，应立新章。嗣后凡兵丁若技能出众，战绩显著，即令非仲科尔出身，亦可逐级升至定本乃至代本。至文官，仍以仲科尔中选任，唯不得子袭父职，以免贻误政务。小仲译、噶厦卓尼尔，小缺营官等，年满十八岁的仲科尔方能选任。

十八、堪布乃寺院住持，应选德高博学者充任。近来有些喇嘛见到各寺院喇嘛，有许多庄园，又受人尊敬，收礼亦多，于是经商谋利。如此下去，则极为不公。嗣后各大寺院之堪布应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济隆呼图克图三人酌商遴选任命，并颁给加盖三方印信之执照。至于小寺院之堪布喇嘛，仍由达赖喇嘛任命。

十九、商上收纳，凡以现银收取或购买实物，应按新定比值分别折收，不得额外加收，以免失信于百姓。

二十、济隆、聂拉木二地征收米石、盐斤及货物进出口税，悉照向例办理。倘需变更税率，须禀报驻藏大臣稽核，商上不得私行加增，以资公正。

二十一、西藏城乡百姓支应乌拉人力、马匹、驮畜等，多由贫困小户承担，致该等百姓苦不堪言。而富家大户则呈请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赐予免差照票。如先前历世达赖喇嘛之亲属、好多大呼图克图均领有免差照票。又如各噶伦、代本、大活佛等属下谿卡百姓也多领有减免差赋照票。嗣后应收回所有免差照票，均摊差役，不得额外加重贫困户之差徭。倘实有劳绩需优待者，应由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酌商颁给免差照票。应征入伍者，应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发给免差照票，以利各该兵丁专心操演。该兵丁缺出，即将原票收回。

二十二、达赖喇嘛所辖各寺活佛及僧人等，应一律详造名册，并责成噶伦填造各呼图克图所属庄户名册，一式二份，呈报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以备稽查。嗣后各寺僧人凡无护照擅自外出者，一经查出，即惩办该僧人主管堪布及札萨克等头目。

二十三、青海蒙古王公等遣派人员来藏迎请高僧活佛至彼地讽经祈祷，本应禀报驻藏大臣允准方可迎请。然查仍有擅自迎请者，致使无从查寻。嗣后凡有青海蒙古王公遣人来藏迎请高僧活佛者，须经西宁办事大臣咨文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给予执照，咨明西宁办事大臣，以备查考。前往各地朝佛者，亦须禀明驻藏大臣，领取执照，方可外出。倘再有自行外出者，一经查出，即惩办该主管堪布、活佛等头目。

二十四、公职人员等因公外出，需用乌拉人夫等，向由达赖喇嘛签发牌票，颇多流弊。噶伦、代本乃至达赖喇嘛之亲属等多有私派乌拉人夫、马匹、驮畜及食宿用度情事。嗣后活佛及头人等因私外出，一律不得私派乌拉等，不得私发牌票。凡因公外出，需派用人夫等，应报请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一同发给加盖印信之牌票，沿途依照牌票，支派乌拉人夫等。

二十五、藏人处置械斗、命案及偷盗等，素与汉地各异，仍可照向规办理，唯须区分罪责轻重，酌加惩处，方能使藏人悦服。据查噶伦及朗子辖米本等办案不公，随意向富户额外增加罚款，且将所得大量金、银、牛、羊等私吞，未全数归公。又，噶伦等仗势诬陷卑下之人，罗织罪名，谎报达赖喇嘛，抄没家产等情，屡有发生。嗣后命案等除依照向例予以惩办外，应立案呈报驻藏大臣衙门备案。凡大案、要案应事先报请驻藏大臣核拟办理。该没收财物一类，亦应报请驻藏大臣批准。不论公诉或民诉均须秉公办理。噶伦等如再有依仗权势无端侵占百姓财产者，一经查出，即行革职，并没收其本人之财物，责令退还所侵占财物，以儆效尤。

二十六、每年官兵操演所需之火药，由噶伦妥派人员，持驻藏大臣衙门印票前往贡布监制，并解运拉萨，再行分发各番营。后藏番营未配备火炮，现以新造十三门火炮中调拨二门，以供操演。其余统归达赖喇嘛。

二十七、在任噶伦及代本等，向有达赖喇嘛拨给官邸及谿卡之例，一经御任，自当移交接任者。近查噶伦及代本虽已卸任，仍不移交官邸及谿卡，致使政府另拨官邸，谿卡给新任噶伦及代本。嗣后凡噶伦及代本一经卸任，即行移交官邸、谿卡给接任者，不得私占。

二十八、活佛及僧众之合法俸银，自应按期发放。然近查多有提前支领者。嗣后仍应按期发放，不得提前支领。责成济隆呼图克图及时督查，凡有提前发放或克扣僧俸等情，即将掌办者惩办。

二十九、西藏各村庄应交噶厦之赋税、贡物等品，拉萨近处素派孜仲征收，远处则派雪仲催缴。近查该孜仲、雪仲及营宫中一些恶人向政府少交大量赋税；不仅征收当年之赋税，而且对来年赋税提前征收，逃亡户之赋税由现存户负担，致使百姓不堪忍受。嗣后商卓特巴应督促孜仲、雪仲及营官定时催缴赋税外，不得逼迫百姓预缴。各种之逃亡绝户应减免赋税，待荒地有人复耕后再行征收。[35]

清朝中央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以法律形式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章程内容涉及了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边防等方方面面。其要点有：第一，建立“金瓶掣签”制度，有效解决了在以往选定活佛转世灵童中存在的弊端。第二，提升了驻藏大臣的权限，如《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都得服从驻藏大臣；还规定驻藏大臣在藏任期内不准叩拜达赖喇嘛。[36]第三，规范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的行政体制及僧官制度，亦趋同噶厦政府建构，使班禅额尔德尼享有与达赖喇嘛同等的待遇。第四，在西藏建立3000名常设军队，其中前后藏各驻1000名，江孜驻500名，定日驻500名。以上兵员统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警卫。

总之，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基本上确立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长效机制。

第二节 活佛转世制度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宗教领袖传承方式。而“活佛”这一术语在藏语中被称为“珠古”（sprul sku），意为“化身”。这是根据大乘佛教法身、报身、化身之说而命名的，意为佛、菩萨之“化身”。藏传佛教认为：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显，唯有化身随机显现。故有成就的正觉圣人，身前在各地“利济众生”，圆寂后可有若干个“化身”。也就是说，在佛教三身理论的指导下，藏传佛教对于十地菩萨为普度众生而变现之色身，最终在人间找到了依托之对象，即转生或转世之“珠古”。后在“珠古”之名称外，尚衍生出“喇嘛”（bla ma）、“阿拉”（Aa lags）、“仁波切”（rin po che）等诸多别称。

其中“喇嘛”一词，是藏文（bla ma）的音译。该词最初是从梵文“gu ru”（古如）两字意译过来的，其本意为“上师”；而在藏文中还含有“至高无上者或至尊导师”之意。因此，后来随着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喇嘛”这一尊称又演化为“珠古”的主要别称之一，以体现“珠古”是引领信徒走向解脱之道的“至尊上师”。

“阿拉”，是藏文（Aa lags）的音译。该词在字面上看，没有实际意义，是一种表达恭敬的语气词；自从成为“珠古”的别称之后，该词又有了新的内涵，意为带领信众走向光明之路的导师。在不少藏族地区尤其安多藏区人们习惯以“阿拉”一词来尊称“珠古”，使其成为“珠古”别称中使用率最高的称谓。

“仁波切”，是藏文（rin po che）的音译，蕴含“珍宝”、“瑰宝”或“宝贝”之意。这是藏族广大信教群众对“珠古”（活佛）敬赠的最亲切、最崇高的尊称。藏族信众在拜见或者谈论某位“珠古”（活佛）时，在通常情况下，不直呼其名号，而尊称“仁波切”。

活佛转世肇始于12世纪，由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首创。随后这一宗教制度被其他藏传佛教宗派普遍采纳，先后产生或建立诸多活佛转世系统。无论哪派世系活佛，他们都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广大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曾在历史上有政教双重影响。

一 清代四大活佛世系

至清代活佛转世制度日臻完善，并被引入国家法制轨道，实施制度化管理，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国师为清代四大活佛，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以及拉萨四大林（寺）活佛等为代表。清王朝颇为重视活佛转世制度，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西藏阐教正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国初创始投诚，颇有劳绩，故在清代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后，均由清廷大臣奏请特旨钦差大臣前往照料坐床。

（一）达赖喇嘛世系

达赖喇嘛（DaLa bla ma）为清代四大活佛之一，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之化身，始自宗喀巴大弟子根敦珠巴。正如有学者认为：“格鲁派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陆续出现的众多的活佛转世系统中，最重要的是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这一活佛转世系统开始于扎什伦布寺的创建者根敦珠巴（1391—1474）。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根敦珠巴是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的开创者，由于他创建扎什伦布寺的功绩，使他在当时的格鲁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同时也被一些人认为具有了用转世的形式世代弘扬佛教的资格。”[37]
达赖喇嘛的世系传承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dge vdun grub pa，1391—1474）；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dge vdun rgya mtsho，1476—1542）；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n nams rgya mtsho，1543—1588）；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1589—1616）；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嘉措（ngag dbang rgya mtsho，1617—1682）；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1683—1707）；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skal bzang rgya mtsho，1708—1757）；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vjam dpal rgya mtsho，1758—1804）；第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lung rtogs rgya mtsho，1805—1815）；第十世达赖喇嘛·慈臣嘉措（tshul khrims rgya mtsho，1816—1837）；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mkhas grub rgya mtsho，1838—1855）；第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vphrin las rgya mtsho，1856—1875）；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thub bstan rgya mtsho，1876—1933）。

历代达赖喇嘛驻锡地为前藏拉萨，其府邸分冬宫布达拉宫和夏宫罗布林卡（均位于今西藏拉萨市内），主要统领前藏及多康地区政教事务，在清代藏蒙地区信众中具有深广的宗教影响力。

按惯例，每一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都要举行一系列隆重的祭祀活动，其葬仪采取塔葬形式，建造金碧辉煌的金质灵塔。《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记载：

灵塔是每一世达赖喇嘛一生政教业绩的象征，这每一座灵塔和灵殿，都点缀着稀世珍宝，布满了精巧嵌饰和美丽绝伦的图案，似乎显示了历代达赖喇嘛“大智大慧”、“大慈大悲”、“全知全能”、“威力无比”的藏传佛教最高佛主的地位，反映了活佛“转世”和“轮回”的超人力量。这每一座灵塔和灵殿，又是达赖喇嘛圆寂后丧葬完美的精制的最高归宿，在藏族或是藏传佛教世界里，塔葬是一种最奢华的葬仪。它们代表着历代达赖喇嘛政教两方面的辉煌，浓缩着“佛主世界”慈悲护佑的轮回精华。达赖喇嘛灵塔与配殿确实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它们是古代藏族人民勤劳汗水的果实与聪明智慧的写照，也是古老的藏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它们均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理和仪规，历代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均要实行金塔葬仪，没有一个达赖是例外不实行塔葬的，但每个达赖喇嘛的情况又稍有不同。[38]

值得说明的是，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因创建后藏扎什伦布寺和担任第一届法台（住持），其灵塔供奉在扎什伦布寺；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皆座主哲蚌寺噶丹颇章宫，他们的灵塔为银质，都供奉在哲蚌寺；自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嘉措始，历代达赖喇嘛入住布达拉宫，主持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因而造一座座金质灵塔，均安置在布达拉宫红宫之内。关于历代达赖喇嘛的生平事迹，在相关章节中有叙述，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班禅额尔德尼世系

班禅额尔德尼（Pan Chen Aer Te Ni），是清代四大活佛之一，被认定为无量光佛之化身，始自宗喀巴大弟子克珠杰。正如有学者认为：“嘉曹杰、克珠杰等人在宗喀巴大师圆寂后，对格鲁派的稳定和继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克珠杰撰写了《宗喀巴大师传略》，阐述了宗喀巴大师一生的事迹和主要的宗教主张，并整理和阐发了宗喀巴大师的重要宗教著作，对于格鲁派内部统一教理主张、保持教派的统一协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后来在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建立时，克珠杰被认为是第一世班禅大师。”[39]
班禅额尔德尼的世系传承为：第一世班禅·克珠杰（mkhas grub rje，1385—1438）；第二世班禅·索南确吉朗普（bsod nams phyogs kyi glang po，1439—1504）；第三世班禅·温萨巴·洛桑顿珠（dben sa pa blo bzang don grub，1505—1566）；第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pan chen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1570—1662）；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pan chen blo bzang ye shes，1663—1737）；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西（pan chen dpal ldan ye shes，1738—1780）；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尼玛（pan chen bstan pvi nyi ma，1782—1853）；第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旺秋（ban chen bstan pvi dbang phyug，1855—1882）；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pan chen chos kyi nyi ma，1883—1937）。

历代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地为后藏日喀则地区的扎什伦布寺（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市内），主要统领后藏藏传佛教事务，在清代藏蒙地区信众中具有广泛的宗教影响力。关于历代班禅额尔德尼的生平事迹，在相关章节中有具体叙述，在此不一一赘述。

（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世系

哲布尊丹巴（rje btsun dam pa），是清代四大活佛之一。认定其乃累世推广黄教、护持蒙古而由喀尔喀四部共奉之呼图克图。该活佛世系始于明末，其前身虽存有二说，[40]但迄今以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1575—1634）之转世说为主流观点。

清朝中央政府极为器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扶持他在漠北蒙古喀尔喀诸部成为宣扬教化之宗教领袖，以分享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至高地位和宗教权威。雍正皇帝认为：哲布尊丹巴与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之身后，出处甚确，应封于库伦地方，以掌释教。释教无分于内外东西，随处皆可以阐扬。[41]因此，清政府动用黄金十万两，在库伦建造第一座藏传佛教大型寺院，由历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住持，使他作为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等之大喇嘛，执掌一方释教。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贝坚赞（blo bzang bstan pvi rgyal mtshan，1635—1723），在漠北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家中出世，系蒙古王族子弟。有学者认为其“父名衮布多尔济”。自幼出家当喇嘛，被当时势力很大的车臣汗等尊为喀尔喀蒙古的活佛；[42]顺治六年（1649），哲布尊丹巴赴西藏拜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四世班禅为师，闻法受戒，传承法脉；顺治八年（1651），哲布尊丹巴返回故里喀尔喀部，驻锡漠北库伦，始传扬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仪轨，喀尔喀四部王公札萨克台吉僧俗人等，均皆诚心信服。康熙二十七年（1688），哲布尊丹巴率领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归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朝中央政府正式敕封哲布尊丹巴为喀尔喀部大喇嘛。雍正元年（1723），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在京城圆寂。之后，历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均受清廷册封，成为统治漠北蒙古的主要支柱。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贝仲美（blo bzang bstan pvi sgron me，1724—1757），在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出世；有学者认为其“系土谢图汗惇多布多尔济之子”。[43]雍正九年（1731），库伦大寺尚未竣工，加之时局因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骚扰而动荡不定，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遂移至多伦诺尔庙宇暂住。乾隆二年（1737），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首次进京觐见乾隆皇帝，受到清廷隆重而高规格的接待。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返回库伦后，增建显宗学院、密宗学院和医药学院。三大学院的建成，使其蔚然成库伦第一大寺，遂命名“丹巴达吉林寺”（bstan pa dar rgyas gling）。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圆寂。

第三世哲布尊丹巴·益西丹贝尼玛（ye shes bstan pvi nyi ma，1758—1774），出生在康区理塘地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父名丹增贡布，系藏族裔。这预示着从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将在藏族地区出世。乾隆帝派遣驻藏大臣及札萨克等前往理塘，迎请前辈哲布尊丹巴之转世灵童至多伦诺尔寺（七海寺），觐见乾隆帝。乾隆二十九年（1764），第三世哲布尊丹巴·益西丹贝尼玛迎往驻锡地漠北库伦大寺坐床，并聘请诺们罕等数名经师，让他系统修学格鲁派显密教法。然而，第三世哲布尊丹巴·益西丹贝尼玛不幸英年早逝，其舍利安放在库伦噶丹寺。

第四世哲布尊丹巴·洛桑土丹晋美嘉措（blo bzang thub bstan vjigs med rgya mtsho，1775—1813），在前藏拉萨附近出世，系藏族裔。由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认定其为前辈哲布尊丹巴之转世灵童。他是第八世达赖喇嘛和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亲戚，先后在第八世达赖喇嘛和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僧活佛座前受戒闻法，后迎往驻锡地漠北库伦大寺坐床；第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曾扩建库伦大寺，朝礼五台山。嘉庆十八年（1813），第四世哲布尊丹巴在回归库伦途中圆寂，其舍利安放在库伦噶丹寺。

第五世哲布尊丹巴·洛桑慈臣晋美丹贝坚赞（blo bzang tshul khrims vjigs med bstan pvi rgyal mtshan，1815—1841），在后藏白朗地方（今西藏日喀则白朗县）出世，系藏族裔。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宗教事业上的主要功绩是他参照拉萨哲蚌寺的扎仓（学院）建制，在漠北库伦大寺增建两大学院，分别命名为郭芒扎仓和洛赛林扎仓。此外，他曾进京拜见道光皇帝，循例得到承侍和赏赐。道光二十一年（1841），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圆寂。

第六世哲布尊丹巴·阿旺洛桑绛白丹增慈臣嘉措（ngag dbang blo bzang vjam dpal bstan vdzin tshul khrims rgya mtsho，1842—1849），在西藏结勒切地方出世，系藏族裔，被认定为前辈哲布尊丹巴之转世灵童；道光二十八年（1848），迎入库伦坐床，但不幸幼年逝世。

第七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却吉旺秋赤列嘉措（ngag dbang chos kyi dbang phyugs vphrin las rgya mtsho，1850—1869），在前藏拉萨附近出世，系藏族裔；咸丰五年（1855）迎入库伦坐床；同治八年（1869），在库伦圆寂，其舍利安放在库伦噶丹寺。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洛桑却吉尼玛丹增旺秋（ngag dbang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 bstan vdzin dbang phyugs，1870—1923），在康区理塘地方出世，系藏族裔。光绪三十四年（1908），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大寺主持雕刻完成了一部藏文《甘珠尔》木刻版，史称“库伦版藏文大藏经”，这是哲布尊丹巴大活佛在宗教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宣统三年（1911），在沙俄的策划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擅称“大蒙古国皇帝”。

1.第九世哲布尊丹巴·蒋巴南卓确吉坚赞（byams pa rnam grol chos kyi rgyal mtshan，1932—2012），在前藏拉萨附近出生，藏族。1936年，由西藏噶厦政府报政热振活佛认定；1959年，他取道尼泊尔前往印度居住；1992年，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坐床仪式；2010年，获得蒙古国籍；2011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甘丹寺举行了坐床仪式；2012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甘丹寺去世。

在此还应说明的是，清朝中央政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历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后，其转世灵童须在前、后藏或多康等藏族地区寻访和认定，禁止在蒙古地区或蒙古族中出世。因此，除第一世、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蒙古族外，其余历辈皆为藏族地区出生的藏族后裔。

历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地为漠北库伦丹巴达吉林大寺（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要统领漠北蒙古喀尔喀四部政教事务以及广大藏传佛教信众。

（四）章嘉活佛世系

章嘉活佛（lcang skya sprul sku），又称章嘉国师，是清代四大活佛世系之一。他除了享有世袭“国师”职衔之外，又位居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首，甚至清朝个别皇帝将其推举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上。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在一封敕谕中明确指出：章嘉呼图克图者，西域有名之大喇嘛也，唐古忒人众，敬悦诚服，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上，各处蒙古皆尊敬供奉。[44]
有清一代尤其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的特别关怀，章嘉呼图克图的宗教地位或“国师”身份愈显突出。至乾隆年间，章嘉国师已实际掌管理藩院喇嘛印务处，兼管京城、五台山、热河及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事务。

第一世章嘉活佛，原名喇嘛札巴鄂色（bla ma grags pa vod zer，？—1641），明万历年间出生于青海互助张家村，幼年入郭隆寺（dgon lung，佑宁寺）出家为僧。明崇祯三年（1630），升任郭隆寺第六届法台（住持），后辞去法台，前往多麦宗教圣地丹斗寺（dan tig dgon，位于今青海化隆县金源乡境内）静修。不久，由龙合寺（thang ring dgon dgav ldan bshad sgrub gling，位于今青海民和县塘尔垣乡境内）请去担任经师，收徒传法，名声大振。之后，他重返郭隆寺任职，并在该寺圆寂。嗣法弟子寻访其转世灵童，创立章嘉活佛世系，追认喇嘛札巴鄂色为第一世章嘉活佛。在汉文文献中最初以“张家活佛”出现，至康熙年间易名“章嘉活佛”。

第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lcang skya ngag dbang blo bzang chos ldan，1642—1714）在安多宗喀地方（Aa mdo tsong kha，今青海湟水流域）出世，由龙合寺住持慈臣嘉措报请第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1570—1662）认定喇嘛札巴鄂色之转世灵童。第二世章嘉活佛先后在龙合寺和郭隆寺受戒闻法；顺治十八年（1661），他赴前藏拉萨学经深造达二十余年，博通显密教法。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第二世章嘉活佛随上师阿旺洛哲嘉措一同前往漠北蒙古地区，调解札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之间纠纷，并取得成效。翌年，又随师进京具奏，受到康熙帝嘉奖。在京期间，康熙帝对章嘉活佛的处事才能和佛学知识颇为欣赏。

康熙二十七年（1688），第二世章嘉活佛返回故里，担任郭隆寺第二十届法台（住持），并同和硕特蒙古首领达赖洪台吉建立供施关系，亲往青海湖畔向广大牧民讲经说法，其宗教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以章嘉活佛“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诸士之所皈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召来京城，驻锡法渊寺，封为札萨克达喇嘛，成为京师喇嘛中最高职衔，具体承办理藩院交办的有关藏传佛教事务。康熙三十六年（1697），第二世章嘉活佛奉命赴藏，向第六世达赖喇嘛代送金册金印，并参加坐床典礼。

康熙四十年（1701），康熙帝命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建造的大型寺院竣工，命名“汇宗寺”，并令内外蒙古各旗送一名僧人入寺，寓意江河之汇于大海，以示内外蒙古各部共尊清中央政府。同时，康熙帝派遣第二世章嘉活佛担任“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职位，始确立他总领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职权。之后，第二世章嘉活佛每年盛夏在多伦诺尔避暑，驻锡汇宗寺，讲经弘法，冬天返回京城任职，处理京师藏传佛教事务。

康熙五十年（1711），清朝中央政府在京城专门给第二世章嘉活佛建造一座寺院；翌年，康熙帝亲书寺额“嵩祝寺”。康熙五十二年（1713），第二世章嘉活佛陪同康熙帝驾临多伦诺尔汇宗寺进香，见其寺院庄严雄伟，蒙古各旗僧人均安心诵经习法，皇帝极为高兴，即向第二世章嘉活佛郑重宣布：“黄教之事，由藏向东，均归你一人掌管。”

第二世章嘉活佛不但受到康熙帝的赞许和嘉奖，而且得到皇四子雍亲王的尊崇。雍正帝即位后编写的《御制语录》中记载：“圣祖敕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劝善方便，因知究竟此事。”[45]第二世章嘉活佛既是雍正帝的挚友，又是其佛学上的指导老师。雍正帝曾讲：“章嘉呼图克图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其他禅侣辈，不过曾在朕藩邸往来。”[46]康熙五十四年（1715），第二世章嘉活佛在多伦诺尔汇宗寺圆寂，其骨灰运往青海郭隆寺建塔供奉。雍正皇帝曾对第二世章嘉活佛做过高度评价，他说：

朕少年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圣祖敕封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诸土之所皈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共五枝香，即洞达本来，方知唯此一事实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优侗称许，叩问章嘉。乃曰：若王所见，如针破纸窗，从隙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隙中之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当勉进步，朕闻斯语，深洽朕意。二月中，复结制于集云堂，著力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乃复问证章嘉。章嘉国师云：王今见处虽进一步，譬犹出在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尽，究未悉见，法体无量，更当加勇猛精进云云。朕将章嘉示语，问之迦陵性音，则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过喇嘛教回途工夫之论，更有何事。而朕谛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丑之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诣章嘉所礼谢。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朕进问更有事也无？国师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复用手从外向身挥云：不过尚有恁麽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参究因缘，章嘉呼图克图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其他禅侣辈，不过曾在朕藩邸往来。壬辰、癸巳闲坐七时曾与法，会耳。迦陵性音之得见朕也，乃朕初欲随喜结七。因柏林方丈年老、问及都中堂头，佥云只有千佛音禅师，乃命召至。既见，问难甚久，其伎俩未能令朕发一疑情。迫窘佶屈，但云：王爷解路过于大慧果，贫衲实无计奈何矣。朕笑云：汝等只管打七，余且在傍随喜，尔时醒发因缘，已具述如左。若谓性音默用神力，能令朕五枝香了明此事，何得奔波一生，开堂数处，而不能得一人，妄付十数庸徒耶。[47]

雍正皇帝早在雍亲王时期就常与禅僧往来，又从第二世章嘉活佛参学，对禅颇有心得和研究，故自号“圆明居士”，他不仅辑《御选语录》十九卷，而且撰写序文多篇。以上引文是1733年雍正皇帝在《御制语录》后序中所表述的他曾在雍王府修学佛法的经历和体会。他多次向诸多禅师高僧请教有关佛学疑难问题，认为第二世章嘉活佛与众不同、出类拔萃，乃是一代名副其实的掌握精湛佛法的佛学大师。雍正皇帝在《御制语录》后序的字里行间处处表露了他对章嘉活佛的敬仰，认为他从第二世章嘉活佛那里不仅学到了佛教真正的智慧，而且终究明白了佛法的真谛。因此，雍正皇帝虽请过不少佛学老师，但最后只认可“章嘉呼图克图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不难看出，雍正皇帝既精通佛学义理，又对佛法有着深刻的体验。

第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lcang skya rol pavi rdo rje，1717—1786）在甘肃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莲花寺附近的一家普通牧民家中出世，系土族裔。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被认定为第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遂迎至青海郭隆寺（佑宁寺）坐床，成为第三世章嘉活佛。

清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帝按旧例正式册封章嘉活佛·若贝多杰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予金册、金印等。是年，第三世章嘉活佛奉命与果亲王允礼一起前往康区泰宁慧远寺，看望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翌年，偕同副都统福寿护送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稳定西藏政局，完成清王朝一次重大政教使命。同时，第三世章嘉活佛借进藏机缘，赴后藏扎什伦布寺，师从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受比丘戒，并广泛结交前后藏上层僧俗人物。

藏历第十二绕迥火龙年，即清乾隆元年（1736），第三世章嘉活佛急忙返回京城，朝见新继位的乾隆皇帝，禀报西藏政教事务。乾隆皇帝立即命他掌管京师寺院和喇嘛，赏赐“札萨克达喇嘛”印一颗，成为京城掌印喇嘛；乾隆八年（1743），赐御用金龙黄伞；乾隆十六年（1751），又赐“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乾隆五十一年（1786）钦定驻京喇嘛的班次时，以第三世章嘉活佛为左翼头班。

第三世章嘉活佛在五台山圆寂前遗言不要保存遗体，拟火化后造铜塔将骨灰存放于镇海寺，乾隆皇帝得到消息后大为悲恸，耗资七千两黄金造金塔安置其遗体，并造大石塔于镇海寺以示纪念。

第四世章嘉活佛·益西丹贝坚赞（lcang skya ye shes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787—1846）在安多宗喀地方（今青海省互助县南门峡乡）出世，系藏族裔。乾隆五十九年（1794），第四世章嘉活佛奉召进京；嘉庆五年（1800），第四世章嘉活佛赴藏拜师学经；嘉庆十一年（1806），第四世章嘉活佛在藏受比丘戒后，回京任职；嘉庆二十四年（1819），第四世章嘉活佛晋升札萨克掌印大喇嘛，全权管理京城藏传佛教事务。道光十九年（1839），第四世章嘉活佛返回故里安多，担任郭隆寺第六十五届法台（住持）。

第五世章嘉活佛·洛桑土丹达杰（lcang skya blo bzang thub bstan dar rgyas，1849—1874）在安多华热地方（今甘肃省天祝县）出世，系藏族裔。同治元年（1862），第五世章嘉活佛赴藏学经深造；同治九年（1870），第五世章嘉活佛回京任职。

第六世章嘉活佛·洛桑丹增坚赞（lcang skya blo bzang bstan vdzin rgyal mtshan，1875—1888）在安多地区（今青海地方）出世，系藏族裔。在多伦诺尔善因寺少年早逝。

第七世章嘉活佛·洛桑班丹旦贝卓美（lcang skya dpal ldan bstan pavi sgron me，1892—1957）在安多宗喀地方（今青海省互助县）出世，系藏族裔。光绪二十五年（1899），第七世章嘉活佛奉旨进京，安心闻法学经。后封为京师札萨克掌印喇嘛，并掌管京城各寺院及多伦诺尔汇宗寺、善因寺，以及五台山镇海寺、善乐寺、广安寺和青海郭隆寺等。七世章嘉活佛在台湾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尤其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时期，对于历辈章嘉国师虽极礼遇，但章嘉国师似也不大过问政治。乾隆皇帝曾尝试以法司案卷命师判决，第三世章嘉国师合掌答曰：此国之大政，宜由皇上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预也。直到清末，章嘉活佛虽世袭国师称号，但实际上只是在蒙藏地区从事宗教活动而已。[48]
二 拉萨四大林活佛世系

拉萨四大林（hla savi gling bzhi）及其活佛世系分别为：丹吉林·第穆活佛世系（bstan rgyas gling de mo sprul sku）、策墨林·策墨林活佛世系（tshe smon gling sprul sku）、功德林·达察活佛世系（kun bde gling rta tshag sprul sku）和茨觉林·茨觉林活佛世系（tshe chog gling sprul sku）。而拉萨四大林，即丹吉林（bstan rgyas gling）、策墨林（tshe smon gling）、功德林（kun bde gling）和茨觉林（tshe chog gling）作为四大活佛府邸，相继建于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和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时期，前三大林之三大活佛世系曾任摄政王，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一）丹吉林

丹吉林（寺），拉萨四大林之一，是第六世第穆活佛·阿旺绛白德勒嘉措（de mo ngag dbang vjam dpal bde legs rgya mtsho，1724—1777）首任西藏噶厦政府摄政王一职后建造的官邸，其后成为第穆活佛世系在拉萨的驻锡地。第穆活佛世系有着源远流长的传承历史：第一世第穆活佛·官却迥奈（de mo dkon mchog vbyung gnas，1374—1453）、第二世第穆活佛·班觉扎西（de mo dpal vbyor bkra shes，1454—1526）、第三世第穆活佛·阿旺却列朗杰（de mo ngag dbang phyogs las rnam rgyal，1527—1622）、第四世第穆活佛·阿旺丹贝坚赞（de mo ngag dbang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623—1668）、第五世第穆活佛·阿旺南喀嘉样（de mo ngag dbang gnam mkhav vjam dbyangs，1669—1723）、第六世第穆活佛·阿旺绛白德勒嘉措（ngag dbang vjam dpal bde legs rgya mtsho，1724—1777）、第七世第穆活佛·洛桑土丹晋美嘉措（de mo blo bzang thub bstan vjigs med rgya mtsho，1778—1819）、第八世第穆活佛·阿旺洛桑赤列绕杰（de mo ngag dbang blo bzang vphrin las rab rgyas，1855—1899）。

其中，第六世第穆活佛·阿旺绛白德勒嘉措首任摄政王一职，成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史上的第一位摄政王。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乾隆皇帝唯恐诸噶伦篡权滋事，遂降旨第六世第穆活佛·阿旺绛白德勒嘉措以诺们罕的名号，代理达赖喇嘛暂时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始建第穆活佛驻锡地或第穆摄政王官邸，翌年竣工，第穆活佛最初为其取名“甘丹桑额噶才”（dgav ldan gsang sngags dgav tshal），意为“兜率天密宗欢喜苑”；后乾隆皇帝又赐给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匾额，其中汉文为“广法寺”，藏文为“bstan rgyas gling”（丹吉林）。之后，以藏文“丹吉林”为常用名称。丹吉林（寺）既是拉萨四大林中最早创建的寺院，又是四大林中规模最大的官邸。

（二）策墨林

策墨林（寺），拉萨四大林之一，是策墨林活佛世系驻锡地或官邸。策墨林活佛世系形成历史较短，清代仅转世三代：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慈臣（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tshul khrims，1721—1791）、第二世策墨林活佛·阿旺绛贝慈臣嘉措（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vjam dpal tshul khrims，1792—1863）和第三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洛桑丹贝坚赞（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blo bzang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864—1929）。

策墨林·阿旺慈臣是安多卓尼人，早年赴西藏在色拉寺研习佛学，获拉然巴格西学衔，后转入拉萨上密院深造，曾先后担任上密院堪布、甘丹寺夏孜札仓（shar rtse graw tshang）堪布；乾隆二十七年（1762），策墨林·阿旺慈臣奉诏进京，担任雍和宫堪布，乾隆帝赐封他为“夏孜诺们罕”。

藏历第十三绕迥土狗年，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策墨林·阿旺楚臣担任第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同年又荣登甘丹寺第六十一任“赤巴”宝座；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帝敕令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1758—1804）亲政，策墨林·阿旺楚臣继续摄政协助。

藏历第十三绕迥水兔年，即乾隆四十八年（1783），策墨林·阿旺楚臣在拉萨小昭寺之西方创建一座小寺，为乾隆帝祈寿，乾隆帝获悉极为欢喜，并赐名“寿宁寺”，藏语称“tshe smon ling”，音译为“策墨林”。此乃策墨林活佛世系名称之由来。

策墨林·阿旺楚臣博学佛经、德高望重，曾任达赖喇嘛经师、甘丹“赤巴”和西藏摄政王等要职，尤其以甘丹“赤巴”身份可以转世的惯例，“达赖喇嘛代理伊徒众静坐念经，祈祷呼毕勒罕迅速出世”[49]。藏历第十三绕迥水鼠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策墨林·阿旺楚臣的转世灵童在其故里安多卓尼地区出生，成为第二世策墨林活佛，名阿旺绛贝慈臣嘉措，追认策墨林·阿旺楚臣为第一世策墨林活佛。至此策墨林活佛世系已建构完成。

藏历第十四绕迥土兔年，即嘉庆二十四年（1819），第二世策墨林活佛·阿旺绛贝慈臣嘉措（1792—1862）担任西藏噶厦政府摄政王；道光五年（1825），他在拉萨大兴土木扩建策墨林（寺），其主体建筑由东西两大宫殿（东为白宫西为红宫）构成，使其初具规模。

总之，策墨林活佛世系及其官邸策墨林（寺）产生时间较晚，但在西藏政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策墨林最初以普通出家僧人身份，依凭其渊博的佛学知识和干练的办事能力，不仅荣登甘丹“赤巴”宝座，担任西藏摄政王职位，而且形成活佛传世系统，建立了策墨林（官邸）。尤其是策墨林活佛曾受到清廷的褒奖和惩罚，因而经历了消长不定的政教生涯，并在西藏近代史上留下了传奇故事。

（三）功德林

功德林（kun bde gling），拉萨四大林之一，为达察（济隆）活佛世系官邸或驻锡地。达察活佛在拉萨四大林活佛世系中历史较为悠久，第一世达察·巴索却吉坚赞（rta tshag ba so chos kyi rgyal mtshan，1402—1473）、第二世达察·巴索拉觉（rta tshag ba so lha gcod，1474—1508）、第三世达察·黎玉曲杰（rta tshag klu yi chos rgyal，1509—1526）、第四世达察·拉旺却吉坚赞（rta tshag lha bd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1537—1605）、第五世达察·阿旺却吉旺秋（rta tshag ngag bdang chos kyi dbang phyug，1606—1652）、第六世达察·阿旺贡却丹贝尼玛（rta tshag ngag bdang dkon mchog bstan pavi nyi ma，1653—1707）、第七世达察·洛桑班丹旦贝坚赞（rta tshag blo bzang dpal ldan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708—1758）、第八世达察·洛桑益西丹贝贡布（rta tshag blo bzang ye shes bstanpavi mgon po，1760—1810）、第九世达察·阿旺洛桑丹贝坚赞（rta tshag blo bzang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811—1848）、第十世达察·阿旺班丹却吉坚赞（rta tshag ngag bdang dpal ldan chos kyi rgyal mtshan，1850—1886）、第十一世达察·阿旺土丹格桑丹贝卓美（rta tshag ngag bdang thub bstan skal bzang bstan pavi sgron me，1888—1918）。

达察活佛（rta tshag sprul sku），又称“济隆”（rje drung）活佛。乾隆五十六年（1791），第八世达察（济隆）活佛·洛桑益西丹贝贡布第二次奉命担任西藏摄政王，在位前后接续长达二十多年。

藏历第十三绕迥水鼠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第八世达察（济隆）活佛在拉萨城内的磨盘山南麓上始建功德林（寺），乾隆五十九年（1794）竣工，第八世达赖喇嘛赐名“甘丹旦秀曲科林”（dgav ldan brtan bzgugs chos vkhor gling），意为“俱喜永住法轮洲”，汉文译为“祈寿法轮洲”或“长寿法轮洲”。根据文献记载：

按照皇帝和八世达赖喇嘛的批示，水鼠年（1792）动工兴建，在磨盘山建造了三庄严文殊庙和汉地战神关公庙。前者内殿面积四柱，经堂面积十六柱，殿门抱厦上面设雪、拉章、札厦（僧舍）、净厨、门栏等，以供奉佛经、佛像、佛塔相饰，该庙至木虎年（1794）竣工，八世达赖喇嘛赐名为“长寿法轮洲”。嘉庆元年（1796），嘉庆帝赐“卫藏永安寺”（藏语为“功德林”）的匾额一块，并规定招收50名僧人习经，敕封管家丹增嘉措为“嘉辅大喇嘛”。[50]

嘉庆帝所赐“卫藏永安寺”匾额以汉、藏、满、蒙四种文字书写，藏文书写“kun bde gling”（功德林），故后人通称“功德林（寺）”。达察（济隆）活佛世系多次担任西藏摄政王，因此，功德林（寺）得以不断扩建，兴旺发达，成为拉萨四大林中最有影响力的庙宇和府邸之一。

（四）茨觉林

茨觉林（寺），拉萨四大林之一，全称“茨觉扎西三丹林”（tshe chog bkra shes bsam gtan gling），简称“茨觉林”（tshe chog gling），最初为第八世达赖喇嘛经师噶钦·益西坚赞（dkav chen ye sges rgyal mtshan，1713—1793）驻锡地。

藏历第十三绕迥水虎年，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过70岁的噶钦·益西坚赞荣升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的经师，他孜孜不倦，任劳任怨，向达赖喇嘛传授佛学知识，直至1793年去世，赢得达赖喇嘛敬重和众人赞誉。

藏历第十三绕迥铁狗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第八世达赖喇嘛专门为其经师建造了一所府邸。据文献记载：

一月初五星曜圆满和合吉日，正式开工兴建策觉林寺。委任卓拉日支顷则、办事员恰朗次盆为总管。其他木材、油影、金粉、工钱、食品、饮酒、茶粥等全由噶厦政府负担。开工宴会、工期宴会和竣工宴会的费用，以及各种赏礼的费用由（达赖喇嘛）公私两方赏给。工匠七十名和乌拉役夫六百多人在五个月当中，建起了三十二根柱子寺院楼上的寝殿、四根柱子的净厨，以及六十八间小屋。寺院建造坚固，布局庄严，这些都依赖于达赖喇嘛发心祈愿和佛业无阻成就。寺院中绘上的壁画有释迦牟尼佛及侍奉的十六罗汉尊者，小乘、声闻乘和独觉乘的菩提菩萨，本尊护法神等众多形象。同时考虑到大经堂（杜康殿）的柱子装饰及雕刻不仅需要漂亮，而且应有加持之力，因此，喇嘛仁波切专门委派已获得罗汉解脱的坚赞、绘画大师措果瓦次旦南杰和甲麦次旺三人精细刻写《根本咒》、《要旨》、《近心咒》等印度梵文。[51]

由于噶钦·益西坚赞担任第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一职，后人尊称为永增·益西坚赞，并寻找其转世灵童，创立了茨觉林活佛世系，并追认永增·益西坚赞（噶钦·益西坚赞）为第一世茨觉林活佛。由此，茨觉林（寺）列为拉萨四大林之一。

此外，拉萨城内的锡德林（bzhi sde graw tshang），作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后期担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的官邸或驻锡地，也可算作拉萨四大林或五大林之一。实际上，至清代末期，在拉萨城内业已形成五大林（寺）的格局。所以，最后兴起的锡德林，因时间关系而没有进入拉萨四大林行列，但它作为摄政王的官邸或热振活佛的驻锡地，可被称为拉萨五大林（寺）之一。

三 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世系

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分别为：章嘉呼图克图（lcang skya）、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dgav ldan gser kgri）、敏珠尔呼图克图（smin grol）、济隆呼图克图（rje drung）、那木喀呼图克图（nam mkhav）、阿嘉呼图克图（Aa kyaw）、喇果呼图克图（bla kho）、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cha har）。他们历辈世系活佛驻锡京城掌印，在藏传佛教教内外享有崇高荣誉和宗教地位。除驻京呼图克图中加封国师或禅师等名号外，将左翼头班章嘉呼图克图，二班敏珠尔呼图克图、右翼头班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二班济隆呼图克图，皆列于雍和宫总堪布、避暑山庄普宁寺总堪布之上。[52]
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和济隆呼图克图，又称为清朝四大呼图克图，其宗教地位高于其他四位驻京呼图克图。可以说，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基本上代表了卫藏及多康等广大藏族地区和蒙古地区的宗教势力，如济隆呼图克图来自卫藏地区、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来自蒙古地区，其余可归属多康藏族地区。

除了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外，尚有不少居住在京城的著名高僧活佛，他们在京城或在蒙古地区时常讲经传法，对于藏传佛教在内地和蒙古地区长盛不衰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也可归属驻京呼图克图范畴。例如，土观活佛（thuvu bkwan）、东科尔活佛（stong vkhor）等皆是其优秀代表，而且，许多史书对他们的弘法事迹作了描述。根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当今皇帝色西雅勒泰伊热克勒图嘉庆皇帝对太上皇帝的善规认真守护，以历辈与我等汉地蒙古众生有不解法缘的恩德无量的救护依怙三界众生的上师章嘉活佛意希丹贝坚赞、噶勒丹锡埒图活佛阿旺土丹旺秋贝丹赤烈嘉措、赤钦南喀桑布的转世诸部坛城之主金刚持晋美南喀等上师为自己的福田，敬奉三宝，使佛法及众生的利乐日益增盛。此外，在以上诸帝在位之时，还迎请全部教法之主巴索济隆活佛、敏珠尔诺们罕、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东科尔曼珠室利诺们罕、阿嘉活佛、阿旺班觉呼图克图等贤哲大德，弘扬佛法。这样，大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只与无比的格鲁派的大德结为施主与福田，同时，这些大德中的大多数又为汉地、满洲，特别是广大蒙古地区的以官员们为首的臣民众生降下佛法的甘雨，满足他们的心愿，使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在各个地方日益发扬光大。上述的诸位皇帝法王从西藏安多地方迎请众多高僧大德使汉地和蒙古各处以显密教法和讲辩为代表的佛陀教法如白昼一般显明的巨大功业，使吐蕃诸法王从印度迎请贤哲大德弘传佛法的功业也难与之比美。[53]

以上引文描述了清代嘉庆时期驻京呼图克图在内地和蒙古地区弘扬佛法的不朽事迹，并歌颂了嘉庆皇帝敬奉佛教三宝、重视高僧活佛的高尚品德和崇高行为。特别在文中强调了第四世章嘉活佛·益西丹贝坚赞（lcang skya ye shes bstan pavi rgyal mtshan，1787—1846）、第四世（赛赤）噶勒丹锡埒图·阿旺土丹旺秋白丹赤烈嘉措（dgav ldan gser khri ngag dbang thub bstan dbang phyug dpal ldan vphrin las rgya mtsho，1773—？）、第二世（萨木察）赤钦·晋美南喀（khri chen vjigs med nam mkhav，1768—1821）等高僧活佛受到嘉庆皇帝的敬重。同时，也赞扬了济隆活佛、敏珠尔活佛、土观活佛、东科尔活佛、阿嘉活佛等清朝大呼图克图进京弘法的事迹。此外，《蒙古佛教史》中还描述了专门在蒙古各部献身于佛教事业的高僧活佛：

在喀尔喀地方有大修行成就者黑行者、遍知绛洋却杰和大成就者多罗那他的转世，其宝盖上有如来虚空明点的示现佛陀功业的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贝坚赞的历辈转世，以及以《甘珠尔》经典和密多罗金刚宝串降下佛法甘雨广弘佛教的大德、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喇嘛的亲传弟子扎雅班智达罗桑赤列、喀尔喀曼珠室利诺们罕、喀尔喀额尔德尼班智达旺钦诺们罕、青苏祖克图诺们罕等大德降生，在各地兴建大寺院，建立许多显宗扎仓和密宗扎仓，弘传佛法。[54]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高僧活佛既有清代四大活佛之一的哲布尊丹巴，又有蒙古地区传扬藏传佛教最杰出的蒙古族高僧扎雅班智达。扎雅班智达（dza ya pantita，1599—1662）是漠西蒙古厄鲁特部第一位出家为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他在漠西蒙古地区传扬藏传佛教，使厄鲁特部民众信仰佛教并皈依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特别是扎雅班智达参与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召开的厄鲁特部和喀尔喀部王公参加的大联盟会，会上商议并制定了《卫拉特法典》，其中规定藏传佛教作为蒙古各部信仰的唯一宗教，不准信奉其他任何形式的宗教。从此，在广袤的蒙古地区掀起信仰和传扬藏传佛教的风气。根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在土尔扈特的阿玉奇汗的地方佛教也很兴盛。在其东方有蒙古王噶尔丹卓里克图洪台吉之时兴建的显宗扎仓、道次扎仓、密宗扎仓等四个扎仓的寺院，有沙弥和比丘二万余人，他们都严守戒律，讲论纯正的显密经典以及宗喀巴师徒和班禅洛桑却吉坚赞的著作，依律修习体验三学处，遍布于各地。在阿拉善地方，有上师达布活佛更卓诺们罕建立的显宗讲经院，弘扬佛法。在卫拉特地方，有大学者丁科尔班智达兴建白格尔却林寺，建立显宗和时轮扎仓，广弘佛法。[55]

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各地创建的藏传佛教寺院，规模宏大，结构完整，不仅建立了显宗学院和密宗学院，而且还创建了道次第学院和时轮学院。这种弘扬藏传佛教的盛况，在其他地区极为少见。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厄鲁特、青海、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察哈尔、苏尼特、杜尔伯特、巴林、阿鲁科尔沁、科尔沁、敖汉、乃曼、翁牛特、扎鲁特等外藩和内属蒙古各大部都从前后藏及安多等地迎请精通显密教法的高僧大德，蒙古各旗也有许多僧人前往前后藏及安多等地学法，有一些贤哲还在蒙古各地兴建大小寺院，建立显宗讲经院及密宗院、修习道次的扎仓等，僧人们讲论佛法，守持戒律，使佛陀的教法在蒙古各地普遍弘扬。[56]

历史上除了有众多蒙古族青年赴藏区各大寺院学习佛教经典之外，还有迎请大批藏族高僧到蒙古地区讲经传法的做法，这就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进一步兴隆发展。同时，蒙古王公贵族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全力支持，对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得以持续兴隆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在我们喀喇沁土默特部，有由于以前积聚的广大福德，具有善趣七德（种姓高贵、形色端严、长寿、无病、缘分优异、时势富足、智慧广大），对上师及三宝有不退转之信仰，奉章嘉活佛为上师努力修习道次第及密法之伟人、佛法之大施主札萨克贝子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他为使佛法弘扬并长久住世，在自己王府的附近兴建了一座以规模宏丽的大经堂为主的寺院，在寺院中建立显宗扎仓。他为僧人提供生活所需的用品，并向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奉献大量布施。特别是他迎请恩德无比的遍知一切的上师嘉木样活佛官却晋美旺布来到自己的牧地，并为嘉木样活佛在本旗及蒙古各地广弘佛法提供资具，对佛法实有无上之恩德。[57]

清代在蒙古地区兴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特别是其中的著名寺院，大都有其建造或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求。例如，内蒙古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和善因寺、外蒙古库伦的庆宁寺和甘丹寺、漠西卫拉特的固尔扎庙、塞外热河的普宁寺和普陀宗乘之庙，以及京城的雍和宫和黄寺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宗教政策和文化生活习俗。

四 清代建档呼图克图

清代建档的呼图克图，不仅数目庞大，而且名目繁多。清代历朝《大清会典》中都有相关记载，并对呼图克图中的不同头衔作了一一阐释，同时也对不同地区的呼图克图作了分门别类的说明。在此以各类头衔为例，诸如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副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以不同地区为例，主要分为驻京喇嘛、西藏喇嘛、西番喇嘛和游牧喇嘛。至于驻京喇嘛，是泛指驻京高僧活佛，其中又分为不同头衔的喇嘛，这在光绪时期的《大清会典》中有翔实的记载：

驻京喇嘛，大者曰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曰副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其次曰札萨克喇嘛，其次曰达喇嘛，曰副达喇嘛，其次曰苏拉喇嘛，其次曰德木齐，曰格思贵，其徒众曰格隆，曰班第。热河、盛京、多伦诺尔、五台山各庙，皆分驻喇嘛，定有额缺，按等升转，与驻京喇嘛一例。又伊犁之掌教堪布一人，四川懋功之广法寺堪布一人，系由驻京喇嘛内派往，三年一更代。驻京喇嘛中，历辈阐扬黄教如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俱曾加国师、禅师等名号。乾隆五十一年，高宗纯皇帝钦定喇嘛班次，左翼头班章嘉呼图克图、二班敏珠尔呼图克图，右翼头班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二班济隆呼图克图，皆列于雍和宫总堪布、避暑山庄普宁寺总堪布之上。其余驻京之呼图克图，有东科尔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多伦诺尔有锡库尔锡埒图诺颜绰尔济呼图克图，皆出呼毕勒罕，入于院册。仁宗睿皇帝时定额，设札萨克喇嘛四，雍和官一，作为唐古特专缺，以呼图克图堪布充。其余三缺，蒙古达喇嘛充其一，未受职之呼图克图充其一，由藏调京之堪布等俱以达喇嘛用。道光年间，以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历经驻京掌印务，诏各设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一。[58]

驻京喇嘛包括派往热河、盛京、多伦诺尔、五台山等各庙的住持以及新疆伊犁之掌教堪布和四川懋功之广法寺堪布。同时，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和济隆呼图克图，他们作为清代驻京四大呼图克图，都加封国师、禅师等名号，不仅在京城掌教，而且享有赴藏办事的特权。此外，还设有四个札萨克喇嘛头衔的僧职。

清代在理藩院建立档册的呼图克图达一百六十人。其中驻锡京城者主要有章嘉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东科尔呼图克图、郭莽呼图克图、南木喀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等；驻锡多伦诺尔者主要有锡库尔锡埒图诺颜绰尔济呼图克图；驻锡西藏前后藏者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人外，尚有第穆呼图克图、噶喇木巴呼图克图、色木巴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嘉拉萨赖呼图克图、鄂朗济永呼图克图、朋多江达笼庙之呼图克图、摩珠巩之志巩呼图克图、贡噶尔之嘉克桑呼图克图、奈囊保呼图克图、朗哷仔之萨木党多尔济奈觉尔女呼图克图、觉尔隆阿里呼图克图、楚尔普嘉尔察普呼图克图、多尔吉雅灵沁呼图克图、伦色之觉尔泽呼图克图、协布隆呼图克图、摩珠巩之志巩小呼图克图、达拉冈布呼图克图。凡十八人，另有沙布隆十二人，皆出呼毕勒罕；驻锡安多康区的转世活佛主要有木里、乍雅、察木多和类乌齐五人、西宁三十三人；驻锡在内外蒙古地区的呼图克图主要有归化城十二人、察哈尔九人、锡埒图库伦二人、科尔沁三人、郭尔罗斯一人、土默特六人、乌珠穆沁六人、浩齐特一人、阿巴噶斯一人、阿巴哈纳尔五人、苏尼特二人、四子部落一人、乌喇特五人、鄂尔多斯一人、阿拉善二人、喀尔喀十九人。

此外，尚有未能进入理藩院档册的无数转世小活佛，他们遍布藏蒙广大地域。按清朝中央政府的宗教政策，无论活佛还是高僧，入档需要具备一定资格。如理藩院明文规定“呼图克图诺们罕未经入档，如系赏过名号印敕，及徒众过500名者，仍准其补行入档”，[59]否则，不可入档进册。

第三节 金瓶掣签制度

金瓶（gser bum），又称金本巴，后者乃汉藏合璧之称谓；藏语名“赛吉本巴”（gser gyi bum pa），义译为“金瓶”。而金瓶掣签，或金本巴掣签，是一种以掣签的方式选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宗教制度。从历史上看，金瓶掣签或金本巴掣签制度，不仅是清朝中央政府创立的确认藏蒙地区藏传佛教大活佛继承人的法定制度，包括选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而且是清代藏传佛教政策与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 金瓶掣签之设立

清代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在活佛转世过程中存在或不断发生诸多错综复杂的现实利益问题，包括由活佛转世直接引发的诸如关于转世灵童的因缘条件、家族谱系、社会裙带等复杂情况，尤其在转世灵童的出生区域和家庭背景等方面不时出现纷争或可疑现象，为此，清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加以整顿，遂产生金瓶掣签制度。根据《番僧源流考》记载：

查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内奉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二大喇嘛乃西方布行黄教，掌管佛法之宗，但南北所有地方一切事务僧俗人等，皆系达赖喇嘛管辖，必须聪慧有福相之人，方能护持佛法而有裨益于黄教。从前认呼毕勒罕，皆恃拉穆吹仲看龙单于此，拉穆吹仲或受贿恣意舞弊，或偏庇亲戚妄指，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暗中授意，令其指谁，此等皆有之事，朕悉知之，而与法教中甚为无益。即令达赖喇嘛一家之中，大呼图克图之呼毕拉罕出有数人，而此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拉罕，又系拉穆吹仲之外孙，即如内地汉僧等传农钵，亦皆各传各弟子，相沿已久，竟成蒙古王公、八旗世职相同。如此谋利舞弊，则不但不能振兴黄教；而反致于坏其教。何则出家之人，当万虑皆空，无我无人，净持佛教。昨据生擒之廓尔喀贼供称，沙玛尔巴呼图克图，即前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兄。而班禅额尔德尼遗留物件，伊亦有分，是其所供，皆为争财。此次廓尔喀贼抢掠后藏之事，皆伊诱唆所致者，即是不慎认呼毕拉罕之明做也。从前喀尔喀四部落人等，共争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拉罕时，有郡王桑斋多尔济尚然具奏，嗣后请一阿哥作为呼毕拉罕之语。联彼时将桑斋多尔济训诫责斥。以此观之，不拘何人均可以谓之呼毕拉罕。若果呼毕拉罕者，必能前世所诵经典，认记所持过物件，则始可以谓之呼毕拉罕。倘惟计其亲属，徇其情面，即作为呼毕拉罕，焉能振兴黄教以服众心哉。今朕送去一金瓶，供奉前藏大招（昭）寺内。嗣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噶勒丹锡埒图、第穆、济隆等，并在京掌印大呼图克图及藏中大呼图克图等圆寂，出有呼毕拉罕时，禁止拉穆吹仲着龙单，着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将所出呼毕拉罕有几人，今将伊等乳名各各书签放入瓶内，供于佛前虔诚祝祷念经，公同由瓶内掣取一签，定为呼毕拉罕，如此佛之默祐，必得聪慧有福相之真正呼毕拉罕，能保持佛教。朕尚且不能主定，拉穆吹仲更不得从中舞弊，恣意指出，众心始可以服。钦此。[60]

由此可见，活佛转世中存在或出现诸多弊端，是直接促成清朝中央政府下决心出台新政策的主要因素。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帝参照选任文武官员时抽签确定其任职地点的办法，并借驱逐侵藏廓尔喀军队及整顿西藏政务之机，谕旨设立金瓶掣签制，以整肃活佛转世中存在的弊端。制一金本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寺，藏内或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时，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入于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共同掣签。[61]
当清廷御前侍卫惠伦和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第二人将金本巴瓶送至拉萨时，福康安及济隆活佛等率领僧俗官员远出迎接，达赖喇嘛先期在大昭寺等候，并派高僧等各执香花幡幢导引，金本巴瓶置于大昭寺楼上宗喀巴像前，敬谨供奉。达赖喇嘛赞颂：呼毕勒罕转世，递延禅宗，关系郑重。今蒙大皇帝振兴黄教，唯恐吹忠等降神作法，指认未真，致有流弊，特颁金本巴瓶，卫护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时，虔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真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62]
同时，清朝中央政府又制一金本巴瓶置于京城雍和宫内，供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出生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一体掣签。以停止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各蒙古汗王贝勒等既有世爵可以承袭罔替，已极尊荣，不必又占一呼毕勒罕，又谋喇嘛之利。[63]
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明确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如此难免发生弊端。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同样进行，此举皆是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金瓶平时置于宗喀巴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64]其实际掣签典礼的场面，在《番僧源流考》中有一段描述：

进门先挨次入座，献清茶，次献酥茶，毕。令满印房人将原文呈阅，合对入掣牙签上所写满洲字、蒙古字、西番字名字年岁相符，又令官送至达赖、班禅阅看后，将该入掣各本家之人唤来跪着鉴上名字、年岁有无舛误，祛彼疑心。后交满印房宫人觌面，用黄纸包妥，供在瓶前。又俟番僧诵经念至应将签入瓶时，喇嘛回请该帮办大臣，起立行至瓶前，行一跪三叩首礼毕，不起立即跪，将签双手举过额入瓶内，以手旋转二次，盖瓶盖，起立仍归旧座。其帮办大臣将签入瓶时，正办大臣在左傍侍立礼毕，同归本座。又俟念经至掣签时，仍系喇嘛回请正办大臣，亦行一跪三叩首礼毕，跪启瓶盖，用手旋转，掣签一枝。帮办大臣在左侍立，拆开黄纸，同众开看，唤掣得本家人跪听，令其观签后，又使满印房官人送至达赖、班禅前阅看，将签供设瓶前，又将未曾掣出之签拆阅与众人观看，又给各本家之人观看，以除疑义，后用纸擦去。[65]

以上引文中认为签牌上是以满、蒙、藏三种文字书写，这与其他文献记载略有不同。至于金瓶掣签的具体操作，引文中有着详尽的描述，必须经过一整套严格程序。在金瓶掣签之前，寻访呼图克图或活佛转世之候选灵童时，须遵循有关规章制度。蒙古藏族部落呈报呼图克图大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准于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藏族平民之子嗣内指认。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亲族及各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等子孙内，均禁止指认呼毕勒罕。[66]此乃选定转世灵童时务必遵循的前提条件。

此外，清朝中央政府在推行或实施金瓶掣签制度的过程中，既坚持原则又可采取灵活措施。乾隆帝曾明确指出：思察木多等处系属藏地，与蒙古各札萨克不同，该处至前藏三千余里，距成都亦属遥远，驻藏大臣与四川总督皆属鞭长莫及，福康安等察看情形，如能遵照昨降谕旨，固属其善；若有碍难办理之处，即仍其旧，以免更张而从方俗，究亦不致为大弊有害国政，亦无不可。因此，察木多、类乌齐等藏内边远地区活佛圆寂后，因地制宜，多采用灵活性，允许该地区信众自行寻觅认定其转世灵童。

清朝中央政府在尽可能杜绝大活佛呼毕勒罕在藏蒙汗王贵族或亲族中产生的同时，又不固守成法而灵活商办活佛转世事宜。青海察罕诺们罕系札萨克，有管理游牧之责。其拟掣呼毕勒罕时，无论亲族，唯视属下人等众情悦服者，入于金本巴瓶内掣定，不与各呼毕勒罕一例办理。[67]在理藩部则例中亦有硬性规定：其无名小庙坐床，从前并未出有呼毕勒罕之寻常喇嘛已故后，均不准寻认呼毕勒罕。[68]以此限定活佛转世在藏蒙地区任意增长蔓延。

二 清代四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

金瓶掣签制度，自实施至清朝灭亡一百多年间，在藏族蒙古族地区选定活佛转世灵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第九世达赖喇嘛、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特例免于掣签之外，其余第十世达赖喇嘛、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和第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皆经过金瓶掣签认定。

（一）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掣签

藏历第十四绕迥木猪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第九世达赖喇嘛幼年圆寂；经多方协同寻访其转世灵童，于道光二年（1822），在藏区寻得三名候选灵童，并邀请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尼玛（1782—1853）前往拉萨圣城，在布达拉宫三界殊胜殿主持金瓶掣签仪式，康区理塘地方出世之灵童中签，成为首次通过金瓶掣签选定的达赖喇嘛，即第十世达赖喇嘛·慈臣嘉措（1816—1837），当时第四世章嘉呼图克图·益西丹贝坚赞（1787—1846）奉旨从京城赴藏照料坐床。道光十四年（1834），第十世达赖喇嘛拜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为师受比丘戒。是年，第十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接见喀尔喀第五世哲布尊丹巴·洛桑慈臣晋美丹贝坚赞（1815—1841）和土尔扈特汗王。道光十七年（1837），第十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寝室圆寂，未能亲政。

藏历第十四绕迥铁牛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时任摄政王的策墨林活佛的主持下，在藏区寻得第十世达赖喇嘛转世之三名候选灵童，皆迎往拉萨，在布达拉宫三界殊胜殿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康区噶达（泰宁）地方灵童中签，由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剃度授戒，取名凯珠嘉措；翌年，迎至布达拉宫坐床即位，成为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1838—1855）；道光皇帝再次特派第四世章嘉呼图克图赴藏照料，并送达清廷颁发之金册；第二世策墨林活佛·阿旺绛贝慈臣嘉措（1792—1862）代理摄政。道光二十四年（1844），摄政王策墨林活佛被免职；道光二十五年（1845），道光帝下诏书，任命第三世热振活佛·阿旺益西慈臣坚赞（1817—1862）为摄政王。咸丰五年（1855），第十一世达赖喇嘛亲政，掌管西藏政教事务，不久达赖喇嘛圆寂。

藏历第十四绕迥土马年，即咸丰八年（1858），在时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的主持下，在藏区寻得第十一世达赖喇嘛转世之三名候选灵童，皆迎往拉萨：在布达拉宫三界殊胜殿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前藏沃噶（vod dgav）地方（今西藏山南地区桑日县）灵童中签，由热振活佛剃度受戒，取名赤列嘉措；咸丰十年（1860），在布达拉宫坐床即位，成为第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1856—1875）。同治十二年（1873），第十二世达赖喇嘛亲政，仅几年后圆寂。

（二）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掣签

藏历第十四绕迥火龙年，即咸丰六年（1856），扎什伦布寺灵童寻访筹备组在藏区寻得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之两名候选灵童，皆迎往拉萨圣城，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由驻藏大臣、摄政王、噶厦官员以及拉萨三大寺代表和后藏扎什伦布寺札萨克喇嘛参加，后藏南木林宗托布加溪卡（今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托布加村）灵童中签，咸丰十年（1860），在后藏扎什伦布寺举行隆重坐床典礼，摄政王第三世热振活佛前往代理达赖喇嘛授戒，取法名丹贝旺秋，成为第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旺秋（1855—1882）。

藏历第十五绕迥土鼠年，即光绪十四年（1888），扎什伦布寺灵童寻访组，在藏区寻得第八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之三名候选灵童，皆迎往拉萨圣城，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前藏达布地方（今西藏林芝地区）灵童中签，由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1876—1933）剃度授戒，取法名洛桑土丹却吉尼玛；光绪十八年（1892），在后藏扎什伦布寺坐床即位，成为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1883—1937）；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拉萨大昭寺拜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师受比丘戒；光绪三十年（1904）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间，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前往印度朝礼佛教名胜古迹。

（三）哲布尊丹巴转世灵童掣签

藏历第十四绕迥木龙年，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哲布尊丹巴灵童寻访组在藏区访获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之三名候选灵童，皆迎往拉萨。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专门从后藏扎什伦布寺赴前藏拉萨，会同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及伊徒达喇嘛等高僧活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结勒切地方灵童中签，成为第六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洛桑绛白丹增慈臣嘉措（1842—1849）。

藏历第十四绕迥铁狗年，即道光三十年（1850），哲布尊丹巴灵童寻访组在藏区访获第六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之两名候选灵童，皆迎往拉萨圣城，由第十一世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及伊徒达喇嘛等高僧活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藏族尼玛之子中签，成为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却吉旺秋赤列嘉措（1850—1869）；咸丰三年（1853），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迎往漠北库伦大寺坐床即位，清廷极为重视，准其沿途使用黄布围墙、黄色车轿。

藏历第十五绕迥铁羊年，即同治十年（1871），哲布尊丹巴灵童寻访组在藏区访获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由驻藏大臣会同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藏民贡却慈仁之子中签，成为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洛桑却吉尼玛丹增旺秋（1870—1923）；同治十三年（1874），第十二世达赖喇嘛为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授予沙弥戒，并封赐“大喇嘛”名号。

（四）章嘉活佛转世灵童掣签

章嘉活佛，又名章嘉呼图克图、章嘉国师，他作为清代国师，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清朝历代皇帝都要一一过问和确认。第四世章嘉活佛·益西丹贝坚赞（1787—1846）圆寂后，四年时间未出世其转世灵童，道光皇帝下谕旨，催办有关事宜。《清实录》记载：

道光三十年（1850），谕军机大臣等：“哈勒吉那奏卓札巴地方产生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奏闻一折。章嘉呼图克图系勋旧有为之呼图克图，自涅槃以来已历四载。兹据哈勒吉那奏称：所生幼童噶勒臧楚克噜布，据札萨克喇嘛爵木磋称，此子似识章嘉呼图克图之物，即系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等语，朕闻之殊深欣慰。惟此子甫经九月，尚未能言。从前乾隆年间若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出世，均将所生数子年岁、花名书写签支，入于瓶内掣定。着哈勒吉那转谕吹布臧呼图克图、札萨克喇嘛爵木磋等，于该地方再为访察二三幼童及此子之名一并具奏，再降谕旨办理。[69]

道光皇帝在谕旨中对寻访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做了明确指导和具体安排，之后，等到选定转世灵童的各项预备工作完毕，道光皇帝又下达了最后的谕旨，认定金瓶掣签结果。据《清实录》记载：

道光三十年（1851），谕内阁：“哈勒吉那等奏询访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查有三子等因一折。朕以必有大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出世，甚为欣慰。兹由理藩院将现在雍和宫唪经之三子，其名归入金瓶，将端噜布所生之子桑哈色特迪掣定。且端噜布之子桑哈色特迪识认前代章嘉呼图克图曾用物件，即铃杆、素珠、木碗三项应手认出，则是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无疑矣。朕心何胜欢悦，着将朕素日常用念珠一串赏给该呼毕勒罕，交哈勒吉那敬领，转交该呼毕勒罕收领。将此晓谕各蒙古王公及在京之呼图克图、喇嘛等，并章嘉呼图克图住持寺院各喇嘛外，仍着晓谕驻藏大臣，转行知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以慰所望。”[70]

由此可见，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须经过金瓶掣签认定。道光二十六年（1846），第四世章嘉活佛圆寂，其嗣法弟子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安多地区寻得前辈转世之候选灵童，并上报理藩院，在京城皇家寺院雍和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结果安多华热地方（今甘肃省天祝县）出世灵童中签，成为第五世章嘉活佛·洛桑土丹达杰（1849—1874）。

三 其他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除了规定清代四大活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国师）需经过金瓶掣签认定之外，其余各地大活佛之转世灵童，亦须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理藩院明文指出：各处之呼图克图及旧有之大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毕勒罕；而且西藏所属各地方及西宁所属青海藏民等处所出之呼毕勒罕，均咨行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缮写名签，入于大昭寺供奉金本巴瓶内，公同掣定。[71]正如松筠所说：

颁赐金本巴瓶，供于大昭，入瓶签掣，立法极为尽善。臣等留心体察，并行文各处，访问有无呼毕勒罕，以便遵旨试掣，总未见有呈报。缘卫藏地方，虽皆属达赖喇嘛管辖，如察木多、类乌齐、乍丫、萨喀等处，各有呼图克图管理；一切事件，从不关白藏中。而各呼图克图中，又有红黄黑三种，各行其教，各子其民。自去年臣等行文各处，令将所有呼图克图，无论大小有名无名，俱着将转世辈数开列呈报，以凭咨明理藩院立案去后。昨据陆续报到。臣等查有察木多所属甲拉呼图克图、隆色所属觉喇泽小呼图克图、又藏隆借结呼图克图三名，皆已圆寂一二年，尚未出世。虽皆系极小呼图克图，如候各该处自行呈送到日，再入金本巴瓶签掣，设其所报，即系该呼图克图之亲族世家子弟，妄指一二人，皆不可定。彼时方始驳伤，不但徒事周章，而是否系伊亲族，亦无从查察。今臣等公同商酌，应即遵旨照认识额尔德尼班第达之例，会同彼处汉官，于圆寂地方之一二年所生之有福相聪俊幼孩内，各拣选四五名来藏，如法念经，入于金本巴瓶内签掣。候找寻到日，掣得何名，另行具奏外，并一体传知各处，嗣后遇有呼图克图圆寂，即令随时呈报，不必候其出世，以凭一体办理等因具奏。[72]

此外，蒙古各部落所处之呼毕勒罕，呈报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喇嘛印之呼图克图缮写名签，入于雍和宫供奉金本巴瓶内，公同掣定。[73]可见蒙古族地区选定呼毕勒罕大都在京城雍和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而藏族地区选定活佛转世一般在拉萨大昭寺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就此略述藏蒙地区部分大活佛转世灵童之金瓶掣签实例。

藏历第十三绕迥火龙年，即嘉庆元年（1796），寻访昌都寺第七世帕巴拉呼图克图转世之三名候选灵童，由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达察诺们罕、驻藏大臣松筠及帮办大臣和宁共同在拉萨大昭寺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康区理塘灵童中签，并上报朝廷审核钦定，遂由皇帝转经驻藏大臣颁赐金字批文，成为第八世帕巴拉呼图克图·洛桑晋美班丹旦贝尼玛（1795—1847）。

藏历第十三绕迥铁鸡年，即嘉庆六年（1801），在第八世达赖喇嘛的恳请下，寻访并找到其经师噶钦·益西坚赞转世之三名候选灵童，由驻藏大臣和宁偕同第八世达赖喇嘛、第八世达察（济隆）呼图克图，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后藏江孜地方灵童中签。此乃嘉庆皇帝格外加恩初次掣定达赖喇嘛经师转世之呼毕勒罕者。

藏历第十四绕迥水鸡年，即嘉庆十八年（1813），寻得第八世达察（济隆）呼图克图转世之两名候选灵童，由驻藏大臣偕同第九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第七世第穆呼图克图，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康区出世之灵童中签，取名阿旺洛桑丹贝坚赞，成为第九世达察呼图克图（1811—1848）。

藏历第十四绕迥火鸡年，即道光十六年（1836），寻得前辈察罕诺们罕（第五世拉莫活佛，又称夏茸尕布活佛）转世之两名候选灵童，在拉萨大昭寺举行金瓶掣签仪式，掣定其中一名为呼毕勒罕，成为第六世拉莫活佛·阿旺却珠丹贝坚赞（1832—1872）。

藏历第十四绕迥木牛年，即同治四年（1865），寻访前辈乍雅（扎雅）呼图克图转世之两名候选灵童，由驻藏大臣满庆会同第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掣定其中一名为呼毕勒罕，第十二世达赖喇嘛遵循藏传佛教规制，对新认定的乍雅呼图克图取名阿旺隆多丹贝坚赞。

藏历第十五绕迥木蛇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寻得前辈（第二世）德柱呼图克图（1876—1897）转世之两名候选灵童，由驻藏大臣有泰会同甘丹赤巴（甘丹寺法台），在拉萨大昭寺举行金瓶掣签仪式，遵照定例，掣定一名为呼毕勒罕，随后灵童从热振寺迎往德柱拉章（府邸）坐床，成为第四世德柱活佛（1898—？）。

藏历第十五绕迥土猴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寻得前辈（第六世）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转世之两名候选灵童，因达赖喇嘛当时驻锡西宁塔尔寺，金瓶掣签仪式遂在该寺举行，掣定其中一名为呼毕勒罕，成为第七世（赛赤）噶勒丹锡埒图·根敦隆多尼玛（1904—1932）。

第四节 册封赏赐制度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于藏传佛教高僧活佛的册封赏赐，始于元代而盛于明朝。有清一代，基本沿袭旧制，仅有改换名称或增减数量而已。清顺治皇帝始，将明朝授予藏传佛教高僧活佛之封诰印信，若来进送，一律按旧例改授。正如后来乾隆帝在《喇嘛说》中所作的追述性说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其目的显而易见，保持其固有宗教特权和社会地位，使他们诚心归附清王朝。

清朝中央政府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又制定出封授不同职衔、名号及权限等具体细则，以便有章可循。如理藩院明文规定：凡呼图克图、诺们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系属职衔；国师、禅师系属名号。该呼图克图等除恩封国师、禅师名号者准其兼授外，概不得以呼图克图兼诺们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职衔，亦不得以国师兼禅师名号用之。而呼图克图等印信、册命、敕命亦有具体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如蒙恩赏给印册，其印册均用金；其达赖喇嘛历世所得玉印、玉册只准敬谨尊藏，非特旨不准擅用；其余各呼图克图等，如恩封国师名号者，印册均用银镀金，恩封禅师名号者印用银，颁给敕书。[74]
清朝中央政府以掌管藏传佛教高僧活佛的封授权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藏蒙地区的统治，故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国师四大活佛以及驻京八大呼图克图等活佛之册封，制定了严格而明细的法规制度。

一 达赖喇嘛名号

清朝中央政府在向藏传佛教大活佛颁赐印册敕书时，优礼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并出台具体的细则，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确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世系的宗教名号和社会地位。理藩院明文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圆寂转世，其印信册敕分别办理。当圆寂时，其印信由驻藏大臣奏闻，派人护理。至转世后，特旨钦差大臣等赴藏照料，坐床之日会同该大臣奏闻移授，其册命即由钦差大臣带回呈览后，交广储司融化贮库。至应行换赏金册，由军机处奏交内阁撰拟册文，恭候钦定。达赖喇嘛缮写满、汉、蒙、藏四体，班禅额尔德尼采用梵、藏、满三体，后于乾隆年间又加蒙古文和汉文，删去梵文，同样以四体字缮写，并填写几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其随赏对象一并叙入册式进呈，交工农商部等衙门依照旧式錾成金册。办理完竣，奏派大臣一员、呼图克图一人、侍卫一员赴藏赍送。[75]
根据历史文献，达赖喇嘛名号始于明朝。明万历五年（1577），顺义王俺答（阿勒泰汗）建寺西海岸，以寺额请，赐名“仰华”。[76]万历六年（1578），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索南嘉措（bson nams rgya mtsho，1543—1588）应邀前往青海湖畔，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又名阿勒坦汗，1507—1583）会面于仰华寺（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互赠尊号。索南嘉措赠俺答汗以“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77]；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78]并赠金印一方，刻有蒙古文“持金刚达赖喇嘛印”，始有“达赖喇嘛”名号。后追认根敦珠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第三世达赖喇嘛即索南嘉措。

明万历七年（1579），万历皇帝闻达赖喇嘛之名，颇为重视，遂派三位大臣，颁给第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教禅师”的封诰印信及官帽、官服、诏书，并赏赐绿黄金边袈裟一套、大红金边袈裟一套、花金边袈裟一套和金、银、绸缎等宫廷用品。万历十六年（1588），万历皇帝遣使至归化城，又敕封第三世达赖喇嘛为“朵儿只唱”（持金刚），赐金印，邀其来京，未及成行。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万历皇帝遣使进藏，册封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以“遍主金刚持佛王”，赐印信及僧官衣帽等，并诏迎去汉地，未及成行。

清顺治十年（1653），顺治皇帝命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携带金册、金印，前赴岱噶（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地方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嘉措。在册文中如是说：

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臧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79]

在以上引文强调教义之间虽有出世入世之差异，但在共同追求的理想或目标上是一致的，均为社会福祉和民众觉醒谋利益，并称赞达赖喇嘛为“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等。其金册共十五页，用汉、藏、满、蒙古四种文字书写；印文亦是汉、藏、满、蒙古四种合璧文字，[80]与册文同。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册封达赖喇嘛之始。从此，历代达赖喇嘛作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地位。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封前藏益西札穆苏（益西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给予金册、金印；后又因事实不符而变故废除。

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帝封康区理塘出世之呼毕勒罕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后改称第七世达赖喇嘛，并赐以藏、汉、满三种文字书写之金册，以期弘扬佛法，效忠大清，勤习经典，精进不懈。

清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专门派遣大喇嘛噶居洛桑班觉、加尔格齐等入藏，加封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掌管天下佛教知一切斡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印文新增蒙古字，以满、藏、汉、蒙古四体缮写，别给敕书，令其推广佛道，引度众生，使边陲庶民安乐。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向第七世达赖喇嘛赐以金印，印文亦如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印：“西天大善自在佛统领天下释教普觉班杂达热达赖喇嘛之印”，以加强达赖喇嘛在西藏地区固有之政教地位。是年，第七世达赖喇嘛圆寂，用金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两，建造金质灵塔，供奉于布达拉宫。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帝依前辈之例，封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统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改授金册，以满、汉、藏、蒙古四体文书写。

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廷派遣乾清门侍卫伊鲁勒图等进藏，赏给第八世达赖喇嘛如意、数珠、缎匹、玻璃、瓷器等物，并赐予册宝。[81]
清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帝赏赐第九世达赖喇嘛镀金六十两重茶桶及银瓶、酥油灯、绸缎等物件，以资勉励，用心学经，致力佛法，弘扬黄教，造福众生。

清道光二年（1822），第十世达赖喇嘛坐床之际，清廷派驻藏大臣文干会同成都副都统苏冲阿及章嘉呼图克图看视。所有颁赏达赖喇嘛之敕书例赏等件，由理藩院派司员二人一同带往赐给，[82]以表祝贺。

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光帝依前辈之例，封第十一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改授金册。以期专心学习所有经典，弘扬黄教。

清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派遣满庆、恩庆赴藏看视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坐床，并赐银一万两，以表祝贺。同治六年（1867），清廷议准，前辈（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原领金册十三页，自此辈（第十二世）达赖喇嘛起，照旧掌管。嗣后接辈，均请免其更换，俾免往返。[83]
清光绪五年（1879），清廷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贺礼，赏给黄哈达一方、佛一尊、念珠一串，并准其钤用金印及黄轿、黄车、黄鞍、黄缰并黄布城。

在历史上，清廷曾两次革除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光绪三十年（1904），以“天威所在不知，人言亦所不恤，骄奢淫逸，暴戾恣睢，无事则挑衅，有事则潜踪远遁”（潜逃库伦）为由，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

清宣统元年（1909），清廷议准，以照优异，在原封“西天大善自在佛”之基础上，又特加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

宣统二年（1910），清廷以“反复狡诈，自外生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呼图克图之领袖”（外逃印度）为由，又一次革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84]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主持政教事务。

二 班禅额尔德尼名号

班禅额尔德尼（pan chen aerteni）名号，始于清初，至康熙末年正式确立。清顺治二年（1645），漠西蒙古厄鲁特部固始汗向后藏扎什伦布寺大活佛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1570—1662）赠以“班禅博克多”尊号，[85]并用梵、藏、蒙古三体文缮写。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鉴于历辈班禅的佛学功德，下谕旨给理藩院：“班禅呼图克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甚属可嘉。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86]遂派遣钦差赴藏，照达赖喇嘛之例，封第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87]，颁赐以汉、藏、满三体文的金册、金印，[88]并将扎什伦布寺所属各寺、庄园等作为静养之地赏与班禅额尔德尼管理，他人不可借口滋事。厚望班禅额尔德尼一如既往，勤奋净修佛法，悉心教诲僧侣，修行正果，使佛教得以弘扬。这是清朝中央政府首开册封班禅额尔德尼之例，遂成为定制，延续至今。

清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派遣阿思哈大人，并札萨克喇嘛、阿旺巴勒珠三等侍卫赴后藏，赏赐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金册一本，重一百一十三两，所有金印，系前辈班禅额尔德尼遗留。[89]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敕谕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颁赐玉册玉印，以满、汉、蒙古、藏四体字书写，藏文档案如实记载：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班禅额尔德尼：

社稷百年民福乐，扬佛育众世安谧。宗喀巴乃至上弘扬释教者，为黄教之主。尔班禅额尔德尼为宗喀巴之高徒凯珠·格勒贝桑布之六世矣。因前世福资，即天资聪敏，心性沉静，为内外众生所尊赞。朕七十寿辰吉庆之时，尔不远万里来京朝贺。特仿照扎什伦布寺建造避暑之殿，任尔用之。今普天众生一体祈福，乃社稷之幸，朕甚喜悦。因尔喇嘛精于佛典，致力宏扬释教，特赏尔玉册、玉印，俟返回扎什伦布寺时赍往。惟政教大事方可启用，凡私事及寻常信函，仍用旧印。嗣后尔喇嘛应仰体朕恩，为宏扬黄教，造福众生，尤为大清国万古长青，事佛祈祷不懈。特谕。[90]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道光皇帝在上奏拟册封清单（大慈普安、宣化绥疆、觉生惠济）中钦定“宣化绥疆”四字，加赏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以“班禅额尔德尼宣化绥疆”名号。

清咸丰十年（1860），清廷派遣恩庆会同札萨克喇嘛朗结曲培看视第八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并赏银一万两。

清光绪十八年（1892），清廷派遣升泰会同第穆呼图克图、札萨克喇嘛等看视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并将其所有颁给敕书、赏赍等件，一并赐予。

三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号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名号，始于明末清初。明崇祯八年（1635），漠北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家适得一子，自幼出家，推崇为转世活佛，并得到喀尔喀各部信众之敬仰，后尊称为“温都尔格根”，[91]藏语称“哲布尊丹巴”（rje btsun dam pa），意即“圣人”。由此萌生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

藏历第十一绕迥土牛年，即顺治六年（1649），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贝坚赞赴藏求法，先在扎什伦布寺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座前受沙弥戒，后在拉萨入格鲁派大僧院哲蚌寺修学。当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返回漠北库伦之际，第五世达赖喇嘛授予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号。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皇帝以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喀尔喀蒙古各部内附有功，封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地方立为库伦，广演格鲁派教法。[92]始有清朝中央政府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例。

清雍正元年（1723），清廷议准，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例，给予封号、金印和敕书，授以“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名号，加强他在喀尔喀蒙古诸部中固有之宗教领袖地位。

清乾隆三年（1738），乾隆皇帝敕谕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仍照前身锡号给封，根据《大清会典》记载：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前身，乃众喀尔喀汗王等以师礼供养有名之大喇嘛也，皇祖、皇考皆特恩轸恤，皇考命锡册印，封为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今看此呼毕勒罕赋性聪明，举止端重，仪表甚好，曾蒙皇考睿鉴降旨云，此实系哲布尊丹巴喇嘛之后身。今呼图克图既奏请来京，其颁给册印敕封之处，着理藩院察例议奏。钦此。遵旨议定：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后身，仍照前身锡号给封，前赐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之印照常存留外，别制新册颁给。[93]

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廷加封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隆教安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号，给予册印。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劝令喀尔喀蒙古诸部王公不附逆青衮杂卜之乱有功，晋封“敷教安众大喇嘛”名号。

历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并转世后，其印册由驻扎库伦办事大臣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例办理。其余各呼图克图等，如恩封国师者，圆寂时，其印信册命交该商卓特巴于本庙敬谨尊藏。俟该呼图克图转世后，裁撤呼毕勒罕之日报部奏闻移授，并将册命呈送理藩院，奏交各该衙门填写。如恩封禅师者，圆寂时，其印信照国师例办理。如未设有商卓特巴，交该徒众中之达喇嘛于本庙敬谨尊藏。授印后，其敕书在京由喇嘛印务处，在外由该管大臣、盟长备文报部，奏交内阁更换。仍各填写第几辈某呼图克图字样。凡有未裁撤呼毕勒罕以前呈请得给印敕者，概行由部饬驳。[94]对蒙古地区又另行规定：“口外各呼图克图徒众过八百名，距该旗五百里以外，应领印信者，由该盟长确查报院，由院咨行附近之将军大臣等查复相符，奏明颁赏印信。”[95]
四 章嘉国师名号

章嘉国师（lcang skya）名号，始于清康熙年间。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封第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为“札萨克达喇嘛”；康熙四十年（1701），又命章嘉活佛担任“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职位；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式册封第二世章嘉活佛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赏赐一颗八十八两八钱八分重量的金印，使历辈章嘉活佛成为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相似的掌管一方藏传佛教事务的宗主。

清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皇帝按旧例册封第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并赐金册、金印等。是年，清廷又复准：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来历甚明，于经典性宗皆能通晓，不昧前因，实为喇嘛内特出之人，应照前身锡封国师之号，其原有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印，现在其徒收储，毋庸颁给外，应给予诰命敕书。[96]
清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赏章嘉活佛“札萨克达喇嘛”印一枚；乾隆十六年（1751），又赐“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嘉庆皇帝封第四世章嘉活佛·益西丹贝坚赞为“管理京都喇嘛班第札萨克大喇嘛掌印喇嘛”；道光十四年（1834），又赏“大国师”金印。

清同治九年（1870），同治皇帝封第五世章嘉活佛·洛桑土丹达杰为“大国师”，并赏金印。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光绪皇帝封第七世章嘉活佛·洛桑班丹旦贝卓美为“京师札萨克掌印喇嘛”。

清代推崇藏传佛教，尤其礼遇格鲁派，令大清国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锡京城嵩祝寺（国师府邸）。然而，清代不同于元朝时期，虽兴藏传佛教，但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

五 其他活佛名号

清朝中央政府除了册封赏赐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国师四大活佛之外，亦对驻京八大呼图克图等其他有影响的大活佛极为关照，并给予基本相等的册封和赏赐。大略如下：

清顺治十八年（1661），给喀尔喀丹津喇嘛敕印。

清康熙十八年（1679），向札萨克大喇嘛给予印信，其余格隆、班第等给予禁条、度牒，不给印信。

康熙三十七年（1698），册封札萨克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为“灌顶普惠宏善大国师”，给予印信。

康熙四十年（1701），册封阿望丹进为“静觉寺国师”，给予印信。

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议准，册封扎雅呼图克图为“阐扬黄教诺们罕”、察木多呼图克图为“大阐黄教额尔德尼诺们罕”，均给予敕印。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议准，青海罗布藏丹津奏请却卜藏呼图克图封号，授为“资教额尔德尼诺们罕”，给予敕印。

清雍正元年（1723），清廷议准，多尔济旺楚克，给以“掌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办理库伦事务额尔德尼商卓特巴”之号；堪布诺们罕，给以“掌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经坛、总理喇嘛事务堪布诺们罕”之号，各给予敕印。

是年，封甘珠尔巴噶卜楚为“述教甘珠尔巴墨尔根诺们罕”，封额尔济格特诺们罕为“兴教善知识诺们罕”，各给予敕印。

是年，又议准，康区类乌齐寺喇嘛阿旺札步辰勒呼图克图、嘉喇嘛阿旺呼图克图，均给予“呼图克图”封号、敕印。此乃清朝中央政府首次册封藏传佛教达隆噶举派（stag lung bkav brgyud）大活佛之例。

雍正十二年（1734），册封第二世土观活佛为“静修禅师”，给予敕印。是年，封第七世达赖喇嘛经师道都温都逊堪布为“阐扬黄教阿齐图诺们罕”，给予敕印；又封噶勒丹锡埒图为“慧悟禅师”，给予敕印。[97]
是年，又封布鲁克巴（不丹）呼毕勒罕喇嘛札尔西里布鲁克顾济，为掌管布鲁克巴黄教札尔西里呼毕勒罕，诺颜林沁齐雷喇卜济为额尔德尼，第巴噶毕冬鲁卜为掌管地方噶毕冬鲁卜喇嘛，各给予敕印。[98]
清乾隆二年（1737），乾隆皇帝以第三世松巴活佛·益西班觉在京纂修佛教典籍有功，赏给“额尔德尼班第达”名号。

乾隆十八年（1753），清廷议准，封济隆（达察）呼图克图为“慧通禅师”，给予敕印。

乾隆二十年（1755），封喀尔喀额尔德尼诺颜绰尔济罗布藏诺尔布为“青素珠克图诺们罕”，领给总管喀尔喀青素珠克图额尔德尼诺颜绰尔济徒众之印，分镌满、蒙古、藏三体字。

乾隆二十三年（1758），赏给第六世第穆活佛·阿旺绛白德勒嘉措“管理黄教巴勒丹诺们罕”名号，又赏给第七世济隆呼图克图“札萨克”名号，均给予印信。翌年，视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事务不可无总办之人，封第六世第穆呼图克图为“秉持黄教大德诺们罕”，管理西藏事务，旋给册文、银印。

乾隆三十年（1765），阿旺楚勒提木（噶勒丹锡埒图）进京朝贡，清廷赏“额尔德尼诺们罕”名号，给予敕印。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敕谕给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之兄仲巴呼图克图赐予“额尔德木图诺们罕”名号。根据历史档案的如实记载：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班禅额尔德尼下商卓特巴仲巴呼图克图：

尔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兄，且任商卓特巴之职，随班禅额尔德尼远道入觐，朕极赏识（十一月初六日改添：正欲施恩，不料班禅额尔德尼猝然圆寂，朕不胜恻然，对尔益加悯爱。尔其节哀，但当尽心办理喇嘛事务，虔诚诵经，祈祷呼毕勒罕尽早转世）。尔为大呼图克图，谙悉经典，朕为振兴黄教，特此施恩，赏尔额尔德木图诺们罕名号，随敕赏琥珀念珠一串、大哈达三十方、蟒缎三匹、锦缎三匹、黄大缎三匹、红大缎三匹、漳绒三匹。尔当感激朕恩，尽心尽职（十一月初六日改添：谨慎侍奉喇嘛舍利，管束属下沙弥黑人等，俟明年返回扎什伦布，仍行虔诚诵经，努力祈祷喇嘛之呼毕勒罕尽速转世）。敬之勿怠。特谕。[99]

清朝中央政府在格外重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国师等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培养和成长的同时，亦对他们的经师关怀备至，并赏赐禅师、诺们罕、班第达等不同名号，以资鼓励。大略如下。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廷赏给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经师罗布藏曲培“班第达达尔罕”名号。

乾隆五十四年（1789），清廷以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经师喇嘛运丹嘉木璨于班禅前承教经艺，尽力勤勉，赏给“班第达诺们罕”名号；以喇嘛噶布伦噶勒藏纳木占[100]平素管理札萨克事务甚好，赏给“墨尔根额尔德木图堪布”名号，以并鼓励。

清嘉庆二年（1797），清廷又加赏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经师喇嘛罗布藏敦珠布“诺们罕”名号。

清道光四年（1824），清廷因第十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副师傅）嘉木巴勒依喜丹贝嘉木磋传授达赖喇嘛经典卓有成效，加赏“诺们罕”名号。

道光十三年（1833），清廷赏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经师喇嘛罗布桑札木延“诺们罕”名号、伊什格勒克“绰尔济”名号。[101]
道光十四年（1834），清廷加赏第十世达赖喇嘛经师（正师傅）萨玛第巴克什（阿旺强白慈臣）“翊教”二字，前已得“衍宗禅师”名号；并赏给副师傅原噶勒丹赤巴阿旺念札“班第达”名号，以此激励。

道光十八年（1838），清廷再次加赏第十世达赖喇嘛经师（正师傅）萨玛第巴克什（阿旺强白慈臣）“靖远”二字，此前他曾得“衍宗翊教禅师”名号。

清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赏给第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经师噶钦罗布藏丹巴坚赞“诺们罕”名号。

清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因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经师罗布藏丹增汪结深通经典，道法精能，且为班禅额尔德尼传授大藏经卷，循例赏赐“诺们罕”名号。

清朝中央政府依照以上各辈转世活佛之职衔、名号等差异，制定详细规章，办理各自不同印信、册封事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后，即于坐床之日，裁撤呼毕勒罕字样；章嘉活佛等驻京呼图克图，均于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毕勒罕字样；其余各游牧之呼图克图、诺们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转世后，均俟年至18岁，裁撤呼毕勒罕字样。

此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有政绩的喇嘛又采取晋升封号或允许转世等奖赏措施。清道光十四年（1834），察汗喇嘛绰尔济系由国初投效来京，且在西藏军前效力，撤销其绰尔济，赏给呼图克图职衔，换给黄敕，圆寂后并准其作为呼图克图转世。

第五节 寺院经营管理

清代藏传佛教寺院经营管理，是清朝政府宗教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建造或修复寺院为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的标志；随之制定各项具体措施来限制寺院规模，甚至改宗和惩处有损国家利益之寺院。因此，清代在京城、热河、盛京、五台山、多伦诺尔、漠南归化城、漠北库仑、新疆伊犁、金川、西安及西宁等各地新建或修复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与此同时，又加强对新建或修复寺院的监管力度，实施双重措施。

一 新建与修缮寺院

清朝政府出资新建或修缮藏传佛教寺院，是管理藏传佛教事务、治理藏蒙地区的重要措施。雍正皇帝曾指出：“演教之地愈多，则佛法之流布愈广，而番夷之向善者益众。”[102]所以，清朝政府顺应藏蒙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的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来“柔远能迩”，最终实现大清国“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清乾隆时期，尤为尊崇和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乾隆皇帝曾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103]因此，以建造或修复佛教寺院成为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标志。

清代在京城、热河、五台山、多伦诺尔、漠南归化城、漠北库伦、漠西伊犁，以及辽宁、四川、甘肃及西宁等地建造了众多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其中京城皇家第一寺雍和宫、热河普宁寺等，是具有代表性的寺院。

（一）京城藏传佛教寺院

清朝入关前在辽宁盛京建造实胜寺，俗称皇寺或黄寺，成为第一大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入关后继续出资在京城新建、改建和修复众多藏传佛教寺院。

京城主要有永安寺、东黄寺（普静禅林）、西黄寺（清净化城）、汇宗梵宇（达赖喇嘛庙）、弘仁寺、妙应寺、永慕寺、广通寺、嵩祝寺、资福院、护国寺、隆福寺、阐福寺、梵香寺、大报恩延寿寺、宝谛寺、大正觉寺、实相寺、功德寺、昭庙、福佑寺、嘛哈噶喇寺、长泰寺、慈度寺、大清古刹（察罕喇嘛庙）、普度寺、普胜寺、慧照寺、化成寺、净住寺、三宝寺、三佛寺、圣化寺、慈佑寺、崇福寺[104]、雍和宫、正觉寺（新正觉寺）等藏传佛教寺院。

清顺治八年（1651），顺治皇帝以“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为由，命在京城按喇嘛脑木汗所请建造一座与白塔组成的藏传佛教寺院，初称白塔寺，后易名永安寺（今北京北海公园）。分别于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九年（1731）两次重建，饰其秃敝，更复旧规，并制定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邀请京城各寺喇嘛僧人108名诵经祈福。

顺治八年（1651），在京城安定门外始建藏传佛教寺院（黄寺），作为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时的驻锡地。后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乾隆三十四年（1769）两次修葺，立诗碑于寺内。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光绪三十四年（1908）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他们都在黄寺下榻居住。后期寺宇建成两院，统称东西双黄寺，分别被称为东黄寺和西黄寺。

东黄寺是在原普静禅林基础上逐渐改建而成的，又名“普静禅林”。它是清代历史较长的京城藏传佛教寺院之一，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的敏珠尔活佛常住该寺。清代直属理藩院管辖。

西黄寺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建造清净化城塔（第六世班禅衣冠冢）及清净化城塔院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又名“清净化城”。由于这座庙宇的前身是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京的驻锡地，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京城重要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得到优先保护。清代直属理藩院管辖。

汇宗梵宇，位于安定门外，虽与东西黄寺相连，但相对独立于两寺。清雍正元年（1723），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四十九旗札萨克、七旗喀尔喀、厄鲁特众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札萨克台吉、塔布囊等，合词上奏，以筹资四万三千两白银建造三世诸佛像及八座佛塔等，供奉于该寺，一并修缮寺宇，使其焕然一新。

清康熙四年（1665），为移供鹫峰寺旃檀佛像，特择景山西之善地，创建殿宇，提名“弘仁寺”，俗称“旃檀寺”。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新修缮，并立碑纪念。清代后期，理藩院喇嘛印务处设在该寺办公。道光十九年（1839）议定：喇嘛印务处专设弘仁寺，责成印务德木齐四人直宿看守，设掌印呼图克图兼行章京，按期会同办事，印钥交正掌印札萨克喇嘛佩戴。[105]光绪二十六年（1900），弘仁寺毁于八国联军之兵火。

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帝鉴于京城白塔妙应寺，岁久渐秃，既命仍旧制修治，重加修缮妙应寺（今阜成门内大街路北）。乾隆十八年（1753）再次修缮妙应寺及白塔，分别立碑纪念。塔内装藏乾隆亲自手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梵文《尊胜咒》和《大藏真经》，共计七百二十四函，以及五方佛冠一顶、补花袈裟一件和木雕观音佛像一尊，用以为镇。清代直属理藩院管辖。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为太皇太后祝寿，在京城南苑建造永慕寺；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立碑于寺内，以作纪念。

康熙四十二年（1703），鸠工重修元朝所建法王寺（京城西郊），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竣工，康熙帝赐额“广通”；雍正十一年（1733）再次重修，并立碑曰：寺邻近城门，当辇道，往来者络绎其下。故宜宣讲教乘，开导愚蒙，使知生佛之不二，身心之本幻，而悉入如如法门，莫不优游于广大无碍圆通之境。[106]清代该寺系民间藏传佛教寺院。

康熙五十年（1711），在京城专门为章嘉活佛建造一座寺院；翌年，康熙帝亲书寺额“嵩祝寺”。乾隆时期，第三世章嘉活佛居住嵩祝寺，乾隆帝常去听经习法，并与章嘉活佛商议决策西藏大事及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事务，所赐物品甚多，寺院为之兴隆。嵩祝寺，俗称“章嘉活佛府”，原址在景山公园以东。

康熙六十年（1721），喀尔喀大喇嘛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蒙古各部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进京朝见，奏请：禁城西之崇国寺，故西番香火地，今愿新之，为皇帝祝寿，遂将元代所建崇国寺，重加修葺，康熙帝遂赐新名“资福院”，直属理藩院管理。该寺位于安定门外东福祥寺胡同。

康熙六十一年（1722），京城大隆善护国寺修葺一新。该寺历史悠久，金元时称崇国寺，明改护国。乾隆十二年（1747），镌刻《护国寺》诗碑，立于寺中。清代隶属于理藩院管辖。

清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鉴于明景泰三年所建隆福寺（今北京东城区）风雨侵蚀，年久失修，便下谕旨：夫佛之为道，寂而能仁，劝导善行，降集吉祥，故历代崇而奉之。非以自求福利而重加修葺隆福寺，令寺宇增辉焕之观，佛像复庄严之相。清代隆福寺直属理藩院管辖。

清乾隆十年（1745），始建阐福寺（今北京北海公园），翌年落成，立碑于寺内，以示纪念。清代隶属理藩院管辖。“历史上，它曾经很辉煌壮观。山门之内为天王殿，左右钟鼓楼，主体建筑是三重檐的大佛殿，外观很像三层高楼，与雍和宫大佛楼形制相同，内供一尊用金丝楠木雕刻而成的千手千眼菩萨。殿前有两座巨碑，刻乾隆撰书的《阐福寺碑文》及律诗一首。大佛楼及石碑均已毁圮。”[107]北海的西北角可以说是一片藏传佛教寺庙的天地。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组：西天梵境、阐福寺和万佛楼、小西天。[108]
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帝命在香山古寺基础上重建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赐名“梵香寺”（今北京香山公园），以汉、满、蒙古、藏四种文体书写之《梵香寺碑文》立于寺内。清代隶属理藩院管辖。

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颐和园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当时第三世章嘉活佛参与了修建寺庙的工程，根据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著书说：

乾隆皇帝在京师的后面修建了一座三层佛堂，内塑一尊白伞盖佛母像，以作为社稷的保护神。章嘉国师亲自指导塑造，并举行了开光典礼。每遇节日由僧众举行献供仪轨。又在佛殿右面修建一座九层佛塔，建至第八层时，从天上落下一团火，烧毁了整个佛塔，以后在此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名为“大西天”的印度式佛堂，由章嘉国师举行了开光典礼。[109]

乾隆皇帝在颐和园万寿山修建大报恩延寿寺的意愿，在其御制《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碑记》中有明确描述：“钦惟我圣母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皇太后，仁善性生，惟慈惟懿，母仪天下，尊极域中。粤乾隆辛未之岁，恭遇圣寿六秩诞辰，朕躬率天下臣民，举行大庆礼，奉万年觞，敬效天保南山之义。以瓮山居昆明湖之阳，加号曰万寿，创建梵宫，命之曰大报恩延寿寺。”[110]该寺是乾隆皇帝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寿辰而在明代圆觉寺遗址上修建的藏传佛教寺庙。与此同时，乾隆皇帝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清咸丰十年（1860），大报恩延寿寺被八国联军焚毁；至光绪十八年（1892），该寺又得以重建，并更名为“排云殿”。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寿辰下令，在香山南麓仿照五台山中台菩萨顶建造皇家藏传佛教寺庙，经五年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竣工，取名“宝谛寺”。该寺规模宏大，“山门前建有气势恢宏的石牌坊，中轴控制左右对称的布局，显示着佛教胜地的庄严，前殿、正殿、后殿、佛楼依次布置在中轴线上，钟鼓楼、配殿等左右对称，红墙黄瓦表示着皇家寺院的崇高与威严”。[111]咸丰十年（1860），宝谛寺被八国联军焚烧，大部分建筑被损毁。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为庆祝皇太后七十寿辰下谕旨，重加修整大正觉寺（今北京西直门外），并立碑纪念。该寺原名真觉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乾隆朝为避雍正皇帝胤祯名讳而改名。寺内建有五座小型石塔，又俗称“五塔寺”。清代隶属理藩院管辖。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为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庆，在北京香山宝谛寺旁命建实相寺，经五年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竣工。该寺是仿照五台山殊像寺建造的香山又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寺内立二碑作纪念，即《实相寺碑文》（乾隆二十七年制）和《实相寺诗碑》（乾隆三十二年制）。宝相寺主要供奉文殊菩萨，以此彰显京西香山具有第二清凉山（五台山）之殊胜特征。乾隆皇帝说：

岁辛巳，值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庆，爰奉安舆诣五台，所以祝厘也。殊像寺在山之麓，为瞻礼文殊初地，妙相端严，光耀香界，默识以归。既归，则心追手摹，系以赞而勒之碑。香山南麓，向所规菩萨顶之宝谛寺在焉。乃于寺右度隙地，出内府金钱，饬具庀材、营构蓝若，视碑摹而像设之。金色庄严，惟具惟肖。寺之制甃甓幕圆，不施杗廇桴棁，而宏广闳丽则视殊像有加。经始于乾隆壬午春，越今丁亥春蒇工。既敬致瓣香而庆落成，所司砻石以俟。因记之曰：文殊师利久住娑婆世界，而应现说法则独在清凉山。固华严品所谓东方世界中菩萨者也。夫清凉在畿辅之西，而香山亦在京城之西。然以清凉视香山，则香山为东；若以竺乾视震旦，则清凉、香山又皆东也。是二山者不可言同，何况云异？矧陆元畅之答宣律师曰：文殊随缘利见，应变不穷，是一是二，在文殊本不生分别见，倘必执清凉为道场，而不知香山之亦可为道场，则何异凿井得泉而谓水专在是哉？且昔之诣五台礼文殊，所以祝厘也，而清凉距畿辅千余里，掖辇行庆，向惟三至焉。若香山则去京城三十里而近，岁可一再至。继自今亿万年延洪演乘，兹惟其恒，是则予建寺香山之初志也。寺成，名之曰“实相”。缀以偈曰：曼殊师利，七佛之师。经历人间，至福城东。东方世界，名曰“金色”。常在其中，而演说法。摩竭陀国，其东五华，是名雪山，惟清凉境。金刚窟聚，北代州是。大士示现，妙相庄严。振大法轮，坐狮子座。狮子奋迅，具足神威。中台现身，寺曰“殊像”。我昔瞻礼，发大宏愿。虔诚祝厘，普诸福缘。相好印心，如月在水。即幻即真，证真幻相。以此真幻，还印金容。香山净域，多祇树园。宝谛之西，营是“实相”。庄校七宝，晃耀大干。日面月面，了无分别。我问如是，文殊应缘。缘即随缘，何有彼此？知东西方，因见生名，见即不拘，名亦不著。清凉香山，非二非一。复念文殊，菩萨久在。而此世界，实曰“常喜”。以常以久，延祝慈禧。惟愿自今，岁万又万，宝算盈积，如恒河沙。护妙吉祥，生大欢喜。以是因缘，寿复无量。[112]

乾隆皇帝鉴于五台山殊像寺路途遥远，京城人不便常年前往瞻礼文殊菩萨，而京西香山又具备五台山清净之自然地理条件，遂以修建宝相寺作为标志，将京西香山打造成第二文殊菩萨道场，正如乾隆帝在以上碑文中所言：“清凉香山，非二非一。复念文殊，菩萨久在。”从而满足京城人时常前去膜拜顶礼文殊菩萨的宏愿。不幸的是，清咸丰十年（1860），八国联军入侵京城，香山诸佛寺遭到焚毁，其中宝相寺亦未能幸免。

乾隆三十五年（1770），重修元代始建之功德寺，并在寺内立二碑，即《重修功德寺碑记》和《功德寺拈香作》诗碑，以作纪念。根据《重修功德寺碑记》，该寺始建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名大承天护圣寺；明代又修复之，改名为功德寺。清代功德寺隶属理藩院管辖。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命复建昭庙（jo bo lha khang）于香山之静宜园，以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远来祝厘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将香山昭庙赐予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他在京城静修避暑之所。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院内藏有乾隆《昭庙六韵》碑记。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京期间有三处驻地：南苑旧宫村德寿寺、北郊西黄寺和香山昭庙，乾隆帝先后数次在三座寺会见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有研究者认为：香山南麓，今团城一带，在清代曾有六座皇家藏传佛教寺庙“俯仰相接”，互为联络，成为静宜园园林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宝谛寺和宝相寺。[113]这六座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分别指实胜寺、梵香寺、宝谛寺、宝相寺、长龄寺和方圆庙。

由于京城藏传佛教寺院众多，在此不可一一介绍或详细解说。从京城的建筑布局来看，大多藏传佛教寺院不但坐落在皇宫周边，而且其规模之宏大、形制之壮美，仅次于皇宫而远胜过其他建筑物。可以说，清代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群在彰显京城的古都风貌和文化个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京城藏传佛教寺院不仅外观建筑宏伟壮观，而且其内部设施及法事仪轨日臻完善，十分健全。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

天神大皇帝为了增盛佛教和众生的幸福，历年不断地修建不可思议的众多佛殿和身语意三所依（经、像、塔）。这些寺中都建立了僧伽，他们有的学习显密经论，有的学习密集、胜乐、大威德、时轮、无量寿、普明大日如来、药师、上座部等各种仪轨，有的念诵经部论典，有的做护法神的酬报法事。总而言之，凡是西藏有的，这里无所不有，这些无一不是章嘉国师操心的结果。不仅如此，在处理行政事务的衙门中也设立藏文学校，有许多官宦弟子进入这所学校学习西藏佛教，其中学识出众者又被派往西藏、安多和康区学习西藏的宗教。这个衙门中经常还有专门从事佛经翻译和抄写藏文的人员，管理他们的首领也由章嘉国师和一名大臣担任，成为例规。

当时，大皇帝下令：“成立一支表演时轮和胜乐的四月供养舞蹈的仪仗队，从西藏派教习歌舞的老师来。”于是，由夏鲁寺派来两名舞蹈老师，他们来到后，教习“噶尔”和神兵驱鬼的“羌姆”（跳神）两种舞蹈。按照章嘉国师的指示，从府库内准备了铜鼓、面具、顶髻、骷髅等道具，每当逢年过节或举行法会时，都表演“噶尔”和“羌姆”。此外，还先后表演过扎什伦布寺中所跳的“羌姆”和萨迦寺的供养宝帐依怙的“羌姆”。[114]

在清朝历代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扶持下，京城藏传佛教寺院发展日新月异，得以迅速兴隆发达，无论是外在建筑形式，还是内部宗教仪轨，均达到高规格严要求。同时，驻京高僧活佛作为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和权威的教内专家，他们在京城每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建设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作，从而使京城藏传佛教寺院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皇家气派和文化风范。

（二）京城皇家寺院——雍和宫

雍和宫，是京城乃至内地皇家第一藏传佛教寺院（位于今北京市东城区）。它在清代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对当时蒙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后世社会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清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命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同时，乾隆皇帝亲自征求章嘉国师的意见，获取如何建造藏传佛教寺院的佛学知识，当时章嘉国师作了如实解答。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木鼠年（1744），大皇帝向章嘉活佛详细询问在雪域西藏以前佛教是如何弘传的，出过哪些执掌佛法的高僧大德，讲习佛法的寺院是如何形成的，章嘉活佛将这些历史一一奏明。乾隆皇帝正如佛陀教语所说：“执掌如来教法之人，如帝释梵天治天下，成为转动轮宝之王，心境安乐证得菩提”，向往执掌佛法的利乐，于是感叹道：“佛陀教法的弘传及长久住世全赖讲习佛法之寺院，因此建立闻思全部显密学识之大寺院，对佛法能长久利益。本地以前曾由怙主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等人建立讲习佛法的寺院，如今也仅剩下名义。”遂向章嘉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下令：“虽然京师北京地面广大，先辈父祖已弘扬佛法，但讲习内外道学识的法规还不兴盛，现在为弘传佛法特别是黄帽派的教法，完全父祖先辈的意愿，增益众生的幸福，愿将父皇受封为亲王爵位时所居府邸改建为具有佛殿、经堂、僧舍之大寺院，建立讲习五明之学的各个扎仓。”两位上师对此十分高兴，说：“小僧一定竭尽全力效劳！”使大皇帝非常兴奋。[115]

乾隆皇帝不仅自始至终指导和关照雍和宫的改建工程，而且新寺即将竣工之际，乾隆皇帝赐一藏语寺名“噶丹钦恰林”（dgav ldan byin chgs gling），意为“兜率壮丽洲”，并亲自撰写碑文，分立于天王殿前东、西两座碑亭，东为满、汉两体文碑，西为蒙古、藏两体文碑。新建成的皇家寺院雍和宫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由大皇帝的御库广开施舍之门，建立兴建寺院的衙署，将王府建成外面有宽大围墙围护，里面有僧众聚合的大经堂。大经堂的右面是佛殿，左面是护法殿，还有显宗、密宗、声明、医学等四个扎仓的经堂、香积厨、拉章、僧舍等许多排房屋的寺院。各佛殿经堂中有无数佛像、佛经等，经堂及僧舍的各种用品，乃至扫帚等都全部由府库供给。[116]

不难看出，雍和宫的改建不仅出自乾隆皇帝的旨意，而且得到清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其资金全从国库中提取，并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由王室亲王中选派一人充当雍和宫最高行政首长，名叫‘领雍和宫事务大臣’”，[117]直属清中央政府管辖。雍和宫改建竣工后，“以章嘉活佛和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为首的僧众为该寺举行了为期三昼夜的盛大的开光仪式，朝廷赐给了广大酬劳和布施”。[118]
雍和宫是以藏传佛教格鲁派正规寺院的建制而设计的，寺内建立显宗、密宗、医药和时轮四大扎仓（学院），其教习堪布一律从西藏选派高僧担任。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按照皇帝的命令，各个学院的上师以及担任经师的大德都要从西藏召请，所以由哲蚌寺的哈东然绛巴阿旺却培担任显宗学院的上师，由色密院的喇嘛官却丹达担任密宗学院的上师，由摩觉巴夏茸担任声明学院的上师，彭措赞林担任医明学院的上师。从拉萨三大寺和上下密院中召请洛色林哇等适合担任经师的大德十八人担任寺内的经师，并让从西藏请来的各位大德举行对辩。大皇帝对此十分高兴，赐给各位上师绸缎等物品，赐给僧人们半月形僧帽及银两等。[119]

以上引文中所谓“声明学院”，亦称“时轮学院”，为雍和宫四大学院之一。其四大学院即显宗学院、密宗学院、医学学院和时轮学院，皆与格鲁派六大寺院的布局基本一致，只是规模上有所区别而已。这种细分学科、格局严密的风格，正是格鲁派不同于其他宗派的主要特色之一。特别是迎请西藏著名寺院的高僧大德担任雍和宫各个学院的专业教师，表明其师资力量相当雄厚。

从雍和宫的整个布局来看，凸显了密宗的主体性。除了显宗学院外，其余学院皆与密宗紧密相关。密宗学院主要研究密宗义理，广授密法之灌顶和仪轨，教化善根弟子入密宗之门；时轮学院，系密宗传承，主要研习天文历算和修学时轮金刚乘等；医学院，主要学习《四部医典》和《药王月珍》等，同时，举行密宗仪式。

雍和宫招收学僧的条件和要求极为严格，其学僧须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和汉藏地区聪慧青少年中选送，其目标是培养“尊国政、知举止、谙例律”的佛教优秀人才，他们完成学业后在京任职掌教，或赴藏蒙地区办事。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同年中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以及汉、藏等地征集五百聪明博学的年轻僧人入雍和宫学经，其中显宗学院有僧人三百，密宗学院有僧人一百，医学及声明两学院各有僧人五十名。寺内经堂集会制度、说法听经制度以及日常规则等，都按佛法清规制定，皇帝也一再驾临寺内看视。由府库内按月给僧众发给薪俸。[120]

雍和宫的僧人数目，虽在整个格鲁派寺院中不算很多，但在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中可称得上“独占鳌头”。当时的雍和宫学僧，除在四大扎仓（学院）修习教法仪轨外，尚兼负到宫廷和其他御园进行佛事活动的“内课”任务，并担任皇帝离京外出时进行佛事活动的“随营”职责。清廷将雍和宫视作御用家庙，选派宗室王公管理事务，内设总管喇嘛印务处，管理京城、东陵、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地藏传佛教寺院。

雍和宫作为京城皇家第一大僧院，在京城、热河和五台山三大藏传佛教中心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无论在举行大众法会，还是在僧人学经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雍和宫自身举行的宗教仪式或法会都要遵循或仿照西藏格鲁派祖寺或大型寺院的正统仪轨，这样才能显示京城皇家第一寺院的至尊地位。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火虎年（1746）二月，在此新建的寺院中举行祈愿大法会，二月初一大皇帝驾临僧众之中，由章嘉活佛与噶勒丹锡埒图活佛进行对辩，由新建寺院的两部僧人举行立宗辩论，并由许多大德举行对辩，还仿照拉萨祈愿大法会，制定了授与学位称号的制度。皇帝并命章嘉活佛在御驾前，为集会的僧众讲经，赐给章嘉活佛和噶勒丹锡埒图活佛以坐垫、靠背等用品，其下的喇嘛僧人等也依次赏给许多物品。这样，皇帝大法王及服事佛法的两位大德等，在此浊世为众生消除衰损，弘扬完整无误地阐明佛陀教法的黄帽派的教法，由于此善愿之力，君臣三人聚首建立殊胜的弘法功业，受到所有佛子们的赞扬，愿所有能观察思考之人都信仰和追随他们。[121]

雍和宫通过举行大型法会并请高僧活佛讲经说法，使其既成为皇帝喜欢驾临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又是普通僧众受戒修习佛法的僧院。尤其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雍和宫佛殿向乾隆皇帝传法授戒，成为雍和宫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盛事，后人称此殿为“受戒台”，供人们观赏和膜拜。

（三）紫禁城藏传密宗圣殿

除了皇宫周边的藏传佛教寺庙群之外，在紫禁城内尚有富丽堂皇的藏传佛教密宗殿堂，然而，迄今鲜为人知。“故宫作为明清两代帝王居住和处理朝政的皇宫，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说，皇宫里深藏着藏传佛教寺庙和藏式佛堂，很多人就会感到奇怪，甚至产生疑问。其实，明朝就在紫禁城里建造过一座大的藏传佛教寺庙——镇国寺，但早已毁坏。清朝在紫禁城不仅建有藏传佛教寺庙，还有大批藏式佛堂，这些还都完好地保存着。因为这些特殊的建筑有很多还没有向公众开放，因而使人感到很神秘。对此，故宫专家的意见，会使我们眼界大开：以活动场所为例，萨满教是满族的传统宗教，但宫内只有坤宁宫一处祭所，而供奉藏传佛教诸神的大小佛堂却遍布宫廷，甚至苑囿中也处处可见，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122]这些与紫禁城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藏传佛教圣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传密宗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异彩纷呈的表现形式。

据有关研究人员介绍，紫禁城中的佛殿或佛堂分布于内廷各个区域，按其建筑形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类为独立建筑，分六个区。中正殿区：中正殿，中正殿后殿，中正殿东、西配殿，香云亭，宝华殿，梵宗楼，雨花阁，雨花阁东、西配楼，这是全部由佛殿组成的一个建筑群，是宫廷佛教活动的中心；建福宫花园区：慧曜楼，吉云楼，广生楼，凝辉楼，敬慎斋；慈宁宫区：大佛堂，大佛堂东、西庶，英华殿；慈宁花园区：慈荫楼，宝相楼，吉云楼，咸若馆，临溪亭；御花园区：千秋亭，澄瑞亭；宁寿官区：佛日楼，梵华楼，养和精舍，粹赏楼，抑斋，养性殿东、西配殿，以及养心殿东、西配殿。总计三十五处。

第二类为内含于建筑之中者。有养心殿东暖阁，养性殿西暖阁，崇敬殿东、西暖阁，宁寿宫东暖阁，宁寿宫楼上颐和轩东暖阁，寿康宫东暖阁，爆本殿东、西暖阁等处。[123]

在以上两大类型建筑群中最具吸引力的则是“雨花阁”，它是一座典型的藏传佛教密宗圣殿。从整个建筑布局来看，雨花阁处于中正殿区，而中正殿区位于紫禁城的西北角。据研究者介绍：院内以昭福门为界，分成前后两进院落。前院（春华门内）以雨花阁为中心，左右有东西配楼，西北建有梵宗楼；其北有垣墙相隔，中有昭福门供出入，门内即后院，自南而北建有宝华殿、香云亭、中正殿（左右有东西配殿）、后楼。全组建筑以中正殿为主，故总称“中正殿”。[124]其前院中的主体建筑便是雨花阁，它的基本建筑格局为宫殿式的藏传佛教寺庙形制。有关文献记载：

雨花阁的平面布局为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外加抱厦一间）。外观呈阶梯形三层殿庑顶（殿内为四层，其中第二层为夹层），一二层腰檐顶覆以蓝、绿二色琉璃瓦。殿顶覆以鎏金铜瓦，四角攒尖，中耸鎏金喇嘛塔，四条鎏金铜龙腾跃于四脊。檐下装饰斗栱，角端及枋间有威猛的行龙饰件，天花板及椽头等都布满六字真言等藏式图案。[125]

显而易见，雨花阁处处体现出鲜明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格局的特色。实际上，雨花阁就是仿照西藏阿里地区的著名藏传佛教寺院托林寺（mtho lding dgon）建造而成的。而托林寺又是仿照西藏山南地区的桑耶寺建造的，在宗教传统上体现了一脉相承之理念。因为桑耶寺是吐蕃时期创建的第一座藏传佛教正规寺院，是藏传佛教前弘期（公元8世纪）产生的代表性寺院，在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在广大信众中享有崇高的宗教权威性。故后期建造的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大都与桑耶寺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关系。而托林寺既体现桑耶寺的建筑模型和文化风格，又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公元11世纪）出现的代表性寺院，它完全具备与桑耶寺相媲美的机缘和风格，故许多规格较高的新寺倾向于仿照托林寺建造。从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中不难解读紫禁城内的雨花阁是如何产生的。根据藏文文献记载：

一天，大皇帝问章嘉国师：“在西藏为佛教建有广大功业的杰出人物有哪些？他们的主要功绩如何？”章嘉国师一一详细列举。其中讲到了大译师仁钦桑波创建托林寺，寺内正殿有四层，内设四续部佛众的立体坛城的情况。大皇帝说：“在朕的京城中也要建一座那样的佛殿。”于是，由章嘉国师负责，在内城右方建起了一座四层金顶佛殿，内置四续部佛众的塑像，顶层内塑有密集像，第三层殿内塑有大日如来现证佛像，底层殿内作为各扎仓僧众念诵三重三昧耶仪轨的场所。[126]

以上引文描述了乾隆皇帝向章嘉国师咨询有关藏传佛教兴盛发展的背景知识；文中交代了为何选择西藏阿里地区的托林寺作为参照对象在紫禁城内建造藏传佛教密宗圣殿的来龙去脉；同时，介绍了雨花阁的主体建筑形制是一座四层金顶佛殿，上部楼层内供奉藏传佛教密宗四续部的众神佛像，底层作为僧众举行密宗法事仪轨的场所。

雨花阁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或乾隆十六年（1751），有关研究人员对其具体建构作了如下描述：

雨花阁现在的陈设布局，基本保持了乾隆十九年（1754）的状态。一层南端是抱厦。穿过抱厦是正间，迎门正中是一座紫檀木雕七级楼阁式八方塔，汉白玉石座。左右对称安置一对磁塔，一对五级楠木楼阁式八方塔。这是由五座塔组成的第一排陈设。第二排两盆珐琅瓷花树。第三排木珊瑚树四棵。第四排中部为铜镀金五供，两侧是一对珐琅象鼻鼎炉，一对珐琅塔。殿正中为紫檀木佛龛，供佛三尊。据乾隆时期雨花阁陈设档记载：“中供金胎释迦佛，左供金胎四臂观音，右供金胎文殊菩萨。”目前稍有改变，中供铜镀金释迦牟尼，左右是无量寿佛。整个殿堂前部满置佛塔、佛像、供物，几无行走的空间，但却摆放整齐紧凑，有条不紊，可见是按照乾隆旨意经过造办处实测丈量精心设计安排的。[127]

雨花阁佛龛后面即三座大坛城，正中是密集坛城，东边是胜乐坛城，西边是大威德坛城。三座坛城坐落于汉白玉须弥座上，造型颜色完全一致，外部是紫檀木重檐亭式罩，内部结构形式与藏传佛教寺院中的立体坛城一样，其质地为铜镀金掐丝珐琅。

其上部是雨花阁二层（夹层），在二层栏杆外面朝南贴着一部磁青纸金字经，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正中大字书“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正北面是一座红漆描金大佛龛，龛前放一长供案。佛龛两侧写有东侧汉、满文，西侧藏、蒙古文四种文字的佛名，内容一样。

一至四层佛龛都写有四种文字佛名，一层佛龛汉文：“此层供奉智行品（事部）佛，应念智行品内无量寿佛、四臂观世音菩萨、尊胜佛母、白救度佛母、大悲观世音菩萨、绿救度佛母、随求佛母、白伞盖佛母等经”；二层佛龛汉文：“此层供奉行德品（行部）佛，应念行德品内宏光显耀菩提佛、佛眼佛母、无我佛母、白衣佛母、蓝救度佛母、显行手持金刚、伏魔手持金刚、蓝摧碎金刚、白马头金刚、无量寿佛等经”；三层佛龛汉文：“此层供奉瑜伽品（瑜伽部）佛，应念瑜伽品内金刚界毗卢佛、成就佛、最上功德佛、普慧毗卢佛、度生佛等经”；四层佛龛汉文：“此层供奉无上品（无上瑜伽部）佛，应念无上品内秘密佛、威罗瓦金刚、上乐王佛等经”。

综上所述，雨花阁藏传佛教密宗四续佛像合计二十六尊。这是一种微妙的组合体系，每一位佛尊都有其确定位置，它们的排列组合与密宗仪轨紧密相关，玄秘难测。此表的制作是依照实物、档案并对照故宫内其他佛堂神像考订而成的。雨花阁是一座典型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密宗圣殿，内有三大立体坛城，众多的经、像、塔，完整的密宗四续修习场所及神佛像，为我们了解研究藏传佛教密宗及其艺术，特别是在清代皇宫中的特殊形态，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128]
（四）热河藏传佛教寺院

清代康熙、乾隆两朝，为巩固边疆、加强与藏蒙地区的联络，陆续在热河兴建了十二座藏传佛教寺院：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和广缘寺。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蒙古诸部王公请旨在热河建造溥仁寺和溥善寺，以庆贺康熙帝六十寿辰。

清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势力，乾隆皇帝承袭“修建一座庙，胜养十万兵”的祖训，利用藏传佛教，统治厄鲁特蒙古。他下令在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东北仿照西藏桑耶寺建造普宁寺，亲自撰写《普宁寺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三块碑，碑文皆用汉、满、蒙、藏四体，以纪念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族，表达各民族“安其居，乐其业，永远普宁”之意愿。

普宁寺不仅成为西藏、蒙古诸部与清朝中央政府在政教上直接联络的主要纽带，而且是热河诸佛寺中规模最大的正规藏传佛教寺院。根据藏文文献记载：

约于此时，在热河避暑山庄附近，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形式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僧伽乐园——佛教寺院（普宁寺），中间大屋顶殿代表密教三部（佛部、金刚部和莲花部），四边佛殿分别代表“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还有佛家所说的中小洲和日月的佛塔。此寺建成之后，大皇帝和章嘉国师等亲临其地，举行庆祝典礼。并从蒙古各旗征集僧人入寺学经。以后，来自准噶尔的蒙古僧人也被安置在这所寺院中。寺院分为显宗扎仓和密宗扎仓，总堪布和各扎仓的喇嘛选任与前面所述的雍和宫的规则基本相同。[129]

乾隆二十五年（1760），适逢乾隆帝和皇太后寿辰，又值清军平定西北边疆叛乱，故在普宁寺旁增建普佑寺以示庆贺。该寺系经学院，属于大众学僧修习佛学和文化知识的寺院，内设显宗、密宗、历算、医药四大扎仓（学院），住寺僧众除参加法定佛事活动外，平日研修显宗、密宗两宗教理及藏医、天文历算等五明学。

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安抚举部投归的厄鲁特达什达瓦部落，在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以东的山岗上仿新疆伊犁河畔的藏传佛教中心“固尔扎庙”建造了安远庙，俗称“伊犁庙”，作为其信众礼佛之所，其寓意在于安定远方，巩固边疆。

乾隆三十一年（1766），以纪念土尔扈特、左右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归顺清朝而建普乐寺，意在各民族亲密团结，“普天同乐”；并将其作为朝觐清帝的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等西北各民族王公贵族瞻礼之宗教场所。

乾隆三十二年（1767），仿西藏布达拉宫始建普陀宗乘之庙，俗称“小布达拉宫”。乾隆三十六年（1771）竣工，庙宇建筑群气势磅礴，蔚为壮观，为热河寺庙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是年，乾隆帝在该庙“万法归一殿”，接见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并举行大型讲经祝祷活动。

乾隆三十九年（1774），仿五台山殊像寺规制，在热河新建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亦名“殊像寺”，作为皇家御用寺庙，由满族僧人主持，额设喇嘛僧人50名，从京城妙应寺清字经僧人中拣选，专习清字经文。乾隆帝曾指出：佛经本出厄讷特诃克，是为梵帙，一译而为唐古特之番，再译而为震旦之汉。其蒙古经，则康熙及乾隆年间陆续译成者。朕以当我朝全盛之时，不可无国书之佛经，因开馆译定。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京城成立清字经馆，历时近二十年，完成编译满文《大藏经》工程，共印刷12套，存于殊像寺一套，供满族僧人诵习。

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至热河庆祝乾隆帝七十寿辰。乾隆帝以此为清王朝“吉祥盛世”之象征，遂敕谕仿照后藏扎什伦布寺形制，特建须弥福寿之庙，[130]作为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热河的行宫。寺院豪华壮丽无比，内建吉祥法喜殿为班禅额尔德尼寝室；妙高庄严殿为班禅额尔德尼讲经之所。此外，乾隆帝以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来谒，预先学习藏语，在热河接见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时，用藏语互致问候，以“通情洽惠”；并在妙高庄严殿聆听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颂万寿经。

其余广安寺、罗汉堂和广缘寺等，皆为蒙藏王公贵族等到热河朝觐而建之藏传佛教寺院。

以上十二座藏传佛教寺院中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三座，朝廷“向未安设喇嘛”，归内务府管理；其余九座寺院中（普佑寺附属普宁寺）设八处管理机构，由朝廷派驻僧人，逐月按人数由理藩院发放饷银，统称“外八庙”，均归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管辖，成为清代皇家寺院群。

（五）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

五台山，藏语称“ri bo rtse lnga”（日沃泽额），以文殊菩萨道场闻名于世，而文殊菩萨尤以智慧化身倍受藏传佛教青睐。因此，藏传佛教与五台山早在公元8世纪就有密切联系。根据历史文书，藏传佛教在五台山正式传播始于元代，至明朝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建造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而清代则是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繁荣时期，主要改建不少藏传佛教寺院，使五台山真正成为青庙（汉传佛教）与黄庙（藏传佛教）平分秋色的中国佛教圣地，在加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亲礼五台山名刹古寺，在菩萨顶各殿奉献金银、龙缎、香烛和哈达等供品，特旨发帑金三千两，重修五座台顶；翌年，颁御制五顶碑文，在菩萨顶前后山门设立永镇把总一员，马兵十名，步兵三十名，护守香火供器。

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二次修缮五台山菩萨顶。该寺历史悠长，别名真容院，唐之大文殊寺，明代开始就有蒙藏僧人进住并由大喇嘛住持；清代又设札萨克喇嘛掌管，并将推演藏传佛教法事仪轨的罗睺寺、玉花池、寿宁寺、金刚窟、涌泉寺、七佛寺、三泉寺、善财洞、普安寺等归属菩萨顶寺主管。

康熙四十一年（1702），重新修葺罗睺寺，使其焕然一新，内建十方禅院，供游方喇嘛僧人至五台山礼佛时暂住，设虚衔达喇嘛一名住持。缺出，由菩萨顶札萨克喇嘛处于本寺大众内拣选，保送喇嘛印务处拟定正陪，照台麓寺达喇嘛例报部补放。其余所属之玉花池、泰宁寺、金刚窟、涌泉寺、七佛寺、三泉寺、善财洞、普安寺八庙，亦各设虚衔达喇嘛一名，缺出由菩萨顶札萨克喇嘛处拣选补充，均开列职名，呈报喇嘛印务处，报部给与札付。以上各达喇嘛均系虚衔，不支钱粮。[131]
（六）多伦诺尔寺院

清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下谕旨在多伦诺尔建造一座大型藏传佛教寺院，于康熙四十年（1701）竣工，命名“汇宗寺”（别称东庙、黄寺，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并令内外蒙古各旗，送一名僧人入寺，寓意江河之汇于大海，以示内、外蒙古各部共尊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第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1642—1714）为“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弘扬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帝亲自为汇宗寺赐匾“声闻届远”和“御书汇宗寺碑文”。碑文用满、蒙、汉、藏文四体镌刻在两块汉白玉碑上，立于汇宗寺释迦牟尼殿两侧。

清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以第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1717—1786）道行高超，证最上果，博通经品，克臻其奥，有大名于西域，诸部蒙古咸所尊仰；今其后身，秉质灵异，符验显然；且其教法流行，徒众日广，特行遣官，发帑金十万两，于汇宗寺之西南里许（一里左右），复建寺宇；雍正九年（1731），寺宇竣工，雍正帝为其敕名“善因寺”（别称西庙、青寺，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赐“慈云广被”匾额，并亲书“御制善因寺碑文”；由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主持，集会喇嘛，讲习经典，广行妙法。

而雍正皇帝倡建善因寺之旨意在于：稽古圣王治之天下，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此朕缵承先志，护持黄教之意也。唯兹两寺，当与漠野山川并垂无际。诸部蒙古台吉属下，永远崇奉欢喜，备受蒸熏道化，以享我国家亿万年太平之福。[132]
清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派钦差抵达多伦诺尔，赐汇宗寺“性海真如”匾，赐善因寺“智源觉路”匾，以示对多伦诺尔寺院的重视。

随着汇宗寺、善因寺的相继创建，多伦诺尔便成为漠南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中心，历代章嘉呼图克图则为总持内蒙古藏传佛教的大喇嘛。由此形成历辈章嘉呼图克图夏季居住多伦诺尔善因寺、冬季居住京城嵩祝寺的惯例。

（七）漠南归化城等地寺院

藏历第十绕迥土兔年，即明万历七年（1579），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俺答汗）在归化城（呼和浩特）始建藏传佛教寺院；翌年，寺宇竣工，万历皇帝赐名“弘慈寺”，因寺中供奉银质释迦牟尼像，俗名“银佛寺”，蒙古语称“伊克昭”，意为“大庙”，汉语称“大召”（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内）。

藏历第十绕迥木鸡年，即万历十四年（1586），蒙古王公迎请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大召，为银质佛像开光，蒙古各部信众纷纷前来顶礼膜拜，大召遂成蒙古地区著名寺院。

清崇德五年（1640），皇太极敕令重建大召，改名“弘慈寺”为“无量寺”。

藏历第十一绕迥水龙年，即顺治九年（1652），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嘉措进京朝觐，途经归化城，驻锡于大召；后造第五世达赖喇嘛铜像供奉于寺内。清康熙年间大规模修缮年久破损的大召，清廷用黄金铸造“皇帝万岁”牌位，赠予大召供奉。清代理藩院规定，大召僧额为80名，皆是土默特部人；清代归化城札萨克达喇嘛印务处设在大召。

归化城的小召，蒙语称其为“巴嘎召”，意为“小庙”（位于今呼和浩特旧城内），是由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后裔俄木布洪台吉于明天启年间创建，至清顺治年间已颓废失修。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又大规模修缮和扩建，使小召得以恢复发展，康熙帝赐名“崇福寺”，赏给满、汉、蒙、藏文四体寺额，僧人受封朝廷钱粮，允许独用蒙古文诵经。

五当召，原名“巴达格尔”（pad ma dkar po[133]，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北约70公里的五当沟内），始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乾隆十四年（1749）重修扩建，赐名“广觉寺”。后经嘉庆、道光和光绪年间数次修缮，逐渐形成规模，设有四大扎仓（学院），由堪布住持，系统修学经、律、论三藏，授予不同格西学位，历史上学问僧辈出，实为清代漠南蒙古地区培养佛学人才之大僧院，最盛时期寺僧达一千二百多人。

锡林郭勒的贝子庙，位于今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市，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乾隆十二年（1747）竣工。因寺院坐落在原东阿巴哈（嘎）纳尔旗（贝子旗）境内，故名“贝子庙”。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赐名“崇善寺”；嘉庆五年（1799），大规模修缮扩建，至清末已形成拥有七座大殿、五大扎仓（学院）、五个活佛府邸及两千余间僧舍的大僧院，最盛时寺僧达一千五百多人。

阿拉善的南寺，原名广宗寺，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境内，始建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翌年，寺宇竣工，命名“攀德嘉木措林”；[134]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帝赐名“广宗寺”，藏语称“葛丹旦吉林”（dgav ldan bstan rgyas gling），[135]寺内设立显宗、密宗、医药和时轮四大扎仓（学院），寺僧系统研习显密义理、天文历算和藏医药学，最盛时寺僧达一千二百多人。据民间传说，第六世达赖喇嘛曾在南寺讲经传法，寺内铸造第六世达赖喇嘛灵塔供奉，对后世留下深远影响。[136]
（八）漠北库伦庆宁寺

清雍正五年（1727），清廷议准动用帑金十万两，在漠北库伦地方建造一座大型藏传佛教寺院，至乾隆元年（1736）方全面竣工，命名“庆宁寺”。该寺最初是清朝政府专为喀尔喀蒙古大喇嘛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安置灵堂而建造的陵寝寺院，后来演变为历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地，并成为清代喀尔喀蒙古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最盛时寺僧达两千多名。

庆宁寺位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北方221公里处，蒙语称“阿玛尔巴雅斯噶兰特”（Amarbayasgalant）。[137]该寺内有乾隆皇帝赐的寺名匾额和御制碑记，尤其碑记对创建庆宁寺的缘由、过程和功德等做了详细解说。庆宁寺碑记曰：

惟天眷佑，我皇清丕冒万国，日月所照，雨露所沾，罔不服从。当太祖、太宗时，西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景慕圣德，率先输忱。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达赖喇嘛万里入觐，贡献勿绝。逮圣祖仁皇帝亲统六师，平定朔漠，则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七旗喀尔喀之众，朝行在所，特封为大喇嘛，俾掌黄教。康熙六十一年冬来朝，明年示寂于京师。皇考世宗宪皇帝，遣使护归其国，恩礼有加。雍正五年，命大臣赍币金十万两，即古所居库伦地，创建大刹，延及徒众，讲经行法，如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西域时故事。乾隆元年工竣，钦定寺名曰“庆宁”，御题“福佑恒河”以赐。复允董役诸臣请，化石刻词，俾记其事。朕维天生烝民，若有恒性，性无勿善，不以形体而睽，不以疆域而隔，因其同善之情而利导之。此帝王之教所以立也。黄教行于西北诸藩，无论贵残，无不奔走信向。要其为说，主于戒恶从善。今使蒙古之众，诵习其文，皈依佛谛，其兴起于善也必易。人人乐趣于善，将见边方赤子，同植善缘，疆域乂安。中外是禔福，蒙被庆泽，永永无（笺）。我祖宗绥怀藩服，锡福寰区，万国咸宁，民生康阜。主斯寺者，唯有功导群生，扩乃善性，一心向化，安享我国家太平之福，庶无负皇考嘉惠诸藩之德意也夫！[138]

在库伦除了庆宁寺外，尚有一座大寺，寺名“甘丹协珠林”（dgav ldan bshad sgrub gling），简称“甘丹寺”（dgav ldan dgon）。据民间传说，在库伦因先有藏传佛教寺院而后得其名，库伦，意为“大寺庙”，后又改称“乌兰巴托”（Ulan Bator）。所以，有学者认为库伦“甘丹寺”建造年代早于庆宁寺，它由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于1654年初建，后来增建经堂、扎仓和佛塔。[139]甘丹寺位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中心，是当前蒙古国境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九）新疆伊犁普化寺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在伊犁地区（绥定城北）新建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命名为“兴教寺”，并在寺内立碑纪念。该寺为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建造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初期寺僧仅有32名。乾隆二十九年（1764），寺院移至惠远城东十里处；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帝将其更名为“普化寺”，伊犁将军阿桂篆刻碑文，以示纪念。后续扩大规模，至乾隆朝末年，寺僧增至1126名，均由官府供给口粮和衣单，设立堪布一员住持，由理藩院从京城选派，五年更换。该寺为清代新疆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此外，固尔扎庙是清雍正五年（1727）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所建的寺院，位于新疆伊犁河北岸，是当时蒙古厄鲁特人朝圣的中心寺院。乾隆二十一年（1756），准噶尔阿睦尔撒纳叛乱时毁于战火。[140]
窟日耶（库伦）是扎雅班智达（1599—1662）从卫藏（西藏）回到卫拉特之后，为了适应游牧地区传播佛教而设计建筑的一种具有蒙古特色的寺庙形式，它是以众多毡帐即蒙古包围圈起来的能住能行的没有固定地址的活动寺庙，有大小之分。据说大窟日耶既是扎雅班智达居住的行宫，又是讲经、说法、译经和培养僧徒的场所。窟日耶里能容纳几百甚至上千僧人从事佛法活动。[141]
（十）辽宁实胜寺等

根据有关史料，藏传佛教早在明末就传入中国东北地区。努尔哈赤（1559—1626）建立后金政权之后，积极迎请蒙藏高僧大德到后金尤其向满族统治者讲经说法，藏传佛教在后金政权中受到推崇。从现存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刻中可以看出努尔哈赤推崇藏传佛教的事迹：

宽温仁圣汗征蒙古察哈尔部落，察哈尔汗俱威，遁往土伯特部时，卒于希喇塔拉（SirataIa）地方，其部众咸来归。时有墨尔根喇嘛载古八思巴喇嘛所供嘛哈噶喇佛至。圣汗命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三年告成，赐名实胜寺。寺之东西两侧，建石碑二。东侧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侧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土伯特字。莲花净土实胜寺碑文曰：幽谷无私，有至斯响，洪钟虚受，无来不应。而况于法身圆对，规矩冥立。一音称物，宫商潜运。故如来利见迦维，托生王室。凭五衍之轼，拯溺逝川，开八正之门，大庇交丧。于是，元关幽键，感而遂通。遥源浚波，酌而不竭。即而方广东被，教肄南移，周鲁二庄，同昭夜景之鉴；汉晋两明，并勒丹青之饰。自兹遗文间出，列刹相望，其来盖亦远矣。至大元世祖忽必烈聪睿汗时，有喇嘛八思巴用千金铸固尔嘛哈噶喇，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萨斯希克地方祀之。又时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复移于大元后裔察哈尔林丹汗国祀之。我大清国宽温仁圣汗，征破察哈尔部，部众咸归。时有喇嘛墨尔根载嘛哈噶喇佛像而来，圣汗闻之，命众喇嘛往盛京西郊，以礼迎之。因曰：有嘛哈噶喇，不可无大佛，有大佛，不可无嘛哈噶喇也。乃命部员，卜地建寺于城西三里许。于是，构大殿五楹，装塑西方佛像三尊，左右列阿难、迦叶、无量寿、莲花生、八大菩萨、十六罗汉，绘四怛的喇佛城于棚厂，又陈设尊胜塔、菩萨塔、供佛金华严世界，又有须弥山七宝八物及金壶、金钟、金银器皿俱全。东西庑各三楹，东藏如来一百八龛托生画像，并诸品经卷，西供嘛哈噶喇。前天王殿三楹，外山门三楹。至于僧寮、禅宝、橱舍、钟鼓音乐之类，悉为之备。营于崇德元年丙子岁孟秋，至崇德三年戊寅岁告成，名曰莲花净土实胜寺。殿宇弘丽，塑像巍峨，层轩延袤，永奉神居，岂惟寒暑调雨旸若，受一时之福利，将世弥积而功宣，身逾远而名邵，行将垂示于无究矣。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

制绘佛身，排列佛、菩萨等位总指教毕礼克图事囊素，总监工钟诺依，菩萨佛身造匠尼堪喇嘛，调配染料画匠拜星，木刻匠毛堂，修殿匠田杨浅，垒盖匠崔高宝，石匠刘成，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学士罗绣锦译汉文，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蒙古文，多木藏古希译土伯特文，笔帖式赫德名。

圣汗欲率外藩诸王、贝勒共叩拜佛，遂召察哈尔和硕亲王、固伦额驸鄂哲依，科尔沁和硕亲王土榭图巴达礼、和硕亲王卓扎克图吴克善、多罗郡王札萨克图子海赖、冰图王孔果尔，札鲁特部内齐，翁牛特部达尔汉戴青董，巴林部满珠习礼，乌喇特部杜拜，喀喇沁部札萨衮杜棱、古鲁斯夏布，土默特部札萨衮达尔汉沙木巴、俄木布楚虎尔，乌珠穆沁部多尔济塞臣济农，归顺三王：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中明、智顺王尚可喜等至。

崇德三年戊寅岁八月十二日，圣汗率内外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众官，出盛京城怀远门，幸实胜寺。时寺前悬挂各色缎绸，寺院四隅立杆四，垂吊九色缎绸，寺门至殿，路两侧皆铺白缎。圣汗将至寺，喇嘛及僧击钟鼓作乐，汗入门，率众排齐；佛位前设案四，众喇嘛以百果食物及奶子酒一壶，供置于案上毕，毕礼克图囊素喇嘛，引汗至佛位前，以祭用金曼陀罗授上，上以双手恭受，置于佛前祭案上，众喇嘛作乐诵经，圣汗率众免冠至大佛前，行三跪九叩头礼。行礼毕，众喇嘛引上绕观佛位，由西向东，自阶下，至西殿，献嘛哈噶喇佛以物，亦行三跪九叩头札。礼毕，备牲肉三九之数，设宴于外门庭内。宴毕，发内库银一千六十两、蟒缎三匹、缎五匹、三等黑貂皮端罩一件、二等雕鞍辔一具、赐建寺人役。归顺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各献银三十两、缎二匹，朝鲜国王二子各献银三十两、纸一千五百张，归服外藩土榭图亲王献马四匹，卓礼克图献马四匹、银五十两，札萨克图郡王子海赖献貂皮十张、马一匹，冰图王献马一匹，扎罗特部内齐献貂皮十张、玉壶一个、银杯盘一对、闪缎巾四条、马一匹，桑噶赖献马两匹，四子部巴拜献马两匹，翁牛特部达尔汉戴青献马两匹，巴林部满珠习礼献马两匹，乌喇特部杜拜献马两匹，喀喇沁部札萨衮杜棱献马两匹，万丹献马一匹，色楞献马一匹，土默特部扎萨衮达尔献马一匹、驼一只，俄木布楚虎尔献马一匹，乌珠穆沁部多尔济塞臣济农献马一匹，希勒图卓尔济喇嘛献马二匹，古口卓尔济喇嘛献马一匹，桑噶尔寨侍卫献貂皮十张，侍卫都喇尔达尔汉献貂皮十张。共银一千二百六十两、蟒缎三匹、缎十一匹、貂皮三十二张、玉壶一个、貂皮端罩一件、雕鞍辔一具、纸三千张、驼二只、马三十一匹。[142]

以上所引《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刻文尤为其中清崇德三年（1638）镌刻的实胜寺碑文，记述了当时建造实胜寺的始末及殿宇规模、供佛排列等详细内容，为深入研究实胜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实胜寺全称“莲花净土实胜寺”，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始建于清崇德元年（1636），至崇德三年（1638）竣工。寺落成的当天，皇太极率领诸部首领到寺内参拜，并设宴赏赐专程来此寺供奉的蒙古王公，其场面极其壮观。后来皇太极每年正月带领家眷、大臣及前来朝奉的蒙古各部首领一起到寺内拜佛，而且多次在这里接待归顺的蒙古首领、召见出征凯旋的将领。实胜寺是清朝历代统治者非常尊崇的寺庙，是入关前在沈阳敕建的“七寺四塔”之冠。后经多次修缮，寺内立有乾隆御书碑。[143]
清雍正四年（1726）大修实胜寺，其后屡加修缮。清朝历代皇帝十分推崇实胜寺，每次东巡都要到实胜寺朝拜，仅乾隆皇帝就四次巡幸实胜寺并咏诗纪事。实胜寺是清朝政府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正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清军入关前盛京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清代直属理藩院管辖。

清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帝将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御花园改为藏传佛教寺院，赐名“长宁寺”，乾隆时期又立《长宁寺》诗碑一座。该寺清代直属理藩院管辖，额定达喇嘛、喇嘛26名。

藏历第十一绕迥土鸡年，即康熙八年（1669），蒙古族高僧察罕达因齐（1633—1720）在蒙古尔津旗境内建造了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后期得以兴隆发达，成为这一地区的藏传佛教名寺。根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博克达额次格喇嘛格根（内济托因）的弟子察罕达因齐在蒙古尔津旗的三个静修地专心修行体验达十八年，成为有殊胜证悟的大德。他修建了蒙古尔律寺。他的转世建立了显宗学院及密宗学院，广弘佛法。在此寺中有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佛塔。由于察罕达因齐活佛执掌佛法的誓愿之力，该寺现今更加发展，又建立了曼巴扎仓（医宗学院），成为有三个扎仓的寺院。[144]

蒙古尔津寺，即瑞应寺，位于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卓新镇西南三十公里的佛寺乡佛寺村。蒙古族通称“葛根苏木”，汉族称“佛喇嘛寺”或“佛寺”。[145]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赐名“瑞应寺”，并送满、汉、藏、蒙四种文字的匾额。

历史上，瑞应寺住持为转世活佛，至清代末期，共产生六位转世活佛。康熙十六年（1677），寺院创建者察罕达因齐被第五世达赖喇嘛授予“察罕殿齐·呼图克图”封号，成为瑞应寺的第一世活佛，藏语名“三丹桑布”（bsam gtan bzang po）活佛。

瑞应寺历经扩建，寺院规模渐大，素有“东藏”之称，意为东部蒙古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寺僧最多时达三千人。该寺主体建筑由大雄宝殿、四大扎仓（显宗、医学、密宗和时轮）及活佛府邸等组成，在寺院外围尚有号称五个属庙的建筑群，分别指大白伞盖庙（位于寺院东北）、绿度母庙（位于寺院西南）、关帝庙（位于寺院西南）、护法殿（位于寺院东南）和舍利庙（位于寺院西北）。寺院每年举行各类佛事活动，其中金刚法舞和列队仪式成为广大信众的佛门盛事。此外，在寺院外环转经路上造有万尊石雕佛像，别具佛门风景。

除瑞应寺之外，在东部蒙古地区尚有不少藏传佛教寺院，根据《蒙古佛教史》记载：

班禅大师心传弟子、大学者夏茸喇嘛阿旺嘉措也在蒙古尔津建了寺院，建立显宗学院和密宗学院，广建弘扬佛法的功业。夏茸喇嘛的转世现今正在利益佛法。

有功于蒙古尔津旗的土尔扈特喀尔喀地方有显明佛法的梅智呼图克图修建寺院，建立显宗学院，弘扬佛法。

根据有关史书，藏蒙两族高僧大德在东部蒙古地区讲经传法之时，不仅创建了许多弘法道场，而且每座寺院信徒云集、香火旺盛，对这一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康熙三十七年（1698），京城大喇嘛绰尔济喇嘛苏住克图奏请，在口外静养处（今辽宁省朝阳市南塔街）始建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竣工，康熙帝赐寺名“佑顺寺”，并送檀香佛像等。绰尔济喇嘛苏住克图早年师从第五世达赖喇嘛，后进京充任白塔寺经师，经常入内庭讲诵经典，颇受康熙帝赏识，晚年病休到口外静养，建立藏传佛教寺院。佑顺寺后续有扩建，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重修，并篆刻碑文。清代兴盛时期寺僧达千余名。

（十一）西安广仁寺

西安广仁寺，是清代知名度很高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古城墙城内西北角，创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巡视西陲，御批在中国西北重镇西安建造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康熙四十四年（1705）寺院建成后，康熙帝赐寺名“广仁”，亲书“慈云西荫”横匾，撰写《御制广仁寺碑》铭；关于其建寺背景、缘由和目的，康熙帝在广仁寺碑文中作了详细叙述：

朕存心天下，眷顾西陲，惟兹关陇之区，实切封疆之重。岁当癸未，特举时巡，省方设教，训吏宁人，己责除租，行庆布德，引年赐帛，奖学兴贤，所过山川，圣哲祠域，遣修祀事，用殚精禋。凡所以裨邦政厚民生者，靡弗致勤焉。又以运际承平，无忘武备，简稽将士，整饬戎行。发内帑之金钱，普军中之颁给，爰于演武之场，躬亲校阅之典，以建威销荫之义，有观德习礼之风。顾念久安长治，务在因俗宜民。若乾竺之传言难殊尚，而利济之道指有同归。阅武之顷，周览地形，相其爽垲，命创招提，即大赍之馀资，为双林之小筑，厥工匪侈，逾载告竣。斯役也，经营适协乎舆情，铢黍不烦夫民力。将使黄山严岫，秀比灵山，渭水波涛，凝如定水，洪河浪息，度法海之津梁；华岳云开，通耆阇之辙迹。五陵六郡之众，回向香城，外藩属国而遥，群游净土，贲神光之长护。上以祝慈寿于无涯，助王化之遐宣，下以锡民休于有永，其亦朕绥怀寰宇、顺导蒸黎之至意也欤？于是，题广仁之额，标括三乘，书多宝之碑，昭垂奕叶云尔。[146]

当年康熙帝巡视西北（陕西），祭祀山川、检阅军队、广收民心，巩固了西北多民族地区的稳定。显而易见，康熙帝下谕旨建寺的用意在因循藏、蒙民族的风俗去绥定西北、西南边疆，实现大清国的长治久安。

而广仁寺的主要功能和实际用途则是为西藏、青海、甘肃和蒙古等地区藏传佛教高僧活佛进京时路过陕西一带的住宿修养之所。换句话说，该寺是西藏、蒙古、青海、甘肃等地宗教上层人士进京途中下榻之行宫。

广仁寺的建筑布局为汉式寺院格局，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天王殿、文殊殿（宗喀巴大师殿）和大佛殿（弥勒殿）三重院落；每个院落两侧布置配殿、厢房和跨院。佛殿内外雕塑及装饰等又具有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风格。如天王殿的正脊上，两鹿相对，中立法轮；文殊殿内主尊供奉宗喀巴大师铜像，周边佛龛内安置千尊宗喀巴小像；大佛殿内主尊供奉弥勒铜像，周边经架上摆放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

广仁寺的宗教仪式，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法仪轨布置：每年农历一月份举行祈福法会；农历三月份举行绿度母法会；农历四月份举行嘛呢法会，以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成佛、涅槃三大吉日；农历十月份举行燃灯节，以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日。

（十二）金川广法寺

金川广法寺（bstan vphel gling），改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是清代大小金川藏区规格最高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位于今四川阿坝州金川县安宁乡末末扎村境内。

根据史书记载，金川广法寺的前身为一座著名苯教寺院，称“雍仲拉顶寺”（gayung drung lha sding）。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金川战事平息，乾隆皇帝下谕拆运苯教寺院。清史记载：

谕曰：阅阿桂等进到雍中喇嘛寺图样，形势颇觉可观，此系番地最大庙宇，其材料装饰有用者多。今剿平番境，设汛安营。此等寺庙即另招喇嘛居住，亦无须过于华丽，倘概行毁弃又觉可惜。莫若拆运来京，择地照式建盖，以纪武成盛绩。或木料过大难于移送，若水路可通，亦可运致。所有铜瓦及装修华美什件，附便运送来京，以便仿造。将此随军报之便谕令阿桂等知之。[147]

苯教雍仲拉顶寺，在清代文献中被称为雍中喇嘛寺。该寺建筑雕塑宏伟壮观，富丽堂皇。正殿西南而立，金碧辉煌，尤其纯金屋顶映日生辉。前后四门之四座藏经塔，玲珑古朴，辉映生彩。寺内钟鼓齐鸣，诵经朗朗，聚僧曾达两千余众。雍仲拉顶寺，实乃当时嘉绒地区大型苯教寺院之一。史书记载：

拉丹（rab brtan）的首府是苯教的大圣地，该地水击石崖的阵阵砰訇声，好像是苯教赞神的嗦声，有讲解苯教法相的雍仲拉登寺（gayung drtung lha sding），在皇帝的旨意下改为格鲁派的寺院，赐予了广法寺（bstan vphel gling）的匾额并发放衣单粮。[148]

清朝乾隆年间，二次爆发金川之战，最终平定之后，雍仲拉顶寺被清军彻底拆除，“寺中所有金顶及庄严华饰仍遵前旨送京，其大木酌由水路运来京方为妥便”[149]。于是乾隆帝又下谕，在原苯教寺院遗址上改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并赐新名“广法寺”，亲书“正教恒宣”御匾，意在改变嘉绒地区藏族民众的宗教信仰对象。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

在藏区内有贤达顶寺（gshen dar sding）以及嘉绒地方的雍仲拉顶寺（gayung drung lha sding）等苯教寺院，其后皇帝（乾隆）引兵毁雍仲拉顶寺，改建名为甘丹（dgav ldan）的格鲁派新寺，并下诏不许信奉苯教，但至今嘉绒及察柯（tsha kho）一带仍有不少的苯教寺院。[150]

历史上，嘉绒地区的藏族民众一直信奉古老的苯教。清廷认定：“查奔布尔邪教（苯教），专事咒诅镇压，实为众番滋事之端。若乘此深为遏抑，以期渐次绝灭，非止名为振兴黄教，实于内垄大为有益。”[151]遂下令禁止民众信仰苯教以及销毁苯教经典，倡导建设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这在当时的确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乾隆四十三年（1778），“据绰斯甲布及布拉克底、巴旺等土司禀称，该土司地方俱兴建喇嘛庙，学改黄教。又，巴旺土司将幼子二人送广法寺学习经典”。[152]地方土司带头建寺信佛，对嘉绒地区推广格鲁派教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从长远前景来看，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直至清代末期，在嘉绒地区仍然有不少苯教寺院，清廷推行的强制性的宗教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当地群众信奉的宗教对象。

广法寺建成，清廷寄予厚望，将其作为在嘉绒地区尤其在金川推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中心寺院，并列入清朝皇家寺院范围，由理藩院委派高僧出任该寺堪布并行使管理权，在当地召集徒众住寺修学佛法，寺僧实行度牒制度，朝廷直接下拨寺院各项开支。同时，广法寺住持堪布尚兼管周边藏传佛教寺院，堪布任职三年一轮换。其历任堪布在《安多政教史》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哲邦寺郭莽扎仓的藏哇桑吉鄂赛（gtsang ba sangs rgyas vod zer）被任为第一任堪布。彼师与霍尔噶桑爱珠（hor skal bzang dngos grub）、嘉德札巴（rgya tig grags pa）三人同一个学级，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幼年时被称为藏楚巴凑（gtsang phrug vbar tshig），曾任过色派密宗道场的堪布职务。来到这里，正值苯教的许多头目被法办，鬼魂作祟，地方遭殃，乃以护摩法予以息灭，对所辖各个寨落进行布置，使上述各个寺院弘扬圣·宗喀巴的事业。钦差大臣送来了许多百姓寨落和僧源但没有被接纳。他以后接任的是卓尼·札巴朋措（co ne grags pa phun tshogs）。彼师曾说：“当初把藏楚与我的前后次序搞错了。应该是我先来，将百姓和僧源等完全都准备妥当，然后让他来。他是大士夫，饶益众生将无可限量。”云以后的堪布依次是：绰囊哇·罗赛林僧人·洛桑嘉样（blo bzang vjam dbyangs）、嘉卡哇·色拉寺麦扎仓阿旺丹增（ngag dbang bstan vdzin）、南噶哇钦波（nam dgav ba chen po）、扎什伦布寺的洛桑端丹（blo bzang don ldan）、哲蚌寺木里哇·嘉样曼兰（vjam dbyangs smon lam）、嘉卡哇·色拉寺麦扎仓的阿旺龙珠（ngag dbang lhun grub）、格西杂哇（dge bshes tsa ba）、罗赛林僧人丹巴仁钦（bstan pa rin chen）、噶丹寺卓尼哇·阿旺桑波（ngag dbang bzang po）、色拉寺杰扎仓夏群哇·札巴曲派（grags pa chos vphel）、赛科哇·郭莽洛桑曲培（blo bzang chos vphel）、色拉麦扎仓嘉卡哇·桑杰丹增（sangs rgyas bstan vdzin）、绰囊哇·罗赛林僧人嘉样亚培（vjam dbyangs yar vphel），以上是由清朝中央政府先后委派的十三代堪布。[153]

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的广法寺堪布，都是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及扎什伦布寺高僧大德，其中大多又是哲蚌寺郭芒扎仓、罗赛林扎仓和色拉寺麦扎仓、杰扎仓的著名学僧，各个学富五车，佛学造诣深厚，宗教威望很高，在广大信徒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清廷相续委派十三位或十三届堪布之后，转由西藏地方政府派遣广法寺堪布。据史书记载：

此后由西藏地方政府委派色拉寺麦扎仓嘉卡哇·洛桑丹曲（blo bzang dam chos）、拉丹散里哇（rab brtan sems li ba）噶丹寺僧人嘉样京巴（vjam dbyangs sbyin pa）、格西杂哇（dge bshes rtsa ba）等管理。由于这些师长的恩德，在主寺与支寺，黄帽教义的宏扬极其兴盛。称为声明学与因明学家仁钦南嘉（rin chen rnam rgyal）转世的嘉戎·南卡龙珠（rgyal rong nam mkhav lhun grub）也是拉丹（rab brtan）地方的人。[154]

据清史记载：嘉卡哇·洛桑丹曲亦是由清朝中央政府委派的，清道光五年（1825），松廷等奏：“四川广法寺堪布喇嘛嘉木扬雅木丕勒现届三年期满，拣选得堪布罗布藏当吹堪以派往。”[155]其嘉木扬雅木丕勒是指嘉样亚派，罗布藏当吹即洛桑丹曲。

西藏地方政府遵循原先规制，依然从前藏甘丹寺、色拉寺麦扎仓和哲蚌寺罗塞林扎仓等寺院或扎仓（学院）中派遣广法寺历届堪布，只是从此再没有提及后藏扎什伦布寺委派广法寺堪布。经过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历届堪布的尽心管理，广法寺迅速发展壮大，黄帽派教义（格鲁派教法）得以宏扬和兴盛，不但培养了大批格鲁派出家僧人，“广法寺僧人在道光年间，有僧人二千余名，也是最盛时期”，[156]而且开始在拉丹（金川）地方产生格鲁派高僧大德的转世灵童。可以认为，清朝政府精心培植和大力扶持的广化寺在嘉绒地区成为传播格鲁派教法仪轨的中心，它在笼络民心、安定社会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佛教所特有的作用。

二 限制寺院规模

清朝政府在广建藏传佛教寺院的同时，又制定各项具体措施，限制寺院规模，甚至改宗和惩处有损国家利益之寺院。

清雍正初年，西宁郭隆寺、郭莽寺等僧众参与罗布藏丹津之乱，清朝大军在平叛过程中将其寺院焚毁。之后，年羹尧奏称：查西宁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污纳垢之地。番民纳喇嘛租税，与纳贡无异，而喇嘛复私藏盔甲器械。前罗布藏丹津侵犯时，喇嘛等带领番民与大兵抗衡。[157]因此，清朝政府开始掌控寺院规模，限制寺僧人数。定例西宁地区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仍每年稽查两次，令首领喇嘛出具甘结存档；且至番民之粮，应俱交地方官管理，每年量各庙用度给发，再加给喇嘛衣服银两，庶可分别其贤否，地方官得以稽查。[158]
同时，雍正帝鉴于郭隆寺、郭莽寺等乃西宁旧有之古刹，且地处通途，从西藏进入内地之喇嘛，皆于此留足休养，其宗教影响巨大，遂于雍正十年（1732）特发帑金，按旧式修复原样，并赐“佑宁寺”、“广惠寺”等新名，民间信众仍沿用旧称。各寺重新修复后，雍正帝寄予厚望：

览兹寺兴废之由，顺逆之理昭然矣。我国家洪敷德泽，以振兴黄教，绥抚番夷。继自今恪守清规，虔修梵行，诸部落归依崇奉之愿，久且益坚。将见鸿慈普佑，永载清宁，兹寺与西土山川同其悠久可也。[159]

清朝政府对驻京呼图克图之寺庙家产，亦有具体管理措施。章嘉呼图克图圆寂后，其所管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和法海寺四座寺院，即交该呼图克图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照管。西宁之郭隆寺、却藏寺（广济寺）两座寺院，咨行西宁办事大臣转饬却布藏呼图克图照管。五台山普乐院、镇海寺两座寺院，咨行山西巡抚转饬五台山札萨克喇嘛照管。多伦诺尔汇宗寺、善因寺两座寺院，即交多伦诺尔札萨克喇嘛照管。

清乾隆六十年（1791），朝廷派大军进藏击溃廓尔喀入侵者，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曲珠嘉措（chos grub rgya mtsho，1733—1791）因涉嫌廓尔喀人入侵西藏事件而畏罪自尽。随之清廷勒令羊八井等红帽系寺院及僧众改宗格鲁派，以示惩罚。此外，光绪《钦定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中明文规定：在各地建造庙宇有碍民地者，永行禁止。

清朝政府对京城及各处寺庙喇嘛僧人之种族成分亦有具体要求。顺治八年（1651），创建后（西）黄寺，剃度喇嘛108人，均以内府三旗内管领下及五旗王、贝子、公府属管领下人披剃；内府三旗24人，五旗各府属84人。如上三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内务府，于本旗管领下选一人顶补。下五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各该王公，于府属管领下送一人定补。[160]康熙四十年（1701），多伦诺尔汇宗寺竣工，康熙帝令内外蒙古各旗，送一名僧人入寺；乾隆九年（1744），京城雍和宫改建藏传佛教寺院，乾隆帝令学僧须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聪慧青少年中选送。光绪《钦定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五记载：雍和宫四学设学艺喇嘛80缺。此项额缺咨取内札萨克六盟，每盟各十名；外札萨克四部落，每部落各五名。均遇有本旗缺出坐补，不得逾旗滥补。

清朝政府曾提倡满族人充当御用喇嘛，规定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香山宝谛寺，圆明园正觉寺、功德寺，以及热河之殊像寺、盛京法轮寺，由满族僧人住持，用满语诵习经文。

乾隆三十九年（1774），热河殊像寺建成，设喇嘛50名，由京城妙应寺清字经喇嘛内，选补达喇嘛、副达喇嘛各一名，德木齐、格贵各两名，教习喇嘛五名，专令教授清字经卷。乾隆四十八年（1783）议定：嗣后殊像寺喇嘛缺出，于热河满兵子嗣内，将愿为喇嘛者即行挑取，学习满文经卷。若不愿为喇嘛者，亦毋庸勒令挑取。将此着为例，永远遵照办理。[161]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命盛京法轮寺（今辽宁沈阳市）喇嘛僧人习国语（满文）所译经，宣扬宗乘，宏阐圣因，以志弗忘数典，兼令盛京旗人熟习国语。法轮寺初建于皇太极时期，此外尚有三座寺宇。盛京抚近门外永光寺在东，德胜门外广慈寺在南，外攘门外延寿寺在西，地载门外法轮寺在北，四寺各建一白塔，环卫都城。[162]清代前期，法轮寺额设达喇嘛一人、喇嘛僧人19名。

乾隆五十一年（1786）议定：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各额设满洲喇嘛二十名，派满洲达喇嘛一人，拣选德木齐、格贵各一人，教习喇嘛三人，教训管辖，遇有缺出，由在京包衣佐领下人内挑取。凡陵寝居住之包衣人等，嗣后如果生齿繁重，有可挑取之人，准再顶缺挑取。[163]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议定：京城额设札萨克喇嘛四缺。雍和宫一缺，作为唐古特（藏族）专缺，以呼图克图堪布充补。其三缺，蒙古达喇嘛充补一缺，汉人达喇嘛充补一缺，余一缺先将未受职之呼图克图充补。如无呼图克图，于唐古特、蒙古、汉人达喇嘛内拣选充补。[164]
资福院系洮岷喇嘛，普度寺系诵蒙古文经卷喇嘛，同福寺系本庙专缺。此三庙之达喇嘛、德木齐缺出，仍由各本庙升用。其德木齐等，不准升用公缺。

然而，清朝政府在藏族地区裁减寺僧人数时较为慎重。雍正二年（1724），清朝大军进剿罗布藏丹津，驻兵中甸，番彝纳土归顺。初在善后事宜案内，议将松赞林寺1226名僧人中酌留四百名，给予度牒，余令还俗。后又以中甸地方居民俱系番地唐古特族类，以供佛崇僧为务，不便将喇嘛无故逼勒还俗，[165]准于照旧保留原数，每年不足之口粮，在岁征中甸额数内支给。

第六节 僧团组织管理

清朝政府向藏传佛教出家僧人封赏宗教职衔，并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从而赢得了藏蒙上层宗教人士的倾心与拥戴。同时，清朝政府建立度牒制度，颁布各项寺僧禁令，以此严格控制各地藏传佛教僧众。清朝政府将出家僧人按不同区域分为四大类，并制定品级职衔，以便有效管理和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 僧职头衔

在清代，凡喇嘛，道行至高者称“呼图克图”，转世者称“呼毕勒罕”。其秩之贵者称“国师”，次称“禅师”，再次称“札萨克大喇嘛”、“副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又次称“大喇嘛”、“副大喇嘛”、“闲散大喇嘛”。札萨克喇嘛以上给印，余给札付。其徒有德木齐、格斯贵、格隆、班第之差。此外，清初在西北地区尚保留“都纲”、“僧纲”等头衔。同时，清朝政府将出家僧人按不同区域分为四大类：驻京喇嘛、西藏喇嘛、西番喇嘛和游牧喇嘛。

（一）都纲与僧刚

陕甘洮岷等西北地区诸寺住持者藏族僧人，大者称“都纲”，次称“僧纲”，又次称“僧正”。清乾隆十二年（1747）议准：甘肃省所属各寺庙喇嘛，自收国师、禅师印信以来，各自梵守静修，其属下众僧虽各设有法台，但约束不无涣散，自应照依地方之大小，喇嘛之多寡，定为职衔，以备稽查。河州普纲寺、灵庆寺、宏化寺，各设都纲一人。西宁县之西那寺、塔尔寺、札藏寺、圆觉寺、沙冲寺、仙密寺、佑宁寺，碾伯县之瞿昙寺、宏通寺、羊尔贯寺、普化寺，大通卫之广化寺，贵德所之二迭禅寺、垂巴寺、马尼寺，各设僧纲一人。洮州卫之阎家寺、龙元寺、圆成寺，各设僧正一人，均由理藩院给予札付。嗣后仅洮州禅定寺国师杨琢样珞瓒之敕印暂行存留外，其余国师等名号均不准承袭。

（二）驻京喇嘛

驻京喇嘛，大者称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称副掌印札萨克大喇嘛，其次称札萨克喇嘛，其次称达喇嘛、称副达喇嘛，其次称闲散喇嘛，其次称德木齐、称格贵，其徒众称格隆、称班第。热河、盛京、多伦诺尔、五台山各庙，皆分住喇嘛，定有额缺，按等升转，与驻京喇嘛一例。又伊犁之掌教堪布一人，四川懋功之广法寺堪布一人，系由驻京喇嘛内派往，每三年换届。驻京喇嘛中，历辈阐扬黄教者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俱曾加国师、禅师等名号。其余驻京呼图克图亦有多人入于院册。

驻京喇嘛中有号称“驻京八大呼图克图”的常年轮班驻京的八位转世活佛。他们分别是章嘉呼图克图（清代四大活佛之一）、土观呼图克图（青海郭隆寺又称佑宁寺主要活佛系统之一）、阿嘉呼图克图（青海塔尔寺寺主）、赛赤呼图克图（青海尖扎县拉莫德钦寺活佛）、东科尔呼图克图（青海湟源县东科尔寺寺主）、拉科呼图克图（青海塔尔寺主要活佛系统之一）、敏珠尔呼图克图（青海大通县赛柯寺又名广惠寺寺主）、却藏呼图克图（青海互助县却藏寺又称广济寺寺主）。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关于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说，学界存在并保持几种观点，包括以上所列八位驻京呼图克图。这一观点的特点，将驻京八大呼图克图锁定在安多地区（主要指青海境内）出世的八位高僧活佛范围。而另一种较为权威的观点则认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分别是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拉科）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后一种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又产生了以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组成的驻京四大呼图克图。

（三）西藏、西番及游牧喇嘛

1.西藏喇嘛

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外，尚有第穆呼图克图、噶喇木巴（噶玛巴）呼图克图、色木巴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嘉拉萨赖呼图克图、鄂朗济永呼图克图、朋多江达龙庙之呼图克图、摩珠巩之志巩（智贡）呼图克图、贡噶尔之嘉克桑呼图克图、奈囊保呼图克图、朗埒仔之萨木党多尔济奈觉尔女呼图克图、觉尔隆阿里呼图克图、楚尔普嘉尔察普呼图克图、多尔吉推灵沁呼图克图、伦色之觉尔泽呼图克图、协布隆呼图克图、摩珠巩之志巩小呼图克图、达拉冈布呼图克图，凡18人，及沙布隆12人，皆出呼毕勒罕，入于院册。

西藏地区的大都寺院由堪布住持，因而堪布自然成为寺院或僧人中的重要头衔。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就针对堪布人选做了明确规定：堪布喇嘛系一寺首领，向多营求补放。请嗣后各大寺坐床堪布缺出，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拣补。小寺堪布仍专令达赖喇嘛拣补。[166]
2.西番喇嘛

甘肃之庄浪、河州、循化、西宁、岷州，四川之木里，及入藏境之乍雅、察木多、类乌齐各藏传佛教寺院，皆喇嘛僧人居之。其出呼毕勒罕入院册者，庄浪1人，西宁33人，木里1人，乍雅、察木多、类乌齐4人。

3.游牧喇嘛

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锡埒图库伦、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喀尔喀、阿拉善各游牧地区，皆有喇嘛僧人居之。其出呼毕勒罕入院册者，归化城12人，察哈尔9人，锡垺图库伦2人，科尔沁3人，土默特6人，乌珠穆沁6人，阿巴哈纳尔5人，苏尼特2人，乌喇特5人，鄂尔多斯1人，喀尔喀19人，阿拉善2人。

二 度牒制度

清朝理藩院作为统管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兼管藏传佛教事务，以建立度牒制度来限定藏传佛教喇嘛僧人数额。实际上，度牒制度没有推广到整个藏传佛教寺院和僧众之中，西藏及多康地区大多寺院依旧按传统法规，各自管理喇嘛僧人。清代度牒制度，主要针对广大内地汉传佛教寺庙僧尼设置。现代学者林子青说，清初对于寺庙僧尼悉有限制。顺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过礼部允许；已有寺庙佛像亦不许私自拆毁。也不许私度僧尼。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康熙四年（1665）以来，对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规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数也有增加，一时难以查补给牒，因之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此项政令一直延续到清末。[167]而清代藏传佛教度牒僧主要分布在京城、热河、多伦诺尔、盛京、五台山，以及甘肃、西宁等地部分寺院。

（一）度牒僧管理

清朝政府通过度牒制度，掌控僧尼人数。凡各寺喇嘛僧人钱粮均有定额，不得任意超出。清乾隆元年（1736）议准：在京各寺庙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共959名，后增福佑等寺食钱粮之格隆、班第共314名，皆未得度牒，应按名补给。此外，札萨克大喇嘛以下，德木齐、格贵以上，皆有随分食粮之徒弟，若无度牒，难以稽查约束，一并给予度牒。至并未食粮又无度牒之675人，系额外所收之徒，不给度牒，但作为额外僧徒，暂行注册，遇食粮者有缺，从中逐次充补。仍令该管大喇嘛每年两季，将并无额外多收及私为班第之处，具结报理藩院查核。此外，外寺升到之达喇嘛等，不得将本身徒众带赴新任。侵占庙内额缺，违者革退。

清朝政府为便于稽查和约束喇嘛僧人，不断完善颁发度牒执照制度。咸丰七年（1857），又令所有京城内外及蒙古地方各寺院，自德木齐以下及呼图克图、诺们罕等徒众并台吉当喇嘛僧人者，均应一体请领度牒执照，以凭考查。如有故违不领者，定行照例办理。至凡领有度牒者，俱系本院册档有名之人，务当遵守清规，不准滋生事端。将请领度牒之喇嘛、旗分、籍贯、年岁、职任及住居寺院，填写于后入册。

清代中后期，京城、热河两地已是藏传佛教度牒僧最聚集的两大中心。京城度牒僧人数分别为：雍和宫506名、弘仁寺76名、嵩祝寺59名、福佑寺22名、妙应寺39名、梵香寺45名、大隆善护国寺88名、嘛哈噶喇寺8名、长泰寺33名、慈度寺115名、大清古刹（察罕喇嘛庙）276名、资福院6名、西黄寺（清净化城）42名、汇宗梵宇（达赖喇嘛庙）31名、东黄寺（普静禅林）105名、普度寺23名、普胜寺22名、慧照寺28名、化成寺33名、隆福寺56名、净住寺79名、三宝寺（新寺）29名、三佛寺31名、圣化寺30名、慈佑寺19名、永慕寺18名、大正觉寺43名、阐福寺31名、宝谛寺208名、正觉寺32名、功德寺34名、永福寺25名。

热河度牒僧人数分别为：普陀宗乘之庙310名、须弥福寿之庙208名、普宁寺324名（包括分住安远庙和广缘寺）、殊像寺63名、溥仁寺51名、溥善寺49名。[168]
此外，云南中甸地区个别寺院亦曾实行度牒制，但最终没能实际推行。根据《清实录》记载：

乾隆五年（1740），（云南总督）庆复又奏：“中甸喇嘛请增岁给口粮。查中甸松积林寺喇嘛旧数一千二百二十六名，每年每喇嘛与养廉口粮青稞中斗二十斗、糌粑二十四筒。前督臣高其倬于雍正二年大兵进剿罗布藏丹津，驻兵中甸，番彝纳土归顺，原题善后事宜案内，议将现在喇嘛酌留四百名，给与度牒，余令还俗，并请裁减青稞口粮。旋准部议，以中甸地方居民俱系番地唐古忒族类，以供佛崇僧为务，不便将喇嘛无故逼勒还俗。是以未经发给度牒，至今照旧一千二百余名，而青稞口粮实已裁定。该喇嘛等衣食不充，以致远赴滇省禀求，恳恩每年酌赏青稞二三百石。即于岁征中甸额数内支给，俾众喇嘛得资赡养之恩。”得旨：“所奏是。有旨谕部。”[169]

以上引文中的松积林寺（松赞林寺）对于整个藏族地区来说，是一种极为少见的个案。实行僧人度牒制，便于僧团管理，但藏族地区一来广漠无垠，二来土地贫寒，经济基础薄弱，官方难以统一按时定量发放众僧口粮。所以，绝大多数藏族地区没有推行严格意义上的僧人度牒制，而寺僧生活一直按照旧规，因地制宜，依托信众布施和地方官府救济。

（二）度牒僧待遇

清朝政府对于国家编制定额之内的喇嘛僧人，按品级职衔给予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

札萨克达喇嘛，每日给银一钱五分一厘一毫八丝一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应拴马四匹、牛三头，每日给黑豆一斗一升、谷草羊草各七束。

副札萨克达喇嘛，每日给银一钱五分一厘一毫一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五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草羊草各四束。

札萨克喇嘛，每日给银一钱四分四毫八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四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草羊草各四束。

达喇嘛，每日给银一钱四分四毫八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六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草羊草各四束。

副达喇嘛，每日给银一钱四分四毫八忽、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格隆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米各二升五合；班第四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应拴马二匹、牛二头，每日给黑豆六升、谷草羊草各四束。

闲散喇嘛，每日给银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六微六纤六沙六尘、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班第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应拴马一匹，每日给黑豆二升、谷草羊草各一束。

德木齐，每日给银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六微六纤六沙六尘、米二升五合；随带徒弟班第二名，每日各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各二升五合。

每月食二两、一两五钱之格隆、班第，其米按日支给二升五合；每月食一两之格隆、班第，其米按日支给一升三勺七抄五撮；食折色格隆，每日给银二分九厘九毫七丝二忽；食折色班第，每日给银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170]
其余普通度牒僧待遇亦为优厚。乾隆三十五年（1770）议定：热河普陀宗乘之庙居住喇嘛僧人300名内，拣选50名食银二两，其100名食银一两五钱，又150名食银一两。乾隆三十九年（1774）议定：热河殊像寺设喇嘛僧人50名，支领二两银米喇嘛20名，一两五钱银米喇嘛30名。

从西藏等地聘请来京教习藏文字、藏语言之喇嘛，在京不服水土，情愿告退回藏者，准其办给驮骡五头。其随带徒众五名，每名给骑骡一头。

理藩院直属寺院举行宗教活动，政府承担其费用。康熙四十六年（1707）议准：理藩院现已设立银库，将后（西）黄寺每年诵经应用香供等费银八十二两七钱四分五厘，及赏给喇嘛、格隆、班第等银千两，均改于本院库内支给。

此外，我们还可参见京城各藏传佛教寺庙格隆、班第、喇嘛定额表（见表7-1）：

表7-1 京城各藏传佛教寺庙格隆、班弟、喇嘛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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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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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摘于《藏族文化在北京》一书，[171]从表格中可以知晓仅北京地区就有数千名出家僧人居住生活。

三 寺僧禁令

清朝政府在尊崇与扶植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加强对僧众的管理，以“革其弊，不易其俗”为宗旨，采取适宜的限制措施。理藩院设立喇嘛印务处，专门处理有关僧众事务，并出台多项明文禁令：

凡呼图克图等，除封国师、禅师名号者，准其兼授外，其余概不得以呼图克图兼诺们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职衔，亦不得以国师兼禅师名号。无职衔名号喇嘛概不得呈请在印务处学习行走。台吉不领度牒私自出家者，勒令还俗，失察之盟长、札萨克论罚。喇嘛、班第等私自逃走者，分初犯、再犯及自首、被获者，革其差。喇嘛与蒙古有交涉事件，呼图克图止许将人证送旗转解，不许转认取供。徒众更名，漏不报者，达喇嘛等论罚。

凡喇嘛，不准将本身家奴及外人家奴容留作为班第，倘有隐匿容留者，将该喇嘛罚三九牲畜。其私送家奴作为班第者，系管旗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各罚札萨克俸一年。其余均折罚二九牲畜。仍将私充班第之人立即驱逐递籍。其察哈尔八旗及牧群人等有犯，亦照此例办理。

凡喇嘛容留犯罪盗贼者，与犯人一律科罪。其犯人罪名致死者，该喇嘛减一等办理。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青海察罕诺们罕，锡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均有承缉盗贼之责。如遇承缉，四参限内，人犯就获，应加一级者，折赏二九牲畜。四参期满，人犯无获，应罚俸一年者，折罚二九牲畜。

凡喇嘛、班第等私自逃走自行投回者，初次鞭六十，二次鞭八十，三次鞭一百，革退。如拿获者，鞭一百，革退。该管之德木齐等隐匿不报者，初次罚钱粮一个月，二次罚钱粮两个月，三次以上俱罚钱粮半年。

凡喇嘛等因事拘审，先行革退喇嘛。犯应抄财物者，将所抄财物送部收存，作为赏给各寺庙喇嘛等项之用。如讯明无罪，仍复其喇嘛。

凡各寺院班第等不守清规，须有实迹方准驱逐。倘该喇嘛等知情徇庇，故意容留，该达喇嘛降二级调用，德木齐随同隐匿降一级调用。

各寺院班第内，如有素不安分之人，一经本寺逐出，其他寺院不得瞻徇收留。如有隐留者，交掌印呼图克图鞭责四十。失察之大喇嘛、德木齐等，罚钱粮三个月。

喇嘛所住寺院内不准妇女行走，若喇嘛等住房内令妇女行走者，容留之大喇嘛罚二九牲畜，德木齐罚一九牲畜，格隆、班第等罚五牲畜，存公。所住妇人之夫，若系内地官员、民人，一并交该部治罪。

不准容留无籍喇嘛。蒙古地方除有札付度牒、册籍有名之格隆、班第外，遇有游食无籍之喇嘛，立即驱逐，不准容留，违者照私将家奴充当班第例办理。

对于喇嘛僧人与厄鲁特人等私相往来，亦有严格规定。如归化城喇嘛有事故赴喀尔喀、厄鲁特等处者，均令报明该将军详细稽查，无须妄为。至厄鲁特、喀尔喀往来之人，格隆、班第等亦不得擅行留住，违者比照喇嘛私请私行例，各罚一九牲畜。

对于洮岷喇嘛诓骗蒙古信众者之处理。如洮岷地方喇嘛以治病禳灾为名诓骗蒙古者，札萨克严行禁止。如系治病，有益，准令容留，其余不得借词诓骗。有违例隐藏者，发觉时，除喇嘛等逐回原籍，仍将札萨克等一并议处。

喇嘛僧人离寺外出亦有具体规章制度。凡札萨克喇嘛以下等职，如有告假出口者，除去往返程途，只准给假六个月为限。如逾限一月不到者，罚钱粮半年；两个月不到者，罚钱粮一年；三个月不到者，革职。蒙古班第等告假出口者，委人署理，准其支食空缺钱粮。

增设喇嘛僧人有严格规定。如喇嘛徒众除部册有名者，不准随意增设。此外，格隆、班第等不得将游方喇嘛擅行收留，违者，比照喇嘛私请私行例，各罚一九牲畜。在京喇嘛等奉使西藏，有擅带彼处班第来京者，除将该班第遇便仍递回籍外，该喇嘛罚钱粮一年。

清朝政府鉴于兵源不足等问题，凡蒙古地方骁骑壮丁，私为乌巴什（僧人），违者照私为格隆、班第例办理。其年老残疾、丁册除名之人愿为乌巴什者，听其自便。同时，蒙古妇女不准私为齐巴罕察（尼僧），违者照例办理。

理藩院对各寺喇嘛僧人外出念经定有细则。凡延请喇嘛、班第等治病念经，报明该管喇嘛，准其带往，事毕，仍令带往之人送回该寺。倘未经报明该管喇嘛，私请私行者，各罚一九牲畜，失察之该管喇嘛罚五牲畜。如擅行住宿，将擅宿、留宿之人，各罚三九牲畜；失察之该管喇嘛罚一九牲畜。但宿于无夫之妇女家，无论是否犯奸，喇嘛剥黄鞭一百，勒令还俗；系齐巴罕察（尼僧），鞭一百，勒令还俗。系蒙古妇女，鞭一百；系内地妇女，交该管官治罪。失察之该管喇嘛，罚二九牲畜，存公。至于盛京锡埒图库伦内外札萨克各旗所属喇嘛，如遇治病念经前往他处，以及朝觐进贡，除报明该管喇嘛外，并报明该管札萨克，方准行走。

札萨克喇嘛起至德木齐止，如遇御前差事及中正殿等处道场，贻误一次者，罚钱粮六个月。寻常道场，贻误一次者，罚钱粮三个月。在京喇嘛奉使赴藏，不准擅带彼处班第回来。

清朝政府对僧人着装服饰亦有明确规定：喇嘛等例服金黄、明黄、大红等色，其余颜色不准擅服。其札萨克喇嘛并由藏调来之堪布等，并准其服用貂皮、海龙皮褂外，其余达喇嘛以下及呼图克图喇嘛等之跟役徒众，不准着装。此外，一切服饰均不得滥用，违者照违制例治罪，并将失察之呼图克图喇嘛等一并随案拟议。

四 西藏寺僧管理

清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即前后藏地区的寺僧管理，主要由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具体负责，并在中央政府历次颁行的治藏章程中均列有专门条款。

清乾隆三年（1738）议准：西藏大小寺院约有数千，各寺费用，及养赡众喇嘛和往来行走喇嘛，并送布施人等费用，皆达赖喇嘛给予，所费甚多，用度不敷。今后达赖喇嘛费用不敷，着于打箭炉所收税银内，每年拨给五千两，于达赖喇嘛遣人至打箭炉领取茶叶之便，将此项银一并带往。

乾隆十六年（1751），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其中第五条规定：选派坐床喇嘛、堪布等，应照旧例遵行。查旧例各寺堪布喇嘛，均由达赖喇嘛查看寺院之大小，选择喇嘛之贤能，酌量派往。自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任事以来，竟任意私自补放调换，不容达赖喇嘛主持，甚属不合。嗣后各寺之堪布喇嘛，或遇缺出，拣选派往；或人不妥协，应行调换，均应由达赖喇嘛酌行。噶伦等不得仍照陋规，专擅办理。其喇嘛中遇有犯法者，噶伦等亦应秉公禀明达赖喇嘛，请示遵行。

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达赖喇嘛所辖各寺活佛及僧人等，应一律详造名册，并责成噶伦填造各呼图克图所属庄户名册，一式两份，呈报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以备稽查。嗣后各寺僧人凡无护照擅自外出者，一经查出，即惩办该僧人主管堪布及札萨克等头目。当时造册统计达赖喇嘛所辖寺院3150余所，喇嘛302500人有余；班禅额尔德尼所辖寺院327所，喇嘛13700人。

在西藏前后藏前往各外番朝山礼塔喇嘛，及赴蒙古地方募化者，亦必须禀明驻藏大臣领照，方准前往。设有私往者，将该管之喇嘛堪布等一体查究。松筠的《卫藏通志》根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做了具体介绍：

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朝山礼塔者，由驻藏大臣给与照票，限以往还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缴销，不得逗留边外。如有潜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外番人等来藏布施瞻礼者，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事毕后。查点人数，发给照票，再行遣回。[172]

西藏地区喇嘛高僧及僧尼不得私自前往内地等各处，非奉旨调取者，不准私行来去。此外，蒙古王公等向来差人前往西藏，延请诵习经典喇嘛，赴该游牧地方诵经教经，有禀知驻藏大臣前往者，亦有私行前往者，漫无稽考。故清廷议定：嗣后凡有青海蒙古王公等遣人来藏迎请高僧活佛者，须经西宁办事大臣咨文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给予执照，咨明西宁办事大臣，以备查考。前往各地朝佛者，亦须禀明驻藏大臣，领取执照，方可外出。倘再有自行外出者，一经查出，即惩办该主管堪布、活佛等头目。[173]以此限定西藏高僧活佛外出佛事活动。据《清实录》记载：

至所奏喇嘛学经一节，因尔旧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奏称：“准噶尔地方所有西藏喇嘛大半物故，恳准少派数人至藏学经，以广黄教。”朕念差人至藏学习，则事不可行，而尔地黄教就衰，亦殊可念。因为尔等计，中国大庙内原有自藏选来高僧，是以许尔处将可以学经之聪慧喇嘛或十人或二十人，送至京师，习学数年而回，可以阐扬黄教。此朕念和好日久，周详曲体之特恩，初非敕令尔处夷人来为僧徒也。今乃谓尔处喇嘛未曾出痘，不能赴京学习，恳将精通经典喇嘛，准请四五人到尔处教习。夫学习文艺，有就学，无往教。尔处既称无可赴京之喇嘛，应即行停止。今尔使臣额尔钦口奏又谓台吉令伊等奏恳：“自藏延请四五喇嘛，教习数年，再令回籍”等语。此又与尔奏书有异。朕今念尔护持黄教之意，准尔所请，令高等喇嘛前往教诲。但既命往之后，尔毋得藉称命往之喇嘛平常，捏词再来渎奏。是以命尔使回巢后，明白宣示。尔再遣来使请，并将不行此等伎俩之处抒诚具奏，然后令喇嘛前往。此亦有关中华声教，朕岂肯令漫无德行不能训导之人充数耶？尔固不必虑此。[174]

以上引文是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赐给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的敕书，文中可以发现大清皇帝与准噶尔部头人围绕培养学僧问题展开的你来我往的争执，双方都在坚持各自的立场，从而显露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微妙关系。所以，准噶尔部一直坚持他们的学僧要求进藏修学佛法或从西藏的前后藏地区邀请高僧到准噶尔部讲经说法，培养本部学僧；而大清皇帝只准许准噶尔部僧人到京城学佛并从驻京高僧中迎请上师前往准噶尔部教诲。各自的不同立场或两种想法观点一直在延续，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据《清实录》记载：

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奏：“前遣使臣额尔钦、尼玛将前往西藏聘请喇嘛之事具奏。仰蒙恩准于再遣使臣入贡时，延请有德行喇嘛四五人，前来教诲众喇嘛。闻命之下，不胜感激。今遣使臣图卜济尔哈朗进贡，虔申顶戴下忱并延请喇嘛。恳于呼图克图三人内恭请一人，前来教诲众喇嘛，于推广黄教实有裨益。并祈仍照前奏：许令我处遣人轻骑简从前往西藏，为我先人设忏进供。所有沿途派拨官员、兵丁照看等事虽觉繁琐，但已蒙恩和好，而遣往之人为数无几，尚属易行，使远近闻知，无不仰慕盛德。其贸易之事，令使臣口奏。”奏入。赐喇嘛达尔扎敕书曰：“据台吉奏，恳准于呼图克图三人内延请一人前往尔处，推衍黄教，并恳准尔处遣人至藏进供等语。去年尔使额尔钦、尼玛来以延请喇嘛之事具奏，朕已明降谕旨。我中国呼图克图三人及有德行喇嘛具有教习学艺之事，不可遣往？但朕不忍令尔处黄教灭绝，故特诲于西藏拣选有德行喇嘛到京，俟尔再遣使来，准令请往。是特降旨后，朕即令达赖喇嘛拣选精于经咒可以推衍黄教之喇嘛十人送至京师。今尔不遵朕旨，反以断不可遣往之呼图克图为请，是尔并非真心推衍黄教可知。况西藏选来之喇嘛，尔来使亦曾会面，以未奉尔命不敢延请。朕自去年即挑藏内喇嘛至京，以待尔之延请。今尔使既至，又不请往，是尔原无请喇嘛之意。今并此喇嘛十人，亦不遣往矣。至尔奏遣人至藏一事，去年尔使臣额尔钦、尼玛来时，以尔袭位为辞，朕既降旨，必无换一台吉即差人进藏一次之理。今来使又以追报尔父噶尔丹策零为辞，果尔，则从前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已经为尔父熬茶一次，安得今又差人前往？设有子十人，将十次差人进藏乎？尔若念尔父恭顺和好，年年遣使请安，受朕恩典，事属可行。若以此等断不可行之事渎奏，究属无益。是以特降敕旨，令尔使图卜济尔哈朗赍往，谕尔知之。”[175]

以上引文是乾隆十七年（1752）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向朝廷递交的奏折和朝廷给台吉喇嘛达尔扎的答复，双方都在坚持各自的立场，或强调自己的想法为最佳方案。这种矛盾中的深层原因显而易见，清朝政府以国家统一或大局稳定为首要任务，从而对准噶尔部始终保持警惕，尽量减少他们同前、后藏地区直接发生频繁联系，以免生事。

五 蒙古人进藏熬茶限制

清朝政府对蒙古人进藏熬茶进行限制，在蒙古人中又对准噶尔部特别严加防范，对其人数加以限制，对其进藏目的详细查询，如果动机不正，则禁止通行。所以，在《清实录》中对蒙古人进藏熬茶的前因后果，主要以准噶尔部进藏熬茶为实例记述。从中可窥见蒙古人进藏熬茶所遭遇的种种限制和艰难曲折。

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及其汗王在清朝诸位皇帝的心目中，则是不温顺甚至背信弃义、大逆不道的臣民。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在一份谕旨中对其做了历史性评判：

谕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等：“准噶尔一部落原系元朝之臣仆。其始祖曰额森，额森之子托浑渐至大员，因扰乱元之宗族，离间蒙古，恐获重罪，遂背负元朝之恩，逃匿于西北边远之处。元末，又煽诱匪类，结成党与，遂自称准噶尔，肆行劫掳。迨至我朝，有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二人，世济其恶，扰害生灵，灭弃释教，造孽多端，不可枚举！当我朝定鼎之初，各处蒙古倾心归顺，共输诚悃，请安纳贡，求为属国，安享太平乐利之福八十余年。惟准噶尔一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之外，扰乱离间众蒙古，肆行劫夺。”[176]

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等准噶尔部几代汗王，一直是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的心头大患，被认为是有清以来不断给朝廷制造大麻烦的头号人物，尤其是“噶尔丹身为喇嘛，不守清规，不遵佛教，破戒还俗”，带头抗衡清朝中央政府，给时局及事后留下不稳定因素。根据《清实录》记载：

乾隆四年（1739），又奏：“奉军机密寄议复川陕总督鄂弥达奏：‘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遣人往西藏熬茶，到藏未免生事，应毋庸议。密寄驻扎西宁、西藏大臣等严饬守卡人员，不时小心侦探。倘有贼人消息，迅速禀报，即调兵防范堵截，不可稍有疏懈。又行文贝勒颇罗鼐，言今虽得雪，路径难行，而防范自不可疏。遇有贼人信息，速行禀报。’臣查颇罗鼐感恩图报，出于至诚，所领兵不时训练，十分精锐。现在西藏诸处防备甚固，毫无可虞。万一贼来窥伺，臣等与颇罗鼐会议，即酌量调兵，仰凭圣主威福，以期痛剿贼众。目今各处卡防并无消息，甚属稳妥。”奏入，报闻。[177]

可以看出，清朝政府在蒙古诸部中最不放心的依然是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但鉴于蒙古人包括准噶尔部人，皆虔诚信仰藏传佛教，视西藏拉萨为佛教圣地，并以赴藏朝佛为人生最高目标，只好在人数上加以限制。据《清实录》记载：

乾隆五年（1740），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敕书，曰：“谕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尔又奏称：‘前请往藏熬茶，实为敬信喇嘛之故，岂敢生事。但带往什物甚多，百人难以运致，故此次不能与哈柳同来，伏乞许用三百人。’尔前以班禅额尔德尼圆寂之故，欲使人入藏熬茶，诚心奏请，朕已谕行，止令人数毋过百。今尔又以运物百人未敷，请增至三百人，朕更加恩允准。尔须选择晓事之人。其赴东科尔，朕当遣入护送。……此次台吉一一恪遵朕旨，实心恭顺，朕甚嘉之。用从前和好之礼，随敕赏各色缎十六端。”[178]

清朝政府尤为注视并限定准噶尔部人赴藏熬茶或迎请喇嘛。清廷虽准许准噶尔部人赴藏熬茶，但在人数上有限制。一般限定在一百人之内，这又与准噶尔部赴藏熬茶的实际人数之间发生矛盾，最后以清廷放宽原则、满足准噶尔部意愿为结果。倘若逾一百人，令其诚心奏请，经严格审查，实为虔信三宝，方可允准前往。同时，在进藏路线、沿途盘缠等方面，亦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据《清实录》记载：

乾隆五年（1740），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敕谕：“谕噶尔丹策零：尔使莽鼐赍至奏章，……又称：‘进藏之人若由肃州赴东科尔，其人悉未出痘，又道远，恐乏水草。请自备牲畜路费，由库克、沙什、西喇、喀勒占前进。至进藏时，或马匹瘦乏，尚恳加恩接济。’尔前请进藏熬茶百人不敷，乞用三百人，朕已允行。至一切所需，尔本以尊崇佛教、修行善事之故，致诚前往，此事固未便朕为资助，亦于台吉声名有关。但既经奏请，倘由东科尔进藏，及由藏回时，途间果有匮乏，量为接济，在朕固所不吝也。”[179]

不难看出，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部赴藏熬茶，会面临许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以及区域关系等问题。特别是后来又遇到准噶尔人在西藏建造寺院等棘手问题，更是牵动地方到中央各有关部门的敏感神经。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曾提出他欲在西藏建庙。根据《清实录》记载：

乾隆九年（1744），驻藏副都统索拜奏：“近日据郡王颇罗鼐告称，上年十月初四日，夷使喇嘛尚卓特巴、宰桑吹纳木喀至大小庙拜佛，谓颇罗鼐曰：‘我噶尔丹策零闻拉达克人言，土伯特黄教盛兴，民生亦日安乐。此皆大皇帝广兴黄教，抚辑群生所致。’十月二十二日，尚卓特巴、吹纳木喀又谓颇罗鼐曰：‘噶勒招穆伦河边之策地方，原是温都逊喇嘛等坐禅之庙。闻此庙破坏，我噶尔丹策零令我等携带银两而来，欲烦王子代为修庙，令温都逊众喇嘛照常坐禅。’颇罗鼐答曰：‘我仰赖大皇帝洪恩，岂不能修一庙宇？但喇嘛坐禅，常在山上盖房，所以策地方不必重修。况汝台吉噶尔丹策零并未奏请在彼处修庙，我未奉大皇帝谕旨，何敢擅行？’十一月二十六日，第巴喇嘛与宰桑巴雅斯瑚朗谓颇罗鼐曰：‘我等到大小各寺庙熬茶，留心细看，宗喀巴佛之黄教实属比前兴旺，众喇嘛亦觉齐整。甘珠尔经、丹珠尔经甚是灵应。乞王子将汝诚心扶助黄教所行一切事体，写明付我等携归与噶尔丹策零观看。’颇罗鼐答曰：‘我本土伯特地方一微小台吉，蒙大皇帝隆恩，拔至郡王，振兴黄教，成就甘珠尔、丹珠尔经，以安土伯特之人。此皆仰赖大皇帝之恩，非我力所能成就。若将我如何振兴黄教之处寄与噶尔丹策零，我自愧无能，不敢矜夸。此事亦不可行。’第巴喇嘛、宰桑巴雅斯瑚朗又曰：‘我准噶尔地方，并无好额木齐。噶尔丹策零分付我等熬茶事毕，将好额木齐与通经好大喇嘛延请一位带回，乞王子即为给发前去。’颇罗鼐答曰：‘汝等欲请好额木齐与通经好大喇嘛，并未奏请大皇帝。既未奉大皇帝谕旨，此事我何敢专主？’自夷使至藏后言语情形，理合奏明。”[180]

以上引文如实描述了准噶尔部入藏熬茶使者喇嘛尚（商）卓特巴、宰桑吹纳木喀与西藏地方当权者颇罗鼐郡王之间的对话，从中可以知晓准噶尔部人未得皇帝恩准，不许在西藏新建或修缮寺院。同样，也不允许准噶尔部随便迎请僧人到蒙古地区传法。当时颇罗鼐郡王坚守原则，没有答应准噶尔部使者的任何要求。故颇罗鼐受到清廷的嘉奖，其“所办一切事务俱极得体，甚属可嘉，著传旨奖谕”。[181]
实际上，清朝政府自乾隆年间开始，不但对准噶尔部赴藏熬茶严加限制，而且对整个蒙古族信众赴西藏熬茶等从事朝佛活动也采取管理措施，让其须办理一系列手续。《卫藏通志》记载：

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请通习经典喇嘛，赴该游牧地方诵经教经者，俱由西宁等处大臣行文来藏，再由驻藏大臣给与执照，并咨明西宁办事大臣，以资查考。[182]

此外，乾隆初期，漠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尚未东归，仍处于俄罗斯管辖下。故土尔扈特部蒙古人当时赴藏熬茶朝佛，清朝政府以外国人身份对待，其入境手续更加严格，必须申报清朝理藩院审批通过。根据《清实录》记载：

乾隆四年（1739），理藩院议：“土尔扈特呈请欲往西藏煎茶设供，差幼童十人前往学习经典。应不允所请，并代土谢图汗作书给送鄂罗斯楚库拜桑。”谕：“从前土尔扈特汗曾奏请往西藏煎茶行走。今土尔扈特虽为鄂罗斯属下，犹然敬奉佛教，远道前来呈请，恳令伊等往藏内煎茶等语。若竟不许其前往，不但有碍于中国与鄂罗斯定界以来和好之道，而其情亦属可悯。但土尔扈特系鄂罗斯所属，异国之人，欲令十数幼童往藏内居住习经，且鄂罗斯之人，其教本异，从前并未往藏内行走，此二节则断不可行。若鄂罗斯哈屯汗止令土尔扈特遣人往藏煎茶，彼处之萨纳特衙门亦必有咨文呈请理藩院，则土尔扈特虽系鄂罗斯属下，朕因和好之故，亦必允其所请矣。现今鄂罗斯萨纳特衙门虽给与土尔扈特使臣路引文凭，并未咨行理藩院。俟行文到日，另议具奏。其土尔扈特汗敦丹多尔济给送楚库拜桑之书，著另行缮写呈览。”[183]

实际上，清朝政府担心蒙古人以入藏熬茶为名，滋扰西藏地方安定，破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乾隆朝前期蒙藏地区尚未太平，不稳定因素时有发生，因而清廷对蒙藏两族或地区的交往极为关注，并对蒙古人进藏熬茶严加盘查防范。

凡是蒙古人进藏从事佛事活动，都要受到清廷有关部门的盘查甚至拒绝。根据《清实录》记载：

乾隆十六年（1751），赐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敕书。诏曰：“据台吉奏请：‘差人前往西藏喇嘛处递贽见仪，恳赐恩准’等语。曩者，尔故台吉噶尔丹策零为父策妄阿喇布坦既殁，奏请往藏熬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父噶尔丹策零既殁，亦以熬茶奏请。此皆欲追报先人，是以俯从所请，并加恩沿途赏给牲畜、路费，特派大臣官员照管。彼时朕即降旨：‘尔台吉因有此大事，朕方允行，否则断然不许。’所降谕旨甚明。今尔并非有如此大事，何恩之当报，乃欲差人往藏耶？不但无换一台吉即遣人赴藏一次之例，即中国亦岂有屡派官兵照管之理耶？尔所请遣入赴藏之事，断不可行。”[184]

清朝政府限制蒙古人进藏熬茶的政策和管理一直在延续。清道光四年（1824）奏定：青海地方，凡有北口各部落蒙古喇嘛赴藏熬茶，十人以上，仍留原处请票；十人以下，无票出口者，由西宁何处卡行走，即责令该营卡官员查验人畜包物数目，报明青海衙门核给执照，一面移咨驻藏大臣查照，将票缴销。回时由驻藏大臣发给路票，在青海衙门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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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近现代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是一大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佛教派系，同时又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名称是相对于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而言的。藏传佛教在中国分布范围广大、内部宗派颇多、寺院庙宇林立、僧尼信徒众多。藏传佛教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不仅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周边民族地区亦产生一定影响。就中国国内而言，诸如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以及不少汉族群众，至今依然信奉藏传佛教。

第一节 中华民国时期藏传佛教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积极响应，鼓动藏族人民起义反抗和驱逐清朝驻藏官员及军队，西藏地方进入错综复杂的政治波动期，但在藏传佛教领域没有发生任何变革，噶厦政府一如既往地推崇和弘扬藏传佛教，藏族民众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没有丝毫动摇；与此同时，在内地兴起汉藏佛学交流的思潮，尤其藏传佛教在内地广泛传播，成为民国时期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

一 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诞生，是年10月28日，民国政府明令恢复了被清朝政府革除的达赖喇嘛的名号；1913年4月，民国政府又任命陆兴祺为驻藏办事长官，拟由海道前往拉萨。根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自民国政府宣布川军停止进藏以后，达赖喇嘛派人赴新疆，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也提出了汉藏恢复关系的五个条件：“（一）西藏人保有与华人同一之权利；（二）中央政府每年补助西藏五百万元；（三）西藏有权许可他国之民，采掘矿山，但西藏与英国所结条约，当遵守之；（四）西藏有自由训练军队之权，中央政府驻藏军队，其数不得超过一千五百名以上；（五）西藏官制，由中央政府制定之，但西藏政府之官吏，应以西藏人任之。”[1]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又派代表赴打箭炉，与尹昌衡进行谈判，其条件是：（一）藏民与汉、满、蒙、回四民族一律待遇；（二）藏民自由保守其宗教；（三）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四）有教育及谙汉语之藏人得为华官，而北京中央政府亦得任命汉官赴藏；（五）达赖喇嘛每年津贴费仍得照常。[2]
但是英国不愿看到西藏当局与北京政府发生直接关系，不让北京派往西藏的办事长官借道印度进入西藏；还阻止汉藏直接谈判，提出举行中英藏会议。民国政府迫于英国压力同意在印度西姆拉地方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议，签订《西姆拉草约》。这一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使民国政府拒绝正式签约。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逐步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号召“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了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的联系，逐步使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得以全面恢复。[3]
1929年达赖喇嘛向国民政府派遣入藏联络的刘曼卿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英人对我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1931年西藏地方政府在南京设立了西藏驻京办事处，恢复和改善了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4]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经西藏大会提名，国民政府批准，由第五世热振呼图克图担任摄政，尽管当时西藏贵族官员中的少数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在地方政府中拥有一定权力，但他坚持爱国立场，同民国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正常关系，有关西藏内部的重大问题，如寻访认定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等事宜，都主动向中央政府报告请示，按中央政府的指示办事，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起了重要作用。[5]
1940年2月22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隆重举行。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取道印度前往拉萨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吴忠信委员长到达拉萨时，按惯例受到了噶厦政府的欢迎和款待，但这引起了英帝国主义者及西藏亲英派的不满。英帝国主义者也派其驻锡金行政官古德一行十人到拉萨，他们名义上是来参加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实际上是来监视吴忠信一行，是来破坏汉藏民族的关系的。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唆使和挑拨，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的主持和座位安排等方面发生了不少的争执，吴忠信按照中央政府的旨意，不仅坚持了西藏为祖国神圣领土的原则，还根据热振活佛土登强白益西的业绩，封他为“辅国宏化禅师”。然后吴忠信一行经印度返回，西藏地方政府随后依旧例派遣了扎萨阿旺坚赞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致谢，并送去礼品。[6]
1944年，班禅堪布厅认定青海循化县文都乡宫保慈丹为第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并将其迎到青海塔尔寺供养……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发承认青海灵童、免于金瓶掣签的命令，命令称“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6月18日，行政院发布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典礼训令，令称“准在青海塔尔寺先行坐床，由中央派员前往主持办理”。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青海塔尔寺主持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大典。8月10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坐床大典在宗喀巴大师诞生地青海塔尔寺隆重举行。青海省官员、蒙藏地区大活佛和甘、青、康等地千户、头人及各界人士共五千余人参加。关吉玉宣读代总统李宗仁训令，并颁发金印、礼物。[7]
二 西藏政教与社会制度

在西藏政教方面，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推行新政，“在噶厦之上增设了司伦一人，等于过去的藏王，秉承达赖喇嘛意志，领导噶厦的日常工作。第一任司伦是出席西姆拉会议的夏札，夏札之后是雪康巴，1926年因雪康年老辞职，由达赖喇嘛的侄子贡噶旺觉公爵（朗敦）继任。自乾隆十五年清朝取消藏王制以后，二百余年来，都由活佛掌办商上事务，现在达赖喇嘛又恢复了贵族（俗人）掌办商上事务的权力。”[8]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推行的新政，遇到了许多阻力和难题，其中税收改革成为棘手问题。“增收新税引起了噶厦与寺庙之间的关系恶化，特别引起了噶厦与扎什伦布寺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因为班禅在后藏有很大的辖区，在清朝，班禅辖区只给扎什伦布寺负担税款地租，对噶厦没有任何负担，现在噶厦实行新税制以后，命令扎什伦布寺所管百姓也要缴纳，因而班禅的官员和人民非常不满。噶厦为了压迫扎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统治，乃于1914年（民国三年）冬，在日喀则增设了基宗（后藏总管）二人，委派僧官堪穹罗桑团柱、俗官木霞，总管后藏十六宗，班禅所辖的四个宗和三十余个独立谿卡均包括在内。基宗设立以后，不但在班禅辖区征收羊毛、牛尾、皮革、食盐等税，并且积极干涉扎什伦布寺内部政务。1915年（民国四年）6月，班禅亲自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提出基宗干涉寺政不当，并提议班禅和达赖喇嘛会面一次，商讨解决一切悬案。达赖喇嘛给班禅写了一封回信，拒绝了班禅的要求。”[9]以此为起因，最后导致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出走内地。

西藏地区自元代始，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以佛教为主流文化，以僧人为权力中心。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和地方政治体制，直至民国时期，依然如故，没有任何改变。正如法尊法师所讲：“我再附说一下西藏僧众的参政，西藏的佛教就是他的文化，所以掌管文化的要人，也多是有学德的僧众，所以对于政教二事都须僧人参预其事。其教政两管的出家人，当然以达赖为首，其次则为藏王，僧俗都可充任。班禅大师，在名称方面似乎能与达赖抗衡，然而实际说，有时还不如藏王权大。甘丹赤巴位分虽然高，然而与政治不多过问。藏王之下，以四大臣为上，其中就有一个出家的，这个是正管政治的人。再下有秘书，也是出家人充任，干涉政治的力量也很大。再下就有上四品的大喇嘛和大堪布名位以及正四品的堪布名位。此不出任，则无实权，假如出任时，则与知府相仿。再次则有预备秘书，出任为知县，不出则无权。总之出家人的参政都是文职，其武官之任，则纯用在家众而无僧伽。对于管教方面的，则又多属出家人而少在家。”[10]可以说，民国时期的西藏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社会组织、政教体制和文化习俗。

西藏等藏族地区的社会等级森严。黄奋生说：在西藏地区，寺院的大喇嘛、地方官吏和贵族是统治阶级，广大的农牧民是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在这些阶级之中又区分为等级性的三等九级。如上等上级（包括达赖、摄政及其家属）、上等中级（司伦、噶伦及各大寺高级活佛）、上等下级（代本、宗本及普通活佛）；中等上级（贵族地主、资产阶级）、中等中级（行政机关职员、高级官吏的侍从）、中等下级（农牧民、士兵）；下等上级（官吏的仆役）、下等中级（流民、乞丐、独身男女）、下等下级（屠夫、清道夫、五金工人）。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把五金工人视为下等下级，这充分表现了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歧视。在西康和甘、青各藏族地区，寺院大活佛和土司与农牧民之间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由于他们是部落的封建关系，因此没有西藏那样严格的等级制度。但限制身份的等级制在各阶层中还是严格地存在着。[11]
三 藏传佛教寺院传统机制

根据历史资料，藏传佛教寺院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健全了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一完善的寺院机制成为藏传佛教长盛不衰的制度保障。以西藏拉萨市郊的哲蚌寺为例，其内部机构主要由噶丹颇章、措钦和罗赛林、德阳、郭芒、阿巴四大扎仓，以及许多康参和众多弥参组成，俨然藏传佛教中一座典型的庞大的寺院机构。

噶丹颇章是五世达赖喇嘛最初在哲蚌寺建立起来的由格鲁派主持的西藏地方政权，即西藏噶厦政府的前身，后来迁址到布达拉宫。由于这一历史渊源，哲蚌寺一直在西藏政教事务中享有一定的特权。藏文史书记载：

尤其是哲蚌寺的噶丹颇章，是帕主第悉阿旺扎西札巴于藏历第九绕迥的土虎年（1518）将自己建在哲蚌寺里的一座名为“青色石屋”（rdo mkhar sngon po）的别墅赠送给第二世达赖根敦嘉措，其后该别墅更名为“噶丹颇章”（dgav ldan pho brang），并成为第二世达赖开始的历代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府邸；藏历第十一绕迥的水马年（1642），固始汗用武力推翻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布政权，将西藏地方权力奉献给第五世达赖喇嘛，新的政权就以宫殿的名称“噶丹颇章”命名。因此，哲蚌寺在政治上享有不同于其他寺院的特权。[12]

以上引文说明了噶丹颇章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建立起来的西藏地方政权，它最初依附于哲蚌寺并在那里逐步巩固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角度看，哲蚌寺显然成为孕育西藏地方政权的摇篮，在西藏政教事务中享有特权便顺理成章。

“措钦”（tshogs chen）是哲蚌寺机构中的一级部门，也是寺院最高权力中心，以“拉吉会议”（lha spyi tshogs chen）的组织形式来集中或行使寺院权力，其中奉行“赤巴”（khri pa）负责制，同时设立“措钦吉瓦”（tshogs chen spyi ba）、“措钦夏奥”（tshogs chen zhal ngo）、“措钦翁则”（tshogschen dbu mdzad）四个不同级别或不同分管的僧官来共同管理整个寺院的内外政教事务。

“赤巴”是掌管全寺一切宗教活动和内外事务的总负责人，其任期没有严格的规定，在历史上曾出现由寺院大活佛长期担任“赤巴”职位的现象。比如，第一世至第五世达赖喇嘛曾出任哲蚌寺“赤巴”，历代嘉木样活佛常任拉卜楞寺的赤巴等。

“措钦吉瓦”主要负责管理全寺的财物或后勤工作，他在寺院内充当大管家的角色。因此，担任这一职位的僧官堪称寺院内部机构中的后勤部长。

“措钦夏奥”是负责执行寺院里规定的各项清规戒律的高级执法僧官。也就是说，“措钦夏奥”要全面负责全寺僧纪纠察工作，在各大寺院中扮演司法官的角色。同时，这一僧官还有特权审理寺院所属百姓的纠纷案件等。

“措钦翁则”主要负责管理以寺院大经堂为中心举行的各类宗教活动。比如，从日常性僧众诵经等宗教仪式到举办大型法会等宗教活动，均由“措钦翁则”来组织、安排和主持。实际上，“措钦翁则”在寺院里扮演如同大专院校里的教务长的角色。

罗赛林（blo gsal gling）、德阳（bde yangs）、郭芒（sgo mang）、阿巴（sngags pa）四大扎仓（gra tshang）是哲蚌寺机构中相对独立的二级部门，实行“堪布”负责制。而“堪布”（mkhan po）一词在宗教术语中又有师傅、大师、亲教师等多种含义。担任这一僧官职位的高僧是藏传佛教各个寺院或大型寺院中各个扎仓（学院）的权威主持人，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或大和尚。由于担任堪布这一僧官应具备渊博的佛学知识，因而必须是寺院或扎仓中最有学问的德高望重的高僧，故在藏传佛教寺院中担任“堪布”这一僧官的僧人大都是获得宗教格西学位的高僧大德。

在各大扎仓中除了堪布之外，尚有格贵（dge skos）、翁则（dbu mdzad）、郭聂（dkor gnyer）等僧官，他们具体管理各个扎仓的教务、后勤等事务，分工明确，如格贵掌管各个扎仓僧众的名册和纪律，是负责维持僧团清规戒律的寺院执事，其职责与上述“措钦夏奥”基本相同；翁则是掌管各个扎仓经堂内的诵经功课和宗教仪轨的僧官，其职责与上述“措钦翁则”相一致；郭聂掌管各个扎仓财物，是各个扎仓的大管家，其职责与上述“措钦吉瓦”相同。

哲蚌寺机构中的三级部门，被称为“康参”（khams tshan），这一机构设在各个扎仓之中而成为扎仓的下属单位。所以，每个扎仓下属又有许多“康参”。比如，郭芒扎仓和罗赛林扎仓两大扎仓一共拥有四十个康参，如此众多的康参，在藏区一般寺院中极为罕见。而“康参”的机构组织是以同乡僧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管理体制类似于各个扎仓，采取堪布负责制。

哲蚌寺机构中的四级部门，被称为“弥参”（mi tshan），这一机构设在各个“康参”之中而成为康参的下属单位，也是寺院机构中最基层的组织单位。从管理体制上看，各个“弥参”内部实行“格干”（dge rgan，师傅或老师）责任制。

特别是各个扎仓作为哲蚌寺的职能部门，不但在寺院内部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享有对外向各个地区寺院（子寺）派遣“堪布”的特权，通过派遣“堪布”的机制，在下属寺院实行“堪布”负责制，从而在各个寺院之间建立隶属关系，直接服务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对于如何实施“堪布”负责制的情况，可根据田野调研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或具体实例来说明，如位于日喀则拉孜县境内的拉孜曲德寺正好原来是一座实行“堪布”负责制的寺院，该寺过去由扎什伦布寺阿巴扎仓（sngags pa gra tshang）派遣“堪布”主持，其“堪布”每三年换届或轮换一次；另外，江孜县境内的白居寺也是一座实行“堪布”负责制的寺院，该寺过去由色拉寺藏巴康参（gtsang pa khang tshang）派遣“堪布”主持；甚至远在阿里的托林寺和云南迪庆的松赞林寺也实行“堪布”负责制，从拉萨三大寺的扎仓中派遣“堪布”去主持，如托林寺的堪布由色拉寺杰巴扎仓（byes gra tshang）派遣，任期三年。

总之，哲蚌寺在近现代史上拥有僧侣上万名，附属子寺达640座，拥有141个庄园和540个牧场，成为藏族地区规模最大、僧侣最多、级别最高的一大佛教僧院，直接参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四 汉藏佛学交流与融合

中华民国时期，汉藏政治关系和汉藏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和不断升级，内地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转向对藏传佛教的关注和研究，并在内地各大城市建立相关佛学研究机构，推动汉藏佛学交流，诸如北京的藏文学院、南京的支那内学院、上海的菩提学会、重庆的汉藏教理院和成都的近慈寺译经院等，尤其是不少内地有志者远赴藏地系统学习藏传佛教的教法仪轨，促使汉藏佛学深度交流和融合。与此同时，藏族地区的高僧大德到内地讲经传法，掀起内地人士广泛认识和修学藏传佛教的思潮。

（一）内地人士赴藏求法

中华民国初期，内地佛教开始复兴。在佛教复兴运动中太虚大师（1890—1947）脱颖而出，他成为一名最杰出的佛教改革家、理论家和实践家，针对当时佛教界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其中“教理革命”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倡导自利利他的大乘佛教精神；“教制革命”是要改革丛林旧有制度，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僧团组织生活；“教产革命”是要将寺院财产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并用作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人和兴办佛教事业。

太虚大师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他创办或主办的僧伽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

同时，太虚大师建立“人生佛教”，以重视教育、提高觉悟来振兴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从而造就培养了甚多僧才，诸如法舫、芝峰、大醒、大勇、能海、法尊等人。其中大勇、能海、法尊三位大德在汉藏佛学交流和融合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1.大勇法师

大勇法师（1893—1929），俗姓李，名锦章，四川巴县人，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早在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民国初年，曾在四川的军政界任职。他借闲暇时间，博览群书，读到佛书，兴趣大增。民国七年（1918），与黄葆苍、董慕舒、孙道修等，在重庆听佛源法师讲经，深生信心，他们相继皈依了佛门。

民国九年（1920），大勇在镇江金山寺受具足戒，旋至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道场。民国十年（1921）秋季，太虚大师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大勇闻知，自五台山到北京聆听太虚大师宣讲《法华经》。之后，大勇在北京又闻知日本高野山密宗兴盛，适有日本僧觉随阿阇黎到北京弘传密法，大勇遂与觉随东渡日本求法。民国十一年（1922），大勇返回杭州，筹措费用，并约兴福寺住持持松同往日本，进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年余之后，又从金山穆昭阿阇黎学习金刚、胎藏二部曼荼罗大法，受传法大灌顶，得大阿阇黎学位。

民国十二年（1923）十月，大勇自日本归国，先在上海开坛传法，继到杭州设坛灌顶，随他习印咒大法者多至百人，政界官员、社会名流多向他皈依。民国十三年（1924）元月大勇到武汉，在武昌佛学院内开坛传法，入坛学法者237人，包括武汉三镇名流居士和武昌佛学院学僧多人。不久，大勇来到北京开坛传法，受法弟子很多。此时大勇闻知雍和宫蒙古族喇嘛白普仁（1870—1927）精于藏传密宗，他常住北京雍和宫修法灌顶，颇多灵验，人称“白喇嘛”，有很多信仰者。曾于杭州传“《金光明经》大白伞盖法”，受灌顶者三百余人，于是大勇前往雍和宫向白普仁请教藏传密教，遂生起入藏求法的心愿。正如法尊法师所说：“民国十三年的春天，大勇法师在北平与白普仁尊者，一同闭关于善缘庵，修护摩法，法师便觉西藏的密法，比东密来得完善，他便发了进藏求法的决心。”[13]
民国十三年（1924）九月，大勇在北京慈恩寺成立“藏文学院”，邀请出身西藏哲蚌寺的多杰觉拔高僧讲课，他为学僧开示西藏佛教住持传承规模、学法习定、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学员中有来自武昌佛学院的法尊、观空、严定、法舫等学僧，藏文学院创立后得到名流居士的经济支持。

藏文学院经过半年多的讲习后，民国十四年（1925）五月，大勇把学院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准备入藏。是年秋末，大勇带领学法团经由四川进入西康，因西藏方面怀疑学法团有政治目的，多方阻挠，不允入藏，在打箭炉滞留。大勇在此段时间内，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译为汉文。民国十六年（1927）春季，大勇再率一部分团员前进，行至甘孜，因为“大勇法师是支官差用官兵护送着进藏，一路上轰轰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其那沿途的县长官员等，皆是争前恐后地受皈依，学密咒，郊迎郊送，川边的蛮子们，哪里见过这样尊重有礼的盛举呢，也就是大勇法师的气派太大，藏人误为国家特派的大员，西藏政府来了一纸公文挡驾，并有两张通知甘孜的商人，不准带汉人进藏”[14]，复为守军所阻，不得已在此停留。大勇领着学法团在甘孜依止札迦寺的一位名叫札迦大喇嘛的高僧，学习密教。然而，大勇在甘孜期间，遇到高寒缺氧、经费困难的困境，生活艰苦、积劳致疾，于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十日，在甘孜札迦寺去世，享年37岁，僧腊十年。

大勇法师是汉藏佛学交流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北京创建藏文学院，组建入藏学法团，并不畏艰辛，亲自带领三十多名学法团成员入藏学法，在汉藏佛学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2.能海上师

能海上师（1886—1967），俗姓龚，名学先，字缉熙，四川绵竹县人。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小时候父母先后去世，则依姊为生，就读附近私塾，14岁入成都“恒升通”匹头商号为学徒，主人延塾师课子弟，授以经史，学业日进。光绪三十一年（1905），能海考入陆军学校速成班，与刘湘、刘文辉等同学。19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适四川总督锡良调任云贵总督，旋以营长调云南讲武堂任教官，时川籍学员朱德、杨森皆列门墙。后又返回四川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1914年调北京将军府供职，其间曾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及实业，见彼邦佛教盛行，对佛教产生兴趣，业余研读佛书，如获至宝，始惊叹宇宙人生之奥秘，竟然全在佛法中。从此决心献身佛教事业，以弘法度生为己任。能海上师将自己的理想告知于其姊，其姊坚持必待有后方许出家。至1924年，能海上师39岁，生一子，刚满月，乃毅然割爱离家，礼天宝寺住持佛源老法师为剃度师，出家为僧，法名能海，字阔初，旋从新都宝光寺方丈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

能海上师先博学汉地显教各宗经论，深入经藏，探索奥义，后又闻知藏传密宗经典甚富，内地鲜有传译，并经大勇法师介绍，西藏密法尤为殊胜，遂决意赴藏求法。民国十六年（1927），能海上师随大勇入藏学法团抵达甘孜，民国十七年（1928）即离开甘孜，独身入藏，第二年（1929）到达拉萨，拜康萨仁波切为根本上师，遵依止法，每日三次礼拜喇嘛，并为师供养，做扫地等杂务，深受喇嘛上师器重，得喇嘛上师显密法要及灌顶加持不计其数。能海上师留藏七年，在显宗方面主要研习《现证庄严论》，在密宗方面主要修学《大威德生圆次第》。最后康萨仁波切上师将其弘法所用衣钵授予能海，以示付予密法传承。

民国二十四年（1935），能海上师学成返回内地弘法，他将主要精力倾注在两项弘法事业上。一是建立道场，在四川先后创建近慈寺、吉祥寺、云悟寺，以及慈圣庵和重庆金刚道场，广传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二是从事译述，将汉藏双方互缺之经论，互译刊印，两次由西藏运回大量藏传佛教显密典籍，多属汉传佛教所无者，践行将藏语系佛教在内地广为弘传的夙愿。1936年能海上师回内地不久，即应五台山广济茅蓬住持广慧和尚的邀请，从四川赴广济茅蓬住持结夏安居，讲授《四分律戒本》、《定道资粮颂》、《菩提道次第科颂》，随即在此摄受徒众，建立密坛，传授密法。

民国二十九年（1940），能海上师决意再次入藏，率弟子照通、普超等，亲往拉萨迎请康萨仁波切到内地弘法，九月抵拉萨，谒见康萨仁波切。康萨仁波切为能海上师取名云灯嘉措，同行四人亦各命藏名，均与汉名相应。能海上师在拉萨续从康萨仁波切学密法，得传承衣钵。康萨仁波切以病不能离藏，能海上师携带《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及法器等于民国三十年（1941）九月抵达打箭炉，并获悉康萨仁波切在拉萨圆寂，十分悲痛。

民国三十一年（1942），能海上师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四众云集，盛况空前。在此安居期间，他讲授《大威德生起次第》，还主译了《大时轮上师相应法》。

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北京铸大威德铜像到渝，能海上师亲往迎供近慈寺。是年，能海上师重校《大威德怖畏金刚甚深道第二圆成次第》，主持修建峨山慈圣庵。

民国三十七年（1948），能海上师在近慈寺首讲《毗卢仪轨》；安居后赴北京迎请札萨喇嘛，并发起印行《龙藏》，途经上海，在觉园讲授《大悲仪轨》、《五字真言》、《雅马达嘎略法》、《护摩略法》和《普贤行愿品》，后又赴苏州灵岩山开示法要。九月抵达北京，在北海菩提学会讲《律海十门》，在居士林讲《定道资粮》。十月偕札萨喇嘛飞往成都，迎住近慈寺译经院，教授四众弟子。

新中国成立后，能海上师出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驻锡北京广济寺，朱德委员长常过从存问，畅谈往事，待以师礼，并赠衣致慰。能海上师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两次应邀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和平会议。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能海上师驻锡五台山善财洞，被划为黑帮首领，备受凌辱折磨，但他坦然置之。1967年元旦，能海上师在五台山圆寂，世寿81岁，戒腊四十三年。1978年葬能海上师遗骨于五台山善财洞侧，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题塔铭，文曰：

承文殊教，振锡清凉。

显密双弘，遥遵法王。

律履冰洁，智刃金刚。

作和平使，为释宗光，

五顶巍巍，三峨苍苍。

閟塔崇岳，德音无疆。

能海上师是近代汉藏显密圆通的著名爱国高僧，出家后不畏艰辛，两度入藏求法，并在内地多处创建密宗道场，讲经弘法、注译密宗经典，尤其在沟通和融合汉藏佛教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3.法尊法师

法尊法师（1902—1980），俗姓温，名庚公，河北深州市南周堡村人。法尊法师在俗时家境困难，仅读三年小学。民国八年（1919）到保定学徒做皮鞋，又因长时患病而半途告退。民国九年（1920）春末，因厌世逃往五台山显通寺玉皇顶落发出家，法名妙贵，字法尊。

法尊法师自幼聪慧，在五台山显通寺玉皇顶只短短一年学习佛法，便对佛教经论中的名相等术语有了深刻理解。法尊法师在五台山还遇见大勇法师，拜为师，听他讲佛经。民国十年（1921）秋，北京佛学界邀请太虚大师在广济寺讲《法华经》，恰好法尊法师要去北京法源寺受具足戒，遂与大勇法师一同进京。在京期间，法尊法师一边听太虚大师讲经，一边等待受戒，是年冬天，法尊法师在法源寺受了具足戒。受戒后即去武昌佛学院学习。经过四年学习，法尊法师对汉传佛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民国十三年（1924）夏，他从武昌佛学院毕业后，应大勇法师的邀请，回到北京，参加大勇法师在北京创办的藏文学院学习藏文。这是法尊法师学习藏文的起点，并对藏传藏佛教有了初步认识。

民国十四年（1925），法尊法师随大勇法师组织的赴藏学法团出发，经过雅安、打箭炉、跑马山，所到之处还访拜名师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各种经论。民国十六年（1927），赴藏学法团一行辗转到了西康甘孜地区。翌年，法尊法师有幸遇到藏传佛教高僧安东格西。法尊法师说：“民国十七年的秋天，我久仰盛名的安东恩师，由廓罗来甘孜，朝礼札公，问往昌都建立道场的事宜。这是天予我的良好机会，由格陀诸古介绍，拜见了安东恩师，罄问了我积久欲问的许多难题。他老人家那种渊博学海，锋利剑芒，任你何等的困难死结，莫不迎刃而解。我受了教训之后，就五体投地地信仰，这是我初次所见的安东恩师，自此以后，就想长时依止安东恩师了。”[15]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法尊法师到昌都，亲近安东格西求学，受恩师灌顶，并对显宗诸论略闻纲要。是年秋季，法尊法师随安东恩师进藏，到达拉萨后奉恩师之命，入哲蚌寺进修佛学。先后修学《因明总义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现观庄严论金鬘论》、《密宗道次第广论》、《五次第广论》、《结缘灌顶》，以及大威德《二种次第》及《护摩大疏》、空行佛母修法等。法尊法师说：在西康期间“生活虽然窘迫，精神非常快乐，甚至有时候看书写书，快乐得忘了睡觉，这都是莫名其妙的事呀！在拉萨住的那几年，生活方面，差不多与前相同。学书诵经都忙得起早睡晚，连吃东西都要特别抽闲来吃。我在这八九年的光阴中间，对于西藏的显密教理，皆能略略地得到一点头绪，大概就是对于衣食住三项淡薄的缘故吧！”[16]
民国二十二年（1933），法尊法师接到太虚大师的信函，让他速归办理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当时虽不愿匆忙回内地，但又觉得不能违背太虚大师意愿，经印度海路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五月抵达上海，特往奉化朝谒太虚大师。法尊法师于八月间赶到汉藏教理院，代理太虚大师的重托，他每天讲三小时的课，同时，翻译校改《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和《菩萨戒品释论》。

民国二十四年（1935），法尊法师在汉藏教理院已埋头苦干两学期，此时他二次进藏的机会又顺利来临。是年十月，法尊法师从香港坐轮船经新加坡、印度进藏，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抵达拉萨。法尊法师说：“我第二次进藏的目的，就是想迎我那位名满康藏位居王师的安东恩师出来弘法的了。”[17]但不幸的是，法尊法师到拉萨不久，安东恩师远在绒波寺圆寂，他请恩师到内地讲经成为泡影，就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法尊法师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与办理安东恩师的丧事。法尊法师说：“此后在拉萨养病，凡阅五月，即在此期中，亦依止绛则法王，听讲《菩提道次第略论》、《俱舍论》等。自于每日略译《辨了不了义论》一页半页不定，总以不空过为限耳。第二次进藏的情形大概如此。”[18]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末，法尊法师经印度海路抵达香港，又经广州、武昌，并在武昌佛学院停留半个月，讲授《二十唯识论》和《菩提道次第修法》并《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奢摩他的前半段，之后经宜昌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民国二十六年（1937）夏，法尊法师到武汉，准备到北京参加安钦大师传法的法会，因“七七事变”没能实现；秋后请太虚大师一同入川，在汉藏教理院讲学。此时承蒙太虚大师嘱托，开始翻译《密宗道次第广论》，后由北京菩提学会印行。

法尊法师自1934年代理太虚大师主持汉藏教理院至西藏解放前夕。1950年，法尊法师在北京主持菩提学会藏文译事，翻译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又将格西却扎编的《藏文辞典》译成汉文，同时还译出《五次第论》和宁玛派的《七宝论》。1956年秋，中国佛学院成立，法尊法师任副院长，兼讲授佛学课程，其间翻译了《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颂略解》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法尊法师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1972年，解除法尊法师黑帮名义，恢复自由。1973年后，法尊法师患心脏病，养病至1980年去世。

法尊法师通晓藏文，精研汉藏佛教，译著甚多，主要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大毗婆沙论》、《菩萨戒品释》、《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论略解》、《菩提道炬论》、《释量论》、《释量论略解》、《集量论》等，他为汉藏佛学交流和融合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藏地高僧在内地传法

中华民国时期，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到内地讲经弘法，传播藏传佛教尤其传授藏传佛教密法。这是时期几乎所有藏传佛教宗派都有人进入内地传法。所以，中华民国时期成为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一个高峰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以诺那活佛、贡噶活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为代表性人物。

1.诺那活佛

诺那活佛（nor lha sprul sku，1876—1936），西藏昌都类乌齐寺著名活佛，曾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昌都类乌齐人，族姓噶热仓（mgar ra tshang），藏历第十六绕迥火鼠年（1876）出生，自幼聪慧过人，加之身为类乌齐寺第七代杰忠活佛（rje drung）姑妈的女儿之子，年满3岁被就认定为转世活佛，通称“噶热活佛”（mgar ra bl ma），[19]7岁时被迎入类乌齐寺，剃度出家，取法名赤列嘉措（vphrin las rgya mtsho），开始在类乌齐寺宁玛派扎仓修学显密教法。诺那活佛在类乌齐寺期间，主要拜杰忠活佛·强巴琼奈为根本上师，尽得师传贯通藏传佛教诸经仪轨。同时，诺那活佛还广拜藏传佛教各宗派名师博学佛法，名师中包括格鲁派、噶举派高僧堪布。

诺那活佛自幼神通广大，年长后主持类乌齐寺政教事务，并同上师不时参访属地百姓，在各地寺院举行大法会，并展示神通功法，同时新建寺院，加持开光，从而在信教群众中赢得广泛声誉。尤其是诺那活佛被广大信教群众推崇为兼容宁玛派和噶举派两大宗派的一代祖师，还被朝廷封为西康大总管，兼掌一方政教大权。后来诺那活佛因支持清末民初边军彭日升部，于民国四年（1915）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民国七年（1918）被俘至拉萨囚禁。

民国十二年（1923），诺那活佛从拉萨监狱逃脱，辗转泰国、中国香港地区，于民国十三年（1924）抵达内地。诺那活佛曾至北平、重庆等地，受到段祺瑞、刘湘、戴传贤等要人的接见。民国十五年（1926），应刘湘与李公度之邀请，前往重庆讲法。民国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连续三年诺那活佛在重庆传法，其间举行过和平法会四十九天。诺那活佛在重庆期间，重庆党政军商学界等人，尊之有若神明，皈依弟子达万人之多。

民国十八年（1929），诺那活佛由重庆前往南京，接受国民政府所委派的蒙藏委员会委员，以及兼任立法委员职务。诺那活佛备受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重视，给他赐封“诺那呼图克图”称号，批准设立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诺那活佛历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西康建省委员等职。

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诺那活佛还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代表等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诺那活佛在上海、武汉、长江、广州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大师聘请诺那活佛为“中国佛学会”名誉会长。

民国二十四年（1935），诺那活佛返回四川，被刘湘推荐出任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在任内试图解决刘文辉部驻康北各地武装，并撤换了各地县长，由此与刘文辉矛盾不断升级，最后双方都向中央告状。同时，诺那活佛在西康企图阻止红军长征，后被红军俘获，经教育转为同情红军。民国二十五年（1936）五月，诺那活佛在甘孜圆寂。国民政府追赠诺那活佛为“普佑护国禅师”，并拨专款指示将诺那活佛的骨灰运至庐山小天池进行塔葬。

诺那活佛在内地传法，前后超过十年，影响颇大。诺那活佛在南京传法时期，其弟子们专门为活佛设立一间莲华精舍，他常在精舍传法，除了弘传宁玛派及噶举派密法外，更注重无相密的弘扬。尤其是诺那活佛在传法时顺应汉人观点、切合汉人根机，教导务必发菩提心、多注重心性，勿执着于表面外相，总劝人修持切勿追求速成及神通。诺那活佛对于汉传佛教的净土、禅宗、天台等大乘诸宗，全无门户之见，随缘赞颂。因此，诺那活佛的修证德行、爱国之心为当时政府及教界僧俗所推崇。可以说，诺那活佛是在内地弘传藏传佛教无上密法的开拓者，他后来即使返回西康故里后，依然关心内地佛教徒，根据内地佛教徒大多修习净土宗的情况，劝请贡噶活佛到内地专为信徒们开顶传法。

2.贡噶活佛

贡噶活佛（gangs dkar sprul sku，1893—1957），全名贡噶多杰强噶玛协珠却吉桑格（gangs dkar rdo rje vchang karma bshad sgrub chos kyi seng ge），为博贡嘎寺第五世活佛（vbo gangs dkar dgon mchog sprul sku rabs lnga pa），是近现代西康藏传佛教噶举派著名高僧、活佛、诗人，曾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若比多杰（rol pavi rdo rje，1924—1981）上师。贡噶活佛以传承、弘扬噶举派和宁玛派两系教法而著名。

藏历第十五绕迥水蛇年（1893），贡噶活佛出生在西康木雅地方的族姓格德扎那（gil ti brag nag）的一户家庭，父亲叫扎那赤列（brag nag vphrin las），母亲叫扎那卓玛（brag nag sgrol ma）。他自幼与众不同，聪慧勇敢，3岁时被驻锡西藏楚布寺的十五世噶玛巴活佛·喀觉多杰认定为前辈贡噶活佛的转世灵童，与此同时，又得到康区八蚌寺司徒活佛·班玛旺却嘉布的进一步确认；5岁时聘请德高望重的高僧，开始了修学佛法的生涯。[20]
贡噶活佛18岁时前往康区八蚌寺，在司徒活佛·班玛旺却嘉布座前修学佛法，在大堪布德钦俄东丹增热杰（bde chen nges don bstan vdzin rab rgyas）座前受沙弥戒，同时拜其他高僧堪布为师，系统学习藏传佛教十三部大论。贡噶活佛21岁时又在大堪布德钦俄东丹增热杰座前受了比丘戒，并开始在相关学僧专家处学习语言学、诗歌、历算、医药、工巧等学科。之后，贡嘎活佛前往拉萨，参访拉萨三大寺及桑耶寺等著名寺院，尤其专程赴噶玛噶举派祖寺楚布寺，叩拜十五世噶玛巴活佛·喀觉多杰，在其座前修学噶举派的大手印、那若六法等甚深教法，以及自玛尔巴传承下来的密集、胜乐等噶举派无上密续。[21]
贡噶活佛在西藏留住时间不长又返回康区八蚌寺，师从该寺高僧大德，系统修学噶玛噶举派的教法仪轨，同时广泛涉猎香巴噶举派、觉囊派等各宗派的教法，并研习隆钦·饶绛巴《七宝藏论》等宁玛派的教法。

贡噶活佛在八蚌寺学法达十二年之久，博通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教法仪轨，成就为一名无宗派思想观念的大德。贡噶活佛曾在贡嘎山修行圣地闭关修行，顺利完成噶举派的那若六法、大手印等密法的实践修炼，并在拙火定密法方面获得成就；此外，贡噶活佛在达隆噶举派学府类乌齐寺宁玛派扎仓中获得宁玛派大圆满法传承，并在大圆满脱噶密法方面取得最高成就。

1930年，贡噶活佛再次赴西藏楚布寺参加第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坐床典礼，并由司徒活佛等大德推举，他担任第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上师，传授佛法，历时一年多。

1935年，时任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的诺那活佛从内地返回打箭炉，贡噶活佛前去迎见，诺那活佛建议并敦请他去内地弘法，后又遣使函请，最后贡噶活佛答应赴内地，因机弘法。贡噶活佛初在成都向信众灌顶，传授皈依法、尊胜度母法、圣观世音法、金刚瑜伽母法以及噶举派传承的那若六法、大手印法、胜乐法等密法，这是噶举派教法在内地传播的开端。

1937年，贡噶活佛至庐山，为诺那活佛安葬灵骨，建塔供养。根据有关记载，贡噶活佛前后两次赴内地弘法，历时八年多。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贡噶活佛在内地往返于成都、昆明、汉口、武汉、江西、江陵、长沙、广州、南京、上海、杭州、北京、蒙古等地传法，受法者甚众，不但门下僧俗弟子达数十万人，而且在弟子中上至国民党代总统、国民党中央委员、军界高级将领以及各地方党政要员等，下至黎民百姓。

贡噶活佛在内地弘法地域广，所传佛法门类多，主要传播了噶举派传承的重要密法，用汉文译出者达百余种，其中主要有《恒河大手印直讲》等。抗战胜利后，贡噶活佛应昆明信众之请，到昆明传法，以妙高寺为道场，传授阿弥陀佛、观世音、金刚手等大法。

贡噶活佛心胸宽广，有教无类，将藏传佛教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内地广大弟子。领受贡噶活佛的开示，无不受益良多。贡噶活佛讲道：1.修持佛法时，不要在乎外在的行为和形象，内在的动机才是最重要的；2.时时刻刻我们的心不要被烦恼所控制，以慈悲心及菩提心来利益众生；3.修持佛法时观察自己的心，努力去修行善业，断除恶业；4.我们非常有福报得到圆满的人身，应利用珍贵的人身，实实在在行自利利他；5.佛弟子应有宽阔的心胸，绝对不可以因为小事，就发脾气或排斥别人；6.我们修禅定时，并不是要求得到一个新的东西，而是能够悟到本来的面目；7.我们愈来愈接近死亡，因此我们在死亡前要做好两种准备：死时不需要恐惧的信心、死后不堕落三恶道的修持；8.修学佛法的人不可以观察别人的缺点，佛法不是观察别人的工具，而是反省自己的镜子；9.想要利益众生的人，首先要好好地做人，才能圆满自利利他；10.快乐的根源并不是外在，而是在内心，因此我们要在心里下功夫，寻找永恒的快乐；11.真正的修行并不是追求得到，而是放下执着。

贡噶活佛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大成就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汉藏佛学交流者，他赢得了汉藏佛教徒的最崇高的尊敬。1947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在重庆明令颁给贡噶活佛“辅教广觉禅师”封号，赐银印、金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亦为贡噶活佛亲笔题写：“辅教广觉禅师贡噶呼图克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贡噶活佛到中央民族学院执教三年（1953—1955），除了教授藏学外，还审核校订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藏文翻译文件。1955年年底，贡噶活佛返回四川打箭炉，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工作，其期间向政协、报社、翻译部门等职员教授藏文语法等文化课。1957年年初，贡噶活佛返回博贡嘎寺，向本寺僧众弟子作最后教导后圆寂，世寿64岁。[22]
总之，贡噶活佛是一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佛学家、藏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为促进汉藏佛学交流，传播和弘扬藏族文化付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贡噶活佛是汉藏人民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文化财富。

3.九世班禅

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pan chen chos kyi nyi ma，1883—1937），是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藏传佛教领袖之一，也是对汉藏佛学交流和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人物。

藏历第十五绕迥水羊年，即清光绪九年（1883），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出生在西藏前藏达布地区（今林芝加查县境内），父亲名丹振（rta mgrin），母亲叫丹却措姆（bstan chos mtsho mo），他乳名叫仓珠嘉措。第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贝旺秋于1882年圆寂后，扎什伦布寺成立灵童寻访组，在藏区寻得三名候选灵童，于1888年皆迎往拉萨圣城，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达布地区候选灵童仓珠嘉措中签，由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剃度授戒，取名洛桑土丹却吉尼玛，师从丹增旺嘉等高僧，学习佛教基础知识；1892年，在后藏扎什伦布寺坐床，正式成为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1902年，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到拉萨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座前受比丘戒；1904年，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前往印度朝礼佛教名胜古迹，历时两年多。

1914年，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主持建造高达26.7米的铜质鎏金强巴（弥勒）佛像，据说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最大造像，其脸部宽4.2米，耳长2.8米，手宽1.6米，长3.6米，足长4.2米，肩宽11.5米，共用去黄金8928两，紫铜231450余斤；仅镶嵌在佛像眉间的白毫就用了直径3厘米的特大钻石一颗、直径1厘米的钻石32颗，大珍珠300余颗，琥珀、珊瑚、松耳石等1400余颗；大佛殿分莲花座殿、腰部殿、胸部殿、面部殿及冠部殿五层，统高30米，建筑面积862平方米。可见其造价及工艺水平，世上罕见。

1913年4月，北京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封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致忠阐化”名号。1919年，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前往拉萨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完成大威德金刚的闭关念修表示祝贺，并参加了相关佛事活动。同时，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就扎什伦布寺的农牧庄园、差税缴纳等问题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磋商，但没有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从此，班禅行辕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

藏历第十五绕迥水猪年（1923）十一月十五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迫于压力，从扎什伦布寺带领少数侍从秘密出走。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途径藏北草原、青海、兰州、西安、太原等地，于藏历第十五绕迥木牛年（1925）二月二日抵达北京，下榻于中南海颐年堂。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受到国民党政府隆重接待，段祺瑞册封班禅大师“宣诚济世”封号，并按惯例颁授金册金印。同时，批准设立班禅北京办事处。从此，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开始了在内地讲经传法的传教生涯。

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改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派代表前往南京祝贺，并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1929年元月，班禅驻南京办事处成立。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民国二十一年（1932）四月十四日，国民政府颁布明令特派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十八日，国民政府通令嘉奖班禅在蒙古地区宣化卓有成效。民国二十三年（1934）元月二十四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到南京，参加追悼十三世达赖喇嘛活动，此时他接到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通知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先后在北京、内蒙古、南京、杭州、青海等地讲经弘法。1926年，班禅应东蒙古各旗王公邀请，前往沈阳传法。1927年，应达尔罕旗亲王邀请，赴哲里木盟达尔罕旗王府宣化，听众达数百人；之后，又应邀赴图什业图旗，在双和尔庙传法，前来求法和受摩顶的蒙古王公、僧俗信众络绎不绝。

1928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达尔罕旗温都尔庙启建首次“时轮金刚法会”，蒙古王公、各寺僧人等信徒踊跃参加法会，人数多达十几万人，法会历时月余，教化蒙古信众，功德圆满。其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又应邀赴札萨克图旗传法，举行第二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人数多达八万多人。

1929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赴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诵经宣化。不久，锡林郭勒盟长兼乌珠穆沁右旗札萨克亲王索特那木拉布丹邀请全盟五部十旗王公为施主，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阿巴噶纳尔左旗贝子庙（崇善寺）举行第三次“时轮金刚法会”，前来参加大法会的僧俗信众七万之多。

1931年、1933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分别在北京、杭州举行两次时轮金刚大法会，向广大信众灌顶和传授时轮金刚法，参加法会皈依者，多达数万人众。如1933年在杭州举行的时轮金刚大法会，是由戴季陶等人士为救济江苏水灾而发起的大法会，当时得到了众多上海各界名流的支持，法会声势浩大，史无前例。这是藏传佛教在内地举办的最大的传法活动，掀起了内地人士修习藏传佛教的思潮。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内地期间，常利用讲经传法等机会，大力宣扬“五族共和”的爱国思想，如在甘肃、青海、内蒙古、东北、北京、南京等地举行法会之际，呼吁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一切言行活动。如1931年5月10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南京新亚西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作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演讲。

民国二十四年（1935）9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特派诚允为护送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藏专使。当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抵达青海玉树时，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不许国民党护送军队入藏、不准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途径拉萨、返藏之后必须服从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等三项条件。加之，班禅行辕部分随侍人员的各种欠妥行为，致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无法进藏。直至藏历第十六饶迥火牛年（1937），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玉树圆寂，世寿54岁。是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追赠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封号。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遗体运往西藏扎什伦布寺，建造灵塔供养。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一代高僧大德和藏传佛教领袖，不仅讲经说法，利益当下众生，而且为后人留下不朽的佛教作品，已面世的主要有《菩提道次第偈句本》、《菩提道次第明灯释》、《土木格言》等四部著作。

总之，中华民国时期在内地讲经弘法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活佛，虽人数不算很多，但多为著名人物，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七世章嘉活佛·丹贝仲美（1891—1978）、多杰觉拔、白普仁、甘珠尔活佛（1914—1978）为代表，他们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对推动汉、藏佛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 藏传佛教爱国爱教高僧

在藏族地区，藏传佛教界爱国人士是一支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各民族团结等方面均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上，藏传佛教爱国爱教高僧活佛层出不穷，他们大公无私、利益众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画卷。在此因篇幅所限，仅介绍几位代表性人物。

（一）根敦群培

根敦群培（dge vdun chos vphel，1903—1951），藏传佛教高僧、佛学家、史学家、旅行家、现代藏族知名学者。在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享誉世界，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

根敦群培是今青海同仁县双朋西乡人，生于藏历第十五饶迥水兔年（1903），父亲名阿勒杰布（Aa lag rgyal po），是一位宁玛派持明师，母亲叫白玛吉（pad ma skyid）；他原名仁增南杰（rig vdzin rnam rgyal），自幼修学佛法。史料记载：

根敦群培从开始懂事之时起即显示出超越一般儿童的聪明才气，因此父亲让他从四岁起就学习写字，他都毫无困难地很快掌握，以后又依次听受了正字法、诗词和文法等。据说在他七岁时父亲去世，由于他聪明颖悟的名声，所以被认为是雅玛扎西其寺（gyav ma bkra shis vkhyil）多扎（rdo drag）活佛转世，被迎入该寺学经。此后不久，他到红帽系班智达的寺院迪查寺，拜堪钦·根敦嘉措（dge vdun rgya mtsho）为师，重新起名为根敦群培。从根敦群培幼年时起，安多地区的许多人就称他为迪查活佛，这是因为他最初是在迪查寺闻思佛法、学习文化。[23]

根敦群培是一位有多重身份的传奇性人物，既有宁玛派活佛背景，又有格鲁派活佛名分。以上引言中提到的迪查寺（ldi tsha dgon，支扎寺）是一座格鲁派寺院，在因明学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享誉安多地区。1917年，根敦群培前往迪查寺专门攻读因明学，师从堪钦·根敦嘉措高僧，历时四年多，为他今后辩经考取学衔和深造佛学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1921年，根敦群培赴安多拉卜楞寺，接受系统的格鲁派经院教育，学习五部大论，成绩斐然，尤其是他思维敏捷、辩才超群，常在学僧中提出普通人意想不到和惊动四座的佛学难题，甚至对拉卜楞寺历代嘉木样活佛的经典著作也能提出不少质疑，从而震惊拉卜楞寺僧众，并引起该寺高僧大德的谴责。

由于这一缘故，根敦群培在拉卜楞寺受到来自各方的忌恨和刁难，难以安身立命。他为了寻求和决断佛学疑难，决心赴西藏深造。藏历十六绕迥火兔年（1927），根敦群培抵达拉萨，进哲蚌寺郭芒扎仓格奔康参进修，师从喜饶嘉措高僧，历时七年。根敦群培在人才济济的哲蚌寺学僧中成绩超群，又擅长辩论，而且他为人不拘小节，时常挑战佛学权威，包括与自己老师激烈争辩，因而根敦群培遭遇寺院及学僧的排挤和压制。

1934年，根敦群培接受抵达拉萨的印度学者罗睺罗（Rahula Sankrityayana，1893—1963）的邀请，在西藏合作进行了对寺院以及梵、藏经典的考察。是年年底前往印度，住在大吉岭，学习梵文、英文等，有一段时间被摩诃菩提学会派往锡兰，学习巴利文等。这一时期，根敦群培撰写了《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语嵌套诗》、《印度诸圣地朝圣指南》、《智游佛国漫记》、《欲经》等许多作品，还独自将《入行论》翻译成英文，将《法句经》（Dharmapada）从巴利文译成藏文，并与俄国藏学家、佛学家乔治·罗列赫（Gerge Roerich，1902—1961）合作，将藏文史学名著《青史》翻译成英文。

根敦群培周游西藏名寺古迹，并出访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达十四年之久；他精通英语、古梵文、印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成为藏族第一位能够利用多种文字并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对藏族历史、宗教以及语言文字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并提出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学术观点，他被后人推崇为划时代的藏族学者。1946年，从印度返回西藏拉萨后不久，他被噶厦政府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有关文献记载：

在根敦群培返回西藏的第二年，即公元1947年，他突然遭到噶厦的囚禁。当时的实权人物索尔康（zurkhang dbangchen dgelegs），控告根敦群培是一位“共产主义分子”。但是，根敦群培被捕的真正原因，可能与他在印度噶伦堡期间，结识一批具有现代改革意识的藏族青年有关。在那儿，他经常参与这批青年人的活动，翻译、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起草“西藏议会宪法”草案，试图以民主方式改革当时的西藏政体。这些活动，无疑地激怒了当时代表贵族利益的政权。另外，根敦群培充满叛逆的个性与放荡自由的思想，也与传统经院学派哲学中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使他成为保守思想派眼中的异类。然而，谈到自己为何遭拘捕时，根敦群培认为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因为他所研究的西藏历史，涉及一些敏感的边界问题，所以，英国人以“共产主义分子”的罪名，把他囚禁起来。[24]

根敦群培在狱中度过了两年多，其间遭受种种磨难，他以酗酒、抽烟的方式消磨时光，并发泄自己对西藏当局和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至1950年，根敦群培在西藏大赦在押犯人时被释放出来，获得自由。但此时的根敦群培已无法与昔日相比，不修边幅，步履蹒跚，一身病态，再也不可能继续表达和实现他一贯持有的爱国之心以及对藏民族怀有的沉重抱负。不久，根敦群培于1951年在拉萨病逝，享年48岁。

根敦群培在继承藏族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藏学的开拓者。他在历史、语言、宗教、考古、地理等领域取得许多成果，给后世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代表作《白史》，针对藏族历史中出现的空白以及较模糊的地方，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补缺和阐述，尤其利用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资料，如采用敦煌藏文文献，不仅补充了许多历史空白，而且雄辩地阐释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疑难问题。故《白史》被后人尊为空前绝后的历史著作。此外，他在拉萨期间给弟子教授中观义理，后由弟子整理笔记成书，名为《中观甚深心要善说——龙树意趣庄严论》（又称《中观精要——龙树心庄严》），这是一部重要的有关佛教中观思想的著作，对中观甚深意趣作了充分的论述。“该书一出版，在整个藏区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近代藏传佛教史上最具争议的一部佛教哲学著作”。[25]
（二）喜饶嘉措

喜饶嘉措（shes rab rgya mtsho，1884—1968）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藏传佛教高僧和佛学大师，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深受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而且，喜饶嘉措大师既是新中国佛教界第一代卓越的领导人，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宗教人士，亦是一位著名的藏族学者。他“情系民族、情系祖国”，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相濡以沫，为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鞠躬尽瘁，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喜饶嘉措大师著书立说，批判歪门邪道、张扬真理公道，倡导社会优良风尚，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故被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称誉他为“爱国老人”、“藏族学者”。

生平事迹

清光绪十年（1884），喜饶嘉措出生于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rdo sbis）藏族乡的一个叫霍卓瓦（hor gro ba）的藏族村落。父亲名拉龙加（lha lung skyabs），母亲名拉隆吉（lha lung skyid），他的乳名叫多杰（rdo rje），5岁时，在诺布格西（nor bu dge shes）座前剃度出家，受沙弥戒，取法名“喜饶嘉措”，意为“智慧海”，遂入循化古雷寺（rdo sbis dgon）开始学习藏语言文字及佛教基础知识。

喜饶嘉措16岁时前往安多地区最具盛名的拉卜楞寺系统研习佛学，师从贡唐罗哲（gong thang blo gros）、四世嘉木样活佛（bskal bzang thub bstan dbang phyug）等高僧大德，勤奋精进，仅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因明、般若等主要课程，成绩斐然，深受四世嘉木样活佛器重，在学者济济的拉卜楞寺赢得了声誉。喜饶嘉措20岁在经师贡唐罗哲座前受比丘戒，步入严守佛教戒律、能够为人师表的比丘僧之路。

喜饶嘉措21岁时（1904）在经师的资助下，动身前往拉萨，入哲蚌寺郭芒扎仓深造，师从却智噶布格西、洛桑益西丹贝坚赞等大学者，精研经典。他博学强识，潜心研习中观、俱舍、戒律等五部大论，在辩经场上，才思敏捷，出类拔萃，被郭芒扎仓堪布任命为扎仓复诵师。

1916年，喜饶嘉措在拉萨三大寺的轮番辩经中，取得考取拉然巴格西的资格。随后在拉萨大祈愿法会上，立宗答辩，获得第一名拉然巴格西，声誉远扬。时年32岁的喜饶嘉措遂进入密宗院修炼密法。

1918年始，喜饶嘉措遵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在罗布林卡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布顿全集》（29函）的校勘刻印工作；紧接又用八年时间，主持校刻《大藏经·甘珠尔》拉萨新版；而后还校刊了第司·桑杰嘉措的《声律学》。喜饶嘉措在拉萨期间，先后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轮流讲经说法，名震四方。

1934年，黎丹（国民党监察委员）组织的“西藏巡礼团”进藏，事后黎丹、杨质夫留在哲蚌寺跟随喜饶嘉措学习佛法。黎、杨两位被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课所感动，萌发了请大师到内地传法讲学的念头。由黎丹推荐，中华民国政府通过教育部、蒙藏委员会，聘请喜饶嘉措赴内地，担任国立五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汉藏文化讲师。

1936年年底，喜饶嘉措在黎丹、杨质夫、格桑嘉措格西、贡巴萨·土登却札等的陪同下，取道印度，经中国香港、上海，1937年春到达南京，先后受到蒋介石、林森等国民党要员的接见。在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喜饶嘉措作了许多文化报告，介绍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论、格鲁派历史等，其间由杨质夫担任翻译。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讲学，获得了师生们的高度评价。

1950年，喜饶嘉措会同赵朴初等著名佛教界人士在北京成立现代佛学社，并组织出版发行《现代佛学》月刊。1952年，他又作为发起人之一在北京召开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会议。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喜饶嘉措任第一副会长。9月，圆瑛法师圆寂，喜饶嘉措出任代理会长。1955年8月，正式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喜饶嘉措兼任院长。他亲自给藏语班授课，对僧俗学员除要求精研佛典、深入教理、提高文化素质外，更注重爱国爱教、德行戒律的教育。

喜饶嘉措为了广泛传播民族宗教文化，不顾高龄，多次率中国佛教代表出国访问和参加重要国际会议，成为国际交往的友好使者。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先后当选为青海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大代表，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一、第二、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常委。

喜饶嘉措作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大师，他的僧俗弟子中不少成为后来西藏政坛和宗教界的显赫人物，诸如出家弟子赤江活佛、群培嘉波堪布、格桑嘉措格西、强巴次成格西、史学家根敦群培、贡巴萨·土登却札、贡桑·洛桑坚赞等；俗家贵族弟子有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江洛坚·索南亚布、德格赛·索南旺堆等。

喜饶嘉措一生著书立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从1934年至1936年，应黎丹的请求，喜饶嘉措为青海藏文研究社编纂的《藏汉大辞典》审核定稿；他在拉萨期间撰有《阐明疑义定鉴》、《不朽金刚霹雳矢》、《功德本体论释》等十余种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喜饶嘉措校审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导翻译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为新中国的藏文翻译事业倾注了巨大精力。其主要学术成果《喜饶嘉措大师文集》（藏文）一、二、三集，由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1984年出版发行。

和平慈悲理念

喜饶嘉措大师的佛学思想暨和平慈悲理念，始终贯穿在他的每一次演讲或撰文的字里行间，而且教法义理与现实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掷地有声。譬如，他在一篇短文中讲道：

热爱全世界人类的善良的人们，现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着极难忍受的、非正义的战争和残酷的压迫，好战者在肆无忌惮地使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毁灭性的武器，在惨无人道地杀戮善良者的生命和掠夺财产，疯狂地摧毁自由，阻碍贸易，侵略他国领土、领海、领空，在他国境内建立军事基地，他们作尽了一切伤天害理、寡廉鲜耻的滔天罪恶，使大地上充满了暴风雨般的苦难，荆棘般的歧视，烈火般的敌对状态。这种不能容忍的、比魔鬼和野兽还野蛮的行为，激荡着正直善良的人士的良心和慈悲而至于泣下，也觉醒了深受灾害的广大人民，他们认识到，与其在灾难下无谓地死亡，孰若团结一心，效法着“集蚁杀狮”的譬喻，起来作英勇的斗争，就是牺牲也是光荣的。识者认为，假如那般人中败类的好战者，不知敛迹而继续作恶，诚如平常所说：“不破卵壳，不出鸡雏，不灭诸恶，不能成佛。”只有各国人民团结成为一支牢不可破的大军来消灭它和镇压它，此外再无其他方法了。

可是我们是极端反对战争的，经云：“无诤无辩为上乐，丰衣足食最幸福。”即自己之不愿受苦难，即知他人亦不愿受苦难；即自己之喜爱快乐，即知他人亦喜爱快乐；即自己之憎恨战争，即知他人亦憎恨战争；即自己之珍视幸福，即知他人亦珍视幸福。战争除毁灭人类的前途外，毫无其它任何意义。胜利永远属于真理而决不属于行骗者，属于广大群众，而决不属于一小撮人。

人无不宝贵其自己的生命、财产、亲属、乡土的，假如压迫者本身的父母、子女、丈夫、妻子、朋友遭受到杀害的痛苦、财产被掠夺的痛苦和文化被毁灭的痛苦，试问能忍受吗？以自己为例，推而广之，不去压迫他人，是最善良的品质，也是能够保卫世界和平的大英雄。假如自己不能忍受极其微小的痛苦，而对于残酷的压迫他人却丝毫无动于衷，那就无论贤与不孝，皆知其较禽兽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各权威伟人们！消除敌对，彼此伸出友谊之手，以实际行动，衷心地友爱合作，忏悔过去压迫的罪行，并保证今后不再重复，互相坦白地承认、消灭并原谅错误，互相发扬和称颂善良，彻底清除罪恶思想的残余，扩大人道主义的思想；这样，和平是绝对可以获致的。

贪瞋、我慢、嫉妒的恶行，决难结成美妙的果实。拿出善良的心为全世界广大人民建设、恢复并发展幸福的经济和文化的生活而努力是最高尚的；分别国家、民族、优劣的壁垒，把人类导向苦难，是最卑鄙的。相互在平等的地位上和轻松的气氛中，普遍建立起如金练般牢不可破的和平关系，不仅是善良者的愿望，也是我们佛教所指的“世界太平年岁丰，粮食佛法俱增长，安乐圆满而充实，一切希望皆实现”的宏愿。

人类的安危，掌握在各大国的手中，愿你们控制我慢、贪、瞋，发扬和平慈悲的精神，把一切人看成自己深恩的父母，使世界上永远不需要杀人的武器，互相亲如同胞兄弟般地和平共处。并望伟人们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异体同心的表率来倡导天下，使世界上一切人类洋溢着平等幸福的海潮，写下一页万年犹新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一个奉行佛法的老沙门，谨合掌当胸为此虔诚祈祷，并以所有一切法力功德，悉皆回向全世界快乐幸福的生活，祝其早日实现。善良的人们！团结起来为和平的事业而奋斗吧。[26]

以上引文在喜饶嘉措的许多文章或演讲中具有代表性，比较全面深刻地表达了他的和平与慈悲的理念。

爱国爱教言行

喜饶嘉措的爱国爱教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活动之中，尤其在他的一言一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从以下的历史场景中管窥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爱教之言行。

1937年，喜饶嘉措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政府参议会参议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喜饶嘉措于1939年前往甘肃、青海一带，视察各大寺院及土司头人，发动僧俗团结抗日。积极宣传抗战救国，发表了《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白螺的声音》，并举行息灾诵经法会。1949年，因其“护国精诚，深堪嘉尚”，国民党政府册封喜饶嘉措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

1942年，喜饶嘉措出席了国民党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1943年，蒋介石委派喜饶嘉措前往拉萨，意在争取大寺院对国民政府的好感，并宣传祖国统一的主张，但西藏地方政府只允许喜饶嘉措一人入藏。1945年，喜饶嘉措任国民政府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圆寂，喜饶嘉措代表国民政府前去慰问。

1949年，喜饶嘉措从南京返回青海故里，青海军阀马步芳逃离青海时，曾打算偕同喜饶嘉措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前往台湾，结果两位大师都断然拒绝，使马步芳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新中国及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同年，青海解放，青海省军政委员会派人寻访喜饶嘉措，请他参加政府工作，并出任青海省第一届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喜饶嘉措多次奔赴青海各藏区，宣传党的政策，为稳定青海藏区做出了贡献。

1950年，喜饶嘉措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并向西藏地区发表广播讲话，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劝说西藏上层人士，对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赴京和谈。途径西安时，喜饶嘉措又语重心长地叮嘱阿沛·阿旺晋美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成功。这对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

1959年，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喜饶嘉措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径。他发表讲话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可悲的事件。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愿，背叛祖国，背叛了佛教教规。”并在青海开展了许多宣传工作，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然而，喜饶嘉措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种种折磨，于1968年11月1日含冤去世。直至1979年10月6日，喜饶嘉措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并肯定了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佛教、热爱人民的高尚品德。

对于喜饶嘉措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多次称誉他为“爱国老人”、“藏族学者”。毛泽东主席还曾亲自写信，对喜饶嘉措予以慰问和勉励。中央特拨专款在北京雍和宫后面为喜饶嘉措修建一处禅院，并为喜饶嘉措配有秘书和汽车。1960年，周总理将北京龙华寺一口重达四千公斤的明代铸造的大铜钟送给喜饶嘉措，青海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循化道帏修建一座钟楼，以示对喜饶嘉措功德的嘉勉。

喜饶嘉措大师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用藏文写了许多赞颂共产党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诗歌。他常说：“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佛、法、僧）给我的恩情一样大，正是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才使我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党和人民政府信任并器重我，为了报答党的恩德，我要将一切献于众生的事业。”显而易见，喜饶嘉措大师不仅是一位佛学大师、社会活动家，而且是我国佛教界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为继承和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是新中国宗教界的楷模，是真正的佛门大师，值得我们后人永远怀念他。

（三）东噶·洛桑赤列

东噶·洛桑赤列（dung dkar blo bzang vphrin las，1927—1997），是中国享誉海内外的现代著名藏学家、佛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学家，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今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西藏师范学院藏语系（今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等职。他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在新中国的藏学研究领域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学术研究典范。

生平事迹

东噶·洛桑赤列出生于西藏林芝（kong po nying khri）境内的觉摩（jo mo）地方，父亲名才旺（tshe dbang），母亲叫扎西措（bkra shes mtsho），出生后取乳名达瓦（zla ba）。1932年被认定为工布扎西曲林寺（bkra shes chos gling）第七世东噶活佛（dung dkar）的转世灵童；1935年在扎西曲林寺举行坐床典礼，正式成为第八世东噶活佛，开始学习藏文和佛经。1936—1947年入色拉寺系统学习格鲁派五部大论；1947年，在拉萨祈愿大法会上顺利通过拉然巴（lha rams pa）格西学衔答辩，遂入拉萨上密院修习密宗，并于1954年获得阿然巴（sngags rams pa）学衔。

1955年起在西藏从事社会教学工作；1960年调任中央民族学院教师，直至1965年年底，其间自学汉语，开始阅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为今后利用汉文资料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从事藏学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1966—1978年回西藏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参加劳动，改造思想；1978年复任中央民族学院教师，1980年由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副教授，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调任西藏师范学院藏语系教授，直至去世。

东噶·洛桑赤列作为新中国的著名藏族教授和藏学家，在教学育人和科研工作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不仅在教学课堂上引经据典，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藏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出版问世的著作主要有《东噶大辞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八卷本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其中《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为重要代表作之一。

东噶·洛桑赤列既是一名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又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而使他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著名人物，用通俗的语言可称为“活佛教授”。所以，在讨论藏传佛教活佛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时，东噶·洛桑赤列便具有了得天独厚的话语权和身临其境的深度体会。他认为：

从他的实践可以证明，佛教和科学是可以统一的，可以同时存在于一身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写出了西藏历史著作《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正是对以上观点最好的注释。活佛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历史，是运用神学以外的新文化观点分析历史，并不影响佛教徒自身的世界观。研究学问，运用什么理论观点是一回事，而个人信仰又是另一回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得以认真贯彻落实之后，许多学者运用西方产生的新文化成果、学术理论来治学，不仅不会受到压制，反而会受到鼓励。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为什么不合理利用呢，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发明了相对论，同时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运用科学手段发现天体运转之间的关系，说明伟大的主创造的宇宙是多么美妙。因此，佛教界有人对我运用马克思主义写西藏历史感到愤怒是没有道理的。我的经师曾说过一句话：“等你在人世间完成了普度众生的事情，我们会在阿弥陀净土世界相聚，到时候我会在净土世界门口迎接你们”。我今天说这话，说明我是虔诚的佛教徒，在藏传佛教里，活佛一经认定，就会得到信教群众的广泛认同，活佛的地位是终身的，不会因为活佛身份的学者运用新文化观点研究西藏历史而改变自身佛教徒的世界观，历史上的著名学者布顿大师、五世达赖喇嘛运用佛学观点写成的史籍，为什么能得到当今唯物主义史学家和后人的认可，因为去除了浓厚的神学色彩，保留下了许多历史事实，我写的西藏历史书不过是直接叙述事实真相罢了。[27]

从以上表白中可以看出，东噶·洛桑赤列兼顾活佛身份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认定自己的终究身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其生老病死即人生重要阶段，应遵循藏传佛教的义理和仪轨；同时，他坚信自己在从事藏学研究过程中不受神学思想的约束，能够旗帜鲜明地采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实事求是地叙述西藏真实的历史和事实真相，因而使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著名史学家。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追求学术真理的法宝。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度教学或在新中国的科研工作中，东噶·洛桑赤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重要代表作

东噶·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藏传佛教制度所取得的一项重大学术成果。而东噶·洛桑赤列身为藏传佛教活佛，又是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学者之路，这是当下学子很想知晓的事情。实际上，东噶·洛桑赤列曾作过具体表述：

像我这样一个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长期生活过的受过佛教和剥削阶级习气影响的具有“活佛”名义的人，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也附带读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古代西藏历史的文献，在比较深入地理解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观、开阔了视野的现在来看，以前自己在寺院当僧人时对世界上社会的演变、社会发展的情况毫不了解。和当时相比，我想现在我的一些收获可以说是可喜的。由于认识到经过对以往的历史文献、历史事件、历史文物的分析和研究，吸取历史的教训，认识现在的新事物，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因此我把自己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历史方面的观点毫无隐瞒地写了出来。[28]

以上引言是东噶·洛桑赤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自己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学者之路所作的答复，他语重心长地讲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体会和心得，最终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和对学术真理的执着追求，探讨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真相。同时，东噶·洛桑赤列本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过程中，不仅受到革命教育、得到社会锻炼，而且获得新知识和新思想。正如他所言：“通过研究和写作它的过程，又可以使自己在改造世界观和历史观方面，继续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前进时，受到巨大的推动和鞭策”。[29]因此，东噶·洛桑赤列成长为一名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藏学家，其《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更是一部具有诸多创新性和承载厚重历史的精品藏学成果，它既拓荒了中国藏学研究的新领域，又开启了中国藏学研究的新路径，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极其重大。

历史意义

东噶·洛桑赤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量变到质变的原理，科学地阐释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及发展演变规律。他认为：“世上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经过初期部分的、数量的变化最后发生质变的。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是在原先的政教分离的形态上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这一制度不是在短时间内突然产生的，而是在宗教发展以后，经过政教分离的阶段，一部分佛教僧人的阶级属性逐渐发生了变化而带来的必然结果。”[30]这就是东噶·洛桑赤列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和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它在某种程度上弄清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来龙去脉。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其探索和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东噶·洛桑赤列在解析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经济基础之后，又阐明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主要特征。他说：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最高峰是一些宗教上层人士直接掌握政权，它开始于萨迦派，其后帕主噶举教派、噶玛噶举教派以及最后的格鲁派都依次掌握过西藏地方的政权。在这些时期中，各个教派之间为了争夺寺属庄园和属民的斗争是它们之间的主要矛盾，而教派之间宗教观点的不同是一般的、次要的矛盾，而在为争夺寺属庄园和属民而斗争时，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各个教派的有民族性和地区性的群众的信仰力量来为自己的斗争服务。当各个教派的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寺属庄园和居民的斗争、为争夺政权的斗争达到尖锐化的程度时，他们又总是被外来的入侵势力利用来作为扩大民族内部的分裂，以便自己的力量向西藏地方进行渗透的工具。在西藏地方内部，各个教派总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权的力量和经济的力量，来压制其他教派，这一错误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历代西藏地方政府不具备执行由政府供给佛教僧人稳定的生活供应的经济力量，于是给予佛教僧人以占有和经营寺属庄园、牧场、牲畜、属民的特权，是由这一经济上的错误政策所引起的。[31]

由此可见，东噶·洛桑赤列是一位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藏族学者，他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究和解决在科研领域中发现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东噶·洛桑赤列不仅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且精通西藏地方政教历史和祖国历史文化大背景，所以，他较为系统地叙述了西藏地方政府与祖国中央王朝的关系史，从而展示了西藏和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使《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更具有了历史意义。对此，东噶·洛桑赤列进一步解释说：

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观点作指导，同时把西藏地方的政教历史事件与祖国内地同时期发生的历史大事件联系起来考察，使得我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同时能够使西藏历史作为祖国历史的一部分来研究，有了一种整体的视觉轮廓。运用阶级分析观点分析历史重大事件产生的原因，能清晰地把握历史脉络。[32]

以上引言道出了东噶·洛桑赤列之所以成就为中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藏学大家的主要因素和个人条件。东噶·洛桑赤列认为：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情况，是西藏历史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要论述它，并不是单纯地就历史写历史，而是需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分析西藏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宗教情况，研究政教合一制度最初是怎样起源的、它后来的发展过程，最后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被废除的，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广泛和深刻的。[33] 诚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研究，特别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究和阐述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消亡的历史进程，是西藏地方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大课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东噶·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的末尾结语中讲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西藏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真正信仰宗教的僧人也在政教分开的原则下获得了解放。在爱国守法的前提下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生活上也受到国家的关怀和照顾，在心情舒畅的情况下信奉宗教。过去在执行政策中的一些“左”倾错误也正在被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34]这是东噶·洛桑赤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的藏区宗教信仰现状所作的评述，今天看来仍然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

学术价值

东噶·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是作者经多年研究，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生、发展直至消亡之史论。其学术价值在于梳理和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发现和解决了不少焦点问题。正如东噶·洛桑赤列在该书前言中所讲：

以往，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根源、发展过程、最后被废除的历史时，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从佛教传入西藏开始，它就与当时的政治相结合而得到发展，而不是脱离政治独立地发展的。这是因为，作为阶级社会里产生的一种宗教，必然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的反映，根本不可能有与政治脱离而独立存在的宗教。因此，在松赞干布时期把佛教的内容列入法律文书之中，并下令臣民要遵守宗教法规，这就是宗教转变为政治的第一个时期。还有的同志认为，宗教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教合一，只有当政治和宗教的领袖集于一人的时候，才能算是政教合一。

对于上述两个看法究竟哪一种正确的问题，通过学习和研究马列著作，我们知道第一种看法是不科学和不全面的。本书开头所引的恩格斯论述德国政教合一制度的著作《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摘录说明，所谓政教合一，是指世俗国王和教主由一个人来担任。在这一制度产生之前，经过了一个政教分离的阶段。利用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可以进一步明确认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情况，说明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也经过开初的世俗国王与教主分别存在的阶段，然后才发展为集国王与教主于一人而形成政教合一制度的。[35]

从以上引言中可以得知东噶·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解决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何时产生或形成的在藏学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同时，又从多角度引经据典，阐释了所谓“政教合一”的概念及其内涵。

此外，东噶·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引用了不少当前很难搜集到的藏文史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和真知灼见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为我们后世学者从事西藏社会政治、宗教制度、各个宗派以及藏族历史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广泛应用的丰富而珍贵的资料。东噶·洛桑赤列说：

我愿意把自己研究历史的一些体会奉献给广大读者作为资料。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去歪曲历史、贬低宗教，也不是想恢复教派之间的斗争，破坏宗教徒内部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而只想为比较清楚地认识在藏族历史发展全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过程，西藏与祖国之间的关系，与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为使本民族的后代汲取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写一些概略的材料。我觉得这些问题有：（1）佛教僧人依靠别人生活、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对宗教本身是有利还是有害，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2）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宗教职业者应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3）各个教派的利益、整个宗教的利益和我们全民族的利益应该怎样结合起来；（4）由于偏爱各自的教派，破坏了本民族内部的团结，在历史上产生了哪些令人痛心的血的教训；（5）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当时力量强大的宗教、教派之间的矛盾，以及民族内部的偏向来为他们争夺统治地盘的斗争服务，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6）元朝能够派兵到西藏地方，把西藏统一到祖国版图之内这件事，是由于西藏地方有哪些政治的和宗教的条件；（7）从元朝利用萨迦教派和萨迦班智达家族到清朝和蒙古准噶尔部利用格鲁派和达赖喇嘛及班禅的声望，其间的统治阶级都为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而利用当时力量强大的教派、有声望的喇嘛、格西的原因何在。[36]

不难看出，东噶·洛桑赤列视野开阔，思路敏捷，并对西藏政教历史上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思熟虑的见解。他不仅在以上引言中提出了七个极为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中基本得到解决。值得说明的是，此类学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总之，东噶·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第一次突破藏族传统的经院式的研究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析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消亡的历史规律和必然结果。该书一问世就在藏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因而同时产生了几种汉译本。可以肯定，《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为中国藏学研究领域开创了一条科学的崭新的研究路径。

第二节 新中国时期藏传佛教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5月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解放前，由于藏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藏传佛教成为支配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直接参与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社会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完全超越了宗教所赋有的职能，直到民主改革，才开始扭转这一局面，使广大藏族人民无论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在生产生活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开放和大解放，宗教信仰成为人人自由选择和自主支配的对象。

一 藏区藏传佛教概况

1954年11月国家统计局关于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称，藏族2775622人，其中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区人口是1373669人。另外，根据解放初期的资料，西康藏族约600000人；青海藏族为425100人；甘肃藏族为145389人。藏、康、青、甘四地藏族人口共为2444518人。其余331104人，即为四川和云南两省的藏族人口。[37]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自治区境内共有2711座藏传佛教各宗派寺院，114103名僧尼，其中上层活佛约4000人；青海省境内共有722座寺院，约57647名僧尼，其中活佛约1240人；四川省境内共有747座寺院，约93700名僧尼；甘肃省境内共有369座寺院，约16900名僧尼，其中活佛310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有24座寺院，约3233名僧尼，其中活佛34人。这里没有统计内蒙古、新疆以及内地等不少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及僧尼，仅藏族地区的寺院就达4573座，僧尼约285583人，约占藏族总人口的10%以上。这无疑给当时藏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广大农牧民的物质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压力。

1959年开始在西藏地区推行民主改革。经过民主改革，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地区实现了政教分离，宗教信仰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这是藏传佛教史上发生的一次历史性转机，不但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现政教分离，而且使僧尼自食其力、实行民主管理，因而无论寺院还是僧尼均在其数量上出现大幅度减少。根据1965年的统计：当时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只保留553座寺院，6913名僧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的第一次历史性实践，它基本上符合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不仅裁减大批僧尼从而解放了藏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保留下来的寺院数量也基本上能够满足广大藏族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信仰需求。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历时十年，使民主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许多藏传佛教寺院被拆除，绝大多数僧尼被迫还俗，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蒙受挫折，给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带来严重的心灵创伤。“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歪曲，藏传佛教同全国其他宗教一样遭到了破坏，致使西藏地方仅剩八座完整的寺庙，僧尼人数只有一千人左右。[38]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藏传佛教得以恢复并进入发展时期。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藏族信教群众重新获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藏族地区掀起一股修复寺院、出家为僧尼的热潮。藏传佛教寺院在青藏高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藏族年轻人犹如潮水般地涌入各个寺院出家为僧尼。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对藏传佛教怀有强烈的信仰之心。

从当前中国藏传佛教的现状来看，过去藏族信教群众一度掀起大规模宗教狂热的思潮，早已趋于缓和或平静下来，藏族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已转入正常秩序，完全成为个人所支配的对象或私事。

就现代藏传佛教的规模和状况而言，主要体现在寺院和僧尼的数量上。根据资料统计，中国整个藏族地区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境内共有2769座藏传佛教寺院。而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无论在寺院数量还是在僧尼数量上均有所增加，有关文献记载：

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委员会统计，截至1994年年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各地、市、县人民政府及各级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批准开放的藏传佛教寺庙达1191座，“拉康”396座，“日追”200个。2000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公布，“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投资3亿多元人民币，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及时修缮和保护了大批文物。西藏现有寺庙及各种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座，僧尼46000多人。

四川甘孜藏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着“因教制宜，因陋就简，方便群众生产和生活，适当照顾教派”的原则，按照“全面规划，区别情况，合理安排”的要求，逐步开放了州内藏传佛教寺庙。1981年第一批开放了塔公寺（萨迦派）、甘孜寺（格鲁派）、八邦寺（噶举派）、更庆寺（萨迦派）、理塘寺（格鲁派）5座寺庙。至1982年3月又开放藏传佛教寺庙10座。1982年11月再次开放26座。至1982年年底，全州开放藏传佛教寺庙41座。到1985年年底，全州共开放藏传佛教寺庙129座，到1989年年底，已达到446座，其中，格鲁派寺庙102座、宁玛派寺庙198座、萨迦派寺庙68座、噶举派寺庙31座、苯波教寺庙42座。

四川阿坝藏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积极开展了寺庙的修复和开放工作。仅若尔盖县从1980年至1985年就重修和开放藏传佛教寺庙26座，松潘县自1980年至1986年维修开放藏传佛教寺庙15座。到1990年全州共开放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238所，有宗教界人士12725人。

截至2010年年底，四川共有藏传佛教寺庙780余座，僧尼68000余名。

青海藏区，从1979年以来，青海省政府决定恢复开放寺庙，使宗教职业人员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正常地进行宗教活动。1979年2月，塔尔寺修复后重新开放。从1979年至1995年，在全省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放了一批寺庙。对于已被拆除的著名的佑宁寺，通过政府拨款、信徒集资等方式进行了重建。各寺庙还恢复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定管理制度，加强了对寺院的宗教事务和行政事务的管理。

据有关调查统计，截至1995年年底，全省共有藏传佛教寺院666座，住寺僧人24478人。其中，格鲁派寺院343座，寺僧12800人；宁玛派寺院170座，寺僧5885人；噶举派寺院105座，寺僧3643人；萨迦派寺院28座，寺僧975人；觉囊派寺院9座，寺僧872人；苯波教寺院11座，寺僧303人；另有社会流散僧人3650人。

截至2010年10月，青海全省经政府批准开放的藏传佛教寺院共有658座，自行开放的2座，其中格鲁派寺院363座，宁玛派寺院144座，噶举派寺院102座，萨迦派寺院34座，觉囊派寺院10座，苯波教寺院7座；共有藏传佛教僧尼44500人，其中转世活佛649人。

甘肃藏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藏传佛教工作方面，开始拨乱反正，认真进行落实宗教政策的工作，包括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开放寺院。到1986年年底，全省共开放藏传佛教寺院108座，其中甘南州有89座；全省共有藏传佛教僧人5000多人，其中甘南州有4700多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甘肃全省有批准开放的藏传佛教寺院235座，主要分布在甘南、武威、临夏、张掖、酒泉、定西、兰州、陇南等8个市（州）25个县（市、区），其中甘南州121座、武威市16座、临夏州65座、张掖市7座、酒泉市1座、定西市6座、兰州市11座、陇南市8座；有教职人员11036人，其中转世活佛123人、僧人10556人、尼姑357人；教派主要有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和苯波教。

云南藏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国家建设大局出发，以维护安定团结为重，积极落实宗教政策。迪庆州从1983年8月起，逐步恢复中甸、德钦、维西三县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如中甸县的松赞林寺、云登寺、大宝寺、承恩寺，德钦县的东竹林寺，维西县的达摩寺等。到1990年，迪庆州恢复并开放藏传佛教寺院21座，各乡村还恢复了一些地区性庙宇、经堂等宗教活动点，满足了广大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需要。1988年，丽江玉峰寺修复竣工并举行佛像落成开光典礼。宁蒗的永宁扎美戈寺、则波萨迦寺、蒗蕖萨迦寺，贡山普化寺等也已修复开放。截至2010年年底，云南藏区共有藏传佛教寺庙38座，僧尼2800余名。[39]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中国整个藏族地区共有3411座寺院（包括拉康、日追等小庙以及苯教寺院），僧尼达172336人。这一数据表明寺院数量已超过民主改革前全藏区寺院总数的3/4；僧尼人数亦超过民主改革前全藏区僧尼人数的一半以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藏族地区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迁，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文化意识形态的更新。同时，藏传佛教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且具有不少新的时代特质。从纵向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藏传佛教经历了恢复、发展和演化三个阶段，这充分显示了藏传佛教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逐渐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良好态势；从横向层面看，藏传佛教在藏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中固有的宗教功能逐步式微。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藏传佛教的政治功能基本消失；其文化功能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弱化，但现在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依然存在；经济功能有所示弱可仍有一定的存在价值或可发挥的市场空间，如现代藏区的寺院虽然不拥有牧场农田等资源，但每座寺院在农牧区依然成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实体，它们有一定的经济收支和资本积累，在农牧区的市场经济运行中有着很强的竞争力，而且不少寺院已经是当地广大农牧区唯一能够参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大户。

二 藏传佛教寺院建设

当前，藏传佛教无论在寺院组织、僧尼戒律，还是在开展宗教活动等方面均趋于成熟。可以说，藏传佛教正处在一个健康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从藏传佛教不同宗派的分布和状况来看，格鲁派乃是藏传佛教中分布最广、势力最强的宗派，依然保持着藏传佛教主流宗派的地位。

（一）格鲁派寺院

依据中国整个藏区共有2769座寺院的保守数字，其中格鲁派拥有1460座寺院，已超过藏传佛教各宗派寺院总数的1/2，遍及整个藏区；其宗派势力主要以七大寺院为标志：即位于西藏拉萨的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号称拉萨三大寺，它们历来是藏族信徒向往的朝佛圣地；位于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大师的驻锡寺，在藏族信徒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位于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在藏传佛教界享有盛名；位于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寺，是历代嘉木样活佛的驻锡寺，在甘、青、川藏区的广大信教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宗教影响；位于西藏昌都的强巴林寺，是历代帕巴拉活佛的驻锡寺，在该地区具有一定的宗教影响力。

甘丹寺是格鲁派祖寺，拉萨三大寺之一，又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坐落在今拉萨市东北30多公里处的卓日沃切山腰，俨如一座山城。有关史料记载：

全寺共有23个康村和20个米村。康村一般由小经堂、僧舍、厨房、仓库等组成。僧人分别被安排在各康村或米村。第五世达赖喇嘛时，寺内定员共为3300人，最多时达5080余人。

寺内保存有许多珍贵文物，清乾隆皇帝于1757赐给的一套御用盔甲，上镶嵌着金银珠宝，并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还有唐绣24幅，绣像为十六罗汉、四大天王等。每年藏历一月十五日称“甘丹色唐节”，搬出展览3周。

甘丹寺无论在宗教、政治方面，还是在建筑艺术方面，在西藏都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宗喀巴宗教改革的基础上创建的。1961年该寺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但在十年浩劫中惨遭破坏，成为一片废墟。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1980年开始，国家相继拨款予以修建。目前已修复了阳八键和司东康（含宗喀巴灵塔及殿顶金塔）及部分僧舍，现僧众400余人，该寺初具规模。1987年第十世班禅大师将原藏于该寺的国家特级文物、纯金汁书写整套《甘珠尔》经和十六尊者锦缎、唐卡佛像等镇寺之宝，由北京迎请回该寺保管，受到各界群众寺僧的热烈欢迎。199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布再次拨款2000万元，对该寺作大规模修复。各项工程到1994年年底已全部竣工。[40]

甘丹寺最大特点是没有设立活佛转世制，寺院主持以推举甘丹赤巴（法座）的方式来继任。首任甘丹赤巴是宗喀巴大师，第二任是宗喀巴的大弟子嘉曹杰，至1954年甘丹赤巴已传到第九十六任。甘丹寺的僧侣人数在历史上定额为3300名，排在哲蚌寺、色拉寺之后，但是甘丹寺作为格鲁派祖寺，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地位，尤其是甘丹“赤巴”在格鲁派中威信极高。

哲蚌寺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又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坐落在拉萨市西郊的格培乌孜山南坡的山坳里，在历史上发展成为藏族地区规模最大、僧侣最多、级别最高的一大佛教僧院。僧侣定额为7700名，最盛时多达上万名，最高僧职为措钦“赤巴”（大法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该寺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保护。有关文献记载：

哲蚌寺殿宇相接，群楼层叠，富有西藏宗教建筑特点。寺内珍藏佛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各百余部，还有宗喀巴三师徒佛教经典的手抄本数百部，对研究佛教和西藏文化有重要价值。[41]

20世纪90年代，哲蚌寺共有427名住寺僧人。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开始的拉萨雪顿节，就在该寺拉开序幕，此时成千上万的信教群众和观光旅游者涌入寺中，参与盛会，场面宏大而热烈。

色拉寺是拉萨三大寺之一，也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坐落在拉萨市北郊的色拉乌孜山脚下，主要由大经堂、杰巴扎仓、麦巴扎仓、阿巴扎仓等组成，建筑群体宏伟壮观，寺内藏有许多经卷、唐卡、佛像等珍贵文物。如“措钦大殿内的罗汉堂供有明朝皇帝赐给释迦益西的檀香木十八罗汉像；文殊殿内收藏有明永乐八年（1410）印制的108函大藏经；观世音殿内收藏有金汁缮本《甘珠尔》和《丹珠尔》经。殿堂墙壁上绘有释迦益西两次到内地朝觐、受封及从事宗教活动的壁画，记载了西藏地方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及各民族团结共济的史实”[42]。色拉寺1962年被定为西藏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90年代，色拉寺共有327名住寺僧侣，香火旺盛，每年朝佛和观光旅游者络绎不绝。

扎什伦布寺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坐落在今西藏日喀则市西郊。该寺作为历代班禅额尔德尼的驻锡地，在藏族地区享有崇高地位；寺院殿堂林立、规模恢宏，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佛像，即弥勒大佛像；寺内还建有历代班禅额尔德尼的灵塔，供信徒膜拜。在历史上其僧侣定额为4400名，是格鲁派在后藏地区最大的寺院，具有与拉萨三大寺同等的宗教地位。

扎什伦布寺原有第一世达赖喇嘛灵塔和第四至第九世班禅大师的祀殿。“十年动乱”中，第四世班禅大师的灵塔遭破坏，1972年起由国家拨款修复。1985年国家又拨专款780万元、黄金217.7斤、白银2000斤、紫铜11277.5斤、水银1330斤，宝石、珍珠适量以及大量建材，由第十世班禅大师主持修复第五至第九世班禅遗体合葬灵堂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该灵塔高11.52米，祀殿高35.17米，总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于1988年12月竣工。

1989年1月，第十世班禅大师由北京回日喀则主持前五位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的开光典礼，由于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经中央、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医疗专家组多方抢救无效，于1月28日20时16分在驻锡地德虔格桑颇章宫圆寂。为了表彰大师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佛教、热爱本民族的伟大业绩，在其逝世的第三天，即1月30日，国务院就做出决定，为大师修建一座供奉法体舍利的金质灵塔，从国库拨款6400万元、黄金600多公斤、白银500多公斤以及其他珍贵材料。这座高达11.52米、镶有各种珠宝的全金色灵塔和33米高的华丽祀殿，是新中国投资最多、建筑规模最大的寺院灵塔。

在修建灵塔之前，必须对大师的法体采取保护措施。为此，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门提供了500多公斤的名贵药物，其中有藏红花5公斤、帕苦麻粉、白檀香粉、高级冰片和“六种良药粉”等。人们用名贵的藏红花、檀香料、盐等多种原料配制的药水，为大师精心沐浴，擦洗法体，再用绸缎紧裹，吸出法体水分，历时四个月，按期更换绸缎，将水分吸尽，方可保障法体长期保存。第十世班禅大师灵塔工程于1990年9月20日开工，数以千计的藏汉族技术人员和民工，经过三年的努力，已于1993年9月4日举行盛大的开光典礼。建造大师灵塔的方案，是根据其本人亲自对第五至第九世班禅灵塔所提出的改建方案慎选的。塔址位于该寺中部，其规模基本上与“扎什南捷”相当，而且有所改进，既体现了藏传佛教特点，又反映了90年代的建筑技术，融民族风格、传统艺术和文物价值于一体。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将同他的灵塔祀殿“释松南捷”一起，流芳百世，永垂史册。[43]
当前，扎什伦布寺依然规模宏大、金碧辉煌，实为西藏日喀则地区乃至整个藏族地区一座大型藏传佛教寺院。20世纪90年代，住寺僧人达786名。

塔尔寺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坐落在今青海省湟中县城，距离西宁市26公里。塔尔寺是当地佛教徒为了纪念宗喀巴大师而在他的出生地建造的著名格鲁派寺院，在藏传佛教界特别在格鲁派中具有重要地位。塔尔寺是一座融合了藏汉建筑风格的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整个寺院由大经堂、显宗学院、密宗学院、时轮学院和医学院四大学院构成，历史上最盛时住寺僧侣达3600人。寺内绘画、堆绣和酥油花享誉海内外，被称为塔尔寺的“艺术三绝”。

塔尔寺的重要组成部分“善逝如意八宝塔”是该寺的主要标志性建筑，以纪念佛陀释迦牟尼的八大成就而建造的，第一座“善逝塔”（bde gshegs mchod rten），以纪念释迦牟尼在蓝毗尼降生；第二座“菩提塔”（byang chub mchod rten），以纪念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第三座“法轮塔”（chos vkhor mchod rten），以纪念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第四座“神变塔”（cho vphrul mchod rten），以纪念释迦牟尼示现神通，降伏外道；第五座“神降塔”（lha babs mchod rten），以纪念释迦牟尼升天说法后重返人间；第六座“和平塔”（dbyed zlum mchod rten），以纪念释迦牟尼平息僧团内部纷争；第七座“殊胜塔”（rnamrgyal mchod rten），以纪念释迦牟尼证得自主生死之境界；第八座“涅槃塔”（myang vdas mchod rten），以纪念释迦牟尼在拘尸罗什涅槃。

塔尔寺每年举行四大祈愿法会：其一，正月祈愿大法会，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盛会；其二，四月祈愿大法会，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出家、成道和涅槃的法会；其三，六月祈愿大法会，是纪念释迦牟尼“三转法轮”的法会；其四，九月祈愿大法会，是纪念释迦牟尼“神降”（lha babs）降凡的大法会。

当前，塔尔寺以历史悠久、殿藏丰富、交通方便等优势，成为青海省境内著名的宗教圣地和旅游胜地。20世纪90年代，塔尔寺共有500多名住寺僧人，每天都在按照宗教仪轨，从事各种宗教活动。

拉卜楞寺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坐落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城西郊，依山傍水，环境十分优美。该寺规模宏大，主要由大经堂以及闻思学院、上续部学院、下续部学院、时轮学院、医药学院和喜金刚学院六大学院构成，建筑群体雄伟壮观，历史上最盛时住寺僧侣达3600多人。拉卜楞寺的最大优势在于学制健全，学僧高僧辈出，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拉卜楞寺寺主为历代嘉木样活佛，现已传至第六世嘉木样活佛。为保护古迹政府多次拨款维修拉卜楞寺，20世纪80年代初就投资80万元人民币建藏经楼存放珍贵古迹；1985年4月7日大经堂意外失火后，国家拨款1200万元人民币重建，于1990年竣工；后又建成亚洲独一无二的“贡唐铜塔”，使拉卜楞寺内主要建筑得以修复。当前，拉卜楞寺不失为安多藏族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和宗教文化中心。

强巴林寺（byams pa gling）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寺院，坐落在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镇。由麦·喜饶桑布于1437年创建。初期阶段，寺内相继建立五大扎仓（学院），至清代中后期，该寺发展迅速，将原五大扎仓扩建为八大扎仓（学院），并形成帕巴拉、希瓦拉、嘉热、贡多和智塘加热等大活佛转世系统，其中帕巴拉活佛为法定寺主，其影响遍及昌都地区和林芝部分地区。当前，强巴林寺是西藏昌都地区寺僧最多、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格鲁派大型寺院，住寺僧人达一千多名。

（二）宁玛派寺院

宁玛派作为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宗派，在藏族地区有着漫长的演进历史。除了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桑耶寺等之外，在其他藏族地区也有不少历史久远的宁玛派寺院。藏传佛教“前弘期”产生的藏族第一批出家僧侣中的毗茹札那大师早在公元8世纪就到今四川阿坝藏族地区传教布道，在那里他一边翻译佛经、讲授教法、坐禅修定，一边招收徒弟、建立寺庙、弘传佛法。故宁玛派在阿坝藏族地区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一定的宗派影响力。

公元8世纪，吐蕃佛教传入今云南迪庆藏族地区，“吐蕃经营洱海区域百余年，西藏前弘期佛教伴随吐蕃势力进入滇西北迪庆藏区而传入洱海区域，应无疑义”。[44]故宁玛派在迪庆藏族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佛教传入安多地区，即今青海藏族地区，随之产生了佛教寺院。如丹斗寺、白马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古老藏传佛教寺院。当前宁玛派寺院遍及青海省整个藏族地区，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有深厚的信教群众基础。

依据中国整个藏区共有2769座寺院的保守数字，其中宁玛派拥有753座寺院，在数量上仅次于格鲁派而位居第二，遍及西藏自治区以及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藏区。从分布情况来看：西藏自治区境内有344座；四川省甘孜及阿坝两地有262座；青海省藏族地区有135座；甘肃省藏族地区有8座；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有4座。其中四川的甘孜和阿坝地区为宁玛派的文化中心，主要以噶托寺、白玉寺、佐钦寺和协庆寺四大寺为代表；西藏自治区作为宁玛派的发源地也具有一定的宗派势力，以敏珠林寺和多杰札寺两大寺为代表。

噶托寺为四川藏区宁玛派四大寺之一，位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是一座历史比较悠久的宁玛派寺院。历史上，该寺最兴隆时占地约一平方公里，经堂48座、辩经堂42座、静修堂5座、僧舍513套。尤其有三座著名佛殿，第一殿置有从印度运来、高9.4米之铜塔；第二殿供奉高8米的释迦佛铜像；第三殿为密宗殿。该寺还拥有印经房11间，里面保存藏、梵文经书达900余种。在教法传承方面，以传授属于西藏敏珠林寺一派的“伏藏南传”教法仪轨，同时兼习宁玛派远传经典系的教法仪轨，寺院主持以转世活佛的形式来接任相承。解放前，噶托寺一直受到德格土司的支持和供养，因而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在藏区享有较高的声誉，历来前往该寺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

当前，噶托寺依然焕发出昔日的辉煌，已是一座设施齐全、结构完备、规模较大的正规宁玛派寺院，香火十分兴隆。

白玉寺是四川藏区宁玛派四大寺之一，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城郊。该寺最大特点是它同藏传佛教帕主噶举派的玛仓巴支系在教法仪轨上有一定的联系，故在佛教显密教法的传授以及修习等方面与宁玛派其他寺院有所差异。白玉寺的寺主，即历代噶玛洋赛活佛都要前往噶玛噶举派寺院德格八蚌寺，在其司徒活佛座前受戒。此外，白玉寺在密宗教法仪轨方面，将莲花生大师奉为密法祖师和本尊（yi dam），在各殿大堂内雕塑大型莲花生大师像，该寺僧人以传承和修持源于莲花生大师的大圆满法为最高密宗大法。

当前，白玉寺规模宏大、金碧辉煌，寺僧众多，信众络绎不绝，香火旺盛，俨然一座大型宁玛派正规寺院。

佐钦寺为四川藏区宁玛派四大寺之一，位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历史上，该寺兴隆长盛，其主要原因在于寺院教育，它参照格鲁派在系统学习佛教显宗理论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编制并开设十三部显教经论课程。佐钦寺逐渐发展为康区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系统修学宁玛派教法的中心寺院，甚至成为藏区一座深造佛学思想、研习藏族文化的高级学府，不仅在中国藏族地区享有崇高威望，而且在尼泊尔、不丹等周边国家地区亦赢得很高声誉。当前，佐钦寺依然继承优良传统，在寺院教育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系统修学宁玛派十三部显宗大论。

西藏自治区作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这里的不同宗派的寺院在整个藏族地区享有不可替代的祖寺地位。宁玛派也不例外，多杰札寺和敏珠林寺在整个藏族地区有着很强的宗派影响力。

多杰札寺为西藏自治区宁玛派两大寺之一，位于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贡嘎县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北岸的一座山崖脚下，规模不大，远处望去，寺院与山崖非常协调，极为壮观。传说寺院背面的山崖中曾出现过一个自然形成的质地为绿松石的金刚杵，因而寺院取名为多杰札寺，意为“金刚崖寺”。多杰札寺在历史上最盛时住寺僧人达两千多名，这在宁玛派寺院中为数不多。该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1978年以后，国家拨专款进行了维修。曾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多杰札·江白洛桑活佛，在世时常去该寺主持佛事活动，寺庙的管理工作也做得较好。

当前，多杰札寺有29名出家僧侣，其中有两名老僧，分别为73岁和67岁（1997年数据），其余都是年轻僧侣，最大的30岁，最小的16岁。寺僧中除了一人来自日喀则仁布县外，均为本地山南地区贡嘎县人。该寺已建立严密的管理机构，即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由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三名委员组成，并有具体的分工。因此，无论是寺院的经济管理、宗教活动，还是个人的组织纪律、工作安排皆井然有序。

敏珠林寺为西藏自治区宁玛派两大寺之一，位于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扎囊县札切乡境内。该寺以继承和发扬宁玛派“伏藏南传”支系的教法仪轨而闻名，同时，又以研习藏族十明学科而著称。“十明学科”包括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星象学、工艺学、医学、声律学、正理学和佛学。此外，敏珠林寺在藏文书法上取得辉煌成绩，曾影响一代又一代藏族书法家。解放前，藏族地区慕名前来敏珠林寺求学的僧俗人士络绎不绝，尤其是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俗官习惯到敏林寺学习文化知识，包括学习藏文书法。文献记载：

敏珠林寺历史悠久、寺规严密，对佛教的发展和藏族文化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先后出现了不少精通佛法、学识渊博的高僧大德。寺院还收藏了不少珍贵经典、壁画、唐卡等文物。

十年动乱期间，除个别房屋用作公用仓库外，多数僧人的住房和所有大小经堂、佛殿及其供养的佛像、佛经、佛塔等贵重文物再次遭到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该寺又修复开放。寺内现存文物有以银、铜、木、泥等雕塑的佛像，如佛祖释迦牟尼、近佛弟子八大菩萨、马头金刚、手持金刚、色彩和姿态不一的度母；宁玛派著名法师古日却旺，莲花生八尊：即古日释迦狮子、古日莲花生、古日日光、古日狮子吼、古日忿怒金刚、古日莲花金刚、古日莲花王和爱慧等；还有镀金镶有宝石的佛祖灵塔和各种大小不一的精制佛塔、唐卡、大量经典，印有创建本寺的德达林巴大师脚印的大石板等稀世文物。[45]

当前，敏珠林寺有53名僧人，其中老僧5人，都在45岁至74岁之间（1997年数据）；其余均为新僧，最大的34岁，最小的17岁。在53名僧人中除了两名分别来自山南地区措美县和桑日县外，皆是本地扎囊县人。该寺在寺院管理方面与多杰札寺一样，建立寺管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并行使民主管理。另外，敏珠林寺继承优良传统，于1995年在寺内设立文化学院，打算研习藏族传统文化。

（三）噶举派寺院

噶举派作为藏传佛教诸宗派中支系最多的宗派，它拥有众多寺院。从时间上看，噶举派正规寺院产生于12世纪，晚于宁玛派寺院。随着噶举派的蓬勃发展，其寺院遍及整个藏族地区。

依据中国整个藏区共有2769座寺院的保守数字，其中噶举派拥有366座寺院，从数量上排在格鲁派和宁玛派之后，位居第三，仍不失为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从地区分布情况来看，西藏自治区境内共有217座噶举派寺院；青海省境内共有101座噶举派寺院；四川省藏族地区共有43座噶举派寺院；云南省境内有5座噶举派寺院。以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为噶举派两大中心。

噶举派寺院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分布情况是：拉萨市区有23座，林芝地区有20座，山南地区有39座，日喀则地区有29座，阿里地区有14座，那曲地区有28座，昌都地区有78座；噶举派寺院在青海省境内的分布情况是，绝大多数寺院集中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其境内就有93座噶举派寺院。可见青海玉树地区和西藏昌都地区又是噶举派寺院最集中的区域。

从噶举派内部支系派别来看，噶玛噶举派寺院遍及绝大多数藏族地区，以距离西藏自治区较远的云南藏族地区为例，其境内五座噶举派寺院中就有三座噶玛噶举派寺院，说明噶玛噶举派在藏族地区具有一定的宗派影响力。

楚布寺是噶玛噶举派著名寺院，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古荣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寺得到不断修复和建设，一年一度的楚布亚西节日活动已正常进行。1992年6月25日中央政府颁发《批准书》：“同意认定西藏自治区昌都县拉巴乡巴果牧民顿珠和洛嘎夫妇之子伍金赤列为第十六世噶玛巴的转世灵童，特准继任为第十七世噶玛巴”，同年9月27—29日在该寺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国务院宗教局局长任务之等莅临祝贺。现该寺已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6]
当前，楚布寺虽然其住寺僧人不算很多，建筑规模也谈不上宏大，但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既是噶玛噶举派的祖庭，又是历代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住锡地，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很高的威望。

八蚌寺是噶玛噶举派著名寺院，位于今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境内。该寺虽历史不很久远，但作为德格土司五大家庙之一，曾得到德格土司的扶持，发展迅速；同时，八蚌寺又是历代司徒活佛的驻锡地，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至1957年八蚌寺常住僧人达五百多名，并在邻近地区拥有众多附属子寺，大约有八十座，如在青海省玉树地区就有不少附属子寺，甚至远在云南丽江地区也有其子寺。当前，八蚌寺恢复原样，香火旺盛，在藏族地区具有一定的宗派影响力。

智贡噶举派在藏族地区有较强的宗派影响，以智贡提寺为中心寺院，该寺不但在智贡噶举派的兴衰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下来，而且为智贡噶举派的延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智贡提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墨竹贡卡县境内，它在整个智贡噶举派寺院中依旧有着祖寺的威望和引领整个宗派的教主地位。关于该寺的现实状况，有关文献记载：

智贡提寺有其自己的特点。寺内除经堂大殿、藏经楼外，还有一修禅密室。寺里规定僧人在密室中修习时间需为三年三个月零三天，最短也需六个月。修满三年以上者，可得到仓巴（修禅者）头衔。修习“拙火定”是该寺的一大特点，据说修成后，在御寒等方面有着特异的功能，因其复杂难学，修成者寥寥无几。施行“颇瓦功”，即“灵魂出窍法”，是该寺僧人独有的灌顶方法。智贡提寺外还有一个在西藏被称为“世界三大天葬场”之一的智贡天葬场，藏语意译为“智贡提坛城”。天葬场不远处有六个前世智贡活佛的灵塔。

“十年浩劫”中，寺庙遭到破坏，僧侣被逐。1980年后国家拨给巨款予以修复。1992年时，有二十九名喇嘛在此修禅，年老的取冥想的修禅方式，年轻的还需念经。据传智贡噶举是西藏很有影响的一个教派，名扬川、甘、青、滇四省的藏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闻名全藏的马年转冈底斯山、猴年转日神山均为该寺所创。近年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智贡提寺管理得越来越好，在周围群众中影响很大，人们纷纷要求来寺当喇嘛。目前，在该寺修习的喇嘛已达百人以上。[47]

当前，智贡提寺常住寺僧达百人，这一数目足够说明该寺在整个智贡噶举派寺院中尚属大型寺院。

此外，智贡噶举派寺院中还有不少尼僧寺。譬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共有21座智贡噶举派寺院，其中就有五六座尼僧寺，而且在尼僧寺内常住一定数量的尼僧，如玉树州囊谦县境内的塔玛寺常住尼僧80人、麦庆寺常住尼僧76人，盖玛寺常住尼僧60人。

达隆噶举派，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状况，近似于智贡噶举派，在藏族地区具有一定的宗派影响力，以达隆寺和类乌齐寺为代表性寺院。

达隆寺坐落在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境内。历史上，达隆寺是达隆噶举派第一祖寺，曾盛极一时，其影响力远至甘肃省部分藏族地区。达隆寺以达隆噶举派母寺自居，后来在昌都地区建造类乌齐寺后，达隆寺又称达隆噶举派“上寺”，称类乌齐寺为“下寺”。简而言之，达隆寺在达隆噶举派乃至藏族地区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和宗教地位。当前，达隆寺住寺僧侣达一百来人。

类乌齐寺是达隆噶举派著名寺院，位于今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县境内。该寺在历史上以规模宏大著称于藏族地区，设立三个扎仓（学院）和二个拉章（府邸），常住僧侣多达三四千人，为西藏东部最大的噶举派寺院。尤其是 “昌吉玛”大殿，即祖拉康（gtsug lag khang），始建于1320年，是类乌齐寺的标志性建筑，历史上规模宏大。文献记载：

昌吉玛殿建筑面积为2809平方米，分三层，一层称条花殿，墙厚1.6米；二层称红殿，用大小石头砌成；三层称白殿。该寺有大小佛像四万尊，用黄金粉写成的经书两万卷，金银混合粉和银粉写成的经书三万多卷。

相传，元朝皇帝也孙铁木儿的太后玛卡于泰定元年（1324）曾将其一半财产捐献给祖拉康寺。明朝洪武年间，曾封该寺第三代法台曲吉坚村为“大国师”，赐封册、印章、官服等。清朝雍正帝又封其第十三代法台邦秋昂旺朗加，赐金册、金印，并用金粉御书“法震西”匾额相赠。

祖拉康原藏许多珍贵文物，其中著名者有桑吉温建寺时所铸的紫金质释迦牟尼佛像——塔旺伦布，传说其腹内藏有佛舍利一升和手指一节；还说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九龙金马鞍和挂刀等物也由该寺保存。“十年浩劫”中，祖拉康遭破坏几尽，仅存遗址。1982年起国家拨专款予以修复，使西藏这座最大的噶举派寺院之一重现于世，每年六月十五日的“仲确节”也已恢复。该寺现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存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唐卡12幅等众多文物。[48]

当前，类乌齐寺不仅是达隆噶举派的一座著名寺院，而且是藏族地区很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大型寺院，住寺僧侣达400人。

周巴噶举派在中国藏族地区拥有不少寺院，当前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共有十座周巴噶举派寺院，其中尚有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如囊谦县境内的桑买寺有住寺僧侣250人，采久寺有住寺僧侣270人。同时，玉树州境内尚有几座规模不小的周巴噶举派尼僧寺。

热隆寺是周巴噶举派祖寺，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热隆乡境内。当前，热隆寺小范围已修复，有20名住寺僧人。由于热隆寺地处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夏季牧场，其环境除了短暂的夏季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之外，其余春、秋、冬三个季节均寒风刺骨，平时到寺院朝佛的香客很少。所以，热隆寺时常将各个殿堂上锁，并养几条藏獒看护寺院。尽管如此，热隆寺作为周巴噶举派祖庭，在国内外周巴噶举派中具有重要宗教地位。不时得到不丹、锡金等国家和地区人士的个人资助。

（四）萨迦派寺院

依据中国整个藏区共有2769座寺院的保守数字，其中萨迦派拥有141座寺院，数量上排在格鲁派、宁玛派和噶举派之后，位居第四。以西藏自治区为萨迦派文化中心，共有94座萨迦派寺院，约占整个萨迦派寺院数量的2/3，以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萨迦寺为代表。

萨迦寺是萨迦派祖寺和中心寺院，在萨迦派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又是一座具有深厚宗教文化底蕴的藏传佛教寺院，在国内外享有声誉。它位于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城，历史上又分南寺和北寺。其中南寺晚于北寺，但至今保护较好，其外围筑有高大的围墙，厚2米多，高5米左右，围墙四隅有角楼，整个建筑面积达14760平方米，特别是南寺内藏有丰富的宗教文物和文献古籍，因而有第二敦煌之称。有关文献记载：

南寺墙高且厚，东西长约166米，南北宽100米。墙上有40个马面，四角设碉堡。四面有门楼，围墙外环绕人工河。墙上涂有红、白、黑三色，分别象征文殊、观世音和金刚手。

南寺为城堡式建筑，呈方形，总面积达14760平方米，全部用灰土筑成。在南面的内外围墙之间，建有拉康拉章，相传为三楼一顶，高度与大殿几乎相等，是八思巴回萨迦时的驻锡之处。

南寺的拉康钦姆（大殿）高11米多，面积5500平方米，有40根大圆柱，宏伟壮丽。殿内各尊鎏金铜铸佛像和各种浮雕造型优美。殿中主要供奉3尊释迦牟尼佛像和1个白色法螺。

大殿堂左侧是银塔殿，其中有供奉以俄强贡噶仁钦为首的十位法王的银制灵塔。大殿墙上绘有当年建寺经过的壁画。殿后是藏经库，内有万余部经典，系八思巴时期集中卫、藏、康等地区的书法家用金、银、朱砂和墨汁精工写成的珍品。还有一“方经”，又称“甲龙马”或称《布德迦龙》经书。书长1.34米，宽1.09米，厚67厘米，雕龙刻凤的木板封面达41厘米，翻阅时要用4个喇嘛抬着。据传这本经书由八思巴主持完成，全书用金粉汁写就，为传世珍宝。

全寺藏佛经4万多卷，内有十分珍贵且保存完好的贝叶经20卷，书房中藏有天文、历算、文学、医学、历史、哲学等藏文典籍千余卷，《大元国师八思巴画传》25轴。

大殿右侧，有一只高1.5尺的玉钟及一长方形玉板，被称为寺内两宝。玉钟用来罩佛前的长明灯，玉板刻有汉文诗，落款为“醒石”。四周存有中国历代王朝赏赐的法器和元代皇帝赐给的法衣、盔甲、靴等文物。壁画则集中在主殿楼上，东墙画有萨迦派历代祖师和高僧图像及一些佛教典故，西墙有六百多年前的坛城壁画和60多幅喜金刚画。正殿中还有数百轴画卷，为古西藏的艺术珍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共投资240多万元修复南寺，北寺正在重建。目前，国内外香客和旅游者络绎不绝，前往进香和观光。

萨迦南寺的兴建对萨迦派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显示出这一派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所取得的权威地位。从建筑形式看，该寺的建成，无疑得到了内地僧侣和工匠的支援，该寺的建成标志着西藏统一于祖国后，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49]

按历史惯例和宗教定制，萨迦寺每年都举行多次大小法事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独具特色的要算萨迦寺夏季和冬季金刚神舞法会。萨迦寺夏季神舞在每年藏历七月进行，冬季神舞从藏历十一月二十日开始。神舞表演时，舞者都戴着萨迦寺护法神和各种灵兽面具，神舞用简单的故事情节，形象地反映了藏传佛教密宗神舞的灭杀魔鬼的基本内容。每年适逢这两个法会时，成千上万的远近僧俗群众都要赶到萨迦寺朝拜观瞻，祈祷神舞能给人间带来幸福和吉祥。[50]
20世纪90年代，萨迦寺有90名住寺僧人，其中年迈老僧11人，其余均为年轻人，还有5位取得然绛巴学位的学僧。由7人组成的寺院管理委员会，其中一位名誉主任，三位副主任，三位委员；管委会内部又分教务组、文物组、财务组、维修小组、卫生小组、接待小组六个部门。

萨迦寺很重视僧人教育，寺院设立两个学经班，即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学制六年，有47名学员，先学习藏文文法、诗歌、修辞学、天文历算、正字法、入菩萨行论等课程；之后，系统学习佛教基础知识，主要背诵六大佛教经典。高级班学制六年，有15名学员，主要研习萨迦派十八部经论，其中除了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之外，都是出自印度高僧之手的经论。萨迦派学僧常以此为荣，认为他们修学的教法是正宗佛教经论。学僧精通十八部经论后，可申请“然绛巴”学衔的答辩考试。

完成显宗理论的修学阶段后，便可升入密宗研修阶段。在研修密宗期间，学僧先要研习和掌握密宗义理，萨迦派称四大密宗经论，即《续部总论》、《续部修证宝树》、《喜金刚续诠释》和《道果经》。之后，学僧有资格正式进入密宗实践阶段，接受密法灌顶，修习密法仪轨，逐步迈入密宗修炼过程，修炼以喜金刚的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为主的高深密法。

当前，萨迦寺开展的佛事活动主要有喜金刚法会、供养法会、金刚橛法会。其中喜金刚法会，在每年藏历九月八日至九月十四日举行，期间主要举办诵经、供养等仪式，僧众修习喜金刚密法仪轨；供养法会，在每年藏历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一日举行，法会期间，用彩线、糌粑等做成供品，供奉神灵、布施鬼怪，同时僧众既要诵经又要跳法舞；金刚橛法会，在每年藏历七月八日至十八日举行，期间主要以跳法舞的形式修供本尊金刚橛。

贡嘎曲堆寺是一座知名度较高的萨迦派寺院，位于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境内。该寺在历史上是前藏地区传播萨迦派密宗教法的重要道场，尤其传授贡嘎支系密法著称。“十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1985年国家拨款8万多元开始维修，恢复开放后有40名住寺僧人，其中年迈僧人4人，其余都是年轻人。

当前，贡嘎曲堆寺，已建立健全各项法事仪轨，除了全寺僧众每天早晚集中在大经堂诵经之外，每年藏历一月九日至十九日举行喜金刚法会，藏历四月十四日举行纪念萨迦班智达圆寂法会等。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西藏自治区外，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也有不少著名的萨迦派寺院。如甘孜州德格县境内的贡庆寺、宗萨寺，玉树州结古镇的结古寺等。在此不再赘述。

（五）觉囊派寺院

依据中国整个藏区共有2769座寺院的保守数字，其中觉囊派拥有37座寺院，在数量上排在藏传佛教五大宗派中最后，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阿坝州和青海果洛州地区。

四川阿坝州地区觉囊派寺院又集中在壤塘县、马尔康县、阿坝县境内，如壤塘县境内有却杰寺、策居寺、藏哇寺、夏炎寺、红土寺、日梭寺、尕牙塘寺、屈塘寺和贡布拉岗等；马尔康县境内有黑尔木亚寺、干木鸟寺、巴朗寺、康山寺、颜木底寺、扎西日岗寺和让古寺等；阿坝县境内有色贡巴寺、孜朗寺、塔尔么寺、雅贡寺和阿华寺。其中以壤塘县境内的觉囊派寺院为觉囊派代表性寺院，在觉囊派中具有母寺和中心寺院地位，并形成却杰（chos rje）、策居（tshes bcu）和藏哇（gtsang pa）等活佛转世系统，不仅在宗派内部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周边地区有一定的宗教影响力。

当前，青海省果洛州地区觉囊派寺院分布情况，在甘德县境内主要有扎西曲朗寺，住寺僧人70名；隆什加寺，住寺僧人70多名；恰依龙寺，常住僧人25名，法会期间可聚集僧众100多人。在班玛县境内主要有阿什姜贾贡寺，住寺僧人50名，该寺是果洛地区觉囊派中心寺院；浪本寺，住寺僧人46名。在久治县境内主要有尖姆寺，住寺僧人100名；宁支寺，住寺僧人65名，该寺是一座融合格鲁派和觉囊派为一体的综合性寺院，时常由两派僧人共同举行佛事活动。

三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

寺院作为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载体和宗教活动中心，在宗教与信教群众之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就寺院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而言，它主要通过平时的宗教仪式和特定的宗教节日等宗教文化功能来有效维护藏传佛教的宗教神圣性，并对广大信教群众提供宗教上的具体服务。而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包括僧尼管理，是藏族地区宗教事务中的主要对象，也是藏族地区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一）民主管理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涉行政、司法、教育等非宗教领域，并取消了西藏各个寺院之间的上下隶属关系，每座寺院内部采取独立自主的民主管理。在藏族地区实现政教分离的社会政治制度之后，不仅使藏族地区众多寺院脱离政治影响，从事纯宗教性活动。

1978年以后，藏传佛教正处在一个健康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当前，西藏自治区境内已有1700多座寺院和大约46000名僧尼。这一数字分别同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寺院和僧尼数相比较，能够充分显示出21世纪西藏宗教的规模、特征和走向。可以说，21世纪的藏传佛教无论在寺院组织、僧尼戒律，还是在宗教活动等方面均趋于成熟或平稳。尤其是各个寺院普遍推行民主管理制度，实际上，这一制度是对西藏民主改革前寺院实行“堪布”或“活佛”负责制的一次改革，也是对寺院内部旧体制的一次革新，它具有诸多新时代的管理模式或文化特征。

这里以笔者2003年8月对西藏日喀则拉孜县藏传佛教寺院所作的个案分析为例，对当前寺院民主管理制度的运作、特征等现况作具体阐述。

拉孜县位于日喀则地区的西部，故有日喀则西部地区之称，在历史上被称为日喀则上部地区，藏语称“堆巴”（stodpa）。从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日喀则的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东部地区比较富足，而西部地区处于贫穷状态。然而，拉孜县在西部各县中又可列入中等水平线，算不上经济条件最差的贫困县。所以，这一地区的经济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寺院和僧尼的兴衰以及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态势。

拉孜县有30座寺院，僧尼218人，其中尼僧21人、居士28人、民主改革前的老僧6人。西藏自治区有关宗教管理部门下达的拉孜县僧尼定编数为320人，实际空缺102人。据拉孜县统战部和民宗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打算在今后两年内将拉孜县的僧尼人数逐步增补到270—280名，基本接近编制名额。至于拉孜县藏传佛教寺院内部的管理体制，在僧尼人数达15人以上的寺院设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民管会；僧尼人数在15人以下的寺院建立民主管理小组，简称民管小组。当时，拉孜县30座寺院中有11座寺院设立民管会，其余19座寺院建立民管小组。

拉孜曲德寺的民主管理

拉孜曲德寺（lha rtse chos sde dgon）是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境内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规模最大的一座具有典型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该寺据说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创建，后属扎什伦布寺子寺，并由扎什伦布寺阿巴扎仓派遣堪布主持寺院工作，是一座实行堪布制的典型寺院。堪布每三年轮换一次，分管宗教活动的翁则也是每三年换届一次，翁则助理翁琼和分管寺规纪律的格贵每年换届一次，“吉萨”（spyi sa，意为“总管家”，又称郭聂或聂巴）分管财务，由8人组成。

拉孜曲德寺过去有两个扎仓，即阿巴扎仓（密宗学院）和参尼（mtshan nyid）扎仓（闻思学院）。阿巴扎仓的主持由寺院堪布兼任，该扎仓大约有60多名僧人。参尼扎仓的主持叫参尼格干（学院老师），共有两名格干，学僧达300多人。学僧在参尼扎仓主要学习藏传佛教五部大论，考试毕业后有资格去拉萨参加在大昭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拉然巴格西学位的考试。在历史上拉孜曲德寺最盛时其住寺僧人达500多人。

拉孜曲德寺在文革时期遭到全面破坏，有幸的是寺院主要建筑大经堂在“文革”期间用作县粮仓而被保留下来。该寺于1985年3月1日开始恢复，当年在寺内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并向广大信教群众开放。寺院在恢复期间得到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如1985年政府拨款八万元作为修复寺院的启动经费，后来落实宗教政策向寺院拨专款二十万元，2000年政府又向寺院捐赠一万元。由于拉孜曲德寺在经济上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资助，当前寺院的各项修复工程基本完成，而且由寺院统一盖建了僧舍，每位正式僧人可以分到一套僧舍，每套三间房，一间作为佛龛室，一间作为伙房，一间作为起居室（卧室）。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僧人最大的个人经济负担。

1996年拉孜曲德寺作为拉孜县重点教育对象，地区和县两级部门的干部在该寺蹲点留住三个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寺教前后的僧人人数略有变化，在寺院爱国主义教育中主要劝退18岁以下的僧尼，当时劝退拉孜曲德寺僧人9名，劝退后的僧人中50%在家里至今没有还俗，有望将来再次进寺院成为一名合格的僧人；其中很少部分僧人离开寺院后到外地去念经化缘，虽然在当地不敢穿袈裟从事宗教活动，但是到外地后重新穿上袈裟在信教群众中化缘，甚至在拉萨城内也有化缘的现象；其中也有极个别僧人离开寺院后经过定日县逃亡尼泊尔或印度的达兰萨拉等流传藏传佛教的地区。

1996年拉孜曲德寺重新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共五人：

主任：喜饶嘉措，68岁，拉孜县查务乡人，总管寺院内外一切事务。

副主任：崔臣平措，36岁，拉孜县切玛乡人，分管保安、后勤、宗教活动等。

委员：金巴嘉措，31岁，拉孜县查务乡人，分管财经、宗教活动等。

崔臣达杰，42岁，拉孜县拉孜镇人，兼任寺院出纳。

钦饶嘉措，32岁，拉孜县拉孜镇人，兼任会计。

当时，拉孜曲德寺的僧人编制为58名，实有42名僧人，其中持证者31人，其余11人为预备僧人，即将可拿到僧人证成为正式的住寺僧人。僧人中有3位原老僧，即寺管会主任喜饶嘉措、堪布罗桑尼玛（82岁），经师丹增曲培（69岁）。其余绝大多数僧人为1985年寺院恢复之后陆续出家的新僧，其中最大的42岁，最小的19岁，大多处在26—27岁。

拉孜曲德寺过去有密宗和显宗两个扎仓，1985年寺院恢复之后将两个扎仓合而为一，在此基础上于1986年创办学经班，开始学习藏传佛教的佛学基础知识，即五部大论，其中10名学僧已经完成四部大论的系统学习，只剩下俱舍论一部，由于拉孜曲德寺的两位老师都曾未学过俱舍论而不能胜任俱舍论的教学工作。当前，拉孜曲德寺的学经班的老师有两位老僧担任，即原阿巴扎仓的翁则罗桑尼玛和丹增曲培，其中丹增曲培主要教授律学和般若学。

除了新设立的民主管理委员会之外，寺内还保留过去的堪布、翁则、翁琼和格贵等僧职。如堪布负责密宗殿和教戒（gso sbyong）仪轨；翁则，负责经堂诵经；翁琼协助翁则的工作；格贵，负责僧人的教戒和安排僧人外出念经等教务。[51]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了解藏传佛教各个寺院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发生的巨大变革，首先在管理制度上废除了过去具有上下隶属关系的旧体制，即“堪布负责制”，设立了新的民主管理制度，即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其次，在寺院内部精简机构，如合并寺院扎仓（学院）和定编僧人数量，以及制定18岁以下不能出家为僧尼的政策，从而扭转了过去寺院无限发展僧人的局面；再次，在新的寺院机制中保留了过去比较合理的组织形式，如在寺院里依然保留了堪布、翁则和格贵等传统僧职，并在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在寺院教育和宗教仪轨方面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和积极作用。可以说，这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不仅为各个寺院尽快适应藏区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体制基础，而且为藏传佛教开辟了在21世纪的发展路径。

（二）新的模式

藏传佛教各个不同类型的寺院在自己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正在因地制宜选择最佳的生存模式和发展路径。在此以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境内一座被称为“噶举寺”的藏传佛教寺院为例，阐述这一新的寺院管理模式。

亚东噶举寺的管理模式

噶举寺（bkav brgyud dgon pa）位于亚东县下亚东乡切玛村南部、乃堆拉山北侧的半山森林之中，其东、西、南三面与锡金、不丹、尼泊尔、印度交界，距离亚东县城只有十公里左右，而且寺院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十分优美。噶举寺属于藏传佛教周巴噶举派，最初由周巴噶举派高僧丹增尼达于1747年创建。该寺规模不大、僧人又少，在藏传佛教寺院中甚至可列入微型寺院范畴，可它在亚东县却享有第二大寺院之称号。同时，噶举寺在“文革”期间因寺内驻军将两层大殿保留下来，其中一层原是寺院大经堂，二层是噶举颇章（bkavbrgyudpho brang），寺内仍保存着几幅清代时期的珍贵旧唐卡和清代驻藏大臣升泰题赠的一块“大放光明”的木匾，已被西藏自治区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尤其是噶举寺所独有的文化风格，使它在藏族地区赢得一定的知名度。2003年8月笔者在亚东县进行田野调研期间专门采访了噶举寺。

噶举寺1959年前拥有74名僧人或居士，平日住寺僧人只有十多位。当时噶举寺有两名活佛，一名叫朱古仁布切（sprul sku rin po che），已转世到第十一世活佛，现住在锡金；另一名叫阿觉仁布切（Aa jo rin poche），他是一位在家居士活佛，在西藏民主改革时期携带家眷前往锡金定居，后来在锡金去世。目前，亚东县帕里镇的现年24岁的丹增俄珠（bstan vdzin dngos grub）被民间信教群众认定为其转世。

1985年噶举寺得到重新恢复，现有7名僧人，其中4位是老僧，即白玛坚赞（pad ma rgyal msthan），85岁，是下司马镇冲培村人，任寺院的洛本（slob dpon）兼翁则，由于年岁已高，一般住在家里；扎西东主（bkr shes don grub），81岁，下亚东乡仁青岗村人，平时在家居住；丹增曲达（bstan vdzin chos dar），76岁，仁青岗村人，平时在家居住；强曲桑布（byang chub bzang po），74岁，下亚东乡切玛村人，现任寺院民主管理小组组长，平时在家居住。

其余3名年轻新僧分别是丹增俄珠、赤列多杰（vphrin las rdo rje）和喜饶多杰（shes rab rdo rje）。其中喜饶多杰俗名叫塔庆（thar chen），22岁，于2000年同一名村民女子结婚，并生有一个孩子。之后，他主要忙于家庭生计，而无暇顾及寺院宗教活动。[52]

从藏传佛教戒律学的角度看，噶举寺僧人没有接受佛教最高戒律即比丘戒，而只受了佛教最低基础戒律即沙弥戒。因此，噶举寺僧人的宗教戒律较宽松、言谈举止较自由、生活方式接近世俗社会。诸如，噶举寺僧人不但可以结婚生儿育女，而且外出念经作法事时尚有饮酒惯例。当然，无论结婚还是饮酒，自有其道理，就拿饮酒一事来说，亚东地区有酿造优良青稞酒的传统，这种酒当地人叫“博热”（bod rag），即藏酒，相传莲花生大师曾对这一带酿造的青稞酒加持而如同甘露，具有一定的法力功效，故噶举寺僧人以喝甘露酒来提升各自的宗教特异功能。据说噶举寺已故阿觉仁布切也是一位既结婚又饮酒的居士活佛。不难看出，结婚和饮酒则是噶举寺僧人所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习俗，而且不断相继传承延续迄今。简而言之，噶举寺僧人属于藏传佛教居士僧类型，藏语称其为“赛钦”（ser khyim），意为佛教在家居士僧；同样，噶举寺本身也是一座典型的藏传佛教居士寺院。

当时，由于噶举寺未达到设立民管会的法定人数，便建立了寺院民主管理小组，由5人组成：

组长：强曲桑布，民改前出家的老居士僧；

副组长：赤列多杰（25岁，下亚东乡仁青岗村人），寺院恢复后出家的新僧；

成员：丹增俄珠，民间新认定的噶举寺活佛；

洛桑（乡干部），当时任下亚东乡人大主席；

南杰（村干部），当时任下亚东乡仁青岗村党支部书记。

噶举寺常住寺僧只有两人，即民管组副组长赤列多杰和小组成员丹增俄珠活佛，而赤列多杰白天又忙于在外念经，只有晚上才回到寺院住宿，同丹增俄珠活佛一起看守或管理寺院。因此，平时白天在噶举寺里只有一名僧人在值班或接待信教群众。比如，当作者于2003年八月十九日采访噶举寺时，年轻的丹增俄珠活佛一人在大殿二层正在向八九名信教群众讲解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壁画图，活佛非常平易近人，据说寺内只有活佛一人，实际上成为寺院的管理人员。由于一人管理一座寺院，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丹增俄珠活佛将家中的父亲接到寺院给他做饭烧茶等做些协助性的琐碎事务，使他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管理寺院和学习佛学知识。特别是丹增俄珠活佛满怀信心地对作者说：他已在拉萨色拉寺受了比丘戒，今后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和模范表率作用，逐步完善或扭转噶举寺僧人戒律比较松散的局面，争取改变噶举寺僧人可以结婚和饮酒的传统居士生活习俗。

以上噶举寺的寺院内部管理模式在藏区众多藏传佛教寺院中比较少见，可谓它代表着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寺院管理模式。当然，这是主要根据噶举寺自身的特点和亚东县的宗教现况而采取的管理模式。因为亚东县相对来说是一个经济较为发达而宗教信仰趋向淡化或退步的地区。比如，亚东县1959年前，有53座寺院、拉康（lha khang）或日追（ri khrod），僧尼523人，其中僧侣480人，尼僧43人。当前只恢复9座寺院和拉康，其中6座寺院、3座拉康。当时，亚东县僧尼定编人数为55名，实际只有37名僧人，而且至今没有尼僧。特别是亚东县仅有的几座寺院不仅规模小而且其住寺僧人更少，如东嘎寺（dung dkar dgon）是一座亚东县赫赫有名的最大寺院，当时只有10名僧人；另外，全县3座拉康中的2座拉康内已经没有僧人，实际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状况。甚至在亚东县还出现过寺院“倒闭”的特殊现象，位于康布乡上康布村的拉岗寺（lha sgang dgon），于1986年恢复开放，当时只有一位主持人，没有其他任何僧人，后来寺院主持人从事经商而放弃寺院管理，寺院便不得不自动关闭，只剩下一个院落和几间房子，即将成为一片废墟。鉴此，宗教部门将拉岗寺在亚东县寺院档案中删除。可以说，拉岗寺已成为亚东地区改革开放后第一座自然消亡的寺院。

根据田野调研，亚东地区的藏族居民依然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需求，他们还保持着在一年之内去一两次寺院烧香朝佛的传统宗教信仰习俗。在这种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噶举寺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寺院内部管理上独辟蹊径建立了新的模式。比如，寺院管理层中既有乡干部又有村干部，而且都是两级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既有在广大百姓中发号施令的一定权威，又有在各级政府和宗教信徒之间协调关系的政策水准和实际能力。不难看出，通过采取这种新的寺院管理模式，使噶举寺始终处于正常的运转之中，不至于步“拉岗寺”的后尘，走向关闭的结局。从理论高度去分析或总结噶举寺的这种寺院内部管理上的新模式，它实际上是寺院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一种新的比较成功的尝试。

总而言之，寺院作为藏传佛教的三大支柱之一[53]，历来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加强对寺院的监管力度，使其成为政府同信教群众之间取得联系的纽带或世俗政权与宗教实体之间对话的一个平台，从而达成一种互助互利、和谐相处的良好政教关系。而且藏传佛教寺院在特定的历史人文背景下还同藏区经济社会之间产生一定的互动关系。因此，寺院内部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时代潮流下发生不同程度的革新或演进则成为必然。

四 藏传佛教古刹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藏传佛教名胜古刹进行保护维修，恢复开放了一大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截至2006年年底，西藏自治区已登记在册的各类文物保护点2330余处，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329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处，自治区级112处，市（县）级182处。布达拉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大昭寺、罗布林卡被列入其扩展项目。拉萨市、日喀则市和江孜镇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区现有馆藏文物数十万件，其中国家级文物一万余件。[54]在众多藏传佛教名胜古刹中以大昭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桑耶寺、萨迦寺等最具代表性，在此仅介绍前两座，不赘述其他。

（一）大昭寺

大昭寺（gtsug lag khang）是西藏地区最古老的佛教庙宇，又是藏传佛教最神圣的佛殿，位于今西藏拉萨古城中心。公元7世纪中叶，由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国王）松赞干布王妃尼泊尔赤尊公主创建。相传当时用白山羊驮土填湖，在其上面建造佛殿，内部主要供奉赤尊公主从尼泊尔运来的释迦牟尼（世尊不动金刚佛）8岁等身像。所以，大昭寺在藏语中称“ra sa vphrul snang”（热萨迟囊），意为“羊土幻变殿”；又称“jo khang”（觉康），意为“释迦牟尼殿”。

大昭寺的外观建筑形式，具有融合印度、尼泊尔和吐蕃建筑风格的特色。根据《西藏王统记》记载，四门绘制曼陀罗以满足佛教上师的愿望，柱子上绘制金刚杵以满足在家咒师的心愿，四角绘制雍仲以满足苯波教徒的心愿，绘制格子形图以满足吐蕃臣民的心愿。当时的大昭寺为三层楼阁，坐东面西，反映了赤尊公主的家乡尼泊尔位于拉萨城以西，寄托了赤尊公主思念故乡之情。主殿两侧列有配殿，布局结构上再现了佛教中的宇宙模型。佛殿内部供奉除了以松赞干布为其形象塑造的十一面观世音菩萨、随尼泊尔赤尊公主迎请的世尊不动金刚佛，以及弥勒法轮、圣救度母等佛、菩萨塑像外，还有尼泊尔工匠在吐蕃塑造的诸如世间自在、忿怒度母、圣救度母、妙音天女、吉祥马头明王，以及龙王、罗刹、夜叉、大黑天、吉祥天女等神佛塑像。各殿的梁、柱、墙壁上都刻写和彩绘了佛经、佛像，以及吐蕃的王统世系、各种传记、隐语或预言、苯教的仪式，等等，这充分表达了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地苯教文化共存的理念，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今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昭寺的宏伟建筑群体，是自公元7世纪以来，几经扩建、几度修复，渐次形成的。尤其是内部供奉的主尊佛像，更换为唐朝文成公主运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公元11世纪，阿里大译师帕巴西饶与堆琼阔本扩建大昭寺，在其东面增建佛殿、塑造佛像。与此同时，建立僧团组织，使大昭寺具有寺院的雏形。元朝时期，西藏地方势力历代蔡巴万户长多次对大昭寺进行维修和改建，新造了不少佛像；明朝时期，宗喀巴大师请求帕木主巴第三代法王乃东王札巴绛曲对大昭寺进行大规模修缮。1409年，宗喀巴大师为大昭寺内的释迦牟尼佛像装饰金制五佛冠；1642年始，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司·桑杰嘉措先后对大昭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扩建和装修，使大昭寺的整个建筑群焕然一新，金碧辉煌。

1961年，大昭寺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90年代，国家拨巨款对大昭寺进行了全面维修；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昭寺作为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二）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po ta la）为中国现存世界著名古代建筑之一，是一座融古代王宫与宗教庙宇为一体的别具一格的建筑物，体现了政教合一制度。

布达拉宫坐落在西藏拉萨古城的玛布日（红山）之上，山脚下海拔3700米左右；宫殿坐北向南，依山筑造，蜿蜒直至山顶，土木石结构，宫墙用石头三合土砌成，厚达3米。整个建筑由白宫和红宫组成，白宫因外墙为白色而得名，是历代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处理政教事务的宫殿，主要由德央复、德央努、措钦、甘珠拉康、朗吉札仓等诸多殿堂构成，是布达拉宫的主体建筑群。红宫外墙为红色故名；位于布达拉宫的中央位置，是安置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以及举行盛大佛事活动的地方；红宫采用了佛教曼陀罗布局，由司西平措大殿、孝登拉康，崇热拉康等殿堂组成，是布达拉宫中最辉煌的建筑群。如安置在孝登拉康内的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既是历代达赖喇嘛灵塔中建造最早，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的一座，又是一座价值连城、富丽堂皇、闻名遐迩的佛塔，号称“世界第一庄严”或“世界第一装饰”。塔身为菩提塔模型，方座圆身，外用金皮包裹，通高14.85米，由塔座、塔瓶、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上楼刻各种具有藏族特色的图案，并镶嵌数以万计的各种玉石，珍珠、钻石、琉璃等，五光十色，熠熠生辉。仅贵重珍珠就用了3812颗，黄金共用十一万九千八十二两三钱七分。

布达拉宫宫体主楼共13层，高117米，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50米，建筑总面积138025平方米：建筑的外部都用红、白、黄三色粉刷，象征着威严、恬静和圆满，色彩和样式都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特征；宫殿在平面上是由许多矩形殿堂拼合而成的，结构十分复杂；在纵向上各种殿堂高低错落，前后参差有致，主次分明；宫内群楼耸峙，殿宇巍峨，金碧辉煌，体现了藏式建筑的特色；整个建筑显得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充分体现了藏民族独特的智慧和巨大的创造力。特别是宫殿内部数不胜数的壁画、雕刻、唐卡、塑像、古瓷、经卷等珍贵文物，又使这座宫殿成为藏族文化艺术的宝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殿堂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一大重要文化遗产。

历史沿革

布达拉是梵文“Potalaka”（普陀罗）的变音，意为持舟山，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或刹土。藏传佛教信徒认定拉萨的玛布日（红山）是第二持舟山，是观世音的第二刹土。公元7世纪，吐蕃第三十三赞普（国王）松赞干布在玛布日（红山）上，大兴土木，建造王宫，命名“布达拉宫”。当时的建筑规模极其宏大，外有三道城墙，内有九百九十九间房子，加上最顶层修有一间佛堂，共有一千间房屋；顶层上插有长矛，长矛上挂有旌旗；宫殿四面有象征汇集一切妙欲财富的四门及门楼；外围城墙包括了整个红山、药王山和帕玛日山。赞普（国王）住在红山上，王妃住在药王山。为了行走方便，红山和药王山之间修有银质和铜质的索桥。

后来布达拉宫因天灾人祸，遭到了严重破坏，没能及时修复，逐渐演变成为藏传佛教高僧大德闭关修行的宗教圣地，有不少改造成藏传佛教活动场所的寺院。公元11世纪始，噶当派高僧在这里讲授佛教因明学；之后，先后由噶玛噶举派高僧和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及其门徒在此讲经说法，从事宗教活动。

公元17世纪，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建立噶丹颇章政权，并执掌西藏政教大权后，开始大规模地重新修建布达拉宫。于藏历第十一绕迥木鸡年（1645年）开始，历时三年修建了布达拉白宫部分；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第司·桑杰嘉措于1690年起动员西藏万余名工匠与民工，历时四年修建了布达拉红宫部分，至此布达拉宫整体建筑群基本形成。在红宫修建时，除了本地工匠，清政府和尼泊尔政府也都派出匠师参与，每天的施工者多达7700余人，共耗资约白银213万两。

布达拉宫建成后进行过多次扩建，方形成今日之规模。其外观具有王宫和佛教庙宇相结合的特点，基本采用佛教坛城的建筑布局。在扩建时，将原有的圣观音殿和法王洞等7世纪建筑包裹在红宫内；只是拆掉了白宫两端的部分建筑，并在原建筑的基础上向西、南、东三个方向扩展。红宫顶层修建了达赖喇嘛的寝宫。在这些寝宫的下层修建有药师殿、上师殿、响铜殿、时轮殿等，其下为西大殿，东面为菩提道次第殿，南面为持明殿，西面为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北面为本生传记殿。扩建后的布达拉宫更加雄伟壮观，富丽堂皇，无论是外部建筑，还是内部装修装饰，均展示了藏族人民高超的技能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布达拉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拨款维修布达拉宫，尤其是1988年国务院决定对布达拉宫进行全面维修，工程于1989年开工，历时五年，于1994年竣工，耗资共计人民币5300万元。同年，布达拉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内外广大游客和信徒参观、朝拜的世界著名圣地之一。

珍藏典籍

据初步统计，布达拉宫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献典籍达六万多部（函），现分存于布达拉宫各个佛殿。以这种方式收藏的文献典籍大多作为佛教三宝中的法宝来供人们朝礼，而不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普通文献来供大众借阅。

崇热拉康（Vkhrung s Rabs Lha Khang），即观世音本生殿，位于红宫西大殿北侧，其殿内东侧和北侧设有经书架，上置文献典籍一千余部，多为善本，内容涉及宗教、文化、工艺、医学、语言等传统十明学科。其中包括西藏首次刻印的一部藏文木刻版《丹珠尔》部和清雍正皇帝于1725年赠送给第七世达赖喇嘛的北京版藏文《丹珠尔》部。这两套《丹珠尔》部在藏文大藏经史上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位于红官西大殿西侧，外观四层，通体一堂，是布达拉宫中最著名的佛殿之一。殿内除了供奉第五世达赖、十世达赖、十二世达赖喇嘛金质灵塔及入座银质善逝佛塔外，在殿内西面通体设有11个隔层的大型经书架，上置1640多部（函）藏文文献典籍，其中包括《甘珠尔》部、《丹珠尔》部以及《大般若》、《八千颂》等珍贵佛学文献典籍。

仁增拉康（Rig Vdzin Lha Khang），即持明殿，意为密宗传承殿，位于红宫西大殿南侧，殿内东、西、北三面设立经书架，上置经书，共计2500多部，其中有第五世达赖时期用金汁、银汁、朱砂等珍贵材料书写的六套《甘珠尔》部（共六百函），这是布达拉宫藏书内历史较早的善本《甘珠尔》部。

图旺拉康（Thub Dbang Lha Khang），即释迦能仁殿，位于红宫第六层回廊东南角，原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寝宫，在第八世达赖时期改为佛殿，殿内东面设立经书架，上置用金汁书写的藏文《甘珠尔》部，实为一套精雕细琢的珍贵善本。根据有关资料，它是依照拉萨雪木刻版抄写完成的，誊录于公元17世纪中叶，共有115函，其纸张为特制的蓝黑色加厚纸，统称蓝靛纸，文字均用金汁书写，每函封面文字皆为用黄金浆堆写的凸字。

堆廓拉康（Dus Vkhor Lha Khang），即时轮殿，位于红宫六层回廊东侧，殿内设立的经书架上摆放着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刻印和抄写的不少经书，其中有一部《般若八千颂》（木刻版）、一部《陀罗尼集经》（木刻版）、一部《嘛呢宝训集》（木刻版）、一部《时轮经》（木刻版）和一部《解脱经》（金汁手抄本）等，极其珍贵。

第八世达赖喇嘛·绛白嘉措灵塔殿，位于红宫最高层北侧，殿内主要供奉第八世达赖喇嘛灵塔，灵塔周围设立经书架，上置用金汁书写的一部《甘珠尔》（115函），属于珍贵的手抄善本。

第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灵塔殿，位于红宫最高层东北侧，殿内主要供奉第九世达赖喇嘛灵塔，塔内藏有文献典籍、舍利等珍贵文物。灵塔周围设立的经书架上摆放着一部用金汁书写的《甘珠尔》部（114卷），属于珍贵的手抄善本。

喇嘛拉康（Bla MaLhaKhang），即上师殿，位于红宫最高层西侧，原为第十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后来灵塔移置下层，将其改为供奉历届格鲁派上师宗喀巴等大师级塑像，同时更名为喇嘛拉康。殿内西侧设立经书架，上置第司·桑杰嘉措时期用金汁书写的一部《甘珠尔》（共111函）。

萨松朗杰康（Sa Gsum Rnam Lha Khang），即殊胜三界殿，位于红宫最高层南面，殿内北侧设立的经书架上摆放着乾隆皇帝赐给第八世达赖喇嘛的朱砂字满文《甘珠尔》一部。这是非藏文的大藏经《甘珠尔》部，也是藏族地区唯一保存的满文版《甘珠尔》部，具有很高的文物（或文献）价值。

鲁朗康（Blos Bslangs Khang），即坛城殿，位于红宫高层南侧，原为第七世达赖喇嘛的寝宫之一，后改为坛城殿，内设密集本尊金刚、胜乐本尊金刚和大威德本尊金刚三个立体的大型坛城。此外，殿内收藏不少文献典籍，主要有第七世达赖喇嘛的文集（黑墨汁手抄本，共8部）、《般若十万颂》（金汁手抄本，共12部）、《般若八千颂》（金汁手抄本，1部）、《般若二万颂》（金汁手抄本，3部）、《陀罗尼集经》（金汁手抄本，1部）、《贤劫经》（金汁手抄本，1部）。这些文献典籍都是在第七世达赖喇嘛时期抄写完成的珍贵藏本。

强康（Byams Khang），即弥勒佛殿，位于红宫最高层东面，原为第八世达赖喇嘛寝宫，后改为佛殿，命名为强康。殿内除了供奉的许多佛像和塑像外，还有大量的珍贵文献典籍，共有270多部（函）。每部文献典籍用黄色彩云缎包裹，用优质的木料嵌银饰作夹板，其装帧极其豪华。譬如，殿内经书架上摆放的用八种“宝物”（金、银、铜、铁、松石、朱砂、青金石、海螺）制成的特殊墨书写的一部《丹珠尔》（共225函），价值连城。它不仅是依照古老纳塘版抄写完成的，而且以特殊原料书写而成，这在藏族地区的文献典籍中极为罕见，故称八宝《丹珠尔》部。此外，还有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全集各一套和宗喀巴大师全集，其版本或质地如同上述《丹珠尔》版本属于珍本或善本。

森琼尼威夏（Gzum Chung Nyi Vod Shar），即东日光殿，位于白宫顶层东侧，坐北朝南，原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早年起居生活和从事政治、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而殿内西侧有达赖喇嘛存放文书的资料室，大约收藏200—300部（函），其中大多是关于《般若》、《律藏》、《因明》和《藏医》等方面的文献典籍。

朗仁拉康（Lam Rim Lha Khang），即菩提道次第殿，位于红宫西大殿东侧，殿内主要供奉宗喀巴大师的塑像，此外尚设立经书架，上置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以及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甘珠尔》部（不全，现有60多函），其版式规格较小，属于中等类型的藏式版本。它在布达拉宫的大众版式中极为少见，具有与众不同的显著特质。

布达拉宫藏书殿，不是历史上专门建造的图书馆，而是指后来暂时存放文献典籍的几座佛殿，至今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专门存放或利用文献资料的图书馆。主要是在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将当时正面临毁损或丢失的重要文献典籍，陆续收集到布达拉宫内加以保管并留存下来的。收藏在藏书殿里的藏外文献典籍，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布达拉宫有四个藏书殿：第一藏书殿，现存放文献典籍近三千部（函），其内容属综合性，并按藏传佛教各个宗派分为十大类；第二藏书殿，现存放文献典籍七千多部（函），主要是较为完整的历代藏族高僧全集或文集；第三藏书殿，现存放文献典籍约五千部（函），大多是散失不全的历代藏族高僧文集；第四藏书殿，现存放文献典籍一万部（函），均为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部和《丹珠尔》部，其中没有珍本或善本；其余部分是《陀罗尼集经》和大品、中品和小品《般若经》等，其中重复本较多，仅《般若八千颂》就达四百多部（函）。藏书殿收藏量达25000多部（函），其数量远远超出整个布达拉宫藏书量的三分之一。

布达拉宫现存藏传佛教藏外文献典籍的最大特征，在于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基本上囊括了藏传佛教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哲学、历史、宗派、教义、仪轨、传记以及语言文学、天文历算、建筑艺术和藏医药等传统十明学科；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则是藏传佛教各个宗派高僧大德的文集。这类文集几乎涵盖了藏传佛教噶当派、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布鲁派、博东派和希解派等宗派高僧大德撰写的经典著作。特别是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绝密印鉴》（gsang ba rgya can）和《甚深净相》（yang zab dag snang），以及布顿·仁钦珠的《密续总论》（rgyud sde spyi rnam gzhag）、博东·乔列南杰的《四续概论》（rgyud sde bzhivi rnam gzhag），在佛教密宗文献典籍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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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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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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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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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在印度创建了佛教，并开始向外传播。到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阿育王积极推动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据记载，他先后派出了九个佛教僧团向外传播佛教。佛教向印度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路线主要分为向南和向北两条。向北传播的路线是经过中亚传到中国内地和西藏，后来逐渐形成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属于北传大乘佛教；[1]向南传播的路线是最先进入锡兰（今斯里兰卡），后逐渐传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并进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后来逐渐形成了上座部佛教，属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所谓南传上座部佛教，一是佛教最初由印度恒河流域向南方流传，先传到斯里兰卡，再传到东南亚，从地理位置的分布而言，这些地区都在印度之南，故得名南传佛教；二是由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东南亚南传佛教主要以正统的上座部（Theravāda）佛教为主，故又被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简称南传佛教。后来经由泰国、缅甸传入云南的南传佛教则被称为云南上座部佛教或云南南传佛教。由于近年来，南传佛教在内地这一非传统信仰空间内也有传播，同时，来自内地的汉族等其他非传统意义上信仰南传佛教的信徒也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作为南传佛教信徒修行，这意味着南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超越其原有的信仰空间，故在当代的研究视角中，对于云南南传佛教的称谓又可以称为中国南传佛教。[2]此外，因为传统的南传佛教主要使用巴利语抄录和注释佛经，故南传佛教又被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公元前3世纪，虔信佛教的阿育王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结集，整理编纂了巴利三藏经，并先后派出九个使团到国外弘法布教。据巴利文献记载，其中第九个使团由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长老率领到斯里兰卡传播佛法，并在斯里兰卡建立起“大寺”（Mahāvihāra）广泛宣教佛法，人们认为南传佛教即滥觞于此。随后，伽密多上座比丘尼携菩提树分支从印度移植到斯里兰卡，始建比丘尼僧团。由于传教活动一开始就得到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和护法，斯里兰卡成为印度之外的第一个佛教国家。

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大寺派举行了第四次结集，把历来口传心授的巴利语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文字母音译刻写在贝叶上，形成了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这次结集对于保存上座部佛教典籍、保障大寺派思想长期持续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世纪，觉音（Buddhaghosa，又译佛音）尊者从印度到斯里兰卡，把当时斯里兰卡僧伽罗语的佛教典籍译成巴利语，严格按照当时大寺派的思想体系对许多巴利语原著进行注释和义疏，并撰成《清净道论》。这奠定了上座部佛教大寺派的理论基础，确立了上座部佛教完整的思想体系。至此，流传至今的南传佛教才真正得以形成。[3]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成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13—14世纪经由泰国、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南部、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后，又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一样，南传上座部佛教一经传入中国云南，就开始了本土化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如果说汉传佛教是通过充分发展起高度发达的理论体系，并在唐朝形成了不同的宗派，从而最终走上了中国化历程的话，那么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本土化现象则表现出与汉传佛教的极大不同。它的本土化、民族化特征不是过多地表现在对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方面，而是注重在制度层面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在保持南传佛教基本传统纯洁性的同时，也在适应着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当地固有的原始宗教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逐步发展起独具特色的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传播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传播区域内接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少数民族种类及文化传统不同，形成了多种民族文化立体交错并存的复杂格局，这使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中国云南获得了丰富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资源，并最终在戒律、佛寺组织管理模式、僧阶、寺院建筑艺术以及节日习俗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族化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行为，它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这一多种民族文化立体交错并存的复杂格局中慢慢发展完善、逐渐成熟的。正是经过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艰难历程，南传佛教在我国境内逐渐在地化，最终形成民族化、本土化的特征。

本书的写作思路正是基于南传佛教在以傣族为主的地区发展和传播脉络，对南传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期对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历史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南传佛教在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欧美国家都有传播，中国南传佛教一直保持着与国内外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故而也呈现出动态的发展进程。因此，对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历程的关注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对之进行动态的观察，也要对某一历史时段进行客观中立的分析，以宗教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去剖析历史现象，建立学术研究坐标系去研究中国南传佛教发展的历史。

与此同时，由于与汉传佛教信仰分布区域不同，南传佛教在我国的分布区域社会发育程度还不是相当成熟，故而有些地方的传统已经开始流失。因此对过去的回顾、对现在的把握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的学术使命感，促使着我们进入中国南传佛教那被重重的热带森林所呵护、保护的地带去找寻南传佛教的历史足迹，去梳理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南传佛教的发展线索，在文献的爬梳和现实的固态化活动场所叙述及其仪式的展演中，去解构南传佛教信众的集体记忆，力图尽可能全面地还原中国南传佛教的历史发展本原。



[1] 北传佛教又分为两支，一支是传入中国并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汉地佛教；另一支是传入西藏，流传于中国的藏族、蒙古族、满族、纳西族等民族中，并传到蒙古国、俄罗斯、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藏传佛教。

[2] 应该说明的是，在本书中提及“南传上座部佛教”时，有时简称为“南传佛教”，而盛行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又称为“云南上座部佛教”或简称为“云南南传佛教”，皆为同义，同指称与斯里兰卡大寺派一脉相承的南传上座部佛教。

[3] 关于“南传佛教历史源流”的梳理，参见Walpola Rā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the Anuradhapura Period，3rd Century BC-10th Century AD.M.D.Gunasena，1966，pp.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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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北回归线横贯云南省南部。云南东部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相邻，北部与四川省相连，西北隅紧邻西藏自治区，西部同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毗连。从整个位置看，云南北依广袤的亚洲大陆，南临辽阔的印度洋及太平洋。云南省与邻国的边界线总长为4060公里，其中中缅段为1997公里，中老段为710公里，中越段为1353公里。

南传上座部佛教经由泰国、缅甸传入我国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个覆盖面较广、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有较深渊源的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它主要分布在云南的南部、西部和西南部，现在的行政区划属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保山市、红河州这六个地州管辖。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仰民族主要有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佤族、彝族等，其中，傣族、布朗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1]，德昂族、阿昌族是大部分信仰，而佤族和彝族则是部分地区信仰。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族主要居住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临沧市的耿马、孟定、双江，思茅地区[2]的孟连等地；德昂族主要散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盈江、瑞丽、陇川、梁河和临沧地区镇康县、耿马等地，其他分布在保山市龙陵等地，与傣、景颇、傈僳、佤、汉等民族交错而居；布朗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景洪市和临沧市的双江、永德、云县、耿马，思茅地区的澜沧、墨江等县；阿昌族大部分聚居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芒市等地，其余分布在盈江、保山市龙陵等县；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佤族主要聚居在普洱市的孟连，临沧市沧源、耿马、双江、镇康、永德等县，部分散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而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彝族只居住于临沧市沧源县等地。其中，在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族中，傣族是主体民族，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中国南传佛教的信仰民族分布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类别最多的一个省。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5个。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有1433万，约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3。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6个民族，人口在1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有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景颇族、藏族8个民族。云南又是与多国为邻的一个省，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与泰国、印度等国相邻。云南省与毗邻国的边界长达4060公里，其中中缅边界1997公里，中老边界710公里，中越边界1353公里。云南省有117个县和县级市，其中有27个县市分别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直接接壤，并邻近泰国。在长达4060公里的国境线两侧分别居住着壮族、傣族、苗族、瑶族、彝族、景颇族、布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阿昌族、独龙族、怒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16个跨界民族。在这些跨界而居的民族中，有跨居中、越、老、缅4国的苗族、瑶族、哈尼族、拉祜族；跨居中、越、老3国的傣族、彝族；跨居中、越两国的壮族、布依族；跨居中、老两国的布朗族；跨居中、缅两国的傈僳族、景颇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佤族、德昂族。这些跨界民族分别居住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市、普洱市、临沧市8个州市；与缅甸北部的掸邦、克钦两个邦，越南西北部的河江、老街、莱州、山罗、宣光、安沛、永富7个省，老挝北部的丰沙里、南塔、波乔、乌多姆塞、琅勃拉邦、华潘、川圹、沙耶武里8个省接壤的国境线两侧。这种民族的同一性是云南与周边国家共同的民族现象。这种复杂的交错跨居的民族分布构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境民族问题。[3]
考察云南民族文化（包括跨境民族文化）的发展，不难发现，文化内在的传承性和共同性使这些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在文化和经济等方面互通有无，使他们逐渐形成了同一族源文化体系。例如，傣族与东南亚地区同一族源的泰族、掸族、老族之间经常进行民族族群文化交流，人们将这一明显具有“亲缘关系”的族群文化统称为“傣泰”民族文化。应该说，正是云南拥有这样的跨境民族，尤其是“亲缘民族”[4]的族群，才使得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与东南亚民族之间的交往更为便捷。[5]
此外，在云南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族中，傣族是主体民族，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就佛教文化的传播而言，正是其与境外傣泰民族具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佛教才得以借其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而进入云南。因此，在这一部分，拟重点讨论傣泰民族。

傣泰民族是分布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以及东南亚、南亚的一个较大的族群。除了分布于中国云南省外，主要分布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印度等国。傣泰民族在中国属于跨境民族。与此同时，在泰国、缅甸、老挝，泰人也跨境而居。因此，傣泰民族不仅是一个分布较广的民族，而且也是一个分布在很多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共同民族渊源的跨境民族。

一 云南境内傣族的分布

在云南境内的傣族有4个主要支系，其中西双版纳的傣族和德宏的傣族都先后出现过影响很大的政权。

西双版纳境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若干傣族部落各自占据了一定的地域生活，但彼此之间没有统辖关系。这一局面一直到1180年才得到改变。根据傣族文献《泐史》记载，1180年傣族部落首领叭真在西双版纳地区建立了“景龙金殿国”（也有人称为“泐国”），从而建立了世袭政权。这是西双版纳地区第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对于这段历史，《泐史》是这样记载的：

叭真于祖腊历五四二年（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入主勐泐。其父给与仪仗武器服饰多件，诏陇法名菩提衍者，则制发一虎头金印，命为一方之主，遂登大宝，称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五五二年（绍熙元年，1190年）建都于景兰。叭真战胜此方各地之后，兰那、猛交、猛老皆受统治。时天朝皇帝为共主，有猛交酋名那剌毗朗玛，景龙酋名蒙猛，兰那酋名提逻阇者，以及刺隗、金占、唷崖、埭腊、珐南、崆峒等名酋长，俱会商劝进，举行滴水礼，推叭真为大首领。[6]

虽然这段史料记载还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但它却叙述了一个傣族部落联盟成立的历史。应该说叭真只是傣族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建立的景龙金殿国只是征服或联合了境内各部落而组成的一个傣族部落联盟，这一部落联盟并没有取消境内各个部落内部固有的组织结构。在1180年建立景龙金殿国10年后，叭真战胜此方各地，兰那、猛交、猛老皆受其统治。叭真后来分别让自己的儿子去治理兰那、猛交、猛老等地。其中兰那即泰国北部清迈王国；猛交即越南北部的傣族部落；猛老即老挝北部的老族部落；崆峒即明代的孟艮，今缅甸景栋一带。根据《泐史》记载，该国在最盛大时有人口844万，白象9000头，白马97000匹，足见国势之强。这个统一的政权有利于内部各邦以及同东南亚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相互融合。

至于德宏地区强大的勐卯王国即麓川政权，则在傣族文献和汉文历史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所谓麓川即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瑞丽、陇川、遮放及瑞丽江南岸一带。在10世纪前后，云南西部出现了一个由木邦、孟养、勐卯和勐底四大掸族、傣族部落组成的强大部落联盟，在这个部落联盟中勐卯部族就是麓川。在中国元朝初年，建立金齿六路时，把勐卯建为麓川路，所以勐卯又被称为麓川。在傣族文献《勐卯思氏谱牒》中叙述了麓川政权的传位世系，言其1256年（南宋宝祐四年）芳罕为第一任统治者开始统治。后来麓川政权不断发展扩大，随着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麓川政权不断地发动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疆域不断扩大。明朝李思聪的《百夷训》中曾经叙述过麓川的领地：“百夷即麓川平缅也，地在云南之西南，东接景东府，东南接车里，南至八百媳妇国，西南至缅国，西至嘎里，西北连西天古剌，北接西番，东北接永昌。”可以说当时云南境内的傣族分布区域除了车里（西双版纳）、元江、景东外，几乎完全被麓川政权所兼并。后来随着麓川思可法势力扩大到伊洛瓦底江流域以及滇西南地区，很多傣族也随之南迁或东进。根据傣族文献《思氏牒谱》记载：“傣历720年，思可法即位为王。又八年，名声很大，临近景东、景谷、景老、仰光、车里等地都相率纳贡。”[7]麓川政权虽然表面上接受中央政府的统治，但其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甚至经常挑战明朝的统治权威，最终导致明朝政府三征麓川政权，并在正统九年（1444）革麓川宣慰司，以原麓川所属之陇所在地建陇川宣抚司，授夷目恭项为陇川宣抚。同时，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战斗之后，明朝政府最终消灭了麓川政权，将麓川政权最后的统治者思氏赶到孟养一带。后来，虽然思氏后裔多次来朝贡，但朝廷拒绝不纳，以致孟养长期陷入纷乱之中，最终沦为异域。

二 云南境外的傣泰族群

国际泰学界所说的泰语系民族（Tai-speaking Peoples）是更大的壮侗语族群中的一个分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泰语民族的发祥地是在今天的广西、云南和越南交界一带地区，其先民是后来辗转迁徙到今天他们居住的这一带，并形成今天分布在中国云南和东南亚的傣、泰、老、掸诸民族的。[8]
泰语系民族的先民在向中国云南西南边地和中南半岛迁徙的过程中，逐渐分化，不断与当地其他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支系，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些虽然关系密切却又有差别的新的民族。泰族先民进入今天泰国北部地区的时间大概是公元8世纪或更早一点的时候，但不会早得太离谱。进入泰北的这些泰人后来被他们的邻居称为“（泰）阮人”（Yuan）、“（泰）允人”（Yun）或“（泰）庸人”（Yon），传说中的“庸那迦”（巴利文拼写为Yonaka，泰文拼写为Yonok）即是从这个名称来的。最初，泰阮人居住在今天的缅、老、泰三国交界地区乃至更北边的一些地区。[9]
泰阮人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就是孟莱王。孟莱于1259年20岁时在清盛继承父位为王。当时，孟人的势力已经衰落，高棉人的势力也迅速退却，因此，孟莱王的势力得以向南边发展，并于1292年一度占领了孟人城市南奔。

最初进入泰北地区的泰阮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也不信佛教。在与孟人接触之后，泰阮人才从孟人那里接受了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并加以改造，从而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孟人文化接触后，泰阮人开始使用两种字母来书写：一种为世俗体，即采用孟文字母来拼写泰阮人的方言；另一种叫作“达摩”（Dhamma）字母，泰阮人用泰语发音为“檀”（Tham），主要用于佛教经文的抄写。

据泰国北部的编年史记载，1296年，孟莱王又建立了一座新城，即清迈（清迈的意思就是“新城”）。1327年，孟莱王的孙子昭三听又在孟莱王原来即位的地方清盛再建了一座城市，即今天见到的清盛。以后，清迈逐渐发展成了泰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泰北各地泰人的小勐如难、帕等均归附了清迈，泰北由此被称为“兰那王国”或“兰那泰”。[10]1400—1525年是兰那王国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兰那泰阮人的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今天老挝的琅勃拉邦为中心的南掌王国（澜沧王国）、缅甸景栋的泰坤人（又译为泰艮人）和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泐人，都采用了兰那泰阮人的“达摩”（Dhamma）或“檀”（Tham，泰文对“达摩”的异写）字母，此后，泰国北部、老挝西北部、缅甸掸邦东北部一部分地区和中国云南西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便形成了一种相通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达摩字母文化”。泰庸人的一支后来还进入了今天缅甸东北部的景栋一带，与当地民族融合后形成了今天缅甸东北地区的掸族的主体。[11]
1292年，中国元朝征服了车里（西双版纳地区），置车里军民总管府，正式将西双版纳纳入元朝的统治领域之中。之后，元朝改变其对八百媳妇国进行武力征讨的策略，改为外交接触，“遣使招徕，置八百大甸军民宣慰司”。从此，八百媳妇国臣服于元朝。但是，在孟莱王统治时期，八百媳妇国虽然名义上臣服于元朝，但却时常联合车里来作乱。根据《招捕总录》车里条记载：“大德二年（1298）三月，小车里结八百媳妇为乱，经时不下，遣使奉诏，招之不听。”“至大四年（1311），云南省上言八百媳妇、大小车里作乱。”元朝多次派出军队征讨都未见显著成效。《新元史》之《八百媳妇传》记录：“仁宗皇庆初（1312）八百媳妇再寇边，帝降诏招抚之，始献驯象、白象，继遣其继子昭三听来朝。”这里所说的昭三听就是孟莱王之孙。孟莱王于1317年逝世，由其子浑乞滥（1317—1327年在位）继位。浑乞滥原来统治昌莱，并在那里接待过元朝使节。他主张与元朝修好，遂派其子昭三听访问中国。1327年昭三听继位为王，于次年重修昌盛城，然后把首都迁往昌盛城。此后，八百媳妇国与中国元朝、明朝一直维持着正常的外交往来。直至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为缅甸兼并。[12]曼谷王朝时期，清迈国逐渐被划入泰国版图。

值得注意的是，孟莱王等历代国王除了积极进行国力建设之外，还努力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姻亲关系。因为“在那个时期，国家的强大并不表现在疆域的辽阔上，而是表现在一国国王是否德高望重以及和其他国家的亲戚关系如何。亲戚关系促成了各国之间在战争时期的互助关系。亲戚多了，其威力自然较他人为强。例如，孟莱王颂扬坤兰甘亨国王的国威隆盛，实是因为他和吴哥、洛坤和阿约他耶邦各国都有亲戚关系的缘故”[13]。正是在这样的建设和发展策略下，八百媳妇国（或者说是兰那泰）逐渐发展成为泰国北部直接与中国云南接壤地带较为强大的国家。这为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泰国兰那传入中国云南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成为其强有力的保障。

此外，在泰人先民迁徙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支系进入了湄南河流域，一些人与当地的孟人和高棉人统治集团成员通婚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泰暹人或暹泰人。泰国学者黎道纲认为：“湄南河流域的各个王系，由于文化相同，彼此通婚联合，逐渐形成一个单一民族，这个民族就是高棉人、占婆人和周边国家人们口里的Syam人。所谓Syam人……也就是今日泰国境内的暹泰民族。”暹泰人或者叫泰暹人大概在13世纪40年代控制了素可泰城，但直到坤兰甘亨[14]于1279年左右继承其兄为王之后，素可泰才真正成为暹泰族的政治中心。当时，素可泰通过扩张兼并了周边许多高棉人的城邦和已经居住在当地的泰人小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泰人国家。在坤兰甘亨统治时期，素可泰成为一个富裕而强大的中心，国王坤兰甘亨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大力弘扬南传上座部佛教，使南传上座部佛教取代了早期的原始宗教而成为国教。在著名的兰甘亨碑铭中，坤兰甘亨向世人炫耀他的王国很富足，“水里有鱼，田里有稻”，人民可以自由地往来和做生意，王国的赋税很轻，国王执法严明公正。碑铭还说，向素可泰表示归顺的有来自琅勃拉邦、南乌河以及湄公河两岸的老族人。还有记载说万象和勐骚也在归顺素可泰的泰老民族小邦的行列。[15]
值得注意的是，与兰那王国一样，素可泰王朝历代国王除了积极进行国力建设之外，还努力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姻亲关系。例如，史料显示，素可泰王朝就与兰那泰有过姻亲关系，因为约在1400—1406年，素可泰王朝就因兰那国势力南伸，改由立泰王的兰那妃子所生之子赛吕泰为王。[16]同样的道理，正是在这样的建设和发展策略下，素可泰国（或者说是兰那泰）逐渐发展成为泰国北部较为强大的国家。这也为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泰国兰那传入中国云南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351年，另外一支暹泰人的统治者拉玛提婆迪以阿瑜陀耶为中心，建立了阿瑜陀耶王朝，阿瑜陀耶取代了早期的暹泰王国素可泰以后，控制了今天泰国中部最富庶的地区。此后，暹泰人势力日益壮大，逐渐发展成了今天泰国的主体民族。向西迁徙到今天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一带的另外一些泰人支系，逐渐形成了泰语民族中的大泰这一支系。据大泰人的史籍记载，他们早在公元6世纪甚至更早就在瑞丽江流域建立了国家。但是，直到13世纪，以勐卯为中心的大泰民族的势力才真正崛起，建立了强大的勐卯王国即麓川政权。明代“三征麓川”以后，大泰地区归属中国中央王朝。后来，缅甸东吁王朝崛起，四处扩张，控制了一部分大泰人地区，这一部分地区的大泰人也就成了今天缅甸北部地区掸族的主体。[17]这样的民族格局为后来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云南提供了有力的主体保障。



[1] 傣族虽是信仰的主体民族，但分布在金沙江沿岸流域和元江流域的傣族不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

[2] 临沧地区已于2006年更名为临沧市；思茅地区已于2006年更名为普洱市。

[3] 赵廷光、刘达成：《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4] 关于“亲缘民族”一词的争论问题，请参考方铁《云南跨境民族的分布、来源及其特点》，《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第29卷第5期。笔者同意这一观点。

[5] 笔者注：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云南跨境民族与东南亚民族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唯一方式，因为诸多史籍已经记载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早已开始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往来。

[6] 李拂一：《泐史》，转引自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7]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傣族简史简志合编》，1964年印行。

[8] 范宏贵：《壮、傣、老、泰族的渊源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何平：《泰语民族的迁徙与现代傣、老、泰、掸诸民族的形成》，《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总第80期）。

[9] 何平：《泰语民族的迁徙与现代傣、老、泰、掸诸民族的形成》，《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总第80期）。

[10] “八百媳妇国”、“八百大甸”是中国对孟莱王所建立的国家之称呼，而他们自己则称为“清迈国”。在13、14世纪时，“八百媳妇国”的正式名称是“清迈国”。至于被称为“兰那国”则应该是在明朝。详参段立生《泰国文化艺术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9页。

[11] 何平：《泰语民族的迁徙与现代傣、老、泰、掸诸民族的形成》，《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总第80期）。

[12] 段立生：《泰国文化艺术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1页。

[13] ［泰］室萨·旺里颇隆：《华富里的泰东北》，《泰国星暹日报》1997年号，转引自［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1页。

[14] “坤”为人名前缀，表尊敬意。

[15] 何平：《泰语民族的迁徙与现代傣、老、泰、掸诸民族的形成》，《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总第80期）。

[16] ［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2页。

[17] 何平：《泰语民族的迁徙与现代傣、老、泰、掸诸民族的形成》，《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第二章 元代以前佛教的传入（13世纪以前）

第一节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传入云南

南诏、大理国时期，是云南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民族融合日益深入的时期，也是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时期。南诏时期，经济生产、商业贸易、政治统治和军事行动推动着交通的发展，南诏建立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线，其中就有连接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南诏通骠国道”、“南诏通天竺道”和“南诏通昆仑道”等[1]，由云南至骠国（缅甸）通往天竺（身毒，即印度）的“滇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古老的交通要道，也是历史上重要的商贸通道，还是印度佛教和东南亚佛教进入云南的文化通道。至大理国时期，尽管关于大理与东南亚诸国往来的记载极少，但可以肯定，大理与东南亚各国一直保持着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系。据哈威《缅甸史》和貌丁昂《缅甸史》记载，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曾出访大理，遂与大理结成睦邻友好关系；段正淳时（约在天正年间，1103—1104年），蒲甘曾遣使出使大理。《南诏野史》亦载：“乙酉（1105），缅人、昆仑、波斯三夷同进白象、香物……政和五年（1115），缅人进金花、犀象。”[2]哈威《缅甸史纲》“缅甸大事年表”云：1115年，遣使南诏，进贡金银花、犀牛角与象牙，想要得到南诏的佛牙，终未得。[3]龚鼎臣《东原录》载：“绍兴丙辰（1136）夏，大理国遣使杨贤时贲，赐色绣礼衣、金装剑，亲侍内官、副使王兴诚，蒲甘国遣使俄记乘摩诃菩，进表两匣及金藤织两个，并称大理国封号，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二卷。”由此可见，大理国后期，大理与蒲甘的官方交往十分频繁，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正是因为南诏、大理国时期与东南亚、南亚源远流长的经济文化交流，印度佛教和东南亚佛教较早地进入云南，且派系俱全，有流行于洱海、滇池地区的汉语系佛教，流行于滇西北的藏语系佛教，流行于滇西、滇西南地区的巴利语系佛教，另外还有盛行于洱海、滇池地区的云南阿吒力派。云南佛教以其历史悠久、显密兼备、佛教语系齐全，加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化佛教而在世界佛教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4]
一 云南大理地区与缅甸骠族的交往

阿吒力教是古代云南佛教的主体，它是天竺佛教，尤其是印度教传入云南后，吸收本地区巫教形成的地方佛教派别，具有鲜明的密教色彩，故又称为“滇密”[5]。公元7世纪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南诏完成了云南社会的重大变革，在经济上实现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政治上取得了全云南的统一，宗教上形成了以突出观音，密教、巫教兼容的阿吒力佛教。阿吒力教本来是以巍山为中心的南诏地方佛教，当南诏统一云南后，又成为云南的佛教。唐朝时期开元二十六年（738）南诏主皮罗阁正式被中央王朝册封为‘云南王’，这是南诏从此作为地方政权的重要标志，也是南诏佛教从此扩大为云南佛教的开始”。

唐朝樊绰《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载：“骠国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其国用银钱。以青砖为圆城，周行一日程。百姓尽在城内。有十二门。国王所居门前有一大象，露坐高百余尺，白如霜雪。俗尚廉耻，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并无宰杀。又多推步天文。若有两相诉讼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灾疫及不安稳之事，王亦焚香对大象悔过自责。”“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毡迭加玻璃罂为贸易。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西去王舍城二十日程。据佛教，舍利城，中天竺国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恒河经云，沙山中过，则骠国疑东天竺国也。”骠国即今天的缅甸。

“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河赕即今大理洱海地区，为南诏国王都所在地，“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即骠国与南诏国有了文化经济方面的联系，东南亚佛教经缅甸传入云南大理地区。事实上缅甸与今印度、阿富汗等国邻近，佛教传入较早，印度密教僧侣有可能跟随商贩、信使由印度经缅甸到南诏传教。这在大理地区有关文学故事中有所记载。

《唐书》卷一九七《骠国传》说：“在永昌故郡西南二千余里，去上都（长安）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距阳苴咩城（南诏都所，今大理）六千八百里。”骠国至唐代更加强盛。《新唐书》二二二卷下《骠国传》记：“其属国十八……凡镇城九……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见者三十二……”又续记风俗与宗教说：“……青甓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浮图……俗恶杀，拜以手抱臂稽颡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甓，错以金银丹彩，紫涂地，覆以棉罽。王居亦如此。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记载了当时骠族佛教盛行的状况，百姓7岁就要到寺院出家，到20岁时，可以还俗。寺院承担了青少年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职责，对于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民风，故百姓不愿杀生，而喜闻佛法。

公元832年，南诏“破其城，掠骠民三千，徙之拓东（昆明）”。858年，骠民呈献金佛一尊，报南诏庇护之恩。可见这时骠国才衰亡，骠族人也渐消失，此后便没有骠国记载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保存至今的南诏阿嵯耶观音具有鲜明的东南亚特色，据专家们考证，这尊观音像是8—9世纪盛行于东南亚地区的典型佛像。笔者认为，或许它正是在这一时期经由骠国传入云南大理的。虽然骠国佛教逐渐衰败，但云南大理的阿嵯耶观音却以实物的形式叙述着当年东南亚佛教盛行的概况，同时也讲述了当时东南亚佛教与云南文化交流的情况。[6]
到南诏末年，佛寺极盛，汉传佛教影响深远，“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7]。在王室和大臣们的推动下，佛教得到了飞速发展。至大理国时期，佛教宗风炽烈，梵呗沸天，“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念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戒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而礼佛游玩者弗绝”[8]。这一时期佛教密宗盛行，曼荼罗神坛日益完善，同时随着与内地佛教的密切交往，禅宗等汉传佛教也逐渐在大理国成为主要的宗教。这一时期佛教整体传播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其信仰关系的建立是自发的，没有形成任何等级制度，其佛教传播运动是自上而下的，王室尊崇，大臣仿效，乃至百姓也纷纷信仰，并深入民心。

二 元代大理国时期汉传佛教的隆盛

元代的云南佛教自大理国之后出现了第三次隆盛时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播特点。

第一，政治版图的扩大、交通的便捷、文化的交流、宗教势力的扩张等原因使巴利语系佛教、梵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这三大语系佛教在云南得到迅速传播，奠定了云南佛教传播和分布的整体格局。

在元代，政治、地理版图的扩张促进了佛教的繁荣发展，云南与东南亚、云南与西藏、云南与内地佛教文化交往密切。1287年，元军一度占领蒲甘，使缅甸俯首称臣，保持朝贡关系。同时在滇缅道上增设15处驿站，互通往来，这为缅甸蒲甘王朝时期以及后来阿瓦王朝时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在滇西和滇西南地区的发展。

此外，滇西北藏传佛教在帝师八思巴统领全国佛教的情势下，逐渐传播到云南境内。元朝时期，原来大理国段氏政权一统云南的局面被打破，云南成为元朝中央政府下属的一个行省，传统的阿吒力教虽然依旧拥有众多信众，但随着禅宗在城镇地区的迅速发展，它逐渐退往乡村等地；自元初的雄辩首倡讲宗以来，显教如潮水般涌入，其中尤其以禅宗的影响最大。云南盛行的主要是天目山一支的临济宗。自“奉为南诏第一祖”的玄鉴开始，招标、圆护、普通等高僧大德纷纷前往天目山参礼中峰，受法而归。临济宗入滇后，兴建寺院，蔚为大观，形成云南佛教史上禅宗极盛时期。自此，内地佛教在云南大部分地区渐居佛教的主要地位，形成了以后佛教发展的格局。

第二，云南佛教传播运动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元朝政府加强了对地方佛教的管理，专门设置佛教都总统一职，由帝师八思巴选派僧人分至各省担任，协助行政长官管理各省佛教工作。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统一进行管理的佛教管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使云南佛教传播运动被系统地纳入全国性的规范管理体系内，有效地保证了云南佛教的有序发展。明朝、清朝均沿袭了这一管理体系，并进一步对之进行了完善。

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汉传佛教的传播特点是：佛教界积极革新，礼请全国著名长老来讲经说法，振兴云南佛教；居士活动活跃，成立大量居士团体，护持佛法，形成僧俗结社传教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佛教传播运动。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看到在元代以前，东南亚佛教就已经开始与云南，尤其是以南诏、大理国为中心的云南地区有了非常好的互动，这些文化交流都为以后佛教在云南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形成了一种历史记忆沉淀下来。

第二节 元代以前南传佛教的传入

在佛教传播史上，佛教的传播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一个长期而反复的过程，南传佛教的传播也不例外。可以说，南传佛教从东南亚泰掸族地区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是一个多次、多线、渐进的历史过程。深入考察傣泰民族史和东南亚佛教史可以推知，较为成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云南的时间应该在13—14世纪，就整个云南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区而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及其普及时代为上至13世纪下至16世纪的300年。[9]然而，通过梳理云南与东南亚地区交往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云南傣族与东南亚泰掸诸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因而不排除元代以前就有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的零散传播流布的可能性。

一 元代以前南传佛教传入的社会历史条件

考察南传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背景离不开对云南傣族历史的梳理和研究。依据傣文文献记载，傣族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滇腊撒哈”，意即“橄榄时期”，其特点是“没有官家，没有佛寺，没有负担”；第二个时期是“莫腊撒哈”，意即“食米时期”，其特点是“有官家，有佛寺，没有负担”；第三个时期是“米腊撒哈”，其特点是“有官家，有佛寺，有负担”。[10]显然，这种历史分期法体现了傣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特点。第一个时期“没有官家，没有佛寺，没有负担”，表明傣族社会还处于没有首领、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阶段，此时佛教尚未传入；第二个时期“有官家，有佛寺，没有负担”，表明傣族社会已经进入有首领、没有剥削的农村公社制阶段，此时佛教已经开始传入；第三个时期“有官家，有佛寺，有负担”，表明傣族社会已经进入有官家、有剥削的奴隶制或封建领主制阶段，佛教得到一定发展。

综观傣族历史，傣族社会从秦汉之际进入农村公社制阶段，即开始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到唐宋年间，傣族社会得到了极大发展。

南诏与傣族在历史上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南诏的辖区曾远至傣族先民居住的一些地区。唐代南诏初兴之时，云南傣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开南及南部区域、永昌城南、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两岸以及红河区域，处于部落分散时期。《蛮书》记载：“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以至凤兰苴，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吐薅。又有大赕、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皆其类也。楼居，无城郭，或漆齿。”[11]芒蛮又称茫施蛮，其居住地正是今天的傣族聚居区。为了便于对广大傣掸地区的统辖，南诏向西取永昌（今云南保山），设立永昌府，今德宏一带属永昌府管辖，将边界拓展至今缅甸境内；在南部设立银生节度，并置银生府于开南（今景东）。银生节度统辖区域见诸历史记录的有威远城（今景谷县）、奉逸城（今宁洱县）、利润城（今勐腊县易武镇）、茫乃道（今景洪市）、柳追和城（今镇沅县）、撲赕（今景东县漫湾镇）、通镫川（今墨江县）、河普川（今江城县）、羌浪川（今越南莱州）、送江川（今临沧市）、邛鹅川（今澜沧县）、林记川（今缅甸景栋）、大银孔（今泰国清迈）等。[12]可见，银生节度所控制的范围，包括今天我国云南省的普洱、西双版纳以及缅甸景栋、老挝、越南和泰国北部一带，意在控制南方傣掸族系诸部。据傣文、汉文史籍记载，自从南诏在滇西南设置银生节度之后，傣族茫乃地方政权就从属于南诏的统辖之下，互动往来频繁。据王懿之考证，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傣泐王继位、接位一般要奏请“汉王”（南诏王）批准并接受封赐和天印；二是若遇喜庆大事，要请“汉王”派使臣前往主持、庆贺；三是南诏与茫乃地方政权之间多次通婚结好；四是若有重大战事，茫乃派兵遣将，全力支持；五是南诏统治者为了便于对傣族地区的统治，还任命了傣族首领在南诏地方政权中任职，如《南诏德化碑》中就有“大将军赏二色绫袍金带赵龙细利”之语，赵龙细利为傣语音译，可能就是当地傣泐王派到南诏任职的傣族官吏；六是按规定三年向“汉王”进贡一次，贡物为大象1头、骏马2匹、金片花12朵、金粉饰黄蜡条8对、银粉蜡条12对、银子500两、金壳长刀8把、绸缎4折、土布24排、黄牛42头、衣服8套、银碗2个（每个重12两）、银盒12个（每个重8.8两）等，每三年后的秋季由议事庭长率百官送至孟缅（今普洱）；同时，傣泐王继位时，南诏王也会回赠幡幔、孔雀旗、白象旗、大铓、铜号、铜鼓、金粉椅、宝石金绒帽等贵重礼品。[13]南诏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地方政权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唐代南诏后期至宋代大理段氏时期，傣族各部落开始不断向北迁移，使原有的分布区向北扩张，迫使南诏政权北撤，于是景东以南广大地区便为傣族诸部所控制。大理段氏虽曾努力想要恢复对这一带区域的直接控制权力，然而由于傣族势力扩张，段氏统治力量始终没有达到开南一带，一些原属南诏直接统辖的区域逐渐成为段氏政权力所不能及的“徼外荒僻地”。对这段历史，《元史·地理志》有载：“开南州，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夷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自南诏至段氏，皆为徼外荒僻之地。”明汪俊《四夷馆考》亦载：“景东府，古拓南地，唐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旧为濮落杂蛮所居，后为金齿白夷侵夺，迄宋大理段氏莫能复。”《明史·云南土司传》载：“景东，古拓南也，唐南诏蒙氏始置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据。”

10世纪前后，傣族部落不断发展壮大，傣族由长期分散的部落时代进入部落联盟时期，出现了较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据傣族民间传说，此时居住在云南南部的傣掸族各部建立起许多“小国”，如在暹罗北部景迈有泰族王子建立的“兰那王国”，即后来的八百媳妇国；在缅甸南掸邦景栋一带有掸族建立的“崆岢国”，后来称为孟艮；在老挝琅勃拉邦有老族酋长建立的“勐骚国”；在越南北部有泰族建立的“勐交国”；西双版纳境内傣族各部也联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泐国”。为了抵抗吉蔑族的侵扰，上述这些傣掸族系的小国联合起来结成势力强大的部落联盟“庸那迦国”。与此同时，滇西傣族出现了四个强大的部落，傣语称为“孟生威”（后来明朝建立的木邦土司地）、“孟兴古”（后来明朝所建立的孟养土司地）、“孟底”（后来明朝所建立的干崖、南甸土司地）和“勐卯”（后来明朝所建立的麓川土司地），这四个部落曾经联合组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称为“[image: ]赏弥国”。关于庸那迦国和[image: ]赏弥国两大部落联盟的传说，并非子虚乌有，可与汉文献的记载相印证。据汉文文献新旧《唐书》和《元史·地理志》相关记载可知，在唐代中期至北宋初期，傣掸族系部落一带与南诏和内地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和内地的商品交换日渐增多，该区域的社会经济也正在发展之中。10世纪前后，傣掸族系各部在地理区域上连成一片，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部落发展时代，它们时而征伐，时而结盟，政治、军事联系十分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也比较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傣掸诸族的分布区域中，不断有印度移民迁入，印度文化也随之大量渗入，婆罗门和佛教文化很早就扎根在东南亚各民族中，和吉蔑文化、南来的马来文化、北来的中国文化长期交融，在各个民族中融合为多元民族文化，其中，印度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是佛教文化。而傣掸族群间频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流与互动为傣泰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和佛教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元代以前南传佛教的传入

关于南传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时间和路线，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分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深入考察东南亚南传佛教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认为，成熟的南传佛教是元代从东南亚泰掸族地区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然而，这与元代以前有南传佛教的零散传入并不冲突。关于元代以前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兹略评述，存史备考。

（一）南传佛教公元前后传入云南

有学者依据傣文史料《帕萨坦》中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等傣族地区的记述认为，“公元前后，佛经、佛像相继传入，并先后在景洪、勐龙、勐海等地建盖了佛寺和佛塔，最后才从景洪逐渐传到勐腊等地。诚然，释迦牟尼是否亲自到过东南亚及西双版纳传教，尚需进一步考证……然而，佛主的弟子到上述地区巡游传教，则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仅有若干傣文史籍记载，而且还有不少文物古迹足以佐证”，而且，“论证小乘佛教早在公元前就传入西双版纳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许多现用地名由来的佛教化，即西双版纳的不少地名都是根据佛主周游教化的事迹而命名的……上述情况说明，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是很早的，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14]。另有学者认为：“佛教何时传入我国傣族地区，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傣文记载，小乘佛教第一次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是佛历526年，即公元前19年（西汉成帝鸿嘉二年）。跟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述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差不多：‘最早见的是公元65年——汉明帝永平八年。’‘开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这是佛历218年（前327年），佛教举行第三次集会，后分九路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教。中国内地是由西域丝绸之路传入的，另一路则经勐兰嘎（斯里兰卡）到金地（缅甸）传入傣族地区。’傣文史料《巴塔麻嘎波罕》和《波纳腊坦》两书有一段记载：‘佛祖逝世523周年时，布塔果沙听到兰嘎赛诵经，获得胜利，佛经才正式被升入佛的殿堂，由布塔果沙听首次刻写在贝叶上，从此就由水路传八万四千个区域村庄，这时正值佛历526年，巴利文也才随着佛经传入傣族地区。’1986年10月，景洪县曼广龙寨群众自筹资金重建景洪地区著名的‘九塔十二城’中的第四座塔，其塔基下出土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块长2.5厘米、宽2.5厘米的银片，上面用西傣文刻着：‘菩塔萨卡1000年捐建结束’。菩塔萨卡为佛历，佛历一千年距今1531年（南北朝孝武帝孝建二年）。此外，勐海县勐混区曼南嘎出土的银片上面刻的日期为‘尊腊沙哈’（傣历）334年，距今1015年；景洪县嘎洒区曼弄凤乡曼英寨热塔出土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的建塔碑文的日期是尊腊沙哈146年6月4日中午，距今1203年。”[15]
值得注意的是，考察南传佛教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时间，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傣族所奉法脉究竟为何。傣族信奉的是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不能简单地与汉初开始流传于中国汉地的小乘佛教混为一谈。依据巴利语文献记载，直至公元5世纪觉音尊者撰成《清净道论》才奠定了上座部佛教大寺派的理论基础，确立了上座部佛教的完整思想体系。再则，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小乘佛教传入东南亚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后，但它可能是阿育王所崇奉的说一切有部，或从南印度传入的梵语上座部佛教，而不是巴利语系斯里兰卡大寺派传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16]，则南传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云南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须作进一步考证。

（二）南传佛教公元六七世纪传入云南

南传佛教何时传入云南傣族地区，没有确切的年代和史料根据。有研究者认为：“据傣文的相关记载和汉文史籍，参照东南亚史料，可以推定在公元六七世纪时候，佛教就传入傣族地区了，它经历游传、定点到事后的漫长岁月，约在公元9世纪前后遍及西双版纳地区。”[17]
另有学者认为：“南传佛教由缅甸佛教最初传入云南省西双版纳应为公元7世纪的隋末唐初时期。”主要依据有五：第一，据20世纪50年代尚存于勐混总佛寺之《佛陀之教史话》（傣语称《旦南布塔沙萨那》）记载：佛教自缅甸孟族地区传入西双版纳，建立了这里的第一座佛寺——洼坝姐（wabuajie），时为祖腊历纪元前二十三年（615）。第二，据勐海县佛教协会康朗庄所言：“勐海大佛寺的大殿柱上刻有该寺建造年代。此寺从祖腊历十三年（651）开始动工，至二十三年（661）落成。坐落在勐海城郊的曼拉闷佛寺是与勐海大佛寺同时建成的，均为祖腊历二十三年。证据是曼拉闷佛寺内靠殿后的第二根厅柱上贴有100片金箔，这些金箔是一个名叫南麻达纳干宰的信徒所捐献，目的是祈求帕拉阿尼松佛拯救自己，柱上还用傣文记载说：‘拟板那巴宰约，混独若尼战，三十三年。’意即‘祈求能真正得到佛主保佑，直到死为止。三十三年。’”傣历33年即公元671年，时值唐代初叶。第三，据勐海土司府所收藏的《地方大事记》手抄本记载：“勐海总佛寺于祖腊历三十三年（671）完工，举行隆重的开光法会时，将到景洪敬请……总佛寺大僧正长老亲自前来主持法会。同年，勐海城子佛寺亦在答谢海（dahehai）建成。祖腊历七十五年（713），迁至靠近城边的新寺——瓦迈，因同一城有两所佛寺，僧侣和信众常有争执，于祖腊历一一三年（751）撤销新寺，合并到总佛寺来。……在蒲甘王朝的劫掠战争中，总佛寺被毁。祖腊历三七五年（1013），全勐民众齐心合力，在原址重建砖木结构的瓦顶佛寺，扩大了范围，建立了布萨堂、两所藏经亭、两所鼓房、两院僧舍。随后又修建了两座佛塔。”第四，另据松领勐混好刀学兴根据佛经《列罗》记载说：“召苏扎多授戒把引达叭升为佛爷，并对他说，佛教在我们景迈已经得到发展，应该让景栋人也懂得佛教。乃率引达叭携佛经《桑比达嘎》去景栋传教，又到景列建佛寺，升和尚。事毕，召苏扎多回景迈，引达叭留景栋，于是景迈、景栋、景列人彼此往还升和尚、拜佛，四时不绝。以后有召帕有者，领其子七人来景栋当召勐……傣历86年（724），召帕有派佛爷西维苏坦麻书那自景栋来景洪宣扬佛法……佛教在西双版纳大大发展……”据《列罗》所载，佛教传入西双版纳的时间在公元724年，与勐海曼拉闷佛寺厅柱上记载的建寺时间（671）只相差53年。第五，又据傣文经书《旦兰塔景恩》记载，勐混地区的景恩塔是勐混第一代僧侣几达公满建造。景恩塔碑铭记述在傣历141年（779）、1133年（1771）、1139年（1777）修葺过三次。据此可推知景恩塔始建不晚于唐代，为西双版纳古塔之一。[18]
再有学者认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约当公元7世纪从缅甸初传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这是根据缅甸的上座部佛教历史来推论的，尚需待各方面的印证。”[19]“南传上座部佛教约公元7世纪前后经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至公元14世纪以后得到广泛发展。公元15世纪以后，逐渐为与傣族毗邻而居的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及部分佤族所信仰。”[20]
《南传佛教史》的作者也提出南传佛教大约在7世纪传入傣族地区。其立论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傣族地区民族和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属于同一族系，语言也很相似。在宗教文化上，则受缅甸、泰国、老挝、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傣文史料说傣族地区佛教自孟人金地传入。二是西双版纳最早的佛寺是瓦巴姐寺（Vabujie，意为森林之寺），建于615年，所以，大约7世纪初，上座部佛教从缅、泰境内传入傣族地区。到8、9世纪，佛教在西双版纳已很普遍，稍后流传到其他民族地区。[21]
据勐遮、勐混等地的勐志记载，7世纪初期佛教开始从缅甸传入。另据缅纸佛经《尼板纳素》记载，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瓦巴姐寺建于615年。加之勐海大佛寺发现的银片记载该寺建于傣历13年（651），因而提出“最晚在七世纪以前，上座部佛教已从缅甸或经由缅甸传入傣族地区。七世纪初开始建造佛寺，到公元八九世纪，佛寺已遍及西双版纳各个村寨”[22]。

（三）南传佛教中唐时期传入云南

有研究者认为“迄至公元8世纪前后，整个东南亚各国均已奉信佛教，东南亚佛教文化区已于此时正式形成，其奉佛之国可以举列名字者有骠掸、真腊、文单、参半、庸那迦、扶南、环王、林阳、顿逊、盘盘等。其中骠掸与我国傣族云南西部傣族（今德宏地区）交错而居，庸那迦则包括我国车里即西双版纳区域，加上我国南诏的政治和文化统治，可以完全肯定，我国傣族已于中唐前后与掸族各族一起信奉了佛教，其在政治上和版图上属于我国南诏辖区的一员，在文化上则是东南亚佛教文化区的组成者与缔造者”[23]。可见，南传佛教中唐时期传入云南的观点是将傣族纳入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区域之内，并在此文化区域形成于我国中唐时期（公元8世纪前后）这一基础上提出来的。

综览上述关于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诸说，之所以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形，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由于汉文文献以及傣文文献记载阙略，尤其是叭真建立景龙金殿国之前的史实不甚明了，因而无法客观准确地解析这个问题；二是有些学者将傣族地区的佛教与普通意义上的小乘佛教混为一谈，忽略了对南传佛教历史源流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深入考察，致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难免有不同看法。此外，一些学者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走了两个极端，一则无视前贤关于云南傣族史的研究成果，[24]二则轻信未加甄别考辨的田野材料，甚至把附会传说当作信史，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尽管如此，从东南亚傣泰族群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视野来看，我们不排除元代以前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零散传播的可能性，而有组织、有序地传入并获得初步发展则是在元代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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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初步发展（13—14世纪）

第一节 元代南传佛教传播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有元一代，政治、地理版图的扩大，交通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与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云南与东南亚地区、我国西藏、内地的佛教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使得巴利语系佛教、梵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这三大语系佛教在云南得到迅速传播，奠定了云南佛教传播和分布的整体格局。此外，元朝政府加强了对地方佛教的管理，专门设置佛教都总统一职，由帝师八思巴选派僧人分至各省担任，协助行政长官管理各省佛教工作，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统一进行管理的佛教管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使云南佛教传播运动被系统地纳入全国性规范性管理体系内，有效保证了云南佛教的有序发展。《新纂云南通志》载：“元世祖崇八思巴为国师，其徒分布各省为释教都总统。其在云南为梁王师，地位至高，倡导佛法，启建寺宇，总持教门。梁王及行省宰官护法，亦多有力焉。”

元代云南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禅宗传入云南并逐渐居于各派之首。元朝统治云南120多年，有史籍记载者，仅在昆明一地，就创建佛寺30座。由此可见，元代云南，人民信佛，官府崇佛，佛教相当兴盛。元代云南佛教文化的另一特色就是儒教（儒学）、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以及各民族原始宗教同时并存，共同发展。[1]另外，元代云南佛教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佛教三部派之一的巴利语系佛教逐渐传入云南并有了初步发展。

元代南传佛教的传播和初步发展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公元13、14世纪，正是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元朝对傣掸族系地区的经略则进一步打通了傣泰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极大地拓展了同源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范围与内容，为南传佛教经由民族文化传播通道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

一 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

“傣泰民族”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指的是分布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及东南亚、南亚区域内一个有着共同民族和文化渊源关系的族群。傣泰民族文化圈是傣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迁徙扩散而形成的，这一文化圈的大致范围是：中国的云南省、越南北部及西北部泰人分布区、老挝北部泰人分布区、缅甸北部泰人分布区、泰国北部与东北部与中国有民族渊源关系的泰人分布区。[2]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族与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分布地相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族群的各个部族分属不同的国家。在这个族群分布区域内，中、泰、缅、老之间的地理疆域和民族迁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着变迁，泰、掸、傣、老诸族系之间的民族文化传播运动亦从未中断。傣泰民族文化圈正是在相互间的政治交往与民族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从公元1世纪前后到10世纪这个历史时期，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数十个早期国家，缅甸和泰国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就出现了一些小国，到公元6世纪以后出现了地域发展更广的骠国、堕罗钵底等国家。公元3世纪，高棉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扶南国，当时的真腊是扶南的一个属国。公元6世纪真腊兴起，公元7世纪一举攻灭扶南，建立了真腊国[3]，建都于今柬埔寨境内。这时真腊的领域，包括越南南部、柬埔寨全境、泰国北部、老挝及缅甸的一部分，北面已达今西双版纳而和南诏接壤。[4]
据传，9世纪，居住在中南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边沿一带的掸泰族各部为了反抗吉蔑人的侵扰，建立了一些小王国，也就是部落联盟。857年，暹罗北部的一个泰族王子在“孟枋”建立了一个泰族王国。紧接着，在“景迈”也出现了一个泰族王国，即兰那国。另一泰族（老族）酋长在“勐骚”建国，此地即为后来的老挝琅勃拉邦。还有一个“崆岢国”，就是后来的孟艮，即今缅甸南掸邦的景栋一带。此外，越南北部泰族也建立了一个称为“勐交”的小国。这一带地区的傣族、暹罗北部的泰族、缅甸南掸邦的掸族，不是被真腊所统治，就是为真腊所侵扰，为了反抗强大的真腊，他们曾互相联合，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即传说中的“庸那迦国”。[5]
与此同时，今云南西双版纳境内出现了一个“勐泐国”，即1180年傣族部落首领叭真入主勐泐所建的“景龙金殿国”。叭真是第一个在西双版纳地区建立傣族统一政权的人，对此，傣文西双版纳编年史《泐史》有载：

叭真于祖腊历[6]五四二年庚子（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入主勐泐。其父给与仪仗武器服饰等多件，诏陇法[7]名为菩提衍者，则制发一虎头金印，命为一方之主，遂登大宝，称景陇金殿国至尊佛主。五五二年（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建都于景兰。

叭真战胜此方各地之后，兰那、猛交、猛老，皆受统治。时天朝皇帝为共主，有猛交酋名那刺毗朗玛，景陇酋名蒙猛，兰那酋名提逻阇者，以及刺隗、金占、唷崖、埭腊、珐湳、崆岢等各酋长，俱会商劝进，举行滴水礼，推叭真为大首领。……参与集会者，有和、唷崖、金占、古喇、帕西、埭腊、珐湳及崆岢等国人员，有人民八百四十四万人，白象九千条，马九万七千匹。[8]

对这则史料进一步剖析可知，在西双版纳境内，一直是若干傣族部落各自据地而居，在族与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中，叭真“战胜此方各地之后”而成为一方之主。《泐史》记载叭真于1180年入主勐泐，1190年方建都景兰，兰那、猛老等国公推叭真为大首领，举行掸泰诸部族建立联合政权的盛大集会。这种情况正说明，叭真先是征服景洪附近的各部落而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大酋长，此后又经过十年的战争，用结盟的方式统一了西双版纳全境。江应樑在《傣族史》中指出，叭真建立的“泐国”，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部落联盟：一种是西双版纳境内的永久性的部落联盟，这是西双版纳傣族形成一个单一民族的第一步；另一种是联合邻近各掸泰诸族而组成的一个临时性联盟，即传说中的庸那迦国，也就是《泐史》所载之兰那、猛交、猛老、崆岢等国俱来集会，共推叭真为大首领。原来“庸那迦国”这一掸泰诸族的联盟是以景迈为盟主的，待叭真建立景龙金殿国时，威势振赫，庸那迦国的盟主地位就从景迈而转至勐泐。加入这一联盟的，有泰国北部的兰那、越南北部的猛交、老挝琅勃拉邦的猛老、缅甸南掸邦的崆岢，其他如金占、珐湳、埭腊、古喇等诸小国名虽不可考，但皆为这一广大区域的掸泰族系的部落，是可以肯定的。[9]
与上述“庸那迦国”出现的同时，西部的傣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个傣掸族系的部落联盟，史称“[image: ]赏弥国”。永昌、丽水、开南境内的金齿、芒蛮诸部，也正经受着邻近异族的威胁，其东是吉蔑人，其西是孟人和骠人。传说在11世纪，这个地区内出现了四个大部落，都属于傣掸族系，分别为：①孟生威（Mong sen vi），其境域在萨尔温江中部，北抵麓川，南至孟峨，东到公明山，西北达伊洛瓦底江。它实际上是包括许多小部落的部落联盟，蒲甘王朝兴起后，企图向东扩张，这些傣掸族小部落为免受异族兼并，就联合起来抵抗蒲甘王朝，于是产生了“孟生威”这个部落联盟。这片区域元朝时属云南行省统辖。②孟兴古（Mong singu），其境在伊洛瓦底江西岸及瑞丽江下游一部分区域。10世纪，孟兴古的境域已达曼德勒以北。蒲甘王朝建立时，这片区域的诸族深受其害，后其境内的部落不断兼并，不断发展壮大，遂组成孟兴古部落联盟，摆脱了蒲甘王朝的羁縻统治。③孟底（Mong Ti），为大盈江流域一些傣族部落的联盟。元代金齿六路中的镇西路即在其境。④勐卯（Mong Mao），在瑞丽江西岸。相传三千年前，这里曾出现了一个勐卯国，是德宏傣族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一个国家，元代以其地建麓川宣慰使司。元末，麓川强大，并不断兼并邻近地区。上述四大部落，在11世纪时组成了更大规模的部落联合体，称“[image: ]赏弥国[10]，以孟生威为盟主。[image: ]赏弥国的区域，北抵腾冲，西逾伊洛瓦底江，南及湄南河上流，东与‘庸那迦国’相邻。孟艮处于‘[image: ]赏弥国’和‘庸那迦国’的中间地带，因而孟艮时而加盟‘庸那迦国’，时而又是‘[image: ]赏弥国’联盟中的成员”[11]。

关于这两大部落联盟的传说，可与汉文史籍记载相印证，据汉文文献新旧《唐书》和《元史》相关记载，10世纪前后，傣掸族系各部在地理区域上连成一片，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部落发展时代，它们时而内部争斗，时而结盟，政治、军事联系十分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也比较频繁，为同族源的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总之，从10世纪开始，泰、掸、傣族等民族就打破国家政治疆域和地理疆域，而一直在以大的民族集团建立自己同一族源的统治势力，促进了同族源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13—14世纪，傣、泰、掸、老等同族源民族文化圈基本形成。[12]这就为南传佛教从兰那、景栋等泰掸族地区进入云南傣族地区准备了天然的民族文化通道和传播载体。

二 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

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是南传佛教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脉络必须纳入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中进行考察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客观性。中国元朝时期，正是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形成并向四周辐射传播的重要时期，成熟的南传佛教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并获得了初步发展。

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或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是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严格来说，应该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现在，它主要流传于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南亚的斯里兰卡，以及中国云南省西南部的傣族地区。这一地域的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佛教徒约有1.10亿—1.15亿。所谓“东南亚佛教文化圈”，如果从宗教文化学意义上说，应当包括上述国家和地区，而不仅仅是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13]
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应当从缅甸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说起。阿奴律陀并非蒲甘王朝的创建者，据出土文物考证，大约公元9世纪，蒲甘王朝建立，当时只是一个很弱小的王国。1044年，阿奴律陀登位之后，先后征服了群雄，结束了割据局面，缅甸逐步走向统一，开创了历史新的一页。阿奴律陀整饬教派，发展农业，为蒲甘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佛教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阿奴律陀曾在佛寺隐居多年，深受佛教文化的熏陶，登位后得到来自直通孟族南传佛教高僧阿罗汉的影响，立下了改革教派、弘扬佛教的志向。1044年以前，缅甸存在很多种佛教宗派，其中比较盛行的是阿利僧派（Āri）。阿利僧祭龙供佛，蓄发须，吃肉酗酒，并强迫女子向其献童身，过着非常放纵的生活。在阿奴律陀之前，阿利僧在蒲甘一带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教派，人数众多。阿利僧派与上座部佛教明显不同，据学者考证为大乘密教。阿奴律陀深恶阿利僧非法势力的盛行，除了治理国政之外，他注重佛教改革，其时的改革举措影响了缅甸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佛教的发展。他听从一位来自缅甸南方上座部佛教高僧阿罗汉（Araham）的建议，明令宣布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尊奉阿罗汉为国师，推行纯正的上座部法统。另据哈威《缅甸史》记载：“有僧人阿罗汉（Shin Arahan）者，本直通婆罗门之子，于1056年至蒲甘。彼为佛教南宗（小乘）都罗婆陀（Theravada）派之弟子，具有赤忱，欲使上缅甸崇拜异教之地，改奉佛教。彼隐居于蒲甘附近之林野间……”[14]1057年，为了推进上座部佛教在缅甸的传播，阿奴律陀派兵征服了不愿赐予佛教经典的直通国（孟族），将该国的三藏经、各种注疏和佛教文物全部运至蒲甘，同时迎请戒律精严的上座部佛教僧人五百名及直通的艺术家、工艺人等三万名同返蒲甘，这是缅甸佛教史上的大事。在此基础上，阿奴律陀命令包括阿利僧在内的戒律不严的其他佛教宗派的僧人还俗为民，或者改奉上座部佛教。不从者则被放逐。征服直通之后，阿奴律陀与斯里兰卡通好，依阿罗汉的建议，派遣僧团往斯里兰卡迎请该国的巴利三藏，与直通得来的巴利三藏作详细对照审订，证明两种经文内容完全一致。他又命令比照两种本子，重新抄写一部，并建庄严宏伟的“三藏经楼”珍藏供养。同时又令各地兴建许多佛塔、佛寺，塑造佛像，蒲甘著名的瑞海宫佛塔即始建于1059年。这些举措，一方面使得蒲甘原有的阿利教、大乘佛教、密教、婆罗门教等各派渐渐衰颓消亡；另一方面使上座部佛教盛行全国。

阿奴律陀在缅甸佛教史上的贡献还在于，他以孟文及骠文为基础，创造了缅文，音译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使上座部佛教代替此前并存的各佛教派别而盛行缅甸，以通俗的巴利文代替了古雅的梵文，缅文从此成为缅甸主要文字之一。1071年，斯里兰卡国王毗舍耶婆诃一世因国家久经战乱，佛教衰微，僧人极少，经典文物散失，所以遣使缅甸请阿奴律陀赐予三藏并派僧团到斯里兰卡传戒。[15]
此外，阿奴律陀扩张疆域，向东征服了掸族诸邦，并纳一位掸族公主为妃，使蒲甘和掸族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兴盛的蒲甘上座部佛教文化自然地传向掸族地区，经由掸族地区传入泰、老、傣地区。

阿奴律陀之后的几代蒲甘国王仍大力推崇佛教，广建寺塔，与锡兰保持密切的宗教往来。在蒲甘王朝二百多年时间中，历代国王对佛教积极护持，发扬上座部佛教，奠定了南传佛教在缅甸历史上长期兴盛不衰的基础。据碑铭资料统计，蒲甘王朝献给佛寺土地约364390英亩，劳动力21983人，银相当于67416盎司，在蒲甘都城内建造寺塔大小达4000多座，11世纪末，蒲甘城就有4108名僧人。[16]
如史所载，11—13世纪的蒲甘王朝是缅甸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缅甸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经过几代国王的热心护法，大长老的勇猛精进，一方面发扬直通孟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法统，另一方面积极从锡兰引入大寺派传承，使佛教文化精要汇集于一地。在蒲甘时代，由于有了可信依据，抄写研读巴利三藏蔚然成风。蒲甘王朝的壁画、雕刻、建筑艺术在佛教的推动下更是灿烂辉煌，佛塔建筑艺术尤为精湛，其数量之大、造型之美，堪称东南亚之冠，蒲甘成为当时东南亚名副其实的佛教艺术中心。[17]上座部佛教历经蒲甘王朝的辉煌之后，继续蓬勃发展，佛教从孟缅地区向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取得了更好的成效。13世纪后期，我国蒙古元军挥师南下攻入缅境，推翻了蒲甘王朝，缅甸俯首称臣，与元朝保持朝贡关系，在滇缅道上增设15处驿站，互通往来，为处于兴盛期的缅甸南传佛教陆续传入云南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南传佛教在滇西和滇西南地区的传播发展。[18]
继蒲甘王朝统治缅甸的是掸族，1312年，北方的掸族初建都于邦芽（Pinya），那里原来是阿利僧的聚居地之一，后来又汇聚了许多阿奴律陀时代被驱赶来的阿利教僧人，上座部佛教十分微弱。后来有上座部比丘小阿罗汉和天眼来到这里，得到国王的崇信和护持，上座部佛教才开始发展起来。王子乌阇那（Ujana）于1324年继位后，蒲甘地区的阿罗汉派和阿难陀派的比丘纷纷来到邦芽，国王为他们修建了77座佛寺供其驻锡弘法，上座部佛教在邦芽才逐渐发展起来。新传入的上座部僧人因见解相异而分为三派：隐居山林的称为“阿兰若住者”（Āraññavāsi，“林居派”）；居住在村落寺院的称为“村落住者”（Gamavāsi，“村居派”）；由国王供养、有田园收入的称为“国僧派”。[19]其后，一部分僧人离开了邦芽，到了兰那并传入缅甸景栋，又从景栋传入西双版纳等傣族地区。由于它们都是从兰那传到景栋后进入云南傣族地区，所以就被称为“润”，分为“摆孙”和“摆坝”两派，均在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之前就已形成。

11世纪中期，泰族建立了兰那（Lanna）和澜沧（Lan Chang）两个小国家。澜沧泰族一系，后来向泰国东北部发展，成了以后的老挝；兰那是泰族首先在泰境内建立的一个小王国，在中国史书上称“八百大甸”。兰那强盛时，其辖境包括现在清迈、南奔、南那、昌来和缅甸的景栋地区。当时还有两个泰族邦国：一称拍尧（Payao）；另一称哈里奔猜（Haribhujaya），由孟族血统遮摩（Cama）女王统治，这位女王曾请五百位僧人携带三藏圣典往各地弘法，奠定了北部上座部佛教深远的基础。[20]据《庸那迦纪年》记载，一直到1292年，兰那国的孟莱王征服了哈里本猜，孟族的佛教才为兰那所接受。[21]1296年，兰那立清迈为新都，中国史籍称之为“后八百大甸”。从13世纪开始，泰国北部的兰那国（又称“八百媳妇国”）逐步形成了以清莱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清迈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两大区域。在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清迈逐渐发展成了泰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据《新元史·八百媳妇传》记载：“每村建一寺，每寺建塔，约以万计。”[22]大规模修建寺塔，表明佛教发展隆盛，也显示出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在兰那王国的历史上，有两位君王对佛教发展的贡献尤为显著。第一位是孟莱王（Mangrai，1296—1317年在位），他一方面在南奔、清迈等地广修佛寺，另一方面又派以应达班约（Yingdabanyo）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学法深造，学成回到兰那建立了莲花塘寺（Vabayobo），持较严的阿兰若律，这便是直至今日仍影响颇大的莲花塘寺派（“摆坝”，林居派）之发端。[23]第二位是兰那王国九世哥那王（Keu Na，1355—1385年在位），哥那王统治时期是整个泰国北部上座部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他的护持下。兰纳地区的上座佛教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据15世纪的兰那文献《宗教本源志》记载，哥那王通过素可泰五世立泰王邀请苏摩那长老到兰那，弘扬他从缅甸塔通传来的楞伽宗上座部佛教。1371年，哥那王又在清迈修建瓦孙诺佛寺，后来这一佛寺就成为“摆孙”派佛教的发源地。[24]后苏摩纳所弘扬的佛教派别又被称为“花园寺派”。“摆坝”和“摆孙”二派的形成标志着兰那地区上座部佛教的成熟和发展。[25]
兰那上座部佛教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之间关系密切。在兰那王国的早期，兰那上座部佛教就经由缅甸景栋传入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傣族手抄本文献《佛教大事记》有载，孟莱王的母亲是西双版纳第四代召片领（宣慰使）陶陇建仔的女儿。泰北《清迈纪年》亦有相应记载。孟莱王对景洪的外祖父母孝敬备至，每年都贡献方物。由于兰那与西双版纳的姻亲关系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这就为南传佛教从泰国兰那地区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又有大批巴利文佛经和注释被译成泰润文在傣、掸、老族地区流通，促成了这一地带佛教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流、大融合。[26]
与此同时，泰国南部的素可泰王朝在13世纪时期获得较快发展。1257年，泰族正式建立素可泰王朝（1257—1436）后，即建寺供养来自六坤的斯里兰卡僧团，提倡弘扬斯里兰卡佛教。到了第三代坤兰甘亨王（1277—1317年在位），尤其致力于弘布斯里兰卡佛教，选派比丘前往斯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建立僧团，精研三藏，戒德庄严；1283年前后，为便于弘传上座部佛教，坤兰甘亨王还亲自参与根据吉蔑文创立泰文的工作。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在泰国获得发展之后，原先从柬埔寨传入的多数人信仰的大乘佛法逐渐消亡。大约13世纪末期，素可泰全国就完全转信了斯里兰卡大寺派法统的上座部佛教。[27]至此，上座部佛教在傣、泰、掸老等同源民族文化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佛教文化的高度发达性得到了认同和弘扬，随着素可泰王朝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展而在思想意识领域影响着信仰民族。[28]
此外，与云南临近的柬埔寨在中国古籍里曾有“扶南”、“真腊”之称。据史料记载，直至13世纪，即安哥王朝后期，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柬埔寨，梵文渐趋衰颓。1309年柬埔寨一块巴利语古碑铭记载，舍耶跋摩波罗弥斯罗曾首先正式护持斯里兰卡的佛教僧团。14世纪中叶以后，因屡受泰国进攻，泰国的南传佛教随之传入。后来，柬埔寨也成了清一色的南传佛教国家。

老挝史上明确记载有上座部佛教信仰始自法昂王（1353—1373年在位）建立南掌国之时。法昂即舍耶跋摩波罗弥斯罗的女婿，自幼在柬埔寨长大，从高僧受教育，信奉佛教，当他回老挝时，携带著名的琅勃拉邦佛像并引进了柬埔寨上座部佛教，致力弘扬。[29]14世纪中叶后，老挝才全面接受了南传上座部佛教。

可见，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先后在13—14世纪，接受了斯里兰卡大寺派法统的上座部佛教并奉为国教。至此，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才真正形成，这是南传佛教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重要的历史背景。

三 元朝对傣掸地区的经略

元朝对其时云南境内的傣族、蒲甘的掸族、八百媳妇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通称为“金齿”、“白衣”或“白夷”，元朝在金齿、彻里、蒲甘、八百媳妇国、老挝等上述诸族分布区域内，都曾先后建立过政权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在同一个政治地理疆域内同源傣掸族系的经济文化接触和交流，包括南传佛教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1253年（南宋理宗宝祐元年，蒙古宪宗三年），忽必烈率师征云南，乘革囊渡过金沙江，入大理，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多年的地方统治政权。云南正式纳入元代中央政权。

元军入云南时，正值傣族各部出现强大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际，澜沧江中游和红河流域的傣族不断向北迁徙，其分布区域扩至红河上游、元江、南盘江一带。元军初入云南，对这个部落众多、地域广大、武力强大的傣族，采取了先西后南的经营策略。1254年（元宪宗四年），兀良合台攻降滇池及其东各地后便调军西征，德宏及邻近傣族各部先后归顺。李京《云南志略》云：“宪宗甲寅，大将兀良吉歹（兀良合台）专行征伐，金齿内坿。”程文海《元世祖平云南碑》载：“兀良合台经略进军，金齿、白夷、缅中诸蛮，相继纳款。”1261年（元世祖中统二年），德宏傣族各部便联合派遣使臣八人，远到北方去朝见忽必烈，得到嘉谕。《元史·地理志》载：“中统初，金齿百夷诸酋长各遣子弟朝贡。二年立安抚司以统之。”金齿安抚司统治今保山至德宏一带，为元初云南行省五大区域之一。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元政府升金齿安抚司为金齿宣抚司，立金齿六路，建六路总管府。六路辖境为怒江以西到伊洛瓦底江岸，除包括今德宏州全境外，南部逾瑞丽江，包括江南之大片土地。西抵伊洛瓦底江岸，怒江以东为镇康路，辖境为怒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大片地区。六路的设立，确定了云南西部所有的傣族、掸族各部，尽皆统属于元朝疆域之内，元朝的政治统治势力已经远达伊洛瓦底江区域，这就必然要和当时的缅甸蒲甘王朝发生接触。

当元朝经略云南西部傣族地区时，缅甸境内的蒲甘王朝正处于比较强盛的时期。蒲甘王朝的都城蒲甘位于弥诺江与伊洛瓦底江相汇处，为云南与印度的商业交通孔道，其北部与云南西部傣族分布区紧相邻接。蒲甘王朝强盛后，对其北面的傣、掸各部，时加骚扰。当元朝建立云南行省之时，正值蒲甘王朝好大喜功的国王“那罗梯诃波”（Narathihapat）在位执政，他曾讨平国内叛乱，并大兴土木，广建寺塔，自夸拥兵三千六百万，嫔妃三千人，不可一世。当时蒲甘境内尚有很多未被开垦的土地，北面的傣族、掸族各部人民，不断南迁开荒，并把北方的消息传递到了南方。元朝金齿六路总管府建立后，蒲甘境内的掸族各部普遍增长了内向中国的情感，导致了那罗梯诃波王对元朝的对抗情绪。1271年（元至元八年），大理、鄯善（今昆明）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使缅国，招谕蒲甘王内附不成，元朝和蒲甘的关系日渐恶化，而沿边的傣、掸各部心向元朝，希望派兵征缅，解脱蒲甘王朝的侵扰。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蒲甘王突然以大军侵入云南镇西路境内（今德宏州盈江县境），前锋抵达南甸（今德宏州梁河县境），欲在腾冲、永昌间建立军事据点，企图进袭大理。元军发兵抵御得胜，使元朝在云南西部傣族地区的政权得到巩固。然而，蒲甘后又乘虚而入继续控制伊洛瓦底江沿岸地区，不时侵扰德宏境域。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元朝廷议再征蒲甘，忽必烈命令药剌海率领西川元军万人，会同云南纳速剌丁领军征缅。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从昆明出发，十月到达南甸、干崖，再沿大盈江而下，与缅军战斗。对此，《元史·缅国传》有载，当时南甸、干崖的傣族武装都加入了征战，元军进占江头城，遣使说降，蒲甘国王不降，集中武力守卫都城，并拆毁数百座佛寺、佛塔，以其砖石赶筑工事，强迫掸族各部参战。1284年（元至元二十一年），元军一举攻陷建都、太公二城，当地主要为掸族所居，纷纷降附元朝，其中包括建都王乌蒙及附近的金齿等十二个部落。[30]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元军攻占蒲甘城，蒲甘国王投降。元朝封蒲甘国王为缅王，继续统治其疆域。缅王以“入贡”方式经云南与元朝中央保持联系。元朝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地区先后设置太公路、云远路、蒙怜路、蒙莱路、木邦路等政权机构。元军撤回云南后不久，蒲甘王朝在内乱中覆灭，缅甸转入了掸族统治的历史时期。[31]
1292—1296年（元至元二十九年至元贞二年），元军攻占车厘（今西双版纳景洪），即于其地建立“彻里军民总管府”。《元史·步鲁合答传》记载：“步鲁合答从征八百媳妇[32]，至车厘。车厘者，其酋长所居也。诸王阔阔命步鲁合答将游骑二百往招之降，不听，进兵攻之，都镇扶侯正死焉。步鲁合答毁其北门木，遂入其寨。其地悉平。”《元史·成宗本纪》载：“元贞二年十二月戊戌，立彻里军民总管府。云南行省言：大彻里地与八百媳妇犬牙相错，今大彻里胡念已降，小彻里复占扼地利，多相杀掠。”这则史料所言之大彻里和小彻里，它们的分裂与八百媳妇国抗元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元朝出兵的目的是征讨八百媳妇国，而景龙与景迈两国的统治者有姻亲关系，所以当元军攻下彻里时，彻里的统治者间形成了降元与反元两派，不愿归附元朝一派则与八百媳妇联盟以抗元，这就造成了西双版纳境内一个时期的分裂和不安定情况。1325年（元泰定二年），元朝再一次招降彻里，重建彻里军民总管府。1326年（元泰定三年），西双版纳境内的大小酋长全部归顺元朝，这时，元朝在西双版纳境内的政权才得以稳定。随着彻里军民总管府的重建，元朝又在它的西面和南面的一些白夷部落，包括孟艮、景栋等地，相继建立了一些新的政权机构。《元史·泰定本纪》记载：“泰定三年，云南行省威楚路秃刺寨长哀培、景栋寨长河支弄、男阿吾大、阿哀寨主弟你、刀木落寨长哀卜利、茫施路土官泥囊、弟陀金客……并奉方物来献。”至此，从怒江以东到澜沧江两岸的百夷各部，全都建为路、州、甸等，统一接受元朝统治。[33]
元朝征讨八百媳妇多年未果，直至1325年（元泰定二年）招降大小彻里，再度建立彻里军民总管府，才使八百媳妇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向元朝投诚。《元史·泰定帝本纪》记载：“泰定三年（1326）五月甲寅，八百媳妇蛮招南通遣其子招三听奉方物来朝。”第二年，元朝便在八百媳妇境建立蒙庆宣慰司[34]，此即景迈地区归属元朝的开端。此后，元朝云南行省的疆域，从彻里路向南扩展至八百媳妇国境域，与暹国接壤。

其后，元朝又相继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今老挝北部地区）、缥甸军民府（今缅甸孟密以北、八莫以南地）等政治机构。

元代在上述傣掸族系地区先后建立政权机构，不仅使得元朝的政治地理版图日渐扩展稳固，而且通过一条条交通古道，促进了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元代云南的对外贸易，就主要是以缅甸、泰国北部、老挝、越南向元朝纳贡的特殊方式进行的。

据史所载，缅王以“三年一入贡”的方式，经由云南与元朝中央联系。1289—1338年，缅王曾先后15次派遣使臣至大都向元朝廷“入贡”，元廷亦4次遣使入缅，经由今保山、德宏沿大盈江而下以接伊洛瓦底江的水陆交通路线。这条交通线成为中、缅之间的通途，当时中缅使者和经济文化交往，大多沿这条路线进行。至元年间，马可·波罗奉元朝使命，由这条交通路线进入缅甸，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沿途经过的重要城镇有永昌（今云南保山）、腾越（今云南腾冲）、干崖、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太公城（今缅甸太公）、蒲甘城（今缅甸蒲甘）、昔里怯答剌城（今缅甸卑谬）等。

《新元史》卷二十五载：“八百媳妇蛮者，夷名景迈。”由此可知“八百媳妇国”居于今以清迈为中心的泰国北部地区，北邻傣族居住的彻里（车里），南接以宋加洛（素可泰）为中心的暹国（今泰国中部），再南是以华富里为中心的罗斛国（今泰国南部），东面是老族居住的老告（今老挝北部），西面是掸族居住地木邦（今缅甸东北部），八百媳妇处于傣、泰、掸、老族分布的中心地带。元朝时期，暹国和罗斛国都从海路经由我国沿海地区与元朝交往，而八百媳妇则从陆路经云南与元朝交往，进行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史载八百媳妇国于元皇庆元年（1312）向元朝送驯象，表示友好。元皇庆二年（1313）“八百媳妇国”的头目乃爱等10人至云南行省表示愿意归附，云南行省派法忽拉丁为使节，于延祐元年（1314）随乃爱等达八百媳妇国。此外，老挝、越南经云南与元朝廷之间的联系同样是以使节互往的方式进行着，越南还经常遣使到元朝请赠佛经。[35]
通过古老的水陆通道，云南与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的政治、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事实上，这不仅是一条古老的交通和经贸路线，更是一条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通道，泰国、缅甸的南传佛教文化就是经由这条通道进入云南傣族地区的。

综上所述，文化的传播与民族迁徙往往是同步的，民族的迁徙带往往也是文化的传播带。同源民族的文化共通性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历史上，南传佛教的传播就是以傣泰同源民族的文化传播为载体进行的。[36]公元13—14世纪，随着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随着元朝中央政府对傣掸族诸系分布区域的经略，为傣泰族群的交流互动搭建了平台；而缅甸蒲甘王朝的覆灭则导致缅族势力式微，为掸族势力获得了飞跃发展的历史机遇。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傣泰民族文化圈内的民族文化交流，推动了佛教文化向泰掸地区之外传播流布。可以进一步推知，南传佛教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并获得了初步发展的。

第二节 东南亚不同派别的形成及发展

综观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派别，主要有润派、摆庄、多列、左抵四个主要派别，分别分布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圈的不同区域。各个区域都有所不同，但其源头都是斯里兰卡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大寺派，其传播路线主要是经由泰国和缅甸传入。

西双版纳地区的佛教派别较为简单，主要以润派佛教为主；德宏地区的佛教派别与西双版纳地区相比较为复杂，也较多，有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和左抵派；临沧地区主要以润派、摆庄派、多列派为主。考察这些佛教派别，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佛教派别形态已经相当成熟，它们与佛教史籍中所记载的早期佛教派别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佛教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在中国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圈的不同区域有如此丰富的佛教派别，且各个领域的佛教派别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相互交叉。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这些佛教派别在传入中国云南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系统，在传入中国、经历了本土化过程之后，又更为完善。

为了更好地考察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派别，我们有必要从源头上对整个东南亚地区南传上座部佛教派别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解。

一 斯里兰卡[37]佛教派别的形成及发展

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世界各国流传已久，由于对教理和戒律理解的不同，加之风俗习惯的差异，逐渐形成很多部派。但随着东南亚各国民族格局的形成以及各国国力的增强，各个国家对佛教的大力扶持和发展，到14—15世纪时，东南亚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大体上都已经以斯里兰卡大寺派的上座部佛教为主要信仰。因此，了解斯里兰卡佛教派别的发展情况对于分析泰族、掸族、傣族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斯里兰卡佛教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从印度传入之后，到公元前1世纪，这200年间保持了纯正的上座部传统和全国统一的局面。国王天爱帝须专门为摩哂陀长老建盖的大寺一直是全国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中心。后来，大寺派一统的局面被逐渐打破。至公元4世纪末，形成大寺派、无畏山寺派、祇多林派三派鼎立的局面，但各派之间开始有纠纷争斗。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的几百年里，斯里兰卡还有很多佛教派别，例如林居派和村居派就是其中的两个派别。但林居派和村居派并不是脱离大寺、无畏山寺和祇多林三派之外的两个派系，而是混杂于三派之中的两个派系。[38]林居派的僧人住在山林里的岩洞或草棚中，严守戒律，专修止观，追求自身解脱；对于经论，则不大重视。村居派与之相反，他们居住在村镇附近的寺庙中，努力钻研经论，和信众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对于修禅持戒，则不及林居派用功严谨。村居僧人中有许多博识强记、知识丰富的饱学长老，为满足信众的需要，他们还讲经说法，广做佛事，成为人们的导师。而他们驻锡的寺庙则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和传播文化的基地。两种僧人各有所执，各行其是，共荐互补，一起推动斯里兰卡佛教向前发展。对佛教的认识和实践，两者之间存在矛盾，生活方式也迥然不同，但是，并没有形成两个派别的对立，更没有出现过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所以我们说，那时只有“林居僧”和“村居僧”的区别，还不存在“林居派”和“村居派”。两相比较，似乎林居僧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略高。他们离欲出尘，苦行修练，受到信众的普遍敬仰。

公元前l世纪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数百僧人在曼陀罗寺举行集会。会上各个派别产生了分歧，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主张修重于学的“林居派”和主张学重于修的“村居派”。前者又称为“阿兰若派”，后者又称为“法师派”或“读经派”。公元元年之后，斯里兰卡佛教中的派系曾发展到13个之多，而就对待修和学，对待戒律和经论的态度而言，可笼统地分为林居派和村居派。两大派辩论的结果是村居派得胜，林居派（包括粪扫衣派）默然无言。学重于修既成定论，成为社会的共识。这种形势发展到10世纪前后，一直没有改变，僧人中注释经典、撰写教史蔚然成风。林居派因受到一定压抑，自曼陀罗辩论大会之后的1200年，发展较为缓慢。在形势不利、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林居派对自己的传统观念和作风进行了一些改革。到公元6世纪，它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派系。改革之后，许多林居派僧人也开始研读经论，接触社会，为人们讲经说法。到阿努拉特普罗王朝（公元前437—公元1058）以后，林居派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斯里兰卡佛教中的学术界已形成了八大学派，其中实力较强、影响较大、与大寺派关系密切的“迦勒杜鲁穆拉派”便属于林居派。这说明那时的林居派在学术上也已有了卓著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佛教学者。帕拉克拉玛巴忽大帝于1165年发动了一场彻底整顿僧团、统一全国佛教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便是林居派丁布拉格拉石窟的迦叶波长老。史书上说，当时迦叶波长老已是一位戒行严谨、德高望重的僧伽领袖，所以国王才委此重任。同时，他也一定是一位精通律制、深研佛法的大德三藏，否则他便无法制定律法，审判犯戒僧人。他所在的丁布拉格拉石窟，也已成为林居派的一个重要学术基地。帕拉克拉玛巴忽国王和迦叶波长老密切配合，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完成了整顿僧团的任务。斯里兰卡佛教这一新形势对林居派的迅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大大提高了林居派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威望。因此，僧团的整顿给村居派中一部分僧人以沉重打击，而林居派僧人却受到鼓舞。因此，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这300年中，斯里兰卡佛教的林居派似乎是占了上风。这300年正是斯里兰卡佛教传入泰、掸、老、傣及整个中印半岛的时期。[39]
在这一时期，就整个东南亚民族分布格局而言，泰、掸、老、傣族民族格局基本定型，泰、掸、老、傣族民族文化圈基本形成。在这一民族文化圈内相似的民族文化渊源以及相互之间的姻亲关系[40]使文化的相互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佛教在此民族文化圈内广为传播。由于在此之间从斯里兰卡传入泰、掸、老、傣族民族文化圈的佛教主要是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其中斯里兰卡的林居派又在此时占有主要地位，因此林居派能以泰、掸、老、傣族民族文化圈为传播平台在泰、掸、老、傣族民族文化圈内广泛传播。

二 泰国佛教派别的形成及发展[41]

就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而言，泰国佛教对其影响是最大的，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13世纪以后泰国北部的兰那泰王国对其影响尤大。

（一）兰那泰王国佛教派别的形成及发展

1263年，泰国北部泰族部落的孟莱王在清盛的南边建立了一座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清莱，并把统治中心迁到了清莱。当时，一度统治泰北的孟人的势力已经衰落，高棉人的势力也迅速退却，因此，孟莱王在清莱站稳了脚跟之后，再度向南边发展，并一度占领了孟人的城市南奔。[42]
1296年，孟莱王又在宾河流域建立了一座新城，即清迈。清迈的建立对兰那王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清迈的建立开创了泰阮人的新纪元。[43]《新元史》在记载“八百媳妇国”（兰那王国）的范围时，是这样记载的：“东至老挝，南至波勒蛮，西至大古剌，北至孟艮府。”其中，孟艮府指的就是今天的缅甸景栋地区。根据泰国史书的记载，孟莱王统一泰北地区以后，“八百媳妇”的核心地区即包括今天的清迈、南奔、南邦、清莱等地。另外，孟莱王还派他的儿子去统治今天缅甸景栋地区的勐乃。后来，“八百媳妇”形成了以清莱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清迈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两大区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清迈逐渐发展成了泰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泰北各地泰人的小勐如难、帕等均归附了清迈。[44]
孟莱王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一方面在南奔、清迈等地广造佛寺，另一方面又派以应达班（Yingdabanyo）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深造。这批比丘回国后，建立了莲花塘寺（Wabayobo）[45]，持阿兰若律（林居派的戒律）。这就是直到今日仍然影响很大的莲花塘寺派的发端。[46]
另外，根据泰北的《清迈纪年》记载，兰那王国孟莱王出生于泰北清盛地区的恩央王国（又译银扬王国）的统治家族，他的父亲老蒙（Lao Meng）长得非常英俊。老蒙长大以后，他的父亲即是孟莱王的祖父召老芒（Cao Lao Moeng）派人到统治今天西双版纳地区的景洪王匋陇建仔（Thao Rung Kaen Chai）处为儿子求婚。匋陇建仔很高兴，就把女儿帖帕罕凯（Theppha Kham Khrai）嫁给了老蒙。老蒙在32岁时继父位统治恩央王国以后，把景洪王匋陇建仔的女儿帖帕罕凯升为王后，其地位“高于其他500位王妃”[47]。另外，傣族有关文献，如《佛教圣事大记》等也对此有所记载，西双版纳第四代召片领（即宣慰使）匋陇建仔将女儿嫁到了泰国北部地区，后来生子，即兰那王国的孟莱王。在孟莱王统治时期，他对自己的外祖父母非常孝顺，每年都有大批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外祖父母。匋陇建仔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外孙，在自己外孙生日的时候都有很厚重的礼物回赠。因此，这一时期的泰国兰那王国和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关系非常好，这为佛教从泰国兰那地区传入西双版纳地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后的时间里有大批的巴利语佛经和注释被译为了泰润文，在泰族、傣族、掸族和老族地区流通，促进了这一地带佛教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流、大融合。[48]
此外，在泰国兰那历史上，哥那王统治时期是整个泰国北部南传上座部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他的支持下，为了能在清迈建立兰卡林居派僧团，他也遣使缅甸邀请林居派的长老乌东巴拉[49]（当时乌东巴拉还没到素可泰）。乌东巴拉派他的弟子阿难陀到了清迈，但法事未成。哥那王便从素可泰地区请来了高僧苏摩纳（Sumana）。苏摩纳是斯里兰卡僧领梅唐卡拉的泰族弟子，而梅唐卡拉是斯里兰卡林居派一个支派的传人。所以，苏摩纳所弘扬的戒法属于斯里兰卡的林居派。这一派又称为阿兰若派，比较注重戒行和学问，即佛教中的戒、定、慧三学。在戒学中，它注重的是苦行，因此主张在森林里修行；在慧学方面，它注重的是阿毗昙（论藏）。因此，苏摩纳在兰那地区非常强调通过经典的研究和讲习来弘法。但正是因为他的到来和对佛法的推动，兰那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哥那王把自己的花园献给苏摩纳，将其作为弘法道场和阿兰若派僧团的基地。所以，人们又把苏摩纳所弘扬的佛教派别称为“花园寺派”。后来“花园寺派”传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就在中国云南流播开来。

15世纪初，兰那泰的一批比丘25人与吴哥的8位上座前往斯里兰卡求法，师从斯里兰卡僧领瓦那拉特那（Vanaratana）。他们在凯拉尼耶河上重新受戒——据说该戒坛是当初佛祖到楞伽岛时设立的，因此具有无上的权威性。从此，斯里兰卡的大寺戒系就正式传到了北泰地区，这就是兰那的僧伽罗派。后来他们回到泰国，就组成了庞大的僧团，开始了大规模的弘法活动。僧团先后到大城、素可泰、清迈、哈里奔猜等地为许多人披剃，培养了大批斯里兰卡派僧人，使泰国南部和北部各地的佛教进一步走上了兰卡化的道路。[50]1441年，兰那泰的三界王（Tilokaraja）登基后，佛教又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兰那泰的佛像趋于成熟，头上佛光作宝珠状，佛发造型为螺髻，细腰宽肩，线条流畅，面含微笑。这是斯里兰卡佛像在泰国的进一步发展，[51]也是佛教在兰那王国本土化逐步趋于成熟的标志。随着佛教在兰那王国的进一步本土化，1477年，兰那泰又进行了一次佛教的结集活动，重新整理了巴利文三藏。这就显示出兰那国的佛教已经在理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结集的完成，兰那本地的佛教僧人的理论创造活动也就活跃起来，涌现了大量的佛教理论著作，如妙吉祥（Sri Mangala）的《吉祥灯论》（Mangalathadipani）、智称（Nanakitti）的《阿毗达磨释记》（Abhidhammayijana）以及宝智（Ratana Panna）所作之著名的《胜者时鬘》（Jinakalamalini）等。这些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兰那王国本土化进程又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在兰那王国佛教本土化进程中，在孟莱王和哥那王统治时期，缅甸景栋地区是兰那泰王国版图的一部分。因此，1369年和1373年两次由兰那地区的比丘弘法僧团将兰那泰的上座部佛教经过缅甸景栋地区传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

（二）素可泰王国佛教派别的形成及发展

在泰人的先民迁徙的过程中，另外还有一些支系进入了湄南河流域，一些人与当地的孟人和高棉人统治集团成员通婚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泰暹人或暹泰人。泰国学者黎道纲认为：“湄南河流域的各个王系，由于文化相同，彼此通婚联合，逐渐形成一个单一民族，这个民族就是高棉人、占婆人和周边国家人们口里的Syam人。所谓Syam人……也就是今日泰国境内的暹泰民族。”[52]暹泰人或者叫泰暹人大概在13世纪40年代控制了素可泰城，但直到坤兰甘亨于1279年前后继承其兄为王之后，素可泰才真正成了暹泰族的政治中心。当时，素可泰通过扩张兼并了周边许多高棉人的城邦和已经居住在当地的泰人小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泰人国家。在坤兰甘亨统治时期，素可泰成了一个富裕而强大的中心，国王坤兰甘亨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大力弘扬南传上座部佛教，使南传上座部佛教取代了早期的原始宗教而成为国教。素可泰王朝昆罗康恒王在位时期（1277—1317），因礼请锡兰大寺派僧侣来泰说法、传戒，始确定南传上座部为主要信仰。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于1788年召集230名硕学比丘和30名皇家学者，对已收集的三藏典籍进行整理编订，此被称为泰国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结集，编写的三藏名为“结集版三藏”或“皇家版三藏”，共计288箧。19世纪，曼谷王朝的拉玛四世（1851—1868年在位）改革佛教，创法宗派（或称为“正法派”），要求严格遵守戒律；原有众多僧众即称大宗派，这是今日泰国的两个主要佛教派别。这两派在教理上没有重大差别，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所宽严。

三 缅甸佛教派别的形成及发展

缅甸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国王于1044年统一全缅之后，建立蒲甘王朝，进行宗教改革。他遵从一位孟族高僧阿罗汉的教导，大兴上座部佛教。据缅甸《琉璃宫史》《佛教史》载，阿罗汉原在缅南的达通，初到蒲甘布教时住在蒲甘城外的林间。后得阿奴律陀信任，出任国师之职，使缅甸成为一个发达的佛国。阿奴律陀遵从阿罗汉的意见，从南方孟族地区的达通取来巴利三藏，并礼请大批孟族高僧到蒲甘布教。同时，阿奴律陀又遣使斯里兰卡，取来一套完备的巴利三藏。1058年始创缅文字母，音译了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奠定了缅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础。蒲甘佛教文化盛极一时，它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1071年，锡兰国王毗舍耶摩诃一世遣使者来，求赐三藏，请派僧团传戒，一时缅甸成为南传佛教的中心。

阿罗汉圆寂之后，由班达古长老继任国师。班达古赴斯里兰卡修学7年，深受当地佛教的影响。接任班达古国师之职的郁多罗耆婆长老也带了孟族沙弥车波多等大批僧人到斯里兰卡求学。车波多耗时10年学成回国，还带了斯里兰卡、柬埔寨、印度等几个国家的比丘一同回到蒲甘。他们一到蒲甘，便宣称唯有斯里兰卡佛教最为纯正，并大力弘扬。他们依照斯里兰卡仪轨，在江中水上结界，为很多人传授戒法，收大批弟子门徒。由于得到国王的护持，斯里兰卡派佛教在缅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初期的蒲甘佛教，一半来自金地达通，另一半来自斯里兰卡。后经几位国师及车波多的努力，斯里兰卡派佛教逐渐成为缅甸佛教的主流。那时的斯里兰卡已取缔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两派，变成了大寺派的一统天下。但林居派和村居派依然存在，传入缅甸的是林居派还是村居派，尚难以断定。阿奴律陀还大肆扩张疆域，向东征服了掸族诸邦，并纳一掸族公主为妃，密切了蒲甘和掸区的关系。发达的蒲甘佛教文化很自然地传向掸区，又通过掸区传到泰、老、傣族地区。

13世纪末，蒲甘王朝崩溃，缅甸出现了南北朝分立，但南北朝都信奉佛教，北方在阿瓦大造寺庙佛塔，南方也修建大金塔。此后历代国王都将大金塔增高，并敷金箔，增设回廊，形成现代所见的形态。上座部佛教经过蒲甘王朝的辉煌后继续蓬勃地发展。佛教从孟缅地区向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取得了更好的成效。1287年元朝蒙古军队南下，推翻了蒲甘王朝。缅北的掸族乘机南下，把势力扩展到中部和南部地区。缅甸出现了群雄割据、互相征战的混乱局面。北方掸族王国邦芽聚集了许多阿奴律陀时代被驱逐的阿利教僧侣，上座部佛教十分微弱。后来上座部比丘小罗汉和天眼来邦芽弘法，得到国王的崇信和扶植，佛教才开始发展起来。1324年乌阇那继位后，建立77座佛寺供养来自蒲甘的阿罗汉派和阿难陀派僧侣。两派发展起来，人数增至数千。1364年实皆王他拖弥婆耶战胜邦芽并迁都阿瓦。由于国王信奉阿利教，上座部佛教又受到暂时的压制。1368年明吉斯伐修寄王登位，礼请其师大寺派高僧差摩遮罗长老担任国师，佛教才得以快速发展。1429年斯里兰卡高僧室利萨达磨楞伽罗和信哈罗摩诃萨弥带着5佛舍利来缅弘法，受到勃固国王的冷遇。阿瓦国王闻讯后派遣40艘船只亲迎其来阿瓦弘法。阿瓦佛教逐渐兴旺起来。[53]但阿瓦王国的佛教因僧团内部的见解不同，又分为三派：阿兰若派、村居派和因国王捐赠田产而有了收益的“国僧”派。12世纪，来自大寺派的比丘建立斯里兰卡宗派，遂与缅甸原有的宗派形成对立，达200年之久。

15世纪后期根据勃固国王达磨悉提的旨意而统一起来的僧团，由于对戒律理解的不同而产生了分裂的迹象。僧团间的争论在18世纪达到了高潮。1700年东吁王朝娑尼王时期，求那比兰伽罗长老认为披袈裟袒右肩和用棕榈叶扇遮阳不违反戒律，因而受到排斥。僧团由此分裂成两派：偏袒派和被覆派。东吁王朝时被覆派势力较大，而到贡榜王朝时主张偏袒右肩的阿杜罗长老出任雍籍牙王的国师，偏袒派占了上风。到孟云王时期，由于国王认为偏袒派论据不足，命令其与被覆派统一。1784年两派结束部派之争，重归统一，结束了几百年的宗派纷争。一般来说，12—19世纪末，僧伽罗僧伽派和末罗姆摩僧伽派逐渐分裂，形成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今缅甸佛教僧团主要有哆达磨、瑞景、达婆罗三派，前二者为传统宗派，达婆罗派则为19世纪末由哆达磨派的革新者成立，僧众最少。三派教义无别，唯于戒律所见有异，特别是所持用物、着衣法及生活仪节主张不同。缅甸佛教僧制甚严，在南传佛教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逐渐形成，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在11世纪以后得到了飞速发展，如泰国、缅甸开始逐渐以上座部佛教为自己信仰的主要宗教。这为后来以傣泰族群为文化交流平台传入云南的南传佛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

综观佛教在东南亚和云南的发展，我们看到，佛教传入中国云南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又反复的过程。佛教的传播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一个长期而反复的过程。在佛教传播史上，早期传入的并不仅仅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也许还有大乘佛教以及其他形式的宗教，例如在云南大理地区发现的阿嵯耶观音像就是典型的东南亚地区的佛教造型艺术典范。但是由于战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其他佛教形态已不存或逐渐失去影响力，因而不再为人所知，亦未见诸史籍，即使它们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辉煌，如今却都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了。学界所谓之中国南传佛教是根源于东南亚，经过了历史的洗礼而传承于中国云南且广泛传播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待佛教传播的问题，中国南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与傣泰族群的交流和互动密不可分，佛教经典也伴随着族群文化交流与佛教文化传播而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

一 傣泰族群交流及佛教的传播

云南境内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共同组成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它们是整个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展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展紧密相连。因此，在审视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云南的时间这一问题时，我们要打破现有的国家政治疆域和国家地理疆域乃至区域性行政区划的概念，去研究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区域，同时把佛教的传播与民族的分布、迁徙和定居特点联系起来考虑。

事实上，民族迁徙与文化的传播是同步的，少数民族的迁徙地带也是文化传播的地带。民族族源之间的文化共通性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某种可能。历史上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就是以民族文化的传播为载体进行的。东南亚民族分布格局，尤其泰、掸、老、傣族等同族源民族文化圈是从10世纪开始逐步形成。在1世纪前后到10世纪这个历史时期，东南亚各地出现了数十个早期国家。印度尼西亚群岛各地虽然出现了不少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后期还出现了一些较为强大的国家如室利佛逝，但远远谈不上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中南半岛，越南北方直到10世纪初还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区域的一部分，缅甸和泰国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就出现了一些小国，到公元6世纪以后出现了地域发展更广的骠国、堕罗钵底等国家，但直到这一时期末，都还没有出现主要由缅族或泰族建立的统一国家；只有柬埔寨的高棉人当时就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扶南及其之后的真腊、吴哥，其地域范围超过现在的柬埔寨。从10世纪开始，泰、掸、傣族等民族就打破国家政治疆域和国家地理疆域，而一直在以大的民族集团建立自己同一族源的统治范围。例如在13世纪，素可泰人在湄南河上游流域获得了统治权，与比它早建立的兰那、景龙等政权共同组成了泰、傣民族政治势力。到13—14世纪，泰、掸、老、傣族等同族源民族文化圈基本形成，其中包括南传上座部佛教。[54]因此，要在10世纪以前就在泰、掸、老、傣族等同族源民族文化圈内传播已经相当成熟的南传佛教文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要传播13—14世纪才逐渐成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更是不可能的。[55]
12世纪以后，云南省傣族族群与东南亚各国都有密切的政治、文化往来。云南境内的傣族在历史上曾有过强大的政权，经济发达，文化也得到充分的发展，与东南亚之间的关系往来十分密切。

此外，在16世纪，缅甸东吁王朝的莽应龙还和西双版纳联姻。在1569年缅甸公主喃巴杜麻波罕（民间称为“金莲公主”）嫁给西双版纳第19代宣慰使刀应勐为妻。当时缅甸方面派出了大批随行人员。其中还有一个佛教使团，携带了大量巴利文三藏经典和佛像，来西双版纳弘法。在金莲公主的努力下，西双版纳地区的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大批佛寺拔地而起，其中以金莲公主之名命名的佛寺至今犹存。政治上的联姻进一步促进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的发展。

二 南传佛教经典的传入

如前所述，目前学界对南传佛教传入的时间和路线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经典是随着南传佛教的传播而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然而，迄今为止，有两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一个是南传佛教经典何时传入，另一个是最初传入的南传佛教经典是什么。

据傣文史籍《帕萨坦》记载：

释迦牟尼成佛后十年，便带领麻哈阿娘达听、叭阿说和叭英等五百弟子出游，相传从印度干比纳腊托出发，后从加尔各答经海路先到缅甸的阿巴莫哈，经过巴拉纳西、邦鲊纳广、拉鲊罕纳广，最后从缅甸的勐阮（景栋）进入阿的敢麻粒它（今西双版纳大勐龙），在火则山坡，与第三个魔王阿腊哇进行长期机智的斗争，魔王最后终于心悦诚服地降服了，并皈依了佛主，为释迦牟尼托钵化缘。此后，佛主就带着阿腊哇和其他弟子顺山路进到现景洪地区的景两，时天刚黎明。当地泐人（傣族）和赕米腊（布朗族）获悉佛主真正降服了魔王并带着众多弟子前来传教的消息，就纷纷前来皈依了佛主，笃信小乘佛教，并在歪把子（今景洪曼听与曼龙宽之间）建立了第一座佛寺。一年后，佛主又到维云腊它（勐海）、苏西玛纳广（思茅）、勐缅（普洱）等地传教。经过与当地魔王统治下的原始宗教长期、反复的斗争，终于被广大傣族、布朗族的先民所接受，确立了小乘佛教（最先是摆罢派）在西双版纳的统治地位。[56]
佛历三一九年（公元前225年），泰国祜巴亚阿那罕皮朗板雅到印度，经过“勐兰戛”（今斯里兰卡），接回三船经书（用巴利文记录的贝叶经），拿到泰国的巩听保存，后又分传到缅甸。佛历四一九年（公元前115年），西双版纳首次派代表前往缅甸景腔和愿贡两地迎接佛像和佛经。佛历六三○年（公元76年），西双版纳首领叭格那派十二个僧侣路经缅甸、泰国，前往哈利捧宰亚那广观摩取经，后到兰戛（斯里兰卡）布塔火鲊听寺学习了六年。佛历六三六年（公元82年）期满升为佛爷后，带着《维乃》、《书典大》、《阿皮堂玛》、《诺贺波坦》（《本生经》）等佛经，由斯里兰卡取道泰国、缅甸勐阮（景栋），经过大勐笼，最后回到阿腊维（景洪），把上述经书藏于弯竜庄董（后宣威街大佛寺）。[57]

结合东南亚佛教史对上述史料详加考证可以发现，傣文史籍《帕萨坦》的记载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语焉不详。首先是时间混淆。一则是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就曾到今泰国、缅甸及西双版纳等地传播佛教之说不足为信。据佛教史记载，释迦牟尼生前未曾离开过印度，到东南亚及西双版纳一带传教更是无稽之谈，只能是附会之说。二则《帕萨坦》记载“佛历三一九年（前225），泰国祜巴亚阿那罕皮朗板雅到印度，经过‘勐兰戛’（今斯里兰卡），接回三船经书（用巴利文记录的贝叶经）”，与史实不符。据佛教史记载，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大寺派举行第四次结集，才第一次把历来口传心授的巴利语佛典用僧伽罗文字母音译刻写在贝叶上，形成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而《帕萨坦》记载泰国高僧去斯里兰卡接回三船用巴利文记录的贝叶经的时间是公元前3世纪，这显然与史实大相径庭。其次是人物混淆。《帕萨坦》说“佛历六三○年，西双版纳首领叭格那派十二个僧侣路经缅甸、泰国，前往哈利捧宰亚那广观摩取经，后到兰戛（斯里兰卡）布塔火鲊听寺学习了六年”，如梳理东南亚佛教史可知，“西双版纳首领叭格那”当为兰那国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哥那王（Keu Na）”的混淆与误用，哥那王在位时间为14世纪中晚期，与《帕萨坦》记录之公元1世纪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帕萨坦》记载之内容，史实和传说混杂，有待进一步考证。

客观来看，南传佛教初传云南傣族地区之时，傣文尚未创立，佛经尚未翻译流传，缺乏史料记载，南传佛教的传播尚处于口耳相传阶段。《帕萨坦》提到“佛历六三○年，西双版纳首领叭格那派十二个僧侣路经缅甸、泰国，前往哈利捧宰亚那广观摩取经，后到兰戛（斯里兰卡）布塔火鲊听寺学习了六年。佛历六三六年期满升为佛爷后，带着《维乃》、《苏坦》、《阿皮堂玛》、《诺贺波坦》（《本生经》）等佛经，由斯里兰卡取道泰国、缅甸勐阮（景栋），经过大勐龙，最后回到阿腊维（景洪），把上述经书藏于弯竜庄董（后宣威街大佛寺）”。上述傣文史料虽然在时间和人物上与史实出入较大，但从口述史的研究视角来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较早传入西双版纳地区的南传佛教经典有《维乃》（《律藏》）[58]、《苏坦》（《经藏》）[59]、《阿皮堂玛》（《论藏》）[60]、《诺贺波坦》（《本生经》）。[61]另据曾任云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勐海县佛教协会会长萨密·勐海证实，最先传入西双版纳的20本佛经是：《书典大》《维乃》《阿皮堂玛》《诺贺波坦》及（下述各本是经书的第一字，全名已忘）《府》《玛》《商》《昂》《柯》《巴》《帮》《麻》《注》等。[62]可与上述傣文史籍《帕萨坦》记载之传入佛教经书相印证。通过傣文史籍记载与口述史资料相互印证，可以推知，初期传入的经典尽管不够完整，却已经基本涵盖《律》《经》《论》巴利语三藏的内容。

综上所述，从10世纪开始，泰、掸、傣族等民族就打破国家政治疆域和国家地理疆域，一直在以大的民族集团建立自己同一族源的统治势力，到13—14世纪，泰、掸、老、傣族等同族源民族文化圈基本形成，其中包括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在11—14世纪，而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却是在14—15世纪。较为成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云南的时间应该在13—14世纪，到14—15世纪逐渐盛行；进而传至金齿、耿马傣族地区（今德宏州），应是在15世纪，兴盛于16世纪。就整个云南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区而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及其普及时代为13世纪至16世纪的300年。[63]
第四节 南传佛教与本土文化的接触与交流

世界性宗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即本土化问题。南传佛教从东南亚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之后，同样经历了本土化过程。在南传佛教传入之前，云南傣族信奉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本土信仰；南传佛教传入之后，与傣族的本土信仰自然接触与交流，在两种宗教文化的全面接触和交流融合中，南传上座部佛教逐渐完成其本土化，从而获得了在云南傣族地区生根、传播、发展的文化基础，最终演变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南传佛教。

一 南传佛教与本土文化的接触与冲突

从宗教史学角度而言，宗教的传播史也是其本土化的演化史，任何一种宗教在传播过程中要获得发展，都必须实现本土化，南传佛教亦不例外。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想要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生根，必然遇到新环境中本土文化的自然抗拒和排斥。因此，当南传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云南傣族地区之时，自然会受到以本土信仰为核心的傣族传统文化的排拒。南传佛教和傣族本土信仰的冲突和斗争反映在零星的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

明代傣文史籍《谈寨神勐神的由来》[64]中记载有关于“叭桑木底和帕召的传说”，反映的是南传佛教与傣族本土信仰的接触和冲突。

帕召[65]巡视来到森林，隐身居住在英麻板山洞，纠集了天上、人间和水界的鬼和神，天天在那里传经讲佛。开始，他不敢把矛头对准“寨神勐神”[66]，也不敢提到叭桑木底[67]的名字和地位。

后来，去听帕召讲经说佛的人渐渐多了，帕召觉得自己开始慢慢得势了。有一天，他在众人众神面前嘲笑寨神勐神没有本事，讥笑叭桑木底愚蠢无能，并公开号召人和鬼说：“我是仙山神地来的帕召，不吃不喝也能长寿无疆，天地在我手掌之中，万物的命运由我决定，日月星辰由我主宰。你们只有背叛野蛮愚蠢的叭桑木底，相信佛祖教义，不杀生害命，常年修行，你们死后就会升天成佛。只要你们对佛祖诚实崇拜，活人在世时，我让你们做个有福气的人，封你们为‘召’。因为召是佛祖的人，死后灵魂必然要升天，来世就会成佛。”听了帕召的宣传，人中鬼中那些想不劳而食的懒汉、贪婪者、一心想当召成佛的人，纷纷皈依帕召，五体投地……

这件事激怒了叭桑木底，他决心找帕召算账，揭露他骗人的说教，把他赶出祖先的森林。于是两人开始展开激烈的较量。

第一次较量是斗智。帕召开口先问道：“你知道天有多高吗？”叭桑木底大声回答：“我的智慧和力量有多高，天就有多高！”叭桑木底问道：“你知道地有多厚吗？”帕召：“我的福气有多厚，地就有多厚。”叭桑木底仰头大笑说：“大地再厚也被我的智慧和力量踩在脚底下！”帕召暗暗吃惊，脸呈惧色。叭桑木底问道：“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万物之主，那你知道大地上的草是哪一种草先生？”帕召着急了，抬头看见草地上高高的芽林糠草，以为长得高的草肯定先生长，就说：“是芽林糠草先生。”帕召的回答惹得他的信徒们也大笑起来。叭桑木底逼问道：“人类的谷子有黄谷、红谷、黑谷，哪一种谷子是人类先用它来播种的？”帕召哑然无解。叭桑木底最后气愤地痛斥说：“连神仙王给布桑该雅桑该的仙葫芦籽你都不知道，告诉你吧，落到地球上的第一颗种子是‘芽撇’，芽撇草是天下草类之父，吃饭长大的人，连人类先种哪一种谷子都不知道，以后让你吃黄屎好了。听着，黑谷是谷类的祖先。”

第一次较量，叭桑木底战胜了帕召。由于叭桑木底向世道宣布了帕召吃黄屎，帕召也只好忍辱挨饿，没有办法，只好去吃蜜蜂的屎。从那以后，人们采用蜂蜡去献给帕召，点蜡条祭佛。从此，紫米（黑谷）变成帕召的死敌，直到今天，紫米都不能用来赕佛。

第二次较量是斗法。由于帕召采取欺骗的手法，玩弄魔术，将自己的头发变成一条活鱼，趁叭桑木底不注意，偷偷放进树上的椰子里，而后指着树端上的椰子问叭桑木底：“椰子里有没有鱼？”叭桑木底说：“没有。”帕召得意地说：“哪里有水哪里就有鱼！”摘下椰子打开一看，椰汁里真有一条活鱼。叭桑木底还来不及分辩，帕召就宣布自己胜利了。

第三次较量是比武硬斗。由于帕召身上有福，变化多端，叭桑木底最终输给了帕召。

叭桑木底怀着极大的愤恨和不满，回到“蛇曼蛇勐”[68]就含冤死去，佛祖的教义开始得势了。

帕召以为这回可以万事大吉了，他以万物之主的身份走出森林，下到坝子，来到菩提树下，登上寨神勐神的台座，盘腿修行起来。不料，继叭桑木底之后，天下又出现了帝娃答和叭满[69]，两人同时向帕召宣战，声称要和他作对五千年。二人一齐向帕召射箭，可是，箭枝落到帕召身边却全部变成蜡条和花枝。后来从大地上冒出一个“婻托腊妮”[70]，解开头发一抖，头发竟变成铺天盖地的洪水，把帝娃答和叭满淹没。从此帕召胜利了，佛教像洪水一样传开了。

傣泐文贝叶经《帕召列罗》[71]是一部讲述南传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经典，在西双版纳地区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其中记载着一则关于南传佛教传入之初，西双版纳陇南山魔头阿纳娃戛雅和佛主（“佛主”即“佛祖”）斗法的传说。

相传帕召往来西双版纳共九次，每一次来西双版纳，都亲自踏勘建塔地方，并嘱咐他的门徒以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佛塔。当他最后一次即将离开西双版纳之时，就去到陇南山[72]，降服魔鬼“阿纳娃戛雅”。

原来，“阿纳娃戛雅”是整个西双版纳的魔鬼头，在这里还没有“召勐”的时候，他实是这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佛主和阿纳娃戛雅斗法，魔王变成牛王，佛主变成猛虎；魔王变成龙王，佛主变成秃鹰；魔王变成大象，佛主变成麒麟；魔王变成很多刀箭如雨般降落，佛主头上长出经幢挡住刀箭；魔王最后向空中抛出法宝“帕岗不纳”，以为法力一施，天下将大旱七年，万物将全部死光，殊不知佛主一抬脚，“帕岗不纳”顿时变成佛主脚下的擦脚布。法宝用尽，魔王害怕了，请求佛主饶命。佛主乃对之讲解五戒，宣扬佛法。魔王吃人的四颗獠牙一一脱落，皈依了佛主，为佛主托钵化缘。

佛主降服魔王的消息顿时传遍全勐，人们全都来赶摆庆贺。佛主带着魔王来到塔庄莫，潜心修行三个月，这段时间以后就成为“毫瓦萨”（雨安居）。魔王皈依佛主以后，很得佛主信任，从此不再叫“雅”，改叫“阿纳娃戛梭那”，地位在“松领阿戛木里”之上。三个月满，“梭那”仍回陇南山，佛主用手一指，岩石裂开，“梭那”钻进石洞，继续潜心修行。当他进入石洞时，佛主一直尾随他之后，以后就在面向石洞的山上修建一佛寺，内塑一佛像，面向石洞，日夜监视“梭那”，寺名为“庄董”，意即“跟随观看”。佛主又告诉他，今后每逢七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廿二日、廿三日、廿九日、三十日，若不闻鼓声，世间即无人信佛，仍可出去吃人。此后，以“叭阿拉惟”为首的全勐头人百姓，都皈依了佛主，信奉了佛教。根据佛主指示，每年一月和八月（一月向魔王求太阳，八月求雨），派遣臣民，带着礼品去陇南山祭祀阿纳娃戛梭那，相延至今。这是佛教最初传入西双版纳的一段故事。[73]

这则传说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但传说的核心要素都是魔头阿纳娃戛雅与佛祖斗法失败，被佛祖降服，皈依了佛法。而且，佛祖授阿纳娃戛雅法名为阿纳娃戛梭那，不再称“披牙”（鬼），成为西双版纳最大的勐神，神位在陇南山塔庄莫。

此外，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是关于谷魂婆婆“雅欢毫”和佛祖斗法的传说。

佛祖刚到傣族地区之时，有一次，帕召和叭英到人间视察，把下界的神仙们都召集来说道：“从今天起，无论是居住在天上、人间，还是水里的一切神和鬼，都得听从帕召和我的指挥。一切的一切都得由帕召和我来主宰，你们要牢牢地记住。”叭英按照帕召的旨意宣布道：“只有帕召，才能决定人类的命运。也就是说，没有帕召，人类一切的一切都不会有了。帕召才是唯一至高无上的。在帕召面前，任何神仙都得跪下磕头。”叭英才宣布完，台下的神仙们就赶快磕头，要求帕召宽恕。但有一个女神不下拜、不磕头，连腰也不弯一弯。她站在帕召和叭英面前，昂首挺立，怒目傲视。帕召和叭英又惊又怒：“你是哪路神仙？见了帕召和叭英竟敢不拜不跪？”

“我是世上一切谷类的灵魂，名叫雅欢毫（谷魂婆婆），我只知道人类离开了谷子就不能生存。因此，我们的神王叭桑木底才宣布说：谷子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主宰一切的。我既然是谷类的祖先，当然不能向你们磕头了。”谷魂婆婆理直气壮地说。

帕召和叭英听了雅欢毫的回答，怒发冲冠，当场就宣布了她的罪状：大逆不道，竟敢在众神仙面前对抗佛主和天帝。决定把她从神仙的行列中清除出去。但是雅欢毫一点不示弱，愤而出走，当晚就带着她的子孙们连夜躲藏起来。

谷魂婆婆这一出走，世上所有的谷种都跟着她走了，结果在三年间，人类找不到一粒谷种，颗粒无收。开始人们还可以摘野菜野果充饥，后来野菜野果也越来越少，最后河流干涸，寸草不生。人和鸡、鸭、猪、狗等动物，由于吃不上东西，有的饿死，有的逃荒。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听不到笑声和鼓声，连佛寺也倒塌了，既没人去祭神赕佛，也没有人去给佛爷送饭。不但人类缺粮，而且鬼神也吃不上饭，闹得天上、人间和阴间一片惊慌混乱。

这时，四面八方的鬼神纷纷跑去找帕召和叭英诉苦，要求把谷魂婆婆请回来挽救人类和鬼神。无奈之下，帕召和叭英只好认输，承认谷子王至高无上，主宰一切。请求谷魂婆婆重返人间。[74]

这则佛祖与谷魂婆婆斗法并最终以谷魂婆婆取胜的传说，还以抄写为佛经的形式保存在佛寺的藏经室中。[75]在西双版纳曼短佛寺的鼓房中，就保存有谷魂婆婆与帕召（佛祖）斗法这一传说的绘画。[76]
上述三则传说虽非信史，但是层层剥离传说中附会迷离的成分，探其脉络，可以窥知传说中传达出来的一些不可忽视的历史信息。首先，三则传说表现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即傣族本土信仰神灵与佛祖的冲突和斗争，这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空穴来风的。我们认为，传说中的“叭桑木底”、“帝娃答”、“叭满”、“魔王阿纳娃戛雅”和谷魂婆婆“雅欢毫”都是傣族本土信仰的主要神灵，他们与佛祖斗法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传佛教文化与傣族本土信仰文化之间接触与调适的历史遗迹。其次，三则斗法传说中两则以佛祖胜利告终，使得“叭桑木底愤恨而死”、“魔王阿纳娃戛雅皈依”；一则以佛祖认输，迎请谷魂婆婆归来结局。这些情节表明：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的传播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经过与傣族本土文化一定时期的碰撞与冲突，南传佛教做出了调整，采取了与傣族本土文化和解的态度，尊重并认可了傣族的神灵信仰观念，甚至吸纳傣族的神灵进入佛门，自觉走上了本土化道路。

二 南传佛教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南传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之后，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做出了调整或改变以适应当地傣族的精神生活需要，与当地傣族的本土信仰和传统文化互渗交融，经过长期的接触和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呈现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居于显性层面的南传佛教信仰与居于隐性层面的本土宗教信仰，二者互渗共存于同一个文化空间，共同构筑了傣族完整的宗教信仰体系，同时彰显中国南传佛教独有的本土化特色。这一部分由于历史文献资料阙如，主要依据田野调查资料进行阐述。

（一）南传佛教对傣族本土信仰逐步渗入呈现出来的本土化特色

主要表现为南传佛教广泛渗入傣族本土信仰的宗教观念和祭祀活动当中。

1.南传佛教信仰观念对傣族寨心祭祀活动的渗入

寨心是一个寨子的灵魂和心脏，是傣族“万物有灵”观念的体现，建寨必先立寨心，祭寨心是傣族重要的传统宗教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南传佛教传入之后，佛教文化因子渐渐渗入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志记录了南传佛教渗入傣族寨心祭祀的实证资料：在耿马傣族的本土信仰神灵体系中，寨神是村寨的保护神，祭寨神是祭奠最早建寨的先祖。他们在村寨的中心地点设置一个“寨心”，以一根木桩作为象征物，上面搭建了一个草亭。祭寨心由“召芒”[77]主持，同时请缅寺[78]佛爷长老[79]来念经，为村民祈祷。“洗寨心”是一次最隆重的祭典，每年傣历八月初八“洗寨心”，请佛爷前往念诵“心亭经”。诵经之后，鸣枪驱鬼，打扫污秽。南传佛教僧侣参与本土信仰的祭祀活动，是傣族本土信仰与南传佛教的一次合作，[80]是南传佛教观念深入傣族民众宗教心理的一种体现，两种宗教文化共融于同一个“寨心”祭祀空间。

2.南传佛教通过“赕稻种”、祭“谷魂”等方式渗入傣族的农业祭祀领域

傣族的“献新米节”原为农业祭祀活动，每年稻谷收获后在广场举行，现在却在佛寺旁举行，广场上还竖起佛幡，请佛爷诵经祈福，称为“赕老轮瓦”（“赕稻种”），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佛教活动了；[81]有的佛寺还供有谷魂神位，如在耿马城子，秋收时家家都唤谷魂回家，从田间回来要先到佛寺，向长老献几穗谷，长老为之祝福。佛寺僧人将所献谷穗结成大把，饰以红帛垂于佛祖座像一侧，示为谷魂神位。在蜿盯市[82]的朵香寨佛寺大殿，竟然供奉着一座佛祖身背谷魂奶奶的木雕像。[83]同时，在南传佛教很多与生产生活有关的赕佛仪式中，佛爷也要常常念诵《雅欢毫》，祈求五谷丰登。在南传佛教具有农业祭祀性质的“赕塔木那”活动中，由僧侣主持，有念诵佛经、向田里撒沙子、插“达寮”等仪式，祈求风调雨顺，来年丰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赕佛仪式中僧侣所念诵的经文中必有《雅欢毫》。[84]显然，南传佛教以不同形式影响并改变了傣族传统的农业祭仪。

3.南传佛教义理和仪轨不同程度地渗入傣族本土信仰的其他仪式之中

在西双版纳傣族村寨“贺新房”举行“挂达寮”仪式时，要请佛爷来念诵佛经予以祝福，并由佛爷和巫师“波莫”一起把“达寮”挂上门楣。“挂达寮”仪式原本是西双版纳本土信仰的祭祀活动，在过去是不允许南传佛教神职人员介入的。因为西双版纳原始宗教的核心是祖先崇拜，这种由血缘关系培植起来的宗教情感具有对其他异教的排斥性，佛爷和巫师“波莫”一起“挂达寮”，象征着南传佛教与原始宗教在现代背景下的接近。据曼春满的村民说，“波摩”制作的“达寮”门符与佛爷制作的“达寮”门符同样灵验，都能防鬼驱邪。其实，这种意识也是西双版纳傣族既信仰南传佛教又信仰原始宗教的具体表现。而源于傣族原生性宗教之祭祀水神的“送龙节”，其意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也是庆贺丰收的一个节日；但随着南传佛教在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的深入发展，这一自然崇拜的庆典渐渐演变为一个佛教活动，称为“赕乌巴混”。另外在迁移寨门的仪式中，先由主持祭祀寨神的“波莫”祭献寨神求得寨神的同意并祭祀寨门神，再由佛爷念诵佛经祈福。[85]可见两种不同义理、仪轨的宗教信仰十分奇妙地共存于同一个传统仪式场域和同一个祭祀时空当中。

4.很多南传佛教神祇进入傣族本土信仰的神灵体系之中

“叭因”（“因陀罗”，南传佛教经典称其为“因达”，亦称为“帝释天”）、“叭捧”（梵天）、“婻妥娜尼”等神祇原本都是婆罗门教中的神祇，后演变成为南传佛教的保护神，并逐渐流传到民间，进入傣族的原生性宗教的神灵体系中，成为佛寺之外的神灵。[86]
（二）南传佛教接受、吸纳了傣族本土信仰的一些神灵观念和传统宗教祭仪呈现出来的本土化特色

1.南传佛教接受了部分傣族本土信仰的神灵观念及神祇并将之迎入佛门

通常，在傣族佛寺正殿外一侧，设有一个龛洞，称“丢瓦拉洼”，这是供奉“佛寺保护神”的地方；另一侧设有五个龛洞，是供奉“方位神”（“霍西利”）的地方。[87]在建有佛塔的中心佛寺中，还设有“丢瓦拉塔”，供奉佛塔保护神。遇到大的佛教活动，信徒不仅要向佛祖奉献供品，还要呼唤原始宗教的四方神祇前来共享供品，所唤神灵之名有时多至120位，向供奉原始宗教神祇的神龛献上鲜花、食物和蜡条。[88]另外，在佛寺里，每当举行升小和尚或晋升佛爷等佛事活动，佛教信徒们都不忘记敬勐神、寨神、天神、地神、山神、火神等诸神，他们在佛寺旁边建盖了几间临时性的草亭，以表示对诸鬼神的敬意。每天献饭、奠酒都要声明：“佛事活动中诸神不能进入寺内，请求原谅，要求诸神保卫佛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草亭上架两把木刀，表示“请诸神维持秩序，不让凶神恶鬼进去捣乱”。这是原始宗教与小乘佛教的又一次合作。[89]此外，佛祖与谷魂婆婆斗法的最终结局是南传佛教妥协让步并吸纳了傣族原生性宗教中的“谷魂”信仰观念，佛寺中供奉有谷魂神位即为明证。

2.祖先崇拜是傣族本土信仰的核心，南传佛教接受了傣族的祖先崇拜观念，并把它纳入“赕佛”观念之中

南传佛教传入傣族地区之后，借佛经故事宣扬只有通过“赕”的仪式，祖先亡灵才能享用子孙的祭献。[90]因此，傣族敬献祖先的祭品，必须拿到佛寺请佛爷念诵佛经后，再请祖先亡灵进佛寺来接受祭拜，这集中体现在“安居节”[91]的“赕帕萨”和“泼水节”的“堆沙”活动中。形式上的佛教活动“赕帕萨”和“堆沙”，究其实质都是一种祖先祭拜行为。可见，传统的祖先祭祀进入佛寺，融入了佛教节日活动，这正是两种宗教文化长期调适的结果，信众手持蜡条膜拜佛祖的同时，也在祭拜祖先神灵，两种宗教观念在信徒的宗教心理层面互渗交融，外化为宗教行为层面上的并行不悖。

3.南传佛教对傣族传统节日文化要素的接受和吸纳，并与佛教文化元素进行整合

以泼水节为例，推本溯源，傣族的泼水节是一个典型的岁时节日，也是一个农耕祭祀节日，具有祈雨、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文化内涵。现今的泼水节除了举行赛龙舟、放高升、放孔明灯等传统活民间活动外，[92]还围绕着佛寺展开一系列佛教仪式活动，如浴佛、诵经忏悔、堆沙等，给这个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佛教文化意味。有研究者指出：“纵观傣族节日文化演变过程，从盛大的泼水节来看，大体上是从农业祭祀节日过渡到佛教历法节日，再逐渐演化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复合型节日。”[93]可见，随着南传佛教文化因子的渗入，两种宗教文化观念交汇融合在同一个仪式时空之中。

宗教的本土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调整和进入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方向，接受和吸纳则是另一方向。一方面，南传佛教经过一定调整把自己的义理、仪轨巧妙地浸渗到傣族本土宗教信仰当中；另一方面，南传佛教接纳并改造了一些本土宗教信仰的神灵观念和祭祀仪式。中国南传佛教也因而彰显其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

南传佛教与傣族本土信仰在碰撞与冲突中逐步走向互渗交融，在傣族的信仰体系层面上达到了一种十分巧妙的互补状态，这是南传佛教本土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南传佛教与傣族本土信仰在特定的仪式时间和仪式空间内互渗交融，但彼此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及相对独立性，远未达到“水乳交融、合而为一、不分彼此”的状态，相反呈现一种“互渗共存、并行不悖”的信仰格局。

总之，本土化是南传佛教传播发展的内在要求，南传佛教与傣族本土信仰的冲突与调适是南传佛教实现其本土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傣族的本土宗教信仰主要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重在功利性的现实诉求，寄寓于现世的福报，对彼岸世界的图景比较模糊；而南传佛教主要调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重在精神性的彼岸诉求，寄寓于来世的福报。因此，二者在傣族民众的心理和情感需求方面有着内在的契合点。南传佛教的佛学理论主要聚焦于人生的痛苦与解脱，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其“缘起说”、“业报轮回”、“因果报应”、“三世说”等学说正是傣族原生性宗教信仰所欠缺的，南传佛教的传入，以其独有的出世思想弥补了傣族原生性宗教不能解决的思想空间，为傣族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两种宗教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南传佛教逐渐在傣族的信仰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傣族的本土信仰并未被南传佛教所取代，依然保持其自身固有的一些文化特质与之共存，最终形成了以南传佛教为主、本土信仰为辅的复合性信仰格局。两种宗教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两种宗教文化因子在互渗互融基础上达到一种内在的动态平衡与和谐互补，进一步完善了傣族的宗教信仰体系。

第五节 中国南传佛教僧团的建立

一 中国南传佛教的主要教义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遵守原始佛教的纯洁性。缘起论和业报轮回思想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学说，长期以来为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严格恪守。

（一）缘起论

所谓缘起论，即阐释宇宙万法皆由因缘所生起之相状及其原由等教理之论说。缘起论是佛教最鲜明的主张，是佛教与其他宗教相区别的根本特征。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万物因缘和合而生。在《杂阿含经》中，释迦牟尼曾经给“缘起”下了一个定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在《中阿含经》中，释迦牟尼又说：“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

缘起论主要以“三法印”为基础，以“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为中心思想。

《杂阿含经》卷十记载：“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1.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解释人生本质及其流转的过程。具体为：

“无明”，即愚昧无知，不能正确认识宇宙、万物的本质。业力活动是愚昧的结果，故曰“痴是行缘”。

“行”，指过去诸业和推动诸业趋向果报的过程或力量。“识”是由过去业行引发的，谓“行是识缘”。

“识”，或谓投生一刹那的精神体，人的生命体托识而成。

“名色”，指肉体与精神的统一，即有意识活动的人体。感知机能来自人的生命体。

“六入”，指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和认识机能。

“触”，指肉体、精神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如果人不具备触觉能力，或者不接触外界对象，就无从感受。

“受”，谓苦乐感受，可泛指人的生理和心理获得的各种享受。

“爱”，主要指一切贪欲。

“取”，指对人生和物欲的热切追求，由此造成必得后报的各种业。

“有”的本质，是积聚并能引生后世的“业力”；这里的“有”，是个有特定含义的宗教概念，指那些能够决定来世果报的思想行为之总和。

“生”，指出生，指人生的开始。

“老死”，指人生的终结。

这十二个概念构成一个前后相续的因果链条，所以也叫作“十二支缘起”。

2.四谛

四谛，又作四圣谛。谛，意为真理或实在。由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组成。苦谛、集谛主要是说明人生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原因；灭谛和道谛主要指明人生解脱的归宿和解脱之路。四谛：①苦谛，指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充满了痛苦烦恼。②集谛。集是集合、积聚、感召之意。集谛，指众生痛苦的根源。谓一切众生痛苦的根源在于无明，即对于佛法真理、宇宙人生真相的无知；正因为无明，众生才处于贪、瞋、痴、慢、疑、恶见等烦恼之中，由此造下种种恶业；正因为造下种种恶业，又使得众生未来要遭受种种业报。生生流转，轮回不休。③灭谛，指消灭痛苦。灭尽三界烦恼业因以及生死轮回果报，到达涅槃寂灭的境界，称为灭。④道谛，指通向寂灭的道路，主要指八正道。佛教认为，依照佛法去修行，就能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到达涅槃寂灭的境界。

3.八正道

八正道，即合乎正法的八种悟道成佛的途径，又称八圣道。①正见：正确的见解，离开一切断常邪见。②正思维：正确的思维，离开一切主观分别、颠倒妄想。③正语：正确的言语，也就是不妄语、不慢语、不恶语、不谤语、不绮语、不暴语，远离一切戏论。④正业：正确的行为活动，也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诸恶莫做，众善奉行。⑤正命：正确的生活方式，即远离一切不正当的职业和谋生方式，如赌博、卖淫、看相、占卜等。⑥正精进：正确的努力，去恶从善，勤奋修行，不懒散度日。⑦正念：正确的念法，即忆持正法，不忘佛教真理。⑧正定：正确的禅定，即专注一境，身心寂静，远离散乱之心，以佛教智慧去观想万物的真相，获得人生的觉悟。

八正道，可被归纳为戒、定、慧“三学”，或扩展为“三十七道品”。

（二）业报轮回的思想

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叫作“业”。“业”（Karma）是梵文的意译，音译“羯磨”，意思是“造作”。业有三业：身业（行动）、口业（言话）、意业（思想），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一定的后果，这后果叫作“报应”或“果报”。业有一种不导致报应绝不消失的神秘力量，叫作“业力”，“业力不失”是联结因果报应的纽带。有什么样的业，就会得什么性质的报，在六道中轮回，流转不息。所谓善有福报，恶有罪报，是其主要内容。

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区域，信徒们把释迦牟尼佛看作真实的人，是世间的圣人和觉者，是指引人们得到解脱的导师。信徒们精进修行，但永远都达不到佛的果位。阿罗汉是佛教徒修行所能达到的最高果位。因此，人们自觉修行，强调个人的解脱，希望自己达到最后断灭一切惑业的“阿罗汉”果位，已超脱三界，不再降生轮回。

二 中国南传佛教僧团的建立

原始佛教时期佛教刚成立时，是没有戒律来约束僧团各成员的，也没有整个僧伽组织统一的行动规则。佛陀通常是以一些训诫性、道德性的偈颂来教导僧众，并没有强制性、处罚性的律条。五戒的内容不断地得到补充，后来逐渐形成了巴利语《波罗提木叉》（Patimokkha）的内容，在南传佛教信仰区域，所有的僧团都要定期背诵《波罗提木叉》。这是巴利语系律典（毗奈耶）的早期内容，也是僧团必须遵守的规制。

随着南传佛教在云南境内的传播，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恪守传统的同时，稍微调整了五戒的内容，因此形成了中国云南南传佛教自己独特的戒律，并以戒为师，依托当地村社制度而建立了自己的僧团。

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文古籍整理中发现这样一则佛经故事[94]，其中记录了当地关于佛教五戒的内容：第一戒，不杀生；第二戒，不偷盗；第三戒，不欺弱好色；第四戒，不行骗；第五戒，不放高利贷。

这五戒的内容与我们平时所熟知的五戒稍微有些不同，其中第五戒将“不饮酒”改为“不放高利贷”。禁止放高利贷应该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放高利贷”早已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杜绝，因此，现在德宏地区谈及第五戒时，人们认可的还是汉传佛教一直坚持的“不饮酒”。

另外，根据江应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德宏地区的调研资料显示，寺院中的一般戒律，也和汉地相仿，如不娶妻、不饮酒、不杀生、不欺诳、不贪取、不偷盗，都是一般必守的戒律，唯有数项与汉地僧侣不相同的规制：①不忌荤腥，可以吃任何肉类，唯不能自己杀生，须买他人已杀死的来吃；②不戒烟，可以公开地吸鸦片烟；③不受戒，无戒牒，顶上无须烧香痕；④可以随时还俗，只需得大佛爷的许可；⑤午后禁食，此即汉地所谓的“午戒”或“忌午”。每天只能在天亮到正午的一段时间中进食，从正午到次晨天亮之一大段时间中，都不得进食。所禁之食系指用牙齿嚼食之物而言，若水、牛乳、烟等不在禁列。但这一禁条，除重大的宗教法事之外，常年过午不食的，只有地位较高、年纪较大的大佛爷遵守。[95]
三 中国南传佛教仪式常诵佛经

在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地区，在佛教仪式中《守护经》是必不可少的念诵经文。《守护经》（巴利语Paritta）共有八部：《三宝经》（Rattana sutta）、《五蕴护经》（Khandha paritta）、《孔雀护经》（Mora paritta）、《幡幢护经》（Dhajaggam paritta）、《阿吒囊胝护经》（Atanatiya paritta）、《央崛摩罗护经》（Angulimala paritta）、《大吉祥经》（Maha mangala sutta）、《慈爱经》（Mettaya sutta）。它们都是很短的经文，是用于消除灾难、疾病，或是在喜庆节日念诵的。念《守护经》时，一般是请十几位佛爷来到家中念诵，晚上念诵时亲朋好友、邻里齐集一堂，听佛爷念诵经文。最常念的是《三宝经》《大吉祥经》《慈爱经》。

《三宝经》内容如下：

集于此处诸鬼神，无论地上者、空中者一切诸鬼神，欢喜热心闻我之所说。

受我教而来，是故一切鬼神！皆须谛听。垂慈昼夜奉献供祭之人众，是故有意护彼等。

于人间世界，或于他世界，虽有如何之财宝，或则天上之胜宝，亦无比拟于如来，此于佛为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寂静释迦牟尼世尊，已至尽烦恼、离贪欲、成不死、殊胜法，任何亦无比拟此法者，此亦于法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最胜之佛所称赞，谓清净不断之三昧，无有等此三昧者，此亦于法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于诸善人中，被称赞者有八人，此等是四双。彼等善逝之弟子，有受供养价值人，布施此等有大果，此亦僧伽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专念而持坚固心，信奉瞿昙之教者，何得最高之涅槃、入不死、获无偿，享受寂静乐，此亦僧伽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譬如市门之巨柱，钉入大地时，如于四风不动摇，我说犹如甚深观察圣谛人，此亦僧伽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依甚深之智慧，善能理解妙说圣谛人，则使大为放逸者，亦决不受第八生。此亦僧伽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彼俱成就正见舍三事。即为身见、疑、戒禁取见。彼离四恶趣，不犯六逆罪，此亦僧伽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彼虽为身、语、意恶业，不于隐匿彼；此称为见涅槃人，此亦僧伽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犹如夏初，林中诸树之开花，如是彼为施最上之利益，说至涅槃最胜法。此亦于佛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最胜而知最胜、与最胜、运最胜之无上士，说最胜之法，此亦于佛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尽前之生，不起新生，于未来之生无贪求生，断“生”之种子，不望生长，贤人之彼等如灯尽而涅槃，此亦僧伽最胜宝。此为真理故，一切有幸福。

集此处诸鬼神，地上者、空中者一切诸鬼神，如是皈命神人所尊佛。愿彼等有幸福。

集此处诸鬼神，地上者、空中者一切诸鬼神，如是皈命神人所尊法。愿彼等有幸福。

集此处诸鬼神，地上者、空中者一切诸鬼神，如是皈命神人所尊僧伽。愿彼等有幸福。

《大吉祥经》是上座部佛教中日常念诵的经文之一。云南南传佛教信仰地区，在举行任何佛教活动时，僧人们都要念诵《大吉祥经》。在家的信徒也经常礼请出家人到家中念诵，信徒们都非常喜欢听。《大吉祥经》词意内容是这样的：

勿近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工艺精，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布施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适时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制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慈爱经》鲜明地体现出佛教的慈悲思想，深受各族群众欢迎：

欲获得寂静的善行者应具足：能干、坦诚、绝对正直、谦恭、温文、不骄傲、知足、易于护持、事务少，俭朴、摄受诸根、谨慎、不粗鲁、不执着俗家，不论多微小的过失，只要会受到智者指责的，他都不犯上。

（他应当祝愿）愿一切众生心生欢喜、快乐、平安。所有呼吸的众生，不论强弱，长或大，中等，短或小，可见或不可见，住在近处或远方，还会再生或不会再生的：愿一切众生心生欢喜。愿无人欺骗他人，或在任何地方轻侮人；愿他们不互相怀恨，不思挑拨与敌对。

因此，恰如为母者不惜生命地保护其独子，他亦当如此保持无量慈爱心，与于一切众生。让其慈爱遍满无量世界，于上方、下方及四方皆不受限制，完全没有瞋恨。无论是立、行、坐、卧，只要他不昏睡，便应培育这种（具有慈心的）觉醒。他们说，这是现前的梵住。

他不堕入邪见，具足德行，圆满智见。止息对欲乐的贪爱，他肯定不会再投胎。

觉音尊者著的《清净道论》详细论述了修持慈心观可以得到的十一种功德：

（1）“安眠”——不像他人那样辗转反侧及作鼾声睡得不安，却能安眠，其入眠如入定相似；

（2）“安寐”——没有他人那样呻吟、欠伸、辗转反侧的不安而寐的现象，犹如盛开的莲花，安乐不变而寐；

（3）“不见恶梦”——能见吉祥之梦，如礼塔庙，作供养及闻法等，不像别人梦见自己为盗贼所围，为野兽所追及堕于悬崖等；

（4）“为人所敬”——为人喜悦，如挂在胸前的珠饰，如头饰及花蔓相似；

（5）“为非人所敬”——如为人爱敬一样亦为非人爱敬；

（6）“诸天守护”——为诸天之所守护，如父母保护儿子一样；

（7）“不为火烧或中毒或刀伤”；

（8）“心得迅速等持”——住于慈者，心得迅速等持，不是迟钝的；

（9）“颜色光彩”——他的颜色光彩，与欲离蒂而落的熟了的多罗果相似；

（10）“临终昏迷不醒”——住于慈者，没有昏迷而死的，必能不昏迷如入眠一样的命终；

（11）“不通达上位”——慈定不能证得阿罗汉的上位，然而死后生于梵天，犹如睡醒一般。[96]

正是在佛教的影响下，道德宗教化成为云南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地区少数民族社会道德伦理的重要特征。其中，慈悲善良、忍让布施成为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三宝经》《慈爱经》和《大吉祥经》成为信徒们最熟悉的经文。

应该说这一时期，正是在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情况下，中国南传佛教僧团恪守原始佛教的纯洁性，逐渐展开活动，成为以傣族为主体信仰民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几乎全民信仰，部分彝族和佤族信仰的中国南传佛教圈雏形。

第六节 傣文的创立和佛经翻译

一 傣文的创立

南传上座部佛教使用巴利语（pāli-bhāsā）记录和传承佛教经典，因此，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典称为巴利三藏。巴利语是由佛陀在世时中印度马嘎塔国（Magadha，摩揭陀国）一带使用的方言变化而来，南传上座部佛教传统观点认为巴利语就是佛陀使用的原始语言。“巴利”（pāli）一词的原意是指圣典、佛语（Buddha-bhāsā），用于区分作为解释圣典的文献——义注和复注。因此，记录圣典、佛语的专门用语“玛嘎底语”到后来也就逐渐成了“圣典语”、“佛经语”的代名词，即“巴利语”。[97]公元前3世纪，南传上座部佛教从印度往南传入斯里兰卡，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的进一步传播，这门语言又传入了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云南西南部傣族地区。

巴利语是印欧语系印度语支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巴利语本身没有专门的字母。因此，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国家和地区都用当地的文字去记录巴利语经典，故有僧伽罗文的巴利语经典、缅文的巴利语经典、泰文的巴利语经典、傣文的巴利语经典，在印度有天城体梵文记录的巴利语经典，还有目前在国际上通用的拉丁字母转写的巴利语经典，从而形成巴利文系统，而且这一系统的文字都渊源于印度的婆罗米字母，属于拼音文字系统。[98]
考察东南亚佛教史可知，缅文、兰那文（傣泐文）、泰文的创立都和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中国云南傣族地区傣文的创立亦如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后，傣族为了便于记录和转写巴利语佛教经典，创造了傣文。西双版纳傣文称为傣泐文，德宏傣文被称为傣那文，傣文渊源于古孟文，而古孟文又渊源于古代南印度的克罗那陀文（kharanadha），现时发现最早的孟文是公元507年的罗斛石柱铭文。11世纪缅甸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时期，缅人以孟文为模本创制了缅文，德宏的傣那文便是由缅文演变而来的。13世纪末，兰那吞并了哈里奔猜国，便以哈里奔猜的孟文字母为模本，创制了兰那文。西双版纳的傣泐文便是由兰那文演变而来的。[99]
傣那文的产生，似较傣泐文稍晚。据元代文献记载，其时傣族尚无文字。《云南志略》载：“金齿白夷，记识无文字，刻木为约。”[100]《马可·波罗行纪》载金齿州：“彼等无字母，亦无文字。土人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101]上述记载表明，元代金齿州夷人（今德宏一带傣族）尚无文字而取刻木以记事之法。

关于兰那文的历史渊源，谢远章引用东南亚史学家兼考古学家乔治·赛代司的考证认为：中南半岛柬、泰、缅、老几个国家的文字的产生，都和印度婆罗门教、佛教在上述国家传播有直接关系。泰、老及现代柬文脱胎于古吉蔑文；缅、掸、泐（傣泐）、阿萨姆泰文则脱胎于古孟文，而古吉蔑文和古孟文又脱胎于古代南印度克罗那陀文。[102]刘岩认为此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说明傣泐文是随着南传佛教的传入而创立的。即兰那从孟人手中接过来文字，创造出傣泐文，再传入西双版纳。[103]江应樑也进一步考证了兰那文与西双版纳傣泐文的渊源：“在元代，八百媳妇国（兰那）已经有文字，元代文献中称其为‘白夷字’。这种白夷文，当是景迈一带的泰文，即兰那文，元代及以前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兰那和泐国（西双版纳）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们地域相连、民族同源，而且在政治上曾有同盟关系，共同组成过‘庸那迦国’，文化上的联系和影响非同一般。因此，兰那创制了文字，泐国直接拿过来使用也是很自然的，它们的语言文字相同，这从我国的历史文献中也可找到证明。明代的四夷馆把西双版纳的傣族语文和八百宣慰司的语文同属一馆，说明两地语言文字是相同的。”[104]
历史考证表明，学界对傣文创立和南传佛教传播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然而，关于傣文创立的时间却缺乏确切的记载，学界对此持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著名傣语言研究学者张公瑾曾考证说，一本名为《多拉维梯》的傣文文献中记载着傣泐文的始用时间为傣历639年，即元至元十四年（1277）。此文献现已散佚，但其中所记的时间与汉文史籍上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的。元朝的汉文史籍虽然没有记载当时彻里（或车里，即今西双版纳）使用傣文的直接材料，但在元初《经世大典·招捕总录》中却有一条比较可靠的旁证，能够说明当时西双版纳已使用傣文。该书“八百媳妇”条记载，元使忽剌丁于延祐元年（1314）出使八百媳妇国，九月四日归国前，其国主“浑乞滥手书白夷字奏章，献二象……”张公瑾进而考证说，当时八百媳妇国国主在奏章上使用的白夷字即为兰那文（傣泐文）。八百媳妇国在历史上与彻里境域相接，民族相同，语言相通，有政治联盟及姻亲关系，既然当时八百媳妇与彻里频繁交往，来往文书也必使用傣泐文。可见西双版纳在13世纪后半叶已使用傣泐文是不成问题的。相较而言，傣那文的创制和使用时间要比傣泐文晚一些，比较可靠的时间是14世纪明初钱古训、李思聪所撰《百夷传》记载滇西傣族“小事刻木，大事作缅书”，皆旁行为记。由于傣文字母与缅文字母同属一个体系，看起来十分相似，因此，汉籍记载中常将傣文称作缅文，《百夷传》所记之“缅书”实际上就是傣那文，这从明朝官方所设翻译境内外少数民族语文机构“四夷馆”中分设“缅甸馆”和“百夷馆”一节亦可推知。[105]张公瑾通过傣文和汉文史料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说西双版纳在13世纪后半叶已经使用傣泐文，刀世勋也援引傣文文献《多拉维梯》认为：“傣族原来没有文字，一切佛经均凭记忆传诵。傣历639年（1277），有名叫督英达的佛爷，首先用文字把佛经刻写在贝叶上，从这时起，才有经书传授下来。”[106]方国瑜在《西双版纳泐史概说》一文中则推论说：“唯西双版纳傣文创始之年代约在明初，则作书（《泐史》）不能早于明代所载历年事绩，到第八代刀坎[107]（道罕勐）始详。故《泐史》所载在明初以前事，仅有口说流传，至明代始著于书。”[108]
二 佛经的翻译

虽然学界对于傣文创立的时间尚存在分歧和争议，但大家对傣文的主要功能却是普遍认同的。张公瑾考证过，傣泐文56个字母中前面41个字母的读音和顺序与巴利语全部41个字母的读音和顺序完全一致，后15个字母当是根据傣语实际音位增加的。[109]傣泐文在中国西双版纳地区以及泰国、老挝、缅北又被称为“多踏姆”。“踏姆”意为佛经，亦有经书文字之意。这个名称表明它和南传佛教的密切关系，从起源来看，是专为翻译转写佛教经典而创立的。[110]刘岩也指出，在佛教基础上产生的傣文具有双重功能：“第一项功能是通过印度巴利语研读佛经，宣传佛教教义，传播佛教文化。这样一来，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古印度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大量地吸收引进。”[111]
在中国南传佛教历史上，随着傣文的创立，南传佛教巴利语经典逐渐被翻译转写，以佛教经典为介质传播南传上座部佛教，使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基本教义渐渐深入人心，日益受到傣族民众的崇奉。南传上座部佛教也因此自觉走上傣族化的道路并获得了在云南傣族地区立足的根基，正是随着傣文的创立和佛经翻译，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进一步传播发展。可以说，南传上座部佛教巴利语佛经傣译的历史，就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一步步傣族化、地方化的历史。



[1] 参见何耀华、夏光辅主编《云南通史》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88页。

[2] 郑晓云：《傣泰民族起源与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新探》，《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3] 真腊国其实就是今柬埔寨的前身。

[4] 参见《宋史·真腊传》和（唐）樊绰《蛮书·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第十。

[5] 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174页；［泰］披耶巴差吉功札：《庸那迦纪年》，王文达译，简佑嘉校，云南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1990年版。

[6] 祖腊历，即傣历。“祖腊”是巴利语，傣语称为“萨哈拉乍”或“祖腊萨哈”，俗称“小历”，是与印支半岛使用的赛迦纪元即大历相对而言的。傣历纪元元年为公元638年，为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7] 诏陇法，傣语意为天王。

[8] 李拂一编译：《泐史》，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印行，第1页。

[9] 参见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81页。

[10] “[image: ]赏弥国”，西文为Kocambi，据法国马司帛洛《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一文中称：“此[image: ]赏弥国国力常及湄南河上流。明史卷三一三孟艮传记其地于景泰中为木邦所征服。明史之木邦，即此处之[image: ]赏弥国”，并非印度同名之国。转引自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11] 参见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175页。

[12] 范宏贵：《壮、傣、老、泰族的渊源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13] 贺圣达：《关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

[14] ［英］G.E.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0页。

[15] 参见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135页。

[16] 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2页。

[17]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92—93页。

[18] 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19] 参见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94页。

[20] 参见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01页。

[21] 谢远章：《傣泰学研究六十年》，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22] 参见《新元史》卷一四九《八百媳妇传》。

[23] 参见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191页。

[24] 谢远章：《傣泰学研究六十年》，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25] 参见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26]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191页。

[27] 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28] 参见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29] 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203页。

[30] 参见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31] 何耀华、夏光辅主编：《云南通史》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

[32] 八百媳妇国，即史载之“兰那国”，意为“百万稻田国”，是13—18世纪存在于现今泰国北部以清迈为中心的一个泰族王国，其前身就是传说中的“庸那迦国”，暹罗史称为“景迈王国”，中国史籍称为“八百媳妇国”。《明史·八百媳妇传》云：“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兰那人是泰族的一个支系，又称“泰永（阮）”，和西双版纳傣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信仰各方面基本相同。

[33] 参见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34] 蒙庆宣慰司，即八百宣慰司。元至顺二年（1331），改蒙庆宣慰司为八百等处宣慰司，从此，终元之世到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百媳妇皆属中国领域，为元、明两代所建的西南土司之一。明嘉靖三十五年，缅甸东吁王朝攻占景迈，八百宣慰司境才从中国明朝版图上划出去。

[35] 参见何耀华、夏光辅主编《云南通史》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36] 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37] 斯里兰卡古称“锡兰”，又称“兰卡”，1972年国名改为“斯里兰卡共和国”，本书使用今名。

[38] 邓殿臣：《斯里兰卡佛教林居派及其向泰掸老傣地区的传布（上）》，《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1期。

[39] 邓殿臣：《斯里兰卡佛教林居派及其向泰掸老傣地区的传布（上）》，《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1期。

[40] ［泰］室萨·旺里颇隆：《华富里的泰东北》，《泰国星暹日报》1997年号，转引自泰国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1页。

[41] 笔者在写作泰国兰那佛教的过程中，得到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何平教授的很大帮助，特此致谢。

[42] Hans Penth，“A Brief History of Nan Na：Civilization of North Thailand”，Silkworm Books，Thailand，2000，p.11.

[43] 进入泰北的这些泰人后来被他们的邻居称为“（泰）阮人”（Yuan）、“（泰）允人”（Yun）或“（泰）庸人”（Yon），传说中的“庸那迦”（巴利文拼写为Yonaka，泰文拼写为Yonok）即从这个名称来的。最初，泰阮人居住在今天的缅、老、泰三国交界地区乃至更北边的一些地区。

[44] 何平：《“八百媳妇”新探》（待发表稿）。

[45] 又有一说为斯里兰卡长老亲到清迈建立该寺。参见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191页。

[46]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191页。

[47] Translated （from Thai into English） by David K.Wyatt and Aroonrut Wichienkeeo，“The Chiang Mai Chronicle”，Silkworm Books，Chiang Mai，1995，pp.14-15.

[48]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191页。

[49]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194页。

[50]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193页。

[51] 宋立道：《从印度佛教到泰国佛教》，（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14页。

[52] ［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3—244页。

[53] 钟智翔：《缅甸的佛教及其发展》，《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

[54] 范宏贵：《壮、傣、老、泰族的渊源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55] 笔者注：传入中国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是较为成熟的，不属于早期南传佛教发展形态，这突出表现在云南南传佛教派别方面。对此，笔者将在佛教派别部分进行详细论述。参见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6] 傣文史籍《帕萨坦》于1982年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发现，参见王军《一份新发现的傣文史籍》，《版纳》1984年第3期。

[57] 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页。为尊重原作，本段引文中佛历与公元纪年换算一仍其旧，未作改动。

[58] 《律藏》（[image: ]），巴利语音译为“维乃耶比达戛”，简称“维乃”。《律藏》为三藏之首，它是关于戒律、戒行、戒相的汇编，主要内容是僧团教规和僧侣戒条。《律藏》不仅是规范僧侣言行、忏悔赎罪的依据，而且是僧团秩序赖以维持和巩固的根基，由《经分别》《犍度》和《附录》三部分组成。

[59] 《经藏》（[image: ]），巴利语音译为“苏坦比达戛”，简称“苏坦”，主要记载佛教教义和佛的故事，由五部尼柯耶（Nikāya）组成，分别是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

[60] 《论藏》（Abhidhammapitaka），巴利语音译为“阿毗达玛比达戛”，简称“阿毗达玛”（或“阿毗达磨”），分为七部分，即上座部佛教七部论：《法聚论》《分别论》《界论》《双论》《发趣论》《人设施论》和《论事》。

[61] 《本生经》，巴利语称Jātaka，意为“一生”、“一世”，含前生、今生、来世之义。是专门记录佛陀在前世轮回为动物、人身和天神守持、积累般若蜜的故事，为西双版纳傣族佛徒最常用的经典。其中，讲述佛陀“十世”轮回中第十世轮回故事的《维生达腊》最受傣族佛徒推崇。

[62] 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页。

[63] 参见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64] 参见岩温扁译《论傣族诗歌》（附录），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126页。

[65] 帕召，傣语音译，意为佛祖。

[66] 傣族本土信仰的主要神灵。

[67] 傣族本土信仰的神灵之一。传说叭桑木底是傣族古代英雄，傣族农耕生产的创始人，干栏式建筑的创始者。据说他在率领氏族成员定居农耕、盖房建寨、完善傣族原始宗教制度等方面均有显著功绩。他死后被奉为建房神，凡建盖房屋都要先祭祀他。

[68] “蛇曼蛇勐”，傣语音译，意为寨神和勐神。

[69] 帝娃答，传说继叭桑木底之后，傣族崇拜的神灵之一。

[70] 婻托腊妮，传说是誓死维护佛祖地位的海底女神，后被佛教奉为“大地女王”加以崇拜。

[71] 《帕召列罗》，傣语音译，意为《佛祖巡游记》。此书共有11册，正本现藏于缅甸，云南西双版纳现收集到的为“小列罗”，共22册，系缩写本。

[72] 陇南山，又称路南山。

[73] 《帕召列罗》为黄惠焜、颜思久、邱宣充于1964年8月到西双版纳调查收集的资料，《西双版纳傣族小乘佛教及原始宗教的调查材料》，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9年编印，第1—4页；又见云南省编辑组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九），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264页。

[74] 参见祜巴勐《论傣族诗歌》，岩温扁译，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27页。

[75] 张公瑾、王锋：《傣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76] 参见龚锐《圣俗之间——西双版纳傣族赕佛世俗化的人类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74页。

[77] “召芒”和下文的“波莫”同为傣族原生性宗教祭司。

[78] “缅寺”即佛寺，为田野调查中傣族信众的习惯性称谓。

[79] “佛爷”即南传佛教比库，为田野调查中傣族信众的习惯性称谓。

[80] 参见刘岩《耿马傣族小乘佛教教派》，《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页。

[81] 参见张公瑾、王锋《傣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82] 即今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

[83] 参见朱德普《傣族佛教与原始宗教关系试析——兼析两者长期共存的原因》，《思想战线》1992年第3期。

[84] 参见龚锐《圣俗之间——西双版纳傣族赕佛世俗化的人类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74页。

[85] 参见龚锐《南传佛教与原始宗教的并存及互通——西双版纳三村调查》（《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中，作者于2002—2004年对西双版纳曼春满、曼占宰和景真村三个傣族村寨的田野调查个案。

[86] 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8页。

[87] 参见邱宣充《西双版纳景洪县傣族佛寺建筑》，云南省编辑组《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88] 参见张公瑾、王锋《傣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89] 参见刘岩《耿马傣族小乘佛教教派》，《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

[90] 关于“赕佛”起源的传说可参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

[91] 安居，巴利语为Vassa，译为“瓦萨”，其意是安居、夏安居、雨安居。安居节原来是指印度僧侣于雨季三个月内，为了避免糟蹋庄稼，伤害草木和动物、虫蚁而禁止外出，潜心禅修。安居节自傣历九月十五日始至傣历十二月十五日终，历时三个月。开始进入安居期的第一天，称为入安居，傣语称“毫洼萨”，习惯称“关门节”；结束安居期的那天，称为出安居，傣语称“奥洼萨”，习惯称“开门节”，今按佛教界统一称谓，合称为安居节。参见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99—100页。

[92] 赛龙舟、放高升、放孔明灯都具有傣族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高升”是傣族民间用火药、竹筒自制的一种土火箭；“孔明灯”，傣语称“贡菲”，属傣家人自制的一种绵纸灯笼，为逢年过节或祭祀赕佛中举行的一项夜间活动。

[93] 赵世林、陆生：《从节日习俗看傣族宗教文化的变迁》，云南民族学会傣族研究委员会编《傣族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94] 《勐端佛塔的传说》，尹绍亭、唐立等编《中国云南德宏傣文古籍·文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95] 江应樑著，江晓林笺注：《滇西摆夷的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96] 觉音尊者：《清净道论》，叶均译，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印行，第283页。

[97] 参见玛欣德尊者编译《上座部佛教念诵集》，云南省佛教协会2012年印行。

[98] 参见张公瑾《南传佛教与贝叶经》，《版纳》2007年第1期。

[99] 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页。

[100]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百夷》，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101] （元）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金齿州》，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102] 谢远章：《〈召树屯〉渊源考兼论古代西双版纳和兰那的密切关系》，《研究集刊》1981年第3、4期。

[103] 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页。

[104] 参见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349页。

[105] 参见张公瑾、王锋《傣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页。

[106] 刀世勋：《巴利语对傣语的影响》，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107] 车里宣慰使第八代刀坎在位时间为1374—1391年，参见李拂一编译《泐史》，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印行，第4—5页。

[108] 方国瑜：《西双版纳泐史概说》，《思想战线》1983年第3期。

[109] 张公瑾、王锋：《傣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110] 张公瑾：《傣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111] 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第四章 明朝至清朝中叶中国南传佛教的隆盛（14—19世纪中叶）

明清时期是中国南传佛教历史上的隆盛期。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各国的发展定型，成熟的南传佛教教派先后传入中国云南，在不同的区域内传播发展。明清时期也是中国南传佛教逐渐走向地方化和民族化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中国南传佛教在接受东南亚南传佛教影响的同时，自身系统的建设逐渐规范，逐渐完善，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逐渐形成。第二，这一时期的中国南传佛教与当地民族文化互动融合，逐渐完成本土化，并形成了鲜明的不同于东南亚南传佛教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

然而，关于明清时期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情形，鲜见于诸汉文史籍。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1]所载之“金齿军民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干崖宣抚司”、“南甸宣抚司”、“陇川宣抚司”、“芒市长官司”等云南傣族地区寺观、风俗时，没有提及南传佛教信仰，却在卷六之“外夷衙门”中载“缅甸军民宣慰使司[2]，所居皆缅人……专事佛敬僧，立阿瓦刹城邦哑直根等寺，庄严甚整，有大事则抱佛说誓，质之僧，然后决”。又记“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3]，其民皆百夷……亦事佛，如缅人然”[4]。据《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载：“云南宗教，自昔以佛教为最盛，道教只属附庸。盖佛化之事，已遍于各地，深入人心，与生活习惯融而为一……兹考参稽载籍，而以时刻及《传灯录》《高僧传》所获资料为丰，故于明以前佛教，钩稽较详。至清代，佛教已衰，可记者少。天主教仅得其大略，道教、耶教等，资料尤为罕觏，本多闻阙疑之意，暂为从缺。”[5]其中所言佛教记载颇丰，仅指云南汉传佛教，《新纂云南通志》卷一〇一至卷一〇八，《宗教考》共撰八卷，而关于中国云南南传佛教的记载完全阙如，殊为憾事。又陈垣之《明季滇黔佛教考》考述明代滇黔佛教史事，却未涉及中国云南南传佛教。由此可见，汉文史籍关于中国南传佛教的记载甚为匮乏，无从详考。因此，本章主要通过明清地方志的一些零散记载、傣文史籍的有限记录[6]以及学界相关著述来管窥明清时期中国南传佛教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状况。

第一节 明清南传佛教隆盛的社会历史条件

明清中国南传佛教的隆盛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是东南亚南传佛教的发展定型奠定了中国南传佛教兴盛的历史文化背景；二是中国云南与东南亚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为成熟的东南亚南传佛教教派进入中国云南准备了文化通道和载体；三是云南傣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发展完善为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兴盛提供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一 东南亚南传佛教的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各国发展定型，尤其是缅甸佛教和泰国佛教的发展及传播，成熟的南传佛教才得以传入中国云南，先后在不同区域传播繁衍，逐步进入鼎盛期。

（一）缅甸佛教的发展

缅甸的上座部佛教经过蒲甘王朝的辉煌之后继续蓬勃发展。佛教从孟缅地区向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取得了更好的成效。1287年元朝蒙古军队南下，推翻了蒲甘王朝。缅北的掸族乘机南下，把势力扩展到中部和南部地区。缅甸出现了群雄割据、互相征战的混乱局面。在割据一方的众多邦国之中，以北方的阿瓦（Ava）和南方的勃固（Pegu）最为强盛。

北方的掸族王国最初半个世纪（1312—1464）建都于邦芽（Piaya），聚集了许多缅甸阿奴律陀时期被驱逐的阿利教僧人，上座部佛教十分微弱，后来，得到国王的崇信和护持，上座部佛教才开始发展起来。

1429年，有斯里妙法（Sirisaddhammalankara）和僧诃罗摩诃萨弥（Sihalamahasami）两位斯里兰卡比丘带了5颗佛舍利来缅甸弘法，被勃故王冷遇，阿瓦王闻知即派40艘船迎斯里兰卡高僧至阿瓦弘法，阿瓦王建塔供奉舍利，建寺供养高僧。两位斯里兰卡高僧与原有三派僧侣和合共住，研讨佛法，阿瓦佛教逐渐兴盛。

1540年，阿瓦王思洪发感到佛教太盛，担心其危及统治，萌发削弱佛教的念头。他下令拆毁一切佛塔，遭到僧人和教徒强烈反对，诏令无法执行，这更加让思洪发感到佛教的威胁，决计灭除佛教。他设计在阿瓦附近的坦巴卢（Taungbalu）举行斋僧大会，邀请阿瓦、邦芽、实皆等地3000名比丘赴会，正当僧众用斋之际，埋伏在四周的象队、马队一起伏击，结果有360名比丘惨遭毒手，其余比丘则逃脱，幸免于难。随后，思洪发再次下令损毁塔寺，焚烧经典，致使阿瓦佛教惨遭重创。史称“思洪发灭佛运动”。

至1453年，在南方的勃固地区，女王信修浮（Sinsawbu，1453—1472年在位）即位后，推动勃固的佛教达到鼎盛。信修浮在位八年后让位于驸马达磨悉提（Dhammazidi，1472—1492年在位）。达磨悉提在位20年中，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统一和改革了勃固佛教。1475年，他选派僧团44人赴斯里兰卡受戒，僧团归国后，下令各派比丘重新依照锡兰大寺派法统受戒，改革后的佛教日益兴盛，有上座部僧人800名，青年比丘14265名，沙弥601名，共计15666人。在他的推动和改革下，自车波多以来300年的派别对抗统一于大寺派的法统之下。

16世纪以后，缅甸历代君王热衷护法，佛教长盛不衰。尤其是东吁王朝的莽应龙笃信佛教，护持佛法。他在位30年间广建寺塔，供养各方僧众，同时大量印发经书，鼓励僧俗各界认真研习。他严禁杀生，恪守戒律，要求境内的掸族和穆斯林誓死皈信佛教，把上座部佛教推广到缅北边境地区，使缅甸佛教盛极一时。莽应龙统一缅甸后，又远征泰国，攻陷了素可泰、大城和清迈，在清迈修建佛寺，传播和发展上座部佛教。

到贡榜王朝时期，孟云王（1782—1819年在位）礼请若阿毗沙陀阇出任僧王，时斯里兰卡的6位沙弥来缅甸求法，僧王亲为之授戒，6位比丘返回斯里兰卡后创立了阿摩罗补罗教派。缅甸孟云王和僧王阿毗沙陀阇为复兴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缅甸与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856年，敏东王继位后第三年，为了弘扬佛法，决定兴建新都曼德勒城，新建新都的同时，大批佛寺、佛塔、经楼、戒堂也随之修建。敏东王虔心弘扬佛法，1871年召集2400名僧侣在曼德勒结集，对巴利文三藏经典加以校订。这次结集以《律藏》为重点，史称“第五次结集”。[7]
综观缅甸佛教的发展，可以说13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是缅甸佛教的大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佛教向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佛教的深入人心、僧侣学者对佛经研究风气的日盛以及缅甸佛教派别在斯里兰卡民众中威望的不断提升等。部派纷争的平息和教派的多次统一也展示出佛教强大的一面。[8]
（二）泰国佛教的发展

13—14世纪中叶，经过泰国北方兰那王国孟莱王、哥那王以及南方素可泰王朝坤兰甘亨的护持和推动，泰国佛教发展迅速，影响深远。

素可泰第五代立泰王（Luthai，1354—1376年在位）继位之后，热衷发扬佛教，在各地兴建佛寺和佛塔，铸造佛像，鼓励僧人研究经论。立泰王曾延请斯里兰卡高僧至素可泰弘扬佛教，整理并改革佛教。1362年，他特别礼请斯里兰卡的僧伽领袖为自己授戒，舍身出家。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出家君王在位，以后诸王及全国男性臣民皆效法立泰王，一生中至少短期出家一段时间，入寺为僧。这一习俗一直沿袭至令。立泰王辞世后，素可泰王朝势力日益衰微，至1378年，沦为大城王朝的附庸，到1436年，便被大城王朝所灭。

1423年左右，兰那泰的大法深（Mahagambhila）和大供克拉（Mahamedhamkara）等25位比丘和柬埔寨的8位比丘同至斯里兰卡求法受戒。后来返回清迈，传播扬斯里兰卡大寺派法脉，使兰那佛教进一步兰卡化。至1441年，虔信佛教的三界王登位后，广造佛寺、铸造佛像，兰那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成为清迈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约在1455年，仿效印度菩提伽耶佛塔，开始修建著名的大菩提寺。1477年，国王护法，由法授（Dhammadinna）长老领导100位高僧，在大菩提寺举行三藏结集，这是泰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藏结集。自此，清迈潜研佛法盛行，名僧辈出，掀起了一个学习巴利语、研读巴利三藏、著书立说的热潮。16世纪中期，兰那王国被缅甸所灭。

到大城王朝（1350—1766）时期，创始人拉玛提波底锐意改革，以法治国，为大城王朝奠定了400余年的基业。然而，大城王朝建国初期，连年征战，忙于战争和政治，无暇顾及佛教，影响了佛教的发展。关于这个时期佛教发展情况的资料也十分缺乏。明朝郑和三下西洋曾到达大城，随同出访的马欢和费信在其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记述了一些当时泰国佛教情形。这一时期有一位国王对佛教做出了较大贡献，即曾迁都彭世洛的恒来洛迦（1448—1488年在位），他笃信佛教，将王宫改造为佛寺，定名为“吉祥大智寺”，作为一座王家寺庙，迁都后又兴建朱拉摩尼寺。清迈高僧宝智在其著《胜者时鬘论》中提到，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泰国佛教史上素可泰王朝后又一次“兰卡化”时代。到大城王朝后期，波隆科斯（Boromakos）在位期间（1733—1758年在位），斯里兰卡佛教衰微，国王揭帝斯里·于拉迦辛诃（1747—1782年在位）于1750年派遣使团到泰国求法，波隆科斯国王礼请优婆利（Upali）为首的泰国僧团到斯里兰卡授戒并在康提创建“暹罗派”，为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

1767年，缅军攻陷大城，城中王宫佛寺付之一炬，佛教文献亦被焚毁，3万多人被掳为奴，其中包括大批僧人。历时417年的大城王朝灭亡，泰国佛教受到重创。同年，郑信创立吞武里王朝，开始大力振兴佛教。他礼请德学兼优的高僧长老弘扬佛法，整顿僧团，搜集抢救佛教经典，使得泰国佛教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至曼谷王朝时期（1782年后），拉玛一世登位后，致力于修建佛寺，整顿僧伽组织，重新加封僧王和僧伽尊者。1788年，僧王邀请各地大德长老200余位、博学的在家居士32位，在大舍利寺举行三藏结集，用5个月的时间将巴利三藏刻写在贝叶上，制成贝叶经354卷；并对大量的佛经注释和藏外经典进行了整理和重新编纂。史称南传佛教的“第九次结集”。随后历代君王振兴佛教，泰国佛教逐渐发展复兴。[9]
上述可见，以缅甸佛教和泰国佛教为代表的东南亚佛教，明清时期虽有盛衰起伏，但其法脉相续，主线仍为发展复兴并渐次辐射到傣泰民族文化圈中的民族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兴盛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 云南与东南亚的交流

1368—1840年，中国处于明朝和清朝前半期，云南是中国的西南边疆省区，其西面和南面与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四国相邻。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居住地相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族群的各个部族分属不同的国家。在这个族群居住地域内，中、泰、老、缅四国的疆域并非一成不变，在各个历史时代其边疆发生着变迁。明清时期，中国云南与邻国的政治交往以及经济文化交流都很频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南与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

（一）云南与缅甸的交流

缅甸与云南西部山水相连，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近500年间，中缅疆域有很大的变迁。两国之间发生过几次战争，但持续的友好交往是主流，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

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兴起。缅甸各王邦部落仍处于分裂状态，大多臣服于明朝，接受土官封号，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以今缅甸中部阿瓦为都城的缅王派使臣板南速剌经云南到南京朝见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年，朱元璋宣诏设置“缅中宣慰使司”，其时，云南麓川傣族土官思伦法武装侵夺缅境土司，明廷派钦差大臣“谕缅及百夷罢兵守土”，纷争缓和。自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缅甸宣慰司六次派代表团“朝访”明朝，明朝五次派使节访问缅甸宣慰司。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朝在今缅甸境内除设置缅甸宣慰司之外，还设置了许多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计有孟养宣慰司（今缅甸西北克钦邦境内莫宁）、木邦宣慰司（今缅甸掸邦兴维）、大古剌宣慰司（今缅甸南部勃固一带）、蛮莫安抚司、孟艮御夷府，等等。明代在今缅甸境内设置的这些土司，都划归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辖。据《明史》以及英国学者哈威所著《缅甸史》所载，在明隆庆末年（1572）以前的200年间，今缅甸境内各王邦部落大多主动接受明朝的土司设置，臣属明朝，通过“朝贡”方式，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

中缅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呈现出繁荣景象。木邦等上缅甸的食盐由云南内地供给，大批云南人到孟密开采玉石；缅甸生产的陶、瓦、铜、铁和漆器技术等，多是中国汉人传授的。明末朱孟震著的《西南夷风土记》说：“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明代中国商人从滇西重镇永昌、腾越等地，沿大盈江和瑞丽江接伊洛瓦底江贯通缅甸南北的水陆交通线往来活动，中国的丝绸、瓷器、陶器，缅甸的棉花、玉石等，皆为大宗交易品。永乐五年（1407年），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明朝设立四夷馆，内设缅甸馆。

16世纪中叶，缅甸南部的东吁王朝崛起，向暹罗和中国云南内地发动大规模战争。这场中缅战争直至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方告结束，两国边境摩擦得以消除。1769年至1885年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之时止，缅甸国王曾十一次派遣使节向清朝“入贡”，清朝也五次遣使回访缅甸。[10]这种“入贡”与“回访”实际上是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

（二）云南与泰国的交流

泰国的国名和疆域，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迁。在今天泰国的疆域内，南部地区曾经建立过罗斛国，中部地区曾经建立过暹国，13世纪中叶后合建暹罗国；北部地区曾建立过八百媳妇国（兰那王国）。

元朝时期，暹国和罗斛国从海路经由我国沿海地区与元朝交往，八百媳妇国则从陆路经云南与元朝交往，元朝于其地先后建立蒙庆宣慰司和八百宣慰司，归云南省管辖，双方进行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时期，由于云南西南部的缅甸各地区、泰国北部地区、老挝北部地区都是臣属于明朝的土司区，这些地区都以“朝贡”的形式与明王朝进行官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这些地区盛产大象，几乎每次“朝贡”的贡品中都有驯象，由此形成的交往通道被形象化为“贡象道路”。明末李元阳所撰之《云南通志》卷六六记载“贡象道路”有上路和下路之分，“上路”是缅甸经滇西入内地，“下路”是缅、泰、老经滇西南入内地。这条“贡象道路”的“下路”即是由滇西南的普洱、车里（今西双版纳）通往泰国、老挝、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历史上这条通道的官方交往和民间交往都很频繁。

明宣德六年（1431），明朝廷在“四夷馆”内增设“八百馆”，专司翻译八百泰文，促进了中泰文化交流。

17世纪中叶，在明清交替之际，八百地区被缅甸占领，但缅甸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八百酋长曾依附暹罗反抗缅甸的统治。清初，由于缅甸雍籍牙王朝鼓动孟艮土司侵扰云南车里，清朝派兵反击，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军进入孟艮，孟艮掸族土司投向清朝，八百泰族土司主动归附，清朝在原八百土司区设置了整卖（今清迈）宣抚司、景线（今昌盛）宣抚司、六本（今南奔）土守备、景海（今清莱）土守备四名土司，归云南省管辖。[11]同年，清朝在今缅甸东北部景栋地区设置了“孟艮土指挥使”、“整欠土指挥使”、“勐勇土千总”；在今老挝琅勃拉邦以北设置了“勐龙土指挥同知”、“补哈土千总”。此时云南省西南统辖地域扩展至今西双版纳之外，包括今缅甸东北的景栋地区、今老挝的丰沙里、琅勃拉邦北部，今泰国清莱、清迈、南奔三府。

1773年，吞武里王朝攻占南奔、清迈、清莱、昌盛等地，八百土司之地自此属于暹罗。其后，清朝与暹罗各王朝也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清迈等地与清朝的官方交往没有了，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依然延续。据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〇七记载，由今西双版纳南部边境，有东西两条交通线向南行，西经缅甸景栋地区，东经老挝琅勃拉邦地区，在今泰国清迈汇合，再沿湄南河南下，可达暹罗的大城、吞武里、曼谷等地。

综上所述，万历《云南通志》记载之“贡象道路”和道光《云南通志稿》记载之陆路通道，实际上就是云南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沿着这条通道，兴盛发展的东南亚南传佛教也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今云南西双版纳、普洱、瑞丽等傣族地区。

三 傣族土司制度的完善

中国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和傣族的土司制度密切相关，二者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中国南传佛教通过神圣化的仪式和突出等级职责的宗教行为，为傣族世俗社会组织和土司制度提供着神圣的合法性与政治认同，它用神圣的秩序塑造世俗的秩序；另一方面，傣族世俗社会的组织制度则从法律、经济、信仰等方面来影响和维系佛教的发展。[12]明清时期，云南傣族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发展完善，为中国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一）傣族土司制度的建立

中国各朝统治者设置土司，意在羁縻。土司制度的建立，渊源甚早。“吾国蜀、桂、陇、康等省，而滇省尤多。滇之土官，肇始元而盛于明，清代因之。”[13]明初，西南地区设置的土官土司，以云南为最多，而云南则以百夷地区最为完备，凡百夷聚居区，都设土职。

明代通称的“土司制度”，实际包括土官和土司两类土职，凡以其地划为正规的府、州、县，官名职称也与内地正规制度相同，只是不设流官，仍沿用原有土酋治理地方，准其世袭任职，凡被称为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及其佐贰的，属于土官一类。另一类，不建为府、州、县，而另有一套不同于内地的官职名称，最大的是宣慰司，主官称宣慰使，官阶从三品；次位宣抚司，宣抚使从四品；依此类推。名义上是土官，实权却相当于土司。

《明史·地理志》载：“云南，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事实上，这个记载不够完备，明一代任命百夷为世系土官和土司的，计有土府三（景东、元江、镇沅），土州一（邓川），土县一（元谋），土县丞一（定边），御夷府二（孟定、孟艮），御夷州三（威远、湾甸、镇康），宣慰司七（车里、八百、老挝、木邦、麓川、孟养、靖安），宣抚司四（南甸、干崖、陇川、孟密），副宣抚司二（遮放、盏达），安抚司四（潞江、蛮莫、耿马、勐卯），御夷长官司一（芒市），长官司六（孟琏、大侯、者乐甸、里麻、促瓦、散金）。

1.云南内地设置的百夷土官

（1）景东府。洪武十五年（1382）置，以俄陶为世袭土知府。俄陶，百夷人。《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贵·土司官氏》记载：“土官俄陶，本府人，其先有阿知鲁，在元为景东土知府。洪武大兵至楚雄，以通事阿哀从军纳款，大理既平，遣柳指挥宣谕景东，陶遂与柳俱至楚雄，献铠仗马匹，并元所给牌印，因以陶为景东府知府，颁印，世其职。陶死，子陶干嗣，后遂世姓陶。”洪武十八年（1385），麓川思伦法侵景东，俄陶不能敌，率境内百夷千余家避居大理白崖川。二十三年（1390），沐英击退思伦法，复景东地，因奏“景东，百夷要冲，宜置卫”，遂建景东卫，以锦衣卫胡常守卫所，俄陶仍为土知府。二十六年（1393），命洱海卫指挥同知赖镇守景东，从此，“渐以流官绾符莅之”。

（2）元江军民府。洪武十六年（1383）置，以土酋那直为土知府。《土官底簿》载：“那直，百夷人，元江府因远罗必长官司籍，前元江府土官总管。洪武十五年赍金牌、文凭、象、马归附、拟土官，十六年赴京朝见，实除。”明朝对元江屡欲废土改流，曾试设流官，嘉靖三十二年（1553）革土官世职，改设流官，但流官政权却没有建立起来。

（3）镇沅府。建文四年（1402）置镇沅州，以刀平为土知州。永乐四年（1406）升为府，以刀平为土知府。据《土官底簿》载：“刀平，百夷人，云南元江府因远罗必甸长官司民，世袭土官总管，专一管集操练，建文三年（1401），总兵官奏准开设镇沅州，升本州知州。”镇沅土府即今镇沅县，领长官司一。

（4）邓川州。即今邓川县，非百夷聚居区。洪武十五年（1382）置州，属大理府，十七年（1384）以阿这为世袭土知州。据《土官底簿》载：“阿这，本州小百夷人。”

（5）元谋县。明武定府领元谋县，即今元谋县，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百夷阿吾为世袭土知县，据《土官底簿》载：“和曲州元谋县知县阿吾，景东府百夷人，原袭土官知县，洪武十五年投降，十六年扎付与流官相兼署管，十七年流官知县张元礼病故，阿吾赴京朝觐，二十七年实授元谋县承，当月平西侯奏，奉钦依实授知县。”世袭至嘉靖中，改设流官，吾氏世袭土知县虽被革，担任职土守备，在地方上仍拥有实力。

（6）定边县。世袭土县丞阿氏是百夷，《明史·云南土司传·楚雄》称：“洪武十七年以土官阿鲁为定边县丞。”《土官底簿》载：“阿鲁，小百夷人，任前定边县土县尹，洪武十五年归附，总兵官拟任本县县丞，十七年实授。”

2.沿边设置的百夷土司和土官

（1）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即元代所建之彻里军民总管府。《明史·云南土司传·车里》载：“洪武十五年蛮长刀坎来降，改置车里军民府，以坎为知府。十九年，改置军民宣慰使司，以坎为使。”

车里宣慰世姓刀，据《泐史》记载车里宣慰世系：一世祖叭真于1180年（南宋淳熙七年）建景龙金殿国，五世祖起即世以刀为姓，七世祖刀爱降于元，八世祖刀坎受明封为宣慰。[14]
（2）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百媳妇国遣使入贡，遂设宣慰司。万历以前，朝贡不绝。嘉靖三十五年（1556），缅甸东吁王朝攻灭景迈，八百宣慰司始亡于缅。《明史·云南土司传》记载其境域言：“东至车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喇与缅邻，北至孟艮。”[15]中国史籍中所称之八百媳妇国，即暹罗史上的“兰那王国”。其地包括今泰国北部之清迈、清莱、帕瑶、南奔、南邦、帕、难七个府。

（3）老挝军民宣慰使司。《明史·云南土司传·老挝》载：“老挝俗呼为挝家，古不通中国，成组即位，老挝土官刀缐歹贡方物，始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1404）以刀缐歹为宣慰使，给之印。”[16]《四夷馆考》载其境域为：“东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宁远，北至车里。”其地即今老挝本部地区。

（4）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元至元十三年（1276）曾置麓川路，至正十五年（1355）置平缅宣慰使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置平缅宣慰使司，以思伦法为宣慰使。二十一年，置麓川宣慰使司，应思伦法之请，改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思氏兼并四境，所有百夷各部几乎全统一于麓川。正统九年（1444），革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以其境内陇巴地置陇川宣抚司，麓川至此亡。麓川本境为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之瑞丽、陇川、遮放全境，南甸、干崖两土司之南部地区，兼及瑞丽江以南今缅甸掸邦的一部分地。

（5）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元立木邦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木邦府，后为麓川思氏所并。明永乐二年（1404）改为木邦军民宣慰使司，以知府罕地法为宣慰使。万历三十四年（1606），缅以三十万众攻木邦，围其城，木邦求救于明，不至，城陷，木邦遂亡。《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称：“东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南至速克剌蛮界，西至缅甸宣慰使司界，北至芒市长官司界。”宣慰司治在今缅甸北掸邦境内之盛威。

（6）孟养军民宣慰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改元之云远路为云远府，建文四年（1402）改为孟养府，永乐二年（1404）升为军民宣慰使司，以刀木旦为宣慰使。万历三十二年（1604），缅攻孟养，思氏后裔遂走，孟养亡于缅。《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为：“东至金沙江，南至缅甸宣慰使司界，西至大古喇宣慰使司界，北至干崖宣抚司界。”此所称金沙江，即今伊洛瓦底江。

（7）靖安宣慰使司。《明史·云南土司传·车里》载：“永乐十九年（1421）车里刀双孟言：刀弄屡以兵侵劫蛮民，乞别设治所以抚其众。诏分其地置靖安宣慰使司，升双孟为宣慰使。宣德九年（1434）靖安宣慰刀霸供言：靖安原车里地，今析为二，致有争端，乞仍并未一，岁贡如例。帝从其请，革靖安宣慰司，仍归车里。”[17]《明史·地理志》载：“车里……东有小彻里部，永乐十九年正月置车里靖安宣慰使司，宣德九年十月省入车里。”[18]故知其境域即所谓小车里地，今九龙江以东之西双版纳及思茅、普洱境。

（8）南甸宣抚司。元置南甸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南甸府，永乐十一年（1413）改为南甸州。宣德三年（1428）麓川侵夺其地，明廷谕还之。正统二年（1437）麓川夺南甸境内罗卜思庄等278村。九年（1444）升州为宣抚司，以知州刀落硬为宣抚使。南甸土司刀氏是本地百夷，明南甸宣抚司地，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境，较今梁河县境广阔。

（9）干崖宣抚司。元为镇西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镇西府，永乐元年（1403）改为干崖长官司，以土酋曩欢为副长官，自此三年一贡不绝于朝。正统六年（1441）升干崖副长官刀怕硬为宣抚副使。嘉靖三十九年（1560）干崖为缅所侵，宣抚刀怕举附于缅。万历十年（1582）陇川内奸岳凤破干崖，夺罕氏印。《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为：“东至南甸宣抚司界，南至陇川宣抚司界，西北俱至南甸界。其地为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境。”

（10）陇川宣抚司。旧本麓川地，明正统九年（1444）革麓川宣慰司，置陇川宣抚司，与南甸、干崖合称三宣，屏蔽永昌、腾冲，以夷目恭项为宣抚使。万历初，缅甸莽瑞体叛，招诱陇川宣抚多士宁附缅，士宁不从，内请明军御缅，岳凤阴夺其权，杀士宁，投附缅酋。明军攻缅，复宣抚司故地。万历十二年（1584），复建陇川宣抚司，以多士宁子思顺为宣抚使。《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东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干崖，北至南甸。其境域实际包括有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之陇川、瑞丽二县及潞西县之遮放区。

（11）孟密宣抚司。《明史·地理志》载：“孟密宣抚司，本孟密安抚司，成化二十年（1484）析木邦地置，万历十三年（1585）升为宣抚司。”《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东至木邦宣慰使司界，西至缅甸宣慰使司界，北至蛮莫安抚司界。其地在瑞丽江南，伊洛瓦底江东岸，今缅甸北掸邦境内。

（12）盏达副宣抚司。为干崖别部，干崖副长官司世居其地。万历十一年（1583）为莽应里所陷，土酋刀思廷被擒，民物为之一空，后明军破缅，收复其地，始建盏达副宣抚司。其地为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的一个区，即旧莲山县境。

（13）潞江安抚司。元之柔远路，其地后为麓川所并，明永乐元年（1403）内附，西平侯沐昂奏，其地地广人稠，宜设长官司治之，乃立潞江长官司。九年（1411）升为安抚司，以曩璧为安抚使。宣德三年（1428）改为潞江州，正统三年（1438）仍为潞江安抚司。《续通考》称其地在永昌、腾冲之间，南负高仑山，北临怒江。其地即今保山县属之怒江区。

（14）耿马安抚司。《明史·地理志》载：“耿马安抚司，万历十三年（1585）析孟定地置。”又《明史·云南土司传·孟定》载：“孟定，领安抚司一，曰耿马。万历十二年置，以们罕为安抚使，与孟定隔喳哩江，孟定居南，耿马居北。罕死，弟们罕金获印，屡奉朝贡。”其地即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唯明代安抚司辖境，较今自治县区广阔，兼领有猛猛、猛渗、猛角、猛董、猛撒、猛勇等寨。

（15）蛮莫安抚司。旧为猛密分地，后酋长稍强，擅而有之。万历初，土酋思恨与陇川岳凤同投缅，明军讨平陇川，思恨来归，立为蛮莫安抚司。其地在腾冲蛮哈山下，南至孟密，西至孟养，今缅甸八莫附近一带。

（16）猛卯安抚司。本陇川地，陇川同知驻猛卯。万历三十二年（1604）缅侵蛮莫，蛮莫安抚使罕忠奔干崖，安插于猛卯。据《清会典》称：明设猛卯安抚司，后改宣抚司副使。其地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境。

（17）孟定御夷府。初本麓川地，明建文四年（1402）土酋刀名杠来朝，始设孟定府，以刀浑立为知府。时，仍与麓川、孟琏互侵土地，仇杀不已。正统初，麓川再并孟定地，土知府刀禄孟远遁。麓川平，木邦舍目罕葛从征有功，令食土孟定。嘉靖间，木邦复侵其地，万历十三年（1585）再建孟定府，以罕葛后裔为土知府。崇祯末，孟定附于缅。《明史·云南土司传》记其境域为：其地自姚关南八日程，西接陇川，东连孟琏，南木邦，北镇康。今更名境内的孟定街即明孟定御夷府之一部分地，大片地区均在萨尔温江西岸。

（18）孟艮御夷府。《明史·云南土司传·孟艮》载：“孟艮蛮名孟掯，自古不通中国，永乐三年（1405）来归，设孟艮府，隶云南都司，以土酋刀哀为知府。”正统间，孟艮地多为木邦所并，景泰时尚入贡不绝，嘉靖间附于缅。《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为：东至车里宣慰司界，南至八百大甸界，西至木邦界，北至孟琏长官司界。今为缅甸南掸邦境，故府治在今景栋。

（19）威远御夷州。《明史·云南土司传》载：“威远，唐南诏银生府地，旧为濮落杂蛮所居，大理时为百夷所辖。元至元中置威远州，洪武十五年（1382）平云南后，改威远蛮棚府为威远州。三十五年（1402）以土官刀算党为威远州知州。”《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为：东至新化州界，南至孟琏长官司界，西至孟定府界，北至景东府界。其地即今景谷县并普洱县一部分地区。

（20）镇康御夷州。元代为镇康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镇康府，十七年（1384）改为镇康州，旋为麓川兼并。永乐七年（1409）再设镇康州，以曩光为土知州。其地即今镇康县境。

（21）弯甸御夷州。洪武十七年（1384）于元之镇康路境内划设弯甸县，旋为麓川所并。永乐元年（1403）设弯甸长官司，三年（1405）升为州，以思伦法所任之弯甸陶孟刀景法为知州。永乐七年（1409）分设镇康州，弯甸乃与镇康州分立。《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为：东至云州界，南至镇康州界，西至永昌施甸长官司界，北至顺宁府。其地即今昌宁县境。

（22）芒市御夷长官司。《明史·云南土司传》载：“芒市旧曰怒谋，又曰大枯赕，在永昌西南四百里，即唐史所谓茫施蛮也。元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1276）立茫施路军民总管府，领二甸。洪武十五年（1382）置茫施府，正统八年（1443）设芒市长官司，以陶孟刀放革为长官，隶金齿卫。”《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为：在永昌西南四百里，东至镇康州界，西南至陇川宣抚司界，北至永昌府潞江安抚司界。其地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芒市，亦即原潞西县除遮放以外各地，并龙陵县的一部分地。

（23）孟琏长官司。《明史·云南土司传》载：“孟琏长官司，永乐四年（1406）四月设，时孟琏头目刀派送遣子坏罕来言：孟琏旧属麓川平缅宣慰司，后隶孟定府，而孟定知府刀名杠亦故平缅头目，素与等夷，乞改隶。遂设长官司，隶云南都司。正统四年（1439）思任发反，兵破孟琏，遂降于麓川。”七年初征麓川后，复建长官司。嘉靖中，孟琏与孟养、孟密诸部仇杀数十年，司废，至万历十三年（1585）复设。《读史方舆纪要》记其境域为：东至车里司界，南至孟艮府界，西至木邦界，北至威远州界。其地即今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24）者乐甸长官司。《明史·云南土司传》载：“者乐甸本马龙他郎甸猛摩地，名者岛，洪武末内附，隶云南布政司，永乐元年设者乐甸长官司。”清代于其地设恩乐县。

（25）里麻长官司。明永乐六年（1408）置，以刀思放为长官，其地旧属孟养。

（26）大侯长官司。《明史·云南土司传》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置大侯长官司。”其地即今云县境。

（27）促瓦长官司。明永乐五年（1407）设，隶云南都司。

（28）散金长官司。据《明史·云南土司传》载：“促瓦、散金二长官司，皆永乐五年（1407）设，隶云南都司。其地旧属麓川平缅。”[19]
可见，明朝在云南傣族地区设立的土官、土司日益完备，傣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已经完全确立。

（二）傣族土司行政组织体系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在傣族地区设立了三级权力机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云南傣族地区逐步形成了等级严密的土司行政组织体系。

1.傣族封建领主集团行政组织体系

在西双版纳地区，召片领是其土地之主，也是西双版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上的最高统治者，明清封建王朝授其封号为车里宣慰使，官从二品，世袭不降等。以刀片领为首，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组成一个严密的封建领主集团，集团成员根据血缘的亲疏分为三等：第一等称为“孟”；第二等称为“翁”；第三等称为“鲁朗道叭”，又叫“召庄”。

“孟”又称“萨都”，是召片领的血亲，最高的贵族，只有“孟”这个等级的人，才能继承召片领也即车里宣慰使的职位，才能受封到各勐去当“召勐”。未分封外出的，可以当议事庭庭长，当八大头目，最小也是三品官。

“翁”，意译是“亲属”，是宣慰使（也称“宣慰”）的家臣或非宣慰血族的召勐，一般有亲属关系的称“翁沙”，召片领的家臣称“翁”，可以担任宣慰司署的大臣，可以派到各寨各勐去管理寨子，一般通称为“波郎”。

“鲁朗道叭”，意译为“宣慰街波郎的亲戚”，是贵族的后裔，是官种，可以当官，最高不能超过三品，可以当头人。

大小土司及家臣都有分封的采邑，宣慰使分封各大勐，大勐分封小勐，各级家臣按爵位大小确定采邑的多少，这样组成封建统治者的等级从属制度。

各大勐的土司（召勐），或者由召片领派自己的近亲如兄弟子侄去担任，或者召片领把姊妹、女儿、侄女嫁给召勐，所生的儿子可以世袭土司职位。若绝嗣，召片领再派血族去接位，例如近代勐罕土司（橄榄坝土把总）自清乾隆三十年（1765）受职，传至民国绝嗣，宣慰使刀栋梁派其九弟刀栋新袭职，后刀栋新内调任大臣，又派其六弟刀栋庭接任。就是这样以血缘为纽带组成了一个等级严密的领主集团统治着整个西双版纳地区。

2.车里宣慰使司行政组织体系

车里宣慰使司署有完整的统治体系，行政机构庞大，组织严密。车里宣慰使司是十二版纳的中央政府，宣慰使是最高行政首脑，有副宣慰使，傣语称为“乌巴逻阁”，但不常设，其下有四大臣、八大头目及各类头目共30多人，有不同的职掌，组成车里宣慰使司分工严明的行政组织。近现代车里宣慰使司的组织得以延续，兹录其具体职掌和分工情况如下以存史。

诏景哈，议事庭长，各勐议事庭驻宣慰使的总代表。

都弄稿，亦称“怀郎曼卧”，总管行政事务。

怀郎曼空，枢要大臣，协助都弄稿办理日常事务。

怀郎庄网，主管赋税，后勤。

怀郎嘎，管理集市。

召弄帕厦，主管宣慰使署的财政事务及水利。

召弄那干，管弩。

召弄那花，管军政（右将军）。

召弄纳掌，管大象。

召弄那矱，管矛。

召弄过，管饮食器皿。

召弄那麻，管马匹，兼职御医。

召弄那倭，管舆乘。

召弄西养，管监督审讯罪犯。

召弄纳影，管处极刑。

召弄赛，管兵马（左将军，位次于右将军）。

召弄火怀，管警卫。

召弄那扁，管安全。

召弄款，司翊卫。

召弄真憨，先锋官（与右将军共同负责军事）。

召弄榭网雷，管巡捕。

召弄庄禀，司祈祷。

召弄那广，管仪礼。

召弄那瓦，管船舶。

召弄那郢，管刑罚。

召弄康坎，管宣慰使出行用具。

召弄献，文牍官，史官。

召弄那雷，司祈年。

召弄纳广，司鱼罟。

波勐莽，司宾（缅宾招待主官）。

波勐和，司宾（汉宾招待主官）。

上述即由四大臣、八大头目及各类头目组成的车里宣慰使司行政组织体系。至各地方政府，依照地方自治原则，以村寨为地方自治单位，每一村寨均设有“叭”级村长一人，次一级的“鲊”、“线”若干人。汉人称为“老叭”、“老鲊”、“老线”，其地位职权相似于乡长、保长、甲长。所有地方自治人员，概由村民推选本村大家信任的人充任，但必须经过领主（管辖本村寨的土司）批准。一般来说，大都是终身任职。

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的政权机构中，皆设有史官，叫作“献”。史官也分为三级：宣慰使司内的史官叫“召弄献”；各地土司内的史官叫“叭献”；再下一级者叫“鲊献”。

值得一提的是，召片领的近亲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担任各类要职，一般贵族任职升官，必须取得一定的南传佛教僧阶。即必须先在佛寺中出家当小和尚若干年，当到佛爷还俗后，取得“召摩诃”称号[20]，便可以做召片领的“滚课”（高级警卫员），然后逐级提升为“昆欠”（文书）或“站抗”（传达员），再提为“纳哈”、“纳西”、“纳少囡”、“纳少弄”，最高可到“怀郎”。

3.议事庭组织机构体系

在车里宣慰使的绝对统治下，有一个类似代表民意的机构，傣语称为“司廊”，汉语通称为“议事庭”，是十二版纳的最高立法及行政机关。和西双版纳的等级组织制度相适应，各勐也有一个地方性议事庭，傣语称为“冠”，是地方的最高立法和行政机关。“司廊”设在宣慰街，有常设的办事机构，称为“喝司廊”，为一干栏式建筑，中央有木栏，栏内为八大头目议席，栏外为其他头目议席，皆席地而坐。“议事庭”由各地推举出的大小头目40多人组成，以“诏景哈”为庭长。

议事庭每年的会期有两次，都是固定的，而且和南传佛教重要的“夏安居”制度相关。一次在傣历九月南传佛教“毫瓦萨”（结夏安居）之时，一次在傣历十二月南传佛教“奥瓦萨”（出夏安居）之时。开会时宣慰使不得出席，举凡境内大事，如军务、外交等有关十二版纳共同的事项，地方事务须由宣慰使处理的事项，以及宣慰使的家庭事务，概须交议事庭决议后才能交付施行，议案取决于最大多数甚至必须无反对票方能生效，因为与会头目人人都有否决权。这种封建领主制下的议会，与宣慰使之间发生不能调和的事例极为少见。[21]
综上可知，自元至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土司设置逐渐发展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司制度及等级严格的行政组织系统。而且，中国南传佛教以傣族土司制度的行政组织系统为模本，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组织管理系统。正是依托于政治集团，从上而下地推广佛教文化，中国南传佛教在傣族世俗社会中才获得了较快的发展。[22]
第二节 南传佛教不同教派的传入及传播

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毗邻，12—13世纪时南传佛教在东南亚地区逐渐成为影响较大的宗教，并形成覆盖东南亚半岛国家的南传佛教文化圈。明清时期，随着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各国的发展定型，成熟的不同佛教派别也随之先后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主要有润、多列、摆庄、左抵四派。各教派教义教制基本相同，主要是持戒有宽严之别，诵经有高低快慢之分。四个教派在云南不同区域传播发展，逐渐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彝族所信奉。至明末清初，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四个教派也曾盛兴一时。

一 润派的传入及传播

在中国南传佛教诸派之中，润派传入最早，信众最多，流传区域最广，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普洱等傣族地区都有流传。明末清初最盛时，云南傣族地区一村一寺，润派佛寺近5000座。[23]
润派在云南分布较广，寺院和僧侣最多，经典基本齐全，教制更为完善，是云南上座部佛教的主体。“润”一词是我国云南傣族对今天泰国东北部以清迈、景海为中心的古代兰那人的称呼，如称该地区为“勐润”（Menying），称那里的泰人为“泰润”（Taying），因而由那里传来的佛教，就称为“润派”了。[24]
相对成熟的兰那润派佛教形成于14世纪。兰那孟莱王于1296年征服哈里奔猜后，接受了孟族的佛教信仰。他一方面在南奔、清迈等地广修佛寺，一方面又派以应达班约（Yingdabanyo）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学法深造，学成回到兰那建立了莲花塘寺（Vabayobo），持较严的阿兰若律，这便是直至今日仍影响颇大的莲花塘寺派（“摆坝”，林居派）之发端。[25]另据15世纪的兰那文献《宗教本源志》记载，哥那王通过素可泰五世立泰王邀请苏摩那长老到兰那，弘扬他从缅甸塔通传来的楞伽宗上座部佛教。1371年，哥那王又在清迈修建瓦孙诺佛寺，后来这一佛寺就成为“摆孙”派佛教的发源地。[26]孟莱王和哥那王时期，兰那泰的上座部佛教经缅甸的景栋传入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地区。1369年清迈派出一个700名僧人组成的使团到景栋布教，后教团又从景栋来到西双版纳。1373年，清迈又有一僧团来到西双版纳弘法。[27]
据傣文手抄本《佛陀之教圣事大记》记载，润派佛教最初由斯里兰卡传入兰那，再由兰那（勐润）传入缅甸的景栋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云南边疆地区。在兰那君主帕雅莽来（Bayamanlai）时代，佛教振兴繁盛，以应达班约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学法深造，学成回到兰那建立了第一所正规佛寺——莲花塘寺（Vabayobo，瓦罢诺波），持较严的阿拉瓦西教律（类似山林派）。一说是斯里兰卡大寺派长老亲自到该地来宣教而建立的佛寺。其后，又送以年达班雅（Nendabanya）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和蒲甘学习，学成回兰那后，另建立一所佛寺——花园寺（Vasunlo，瓦孙洛）。当初两个寺及两个寺所属各小寺都同属一个统一的僧团，共进布萨堂。后来在戒律的解释上发生争执，莲花塘老寺僧侣主张保持固有的传统，花园新寺僧侣则主张在教化民众和佛事活动方面有所改革，因而分裂为两派，各自建立僧团和布萨堂。自此以后，凡莲花塘老寺出去传教或建立的寺院都自称为“摆坝”，可译为莲花寺派；凡花园新寺出去传教或建立的寺院都称为“摆孙”，可译为花园寺派。祖腊历720年（1369），莲花塘寺派（摆坝）以雅那卡皮拉（Yanakapila）长老为首的七百僧侣从清迈到了缅甸景栋宣教，建立了景栋城区的第一所佛寺——宝象寺（瓦章皎Vazhangjiao），然后进入西双版纳的西定布朗山区和勐遮、勐海、勐混等傣族坝区。花园寺派（摆孙）以西卡班若（Hikabanro）长老为首的一批僧侣，继莲花塘寺派僧人之后来到景栋宣教，建立了景栋城区第一所花园寺派佛寺——红林寺（Vabalian，瓦罢良），并于祖腊历734年（1373）传入西双版纳的大勐龙、景洪、勐罕等澜沧江沿岸傣族地区。[28]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也证明了上述关于上座部润派佛教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记载。据《西双版纳傣族小乘佛教及原始宗教的调查材料》说，佛徒“落皮纳”、“雅纳勐滚”、“咩堂关”、“光蓬朗西”者，至“勐兰嘎”（锡兰）升为佛爷，后来以“落皮纳”为首，至景迈、景栋宣扬“摆坝”佛教，时为傣历803年（1441）。旋又于傣历808年，于景栋建立佛寺“宛坝凉”。该寺有佛爷三人后来升为“厅”，其中一人至“三岛”、“坝莽”，一人至“信囡”，宣扬“摆坝”佛教；另一人名“松列养拱”者，则来勐马、勐混、勐海、勐遮、耿马、布朗山等地，宣扬“摆坝”佛教，并于勐混建立佛寺“宛朗戛”，由是，“摆坝”佛寺以勐混佛寺为首，佛爷以“松列勐混”为首。至于“摆孙”一派，则源于景迈佛寺“宛孙诺”，所属者有景洪、勐罕、勐腊、勐旺、勐捧等地佛寺，而以宣慰街大佛寺为首，佛爷以“松列阿戛木里景洪”，即“祜巴勐景洪”为首。此外，在名义上，“松列景洪”又是全西双版纳当然的宗教领袖。[29]

上述这些材料虽然略有出入，但皆可相互印证，充分证实较为成熟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佛教是从兰那清迈经缅甸景栋传入的，时间为14世纪，传入最早的教派为润派。

润派佛教最先于14世纪传入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传入以前就已分派，分为摆坝和摆孙两派，两派的传播和分布有所不同：摆坝主要传入西定、巴达、勐岗和布朗山的布朗族地区，勐遮、勐混、勐海、景真、勐阿、勐往等傣族坝区；摆孙主要传入大勐龙、景洪、勐罕、勐腊、勐旺、勐捧等傣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所奉皆为润派。润派之中，以摆孙最盛，基本定居在平坝区内。摆孙派僧人持戒宽，可食荤，还俗容易，因此信众日益增多，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中的一大派别。西双版纳“摆坝”与“摆孙”最初传入时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后来由于各派都在不断地向外传播发展，在传播过程中，两派流传分布的区域性特色逐渐弱化，在分布上混杂起来，一个地方不仅有“摆坝”，也有“摆孙”，其在宗教礼仪上的若干差别，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互相融合的趋势，居处山林的“摆坝”僧侣慢慢地也把佛寺搬到村庄附近甚至搬入村寨中了。[30]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所奉皆为润派。据傣文史籍《泐史》所载：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和西双版纳第25代召片领刀应猛联姻，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佛经及佛像传教。明隆庆四年（1570），金莲公主建金莲寺一所[31]，西双版纳傣族的润派佛教随之进入隆盛期。

润派在德宏傣族地区的流传和影响仅次于西双版纳地区。据《陇川县宗教情况报告》所载，15世纪，麓川王娶西双版纳土司之女为妻，此女道：“陇川什么也没有，佛也不得供。因此西双版纳土司即派了几个和尚随其闺女同时到陇川来。”[32]《陇川县佛教目前情况调查总结报告》也说：“该教（润派）在500年前由西双版纳传入。因麓川王取（娶）西双版纳土司女儿为妻，带来和尚。”[33]据此可知，德宏傣族地区的润派于15世纪自西双版纳传入，最先传入当时的陇川，后来逐步向外传播发展，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晚于西双版纳，比耿马稍早。此外，还有17世纪从泰国经缅甸景栋传入德宏地区的润派，现存德宏州芒市五云寺的一块木匾的记载可以佐证。此匾载：五云寺建于清康熙四年（1665），先在姐别寨（今法帕），后随芒市一道从法帕搬来。五云寺的第一个长老是从泰国清迈请来的比丘，名佐米密。五云寺曾经为芒市地区“润派”的大佛寺，佐米密是从泰国来德宏地区传教的“润派”僧人，因而说明“润派”最先传入陇川，后来才传到芒市。

明代中叶，润派从泰国清迈经缅甸景栋（勐艮）传入耿马地区后，主要分布在耿马、孟定等傣族地区，后来传到德昂族聚居区的混定，布朗族居住的孟洒、曼约、混皮等地区，进而又传入临沧、景罕的傣族地区。大致在1910年前后，润派又传入沧源佤族地区。然而，临沧地区润派佛教的中心一直都在耿马城周一带，由于耿马罕氏土司均信奉润派，润派备受土司扶持，广修佛寺，得到了极大发展。耿马最早的五大总佛寺和八大中心佛寺都是润派佛寺，具体为洞汀、上下洞井、枯老、组楞、芒俄、弄帕、南翁、南乍、勐撒、郎牙、芒见、那秀、勐勇、遮别、芒糯、芒肯允棒、芒帕、芒召、芒岗、芒沙、允楞、芒养、芒万、曼抗、那棉、贺东、芒买、芒那、大寨、芒戛、芒左、团树、南命等村寨。在土司的扶持下，润派佛教逐渐在傣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佤族地区传布开来。[34]润派佛教在佛寺和僧侣数量方面，在耿马县南传佛教各教派中占有绝对优势。

据《孟连傣族土司的历史》[35]和《威远厅志》[36]记载，明末清初，润派佛教传入普洱傣族聚居区，为傣族和少数布朗族所信奉，主要集中在景谷县和孟连县。其中，景谷县的润派佛教是从西双版纳传入的，主要流传于四个傣族聚居勐，每个勐都建有中心佛寺。[37]由于傣族土司虔信佛教，润派佛教在普洱地区迅速发展。1778年，景谷兴建规模宏大的迁糯佛寺，这标志着普洱地区润派佛教进入鼎盛期。

二 多列派的传入及传播

多列派又称摆多派，明朝中叶由缅甸传入，主要流传于德宏和临沧地区，为傣族、德昂族和部分阿昌族所信奉。其中，德宏地区以瑞丽的佛教徒居多，而临沧地区则主要分布于耿马、孟定等地。

明朝时期，多列派直接由缅甸传入云南德宏地区和临沧地区的傣族、德昂族聚居地，其中耿马县孟定地区的水傣尤为崇奉此派。德宏等地传说多列派的来源是，因其始祖犯戒，佛令他以钵盛水，钵底通一针孔，水滴尽处准许居住。这个僧人行到山林中，钵中水滴尽，遂建寺居住山上，所以称为“多列”。不过，据耿马摆多派的长老英德戛说，多列派实际上属于缅甸上座部佛教阿罗汉一派，故他们所奉阿罗汉一派。[38]
多列派主要分布在德宏地区，各地均有多列派活动的踪迹，其中信众最多、寺院最广的地区当属瑞丽。瑞丽各派林立，其中多列派信众最多时竟占到当地人口的60%，居德宏地区诸派之首。据《瑞丽市朵列教的起源与发展情况》[39]记载：依据勐卯镇南门佛寺的一本经书翻译，1751年，遮放喊撒（今遮放镇喊撒寨）召弄长老到缅甸曼德勒朵列佛寺深造佛学回国时邀请四位缅籍朵列派和尚赴德宏传教，朵列教首先传入勐力（今瑞丽市姐勒乡勐力村，当时系德昂人聚居地）。1769年乾隆征缅，百姓外流，该教派停止发展。[40]因此，就可靠材料来看，多列派大规模传入德宏地区的时间主要是18世纪，主要兴盛地是瑞丽和南甸。

多列派在缅甸北部兴盛一时，以此为中心向外传播，分为十几个教派，传入德宏地区的多列有达拱旦（都古旦）、舒特曼、瑞竟（瑞定）、缅坐（缅角）四个支派。四派之中，达拱旦主要分布在盈江、梁河、连山、陇川、芒市、遮放一带，当地水傣、德昂族之多列教徒，多属达拱旦一派。[41]
（一）达拱旦

因其教徒将袈裟折叠搭于左肩上，所以称为达拱旦。四百年前由缅甸传入，分布于德宏州的盈江、梁河、陇川、芒市和遮放等地区。除傣族地区外，德昂族中的多列派大多数属于达拱旦。

（二）舒特曼

三百多年前从缅甸传入德宏州的瑞丽、陇川两地。一百多年前传到盈江等地的舒特曼，是当地摆庄派的比丘到缅甸学习后，返回家乡来传播的。

（三）瑞竟

一百多年前由缅甸瑞竟派教徒二人传到德宏州盈江县。当时盈江有十三个村寨的摆庄派都改学瑞竟。临沧地区的孟定也有瑞竟流传，传入的时间比德宏州要早。据说是1546年由缅甸塔马洒拉、麻哈洒米二位僧人来孟定时传入。至今四百多年，分布于孟定的允景等11佛寺。

（四）缅坐

从缅甸传入德宏州瑞丽市。据说其教徒在说戒时，将坐垫的麂皮摺叠搭在左肩上，所以称为缅坐。在德宏州只有瑞丽庄摆占佛寺曾经信奉这个教派。

据史料记载，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多列派从缅甸传入临沧耿马、孟定地区，在孟定南金章建立第一所佛寺。随后又有孟艮长老进入孟定传教，在孟定和勐简两地有较大发展。有多列佛教徒100余人，佛寺19所。[42]清道光年间，孟定地区南传佛教各派均有所发展，但各派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润派由于得到土司支持成为很有势力的一派；多列派则因受润派的排挤而势单力薄，部分即迁往缅甸。[43]耿马、孟定地区的多列派遂日益衰微。

三 摆庄派的传入及传播

摆庄派[44]又称“耿龙”，大约是在明朝中叶从缅甸传入德宏地区的。[45]摆庄派传入德宏之后，主要播布于芒市、遮放、瑞丽、陇川、盈江等傣族地区，信仰民族多为傣族、德昂族、阿昌族。因戒律宽松，广有寺产，信众最多，因此，与润派佛教相比，摆庄派是德宏地区势力最大、佛寺最多的教派。此派无论是戒律的持守还是信众的人数都与润派比较接近，故被认为与润派有密切的关系。德宏州信仰摆庄的民族大多为水傣，其次为德昂族。

关于“摆庄”的来历有这样一种说法。该派原来流行于缅甸，但僧侣有向信众提条件和要求的不当行为，甚至还喝酒、吃晚饭，持戒不严。后来，新的缅王继位，认为这个派不纯洁，转而扶持其他教派，并派人对该派僧人说：如果你们不能持戒，就只能离寺还俗。由于他们既不想严格持戒，又不想还俗，所以被迫向德宏方向迁移。当时人们称此派为“拜满”（意为逃离寺院或逃避缅官、缅族）。但因这样叫听来让人不舒服，所以后来就改称“摆奘”（摆庄）。[46]有学者认为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摆庄”传入德宏的近乎历史的解释。[47]
通过梳理缅甸佛教史可知，11世纪，蒲甘国王阿奴律陀确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之后，有相当一部分阿利教僧人转而改奉上座部佛教，加入上座部佛教僧团。但他们只是名义上改奉上座部佛教，实际上仍然保持原有信仰，除遵守上座部佛教的部分戒律并举行相应的宗教活动之外，他们还专门在寺内传授音乐、舞蹈、星象占卜术、医药和武艺，吸引了相当多的善男信女，并从此自成一派，称为“庙学派”。到15世纪，该派发展较快，势力强大，并且有自己独立的寺院经济。15世纪中叶，达磨悉提继任缅王，大兴佛教，并针对当时存在的佛教弊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佛教净化运动。庙学派由于不够纯洁就受到净化，逐渐衰弱。[48]因此，有学者提出，上述“摆庄”派被迫向德宏方向迁徙的说法，应当是这次佛教净化运动的口头表述。因而摆庄一派应从缅甸传入德宏，时间为15世纪。[49]迄今为止，由于尚未发现新的可靠材料推翻上述观点，本书亦采信摆庄派于15世纪从缅甸传入德宏的说法。

四 左抵派的传入及传播

据说左抵派之始创人洼拉是缅甸芒海人，在曼德勒为比丘。左抵派最先传入我国云南临沧地区耿马、双江等地，三百年前由缅甸仰光传入德宏自治州之芒市，由缅甸南罕传入德宏州的瑞丽和临沧地区的孟定。[50]时间比“多列”晚一百年左右。

另据《左抵教史》[51]载，左抵教派于15世纪中叶传入德宏，主要流传于在潞西市坝区傣族村寨和与之毗邻的瑞丽市姐勒乡德昂族聚居地带，最早在龙江西岸的雷列修建佛寺，至今留有雷列佛寺遗址。据《德昂族简史》记载：“山顶有一块四五亩的平地，雷列佛寺即建立于此。主房面积约150—180平方米，正面由打制工整、长70—80厘米的石条砌成一米多高的基石（不包括地下部分），有直径50厘米左右的鼓形墩柱，说明原来的柱子很粗大，是比较好的建筑物。这座佛寺最兴旺时，和尚达到四五百人，但到清代后期随着德昂人迁离而逐渐衰落。到本世纪初已经完全倒塌为废墟。”[52]
左抵派与多列派相似，仅在德宏的芒市、瑞丽和临沧孟定境内流行，影响有限，信众却不少。芒市曾经是左抵派的大本营，最盛时在允金、芒罕、芒究、户贷、界桃、盾中、邦瓦、轩岗等村寨皆有左抵派的传播流布。另外还有遮放的南倘、南赛、贺晃、弄坎、芒尚，以及瑞丽的发颇、姐东等地。

总之，就明清时期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的传播发展而言，润、多列、摆庄、左抵四个佛教派别先后传入中国云南，渐次播布于西双版纳、德宏、普洱、临沧等地，其信仰主体民族是傣族，逐渐辐射邻近的布朗族、德昂族和部分阿昌族、佤族、彝族，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呈现鲜明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南传佛教四个派别的发展格局各不相同。润派佛教传入较早，流传区域最广，寺院、僧侣和信众最多，信仰民族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以及部分阿昌族、佤族、彝族等。自明清时期传入云南后，西双版纳始终是润派的大本营，并由此渐次辐射到邻近普洱、临沧、德宏等区域的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佤族等民族之中，最终形成以滇西南弧形地带为主要信仰区域的中国南传佛教润派分布格局；多列派曾盛行于临沧和德宏地区，在瑞丽影响较大，信众居瑞丽地区诸派之首，信仰民族为傣族、德昂族、阿昌族；摆庄派主要流传于德宏，曾经是德宏地区势力最大、佛寺最多、信众最广的南传佛教教派，信仰民族为傣族、德昂族、阿昌族；左抵派曾流传于德宏、临沧地区，信众相对较少，影响有限，信仰民族为傣族、德昂族、阿昌族。

第三节 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及发展

一 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

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之后，主要流传区域为今西双版纳、德宏、普洱、临沧和保山等傣族地区。就其信仰民族而言，傣族基本上全民信奉上座部佛教，此外还有布朗族、德昂族以及部分阿昌族、佤族等；就其教派而言，分为润派、多列派、摆庄派、左抵派四派，各教派教义教制基本相同，主要是戒律上有宽严之别，诵经上有高低快慢之分，这些派别在传入我国以前就已形成。上座部佛教在中国云南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中传播发展，逐渐完成其本土化，形成了独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

（一）南传佛教在傣族中的传播

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的传播是先传入西双版纳地区，再传入德宏地区，接着传入临沧地区，最后传入思茅地区。

1.南传佛教在西双版纳傣族中的传播

据傣文史料记载，南传佛教最先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较早传入的教派是润派，而且传入时代早于其他各派。

从明代傣族史籍记载来看，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最早成为上座部佛教的弘法中心。自明初至明中叶，即第十二世土司奢陇法在位时（1428—1457），在西双版纳境内兴建了一批佛寺。傣族史籍《泐史》曾载：“奢陇法居那闷竜不久，即放弃该地。藉口取便接近孟琏，遂进驻猛遮，自以猛遮为食邑，筑佛寺、佛塔于猛遮之最高点，名之曰‘山城’，而自称曰闷龙先倮。”[53]
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普遍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当在明朝中叶。据《泐史》所载，明天顺元年，三宝历傣被推为十三世祖时（1457年袭位），“人民群诣佛寺，面对佛像、佛经、住持三个佛之代表者宣誓，并将誓词铭镌寺中，一部分贴金，一部分贴银。礼毕，大家遂各归本土安居”[54]。可见，至明代中期，上座部佛教已经普遍流行于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尤为重要的是，这段史料有力地证明了南传佛教在傣族传统社会政治中的独特价值及其重要影响。以三宝历代为转折点，开启了其后历代土司和召片领举行重大事务时必须在佛、法、僧三宝前宣誓的政治惯例和举行佛教仪式的宗教定制。此后，南传佛教与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相结合并开始迈向繁盛发展阶段。

2.南传佛教在德宏傣族中的传播

上座部佛教在云南的另一传播发展区域为德宏傣族地区，据目前可信史志文献来看，传入时间稍晚于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上座部佛教传入德宏傣族地区，是与历史上德宏地方政权的需要紧密相连的。14世纪初，麓川路总管思可法兴起，并吞诸路，建立云南西部傣族地区的封建领主政权——果占壁王朝。明洪武十七年（1384），思可法之孙思伦法即位，归顺了明朝廷，被封为宣慰使，兼统麓川、平缅两地。《百夷传》记载其疆域为：百夷即麓川、平缅也，地在云南西南，东接景东府，东南接车里，南至八百媳妇，西南至缅国，西至戛里，西北接西天古刹，北接西番，东北接永昌。可见当时的麓川王朝已完成了云南西部傣族社会的统一大业。思伦法为了巩固其统治，引进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其加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据《明史·云南土司传·麓川》载：“初，平缅（今德宏地区）俗不好佛，有僧至自云南，善为因果报应之说，伦法信之。又有金齿戎率逃为其境能为火铳火炮之具，伦法善其技能，俾系金带、与僧位诸部长上。”[55]民族史学家尤中考证说：“既有至自云南者，必然也有至自缅甸者，则思伦法时，今德宏地区始传入佛教。”[56]又据《南甸司谱》记载，明正统十年（1445），“三宣首长会于司属勐练寺”，可见当时南传佛教已经传入南甸宣抚司境内。而南传佛教普遍流传于德宏傣族地区，当在明朝中叶，据《西南夷风土记》载：“俗尚佛教，寺塔遍村落，且极壮丽，自缅甸以下，惟事佛诵经。俗不杀生，所以鸟兽与人相狎。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募人为之。”[57]
3.南传佛教在临沧傣族中的传播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临沧地区的时间较德宏地区稍晚，为15世纪末期。据史料记载，明成化九年（傣历835年，公元1473年），南传佛教由今缅甸掸邦的勐艮（现景栋）地区传入耿马。当时正是耿马土司罕边法在位，有忙雨寨百姓波岩望等四人（傣族）到缅甸勐艮经商，见到一佛寺，该寺长老告以佛教的诸多好处，波岩望等即向长老求得佛像一尊，并由英达、转达二位佛爷护送至耿马。土司甚喜，即于1473年建寺于东门外之半满燕。八年之后，佛教又传播到耿马的勐角董、勐撒、勐永、勐定等地。至明嘉靖二十七年，即1548年耿马土司罕庆法时，迁至山顶建盖景戈大佛寺（汉译为蚌佛寺），后又称大白塔佛寺（在今耿马中学后山上）。随后又在城东北环东南方修建了袜广、袜蝶、袜允相、袜回坎等一批佛寺。至土司罕朝瑗以后，又建袜坎（睡佛寺）、袜墨（小街佛寺）、袜勒（甘东寺）、袜楞（官佛寺）、袜东户（野佛寺）、袜吾（观音阁佛寺），于是小乘佛教佛寺就逐渐在耿马县的傣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地区传布开来。其后，临沧、沧源县境内的傣族、佤族等也接受了上座部佛教。[58]16世纪下半叶以后，临沧、沧源、双江、镇康、永德等县的傣族、布朗族以及部分佤族也接受了南传佛教。[59]
4.南传佛教在普洱傣族中的传播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至孟连当在15世纪末叶（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据《孟连傣族土司的历史》载：“第九代土司刀派忠也叫刀派清，这时由于孟连的强盛，过往客商很多。传说缅甸佛教盛行，孟连也想兴办佛教，就由几个大头人在傣历843年（1481），由派法格、召朗巴嫩、法朗昏那哈丕、叭官龙四大头人为首，共领兵二十二人，随从二三十人……还带上银钵、金钵各一个，银瓢四把，银刀四把，缎子十匹……前往勐安瓦（缅甸景栋），送给当地的土司。土司接待了客人以后，回送了大象两对、经书三本、菩萨四尊，还有接菩萨时应用的仪仗工具：红白旗子各四面，金伞十二坝，佛教用的标刀、标枪、标矛、蚌壳等，吹得喇叭，等等，全部交给了孟连头人们。孟连头人们接受了上述东西，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孟连，盖了缅寺，建立了佛堂，让群众来滴水赕佛。此后民心更安定了。”[60]
大约在明末清初，南传上座部佛教传至景谷傣族聚居区。据《威远厅志》载：“大缅寺在威城（今景谷县城）北门外，寺内有缅僧百余人，皆薙发，用黄布裹身，名缅和尚。寺中塔二座，高三丈余，昔土官刀汉臣所建（按：刀汉臣在清顺治初年为景谷土司），左塔中生缅树，其枝从石缝周围伸出，枝叶甚茂，塔石不崩，至晚上众鸟聚集欢鸣于上，缅僧皆奇焉，名曰塔树，至今犹然。”[61]从这则史料来看，南传佛教传入景谷傣族地区的时间当为17世纪中期。

总之，至明末清初，南传佛教信仰已经逐渐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普洱等傣族地区广为流传并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信仰基础。

（二）南传佛教在其他民族中的传播

在傣族政治、经济及佛教文化的直接影响下，聚居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保山等地的其他少数民族，如以信仰万物有灵为主的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佤族等也开始接受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南传佛教的信仰民族和信仰区域呈现出历史性拓展。

1.南传佛教在布朗族中的传播

布朗族主要聚居于今西双版纳地区勐海县的布朗山、巴达、西定、打洛与普洱地区澜沧县的曼景等地，另有散居于临沧地区的双江、永德、镇康、耿马等县区。据史载，唐代滇西、滇西南称布朗族为“朴子蛮”、“蒲蛮”者，唐樊绰《蛮书》卷四载：“朴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锹西北边沿澜沧江亦有部落。”元明时期，“蒲蛮”主要分布在顺宁、永昌及西双版纳一带；至清代，记载较多，如《清职贡图》载：“蒲人即蒲蛮。……今顺宁、澄江、镇沅、普洱、楚雄、永昌、景东七府有此种。”

在西双版纳布朗族聚居区，对南传佛教何时传入、从何地传入，说法不一。据布朗山曼兴龙村人说佛教是从缅甸班莽传入，故至今仍去班莽拜佛。[62]据调查，今勐海县西定区的章朗佛寺已有720余年的历史。[63]另据布朗山老曼峨寨佛寺的一部佛经记载，相传曼峨布朗山寨的南传佛教是由勐混曼蚌寨子的傣族僧侣先后四次渐次传入的。第一次是曼峨建寨之初，信鬼神而不信佛教，曼蚌佛寺一位松列（南传佛教僧阶中高级僧侣）带了27个“帕朗”（南传佛教僧阶中最低一级）来曼峨传教；第二次是松列死后，曼蚌佛寺一位名“维里牙”的松列带了26个帕朗来曼峨传教，宣传南传佛教“五戒”基本教义；第三次是曼蚌佛寺一位松列名“帕丙召”带了21个帕朗来曼峨为布朗族除“密叉”（鬼）传教；第四次是帕丙召死后，曼蚌佛寺一位名为“帕召宰维”的“帕召祜”和一位名为“玛哈沙弥”的佛爷带了16个帕朗来为曼峨布朗族消除“密叉”并传教。[64]经过上述曼崩佛寺几位大佛爷的反复宣扬，曼峨寨布朗族逐渐接受了南传佛教信仰。

在布朗族散居区双江县，据考证，傣历842年（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勐勐（今双江）土司罕廷发遣18名头人到孟艮（今缅甸景栋），迎请佛爷和经书，自此南传佛教开始传入勐勐土司领地。受傣族的影响，后来，勐勐领地内的布朗族和部分佤族、彝族就逐渐接受了南传佛教信仰。[65]
普洱地区澜沧县糯福区的布朗族聚居区主要集中在谦六、文东、糯福三个地区，与勐海县的巴达、布朗山连成一片。糯福布朗族原属景洪土司管辖，后来景洪土司将女儿嫁给孟连土司，就将糯福作为陪嫁品送给了孟连土司。据缅甸大芒点佛寺和糯福曼井佛寺的石刻记载，南传佛教从缅甸传入，糯福布朗族信仰南传佛教已有500余年历史。[66]
2.南传佛教在德昂族中的传播

德昂族主要散居在德宏地区的潞西、梁河、盈江、瑞丽、陇川等地以及临沧地区的镇康、耿马、永德等县。关于南传佛教传入德昂族地区的时间，仅散见于一些零星的历史文献记载。

依据田野口述史，相传摆庄派是最先进入德宏陇川地区的南传佛教教派，是由陇川章凤镇勐嘎寨的德昂族商人相过引入的，他在南坎（今缅甸）经商时，见南坎已有五尊佛像，求之不得，便盗佛像一尊背回勐嘎，建佛寺供奉，该寺被称为“奘[67]相过”。相过辞世后，那尊佛像被移至姐海寨，后来再移至城子佛寺。[68]
据傣文史料《厍本勐宛》（《陇川史》）记载：“佛历1580年（1036），莽达良在陇川曼弄塑佛像三尊、大象一头。”[69]“莽”，在傣语、缅语和德昂语中，均为“王”之意。“达良”为德昂族先民的一个支系，“莽达良”即为德昂达良人之王，如果这则史料属实，则说明南传上座部佛教于11世纪就传入陇川，最先在德昂族中传播。

3.南传佛教在阿昌族中的传播

阿昌族主要聚居于云南德宏地区陇川县的户撒以及梁河县的遮岛、大厂等。其中，户撒地区阿昌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信仰的主要教派有瞒、润、多列和左抵四派。目前学界对南传佛教传入户撒阿昌族地区的时间和路线依然没有定论，一种观点认为阿昌族地区早期的南传佛教系公元10世纪左右由缅甸的孟人、缅人传入[70]，另一种观点以阿昌族地区现存的寺塔建筑大多保持了明清时期南传佛教的风格特点为由，认为南传佛教于明清时期传入阿昌族地区。

据《陇川史》记载，16世纪时，第七代陇川土司多三召“带领百姓生产、赕佛、做摆，佛事活动比过去多，人们争相做大摆”，“多三诏时代，一年十二个月，每月都有佛事活动”。[71]这表明15世纪时期，南传佛教在德宏陇川傣族地区发展较快，宗教节庆活动频繁。进而言之，当时受傣族麓川政权统辖的阿昌族在傣族的影响下接受南传佛教信仰也是可能的。

此外，明朝势力进入户撒之后，统治者在当地修建了道教、汉传佛教合一的官方寺院——黄阁寺。但是它的修建和百姓对它的朝拜并不顺利。在阿昌族地区流传着很多小白龙、金鸡、鬼神阻挠黄阁寺及朝拜修建的故事。[72]在南传佛教地区，信众都认为小白龙、金鸡等动物是佛教吉祥物，鬼神则是原始宗教的代表，这些故事传说可以理解为在明王朝的势力进入户撒之前，南传佛教就已经传入了户撒地区并获得了一定发展。因此，当以汉族为主的道教、大乘佛教进入户撒地区时，就受到了南传佛教、原始宗教势力的强烈排斥与抗拒。

4.南传佛教在佤族中的传播

佤族主要聚居于普洱地区的西盟县以及临沧地区的沧源县，其余散居于孟连、澜沧、耿马、双江、永德、镇康等县，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的部分地区也有佤族居住。佤族分布区的主要特点是：傣族居于坝区，汉族居于城镇，佤族和其他民族居于山区。信仰南传佛教的佤族主要集中在临沧地区的沧源县。

佤族信仰南传佛教主要是受傣族的影响。据历史所载，在一百多年前，班老、永邦两地区的佤族已开始信仰南传佛教，而班洪、勐角等地区的佤族信仰佛教则大约是20世纪初期的事。[73]班洪寨佤族的佛教信仰自班莫传入，由于班洪寨是胡姓官家所在地，故班洪寨的佛寺亦称官佛寺，其长老是班洪部落最大的长老，其他各佛寺皆归班洪官佛寺和其长老管辖。[74]自此，南传佛教以班莫为中心，逐渐向忙脑、甘勐、娜底、营盘、班搞、班老一带发展。

综上所述，就中国南传佛教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明中叶以来，随着南传佛教在云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的发展衍化，独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逐步形成，中国南传佛教的信仰格局基本定型。大致在明末清初，逐渐发展形成了两个中国南传佛教的弘法中心：一是以西双版纳地区为主的佛教中心；二是以德宏地区为主的佛教中心。这两个佛教文化中心渐次辐射到思茅、临沧、红河等区域的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佤族等民族之中，最终形成了以傣族为主体信仰民族、以傣文为主要经典文字、以滇西南弧形地带为主要信仰区域的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从此，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与汉语系的汉传佛教和藏语系的藏传佛教共同组成了完整的中国佛教体系。

二 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发展

随着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的逐步形成，加之明清两代在云南傣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繁荣，以及傣族土司的护持，为南传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明清时期，东南亚佛教的隆盛辉煌极大地促进了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的兴盛。可以说，从明朝中叶直至清代是中国南传佛教的鼎盛期。由于南传佛教传入云南各流传区域的时间有先后之分，影响有大小之别，因此，中国南传佛教在不同区域发展的兴盛并不同步。概言之，在整个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中，西双版纳地区最早进入鼎盛期，德宏地区稍晚，临沧和普洱地区最晚。

西双版纳地区佛教大致于明朝中后期进入隆盛。西双版纳佛教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就是傣历931年（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缅甸金莲公主和西双版纳第二十五代召片领刀应猛的联姻，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佛经及佛像随嫁到西双版纳传教。从此，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据《泐史》所载：“傣历931年（1569年），缅王以宣慰使刀应猛归顺缅朝，特诏授宣慰使为‘左[image: ]国大自在福禄至善王’，并以公主娘囊呵康妻宣慰使，称金莲王后。”[75]在缅王所赐赠的礼品中，包括佛像、护法神、法器和不少乐器。史料记载，所赐象牙印一颗，印宽三指，中刻须弥山，周以铁围山七座，其下有海，有三柱，有鳌鱼一对，其上有浮屠、日、月；此外，还有金质菩提叶等礼品。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刀应猛就任西双版纳宣慰使时，还举行了盛大的宗教庆典仪式，《泐史》又载：“宣慰使感激恩遇，于是敬以天朝（明朝）为父，缅朝为母。天朝使臣扶宣慰使左手，缅方使臣扶宣慰使右手，扶其登宝座，共举为宣慰使，行滴圣水礼。”[76]随后“宣慰使召集所有十二版纳各部正副长官会议议决，随与缅甸使臣等同诣佛寺中，面对佛像、佛经及主持（佛法僧三宝）三个佛之代表者，竭诚宣誓。礼毕，缅使回缅复命”[77]。1570年，刀应猛之妻金莲王后生一子，取名刀韫猛。公主为了感念佛恩，“主建大佛寺一所，寺址位于景永城之西部，塑佛像一尊，坐宝座上，面向大缅国阿瓦城，名金莲寺，傣仂名瓦菠钪，亦金莲寺之意也”[78]。此后，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大量兴建寺塔，极大地推动了上座部佛教的发展。

不难看出，西双版纳上座部佛教在这一时期取得较快发展，是与缅甸王室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复杂的政治目的和背景。简言之，缅王试图通过联姻与佛教的扶持来达到他管控西双版纳的政治目的。据《车里宣慰世系简史》记载：缅王把金莲公主嫁给西双版纳召片领刀应猛后，不久就在瓦城举行了一次东南亚各国的佛教盛会，并邀请西双版纳的召片领及僧人们参加会议。据说，当时西双版纳有一个叫康朗子的僧人参加了此次盛会，并对缅王说：“我们信佛教规矩甚严明。佛爷一天只吃一顿饭，召片领也支持我们，佛寺佛塔已经建立，佛爷和尚越来越多。”缅王了解到西双版纳的佛教盛况后，不仅赐送佛经、芒锣以及各种宗教法器用具，还派人到西双版纳宛波罕佛寺作了许多壁画。[79]从傣文史料来看，金莲寺是明朝中后期西双版纳境内修建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亦是傣族地方统治者与缅甸王室之间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力证。此后，在傣族土司的殷殷护持之下，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进入了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兴盛期。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南传上座部佛教自明初传入德宏傣族地区，明中叶以后，崇佛愈笃，赕佛愈虔。傣文史料《厍本勐宛》（《陇川史》）曾记载：16世纪时，陇川第七代土司多三诏“带领百姓生产、赕佛、做摆，佛事活动比过去多，人们争相比赛做大摆。多三诏时代，一年十二个月，每月都有佛事活动”[80]。至清初寺塔遍地，佛法大盛。清顺治二年（1645），果占壁王召罕法主持修建金熊宝塔（瑞丽姐勒大金塔），是德宏地区南传佛教进入了恢宏期的标志。又清人周裕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奉命随清军由云南龙陵进入永昌境内之芒市、畹町、木邦等傣族地区，沿途见到不少佛寺、佛塔。据其《从征缅甸日记》记载，其时畹町、木邦一带“崇尚佛教，每至大村寨，或土司所居必有缅寺、浮图，上悬白纸幡竿”[81]。明清时期德宏傣族地区佛寺、佛塔之普遍，足以看出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德宏民间发展之盛。

而临沧地区和普洱地区南传佛教的兴盛大致在清朝中期。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普洱地区景谷永平乡兴建宏伟壮丽的迁糯佛寺；道光八年（1828），临沧沧源县修建誉满东南亚的广允佛寺。这是两地佛教的发展进入极盛期的一个标志。

这一时期，随着傣文的普及和巴利语佛经的翻译，南传佛教的教理教义已经深入民心，并对傣族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标准、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为傣族信众的日常生活、民俗节庆、伦理道德观念等无一不和佛教相连，礼敬三宝、斋僧赕佛已经成为傣族民众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这在清代的汉文史籍中也有不少相关记载。

道光《云南通志》引《伯麟图》载：“花摆夷，性柔软，嗜辛酸，居临水以渔稼。每岁三月，男女击鼓采花，堆沙献佛以为吉祥。普洱府属有之。”[82]
道光《云南通志》引《缅宁[83]厅采访》载：“僰夷（摆夷），不事诗书，崇信释教，诵经谓之讽坦，写字谓之细利，其字横行。”又引《宁洱县[84]采访》载：“僰夷（摆夷），以季春为岁首，男女老幼俱着新衣，摘取各种山花，并以糯米蒸熟，染成五色斋供，齐赴缅寺，鸣鼓击钵，供献佛前，听缅僧诵经，名为赕佛，旋以各种山花插于沙堆之上，谓为堆沙。又男女均以竹筒取水互相洒泼，以湿衣为乐。”[85]
又有道光《普洱府志》载：“缅和尚，宁洱、思茅、威远有之，以黄巾缠头，批黄布为衣，仿佛喇嘛。所颂佛经，皆蒲叶缅文……其饮食皆摆夷轮流供给，捧至缅寺外，去包头及鞋，以饮食置头上，跪而献之，盖摆夷最尊缅和尚。如卑幼为缅和尚，虽其尊长，献食亦与凡人同诚敬，若还俗，则依然卑幼也。”[86]上述志书中所载之“缅寺”即南传佛教佛寺，“缅僧”、“缅和尚”即南传佛教僧人，“缅树”为菩提树。

清光绪《永昌府志》载：“摆夷，有水旱二种。……性柔弱，务耕织。以清明节前数日为泼水（节），男女以竹筒汲水，互相泼洒为乐。崇佛教，以米蒸熟斋供缅佛，听僧诵经顶礼最虔。学习夷字夷经，亦问有读书者。凡府属土司地方皆是。”[87]
不难看出，清朝时期的傣族地区已基本进入全民信教的鼎盛阶段。南传佛教的思想及价值观念已普遍被信众所接受，且佛化之深、赕佛之诚、佛事之盛，为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史之巅峰。

第四节 中国南传佛教寺塔的兴建

一 中国南传佛教佛寺的兴建

明清时期，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南传佛教在云南境内西双版纳地区、德宏地区、思茅地区和临沧地区也都逐渐成熟和完善起来，中国南传佛教进入发展的鼎盛阶段，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其突出特点就是在中国南传佛教流传区域内兴建了一大批具有南传上座部佛教浓郁特色的寺院。史载滇西南之傣族地区在明末清初最盛时，有佛寺近万座。[88]
中国南传佛教佛寺的建筑风格大致可以归纳为西双版纳型、德宏型、临沧普洱型三类。西双版纳地区的南传佛教主要是由泰国清迈经缅甸景栋传入，均属润派，其佛寺多以重檐多坡面平瓦建筑为主，一般由大殿、戒堂、僧舍和鼓房四个部分组成，与泰国北部佛寺建筑风格相近。德宏地区的南传佛教主要由缅甸传入，佛寺建筑深受缅甸建筑风格的影响，建筑包括大殿（兼具佛殿和僧舍、鼓房的功能）、泼水亭和男女信众宿舍，造型与缅甸佛寺有诸多相似之处。德宏地区佛寺主要分为楼奘和地奘两类。其中楼奘类佛寺广泛受到缅北佛寺风格的影响，地奘类佛寺则深受汉地建筑风格的影响。临沧、普洱两地的佛寺多属于润派佛寺，整体布局与西双版纳佛寺比较相近，都建有独立的佛殿、僧舍、藏经楼、佛塔等。两者主要差异在于：西双版纳佛殿多是陡峭的重檐歇山顶，除了脊饰和山花之外，较少装饰；临沧普洱型佛寺的重檐屋面相对平缓，飞檐层叠，雕梁画栋，受汉文化及汉地佛教的影响颇深。

（一）西双版纳地区佛寺的兴建

历史上，西双版纳地区一直是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的中心区域之一。明清时期，随着傣族土司制度与南传佛教的关系日益紧密，南传佛教逐渐深入民心，在傣族土司的殷殷护持和信众信教热情的推动之下，西双版纳地区兴建了大量佛寺，标志着南传佛教在西双版纳地区发展之隆盛。

明成化十四年（傣历840年，公元1478年），由高僧祜巴阿领主持修建曼阁佛寺，建寺资金由当地信众、长老和召片领、宣慰司官员共同捐献。傣语称之为“瓦拉扎滩曼阁”，意为曼阁中心佛寺，位于车里允景洪曼阁寨。佛寺坐西向东，建筑群由大殿、戒堂、僧舍、鼓房、门亭、长廊组成。主体建筑大殿为木架结构，建筑形式为重檐三面坡式。四面偏厦为傣族风格的墙抬梁式，斗拱承檐。殿内中堂是两行列柱抬梁结构，纵向式平面布局。大殿西端须弥座上供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佛殿四壁彩绘佛本生故事壁画。大殿右侧是戒堂，二重檐三坡面建筑，是南传佛教中心佛寺建筑的一大特色。曼阁佛寺不仅是西双版纳地区的重点佛寺，而且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信众中也享有盛誉。

从傣文史料来看，金莲寺是明朝晚期西双版纳境内修建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1570年，刀应猛之妻金莲王生一子，为了感念佛恩，“公主建大佛寺一所，寺址位于景永城之西部，塑佛像一尊，坐宝座上，面向大缅国阿瓦城，名金莲寺，傣仂名瓦菠钪，亦金莲寺之意也”[89]。从此，西双版纳地区广建佛寺，南传上座部佛教盛行于当地傣族和布朗族之中。

1597年，始建曼广佛寺，正是《泐史》所载刀应猛在任时（1569—1598），其妻金莲公主在西双版纳广建佛寺的年代。曼广佛寺与曼果佛寺以及洼帕钪佛寺、洼坝姐佛寺等，可能属于同一时期所建的佛寺。[90]
有清一代，西双版纳地区佛法兴盛，广修佛寺，有据可考的重要佛寺有数十座之多。如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的景洪洼曼宰佛寺，建于晚清的有勐海曼宰龙佛寺、景洪洼专董佛寺、曼勒佛寺、曼匡佛寺、景泰佛寺、曼听佛寺，等等。

（二）德宏地区佛寺的兴建

南传佛教自明初传入德宏傣族地区，至明中叶普遍盛行于民间，润、多列、摆庄、左抵四教派在其境内都有流传，到明末清初发展兴盛。明清两代兴建了大量南传佛教佛寺。

雷奘相是南传佛教传入德宏傣族地区首建的一座佛寺，约建于元末明初，[91]意为宝石山寺庙。据傣文经书记载，雷奘相为进入瑞丽传教的第一位高僧所建，后来因故化为废墟。清光绪六年（1880），在雷奘相遗址上重建4座小型佛塔。后佛塔毁于暴风雨，晚清恢复重建，遂成为勐卯第十八代土司珩景泰之母的官寺。雷奘相是东南亚地区八大寺庙之一，是中缅上座部佛教信徒的朝拜圣地。据考古发现，雷奘相曾发掘出土明清时期器物340件，以佛像为主，其中311件为陶器，29件为铜器。表明在明清时期，雷奘相在瑞丽曾盛极一时。[92]
明朝中期上座部佛教左抵教派传入德宏，并在遮放坝尾（今德宏州芒市）龙川江西岸德昂族地区修建雷列佛寺。[93]这座左抵佛寺最兴旺的时候，出家的僧人达到四五百人。[94]
明朝末年，陇川第十三代土司多宪准于1632年始建景坎（又作景罕）玉兔大金塔，并带领百姓按祖宗法制供奉三宝，做大摆，做好事。[95]
清初，德宏地区信仰上座部佛教更为普遍，兴建了不少佛寺。《遮放地方史》载：“原来，自遮放多氏自此开始建城时，就请来了上座部佛教的旦达长老建寺传教，可是过了好几代，境内的佛寺仍然寥若晨星。自多传朝得到皇帝嘉奖后，更加崇信佛法僧三宝，于是便着力号召各地建立佛寺，规劝百姓虔诚赕佛。经司官这一提倡，境内很快建立了很多佛寺，佛寺中又都住了许多比丘，带领着佛教弟子日夜诵经。”《芒市土司史略》又载：清顺治年间（1644—1661），芒市乡下修建了许多木结构瓦顶的新佛寺。[96]
清康熙年间（1662—1722），芒市又新建了很多佛寺，仅木结构瓦顶的佛寺就有60余座，衙门里的官员个个信佛。芒市镇奘罕（五云寺）和菩提寺即建于这一时期。[97]其中，五云寺建于清康熙四年（1665），为芒市长官司方廷定创建勐焕奘罕，首任主持长老是佐密灭，为泰国清迈高僧，原址建于姐别寨，后迁至姐木。嘉庆七年（1802），土司放泽重又将此寺迁至芒市。据寺中保存木匾记载：首任主持大佛爷名法纪，二佛爷名混相（芒市土司方廷定之子），是德宏地区规模较大的润派佛寺，清中晚期改为摆奘派佛寺。

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始建菩提寺，傣语称“奘相”，意为“宝石寺”，第一任主持来自五云寺，为摆奘派名刹，寺悬清雍正皇帝御赐“佛光普照”匾额一块。乾隆五十七年（1792）山官武装攻占芒市，佛寺被焚毁。嘉庆十四年（1809）重建。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八世土司方泽重袭职初期扩建。佛寺坐西向东，建筑群由大殿、戒堂、僧舍、山门组成，主体建筑大殿为干栏式三重檐结构。殿堂设于楼上，中间为佛堂，只供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四壁彩绘佛本生故事。右侧为观音堂，供奉观音立像。殿前上设飞檐翘角的偏厦门亭，呈重檐歇山顶式建筑，正脊两端和垂脊各端置长鼻双翼异兽，傣语称“贺画”，表示圈定天界的范围。大殿正脊和南北偏厦屋脊中央均立一座高约1米的金塔，傣语称“梯奘”，表示天堂，极富南传佛教建筑特色。

清乾隆时期（1736—1795），仅芒市地区就有62座木结构瓦顶佛寺，等喊弄奘寺即在此时期得以兴建。“等喊”，系傣语，意为“金水池”，“等喊弄奘寺”即“大金水池寺”，为多列教派名刹。建筑群由大殿、两座长方形亭阁和走廊组成。主体建筑大殿坐西向东，基座为干栏式结构，桩柱较高，约占大殿高度的1/4，门前设高梯。大殿四面各建一偏厦，形成四重檐歇山顶式。顶部四面墙壁均开有门洞，正脊中央立“梯奘”（小佛塔），表示天堂。重檐四角伸出呈象牙状。殿中供奉坐式释迦牟尼佛像，四壁彩绘傣族民间故事和孔雀、大象等吉祥动物图案。中堂顶部由傣族生肖图案木板浮雕镶嵌而成，红镏涂金，色彩明快，形象逼真，雕工精细。整座佛寺具有浓郁的傣族风格和南传佛教建筑艺术特征。

清末，官吏贪婪，赋役繁重，南甸（今德宏州梁河县）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土司，斗争此起彼伏。咸丰元年（1851），南甸土司刀守忠经历农民起义变故后哀叹“世势已变，人心不古”，从而悉心研究政务，提出“一手倡孔，一手倡佛”的主张，一边请来各方僧道，一边先后在南甸修建佛寺20余座。[98]清同治十二年（1873），兴建佛光寺，傣语称之为“奘罕”，意为珍藏第一部经书的佛寺，左抵派最大的佛寺，其最初为芒市二十世土司为自己修建的宫殿，后因故改为佛寺，定为土司正印夫人的官寺。该寺由正殿、南偏殿、牌坊式院门、亭阁及一组白塔组成，正殿及偏殿皆供奉释迦佛坐像。清光绪初年，又兴建遮岛缅寺。据《腾冲县志稿》记载，遮岛缅寺，为南甸宣抚司刀定国所修，其子龚绶扩建，供奉金佛数百，为各司地缅寺之冠。[99]
此外，建于明清时期的著名南传佛教寺院还有风平塔寺、尖山塔寺、喊撒佛寺、邦外塔寺、奘崩龙佛寺、户撒寺等，上座部佛教在德宏地区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三）临沧地区佛寺的兴建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临沧地区的时间较德宏地区稍晚，为15世纪末期。据史料记载，明成化九年（傣历835年，公元1473年），南传佛教由勐艮（现缅甸掸邦的景栋）地区传入耿马。时耿马土司罕边法甚喜，建半满燕佛寺于东门外。至明嘉靖二十七年，即公元1548年（傣历910年），耿马土司罕庆法时，迁半满燕佛寺至山顶，建盖景戈大佛寺（汉译为蚌佛寺），后又称大白塔佛寺。随后又在城东北环东南方修建了袜广、袜蝶、袜允相、袜回坎等一批佛寺。至土司罕朝瑗（清乾隆年间），又建袜坎（睡佛寺）、袜墨（小街佛寺）、袜勒（甘东寺）、袜楞（官佛寺）、袜东户（野佛寺）、袜吾（观音阁佛寺）等佛寺。[100]
明清时期临沧地区大量兴建的佛寺中，尤值一提的是袜楞佛寺和广允佛寺。广允佛寺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正当清廷调停耿马土司内讧、册封罕荣高为土司之时。大殿为三重歇山顶，檐下设围廊，殿前建有二重檐阁楼一座，为佛殿之过厅，殿、阁接合巧妙，新颖独特，世所罕见。广允佛寺的建筑风格较多地受到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保留了南传佛教寺院的基本形式，是汉式建筑外形与傣族庭院内部装饰的有机结合，在建筑艺术风格上独具一格，是极珍贵、极典型的傣汉建筑艺术结晶。袜楞佛寺系耿马宣抚司于清乾隆年间主持修建的一所总佛寺，也是耿马土司及其亲属礼佛的场所，故又称官缅寺，在耿马南传佛教中属于最高一级，称“纳扎探”；住持为耿马最高禅师安雅淌。清咸丰元年（1851）重建。

随着这些重点佛寺的陆续修建，南传佛教逐渐在临沧地区的傣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地区传布开来并在明末清初趋于鼎盛。

（四）普洱地区佛寺的兴建

在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区域内，佛教进入普洱地区最晚，明中叶后才传入孟连，清初传入景谷，大致兴于清代中晚期。明清时期兴建的佛寺主要有中城佛寺、大缅寺、迁糯佛寺、永平佛寺、曼岛佛寺、东那佛寺、芒中佛寺等。这一时期佛寺的建筑风格一方面保留着西双版纳南传佛教佛寺的建筑特征，另一方面又深受汉式建筑风格的影响，充分体现出傣汉文化在明清时期的交流与融合。

据《孟琏傣族土司的历史》载，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孟连第九代土司刀派忠派人从缅甸景栋迎奉佛教，当时即在城内修建中心佛寺洼岗（中城佛寺）。[101]位于孟琏宣抚司（今普洱市孟连县）孟连镇娜允中城，是孟连县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佛寺之一。历经战乱，佛寺被毁。后于清宣统二年（1910）重建。佛寺坐西向东，土木结构，建筑群由大殿、戒堂、僧舍、山门组成。主体建筑大殿为三重檐歇山顶围栏式建筑，殿门悬挂“法界庄严”横匾，殿内墙壁绘有精美的傣族民间金水壁画，极富傣族传统工艺特色。

清顺治初年（1644），景谷土司刀汉臣首先在景谷城郊修建佛寺。《威远厅志》有载：“大缅寺在威远城北门外，寺内有缅僧百余人，皆剃发，用黄布裹身，名缅和尚。寺中有塔二座，高三丈余，昔土司刀汉臣所建。”[102]大缅寺为普洱景谷地区上座部佛教的总佛寺（俗称官缅寺）。

清乾隆年间，兴建迁糯佛寺（亦称迁糯瓦龙），整个佛寺由山门、大殿、布书亭（戒亭）、僧舍等几部分建筑组成，受汉地大乘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山门牌楼正中用汉字书写“清佛寺”三个大字，落款有“乾隆戊戌季春穀旦”。山门重檐之下均有龙纹、云纹等浮雕，山门内侧牌楼上也有汉字书写的“福贵门”三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修建芒岛佛寺，佛寺坐西向东，由大殿、戒堂、僧舍、山门组成。大殿为三重檐歇山顶围栏式建筑，殿内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四面墙壁彩绘傣族民间故事。大殿圆柱、天花板、格扇均绘有朱红描金图案。正门悬挂“西天古佛”朱红镏金大字匾额，落款为“大清光绪己亥年夏四月中瀚吉旦”，两侧悬挂楹联“西天如来慈悲普渡，东鲁圣人教育汪洋”，正是傣汉文化交融互动之典型。

纵览上述，始自明中叶，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不同流传区域内大量兴建佛寺，至明末清初，形成了村村有佛寺、勐勐有佛塔的盛况，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二 中国南传佛教佛塔的兴建[103]

明清时期，随着南传佛教在广大百姓心目中神圣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加上东南亚南传佛教兴盛发展的推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揭开了大规模修寺建塔的序幕。这一时期，在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思茅等流传区域都兴建了大量的佛寺、佛塔。据清康熙年间《永昌府志》、雍正《临安府志》载：“车里诸国，寺塔极多，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村以万计，塔亦万计。”

佛塔，古印度梵文称“斯土帕”、“苏堵坡”或“塔婆”，源于梵文Sthupa，原义为坟冢上的建筑物；巴利语为“土帕”（thupa）。在南传佛教流传地，佛塔的称谓也并非一致，斯里兰卡称佛塔为“大瓜巴”（Dagaba）；缅语称“社帝”（Zeidi）；泰国民间称佛塔为“车帝”（Chedi）；南传佛教一些国家还称佛塔为“布屠”（Phto：），即古汉文译音浮屠；我国西双版纳傣族称佛塔为“塔”。景洪附近山上有“塔高庄”（傣语“塔”为塔，“高”为九，“庄”是山顶、坡顶之意）。

佛塔的外形及内涵虽然都是在印度形成的，但随着佛教从印度向世界各地传播，各地又根据自己的观念、需求和物质条件，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塔来。但无论怎样变化，万变不离其宗，都离不开印度古塔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台基，又称基坛，或方或圆，是塔的基座；第二部分是覆钵，又称覆钟，是台基上面的半球部分，状如倒翻的钵或钟；第三部分是平头，亦称宝座，是置于覆钵之上的方箱形建筑；第四部分是竿，用以标示此是圣地；第五部分是伞，即华盖，建于塔顶，数目从一重至十三重，数目的多寡表示悟道的深浅。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塔也具备这五种基本的组成部分。

根据佛教经典的规定，佛塔的功用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舍利塔，用来盛佛骨舍利或国王的骨灰；第二类是纪念性佛塔，建在佛诞生处、悟道处、讲经处、涅槃处及具有各种纪念意义的地方；第三类是藏经塔，收藏三藏经典；第四类是奉献的佛塔，用以奉献给佛祖。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塔尤以舍利塔、纪念性佛塔和供奉释迦牟尼的佛塔居多。

对于佛塔的建造材料、形状及其规矩，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世时就有过明确的规定。当时由于佛的弟子舍利子去世，给孤独长老就建塔供奉舍利子一事请教佛陀时，佛陀就做出规定：

给孤独长者闻已便作是念，此即是缘可往白佛。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多有人众，于尊者舍利子遗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诸妙物，各申供养。来至我宅。我有他缘锁门而去，诸人来见共起嫌言，长者闭门，障我福路。若佛听者，我今欲于显敞之处，以尊者骨起窣堵波，得使众人随情供养。佛言：长者随意当作。长者便念，云何而作？佛言应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竖轮竿，次着相轮。其相轮重数，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宝瓶。长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堵波耶？为余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长者：若为如来造窣堵波者。应可如前具足而作。若为独觉勿安宝瓶。若阿罗汉相轮四重，不还至三，一来应二，预流应一。凡夫善人但可平头，无有轮盖。[104]

因此，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严格按照佛经中对于佛塔的设计和建造等方面的规定来建筑设计自己的佛塔。佛教中最初的塔型应该是覆钵型，在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大城西北五十余里至提谓城，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余三丈。昔者如来初证佛果，起菩提树，方诣鹿园。时二长者遇彼威光。随其行路之次，遂献麨蜜。世尊为说人天之福。最初得闻五戒十善也。既闻法诲，请所供养。如来遂授其发爪焉。二长者将还本国，请礼敬之仪式。如来以僧伽胝方迭布下。次欝多罗僧，次僧却崎，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窣堵波。二人承命，各还其城。拟仪圣旨，式修崇建。斯则释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105]其中“如来以僧伽胝方迭布下，次欝多罗僧，次僧却崎，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窣堵波”，由此可知以布袈裟置于地上，再覆钵，最上面又竖锡杖这样的覆钵型塔应该是最早出现在原始佛教中的塔型，而其最初的象征意义就是礼敬佛陀。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一直恪守着原始佛教基本教义的纯洁性，因此这一佛塔的原始造型也在东南亚佛教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当然在后来东南亚的佛塔多为由诸多小塔簇拥着中心主塔的排列布局。我国的傣族佛塔也有同样的布局。关于东南亚佛塔形制的变化大致有以下发展过程：据最早的佛塔建筑看，约公元前500年的仰光大金塔为锥型塔；约公元前250年的印度桑奇一号塔是覆钵型；公元8—9世纪的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也是锥型，并由许多小塔按梯阶环绕中央顶部的大塔，这种布局为东南亚各国后来的塔寺建筑所接受，柬埔寨的高棉人在汲取印度宗教建筑艺术中结合自己的建筑技术建造了吴哥塔（约10—12世纪），从而形成东南亚高棉、孟、泰人等以多梭面形，由大渐小一层层地向上攀盖，最后由圆收顶的锥型塔；此后，缅甸蒲甘塔寺（11—13世纪）中由方型塔上端以圆收顶的拱顶塔式庙宇渐渐流行；从此以后，笋节形、钟形、半球形（覆钵形）以及泰国的多重檐琉璃大屋顶，有细长的三角形尖顶加之屋顶中间的锥形塔等各种塔寺的不断出现，形成今天绚丽多姿的由本地民族建筑风格为主体，结合印度、中国及欧洲建设风格建构的南传佛教塔寺文化。[106]
如果说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寺院建筑的规模、结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寺院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系统内的地位和等级有关，[107]那么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塔的建筑风格似乎就没有受到该地区佛教系统的地位和等级的严格限制。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内的佛塔建筑既具有东南亚南传佛教的建筑风格，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中国少数民族本民族的建筑特点。

（一）西双版纳地区南传佛教佛塔

学术界关于西双版纳地区的佛塔何时建立这一问题，由于缺乏较为准确的史料记载，尚无定论。然至明、清两代，佛法大盛，兴寺建塔时有，是该地区佛塔发展的繁荣时期。

由于西双版纳地区的南传佛教源于东南亚，作为佛教建筑之一的佛塔，从结构到造型等方面都深受东南亚各国建筑艺术风格的影响，尤其受缅甸、泰国佛塔建筑风格的影响。但西双版纳地区的佛塔建筑并未完全照搬缅、泰风格，而是和本民族、本地区的传统建筑艺术相融合，发展创造出独具民族地域特色的佛塔风格。

西双版纳佛塔的选址也十分讲究，多半在这几种情况下：一是传说中佛祖走过的地方必建塔，如景洪的庄莫塔、庄董塔、邦友塔。二是佛祖留下圣迹之处也必建塔，如景洪曼飞龙塔，就是因为塔下一块岩石上有一足印，传说是佛祖的足迹，曼飞龙塔就为此而建。勐海的岗纳木塔是因佛祖洗脚后，洗脚水流淌到这里就停止了，为此又建佛塔纪念。三是山清水秀、风景幽美之处必建塔，所以往往在意想不到之处，会突然看见花木古树掩映之中有一座佛塔，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佛必与一切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四是山势高阔处也建佛塔，这里可凭高眺望，喻示佛光普照四野。五是为祭祀某种与佛教有关的神灵而建塔。六是为装饰建造的水井塔、瓦脊塔，水井塔几乎寨寨都有，甚至一寨数个，这种小型化塔被人们点缀得五光十色、彩绘纷繁，人们刻意雕琢，费尽心思，有的建成华丽的亭阁式，有的建成复杂的金刚宝塔式，有的建成大象驮塔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是因为傣族有浓郁的水崇拜意识，塔建于水井上，一来可保持水质清洁甜美，二来井边是人们活动频繁的场所，美丽的井塔带给人们赏心悦目的美感享受，使人们生活倍加幸福愉快。

明清时期，西双版纳地区修建的主要佛塔有以下几处。

1.景洪庄莫塔

在景洪曼勒原宣慰使司署东面，约建于明隆庆四年（1570），其造型采用了东南亚最常见的佛塔类型——金钟式塔型。塔基呈四方形，边宽16.6米，高0.5米，四面各砌劵门式佛龛一座。位于塔基座中央的佛塔平面呈圆形，通高10米，塔座直径6.3米，为束腰须弥座式，腰间以若干环状体加叠其间。塔身为一覆钟形，钟体上部有10个椭圆形纹饰环绕。塔刹做成圈形圆环，明显表现出东南亚佛塔建筑风格的影响。

2.景洪曼庄塃塔

此塔建于清朝，平面呈八角形，高12米。其基座为五级阶梯式，塔身五级，由须弥座提相叠而成，从下到上逐层收缩，座边均刻卷云浮雕。塔身底层八面辟有塔门式浅佛龛。龛内并未装饰佛像。塔顶为一覆钟形。此塔在建筑风格上表现出汉式密檐式塔的建筑特征，应该受到汉式密檐式塔建筑风格的影响，但是在具体结构和形式上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3.勐腊县曼崩铜塔

此塔建于清乾隆五年（1740），该塔层次分明，线条流畅，风格明快，是折角多边形塔的杰出代表。塔通高11米，基座方形，边宽5米，塔身为三层多边折角形状相叠，第一层为方形，四面各砌出纵向双面坡殿宇佛龛一座。第三层上部作八角形状，再上为仰莲及葫芦形宝瓶。塔身及塔刹之间用二层莲瓣过渡。铜质塔刹置于葫芦形宝瓶的顶端，刹杆上下串联着5道圆球桩体，杆上分出杈枝，悬挂着风铎。整个塔体以铜皮包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折角多边形的塔虽然是云南上座部佛教塔建筑的后期常见形式，但是此塔并未采用习惯上的锥形叠压式手法，而是在三层塔身之间采取了束腰的建筑手法，其折角线条从上到下贯通全塔。塔身上不作其他任何装饰，塔身素朴简洁，这又与云南上座部佛教塔建筑的后期追求华丽、喜欢繁缛装饰的风格大不一样。曼崩铜塔从塔基到塔刹之间有方形的塔基、折角亚字形的塔身、八角形的塔顶、圆形宝瓶式的塔刹等各种不同形状的交叉组合，过渡自然、层次分明、线条流畅，既体现了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又体现出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寺塔建筑后期的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寺塔建筑中的较具代表性的杰作。[108]
（二）德宏地区南传佛教佛塔

德宏地区的佛塔主要受缅甸掸邦中北部地区的影响，作为佛教崇拜物的佛塔，是随着南传佛教的大规模传播而开始大量兴建的。主要为缅式覆钟型塔，多以群塔出现。中北掸邦佛塔的来源是缅甸中部曼德勒等地，而曼德勒等地的佛塔基本上是在蒲甘缅式佛塔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09]
德宏一代佛塔少数为明代所建，多数为清代兴建。德宏最早的佛塔当为傣族史料《掸养广母雷奘相》（《芒约塔寺的传说》）中提到的勐卯姐相芒约佛塔。而有信史记载的则是建于1632年的陇川景罕佛塔。另勐卯姐勒佛塔亦应修建较早，史载1756年为重建时间。[110]
德宏地区享誉东南亚的佛塔是姐勒大金塔，它是德宏瑞丽地区保存至今最古老的佛塔。傣家人叫它“广姆贺卯”，意为“瑞丽城首之塔”，有的又称为“金狮塔”。它的正式佛名为“瑞敏汶金塔”，是中缅边境傣族、德昂族等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众朝拜的圣地。

姐勒大金塔建立的时间至今尚无确切记载，相传始建于勐卯君主召武定执政时期，以后又经过六次重修，至第七次思南王进行扩建，更名为“金熊宝塔”。据傣文史籍《迷喊》（直译为《金熊》，即《姐勒金塔史》）记载：“在速塔共玛腊王子统治时期的一天夜间，王子发现姐勒沙丘发光，翌日派人查找，发现有熊、麻雀、野鸭、牛、人等七种骨头，便认定该地有佛，于是在此建塔。”[111]德宏瑞丽地方志书《勐卯地志·序》亦载：“勐卯姐勒村佛寺内之金塔为著名，年代亦极久远。俗传其地发现佛骨，形状色泽大小不一，往往夜间大放毫光，五光十色，极为奇丽，迷信者见之，遂掘地觅获，建塔其上，并立佛寺祀之，糜费巨万而不惜。”[112]据考古发掘证明，姐勒金塔遗址上出土的银片上有傣文记载云该塔曾于佛历2300年（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勐卯土司衎约法执政时首次重建[113]，后佛塔毁于地震和战乱。1803—1853年，先后两次修塔，1854年第四次修塔，1890年第五次修塔，1893年第六次修塔。[114]与此相应，《迷喊》又载，相传至衎来执政时期，地方逐渐太平。缅历1164年9月（1802年6月）的一天夜里，衎来又发现姐勒山丘发光，派人查找一无所获，后来派牙汤、牙喊比丘等人前往缅甸拜访勐洛坐长老，后终于查明发光之地即为塔址。便于缅历1165年（1803）重建此塔，是年9月，金塔因暴风雨受损，于缅历1166年（1804）请来缅甸勐洛坐长老召弄洛坐主持修复金塔，后在塔旁建盖佛寺挽留其驻锡金塔。衎来死后，间隔两代，到衎双执政时期，由司署赕两块金子打成金箔镶贴塔尖，同时铸铜钟两口。衎双去世后，地方动乱，地震将塔身震裂，塔尖震断。直至1860年，地方太平后，衎双夫人赕两块金子修缮。1892年，塔尖又被暴风吹断，于1893修复。20世纪初，土司衎盖发又赕两块金子修缮佛塔。[115]
据传说，古代傣族群众发现在姐勒寨旁边的“广迷罕”小丘（汉译为金熊土丘）上夜现金光，因此把这里看作是吉祥之地。后来又在这里挖出熊骨，人们认为这正是佛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第一代转世为金熊后死于此地的遗骨。因此就请了缅甸高僧来此处念经祈祷，后来又请缅甸著名的傣族工匠来设计建塔。因此此塔是典型的缅式大型群塔，与缅甸仰光瑞广塔极为相似。1980年10月清理塔基时，出土银牌上有傣文记载，可知塔之重建至少已有二百年。[116]由于塔身全被涂成金色，故又称为金塔。金塔是砖石结构金钟式圆群塔，主塔高36米，四周围有16座小塔，气势宏伟，金碧辉煌，是德宏地区最古老的佛塔。塔建成后进行过多次维修，傣族首领衎盖发当政时，花费重金加以修缮，将塔身贴满金箔，使其闪耀金光，构成众星拱月的壮丽景观。主塔圆形塔基直径长30米，用大小不同的长方青石组成，中层为正八菱形，塔身呈圆锥体，塔身平面是折角亚字共16角，为三重逐层收小减低的须弥座叠成，塔刹为倒置喇叭状，刹身有多重环状十三天，塔顶置有铜冠，系有击风铎百个，微风拂过，一阵丁零作响，极为悦耳。塔群的布局错落有致，主塔立于中央，16座子塔分3圈环绕周围，内圈分布高约13米的小塔4座，中圈分布高约10米的小塔4座，最外圈分布高约6米的小塔4座。3圈子塔的高度依次递减，均匀分布于母塔周围。另外，每座子塔的底部设有方形佛龛，内壁有浮雕进行装饰，佛龛内供有汉白玉佛像，极其精美。金塔四周围满古老粗大的大青树，仿佛将士守卫着君王。阳光下，金塔闪耀。

对于其雄壮的气势，《勐卯地志·序》作了如下记载：“传其地发现佛骨，形状色泽大小不一，往往于夜间大放光芒，五光十色，极为奇丽。迷信者见之，逐渐觅获，建塔其上，并立奘房祀之。”“姐勒之金塔，为数十七，建立年代远不可考。塔之居中者最大，余依次环列，亦依次缩小。悉用金涂其表，旁围石栏，次环走廊，中置钟鼓狮象之属，又次围以高塔……其塔之高者，耸入云霄，遥望之金光夺目，层级分别，光华皎洁。工作亦极精良，所谓天工鬼斧，难以真巧也。”[117]
此外，民间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古时候，茫茫森林里有一只金狮，是佛祖的化身。佛祖化狮，是为了检测人间良心的好坏。金狮与人十分友好，结成了生死之交。有一天，凶恶的老虎来了，对金狮进谗言说：“金狮大王，你千万不要和那个人为伍了，人的良心很坏，他早就想害你，只是看你这样强大，才不敢动手。让我和你联合起来，帮你把那个卑鄙小人吃掉！”金狮王是佛祖所变，早已洞察恶虎的歹毒用心，任凭老虎说破了嘴皮还是置之不理。老虎于是转过头来，趁金狮不注意，对人说：“人呀，人呀，你大祸临头了，还在做美梦呢，可怜的人呀！”人不解此意，就问老虎什么意思。老虎于是大讲金狮的坏话：“你那个所谓的朋友金狮，其实是个用心恶毒的坏蛋，他早想一口吃掉你，只是看你防备很严不好下手。我是森林之王，最爱打抱不平，让我俩联合起来，结成联盟共同对付金狮，好不好？”人听信了老虎的话，夜里和金狮在大树上睡觉的时候，趁金狮睡熟，一脚把它蹬下树来，想把金狮摔死。金狮是佛祖化身，虽被摔下树，却平安无事。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金狮，同时又希望人们接受误信谗言的教训，因此傣家人又把姐勒金塔叫作“金狮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群塔中16座小塔并不像一般群塔那样式样基本都相同，而是各有不同，这形成了姐勒金塔不同于其他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塔的显著之处。16座小塔又有大、中、小之分，4座大号塔的底部建有佛龛，内中供奉有缅式白玉佛像，4座塔形基本相同，但塔身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有的是多边棱柱体，有的是覆钵形；中号塔造型基本一致，小号形状则完全相同。大号塔在同一塔群内显示不同的造型，这在其他塔群中是不多见的，而这也成了姐勒金塔独具特色之处。这样的造型建筑并没有让整个塔群显得不协调，相反却让整个塔群层次分明，在不平衡中透出一种层次美。

（三）临沧、普洱地区的佛塔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临沧和普洱地区的上限为明代中叶，兴盛于清代中晚期。因此，两地的佛塔自然大多建于明清两代，其建筑风格一方面具有“西双版纳—泰北”和“德宏—缅甸掸邦”佛塔艺术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汉式建筑风格的影响。其中有代表性的佛塔如下。

1.临翔区（原临沧县）西塔

建于明朝天启元年，是云南南传佛教现存年代较早的寺塔之一。它属于砖石结构，基座和塔身都是八边形。现存八层（塔尖已残），高约15米，基座上叠砌亚字形须弥座。其上塔身由一层比一层小的圆状重叠组成。塔身以约75度角往上收，远观如笋状，塔体第五层和第七层各有一佛龛，未设置佛像。虽然其基本型制为缅式佛塔，但也深受汉族密檐式塔的影响，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2.临沧勐旺佛塔

勐旺佛塔是云南省内现存较早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单体塔，始建于明天启元年（1621），位于勐旺村南约500米的山顶上，距县城约8.5公里，勐旺佛塔被佛教徒视为佛的化身，佛塔所在的小山每年4月（约15—18日）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里是勐旺傣族进行采花堆沙（泼水节）等佛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勐旺佛塔高九层，约16.6米。基座以条石砌成，呈八边形，边宽3.5米，高约2米。基座上砖块加筑亚字形须弥座，其上塔身约以65度角上收，以八边形球状体叠砌而成。

3.耿马景戈白塔

耿马景戈白塔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是临沧地区境内的第一大塔。塔身为砖石结构，塔高30米，呈葫芦形，底围60.58米，底座为四方形，边长25米，四角各立副塔1座，高4米。该寺是耿马地区南传上座部佛教僧侣和信众赕佛活动的中心场地之一。

4.景谷勐卧佛寺双塔

卧佛寺双塔为明末清初（1628—1661）傣族威远土官刀汉臣所建。清道光《威远厅志》载：“大缅寺在威城（参将衙署）北门外，寺内有缅僧百余人，皆剃发，用黄布裹身，名缅和尚。寺中有塔二座，高三丈余，昔土官刀汉臣所建。左塔中生缅树，其枝从石缝内周围伸出，枝叶甚茂，塔石不崩，至晚众鸟聚集欢鸣于上，缅僧皆称奇焉，名曰塔树，至今犹然。”这里记述的即为“树包塔”奇观。傣语称“梅赫窝广勐”（树包塔）、“广勐赫窝梅”（塔包树），俗称树包塔、塔包树。景谷勐卧佛寺双塔在威远镇大寨，是昔日的官佛寺，有山门、侧门、双塔、戒堂、大殿、僧房，面积3.335公顷，双塔在大殿两侧，南北向并列。此双塔属南传上座部佛教傣族佛寺塔，塔为红砂石，亚字形仰莲复莲多层迭式须弥座，傣语称“冒乌窝喃”（莲花座），方形基座，每方4米，基石上有浮雕图案，四角有四个“埃香弄”（大力士）石雕作塔柱支撑，塔身上部为青砖竖砌连环圆柱。树包塔为6层，高10.74米；塔包树高7.2米，上部呈圆弧形，塔刹已被大树代替；两塔距30米，树高约为塔的2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双塔的基座和塔身上都有浮雕，其内容主要是佛传故事、傣族佛经故事、民间传说等。雕有叭英（天神）、帕照（佛祖）、混赫翁戛坦木（唐僧取经）、喃木诺娜（孔雀公主）、召树屯（勐板加王子）、金纳丽、金纳拉（神鸟）、吴依散达腊（赕白象）、竹扎格阿（乞丐讨儿）、喃金（螃蟹姑娘）、只歪冷（喊月亮）等。动植物花卉浮雕有德恩摆后（倒立狮子）、惹稳（飞龙）、麻咪（飞马）、诺永（孔雀）、格安（马鹿）、骂达宛（葵花）、南木道（葫芦）、乌额贵（芭蕉叶）、冒乌窝（莲花）、勒愿（太阳）、依安号（茶壶）等，是研究景谷傣族宗教、文化、历史的实物，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5.普洱贺井塔

位于江城县西南54公里处曼贺井村东北的小山顶上，是南传佛教信徒的朝拜地，距今已有140多年。贺井塔为傣语，意为祠塔，这是哈尼族地区的傣式佛塔，是哈尼族人民受到傣族文化影响，并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见证，也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贺井塔是一座砖石三合土砌成的四层葫芦状方塔。塔身为砖体结构，高7.7米，呈四方菱形。第一层为方形，第二层如倒覆铜钟，第三层为上下对称的两个四方楼台，第四层形似四棱花瓶，塔刹呈葫芦状，有圆形发亮小球和铜旗2面，全塔涂以金粉，并绘有民族图案。每年泼水节和赕佛期间，当地傣族及老挝朝拜者络绎不绝。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内的佛塔建筑既集中体现了东南亚南传佛教艺术的精华，有东南亚南传佛教的建筑艺术特点，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建筑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本土化艺术风格，这正是中国南传佛教佛塔建筑的独特个性和艺术魅力之所在。

第五节 中国南传佛教经典的傣译及传承

中国云南上座部佛教均为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斯里兰卡大寺派传统一脉相承。傣族在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历史进程中，用傣文来传写巴利语南传大藏经，从而形成了具有云南傣族地方特色的傣文大藏经。[118]巴利语《三藏》的傣译和传承，同时也是上座部佛教在中国云南傣族化、地方化的历程，表明上座部佛教在中国云南的传播发展逐渐成熟完善，成为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 高僧和巴利《三藏》的傣译

巴利语（Pāli）是印度一门古老的语言，南传上座部佛教使用它记录和传承佛教经典，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佛教经典称巴利三藏。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曾经举行了第三次结集，整理编纂了巴利三藏经，并先后派出9个使团到国外传播佛教。其中，摩哂陀（Mahinda）长老率第九个使团到斯里兰卡弘法布教并创立了大寺派；公元前1世纪，大寺派举行了第四次结集，把历来口传心授的巴利语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文字母音译刻写在贝叶上，形成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这对保存上座部佛教经典并使之长期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元5世纪，精研巴利三藏和注疏的觉音论者（Buddhaghosa）将僧伽罗语写成的佛教典籍译成巴利语并撰成《清净道论》，对巴利三藏经典的传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从斯里兰卡逐渐传播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诸国，随后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

据目前所见资料考证，傣译南传巴利语《三藏》直到19世纪才得以完成，逐渐形成了具有云南傣族地方特色的傣文巴利三藏。下文所述之西双版纳勐龙地区的巴利《三藏》傣译和传承谱系为姚珏对大勐龙地区的实地田野调查。[119]尽管所调查的主要是勐龙这个地方的佛教经典翻译和传承，但因勐龙历史上是西双版纳地区的佛学中心之一，故这个地方的经典极具代表性，可以与其他信奉上座部佛教地区的经典相印证。在西双版纳勐龙地区，有一个明确而且可靠的有关将巴利语《三藏》译为傣泐文并加以传播的传承谱系：始于17世纪左右的阿连亚洼西到19世纪中期的叭龙奄罕，历代高僧一脉相承，不懈努力，最终完成了巴利《三藏》的傣译事业。

在西双版纳佛教发展史上，勐龙地区这个巴利《三藏》傣译的传承谱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化进程，历代高僧大德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简述如下。

（一）阿连亚洼西

阿连亚洼西大约生活于17世纪，幼年出家，终生为僧。曾游学除锡兰以外的东南亚诸国，并长期住在当时南传佛教佛学、巴利语音学的中心仰光，向当地僧侣系统学习各种知识，以致在母亲逝世时，他都没能返回勐龙。他先后拜3位“松迪阿嘎牟尼”、7位“拉札祜”、32位“阿雅昙”[120]为师，学完了八大《天文学》、八大巴利《语音学》，能完整背诵南传巴利《三藏》，被尊称为“精通三藏者”。

在阿连亚洼西之前，西双版纳勐龙已经有傣文注音的巴利语佛经。但由于巴利语不是傣族的日常用语，所以一般信徒难以直接阅读；僧人也只能对佛经作口语化的解释，以便信徒理解。阿连亚洼西长老到曼达黑佛寺以后，开始着手将巴利《三藏》译为傣文，是巴利《三藏》傣语化的第一人。后来，阿连亚洼西回到西双版纳，被邀请到勐龙曼达黑[121]寨子佛寺。后人称这座佛寺为“阿连亚洼西佛寺”。阿连亚洼西圆寂后，曼达黑的信徒在曼达黑佛寺大殿旁建一佛塔安放其骨灰，并为他塑了像。每年傣历八月十五日，即接近“出雨安居”时，勐龙全勐信徒都要前往阿连亚洼西佛寺洗大佛像，各个佛寺都要派僧侣到阿连亚洼西佛寺大殿中诵经。这种仪式活动一直保存到现在，阿连亚洼西作为“精通三藏者”在傣族信众中的尊崇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阿连亚洼西并没有将巴利《三藏》全部译为傣文殊为憾事，但他较早进行巴利《三藏》的傣语译经，推动了巴利《三藏》的傣族化和地方化，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的传播。

（二）僧伽拉扎曼崩和厅见缰

为了让勐龙的佛学得以延续，阿连亚洼西收徒授学，僧伽拉扎曼崩（勐腊人）和厅见缰（橄榄坝人）都是阿连亚洼西的学生。二人学有所成后各返家乡，继续阿连亚洼西未竟的巴利《三藏》傣译事业。

（三）叭龙咯涛宰山[122]

叭龙咯涛宰山生活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期，勐龙曼笸寨人，在曼笸佛寺出家。与叭龙罕纳曼康弯一同投在僧伽拉扎曼崩门下（其时橄榄坝的厅见缰已去世）。三年后，他们掌握了巴利语音学、南传巴利《三藏》和天文学，一同返回勐龙。

回到勐龙后，叭龙咯涛宰山继续在曼笸佛寺做比丘。后来勐龙土司遇到难事，就请他还俗做“叭龙贤”。尽管已还俗，但因叭龙咯涛宰山学识渊博，故常有老挝、柬埔寨、缅甸掸邦僧俗和西双版纳其他地方的僧侣前来求学。据说，有一位来自老挝万象的傣族僧侣“万象长老”，来勐龙向叭龙咯涛宰山和叭龙罕纳曼康弯学习过五年，后返回老挝。另外，还有僧人从景谷问学于他，后返回景谷。

在勐龙佛教史上，叭龙咯涛宰山主要有以下贡献。

（1）翻译《维生达腊》《沙卜本》（或《直译本》）。他根据巴利文《千行诗本》直译成“沙卜本”（或《直译本》）。无任何增减，为贝叶刻本，共13册，原藏森林藏经处。《沙卜本》保留《千行诗本》巴利原文，有助于僧侣进一步理解巴利原意，傣语译文则有助于普通佛教徒理解、传播《维生达腊》，有助于上座部佛教教义在妇孺、稚子中获得广大的信徒，融入傣族佛徒血脉并行诸日用生活。这个译本对后来西双版纳的几种《维生达腊》译本有较大影响，被公认为叭龙咯涛宰山对傣族佛教的最大贡献，价值为《维生达腊》七版本之冠。受历代傣族僧侣推崇。

（2）翻译《十五颂经》。这个译本目前仍然是西双版纳佛寺最常用佛经，是傣族僧侣必读书。至今傣族信众“赕坦”还请人抄写《十五颂经》的傣文译本献给佛寺。

（3）将《清净道论》精选成《精华的可靠之业》（mūllakammathan）一书。叭龙咯涛宰山应景洪曼厅（今天西双版纳总佛寺）旁傣寨老鱼鲊之请，从《清净道论》中精选出重要部分，编成《精华的可靠之业》。此书今存手抄本。

（4）培养出有名的老挝弟子。他的弟子老挝万象长老译写出《维生达腊》“万象本”。这个译本为贝叶刻本，13册。前4册内容只是较《沙卜本》有所增加；从第五册开始，大量扩充内容；第五册至第十三册，每册内容均较《沙卜本》增加近50%。其中第八册较《沙卜本》第八册增加了2/3的内容。《万象本》因篇幅庞大，一直不太流行。献经节时，僧侣们通常要历时一昼夜才能够将整套《万象本》轮流诵读完毕。《万象本》第九部、第十三部一直是傣族佛徒经常抄献佛寺的经书。

（四）叭龙罕纳曼康弯

与叭龙咯涛宰山为同时代人，并一同向僧伽拉扎曼崩求学。返回勐龙后，没有做到祜巴就还俗，到勐龙土司麾下任职，被称为叭龙罕纳曼康弯。叭龙罕纳曼康弯主要的成就是翻译《维生达腊》“金龙本”，以韵诗注释、解释巴利。巴利语部分，依照巴利前后经文押韵；傣语部分，依傣语语音押韵。逐一对《千行诗本》巴利词汇进行译解，先以巴利语解释，后译为傣语，再后以傣语解释、阐发。书中的巴利语较《千行诗本》巴利原文多出近一倍。这个译本一直是勐龙傣族僧侣学习《阿佧雅》[123]的范本，以此学习、领会巴利语扩大、押韵、韵脚之规律。这个译本是勐龙傣族僧侣巴利语语音学、语法、文法水平的佐证。

（五）祜巴西未砦（曼阁祜巴）

祜巴西未砦是叭龙咯涛宰山的学生，大约生活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曾刻写叭龙咯涛宰山翻译的《十五颂经》译本，共15册，现仅存两册。景谷长老曾从景谷来西双版纳向他学习，学成后返回景谷，编译了《维生达腊》“勐豁本”。这个译本为贝叶刻本，13册。主要内容不变，全诗五言韵诗，将巴利语《维生达腊》全部用经典傣文译成傣语。语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是《维生达腊》本生经的傣族化、通俗化之佐证。1952年以前，勐龙各佛寺的比丘通常指定以《勐豁本》为贝叶经入门之启蒙读物，凡学会经典傣文体巴利字母和傣文字母、韵母的沙弥尼都以之作为进一步学习语言、天文、佛学的入门书，故在西双版纳景洪、勐龙傣族民间广为流传。

（六）叭龙宰雅宋罕

勐龙曼栓寨子人，在曼栓佛寺出家、升比丘，未及升祜巴就还俗，民间称他为“纳拉塔叭龙宰雅宋罕”，“纳拉塔”是其僧名。他曾根据“千行诗本”、“沙卜本”和“沙乃本”3个版本的《维生达腊》，遵照《阿佧雅》扩大写成勐龙《维生达腊》“金象牙本”。这个版本目前已失传。

（七）祜巴桃香勐

叭龙宰雅宋罕的弟子。终生为僧，坚持贝叶经的翻译和刻写。生平事迹不详。

（八）叭龙苏塔宛

祜巴桃香勐的弟子，承袭衣钵，译经不辍。生平事迹不详。

（九）叭龙奄罕

叭龙苏塔宛的弟子。自阿连亚洼西开始，勐龙地区僧侣世代精娴于巴利语音学、八大天文学。由于叭龙奄罕去世得早，勐龙僧俗世代相传的巴利语音学、八大天文学走向衰落。生平事迹不详。

（十）都坝罕腊

曼秀人，约生活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终生为僧，参与刻有巴利语《三藏》。

上述可见，从阿连亚洼西到叭龙奄罕，勐龙傣族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僧侣世系，勐龙傣族对巴利语《三藏》的翻译、注疏，对南传佛学的研究、教学世代相传。到19世纪，勐龙地区出现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南传佛教巴利语《三藏》傣文全译本，并由都坝罕腊等人刻写成帙。巴利《三藏》的傣译，经历代勐龙高僧大德的艰辛和奉献，最终得以完成。这也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秉承上座部佛教思想体系的同时，逐渐与信仰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合、互动，完成本土化的历程。

二 傣文佛教经典的保存及传承

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保存了一部基本完备的巴利三藏，这套巴利三藏使用的是老傣文，这种文字是最初为了满足抄写佛经的需要由孟文、缅文演变而来的。[124]
中国云南上座部佛教用于书写佛经的傣文共分三种，第一种是润派佛教所使用的文字，在西双版纳称为“傣泐文”，思茅、临沧地区叫佛经文，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叫润文，这是佛典最多、使用地区较广的一种傣文。第二种是“傣纳文”，也叫德宏傣文，通用于德宏州、临沧和思茅的部分地区，使用地区也较广，在译成傣语文的佛典方面居于第二位。第三种文字称为“傣绷”文，国内使用范围不广，仅在临沧耿马县孟定、普洱孟连少数僧侣中使用，典籍很少。

傣文贝叶经是13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所用经典主要是对巴利语三藏的傣语音译本。西双版纳及孟连等地的傣文经典大多刻写在贝叶上，称为“贝叶经”，主要是以傣泐文来刻写佛经，其他各地多刻写在当地制作的构皮棉纸上。贝叶经的刻写行数和格式通常分为三种，即“兰哈”（五行贝叶经）、“兰贺”（六行贝叶经）和“兰别”（八行贝叶经）。

邓殿臣认为，巴利三藏译为傣文的形式有三：一是音译，即用傣文字母拼写巴利原典，保持了上座部佛教三藏经典的原貌。二是意译，即由巴利语译为傣语，不懂巴利语的傣族皆能读懂听懂，通俗浅显，有利于佛教的传布。三是半音半意译，即译文中夹杂了大量的巴利语音译词语。[125]
傣文巴利三藏据称有八万四千卷之多，其中《经藏》二万一千部，《律藏》一万一千部，《论藏》四万二千部。还有一部五卷本的贝叶经，称为《别闷西板酣》，专门讲述这八万四千部佛经的来历。傣文佛典的分类顺序为经、律、论，与南传佛教诸国佛教典籍的律、经、论分类顺序不同。根据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的研究，中国云南上座部佛教傣文经典具体内容如下。[126]
（一）经藏分为五部分

（1）《长部》—共有三编三十四经。戒蕴编有十三经，大编十经，波梨编十一经。

（2）《中部》—共三编一百五十二经。根本五一十经（篇），包括五品，即根本法门品、师子吼品、譬喻法品、双大品和小品，每品各十经。中分五十经（篇），也分为五个品：居士品、比丘品、普行者品、王品和婆罗门品，每品各十经。后分也分为五品，共五十二经：天臂品十经、不断品十经、空品十经、分别品十二经、六处品十经。

（3）《相应部》包括的经典最多，共有二千八百六十三种经。按经典的内容分为五篇五十六相应：①有偈篇（包括十一相应），②因缘篇（包括十相应），③蕴篇（包括十三相应），④六处篇（包括十相应），⑤大篇（包括十二相应）。

（4）《增支部》—共分为十一集，每集又分为若干品，每品又包括若干部经，据说巴利原文共有二千三百多种经。但傣文译本并不多，从目录看，仅有百余种，可能没有全部译出。

（5）《小部》是一部内容丰富、性质不同的经集，经文内容一般较短，共有十五种。傣文的小部经除了音译的巴利文之外，还有不少注释和傣语译本。最为人们熟知的佛教文学作品《本生经》就是属于小部经的第十种，共有五百四十七个佛本生故事。《本生经》中的《维先多罗本生经》流传最广，深受各族信众的崇奉，无论在佛事活动或日常生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被当作宗教轨范来遵循。这一仅有十三个章节一百一十五首偈颂的本生故事，被编成详略不同的三种本子，大本三十二卷，包括巴利原文音译和傣译文，以及疏释，是最为详尽的本子；中本二十四卷，是在大本基础上的删节本；小本十六卷，是仅附有注释的傣文译本。按照习惯，每年的佛诞节都要诵读这部经，寺院内的壁画及民间绘画、织帛等工艺美术品几乎全以这部本生经的故事为题材。

（二）律藏分为五部分

（1）波多夷品（比丘戒解说）二百二十七条；拔腊已戛四条，与汉族佛教比丘戒四波罗夷法完全相同。

（2）波逸提品（比丘尼戒解说）五百条。

（3）大品（包括有关佛传、雨安居、冬季住茅棚或大树下十天苦修、医药、酒服等十章）。

（4）小品（包括羯磨、灭诤、卧具、仪法、佛典结集等十二章）。

（5）附录（比丘戒、比丘尼戒解说，及大品小品的注释）。

（三）论藏包括七部作品

（1）《法聚论》。

（2）《界论》。

（3）《双论》。

（4）《发趣论》。

（5）《人施设论》。

（6）《论事论》。

（7）《摄阿毗达磨义论》。

藏外典籍只有属于其他部分的《弥兰陀问经》《岛史》《大史》《小史》《清净道论》等（仅限于已有傣文本的）。

南传诸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著成于佛灭之后，以巴利三藏为主体，兼有注释、义疏、佛教史籍等，多以贝叶经形式保存。巴利三藏的律藏由《波罗夷》《波逸提》《大品》《小品》和《附篇》五部分组成。经藏由五个部分组成：①《长部》三品三十四经；②《中部》分为根本五十经、中分五十经、后分五十经，共十五品一百五十二经；③《相应部》有五品二千八百多经；④《增支部》共十一集二千多经；⑤《小部》包括小诵经、法句经、长老偈、本生经、譬喻经等内容短小的十五种小部经典。

论藏由七部论典组成，即《法聚论》《分别论》《界论》《双论》《发趣论》《人施设论》《论事》。上座部佛教藏外经典主要有《弥兰陀问经》《岛史》《大史》《小史》《清净道论》等。

刀述仁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一文中对现存傣文佛经作了介绍，将傣文巴利三藏和流传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巴利三藏进行比较，以便了解二者的异同。总体而言，傣族地区以巴利三藏为主体的佛教经典与南传诸国传布的佛教经典并无二致，仅在细微之处稍有差异。中国傣文巴利三藏与南传诸国的巴利三藏的最大不同在于：虽然论藏中包含七部论，但缺少巴利文三藏中的《分别论》，而是将《摄阿毗达磨义论》入藏。此外，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藏外典籍中也未包含律藏重要的论疏——《善见律》，也没有《导论》和《藏释》。

此外，傣文佛经中还收入了一些傣族自己的著作，这些著作被傣族人民看作和巴利三藏一样重要的佛经，其中包括很多傣族僧人根据佛教教义加以阐发的著作，有的佛经还记录了许多傣族地区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等。傣族自己编著的佛经主要有：《佛主巡游记》（傣语贝叶经，22册）、《千瓣莲花经》（傣语贝叶经，6册）、《八万四千卷经文的故事》（傣语贝叶经，5册）、《波罗蜜经》（巴利语，棉纸）、《西卡宛苏经》（巴利语，棉纸，十五卷，为日常念诵的经文）、《戛姆玛娃扎经》（巴利语棉纸）、《十佛咒语》（巴利语）、《大纳摩灭经》（对巴利语佛教术语的解释和人体器官名称的巴—傣对译）、《谷魂婆婆》，等等。[127]
第六节 中国南传佛教组织管理制度的完善[128]

南传佛教之所以成功地融入世俗生活中，在少数民族社会领域有序发展，这与中国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宗教管理模式是分不开的。它不仅有僧团组织管理模式、有佛寺佛塔组织管理模式，同时还形成了独特的金字塔型的波章管理模式。波章们作为地方社会精英，具有动员社会资本的能力，这是佛教社会管理系统融入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在管理具体的宗教事务时，还依赖村寨等各级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地方社会精英来帮助管理佛教的社会事务，这是中国南传佛教深入社会基层的管理触角。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的特点在于，将管理重点放在基层，将宗教纳入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有力地促进佛教在当地社会的有序发展。

南传佛教自东南亚传入中国云南境内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当地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南传佛教融入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其传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首先以傣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社会行政组织系统为范本，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管理制度。其等级特征之鲜明、制度之严密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之最大的不同。

南传上座部佛教自传入中国云南境内后，就一直在努力适应着云南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环境。在经历了一个冲突、对立、适应和融合的漫长发展过程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本土化特征的体系。在元朝以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作为这一体系的重要支柱也逐渐发展完善起来。[129]
一 中国南传佛教佛寺管理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作为制度化宗教，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具有独立于社会组织制度之外的僧团，但在其传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以傣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社会行政组织系统为范本，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组织管理制度。[130]其等级特征之鲜明、制度之严密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之最大的不同。这一特征鲜明地体现在佛寺管理系统方面。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组织管理系统形成了非常奇特的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而是由很多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层层累加，最终组合成一个稳固的大金字塔型模式。所谓金字塔型模式是这样分布的：在金字塔尖是总佛寺，总佛寺下面是中心佛寺，中心佛寺下面是各个村寨佛寺。总佛寺负责管理中心佛寺，中心佛寺又负责管理其下面的各个村寨佛寺，层层管理，分工明确，逐步形成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管理模式。在佛寺的组织管理系统方面，它具有鲜明的等级制度特征。例如，西双版纳傣式佛寺曾分为四个等级：第一，最高一级为设在召片领所在地——景帕钪，称为拉扎坦大总寺，是统领全西双版纳的总佛寺；第二，在总佛寺下设12个版纳拉扎坦总寺和36个勐总佛寺；第三，由4所以上村寨佛寺组成的中心佛寺——布萨堂佛寺；第四，最基层一级为村寨佛寺。另外还有拉扎坦大总寺直辖的召片领府的几个“内佛寺”。如表4—1所示。

表4—1 西双版纳地区金字塔型管理模式

[image: ]

整个西双版纳地区最大的总佛寺是“洼龙”。“洼龙”总佛寺位于原景洪宣慰街，统辖着整个西双版纳的佛寺。“洼龙”总佛寺下面有“洼扎捧”、“洼专董”两个佛寺，也在宣慰街，成为“洼龙”总佛寺的左右手，协助总佛寺管理全境内的中心佛寺佛教事务。在“洼扎捧”、“洼专董”这两个佛寺下面又与封建领主制的行政区划相对应地设有各个勐的“洼龙”佛寺，设在各个勐的土司府所在地。各个勐的“洼龙”佛寺相当于每一个勐的总佛寺，其下又以四个村寨佛寺为一个组织单位设中心佛寺，中心佛寺下面就是各个村寨的佛寺，中心佛寺负责管理村寨佛寺事务。

例如，据20世纪50年代初调查数据显示，景洪佛寺组织管理系统分为内外两类。属于内部系统的共有九座，都在原宣慰街及其附近。

第一座佛寺：“洼龙”总佛寺，是整个西双版纳地区的总佛寺，统辖着整个西双版纳地区的所有佛寺，也是整个西双版纳地区的地位最高的长老所在寺院。20世纪50年代时，它是当时西双版纳地区最高僧阶的祜巴勐所在佛寺。

第二座佛寺：“洼专董”佛寺，位于总佛寺的右边，当祜巴勐因故不能处理佛教事务时，就由“洼专董”佛寺祜巴代为处理。

第三座佛寺：“洼扎捧”佛寺，位于总佛寺的左边，当总佛寺的祜巴勐因故不能处理佛教事务时，可以在征求“洼专董”佛寺祜巴意见的基础上，代为处理佛教事务。

第四座佛寺：洼科松佛寺，位于曼沙，在总佛寺的前面，但其地位比“洼专董”佛寺和“洼扎捧”佛寺这两座左右佛寺的地位低，即使总佛寺的祜巴勐因故不能处理佛教事务时，也不能代为处理佛教事务。

第五座佛寺：洼曼勒佛寺，位于总佛寺的后面，地位相比之下稍低，当总佛寺需要商量事情时，不一定参加。

第六座佛寺：洼宰佛寺，位于曼嘎，是属于宣慰使的佛寺，在每年的开门节和关门节时，宣慰使都会来此赕佛（一般情况下，宣慰使赕佛两天，第一天在洼宰佛寺，第二天就到洼龙总佛寺赕佛）。

第七座佛寺：洼功佛寺，位于曼书功，由曼书功寨负责。

第八座佛寺：洼贺纳佛寺，位于曼贺那，由曼贺那寨负责。

第九座佛寺：洼浓凤佛寺，位于曼浓凤，由傣猛和鲁朗道叭两寨共有的佛寺。[131]
从西双版纳地区的景洪佛寺组织管理系统可以看出，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的金字塔型管理模式是模仿傣族社会组织制度建立起来的，具有等级森严、分工明确的特点。首先，就管理范围来说，各个等级的佛寺权利和职责非常明确，相互之间不存在侵权或是管理混乱问题。一旦明确了各个佛寺的界限和管理范围，该寺院就会以此为依据，坚决不越权，绝不干涉自己管辖范围外的其他佛寺的事务。其次，就管理方式而言，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的金字塔型管理模式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层层管理、等级分工明确的管理方式。上一层组织的佛寺负责管理下一层组织的佛寺，下一层组织的佛寺则服从上一层组织的佛寺管理，这有利于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权威，权力相对较集中、不分散，有助于有序地管理佛教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当佛寺组织管理体系建立之后，各级佛寺之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也有了固定的分工。其中金字塔总佛寺负责协调佛教徒的佛事活动，颁布有关宗教法规，形式上批准僧人僧职的晋升，以及为新述职的官员、较高级别的土司举行宗教仪式活动。下属各勐的总佛寺是二级寺院，负责勐内的宗教事宜。同一地区的4个寺院或4个以上的村寨组成的若干个中心布萨堂是三级寺院，负责每月法定日的佛事活动和监督比丘持戒的情况，批准及考核晋升比丘等事宜。各村寨的佛寺是最低级别的寺院，负责村民日常的礼佛诵经活动，以及对年轻人进行佛教教育、文化培训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随着封建领主制度的废除，这一寺院管理类型也被取消。但新的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管理体系并未建立。因此，云南省有关宗教管理部门和云南省佛教协会从上座部佛教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现行政策，参照其传统的管理模式，采取了由佛教协会与总佛寺相结合，分级管理、以点带面的管理办法。即在州、县两级分别建立总佛寺，由州、县佛教协会管理，分（镇）或分片建立中心佛寺，再由中心佛寺去逐级管理村寨佛寺。

二 中国南传佛教佛塔管理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一般来说，在佛教发展的最初阶段，傣族地区的佛塔是佛寺建筑的中心，随着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完善，佛寺体现出强烈的等级色彩，因此，在佛教发展的后期，佛塔就逐渐成为佛寺的附属物，建塔不一定要建寺，但塔一经建成，则必须有佛寺和村寨来供养，而且还必须有专门的佛寺来负责管理保护。同时，不是所有的寺院和村寨都有管理和保护佛塔的资格，只有中心佛寺或者是建筑历史悠久的佛寺才能够具有管理佛塔的资格，但一般的佛寺和村寨都可以供养佛塔，在供养佛塔方面就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限制了。这一佛寺管理制度的形成显然是与佛寺等级制度的形成密不可分的。

在佛塔管理体系方面，与寺院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相对应，西双版纳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佛塔的组织管理系统方面也是具有严格的金字塔型的管理特征。如以西双版纳景洪勐龙地区为例，据调查，该地有佛塔16座，分别属于59座佛寺，71个村寨[132]按照佛寺的等级进行供养，塔由中心佛寺来管理。

龙布蓝塔——由城子四寨和曼宏仗、曼沙湾、曼董、曼允、曼康、曼打黑、曼坎、曼景勐、曼宽共十三寨十一所佛寺供养，其中城子四寨负责管理保护。

曼飞龙塔——由曼飞龙、曼景勐、曼纳囡、曼贵、曼銮五寨四佛寺供养，其中曼飞龙负责管理保护。

庄塔尖——由曼坎南、曼庄尖两寨两寺供养，同时负责管理保护。

庄塔纳——由曼纳龙一寨一寺供养和负责管理保护。

曼迈塔——由曼迈、曼妹勒、曼害、曼费、曼弄叫、曼栋、曼景坎七寨六寺供养，其中曼妹勒负责管理保护。

蚌囡塔——由曼嘎一寨一寺供养和负责管理保护。

共罕塔——由曼先罕、曼红、曼兵、曼撒、曼亮撒、曼约六寨六寺供养，其中曼先罕负责管理保护。

庄改塔——由曼改、曼远、曼别、曼卖板、曼龙扣、曼养坎、曼景坎、曼迷、曼勒、曼景发、曼别、曼帕十二寨十二寺供养，其中曼改、曼远负责管理保护。

庄冷塔——由曼蚌一寨一寺供养和负责管理保护。

庄燕塔——由曼燕子一寨一寺供养和负责管理保护。

龙三哈塔——由曼老、曼降、曼景板、曼亮散代、曼岛、曼仲等九寨九寺供养和负责管理保护。

康湾塔——由曼康湾一寨一寺供养和负责管理保护。

摩西塔——由曼亮散勒一寨一寺供养和负责管理保护。

庄龙塔——由曼掌、曼汤、曼养勒、曼弄叫四寨四寺供养，其中曼掌负责管理保护。

曼清塔——由曼清、曼且、曼尚等四寨四寺供养，其中曼清负责管理保护。[133]
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传上座部佛塔的管理是井然有序的，它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寺的组织管理系统相对应，按照不同的等级而得到供养。但是，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播区域内，几乎每一个村寨都会有一个佛寺，但并不是所有的佛寺都能建有佛塔，它必须征得该区域内的世俗社会组织制度体系的同意，符合神圣世界组织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由村寨代表向该村佛寺所属的中心佛寺提出申请，而其所属的中心佛寺则会根据需要，同时考虑到村寨或该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以及信众的情况等来定。如果该区域的经济实力雄厚，信众虔诚信仰佛教，就可以建塔供养。佛塔一经建好，就成为佛教最明显的象征符号，人们对塔就要礼敬供养。于是，对塔的维修和供养也就成为负责供养佛塔的村寨佛寺的责任，而上一级佛寺也要时时督促、检查。同样的道理，在中心佛寺所在区域内建立的佛塔也是由其所属的上一级佛寺组织来负责监督。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播区域内，佛塔的修建、供养和维修以及围绕佛塔而形成的一系列佛事活动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组织管理体系的严密性特征。

现在时代变迁，佛教组织形式也有了变化。目前在村寨（自然村）一级通常设有佛协小组，负责管理本村佛教事务。佛寺管理员接受村民小组和佛协小组双重监督，佛寺管理员、佛协小组与村民小组同期换届，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佛协小组的上级组织为县级佛教协会，县级佛教协会的上级组织为州佛教协会。县、州佛教协会理事和领导成员，与佛寺管理员、佛协小组成员一样，都经由民主选举产生。选举时大家基本上都实事求是，不徇私情，做到公推公选。如果某个职位的候选人未能当选，那么宁缺毋滥，这一职位暂时空缺，另选他人暂时代理，直到下次选举时再行决定。云南上座部佛教组织制度中体现的民主作风，正反映了佛陀时代僧团民主羯磨制度的古风。

这一组织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在管理层面，各个等级的佛寺权利和职责非常明确。一旦明确了各个佛寺的界限和管理范围，绝不干涉自己管辖范围外的其他佛寺的事务；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的金字塔型管理模式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层层管理、等级分工明确的管理方式。上一层组织的佛寺负责管理下一层组织的佛寺，下一层组织的佛寺则服从上一层组织的佛寺管理。这有利于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权威，权力相对较集中、不分散，有助于有序地管理佛教事务。

三 中国南传佛教居士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五戒”信徒和“八戒”信徒

一般说来，佛教徒由出家信众和在家信众两大部分构成。在我国，通常将在家信众称为居士。古代的佛教教团即包括出家的僧尼（比丘、比丘尼）和在家的男女居士（优婆塞、优婆夷）两个部分。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成道后即广收僧俗弟子，并根据当时的实际和佛教发展的需要，对僧伽和居士的地位、职责等作了相应的规定。明确僧伽作为佛教“三宝”之一，具有住持佛教、摄受、教化居士之责，居士则具有礼敬、供养三宝、护持佛教之责。这种自然的定位和分工，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实际，又能大大地促进佛教的发展。居士既是僧团教化、引导的对象，又是僧团的僧源所在和生存、发展的支柱。僧伽和居士的互补与良性互动，促进了佛教的全面发展，由此构成佛教的整体形象。

佛教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异质文化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文明，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三期佛教的形成方面，由此也使僧伽与居士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部派佛教中，从《阿含经》及有关律典不难看到许多长者居士行善积德、修行证果的事例，从中也反映出佛教界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入世度生的倾向，表明居士的作用和影响增强；而在从大众部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中，反映以居士身行菩萨道、成圣成贤的内容就更多了，如《维摩诘经》《胜鬘经》《华严经》《法华经》等经中的维摩居士、胜鬘夫人、善财童子、龙女等都是备受称道的“居士”典型，他们的地位似乎远在作为僧伽象征的舍利弗等十大弟子之上，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居士积极修证佛法、弘法利生的热忱。这一方面是大乘佛教重视心法、积极入世、超然于形式和教条的思想境界的体现，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居士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的反映。而南传佛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迥异于汉传佛教的居士团体。

居士是中国南传佛教佛教徒最大的组成部分，又是僧团的僧源所在和生存、发展的支柱。在信仰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少数民族村寨，一般来说，当人们年满40岁或50岁时就不再承担任何赋税负担，有的老人在家里甚至就不再从事家务劳动了。没有任何负担之后，人们就可以专心地念佛、拜佛、坐禅，定期到寺院参加宗教活动。人们常常把这些老人称为优婆塞、优婆夷。一般来说，每个月他们按照世俗社会组织制度的行政区划，定期到自己所在村社所属的寺院参加宗教活动，接受“五戒”或“八戒”，其膳食由各家各户自理。

就解脱之路而言，遵守戒律是一切善法的基本前提。戒律不仅是对信众的约束，也是他们的修行法门。“五戒”、“八戒”、“十戒”等戒律本身绝不是目的，它们是到达最高境界的重要前提，也是恒常的伴随物。这些观念随着佛教的传播已经深入民心。人们认为只有信佛并且遵守戒律的人能得到善报，反之则受到恶报。在著名的《四方戒》（共1422行的宗教训诫诗）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十条佛戒要牢记，要当作座右铭。三宝五戒不践踏，赕佛修行不间断。以便明灯照前程，登天路上不离开。没有三宝携在身，怎能腾空上天国，只有涅槃才能上天国。没得到涅槃的人，只在人间轮回生。人人积德为后路，人人行善为下世。喂养牲畜勿践踏，所有动物勿气压。杀生害命不吉利，仇缘结下转来世。来世道路还方长，两冤相遇必相报。不杀生，不害命，是戒律第一条。杀生害命结冤缘，转生来世仇必报。”在佛教的影响下，傣族人民追求的是有“戒”、有“德”、有“福”的精神境界，忍让、修身、积善行德、敬香赕佛成为云南傣族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基本内涵。傣族社会著名的四部伦理道德书——《爷爷教育子孙》《土司对百姓的训条》《父亲教育儿子处世的道理》《教育妇女做媳妇的礼节》——都深深地打上了佛教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道德宗教化成为傣族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特征。南传佛教传入傣族地区后，它所包含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甚至相关的法律文书都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例如著名的《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法律》规定，要充当证人必须信佛，他们必须是“有福气的人”、“忠实于佛的人”、“不偷抢和守佛礼、爱劳动的人”、“经常赕佛和施舍穷人的人”、“经常听经念佛的人”。此外在“犯上”一条中规定：“卡想反土司，和尚想反佛爷，家奴想反主任，儿子想反父亲，这些人都忘恩负义，不懂道理。来告时不给他赢，对那些不反对的人，就要保护，好好对待。”“那些想反对佛爷、和尚的人，不懂道理，来时不给他赢。”佛教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一般来说，中国南传佛教信徒有“五戒”信徒和“八戒”信徒之分，大多数信徒是“五戒”信徒。这主要是依据佛教戒律来区分的。

其中佛教五戒的内容是：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如果按照这五戒修行就是“五戒”信徒。

八戒内容是：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第六不坐高广大床；第七不观听歌舞音乐；第八不非时食（过午不食）。如果按照这八戒修行就是“八戒”信徒。与汉传佛教一样，八戒信徒会在每个月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六天到寺院修行。

对于戒律的执行，能让村民用戒律及其伦理道德体系的主要精神来规范自己的世俗伦理道德生活，形成良好的道德自律，尊老爱幼，相互之间宽容忍让，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居士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由于各地社会发育程度及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影响僧阶制度略有差异，在德宏和临沧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居士制度。

1.德宏地区南传佛教的居士等级制度

在德宏地区由于受到内地大乘佛教的影响，没有形成严格的佛教僧阶制度，却在居士信众中形成了特殊的居士制度。

与出家众的僧阶相对应，很多信仰者都希望举行一定的仪式来获得不同等级的称号，并将此视为对佛的最大虔诚和自己积累福德的最佳途径。因此在中国南传佛教传播区域内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居士制度。这是中国汉传佛教所没有的。

居士等级称号有“坦木”、“帕嘎”、“帕嘎体”、“帕嘎软”四级。

（1）“坦木”是最低一级，其仪式简单易行，只要用钱买一部经书送到寺院，请长老念经后即可获得。人们认为，年老时如果连“坦木”的称号都没有的话，会被人看不起，自己也会觉得不光彩。因此，几乎每一个老年信佛者都能取得。

（2）“帕嘎”为第二级，获得“帕嘎”的仪式叫作“帕嘎摆”。举行此仪式的人家首先要购买佛像、抄写经文、制作佛幡佛伞，供奉在家中临时设置的佛堂上，请僧侣前来诵经焚香，同时宴请乡邻亲朋，几天后将佛像等物送至寺院，布施钱或物，然后由长老念经赐封“帕嘎”称号。所需要的费用数额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3）“帕嘎体”是第三级，“帕嘎”若想晋升一级——“帕嘎体”，又必须再做一次“帕嘎摆”，再次，花费钱财，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仪式，并由长老念经，方可成为“帕嘎体”。

（4）“帕嘎软”是最高一级，是虔诚的佛教徒一生追求的理想，只有具有“帕嘎体”称号的人再做一次“帕嘎摆”才能获得。一个人一生中连续几次做摆，所需财力和人力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所以只有极少数家境富裕的人才能获得这个僧阶称号。

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族群众普遍存在一个观念：谁的名字前被冠以“帕嘎”以上称号，谁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敬；谁获得“帕嘎软”，就预示着谁已功德圆满，日后可得涅槃。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日趋富裕的地区，一个村寨几户人家同时或分别做“帕嘎摆”已屡见不鲜。如在潞西县，据统计1980—1989年有近200户人家举行过上述仪式，仅芒市镇（芒市镇现已经为县级市）就有20余家，时间多为三天，费用一千或几千元人民币不等。[134]
（三）临沧地区南传佛教的居士制度

在临沧多列派的傣族信徒也分为两类：“布来”和“帕嘎”。其中“布来”一级较高，它又分三等九级，每升一级都要做一次赕。而“帕嘎”一级较为普遍，只要做一次小赕，由佛寺赐给“帕嘎”的身份。人们都相信至少要成为“帕嘎”，不然就白做人了。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临沧市多列派的傣族信徒中所形成的信众居士制度的特点在于：虽然有不同的等级，且等级越高越受人尊重，但这却不是特权制度，不同等级的居士都不具有特权，大家彼此之间永远是平等的，他不可以管理其他等级的居士。与僧阶制度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居士在宗教生活中享有更多的功德、在世俗生活中享有更高的声望。就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管理体系中信众的管理而言，居士制度的等级化无疑会成为信众努力的方向，使其更加注重道德自律，在管理方面能更加有序。

（四）信徒们的宗教实践

在现实社会中积极布施，以慈悲精神实践佛教的和谐思想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信徒在个人宗教修行实践活动中的主要指导思想。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价值观，其关于善行的评价是以慈悲思想为依据的，它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极为虔诚，在现实生活中，信徒们都很注意发扬佛教传统的道德伦理精神，很注重宗教的清净修行，自觉实践佛教慈悲和谐精神。这具体表现为信徒们认真定期参与纳福、受戒活动，同时还积极赕佛布施。他们认为布施是治贪欲的第一利器，是一个人充满慈悲心的具体表现，更是一个人有智慧和责任心的表现，因为一个没有智慧和责任心的人是不会想到他人需要自己的帮助，不会想到自己应该去帮助别人的。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的各族人民群众都积极布施，热心帮助他人，形成了良好的和谐人际关系。

1833年在泰国古都素可泰发现的兰甘亨碑铭中，就记载了素可泰王朝信奉佛教，人民都乐善好施的情况：

此素可泰城中，人多乐善好施，齐俗献礼。素可泰国王以及王子、公主、公卿贵妇，公子王孙所有人，无论男女，莫不虔诚崇奉佛教，雨季无不恪守戒律。[135]

泰国古都素可泰发现的兰甘亨碑铭记载的是13世纪泰国信奉佛教、社会和谐安康的景象。正是由于素可泰王朝“无论男女，莫不虔诚崇奉佛教，雨季无不恪守戒律”，“人多乐善好施，齐俗献礼”，所以13世纪时，素可泰王朝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13世纪开始素可泰王朝佛教对云南傣族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且同属于傣泰族群文化圈，彼此之间文化交往密切。这一碑铭记载的文字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云南佛教的情况。事实上，这一现象一直延续下来。

泰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兴盛的国家。国民传统习惯，男子一生中都要出家一次，这被认为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出家时间的长短随个人自愿。比丘或有227条，沙弥有十戒。出家一年称初腊，须依师而住；五年称中腊，满十年称上座。出家后，四事供养（食、住、衣、药）及日用物，皆来自信施者（父母亲友及信徒）。饮食由托钵而得，可食鱼肉；但不可自行杀生，不得食人、马、象、蛇、虎、猫、狮子、犬、豹十种肉。

每日早晚两次行持，每次约半小时；每月举行诵戒。一个月有四次佛日，在家信众带着香花往佛寺礼佛诵经，受持五戒或八关斋戒，听僧人说法。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在佛日及特别节日，都请僧人向民众广播说法，或安排播放佛教节目。关于佛教重要的节日，一年中有三次，即泰历三月半为敬法节，六月半为敬佛节（纪念佛陀诞生、正觉、涅槃），八月半为敬僧节。这三个节日，代表对三宝的礼敬，国家都定其为特别假日，全国放假，举行庆祝。敬僧节次日，即进入僧人三个月安居期。在安居前一两个星期中，发心短期出家人特别多，全国僧人会增加五六万。有些政府公务员，如以前没有出过家的，这时也可以特别请假三个月，入寺短期出家。安居三个月期满后，即舍戒还俗。出安居后一个月期中，全国僧俗流行举行献“功德衣”仪式，每所佛寺都举行。泰王及王后亦每年分别轮流至著名佛寺亲自主持功德衣仪式，向僧人供养衣物等。

国家重要节庆，乃至人民平常婚丧喜庆之事，大多请僧诵经供养，增加功德福利，或超度亡者。泰国如此，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也如此，并形成了独特的居士宗教实践特色。

1.“纳福”活动：老年居士的宗教生活

进入老年阶段的居士，就退出生产，专心事佛，为求得来世的幸福做准备。他们认为一个人在年轻时期，总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还会违反戒规，因此为了避免来世要承受这样的业力，就应该在今世努力去好好赕佛，虔诚忏悔，努力参加各种佛事活动，积极捐赠各种物资和财物，以赕佛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积累功德，以期死后进入天国，来世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因此，信徒们不惜节衣缩食，以自己毕生积累的财物赕佛。笔者在云南临沧地区调研时，老年居士们经常表示“多赕多得福”，“赕得越多，越虔诚，死后就可以进入天国，来世就可以享受赕佛所得到的功德。投生时就会到好人家或者是家境殷实的人家，自己的长相也就会端正漂亮”，因此，老人们积极参与赕佛活动，称为“纳福”。这意味着成为居士后，每个月都会到佛寺参加布萨活动反省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进行精神上的提升；同时通过赕佛活动，布施钱财，为自己的来世积累功德。

2.常态化的宗教实践活动

为了表示对佛的敬意，在信仰南传佛教的云南傣族地区，傣族人民经常以赕佛活动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佛教的敬意，所谓“赕”就是布施的意思，到寺院中向佛、僧人、寺院布施。民间流传的《赕佛词》就体现了傣族人民希望通过赕佛布施，做好事来积累功德以求有个好的来世的愿望：“想着爷爷奶奶，想着妻子儿女，全家来赕佛，来洗净灵魂。这一生一世啊，只做好事，不干坏事情。人生的命运由前世所定。今世积功德越多，来世命运就越好。哪个记得一生赕了几次佛，一生积了多少功德？自古以来人们就是以从善为荣，从恶为耻辱。”[136]在布施赕佛思想的影响下，赕佛活动成为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地区信徒们重要的宗教生活内容。傣族一年当中有很多次的“赕”事活动，傣族史书《舍本勐宛》就记载了德宏地区古代的情况：

在陇川第七代土司多三诏时代（大约16世纪中叶），一年十二个月都有佛事活动。傣历一月（即农历十月）过新年，人民互相拜年祝福；傣历二月（农历十一月）僧侣在寺院内斋戒，人们做斋戒佛会；三月（农历腊月）做烧白柴摆，施舍功德宴请受戒老人；四月（农历正月）做迎供佛像摆和赕佛塔摆；五月（农历二月）浴佛节（傣历新年）；六月（农历三月）月圆之日，给菩提树泼水；七月（农历四月）设佛台，请僧侣到家里或寨心诵经，祭寨神勐神；八月（农历五月），人民争相做摆，赕袈裟，献钱粮，供僧侣入夏安居期间使用；九月（农历六月），入夏安居，人们送早餐、午餐给僧侣，纷纷到寺院施舍功德；十月（农历七月），赕新谷摆；十一月（农历八月）十三至十六日，做出夏安居佛会，人们点燃烛火，迎接佛祖从天界归来，届时男女老幼手捧鲜花供品，在铓鼓队的引导下，绕寺跳三圈“嘎光”（傣语，即象脚鼓舞），相继入佛殿拜佛念经，拜毕，又相约到邻村佛寺朝拜；十二月（农历九月），做赕袈裟摆。[137]

此外，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是几乎每个月都有赕佛活动，如赕帕（袈裟节）、赕老轮瓦（赕谷）、赕新年（傣语景比迈）、赕坦（赕经书）、毫洼沙（关门节）、奥洼沙（开门节）、赕星、赕沙兰（祭祖）、赕岗、温帕、赕水神、赕暖帕短、赕柯蒙、赕墨哈班（修来世），等等。一年四季节日活动不断，在这些宗教活动中，所有的信徒都会在节日开始前就准备好各种供品，在举行仪式时纷纷捐赠布施，在这段时间虔诚参与祈福积德活动，供奉各式各样丰盛的美食及其他日常品给寺庙和尚。通过大量的赕佛活动，消解了个人的贪欲、净化了社会风气、提升了社会伦理道德，村社内部成员团结互助、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博爱宽容。在群体中，谁家碰到困难，大家都会尽力帮助，一切困难都可以在群体中互助解决。村民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协调，有助于形成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

四 中国南传佛教波章管理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由于中国南传佛教规定，僧侣不得直接管理信众，不直接组织佛事活动，不直接处理与佛教相关的社会事务，因此，中国南传佛教需要一支专门负责为其处理佛教社会事务的队伍，以此来与社会交流、沟通。为此，数目众多的波章[138]及其等级分明、分工明确的波章管理系统这样的地方社会精英队伍出现了。

波章是世俗社会地方精英，同时也是中国南传佛教社会管理体系的权威，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区域内专管佛教事务之人，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管理体系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负责在社会管理层面上与世俗社会进行沟通和融合。这是南传佛教管理体系不同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管理体系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世俗社会地方精英，在身份认同上，波章却具有双重性特征，他既是中国南传佛教社会管理体系的权威，同时又是一个世俗社会之人，在世俗社会中不享有任何宗教赋予的神圣权威。他是由群众推选产生的，波章的选拔标准非常严格，须经过严格的选拔程序，符合选拔标准[139]后，既得到了佛教世界的认可，也得到了世俗社会的认可，波章方才具有中国南传佛教社会管理体系的权威。在具体的南传佛教的社会事务管理中，他扮演着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甚至在佛教仪式活动中，承担着仪式主持人的角色。[140]可以说，在严格的推选程序和管理监督机制中，波章以地方社会精英的身份参与到佛教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在佛教管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南传佛教管理体系中并不是唯一的，波章有很多，大家各司其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共同参与管理佛教的社会事务，因此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体系——波章管理体系，即与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管理体系相适应，按照寺院管理的金字塔形模式也形成了波章管理体系的四级金字塔形模式：总佛寺波章——勐佛寺波章——中心佛寺波章——村寨佛寺波章，各级波章之间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上下级波章具有从属关系，不可逾越权限范围活动。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波章的金字塔形管理模式如表4—2所示。

表4—2 西双版纳地区波章金字塔形管理模式

[image: ]

波章们作为地方社会精英，具有动员社会资本的能力，这是佛教社会管理系统融入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波章们在组织人数众多、涉及复杂合作的佛事活动时，地方政府是不介入的，因为这是属于佛教范围的神圣活动，作为世俗行政组织的权力是不能进入神圣空间里的。因此，所有的活动安排全部由波章代表佛教界来组织、安排，来与世俗社会协商，或者是利用宗教资本来安排社会资源。波章们的能力，是地方各级村寨组织在无政府介入的情况下，所具备的组织能力的表现。但在组织大型活动，需要跨区域进行时，就需要对基层佛教管理的关键人物——波章进行合理组织，需要对各级波章所具备的组织能力进行最大化的集中管理、优化组合、有序安排，这正是波章系统适应佛教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重要基础。

有了这样等级分明、制度严密的地方社会特殊精英——波章管理体系，各级波章严格遵守规定，按照各自的分工来组织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佛事活动。

这一社会管理系统的优点在于：在佛教与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中，波章按照自己管理体系的潜规则来组织参与、处理社会事务，将整个中国佛教的社会事务化整为零，划分到相应的各级波章管理层，逐级分工，既避免了波章权限过于集中的现象，又有效地对佛教的社会事务进行了处理，有力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波章系统的建立是中国南传佛教利用地方社会精英队伍，有序处理佛教社会事务的成功典范。此管理模式的建立，成为中国南传佛教有序进入少数民族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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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近现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和流变（1840—1950）

元、明在云南境内设置土官、土司，经过明、清两代改土归流，然而在傣族地区，西双版纳的车里宣慰司以及德宏的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勐卯安抚司、芒市安抚司、遮放副宣抚司、盏达副宣抚司七个土司依然存在。

民国二年（1913）一月，国民政府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于车里宣慰街，同时分设其余七个行政区，建立了普思沿边行政区（今西双版纳），领车里、勐海、勐遮、勐混、勐笼、橄榄坝、勐腊、易武、普文、六顺等区域；同时在滇西建立腾龙沿边行政区（今德宏），领腾冲、盈江、陇川、瑞丽、潞西、龙陵等区域。普思沿边和腾龙沿边是民国时期云南傣族地区的两大行政区，其次有耿马宣抚司、孟连宣抚司和孟定土府、思茅县、景谷县等傣族地区，均为中国南传佛教流传区域。

民国时期，“政府唯取经济政治实权，对于宗教信仰则仍取放任主义以羁縻之，故佛教尤盛行”。因而在崇奉南传佛教的傣族聚居区，凡有村落，即有佛寺，或一村一寺，或数村一寺，佛寺佛塔成为傣族村寨中最宏大富丽的建筑物。“凡摆夷聚居的处所，无不建着壮大辉煌的缅寺，宝塔矗立，经亭璀璨，殿宇空阔，佛树盘屈”[1]，“车里[2]固佛教国，佛寺金塔，露顶耸立，弥望皆是。分官缅寺（缅寺即佛寺之俗称）与普通缅寺，在城市土司驻地者为官缅寺。官缅寺庄严璀璨，佛皆金身，饰以珠宝琉璃，充塞殿宇”[3]。民国初年振兴佛教，佛寺林立，西双版纳有佛寺1200座，德宏有534座，临沧地区有179座，思茅地区的孟连县有75座、景谷县有86座。[4]
近现代时期，中国南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呈现新的变化和特点：一是傣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因其不彻底使得南传佛教持续发展；二是中国南传佛教的不同教派呈现不同的发展流变之势；三是随着元明清三代以来内地移民大量涌入傣族地区，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交流日渐深入，其佛寺建筑艺术呈现傣汉互动特色；四是中国南传佛教僧团逐渐成熟，发展完善；五是南传佛教寺院教育传统得以传承和发展。

第一节 改土归流及南传佛教的发展变化

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之后，逐渐与当地的土司制度相适应并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和傣族的土司制度密切相关，二者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中国南传佛教形成了一整套与土司行政体系相对应的佛寺组织系统；另一方面，南传佛教维护并强化了土司制度的世俗统治权威。由于传入时间前后不一，各傣族地区社会发展程度不平衡，南传佛教与傣族土司制度联系的紧密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表现出来的南传佛教与土司制度的关系最为紧密。应当指出的是，傣族的佛寺组织系统虽然形成了与土司制度行政系统相一致的逐层隶属关系，但并未形成类似藏传佛教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在政治上，整个佛寺组织系统都服从土司的管辖。以西双版纳为例，祜巴以上僧阶的授予，除了僧团内部推举通过之外，还必须征得当地土司的同意，傣族土司通过僧阶授予和宗教仪式活动对南传佛教的僧团组织和寺院经济施加影响。可见，南传佛教维护了土司制度的统治权威并因为土司统治阶层的扶持获得了在傣族地区的长足发展，对傣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肇始于元代，兴盛于明代，清代沿袭之，意在“以夷制夷”。然而，土司制度因其流弊不少，改土归流势在必行。本节对明清两代在傣族地区设置的土司制度稍有回溯，一则辨明改土归流之因；二则由于云南傣族地区属于明清两代改土归流不彻底之区域，故而近现代再施改土归流之策。中国南传佛教与傣族土司制度关系如此紧密，则改土归流对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 傣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的建立，渊源甚早。《明史·土司传》记载：“西南诸蛮……唐代以来，自相君长，原其为王朝役使。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及楚庄蹻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会自保，此即土官土司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

土司制度有别于内地的行政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就原土酋统治的区域设立土司，不变动地方上原有的经济体系，不改变地方上原有的政治制度，任命原有部酋为地方统治者，给予职名，世袭统治地方，并承认领主剥削特权，归附中央王朝，保守边疆。《明史·职官志》载：“西南诸蛮夷朝贡，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雠者，疏上，听命于天子。”这种措施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盖因这里尚未出现个人土地所有制，土地全归大小领主所有，若把适应地主经济的这一套内地行政制度强加于百夷地区，势必引起多方面的矛盾。[5]
（一）傣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土司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整套适应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实情而制定的特殊制度，意在以夷制夷。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到安定边疆、缓和民族矛盾的积极作用。作为权宜之计的土司制度，由于“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其最终目的是遇有可乘之机便改土归流。因此，当土司制度开始实施之日，也正是改土归流行将到来之日。

1.傣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

元代初年朝廷企图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把云南全省置于中央一统之下，结果引起各民族不断的反叛，凡征服之地，驻军一撤，杀官抗赋之事不绝，很多地区无法委官统治。基于此种情势，元朝不得不放弃强硬的武力统治手段，转而采取分化、扶谕、任用归附土酋来统治地方的办法，这样才使地方安定下来。明代接受元朝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尤其在百夷地区，麓川的壮大是对明朝的极大威胁，直到麓川思氏的领主集权瓦解后，各部的领主势力依然很强大，致使终明一代，对沿边百夷地区只能保持羁縻的土司制度，即使对原先意欲从土司过渡到土官的所谓“御夷”府州，也始终没有达到过渡的目的。

2.傣族地区土司制度的流弊

土司制度的建立，能适应当时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水平，同时随着地方与中央之间关系的加强，边疆与内地的关系也就进一步密切，内地人民向沿边移民，在经济文化上可以起到交流互动的作用。然而，土司制度的设置在于封建朝廷巩固和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对民族地区“分而治之”以达到“以夷制夷”的政治目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未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地区文化的繁荣纳入规划，因而，土司制度存在不少流弊，不仅在政治上有其消极性，而且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

（1）“分而治之”的流弊。元代土司制度的施行办法是就民族地区原有各部酋长授予官职，使统治其固有地区和属民，官阶的高低依所辖地区的大小及部族力量的强弱而定。这种办法对民族上层的兼并欲望而言，无疑是一个刺激因素。当时的傣族社会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傣族各部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频繁，封建朝廷无力控制各土司之间的兼并，甚至只能承认既成事实，由此造成强大的地方政权应运而生，麓川思氏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

明初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对各地区已形成的政权集团，一方面迫于时势“即以原官授之”，另一方面为防止“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的状况，便采取分化的办法，对那些区域辽阔、势力强大的各部，设法使之分化削弱，甚至不惜使用武力镇压的手段，阻止民族地区在政治上联合，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有明一代，在傣族地区积极推行分化削弱的策略。麓川思氏在元末就开始兼并，形成了一个广大区域的统一的地方政权，权势渐长。明初，封建朝廷首先抓住其内部发生变乱的时机，拆散其兼并的地盘，分别建立若干各不相属的政权机构，“分其地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隶云南；设潞江、干崖、大侯、弯甸四长官司，隶金齿”[6]。又把已被麓川兼并了的南甸划出建州。这势必引起麓川思氏集团的不满，不久，思伦法又兼并了这些地方并建立一个更大的地方政权。对此，明廷不惜动用武力，三征麓川，打败思氏，革除麓川宣慰司，置陇川宣抚司。此外，又拆木邦宣慰司西部地置孟密宣抚司，分孟密北部地置蛮莫安抚司；分车里宣慰司为车里、靖安两宣慰司；分孟定府东西两地分设孟连长官司和耿马安抚司；分镇康府为镇康、弯甸二州；分景东所属孟缅、孟梳二地置孟缅长官司；把同属陇川宣抚司的遮放和勐卯建为两个独立的土司政权，等等，诸如此类。

上述可见，封建朝廷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得傣族地区成为若干各自为政的土司政权，分化设司，互不相属，在同一地区内多头政权并存，彼此对抗，互相猜忌，力量相互抵消，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这不仅仅影响了各部傣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合作，限制了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用政治强制手段来分化傣族各部间的经济联系，阻碍了傣族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相邻地区同一族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这是封建土司制度的一个严重恶果。

（2）“以夷制夷”的流弊。土司制度正是“以夷制夷”的具体措施，大小土司并立，相互牵制可以起到“以夷制夷”的作用，而征调土司兵丁以平“乱”是“以夷制夷”的另一种办法。明朝廷在土府、土州之外，又有“御夷府”、“御夷州”和“御夷长官司”的设置，同是傣族土司，而芒市、孟定、孟艮、镇康、弯甸、威远，却在土职之上，又加给“御夷”之名，并且也确实托以“御夷”之任，人为地在“御”和“被御”之间制造矛盾和仇视，进而使其发展为互相对立，因而也就达到了“以夷制夷”之目的。

明朝廷的另一手法是支持各部统治者之间的争权争位，造成各部的对立和分裂，以便削弱各部的实力，这也是“以夷制夷”策略的具体运用。例如车里的刀弄和刀双孟二人争袭宣慰职位，明朝廷乘机把车里划分为车里和靖安两宣慰司，均授予二人以宣慰使职位，使得二人据地而治，以此加剧二人的矛盾和对立，实现相互制衡。

“供征调”是朝廷对土司明文规定的义务。所谓“供征调”就是征调甲土司的武力去攻打乙土司，这是明目张胆的“以夷攻夷”。明一代对傣族各部征调出战是极为频繁的，包括出兵，出粮饷，出军械，出战具如战象、战马、船只等。据《明史·云南土司传·景东》所载：“景东，部皆僰种，性淳朴，习弩射，以象战，历讨铁索、米鲁、那鉴、安铨、凤继祖诸役，皆调其兵及战象……景东每调兵二千，必自效千余，饷士之费未尝仰给公家，土司中最称恭顺。”[7]
上述史料说明，“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策略造成了各部之间不断的争斗攻伐，挑起了傣族各土司间以及傣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和对立，影响了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受到了很大阻碍，使傣族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不能正常发展的状态。

（3）双重的经济剥削。土司制度意在羁縻，封建朝廷对地方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结构采取不变动的方针，结果是中央政权不仅不协助土司制度下的地方经济生产的发展，反而加重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负担。当地各族人民除了负担土司的盘剥之外，还要增加对朝廷的经济负担，事实上，人民在土司制度下受到的是双重剥削。

一方面，傣族人民要负担封建朝廷的经济剥削。封建朝廷对傣族人民的剥削名目和方式与内地有所不同，主要有差发、朝贡、额外征取和官吏搕索四类。另一方面，傣族人民要负担土司无偿的劳役，差发官租和各种名目繁多、无穷尽的摊派。

傣族人民长期以来受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这双重政治压迫和双重经济剥削下，度日维艰，丧失了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这是导致傣族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领主阶段的根本原因。[8]
总之，对历代封建统治者而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是必须维护的，为了巩固疆土，历代都采取羁縻政策。封建朝廷推行土司制度，不是政治目的，而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企图通过暂时的羁縻来达到封建大一统的目的。因此，当这种羁縻制度在某种程度能够与中央政权相抗衡，影响到中央集权制度时，改土归流也就势在必行；同时，土司制度存在的流弊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生产的发展，双重剥削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改土归流是具有客观必要性的。

（二）近现代傣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值得注意的是，改土归流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土司制度的产生是由于边区经济发展较内地落后，不能用治理内地的一套制度施行于边区。在边区的经济发展达到或接近内地水平时，方才具备废土改流的必要条件；否则，强行废土必然又会造成骚乱。明清两代在傣族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顺理成章的变革，也有用武力强制推行的。概而览之，道理只有一个，那就是：成功的是因该地已进入或接近封建地主经济阶段，失败的是因该地尚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

终明一代，陆续被改流的地区很多，然而这种做法对百夷地区的土司来说，并不是很顺利，景东是土流并存，元江改流后“叛乱不已”，只好恢复土职，其他百夷土官大都仍旧世袭。至于百夷土司，就更无一人一地被改流。

清代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是沿袭明代的土司制度，同时也采用明统治者的办法，不断进行改土归流。雍正四年（1726），清朝在西南地区发动了全面改土归流，当即遇到了傣族地区的不断反抗，至雍正六年（1728），改土归流不得不采取灵活方式，在势不能改的地区，允许土官土司继续存在。有清一代，在云南最初进行改土归流的是傣族地区（顺治十六年，1659年元江改流），最后进行改流的也是傣族地区（宣统三年，1911年车里改流）。

云南傣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之所以难以推行，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适应与否的问题。流官制度是按照封建地主经济所有制而制定的，而摆夷地区还处在封建领主经济的发展阶段，故而摆夷地区的改土归流必然无法彻底进行。因此，虽经明、清两代不断改土归流，在云南傣族地区，至近现代，土司不仅依然大量存在，而且有所增加”。[9]下面把近现代云南傣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具体情况以西双版纳地区（思普沿边）和德宏地区（腾龙沿边）为两大代表板块分述之。

1.西双版纳地区（思普沿边）改土归流

在西双版纳境内，元置彻里军民总管府，明初改为车里军民府，不久改为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入滇，降各土司，元江土府那氏反清被诛，改元江土府为元江府，设流官。清顺治十八年（1661）车里刀穆祷献金投诚，仍设车里宣慰使司，授为车里宣慰使司，管理十二版纳。

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以江内之思茅、普腾、整董、勐乌、六大茶山、橄榄坝六版纳置普洱府，于悠乐设一同知，思茅设一通判隶之，其江外之六版纳仍归车里宣慰司管理，责其岁纳粮钱于悠乐同知。

清末国家多故，藩属以次沦亡，勐乌乌得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法人夺占，十二版纳已不完整。宣统元年（1909），勐遮土司刀正经谋自主，据顶真，击勐海。宣统二年（1910），云贵总督委管带柯树勋率兵前往勐海平乱，议改流，原拟设一直隶州三县。

民国初，分置车里、勐海、勐遮、勐混、勐笼、橄榄坝、勐腊、易武、普文、六顺等为十一行政区，分区派员编查户口，为改设县治准备，后以经费不敷，十一行政区缩编为八区。

民国二年（1913）正月，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于车里宣慰街，监管第一行政区，领车里宣慰使直辖地，并橄榄坝土把总两土司之地及悠乐山诸大茶山。设第二区行政分局于勐遮，领勐遮、勐阿、景真（顶真）、勐满、勐康五土司之地。设第三区行政分局于勐混，后移至勐海，领勐海、勐混、打洛三土司之地。设第四区行政分局于勐笼，领勐笼土司及景哈土司之地。设第五区行政分局于勐腊，领勐腊、勐捧、勐丰、勐仑四土司之地。设第六区行政分局于易武，旋移倚邦，领倚邦、易武、整董、竜得四土司之地。设第七区行政分局于黄草坝，领普腾、勐旺两土司之地。设第八区行政分局于官房，领六顺、勐往两土司之地。普思沿边特别行政区至此完全成立，编隶普洱道。[10]
民国三年（1914），建行政总局于景德（今景洪），景德为车里宣慰司旧治，相传明时有居民万余户，今则满地荆棘，只留佛寺遗迹数处而已。

民国十六年（1927），思普沿边改区设县，改八区为七县及一行政区：以第一区为车里县，第二区为五福县，第三区为佛海县，第四区为临江行署，第五区为镇越县，第六区为象明县，第七区为普文县，第八区为庐山县（后改为六顺县）。

车里宣慰，傣语称为刀片领，据《泐史》《续泐史》及《车里宣慰世系》载，从第一代刀片领叭真于1180年入主勐泐，传至1949年召孟罕仂（刀世勋）时，共传38代769年。[11]
2.德宏地区（腾龙沿边）改土归流

德宏不同于西双版纳之处，即境内自来便分立为大小不同、各有政权、各据境域的若干土司。明朝末年，各土司不断受到缅甸侵扰，清初为保守边疆，全都仍沿旧号加委，颁给印札。康熙二十一年（1681），平定吴三桂后，各土司投清，清廷仍封以旧职。沿至清末，各土司不仅汉化程度日深，而且海外文化经缅甸不断传入，有的土司或其族属多有赴日本留学者，有的还参加了辛亥革命。

民国成立，腾龙沿边各土司依旧承袭下去。车里改县后，德宏境内也建立了一些行政署、设治局，作为建县的准备，后又将行政署改为准县一级的设治局，统属两县五设治局：腾冲县，辖南甸宣抚司；龙陵县，辖潞江安抚司；盈江设治局，辖干崖宣抚司、户撒长官司；陇川设治局，辖陇川宣抚司；潞西设治局，辖芒市安抚司、遮放副宣抚司、勐板长官司；瑞丽设治局，辖勐卯安抚司、腊撒长官司；莲山设治局，辖盏达副宣抚司。其中，除户撒、腊撒、勐板三长官司不是傣族，且建置时期甚晚，为清光绪时建置外，其余七土司都是傣族。[12]
此外，其他地区如临沧地区的耿马宣抚司、孟连宣抚司、孟定土府，思茅地区景谷县有威县土司、镇康县土知府等，都沿袭至民国时期。

在云南傣族地区，经过近现代的改土归流，西双版纳的车里宣慰及德宏的南甸、干崖、陇川、勐卯、芒市、遮放、盏达七个土司，依然存在，不仅保留土司名位，而且保留土司统治实权，只是名义上分隶县府或设治局统辖而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二 南传佛教的发展变化

近现代云南傣族地区不彻底的改土归流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傣族政治制度而言，土司统治政权的沿袭使得土司政治制度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中国南传佛教而言，依存于土司行政组织制度的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组织管理制度持续运行，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继续发展。

（一）土司政治制度得以延续

经过近现代的改土归流，土司政治制度的延续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封建领主集团的延续；二是车里宣慰使司组织的延续；三是议事庭组织机构的延续。

在近现代时期，德宏傣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西双版纳有不同之处：十二版纳全境，以车里宣慰为最高领袖，形成了一套等级森严的行政组织制度。而在德宏地区，却是各个土司各立政权，各拥地盘，互争长短。德宏境内（包括紧邻的保山怒江坝）共有八个傣族土司，即芒市安抚司、干崖宣抚司、南甸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勐卯安抚司、潞江安抚司、遮放宣抚司、盏达宣抚司，都建于元明时期，世系相传，各据领域，拥有一定的武装，在各自辖区内保持一套完整的土司制度及统治机构却互不统属。[13]
（二）南传佛教寺院组织管理制度持续运行

中国南传佛教受傣族地区土司行政组织系统的影响，以傣族地区土司行政组织制度为摹本，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组织管理制度。近现代傣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对中国南传佛教的最大影响就是依存于土司行政组织制度的寺院组织管理制度依然存在并持续运行。

中国南传佛教在佛寺的组织管理系统方面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西双版纳傣族佛寺分为4个等级：第一，最高一级为设在召片领所在地——景帕钪，称为拉扎坦大总寺，是统领全西双版纳的总佛寺；第二，在总佛寺下设12个版纳拉扎坦总寺和36个勐总寺；第三，由4所以上村寨佛寺组成的中心佛寺——布萨堂佛寺；第四，最基层一级为村寨佛寺。另外还有拉扎坦大总寺直辖的召片领府的几个“内佛寺”。

德宏地区自13世纪元王朝推行土司制度始，至光绪二十五年（1898），境内共分封十个世袭封建土司。除勐板土千总（汉族）信奉汉传佛教外，其余九个土司均信奉上座部佛教，其中除腊撒和户撒长官司为阿昌族之外，其余皆为傣族。德宏境内的上座部佛教各教派的佛寺分为总佛寺、中心佛寺和村寨佛寺三个等级，与封建领主的行政系统相适应。总佛寺是与“勐”相对应的佛寺，皆设于土司驻地，住持皆系土司赐封的高级僧侣。例如，芒市司地各教派的总佛寺设在土司驻地芒市镇；南甸司地的总佛寺设在土司驻地遮岛镇；盏达司地的总佛寺设在土司驻地平原镇；干崖司地的总佛寺设在土司驻地新城；腊撒长官司地的总佛寺设在长官司驻地芒东；户撒长官司的总佛寺设在土司驻地户撒；陇川司地的总佛寺设在土司驻地城子；勐卯司地的总佛寺设在司地勐卯镇；遮放司地的总佛寺设在土司驻地遮放镇。同时，每个教派的总佛寺又管辖若干个中心佛寺，每个中心佛寺又分辖若干个村寨佛寺。[14]
耿马地区的南传佛教佛寺也分为三级：最高一级佛寺是耿马城区土司所在地的五座佛寺，分别是官佛寺、金牛寺、甘东寺、新佛寺和观音阁佛寺，其中官佛寺为总佛寺，称作“纳乍探”，其余四座为副总佛寺，称作“袜勐”；第二级佛寺为中心佛寺，称作“贺巴八乍”或“贺卧素”，一共有八座，即洞汀佛寺、勐简佛寺、勐撒佛寺、勐勇佛寺、允捧佛寺、允楞佛寺、曼抗佛寺和大寨佛寺。第三级佛寺即村寨的基层佛寺，受中心佛寺管辖，民国时期耿马地区共有村寨佛寺约为142座。其中，洞汀中心佛寺管辖上洞井佛寺、下洞井佛寺、枯老佛寺、组楞佛寺等32座基层佛寺；勐简中心佛寺管辖芒俄佛寺、弄帕佛寺、南翁佛寺、南乍佛寺等七座佛寺；勐撒中心佛寺管辖新佛寺、郎牙佛寺、芒见佛寺、那秀佛寺等25座佛寺；勐勇中心佛寺管辖遮别佛寺、芒帕佛寺、芒糯佛寺、芒肯佛寺等15座佛寺；允捧中心佛寺管辖勇冒佛寺、芒召佛寺、芒冈佛寺、芒沙佛寺等13座佛寺；允楞中心佛寺管辖芒养佛寺、芒万佛寺、上芒帕佛寺、下芒帕佛寺等14座佛寺；曼抗中心佛寺管辖那棉佛寺、贺东佛寺、芒买佛寺、芒那佛寺等28座佛寺；大寨中心佛寺管辖芒戛佛寺、芒左佛寺、团树佛寺、南命佛寺等8座佛寺。[15]
景谷也不例外，亦有与土司政权组织相对应的佛教组织系统。民国时期，景谷约有86座南传佛教佛寺，其中四个傣族聚居的坝子都建有中心佛寺。勐卧有一个官缅寺，勐倮、勐戛有三个中心佛寺，即谦糯瓦龙、永平瓦龙和茂密瓦龙，还有勐班大寨佛寺。每个中心佛寺管辖若干村寨基层佛寺。[16]桑召和祜巴都由土司册封。民国三十（1941）年，景谷县成立了佛学研究会管理佛教事务。

在中国南传佛教流传区域，每个中心佛寺都建有一个布萨堂，是授戒、惩罚犯戒比丘和诵经、忏悔的地方。依据佛寺组织管理制度，每月朔、望两日，各基层佛寺的比丘都要到所属中心佛寺的布萨堂内诵经、忏悔，谓之“洗戒”，沙弥和俗人一概不得参与。为了维护戒律尊严，确保僧侣纯洁，中国南传佛教徒对布萨日十分重视，并世世代代恪守这一清净身心的戒检制度。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南传佛教的佛寺组织系统虽然形成了与土司制度行政系统相一致的逐层隶属关系但并未形成类似藏传佛教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在政治上，整个佛寺组织系统都服从土司的管辖。以西双版纳为例，祜巴以上僧阶的授予，除了僧团内部推举通过之外，必须征得当地土司的同意，傣族土司通过僧阶授予和宗教仪式活动对上座部佛教的僧团组织和寺院经济施加影响。可见，中国南传佛教区别于汉传佛教的一大特点是其维护了土司制度的统治权威并因为土司统治阶层的扶持而获得了在傣族地区的长足发展。

第二节 汉传佛教的发展与南传佛教的交流[17]

元明清三代直至近现代，内地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傣族地区，创造了傣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契机。伴随内地汉族移民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傣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随之而来的汉传佛教文化也自然融入傣族传统文化之中，傣族地区因而呈现了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交融互动的文化特色。

一 汉传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傣族地区汉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那就是内地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傣族地区，汉传佛教信仰也随之进入傣族地区。在内地汉族与云南边地傣族杂居而处的过程中，傣汉文化不断交流融合，促进了傣族地区汉传佛教的发展及其与傣族南传佛教的互动。

内地人民入居云南傣族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东汉时，云南与内地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一些地方官吏做了不少移风易俗促进地方生产发展的好事，内地汉族陆续南迁定居。南诏、大理国时期，与内地交往频繁，因为贸易和战争进入云南定居的内地汉族不在少数。至元代，在云南傣族地区建立金齿六路及彻里总管府，为内地汉族移民傣族地区创造了必要条件。

明代是内地汉族移居云南的高峰期，据史料记载，云南傣族地区是明代移民最多的一个区域。明代凡官吏军士谪戍云南的，多数都指定谪戍金齿。《明实录》载：“洪武二十年闰月丁丑，诏平西侯沐英：凡云南戍卫将校谪戍者，悉听往金齿，分守城邑营垒，但能立功，即授旧职。于是英按尺籍，自都督而下，指挥七十八，卫镇扶九，千户一百二十二，所镇抚六十三，百户四百十一，听征小校七，共六百九十人，皆处分据实以闻。”[18]一次谪戍金齿的官吏即达七百人，则可以想见不断谪戍金齿的人数之巨。不仅官吏们犯法多谪戍金齿，就是人民发配云南充军的，也多指定到金齿。《明实录》又载：“洪武二十五年四月辛未，刑部奏：金工二十七人坐盗内库金，法当死。上曰：盗内库金固当死，愚民但知爱金，而不顾其身，是以轻踏刑辟，姑宥其死，谪戍金齿。”毋庸置疑，作为技术工匠被谪戍金齿，对傣族地区的经济生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元明时期的金齿地区包括今德宏傣族聚居区，当时入居金齿的内地移民，见诸文献记载的，多是以潜逃的方式进入，他们有的是官吏军士谪戍，有的是农民、手工业者，也有一些商贩和知识分子，甚至有僧人。《明史·云南土司传》曾载：“初，平缅俗不好佛，有僧至自云南，善为因果报应之说，伦发信之，又有金齿戍卒逃入其境，能为火铳火炮之具，伦发喜其技能，俾系金带，与僧位诸部长上。”[19]可见进入傣族地区的移民，多能得到傣族的热情礼遇，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或僧人，格外受到尊崇。

明代内地汉族大量移居傣族地区，主要集中于德宏，到了明末清初，又出现了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抗清将领李定国率领大批军民进入德宏，辗转流动于德宏、西双版纳各地，最后，李定国逝世于西双版纳境内，跟随他入边的军民，很多流落在傣族地区，形成一次新的移民高潮；另一次是清初沿边人民开办银厂，内地人民入边从事采矿，人数多达数十万，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留居云南西南边疆的矿场附近，形成了另一次移民高潮。[20]
上述可知，在元明清三朝的移民热潮中，德宏、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傣族地区有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迁入居住，外来内地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汉族的儒释道文化，尤其是大乘佛教文化。

二 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

伴随着内地汉族的移民浪潮，到近现代时期，汉传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建寺修塔，弘法布教，并争取了少数傣族土司的支持而获得了较大发展空间。同时，在与傣族文化长期对话交流过程中，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逐渐互动相融，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也因此带有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色，这种互动融合比较鲜明地体现在云南德宏、临沧和普洱三大南传佛教流传区域之中。

（一）德宏地区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

德宏地区汉传佛教主要在汉族、阿昌族和城镇傣族中传播。唐南诏时期即有僧人至南甸（今梁河县）传教。据《大明一统志·南甸宣抚司》记载：“丙弄山在司东十一里，相传昔有僧人自搭理来，坐化于此，变为石人。后经兵毁，仅存其头，土人咸祀之。”又据《腾越州志·仙释》载，唐代43名滇僧中有1名大理人，名买顺，又名李贤或李成，于公元9世纪“流之南甸，未几坐化，南甸人瘗之”。由此推之，初入南甸丙弄山的大乘佛教僧人当为李贤。

《永昌府文征·九保太平寺》载：梁河县九保太平寺“建于元代。清乾隆中叶遂改今名”。清初，旧城培龙寺和新城报国寺在南甸宣抚司（今梁河县）建立。培龙寺的开山大和尚即是盏达土司区（今盈江县）莲山傣族弘玉。报国寺开山大和尚是弘玉的师弟弘月，迄今可见弘玉墓碑所载：“临济正宗法派弘玉开山大和尚之墓。乾隆乙巳年（1785）师弟弘月、俗弟思允线、徒弟深广、深阇及徒孙等敬立。”故大乘佛教植根盈江当为康熙年间（1662—1722）。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今芒市勐戛镇观音寺。1903年梁河土司刀守忠提出“一手倡孔，一手倡佛”的施政方针，请十方僧道至辖区传教。同时，他还邀请汉族迁移辖区定居。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大乘佛教亦从腾冲、龙陵传入，相继在大厂、河西、遮岛、九保、囊宋等地建玉皇阁、观音寺、普恩寺、三教寺等十五座寺庙。民国四年（1925）建今陇川县章凤观音寺。[21]可见，大乘佛教在德宏傣族地区逐渐获得了较大发展。

在德宏地区，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流互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德宏南传佛教节日活动中有一个“弥勒佛节”，这个节日在西双版纳、临沧、普洱等南传佛教流传区域是没有的。“弥勒佛节”傣语称为“摆召尚伍补”或“摆伍巴古”，一般农历正月十五开始迎佛过节，十六日送佛。此节不定期举行，一旦举行，则须连续举办三年。相传每年正月十五日，弥勒佛都穿着褴褛的袈裟下凡化缘，若信徒对其慷慨施舍，那么弥勒佛便会赐福于他。其二，德宏地区的部分上座部佛寺建筑也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一般而言，上座部佛教的佛寺从建筑形式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没有墙基的体现傣族传统建筑风格的“干栏式”佛寺，俗称“楼奘”；另一种是有墙基的受汉传佛教建筑风格影响的佛寺，俗称“地奘”。地奘多分布在城镇，通常为单座式建筑，规模较大的佛寺，其房顶多采用汉传佛教的重檐歇山顶式或重檐硬山顶式。比较著名的地奘有修建于明清时期的雷奘相（芒约佛寺）、五云寺、风平塔寺、佛光寺、尖山塔寺。其三，在德宏上座部佛教诸教派中，以摆庄教派受汉传佛教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佛寺建筑、造像兼具汉传佛教特色，大殿中亦如汉传佛教供奉观音、弥勒佛塑像等。[22]
（二）临沧地区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

临沧地区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交流融合的典型地区主要在沧源县。汉传佛教最早于明末清初传入沧源，系内地人民首先传入。清乾隆年间，石屏人吴尚贤入驻茂隆银厂，又有大批内地人民去县境西部的茂隆矿区开矿，从而使汉传佛教流传更广。据传，茂隆银厂兴旺时，矿工多凿制观音菩萨像于山中岩洞经常供奉朝拜，供奉较多的为南腊乡岩脚寨的“观音洞”。1800年清政府下令封闭茂隆银厂以后，散居边地的矿工依然时常前往朝拜，久之约定俗成，于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在此举行观音庙会。届时，镇康、永德、景谷等地以及缅甸的信徒、商人都会前来赶庙会。民国年间，因战乱等原因，庙会日渐冷落衰微。此外，沧源县亦有部分佤族信仰汉传佛教，相传于清朝咸丰年间由大理鸡足山法师达董保和达巴门传入，当时两位法师率僧人、随从数十人前来滇西南地区传教，将部分僧人、随从留在了澜沧和双江，到沧源时仅有七八人。他们先抵勐省、贺勐、贺南等村寨，均难以落脚。后来岩帅赵氏头人同意他们暂住岩帅，两位法师乘此机会宣扬汉传佛教的教规教义，赵氏头人极为推崇并大力支持他们传教。自此，在赵氏头人的护持下，岩帅周围的佤族逐渐改信汉传佛教，遂由达巴门主持在岩帅建盖寺庙，塑观音菩萨等佛像，供信众供奉。在赵布景主持岩帅时期，沧源县境东部地区的佤族大多数信仰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得以较快发展。达巴门圆寂之后，其随从僧人全部返回内地，由赵布景和田粮长主持教务，佛教继续发展。二头人相继病逝后，由赵布景之子赵安民全权管理，在这一时期，基督宗教传入，赵安民允许贺南、团结、贺科、公曼、班奈等村寨改信基督宗教，从此汉传佛教由盛转衰。[23]
至近代，虽然汉传佛教日渐衰微，然而，经过在沧源地区两百多年的发展衍化，汉传佛教信仰已然深入边地民心。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南传佛教的佛寺建筑具有汉传佛教的风格和特点。沧源县自明朝时期在勐董的戛里寨建立第一所佛寺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演变，直至1950年，尚有43座佛寺。这些佛寺的造型和结构，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汉传佛教特色，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广允佛寺。广允佛寺建于清乾隆年间（约1736），为勐董第三代土司罕金重所建，重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正当清廷调停耿马土司内讧，册封罕荣高为土司之时。大殿为三重歇山顶，檐下设围廊，殿前建有二重檐阁楼一座，为佛殿之过厅，殿、阁接合巧妙，新颖独特，世所罕见。建筑构架、斗拱、藻井均为汉式风格，而布局、金水、雕饰则是傣式特征，装饰、壁画内容亦傣亦汉、亦佛亦儒。广允佛寺是极珍贵、极典型的汉、傣、白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汉传佛教建筑风格，充分体现出边疆各族人民之间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和互动。

（三）普洱地区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

普洱是北传汉地大乘佛教和南传佛教的结合部，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都有传播和分布，南传佛教在建筑模式、碑刻、楹联等建筑风格上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而表现出独特的汉传佛教文化特点。

普洱地区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互动主要体现在景谷傣族地区。景谷亦属云南傣族土司区，据《普洱府志》载：“明时土酋放论住勐卧，子祷相，老更姓名刀相，投诚内附，授土知州。刀相死，子汉臣袭，国（清）初顺治时，刀汉臣投诚，仍授土知州世职。汉臣死，子国栋袭。”[24]
景谷地区处于云南西南边疆连接内地的枢纽位置之上，明朝以后，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进入普洱地区，至清雍正二年（1724）改土归流，与内地的交往日益频繁，大量汉族移民陆续进入景谷地区，汉传佛教也随之进入景谷并逐渐得到广泛发展，自此傣汉杂居，对景谷地区傣族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道光《普洱府志》记载：“观音阁在府城西北，明万历年间土舍那天福建。”[25]这是普洱境内汉传佛教佛寺的最早记载。清朝以来，汉传佛教得到快速发展，佛寺日益增多，在宁洱、墨江、景谷、镇沅、景东、江城、澜沧等地均有分布。[26]相传，内地汉传佛教僧侣张辅国曾经到澜沧一带宣扬佛教，景谷与澜沧相去不远，彼此往来密切，景谷受汉传佛教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长期在同一地域空间传播发展，景谷地区的南传佛教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在南传佛教的佛寺建筑形式及其风格之上，景谷地区有代表性的大寨佛寺和迁糯佛寺就可以看出这一特色。

大寨佛寺亦称官缅寺，位于景谷土司衙门右侧的小山丘上。据《威远厅志》记载：“大缅寺在威城（今景谷县城）北门外，寺内有缅僧百余人，皆薙发，用黄布裹身，名缅和尚。寺中塔二座，高三丈余，昔土官刀汉臣所建。”[27]刀汉臣在清顺治初年（1644）为景谷土司，可见此寺建于清初，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与极具南传佛教代表性的西双版纳佛寺相比较，大寨佛寺的建筑形式和风格深受内地汉传佛教的影响。从大殿建筑形式来看，为三重檐结构，规模宏大，整个大殿连走廊在内，宽约15米，长约20米。椽子与正脊水平面呈30度角，比西双版纳地区的佛寺大殿的坡度平缓得多。殿外左右两侧的走廊上各有八根红色大柱，前后走廊各有四根大柱。正殿两边各有一对石狮子（西双版纳地区佛寺一般为龙雕），面向正前方，正殿石础上有很多浮雕，除了傣族传统的孔雀开屏、花卉之外，还有汉地佛教特色的麒麟石雕。尤值一提的是，与西双版纳佛寺相比，景谷佛寺佛殿内在释迦牟尼佛像两侧还有佛陀的两个弟子的跪像，削发拱手，温恭作揖；殿内悬挂长幡绘有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内容，这显然是受内地大乘佛教传奇故事的影响。据调查，其时修建景谷大寨佛寺的工匠中有汉族人，也有大理白族人，这必然会给南传佛教佛寺的建筑形制、建筑艺术和大殿布局装饰烙上汉族的建筑风格。

迁糯佛寺亦称迁糯瓦龙，位于景谷勐戛（今永平乡）。据考证，此寺建于清乾隆年间。整个佛寺由山门、大殿、布书亭（戒亭）、僧舍等几部分建筑组成，受汉地大乘佛教的影响十分鲜明。首先，山门形式完全仿照内地大乘佛教山门结构，似牌楼结构，三重檐，覆盖青灰瓦，檐角上翘，上部为木质，下部为石质基础，底部为须弥座，支撑整个牌楼。正面设三道门，中为大门，两边各一侧门，山门牌楼正中用汉字书写“清佛寺”三个大字，落款有“乾隆戊戌季春穀旦”。正门两侧书对联一副，右联“寺门对池道德喜同荆山璞”，左联佚缺。山门重檐之下均有龙纹、云纹等浮雕，山门内侧牌楼上也有汉字书写的“福贵门”三字。相传，山门外曾有照壁和一对石狮子。由此可见，迁糯佛寺的山门结构、浮雕和风格等明显受到汉地大乘佛教的影响。其次，迁糯佛寺正殿是一种三重檐围栏式建筑，面宽五间，进深五间，整座厅堂上部主要靠宫殿形大柱作支撑，顶盖青灰瓦。檐角上翘，椽子与檐脊水平面呈30度角，坡度平缓，和西双版纳地区佛寺大殿45°—60°的坡度迥然不同，而与滇西的保山、永平、下关一带的重檐式民用楼房极为相似。正殿四壁的石础上雕刻有各种动植物图像，如驱犬出猎图、张弩射鸟图等；石础之上为雕刻精美的木质格扇窗，窗上有镂空的浮雕，浮雕内容除当地的花、鸟、公鸡、白象、虎豹、飞鸽之外，还有狮子、麒麟或武松打虎图、汉官武将图、哪吒闹海图以及百凤朝阳、寿星老人等，这显然是掺入了很多内地汉族的文化元素。此外，佛殿上方供奉释迦牟尼佛像，佛像右后方供有一尊弥勒佛像，这是西双版纳佛寺所没有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大殿正门上方刻有“极乐世界”四个大汉字，殿门外竖立着两根对称的雕龙檐柱，两条巨龙旋绕木柱，龙头从柱顶伸出，相向而视，双龙前爪分别抓握一枚元宝，雕刻精美，栩栩如生，甚是威武，颇有大乘佛教佛殿之风。[28]
综上所述，中国南传佛教流传区域内的德宏、临沧和普洱地区，因其特定的地理和历史背景，形成傣、汉民族杂居的社会背景，为内地汉传佛教和边疆南传佛教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使得傣族的南传佛教寺院建筑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明显吸收借鉴了汉传佛教的风格和特点，这是傣、汉民族文化艺术交流融合的结晶，同时也是傣、汉民族团结、友谊的历史见证。

第三节 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的发展及衍化

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南传佛教繁衍广化，盛而不衰。其中润派大有发展，压倒诸派。润派之中，摆孙支系最盛，信众和佛寺最多。清末战乱，经济凋敝，佛寺元气大伤。民国初年振兴佛教，佛教有所复兴。中国南传佛教四教派在不同流传区域内发展衍化，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

一 润派的发展及衍化

在云南上座部佛教诸派之中，润派发展最快，拥有最广大的地域和最众多的信徒，其中西双版纳是润派的主要流传区域，然而，其间亦有起伏。清初最盛时，有润派佛寺5000座。清末战乱，经济凋敝，佛寺元气大伤，百不存一。民国初振兴佛教，据调查，中国南传佛教润派在西双版纳地区有佛寺1200座，德宏地区有36座，临沧有189座，思茅地区孟连、景谷两县有166座。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损毁近半。[29]
润派初传之时，摆孙与摆坝二派有明显的地域分布。清中叶以后，润派佛教之摆孙派基本定居于平坝区，以西双版纳为大本营，称为“田园派”，僧人住楼房，持戒较宽，可食荤，还俗易，信众日多，成为上座部佛教中的第一大派别；而摆坝派则完全退出平坝区，遁入山林，称“山林派”，僧人持戒严，不茹荤腥，过午不食，不置田产，终身不娶，以苦为乐，信众渐少。及至清末，摆坝僧少寺小，无力与摆孙派抗衡。[30]近代以来，随着两派不断向外传播发展，两派流传分布的区域性特色逐渐弱化，在分布上混杂，在传承上混同，两派呈现互相融合的趋势。

摆润派自传入临沧地区后就只在耿马一带流传，基本集中在耿马城一带的傣族聚居区。清末，摆润派曾分为发木、发坝两个小支派，发木建寺村寨之中，信众较多；发坝建寺山林，僧源难继，至民国初即消亡。[31]至清末民国初年，耿马全县有佛寺202所，长老705人，和尚2155人；其中润派佛寺有191所，长老638人，比丘2020人。[32]
1877年，润派传入德宏南甸土司区（今两河县），为南甸土司刀守忠的印太夫人刀闷氏引入。据《南甸司谱》记载：闷氏“少时在镇康州（今临沧地区镇康县），素奉润派佛教……乃建佛寺于司治李家巷，自镇康迎润派大师居之。南甸有润派佛教自此始”。1882年，刀闷氏又请耿马润派僧人至南甸土司区传教，然而，润派佛教在南甸土司区只传了两代就后继无人，后未曾复兴。[33]
近代以来，普洱地区润派佛教中摆坝和摆孙的分歧和差别日渐明显，而且摆坝派因失去群众基础而逐渐衰落下去，原来的佛寺逐渐荒废，最终“只剩下一片寺基和几堆残瓦”。至民国末年，景谷有佛寺86座，均为摆孙佛寺。[34]
润派佛教在中国云南境内流布之广、佛化之深，为中国南传佛教诸派之首，其间虽有起伏，却盛而不衰，始终拥有最广的流传区域、最多的佛寺和信徒。

二 多列派的发展及衍化

近代以来，随着缅甸的统一和佛教的兴盛，德宏地区的多列派发展迅速，大有取代此前传播较广、信众较多的摆庄和润派之趋势。[35]其后，受润派排挤，多列信徒或改奉摆庄派或传播有限。1901年，南甸土司刀守忠之印太夫人刀闷氏“建佛寺于丙罕（今丙海村），迎佛教多列教派僧以居”[36]。后有缅甸多列瑞竟派教徒二人到盈江传教，盈江13村摆庄教徒遂改奉瑞竟。[37]
清末民初，耿马县多列派佛寺有11所，长老67人。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两次侵犯孟定，佛寺建筑遭受了极大破坏，佛像和经书损毁严重，多列派佛寺仅存4所，僧侣不足百人。[38]多列派佛教的法脉传承堪忧。至清末民国初佛教最兴盛的时期，耿马县共有佛寺202所，长老705人，沙弥2155人；其中，摆多派（多列）佛寺11所，长老67人，和尚135人。[39]
20世纪40年代初，有德宏连山僧人伍已腊往缅甸学习多列支派瑞竟，回连山传法，渐趋沉寂。其后，多列派之达拱旦支派屡经变迁后，或改奉摆庄，或不再传，仅在芒市、遮放两地尚有几所佛寺和少数信徒。其余舒特曼、缅坐诸小派遁迹山林，活动范围始终未超出德宏、临沧范围，影响甚微。[40]
三 摆庄派的发展及衍化

摆庄派曾经是德宏地区势力最大、佛寺最多、传入时间最早的上座部佛教教派，大多分布在城镇，也是德宏地区皈依人数最多的教派。清末民初，摆庄派定格于德宏州芒市、瑞丽、遮放、盈江、陇川、连山等地区，发展较兴盛，村村有寺，寨寨有塔，在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中拥有较多信徒。[41]近现代以来，佛寺建筑、造像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亦供奉观音、弥勒佛等。[42]
四 左抵派的发展及衍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左抵教派再度传入德宏地区并得到地方土司的支持，在瑞丽、芒市一度成为较有实力的派别。1890年，当时缅甸国王第十门国王嫡长孙莽哒喇括流亡南甸，将左抵教派引入，南甸土司为缅僧所建的佛寺称为缅寺，寺址在今梁河县公安局内。但该派一直是由僧侣组成僧伽集团，集中在某一山上森林中共同修行，历史上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居住在德宏的“雷列”（傣语“雷帕莫”），故说它传入德宏，实际上只是指个别僧人被德宏地区的信众请到寨内寺中住持，且时间很短。[43]诸如左抵派第四次传入德宏地区是1907年，为芒市东里于盖好寺院后迎请左抵教派僧团入驻，有僧侣40余人，寺院建于芒市镇东北郊。[44]民国年间编撰之《民国腾冲县志稿》也记载了当时南甸宣抚司境内的遮岛缅寺盛况：“遮岛缅寺，光绪初年南甸宣抚司刀定国建，其子绶扩修，奉金佛数百，为各司地缅寺之冠。”[45]
近代以来，左抵派后因持戒过严，难以持守，教徒信众日渐减少。之后又发生了左抵与摆庄的教派之争，土司改奉摆庄，信众亦纷纷脱离左抵，皈依摆庄。左抵败北之后，其僧团于民国四年（1915）迁往缅甸雷恨，最后迁到缅甸勐密，再迁到勐养至今。[46]自此，左抵势力在德宏日益衰微，后左抵法统遂绝，剩下的教徒大多改奉了润派，云南境内的左抵派自此一蹶不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德宏州信仰左抵教派的寨子有24个，其中潞西县有22寨，瑞丽县有2寨。[47]
综上所述，近现代中国南传佛教四教派发展衍化的主线是：润派流传最广，发展最盛，在佛寺数量和信徒人数上有压倒诸派之势；次为摆庄派，是德宏地区发展较快、信徒较多的一派；多列派则起伏较大，各支派的发展呈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影响甚微；而左抵派的传播范围有限，日益衰颓。

第四节 中国南传佛教僧团制度的发展成熟

南传佛教之所以成功地融入世俗生活中，在少数民族社会领域有序发展，这与中国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宗教管理模式是分不开的。它不仅有僧团组织管理模式，有佛寺佛塔组织管理模式，同时还形成了独特的金字塔型的波章管理模式。波章们作为地方社会精英，具有动员社会资本的能力，这是佛教社会管理系统融入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在管理具体的宗教事务时，还依赖村寨等各级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地方社会精英来帮助管理佛教的社会事务，这是中国南传佛教深入社会基层的管理触角。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的特点在于，将管理重点放在基层，将宗教纳入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有力地促进佛教在当地社会的有序发展。

南传佛教自东南亚传入中国云南境内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当地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南传佛教融入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其传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首先以傣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社会行政组织系统为范本，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金字塔型组织管理制度。其等级特征之鲜明、制度之严密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之最大的不同。

南传上座部佛教自传入中国云南境内后，就一直在努力适应着云南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环境。在经历了一个冲突、对立、适应和融合的漫长发展过程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本土化特征的体系。在元朝以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作为这一体系的重要支柱也逐渐发展完善起来。[48]
作为制度化宗教，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具有独立于社会组织制度之外的僧团，但在其传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以傣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社会行政组织系统为范本，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组织管理制度。

一 中国南传佛教僧团管理模式的发展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与傣族社会组织制度之间逐渐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作为制度化宗教，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具有独立于社会组织制度之外的僧团，长期以来一直恪守原始佛教的纯洁性，严格坚持戒律，并严格执行布萨羯磨制度，辅助以佛寺、佛塔的管理体系来加强对僧团内部的管理。

布萨羯磨，巴利语Uposatha Kamma，是佛教古老的仪式，是出家僧众最重要的一种宗教生活。比丘必须每半个月在布萨堂集中，举行比丘集会。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一直恪守印度原始佛教古老的传统，非常重视每个月布萨羯磨仪式。比丘们在傣历每月十五日与二十九日（小月）或三十日（大月）都自觉地集中到“布萨堂”进行布萨羯磨活动。即使外出做活动，也会及时赶回来，集中到“布萨堂”中进行布萨羯磨活动，这已经成为每一位比丘重要的宗教生活内容。比丘们在“布萨日”都要诵《别解脱律仪》等，然后对自己在这半个月里所犯过失进行忏悔。“布萨堂”里所做的忏悔是严格保密的，任何人不准泄露。在“布萨日”的“布萨堂”里参加布萨羯磨的人只能是比丘一级的僧人。一般的小沙弥和俗人都不得参加，妇女更是不能靠近“布萨堂”。事实上，笔者2007年在云南临沧地区调研时，就有寨子里的老人说，就是在平时，妇女们也被告知“布萨堂”是不可以靠近的，而在“布萨日”更是严格禁止妇女靠近“布萨堂”。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僧团自古至今一直都严格地遵守着这一规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南传佛教在组织僧团进行布萨羯磨活动时，其正是按照过佛寺、佛塔金字塔型的管理体制来组织的。并不是所有的佛寺都可以有“布萨堂”的，它是严格按照中国南传佛教组织管理体系的规定来设置的，即只有中心佛寺和总佛寺具备拥有“布萨堂”的资格。“布萨堂”成为中心佛寺和总佛寺的身份标志。在调研过程中，老百姓告诉笔者，民间衡量一个佛寺是否中心佛寺，只需要看其寺院里是否设置有“布萨堂”即可。这就意味着中心佛寺下辖的几个村寨佛寺的僧侣们要参加布萨羯磨仪式，就必须集中到自己所在地的中心佛寺。

每半月都定期到中心佛寺集中进行布萨羯磨活动这样的制度，既有利于整顿僧团的纪律，保持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纯洁性，同时有助于强化中心佛寺以及上级佛寺的权威地位。正是通过定期地集中到上级佛寺过布萨羯磨这样的宗教生活，强化了中国南传佛教佛寺、佛塔的管理制度，同时也强化了僧团的制度化管理意识。

二 中国南传佛教僧阶制度的发展

南传上座部佛教自传入中国云南境内后，就一直在努力适应着云南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环境。在经历了一个冲突、对立、适应和融合的漫长发展过程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本土化特征的体系。在元朝以后，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作为这一体系的重要支柱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由于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傣族佛教信仰系统，因此在本部分，主要以傣族地区佛教和社会行政组织系统为例来进行分析。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组织管理系统的严格也同样反映在僧侣等级制度上。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各个区域的本土化进程越来越深入，有的区域也出现了自己的僧阶体系。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僧阶制度之严格、等级分类之多，是其他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所未有的，而且也是大乘佛教无法相比的。在云南，一般来说，僧阶是按年龄、戒腊、学行来划分的，但是僧阶只是一种荣誉，并不意味在神圣世界或者在世俗世界享有一种特权。

（一）西双版纳地区的僧阶制度

1.傣族信仰的南传佛教僧阶制度

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按年龄、戒腊、学行逐渐形成了十个僧阶。

第一级：帕诺（行童）；

第二级：帕（相当于汉传佛教的沙弥）；

第三级：都（相当于汉传佛教的比丘）；

第四级：都龙（僧都）；

第五级：祜巴（都统长老）；

第六级：沙密（沙门统长老）；

第七级：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

第八级：帕召祜（阐教长老）；

第九级：松迪（僧正长老）；

第十级：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僧阶在不同地方也会有差异，例如有的地方在帕之前没有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没有都龙（僧都）一级。

自五级以上的晋升程序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曾经只分别授予傣族僧人和布朗族僧人各一位，他们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一般来说，做了大佛爷之后，他不仅是寺院里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而且也是整个村寨中地位最高的人。即使是到本村寨以外的其他地方，也是深受人民尊敬的。在政治地位上，大佛爷可以和土司平等对话；在宗教场合里，土司见了大佛爷也要非常恭敬。

根据统计，1957年西双版纳景洪地区有七位祜巴：祜巴勐、祜巴扎捧、祜巴飞龙、祜巴曼沙、祜巴曼阁、祜巴广龙、祜巴曼嘠。2001年，西双版纳地区景洪洼龙总佛寺的都龙庄升为祜巴，改称祜巴龙庄勐之后，目前西双版纳地区仅有一位祜巴。

2.布朗族信仰的南传佛教僧阶制度

西双版纳和双江等地布朗族信仰南传佛教，宗教的一切活动完全接受了傣族的一套仪式，佛寺的形式、佛经、法器同傣族的一样。与社会等级制度相适应，布朗山的佛寺内和尚有十个等级。由于等级不同，袈裟上的条纹和方格也不同。

第一级：小和尚（初进佛寺者）；

第二级：进佛寺较久的小和尚；以上二等披一套黄色布披单；

第三级：大和尚，能披一套格少的袈裟；

第四级：都囡（二佛爷），可披条纹方格多的袈裟一套；

第五级：都比囡（大佛爷），可披多纹方格袈裟两套；

第六级：沙底听，可披袈裟六套；

第七级：叭帕沙弥，可披袈裟八套；

第八级：沙底桑，可披袈裟十二套；

第九级：松领，可披袈裟八套至十六套；

第十级：帕召苫，可披袈裟二十四套至三十套。

这十个等级的升迁制度也完全和傣族相同。此外，还有“都布”，“都布”是还俗后来佛寺当大佛爷的。人们认为男孩都要进佛寺当一次和尚，否则将受到众人的轻视，姑娘也不愿嫁给他。进佛寺后，要先学念经，然后正式当和尚。当和尚时要在寺中做些杂活，食物由各家每天按时送到佛寺。

（二）德宏地区僧阶制度

德宏地区润派佛教就有不同僧阶：戛比、尚或贺（沙弥）、翁（比丘）、厅、沙弥、尚召、祜玛召、苏玛利苏玛亮等。根据江应樑在20世纪30年代的调研资料显示，当时佛寺和尚还有几个层次，“即小和尚、和尚、二佛爷、大佛爷等。大佛爷地位最高，掌管寺内一切事务”[49]。

江应樑《滇西摆夷的现实生活》是这样表述20世纪30年代四个等级的僧阶制度的：

（1）小和尚：初送入寺为僧的小孩，仍穿俗人衣服，戴一顶黄布僧帽。俗称“小和尚”。摆夷送子女入寺为僧的原因有三：①父母早死，失怙养；②父母家贫，无钱养活；③命中算定应做和尚。

小和尚在寺庙里除做点轻微的洒扫工作，主要的事就是学习夷文，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嬉戏玩耍，生活是很自由的。

（2）和尚：做了小和尚若干年后，学会了夷文，并能记诵经典时，便可求“大佛爷”的许可，升为“和尚”，脱去俗衣，改穿黄布。这才正式成为社会中的僧侣阶级。

（3）佛爷：从和尚再升一级，便是“二佛爷”。这相当于佛寺中的副住持，长老的助手。有些地方，二佛爷之下，尚有“三佛爷”一个阶级。和尚须初升三佛爷，始再升为二佛爷。

（4）大佛爷：这是僧侣阶级中最高的一个等级。每一个佛寺或每一个宗派的大集团中，有“大佛爷”一人，实即该寺或该集团的长老。他必须由二佛爷升任。做大佛爷须具有如下的资格：①修道高深，信仰坚定，得一般人民的拥护；②对经典熟悉，且有特殊了解；③富有办事经验能力；④进寺之年代最先。

做了大佛爷之后，不仅掌握一寺的大权，且在社会地位上，可以与土司贵族阶级平肩。夷语称大佛爷kietsau，有“主子”、“领袖”的意思。据说昔日大佛爷的身份很高，土司对之均必为礼，现（指20世纪30年代——笔者注）此俗已不存。土司与大佛爷在宗教上居于对等的地位；在政治上，大佛爷仍是土司的下属。[50]
江应樑记录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宏地区南传佛教的僧阶制度情况。但即使在德宏地区，也还会存在因地域差异而有僧阶制度的不同。

（三）临沧地区僧阶制度

1.润派僧阶制度

润派僧侣的划分较细，分为三等九级：和尚为三等九级；小佛爷和大佛爷分为二等八级和七级；四长老、三长老、二长老、大长老、副卯长老、卯长老为一等，分别为六、五、四、三、二、一级。[51]
2.多列派僧阶制度

临沧市的孟定多列派曾经实行过三等九级僧阶，即一等芽宝、芽金、芽银；二等叶宝、叶金、叶银；三等花宝、花金、花银，但现未流传下来。[52]临沧市的沧源县多列派把僧侣分为四等：长老、佛爷、和尚和预备和尚。

3.摆庄派僧阶制度

摆庄派僧阶也是四级，与多列派相似，但称号不同：嘎比（可以看作是预备和尚）、尚旺（相当于沙弥）、召们（比丘）、召几（长老）。

4.左抵派僧阶制度

左抵派只有比丘一级，在这个系列里，又分为大和尚、小和尚。

一般来说，人们是对僧侣按年龄、戒腊、学行来划分僧阶，这是对僧侣自身学识修养和品德、修行深浅的一种神圣性认同，虽然只是一个荣誉，并不意味着任何的特权，但是，对于僧侣来说，进一步的晋升僧阶既是在佛教体系内部对自己精进不懈、勤修佛法的整个修行实践行为的神圣认可，同时也是世俗社会对其本人的神圣权威的一种认可。因为僧侣晋升僧阶并不是由僧侣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其所在佛寺所属的村寨或者是某一区域的信众们认为其已经符合晋升的条件，经过慎重考虑后才提出来的，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最后该僧侣同意，并且经该僧侣所在佛寺的大佛爷同意之后，村寨举行隆重的升和尚仪式，才逐步晋升的。选拔和申请晋升和尚的整个过程是在僧团制度之外进行的，是世俗社会在自己的组织管理机构内部，以自己的管理方式对佛教僧侣的神圣性认可，但是其选拔的结果却必须要得到神圣世界的同意方可。而就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管理体系而言，逐级晋升、等级分明的僧阶制度既是对僧才的认可，也是对僧才进行严格管理的一种制度，有助于进一步有序地管理佛教事务，更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体系成熟的一个体现。

第五节 中国南传佛教寺院教育的传承

佛寺是中国南传佛教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傣族历史文化的主要传承场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寺教育体系。

一 中国南传佛教寺院教育的传统

南传佛教传入以前，傣族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和民间社会教育；南传佛教传入以后，傣族地区逐渐形成了“佛寺即学校，佛爷即教师，和尚是学生，经书是课本”的寺院教育模式。明清直至民国初年，佛寺成为傣族传统教育的主要场所，成为傣族社会特殊的“学校”，担负起传承佛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双重功能。正如李拂一在《十二版纳志》中所述：

凡摆夷及蒲蛮聚居之村镇，均有一座，或一座以上之佛寺，亦即摆夷，蒲蛮两族之学校，唯一作育人才之教育机关。凡年满九岁之儿童，必须入寺剃度为僧，接受宗教式之教育。此类初入佛寺之学童，泐语曰爬，吾人称之曰小和尚。每日早晚，除跟随大佛爷二佛爷到佛前拜诵经咒而外，并由寺内负责教授之和尚，如二佛爷之类，教以泐文拼音及文法。俟能阅读，再教以经典戒条及故事史地算术等学科。若干月年之后，再还俗出寺，蓄发娶亲。在寺期间，并无硬性之规定，数月数年，以至终身，由授教者个人之兴趣，以及其家族之环境如何为断。年满二十足岁，而离寺还俗者，称为岩迈，若吾人称：秀才。年满二十足岁，犹在寺为僧，继续研读者，尊称为督，俗称佛爷；还俗后，平民称勘喃，贵族则称为召摩诃，如吾人称学士。”[53]

上述《十二版纳志》所记乃是普思沿边车里地区傣族的佛寺教育情况，关于南传佛教其他流传区域佛寺教育发展状况，汉文史料亦有记载。

在腾龙沿边傣族区域中，傣族的教育重心是佛寺。在十二版纳境内因为人人都做小和尚，所以佛寺里教授夷文（傣文）和诵读经典，有固定的课程和方式。腾龙沿边虽然没有人人做小和尚之俗，但却每个男子都有到佛寺中学习傣文的传统，没有固定的时间和严格的阶段，却有一种固定的通用手抄教科书，内容主要有五个部分：字母、附加音符、拼音法、拼音练习和特殊字例。这种教育的最初意义仅仅在于读诵佛经，后来由于傣文渐渐跳出宗教范围而扩大应用，自土司署之使用命令，乃至民间信函、记事、记账等，无不用之，傣文成为传达知识和记录沟通的工具，因而佛寺教育便有了更大的意义及效果。傣族的这种传统教育，虽然范围日益扩大，但教育的重心仍然在佛寺中，大佛爷不仅是地方教育的首脑，也是知识的领袖、思想的导师，人民凡有不知道的事情必问之于大佛爷。在此种情形之下，土司也利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尽力倡导佛寺教育，由此可知傣族的佛寺并不单纯是宗教机构，也不单纯是教育机构。[54]
据《双江一瞥》所载，傣族全部的生活都建筑于宗教信仰之中，虽然没有任何特殊的教育活动，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已经含有教育的作用。“中产以上的人家，有年满五六岁的‘及龄’儿童，即郑重其事地送入缅寺去做和尚。在那里，有家庭供应着他们衣食，有二佛爷教给他们拼音、写字、读经，有大锣大鼓供他们嬉戏游乐。年满十五六岁，升为二佛爷，由大佛爷授与更高深的经典，教与极优美的神话，智识能力，相与并臻；有愿回俗者回俗娶妻生子，办公担事。愿继续升学而学养有加者即高升为大佛爷，为一寺的长老，成社会的中坚，养尊处优，见识广博。和尚为学生，佛爷为教师，空阔广大的缅寺为学校，博大精深的经典为课程，嬉戏游乐为体育，拼读写画为作业，三级（小和尚初等教育级，二佛爷中等教育级，大佛爷高等教育级）为其学校制度，五戒（戒杀生、戒妄取、戒侵越人妇、戒诳语、戒酒）为其教育宗旨。凡新教育中所有设施，彼无一不俱而有之。”[55]
据上引史料可知，双江傣族地区的佛寺教育分为三个等级，以经典为课程，以嬉戏游乐为体育，以拼读写画为作业，以五戒为教育宗旨，培养的是傣族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中坚力量。

另有《西南边城缅宁》记载了民国年间缅宁（今临沧市）傣族的佛寺教育发展状况。“凡摆夷聚居的处所，无不建着壮大辉煌的缅寺，宝塔矗立，经亭璀璨，殿宇空阔……凡子弟达六七岁时，即送入寺受教育，称为小和尚；至二十余岁后，经明修行，升为二佛爷，愿回俗娶妻者听其便；如品高学粹，复再升为大佛爷，为全寺的长老，或智识的中枢，执社会政教威权，虽父母见之亦须叩头纳拜，居常养尊处优，除念经解疑禳祸祈福之外即无所事事，但须终身为僧，不得娶妻还俗。民间不论男女孙孺，无不以大佛为救主，大佛爷为大人，信佛为第一要务。”[56]
由此可见，佛寺已然成为西南缅宁傣族男子接受教育的正规途径，而且在南传佛教的教化之下，傣族民众养成保守为怀、和平成性的性格特点。然而，缅宁傣族的佛寺教育在汉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已经渐渐走向衰微。“近年以来，汉民的经济文化教育蓬勃扩大，水乳交融之下，佛教已走入退败的途中，以致每寺僧侣仅有二三人，而精通佛教经典的佛爷也找不出来，不过是徒具虚式而已，历史化石的命运逐渐笼罩到摆夷的佛教头上来了。”[57]
据傣文古籍《耿马地方史》记载，南传佛教于傣历835年（1473）由缅甸孟艮传入耿马，“耿马游民入孟艮方知佛寺，习经学文，恳求派师主持，得到应允，差两僧奉经典抵达，建云佛寺，招收佛门弟子”，并在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和佤族中得到较大发展。凡30户以上村寨都建立佛寺，男性儿童必入寺为僧，习经学文，接受佛寺教育。至清末民国初期，耿马地区南传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辖区内建有总佛寺、中心佛寺和基层佛寺共216座，住寺僧侣有2000余人。佛寺既是宗教场所，又是学校。历代耿马土司署文牍档案、民间信息传递的傣文都是通过佛寺传播而普及的。而且，佛寺教育传统因教派不同而有差别。在摆润教派佛寺里，入寺“戛比”（小沙弥）先学诵经，抄写经文，晋升为佛爷之后才开始学习傣文。经文和书文不同，以自学为主，辅以长老指点。文字学习按声母、韵母、声调、书写等步骤进行，同时也学习算术四则运算。佛爷懂傣文，可以深入地学习佛学，还有历史、天文历算、医理医药、文学等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只有佛爷以上僧侣才能称为傣族的知识分子，还俗后尊称为“康朗”。而在摆多教派佛寺里，入寺“戛比”先学文字，后学佛经，通常除早晚课诵之外，皆以学习文字为主，均由主持长老教授，佛殿置黑板，小和尚自备石墨小黑板和石笔，无统一教材，仅有按字母音序配搭象形韵母顺口念诵的传统教材，逐段朗读、抄写。亦学算术。凡进过佛寺还俗后的男性都识傣文。[58]因此，南传佛教的佛寺教育在普及傣文、培养民族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傣族传统文化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至于普思沿边傣族的佛寺教育发展状况，李文林的社会考察报告《到普思边地去》有翔实记载：

傣族的佛寺教育分为三个等级，即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即“缅文教育，分为三级，凡属摆夷子弟，到七八岁时，即由其父母家属，送入缅寺做小和尚。当由家送入缅寺之时，亲友以礼物庆贺，其家属则制备衣袋冠履，送入缅寺，是为一生之荣。故凡子弟不得入寺当和尚者，引为终身之缺憾。小和尚入寺后，除朝夕礼拜外，则终日悠游寺中，每当黄昏之时，则由二佛爷聚小和尚于一地，先教以缅文之字母，继教以拼音，拼音既熟，于是以缅纸写字教之。当教授之余，则任小和尚敲鼓张锣，自由戏乐。俟小和尚识字既多，则授以经文，用个别教学方法，俾小和尚之个性发展。教学既专且勤，故小和尚之缅文，进步甚速。有入寺一二年即能写满纸之缅文者……当和尚若干年之后，则升为二佛爷，其年龄已达十六七岁，此时教者为大佛爷。或教神画，或练习写经，或扬鞭试马，既具绅士资格。又在寺中若干年后，则可回家娶亲与担任地方公务，或承袭土司职守。以其所学，可以应世而自立。拟名此教育为‘中等教育’。二佛爷不还俗者，则升为大佛爷，居社会至尊之地位，一切言论行为，既执社会最高之特权。惟其行动不能越乎佛法，终身研究经典，行动愈严，经典愈深者，社会之信仰亦愈大，远近男女之以金玉衣食来赕者，络绎不绝。社会上之一切兴作事业，则为斯人所操纵，斯人亦当具有释疑解惑排难解纷之才识。沿边民族，对大佛爷，信奉最诚，对土司次之，对汉官则又次之。维系沿边民族心理及其社会治安者，与其谓为汉官，勿宁说是土司，更勿宁说是大佛爷，反较名实相符也。拟名此步教育为‘大学教育’，亦可名之曰‘专门教育’。其社会教育，无特殊之设置，类皆以其经文为范围人心工具，如每家必有经文教本，每人必视经文为终身之指南。其佛教有五戒……”[59]

由上述史料可知，在普思沿边傣族社会中，以出家当和尚为荣，每户人家必有一为僧之人，佛寺教育已达到普及教育的程度。傣族的教育机构就是佛寺，教学经费出于民众捐助，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主要为文字、书写、算术、天文历法、绘画、雕刻、塑像、建筑等，教育形式灵活自主，不受土司限制，可自由伸缩又可维系永久。这就是傣族佛寺教育独有的特色。

二 中国南传佛教寺院教育的传承

佛寺教育既是宗教传承的主要形式，亦是摆夷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作为宗教教育体系的一种典型性类型，佛寺教育在摆夷社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影响力辐射家庭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教育的范畴，使人们逐渐确立起一种与众不同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依托传统佛寺教育，傣族传统文化和南传佛教文化得以代代相传。诚如张诗亚在《祭坛与讲坛——西南民族宗教教育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宗教教育是宗教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整个民族文化传承乃至弘扬的重要方式。”[60]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南传佛教的法规、礼仪和伦理道德观渗透到了摆夷的整个社会生活之中，指导着社会个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在傣族教育发展史上，南传佛教的佛寺教育实际上在傣族的民族教育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同时代的世俗教育及原始宗教教育难以企及的。在传统的佛寺教育模式下，佛寺一度是傣族儿童接受教育的正规途径。傣族传统的佛寺教育担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寺庙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信徒，使信众形成一种传统的佛教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傣族男孩通过入寺学习傣文、历史、文学、算术、天文历法等，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可见，当和尚不仅是为了学习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同时也是习得傣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佛寺既是傣族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是傣族的教育活动中心。在这套传统的佛寺教育体制下，当时傣族社会中能识傣文的人比较普遍。“古代的大佛寺还培养出不少博学之士，为土司和地方统治机构输送了为数不少的人才。”[61]这些知识分子成为傣族社会的中坚力量，对推动傣族社会进步、弘扬傣族优秀的历史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傣族佛寺教育的出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傣族文化的繁荣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佛寺教育仍然在傣族社区中发挥着重要的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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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变革与复兴（195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及地理因素，云南省西南边疆的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等傣族地区，土司制度依然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傣族地区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自进驻傣族地区后，就与当地土司和民族上层人士、宗教界人士共同组成各级民族行政委员会，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团结生产、反帝爱国”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按照党中央和云南省委的指示，在傣族地区从事边疆民族工作的地方党委、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主要进行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同时，他们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尊重当地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做好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人士的统战工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53年中共云南省委制定并颁发的边疆民族工作队《队员十项守则》中，第六项就明确规定“不违犯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为顺利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傣族地区开始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运动。为维持边疆的社会安定，保障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各傣族地区都召开了佛教界上层人士座谈会。通过座谈方式，进一步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肯定不改革宗教，不动宗教田，不废除僧人及贷出的债务，以澄清混乱的思想。在土地改革条例中，又明确规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云南省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又采取政治上妥善安排、经济上给予补助等措施，妥善解决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运动中与中国南传佛教僧人有密切关系的一些问题。1956年傣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结束后，封建土司制度被废除，中国南传佛教也随之摆脱了土司的操纵和利用，开始走上革新、发展之路。总之，新中国的南传佛教也随着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篇章，走出了一条新路，走过了革新变化、曲折沉寂、恢复振兴的60余年。[1]
第一节 中国南传佛教的改革与变化（1950—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把宗教工作放在了重要的地位，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傣族地区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解除了南传佛教与封建土司制度的依附关系，使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时代。

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傣族地区和平解放，云南南传佛教的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有关部门通过和南传佛教上层人士交朋友，妥善安排其政治、生活待遇，组织参观访问，从各方面争取、团结他们并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了广大各族信教群众，使他们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积极投身到民主改革运动中来。其次，通过宣传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并通过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云南傣族地区的封建领主制度、宗教封建特权，使得南传佛教同政治分离，不再受土司的操纵，使广大信教群众享受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最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通过组织南传佛教信教群众到内地参观和访问，促进南传佛教与内地佛教的交流，结束了内地佛教和边疆佛教不相往来的历史，促成边疆地区南传佛教徒的心理由外向转为内向，为边疆民族团结和稳定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由于指导思想正确，南传佛教工作进展顺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边疆傣族地区得到正确的贯彻落实，重点佛寺得到修缮，而且成立了各级南传佛教团体组织，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使南传佛教由外向心理转为内向心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一 中国南传佛教的新变化

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中国南传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和肯定，中国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共同参与到中国佛教事务管理工作中来，真正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空前团结，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呈现一系列的新变化。

1953年5月30日—6月3日，全国佛教界121名著名人士在北京广济寺参加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其宗旨确定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中国南传佛教长老祜巴勐应邀代表广大云南佛教徒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这是中国南传佛教僧人第一次进入中国佛教界领导层，这是中国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第一次携手，是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的大事。从此，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开始交往，中国三大语系佛教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其后，中国佛教协会为加强云南南传佛教与内地佛教界的联系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南传佛教长老朗德哥被增选为常务理事，祜巴勐混、巴匝虎、英刀片、乌阿匝等南传佛教长老被选为理事。同年，中国南传佛教长老祜巴勐又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第二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云南边疆有傣族、德昂族、佤族、布朗族等16个民族的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松列·阿戛牟尼[2]当选为副会长，伍古腊长老当选为常务理事，还有二十多人被选为理事。这表明中国南传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作用和地位得到肯定，而中国南传佛教的力量在中国佛教领导层中也得以增强。

1955年10月15日，应缅甸联邦政府和缅甸佛教界的要求，以吴登貌为首的缅甸佛教代表团把佛牙从中国奉迎到缅甸，供缅甸人民朝拜。当时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和总理吴努亲到机场奉迎。佛牙在缅甸供奉期间，有100多万人从缅甸各地涌到仰光瞻拜佛牙。1956年，应缅甸联邦政府和缅甸佛教界的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到缅甸参加第六次佛经结集大会的闭幕典礼和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庆祝典礼，代表团团长为中国南传佛教长老松列·阿戛牟尼。其后，中国佛教协会又委派松列·阿戛牟尼率领奉迎佛牙护侍团将佛牙奉迎回国。自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后，云南南传佛教不仅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加强了联系，而且中国南传佛教长老还代表中国佛教界出访缅甸并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佛教活动，表明云南南传佛教已经以独立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佛教之林。

1956年4—6月，以松列·阿戛牟尼为团长，朗德哥、乌阿匝为副团长的傣族佛教参观团参观了北京雍和宫、广济寺后，先后到鞍山、旅顺、大连、沈阳、天津、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参观学习。代表团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政府、群众以及佛教界的热情欢迎。中国南传佛教团员们亲眼看到了祖国制造的飞机、汽车、火车以及各种机器，对祖国各项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和内地佛教寺庙的清净庄严，由衷喜悦并备受鼓舞。

正是在党和政府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佛教三大部派开始密切往来，广大中国南传佛教徒深切感受到了党的关怀，体会到在党领导下祖国的强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怀。南传佛教号召佛教界人士爱国爱教，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在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中国南传佛教迎奉佛牙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南传佛教界曾经迎奉佛牙巡礼边疆，供云南边疆南传佛教信众供奉瞻礼，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中国南传佛教历史上的大事。

1955年4月，中国佛教代表团应缅甸吴努总理的邀请访问缅甸，吴努总理表达了希望迎请佛牙到缅甸巡行的心愿。同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举行了隆重的恭送佛牙赴缅甸巡行法会。

1956年6月8日，以祜巴勐为首的护持团把佛牙从缅甸奉迎至昆明。佛经云，见到舍利如同见佛，能瞻拜到佛牙，其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佛教协会为了使祖国边疆云南省西双版纳、德宏、耿马等地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兄弟民族的佛教徒也能朝拜佛牙，广种善根，于1956年7月组织了佛牙护持团，将佛牙护送到德宏、耿马和西双版纳等地区，供南传佛教徒顶礼瞻拜。

佛牙在西双版纳，有数万人瞻礼朝拜。在德宏和耿马驻流44天，朝拜人数达25万人次以上。每一地方都成立奉迎佛牙筹备委员会，组织僧团和民族仪仗队、乐队、歌舞队等，以傣族传统民族形式和上座部佛教礼仪奉迎佛牙。佛牙彩车经过的道路两旁，挤满了恭敬而虔诚的信众。他们手持幢、旙、伞盖，身着节日盛装，手中不时撒着米花和鲜花，其中的一些人满怀欢欣和喜悦，在佛牙所经过的道路上，沿途铺满了信众们脱下的上衣和头巾，这是傣族信众们在表达他们虔敬的心意。伴随着欢快的孔雀舞和象脚鼓铓锣声，佛牙被奉迎至中国南传佛教重点寺院中供广大信众朝拜。[3]1956年7月15日，佛牙被奉迎至德宏州芒市菩提寺，供信众瞻仰一个月，朝拜者达24万人次。在“佛牙大摆”期间，还组织了祖国建设、医药卫生、农业技术、工农业产品等展览，对佛教徒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信徒了解到祖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和新发展，进一步理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佛牙来到边疆，在广大南传佛教徒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们认识到：“在解放前，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长期被隔离开来，不能相互往来，弘法事业也得不到帮助和支持。解放后，由于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我们的弘法事业得到了支持，信仰佛教的各个民族不仅相互之间有了往来而且亲密地团结起来了。佛牙在边疆供奉期间，各族佛教徒表示，在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能够过着宁静的宗教生活，从事佛教修持和研究；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关怀下，我们能够瞻拜世世代代所祈愿的佛牙，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我们有这样伟大的祖国，我们的弘法事业能够得到保障和支持，我们要热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4]各民族佛教徒表示要和合团结，共同为弘扬佛法、维护和平，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供奉佛牙期间，佛牙护持团除在傣族地区进行拜访、布施、举办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展览、宣读佛法之外，还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为当地僧人举行晋级仪式，向他们每人赠送一袭袈裟。1956年8月29日，佛牙护持团在耿马主持升长老大典，参加升级者有四人。护持团代理团长朗照法师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在典礼上致祝福词：“我们今天来主持升长老大典，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今后愿我们之间在法的和合中，在民族团结中，日益巩固和加强，我弘扬佛教，为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而携手前进！”[5]1956年11月4日，佛牙护持团在西双版纳为“摆孙”和“摆坝”两派的六位长老举行升级仪式。“摆孙”和“摆坝”的升级仪式有所不同，经过协商后，一致同意综合两派的规矩来举行升级仪式，即按照“摆坝”的规矩回避和到“乌苏”（戒坛）念经，按照“摆孙”的规矩进佛寺宣布提升的级别。具体是祜巴勐景洪升为松列·阿戛牟尼，松列勐混升为松列·阿戛牟尼，僧伽拉札曼皮升为松列，祜巴勐罕升为僧伽拉札，祜巴勐海升为沙米，都竜勐捧升为祜巴。广大南传佛教信众参加以本民族教规和风俗习惯举行的升级典礼仪式，齐声赞好，认为这是光荣而幸福的大喜事。[6]
佛牙来到云南边疆傣族地区，不仅实现了边疆佛教徒瞻拜佛牙的夙愿，而且使党的宗教政策深入人心，促进了边疆和内地不同部派佛教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往来。从此，中国南传佛教正式被纳入中国佛教协会的管理和领导之下，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一起走上了共同发展的历史道路。

三 中国南传佛教团体创建

在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史上，中国佛教协会护侍佛牙巡礼边疆还促成了中国南传佛教爱国爱教团体的创建。

1956年，在迎奉佛牙的过程中，应广大佛教徒的要求，西双版纳南传佛教徒成立了由46人参加的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为祜巴勐（后升为松列·阿戛牟尼），副主任为刀有良、刀栋宇等人。筹委会的成立，为后来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打下了基础。1957年2月25日，德宏地区汉传、南传佛教界各派160名代表共同在芒市菩提寺召开会议，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德宏州分会，会议选举盈江县多公佛寺长老伍古腊为会长，潞西县芒市菩提寺长老伍末利亚、陇川县城佛寺长老召过铁、瑞丽县勐卯镇东门佛寺长老、腾冲县来凤寺（汉族）长老佛耀、保山县卧佛寺比丘幻光（汉族）及副州长龚缦、思鸿升等人为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特致电祝贺。1957年6月21—24日，临沧地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佛教界朗德哥、英刀片、英德戛等大长老召集临沧地区佛教代表在耿马睡佛寺召开会议，成立了在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下的中国佛教协会临沧专区分会筹备委员会，同年12月，正式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临沧专区分会。[7]
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筹委会成立后，于1957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筹委扩大会议，1959年7月召开了第三次筹委扩大会议。1963年3月21—31日在景洪召开由93名傣族、布朗族代表参加的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成立大会。大会在听取西双版纳佛教分会筹委会副主任松列·阿戛牟尼作的筹委会工作报告，中共西双版纳工委副书记高希峰、自治州州长召存信作的关于国内外形势、宗教政策的报告后，举行了分组讨论。

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针对佛教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良现象，与会代表经过讨论，通过了有建议性的《关于西双版纳佛教内部若干问题的协议》，从此担当起指导西双版纳南传佛教教务的工作职责。此协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共有十项内容，兹列存史：第一，升长老、比丘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我们应该本着和群众商量、精简节约的原则，从简办理，防止大肆请客、挥霍浪费，尽量不影响生产。第二，当长老、比丘的时间长短由本人自愿决定，任何人不得强迫和阻挠。第三，要升祜巴以上的僧伽须报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州分会批准方得进行；升当祜巴的人应当是热爱祖国，拥护党和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佛学高深，德性好的人。第四，长老应由本寺中具备条件的比丘来担任。本寺确无比丘时，才到本州其他寺去请。从外地请来的比丘，应事先报佛教协会分会各县小组同意后才能升级为长老。第五，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应该修身养性，认真研究佛经，懂得更多的教理。在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遵守政府政策法令。不应搞投机倒把，从事贩卖大烟、半开，偷关漏税等违法活动。第六，对沙弥的教育应坚持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禁止体罚。第七，不许摊派，对于赕与不赕、赕多赕少由群众个人自愿，不应强迫摊派。第八，关于赕塔、赕经书、赕帕等大型宗教活动，应与群众商量研究，群众同意才搞，不同意就不搞。赕的时间尽量利用农闲时间，举行仪式的时间能缩短就缩短。赕毫干规模大、时间长、浪费大，影响群众生产，已长期没有举行，目前可不必恢复。有戒坛（“乌苏”）活动的地方，要让僧人学习教规，戒坛活动已停止的地方，恢复与否由各地商量研究决定。第九，佛寺的修建应由群众自愿，不能硬性向群众摊派劳力和金钱，不能用公共积累去修建，以免影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第十，我们佛教徒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是正当的宗教活动。那些利用宗教名义搞降神闹鬼、欺骗群众、谋取暴利以及赶琵琶鬼等事情，都不是正当的宗教活动。我们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应当协助政府教育群众不去从事这些活动，更不要去参与这些活动。

此外，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成立大会选举松列·阿戛牟尼为会长，副会长为松列·布朗、桑卡拉扎勐罕、祜巴曼章、祜巴曼裴等。一致通过五项决议：第一，全自治州佛教徒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团结全州各族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第二，协助政府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三，年轻力壮、有劳力的比丘和沙弥应积极参加劳动生产，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第四，协助政府办好学校，不得阻挠和打击到学校读书的和尚；第五，加强政治形势和佛经的学习与研究。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西双版纳分会章程，并报送中国佛教协会。1966年11月，更名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会址设在西双版纳总佛寺。

随后，中国佛教协会德宏分会、临沧分会、西双版纳分会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使云南南传佛教日常工作纳入中国佛教协会直接领导之下，佛教徒爱国爱教的政治觉悟不断得到提高，有效行使佛教徒应有的正当权利。

1963年6月，来自云南各地的傣族、汉族、藏族、布朗族、德昂族、纳西族、佤族等民族佛教代表参加了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佛教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云南省佛教徒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会议选举南传佛教长老松列·阿戛牟尼为会长，藏传佛教松谋·昂旺洛桑丹增嘉措、汉传佛教长老自性等八人为副会长。这是云南佛教汉传、南传、藏传三大部派共同管理佛教事务的开端，也是现代云南佛教教派和睦、民族团结的真实体现。从此，中国南传佛教正式纳入中国佛教协会的管理和领导之下，爱国爱教的政治觉悟不断得到提高，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携手发展。

这一时期，正是在党和政府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佛教三大部派开始密切往来，广大中国南传佛教徒深切感受到党的关怀，体会到祖国的强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怀，使中国南传佛教的外向心理转为内向心理，为边疆的民族团结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中国南传佛教的曲折与沉寂（1966—1976）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1957年以后，宗教工作中也开始出现失误。1958年，在“大跃进”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影响下，南传佛教受到很大冲击。

1960年前后，南传佛教佛寺和僧人数量骤减，而且宗教活动的规模、时间、内容等均有所减少，信徒的外向心理有所抬头。据调查统计，西双版纳州景洪县1957年有佛寺202座、佛塔47座，有祜巴23人、比丘328人、沙弥1948人；至1965年，全县只有佛寺126座，有祜巴10人、比丘60人、沙弥1408人。[8]德宏州盈江县1957年年初有僧侣218人，在“大跃进”中还俗40人，外流74人；到1960年6月仅有僧人101人，不及1957年僧人数的一半。1957年盈江县举行各种佛事活动300多次，共5000多人参加；至1958年仅有15次，仅200余人参加。[9]1956年时，瑞丽已有佛寺67座，僧尼176人。1958年“大跃进”中，70%的僧尼外流。[10]
尽管1960年后对宗教问题一度进行了调整，各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并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但由于全国的政治生活方向偏差，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的贯彻，1964年后，南传佛教再一次受到冲击。不仅佛寺被占用关闭，正常的宗教活动也被强行禁止。在1965年农村“四清”运动中，信教群众受到清查，正常的宗教活动被迫从公开转入地下。此时，南传佛教的发展情况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已无明显差别（见表6—1）。

表6—1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历年佛寺、宗教人数变化情况

[image: ]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不到贯彻落实造成的后果使南传佛教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遭到严重伤害，党群、干群关系恶化，边疆信教群众又从内向心理变为外向心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传佛教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几乎毁于一旦。

第三节 中国南传佛教的恢复与发展（1978—1999）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在政治上拨乱反正，重新贯彻落实宗教政策。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共（1982）19号文件］，全国人大修改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又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中国的宗教活动开始全面恢复，中国南传佛教的团体工作和各项事业也逐步复苏并有了新的发展。

一 中国南传佛教团体逐步恢复

1980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佛教协会全面恢复工作并走上正轨，中国南传佛教也重见曙光，中国南传佛教的团体工作逐步恢复，南传佛教工作有序展开。

1981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恢复开展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刀述仁居士（傣族）当选为会长，开始全面主持云南的佛教工作。1986年11月，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第三届理事会在昆明召开。会长为刀述仁（傣族），副会长为噶达·赤来曲洼、广法、萨密勐海（傣族）、朗然、罗桑益史（摩梭人）、伍并亚·温撒（傣族）、向·措称江初（藏族）、苏米达（傣族），秘书长为陈厚安。1992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第四届理事会在昆明召开，正式更名为云南省佛教协会，选举刀述仁（傣族）为会长，副会长为噶达·赤来曲洼、广法、萨密勐海（傣族）、罗桑益史（摩梭人）、伍并亚·温撒（傣族）、向·措称江初（藏族）、苏米达（傣族）、明道、都龙庄（傣族），秘书长为刀述仁（兼）。1998年11月11日，云南省佛教协会在昆明召开会议。选举刀述仁（傣族）为会长，副会长为明道、都龙庄（傣族）、罗桑益史（摩梭人）、伍并亚·温撒（傣族）、广法、向·措称江初（藏族）、常应（女）、召库玛国宛（傣族）、布主·鲁茸玉丹赤列嘉措（藏族），秘书长为陆绍明，副秘书长为淳法、樊端然、玛哈亮、崇化。可见，云南省佛教协会如期召开理事会，对云南佛教教务工作进行有效指导。

云南省是中国多民族、多宗教地区，中国佛教的汉传、藏传和南传三大部派都在这一地区发生影响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完全可看作是中国佛教的缩影。云南省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是云南省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各民族佛教徒的爱国团体和佛教组织。

同时，各地陆续恢复佛教协会工作，为过去被错误处理的云南南传佛教界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较早恢复佛教协会并开展工作的是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该会于1963年成立并召开代表大会，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停止了工作。1980年9月3—15日，该会在景洪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会长沙米勐海和副会长僧伽罗者勐罕、都龙曼赛勐笼、康朗扁勐笼。[11]
1957年2月25日，德宏地区汉传、南传佛教界各派160名代表共同在芒市菩提寺召开会议，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德宏州分会，会长为伍古腊，副会长为伍末利亚（傣族）、召过铁（傣族）、佛耀（汉族）、幻光（汉族）、龚缦（傣族）、思鸿升（傣族）等。1958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分会被迫停止工作。1963年更名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佛教协会，会址设于潞西县芒市菩提寺。1982年2月21—26日，德宏州佛教协会在芒市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选举伍干达（傣族）、伍洼令达（德昂族）、伍汉地亚（傣族）、伍并亚·温撒（傣族）为副会长（会长暂缺）。1983年1月17—22日，德宏州佛教协会在芒市召开第二届二次理事会，出席会议的理事12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维护正常佛事活动的决定》，并做出全州南传佛教各教派统一举行入雨安居、出雨安居和浴佛节（泼水节）等重大宗教节日活动的决定。1987年6月25—29日，德宏州佛教协会在芒市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与会代表60人，伍汉地亚当选为会长，副会长为伍并亚·温撒、伍干达、伍迪八，秘书长为李崇斌，副秘书长有方正新、伍苏南达、伍进达巴拉3人。[12]
此外，各地县级佛教协会相继成立，中国南传佛教的工作顺利进行。1963年6月，西双版纳勐海县成立了佛教小组。“文化大革命”期间，佛教小组停止工作。1981年3月，在勐海县委的支持下，勐海县召开县佛教协会小组成立大会，选举都龙三为组长，另有副组长2人、组员4人。1982年6月，勐海县召开县佛教协会成立大会，选举康朗庄目为会长。1999年8月11日，勐海县佛教协会换届选举，岩应派当选为会长，副会长是都喃、都坎拉，秘书长是都刚。[13]1982年10月19—22日，陇川县佛教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与会代表30人，选出理事11人，多忠廉当选为会长，伍并亚·温撒任副会长。1983年3月25—27日，梁河县佛教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与会代表47人，选出理事25人，常务理事9人，刀安邦当选为会长，伍苏亚景任副会长。1983年6月7—11日，盈江县佛教协会成立，在平原镇召开第一届理事会，与会代表23人，选出理事8人，会长暂缺，副会长为伍干达。1983年7月25—31日，潞西县佛教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与会代表37人，选出理事15人，伍汉地亚当选为会长，伍米吉亚任副会长。1984年5月7—9日，瑞丽县佛教协会成立，并在姐勒召开第一届理事会，与会代表34人，选出理事9人，伍并亚·温撒当选为会长。[14]
二 中国南传佛教寺塔陆续重建

1980年后，随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群众的宗教活动逐渐公开，广大南传佛教信徒强烈要求修复或重建被毁寺塔，要求供养僧人以满足他们的信仰需要。当地政府根据中央精神，纠正十年动乱期间的错误，本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方便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原则，在原寺庙旧址兴建简易宗教活动场所，修复开放了一些宗教活动场所。自此，中国南传佛教佛寺和佛塔大都得以恢复和重建，尤其是一批重点寺塔得以恢复重建，诸如德宏州陇川县景坎佛塔，瑞丽县姐勒佛塔、喊撒佛寺、大等喊佛寺，潞西县菩提寺、五云寺，盈江县允燕佛塔，西双版纳州景洪县曼阁佛寺和曼听佛寺，勐海县曼短佛寺以及景真八角亭、曼飞龙塔、庄莫塔等，临沧地区耿马县总佛寺、广允佛寺，思茅地区景谷县大寨佛寺、谦糯佛寺等。一般的寺塔难以计数。

以西双版纳州为例，1950年全州有佛寺574座；1981年恢复了佛寺145座；1987年恢复到485座，为1950佛寺总数的84%。至1985年，景洪县恢复到佛寺119座（修复114座，新建5座）、佛塔51座，有祜巴2人、佛爷22人、和尚1525人。景洪区、勐笼区、小街区和橄榄坝等地，基本上每个寨子都有一个佛寺。[15]据西双版纳自治州佛教协会统计，至1989年年底，自治州有佛寺503所，白塔68座，在寺比丘5125人，沙弥1642人。

再看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1981年年初，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瑞丽县人民政府《关于重建瑞丽姐勒金塔的报告》，并拨专款7万元重建主塔。随后，德宏州的一批佛寺佛塔陆续得以修复。至1985年，德宏州上座部佛教佛寺恢复到445座，其中潞西县110座，瑞丽县85座，陇川县77座，盈江县150座，梁河县19座，畹町市4座；全州僧侣合计127人。至1989年，德宏州上座部佛教佛寺恢复到551座，其中潞西县113座，瑞丽县90座，陇川县77座，盈江县224座，梁河县20座，畹町市7座；全州佛塔恢复重建19座，其中傣族佛塔15座，德昂族佛塔3座，阿昌族佛塔3座；全州僧侣增加到236人。[16]据统计，至1990年，瑞丽县已经修复佛寺93座，佛塔3座。[17]
另据统计，1982年思茅地区景谷县恢复到36座，孟连县到1985年恢复到30座，有佛爷48人、和尚115人。[18]1983年，临沧地区许多佛寺得到修复，僧侣有所增加，迁居国外的教职人员重回祖国。恢复重建上座部佛教佛寺227座，有长老、佛爷47人。[19]另据史志记载，耿马县1956年有南传佛教佛寺101座，僧侣1057人；“文革”期间，佛寺关闭，僧侣还俗；1983年恢复到68座，住寺僧侣188人；1990年恢复到119座，住寺僧侣655人。[20]沧源县1950年共有佛寺43座，有长老40人、比丘63人、沙弥288人；1958年，佛寺受到冲击，僧侣多迁居境外；1959年，佛寺减少至32座，有长老18人、比丘44人、沙弥250人；1962年由于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至1966年，佛寺发展到70座，僧侣增加为长老30人、比丘141人、沙弥705人。“文革”期间，佛寺和佛塔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佛教活动得以恢复发展，侨居境外的僧侣陆续回迁故里，重建佛寺。到1990年，全县佛寺恢复有54座，有长老20人、比丘87人、沙弥295人。[21]
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宗教活动恢复正常，为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要，不同流传区域内的佛寺佛塔得以陆续恢复重建，住寺僧侣逐渐增加，中国南传佛教逐渐复兴。

三 中国南传佛教教育事业重振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中国南传佛教流传区域，尽管各傣族地区土司都曾开办过省立小学、保国民小学、简易师范学校甚至汉文中学，但以傣族为主体的南传佛教信仰民族的教育仍以佛寺教育为主，这是同时代的世俗教育及传统宗教教育难以企及的。佛寺俨然成为傣族社会特殊的“学校”，担负着传承佛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双重功能。

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级党和政府在各地开办学校，把民族教育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不少教师亲临佛寺，动员比丘和沙弥入学读书。一些头人和长老认识到办学校是为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利于发展本地区、本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对此积极支持，因此，出现和尚入学读书、教师进佛寺辅导，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气象。

“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传佛教佛经被焚，佛像被毁，佛寺被拆，僧侣被迫还俗，佛寺教育停止，只有学校教育继续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宗教信仰政策逐步贯彻落实，各地傣族信众自筹资金，重修佛寺佛塔，重塑佛像，并纷纷送学龄男童入寺为僧，部分在校傣族、布朗族学生也流入佛寺接受佛寺教育。这种现象直接影响到傣族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产生了矛盾。在各地州、县有关部门和佛教界的协调下，这个矛盾得以妥善解决。佛教界鼓励适龄男童既当沙弥又当学生，披着袈裟上学校，放学后则在长老的指导下修习佛经和民族传统文化知识。这一举措促使适龄男童与学龄沙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开始上升，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良性互动，健康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勐海县开始探索怎样做到既尊重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又能确保适龄儿童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任务，于是，“和尚生”便应运而生。1988年12月，在西双版纳州政协委员、勐海县勐遮乡景真村上层人士刀廷荣的倡导下，景真八角亭寺创办和尚学校，该校招收了历年从学校流出的学生，按照正规学校教育开设了数学、傣文、汉文等课程。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到“和尚学校”视察后，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受景真八角亭寺办学影响，勐遮乡曼吕佛寺和曼养佛寺也分别办起了“和尚文化班”，为进一步处理好傣族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践经验。[22]
尽管佛寺佛塔逐步修复，僧侣人数逐渐增加，但由于历史性的断代，高素质僧才匮乏，青黄不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培养直接关系到中国南传佛教事业的盛衰。为了培养南传佛教人才，中国南传佛教界不懈探索着适应自身运动发展规律的教育模式。

1988年12月—1989年1月，德宏州佛教协会在芒市五云寺举办首次巴利语佛学班，自己编写巴利语系佛教教材，讲授佛教历史、巴利经典、拜诵佛经、教规戒律四个方面的内容。1986年，中国佛学院选派了5名僧人到斯里兰卡留学；1990年，云南省佛教协会选派10名南传佛教僧人到泰国留学；1994年，中国佛教协会和云南省佛教协会又选派10名僧人到缅甸留学，其中南传学僧有4名。2002年8月，中国佛教协会和云南省佛教协会共同选派6名南传佛教青年比丘前往斯里兰卡留学。事实证明，学成归来的僧才已成为中国南传佛教界的中坚力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高僧祜巴龙庄勐、都罕听十分重视僧才的培养，认为佛教要发展，关键还是要抓教育，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来传播佛教。1994年倾力筹建的“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设备简陋，教学资料匮乏，人才奇缺，资金困难，其中种种难题都需要开拓者去面对和解决。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佛教协会针对云南佛教状况做出了重要工作部署。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于1990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召开了“首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提出靠传统的寺院培养僧才已经不适应了，指示在云南首先创办南传上座部学校培养僧才。随即，云南省佛教协会积极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申报。1993年，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成立“云南上座部佛学院”（国宗发[1993]116号关于《对开办云南上座部佛学院报告的批复》）。199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同意将“云南上座部佛学院”更名为“云南佛学院”（国宗函[1997]123号《关于同意云南上座部学院更名为云南佛学院的批复》）。云南佛学院下设三个分院：西双版纳分院（南传分院）、德宏分院（南传分院）和迪庆分院（藏传分院）。

1994年，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一所在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利语系佛学院——“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正式成立，祜巴龙庄勐任院长。1994年，在云南省佛教协会和西双版纳州委统战部的支持下，建成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综合楼，并且建盖了教室和宿舍。1995年9月开始招生，主要招收培养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的学僧。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学制3年，与当地一所中专合作办学，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基础文化课由中专教师授课，傣语及佛学课由总佛寺法师授课，毕业后同时获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及该中专毕业证书。毕业学僧无论是继续报考上级佛学院或社会大学，还是还俗就业，均具备相应资格。截至2010年3月，佛学院共招收21个班757名学僧，已毕业625名。据统计，近年来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选送到国内和国外学习的僧侣有130多人。其中，选送到国内汉传佛教寺院学习的有75人；选送到泰国的有19人，斯里兰卡6人，新加坡1人，缅甸4人。[23]祜巴龙庄勐每年都会选派一些优秀学员到省外、泰国、缅甸和斯里兰卡留学深研佛学，十多年来为中国南传佛教界培养了一批批爱国爱教的中青年弘法骨干和寺院管理人才，为中国南传佛教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了西双版纳分院的办学经验，鉴于云南三大语系佛教俱全的特殊性及创办云南佛学院的初衷，报经云南省政府、国家宗教局批准之后，云南省佛教协会于1997年6月正式筹建云南佛学院。

可见，中国南传佛教界在人才培养方面不断探索和实践，尤其是“西双版纳佛学院”和“云南佛学院”的开办，开创了富有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教育模式，在促进南传佛教的传承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 中国南传佛教工作会议召开

随着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全面展开，中国南传佛教工作逐步恢复发展，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上座部佛教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工作会议相继召开，这对中国南传佛教的自身建设和中国南传佛教事业的发展方向而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南传佛教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

1990年12月22—24日，中国佛教协会上座部佛教第一次工作座谈会在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召开，这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8年以来第一次专门研讨上座部佛教工作的会议。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地区、思茅地区的上座部佛教界大德长老和居士34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会长刀述仁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以85岁高龄亲赴云南西双版纳出席了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

赵朴初在《在云南上座部佛教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上座部佛教工作的特殊性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把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方针、任务、政策同云南宗教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从云南宗教的实际出发，因教制宜、因族制宜、因地制宜，才是真正负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赵朴初指出，云南宗教具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或少有的特点，尤其是三大语系佛教俱全，其中，上座部佛教即巴利语系佛教，在佛教发展史上和当今国际佛教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为云南省独有。赵朴初特别强调要“加强上座部佛教的自身建设”，向上座部佛教界提出了五点希望和要求：

（1）在上座部佛教集中的地区，要建立和健全州县两级佛教协会，希望党政主管部门给予支持；

（2）提高僧人素质，培养中青年僧才，这是上座部佛教事业的当务之急；

（3）建立上座部佛教自身的教务管理体制，希望经过有关地区宗教工作干部和佛教界人士的共同讨论、研究和论证，制订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4）参照中国佛教协会《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结合上座部佛教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订上座部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和有关的规章制度，提高寺庙管理水平；

（5）加强对上座部佛教学术文化的研究工作。

这次会议是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的。会前，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完成《关于德宏州上座部佛教情况的调查报告》和《关于加强对上座部佛教工作的意见（讨论稿）》。中国佛教协会也派调查组赴德宏州的芒市和瑞丽县进行调查，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必要的准备。这次会议对于推动上座部佛教地区的各项政策落实工作，加强上座部佛教与全国佛教界的密切交流与合作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中国南传佛教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

1997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二次南传上座部佛教工作会议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召开，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居士主持。会议提出要加强南传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僧团素质，动员广大佛教信众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去。

五 中国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恢复落实，随着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恢复和全面展开，中国南传佛教也展开了与内地佛教界和东南亚佛教界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致力于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世界和平。

（一）中国南传佛教界与内地佛教界的文化交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南传佛教界与内地佛教界展开友好互访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南传佛教与内地佛教徒之间的团结和了解，表达了中国南传佛教与内地佛教界爱国爱教、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愿望。

一方面，中国南传佛教界多次组织教职人员和佛教徒到省内外佛教圣地朝拜参观。1991年，中国南传佛教18所寺庙的20名比库和5名宗教基层工作者，组成了包括傣族、佤族、布朗族等民族在内的云南少数民族佛教参观团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参观学习。广大僧人在参观和与内地佛教界的交往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对促进云南省边疆南传佛教界心向祖国，增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内地佛教界对南传佛教也积极关心并多次组团到云南交流学习，考察南传佛教。1988年，云南耿马、临沧等地发生大地震，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和内地诸山长老、广大佛门弟子为灾区捐款达23万元，帮助当地人民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修复耿马总佛寺，当地政府和佛教界人士的对此举表示感谢。1990年，由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玉佛寺和静安寺方丈真禅法师任团长的上海市佛教协会赴滇学习参观团一行11人，于1月8—20日到云南参观访问，参观团除在昆明市朝礼名刹圆通寺、泽竹寺、华享寺等并与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刀述仁会长举行座谈外，还专程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考察学习。[24]1991年5月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到西双版纳总佛寺指导工作，并亲笔题写“西双版纳总佛寺”牌匾。同时，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佛教“五性”。1992年2月20—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到西双版纳考察，视察了西双版纳总佛寺。1993年11—12月，四川省佛教协会组织该会执事培训班第一期7位学员到云南实地考察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并撰有《云南上座部佛教考察报告》[25]。2011年2月24日，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五台山碧山寺方丈妙江法师一行参访西双版纳总佛寺并与祜巴龙庄勐长老举行座谈交流。

参观访问交流活动增进了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南传佛教界与内地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在这一过程中，双方达成一致共识：不论南传佛教还是北传佛教，皆是同根同源，各民族佛教徒应不分宗派，不论传承，紧密团结，爱国爱教，携手合作，为祖国建设与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中国南传佛教界与海外佛教界的文化交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南传佛教界增进了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地域相连、民族同源、文化同宗，具有共同的信仰基础，这种天然的黄金纽带使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中国南传佛教界不仅多次代表中国佛教界出访外国，还先后接待了来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佛教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南传佛教同这些国家和地区佛教界人士和人民的友谊，扩大了中国南传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1985年12月，以甘拉亚妮·瓦塔娜公主殿下为首的泰国王室代表团一行11人到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访问。1990年，中国佛教协会选派了10名中国南传佛教学僧赴泰国留学，这是继1983年以来汉语系佛教僧人、居士分别前往日本、斯里兰卡留学之后，派出人数最多的留学僧团。1993年6月泰国僧王颂绿·帕映纳讪旺智护尊者亲临西双版纳总佛寺种下两株贝叶树，以示中泰两国人民友谊及佛教交往万古长青。1994年11月9日，以僧王桑卡拉扎为团长的老挝佛教代表团一行3人，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来华访问，此间前来西双版纳总佛寺参观访问，受到热烈欢迎。1995年3月4日，泰国诗琳通公主在西双版纳总佛寺院场西北角植有一株菩提树，以示中泰两国人民及佛教友谊万古长青。1997年，云南省佛教协会选派了5位南传佛教比库到泰国、缅甸等国参加大型宗教活动；同年，选派2名僧人参加在泰国曼谷召开的世界佛教大会。1998年10月29日，泰国王姐甘拉亚妮·瓦塔娜公主殿下参加西双版纳总佛寺戒堂落成典礼。

在与海外的佛教文化交流中，中国南传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大德居士。1983年以来，刀述仁会长连续4次参加世界宗教和平大会，1984年至今为世界佛教联谊会委员。自1989年起，他连续参加第三届至第七届亚洲宗教和平大会。1990年，刀述仁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创建了位于尼泊尔蓝毗尼园的中华寺。1995年他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出席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同时，刀述仁会长也促进了中国南传佛教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佛教界的友好往来。他曾多次前往南亚、东南亚国家进行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多次护送我国佛牙、佛指舍利出国巡礼。1989年，刀述仁会长专程率团到泰国参加前僧王遗体荼毗仪式。1994年4月和1996年12月两次担任护持团团长护送佛牙到缅甸巡礼。1995年，担任护持团团长护送佛指舍利到泰国供奉。他9次访问斯里兰卡，为中斯佛教友好交往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1996年，中国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率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代表团一行18人到泰国访问，拜会了泰国僧王、文化部宗教厅、华人佛教团体以及主要佛寺。同年，中国佛协副会长刀述仁居士专门带领汉传、藏传、南传佛教代表团到老挝万象、琅勃拉邦参访。

此外，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佛教徒的民间友好往来也在正常展开。凡举行重大佛事活动和佛教节庆，双方都互赠礼物，同聚共庆。1980年瑞丽县举行姐勒佛塔建塔奠基和洒净仪式，缅甸佛教界的比丘、长老和白衣尼专程赶来参加。1983年姐勒佛塔落成举行典礼，参加典礼的5万多人中，大约一半来自缅甸，他们盛赞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佛教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1984年8月，以缅甸南坎布巴佛教事务组织秘书赛岩补为团长的佛教代表团一行6人到德宏瑞丽县参观、拜佛，受到瑞丽县佛教协会的热情接待，代表团朝拜了姐勒佛塔和喊撒佛寺。这是中缅间“文化大革命”后边疆地方交往恢复后缅方的第一个代表团。此后，中缅地方间才进一步进行半官方代表团、官方代表团形式的交往，逐步打开了交往局面。1985年4月，德宏州组织规模宏大的浴佛节，缅甸南坎布巴佛教事务访问团一行7人来朝拜瑞丽县姐勒佛塔和芒市菩提寺，并与当地南传佛教徒共度浴佛节。1987年5月，原缅甸南坎人文会（治安建设委员会）主席吴赛达以民间宗教团体名义赠送瑞丽县姐勒佛塔释迦牟尼塑像1尊；同年11月，缅甸掸邦僧人召勐弄又赠瑞丽县姐勒佛塔白玉佛2尊，增进了中缅佛教界的友谊。1989年12月，缅甸木姐有僧人来德宏州芒市与当地佛教界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教理教义。

中国南传佛教界与海外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增进了中国南传佛教界同这些国家和地区佛教界人士及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南传佛教与世界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国南传佛教在国际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也日益受人瞩目。

第四节 中国南传佛教的复兴（2000—）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宗教工作和发挥宗教界的积极作用高度重视，坚持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和基本观点，引导着我国宗教的健康发展。2006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其中之一就是“宗教关系”。这反映了我们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和基本观点，反映了我们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经验，反映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宗教工作的新要求。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也同时写进新党章，它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与现实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执政党从社会管理的高度提炼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方略，是我国宗教事务工作长期的指导思想。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到，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利于宗教界把握宗教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宗教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宗教文化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积极投身于中国文化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2012年11月8—14日，在中共中央的十八大报告中，与宗教相关的有三句话：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1世纪以来，中国南传佛教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指引下，高举爱国爱教伟大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中国南传佛教的各项事业如团体建设、寺院教育、慈善事业、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获得了新发展，在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南传佛教逐步走向复兴。

一 中国南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

南传佛教传统的佛寺教育是以寺院为中心的“师徒传承”模式。在儿童出家为僧传统习俗基础上，由师傅对入寺童僧进行佛教知识和传统文化教育，其中部分儿童有志终生出家为僧，便留在寺中继续学习佛学知识，逐渐培养成为教职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结束，土司制度宣告解体，与傣族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组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寺院上下等级关系和隶属关系也随之消除，加之“文化大革命”时期傣族佛寺教育传承体系的中断，传统的寺院“师徒传承”模式难以为继。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在历史变迁中探索着富有地域特色的教育模式，实践着适应自身发展的人才培养之路。

（一）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变迁

在傣族佛教发展史上，佛寺教育实际上在傣族的民族教育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同时代的世俗教育及传统宗教教育难以企及的。佛寺教育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傣族文化的繁荣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佛寺教育仍然在傣族地区发挥着重要的整合作用。在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之下，中国南传佛教的佛寺教育也随之呈现一些新变化。

1.高素质僧才匮乏，佛寺教育出现断层危机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传承体系的中断，傣族的佛寺教育出现了历史性断层。传统佛教传承体系的中断导致了宗教职业人员整体素质的下降，高素质宗教职业人员的缺乏已经影响到当前傣族佛寺教育的发展。

据2007年调查统计，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共有僧尼8350人，可是真正能够传授佛学知识的教职人员却只有1450人，高素质的僧才十分匮乏。调查发现，傣族经济发展比较快，傣族男孩只是依照传统习俗出家一段时间就还俗，他们要么读书上高中、上大学，要么致力于发展经济，大都不愿出家为僧；加之受到傣文、巴利文的限制，佛学门槛高，精通佛学的人不多，从而导致南传上座部佛教僧源缺乏，教职人员素质低。

当然，缺乏高素质的宗教人才除了历史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现实因素。一是现代世俗化浪潮冲击着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大部分年轻父母希望孩子读书上大学另谋出路，不愿孩子长期出家为僧。一部分年轻人不能坚守出家人的清苦，随意性还俗在南传上座部佛教流传地区十分普遍。例如，1991年由中国佛教协会选送到泰国留学的10名僧人回到西双版纳后，到2007年已还俗7人，只有3人在寺院工作；德宏州陇川县2003年选派了3个和尚去缅甸学习，学了3年，回来就还俗了。二是云南省南传佛教传统的僧侣晋升制度一度中断，原有的高僧有的去世，有的还俗，现有的僧人僧龄又达不到晋升的要求，造成僧侣晋升断层，进而导致高素质僧侣出现断层危机。[26]
总之，在人数本不多的僧人队伍中，素质较高的僧人就更少了。部分僧人的僧阶不低，但佛学水平及寺院管理能力比较差，综合素质方面存在着文化程度低、人员老化、自身佛学修养不高等问题。这种状况显然无法适应现代佛寺教育的需要，并严重影响到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的传承发展。

2.有寺无僧，境外僧人入境主持问题日益严峻

近年来，由于宗教教育出现断层，导致了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区的宗教职业者人数严重不足且素质偏低，远远不能满足信众宗教生活的需要。调查统计数据表明，2002—2007年，云南南传佛教的佛寺数量略有增加，从1648所增加到1684所，增加了36所；但僧侣人数则从1597人减少为1450人，减少了147人。[27]由此可见，现有僧侣人数不能满足佛寺的需求，平均一寺一僧都无以保证，南传佛教有寺无僧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和云南接壤的缅甸、老挝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承体系从未中断而人才济济，且僧侣素质较高，信教群众往往愿意到境外聘请僧侣，由此出现了境外僧人入境主持佛事的现象。

据调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共有正式登记的南传佛教寺院592所，但只有18%的寺院有僧侣，82%的寺院均无僧侣担任住持，平时一般由“贺路”[28]管理，实际上处于关闭状态，只有重大佛教节日之时才开门让群众入寺礼佛。其中，瑞丽市共有114所佛寺，只有17所有佛爷住持，有97所空寺，占总数的85%；陇川县2006年依法登记的佛寺有120所，只有20所有住寺僧人，空寺高达100所，占总数的83%；盈江县共有佛寺124所，27所有住持，空寺达97所，占总数的78%；畹町有佛寺9所，只有1所有住持，空寺8所，占总数的89%。其他南传佛教流传区域除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稍好一些之外，有寺无僧的情况也比较突出。例如，临沧市耿马县共有南传佛教寺院119座，只有83座有住持，空寺有36座，占总数的30%；临沧市双江县31座佛寺中，有13座是空寺，占总数的42%；普洱市依法登记的南传佛教寺院有168座，现有42座空寺，占总数的25%，其中景谷县78座南传佛教寺院中就有18座是空寺，占景谷县总数的23%。[29]
由于境内僧才的匮乏，出于宗教生活的需要，信众往往到缅甸、老挝聘请德学兼备的僧侣到境内主持佛寺活动或住持寺院。据统计，2000年西双版纳州全州有缅籍僧侣98人住持寺院，2001年经过清理后还有59人，现在仍有23人。德宏州的情况更加突出，全州有僧尼住持的寺院总共90所，而缅甸籍僧尼住持的寺院就有40所（其中外籍比丘住持的有29所、外籍沙弥尼住持或管理的有11所），占总数的44%。2006年陇川县23名住寺僧人中，21名是缅甸人，另外2名也是从缅甸学成归来的；瑞丽市总共有11所由沙弥尼管理的寺院，其中有10所是由缅甸人担任住持。同时，德宏州全州264名僧人中，缅甸籍的僧人就有88人（其中比丘43人、沙弥18人、沙弥尼27人），占僧人总数的33%。瑞丽市34名比丘中，中国籍的只有11人，而缅甸籍的就有23人；16名沙弥尼中有15人为缅甸人。畹町2名比丘全部是缅甸人。潞西市的12名沙弥尼也全部是缅甸人。此外，目前德宏州不仅有境外僧侣到境内主持寺院宗教事务，而且从缅甸到境内主持寺院管理的“贺路”也不少。例如，瑞丽市114名“贺路”中，70人为缅甸籍人员，其中少数为短期聘用，多数为长期聘任，而且有的已在我国境内落户，分有田地，并在当地结婚。[30]
有寺无僧、境外僧人入境住持现象给中国南传佛教佛寺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课题，重视并探索中国南传佛教教育模式，培养高素质僧才已成为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发展中无从回避的问题。

3.单一的寺院经济无力保证佛寺的教育经费

历史上，中国南传佛教在政治上依附于傣族土司制度，没有形成独立、雄厚的寺院经济，各佛寺的经济规模也较小，一座佛寺没有多少财产，一座佛寺建筑一般只有一座佛殿、僧房、厨房、山门，有的有佛塔、布萨堂。德宏州一般只有一座佛殿及山门。在西双版纳等土司制度较为严密的地区，傣族土司对南传佛教予以经济上的支持，如规定农民每年应向佛寺缴纳一定数量的谷物；并往往将农民赐予寺院，为寺院服各种劳役；还将农民占有的少量土地赠给佛寺，由佛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一定地租等。但是，佛寺的田产、租物、劳役等收入所占的比例都较小，远不能满足寺院的消费和僧侣的生活费用。

随着“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结束，南传佛教这种伴随土司制度获得的寺产特权也消除了。佛寺的建筑设备费用、宗教活动费用、僧侣生活费用等，主要靠世俗群众的供给。不论是在西双版纳州还是在德宏州，都有各村寨群众负担各村寨佛寺的消费及僧侣生活费用的传统习俗，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宗教义务或说是宗教习惯法。按照这种传统的供养方式，信众要以户为单位轮流给本村寨佛寺的僧侣送饭并提供僧侣的日常生活费，在重大宗教节日中给佛寺和僧侣赕佛。[31]但是，这些收入十分有限，只能保证僧侣和寺院管理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足以解决寺院的自养问题和教育经费问题。

可见，佛寺学僧教育的经费亦主要依赖于民间信众的供给，且来源不稳定，佛寺的教育经费问题得不到有效保障，无力提拨经费改善师资及教学设备，从而造成傣族佛寺教育规模较小，教育形式单一、缺乏灵活性，培养的僧才不能自足，云南傣族地区南传佛教的传承发展也随之受到影响。

4.现代学校教育对佛寺教育的冲击和影响

19世纪末，傣族地区出现了汉式私塾教育，清政府也试图在当地建立由政府倡导的国民教育学校，云南省各地区的傣族土司都曾在驻地开办过汉式学校教育，例如1880年（清光绪六年），傣族干崖第二十三任宣抚使刀盈廷开办了傣族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西院学馆），但是这时期傣族的教育仍然以佛寺教育为主。20世纪初，民国地方政府在基层政权中设立了教育行政机构，在其倡导、组织下，建立了小学、中学和简易师范学校，傣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有所发展，但是学校的教育规模较小，对整个傣族地区的传统佛寺教育体制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党和政府在当地兴办学校，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出现佛寺教育体系和学校教育体系并存发展的新气象。与此同时，佛寺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存在一个动态调适的过程，传统佛寺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的影响下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

调查中发现，虽然傣族信众的宗教信仰依旧虔诚，但是大部分的佛寺只是信众受戒、听佛爷讲经以及宗教活动的场所，除信仰需要外，很少有人愿意将孩子的终生教育托付于佛寺。父母普遍认为，只有正规学校才能让孩子接受综合、系统、科学的教育，保证孩子的前途。因此越来越多的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读书而不是送进寺院当小和尚。下面以笔者的田野调查个案来进一步分析学校教育对佛寺教育的影响（见表6—2）。

表6—2 西双版纳勐腊县曼洪傣寨佛寺教育变迁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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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6—2可以看出，20世纪40年代到2005年，西双版纳曼洪傣寨佛寺教育的规模及其辐射力度明显不如以前，现代学校教育对人们的吸引力日益增强。目前曼洪傣寨的小学、初中入学率越来越高，达到90%以上，对村寨佛寺学僧生源造成了一定冲击。[32]
事实上，随着现代学校教育的普及，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各级各类学校已成为傣族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接受正规教育的主要场所，佛寺教育不再是傣族学习文化知识的唯一途径。可以说，学校教育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傣族传统佛寺教育体系的传承和发展。虽然不能否认佛寺教育在傣族地区中依旧发挥着整合作用，却不得不承认这种作用在与地方学校教育的调适中已呈衰减之势。

（二）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

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正力图克服自身不合时宜的因素，重新挖掘或强调佛教自身的宝贵特质，加强佛教体系自身的建设，逐渐进行自我调整，不断探索中国南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

1.云南佛学院系统的教育模式

中国上座部佛教教育体系虽初具雏形，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各级佛教教育衔接不够，各州之间教育资源缺乏整合，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僧众在佛寺中忙于各种法事，缺乏佛教高级佛学研究人才，缺少精通巴利文、精研三藏的学者。因此，加强僧才培养是佛教界共同关心的主题。

云南佛学院自1997年筹建，2004年12月云南佛学院开始招生，采取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办学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成人教育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与佛教经典学习相结合的创新性僧才培养模式，制订了完整的培养计划，学制三年，给毕业学僧颁发双文凭，即成人教育大专毕业文凭和佛学院毕业证。此外，中国南传佛教还充分利用省外和国外佛教教育资源，选派学僧到国内外留学。到2010年，云南佛学院已招收了三批学僧：第一批为2004级汉语系预科班，共22名学僧，于2005年2月毕业；第二批为200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成人大专班，共55名学僧，其中南传佛教学僧38人，2008年1月毕业，有22名优秀南传佛教毕业学僧经学院推荐，通过了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云南佛学院的第一批赴泰国留学僧；第三批为20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成人大专班，共70人，其中南传佛教学僧43名，于2010年2月毕业，选送了5名毕业学僧到斯里兰卡国际佛学院学习，1名自费到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学习，3名到泰国怕绕（PAYAO）府校区学习。天道酬勤，经过多年辛勤培育，一批爱国爱教、德才兼备的青年僧才在弘法之路上不断前行。

云南佛学院是我国目前唯一一所融汇三大语系佛教僧才培养于一体的专业佛教院校，同时也是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地，它也将逐步成为云南佛教与东南亚、南亚佛教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近十年的办学实践证明，云南佛学院的办学模式是一种成功的探索。

中国南传佛教界在人才培养方面不断探索和实践，长线和短线相结合，在各地培养初、中级佛教人才。2004年7月，瑞丽“菩提学校”创立；到2012年已招收学僧200多名，毕业100多名，选送优秀学僧到缅甸、斯里兰卡留学15人，到西双版纳佛学院、云南佛学院深造20人，已经为南传佛教培养了一批初级僧才。2011年3月，勐海“贝叶书院”创立，旨在传承傣族传统文化、弘扬佛陀正法，第一批学僧已于2013年7月毕业。2013年3月，临沧市“沧源县佛教协会培训中心”成立，这是南传佛教梯级人才培养的一种有益实践。上述“菩提学校”、“贝叶书院”和“培训中心”的创建，开创了富有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教育模式，在南传佛教的传承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基石作用。

2.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良性互补

在傣族的历史上，南传佛教佛寺教育培养了很多傣族的文化知识分子和佛教高僧，使得佛教文化和傣族传统文化得以很好的传承，积累了殊胜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留下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矛盾在于：佛寺里培养的更多是只受到佛教文化和民族文化浸润的青少年，他们是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力量，但是对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掌握有限，不利于本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而学校教育培养的学生虽然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了更多的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停留在一鳞半爪的状态，民族文化个性逐步淡化，造成本土文化价值观的缺失，不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目前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有效整合傣族地区的传统佛寺教育资源和现代学校教育资源，进一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补。在傣族地区，既要使少年儿童受到国家宪法规定的义务教育，又要尊重傣族的宗教感情及其佛寺教育的传统。在教育实践中，需要探索一条两种教育方式有机契合的路子。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傣族信众宗教热情高涨，自筹资金修寺建塔并纷纷把学龄儿童送到佛寺当和尚，一部分在校学生也流入佛寺接受佛寺教育，直接影响到傣族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佛寺教育和学校教育出现了矛盾。在各级有关部门和佛协的协调下，傣族地区开始探索佛寺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二者的矛盾得以妥善解决。

在云南西双版纳，寺院教育和小学教育结合进行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小学教师可以到寺院给学僧及小沙弥上文化课，与长老、住持配合融洽；学僧及小沙弥到小学校接受义务教育，通常周一至周五在学校学习文化课，周末回佛寺学佛学知识及佛教活动礼仪。近年来，西双版纳州教育自治条例实施，其中学龄儿童必须接受完小学教育后方可入寺为僧的规定，已为大多数信教群众及宗教界人士所接受。经过多年的实践与交流，佛教界加深了对国民教育的认识，增强了对国民教育的理解和支持。西双版纳傣族州佛教协会于1999年7月制定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关于南传上座部佛教僧伽管理的有关规定》，有力地促进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僧侣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同时也确保了西双版纳州南传上座部佛教教育有序、健康与稳定的发展。据统计，2000—2001年年初，全州共有4771名和尚，其中适龄和尚1889名，已经入学就读的有1566名，入学率高达82.9%。这种带有浓郁区域特色的教育模式正处于良性运行和调适之中，较好地协调了学校教育与寺院教育的矛盾，实现了傣族佛寺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为南传佛教培养了更多高素质的现代化人才。

3.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创建

为了完善中国南传佛教的教育体系，自主培养我国南传佛教的高级僧才，提高中国南传佛教研究水平，改善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的滞后现状，中国南传佛教界积极吸收和借鉴中国佛学院和东南亚国际佛教大学在僧才培养方面的宝贵经验和优秀资源，积极筹办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继续探索和实践中国南传佛教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推动中国南传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巴利语系佛学院的创建将搭建中国南传佛教同东南亚、南亚南传佛教的文化交流平台，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做出新贡献。

二 中国南传佛教团体建设的完善

中国南传佛教在历史上和当代中国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1990年12月24日在西双版纳召开的第一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和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指出，南传佛教“在佛教发展史上和当今国际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首先表现在中国南传佛教作为佛教三大部派之一，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组成了完整的中国佛教体系，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中国南传佛教是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世界佛教文化圈的组成部分。正因为中国南传佛教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界也比较重视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完善。中国南传佛教界不断加强和完善南传佛教团体建制，充分发挥联系党和政府与信教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起，云南省各地、州、市、县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就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报经当地政府批准成立了地方性佛教协会。宗教团体既是本地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又是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21世纪以来，中国南传佛教团体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和人才建设。

中国南传佛教团体分为全省性和地方性两类，即云南省佛教协会和地县级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自1963年7月成立之后，如期换届，正常运转，全面指导云南佛教工作。2004年12月9日，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第六届理事会召开，名誉会长为罗桑益史（摩梭），会长为刀述仁（傣），副会长为释常应（女）、释淳法、释崇化、释心明、布主（藏）、向·措称江初（藏）、仲巴·呼图克图（藏）、祜巴龙庄勐（傣）、召库玛国宛（傣）、召巴地亚（傣），秘书长为雷劲，副秘书长为都罕听、康南山、释果清。

西双版纳州现有州佛协1个，县佛协2个。州佛协于1963年成立，到2012年已经换了六届，现任会长为祜巴龙庄勐，副会长为都罕听、玛哈香，秘书长为康朗叫。州佛教协会规章制度健全，主要负责管理宗教活动、培养僧侣、管理信众、开展对外宗教文化交流、指导县佛协工作，等等。德宏州现有1个州佛协，5个县佛协。州佛协自1957年成立，1982年恢复工作，截至2012年已换六届，现任会长是召温地达，副会长是诏等傣、召系利。2005年12月28日，临沧市佛协成立，现任会长为提卡达希，副会长为俸付祥、释果佑、班底达。

截至2007年，关于南传佛教团体建制，除了云南省佛教协会，在南传佛教流传的7个地州（市）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建有州佛协，有21个市（县）成立了南传佛教团体，即景洪市佛教协会、瑞丽市佛教协会、保山市佛教协会、临沧市佛教协会、勐海县佛教协会、勐腊县佛教协会、孟连县佛教协会、景谷县佛教协会、澜沧县佛教协会、芒市佛教协会、盈江县佛教协会、梁河县佛教协会、陇川县佛教协会、腾冲县佛教协会、昌宁县佛教协会、施甸县佛教协会、耿马县佛教协会、双江县佛教协会、沧源县佛教协会、镇康县佛教协会、永德县佛教协会。

南传佛教团体建制的完善保证并推动了南传佛教工作的健康发展，以云南省佛教协会为龙头，以地县（市）级佛教协会为辅翼的南传佛教团体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指导南传佛教教务，推动并促成《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2010）和《南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2011）的通过和实施，维护佛教界的和谐稳定；引导南传佛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正信正行、爱国爱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恢复和发展云南南传佛教教育，积极培养佛教人才；积极展开云南南传佛教界与国内外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创办云南省佛教协会会刊《彩云法雨》（2003），宣传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佛教教义、促进佛教学术研究、报道佛教界动态、增进三大语系佛教的交流；倡导南传佛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积极服务社会等，充分发挥了爱国宗教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 中国南传佛教团体工作的推进

为了进一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做好我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工作，推动中国佛教事业进一步全面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暨第三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于2005年12月13—14日在云南省思茅市景谷县举行。

会议的宗旨是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旗帜，以加强上座部佛教自身建设为中心，贯彻科学发展观，围绕上座部佛教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提高认识，健全制度，培养人才，稳定政策，维护权益，为开创上座部佛教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主任刀述仁主持，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七位委员参加了会议。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祜巴龙庄勐作了开幕讲话，刀述仁主任作了工作报告和会议总结。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褚有奇处长、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杨伯明副司长莅会指导并讲话。云南省委统战部杨佑均助理巡视员、省宗教事务局郭滇明副局长、思茅市谢伟副书记、景谷县刘新成县长等莅会致辞。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佛教协会陈文尧副秘书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上海市佛教界代表、云南省佛教协会三大语系的副会长和代表，西双版纳州、德宏州、临沧市、思茅市、保山市佛教协会负责人、部分重点寺院代表和各州、市重点县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思茅市委、景谷县四套领导班子等共99人参加了会议。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各位委员和代表对各级领导的讲话进行了认真学习，并对上座部佛教的自身建设和未来发展踊跃发言，献计献策。会议还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一）在佛陀寂灭一百年后形成的上座部佛教，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上座部佛教在教义和戒律上保持了早期佛教的特色，在南亚国家和我国云南部分地区受到普遍尊重和广泛信仰。我国上座部佛教分布于云南省六个地州的七个民族中，信众有一百三十余万人。其中有四个民族在与缅甸、泰国、老挝接壤的长达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上跨境而居，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尤为突出。上座部佛教创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成为南亚各国人民互相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联结我国与南亚各国世代友好的另一条佛教“黄金纽带”。云南上座部佛教作为整个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继承了释迦牟尼佛普度众生离苦得乐的伟大誓愿，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肩负着稳定边疆、民族团结、促进与东南亚佛教国家友好交往等重大历史使命。所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做好上座部佛教工作，不仅事关上座部佛教的弘扬，而且是关系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的大事，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与周边国家以邻为友、与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云南上座部佛教与中国佛教协会因缘殊胜

早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上，上座部的祜巴勐长老就当选为副会长。以后历届佛教代表大会都有上座部长老担任副会长、常务理事等职务。上座部佛教成为祖国佛教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1990年，赵朴初会长来云南召开上座部佛教工作座谈会，极大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从第六届、第七届理事会设置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以来，至今已经是第三次工作会议，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虽然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属于三个不同的语系，但是，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政通人和的形势下，佛教三大语系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是亲密无间的一家人。会议回顾了十多年来上座部佛教走过的历程，与会者深深怀念为南传佛教事业奉献智慧、奉献心力的伍并亚·温撒长老、俸联宽长老等先辈们，也更加怀念为中国佛教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工作会议的创办人、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

（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落实宗教政策以来，上座部佛教的各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前进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内部来讲，自身建设尚不完备，从外部来讲，跟不上祖国快速发展的步伐，不能很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必须认真对待。会议指出，上座部佛教在历史上形成了以村寨经济为基础的、与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相依存的、与边疆地区农奴制度相适应的自上而下的佛寺建制制度，即州（市）、县设有总佛寺，区或大乡级设有中心佛寺，四个以上村寨佛寺组成的布萨堂佛寺，村寨佛寺四个等级。这样的制度使佛寺层层相摄，联系紧密，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纽带作用，促进了佛寺作为佛教活动场所、民族文化教育传承和村寨文化娱乐场所等多种功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进步，旧的制度被打破，上座部佛教地区以村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逐渐消失。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贸易等全方位的巨大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快速和广泛，已经冲破了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模式。特别是人们观念的改变，使旧有的佛寺承建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加上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特别是“文革”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的商品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佛寺管理制度面临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适应当代，面向未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加强佛寺的制度建设与创新。要恢复和完善以布萨堂（中心佛寺）寺院建设为基础的各项制度建设，各级佛协组织和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要在日常工作中加以引导，如重大佛事活动、举行民族节庆，以及规章制度的制定等，将信教群众的各项佛事活动逐渐引导到中心佛寺来，僧侣也要逐步集中到中心佛寺，把有学识、有能力、有威望的僧侣放到中心佛寺的领导岗位上，把中心佛寺建设成传统的多功能佛寺，以中心佛寺带动村寨佛寺。以中心佛寺为基础的寺院制度建立后，按照传统制度建立正规僧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实际，提高僧人的宗教学识和服务水平，提高寺院声誉，恢复僧侣在信教群众中的崇高地位，为促进社会安定、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防巩固服务。

（四）会议提出了上座部佛教今后的工作思路

云南上座部佛教广大信众长期跨境而居，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爱国爱教是上座部佛教界的主旋律。历史上，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区曾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等列强的侵略，许多长老积极参加抗击外敌的斗争，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新世纪新阶段，各级佛教协会和各级寺院要对广大信众继续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佛教界爱国爱教的思想觉悟，做到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上座部佛教的规章制度建设，是佛教自身建设的重要保障。要在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指引下，在佛教原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完善、充实和提高，制定适应上座部佛教发展的各项制度。现阶段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等地有一些比较好的制度在试行，应该在试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规范起来，成熟以后加以推广。会议认为，上座部佛教僧侣的资格认定是关系到上座部佛教发展的重要工作，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制定与现阶段社会相适应的认定制度，云南省佛教协会已经提出一个初步方案，要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征求意见后，报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后发布实施。

加快培养僧才是上座部佛教工作的核心问题。要采取多种方法，开拓多种渠道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由于历史的发展，原来寺院教育中师父传授徒弟的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依靠此种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加快培养人才的需求。僧人青年出家后，经过师父和寺院一段时间的培养，再送到各级佛学院进行学习，是加快佛教人才培养最主要的途径和趋势。各地区在县一级开办佛学教育班进行初级的僧才培养，输送到地州一级的佛教院校进行进一步培养，再送到省一级的高级佛学院进行培养，有条件的再送往国外留学深造。在佛学院的建设问题上，因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属于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有些人的生活至今仍处在贫困线以下，因此，会议呼吁，希望各级政府在各方面都给予更大的关怀和照顾。中国佛教协会争取从本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利息中拨出部分资金资助上座部佛教办学，对于云南佛学院版纳分院教材印刷问题，中国佛教协会将帮助解决十万元资金，并请省、州政府补助一部分，争取2006年给予解决。会议号召，内地的广大信教群众要从关心和支持民族地区的发展、光大佛教的角度出发，筹集资金，大力支持上座部佛教的人才培养，将上座部的佛教教育作为政府和群众共同的工作目标。

（五）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上座部佛教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代表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根本政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是信仰上座部佛教地区的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根据上座部佛教的特殊性，把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实，在执行政策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避免一刀切，避免将内地的经验与做法套用在上座部佛教工作中，是各级佛教协会的重要任务。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政策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指引下，把上座部佛教信众的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目标上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共同奋斗。

会议强调指出，近年来，有关部门为了树立“形象”、创造“政绩”，以开发旅游、发展经济为由，出现借佛敛财的不良现象，引起上座部佛教地区广大信众的不满。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上座部佛教工作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会议强调指出，必须坚决制止由外来人员在上座部地区承包寺院、聘请假冒僧尼骗取信众钱财的现象；制止以任何方式将寺院“股份制”、“外商投资”、“租赁承包”等现象；制止以旅游为目的乱建庙宇，禁止滥搞募捐、化缘活动；佛教人士不得参加以旅游、商业为目的的开光、剪彩、题词、挂匾等活动，以保持上座部佛教优良纯正的道风和学风。[33]
这次会议对南传佛教事业的发展和整个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云南上座部佛教具有优良的传统和深厚的底蕴，又适逢政通人和的盛世机缘，这次会议更加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上座部佛教界将继续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旗帜，踏踏实实地把上座部佛教工作做好，为中国佛教事业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

四 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的实践

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南传佛教的参与和帮助来解决。当代中国南传佛教也积极参与到弘法利生的慈善事业中，视其为自己的“凡尘使命”，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慈善内容和弘法方式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走出了独特的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道路，为区域性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发挥出宗教的重要作用。这一活动既是对南传佛教体系建设的发展，也是对人间佛教体系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34]
（一）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起步的社会时代背景

面对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南传佛教开始主动参与慈善关怀实践活动，以积极入世的慈悲精神弘法利生。可以说，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弘法利生的慈善事业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时代的需要而出现的。

在现当代佛教复兴运动中，慈善救济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因而也成为当代人间佛教的重要弘法途径之一。历代高僧在慈善事业方面所做贡献殊多，推动了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人的眼里，人间佛教及其慈悲救济事业似乎只存在于大乘佛教之中，而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是相对于大乘佛教而言，从佛教传播的路线而言，本文所涉及的小乘佛教也可以称为南传佛教，因此，笔者在文中用“南传佛教”一词）只注重个人的宗教实践，追求的是个人的解脱，与大乘佛教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追求成佛果位的思想相比，小乘佛教只强调自利，追求的只是阿罗汉果位，因此，没有发展起普度众生、帮助、救济众生的慈善事业。事实上，这是对当代中国南传佛教认识的一个误区。

2008年12月新浪网公布了《南风窗》在2008年12月“为了公共利益”2008年年度组织的评选结果，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具体负责的“佛光之家”榜上有名，与2008年“5·12”地震中表现突出的空降兵特遣队、四川“5·12”中心等五个组织机构一起成为2008年度“为了公共利益”做出杰出贡献的年度组织。这次活动对属于南传佛教系统的“佛光之家”作了这样的评价：“‘佛光之家’的有效工作证明，有序介入社会事务并不会给宗教的形象带来不良影响，相反却对政府工作大有帮助，对营造和谐社会大有裨益。宗教已经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见，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光之家”作为一个社会公益组织，其所做的社会慈善事业已经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好评。

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南传佛教的参与和帮助来解决。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主要分布在云南的南部、西部和西南部，邻近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现在的行政区划属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保山市、红河州这六个地州管辖，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族主要有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佤族和彝族。其中，傣族、布朗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大部分德昂族、阿昌族，一部分佤族、彝族信仰上座部佛教。

目前在云南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存在吸毒问题和艾滋病等一些社会问题。云南毒品泛滥区域大多是沿中缅边境地区，其中吸毒人员中年龄结构偏低，以青少年为主。而静脉注射毒品是云南省及中国目前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因此，毒品泛滥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艾滋病的传播。据统计，云南省1986—2001年艾滋病监测防治病例10449例（20—49岁占88%），占全国同期病例的34%，艾滋病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6万人。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毒品走私猖獗的“金三角”地区，邻近泰国、老挝、缅甸，是艾滋病的高发地带。因此，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艾滋病感染流行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当地的不少青少年，因为吸毒或到境外打工而感染艾滋病。1992年当地最早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就是两名被拐卖到泰国的少女。艾滋病患者大多是青壮年，由于病情恶化面临死亡，心情压抑，同时被社会歧视，患者多有愤怒、忧郁、恐惧、绝望心理，甚至对社会产生报复心理等，这对周围群众和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对艾滋病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属进行关怀服务。与此同时，虽然政府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有不少新的医疗改革项目试图改善针对艾滋病的治疗与预防，但是在一些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或支持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困难重重。现有的关怀服务方式及力量相对薄弱，国内也尚没有切实可行的模式可供借鉴。因而，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关怀服务的摸索与实践也就势在必行。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云南佛教界本着慈悲精神，积极入世，帮助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特殊人群，积极参与艾滋病慈悲关怀事业。在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的主持下，云南佛教界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着手开展艾滋病慈悲关怀事业。

（1）成立云南省佛教协会“社会关怀办公室”，具体负责艾滋病临终关怀项目的管理。办公室下设“艾滋病人关怀项目组”，具体负责项目方案的策划、实施；项目参与人员的培训管理；项目总结及宣传等。

（2）积极创造条件，以禁毒宣传、艾滋病临终关怀为主要内容，建立健全以广大佛教居士为骨干力量、高僧大德参与指导的慈悲关怀服务组，担负生活价值观宣传、身心调理及临终关怀（助念等）等事宜。

（3）以佛教僧侣、信众为主导，在项目实施点及其他不同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宣教，普及艾滋病知识，减少社会歧视，倡导关怀帮助，同时进行目标社区及目标人群关怀。

（4）以佛教僧侣、信众为主体，通过义捐活动，为目标人群赢得相应的资金及社会支持，同时，通过佛教倡议及身体力行，对目标人群及其子女、孤儿进行关怀帮助，使其获得基本生活、医疗等关怀帮助，同时推动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关怀活动，为逐步改善目标人群的贫困状况打下良好的基础。[35]
以“佛光之家”、“慈爱园”为代表的中国南传佛教慈善实践在特殊人群心灵关怀、社会人格培养、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提升社会伦理道德、实施教育医疗救助、扶贫济困等慈善事业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有益的路径，同时也为研究发挥各宗教在服务社会、利益人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范例。

（二）以“佛光之家”为代表的中国南传佛教慈善实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光之家”正是上述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003年7月，一个名为“佛光之家”的项目正式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启动，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经费，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协调，傣族自治州州艾滋病防治办公室指导，州民宗局管理，州佛教协会具体组织实施。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成立了艾滋病关怀与帮助场所——“佛光之家”。此后在德宏地区也成立了“慈爱园”，而临沧地区的慈善活动则在临沧市佛教协会会长提卡达希以及一批有影响的高僧推动下，积极发展起来。

“佛光之家”项目让南传佛教僧人有组织地参与到禁毒防艾滋病的社会工作中，并且将其视为“凡尘使命”。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南传佛教渗透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佛光之家”的倡导者和建立者祜巴龙庄勐大长老是西双版纳总佛寺住持、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会长，为西双版纳地区地位和威望最高的佛教领袖。祜巴龙庄勐表示，僧人要用佛教的慈悲之心来关怀被艾滋病折磨的人们，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要用佛教精神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预防艾滋病。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共有大小佛寺800余所，信佛教群众30余万人，约占全州总人口的1/3。很多寺院的僧人和信徒都参与到“佛光之家”慈善事业中。

在具体的慈善工作中，“佛光之家”在组织机构管理模式、慈善活动的方式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走出了独特的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道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取多方合作的组织机构管理模式

“佛光之家”是采取多方合作的组织机构管理模式，首先，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一直保持着原始佛教的纯洁性，严格恪守着僧侣不蓄金银的戒律，对此，各个寺院无论其级别高下都在寺规中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任何僧侣无论其僧阶高低，都不得蓄金银。为了有效解决资金问题，在“佛光之家”的组织管理过程中，“佛光之家”项目采取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经费、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协调、傣族自治州州艾滋病防治办公室指导、州民宗局管理、州佛教协会具体组织实施的共同管理模式，成功地解决了南传佛教对于金银戒律方面的问题。其次，在具体活动过程中，佛教界与政府有关部门分工明确：由各个佛爷出面组织大家，以宗教弃恶从善的观念和教条告诫信教群众，比如不能吸毒、要爱护家庭等，利用僧人的特殊地位和佛教的教义教规，为当地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有关艾滋病、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的资讯，开展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咨询和关怀，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提供帮助；而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则同时讲解禁毒防艾的各种知识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艾滋病患者及家属，以及周围的群众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教育。

2.加强队伍建设，使之真正服务于社会

“佛光之家”广泛开展慈善文化、慈善工作经验等方面的国际、地区间的交流，大力宣传我国慈善文化、慈善事业的成果以及慈善事业发展目标，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慈善事业的理念、传播慈善文化的方式、慈善组织自律的措施、组织实施慈善活动和项目的经验。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和总佛寺、“佛光之家”采取学习经验和加强僧人相关知识培训的方法。

首先，“佛光之家”专门派僧人到泰国学习经验，了解泰国方面艾滋病预防、关怀的基本做法，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慈善事业的理念、传播慈善文化的方式、慈善组织自律的措施等。

其次，“佛光之家”、总佛寺的僧人采取了灵活的方式来培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寺的住持、僧人以及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的僧人，有时甚至让他们通过参与扮演感染者或亲属的活动，增加僧人的认识。通过他们在各村寨对群众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几年来，“佛光之家”已举办了有542名僧侣参加的十期僧人和宗教管理人员培训班，介绍艾滋病的流行现状和防治知识。

3.在慈善活动的内容安排上，心灵关怀和物质关怀并重，传统和现代手段相结合

（1）结合佛理进行宣传，从心灵关怀的角度来宣扬佛教的慈悲精神。首先，是加强佛教的戒律教育。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非常重视戒律，以戒律来约束信徒的言行。一般来说，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戒律主要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四级。其中八戒内容是：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第六，不坐高广大床；第七，不观听歌舞音乐；第八，不非时食（过午不食）。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佛教徒不仅在持戒时期遵守八戒，而且还形成了自己地方特色的十戒：第一，不杀生，不伤害人；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不调戏妇女；第四，不欺骗人；第五，不饮酒；第六，过午不食；第七，不准唱歌跳舞；第八，不准戴花打扮；第九，不准坐比老人、佛爷更高的位子；第十，不准做生意，不能贪财。中国南传佛教地区的佛教十戒与汉传佛教的十戒略有差异。这是中国南传佛教本土化的一个表现。戒律的执行，能让村民用戒律及其伦理道德体系的主要精神来规范自己的世俗伦理道德生活，形成良好的道德自律，尊老爱幼，相互之间宽容忍让，可以有效地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对慈悲关怀对象、家属以及周围的群众加强戒律教育，有助于慈悲关怀对象及家属与周围的群众和谐相处，帮助慈悲关怀对象重新融入社会。

其次，在宣传过程中，僧人们巧妙地糅进了大量的业报轮回思想，“四无量心”、“四念处”等佛法禅理，以佛法义理救度众生饥渴的心灵，渐渐使群众由当初对政府组织的艾滋病关怀工作因不了解而心存畏惧，转变到敢于主动前来咨询和交流，为以后关怀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佛教业报轮回思想认为，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叫作“业”。“业”（Karma）是梵文的意译，音译“羯磨”，意思是“造作”。业有三业：身业（行动）、口业（言话）、意业（思想），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一定的后果，这后果叫作“报应”或“果报”。业有一种不导致报应绝不消失的神秘力量，叫作“业力”，“业力不失”是联结因果报应的纽带。有什么样的业，就会得什么性质的报，在六道中轮回，流转不息。所谓善有福报、恶有罪报，是其主要内容。经过详细讲解，让慈悲关怀对象正确认识得病的因果，正确对待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有效地消除了慈悲关怀对象对社会的敌视、不满心理。

为了进一步宣传佛教的慈悲精神，“佛光之家”还结合佛教禅修理论对人们进行宗教实践的指导，详细讲解“四念处”和“四无量心”等佛教理论，让人们对佛法有较深的认识。

“四念处”的禅观方法一直是上座部佛教最基本的修行法门。四念处，巴利语是satipatthana，梵语为[image: ]，是八正道正念的修行方法，指的是身观念处、受观念处、心观念处、法观念处四种修行内容。在佛经《大念处经》中记载：“为众生之清净，为度忧悲，为灭苦恼，为得真理，为证涅槃，唯一趣向道，即四念处。”修习“四念处”可得四果，四种福利：“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佛弟子们经过身观念处、受观念处、心观念处、法观念处四个阶段，不断地训练自己，观照自己，检验自己，最后就可以断除烦恼忧苦的束缚，得到解脱自在的阿罗汉果。只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习，就可以让烦恼忧愁止息。而且，无论文化背景、职业、种族、性别，甚至聪明才智的高低，任何人都可以修习这种禅观，消除烦恼，获得喜悦、轻松自在和解脱。

“四无量心”指的是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修行方法。即“慈”以维持有情的利益行相为相，取来有情的利益为味（作用），恼害的调伏为现起（现状），见有情的可爱为足处（近因），嗔恚的止息为（慈的）成就，产生爱着为（慈的）失败；“悲”以拔除有情之苦的行相为相，不堪忍他人之苦为味，不害为现起，见为苦所迫者的无所依怙为足处，害的止息为（悲的）成就，生忧则为（悲的）失败；“喜”以喜悦为相，无嫉为味，不乐的破坏为现起，见有情的成功为足处，不乐的止息是它的成就，发生（世俗的）笑则为它的失败；“舍”对有情而维持其中立的态度为相，以平等而视有情为味，嗔恨与爱着的止息为现起，“诸有情的业为自己的所有，他们随业力而成幸福，或解脱痛苦，或既得的成功而不退失”——如是见业为所有为足处，嗔恚与爱着的止息是它的成就，发生了世俗的无智的舍是它的失败。“修四梵住的目的”就是获得毗钵舍那之乐及有的成就（善趣）为此等四梵住的共同目的；破除嗔恚等为（四梵住的）不共（各别）的目的。即破除嗔恚为慈的目的，其余的（悲喜舍）以破除害、不乐及贪为目的。[36]通过修行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可以消除贪、嗔、痴“三毒”，断绝烦恼，让慈悲关怀对象及周围群众对佛教有全面的认识和体验，形成和睦的社会环境。

（2）运用现代化宣传手段，让群众了解艾滋病防治、治疗和护理的知识。针对群众缺乏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护理知识的情况，“佛光之家”编印了1.5万余册关于艾滋病防治、治疗和护理的知识画册，以及1万余张图文并茂的宣传张贴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宣传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护理知识。此外，考虑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很多群众的汉语水平不高，看不懂汉语宣传资料，因此，“佛光之家”组织大量人力用傣文来编印宣传手册，用傣文来宣传关于艾滋病防治、治疗和护理的知识。对此，一些群众反映：“政府的人多数用汉族话，材料都是汉字。而僧人们都是傣族，他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说话，能够写我们自己的文字，这样就容易懂了。”这样的宣传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积极组织关怀对象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激发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佛光之家”除了向村民们宣传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护理知识外，还多方了解感染者和患者的需求和想法，积极对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关怀和帮助，组织艾滋病患者参与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活动，一些群众利用自己特有的技艺生产、加工各种工艺品，增加了收入。在创收的同时，通过参与文化保护和开发活动激发起他们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

（4）积极举办关怀对象禅修培训班，加强宗教实践，在精神上达到“医疗”的目的。2008年5月，“佛光之家”在西双版纳总佛寺举办了为期四天的关怀对象禅修培训班，由景洪市佛教协会会长都罕听法师负责培训，举办培训班的目的是让关怀对象通过禅修来调整心态、平心静气，从而帮助关怀对象在精神上达到“医疗”的目的。培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让慈悲关怀对象对佛法、对宗教修行有了更深的认识，能够积极地面对人生，以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5）与社会各界通力配合，项目扶贫，用高科技的现代化方式来进行慈悲关怀。佛教的慈悲关怀实践活动不单是物质关怀，它更能抚慰关怀对象的心灵，解决关怀对象的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激发关怀对象的感恩之心，提升关怀对象的生存质量和生存价值。大多数艾滋病毒感染者由于患病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针对这一情况，“佛光之家”与社会各界通力配合，以科技扶贫的现代化方式来积极帮助患者解决经济困难。

佛光之家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部门、金孔雀旅游集团一起设立了孔雀养殖项目，旨在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关爱，唤起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关爱和帮助弱势群体。这一项目首先向佛光之家的7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伸出援手，通过“绿色关怀”，7名感染者掌握了一套可赖以自救的孔雀养殖技术，有了经济来源。2006年3月首批20只蓝孔雀种苗送抵“佛光之家”，6月下旬顺利出栏，由金孔雀旅游集团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全部回收。初见成效后，三方一致决定继续加大投入扩大养殖规模。2006年12月30日，投入试点项目的200只孔雀顺利出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7名在西双版纳佛光之家接受关怀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通过养殖孔雀，解决了经济困难。[37]
2006年10月27日和11月6日，“佛光之家”分别在勐海县和勐腊县设立了分支机构，使其宣传面和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帮助和关怀的对象覆盖面也得到扩大。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光之家”佛教慈悲关怀实践活动在特殊人群心灵关怀、社会人格培养、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净化社会风气、提升社会伦理道德、抵制社会丑恶现象、实施教育、医疗救助、扶贫济困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与此同时，它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走出了独特的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道路。

（三）以“慈爱园”为基地的中国南传佛教慈善实践

类似于“佛光之家”这样的慈善组织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区域绝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慈爱园”也是中国南传佛教的慈悲关怀实践基地。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毒品和艾滋病问题也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显得日趋严重，1989年就在瑞丽市的吸毒者中成批发现了HIV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人。由于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误解，社区普通民众对艾滋病患者敬而远之，一定程度上导致艾滋病感染者不愿意被暴露、拒绝就医，传染源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并使感染者产生社会仇视等不良思想。同时，艾滋病致使乡村劳动力减少，孤儿数量逐年增加，严重影响到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德宏州南传佛教界也积极参与到中国南传佛教的慈善实践活动之中。

在瑞丽中英项目和全球基金支持下，2004年6月，云南省佛教协会投资数万元建成瑞丽市防治艾滋病培训中心——“慈爱园”。该园位于瑞丽姐勒乡姐东崃村，是集吃、住、疗、活动与交流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关爱感染者家园。借助瑞丽市南传佛教界的力量，“慈爱园”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展开防艾关爱的慈善活动，旨在教育四众弟子“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第一，深入信众进行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消除社会歧视，建设社区防艾的社会生态系统。首先，瑞丽市佛教协会举行了艾滋病关怀项目动员座谈会，对佛教僧侣志愿关怀者进行专业知识培训，然后利用佛教节日活动的机会，对信众进行不定期的艾滋病知识宣传和消除社会歧视的教育，以自身的慈善实践为艾滋病患者创造一个无歧视的生存环境。其次，“慈爱园”举行了十一期试点村的HIV感染者、孤儿、孤寡老人培训、娱乐、春节慰问活动，在一些活动中邀请佛教僧侣宣讲佛教参与艾滋病关怀项目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傣族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等。据调查，瑞丽市疾控中心、妇联的每次大型防艾关爱宣传活动都要邀请市佛教协会的南传佛教僧侣参加，很多信众往往会闻讯而来，每场都有几百人参加，宣传效果十分显著。同时，僧侣组织者在娱乐活动中把艾滋病知识与知识竞赛结合，使参与者在娱乐中获得了知识，从被动接受或参与项目活动到主动参与项目活动并接受项目的关怀；在娱乐中他们能相互认识、坦诚沟通，深深体会到社会和僧侣对他们的关爱、帮助，很多感染者及其家属表示，今后愿意积极参加“慈爱园”开展的关爱活动。

“慈爱园”从宗教信仰层面和伦理教化层面上消除了民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心理和行为，成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禁毒防艾工作的新生力量，南传佛教正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服务社会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第二，开展社区关怀和临终关怀活动，提供心理支持和精神支持。瑞丽市佛教协会的僧侣们每两个月就会走村串寨到十个关怀点，对五十户感染者家庭进行入户关怀服务，僧侣们与感染者亲切交谈，帮助感染者消除颓废、绝望和报复等心理，鼓励他们树立生活信心、坚决戒毒、珍惜生命、积极与艾滋病做斗争，为他们提供心理支持。而且，在入户关怀时，他们将信徒供奉、捐赠给寺院的棉被、衣服、粮食等，送给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使艾滋病患者及家属获得物质和心理上的双重帮助。作为南传佛教信徒，能够得到僧侣的临终关怀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德宏州南传佛教僧侣在州市佛教协会的组织下开展了艾滋病感染者的临终关怀服务，僧侣通过佛教理念帮助艾滋病患者以平和的心态走完人生路程并诵经超度，给家属以抚慰，减少了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失去亲人的悲痛，这实际上就是对社区关怀的一个行动支持和无声的动员。

第三，“慈爱园”项目还根据当地傣族传统的宗教习惯，组织感染者或艾滋病人进行植树活动，倡导为生命祈福。感染者或艾滋病人希望自己虽然人死了，但种下的树还在，而僧侣也会经常为这棵树诵经祈福。据调查，2004年12月1日宣传日时，“慈爱园”组织了一次植树活动，有50多名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参加，大家一起种植了十棵树，接着僧侣为小树诵经祈福：“小叶榕是生命长久常青的，又种在寺庙里，我们就会天天念诵佛经，保佑你们的生命，当你们的生命不在的时候，这棵树还在，就表示你们的生命还在。”因此，这些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对自己亲手种植的小树的感情是难以言表的，很多人劳动回来都要去给这些小树浇水施肥。年复一年地坚守，“慈爱园”里如今已经种植了一片寓意吉祥幸福的“慈爱林”。

“慈爱园”建立以来，已收治了艾滋病患者数十人，为他们提供心理治疗，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感染者希望关怀的心理需求。据统计，到“慈爱园”寻求帮助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40%是希望得到佛爷的心理帮助与抚慰；75%是自愿来到“慈爱园”的，25%是其亲属带来的；96%的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希望得到医疗治疗。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接受关怀和咨询服务者达几千人次。[38]
总之，“慈爱园”本着众生平等、慈悲济世的佛教理念，充分发挥了佛教文化在艾滋病关怀中的心理治疗和精神支持作用，为民众、感染者及其家属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搭建了一个寻求交流、支持与关怀的平台，不仅营造了社区关怀氛围，而且构建了一个社区民众参与关怀的公共场域，南传佛教团体的慈善关怀已经成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禁毒防艾工作中一股重要的民间慈善力量。

（四）中国南传佛教其他的慈善活动

在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除了西双版纳“佛光之家”和瑞丽“慈爱园”的慈善实践之外，临沧市、普洱市等地区都已经出现南传佛教慈悲关怀社会、服务社会的慈善活动。临沧市南传佛教界僧侣直接深入艾滋病患者家中、贫困村寨、受灾群众中，问寒问暖，送衣送物，送上关心。例如，临沧市佛教协会会长提卡达希长老就经常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钱拿出来，购买衣服物品，送到迫切需要帮助的村民手中。在他的带动下，已经有更多南传佛教长老加入这一队伍，南传佛教慈悲救世的慈善事业队伍正在不断扩大，南传佛教正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服务社会。正如南传佛教经典《慈爱经》中所言“愿一切众生心生欢喜、快乐、平安”。“恰如为母者不惜生命地保护其独子”，“保持无量慈爱心，与于一切众生。让其慈爱遍满无量世界，于上方、下方及四方皆不受限制，完全没有嗔恨”。南传佛教长老们正通过身体力行积极入世，实践着佛教的慈悲精神。

从“佛光之家”到“慈爱园”，从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的起步到实践，走过的每一步，无不浸渗着刀述仁大德的心血和努力，无不浸润着他的殷殷护持和期望，正可谓“喷洒心珠答有情”，刀述仁大德推动了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的实践和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南传佛教参与社区关怀和临终关怀，不仅显示了本土佛教文化资源对艾滋病关怀的号召力和社区意识的影响力，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民族文化根基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路径，拓展了社区艾滋病关怀的思路和视野。

综上所述，面对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中国南传佛教开始在社会挑战面前勇挑重担，以“佛光之家”、“慈爱园”等慈善实践活动开始起步，致力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慈悲关怀，为服务社会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是南传佛教与时俱进的表现。可以说，慈悲关怀实践活动开始成为中国南传佛教的“凡尘使命”，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展现着南传佛教的生命力，成为人间佛教弘法利生、慈悲救世的一个独特亮点。

（五）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凡尘使命”

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的慈善实践活动令人深思，中国南传佛教的慈善理念和慈善实践正是它自身不断调适、与时俱进的表现；中国南传佛教服务社会的思路和途径为当代佛教如何在现代社会更好地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1.积极投身社会救助，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南传佛教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云南省吸毒及艾滋病传播源主要分布于靠近中缅边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普洱市、保山市等以傣族居多的地区。南传佛教是这些民族的传统信仰，特别是傣族，基本是全民信教，佛教在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信众基础。对于信教的群众而言，僧人的话有时候比村干部和警察的话有影响力，许多年轻人都很害怕被住寺叫到佛寺里批评教育。另外由于每年都有许多宗教仪式活动，人们都需要聚集到佛寺里，在寺院里参加宗教活动，这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群众眼中，僧人具有相当的号召力，有绝对的宗教权威。中国南传佛教积极投身社会救助，从宗教的角度帮助戒毒、提供艾滋病的预防与治疗方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社会各界都高度评价中国南传佛教这一善举，群众反映非常好。例如勐腊县曼龙代村的傣族妇女咪亢认为：“我们老百姓相信僧人，和相信政府是一样的。僧人和政府都必须尊重，因为他们都会真正关心和帮助我们，僧人和政府都是我们需要的，哪一方都不能缺少。现在僧人来帮助我们，我们非常高兴。”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也大力支持中国南传佛教这一善举。西双版纳州民族宗教局表示：“政府在宗教工作方面曾经有过一些误区和偏差，认为宗教不应该介入社会活动；与此同时有许多宗教领袖也有类似的担忧，觉得过多介入社会事务将给宗教形象带来不良影响。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各种各样的猜疑和瓶颈不断被打破，尤其在一些开明人士的积极倡导下，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协作越来越多。”勐腊县民族宗教局认为：“由于国家宗教政策有着许多特殊性，有些干部曾经也担心宗教人士介入禁毒防艾工作，会不会对政府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但是实践下来，觉得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可以看出通过佛教与政府的协作，工作效果更好了。”[39]应该说政府有关部门正是看到了“佛光之家”慈善实践活动的社会影响，才做出这样的评价的。中国南传佛教积极投身社会救助，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对此都有很高的评价，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南传佛教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2.宗教界出面宣传戒毒有不同于强制戒毒的功效，为云南省戒毒、防治艾滋病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

目前云南省现有的关怀服务方式及力量相对薄弱，国内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模式可供借鉴。因而，迫切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关怀服务的探索与实践。由于中国南传佛教的慈悲关怀实践活动不仅进行物质关怀，而且也进行心灵关怀，更能抚慰关怀对象的心灵，解决关怀对象的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激发关怀对象的感恩之心，提升关怀对象的生存质量和生存价值。在具体慈悲关怀活动中不仅提供物质关怀和心灵关怀，更主要的是结合实际，通过教理、教义的讲解，让关怀对象本身主动认识到吸毒以及艾滋病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危害，从心里主动打算彻底戒除烦恼的根源，开始自觉遵守佛教徒的戒律，通过精神、心理、身体的自我调适来戒毒。复吸率低，收效明显。中国南传佛教的慈悲关怀实践活动为云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在戒毒、防治艾滋病工作方面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途径。

3.中国南传佛教的慈善实践是其自身与时俱进的表现

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的慈善实践活动在向人们昭示：宗教具有自我调适性，当代宗教自身正在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根据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发展自己。

过去，与大乘佛教相比，南传佛教强调的是通过宗教修行来得到个人的自我解脱，主张自利。从信仰修证方面来说，信仰者通过“八正道”等宗教道德修养，可以达到阿罗汉果（断尽三界烦恼，超脱生死轮回）和辟支佛果（观悟十二因缘而得道），但不能成佛，在信徒们眼里，现世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位佛。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牟尼是众佛中的一个。信仰者通过菩萨行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可以达到佛果（称“菩萨”，意为具有大觉心的众生），扩大了成佛的范围。南传佛教要求断除自己的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纯是出世的；大乘佛教则认为佛法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以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修证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更应以救脱众生为目标。因此他既是出世的，又强调要适应世间，开大方便门，以引度众生。因此，在大乘佛教出现后，南传佛教又被称为小乘佛教。当然，现在这样的歧视性含义早已消失，“小乘佛教”一词只用于区别与大乘佛教之不同。但是，在教理上，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之不同仍然是存在的。现在面对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中国南传佛教开始在社会挑战面前勇挑重担，并且敢于突破教义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慈悲关怀实践活动，以入世的慈悲精神来弘法济生，这一举措表明中国南传佛教已经对自身固有理论体系有所突破，这无疑是对南传佛教体系建设的发展，也是对人间佛教体系建设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佛教界彼此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它们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为社会服务。一般来说，以佛教的慈悲精神来进行社会慈善实践活动，原来主要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当代大乘佛教的慈善事业发展非常迅速，并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因此，中国南传佛教学习大乘佛教的经验，积极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以宗教慈善活动来弘法济生。这一活动为当代宗教研究提供了宗教发展的一个经验和范例，它充分说明宗教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南传佛教在恪守原始佛教传统纯洁性的同时，开始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开始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积极借鉴经验，敢于突破教义的规定，在宗教修行上开始自我调整，以特殊的入世方式来发展自己。

中国南传佛教的慈悲关怀实践活动是中国南传佛教自身与时俱进的表现，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关怀与支持是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向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必要的关怀与支持可以缓解他们的痛苦，推迟残疾和死亡，提高他们的生活和生存质量，部分解决病人和家庭的需求。只有全社会理解和关心他们，减少对他们的歧视，为他们营造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才能使他们正确面对病情，从而积极改变其行为方式。佛教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及发挥其影响，有利于关怀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需要中国南传佛教有所作为。于是中国南传佛教就通过这样的途径积极实践着慈悲利他事业，致力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兴办各项慈善公益事业，为服务社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正是中国南传佛教自身与时俱进的表现。

（六）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的挑战及发展

当代南传佛教正积极参与到社会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进程中，充分发挥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优势，帮助更多的人得到解脱，佛教慈悲关怀实践活动在特殊人群心灵关怀、社会人格培养、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净化社会风气、提升社会伦理道德、抵制社会丑恶现象、实施教育医疗救助、扶贫济困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区域性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发挥了宗教的重要作用。此外，面对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中国南传佛教开始在社会挑战面前勇挑重担，并且勇于突破教义的有关规定，积极进行慈悲关怀实践活动，以佛教的慈悲精神来弘法济生，这一举措无疑是对南传佛教体系建设的发展，也是对人间佛教体系建设的发展。我们可以说慈悲关怀实践活动开始成为中国南传佛教的“凡尘使命”，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展现着南传佛教的生命力，成为人间佛教弘法利生、慈悲救世的独特的一个亮点。但是作为刚起步的现代慈善事业的新成员，中国南传佛教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亟须面对和解决。

1.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

如果我们把中国南传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放到宗教慈善公益事业的大格局之中加以研究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宗教具有独特的社会资源，有动员社会资本的凝聚力，虽然在目前宗教以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宗教组织还未能有效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宗教界的社会公益事业水平仍然较低。[40]
第一，在组织制度的建设方面，在我国现行政策法律框架下，宗教慈善组织还不能建立独立的法人机构，因此，难以有效地全面开展各种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第二，在宗教慈善资金管理方面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因此，在宗教经济管理领域还缺乏操作层面的制度保障。

第三，虽然宗教界创办的各类慈善超市、慈善委员会开始显示宗教界在积极探索适应自身发展的慈善公益事业，但与近年来大量涌现的企业界和慈善家等所参与的慈善事业相比，宗教慈善事业的创新与发展还不足，对慈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仍显不足，也未完成自身理论体系的理性创新发展。

第四，缺乏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专业人才同样是困扰着中国宗教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瓶颈。随着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其分工将会越来越细化、具体化，其操作将会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这也要求宗教界慈善公益事业需要专业人才，才能在方兴未艾的慈善公益事业中走出适合自己的中国宗教慈善发展模式。

这些问题是中国宗教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对于突破自身理论和修行体系、开始积极从事慈善活动的中国南传佛教更是如此。

2.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那么，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宗教与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的呢？中国南传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又将如何？

第一，宗教慈善公益仍然是成为宗教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有效途径，宗教慈善公益事业将得到更好的发展契机。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发展慈善事业已经具备重要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此外，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开始初步形成，慈善组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日趋活跃，参与慈善捐赠的公民和法人不断增加，慈善捐赠款物呈逐渐增加趋势，受益人范围不断扩大，慈善事业在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宗教慈善作为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一支有生力量，积极发展宗教慈善公益事业是宗教自身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宗教慈善公益的专业化程度将得到提升。

随着国家有关部门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出台，慈善公益事业的制度将逐渐完善，中国宗教慈善公益活动的管理和参与也将日趋专业化。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宗教慈善机构加入社会公益活动队伍中来，并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主力军。在这些基金会和公益机构中，随着政府对慈善专业人才队伍的重视，以及相关慈善培训活动的实施，慈善公益与非营利领域将成为中国就业的新途径，慈善公益队伍专业化水平在今后将有较大提高。与此相适应，宗教慈善公益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也会得到提高。

第三，中国宗教慈善公益活动将会进行有机的整合，从各自分散性的慈善公益活动进而逐步发展为联合性、整体性的宗教慈善公益活动，从而更好地有力展示宗教慈善公益活动的社会贡献。

近年来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得到持续发展，全社会的现代慈善意识进一步提高，慈善捐赠稳中有升，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已经进入新成长阶段。随着民政部对慈善事业宏观指导、协调管理职能的加强，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推动作用将更加凸显。随着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慈善联合救助机制趋于成熟。在政府的推动下，全国性联合应急救助平台，将由政府部门与慈善机构、捐助方共同搭建，中国慈善事业将由分散救助向联合救助方向发展。宗教慈善机构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应该由分散性的慈善活动向联合慈善活动的方向发展，甚至可以形成“宗教联合体”模式的联合慈善公益机构，以宗教慈善公益活动为己任，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中。中国宗教慈善公益事业如此，作为其中一名新成员的中国南传佛教亦如此。

五 中国南传佛教僧阶制度的认定

作为制度化宗教，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具有独立于社会组织制度之外的僧团，这一组织管理体系在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傣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社会的行政组织系统的解体而弱化，因此，探索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僧阶管理制度的经验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居士，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会长祜巴龙庄勐以及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地州各级佛教协会会长如都罕听长老、提卡达希长老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南传佛教一直在努力探索。在佛教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僧阶的管理在最近几年得到了有效规范和发展。

（一）中国南传佛教界在各个信仰区域内分别制定了适合自己本区域的佛寺管理规则和教职人员职责

2008年，临沧市佛教协会制定了《临沧市南传佛教佛寺管理规则和教职人员职责》手册（汉语版和傣语版），结合临沧的实际，对于佛寺的职责义务、僧侣的职责义务、南传佛教教职人员的职责，尤其是在对帕祜巴（大长老）、帕涮米厅、帕希提厅（吴巴赛）、比丘（都、帕、召章）、沙玛念（小和尚）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临沧市南传佛教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另外，其他区域，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普洱市等地也分别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探索。

（二）在整合各地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制定适合整个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的管理办法

2007年中国佛教协会南传工作委员会就拟定《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并开始在各个信仰区域内试行。2009年4月29日云南省佛教协会南传佛教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芒市召开，来自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德宏五州市的南传佛教高僧大德共63人参加了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就南传佛教的制度建设、僧才培养、设立中心佛寺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希望佛教界人士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冲破落后思想和一些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束缚，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参与经济建设的本领；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带领广大信教群众，依法开展正常宗教活动，参与捐资助学、禁毒防艾、修桥补路等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随后，与会高僧大德学习了《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并就《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的制定进行了讨论。

（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

2010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总结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并将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领导机构，会议表决通过了《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方法》的公布为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管理提供了依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厘清了南传佛教教职人员和短期出家修行者之区别

《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第二条，明确地规定，“南传佛教教职人员是指受过比库戒、具有相应职称或荣誉称号的比库（都、法、召章）、帕希提（吴巴赛）、帕萨米、帕祜巴、帕松列、帕松列尚卡拉扎等南传佛教僧侣”。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的少数民族都有男子一生中必须到寺院出家修行的习俗，这是南传佛教不同于汉传佛教的一个特点。只要一出家，那么该男子就成为南传佛教僧团中的成员，虽然按照南传佛教僧阶管理制度，他还处于僧团中的“预备”阶段，还未完全进入僧团，有可能在短期修行之后就还俗。因此在资格认定方面，就存在两难问题。为此，《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必须要受过比库戒、具有相应职称或荣誉称号的比库或以上僧阶的人才能被认定为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这一规定既尊重了中国南传佛教的传统，同时也规范了中国南传佛教僧侣的管理。

2.明确了南传佛教僧侣不同僧阶的区别

《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比库（都、法、召章），在当地州（设区的市）或县（市、区）中心佛寺培训、考察一个月以上，有一定的佛教学识；帕希提（吴巴赛），戒律严明，具有较高的佛教学识，在信教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具有管理寺院和本寺僧团的基本能力；帕萨米，戒律严明，在云南佛学院接受过培训，有较高的佛教学识，能管理好本寺僧团，能引导信教群众过好宗教生活；帕祜巴，戒律严明，在云南佛学院受过正规教育，有较高的佛教造诣和较强的教务管理能力；帕松列、帕松列尚卡拉扎，有深厚的佛教造诣及献身佛教事业的精神，品德高尚，在信教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如佛教造诣很深、持戒严谨、信教群众特别需要，戒腊标准可适当放宽。

这一规定意义重大，针对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僧侣在僧阶认定方面各有自己的规则、认定标准混乱的现象进行规范，使中国南传佛教僧侣在僧阶认定方面有法可依。

3.明确了中国南传佛教僧阶的年龄和僧腊认定标准

《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第四条规定了年龄、僧腊的区别，如比库（都、法、召章），年龄在20岁以上；帕希提（吴巴赛），受比库（都、法、召章）戒10腊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上；帕萨米，受比库（都、法、召章）戒15腊以上，年龄在35岁以上；帕祜巴，受比库（都、法、召章）戒20腊以上，年龄在40岁以上；帕松列、帕松列尚卡拉扎，受比库（都、法、召章）戒40腊以上，有深厚的佛教造诣及献身佛教事业的精神，品德高尚，在信教群众中有较高威望。

4.强调了僧侣在佛教学识造诣以及管理能力方面的区别

《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第四条规定了中国南传佛教僧侣在僧阶认定方面关于佛教学识造诣以及管理能力的区别标准。

5.规定了僧阶认定的程序

《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第五条规定：比库（都、法、召章）人选由本人所在地信教群众推荐，本人同意，经所在寺院管理组织同意并提出申请，经县（市、区）佛教协会审核同意后报州（设区的市）佛教协会认定。帕希提（吴巴赛）、帕萨米、帕祜巴人选由本人所在地县（市、区）佛教协会提出，经州（设区的市）佛教协会审核同意后报云南省佛教协会认定。其中，如本人在州（设区的市）佛教协会任职，由该佛教协会提出，报云南省佛教协会认定；如本人在云南省佛教协会任职，由云南省佛教协会提出并认定。帕松列、帕松列尚卡拉扎人选由云南省佛教协会提出，报中国佛教协会认定。同时，省、州（设区的市）佛教协会在认定教职人员时，应当对拟认定人选进行考察，听取各方意见。

这一规定的出台在尊重中国南传佛教传统的僧阶逐级提升习俗的同时，大大强化了各级佛教协会的作用，有利于中国南传佛教的有序发展。

（四）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寺院住持的管理模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南传佛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僧阶制度，严格遵循以戒为核心的僧团制度，因此在寺院的住持任命方面也形成了与当地社会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并规定了各个寺院住持应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例如，中心佛寺住持的职责是：第一，主持本区佛教内部事务和活动，尤其是负责主持每个月各村寨佛寺僧人到自己佛寺中的布萨堂集中进行羯磨内省活动；第二，平时还要监督下属各个村寨佛寺僧人严格遵守戒法。

2011年9月22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南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结合中国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南传佛教寺院住持的任职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如果对比在2009年5月8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0年1月10日公布的《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我们就会发现2011年9月22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2011年11月3日公布的《南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详细规定担任住持需具备的基本条件：“（一）具备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爱国爱教，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维护民族团结；（三）信仰坚定，戒行清净，有较深的佛学造诣，品德服众，有较高威望”；（四）还对于寺院住持的年龄作了相应的规定，即南传佛教的住持“年龄20岁以上，已受比库（比丘）戒”。这与《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中规定的汉传佛教的住持“年龄30岁以上，戒腊10年以上”相比，显然放宽了南传佛教寺院住持的年龄限制。但是，如果对比南传佛教的《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第四条“教职人员除具备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外，按职称或荣誉称号不同还应具备以下条件：比库（都、法、召章），年龄在20岁以上，本人自愿出家并经父母同意；在当地州（设区的市）或县（市、区）中心佛寺培训、考察一个月以上，有一定的佛教学识”这一规定，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年龄规定是符合南传佛教社会的现实情况的。

《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南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的公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与时俱进，在当代进一步规范化和完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六 中国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深化

中国南传佛教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是持续开展与东南亚、南亚佛教界的佛教文化交流。因其与东南亚国家南传佛教的共根同源，同处东南亚佛教文化圈，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南传佛教界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佛教界的文化交流，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和谐周边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中国与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深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南传佛教界不断加强与东南亚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双方的理解和互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友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2年2月8日，老挝总理温杨·沃拉芒到西双版纳总佛寺访问。同年，伍并亚·温萨长老圆寂，在其葬仪上，缅甸的官方宗教部派的官员以及北部及其周边区域组织的佛教代表以及很多老百姓参加仪式。

2004年1月28—31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总佛寺隆重举行都龙庄晋升“西双版纳祜巴勐”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与缅甸祜巴温忠大长老、祜巴阿亚坦大长老、祜巴香腊大长老，以及缅甸、泰国、老挝的高僧和信众10万余人参加了这一盛大隆重的庆典活动。同年11月20日，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陛下向西双版纳总佛寺布施御制袈裟。

2005年3月，缅甸大其力瓦赛勐佛寺住持祜巴香腊大长老率100多名缅甸佛教徒到西双版纳总佛寺诵经祝福。同年12月，都龙庄长老率团14人到缅甸大其力参加傣文版《三藏经》的出版发行法会。

2006年11月，泰国御赐袈裟布施团一行20人在泰国外交部副次长查里瓦·伞塔普拉团长率领下，到临沧市耿马自治县耿马总佛寺布施袈裟并捐赠了佛寺维修经费。

2007年3月，泰王国御赐袈裟布施团一行23人专程到西双版纳总佛寺布施袈裟。

2012年12月12日，云南省西双版纳总佛寺隆重举行大雄宝殿、僧寮福顺楼和鼓楼落成开光庆典仪式，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泰国、缅甸、老挝等九个国家的上千名高僧大德共襄盛举，标志着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弘扬我国南传佛教文化，增进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友好交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13年6月7日上午，中国佛教协会在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边境姐告口岸隆重举行赠送缅甸三尊佛牙舍利等身塔恭送法会。缅甸宗教部副部长貌貌泰亲率宗教部官员和缅甸数十名高僧随彩车进入姐告口岸恭迎佛牙舍利等身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祜巴龙庄勐、北京灵光寺方丈常藏大和尚等高僧共同主法，缅甸高僧与我国南传佛教僧人和汉传佛教僧人分别诵经祈福，共续中缅两国佛教传统法谊。

同时，中国南传佛教高僧祜巴龙庄勐也十分重视中国南传佛教与世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他经常参加世界级的各种佛教论坛，如泰国、斯里兰卡等国的佛教论坛，同时与东南亚、南亚佛教界保持友好互访和交流。2000年12月，都龙庄长老率团14人到缅甸大其力参加傣文版《三藏经》出版发行法会。2003年1月，都龙庄长老等4人参加缅甸第二特区（佤邦）邦康大金塔开光法会；4月，缅甸库巴温忠大长老来访；5月，都龙庄长老等4人应邀参加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色勒地区佛塔、佛殿落成开光法会。2003年7月，云南南传佛教高僧祜巴龙庄勐、都罕听、玛哈香、都罕拉等组成中国佛教护侍团护送佛指舍利到泰国供奉。

与东南亚、南亚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增进了双方的理解和友谊，扩大了中国南传佛教在国际佛教界的影响。随着中国南传佛教界与东南亚佛教界的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双方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交流将会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二）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交流的深化

中国南传佛教与斯里兰卡大寺派一脉相承，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访问斯里兰卡时分别选派云南省南传佛教代表参加，如刀述仁会长、祜巴龙庄勐、玛哈亮比库、都罕听比库、康南山居士等，增进了中国南传佛教界与斯里兰卡佛教界的友谊。新时期，中斯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两国人民的佛教友谊进入了新阶段。

2002年8月，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应斯里兰卡佛教部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选派了6位云南南传佛教青年比库前往斯里兰卡留学，这是中国佛教协会首次正式选派南传上座部佛教僧人赴斯里兰卡留学，也是中斯两国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2003年7月，中国佛教协会与云南省佛教协会共同选派云南南传佛教6位法师到斯里兰卡学习，分别安排在智增佛学院（VIDYO）和凯拉尼亚大寺（Kelaniya Temple），6位法师陆续回国，其中3位获得凯拉尼亚大学硕士学位。

2005年10月，云南省佛教协会以刀述仁会长任团长，组成86人的迎请团赴斯里兰卡西古城迎三棵圣菩提树苖到云南安奉，斯里兰卡花园派大长老、阿斯羯利派大长老和佛牙寺大臣三大佛教领袖护送圣菩提树到云南，一棵种在西双版纳总佛寺，一棵种在勐泐大佛寺，另一棵种在德宏州芒市大金塔。2005年10月26日，迎接斯里兰卡圣菩提树庆典暨安奉大法会也在西双版纳总佛寺举行。迎请圣菩提树这一佛教盛事是中斯两国佛教界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的一个新起点。

2006年9月，受云南省佛教协会邀请，斯里兰卡康提市占达南达佛学院组织30位小学生访问云南。

2008年10月25日，斯里兰卡总理拉特纳西里·维克拉马纳亚克访问云南。

2009年10月，斯里兰卡国际佛学院（SIBA）提出给予云南省南传佛教5个名额奖学金，云南省佛教协会选派当年毕业于云南佛学院的5位学僧于2010年5月赴斯里兰卡国际佛学院学习。

斯里兰卡阿斯羯利派二长老多次受云南省佛教协会邀请访问云南，2006年9月至2012年8月云南省佛教协会授予在云南民族大学学习的斯里兰卡阿斯羯利派学僧奖学金。

2010年11月17日，中国佛教协会与斯里兰卡佛牙寺在佛牙寺建立国际佛教博物馆，中国南传佛教的展品也陈列其中，促进了中斯佛教文化交流。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南传佛教界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互信，树立了新中国南传佛教的良好形象，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人民的传统友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中国南传佛教界与东南亚佛教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南传佛教在国际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也日益令世人瞩目。

七 中国南传佛教寺院复兴的标志

2012年12月12日，作为中国南传佛教首刹，西双版纳总佛寺隆重举行重建开光庆典仪式，这是中国南传佛教寺院复兴的标志，也是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史上的盛事。

（一）西双版纳总佛寺的重建

西双版纳总佛寺，位于西双版纳景洪市曼听公园后园南侧，傣语称为“洼坝吉”。“洼坝吉”的“洼”是寺院的意思，“坝”是森林的意思，“吉”则是佛陀曾经度过25个雨安居的揭答林给孤独园的简称，因此“洼坝吉”的意思，就是像揭答林给孤独园一样美丽、幽静的森林道场。相传是从缅甸来弘法的两位南传佛教僧人于公元7世纪中期兴建的，是西双版纳建立最早的南传佛教寺院之一。

西双版纳总佛寺大约在700年前被西双版纳傣王朝确立为皇家寺院，从而成为西双版纳最高等级的佛寺，是发布全境性佛事活动、昭示批准高级僧职晋升、举行新任宣慰使宣誓仪式的地方，也是西双版纳的最高统治者召片领及属下各土司头人拜佛、各地佛寺住持朝拜论经的圣地。由于其悠久历史，加之历代高僧辈出，在整个东南亚上座部佛教信徒中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是南传佛教徒心中尊崇的圣地。

西双版纳总佛寺历史上历经多次损毁和修复，在“文革”中更是遭到彻底的破坏。改革开放后，西双版纳总佛寺于1989年2月14日在云南省委省政府、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和云南省佛教协会共同支持下，开始动工修复；重建后西双版纳总佛寺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大殿、戒堂、佛学院教学楼、长老寮、僧舍等，大殿正门上方悬挂着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亲题“西双版纳总佛寺”的匾额。1990年5月6—8日举行隆重的开光法会，全州佛教界人士及一万余名信徒群众参加开光法会活动。与此同时，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移锡总佛寺，恢复了其在西双版纳佛教界的地位和社会属性。

1989年西双版纳总佛寺恢复重建时，仅有大殿及僧寮（含住宿、教学、办公一体化）。限于当时的条件，总佛寺建筑功能随着时间流逝，佛寺设施目前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信教群众的需求，加之日见危陋，因此经各位长老及信众商议决定，于2009年2月20日起对西双版纳总佛寺重新规划修建。新规划重建的西双版纳总佛寺主体建筑由大殿、戒堂、阿戛牟尼舍利塔、鼓楼、钟楼、长老寮、僧寮、迎宾楼、食堂及高约7.9米的立佛等组成，各主体建筑物都按傣族优秀传统建筑工艺恢复修建。修建工艺继承了傣族的传统文化，汲取了东南亚国家佛寺建筑精华，同时注入了现代建筑的时代气息，反映了西双版纳佛教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与时俱进的精神。重建后的西双版纳总佛寺是迄今云南边疆南传佛教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建筑。

西双版纳总佛寺是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景洪市佛教协会和云南省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驻会和办公的场所，是联系信众的纽带，也是佛教服务群众、造福社会的立足点。现任住持祜巴龙庄勐大长老，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政协常委、西双版纳州政协副主席、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会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西双版纳总佛寺增进了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佛教界的友好往来，不仅多次代表中国南传佛教界出访，而且先后接待了一批批来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领导、僧人及佛教界友好人士。目前，西双版纳总佛寺已经成为中国南传佛教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二）西双版纳总佛寺的复兴

2012年12月12日，云南西双版纳总佛寺隆重举行大雄宝殿、僧寮福顺楼和鼓楼落成开光庆典仪式，这是西双版纳总佛寺复兴的标志。

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国家宗教局外事司司长郭伟、一司副司长裴彪，云南省宗教局局长熊胜祥，云南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杨光海，云南省政协民宗委主任郭秀文，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书记江普生，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州长刀林荫等领导出席开光庆典，共襄盛举。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佛协会长净慧长老，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健钊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祜巴龙庄勐，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妙江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道慈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印顺法师；孟加拉国僧伽委员会主席苏塔难达玛哈铁拉，缅甸国家僧伽委员会主席帕丹塔库玛瓦萨，尼泊尔僧伽委员会主席铁加满，泰国北部副僧王帕坦玛芒格拉占，印度僧伽委员会主席比持他，世界佛教联谊会秘书长潘罗泰阿利，斯里兰卡占达南达佛学院院长果达嘎玛马哈腊，老挝波叫省帅亮佛寺住持罕恩罕翁，美国著名长老帕本米，韩国天台宗原宗长田云德等来自九个国家的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的上千位高僧大德共同见证了这一吉祥殊胜的历史时刻。

据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介绍，重建后的西双版纳总佛寺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同时又富有时代气息的寺院，它继承了本地传统建筑风格，借鉴了东南亚建筑特色，又吸收了现代建筑元素，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目前虽只是初具规模，但可以说比西双版纳地区任何时代的佛寺都要庄严宏伟。

重建后的西双版纳总佛寺气势恢宏，清净庄严，为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首刹，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松赞林寺布主活佛、西双版纳总佛寺住持祜巴龙庄勐分别带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众法师为大雄宝殿开光仪式拈香、洒净、开光祈福。西双版纳总佛寺开光庆典圆满成功，翻开了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西双版纳总佛寺举行大雄宝殿落成开光活动是近50年来中国南传佛教区域最大的一次宗教活动。它充分显示出中国南传佛教在我国发展战略格局中的宗教力区位优势，象征着中国南传佛教将进一步走向国际、与国际接轨，从宗教方面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国际形象，可以说其意义远远超过这次活动本身。

西双版纳总佛寺开光庆典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盛世盛典，标志着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预示着中国南传佛教在新时期的复兴。西双版纳总佛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交流，增进双方的友谊和理解，携手致力于佛教事业，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西双版纳总佛寺将秉承佛教的优良传统，继续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挥南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三）南传佛教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

2012年12月10日，在西双版纳总佛寺重建开光仪式期间，云南省佛教协会南传佛教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景洪召开，云南南传佛教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临沧市佛教协会会长提卡达希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云南佛学院院长刀述仁做工作报告，在走向复兴的历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南传佛教的发展方向。

第一，总结回顾了历届南传佛教工作会议的成果。1990年12月，第一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在景洪市召开，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传佛教的创举，显示了国家对南传佛教工作的关怀，是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在南传佛教地区的具体体现。第二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于1997年5月在德宏州芒市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强南传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僧团素质，动员广大佛教信众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去。第三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于2005年12月在思茅市景谷县召开。会议提出了以建设和健全布萨堂来管理僧团，并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中心佛寺，改变传统上村寨寺院各自为政、缺乏管理监督、纪律涣散的现象。

第二，深入分析了云南南传佛教的现状。由于社会转型，历史上长期闭塞的边疆地区社会空前活跃，民族文化不断受到冲击，南传佛教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南传佛教区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南传佛教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传统的弘法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僧团建设严重滞后，僧人少、素质差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寺院规章制度以及佛事仪轨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各地寺院普遍只有一两个僧人或者沙弥，没有正常的僧团活动和相关制度，缺乏学习机制和管理督导机制。此外，传统的南传佛教僧团供养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寺院受供养来源单一并且匮乏，没有经济保障，普遍存在僧人不安心驻寺修行、戒律松弛的现象，给佛教的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也导致广大信教群众不满意寺院僧侣的作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明确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为了引导南传佛教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南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真正做到爱国利民，促进民族团结，利益边疆稳定，当前，南传佛教界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神圣使命与空前挑战，加强制度建设，在办教模式上进行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相应改进。刀述仁会长强调，各地要认真研究、创造条件，争取在两三年内初步办起一些中心佛寺，加强管理，树立榜样。他同时指出，培养人才是当前的大事，今后寺院要在培养人才工作中更多地投入资金和保障。在慈善和社会服务方面，要向汉传佛教学习，实践佛陀教导，让僧团更加贴近信众，对社会而言，这也是南传佛教积极投身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行动，是报众生恩、报社会恩、报国家恩的具体体现，也是改善南传佛教在群众中形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41]
可见，新时期的南传佛教在复兴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南传佛教开始走向自警自觉，主动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并提出了变革之策，这种调适本身就是南传佛教的一种良性发展。

第五节 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的传承与流变

历经近千年的发展衍化，中国南传佛教现存教派依然是润派、多列派、摆庄派和左抵派，主要分布在滇西、滇西南和滇南的弧形地带：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彝族所信奉。

一 润派的传承与流变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调查表明，西双版纳润派基本上延续了民国年间的发展水平，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景洪、勐海、勐腊3县11勐230个村寨，有佛寺594座；其中景洪208座、勐海269座、勐腊117座。[42]德宏地区润派主要流传于芒市（潞西）、遮放一带，如芒市的芒弄、弄坎、弄转、难相掌、芒牛、允金、帕底、户育、芒别、芒归、勐木、芒浩、当连、芒烘、那杯、那满、芒昌、贺弄、顿勐、芒董、拉勒、拉卡、拉门、拉眼、轩岗、芒广、芒牙、南约等村寨；再有遮放的南冷、户勒、芒海、芒缓、那忙、芒昌、和还、丙鸟、帕颇、排鲁、遮换、拉相、垄勐、弄养等村寨。[43]
据20世纪90年代调查，中国南传佛教润派佛寺有1083座，比丘899名，沙弥6745名，信众80多万。其中，西双版纳州有佛寺577座，比丘658名，沙弥5732名；思茅地区有佛寺286座，比丘236名，沙弥300多名；临沧地区有佛寺286座，比丘474名，沙弥700多名；德宏州有佛寺58座，皆为无僧佛寺；保山地区有佛寺17座，比丘5名，沙弥13名。[44]
由此可见，润派在当代的分布较广，几乎遍及中国南传佛教各个流传区域，信仰民族有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以及部分阿昌族、佤族、彝族等，甚至有少数汉族亦皈信了润派佛教。

二 多列派的传承与流变

20世纪50年代初，多列派长老英德戛从缅甸学经返回耿马孟定，振兴多列派佛教，佛寺发展到12座，僧人发展到135人。[45]于是，耿马孟定地区的多列派法脉得以传承延续。

20世纪60年代后，多列派之达拱旦支派仅在芒市、遮放尚有少量佛寺和少数教徒，而流传于盈江一带的多列之瑞竟支派则趋于沉寂。

目前，多列派主要分布于德宏、临沧一带，信奉民族为傣族和少数德昂族、阿昌族。

三 摆庄派的传承与流变

现摆庄派主要分布于德宏州潞西、遮放、瑞丽、陇川、盈江一带以及保山地区的潞江乡、芒宽乡，信仰民族有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摆庄派佛寺建筑、造像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亦供奉观音、弥勒佛等。[46]
四 左抵派的传承与流变

目前，左抵派的传承中心地在缅甸孟敏一带，中国云南境内的左抵派佛教仅在德宏州的潞西、遮放、陇川和孟定一带的傣族、德昂族和少数阿昌族中流传。左抵派的佛教活动极少，主要有浴佛、赶塔、雨安居、诵戒等，日常佛教活动由以贺路为首的居士组织信众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先后表决通过了《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南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这两个文件的公布为中国南传佛教教职人员管理提供了依据，明确了南传佛教僧侣不同僧阶的区别、明确了中国南传佛教僧阶的年龄和僧腊认定标准、规定了僧阶认定的程序，对于南传佛教四个派别的统一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与时俱进，在当代进一步规范化和完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47]南传佛教四个派别之间的差异逐渐在缩小，在管理制度等方面逐渐统一化和规范化。

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教派经过60多年的消长，最大特点是四个教派之间不再是泾渭分明，互不往来；而是交错混杂，并行共处，在传承与发展中走向对话与交流。另外，润派中的摆孙和摆坝已交相融合，持续发展，影响深远；其余诸派的流传和分布区域日益萎缩，发展缓慢。可以说，当代中国南传佛教四个派别基本获得了较为均衡的发展。

第六节 中国南传佛教经典的整理与保存

傣族在信奉南传佛教的历史进程中，用傣文来传写巴利语南传大藏经，从而形成了具有云南傣族地域特色的傣文大藏经。在信仰南传佛教的傣族地区，每年傣历十一月，有“赕坦”节，盛行抄经、献经，主要以佛寺为保存地，保存了丰富的南传佛教经典抄本。据说有84000部之多，其中“经藏”有21000部，“律藏”21000部，“论藏”42000部，并有一部五卷本的《别闷细版西甘》（《佛经总目》），专门讲述这84000部佛经的由来。佛经数量之浩繁虽无从稽考，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傣文佛经数量之巨。这些傣文佛经抄本主要流传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市等傣族地区，主要是用傣泐文、傣那文抄写的贝叶抄本和构皮纸抄本。在“文革”时期散佚不少。我国对南传佛教抄本较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始于2001年，本节主要是对21世纪以来不同流传地域的南传佛教经典的整理与保存情况作概要性介绍，存史备考。

一 西双版纳佛教经典的整理与保存

（一）西双版纳大勐龙佛教经典的存逸

2001年，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姚珏对西双版纳大勐龙地区佛教经典进行实地调查。大勐龙曾经是西双版纳南传佛教历史上的佛学研究中心，因此，这个地方的经典极具代表性，可以与其他信奉上座部佛教地区的经典相印证。她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佛教经典的存逸情况。

与东南亚巴利语系佛教经典一样，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大藏经包括经、律、论三藏和藏外典籍。西双版纳勐龙的巴利《三藏》，以收藏于森林藏经处[48]的阿连亚洼西初译、都坝罕腊整理的刻写本最佳。[49]这个版本的翻译工作大约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晚期结束，贝叶刻本。译文依巴利原典文体对译，保持原典文体。1967年毁。

该版本的《律藏》由pārājika（《波罗夷》）、pācitti（《波逸提》）、mahāvagga（《大品》，即《比丘大业经》）、[image: ]（《小品》）、[image: ]（《附篇》）五部分组成，为贝叶刻本，俱毁。目前，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未再发现贝叶刻本《律藏》，现以阿奴楼佗长老的avahār25《轻、重律二十五章》作为律书使用。mahāvagga（《大品》）有四部注疏，为贝叶刻本，目前在西双版纳尚有留存。

该版本的（《经藏》）由dīghānikāya（《长部》）、majjhimanikāya（《中部》）、[image: ]（《相应部》）、ańguttaranikāya（《增支部》）、khuddakanikāya（《小部》）五部分组成。《小部》下缺译therīgāthā（《长老尼偈经》）。为贝叶刻本，俱毁。目前，西双版纳傣族贝叶刻本《经藏》尚有两处留存。

该版本的（《论藏》）由[image: ]（《法聚论》）、vibhańgasutta（《分别论》）、dhātukathā（《界说论》）、puggalapaññatti（《人设施论》）、kathāvatthu（《论事》）、yamaka（《双论》）、[image: ]（《发趣论》）七部分组成。为贝叶刻本，俱毁。目前，傣族地区尚有vibhańgasutta（《分别论》）抄本两件、[image: ]（《发趣论》）贝叶刻本两件存世。

此外，勐龙历史上译有七部藏外经典：[image: ]（《弥兰陀王问经》）、dibavańsā（《岛史》）、mahāvańsā（《大史》）、[image: ]（《小史》）、visuddhimagga（《清净道论》）、abhidhammattha sańgaha（《摄阿毗达磨论》）、suttasangaha（suttasańgaha）（《摄经论》）。目前，西双版纳仅有[image: ]（《弥兰陀王问经》）留存在两处佛寺。西双版纳有解释、阐发《清净道论》的经书六种。目前，有五种留存。

西双版纳勐龙傣族大藏经的具体情况如下。

1.[image: ]律藏，由五部分组成

（1）pārājika（《波罗夷》）。Pārājika（“断头戒”）是比丘遵循的最基本的戒律。傣族僧侣认为早期佛教长老根据四条“断头戒”对佛教戒律进行解释、阐述并有所发展，最终形成此书。所以习惯上以pārājika作为五部《维乃》（佛教戒律类经文）的代称。

（2）pācitti（《波逸提》）内容是如何处理心理违规犯戒。[50]如想以棍子毙人、怜悯心生而未付诸行动、心生恶念等，都属违犯pācitti。经中记录了佛陀处理这些行为的实例。

传统上，由僧团高僧根据pācitti与pārājika判断违戒僧侣行为之性质，做出相应的惩罚。[51]僧伽拉扎应精通《维乃》，对违戒僧侣的行为进行归类，处罚公允者，被视为suggati（“公正”、“无恶果产生”）。遇到临时急需处理的违戒行为，凭对《维乃》的理解、经验和智慧处理。

（3）mahāvagga（《大品》）（《比丘大业经》）。主要讲述posoth、khao vassā、pavāranā、khao kamm和morakko cīvara。[52]对比丘的行为规范、举行举止以及布萨羯磨等仪规进行了严格规定。

（4）[image: ]（《小品》）。

主要以实例讲解诸僧侣戒律、仪规。如二比丘与一比丘尼过河，天晚，只有一名比丘与比丘尼渡至河对岸。他们二人立禅杖为界，各自禅定。对岸未过河的比丘整夜设想两人行污秽事，心中不得安宁。第二天，未渡河者以臆想告佛陀，佛陀说，先渡河的二人专于修道，未过河的比丘心灵充斥秽思，属心理犯戒即犯pācitti。

（5）[image: ]（《附篇》）。傣族僧侣认为，[image: ]成书于第一次结集，后来锡兰长老陆续作增补、阐发。因此，他们从[image: ]中间精选约1/3的经文，编成pārivāra（《附篇》），作为常用律书。

在律藏五部中，mahāvagga（《大品》）与僧人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所以有四部mahāvagga的注疏传入勐龙，与mahāvagga一道成为历史上勐龙僧伽拉扎判断、处理僧俗是否违戒的必读书。mahāvagga的四种注疏本是mahāsarattha mī18pūk（《大实例》18册）、mahāvipāklong mī13pūk（《大罪行》13册）、[image: ] mī11pūk（《诸常、诸无常》11册）、vinaynuonee mī6pūk（《稀世维乃》6册）。这四种本子目前在西双版纳均有刻本或抄本存世。

20世纪8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佛教恢复至今，未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发现任何完整的贝叶刻本《维乃》。目前僧团只是以阿奴楼佗长老的avahār25（《轻、重律二十五章》）作为处置违戒僧侣的律书。因此，该书是目前西双版纳傣族僧侣戒律的唯一依据。

西双版纳历史上有avahār25的贝叶刻本。但目前所知仅存两件棉纸抄本：①景洪曼囊寨子现年66岁的纳仰家藏Avahār25棉纸抄本。该抄本为纳仰外祖遗物，书法优美。从抄本纸张、字迹判断抄写时间较早。②景洪勐龙曼景勐佛寺祜巴罕米长老藏棉纸抄本。[53]除此两册棉纸抄本外，目前在西双版纳尚未听说还有传统的Avahār25刻本或抄本。

2.[image: ]经藏，也包括五部分

（1）dīghānikāya（《长部》）。内容共分三品，即sīlakhandavagga（《戒蕴品》）、mahāvagga（《大品》）、pāthikavagga（《当学品》）。翻译了brahmajālasutta（《梵网经》）和mahāparinibbānasutta（《大般涅槃经》）。基本上保持了南传三藏《长部》的分类和重要经文。

（2）majjhimanikāya（《中部》）。内容为mūlapannāsa（《根本五十经》）、majjhimapannāsa（《中分五十经》）和uparipannāsa（《后分五十经》）。译出了mūlapariyāya（《根本说品》）、bhikkhu（《比丘品》）、paribbājaka（《出家品》）和vibhanga（《分别品》）。基本上保持了南传三藏《中部》的分类和重要经文。

（3）[image: ]（《相应部》）。内容为saghāthavagga（《有偈品》）、nidānavagga（《因缘品》）、kandhavagga（《蕴品》）、salāyatanavagga（《六处品》）和mahāvagga（《大品》）共六品。翻译了《相应部》最著名的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转法轮经》）、[image: ]（《摩罗集》）、[image: ]（《比丘尼集》）。基本上保持了南传三藏《相应部》佛经的分类和重要经文。[54]
（4）ańguttaranikāya（《增支部》）。分十一部分，保持了南传《增支部》的分类。

（5）khuddakanikāya（《小部》）。其内容包括：①[image: ]（[image: ]）（《小诵经》）；②dhamapada（《法句经》）；③udāna（《自说经》）；④itivuttaka（《如是说》）。

唯有掌握巴利语音学尤其是《八大语音学》第五部taddhit中词汇扩大、缩小规律者才能读懂此经。

在整个经藏当中，比较重要的有suttanipāda（suttanipād）（《经集》）。《经集》分uragavagga（《蛇品》）、cullavagga（《小品》）、mahāvagga（《大品》）、[image: ]（《义品》）和pārāyana（《彼岸道品》）五品。翻译有nālakasutta（《那罗迦经》）、pabbajjasutta（《出家业经》）、padhānasutta（《精勤经》）等经，保持了南传《经集》的分类、重要经文和体裁。

（6）vimānavatthu（《天宫事》）。

（7）petavatthu（《饿鬼事经》）。专门叙述诸鬼的经。

（8）theragāthā（《长老偈经》）。讲述佛陀时代比丘的故事。傣族僧人认为《长老偈经》等经为非佛说，是长老写的经，嫌其过多夸张，不提倡僧徒阅读。

（9）therīgāthā（《长老尼偈经》）。

（10）jātaka（《本生经》）。

（11）nidesa（nideg）（《细说、义释》）。

（12）[image: ]（《无碍解道经》）。

（13）apādāna（apādānakhandha）（《譬喻经》）。

（14）buddhavańsā（[image: ]）（《佛统、佛种姓经》）。

（15）[image: ]（《所行藏经》）。

按照巴利三藏经的一般构成，应当包括如上15部。但据说阿连亚洼西长老因为比丘尼戒343条过于严厉，不悦，故未译出《长老尼偈经》。[55]所以西双版纳的《小部》缺了《长老尼偈经》，实际上只有14部。

一般认为，《长部》叙述详细，《中部》专述比丘证悟道magga的易读事例，《相应部》有很多易懂的小故事，《增支部》叙述晦涩难懂，《小部》叙述简练、深刻而又难解。五部中，以《长部》《小部》最受推崇。

现在勐龙小街乡曼将佛寺存贝叶刻本52册，缺2册。西双版纳州文馆存贝叶抄刻本5部，共52册，有残缺。

3.Abhidhamma，pitaka论藏，有七部分

（1）[image: ]（《法聚论》）。内容主要透彻地分析“三十二身分”，涉及人体解剖学和医学。

（2）vibhańgasutta（《分别论》）。[56]讲述kammatthānena“可靠的业”的分类。[57]
此经目前在勐腊勐捧曼塞龙波完罕处有6册棉纸抄本。曼塞康朗章香棉纸经折装抄本，献藏于曼占宰佛寺。

（3）dhātukathā（《界说论》）。讲述无常。与其他经书所述“四圣谛、八正道”雷同。

（4）puggalapaññatti（《人设施论》）。内容是讲述悟道、解脱圣人的故事。圣人因守护身体的6个门户（“六根”），杜绝外界肮脏物进入，悟道解脱。圣人守戒的事例如迦叶长老非时不食芒果守戒。圣人不限于人形，凡动物皆可通过聆听佛法成就puggala圣人。

（5）kathāvatthu（《论事》）。内容是佛陀没有对提问的长老阐述其错误的原因，而是让他自忖解答。

（6）yamaka（《双论》）。记录有[image: ]河中的婆罗门三兄弟，出第一个雨安居就自以为成就阿罗汉果，后佛陀以150种神变降服三人，使他们皈依佛教一事。

（7）[image: ]（《发趣论》）。此经目前在思茅地区景谷勐嘎城子周建云处藏有全本。[58]西双版纳州文管所藏4册（每册约30页，4册共120余页，则其内容当为[image: ]的缩略）。

目前西双版纳各佛寺所使用或收藏的《阿毗达磨》，主要是来自泰国的兰那体泰文《阿毗达磨》。

4.藏外

西双版纳可确知的傣族藏外经典主要有[image: ]、dibavańsā、mahāvańsā、[image: ]、visuddhimagga、abhidhammattha sańgaha、suttasangaha（suttasańgaha）。[59]
（1）[image: ]（《弥兰陀王问经》）。祜巴叠篾认为[image: ]的作者是一长老，非佛说，是伪经，不提倡僧俗阅读。目前在西双版纳嘎洒曼囊佛寺、勐龙曼仰广佛寺有存留。

（2）dibavańsā（《岛史》）。原勐龙曼汤佛寺有藏本。目前西双版纳未再发现。

（3）mahāvańsā（《大史》）。原勐龙曼仰佛寺有藏本。目前西双版纳未再发现。

（4）[image: ]（《小史》）。原勐龙曼景列佛寺有藏本。目前西双版纳未再发现。

（5）visuddhimagga《清净道论》。目前西双版纳没有发现此经的传统刻本。有解释、阐发《清净道论》的经书有6种：

第一，dānakathā。原藏勐龙“瓦目囡”。讨论什么是正确的赕、什么是错误的赕以及如何献赕。内容与《清净道论》dāna“赕”一节相关。景洪曼厅有棉纸抄本。

第二，sīlakathā。原藏勐龙“瓦目囡”。论述什么是违戒、什么是不违戒以及持戒的具体条件。与《清净道论》“戒”一节相关。其中还收录了佛陀讲述的一个守戒的故事：一个和尚在荷塘旁修道，时值荷花绽放，他闻到了荷香，守卫荷塘的天神斥责他窃走荷香。修道者以天神没有责备头一天牵马驮走荷花的人为自己作辩解。天神以驮走荷花的人没有受持戒律而修道者持戒作答，使修道者心悦诚服。这个故事强调过修道生活的守戒者应该懂得花香会破坏守戒律的心理状态，使心生贪欲，所以不可闻香。景洪曼厅有此书棉纸抄本。

第三，bhāvanākathā。原藏勐龙“瓦目囡”。内容是解释、阐述禅定（bhāvanā）的规则、果位，打坐、呼吸和集中思维的方法等。[60]景洪曼厅有此书棉纸抄本。

第四，[image: ]。原藏勐龙“瓦目囡”。论述人生犹如活于铁狱，只有领悟[image: ]（可靠的业）并以之为依靠，才能最终摆脱铁牢一样的生死轮回。与《清净道论》[image: ]缘起论一章相关。[61]目前西双版纳景洪曼厅、勐龙一些佛寺有此书抄本数种。

第五，kāyāviratti。原藏勐龙“瓦目囡”。内容主要讲述kāyāviratti（脱离肮脏成就puggala圣人）和[image: ]（三十二身分）。[62]目前西双版纳勐龙曼将佛寺、瓦香勐佛寺等佛寺有藏本。

第六，[image: ]。原藏勐龙“瓦目囡”。主要解释诸常、诸无常等。目前西双版纳无存。

上述六种解释、阐发《清净道论》的经书，被认为是佛陀时代的迦叶长老或mahākaccāyana所作，都有其独立的写作立意，并不完全是《清净道论》的注疏。它们或章节段落或旨意与《清净道论》有交涉，对于佛教徒阅读、理解《清净道论》有一定帮助。不过，一般来说，传统的佛学教学不把这6本书指定为《清净道论》的必读参考书。

（6）abhidhammattha sańgaha《摄阿毗达磨论》。原藏勐龙“瓦目囡”。目前西双版纳再未发现此经。

（7）suttasangaha（suttasańgaha）《摄经论》。原勐龙曼康弯佛寺有藏本。目前西双版纳未再发现此经。

从勐龙傣族地区南传藏外经典的翻译和流通情况来看，其藏内经典翻译不完整，在各地流传较少。比较重要的七部藏外经典，虽然都是经典傣文体傣语贝叶刻本，但都无作者、译者落名。而且，它们都不被认为是阿连亚洼西长老所译。因此，傣族藏外佛经翻译要晚于藏内经典。

本生经，巴利称jātaka，意为“一生”、“一世”，含前生、今生、来世之义。是专门记录佛陀在前世轮回为动物、人身和天神守持、积累般若蜜的故事，歌颂积累般若蜜的功德，告诫后世佛徒勿忘般若蜜的佛经体裁，为西双版纳傣族佛徒最常用经典。历年雨安居、献经节僧侣必念诵、佛徒必抄刻献赕本生经。

目前，确知1952年以前勐龙傣族本生经有“五百世”、“四百世”、“五十世”、“十世”四种分类，下有十种版本。“十世”类（亦称“十般若蜜分类”）下的《十般若蜜》本生经很受傣族佛徒喜爱。讲述佛陀“十世”轮回中第十世轮回故事的《维生达腊》最受傣族佛徒推崇。傣族每年“献经节”最后一日要举行最隆重的滴水仪式，届时由僧侣从拂晓到深夜在佛寺大殿中念诵十三册的《维生达腊》本生经。《维生达腊》有七种版本，《千行诗本》《沙卜本》《沙乃本》《金象牙本》《金龙本》《勐豁本》《万象本》。目前，除《沙乃本》《金象牙本》《万象本》国内已失传外，其余四部西双版纳尚有留存。

第一，勐龙本生经的版本。

一般来说，傣族本生经按佛陀轮回的不同时段、轮回的界分类。一般分为4类：①“五百世”类，专录佛陀遥远前世的动物轮回故事。②“四百世”类，专录佛陀距悟道较近时期之贫苦人身轮回故事。③“五十世”类，专录佛陀距悟道更近时期为天神、人君之五十次轮回故事。④“十世”类，专录佛陀悟道前之十世人身轮回故事。其中以“十世”类（亦称“十般若蜜分类”）本生经尤其是以讲述佛陀第十世轮回故事的《维生达腊》最受傣族佛徒推崇。

1952年以前，勐龙傣族本生经有十种版本：

（1）《五百世动物轮回·三十步》（500 jāt sattajātiti [image: ]）。记述佛陀在动物界的五百世轮回修成十般若蜜，属于佛陀早期轮回故事。一般认为这时的佛陀尚处心灵祈求阶段，不能以语言表达祈求成佛的心愿。每一般若蜜可分三步，完整的十般若蜜共有三十步。[63]原藏“瓦目囡”，贝叶刻本16册。现已毁。

（2）《五百世轮回》（500 jāt）。原藏森林藏经处，贝叶刻本，总册数不详。1967年毁。

（3）《四百世苦轮回·依般若蜜行》（400 jāt dukkhajāti pāramīnipād）。记述佛陀人身轮回早期贫苦生活的故事。一般认为此时佛陀处于语言祈求阶段，能以语言表达祈求成佛之心愿。原藏“瓦目囡”，贝叶刻本，共13册。现已毁。

（4）《四百世轮回》（400 jāt）。原藏森林藏经处，贝叶刻本，总册数不详，仅残存数册。1967年毁。

（5）《五十世受乐的轮回·所有的般若蜜》（50 jāt sukhajāti sabbapālong）。记述佛陀于天、人界做天神、君王，献赕权力、勐的50次轮回故事。一般认为此时之佛陀处于“身体祈求”阶段，以己身体为献赕祈求成佛。原藏“瓦目囡”，贝叶刻本，共18册，1952年以前尚存13册本。今已毁。

（6）《五十世轮回》（50 jāt）。原藏森林藏经处，贝叶刻本，总册数不详，仅残两三册。1967年毁。

（7）《十世轮回》（banbinti [image: ] pañcaparicāga tisocariyātīvidhasuccaritta dasaspijāt）。又称作《十般若蜜》《十本生经》，共10册。按照佛陀修持十般若蜜的顺序，每册讲述佛陀修道一般若蜜的故事。

佛陀悟道前十世人身轮回，积累三十步般若蜜、五大施舍、三种举止、三业洁净，终悟道成佛。

（8）《十世轮回》（dasaspijāt）。记述佛陀成佛前十世积累般若蜜之修道十故事。有百余册之多。“献经节”时，僧侣轮流念诵此经。原“瓦目囡”藏书，贝叶刻本。现已毁。

（9）《般若蜜部类》（pāramīnipād）。记述了30余个讲述佛陀轮回为动物、人身时历世积累般若蜜的故事。原藏“瓦目囡”，13册贝叶刻本。现已毁。

（10）《三十步般若蜜部类》（tińsānipād）。记述了佛陀前世轮回为动物、人身时守持三十步般若蜜的故事百余个。16册贝叶刻本。现已毁。

第二，《十般若蜜》本生经。

《十般若蜜》也叫《十世轮回》《十本生经》，是傣族佛教徒最推崇的本生经。所以历年雨安居僧侣诵读的佛经，每次“献经节”佛教徒刻写献赕的佛经，以《十般若蜜》最多。

《十般若蜜》以佛陀悟道前十世轮回故事为介质，阐述南传佛学“般若蜜”[64]的思想，认为只有成就十般若蜜（dasapāramī）、五个施献（pañcamahāparicāgadāna）、三个举止（tisocariyā）、三业清净（tīvidhasuccaritta）的人才能悟道成佛。一般认为，完整的“般若蜜”修持应包含：

第一，（dasapāramī）十般若蜜。

（1）dānapāramī施舍。无偿予人，不收回，不求回馈。

（2）sīla戒。依正见（[image: ]），自觉持正道。

（3）nekkhamma出离。脱离家庭、脱离十种心爱之物。

（4）paññā慧。以禅定见到、认识到、得到。

（5）viriya精进。戒除急躁、慌乱，循序渐进地修持。

（6）khanti忍。无畏地执著、追求自己的理想、信念。

（7）sacca真谛。诚信，不慕虚荣。

（8）[image: ]祈盼。坚信依自己积累的功德可实现理想。

（9）mettā慈悲。爱众生，勿暴力、斥责、杀戮。

（10）upekkhā中道。脱离爱恨、苦乐、一切自然之约束。领悟生者必灭之理。反对“命数”之说。

第二，pañcamahāparicāgadāna五个施献。

（1）dhanaparicāga施献财物、权力、地位、土地、住宅。

（2）ańgaparicāga施献身体。

（3）jīvitaparicāga施献生命。

（4）puttāparicāga施献儿女。

（5）bhariyaparicāga施献妻子。

第三，tisocariyā三种举止。

（1）lokatthacariyā为众之举止。于三界中，为三界众生解脱，不为己身解脱为念。

（2）ñātatthacariyā为亲人之举止。为亲友、父母、子女解脱，不为己身解脱为念。

（3）buddhatthacariyā为生徒、己身之举止。为徒众、己身求得解脱。

第四，tīvidhasuccaritta三净。

（1）kāyasuccaritta身净。

（2）vacīsuccaritta言净。

（3）manosuccaritta心净。

《十般若蜜》记录佛陀依序修得十种般若蜜之故事：①第一世轮回，王子temiyo修得khantipāramī“忍般若蜜”。②第二世轮回，janako修得dānapāramī“赕般若蜜”。③第三世轮回，[image: ]修得mettāpāramī“慈般若蜜”。④第四世轮回，nemiro修得[image: ]“祈盼般若蜜”。⑤第五世轮回，mahosatho修得paññāpāramī“慧般若蜜”。⑥第六世轮回，bhūridatto修得khantipāramī“忍般若蜜”。⑦第七世轮回，candakumāro修得saccapāramī“真谛般若蜜”。⑧第八世轮回，[image: ]修得paññāpāramī“慧般若蜜”。⑨第九世轮回，nāradato修得nekkhammapāramī“出离般若蜜”。⑩第十世轮回，vessantara修得pañcamahāparicāgadāna“五种施献”。

第三，《维生达腊》的七种版本。

历史上勐龙曾流传过七个版本之《维生达腊》本生经，它们目前仍是西双版纳傣族最常用的《本生经》。

1952年以前，勐龙《维生达腊》有四种翻译方式：

（1）“沙卜”（傣语，意为“直译”）。巴利原文约占50%，经典傣文体傣语译文占50%。是《沙卜本》的译文形式。

（2）“沙乃”（傣语，意为“意译”）。巴利原文约占30%，经典傣文体傣语译文占70%。是《沙乃本》的译文形式。

（3）“沙板”（傣语，“解释性、注释性翻译”）。巴利原文约占10%，经典傣文体傣语译文占90%。是《金象牙本》的译文形式。

（4）“斡哈”（vohār，源于巴利，意为“艺术性翻译”、“再创作性翻译”）。巴利原文占不足1%（约0.8%），经典傣文体傣语译文占99%。

如果就版本来说，则有七种。

第一，《千行诗本》。记录了佛陀在伽比罗城对雅利安民族讲述的自己历世轮回故事。这种译本直接源于巴利《三藏》之《本生经》，阐发如何圆满修证十般若蜜。为贝叶刻本，三册。译者是比阿连亚洼西还要早的傣族佛徒。全文为100%以经典傣文转写的巴利偈颂。目前，西双版纳景洪、勐龙傣族地区尚存此经。

第二，《沙卜本》（或《直译本》）。是勐龙曼笸寨子的叭龙咯涛宰山根据《千行诗本》直译的巴利原文，无任何增减。贝叶刻本，13册。原藏“瓦目囡”、森林藏经处。

《沙卜本》保留《千行诗本》巴利原文，有助于僧侣进一步理解巴利原意，傣语译文则有助普通佛徒理解、传播《维生达腊》，指导自身之佛教修道、修养。因此，这个译本被公认为叭龙咯涛宰山对傣族佛教的最大贡献，价值为《维生达腊》七版本之冠。受历代傣族僧侣推崇。目前，西双版纳勐龙傣族地区尚存。

第三，《沙乃本》（或《意译本》）。为勐龙曼秀寨子之都坝罕腊以《千行诗本》《沙卜本》为底本意译而成。内容含《千行诗本》的全部巴利原文，每一句巴利原文用百句以内的傣语意译、解释、阐发。贝叶刻本，十三册。原藏“瓦目囡”、森林藏经处。现已失传。这个本子对后学认识、理解《维生达腊》本生经有较高的辅助功用。

第四，《金象牙本》。以《千行诗本》《沙卜本》《沙乃本》为底本扩充而成，除内容有扩充外，描写细致，阐明主题深入。内容包含《千行诗本》《沙卜本》中的全部巴利原文，并作了细致入微的翻译、解释、阐发。贝叶刻本，十三册。原藏“瓦目囡”、森林藏经处。现已失传。据说缅甸之掸邦、勐养等地尚有留存。

第五，《金龙本》。叭龙罕纳曼康弯译本，以韵诗注释、解释巴利。巴利语部分，依照巴利前后经文押韵。傣语部分，依傣语语音押韵。逐一对《千行诗本》巴利词汇，先以巴利解释、后译为傣语，再后以傣语解释、阐发。书中的巴利较《千行诗本》巴利原文多出近一倍。故该书一直是勐龙傣族僧侣学习《阿佧雅》[65]的范本，以此学习、领会巴利扩大、押韵、韵脚之规律。这个译本是勐龙傣族僧侣巴利语语音学、语法、文法水平的佐证。贝叶刻本，原藏森林藏经处有藏本，1967年毁。现勐龙曼栓寨子纳拉塔叭龙宰雅宋罕出家佛寺所在的傣寨尚存此经。

第六，《勐豁本》。这个本子是景谷长老所译。主要内容不变，全诗五言韵诗，将巴利《维生达腊》全部用经典傣文译成傣语。语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是《维生达腊》本生经的傣族化、通俗化之佐证。1952年以前，勐龙各佛寺的比丘通常指定以《勐豁本》为贝叶经入门之启蒙读物，凡学会经典傣文体巴利字母和傣文字母、韵母的沙弥尼都以之作为进一步学习语言、天文、佛学的入门书，故在西双版纳景洪、勐龙傣族民间广为流传。贝叶刻本，十三册。

目前，西双版纳嘎洒曼塞尚存一部《勐豁本》，是20世纪80年代从缅甸勐垒抄录来的。景谷也有藏本，但名字是《白象经》。

第七，《万象本》。前四册内容只是较《沙卜本》有所增加。从第五册开始，大量扩充内容。第五册至第十三册，每册内容均较《沙卜本》增加近50%。其中第八册较《沙卜本》第八册增加了2/3的内容。贝叶刻本，十三册。原藏“瓦目囡”。现已毁。

七种版本中，以《勐豁本》最流行。《万象本》因篇幅庞大，一直不太流行。献经节时，僧侣们通常要历时一昼夜才能够将整套《万象本》轮流诵读完毕。《万象本》第九部、第十三部一直是傣族佛徒经常抄献佛寺的经书。

（二）《中国贝叶经全集》的整理编译

当代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流传并保存有相当数量的佛教抄本，从传抄载体来看，主要分为贝叶经抄本、构皮纸抄本和棉纸抄本几类；从抄本文字业看，主要是用傣泐文、傣泐文拼写的巴利语传抄的。

从2001年开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依据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保护和发展的相关精神，开始着手搜集整理散存在佛寺、州档案馆、各学术机构以及大量在民间的佛经抄本，其中包括贝叶经抄本和构皮纸抄本，共收集到散落在各地的抄本400多部（其中贝叶经152部、构皮纸经书211部、赞哈唱本40部）。据西双版纳州民族研究所所长、州贝叶文化研究中心岩香主任介绍，全州的贝叶经抄本数量应该在1000部左右，构皮纸抄本更不计其数。

西双版纳的佛教抄本内容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傣族巴利三藏和三藏疏，以五部《阿含经》《清净道论》为代表；二是傣族从巴利三藏中遴选、编写成的傣族常用巴利语佛经，以《出家业经》《比丘业经》为代表；三是一些以本生经为蓝本的融入傣民族和地域特色、经过傣族再创作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以《召树屯》《兰嘎西贺》等一些本生经为代表；四是一部分融入佛教思想的世俗典籍，如大量的反映佛教思想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民间谚语格言集《松帕雪》，依据佛教四谛五蕴理论所著的傣族传统医药典籍《“四谛”、“五蕴”阐释》《药典》等。从目前所收集抄本的内容结构特点上看，本生经故事比重较大，藏外部分也有相当比例。[66]
西双版纳州政府自2001年开始组织全州力量收集整理南传佛教抄本，并从收集到的1000余部抄本中遴选了131部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抄本，经过艰苦的近十年时间翻译整理，2006年至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数量达100卷，共114册的《中国贝叶经全集》，陆续向海内外发行，于201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将100卷本的《中国贝叶经全集》全部出齐。

《中国贝叶经全集》收集、整理、编译之佛教经典目录如下：

第1卷《佛祖巡游记》

第2卷《维先达腊》

第3卷《瞿昙出家/嘎鹏》

第4卷《绣缮》

第5卷《十世轮回》

第6卷《金鲤鱼》

第7卷《粘响》

第8卷《赶塔南》

第9卷《召树屯/青瓜王》

第10卷《创世史/嘎里罗嘎里坦/佛教格言》

第11卷《扎哩呀》

第12卷《千瓣莲花/跌密牙王子》

第13卷《松帕敏/布罕/宋摩南富翁》

第14卷《孟腊甘达莱/甘达莱公主》

第15卷《召相勐与喃宗布》

第16卷《少年王召波拉》

第17卷《苏柏雪》

第18卷《玉喃妙》

第19卷《佛陀教语/阿瓦夯》

第20卷《摩尼尖》

第21卷《尖达巴佐/佛陀解梦/笨人吃斧》

第22卷《苏宛纳康罕》

第23卷《翁沙湾》

第24卷《甘帕沃短》

第25卷《帕雅目支膦陀的疑问》

第26卷《九尾狗》

第27卷《瓦卡吉达邦哈/朱腊波提断案/窝瓦达敢双》

第28卷《尖达罕当嘎》

第29卷《窝拉翁》

第30卷《三只金鹦鹉/苏拉翁》

第31卷《吉祥经/佛陀预言》

第32卷《药典》

第33卷《论傣族诗歌/花卉情书》

第34卷《摩诃翁滇万》

第35卷《颂玛南迭窝 阿銮模松》

第36卷《上思茅歌 贺新房歌》

第37卷《麻贺萨塔》

第38卷《脱泥佛像/金鹿》

第39卷《咖庸/五座凉亭》

第40卷《兴安龙召片领/断案全集》

第41卷《摩哈哇》

第42卷《芒莱法典》

第43卷《花蛇传奇》

第44卷《菩提般扎南塔度/哦哇答萨沙纳》

第45卷《术万南章呙》

第46卷《召贺洛/咖莱》

第47卷《召真悍/青莲之歌》

第48卷《冬德冬蒙/萨拉帅》

第49卷《召温邦》

第50卷《苏万纳捧敏/咖牙桑哈雅》

第51卷《坦玛布嘎拉朗玛/坦萨麻苏桑》

第52卷《白马凌波》

第53卷《波罗蜜经》

第54卷《四榴》

第55卷《娥屏与三洛》

第56卷《独象牙》

第57卷《秀批秀衮》

第58卷《召苏宛之歌》

第59卷《千棵芭蕉/七头七尾象》

第60卷《烘乖凤》

第61卷《傣药志》

第62卷《档哈雅》

第63卷《解说小诵经》

第64卷《沙甘玛瓦扎》

第65卷《金龟之歌》

第66卷《威乃牙洛泐》

第67卷《大果报》

第68卷《俳亚琅》

第69卷《〈菩提分法〉三十七道品》

第70卷《说媒词·祝词·咒语·偈语》

第71卷《呼腊竜》

第72卷《召香柏》

第73卷《各种祛邪驱鬼消灾术》

第74卷《喃金布/双头凤》

第75卷《制作大鼓/佛像的规矩及其它》

第76卷《巴拉尚哈亚》

第77卷《处世训言/坚固》

第78卷《五位佛祖的足迹》

第79卷《嘎弄》

第80卷《傣族的古规/礼俗及处世之道》

第81卷《召温龙/阿吝栋》

第82卷《清静道论》

第83卷《深奥佛法小手册·佛陀转世》

第84卷《布施论·戒论行·道修禅/王问经》

第85卷《鹏玛奘》

第86卷《傣方药/“四塔”/“五薀”阐释》

第87卷《召宛纳潘》

第88卷《世间解》

第89卷《大业处》

第90卷《章哈歌唱语法/教导王和官员的诗歌/般哈诺宝》

第91卷《摩诃宾图/天界星宿》

第92卷《本名占星学/建城建寨》

第93卷《十五诵经/坦厄伽尼伴》

第94卷《粘芭细敦》

第95卷《乌沙与巴罗》

第96卷《增一阿含经》

第97卷《杂阿含经》

第98卷《小阿含经》

第99卷《中阿含经》

第100卷《长阿含经》

目前已出版的《中国贝叶经全集》所收上座部佛经抄本100余部，大体可分为《阿含经》5部；律藏和论藏（含翻译和本土著述）约30部；本生经约40部；世俗经典约25部。其中的本生经部分实际是藏内《小阿含经》的典籍。值得一提的是，版纳地区发现的《阿含经》并不全。例如《小阿含经》，本应包含《小诵》《法句经》《如是语经》《经集》《天宫事经》《饿鬼事经》《长老偈》《长老尼偈》《本生经》《比喻经》《佛经史》等。而依据近年来所搜集到的贝叶经抄本和构皮纸抄本所编译出版的《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第98卷《小阿含经》，则受所搜集到的抄本限制，篇幅上仅包含《经集》《长老经》与《长老尼经》3部。本应包含在《小阿含经》里的近40部本生经已另辟为《全集》其他卷本出版。[67]
《中国贝叶经全集》以贝叶抄本或构皮纸抄本扫描、老傣文、新傣文、国际音标、汉文直译和汉文意译“六对照”的形式，首次将我国境内的南传佛教抄本情况较为细致和规模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的首次选编集萃，[68]被誉为“研究我国南传佛教的空前盛举”。无疑，《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结集出版，有利于推动我国对南传佛教经典的整理和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国南传佛教和东南亚南传佛教的文化交流。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首先，仅仅遴选卷帙浩繁的傣文大藏经中的100卷贝叶经编译结集，却以《中国贝叶经全集》一名冠之是否妥当？能否真正反映傣文巴利三藏的精髓？其次，这样的结集和出版编纂工作只是初步尝试，有待与现存南传诸国的巴利语文献进行系统比较对照，进一步厘清傣族巴利语文献的源流、版本及其在内容方面的殊胜之处。总之，对中国南传佛教贝叶经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有待拓宽视野，争取与国际贝叶经典籍研究机构展开更深广的交流合作来拓展。

二 德宏佛教经典的整理与保存

据德宏州图书馆从事德宏州傣文古籍抢救翻译保护工作的张云调查统计，目前在德宏收集整理的傣文经书主要是用方形德宏傣那文、圆形缅傣文、老傣文拼写的巴利文抄写的棉纸经、构皮纸经、象牙片经、象骨片经、贝叶经，但是贝叶经抄本较少。当前德宏州收藏的傣文古籍主要有：德宏州档案馆181卷，德宏州民语委200卷，德宏州文化馆、德宏州图书馆200卷，芒市文化馆200卷，瑞丽市档案馆200卷，梁河县档案馆300卷，盈江县档案馆200卷，畹町文化馆150卷。全州有佛寺500多座，每座佛寺都有傣文古籍经书存放，如菩提寺存500卷，佛光寺300卷，五云寺350卷。散落民间的傣文古籍也不少，目前已普查的傣文古籍经书共有2203卷。[69]
2001年开始，云南大学的尹绍亭教授和供职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唐立教授开展了“云南傣族古籍文献抢救保护”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日本丰田基金会的支持，目标是实现傣族古籍文献在当地的永久保存和利用。该项目历时三年，依靠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大批傣族学者们的努力，最终完成了2000余种老傣文古籍文献的普查；经过考订筛选，入选篇目近900种，拍摄微缩胶卷23盘，计54732幅。并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云南德宏傣族古籍编目》。

《中国云南德宏傣族古籍编目》[70]收录条目分为历史、语言、天文、文学、医药、宗教等类别。书名以老傣文、国际音标、汉文顺序书写，表格用汉文、老傣文、英文书写。在其收录的宗教条目中，大多数是傣文佛教经典。可以说，《中国云南德宏傣族古籍编目》项目的顺利完成对德宏傣族地区的傣文佛教经典的整理和保存而言，意义深远。然而，《中国云南德宏傣族古籍编目》所收录的佛教经典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尚未能反映德宏傣文佛教经典的全貌。

三 耿马佛教经典的整理与保存

2004年9月，尹绍亭、唐立等开展的“临沧耿马傣族古籍抢救保护项目”正式启动，通过开展傣文古籍文献普查，落实了傣那文和傣泐勒文古籍文献398种，县志办和县档案馆提供的傣文地方史料33种，普查落实的傣文文献古籍共计431种。通过两年多集中翻译、整理和编目，于2005年12月顺利出版了《中国云南耿马傣文古籍编目》[71]一书，完成了对耿马傣文古籍文献的全部拍摄，共拍摄图片2万余幅，使这些古籍文献以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下来。耿马傣文古籍编目项目的完成，是耿马傣族古籍的抢救保护工作迈出的可喜一步。

《中国云南耿马傣文古籍编目》所收录的条目主要包括历史、文学、天文、宗教、医药、占卜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收集整理的耿马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抄本有一个特点，即贝叶抄本极其少见，大多为纸质抄本。耿马傣族地区现存的南传佛教经典目录主要有《佛经总目》1册、《二十八尊佛》1册、《赕袈裟》1册、《滴水献斋的由来》1册、《关门节·新年·沐浴日》1册、《佛祖答仙女问》1册、《佛祖巡游》1册、《千瓣莲花》1册、《维先达腊》1册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佛本生故事，如《娥并与桑洛》《阿暖》系列故事等。但不容乐观的是，耿马傣文古籍大多散落于民间，损毁比较严重，流失现象突出，尤其是耿马傣文佛教经典的整理和保存工作有待深入。

四 孟连佛教经典的整理与保存

2007年，尹仑、唐立等展开“中国云南孟连傣文古籍抢救保护项目”启动，2010年10月完成，依托孟连县民族历史博物馆，收集整理古籍约1000册，精选拍摄190余册，拍摄微缩胶卷25300余幅，翻译重要古籍7部，编成《中国孟连傣文古籍编目》[72]一书出版。所收录条目分为历史、文学、天文、宗教、医药、习俗等。

对孟连傣文古籍调查和整理发现，孟连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抄本一部分是贝叶抄本，另一部分是纸质抄本。其中收集整理到孟连傣族地区现存的南传佛教经典目录主要有《佛经总目》1册、《布散嘎》1册、《巴腊米》1册、《巴腊米板迦》1册、《比大麻腊那》1册、《毫轮洼》1册、《涅槃纳索》1册、《麻哈满腊涅槃》1册、《八佛记》1册、《赕塔尖》1册、《二十八佛》1册、《二十八佛谱系》1册、《赕花许愿的来历》1册等。由于“中国云南孟连傣文古籍抢救保护项目”收集内容广泛，而散落佛寺和民间的佛经数目较多，因此佛教经典的收集和整理尚需进一步开展。

结论

当代学者们对散落在民间的佛教经典的收集整理对于佛教历史记忆的固态化意义重大，它可以从不同的民间集体记忆中去还原一些历史事实。但是由于信仰南传佛教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佤族和彝族文字形成时间较晚，自身文献记载阙如，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记载不全，故而通过口述史、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和翻译对于还原留存在民间的南传佛教历史记忆来说不失为一种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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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邓殿臣的《现代傣族地区佛教》说：“傣文论藏亦含七论，只是缺少《分别论》，而将《摄阿毗达磨论》归入了论藏。在南传诸国，《摄阿毗达磨论》均为藏外经典。”事实与邓殿臣所说恰恰相反。傣族地区有《分别论》，《摄阿毗达磨论》被认为是属于解释《阿毗达磨》的经书，所以被归入藏外。

[57] 与叭龙咯涛宰山节录《清净道论》而成的kammatthān有雷同处。

[58] 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后记说：“我在佛学研究中还遇到一位最好的老师，是景谷县东那佛寺的阿章，82岁的周建云老先生（傣族），还有他的长子康朗拉周开祥同志，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59] 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称：“藏外佛经六部，在云南的傣族寺院中仅发现《弥兰王问经》（Milinda panha）一种。其余的《岛史》（Dipa-vamsa）、《大史》（Maha-vamsa）、《小史》（Culla-vamsa）和《摄阿毗达磨论》（Abhidhamattha-sangaha）等尚未发现。”少一种。

[60] 与《清净道论》“禅定”一节相关。

[61] 即叶均译《清净道论》“第十七说慧地品”。

[62] 即叶均译《清净道论》“第八说随念业处品”的“（3）取三十二身分之相与厌恶性”。

[63] 傣族僧侣认为，各般若蜜可分三步，完整十般若蜜共有三十步。以十般若蜜中之首“赕般若蜜”为例：（1）dānapāramī“普通之赕般若蜜”。以次等、坏质物、少量物献赕，祈求更多回报之献赕。（2）dānaupapāramī“进一步之赕般若蜜”。献赕质量、数量、诚心度较前者为好之献赕。（3）dānaparamatthapāramī“顶点之赕般若蜜”。视需者所需、所求而不以己愿决定献赕数量、内容。献赕后，不收回、不设想、不接受被赕者回报。

[64] 傣族僧侣认为般若蜜意为“点滴积累之善德”，指苦难中坚定持戒而终获之善德。为上座部佛教徒所推崇。

[65] ākhyāt为巴利语语音学第六部。

[66] 参见周娅《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抄本概况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2期。

[67] 参见周娅《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抄本概况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2期。

[68] 详参周娅《〈中国贝叶经全集〉九大问题述略》，《思想战线》2007年第6期。

[69] 参见张云《德宏州傣文古籍调查概况》，《贝叶文化与和谐周边建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9页。

[70] 尹绍亭、唐立、快永胜、岳小保编：《中国云南德宏傣族古籍编目》，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71] 尹绍亭、唐立主编：《中国云南耿马傣文古籍编目》，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72] 尹仑、唐立、郑静主编：《中国云南孟连傣文古籍编目》，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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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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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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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绪言

一 日本佛教的重要地位

日本佛教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采纳一种便捷的坐标系。我们知道，学术界通常按照佛教传播所使用的经典语言将其划分为四大传统，即梵语系佛教圈、巴利语系佛教圈、汉语系佛教圈和藏语系佛教圈，它们大体上分别对应于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我国云南地区）、汉传佛教（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和藏传佛教（中国西藏地区、内蒙古地区和蒙古等国家和地区）。在此，我们把属于汉语佛教圈的日本佛教与印度佛教、南传佛教、中国佛教、藏传佛教略做比较，从时间跨度、思想、宗派、制度、本土化等几个方面来谈谈日本佛教的特点。

（一）从时间跨度的角度来做一比较

众所周知，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释迦牟尼是其创始人，其佛教历史理应从释迦牟尼驻世的时代算起，即公元前6世纪。[1]但是自11世纪伊斯兰教势力侵入印度次大陆后，佛教遭到了灭绝性打击，12世纪以后佛教基本上在印度销声匿迹，近代以后，才在局部得以小规模复兴。这样算起来，印度佛教的历史大致长达1800年。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在印度的历史并非最长。印度的邻邦斯里兰卡的佛教历史较长，普遍认为其历史始于阿育王派遣王子摩哂陀赴锡兰传教。按照南传资料的记载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迄今已达2200年。而巴利语系其他各国的佛教都是自斯里兰卡辗转传入的，其传入时间最早为公元5世纪，迄今约1600年。其次是中国。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有多种，如果采纳中国佛教协会认可的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经一说的话，迄今长达2000余年。藏传佛教官方传入始于松赞干布时代，为公元7世纪，迄今达1400年。而日本佛教系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其官方传入的时间，即所谓“公传”的说法有二：一说公元552年；一说公元538年，本书采用后者，可以确定为公元6世纪，迄今已达1500年。从时间上来看，佛教传入日本较晚，但其跨度较长，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也可以说是一个佛教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

（二）日本佛教的思想特点

佛教发源于印度，自中国、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传入日本之前，它已经具有丰富的教义教理和深邃的哲理内涵。与中国佛教侧重教义思辨的特点不同，日本佛教更加重视修行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佛教在教义发展方面驻足不前、乏善可陈。事实上，佛教思想自日本文化的独特土壤里汲取养料，在历代高僧大德富于创造力的精心培育下绽放出了一朵独具民族特色的奇葩。自近代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佛教在教义教理方面独具特色，试归纳为如下几点。

1.一乘至上

佛教自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一直到大乘佛教，其教义核心问题——佛性理论一直在发展演变。为了判别针对不同根性的应机教法而出现了一乘、三乘等教判理论。作为日本佛教之师的中国佛教围绕一乘和三乘的问题曾展开激烈争论，主张一乘即信奉众生皆能成佛的学说占据了主流。日本佛教自传入伊始就引进了大乘的立场，各宗各派皆以大乘自居，但在佛性问题上，主张“五性各别”、三乘真实、一乘方便的法相宗的观点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自最澄以后，一乘观点占据了上风，镰仓时代形成的各宗也普遍采取一乘至上的立场。

从概念用语角度来看，初传期的“三经义疏”等文献中即强调了一乘思想，《法华义疏》还提出了“一大乘”的说法。[2]这已经具有统摄大乘学说、融汇于一乘宗旨的倾向。之后的日本各宗则竞相提出自己的一乘命题。例如日本华严宗承袭中国华严宗标榜自己为“华严一乘”；而吸收了华严教法的真言宗则倡言“不二摩诃衍”“金刚一乘”；天台宗最澄称自己的全部教学为“法华一乘”；甚至由日本僧侣开创，具有浓郁日本特色的各个宗派也纷纷用“一乘”来概括自己的宗义——净土宗称“念佛一乘”，净土真宗称“誓愿一乘”，日本曹洞宗为“佛心一乘”，日莲宗则为“本门一乘”。总体而言，各派较为突出一乘思想中一乘超越三乘，即“别教”的一面，力图以本宗统摄一代圣教，这与日本佛教注重宗派意识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2.易简修证，速疾成佛

因为标榜一乘，誓求佛果，各宗在成佛理论上虽各显特色、异彩纷呈，但其宗旨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速疾成佛，即在当世甚至当下证得佛果。真言宗空海是这一潮流的开创者，他以身口意三密“即身成佛”，迥绝六派、横超诸宗。其后的各个宗派也不甘落后。曹洞宗创立者道元提倡“修证一如”，强调证后修、修即证，表示“那个兀兀坐着的就是佛”。这些都是在继承中国佛教修证理论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独特阐发。悟“速疾”，修自然也应“简易”。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是其代表。法然、亲鸾发挥中国净土大师的思想，提倡称名念佛，易简法门，凡诚心唱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者皆可往生成佛。时宗的一遍以授念佛札度人；日莲则干脆宣传“南无妙法莲花经”经题的妙用，信徒只要虔诚唱诵经题即可成佛。提倡虔信、重视修验，相对轻视运用理性对修证加以辨析是日本佛教的重要特点。这与中国佛教注重义理、讲学著述的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注重仪式、咒语等秘法也是日本佛教的特点。在中国隐于宫廷密室并未得到广泛弘传的密教在日本大行其道，与它同时或其后的各宗各派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吸收了密教的成分，以致日本佛教的特色可以用“泛密”来形容。

日本佛教之所以具有鲜明的神秘主义色彩与其民族性格、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宗教文化土壤都有密切关系。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地震火山灾害频仍的国家，再加上历史上政局动荡的局面经常出现，民众在天灾人祸的侵扰下苦不堪言，容易产生无常、厌世的思想，无怪乎“厌离秽土、欣求乐土”的口号在民间一呼百应。此外，日本民族擅长工具理性（术）而不擅长形而上学（道），所谓有技术无科学、有权术无政治、有思想无哲学的说法固然有失偏颇，但是其不擅长抽象思辨却是客观事实。

如上差异也招致了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某些不解。净土真宗、日莲宗的教义在介绍到中国以后受到批评，唱诵经题的做法更让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难以接受。而在学术领域，一些学者也因为日本佛教缺少印度佛教细密、繁复的论证和中国佛教瑰丽、壮阔的体系就进而贬低其价值，这多少是一种并不全面的误判，进而阻碍了日本佛教研究的发展。因此，这也从方法论上提醒我们在研究日本佛教时切不可套用中国佛教的习惯思维模式，而应该在广义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的背景下发掘资料背后的价值。

3.本觉始觉

与证悟和修行理论密切相关的是本觉思想。这一点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但有关研究还有待深入。众所周知，本觉与始觉是《大乘起信论》提出的一对命题。按照《起信论》的说法，众生原本具足佛性谓之本觉，发菩提心誓证无上等正觉谓之始觉。本觉、始觉不二，是潜在与实现的关系，偏执任何一方则有悖正见。从修行与证悟的关系来讲，众生皆能成佛是修行得以实行的前提；发心修行是去妄存真、证得佛果的必要过程。普遍认为，本觉思想源于印度佛教的佛性（《大涅槃经》等经典）和如来藏（《如来藏经》等经典）思想，在中国经由天台、华严、禅诸宗结合儒家心性学说进行了发挥。而自日本天台宗宣扬这一教义以后，曾授教于日本天台的各宗派都不同程度地宣扬本觉思想，使之成为日本佛教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各宗对于本觉的阐释以及本觉思想在各宗教义中所占的分量不尽相同，概括而言，日本的本觉思想带有彻底肯定森罗万象的现象世界，把现象与本质、相对与绝对等同的倾向。这与日本人重视现实世界、崇拜自然、迷恋神秘的思想不无关系。

4.真俗一贯

一般来说，印度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具有僧侣至上主义的倾向，比较重视出世法，强调、尊重僧伽集团与世俗社会的差异；而中国佛教虽然也提倡虔敬三宝，但在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下，并不一味推崇出家，这一方面因为佛教置于政权的严格管控之下；另一方面居士佛教具有悠久传统，在宋以后影响日渐扩大，清末民国甚至成为主流。日本佛教在这一问题上部分沿袭了中国佛教的思路，但在实践中独具特点。日本文化中原本具有尊重神职人员、僧侣的传统，官方对佛教的庇护又给僧人带来了特权，但由于僧侣贵族化、宗派利益冲突、重视现世利益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僧团与世俗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历次振兴戒律的运动都是鲜克有终，“真俗一贯”反而成了僧人轻视清规戒律的借口。

另外，真俗一贯的思想客观上在日本佛教的民间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佛教官方传入日本之前，少数外来移民就已经具有佛教信仰并自发开展了零星的宗教活动，但佛教大规模的传入，还是作为一种服务于上层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国家主导下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的教义教理、宗派制度都是机械地照搬中国，对普通民众而言高高在上、晦涩难懂，大多数寺院甚至不对民间开放，僧侣完全成为一个脱离民众的特殊阶层。这种局面自平安时代开始改观，杰出的佛教领袖最澄、空海首先向民众敞开了信仰的大门。空海不但在远离都市——也就是皇族、贵族控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深山建立道场，说法度人，还创办了各种与民众直接沟通的机构。例如，他兴办了平民也可以入学的“综艺种智院”，这所隶属于真言宗的教育机构一直延续至今，还发展成了大学。他还设立赈济机构，周济贫民。最澄和空海是上层僧侣，他们是当时的宗派领袖因而属于庙堂一派，而原本来自于民间、活跃于民间的在野僧侣更是如鱼得水，佛教信仰与民俗相互渗透，推动了佛教的民间化、世俗化。

如果说上述动向还只是停留于为了争取更大范围的群众支持，主动灵活地让佛法走向世间的话，则镰仓佛教众祖师的思想就已经提升到重新架构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层面上了。净土宗法然明确表示，世间俗人多、不能斩断欲念破戒的人多，而佛法慈悲为怀、广度为念，如果舍弃了大多数民众而只取少数上根利智的精英就是本末倒置了。真宗中兴祖师莲如的一段话讲得好：“亲鸾圣人的第一义就是不以出家发心的形式为本，不标榜舍家弃欲之形。”因此，在他们看来，刻意地分别圣、俗，反而是阻断了大多数人的成佛之路，真实的佛法就应该是真俗一贯的。

众所周知，区分佛教在家信徒和出家信徒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戒律。除了日本以外，几乎所有佛教国家或地区的僧侣都奉行与居士不同的戒律。换言之，戒律既然是清修的规范，它就要求全身心奉献于宗教的僧侣比世俗的信徒遵守得更严格、更彻底。反之，因为僧侣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比世俗信徒更严格地遵守戒律，他就理应更多地赢得信徒的尊重。从宗教学的角度而言，清规戒律使僧侣相对于世俗信徒获得了宗教信仰上的优越性和崇高性，由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日本佛教在戒律方面的独特做法，从而进一步了解“真俗一贯”的思想背景。

5.理戒事戒

独特的戒律思想是了解日本佛教的关键。在此方面独辟蹊径的是传教大师最澄，理戒与事戒就出自他的理论。最澄主张，印度、中国普遍采用的《四分律》等部派律典皆属于小乘戒律，而大乘僧侣应该舍小乘戒律，受大乘戒律；或者说应该抛弃形式的“事戒”，持无形的、内在的“理戒”。为此他反复倡言并最终获得朝廷批准建立了大乘戒坛。自此，天台宗僧侣普遍只接受大乘菩萨戒，摒弃了具足戒等受戒形式。从理论上说，《梵网经》等菩萨戒属于大乘戒，因其较为宽松，注重戒律精神而不详于具体规定，中国及最澄时代日本的其他宗派都只对在家居士单独授菩萨戒，僧侣往往是两戒并授或单独授具足戒。换言之，是否授具足戒是区分僧侣与俗人的根本标志，而最澄竟然将其取消了，这样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僧侣与俗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最澄的这一改革影响深远，后人甚至比他走得更远。日本各宗派的僧侣都出现了戒律松弛的现象，真宗的亲鸾从绝对他力的教义出发，甚至“妻带肉食”，号称“非僧非俗”，公开宣称破戒。虽然历史上各个宗派都出现了捍卫戒律、严谨戒行的高僧，但日本佛教总体而言对于戒律的态度是较为自由、宽松的。一些教派以教义代替戒律，例如真宗宣称“信戒一致”。近代以后，明治政府正式颁布条令，认可僧人可自由对待戒律，很多僧人彻底放弃持戒。僧人可以娶妻生子、饮酒啖肉，这也导致了日本佛教世俗化、职业化的趋向。

6.镇国护民

中国佛教自诞生起就有镇护国家的思想。唐代流行《仁王经》《般若经》等护国经典，宋代僧人作忏仪兴法会与道士办斋醮成为为君主国家祈禳的惯例。但是，护国毕竟只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方面，并非所有宗派所有高僧都热衷于此。日本佛教则不然，护国是泛宗派的普遍思想。日本佛教在传入时即带有明确的国家色彩，从国家政治层面来说镇护国家就是它的基本功用之一。

圣德太子最先发愿建造的就是依据《金光明经》的四天王寺。奈良时代建立国分寺制度，其中比丘居住的国分僧寺即“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比丘尼居住的称为“法华灭罪之寺”。与此同时还在全国各郡国建七重宝塔，供奉《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妙法莲花经》。平安时代的最澄与空海更是进一步宣扬护国利民的思想。最澄把有道高僧称为“国宝”，认为他们具有守护国家的作用；空海则把真言密教概括为“摧伏七难、调和四时、护国护家、安己安他”。镰仓时代的各个佛教派别无不宣扬自己护国佑君的作用，只不过他们庇佑的对象多了幕府统治阶层。例如与武士关系最密切的禅宗就在上堂拈香的时候为天皇、将军分别祈福，表面上调和矛盾，实质上肯定幕府对日本的实际统治。日莲更是把护国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国体论是日莲宗的核心教义之一。日莲时刻都把自己塑造成日本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尖锐批评其他宗派“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贼”，宣称自己是“日本的柱石、日本的眼目、日本的大船”。

日本佛教各宗派之所以普遍具有如此强烈的护国意识与佛教在日本国家、社会占据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有关。佛教变成了国家意志，佛教徒自然就当仁不让、敢为天下先。反观中国，三教论衡最终演变成了佛道两家为帝王祝寿的杂耍游戏，佛教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所占的实际地位就可见一斑了。

7.神佛习合

日本佛教与神道教的关系可谓分分合合、几经波折。在佛教刚刚传入日本时，日本朝廷就展开了一场是否接受佛教的争论。争论的内在原因当然是源自物部、苏我两大政治势力的权力角逐，而排佛派在宗教上提出的理由就是反对以外来神替代本国神。所谓本国神，即指原始神道教的神祇。可见神道教对引进佛教是有着天然抗拒心理的。然而天不由人，在强大的新文明的代表佛教面前，神道教不得不甘拜下风。到平安时代时，佛教不但彻底占据了国家宗教的地位，还以“本地垂迹、佛本神迹”，即神道教不过是佛教的外在表现的思想将神道教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全国大部分神社都不得不依附于寺院发展。

江户时代以后由于日本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儒学、国学都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神道更是产生了脱离佛教的自主意识。这类思想与民间厌恶僧侣腐败、反抗寺院统治的思潮汇聚在一起，终于在明治初年爆发了“废佛毁释”运动，提出了神佛分离的主张。不过，之后的佛教界为了反对政府扶植神道教、压制佛教、唆使神道教吞并佛教的做法，从捍卫自身权益、保持信仰纯洁性的立场出发也提出了神佛分离的口号。佛教与神道教一度出现了大分家。然而今天看来，由于这两种宗教在历史上相互依存太久，特别是在教义、仪式、信众方面相互影响渗透太深，已经很难彻底截然分开。所以，在现实层面佛教与神道教依然是若即若离，在理论研究层面可以说脱离任何一方都难以了解另一方。

8.教机时国

教机时国是日莲宗日莲提出的理论。其中，“教”指教法；“时”与“机”指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众生根机。这里面最有特色的是“国”的概念，指特定的空间，具体而言就是指日本。镰仓时代是一个日本佛教充分走向自觉的时代，很多高僧都意识到了日本独特的文化土壤与佛教在日本传播所面对的独特问题。一些人开始思考日本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身份、地位和意义，并形成了相应的学说。无论是道元所说的“小国边土”还是日莲所说的“一向大乘国”“大乘中法华经之国”，以至亲鸾径直赞颂圣德太子为“和国教主”，这些都是自觉的日本意识的显现。纵观整个中日佛教交流史，我们会发现日本佛教在与中国佛教的接触过程中从钦服、赞叹到质疑、争论，自信不断提高，自我意识不断加强。在镰仓时代，这种自我意识已经发展成为结合自己问题走自己道路的主流思想。而日莲把“国”与佛教经常讨论的“时”“机”等范畴并列，可以说把这一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应该已经对日本佛教的特色有了初步认识，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充分的探讨。

（三）日本佛教的宗派

如果以是否创立了独特的宗派来评判其地位、价值的话，日本佛教理应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受中国佛教影响而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新宗派有：日本天台宗、日本真言宗、日本净土宗、日本临济宗、日本曹洞宗；由日本人自己创立，具有完全日本特色的新宗派有时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依据日莲宗教义发展演变而来的新佛教团体如灵友会、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此外，日本还有一些佛教与本土宗教结合之后产生的特殊教派，如修验道等。

日本佛教具有强烈的宗派意识，这也是其一大特点。每一宗往往又分成几派。例如天台宗有寺门派、山门派；真言宗有智山派、丰山派；临济宗有妙心寺派、建长寺派；曹洞宗有永平寺派、总持寺派；真宗有东本愿寺派、西本愿寺派。各派虽然同出一宗，教义差别也不是很大，但在历史上往往分庭抗礼、泾渭分明，有时甚至发生严重冲突。战后，宗派矛盾有所缓和。

宗派，特别是具有民族化特色的宗派众多，从一个侧面意味着日本佛教有所创新，本土化程度较深。本书将详尽分析日本佛教宗派产生的背景、原因、表现形式、意义等问题。

（四）日本佛教的制度

日本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引进了中国佛教的相关制度，同时还创立了一些独特的制度。本书将对此问题进行重点介绍，兹不赘述，仅举三例。日本佛教在奈良时代曾经建立过一套国分寺、国分尼寺的制度。全国设立总国分寺，地方各郡国的治所设立分寺，形成了一个由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日本政府通过这套制度把佛教当作国家意识形态来加以推广，同时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控制管理。这套制度的创立显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隋文帝时曾于全国立舍利塔，武则天时全国兴建大云寺，唐玄宗时则有开元寺。不过二者在建立的目的、管理的方式、发挥的作用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别。

本末寺制度是日本佛教的另一项特有制度。该制度创立于镰仓时代后期，在江户时代确立并基本延续至今。全国性的大宗派都实行本末寺的金字塔式管理体制。金字塔的顶端是总寺，称为总本山，宗派新僧侣的训练、宗派内部的协调、管理都在此进行；总本山下又辖若干本寺，这是一些分布于各地的较大的寺院，相当于地方上的统辖机构；而本寺下还辖若干末寺，构成了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的神经末梢。这套制度既有利于维护宗派的团结，树立权威，又适当保证了每所寺院的独立性，所以长盛不衰。

此外，还有寺檀等独特制度。寺檀制度始于江户时代，原本是幕府政权为了禁锢百姓，从政治、宗教上强化专制统治的工具。但由于在长期的实施过程中很多寺院与所属信众即檀家建立了世袭的利害关系，所以该制度虽然在名义上于明治时代即已废除，但事实上基本延续至今。寺檀制度保障了寺院的经济来源，同时对稳固社会信仰、开展公益活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日本佛教与佛教的现代化问题

日本佛教在当代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日本是佛教国家中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一个佛教国家，在佛教徒的绝对数字上也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的总和。日本也是近现代积极向海外传播佛教的国家，欧美国家的佛教主要是通过日本传入的。日本曾向中国、韩国、东南亚、印度、南美洲各国以及台湾地区传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佛教转型、佛教现代化产生了影响。日本还是现代佛学研究的重镇，在佛学研究与教育、佛教思想与现代社会对话、佛教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日本佛教在当今佛教世界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六）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佛教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教义思想，独创的宗派、制度，以及在当代佛教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日本佛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就历史传统而言，学术界一般将日本佛教纳入四大佛教圈之中的汉语系佛教圈。但正如日本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一样[3]，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本书时刻关注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中国佛教源自于印度但独立于印度佛教一样，日本佛教也独立于中国佛教并在世界佛教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 日本佛教是日本研究的重要领域

日本佛教不仅仅是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日本研究来说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让我们也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考察一下佛教之于日本的意义。

学术界一般按照飞鸟、奈良、平安、镰仓、室町、战国、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的次序来分段叙述日本佛教史，本书作为一部概要式通史，也基本采用这一叙述次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划分以政权的更替或政治中心的转移，也就是所谓的朝代更迭为标准。其优点是一目了然，可以便捷地与政治史实现对接；其缺点是带有机械、生硬的成分，不尽合理。首先，在以上所列举的各个朝代中，有一些在意识形态、社会性质上具有同质性，佛教在其间并无大的质变；其次，佛教的重大变革往往发生在各个时代更替之际，有的超前，有的滞后，既为其内在规律所左右，又与时代变革产生强烈的互动，因此，本书在个别问题的介绍上并不拘泥于这一框架，细心的读者可以察觉。就宏观时代史而言，日本历史又可以概略为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分别对应佛教初传的飞鸟时代（公元6世纪）到镰仓幕府的建立（1192）；从镰仓幕府历经室町、战国时代到德川幕府的建立（1603）；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明治维新（1868）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我们无意在此概述日本佛教各阶段的历史，这一工作将留待以后的章节完成。我们试图指出这样一个重要现象：日本佛教的重大转变恰好发生在日本社会的重大转型期；或者说，在日本历史发生质的转型时，佛教也相应发生了质的变化。佛教与日本社会、历史的互动是如此鲜明，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佛教之于日本历史的重要意义。

日本有详细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发生了五次大的转折：原始社会向古代社会的转变；古代中央集权制国家崩溃后向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割据社会的转变；战国时代末期实现的统一以及由此建立的封建集权制国家；倒幕运动后建立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国家；战后出现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这些重大历史转折界定了日本的古代（飞鸟、奈良、平安）、中世（镰仓、室町、战国）、近世（江户）、近代（明治、大正、昭和前期）、现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昭和后期、平成）社会。

在古代社会初期日本系统引进大陆先进文明，并效仿中国隋唐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结果是建立了由皇室、贵族掌权的统一的律令式中央集权国家；镰仓时代起建立的武士政权，其结果是使日本出现了一个二元权力中枢。虽然武士首领将军、执权掌管着大部分统治权，但皇室贵族控制的朝廷仍然把持着最高统治者的名分并拥有对所属区域的控制权，地方上有势力的大名也都拥有高度自治权，日本实际上成了一个诸侯割据的国家；经过长期战乱，在战国末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终于实现了短暂的统一，这为德川家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封建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德川氏统治的江户幕府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一个武士政权（形式上继续保留了朝廷与幕府的二元性），但它实质上既不给予朝廷任何政治活动空间，也不再由中央及地方的武士阶层共同统治，而是不折不扣的君主集权制的专制政权。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都与前一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后期，各藩国的势力上升，幕府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步瓦解；明治时代的维新运动是在“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大旗下发动的，其结果是迫使幕府“大政奉还”给天皇，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人民拥有的人权范围在此时期逐渐扩大，甚至一度出现了所谓“大正民主时代”，日本社会进入了市民社会。但由于法西斯军国主义对民主的扼杀使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并最终驱使日本走上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不归路以至战败投降；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督导下实现的全方位改革（虽然因国际局势的逆转而有所中断）确立了民主、自由、法制的基调，日本才真正步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上述五大转折期，佛教也相应发生了重大转变。古代社会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佛教的传入。甚至可以说，没有佛教日本就不可能彻底实现从原始部族联盟向律令国家的转变。佛教发挥了大陆先进文明载体，以及统一国家的上层意识形态的作用。尽管这一阶段由于天皇与贵族的权力博弈不断，政局几经变化，先后经历了太子摄政、天皇亲政、关白摄政、院政以及平氏专政等多个时期，但佛教作为意识形态核心以及政权的神权基础的地位从未改变。在佛教传入之初，推古朝改革的一大举措就是立佛教为国教。改革的主导者苏我马子、圣德太子等人不仅在物质上倾力支持佛教，更注重吸收佛教思想作为立国之精神，其代表性的纲领文件《十七条宪法》就是以佛教为指导核心的。其后的大化改新进一步实现了推古朝改革的目标。奈良时代佛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突出象征就是国分寺、国分尼寺系统的建立。佛教在制度上也成为维护大一统国家所必需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进入平安时代以后，天皇虽然在迁都时特别禁止奈良诸宗随同迁入新的平安京，以此尽可能地削弱既有佛教势力对政治的影响力，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利用佛教维护自己的统治。天皇很快物色了新人选，并且扶持他们建立了新宗派——天台宗、真言宗。这两个派别立刻成为平安时代国家佛教的代表。

佛教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迅猛发展，众多大寺院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上层僧侣不仅在经济上腐化，在政治上也开始堕落，甚至觊觎最高权力。一些高级僧侣曾经权倾一时、不可一世，但最终落得身败名裂、遭人唾弃的可悲下场。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一些皇族、贵族或感到厌倦、遁形空门；或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寺院就成了他们永久的或暂时的栖身之地。据统计，在日本历史上从第40代天武天皇始，到第112代灵元天皇止，共有40位天皇退位后削发为僧尼，很多自称为“法王”。日本历史上共有126代天皇，近1/3出家，而皇后和皇子出家的更多，其中仅皇子出家为“法亲王”的即有170人之多。这些天皇、皇子栖身的寺院被称为“门迹”，它们往往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权力。此外，还有一些寺院为了获得特权也主动向皇族、贵族投怀送抱，自愿纳身为他们的私属寺院。这样，贵族与寺院的关系越发复杂起来。皇族贵族与高级僧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僧俗混同，这为日本佛教无法脱离政治、过度干预世俗事务埋下了伏笔。

除了直接参与政治角逐，佛教干预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运用神权向政府施压。在平安时代，佛教在本地垂迹、两部神道等理论支持下把神道教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僧侣不仅控制着寺院，还控制着神社。而这些大寺院、大神社往往与皇族、贵族关系密切，供奉着他们的氏族神祇。这样，每逢在利益冲突中希望获得政府支持或者与政府对抗时，僧侣都会采取挟持神灵威吓朝廷的办法。对待个别不服从的贵族，寺院甚至采用类似于基督教“绝罚”的方式把该人的神籍开除出族。在这样的威胁下，事态往往不得不以朝廷和贵族的让步收场。

日本佛教在此阶段还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僧兵。僧兵原本是寺院为了安置个别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下层僧侣，把他们组织起来临时负责维护治安的团体。渐渐地，一些社会上的闲杂人等也混迹其中，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样，寺院不得不来整编僧兵队伍，一些有野心的上层僧侣趁机把僧兵建设成了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寺院拥兵自重，增加了在政治对抗中的本钱。僧兵以及镰仓时代一些新宗派拥有的农民武装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也是日本佛教全面影响政治的一个特殊事例。

中世社会即武士时代的政权二元化甚至多元化既使佛教内部出现了分裂、变革，又使他们巧妙利用各方矛盾，将自己变成了平衡各方力量的重要砝码。所谓镰仓新佛教、旧佛教出现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贵族统治的崩溃。原本属于平民阶层的武士集团崛起，导致了宗教信仰与文化的变革。所谓旧佛教派别即天台、华严、真言、法相等宗派，它们因为与贵族集团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渐趋保守。而新佛教派别则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变革创新以及日本佛教民族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禅宗是最鲜明的代表之一，他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寻求上层武士支持的路线，武士阶层也把他们当作思想上抗衡贵族阶层的工具，禅法因此大行于天下。另外，禅的思想、禅的精神以及借由禅宗传播的宋明理学也影响、塑造了武士的思想气质，成为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以至于禅被看作武士的宗教。而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在寻求武士阶层支持的同时，还积极向民间发展。佛教此前从未与日本民众如此深入地接触。为了争取民众，佛教开始用他们的语言说法（真正意义上的日文佛教著作也就是在此阶段出现的），用他们的思想思考。由此，佛教自身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作为民族宗教的日本佛教出现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通过佛教体现出来的民众的意愿不仅仅停留在否定现实世界、向往未来世界的阶段，他们甚至拥有了改造现实世界的冲动。净土真宗就曾经通过成立基层组织、发动农民，在一些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地方军阀进行干涉时他们甚至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日莲宗也具有改造现实、用行动实现宗教理想的教义，历史上也发动过数次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这些都是日本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深层土壤。

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是武士政权的特例。在此时代初期德川氏剪除了所有政治敌对势力，以天皇为首的朝廷虽然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已经完全置于幕府监控之下，德川家族成为实质上的封建君主。佛教也沦落成了幕府的统治工具，丧失了思想的主动权与创新能力，唯一保留的是其对民众的影响力，甚至是带有强制意味的权威性。幕府认定基督教是其统治的潜在威胁，于是便通过一系列制度利用佛教反基督教，包括建立寺请制度，强迫全体国民必须从属于某一佛教派别，在旅行、婚嫁等场合还需要出示寺院开具的证明等。寺院兼具了户籍管理者与乡里监视者的作用。这样不太光彩的角色也激起了部分民众对佛教的反感情绪，为之后的排佛风潮种下了祸根。

在近代初期发生的倒幕维新运动中，佛教第一次完全被动地置身于历史大变革之中。而在这场变革伊始，佛教就被当作了应予打倒的落后势力。明治政府为了树立天皇统治的神圣性，实现“祭政合一”，制定了压制佛教扶植神道教的宗教政策。一场轰轰烈烈的“废佛毁释”运动在滥用政府政策法令的情况下于全国发动了，反对佛教的各种势力——神道教、儒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急时刻，佛教内部的革新派挺身而出，在呼吁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他们也推行了各种对佛教思想、制度的改革。佛教是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它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僧侣教育体制，还积极参与世俗教育，是推广新式教育的功臣。这对佛教自身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佛教学的引进，日本在佛教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这不但有助于佛教收拾自家宝藏，也为世界了解佛教做出了贡献；二是激进的理性化思潮以及对世俗事务的全面参与加深了日本佛教世俗化的程度，导致了“有佛学无佛教”、佛教非宗教的尴尬局面。

在官方意义上神道教取代佛教成为日本国教以后，佛教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变得微乎其微，但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却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刻，日本的知识精英纷纷把佛教这一古老文化当作了他们构建新思想的源头活水。大多数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如西田几多郎、清泽满之、井上圆了、铃木大拙都以佛教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众多文学家、艺术家，如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普遍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甚至政治家、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也都带有佛教的痕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生的日本社会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一些新兴的佛教团体抓住机遇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它们大都是在战争前后应运而生，在战后重建阶段积极吸收城乡平民，特别是不断涌入大都市的新城市人口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兴佛教团体并不隶属于原有宗教派别，他们的教义往往也掺杂着佛教之外的各种宗教学说和民间信仰，并不纯粹。此外，新兴佛教团体几乎都是在家居士团体，而且大多没有固定的神职人员。由于佛教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日本文化的骨髓，成为日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所以战后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新兴宗教团体都以佛教教义特别是那些民族化的佛教派别的教义为基础，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传统的佛教派别。因此，新兴佛教团体的崛起是此阶段佛教发展的重要动向。虽然由于身处其中，我们对于它们的研究尚难定论，但是佛教在新历史阶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力，佛教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前两个阶段，佛教是当之无愧的推动文化进步的主要力量。无论是思想、语言、文学、艺术、习俗，还是建筑、医药、饮食，无不看到佛教的影响，佛教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者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佛教对于日本历史曾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前两个阶段，社会主导权掌握在不同的政治势力集团手中，佛教也是诸利益集团之中的一个并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重要力量。它从由国家豢养但掌握着神权的神职人员阶层逐渐转变为拥有独立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地位的利益团体。在其发展高峰期成了日本社会多重权力结构即公家（皇室、贵族集团）、武家（武士集团）之外的另一极——寺家（僧侣集团）。这样的模式与其他佛教国家迥然不同。例如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南传佛教都是在统治者的庇护、监督下得以生存的。中国佛教依王法兴，不但因为王权的好恶而兴衰沉浮，在与儒教的抗衡中也从未取得主导地位，更谈不上涉足国家政治权力。日本佛教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拥有霸主的地位，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随着日本社会近现代化的进程，佛教的历史角色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因为它是传统的一部分，它自然成为知识界整理国故、与西方思想进行对话的主要源泉；也因为它是传统的一部分，它受到冷落、不得不退居到市民社会舞台的一角，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

三 中国学术界的日本佛教研究

中国人研究日本佛教，返本溯源、反观中国佛教者居多，窥其堂奥者为少。中日两国佛教的交流史源远流长，中国乃日本佛教的输入源头。自宋以后，双方交流进一步加深，已经形成自身特色的日本佛教始试图向中国逆向输出自己的主张，并得到了中方的注意，然就其规模和影响力而言，尚无足轻重。近代西方殖民侵略席卷东亚，西学东渐，日本佛教率先开启了求新知于世界、兴改革于时代的创举，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与积弊陈衰的中国佛教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中国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为之震动。中国佛教遂掀起了一阵学习效法日本佛教的热潮，并由此才真正开启了对日本佛教历史与思想的关注和研究。

中国佛教获益于日本佛教改革者有以下两大方面：一是现代佛教学的发轫；二是佛教自身的改革。第二个方面以太虚大师的三大改革为代表，在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日本佛教的影响，兹不赘述。第一个方面与日本佛教研究关系更为密切，简析如下。

中国近代佛教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为居士而非僧侣，乃为不争的事实。而发其滥觞、厥功甚伟者非杨文会（1837—1911）先生及其所创办的支那内学院莫属。支那内学院的工作大体可概括为：经典文献的整理；佛教义理的研究与提炼；佛教历史与现实弊端的批评。这三个方面进而也可以概括为近代佛教学的特点。其中或多或少都与日本有关联。如杨文会与南条文雄交游，通过后者在日本搜集典籍之事已广为人知。欧阳竟无、王恩洋、吕澂等人对中国传统佛教“台贤禅净”四家进行激烈批评，斥其为“相似佛教”。虽然这一段历史与日本“批判佛教”时隔数十载，就外在事实而言并无关联，但其内在理路却颇有一致之处，并于近期获得了中日学者的广泛关注。

支那内学院培养的欧阳竟无（1871—1943）、吕澂（1896—1989）、熊十力（1885—1968）等人，以及自欧美学成归来，充分运用西方实证史学、比较语言学方法，并继承了中国传统考据学的胡适（1891—1962）、汤用彤（1893—1964）、陈寅恪（1890—1969）等一代学人，成果斐然，使得佛教研究不再限定于面向教内的教义学，而扩展到了历史、哲学、考古、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

（一）中日佛教资料互证

中国近代佛学大家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治学视野开阔，不仅熟悉中国佛教的相关材料，还善于灵活运用日本佛教的资料，间接地开拓了中国人对日本佛教的研究。其中尤以汤用彤先生最为突出。

汤用彤先生被誉为“熔铸古今、会通东西、接通华梵”的一代学术大师，其对日本古代文献及现代学术成果的广泛运用也令人叹服。其例颇多，非本书篇幅之能尽述，今试举几例。

中国佛教的宗派问题是汤先生晚年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他在病榻上先后撰写了《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两文[4]，批评了中国佛教历史上有十宗、十三宗的错误说法，特别指出这一认识的源头在于日本佛教，并说明了中日两国佛教的差异。在研究中他列举了日本佛教的相关史实，如奈良时代“宗”和“众”的用法，安澄、圆珍、安然、凝然等人的记述等，为后人进一步研究东亚佛教圈的宗派问题指出了方向。[5]
此外，汤先生还曾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资料考订会昌法难；以圆珍《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文句合记》卷上的记述，说明“俗讲”与“僧讲”的差异[6]；以最澄的《法华秀句》来探讨初唐有关佛性问题的诤辩等。

事实上，以中日两国的历史与文献进行比对，补其不足、发其未显的方法并非中国学人创造，从历史发生次序来看，或源于日人。盖日本自镰仓时代起，新思想、新派别纷然迭呈，各宗义学僧为捍卫师说，无不追溯本宗义理源流，整理历史文献遂蔚为风气，其中多有发明。举例而言，三阶教之研究，使湮灭无存之史实大白于天下，世人皆推矢吹庆辉（1879—1936）之功。殊不知矢吹的贡献固成全于新材料（敦煌遗书）与新方法（比较文献学、实证史学）的出现，但其问题意识，却上承自其所属日本净土宗传统。

矢吹氏乃日本净土宗僧侣。净土宗在末法思想、易简法门等诸多方面与三阶教颇有相似之处，然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净土宗徒为了与朝廷认定的异端三阶教相区隔，二宗多有诤讼。历史上如唐代怀感《释净土群疑论》中曾列十五家异说，重点批判三阶教，因而保存了有关三阶教的大量信息。中国佛教后世普修净土法门，对于净土的关注多在现实实践层面，对其历史反而大而化之，不甚了了。怀感的这一类有关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论述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而日本净土宗出于立宗需要，对于宗派历史不得不做诸多考订，怀感的相关记述反而为其宗徒所熟知，如十三世纪道忠（？—1281）《释净土群疑论探要记》、广引信行《三阶教法》并载《贞元录》中三阶教籍四十四卷。在矢吹庆辉之前，净土宗学僧佐佐木月樵、伊藤裕晃等人即已从净土宗史研究的角度，对三阶教进行了初步研究。[7]
中日两国佛教的历史与现实差异，使得两国的佛学研究形成了各自的传统，也形成了互不相同的关注点。注意到此二者的差异，以有余益不足，定有意外收获。就此而言，以比较的视野和方法来灵活运用日本佛教的资料，固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纯粹的日本佛教研究自身，但其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失去，仍有待进一步发掘运用，今后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佛学研究

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可谓包罗万象，致广大而尽精微，凡历史、哲学、艺术、文学都有涉猎。尤其因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亲缘关系，日本佛学界运用佛教哲学、佛教史学、佛教文献学（广义的“佛学”）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其范围之广、水平之高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正如本书所分析的，中国学术界对于日本佛教的研究，倒恰恰多见于历史、文学等外围方面，纯粹的佛学研究不仅数量少，且质量尚不容乐观。目前的研究成果仍体现于通史概论的水平，且基本参考于日本同行的研究，对专人与专门问题的研究甚少，且对专人的研究也局限于历史上一些宗祖级的重要人物。此外，对日本佛教特定文献所做的佛教文献学研究几乎为零。例如对弘法大师空海的研究，只有对空海思想或者唐密与东密关系的泛泛性研究，而对空海的大量佛学著作，其思想、历史及其与日本佛教史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则乏人问津。更多的空海研究者出自佛教学之外的领域，如对空海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对《文镜秘府》的研究。

即便是通史著作，目前已有的以中文写作的日本佛教史竟然只有两种，其中一种还是台湾地区的圣严法师于20世纪60年代末所撰《日韩佛教史略》。[8]该书篇幅短小，内容简略，完全因袭其时的日本学者的一些说法，只能说是有关日本佛教史的一份纲要。因此，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汉语写作的日本佛教通史只有杨曾文教授著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佛教史》。[9]杨著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对日本佛教研究的空白，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内容较为丰富，吸收了村上专精、辻善之助、家永三郎等人的研究成果，作为近二十年来中文写作的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佛教通史，成为与日本研究有关的各领域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然而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为受写作时间和占有资料所限，本书未能注意到战后日本佛教研究范式的转换，在基本史观和方法论上略显陈旧。该书采用了史论结合的写作方式，然而在史实的叙述上，尚有不少重要史料未及采用，尤其是因新史料和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书中的一些明显错误需要及时予以修订；一些重要的但不知何故未能加以叙述的事实需要补充；[10]一些并不太重要的人物、事件应予以省略，以便突出重点。而就论的方面而言，本书对一些重要问题的阐发还有相当的拓展空间。

通史以外的佛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几个热点上。其一是禅学研究。因中国内地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禅学热方兴未艾，禅研究也是佛教研究中的显学。鉴于中日禅学的亲缘关系、禅门僧众的友好往来，中日禅的比较研究较多。其二是最澄、空海等人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二人作为文化使者，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贡献卓越，地位突出，知名度也较高，因此形成了研究热点；另一方面在于密教研究在学界目前也是一个热点，唐密、东密与台密三者的关系是很多人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目前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其三是日莲系统的研究。这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创价学会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官方的友好关系，也积极支持民间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因日莲宗是日本佛教主要派别中唯一纯粹的本土派别，且日莲系统孕育产生了灵友会、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在现当代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新兴宗教，这都激起了中国学者的特别兴趣。

总体而言，中国学术界对于日本佛教的佛学研究无论就质就量而言都不理想，与欧美学术界形成了巨大反差。美国的日本佛教研究兴起于战后，历史并不长，但到目前为止已经产生了相当一批赢得日本学术界尊重的学者和学术成果。这一点值得中国学人反思。

（三）交通史研究

交通史研究是近代东亚学术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其成就为世人所瞩目。日本的那珂通世（1851—1908）、白鸟库吉（1865—1942）、羽田亨（1882—1955），中国的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诸先生开辟了这一领域。陈寅恪先生概括总结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明确提出了以中西材料、纸面考古材料互证的方法，推动了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宗教的生命力在于其流布传播，其传播史无不贯通古今中外，因此，交通史乃宗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交通史研究不仅能揭示其时宗教的诸多细节，还能更广泛地展现其时代背景，其成果不仅为宗教研究者所关注，亦可启发其他领域的学人。陈垣（1880—1971）先生宗教史研究方面的早期代表作“古教四考”[11]，皆可纳入广义的交通史研究范围。佛教交通史，具体至中日两国佛教交通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也较为活跃。此专门领域的开拓者是史学家周一良（1903—2001）先生。周一良擅长魏晋南北朝史，兼及日本史和亚洲史，早年著述颇丰，惜中年以后不断遭遇政治运动，无暇专心从事学术。他的一些论文，如《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入唐僧圆珍与唐朝史料》《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等[12]，开辟了研究方向，为他的弟子辈所继承。目前中日佛教交通史的研究工作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古籍整理；其二，人物研究。

古籍整理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如白化文等人校注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圆珍《行历抄》。[13]《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作为佛教交通史上的名著，历来受到学界重视，中国内地也出版过多种该书的点校本。[14]白化文等人新校注的版本参考了日本学者小野胜年等人的成果，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勘定，更加便于中国学者进一步的研究。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15]一书就受到了前者的启发并从中古汉语学的角度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人物研究以浙江大学的学术团队较为突出。如上所述，对日本佛教专人、专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内地学术界的弱项。浙江大学以王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培养了一批专攻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青年学者，出版了一批相当有质量的成果。例如郝满祥《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一书，充分地运用了中日双方的史料，参考了先行成果，详尽地考察了相关历史，并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如奝然入宋的目的、其时中日两国佛教的各自地位等——提出了不同于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这批研究之所以具有值得肯定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相关学者都能够熟练掌握日语，对日本前辈学者如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高楠顺次郎（《入唐五家传》《入唐诸家传考》）、森克己（日宋贸易系列）、冢本善隆、西冈虎之助、道端良秀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予以充分吸收；其次他们都经过了良好的文献学训练，对中日两国的古代汉籍都有精要的解读；最后他们具有和日本学者不同的史观与立场，可以取长补短，与日本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

（四）近代佛教研究

近代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已广为人知。自清末以降至20世纪20年代末，中日两国佛教徒开展了友好交流。以在中国举办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和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为象征[16]，两国的佛教交流步入了一个高潮期。

1924年的“世界佛教联合会”第二次大会由太虚大师（1890—1947）召集，在中国江西庐山召开，其后与会人员又参访了上海、南京等地。日本佛教界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日本法相宗法隆寺贯主佐伯定胤（1864—1952）、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1881—1930）、大德寺派管长代理胜平大喜、权田雷斧的代理小林正盛和上海东亚僧团的向出哲堂等人。双方在会上约定次年于日本召开第一届东亚佛教大会。第二年，中国以道阶（1866—1932）和太虚分任正副团长，派出了总计三十人的代表团，与日本佛教界的高僧以及著名学者展开了友好交流。这两次会议加深了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了两国佛教徒东亚佛教共同体的意识，促进了双方的进一步友好交流。

然而，遗憾的是，自1931年以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两国关系破裂，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也不得不终止。同时，日本佛教界为配合军方和政府的“大陆政策”，加紧了对华传教，中日两国佛教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复杂的阶段。

针对上述一段历史，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①以杨文会、南条文雄等人为中心的佛教学术交流，包括典籍的交流。②以太虚等人为中心的佛教僧团交流。特别是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近代改革的影响。③近代中国僧侣的赴日留学求法。主要以大勇、持松等人赴日传习真言宗为中心。④净土真宗等派别在华传教的历史。⑤日本佛教在侵华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五）现当代佛教研究

对于经过近代改革的日本佛教的现状，中国教、学两界一直予以高度关注。无论是民国时代的太虚等人，还是目前中国内地的中国佛教协会，历来将与日、韩两国的佛教交流视为对外交流的重中之重。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曾有“中日韩佛教黄金纽带”的著名说法。中国佛教界在与日本佛教界进行交流时，非常注意考察研究日本佛教的弘法修持特色、日本佛教与现当代社会的结合、日本佛教传统教派与新兴宗教的关系、日本佛教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和主题，本书不对佛教界内部的相关讨论进行介绍，仅限于学界范围。

关于日本佛教现状的介绍与评析，较早的有台湾地区圣严法师所著《留日见闻》一书。《留日见闻》汇集了圣严法师留日期间所撰写的大部分介绍日本佛教现状的文章，其中尤以下篇《日本佛教评介》分析介绍了作者观察到的一些日本佛教的现象，并与中国佛教进行比较和点评，颇具参考价值。作者在《学术化的日本佛教》一文中，特别提到了入唐求法诸家，如圆仁、圆珍等人在佛教史上的贡献，并立志以先贤为榜样：“我既生于今世，且能成为中国的比丘，又有机会到了日本，我就不能没有责任了。所以，当我来日之后，除了对于书本的学习，尤其更重于日本佛教现状的关注。……我虽没有准备写一部《入日求法巡礼记》，但我愿意将搜集到的资料汇集起来，逐篇地向国内报告。”[17]
值得注意的是，圣严法师对于日本佛教的现状并非一味赞扬，保留与批评的意见也不少。其批评的核心在于对日本佛教世俗化的忧虑，集中于佛教学术化与戒律松弛化两个方面。在《留日见闻》中，圣严撰写了多篇文章介绍日本的佛学研究成果、佛教教育机构、佛教学方面的学会组织，对日本佛教学的成就予以了高度评价。这也是他立志负笈东渡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学术化的方向予以质疑，担心这样会进一步推动日本佛教的世俗化。他说：“日本佛教在明治以前，虽有许多缺点，总还以佛法的修行及戒律的持守为本务，即使在家形态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也极端主张修持。然在明治以后，由于时代环境的转变，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遂渐渐地放松了修证实践的功夫，而且形成一个正好相反的对比：研究风气越高，修行的风气便越低。”[18]作者特别指出，他并不怀疑日本佛教徒的宗教虔诚，只是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环境下，僧人难以获得清净修行的机会，他们不得不在道场与研究室之间做出选择。由此他忧虑地指出，台湾（乃至中国大陆）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也将面临与日本相同的外部环境，那么僧人也要在修持和研究之中做出抉择了。此外，圣严法师对日本的新兴宗教也有较多关注，他还特别撰写了有关立正佼成会和创价学会的文章。

众所周知，圣严本人以及他同时代的一些台湾高僧，较为完整地继承了中国传统佛教的观念与修为，他们对于日本佛教现状的批评，代表了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的立场差异。[19]由于圣严法师的介绍较早，且其在大中华佛教圈的地位较高，他的一些看法影响较大。目前中国内地对日本当代佛教的关注点大多仍集中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新兴宗教两个主要方面。

此外，“批判佛教”研究近年也成了一个新兴热点。“批判佛教”作为日本佛教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的一场思想论争，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台湾学者林镇国最早在汉语学界介绍了这一思潮。[20]其后，中国内地学者龚隽等人组织翻译了美国学界有关“批判佛教”的学术论文集[21]，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反响。2004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中日佛学会议”，会议主题是关于本觉思想的讨论，特别邀请了松本史朗、花野充道、末木文美士等日本相关学者参加，直接向中国学者展现了有关“批判佛教”的正反方意见，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龚隽、周桂华、孙晶、唐忠毛、张文良等学者都相继发表了与此问题相关的论文与专著。

中国学者对“批判佛教”的研究视角与日本学者略有不同，他们大多将“批判佛教”与中国近代以来对传统佛教的反思结合起来，同时与新儒家思想进行比对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京都学派和“批判佛教”对待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现代性的不同立场，希望在研究中能够探寻解决东西方文明冲突、东方文明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等问题的答案。

（六）小结：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日本佛教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深入、专门的研究，不但不能与日本学术界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即便与欧美学术界同行相比，仍有质与量的较大差距。

依笔者浅见，中国学界有待自以下几方面端正认识，进一步深化对日本佛教的研究。

第一，研究意义的呼吁。推动日本佛教的研究，使其成为全面、综合的日本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方面。中国内地目前对于日本的研究仍偏重于政治、经济、科技等当代性方面，对于古典文化的研究比重偏低，而对于宗教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中日两国作为邻国，同时又是东亚乃至世界的两个重要国家，基于现实的考量，注重“今学”、注重“实学”的研究状况恐怕长久不会改变。但急功近利乃学术之大忌，没有文化的相互认知与理解而只有现实利益的权衡终将酿成大错。目前虽有一批长期或短期留日的学人发表了一些有关日本神道教、佛教、日本思想的研究成果[22]，但比较零星、孤立，尚不足以填补此领域的长期空白。日本佛教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日本文化与历史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学界对此也未必全无认识，然而因语言和历史等背景训练的不足，堪当此任者尚属寥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同时也应该是今后最应该予以纠正的方面。

第二，研究范式的借鉴。日本佛教研究自战后的阶级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模式，历经黑田俊雄的“显密体制模式”到当今的“综合研究模式”，实现了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转型。史观的重新确立、史料的关注点的转移以及“新史料”的发掘与爬梳、传统义学的重新发现以及现代诠释，都为日本佛教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兴奋点，推动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甚至也启迪了中国佛教以及印度佛教的研究者。关注、借鉴这些研究范式，是从事日本佛教研究的中国学人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第三，研究视野的拓展。中国学者目前的佛教研究目光仍然集中在印度与中国两大块，或研究中国或研究印度，能够将二者融会贯通的已然寥寥无几。即便是研究中国，目光仍局限于中国一地，殊不知只有立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汉译佛典文化圈，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佛教的特点，进而捕捉东亚佛教的整体面貌。才能与梵语佛典文化圈、西域语言佛教文化圈、藏语佛典文化圈、巴利文佛典文化圈进行比较，进而理解佛教的本土化与普遍化问题。因此，日本佛教研究绝不是偏门冷门，或者说外在于中国佛教研究的其他学科，它作为佛教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理应成为中国佛教学者的必备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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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教传入日本的历史与背景

日本古代史的最强音，或者说核心事件就是一场效仿中国、建立“小中华帝国”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来势如此之猛，声势如此之大，如星体爆炸般照亮了古代的天空，乃至烟云散尽后，仍持续地影响着余下的历史。

大化改新（646）只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标志而已，相应的标志还有佛教公传（538）、壬申之乱（672）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官方引进佛教绝不仅仅是一起宗教事件，它是决定日本方向的历史运动的一环。这场运动大约始于公元4、5世纪之交，标志事件之一是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北部崛起，日本不得不与更为强大的对手在半岛上展开角逐；另一事件是日本自5世纪开始使用汉字，文字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社会从此步入了文明社会。随着日本在半岛节节败退，旧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改革终于在6—7世纪达到高潮，佛教即在此期间由官方正式输入。

大化改新后，效仿中华帝国的日本小帝国建立了。“大王”成为“天皇”，大和国成为日本，周边小国也成了向日本称臣纳贡的“藩邦”。但自9世纪以后，改革失去动力。10世纪，班田制破坏，律令制解体，渤海国为契丹所灭（927），日本失去了最后一个名义上的朝贡藩邦，小帝国的“天下”秩序难以维系，天皇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名存实亡。贵族和地方豪强势力再度崛起，权力中枢出现了摄关与院政交替的局面，政治的低效与无能最终弱化了贵族统治的基础，新阶层武士崛起，日本古代史落下了帷幕。

在此背景下，佛教就与日本为何要改革、佛教在改革中发挥了何等作用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本书第一章至第六章将带着这些问题介绍日本古代佛教。本章将重点介绍佛教传入之前的日本。

需要先加以说明的是，古代佛教研究有诸多难点，大略有如下几点：第一，相较于其后的历史阶段而言，古代佛教的文献资料保存较少，且现存资料可信度较低，有必要去伪存真。自近代实证史学兴起以来，学者已经证伪了大量材料、人物和史实，一些有关古代佛教的“常识性”说法也遭到质疑甚至被彻底推翻，这就为通史叙述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对此，本书的原则是：优先介绍“常识性”的说法，针对具体问题尽可能地补充以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样做的理由一方面是考虑到国内读者的阅读目的和知识背景，一些即使已经被证伪的“史实”因其在历史上曾长期流行，已经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成了人们的固定观点，读者有必要对此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即便是伪史也反映了另一种角度的真实，只有通过陈述与辨别，才能让读者对日本佛教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把握。第二，本书与其他主要的日本佛教通史著作相同，在时代划分上借用了日本史的划分方法。这原本是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所谓古代经历了氏姓社会、律令国家、摄关政治、院政等不同阶段，与其后的中世、近世等相比，政治和社会形态较为复杂，这也会为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为此，本书将在每一章尽可能地介绍相应的背景知识，既便于读者阅读，也体现了本书所谓以综合史观研究日本佛教的初衷。第三，鉴于“日本”国号和“天皇”称号出现于7世纪末的天武、持统朝，近年一些学术文献分别以“大王”“大和国”或“倭国”称谓7世纪以前的日本天皇和日本，这样的用法显然更为严谨。但由于本书是一部通史，从技术角度而言这样处理较为复杂，还牵涉到“皇子”“皇后”等诸多称谓问题，一一更改既容易引起读者困惑，又显得过于烦琐。因此，本书除个别处予以标注外，一律按照习惯采用“天皇”等称号，但大和国与日本区别使用。此外，天皇的中国式谥号——如“继体”“钦明”——的统一使用也要迟至8世纪，此前大多使用日式谥号。但由于这些谥号既不为人熟悉，字数又较多，本书也不予以使用。《古事记》（712）、《日本书纪》（702）所传继体天皇以前的众天皇漫不可考，本书也依照近年史学著作的习惯，继体时代以前一律只标注西元纪年，其后标注天皇纪年和年号。凡此不再一一说明。

第一节 佛教公传的年代

佛教传入日本，有所谓“公传”和“私传”之分，“公传”即经由官方途径传入，“私传”即经由民间途径传入。私传的确切年代不可考，可以肯定的是要早于公传。探讨佛教公传的年代，一是便于明确佛教传入日本的大致时点，二是便于说明佛教传入与国内、国际环境的密切关系。关于公传的年代，自古以来有两种说法，学者们较为偏重第二种，但由于文献和佐证资料不足，至今尚未达成定论。许理和在研究早期中国佛教时曾指出，为了说明佛教初传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借助少得可怜的世俗官方史料，然而“这种状况是不幸的，因为再没有一种文献比这更不能适合这个目的。只要宗教事务与政治、朝廷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历史学家便对之不感兴趣，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宗教实践则更少关心，这已是一种规律”[1]。这段论述同样适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只要将“中国历史学家”换成“日本官方史学家”、将“中国”换成“日本”即可。当代史学家对现存的有关日本佛教公传的几条史料提出了诸多质疑，但不幸的是，我们也只能利用这些史料来试图“还原”佛教初传的历史。

一 壬申传法说

据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720）记载，日本钦明天皇（531—571年在位）十三年，即壬申年（552）冬十月，百济国圣明王（523—554年在位）派遣使者向钦明天皇进献了释迦佛金铜像一尊、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同时进献的还有一篇赞颂流通佛法，礼拜佛像、佛经功德的表文。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佛教官方传入日本之始，即所谓“壬申传法说”。

据称是圣明王进献的表文如下：

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办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日本书纪》）

自近代以来，学者普遍指出，这篇表文明显受到了唐代义净（635—713）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影响。表文中“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办无上菩提”，改写自该经“寿量品”：“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于诸经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声闻、独觉所不能知。此经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办无上菩提。”表文中“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改写自同经“四天王护国品”：“如人室有妙宝箧，随所受用悉从心，最胜经王亦复然，福德随心无所乏”等颂文。《日本书纪》随后记述：“是日，天皇闻已，欢喜踊跃，诏使者云：‘朕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法’”，则依据该经“四天王护国品”：“尔时四天王闻是颂已，欢喜踊跃，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甚深微妙之法’”改写而成。

《日本书纪》称这篇表文进献于钦明天皇十三年（552），而义净译经的年代为长安三年（703），由此可见《日本书纪》所说时间不可信，表文应是由8世纪人编纂或者伪造的。《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其编纂的重要目的是树立皇统，建立日本“小中华帝国”的秩序，因此有关前朝历史的记载多有修饰、篡改，可靠性向来颇受怀疑。据认为，编纂或伪造这篇表文的很可能是曾经留学中国十几年、参与了《日本书纪》编修工作的道慈[2]（约670—744）。

此外，壬申传法说明显受到了末法思想的影响。《日本书纪》该段文字的编写者如上所述如果是道慈的话，他一定是在当时中国流行的末法思想的影响下编纂出了壬申传法说。末法思想认为佛灭度后正法陵迟，在历经正法、像法两个阶段后，娑婆世界最终将进入可怕的末法时代。[3]因此，何时进入末法时代成为信奉末法说的佛教徒普遍关心的问题。而这与两点有关：其一，佛灭度的时间，对此有不同说法；其二，正法、像法时代的时间跨度，一般又有五百年、千年等多种组合算法。

据考证，北齐法上（495—580）将释迦牟尼的生没年定为西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和穆王五十二年（前949）壬申二月十五日，此说法在唐代经法琳（572—640）、道宣（596—667）等人宣扬后，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说法。[4]末法思想对日本佛教影响巨大，法上的佛灭年代也是日本普遍接受的说法。因此，平安时代依据法上的佛灭年代和正法、像法各千年的说法，计算出末法元年（何时进入末法时代）为永承七年（1052），这也是日本最为流行的末法元年说。但如上所述，正法和像法的时间跨度有不同说法，如果按照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的说法计算，则末法元年恰好为钦明天皇十三年壬申年（552），而此种算法在道慈时代较为流行。[5]
不过，壬申年为末法元年的说法有一难点，即编纂者为何要将佛教传入视为末法时代的开始？对此，有学者解释说，由于中国此前出现了北周武帝的大规模灭佛事件（574），此后的佛教界形成了末法、灭佛、与灭佛势力斗争、佛法重兴的思维模式，由此，熟悉中国佛教的道慈或其他人照搬了这一模式，以壬申年为末法元年捏造出了壬申传法说。[6]但也有学者否定了末法元年的设定，认为壬申年传法说依据的是《大集月藏经》所说佛灭后五个五百年的说法，即佛灭后将经历“解脱坚固、禅定坚固、多闻坚固、造寺坚固、斗诤坚固”各五百年。由此推算，则壬申年为造寺坚固阶段的开始，这大概更加易于理解。[7]
无论上述哪一种说法，壬申传法说依据末法思想人为编纂的痕迹非常明显，再加上伪造的表文，基本可以肯定该说法是经由后人蓄意编纂或伪造的，并非史实。

二 戊午传法说

关于戊午传法说现存资料有四种，日本学界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分析。[8]第一种是最澄（767—822）的《显戒论》（820）。《显戒论》是最澄的名篇，属于常见资料，但据考证却是与戊午说有关的保存至今的最早文献。

在《显戒论》写作之前，最澄向朝廷提出了建立独立大乘戒坛的申请，遭到了既有佛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大僧都护命（750—834）向朝廷上奏了《僧最澄奉献天台式并表奏不合教理事》，批评最澄的做法。对此，最澄撰写了《显戒论》，在开头处收录了护命的原文并逐条予以批驳。护命原文中与戊午说相关的文字如下：

我日本国志贵岛宫御宇天皇[9]，岁次戊午，百济王奉渡佛法，圣君敬崇，至今不绝。

最澄的批驳如下：

弹曰：天皇即位元年庚申，御宇正经三十二岁。谨案岁次历，都无戊午岁。《元兴缘起》取戊午岁，已乖《实录》。

也就是说，护命等人依据《元兴寺缘起》（护命本人是元兴寺僧），称佛教于“志贵岛宫御宇天皇”，即钦明天皇在位期间由百济官方传入。而最澄指出，根据官修史书《实录》即《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庚申年（540）即位，在位三十二年，其间并没有戊午年，因此《元兴寺缘起》的说法有误。

对此，现代学者认为《日本书纪》的说法不符合史实。据考证，继体天皇殁于辛亥年（531），政局随后发生动荡，出现了钦明与安闲（安闲又传位宣化）两个传承体系，其后统一于钦明朝。也就是说，钦明天皇即位于辛亥年，比《日本书纪》所记庚申年要早。《日本书纪》在政治上出于维护一统的考虑，遮掩两朝（钦明，安闲、宣化）并立的历史，故意将钦明天皇即位说成是在宣化天皇之后，所以将钦明元年篡改成为庚申年（540），而戊午年（538）被记为宣化天皇三年。由此，《元兴寺缘起》与《日本书纪》的记载就出现了矛盾。

事实上，如果承认钦明天皇即位于辛亥年（531），则钦明七年即为戊午年（538），这就与下面提到的《元兴寺伽蓝记缘起并流记资财账》（《元兴寺伽蓝记》）中“治天下七年”的说法一致了。京都醍醐寺所藏《元兴寺伽蓝记》写本记载说：

大倭国佛法创自斯归岛宫治天下、天国案春岐广庭天皇御世、苏我大臣稻目宿祢侍奉时，治天下七年、岁次戊午十二月。度来，百济国圣明王时，太子像并灌佛之器一具及说佛起书卷一箧。

该写本所载与《元兴寺缘起》所记录的传法时间一致，但钦明天皇的称号有所不同。另外，该写本还详细记录了派遣使者的百济国王为圣明王，所赠礼物为释迦佛像、灌佛器具并经卷。此写本发现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其上附有“天平十九年（747）二月十一日”的年记，从名称而言可能与最澄提到的《元兴寺缘起》属于同一资料，因此长期以来被当作是有关戊午说的最早的孤本资料。但事实上，该写本发现后不久其真实性即遭到质疑，现经吉田一彦氏研究，该写本依据公元9世纪后期成立的《建兴寺缘起》，于平安时代末期，大约11世纪末期至12世纪中期左右编纂、改写而成，年记和标题都是后来添加上去的。[10]因此，《元兴寺伽蓝记》与至少成书于《显戒论》（820）之前的《元兴寺缘起》并非同一资料。但是，该写本有关戊午说的记载并不由此证明也是可疑的，因为另一种写本资料印证了相关的说法。

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所藏《提婆罗惹寺麻诃所生秘诀（天王寺秘诀）》（以下简称《秘诀》）写本记载说：

《建兴寺缘起》云：广庭天皇御世治天下（以下小字注：当南岳卅三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百济国主明王，太子像并灌佛之器一具及说佛起书卷一筐度□□。

《秘诀》所引用的《建兴寺缘起》内容与《元兴寺伽蓝记》所记恰好一致，并且时间精确到十二月十二日。而另一种写本资料，保存于京都知恩院的《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以下简称《法王帝说》）记载：

志癸岛天皇御世，戊午年十月十二日，百济国主明王，始奉度佛像、经教并僧等。敕授苏我稻目宿祢大臣，令兴隆也。

可以看出，二者所记载时间基本一致，略有出入大概是传抄有误所致。据考证，《秘诀》中所记《建兴寺缘起》成书于9世纪后期，《法王帝说》成书于10世纪以后，而《元兴寺伽蓝记》成书于11世纪末期以后。因此，《显戒论》中所提到的《元兴寺缘起》成书时间最早，其所载戊午（538）传入说先后见于上述三种资料。

综上所述，关于公传的确切年代，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戊午传入说，即佛教于公元538年官方传入日本。不过仍有学者认为戊午说也有人为设定的痕迹，并非史实，相关讨论还在延续。概略而言，就佛教公传的历史，至少在如下两点可以达成共识：第一，佛教是在钦明朝即公元6世纪上半叶传入日本的；第二，佛教是经由朝鲜半岛的百济国输入的。

第二节 佛教传入前的日本

一 远古时代的日本人

远古时代[11]的日本与今日日本有很大不同。首先就地理而言，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研究表明，日本列岛在距今1万—2万年以前，是与大陆相连的。其次就人种而言，现今日本以大和民族单一民族国家著称于世，但事实上，其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于日本人的起源，自近代以来有所谓人种置换说、混血说、演变说。[12]由于在列岛上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遗骨保存甚少，无法进行统计学研究，而绳文人、弥生人[13]的遗骨虽然保留较多，但由于日本周边同期的古人类研究情况尚不分明，因此也无法进行比较研究。目前，学者仍主要采取以古代人类与现代人类进行比较的方法，因而上述各说均系假说，尚未形成定论。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始人类与现代日本人在体质上有所不同，而绳文人、弥生人、古坟人之间又有明显差异。对于这一现象，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假说，大致可分为上述三类。人种置换说和混血说有一个共同预设前提，即他们认为人类的体质一旦形成即基本保持不变或变化非常缓慢，因此如果在某一时代，该人种体质发生突变的话，可以设想一定有另一个新人种的出现。因此，人种置换说认为，在弥生时代发生人种的剧变，可能与外来种族的征服有关。考古发现表明，弥生时代确实出现了与绳文人不同的种族，他们的身材较为高大，且拥有较为先进的文化，而弥生人之后的古坟人的身材又变得矮小起来。因此，绳文人可能被弥生人征服了，而弥生人又被新来的古坟人征服、消灭了，这就是所谓的人种置换说。而主张混血说的学者们则认为，差异的出现是因为日本民族并非单一民族，远古时代不同时期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种族融合，现代日本人是以蒙古人种为基础，与南来的马来种族以及作为原住民的爱伊奴人混血而成的。演变说则否定了体质不变的预设，认为人类的体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并不稳定，有时会突然加快。在弥生时代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的体质因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发生过急剧的变化。由此而言，自绳文时代乃至于今，日本人在体貌特征上虽然出现过不同阶段的明显差异，但本质并无不同。演变说虽然否认大规模的种族融合事件，更排除所谓人种征服、灭绝论，但其与混血说并不绝对矛盾，他们也承认日本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通婚、同化因素。例如他们认为，一部分的弥生人确实属于外来种族，而此后的古坟人之所以和他们有明显差异，是因为这些外来的弥生人人数较少，被先于他们在列岛生活的大量绳文人同化，从而形成了古坟人。目前，演变说较占优势，但在对一些事实的解释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难点[14]，有待进一步推敲。

综合而言，现代学者普遍认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日本列岛与大陆分断以前，列岛上就出现了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古人类学家对目前所发现的列岛上最古老的人类进行比较研究后，确认最早的列岛居民都是从亚洲大陆移居而来的。从人种上来说，现代日本人与中国南方人以及马来半岛人最为接近，日本人的祖先极有可能来自中国大陆南部。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外来种族的可能性，例如弥生时代出现的新种族很有可能来自朝鲜半岛南部。这些研究都表明，日本民族与大陆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且现代日本人是远古日本人在与外来种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具体而言，进入列岛的外来种族大致有如下四类：第一类是现在散居于北海道等地的爱伊奴人，他们目前的人口数量极为有限。现代学者认为，他们的大部分人口已经被日本民族同化，而现存的后裔由于生产、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与现代日本人有了明显的体质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多学者认为爱伊奴人是日本列岛的原住民，绳文人即爱伊奴人。其后又认为爱伊奴人与现代日本人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些祖先即列岛的原住民。但如上所述，现代学者否认了列岛原住民的说法，爱伊奴人也是自大陆西伯利亚等地区进入列岛的外来种族。第二类也是来自北方的民族。他们的主体大概是在远古时代经由接壤的大陆南下的。这些人与蒙古人、突厥人、朝鲜人等拥有共同的祖先，他们已经被日本人彻底同化。第三类是来自南方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地的马来人，他们数量不多，基本已经被同化，其习俗仍保留于日本南方一些地区。第四类是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各地的移民。其中中国大陆南部的移民构成了远古日本人的主体部分。他们在远古时代即通过陆地接壤大规模地进入日本列岛，其后则利用洋流漂流过海，有史以后的古代又因为政治、社会等原因，有序地移民日本。可以说，迁移的过程相当漫长。

除了人种研究外，语言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也表明日本文化的根源是一种复合型外来文化的综合体。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日本的不同地区保存着互不相同的风俗习惯，但分别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地区、太平洋列岛相似、相近。就神话学角度而言，日本民族拥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其中一部分保留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形成所谓“记纪神话”。但如果考察这些神话的系统，它们之中的有关山神、海神的神话与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屿国家非常类似；而另一些降临类的神话又屡见于东北亚西伯利亚、中国东北部和朝鲜半岛的古老传说。[15]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日语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它的语法与音韵符合这一语系的很多重要特点，说明日语与通古斯语、突厥语、蒙古语、朝鲜语等拥有共同的祖先。但是从词汇上来说，日语中又保留有大量与南方太平洋诸岛马来语、波利尼西亚语相同的例子。[16]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日本文化自史前时代起就是一种不断吸收、转化、融合与创新的文化。这样一种模式构成了日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日本人对待所有事物的态度。对日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外来文化”，“外来”只存在于形式上。所有的文化都可以分为两类：能够接受的或已经接受并经过了转化的文化，以及不能接受的文化。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日本佛教的前提。

二 渡来人集团与佛教

远古时代的日本自何时起与亚洲大陆有了明显差异，例如独立的语言文化，无法得知。从公元前后的中国文献记录来看，当时的日本与大陆差异甚大，充满了异域色彩。公元3、4世纪以后，列岛居民对外来种族开始区别对待，将自大陆、朝鲜半岛新来的移民称作“渡来人”，并且将此前几个世纪移居列岛的日本人也看作渡来人系统。“渡来人”在日本古代文明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就是由渡来人在官方传入之前通过民间渠道传入日本的，早期的日本佛教徒也以渡来人为主。这一点将在本章第五节详加介绍。

史料所载的渡来人移民高潮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4世纪末5世纪初。由于高句丽的崛起以及它对乐浪郡、带方郡、百济的侵扰，大量的当地居民为逃避战乱移居日本。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土木工程和农业技术，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前方后圆的巨大古坟以及河内平原大规模的土木灌溉工程就是他们的杰作。这一批人以汉地移民为主，据说他们的后裔还形成了一些源远流长的氏族。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在大和南部定居的，号称东汉灵帝后裔的东汉氏；在南河内地区定居，可能来自带方郡的西文氏；以及号称秦始皇子孙，定居于京都盆地南部的秦氏。第二次是从5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朝鲜半岛陷入高句丽、新罗与百济三国的混战，大量的百济、任那人为躲避战乱进入了日本。这其中不但有从事手工业的平民，还有贵族。第三次是7世纪，与日本交好的百济在朝鲜半岛的统一战争中受到唐和新罗联军的进攻，虽然日本出兵相助，但无奈于649年、660年相继败北。最后，在663年的著名的白村江战役中，唐、新罗联军大败百济、日本联军，百济灭亡，包括百济王族、贵族在内的遗老遗少相继逃亡日本。仅据《日本书纪》记载，665年有400人、666年有2000多人、669年有700多人逃到日本。这些渡来人在输入先进文化、技术，提高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的上层统治者纷纷笼络利用渡来人集团，一些渡来人大姓还由此获得了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但自奈良、平安时代起，日本的“小中华”意识越来越强烈，对外来人口和外来血统开始产生歧视。平安初期（8世纪）编纂的《新撰姓氏录》效仿中国的说法，将渡来人视为番人，列入“番族”。此后又借用中文“归化”一词，称新来移民为“归化者”[17]，以文明中心自居，将外来人口视为夷狄。不过《新撰姓氏录》显示，在平安京（京都）和畿内五国[18]之内，渡来人系统的诸氏占据了1/3，说明渡来人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区仍拥有较强的势力。

三 社会经济与宗教信仰

由于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与大陆国家相比日本远古文明发展较为缓慢。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日本才开始学会水稻耕作和使用铁器，国家的出现则更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相对落后，巫术与宗教在日本古代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简单考察日本远古与上古时代的宗教信仰，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传入日本的宗教文化土壤。

（一）灵魂观念与自然神祖先神崇拜

在绳文时代，人们已经学会了使用打制、磨制石器，能够使用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按照血缘关系小规模群居，基本上没有私有财产，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当时的社会虽然在经济与文化上都处于非常低的发展水平，但已经出现了灵魂观念和精灵崇拜，例如当时的丧葬方式大量采用了屈葬和抱石葬。屈葬就是把死者的四肢折断弯曲后掩埋，抱石葬则让死者在怀中抱着一块大石头，把身体团成如同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形状，有的还在死者头上放上一块大石头。对此的解释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说明绳文时代的日本人已经具有灵魂观念。他们或者害怕死者的灵魂跑出来加害活人，故而折断他们的手脚；或者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投胎于别处。1877年，美国科学家摩斯在东京大森发现的绳文人留下的贝冢被认为是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贝冢是原始人用来堆积贝壳和动物遗骨的坟堆，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之所以这样郑重地把这些动物遗骸聚集于一处，据认为是因为原始人相信动物也是有灵魂的。

弥生文化时代，大陆传来了铁器和水稻。这两项新技术的出现造成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差别，铁器除了用于生产也被用来制作兵器。公元前后一些小国家陆续出现了，这些小国家的贵族拥有铜剑、铜铎、铜镜等青铜器，既用来显示身份，又具有宗教神器的作用。此外，贵族的随葬品中除了剑、镜等青铜器以外，还发现了玉。由于玉文化源自中国，这样的陪葬品显然是受到了大陆文化的影响。剑、镜、玉后来演变成了天皇的三种神器。考古发现还证明，远古的日本人已经有了农业神、祖先神的概念。早在绳文时代，就出现了石棒和泥偶，在弥生时代此类崇拜更加普遍。其中泥偶大都是生育期女性的形象，表现了当时人祈求五谷丰登、子孙兴旺的愿望，带有鲜明的女性生殖崇拜色彩；而石棒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人们发现了人类自身繁衍与劳动生产的联系性，因而产生了自然神拟人化、万物有灵论等观念。稻谷神、山神、河神，凡是与生产活动有关系的自然物都被赋予了神灵的观念。同时，农业生产的丰稔与否也被认为与神灵的意志有关。于是，以农事活动为中心的祭祀产生了。特别是在春季播种和秋季收割的时候，要举行祈祷丰收的“祈年祭”和感谢神灵赐予丰收的“新尝祭”。人们同时还认为，一些死去的先祖已经化身为神灵，向这些神灵祈祷同样能收到保佑自身的效果。渐渐地，自然神与祖先神合二为一，祈年祭和新尝祭也就不仅仅是祈求风调雨顺、感谢大自然恩惠的农业仪式了，它被赋予了与自然神和祖先神进行灵性沟通的神秘意义。后来，其主宰者也由普通的村民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天皇，成了神道教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二）巫术、禁忌与神话

自弥生时代后期[19]起，由于生产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宗教也从早期自发、朦胧的状态变成了一种自觉。巫术、祭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神话也逐渐系统、成熟起来。降临神话、创世神话和祖先神话等来自不同系统的神话结合起来，形成了日本神话的骨干。8世纪初，太安万侣和舍人亲王分别主持编修了《古事记》（712）、《日本书纪》（720）二书。这两本著作都是由日本政府作为官方史书修订的，但其中充斥着大量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统称为记纪神话，是日本远古神话的代表。

公元3世纪形成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是一位女巫。《魏志倭人传》说她：“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女王终生独身，委派亲信理国，以神权控制国家。邪马台国采取神权统治，其国民生活、风俗习惯也处处充满了宗教色彩。《魏志倭人传》记载其地的丧葬仪礼时说：“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澡浴，以如练沐。”在葬礼结束后全家到水边沐浴，有清除污秽的含义。这种注重洁净、禁忌污秽的观念是日本文化的突出特点，其后也为神道教所吸收。

《古事记》记录的有关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的创世神话可以与此互证。《古事记》说：神代之初，天地始分，高天原之上生活着众神。天之御中主神代表宇宙之体，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象征着宇宙的生成力，这三位神是宇宙的主宰。众天神命原本是兄妹的男神伊邪那岐与女神伊邪那美降临世间，结成夫妻，生下了日本列岛以及掌管列岛和天地万物的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等三个大神。伊邪那美生最后一个神火神时，被火灼伤而亡。死后她前往黄泉国，身体腐烂恶臭。当伊邪那岐到黄泉国去寻找她，看到她的样子时，十分惊惧。他仓皇逃出了黄泉国，然后说：“我去过非常污秽丑恶的地方，我必须洁净我的身体。”于是他来到筑紫日向国桔小门的阿坡岐原河边，跳入河中清洗自己的身体，才去掉了身上所有污秽不祥之物。

这则神话的意义非常重要。它表明古代日本人认为，死是污秽的、不洁净的，接触死者是应该禁忌的，如果不得已接触了则必须加以洁净。但是，死又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如同伊邪那美这样伟大的神也不能避免死亡，即使是如伊邪那岐那样法力无边的神也对死亡充满恐惧，更对伊邪那美的死无可奈何。推而广之，死亡也好，生育也好，世间的很多事物都是污秽的，而人又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清除污秽，才能确保平安无事。这就是原始神道尚洁净、厌污秽的思想根源。伊邪那岐在河水中清洗身体、去除污秽的做法也就成了神道教祓禊仪式的蓝本。

除了祓禊，古坟时代的日本人还懂得运用斋戒和占卜。《魏志倭人传》记载说，邪马台国人在航海时，一定要把一个人单独禁闭在船内，责令他“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如果一路顺风，则奖励此人；如果遇到风浪险阻，就怪罪于该人“持衰不谨”，杀之以示惩戒。《魏志倭人传》还说，邪马台国“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这种通过烧烤骨头、观察裂纹来进行占卜的方式在原始文化中很常见，日本各地也发现了用作占卜的骨头实物。古坟时代的日本人还曾经采用“盟神探汤”的占卜方式断狱。其方法就是命令嫌疑犯在神前起誓，然后将手伸入滚烫的水盆中取石子，以手是否烫伤来断定真伪[20]。由此可见，占卜之风在当时非常盛行。

（三）古坟的宗教色彩

古坟时代丧葬文化发达，其中蕴含的宗教色彩非常浓厚。陵墓规模巨大，并且出现了奴隶殉葬的事例，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死后世界的观念。据记载，卑弥呼的坟墓已经“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而大和国历代大王的陵墓规模更大，古坟时代也由此得名。现在在日本近畿和濑户内海沿岸地区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古坟。[21]这些古坟大都建成于4—5世纪，形状有圆形、方形、前方后圆形、前方后方形四种形态，其外观相当宏伟。现位于大阪府堺市大仙町的仁德天皇陵建成于5世纪，是前方后圆形古坟的代表。其长度达到486米，后圆直径249米，前方宽305米，外有三道壕沟，规模比中国的秦始皇陵和埃及的胡夫金字塔还要略大，是著名的日本古代文化遗迹。

古坟还拥有壁画等装饰。壁画的内容除了人像、动物之外，还有蕴含宗教意味的几何形图案，典型的有直弧纹、同心圆纹。其中直弧纹象征着陵墓内属于神灵的圣域，带有封禁的神咒力；同心圆纹象征着宝镜，带有驱邪除魔的神咒力。

古坟的陪葬品也非常丰富，包括陶制的泥偶、各种青铜器、玉、农具、甲胄、马具、武器等。这些陪葬品已经明确具有政治宗教意味，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是泥偶、器具等与生活相关的物品。其中泥偶包括武士偶、女伎偶、乐舞人偶以及各种动物的泥偶，形态生动，造型活泼。这些泥偶与殉葬的奴隶、牲畜一样，是古坟人相信人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的象征。统治者希望在死后的世界仍然享受与人世间相同的荣华富贵，因而将各种与此相关的东西也一并殉葬带走。另一类是青铜器等象征权力的物品。例如其中铜铎是农事祭祀的祭器，代表统治者主持农业祭祀、保障农业生产；铜镜是太阳神的象征，因为镜可以发出耀眼的光芒，代表着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化身；玉和灵魂、德行有关，表明统治者的德行如美玉般美好；剑象征着武力，代表统治者有行使征伐的权力。铜镜、铜剑和玉器三者结合起来，既有宗教意义又有政治权威，被称为三件神器，成为当时的统治者也是后来历代天皇的权力象征。

第三节 上古时代的日本国家

日本官方史书《古事记》（712）、《日本书纪》（720）成书甚晚，且有关上古的记述充满神话色彩和政治粉饰，不尽可靠，学界一般借助中国史籍和考古资料来认识早期的日本国家。在佛教传入之前，日本历史上先后形成了两个较大的国家，即邪马台国和大和国。邪马台国和大和国相继统一了现今九州、近畿（大阪、奈良、京都等地）等地区，奠定了日本国的雏形。这两个国家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既有大陆文明的基因，又独具自己的特点，它们都对此后的日本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内在影响。大和国为解决国内矛盾，树立国际地位，掀起了一场效仿、吸收大陆先进制度文化的改革，这为佛教传入日本制造了历史契机。

一 邪马台国与神权统治

日本列岛地形狭长、山地众多，且中部有山脉纵贯，将列岛分成日本海沿岸和太平洋沿岸两大区域。这样的地形不利于陆地交通，易造成人员和文化的阻隔。因此，日本尽管领土狭小，但在早期却形成了诸多小国，而物质生产极其原始、封闭，处于落后状态。不过，日本绵长的海岸线与濑户内海等内部水系为水路交通提供了方便，临近海港的地区具有先天的发展优势。因此，尽管在日本各地都相继发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但真正有规模的文明社会乃至氏族国家的出现都集中在环濑户内海的九州、近畿地区。这些地区在与大陆国家的交往中占有地理之便，且相互之间也易于交流，因此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代，九州、近畿地区已经出现了100多个小国，汉朝统称为倭国。这些小国中的一些国家通过乐浪四郡与汉帝国建立了往来，逐年向汉朝朝贡。又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东汉光武帝末年（57），倭国之中的一个小国，位于北九州的奴国前来洛阳朝贡。光武帝大悦，赐使者印绶。1784年，人们在日本北九州的志贺岛偶然发现了一方汉印，其上镌有“汉委奴国王”字样。学者普遍认为，此方汉印的出土证明了《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属实。此外，东汉安帝时（107），倭国王帅升献生口（奴隶）160人。后汉桓帝、灵帝年间（147—189），倭国大乱，大概是发生了激烈的兼并战争。经过这场战争，最终在东汉末年，于当今的九州地区出现了一个统一了三十多个小国的邪马台国。《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录了一些有关邪马台国国情以及它与曹魏交往历史的宝贵资料。

邪马台国严格而言还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它们的女王卑弥呼能行鬼道，扮演着祭司或女巫的角色。卑弥呼本人独身，行事神秘，深居简出，基本上不参与政治，行政管理主要交由她的弟弟以及联盟之内的各个小国自行处置。但卑弥呼拥有邪马台国政教合一的君主地位，对魏外交也都是以她的名义进行的。这样的统治模式似乎为大和国所继承，大王具有君主和最高祭司的地位，但往往不直接干预政事。自魏景初三年（239）起，邪马台国不断遣使赴魏，魏主赐卑弥呼“亲魏倭王”的称号，并赐给她金印紫绶和宝镜。

根据考古发掘的殉葬品等资料，倭国的君主普遍以来自大陆的铜镜为神器，卑弥呼也精于此道。这大概与倭人的太阳神崇拜有关，卑弥呼也被崇拜为太阳女神。她依靠神性来对邪马台国联盟之内的各个小国进行控制。因此，在她死后（大约为240年到248年间），其国另立一男主，但旋即陷入内乱，直到改立卑弥呼的宗女壹与为王，内乱始得平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女王兼具宗教祭司的地位，她在国民中发挥着独特的精神领袖作用。这种王权以神权为基础、君主与祭司合一的传统也为后来的天皇家族所继承，成为贯穿日本历史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

二 大和国与氏姓部民制

约在3—4世纪，日本畿内地区形成了另一个氏族联盟国家大和国。它与邪马台国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有的学者认为它与邪马台国一脉相承，也有人认为它消灭了邪马台国从而初步统一了日本；但也有人认为二者并没有联系，邪马台国在自行衰落消亡后，恰逢大和国的崛起，后者在扩张中逐步兼并了前者的旧地，成为列岛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到4世纪中叶，大和国已经占据了九州的北部和中部，以及以近畿为中心的大部分关西地区，此后又占领了关东的群马、神奈川等地区，在东北方向的势力一度拓展到了本州岛的最北端，建立了一个远比邪马台国更加强大的统一国家。

大和国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全境范围的统一国家，它的首领大王在7世纪末被尊称为天皇，它的国号在8世纪前后也正式改称为日本，因此，它就是日本国的前身。但在大和国前期，包括佛教传入前后的6世纪，大和国还只不过是一个以大王家族为核心，由有势力的氏族共同治理的军事化氏族联盟国家。

在大和国的崛起过程中，大王家不得不与其他强有力的氏族首领结成同盟，以赢得统一兼并战争的胜利。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与大王家拥有复杂的姻亲关系，成长为豪族。在大和国政权巩固以后，这些豪族被授予各种特权，并且垄断了国家的各个命脉机构。大和国中央设有朝廷，地方上设有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县以及较为独立的国（藩国）。大王家与豪族共同组成中央统治阶层，他们还分别拥有作为自己附庸的属民和田地。地方政治则委派给由大王任命的国造、县主等管理，他们也都是与大王家或豪族有姻亲关系的贵族。这样的统治结构由氏姓制度来加以规范。氏姓制度是日本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因相关资料匮乏，很多情况还不是太清楚。

（一）氏姓制度

氏姓制度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带有巫术、宗教色彩。氏是血缘关系，“姓”表政治地位。氏姓制度中的“姓”（Kabane）与现代人姓名的“姓”在日语中虽然都用汉字“姓”书写，但日语训读并不同，含义也完全不一样。氏姓制度的“姓”是由大王（天皇）赐予的荣誉性称谓，赐予或剥夺“姓”是王权的重要象征。因此，庶民只有氏和名，没有“姓”。

起初的“姓”很少，只赐予与大王有血缘关系或位高权重的重臣，代表性的有“臣、连、君、公”。据认为[22]，臣（Omi）系列的豪族都以地名为氏姓，他们在中央和地方拥有强大势力，原本可能独立于大王一族，但后来与大王家达成政治妥协并建立了姻亲关系，因而属于与大王家有血缘关系的集团。不过大概出于历史原因，这一集团始终具有叛逆的性格。而连（Muraji）系列的豪族很可能起源于大王的臣下，他们长期唯大王家马首是瞻，为大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他们的氏姓都以职务命名，其代表在大和国朝廷中的职务往往带有世袭性质。这两大集团，前者的代表是葛城氏、平群氏、苏我氏，他们的氏姓中都有“臣”字；后者的代表是大伴氏、物部氏，他们的氏姓中都有“连”字。

此后，氏姓的赐予范围扩大，又派生出人（Hito）、族（Yakara）、部（Be）等三十余种姓，这些氏族的身份地位并不十分尊贵，所以氏姓既表示政治地位，又表示出身和职业。大化改新之前，比较常见的“姓”有“臣、连、造、君、直、史、药师、县主、村主”等。这些“姓”中如“史”“药师”“村主”分别源自相应的职业，而且一般只赐予渡来人种族，所以通过“姓”又可以看出他们的出身。再如“臣”与“连”同属最高政治级别，但如上所述，“臣”表明与天皇家族有血缘关系，而“连”则是与天皇家族最早建立政治联盟的氏族。一般只有“臣”与“连”才可能担任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大臣”（Ōomi）与“大连”（Ōmuraji）原本指“臣”和“连”姓中的长者，后来就成了宰辅的代称。由此，有的学者推断[23]，“大王”（Ōkimi）的称谓可能来自“君”“公”[24]等“姓”，大王也是氏姓制度中的一员。这既说明氏姓制度产生的时代很古老，也说明大王家与豪族确属同盟关系。

自“臣”“连”“君”（公）以下，按照级别分为直、造、首、村主、史、忌寸等。其中“直”和“造”赐予统领部民的次一级官员，“县主”和“村主”等赐予地方官。由此，同一氏族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姓”，同一种“姓”也可能包含不同的氏族。例如同为渡来人种族的东汉氏和西文氏中都有被赐姓为“直”的；而苏我氏的本宗为“臣”，其旁支就不一定有“臣”姓。

大化改新后，天武天皇时代（684）颁布了新“姓”，依据与天皇在血缘上的亲疏关系赐予臣属，包括“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稻置”，称“八色姓”，但实际上只有前四种经常使用。举例而言，《日本书纪》所载佛教初传表文中的“苏我稻目宿祢大臣”的称谓，“苏我”是氏，“稻目”是名，“大臣”是大化改新前的旧“姓”（Kabane），同时也是他的职位，“宿祢”则是改新后的新“姓”。

（二）部民制度

大王与贵族分别拥有自己直接统辖的子民，也就是所谓部民制度。隶属于大王家的称为名代民、子代民，隶属于贵族的则称为部曲。这些部民主要来自原有的氏族，但随着大和国的扩张，自然人口和被征服人口不断增长，部民就超出了原有氏族的范围，成了由该部贵族统领的一种世袭的职业集团。例如由大伴氏统领的舍人部、靱负部负责军事和警备，物部氏掌管物部即财税，中臣氏统领各地的忌部、中臣部负责祭祀，等等。所有的手工业者也都被编成部，例如负责生产金属工具的锻冶部和生产陶器的土师部等。为了学习大陆的先进技术，大陆移民又被赋予特殊的地位，他们被另行编部，在锻冶部之外设有韩锻冶部，在土师部之外设有陶部。大和国的农业经济则基本上由封建庄园构成。直接属于朝廷的农庄称为屯仓，属于贵族私有的称为田庄。

显而易见，这样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军事作战而建立的，带有很强的原始性和封闭性，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也不利于行政管理水平、工艺技术的提高。下文我们在介绍同时代日本的周边国际环境时将提到，大和国凭借这套制度，确实在短时间之内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初步统一了日本，还出兵干涉朝鲜半岛，在半岛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这套制度的诸多落后性，阻碍了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在后来的竞争中不断拉大与大陆国家的差距，最终在7世纪初被强大的唐帝国彻底击败。于是，在与大陆国家的和平交往和军事冲突中，日本人感受到了自身制度的落后性，再加上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一场自上而下的大变革终于来临。学习大陆文明，改革自身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佛教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自然而然地传入了日本。

第四节 佛教传入前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

朝鲜半岛是东亚国际秩序的敏感神经，这一点自古至今未曾改变。西汉武帝时代，汉帝国开疆拓土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乐浪等四郡。汉末割据于辽东的公孙氏又建立了带方郡，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政权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之后，三国魏、唐相继接管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权。日本早期的一些氏族国家以及其后形成的较为统一的大和国就是通过朝鲜半岛与中国建立联系的；中国的中央政权也是经由朝鲜半岛才了解了日本。日本著名史学家石母田正指出：“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设立乐浪四郡，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明建立东渐据点的里程碑，也是东亚历史的里程碑——随着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开始形成国家，这一区域终于开启了以世界帝国（大汉）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25]
无论是邪马台国还是大和国，他们不仅通过朝鲜半岛吸收中国文明，还希望通过与中国修好确立自己在半岛的势力范围，进而在日本国内树立权威。大和国曾发动数次侵攻半岛的战争。唐初在朝鲜半岛统一进程加快的情况下，大和国与唐既有交流又有冲突，最终演变为战争。但面对先进、强大的唐帝国，大和国不得不在屡遭军事挫败的情况下最终退出了半岛。此后，由于日本与统一了半岛的新罗仍处于敌对状态，日本与唐的交流不得不由陆路交通为主改为海路为主，朝鲜半岛才暂时淡出了视线。

一 中日之间的朝贡册封体制

如前所述，我们今天对于早期日本历史的了解，大多需要凭借古代中国典籍的记录。而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大多通过来华朝贡的日本使者。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就有了关于日本的零星记载。而在东汉光武帝时代，即公元57年，记录了日本使臣来华朝贡的史实。这一事迹经由18世纪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得到了印证，这一事件也基本确立了此后中日关系的走向。自公元1世纪起，日本各个氏族国家的首领争相派遣使臣前往中国纳贡，谋求册封，借此树立其在日本列岛的威信。

比较著名的事件有，后汉安帝在位时（107），号称倭国国王的帅升进献了160名奴隶，获得了安帝的接见。魏景初三年（239），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获悉魏接管了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郡以后，派遣使者朝魏。此后，卑弥呼多次遣使朝贡，获得了“亲魏倭王”的称号，并被赐予金印紫绶和宝镜。卑弥呼死后，即位的壹与继续与中国交好，先后于248年朝魏，266年朝西晋。但自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到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为止的147年间，朝贡活动暂时中断（至少中国史籍上未出现相关记载），这大概是由于日本列岛发生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兼并战争。

有的学者认为邪马台国在此期间被崛起于近畿地区的大和国消灭了，但也有学者表示反对。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大和国确实代替邪马台国成了日本政治外交的主角。大和国起源于何时何地尚存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普遍宣传大和国即日本国前身，大王天皇家万世一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皇国史观的禁忌被打破，学者们对大和国的起源提出了多种新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曾轰动一时的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的假说。他认为大和国是由来自大陆、朝鲜半岛的骑马民族征服者建立的。虽然这一假说目前已经被大多数学者否定，但其思想解放意义仍然为人称道。同期还有水野祐《日本古代王朝史论序说》中提出的“三王朝交替说”，指出了上古天皇谱系中断或更替的可能性，打破了“万世一系”的神话。目前相关争论还在进行，普遍认为，大和国是建立于3世纪中叶的部族联盟国家，他们与大陆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保存至今的大量古坟是其象征。大和国善于征战，到4世纪中叶，他们初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

5世纪初，即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大和国在国内初步统一、局势趋于稳定的情况下，立即重开对华外交。据《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赞”于当年遣使进献方物。日本学者根据相关记载推定“赞”为仁德天皇。此后，相继有“珍”“济”“兴”“武”四王（分别对应为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雄略天皇）遣使向东晋和南朝宋朝贡，并获得了倭国王、安东大将军等封号。其中，武王上奏的表文（478）称自己代宋行使了管理倭国、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牟韩）的权力，请求宋加封自己为“都督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反映了当时东亚地区围绕着朝鲜半岛的兼并战争而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此，我们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以及日本与之的关系。

二 大和国势力在朝鲜半岛的盛衰

4世纪初，高句丽崛起，313年，高句丽灭乐浪郡，次年，灭带方郡。历史自此开始无数次地证明，作为平衡各方势力的大帝国一旦退出半岛，半岛与周边立刻就会陷入政治与军事上的混乱。

朝鲜半岛在3世纪后半叶进入列国时代。在北部有横跨今日中朝国境的高句丽，在南部则有所谓三韩，即马韩、牟韩和辰韩。此后，原本是氏族联盟的三韩逐步成长为国家，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百济在公元290—372年，统一了马韩五十余国；新罗在286—377年，统一了辰韩十二国。而崛起于中国辽东地区、势力逐步强大的高句丽在吞并乐浪、带方二郡后，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公元427年，高句丽自集安（吉林省）迁都平壤，开始南下侵攻百济和新罗。而属于牟韩区域的部分独立小国则与日本保持着特殊关系，被日本方面称为任那（加罗）地区。半岛三国合纵连横、相互征战，不断发动军事、外交攻势。

百济在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下，一方面向北魏求援，借以牵制高句丽的后方，另一方面向大和国示好，希望建立同盟关系。日本与朝鲜半岛自古就有广泛的民间交往，正在崛起的大和国也希望通过插手半岛事务扩大在东亚的国际影响力，因此两国在366年和367年互派使臣建立了友好关系。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现存有来自百济的七支刀，其铭文显示，369年，百济王造此刀并馈赠倭王。《三国史记》说，369年百济遭到高句丽的大规模侵攻。《日本书纪》说，大和国同年出兵“平定任那”。据认为，这表明大和国应百济之请派遣援兵抵抗高句丽。自此以后，大和国与半岛三国展开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激烈混战。

371年，大和国再度出兵半岛，与百济共同征讨新罗，击败新罗，平定了洛东江沿岸七国。这次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大和国的国际地位。大和国迫使百济向自己称臣纳贡，并且订立了有利于大和的同盟条约。大和国还控制了任那地区的部分小国，从而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大概此后百济一度试图摆脱对大和的臣属地位，因此，据高句丽《好太王碑》[26]载，大和国于391年再度出兵半岛，进攻百济和新罗，迫使两国称臣。此后，大和国为了与南下的高句丽争雄而联合百济，形成了大和、百济与高句丽、新罗的对抗联盟。399年，大和国又攻入新罗国境，第二年因高句丽派兵援救而被迫撤兵。404年，大和军队一度深入高句丽境内的带方郡故地。407年，高句丽反攻，重创大和军队。综合而言，这一时期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但5世纪中叶以后，战局朝着不利于大和的方向发展。475年，高句丽长寿王予百济以重创。随后，百济和新罗纷纷对加罗等小国施加压力，致使大和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受到挤压。为此，当时的倭王武（雄略天皇）不得不进一步派兵干预半岛局势。在运用军事手段的同时，大和国也展开了外交战，从而有了前述武王于478年向南朝宋顺帝上表文的一幕。

6世纪以后，半岛内部的统一成为趋势，三国的力量也得到进一步壮大，百济和新罗逐步蚕食了加罗，日本在半岛失去了落脚点，从而导致影响力迅速衰落。548年，高句丽南下进攻百济，百济圣明王战死（554）。大和国虽然派遣援军救援，但以失败告终。大和国的势力最后一次出现在朝鲜半岛，是在7世纪下半叶。其时，新罗已经成长为朝鲜半岛最强大的国家。660年，新罗与唐联军攻灭了百济。百济遗民逃往日本，向大和国求援，企图恢复百济。于是大和自661年开始备战，662年大规模出兵半岛，663年在白村江与唐、新罗联军展开了著名的大海战，结果惨败而归。

此战使日本举国震动，由于担心唐、新罗联军乘胜追击，日本在九州各地积极布防，并且于667年迁都备战，其惊慌之状可见一斑。此后一千多年，日本再未敢染指半岛。痛定思痛，日本朝野出现了效法唐朝实施改革的呼声。

三 大陆国家对日本的文化输出

早期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文化也较为落后。大陆先进文化通过渡来人即移民和商旅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输入品中最重要的是汉字。《隋书·倭国传》说：日本“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明确指出了汉字大规模输入与佛教的关系。不过，文字自民间传入要早于此。日本原本没有文字，通过与大陆的交往，日本人意识到了文字的重要性。文字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在早期还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一些刻有汉字的器具被奉为神物。日本人看到一些输入自大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后，也加以模仿，在锻造器具时雕刻汉字。熊本县玉名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和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镌刻有汉字铭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日本人使用汉字的例子。从这些铭文的汉字用法来看，日本人早期使用汉字时，表意和表音混用，表音时就把汉字当作注音符号。例如稻荷山古坟铁剑铭有“获加多支卤大王”的字样，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文为“获□□□卤大王”，据认为都是指倭王“武”，相当于《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说的雄略天皇。另稻荷山古坟铁剑上还有“辛亥年七月中”的干支铭，由此推断铸剑年代为471年。[27]
后来，日本人感到这样的拼音式用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够表达复杂的意思，于是就开始学习中国语文。有教养的日本人日常虽然用日语会话，但是书写直接应用汉文，这样就形成了口语与作文完全分离的现象。一直到平安时代，日本人利用汉字相继发明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才初步解决了这一矛盾。但由于受到汉字和汉文的决定性影响，日本古代的文字表述带有明显的汉语痕迹。

学会了使用汉字之后，日本人就把它当作自己的文字来记录历史，也用来书写外交文献。南北朝时期日本使者来华，已经可以呈上文字流利的表文。早期负责文字工作的大都是渡来人。例如部民中的史部，就是负责文字记录、抄写政府档案的下层官吏，他们之中代表性的氏族有东汉氏和西文氏，都属于渡来人系统。这些下层官吏记录、编订了日本早期的历史性文献，例如记载天皇谱系的《帝纪》和记录神话的《旧辞》。虽然这些早期文献大都已经失传，但它们成了《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素材。从此，日本也拥有了自己的历史文献。

除了汉字和汉文，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学也被介绍到了日本。与佛教一样，儒学也是由日本的传统盟国百济输入的。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人王仁来日，教授皇子儒家典籍。《古事记》记载说王仁传来的是《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不过这一记载并不可信。应神天皇见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推测年代为5世纪前后，但事迹不详。家永三郎就指出，这类记述属于事物发生缘起类神话，并非史实。[28]事实上，儒学的传入大体与佛教同步，自6世纪开始活跃。《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推荐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继体天皇十年（516），又推荐五经博士汉高安茂接替段杨尔。钦明天皇十五年（554），百济向日本请求援兵，日本派遣兵1000人、战马100匹、船40艘，协助百济对抗新罗，作为交换，百济僧昙慧和五经、易、历、医博士来日。上述记述都表明，日本在6世纪后开始系统地引进儒学，并从百济聘请博士为日本官员的贵族子弟授课。

毋庸置疑，汉字、汉文以及儒学的引进，为佛教传入日本提供了方便，也为日本佛教深受中国佛教影响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中朝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关系

镰仓时代的日僧凝然（1240—1321）有名著《三国佛法传通缘起》，阐述了印度佛教、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关系。事实上，就历史而言，日本佛教并未与印度佛教发生直接关系，佛教是经由朝鲜半岛，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可以说，印度佛教只是日本佛教的远祖，中国佛教才是它的亲生父母。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确切地说，6世纪的中国佛教已经发展成熟，并于7世纪逐步进入辉煌时代。当时的朝鲜半岛佛教和日本佛教还只能算是中国佛教的延伸，自身的民族佛教尚未出现。日韩两国都没有与印度佛教直接接触的经历，其佛教所蕴含的中国基因是不容否定的。具体而言：第一，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汉译佛典，几乎所有的日本僧人都是通过汉字、汉语来认识、理解佛教的，这也是东亚佛教圈、汉语佛教圈得以成立的根本所据。第二，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逐步完成了与印度佛教有所差异的理论与实践重构，初步形成了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派。它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介绍到了日本，成为日本佛教各个派别的“直系亲属”或“远祖”。第三，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通过与中国社会、文化的长期碰撞、磨合，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状态，其认识方法、问题意识、实践修行等无不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日佛教一千多年的友好交流历史，是佛教史也是东亚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本书将结合不同时期分别予以介绍。在此，让我们先看一下佛教初传日本时期，中国佛教、朝鲜半岛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关系。

一 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日本的时代，即公元6世纪中叶，适逢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末期。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并基本完成中国化转变。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正式传入中国。在东汉时代业已出现僧侣来华传译、讲解佛经，并有汉人开始信奉佛法。佛教在中国获得飞跃式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会战乱动荡的大背景下，民众渴望宗教信仰，各民族统治者也希望借助佛教安抚人心，由此佛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当地统治者为了与汉族文化对抗，大力扶持佛教，积极推动佛教的对外传播。在汉人统治的南方东晋、宋、齐、梁、陈各朝，佛教也从与玄学相结合的士大夫精英传统广泛渗透于民间。

佛教传入中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从此，中国人知道了在遥远的西方还有另一种文明体系的存在——虽然这并未改变中国人的文明优越感。早在张骞通西域的时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强大帝国的存在，但为异域文化所倾倒，如此大规模地加以引进，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系统丰富的宗教、哲学思想，因明学等各种知识，以及商业贸易和物质文化。这样的文化大融合与同时发生的民族大融合一道，对其后的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而言，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接受了外来的佛教，在世界宗教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件事本身就对当时的周边国家——朝鲜半岛三国和日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他们看来，佛教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文明大国印度，又被近在咫尺、一直作为效仿对象的文明大国中国所接受，这本身就证明了佛教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文化。

另外，在不断渗透、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佛教自身也发生了转变，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义学和实践出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关于般若思想的讨论、关于神灭和轮回的讨论、关于佛教与儒家伦理思想冲突的讨论等，无不是佛教与中国思想、社会深度碰撞的体现。一大批著名高僧以及学派或团体，如成实师、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思想与实践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其后隋唐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佛教输出、影响日韩奠定了基础。

纵观日本佛教史，我们就会发现，佛教虽然诞生于印度，但日本佛教的源头却在中国，这与中华文明的高度发达、中国佛教的高度成熟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第一，佛教是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被引进日本的，日本通过引进佛教引进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第二，中国佛教其时正在不断吸收、消化印度佛教的成果，逐步完善了自身的体系。日本通过中国了解、认识佛教，其佛教也就完全被置于中国佛教的语境背景之下，因而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旁生的子系统。当然，这只是从发生学角度而言。如果比较中日佛教，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日本佛教与日本本土文化的高度结合，日本佛教所独具的特色，以及历史上所达到的发展高度。这也正是本书要逐步展示给诸位读者的。

二 朝鲜半岛佛教的起源

朝鲜半岛是日本的近邻，包括佛教在内的大陆先进文化大多经由朝鲜半岛间接输入日本。因此，在佛教传入日本的初期，朝鲜半岛佛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后，随着日本求法僧的活跃、日韩交恶等原因，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直接接触日益增加，朝鲜半岛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相对减弱。

日本钦明天皇时代，正值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半岛上形成了三个独立的国家，分别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其中，位居半岛南端的百济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友善，往来较多，佛教主要经由百济传入日本。事实上，早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一个多世纪，中国佛教就传入了朝鲜半岛。传入的次序以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最晚的是新罗。

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第十七代国王小兽林王二年（372），前秦王苻坚派僧侣与使者一同出使高句丽，赠送佛像、经卷并传法。此事《高僧传》也有记载，称“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另有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此后的小兽林王四年，僧阿道赴高句丽，第二年建肖门寺（《海东高僧传》作“省门寺”）。《三国史记》称此为海东佛法弘传之始。小兽林王之后，其弟故国壤王继位，他崇信佛教，并于392年下令让国人信奉佛教。其后的广开土王在首都平壤建立了九所寺院，佛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在高句丽发展了起来。又据《三国史记》，百济传入佛教是在百济枕流王元年（384）。枕流王即位后立即遣使入晋朝贡，同年九月，晋地胡僧摩罗难陀来百济传法。王立刻迎至宫中礼敬，百济佛法自此始。第二年，摩罗难陀又在汉山创立了佛寺，并度僧十人。而关于新罗传入佛教的历史，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在新罗讷祗王在位时（417—458），由沙门阿道自高句丽间接传入的。

总体来说，高句丽版图辖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北方各国毗邻，它们与中国的交通最方便，接收中国文化、信息的渠道也更多，因而佛教传入较早。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隔海与中国相望。且百济与高句丽是敌国，因此佛法从海上传来当属自然。百济佛教受中国南朝的影响较大。新罗位于半岛的东南端，与中国交通最为不便，且发展较晚，因此佛教传入最晚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 公传与私传：佛教传入渠道的多样性

了解了中国佛教与朝鲜半岛佛教的相关背景，我们再来进一步探讨中国佛教经由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的历史。可以说，佛教传入日本，大背景是大陆文化的传播。其渠道多种多样，大略可从以下三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佛教传入日本的途径和路线并不是单一的。从“公传”的角度，我们确认了佛教自中国传入百济，从百济传入日本的史实，但并不否定其他路线存在的可能。

从对朝鲜半岛佛教起源的考察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半岛三国的佛教分别由南北朝的不同国家传入。即便是同一个国家，也不一定都传承自同一个系统。例如高句丽的佛教由北方的前秦传入，但据记载，南朝的一些僧侣也曾来高句丽传法。此外，高句丽统治者也积极派遣僧侣赴中国求法。例如平原王（559—589年在位）推崇大乘，为此特遣僧赴北齐求法，向当时著名的僧侣法上（495—580）学习。《高僧传》中记录的同期的很多名僧都是辽东人，可见当时在中国求学的高句丽僧人很多。

日本的情况也一样。一般认为，日本佛教由百济输入，而百济佛教自中国南朝输入，因此，日本佛教与百济佛教、南朝佛教的关系近一些，成为一个系统，但是一些新发现的资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例如考古研究证明，日本早期寺院中，大阪府富田林市的新堂废寺，伽蓝布局采用中门、塔、金堂南北纵向直线排列的形式（“四天王寺式”），大致同期的法隆寺（斑鸠寺）也采用同样的伽蓝布局，这与百济古代寺院基本一致。而7世纪建立的药师寺，其布局采用塔置于东西两端的样式，这是新罗样式。著名的法兴寺（飞鸟寺）则采用塔在中央，中、东、西三金堂围绕塔配置的高句丽样式。但是，塔的形状采用的是四角塔，与高句丽的八角塔不同，却与百济、新罗的一些古寺一致。这说明法兴寺的建筑综合了半岛三国的风格。[29]
这些现象都表明，佛教传播的相关记载仅能作为参考，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输入国与输出国的佛教必然就具有完全对应的关系。由于东亚各国都是近邻，人员往来频繁，途径多样，各国佛教的相互影响就不可避免，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根据正史等文献史料，将佛教确认为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但并不排除佛教经由民间渠道自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可能。

第二，私传要早于公传，其传播渠道也比公传更加宽泛。

一般来说，我们采用“公传”的年代作为佛教传入日本的时间节点，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但事实上，正如本章开头介绍过的，佛教传入日本有所谓“公传”和“私传”之分。也就是说，由于日本与大陆和半岛隔海相邻，双方关系密切且人员往来众多，很多文献和考古材料都表明，来自朝鲜半岛或中国的移民和商人，在公传即6世纪中叶以前就已经把佛教传入了日本。

据撰于12世纪的《扶桑略记》记载，在继体天皇十六年壬寅（522），有“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佛像进行礼拜。学者们考证，“案部”即“鞍部”，是专门负责制造鞍具的部门。来自半岛和大陆的手工业者被编入这一部，成为部民，即以“案部”“鞍部”“鞍作”为氏姓，而“村主”是赐给渡来人中上层贵族的“姓”（Kabane）。这位“司马达止”被认为与《日本书纪》等文献中记载的“司马达等”是同一个人，他是来自大陆的移民，他的女儿和儿子都信仰佛教，先后出家。他的儿子叫“鞍部多须奈”，他的孙子叫“鞍造鸟”，这都与《扶桑略记》的记载相吻合。元兴寺塔露盘铭还记载，鞍部一族中的鞍部首加罹尔曾任法兴寺工程的监造之一。鞍部德积于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被任命为僧官。除了鞍部氏，渡来人秦氏也是佛教的积极外护，在弘扬佛教方面有很多事迹。[30]
早期的僧侣中大陆移民的比例也较高。前文已述，司马达等的女儿岛是日本最早的僧侣，出家为尼称善信尼。崇峻天皇三年（590），善信尼授戒度尼众，这是史料显示的日本第二次度尼。其中被度为尼的有大伴狭手彦连女善德、大伴狛夫人、新罗媛善妙、百济媛妙光、汉人善聪、善通、妙德、法定照、善智聪、善智惠、善光等，可见大陆移民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也说明了佛教信仰在大陆移民团体中根基较深，佛教经由移民等民间途径传入日本的事实。不过，这样的佛教传播与信仰之所以在公传以前未能在日本社会引起大的反响，大概是因为它局限在移民团体内部，没有向原住日本人传播。所以《扶桑略记》也说“钦明以前，唐人持来佛像，然而非流布也”。

考古发现印证了上述说法。奈良县新山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长野县御猿堂古坟、冈山县赤井古坟、千叶县祗园古坟、同鹤巷古坟出土的四神四兽镜都带有佛像图案。这些古坟是4—5世纪期间修建的，其中出土的古镜来自半岛或大陆。镜子上间错镌刻着灵兽和神像。据学者考证，这些神像具有端坐在莲花座上，手结无畏印、与愿印等手印，头上有发髻等特征，可以断定就是佛像而不是其他宗教的神像。这表明，早在佛教官方传入日本之前，一些与佛教有关的器物就已经流入了日本，并且有可能在渡来人团体中形成了佛教信仰。

第三，所谓“公传”更多地带有政治意味，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探讨佛教传入日本的历史背景时要加以清醒认识的。

我们已经肯定佛教在公传之前就已经经由民间渠道传入了日本，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当时的日本已经有人在信奉佛教，圣明王为什么还要通过使者，郑重其事地将佛教介绍给日本君臣呢？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钦明天皇的时代，日本已经长期卷入朝鲜半岛的利益角逐，与半岛的三个国家或敌或友，关系密切。相对而言，三国之中高句丽国力较为强大，长期与日本敌对，新罗国力上升较快，对日本在半岛的利益构成了新的威胁，因此，日本倾向于支持实力相对较弱的百济。在此形势下，日本与百济之间既有官方的同盟关系，也有大量的民间人员、货物往来。双方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百济需要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百济拥有比日本更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日本借百济打开了与大陆交往的大门。百济在对日外交中当然希望更多地表现自己的优势，对日文化输出也就成了在双边关系中获得更大话语权的不二选择，而佛教也就成了文化输出品之一。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圣明王向日本输出佛教就如同前秦向高句丽输出佛教等不胜枚举的事例一样，带有强烈的政治考虑。百济希望通过向日本输出佛教显示其文化优势地位，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文化纽带赢得日本朝野的好感，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从更广阔的范围而言，佛教在当时的东亚世界，代表的是先进的中国文化，东亚各国政府都是受到中华文明的吸引而接受佛教的。因此，佛教的“公传”已经成为各国的外交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佛教官方输入日本的历史意义也就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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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佛教传入引起的政治宗教变革

本章将重点介绍佛教初传所引起的政治、宗教变革。如第一章所述，大和国的性质是氏族联盟国家，大王（天皇）家族与位居中央和地方的强有力氏族结成政治联盟。大王被推举为最高统治者和最高祭司，作为交换，国家治理权由大王家与豪族共享。因此，大和国的宫廷政治主要表现为豪族之间的权势争斗，苏我氏专权以后，则转变为皇室与苏我氏的争斗。大和国原有的神权与政权分置的二元化体制，逐渐向大王一元制转变。

5世纪以后，大和国国内矛盾重重，政局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朝廷在外交政策上形成截然对立的两大派别。在当时的朝鲜半岛，新罗崛起，对日本的利益构成威胁，豪族苏我氏与大伴氏主张联合日本的传统盟国百济，对抗新罗；而与之对立的物部氏和中臣氏则倾向于与新罗修好。此外，亲百济的苏我氏和大伴氏对大陆文明表现出了积极开放的态度，主张效仿大陆的制度、文化；而与之对立的物部氏、中臣氏则态度较为保守。

佛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入日本的。于是，在它传入伊始，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围绕着是否接受佛教，苏我氏与物部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张排佛的物部氏阵营对天皇施加压力，一度占据上风，但最终崇佛派消灭了对手赢得了全面胜利。可以说，有关是否接受佛教的争论不仅仅事关宗教，双方都想借此打击政治对手。因此，这场斗争也是大和国内部改革派阵营与保守派阵营的政治较量。佛教在客观上成了推动政治、文化改革，推动日本国家转型的重要手段。另外，佛教传入确实也给日本本土信仰带来了冲击，围绕着如何定位新宗教佛教以及由谁来掌控佛教的问题，统治阶层内部又出现了斗争。最终，通过大化改新，大王确立了绝对神权，同时也完成了对佛教的彻底掌控。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和第三章逐次加以介绍。

第一节 崇佛与排佛之争

据《日本书纪》等资料记载，对于百济传来的佛教，大和国内部出现了以苏我稻目为首的主张接受佛教的崇佛派和以物部尾舆、中臣镰子为首的反对佛教的排佛派。我们将于本章第二节对相关史实进行考证分析，在此，先依据《日本书纪》的有关记载概述两派相争的大致经过。

《日本书纪》“钦明十三年十月条”载：钦明天皇（531—571年在位）十三年壬申年（552）冬十月，百济国圣明王（523—554年在位）派遣使者向钦明天皇进献了释迦佛金铜像一尊、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对此，钦明天皇“欢喜踊跃”，但对于是否接受佛教不能决断，问计于群臣：“西蕃献佛，相貌端严，全未曾看，可礼以不？”苏我稻目对曰：“西藩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表示大和国应遵守国际规则，引进佛教。而物部尾舆则认为，“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藩神，恐致国神之怒”，应予以反对。这段对话模仿了《高僧传·佛图澄传》的写法[1]，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物部氏反对佛教的主要理由是：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是外来神；如果信奉佛教，必然引起本地神即“国神”的愤怒。而苏我氏支持佛教的理由则是：佛教是普世性宗教，远自印度、中国，近到三韩都信奉佛教，说明佛教宣扬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自然也适用于日本。文中使用“西藩”一词，是《日本书纪》撰者的用词。实际情况是，在苏我氏看来，当时的先进国家都信奉佛教，因此大和国也应该引进佛教。

对此，钦明天皇未敢轻率决断。他原本表示，佛“相貌端严，全未曾有”，对这个外来神表现出了一定的好感，但听到稻目和尾舆针锋相对的意见之后，他感到较为棘手，因而习惯性地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天皇曰：“宜付情愿人稻目宿祢，试令礼拜。”既然稻目愿意奉佛，那就不妨让他试一下。他降旨将百济使者进献的佛像、佛经赐予苏我稻目，让其自行礼拜，以此暂时搁置了争议。

《日本书纪》同条接着说：“大臣跪受而忻悦安置小垦田家，勤修出世业为因，净舍向原家为寺。”苏我稻目欣然接受了佛像，起初将之安置在自己位于小垦田的家里，后来又把佛像搬到了自己的外孙女，钦明天皇的女儿丰御食炊屋姬命（后来成为推古天皇）的向原宫。此后即以向原宫为寺，称为向原寺。这也是史籍所载的日本最古老的寺院。

《日本书纪》同条接着说：“于后国行疫气，民致夭残，久而愈多，不能治疗。物部大连臣尾舆、中臣连镰子同奏曰：‘昔日不须臣计，致斯病死。今不远而复，必当有庆。宜早投弃，勤求后福。’上皇曰：‘依奏。’有司乃以佛像流弃难波堀江，复纵火于伽蓝，烧尽更无余。于是天无风云，忽灾大殿。”日本国内发生大瘟疫，反对派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趁机进言，称这是由于稻目礼佛激怒国神所致，奏请天皇废佛。天皇准奏，于是朝廷下令将百济进献的佛像投入难波的堀江，还放火烧毁了佛舍（此时并无正规佛寺）。向原寺由于曾是丰御食炊屋姬命皇女的宫殿而幸免于难。

此次废佛的时间不明，有钦明天皇三十一年（570）说和十三年（552）说，一般采用前者，即苏我稻目去世后不久。据说，稻目患病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特意将外孙池边皇子（后来的用明天皇）、外孙女丰御食炊屋姬命皇女（后来的推古天皇）叫到床前，诉说了自己想要弘扬佛法但因重重阻力而未能遂愿的遗憾。他预计排佛派在自己死后定会发难，因而叮嘱外孙们即使向原寺被破坏，也不要放弃弘扬佛法的信念。

敏达天皇即位后，形势有所缓和。敏达天皇六年（577），百济威德王向大和朝廷赠送了经论、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工、造寺工。同八年（579），新罗也向日本赠送了佛像。这说明风波过后，朝廷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排佛政策。同十三年（584），《日本书纪》说：“是岁，苏我马子宿祢请其佛像二躯，乃遣鞍部村主司马达等、池边直水田，使于四方访觅修行者。于是唯于播磨国得僧还俗者，名高丽惠便。大臣乃以为师，令度司马达等女岛，曰善信尼，年十一岁。又度善信尼弟子二人。其一汉人夜菩之女丰女，名曰禅藏尼。其二锦织壶之女石女，名曰惠信尼。马子独依佛法，崇敬三尼。乃以三尼付水田直与达等，令供衣食，经营佛殿于住宅东方，安置弥勒石像。”也就是说，稻目之子、继任大臣的苏我马子同年获得了自百济进献的佛像，他立刻派遣司马达等和池边水田去寻访僧人，结果在播磨国（兵库县）找到了一位已经还俗的高句丽僧惠便。惠便为何还俗不明，从马子让他度善信等人为尼来看，大概年事已高，总之已经不愿再出家。于是司马达等之女岛出家成为善信尼，还有另外两个女子也出家为尼，做善信尼的弟子。马子在自家住宅内营建佛殿，供养三尼并供奉弥勒佛石像。这一事件非常重要，是日本人出家之始。另有两点值得关注：岛即善信尼是渡来人系统，另一位禅藏尼则明确是汉人，这说明早期的佛教徒还是以渡来人为主；此外，首先出家的三位都是女子，这与大和国原本具有的女巫文化不无干系，这一点将在下一节再加以分析。

《日本书纪》该条还记录了著名的舍利供养事。马子于佛殿落成后，“屈请三尼大会设斋，此时达等得佛舍利于斋食上，即以舍利献于马子宿祢。马子宿祢试以舍利置铁质中，振铁锤打，其质与锤悉被摧毁，而舍利不可摧毁。又投舍利于水，舍利随心所愿，浮沉于水。由是马子宿祢、池边水田、司马达等，深信佛法，修行不懈”。这段文字中马子以铁锤击打舍利而舍利不坏的描写，模仿自《高僧传·康僧会传》[2]。《日本书纪》第二年的记载又提及此事。敏达天皇十四年（585）“春二月戊子朔壬寅，苏我大臣马子宿祢起塔于大野丘北，大会设斋，即以达等前所获舍利藏塔柱头”。以上是日本佛教史上供养舍利的最早记载。舍利事件看起来对马子“深信佛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后不久，“辛亥，苏我大臣患疾，问于卜者。卜者对言：‘祟于父时所祭佛神之心也。’大臣即遣子弟奏其占状。诏曰：‘宜依卜者之言，祭祀父神。’大臣奉诏，礼拜石像，乞延寿命”。马子借生病之机（或许就是佯称有病）奏请天皇允许他礼拜佛像，天皇恩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卜者表示，由于马子之父稻目信奉的“佛神”长期得不到祭祀，从而作祟导致马子生病；天皇诏书中也将佛称为马子的“父神”。佛在此完全被看作了神，且是一位斤斤计较的神。这一点非常有趣，我们将在下一节予以讨论。

马子礼佛后，又生变故。《日本书纪》说：“是时国行疫疾，民死者众。三月丁巳朔，物部弓削守屋大连与中臣胜海大夫奏曰：‘何故不肯用臣言，自考天皇及于陛下，疫疾流行，国民可绝，岂非专由苏我臣之兴行佛法与？’诏曰：‘灼然，宜断佛法。’丙戌，物部弓削守屋大连自诣于寺，踞坐胡床，斫倒其塔，纵火燔之，并烧佛像与佛殿。既而取所烧余佛像，令弃难波堀江。是日无云风雨，大连被雨衣，呵责马子宿祢与从行法侣，令生毁辱之心。乃遣佐伯造御室，唤马子宿祢所供善信等尼。由是，马子宿祢不敢违命，侧怆啼泣，唤出尼等付于御室。有司便夺尼等三衣，禁锢楚挞海石榴市亭。”大和国内又发生瘟疫，尾舆之子物部守屋和镰子后人中臣胜海借机打击政敌，将瘟疫归咎于马子奉佛。敏达天皇听从了守屋等人的建议，决定废佛。守屋亲自坐镇指挥，破坏了舍利塔、佛殿和佛像，将烧不掉的佛像投入难波的堀江中。为了羞辱马子，守屋还命令他交出善信等三尼，付诸有司，剥夺了她们的法衣后，把她们扣押起来。崇佛派受到沉重打击。

此后不久，天皇与守屋皆患恶疮，其后国人也患疮，众人皆传言是废佛所致。夏六月，马子趁机奏请借三宝之力治病，天皇不得已同意，但只允许马子本人奉佛，不许其他人追随，并将善信等三尼归还马子。马子重建精舍供养。

敏达天皇去世后，稻目的外孙，据说曾经接受稻目临终嘱托的池边皇子即位，成为用明天皇（586—587年在位），形势逆转。《日本书纪》说：“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用明天皇是日本历史上首位信仰佛教的天皇。用明天皇二年（587）四月，天皇生病，群臣侍奉。天皇诏群臣曰：“朕思欲归三宝，卿等议之。”于是，群臣入朝而议，“物部守屋大连与中臣胜海连，违诏议曰：‘何背国神，敬他神也？由来不识，若斯事矣。’”守屋和胜海不顾用明天皇的意愿，还是予以反对。而“苏我马子宿祢大臣曰：‘可随诏而奉助’”。“于是皇弟、皇子引丰国法师入于内里”，“物部守屋大连耶睨大怒”。这时有人密告守屋，“今群臣图卿，复将断路”。守屋闻报慌忙自朝中逃出，聚集兵马以防变故。胜海也逃回自家，聚众准备协助守屋一战。结果，胜海被马子一派伺机杀死。物部闻讯，遣使报知马子，暗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规劝对方不要轻举妄动，双方陷于对峙状态。

用明天皇“将欲终时，鞍部多须奈进而奏曰：‘臣奉为天皇出家修道，又奉造丈六佛像及寺。’天皇为之悲恸”。马子等人为祈愿天皇康复而筹建寺院，司马达等之子鞍部多须奈也为此出家，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僧人。此后不久，用明天皇去世。围绕着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苏我与物部两大阵营最终爆发了武装冲突。苏我马子与泊濑部皇子、竹田皇子、厩户皇子（后来的圣德太子）、难波皇子等人组成联军，诛杀了物部守屋，拥立泊濑部皇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587—592年在位）。崇佛派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战争期间，马子等人为了祈祷胜利、振奋士气，发愿胜利后大兴佛法。战后他们兑现诺言，兴建了法兴寺、四天王寺等一批著名寺院。崇峻天皇元年（588），恰值百济圣明王使者传法半世纪之际，百济国应此前马子之邀，派遣使臣进献佛舍利、僧人和工匠。马子则派遣善信尼赴百济学习授戒之法。大和国与百济的佛教交流更加密切，佛教在日本逐步兴盛起来。

第二节 排佛的政治宗教背景

上节我们介绍了《日本书纪》记述的两派相争的经过，并逐处指出了相关描写对中国文献的模仿。还有学者指出：佛教初传时期，神道教尚未具有与佛教相抗衡的势力，所谓“国神”与“藩神”之说属于后人的杜撰。[3]
对此，笔者认为：《日本书纪》大量模仿了中国文献不假（不符合时代背景的用语如“日本”“天皇”等也随处可见），但关键是如何解释这种模仿？一种解释认为所记述的事件也是虚构的，另一种则认为模仿的原因在于文献的撰写者母语并非汉语，在写作汉文时不可避免地有生硬的模仿。笔者倾向于后者。我们对类似的记述当然需要小心分辨，但需要从相关背景综合考虑，判断其中是否有合理可信的成分。对于“国神”与“藩神”的问题，笔者认为：神道教在佛教初传时尚未系统化当属不假，但“神佛之争”却并非完全是虚构。外来宗教传入引起本土宗教反弹当属正常现象，只不过反弹的力度随本土宗教的势力大小而有所不同。此外，反弹也不是唯一的反应，除了反弹还有接受，而它们的共同特点往往都是将新旧宗教予以简单比附，以原有宗教的思维去认识新宗教。以下，我们将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来分析崇佛派与排佛派相争的背景。

一 政治背景：苏我氏与物部氏的政争

崇佛派与排佛派之争应该属实，而且两派争执由来已久，佛教只是个话柄。在佛教传入之前，两派在政策上就已经存在着巨大分歧，崇佛与排佛之争可以看作两派政治斗争的延续。

苏我氏与5世纪的豪族葛城氏同祖。葛城氏在与大王家的权力斗争中失败，此后没落，而苏我氏则在6世纪崛起。苏我氏的发源地葛城[4]原本就是大和国安置渡来人的地区，苏我氏的世系中有“韩子”“高丽”这样的明显带有朝鲜半岛特征的名字，可见苏我氏与渡来人确实渊源颇深。一些史学家据此认为苏我氏也属渡来人系统，但理由不充分，不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一般认为，苏我氏与渡来人关系密切除了上述地缘关系外，还在于他们长期负责管理渡来人氏族。5世纪后期，苏我氏曾管理东汉氏、西文氏、秦氏，6世纪中，苏我稻目和马子先后管辖船史氏。这些渡来人氏族或负责专门的技术生产活动，或参与税收、掌管屯仓，在经济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苏我氏通过与他们的主从关系，一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也对大陆先进文化产生了好感。

6世纪初，朝鲜半岛战事紧张，大和国不断派兵出征半岛。派遣军在北九州地区设立大本营，征调武器、粮食等军需品，民不堪其扰。继体天皇二十一年（527），朝廷六万大军正准备开赴任那，筑紫国国造磐井却私通新罗发动了叛乱，当地民众因不满朝廷的横征暴敛也纷纷加入叛乱，史称“磐井之乱”。大和朝廷慌忙调动大军镇压，苏我氏在此次战争中大显身手，势力开始攀升。在磐井之乱的余波下，大和国朝廷出现分裂，继体天皇于531年驾崩后，安闲、钦明两位天皇同时即位，最终于540年才由钦明天皇完成一统。苏我氏的政治首领苏我稻目巧妙地利用政局的动荡扩张了自己的势力。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钦明天皇，成为国丈，从而担任了地位最高的大臣一职。

当时的豪族中势力较大的还有大伴氏和物部氏。大伴氏曾经长期占据大连一职，但在继体天皇六年（512），当时担任大连的大伴金村接受了百济兼并任那四郡[5]的要求，使大和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蒙受了重大损失。消息泄露后，朝野震动，以物部氏为首的政敌借机攻击大伴金村接受了百济的贿赂。此后，新罗出兵攻打任那，又吞并了几个依附于大和国的独立小国。大和国虽出兵干预，但铩羽而归。一系列失败迫使大伴金村引咎辞职，物部氏的首领物部尾舆取而代之，担任了大连一职。物部氏历史上长期掌管物资，还经常出任军事长官，与苏我氏相比属于历史较为悠久的传统豪族。他们与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世代负责祭祀神事的中臣氏结为联盟，对抗苏我氏。相对于新兴的且与渡来人关系密切的苏我氏，他们的政治、文化立场较为保守。

大和国不甘心坐视任那被百济、新罗逐步蚕食，却又束手无策。在此情况下，苏我氏和大伴氏筹划与百济重修同盟关系，以期恢复任那，百济也想通过与大和国修好对抗新罗，于是，佛教成为双方扩大友好关系的桥梁。据《日本书纪》载，百济圣明王曾于钦明天皇六年（545）在百济铸造丈六佛像，为大和国大王和大和国在半岛的领地祈愿。由此可见，圣明王遣使向大和国传播佛法实乃顺理成章之事。对此，主张联合新罗的物部氏则坚决予以反对，而执掌祭祀的中臣氏也予以反对。

二 宗教背景：神佛之争的本质

一些研究显示，物部氏对佛教似乎并没有那么反感，他们反对自百济接受佛法可能更多地出于政治考虑。物部氏中多人曾经出任进攻朝鲜半岛的军事将领，他们对半岛文化以及半岛流行的佛教已经有了较多接触。考古学家在物部氏宅第遗迹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与苏我氏向原寺相同的高句丽样式的莲花纹镫瓦。这种瓦的图案与佛教有关。[6]当然，并不能由此即断定物部氏信奉佛教，但至少可以说明物部氏对佛教并不陌生，不会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中臣氏反对佛教可能更多地出于宗教、文化理由，即所谓“神佛之争”。这一方面因为他们世代执掌祭祀，传入新宗教有可能威胁他们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他们的家族历史悠久，在思想文化上较为保守。但这些都属于推测，具体情况不详。总体而言，所谓“神佛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借口，具体原因较为复杂。

（一）新神与旧神：初传期的佛教认识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佛教初传期，日本人对佛教的普遍看法。

《日本书纪》使用了“国神”和“藩神”一词，肯定是后人的说法，6世纪的日本人对神道教尚无系统认识，在他们看来，神只有本地与外来、新与旧之分，没有本国与外藩的文化价值判断。事实上，相关文献中还有另外一些类似的、更加准确的词汇。如“在来神”和“今来神”、“主神”和“客神”，即本地神、外来神或旧神与新神。从这些词汇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人普遍缺乏对佛教的正确理解（甚至基本知识），把佛当作一种“新神”。所以是否接受佛教的态度，实质上反映的是当事者对佛这种新神的不同态度，也就是新神与旧神的关系问题。

举例来说，钦明天皇一开始似乎倾向于接受佛教，只是因为他看到佛像庄严，“前所未有”，对“新神”产生了好感。而与此相对，排佛派则认为“国神”和“藩神”不两立，佛说到底还是神祇体系中的一员。排佛派为了打击崇佛派，使用的手段完全是制造谣言，把瘟疫等天灾人祸与礼佛牵扯到一起。而有意思的是，崇佛派反击的手段也一样，把灾害归咎于禁佛，甚至生病也认为是由于佛作祟。由此可见，当时人认识的佛教，完全不是“三界虚妄”“诸法性空”“苦集灭道”“慈悲喜舍”，也不是“自度度他”，而是旧神与新神的斗法。旧神因为人们礼拜新神而降祸于人，而新神在人们信仰不坚定、感到困惑的情况下同样予人以更大的惩罚。佛完全变成了睚眦必报的人格神。

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的相关研究可供参考。人类学家认为，生活环境相对来说较为封闭的古代人，对于外来事物、外来神灵会有非常复杂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方面，他们本能地予以拒斥，担心外来者会打破、扰乱既有秩序，甚至会招致不祥，这就是所谓供奉新神会引起旧神震怒说法的根源；另一方面，长期生活于封闭环境之中的人们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他们对新鲜的、异域遥远的神灵充满了畏惧、惊喜甚至憧憬，认为它们具有更加强大的法力。日本古代社会的环境恰好符合这样的情景。据日本民俗学家研究，日本人自古以来相信会有神自天上、海上游幸来访[7]，给人们带来好运或者厄运。这样的游幸神被称为客神，“客”在日语中有“稀少”“罕见”的意思。日本各地存在的有关“天津神”的传说，就是一种客神信仰。据说，天津神游幸四方，翱翔于空中，拥有比本地神“国津神”更加神奇的法力。北九州地区有大量关于渡来人在丰前、丰后地区开创灵山的古老传说。《日本灵异记》记载说，敏达天皇时期排佛派怪罪佛是“客神”，给大和国带来了灾难，要求把它尽快赶回丰国去。上节《日本书纪》引述中，用明天皇病危入宫侍奉的也提到丰国法师。有学者认为丰国指的就是丰前、丰后。北九州地区自古与朝鲜半岛往来密切，一些移民传来了大陆的宗教，其中包括佛教和道教。日本人尚不能分清它们的区别，笼统地认为这些人信奉的都是些客神，其中也包括佛。大和地区[8]的日本人大概也听说过类似的传说，因此认为佛就是游幸而来的客神，而丰国就是他的故乡。

所以，从上述分析来看，日本人将佛理解为新神，对佛教传入的心情应该是喜忧参半。

（二）排佛与法难的差异

如果比较一下排佛派两次禁佛的过程与中国“三武一宗”法难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排佛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动机而非宗教原因。

中国三武一宗法难的推动者有二：一是绝对王权，君主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绝对统治者，不能容忍任何组织或个人，例如佛教在精神影响力和经济收入方面分一杯羹。当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时，专制者可以适当地容忍宗教为其粉饰太平、安抚人心，耗费一点民间乃至国家的财力也是值得的。当国家经济捉襟见肘，或者感觉宗教有可能对专制权威构成威胁时，宗教迫害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二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中国的三武一宗法难，每一次我们都可以看到道士或儒生的影子。任何宗教都天生地带有信仰上的排他性，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冲突、敌对的可能。在中国，因为绝对王权始终起到平衡、制约各方宗教势力的作用，因而宗教之间自然发生的大规模冲突较少，即使有，一般也出现在王权不稳固、权威丧失的时期。大多数情况下，宗教之间的张力都被压抑、包容在王朝的和谐秩序下，但只要王者的天平略有倾斜，冲突就会迅速爆发，斗争也就如暴风骤雨般激烈。

而在佛教初传的日本，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因素，自然也看不到类似的现象。如前所述，钦明朝和敏达朝虽然发生了两次禁佛事件，但无论从形式还是实质，矛头都指向政敌，并未导致中国式的大规模灭佛运动。这当然并不是由于当时的佛教尚处于初传期，不具规模——当时的佛教徒远不止马子和他身边的那些“从行法侣”，要想扩大规模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排佛派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灭佛政策和举措，对僧侣和信徒也没有赶尽杀绝。究其原因，不外乎如下两点。第一，佛教传入之际，日本尚未有类似于儒教、道教这样强有力的、有系统的宗教。日本的固有宗教原始神道原本就是各种民间信仰的松散综合体，这使得它富于包容性。现有资料显示，在早期佛教传播中，日本人并未表现出太多抵触的情绪，也没有任何本土宗教希望借政治之手迫害佛教。佛教传入后，对原始神道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加速了原始神道自身的完善与成熟；二是迅速融入了原始神道的大杂烩系统，使神道教也充满了佛教色彩（当然，另一方面，神道教对于佛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随着日本佛教民族化进程的深入，日本佛教的神道教色彩越来越突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予以介绍）。第二，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并没有对任何政治集团构成实质威胁，崇佛与排佛仅限于两派的政治恩怨，因此并未出现统治集团整体迫害佛教的现象。简单说，对立双方是对人不对事（佛教）。排佛派与佛教也没有直接的对立冲突，因而也就没有欲灭之而后快的冲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物部氏被诛灭后，排佛派阵营似乎立刻烟消云散，佛教在其后的传播过程中几乎未遇到任何强烈反对的原因。

第三节 苏我氏治下的佛教

一 推古朝政权的性质

苏我马子联合诸皇子诛灭物部守屋之后，讨伐物部派的泊濑部皇子被拥立为天皇，即崇峻天皇。崇峻天皇是苏我稻目的女儿与钦明天皇所生，与用明天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是苏我马子的外甥。马子凭借自己的外戚身份和拥立天皇的功劳，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崇峻天皇对此非常不满。《日本书纪》说，一日有人进献山猪，崇峻天皇指着猪说：“何日如断此猪之头，断朕所嫌之人。”马子听说此事后深感不安，立即派人刺杀了天皇，随后立自己的外甥女丰御食炊屋姬命为天皇，即推古天皇（592—628年在位）。推古天皇是用明天皇的姐姐、敏达天皇的皇后，也是日本第一位女天皇。为了平息皇室的不满，马子同意由推古天皇的外甥厩户皇子即圣德太子担任摄政，与皇族暂时达成了妥协。

圣德太子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日本古代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和佛教外护，讨论古代佛教不可能不提到圣德太子。但是，历史上的太子像美化、神化成分较重，并不尽可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第四节详加讨论，这里只简单地陈述结论：太子被神化，主要是因为后来的史学家从尊皇的立场出发，刻意抬高作为皇太子的圣德太子，贬低弑君擅权的苏我氏。事实上，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无论是从血缘关系上还是从政治利益上，都有着密切关系。太子任摄政一职，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而实际上，推古朝的最高决策者并非位居摄政的太子，而是以强大实力做后盾的马子。如果没有苏我氏的推动与支持，推古朝的改革不可能进行。此外，马子与圣德太子之所以能较好地合作，主要在于他们的基本政治理念较为一致。他们都积极地主张引进、吸收包括佛教在内的大陆文化，也力主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当然，双方也并非没有分歧，甚至隐含着根本对立。这主要是因为以马子为代表的苏我氏不愿将大权拱手相让，不愿天皇成为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太子想要推行的加强中央权威，效仿隋唐建立君主集权国家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彻底实施。如果不是因为太子的佛教信仰和隐忍的性格，双方的合作随时都可能中断。果然，太子死后，马子与皇室的关系再度恶化，最终走向了决裂。概括而言，推古政权是以马子为代表的豪族苏我氏与皇室妥协达成的结果，这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苏我氏。

了解了推古政权的性质和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的关系之后，我们就有了了解同时期佛教的基础。以往的史书过多地强调了圣德太子在佛教推广方面的作用，以太子的光芒掩盖了苏我氏的作用，这样的叙述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事实上，苏我氏是佛教传播最积极的推动者，起到的作用也最大，推古朝的佛教带有强烈的苏我氏色彩，甚至可以称之为苏我氏佛教。

二 佛教对外交流的扩大

飞鸟时代[9]的日本佛教尚处于输入性阶段，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界。佛教对外交流的渠道有二：一方面大和政府主动派遣僧人赴外国留学求法；另一方面或由大和政府延聘，或由僧人自主，朝鲜半岛国家的僧侣陆续来日传法。这些交流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同期以飞鸟地区为中心兴建的寺院、铸造的佛像，大都具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风格。

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赴隋，向隋炀帝递交了国书。这次出使与历代的朝贡册封大为不同，日本表现出了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的姿态。[10]同时，日本还主动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风物制度。引进佛教被明录在案，可见它在推古朝诸国策中的重要性。《隋书》记载说：“使者曰：‘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大和国听说隋朝皇帝重振佛法，特遣僧人来学习。求法僧的具体名字不详，不过从数量来看规模可谓非同一般。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十多年以后才回国，从时间来看，求法一事也确实并非官样文章、说说而已。

隋朝回复了国书，并且遣使臣裴世清与小野妹子一同赴日。天皇召见裴世清后又派遣小野妹子陪同他二度出使中国，递交了答谢的国书。本次与小野妹子一同出使中国的有留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鹤汉人慧隐、新汉人广奇八人。可以看出，留学生中渡来人和僧人的比例很高。这表明早期僧侣因大多是渡来人，较熟悉大陆文化和汉语，在文化输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也说明，日本官方大力派遣留学僧，并不仅仅是为了引进佛教，总的目的是输入中国文化。

另一方面，推古天皇三年（595），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朝，圣德太子亲自师从慧慈学习佛法，对外来僧人非常尊重。推古天皇十年（602），又有百济僧观勒来日，除了佛书外，还随身携带了天文历法等书籍。圣德太子让他讲授佛法，还派人专门向他学习天文地理等知识。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学问僧在推古朝地位很高，他们除了与上层贵族接触频繁外，还能够就一些朝政大事发表意见。例如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有僧犯法，推古天皇嗔怪所有僧人，要予以严惩，幸亏观勒及时进谏才使僧人得以幸免，观勒其后还被任命为首任僧正。僧正、僧都的名目源自中国南朝，不见于北朝，而百济佛教恰好传自南朝。由此推断，此项制度恐怕也是由观勒筹划建立的。人员往来的密切，为中国佛教全面传入日本奠定了基础。

三 兴隆三宝与起塔造寺

推古天皇二年（594）二月，天皇颁布了绍隆佛法的诏书，要求各氏族为报君亲之恩，兴建佛寺。

二年春二月，丙寅朔，诏皇太子及大臣，令兴隆三宝。是时，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即是谓寺焉。（《日本书纪》）

这份诏书历史上被称为“兴隆三宝诏”，毋庸置疑，它是按照苏我马子的想法拟定的。此后，各氏族在苏我氏的带动下竞相造寺。《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条称：“当是时，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并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可见当时的寺院总数已经达到了46所，僧816人，尼569人。据日本学者石田茂作对飞鸟时代佛寺进行的调查研究，可以确认遗迹的有46所，没有发现遗迹但载于文献的有3所，合计49所。对46所寺院遗迹进行考察后推测，其中建设年代早于推古朝末期的有24所，舒明朝以后的有22所。[11]另据稻垣晋也的调查，发现的遗迹有62所，主要集中于大和（奈良县，27所）、河内（大阪府，15所）、山城（京都府，6所）、摄津（大阪府，5所）等地。从寺院所属的氏族来看，有苏我氏、圣德太子、秦氏、中臣氏等。[12]由此可见，佛教在“兴隆三宝诏”颁布之后确实获得了迅速发展。

飞鸟时代最著名的寺院当属法兴寺（飞鸟寺）[13]，该寺名义上是官寺，实质上是苏我氏的氏寺。佛法初传日本的时候，日本没有寺院。被称为寺院的向原寺实际上是苏我氏的私宅，只是在其中供奉了佛像，就称之为寺。由于当时日本的住宅非常简陋，都是草木结构，因此被称为草堂佛教。前文已经介绍，苏我马子曾经于敏达天皇十四年（585）在自宅建佛殿供奉弥勒佛，又在大野丘北造塔供奉司马达等进献的佛舍利。但此时的佛殿性质不明，恐怕还是草堂佛教。不久，佛殿和舍利塔被毁。马子对此耿耿于怀，在讨伐物部氏的战争中，他为祈祷胜利说：“凡诸天王、大神王等助卫于我，使获利益，愿当奉为诸天与大神王，起立寺塔，流通三宝。”（《日本书纪》）

消灭物部氏以后，马子即着手建寺。恰好崇峻天皇元年（588），百济进献佛舍利，还派来了擅长造寺的僧人、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马子立刻命令他们督建法兴寺。在百济僧人的指挥下，寺院工程进展顺利。崇峻天皇五年（592），佛堂、步廊开工。推古天皇元年（593），举行了将佛舍利纳入柱础的仪式，据《扶桑略记》说，马子等人着百济服装出席了仪式。推古天皇四年（596），法兴寺落成。在马子的授意下，朝廷任命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住寺，马子之子善德担任寺司（负责管理寺院的朝廷官员）。名义上法兴寺是官方寺院，事实上该寺由苏我氏一族发愿出资兴建，控制权也一直掌握在苏我氏手中，属于苏我氏的氏寺。

法兴寺的建成不仅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在日本文化史上也值得大书一笔。它既是日本最早的砖瓦结构建筑群，也是日本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见证。寺院不仅仅由百济僧侣、工匠设计，连负责制造砖瓦、绘制壁画的专业技工都延请自朝鲜半岛。根据日本学者对该寺遗址的考古研究，寺院的结构布局与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的一些古寺类似，砖瓦等残片也都带有明显的半岛风格。《扶桑略记》的记载如果属实，则进一步说明了以苏我氏为首的大和国上层开明派对半岛文化的热衷。历史上，新罗国王法兴王（514—540年在位）曾在内政外交上大有作为，他还曾力排反对派的阻挠，在新罗推广佛教。据猜测，苏我马子将新建寺院命名为法兴寺，有可能是暗自以法兴王自居。

法兴寺的建造还培养了日本最早的一批工匠和艺术家，其代表就是与苏我氏关系密切的鞍作氏（鞍部）。据《日本书纪》载，推古天皇十三年（605），天皇诏令圣德太子、苏我马子和其他王公大臣共同发愿为法兴寺造高丈六的铜、绣佛像各一躯。负责造像的即司马达等之孙鞍作止利（鞍作鸟）。佛像造好后，天皇表彰止利时，特意回顾了鞍作一族对弘扬佛法的贡献：“肇求舍利，时汝祖父司马达等便献舍利。又于国无僧尼，于是汝父多须那为橘丰日（用明）天皇出家，恭敬佛法。又汝姨岛女，初出家为诸尼导者，以修行释教。今朕为造丈六佛，以求好佛像，汝之所献佛本，则合朕心。……此皆汝之功也。”这说明佛像造型是由止利亲自设计的。

该佛像今不存，但保存至今的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佛背光铭文显示，该佛像也是由鞍作止利于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制作的。此外，现飞鸟寺（安居院，即原法兴寺）的飞鸟大佛也是止利的作品。这批佛像具有相同的风格，统称为“止利式”。止利式佛像带有中国南北朝时期北魏造像的痕迹，法相庄严、衣纹抽象、雕琢质朴。据考证，是新罗、百济的匠人将这种风格传入了日本。此外，鞍作氏定居日本日久，这使他们将大陆与日本本地的审美情趣完美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止利式佛像被视作日本古代艺术的典范。

作为渡来人的鞍作氏受到苏我氏的信任，在大和朝廷赢得了地位和荣誉，成为苏我氏的左膀右臂。大化改新时，中大兄皇子宣布苏我氏的罪状，说“鞍作尽灭天宗（皇族）”，这里的“鞍作”指的是苏我氏。将“鞍作”当作苏我氏的指代词，说明时人已经将苏我氏和鞍作氏视为一体，这一点值得注意。

位于现今大阪市的四天王寺是飞鸟时代的另一所著名寺院，它是由圣德太子发愿建造的。太子在参加讨伐物部氏的战争中，向护法四天王祈祷，发愿若战争胜利，当还愿为他们造寺。战后，马子和太子于摄津国难波（大阪市）物部氏的宅邸原址兴建了四天王寺，并将物部氏一半的家奴与宅地赠予了寺院。《法王帝说》说该寺建于推古天皇元年（593），但据考证此说不可信。当时的日本尚未全面掌握兴建寺院的技术，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百济工匠。推古朝初期重点兴建的是苏我氏的法兴寺，同时兴建法兴寺和四天王寺不太可能，所以四天王寺建造的年代应略晚。四天王寺现保存完好，从伽蓝布局等方面来看，它与法兴寺属于同一系统。四天王寺是日本较早开展佛教慈善的寺院，设有敬田院、施药院、悲田院、疗病院四院。由于难波是个港口城市，平民和底层体力劳动者较多，四天王寺的慈善设施有很大影响力。再加上该寺据传系圣德太子所造，太子因此被称为救世观音，四天王寺成为太子信仰在民间传播的重要据点。

另一个著名的寺院是法隆寺，又名斑鸠寺、若草伽蓝，该寺也与圣德太子有关。法隆寺的建筑和佛像非常知名。寺中金堂内供奉的药师如来像，是用明天皇发愿建造的，但未及铸造，天皇就病故了。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为了继承用明天皇的遗志，共同发愿造像并建佛寺。金堂与药师如来像建成于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其后又陆续兴建了五重塔、中门等建筑。天智天皇九年（670）四月，寺院不幸遭遇火灾，大部分建筑毁于一旦。所幸其后不久，于和铜初年（708年前后）重建，基本恢复原貌，并保存至今。法隆寺的建筑和寺内保存的大量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文化价值。其中为纪念圣德太子而铸造的释迦佛铜像、太子妃命宫人制作的天寿国绣帐、桧木佛龛“玉虫厨子”等文物都是日本国宝。金堂之内的壁画，是日本保存至今的最古老、最大幅的壁画作品。法隆寺不仅建筑瑰丽，在佛教义学领域也占有特殊地位，它又被称为法隆学问寺，相传圣德太子就是在这里向高句丽僧慧慈等人学习佛法的。可见早期的佛寺不仅是外来文化的窗口，还是半岛僧人活动的中心和佛教义学传播的基地。圣德太子与法隆寺联系在一起，又使太子具备了日本文化功臣的形象。

四 氏寺与氏族佛教

飞鸟时代的佛寺有一大特点，它们大多由贵族私人兴建，其目的是报“君、亲之恩”。这些寺院被称为氏寺，是贵族私有的宗教祭祀场所。推古天皇二年（594）“兴隆三宝诏”颁布后，“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即是谓寺焉”（《日本书纪》）。比较典型的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法兴寺。氏寺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财力、物力并不集中于大和国中央政府，建寺只能依赖豪族；另一方面是氏寺符合当时的宗教风俗，氏寺相当于氏族神社向国家寺院的过渡产物。国家佛教成立以后，氏寺仍然存在，但其在全部寺院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不足为道了。为了与大化改新后形成的国家佛教相区别，这一时期的佛教可以称为氏族佛教。

氏族佛教是佛教与日本固有信仰的结合，带有鲜明的过渡期的特点。在佛教传入之前，各氏族就已经具备自己的氏神，但氏神信仰的发展程度不同。有的氏神还残存有图腾崇拜的痕迹，不一定具有人格神的性质，有的还带有自然神的特点；而有的氏神则演变成氏族历史上或者传说中的英雄、神异人物等。飞鸟时代，因苏我氏的提倡，各氏族纷纷创建氏寺，氏神信仰受到了佛教的强烈影响。氏神原本是氏族的祖先神，是氏族统一的宗教基础。氏寺起先既供奉佛，也供奉氏神，希望通过佛的庇佑保护祖先和子孙。后来，在佛教的强势发展下，氏神与佛教的神祇逐步合二为一，氏神被奉为佛、菩萨的化身。这样，氏神信仰超越了具体的人物或传说，也超越了特定氏族的血缘观念和历史传统，成为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神。最典型的是天皇家的天照大神、摄关家藤原氏的春日大神和将军源氏的八幡神，它们既是这些家族的氏神，又被看作相应佛菩萨的化身，同时它们还成为全体日本人的普遍信仰对象。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进程。氏神信仰原本具有的重要载体就是古坟。在大和国，不仅大王家族拥有规模巨大的古坟，各氏族贵族也拥有大量古坟。古坟既是权势的象征，也是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可是随着氏寺的兴建，古坟逐渐消失了。据分析，这是因为统一的祭祀场所氏寺和统一的信仰对象氏神，代替了分散的古坟和古坟里埋葬的具体的、个别的祖先。

上文已经提到，《日本书纪》等文献记录说，推古天皇元年（593）法兴寺修建时，曾经举行将佛舍利纳入柱础的仪式。根据这一记载，考古学家对法兴寺进行了发掘，结果在舍利塔遗址的基座里发现了舍利和其他供养物（1957）。据记载，苏我氏曾两次获得舍利，一次由司马达等所献，苏我稻目建塔供养。塔于其后的排佛事件中被毁，但不知舍利是否幸免。另一次是崇峻天皇元年（588），筹建法兴寺时，百济使者献上佛舍利，考古发现的舍利应该与此有关。舍利供养是佛教最常见的一种圣物崇拜，在信仰佛教的各国普遍流行。苏我氏供养舍利自然是受到了大陆国家的影响。除了舍利之外，塔座里供奉的还有各种玉器、马具、盔甲等物品，这与同时期古坟里发现的殉葬品完全相同。这也佐证了古坟逐步消失是因为氏寺替代了古坟的作用的推测；同时还说明以苏我氏为代表的大和国贵族对佛教的信仰是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氏寺可以说是祖先崇拜和佛教信仰的结合体。

第四节 圣德太子与佛教

提及推古朝及当时的佛教，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圣德太子。圣德太子的名字自古以来就是与推古朝改革领袖、日本佛教之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有关圣德太子丰功伟绩的传说层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太子的神化达到了顶点。[1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圣德太子仍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不过，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下，太子研究却打破禁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对太子相关史料的批判性研究出发，近年甚至出现了彻底否定太子历史真实性的观点。这对普通日本人来说确实可以说是爆炸性新闻，或将改变人们对古代史的认识。当然，学界对类似说法还没有达成一致，有关说法还只能称为假说。在对其进行介绍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历史上的圣德太子的形象。

一 太子传略

太子的传记资料现存很多，较早的有《日本书纪》（720）、约创作于平安时代初期（9世纪初）的《圣德太子传补阙记》、约创作于平安时代中期（10世纪初）[15]的《圣德太子传历》，以及整体略晚于《圣德太子传历》的《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此外，与太子生平有关的史料还有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背光后的铭文[16]，法隆寺金堂释迦像背光后的铭文[17]，《元兴寺缘起》所引《元兴寺塔露盘铭》《丈六光铭》《元兴寺缘起》《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大安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等。[18]但这些早期文献中已经掺杂了大量传说，并不全然可信。

据《日本书纪》等资料载，圣德太子本名厩户皇子，后称上宫厩户丰聪耳太子，是用明天皇的次子。他生于敏达天皇三年（574），殁于推古天皇三十年（622），世寿49岁。[19]用明天皇二年（587），年方13岁的他就参加了苏我氏对物部氏的战争，并且显露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华。在他的姑姑推古天皇即位后，他于推古天皇二年（593）被立为太子，并被任命为摄政，时年19岁。他一直担任摄政直到逝世，长达30年之久，其间与苏我马子合作推进了多项重大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前奏，为日本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基础。太子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文献。推古天皇十二年（604），他亲自制定了《宪法十七条》。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他与苏我马子一起修订了《天皇记》《国记》《臣连办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由此，圣德太子被誉为日本古代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太子与佛教关系密切。他少年时代即追随高句丽僧惠慈学习佛典。在讨伐物部守屋的战争中，守屋军势强盛，“填家溢野”，而太子一方众皇子、群臣、士兵皆怯弱退却。太子当时方“束发于额”（古俗少年十五六岁时束发），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用白胶木刻制了四天王像，“置于顶发，而发誓言：‘今若使我胜敌，必当奉为护世四王起立寺塔’”（《日本书纪》）。其后胜利，太子果然兑现了诺言。据说，太子还曾亲自撰写佛经的注疏，即《胜鬘义疏》《法华义疏》《维摩义疏》。这三部经疏被称为“三经义疏”，是日本最早的佛学著作。太子造塔建寺、推广佛教的事迹举不胜举。因此，太子又被尊为“日本佛教之父”。

此外，传记中还有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描述。据说太子母亲怀孕后“巡行禁中、监察诸司”，到马官那里，偶然触碰到马厩的门，就轻松分娩，所以将太子命名为“厩户”。太子“生而能言”，有“圣智”。及年长后，同时听十个人诉讼而明断不差，且能预知未来。还有一个有名的“片冈圣”传说。据说推古天皇二十一年（613）十二月，太子外出巡视，在片冈山道端看到一名奄奄一息的饥者，问其姓名而不言。太子当即赐予他饮食，还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饥者身上。其后，太子遣使去探望饥者，使臣回来后报告说饥者已死。太子很悲痛，但告诉左右：“先日卧于道饥者，其非凡人，为必真人也。”（《日本书纪》）再度遣使去探访。使者寻到饥者的墓穴，发现封土都没有动过的痕迹，但打开墓穴一看，不见尸骨，只有太子的衣服放在棺上。使者执衣回复太子，太子泰然自若地取过来像平时一样穿在身上。时人大异，称“圣之知圣其实哉”！圣人能够识别圣人，真有这回事啊！

二 太子传记的批判分析

关于太子的政治贡献，与历史上是否确有太子其人有直接关系。因此这涉及《日本书纪》太子传的撰述目的、推古朝皇室与苏我氏的斗争，以及其后苏我氏倒台并被彻底否定等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学者即已经对太子的相关事迹，如亲自制定《宪法十七条》提出了质疑。近年，一些学者进一步认为，圣德太子的形象完全是后人编造出来的，其目的无非为了神化皇室。[20]历史上的厩户皇子并不具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和作为——其太子身份遭到质疑——与借其原型塑造的圣德太子相差甚远。目前，有关讨论仍在延续。

正如我们上一节所分析的，推古朝的最高当权者毫无疑问应该是拥有绝对实力的苏我氏——这一点从苏我氏暗杀崇峻天皇等跋扈行径即可略见一斑——推古朝改革也是由苏我马子最终决策的。基于这一点，无论太子是否只是个平庸人物，推古朝改革的真实性和对改革的评价并不会改变。如果圣德太子确实真的只是一个夸大出来的虚构人物，造假者的目的也无非为了否定苏我氏的历史贡献，这恰好证明了推古朝改革的重要历史影响。因此，推古朝实施的推广佛教的政策是可信的，只不过其第一主角应该是苏我氏。

圣德太子与佛教的关系，自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奈良时代的法隆寺金堂释迦佛铭文已经尊称太子为“上宫法皇”，太子对佛教的历史贡献固然有后人渲染的成分，但其佛教信仰还是不容怀疑的。从现存资料和实物来看，太子或者说厩户皇子确实是信仰佛教的。太子死后，他的夫人为了给他荐福，命宫人制作了著名的“天寿国曼陀罗绣帐”（中宫寺所藏），保存至今。虽然对这一绣帐的制作年代有争议，还有人认为它与奈良时代的长屋王有关[21]，但大多数学者仍相信这件文物与太子有关，其上所绣“世间虚妄、唯佛是真”的字句反映了太子本人的思想。《日本书纪》记载，太子临终时叮嘱其子山背大兄皇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山背大兄皇子在遭到苏我入鹿逼迫时为了避免殃及无辜，不愿使用武力反抗，自杀身亡，这可能与他谨遵父嘱、信仰佛教有关。太子师从高句丽僧慧慈学佛的事迹见于多种资料，可以互证；他主持兴建的寺院也得到了考古证明；此外一些遣僧留学、延聘外国法师的说法也都有所依据，总体而言，其兴佛的事迹还是显著的。至于太子是否真是三经义疏的作者，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加以专门讨论。

此外，关于太子与佛教的一些传奇，虽然荒诞不经，但在历史上确曾产生重大影响，成了日本佛教史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佛教徒利用民众对圣德太子的崇敬心情，编造传说夸大太子与佛教的关系，这也反过来构成了太子信仰的一部分。例如，日本民间传说认为圣德太子是中国僧侣慧思的转世再生。慧思（515—577）是中国天台宗创立者智[image: ]（538—597）的老师，对智[image: ]的影响很大，因而被推为天台宗的二祖（初祖慧文）。天台宗最推崇的经典是《法华经》，而古代日本人普遍相信太子亲自撰写了日本最早的《法华经》注疏——《法华义疏》。太子就与天台宗系统产生了联系，于是杜撰出了太子是慧思转世的神话。

据考证[22]，宝龟二年（771）左右创作的《慧思七代记》（《大唐国衡州衡山道场释思禅师七代记》）编造了慧思七世转生的故事。其中提到慧思在南岳衡山时，达摩前来探望他，劝他转生海东。于是，慧思转生成圣德太子，而他在片冈山遇到的乞丐，可能就是达摩。平安时代，最澄的弟子光定（779—858）于承和元年（834）创作《传述一心戒文》，转引了《慧思七代记》的说法，进一步肯定片冈圣就是达摩，二人在日本重逢。从此，这则神话广为流传，影响很大。镰仓时代的保元元年（1156），藤原清辅作《袋草纸》，称圣德太子为“救世观音化身”，片冈圣为“达摩和尚、文殊化身”。片冈圣即达摩的传说对日本禅宗影响很大，对民间形成达摩信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由于天台宗比叡山在平安时代成为日本佛教的大学校，太子信仰也经由在此求学的僧人成为日本各宗派的普遍信仰。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净土真宗的创立者亲鸾。据说，亲鸾决定师从法然专修念佛，是因为他在与太子信仰关系密切的京都六角堂向太子祷告百日之后，太子显灵，他才这样做的。其后亲鸾决定“妻带肉食”也是在太子灵前祷告后，获得了太子的许可才实行的。亲鸾83岁时还创作了《皇太子圣德奉赞》，可见他对太子的信仰终其一生。

三 三经义疏的作者和价值

据《日本书纪》等资料载，推古天皇三年（594），高句丽僧慧慈来朝，圣德太子师从他学习佛法。同十年（601），太子即探明佛法奥旨，初次讲经。十四年（606），天皇命太子讲《胜鬘经》，三日而终。接着太子又讲解了《法华经》，慧慈等人皆为叹服。十七年（609）四月太子作《胜鬘经义疏》，十九年（611）正月毕。二十年（612）正月始作《维摩义疏》，二十一年（613）九月毕。二十二年（614）正月作《法华义疏》，翌年四月毕。以上三部作品合称为“三经义疏”（三疏）。

目前所发现的有关太子为三经义疏作者的最早记录，为《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资财账》）中天平十九年（747）三月十一日牒：“《法华经疏》叁部各四卷、《维摩经疏》壹部三卷、《胜鬘经疏》壹卷，右上宫圣德法王御制者。”但是，同时期成书的一向美化皇室的《日本书纪》（720）中却并无此说法。据认为，三疏太子撰的说法就是自法隆寺流传开的。

昭和八年（1933），花山信胜（1898—1995）著《法华义疏研究》，开启了有关三疏太子撰真伪说的讨论。[23]花山信胜主张真撰说，其理由除举证各种文献外，最重要的是指出义疏的文字有明显的日本汉文的痕迹（“和臭”“倭习”），文章不可能是中国人撰写的。而主伪撰说的代表有津田左右吉（1873—1961），他的最重要论据是从义理研究出发，指出飞鸟时代的佛教尚处于为祖灵荐福、祈祷现世来世利益的阶段，而三经义疏关心的则是较为烦琐的义学问题，这与时代背景明显有差异，因而不太可能是日本当时的作品；从内容来看，有可能是在中国创作的。其后，日本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休，至今未能形成定论。战后，伪撰说的代表是敦煌学家藤枝晃[24]，他将三经义疏中的《胜鬘经义疏》与敦煌文献中发现的多种《胜鬘经》注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其中的一种（E本）与传说中的太子撰本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七十，二者显然属于同一系统。因此，他得出了所谓太子撰《胜鬘经义疏》大约是在6世纪后半叶于中国创作，另外两疏也是大部头注疏的节略本，三疏可能由遣隋使（607）携入日本的结论。而近年石井公成的研究则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25]他运用现代检索方法对三经义疏的语法和文字重新进行了调查，发现义疏中出现的不规范汉文与确定为日本人创作的8世纪前后的汉文文献完全一致，由此再次肯定了花山信胜三疏非中国人创作的观点，得出了三经义疏大约在自7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时段内，创作于中国大陆以外的日本或者朝鲜半岛，并且很可能是同一学派的集体作品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第一，就常识而言，三疏乃圣德太子本人亲撰的说法不可信。第二，种种迹象表明，义疏不是由母语是汉语的中国人创作的，而很可能是日本或朝鲜半岛人对中国相关著作的模仿或节略编写之作。学者们普遍指出，三疏中《法华经疏》《维摩经义疏》《胜鬘经义疏》分别受到了梁法云、梁智藏、梁僧旻相关著作的强烈影响。此外，藤枝晃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至少《胜鬘经义疏》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注疏的编写本。但是，从文字、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编写者又并非中国人。第三，就创作时间而言，一些学者如家永三郎指出：三疏中引用的汉译经论或者中国学僧著述都是隋代以前的，可以证明义疏的创作不会晚于7世纪，与圣德太子的时代较为吻合。也有学者如石井公成指出：三疏中出现的不规范汉语语法与8世纪前后的日本撰述类似，可能时期相同。不过，从家永三郎提出的例证来看，迟至8世纪的可能性较小。第四，很多学者都认为三疏并非由单一学者创作，而是由同一学派的一些学者集体创作的。由此可以推测，如果三疏确实是在日本编纂的话，最有可能的编写者是法兴寺的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当然，在新材料发现以前，这也只能是推测。

由此可见，三经义疏虽然并非由太子亲自创作，但有可能是太子身边一些朝鲜僧人的集体创作。即便这一点也被否定，也无法否认它最晚于8世纪初即已经在日本存在，且对其后的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实。那么就有必要对它的内容和价值有所评判。三经义疏的大致内容和基本思想是什么呢？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众生平等，皆有佛性。第二，入世与出世不二。第三，佛法一统。这些思想既是义疏所注三部经的基本思想，也是大乘佛教普遍信奉的观点，并非义疏所独创。从这一点而言，义疏的思想并无特殊之处。不过，在汗牛充栋的佛典中单单遴选上述三部经，说明编写者还是有一定取向的。与中国佛教初传期大小乘并弘不同，日本自佛法一传入即彻底地选择了大乘的道路，并且突出了入世出世不二、真俗一贯的思想，这基本奠定了日本佛教的发展方向，此后的佛教各派都没有脱离此轨道。义疏“众生皆有佛性”的性善论，在《宪法十七条》中也有体现，可以认为它们反映了推古朝或稍后的佛教思想。《法华经疏》在《法华经》融通大小乘、“会三归一”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一大乘”的说法，也是该书引人注目之处。虽然疏文对此并没有更多的阐发，但是启发了后学，平安时代的最澄等人就以此作为日本佛教独尊超越大小乘的一乘的依据。可以说，三经义疏反映了日本佛教早期即已具备的独特取向。

那么，三疏的价值又如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三疏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非常之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急转直下，尽管现存的据说是圣德太子亲笔书写的《法华经疏》仍然是日本的国宝，但三疏的思想价值已经不被重视了。总结上述对三疏思想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三疏既重要又不重要，关键在于评判的角度。说它并不重要，是因为：第一，义疏探讨的义学问题仅限于一小部分与外来僧侣接触密切的上层贵族。当时大多数接受了佛教信仰的贵族还停留在祈祷佛教的阶段，对义学并无兴趣，普通民众就更是不知所以了。所以义疏在当时的作用不大，影响较小。第二，义疏的思想与内容完全受到中国佛教的影响，其义学问题是输入的，作者对此虽然有一定思考，但并没有特别的创新。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一文献自身并不具备特别重要的价值。但是，对于任何外来事物，第一印象或者第一理解往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一理解是由前理解，即理解和接受的机制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的。日本人对佛教的第一印象，就是迅速地把佛与神、祖先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日本佛教带有浓厚的民族信仰成分。而三疏反映的是对于佛教的较高层次的、理论层面的理解。即便就流通的年代来说，三疏也是日本最早的义学著作，这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的义学发展方向。从这一角度来说，义疏在日本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五节 推古朝改革与佛教的关系

推古朝处于日本历史的关键时期。自6世纪初到7世纪，历经推古朝改革、大化改新、壬申之乱，改革一直是时代主题。氏姓部民等制度严重束缚了大和国的社会发展，激化了内外矛盾，必须对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有四：其一，打破豪族对政治的垄断，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统治；废除高级官员的贵族世袭制，依据才能提拔任用新人。其二，打破氏族的界限，消除氏族之间的对立矛盾，并进而消除由之产生的豪族之间的党争。其三，改变文化上的封闭落后局面，积极引进大陆先进文化。其四，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苏我氏当权以后，由于其中一些内容，特别是树立绝对皇权触犯了苏我氏自身的利益，因而改革不可能得以彻底实行，但改革在苏我氏的支持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表现在颁布《宪法十七条》、建立十六品官位制、推广佛教、修订日本国史、积极拓展自主外交五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都是为了建立如同隋唐一般强大的帝国，佛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鉴于以上我们已经对推古朝推广佛教的诸多事迹进行了介绍，这里重点谈谈推古朝改革的核心文件《宪法十七条》（《宪法》）中体现的佛教思想。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日本政府颁布了《宪法十七条》。虽然对这部文献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总体而言，推古朝到奈良时代的执政理念和佛教政策基本是一贯的，《宪法》成文不可能晚于奈良时代，即便其在推古朝并未成文，也大致可以肯定其反映了当时的思想。

《宪法十七条》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它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性。从内容就可以看出，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教化国民、规范国家精神的道德训诫。[26]因此可以说，《宪法十七条》是一个树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文件，它虽然没有法律的严格约束作用，但却成为此后制定各项法律的准绳。

此前学者已经指出，从用语和出典来看，《宪法十七条》包含了儒、法、阴阳等各家思想，但其思想基础却是佛教[27]，这是它与中国类似典籍的根本不同之处。[28]一些学者看到《宪法十七条》广泛引用了儒家典籍，就据此认为《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还有一些学者猜测“十七条”出自《管子》“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春秋纬》书“阳数极于九，阴极于八”，认为《宪法》以阴阳谶纬思想为核心。[29]《宪法》肯定受到了多家思想的影响，但如果局限于外部考据而忽略内在思想脉络，就难以把握该文献的本质。飞鸟时代，中国主要典籍已经输入，《宪法》引用的典籍包括《诗经》《书经》《孝经》《论语》《左传》《礼记》《管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史记》《汉书》《文选》，单凭引用和出典并不能断定《宪法》的思想基础。事实上，飞鸟时代的日本人对汉文化的学习还处在初始阶段，贵族士大夫以吟诵中国古典为豪。引用有时只具有修辞作用，并不一定具有严密的思想关联。如果深入文本略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宪法》与佛教的密切关系，或者说佛教对推古朝政治理念的深刻影响。

首先，《宪法》意图把佛教树立为日本的国教，从思想领域完成日本国家、民族的大一统。《宪法》第二条说：

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

在此，《宪法》明确提出：佛教是众生安身立命之所，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更重要的，佛教是文明国家普遍信奉的宗教。这里的弦外之音是：无论任何国家和民族在佛法面前一律平等。很显然，大和国弘扬佛教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升其国际地位，与中国相抗衡。这与传说中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次，《宪法》倡导的一些重要原则，例如“和”自古以来就被奉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精神。有些人望文生义，认为《宪法》所谈的“和”完全取自儒家，其实不然。细加分析，可见其基础是佛教思想。《宪法》第一条说：

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从形式上来看，这里提出要“顺君父”、不“违邻里”、上下和睦，似乎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儒家思想相同。但实际上，儒家所讲的“和”更多地强调一种有差别的秩序，每个人如能在差别中找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位置，就是“和”。而《宪法》所倡导的“和”并不止于此，它从佛教的慈悲平等精神出发，倡导相互尊重的和谐气氛。例如《宪法》第十条说：

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

儒家确立天地以诚为本，返身而诚，则能辨真伪；人伦有长幼尊卑的次序，贤与不肖的差异，可以定是非。《宪法》的思想与此大为不同。《宪法》从佛教理论出发，认为众人皆有执着，有执着则有是非，发生争执是在所难免的，都是众生的分别心在作怪。因此，《宪法》所言的“和”是处于世俗智慧皆有虚妄、片面之处，世俗真理只具有相对性的前提之下的。“和”的目的不单纯是树立秩序，更不是让卑下愚劣者顺从，而是杜绝无谓的争执，创造和谐的气氛，从而达成相对合理的一致。《宪法》第二条还说：“人鲜尤恶，能教徙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人人皆有佛性，本心向善，本性非恶，只要教化得当，就能使之弃恶从善，而佛教是教化的最好工具。

《宪法》反映了大和国上层对佛教的初步理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与推古朝改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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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佛教的初步建立

苏我氏消灭物部氏，崇佛派取得胜利后，苏我氏成为佛教的最大外护和领导者。这对天皇的绝对神权构成了威胁。另外，苏我氏出于自身利益，对建立实质性的君主集权制、实现天皇圣俗一元化统治也予以抵制。这使得苏我氏与皇室的矛盾无法调和，最终爆发了被称为“乙巳之变”的宫廷政变，苏我氏本宗被诛灭。此后的佛教在天智、天武、持统三位天皇的推动下获得空前发展，国家佛教初步确立，佛教的管理制度也逐步趋于完善。这些为奈良时代的佛教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大化改新前后政治形势的转变

一 苏我氏的覆灭

苏我氏在消灭了宿敌物部氏之后，一枝独大，独掌朝纲。苏我马子仅因为崇峻天皇对自己表露出不满，就立刻派人暗杀了崇峻天皇，另立推古天皇。推古天皇病故后，围绕皇位继承人朝臣展开讨论。敏达天皇的皇孙田村皇子和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皇子都有继承权，在众皇子中呼声最高。当时接替苏我马子担任大臣的是其子苏我虾夷，虾夷最终决定由田村皇子继位，是为舒明天皇（629—642年在位）。

相比舒明天皇，山背大兄皇子与苏我氏关系更近，有亲缘关系，虾夷为何弃而不用，对此说法不一。最合理的说法是苏我氏认为山背大兄皇子受圣德太子影响，有主张天皇亲政的政治倾向，而舒明天皇与苏我马子之女生有古人大兄皇子，苏我氏可以将舒明天皇作为过渡继续保持对天皇的控制。苏我虾夷其后将大臣一职让与其子苏我入鹿。入鹿“威胜于父”，在舒明天皇之后又擅立舒明天皇的皇后宝皇女为皇极天皇（642—645年在位）。第二年，为了除掉古人大兄皇子的竞争对手，入鹿又逼迫声望较高的山背大兄一家自杀。苏我氏的专横弄权发展到了极致，不仅使皇族成员忍无可忍，也激起了其他豪族的不满，一场酝酿已久的政变终于爆发了。

舒明天皇的皇子中大兄皇子积极领导了推翻苏我氏的运动。他秘密联合朝臣谋划政变，其中有声望较高且与苏我入鹿不和的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1]，还有后来的藤原氏之祖、中臣氏的中臣镰足。由于苏我氏位高权重，在飞鸟地区党羽众多，中大兄皇子等人决定采取宫廷政变的方式除掉入鹿。[2]皇极天皇四年（645）六月，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的进贡使臣入朝觐见，皇极天皇将于太极殿接见使者，中大兄皇子等人便借机诱骗苏我入鹿入朝。当日，中大兄皇子亲持长枪隐藏在殿侧，中臣镰足等持弓矢护卫。入鹿为人多疑，佩剑不离身，中大兄皇子事先筹划，让俳优好言相劝，打消了入鹿的顾虑，解刃上殿。苏我石川麻吕被安排在殿内宣读表文，表文将要宣读完毕，事先安排的杀手却由于胆怯而迟迟不敢出击，石川麻吕不禁紧张得汗流浃背，声音也有些颤抖，入鹿起疑，质问石川麻吕为何惊慌，石川麻吕回答说因天皇近在眼前，故而失态。中大兄皇子见情况紧急，便冲进殿内，以剑砍伤入鹿肩头，入鹿慌忙躲避，与中大兄皇子一起冲进的杀手也挥剑砍伤了入鹿的腿。入鹿见逃脱无望，就叩首于御座前，说：“臣不知罪，乞垂审察。”天皇质问中大兄皇子，皇子对曰：“鞍作尽灭天宗，将顷日位，岂以天孙代鞍作耶？”奏称苏我氏（鞍作）要谋反。天皇听后不再说话，起身入内。杀手手起刀落，即斩入鹿于殿内。随后，中大兄皇子派兵迅速占领了苏我氏的大本营法兴寺。入鹿之父虾夷听到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被迫于第二天自杀，苏我氏本宗一族尽灭，史称“乙巳之变”。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取代皇极天皇即位，改年号为大化。一场以隋唐制度为蓝本，确立天皇制中央集权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二 大化改新

推翻苏我氏的政变胜利后，皇极天皇原本欲传位于中大兄皇子，但中大兄皇子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固辞不受，将皇位让与了自己的舅舅轻皇子，即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被立为太子（后即位为天智天皇），执掌实权。他立刻主持推进全面的政治改革。这一年还效仿中国，首次开始使用年号。该年年号为“大化”，于是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就被称为“大化改新”。中大兄皇子废除了原本由苏我氏等豪族世袭把持的大臣、大连职位，代以左大臣和右大臣。这两个职位虽然仍由出身豪族、协助中大兄皇子政变的阿倍内麻吕和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担任，但实权掌握在中大兄皇子的心腹中臣镰足以及自唐朝归来的僧旻、高向玄理等人手中，他们分别担任了内臣和国博士等职位，成了改革的谋划与实施者。

当时在国际上，唐朝于618年建立，成为东亚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663年，唐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联合击败了大和国，迫使大和国的势力彻底退出了朝鲜半岛。668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旋即建立了效仿隋唐的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在此形势下，大和国上层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及自隋唐归来的留学生、留学僧痛感大和国制度落后，特别是豪族与皇室分割土地和人口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力的提高，因此，全面效仿唐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削弱豪族势力成为改革的大方向。新政府成立后立即迁都难波（大阪），一方面因为此地是与大陆往来的重要港口，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避开旧豪族的势力范围。

大化二年（646）春正月，孝德政府颁布了“改新诏”，实施改革。诏书内容为以下四点（《日本书纪》）：第一，“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即废除皇族、豪族分别支配土地、人口的制度，全部改为公地和公民。作为补偿，赐予豪族一定的土地和农户，以田赋作为俸禄，称为“食封”。第二，“初修京师、置畿内、国司、郡司、关塞、斥候、防人、驿马、传马，及造铃契，定山河”。即经营首都、勘定版图，设置遍布全国的各类行政单位。地方行政区划分为国、郡、里三级，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管理，其中国司由中央任命。第三，“初造户籍、计账、班田收授之法”。建立全国的户籍和账簿，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即实施效仿隋唐均田制的“班田收授法”。第四，“罢旧赋役而行田之调”。实行统一的新税制，即租庸调制。此外，政府还颁布法令，改革丧葬制度，明文禁止皇族、贵族营造大型陵墓，禁止殉葬。

三 壬申之乱

中大兄皇子是日本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他以皇太子的身份执政长达23年。天智天皇七年（668）正月，他正式即位成为天智天皇[3]，继续领导改革。天智天皇十年（671），天智天皇去世，大和政局再次陷入混乱。

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皇子也颇具雄才伟略，曾经是天智天皇的重臣。无奈功高震主，他为此遭到了天智天皇的猜忌。为了保证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顺利即位，天智天皇几度欲置大海人皇子于死地。但由于大海人皇子韬光养晦、言行谨慎，天智天皇始终找不到借口。天智天皇临终前，将大海人皇子唤到病榻前再次对他进行试探。但大海人皇子揣摩出了天皇的意图，要求出家为僧。天智逼迫他当场削发并连夜出京。天智天皇死后，大友皇子被拥立为弘文天皇，组成了近江朝廷。盘踞在吉野的大海人皇子捕捉到机会，立即兴兵发难，史称“壬申之乱”（672）。由于大化改新推进的一系列政策严重侵害了保守势力的利益，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这场内乱与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斗争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了一起。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最终大友皇子被迫自杀，大海人皇子获胜掌权，即位成为天武天皇。

“壬申之乱”是日本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与物部氏和苏我氏的倒台一样，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支持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新旧势力的斗争。天武天皇胜利后，不但继续执行天智天皇的改革路线，还加大了天皇集权的力度，大化改新的成果得到了巩固。石母田正指出：“通过大化改新，天皇确立了作为‘明神御宇日本天皇’的神格性，而其权威作为一种体制得以实现还是在壬申之乱后的天武天皇时代。”[4]
四 律令制度

所谓“律令”源自中国，狭义上相当于现代所言刑法、民法和行政法。日本古代政治家认为，法制是隋唐帝国国家统一、政局稳定、政府高效、国力强大的重要原因，因而效仿隋唐法律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律令。渐渐地，“律令制”成了中央集权制的代名词，其广义所指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围，泛指一切效法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天智、天武、持统（天武天皇的皇后即位称持统天皇）、文武几朝是大力推广律令制的时代，在此期间日本基本完成了律令制国家的建设。

天智天皇时代，由中臣镰足领衔制定了日本第一个“令”——“近江令”[5]，并于天智天皇十年（671）正式施行。此前一年，在天智天皇的主导下根据近江令建立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户籍，即庚午年籍，由此加强了对畿内、东海、山阳、南海、西海等诸道诸国住民的控制。天武天皇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支配，完善了官吏升迁的制度，颁布实施了“飞鸟净御原令”[6]（689年施行）。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刑部亲王领衔制定了“大宝律”，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领衔制定了《大宝令》。此后一直到奈良时代，日本政府结合本国的国情不断完善律令。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藤原不比等人又制定了《养老律》和《养老令》。

日本的律令效仿唐朝，但内容与唐有所不同，特别是作为行政法的“令”。中央的官制为“二官八省一台”，“二官”即神祇官和太政官，“八省”即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一台”即弹正台。神祇官和太政官分别掌管宗教祭祀和一般政务。其中神祇官一职为日本所特有，反映了日本政治与宗教的独特关系。据《养老令·官位令》，神祇官的最高职位设“伯”一人，“掌神祇祭祀，祝部神户[7]名籍，大尝、镇魂、御巫、卜兆[8]”。其下还设立大副、少副、大祐、少祐、大史、少史等官员。由此可见，神祇官主要负责中央和地方的神社事务，并不牵涉佛教。另外，神祇官虽然形式上与太政官并列，且列于太政官前，但实际上品位并不高，神祇官的最高职位虽然称“伯”，但品位低于八省的长官“卿”，同样受太政官管辖。值得一提的是，明治维新后实行“大政奉还”，重新确立天皇的权威时，又恢复了神祇官一职，可见这一职务的设立就是为了突出天皇“祭政一致”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太政官是掌管实权的最高官僚，俗称公卿。其职位自高到低依次为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中纳言，还有参议。太政官以协商的形式处理国家大事。太政官之下设分管各种事务的省。太政大臣是最高职位，但并非常设（历史上曾经担任太政大臣的人物寥寥可数），通常由左、右大臣行使最高职权。地方行政则划分为环抱首都的畿内和七道，下设国、郡、里，置国司、郡司、里长。国司由中央派遣，有一定的任期。郡司则仍由原来的国造等地方豪族担任。首都设置京职，在对外交通枢纽难波（大阪）设置摄津职，在外交国防要地北九州设置大宰府（福冈）。

值得注意的是，大化改新虽然打破了豪族的割据状态，将土地和人民的支配权集中到了国家手里，但是作为交换仍然给予了豪族很大的特权。中央官吏和派往地方的国司基本上由大豪族世袭，太政官实质上仍是各豪族势力的代表，地方郡司以下的官吏则由地方豪族世袭。此外，日本虽然从形式上采纳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但徒有其表，参加学习和考试的人员都出自贵族，平民子弟根本无从依靠科举出仕，门第与等级的社会观念极其强烈，贵族政治的基础牢不可破。即使是所谓天皇亲政的时代，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皇室与贵族共治的局面。

天武天皇时代，日本还第一次效仿中国建设了固定的都城，称为“藤原京”（694—710），又名“新益京”。天武天皇五年（676），开始筹划建设藤原京，但中途因故停顿，一直到持统天皇八年（694），才得以迁都。藤原京的建立，被认为是“日本国”诞生的标志。以天武、持统两朝为中心，自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初，在唐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出现了一种气象清新的文化，世人称之为白凤文化，该时代也被称为白凤时代。

第二节 大化改新与佛教

一 苏我氏把持佛教领导权

自推古朝以来，苏我氏掌握了佛教的领导权。苏我氏成为新宗教的代言人，把大王都不放在眼里。皇极天皇元年（642）发生了一件标志性事件。当年自六月起持续大旱，于是群臣建言：“随村村祝部所教，或杀牛马，祭诸社神；或频移市；或祷河伯”，采用巫祝的方式祈雨，结果毫无效果。苏我虾夷表示：“可于寺寺转读大乘经典，悔过如佛所说。”七月，虾夷“于法兴寺南庭，严佛菩萨像与四天王像，屈请众僧，读《大云经》等”，虾夷亲自“手执香炉，烧香发愿”（《日本书纪》）。苏我虾夷不但以佛教的代言人自居，还擅自兴法事祈雨，这明显是对大王神权的僭越。

《日本书纪》嘲讽说，虾夷祈雨的结果是“微雨”。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并不是因为佛菩萨无能，而是由于祈雨者是苏我虾夷。果然，《日本书纪》接着说：“八月，（皇极）天皇幸南渊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即雷大雨，遂雨五日，溥润天下。于是，天下百姓俱称万岁，曰至德天皇。”大雨不但倾盆而下，而且连着下了五天！虾夷胆敢擅自挑战大王的最高祭司地位，不但触犯了大王家的底线，还引起了天下百姓的公愤。

但虾夷似乎并未引以为戒，没有丝毫收敛。皇极天皇三年（644）六月，剑池（奈良县橿原市）的莲花开出了一茎两萼。由于苏我氏的祖坟就在剑池附近，虾夷认为这是苏我氏繁荣昌盛的祥瑞，遂将此花萼供奉于法兴寺的丈六释迦如来佛像前，举行了祈祷的法事。但他不知道，此时距他灭族大祸只剩一年时间。

苏我氏掌握佛教，威胁到了大王家的绝对神权，成了大和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新焦点。同时，苏我氏佛教还与当时的国际关系有关。苏我氏与百济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百济也把苏我氏看作其在大和国的最重要支持者，因此，法兴寺等苏我氏寺院充满了以百济为首的半岛特色。乙巳事变发生后，中大兄皇子等人在控制局势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尚在难波的半岛三国使节，以获得国际承认。高句丽和新罗使者都按照新政府的要求准时入朝觐见，唯有百济使节托病未到，这生动地表现出百济对大和政局变动的不安，以及对诛杀苏我氏的不满。此事也充分说明了佛教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关系。

二 舒明朝的皇室与佛教

推古天皇之后舒明天皇即位，舒明天皇也信仰佛教。舒明天皇十一年（639），舒明天皇在百济川河畔兴建了百济宫和百济大寺。百济大寺由舒明天皇亲自发愿兴建，渡来人系统的东汉氏负责营建，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寺院，所以命名为“大寺”。百济大寺的出现标志着大王家（皇室）已经开始积极争取佛教的领导权。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该寺营建了高达九层的九重塔，超越了苏我氏法兴寺的五重塔。据认为，九重塔的兴建与此前回国的留学僧僧旻、惠隐等人有关。惠隐等人在唐留学时与新罗留学僧慈藏等人相识，慈藏回国后在新罗佛教界成为领袖。新罗真兴王发愿在都城庆州兴建皇龙寺，接受慈藏建议修建了九重塔。[9]惠隐等人在慈藏的帮助下途经新罗回国，曾经去庆州礼诣皇龙寺。回国后，他们可能向舒明天皇汇报了九重塔的壮观，同时也汇报了西方各国皇室兴佛的盛况，这定然引起了以舒明天皇为首的大王家的羡慕和对苏我氏的不满，于是，百济大寺与九重塔出现了。

舒明天皇对归国留学僧非常信任、倚重，惠隐回国第二年（640），舒明天皇就在厩坂宫召集僧众举行斋会，请惠隐宣讲《无量寿经》，并在宫内设置阿弥陀佛像礼拜，这是史料所载的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日本的开始。百济大寺建成后，舒明天皇还任命僧旻出任该寺的首任寺主。此前相继自唐回国的留学僧也都被安排住于百济大寺。百济大寺的唐朝色彩与受朝鲜半岛特别是百济影响较大的法兴寺形成了鲜明对比。

舒明天皇兴建了第一座皇家寺院百济大寺，但由于苏我氏的专权，在他的时代尚未能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佛教，舒明天皇的佛教信仰还停留在私人信仰，也就是宫廷佛教的阶段。但是，舒明天皇在留学僧的影响下已经萌发了建立国家佛教的想法，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皇后、后来即位的皇极天皇（重祚后称齐明天皇），其子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另一子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受他影响继承了这一信念。这几位重量级天皇对佛教成为具有国教性质的国家佛教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也可以说舒明天皇在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三 神权与天皇统治的关系

苏我氏对佛教的把持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大王的神权，这就使得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在此，我们有必要专门探讨一下神权与天皇统治的关系。

此前已经提到，日本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在佛教传入以前，日本就有了丰富的神话、巫术和祭祀活动。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家正式建立以后，编纂了《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这两部书将古代的神话有目的地收集起来，编纂为所谓“记纪神话”；朝廷还将原始的宗教信仰、仪式统合起来，形成了所谓原始神道。记纪神话与原始神道的突出特点就是神化皇权，使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与关于大和民族起源的祖先神话在天皇身上合二为一。津田左右吉早就指出：“概括而言，神代史只是为了树立统治者的地位，说明其统治地位的本源和由来。”[10]“追随皇室的诸氏族和地方豪族的祖先都是自皇室分离出来的，换言之，皇室是诸氏族的宗家。”另一方面，“天皇作为‘现世神’又与诸氏族分离，居于特殊的位置”[11]。这看似有些矛盾的两点结合在一起，说明了各氏族的源头皆可上溯于神代，其祖先皆出自具有神性的皇室，因此，他们有必要世世代代依附、顺从皇室。

早期的天皇自第一代神武天皇起，都是半人半神的形象，有关他们的记载都属于神话。据考证，第一位可能确有其人的是第十代崇神天皇。《日本书纪》描述他：“识性聪敏，幼好雄略。既壮，宽博谨慎，崇重神祇，恒有经纶天业之心焉。”“崇神”一词的含义即“崇重神祇”。据传说，崇神天皇即位后的一项创举就是改革了祭祀的传统，将天照大神和大和的地方神倭大国魂神在神社分祀，并以八十万群神陪祀。天照大神此后演变为大王家的祖先神，此传说说明了大王家族凭借神权逐渐凌驾于各豪族之上的史实。大化改新后在向朝鲜半岛使节颁布的诏书中，将孝德天皇称为“明神御宇日本天皇”。“明神”即现世的、呈现人身的神。苏我石川麻吕等人在改新后向天皇建议，“先以祭镇神祇，然后应议政事”（《日本书纪》）。这些都说明了天皇的统治权与神权的关系。

天皇的神性实质上是日本早期社会的历史性产物。在原始社会甚至更古老的时代，日本列岛上散乱居住着从东北亚、东南亚各地移居而来的部族。在生产力获得一定发展后，各个部族之间就出现了资源与土地的争斗与掠夺，最终导致了部族国家的出现以及国家之间的大规模统一战争。大和国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大和首领就成长为大和国的大王。但是，大王家在实力上并不拥有对其他豪族的绝对优势，于是他们就利用列岛人民的宗教习俗，把自己塑造成宗教的权威，因而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天皇不仅是日本列岛的世俗统治者，还是民族信仰的最高祭司。在日本历史上，天皇一直身兼此二重身份，即使其作为世俗统治者的权力被架空，其作为大祭司的地位也从未曾动摇。平安时代摄关制度实行后，天皇往往不能亲政，但国家的祭祀、祈祷活动仍然由天皇来主持，即使是幼帝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在武家掌权的封建时代也未曾改变。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也能较好地说明天皇的二重身份。天皇的朝服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变化，一次是平安时代初期，采用了中国帝王的样式；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不久，采用了欧洲君主国的军服样式；最后一次是战后民主化采用了正装西服。这三次换装可以说是日本三大历史转折的缩影，但每一次换装都明文规定天皇在行使祭祀时穿着的礼服不变，也就是说，当今日本天皇在祭祀时穿着的礼服与千年以前的飞鸟时代并无明显差异。这一细节说明了日本人对天皇亘古不变的民族大祭司身份的重视。这样的观念深深植入日本人心中，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每当天皇的权威和地位受到挑战，这样的观念就开始酝酿发酵，使挑战者终究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万世一系”的神话就是这样酿成的。

佛教传入后，由于各种必然和偶然的原因，苏我氏而不是大王家成为佛教的最大支持者和庇护者。此后，苏我氏成为大和国事实上的统治者，佛教在其羽翼下获得了早期发展。佛教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宗教魅力以及大陆国家先进文化的属性，很快征服了原本信奉原始神道的上层统治者，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宗教。这对于大王家族是非常不利的。苏我氏很可能利用这种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新宗教，削弱甚至试图超越大王在宗教上的权威性。皇室出身的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虽然对佛教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他们与苏我氏关系密切，其所作所为并未脱离苏我氏的授意或认可，因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苏我氏主导佛教的局面。可以说，飞鸟时代的佛教就是苏我氏的佛教，佛教这一新宗教的领导权掌握在苏我氏手里。

大化建立的新政府在佛教政策方面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苏我氏的阴影，将佛教全面地变成维护天皇统治的宗教工具。也就是说，将苏我氏时代各个豪族自相拜佛、祈祷祭祀的氏族佛教转变为以天皇为中心、置于政府管理下的国家佛教。

四 改新后佛教领导权的转移

“大化改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将佛教的领导权从苏我氏手中转移到天皇手里，再次确认天皇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宗教统治权。大化元年（645）八月，推翻苏我氏的政变之后的第二个月，新政府遣使赴法兴寺，召集僧尼宣布了政府的佛教政策。法兴寺是苏我氏的氏寺，既是苏我氏控制佛教的大本营，也是苏我氏权势的象征（乙巳事变后中大兄皇子迅速派兵占领法兴寺，也说明了这一点）。新政府选择此地可谓意味深长。

据《日本书纪》记载：

（八月癸卯）遣使于大寺（法兴寺），唤聚僧尼而诏曰：“于矶城岛宫御宇天皇（钦明天皇）十三年中，百济明王（圣明王）奉传佛法于我大倭。是时，群臣俱不欲传，而苏我稻目宿祢独信其法，天皇乃诏稻目宿祢，使奉其法。于译语田宫御宇天皇（敏达天皇）之世，苏我马子宿祢追遵考父之风，犹重能仁之教，而余臣不信，此典几亡。天皇诏马子宿祢，而使奉其法。于小垦田宫御宇天皇（推古天皇）之世，马子宿祢奉为天皇造丈六绣像、丈六铜像，显扬佛教，恭敬僧尼。朕（孝德天皇）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故以沙门狛大、法师福亮、惠云、常安、灵云、惠至、寺主僧旻、道登、惠邻，而为十师，别以惠妙法师为百济寺寺主。此十师等，宜能教导众僧，修行释教，要使如法。凡自天皇至于伴造所造之寺，不能营者，朕皆助作。今拜寺司等与寺主，巡行诸寺，验僧尼、奴婢、田亩之实，而尽显奏。”即以来目臣、三轮色夫君、额田部连甥为法头。

该诏书的前半部分简略地回顾了佛教传入以来的历史，特别强调苏我氏奉佛不过是执行历代天皇的圣意，这显然是在刻意地歪曲历史。后半部分则以“朕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开头，表明了新政府欲兴隆佛法的姿态。天皇任命十位高级僧侣，即“狛大、福亮、惠云、常安、灵云、惠至、僧旻、道登、惠邻、惠妙（惠隐）”为“十师”，让他们“教导众僧，修行释教，要使如法”，并重新任命了“法头”。

大化政府设立十师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废除苏我氏主导的僧正、僧都制度，将佛教的统辖权收回到政府手中。僧正、僧都制度由百济僧观勒提议，于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设立，其蓝本来自中国南朝。观勒担任首任僧正，鞍部德积担任僧都。僧正和僧都的职责是“检校僧尼”，主要运用戒律约束僧团。此外，还设立了管理寺院财产和僧尼名籍的官职，称为“法头”，由阿昙连某担任。僧正和僧都委任于僧人，法头则是世俗的官吏。担任僧都和法头的鞍部氏与阿昙氏都和苏我氏关系密切，被认为是苏我氏的心腹，所以苏我氏事实上通过僧官控制了佛教。

大化政府改革佛教的第一要务就是接收法兴寺和废除僧正、僧都，于是采用了十师制度。据考证十师制度源自隋唐的十大德制度。隋炀帝曾遴选十师，唐武德二年（619）也遴选过十位德高望重的高僧。这样的制度很可能是由留学僧僧旻等人设计提出的。与僧正等较为强势的管理职位不同，十师主要是荣誉性的僧界领袖，起表率作用。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制度带有一定的过渡性质。果然，在新政府稳定之后便又恢复了僧正和僧都的职位。十师的人选也体现了这一战略意图。十师之中以僧旻为首，有四人是自唐归来的留学僧，其余六人大多是与法兴寺即苏我氏关系密切的高僧。这样做是为了在改革派留学僧的引导下，尽可能地团结受苏我氏影响较大的旧僧界领袖，尽快地实现从氏族佛教到国家佛教的转变。

另外，十师制带有僧团自治、自律的色彩，主要是为了争取佛教界对新政府的信任和好感。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佛教的实质性管理，新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诏书明确表示：此前无论是由皇室还是伴造（中央位居高位的豪族）建立的寺院，今后一律归国家管理，财力困难的由国家提供补助。全国的寺院都要实行寺司（由世俗官员担任）和寺主（由寺院的僧人领袖担任）双重负责的制度。诏书还强化了世俗官员“法头”的地位，任命来目臣等三人为法头，负责巡视全国的寺院，检验僧尼和寺院的奴婢、田地。

五 留学僧登上历史舞台

在推翻苏我氏的乙巳政变和之后的大化改新中，留学归来的留学僧与留学生一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和国自推古朝起向隋朝派遣了遣隋使，其后又向唐派遣了遣唐使，随同使者同时派遣了留学生和留学僧。但由于各种原因，推古朝未能积极争取留学人员归国。其后，大和与新罗的外交关系改善，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秋七月，留学僧惠齐、惠光及医惠日、福因等随同新罗使臣回国，惠日等向朝廷报告：“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建议朝廷召回留学生为国家效力，同时还建议朝廷继续向唐派遣留学人员，以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

此后的舒明朝形成了一个留学生归国的高潮。舒明天皇四年（632）八月，灵云、僧旻经由新罗回国。僧旻于推古天皇十六年（608）小野妹子第二次出使隋朝时，随同小野妹子一起入华，时隔25年回到日本。舒明天皇十一年（639）九月，惠隐、惠云经新罗回国。舒明天皇十二年（640）十月，请安（南渊请安）和留学生高向玄理回国。请安、高向玄理和僧旻一样，都是随同小野妹子一起入华的，回国时，二人在中国已经滞留了33年。留学僧回国后，受到了朝廷的重视，特别是与朝廷内部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建立了密切联系。僧旻回国后成为舒明天皇兴建的百济大寺的首任寺主，他还担任了众皇子的老师，对中大兄皇子影响很大。高向玄理和请安也受到重用，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向他们求学。据说，推翻苏我氏的政变就是在请安的住所谋划的。大化元年（645）六月，政变成功后，僧旻和高向玄理一起被任命为国博士。大化五年（650），僧旻和高向玄理又被委以制定八省官制的重要任务。

留学僧还成长为日本佛教的新领袖，大化元年（645）颁布兴隆佛法诏书，任命十师为僧界领袖，其中四人即僧旻、惠云、常安、灵云都是归国留学僧。所谓留学生和留学僧的差异，主要是按照他们出使前的身份界定的。事实上，留学僧除了学习佛教，很多时间都用来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这一点与留学生并没有区别。留学僧们不但在政治理念上对上层贵族中的改革派施加了影响，还转变了他们对佛教的看法，这为国家佛教在日本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比较典型的是中臣镰足。镰足是中臣氏出身，前面已经提到，其家族世代掌管祭祀，属于世袭的神职人员，自然会对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采取保留甚至排斥的态度。所以，其先祖中臣镰子和中臣胜海都是著名的排佛派。但镰足本人师从请安等人学习后，不但辞去了神祇伯的职位，还皈依了佛教。在与苏我氏的斗争中，他发愿制作了丈六的释迦佛像和四天王像。这些佛像被安置于山科寺。这所寺院就是后来著名的奈良兴福寺的前身。在奈良时代，兴福寺成了最为显赫的藤原家的氏寺。

镰足还积极支持派遣留学僧赴唐。白雉四年（653），日本派遣留学僧随同遣唐使赴中国留学，其中就有镰足的长子定惠。同行的还有学问僧道严、道通、道光、道昭、辨正等14名僧侣。定惠于天智天皇四年（665）随同唐朝使臣刘德高等人返回日本。在唐期间他追随玄奘的弟子神泰，除了佛教还学习了儒学等外典，归国时年方23岁。可惜的是，他不久即猝死，据说是仇视唐朝的百济人不愿亲唐的定惠掌权，投毒暗杀了他。齐明天皇四年（658），又有智通、智达等人搭乘新罗的船只入唐留学。这些人除少数死于旅途和中国外，大部分都学成回国，成为振兴日本佛教的栋梁。

第三节 白凤时代佛教的发展

一 大力襄助佛教发展

日本实行大化改新后，历经孝德、齐明（皇极女皇，孝德天皇去世后重祚，称齐明天皇）、天智、天武、持统、文武诸朝。其中孝德、齐明、天智三朝实际上都是天智天皇主政；持统天皇是天武天皇的皇后，文武天皇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持统作为太上皇议政，持统、文武两朝的政策完全延续天武朝。因此，这一时期天皇虽然更迭频繁，但政策的延续性却基本获得了保障。这一时期最有权势的三位天皇，即天智天皇、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都是佛教的热心外护，在其支持下，佛教获得了迅速发展。

在此期间兴建了大量寺院，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藤原京四大寺——川原寺、大官大寺、药师寺、法兴寺。川原寺由天智天皇发愿建造，但创建年代不详。该寺又名弘福寺，原本是齐明天皇的川原宫，天智天皇将之改为寺院。川原寺地理位置特殊，与天武天皇所住飞鸟净御原宫隔飞鸟川一河相望，也正是由于此原因，该寺后来未能与其他大寺一起迁入平城京。大官大寺的前身即舒明天皇创建的百济大寺，天武天皇二年（673），百济大寺迁址于高市，改称高市大寺，同六年更名为大官大寺。文武天皇时，寺内兴建了九重塔、金堂等建筑，改称为大安寺。大宝元年（701）六月，著名的《僧尼令》就是在该寺内宣读的。药师寺是天武天皇八年（679），因皇后有恙，天武天皇为皇后祈愿而兴建的，但此后因天武天皇病故而停工。持统天皇十一年（697），工程复工，于文武朝完工。该寺金堂供奉的药师三尊像与大官大寺供奉的佛像在奈良时代即被评为全日本最精美的佛像。大官大寺今仅存遗址，药师寺三尊像则保存至今，被公认为白凤艺术的代表。

川原寺（弘福寺）、大官大寺（大安寺）和药师寺都由朝廷兴建，此前由苏我氏兴建的法兴寺（元兴寺、飞鸟寺）此时也被收归国有，这些国家寺院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级的重要佛事都在此举行。川原寺和法兴寺等寺院沿飞鸟川两岸兴建。据考古发掘显示，这些寺院面朝飞鸟川一侧的大门都比朝南的正门大。[12]飞鸟川是连接港口难波与飞鸟京的交通要道，不仅在政治、军事上作用重要，该河道还是物资运输的干道，河岸两侧也是民众从事商业、娱乐休憩的场所。由此可以推测，寺院在民众生活中也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天智天皇七年（668）正月，天智天皇在近江大津宫正式即位后不久，即下令修建崇福寺。天智天皇为该寺撰写的《崇福寺愿文》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天皇大力兴建佛寺的目的：

夫先圣皇帝，特置七庙之志，所以敬重先祖，诚慎后裔者也。朕君临宇内，而未酬二恩，生日远兮而没时近兮，而心恒切，寝膳弗息。誓愿建寺造弥勒尊，……杀朕左手无名指，纳灯炉下殿唐石臼內，奉为二恩，掌中捧灯，恒供弥勒及十方佛。加以人子之道，不失祖后，长命相续，是谓孝子。故为朕后代代皇帝，令续宝位。（《本朝文集》）

由此可见，天智天皇断指奉佛、建寺造塔的目的是为先皇荐福，祝愿其亡灵“慈尊（弥勒）引导，托生内院，面奉慈颜，闻法悟忍，永涤尘劳，早登佛位”，祝愿子孙绵延不绝，皇位永续，祝愿国家风雨调顺、六合静泰。

除了建寺，朝廷还大规模度僧，僧尼的数量也迅速膨胀。据《日本书纪》载，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统计全国寺院和僧尼人数，查有寺院46所，僧816人，尼569人，合计1385人。而到了孝德天皇时代，仅仅一次法会，出席的僧众就超过千人。白雉二年（651），孝德天皇诏僧尼在宫中诵读一切经，应召的僧尼总数达2100余人。白雉三年（652），延请僧人入宫讲《无量寿经》，听讲僧众有1000多人。持统天皇四年（690），仅京师7所寺院的僧人数已经达到了3363人，其中大官大寺有僧887人，法隆寺有僧263人，可以想象全国僧尼人数之多。此外，持统天皇六年（692）统计的数字还显示，全国寺院增加到了545所，比推古朝增长了10倍。

二 法事与国家祭祀

天智天皇、天武天皇支持佛教发展，不仅大兴土木，还热衷于承办各种法事。这些法事活动具有国家祭祀的性质，其后成为定例，对日本的民俗民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佛法代替巫术

日本是个岛国，灾害频仍，巫觋、祭司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前已经提到，皇极天皇元年（642），天旱不雨，祝部即率百姓杀牛马祭祀社神，祈祷河伯。不果，苏我氏则祭拜佛菩萨，念经作法事。同三年，苏我氏于剑池得到一茎二萼的莲花，以为祥瑞，供奉于法兴寺。“是月，国内巫觋等，折取枝叶，悬挂木棉，伺大臣渡桥之时，争陈神语入微之说，其巫甚多，不可具听。”同年秋七月，东国有人名大生部多，劝百姓祭虫。他对村人说：“此者常世神也，祭此神者，致富与寿。”巫觋一众也附和他的说法，诈讬神语曰：“祭常世神者，贫人致富，老人还少。”（《日本书纪》）。百姓受巫觋鼓惑，或舍弃家财，或陈酒水六畜于道路，奉迎神灵。如是种种，说明当时的信仰较为混乱，巫觋作乱之事屡见不鲜。

佛教传入后，起初掺杂于各种信仰之中，其后逐渐在朝野扩大了影响力，有超越神道之势。《日本书纪》说，孝德天皇“尊佛法，轻神道”。天武天皇四年（675）夏大旱，天皇遣使四方以币帛向诸神祈祷，同时命众僧向三宝祈祷。同十一年又逢大旱，天皇命百济僧道藏祈雨，天降甘霖。持统天皇二年（688）七月大旱，道藏再次祈雨又获成功。佛教展现出强大的法力，赢得了朝野的信奉。其后每逢天旱，请僧祈雨成了惯例。在天灾降临时，天皇还诏令公卿于佛前忏悔，请僧诵经，以免除灾害。

（二）法事为天皇皇室祈福

天皇、皇室成员或重臣生病时，也要举行法会祈祷，有时还会度僧。天武天皇八年（679），天皇患病，立即度僧百人，不久即康复。同十一年，日高皇女患病，又在大官大寺度僧140余人。同十四年，天皇病重，命众僧于大官大寺、川原寺、法兴寺诵经三日，并赏赐三寺稻米。

第二年，天皇病情进一步加重，法事进入高潮。正月，请三纲、律师、大官大寺知事、佐官和九名僧人，供养并赐予财物。二月，以皇后宫中私稻五千束，纳于川原寺。五月，以天皇体不安，“于川原寺说《药师经》，安居于宫中”。遣人打扫诸寺塔堂，大赦天下。六月，遣使于法兴寺，敕众僧曰：“近者，朕身不和，愿赖三宝之威，以身体欲得安和。是以僧正、僧都及众僧应誓愿，则奉珍宝于三宝。”赐三纲、律师及各寺上座僧人御衣、御被各一具。同月，遣使于川原寺，燃灯供养，大斋悔过。赐高僧法忍、义照封户。七月，敕僧正、僧都赴宫中悔过。同月还减免徭役赋税，遣使到神社纳币。同月又请僧一百，于宫中诵读《金光明经》。天武天皇当时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因此诏令政事悉委于皇后及皇太子。同月改元，称朱鸟元年（686）。选净行者七十人出家，在宫中设斋。同月诸王臣等为天皇造观音像，于大官大寺说《观音经》。八月，为天皇度僧八十人，其后又度僧尼百人，于宫中读《观音经》二百卷。九月，“亲王以下，逮于群臣，悉集川原寺”，为天皇祈愿。不久，天皇病逝。

（三）抄写诵读一切经

自早期大乘经典《般若经》以来，大乘佛教就宣扬抄写、诵经的功德。《辩中边论》说：“于此大乘有十法行：一书写；二供养；三施他；四若他诵读，专心谛听；五自披读；六受持；七正为他开演文义；八讽诵；九思惟；十修习。”国王大臣作为佛法外护，修上述功德者在印度、西域、东土屡见不鲜。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记载说：“崛多三藏口每说云：‘于阗东南二千余里，有遮拘迦国，……王宫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大经，并十万偈。王躬受持，亲执键钥，转读则开，香华供养。’”这样的习俗也传入了同期的日本。

孝德天皇时的白雉二年（651），诏僧尼在味经宫诵读一切经，应召的僧尼总数达2000多人，蔚为大观。第二年又延请僧惠隐入宫讲《无量寿经》，僧惠资担任论义，有1000多名僧人旁听，讲期长达20天。同年十二月，招天下僧尼入宫举行“设斋、大捨、燃灯”等法事，这是此后宫中佛事的滥觞。

天武天皇二年（673）三月，刚刚即位一个月[13]的天武天皇即命令抄经生在川原寺抄写一切经。“一切经”也称作“大藏经”。完整的一切经传入日本可追溯到奈良时代的玄昉。天平六年（734），玄昉自唐朝回国，带回了与此前不久智昇编订的《开元释教录》（730）相同规模的经典，据推测可能是刚刚编好的大藏经，即一切经。而天武天皇时代，尚无真正的一切经，天武天皇下令抄写的，大概是日本境内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所有经典（天武天皇确曾于此前派遣使者赴全国搜集佛经）。总之，此事成为抄写一切经习俗的源头。天武天皇六年（677），天皇于法兴寺设斋转读一切经。天皇本人御驾亲临寺院南门，礼敬三宝。即席诏令各亲王和群臣，准许各家无论男女长幼可以有一人出家。进入奈良时代以后，抄写一切经成为一项国家事业。养老六年（722）于大安寺、天平十一年（739）于东院、天平十三年（741）于福寿寺、天平十四年（742）于皇后宫中都曾经举行大规模的写经活动。

（四）法事与民俗

例行的佛教法事逐渐演变成了民间节日，成为民俗的一部分。齐明天皇三年（657），天皇在飞鸟寺以西仿建须弥山举办盂兰盆会。齐明天皇五年（659），诏令都城各寺院讲《盂兰盆经》，报效七世父母。这是此后盂兰盆会的滥觞。第二年，又制作一百高座、一百领袈裟，请高僧讲《仁王般若经》，这是后来仁王般若会的起源。此外藤原氏家族又创立了兴福寺维摩会。盂兰盆会、仁王会、维摩会号称南都（奈良）三大会，现在仍是日本重要的宗教民俗活动。

天武天皇八年（679）开始于宫中及都内各司宣讲《金光明经》，这是后来例行的大极殿御斋会（又称“最胜会”）的前身。持统天皇继承了天武天皇的做法，持统天皇六年（692），诏令畿内讲说《金光明经》。同八年，朝廷赐予诸国《金光明经》一百部，诏令于每年正月上玄日（初八）诵读。此后的御斋会就定于每年正月举行，并且和传统的新年祭结合起来，成了固定的节日。

天武天皇还规定了每月六斋的习惯。六斋日即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此期间禁止杀生、食肉。持统天皇朱鸟元年（686）为祭拜天武天皇在大官、飞鸟、川原、丰浦、坂田五寺举办了盛大的无遮大会。第二年正月又在药师寺举办了同样的大会。同年九月，还在京城各寺举办了国忌斋会。第二年诏令此后每逢国忌日都要举办斋会。

佛教思想对民风也产生了影响。当时的日本人生活崇尚简朴，即使是皇室和贵族的宫殿宅邸，往往也都是以柏树皮和茅草为顶，以不加油彩的原木为柱。普通人不吃野兽的肉，做菜不用油，对猎人和渔夫存在社会偏见。这些都受到了佛教清心寡欲、不杀生思想的影响。

三 利用佛教作为政治工具

大化改新力图建立国家佛教，使佛教成为配合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工具。前面已经列举了天智天皇、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大力襄助佛教的事例。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天皇如此支持佛教，并不完全是出于宗教信仰，他们也带有政治的考虑。

天武天皇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自称“明神御大八洲日本根子天皇”，“明神”即显现于人间的神。他在位期间不但大兴佛事，对神道教也是关注有加。正是在他的治下，伊势神宫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且制定了二十年迁建一次的制度。可以说，天武天皇是一位非常善于利用宗教神化天皇地位的政治家。奈良时代确立的国分寺制度，其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五年（676），天皇遣使赴诸国，诏令各国讲说护国经典《金光明经》和《仁王经》。同十四年，天皇诏令地方诸国建造佛舍，供奉佛像佛经并行礼拜。由于其时各地尚无统一的官方寺院，佛舍就安置在各国国衙的官舍里。其后的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朝廷又向各国派遣国师，与国司并列，象征着中央对地方拥有世俗和宗教的双重垂直领导权。可以说，这些都是国分寺制度的萌芽。

天武天皇凭借壬申之乱夺取了政权，拥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他即位后特别重视军事建设，著名的五卫府制度就是由他奠定的。但是，天武天皇并非一味崇尚武力的武夫，他也很重视文教的作用。佛教就是他实施教化、安抚地方的工具之一。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天皇命令在武藏国（东京都）安置自百济归化的僧尼和俗人共计23人。继任的天皇延续了这项政策。持统天皇元年（687），朝廷又在武藏国安置自新罗归化的僧尼百姓22人。天平宝字二年（758），向武藏国移居新罗僧32人、尼2人、百姓男女共40人，并于此地设置新罗郡。持统天皇三年（689），有陆奥（青森县、岩手县等东北地区）居民请求出家为僧，天皇准许。同年赐予虾夷（北海道）、陆奥等地的僧侣佛像、幢、钟、钵、宝帐等法器，以及绫罗、棉、布、工具、鞍具等财物。在当时的日本，上述地区即关东、东北、北海道等地与关西大和地区相比较为落后，很多地方还属于蛮荒的不毛之地，民风彪悍，经常不服从大和国的统治。天皇和朝廷特意把文明程度较高的半岛归化人移居到那里，其中还有大量的僧侣，其目的就是在那里传播佛教，实施教化。从天皇对这些地区的僧侣恩赏有加、鼓励当地人出家等举动也可略见一斑。可以说，这是利用佛教经略边疆、安抚地方的实例。

除了对佛教的整体利用，天皇和朝廷还对有特殊才能的僧侣委以重任。大化改新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僧旻等人自不待言，天智、天武朝的多位僧人都参与了政府的工作。由于僧侣文化素养较高，且对大陆文化较为熟悉，日本政府还多次委派他们担任外交使节。天智天皇三年（664）五月，唐遣使郭务悰等人赴百济，赠送了表函和礼物。当时的日本以百济的宗主国自居，十月，作为答谢，派遣沙门智祥向郭务悰回赠了礼物。同七年，中臣镰足派遣沙门法辨向新罗使节赠送了船只一艘。此外，遣唐使中还有多位僧人担任了副使。天皇还多次在寺院招待外国使节，向其展示日本的文化。[14]除了外交方面，天皇和朝廷曾多次表彰精于医术、天文历算、工艺、艺术等技能的僧人，其中一些僧人还被命令还俗，赐姓出仕。

第四节 僧尼寺院管理制度的确立

一 僧官制度

僧官制度是政府管理佛教的一项重要制度，始创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朝，而北朝与南朝的制度有所不同。[15]日本佛教的僧官制度被认为与中国南朝有密切关系。

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据说，当时有一僧用斧头袭击自己的祖父，天皇闻说震怒，告臣下曰：“今僧尼居于持戒之地，反作恶逆。凡住诸寺之僧，悉招而讯问之。凡有犯戒者，皆予重罚不贷。”表示要问罪于整个僧团。与圣德太子较为亲近的百济僧观勒闻言劝谏，表示佛法传入大和国时间尚浅，僧尼不习戒律，因此犯罪，希望天皇能酌情予以宽免。天皇准奏，赦免了其他僧侣，诏曰：

夫僧人尚犯法，何以诲俗人？故自今已后，任僧正、僧都，仍检校僧尼。（《日本书纪》）

遂令设置僧官加强对僧众的约束。

据日本学者考证，此传说不一定属实[16]，僧官的设立并非事出偶然。可以推断，随着僧尼和寺院的增多，事务日繁，触犯戒律的事情或有发生，约束、管理僧团是必然趋势。当时执掌大政的苏我马子和圣德太子决心设立相关制度，与他们接触密切且熟悉中国佛教制度的朝鲜半岛僧侣承担了具体的筹划工作。推古朝设立的僧官为僧正、僧都，这样的职位只见于中国南朝。由于百济佛教传自南朝，可以推测这些制度是由观勒等人设计制定的。

观勒被任命为首任僧正，鞍部德积被任命为僧都。除了僧正和僧都，还设立了监管寺院财产、清理僧尼名籍的法头，委派世俗官吏担任。前面已经提及，大化元年为了清除苏我氏的势力，一度废除了僧正和僧都，改为设立十师，同时强化了法头的作用。天智、天武朝重新恢复了僧正、僧都制，还增加了律师一职。[17]《僧尼令》颁布以后，中央的僧官机构称为僧纲，由僧正、僧都和律师组成，负责管理天下僧尼。僧纲并非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机构，它要向政府负责，接受治部省玄藩寮的监管。僧纲成员只有在玄藩寮具状（登记），才可以行使职权。玄藩寮还负责监管全国寺院的塔寺田产、僧尼名籍，特别要查办私自度僧的情况。为此，每隔六年玄藩寮都要更新全国僧尼的名籍。与玄藩寮相比，僧纲主要在勘定教义、培育僧侣、持戒守律、精进修行等方面管理僧尼。起初，僧纲在自己住持的寺院处理事务，后来因为事务日渐繁多，就把药师寺当作了固定的办公场所，称为“纲所”。除了中央设立的僧纲，还效仿中国在各个寺院设立了三纲：上座、寺主和都维那，管理一寺事务。地方寺院则受国司和国师的双重监督。

二 僧尼令

僧官制度确立以后，白凤时代的日本还效仿唐朝的《道僧格》制定了全面管理僧尼的法令——《僧尼令》。《僧尼令》体现了国家佛教阶段的政府对佛教实施全面控制的政策，内容非常重要。该令原载于《大宝令》第七章，由二十七条组成。据《续日本纪》记载，大宝元年（701）六月朔，道君首名曾在大安寺宣讲《僧尼令》，可见该令在奈良时代之前已经全面实施。但《大宝令》今不存，我们只能根据其修订版《养老令》（718）中保存的版本来分析《僧尼令》的内容。

《僧尼令》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规定了僧侣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国家与僧侣的法律关系，是最根本的内容；第二个方面规定了僧纲、三纲等僧官的管理职责，也规定僧侣必须服从僧官的管理，不得轻易违抗。这是对第一个方面的补充，以僧官来配合国家对佛教的控制。第三个方面则对僧侣在日常生活、修行法事中应予遵守的细节作出了规定。

第一个方面条目较多，包括第一、五、十六、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条，从内容出发可以再细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第一条为代表，规定了僧侣的基本行为规范，凡违反者必治重罪。第一条规定：“凡僧尼上观玄象、假说灾祥、语及国家、妖惑百姓，并习读兵书、杀人奸盗及诈称得圣道，并依法律，付官司科罪。”这一条最为关键，是重中之重，因此列为篇首。凡触犯者，即威胁到了君主国家的统治，必须予以严惩，由政府机关法办。触犯者可细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利用宗教迷信蛊惑人心，妖言惑众的；第二种就是涉嫌反叛，杀人越货严重触犯世俗法律的；第三种是妄称开悟，借宗教影响力有所图谋的。由此可见，专制统治者表面上虽然大力弘扬佛教，但实际上对之并不十分放心，对宗教的特殊影响力始终是有所防范的。第五条规定：僧尼不得擅离寺院活动，不得“别立道场、聚众教化”，不得“妄说罪福”。这是把僧侣控制在寺院内，限制僧侣私自到民间活动，便于国家的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规定：僧尼不得准许他人盗用自己的僧籍，发现的不仅要勒令还俗，还必须“依律科罪”。第二十二条规定：凡有私度及冒名相代的，应依律治罪；已被勒令还俗仍被法服者，应治罪；师主、三纲、同房知情不报，重者也要论罪。上述两条都是强调对僧籍的严格管理，突出国家度僧的权力。

第二类规定法律对僧尼的适用方式。第十七条规定：“凡僧尼有私事诉讼，来诣官司者，权依俗形参事。其佐官以上及三纲，为众事若功德，须诣官司者，并设床席。”这实质上是强调国家对僧尼有司法权，僧尼因私事行诉讼，须按照俗人办理，对于有地位的僧官，应予礼遇。第二十一条规定：“凡僧尼有犯，准格律，合徒年以上者还俗，许以告牒当徒一年，若有余罪，自依律科断。”凡僧尼犯罪，依照法律定罪。凡是所犯罪行相当于一年以上徒刑的，必须勒令还俗，但是准许僧尼以告牒（出家的凭证，指代僧籍）抵消一年徒刑，一年以上的部分按律断刑。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在法律上对僧尼有一定的优待。[18]
第三类规定了一些细节。第二十四条规定：奴婢出家后还俗的必须仍回主家为奴。这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和统治秩序。第二十五条规定：僧尼准许有三次犯“苦使”的机会，超过的就要发配地方寺院，不得重返畿内。第二十六条规定：斋会不得布施僧人奴婢牛马兵器，僧尼也不得接受。第二十七条规定：僧尼不得焚身舍身，违反者“依律科罪”。这是为了杜绝神僧、妖僧的出现。

第二个方面包括第三、四、八、十五、二十、二十一条。

第十四条对僧纲提出了要求，“凡任僧纲，必须用德行能伏徒众，道俗钦仰”。还严禁僧纲结党营私。以下各条规定了僧官的职权。第三条规定：凡僧尼还俗的，所属寺院的三纲应立即向僧纲或政府报告，凡藏匿不报者论罪。第四条规定：僧尼不得结党，应服从三纲的领导。第八条规定：僧尼有不满须逐层上报，不得随意越级上表，“扰乱官家”。第十五条规定：三纲有权处置“犯苦使”（以劳役来抵较轻的过错）的僧侣。第二十条规定：凡僧尼死亡，三纲等各级僧官应层层汇总报官。第二十一条部分规定：僧人犯的过错，若在“苦使”条目外但还不至于被勒令还俗的，由三纲依据佛法酌情定罚。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僧官的职责除了约束僧团的纪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及时向国家汇报僧尼人数变动等消息，以便国家随时了解僧团的动向。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第二、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十八、十九条。

第二条规定：僧尼不得从事占卜、巫术疗病等工作，违反者应勒令还俗。第五条规定：僧人托钵只许乞食，不得索要财物。第六条规定：僧侣可以从近亲乡里收受侍奉的僮仆，但他们长到十七岁时应予放还。比丘尼也可以收留自愿侍奉自己的妇女，对服务的年限则没有规定。这一条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僧侣蓄奴，占用国家的成年劳动力。第七条规定：僧尼不能饮酒茹荤，吃药也要有所节制，用量需得到三纲的批准。第九条规定：僧尼不得从事音乐博戏等娱乐。第十条对僧尼的衣着作出了严格规定。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都严格规定了僧尼男女有别，“僧房不得停妇女，僧不得辄入尼寺”等。第十八条禁止僧尼谋利，即“不得私蓄园宅财物及兴贩出息”。第十九条规定僧尼外出需谦逊守礼。第二十三条规定：“凡僧尼等令俗人付其经像历门教化者，百日苦使。”

由此可见，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与佛教的戒律对应，只不过《僧尼令》从世俗国家的立场出发，对这些牵涉到僧尼与世俗社会关系的问题特别加以强调而已。对触犯者的惩罚也并不严厉，轻则“苦使”，重则勒令还俗。



[1] 石川麻吕与入鹿都是苏我氏，入鹿一支称为苏我氏本宗，石川麻吕为旁支。石川麻吕还是中大兄皇子的岳父，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与石川麻吕之女所生之女，即石川麻吕的外孙女嫁给了中大兄皇子之弟大海人皇子，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即位后此女成为皇后，并在天武天皇之后即位成为持统天皇。但石川麻吕因遭诬陷，在大化改新之后不久即被中大兄皇子逼迫自杀。

[2] 自唐玄武门之变（626）后，朝鲜半岛各国也相继发生宫廷政变。可以推测乙巳之变受此影响，由留唐归国的僧旻、请安、高向玄理等人谋划。参阅［日］铃木靖民《东亚国家的形成》，岩波讲座《日本通史》3古代2，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53—87页。

[3] 齐明天皇去世后，因日本正在朝鲜半岛作战等原因，中大兄皇子没有立即即位，仍以皇太子身份执政，但纪年自齐明天皇逝世起开始计算。

[4] ［日］石母田正：《古代史概说》，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岩波书店1962年版，第43页。

[5] 天智天皇于公元667年迁都近江大津，因此称为近江令。

[6] 飞鸟净御原乃天武天皇宫阙名。

[7] 祝部原本也是一种氏姓，代指下级神职人员。较大规模的神社在祝之上还有神主和祢宜，而乡村的小神社只有祝。神户指世代依附于官立神社的农户，他们向神社缴纳租赋并且服徭役。

[8] 以上都是由天皇参与在中央举行的神道仪式。

[9] ［日］田村圆澄：《飞鸟白凤佛教史》上，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201—205页。

[10] ［日］津田左右吉：《神代史的性质及其精神》，《津田左右吉全集》第一卷《日本古典研究》，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640页。

[11] 同上书，第660页。

[12] ［日］田村圆澄：《飞鸟白凤佛教史》上，第252—253页。

[13] 天武天皇不承认大友皇子即弘文天皇的合法性，因此将年号提前了一年，事实上，他即位的时间是天武二年二月。

[14] 《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时代，682年曾在飞鸟寺延请隼人（南九州的原住民），“发种种乐”；686年运川原寺伎乐于筑紫，款待新罗使臣。

[15] 北朝中央僧官称沙门统、都维那；南朝僧官则称僧主，或称僧正，副职称僧都（都维那）。

[16] ［日］速水修：《日本佛教史·古代》，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73页。

[17] 《日本书纪》载，天武天皇十二年（683）三月，任命僧正、僧都、律师统领众僧。

[18] 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对应于奈良时代“公验”制度，属于《养老令》的补充，非《大宝令》原有。参阅［日］中井真孝《日本古代佛教制度史的研究》，法藏馆1991年版，第304—305页。另“公验”参考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第四章 奈良佛教与大陆文明的全面引进

奈良时代（710—784）因其首都奈良（平城京）而得名。奈良时代历经元明、元正、圣武、孝谦、淳仁、称德（孝谦重祚）、光仁七代天皇，历时仅仅70余年，但在日本历史特别是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奈良时代的理想就是效仿大唐建立君主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具体目标就是在完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基础上打破地方割据，使政令畅通于全国，确立中央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最高决策权；树立超越于氏族、地域之上的统一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或以宗教来支撑，或直接表现为宗教的形式。佛教在此背景下获得了大力发展。

奈良时代的佛教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元明、元正两朝，政府对佛教的管理较为严格，主要体现为整顿寺院、整肃僧侣；对寺院和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进行了遏制，规范度僧制度，对一些不良僧侣进行了淘汰。但此阶段为时不长，影响较小。第二个阶段是圣武和孝谦（称德）天皇统治的时代，与前一阶段相比，政策发生了根本逆转。佛教在此阶段获得了大力发展，但也由于天皇佞佛，导致朝廷对佛教的管理失控，僧侣腐败堕落乃至干政，这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以下各节将分别介绍奈良时代的政治背景、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国家的兴佛事业、奈良六宗和佛教义学的繁荣、留学僧与文化事业、僧人干政和民间的菩萨僧等问题。

第一节 国内外政治的变迁

一 平城京的建成与唐帝国

大宝元年（701），日本政府时隔32年决定再次派遣遣唐使。[1]遣唐使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修复与唐的关系。自白村江战役（663）以来，中日关系围绕朝鲜半岛局势起起落落，战败的日本希望通过此次访问恢复与唐的友好关系，同时向唐展现改革成果，重塑国际形象。另外，日本还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考察唐朝的制度文化，检讨自身改革的得失。

此时的日本初步完成了律令制国家的建设。在政治制度方面，制定了完整的律令，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自大化年起，日本效法中国使用了年号。自天武朝起，确立了“日本”的国号，并着手修订正史。日本在此间还摒弃了此前的天皇不断迁都的习俗，效仿中国兴建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首都——藤原京（新益京），在意识形态领域推广佛教和儒教，在经济领域实施了班田收授法，在本土（武藏国）采掘出铜（公元708年，为此改年号为“和铜”）并铸造了最初的货币富本钱（后为“和同开珍”钱）。出于上述两个目的，日本政府遴选了最得力的官员出使，为了表示对这次出使的重视，还特意将大使粟田真人的级别提高到了特使。可以说，这是日本迄今为止在国际上开展的最高规格的外交活动。唐（武周）王朝对日本来使非常重视，武则天在麟德殿亲自宴请粟田真人，授他司膳卿。[2]
遣唐使抵唐以后，才发现他们原先掌握的信息已经过时，当时的唐王朝已经被武周替代。[3]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已经实施的改革在很多细节上与中国不同。典型的事例就是按照中国的《仪礼》建造的藤原宫位于藤原京的南端，而大明宫却位于长安城的最北端。日本铸造的货币以汉代五铢钱为蓝本，而唐代早就发行了开元通宝这样的新型货币。中国官员的服装右衽，而日本尚左衽。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全面学习中国的热情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接到遣唐使汇报后的日本政府立即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运动，迁都平城京就是这轮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平城京（奈良）以长安城为蓝本，并参考洛阳城建造，东西长4.2公里，南北长4.8公里，规模约为长安的1/4。[4]平城京与长安的最大差异，是前者没有城墙。对此，《隋书》和《旧唐书》都有明文记载（“无城郭”）。这主要因为日本是个岛国，在镰仓时代以前，大规模的战争几乎都是对外战争，因此没有拱卫京师重镇的需要。律令时代的日本采用征兵制，但驻军平均分布于全国，由各国国司直接指挥。经过长期和平，平安时代的常备军已经减少到了最低规模，这给世袭地专门从事军事的家族集团——武士崛起提供了机会，这一点我们将在镰仓佛教部分简述。无论如何，平城京开启了日本历史的新篇章，自迁入平城京起到迁都平安京为止，这一段历史称为奈良时代。

二 专断君主和藤原氏的兴起

奈良时代基本上是两位专制天皇的舞台，即圣武天皇和他的女儿孝谦女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专断、崇佛。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756年殁）是奈良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他实际统治日本长达32年之久，占整个奈良时代的近1/2。他治下的天平年间（729—749），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天平文化，被认为是奈良时代的象征。孝谦天皇（749—758年在位；孝谦上皇758—764年在位；称德天皇764—770年在位）两次即位，淳仁天皇（758—764年在位）在位期间，她也以上皇身份掌握实权，因此实际统治日本的时间也长达近20年。孝谦基本继承了圣武的政策，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从崇佛演变成了佞佛，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佛教的强烈不满。

奈良时代日本国内政治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藤原氏的崛起。藤原氏的始祖是在乙巳之变和大化改新中辅佐中大兄皇子的中臣镰足，因其功勋卓越，临终前被天智天皇赐姓为藤原氏。为藤原氏位极人臣、长盛不衰奠定基础的是藤原镰足的次子藤原不比等。[5]藤原镰足去世时，藤原不比等年仅11岁，他被寄养于渡来人出身的田边史大隅家中，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育。虽说他的父亲声望显赫，但作为次子的不比等似乎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对他31岁以前的经历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上一章已经提到，镰足似乎较为钟意他的长子定惠，定惠出家后被派往唐朝留学，不幸的是，定惠回国不久即被谋杀。由此，振兴家业的重任就落到了当时尚且年幼的不比等身上。不比等继承了乃父的才智，渐渐地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持统天皇统治末期，天武天皇的皇子们围绕着皇位继承权展开争夺，不比等看准时机，成功地推动持统天皇将皇位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孙子轻皇子，即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6]，并将自己的女儿宫子嫁给了文武天皇。

大宝元年（701），文武天皇与藤原宫子生下一子，称首皇子，即后来的圣武天皇。而不比等则于同年生下一女，名光明子，即后来的光明皇后。庆云四年（707），文武天皇25岁早逝，尽管天武天皇的众多皇子正值壮年，皇位却由文武天皇的母亲继承，称元明天皇（707—715年在位）。据推测，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当时尚且年幼的首皇子将来继位而推出的异常举措，其背后又有不比等的影子。和铜七年（714），14岁的首皇子被立为皇太子之后，第二年，作为过渡，元明女皇将皇位传给了其女元正天皇（715—724年在位）。养老四年（720），不比等没。皇族势力抬头，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就任右大臣，与此同时，不比等的四个儿子也获得了升迁。养老七年（723）十月，有人献祥瑞白龟，元正天皇借此机会于第二年改元“神龟”并将皇位让与了首皇子，即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

如上所述，藤原氏对推动圣武天皇继位可谓煞费苦心，这主要是因为圣武天皇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藤原氏，藤原氏因外戚身份而贵。日本古代保留的母系氏族社会传统较多（据推测可能起源于大王家与同盟氏族订立的政治约定），男子在成年以前通常在母亲的娘家养育成人，因此外戚对天皇家拥有较大的影响力。首皇子按照这一习俗，在藤原家长大，与光明子青梅竹马。成年后，不比等使光明子与首皇子完婚，即光明夫人。由此，圣武天皇的母亲和夫人都是藤原氏。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出身臣籍的女子，即便贵为天皇之母或正室夫人，也不能上“皇太后”或“皇后”的尊号，这样做是为了遏制皇族之外的外戚权臣攫取更高的政治地位。

圣武天皇登基后，在藤原氏的谋划下，圣武天皇欲给其母宫子夫人上尊号。为了避免臣僚的反对，他们没有直接提“皇太后”，而是试探性地提出了“大夫人”的称号。没想到，这也遭到了以皇族出身的长屋王为首的重臣的反对。由此，藤原氏与长屋王结下了仇怨。此后，藤原氏试图立光明子为皇后，又遭到长屋王的反对。长屋王的做法不仅威胁到政敌藤原氏的利益，还与圣武天皇欲行君主专权的意志相抵触，结果在藤原氏策划下长屋王被诬告谋反，不比等之子藤原宇合亲自率兵包围长屋王府邸，逼迫其一家自杀（729）。圣武天皇自此乾纲独断，藤原氏也在这场斗争中消灭了最大的政敌，光明子顺利地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出身臣籍的皇后。

不比等的四个儿子藤原武智麻吕、房前、麻吕、宇合先后成为太政官，权倾一时，时人以他们的住宅尊称其家族，即南家（武智麻吕）、北家（房前）、式家（宇合）、京家（麻吕），号称四家。律令制度建立以前，朝政主要由氏族把持，重臣的职位由显要的氏族世袭，其一族中的代表，无论是本宗还是旁支，都可以作为“氏上”世袭该职位。律令制实施后，受中国影响，为了便于天皇控制贵族，实行了荫位制。重臣职位原则上不再世袭，但天皇可以赏赐其子孙相应的官职。而且，赏赐对象也从一族子弟变成其嫡系子孙，这样氏族就出现了分裂，氏族开始分家。藤原四家的出现是“氏”向“家”转变的标志。

藤原氏的势力正如日中天时，天平九年（737）京城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天花。不比等四子在短时间内相继病死，形成了中央权力的空白。出身于另一显赫门第的橘诸兄就任大纳言，掌握实权，自唐朝留学归来的僧玄昉和吉备真备（下道真备）作为顾问受到重用，而藤原氏则只有武智麻吕之子丰成担任了太政官最下位的参议。藤原氏受到压制，自然感到不满。天平十二年（740），大宰府少弐藤原广嗣（宇合之子）以玄昉、真备干政的名义谋反（“广嗣之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圣武天皇为避乱不得不于当年迁都恭仁京，直到天平十七年（745）才迁回。乱后，玄昉、真备失势（但真备于称德朝重新被起用），橘诸兄晋升为左大臣，丰成晋升为中纳言，而丰成之弟藤原仲麻吕则被起用为参议。

仲麻吕富于政治才能且工于心计，朝臣形成了分别以仲麻吕和橘诸兄之子奈良麻吕为中心的两大派。圣武太上天皇病逝后，天平胜宝九年（757）七月，仲麻吕以奈良麻吕等人要发动宫廷政变为由，诛杀了奈良麻吕等多位重臣，独掌大权。同年八月改元为天平宝字元年。第二年八月，孝谦女皇让位于皇太子大炊王，是为淳仁天皇（758—764年在位），仲麻吕晋升为右大臣，姓加“惠美”二字，赐名“押胜”（即藤原惠美押胜），并赐予永世相传的封户三千户、田地一百町。两年后，又就任了奈良时代的首任太政大臣。[7]但此后因孝谦上皇宠信僧人道镜，仲麻吕在与孝谦和道镜的斗争中失败被杀，淳仁天皇也在乱后被废。道镜倚仗孝谦的宠信，比照仲麻吕的例子，以僧人的身份就任“太政大臣禅师”，其族人和支持者都受到提拔，权倾一时。道镜一度有篡位天皇的野心。神护景云四年（770）八月，道镜的政治后盾称德女皇（重祚的孝谦上皇）病逝，左大臣藤原永手立即以称德遗诏的名义巧妙地立天智天皇之孙白璧王为皇太子，并在半月后放逐了道镜。十月，白璧王即位为光仁天皇（770—781年在位），皇统从天武一系又转回了天智一系，藤原氏也在奈良末年重新夺回了权力。

三 国家的文化事业

日本古代没有史书。推古朝改革时，效仿中国整理了《天皇记》《国记》等史料，但乙巳之变时，苏我虾夷自焚，大部分史料都随着苏我氏宅邸付之一炬。据说有部分《国记》被保留了下来。据《古事记》序文说，天武天皇时，有舍人名稗田阿礼，“为人聪明”，记忆力特别好，天皇即命他背诵了“帝皇日继”和“先代旧辞”，成《帝纪》和《旧辞》两书。《帝纪》包括历代天皇的传承谱系、皇后及皇子的名字、皇居和皇陵的所在等内容。《旧辞》主要是“神代”传说、历代天皇的逸闻等。元明天皇（707—715年在位）时，诏太安万侣整理修订了《帝纪》和《旧辞》，于和铜五年（712）整理为3卷的《古事记》。元正天皇（715—724年在位）时，又命舍人亲王于养老四年（720）编纂完成了《日本书纪》30卷。

《古事记》记载了自“神代”到推古朝（592—628）的“历史”，前两卷及第三卷的大部分内容为神话传说。因此，《古事记》严格来说属于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而并不是史书。《日本书纪》是一部编年史。其前两卷为“神代”，第3卷到第30卷记述了自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但一般认为，书中继体天皇以前的内容大部分仍是传说，只有其后的飞鸟时代、白凤时代的记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过，此前我们已经反复提到，《日本书纪》后人润色粉饰成分较重，相关记述的可信度值得推敲。

综合而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出现，不仅是奈良时代的重要文化成果，还标志着日本从此进入了官修史书的时代。

第二节 国家推动的佛教事业

奈良是国家佛教全面确立的时代，佛教的繁荣与大一统国家的建设有直接关系，兴佛成为国家事业。天皇和朝廷推动的重要兴佛举措包括兴办写经所、建立国分寺制度、铸造东大寺大佛。

一 奈良朝写经和官办写经所

日本自白凤时代就开始兴办官方的写经所抄写一切经（大藏经），这项事业在奈良、平安两代达到高峰，其所写佛经被称为奈良平安写经。由于其形成早于北宋《开宝藏》以后的历代刊本大藏经，和后者属于不同的传承系统，因此，奈良平安写经与敦煌写经和刊本大藏经一样，各具特色，可以相互参照，在汉语佛教文献史上占有重要地位。[8]在此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奈良朝写经的大致情况。[9]
抄写一切经始于白凤时代。天武天皇二年（673），天武天皇为了给他的母亲齐明天皇荐福，命人在川原寺抄写一切经。持统天皇八年（694），朝廷抄写《金光明经》百部分赠各国国衙。从数量来看，官方写经已经具备一定规模。而真正大规模的官方写经，始自奈良时代的光明皇后[10]（701—760），她发愿抄写的一切经被称为“五月一日经”，得名来自她所撰的写经愿文。愿文说：“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尊考赠正一位太政大臣府君、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11]，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已了。伏愿凭斯胜因，资奉冥助，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奉圣朝[12]恒延福寿，下及寮采[13]共尽忠节。又光明子自发誓言，弘济沉沦勤除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乃至传灯无穷、天下流布，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一切迷方、会归觉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五月一日经”实际上自天平八年（736）九月开始抄写，中间有中断，一直到天平胜宝八年（756）九月才结束，共抄写经卷7000余卷。现存约1000卷，其中大部分保存于“正仓院圣语藏”，计750卷。

此外较著名的大部头写经有“坤宫官御愿一切经”，这也是由光明（其时为皇太后）下令，由藤原仲麻吕主持抄写的。自天平宝字四年（760）正月启动，原计划抄写一切经一部3433卷，但由于此后加入了遣唐使新带回的部分经典，最终完成时达到了5330卷。“称德天皇发愿一切经”由称德天皇于神护景云二年（768）五月发愿抄写，因之又名“景云经”。道镜主持其事。

最重要的官方写经所在东大寺，并于天平二十年（748）编入了负责营造东大寺的“造东大寺司”。但写经所与造寺工程无关，属于独立单位，又称“东大寺写经所”。天平宝字六年（762），写经所从东大寺迁到宫中，改称“奉写御执经所”；神护景云元年（767），升格为“奉写一切经司”。除了东大寺的写经所，其他一些大寺如药师寺、大安寺、西大寺等也都设有写经所和专门负责校勘的勘经所。写经所内部按经师（专门负责抄写的写手）、校生、装潢、题师等职务分工，由国家支付报酬。写经人员的总数不得而知，但据统计，天平胜宝二年（750）四月一个月间在东大寺写经所工作的人员有3391人，平均每天的人数高达113人，可见其规模之大。[14]
二 国分寺制度

国分寺制度源自于中国。隋朝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诏令天下建塔供奉舍利。唐高宗乾封元年（666）令诸州各建寺、观。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登基改国号为大周，令诸州建大云寺供奉《大云经》。由此可见，此项制度不但体现了君主的权威，还是国家统一、四海昌平的象征。大概是留学中国的留学僧玄昉等人向圣武天皇建言此制度，好大喜功、力图建立与唐相媲美的大君主国家的圣武天皇自然欣然予以采纳。

建立国分寺是一项国家事业，由于其耗费靡多，其筹划与实施也有一个酝酿过程。国分寺与对《金光明经》《仁王经》《法华经》等护国经典的崇拜有直接关系。早在天武天皇五年（676），天皇“遣使于四方国，说《金光明经》《仁王经》”。同十四年二月，天皇诏“诸国每家作佛舍，乃置佛像及经，以礼拜供养”。持统天皇八年（694）五月，天皇“以《金光明经》一百部送置诸国，必取每年正月上玄读之，其布施以当国官物充之”（《日本书纪》）。大宝二年（702），中央任命僧正、僧都、律师，地方各国则派遣国师。

圣武天皇登基后，建立国分寺的进程加快。神龟二年（725）七月，诏七道诸国：“除冤祈祥，必冯幽明；敬神尊佛，清净为先。……又诸寺院限，勤加扫净，仍令僧尼读《金光明经》，若无此经者，便转《最胜王经》，令国家平安也。”神龟五年（728），诏书称：“《金光明经》六十四帙六百册卷，颁于诸国，国别十卷。先是诸国所有《金光明经》，或国八卷、或国四卷，至是写备颁下，随经到日，即令转读，为令国家平安也。”《金光明经》汉译有北凉昙无谶译四卷本，隋代宝贵杂糅昙无谶、阇那崛多、真谛等人译本而成的八卷本，以及唐代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本。此前，地方各国或使用四卷本，或使用八卷本，未加以统一。上引神龟二年条亦表示新译旧译均可。此次，朝廷特命将义净的新译本抄写后分赐各国，令其见经即刻转读。第二年，即天平元年（729），朝廷又命令在中央和各国讲《仁王经》。同九年（737）三月，诏令“每国令造释迦佛像一躯、挟侍菩萨二躯，兼写大般若经一部”。同十二年（740）六月，令各国抄写《法华经》十部，建七重塔安置供养。同年九月，因藤原广嗣叛乱，诏令各国各造七尺观音菩萨像一尊，抄写《观音经》十卷。同十三年（741）正月，“故太政大臣滕原朝臣家返上食封五千户，二千户依旧返赐其家，三千户施入诸国国分寺，以充造丈六佛像之料”（以上《续日本纪》）。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了国分寺的筹备工作。同二月，圣武天皇颁布了著名的《建立国分寺诏》。

诏曰：

朕以薄德，忝承重任，未弘政化，寤寐多惭。……顷者年谷不丰，疫疠频至，惭惧交集，唯劳罪己。是以广为苍生，遍求景福。……去岁，普令天下造释迦牟尼佛尊像高一丈六尺者各一铺，并写《大般若经》各一部。自今春已来，至于秋稼，风雨顺序，五谷丰穰，此乃征诚启愿，灵贶如答。……案《经》云：“若有国土讲宣读诵、恭敬供养、流通此经王者，我等四王，常来拥护。一切灾障，皆使消殄，忧愁疾疫，亦令除差。所愿遂心，恒生欢喜”者，宜令天下诸国各令敬造七重塔一区，并写《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各十部。朕又别拟写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每塔各令置一部。所冀圣法之盛，与天地而永流；拥护之恩，被幽明而恒满。……又每国僧寺，施封五十户、水田一十町；尼寺水田十町。僧寺必令有廿僧，其寺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尼寺一十尼，其寺名为“法华灭罪之寺”。两寺相共宜受教戒。如有阙者，即须补满。其僧尼，每月八日，必应转读《最胜王经》。每至月半，诵戒羯磨。每月六斋日，公私不得渔猎杀生。国司等宜恒加检校。（《类聚三代格》）

诏书说明了建立国分僧寺、尼寺的缘由，规定了寺院、僧尼的相关待遇和义务，还指出了二寺与《金光明经》和《法华经》的关系。国分寺的正式名称是“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因《金光明最胜王经》中有这样的说法：“若有国土讲宣读诵此妙经王，是诸国主，我等四王常来拥护，行住共俱。其王若有一切灾障及诸怨敌，我等四王皆使消殄，忧愁疾疫亦令除差。增益寿命，感应祯祥，所愿遂心，恒生欢喜”，提出了四天王镇护国家的思想。国分尼寺正式名称是“法华灭罪之寺”。印度传统思想认为，女身垢秽，不能成就梵天王、帝释天、魔王、转轮圣王、佛身之五身，因此称为“五障身”，女人不能成佛。而《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中有龙女成佛的故事。龙女八岁，以畜生身、五障身、幼身瞬间变身为男子成佛，被认为是女人可以成佛的经典依据。《法华经》因而受到贵族女性的特别推崇。据认为与僧寺平行建立国分尼寺是光明皇太后的提议。[15]《金光明经》和《法华经》自传入日本后就为上层统治者所重视，对它们的信仰由来已久。天平六年（734）十一月曾规定“自今以后，不论道俗，所举度人，唯取暗诵《法华经》一部，或《最胜王经》一部，兼解礼佛，净行三年以上者，令得度”。将诵习二经作为得度的条件。国分寺制度将对这两部护国经典的信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三 东大寺大佛

与国分寺制度配套的是东大寺大佛。据《续日本纪》记载，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二年（740）行幸河内国大县郡智次寺，礼拜寺内供奉的卢舍那佛时，心有所感，决意铸造一尊举世无双的大佛供养。然而从各种材料综合分析来看，圣武造大佛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明确目的和步骤的。

圣武建东大寺大佛，应该是受到了武则天推崇《华严经》的影响，希望利用华严思想来为帝国政治服务。天平十二年（740），天皇钦命金钟寺（后来扩建成东大寺）僧良辨向新罗僧审祥学习《华严经》，并明确表态称“以花严经（《华严经》）为本”。同十五年（743）十月，圣武天皇于近江国紫香乐宫颁布了营造大佛的诏书。诏曰：

朕以薄德，恭承大位，……诚欲赖三宝至威灵，乾坤相泰；修万代之福业，动植咸荣。粤以天平十五年岁次癸未十月十五日，发菩萨大愿，奉造卢舍那佛金铜像一躯，尽国铜而镕像，削大山以构堂，广及法界，为朕智识。遂使同蒙利益，共致菩提。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势者朕也，以此富势造此尊像，事也易成，心也难至。

天皇在诏书中炫耀自己的财富权势，借此夸耀帝国的繁荣昌盛。为了避免他人的反对，他一方面在诏书中命令各国郡司不得以强制课税的手段筹集相关资金，另一方面他又以功德福报为诱饵，号召全国民众同心协力，说“如更有人，情愿持一枝草一把土助造像者，恣听之”。为此，他起用了在民间有广泛影响力的行基。

大佛在天平十六年（744）十一月开始铸造，至天平胜宝元年（公元749）十月，历经五年、八次改铸才得以完工。大佛建成需要大量黄金涂饰，恰好此时，天平二十一年（749）正月，陆奥国守百济王敬福献上黄金。圣武天皇大喜，四月朔日行幸东大寺，在大佛殿前面北以臣礼朝拜卢舍那大佛，自称“三宝之奴”。然后封赏百官，改年号为“天平感宝”。同年七月，天皇又将帝位传给女儿阿倍内亲王，正式出家受戒。圣武自此称太上天皇，新即位的女皇为孝谦天皇，又改年号为“天平胜宝”。同一年使用三个年号，在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

上皇和天皇崇佛，世人皆知，一些奸佞小人不免投其所好。同年十二月，宇佐八幡神社的神司谎称八幡神降下神谕襄助建大佛（其后被揭露作假）。上皇果然大喜，诏令奉八幡神进京，参诣东大寺。于时，上皇、光明皇太后、天皇同时驾临东大寺，召集5000名僧人礼佛诵经。上皇一行封赏神社和东大寺的有功人员，并赐给东大寺封户4000户、奴婢若干名。

天平胜宝三年（751），安置大佛的大佛殿竣工。大佛殿高达47米，正面面宽11间，里面供奉的卢舍那大佛坐像高达16米。大佛殿和大佛至今保存完好，大佛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第二年三月，大佛周身镀金。四月，在东大寺举行了盛大的大佛开眼供养法会。圣武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率文武百官再度亲临现场，斋僧10000名，仪式由东大寺别当良辨主持，僧正菩提僊那亲自为大佛开眼，其隆重程度前所未有。此后，东大寺工程还在继续，造东大寺司一直到延历八年（789）才废止。据《东大寺要录》记载，为兴建全部工程动用了役夫218万人，参与布施的人超过了42万人。

大佛与国分寺配套，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大佛完全根据《梵网经》（华严类典籍）的教义建造。[16]《梵网经》描述卢舍那佛的莲花藏世界时表示，卢舍那佛安坐于由千叶花瓣组成的莲花台上说法，每一叶花瓣中又蕴含有百千亿须弥山、百千亿四天下、百千亿阎浮提，有百千亿释迦佛同时于菩提树下说法，如此乃至无穷。这体现了华严教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瞬间即永恒”，“毛端即佛国”，“森罗万象、一法所印”的不思议法界缘起思想，即千差万别的现象世界在觉悟的境界中展现出和谐统一的永恒状态，愚钝不堪的众生皆能于当世聆佛教诲而获得觉悟。这样的思想应用于现实显然是为了粉饰帝国的统治。东大寺（又称总国分寺）大佛即象征着端坐于莲花台上的卢舍那佛本尊，遍布日本全国各地的国分寺中供奉的释迦佛都是此卢舍那佛的分身，天皇治下的日本国即此现实世界的莲花藏佛国，此土即彼土，现实世界的一切矛盾和不堪全被和谐掉了。

第三节 佛教管理与寺院经济

一 奈良时代的重要寺院

奈良时代续建、重建了飞鸟、白凤时代的重要寺院，还新建了一批寺院。其中一些著名的寺院保存至今，在日本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持统天皇八年（694），持统天皇迁都藤原京。藤原京效仿长安建设，分左京和右京，是日本第一个固定的首都，一些飞鸟时代的著名寺院，如大官大寺、法兴寺也随同迁入了藤原京。平城京（奈良）建成后，这些寺院又大多随同迁入了平城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大安寺（大官大寺）、药师寺、元兴寺（法兴寺、飞鸟寺）和兴福寺（山阶寺）。迁都奈良以后陆续兴建的著名寺院有东大寺、唐招提寺、西大寺和西隆寺。据养老四年（720）的统计，当年奈良一地的寺院已经达到了48所。

大官大寺的前身是舒明天皇营建的百济大寺，天武天皇将其自十市郡迁址于高市，称高市大寺，后更名为大官大寺。大官大寺在天武天皇的支持下获得大力发展，成为最高级别的官寺。天武天皇之后，由于皇位继承权完全控制在天武系统之下，大官大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此后，大官大寺更名为大安寺，平城迁都时随同迁入了平城京。到东大寺建成为止，大安寺一直是奈良最高级别的寺院。自唐留学归来的道慈主持了大安寺迁入平城京的重建工作，据记载，该寺是道慈模仿其所住的长安西明寺设计建造的，惜今不存。

药师寺建于天武天皇八年（680），是天武天皇祈愿皇后病愈建造的。持统天皇十一年（697），举行了本尊药师像的开眼仪式，一直到文武天皇二年（698），全部工程才告结束。药师寺的布局较为新颖，打破了此前一伽蓝一塔的惯例，东西各立一塔。平城迁都时寺院随同迁入，但在飞鸟仍有部分保留，称为本药师寺。本药师寺今不存，唯有东西双塔和金堂遗址（橿原市城殿町）。奈良的药师寺发展成为法相宗的大本山，南都七大寺之一，寺内金堂供奉的药师三尊像保存至今，风格独特，既不同于飞鸟时代的作品，也不同于奈良时代的样式，被认为是白凤文化的代表作，享有盛誉。

元兴寺原名法兴寺，原本是苏我氏的氏寺，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由于苏我氏在政治斗争中倒台，法兴寺没有获得官寺的地位，但是天智和天武朝都破例赐予了该寺与官寺类似的特别待遇。迁入平城京后，法兴寺更名为元兴寺。藤原镰足曾对法兴寺予以特别关照，进入奈良时代以后，元兴寺与藤原氏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势力更胜往昔。

兴福寺位于平城京外京，其前身是位于山阶（山科）的山阶寺。山阶寺是藤原氏的氏寺，由藤原镰足的夫人兴建，供奉有藤原镰足发愿铸造的释迦三尊像。壬申之乱后国都几次迁移，山阶寺也就随之迁移到了平城京，更名为兴福寺，享受官寺待遇，但实际上仍具有藤原氏氏寺的性质。藤原不比等在世前后，兴福寺获得发展。养老四年（720），核心建筑中金堂作为官方工程开工，其后又兴建了北圆堂、东金堂等建筑物。同七年（723），兴福寺设立了施药院和悲田院（收容病弱饥寒者的福利设施），藤原氏施封户50户，水田100町，稻13万束（《扶桑略记》）。寺院开展慈善福利事业，自四天王寺以后，有明文记载的这是第二次。作为第一个由臣籍封后的皇后，光明皇后竭力提高藤原家族的地位，再加上她本人又是虔诚的佛教徒，对扩建兴福寺不遗余力。天平二年（730），在她封后第二年，她就敕命修建了五重塔，这一建筑保存至今[17]，成为奈良的象征。她还对施药院和悲田院予以支持。天平六年（734），光明皇后为了给她的母亲三千代荐福，又兴建了西金堂。现保存于兴福寺国宝馆的佛像群也雕凿于此时，是天平时代佛像雕塑艺术的代表作。

二 寺院和僧侣管理

白凤时代颁布的《僧尼令》确立了国家佛教的基本管理制度，奈良时代对《僧尼令》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

（一）完善度僧制度

《僧尼令》的核心是通过治部省所属玄藩寮和僧纲，即俗官和僧官将佛教的管理纳入律令体制。玄藩寮和僧纲代替了大化改新前后出现的寺司、寺主和法头。僧纲分为僧正、僧都、律师三级，但在实际操作中，僧正还出现了最高级别的大僧正，僧都则又细分为大僧都和少僧都，律师之下还有佐官、威仪师和从仪师。《僧尼令》明确规定：僧纲以身作则，为全国僧尼之表率，直接统领全国的僧侣、寺院，但僧纲需接受玄藩寮的管理。

《续日本纪》说，养老四年（720）正月“始授僧尼公验”。《令集解》说：

凡僧尼给公验，其数有三。初度给一，受戒给二，师位给三。每给收旧，仍注毁字，但律师以上者，每遣任有告牒，不在收旧之例也。

公验[18]是奈良时代开始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对度僧制度的完善。如上所示，其中规定僧人在受度、受戒及获得师位（高级僧人）三个阶段时，政府颁给其作为证明的“公验”，以旧换新，但荣登律师即成为僧纲后，赴任有告牒，不再收回旧公验。

同年八月诏补充说：

治部省奏，授公验僧尼多有滥吹，唯成学业者一十五人，宜授公验，自余停之。（《续日本纪》）

明确表示颁发公验要与僧人的学业挂钩，滥竽充数者不录。神龟元年（724）十月，治部省上奏请示说：“勘检京及诸国僧尼名籍，或入道元由，披陈不明，或名存纲张，还落官籍，或形貌志魇，既不相当。惣一千一百廿二人，准量格式，合给公验，不知处分，伏听天裁。”治部省检阅京城和各地的僧尼名籍后，发现此前出家的1000多名僧尼有出家缘由不详等问题，对是否给他们颁发公验不能定夺。对此，诏书批复说：“白凤以来，朱雀以前，年代玄远，寻问难明，亦所司记注，多有粗略，一定见名，仍给公验。”（以上《续日本纪》）表示对历史积压问题不再深究，凡见诸名籍的一律可以颁发。上述事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颁发公验的实际情况。

奈良时代后期，以道镜为首的僧人弄权，《僧尼令》的精神遭到破坏。《僧尼令》和相关的朝廷敕令曾明确规定，度僧和管理僧人的权力在六省之治部省玄藩寮，度僧需要逐层申报治部省、太政官批准（印鉴）。而道镜当权后无视此规定，《续日本纪》说：“自天平神护元年（765）以来，僧尼度缘，一切用道镜印之。”度僧只需要用道镜的印鉴，经他一个人同意即可，可以想象度僧泛滥到了何种程度。

平安时代弘仁四年（813）治部省的奏折回顾这段历史称：“承前之例，僧尼出家之时，授之度缘，受戒之日，重给公验。据勘灼然，真伪易辨。胜宝以来，受戒之日，毁度缘、停公验，只授十师戒牒。”（《日本后纪》）这说明自天平胜宝年间（749—757）以后，因圣武上皇和孝谦女皇佞佛，度缘和公验的制度遭到了破坏。这样的情况在平安初期才得以更正。

（二）提倡戒行

天平六年（734），太政官就度僧尼一事上奏曰：

佛教流传必在僧尼，度人才行实简所司。比来出家不审学业，多由嘱请，甚乖法意。自今以后，不论道俗，所举度人，唯取暗诵《法华经》一部，或《最胜王经》一部，兼解礼佛，净行三年以上者，令得度。

对此前度僧完全依靠举荐的方式予以了否定，强调出家者必须具备暗诵经文、礼佛、净行等条件。其中净行与戒律直接相关。此前朝廷曾展开延请戒师来日的讨论，此后相继有道璿和鉴真来日传戒。关于道璿等人的事迹，详见本章第四节“律宗”部分，在此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提倡戒行与奈良时代佛教管理的关系。

养老三年（719），朝廷表彰神叡和道慈，称赞他们：“并以戒珠如怀满月，慧水若泻沧溟。倘使天下桑门智行如此者，岂非殖善根之福田，渡苦海之宝筏。”同六年，批评“近在京僧尼，以浅识轻智，巧说罪福因果，不练戒律”，对僧尼轻视戒律的行为予以责难，要求整顿僧团。此前提到的天平十三年（741）建立国分寺诏书中特别强调：“两寺（僧寺和尼寺）相共宜受教戒。……其僧尼，……每至月半，诵戒羯磨。每月六斋日，公私不得渔猎杀生。”同十九年“制令七道诸国沙弥尼等，于当国寺受戒，不须更入京”。（以上《续日本纪》）

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敕曰：“禅师法荣，立性清洁，持戒第一，甚能看病。由此，请于边地，令侍医药，太上天皇（圣武）得验多数，信重过人。”持戒与看病历来被视作僧侣德行高尚的重要标志，而且二者往往联系在一起。同月表彰为圣武上皇看病的禅师126人，还特别表彰“和上鉴真、小僧都良辨、华严讲师慈训、大僧都法进、法华寺镇庆俊，或学业优富、或戒律清净，堪圣代镇护，为玄徒之领袖”。表明了朝廷表彰戒律清净僧的态度。

三 寺院经济的发展

寺院的数量增加，寺院经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经济的基础是属于寺院的田产和封户（“寺封”）。官寺在兴建之初就由政府赐予土地和封户以维持日用，有特殊需求时还可以拨给额外的经费。天武天皇八年（679）曾经规定了各寺的田地和封户上限，但由于皇室崇佛，制度并未予以严格执行。再加上一些地方豪族施与的土地和寺院自己开垦、购买的土地，寺院的经济实力变得越来越雄厚。

先看田地。天平十三年（741），国分寺建立之际，政府规定施与僧寺水田11町，封户50户，尼寺水田10町，但同十九年又追加给僧寺90町，尼寺40町。天平胜宝元年（749）闰五月政府施与大安、药师、元兴、兴福、东大、法隆、弘福、四天王、崇福、香山药师、建兴、法华各寺田地各100町。同年七月规定，大安、药师、兴福、法华诸国国分寺，准许有田地各1000町，东大寺4000町，元兴寺2000町，弘福（川原）、法隆、四天王、崇福、新药师、建兴、下野药师、筑紫观世音寺各500町，诸国法华尼寺400町，其他官寺各100町。天平十五年（743）《垦田永年私财法》颁布后，农垦规模迅速扩大，寺院也加入了垦荒的行列，各寺的田产急剧增加。到了称德天皇时代，因天皇佞佛，寺院经济也迅速膨胀。天平神护元年（765）三月，朝廷禁止地方豪族再随意垦荒，但寺院除外。由此，豪族、中小地主纷纷以寺院的名义进行垦荒，然后将开垦的土地“寄进”给（名义上献给）各国的国分寺和奈良的大寺院，寺院从而又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再看封户。封户是大化改新后给予贵族的一种特权，获得封户的封主代替国家向封户即农民征收租、庸、调。《大宝令》规定，原则上不给予寺院封户，在特别恩赏的情况下，寺院拥有封户的年限也不能超过五年。天平六年（734）三月，为了供四天王寺营造佛像，曾赐予该寺封户200户，年限为三年。同十三年（741）正月，赐予各国国分寺封户3000户，用于填补造佛像费用，也附带有年限。但孝谦天皇执政后，年限逐渐被免除了。天平胜宝二年（750）二月，赐东大寺封户5000户，无时限。据对《新抄格敕符抄》所记录的24所寺院封户的统计，全部封户加起来相当于十五六个大郡的农户数量，几乎与一国相等。可见寺院经济已经严重侵蚀了国家的财源。

第四节 南都六宗：佛教义学的繁荣

南都六宗是奈良时代形成的六个代表性的佛教学派，是奈良佛教义学发达的象征，包括法相宗、俱舍宗、三论宗、成实宗、华严宗和律宗。南都六宗有两个特点：第一，六宗全部移植自中国，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第二，奈良时代的六宗属于学派，而非宗派。进入平安时代以后，日本才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派。

六宗虽然都源自中国，但与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一般认为，中国佛教在唐代已经形成八个宗派，其实这也是以后来的宗派立场看问题。事实上，唐代的很多派别仍属于学派，不具有宗派的教团和寺院实体。日本对同期唐朝的学派或宗派有所取舍。例如日本有成实宗和俱舍宗，中国有成实师和俱舍师，二者大体相同，分别指研习《成实论》和《俱舍论》的学僧。只不过日本的成实宗和俱舍宗长期受到国家的认可和扶植，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学派团体。《成实论》在中国主要流行于六朝，自吉藏判为小乘后罕有人问津。而日本文化深受六朝影响，至奈良时代还保有六朝遗风，因此对《成实论》还予以重视。而在中国较早形成实体性宗派的天台宗，由于在唐初衰落而未能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直到平安时代才由最澄引进。

奈良时代的六宗是学派，而非后来的宗派。六宗的“宗”通于“众”，指“同业”（学习同一类教理）的僧众。因此，在奈良时代三论宗也称三论众、三论业，其他各宗也都如此。[19]很多官方大寺同时拥有多种“众”，僧人也诸宗兼修。但后来专业有所划分，僧侣趋于分化。天平年间制作的法隆寺、大安寺寺院账目显示，对同一所寺院之中的众僧按照所学的专业来分配经费，如“修多罗众、唯识众、三论众、摄论众”等。平安初年，最澄奏请于南都六宗外加天台法华宗，延历二十五年（806）颁布的太政官符规定了诸宗度僧的定额和学习内容。例如“三论业”每年可度三人，其中二人学习《三论》，一人学习《成实》。由此，各宗遂明确分化为相互独立的集团。

同一所大寺虽然诸宗混杂，但各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三论宗、成实宗主要集中在元兴寺、法隆寺、西大寺和东大寺。三论宗的二传祖师智藏住于元兴寺，其门下有智光，此外还有灵叡、药宝、渐安等精于三论的法师；法隆寺有道诠、具玄；大安寺有道慈、善识、勤操等人；西大寺有实敏、玄叡等人；东大寺有灵叡和渐安。法相宗和俱舍宗主要在兴福寺、元兴寺、药师寺、西大寺和东大寺。元兴寺有道昭及其门徒神叡、护命、泰演等人；兴福寺有义渊的门下玄昉和宣藏；药师寺有行基、护命东大寺有良辨、明一。华严宗主要在东大寺、药师寺、大安寺。东大寺有道璿、审祥、良辨，西大寺有严智等人；大安寺有道璿、隆尊等人。律宗主要在东大寺和唐招提寺。鉴真在东大寺设立了戒坛院，门下有法进、行赞；唐招提寺是鉴真亲自设计的寺院，有多位弟子追随他在此学律。

义学发达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支持，朝廷将奖掖学业作为管制僧侣的重要手段。天平六年（734）十一月太政官奏曰：

佛教流传必在僧尼，度人才行，实简所司。比来出家不审学业，多由嘱请，甚乖法意。自今以后，不论道俗，所举度人，唯取暗诵《法华经》一部，或《最胜王经》一部，兼解礼佛，净行三年以上者，令得度者，学问弥长，嘱请自休。（《续日本纪》）

强调度僧要与学业联系在一起，要想成为僧人必须可以背诵经文，或者懂得礼佛，或者有三年以上的净行。当然，这是最低标准，要想在南都佛教界崭露头角，渊博的学识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文化修养较高的贵族阶层是义学的重要支持者。藤原氏一门的始祖中臣镰足曾“割取家财，入元兴寺，储置五宗学问之分，由是贤僧不绝，圣道稍隆”（《家传》）。天平九年（737）三月，太政官奏请抽调元兴寺摄论门徒住持兴福寺，奏文中又提到了中臣镰足和光明皇后资助僧人治学的事例，其文曰：

从白凤年迄于淡海天朝，内大臣（中臣镰足）割取家财，为讲说资，伏愿永世万代勿令断绝。

奖学的目的是：“近则装严天朝，福田万姓；远则恒转法轮，奉资菩提。”又说：

（光明）皇后自减资财，亦增论众，伏愿再兴先祖之业，重张圣代之德，三宝兴隆，万代无灭。欲令讲说兴福寺，伏听进止者，朝议商量，崇道劝学，无如佛教，望依所请。（以上《类聚三代格》）

由此可见，六宗以钻研深奥的佛教义学为主业，完全依靠国家和贵族的供养生存。因此，他们是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的代表，与普通百姓无缘。

以下，简要介绍一下各宗的历史和人物。为了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各宗发展的脉络，在此的叙述将不限于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将一并提及。[20]既往有关六宗传承的叙述多因袭凝然（1240—1321）《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然而凝然的相关说法明显带有后世宗派色彩，并不全然可信。因资料不足，相关史实尚未形成定说，本书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仍以凝然说为基础，并尽可能地结合一些近现代的研究成果。此外，因奈良时代的六宗教义与中国基本无别，本书就不再赘述。

一 三论宗和成实宗

（一）三论宗的传承

三论宗在中国两度兴起，被称为古三论和新三论。古三论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最早形成的学派，其创立者是鸠摩罗什（344—413）及其弟子。罗什来华不但翻译了大量大乘佛典，开启了译经的新时代，还依据由印度龙树、提婆师徒著述，由他本人翻译的三论，即《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创立了古三论宗，即关河学派。罗什门下多位弟子擅长三论和成实，般若之学蔚为风气，成为一时之显学。三论研究再度兴起发轫于江南，由摄山学派推动。其集大成者吉藏（549—623）被尊称为嘉祥大师，是新三论宗的祖师。摄山学派最早名世的高僧是僧朗，梁武帝曾派学僧从他学习三论。僧朗有高足僧诠，僧诠有弟子法朗、慧辨、慧布等人。法朗作《中论玄义》，门下龙象众多，号称“二十五哲”，吉藏是其中的佼佼者。吉藏（549—623）弟子众多，其中著名的有硕法师、敏法师等人。硕法师门下有元康，著有《中观疏》六卷、《百论疏》三卷、《十二门论疏》二卷等著作，是唐代最著名的三论学者。吉藏和元康对日本三论宗影响最大。

三论宗被介绍到日本有三传。最早的是高句丽僧慧观（惠灌）。他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来日，住法兴寺，因祈雨有功被任命为僧正。他曾经在中国追随吉藏，在日传授三论学说，被誉为三论宗初传日本之祖。慧观传福亮。后福亮入唐从吉藏学习，归国后受到中臣镰足的礼遇，于法兴寺传三论。福亮之子智藏（约625—约672）也入唐从吉藏学习，归国后在法隆寺弘法，影响甚大，被推为二传。智藏弟子道慈（约670—744）也曾入唐学法，追随元康学习三论，归国后被称为三传。

如上所述，三论宗分三次传入日本，主要活跃于元兴寺、大安寺、西大寺、法隆寺和东大寺，其后分为四派。第一派是元兴寺派。智藏门下有高足道慈、智光（709—约776）和礼光。道慈与智光分立门户。智光传灵叡，灵叡三传而至圣宝。圣宝（832—909）是平安时代人，被誉为三论中兴之祖。自智光至圣宝主要活跃于元兴寺，因此他们的派别被称为元兴寺派，是三论宗的主流。道慈则主要活动于大安寺，被称为大安寺派。道慈有弟子善议，善议有弟子安澄和勤操。其中安澄所著《中观论疏记》二十卷（807）是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日本三论疏注。安澄的弟子玄叡、实敏、寿远等人从大安寺派分出，在西大寺弘扬三论，被称为西大寺派。另外，智藏曾于法隆寺弘法，该寺亦有三论传统，被称为法隆寺派。

（二）成实宗的传承

成实宗也发端于罗什，自其译出《成实论》后，门下弟子多有讲习。其中僧导曾著有《三论义疏》和《成实论疏》，将成实研究传入南方。僧导弟子道猛以《成实》名世，在建康设立讲筵，独步江南。到南朝梁（502—556）有三大法师，即法云、智藏、僧旻，各著义疏传讲，被称为“成实师”。自吉藏批评《成实论》为小乘后，成实师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成实与三论一同传入，在日本成为学派。最初二者并列，《正仓院文书》所收《厨子绘像并画师目录》（752）显示，三论供奉的是文殊、维摩诘、龙树、提婆、清辨、须菩提；而成实供奉的是舍利弗、师子铠、达摩陀罗、罗睺罗、难陀、阿难、和加利。而在延历二十五年（806）颁布的太政官符中，成实已经成为三论的附庸。天长七年（830），朝廷诏令各宗叙述要义，西大寺玄叡代表三论著《大乘三论大义钞》，以成实为三论附属。其后，成实宗基本被三论宗同化，不再独立成宗。镰仓时代凝然所著《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称“后代学侣知成实义在三论宗学者中”。

（三）三论与成实的衰落

由于日本早期佛教受百济和中国南朝佛教影响较大，南朝佛教的主流三论、成实也成了飞鸟、奈良时代的显学。推古朝来日的百济高僧观勒是三论学者，圣德太子的老师高丽僧慧慈也是三论学者，据传为太子所著的《三经义疏》也明显受到了梁代成实师法云等人的影响。但唐代唯识、密宗先后盛行，三论不复风光，法脉逐渐断绝，奈良时代三论的流行时间也较短。

延历十七年（798）诏书称：“此来所有佛子，偏务法相，至三论多废其业。世亲（法相唯识始祖）之说虽传，龙树（三论始祖）之论将坠。”同二十二年（803）正月诏书曰：“缁徒不学三论，专崇法相，三论之学，殆以将绝。……自今以后，三论法相各度五人，立为恒例。”（以上《类聚国史·佛道部》）说明奈良末期三论的传承已经濒临断绝。平安初期圣宝的出现似乎挽救了三论宗，但圣宝其实是以三论之瓶装真言之酒，而智光、礼光的门下则使三论与净土合流。此时的三论宗除教团传承尚保留外，教义与实践已经与中国原有的三论宗大相径庭了。

（四）三论高僧道慈

奈良时代最著名的三论宗僧侣是道慈。道慈（约670—744）俗姓额田氏，出身大陆渡来人系统，生于大和添下郡。幼年出家，师从智藏学习三论，从义渊（？—728）学习法相。大宝元年（701）他随同遣唐使赴唐留学，前后17年，于养老二年（718）回国。在唐期间，他潜心于三论，深究义理，广搜典籍，并且追随善无畏（637—735）学习了密教。他以才智高敏赢得了唐朝佛教界的推崇。据说，唐皇[21]曾召全国义学高僧百人入宫讲《仁王般若经》，道慈荣登其列，唐皇怜道慈远来游学，特加优赏（《怀风藻》）。载誉归国后，住大安寺，弘扬三论。

养老三年（719），朝廷整肃僧团纲纪，提倡义学和实修，“劝善奖学”，以道慈为典范予以表彰。元正天皇在嘉奖道慈的诏书中称赞他说：“法师远涉苍波，核异闻于绝域，遐游赤县，研妙机于秘记。参迹象龙、振英秦汉。并以戒珠如怀满月，慧水若泻沧溟。倘使天下桑门智行如此者，岂非殖善根之福田，渡苦海之宝筏”（《续日本纪》），赏赐他食封50户。

圣武天皇继位后，道慈继续受到重用。天平元年（729），大官大寺（天平十七年即745年更名为大安寺）迁到奈良重建，道慈担任了督导。他根据自己从唐带回来的长安西明寺的图纸，重新设计了寺院。此后他就一直住于大安寺传讲三论宗。同年，他被委任为僧纲之中的律师，成为僧界领袖。天平八年（736）二月，他和玄昉一样被赐予扶翼童子八人。同九年（737），他奏请于大安寺转读《大般若经》为国家祈福，此后成为惯例。同年十月，他担任了大极殿最胜会（宣讲《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讲师，这在当时也是一项重要的荣誉。道慈个性耿直，著有《愚志》，反对僧侣趋炎附势，批评僧界的堕落行为，提倡严谨律行，据说，他还是国分寺制度的建议者。道慈逝于天平十六年（744），享年约为70岁。

二 法相宗和俱舍宗

（一）法相宗的传承

在中国佛教史上，法相宗一度是最为显赫的派别。法相宗由著名的三藏法师玄奘（600—664）与其弟子窥基（632—682）创立。窥基是法相宗的实际建立者，被尊称为慈恩大师，因此法相宗也称为慈恩宗。窥基传弟子慧沼，称法相宗二祖。慧沼传智周，称为三祖。上述人物对日本法相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认为，法相宗传入日本先后有四传。白雉四年（653），法兴寺道昭入唐师从玄奘。齐明天皇八年（662）回到日本，被推为法相宗初传。齐明天皇四年（658），智通与智达奉敕命乘新罗船只入唐，也追随玄奘学习，归国后称为第二传。初传和第二传被称为法兴寺传（元兴寺传或飞鸟传）。文武天皇大宝三年（703），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奉敕命入唐，追随智周学习，此为第三传。养老元年（717）玄昉随遣唐使入唐，也追随智周学习，这是法相宗第四次传入日本，即四传。第三传和第四传又名兴福寺传。因元兴寺的位置相对于兴福寺在南，所以又分别称为南寺系统和北寺系统。有研究认为，南北传与道昭的两位弟子神叡（生卒年不详）和义渊（？—728）有关，他们的门流分别占据元兴寺和兴福寺，在后世形成了南北传的说法。[22]
法相宗自奈良时代中后期起，一直到平安时代都是南都六宗中最为重要的宗派。南传系统的高僧自神叡下有行基（667—749）和护命（750—834）等人，北传系统自义渊下则有玄昉（？—746）、道镜（？—772）、善珠（723—797）、玄宾（737—818）、修圆（749—834）、德一（生卒年不详）等。其中道昭、玄昉、行基、道镜活跃于奈良时代，将在下一节另行详述。

义渊曾先后追随道昭和智凤学习，学成后在吉野郡龙门寺弘扬法相。大宝三年（703）义渊被任命为僧正。神龟四年（727）圣武天皇赐予他岗连的姓氏。义渊门下弟子甚多，且多是知名人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玄昉、宣教、道镜等人，此外法相宗之外的良辨和道慈也都曾经向他学习。

北传的善珠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法相宗学者，他年少时从玄昉学习法相，后又钻研因明学，乃一代学匠，深受桓武天皇和皇太子安殿亲王的尊重。其所著《唯识论分量决》虽然篇幅短小，却是南都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后世称“南京古师，论成法相数十家，而尚可取者唯善珠一人”（《四分义私记序》）[23]，可见对他的推崇。延历十六年（797），善珠被任命为僧正。玄宾活跃的年代比善珠稍后，以清修著称，深受桓武天皇和嵯峨天皇的崇信。因为桓武天皇治病有功，被任命为律师，其后（814）又被嵯峨天皇任命为大僧都。

义渊弟子宣教的门下有修圆。修圆与最澄、空海同期，最澄写给空海的《风信帖》中以自己与空海、修圆为当时佛教界的代表。修圆的弟子有德一，他与最澄展开了著名的“三一权实”论战，在平安佛教的部分我们将会详述。

此外，南传的护命也是平安初期的法相宗代表人物，著有多种法相学著作。天长四年（827），他被任命为僧正，是南都佛教的权威。天长七年（830），朝廷敕命各宗上呈本宗宗义，护命代表法相宗撰写了《大乘法相研神章》五卷。他与同时期的最澄和空海多有交涉，对最澄欲创立大乘戒坛的做法持坚决反对态度，在平安时代佛教部分我们将会详细介绍。

自护命以后，南传系统逐渐活跃。护命有弟子仲继、明诠（788—868）。其中仲继在天长七年（830）奏请朝廷于每年三月在药师寺开设宣讲《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最胜会，获得了朝廷敕许。最胜会与宫中御斋会、兴福寺维摩会并称为“三大会”（三会），有幸担任会上讲师是名誉与地位的象征。《三代实录》“贞观元年正月条”记载天安三年（859）一月的敕命说[24]：

凡每年十月兴福寺维摩会，召诸宗僧学业优长得五阶果者为讲师，明年正月大极殿御斋会以此僧为讲师，同请为三月药师寺最胜会讲师。经三会讲师者，次任僧纲。

由此，法相宗通过控制“三大会”以期达到担任僧界领袖、获得上层贵族统治者支持的政治目的。

（二）奈良时代的法相宗高僧

法相宗持“五姓三乘各别说”，肯定社会贫富贵贱差别，也肯定众生成佛根机的不同。再加上其教义理论深奥新颖，深受贵族阶层的青睐，在唐代获得皇室贵族的支持，在日本也因皇室和藤原家族的支持而成为奈良时代最重要的佛教派别。上述义渊、善珠和护命都曾担任僧正，另有玄昉、道镜更是权倾一时，行基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僧正，可见法相宗势力之胜远超诸宗。《续日本纪》有奈良时代六位高僧的详传，除了三论宗道慈和律宗鉴真之外，其余的道昭、玄昉、行基和道镜都是法相宗僧侣。以下据《续日本纪》简述道昭等人的事迹。

1.道昭

道昭[25]是河内国丹比郡人，俗姓船连，系百济渡来人后裔。他持戒严谨，为人宽厚，他的弟子为了试探他，故意将便器打坏弄脏了他的被褥，他却不与计较。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他随从遣唐使入唐，投玄奘门下。玄奘对道昭非常喜爱，令住同房，并对道昭说，自己在前往印度求法的旅途中，一日行至荒无人烟处，饥渴难忍，忽有一僧赠与他一颗梨子，道昭就是那持梨沙门。玄奘还劝道昭学习禅定，道昭依教实行。学成归国临别时，玄奘赠与他舍利和经论，并用道安“人能弘道”的话勉励他。又赠给他一个自己从印度带回来的铛子，说此物“煎物养病。无不神验”。道昭拜谢玄奘，涕泣而辞。行至登州，准备出海时，同行者多生病，道昭就用玄奘所赠铛子煮粥，病人们吃粥后当日即康复。行至海中，船漂荡不进，七日七夜。众人感到奇怪，以为必有缘故。占卜的人说是龙王欲索宝物铛子。道昭以铛子为玄奘所赐，原本不肯，但在众人哀求之下，只好将铛子抛入海中。船登时行进，众人顺利回到了日本。

道昭回国后创立了很多第一。他在法兴寺东南角建立了日本最早的禅院，不过此禅院与禅宗并无关系。道昭在此传授禅法，他入定的功夫精深，“或三日一起，或七日一起”，学人络绎不绝。迁都奈良时，他的弟子们奏请将禅院迁入新京，即奈良右京禅院。在平安时代该院还保存有很多道昭自唐带回的善本经论。道昭也是日本佛教民间公益事业的开创者，他曾历时十几年“周游天下，路傍穿井，诸津济处，储船造桥”。据研究，道昭的这些做法有可能受到了中国三阶教的影响。道昭在唐期间，正是三阶教最流行的时期。道昭带回来的经典中就包括三阶教的重要典籍《明三阶佛法》二卷、《三阶律周部》九卷、信行《略明法界众生根机浅深法》一卷、信行《法华音义》二卷。[26]道昭的这些做法经其弟子行基发扬光大，成了日本民间佛教的源流。大概是由于他在民间的影响力过大，朝廷对他有所猜忌，最后终于敕请他回禅院止住。

道昭还是日本火葬的创始人。《续日本纪》说他圆寂后，“弟子等奉遗教，火葬于粟原，天下火葬从此而始也”。大概是由于他师从玄奘，对印度佛教的习俗特别尊重，临终命弟子将自己火葬。自他以后，火葬开始在日本普及。[27]
文武天皇四年（700）三月，道昭于禅院的禅床上坐化，香气自禅房中飘出。天皇闻讯惋惜不已，遣使凭吊。火葬仪式结束后，“亲族与弟子相争，欲取和上骨殓之，飘风忽起，吹飏灰骨，终不知其处，时人异焉”。可见道昭于时已是传奇人物。

2.玄昉

玄昉（？—746）俗姓阿刀氏。养老元年（717），他随同遣唐使入唐，追随法相宗智周学习。在唐期间，他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赐予三品官职和紫色袈裟。天平六年（734），玄昉回国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法相宗的四传祖师。此外，玄昉还携回佛像和经卷5000余卷。圣武天皇对玄昉非常器重，赐予他封户100户、田地100亩、服侍童子8人。天平九年（737），任命他担任僧上，在内道场（宫中的道场）修行。同年十二月，因玄昉治愈皇太夫人的疾病，天皇对他更加信任。他与他的留学同学吉备真备一起成为圣武天皇的肱股之臣，但因弄权遭到贵族集团的不满，结果政治失败郁郁而终。关于玄昉从政的经历，我们将在本章第六节中详述。

3.行基

行基（667—749）[28]的事迹见于多种史料，《续日本纪》对他多有提及，卷十七还有他的传记。此外，在行基逝后一个月，由其弟子真成撰写的《大僧正舍利瓶记》（749）是最早的行基传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综合二者，简述行基事迹如下。行基法名法行，号行基，药师寺沙门。俗姓高至氏，先祖是百济王子王仁[29]。据传说王仁于应神天皇时期（270—309）渡日，传入了书道等大陆文化。行基的母亲蜂田氏也是百济渡来民族，由此推测，行基自幼即受到汉学的浸熏。15岁时，即天武十一年（682），行基出家学习法相宗，师从道昭（一说是义渊）。他天资聪慧，很快就掌握了法相宗要籍《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但行基并不甘于在寺院里诵经讲学，他继承了道昭开创的菩萨道事业，一生都活跃在街头巷尾，致力于民间的各种公益活动。起初，行基的活动遭到朝廷的反对和取缔，政府担心僧侣不务正业，扰乱民间，对他们的活动采取严格限制。但圣武天皇登基后，意识到行基在民间的影响力可以利用，对他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此后由于建造东大寺大佛需要庞大的资金，行基被任命为协助营造大佛的劝进，与政府全面合作，在大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续日本纪》说追随行基的道俗数以千计，他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争来礼拜。世人都相信行基有“灵异神验”，称他为“行基菩萨”。天平十七年（745），行基被授予日本第一个大僧正的称号，位列僧纲之上，并赐百户之封，度僧四百人。行基是日本佛教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在民间享有崇高地位，奈良车站至今都树立着他的塑像。关于他的民间事业，我们将在本章第七节中详述。

4.道镜

道镜（？—772）俗姓弓削连，是河内国若江郡人。弓削氏自古与物部氏有姻亲关系，是地方的豪族。道镜出家后追随义渊学习法相宗。据《续日本纪》记载，他还略通梵文，并曾在山林之中修行秘术。《正仓院文书》中保存的资料也显示，道镜曾攻读《孔雀王咒经》《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陀罗尼集经》等密教典籍。这些在当时的日本僧侣中较为罕见。道镜深受孝谦上皇（重祚后为称德天皇）的崇信，天平宝字七年（763）被任命为少僧都，天平神护元年（765）更被授予空前绝后的太政大臣禅师的头衔。道镜最出名的是他的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第六节中详述。

（三）俱舍宗的传承

俱舍宗是日本专门研习《俱舍论》的团体。《俱舍论》由印度世亲菩萨创作，是部派佛教时期毗昙学的代表作，对于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有很大帮助。自真谛译出以后，在中国就有广泛影响，一些专门研习《俱舍论》的学僧被称为俱舍师。玄奘法师予以重译后，其门下普光、法宝、神泰等人都精于此论，《俱舍论》被看作通往唯识的阶梯。但在中国，《俱舍论》是僧侣普遍研习的著作，自俱舍师以后很少有学僧以此为专业。奈良时代以俱舍为六宗之一，专门研习俱舍，例如天平胜宝四年（752）所制的“六宗厨子绘”即为例证。不过后来的俱舍宗成为法相宗的寓宗，只研修《俱舍论》的僧侣越来越少，俱舍宗也就被法相宗吞并了。

三 华严宗

华严宗以《华严经》研究、信仰为中心，吸收了南北朝时期地论师和摄论师等思想，其教义体系在唐初由智俨和法藏师徒创立。法藏（643—712）是华严义理的集大成者，得到了武则天的崇信。法藏之后的澄观（738—839）和澄观的弟子宗密（780—841）都为华严义理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使华严学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义学的高峰之一。澄观将禅宗和天台思想融入华严，宗密则倡导禅教一致，华严与禅合流对唐以后的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法藏、澄观、宗密被后人推为中国华严宗的祖师。法藏的同学新罗僧义湘（625—702），以及新罗的另一位高僧元晓也是华严学大师。这些人都对日本华严宗产生了重大影响。

天平八年（736），唐僧道璿（697—760）带来了华严典籍，但似乎未及讲解。天平十二年（740）十月，新罗法师审祥（？—742）给金钟寺良辨（689—773）讲解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华严经》被认为是华严宗传入日本之始。审祥来日前曾经入唐向法藏学习，来日后住于大安寺。良辨深受圣武天皇的信任，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界拥有很高的地位。圣武天皇亲自敕请审祥在金钟寺开设讲筵，为良辨等人讲解《华严经》。《东大寺要录》描写说：“天平十二年庚辰十月八日，金钟山寺奉为圣朝请审祥师初讲《花严经》。其年天皇年四十，满贺之设讲。初讲时上现紫云，帝光见喜，则施彩帛千余匹，天皇皇后等施入，众等不可数量。”审祥和良辨分别被后人推为日本华严宗的初祖和二祖。

天平圣宝元年（749），圣武天皇发愿称：

以《花严经》为本，一切大乘小乘经律论抄疏章等，必为转读讲说，悉令尽经，远限日月，穷未来际。今故以兹，资物敬舍诸寺。所冀太上天皇沙弥胜满，诸佛拥护，法乐薰质，万病消除，寿命延长，一切诸愿，皆使满足，令法久住，拔济群生，天下太平，兆民快乐，法界有情，共成佛道。（《续日本纪》）

他决心建立东大寺，供奉《华严经》本尊卢舍那佛，任命良辨担任东大寺第一代别当，任命在民间拥有强大号召力的行基担任劝进负责协助筹措建设经费。大佛建成后，圣武天皇亲临现场，由良辨主持大佛开眼仪式，另一位被任命为僧正的印度高僧菩提仙那为大佛开眼，隆重程度前所未有。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说：“天皇以东大寺为首，于诸大寺弘六宗教，厥中《大华严经》是根本法轮，如来成道第二七日说，觉帝人王最初同崇[30]，乃斯华严一乘而已。”[31]东大寺称总国分寺，是全国国分寺的总本山，天皇以东大寺为诸大寺之首，弘扬南都六宗佛法。天平胜宝元年（749）对东大寺颁布的《敕施入封庄愿文》甚至说：“以代代国王，为我等檀越。若我寺复兴，天下复兴；若我寺衰敝，天下衰敝。”华严宗的地位在圣武朝达到了顶峰。

良辨有著名弟子实忠（752—815）。实忠在东大寺建立罥索院（又名“二月堂”），供奉十一面观音像，每年二月举行法会称“二月会”，自天平胜宝四年（752）起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日本一项著名的民俗活动。良辨另有弟子名寿灵，是杰出的华严学者，其所著《华严五教章指事记》是法藏《五教章》的最早注释书，在华严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良辨一系是日本华严宗的主流，被称为东大寺派。另有审祥的另一位弟子慈训（691—777）开创的华严与法相兼修的系统，称为药师寺派。

四 律宗

律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佛陀时代。据说，在释尊涅槃后，僧团内部对佛所说法的内容产生了分歧，当时的僧团领袖大迦叶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了佛教历史上第一次结集，将佛所说的教法结成经，将其所说诫命结成律，律由优波离诵出。由于时代久远和口头流传的特点，后人已经无法窥测佛陀时代的律的原貌，保存至今的都是部派时代各派所传律。这些律的内容因部派主张不同而有所出入，重要的有昙无德部所传《四分律》、说一切有部所传《十诵律》、化地部所传《五分律》、大众部所传《摩诃僧祇律》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律藏完整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较晚，早期只有几种不完整的戒本和羯磨，东晋高僧法显因此去印度求法，带回了《摩诃僧祇律》和《五分律》。在他出国期间，佛陀耶舍与竺佛念等译出了《四分律》，罗什和佛若多罗、昙摩流支译出了《十诵律》。大约在5世纪初，主要的律典汉译汇集齐全。早期在中国受到重视的是《十诵律》，道安、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门下都重视此律。自慧光（“光统律师”）（468—537）注释《四分律》以后，《四分律》大行于世。唐代有怀素（624—697）、法砺（569—635）和道宣（596—667）著述宣讲《四分律》，称为东塔宗、相部宗和南山宗。南山宗被认为是律宗的正统，在其后的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其教义教理和仪轨都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律宗在奈良时代受到重视，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是因为圣武天皇一心希望建立一个能与唐相媲美的帝国，为此他需要能与其帝国相匹配的世界认可的佛教。当时的日本戒师不足，尚未举行“三师七证”的正式授戒仪式，不符合“国际”通行的认定标准，因而有必要延请律师来日传戒。另一方面以长屋王[32]、舍人亲王为首的皇族政治家试图依照律令制度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因此他们在积极延请律师来日、倡导戒行的同时，对以行基为代表的体制外民间佛教持压制的态度。据淡船三海《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在渡日前曾经听说长屋王制千领袈裟赠中国衲子，并题偈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为此非常感动，以日本为有缘之国。派遣日僧荣叡、普照来唐延请律师的则是舍人亲王。

（一）道璿

荣叡和普照都是兴福寺僧人（一说普照是大安寺僧）。开元二十一年（733），他们随同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入唐，抵东都洛阳。他们在大福先寺从定宾受具足戒，并且结识了该寺的道璿。道璿（701—760）俗姓卫，许州人，曾受学于大福先寺增算，又从学于北宗禅神秀的弟子普寂（651—739），明禅、律，略通天台、华严。荣叡与普照对道璿的学识和人品非常钦佩，向其说明了来意，道璿欣然同意赴日。第二年，他即乘坐遣唐副史中臣名代回国的船只渡日，同船的还有后来担任僧正的印度僧菩提仙那。但是，该船遭遇海上风暴，漂到印度支那半岛，其后又折返回中国，后在唐政府的帮助下，于天平八年（736）抵达日本。此后，道璿住大安寺，讲律藏和《行事钞》。天平胜宝三年（751），他被任命为三纲中的律师，同四年四月，他作为咒愿师出席了东大寺大佛的开眼法会。同七年，他辞去律师职位退隐。天平宝字四年（760）示寂。其弟子有大安寺善俊、行表、淡海三船等人。

道璿与吉备真备私交甚笃，道璿去世后吉备为他创作了传记《道璿和上纂》，完本今不存。但行表传最澄，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对之有所引用。其中说道璿常自言曰：“远寻圣人所以成圣者，必由持戒，以次渐登。”还说他常常诵《梵网经》，“其谨诵之声，零零可听，如玉如金，发人善心，吟味幽微”；他“律藏细密，禅法玄深”，曾经集注《菩萨戒经》三卷。

（二）鉴真

道璿之后，荣叡与普照又先后探访了数位中国高僧，但都遭到婉拒，最后他们找到了鉴真。鉴真（687—763）从南山宗道岸、弘景学习律宗，住于扬州大明寺，是江南著名的律师。鉴于日本尚属偏僻之国，东渡的旅程也异常艰险，鉴真的弟子们都反对他东渡。但鉴真为荣叡和普照的诚意打动，毅然决意东渡。其间历经10年，因朝廷的阻挠、海盗和风暴，先后五次失败，荣叡病死，鉴真本人也不幸失明。但他凭着无畏的勇气、不折不挠的毅力以及弘扬佛法的大慈悲胸怀，毫不退却，终于在天平胜宝五年（753）乘遣唐使的船只抵达日本。其精神诚谓可歌可泣，在世界佛教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

第二年，在遣唐副史大伴古麻吕的陪同下，鉴真抵达奈良，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孝谦天皇敕命他住于刚刚建好的东大寺，并在那里建戒坛传戒，诏曰：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唐大和上东征传》）

选择东大寺建立戒坛一方面因为它是国分总寺，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官方大寺，另一方面还因为该寺与戒律有渊源。《东大寺要录》说该寺首任别当，僧正良辨曾托梦给灵福[33]禅师，请他“诵《梵网经》，修布萨等……故菩萨说戒始于东大寺”。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的相关记述没有提到灵福，却提到了另外两个僧人道融和贤璟：“道融禅师圣武天皇御宇天平年中，良辨僧正由灵梦告请道融禅师为说戒师、行布萨法，此即梵网菩萨说戒。即请智璟法师令讲《行事钞》，此即世间渐讲律藏，然未行彼受具戒法。”上述两则记述略有出入，但可以确认鉴真抵日之前，东大寺已经有了传菩萨戒、讲解律藏乃至道宣《行事钞》的活动。

天平胜宝六年（754）四月，戒坛在东大寺大佛殿前建造完毕，圣武太上天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为首，四百四十多人从鉴真受戒。但鉴真在传戒中还出现了一些小波折，前面提到的灵福、贤璟等人，“引《占察经》许自誓受戒”，认为他们于佛前自誓受戒是符合经文教义的，因而不同意从鉴真重新受戒。佛教戒律规定：出家后要想成为正式的比丘或比丘尼，必须有三师七证，受具足戒。但一些大乘典籍如《梵网经》准许在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即找不到那么多戒师的偏远之地可以采取便宜的办法，适当减少戒师的数量，还承认“自誓受戒”和“从他受戒”两种受戒形式。《梵网经》说：“若佛子，佛灭度后，欲心好心受菩萨戒时，于佛菩萨形像前自誓受戒，当七日佛前忏悔，得见好相便得戒。”但是，“若不得好相，虽佛像前受不得戒。……法师前受戒时，不须要见好相”。可见，《梵网经》虽然允许佛像前自誓受戒，但必须符合得见好相的条件，否则不名得戒，而从戒师传授受戒，则不需要见好相的条件。《占察善恶业报经》说：“自誓而受菩萨律仪三种戒聚，则名具获波罗提木叉，出家之戒名为比丘比丘尼。”允许僧人在佛前自誓，只要遵守戒律不经过戒师见证也可以称为受戒。灵福等人所引证的即此《占察经》。对此，鉴真引《瑜伽师地论》“抉择分”予以反驳，称“诸戒容自誓受，唯声闻律仪不容自受。若容自者，如是律仪都无规范”。贤璟等人无言以对，只好“备以衣钵受戒”（以上《延历僧录》）。于是，此前在日本通过各种形式受过戒的僧人纷纷舍弃旧戒，从鉴真重新受戒。

天平宝字二年（758），天皇别敕给鉴真“加大和上之号，诏天下僧尼，皆归大和上习学戒法也”（《戒律传来记》）。同五年（761），朝廷又在下野药师寺、筑紫大宰府的观世音寺分别建立戒坛，与奈良的东大寺戒坛合称天下三大戒坛，规定所有的沙弥、沙弥尼都要经过在此受戒后才能获得正式戒牒。鉴真在日传戒意义重大，此前虽有道璿传戒并讲解律典，但影响相对有限。故而《戒律传来记》说：

从广庭天皇（钦明）即位十三年壬申，至高野天皇（孝谦）即位天平胜宝六年甲午（鉴真开始传戒），并一百十年，戒法不精严，亦倭地皆悉无不受戒处。[34]渐渐寻佛意趣，不坛场地，亦不结界地，不得行大法。由此而言，彼时受者不依佛教，恐不得戒。……鉴真大和上入界始建坛场而传戒法。

鉴真不但精通律学，他还擅长天台。他带去了很多天台典籍，他的弟子法进（709—778）因曾多次讲授天台三大部（智[image: ]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被后来的最澄纳入了日本天台宗的体系。可以说，鉴真为天台宗传入日本打下了基础。鉴真还精通医学、建筑等，因为他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病，被任命为大僧正。他与他的弟子按照唐代样式设计建造了唐招提寺作为律宗的大本山（759）。该寺完好保存至今，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

鉴真的重要弟子都是随同他东渡的中国人，著名的有法进、如宝、昙静、思託、义静、法载等人。其中法进（709—778）继鉴真之后主持招提寺，被朝廷封为大僧都。思託文笔出众，被委托撰写鉴真的传记。该传记在宝龟十年（779）经真人元开（淡海三船）修订后命名为《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为研究鉴真的重要资料。思託还作有《延历僧录》，是日本最早的僧传。

第五节 留学僧对文化交流的贡献

奈良时代的佛教成了中国文化输入日本的桥梁。中国文化不但经过鉴真、道璿等中国高僧，更主要经过日本留学僧接连不断地传入了日本。奈良时代归国的留学僧有智藏、智通、智达、道慈、道昭、玄昉等人，他们不仅传回了佛教，还输入了中国的典籍、制度和文化。道慈、道昭等人的基本事迹前面已经有简略介绍，此节重点介绍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道慈于大宝二年（702）六月，随同第八批遣唐使粟田真人入唐，在长安西明寺学习。道慈在唐留学时间长达17年，他精通义理，严守戒行，广受赞誉。养老三年（719）发布的表彰他的诏书中提及了他在唐留学的经历，称“道慈法师，远涉沧波，核异闻于绝境；遐游赤县，研妙机于秘记。参迹象龙，振英秦汉”。还说他“涉览经典，尤精三论”（以上《续日本纪》）。《怀风藻》也说他“历访明哲，留连讲肆，妙通三藏玄宗，广谈五明微旨”。

道慈通过留学不但成长为当时最杰出的高僧之一，还成为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使者，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留学所在的西明寺是唐代最著名的寺院之一，道宣、神泰、怀素等人都曾驻锡于此，玄奘法师也曾在此从事译经事业。道慈抵达后第二年，义净法师于此寺翻译了著名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道慈对义净翻译的经典非常重视。养老二年（718），道慈回国，将义净译《金光明经》带回了日本。天平九年（737）十月，他又奉诏于大极殿宣讲此经。《金光明经》对日本佛教影响至深，道慈功不可没。此外，道慈在留学期间还精心绘制了西明寺的伽蓝详图。回国后，灵龟二年（716），大安寺（大官大寺）从高市迁入奈良，道慈被任命为营造担当。他依据携回的西明寺伽蓝图主持了大安寺的重建工作，这是日本最早的仿照中国寺院营造的高规格官方大寺。

道慈不仅精通佛学，还精通中国文化。他之所以受到中日统治者的敬重，与他的汉学素养有很大关系。他擅长诗歌，与权贵多有唱和，其诗收入《怀风藻》[35]。当时的主政者长屋王（684—729）特别欣赏他的才华。舍人亲王（676—735）主持编修国史《日本书纪》（720）时，道慈也参与其事。他亲自编订了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冬有关佛教公传的条目。据认为，钦明天皇的诏书和百济圣明王的上表文都是由他编写的。[36]《日本书纪》中有关天孙降临的神敕文“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据认为也是道慈根据佛教的祈愿文编写的。[37]可见以道慈为首的留学僧对奈良时期文化的多方面影响。

玄昉于养老元年（717）随同第九批遣唐使多治比县守入唐，同行的还有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玄昉在唐18年，精于钻研，唐玄宗赏识他的人品才华，赐予他三品官职、紫色袈裟。在唐期间，玄昉从玄奘的三传弟子智周学习法相宗，天平六年（734）回国后，他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法相宗的祖师之一。此外，玄昉还携回佛像和经卷5000余卷。同时期的智昇为大藏经编纂而修订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记载大藏经总卷数为5048卷，因此学者普遍认为玄昉携回的就是唐代的《大藏经》写本，或者是玄昉参照《开元录》采购的唐代写经。玄昉不但重视经典的收集，还重视保存和传播，他在奈良朝的写经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与玄昉同行的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也都是一时俊杰。《续日本纪》称赞他们“研钻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名播唐国者，唯大臣（吉备真备）朝衡（阿倍仲麻吕）”。朝衡在唐时间最久，且出仕于唐，广为人所熟知。《旧唐书·日本国传》说他“好书籍”。同书还记载日本使者将“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即将朝贡所获赏赐和贸易所得尽数购买图书携回日本，主持此事的是吉备真备。另据10世纪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保存的汉籍多达17000余卷，而同期的中国汉籍为60000余卷，可见日本收集力度之大。遣唐使和留学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节 奈良佛教的阴影：僧人干政

奈良时代由于圣武天皇、孝谦女皇崇信佛教、重用僧侣，僧侣干政的现象较为严重。

最早干预政治的是玄昉。玄昉自归国后就受到了圣武天皇的重用，与吉备真备一起成了天皇的心腹。作为门第出身并不高的僧侣，玄昉干政引起了上层贵族的强烈不满。天平十二年（740），藤原家族的藤原广嗣被从大养德守的职位左迁大宰少弐，他认为这是玄昉在捣鬼，遂揭起了反旗。叛乱虽然发生在九州，但对日本政局的震动很大，天皇不得不临时迁都恭仁京。两个月后，叛乱被平息，广嗣被斩首，但玄昉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此后，玄昉虽然仍参与了建造东大寺大佛的工作，但由于不断受到以藤原氏为首的贵族们的谴责，终于在天平十七年（745）被以营造筑紫观世音寺的名义打发到了九州，第二年郁郁而终于当地。与他同党的吉备真备也于其后失势。

玄昉之后的道镜在弄权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道镜虽然隶属于法相宗，但在义学方面毫无建树，只以修习各种秘术著称。他曾在葛木山修习如意轮法，在内道场习禅，并曾用宿曜秘法治愈了孝谦上皇的疾病，因而得到上皇的宠信。多种史料显示他是孝谦上皇的面首，甚至暗示藤原仲麻吕是他的情敌。仲麻吕原本受到孝谦宠信，孝谦退位后他在淳仁朝继续执掌国政。但由于仲麻吕一门过于跋扈，再加上仲麻吕嫉妒孝谦宠信道镜，对道镜采取了敌对态度，双方的矛盾加剧。天平宝字八年（764），仲麻吕密谋发动针对孝谦和道镜的叛乱，消息走漏后被诛杀。

从此，孝谦更加信任道镜，消灭了政敌之后的道镜也变得更加目中无人。仲麻吕事败后，淳仁天皇被迫退位，孝谦重新登基称称德天皇，道镜被任命为大臣禅师。天平神护元年（765）闰十月，道镜又被晋升为太政大臣禅师。这一职位此前从未有过，道镜因此成为政教两界的领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第二年十月，隅寺的毗沙门像中发现了佛舍利，人皆以为祥瑞。称德天皇大喜，命百官于法华寺礼拜，并以之为道镜的功劳，授道镜法王位，其心腹僧圆兴法臣位，僧基真法参议大律师位。法王与天皇享受相同待遇，法臣和法参议分别对应于大纳言和参议。此后不久，真相败露，佛舍利原来竟是基真伪造的。基真因此被流放，但道镜却未获罪，反而继续扩大权势。神护景云元年（767）三月，道镜仿照中宫职设立了法王宫职，并设置了齐全的官员。此外，道镜所属的弓削一族竟有10人担任了政府五品以上的要职。

但道镜还不满足。由于皇室内部的政治斗争，称德天皇迟迟未确立作为继承人的皇太子，道镜于是生起了当天皇的野心。神护景云三年（769），他指使大宰府掌管祭祀的官员捏造宇佐八幡神神谕，称如果道镜登基天下太平。称德天皇听到报告后不知所措，派遣近卫和气清麻吕前往宇佐亲自听取神谕。在此关键时刻，藤原氏等贵族集团决定集体反对道镜。清麻吕返回京都复命时称神谕：“我国家开辟以来，君臣既定。未有以臣为君者。天日嗣必立皇绪，无道之人宜早扫除。”[38]道镜听后大怒，将清麻吕贬官下放，但即位之事也只好不了了之。第二年，称德天皇一死，道镜马上失势，不久即被贬到下野国药师寺担任别当。他的弟弟净人（曾任大纳言）和三个儿子也被流放到土佐国。宝龟三年（772）四月，道镜死于下野国，葬礼同于庶人。

玄昉和道镜公开干政的行动扰乱了律令制度，道镜篡权更直接威胁到了天皇制的正统合法性，触犯了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了统治集团的集体抵制。不仅如此，他们的行动还败坏了佛教的整体声誉，暴露了佞佛的制度性危害，为奈良时代佛教繁荣发展的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自道镜以后，统治阶层提高了对佛教干政的警惕，加强了约束僧侣的措施，道镜事件终于未能在日本历史上重演。

第七节 菩萨僧与民间佛教的萌芽

菩萨僧是自奈良时代开始出现的一种特殊身份的僧侣，他们活跃于民间，脱离寺院体制。他们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奈良佛教的性质。前面已经介绍，日本佛教史上身体力行菩萨道的先驱当属道昭，《续日本纪》说他“周游天下，路傍穿井，诸津济处，储船造桥”。道昭死后（700），他的弟子行基继承了他的衣钵，致力于面向民间的弘法实践活动。行基是奈良时代菩萨僧的代表。

行基及其弟子在街头巷尾传教，在畿内交通要道设立“布施屋”，帮助行路疲乏和饥馁的人们，还兴修路桥沟渠。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养老元年（717）颁布的一则诏书使行基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续日本纪》养老元年四月条说，诏曰：

凡僧尼，寂居寺家，受教传道，准《令》云：“其有乞食者，三纲连署，午前捧钵告乞，不得因此更乞余物”。方今小僧行基并弟子等，零叠街衢，妄说罪福，合构朋党，焚剥指臂，历门假说，强乞余物，诈称圣道，妖惑百姓，道俗扰乱，四民弃业，进违释教，退犯法令。……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布告村里，勤加禁止。

诏书措辞严厉，称行基为“小僧行基”（行基此时尚未受戒，为沙弥僧），对他及其弟子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明令禁止他们今后从事类似活动。

诏书依据的是《大宝令》中的《僧尼令》。《僧尼令》第5条规定：僧尼“妄说罪福，……皆还俗。”还说：“凡僧尼非在寺院别立道场，聚众教化，……皆还俗。”第4条规定：“若合构朋党，……百日苦使。”第27条规定：“不得焚身舍身，……并依律科断。”第23条规定：“历门教化……百日苦使。”第1条规定：“妖惑百姓，……及诈称得圣道，并依法律，付官司科罪。”以上可见，按照《僧尼令》的规定，行基及其弟子应付有司治罪。不过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目前尚不知朝廷是否曾对行基集团进行迫害打击。养老六年（722）七月，太政官奏称：

比来在京僧尼，不练戒律，浅识轻智，巧说罪福之因果，门底缠头，讼诱都里之众庶。内赎圣教，外亏皇猷，遂今人之妻子，动有事故，自剃头发，轻离室家，无惩纲纪，不顾亲父。或于路衢，负经捧钵，或于坊邑，害身烧指，聚宿为常，妖讹成郡。初似修道，终为奸乱，永言其弊，特须禁制。

其中虽然没有提及行基的名字，但称一些僧尼“巧说罪福之因果”，在京师鼓惑在俗之人，致使私度、随意托钵、舍身等《僧尼令》明令禁止的现象泛滥，这应该也与行基集团有关联。

神龟六年（729），长屋王自杀，藤原四子执政，政策有所改变。天平三年（731）的一则诏书显示，朝廷对行基集团的政策有所宽松，“诏曰：比年随逐行基法师优婆塞优婆夷等，如法修行者，男年六十一以上，女年五十五以上，咸听入道。自余持钵行路者，仰所由司，严加捉搦”。诏书在限制游方托钵的同时，准许追随行基的年长居士（优婆塞、优婆夷）出家。据推测，由于政府此前将行基的出家弟子都看作私度僧，不承认他们的僧侣身份，因而称之为居士。那么这条诏书就意味着事实上承认了行基弟子们的合法身份。朝廷对行基的态度因政策转变而发生了变化。天平十年（738）左右完成的《令集解》中已经称行基为“行基大德”了。

同十三年（741），圣武天皇颁布了建立国分寺诏，同十五年（743）诏令修造大佛，行基的处境进一步改变。他亲自率领弟子，“劝诱众庶”，组织“知识结”（参与募捐的信众团体），为大佛募捐。同十七年（745），因行基捐建有功，“别授大僧正之任，并施百户之封。于时僧纲已备，特居其上”。可见大僧正地位高于僧纲，行基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同二十年（749）初，圣武天皇亲从行基受菩萨戒，不久行基患病辞世。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政府对行基的政策由限制转为利用，行基也从非主流的民间妖僧变成了国家佛教体制下与政府积极合作的高僧大德。

行基的现象并非孤例。据《日本灵异记》记载，称德天皇时代，兴福寺有一位永兴法师，他居住于海边，教化当地的渔民，时人以他为菩萨化身，称为“南菩萨”。据与《续日本纪》等资料核对，该僧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另有一位大约活跃于宝龟年间的女菩萨，被称为“舍利菩萨”。该女形象丑陋，身材矮小，但天资聪慧，七岁即可诵读《法华经》《华严经》。她“修善化人”，活动范围极广，被民众称为“猿圣”。据传说，她还曾经与国分寺僧、宇佐神宫寺僧、筑紫大国师等上层僧侣论战并取得胜利，这类传说大概反映了民众对官寺和上层僧侣的鄙视和不满。

行基等菩萨僧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佛教的困境。《续日本纪》说行基“周游都鄙，教化众生，……亲率弟子等于诸要害处造桥筑陂，……留止之处皆建道场，其畿内凡四十九处”。据日本学者考证，行基在这些交通要道建道场，设“布施屋”是为了赈济参与兴建平安京的役民。[39]当时由于朝廷先后开展兴建平安京、恭仁京、国分寺等大型工程，民不堪负，大量农民为躲避徭役而背井离乡，致使田地荒芜，城市里也聚集着大量流民。为了填补财政空缺，朝廷甚至规定，在一地即使只居住三个月也要纳税交租。在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行基等僧侣在民间一呼百应，被称为“活菩萨”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行基等人的活动也让人们看到奈良佛教光鲜外表之下蕴藏的危机。奈良佛教偏重义学，与民间无缘。政府为了将佛教利用为政治工具，严格限制佛教在寺院体制外活动，使佛教远远脱离了民众。再加上寺院经济过度膨胀，部分上层僧侣腐化、堕落，与权贵同流合污，民众对体制内佛教的好感度也随之下降。



[1]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因日本与新罗交恶，入唐路线不得不从途经朝鲜半岛沿岸，补给后再穿越黄海的北路，变为直接横渡东海的南路。船队也从数艘便于在近海航行的平底中小型船只（每艘30—40人）变成四艘左右的大型深海船（每艘100人以上）的编队。因耗费巨大，且旅途艰险，派遣次数不得不减少。7世纪下半叶半岛战事激烈时，日本每隔几年就派遣遣唐使，而8世纪以后遣唐使的间隔时间通常达20年左右。

[2] 《旧唐书·东夷传》称粟田真人（“朝臣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对他予以了较高评价。粟田曾于654年作为学问僧（道观）留学唐朝，他还参与了《大宝令》的编写。参阅［日］佐伯有清《日本古代氏族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第162—166页。

[3] 《续日本纪》说：粟田真人一行“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周盐城县界也。’”据考证，这是日本使臣第一次在中国使用“日本”国号，当时尚不知武周已经替代李唐。

[4] 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2，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第57—58页。关于平城京的人口说法不一，较新的判断为十万人左右，而当时长安的人口大约为百万人。参阅［日］寺崎保广《古代都市论》，岩波讲座《日本通史》5，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38页。

[5] 天智天皇赐姓中臣镰足一族为藤原氏，但文武天皇698年诏书规定，自此以后只有不比等及其子孙可以称藤原氏，其他分支仍恢复姓氏为中臣氏。因此，不比等是藤原氏的真正始祖。

[6] 轻皇子此时年方15岁。持统天皇上尊号为“太上天皇”，与文武“共治天下”，但直到702年她去世以前，一直掌握实权。

[7] 整个奈良时代只有两位太政大臣，即仲麻吕和道镜。

[8] 方广錩：《敦煌写经与奈良平安写经》，《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9] 奈良写经研究首推石田茂作：《写经所见奈良朝佛教》（东洋文库1930年版），其中分别考察了“奈良朝一切经及其传来”“写经所见奈良时代各宗”“奈良朝写经所”，为此后同类研究之嚆矢。

[10] 光明皇后和她的母亲三千代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11] 指其父藤原不比等和其母三千代。

[12] 指其夫圣武天皇。

[13] 寮采：臣属。

[14] ［日］中村元、笠原一男、金冈秀友编：《亚洲佛教史·飞鸟奈良佛教》，佼成出版1972年版，第185页。

[15] 《续日本纪》记载说，国分寺与东大寺都是由光明皇后提议建造的，事实上国分寺的提议者应该是玄昉。光明在建立法华尼寺中大概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国此前没有建立全国系统尼寺的先例。

[16] 大佛于治承四年（1180）和永禄十年（1567）两次因火灾受损，后予以修复。现存大佛的腹部以下部分和莲花台座仍保持原状。经过对台座图案的研究，学者确认大佛直接依据的并非《华严经》，而是《华严经》的属经《梵网经》。

[17] 现存塔重建于应永三十三年（1426），但完整保留了原始风貌。

[18] 公验指广义的证明文件，在很多场合与告牒、度缘等混用，此下引文中也有以出家时的证明为度缘、受戒为公验的说法。

[19] 这一说法也源自于中国，《唐高僧传》已有“大论众、讲论众、讲律众、涅槃众、十地众”等说法。

[20] 鉴于南都六宗并非平安时代佛教的重点，本书平安佛教的相关章节将不再介绍南都六宗。

[21] 具体不详。

[22] ［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古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209—212页。

[23] 同上书，第210页。

[24] ［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古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212页。

[25] 《宋史·日本国传》作“道照”，称：“白雉四年，律师道照求法至中国，从三藏僧玄奘受经律论，当此土唐永徽四年也。”

[26] ［日］井上光贞：《行基年谱》，载竹内理三博士还历纪念会编《律令国家与贵族社会》，吉川弘文馆1969年版，第145—146页。

[27] 据统计，持统天皇之前的历代天皇全部采取土葬，自第四十一代持统天皇起，一直到第一百零九代明正天皇止，基本采用火葬，之后因儒教的影响，又重新采用土葬。

[28] 《大僧正舍利瓶记》说行基“寿八十二”，《日本书纪》说“薨时年八十”，今以《大僧正舍利瓶记》为准。

[29] 《大僧正舍利瓶记》作“王尔”，与其他多种资料相违，概系误用。

[30] 《华严经》据传说是佛初成正觉于二七日所说，所以说佛（“觉帝”）和天皇（“人王”）最初都推崇此经。

[31] 凝然上述文字依据据说是《华严经》开讲50年后创作的《圆融要义集》逸文，其文曰：“尔乃大檀主登天尊灵，东大寺为首，于诸大寺建立六宗教中，斯华严经者，最为根本法轮也。如来成道二七日说，谓之此乎。既知，觉帝人王最初同崇，斯华严一乘也。”参阅［日］石井公成《奈良期华严学的研究》，载速水修《奈良佛教的展开》，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94年版，第201—239页。

[32] 长屋王（684—729）：天武天皇之孙，皇族政治领袖，在与藤原氏的斗争中失败，被迫自杀。

[33] 在鉴真东渡以前，有关灵福的记载见于《智识优婆塞等贡进文》（《宁乐遗文》），天平十四年（742），天平十五年（743）。

[34] 此句文意有乖，“不”可能为衍字。

[35] 天平胜宝三年（751）编纂的日本最早的汉诗集，共收录64位诗人的120篇作品，作者多为皇室成员和宫廷诗人。

[36] 因其中引用了义净译《金光明经》中的文字，因而被怀疑是由熟悉义净译文的道慈润色的。参阅本书第一章。

[37] ［日］家永三郎：《有关神代纪文章中佛教影响的考证》，载《家永三郎集》第二卷《佛教思想史论》，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6—9页。

[38] 关于清麻吕为何这样做的理由众说纷纭，但他与藤原氏合作的说法不一定属实。因道镜倒台，藤原氏重新掌权后，清麻吕并未能获得封赏。直到桓武天皇即位，清麻吕才获得重用。清麻吕在明治以后被树立为忠君思想的典型，东京皇居外现存有1940年铸造的清麻吕铜像。

[39] ［日］吉田靖雄：《日本古代的菩萨与民众》，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53页。


第五章 平安时代佛教概观

第一节 平安时代的政治背景

延历十三年（794），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京都）[1]，开启了长达400年的平安时代（794—1192）。平安时代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以贵族为中心先后形成了效法中国的汉风文化和发挥日本民族特色的和风文化，对其后日本文化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不过，绚烂的文化无法掩盖政治的危机。平安初期的几任天皇试图革除奈良时代末期的政治弊端，加强君主集权，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效率。但进入中后期以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和班田制度的瓦解，律令制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君主集权制由盛而衰，形成了由贵族藤原氏一手把持朝政的摄关制度。天皇大权旁落，游戏于诗歌文字、音乐舞蹈；而作为实际掌权者的藤原氏除了权术阴谋，也只管吟诗作画、风花雪月，毫不关心民间疾苦。在此情况下，社会矛盾加剧，民间对贵族政治的腐朽与无能普遍感到不满。最终，原本是贵族臣仆的武士阶层[2]崛起并夺取了国家的领导权，日本的古代社会遂宣告结束。在此背景下，思想、文化和宗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介绍平安时代的佛教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述其政治、社会背景。

一 藤原氏与摄关院政制度

（一）平安初期的政治改革

平安时代初期的光仁[3]（770—781年在位）、桓武（781—806年在位）、平城（806—809年在位）、嵯峨（809—823年在位，823—842年为上皇）几位天皇吸取奈良末期道镜专政、政局混乱的教训，致力于在加强天皇权威的同时完善律令制度。因此，平安初期的政策基本延续一致，其中桓武和嵯峨天皇掌权时间较久，发挥的作用较大。

平安初期实施的加强律令制的措施包括：整顿佛教、迁都平安京、颁布法令巩固班田制度、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征讨东北拓展疆土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加强天皇的集权。在桓武时代设立了藏人头和检非违使。藏人原本是宫内负责整理文书、保管天皇器物的小吏，律令规定任职者不得超过六品。且藏人并非官职，实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策，新天皇登基后需要重新任命藏人，藏人是天皇的心腹。桓武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级别并不高的藏人头，使之成为自己的智囊、秘书和耳目。这样天皇就可以摆脱体制的束缚提拔亲信，对官僚们进行监督和震慑，目的是加强君主集权。因此，藏人头的职位虽然不高但权力很大，连太政官都不得不礼让三分。后来，担任过藏人头的官员无一例外都晋身太政官，藏人头成为年轻贵族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位。与藏人头性质相似的是检非违使。检非违使由天皇亲自任命，具有监察权和执法权。藏人头与检非违使越过了中书省和弹中台，成为天皇的耳目爪牙。

桓武的独断专行和好大喜功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他任内先后兴建了长冈京和平安京，为平定虾夷[4]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劳民伤财。编纂于桓武生前的《续日本纪》只字不提对他的批评，而编纂于他身后的《日本后纪》则明确记载说，“方今天下所苦，军事、造作（建都等土木工程）”。可见桓武在位时乾纲独断，民众乃至贵族臣僚敢怒不敢言，国力也由此耗费殆尽。桓武、嵯峨天皇（上皇）时代可以说是天皇集权制的顶点，但盛极而衰，天皇制自此开始没落。

（二）藤原氏北家掌权的过程

此前已经提到，藤原氏政治的开创者是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藤原镰足（中臣镰足）及其子不比等。镰足和不比等都是律令制度的缔造者，他们在制定颁布律令、设计建设中央集权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于私利，他们的子孙成了这一制度的破坏者。自不比等的四子即武智麻吕（南家）、房前（北家）、宇合（式家）、麻吕（京家）起，藤原氏就通过政治斗争不断打击异己，攫取权力。四家之中的京家自麻吕病逝后就一蹶不振，而另外三家则不断涌现权谋之士。

奈良时代后期，南家的仲麻吕（惠美押胜）一度大权在握，但在与道镜的斗争中落败丧身。称德天皇去世后，藤原氏立即伙同其他力量驱逐了道镜。式家宇合之子藤原百川力排右大臣吉备真备的意见，拥立天智天皇的孙子白璧王为天皇，是为光仁天皇。其后，百川又借机诬告皇后，致使皇后和皇太子获罪，从而将自己看中的山部亲王推举为皇太子，即位后为桓武天皇。百川死后，他的侄子藤原种继脱颖而出，担任了太政官之中的中纳言。当时的桓武天皇试图通过迁都来摆脱奈良佛教等旧势力的干扰，使政治面貌一新，遂任命种继负责营造新都。种继的岳父是渡来氏族秦氏的秦朝无，该族在大和一带拥有雄厚财力，种继将新都地点选在了山城长冈（今京都府已训郡长冈村）。但迁都的行动遭到抵制，种继在督造长冈京的过程中被暗杀。桓武天皇震怒，对事件进行了严查。结果认为幕后黑手是皇太弟早良亲王及其支持者大伴氏和佐伯氏，天皇以谋反罪对事件的主谋者早良亲王、大伴氏和佐伯氏进行了严厉惩罚，使藤原氏的宿敌大伴氏和佐伯氏受到了沉重打击。

经和气清麻吕与藤原北家小黑麻吕（房前之孙）建议，桓武天皇放弃了长冈京的建设，转而迁都山城葛野郡（今京都）。种继被暗杀和放弃长冈京使平安初期咄咄逼人的式家遭遇挫折，北家趁机夺权，双方之间出现了裂痕，权力斗争转入了藤原氏内部。桓武天皇死后，平城天皇即位。种继之子仲城与北家的内麻吕都成了重臣，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平城天皇在位仅仅四年就让位给了嵯峨天皇，自己担任上皇。而嵯峨天皇重用内麻吕的儿子冬嗣，式家感到不满，酝酿阴谋以图打击北家。仲成通过他的妹妹、平城上皇的宠妾药子鼓惑上皇不要放弃权力，从而与嵯峨天皇发生了冲突。最终双方兵戎相见，嵯峨天皇在冬嗣等人的辅佐下取得了胜利，仲成及药子被诛，史称“药子之乱”。由此，北家在这次内乱中剪除了式家的异己，奠定了北家掌权的局面。

（三）摄关与院政

在嵯峨天皇退位成为上皇后，北家继续通过上皇左右淳和（823—833年在位）、仁明（833—850年在位）两朝的政治。嵯峨上皇一死，冬嗣之子良房就发动了承和政变（842），废除了皇太子，将自己的外甥道康亲王立为皇太子，后即位成为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良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文德天皇，然后将他们所生之子立为了清和天皇（858—876年在位）。天安元年（857），良房成为平安时代首位太政大臣，贞观八年（866）八月，他又被正式任命为摄政。九月，良房通过应天门事件击败了试图挑战其地位的大伴氏的善男。从此，天皇和朝政被牢牢控制在了北家手里。同十三年（871）四月，良房获得了准三宫的尊贵地位。第二年九月，良房没。良房之子基经继其之后成为太政大臣，基经的政治手腕胜过乃父。他借口阳成天皇（876—884年在位）年幼成为摄政，其后又以阳成天皇失德为由将之废除，另立光孝天皇（884—887年在位）。光孝天皇早已成人且年长于基经，基经不得不名义上辞去摄政，但仍总揽朝纲，政事一律需禀告他才能决定。宇多天皇（887—898年在位）朝，朝廷干脆设立关白一职用以“辅佐”成年天皇。基经就任首任关白，摄关政治由此正式开始。

摄政和关白原本都是临时设立的职位，不见于律令制规定的二官六省官职序列，但藤原氏为了把持大权逐渐将之变成了一项固定的制度。在天皇年幼，尚不足以亲政的时候，由藤原氏出任摄政代理朝政，及天皇年长，又由藤原氏担任关白统领百官。周而复始，天皇成了傀儡，律令制的官僚体制成了摆设，摄关成了日本的实质统治者。到藤原道长（966—1027）及其子赖通（992—1074）的时代，摄关政治达到顶峰，藤原氏的势力在日本如日中天，该时期甚至被称为藤原时代。

藤原氏为了巩固摄关的地位，不断通过政治婚姻来控制天皇家族。早在奈良时代，不比等的两个女儿就曾先后成为两任天皇的皇后，到道长时代，其三个女儿又先后成为三任天皇的皇后，道长本人也成了历史罕见的三朝国丈。藤原氏的专权引起了皇室和其他贵族的不满。治历四年（1068），后三条天皇（1068—1072年在位）即位，与此前的历任天皇不同，他与藤原氏没有姻亲关系，由此藤原氏第一次未能以外戚身份担任关白，天皇实现了亲政。接替后三条天皇的白河天皇（1072—1086年在位，1086—1129年为上皇）不但实现了亲政，而且他为了把实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建立了院政制度。就是天皇提前传位给皇太子成为上皇或者法皇（出家为僧的上皇），然后围绕上皇建立一套独立于天皇朝廷的班底，从而架空朝廷，摆脱藤原氏的控制。其后的几任天皇也效法白河天皇的做法，院政成为平安时代后期政治斗争的新产物。在实际施政中，各届院政的影响力有大有小，藤原氏的势力也随之有消有长，但无论如何都已不复道长、赖通时代的盛况。

二 摄关制度的成因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汉唐两代也有外戚专权、祸乱朝纲的例子，但总体而言，无法与日本藤原氏的专权相提并论。特别是从时间上来说，藤原氏自不比等肇兴于奈良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拥有强大势力。自北家藤原房前担任摄政后，摄关一职一直由北家长子嫡传。到平安时代末期，忠通的第三子兼实与源赖朝结成政治同盟，赖朝就任将军后推荐兼实担任摄政，于是兼实与长兄基实的子孙此后轮流担任摄关和氏长者，北家相应分为九条和近卫两家。其后九条道家的三个儿子又相继成为关白，又分出二条和一条两家。幕府为了牵制朝廷，有意支持摄关家分立，最后形成了近卫、九条、二条、一条、鹰司五家，统称为摄关五家。五家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治政府颁布“华族令”，五家被封为最为尊贵的公爵。

藤原氏为何能如此长盛不衰呢？成书于镰仓时代初期的《愚管抄》（1220）附会说天皇家族与藤原家族的祖先，即天照大神和春日天神事先约定由藤原氏世世代代辅佐天皇。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封闭的岛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未经历过异民族的征服，缺少流动与融合，形成了迷信纯粹血统、注重出身门第、尊重权威的封闭保守型文化。藤原氏通过与天皇家族的长期姻亲关系结合为一体，获得了血统上的神性，因而具有不容置疑的尊贵性。平安中期在朝野威望很高、在日本文化史上也享有盛名的菅原道真（845—903）因遭到藤原氏的猜忌而被左迁，郁郁而终。道真是土师氏出身，土师氏原本从事丧葬等职业，门第不高，但道真的祖父和父亲一辈都曾出任遣唐使，本人则居右大臣的高位，属于文人贵族。如此朝廷重臣，藤原氏仍斥责他“出身寒门”，道真在面对藤原氏时也表现出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可见门第观念影响之深。镰仓时代，武士阶层掌握了实权，但仍然奉天皇和朝廷为领袖，甚至连名义上的武士最高首领将军都要迎请摄关家子弟来担任，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另外，摄关制度的形成与日本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继续讨论。

三 庄园经济与贵族封建制

如前所述，律令制的经济基础是效仿唐“均田制”实施的“班田制”。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奈良时代已经出现了人口分田不足的现象，为此，政府鼓励民间垦荒。但是，垦荒对于中小自耕农并不利。因为垦荒需要兴修水利工程，需要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自耕农往往无力承担，贵族和寺院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朝廷意识到这一问题，颁布了《三世一身法》（723），规定垦荒者只能在三代之内拥有新垦田地的使用权，三代以后必须交公，从而限制永远占有垦田，防止进一步的土地兼并。但是如此又打消了垦荒的积极性，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贵族鼓动政府废除了《三世一身法》，颁布了明确规定垦荒者可以世代拥有新田地的《垦田永年私财法》（743）。新地私有使贵族和寺院、神社拥有的私有土地比例进一步上升，由此形成了庄园。

平安时代庄园的自治性质很强，拥有“不输、不入”的特权，即庄园不承担国家的税负和徭役，拥有独立的经营权甚至司法权，官吏不得擅自进入。庄园的庄民反而比公地农民和自耕农的负担要轻些。由此，自耕农或自愿或被迫放弃自有土地，依附于庄园，班田制基本瓦解。班田制的瓦解也就意味着律令制的基础被破坏，贵族封建制再度登上历史舞台。

庄园经济和贵族封建制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促成了武士阶层的诞生。武士原本由庄民自发组成，亦农亦兵，其职责是保护庄园财产。久而久之，武士从农民中独立出来，成为世袭的职业，他们对庄园主有绝对效忠的义务，成为庄园主的家臣，不仅维持庄园的秩序，还为维护庄园主的利益参与各种冲突，在平安末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相应，作为大庄园主的寺院也出现了僧兵这样一种怪诞的团体。僧兵外表是僧人装扮，但既不修行也不持戒，舞枪弄棒与武士无异。自平安时代起，他们异常活跃，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佛教的形象。

第二节 平安时代的佛教政策与制度

平安时代的佛教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大致以仁明朝为分割点。前一阶段以光仁、桓武两朝为中心，对佛教采取了严厉的整顿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奈良佛教后期的弊端，重新树立了中央政府对佛教的管理权。在第二个阶段，中央政府对佛教的控制力明显下降。特别是伴随着藤原氏贵族政治的确立，主流的体制内佛教进一步贵族化、门阀化，佛教经济发展泛滥，佛教的政治影响力再度攀升，最终形成了平安时代后期公家、武家、寺家并立的局面。

一 光仁、桓武两朝的佛教政策

平安时代初期，光仁和桓武两朝对佛教执行了严厉的限制整顿政策，其所颁布的相关敕令数量之多历代罕见。这主要是因为奈良末期以道镜为代表，僧侣的腐化、弄权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甚至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因此，称德天皇逝世后，新即位的光仁天皇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驱逐道镜，整顿佛教。

光仁天皇反省失政，对僧侣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于朕不德，虽近此尤，于彼桑门，宁亦无愧？如闻缁侣行事与俗不别，上违无上之慈教，下犯有国之道宪。”他任命鉴真的弟子法进（律宗）担任大僧都，将因遭道镜排挤而被免职的少僧都庆俊（三论宗）、慈训（法相宗）官复原职，在他们的协助下推进佛教的整顿和改革。桓武天皇即位后延续了光仁天皇的政策，他的第一项重要举动就是下令迁都，并且不准许奈良各大寺随同迁往新首都，表明了坚决整顿佛教的决心。概括而言，光仁、桓武两朝整顿佛教的相关政策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严格规范度僧制度，严禁私度。第二，严肃戒律戒行，严惩犯戒的僧尼，表彰净行僧。第三，加强寺产管理，限制寺院兼并土地。第四，禁止未经许可擅立寺院。第五，禁止邪法咒术。以下将结合相关史料分别叙述。

（一）规范度僧制度

道镜专权时佛教势力无限膨胀，僧人公开参政并被委以要职，寺院无限制地兼并、开垦土地，甚至连度僧的制度都遭到了破坏。《僧尼令》和相关的朝廷敕令曾明确规定，度僧和管理僧人的权力在六省之中的治部省，但道镜当权后无视此规定。《续日本纪》说，“自天平神护元年（765）以来，僧尼度缘，一切用道镜印之”。度僧只需要经过道镜一个人的同意，可以想象官方度僧和私下度僧泛滥到了何种程度。

新政府整顿佛教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把度僧的权力重新收回中央。宝龟二年（771）明确规定：度僧改用治部省印鉴。政府还命令各寺院清点僧尼人数并制成花名册（“名账”），根据僧侣的原户籍与寺院的花名册进行对照，清查防范私度僧。弘仁四年（813）二月，治部省的奏折称：“承前之例，僧尼出家之时，授之度缘，受戒之日，重给公验。据勘灼然，真伪易辨。”然而“胜宝以来，受戒之日，毁度缘、停公验，只授十师戒牒。此之为验，于事有疑，如不改张，恐致奸伪”。自奈良圣武、孝谦朝以来，度缘和公验的制度遭到破坏，“如不改张，恐致奸伪”，因此希望“不毁度缘，永为公验”（以上《日本后纪》），朝议许之。

此外，朝廷还明确规定：

其度缘，自今以后，僧者请太政官印，尼者用所司之印，至于受戒之时，（治部）省并于度缘末，注受戒年月并官人署名，即以省印印之。其尼于外国受戒者，当所之官，准此行之。承前所授僧戒牒者，惣进僧纲，即送所司。所司计会，明知不诈，署印其末，然后还授，进尽之期，斟量立限，限内不进，后赍白牒者，不得为验，一同私度。若有身亡并还俗者，其度缘戒牒，早令进省，省即年终申官毁之。庶令奸人屏迹，源流自澄。（《日本后纪》）

以上可见，朝廷详细规定了审批度缘、戒牒的手续（僧、尼的审批部门不同，僧人需要太政官一级批准，尼略低），送审的期限，僧侣身亡或还俗后收回度缘、戒牒的程序。

在明确了度僧制度的主体之后，政府对每年度僧的名额也重新进行了规定，严防总数增加、滥竽充数。延历二年（783），针对国分寺寺僧名额一事规定：

每国造僧寺，必合有廿僧者，仍取精进炼行、操履可称者度之。……而国司等，不精试练，每有死阙，妄令得度。至是敕国分寺僧，死阙之替，宜以当土之僧堪为法师者补之。自今以后，不得新度。（《续日本纪》）

要求各国国司，当国分寺僧因死亡出现名额空缺时（每寺定额20人），必须进行认真考核，宁缺毋滥。而且补缺者只能限于当地法师，不得从外地补缺。

除了国分寺僧，对各宗派的度僧数也有严格限制，即“年分度者”制度。据现有资料看，延历二十五年（806）前规定的“年分度者”总数不超过十人。延历二十三年（804）的一则“太政官符”规定：每年度僧合计十人，其中三论宗和法相宗各五人。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三日，最澄上表奏请于南都六宗之外加天台法华宗，并赐予年分受度的名额。这条表文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中说：“诚愿准十二律吕，定年分度者之数。……宗别度二人：华严宗二人、天台法华宗二人、律宗二人、三论宗三人加小乘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加小乘俱舍宗。”即希望政府依照十二律吕，将每年度僧的总数增加到十二人。同月二十六日，朝廷以“太政官符”的形式批准了最澄的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不但采纳了最澄关于年分度者总数和比例的建议，还详细规定了度僧的标准。同“太政官符”说：

宜准十二律定度者之数，分业劝催共令竞学。仍须各依本业疏，读《法华》、《金光明》二部经汉音及训，经论之中问大义十条，通五以上者，乃听得度。（《续日本纪》）

也就是说，僧尼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准许得度。即熟悉本宗（本业）的经疏；能同时掌握《法华经》和《金光明经》的汉语发音[5]和日语训读；能正确回答有关经论大义的十个问题中的半数以上。另外，官符中规定的各宗需攻读的经疏如下：“三论业”三人，其中二人学习《三论》，一人学习《成实论》；“法相业”三人，其中二人学习《成唯识论》，一人学习《俱舍论》；“华严业”二人，分别学习《五教指归》和《华严纲目》；“律业”二人，分别学习《梵网经》和《瑜伽声闻地》；“天台业”二人，分别学习《大毗卢舍那经》和《摩诃止观》。“官符”特别强调：如“无及第者，阙除其分，当年勿度”，即宁缺毋滥。

实际上，早在白凤时代就有了以诵读《金光明经》《法华经》为标准的度僧方法。延历十二年（793）年的诏书规定：“自今以后，年分度者，非习汉音，勿令得度。”延历二十五年（806）又制订了上述规定。可见度僧的标准越来越严格。政府通过这样的规定取得了淘汰不合格僧侣、限制僧尼总数的效果。

《延喜式》（927年完成，967年实施）规定：

凡年分度者，试业迄，更随所业，互令各论，择其翘楚者，乃听得度。其应度者，正月斋会毕日令度。毕省先责手实申官，与民部共勘籍，即造度缘一通。省、寮、僧纲共署，向太政官请印即授其身，其別敕度者勘籍度缘，亦宜准此，但沙弥尼度缘者用省印。（《延喜式》）

以法令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年分度者、僧人得度条件（考试方式）、度僧逐层审批的程序。

（二）严肃戒律戒行

新政策要求加强对僧侣的管理，严惩犯戒的僧侣，并且还要问责该僧所在寺院的三纲。延历四年（785）五月颁布的诏书说：

出家之人，本事行道。今见众僧，多乖法旨。或私定檀越，出入闾巷，或诬称佛验，诳误愚民。非唯比丘不慎教律，抑是所司不勤捉也。不加严禁，何整缁徒？（《续日本纪》）

责令有司严查“不慎教律”的僧徒。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廿六日的“太政官符”规定：

受戒之后，皆令先必读诵二部戒本、谙案一卷羯磨四分律钞。更试十二条：本业十条、戒律二条，通七以上者，依次差任立义、复讲及诸国讲师。虽通本业不习戒律者，不听任用。自今以后，永为恒例。（《续日本纪》）

强调僧人必须习律，如果不通戒律，即使学业精通也不得担任立义、复讲和诸国讲师等职务。

在惩罚犯戒失德的僧侣的同时，政府还奖励有学问、有德行的僧人，做到有赏有罚。政府和佛教界对奈良时代寺院聚集于都市、僧侣因外在环境的诱惑而腐化堕落的现象有所反省，宝龟元年（770）十月经慈训等人申请，朝廷解除了禁止僧侣居住于山林的命令。诏书引用了慈训等人的表文：“奉去天平宝字八年敕：‘逆党之徒于山林寺院，私聚一僧已上读经悔过者，僧纲固加禁制。’由是，山林树下，长绝禅迹；伽蓝院中，永息梵响。俗士巢许[6]，犹尚嘉遁，况复出家释众，宁无闲居者乎？伏乞长住之徒，听其修行。”天平宝字八年（764）的敕命，大概是道镜刚刚消灭政敌藤原仲麻吕，为了防止仲麻吕的余党以修道的名义聚集山林而制定的。此刻，朝廷为了鼓励僧人专心修行特准废除了这条禁令。

宝龟三年（772）三月廿一日的官符称：“敕曰：释教深远，传其道者，缁徒是也。天下安宁，盖亦由其神力矣。然则惟僧惟尼，有德有行，自非褒显，何以弘道？”表示要加强对僧尼德行的鼓励。同年天皇敕命拣选“持戒足称”和“看病著声”的十禅师终身供养。

（三）控制寺产经济

延历二年（783）六月的诏书称：

京畿定额诸寺，其数有限，私自营作，先既立制。比来所司宽纵，曾不纠察，如经年代，无地不寺，宜严加禁断。自今以后，私立道场，及将田宅园地舍施并卖易与寺，主典已上，解却见任，自余不论荫赎，决杖八十，官司知而不禁者，亦与同罪。（《续日本纪》）

诏书斥责官员管理不严，致使寺院私自兼并土地，明令有司今后必须严格限制寺院增加土地，否则同罪。

延历三年（784）十二月的诏书称：

山川薮泽之利，公私共之，具有令文。如闻比来[7]，或王臣家及诸司、寺家，包并山林，独专其利。是而不禁，百姓何济？宜加禁断，公私共之。如有违犯者，科违敕罪。（《续日本纪》）

限制寺院、贵族和官吏等霸占山林等资源。

二 仁明朝以后的佛教政策和制度

光仁、桓武两朝制定的限佛政策，自嵯峨朝即开始松动，到仁明朝以后基本就不复执行了。其根本原因在于贵族统治者自身。贵族们期望生前能享尽一切荣华富贵，消灾除祸，来世依旧，而佛教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承诺。因此，他们一方面怀着侥幸，迷恋于祈祷、咒术，另一方面盲信因果，希望通过建寺造塔获得功德。平安时代佛教政策的变迁并非孤例，从历史上来说，当政治面临危机，经济捉襟见肘的时候，统治者往往采取禁佛的政策，而一旦政局稳定，经济形势好转，他们又立即争先恐后，奉佛崇佛，乐此不疲。在此情形下，能够保持清醒、洁身自好的佛教徒往往是少数，更有不肖之徒，推波助澜、图谋私利，最终内外合力，往往导致下一轮灭佛的悲剧。佛陀正法，在这样的世事变幻中沉沦起伏，不亦悲乎！

（一）私寺与御愿寺

在寺院建造方面，光仁、桓武朝对私建寺院、私自向寺院进献土地的限制完全被打破了。以天皇为首的皇室首先自行兴建了大量寺院，有的寺院之后还被指定为官立寺院，享受国家的财政补贴。

平安时代的寺院制度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圣武朝确立的国分寺制度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逐渐解体。中央拿不出经费来维护全国的国分寺，一些国分寺年久失修后逐渐被废弃或者转为私寺，一些被火灾、地震摧毁后就不再重建。新建的寺院主要由皇室和贵族出资兴建，性质上属于私寺。平安时代前期兴建的著名私寺有：嵯峨天皇兴建的观空寺、檀林皇后（嵯峨天皇皇后）兴建的檀林寺、淳和皇后兴建的大觉寺、纪内亲王（桓武天皇皇女）兴建的神应寺、仁明皇后兴建的安祥寺、文德天皇兴建的嘉祥寺、清和天皇兴建的水尾山寺、清和皇后兴建的元庆寺、醍醐皇后兴建的劝修寺等。贵族和僧侣建立的私寺包括：真绍的观心寺、禅林寺，菅野真道的云居寺，藤原绪嗣的泉涌寺，平高栋的平等寺，清原夏野的双丘寺，伴善男的报恩寺，藤原氏宗的圆城寺，源融的栖霞寺等。私寺成了主流。

为了筹集兴建、维护私寺的经费，原有的禁止向寺院进献田产的制度也被废除了。一些贵族甚至通过寺院兼并田产，将寺院实质上变成了私人庄园。除了新建的寺院，还有些寺院原本是贵族的庄园，或者贵族死后捐出的私宅，这样的寺院带有纯粹的私人性质，本来与国家无关，但是平安中期以后，皇室和贵族凭借手中的权力，将私寺纳入定额寺的范围，由国家每年提供相应的维护经费，具有准官寺的资格。由于私寺享有国家和私人的双重资助，在经济上更加富足，原有的纯粹官立定额寺相对衰败，到9世纪末期私寺竟然占据了定额寺的大半。

不过，定额寺在享受官方资助的同时，有义务每年向管理部门提交收支账目（“资财账”），接受国家的监督。而到了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律令制的经济基础瓦解，律令制名存实亡，国家对定额寺的经济支援也无法保障。在不享受待遇的情况下还要接受一定的监督，寺院当然不愿意接受。由此，越来越多的寺院转而寻找私人靠山，到10世纪末，定额寺制度也基本上瓦解了。御愿寺成了主流。御愿寺原本专指天皇发愿兴建的寺院。御愿寺不享受定额寺所拥有的国家的经济补贴，但也不需要接受国家的监督，而且御愿寺还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由天皇家族兴建的御愿寺有：仁明天皇定心院、文德天皇四王院、清和天皇贞观寺、光孝天皇仁和寺、醍醐天皇醍醐寺、朱雀天皇延命院等。其后，以摄关藤原氏为首，大贵族也纷纷以御愿寺的名义兴建寺院，或者将原有的寺院进献给天皇成为御愿寺。早期的代表有比叡山妙香院。妙香院是藤原师辅为其子寻禅专门兴建的寺院，冠以御愿寺的名义。师辅临终时将相当部分的遗产赠予妙香院，用作维持寺院开销的经费。其后藤原氏兴建的著名御愿寺还有：基经极乐寺、忠平法性寺、兼家法兴寺、道长法成寺、赖通平等院等。

（二）僧官制度的瓦解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律令制的僧官制度，平安时代前期基本执行此制度，并有所细化，但中后期因各种原因导致了制度的混乱和瓦解。

广义的僧官分僧纲、僧位和僧职三类。僧纲的定位较为特殊，从律令制度来讲，他们属于政府直接任命的官员，应归入国家的官僚体制；但他们的职权又带有一定的非世俗性，因此可以说兼具教内、教外双重身份。僧纲是最高职位的僧官，负责管理全国的僧侣、寺院，相当于中央。按《僧尼令》规定，僧纲隶属于治部省玄藩寮，从政府官员的序列而言，级别并不高。但僧纲的实际地位和影响远不止于此，富有声望的僧纲可以与太政官平起平坐。僧纲细分为僧正、僧都、律师三级，但三级都非常设，有合适的人选时才能任命。平安时代初期，僧纲人选完全来自南都佛教，其后天台宗逐渐占据了主力。奈良时代以及平安初期的僧纲任命较为谨慎，能够成为僧纲的僧侣凤毛麟角。仁明朝以后，任命因天皇和摄关的个人好恶而变得随意。到了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上层僧侣的贵族化，僧纲队伍不断扩大，出现了权僧正、权僧都、权律师这样的职务，甚至还出现过同时任命五名僧正的事例。

僧位（师位）即大师位、大师号，是赐予僧侣的名誉性称号和待遇，但并非职务。僧位又分为大法师位、法师位、满位、修行位四级，空海和最澄就曾获得传灯大法师位。自贞观六年（854）起，又专门设置了授予僧纲的僧位，分为法印大和尚位、法眼和尚位、法桥上人位三级。但后来由于制度管理松散，两相混淆，非僧纲的僧人也可以被授予法印大和尚等僧位，从而享受与僧纲相同的待遇，因此被称为散位僧纲。

僧职名义上也由政府任命，但实际上主要根据该职所负责的具体事务在僧团内部商定。从寺院管理的角度各寺设有三纲，即上座、寺主、都维那，三纲是寺院的负责人。寺院隶属于宗派，宗派内部又形成大寺院管理小寺院的体系，因此大寺院的负责人往往就是一宗之长。各宗的宗长因宗派不同而称呼不同。天台宗称为比叡山或延历寺座主，同为天台宗的圆城寺派称圆城寺长吏，南都的法相宗称兴福寺别当，华严宗称东大寺别当，真言宗则称为东寺长者。此外，法会也有相应的僧职，例如法务、威仪师、从仪师。还有因才学不同而设定的僧职，称有识三纲，分为担任讲师的已讲；担任宫中说法、仪式的内供奉；专门从事秘法的阿阇梨。

在平安时代前期，大多数中小贵族甚至一般平民可以凭借努力获得较高的僧职乃至成为僧纲；而到了平安时代中后期，上层僧职几乎被门阀垄断，完全贵族化、世袭化了，僧官制度也变得越来越不严肃。正历年间（990—995），藤原道隆担任关白，其子隆圆年仅15岁就被任命为少僧都。据慈圆《愚管抄》记载，朝廷曾经一次任命五名僧正，致使同时在位的僧正达到了十三人，前僧正超过了十人，律师更是达到了一百五六十人。僧官制度原本是朝廷用来管理僧人、控制佛教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僧官泛滥的情况下也就形同虚设，实质瓦解了。

（三）南都北岭[8]的僧兵

僧兵是寺院用来保护寺产的私有武装。平安时代尚未有“僧兵”一词，时人一般称之为“恶僧”，又因为一些僧兵手持刀杖，以袈裟裹头，故被称为“裹头众”。僧兵的主体部分是为逃避役税而出家的农民，随着寺院资产和人员的膨胀，一些城市流民乃至不法之徒也混入其中。另外，在发生大规模战斗时，寺院还会动员大量的寺属庄园的农户和下层武士，他们也被笼统地称为僧兵。

僧兵到10世纪末已呈尾大不掉之势，令寺院管理者也感到头疼。天禄元年（970），天台宗座主良源所著《二十六个条制式》描述当时的比叡山僧兵“执兵仗，出入僧房，往来山上”，良源不禁气愤地表示：

兵器是在俗武士之所持，经卷是出家行人之所玩，在俗之士设学经文，出家之人何用兵具？……而如闻者，或僧等结党成群，忘恩报怨，怀中插着刀剑，恣出入僧房，身上带持弓箭，猥往还戒地，……愁吟动山，谤毁喧世。

最著名的僧兵集团是比叡山延历寺的山法师和奈良兴福寺的奈良法师，他们是南都北岭恶僧的代表。白河天皇曾经说天下有三大不如意：贺茂川的水灾、双六的游戏、山法师。执掌摄关政治大权的藤原道长也曾经愤愤地称兴福寺蛮不讲理的做法为“山阶道理”（兴福寺又名山阶寺）。

山法师的发展壮大与天台宗内部的斗争有关。圆仁的弟子和圆珍的弟子围绕着比叡山的控制权分成了两大派，即慈觉派和智证派。慈觉派人多势众，将智证派逐出了比叡山。后者不得不退居于圆城寺（三井寺），由此两派又分别被称为山门（比叡山）和寺门（圆城寺）。山门和寺门冲突不断，先是争夺天台座主的宝座，其后寺门见无法取胜又想要设立单独的戒坛授戒，这也遭到了山门的强烈反对，结果双方数度兵戎相见。例如长久元年（1040）四月，山门僧兵为了反对圆城寺戒坛，武装进京，《春记》记载说：“僧等成群党，显刀剑，横行京中，杀害为宗。……叡山滥恶不可云云”。永保元年（1081）双方又围绕着坂本日吉神社的控制权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据《扶桑略记》记载，同年四月廿八日，山门僧众“数千军兵”包围圆城寺，准备强攻，而寺门也不甘示弱，以数千人布阵列防。最终，天色将昏，山门担心夜晚作战不利撤兵。六月五日，朝廷就事件作出了不利于寺门的决定，寺门僧众抗旨不遵，还赶走了朝廷的使者。朝廷不得不下令抓捕闹事者，山门僧兵数千人趁机于九日“著甲胄，引率战士”攻打圆城寺，烧杀劫掠，大火烧毁了圆城寺境内御愿院15所、堂院79所、塔3座、僧房621所、其他房屋1493处，整座寺院几乎被付之一炬。《扶桑略记》记载说：“门人上下各个逃隐山林，或含悲入黄泉，或怀愁仰苍天。”足见其惨状。

除了与寺门的斗争，围绕着多武峰和清水寺的控制权，山门与兴福寺也发生了冲突。在相持不下的局面下，双方还使用了抬神物强行上诉的办法来要挟朝廷支持自己。山门僧众抬的是日吉山王的神舆，兴福寺僧众抬的是春日神社的神木。[9]他们将神物抬入京都，到朝堂外或者重臣宅邸前示威，如果朝廷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将神物丢弃在那里扬长而去，直到朝廷屈从为止。神物是神灵的象征，在平安时代具有崇高无比的神圣性。例如春日大神是藤原氏的祖先神，神木就是春日大神的象征，因此当僧众抬神物入京强诉时，以藤原氏为首的贵族官僚往往束手无策，有的干脆一躲了之，造成罢朝的混乱局面。据统计，自公元14世纪末到16世纪（天文末年）之间，寺院间进行争斗、僧众抬神物进京强诉的事件有二百四十几起，其中院政期就超过六十回。[10]
最典型的例子是永久元年（1113）山门与兴福寺先后以神物要挟朝廷的事件。事件的起因是朝廷任命于延历寺出家的圆势担任清水寺别当。兴福寺认为清水寺是其末寺（下辖寺院），任命天台宗僧人为别当不妥，遂奉神木入京，要求朝廷罢免圆势。朝廷不得已答应了兴福寺的要求，改任兴福寺的永缘为别当。对此，比叡山僧徒大为不满，抬神舆入京强诉，要求处置兴福寺带头闹事的实觉。白河法皇问计于众公卿，因为事关兴福寺，众人竟然都缄默不语。法皇只好同意了山僧的要求。对此，兴福寺寸步不让，不但要求朝廷赦免实觉，还要求将天台座主流放，将京都的祇园划归兴福寺所有，并威胁要再度上京强诉。与此同时，他们征集属下庄园的庄民，准备伙同僧兵进攻比叡山。在此危急情况下，朝廷上众公卿无计可施，竟然问计于卜。最后还是武士首领平正盛、平忠盛坚决主张以武力阻止兴福寺僧兵进京，最终经过在宇治的战斗，击退了僧兵。事件反映了寺院的跋扈和朝廷的无能。贵族最终不得不借助武士来收拾事态，武士的地位也由此进一步上升。

恶僧或者僧兵为非作歹，严重地破坏了佛教的形象，但他们不但不加以反省，反而试图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承安三年（1173），兴福寺僧兵向延历寺发出挑战书（《欲早遂对面决两门雌雄状》）称：

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在俗犹厌之，出家谁好之？然而身子之留智惠焉，垂胜负而拉牢度之辈；天帝之多慈悲矣，诤雌雄而返修罗之军。粤我等者，当来导师之大慈氏尊之门徒也，……不绕强暖之方便者，争全像末之人法哉。

可见他们自称弥勒之门徒，辩称发动战争是为了灭除恶徒，在像法、末法时代保全佛法。

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南都与北岭的僧兵进一步壮大，终于形成了半正规的军事团体，在武士集团的纵横捭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节 佛教的新动向

一 宗派佛教的兴起

光仁、桓武虽然对佛教采取了强硬措施，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废佛。相反，他们试图改革佛教从而使之更好地为君主制服务。为此，他们一方面削弱既有佛教的势力，另一方面着意扶植新的代言人。桓武迁都京都后，在新都城修建了东寺、西寺，在近江国建造了梵释寺等寺院。新寺院建好了，但还缺少新面孔，在此背景下，最澄和空海横空出世了。

据说向桓武天皇推荐最澄的是和气清麻吕和内供奉寿兴，其中和气清麻吕的作用很大。[11]清麻吕在与道镜的斗争中遭到迫害，对奈良佛教的弊端深有体会。道镜倒台后，清麻吕只是官复原职，并没有获得特别奖赏。桓武天皇一登基，清麻吕立刻受到重用，大概是因为有大君主情结的桓武对清麻吕的忠君行为特别赏识。清麻吕怀着知遇之恩，揣摩桓武的心思向他举荐了最澄。最澄确实是桓武天皇心目中的备选之材：才智出众、抱负远大，且不愿与旧佛教同流合污。于是，最澄被派往唐朝求法，其目的就是承继法脉，创建新教。果然，最澄回国后在桓武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地建立了天台宗。其后，在嵯峨天皇的支持下，与最澄同时入唐求法的空海也创立了真言宗。

天台宗与真言宗的建立不仅改变了平安时代佛教的格局，还为日本佛教开辟了新时代，即宗派佛教的时代。此前我们已经强调过，奈良时代虽然成立了六宗，但当时的宗还处于学派的阶段，并非排他性的宗派团体。而平安初期新建立的天台宗与真言宗却是名副其实的宗派，在二宗的刺激下，原有的六宗也逐渐向宗派转变。[12]天长七年（830），淳和天皇诏命各宗概括自宗教义上呈。三论宗玄叡呈《三论大义钞》四卷、法相宗护命呈《大乘法相研神章》五卷、华严宗普机呈《华严一乘开心论》六卷、律宗丰安呈《戒律传来记》三卷、天台宗义真呈《天台宗义集》一卷、真言宗空海呈《秘密曼陀罗十住心论》十卷和《秘藏宝钥》三卷，史称“天长六本宗书”。该事件可以说是宗派佛教正式成立的标志。圆珍《诸家教相同异集》中的一段话明确记录了当时的八宗：

问：“常途所云我大日本国总有八宗，其八宗者何？”答：“南京有六宗，上都有二宗，是为八宗也。南京六宗者，一华严宗、二律宗、三法相宗、四三论宗、五成实宗、六俱舍宗，上都二宗者，一天台宗、二真言宗。”（《诸家教相同异集》）

宗派时代的佛教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宗派的理论基础在于其对自身教义的高度推崇，带有强烈的排他性。这一点从最澄与南都佛教以及空海的纠葛中可略见一斑。[13]最澄始终以天台为圆教，认为其是佛教教义发展的顶峰，天台宗高于其他宗派。因此，他与南都佛教展开论战，对后者进行了贬低。而南都并不示弱，在著名的“三一权实”大论战中，双方都指责对方为“权”，己方为“实”，也就是强调自身的优越性。同时，最澄虽然意识到自己密教知识不足，从而求教于空海，但他否认密教高于天台。起初，空海对最澄也采取了配合的态度，但当他意识到最澄学习密教只是为了维护天台宗在贵族社会中的地位时，断然拒绝了与最澄的合作。除了利益，更深的原因在于空海自身的宗教信念，即他认为真言密教才是佛教的高峰，这一点在他的判教著作《十住心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理论论战所反映的宗派意识可以说是宗派建立的先声，但推动宗派成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集团化。以藤原氏为代表的贵族政治和经济是其大背景。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不复存在，建立在寺院经济基础上的宗派不得不转而寻求特定贵族的支持，利益冲突因而也在所难免。最澄之后的天台宗逐步走上了密教化的道路，到了安然时代在理论上已经完全认同密教，但这并未改变其与真言宗相抗衡的局面。同理，在天台宗内部出现了山门与寺门的争斗，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胜于天台与其他宗派的斗争，其背后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实际利益。决定派别斗争胜负的，往往也是作为其支持者的大贵族之间的实力高下。特别是到了平安时代中后期，大宗派和大寺院都被贵族控制，宗派矛盾在贵族权力和利益斗争的背景下就变得越发尖锐了。

当然，宗派佛教绝不仅仅只具有负面性，它对日本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起到了刺激作用。在宗派竞争的背景下，各宗的教义和实践特点都有所发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融通佛教固然可以消除极端的宗派偏见，但在其无所不包的融通下，新生事物诞生的可能性也被消解了；而在既有宗派强烈排他性的基础上，新宗派却恰恰必然地会出现，这也为镰仓佛教乃至其后的日本佛教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 佛教的贵族化与世俗化

（一）贵族把持佛教

受摄关政治的影响，日本社会讲究门第、血统，职位世袭的风气越来越浓重，佛教上层也逐渐被世袭化的贵族僧侣所把持。自9世纪末期起，藤原氏主导的贵族政治进入了稳定期。朝廷上由藤原氏北家世袭摄政关白职位，与藤原氏合作的大贵族则世袭其他相应职位。原本为选拔中小贵族子弟出仕而设立的大学也变得世袭化了，中小贵族为了一官半职不得不依附于大贵族，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获得微贱的职位。一些不满于此而又无力改变现状的人不得不选择前往地方发展，而另一些人则选择出家为僧以期出人头地。这主要是因为自奈良时代以后，僧侣在朝廷以及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上层僧侣更是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因此，出家被视为一条终南捷径。但是自10世纪中叶开始，这样的局面也改变了，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僧界重视学识和修为的传统被打破了，在争取高级僧职的竞争中，家庭背景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最后，权门也就是当权的大贵族彻底垄断了高级僧侣的职位，希望通过出家而出人头地的道路也被堵死了。

一般来说，寻禅（943—990）被认为是这一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寻禅是右大臣藤原师辅的第十子，师辅对他十分疼爱。天德元年（957）师辅的妻子突然病故，哀痛不已的师辅在第二年即命年仅16岁的寻禅出家，师从天台宗高僧良源。良源与师辅家关系密切，是师辅外孙的护持僧，师辅对他非常信任。师辅临终时，寻禅尚且年少，师辅将一大部分遗产赠予寻禅，并委托良源代为管理。良源不敢辜负师辅的信任，悉心扶植寻禅。天延二年（974），年仅31岁的寻禅就被授以“一身阿阇梨”位。[14]同年，寻禅又被任命为权少僧都。一般来说，担任僧纲必须从律师开始逐级晋升，寻禅直接成为僧都，可谓特例。天元二年（979），寻禅被任命为僧正，与乃师良源级别相同。良源辞世前遗嘱传位给寻禅。良源逝世后，年仅42岁的寻禅就超越多位前辈成为第十九代天台宗座主。

自此以后，效仿寻禅出家为僧的皇室和上层贵族子弟越来越多。这些人仰仗本家的势力，在寺院里享有特别待遇。寺院为他们准备专用的房舍，专门的侍者，还提供特别的教育。出家的上皇称为法皇，出家的皇子称为法亲王，摄关等贵族子弟也有相应的尊称。各大寺院的座主、别当等职位逐渐被这些贵族子弟把持，到12世纪出现了完全由贵族世袭的所谓“门迹”寺院。据镰仓时代成书的《尊卑分脉》记载，在平安时代中后期，兴福寺、东大寺、延历寺、醍醐寺、东寺的座主、别当等重要职位完全被当时最显赫的几大家族即所谓“权门”的子弟所霸占。贵族子弟将他们的思想、生活方式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佛教，使得寺院生活彻底世俗化，从而导致了戒律松弛、腐化堕落的问题。贵族之间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也被带入寺院，从而使得寺院、宗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复杂、激化。贵族把持佛教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间接结果，即遁隐僧、游化僧和民间佛教逐渐兴起。一部分不愿屈从于权贵的僧侣，或退隐于山林、修行著述，或走向民间传道，被称为“圣”[15]的僧人出现了。这对镰仓时代民间佛教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二）贵族文化的佛教化

佛教上层的贵族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体制内佛教完全被贵族控制，佛教整体沾染了世俗化特点，原有的宗教性和出世性被淡化了。另一方面，佛教全面融入了贵族的生活，成为贵族文化的主轴，贵族文化佛教化了。这对平安时代的文化乃至其后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即便在今天，佛教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以及日本文化中依然随处可见，这与平安时代贵族文化的佛教化是密不可分的。

永观二年（984）源为宪所著《三宝绘词》的下卷详细记录了当时一年之内所要举行的各种佛教法会法事，为我们了解贵族文化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生动的素材。[16]
首先，正月（以下全部为阴历）有“修正会”（修正月）。贵族们聚集于寺院，点长明灯，施粥饭僧，祈愿忏悔。从初八开始七日间，在大极殿和各国国府举行“御斋会”。白天诵读《最胜王经》，夜里修“吉祥悔过法”，以此祈祷国家兴盛、五谷丰登。据考证，这是日本传统的祈年祭的佛教变形。同期，还要在宫中真言院修“后七日御修法”，在治部省修“太元帅法”。二月举行“修二会”。当时的僧侣认为日本的二月相当于印度的正月，因此二月的法会融入了很多民间的贺岁习俗。东大寺要举行取水仪式，兴福寺、石山寺、比叡山等要举行“涅槃会”。官吏们前往川原用石头垒成塔的形状，据说这样可以积集善根。三月举行一系列的法会。代表性的有志贺的“传法会”、药师寺的“最胜会”、高雄的“法华会”、法华寺的“华严会”、药师寺的“万灯会”等。朝廷举办的祈祷国家平安的法会“季御读经”的春季仪式也在二、三月举行。四月正值佛诞，在宫中和佛寺举行盛大的“灌佛会”。此外著名的活动还有比叡山的“舍利会”、大安寺的“大般若会”，比叡山还要举行授戒仪式。五月，长谷寺举行菩萨戒的授戒法会。朝廷给贫困的僧人发放米和盐。六月，东大寺有“千花会”。七月为了庆祝收获稻米，举行“文殊会”，由贵族集资向贫民发放米和盐。七月十五举行“盂兰盆会”，纪念救母的目犍连，供养死者和僧人。八月举行“八幡放生会”，同时在七、八月举行“季御读经”的秋季仪式。九月，比叡山举行灌顶仪式。十月十六是藤原镰足的忌日，为此兴福寺举办“维摩法会”。十一月有熊野“八讲会”、比叡山“霜月会”。十二月从十九日起三日间举行“佛名会”，消除罪障，以辞旧迎新。据说这与日本传统的“大祓”仪式有关。

上述法会中，正月的“御斋会”、三月的药师寺“最胜会”和十月的兴福寺“维摩会”被称为平安时代的三大会。此外，四季开始的那个月，还要修二十一天的比叡忏法。每月第十四日和第二十九日，还要举行招待僧人入浴的“温室”活动。每月第十五日和第三十日，为纪念鉴真和尚传戒，还要供养僧人，举行布萨活动。

佛教法会如此之多，几乎贯穿整年，这还不算一些临时举办的佛教法事。可以说，贵族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被这些法会所占据。法会与当时的朝政一样，带有强烈的仪礼性质。这也反映了贵族文化的特点——通过各种繁复、华丽的仪式来反复确认各阶层的相对关系，形成贵族社会特定的权力认同和文化认同。通过这样的仪式，佛教的思想与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贵族阶层的理性和情感之中，并以文学、艺术等诸多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多愁善感却又优雅平和、天真自然却又华丽瑰异的独特文化。

三 末法思想的出现

平安时代佛教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末法思想的出现。末法思想是形成于中国的一种特殊的佛教末世论。末法思想将佛灭后的世界分为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期，认为在第一个阶段即正法阶段，佛所说的教法（教）尚能被人们正确理解，且尚有人能依教正确修行（行）并最终证得佛果（证）。到了第二个阶段像法时代，虽有教和行，但证果已经不可得了。而到了末法时代，正法沉沦，教行果皆不可能。窥基（632—684）《大乘法苑义林章》对此有简略的概括：

佛灭度后，法有三时，谓正像末。具教行证三，名为正法；但有教行，名为像法；有教无余，名为末法。[17]

在信奉末法思想的人看来，伴随着末法而出现的将是众生的不可解脱，现实世界的天灾人祸。自印度传来的《大集经》《摩耶经》《俱舍论》等经论中虽然也有对行人不思进取、佛教行将衰落的警告，但并未宣扬上述的末世论。一般认为，末法思想的出现与中国反复出现的灭佛运动有关。南北朝末期的慧思（515—577）、净影寺慧远（523—592）等人在经历了北周世宗的灭佛后，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从而宣扬末法思想，警示佛教徒。到了唐代，相关说法已广为流传。

末法思想传入日本后，在天灾不断、世事无常的特定风土背景下，末世论的色彩越发浓重，最终成了净土思想兴起的温床。一般认为，日本的末法思想传自于奈良时代，在平安时代成为佛教界乃至信奉佛教的贵族阶层的普遍话题，不过大家对末法时代的认识和理解有所不同。

最澄《守护国界章》说：“当今，人机皆转变，都无小乘机。正、像稍过已，末法太有近，法华一乘机，今正是其时。”强调日本已经进入末法时代，众生已无小乘机（这里指通过自身修行获得解脱的可能），只能配以最上乘的法华一乘。这一思想为后来的日莲所继承。空海《理趣经开题》则说：“人法法尔，兴废几时，机根绝绝，正像无别。”看来空海本着即身成佛的立场，对于末法时代并无特别的强调。源信《往生要集》直接将末法时代与净土念佛联系了起来，提出众生为“浊世末代之目足”，因此应修“易觉易行”的“往生极乐教行”。这一点为后世的法然和亲鸾所继承。

关于末法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末法时代到底始自何时。如前所述，界定末法的年代与佛灭年代有密切关系。最澄的弟子光定在《传述一心戒文》中将佛灭年代定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公元前949年），成为平安时代通用的说法。而对于正法和像法时期的长短，又有五百年和一千年以及各一千年等几种说法。由此推算出的末法元年就有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和永承七年（1052）等结论。前者恰好与《日本书纪》所记佛教官方传入日本的年代一致，《日本灵异记》中记载药师寺景戒就持这种看法；而法相宗和天台宗则认同后一种结论。源为宪所著《三宝绘词》称永观二年（984）是“释迦牟尼佛隐给后一千九百卅三年成，像法之世”。藤原资房的日记《春季》记录了永承七年（1052）长谷寺失火付之一炬的事件，称该寺“第一灵验所，末法最年有此事，实令人惊恐”。所谓“末法最年”，即步入末法的元年。可见为宪与资房都采用正法千年说。二人生活的年代相差了半个多世纪，说明末法时代的话题大概已经为贵族所熟知。

此外，通过考古发掘而出土的埋经也证明了平安时代末法思想流行的事实。埋经就是掩埋于地下的佛教经典。这些经典有的是用纸张抄写的经卷，被放在特制的经筒中埋入地下，还有的是用黏土烧烤的瓦经和用铜版等金属制成的铜版经。较为著名的是发掘自奈良县吉野郡金峰山的经筒。经筒上镌刻有“弟子道长敬白”等字样，被认为是藤原道长亲自捐奉的埋经。一般认为，埋经是信徒们为了迎接末法时代而埋藏的。从年代上看，最早的埋经出现于10世纪，主要发现于距离京都较近的吉野、熊野等地，大约自11世纪后半期起开始向各地扩散。这也大体反映了末法思想在平安时代传播的时间和次序。

四 净土信仰的兴起

净土信仰的兴起是平安佛教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它反映了日本佛教从专注于理论研究开始向侧重实践逐步转型的时代特征。

对佛国净土的向往伴佛教的传入产生，圣德太子就是一个代表。现今保存的太子妃制作的天寿国绣帐，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贵族佛教徒期盼死后往生佛国的情况。奈良时代的著名歌人山上亿良（660—772）在诗中咏道：“爱河没浪已光灭，苦海烦恼亦无结，从来厌离此秽土，本愿托生彼净刹。”

与印度和中国的情况相似，早期的净土信奉者因为依据的经典不同，对净土的信仰也五花八门。有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兜率天弥勒净土、阿[image: ]佛国净土、药师佛国琉璃净土等，自奈良时代起阿弥陀净土逐渐成了净土信仰的主流。进入平安时代以后，净土信仰进一步抬头，以天台宗比叡山为中心，在佛教界、贵族、民众等各个阶层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者和支持者。奠定天台系统念佛传统的是入唐求法的圆仁，之后在民间获得成功的是空也和千观，试图从理论和实践沟通天台与净土的有源信和觉运，觉运等人还积极地在贵族社会中宣传净土念佛，使念佛成了贵族佛教的一种新风气。关于平安时代净土信仰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第六章第四节中专门介绍。

五 秘法咒术的流行

密教于平安时代初期正式传入日本[18]，对平安佛教和其后的日本佛教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平安时代的密教代表人物空海、最澄、圆仁、圆珍、安然等人的事迹和思想，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详加介绍，在此简略介绍密教传入日本的背景和平安时代秘法流行的概况。

（一）密教传入日本的背景

自7世纪以后，随着印度教的复兴和佛教的印度教化，密教成了印度佛教的主流。密教的秘法、咒术作为印度宗教的特有元素，原本就残留于佛教之中，在7世纪以后，以《大日经》《金刚顶经》[19]为代表的新生密教典籍对既往密教进行了改造，将单纯追求禳灾祈福、驱魔除妖的秘法与大日如来信仰、解脱成佛思想结合起来，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修持体系。因此，一般将此前的密教称为杂密阶段，将自此而兴的密教称为纯密即纯粹密教的阶段。

自公元7—8世纪起，密教在世界范围传播，对中国佛教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部南经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在缅甸、云南等地与当地信仰结合，形成了“滇密”（阿吒力教）。另一部经尼泊尔传入西藏，与苯教等传统宗教相结合，形成了西藏佛教的主流即“藏密”。还有一部经西域走廊传入汉地，形成了“唐密”。事实上，早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即有密教类典籍被译出，现存最早的当属吴支谦所译《华积陀罗尼神咒经》等四部。早期的一些传法高僧如佛图澄、昙无谶也被认为精通秘法。唐朝初年，随着地婆诃罗、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人的来唐，密教典籍的翻译进入高潮。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和不空（705—774）相继来唐，翻译了《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纯密典籍，史称“开元三大士”。密教在中国风靡一时，直接影响了日本佛教。

善无畏据说出身东印度的王族。他出家后起初修行法华三昧和禅观，其后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从达摩掬多学习密教，遵师嘱到中国传教。开元四年（716），他抵达长安，时年已达80岁高龄。他翻译了《大日经》《苏悉地羯罗经》《虚空藏求闻持法》等经典，一边翻译，一边讲解。他的弟子一行（683—727）就是根据他的讲解整理了《大日经疏》20卷。[20]善无畏晚年打算回国，但未果，终于中国，世寿99岁。

金刚智出身中印度（另一说为南印度），10岁入那烂陀寺求学，起初学习声明（五明之一，研究印度文字和语法的学问），其后又学习大小乘律，《般若灯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中观著作，《瑜伽师地论》《唯识论》《辨中边论》等瑜伽行著作。31岁时赴南印度投龙智阿阇梨学习密教七年，受《金刚顶经》密旨。开元八年（720），他抵达洛阳，后活跃于两京。他在华主要从事金刚界部经典的翻译和讲解，译有《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等8部11卷，并设金刚界曼陀罗灌顶道场传授弟子。他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多见祈雨、治病等神异活动。金刚智晚年也奏请回国，但因病逝于洛阳。金刚智的传法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人，其中以不空最为出色。

不空是不世出的天才，在整个汉语佛教圈都有重要影响。他是西域人，幼年随家人迁居长安，其父亲是北印度婆罗门，母亲是康居国人。也有说法称他为狮子国（斯里兰卡）人，幼年于阇婆国（印度尼西亚爪哇）遇到金刚智，随同金刚智一起来华。他先从金刚智学习声明，很快掌握了梵语等多种印度和西域语言，并协助金刚智译经。20岁时他受具足戒，从金刚智学习秘法。不空原本计划陪同金刚智回国，金刚智入灭后，他奏请独自赴印度求法。结果朝廷委派他出使狮子国（斯里兰卡），他在当地从普贤阿阇梨学法，并收集了大量密教典籍。[21]41岁时，不空重返中国，开坛授法，唐玄宗亲自率僧俗接受灌顶。此后他成为玄宗、肃宗、代宗三代国师。他在译经方面贡献很大，译有以《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耶大教王经》[22]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密教典籍，总译经数达77部101卷[23]，被誉为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他还于代宗朝在五台山建立了密教道场，最著名的是金阁寺。长安则有青龙寺。他的弟子最出色的有八人，其中青龙寺惠果（746—805）传法于日本空海。不过，密教在中国汉地于会昌法难中遭到沉重打击，于唐末即已走向衰落。宋初虽有大量新译密教典籍出现，但并未产生多少影响。随着宋代儒学的复兴，一些不符合儒家礼教观念的密教典籍被查禁，密教逐渐在汉地销声匿迹。元、清两代统治者虽然信奉西藏密教，但影响不及民间。

综合而言，密教是公元7—9世纪世界佛教的潮流，盛唐时代的长安一度成为世界密教的中心之一。在此背景下，密教也迅速征服了日本上层统治者，平安时代的高僧几乎无不与密教有关。传教大师最澄号称“圆、戒、禅、密”并弘，归国后即应朝廷的要求举行了密教灌顶仪式，并在天台宗内部设立了专修密教的“遮那业”。继最澄之后入唐求法的圆仁和圆珍主要学习并传回了密教，后世的天台修密弟子以他们为祖师，分别形成了根本大师流（最澄）、慈觉大师流（圆仁）、智证大师流（圆珍）三大流派。最澄尚且以天台为本，持“圆密一致说”，而其弟子圆仁则持“理同事胜说”，以为密教与天台“理”上相同，但“事”上更加殊胜。其后的圆珍、安然等人更是倡导“理事俱胜”说，全面肯定密教，日本天台完全密教化，被称为“台密”。而与最澄同时入唐求法的弘法大师空海师从不空的弟子惠果专攻密教，回国后创建了真言宗。由于空海一系的真言宗以东寺为大本山，真言宗密教又被称为“东密”。东密和台密是日本密教的两大系统。[24]
东密与台密各具特色。东密确立于空海时代，因空海已经建立了金刚界、胎藏两部完整的密教体系，其后世弟子虽有圆行、常晓、慧运、宗叡等人先后入唐求法，但他们因不敢突破师说，因而对真言宗的发展并无特别贡献。与此相反，最澄所传密教纯密与杂密夹杂且并不完整，因而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圆仁、圆珍等人入唐求法以密教为主，他们不但于金刚界、胎藏两部取回了比空海更为完整的典籍和修持仪轨，还于两部之外建立了苏悉地部。[25]此外，天台宗自最澄起就很重视密教与天台宗教义的融合，因而他们特别重视有天台学养背景的唐一行所著《大日经义释》[26]，台密思想的出发点即基于此书。台密融合显密（“显”指以天台宗为代表的汉地佛教思想），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汉地佛教的特色，形成了诸如本觉思想这类对日本佛教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又因为重视《大日经义释》，台密的教义和实践更加偏重于胎藏部，而东密更加重视金刚界部。从对显教的吸收角度而言，空海更加推崇华严，他还特别重视托名龙树的《释摩诃衍论》，与华严、起信等真如缘起一系的中国佛教关系较为密切。

除了真言和天台两宗外，南都的东大寺、大安寺、兴福寺等寺院也有僧侣修习密教。其中东大寺与真言宗关系密切，有空海建立的真言院，其再传弟子圣宝（832—909）是著名的三论和密教的高僧。可以说，密教成为当时各宗兼修的重要法门。这种特点直接影响了此后日本佛教的进程，到镰仓时代各个宗派都渗透有密教的色彩，密教化成了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

（二）平安时代形成的主要秘法

密教崇尚秘法。从形式上来划分，秘法有陀罗尼（咒术）、曼陀罗（结坛作法）、灌顶（秘密传授）、金刚瑜伽[27]、护摩[28]、星象、书符、大乐双修等。从目的来划分，可分为禳灾除祸的息灾法、增进福祉的增益法、召集善神的钩召法、折伏恶邪的降伏法、祈请护持的敬爱法、祈求增寿的延命法等。

秘法因其神秘性和所宣扬的灵验性受到统治者的追捧，密教僧侣也把秘法当作弘扬密教的利器，官修秘法自平安时代起在日本的护国法事中占有主导地位。最具代表性的官修秘法包括“后七日御修法”“太元帅法”“炽盛光法”“大安镇法”等。

“后七日御修法”创自空海。空海因密教而受到嵯峨天皇的特别崇信，京都的东寺被嵯峨天皇赐给空海用作弘扬密教的专门道场，另外还在宫中建立了专修密教的真言院。在此之前，宫中每年年初举办诵《金光明经》等护国经典的法会，空海以这些法会法力不足为由，请求朝廷许可在金光明法会的同时于真言院举办密教法会。这个法会即“后七日御修法会”。御修法会的道场按照密教的教义布置，殿内东面张挂胎藏界曼陀罗，西面张挂金刚界曼陀罗，两曼陀罗前各设有本尊坛，正北则张挂不动明王等五大明王画像。殿外还设有息灾护摩坛、增益护摩坛等。胎藏、金刚两界每年轮换作法，在当值的本尊坛上安放八脚桌，桌上供奉天皇的御衣。主持法事的阿阇梨（通常是东寺长者）在法会上加持御衣和一种特制的香水。法会结束后，香水送进宫中洒在天皇身上，称为加持香水。御修法会自空海起逐年举行，历史悠久，成为真言宗最重要的法事。明治四年（1871），在废佛毁释的大潮下御修法令一度被废除，但在真言宗的申请下得以重开，不过地点移到了东寺灌顶院，香水加持也不再进行。

“太元帅法”是由常晓传入日本的。常晓（？—866）原本是三论宗僧侣，后来学习密教成为真言宗僧。他于承和五年（838）入唐追随不空的弟子文璨，第二年传回了太元帅法。太元帅明王是密教的护法神，其身体呈黑青色，四头八臂，张目獠牙，浑身为火焰所包裹，异常恐怖。常晓称君主礼拜此明王可以免除恶贼与疾病困扰，唐王朝以之为“治国之宝、胜敌之要”，鼓动日本朝廷准例实施。当时恰值日本与新罗外交关系恶化，朝廷遂同意参照真言院御修法的成例，于每年正月初八日起七日间在治部省修此秘法，由天皇亲自礼拜明王并接受坛主加持。“太元帅法”与“后七日御修法”并称为真言宗的两大护国秘法。

圆仁与常晓同时入唐，在五台山、青龙寺学习密教，回国时不但带回了大量的密教典籍，还传回了空海未曾传入的苏悉地大法。“炽盛光法”就是由圆仁传入的重要密法。“炽盛光法”依据的是唐不空译《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该经的核心是陀罗尼咒，在结坛作法时念诵。就功德缘起，该经说：

若有国王及诸大臣所居之处及诸国界，或被五星陵逼，罗睺彗孛妖星，照临所属本命宫宿及诸星位；或临帝座于国于家及分野处，陵逼之时；或退或进作诸障难者，但于清净处置立道场，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修饰坛场，至心受持读诵，一切灾难皆悉消灭不能为害。

若太白火星入于南斗，于国于家及分野处作诸障难者，于一忿怒像前，画彼设都噜形，厉声念此陀罗尼加持，其灾即除移于不顺王命悖逆人身上。

此陀罗尼，一切如来同共宣说，……能成就八万种吉祥事。能除灭八万种不吉祥事。

圆仁依据经文，宣称掌管天皇命运的本命星如果遭到妖星侵犯，就会危及天皇的圣体安康乃至引起天灾地变、风雨不调、国家动乱，而修“炽盛光法”可以使本尊炽盛光如来放大光明，消除灾星。朝廷批准了圆仁的请求，诏命于比叡山修建总持院作为专修“炽盛光法”的道场。因该法主要为天皇祈福，总持院又被称为天皇的本命道场。嘉祥三年（850），圆仁初修此法，遂成为台密的代表性秘法。平安时代、镰仓时代，皇室必修此秘法，一直到现在，天台宗青莲院仍在每年元旦“修正会”和十月“秋期大法要”上修此法。

“大安镇法”也是天台系的秘法，以不动明王为本尊，在宫中兴土木时用于镇宅。此外，台密还有“七佛药师法”“普贤延命法”等秘法。

（三）秘法流行的原因

秘法流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民族文化中巫术的影响很深远，秘法被当作了更加强有力的巫术。贵族迷信秘术，利用秘术息灾、灭罪、延寿、安产、除魔、驱病、招财。《紫式部日记》详细记述了藤原道长一家信奉秘法的情况，生动地反映了贵族生活与秘法的关系。

道长的长女彰子婚配给了一条天皇，临产时道长聘请验者（法力高超的密教僧）施秘法安产。彰子的寝室和住所被布置成了密教的道场，寝室内高悬五大明王画像，每一画像前站立一名验者，施护摩法、诵陀罗尼经。据说，彰子临产时果然遭到妖魔纠缠，关键时刻，验者们大发神威，或祈祷、或结手印、或高声厉色呵斥妖魔，有的甚至翻滚在地，说是被妖魔打倒，总之，一番苦斗后小皇子才得以顺产。道长大喜，重赏众僧。道长的儿子赖通生病时，也请验者来驱魔治病。验者声称赖通的病是由于受到了道长政敌藤原伊周亡灵的侵扰，需要结坛施法。据说施法后赖通的病情果然好转。当道长自己生病时，也请验者来驱魔治病，验者称怨鬼是被道长逼迫退位从而愤懑致死的三条天皇。如此等等，可见一些密教僧利用贵族的心理吹嘘自己的法力。

承和元年（834）空海上表奏请建立宫中真言院时，曾经在表文中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佛法分为浅略趣和秘密趣两途。浅略趣指一般的经典，秘密趣指经中的陀罗尼。浅略趣好比是病理学和医药学的书籍，通过这些书就可以明白生病的原因以及何种药物能够治病，而秘密趣就好比是治病的药方。明白为什么生病固然重要，但没有药方是万万不能的。空海以这个浅显易懂的比喻说明了秘法的实用性，但其前提是显密贯通。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赖密教的贵族们和空海的大部分后世弟子们却真的把秘法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急功近利，买椟还珠，连佛教的灵魂都抛弃了。这恐怕也是空海始料未及的吧。

六 神佛习合思想的发展

（一）神与佛的融合

“神佛习合”指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与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的融合。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在佛教传入之前日本已经具有原始的宗教信仰，一般总称为原始神道。佛教传入后，佛教与神道教在思想上相互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神道教在佛教的启迪下逐渐走向系统、成熟；同时，神道教又对日本佛教的民族化形成了深刻影响，在日本佛教的思想深处随处可见神道教的影子。

“神佛习合”历经了几个阶段。在飞鸟和白凤时代，佛教刚刚传入，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一般民众，对佛和佛教的认识都很模糊，把佛当作一种外来新神的看法非常普遍。所以，排佛派提出了信佛会引起旧神（在来神）即本土神恼怒的说法。反之，崇佛派则强调神也愿意听闻佛法，法悦欢喜，并愿意护卫佛法。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神悦佛法”说。圣武朝时铸造东大寺大佛，宇佐八幡神宫的神职人员为了取悦天皇、骗取奖赏，谎称八幡神也欣闻佛法，降下神谕协助造大佛。这可以说是“神悦佛法”说的官方版本。“神悦佛法”强调神佛并尊。天武五年（676）夏大旱，朝廷为祈雨而“遣使四方，以捧币帛，祈诸神祇，亦请僧尼，祈于三宝”。圣武天皇建立国分寺诏（741）也说：“前年驰驿增饰天下神宫，去岁普令天下造释迦牟尼佛尊像。”（以上《续日本纪》）

“神悦佛法”说之外，将神视为六道轮回的众生之一，认为神尚未摆脱轮回痛苦，渴望听闻佛法获得解脱的说法也渐渐出现了，姑且可以概括为“神乞佛法”说。[29]《藤氏家传》“武智麻吕传”灵龟元年（715）条记载说，武智麻吕梦中见到容貌非凡的奇人，奇人说：“公爱慕佛法，人神共和，幸为吾造寺，助济吾愿。吾因宿业，为神固久，今欲归依佛道，修行福业，不得因缘，故来告之。”武智麻吕认为此人乃气比神，于是在越前的气比神社内建造了小型的寺庙，这被看作神宫寺的鼻祖。

《类聚国史》的另一则记载说，若狭比古神社的神主和宅继于天长六年（829）三月，追溯该神社神宫寺的缘起说，“养老年中（717—724），疫病屡发，病死者众，水旱失时，年谷不稔”，他的曾祖赤磨，“归心佛道，练身深山”，大神为此感动，化成人身对赤磨说：“此处是吾住处，我禀神身，苦恼甚深，思归依佛法，以免神道，无果斯愿，致灾害耳，汝能为吾修行。”赤磨于是建道场造佛像，号曰“神愿寺”，为大神修行，其后果然“年谷丰登，人无夭死”。若狭比古神托生神身，甚为苦恼，想要皈依佛法，摆脱神道，未果便导致灾害频仍。赤磨为之建寺修行后，灾害果然消失。

成书于延历七年（788）的《多度神宫寺伽蓝缘起并资财账》记载说，天平宝字七年（763），多度神社以东原有佛教道场，满愿禅师住于其中，敬造丈六阿弥陀佛像。一日，多度神突然附体人身对满愿说：“我多度神也。吾经久劫，作重罪业，受神道报。今冀永为离神身，欲归依三宝。”如是数遍。满愿于是在神坐山南麓辟出一片空地，建小佛堂供奉神像，称之为“多度大菩萨”。此堂后来发展为多度神宫寺。

《日本灵异记》下卷第二十四缘说，近江国的陀我大神一日以猿猴之身出现在于神社旁边的佛堂中修行的僧惠胜面前，对他说：“我东天竺国大王也，彼国有修行僧徒者数千人，故农业怠。因我制言，从者莫多。其时我者，禁徒众多，不妨修道，虽不禁修道，因妨从者，而成罪报。犹后生受此猕猴身，成此社神。故为脱斯身，居住此堂，为我读《法华经》。”这里将托生神身看作罪报，因陀我神的前生妨碍行人修道，因而受此罪报。这类记述显然是为了宣扬佛法胜于神道。“神乞佛法”说比“神悦佛法”说更进一步，神与佛的地位出现了落差，神成了被佛拯救的对象，这反映了佛教势力的不断上升。

如上述史料所显示，神宫寺大致出现于公元8世纪中叶前后。神宫寺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与神道教信仰的进一步调和，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民众期求更多的保佑，逢神必拜的自发朴素心理。这样的现象被僧侣和文人加以提炼，进一步强化成了神悦佛法、神乞佛法等观念。进入平安时代即公元9世纪以后，官方大神社也逐渐建立神宫寺。到了平安时代中期，神社内建寺、为神社度僧、在神前诵经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另外，寺院内建神社（镇守神社）、寺院管辖神社的现象也很普遍。例如比叡山上有日吉山王神社，高野山有天野神社，兴福寺下辖春日神社。神的形象也佛教化了，神被尊为“菩萨”，出现了八幡大菩萨、多度大菩萨等新称谓，僧人外表的八幡大菩萨神像也出现了。

关于比叡山日吉山王神社的起源，《山家要略》说：

最澄将入唐求法，诣葛城神祠祈之。神告曰：“是大愿也，我力所不覃也，宜祈天神地祇，但三轮大神者，我邦之地主，而三国共崇之，宜诣彼而祷之。”澄归叡山，山有杉树，见三光，认光而行识焉。归朝后就光处而立神祠，所谓日吉大宫也。

这则传说反映了最澄与日吉神社的关系。一般认为，最澄留学中国时，在天台山国清寺看到山王祠，回国后他将中日两国的山神信仰结合起来，以山王来称谓比叡山神，将支撑日吉神社的山王神道系统化了。[30]
另《叡山大师传》说，最澄为渡海祈愿，造佛像抄写经卷，“又奉为八幡大神，于神宫寺自讲《法华经》，乃开讲竞，大神讬宣：‘我不闻法音，久历岁年，幸值遇和上，得闻正教，兼为我所修行，种种功德，至诚随喜，何足谢德矣？苟有我所持法衣，……奉上和上，大悲力故，幸垂纳受。’……此大神所施法衣，今在山院也。又于贺春神宫寺，和上自讲《法华经》，谢报神恩”。这是有关最澄神前讲经的记载。《文德实录》称：“嘉祥三年（850）五月九日，是日有制，为诸名神，今度七十人，各为名神，发愿誓念，其得度者，皆以神字被于名首。”这是为神度僧的实例，被度的僧人还都以“神”字为法名的头一个字，以表纪念。《文德实录》还说：“齐衡元年（854）四月丁巳，遣传灯大法师位智戒、兴智，传灯法师位明昭、玄永，传灯满位僧基藏、基秀，向七道诸国名神社，转读《般若》，祈民福也。”这是为神诵经的实例。《三代实录》说：“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良房），……奉为八幡大菩萨，于丰前国写一切经。”这是为神写经、安置经卷的实例。这些记述生动体现了平安时代神佛习合的情况。

（二）本地垂迹说的提出

神佛融合需要理论上的说明。平安时代中期，“本地垂迹”说应运而生了。所谓“本迹”，即以佛为“本”，以神为“迹”，即佛的显现。“本迹”思想源自《法华经》和天台宗。《法华经》说明了久远实成的法身佛与历史上菩提树下觉悟成佛的释迦牟尼佛的关系，认为释迦佛是法身佛的显现，即“迹”。天台宗据此发展了本门、迹门说。另外，“本地垂迹”一词早在南北朝时期，随着罗什译出《法华经》即已出现。罗什的弟子僧肇《肇论》说：“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不思议一也”，是自古传诵的名句。

天台宗传入日本后，本迹思想为神佛融合提供了最好的理论依据。《三代实录》所载贞观元年（859）延历寺惠亮的上表文称，惠亮表请延历寺置年分度者二人：

一人为贺茂神，可试《大安乐经》，加试《法华经》《金光明经》；一人为春日神，可试《维摩诘所说经》，加试《法华经》、《金光明经》。

这里将年分度僧与为神度僧结合了起来。[31]关于其理由，惠亮说：“皇觉导物，且实且权；大士垂迹，或王或神。故能圣王治国，必赖神明之冥助；神道剪累，只凭调御[32]之慧刃。”《诸神本怀集》的说法更加系统：

夫佛陀乃神明之本地，神明乃佛陀之垂迹，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现本。言神明言佛陀，若外若里，互施利益；谓垂迹谓本地，为权为实，皆致济度。

该文章还强调：

但深崇本地必归敬垂迹，从本垂迹故也；唯尊垂迹，未必归依本地，非由迹垂本故也。故欲归依垂迹之神明，必归依本地之佛陀也。

说明神、佛虽若外若里，为权为实，“皆致济度”，但仍应以皈依佛陀为本。

本地垂迹说出现以后，神佛的关系逐步固定化，以佛为本，以神为迹，因此神的代名词即“权现”。到平安时代末期，神佛的一一对应关系逐步定型，形成了神佛同体的现象。例如伊势神宫的主神天照大神，以大日如来为本地佛；八幡神的本地佛是阿弥陀佛；[33]住吉神的本地佛为大势至菩萨或文殊菩萨。[34]
七 中日佛教交流的主导转向民间

平安时代的中日佛教交流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表现为民间渠道取代官方成为主流；随着人员往来的递增，信息更新更加及时，双方的交流也更加深入。来唐、来宋的高僧都受到了中国官方的高规格接待，特别是有宋一代，僧人事实上发挥了民间使节的作用。

平安时代前期，佛教交流已经由此前的官方主导的形式转变成了官方、民间双轨制。著名的“入唐八家”[35]中，官方派遣的有最澄和空海（804年入唐）、圆仁、常晓、圆行（838年入唐），通过民间途径入唐的有惠运（842年入唐）、圆珍（853年入唐）、宗叡（862年入唐）。圆仁一行跟随的是事实上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宽平六年（894），朝廷采纳菅原道真的建议正式废除了遣唐使，佛教交流自此完全转入民间渠道。[36]
入唐僧、入宋僧的游记是有关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37]圆仁（794—864）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巡礼记》）4卷，详细记述了晚唐的佛教和社会状况，他本人的在唐行迹，以及与他同期入唐的圆行、圆载、常晓、仁好等人的部分事迹。圆仁之后200多年，成寻（1011—1081）于延久四年（1072）入宋，他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参记》）8卷，该书除了成寻本人，还提及五代时期入华的宽辅、宽建、澄觉、超会，北宋时期渡宋的日延、奝然、寂照等人。《参记》与《巡礼记》并称为平安时代的两大中国游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圆珍著有《入唐记》5卷，现存《行历抄》1卷。奝然有《在唐日记》4卷，寂照也有《在唐日记》，惜今不存。成寻之后十年（1083），戒觉（生年不详）入宋，撰有《渡宋记》，篇幅不长，但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关于最澄、空海、圆仁、圆珍等人的事迹，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结合他们的思想详述。在此，简略介绍一下平安时代入唐、入宋僧的大致情况。

（一）佛教义学交流

平安时代的日本僧人在与中国的交流中，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单向度的求学，他们有的在唐朝佛教界表现突出；[38]有的开始就一些义学问题与中国僧人展开切磋，天台宗僧侣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二代天台座主圆澄（772—837）曾委托圆仁、圆载就宗义疑难问教于中国天台高僧。圆澄本人未有入唐经历，据《元亨释书》说，他临终时叮嘱弟子慧亮，称其先师即最澄曾经告诉他：“我归朝之时，白国清寺座主大众曰：‘归本国后，常遣请益、留学二僧[39]，请决圆教深旨。’”表示向天台山派遣僧侣问道是最澄的遗愿。为此，他嘱咐慧亮：“我灭后，汝宜选人跨海。我承遗命，顾门属未得其人，唯楞严院禅师，可充此任。故我劝此人，入唐请益。我命在今夜，不待此人，为深恨耳。今以请益大德所置三十余条疑问，并传法记草杂书等托汝，须彼禅师归朝，必受咨决，是我恳志也。”这里提到的“楞严院禅师”便是圆仁。

承和五年（838）圆仁和圆载遵照最澄、圆澄的遗愿，分别以请益僧和留学僧的身份入唐。圆载赴天台山，向禅林寺广修及其弟子惟蠲提交了圆澄的问题。圆仁未能获准前往天台山，先后赴五台山和长安，他向长安醴泉寺宗颖提出了同门德圆和光定的问题，宗颖分别做了解答。上述问答被整理成《唐决集》六卷，反映了同期日中两国天台义学的面貌。[40]圆仁在华学习密教，归国后大振天台宗宗风。圆载因武宗灭佛而被迫还俗，在华娶妻生子。其后圆珍入唐，圆载曾陪同他前往长安。元庆元年（877），圆载在归国途中不幸遭遇风暴罹难。[41]
“唐决”依然是以日本僧人向中国方面“请益”为主，但中方的回答已经不能让日方满意了。而此后与中国僧人展开辨疑质难的源信（942—1017）恐怕是第一位以己说载誉中国的日本僧人。源信曾于贞元三年（978）被选为“广学竖义”，在比叡山举行的论辩会上担任论主，为此创作了《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3卷。正历三年（992），源信委托宋人杨人绍将该书转呈慈恩寺弘道大师，请后者批评指正。此后，源信又将自己的代表作《往生要集》和乃师良源所著《观音和赞》交给宋朝商人周文德，委托他顶戴参诣天台山国清寺，全文如下[42]：

佛子源信，暂离本山，头陀于西海道诸州名岳灵窟。适远客着岸之日，不图会面，是宿因也。然犹方语未通，归期各促，更对手札，述以心怀。侧闻：法公之本朝，三宝兴隆，甚随喜矣。我国东流之教，佛日再中，尅念极乐界，归依《法华经》者炽盛焉。佛子是念极乐，其一也。以本习深故，著《往生要集》三卷，备于观念。夫一天之下，一法之中，皆四部众，何亲何疏？故以此文，敢附归帆。抑在本朝，犹惭其拙，况于他乡乎！然而本发缘一愿，纵有诽谤者，纵有赞叹者，并结共我往生极乐之缘焉。又先师故慈慧大僧正讳良源作《观音赞》、著作郎庆保胤作《十六相赞》及《日本往生传》、前进士为宪作《法华经赋》，通亦赠。欲令知异域之有此志。嗟乎！一生苒苒，两岸苍苍，后会如何，泣血而已。（《与宋周文德书》）

源信的这封书信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有重要价值，它详细记录了其时日本佛教界向中国佛教界赠送的一批著作书目，同时表达了佛教徒“一天之下，一法之中，皆四部众，何亲何疏”的情怀，充分体现了中日佛教交流中和平友好的传统。

据《延历寺首楞严院源信僧都传》说，《往生要集》广受中国道俗好评，周文德也复信报告说：“缁素随喜，贵贱归依，结缘男女弟子，五百余人，各发度心，投舍净财，施入国清寺。”[43]《首楞严院廿五三昧结缘过去帐》说：宋僧行辿专门致书源信表示赞叹，“大宋国婺州云黄山七佛道场住持沙门行辿，书附日本国天台首楞严修西方净土净业源信大师侍者，行辿自己丑去载，于当府杨都纲处，领得大师制作《往生要集》一部三卷，批阅先羡义味衍广，……两朝佛法，前代未闻，诚是传灯之师，岂非如来之使？”其后，天台山特请人赴日求得源信画像，题为楞严院源信大师像，与其著作一并供奉于国清寺。

长保五年（1003），源信的弟子寂照入宋求学，源信将自己在研究天台教义中感到困惑的问题总结了二十七条，委托寂照转呈天台学匠四明知礼，请知礼予以回答。知礼一一作答，其文《答日本国师书》保存至今。寂照之后的成寻入宋时也携带了《往生要集》《源信僧都行状》《延历寺首楞严院源信僧都传》《唐婺州七佛道场行辿和尚请纳往生要集返事》[44]等书，赠与太平兴国寺传法院的文慧和梵才等人传阅。

源信的活动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呼应。宋代天台宗学匠、杭州奉先寺源清（生年不详）于至道元年（995）托人将自己的三本著作《法华示珠指》《龙女成佛义》《十六观经记》和他人的两部著作《本朝文粋》《续本朝往生传》一起送往日本[45]。这三种书中前两种现存，而第三种《十六观经记》虽不存完本，但源信在其著作《显要记破文》中对源清《观无量寿经疏显要记》进行批评，保存了《十六观经记》的片段。[46]
对于这一段义学交流史，中日两国其后的记载略有不同，皆夸大推崇己方人物，暗中带有较量之意。日本师蛮《本朝高僧传》记述源信向知礼请教疑难一事说：“信公曾设二十七难，寄问宋国智礼法师，海见其问目曰：‘是等肤义，何须遥问！’乃作上中下三答，谓徒曰：‘法智（知礼）答释不出我三种矣。’及礼答释来，海已物故（海法师已经去世），果如海之中下义也。”又源清所赠诸著作，传入日本后，朝廷请天台宗山门和寺门两派的高僧评议，结果众僧皆不以为然，竟“破毁”（批驳）之。

另外，南宋志磐《佛祖统纪》记载，乾道三年（1167），也就是平安时代末期，日本遣使致书于四明郡（宁波），问佛法大意。郡守“乞集名僧，对使发函读之”。但当时的僧人恐怕是不学无术，“皆畏缩莫敢应命”。唯有维那僧栖心忻然对曰：“日本之书与中国同文，何足为疑？”“即揖太守，褫封疾读，以爪掐其纸七处。”读毕，他对来使说：“日本虽欲学文，不无疏缪”，然后一一指出了其错谬之处，来使惭惧而退。郡守踊跃大喜，称赞栖心为“天下维那也”。这则记述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日本义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且中日双方的交流颇为频繁，中国僧人大概对日方的情况早有耳闻，因此不敢贸然应对。栖心领命，“扬我国威”，从郡守“踊跃大喜”的态度来看，胜利也是来之不易，否则就不必如此了。

日本从一个只能乖乖做学生的“边地小国”，发展到数度来函辨疑发难，这表明日本的民族自尊心逐渐成熟，文化自信心也逐步确立。这也反映了日本通过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建立。

（二）巡礼圣地和文化交流

除了学术交流，参访圣地也是日僧来华的重要目的之一，最著名的圣地当属五台山和天台山。天台山是天台宗僧侣的必去之地（但圆仁申请未获得许可），而五台山是各宗僧人普遍向往的圣地。兹以五台为例略加说明。据《巡礼记》等资料记载，延历二十二年（803），灵仙、行贺入唐礼五台山，其后则有圆仁巡礼五台山，对五台山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圆仁之后参拜五台山的有慧萼、惠运、宗叡、宽辅、奝然、寂照、成寻、戒觉等人，在此重点介绍慧萼、奝然、寂照和成寻。

慧萼，又作惠萼、慧锷，生年不详，他曾经于公元9世纪中叶多次往返日唐之间，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就有五次。[47]有关慧萼入华的史料见于《巡礼记》《元亨释书》《佛祖统纪》、桥本信吉编《慧萼和尚年谱》（1922）等著作。其中《元亨释书》的传记最为知名[48]，其文曰：

释慧萼，齐衡初，应橘太后诏，赍币入唐，着登莱界，抵雁门，上五台。渐届杭州盐官县灵池寺，谒齐安禅师，通橘后之聘，得义空长老而归。又入支那，重登五台，适于台岭，感观世音像。遂以大中十二年，抱像道四明归本邦。舶过补陀之海滨，附着石上不得进。舟人思载物重，屡上诸物，舶着如元。及像出舶，能泛。萼度像止此地，不忍弃去，哀慕而留，结庐海峤以奉像。渐成宝坊，号补陀落山寺。今为禅刹之名蓝，以萼为开山祖云。

根据这条记载并结合其他材料，可知慧萼入华的目的有二：一是巡礼五台山，另一是奉皇太后橘氏（檀林皇后，786—850）之命延请禅师渡日，这两项使命完成于日本承和年间（834—847）。[49]慧萼经雁门登五台山，其后赴杭州灵池寺，谒见齐安禅师后，偕义空禅师归国。不过由于机缘不成熟，义空在日弘法并未能获得很大成功，几年后即回国。为此，慧萼曾委托苏州僧契元作《日本国首传禅宗记》并刻碑传回日本[50]。其后，慧萼多次入华。他重登五台山并求得观音像，唐大中十二年（858），他绕道宁波由海路回国，经普陀山海面时，船只忽然搁浅不能前行，船夫以为是货物太重，不断卸下货物，但船仍然不能前进，直到请出观音像，船始能行。慧萼不忍心丢下圣像，遂止于此，建寺奉像，号补陀洛伽山寺，即今普陀山前身。这则传说在中日两国广为流传，慧萼也因此被尊为普陀山的开山祖师。除此之外，慧萼在华期间，曾于苏州南禅院抄写成《白氏文集》托人带回日本。《白氏文集》对平安时代乃至其后的日本文学影响甚大，由此也可以说慧萼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圆仁、圆珍、慧萼等人入唐时正值武宗灭佛前后，其后唐朝灭亡，五代战乱频仍，在此情况下，仍有兴福寺僧宽建等人巡礼五台山。宋代请求入华的成寻（1011—1081）在给朝廷的上奏表文中说：

成寻伏寻往迹，先贤入唐之辈各以相分，……跋山涉水，巡礼幽邃之名地。而某聊开法门之枢键，才见数家之传记。五台山者，文殊化现之地也，……天台山者，智者大师开悟之地也，……某，性虽愚鲁，见贤思齐，巡礼之情，岁月已久。加之天庆宽延（建）、天历日延、天元奝然、长保寂昭，皆蒙天朝之恩计，得礼唐家之圣迹。（《朝野群载》）

宽建等人的事迹从略，继其之后于宋初入华的奝然较为知名。奝然（938—1016），俗姓秦氏，曾在东大寺研习三论，在石山寺学习真言密教。[51]永观元年（983），奝然抵达中国，其时宋已经统一全国，政治上气象一新。宋太宗对奝然入朝非常高兴，亲自召见，“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宋太宗对他“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宋史》），赐号法济大师。奝然在宋四年（986年回国），获准得诣五台山，颇受宋朝君臣重视，归国数年后，他还遣弟子喜因奉表来谢。奝然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宋太宗赐予他《孝经》等儒典，以及刚刚雕刻印刷的宋版大藏经《开宝藏》。这部《开宝藏》带回日本后不幸毁于火灾，但其抄写本散落于日本各地。现今嵯峨清凉寺仍然保存有奝然自宋请回的释迦佛立像。

继奝然之后来华的名僧是寂照。寂照（962—1034），又作寂昭，比叡山僧，曾先后师从天台宗寂心（庆滋保胤）[52]和寂心的老师源信。长保五年（1003）八月，寂照率弟子七人入宋。他们一行先拜访了四明知礼，将源信所作《天台宗疑问二十七条》转呈知礼。他们还带来了一些中国已经散佚的重要天台典籍，其中有传为慧思的《大乘止观法门》。慈云遵式得到此书后非常欣喜，上梓流通并为之作序，其中特别提到了寂照。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召见了寂照，对他优渥有加，赐号圆通大师，赐紫，还任命他担任苏州僧录司。寂照在华的活动得到了摄关藤原道长的支持，在道长的资助下，寂照重建了天台山大慈寺，还在中国采买了大量书籍（《御堂关白记》）。

寂照出身大江氏。大江氏与菅原氏齐名，是汉学世家。寂照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宫中侍讲，家学渊源，寂照本人的汉学素养也很好。《宋史》说，“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诏号圆通大师，赐紫方袍”。汉学素养高是寂照在华成功的重要原因，宋朝朝野由此普遍对寂照抱有好感。知礼的在家弟子，著名士大夫杨忆（974—1020）记述说，“寂照领徒七人，皆不通华言，（日本）国中多习王右军书，寂照颇得其笔法”，可见寂照不仅颇善文辞，还精于书法。此后，“寂照渐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内外学，三吴道俗以归向”（以上《参记》《皇朝类苑》）。[53]《本朝高僧传》说：“丞相丁晋公，入寺谒见，钦其德义。及答释成，昭将归国，晋公留之，相伴如姑苏，造吴门寺，延昭居之，文会日亲。”丁晋公即丁谓（966—1037），他对寂照的才华德行颇为赏识，挽留寂照，在苏州建吴门寺，延请寂照住寺，与之交往亲密。寂照因此未能回国，终老于吴地。《续本朝高僧传》就此说：“异国（宋国）之人悉垂感泪，皆曰：‘日本国不识人，令奝然渡海，似表无人；令寂照入宋，似不惜人。’”以奝然与寂照做比较，结论都是日本不识人才，暗讽奝然不堪其任，感叹寂照才高却得不到日本方面的珍惜，可见对寂照评价颇高。吴门寺有普门院，院中有纪念寂照的圆通大师影堂，寂照之后七十年，成寻入宋，特意登堂凭吊。

延久四年（1072）三月，成寻追慕先德遗风，入宋巡礼天台山和五台山。参拜天台山国清寺等处后，同年十月，成寻抵达京师，于延和殿朝见宋神宗，献上“银香炉、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绫”。宋神宗对成寻来朝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详细询问了日本的相关情况，《参记》所载就多达十六问。[54]成寻其后还献上了圆仁《巡礼记》三卷（第四卷涉及批评武宗灭佛的内容，为此未敢献上）、奝然《在唐日记》四卷。宋神宗请成寻住汴梁开宝寺，对他赏赐有加，“尽赐同来僧紫方袍”，并批准了他巡礼五台山、大兴善寺、青龙寺等圣迹的请求。

成寻出身贵族藤原氏，是法印大和尚文庆的入室弟子，曾任京都大云寺寺主，左丞相藤原赖通、师实父子的护持僧，还曾获阿阇梨传灯大法师位，是日本佛教界地位较高的天台密教僧。《参记》中还记载了他在中国运用秘法祈雨的事迹。熙宁六年（1073）三月，汴梁久旱无雨，神宗命成寻并汴梁诸寺高僧二十二人祈雨。二日申时，神宗驾临道场焚香，并单独召见了成寻。是夜，成寻默默祷念，运用天台法华法祈雨。五日起大雨倾盆，祈雨成功，神宗大悦，赐成寻紫衣并“善惠大师”号。其间，朝廷负责此事的张大保就日本行秘法的情况专门询问了成寻，问云：“日本国亦有如阇梨（成寻）祈雨得感应人否？”成寻表示：“多多也。”其中东密自空海依不空译《大雨轮请雨经》祈雨成功后，其传人多用此秘法祈雨，“近五十年来见仁海僧正修此法，每度感雨，世云‘雨僧正’”，而成寻自己系天台宗僧侣，所承乃圆珍一系的天台秘法，依《法华经》祈雨。张大保又问：“如阇梨得感应人，日本几人乎？”成寻回答：“胜自成寻人数十人，等辈人数十人，至于成寻者，日本国无智行哑羊僧[55]也。”成寻的说法固然有夸大之处，但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修习秘法是平安时代日本高僧的普遍特点。成寻之前的寂照也是天台、密教并传，而且传承的是东密系统。据《青莲院文书》《本朝高僧传》《元亨释书》等文献记载，寂照曾先后师从成寻以上所提到的仁海（951—1046）和皇庆学习秘法，是“嫡嫡相承”的东密传人[56]。

成寻入宋时年已62岁[57]，抵华后大概已无去意。承保三年（1075），宋神宗赐予成寻新译经论3000余卷及其他礼物，委托其弟子送回日本。成寻本人则终老于东京汴梁，遗骨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在他之后入宋的戒觉也终生留在了中国。

平安时代入华的日本僧人还有很多[58]，限于篇幅我们只介绍上述几位。由上述事例我们也多少可以感受到平安时代中日佛教交流的盛况。这些交流还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日本传入的佛教就是中国佛教；在日本佛教徒的心目中，中国就是佛教的故乡。中国汉地形成的汉语佛教与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和东南亚各地流传的南传佛教有根本不同：一是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具有与印度差异分明的高度文明；二是中国自身的语言文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且与印度语言完全异质。由此，汉语佛教可以说是经中国人理解与诠释的全新佛教，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具有思想创造性的大师，如智[image: ]、吉藏、善导、法藏、慧能等人对日本佛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佛教徒是通过汉语、通过上述中国大师的诠释来理解佛教的，日本佛教属于汉语佛教圈的一部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佛教徒从未尝试将佛典直接翻译成日语，在长达近1500年的日本佛教史上，意图去印度朝圣的日本僧人屈指可数[59]，而前往中国巡礼的却络绎不绝，这些都说明了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特殊关系。



[1] 此举意义重大，自此至明治维新，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

[2] 武士属于贵族的侍者，地位较为低下。历史上皇室子弟被赐臣姓后，其中一些沦为武士，如源氏和平氏，后成为武士阶层的首领；但大多数武士出身农民，属于平民阶层。参照本书第七章“镰仓时代佛教概论”。

[3] 从时间上来说，光仁朝以及桓武朝的前期都在迁都平安以前，但光仁朝开始的拨乱反正是平安时代的先声，因此一般都将光仁朝列入平安时代加以叙述。

[4] 日本古代对现在日本东北地区（古称陆奥、出羽，合称“陆羽”）一带的未归顺民众的蔑称。

[5] 对此条有补充规定，即“若有习义殊高，勿限汉音”，表示对有特殊才能的可以通融。

[6] 即中国传说的上古隐士许由和巢父。

[7] 日语式汉文，即“听说最近有这样的事”。

[8] 南都即奈良，北岭即比叡山。

[9] 日吉神社和春日神社分别归延历寺和兴福寺管理，参见本章第三节六“神佛习合思想的发展”。

[10] 《日本历史·平安贵族》，读卖新闻社1987年版，第252页。

[11] ［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一卷，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268页。

[12] 最澄于延历二十五年所上《请续将绝诸宗更加法华宗表》记述了当时的宗派情况，详见本书第六章。

[13] 详见本书第六章。

[14] 阿阇梨即灌顶师，是密教对上师的尊称。平安时代属于“有识三纲”之一种。阿阇梨是终身制，新任只能补逝者缺。一身阿阇梨是不能补缺的特例，此职位此前无，据认为是专为寻禅设置的。

[15] “圣”在日语中有一些特殊的含义，专指官僧以外的普通僧人，或者不归属于寺院的隐遁僧、活跃于民间的化度僧。

[16] ［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一卷第五章第四节“国民生活与佛教的融合”中收集了丰富的相关资料，兹不繁引。详见该书第489—526页。

[17] 窥基以为末法尚且有教，对此说法不一。另中国佛教依据《大集月藏经》还有“五坚固说”，也是佛法衰退论。

[18] 奈良时代受中国影响，已有秘法传入，但属于杂密阶段。

[19] 《大日经》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梵本不存，有汉藏译本。据《开元录》可知7世纪的无行禅师于印度发现此经梵本。无行与义净同时，事迹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金刚顶经》据传梵文全本为十八会十万颂，汉译有不空、金刚智、宋施护三个版本，其中以不空所译最为流行。

[20] 该书为东密所重视，另一行有《大日经义释》14卷，为台密重视。

[21] 按照空海的说法，不空赴南印度从龙智学习密教，时年37岁。龙智传授他《金刚顶经》十八会十万颂、《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经》十万颂、五部灌顶等，但并不可信。

[22] 该译本三卷，相当于十万颂《金刚顶经》初会的一部分，一般所说《金刚顶经》即指该译本，又称《真实摄经》。

[23] 此据《表制集》。另据《贞元录》为110部143卷，《御请来目录》为118部150卷，《大正藏》所收为172部214卷，但其中部分为托名伪作。

[24] 东密和台密的说法似乎并未形成于平安时代，最早见于镰仓时代虎关师錬（1278—1346）所著《元亨释书》。

[25] 《苏悉地经》原本属于《大日经》系统，约在9世纪中于汉地受到特别重视，被赋予了与两部大法并列的独立地位。其时在惠果、空海之后，因此东密并无苏悉地部传承。参阅唐海云记《两部大法师资付法记》。

[26] 《义释》本身广泛引用大乘显教典籍和学说，并不限于天台一系，因此辽代觉苑即以华严义诠释此书。

[27] 又称“三密瑜伽”，包括印契（身）、咒语（口）、观想（意）。

[28] 护摩法源自外道的火祭仪式，密教取此象征以智慧之火灭尽烦恼无明，成就涅槃。因此，护摩法又分内外，外护摩与外道完全相同，内护摩则结合瑜伽法而行。

[29] 吉田一彦认为这类说法源自于中国的“神身脱离”“护法善神”等思想，参阅［日］吉田一彦《多度神宫寺与神佛习合》，载梅村乔编《古代王权与交流》，名著出版2006年版。

[30] ［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研究》第一卷，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89页。

[31] 圆珍时代重提此事，表示应在两人之外，再为比叡山神度僧一人。“当寺法主大比叡小比叡两所明神，阴阳不测，造化无为，弘誓亚佛，护国为心”，但年分度僧“一人为贺茂明神分，一人为春日明神分，主神独无其分度僧，实是阙礼也”（《类聚三代格》）。

[32] 调御大夫，佛的别号。

[33] 《花园左大臣事》：“日本国乃神国，利生揭焉在。神达不知几百柱云事（诸神数量很多）。其中八幡大菩萨寻本地，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转引自［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一卷，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469—470页。

[34] ［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一卷所引《诸神本怀集》原文，详细列举了诸神与诸佛的对应关系。详见该书第474—476页。

[35] 八家都是传秘法的名僧，其中最澄、圆仁、圆珍属于天台宗，其余五位属于真言宗。

[36] 菅原道真是学者出身的政治家，在朝曾任右大臣，深受天皇信任。道真建议取消遣唐使，主要是因为派遣遣唐使开销巨大，而当时的唐王朝已经没落，遣使显得得不偿失。遣唐使废除之后不久，唐王朝即宣告灭亡。

[37] ［日］高楠顺次郎编：《入唐诸家传考》《入唐五家传》，载《大日本佛教全书》第68卷。

[38] 现藏石山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第一写本显示，日僧灵仙曾任般若译场首席笔受并译语。原文：“元和五年七月三日，内出梵夹，其月廿七日奉诏于醴泉寺至六年三月八日翻译进上，罽宾国三藏赐紫沙门般若宣梵文，醴泉寺日本国沙门灵仙笔受并译语。”

[39] “请益”是短期留学生，“留学”是长期。最澄本人即请益僧。

[40] 有关史实参阅王勇《天台入唐僧和书籍交流之路》，《跨海的天台文化》，勉诚出版2008年版，第23—48页。

[41] 圆载在华数十载，学有所成，但因会昌法难而被迫还俗破戒，遭到非议，一直耻于回国。元庆元年，他终于携典籍归国，却又不幸罹难，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悲剧式人物。参阅［日］佐伯有清《悲运的遣唐僧》，吉川弘文馆1999年版。

[42] ［日］源信：《与宋周文德书》，转引自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552—553页。

[43] 《周文德书》，全文见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一卷，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553—554页。

[44] 即源信给行辿的复信。

[45] 《宋源清大德寄北岭诸硕德书》《宋源清大德寄北岭座主暹贺书》，全文见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一卷，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556—558页。

[46] 林鸣宇：《宋代天台教学的研究》，山喜房佛书林2004年版，第170—171页。另该书第47—54页对流传日本的宋代天台著作和日本的相关著作进行了调查，可供参考。

[47] 据田中史生等人的研究，可考的返日时间为842年、844年、849年、852年、863年。另外可能还有两次，即857年、859年。因此，慧萼是目前所知的入唐次数最多的僧侣。参阅［日］田中史生《有关入唐僧慧萼的求法活动的基础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http：//kaken.nii.ac.jp/pdf/2010/seika/jsps/32704/19520581seika.pdf。

[48] 《佛祖统纪》等所记与此大致相同。

[49] 《元亨释书》所记齐衡（854—856）初年说有误（大概是慧萼再度入华的年代），因文中所提齐安禅师圆寂于会昌二年（842），橘太后没于嘉祥三年（850），都早于齐衡年间。结合其他材料，慧萼偕义空回国应该在842年，即承和年间（834—847）。

[50] 参阅本书第九章第一节。

[51] 有关奝然生平的新史料，参阅郝祥满《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教交流》，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4页。

[52] 寂心出家前是著名的文人贵族，其事迹详见本书第六章。

[53] 本书引文使用了藤善真澄校勘版。参阅［日］藤善真澄《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版，第449—451页。

[54] 日本使节或僧人来华，皇帝照例都会垂询一些有关日本的问题，现存史料中宋神宗所问最为详细。

[55] 哑羊僧：语出《大智度论》，四种僧之一，指钝根无慧、不思精进之僧。

[56] ［日］齐藤圆真：《渡海天台僧的历史研究》，山喜房佛书林2010年版，第492—496页。

[57] 日本1902年颁布《年龄计算法》之前，按虚岁计年。为与古代文献对应，本书也采用此计算方法。

[58] 据齐藤圆真的不完全统计，平安时代有事迹可寻的入唐、入宋僧即有29名。参阅［日］齐藤圆真《渡海天台僧的历史研究》，第50—56页。

[59] 著名的有真如法亲王（790—？），870年入唐，自唐赴印度朝圣，中途于印度支那半岛失踪。还有镰仓时代的明惠（1173—1232）曾计划假道中国赴印，但未能成行。


第六章 平安佛教的主要宗派

第一节 最澄与天台宗

一 最澄的生平

（一）早期经历

最澄（767—822）[1]的传记资料，首推其弟子仁忠[2]于最澄示寂后不久撰写的《叡山大师传》（又名《传教大师传》），以及他的另一位重要弟子光定（779—858）撰写的《传述一心戒文》（《一心戒文》）。此外，最澄本人撰写的文章、书信（如《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等），以及弟子和同时代人的记述（如圆珍《比叡山延历寺元初祖师行业记》等），也保存有大量有关最澄生平的资料，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清晰地勾勒出最澄的一生。

据上述资料，最澄俗姓三津首，名广野，生于近江国滋贺郡古市乡（滋贺县大津市）。他的祖先属于渡来人系统，据说是后汉孝献帝的苗裔，大约在应神天皇时代来到日本。过去传说他的母亲出自藤原氏北家，但并不可信。最澄12岁从近江国国师行表（722—797）出家。14岁那年[3]，近江国国分寺僧最寂去世，最澄补缺得度，法号最澄。延历四年（785），他前往奈良在东大寺戒坛院受戒，时年19岁。[4]据记载，最澄对奈良佛教腐化堕落的现象深感不满，观“正法陵迟，苍生沈沦”，他决意遁隐山林，远离愦闹。于是在受戒后不久，他就独自一人登上了人烟稀少的比叡山，在山林之中结草庵修行学习。

在此期间创作的《愿文》提出了五条大愿，表达了青年最澄的志向。其文曰：

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5]以还，不出假（其一）；自未得照理心以还，不才艺（其二）；自未得具足净戒以还，不预檀主法会（其三）；自未得般若心以还，不着世间人事缘务、除相似位（其四）；三际中间所修功徳，独不受己身，普回施有识，悉皆令得无上菩提（其五）。

大意是：“我在还没有达到摆脱六根执着从而获得与佛相似的境界的情况下，不贸然进入虚假的娑婆世间化度众生[6]；我在未得洞彻真理的智慧之前，不学习才艺；我在未获得具足净戒的情况下，不出席居士施主的法会；我在未获得般若心的情况下，不参与人际关系和各种俗务；在今生所修功德，不独受己身，普皆回向众生，皆令成就无上菩提道。”

最澄在山上静心修学十二年，遍览大藏，先后重点学习了法藏《起信论疏》《华严五教章》，智者《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义》《维摩经疏》等著作。经过比较后，他认为天台教义即智者的学说于诸说中最为殊胜，决意以弘扬天台为己任。

天台宗原本是中国佛教最早形成的学派和宗派之一。在奈良时代六宗先后传入日本，中国佛教在日本整体被复制的时代，天台宗却没有被引进。据推测，这主要是因为唐初天台一度衰落，没有受到日本佛教界的重视。但是，在最澄之前，天台著述也并非与日本无缘。天台宗推崇的经典《法华经》自圣德太子时代就成为日本人最喜爱的大乘佛典之一，奈良时代末期，民间开始出现太子是智者老师南岳慧思转世的传说。[7]智者大师的著作传入日本也远在最澄弘法之前。现存有关智者著作传入日本的最古老的记载，是正仓院文书中保留的天平胜宝二年（750）的《写经目录》。在将天台著述传入日本的僧人之中，于史有明确记载的是唐僧道璿和鉴真。道璿精于禅和戒律，还通晓华严和天台。天平八年（736）他应日本留学僧恳请赴日传戒，随身携带了大量书籍，包括华严和天台典籍。行表曾在大安寺向道璿学禅，是道璿门下高足，他是最澄的剃度师，也是传禅法给最澄的人。由此，道璿与最澄在禅法传承上有法脉关系。[8]道璿之后十八年，天平胜宝六年（754）鉴真东渡。他带来了以天台三大部为首的大量天台章疏，他的弟子法进还专门宣讲过三大部。此外，还有兴福寺行贺于天平胜宝五年（753）入唐留学，在唐七年，专攻法相和天台，归国时携回500多卷经疏，其中应含有天台典籍。

最澄在比叡山上一边从事天台研究，一边着手建设寺院。经过他的苦心经营，草庵终于在延历七年（788）改建成寺，命名为“一乘止观院”，最澄亲手雕刻了供奉于本堂的药师佛像。此后在施主渡来人氏族秦氏的赞助下，比叡山寺逐次兴建了伽蓝塔堂。最澄的活动引起了上层的关注。恰好桓武天皇正在物色新的佛教领袖，深受天皇信任的和气清麻吕、在宫中内道场担任内供奉的僧寿兴把最澄推荐给了天皇。延历十六年（797），最澄被任命为内供奉并迅速得到天皇的赏识。天皇诏命将近江国的一部分税收转给比叡山寺用作日常开支。同年，为了弥补山上经论的不足，最澄发起了抄写一切经论的活动，并请求南都（奈良）僧众予以援助。大安寺的闻寂和东国的道忠对此予以了响应。《叡山大师传》说：“东国化主道忠禅师者，是此大唐鉴真和上持戒第一弟子也。传法利生，常自为事。”可见道忠是鉴真高足，活跃于东国。道忠及其门下对最澄非常友好，他们协助最澄抄写了2000多卷经论。道忠的弟子圆澄、圆仁、安慧等人先后投于最澄门下，此后分别成为天台宗第二、第三、第四代座主。道忠僧团与天台宗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二年，最澄开始在山上举办名为“法华十讲”的法会，每回邀请十位僧人分十次宣讲《法华经》。延历二十年（801）十一月，在第四次法会上，最澄邀请了南都六宗中最有声望的十位高僧宣讲，获得了广泛影响。

第二年七月，和气清麻吕[9]之子弘世邀请最澄在他家的氏寺高雄山寺宣讲天台三大部，并同时邀请了十余位奈良高僧前来旁听。最澄的宣讲获得了巨大成功，听讲的高僧纷纷表示深妙玄奥、闻所未闻，遣使致贺的桓武天皇大喜，令和气弘世与最澄商议传天台法门事。在天皇的授意下，最澄提交了要求入唐求法的表文，其理由有二：一是寻访天台典籍善本，以订正阙文讹字；二是到中国寻访名师、承接法脉。很明显，最澄入唐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传法印证，从而以其正统性获得日本佛教界的认可，在日本建立新宗天台宗。朝廷批准最澄以还学生（短期留学生）的身份入唐，由其弟子义真担任翻译。

（二）入唐求法

最澄等人于延历二十二年（803）三月随同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启程赴九州，但受风暴影响，行程不得不暂时搁置。第二年七月六日，最澄等人分乘四艘船只从九州肥前出发，中途又遭遇风暴，最澄与遣唐副使乘坐的第二船经50余天于九月一日抵达了明州（浙江宁波）。

登陆后，最澄旋即与前往长安的遣唐副使道别，同义真一起奔赴台州（浙江临海）。恰逢天台山修禅寺座主道邃应刺史陆淳之邀于台州龙兴寺开讲《摩诃止观》。道邃（生卒年不详）是天台中兴之祖荆溪湛然（711—782）门下高足，后被最澄尊为天台宗第七祖。最澄经陆淳引荐拜会道邃并列席听讲。讲席结束后，最澄辞别道邃巡礼天台山，拜访湛然的另一位弟子行满。行满在佛陇道场亲赠最澄80余卷天台典籍，并为他讲解了天台圆教教义。其间最澄还向禅林寺翛然学习了牛头禅。在行满亲自陪同下，最澄下山再度前往龙兴寺拜访道邃，于道邃座下受法130日。授法结束后，延历二十四年（805）二月十五日，道邃付法与最澄，并于三月授大乘菩萨戒与最澄和义真，随后又赠与最澄付法印信。由此，最澄承续了智者大师的直系法脉。三月，最澄辞别恩师，与义真返回明州，准备搭乘遣唐使的船只回国。由于当时的航海依靠季风，开船需要等待西风来临，最澄和义真便利用这段时间前往越州（浙江绍兴）拜访了顺晓阿阇梨。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说，顺晓从善无畏的弟子新罗僧义林（一说一行）受胎藏大法，又从不空受金刚界大法，而最澄从顺晓受两部大法。此外，最澄还曾从国清寺惟象受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又从明州檀那行者（居士）江秘受普集坛法和如意轮坛法，从寿州草堂寺僧大素受五佛顶法。之后，最澄匆匆赶回明州，从明州开元寺僧灵光受军荼利坛法和契像。[10]
（三）创建天台宗

五月十九日，最澄随同遣唐使乘船自明州出海回国，六月五日抵达日本。最澄在唐前后八个多月，带回书籍共230部460卷，传回了天台、禅、密教和大乘戒律。七月，最澄整理了《将来目录》，向朝廷汇报求法情况，并进献了带回来的经疏法具。桓武天皇非常高兴，诏命将最澄新传来的天台章疏各抄写七部，置于七大寺，选学僧学习。同年八月，召最澄于宫中诵经。九月，又命和气弘世在高雄山寺建造灌顶坛，邀请最澄为八位高僧灌顶。天皇在内宣中特意表示，因自己身体不适，由僧人代他接受灌顶。这是日本最早举行的密教灌顶仪式。九月十七日，天皇又诏最澄入宫修毗卢遮那法，并赐予他传法公验。

第二年（806）正月三日，最澄奏请于南都六宗之外加“天台法华宗”（日本天台宗），并赐予天台宗年分受度的名额。表文曰：

沙门最澄言。最澄闻：一目之罗不能得鸟，一两之宗何足普汲？徒有诸宗名，忽绝传业人。诚愿准十二律吕，定年分度者之数；法六波罗蜜，分授业诸宗之员。则两曜之明。宗别度二人。花严宗二人、天台法华宗二人、律宗二人、三论宗三人加小乘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加小乘俱舍宗。然则陛下法施之德，独秀于古今；群生法财之用，永足于尘劫。不任区区之至，谨奉表以闻。（《请续将绝诸宗更加法华宗表》）

同月二十六日，朝廷同意了最澄的请求，敕许另立天台法华宗，每年可度僧二人，其中一人修习止观业（以天台为主）、一人修习遮那业（以密教为主）。日本天台宗正式得以创立。

（四）与空海绝交

最澄在桓武天皇的大力支持下，创立新宗，改变了日本佛教的格局。但不幸的是，在天台宗立宗之后仅仅两个月，桓武天皇去世。此后不久，一直支持最澄的和气弘世也因病辞世。继桓武之后即位的是平城天皇。平城天皇在位时间只有三年，于大同四年（809）又让位给了嵯峨天皇。为了获得新天皇的支持，使刚刚建立不久的天台宗站稳脚跟并获得发展，最澄在焦虑不安中开始了不懈的努力。

最令最澄感到不安的，是他回国后所发现的一件令他尴尬的事情。当时的日本风闻大唐密教流行的盛况，特别是密教即身成佛的教义让追求现世利益的天皇和贵族们神往不已。因此，最澄回国后被委任的第一项法事就是举行密教灌顶仪式，他所创立的天台宗也被认定为天台与密教共传。而密教恰恰是最澄的短板。最澄以天台最为殊胜，当初入唐求法的目的是为了传回天台宗，他就学于顺晓等人完全出于偶然，因时间仓促，所获知识有限，不足以弘传秘法。但是，为了争取天皇和贵族对天台宗的支持，最澄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克服这一困难。为此，他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与他一起入唐的空海。

空海入唐后深入密教流行的中心大唐首都长安，师从不空的弟子青龙寺惠果阿阇梨专攻密教，可谓密教的正统真传。与出国前即已享誉日本的最澄不同，空海出国前名不见经传。回国后，最澄一跃成为平安佛教的新领袖，而略晚于他回国（806）的空海却一度处于蛰伏状态，默默无闻。最澄对空海的行踪非常注意，正是大同四年（809）八月二十四日他写给空海的一封书信使空海重新浮出水面。最澄在信中对年龄和资历都比自己浅的空海表现出谦逊诚恳，大概也打动了空海。其后，双方书信往复不断，最澄向空海借阅了大量密教典籍。通过交往，最澄对空海更加敬佩，对他执弟子礼，并派遣门下高足泰范、圆澄等人到空海处学习密教。弘仁三年（812）九月，最澄参加完奈良兴福寺的维摩会之后，特意前往长冈乙训寺拜访空海，请求空海为他灌顶，但空海没有应允。其后空海从乙训寺移住高雄山寺，最澄又前往高雄山寺，再次拜访空海要求灌顶。十一月，空海授予最澄金刚界结缘灌顶，十二月授予最澄，和气清麻吕之子真纲、仲世，最澄的弟子圆澄、光定、泰范胎藏界结缘灌顶，此后又授圆澄、光定和泰范金刚界结缘灌顶。最澄与空海的交往在此期间最为密切。

但是大约在第二年十一月，当最澄向空海借阅《理趣释经》时，空海断然予以拒绝。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导致双方彻底绝交的原因是弘仁七年（816），当最澄要求在空海处求法的泰范返回比叡山时，遭到了泰范的拒绝，最澄对泰范原本非常器重，弘仁三年（812）五月，最澄患重病时，为防不测，他曾付法于圆澄，任命其为传法座主，同时任命泰范为比叡山寺总别当，因此，当最澄看到自己如此信赖的爱徒背叛自己时，他自然迁怒于空海。不过，客观来说，即便没有这起偶然事件，双方最终也会分手。分手的根本原因也不完全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瑜亮情结，而是出于宗派佛教形成的大背景。

正如前面所述，最澄学习密教的动机带有很大的功利性——为了天台宗的独立和发展。对笃信密教的空海来说，这样的投机做法不但不能被容忍，而且与自己创建真言宗的目标相抵触。最澄希望通过阅读经典掌握密教的做法与空海所认可的密教师徒秘密传授的传统也格格不入。在给最澄的拒绝借书的复信中，空海批评最澄说：“秘藏奥旨，非贵得文，唯以心传心，文是糟粕，文是瓦砾。”最澄反复要求受灌顶的做法大概也引起了空海的怀疑，最终空海给最澄授的只是结缘灌顶而非传法灌顶。他曾经指责，“非法传受，是名盗法，即是诳佛”，大概就是针对最澄的。这样尖锐的指责于最澄大概也难以接受，更何况还有弟子弃己而去的羞辱。说到底，在空海看来密教才是佛教精髓，他本人也怀抱着建立真言宗的强烈使命感，这一点与最澄的立场根本冲突。因此，空海与最澄的绝交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竞争，不如说是宗派佛教时代真言宗与天台宗之间的宗派之争。这一围绕两大宗匠的事件恰好是时代潮流的鲜明反映。

（五）与南都佛教的论战

困扰最澄的除了空海和密教，还有南都佛教的威胁。在最澄、空海先后建立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同时，南都佛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诸宗兼修、各宗混杂的寺院逐渐开始带有宗派倾向，而促成南都佛教宗派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正是天台、真言二宗的建立。

延历二十五年（806）经最澄上奏并获得朝廷敕许的年分度者名额规定：法相宗和三论宗每年可各自度僧三人，华严宗、律宗和天台宗各二人，而此前法相宗和三论宗的名额是各自五人。也就是说，天台宗的出现减少了法相宗和三论宗的名额。嵯峨天皇时代，以藤原冬嗣为代表的北家势力上升，他们对氏寺兴福寺的支持不断加强，因兴福寺一直有弘扬法相唯识的传统，遂形成了以兴福寺为中心的法相宗僧团和寺院群。在寺院经济庄园化的背景下，僧侣们为了获取排他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强化宗派色彩，各宗对度僧名额和寺产的争夺由暗斗转入了明争。在此情况下，天台宗的崛起触动了法相宗、三论宗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以它们为首的南都佛教的不满，双方发生了冲突。

相对于天台宗，南都佛教有一个杀手锏——戒坛和授戒权。自鉴真传戒以后，佛教界就有这样一条规定：僧人在得度以后必须还要到三大戒坛受戒才能获得完整的僧人资格。最澄的法华宗自延历二十五年以后就具有自行度僧的资格，但受戒还必须委托南都佛教控制的戒坛。而当僧人们下山前往奈良受戒时，因各种原因竟然出现了大量不再返回比叡山的“背叛者”。据《天台法华宗年分得度学生名帐》统计[11]，从大同二年（807）到弘仁九年（818）的十二年间，天台宗共有二十四人得度，但受戒后返回比叡山继续追随最澄的只有十人，而剩下的十四人中有四人标明“法相宗相夺”，即归附了法相宗，另有五人虽未标明为何“不住山”，但其中四人住于兴福寺（法相宗），一人住大安寺（三论宗）。很显然，天台宗被挖了墙角。对此严重威胁新生天台宗生死的事态，最澄自然不能坐视不管。经过百般思考后，他决定公开挑战南都佛教的权威，建立独立的戒坛，摆脱南都的控制。

弘仁七年（816），最澄率徒众拜谒了位于四天王寺的圣德太子庙。圣德太子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界拥有崇高地位，最澄将太子推为日本天台宗的祖师，期望借此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他此行既是为了向外界展示自己是太子事业的继承人，同时也暗自下了与以法相宗为首的南都佛教开战的决心。此行之后不久，他为此前创作的《依凭天台集》作序流通，强调天台宗的绝对地位。第二年，他赴东国弘法，在此期间看到了活跃于东国的法相宗僧侣德一创作的《佛性钞》。最澄立刻创作了《照权实镜》，批评德一的《佛性钞》，由此展开了著名的“三一权实论战”。在与德一论战的同时，最澄还加紧了推动建立天台宗独立的大乘戒坛的活动。同九年（818）三月，最澄宣布舍弃在奈良所受的小乘戒，与南都佛教断绝关系。五月，他创作了《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上奏天皇。《六条式》共分六条，严格规定了天台学生的行仪，制定了十二年笼山的制度，提出天台宗僧侣不接受小乘戒，应该受大乘戒。同年八月，作为《六条式》的补充，他又写作了《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式》），进一步规划了修学的细则，再次上奏天皇，但天皇和朝廷对这两次上奏均未予以答复。

第二年三月，最澄又写作了《天台法华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式》（《四条式》），再次强调戒律有大小乘之别，作为大乘僧的天台僧侣不接受小乘戒。他将此《四条式》和要求在比叡山单独设立大乘戒坛的表文一起上奏天皇。朝廷将《四条式》和表文转给南都僧纲讨论，立刻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僧纲将七大寺的抗议书和自己的反对意见一并上奏朝廷，控告最澄。东大寺的景深还写作了《迷方示正论》，逐条批驳《四条式》，列举了其二十八条谬误。朝廷将这些反对意见转达给最澄，最澄并不示弱。第二年二月，他又创作了《显戒论》三卷，批驳僧纲们的反对意见，并将该书与此前创作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血脉谱》）一卷一同上呈朝廷。同期，为了与德一论战，他还创作了《通六九证破比量文》和《决权实论》。弘仁十二年（821）三月，最澄又编写《显戒论缘起》三卷，说明他提出大乘戒坛的前后经过，上奏给朝廷。同期他还创作了批驳德一的《法华秀句》三卷。

（六）传教大师号

朝廷没有同意最澄的要求，但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和安慰，于弘仁十三年（822）二月授予他传灯大法师位。其时最澄已经积劳成疾，他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趁此机会让弟子光定到宫内游说，再次恳请天皇同意天台宗单独传戒。四月，最澄于病床前留下遗嘱，“为我勿作佛[12]，为我勿写经，述我之志”（《一心戒文》），嘱托弟子们一定要实现其建立大乘戒坛的志愿。可惜他最终未能亲眼验证这一愿望的实现。五月十五日，他指定义真为继承人。六月四日，最澄抱着遗憾于比叡山入寂。在他死后第七天，朝廷终于颁布了准许比叡山建立大乘戒坛的敕许。[13]弘仁十四年（823）二月，特赐比叡山寺额，将一乘止观院命名为延历寺。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以年号赐赠寺额。延历是桓武天皇的年号，正是在此期间最澄获得了桓武的赏识与支持，入唐求法并最终于日本建立了天台宗。延历寺的寺额可谓对此伟业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最澄的最大肯定。四月，义真于比叡山举行首次授大乘戒仪式。第二年（824），朝廷以太政官符的形式确认义真为一宗之长，即天台宗第一代座主。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七月，朝廷追赠最澄传教大师的谥号，这也是日本第一次赠与僧侣大师号。[14]最澄并非完人，特别是他晚年激烈的弘法活动也引起了其他派别的一些非议，但他一生求法、传法，矢志不渝，确实堪为佛教徒的表率。

二 最澄思想简析

以下我们围绕最澄的著作介绍一下他的思想。关于最澄的著作，最早的目录有其弟子义真所记《传教大师御撰述目录》，其中收录有作品201部293卷，但其中大部分著作已经散佚。现在常用的《传教大师全集》（全5卷）收录的标为最澄撰述的著作有134种，但据学者考证，确认可信的有61种85卷[15]。最澄与德一的论战发生于弘仁八年到十二年（817—821）的四年之间，而自弘仁九年至十三年（818—822）之间，最澄又投身建立大乘戒坛的运动，二者时间基本重合。可以说，三一权实论战和大乘戒坛是最澄晚年最重要的两项工作，他的大部分有影响的著作也都创作于此期间。

关于三一权实论战，最澄有《照权实镜》一卷，《守护国界章》九卷，《决权实论》一卷，《通六九证破比量文》一卷，《法华秀句》三卷。关于大乘戒坛，他有《六条式》《八条式》《四条式》各一卷，《显戒论》三卷，《血脉谱》一卷，《显戒论缘起》三卷等著作。以下我们择其要者简单分析。

（一）三一权实论战

“三一权实论战”发生于最澄和德一之间。德一代表了法相宗的观点，因此这次论战可以看作最澄与南都佛教的论战。另外，双方在论战中大量援引了印度、中国高僧的说法，从佛教义学角度而言，这次论战也是印中两国相关争论的延续。

德一生卒年不详，《元亨释书》《东国高僧传》等后世史书称他出身贵族，且为奈良时代的权臣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之子，但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无事实依据。德一原本在奈良出家为僧，因当时朝廷不断发动针对东北地区未归化民的战争，为安抚民心便招募高僧到关东地区弘法，德一即在其列。德一在当地表现出色，深受民众拥戴。空海称德一为“陆州德一菩萨”；最澄在讥讽德一为“粗食者、短翮者、北辕者”的同时，也尊称他为“奥州会津溢和上”（“溢”通“一”），可见德一在当时的佛教界享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

关于最澄与德一论战发生的起因和过程，各家说法不一[16]，但可以确定的是《佛性钞》与《照权实镜》，《中边义镜》与《守护国界章》之间的关系。兹概述论战过程如下：最澄与德一发生论战的导火索是德一所著《佛性抄》。最澄于弘仁八年（817）应道忠僧团的邀请赴关东弘法，在当地他读到了德一的《佛性抄》。该书今不存，但其部分主张为最澄所引用，从中可以看到德一对最澄的法华至上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最澄阅后立刻于当年创作了《照权实镜》予以反驳。应此，德一又著《惠日羽足》《中边义镜》《遮异见章》等文，其中以《中边义镜》为代表；最澄则著《法华去惑》《守护国界章》《决权实论》，以现存《守护国界章》最为知名。最后，弘仁十二年（821）最澄著《法华秀句》，德一似乎未再予以反驳，论战结束。

《法华秀句》中卷[17]引述了印度、中国、日本关于佛性问题的历史争论，其中中国佛教部分提到了“古说”和“新义”。古说主要指南北朝时期竺道生的佛性论；新义则指玄奘新译出现后，特别是印度瑜伽行派五性各别说传入后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为此，初唐发生了两次有关佛性问题的争论。第一次是涅槃师灵润列举了新旧译的十四点不同，对玄奘、窥基一派的说法提出了批评。为此，玄奘弟子神泰对灵润进行了批驳，而新罗僧义荣则支持灵润，批评神泰。第二次是与玄奘关系密切的法宝不满窥基等人的说法，而窥基的弟子慧沼为维护师说，与法宝展开论战。初唐发生这一系列论战对日本影响很大，德一的《中边义镜》从窥基一派法相宗的立场出发引用并批判了法宝和法藏的一乘说，而最澄《守护国界章》《法华秀句》则沿着法宝等人的思路批评法相宗。概略而言，双方的争论既涉及佛性之争的是非对错，又涉及宗义高低，即天台宗与法相宗孰为殊胜的派性之争，因此，“三一”与“权实”可以看作这场论争密不可分的两面。

所谓“三一”，即三乘和一乘。《法华经》等大乘经典认为：佛法可分为三乘，即声闻、缘觉和菩萨各依自己的方法成就不同的果位，其中前二者为小乘，后者为大乘；而一乘说则认为无论声闻、缘觉还是菩萨，最终都可以成佛。一乘说主张众生皆有佛性，佛法会三归一、殊途同归；而三乘说强调众生根机的差异和果报的不同。天台和华严主张辩证地看待一乘与三乘的关系，三乘是相对的，最终都将融入一乘，对立可以统一。因此，他们将《法华经》所说的羊、鹿、牛车分别对应于声闻、缘觉、菩萨三乘，而以大白牛车对应于一乘即佛乘。三乘是方便，一乘才是真实；三乘皆将归于一乘，三车之外别有一车，所以他们被称为“四车家”。而法相宗则将三乘绝对化，牛车即大白牛车，否认三车之外别有一车，即以菩萨乘等同于佛乘，从而将声闻、缘觉与菩萨（佛）绝对对立起来，所以他们又被称为“三车家”。玄奘、窥基所传“五性各别说”是典型的三乘绝对化理论，事实上否定了众生皆能成佛的可能。[18]所谓“五性”，即声闻定性、缘觉定性、菩萨定性、不定性、无种姓。这里面只有不定性是可以改变的，其他都确定不变，因此，声闻、缘觉只能得小乘果，而无种姓的众生则注定不能成佛。

另外，所谓“权实”者，“权”指方便、假说；“实”即真实。概略而言，佛教徒普遍相信，佛陀所言的全部教法中有一部分是方便的、是相对的，是为了使众生接近真理而采用的教化手段。但至于到底哪些属于“权”、哪些属于“实”，各家看法不同。权与实原本密不可分，以权显实，但最澄与德一的争论由于涉及派别之见，权实便与真伪等同，双方结合上述三乘一乘的佛性说，互相指责对方为权，以己为实，实际上是在指责对方的见解为异端伪说。最澄以“一切皆成”为真实教义，以“五性各别”为伪说。而德一则反驳认为：一乘只是就理论而言，是为了使不定性众生趣向菩萨乘而设，换句话说，一乘说只是劝诱众生信奉大乘的假说，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人人同入佛乘的理想。历史上无数高僧大德已经验证了三乘切实可行，而一乘如同画饼。可以看出，最澄的论辩从真理的绝对性、相对性出发，以“权”为相对真理，“实”为绝对真理，从而强调天台宗在理论上比法相宗更为究竟。而德一则从现实可行性出发，以经验作为论据，将“实”理解为真实性的存在，将“权”理解为理论的假设，从而批评天台宗为高蹈的空谈。因此，双方由宗派立场出发，选择利于己方的逻辑，议论完全属于平行线，不可能达成共识。

（二）《六条式》

《六条式》阐述了最澄对佛教与国家关系的认识和有关僧侣培养的理念。《六条式》开宗明义即说：

国宝何物？宝道心也。有道心人，名为国宝。……能言不能行，国之师也；能行不能言，国之用也；能行能言，国之宝也。

他提出以“道心”[19]为僧人根本，依其才能可分为“国宝、国师、国用”三个层次，其中既有学识又能行事的僧人可视为国宝，而略有欠缺的国师和国用也可以相应地为国家服务。

根据这一前提，最澄提出了六条建议。第一条说：“凡法华宗天台年分，……授圆十善戒，为菩萨沙弥，其度缘请官印。”第二条说：“即得度年，授佛子戒，为菩萨僧，其戒牒请官印。受大戒已，令住叡山，一十二年，不出山门，修学两业。”也就是说，天台宗的僧侣自出家为沙弥，一直到得度受戒都只接受大乘戒。为了确保僧人能学有所成，要求其受戒后十二年不出山门，专心修学“止观”和“遮那”两业。第三、第四条规定了“止观”“遮那”两业的修学内容。第三条说：“凡止观业者，年年每日，长转长讲《法华》《金光》《仁王》《守护》、诸大乘等护国众经。”第四条说：“凡遮那业者，岁岁每日，长念《遮那》《孔雀》《不空》《佛顶》、诸真言等护国真言。”第五、第六条提出根据学成后的才能品行来分配其工作。能行能言的国宝“常住山中，为众之首”。而“能言不能行”即偏重义理的学僧和“能行不能言”即偏重修行的法师则可以“差任传法及国讲师[20]”。

最后，最澄强调培养僧侣的目的在于使“佛法世久、国家永固、佛种不断”。很明显，这是以镇护国家作为天台宗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三）大乘戒争论

最澄希望建立独立的天台宗戒坛，因此强调天台宗是大乘宗派，天台僧属于菩萨僧，不应接受源自小乘部派的具足戒[21]，不应接受小乘戒坛的管理。他在《天台法华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式》中阐述说：

凡佛戒有二：一者大乘大僧戒，制十重四十八轻戒，以为大僧戒；二者小乘大僧戒，制二百五十等戒，以为大僧戒。

凡佛受戒有二：一者大乘戒，依《普贤经》，请三师证等，请释迦牟尼佛为菩萨戒和上，请文殊师利菩萨为菩萨戒羯磨阿阇梨，请弥勒菩萨为菩萨戒教授阿阇梨，请十方一切诸佛，为菩萨戒证师，请十方一切菩萨为同学等侣。请现前一传戒师，以为现前师，若无传戒师，千里内请，若千里内，无能授戒者，至心忏悔，必得好相，于佛像前，自誓受戒。今天台年分学生并回心向大初修业者，授所说大乘戒，将为大僧。

二者小乘戒。依小乘律师，请现前十师，白四羯磨，请清净持律大德十人，为三师七证，若缺一人不得戒。今天台年分学生并回心向大初修业者，不许受此戒，除其久修业。

他还表示，日本的佛寺可以分为三类：一向大乘寺、一向小乘寺、大小兼行寺。历史上，只有行基建立的“四十九院”属于一向大乘寺，而南都佛教寺院要么属于一项小乘寺，要么就是大小兼行寺。[22]为此，他向朝廷上表要求建立大乘戒坛，其文称：

夫如来制戒，随机不同；众生发心，大小亦别。所以文殊、豆卢，上座异位；一师十师，羯磨各别。望请：天台法华宗年分度者二人，于比叡山每年春三月，先帝国忌日，依《法华经》制，令得度受戒。仍即一十二年，不听出山；四种三昧，令得修练。然则一乘戒定，永传圣朝；山林精进，远劝尘劫。（《太政官符》）[23]

对此，南都方面认为：以《梵网经》为代表的菩萨戒主要是面向大乘居士的，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历史上都以菩萨戒为发菩提心的标志，居士和僧侣都可以授予，而小乘具足戒则为僧人专有。因此，僧人仅受菩萨戒显得有些本末倒置。更何况按照中国律宗祖师道宣等人的诠释，《四分律》虽然传自小乘部派，但已经结合大乘教法展现出了大乘精神，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具足戒属于小乘。对于最澄提出的“菩萨僧”的说法，南都也提出了质疑。所谓菩萨以“觉有情”为标准，出入世间游化众生，经典和造像中的菩萨也大多是居士形象，这与出家僧有本质不同，因此“菩萨僧”一说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最澄自始至终将“尊崇大乘”的大义名分掌握在手中，而南都中的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也都纷纷宣称自己属于大乘，不愿与小乘为伍，这就使得他们在论辩中投鼠忌器，前后狼狈。例如对于最澄提出的寺院属性的说法，南都虽然矢口否认，但也未能找出破斥的合适办法。东大寺景深竟然也举例承认行基的四十九院是大乘寺院。其实，行基所建只是募化行善的场所，根本就不是正规的寺院。

概括而言，最澄与南都的论战实属宗派意气之争。最澄一方虽然占优，但其所论也不无偏颇之处，因为执守宗派立场，论辩并不客观，甚至与现实脱节。最澄批评德一反对众生平等，但德一虽坚持五性各别说，却并不鄙视民众，相反他是民间佛教的身体力行者。而德一的“权实”说虽然不同于一般的说法，有偷换概念之嫌，但在实践上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客观上其与法相宗主张严守戒律、渐次修行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最澄的观点虽然从理论上为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在戒律问题上，南都的说法其实更具正统性和合理性，虽然他们的出发点较为保守；而最澄对菩萨僧、大乘戒、大乘寺的解释既显得牵强，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差别、歧视色彩，这与他批判“五性各别”的立场不免有些矛盾。另外，我们此前已经提到，最澄抛弃小乘具足戒的主张，带有强烈的现实考量，很大程度上是用理论为现实利益量体裁衣，这就使他的主张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上的过激性和片面性。但在现实实践中，最澄本人对于戒律还是相当严肃的，他生前多次叮嘱弟子严谨持戒[24]，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此事[25]。可惜的是，最澄的激进主张不幸为后世末流所滥用，无意中给日本佛教戒律松弛埋下了祸根，这一点恐怕是最澄所始料未及的。

因此，从纯粹佛教义学的角度而言，这场论战颇为牵强；而从佛教社会史、教团史的角度出发，这场论战的意义还是重大的。最澄最终占了上风，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从而也为宗派佛教成立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上的强有力依据。

第二节 空海和真言宗

一 空海的生平

空海（773—835）在日本佛教史乃至日本文化史上都是一位传奇人物，被认为是不世出的天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的评价有一定代表性，他说：“在漫长的日本史上，空海是最多才多艺的人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不逊于亚里士多德、达·芬奇之类的伟人，毋宁说更强。他活跃于宗教、文艺、美术、学术、技术、社会事业，领域如此宽广只能说是超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空海恐怕是日本最早构筑思想体系的人，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日中之间文化水平的落差，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生活于一千两百年前，留下众多的著作、诗文、墨迹以及与他关系密切的绘画、雕刻和建筑，直到现在仍然被各种传说包围，实属罕见。”[26]
汤川的话或有溢美的成分，但空海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确实罕有匹敌者，可以说，他是一个传说与史实参半的神秘人物。在他圆寂之后不久的摄关时代，民间就广泛流传所谓“大师入定”的传说，即相信空海拥有永恒的生命，将一直入定直到弥勒佛降世。1000多年后的今天，空海的肉身舍利仍然完好地保存在高野山，成为信众膜拜的对象。另外，作为密教大师的空海在许多与佛教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也展现出了超人的天赋。他文采飞扬，擅长汉诗和骈赋，对于简牍文书也很在行，曾经多次为嵯峨天皇拟定诏敕；他被推崇为日本文学评论的始祖，其所著《文镜秘府》在汉语文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编著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最古老的字典；他的书法艺术也被公认为平安时代书法家的代表，与嵯峨天皇和橘逸势并称“三笔”；他所参与修建的水利工程“满浓池”至今仍在使用；他还创立了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机构“种智院”，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一）早期经历

与空海交往密切的藤原良房在其所编著的《续日本后纪》中记录了空海逝世的消息并附有传记。此外，空海的弟子们也留下了很多关于空海的记述，可供参考。空海是赞岐国多度郡人，俗姓佐伯直，家族拥有宿祢的赐姓，属于地方豪族。年15岁时，他向舅舅阿刀大足学习典籍文章。阿刀氏是渡来部族，阿刀大足曾担任皇太子的教师，空海就此打下了良好的汉学基础。其后，空海又进京[27]于培养贵族子弟成为官僚的“大学”里学习。《空海僧都传》说他在学期间学习了《毛诗》《尚书》《左传》等儒家典籍，但“博览经史，殊好佛经”。18岁时，他偶遇一沙门向他提起《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经》中的求闻持法，当他看到经中说“依法诵此真言一万遍，即得一切教法文义暗记”，顿时感到如同“望飞焰于钻燧”，毅然辍学返回故乡的深山修行。空海自述其时“谷不惜响，明星来影。遂乃朝市荣华，念念厌之；岩薮烟霞，日夕饥之。看轻肥流水，则电幻之叹忽起；见支离悬鹑，则因果之哀不休”（《三教指归》），他决定出家为僧。

空海具体于何时出家不明，《弘法大师传记集览》说他于延历十七年（798）从大安寺勤操出家，名如海，后自己更名为如空，但据推算不可信。空海正式得度和受戒是在延历二十三年（804）即遣唐使准备启程入唐之前仅仅几天，有度牒和他自己的记述为证。至于空海为何能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得度且获得留学资格，据猜测与他的家世有关。但由于当时的空海尚属无名小辈，有关他留学前经历的第三方记录寥寥无几，因此难以断定。在此之前，大约是在他24岁时（797），他创作了《聋瞽指归》一卷，后附上序文和结颂成为《三教指归》三卷。在书中他以寓言的形式比较了儒释道三家的理论，以佛法为终极。该文采用骈体文形式，被认为是平安时代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二）入唐付法

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空海搭乘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第一船自肥前国松浦郡田浦起航。最澄当时搭乘的是第二船。途中遭遇大暴风雨，第一、第二船与第三、第四船失去了联系，后第三船折返日本，第四船失踪。所幸空海与最澄的船只历经波折终于安全抵达了中国，这算是天意还是历史的偶然不得而知。最澄于明州登陆，而空海和大使葛野麻吕八月于福州登陆。登陆后的空海代大使修书致福州观察使，请求前往长安，空海于此第一次展露了他的才华。同年十二月抵达长安后，唐德宗在宫中宴请了葛野麻吕一行。第二年二月葛野麻吕起程回国，空海移住长安西明寺，向附近醴泉寺的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和牟尼室利等人学习梵语。据空海《御请来目录》说，他“于是历城中访名德，偶然奉遇青龙寺东塔院和尚法讳惠果阿阇梨”，当时是延历二十四年（805）五月。

关于惠果的相关传记资料，中国方面流传的有唐圆照《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表制集》）、唐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付法记》）、唐佚名《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大德行状》）[28]、唐吴殷《大唐神都青龙寺东塔院灌顶国师惠果阿阇梨行状》（收于《广付法传》）等，日本方面则有空海、圆行、惠运等人的记述。空海的相关记述较为详尽，但并不客观。据空海《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注：漫荼罗即曼荼罗，原书名如此。）（《广付法传》）说：惠果“俗姓马氏，京兆照应人也。故大兴善寺大广智不空三藏之付法入室也”。惠果年幼出家，后追随不空。“年登弱冠，进之具足。四分兼学，三藏该通，金刚顶五部大曼荼罗法及大悲胎藏三密法门，真言密契，悉蒙师授。”可见惠果曾习律和显教义学，从学经历较为丰富。空海特别强调惠果兼学金刚界、胎藏两部大法。《广付法传》转述不空的遗言说，不空门下弟子众多，蒙其印可的高足八人，“就中七人，得金刚界一部，青龙则兼得两部师位”。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表制集》所录《三藏和上遗书》中列举包括惠果在内的六位高足，但并无此说法。事实上，惠果在不空诸大弟子中年龄辈分较小，八人中唯独他一人得两部大法，不免言过其实。《御请来目录》中记录不空对惠果，“一目之后，偏怜如子，入内归寺，如影不离……两部大法，秘密印契，因是学得矣”。而另一则记录则明显露出了《广付法传》篡改史实的痕迹。《广付法传》转引惠果本人的文字说：“瑜伽秘密之宗，大悲胎藏之要，特蒙教诲。”而唐圆照编《表制集》则作：“瑜伽秘密之宗，普贤深妙之要，特蒙教诲。”两相比较，《表制集》更为自然，当是原文，而《广付法传》刻意修改的痕迹很明显。据推测，这样的修改与空海创立真言宗并试图凌驾于天台宗之上有关。[29]
《御请来目录》说，空海与西明寺的志明等五六名法师一起去拜访惠果，惠果独青睐于空海，“（惠果）和尚乍见含笑，喜欢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辨香花，入灌顶坛’”。惠果一见面就表示自己已经来日无多，要将法脉传与空海，这样的记述又让人感到惊叹。空海于是“即归本院，营办供具”，“六月上旬，入学法灌顶坛”。“即沐（胎藏）五部灌顶，受三密加持。从此以后，受胎藏之梵字仪轨，学诸尊之瑜伽观智。”“七月上旬，更临金刚界大曼荼罗，重受五部灌顶。”“八月上旬，亦受传法阿阇梨位之灌顶”，“是日设五百僧斋，普供四众。青龙大兴善寺等供奉大德等，并临斋筵，悉皆随喜。金刚顶瑜伽五部，真言密契，相续而受，梵字梵赞，间以学之”。付法速度可谓惊人。惠果又告诉空海：“真言秘藏，经疏隐密，不假图画，不能相传。”于是请供奉丹青（宫廷画家）李真等十几人，“图绘胎藏、金刚界等大曼陀罗等一十铺”。集经生二十余人“书写金刚顶等最上乘密藏经”。又唤供奉铸博士（专门负责铸造的工匠）造密教道具十五种。惠果的其他弟子，“若道若俗，或学一部大法，或得一尊一契，不得兼贯”，唯独空海得付两部大法，真言密契。[30]
于是，惠果叮嘱空海说：“如今此土，缘尽不能久住，宜此两部大曼荼罗、一百余部金刚乘法及三藏转付之物，并供养具等，请归本乡，流传海内。……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然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报师德，为国忠也，于家孝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以上《御请来目录》）付法已毕，惠果即于同年十二月沐浴结印，右肋而终。空海为悼念先师亲自撰写了《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性灵集》）。

（三）回国初期

大同元年（806）八月，空海自明州出发回国。空海是长期留学生。按照当时的规定，长期留学生一般需留在中国学习十到二十年，像玄昉、道慈等人都有十年以上的在华经历。而空海在华仅仅两年即回国，其中原委，前引《御请来目录》称是惠果催促所致，但事实已经难以探明。据猜测，空海才华出众且颇具自信，他希望尽快回国立宗弘法，于是他将留学的费用全部用来购买书籍、法器，打道回府。但是回国后，他不得不致书朝廷请罪（“阙期之罪”），同时上呈《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御请来目录》），说明了自己提前归国的理由，声称自己已得密教付法，并以携回的法物作为证明。据《御请来目录》，空海携回的法物包括：“新译等经都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梵字真言赞等都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论疏章等都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以上三种总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佛菩萨金刚天等像、法曼陀罗、三昧耶曼陀罗，并传法阿阇梨等影共一十铺[31]。道具九种。阿阇梨付嘱物一十三种。”同时，他在《广付法传》等著作中说，真言密教自法身佛亲传，至空海以前有七祖，即第一法身大毗卢遮那如来、第二金刚萨埵阿阇梨、第三龙猛（龙树）菩萨阿阇梨、第四龙智菩萨阿阇梨、第五金刚智阿阇梨、第六不空金刚阿阇梨、第七青龙寺惠果阿阇梨[32]，以此来表示自己是密教真传。

朝廷大概怪罪空海擅自提前回国，没有立刻准许他返回京都。为此，空海不得不盘桓于九州，并没有立刻在平安佛教界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最先关注空海的恰恰是他此后的主要竞争对手最澄。最澄与空海同期被公费派往中国留学，最澄是短期留学生（“还学生”），空海是长期留学生。最澄在华八个多月，空海则滞留两年。空海在入唐以前基本上属于无名小卒，而其时的最澄已经是享誉日本的高僧了。回国以后，最澄受到了桓武天皇的热烈欢迎，立即晋升为新宗派的领袖，而空海起初并没有获得多少注意，其后形势发生了逆转。空海凭借密教真传的身份，不仅使最澄俯首，还迅速获得了贵族阶层的皈依。后来，最澄与空海不欢而散，最澄走上了与南都佛教对抗的道路，而空海却一边争取南都的理解和支持，一边向朝廷申请建立新宗。

（四）高野山和东寺道场的建立

大同四年（809）七月，空海才获得朝廷的允许进京，住在和气氏的氏寺高雄山寺。[33]十月，酷爱书法的嵯峨天皇听说空海藏有唐人墨迹并且擅长书道，降旨垂问。空海立即题写屏风进献，从而得到了嵯峨天皇的赏识。第二年即弘仁元年（810）十月，朝廷召空海于高雄山寺为国家祈祷修秘法。同年，皇太子高丘亲王于东大寺出家，号真如法亲王，投空海门下学习密教（《三代实录》）。同三年（812），空海在高雄山寺为最澄等人授结缘灌顶。自此，空海在平安佛教界开始崭露头角。

弘仁六年（815），法相宗德一对空海的即身成佛义提出质疑，写作了《真言宗未决文》。对此，空海派遣弟子康守前往德一处，大概是争取后者的理解和支持，但双方的见解显然未能达成一致。空海也创作了《辨显密二教论》，将密教置于包括法相宗和天台宗在内的显教之上，不过空海的思想多有包容性，与显教未形成尖锐的对立。此后二年（817），最澄与德一陷入三一权实大论战，其后又与南都佛教就建立大乘戒坛的问题展开争论，双方势不两立，而空海与南都佛教的关系却比最澄要好得多。南都方面反对最澄的领袖是元兴寺护命，他是法相宗僧侣，时任大僧都，在南都诸宗中威望很高。他反对最澄，却与空海关系颇为和睦。空海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性灵集》）中保存有空海为护命八十大寿所作的祝寿诗，还收录有空海与兴福寺玄宾、唐招提寺如宝等南都名僧唱和交往的诗文。天长四年（827），护命还应空海邀请担任东寺的法务。弘仁十三年（822）二月，朝廷敕准空海在南都东大寺建立真言院[34]，并请空海为平城上皇授密教三昧耶戒，而在此前后正是最澄与南都对立最尖锐的时候。同年六月，最澄在南都的集体反对声中抱恨辞世，空海却赢得了朝廷和南都的一致肯定。应该说，最澄和空海在与南都佛教的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与他们的个性和处事方式确有一定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最澄从一乘圆教迥别三乘的立场出发，对南都采取了绝对批判的态度，而空海则从密教即身成佛的立场出发，认为即便是南都的三乘也可以直通妙道，因而对南都采取了较为包容的态度。

弘仁七年（816），空海被任命为十名内供奉之一。同年六月，空海上奏嵯峨天皇，请求赐予他纪州高野山作为修行道场。同年七月，朝廷批准了空海的请求。第二年，空海派遣自己信赖的弟子泰范和实慧前往高野山筹建寺院。泰范原本是最澄的弟子，后转而皈依空海，最澄与空海即因泰范而绝交。实慧后来则成为东寺的第二代住持（“长者”）。派遣此二人赴高野山，可见空海对高野山道场的重视。

自弘仁十年（819）五月起，高野山开始兴建伽蓝，但空海在世时未能完工。在经营高野山的同时，空海还参与了东寺的设计与建造。东寺在桓武帝迁都京都时即已规划，与西寺并列为京城首屈一指的皇家大寺院，历经数朝到嵯峨天皇时仍未完工。弘仁十一年（820），47岁的空海被授予传灯大法师位，而相对年长的最澄两年后才被授予此大僧位。弘仁十四年（823）一月，即将退位的嵯峨帝将东寺永久赐予空海。此举意义非常重大，喜出望外的空海祈愿将东寺建成密教的中心道场，供密教僧专修密教使用。同年十月，空海将《真言宗所学经律论目录》（《三学录》）上呈朝廷，详细列举了真言宗弟子应该学习的典籍。同期，新即位的淳和天皇批准东寺常住50名僧人，并且批准了空海禁止真言宗之外的其他宗派僧人杂住的请求。空海将从唐朝请来的佛像、曼陀罗、法具、经卷全部集中于此，东寺代替高雄山寺[35]成为真言宗的总本山。按照空海的规划，高野山主要作为僧人修行的道场，而东寺则主要兴办灌顶法会、供养法会、讲经等弘法活动。一般认为，真言宗于此正式成立。

天长元年（824）二月，空海奉命在神泉苑祈雨，三月在东大寺奉修三宝供养会，不久被任命为少僧都，时年51岁。同四年，又升任为大僧都。天长二年（825）四月，东寺的讲堂开工，空海亲自设计、督造，以曼陀罗样式建造。同三年（826）十一月，又营建了五重塔。同七年（830），淳和帝要求六宗总结宗义上呈。三论宗玄叡著《三论大义钞》四卷，法相宗护命著《大乘法相研神章》五卷，华严宗普机著《华严一乘开心论》六卷，律宗丰安著《戒律传来记》三卷，天台宗义真著《天台宗义集》一卷，真言宗空海著《秘密曼陀罗十住心论》十卷、《秘藏宝钥》三卷。真言宗、天台宗取得了与南都佛教平等的地位。

（五）广泛的社会活动

空海获得贵族阶层的赏识，除了密教，还在于他的多才多艺。嵯峨天皇信任空海，首先在于赏识他的文章书法。空海经常在中书省为天皇代笔诏书。中书省属于天皇的秘书处，负责文案、国史监修、掌管户籍，其中也包括僧尼名簿。空海在此工作，对他创建真言宗有一定的帮助。

除了学识才华，空海在社会事业方面也展现出了宗教家的风采。弘仁十一年（820），空海的故乡赞岐国多度郡维修水利工程满浓池，当地国司上表请求朝廷派遣空海担任监工，表文说：“僧空海，此土人，……道俗钦风，民庶望影，……百姓恋慕，实如父母。”（《日本纪略》）说明空海在民间享有很高威望。

天长五年（828），空海创立了日本第一所专门培养平民子弟的学校综艺种智院。当时的日本中央设有大学，但只招收一定级别以上的贵族子弟入学。地方设有国学，但也只招收郡司的子弟入学。此外，一些显赫的贵族门第还设有专供本族子弟受教育的私学，如和气氏的弘文院、藤原氏的劝学院、橘氏的学馆院等。总而言之，这些学校都只面向贵族子弟，平民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出身贵族的空海却希望凭借自己的声望改变平民子弟的命运。天长五年十二月，时任大僧都的空海创作了《综艺种智院式并序》，其中说，或有人曰：“国家广开庠序，勤励诸艺，霹雳之下，蚊响何益？”质疑空海为何不自量力，在官方教育体制之外另辟蹊径。空海回答说：“大唐城，坊坊置闾塾，普教童稚；县县开乡学，广导青衿。是故才子满城，艺士盈国。”看来空海致力于平民教育是受到了大唐的影响。而当时日本“但有一大学，无有闾塾，是故贫贱子弟，无所问津，……今建此一院，普济童蒙，不亦善哉”！在选拔师资方面，他表示：“师有二种，一道一俗。道所以传佛经，俗所以弘外书。真俗不离，我师雅言。”而学生方面“若有青衿黄口，志学文书，……不论贵贱，不看贫富，随宜提撕”。为了能让学生安心学习，他特意规定种智院实行完全免费制，学生不但不用交学费，还由学校负担生活费。“欲弘其道，必须饭其人。若道若俗，或师或资，有心学道者，并皆须给。”贵族藤原三守赞赏空海的志向，将自己位于东寺旁的宅邸捐出来做校舍。虽然在空海逝世十几年后的845年，学校就因为经济原因倒闭，但作为日本第一所面向平民的学校，其历史影响重[36]，成为空海人生中的又一亮点。

天长九年（832），晚年多病的空海退隐高野山，同年九月在山上举行了“万灯会”，空海在愿文中称：“于是空海与诸金刚子等，于金刚峰寺聊设万灯万花之会，奉献两部曼陀罗、四种智印。所期每年一度，奉设斯事，奉答四恩。虚空尽、众生尽、涅槃尽、我愿尽”，表达了自己希望生生世世化度众生的誓愿。承和二年（835）三月，62岁的空海圆寂于高野山。贞观六年（864），清和天皇追赠空海法印大和上位。延喜二十一年（921），醍醐天皇追赠空海弘法大师的大师号。

二 空海的思想

空海的著作很多，历史上有其弟子真济（800—860）编纂的诗文集《性灵集》十卷行世，现在常用的是由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编纂的《定本弘法大师全集》。佛教方面的代表作有《三教指归》《秘密曼陀罗教付法传》《即身成佛义》《声字事相义》《秘密曼陀罗十住心论》《秘藏密钥》等。

（一）真言宗与显密二教

空海所创立的密教宗派名真言宗。所谓真言，狭义而言指陀罗尼，诵持陀罗尼是密教的特征之一，因而可以以之指代密教。广义而言，森罗万象皆法身佛密语真言，真言即万法代名词，这样一种一致关系又通过自然语言的代表——梵语悉昙充分体现出来。因此，“真言”一词高度概括了密教的特征。而对空海来说，真言宗的教义又可以用“即身成佛”四字来概括。

据空海转述，不空曾表示：其“所译金刚顶瑜伽法门，是成佛速疾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顿超凡境，达于彼岸”。惠果“常谓门人曰：‘金刚界、大悲胎藏两部大教者，诸佛秘藏，即身成佛之路也’”（以上《广付法传》）。而空海自己则说：“法海一味，随机浅深，五乘分镳，逐器顿渐。顿教之中，有显有密。”“显教则谈三大之远劫，密藏则期十六之大生。迟速胜劣，犹如神通跛驴。”又说：“夫释教浩汗，无际无涯。……必当福智兼修，定慧并行，乃能济他苦取自乐。修定多途，有迟有速。玩一心利刀，显教也；挥三密金刚，密藏也。游心显教，三僧祇眇焉；持身密藏，十六生甚促。顿中之顿，密藏当之也。”（以上《御请来目录》）由此可见，在空海看来“速疾成佛、即身成佛”是自不空、惠果、空海三代相承的密契法门。因此，空海的教义著作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即身成佛义展开的，以下我们就以《即身成佛义》和《辨显密二教论》（《二教论》）为中心探讨空海的即身成佛思想。

空海《二教论》将佛教分成显教和密教两类。他说：

夫佛有三身，教则二种。应化开说，名曰显教，言显略逗机。法佛谈话，谓之密藏，言秘奥实说。

指出显教是“逗机应化”说法，而密教是“秘奥实说”。概略而言，空海认为显密的差别有如下四点：第一，显教是报身佛或应身佛说法，密教是法身佛说法。所谓法身说法，并非单纯指以语言文字说法，而是通过法身的各种活动来加以显现。显教把法身理解为一种“道理真如”，即静止、抽象的真理。而密教以法身为具体而真实的，因而可以通过活动来显现“说法”。显教谈三身佛（法、报、应），而密教将法身佛进一步分为四种法身（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等流身），以后者涵盖前者。因此，“法身佛说法”源自于密教和显教对法身理解的差异，也是显密的根本差异。第二，显教各宗，以华严、天台、法相、三论为代表认为现象世界的因分可说，而佛所体验的绝对境界（果分）超越语言文字不可说。而密教则认为可以通过特殊的语言（真言）、文字（种子）、形象（印契）来表现绝对的世界。第三，显教大都认为需要经过无量劫，次第修行方能成佛，而密教则认为速疾成佛，即凡夫肉身也可成佛。第四，显教“应化开说、显略逗机”，对行者的根机有选择，而密教则不择机，适应一切众生。

《二教论》完成后，遭到一些质疑：天台与华严也立顿教义，二者有何差别？为此，空海又先后创作了《即身成佛义》（《即身义》）、《声字实相义》（《声字义》）、《吽字义》[37]三书，针对真言宗的即身成佛义进行了阐述。

（二）即身成佛义

《即身义》开篇即提出了一首著名的偈颂：

六大无碍常瑜伽，四种曼陀各不离。

三密加持速疾显，重重帝网名即身。

法然具足萨般若，心数心王过刹尘。

各具五智无际智，圆镜力故实觉智。

按照空海自己的解释，“六大无碍常瑜伽”言“体”，“四种曼陀各不离”言“相”，“三密加持速疾显”言“用”。体即六大：地、水、火、风、空、识。佛教一般讲前五大，空海认为《大日经》中所说“我觉本不生，出过语言道”的“我觉”即法身佛主体，以之为“识大”，“我觉者识大，因位名识，果位谓智”。佛教一般认为五大构成三种世间，即众生世间、国土世间和五蕴世间。空海也说“以六大为能生，以四法身三世间为所生”。但值得注意的是，空海并不认同将六大理解为生成元素的观点，所以他说“虽有能所，二生都绝，法尔道理，有何造作？能所等名，皆是密号”，他认为六大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或者说是真实世界透露出来的一种信息，即所谓“密号”。

真实世界的展现，即所谓“相”，是指四种曼陀罗。“大曼陀罗”包括一切佛、菩萨、神、鬼、人的相好具足的形象，引申而言，即他们的塑像、画像等，大体相当于生类，或者显教所说的十界概念。“三昧耶曼陀罗”象征佛、菩萨“本愿”的各种标识，引申为各种法器、印契。“法曼陀罗”代表诸佛、菩萨、神鬼的真言名号，经论的文字、语言、义理等，引申为梵字悉昙、经卷。“羯磨曼陀罗”指诸佛、菩萨行住坐卧的姿态等。此四种曼陀罗各不相离，前三种即如来的三种秘密身，即“字、印、形象”，分别对应于法、三昧和大曼陀罗，羯磨曼陀罗即三种身的“威仪事业”。

四种曼陀罗说明了现象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绝对者、真理、大日如来法身佛的显现。“体”与“相”从理论上说明了众生为何可以即身成佛的问题，那么以何成佛呢？空海进一步从佛、行者、众生（凡夫）圆融不二、无碍互涉的立场出发阐述其“用”，即三密互具。

“三密加持速疾显”者，谓三密者：一身密、二语密、三心密。法佛三密，甚深微细，等觉十地，不能见闻，故曰“密”。一一尊等具刹尘三密，互相加入，彼此摄持。众生三密，亦复如是，故名三密加持。若有真言行人，观察此义，手作印契，口诵真言，心住三摩地，三密相应加持故，早得大悉地。（《即身成佛义》）

从佛的角度而言三密即身（一切形色）、语（各种音声）、意（一切道理）。从凡夫众生的角度而言，身、语、意为三业。而对修密的行者而言，三密即身（各种印契）、语（念诵、密咒）、意（观想）。三密即成佛的途径。《声字义》从真言的声音与文字是诸法实相的表现，诸法实相即法身佛的角度进一步补充了《即身义》的观点，所谓“五大皆有响，十界具言语，六尘悉文字，法身是实相”。

概略而言，空海认为密教可以划分为“教相”（教义）和“事相”（仪轨），即理论和应用两大部分。教相即我们上面简单介绍的体（六大）、相（四曼）、用（三密）；而事相包括灌顶、护摩、观法、印契、真言等多种仪轨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空海所言成佛并非指神通的获得，而是指觉悟。在这一点上，空海的密教与显教并无二致，也符合佛教的基本理念。然而，佛与人（众生）是否异质，成佛是否意味着人的彻底转变？这一问题真言宗也要面对。佛教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致有经由修行所获得的经验层面和理念思辨层面两种进路。从后者出发，主张众生皆有佛性的一乘家持众生与佛不二的态度，空海及真言宗属于这一类别。从这一层面出发，即身乃即此肉身[38]，六大皆是曼荼罗，因此，神通绝不等于成佛，即身成佛的阿阇梨也不一定非要显示神通。这与世人常有的对密教的神秘化误解完全不同。成佛即开悟，密教也不例外，但不予点破主要是因为难以表述，表述不当难免为戏论；唯度有缘人，机缘不成熟时不宜泄露天机；不识者点破后反而会作庸俗解。而从经验的层面出发，密教的即身成佛自然有神秘的成分，难以臆测，也就不是本书所探讨的范围了。

（三）判教理论

天长七年（830），空海受淳和天皇之命总结真言宗的教义，创作了《十住心论》十卷和《秘藏宝钥》三卷。二书主旨相同，后者是前者的概要，通过重点阐述判教理论来说明真言宗的特点。判教问题是空海一直关心的问题，从他青年时代创作的《三教指归》即可略见一斑。《十住心论》将佛教（内学）以及佛教之外的各种思想理论（外学）加以分类，构成了庞大的判教体系。列表如下：

十住心心品宗派

01异生羝羊心一向行恶行（凡夫）

02愚童持斋心五常五戒等（人天）儒教等

03婴童无畏心四摄六行等（外道）印度的各种外道宗教、中国的道教等

04唯蕴无我心四谛四念等（声闻）小乘教

05拔业因种心十二因缘等（缘觉）小乘教

06他缘大乘心无缘起悲位（唯识）法相宗

07觉心不生心心得自在位（三论）三论宗

08一道无为心境地俱融位（天台）天台宗

09极无自性心无性至极位（华严）华严宗

10秘密庄严心开显秘藏位（真言）真言宗

此判教说的构思受到了《大日经·住心品》的启发，从第一到第六基本依据唐良贲（717—777）《凡圣界地章》。第一阶段指动物本能性的生活态度，如同牡羊一样，只知道食色。第二阶段指持五戒十善的道德性生活。第三阶段代表一般的宗教性追求。第四阶段进入了小乘佛教已知“我空”，但不知“法空”的阶段。第五阶段了知因缘，要拔除业因种子，脱离生死轮回。第六阶段则起无缘大悲心，行利他行。第七阶段为《中论》“八不”的阶段，得大乘般若智慧。第八以后是一乘教。第八、九、十分别代表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和六大缘起三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此判教形式上虽然以密教为最高，但空海主“九显十密”说，即前九虽是层次较低的显教，但也无不是密教的显现，因此完全可以以包容的态度来收摄显教。

空海的密教思想对日本佛教影响很大。他的佛与众生无别、法体恒存、现实肯定、即身成佛等思想对日本佛教都有重大影响。此外，十住心等判教思想虽然属于佛教义学，但已经不再局限于佛教的视野，事实上已经涉足现代哲学、心理学所探讨的需求、意义理论，其具有的现代意义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 空海之后的真言宗

最澄逝世前后，空海事实上成为平安初期的佛教界领袖。但空海之后，真言宗却为天台宗的气势所压倒。贞观八年（866），清和天皇追赠最澄传教大师号，追赠圆仁慈觉大师号，而空海获得大师号要迟至延喜二十一年（921）。大师号需要弟子门人奔走游说向朝廷申请，空海晚年何等风光，受大师号却晚于最澄半个多世纪，可见真言宗门下无人。真言宗宗风不振的原因有二：一是天台宗人才辈出，圆仁、圆珍等人从唐朝传回了最新的秘法，在密教领域后来居上，使真言宗的特点得不到发挥。二是真言宗内部山头林立，迟迟不能确立统一的领导人。

（一）高野山与东寺的本末之争

空海生前先后创立了高野山和东寺两大道场，此外，他还曾活跃于京都北部的神护寺（高雄山寺）和奈良的东大寺。空海门下弟子众多，其中较为杰出的有实惠、真雅、真济、道雄、圆明、真如、泰范等人，被称为“十贤”。空海逝后，形成了由实惠（786—847）主持京都东寺、真然（812—891）主持高野山金刚峰寺、真雅（801—879）主持东大寺真言院、真济（800—860）主持神护寺的局面。

高野山作为即身成佛的修行道场创立在先，且空海圆寂于此，地位特殊。而东寺是空海生前最活跃的地方，且由嵯峨天皇和淳和天皇钦定为真言宗的根本道场，作用也很重要。因此两山互不相让，都想取得宗派的领导权，即所谓“本末之争”。双方一度势均力敌、争执迟迟得不到解决。两山争执的焦点有二：一是真言宗弟子的考试得度名额问题；二是《三十帖册子》的归属问题。

承和二年（835），空海临终前，真言宗获得了每年三人的年分度者名额。仁寿三年（853），朝廷批准东寺真济的申请，将真言宗的年分度者增加到了六人。年分度者原本都在高野山接受考试，但名额增加后就出现了将名额分散给东寺和神护寺的呼声。其后，围绕这一问题，高野山与东寺反复争执。再有就是空海亲笔撰写的《三十帖册子》（《真言法文册子三十帖》）作为真言宗的至宝原本保存于东寺，但贞观时代任东寺长者的真雅却将册子私自借给了同属高野山系统的真然。真雅去世后，真然与自唐留学归来住持东寺的宗叡（809—884）关系不睦，不肯归还册子。东寺方面对此相当不满，多次上诉朝廷。直到延喜十五年（915），东寺的观贤在宇多天皇的支持下才迫使高野山归还了册子。出身高野山系统的真雅和真然都是空海的亲属[39]，所以高野山以空海家族的传人自居，而东寺位于政治文化中心，容易获得朝廷的支持，自然也不肯放弃真言宗领袖的地位。直到延喜十九年（919），东寺的观贤获得了醍醐天皇的支持。醍醐天皇敕命东寺长者兼任高野山金刚峰寺的检校职，从此形成了东寺长者兼任真言宗领袖的局面。而高野山在本末之争中落败，一蹶不振，其后又因天灾人祸，竟至趋于荒芜的地步，直到平安中期藤原道长登山，高野山才得以复兴。

（二）野泽十二流：真言宗分派

真雅、真济等人之后最重要的真言宗僧侣有益信、圣宝、观贤和宽朝，在他们的努力下真言宗得以振兴。

益信（827—906）曾先后师事东寺的真雅、宗叡以及真雅的弟子源仁。他曾历任东寺三纲、东寺长者，并于昌泰三年（900）被朝廷任命为僧正。他开创了真言宗的重要寺院圆城寺并圆寂于此，因此被尊称为圆城寺僧正，逝后四百年被追赠本觉大师的谥号。[40]益信获得了宇多天皇的皈依。昌泰二年（899），宇多上皇于仁和寺出家称宽平法皇，益信亲自担任戒师，其后又为宽平法皇授具足戒和传法灌顶。仁和寺原本是天台宗的寺院，自宽平法皇之后转入真言宗，成为真言宗的重要寺院，此后的真言宗仁和御流（御室派）即源于益信和宽平法皇。

与益信同期活跃的有圣宝。圣宝（832—909）是平安时代的重要僧侣，多个宗派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他。据说他是属于天智天皇系统的光仁天皇的皇胄。他少年时代追随当时的东大寺别当真雅出家，其后自真然和源仁受密教付法。与同期的其他真言宗僧侣不同，圣宝涉猎庞杂，他曾在东大寺长期研习南都诸宗，尤精于三论。延喜五年（905），佐伯氏族人将东大寺东南院赠与圣宝作为研习三论的道场，自此该院一直由圣宝的弟子传承，成为三论宗的重要道场，圣宝由此被推为三论宗的中兴之祖。[41]此外，圣宝还私淑修验道的始祖役小角，对重兴当时已经衰微的修验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又被推为修验道当山派的祖师。也正因为上述原因，圣宝曾长期被视为真言宗的傍流，但事实上，由其弟子观贤等人开创的小野流此后成为真言宗的两大支派之一。因此，圣宝又是真言宗的重要祖师之一。

圣宝对真言宗的最大贡献是他于贞观十六年（875）开创了醍醐寺，该寺于延喜七年（907）成为醍醐天皇的御愿寺，获得了飞跃发展，成为真言宗的重要道场。圣宝历任弘福寺别当、贞观寺座主、东寺二长者、少僧都、大僧都、权僧正等职，延喜六年（906）他被任命为僧正和东寺一长者，逝后被追赠理源大师的谥号。

圣宝的重要弟子是观贤。观贤（854—925）从真雅出家、受戒，从圣宝学习密教和三论，并自圣宝受传法灌顶。他获得了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的宠信，曾历任仁和寺别当、东寺长者、醍醐寺座主、金刚峰寺检校等重要职位。在其任内基本解决了东寺与高野山（金刚峰寺）的本末之争，确立了东寺长者一宗统领的地位。益信大振真言宗宗风，延喜二十一年（921），他奏请醍醐天皇追赠空海大师谥号，获得了批准。延长元年（923），他被任命为权僧正。

观贤之后圣宝一系的杰出人物有仁海。仁海（951—1046）在高野山出家，在醍醐寺崭露头角，长历二年（1038）被任命为僧正，长久四年（1043）成为东寺长者。由于他擅长祈雨，被时人称为“雨僧正”。

在仁海之前担任东寺长者的是益信一系的宽朝。宽朝（916—998）是宇多天皇（宽平法皇）之孙，因出身高贵、学修并优，他在佛教界获得了极高的地位，曾先后担任仁和寺别当、东寺别当等重要职务。贞元二年（977），他成为东寺长者。宽和二年（986），宽朝于生前被任命为真言宗历史上首位，也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三位大僧正。

综上所述，益信和圣宝是平安前期真言宗的两大巨匠，他们的法流相互竞争，不免发生一些对立和摩擦，逐渐出现了分派的迹象。到宽朝和仁海的时代，真言宗两大派别已经基本成形。两派分别以益信和圣宝为始祖，因宽朝曾在广泽池西北建造遍照寺，因此益信、宽朝这一派被称为广泽流；而仁海曾在醍醐寺附近的小野建造曼陀罗寺，因此圣宝、仁海一派被称为小野流。自11世纪以后，广泽流和小野流分别以仁和寺和醍醐寺为中心发展成为真言宗的两大基本流派。广泽流此后又细分为六派，称“广泽六流”；小野流也细分成六派，称“小野六流”；二者合称真言宗“野泽十二流”。

（三）兴教大师与新义真言宗

平安时代末期，广泽一系中出现了改革者觉鍐。觉鍐（1095—1143）谥号兴教大师，是新义真言宗的始祖。觉鍐13岁入仁和寺，成为宽助的弟子。其后又遵师命，前往南都学习唯识、三论。天永元年（1110），16岁的觉鍐于仁和寺出家得度，其后又前往南都求学，于东大寺受戒。之后他于高野山从隐居的念佛行者（“念佛圣”）得念佛法门，先后于仁和寺、圆城寺、醍醐寺得各种密教灌顶，集各派秘法于一身。他天资聪慧、学修精进，年仅35岁即于仁和寺获得传法灌顶，被时人视为空海以来的奇才。鸟羽上皇对觉鍐非常信任，皈依于他并支持他在高野山建立了大传法院和密严院。觉鍐对当时真言宗僧侣忽视修行、腐化堕落的现象非常不满，曾在密严院长期修无言行，并在修行结束后创作了著名的《密严院发露忏悔文》。觉鍐就任金刚峰寺座主后，力主改革，由此与高野山的保守势力发生了激烈冲突，保守派曾派出刺客加害于他。保延六年（1140），保守派袭击密严院，纵火烧毁伽蓝，觉鍐与徒众不得不移居纪州（和歌山县）的根来山。

此后，觉鍐与徒众以根来山为中心，建立了根来寺（和歌山县岩出市），并于此复兴了大传法院和密严院，对真言宗教义进行了重新梳理。康治二年（1143）觉鍐入灭后，其门人曾一度返回高野山，并将大传法院和密严院迁回高野山。但双方的对立长久无法弥合，觉鍐一派遂于正应元年（1288）再度集体返回根来寺，以赖瑜（1226—1304）为领袖系统完善了觉鍐的思想，形成了新的教义和派别。为了与原有的金刚峰寺一派相区别，他们的派别被称为新义真言宗，原有的则称为古义真言宗，双方都坚持自己一派为正统。

室町时代末期，根来寺势力膨胀，拥有庞大的庄园经济，还建立了被称为“根来众”的僧兵武装，兵员上万，并率先使用了火枪等先进武器，战斗力极强，因而与战国大名丰臣秀吉等人发生了冲突。天正十三年（1585），根来寺遭到丰臣秀吉大军进攻，伽蓝被焚，僧徒或被杀害，或被迫逃亡，流散京都、奈良各地。德川幕府建立后，根来寺得以复兴，形成了以根来寺为本山的根来寺派、以奈良长谷寺为本山的丰山派、以京都智积院为本山的智山派和以室生寺为本山的室山寺派。现在所言新义真言宗，狭义指前者，广义则指上述四派的统称，其中又尤以智山和丰山两派最为兴盛。

（四）立川流

真言宗还出现了历史上较为知名的立川流。立川流由镰仓时代的仁宽（？—1114）创立，在南北朝时期由文观（1278—1357）集大成，为了便于叙述，我们仅在此作简单介绍。

仁宽出身贵族，他的兄长胜觉是真言宗小野流中最大的派别三宝院流的开创者。仁宽追随胜觉学习密教，获阿阇梨位，并曾担任皇子辅仁亲王的护持僧。永久元年（1113），仁宽为拥立辅仁亲王继位，谋划行刺鸟羽天皇，因走漏风声而被捕并被处流刑。据传[42]，仁宽在流放期间创立了立川流的教义，并传授给弟子见莲、观莲等人。据说，仁宽死于投崖自杀。见莲原本是武藏国（东京都）立川的阴阳师，“立川流”一名即出自于他。立川流的教义和实修方法掺杂了诸多阴阳道的因素，据传与见莲关系很大。立川流传至镰仓末期、南北朝时期的文观，因文观得到后醍醐天皇的皈依而得以大振。文观颇具神验，被誉为“验力无双”，但也因涉足宫廷政治，被镰仓幕府执权北条高时流放（1322）。此后镰仓幕府灭亡，文观因支持后醍醐天皇反对镰仓幕府，凭功得任东寺长者。立川流势力增长遭到了真言宗正统派的反对，再加上文观的后盾后醍醐天皇的政治地位不稳，文观不久就被剥夺了东寺长者的职位，其派别遭到了打压。

立川流被真言宗主流视为异端邪说。立川流教义的最大特色是以性行为作为无上秘法，宣扬以此实现即身成佛，号称“女犯乃真言一宗肝心，即身成佛至极”。他们以《理趣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品》）为依据，并编纂了一系列混杂有密教、神道、阴阳道、易学思想的伪经，将佛教禁忌的性行为视为密教的无上瑜伽，崇拜骷髅本尊，观想男女交合的曼陀罗，大行双修秘法。立川流曾一度流传甚广，《受法用心集》声称当时的真言僧大都信奉立川流，但不足信。立川流的做法事实上遭到了正统派真言宗的抵制，为此在真言宗内部还兴起了重振戒律的运动。文观之后立川流已经逐步衰落，江户时代因幕府的禁令而灭绝。

（五）高野山与大师信仰

高野山位于日本和歌山县，群山环绕，莲开八叶，自弘法大师空海开创道场以来，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山上原为女人禁入的密教道场，目前仍完好保留有以真言宗总本山金刚峰寺为首的寺院117座，2004年以佛教圣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性灵集》所收弘仁七年（816）六月十九日空海《于纪伊国伊都郡高野峰被请乞入定处表》详细记录了高野山道场成立的缘起，兹录全文如下：

沙门空海言。空海闻：山高则云雨润物，水积则鱼龙产化。是故，耆阇峻岭，能仁之迹不休；孤岸奇峰，观世之踪相续[43]。寻其所由，地势自尔。又有台岭五寺，禅客比肩；天山一院，定侣连袂。[44]是则国之宝，民之梁也。

以上空海列举了印度的灵鹫山、洛迦山，中国的五台山、天台山等佛教圣地，以“地势自尔”说明了环境（道场）与修行者的互动关系。

伏惟我朝历代皇帝，留心佛法。金刹银台，栉比朝野；谈义龙象，每寺成林。法之兴隆，于是足矣。但恨高山深岭，乏四禅客；幽薮穷岩，希（稀）入定宾。实是禅教未传，住处不相应之所致也。

以上空海回顾了日本历朝重视佛法，寺院林立、高僧众多的盛况，但指出了因禅教未传（指佛门静修），住处不相应（指没有合适的修行场所），而静修者乏人的遗憾。

今准禅经说，深山平地，尤宜修禅。空海少年日，好涉览山水。从吉野南行一日，更向西去两日程，有平原幽地，名曰高野。计当纪伊国伊都郡南，四面高岭，人踪绝蹊。今思，上奉为国家，下为诸修行者，芟荑荒薮，聊建立修禅一院。经中有诫“山河地水悉是国主之有也，若比丘受用他不许物，即犯盗罪”者，加以法之兴废，悉系天心，若大若小，不敢自由。望请蒙赐彼空地，早遂小愿。然则四时勤念，以答雨露之施。若天恩允许，请宣付所司。轻尘宸扆，伏深悚越，沙门空海诚惶诚恐谨言。

以上描述了高野之地，以沙门不得私受他不许物，佛法兴衰依赖国主为由，乞请天皇将高野山正式赐予空海作为修行道场。

高野山道场建立的过程，前文已经提及，不再赘述。高野山作为空海入灭之地，自公元10世纪起就成为民众信仰的圣地。安和元年（968）撰、托名空海的《金刚峰寺建立修行缘起》一文提出了空海并未入灭，而是“结跏趺坐、结大日定印，奄然入定”的说法。此后信众们逐渐相信，空海是以肉身入定呈即身成佛像，也有人认为空海入定是等待弥勒佛降世，还有人认为空海就是弥勒。因此，高野山被看作弥勒佛下生降世前，即弥勒菩萨所在的兜率天宫内院，成为信徒向往、朝圣的圣地。仁海等人着力宣传这种信仰，宣称参拜高野山可以免除三恶道，并可在弥勒佛下生降世时亲闻佛法，共入佛国。治安三年（1023），藤原道长在仁海的劝说下亲登高野山参拜，《荣花物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据说，当道长前往空海入定的高野山奥院瞻仰空海的肉身时，看到空海颜色如生，头上还有新生的青丝，而其时距空海入灭已经180多年。道长感铭泣下，确信空海为弥勒化身无疑。自此，对空海的大师信仰和对高野山的灵山信仰越发流行。

嘉承二年（1107），年仅29岁的堀河天皇驾崩，其身后遗物有元服[45]时留下的头发。朝臣们认为天皇生前信仰弥勒净土，因此决定将遗发掩埋于被视为弥勒圣地的高野山。此后贵族们纷纷效仿，形成了“高野纳发”的习俗。鸟羽法皇的宠妾美福门院生前深信高野山，但因为高野山禁止女人登山而未能前往朝拜。永历元年（1160）她去世前，遗嘱将遗骨葬于高野山，遂成为“高野纳骨”的滥觞。镰仓时代以后，上至朝廷、幕府、各地大名，下至平民百姓都不乏空海和高野山的信奉者，奥院的空海庙附近至今仍保存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供奉的五轮塔。

空海的肉身舍利和大师入定的传说为空海和高野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大师信仰与太子信仰成为日本民间历史最悠久、持续性最稳固的两种个人崇拜，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节 最澄以后的天台宗

正如最澄自己所宣扬的，他传回的天台宗号称“台、禅、密、律”四教圆融，虽以中国天台宗为教义基础，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而最澄之后，圆仁、圆珍相继入唐，传回了最新的密教，天台与密教全面结合，日本的天台宗从此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最澄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是曾经随他入唐的忠实门徒义真（781—833）。弘仁十四年（823）四月，义真主持了天台宗大乘戒坛的首次授戒仪式，天长元年（824）六月，他被任命为第一代天台宗座主。天台座主原则上不归南都的僧纲管辖，享有特殊地位，但义真和草创的天台宗并不感到轻松乐观，因为此时最受朝野瞩目的无疑是真言宗的空海。空海凭借密教赢得了贵族阶层的信赖，这令秘法不完备的天台宗如坐针毡。承和十四年（847）十月，在唐留学十年的圆仁回国，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使天台宗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 慈觉大师圆仁

关于圆仁的生平，《三代实录》记载了其入寂的消息并附有简传。此外最常用的是《慈觉大师传》。圆仁出身下野国都贺郡，俗姓壬生氏。他9岁起从道忠的弟子大慈寺广智[46]学习佛法。大同三年（808），圆仁15岁时，与广智一起登上比叡山，正式出家成为最澄的弟子。弘仁五年（814）正月，圆仁于宫中金光明会正式得度，同七年于东大寺受具足戒。同八年，最澄巡锡于东国，圆仁同行，并于此时接受了最澄的传法灌顶和圆顿大戒。同十三年四月和五月，圆仁又从最澄受天台付法。不久（六月四日），最澄即圆寂。次年，圆仁效仿先师最澄于比叡山笼山，但至天长五年（828）时，因赴法隆寺讲《法华经》而不得不中止笼山。同九年，朝廷赐予圆仁传灯满位，其后于承和三年（836）晋升为传灯法师位。其时圆仁已经成长为继最澄之后天台宗的代表高僧之一。

据《元亨释书》记载，定期遣僧入唐求法，保持与中国天台宗的长久交流是最澄的遗愿，推动者是天台宗第二代座主圆澄。承和二年（835），朝廷批准圆仁以请益僧（还学僧）的身份入唐求法。同三年，圆仁与遣唐使一道自难波出发，但因在九州遭遇风暴而不得不中止航程。同五年（838）六月，历尽波折后，圆仁与圆行、圆载、常晓等人起航入唐，七月于扬州登陆。圆仁暂住扬州开元寺，并于此向原住于长安西明寺的宗叡学习悉昙。第二年，他又向嵩山院全雅借阅并抄写了《金刚界诸尊仪轨》并从后者学习金刚界大法。同年，他于扬州编写了《入唐求法目录》，收录了137部201卷[47]经论章疏，其中就有空海拒绝借阅给最澄的《般若理趣释经》。

唐开成五年（840）五月，圆仁登五台山，巡礼诸寺，于大华严寺拜会了天台僧志远。同寺还有常住文鉴以及自长安而来的法贤讲解天台三大部，座下天台僧多达40余人。圆仁遂于该寺从志远和文鉴受学，抄写《天台教迹》等文献37卷。其间志远还向圆仁了解了日本天台宗的相关情况。七月，圆仁离开大华严寺，参诣金阁寺，还参观了日本僧人灵仙的遗迹。八月，圆仁抵达长安，住大兴善寺西禅院，后又移住资圣寺。十月，自大兴善寺僧元政学习金刚界大法。第二年，即唐会昌元年（841）二月，自元政受金刚界传法灌顶。五月，又自青龙寺义真（惠果的嗣法弟子）受胎藏界和苏悉地秘法。同二年二月，自玄法寺法全受胎藏界仪轨，自大安寺元简和南天竺僧宝月三藏学习悉昙。此时，圆仁已经向唐王朝提出了回国申请，但恰逢同年十月会昌法难起，圆仁和其他外国僧人也因此被羁绊于长安。同四年三月，灭佛运动进入高潮，圆仁和圆载处境艰难，被迫还俗。第二年五月，圆仁才被允许离开长安。其后圆仁前往江南，会昌法难结束，唐大中元年、日本承和十四年（847）九月，圆仁在华九年后得以回国，同月抵达日本九州。同年十二月，他在九州编写了《入唐新求圣教目录》。

圆仁原本申请朝拜天台山祖庭，但未能获得唐王朝许可，遂先后游学于五台山和长安。而这两地都是密教流行的中心，圆仁得以学习到当时最系统、最成熟的秘法。特别是真言宗空海入唐时尚不及学习苏悉地法，悉昙学的学习也并不充分，圆仁所学可以说为天台宗增色不少。日本政府对圆仁、圆载等人非常重视，在他们留学期间还派人对他们进行资助，圆仁学成归国后受到了朝野的热烈欢迎。承和十五年（848）三月，圆仁入京。同年六月，朝廷批准圆仁授灌顶，并赐予他传灯大法师位。七月，又命其补内供奉十禅师位。八月，圆仁撰《比叡山灵所巡礼修行记》，并于其后在比叡山上陆续兴建了根本观音堂、常行三昧堂等重要道场。

嘉祥二年（849）春，圆仁筑坛授灌顶，其时登坛从圆仁受三昧耶戒者千余人，盛况空前。同三年，圆仁应朝廷之请，于宫中先后修文殊八字法、七佛药师法、炽盛光法等秘法。九月，朝廷批准于比叡山建立专弘秘法的总持院，置僧十四人。十二月，朝廷敕许延历寺加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业年分度者二人，这样天台宗的年分度者增加到了四人。同四年八月，圆仁在比叡山始修他自五台山传来的五会念佛法。九月，又为国家修镇国灌顶。同年，圆仁被委任为仁王会的御前讲师，并撰述《金刚顶经疏》七卷。仁寿四年（854）四月，61岁的圆仁继义真和圆澄之后就任天台宗第三代座主。齐衡二年（855），圆仁撰《苏悉地经疏》7卷。同三年三月，圆仁于冷然院南殿授文德天皇及诸皇子两部灌顶。九月，授皇太子惟仁亲王和右大臣藤原良房等人两部灌顶。其后，圆仁又多次为以清和天皇为首的皇室成员和以良房为首的权臣授灌顶、菩萨戒，这使得他本人以及天台宗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贞元六年（864）正月，圆仁在盛誉中入灭。死后第二年，他就与乃师最澄一起被授予大师谥号，称慈觉大师。[48]
圆仁的代表作是《金刚顶经疏》和《苏悉地经疏》。这两部著作在日本天台宗教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两部书以圆仁携回的唐一行撰《大日经义疏》十四卷本[49]为基础，阐发天台教义与密教思想的结合，被后世称为台密三大部。进一步而言，圆仁可以称为台密的奠基人。他的贡献除了融合天台与密教外，还突出了台密与东密的差异，即师承系统不同、所传部类不同（别立苏悉地部）、仪轨不同（曼陀罗坛场的安置方式等）、秘法不同。秘法中他特别重视炽盛光大法。炽盛光大法全称为炽盛光佛顶法，以佛顶崇拜为基础，护佑帝王的本命星宿，起到祛灾祈福、镇护国土的作用。据《慈觉大师传》记载，圆仁入唐途中，曾遇最澄托梦，说：“就真言门中，先问天部；就天台门，先问中道。”据传，“天部”指与炽盛光法关系密切的大黑天、辩财天等诸神，这则显然是由后人杜撰的传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台密对炽盛光法的重视。

此外，圆仁还有著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巡礼记》），该书是中外交通史上的名著，对于研究唐代的宗教、政治、文化与对外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一直为学人所重视。就中日佛教交流史的角度而言，圆仁恐怕是平安时代入华僧中最重要的一位。与最澄、空海相比，圆仁的在华时间最长；与其他一些滞华时间较长的僧人相比，圆仁的学养和地位又最高。因此，他对中国佛教和社会的了解更为全面，受中国佛教的影响也最大。[50]他传入了很多中国同期的佛教修行方法、仪轨、典籍，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已经失传，而这些内容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深远，并且一直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圆仁为中日佛教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东亚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 智证大师圆珍

圆珍的最重要传记是三善清行于延喜二年（902）所著《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智证大师传》）。石山寺藏《智证大师传》写本称：“天台宗延历寺第五座主入唐传法阿阇梨法眼和尚位圆珍，俗姓和气公，赞岐国那珂郡金仓乡人也。父宅成，颇殖资产，兼有行能，为乡里所归服。母佐伯氏，故僧正空海阿阇梨之姪也。”[51]由此可见，圆珍是赞岐国那珂郡人，俗姓和气氏。他的母亲佐伯氏是空海的侄女。他的父母两系都属于地方豪族。

15岁那年，圆珍登比叡山，投最澄的弟子义真门下。[52]他追随义真学习《法华经》《金光明经》《大毗卢遮那经》和天台章疏。20岁时，他正式出家，得度受戒，自此开始了笼山修行。承和十年（843），朝廷授予他传灯满位。同十三年，又被比叡山僧众议推举为真言学头，同年晋升传灯法师位。同十五年，圆仁自唐学成归来后登比叡山，圆珍与众僧一起瞻仰了圆仁携来的曼陀罗、经籍等，赞叹不已。此后，圆珍又从圆仁学习大悲胎藏大法，得受无所不至印。第二年，据说他在梦中见到山王明神显灵，指点他入唐求法。同年六月，他又晋升传灯大法师位。其时圆珍年仅37岁，以如此年龄凭借实力晋升此位，在当时的佛教界属于凤毛麟角。此后，他再次梦到山王明神劝他入唐。他的愿望得到了权臣藤原良房等人的支持。

仁寿三年（853）八月九日，圆珍率随从搭乘商船自九州起航，十五日抵达福州管界沿岸。他在福州开元寺因等待地方当局的批示文件（“公验”）而滞留了近两个月，其间曾从该寺的般若坦罗学习悉昙，还编写了《开元寺求得经疏目录》。此后，他获得批准巡礼天台山。十二月中，圆珍入天台山国清寺，次日，他见到了闻讯自越州赶来的圆载。时隔多年，异域重逢，二人自然百感交集。但当圆珍得知圆载自会昌法难还俗后，一直未恢复僧籍，还娶妻生子，不齿同列，遂生龃龉。第二年二月，圆载返回越州，圆珍此后在国清寺先后编写了《福州温州台州求法目录》《日本求法僧圆珍目录》。第三年，即唐大中九年（855）三月，圆珍获准进入长安。同年五月，他抵达洛阳，稍事停留即进入长安城。他前往空海留学的青龙寺，拜会了同寺的法全。他在青龙寺和龙兴寺滞留了半年左右，从法全受两部传法灌顶，还请画工绘制了曼陀罗像，搜集典籍并编写了《青龙寺求法目录》。同年年底，他离开长安，经洛阳祭拜了金刚智的墓，其后返回江南。在苏州，他完成了《大日经义释》的点校。此后，他一直盘桓于天台山等地，搜集天台典籍，还在国清寺建立了日本国大德僧院，以备今后日本留学僧来华，保持长期交流之用。第二年十月，他再度编写了《日本国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台州两任刺史裴谟和严修睦对圆珍予以礼遇，使他的求法活动进展得很顺利，圆珍经常往来于天台山国清寺和台州开元寺等地。天安二年（858）五月回国之前，圆珍于国清寺最后整理了《日本国上都比叡山延历寺比丘圆珍入唐求法惣目录》（《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六月搭乘商船时隔五年回到了日本。

当时的文德天皇和执掌大权的太政大臣藤原良房、右大臣良相、良房之子基经对圆珍非常器重，予以厚待。贞观元年（859），圆珍在三井建立了圆城寺（三井寺），将自己自唐携来的经籍法宝收藏于此，因此该寺的藏经院又被称为“唐院”。同四年（862）正月，圆珍在圆城寺为宗叡授传法阿阇梨灌顶。同六年，他在宫中仁寿殿为清和天皇、良房等人授大悲胎藏灌顶，为天皇讲《大毗卢遮那经》。良房还让圆珍担任自己女儿皇太后明子（清和天皇之母）的护持僧。同十年（868）六月，圆珍被任命为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圆城寺被认可为授传法灌顶的道场。元庆七年（883）三月，阳成天皇赐圆珍法眼和尚位。仁和三年（887）三月，圆珍以祭祀山王明神的名义，申请增加天台宗两个度僧名额，分别从事大毗卢遮那业和一字顶轮王经业，获得批准。宽平二年（890）十二月，圆珍被任命为少僧都。同月，应太政大臣藤原基经之邀修法。第二年（891）十月，圆珍因病入灭，享年78岁。延长五年（927），朝廷追赠圆珍法印大和尚位并赐智证大师号。其代表作有《菩提场经略义释》五卷等。

三 安然与台密的集大成

（一）安然的密教思想

安然（841—902）年幼即从圆仁出家，圆仁灭后他师事遍昭。贞观十九年（877），他被选拔为留学僧入唐，但因故未能成行。元庆八年（884），他被任命为传法阿阇梨，从此在比叡山五大院潜心研究，被尊称为五大院大德。安然最重要的工作是整合天台宗内部密教与天台学的关系，他是台密的集大成者。但也有批评认为他的工作使天台宗彻底密教化，弱化了天台教义的一面。

最澄时代，天台宗内部的止观和遮那两业相对独立，最澄曾表示：“法华一乘，真言一乘，何有优劣？”表示二者无有高下。圆仁、圆珍之后，密教因素竟然在日本天台的教义中占据了上风。据圆仁称，他入唐前，最澄曾托梦指点：“其年冬梦，先师教曰：‘汝往大唐，就真言门，先问天部；就天台门，先问中道。’”可见圆仁入唐时即以求秘法和天台为目的，但实际上，如前所述，前者更甚于后者。圆仁依照“理”“事”的标准，认为二者“理”上相同，“事”上密教占优，即“理同事胜”，这实际上已经承认密教占优。而随后入唐传秘法的圆珍则进一步认为密教“理事俱胜”，即“显劣密胜”，完全站在了密教一方。圆仁、圆珍等人传入了大量密教教义、典籍和仪轨，如何吸收这些成果，平衡与协调天台和密教的关系，成为圆仁、圆珍的继任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安然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创立了庞大的天台密教体系。他著述丰富，就教相（教义、教理）角度而言，代表作有《教时问答》四卷，被称为台密的纲要书。还有依据称是不空所译的《菩提心论》而做的《胎藏金刚菩提心义略问答抄》（《菩提心义抄》）十卷。台密以《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和《菩提心论》为根本经典，尊称为“三经一论”。前三“经”分别有唐一行的《大日经义疏》（圆珍多次点校该书）和圆仁的《金刚顶经疏》和《苏悉地经疏》，“论”则有安然的这一《菩提心义抄》，以上构成了台密的核心典籍。

安然在教相方面最具特色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教判思想，二是本觉思想。在他之前，圆珍修正了智者大师的五时教判说，将最后一时法华涅槃时细分为初、中、后三段，分别对应于法华、涅槃和大日经，从教判的角度确立了密教在显教之上的格局。安然秉持圆珍的立场，但他放弃了圆珍这种略显生硬的简单累加的做法，而是巧妙地以密教包罗一切佛法，提出了著名的“四一教判说”，即“一佛、一时、一处、一教”。这一说法受到了《大日经》和不空等人的启发。《大日经》“住心品”说：“毗卢遮那如来一切身业、一切语业、一切意业，于一切处、于一切时，宣说真言道句法。”圆仁《金刚顶经疏》转引不空的话说：“诸家所立皆是随机，若准实义辨说毗卢遮那如来说法时者，应云一切时也。”所谓“诸家所立”，大体指法相宗所立三时教，三论宗所立根本、枝末、摄末归本的三转法轮说，天台所立华严、阿含、般若、方等、法华涅槃五时教等。由此可见，不空已经依据《大日经》对诸家判教说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密教的“一切时”说法。

所谓“一佛、一时、一处、一教”，具体而言为“一切佛一佛，一切时一时，一切处一处，一切教一教”。即法身大日如来摄三世十方佛于一身，有关《华严经》乃佛初成等正觉二七日所说、《法华经》乃佛最后八年所说等说法不过都是方便，一切时无始无终皆为平等一时；同理，无论是在菩提树下、给孤独园，还是灵鹫山上、双林之间，皆为非中非边的法界一处；三世十方佛所说法也无非一教。概括而言，三世十方一切诸佛无非大日如来一佛之所化现，一切时皆大日如来永恒说法时，一切处皆当下成佛处，一切教皆即性成佛教。“四一教判说”的思想趣向就是无差别地肯定现象世界的一切事相，以瞬间为永恒。

安然的台密学说集中体现于本觉思想，这也是他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思想。本觉思想源于《起信论》，强调众生本有佛性即本觉和修行开悟即始觉之间的辩证关系。最澄受到湛然的启发，将之与天台宗的性具思想结合起来，引入了日本天台。而安然将本觉绝对化，超越本觉与始觉的关系、佛性与法性的关系谈本觉，同时又与密教的神秘主义、密教和日本本土思想都具有的泛神主义结合起来，演变出一种无条件地肯定现实的学说。这种思想对其后的镰仓佛教乃至日本文化影响很大，各宗各派多多少少都能发现其影子，该思想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

另外，安然在密教的事相（作法）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著述和贡献。由于此前最澄、圆仁、圆珍等人付法传承不同，包括灌顶方式、曼陀罗式样、陀罗尼口诀等多有差异，因此有必要加以统一。安然在对各种仪轨进行搜罗比较后，创作了《大法对受记》《观中院撰定事业灌顶具足支分》《大日经供养持诵不同》等著作。这些书统一了台密的事相，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台密的分派

圆仁时代传回密教，天台宗内部天台学与密教的比重已经发生了倾斜，圆珍的密教色彩就更浓郁了。他们对后世天台宗的发展影响很大。自圆珍以后天台宗的主流大量吸收密教的修法和理论，形成了天台与密教融合的台密[53]。11世纪，台密进入成熟期，门派分为根本大师流（最澄）、慈觉大师流（圆仁）和智证大师流（圆珍）。

慈觉流是主流，其内又派生出由横川[54]的觉超（960—1034）创建的川流，以及东塔南谷的皇庆（972—1049）创建的谷流。其中川流逐渐衰微，谷流则较为繁荣。皇庆传弟子长宴。长宴将皇庆的讲学内容整理成了《四十帖决》十五卷。长宴有弟子良祐进一步创立了三昧流，良祐的弟子相实又创立了法曼流，此外还有圣昭创立的穴太流，合称谷三流。这三流是台密的最重要流派，其传承一直延续至今。此后，谷三流进一步细分，最终与根本大师流等一起形成了所谓“台密十三流”，在平安、镰仓时代与东密的“野泽十二流”相对峙。

四 平安中后期的天台宗

（一）良源与天台中兴

良源（912—985）被称为比叡山中兴之祖，其门下英才辈出，源信、觉运、觉超等人以才学著称，寻禅、暹贺、觉庆、院源则先后成为天台座主。另外，良源也被认为是天台宗发展的转折点，在他担任座主时虽然主持了重修延历寺等重大事业，但也埋下了不少危机的种子。

良源是近江国浅井郡人，12岁登比叡山师从日灯等人，17岁出家受戒。年轻的良源就以才华和雄辩著称，曾在兴福寺与高僧辩论，名震南都。与安然等人倡导密教的做法不同，他积极致力于振兴天台教学。安和元年（968），为了促进天台研究，良源主持在每年六月四日最澄忌日举办的法华大会上增设了“广学竖义”的辩论会[55]。应和三年（963），在宫中举行的各宗论义辩论中，他力压南都的法藏，以论义的达者而扬名天下。

康保三年（966）八月他被任命为天台座主。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山上突然发生大火，大部分伽蓝被付之一炬，良源担负起了重建比叡山的重任。天禄三年（972），讲堂等五堂重建；天延三年（975），横川楞严院中堂建成；天元二年（979），西塔的大部分建筑落成；天元三年（980），根本中堂、文殊楼等重要建筑落成。重建工作前后历经二十几年，直到良源逝后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重建后的伽蓝比火灾前还要壮观，山僧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良源自己的门徒就号称有三千，比叡山一时盛况空前。

良源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比叡山的重建工作与权贵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良源以才智著称，善于结识贵族，当时的掌权者藤原忠平、师辅和兼家都是良源的重要外护。师辅对良源更是格外尊重、信任，还将自己的儿子寻禅托付给良源。良源着力培养寻禅，良源逝后，寻禅成为第一个以摄关子弟身份担任天台座主的人。自寻禅以后，天台宗逐渐走上了门阀化的道路。另外，由于良源致力于振兴天台教义，引起了注重密教的圆珍一派弟子的不满，为其后的天台宗分裂埋下了伏笔。良源殁后，在弟子寻禅的申请下，朝廷赐予他慈慧大师的谥号，因此他又被称为慈慧大僧正、慈慧大师。

（二）山门与寺门的对立

天台宗自圆仁、圆珍以后宗风大振，公元10世纪时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代表性宗派。但在繁荣背后却有内部不和的阴影。圆仁是最澄的亲炙弟子，而圆珍是最澄弟子义真的弟子。义真曾经陪同最澄入唐，并担任翻译，是追随最澄时间最长、对他最忠实的弟子之一。但是回国后，义真长期被排除在教团核心之外，与最澄的诸多大弟子并无来往。[56]最澄临终时出人意料地召回义真，将法脉传给了他，义真由此成为天台宗第一代座主。义真退位后，围绕着后继人选，教团内部发生争论，在最澄的另一位重要弟子光定的斡旋下圆澄成为第二代天台座主。此后，义真及其弟子又被排除出了比叡山，属于天台系统内的少数派。圆珍学成归国后，这一派才扬眉吐气，成为与圆仁弟子比肩的天台宗两大主流派别。因圆仁赐号慈觉大师，圆珍赐号智证大师，故两派又被称为慈觉派和智证派。圆珍逝世后，连续几任的天台座主都由他的弟子担任，但自第十四世座主起，圆仁系人才辈出，一直到良源第十八世、寻禅第十九世，座主的位置都被慈觉派占据，这引起了智证派的强烈不满。

良源继任后曾试图安抚智证派，但因双方积怨已深，且智证派反感良源扶助天台学，对他的做法并不领情。到了良源晚年，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天元二年（979），两派门徒围绕着法性寺座主的继任问题爆发冲突，发生了武斗，事态发展到了智证派的部分门徒不得不下山避难的程度。从此，双方的对立越发不可收拾了。

良源逝世后，年轻的寻禅即位，但他无力安抚各方，反而弄得身心疲惫，在位仅仅四年就辞职了。永祚元年（989），智证派的余庆因资历较深被朝廷任命为天台座主。但慈觉派对任命不予承认，对登山的余庆不予配合，处处掣肘，结果余庆在位仅仅三个月就被迫辞职，座主宝座又回到了慈觉派手里。余庆的门人自然愤愤不平，正历四年（993）发生了捣毁比叡山上圆仁遗迹的事件。闻讯后的慈觉派门人发动暴乱，放火烧毁了比叡山上智证派的寺院和房屋，将一千多名智证派门徒赶下山。从此，智证派只得退居近江国三井的圆城寺（三井寺），天台宗分裂成了山门（比叡山）和寺门（圆城寺）。

此后，两派冲突不断。慈觉派控制了比叡山，智证派一旦被任命为天台座主，立刻就遭到前者的强烈反对。在互不相让的情况下，双方甚至调动僧兵武力解决。长元八年（1035），山门僧兵打算纵火烧毁圆城寺，圆城寺僧众也擦枪磨剑准备迎战。长历二年（1038），慈觉派风闻圆城寺明尊有可能被任命为天台座主，立刻上书反对，还派僧兵徒众在京都滋事示威。智证派在权臣的支持下，虽然几度被任命为座主，但都因慈觉派的反对和骚扰无法行使座主的职权，草草收场。眼看夺回比叡山无望，再加上控制了比叡山戒坛的慈觉派经常干扰智证派沙弥受戒，智证派不得不到南都受戒。长历三年（1039），智证派向朝廷提出申请要求在圆城寺建立戒坛。圆城寺建立戒坛就意味着寺门的彻底独立，山门当然不能坐视。为了阻挠寺门建立戒坛，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其后数度发生山门攻打圆城寺、纵火焚烧圆城寺的事件，永保元年（1081）的大火几乎将整座圆城寺付之一炬。[57]一直到中世，围绕着戒坛双方的斗争仍在持续。

两百年前，年轻的最澄怀着虔诚的信仰和宏大的理想登上了当时人迹罕至的比叡山，开创了空前未有的事业，临终时他还叮嘱弟子“居亩地价，万余食封，非我等之分”（《传教大师遗文》）。两百年后，比叡山伽蓝壮观、僧多势众，没想到却因内部利益之争而水火不容，形同仇雠，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第四节 净土信仰的兴起

历史上一般将日本净土教的起源上溯到天台宗圆仁，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对净土或者说佛国世界的向往自佛教初传时即已存在，大量的弥勒佛、阿弥陀佛造像和祈愿文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脱胎于诵经、陀罗尼咒语的念佛更多地与诵经功德、咒术相关。最早吸收中国净土教的思想，明确地将往生净土与念佛结合起来的应该说是源信。源信倡导净土念佛的一个因缘是比叡山原有的传自圆仁的五会念佛法门。这样，圆仁、源信和镰仓时代作为宗派的净土宗之间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但是如果细加分析，这样一条看似明晰的脉络显然是站在后世宗派立场上描画出来的，平安时代的具体情况相对要更复杂一些。圆仁传入五会念佛完全是无心插柳，客观上为比叡山提供了净土念佛的土壤，而源信的思想也不等同于后世的净土教，他所倡导的念佛仍然与天台止观法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称名念佛与观想念佛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言，后者显然也更高。至于源信系统之外的平安时代的念佛者，例如著名的空也，情况就更复杂些了。空也后来被塑造成早期的净土教徒，但从现存不多的有关他的记述来看，空也的念佛与咒术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由此可见，平安时代的净土信仰与镰仓时代净土教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二者的差异不容忽视。

一 念佛与安魂送灵

早期的念佛并非为了祈愿净土往生，反而与起源古老的安魂送灵的巫术有关。古代的日本人普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而且认为灵魂对生者不利，为了避免亡灵作祟往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即施以巫术。我们在第一章介绍过的上古时代的屈折葬即是一例。一直到平安时代，偏僻的乡村仍有将死者的尸体遗弃到远离村落的荒郊野岭的习俗，其目的就是不让死者的灵魂找到回来的路。而贵族或城市里较为富裕的平民则聘请萨满巫师通过仪式来驱鬼送灵。

佛教传入以后，在官方等正式的场合，僧侣取代萨满从事安魂的工作。延长八年（930）醍醐天皇下葬，召东寺、醍醐寺、劝修寺的验者（被认为有法力的真言宗僧人）举行送葬仪式，“僧二十人，昼读《法华经》，夕称念佛”，其中念佛“即念尊胜陀罗尼”。真言密教僧人被邀请来念陀罗尼密咒，明显地带有巫术的痕迹。大概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密教与巫师的差异还很模糊，人们普遍认为密教僧人是法力更高强的巫师。此外，念佛与念咒也没有明显区别，在当时人的观点中，“念佛”并不等同于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随着盂兰盆会等佛教法会和佛教知识的普及，这样的情况才有所变化。有关安魂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对死者的安抚、哀思逐渐取代了对亡灵的恐惧，除了极特殊的横死者或冤魂，人们一般倾向于采用供养的方式来代替驱鬼送灵的法术。由此，念佛才逐渐与巫术区隔开来。

二 圆仁与五会念佛

“五会念佛”由圆仁传入日本，要想弄清它的来历，还必须上溯到最澄所倡导的天台止观法门。最澄创立的日本天台宗分为止观和遮那两业，分别修习天台止观和密教秘术。其中天台止观的实践法门包括童蒙止观、四种三昧止观和摩诃止观。童蒙止观不能完全展示天台的特色，摩诃止观过于玄奥难以实践，因此，最澄对四种三昧非常重视。四种三昧即“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常坐三昧规定行者九十日禅定打坐，其后则行常行三昧。常行三昧又名般舟三昧，规定行者在九十日间一边旋绕一边口诵阿弥陀佛名号、心念阿弥陀佛形象。半行半坐三昧是前二者的结合。非行非坐三昧则行坐自如，侧重生成智慧，最终通达一心三观的境界。由此可见，四种三昧是一个整体，其根本用意在于培训行者了达诸法实相，因此，各个环节不能相互脱离。

最澄规定止观业行人修习四种三昧，并计划在山上建立专门的修习场所。《显戒论》明确提出了建立四种三昧院的构想：“四三昧院者，学圆观者所住之院也。依文殊般若建立常坐一行三昧院，依《般若三昧经》建立常行佛立三昧院，依《法华经》等建立半行半坐三昧院，依《大品经》等建立非行非坐三昧院。”但最澄在世时未竟此业。圆仁入唐求法时，在五台山发现了一种唱诵佛号的“五会念佛”法门。据圆仁记载，“五会念佛”法门由唐朝的法照禅师创作。法照禅师生平不详，大约活跃于圆仁巡礼五台山之前。《无量寿经》中有一段关于西方净土的宝树因风吹动而发出五种美妙音声的描写，法照就据此创作了以五种声调唱诵阿弥陀佛名号，曲调优美、和谐动听的“五会念佛”法门。据认为，“五会”的“会”字就是会合的意思，“五会念佛”属于中国佛教梵呗的一种。参访五台山的圆仁为这种梵呗所打动，就将之传回了日本。贞观七年（865）依照圆仁的遗愿，比叡山僧人首次演习此法门，并更名为“不断念佛”法门。元庆七年（883），比叡山上常行三昧堂落成，成为专修此法门的固定场所。自此，“不断念佛”与“常行三昧”联系在一起，并迅速在比叡山流行，成为天台宗僧侣的固定功课。这对日本天台宗系统的净土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五会念佛”与“常行三昧”原本无直接关系，但常行三昧作为天台止观的一环，确实与阿弥陀佛有关联。大概是其时的天台僧人已经注意到了阿弥陀佛信仰的兴起，有意将其纳入天台修行的体系，因此，常行三昧就与阿弥陀佛信仰、《无量寿经》信仰联系在了一起，名义上修习止观的僧人实质上就向净土信仰转型了，二者的结合称为天台净土教。据《日本往生极乐记》记载，圆仁的弟子相应（831—918）、圆珍的弟子增命（843—927）都热衷于修习念佛法门，临终时还口唱阿弥陀佛名号，礼拜西方。另一位天台宗僧侣延昌（880—964）也热衷于净土信仰。他每月十五招诸僧唱弥陀赞，探讨净土教义；死前三七日还于枕前安置阿弥陀佛和尊胜佛顶两像，以丝线连接佛手与自己的手，不断念佛。由此可见，公元9世纪天台宗僧人中确实出现了信奉净土的风气。

三 空也的念佛咒

上述延昌的弟子空也（903—972）是平安时代的著名僧侣，也是民间净土信仰的开创者。空也出身皇室，在世时人们就纷纷传说他是醍醐天皇的私生子，也有人说是仁明天皇之孙（《尊卑分脉》）。他二十几岁在尾张国（名古屋县）国分寺出家，活跃于民间，一直到46岁才在比叡山受戒。空也是他受戒前的沙弥号（受戒后的法名为“光胜”），但他一生坚持使用此号，可见他不愿与主流佛教为伍。空也与行基相同，四方游化，在民间兴办了各种公益事业，影响很大。他还劝百姓念佛，民间尊称他为“阿弥陀圣”和“市圣”[58]，可以说空也是平安时代“圣”[59]的代表。

空也被后世尊为净土教的先行者，有关他的造像、传说大多与此有关。最著名的现存于六波罗寺的空也像，塑造了一边行脚一边念佛的空也的形象，其口中吐出的六尊阿弥陀佛像，象征着“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真言。事实上，空也的念佛与后世的以往生成佛为旨归的净土教相比，更多地倾向于巫术。空也殁后不久由源为宪（？—1011）撰写的《空也上人诔》记述说：空也于“旷野古原，如有委骸，积一处灌油烧之，称阿弥陀佛名”。这条记述非常重要，说明空也收集被遗弃的骸骨予以火化，并诵阿弥陀佛号为死者送灵。从这一点来看，空也念佛的性质属于安魂送灵的巫术。据考证，空也活动的重要据点位于京都的鸭河原和鸟边野附近，而这两处都是下层民众丢弃尸骸的荒野。当时普遍存在对尸体和亡灵的恐惧和禁忌，没有人愿意接近这类场所。而空也怀着宗教的信念和热忱，只身前往，火化尸骸念佛安魂，既抚慰死者又消除了生者对亡灵的恐惧，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这也是民众对他感激涕零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些传说也刻画了空也持念佛神咒的神异僧的形象。有传说说金匠怀揣金子走夜路，因为听从空也的教导不断念佛而避开了强盗的劫掠；又有传说说空也口诵佛号教化毒蛇猛兽。

从一些史料记述来看，空也的传教活动也不仅限于念佛。天历五年（951），他曾在贵族和民众间募捐铸造了一丈高的观音像，六尺高的梵天、帝释天和四天王像。他还发动了抄写一部金泥《大般若经》（六百卷本）的事业，前后历时十三年。应和三年（962）八月抄写完工后，他将经安置于贺茂川西岸的宝塔中，延请僧六百人举行供养法会。以左大臣藤原实赖为首的众多官员、贵族出席了法会。

由此可见，空也的思想与实践较为复杂，并不属于专修念佛的僧人。大概是后世净土教不断发展，为了借助空也在民间的影响力，就把他倡导念佛的一面加以夸大，塑造了民间念佛圣人的形象。客观而言，空也对镰仓时代的一遍（1239—1289）等人影响较大。一遍创立的“念佛踊”据说源于空也。念佛踊后来发展为多种形式，其中著名的有“盆踊”，即在盂兰盆节期间举行的群众舞蹈狂欢。参加这类活动的民众集体进入宗教性的癫狂状态，往往还伴有纵欲的狂欢，明治维新后因有伤风化而被取缔。[60]这些事实也说明了空也等人的念佛活动带有强烈的民间巫术、神力崇拜的特点。

受空也影响脱离体系内教团、深入民间传法的还有千观。千观（918—983）俗姓橘氏，也是贵族出身。他原本在三井寺研究天台、真言，颇得朝野认可，曾任宫中内供奉。认识空也后，他决心抛弃名利，脱离贵族化的僧团，遂前往摄津国萁面山隐修。应和三年（963）朝廷于清凉殿举办诸宗论辩，邀请他参加，也被他谢绝。千观似乎与净土信仰也有关系。据《日本往生极乐记》，千观临终时手持愿文，口唱阿弥陀佛佛号。他与净土有关的著作有《弥陀赞》。

四 源信与《往生要集》

源信（942—1017）是大和国葛城下郡当麻乡（奈良县）人。他幼年丧父，9岁登比叡山投良源门下。他精通天台义学，曾应选参加“广学竖义”辩论大会，还曾与入宋前的奝然在宫中论义。他研究因明学，撰有《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三卷，并且委托宋商旅呈大慈恩寺法师就教。在天台义学方面，他汇总了《天台宗疑义二十七条》，委托寂照就教于宋四明知礼，知礼一一作答。他在净土方面的代表作《往生要集》也曾委托商人送往天台山。此外，他还撰有《俱舍论颂疏正文》等义学著作。他对比叡山佛教贵族化的倾向非常不满，一生大部分时间退隐于横川的惠心院，潜心著述修行，不与时人为伍。宽弘元年（1004），他被任命为权少僧都[61]，因此被后人尊称为惠心僧都。

源信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调和《法华经》信仰与净土信仰，这与他的老师良源有很大关系。良源曾经潜心研究净土，代表作是《极乐净土九品往生义略注》，专门探讨《观无量寿经》中的九品往生经文。良源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智者《观无量寿经疏》[62]《法华文句》，湛然《止观辅行》，怀感《释群疑论》，新罗憬兴《无量寿经疏》，新罗义寂《无量寿经疏》，日本元兴寺智光《净土论疏》等著作，可谓旁征博引，展现了学僧的特点。该书认为，念佛就是念佛身所具种种功德，而佛的功德通过佛的名号体现出来，因此一边唱名一边观想就能获得利益。可见良源是从天台宗观心的立场出发来探讨念佛。

源信较之于乃师，更明显地受到了中国净土教系统的影响。源信在此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往生要集》（985）、《阿弥陀经略记》（1014）、《观心略要集》（1017），其中《往生要集》三卷影响最大，对平安时代净土信仰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源信的代表作。《往生要集》是一部文集，选取了佛教经论以及历代高僧有关净土往生的文字，然后附上源信自己的评论。引文和评论反映了源信对净土念佛的想法。

《往生要集》的主题就是“厌离秽土，欣求净土”。其序言说：

夫往生极乐之教行，浊世末代之目足也。道俗贵贱，谁不归者？但显密教法，其文非一，事理业因，其行惟多。利智精进之人，未为难；如予顽鲁之人，岂敢矣？是故依念佛一门，聊集经论要文。批之修之，易觉易行。

在此说明了集经论要文阐述净土法门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当世为浊世末法时代；其二，显密教法，无论是理观还是事行，对于根机不足者（顽鲁之人）都难以践行；其三，净土是易觉易行法门。这样三点理由基本继承了中国净土系统的道绰、善导等人的主张，也为镰仓时代净土教法然、亲鸾等人所共许，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往生要集》“总有十门，分为三卷。一厌离秽土、二欣求净土、三极乐证据、四正修念佛、五助念方法、六别时念佛、七念佛利益、八念佛证据、九往生诸业、十问答料简”。其中第四、第五是全书重点。第四正修念佛中依照世亲《往生论》立五念门，即“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其中又以观察门为核心，集中体现了源信念佛思想的特点。它依据天台宗教义，将重点置于观想念佛，认为观想念佛才是念佛的最高境界，将观想念佛当作是通往一心三观的方便法门，而称名念佛只针对根机低下的众生。源信同时代以及后世的很多人都爱读《往生要集》。与源信同时代的摄关政治的象征性人物藤原道长，晚于源信的院政时代的重臣藤原宗忠、源义光都对此书爱不释手，镰仓时代的净土宗创立者法然更是对此书推崇备至。

在晚年所著《观心略要集》中，源信对《往生要集》的观点略作修证，更加倾向于称名念佛。源信对于称名的重视是从天台宗的核心理论“一心三观”出发的。所谓“一心三观”，即从三种层次对自心进行观察的训练。天台宗认为，所谓心并非实体，无从寻觅，非有非无，因此是空；但心的种种活动生成现象界的万法即有，有非真有，只是假象，因此称假；心既不是绝对的空也不是绝对的假，因而是中。观此空、假、中而不落一边可了知诸法实相。源信在《观心略要集》中将空假中三观与阿弥陀三字直接联系起来，以“阿”为空、“弥”为假、“陀”为中，表示一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修习三观。源信以“阿”字为空的说法可能受到了真言宗的启发，但对“弥陀”二字的解释就显得毫无依据了。不过，这样的说法反映出晚年的源信已经不满足于理论自身的圆满性，他更希望找到切实可行、简便易行的实践方法。这反映出了日本佛教的普遍特点，信仰者的信仰程度决定了他们对理论的不同要求。源信的探索可以说为镰仓佛教大力提倡易简法门指引了方向。

五 源信与念佛三昧会

源信不但精于理论探索，对实践也充满热忱。在净土修行方面，最著名的是他与弟子寂心的活动。寂心（？—1002）俗名庆滋保胤，他的父亲是阴阳家加茂忠行。保胤自幼除了学习阴阳学，还追随汉学家菅原文时学习汉文写作，素有才名。二十几岁时，他开始笃信佛教。保胤的家世属于文人贵族，由于平安时代的门第观念强烈，出身中下层贵族的文人虽然可以凭借一技之长获得一官半职，但难以晋身显要，更不可能与上层贵族比肩，因而在政治上大多郁郁不得志。保胤所在的大学有许多这样的文人贵族子弟，他们意趣相投，与部分比叡山僧侣结成了名为劝学社的社团，每年三月、九月固定活动。活动的内容是讲读《法华经》，以经中的文句为题目作诗，最后高声唱念阿弥陀佛名号。

四十岁以后，保胤对净土的信仰更加虔诚，终于在宽和二年（986）追随源信出家为僧，法号寂心，劝学社的活动地点也随之转移到了横川的首楞严院，更名为念佛三昧会。寂心为三昧会制订了相当于会规草案的《二十五三昧起请文》。永延二年（988），源信亲自拟定了《横川首楞严院二十五三昧式》，规定入会的二十五名会员每个月十五日举行彻夜念佛的活动，以期死后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会员还约定，如果自己真的往生极乐成功一定会托梦同修，以便鼓励同修精进念佛同生极乐。

需要强调的是，源信一生的实践活动不止念佛，内容很丰富。长和二年（1013）正月他写作的一篇愿文透露，他曾经修习过的法门包括：念佛二十俱牴[63]遍，诵读大乘经五万五千五百卷（其中《法华经》八千卷、《阿弥陀经》一万卷），念陀罗尼咒百万遍。由此可见，源信将念佛、持咒、诵经同等对待，从实践角度而言，他与后世的净土宗也有差异。

六 觉运调和天台与净土

觉运（953—1007）生于京都，出身贵族藤原氏家族。他也是良源门下高足，以学识渊博而享有盛誉，与源信齐名。不过觉运与源信不同，他与贵族阶层过从甚密，曾经为藤原道长讲授天台三大部、天台四教义等著作。宽弘二年（1005）他任最胜讲讲师，给一条天皇讲解《法华经疏》，被天皇任命为权大僧都；死后又被追赠权僧正。因他长住比叡山东塔南谷的檀那院，被后人尊称为檀那僧都或者檀那僧正。与源信相对，觉运的弟子们自称为檀那流，源信的弟子们则称为惠心流，二者成为天台宗内部的两个支派。

觉运有著作《一实菩提偈》一卷、《观心念佛》一卷、《念佛宝号观心偈》一卷等，后二者都与净土念佛有关。《观心念佛》与源信的《观心略要集》观点相同，融通念阿弥陀佛名号和一心三观。《念佛宝号观心偈》则调和净土、法华与密教，认为法华本门即“寿量品”所现的久远实成的释迦佛与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和大日如来三者为一，因此，天台的一心三观可以借助净土念佛、密教的即身成佛等形式加以实现。由此可见，觉运与源信的努力方向相同，都希望通过借助净土、密教来克服天台宗教义难于理解、难以实践的弱点。

七 南都和真言宗的净土信仰

在天台系统之外，南都佛教和真言宗也出现了信仰净土、试图将净土信仰与本宗教义进行融合的僧人。南都方面较为著名的有兴福寺法相宗系统的教怀（1001—1093），三论宗系统的永观（1033—1111）、珍海（1091—1152）等人，真言宗的代表人物有觉鑁（1092—1143）等。这里我们只简略介绍觉鑁的净土思想。

觉鑁此前已经提到，乃新义真言宗之祖，据说他修念佛法门是为当时隐居于高野山的一些潜修僧（“念佛圣”）所教。他在净土方面的著作有《五轮九字明秘密释》《阿弥陀秘释》《一期大要秘密集》《父母孝养集》等，其中尤以前者为代表。五轮即空、风、火、水、地，是象征大日如来的三昧耶曼陀罗，密教多依此建立五轮塔，供养先人。九字乃阿弥陀如来真言，即“唵、阿、密栗、多、帝、际、贺、罗、吽”。五轮与九字是一体两面，象征着大日如来与阿弥陀如来即一非二，“毗卢弥陀同体异名，极乐密严异名一处”[64]。该书总体以密教思想为中心，涉及念佛法门处则以密教理论调和二者。例如该书第二门“正入秘密真言门”按三密分为“身密修行门”“语密修行门”“意密修行门”，其中“语密修行门”又细分为“诵持门”“观字门”“解字门”。“解字门”中分“略释各各字义门”和“总摄法界法身门”，其中“略释各各字义门”即按照密教义将地、水、火、风、空五轮对应于肝、肺、心、肾、脾五脏，阿閦如来、阿弥陀如来、宝生如来、不空成就如来、大日如来五佛。同理以密教义详细解释“九字”。

觉鑁的这些说法调和了密教与净土，对后世密教僧持诵念佛法门有一定影响，但其内容偏于学理且过于烦琐，对民间的净土修行影响不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觉鑁试图将净土融入密教之内，他在《五轮九字明秘密释》的序言中颇为自负地表示，天台净土教以圣道门之外别有净土门，而真言密教将二者统一。他的这一做法继承了空海建立庞大包容体系的特点，但却忽略了净土法门独立的思想史意义，与自中国道绰、善导所开创，源信、法然所继承发扬的时代潮流相逆，自然不免被抛弃。[65]
八 良忍和融通念佛

良忍（1072—1132）又名良仁，年少时于比叡山出家，曾经担任过山上的堂僧，又充当过洒扫的杂役，属于地位卑微的下层僧人。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默默无闻，中年以后隐居于与比叡山相邻的大原，在来迎院专修净土念佛法门，逐渐为人所知。

良忍没有著述[66]，人们对他的思想也所知甚少，只有一首据说由他所作、在镰仓时代以后逐渐广为人知的偈颂（及其长行）流传了下来。直到江户时代，大通融观（1649—1716）出世，撰述《融通圆门章》，阐发这首偈颂的思想并创立了融通念佛宗，良忍才变成了家喻户晓的重要人物，并被奉为融通念佛宗的祖师。

然而，融观的解说究竟有多少出自良忍的本意，多少是他本人的发挥，后人已无从得知。但从良忍的生平经历来看，后者的成分可能要更大一些。在良忍的时代，天台宗的一些非主流、不得志的僧人离开比叡山，隐居于大原等地。这些人离开比叡山的重要原因是不满山上日益官僚化、世俗化的氛围，他们在山上既无出头之日，更无法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因而选择了遁迹于山下的村落和寺院。据考察，这样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乃至天台宗座主良源不得不就此警告僧众，加以约束[67]。

良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并逐渐通过自己的德行赢得了民众和一部分贵族的崇信。据说，良忍非常虔诚，曾于佛前燃指供养，修净土念佛法门后，每日坚持念佛六万遍，甚至日以继夜不休息。良忍担任堂僧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方向影响很大。堂僧是一种常住于比叡山常行三昧堂的底层僧人，以不断念佛为主业。比叡山常行三昧堂的念佛形式源自于中国五台山的“五会念佛”，由圆仁引入日本。其形式具有佛教音乐梵呗的丰富特色，优美动人。因此，堂僧除了日常在堂上长修念佛外，还经常应邀出席贵族施斋供养的法会。这使得堂僧不但天然地易于亲近净土念佛法门，同时又因为他们广泛地接触社会，往往比义学僧阅世更深，更懂得与社会各阶层打交道的手段，这肯定对他们独立开展传教工作有所帮助。镰仓时代创建了净土真宗的亲鸾也曾是一名堂僧，他与良忍在这两方面具有共性。

据传良忍于永久五年（1117）于梦中感悟所作的偈颂如下：

一人一切人，一切人一人，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是名他力往生。

十界一念，融通念佛，亿万百遍，功德圆满。

关于这首偈颂的内涵，融观主要依据《华严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来加以诠释。因为华严“圆教”认为“一佛一切佛，一切佛一佛”，阿弥陀佛与众佛等，阿弥陀佛为众生往生净土所发本愿也就是众佛大愿王；“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一人念佛与众人念佛通，念佛法门即与四万八千法门通。

另外，“一”与“一切”又是“一人”与“一切人”即自己与众人的关系。据传良忍说：“回我所唱，融会众人，众人所唱，又通于我，是融通念佛，其功逾独唱者，不可胜计。”（《元亨释迦书》）。一人与众人的念佛相互融通，一人的念佛可以成就众人的往生，同时一人的念佛又有待众人的念佛才能成就往生的机缘。一人与众人融通念佛，远胜于众人各自隔绝的、互不相干的念佛。此外，天台宗“一念三千、十界互具”的思想也经常被用来解释融通念佛。因此，后世的融通念佛宗以《华严经》《法华经》为“正依”经典，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净土三部经）为“傍依”经典，这是他们与净土宗的显著差异。

良忍本人可能确曾有过类似于“融通念佛”的主张，他甚至还可能明确提出过这一概念，但“一人一切人”的偈颂在镰仓时代的文献中尚无记载，学者大都认为它是后人托名良忍的伪作。良忍与同时代许多活跃于南都北岭之外的“圣”（隐遁僧）一样，行迹扑朔迷离，颇具传奇色彩，他在生前已拥有了众多的追随者，后世则被进一步神化崇拜。

九 贵族的净土信仰

净土信仰对于贵族阶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或者对残酷的政治斗争感到厌倦，或者对现实的失意感到不满，或者渴望“现当利益”即今世和来生的荣华富贵，或者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感和幻灭感，对净土充满了向往。

前面介绍的庆滋保胤（源信的弟子寂心）领导的横川念佛会属于较为失意的文人贵族的聚会。大贵族信奉净土的也不胜枚举，公卿之中的藤原良相（813—867）（冬嗣之子、良房之同母弟）、藤原忠平（880—894）（基经四子）等人都曾倾心净土信仰。最著名的自然属摄关政治的代表藤原道长（966—1027）和赖通（992—1074）父子，《源氏物语》《荣华物语》《御堂关白记》（道长的日记）等书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受天台净土思想的影响，当时以形象做媒介观想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做法非常流行。宽仁四年（1020），道长修建了无量寿院供奉阿弥陀佛像，其后又将其扩建成著名的法成寺。据记载，该寺采用庭院式布局，围着中央的池水坐北向南的是金堂，朝东是阿弥陀堂，朝西是药师堂。据记载，道长晚年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隐居于法成寺，时而捧读源信的《往生要集》，时而一边观想阿弥陀佛相好，一边念佛。临终前，道长西向长卧于阿弥陀堂，以五色丝线一端系于阿弥陀佛手，一端牵在自己手里，道长和众僧念佛不断。

法成寺是摄关时代规模最大的寺院，可惜数度毁于大火，今不存，但道长之子赖通任关白时修建的京都宇治平等院保存至今，可以让我们了解同类建筑的模样。平等院建于永承七年（1052），原本是赖通家的别墅。院里的阿弥陀堂内部金碧辉煌、堂宇富丽，因屋顶上装饰着一对金色凤凰而以凤凰堂知名。凤凰堂是平安时代建筑艺术的杰作，堂内保存的《九品来迎图》生动地刻画了《观无量寿经》中所描写的阿弥陀佛率观音菩萨、势至菩萨和其他大菩萨、天人迎接九品众生前往极乐世界的场面，是这一题材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作品。堂内的阿弥陀如来座像由平安时代的名匠定朝创作，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平等院阿弥陀堂生动地反映了平安时代贵族的净土信仰，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

皇室、上层贵族乃至地方豪族（受领）、中下层贵族、武士纷纷修建阿弥陀堂，在院政期达到了高峰。追随源信的庆滋保胤曾著有《池亭记》，描述了自家庭院西侧修建的小型阿弥陀堂。保胤属于中下层贵族，并不富有，可见建堂的风气之盛。

此外，一些贵族以及僧侣通过编纂净土往生传来弘扬净土信仰。平安时代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净土往生传是寂心所撰的《日本往生极乐记》二卷。该书搜集了日本历史上45位净土修行者的事迹。在他之后，平安时代著名的往生类传记还有大江匡房（1041—1111）撰写的《续本朝往生传》，三善为康（1049—1139）撰写的《拾遗往生传》《后拾遗往生传》，莲禅（藤原资基）撰写的《三外往生传》，藤原宗友撰写的《本朝新修往生传》（1151）和如寂撰写的《高野山往生传》（约1187）。这些著作都对净土信仰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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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空海与和气氏相识据说是源自最澄的举荐。

[34] 真言宗在南都佛教地位最崇高的东大寺建立密教道场是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但标志着真言宗获得了南都佛教的认可，还对其后南都佛教的全面密教化具有深远影响。

[35] 天长元年（824）九月，朝廷将高雄山寺改为定额寺，更名为“神护国祚真言寺”，该寺此后仍是真言宗的重要道场。

[36] 为纪念空海，目前真言宗创办有种智院大学。

[37] 上述三篇自中世以后被称为“真言三部书”，成为真言宗僧侣必修的基本读物。

[38] 《菩提心论》：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

[39] 真雅是空海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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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立川流的文献在后来的查禁中大多被毁，真相不详。

[43] 耆阇即灵鹫山道场，能仁即释迦佛；下句指观世音道场洛迦山。

[44] 上下句分别指中国的五台山和天台山道场。

[45] 按照中国的仪礼所行的成人仪式。

[46] 东国道忠曾对最澄予以支持，而且他是鉴真的弟子。鉴真是传天台典籍入日本的先驱之一，因此后世史家如《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将鉴真、道忠等人纳入日本天台体系。另《天台霞标》所收最澄授予广智的付法印信显示，所谓三部三昧耶的法统，自善无畏传新罗义林，自义林传顺晓，自顺晓传最澄，最澄传广智。广智与同样来自道忠系统的圆澄是最澄最信任的弟子之一。

[47] 《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称在扬州时搜集的经卷为128部198卷。

[48] 事实上，圆仁的弟子相应原本单独为圆仁申请大师号，朝廷以圆仁之师最澄尚未获得大师号为由驳回了申请。因此，相应不得不再次以最澄和圆仁二人同时申请，遂获得朝廷同时批准。

[49] 该书尚有圆珍携回的十卷本和东密系统传承本。

[50] 正是自圆仁起，比叡山定期举行效仿自天台山国清寺的天台大师供。

[51] ［日］小山田和夫：《智证大师圆珍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90年版，第12—13页。

[52] 最澄于此前已经入灭。

[53] “台密”一词出现较晚，约在镰仓时代。目前所见的最早出处为虎关师鍊《元亨释书》。

[54] 地名。比叡山地区分为东塔、西塔、横川三大区域。

[55] 辩论会分“竖者”“问者”和“精义者”。“竖者”即论主，提出论题并予以阐发，解答质疑；“精义者”即裁定答辩胜负的高僧。

[56] 圆澄、圆仁、安惠等人皆出自东国道忠集团，与义真大概有派系隔阂。

[57] 参见第五章第一节“南都北岭的僧兵”。

[58] 意思是出没于民间的行化僧。

[59] 指隐遁僧和行化僧。

[60] 现今保存于各地的盆踊是作为民俗活动而重新恢复的，形式和实质与历史上完全不同。

[61] 源信不满于佛教上层的权贵现象，并不愿意担任此职，一年后即辞退。

[62] 该著作的作者传为智[image: ]，未确定。与源信几乎同时，宋初的天台学者也关注此书，两者之间可能有一定关联。

[63] 俱牴：印度数字单位，一俱牴相当于一亿。

[64] 密严即大日如来的密严净土，其与极乐净土相即，密严院一名即得自此。

[65] ［日］井上光贞：《日本净土教成立史的研究》，山川出版社1956年版，第354—355页。

[66] 现今流传的所有据说与他有关的文字著述都未获得确认。

[67] ［日］井上光贞：《日本净土教成立史的研究》，山川出版社1956年版，第204页。


第七章 镰仓佛教概论

第一节 镰仓佛教的历史背景和主要问题

一 镰仓佛教的政治社会背景

镰仓时代（1192—1333）虽然只有140年，但却是此后长达700年的日本封建社会的起点和基点。因此，镰仓时代是日本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点，在日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佛教作为同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

（一）战乱频仍的时代

平安时代末期和镰仓时代初期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混乱的局面以一系列战乱为标志：保元之乱（1156）、平治之乱（1159）、源平争战（1180—1185）、承久之乱（1221）。保元之乱是朝廷内部政争所导致的武力冲突，其结果是武士阶层凭借武力登上了历史舞台。平治之乱是新登场的武士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结果以源义朝、源义平被杀，源赖朝[1]被流放告终，平清盛[2]凭借胜利第一次以武士身份执掌大权。其后的源平之战以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家族的恩仇记登场，富于戏剧色彩，但其本质仍然是贵族阶层与新兴武士阶层的较量。平氏集团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上台后背叛了作为政权基础的中小武士阶层。他们任人唯亲，形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利益小团体，并迅速贵族化。因此，对于平氏政权不满的除了试图夺回权力的皇室公家，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族和中小武士。源赖朝巧妙地利用各种矛盾，迅速消灭了平氏集团。早在举兵之初，源赖朝就秘密上书后白河院，表示自己并无谋反之心，举兵是为了消灭皇室的敌人，他还表示成功后并不会对平氏赶尽杀绝，而是会恢复过去源、平共同护卫王权的体制。建立镰仓幕府后，源赖朝一方面对以天皇为中心的公家、大寺院神社采取了尊重、维护的态度，另一方面通过地头、守护制度赋予武士阶层实际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公家试图推翻幕府的承久之乱以失败告终。乱后，幕府对朝廷方面采取了严厉的处置措施，三位上皇、两位亲王遭到了流放，这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局，幕府与朝廷、武家与公家的权势和地位发生了根本逆转，贵族阶层趋于没落，天皇绝对神圣的传统观念随之动摇。幕府执权北条氏家族确立了在幕府的专权地位后，制定了《贞永式目》，明确规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3]，使局势逐渐趋于平稳。从此奠定了幕府掌管实际大权、朝廷保留名誉地位和一定实际利益的二元架构体系。

（二）武士的起源

关于武士的起源问题，日本学术界大体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武士源于地方上为保护庄园财产而武装起来的农民。自平安时代中期开始，律令体制破坏，地方上负责维持治安的国郡司逐渐不能发挥作用，庄园领主将所辖庄民武装起来维护自身利益，渐渐于其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地方武士团，带有半农半兵的性质。另一种意见考察了平安社会中后期社会结构的变化，认为“家”即家族自氏族分离，武士原本是专门从事维护平安京治安的固定家族。关于家族与氏族的关系我们在平安时代概论中略有提及。家族即从氏族分离出来的以父系传承为标准的范围较为狭小的血缘关系团体，而氏族血亲范围较广，凡属于同一氏姓、拥有共同始祖的皆为氏族成员。平安时代以前的日本社会以氏族为政治、社会基本单位，尚未确立明晰的父系家族关系。但由于社会财富增长、子孙繁衍，氏族之内的血缘和亲属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氏族体系趋于瓦解。平安时代为维持氏族关系，一些显赫氏族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藤原氏设立了“劝学院”（821），由族内出任高官的族人集资，供同族内较为贫寒的子弟学习。其他一些贵族也纷纷效仿，如和气氏的弘文院、橘氏的学馆院、在原氏的奖学院等。但这类措施并不能阻止氏族的分裂和家族分立。以藤原氏为例，自摄关时代起，摄关一职即已牢牢掌握在藤原氏北家一族手中，即使同为藤原氏的其他家族也难以问津。其后，北家又分为九条家、小野宫家等多家。这些家族被称为摄关家，他们是藤原氏中的佼佼者，与同样出自藤原氏但家境败落的大多数家族有天壤之别。在此情况下，大多数中小贵族失去了晋升高级官员的机会，他们就通过世代承袭某种特殊的技能来获得在贵族社会的立身之道，这称为家职。例如和气氏和丹波氏中的一部分人专职医生；贺茂氏专事阴阳道；坂上氏和中原氏专事文书案牍；教授法律的明法道由中原氏独占；传授儒学的明经道则由清原氏世袭。武士也属于一种家职，在中央的源氏和平氏就是专门从事这种职业的家族。源、平两氏源自被贬为臣籍的皇族，但自平安时代起，他们之中的一些家族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经济上的贵族地位。其后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源氏、平氏分别是平贞盛和源经基的子孙，他们专门从事侍卫贵族、朝廷，维护首都治安的工作，所以武士又称为“侍”。武士与家职有密切关系，在当时人看来，即便武艺超群、立下军功，但如果不是出自这些武士家族也不被认为是武士。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说法都符合部分事实，二者并不矛盾。武士阶层登上舞台以争霸中央的源、平两族为标志，但武士作为一个阶层是由中央和地方的武士团共同构成的，不限于一家一姓。即便是中央的源、平两家，在没有战事发生的情况下，也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度日，所以他们都属于未脱离农业生产的平民阶层。直到战国时代丰臣秀吉颁布兵农分离的“刀狩令”（1588）之后，武士才与战时临时动员的农民明确地区分开来。与此问题相关，我们还需要了解的一点是，由于日本是一个封闭的岛国，自平安时代前期平定东北各地以后，日本中央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常备军，地方上负责维持治安的警察部队更是为数甚少，这才使以家族为基础而出现的武士集团得以成为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在日本古代社会发生的一些战斗中，双方对垒的士卒数量极少，直到南北朝时代情况才发生转变，到战国时代才发展为大规模的战争。[4]这样的历史背景可供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僧兵的作用。在日本古代社会乃至封建时代前期，像僧兵这样拥有上千人规模的常备武装集团——发生战斗时往往能动员数千人——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到了室町时代，新兴教派拥有了更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形成了与大名诸侯相抗衡的武装力量，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几章介绍。

（三）武士政权带来的社会大变动

在既往的古代社会中，无论是天皇亲政、摄关主政还是院政，其基本原则都是以与天皇家族血缘上的远近亲疏来确定政治地位，整个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稳定架构，政权是贵族阶层的囊中之物，不容他人问津。即便发生一些摩擦、动荡，也只是属于统治者内部的权力角逐，对社会的整体结构影响不大。平安时代末期，武士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这种情况仍没有改变。源氏和平氏都属于与贵族有血缘联系的上层武士，拥立源赖朝起兵讨伐平氏的三善康信对赖朝说“君为正统”，另一个支持源氏的实力派人物三浦义明则说：“吾家世代为源氏家臣，幸逢贵种再兴之秋”。赖朝号称清和源氏的嫡传子孙，其祖先可上溯到清和天皇，因此时人都视之为“贵种”，这也是他能够号令中小武士的重要原因。

当武士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崛起，并成功攫取政权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除了一小部分上层武士出身没落贵族外，大部分武士属于原本依附于贵族和庄园的下层民众，带有亦农亦兵的特色。就古代社会的身份标准而言，他们属于平民，与贵族是完全异质的。武士的政治地位上升和贵族的没落，奠定了社会思想文化平民化的基础，这一点在佛教的变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武士政权还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使日本步入了封建社会。自平安时代中期以来，庄园制成了土地制度的主流。庄园通过寄进等制度实行金字塔式的从属体制，全国的财富最终都集中于皇室、摄关家等大贵族、寺院神社手里。镰仓幕府成立后，土地制度仍然以庄园制为主[5]，但性质有所转变。一是武士阶层通过封赏拥有的庄园越来越多，直至占有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土地；二是地方武士拥有的领地庄园所占比例很大，其总和超过了幕府直辖的部分，财富不再单方面地向中央集中；三是武士负责代理、监督公家和寺社在地方的庄园。

幕府管理地方和庄园的主要制度是地头、守护制度。幕府将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武士封为御家人，原则上从御家人中选派出地头，重要的大地头被任命为守护。以后守护的实权不断增加，到战国时代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大名诸侯。在镰仓幕府刚刚兴起时，御家人的数量有限，此外还必须考虑原有地方豪族的利益，因此大部分地头还并非御家人，随着幕府势力的逐步扩大，御家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元军入侵前后，幕府的权威上升到最高点，对非御家人出身的地头也拥有了实际统辖权。地头在政治上服从幕府的指挥，主要掌管地方的军事、治安，还有部分行政事业方面的职责（其后掌握了全部的行政权），在经济上则负责管理庄园的税收。在幕府政权成立以前，全国大部分庄园的最终领主都是公家和寺社，他们委托代理人管理庄园，主要负责维护治安、向农民征税。幕府成立后，代理工作转由地头负责，并规定地头可以按照管理费的形式提取一小部分税收。此后出现了一些地方武士凭借实力将税收占为己有的现象，公家和寺社不得不向幕府讨要租税。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幕府颁布了一些相应的规定，适当地保护公家和寺社的权益。就寺社方面来说，自平安时代以来，显密诸宗的大寺院拥有大量的庄园，这些寺院主要依靠庄园来维持自身的运营。这种情况到战国初期都没有改变，现存的东大寺、兴福寺等寺院资料详细地记录了庄园制度的细节。

由此，地方武士、幕府、公家、寺社分别控制全国的土地和财富，封建式社会经济体制形成了。封建制度不利于形成强大的集权国家，但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四面环海没有外患的岛国而言却未必是件坏事。事实证明，日本的封建制度不但促进了地方的发展，还对思想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央集权相对较弱的镰仓时代恰好是日本历史上思想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之一，这也是镰仓新佛教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镰仓佛教面临的挑战

（一）平重衡之火

传统佛教在平安时代末期、镰仓时代初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平氏集团对佛教的武力讨伐。治承四年（1180）十一月，平氏以延历寺和圆城寺勾结源氏为理由，派兵攻打比叡山，将山上堂舍付之一炬。同年十二月，平重衡率领的部队又进攻奈良，将东大寺和兴福寺也付之一炬。

在平安时代佛教中我们已经介绍过，比叡山、东大寺和兴福寺号称南都北岭，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不但拥有雄厚的寺院经济、强悍的武装集团，更重要的是，他们携神佛之威拥有强大的宗教精神力量。在古代社会，不但一般百姓对他们俯首帖耳，即便是皇室贵族对他们也不得不退让三分。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天台宗、真言宗以及南都佛教高度贵族化，上层僧侣职位已经为摄关家所把持，比叡山、东大寺、兴福寺等大寺院拥有不亚于皇族和大贵族的庄园田产，大寺院神社已经成为贵族统治者的一部分。平安末期担任重臣的藤原通宪（信西）有十七子，其中五人进入政界，其余十二人出家。据《愚管抄》，其出家的众子皆为显赫人物，其中知名的如法相宗的觉宪，在保元之乱时曾为后白河天皇出谋划策，胜利后又与平氏联合打击源氏，被称为黑衣宰相；还有曾执掌法胜寺的静贤、以说法著称的安居院大僧都澄宪、担任广隆寺别当的法眼宽敏、以“发心坚固”著称的高野山明遍、历任醍醐寺座主和东大寺别当的胜贤等。其家族势力遍及各宗，佛教已经成了权门的另一个名利角逐场。

因此，平氏攻打比叡山和南都的军事行动让贵族们特别是以兴福寺为氏寺的藤原氏一族痛心疾首，哀叹不已。后来担任关白的九条兼实在其日记《玉叶》中写道：

七大寺已下尽变灰烬……佛法王法尽灭，凡非言语所及，非笔端所记。

贵族一直以王法、佛法为车之两轮，“佛法依王法绍隆，王法依佛法长久”（《玉叶》），将佛教定位为贵族国家的镇护宗教，将宗教神权作为其统治的精神基础。而以平清盛为首的武士集团对南都北岭的断然措施，无情地撕碎了“王法与佛法”相互依存的保护伞，不仅宣告了贵族统治的破产，更重要的是粉碎了古代社会对宗教神权的迷信，在社会思想层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平安时代中后期，社会各界对佛教界的腐败现象已经普遍感到失望，僧侣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形象早已一落千丈，平氏的武力杀伐使得僧侣们身上最后的一点神秘色彩也被剥除得一干二净。

源氏击败平氏上台后，迅速恢复了对寺社的支持，东大寺等大寺院的重建被列为重点。天皇亲自颁布诏书，曾经入宋求法的高僧重源被任命为负责筹款和督造的大劝进。源赖朝亲自捐献米一万石、沙金一千两、绢一千匹，又致书南都各佛教领袖，表明自己支持佛教的态度，要求他们为重建工作出力，其文曰：

右当寺者，破灭平家之乱逆，遂逢回禄之厄难[6]，佛像为灰烬，僧徒及没亡。积恶之至，比类少之者与？……于今者，如旧令遂修复造营，可被奉祈镇护国家也。世纵虽及浇季，君于令施舜德者，王法佛法共以繁昌侯与！[7]

源氏向佛教示好，以佛法外护自居，不外乎希望借助佛教的力量维护政权的稳定。幕府武士政权、天皇朝廷、寺社神权的三极架构构成了镰仓时代的基本政治框架。

（二）大师的时代

社会危机往往是宗教孕育的最佳温床，血雨腥风、动荡不安的时代呼唤着先知和救世主的出现。镰仓时代的佛教大师们正是在如此风云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们也塑造了历史。

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就任征夷大将军（1192），为镰仓时代揭开政治历史大幕时，法然刚刚于此前不久在著名的“大原谈义”（1186）上提出了专修念佛的主张，宣告了佛教新时代的来临。此前一年，荣西刚刚承续临济法脉自宋回国，此后不久（1194）他就因比叡山的排挤而被迫停止了传法活动。而年方19岁的亲鸾此时尚在比叡山常行三昧堂担任地位卑微的堂僧，对未来感到绝望迷茫。承久之乱（1221）武家确立全面统治的历史时刻，志向高远的道元正陷于寻觅真理的冥思苦想中，其后不久（1223）他就踏上了入宋求法的鲸波万里之途。元军入侵的文永之役（1274）和弘安之役（1281）时，日莲正因为对幕府宗教政策的尖锐批评而反复遭受流放之苦，一遍则正在日本各地风雨无阻地游行弘法，将一张张念佛札分发给素未谋面的路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正在孤立、迷茫、痛苦之中忍受煎熬的他们此刻又何曾想到他们未来会对日本历史、日本文化产生何等重大的影响呢？岂止是此时此刻，正如我们下面将要介绍的，他们之中的几乎所有人终其一生也未曾亲眼目睹所谓的成功，而这一点并未让他们感到颓唐与绝望，这就是天才、志士与庸人的差别吧。

三 新佛教与旧佛教的问题[8]

镰仓时代的佛教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概括而言，即思想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前者包括宗教教义和实践活动，后者包括教团、教派。我们前面提到的法然（1133—1212）、荣西（1141—1215）、亲鸾（1173—1262）、道元（1200—1253）、日莲（1222—1282）、一遍（1239—1289）被称为“六大祖师”，都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被其后形成的佛教新派别奉为始祖，而且这些新派别（净土宗、临济宗、净土真宗、曹洞宗、日莲宗、时宗）自室町时代以后逐渐取代既往的旧佛教，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因此，自近代以来，这些人物被讴歌为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日本民族佛教的奠定者，镰仓时代的佛教被视为新佛教的时代，或者说，新佛教占据了镰仓佛教的全部视野。

然而战后的学术界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修正，学者们经过考察发现不能套用现有的派别格局来描述历史。镰仓时代的高僧除了上述“六大祖师”外，还有律宗的叡尊（1201—1290）、忍性（1217—1303），华严宗的高辨（1173—1232），法相宗的贞庆（1155—1213）等人，他们在同时代的影响力不亚于甚至要超过一些新派别的祖师。新佛教之外的旧佛教的动向，以及新佛教与旧佛教的关系被研究者纳入了视野。概括而言，新佛教在镰仓时代并非主流。上述六大派别中的大多数如净土宗、真宗、曹洞宗和日莲宗，其派别的形成时间要迟至镰仓时代末期或室町时代，至于时宗，其正式立宗要晚至江户时代。就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而言，荣西最早，但荣西本人当时并非以新兴派别的领袖而是以天台密教僧的面貌出现的。曹洞宗的发展壮大执行的也不是道元的“新”路线，恰恰相反，其成功在于大量吸收了既往佛教的要素。此外，新派别的创新性也并非那么绝对，其对于传统的吸收往往使它们与传统派别有水乳交融的关系。新佛教与传统佛教的关系不容忽视。新佛教祖师们拥有共同的思想背景，他们无一例外地出身旧佛教的大本山——天台宗比叡山。有学者认为新佛教产生的内在根源在于天台本觉思想。[9]以往被强调为新佛教重要特质的一些现象，例如平民化、救助民众等，在被称为旧佛教的派别身上也有体现，例如复兴律宗的叡尊、忍性等人就是镰仓时代投身于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杰出代表。因此，以一些历史的积极因素或保守因素来划分新、旧佛教，强行贴标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时代的发展趋势来看，旧派别往往也呈献出不同于以往的与新派别类似的共性，这是镰仓时代佛教的共性，而并非新佛教的特性。

特别是当学者们认识到“新佛教”说背后所蕴含的主观色彩和意识形态背景后，对过度或单方面评价新佛教开始持审慎态度。从学术史角度来看，“新佛教”的提法以及对“新佛教”的讴歌源自于日本近代产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险遭西方帝国主义奴役的历史背景下，经过与西方文化、宗教的接触，一部分知识分子根据镜像式的历史观发现了镰仓时代新佛教的“价值”。新佛教被描述为日本民族宗教的伟大自觉和创新，其光芒完全遮蔽了此前的传统佛教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教派。亲鸾被描绘为日本的马丁·路德，日莲被描述为宣告日本民族意识的摩西。军国主义时代，镰仓新佛教特别是日莲的一些思想被提炼为日莲主义，强调日本民族和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战后，新佛教再度受到赞美的背景在于民主化运动和左翼社会主义思潮。新佛教被描述为反体制、追求平等的宗教民主化运动，新佛教的祖师们被描绘成平民的精神导师、群众的革命领袖，新佛教是镰仓佛教的代表、是日本佛教的精华的观点再度成为主流。20世纪6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史观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学术背景下，新佛教与旧佛教被强行地、僵化地与特定社会阶级对应起来、对立起来，进而夸大了佛教自身发展演变与社会演变之间的联动关系，简单粗暴地将二者混为一谈。

所谓新佛教是什么？新佛教和旧佛教到底谁能代表镰仓佛教？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1963年，黑田俊雄在《中世的国家与天皇》一文中提出了“权门体制论”[10]，认为中世（镰仓、南北朝、室町）国家以天皇为中心，由公家、武家、寺社三大权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成牢固的统治体制。1975年，作为对其中的寺社权门体制的进一步分析，黑田提出了著名的“显密体制说”[11]。他将传统佛教的天台宗、真言宗和南都佛教称为显密诸宗，认为它们就是中世的寺社权门，代表了中世佛教的主流。“显密体制”大致从两个方面对镰仓新佛教和旧佛教的定位提出了修正。第一，从制度层面。黑田认为，显密诸宗无论是就寺院数量还是就信众数量而言都是当时的主流派，新佛教则属于势力弱小的少数派。第二，从意识形态领域。黑田认为显密诸宗普遍呈现密教化倾向，它们以秘法为基础，以王法佛法相依相即的思想为中世国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而新佛教则被视为异端，遭到王权的打击。

“显密体制说”并非定说，提出后进一步引起争议，但学者们沿着上述两个方向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通过对显密诸宗在制度层面的考察，寺院史研究成为备受瞩目的新兴研究领域。黑田本人亲自创立了“中世寺院史研究会”，并将研究成果整理为会刊《寺院史研究》出版。寺社与公家、武家政权的关系也由此成为另一热点。有的研究客观上赞同“权门体制论”的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佐佐木馨的《中世国家的宗教构造》在分析了镰仓幕府的宗教政策和体制后，提出了禅、密二元的构造，即“禅密体制论”。此外，松尾刚次从对中世僧侣入门仪式的考察出发，提出了与既往不同的新旧佛教划分标准。他发现，体制内佛教即官僧采用国家制定的入门仪式（包括受戒制度），而另一部分遁世僧则自行制订、执行不同于官方版本的仪式。有趣的是，原来被称为旧佛教改革派的部分人物按此标准应属于遁世僧，与既定的新佛教派别相同。因此，既有的对新旧佛教的划分存在问题，黑田将旧派别统统归属为显密诸宗的看法也不尽然。此外，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战后以石母田正为代表的对土地制度和领主制的研究支持了将新佛教看作历史进步力量的观点。石母田正认为武家的地头守护领主制在镰仓以后逐步取代了古代社会的庄园领主制。因此，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作为庄园领主的传统派别属于旧佛教，而且是伴随着庄园制的瓦解逐步走向没落。但石母田之后的一些研究则认为庄园制在封建社会前期仍然是主流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奠基于庄园制之上的诸派别仍然是镰仓时代的主流佛教。

另外，在对中世佛教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进行考察时，平雅行的《日本中世的社会与佛教》基本肯定了黑田的观点，认为法然、亲鸾等人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影响力有限，此前一直被视为新佛教特征的末法思想、恶人正机思想在显密诸宗那里也已经成立。平氏主观上并不打算以此贬低新佛教的思想价值，但随后有家永三郎提出批评，认为中世佛教的主流从量上而论是显密诸宗，而从质上论仍属新佛教。此后的多种研究指出了显密佛教与新佛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性，例如松尾刚次的《中世都市镰仓的风景》通过对中世都市的形成，指出新佛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出现了个人救赎的思想，这是对旧佛教镇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综合而言，中世佛教成为日本佛教研究的热点，其新观点和新方法对其他时代的研究也起到了引领和启发作用。1992年，末木文美士、松尾刚次、大久保良峻、佐藤弘夫、林淳等人创立了“日本佛教研究会”，该研究会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吸引了日本学术界历史学、佛教学、文学、宗教学、伦理学、思想史、美术史、建筑学、音乐、考古等各领域的相关学者，先后出版了《日本佛教》系列丛书第一期（全六册）和第二期（全三卷）。2001年，该会圆满到期，作为延续，随后成立了“日本佛教综合研究学会”，现任会长为东京大学蓑轮显量教授。迄今为止，该研究会每年召开学术大会，并已经连续出版了会刊《日本佛教综合研究》，不仅面向日本国内，还吸引了海外相关学者的参与。上述两会代表了日本佛教的最新研究动向和水平。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关注上述研究动向。本书认为，对于镰仓时代出现的佛教新动向，应该区分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基于事实判断或历史次序，本书仍然沿用“新佛教”和“旧佛教”的传统说法，新佛教指发轫于镰仓时代的新派别，旧佛教指此前即已形成的天台、真言和奈良六宗。但对于二者的关系，本书将不采用新旧两别的武断式区分，重视镰仓佛教所具有的共性。此外，从世界佛教史的角度出发，本书仍然将重点放在对新佛教的介绍上。

第二节 镰仓时代的佛教体制

我们认为，黑田俊雄对日本中世政治、宗教的分析尽管存在争议，但仍不失为最有说服力、最具有启发性的一种学说，至今未有其他替代者。他提出的“权门体制”和“显密体制”，尽管其内容所指有待商榷，但基本框架仍有较强的适用性。因此，本书以黑田的这组概念为线索，综合上述各种先行成果，对镰仓佛教作一概述。

一 显密诸宗与“寺家”

（一）“权门体制”中的“寺家”

“权门体制”说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了镰仓时代公家、武家、寺家[12]在政治、宗教等方面三足鼎立、互制互存的态势。其中，“寺家”一方除了为权门体制提供意识形态支撑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拥有较强的独立性。

“寺家”以显密诸宗，主要是天台宗和真言宗为代表；而自中国禅僧渡日传法后，临济禅迅速获得幕府的支持，禅宗（不包含道元一系）与律宗的改革派（主要是西大寺系统）[13]逐渐成为武士政权一方的“寺家”代表。寺家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其“王法佛法相即”等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宗教活动为公家、武家提供神权支持，这都使它成为镰仓时代政治社会架构中的一极。

从僧人的角度来说，显密诸宗以及一部分禅律僧侣属于官僧，除官僧外则有隐遁僧和异端僧。隐遁僧普遍出自显密诸宗，他们或遁隐山林、或活跃民间，与体制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但他们拥有“上人”“圣”“沙弥”等特有的尊称，其合法性受到官方的认可。异端僧是从幕府、朝廷的政治视角进行的区分，指统治者公开予以打压、取缔的僧人。异端僧由隐遁僧中的少数异类和创立新宗的僧人发展而成，主要有法然·亲鸾系统的念佛宗、日莲的日莲宗、大日能忍的达摩宗、道元的曹洞宗等。他们的合法性不被官方承认，他们对官方往往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以下，我们将分别考察在政治、经济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显密诸宗，与幕府关系密切的禅宗律宗，带有新佛教鲜明特点的异端派别。

（二）寺院的独立自治

日本学者通过对东大寺、东寺、兴福寺现存的数量丰富的原始史料进行分析，发现中世寺院与古代社会和近世（战国末期、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的寺院制度不同，拥有较强的自治性。

古代社会，例如奈良时代，虽然也出现了个别僧人干政的现象，但佛教整体仍处于律令体制的统辖之下，朝廷控制着寺院的人事权和经济命脉。自平安时代中后期庄园经济发展以后，寺院逐渐变身为庄园领主，其经济地位逐渐独立。大寺院、本山的人事任命也基本上采取师徒相承的方式，朝廷没有绝对的任免权。由此，作为律令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僧尼令》、僧纲制完全失去了实际作用，僧纲与师位一样成了一种名誉称号。自平安时代后期至整个镰仓时代，在调停寺院、教派间纷争，镇压异端时，往往需要朝廷、幕府、寺院各方的协调，凌驾于各方之上的绝对权威已不复存在。11世纪以后，大寺院还伪造了大量古代文书，作为扩大寺领、拒绝服从朝廷管理的证据。[14]
北条氏专权后曾试图对寺家施加更大的影响，但从一些具体事件可以看出，幕府在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同时并不能彻底干预寺院的内部事务。寺家的独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寺院拥有独立的行政机构“证所”。第二，寺院拥有独立的自治机制“众议”，可以决定寺院的人事等重要事务。第三，僧人得度、受戒等也不再经由国家统一管理。

东大寺的资料表明，东大寺证所可以不经过政府直接对寺领（寺院所属庄园）颁布各项命令（称“证所下文”）。另外，寺院内部还拥有自治性的集体决策机制。镰仓时代的寺院大众包括学众、堂众、下法师。学众也称学侣、学生，至少出身中小贵族或地方领主子弟，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义理，寺院的高级僧职一般从他们当中选出。堂众包括禅众、行人、承仕，他们从事一些具体的修行，例如著名的比叡山常行三昧堂的堂僧只从事念佛。他们一般出身小贵族或家境较好的平民阶层，晋身的可能性较低。在前两者之下的是底端的下法师，他们以平民为主，主要从事杂役。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根本不是正规僧侣，臭名昭著的恶僧或者僧兵就出自这个阶层。由于寺院大众构成的这一基本特点，寺院内部存在着复杂的门第出身、血缘、乡里、主仆关系，也就形成了各种关系、利益集团。为了平衡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寺院内部出现了各种协商、决策会议（称“众议”“讲”）。这些会议的结果具有绝对的权威，即使幕府和朝廷也不得不予以尊重。平安末期和镰仓时代屡次发生众议推翻朝廷任命的住职的事件。[15]
此外，曾作为国家对佛教进行控制、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的度僧、授戒也不再由国家统一掌握。镰仓时代的情况是，显密诸宗的官僧仍然接受官方的度僧、授戒制度，延历寺和东大寺的戒坛虽然并不完全由朝廷控制，但承认朝廷的权威，具有官方性质。而隐遁僧与异端僧则完全不由官方控制，一些称“圣”“沙弥”的僧人完全没有受戒。政治二元化的背景为这种现象提供了空间，幕府就曾支持律宗的西大寺派自立戒坛授戒。

（三）朝廷和幕府对寺院的管辖

尽管佛教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早已今非昔比，但其在镰仓时代仍具有较强的精神号召力，再加上它强大的势力，更是公家和武家竞相拉拢争取的对象。

平氏当政时，以仁王[16]在向全国发布的追讨平氏的命令中，效仿圣德太子讨伐物部守屋的先例，自称“最胜王”（出自护国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将平氏定为王法佛法的怨敌。源赖朝利用这一点，以王法、佛法和神明的守护者自居，在进军京都前宣布保护寺社的领地、振兴佛法和神事。[17]
镰仓幕府建立后，对于佛教的管理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承久之乱以前，幕府对高级僧职的任命主要采取追认的形式，实质任命权仍然掌握在朝廷和寺家手里。北条氏得宗系统[18]独掌大权后，对于寺院仍不拥有绝对的人事权。在任命重要的显密寺院住职（座主、别当等）时，他们只能从出身显贵的候选人当中挑选。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北条氏一族的高级僧侣虽然也曾经晋身东寺长者和圆城寺长者——东寺与圆城寺派（“寺门”）是显密诸宗中亲镰仓幕府的——但从未掌握由公家把持的门迹寺院。这与室町时代将军足利义满的子弟占据仁和寺、延历寺青莲院等著名门迹寺院形成了鲜明对比。[19]
通常而言，当寺社内部发生纠纷或寺社出现不法行为时，朝廷一方掌握着裁决的主导权，幕府往往扮演出动武力执行朝廷决议的角色。当然，幕府也不甘于总是扮演配角，嘉祯元年（1235）在处理石清水八幡神宫与兴福寺的争斗时，幕府不仅出动了军队，还提出了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20]弘安五年（1282），圆城寺与延历寺就四天王寺别当的人选发生争议，龟山上皇感到问题棘手，委托幕府全权处理。在此情况下，寺院方面也开始借助幕府的力量打击对手。永仁元年（1293）兴福寺大乘院与一乘院发生纠纷，双方要求幕府驻京都负责人六波罗探题仲裁。永仁五年（1297）天台宗大众对座主不服，上诉幕府。幕府对上述事件都做出了裁决和处罚。

然而，寺院一方从未彻底服从幕府和朝廷的管理，一直到室町幕府时代，比叡山、兴福寺等僧众还经常奉神舆到京城闹事，由此可见一斑。

二 幕府与禅宗

众所周知，禅宗是镰仓幕府重点扶植的宗派，禅与武士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与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后扶植天台宗、真言宗一样，镰仓幕府扶植禅宗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大致有二：一是树立代表武家政权的新宗派，并建立以之为中心的新佛教体制；二是彰显幕府在文教方面的成绩，塑造崭新的武家文化。这两个目的第一点达成了一半，第二点基本实现。

禅宗的“政治正确性”和持戒严谨、精进修行的风格是幕府选择它作为自己扶植对象的根本原因。关于“政治正确性”不得不提宋朝的渡日僧，正是他们引起了幕府上层对禅宗的兴趣。南宋末年亡国灭种的强烈危机唤起了包括僧侣在内的全民爱国热情，再加上中国悠久的君臣文化传统，渡日禅僧在政治方面的高度自觉性让日本朝野耳目一新。

兰溪道隆（1213—1278）上堂拈香，每次必效宋朝禅林的做法，祝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将军重臣千岁。[21]元军入侵时，时任执权北条时宗[22]刺血书写《金刚经》与《圆觉经》。就此，无学祖元（1226—1286）说：“我此日本国主帅平朝臣[23]，深心学般若，为保亿兆民；外魔四来侵，举国生怖畏；朝臣发勇猛，出血书大经，……一句与一偈，一字与一画，悉化为神兵，犹如帝释天，与彼修罗战，念此般若力，皆获于胜捷。”[24]兰溪道隆、兀庵普宁（1197—1276）、无学祖元等人称北条时赖[25]、时宗父子为“在家菩萨”“再来佛”“如来使者”，不吝溢美之词。这种神化幕府当权者、树立北条氏权威的做法自然会博得幕府的好感。然而由于中日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日本的禅僧们或因不了解情况，或因其他原因，表现出了过于浓厚的尊皇思想。对此幕府采取了两面策略。一方面他们与禅僧一起鼓吹尊崇天皇，以收挟天子令诸侯之效；另一方面则对实质上拥戴天皇朝廷的举动予以警告甚至惩处。“政治觉悟”很高的兰溪道隆不知出于何因，也许是未能真正了解幕府的用心，也许是试图两边讨好，在京都期间与朝廷关系过于密切。他提议为了避讳后深草天皇（天皇讳“久仁”）将建仁寺更名为建宁寺，受到了后嵯峨上皇的赏识，但也由此遭到了幕府的猜忌。这成为他在京都败走麦城、此后两度被流放的重要原因。[26]
幕府曾试图建立以禅、律为核心的新佛教体制，“禅律方”的设置，建长寺、圆觉寺等大型禅寺的创立，镰仓大佛的铸造（1252—1260，历时八年），都是这类政策的体现。但终镰仓一代，禅律始终未能取得与天台、真言对等的国家佛教地位，自然更无法实现以之为中心统合佛教的目标。一直到室町时代，禅僧还被认为是“着黑衣的僧人[27]，颜色不吉祥，不堪担任为国家和天皇祈祷禳灾的重要法事”[28]，幕府自己的祈祷法事也主要委托东密（真言宗）、台密（山门、寺门两派）僧人。承久之乱（1221）时，朝廷以五坛法、太元帅法等密教仪式进行祈祷，幕府则以荣西的弟子、台密叶上流的行勇为首举行大仁王会等密教仪式（《大日本史料》四—十六）。安贞元年（1227），将军赖经患病，祈祷众由九名僧人和六名阴阳师组成，僧人全是东密和台密的密教僧。这与当时朝廷的制度完全相同（《吾妻镜》安贞元年条）。对于中世的人们来说，祈祷等宗教活动是寺社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衡量寺社地位的最重要标准。由此可见，禅宗实际上未能替代台密、东密的地位。

另外，幕府也希望在宗教领域有所作为来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武士出身平民阶层，他们在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与公家贵族有很大差异，而且自源赖朝时代起，武士就有意保留这种差异，保持与贵族的距离。一个典型事例是幕府早期的实权人物北条政子[29]受到天皇邀请赴宴，但她以出身卑贱为由婉谢。禅宗作为一种崭新的外来文化，其刚毅、迅猛、素朴的风格恰好符合武家的需要。禅宗对于武家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全方位的重要影响。

幕府支持的禅宗以临济禅为主，不包含道元一系，此外以西大寺系统为主的律宗改革派也是其支持的主要派别。幕府针对禅宗和律宗专门设立了“禅律方”和“五山制度”，幕府还将以禅律寺院为中心的一百多所寺院确定为“关东祈祷所”，承认他们享有与御家人同样的待遇（《镰仓遗文》）。因此，禅律可以视为幕府的御用宗派。

三 异端派别

镰仓时代显密诸宗乃至禅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倡导三教一致、诸宗合流。三教指佛教、儒教、神道教，这一点与中国佛教的三教一致相类似，是佛法辅助王法的必然归宿。诸宗合流的背景是平安时代以来的泛密教化，空海、安然等人是这类思想的代表者。显密诸宗虽然各以本宗为殊胜，以他宗为方便，但殊途同归，诸宗一致，所谓“有相方便，无相实理，诸教大意，诸宗轨则”（《沙石集》）。

而新佛教的部分派别，即所谓异端僧则与上述两点截然相反。在主流佛教和统治者看来，它们或以佛法的一端为终极，采取片面的、偏执的、排他性的态度；或与三教一致、翼赞王法的大方向脱离，倡导个人解脱，将宗教归结为个体的私事。因此，他们的思想被划定为异端。

此外，末法思想是异端派别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亲鸾说：“释尊入灭以来，两千多年过去了。正法、像法、末法三时中，正、像二时已经结束（现在是末法的时代了），如来的后世弟子们哟，悲泣吧。”[30]（《正像末和赞》）末法思想自平安时代以来几乎是佛教界的共识，主流佛教也认同末法思想，但他们认为异端派别对其加以极端地运用，导致了思想上的偏激。

还有天台本觉思想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由于天台宗比叡山自平安时代以来成为日本佛教的母体，孕育了异端各派的几乎所有代表人物，他们与传统佛教一样，身上都被认为带有本觉思想的痕迹。但异端派别的出发点是否为本觉思想，他们最终是否克服、超越了本觉思想仍然是一个尚未定论的问题。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思想上的对立，利益上的冲突也是体制内佛教压制异端派别的重要原因。对这一点的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净土宗等新派别在民间传教，争取了大量庄园庄民的皈依，这直接威胁到了作为大庄园主的显密诸宗的利益。天台宗等宗派在镇压净土宗的同时，也开始争取此前他们并不重视的城市工商业者和农民信众，这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主流佛教对异端派别的批判

由于法然（1133—1212）的专修念佛宗集中地体现了异端派别的特点，因此，显密诸宗针对法然起草的《兴福寺奏状》可以代表主流派别批判异端派别的立场。在此我们以《奏状》为主并结合其他材料简单加以分析。异端派别的特点大致如下。

第一，不敬神佛。佛教号称有八万四千法门，神道认为日本有八百万神祇，而净土宗只选择一种佛（神），可以称其不敬神祇，藐视诸佛。

第二，激进排他。念佛法门自平安时代以来由天台宗僧侣加以推广，在法然的时代广为流行。因此，诸宗反对的是排他性的所谓“专修”，而并不反对念佛本身。原本对法然抱有好感的明惠（1173—1232）在看到《选择集》以后，也对法然以发菩提心为自力、主张放弃发心的说法大为不满，认为其是邪说。

第三，不守戒律。从《奏状》以及法然所作《七个条起请文》来看，专修念佛宗中确实有人不守戒律[31]，其后一直到室町时代，幕府对其进行打压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此。但并非所有的新佛教都有类似的问题。时宗的一遍自称“下根念佛者”，提倡出世禁欲；受中国禅宗影响巨大的道元更是绝对的出家主义者，非常重视清规戒律。

第四，擅立新宗。对这一点要具体分析。应该说，新佛教中最明确的企图建立宗派的只有日莲。法然、亲鸾、一遍三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以念佛为末法时代的最殊胜法门，他们热切希望众生同修此法门，共同往生。对他们来说，解脱成佛最为重要，开宗立派并非所愿。道元则最反对宗派论，他以自己所传为佛法正宗，“接得一个半个”即可，又遑论创建宗派与他人分庭抗礼呢。

（二）专修

从兼修向专修转变是异端派别的最重要特点，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法然。法然的《选择本愿念佛集》说：“称名乃弥陀选择唯一往生行，念佛以外无往生。”法然的《选择本愿念佛集》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是选择和专修。法然的逻辑是，尽管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但这些法门都艰深难行，在末法时代最简便易行的只有念佛法门一种，因此为了众生实现往生，必须选择阿弥陀佛作为唯一的救赎依靠，完全依靠阿弥陀佛的他力实现往生。

亲鸾沿着法然的思路，进一步强调“信”比“行”更重要，只有相信阿弥陀佛及其本愿，专修念佛法门，才能获得解脱。其后的日莲、道元等人事实上都具有此特点。他们或以唱诵经题，或以禅坐为唯一手段，不再供奉众多的神佛菩萨像，甚至不再设立佛堂。日莲激进地批判其他宗派，以诸宗一致即同时认同多种教义或以权实关系来看待各种不同教义为谤法，凡对此予以默认也是谤法。道元则坚决反对三教一致说，称“莫听三教一致言，此为邪说中最邪说”（《四禅比丘》）。他以自己所传为唯一的佛法真义，拒绝使用禅宗、曹洞宗之类认同佛教多元性的说法。从宗教学角度而言，专修最接近一神教，这在以泛神思想为普遍背景的日本宗教传统中表现得较为抢眼。

不过，异端派别的专修主张在镰仓时代并未获得普遍接受。花园天皇于元应元年（1319）召见僧人问念佛宗义，曾明确表示：“当时流布念佛宗，称一向专修，偏弃余行，只事念佛。他力之义尤虽可，然大小乘权实显密教法，徒以可废，悲哉悲哉！故暂以念佛为往生之业，遇弥陀可行甚深法也。然而全不舍练行，观念若成者，可舍念佛也。”[32]可见在其看来，显密诸法绝不可废，念佛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倘若观想念佛可成，便不必守口称念佛。

（三）易简法门

选择和专修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易行”。易简性是异端派别的一个普遍特点。净土宗法然、亲鸾认为只要口称念佛，即可往生净土；日莲则将其简化为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一遍采用“赋算”“踊念佛”（舞蹈）的形式；而道元说“只管打坐”。

需要注意的是，易行出于对以经院哲学为中心的寺院佛教的彻底否定，带有反智主义的倾向。寺院佛教的僧侣们由贵族豢养，为贵族服务，终日埋头于青灯古卷，不关注现实疾苦。镰仓佛教为了更好地走向民间，提出了反智主义的口号。法然的《一枚起请文》说：“相信念佛法门的人，即便曾精研一代佛法，也应甘做一无所知的愚人、无智的尼入道[33]，放弃智者的骄傲，一向念佛。”[34]
不过，易简法门并非为异端派别特有，密教带有天生的易简因素，一些非异端的僧人或派别也采用易简方法，这一点需要加以区别。

（四）民众性

与易简性一样，民众性也并非为异端派别所特有，但异端派别在这一点上表现最突出。前面已经提到，武士阶层的掌权为思想文化平民化提供了政治土壤。如果说古代佛教是以贵族佛教、国家佛教、寺院佛教、学理佛教的面貌出现的话，镰仓佛教则表现出平民佛教、民间佛教、山野林下佛教、信仰佛教的倾向。佛教的实践虽然仍然以寺院为中心，但越来越多的僧侣走向民间，佛教的重心已经开始从宫廷、道场向街头巷尾、深山茂林转移。不但普通平民具有往生净土或成佛的可能，就连一向被佛教拒之门外的妇女也有了接触僧侣、成佛往生的可能。显密诸宗即传统佛教依据《法华经》等经典虽然认同女人可以成佛，但需转成男身，与此不同，亲鸾、道元等人都否定了女人罪孽深重的看法，明确表示女身即可成佛。

民众也是异端派别的主要基础，这与传统教派主要依靠权贵支持完全不同。道元一开始就采取远离权贵的做法，即便幕府和朝廷向其示好，他也予以谢绝。有一些派别如专修念佛宗虽然争取到了部分贵族、武士信徒，但其追随者仍然主要是农民和下层市民，贵族和武士总体而言属于旁观者。[35]
（五）个人解脱观

传统佛教往往以一些外在性的标准来衡量信仰，因而或使人失去了对信仰自身的灵魂探寻和深切感受，或将信仰迷信化、功利化、世俗化。对传统佛教宣扬的业报功德等说法，异端派别表现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法然明确表示造像起塔、为善持戒这类普遍被认为有功德的做法与往生与否无关，因为如果按此标准，贫苦者、愚钝下智者、不能持戒者就不能往生，而他们恰恰是众生的大多数或者说众生的本来面目。亲鸾则明确提出“恶人正机”，认为恶人非恶，善人非善，只有恶人才能彻底依赖他力，善人反而自恃自力，因此恶人更有机会因阿弥陀佛本愿往生。

法然、亲鸾的这类说法客观上带有解放个性、弘扬个体自由的效果。宗教徒只有从社会规范、约定意识中摆脱出来，才能避免被动性的信仰，才能直面自己的内心感受。说到底，宗教首先是一个他人爱莫能助的自我解脱问题，只有自我获得了解脱，才能解脱他人，这也是佛教自利利他的基本主张。

当然，与异端派别的上述各种提法相同，对此一定要有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发展为破戒行恶的末流，这也并非异端派思想家们的本意。异端之所以被称为异端，除了他们在思想上与“既存一般观点”——并非传统，异端也生自于传统，它们恰恰是对传统的反思和诠释——根本对立之外，还在于他们以宁可他人误解为代价而表现出的思想和言辞的过激性，而对此一定要置于历史和文本环境下才能予以同情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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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镰仓宗派：净土教系统

以下四章将分别介绍镰仓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几个宗派，包括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临济宗、曹洞宗和南都诸宗。其中净土宗、净土真宗和时宗都出自法然系统，我们将以法然、亲鸾、一遍三人为介绍重点。临济宗涉及荣西一派的兼修禅和中国僧人传入的纯粹禅。曹洞宗与临济宗的发展情况不同，中国僧人传入的曹洞禅在日本影响不大，而道元教团几乎就是日本曹洞宗的代名词，我们将介绍道元本人的生平和思想并兼及教团在道元之后的转向。南都诸宗进行的改革也是镰仓佛教的亮点之一，我们将围绕一些重要人物予以简单介绍。

第一节 法然与净土宗

在正文开始以前，让我们先澄清几个概念。在本书第六章我们已经介绍了平安时代的净土信仰。此时的净土信仰以源信等人为代表，尚未脱离天台宗教义的影响，一般称之为天台净土教。“净土教”与“净土宗”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同。“净土教”通常泛指各种净土信仰和历史上持净土信仰的先德；而“净土宗”一词在法然等人的用法中原本指印、中、日三国的阿弥陀佛信仰（由于与“净土教”一词的部分含义重合，二者有时互用），但其后特指上自中国昙鸾、善导，下至法然、亲鸾一系的专门弘扬净土信仰的教团，“宗”即宗派。需要注意的是，法然教团起初被称为“专修念佛宗”或简称“念佛宗”，这一称谓应该说更为恰当，因为它较为清晰地点明了法然教团与其他净土派别的差异，即“专修”。但自室町时代中期以来，由于法然、亲鸾的教团占据了净土信仰的绝对主流，人们就逐渐将“净土宗”这一泛称用来专指法然教团了。

本书是一部通史，为了照顾前后行文的一致性，避免引起混乱，除镰仓时代涉及时人评述以“专修念佛宗”称谓法然教团以外，总体使用“净土教”一词来泛称各类净土信仰，用“净土宗”一词专指法然教团，以区别于亲鸾的净土真宗教团、一遍的时宗教团、良忍的融通念佛宗教团。

一 法然的生平

（一）“智慧第一”的法然房

法然（1133—1212），法名源空，生于美作国（冈山县）久米郡。他的父亲是久米郡的押领使，即负责维持治安的地方官；母亲秦氏系渡来人的后代，是当地望族。法然9岁的时候，他父亲被仇人刺杀。临终前，父亲告诫他冤冤相报何时了，切不可复仇，为此还让他发誓出家为僧。父亲死后，法然于当地的寺院落发出家，剃度师名观觉。

经过几年考察，观觉认为法然是可造之才，劝他从名师学习。于是，13岁那年法然登上比叡山，从北谷的持法房源光学习。法然在源光门下学习两年后，又转入西谷的功德院从皇圆学习。皇圆是当时比叡山著名的学僧，精通显密，学识渊博，著述等身，他除了教义教理著作外，还编纂有《扶桑略记》三十卷，较为知名。法然天资聪颖，在皇圆门下用三年时间钻研了天台三大部，号称“智慧第一”。皇圆非常赏识法然，希望他将来成为天台宗的栋梁，勉励他“速遂大业，成佛家枢键，圆宗栋梁”（《四十八卷传》）。

但法然志不在此，他自遁入空门后，便一心探求觉悟解脱之道，无心于名利。皇圆的佛教义学并不能让法然感到满足，于是在久安六年（1150），他辞别皇圆，前往西塔黑谷，追随当时著名的隐遁僧，被称为“圣”的叡空学习。叡空曾经追随后被尊为融通念佛宗始祖的良忍，受良忍影响，他也信仰净土，经常给弟子们讲解源信《往生要集》等经典。法然受叡空的影响很大，自此倾心净土。叡空也很欣赏法然的志向与才华，亲自赐予他法号“法然房”，意思是“法尔自然”，还将自己法名中的“空”字与法然最初的老师源光法名中的“源”字组合起来，赐予法然“源空”的法名。[1]
（二）“大原问答”

保元元年（1156），初出茅庐的法然前往奈良，依次拜访了法相宗高僧藏俊，东大寺高僧永观、珍海等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南都佛教的最新情况。但法然对于南都佛教的现状并不满意。重返黑谷后，他专心钻研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对其中“劝一切凡夫，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的说法颇为感铭，遂弃其他法门，皈依阿弥陀佛本愿他力，专修念佛。一般认为，承安五年（1175），即法然43岁的时候，他正式确立了专修念佛的思想。

专修念佛的思想形成以后，法然辞别了叡空，离开比叡山前往京都，几经辗转后定居于京都东山的大谷。据说，现存京都知恩院的御影堂就是法然当年所住庵堂的旧址，净土宗以此为圣地。大谷时期的法然非常活跃，在佛教界交游广泛，还曾经为高仓天皇和后白河天皇授戒[2]，并举荐俊乘房重源担任重建东大寺的大劝进。随着法然声誉日隆，他专修念佛的主张也引起了南都北岭的注意。

文治二年（1186），天台宗高僧显真（后就任天台宗座主）召法然前往京都北边的大原论道，法然借此机会全面阐述了他的主张，史称“大原问答”或“大原谈义”。同席的还有三论宗明遍，法相宗贞庆，天台宗智海、证真等三百余位高僧，法然舌战群儒，主张法相、三论、天台等宗的教义虽然圆满，但过于深奥，不适合末法时代的芸芸众生，而净土念佛简便易行，相较于法相宗等“圣道门”，“净土门”是末法时代唯一的可行法门。据说，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对法然的主张表示了理解或支持。

大原问答使法然声名鹊起，获得了部分上层僧侣和贵族的青睐。文治五年（1189）八月，摄政九条兼实召法然问往生修行，相谈甚欢。此后兼实多次召见法然，并从之受菩萨戒。兼实的女儿、后鸟羽天皇的皇后宜秋门院也从法然受菩萨戒。建仁元年（1201），宜秋门院和兼实先后以法然为戒师出家。建久九年（1198）三月，法然应兼实之请著书总结净土念佛的理论，该书即法然的代表作《选择本愿念佛集》（《选择集》）。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净土思想的源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抛弃杂行、专修称名念佛的主张。大概法然本人也意识到了《选择集》问世必将引起争议，他只允许自己信赖的弟子抄写该书，法然逝世后不久的1212年，该书才得以公开出版。

（三）《七个条制诫》

即便如此，旧佛教中的保守势力仍然视法然为异端，特别是由于法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门下弟子汇集，南都北岭自然不能坐视。元久元年（1204）冬，比叡山大众举行众议，通过了要求取缔“专修念佛宗”的决议，委托天台宗座主真性向朝廷请愿。就此，法然于同年十一月七日撰写了约束门人的七条誓文（《七个条制诫》或《七个条起请文》），法然本人及弟子一百九十人在誓文上签字，然后送付给真性，以表明自己无意与天台宗作对。七条誓文的内容包括：第一，不得攻击天台宗的真言、止观法门，诽谤阿弥陀佛以外的佛、菩萨；第二，不得与有智之人、修行念佛以外法门的僧侣信众争论；第三，不得对别解、别行的人抱有偏见；第四，不得认为念佛可以不遵守戒律，可以淫酒肉食；第五，不得对师说随意发挥、擅立私意；第六，不得以愚钝之身说种种邪法；第七，不得以邪法为正法，伪作师说。该誓文发出后，暂时平息了风波。但第二年十月，南都兴福寺的僧众又向朝廷提出了取缔“专修念佛宗”的奏状，要求惩处法然及其弟子。奏状由法相宗的贞庆起草，列举了法然教团的九条过失，包括擅自树立新宗，侮辱天台、真言行者，轻视释尊，反对修行圣道门，不拜神祇，谎称专修念佛之外不得往生，只提倡口称念佛、反对观想，触犯戒律，不与诸宗合作等内容，大致可以与法然等人的誓文相对应。由此可见，南都北岭的抗议也并非空穴来风，念佛宗在传播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触发了与旧佛教的矛盾。

（四）遭受迫害

负责处理兴福寺诉状的是藏人头三条长兼。长兼对念佛宗抱有同情，摄政良经是九条兼实之子，也暗中庇护念佛宗。因此，尽管兴福寺方面数度恳请，朝廷方面却迟迟不予结论。但建永元年（1206）三月，因良经猝死，事态突变，法然的弟子住莲和安乐被指控与宫人私通，第二年被处以死刑。法然受牵连被勒令还俗，改名为藤井元彦，承元元年（1207）二月被流放于土佐国（高知县）。法然的七名弟子被判流放、四人获死刑。念佛宗受到沉重打击。

法然时年已经75岁，流放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他的身体是个严峻的考验，但他以乐观的心态和坚定的信仰，在流放途中继续传教。他化度的对象包括渔夫、妓女等下层民众，使念佛宗在民间也产生了影响。法然还未及抵达土佐，朝廷就下达了赦免的诏书，但禁止法然再度进入京都。建历元年（1211）十一月，朝廷终于准许法然回京，九条兼实的弟弟、天台宗高僧慈圆邀请他前往大谷。因旅途劳顿，79岁高龄的法然不久就病倒了。

临终前两日，应弟子恳请，法然口述了《一枚起请文》，总结了自己念佛思想的要旨[3]，再次突出了他力往生、口称念佛的思想。当弟子们问他应于何处修建灵庙以供后人瞻仰追思时，他表示凡有念佛声处，即为灵庙。建历二年（1212）正月二十五日，法然在一片争议声中圆寂，其教团此后仍不断受到打击。直到室町时代以后，随着净土宗的发展，法然的地位才重新获得评价，历朝追赠他多种大师号，其中尤以东山天皇（1687—1709年在位）所赐“圆光大师”号最为知名。

二 法然的著作和思想

（一）法然的著作

1.《选择集》

《选择集》开卷即称“南无阿弥陀佛往生之业，念佛为先”[4]。该书分为十六章，每一章先引用净土三部经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中的相关经文，并引用中国善导、道绰、日本源信等人的相关论述，然后再展开自己的观点。第一章区分了圣道门和净土门，认为圣道门在末法时代难行难证，净土门方便易行，应该舍弃圣道门皈依净土门。该章还列举了自中国到日本的净土传法法脉。第二章和第三章区分了正行和杂行。将发菩提心、持戒、禅定、建塔造佛等归入杂行，以依弥陀本愿的净土念佛为正行，主张舍弃杂行、专修正行。正行之中又以诵读净土三部经、观想、礼拜、赞叹供养等属于助业，称念弥陀名号为正业。专修念佛以正业为本，笃信阿弥陀佛本愿，依靠佛之他力，称念弥陀佛号，必定成就净土往生。第四章通过善导、源信等人的解释进一步说明了舍弃离家弃欲、起塔造像、持戒持律等杂行的理由。第五章谈念佛利益。第六章强调末法时代唯有依靠念佛法门。第七章讲阿弥陀佛的光明只为专修念佛者摄取，不会照及修余行者。第八章讲念佛者应具备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三心。第九章讲念佛者应具备长时修、殷重修、无余修、无间修四修。第十章讲弥陀来迎时，不赞叹诵闻佛经的善行，只赞叹念佛行。第十一章赞颂念佛三昧功德无比。第十二章描述佛在《观经》中命众生一向称念弥陀名号。第十三章讲《阿弥陀经》所说念佛以外的杂行只成就少善根事。第十四章讲诸佛不证余行，只证念佛行。第十五章讲诸佛护念念佛行者。第十六章再次强调释迦佛以弥陀名号付嘱舍利弗等弟子事。

该书末尾以一段简要的话总结了全书宗旨：

夫欲速离生死，二种胜法中且阁（搁置）圣道门，选入净土门。欲入净土门，正杂二行中，且抛诸杂行，选应归正行。欲修于正行，正助二业中，犹傍于助业，选应专正定。正定之业者，即是称佛名。称名必得生，依佛本愿故。

这段话共十六句八十一字。净土宗以全篇十六章为“广说”，以结文八十一字为“略说”，以卷头十四字为“要说”[5]。

二种胜法—（阁）—圣道门

（入）—净土门—正杂二行—（抛）—杂行

（归）—正行—读诵、观察、礼拜、赞叹供养

（专）—称名—正定业

《选择集》系统地阐发了专修念佛的主张，标志着法然思想的成熟。但其中一些观点如舍弃大乘佛教一直重视的“发菩提心”、轻视戒律等引起了广泛争议。出于对旧佛教特别是对天台宗的顾虑，该书还有思想调和的一面。例如其中强调，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理由之一是名号中含有四智、三身、十力、四无畏等佛的特殊法力和相好、光明等佛的特征；念佛者在称名时仍然需要具备三心、四修[6]，这些都吸收了既往净土教的一些说法，尚存自力主义的因素，与法然临终时的《一枚起请文》和亲鸾所强调的彻底他力主义有所不同，但不知道这样的内容是否为法然的弟子们在编纂该书时所加[7]。

2.《一枚起请文》

如果说《选择集》尚有对传统教义的妥协，《一枚起请文》则表现了法然晚年的成熟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特色。《一枚起请文》由法然临终前口述，弟子记录而成，属口语体，仅有寥寥数百字，现全文翻译如下：

（我所说的念佛）并非唐土与我国历代智者所讲的“观念”的“念”，也不是通过学修获得觉悟之后的“念”。为了往生极乐净土，除了口诵“南无阿弥陀佛”、确信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本愿、毫无疑虑地将身心托付（与弥陀）以外别无他法。所谓“三心、四修”已经全部包含于一心祈愿往生净土、口诵“南无阿弥陀佛”之中了（因此也就不必拘泥三心、四修的形式）。[8]如果认为此外还有什么深意的话，实在有悖于释尊与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本愿。相信念佛法门的人，即便曾精研一代佛法，也应甘做一无所知的愚人、无智的尼入道，放弃智者的骄傲，一向念佛。

年轻时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法然，选择专修念佛后，毅然放弃了对智慧的依赖。他明确地反对称名念佛之外的各种形式的“理观”念佛法门，最典型的批判对象就是以天台净土教为代表的“观念念佛”（也称“观想念佛”“忆念念佛”），还有华严宗、真言宗的“理念佛”“事念佛”等。智[image: ]《摩诃止观》说：“意论止观者，念西方阿弥陀佛。”“‘阿’者即空，‘弥’者即假，‘陀’者即中，‘佛’者一心三观也。”法然《选择集》解释说：“诸宗诸教有甚深理观行。谓法相宗五重唯识观；三论宗‘八不中道、胜义皆空’观；华严宗‘十玄六相、法界圆融’观；天台宗‘一念三千、一心三观’观；真言宗‘阿字本不生、三密同体’观。此理观法门也。”

上引《一枚起请文》中的“观念的念”和“觉悟之后的念”分别指以观想和见佛为基础的念佛，这与法然强调的完全依靠他力的称名念佛有本质不同，法然对前者表示了明确的拒绝。在他看来，上述诸种念佛都是智识性的“理观”，是对自力的骄慢，对佛本愿力的不信。而对于他来说，弥留之际最甘于选择的就是做一名一无所知的愚人、一个信仰的奴隶。

（二）法然的思想

1.专修与称名

法然倡导的念佛法门为专修念佛，它与既往的净土教（特别是天台净土教）有两点重大差别：其一，“选择专修”，排斥净土念佛之外的圣道门；其二，称名念佛，排斥称名之外的其他净土法门。就此两点，法然本人的说法在以上我们所引用的《选择集》“八十一字略文”和《一枚起请文》中已经充分体现，不再赘引。以下我们对其来历作一分析，以便说明法然在整个净土思想史上的位置。

净土教的念佛原本以忆念、观想为主流，无论是梵文原典还是汉译佛典都表明，念佛的“念”原义应为忆念，与念念不忘的“念”含义相同，并非发出声音的唱念。康僧铠译《无量寿经》所载法藏菩萨第十八愿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其中“十念”的“念”对应的梵文原义相当于起心动念的“念”。念佛还是一种止观修行法门，通过一心观想阿弥陀佛，将心念集中于一处，从而达到“见佛”的境地。

将“念”解释为“唱念”“称名”，与很有可能创作于中国的《观无量寿经》有关。《观经》说：“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归命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也就是说，下品下生者（引文中“汝”）因能力或机缘不足等原因，如若无法“念佛”即无法通过忆念佛达到见佛的境界，那只要称念佛名即可，称名即可往生极乐。[9]
《观经》的这一说法为中国净土教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善导（613—681）等人所重视，创立了称名念佛的法门。道绰《安乐集》说：“是故《大经》云：‘若有众生，纵令一生造恶，临命终时，十念相续，称我名字，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里已经将《无量寿经》中所载第十八愿的内容作了更改，明确改为“称我名字”。善导《往生礼赞》说：“‘若我成佛，十方众生称我名号，下至十声，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彼佛今现在成佛，当知本誓重愿不虚，众生称念，必得往生。”这里不但去除了《无量寿经》中原有的“至心、信乐、欲生”三心，“唯除五逆诽谤正法”的条件，还增加了“称我名号”四字，并将“乃至十念”更改为“下至十声”，完全改变了原文的文义。

法然等人很重视善导的说法，他们不但注意到了这种改动——称之为“十八愿加减文”——还对这种改动大加认可，因之提出了专修称名的主张。善导实际上并未彻底否定称名之外的其他修行法门，他参照世亲《往生论》所提的“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五门，提出了“读诵、观察、礼拜、称名、赞叹供养”五门，他将其中的“称名”称为正定业，其他四行称为助业。法然则专持称名念佛，他说“正助二业中，犹傍于助业，选应专正定。正定之业者，即是称佛名。称名必得生，依佛本愿故”（《选择集》）。所以，净土教的一个大致演变脉络是，自观想、忆念念佛发展到善导等人的称名等五门念佛，自善导又演变为法然的专修称名念佛，而法然的思想到亲鸾那里又演变成了“信心为本”，以“信”为往生、成佛的唯一依据，称名与否实际上也不重要了，这一点我们将在亲鸾部分详述。

法然提出专修称名的背景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常常被提到的末法思想；而另外一点恐怕是受密教的影响。法然从学于比叡山，受到台密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在劝自己母亲念佛的信中他写道：

如《秘密神咒经》所说：“阿字，十方三世佛；弥字，一切诸菩萨；陀字，八万诸圣教、三世世界具足。”……诵读佛经、陀罗尼而不念佛，不仅背弃释尊的教导，也将被阿弥陀佛的本愿遗漏，永堕阿鼻无间地狱。[10]（《御母子往复消息》）

法然在此引用了密教的典籍来说明六字名号胜过一切陀罗尼神咒，体现出他对密教的意识。

2.“还愚”思想

道绰《安乐集》区分了圣道门和净土门“二种胜法”，然后说：“其圣道一种今时难证，一由去大圣遥远，二由理深解微。”“当今末法，现是五浊恶世，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圣道门依靠自力，是难行道；净土门依靠他力，是易行道。当今末法，唯有净土门可入，称为“时机相应”，即与众生根机和末法时代相应的法门。

为了说明众生根机不足，道绰《安乐集》引昙鸾的说法称“吾既凡夫，智慧浅短”。道绰、善导都继承了这一说法。善导《观经疏》说：“敬白一切有缘知识等，余既是生死凡夫，智慧浅短，然佛教幽微，不敢辄生异解，遂即标心结愿，请求灵验，方可造心。”善导《往生礼赞》说：“信知自身是具足烦恼凡夫，善根薄少，流转三界，不出火宅。今信知弥陀本弘誓愿，及称名号，下至十声一声等，定得往生。”

这一思想也为法然以及其后的亲鸾所继承。法然自称“十恶法然房”“愚痴法然房”，他还提出了“还愚”的说法，即“圣道门之教，极智慧离生死；净土门之教，还愚痴生净土”（《选择集》），这与他放弃智识、坚定信仰的主张是一致的。亲鸾对法然的“还愚”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更为本质的性恶说，这一点我们将在亲鸾部分予以介绍。

3.众生平等

法然思想中主张众生平等、同情弱者、反对歧视的色彩非常浓重。传统佛教通常提倡造像起塔、积善功德，法然对此却断然予以否定。他说：

若夫以造像、起塔而为本愿，则贫穷困乏之类定绝往生望，然富贵者少，贫贱者甚多；若以智慧高才而为本愿，则愚钝下智者定绝往生望，然智慧者少，愚痴者甚多；若以多闻多见而为本愿，则少闻少见辈定绝往生望，然多闻者少，少闻者甚多；若以持戒持律而为本愿，则破戒无戒人定绝往生望，然持戒者少，破戒者甚多。自余诸行，准是应知。当知以上诸行等而为本愿，则得往生者少，不往生者甚多。然则弥陀如来，法藏比丘之昔，被催平等慈悲，为普摄于一切，不以造像其塔等诸行为往生本愿，唯以称名念佛一行为其本愿也。念佛易故，通于一切；诸行难故，不通诸机。然则为令一切众生平等往生，舍难取易以为本愿与。（《选择集》）

他反对的重点不是善行本身，而是反对以善恶与否来衡量众生，因为这样就会产生歧视和不公。他通过传教生涯，清晰地认识到大多数众生不具备造善业、成善人的内外条件，出于对众生平等的立场和对弱者的同情，他反对倡导善行。

同样，他也赞同女身成佛。女身成佛思想在奈良时代即已出现，国分尼寺就是象征，其思想依据是《法华经》。法然则依据《无量寿经》，主张女人也可往生。《无量寿经》中法藏菩萨（阿弥陀佛）第三十五愿说：“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乐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寿终之后复为女像者，不取正觉。”法然根据这段经文，主张女人也可以往生。他说：“男人女人，十人则十人，百人则百人，皆能往生。”法然主张女性也可往生，与他倡导平等、反对歧视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在生前曾经拥有很多女信徒，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对于当时社会对女性存在的一些偏见，例如女人不洁净，法然断然予以否定，他明确反对女人经期不可以读经、产后不可以参拜寺社等禁忌。[11]
对于披坚执锐、纵横沙场的武士，法然也予以平等对待。他说：

弥陀本愿不言机之善恶，不论行之多少，不拣身之净与不净。……罪人即便为罪人，唱佛名号即可得往生，此即为本愿不思议也。生于弓箭之家，设若出入军阵失命，念佛即可乘本愿、弥陀来迎，对此不得质疑。[12]（《甘糟太郎忠网示词》）

由此可见，法然从末法观和本愿他力出发，主张正行，反对杂行，但事实上他从未放弃大乘菩萨行，他的传教生涯即很好的证明。他的思想实践中充满了大乘慈悲入世的思想，他只是反对以此自矜，导致倚仗自力、轻视他力的错误而已。

三 法然的弟子及净土宗教团

法然的重要弟子有亲鸾、幸西、隆宽、证空、圣光、信空、行空、长西等人，他们各自对法然的学说做出了独特的解释，发展壮大了念佛宗的教团势力。但旧佛教对专修念佛的迫害与排挤不断，念佛宗在镰仓时代始终处于异端地位。嘉禄三年（1227），大谷的法然墓遭到破坏，《选择集》的印版被朝廷没收、销毁，史称“嘉禄法难”。此后幕府又于文历元年（1234）、建长年间（1249—1256）颁布过禁止专修念佛的命令。

法然的弟子们分宗立说，流派众多。其中亲鸾（1173—1262）一派以法然的真传自居，自称“净土真宗”，后来随着教团的发展壮大自成宗派，势力甚至凌驾于净土宗之上。一遍（1239—1289）也出于法然门下的西山派，其所创时宗在室町时代一度兴盛，占据了净土教的主流位置，该派也被视为独立宗派。在此先简单叙述一下净土宗内部的各派。

法然生前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同样的问题曾做出不同的回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念佛多少的问题。法然的主导思想是念佛不必计较次数，一念十念都可以，他这样说是鼓励念佛少的人不要丧失勇气、失去信心。这与他体恤民众，强调不要计较善行多少、不要计较智慧多少的思路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他也鼓励多念的人，据记载，他本人自称“念佛长日六万遍行者”，到了晚年更是一日念佛七万遍，即使会见客人仍然不断念佛，只是把声音压下来而已。法然逝后，弟子们由于思想背景不同、传教对象不同，对“一念”还是“多念”产生了争执，将二者对立了起来。持“多念义”者认为，念佛应秉持长时、虔敬、不断的做法[13]，念佛次数越多，积累的功德也就越多。对个体修行者来说，念佛自然比诵经持戒乃至起塔造像更容易做到，但是坚持长时多念对于终日忙于生计的普通修行者而言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这也就与法然倡导易简法门，誓愿广度众生的初衷矛盾了。因此，一部分弟子提出了“一念义”的主张。

成觉房幸西（1163—1247）倡导“一念义”，认为即便是一声念佛，只要众生的信心与阿弥陀佛的愿力合二为一，就能决定往生净土。他有时还强调，不要把念佛看作决定往生的修行方法，而是对阿弥陀佛度脱众生的感恩。因为说到底，众生能够往生凭借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与念佛多少没有关系。这一点与强调绝对他力的亲鸾较为接近。“一念义”在没有文化的下层民众中支持者甚多，幸西因而也遭到了旧佛教的嫉恨，在承元元年（1207）和嘉禄三年（1227）的法难中先后两次被流放。

隆宽（1148—1227）则倡导“多念义”，强调发心后应防止退转，需不断念佛，尤其是临终时，一定要持续念佛。多念不但能防止退转，还能积累善业。隆宽长期在比叡山修行，他的主张明显受到了天台净土教的影响。由于多念需要闲暇安稳的生活，隆宽一派在贵族和上层武士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隆宽住于京都东山的长乐寺，其门流被称为长乐派。隆宽在“嘉禄法难”中获罪流放，死于途中。

善慧房证空（1171—1247）是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出身名门，与上层贵族过往甚密。天台座主慈圆将京都西山的往生院让与他居住，其门流被称为西山派。证空的学说中大量融入了日本天台宗的本觉思想，被称为西山义。由于证空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与天台宗的关系，证空在“嘉禄法难”中得以幸免，西山派因而在京都拥有一定的势力。

觉明房长西（1184—1261）在法然死后追随泉涌寺俊芿学习天台，从道元学习禅，因此他的观点与正统的专修念佛说有差异。他甚至表示念佛以外的诸行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修行诸行也可以往生净土。因为他长住京都以北的九品寺，他的门流被称为九品派。

圣光房弁长（1162—1238）开创的镇西派较为重要。弁长生于筑前国（福冈县），又称弁阿。他原本是天台僧，追随法然后受到法然赏识，曾派他到伊予国（爱媛县）代为传法。元久元年（1204）他辞别法然返回故乡，在筑前（福冈县）、筑后（福冈县）、肥后（熊本县）等地传教。弁长主“二类各生义”，承认称名念佛是往生极乐的正行，但只要一心祈愿往生净土，即便修行杂行（即佛教的其他法门）也可以往生极乐。因此，他并不重视相信阿弥陀佛本愿的信心，而是重视称名的行动。他所开创的派别被称为镇西派。其弟子然阿良忠（1199—1287）在镰仓等地传教，在武士阶层中获得了众多的皈依者。13世纪后半叶，镇西派发展到了京都，他们在法然墓地所在的东山大谷建立了知恩院，以法然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此后，镇西派不断壮大，成长为净土宗的主流派别。因他们的教团自称“净土宗”，净土宗也就替代“专修念佛宗”成为法然门流教团的专称。

第二节 亲鸾和净土真宗

以上可知，法然逝后弟子们各立门户，异见纷呈。上述各派或执一端，或对法然的正统教义予以修正，而真正把握法然思想的核心，并将其学说和实践推向极致的是其弟子亲鸾。亲鸾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对日本的思想和文化有广泛的影响。

一 亲鸾的生平

（一）叡山堂僧

亲鸾（1173—1262）出生于京都的公家家庭，家姓日野。日野家属于藤原氏北家的一支，但与摄关家属于远亲，属于没落的中小贵族。他的父亲日野有范任皇太后宫大进，是一种当闲差的小官。因仕途晋升无望，养和元年（1181），父亲命9岁的亲鸾在比叡山出家为僧。但由于亲鸾家境寒微，他在比叡山一直担任常行三昧堂的堂僧。堂僧是专门从事念佛的僧人，地位不高，不属于天台宗正规的“学生”（受培养的学僧），几乎无望成为高级僧侣。

亲鸾早期在比叡山的经历缺少史料，所能依据的都是其门人的追述，可信度难以断言。据其三传弟子宗昭所著《亲鸾绘传》，亲鸾在比叡山期间学习了中国天台宗南岳慧思和天台智顗的著作以及日本天台宗惠心源信的著作。源信一派既提倡净土念佛，又带有浓厚的天台本觉思想，如果此说法属实，亲鸾大概同时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

与乃师法然相同，青年亲鸾对比叡山教团的贵族化、世俗化也感到失望，对惠心流的本觉思想感到疑惑，试图探寻真正的成佛之路。与法然的不同之处在于，亲鸾大器晚成，青年时代名不见经传，未能崭露头角。在比叡山期间他也没有得到名师的指点，在学识方面与法然相比也略逊一筹。但亲鸾拥有宗教家的天才资质，最终得以在法然的众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二）六角堂参笼

建仁元年（1201），29岁的亲鸾下山前往京都六角堂参笼，连续百日向此堂的本尊观音菩萨祈祷。据说第九十五日拂晓，圣德太子显圣示教，指点亲鸾追随法然，亲鸾当即离开六角堂前往东山寻访法然。法然时年已经69岁，亲鸾在法然处听法百日后，为法然的主张所倾倒，皈依法然，成为其弟子，法然给他起的法名叫绰空。但法然门下人才济济，亲鸾尚且年轻，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元久二年（1205），法然准许亲鸾抄写《选择集》，并且亲自为抄写本题写了书名，这表明此时的亲鸾已经得到法然的认可。法然此后还准许亲鸾描画自己的像并为像题字，还将亲鸾改名为善信。不过，在《七个条起请文》中署名的190名弟子当中，亲鸾没有列居上首弟子，说明他在法然门徒中的地位并不高。

亲鸾受法然影响很大，以至于晚年提到法然，他还深情地说：“念佛真的是净土往生的因，还是堕于地狱的业，我不能确知。但即便被恩师法然所骗，因念佛而堕地狱，我也绝不会后悔。”[14]（《叹异抄》）承元元年（1207），朝廷将法然和他的七名弟子判处流刑，亲鸾也在其中。亲鸾《教行信证后序》就此记述说：

主上臣下，背法违义，成忿结怨，因兹真宗兴隆大祖源空法师并门徒数辈，不考罪科，猥坐死罪。或改僧仪，赐姓名，处远流，予其一也。尔者已非僧非俗，是故以秃字为姓。空师并弟子等，坐诸方边州。

他被勒令还俗，改名为藤井善信，发配于越后国（新澙县）。是年他35岁。

（三）“愚秃”亲鸾

亲鸾对朝廷听信谗言迫害专修念佛的做法非常不满，对佛教界的现实也感到绝望，他说：“主上臣下，背法违义，成忿结怨。”（《教行信证》）他舍弃了此前“绰空”“善信”的法名，以“愚秃”为姓，改名为“亲鸾”[15]，从此过起了非僧非俗的生活。据说“亲”字取自印度佛教大师、曾著有《往生论》的世亲，“鸾”字取自中国净土宗昙鸾。舍弃老师法然所赐的法名，自行命名，说明处于逆境中的亲鸾开始了独立的探索。此后直到建历元年（1211）冬获得朝廷赦免，亲鸾在越后国国府（新澙县直江津市）生活了四年多。其间他娶当地豪族三善为教的女儿为妻，并养育了六七个子女。但亲鸾并没有放弃信仰，他的妻子也出家为尼称惠信尼，他们开始在越后传教。获得赦免后，亲鸾并没有返回京都，建保二年（1214）春，他偕同家人前往关东地区，几经辗转后定居于常陆国笠间郡稻田（茨城县西茨城郡稻田町）。至于亲鸾为何长途跋涉移居常陆国，因为缺少明确记载，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当时有很多农民自北陆地区迁居关东地区，亲鸾为了传教而追随移民迁居；也有人认为惠信尼的娘家三善氏在越后（新潟县）、常陆（茨城县）两国都有领地，亲鸾移居与惠信尼有关；还有人认为亲鸾前往常陆是因为听说稻田町可能有宋版大藏经，他前往那里是为写作《教行信证》搜集资料。

但无论如何，亲鸾在前往关东途中，经过上野国（群马县）时，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亲鸾看到当地因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内心十分痛苦，便发愿诵读净土三部经一千遍，为生灵祈福。但念到中途，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做法。此后，宽喜三年（1231），亲鸾因病高烧卧床，突然看到《无量寿经》浮现眼前，字句清晰、一字不漏。他在感铭本愿不思议力的同时，再度回想起当年自己在上野国发愿诵经的往事，深切忏悔内心凭借自力的妄念仍然没有消除。他在给惠信尼的书信中就此详述了自己的心情。

此后二十年，亲鸾一直在以稻田为中心的关东地区传教，他还开始写作代表作《教行信证》。关于《教行信证》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16]该书《化身土卷》中有一段讨论末法年代的话：“按三时教者，勘如来般涅槃时代，当周第五主穆王五十一年壬申，从其壬申至我元仁元年甲申，二千一百八十三岁也。”从上下行文语气来看，可以肯定该段文字写作于元仁元年（1224）亲鸾52岁时，也可以推断至少《化身土卷》创作于当年前后。但很多学者认为《教行信证》与亲鸾的其他大部分著作一样，创作于他返回京都以后。除了一些考据的细节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教行信证》的创作动机是有感于念佛宗一系异见纷呈，亲鸾返回京都后关东的弟子们也出现了分歧。上述两种说法各有道理，笔者认为，《教行信证》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凝聚了亲鸾多年的心血，也蕴含着他常年思索的问题，因此应该经过了较长的筹备、写作时间，从上引《化身土卷》来看，该书自关东时期即开始写作，大概整理完成于京都时代。

（四）凄凉晚景

文历二年（1235）前后，亲鸾离开关东回到了京都，而他的妻子惠信尼则带着大部分孩子返回了越后国。有关他返回京都的原因不明，有人推测说是因为此前不久镰仓幕府颁布了取缔念佛者的命令，亲鸾在关东已无法落脚[17]，也有人认为亲鸾年迈思乡，还有人认为亲鸾是为了让门徒们独立成长。[18]但无论如何，亲鸾此时与家人分离，只带着小女儿觉信尼孤单回京，应该隐含着重大原因。

返回京都后，亲鸾依靠关东弟子的资助生活，潜心从事著述。他的主要著作大多产生于此时，除了整理《教行信证》外，他还创作了《净土和赞》《高僧和赞》《唯信钞文意》《尊号真像铭文》《净土文类聚钞》《净土三经往生文类》《愚秃钞》《皇太子圣德奉赞》《入出二门偈》《四十八誓愿》《一念多念文意》《往相回向还相回向文类》《大日本国粟散王圣德太子奉赞》《净土三经往生文类》《正像末和赞》《一念多念证文》《尊号真像铭文》《弥陀如来名号德》。[19]最后的《弥陀如来名号德》创作于文应元年（1260），亲鸾时年已经88岁。除了上述书籍或文章外，亲鸾还与门徒频繁通信，现存的书信原件就多达43封。[20]
亲鸾一生坎坷，晚景也可谓凄凉。他的儿子善鸾贪恋权力，与关东弟子发生了矛盾，为了控制教团，他不惜借助幕府的力量打击反对者。掌握实情后的亲鸾于建长八年（1256）与善鸾断绝了父子关系。此前，他的妻子惠信尼又带着子女返回了越后国，年迈的亲鸾只有小女儿觉信尼陪在身边，而觉信尼的丈夫又不幸去世，亲鸾反而要在经济上照料女儿和外孙，生活较为艰难。弘长二年（1262）冬，年届90的亲鸾一病不起，临终陪伴他的只有女儿觉信尼和从越后赶来的一个儿子以及少数几名弟子。据觉如《改邪钞》记载，亲鸾临终叮嘱家人将他的遗体抛到贺茂川喂鱼。

（五）门人教团

亲鸾死后，关东地区的信众自发组成了分散的小型教团，其中有以下野国（枥木县）的真佛为中心形成的高田教团、以下总国（千叶县）的性信为中心形成的横曾根教团、以常陆国（茨城县）的顺信为中心形成的鹿门教团、以奥州大网的如信为中心形成的如信教团，但这些教团的势力都不大。在京都，再婚以后的觉信尼向教团捐献了大谷的土地，并于文永九年（1272）在关东门徒的帮助下于此建立了亲鸾的御影堂。御影堂被称为大谷本庙，原本由门徒们共同管理，但由于土地系觉信尼捐赠，觉信尼拥有很强的发言权，其子孙就世袭代理本庙的管理权。到亲鸾的曾孙觉如（1270—1351）时，觉如完全把持了本庙的控制权，创建了大谷本愿寺派。本愿寺派在室町时代后期发展成为真宗的主流派别。

二 亲鸾的著作和思想

亲鸾的著述很多，代表作有《教行信证》和《叹异抄》等。《教行信证》是一部文类，亲鸾通过自己编辑的有关净土信仰的经、论、传记，附上评述，全面阐发了真宗的教义。该书用汉文写成，但由于亲鸾的传教对象大多是农民，难以阅读《教行信证》这类引经据典的著作，亲鸾的书信、语录就在传教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亲鸾晚年返回京都后，一直与关东的弟子们保持通信，其弟子及后人编辑的亲鸾书信集有《五卷书》《末灯钞》《亲鸾圣人御消息集》《御消息集》《亲鸾圣人血脉文集》等多种。再有就是语录、弟子记述的行状，最著名的是由弟子唯圆整理的《叹异抄》。此外，亲鸾还用日语撰写了各种《和赞》《证文》等。这些都构成了研究亲鸾思想的重要材料。

（一）亲鸾的著作

1.《教行信证》

《教行信证》的正式书名是《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因全书分六卷，卷名分别为“教”“行”“信”“证”“真佛土”“方便化身土”，故略称为《教行信证》。其中《信卷》是全书重点，突出了亲鸾“信心为本”的思想，所以除了全书的总序外，《信卷》还有别序。

全书的整体结构为“破邪显正”，前五卷“教、行、信、证、真佛土”乃“显示真实”，即“真宗”[21]的真实教法；而第六卷“化身土”是“方便”或“假”，其内容为对外道以及净土教内部各种未了义的破斥。该书《教卷》还说：“夫显真实教者，则《大无量寿经》是也”，即以《无量寿经》为根本所依经典。因此，自《行卷》起各卷分别对应于《无量寿经》中法藏菩萨所发的四十八条本愿。具体为《行卷》对应于第十七愿“诸佛称名愿”，《信卷》对应于第十八愿“至心信乐愿”，《证卷》对应于第十一愿“必至灭度愿”，《真佛土卷》对应于第十二愿“光明无量愿”和第十三愿“寿命无量愿”，《化身土卷》对应于第十九愿“至心发愿愿”和第二十愿“至心回向愿”。

该书的大致内容如下：《教卷》和《行卷》是“传承”，叙述净土教的经典、历史、教义并点出“真宗”的特点。《教卷》说：“谨按净土真宗，有二种回向。一者往相、二者还相。就往相回向，有真实教行信证。”“往相”即众生自娑婆世界往生净土，“还相”即在净土证悟成佛后又返回娑婆世界化度众生。由于众生迫切关注的是往生成佛，故《教行信证》以“往相回向”为出发点，依次建立教（教义）、行（修行）、信（信心）、证（佛果）。《教卷》总结经典教义（“教”）与念佛（“行”）的关系说：“释迦出兴于世，……说如来本愿为经宗致，即以名号为经体也。”与此相关，《行卷》说：“谨按往相回向，有大行，有大信。大行者则称无碍光如来名。斯行即是摄诸善法，具诸德本。”又说：“尔者称名，能破众生一切无明，能满众生一切志愿。称名则是最胜真妙正业。正业即是念佛，念佛则是南无阿弥陀佛。”

《信卷》是“己证”，重点说明了信心的重要性。《信卷》说：“然常没凡愚流转群生，无上妙果不难成，真实信乐实难获。何以故？乃由如来加威力故，博因大悲广慧力故。遇获净信者，是心不颠倒，是心不虚伪。是以极恶深重众生，得大庆喜心，获诸圣尊重爱也。”这段话看起来违背常识，是亲鸾典型的否定式论述方式。一般而言，人们通常认为：“真实信乐不难获，无上妙果实难成”，因为“无上妙果”即成佛是最终目的，是奋斗的目标。而亲鸾此语的意思是：只要获得了“真实信乐”即“信心”，凭借佛本愿力，当即决定往生，也就是当即确定成佛了。所以说信心难获，佛果易成。然而信心为何难获呢？通常认为，只要信奉了阿弥陀佛本愿不就是获得了信心吗？亲鸾再次使用了否定式的论证方式。他说，绝对的信心，非自力菩提心，而是如来本愿加披所成的他力菩提心，只有此心才能成就瞬间决定往生。通常认为，依赖他力是件容易的事，而亲鸾以为恰恰相反，放弃自我才是件困难的事。人们往往一面口称皈依他力本愿，一面却不自觉地暗自行使自力，以亲鸾本人的经历而论，他也曾经在专修念佛后做过发愿诵经等事情（自关东返回京都途中，于上野国的经历），这都说明，人要彻底放下自我、放弃对自我的盲信、放弃所谓“善人”的追求是不易的，因而获得真正的信心也是不易的。所以，亲鸾在此也指出“是以极恶深重众生，得大庆喜心，获诸圣尊重爱也”，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恶人正机”中进一步分析。

《信卷》还提出了所谓“二双四重”的判教说，“二双”即以“横、竖”“超、出”为标准，将佛教分为“竖超”“竖出”“横超”“横出”四类。就实践的“难易”角度而言，“竖”是圣道门，即“权实、显密、大小诸教”，其中“竖超”指大乘真实教，包括“佛心”（禅）、真言、法华（天台）、华严；“竖出”是大乘权方便教，即法相等教。“横”是净土门，其中“横出”是指依《观无量寿经》意，修行定散、九品等净土法门的净土教，“横超”即指真宗。从顿渐的角度而言，“超”是“顿”，“出”是“渐”。如《愚秃钞》所说，“竖超”是“即身是佛、即身成佛”，属于圣道门的顿悟法门；“横超”则是“选择本愿、真实报土”，属于净土门中的顿悟法门。“竖出”是圣道门的历劫修行，“横出”则是“选择本愿”之外的渐修的净土门。从菩提心角度而言，“竖超”“竖出”乃自力菩提心。“横超”为阿弥陀佛他力本愿回向的菩提心，乃大菩提心，又名横超金刚心；“横出”则于他力中包含有自力菩提心。

《教行信证》还提出了“现生正定聚”的概念。自善导起，将“读诵、观察、礼拜、称名、赞叹供养”五门称为往生净土的“正行”，以“称名”为正定业，其他四行为助业。而正定聚就是通过称名（正定业）确定往生净土的念佛者，与此相区别的则有邪定聚（不得）和不定聚（不确定）。自善导到法然都认为，正定聚需要往生净土后通过修行才能成佛，从而返回娑婆世界化度众生；而亲鸾认为，持“真实信乐”即可决定往生，决定往生即已决定成佛，因此称之为“现生正定聚”。“现生正定聚”可以说是一种即身成佛思想，是亲鸾独特的提法，从其提出的逻辑过程来看，也突出了“信心为本”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从逻辑上来说，“现生正定聚”实际上否定了净土的必要性，净土只是一种方便，往生的目的无非是自利利他的大菩提心，所谓净土也就可有可无了。

2.《叹异抄》

《叹异抄》是亲鸾的语录。亲鸾逝后30年左右，弟子们已经各执一说，异见纷呈，弟子唯圆（生卒年不详）感叹于此（“叹异”），将生平亲聆的亲鸾法语汇集一册，是为此书。该书成书后并未受到重视，一直保存于大谷本愿寺，直到第八代法主莲如（1415—1499）时才被发现。莲如是真宗中兴之祖，颇具慧眼，他立刻就认识到了该书的价值，亲自抄写并撰写了后记（“奥书”）。但莲如以该书所讲是上上教——事实上他恐怕也认为该书一些思想过于自由、超前——以不适合无宿善根机的人阅读为由，严格限制门人传抄此书。因此，一直到明治时代以前，该书只在真宗内部流通，少数宗内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讲解。明治时代以后，出身真宗的一些思想家，著名的如清泽满之（1863—1903）对该书大加推崇、介绍，使得该书以及亲鸾本人成了明治时代思想界关注的热点。一直到现在，该书都被认为是亲鸾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篇幅不长，相关内容我们将结合以下对亲鸾思想的分析加以介绍。

（二）亲鸾的思想

1.信心为重

亲鸾继承了乃师法然众生平等、信心为重、依赖他力的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对人性、对信仰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很多前人未发的洞见。

亲鸾思想的一个基本特色是信心为重。传说亲鸾还在法然门下学习时，一次老师法然向众门人提问，如果所有杂行全部放弃，只能于“行”即称名念佛和“信”即坚信本愿中任选其一，你选择哪一个？大多数弟子都选择了“行”。因为根据《选择集》等著作，称名念佛是正定业，是决定往生的根本。而亲鸾则选择了“信”，据说法然自己也选择了“信”。《本愿寺圣人传绘》用绘画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法然和门下众弟子中，只有法然和亲鸾等三人选择坐在“信”一边，而大多数弟子则坐在“行”一边。这一传说是否属实存在疑问，但它确实说明了亲鸾与其他一些净土宗派别的重要差异。亲鸾以信心为净土信仰的根本出发点，是不可动摇的底线，也是决定往生的关键，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念佛本身，在亲鸾看来都是第二位的。要充分理解亲鸾的这一思想，我们必须结合他的其他思想一并加以分析。

2.性恶思想

亲鸾强调信，即绝对信奉佛的他力，对此，他进行了理论论证。他指出：必须彻底依赖他力的原因在于人性本恶[22]，无法依赖自力。与法然一样，亲鸾强烈反对善人、善行的说法，但他与法然的不同之处在于：法然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反对以善恶作为标准来衡量能否获得往生；而亲鸾认为人性本恶，彻底否认了人为善的可能。

亲鸾本人娶妻生子，自称“烦恼炽盛、烦恼具足、非僧非俗的愚秃”。自平安时代起，僧人娶妻生子的现象并不罕见，但亲鸾对此不但不加掩饰，还刻意彰显的做法具有特殊意义。亲鸾自述的名句是：“悲哉愚秃鸾，沈没于爱欲广海，迷惑于名利太山。不喜入定聚之数，不快近真证之证，可耻可伤矣。”（《教行信证·信卷》）

在他看来，不但他自己不能脱离爱欲广海，凡夫众生都一样。这是舍弃圣道门、专修净土门的思想基础，亲鸾对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据说来自圣德太子启示的偈颂说：“行者宿报设女犯，我成玉女身被犯。一生之间能庄严，临终引导生极乐。”“行者”即佛教的修行者，“女犯”即触犯了淫戒。“我成玉女身被犯”一句语义较为隐晦，历来有不同解释。“我”的所指颇不明确，或指被动的作为凡夫的亲鸾自身，或指主动的为成就众生而甘愿牺牲自我的菩萨，笔者以为，两者皆有可能，但大体思路不变，套用莎翁那句名言来诠释的话，即“诱惑的”与“被诱惑的”都是宿业使然，互为因果，无所谓哪一个罪更重。也就是说，人的罪业并非只是由于偶然的妄念诱引所致，也并不限于今生今世之所为，而是由轮回业力宿报产生、辗转俱来的。《叹异抄》记录的一段亲鸾与唯圆的对话可与此印证：“（亲鸾说）行善不过是过去善行的宿报，行恶也不过是以前恶业的报应而已。故圣人说：‘即便是兔毛、羊毛尖上的微尘那么小的罪，也不过是宿业的报。’”见唯圆对此将信将疑，亲鸾问唯圆是否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唯圆表示相信，亲鸾于是说：“那好，你现在去杀一千个人，然后肯定会往生净土。”唯圆为难地说：“虽然是老师的话，但我确实难以做到。”于是亲鸾说：“（你刚刚说相信我的每一句话，）那么现在为何违背呢？现在你明白了吧，无论何事都不可能想做就做的。即便杀千人真的可以往生净土，但也会因各种因缘不具足而一个人也杀不了。这并非自己的善心使然；即便一个人也不想杀害，但如果业缘齐聚，杀百人、千人也是可能的。”亲鸾进一步总结的结论是：凡夫以自己心善即可往生净土，心恶即堕入地狱，这实际上放弃了依阿弥陀佛本愿力获得救赎的可能。事实是，人之托生为人（六道皆如此），即已证明自己为各种业缘所束缚，即已注定为恶，人不但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力为善，甚至连识别善恶的能力都不具备，所以亲鸾说：“如不依此悲愿，如此不堪之罪人，何能解脱生死。”（《叹异抄》）爱欲等罪既是宿业使然，又是无法摆脱的现实。他强调：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只有依靠阿弥陀佛的他力加持，任何妄图依靠自力行善的努力都会适得其反。

3.“恶人正机”

基于人性本恶的立场，亲鸾提出了著名的“恶人正机”说。“恶人正机”是亲鸾的基本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和言论[23]，但最为人熟知的是以下一段话：

即便是善人都可以往生净土，更何况恶人呢？但是世人常言：“即便是恶人都可以往生，善人当然也可以往生。”（世人的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违背了本愿他力的意趣。因为凭借自力（为往生净土）为善的人，缺少彻底依赖他力的信心，不合阿弥陀佛本愿。……阿弥陀佛所发宏愿的本意，就是怜悯烦恼具足之我人，无论修何种行也难以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正是为恶人成佛所设。只能依赖本愿他力之恶人，最具备往生之正因，所以说善人尚能往生，更何况恶人哉？（《叹异抄》）

善人相信凭借自力可以为善，因此生起轻慢之心，不肯坚定地依赖他力，反而断除了被拯救的可能。事实上，众生皆是烦恼具足，根本没有凭借修行（也就是行善）获得解脱的可能。所以恶或罪是众生的真实本质，如果并未洞见、反省此本质的善人尚且能够往生，那么在佛面前赤裸裸地袒露自我的恶人又如何不能往生呢？

有学者认为[24]，亲鸾提出“恶人正机”说的背景，是为了向武士、渔夫、猎人、农夫等阶层传教。因为这些人从事的工作都与杀生有关，按照传统佛教的观点是大恶，妨碍往生，为了解除这些人的困惑与痛苦，亲鸾提出了“恶人正机”说。这种观点所具备的历史视角值得肯定，但从逻辑上讲有些因果倒置。“恶人正机”这一命题的出现，就亲鸾的思想而言，应该说有逻辑的必然性；就否定式论证特点而言，也符合亲鸾一贯的语言风格。另外，从亲鸾一生的经历来看，他从未刻意传教、扩大影响，更不会把手段当目的，因此，可以确信这一命题并不是为谁量身定做的。而结果是，亲鸾提出这一命题，获得了上述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日本文化的特性为“耻感文化”，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罪感文化”。所谓“耻感”即无时无刻不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以此作为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础。而这类看法只不过是习惯、常识，甚至偏见，完全不依赖任何绝对的真理。与此相对，所谓“罪感”是基于宗教信仰的深刻的负罪感与强烈的赎罪意识，是痛苦的个体灵魂对普遍真理的向往。因此，如果予以极端的推论，基于耻感文化的人不依据道德律、是非对错或者信仰，而是以预计的公众反应来决定行动。上述说法一直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文化心理的重要线索。不过从亲鸾的个案来说，他的思想与“罪感”更为接近，他不但经常使用“罪恶”“罪障”“五浊恶时”“三界恶道”“十恶五逆”等词语来形容人性和人类社会，还明确表示：“（每个人）都展现出贤善精进的外表，但实际上却将贪嗔邪伪暗藏于身。由于恶性难以摆脱，心如蛇蝎，修善也是杂毒。”（《正像末和赞》）从这一点来看，亲鸾的思想不但超出了所谓“耻感”的范围，也超越了作为镰仓佛教共同思想基础的末法思想，带有普遍主义的色彩。但另一方面，亲鸾的人性恶与宿业因果说又过于绝对化，带有否定道德责任体的危险倾向。

4.“同朋”主义

亲鸾终其一生未曾建立寺院，这在镰仓新佛教祖师中也属于特例。如他所言，自从被流放越后国以后，他就过起了“非僧非俗”的生活，他不放弃信仰，但也不再谋求任何外在的宗教形式，这样一种做法当然基于亲鸾对人性的认识，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因此，亲鸾既反对对任何人的歧视，也反对对任何人的崇拜。他终身经历坎坷，对于人性的孤独、对于信仰个体的危机都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入的思考，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同朋”思想。

《叹异抄》说：“（我听到）专修念佛的同道中，有‘此人是我的弟子’或‘此人是他的弟子’这样的言论，实在感到震惊。亲鸾本人一个弟子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某人念佛是因我（亲鸾）的力量所致，那么也许可以说这个人是我的弟子，但念佛本出于阿弥陀佛（之不可思议本愿力），又怎么能将念佛者称为自己的弟子呢？（这样说）实在是件荒唐的事。”据研究，亲鸾的这番话有其历史背景。在亲鸾返回京都以后，关东的教团出现了争夺弟子、拉帮结派的现象，大概这段话正是对不肖弟子的批评。无论如何，“亲鸾本人一个弟子也没有”成了概括亲鸾同朋思想的名言。

亲鸾生前从不以教主的身份对待门人，他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同朋”“同行”，表示大家在信仰面前一律平等。为他所教化、追随他念佛的“同朋”到底有多少，目前缺少准确数据，《亲鸾圣人门弟交名牒》可以提供部分参考，据该书所载，亲鸾的重要门人在常陆国有20名、下野国6名、下总国3名、奥羽两国7名、武藏国1名、越后国1名、远江国1名、洛中7名、所属不明的1名，共计48人。在这48人中，有于史可查的地方武士，但大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之中有小地主、自耕农，还有大量的佃农以及渔夫、猎人等。但无论弟子出身如何，亲鸾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另外，从地域分布而言，除了洛中的7人外，余下的全部集中于关东和东北地区，可见亲鸾的主要追随者正是他在关东地区弘法时所教化的当地民众。[25]有的学者猜测，亲鸾返回京都，正是为了让关东的弟子们明白“依法不依人”的道理。从他给弟子们的去信中也可以看到，他很少使用教训的口吻，大部分时候都仿佛在与弟子们进行亲切的交谈。这些都是其“同朋”思想的具体体现。

亲鸾的这一思想为八世莲如所继承，为莲如发展壮大真宗本愿寺教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本愿寺教团性质的改变以及法主的权力化，这一思想一度名存实亡。战后真宗教团重新重视“同朋”思想，这一精神遗产又为教团的民主化提供了思想源泉。

5.净土门的慈悲

亲鸾《叹异抄》说：“慈悲有圣道门和净土门的不同。圣道门有慈有悲，怜悯众生，试图保护众生，然而凡夫希望通过圣者所修的圣道门来救助众生，实在是非常困难的。净土门的慈悲是通过念佛速疾成佛，以佛之大慈大悲心，如愿利益众生。……因此，念佛是首尾一贯的大慈悲心。”

《叹异抄》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迄今为止，（亲鸾）出于给已故父母追善供养的目的而念佛，一度未曾有。何故？一切有情众生皆为生生世世父母弟兄（非限于当世父母也），故（念佛者）当祈愿众生皆得往生，出离生死轮回。”[26]
这样一种超越世俗私情、回向众生的博爱主义，仍然源于亲鸾对他力往生的坚持。他说：“设若念佛乃自力积善之行为，念佛或许可以救拔过世之父母，然非如此也。”与一般念佛者将念佛当作积聚功德、增长善根的自力想法不同，亲鸾再次强调念佛就是信仰者的痛苦挣扎与佛的慈悲大愿之间的紧张联系。他一往情深地说：“故（念佛者）应舍自力的私心，信心念佛，祈愿命终必将往生净土，成佛觉悟，（以便）悲悯六道四生因无明业报受此轮回之苦，驱使神通方便，度诸有缘。”（《叹异抄》）追求往生并非出于向往净土世界的千般美好，而是为了实现度尽有余的宏伟目标。这与亲鸾“现生正定聚”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作为宗教家的亲鸾与迷信者的差异。

第三节 一遍与时宗

时宗与净土宗有密切关系，从法系上来说，其创始人一遍出自法然门下的西山派。一遍（1239—1289）是一位传奇人物，其所创教法更是独具特色，与法然和亲鸾一系有很大差异。一遍追求即世解脱，并教导信众也如此。他从未打算创立教团，其追随者被称为“时众”。他通过“赋算”等特殊方式与所有相遇者结缘，不加拣择，事实上也不提倡任何修行方法。一般认为，一遍属于专修念佛系统，以称名念佛为唯一法门，但事实上念佛在一遍那里似乎并非法门，而是他传递的“福音”，只要一念即可往生，根本不需要任何修行。

一 “一遍偈”

一遍出身伊予国（爱媛县）的豪族河野氏，其祖父和伯父因在承久之乱（1221）中加入了朝廷一方而在战后遭到清算。一遍遵父命出家，大概也是为了躲避迫害。建长三年（1251），13岁的一遍成了筑前国（福冈县）大宰府圣达的弟子。圣达是净土宗西山派创立者证空的弟子，一遍由此也算是承续了法然的法脉。圣达赐一遍法名智真，让他潜心学习佛法。25岁那年（1263），一遍因父亲去世而返回故乡，随后还俗成为武士，还曾娶妻生子。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27]，其后他再度出家，重返圣达门下。这番经历对他此后的宗教生涯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他的武士背景对他的传教活动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文永八年（1271），他参诣信浓国（长野县）善光寺后绘制了善导的二河白道图，其后就返回故乡专修称名念佛。据说，三年以后他开悟，形成了独特的念佛观，当时他35岁。他为此创作了一首偈颂说明自己的心境：“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华。”意指“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即包容森罗万象之法，阿弥陀佛与十界众生皆以之为体，舍弃万行即佛教的各种修行法门而行此称名念佛法门，即可得往生。

二 “游行”与“赋算”

依照这番思想，一遍创造了独特的传法形式。他将自己的法名改为一遍，制作了劝进帐和念佛札，然后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游行”。在游行中只要路遇有缘人，他就取出劝进帐请人在帐上签名结缘，约定往生。念佛札是用一遍刻制的带有“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六十万人”（六十万人取自上述偈颂的头文字）字样的木版印刷成的传单，一遍在游行中随手分发给路人。颁发念佛札和在劝进帐上署名称为“赋算”。一遍一边游行，一边赋算，北起奥羽，南抵九州，周历日本全国。据说，他游行16年前后收集到的劝进帐签名多达25万。有一次，一遍遇到一位不修念佛法门的僧人，一遍劝他接受念佛札，但遭到拒绝。此后，一遍强调，无论信与不信，只要相遇就要劝对方接受念佛札。除此之外，一遍还创造了一种运用舞蹈来传播净土信仰的方式，即“踊念佛”。踊念佛并非修行法门，而是通过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念佛者在确信往生后的喜悦心情，富于感染力，因而收到了良好的传教效果。据说踊念佛源自平安时代的传奇人物空也，但于史无据，大概是一遍为了借助空也在民间的影响力而提出了这种说法。

三 “时众”

追随一遍念佛的信众之所以被称为“时众”，取自《阿弥陀经》“临命终时”以及善导“道俗时众”一语。与法然重视《观无量寿经》、亲鸾重视《无量寿经》不同，一遍特别重视《阿弥陀经》，尤其是其中的临终念佛决定往生的思想。但一遍对这一思想有所阐释发挥，事实上他并不刻意提倡，更准确地说是否定了形式主义的临终念佛。因为他教导信众以平生每一刻为临终时，每一刻都不可懈怠，随时准备弥陀来迎。因此，他强调的“时”有特殊的辩证含义。

一遍的思想大多如此，往往并不拘泥于传统，富于独创性。他虽然曾研读佛学多年，但其后彻底抛弃了义学，反对任何思想理论建构，更不著述考据。临终前，他焚毁了自己曾经阅读过的全部经卷书籍，认为“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是一代圣教的终极。比起法然和亲鸾来，他的主张更加简单明了。他自称“下根念佛者”，被人称为“舍圣”。所谓“下根念佛者”参考了《观无量寿经》“九品往生”的思想而有所发挥。一遍称：“念佛有三品机：上根妻带在家而得往生；中根舍弃妻子，有衣食住处而得往生；我等下根，若不舍弃一切、临终执着诸事，难得往生。”[28]（《语录》）因此，他身体力行，不但不蓄财物、没有家眷，而且居无定所，不住寺院，过着流浪僧的生活。可以看出，一遍思想中的“空”不同于大乘佛教主流的般若智慧“空”，这种带有浓重的消极色彩的“四大皆空”与其思想背景中强烈的末法观有关。这种空观与末法观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否定现实、反对智识、依赖他力、强调宗教体验的特殊教义。

一遍也以称名念佛为正行，这与法然、亲鸾相同，但他并不认为依赖“信”就万事大吉，他对自己行为有约束的一面。这与法然特别是亲鸾轻视戒行的做法大为不同。大概他所说的“上根”和“中根”即指法然和亲鸾，暗含有批评的意味。此外，一遍虽然也强调“一念”，但与法然门下的一念宗有同有异。在一遍看来，一声念佛即可往生净土（“一念往生弥陀国”），多念无益，因而反对多念说。而幸西、行空的一念宗强调“一念”的目的在于突出“信心”的重要性，即只有诚心发念才能往生，机械地不断念佛反而会破坏对诚心的坚持，通过反复念佛而积累功德的说法更是邪说。亲鸾的主张与幸西等人类似，他说：“一念即信心无有二心，故称一念，是名一心”（《教行信证·信卷》），将“一念”与“一心”等同起来，“一心”即信心。此外，净土教普遍强调临终念佛的重要性，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认为往生是未来时，临终时弥陀会来接引，即主张“当得往生”；而一遍主张时时都是临终时，随念即可得往生，即此土即可得往生，他认为净土门设立西方净土是为了让念佛行者生爱慕阿弥陀佛净土之心，不过是引导众人称名的方便，所以他的主张又称为“即得往生”。也正因为如此，他引导信众用舞蹈来表达自己注定往生的狂喜，从而产生一种感染周围的集体宗教经验氛围。

四 念佛与神道

一遍思想中杂糅的成分较多，也有看起来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教导信众专修称名念佛，不可相信阿弥陀佛之外的佛，不可修念佛以外的任何杂行，但另一方面他却以礼拜神宫神社著称。这一点也与反对礼拜神社的法然和亲鸾不同。这表现出一遍的阿弥陀佛信仰仍未与日本传统的多神教信仰彻底分离，另外也表明他深受本地垂迹思想的影响。一遍参诣的熊野神宫的“证诚殿”[29]一直被民间视为阿弥陀佛的垂迹化身。一遍本人说：“熊野之本地即弥陀，和光同尘为劝念佛而现神姿，故名证诚殿，是念佛证诚故。”（《语录》）一遍参诣的神社除熊野神宫外，还有正八幡宫、岩岛神社等众多著名的神社，遍及日本全国。神社在日本民间信仰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日本人通常并不分辨神佛，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保佑庇护自己，就应该礼拜，一遍的做法也反映了——或者说迎合了这种思想。总体而言，一遍的思想和实践是对前人学说的本土化和通俗化，独具匠心，从宗教学的角度而言，已经彻底脱离了印度佛教的基本轨道。

一遍享年51岁，如前所述，他当时的追随者虽众，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教团。自文永（1274）、弘安（1281）之役，元军入侵日本失败后，民间对一遍的信仰流行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民众相信元军败退是神灵护佑所致，日本全国由此掀起了一阵崇拜神道的热潮，而与神道信仰关系密切的一遍也更受人们的欢迎。室町时代，一遍的弟子真教等人建立了时众教团，第四代弟子吞海大振宗风，在相模国藤泽建立了清净光寺。到15世纪中叶，“时宗”一词出现，教团正式独立，清净光寺成为时宗的大本山。



[1] 净土宗尊称法然为“法然上人”，因为他曾长期活动于黑谷，又称为“黑谷上人”。

[2] 对此有一些学者表示质疑。

[3] 关于《一枚起请文》的著述时间，也有学者认为是法然圆寂前十年，由法然口述，弟子弁阿记录整理的。但无论如何，该文反映了法然晚年的思想。

[4] 这十四个字是书成后法然亲笔题在卷头的。参见［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中世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35—36页。

[5] ［日］大野达之助：《新稿日本佛教思想史》，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254页。

[6] “三心”即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四修”为恭敬修、无余修、无间修、长时修，通常以这些为念佛时必具的身心条件。

[7] 《选择集》并非完全由法然自著，该书在成书和出版前经过弟子们的反复编撰。参见［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中世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35—36页。

[8] 与《选择集》中的说法不同，《一枚起请文》在此认为念佛者不必拘泥于“三心、四修”，只要相信阿弥陀佛本愿，全身心托付与佛即足够了。

[9] 这一说法在中国曾引起争论。摄论宗称此为“别时意趣”，即佛为了鼓励怠惰的行人精进，将未来可能获得的果说成眼前就可以得到的，不过是一种方便而已。但净土教的道绰、迦才、善导等人以及天台宗智[image: ]、法相宗窥基等人都反对“别时意趣”说。

[10] 原文为日文，笔者译。参见［日］坂东性纯《亲鸾思想入门：教行信证的世界》，筑摩书房1987年版，第22—23页。

[11] ［日］中村元、笠原一男、金冈秀友编修：《东亚佛教史·日本编·镰仓佛教一》，佼成出版1972年版，第131页。

[12] 原文为日文，引文为笔者翻译。

[13] 即《选择集》所言“四修”。

[14] 《叹异抄》原文系日文，引用部分为笔者翻译，以下引文同。

[15] 真宗认为亲鸾在上人之上，后世尊称他为“亲鸾圣人”，另明治天皇于明治九年（1876）追赠亲鸾“见真大师”称号，有的书籍也以此称谓亲鸾。

[16] ［日］笠原一男：《亲鸾与东国农民》，第五章“教行信证的成立”，山川出版社1957年版，第187—268页。

[17] ［日］笠原一男：《亲鸾与东国农民》，第八章第四节“文历元年的法难与亲鸾归洛”，第324—327页。

[18] ［日］今井雅晴：《亲鸾圣人与东国的人们》，自照社2007年版。

[19] ［日］家永三郎：《作为历史人物的亲鸾》，载《日本思想大系》第11卷《亲鸾》，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84—485页。

[20] ［日］家永三郎：《作为历史人物的亲鸾》，载《日本思想大系》第11卷《亲鸾》，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86页。

[21] 这里的“真宗”并非指真宗教团，而是指真实的、正统的念佛教义，该词语源自善导等人。以下引文部分同。

[22] 需要注意的是，亲鸾所言“善恶”主要是宗教性的含义，与我们日常伦理的善恶有所不同。

[23] 如《教行信证·信卷》说：“是以极恶深重众生，得大庆喜心获诸圣尊重爱也”；“一切群生海自无始已来乃至今日至今时，秽恶污染无清净心，虚假谄伪无真实心。是以如来悲悯一切苦恼众生海……以如来至心回施诸有一切烦恼恶业邪智群生海”；等等。

[24] ［日］家永三郎：《亲鸾的思想》，载《家永三郎集》第二卷《佛教思想史论》，岩波书店1997年版。

[25] ［日］家永三郎：《作为历史人物的亲鸾》，载《日本思想大系》第11卷《亲鸾》，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79页。

[26] 原文为日文，笔者译，以下引文同。

[27] 据猜测仍是出于家族恩怨和政治压力。

[28] 原文和汉夹杂，笔者翻译整理。

[29] 证诚殿是神的名字，是熊野神宫的本宫神。


第九章 镰仓宗派：禅宗的全面引进

禅宗是镰仓新佛教的代表之一，经常被视为镰仓佛教的代名词。现今大量保存于镰仓、京都等地的禅院，以及禅宗在当今日本佛教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很容易使人误认为禅宗之于镰仓时代就如同天台、真言宗之于平安时代，自其传入起就占据了统治地位。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

禅宗在日本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形成于中国的禅宗虽然在镰仓时代全面传入日本，但禅与日本佛教的渊源却由来已久，早在奈良时代即已有众多修禅人物。其次，禅宗的两大派别临济宗和曹洞宗虽然在镰仓时代初期即已先后传入日本，且在上层统治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但禅宗作为宗派在日本获得全面发展要迟至室町时代中期，镰仓时代的禅宗尚未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最后还要注意的是，初传的禅宗大多采用“兼修禅”的形式，随着日本佛教本土化的发展，其后的“纯粹禅”也呈现出了与中国禅宗不同的风貌。

第一节 禅宗传入之前的禅与日本

一 早期禅与日本的渊源

有关日本早期禅史的史传资料包括：镰仓时代虎关师錬（1278—1346）著《元亨释书》、无象静照（1234—1306）著《兴禅记》，江户时代万元师蛮（1626—1710）著《延宝传灯录》及《本朝高僧传》。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得知，在镰仓时代禅宗全面传入以前，日本佛教就已经与禅有了接触。

日本民间很早就形成了对禅宗祖师达摩的崇拜，到江户时代达摩信仰进一步本土化，达摩演变成了民间供奉的七福神之一，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达摩崇拜与圣德太子崇拜有关联，据说圣德太子是中国南岳慧思的转世，而达摩为了协助太子弘法，也化身前来日本，曾化身为乞食者与太子在旷野相会。这类传说形成的时间和缘由不明，但大致可以推定为平安时代初期，最澄的弟子光定所著《传述一心戒文》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记载。《祖堂集》载有洞山良价（807—869）与弟子云居道膺（？—902）的一席对话，也提到了这个传说。良价门下有日本僧人瓦屋能光（772—933年前后），能光出身的瓦屋寺为圣德太子所建，由此推测良价大概是从能光那里听到了这则传说。此外，能光后来承续了良价的法脉，在蜀地弘法，终老于中国。他虽然未能将禅宗传回日本，但作为正式获得中国禅师印可的日本僧人，他可能是第一位。

先于此的奈良时代，白雉四年（653）入唐并追随玄奘学习法相宗的道昭应该是传禅法入日本的第一人。《续日本纪》说：“（玄奘）又谓曰：‘经论深妙不能究竟，不如学禅流传东土。’和尚（道昭）奉教，始习禅定，所悟稍多。于后随使归朝，……于元兴寺东南隅别建禅院而住焉。于时天下行业之徒，从和尚学禅焉。”引文中所记录玄奘的话不知是否属实，但道昭在日本传授禅法一事应该毋庸置疑。晚于道昭于天平年间（729—748）东渡日本的唐僧道璿则传入了华严、律以及北宗禅。道璿是北宗普寂的弟子，但他在日本的影响更多地限于戒律方面。虽然在这方面他的影响力也远不及在他之后来日的鉴真，但就日本律宗的传承系统而言，他的门人与鉴真的门人并列为两大系统。《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说：“大唐道璿和上，……戒行绝伦，教诱不怠，……圣朝请为律师，……律藏细密，禅法玄洋。”与道昭、道璿同时，日本民间出现了一批习禅的僧人，《日本灵异记》对此多有记载，在此不再赘述。[1]
平安时代，传教大师最澄曾经从道璿的弟子行表学习北宗禅，入唐以后从天台山翛然学习牛头禅，所以最澄号称“四宗相承”，即将中国佛教的“天台、律、密教、禅”一并传入日本。《叡岳要记》记载了最澄并弟子义真勉励僧众精进修持的话，要求他们“长讲不绝，持念不怠，禅定不息，福利国家，成佛群生”。讲经、念佛、修禅被看作僧人必修的功课。不过最澄的侧重点始终在天台和密教方面，在传播禅法方面着力不多。从最澄、圆仁、圆珍等人请回的经典目录来看，禅籍种类不少。由此可见，平安时代的比叡山僧侣对于禅法和禅宗并不陌生。嘉保元年（1094）永超著《东域传灯目录》表明，此前像《宗镜录》这样的大部头综合类禅籍已经传入了日本。再加上日宋贸易的繁荣、人员来往的密集，作为日本佛教义学中心、僧侣“综合大学”的比叡山自然不会缺少禅宗方面的信息。事实也说明，早期传承禅宗的几位重要人物都是比叡山的学僧。

此外，早在平安前期嵯峨天皇时代，皇后橘嘉智子听说中国禅宗兴盛，曾于承和初年（834—848）派遣慧萼入唐访求禅僧。南宗禅的义空禅师由此渡日。义空抵日受到了皇室厚遇，但由于当时宫廷贵族热衷于秘法，禅法弘扬的时机尚未成熟，义空在日不久即回国。慧萼于齐衡初年（854—857）再度入唐，委托苏州开元寺的契元撰写了义空的事迹，刻石成《日本国首传禅宗记》。但事实上，义空在日并未传法，禅宗与日本一度失之交臂。

二 初传禅宗的第一人

关于谁最先将禅宗传入日本，过去通常认为是荣西，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与荣西同时代的觉阿和能忍更早地在日本开展了传禅的活动。但相对于荣西而言，他们的法脉其后断绝，因而其影响力无法与荣西相比。另外，过去对荣西评价很高，认为他是镰仓新佛教的第一人，并将他的《兴禅护国论》当作宣告新佛教诞生的里程碑式著作。这一看法也不尽符合史实。与法然、道元、亲鸾、日莲等人相比，荣西可算是一位过渡性人物，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新佛教宗师的特点并不多，即便是就传播禅宗这一点而言，对于荣西来说，他传入的也只是一种新法门，而不是新宗派。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荣西主要是一位台密大师，他所传的禅法也是密教色彩浓重的“兼修禅”。下面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相关的历史。

荣西（1141—1215），号明菴，又号叶上房，备中国（冈山县）吉备津人，俗姓贺阳氏。他的家族世代都是神社的祭司。他在天台宗圆城寺（三井寺）出家，学习寺门派的天台密教。他曾先后两次入宋，但目的和结果大不相同。第一次渡宋是在仁安三年（1168），这一次渡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巡礼圣迹。据荣西自述，他很早就追慕寂昭、成寻等人的事迹，渴望巡礼天台、五台。恰好在此时，他在博多遇到来日的宋朝商船，便搭船渡宋。入宋后他遇到了日僧重源，二人结伴一起参访了天台山、阿育王山，半年后（同年）荣西携60多卷天台典籍回国。可以说，荣西这次渡宋与禅宗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在《兴禅护国论》中荣西追述他第一次渡宋的经历，提及他接触了禅宗并产生了兴趣，但自他从宋朝回国以后直到第二次渡宋的近20年时间里，他一直都在钻研密教，可见这种兴趣完全停留在好奇的层面上。

另一个证据是，荣西第二次渡宋的目的也是巡礼圣迹，他希望借道中国前往印度。文治三年（1187），他抵达中国并提出了申请，但由于蒙古军队阻隔了西域的交通而无法成行，于是他只好再登天台山巡礼。这一次他在万年寺遇到了临济宗黄龙派的虚庵怀敞，对后者油然而生敬意，决心从怀敞参禅。此后怀敞移住天童山，荣西也随同前往，侍奉左右，前后滞留长达五年。建久二年（1191），荣西回国，传回了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

在荣西第一次入华之后的第三年，觉阿入宋。与荣西不同的是，觉阿赴宋的目的就是传禅法。觉阿（1143—？）也是天台僧，他听说禅宗在宋的盛况，萌生了求法的愿望。承安元年（1171），他渡海入宋，师从圆悟克勤的弟子佛海慧远（1103—1176）习禅，并且得到了慧远的印可。他的开悟偈语还被选入了《嘉泰普灯录》。大约在安元初年（1175），觉阿回国。因此，从现有资料来看，觉阿是第一位在中国获得禅宗真传并且传法回国的日本僧人。遗憾的是，觉阿回国后传法时机不成熟，他似乎又缺少通融便宜的手段，因而未能在日本佛教界产生影响。此后他隐遁于比叡山，不知所终，法脉断绝，本人也逐渐为后人所遗忘。

与荣西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在日本早期禅宗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就是大日能忍，事实上，就禅僧的身份而言，能忍比荣西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地位更高。能忍（生卒年不详）原本也在比叡山学习，他无师自通，参禅开悟，在摄津国三宝寺（大阪市吹田市）弘扬禅法，自号“达磨宗”[2]。但禅宗注重师承，没有师承付法的能忍还是受到了各方质疑。于是，文治五年（1189），能忍派遣两名弟子入宋，将自己开悟的偈语书呈临济宗杨岐派大慧宗杲的弟子拙庵德光（1121—1203）。德光印可了能忍的开悟，并付自赞的顶像、达摩像等物与能忍作为信物。[3]能忍由此声名大振，而此时的荣西尚在中国学习。

能忍与荣西的关系较为有趣。起初能忍比荣西更为知名，荣西也将能忍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但随后荣西凭借自己的叶上流秘法，迅速赢得了幕府和朝廷上层的青睐，他的弟子们继承他的衣钵，使荣西的法系成长为日本禅宗的主流，而能忍一派却逐渐被道元的曹洞宗吸收了。建久五年（1194）七月，比叡山上奏朝廷要求禁止荣西、能忍传播“达磨宗”。“达磨宗”本是能忍一派的自称，看来时人先入为主，认为荣西所传与先行的能忍一派相同，遂将二者混淆。荣西本人对此愤愤不平，在《兴禅护国论》中颇有微词。此外，日莲在镰仓传教时（1260年以后），攻击净土、真言、禅和律宗，并分别列举了各宗的代表人物，其中禅宗列举的就是能忍。[4]由以上两条史实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忍在传禅方面的影响力要高于荣西。而能忍去世后，起初尚有弟子觉晏在大和国多武峰弘扬其宗风，门下弟子众多。但觉晏去世后，其门下才俊多归附道元，禅法不传。觉晏的弟子怀奘和怀鉴以及怀鉴的弟子义介，追随道元，在道元逝世后继承道元的衣钵，为曹洞宗教团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荣西与“兼修禅”

一 兴禅护国

建久二年（1191），荣西回国。他先在九州暂时停留了一段时间，准备在当地弘法。建久五年（1194），出现了一条有关他行迹的记录（《百錬抄》）。比叡山向朝廷控告荣西、能忍等人传播“达磨宗”，妄立新宗，要求朝廷予以取缔。第二年，荣西被太政官传问。此后，荣西写作了《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日本佛法中兴愿文》[5]等文章为传禅进行辩护。

在《兴禅护国论》一书中，荣西首先澄清了他与能忍达磨宗的关系，对后者进行了批判。其次，他提出禅宗也可以镇护国家，希望获得政权的支持传禅。其后，他详细介绍了禅宗的法脉和要点。“世人决疑门”是全书的重点。在该门中，荣西先对能忍的达磨宗进行了批判，他说：“或人妄称禅宗，名曰达磨宗，而自云：‘无行无修，本无烦恼，元是菩提。是故不用事戒，不用事行，只应用偃卧。何劳修念佛、供舍利、长斋节食耶？’”荣西对此类轻视戒律修行的言行进行了批判，强调达磨宗的说法不符合禅宗的正统教义，他明确指出：“是故禅宗以戒为先。《禅苑清规》云：‘参禅问道、戒律为先。’”此外，他还批评了以当世为末法钝根，因此不应再修禅法的观点。这类主张在当时较为流行，恰好是法然论证舍弃“圣道门”、专修“净土门”的前提，而荣西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荣西还在此批评了误以禅宗为“恶趣空”（否定因果、执着于空见）、“暗证”（一味坐禅、不谙教理）的观点。“镇护国家门”中，他指出护国经典《仁王经》与禅宗的联系，强调禅宗即以“般若”为宗。他还特别提及圆仁在比叡山建立禅院的先例，表示自己兴禅与圆仁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护国利生。“古德诚证门”“宗派血脉门”“典据增信门”分别列举了古代高僧大德的实例，释尊以来的传法血脉、经典依据等，对禅宗作为独立宗派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大纲劝参门”详细阐明了禅宗的要点；“建立支目门”则说明了禅林的各种规矩。

荣西感到比叡山对自己成见过深，在比叡山拥有强大影响力的京都发展势力较为困难，于是转投镰仓寻求幕府的支持。镰仓幕府对荣西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将军赖家皈依了荣西并邀请荣西主持各种祈祷法事。从《吾妻镜》保存的记录来看，荣西主要运用秘法为幕府经营法事，事实上他此刻已经放弃了希望借助统治者传禅的想法。荣西的法术得到认可，幕府的实权人物北条政子在正治二年（1200）修建寿福寺赠予荣西。得到幕府上层支持的荣西迅速在镰仓站稳了脚跟。建仁二年（1202），他以将军赖家为后盾进军京都，在四条鸭川东边建立了建仁寺。建仁寺定位为延历寺的别院，寺内分立真言、止观两院，兼传真言、天台、禅三宗，荣西的身份是天台密教僧。过去一般认为，荣西这样做是暗度陈仓，为了避免比叡山的干扰，不得已而掩盖了建仁寺临济道场的色彩。但从此后荣西的传法活动来看，他本人似乎并无这样的苦衷，毋宁说，台、密、禅三宗并弘是出于他的本意。

建永元年（1206）荣西继重源之后被任命为东大寺的大劝进职。大劝进一职是为重建治承四年被平重衡烧毁的东大寺伽蓝而设立的。朝廷任命荣西担任此职，一方面看重他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带有荣誉性质，荣西的弟子行勇后来也担任了这一职位。建历元年（1211）荣西重返镰仓，担任将军实朝供养宋版一切经法会的导师，之后又为实朝的厄年进行祈祷。建保元年（1213）荣西领导的法胜寺九重塔重建工程完工，荣西希望能借此获封大师号，但因遭到藤原定家和天台宗慈圆等人的反对而作罢。作为补偿，荣西虽然被任命为权僧正，但沽名钓誉的诽议使他颇为难堪。第二年，荣西前往镰仓为将军实朝看病，他携带自己亲手种植的茶叶给实朝，并撰写《吃茶养生记》劝他喝茶养生。建保三年（1215）七月，荣西因病于寿福寺示寂，享年75岁。

二 荣西门下

荣西最出名的弟子有行勇、荣朝、明全三人。退耕行勇（1163—1241）原本是鹤岗八幡宫寺的僧人，荣西创立寿福寺后他投奔荣西。经荣西举荐，他受到了将军实朝的重用，成为幕府的祈祷僧。实朝于承久元年（1219）被刺杀，行勇避祸躲进高野山。在真言宗的重镇高野山，行勇展现了密教方面的才能，成为金刚三昧院的开山，建立了密教、律和禅三教并弘的道场。他全面继承了荣西诸宗融合的宗风，也享有与荣西比肩的名誉地位。他继任了东大寺大劝进一职并再度成为幕府仰仗的祈祷僧，终老于镰仓寿福寺。

释圆荣朝（1165—1247）在荣西门下学成后赴上野国（群马县）发展，得到当地豪族新田氏的皈依，新田义季为他建立了长乐寺，荣朝成为开山祖师。该寺并非禅寺，而是台密叶上流的密教道场。荣朝的弟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很多，其中有下面将要介绍的圆尔辨圆。

荣西的另一位弟子佛树明全（1184—1225）起初也在比叡山学习。他是荣西弟子中唯一一个专门弘扬禅法的人，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声望和地位都不及行勇和荣朝。让他彪炳史册的唯一原因是他收道元为徒并偕后者一同入宋求法。他在求法途中圆寂于天童山了然寮。

三 圆尔辨圆

圆尔辨圆（1202—1280）是荣西门流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骏河人，出家后遍访名师，后到荣朝开创的长乐寺修行，为了亲自就教于荣朝，他又到镰仓的寿福寺追随荣朝。他继承荣西、荣朝一派的传统，成长为台密叶上流的大师。嘉祯元年（1235），圆尔辨圆入宋，从径山的无准师范（1178—1249）习禅，又将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传入日本。归国后他在九州博多建立了崇福寺和承天寺。关白九条道家风闻圆尔的大名，特意在京都东南兴建了东福寺，于宽元元年（1243）延请圆尔来担任开山。东福寺寺名取自东大寺和兴福寺，在当时是京都规模屈指可数的大伽蓝。圆尔效仿荣西创办建仁寺的旧例，将东福寺建成为天台、真言、禅三宗兼学的道场。道家为东福寺撰写的《处分状》中，要求寺僧[6]：

可令受学戒定慧之三门，以大小显密戒律为总体，以真言止观宗门为专宗，是传教大师素愿也。

又说：

检传教大师所承《血脉内证佛法》，乃有三谱：一、达磨付法；二、天台相承；三、真言血脉。

圆尔在朝野声誉甚高，后嵯峨上皇和龟山天皇先后皈依他并从之受戒，幕府执权北条时赖对他也很尊重。建长六年（1254）圆尔曾前往镰仓为时赖授戒。圆尔长住京都建仁寺、东福寺，与荣西、行勇相同，他也担任了东大寺大劝进一职，同时兼弘禅与密教。弘安三年（1280）十月，圆尔殁，应长元年（1311）被追赠圣一国师。

圆尔的门风受乃师无准影响，属于宋朝流行的三教圆融、教禅并举的路数。无准曾主张：“三教圣人，同一舌头，各个开门户。鞠其旨归，则无二致。”（《无准禅师语录》）圆尔也如是。他曾经为后嵯峨上皇和九条一门讲授宋代永明延寿所编著《宗镜录》，该书就是“三教圆融、教禅并举”说的代表。圆尔本人精通儒学，应贵族的要求，他也曾多次讲授儒家经典义理，但他所选典籍都属于持三教融合观点的著作。正嘉元年（1257），执权北条时赖邀请圆尔到镰仓讲学，圆尔就讲解了宋代圭堂撰写的倡导儒佛同趣的《大明录》。文永五年（1268），他又为藤原源基讲述《三教要略》，晚年还为龟山法皇讲三教旨趣。综合而言，圆尔的学说和主张讲求兼弘圆融、包罗万象，特别符合上层统治者的意趣，所以其门流迅速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和支持，并成为其后的官僧即五山僧的主要源流之一。

圆尔门下有无关普门（1212—1291）。普门入宋从无准师范的弟子断桥妙伦习禅，回国后受到了龟山上皇的皈依。上皇将位于南禅院的离宫捐为寺院，延请普门担任开山，是为南禅寺。南禅寺在室町时代成长为位于五山之上的大寺院，在日本禅宗系统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与普门同门的有东山湛照，其弟子虎关师錬（1278—1346）著有《元亨释书》，是日本最早的禅史书。

起先追随行勇、荣朝，后来与圆尔保持密切关系的有无本觉心（1207—1298）。觉心原本是真言宗僧人，曾先后追随行勇和荣朝学习禅与密教。圆尔认为觉心是可造之才，建议他入宋到自己的老师无准师范门下学习，但觉心抵达中国后，发现师范已经圆寂，于是就追随师范的弟子无门慧开（1183—1260）学习。归国后他得到纪伊国（和歌山县）由良庄地头愿性的皈依，成了当地西方寺的开山，据说时宗的创立者一遍也曾于此受到觉心的教诲。此后，觉心前往京都，得到龟山和后宇多两位上皇的皈依，在宫中讲座禅法，为禅宗在上层贵族社会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圆尔的谥号是圣一国师，觉心的谥号是法灯法师，他们的门流因此被称为圣一法灯派。该派是镰仓时代禅宗的主流。荣西本人传入的是黄龙派，但他的法孙圆尔和觉心都是杨岐派，另一位相当于他法孙的道元则传曹洞宗，自称直接继承荣西禅法的只有千光派，但势力相对较为衰微。

第三节 渡日僧与“纯粹禅”

荣西这一系融合真言、天台与禅，富于密教色彩，一般称为“兼修禅”。而专弘禅宗的“纯粹禅”传入日本，除了道元的曹洞宗以外，还要从宋僧兰溪道隆等人开始。南宋末年，外族入侵，生灵涂炭，一些高僧在日方力邀下，相继东渡，其中最先在朝野取得巨大反响的是兰溪道隆。

一 兰溪道隆

兰溪道隆（1213—1278），出生于西蜀。他师从无准师范和痴绝道冲，与圆尔辨圆属于同门。道隆在中国时，日本泉涌寺僧月翁智镜曾慕名前来拜访，结识后邀请道隆赴日。宽元四年（1246）道隆在弟子义翁绍仁、龙江应宣等人的陪同下于九州博多登陆。第二年，即宝治元年（1247），道隆进入京都，住泉涌寺来迎院。不久，他又前往镰仓拜访寿福寺的大歇了心。当时北条时赖刚刚就任执权，听说道隆不远万里前来，非常高兴，立刻与他会面。双方相谈甚欢，时赖决心支持道隆在日本弘扬禅宗。

建长元年（1249），时赖发愿建造一所与宋朝名刹比肩的大寺院，并亲自为寺院工程奠基。三年后寺院基本完工，兰溪道隆被任命为该寺的开山住持。建长五年（1253）十一月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禅寺的正式名称是“大建长兴国禅寺”，寺额由后深草天皇钦赐。“建长”是年号，“兴国”表明该寺是为皇室、将军和北条一族祈福而建。以年号命名寺院在日本历史上属于特典，对被命名的寺院来说是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南北朝时期历应年间（1338—1341），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为后醍醐天皇祈祷冥福建寺，拟用“历应寺”为名，因遭到比叡山延历寺（延历年间建立）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改称天龙寺。此前日本以年号命名的寺院除延历寺之外，还有摄关政治的肇始者藤原良房建造的贞观寺（贞观年间建立）、镰仓幕府第二代将军源赖家委托荣西建造的建仁寺（建仁年间建立），加上建长寺现在共四所寺院。由此可见，时赖对道隆的推崇程度。建长寺是日本第一座纯粹的敕建禅宗寺院，在日本禅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建长五年（1253），道隆应邀入京，成为京都建仁寺第十一代住持。道隆就任住持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将作为比叡山别院、天台与禅并弘的建仁寺改造成一所纯粹的禅宗寺院。他的入寺开堂仪式完全采用禅宗的丛林规式，还在寺内按照宋代禅林的规制开创了塔头西来院，这引起了比叡山的强烈不满。在比叡山的排挤下，三年以后，道隆不得不离开了京都，重返镰仓。此后不久，文永之役前后，大约在文永九年（1272），有谣言说道隆是元朝的间谍，幕府因而两度将道隆贬谪到地方。弘安元年（1278），他才得到赦免得以重返镰仓，重住建长寺，但不久就示寂，享年66岁。遗偈称：“用翳睛术，三十余年，打翻筋斗，地转天旋。”道隆谥号大觉禅师，这是日本最初的禅师号，他有著作《大觉禅师语录》行世。

道隆在日活动33年，门下人才济济。著名的有约翁德俭（1244—1319），他曾入宋学习，回国后开创了镰仓长胜寺，后担任建仁寺、建长寺、南禅寺等大丛林的住持，生前获赐佛灯大光国师号。还有桃溪德悟（1263—1329）等人都是一时俊杰。其弟子们形成的僧团被称为大觉派，在镰仓时代以建长寺为中心，发展到关东、奥羽等地，势力超过了荣西开创的黄龙派。室町幕府成立后，由于政治中心从镰仓转移到了京都，大觉派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自室町时代中期起一枝独秀的大德寺、妙心寺两派的始祖南浦绍明原本也是道隆的弟子。因此，可以说道隆对日本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隆赴日时恰逢元军入侵日本的微妙时期，再加上他性格刚直，不免遭到诽谤中伤，遇到了一些挫折。不过，幕府执权北条时赖、时宗父子对道隆一直非常尊重，在道隆的影响下，时赖对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次在道隆的指导下参禅。康元元年（1256）时赖出家称最明寺入道道崇，此后在另一名渡日僧无庵普宁的指导下，获得证悟。这一事件对武士阶层影响很大。时赖英年早逝，世寿仅仅36岁，但其子时宗效仿父亲的做法，通过追随禅师参禅打坐来提高自己的身心能力。在上层武士的率领下，武士们纷纷效仿，禅在武士阶层中逐渐普及开来。

二 兀庵普宁

兀庵普宁（1197—1276）于文应元年（1260）来日。他与先行来日的道隆都是西蜀人，而且是同门，与东福寺的圆尔辨圆也是道契。普宁幼年学习儒学，出家后又攻读唯识，后师从痴绝道冲、无准师范等人习禅，获得了师范的印可。他曾先后担任灵隐寺、天童寺的首座，在道隆、圆尔的举荐下，应时赖之邀渡日。

普宁来日后先被圆尔辨圆迎入京都，其后又受北条时赖邀请进住建长寺，成为建长寺的第二代住持。普宁擅长教学，禅风犀利，时赖在其指导下开悟。但是普宁在日仅仅滞留六年，文永二年（1265）即突然回国。据其弟子东岩慧安所著传记，原因在于普宁痛心于时赖早逝（时赖殁于1263年），感觉伯乐难觅，遂萌生了去意。普宁在日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的禅法和德行受到了很高评价，对禅在武士阶层中的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法脉为东岩慧安（宏觉禅师，1225—1277）等人所继承，称兀庵派。其著作有《兀庵和尚语录》存世。

普宁回国，成人后的北条时宗一度追随兰溪道隆参禅。文永六年（1269），大休正念（1215—1289）来日，受到了时宗的欢迎。时宗延请正念先后住于禅兴寺、建长寺、寿福寺，亲自向他学习，其后正念开创了净智寺并招徒说法，但其法脉未能获得延续。

三 无学祖元

弘安元年（1278），兰溪道隆圆寂后，时宗亲自修书给道隆的弟子要求他们延请宋国优秀的禅僧来日。信中说：“时宗留意宗乘（禅宗）的宗旨多年，希望营建寺院，延请禅师安住。禅宗的发源地在宋国，所以我想请你们自宋国延请优秀的禅师来日本，发扬宗乘。”[7]其后不久，无学祖元（1226—1286）应邀来日。

祖元别号子元，明州人。初从净慈寺北磵居简学习，后投径山无准师范门下。但无准师范不久圆寂，祖元又先后追随径山的石溪心月、净慈寺的偃溪广闻、灵隐寺的虚堂智愚等人学习。他先住台州真如寺，后住雁荡山能仁寺。时值元军入侵，乱兵四处劫掠，僧徒四散，唯独祖元一人端坐禅堂。元军冲入寺院后，以刀抵祖元之颈相威胁，祖元面不改色，当即吟诵道：“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8]元军敬畏而退。

弘安二年（1279），祖元受幕府的正式邀请来日。时宗对他执弟子礼，请到他镰仓建长寺任该寺第五代住持，礼遇甚厚。三年后，又请他担任刚刚竣工的圆觉寺的开山住持。弘安七年（1284），时宗病逝。祖元将圆觉寺住持让与在寿福寺的大休正念，专住建长寺。弘安九年（1286），祖元圆寂于建长寺，谥号佛光禅师，后光严天皇又赐予圆满常照国师的尊号。祖元有著作《佛光圆满常照国师语录》行世。

祖元应邀来日，原本只想做短暂停留[9]，但为北条时宗的热忱所感动，决定终身在日传法。他得到了以时宗为首的北条氏一门的皈依，还受到了镰仓、长崎、诹访等地众多武士的尊重和信奉。祖元不但学识深厚、见识高远，在教学方面也独具一格，自称“老婆禅”，以细腻温存的禅风赢得了众多信众。其弘法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于日本禅宗和武士阶层的影响不亚于道隆。祖元不但传禅法给时宗，在政治上也给予了时宗精神支持。弘安年间元军第二次入侵日本，时宗曾多次问计于祖元，得到了祖元的鼓励和安慰。时宗英年早逝，让祖元非常难过，不久也辞世。祖元与时宗真挚牢固的师生之谊，对他的弘法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祖元的传人被称为佛光派。其门下有高足高峰显日（1241—1316），据说是后嵯峨天皇的皇子，在下野国那须建立了云严寺。显日门下有弟子梦窗疏石（1275—1351），开辟了天龙寺，号称七朝国师。其法系在室町时代于五山禅林中占据显赫地位。

四 一山一宁

宋灭亡以后，元代的一山一宁于正安元年（1299）作为元成宗的外交使节来到日本。元朝军事征服日本失败，听说日本重视佛教，便派遣卓有学识的僧人出使，希望通过和谈令日本称臣入贡。一宁为此被委以重任。一山一宁（1247—1317）是台州人，曾学习禅、律和天台等内典，还熟读诸子百家。他是天童山简翁居敬门下，得到顽极行弥的传法印可，曾任祖印寺、普陀山等地的住持多年，因学识渊博被举荐于朝廷。元成宗赐号一宁妙慈弘济大师，并赐金襕法衣，命他出使日本。

时任执权的北条贞时因日元尚处于敌对状态，起初对一宁不予理睬，将他直接软禁在了伊豆国的修禅寺。后来贞时为一宁的学识德行所倾倒，转而皈依于他，对他非常尊重。一宁被委任为建长寺、圆觉寺等地的住持，其后又得到后宇多法皇的皈依，被延请到京都担任南禅寺住持。法皇对一宁执弟子礼，经常巡幸到南禅寺就一宁参禅。一宁任南禅寺住持多年，屡次欲辞去住持归隐山林，法皇都亲自修书挽留。一宁辞世第二日即获赠国师号，法皇亲自为其顶相题写赞文。一宁门下有雪村友梅等俊杰，其派别在室町时代非常活跃，与祖元法系的梦窗一派关系密切。一宁的著作有《一山国师语录》。

一宁渡日时，日本对于禅宗的认识已经较为深入，北条贞时还效仿中国南宋建立了日本的五山制度，将禅宗直接置于幕府的管理和扶植之下。在此背景下，一宁来日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日本禅学的水平，还通过禅宗将最新的中国文化全面传播到了日本。一宁富于文采，在文学方面造诣很深，五山文学的代表人物梦窗疏石、虎关师錬、龙山德见等人都曾问学于他，因此他被奉为日本五山文学之祖。一宁还是书法家，他的书艺对日本后世的书道影响也很大。由此可以说，一宁对日本禅宗和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 弘扬纯粹禅的日本禅师

除了渡日的中国禅僧，还有自中国留学归来或就教于在日中国禅师的日本僧人弘扬纯粹的禅法。其代表人物有无象静照（1234—1306）和南浦绍明（1235—1308）。

无象静照是镰仓人，他出家后从东福寺圆尔辨圆学习，建长四年（1252）入宋，在径山石溪心月门下参禅五年，并得了心月的印可。从法脉而言，宋僧大休正念和无学祖元是他的师兄。其后他又历访阿育王山、天台山、天童山等地，就教于横川如珙、虚舟普度、虚堂智愚等人。文永二年（1265），他留学14年后回国，先后成为京都佛心寺、丹后宝林寺、常陆兴禅寺等处的开山住持。静照与中国僧侣情谊深厚，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来日弘法时，因言语不通（弘法完全依靠笔谈）有诸多不便，静照曾给予他们很多帮助。祖元任圆觉寺首任住持时，他曾作为首座予以协助。特别是兰溪道隆遭受陷害被贬谪于甲斐等地时，静照一直陪伴左右，表现出了正直、忠诚的高贵品格。静照死后获赐谥号法海禅师，其著作有《无象和尚语录》和史书《兴禅记》。

南浦绍明年少时在兰溪道隆的指导下成为禅师，绍明的法名即为道隆所赐。正元元年（1259），他入宋深造，从径山的虚堂智愚学习临济宗杨岐派禅法。他天性聪颖，深得虚堂嘉许，开悟偈称：“忽然心境共忘时，大地山河透脱机。法王法身全体现，时人相对莫相知。”虚堂对此予以印可，当众宣布绍明已经开悟。文永四年（1267）绍明辞别虚堂回国，临别时他赠诗虚堂一首，诗曰：“敲磕门庭细揣磨，路头尽处再经过。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表示要在日本光大虚堂门庭。

回国后，绍明在博多的崇福寺一住33年。后得到后宇多上皇的崇信，于嘉元二年（1304）应邀进入京都，住万寿寺。其后他在京都东山建立了嘉元寺，成为开山住持。德治二年（1307），绍明应邀前往镰仓，为北条时贞讲禅，住于建长寺。第二年绍明示寂，获追赠谥号圆通大应国师。遗偈称：“呵风骂雨，佛祖不知。一机瞥转，闪电犹迟。”

绍明门下俊才辈出，著名的弟子有通翁镜圆和宗峰妙超，他们都受到花园天皇和后醍醐天皇的尊崇，其中妙超（1282—1337）最为突出。花园天皇倾心禅法，追随妙超习禅，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在公家阶层传为佳话。正中二年（1325），花园天皇将妙超创建的紫野大德寺辟为祈愿所，提升了大德寺的规格。此外，在妙超生前，朝廷还赐予他兴禅大灯国师的称号，这在当时是一项殊荣。建武四年（1337）妙超殁。妙超的高足有彻翁义亨和关山慧玄。义亨（1295—1369）继承了大德寺，其门流称大德寺派，其中有著名的一休宗纯（1394—1481）。关山慧玄（1277—1360）因受到妙超的举荐而蒙花园上皇召见。上皇对关山非常崇信，将自己的离宫捐为寺院，延请关山担任开山，是为妙心寺。妙心寺派和大德寺派自室町中期以后在日本全国获得了发展，成长为临济宗林下派[10]的主流。由于绍明、妙超分别被称为大应国师和大灯国师，所以这一派被统称为“应灯关派”（大应、大灯、关山），时至今日，仍然是日本临济宗的主流。由此，绍明兑现了他对乃师虚堂的承诺，正所谓“东海儿孙日转多”。

综上所述，自兰溪道隆以后，除我们略加介绍的兀菴普宁、大休正念等人外，宋元两代还有西涧子昙（1213—1296）、巨山志源、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竺仙梵仙（1292—1348）、曹洞宗东明惠日（1272—1340）等中国僧渡日，日本方面则有无象静照、南浦绍明、樵谷惟仙、桂堂琼林等留学禅僧归国，禅宗作为最新的中国文化在镰仓社会上层风靡一时。

第四节 道元与曹洞宗

临济系统之外，曹洞宗由日僧道元和中国僧东明慧日、东陵永屿、心越兴俦等人传入日本。不过东明慧日（宏智派）等人的影响力甚微，而由道元开创的永平寺等教派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因此一般即以日本曹洞宗来称谓道元一系。

一 道元的生平

（一）入宋以前

道元（1200—1253）出生于京都，父亲是内大臣久我通亲[11]，母亲据说是曾任摄政的藤原基房之女，系上层贵族出身。道元3岁丧父、8岁丧母，痛感世间无常，遂萌生了出家的想法，9岁就开始学习《俱舍论》。其后，道元成为藤原基房的养子。道元天资聪慧，基房原本打算让他出仕，但13岁那年，道元登比叡山拜访生母的叔父良显法眼，决意出家。第二年，他从天台宗座主公圆剃度受菩萨戒，称佛法房道元。此后六年他一直在比叡山潜心学习。据其传记《建撕记》记载，道元于此间对天台宗的本觉思想产生了疑问，既然众生本来是佛，三世诸佛为何还要发心修道成佛？[12]道元为此拜访了圆城寺（三井寺）长吏公胤，公胤不能作答，让他去问建仁寺的荣西。其后，据载为1215年，道元依公胤的指点下比叡山入京都建仁寺问教于荣西，但荣西不久即圆寂，道元就追随荣西的弟子明全习禅。

（二）师从如净

道元在明全处习禅六年，贞应二年（1223）三月，又追随明全入宋求法。他们登临明州天童山景德禅寺，追随临济宗杨岐派的无际了派（1149—1224）学习。了派是宋代禅林宗匠大慧宗杲（1089—1163）的徒孙，道元因而也受到了大慧的影响。据《正法眼藏随闻记》等记录，前期道元对大慧甚为推崇，但后期道元为了树立自己的宗义，开始猛烈批评临济宗，大慧也成为他批判的重点之一。道元在了派门下参禅一年多，受到后者的嘉许。了派暗示可以付法给道元，但道元本人对了派一系的禅法并不满足，没有接受他的印可。他辞别了派，寻访正师，可惜总遇不到如意的人选。此后了派圆寂，道元感到非常失望，与尚在天童山的明全道别，打算回国。登舟以前他听说刚刚继任天童山景德禅寺住持的长翁如净是曹洞宗洞山良价第十三代真传，深得祖宗心法，又赶紧折返回天童山投到如净门下。当时是宋宝庆元年（1225）五月，道元时年26岁。如净与道元师徒可谓相见恨晚。

如净（1163—1228）是越州人，初学教门，后入禅宗。从明州资圣禅寺足菴智鉴禅师嗣法，潜心修行，不趋名利。皇帝赐予他紫衣，但他一生都不曾穿戴。道元向他问道时如净已经65岁，仍然修持峻严、诲人不倦。为了成就道元，如净特许他可以在大众参禅以外的时间出入自己的禅房，对其单独指导。道元也以如净为自己千寻百觅的“正师”，悉心接受教导。《宝庆记》记载说，如净教导道元“于坐禅中，莫忘众生，莫舍众生。乃至昆虫常给慈念，誓愿济度”。

道元在如净门下进步很快，一日后夜，道元在禅堂坐禅，前来巡视的如净看到一名僧人打盹，就呵斥道：“禅者应该身心脱落，为什么打盹？”道元闻言当即开悟，并获得了如净的印可。安贞元年（1227）秋，道元辞别如净，携此前在天童山入灭的明全的遗骨回国。临别前，如净赠予道元书籍、顶像等信物，并叮嘱他：“归国布化，广利人天。莫住城邑聚落，莫近国王大臣，只居深山幽谷，接得一个半个，勿致吾宗断绝。”道元感激不已，此后终生以恩师如净的教诲为座右铭。

（三）兴圣弘法

回国后，道元先前往建仁寺，将明全的遗骨安葬在了其先师荣西的墓旁。同年冬，他创作了《普劝坐禅仪》，准备在建仁寺传授禅法。《普劝坐禅仪》以宋宗赜《禅苑清规》[13]为基础创作而成，但道元对宋朝当时的禅风并不十分满意，他追慕古德，力图恢复唐代百丈怀海等人的清规精神，对《禅苑清规》自行作了修订。该书《撰述由来》说：“《禅苑清规》曾有坐禅仪，虽顺百丈之古意，少添颐（赜）师之新条。所以略有多端之错，广有昧没之失。不知言外之领览，何人不达？今乃拾见闻之真诀，代心表之禀受而已。”《普劝坐禅仪》提出坐禅是“安乐法门”，与既往的提法不同，或针对法然一系念佛是易简法门的说法而来。道元说：“所谓坐禅，非习禅也。唯是安乐之法门也，究尽菩提之修证也。”道元在此指出坐禅不同于习禅，反对以禅为单纯的修行手段的观点，已经表现出了“修证一如”的思想萌芽。他还表示坐禅法门不仅殊胜，而且易简，不仅僧人可以修、得道可以修，俗人也可以修，因此说“普劝”。该文被认为是道元开教立宗的宣言书，在日本曹洞宗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建仁寺是荣西一系兼修禅的传统道场，道元在此势单力孤，于是在宽喜二年（1230），他离开建仁寺，移住京都郊外深草的极乐寺。极乐寺当时已近废寺，道元就住在其别院安养院。在此他沿着《普劝坐禅仪》的思路又创作了《办道话》一卷，该书分十八问答，系统说明了道元“佛法正宗、修证一如”等主张，对研究道元的前期思想来说非常重要。道元在安养院传禅，逐渐引起了道俗的关注，前来追随他的门人日增，小庵安养院难以容纳。于是在外护支持下，众人于极乐寺旧址重建一寺，命名为观音导利院。天福元年（1233），道元移住于此，将寺院更名为观音导利兴圣宝林寺。

嘉祯二年（1236）十月十五日，兴圣寺法堂落成，在开堂庆典上，道元开示法语说：“‘上堂。山僧历丛林不多，只是等闲见天童先师（如净），当下认得眼横鼻直，不被人瞒，便乃空手还乡。所以一毫无佛法，任运且延时。朝朝日东出，夜夜月沈西。云收山骨露，雨过四山低。毕竟如何？良久云：‘三年逢一闰，鸡向五更鸣’。良久下座。”（《永平广录》）与既往的留学僧不同，道元回国弘法既没有带回经卷，也没有佛像或秘法，所以他形容自己为“空手还乡”，他从如净那里学到的，也不过是“认得眼横鼻直”而已，看起来都是平常道理，但正是如此一番话，生动地展现了道元作为禅者的磊落潇洒、浩荡从容，所谓“云收山骨露，雨过四山低”，道在任运自在中，已经无须再假以任何外在形式了。

兴圣寺完全按照纯粹的宋朝禅院的样式传禅，成为日本第一个专弘曹洞宗的道场，产生了一定影响。道元在兴圣寺前后十一年，吸引了一批学人前来就学。特别是大日能忍逝后，达磨宗解体，其门下高足怀奘、怀鉴、义彻、义演等人纷纷转投道元。此外还有净土宗的良忠和长西，以及一些在家居士也来追随道元习禅。怀奘、怀鉴、僧海、诠慧、义介、义尹、义演、义准等人成为道元的入室弟子，为以后建立永平寺僧团奠定了基础。道元在此间还创作了《学道用心集》《典座教训》等著作，并开始了《正法眼藏》的撰写。

（四）永平道场

宽元元年（1243）二月，自宋回国的圆尔辨圆得到了以摄政九条道家为首的贵族们的热烈支持，在京都建立了天台、真言、禅并弘的大道场东福寺。大概是受此影响，为了争取教团的合法地位，道元向朝廷呈交了《护国正法义》，以自己所传为佛法正宗。比叡山对此非常不满，指责道元所传为小乘禅，还对兴圣寺进行了破坏。道元自觉曲高和寡，在京都已无法安身，恰好此时有越前国（福井县）吉田郡地头波多野义重皈依道元，恳请他到自己的领地弘法，道元遂接受邀请，于同年七月抵达越前国。义重就在自己领地内风景秀丽的伞松峰建立寺院，迎请道元入住，该寺被命名为伞松峰大佛寺。[14]
道元效仿天童山景德禅寺，将大佛寺打造成了纯粹的禅修道场。宽元四年（1246），为了纪念佛教于永平年间传入中国，道元将寺院正式更名为永平寺。道元在寺院落成后上堂开示说：“天有道以高清，地有道以厚宁，人有道以安稳。所以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同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世尊有道，虽是恁么？永平有道，大家证明。良久云：‘天上天下，当处永平。’”（《永平广录》）他以此表明永平年间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法正宗，经过“佛佛相传、祖祖相授”，已经落脚于此。

（五）晚年事迹

执权北条时赖听说道元的事迹，邀请他到镰仓。道元原本打算谢绝，但碍于波多野义重的情面，于宝治元年（1247）抵达镰仓，受到了北条时赖的接见。时赖对道元很尊重，从他受菩萨戒，但对于他素朴的禅法并不感兴趣。道元也感到在镰仓弘法的时机不成熟，滞留半年就匆匆返回了永平寺。据说，此后时赖为了笼络道元，打算将越前国六条的土地捐赠给永平寺，委托道元的弟子玄明携赠状面呈道元。没想到道元对此勃然大怒，将玄明逐出了山门。大概他谨遵师嘱，并不想与国王大臣过于接近，更耻于无功受禄。《建撕记》记载说，后嵯峨天皇风闻道元的名声，于建长二年（1250）赐予道元紫衣，道元固辞不受。其后敕使三度造访永平寺，道元不得已只得接受，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穿用。[15]他在示众法语中与众僧约定：“从今尽未来际，永平老汉恒常在人间，昼夜不离当山之境。虽蒙国王宣命，亦誓不出当山。其意如何？唯欲昼夜无间，精进经行，积功累德故也。”（《建撕记》）总体而言，道元终其一生并未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重视，与当时诸多显赫一时的大禅师相比，道元可谓生前寂寞。

建长四年（1252）夏，道元生病，第二年正月以《佛遗教经》中的八种教诲“八大人觉”训诫弟子，准备在山上入灭。波多野义重希望道元尽快治愈，反复劝道元赴京都养病，道元只好将永平寺委托给弟子怀奘，前往京都。不久，道元在京都病故，享年54岁。临终偈语说：“五十四年，照第一天。打个[image: ]跳，触破大千。咦，浑身无觅，活陷黄泉。”[16]
二 道元的著作和思想

（一）道元的著作

道元的重要著作除了《普劝坐禅仪》（汉文）、《办道话》（日文）之外，还有《正法眼藏》九十五卷（日文）、他记录整理的如净法语《宝庆记》一卷（汉文）、《学道用心集》一卷（汉文）以及和歌集《伞松道咏集》等。此外，还有由其弟子们编纂而成的《永平广录》《永平清规》《正法眼藏随闻记》等重要著作。

1.《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为道元的代表作。该书用日语写成（“假名法语”），汇集了道元的法语、对经典和公案的诠释和看法。道元自兴圣寺时代即开始编写该书，此后不断进行修订，因而形成了众多版本。其中较为成熟的版本是七十五卷本。晚年的道元重新开始执笔创作，计划完成一百卷，但实际只完成了十二卷。十二卷本与七十五卷本有很大差异，反映了道元思想前后的变化，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十二卷之外还有未完成的八卷，合计九十五卷，一般都称《正法眼藏》为九十五卷。但目前的研究发现未完成的其实有九卷，另还有“拾遗”七卷。[17]在此日文本《正法眼藏》之前，道元还编辑有汉文本《正法眼藏》三卷，相对于前者，本书被称为《真字正法眼藏》，而前者称为《假字正法眼藏》。《真字正法眼藏》与《假字正法眼藏》的性质不同，这是一部公案集，完全没有道元本人的注释和解说，据推测，大概是道元撰写《正法眼藏》或说法时置于案头的参考书。该书共收录公案三百则，所以又称为《三百则》。[18]
《正法眼藏》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学者认为可将九十五卷分成以下十五个方面。[19]①坐禅观：办道话、重云堂式、海印三昧、坐禅箴、坐禅仪、三昧王三昧。②禅戒观：出家、出家功德、受戒。③行持观：行持威仪、神通、行持、身心学道、菩提萨埵四摄法、家常、三十七品菩提分法、四禅比丘、八大人觉。④清规观：洗净、看经、陀罗尼、洗面、安居。⑤佛教观：诸恶莫作、佛教、梦中说梦、空华、佛道、梅花。⑥信仰观：礼拜得髓、发无上心、示库愿文、发菩提心、供养诸佛、皈依三宝、道心。⑦心观：即心是佛、心不可得、古镜、佛性、都机、古佛心、三界唯心、说心说法、法性。⑧大悟观：现成公案、溪声山色、大悟、佛向上事、道得、画饼、密语、遍参眼睛、龙吟、春秋、自证三昧、他心通。⑨佛祖观：佛祖、观音、阿罗汉、柏树子、祖师西来意。⑩佛陀观：一颗明珠、光明、无情说法、十方、见佛、如来全身、四马。⑪经典观：摩诃般若波罗蜜、山水经、法华转法华、诸法实相、佛经、转法轮。⑫因果观：大修行、三时业、深信因果。⑬时空观：有时、虚空。⑭嗣法观：袈裟功德、传衣、嗣书、授记、葛藤、面授、优昙花、钵盂、唯佛与佛。⑮生死观：全机、生死。

2.弟子编辑的著作

道元弟子编辑的著作对了解道元思想和曹洞宗的历史也很重要，最著名的有如下三种。

《永平广录》又称《道元和尚广录》，全书十卷，汉文，系由道元弟子诠慧、怀奘、义演等人编纂。包括“上堂、小参、法语、颂古、真赞、自赞、偈颂”等内容。另该书的节略本有《永平元禅师语录》，又称《永平略录》。《普劝坐禅仪》收于该书卷八。

《永平清规》二卷，汉文，内容包括“典座教训、办道法、赴粥饭法、众寮箴规、对大己五夏阇梨法、知事清规”六篇。该书由光诏智堂（？—1670）于宽文七年（1667）编纂刊行。除《永平清规》外，道元尚有一些有关清规的著作行世。

《正法眼藏随闻记》由弟子怀奘记录、整理，主要是道元于兴圣寺时代的开示法语，日文，共计六卷。

（二）道元的思想

1.“身心脱落”与“只管打坐”

《正法眼藏》中道元尊称乃师如净为“古佛”“大和尚”。追慕古风，探寻禅的精髓与根源，正是如净、道元一系的本色，因此，道元本人也被尊为“古佛道元”。那么道元从如净那里所传心法为何呢？

《行状记》等资料里对此有明确记载：“天童（如净）五更坐禅入堂巡堂，责衲子座睡曰：‘参禅者必身心脱落也，只管打睡做什么？’师（道元）闻豁然大悟。早晨上方丈烧香礼拜。天童问云：‘烧香事做么生？’师云：‘身心脱落来。’天童云：‘身心脱落、脱落身心。’师云：‘这个是暂时伎俩，和尚莫乱印某甲。’童云：‘吾不乱印尔。’师云：‘如何是不乱印底？’童云：‘脱落身心。’”如净巡堂看到坐禅的僧人打瞌睡，便加以责备，所谓“身心脱落”云云。没想到，道元闻此语豁然大悟。早晨到方丈室上香，寻如净印证。如净非常满意，赞叹说：“身心脱落、脱落身心。”道元或许将信将疑，或者故意试探，说，“师父不要胡乱印证我”。如净再次加以肯定，把此前的赞语又重复了一遍，双方契然。

道元回国后对弟子们回顾此事时说：“汝等诸上座，要知瞿昙比丘因由么？一由闻得天童脱落话而成佛道”（《永平广录》），明确肯定了自己开悟的契机就是这桩公案。此后，道元便以此“身心脱落”为主旨，提出了“只管打坐”的口号。他说：“先师古佛云：参禅者身心脱落也，只管打坐始得，不要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正法眼藏》）

2.修证一如

道元的“只管打坐”还有一层深意，他称之为“修证一如”。《宝庆记》说：“堂头和尚（如净）示云：‘世尊言：闻思处犹如处门外，坐禅直乃归家稳坐。所以，坐禅乃一须臾一刹那，功德无量。’”《普劝坐禅仪》也说：“所谓坐禅，非习禅也。唯是安乐之法门也，究尽菩提之修证也。”修与证非二，修即是证，而且修证一如的禅不同于身处门外的闻、思，是安乐法门、究尽菩提。

《办道话》进一步解释说：“或谓修证非一，此乃外道见。佛法修证一等，今乃证上修，故初心办道即成本证全体。如是故，授修行用心[20]，非修外待证，应成直指本证故。既有修之证，证无际；有证之修，修无始。”道元将此证修称为“证上修”，或称“本证妙修”。也就是说，与通常的看法不同，道元认为坐禅不是为了求解脱而采用的修行手段，安详庄严的坐禅者本身就是孕育于众生心中的佛性的自然显现。因此，开悟后的道元提倡“只管打坐”，并非如常人所言是为了防止退转，而是以觉悟的姿态来化度众人。道元自称“空手还乡”，他所展示给大家的不是炫人耳目的奇技淫巧，恰恰是最平常不过的禅僧本色。

《正法眼藏·现成公案》还引用宝彻禅师的例子来说明修证一如。宝彻禅师暑天扇扇子，弟子问，既然“风性常住，无处不周”，为何还要扇扇子？宝彻回答说，你只知道“风性常住”，并不懂“无处不周”。弟子追问什么是“无处不周”，宝彻不答，自顾自扇扇子。道元解释说，僧人认为既然“风性常住，无处不周”就不必扇扇子，与既然众生本具佛性就不必修行的看法是一样的，其实都没有真正理解“风性常住，无处不周”的道理。修行与扇扇子一样，修证一如，清凉自在。前面提到，道元年轻时代就曾对天台本觉思想产生疑问——既然佛性人人具有，众生本来觉悟，三世诸佛为何还要历劫修行——修证一如可以说是他最终给出的答案。

3.“佛祖正传”

道元反对将禅当作手段，因此也反对“禅宗”等说法。他认为，“禅宗”一词与“禅那”有关，既然“禅那”即“定”只是佛法“戒、定、慧”三学之中的一种，单言“禅宗”不足以概括佛法全部。他以为，对佛法不可割裂看待，因此他也对传统的“教外别传”等说法持批评态度。

《正法眼藏·佛教》说：“或有汉子曰：‘释迦老汉曾于宣说一代教典之外，另正传上乘一心法于摩诃迦叶，嫡嫡相承至今。如是，则教为赴机戏论，心为理性真实，此正传一心谓教外别传，非三乘十二分教所谈。一心上乘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道取（趣）非佛法家业、出身活路、通身威仪。”也就是说，禅宗通常以己身为教外别传、一心上乘，贬低“教”（禅以外的佛法）为适应众生根机的戏论。对此观点，道元大不赞同。他以为，禅宗与佛法非二，佛法正宗一脉相传，无有“内外”。他说：“谓正传一心而不言正传佛法，乃不知佛法。不知佛教之一心，不闻一心之佛教。谓一心之外有佛教，此一心即非一心；谓佛教之外有一心，此佛教即非佛教。教外别传谬说，不知内外，不合道理。”

4.反对调和折中

道元确信如净与自己所传的正是“佛佛相传、祖祖相授”的佛法正宗，坚持枯淡的禅风，坚持“远离国王大臣”，坚持隐居山林的出家主义，反对“兼修”，反对“诸宗融合、三教一致”，表现出了与世俗格格不入的风骨。

道元曾经就学于荣西和明全，入宋后也接触过多位大慧派禅师，对看话禅、公案禅非常熟悉。他的名著《正法眼藏》也以善于运用公案著称。但他对时下流行的公案禅、看话禅不得古德神髓、唯取其皮毛的做法大为不满。他在《正法眼藏》中经常机锋突转，对宋朝禅大加批评，实际上是在借古讽今，批评同时代的临济各派。

他对密教的祈祷僧和净土的念佛僧也多有讥讽之谈。他说：“以高声诵念为佛事功德，可悲可叹。春天田地里的青蛙也会昼夜不停地鸣叫，又有何益？”（《办道话》）

对末法思想他也不以为然。他同意佛祖正传难解难悟，所以深切体会乃师如净“接得一个半个”的不易，但他并不认为圣道难弘是末法时代所致，相反，他对精进勇猛、誓证佛道的精神还大加颂扬，他自己就是一个精进的典型。

对于新佛教众口一词、一致认可的“在家佛教”“女人成佛”，他也持否定的态度。他说：“众生不选亲疏，唯应劝出家受戒”，“圣教之中，虽有在家成佛说，非正传也。虽有女身成佛说，又非正传也。佛祖正传，出家成佛”（《正法眼藏·出家功德》）。在贯彻出家主义的基础上，道元对教团的清规戒律持非常严肃的态度。他不满于宋朝流行的《禅苑清规》，以恢复唐代百丈怀海的丛林古风为己任，制定了永平诸清规。在《尽未来际不离吉祥山示众》中他表示，今后终生不离吉祥山（永平寺）。他说：“其意如何？唯欲昼夜无间断精进经行，积功累德故也。以此功德先度一切众生，见佛闻法而落佛祖之窟里也。”还说：“古佛修行多有山，春秋冬夏亦居山。永平欲慕古踪迹，十二时中常住山。”表现出了彻底的出家主义精神。

总体而言，道元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看似乐观的进取主义者，一个实质悲观的出世主义者，这些恐怕都与他不幸的童年经历、孤芳自赏的孤傲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吧。

三 道元之后的教团

道元的弟子众多，孤云怀奘（1198—1280）是道元的继承者，被称为永平寺二祖。怀奘原本是天台宗僧人，后追随大日能忍的弟子觉晏习禅。道元回国以后，怀奘又转投道元门下。怀奘比道元年长两岁，但他对道元非常恭敬，作为侍者服侍道元。道元移住永平寺后，他又负责管理一山的各项杂务。道元病重赴京都疗养，正式将永平寺托付给怀奘，道元殁后，怀奘就成为道元门下的领袖。怀奘还将自己用心记录下的道元讲话整理成书，即《正法眼藏随闻记》，该书是研究道元前期思想的重要资料。怀奘为人厚重少文，但似乎缺少创造性，对于教团的发展方向也缺少战略性把握。

彻通义介（1219—1309）原本师事觉晏的弟子怀鉴，在兴圣宝林寺拜访道元之后，他决意师事道元。道元殁后，他从教于怀奘。正元元年（1259）义介入宋，登天童山礼拜如净的舍利塔，随后遍访诸方大德。弘长二年（1262）义介回到日本，文永四年（1267）继怀奘之后成为永平寺三祖。义介思想较为活跃，但他与同门义演（？—1314）就教团的发展方向发生了争执，史称“三代相论”。以义介与义演为首，教团分成两派，分别被称为教团确立派和教团否定派，代表了新旧两种思想。义演希望保持道元枯淡的禅风，而义介则主张积极向外拓展教团势力。其后义介离开永平寺，移住加贺国大乘寺，晚年将法脉付与弟子莹山绍瑾。

莹山绍瑾（1268—1325）继义介之后住持大乘寺，有《传光录》传世。绍瑾继承义介的思路，与道元侧重修行的孤傲态度不同，主张积极传法。大乘寺原本是真言宗寺院，绍瑾根据日本民间信众的特点，在传法过程中糅杂了大量秘法行仪等密教因素，获得了成功。此后他接受能登国武士滋野信直的捐赠，开辟了洞谷山永光寺，晚年又接受能登国定贤律师捐赠的总持律院，改为禅寺，称诸岳山总持寺。道元以自己所传为释迦以来的佛法正宗，因而从不承认自己属于一宗一派，拒绝“禅宗”一词，更不使用“曹洞宗”的称谓。但绍瑾为了扩大教团势力，采取了各种树立本宗特点的做法，道元的法系自绍瑾起开始正式称作曹洞宗。而此时的曹洞宗虽然仍奉道元为祖师，并以其学说为祖训，但在实际修行过程中特别是在弘法时，与道元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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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伞松峰以后被道元更名为吉祥山，所以又称吉祥山大佛寺或吉祥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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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镰仓宗派：日莲法华宗

第一节 日莲的生平

一 思想形成

日莲（1222—1282）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险象环生。据他自己说，遭遇“大难四次、小难无数”。日莲的经历是理解日莲宗教义的一把钥匙，有必要详加介绍。

日莲于贞应元年（1222）二月十六日生于日本安房国（千叶县）长狭郡东条乡片海，他自称是“片海的渔人之子”。片海属于东条乡中一个较为偏僻的小渔村，除了并不发达的渔业外别无所有，还经常受到地震的侵扰，自然条件较为恶劣，这对日莲养成不畏艰难的性格有一定影响。寿永二年（1183），源赖朝将片海所属的东条乡寄献给伊势神宫做外宫，第二年又在远离片海的东条乡中心地区建立了东条御厨（皇室、神社所属的领地庄园）。此后，御厨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当地武士首领东条、工藤家族手里。日莲与御厨并无干系，但他毕生以东条御厨为自豪，被称为“日本第一御厨”，除了因为此御厨位于他的故乡，他以此自诩外，还可见他对皇室和神道的崇拜。

日莲12岁进入当地的清澄寺学习，据其自述，他入寺的理由是为了“兼学八宗，成为日本第一的智者”，可见少年日莲怀有强烈的求知欲，这也为他后来成长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学僧打下了基础。16岁那年，他追随同寺的道善正式出家，法名莲长。清澄寺是一所天台宗寺院，藏书丰富，主要有天台和密教的典籍。从现有资料来看，日莲在此学习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著作，目前还保存有他抄写的天台宗《圆多罗义集唐诀》、真言宗《五轮九字明秘密义释》等著作的写本。此外，在天台宗与净土合流的大背景下，清澄寺也有净土念佛的传统，日莲的老师道善就是代表。净土宗在东条乡拥有较强势力，该乡地头东条景信就是净土宗信徒。据日莲自述，他在清澄寺时代也接触了善导、法然的学说，但他对净土信仰并不认同，对清澄寺的同修也感到失望，决意外出寻访问学。

日莲先后在镰仓、京都、比叡山等地度过了长达十几年的游学生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建长五年（1253）四月二十八日，日莲重返清澄寺，宣布自己将以传播《法华经》信仰为使命并首次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这一天被日莲宗定为开宗之日。日莲的举动在清澄寺引起轩然大波，信奉净土的僧侣在地头东条景信的支持下要加害日莲。日莲的老师、原本同情他的道善，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做出了将日莲驱逐出寺的决定。

二 谏言幕府

日莲于建长六年（1254）离开故乡重返镰仓，在镰仓松叶谷结成草庵开始传教，时年33岁。自正嘉元年（1257）到文应元年（1260），镰仓地区不断发生大灾害，人心惶惶。就此，日莲进行了宗教反思，先后创作了《守护国家论》《灾难兴起由来》《灾难对治钞》。他认为，灾难发生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佛教界背弃了正法，皈依了恶法，因而导致庇护日本的善神舍国而去。他由此主张采用政治手段取缔“谤法”的净土宗。文应元年（1260），日莲将其观点进一步加以整理，写成了《立正安国论》。他在书中预言，如果不听从他的劝告，日本还将面临更大的灾难。根据《药师经》列举的七难[1]，日本已经出现了其中的五难，余下的“他国侵逼难”和“自界叛逆难”也必将出现。此后，日莲多次修改、抄写该书，该书的出现标志着日莲宗教义的正式确立。

为了达到灭除恶法的目的，日莲把希望寄托在了统治者身上。文应元年（1260）七月十六日，他将《立正安国论》进呈给了掌握幕府实权的前执权北条时赖。负责转呈日莲上书的人是时赖的亲信，因此时赖应该对《立正安国论》有所了解，但他似乎并未予以重视，未置可否。此前不久，时赖刚刚皈依来日的禅僧兰溪道隆，并且赞助道隆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建长寺，大概时赖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考量后，已经决定支持禅宗，因此自然不会采纳日莲的建议。

日莲的上书并未能收到任何效果，反而遭到了他所攻击的净土宗信徒的嫉恨。同年八月，部分极端的净土信徒袭击了日莲位于松叶谷的庵房。庵房被烧毁，日莲在信众的保护下得以幸免于难。这是日莲遭受的第一次大难，被称为“松叶谷法难”。

“松叶谷法难”的第二年，即弘长元年（1261）二月，幕府颁布了“关东新制条目”，规定僧侣应该遵守戒律，佛事应该按照既定的形式举行，严格限制僧人任意游方传教。这对于日莲和他的对立面净土宗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条例出台的背景在于，时赖在皈依了兰溪道隆以后，又对严格遵守戒律的奈良西大寺叡尊加以礼遇，延请他到镰仓说法。为此他还废止了金泽称名寺一直进行的昼夜不断的念佛法事。可以看出，时赖本人越来越表现出对强调出世、严守寺院戒律生活的禅宗、律宗等宗派的垂青，而对于在民间流动传教、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游行僧人则表现出了不信任和警戒。

三 法华行者

果然，条例的执行此后更加严格。五月，日莲作为危险分子被流放到伊豆，此即“伊豆法难”。执行押送的官吏对日莲师徒非常严厉，日莲的弟子日朗希望能够同行，却遭到官吏的殴打，被打伤落下残疾。日莲孤单一人被遗弃在一个叫俎岩的荒礁上，这荒礁顾名思义，只有在退潮时才露出海面，人在上面根本无法生存。幸好有一位渔人搭救了日莲，日莲才又逃过一难。此后，因地头伊东八郎左卫门患重病，日莲为他祈祷成功，日莲的际遇才有所改变。在伊豆期间，日莲创作了《教机时国钞》等著作。大约两年后，即弘长三年（1263）二月，日莲得到时赖的亲自赦免，返回了镰仓。时赖当时已身患重病，在感到来日无多的情况下，他决定大赦，日莲和念佛宗徒都得到了赦免。

时赖去世后，日莲决定暂返故乡东条乡传教。文永元年（1264）十一月十一日夜，当日莲率弟子十余人经过松原时，意外地遭到地头东条景信率领的净土信徒的伏击。据说，进行伏击的净土教徒多达几百人，箭如雨下，刀如闪电，日莲的弟子一人当场战死，两人负重伤，日莲本人也负重伤，幸亏有夜色掩护，他才勉强躲过这一劫，此即“松原法难”。

经历了“松原法难”的日莲并没有在死亡面前退却，他以《法华经·法师品》中“此经（《法华经》）如来现在犹多怨嫉，何况灭度后”自勉，认为这是自己弘传《法华经》所必然遭受的考验，他的《法华经》至上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自称“法华行者”。文永三年（1266），敌对日莲的东条景信和清澄寺圆智先后离世，日莲得以重返清澄寺。他在寺里写作了《法华题目钞》，总结自己对《法华经》的看法，提出“‘妙法莲华经’五字纳一切法，‘经’一字诸中之王”“诸佛诸经皆《法华经》‘经’之一字眷属也”的说法，即“法华经至上主义”。

同年，元世祖忽必烈向日本发出了命令其臣服的诏书。文永五年（1268）正月，忽必烈再次遣使，威胁将以武力征服日本，日本朝野陷入恐慌。元朝国书的到来，使日莲确信自己在《立正安国论》中所做的“他国侵逼难”预言已经得到验证。为此，他决定再次上书幕府。同年四月，他将《立正安国论》和自己撰写的阐明该书由来的《立正论御勘由来》一起呈交给幕府，但结果如石沉大海，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同年十一月，他委托幕府官员向刚刚就任执权的北条时赖之子、年仅18岁的北条时宗上奏，并将几乎同样内容的书信发给其他幕府高官和佛教界领袖，其中包括时宗的心腹平赖纲、建长寺道隆、极乐寺良观、大佛殿别当、寿福寺、净光明寺、多宝寺、长乐寺。书信共十一封，史称“十一通御书”。日莲在这些书信中对幕府支持的体制内佛教进行了猛烈攻击。他将书信寄往各方的行动，无疑是对体制内佛教的整体宣战，同时也是对幕府宗教政策的尖锐批评。这再次引起了部分幕府官员和佛教界高层的强烈不满，要求严厉处分日莲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大敌当前的局面下，执政经验尚且不足的时宗举棋不定，对双方的意见未置可否。

四 龙口法难

文永八年（1271）六月大旱，幕府请真言律宗高僧忍性祈雨。忍性动员极乐寺、多宝寺的众多僧人，准备举行盛大的祈雨法事。日莲抓住这一机会对密教进行攻击。他誓言如果忍性祈雨成功，他甘愿放弃“法华经至上主义”的主张做忍性的弟子；否则，忍性需皈依《法华经》。结果，忍性祈雨失败。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同年九月，高丽遣使向日本求救。幕府统治者意识到蒙古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了，终于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对外军事抵抗，对内压制反对意见。九月十三日，幕府命令九州地方的家臣进行军事动员。在此前一天，即九月十二日，幕府下令逮捕日莲和他的多位弟子。平赖纲亲自率领大队人马来抓捕日莲。但日莲毫不畏惧，他向赖纲进言称，如果失去了日莲，就失去了支撑日本的栋梁，国家必将遭受“自界叛逆难”和“他国侵逼难”，他还再次谏言幕府取缔念佛宗和禅宗。但当晚，幕府就作出了流放日莲的决定。第二天一早，日莲即被押出镰仓解往佐渡。屡次谏言不被采纳反而获罪的日莲意识到此次流放将是对自己的严峻考验，他甚至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而幕府也计划在流放途中秘密处决日莲。当夜，日莲被押送到一处叫龙口的刑场。日莲意识到死亡或已不可避免，决定慷慨就义。但不知出于何因，幕府收回了成命，在度过了艰难的一晚后，日莲一行天明继续起程。日莲再次从死神手里逃脱，该事件被日莲宗称为“龙口法难”。

佐渡（新潟县）是位于日本海一侧的孤岛，冬季异常寒冷。日莲被流放的冢原是一处坟场，远近没有人烟。坟场前有一处供送葬的亲属们临时休息的草房叫三昧堂，日莲就被押送到了这里。寒冷、饥饿和可能遭到的净土宗信徒的迫害再次威胁着日莲的生命，幸好负责看管日莲的地方武士不希望流犯在自己的管界出事，他们对日莲多加保护，日莲才勉强挨过了冬天。

“龙口法难”之后仅仅五个月，幕府内部就发生了内乱。文永九年（1272），北条氏的同族名越时章、名越教时，北条时宗的异母兄长北条时辅先后于二月十一日和二月十五日以谋反罪被诛杀，时称“二月骚动”，或称“时辅之乱”。这实际上是幕府内部的一次权力洗牌，但由于涉及的都是北条家族的高层，对当时的时局震动很大。消息传来，日莲确信他在《立正安国论》中预言的“自界叛逆难”也被验证。与此同时，幕府对日莲宗的打击迫害也有所松动，一些弟子和追随者相继秘密登岛，供养日莲。日莲的生活处境得以改善，他立即奋笔著述传播自己的信仰，先后完成了《开目抄》和《观心本尊抄》两大代表作。

五 隐居身延山

文永十一年（1274）春，元军将要入侵的消息不断传来，幕府内部有人提出赦免日莲。二月，执权时宗下发了赦免状，三月底日莲返回了镰仓。幕府释放日莲的目的是希望他与密教僧一起为打败元军而祈祷，但日莲表示幕府如果不彻底舍弃邪宗信奉正法将于事无补。他拒绝与密教僧合作，向幕府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恰好此时有日莲的信徒、甲斐国（山梨县）波木井的地头波木井实长对他发出了邀请，日莲就前往了该地的身延山。日莲在身延山继续传教，并且获得了众多武士和部分幕府御家人的皈依。其中池上宗仲、宗长、四条赖基、南条时光、波木井实长等拥有实力的幕府御家人对日莲教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年十二月，日莲绘制了特别的大曼陀罗，明确表示自己即上行菩萨，是护卫《法华经》的使者，也是保护日本的栋梁。听到元军入侵失败的消息后，日莲的信念更加坚定，撰写了《撰时抄》。弘安四年（1281）七月，元军再次入侵，日莲确信自己预言的“他国侵逼难”已经两次应验，但他对幕府已经彻底失望，再加上身体健康恶化，日莲没有再发表激烈的言论。九月，日莲下山前往武藏国（东京都）池上，在当地地头池上宗仲的府邸养病。十月，他将后事委托给以日昭为首的六名重要弟子（“六老僧”），不久即圆寂，终年61岁。他的遗骨被运回身延山安葬，由六老僧轮番看护。身延山与日莲圆寂的池上此后分别建立了久远寺和本门寺，成为日莲宗的圣地。

第二节 日莲的著作和思想

读日莲的传记人们往往会得出一个深刻印象：日莲是一位个性鲜明、身体力行的宗教实践家。其实，不仅如此，日莲还是一个学识渊博、著述等身的学问僧。日莲在青年时代就四处访学、读破大藏，开宗后更是不辍著述。《昭和定本日莲圣人遗文》“正篇”中收集的日莲著述多达443种，“断简篇”收集达391种。如果再加上该书未收的部分，据认为总计有千种以上。这其中不仅限于文章，还包括大量的书信。为了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信徒也能理解他的教义，日莲经常运用书信指导信徒，他还借助书信说服可能的支持者。

日莲的代表作有《立正安国论》《教机时国钞》《开目抄》（被日莲宗推为“人本尊开显”）、《观心本尊抄》（被日莲宗推为“法本尊开显”）、《显立正意钞》《报恩抄》等。如前所述，这里面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颠沛流离的逆境下创作的，因而带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战斗意识。以下，我们就根据日莲的相关著述，简要阐述一下日莲宗的基本教义。

日莲宗教义的核心就是持诵法华经题。早在日莲于清凉山宣布自己的主张时，他就开始实践唱诵经题，这也成为日莲开宗的标志。那什么是持诵法华经题呢？即一心不乱地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或者观想日莲亲笔撰写的此七字曼荼罗。《开目抄》说，妙法莲华经的“妙”字“即具足，具谓十界互具，足谓一界于十界及余界”。《观心本尊抄》说“释尊因行果德二法于‘妙法莲华经’五字具足，我等受持此五字，自然让与彼因果功德”。简单而言，日莲认为《法华经》是佛教的最高经典，经题五字则是该经典精华的浓缩，因此，持诵经题五字即具有无量功德。要想理解日莲的上述主张，我们必须了解日莲思想的来源和依据，从而概览日莲思想的全貌。

日莲推崇所谓三国四师，即印度的释迦、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日本的最澄和他本人。他的思想也主要来源于《法华经》和智[image: ]，其中最重要的是“二乘作佛”“久远实成”“五时判教”“末法时代”和“一念三千”。

“二乘作佛”和“久远实成”直接来自《法华经》。《法华经》“譬喻品”等指出小乘声闻和缘觉也必将成佛；“寿量品”等则指出于菩提树下成佛的释迦只是方便化现，佛于无量劫久远成佛，永恒说法，是众生成佛的根据。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熟悉的“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但这样最究竟的道理，佛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宣说，而是在最终的《法华经》里才开示。这就涉及“五时判教”的思想。据智[image: ]说，佛一代教法可判为五时：华严时，佛于初二七日（或云三七日）说《华严经》，但小乘听者不甚了了；阿含时，佛于十二年说小乘经；方等时、般若时，佛于三十年说大乘《方等》《般若》类经；法华涅槃时，佛于最后八年说《法华经》，度三乘全部众生，于最后一日一夜说《涅槃经》，像拾起遗落的麦穗那样将余下的个别众生也度尽。由此可见，《法华经》是最高经典，聆听、诵持法华必具有无量功德。值得注意的是，《法华经》虽然代表了成佛的最高智慧，但处于末法时代的众生却不具备依之奉行的根、机、时，因此，只能通过最简便直接的办法，通过唱诵经题来获取《法华经》的功德。三国四师就是正法、像法、末法时代的象征，日莲本人于末法时代说法，以法华经题度末法众生。

另外，唱诵经题获取功德的另一个理由还在于“一念三千”。智[image: ]据《华严经》十界，即佛、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的说法提出了“十界互具”，即每一界都各含十界，因而成百界。日莲《观心本尊抄》沿用此说，称“屡见他人面，时喜时嗔，时平（平静）时贪，时痴时谄曲。嗔为地狱，贪为饿鬼，痴为畜生，谄曲修罗，喜天平人。多面色法，六道共存，四圣冥伏未现，细寻应有”。即从众生每一人的表情中即可体察“十界互具”的道理。智[image: ]又据《法华经》“方便品”的“十如是”，即“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每一界都具此“十如是”，因而成“百界千如”。又据《大智度论》三种世间，即“众生世间、五蕴世间、国土世间”，因而说“一念三千”。日莲完全认同此“一念三千”说，不过他认为智者的说法还只停留在理论上，因而称之为“理的一念三千”，而实践就是唱诵经题，因而称之为“事的一念三千”。《观心本尊抄》说：“像法中末，观音、药王示现，南岳、天台等出现，以迹门为面，以本门为里，百界千如、一念三千尽其义，但论理具事行‘南无妙法莲华经’五字并本门本尊未广行之，所诠有圆机无圆时故也。”也就是说，日莲将其与传统天台的关系界定为“像法—观音、药王菩萨（慧思、智[image: ]）—迹化—迹面本里—理一念三千；末法—上行菩萨（日莲）—本化—本门本尊—事一念三千”的模式，表现出了超越天台、开教立宗的自负。《观心本尊抄》还说：“不识一念三千者，佛起大慈悲，将此五字之珠，悬于末代幼稚（众生）之颈。”以末法众生不能理解“一念三千”之理故，佛起大慈悲，以此唱诵经题的简易法门度生，正所谓“圆机圆时”。

需要强调的是，日莲非常重视二者的内在联系性，《开目抄》说：“迹门《方便品》说一念三千，二乘作佛，脱尔前二种失。虽然，若无发迹显本，未成真一念三千，未定二乘作佛，如见水月，如波上浮草。”日莲依据《法华经》和天台宗的本迹思想，强调“久远实成”（按天台宗的说法属于本门开示）与“一念三千、二乘作佛”（按天台宗的说法属于迹门开示）是相辅相成、互相支持的。这些也就构成了他倡导唱诵经题的依据。

第三节 日莲思想的独特性

日莲是一个既有独创性，同时又善于吸取他人长处的宗教思想家。他与同时代的新佛教领袖们乃至此前的大多数佛教祖师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自身和自己生身之处日本，抱有独特的敏感和自负。

一 “上行菩萨”与“日本第一法华经行者”

日莲从不掩饰他强烈的自负情绪，这与他自认“法华经行者”的使命感是密不可分的。《法华经》“寿量品”描写了释迦说法时大量菩萨从地涌出，称他们实为释尊过去无量劫的弟子。“神力品”则进一步举出了地涌菩萨的四大代表，即“上行菩萨、无边行菩萨、净行菩萨、安立行菩萨”，以上行菩萨为上首。日莲即自称“上行菩萨”，认为自己肩负着末法时代弘扬《法华经》的使命，是应时而现的大菩萨。《显立正意钞》说：“大觉释尊入灭后，经历二千二百二十余年，虽尔月（指印度）、汉、日三国之间未有此大本尊。或知不弘之，或不知之，我慈父以佛智隐留之，为末代残之，后五百岁之时，上行菩萨出现于世，始弘宣之。”在经历百般磨难后，他自比《法华经》中的常不轻菩萨，反复以经中“如来现在，尤多怨疾，况灭度后”的话自勉，把世人对他的不解乃至迫害当作对法华行者的考验。“松原法难”后，他身负重伤，但仍表示“我不爱身命，但惜无上道”，称自己为“日本第一法华经行者”。

二 “日本国”与“一向大乘国”

“日本国”一词经常出现在日莲的著述中，这不但在镰仓佛教诸祖师中是一个特例，就是在中世的日本文献中也不多见。佛教一直有正报、依报的说法，正报指佛或众生自身，依报则指其所处于其中的环境。日莲是这样定义正报和依报的：他将释迦佛（通过《法华经》展示的本尊释迦）、日莲自身（“上行菩萨”）定为正报，相应地将娑婆世界和日本国定为依报。

早在伊豆流放期间，日莲就写作了《教机时国钞》，在此书中他首次提出了“教（所弘的法）、机（弘法对象的根机）、时（弘法的时机）、国（弘法的区域）、序（弘法的次序）”的概念。这组概念是对佛教传统“根、机、时”说法的发展。其中的“国”很有创意，指出了弘法对象与所处环境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表明日莲不仅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还具有民族宗教的自觉意识。

与印度和中国相比，日本不仅是一个小国，还是文化上的后进国。当时的日本人对印度和中国还普遍怀有艳羡之情，佛教徒更是将印度看作世界的中心。日莲深知此点，在《妙法比丘尼御返书》中，他说：“月氏（印度）人、汉土（中国）人看此国（日本）人，正如此国人看伊豆、奥州以东的夷岛（北海道）人一样。”但是，在日莲心目中，日本却是优于前二者的，他说：“我日本国于一阐浮提内，优于月氏汉土，超过八万国。”（《神国王御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日本国不同于印度和中国，属于一向纯圆之机”（《当世念佛者无间地狱事》）。也就是说，日本因为一向信奉大乘，因此优越。他进而提出了日本是“神国的佛国”的说法。

应该指出，在日莲之前日本已经存在神国思想，但这主要是历史上的天皇、公卿贵族、上层武士用来粉饰自身，神化其统治的工具，与民间百姓无关。在承久之乱（1221）中皇室被打败，作为神子的天皇被武士流放的情况下，民间对这样的说法甚至产生了怀疑。自文永（1274）、弘安（1281）之役，日本不战而胜强敌（元军）之后，普通日本人才越来越相信大和民族是受到神庇护的民族，日本是神国。日莲作为一个佛教庶民化运动的推动者，同时也是一个神国思想的推动者，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也正因为如此，日莲及其思想在历史上多次被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利用。客观地说，日莲确实是一个民族意识的先行者，但他所认为的日本是神国、日本优于中印的理由，主要在于日本是一个奉行大乘正法的国家，其目的还是推行他的《法华经》信仰。因此，这种所谓的“优越”不是没有前提的，其出发点与后来的军国主义种族优越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三 折伏思想

毋庸讳言，日莲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宗教家，他的立场曾被概括为一首短偈：“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贼。”其实，他从对手那里借鉴、吸收了很多东西，例如法华经题唱诵，无疑是受到了净土宗称名念佛的启发，经题的书写乃至使之曼陀罗化则源自密教，等等。

应该指出，日莲对净土、真言等宗派进行攻击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华至上主义”的排他性，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但其中也带有一定的策略性。日莲本身是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敏感度的人，在给时赖的上书即《立正安国论》中，日莲就特意将火力对准净土而省略了他一向反对的禅，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深知时赖信奉禅宗而对净土怀有戒备之心。他在很多场合刻意对体制内宗教采取挑衅态度，不能不说是为了吸引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注意。因此，对日莲宗的排他性应加以客观的、历史性的分析。

除了吸收佛教的其他宗派外，日莲思想中还融入了大量的神道元素。与法然、亲鸾等人只拜阿弥陀佛不拜神道神祇不同，日莲不但在自己的教义中暗自糅入神道，还公开倡导神道崇拜，他的神国思想与神道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日莲创立的日莲宗特别富于日本民族特色。



[1] 七难：人众疾疫难、他国侵逼难、自界叛逆难、星宿变怪难、日月薄蚀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


第十一章 镰仓宗派：旧佛教的复兴运动

平安时代占据佛教统治地位的是天台宗和真言宗，它们以秘法为武器，受到王公贵族的狂热追捧，成为镇护国家的官方宗教。南都佛教在天台与真言宗的影响下也普遍密教化，随之而来的是全体佛教的世俗化、贵族化、体制化。上层僧侣腐败堕落的现象比比皆是，佛教演变为贵族祈祷现世利益、装点太平的工具。在上一章我们已经分析过，镰仓时代涌现出的佛教新动向有多方面成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有志僧侣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反抗。这一点不仅仅局限于新生派别，在旧佛教内部也出现了改革的运动。

与新佛教不同，旧佛教改革派提出的口号是恢复传统、整肃教团，其成员以奈良六宗中的僧侣为主，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对新佛教的主张持有不同看法甚至强烈批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与新佛教一样，都反对僧侣腐败堕落，反对一味谋求现世庇佑，关注民生、谋求改革。由于奈良佛教在平安时代即已为天台宗和真言宗所压制，改革派的活动虽然大都是昙花一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使旧宗派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因此他们的活动又被称为镰仓旧佛教的复兴运动。

第一节 华严宗

如前所述，华严宗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据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的记述，天平十二年（740）十月八日，良辨请新罗僧审祥在金钟道场依照法藏的《华严经谈玄记》讲解六十卷《华严经》，是为华严宗学传入日本之始。

日本华严宗所传皆为法藏之学，在镰仓时代以前，他们表现出了与中国华严宗所不同的两个特点。其一是他们非常重视法藏的《一乘教义分齐章》（《五教章》）。自奈良时代末期的寿灵撰写了《五教章》的注释书《华严五教章指事》六卷以后，历代疏注此书的著作不断，先后有增春《华严一乘私记》一卷，愿圆《五教私记》二卷，宽朝《五教章一乘私记》三卷，湛幸《一乘私记》二卷，义圣《种子义私记》二卷、《所依身私记》一卷、《佛果义相义私记》一卷，亲圆《华严宗种性义抄》（1019）一卷（以上见《大日本佛教全书》）。而与此相对，中国自11世纪以后（大体与亲圆著作同时）才出现相应的疏注。其二与中国华严宗以澄观、宗密一系为正统不同，日本华严宗受澄观的影响有限。奈良时代研习八十卷《华严经》即以受到澄观强烈批评的慧苑所著《刊定记》为准绳，澄观所著《华严经疏》《演义钞》在日本的影响也远远无法与其在中国的地位相比。

镰仓时代的华严宗继承了上述特点，同时有所创新。镰仓初期有高僧辨晓（1139—1202），凝然以之为重振宗风的元勋。《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说：“辨晓法师者，中古之英匠也。论说兼备，真俗并畅；绍隆有功，宗绪无坠。”不过从东大寺图书馆现存辨晓著作来看，包括《因明短册》《法华经抄》《八幡大菩萨并心经感应抄》等，皆与华严宗学无关，可见辨晓应是学兼多宗，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于华严并无特别阐扬。

辨晓之后的名僧还有尊玄（1143—1223）。尊玄继承了传统的华严义学，著述颇丰，有《华严经孔目章抄》八卷、《华严经谈玄记钞》十五卷、《探玄记义决抄》五卷、《五教章抄》二卷等，对智俨、法藏的学说多有研习。尊玄之后有景雅（庆雅）（1103—1185），他先后在东大寺和仁和寺宣讲华严，著有《华严论草》一卷和《金狮子章勘文》一卷。他的弟子有著名的明惠。辨晓、尊玄、景雅都曾先后活跃于东大寺，他们被后人归入东大寺一系，属于日本华严宗的正统。继他们之后，真正使华严宗在镰仓时代获得复兴的高僧是高辨（明惠）、宗性和凝然。

一 明惠

高辨（1173—1232）的尊称是明惠上人，后一称谓更为人们所熟悉。他出生于纪伊国（和歌山县）的地方武士家庭，7岁失去父母成为孤儿，幼年即投高尾的神护寺出家。此后，他在仁和寺追随景雅学习《华严五教章》。景雅在当时的地位较高，被尊称为“大纳言法桥”，是一代华严名师，高辨在景雅那里获得了华严的启蒙。高辨还获得了华严宗传统道场东大寺尊胜院圣诠的认可，从圣诠学习《俱舍论》《华严十重唯识义》等著作。他还曾经于故乡附近的白上峰隐居两年，读经、坐禅，在此前后学习了智俨、法藏的大部分著作。

高辨的生涯颇具传奇色彩，他虽然学识渊博，但一改义学僧严肃刻板的形象，在信仰上表现得自然、真挚，在实践上则勇于探索。他幼年失去父母，自誓以佛陀为慈父，并发愿前往印度巡礼圣迹，这在日本僧侣中非常罕见。其所著《印度行程记》说：“印度乃佛生国也，依爱慕之思难抑，为游意计也。哀哀。”为此，他制订了周密的旅行计划，甚至精心计算了从长安到印度王舍城的距离以及所需要的时间。他先后于建仁三年（1203）和元久二年（1205）两次准备启程赴印，但都因病而未果。他虽然未能如愿启程，但对佛陀的追慕之情终生未变。他在自己屋前亲植了一尾竹子，将之比拟为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民间广泛流传有他于树上结绳床打坐的传说。他所留下的记录自己情感和梦境的日记真切感人，自古至今成为学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建永元年（1206）后鸟羽上皇因欣赏他的德行将栂尾山赏赐给他作为专门弘扬华严宗的道场。高辨即以《华严经》“日出先照高山”的经句将建立于此的寺院命名为高山寺。

高辨与荣西的关系颇为融洽，因此也精于禅法。他将高山寺的后山命名为楞伽山，经常在松林石木上坐禅。由此可见，高辨的思想并不保守，相反，他对新佛教采取了宽容和友善的态度，对净土宗的法然原本也并不反感。但是，建历二年（1212）当他看到刚刚出版的法然《选择本愿念佛集》时（法然于此前不久已经圆寂），对其中的专修念佛的观点大为不满，专门创作了《摧邪轮》三卷和《摧邪轮庄严记》一卷批判法然。他认为法然的过失有二：一是忽视了菩提心的意义，违背了大乘佛教的基本立场；二是对念佛以外的圣道门进行攻击，对渐修的立场予以否定。

为了对抗法然提出的称名念佛，他创造了三时三宝礼的修行法。他以菩提心为出发点，重视礼敬三宝，因而从《华严经》中抽选出相关经文创作了皈依礼敬三宝的唱文，一日三次配合唱文礼拜三宝。为此，他还专门创作了《三时三宝礼释》《自行三时礼功德义》加以说明。唱文法在形式上实际吸收了净土教的方法，只是将礼拜的对象由阿弥陀佛替换回了释迦佛。尽管高辨竭力在弟子和信徒中推广三时三宝礼，但收效甚微，该法并未能获得广泛的支持。为此，高辨又摸索着以其他方法进行尝试。与华严宗通常以法藏、澄观为正统的看法不同，高辨很重视李通玄。他根据后者的著作，先后创作了《佛光观略次第》《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华严信种义》《华严佛光三昧观秘宝藏》等书，提倡佛光三昧观。但由于观法必须结合深奥的理论，不易于在民间推广，高辨最终只得将其落实在密教的光明真言（光明咒）上。他表示，只要诵读此真言，就能收获现世和当世的各种利益。为此他还创作了《光明真言句义释》《光明真言功能》《光明真言土沙劝信记》等书加以宣传，这使他又回到了平安时代以来华严密教化的老路上。除此之外，高辨还信奉弥勒净土，这与中国华严宗的传统也颇为不同，大概是受到了法相宗的影响。据说，他临终前曾口唱弥勒名号，祈愿往生兜率净土，也有记载说他临终一直口诵光明真言。

由于身世经历特殊，高辨自幼就表现出了对佛教的炽热信仰，为了复兴华严宗，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特别是面对新佛教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他适时地加以吸收或做出批评，表现出了灵活性。这些探索虽然未必都获得成功，但他对信仰的虔诚、对修行的精进和对戒律的恪守，使他赢得了朝野各方的尊重，成为镰仓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高僧之一。

二 宗性与凝然

宗性（1202—1292）是右京大夫藤原隆信的孙子，宫内大辅隆兼的儿子，出身公家贵族。他学识广博、著作等身，据说有230种451卷，尤精法藏、澄观的华严学。除了华严类研究著作，他受贞庆等人的影响，也信奉弥勒净土，撰有《弥勒感应抄》弘扬弥勒信仰。他还有传记《日本高僧传要文抄》，该书选录编辑了《婆罗门僧正传》《弘法大师传》《叡山大师传》《延历僧录》等史传的精华，史料价值较高。

宗性的弟子凝然（1240—1321）继承了老师博学深思的特点，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学僧之一。凝然是伊予国（爱媛县）人，他不仅精通华严义理，对三论、法相、俱舍、成实、禅与净土都有涉猎，其所撰《八宗纲要》一直被日本各宗僧徒奉为必读的教科书，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可以称得上是古代有关佛教思想史的经典著作。他的另一部作品《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与中国同时期的《佛祖统纪》等著作齐名，也堪称古代佛教史方面的杰作。凝然有关华严学的义理著作很多，代表性的有《华严经探玄记洞幽钞》120卷、《华严五教章通路记》52卷等。其中《通路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不仅对后世的华严义学影响颇大，对现代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凝然还有律宗方面的研究著作《梵网经香象疏日珠钞》50卷、《律宗琼鉴章》60卷；真言宗有《十住心论义批》36卷；净土有《净土源流章》1卷。此外，他对圣德太子的《三经义疏》也颇有研究，创作注释达110卷，自称“三经学士”。据统计，凝然一生的著作多达127部1200余卷，其博学可见一斑。凝然还擅长培育弟子，其门流中杰出的有湛睿，是武藏国金泽（神奈川县）称名寺的第三代住持。该寺以保留有大量北条氏收集的宋元典籍著称，现以金泽文库名世。湛睿本人则著有《华严五教章纂释》和《大乘起信论教理钞》。因凝然对华严义学的贡献，他被后人推为华严中兴之祖。

前文已述，日本华严宗自古以来主要以东大寺为中心开展活动，自高辨开创高山寺派以后，形成了东大寺和高山寺两派。隶属于东大寺派的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说：

景雅法桥门人有高辨大德，显扬一乘、播永蓝德，开高山寺、弘华严宗，学业繁昌、修练勇励。并是本寺之清流，圆宗之风芳者也。

暗示高辨一派也是东大寺派的旁流。不过两派实际上差异较大，相对于较为传统保守的东大寺派，高辨的高山寺派明显带有一些非主流特质。他们并不神化法藏的地位，也不把法藏的学说奉为不可触犯的教条，经常到智俨、法藏系统之外寻找思想资源。高辨的实践观显然受到了李通玄居士的影响，此外，他对朝鲜半岛和他同时代的宋朝华严宗也非常关注。他曾著有《华严祖师汇传》，专门赞颂新罗华严大师元晓和义湘的事迹，这与中国华严宗以及东大寺派的传统观点截然不同，可见他对华严的传承谱系有独特的看法。

经过高辨、宗性、凝然等人的努力，华严宗一时呈献出新的气象，相继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僧侣。但由于华严宗仍然偏重于理论，缺少具有号召力的实践法门，因而未能在新时代产生相应的影响力。在高辨等人之后不久，华严宗再度陷入沉寂。

第二节 法相宗

平安时代佛教的主流是天台宗和真言宗，但法相宗作为奈良佛教的代表，特别是由于兴福寺是藤原氏的氏寺，法相宗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特殊的优势。圆融天皇天禄年间（970—972），兴福寺别当定昭（911—983）在寺内建立了一乘院；堀河天皇宽治元年（1087），权别当隆禅（1038—1100）又在寺内开设了大乘院。自此以后，一乘院和大乘院交替担任兴福寺别当，以元兴寺为中心的南传系统与以兴福寺为中心的北传系统合二为一，形成了以兴福寺为中心的派系整合。平安时代末期，法相宗出现了一些出色的学僧，代表性的有藏俊（1104—1180）、被尊称为解脱上人的贞庆（1155—1213）、担任兴福寺别当的雅缘（1138—1223）和《东域传灯录》的作者永超（1012—1095）等人。

贞庆出身摄关家，他的祖父是平安时代的重臣藤原通宪，父亲是贞宪。他8岁进入兴福寺，追从叔父觉宪（1131—1212），10岁出家并在东大寺受戒。觉宪是藏俊的师弟，贞庆在其指导下学习法相和律。因出身高贵和天资聪颖，贞庆很早就开始崭露头角，28岁即被选为奈良三大法会之一的维摩会的讲师，成为担任未来佛教界领袖的有力人选。但贞庆厌倦名利，且不满当时的寺院风气，不甘同流合污。建久三年（1192），38岁的他离开了法相宗的权力中心兴福寺，选择了归隐之路。《元亨释书》记载说他于建久三年（1192）应邀担任讲师参加宫中的最胜会，看到同行的僧众服饰华丽，举止骄慢，叹息良久。法会结束后，他没有返回奈良，而是径直前往山城国地处幽静的笠置山，自此归隐于斯再也没有重返奈良。据考证，这则记述在细节上并不属实，但自室町时代以来流传甚广，反映了人们对教界腐败的普遍不满和对贞庆这类高僧的同情和崇敬。还有研究指出，贞庆归隐的原因除了不满寺院生活的世俗化外，还与他希望潜心修行弥勒信仰有关。

据说，笠置山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弥勒信仰的圣地，贞庆于此修建了般若台、十三重塔，以释迦佛为本尊，供奉了一千尊弥勒菩萨像。弥勒信仰与法相宗关系密切。法相宗认为，传说中比无著、世亲略早，创作了大量唯识典籍并被奉为瑜伽行派祖师的弥勒与作为释迦佛弟子、先行上升兜率天宫，未来将于龙华树下成佛的弥勒菩萨是同一人。因此，中日两国的法相宗都推崇弥勒信仰。自法相宗于奈良时代传入后，弥勒信仰即已开始流行。平安时代在贵族阶层中弥勒信仰与阿弥陀信仰并行。兴福寺的北圆堂供奉有弥勒菩萨的立像，金堂内展现了弥勒净土。据认为，华严宗的高辨信仰弥勒净土是受到了贞庆的影响。

贞庆著作等身，对唯识学的义理研究贡献良多，被后人奉为法相宗中兴之祖。其代表作有《成唯识论同学钞》48卷、《唯识论寻思钞》15卷、《法相宗初心略要》4卷、《真理钞》3卷、《法相心要钞》1卷、《劝诱同法记》1卷、《观心为清净圆明事》1卷。其中《同学钞》是对法相宗教义的系统梳理，成为日本法相宗学徒的必读书目。《法相心要钞》则试图从法相宗的立场出发对佛教的各种法门做一统合。《心要钞》将佛教要旨分为八门：第一菩提、第二二利、第三三学、第四一心、第五观心、第六念佛、第七发心、第八觉母。八门的关系是倒推：众生因般若智慧的化身文殊菩萨（觉母）的加披而发菩提心，因菩提心而修念佛，由念佛力而得观万法唯识，由此观而制伏一心，由一心而生戒、定、慧三学，由三学而成自利、利他二行，从而证得菩提。

由此可见，贞庆对当时佛教界的新动向、阿弥陀佛念佛法门有所重视并试图将其与唯识观协调起来，但他反对法然提出的专修念佛的主张。元久二年（1205）在他代表兴福寺提出的弹劾法然的《兴福寺奏状》中，他强调念佛主要是“心念”，观想与口称应该结合起来，法然强调唯有口称念佛是正业的说法属于异端。另外，他还强调应该将释迦、弥勒、观音、弥陀等信仰结合起来，法然只提倡弥陀崇拜也属于异端。从贞庆的著述和实践来看，他本人更重视弥勒信仰。《愚迷发心集》说：“命终得生兜率内院，是正我愿。”

建保元年（1208）二月，贞庆病逝于笠置以西的海住山寺，享年59岁。其有法孙良遍，也是法相宗义学宗师，著有《观心觉梦钞》3卷和《应理大乘传通要录》2卷，前者是唯识学义理纲要，后者是唯识学教理史。这两本书也是日本法相宗的代表性著作。此外，良遍在实践上与贞庆相比表现出了进一步的灵活性，他对禅和称名念佛都表现出了好感。

不过，法相宗的教义素以深奥烦琐著称，普通人难以问津。法相宗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大概并不在于其教学的兴盛，恰恰相反，该宗内部富于宗教魅力的神异人物层出不穷。他们并未拘泥于经院式的、贵族化的教义，而采取了易于为民众接受的灵活多样的弘法形式。早在奈良时代，道昭、行基等人就以搭桥修路、赈济灾荒知名，被民间誉为菩萨转世，平安中期该宗又出现了仲算（935—976）、真兴（？—1004）这样的异僧，在此略予补充介绍。

据《兴福寺别当次第》，仲算曾任兴福寺别当，于贞元元年（976）圆寂，时年42岁，曾著有《法相宗贤圣义略问答》《法华经释文》等著作，是一名法相宗的学僧。不过，民间多有关于仲算的神异传说。《元亨释书》记载他于“安和二年于熊野山那智滝（瀑布）下讲《般若心经》，忽现千手千眼之僧，讲已升岩上，自此不见。或曰，入慈恩寺山而后不出，唯遗草鞋云”。有人认为仲算讲经后为供养法而舍身投入了瀑布，但民间却多相信他已成佛升仙。真兴也在兴福寺出家，著有《唯识章和记》12卷。他的特点是积极吸收密教和民间宗教修验道的修行方法。他从吉野山的仁贺学习修验道的秘法，其后长期在子岛寺修行，开创了密教的一个支流子岛流。他又登高野山，在山上修行密教，宽弘元年（1004）逝于山上南院。

第三节 律宗

律在奈良时代由道璿和鉴真传入，随后以他们的弟子为中心形成了师徒相承的团体，即所谓律宗。但律宗与法相宗、天台宗、真言宗等宗派不同，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佛教义理出发传授、解释戒律，为佛教各派所相通，并无鲜明的宗派色彩。天台宗建立大乘戒坛以后，律宗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影响力日渐式微。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的律宗仍然以道璿和鉴真两系的传人为中心，在大安寺、兴福寺、唐招提寺等处传讲戒律。凝然《八宗纲要》叙述自奈良时代到镰仓时代该宗的传法次第说：

若依日本弘传，南山律师、弘景律师、鉴真大僧正、法进大僧都、如法小僧都、丰安僧正等是也。

上述“南山律师”指道宣，弘景（634—712）是道宣徒孙，著名的律宗学者，鉴真从之受具足戒。法进和如法都是鉴真的弟子，他们与乃师一起东渡日本。其中，法进（709—778）是鉴真传戒讲律的重要助手，继鉴真之后主掌唐招提寺，后又继任大僧都。丰安（764—840）是平安时代人，“天长六书”的撰写者之一，代表律宗上呈《戒律传来宗旨问答》（《戒律传来记》），记述了日本律宗的教义和传承，被奉为日本律宗四祖。

进入镰仓时代以后，佛教界有识之士对僧侣荒废戒律的现象痛心疾首，戒律重新受到重视。京都涌现了北京律，奈良则有南京律，这一现象被称为律宗的复兴。实际上，这次复兴并非单纯的复古，而是对传统律宗的改革，与道璿、鉴真的时代相比，此时的律宗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一 北京律

活跃于京都、被称为北京律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自宋留学归来的俊芿和昙照。俊芿（1166—1227）是肥后国（熊本县）人，号不可弃性师。他先学习天台和真言，后因了悟戒律乃佛教之根本，进而研律。正治元年（1199）他入宋追随南山律宗的了宏学习南山律，同时还旁及天台、密教、禅。建历元年（1211）回国后，他住于京都东山的仙游寺，重兴塔堂。其后以鸟羽上皇、顺德天皇、九条道家为首的朝廷显贵皆皈依于他，幕府执权北条泰时也延请他担任戒师。嘉禄二年（1226），仙游寺改寺号为泉涌寺。俊芿在寺内多次设法筵讲律，盛况空前，他也被尊为律宗中兴之祖。俊芿对传播当时宋朝最新的佛教义学贡献很大。除了南山律，他对天台宗四明知礼等人的学说也很熟悉，法相宗的贞庆、天台宗的慈圆都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宋朝佛教的最新情况，因而对他非常叹服。他对佛教建筑也有敏锐的感觉，曾根据宋代佛寺的形式亲自指导设计了泉涌寺塔堂的布局和式样，使泉涌寺建筑群在京都各寺院中拥有独特的文物和艺术价值。

昙照（1187—1259）是山城国（京都府）人，明净业。他也是初学天台、密教，建保二年（1214）入宋从了宏的弟子守一学习南山律。宋理宗赐予他忍律法师的师号。安贞二年（1228）他回国于京都建立了戒光寺，讲说戒律。天福元年（1233）他再度入宋，仁治二年（1241）归来在大宰府建立了西林寺，其后又在京都建立了东林寺。晚年的昙照则一心修念佛法门。俊芿和昙照的系统被称为北京律，与天台宗的关系较为密切，但他们的系统传播时间不长，没过多久就衰微了。

二 南京律

最早在南都提倡复兴戒律的是实范。实范（？—1144）是贵族藤原显实之子。起初他在兴福寺学习法相宗，之后在醍醐寺学习真言宗和天台宗。鉴于奈良僧侣腐化堕落的现状，他在南都般若寺以东建立了成身院，专门宣讲戒律，培养了一些弘律的人才。

《元亨释书》载有实范的一则逸话。实范精研戒律，但以为“戒贵传授，我（实范）虽精究，争奈无师承何”，对此感到苦恼。一夕他梦见自己自唐招提寺挹清水到所住的中川寺，惊醒后感到非常兴奋，认为是瑞相，于是破晓即赶赴招提寺。当时的招提寺经鉴真以后数世，“院宇废替，僧众不居，庭庑之间，半为田畴”。实范入寺后连僧人都找不到，只看见一个农人在耕地。实范便问农人鉴真大和尚的影堂在哪里。农人予以指点。实范又问，这寺院里难道没有比丘吗？农人对曰：“我虽不全仪相，少听《四分戒本》。”实范以为机会难得，当下乞求农人传授，于是农人“脱犁放牛，洗手畎水，将范向影堂中亲授”。“范已得戒传，即归中川寺，开律讲、行羯磨，自此戒法亦兴。”

这则逸话多少带有些传奇色彩，但也反映出当时律宗不振的实际情况。戒律传授需要三师六证，在戒师不足的情况下就很难进行。所以有一些折中的办法，例如如果在佛像前做了有瑞相的梦，就可以以佛为戒师受戒，这些称为自誓受戒。鉴真渡日授戒之前，日本僧人都采用这种自受的办法，实范的时代律宗衰落，戒师奇缺，当时的僧人又不得不用此方法。实范之后的律宗高僧觉盛、有严、圆晴、叡尊等人都是在东大寺大佛前进行的自誓受戒。

重视戒律的法相宗贞庆曾就学于实范的弟子。他除了本人严守戒律外，还感到有必要为振兴律宗培养人才，于是他遴选了20名年轻僧侣学律，其中脱颖而出的是觉盛。觉盛（1194—1249）字学律，他从高辨学习华严，从西大寺戒如学习戒律，著有《梵网戒本宗要杂文集》《菩萨戒通别二受钞》《律宗新学作特要文》等著作。仁治年间（1240—1242）他为四条天皇等皇亲国戚授戒。后醍醐天皇对他恩遇有加，敕命他住持唐招提寺，重振律宗，赐号为大悲菩萨，人们无不以他为鉴真乘愿再来。不过，觉盛的思想已经与鉴真时代有了较大差异，他更加重视菩萨戒。觉盛的弟子证玄继他之后任唐招提寺住持，他的另一名弟子圆照重振了东大寺戒坛院。

与觉盛同门的叡尊是南都律宗复兴的关键人物。叡尊（1201—1290）是大和国（奈良县）人，字思圆。叡尊的父亲是兴福寺的僧人，可见当时僧人娶妻生子已经不是特例，但叡尊本人却成了提倡严格遵守戒律的僧界领袖。叡尊起初在醍醐寺和高野山学习真言宗，后来他感到求法不能仅仅止于学识，便将目光转向了戒律实践。此后，他到西大寺向戒如学律，以精进刻苦获得了戒如的嘉许。嘉祯元年（1235），叡尊继戒如之后任西大寺住持。当时的西大寺久已不复昔日盛况，叡尊接手后，重振寺风，修整伽蓝，将西大寺建成了弘扬戒律的重要道场。叡尊持律弘律的活动受到了上层贵族的推崇，后深草、龟山、后宇多、伏见等天皇都从他受戒，王公贵族受戒的更是不计其数。镰仓幕府风闻叡尊的事迹，也邀请他到关东传律。弘长二年（1262），叡尊抵达镰仓，为前执权北条时赖等幕府要人讲解戒律思想。时赖听讲后对叡尊非常敬佩，表示要向西大寺捐献土地，叡尊则坚决予以谢绝。

除了面向上层贵族，叡尊还非常重视民间传教，对下层民众富有同情心。他除了向民众宣讲戒律的内涵、持戒的重要性外，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他曾经向近畿各国的非人施舍粮食和财物，为他们授戒，还在奈良的般若寺营造了救助麻风病人的慈善设施。这些活动使他在民间也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弘安四年（1281）七月，元军入侵，后宇多天皇敕命叡尊前往石清水八幡宫，率南都北岭的高僧五百余人修法降伏来寇。民间传说是叡尊作法刮起了神风，击沉了元军的战舰，甚至把他称为思圆佛。

叡尊从戒律思想出发，特别强调戒杀生。他曾经劝说近畿的领主没收各种杀生的工具。弘安七年京都修整宇治桥时，他向朝廷提出申请，要求撤除河里的渔网。鉴于他的影响力，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以太政官符的形式颁布了命令。正应三年（1290），叡尊以90岁的高龄辞世，后伏见天皇赐予他兴正菩萨的谥号。叡尊本人的密教背景深厚，弘法也以律和秘法相结合，因此他这一派又被称为真言律宗。叡尊也更加重视大乘菩萨戒，他著有《梵网经古迹记下卷科文辅行文集》10卷、《菩萨戒本宗要辅行文集》《菩萨戒羯磨文释文钞》等著作。他还著有自传性质的《感身觉正记》3卷，对于了解他本人的思想和事迹以及同时代的史实具有重要价值。

叡尊门下最出名的弟子是忍性。忍性（1217—1303）是大和国（奈良县）人，字良观。他在西大寺追随叡尊，曾经做过打扫僧房、为僧人洗衣等卑贱的工作，但从不抱怨，赢得了叡尊的赞誉。出世以后，他一如既往，以扶助他人为己任，在这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建长四年（1252），36岁的忍性前往关东弘法。他在常陆国清凉院宣讲戒律长达10年。弘长元年（1261），他受北条时赖邀请入住镰仓光泉寺，后来得到北条长时的皈依成为极乐寺的开山。此时日莲正在镰仓传教，他为了扩大影响，推广自己的主张，就以受到幕府和民众推崇的忍性为靶子，数度对忍性进行攻击嘲讽。

事实上，与众多腐败堕落的上层僧侣不同，忍性一向自律甚严，关心民间疾苦，积极投身各项慈善公益事业。在近畿时期，他曾先后建立多所施药院、悲田院，救助穷人。他还在般若寺北山修建了专供麻风病人居住的房舍。到镰仓后，他也积极救济穷人、非人、孤儿等社会弱势群体，直到晚年仍然坚持不懈。极乐寺也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慈善设施。据统计，忍性一生中共建寺院83所、架桥189座、修路71处、凿井33口、阻止杀生63次，为民间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嘉元元年他以87岁高龄在极乐寺入灭，后醍醐天皇赐号忍性菩萨。

实范、觉盛、叡尊、忍性等人以奈良为中心复兴律宗，因此他们的派别又被称为南京律。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实践。叡尊等人虽然也曾派人入宋搜集律宗典籍，宣讲戒律不辍，但相较于著书立说，他们更倾向于实践活动。他们经常运用秘法，从事祈雨、降伏等法事，在民众当中密教僧的色彩浓厚，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真言律宗。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派的势力兴盛不绝，延续时间较久。

如上所述，镰仓旧佛教在新佛教的刺激下一度迸发出了活力，取得了短暂的复兴，但由于缺乏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于镰仓时代末期再度沉寂。



[1] 即使是忍性的论敌日莲，对他的德行也赞誉有加。日莲在《圣愚问答钞》中说：“极乐寺良观上人，上自天子下至万民，皆仰奉为生身如来。见彼行仪，实以尔也。……如良观上人，作道渡桥，是第一法也。”转引自［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二卷，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245页。


第十二章 室町时代的佛教

室町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政治最为混乱的时代。从政治史角度而言，室町时代通常又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前期称为南北朝时代（1336—1392），后期称为战国时代（1477—1573）。南北朝时代自镰仓幕府灭亡（1333）不久，朝廷分裂、南北天皇并立起（1336），直到北朝以足利氏的武力为后盾吞并南朝为止（1392）。战国时代自应仁之乱（1467—1477）后，一直到织田信长废除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1573）、室町幕府灭亡为止。[1]战国时代末期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存在时间较短（1573—1603），但性质更接近于德川家康建立的江户幕府，可以视为战国时代与江户时代的过渡期。由此可见，足利氏室町幕府相对稳固的统治时期仅仅为75年，进一步而言，其全盛期不过足利义满（1358—1408）一代而已。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士集团的分裂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武士政权是典型的封建制度，镰仓幕府确立了其基本架构。武士政权的中央政府是幕府，有侍所、政所、问注所，掌管全国的军事、行政和经济大权。幕府的最高统领是将军，但实际政务主要由将军的重要家臣们即“评定众”集体负责。镰仓时代，将军和评定众由执权北条氏得宗一门控制，从而形成了北条氏的专权。室町时代，幕府设立了相当于执权的执事（管领），对其权力有所限制，但最终仍未能阻止强势管领的专权。管领之下是地方的诸侯，即守护大名。管领和守护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家臣。因守护大多长期驻扎在镰仓或京都，地方大权往往委托给守护最信任的家臣，称守护代。同理，守护代也有家臣，直至末端的武士。这样就形成了层级效忠式的封建主仆关系，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最重要的是，这种附庸、效忠关系是世袭的，完全由血缘、历史上的瓜葛、封建伦理（例如《贞永式目》所体现的）来维系。然而这些看似牢固实则脆弱的维系关系一旦置于实际利益面前，立刻就变得不堪一击了。

在镰仓和室町两代，幕府的权力最终由将军转移到了执权（管领），又从执权转移到家臣，幕府的权威已经从内部被侵蚀、弱化了。另外，地方守护大名却不断成长，成为与幕府相抗衡的割据势力，幕府的存在已经失去了意义。换句话说，武士政权的基础原本就是赤裸裸的暴力，一旦撕下了忠义之类的遮羞布，其自身就必然会被产生于内部的源源不断的暴力所摧毁。特别是经历过镰仓末期的一番演练后，信奉武力的武士们就更不可能俯首听命于室町幕府了。而室町幕府又没有削藩的有效手段，因此迅速导致了管领操纵将军、家臣推翻管领、守护代背叛守护、民众起义推翻武士的下克上的政治乱象，幕府完全成了摆设。事实上，乱象之中也蕴含着诸多进步因素，民众的觉醒是最大的亮点。室町时代的佛教表现出了更强的自主性，其标志就是在镰仓时代不断遭受打压处于劣势的异端派别迅猛壮大，逐步取得了佛教界的主导地位。

第一节 室町时代的宗派概观

室町时代发展最迅猛的佛教派别为净土真宗、日莲宗、曹洞宗、临济宗、净土宗、时宗。天台宗和真言宗虽然仍有较大势力，但其发展已陷入停顿。镰仓时代产生的佛教新动向在室町时代彻底形成新派别，并迅速替代了传统派别的主导地位。净土真宗以北陆、东海道各地的农村为起点，势力逐渐拓展到了日本全国，他们的传教对象以农民为主。净土宗则以武士阶层为主要传教对象，在关东地区获得了发展。日莲宗则主要争取地方大名和武士的支持，通过武士动员农民。他们的势力从关东、东海道等地拓展到了京都所在的近畿地区。临济宗五山派主要在京都、镰仓各地的上层武士和公家扩大影响力，林下派则以武士、商人、市民为传教对象；曹洞宗则在民间发展壮大。

就寺院数量而言，到江户初期为止，以真宗和曹洞宗为最。真宗主要为新建寺院，而曹洞宗的地方寺院大多来自天台宗和真言宗的转宗。就政治影响力而言，以真宗和日莲宗最为突出。特别是著名的“一向一揆”和“法华一揆”成为室町时代社会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件。这类信徒武装暴动起初大多源于自发，有的是因为受到宗教迫害，有的是因为反抗苛捐杂税，后来部分教团上层为了谋取政治利益，利用信众的力量发动宗教战争，性质有所转变。另外在文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仍然是禅宗，其时烂熟的禅思想影响到了文学、建筑、茶道、能乐等各个方面。

一 临济宗

临济宗在室町时代出现了所谓“五山”和“林下”之别，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五山”是幕府和朝廷支持的体制派，以京都和镰仓的“五山”为中心；而“林下”则与幕府的关系时远时近，主要在民间获得了发展。

“五山”源自中国南宋，全称为“五山十刹”制度。其名义来自印度的五精舍十塔所，本质是中央政府为了更好地以禅宗统合、控制佛教而建立的官僧体制。因此，五山十刹原则上都是十方丛林，由政府主导选用德高望重的僧人担任住职。五山十刹制度的特点是层级管理制度，这为其后形成的本末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五山是全国最高的禅林，位居十刹之上，十刹又位居全国的中小禅林之上。五山制度在镰仓中后期传入日本，最初属民间性质，后来改为由幕府指定。但最初的规定较为模糊，五山的寺院也经常变动，到室町时代足利义满任将军时，于至德三年（1386）正式确定了京都和镰仓五山的所指。

京都五山包括：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包括：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京都的南禅寺被指定为五山之上，位列别格。配合五山制度的是僧录司，也是由义满确立。五山和僧录司负责管理全国的禅林，具有官方性质，因此五山派的僧人多为幕府的御用僧，与当权者关系密切。另外，与五山僧原本不出自同一法系的派别在幕府重用前者的情况下与幕府的关系有所疏远，他们在民间发展势力，事实上不服从五山的管理，他们被称为林下派。

（一）五山派

协助幕府建立五山制度的是临济宗佛光派的梦窗疏石（1275—1351）。疏石是伊势国（三重县）人，年幼时移居到甲斐国（山梨县）。他初学天台、真言，其后追随一山一宁、高峰显日习禅。学成后一度归隐，在后醍醐天皇的敕命下前往京都的禅林弘法。延元四年（1339）天皇驾崩，疏石劝足利尊建立天龙寺为天皇祈祷冥福。足利尊为了筹措建寺的费用向元朝派遣了商贸船，历史上称为天龙寺船。疏石还向足利尊和足利直义建议，在六十六国分别修建安国寺和利生塔，为此前的战死者招魂。疏石门下有高足五十多人，其中无极志玄、春屋妙葩、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人都成长为名僧，梦窗派成为当时禅林势力最大的派别。

春屋妙葩（1311—1388）得到将军足利义满的皈依，深受其信任。义满设立了负责管理禅林的僧录司，由妙葩担任僧录，执掌任免五山十刹以下的禅寺住持，管理寺院田产的大权。后来由于妙葩建议义满修建相国寺，并兼掌寺内的鹿苑院，鹿苑院的住持兼任僧录就成了惯例。

（二）林下的应灯关派

林下派的发展以南浦绍明（1235—1308）开创的法系最为突出。绍明谥号“圆通大应国师”，有弟子宗峰妙超（1282—1337）。妙超生前就获得“兴禅大灯国师”的称号，传弟子彻翁义亨（1295—1369）和关山慧玄（1277—1360）。义亨继承了妙超创建的大德寺，慧玄则另开创了妙心寺。因此，大德寺派和妙心寺派是绍明、妙超法系的两个支流，他们整体上又被称为“应灯关派”（大应、大灯、关山），自战国末期起妙心寺派势力兴盛，又自称为“关山派”。应灯关派自室町时代一直到江户时代都是林下派的主流。

（三）大德寺派

大德寺在南北朝初期曾一度被列入五山之列，但后来主动脱离了五山系统。应仁之乱（1467—1477）时，京都化为战场，大德寺也被战火焚毁。后来经过养叟宗颐及其弟子春浦宗熙等人的努力，伽蓝得以重建。与宗颐同门的有一休宗纯（1394—1481）。一休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传奇人物，家喻户晓，江户时代就出现了关于他的传奇故事集《一休咄》。一休生于京都的农户，年幼出家，曾先后在天龙寺、建仁寺等五山大禅林修行。但当时的五山已经高度政治化、文人化，与一休追求的禅精神完全不同。于是一休离开五山，转向林下，21岁时入大德寺华叟宗昙之门。他对宗昙非常恭敬，以其峻严的禅法为禅家本色。然而宗昙去世后，同门宗颐等人与大阪等地的新兴城市商人交往密切，希望以他们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振兴宗派，这与一休的想法格格不入。因此，一休离开大德寺，辗转于各地的小寺院，直到81岁才回到大德寺就任住持。一休不满于禅林世故，常常故作癫狂，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后世就编撰了许多有关他的传奇故事，但不一定符合史实。他有诗集《狂云集》和《自戒集》，言辞辛辣，针砭时弊，颇为人喜爱。《龙宝山大德寺志》说：

自文明年中（1469—1487）至宽永年中（1624—1644），曰佛法者，无不敬崇紫野（大德寺）。原其来由，诸宗以讲经取人，五山以文章取人，独有紫野，以参禅学道究明心地取人。盖国俗素疏于文字，况世经干戈，人人朝不虑夕，岂有读书之暇乎？唯明心之说，言简语要，为可悦而已。[2]

这段话道出了以大德寺为代表的林下派广受欢迎的原因。显密诸宗唯讲经说法，五山派只重视文章，他们高高在上，在乱世中也就难免显得曲高和寡。

大德寺派以商人为主要檀越，而商人喜爱饮茶，大德寺派就出现了许多与茶文化有关的名僧。曾经从一休习禅的珠光（1422—1503）将禅与茶结合起来，开创了东山时代（将军义政统治的时代）茶道的重要派别。珠光的茶道传承给大阪的商人武野绍鸥（？—1555）。绍鸥也曾从大德寺第九十代住持、南宗寺开山大林宗套习禅，倡导“茶禅一味”。绍鸥有弟子千利休（1522—1591），向宗套学禅，向绍鸥学习茶道，后成为茶道大家。战国时代的枭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以及当时的富商巨贾都曾请利休组织茶会。利休后被秀吉逼迫自尽，但其茶道源远流长，发展为里千家和表千家两大流派，利休本人被誉为日本的“茶圣”。

（四）妙心寺派

妙心寺派与南朝系统的天皇渊源较深，与足利氏敌对，在应永之乱（1399）中加入了反足利氏的阵营，失败后遭到了足利义满的严厉惩罚。义满没收了寺院的领地，其后又彻底拆毁了妙心寺，将僧人逐出了京都。妙心寺派只好争取守护大名和地头武士的支持在地方发展势力，结果在东海道、奥州（东北地区）等关东地区获得了发展。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该宗派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大休正休获得了骏河国（静冈县）大名今川义元的支持，在骏府（静冈市）建立了临济寺。其弟子太原崇孚成为义元的外交、政治顾问，并曾经负责年轻的德川家康的教育。[3]明叔庆浚获得甲斐国（山梨县）大名武田信玄的支持，将梦窗一派的惠林寺变为了妙心寺派的寺院。以天宗清获得小田原（神奈川县）守护北条氏的支持，在箱根建立了甲云寺。快川绍喜建立了美浓国（岐阜县）的崇福寺，后来又应信玄之邀住持惠林寺。以上可见妙心寺派在关东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广。另外，京都的雪江宗深（1408—1486）得到后土御门天皇的皈依，在天皇支持下于文明九年（1477）重建了妙心寺塔堂。其门下涌现出景川宗隆、悟溪宗顿、特芳禅杰、东阳英朝等法门龙象，号称“四杰”，妙心寺派因而获得了全面复兴。

二 曹洞宗

曹洞宗第三代传人在二祖孤云怀奘（1198—1280）去世后，就教团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争论。其后，三祖彻通义介（1219—1309）于正应二年（1289）自越前国（福井县）的永平寺出走，移住加贺国（石川县）大乘寺，教团分裂。此后两派各自为营、互不干涉。义介的弟子莹山绍瑾（1268—1325）继承了他的事业，在能登国（石川县）先后开辟了永光寺和总持寺。此外，九州地区肥后国（熊本县）的大慈寺也成为曹洞宗的重要基地。

进入室町时代以后，曹洞宗与临济宗林下派一样，争取地方大名和武士的支持，在地方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绍瑾的弟子明峰素哲（1277—1350）继承了永光寺，峨山绍硕（1276—1366）继承了总持寺，分别称为明峰派和峨山派，其中又以峨山派一枝独秀。峨山绍硕门下有高足五人，号称“五哲”。其中太源宗真（？—1371）创立了太源派，通幻寂灵（1322—1391）则创立了通幻派。太源宗真在加贺国（石川县）创立了佛陀寺，其门下先后建立了越前国（福井县）的龙泽寺、远江国（静冈县）的大洞院。通幻寂灵在丹波国（京都府）创立了永泽寺，其门下创建了相模国（神奈川县）的最乘寺、萨摩国（鹿儿岛县）的福昌寺、越前国（福井县）的禅林寺、慈眼寺。由此可见，峨山派在地方发展的势头，其势力已经遍布日本全国。

峨山派发展壮大，而永平寺一派自义介出走后一直陷于停顿，相较于峨山派处于劣势。室町中期，峨山派门人凭借本派的势力重新入主永平寺。此后，作为道元后半生长住的永平寺再次成为全教团的根本道场，地位逐渐凌驾于总持寺、大乘寺等寺院之上。文龟三年（1503），永平寺被敕许为紫衣道场，享有与临济宗五山相同的地位。永正四年（1507）永平寺又获得“本朝曹洞第一道场”的赐额，上升为与南禅寺相同的寺格。天文八年（1539），永平寺成为敕愿寺。江户时代的元和元年（1615），幕府为了分散曹洞宗的力量，将总持寺也升格为紫衣道场，从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永平寺、总持寺两大本山体制。

曹洞宗在室町时代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本土化和民众化。道元本人出身贵族，再加上其强烈的人格魅力，最早皈依他的外护多是武士。道元在教义和教团管理方面也严格遵照中国禅宗的古风，很少为外在环境的压迫而妥协。但自义介和莹山起，为了争取地方民众的支持不断引入密教元素，教团走上了本土化道路。由于曹洞宗所在的北陆地区处于日本海一侧，与大陆的交往较少，距离权力中心京都、镰仓也较远，曹洞宗展现出了与五山僧完全不同的风格，积极在农民阶层中拓展势力。

教团传教的一个特色就是巧妙地将外来的禅门规式与本地的信仰民俗结合了起来。每年初夏，教团都要举行为期三个月的“江湖会”，腊月初一开始举行“腊八接心”（连续八天昼夜并行的禅坐）。其中“江湖会”又称“千人江湖”，属于禅门的结制安居法。届时众禅僧聚集一堂，共参共修。“江湖会”本来为禅宗各派共有，但一般限于僧人内部，曹洞宗的特点是在地方大名的支持下，将“江湖会”演变成了群众性的狂欢活动，无论僧俗老幼都可以参加。通过活动，僧人获得了锻炼，民众也获得了宗教、文化上的熏陶。与此类似的还有授戒会、施饿鬼会、大般若会等各种大型法事，每种都是同时有数百名僧人与会，民众更是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成为地方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4]随着活动规模的升级，各地同时与会的曹洞宗僧人不断增加，客观上也加强了分散于各地的曹洞僧团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宗派的发展。此外，教团在民间公益事业方面也可圈可点。

三 净土宗

净土宗于法然之后产生了教义分歧，出现了一念义和多念义。由于念佛自平安时代以来是较为普遍的修行法门，法然的门徒未能充分发挥其教义特色，再加上幕府的压制，镰仓时代净土宗未能获得有效发展。室町时代的净土宗传教不再受到限制，他们把主要传教对象设定为幕府和武士，通过与武士政权的合作获得了一定发展，但在民间的影响力远远不及真宗。

室町时代活跃的净土宗派别都源自镇西派然阿良忠的系统。良忠擅长说法，以法然的正统传人自居，他在镰仓传教取得成功，建立了光明寺，在京都也获得了后嵯峨天皇、后宇多天皇的支持。良忠门下英才辈出，其弟子们分为名越、白旗、藤田、三条、一条、木幡六派（流），其中白旗流的创始人白旗良晓（寂慧）是良忠的亲生子，最受良忠信赖。寂慧门下后来出现了圣冏、圣聪师徒，在室町时代大振宗风。

了誉圣冏（1341—1420）出身常陆国（茨城县）上层武士家庭。他在常福寺出家从良誉定惠学习净土教义，著述广泛，对确立净土宗教义、关东传教做出了重要贡献。晚年的圣冏移居武藏国，建立了小石川传通院。圣冏的重要著作包括《二藏颂义》，以“二藏、二教、二顿”的分判方法来诠释净土宗与他宗的差异，高扬净土教义的殊胜。《净土真宗付法传》则回答了禅宗对净土宗法脉传承的质疑，提出了马鸣、龙树、世亲、菩提流支、昙鸾、道绰、善导、法然的八祖说。在教团管理方面，圣冏还制订了《净土宗白旗流义相承制诫状》，维系师徒相承的血脉，对稳固教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白旗派一枝独秀与此有重要关系。

继圣冏之后发展净土宗的是其弟子圣聪。西誉圣聪（1366—1440）是下总国武士之子。自20岁起他在圣冏门下学习九年，明德四年（1393）他在武藏国（东京都）丰岛郡贝塚建立了增上寺，成为宣讲净土宗教义的重要道场。圣聪及其弟子积极发展武士入教，在关东地区取得了成功，其后关东形成了净土宗十八檀林，在江户时代占有重要地位。

在关东地区获得成功的净土宗进而转向当时的政治中心京都发展。最先进入京都弘法的是一条派，他们在京都建立了清净华院。为了争取公家的支持，他们迎请贵族子弟担任住持。其中较为出色的是等凞。等凞获得了后花园天皇的信任，文安三年（1446）被赐予佛立慧照国师的称号。嘉吉二年（1442），圣冏的门流庆竺进入京都成为百万遍知恩寺的第十九代住持。第二年，后花园天皇钦定白旗流为净土宗第一，准其着香衣入皇宫。宝德二年（1450），庆竺又成为东山知恩院的住持。知恩院是法然庙堂所在地，白旗派入主知恩院，标志着其占据了净土宗的主流地位。

到16世纪中叶，京都的净土宗中，白旗派占据了知恩院，藤田派占据了百万遍知恩寺，一条派占据了清净华院和新黑谷，其中尤以白旗派势力最强。

四 净土真宗

真鸾去世后，其门徒在关东地区和近畿地区分散建立了诸多小教团。关东地区以高田派势力最大，在南北朝时期获得了一定发展。该派的一支创建了专修寺，发展成专修寺派，后来成为本愿寺派的竞争对手。京都以亲鸾大谷本庙为中心建立的教团称本愿寺派，本愿寺派的法主由亲鸾的子孙世袭。总体而言，真宗各教团小而分散，没有统一的组织，发展较为缓慢。第三代法主觉如（1270—1351）曾试图以本愿寺为中心统合真宗，但因各地教派抵制而未能成功。第五代法主绰如为摆脱困境，赴越中国（富山县）传法，拓展教团势力，获得了一定成功。到第八代法主莲如时，终于成功地建立了以本愿寺为中心的真宗教团。

（一）莲如拓展教团的事迹

莲如（1415—1499）是本愿寺第八代法主。他年幼的时候本愿寺尚且势单力薄，作为法主的莲如一家生活也是捉襟见肘，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要靠信徒的周济度日。在如此环境下长大的莲如立下了振兴教团的志向，一边发愤读书，一边开始了传教的实践。

莲如认为，真宗之所以弱小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他决心依照亲鸾的遗训，不依靠领主、守护和地头，直接发动农民壮大组织。为此，他亲自到关东、东北、近畿一带的农村弘法，深入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想法，向被困苦生活压迫折磨的农民传播念佛往生的教义。通过与农民的深入接触，他摸索出了一套灵活的传教方法。在农村弘法时，他往往先安排人表演唱戏、说书，等乡民聚集得多了，情绪放松了，再开始说法。他还发动、鼓励皈依了的农民组成宗教小团体“讲”，传讲教义、交流心得。中世的农村采取官绅共治的方式，村一级的事务，包括治安、诉讼等完全由村里的乡绅和年长的村民合议决定。莲如深谙此理，他经常告诫门徒，真宗的教义只要“三个人”即当地的真宗僧人（“坊主”）、乡绅（“乙名”）、长老（“年寄”）理解即可，因为他们相信了就等于全村的人都相信了。莲如就通过这样的方法发动农民，广泛地建立了真宗的基层组织。

作为一名出色的宗教领袖，莲如特别注意与普通教徒的关系。他发挥亲鸾的“同朋”精神，将每一名教徒都看作信仰、修行的同道，一视同仁，从不以法主自居。在他出名以后，每当有信徒从外地来拜访他，他都放下手边的工作与其交谈。他自己生活俭朴，但有一次信徒远道而来拜访他，正在用餐的莲如一边招呼信徒们吃饭，一边特意叮嘱厨师加菜款待“亲鸾圣人的尊贵门徒”。他外出弘法时，每逢离别，男女老幼举村相送，泣不成声，他就让侍从把车子后面的帘子挑起来，自己站在车尾，以便送行的信徒们远远地都能看到自己。凡是弘法接触过的信徒，他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到地方弘法，向当地教团的负责人问起几年前他来弘法时度化的一对老夫妇，当听说他们非常虔诚时，他很高兴，特意赶一夜的山路专程探望这对夫妇。诸如此类，莲如的各种传闻唤起了信众对他的崇拜，形成了强大的教团凝聚力。

文明三年（1471），莲如赴北陆各地弘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在越前国（福井县）的吉崎建立了传教的据点，各地的信众陆续赶来“群参”（集体礼拜），不到一年就聚集了上万人，而且各地闻讯而来的门徒还络绎不绝。这引起了当地守护、武士和在北陆地区拥有诸多庄园的天台宗等旧佛教派别的恐慌。为了避免摩擦，莲如先是劝阻信众不要再来群参，后来（1475）又不得不离开了北陆。返回京都后，他在京都郊外创建了山科本愿寺（1479），晚年又建立了大阪的石山本愿寺（1497）。山科和石山本愿寺并非单纯的寺庙，而是坚固的城池，本愿寺教团以此二地为据点，统领全国信众，积蓄了强大的实力。到莲如之子第九代法主实如时，由于朝廷公家不断衰落，大永元年（1521）朝廷办理天皇即位大典时，已经到了请求实如捐款的程度。

（二）“破门”与教团对信众的控制

教团依靠信众不断壮大的同时，教团与信众的关系也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莲如时代为了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已经创立了“破门”制度。破门就是将不服从法主命令、不向教团履行纳贡等义务、宣讲异端教义（判断权自然在法主）的教徒逐出教团，并禁止所有教徒与之接触。被破门意味着在信仰上被剥夺了往生的机会，同时被现实社会隔离。由于真宗信众一开始就是以集体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一旦被破门，不但在当地难以为生，就是逃到外地也会遭到真宗教徒的疏远和敌视，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信众因为破门而全家死于非命的例子并不罕见。伴随着破门制度建立起来的是冷酷无情的监视组织，其大权掌握在法主的血亲手里，法主一家被称为“御一家众”，事实上掌握着信徒的生杀大权。

到第十代法主证如时，于天文五年（1536）前后进一步确立了“御生御免”的权力，即本愿寺法主有给予信徒往生净土的权力。这当然彻底违背了亲鸾完全依赖阿弥陀佛他力，否定人的自力的思想，事实上是教团权力异化的鲜明标志。

（三）一向一揆

真宗的教义在农民当中传播很快，皈依了真宗的农民们组成了教徒的自治团体“讲”。有的“讲”以村为单位，有的大村子按照传教的系统分成几个“讲”，“讲”构成了真宗的基层组织。战国初期，这样的“讲”已经零星地遍布于北陆地区的加贺国（石川县）、越中国（富山县）、越前国（福井县）、能登国（石川县），并向日本全国各地发展。以“讲”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有意识地捍卫自己的权益，抗捐抗税的现象在各地出现了。在此情况下，作为统治者的地方武士和土豪也不得不决定自己的立场，有的选择了镇压，有的则借助真宗的势力消灭异己，特别是在政治上失意或下野的武士、土豪选择了加入教团，利用教团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样，真宗活动的背景就变得异常复杂起来。

莲如在北陆弘法时，发生了加贺国的守护富樫政亲为了与兄弟争夺守护宝座，利用真宗信徒参战的事件（1474）。结果政亲与真宗一方获胜，但真宗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两千多名信众战死。由于真宗别称一向宗[5]，这次事件被称为“一向一揆”。莲如反对信众利用“讲”和地方教团谋求政治、经济利益，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幕府、大名和旧佛教对真宗群起而攻之，因此他总是劝说信众服从统治者，幸福不在现世而在往生净土。但是已经发动起来的农民不再可能只满足于来世的幸福，他们还希望通过斗争改变自己绝望的现状。特别是武士阶层入教以后，教团的组织能力大幅度提高，政治野心也进一步膨胀，“一向一揆”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对此，莲如也无可奈何，加贺事件是导致他离开北陆的重要原因之一。

莲如离开后，政亲在利用“一向一揆”掌权之后又转而镇压真宗，加贺门徒反抗失败不得不退出了加贺国，但长享八年（1488）他们在越前等地门徒的支持下，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一向一揆”，攻陷加贺，逼迫政亲自杀，在加贺成立了真宗僧侣和入教武士组成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此举迅速波及北陆各国，越中、能登、越前先后成立了真宗政权。本愿寺原本三令五申反对信众暴动，但北陆地区的暴动成功后，作为大本山的本愿寺获得了巨大的现实利益，此后，本愿寺往往对这类暴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能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各地的教团上层看到民力可用，纷纷暴动夺取守护国的政权，东海、关东、近畿等地区都发生了“一向一揆”，持续整个战国时代。本愿寺派也逐渐演变成了战国时代最强有力的宗教大名。

五 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莲（1222—1282）殁后，由其重要弟子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集体领导教团，称为“六老僧”。其中日向（1253—1314）担任了身延山久远寺（日莲墓所在地）的住持，日兴（1245—1332）在骏河国（静冈县）开创了大石寺、本门寺，日朗（1243—1320）在镰仓开创了妙本寺，并兼任池上（东京都）本门寺的住持，这三人的门流在后世获得了发展。

日朗门下最为兴盛，有九大弟子，包括日像（1269—1342）、日印（？—1328）等人。其中日像进入京都弘法，因诸宗迫害三度被流放，但他始终不曾屈服，终于获得了后醍醐天皇和足利将军的皈依，于元亨元年（1321）在京都建立了妙显寺[6]。据说，永仁二年（1294）四月二十八日晨，日像立于京都皇居东门外，面向朝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而这一天正是四十一年前日莲在清澄山首唱经题开教的纪念日。日像赴京都传法并最终获得合法地位，是日莲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此后，日像一派在京都积极传教，先后建立了妙显寺、妙觉寺和立本寺。日朗的另一个弟子日印则在越后国（新潟县）建立了本城寺，其弟子日静应足利尊氏之邀进京弘法，在京都建立了本国寺（1345）。日莲宗在京都积极传教，在公家、武家和城市商人阶层中都发展了信徒。

日像在京都传教以后，争取到了新兴的商人阶层的支持，其后很多大商人成为日莲宗的外护。例如永德四年（1384）富商赞助日什建立了妙福寺，永享元年（1429）商人赞助日阵建立了本应寺（本能寺）。同时，一部分贵族也成为日莲宗的追随者。据说，日像的上首弟子、继他之后主掌妙显寺的大觉就是贵族出身。进入15世纪以后，王公贵族的子弟成为日莲僧人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商人以及贵族的支持使得日莲宗在城市获得了迅猛发展，仅京都一地就建有二十一所大寺院，号称“二十一本山”。

日莲生前的弟子和支持者中有很多是地方武士，日莲宗继承了这一传统，积极争取地方武士的支持。武士的支持对日莲宗的发展作用很大，例如下总国（千叶县）野吕的领主曾谷道崇皈依后，命令领地的全体民众一起皈依日莲宗。为了加强与武士的关系，日莲宗的一些寺院还请武士的子弟担任住持。当武士遇到政治、经济上的困境时，日莲宗徒也会尽力相助。这样，自镰仓末期到室町时代前期（南北朝），日莲宗在地方也获得了迅猛发展，其势力拓展到关东、近畿、中部、九州各地。

（一）“铛冠上人”日亲

室町时代中后期最有名的日莲宗僧侣是日亲。日亲（1407—1488）幼年出家皈依日莲宗，在下总国（千叶县）中山的法华经寺修行，应永三十四年（1427）他入京弘法。

为了让将军足利义教皈依日莲宗，他效仿日莲创作了《立正治国论》劝说义教，言辞激烈，反而激怒了义教。义教将日亲投狱并施以酷刑，逼他改宗。狱卒曾用烧红的铁锅扣在日亲头上，他从此获得了“铛冠上人”的美称。其后，义教被刺，日亲才免于一死。出狱以后，他在山阳、九州、北陆等地传教，建立了本法寺等三十六所寺院。

与日亲同时代较为活跃的日莲僧还有日向系统的日朝（1422—1500）。他重兴身延山久远寺，不断扩大教派势力，被誉为日莲再生。

（二）攻打本愿寺

日莲宗发展迅猛，再加上其教义激烈攻击其他宗派，引起了教团与各宗派的摩擦。比较典型的是日莲宗与真宗、天台宗的矛盾。日莲曾攻击专修念佛将堕无间地狱，日莲宗与真宗的传教对象也都以农民为主，因而导致了两派的尖锐冲突。另外，日莲宗认为唯有自己弘扬了《法华经》的真理，自居正统，号称“法华宗”，又引起了同样信奉《法华经》的天台宗的强烈不满。再加上日莲宗在京都扩大势力，侵害了天台宗的传统势力范围，双方的敌对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天文元年（1532）八月，近畿一带发生了真宗信徒的起义（“一向一揆”），幕府和地方大名为了镇压起义，鼓动日莲宗出兵协助。京都的日莲宗遂向真宗发动进攻，除了扑灭起义，还攻打到山科的本愿寺。在武士和日莲宗徒的猛烈进攻下，山科本愿寺被付之一炬。真宗法主只好率宗徒退往大阪的石山本愿寺。第二年五月，日莲宗徒众进而进攻石山本愿寺，战斗非常激烈，后来由于幕府方面与本愿寺暗地里媾和，日莲宗才不得不放弃攻城。

（三）天文法华之乱

日莲宗在京都等近畿地区不断扩大势力，到应仁之乱前后，单京都市内就拥有了二十一所寺院，这严重侵害了天台宗的利益。文明元年（1469），延历寺向幕府申诉，历数日莲宗徒的不端行为，要求将日莲宗逐出京都。幕府迫于压力同意了天台宗的要求，但由于幕府上层中有人支持日莲宗，命令并未能有效执行。第二年，兴福寺僧众也在奈良等地攻击日莲宗徒。大永四年（1524），比叡山与近江国（滋贺县）的日莲宗徒发生冲突，放火烧毁了日莲宗徒的住宅，双方冲突不断。

天文五年（1536）春，比叡山僧在京都讲学，因教义问题与信奉日莲宗的武士发生了争论，结果遭到武士的侮辱。这激起了比叡山上下的愤怒。天台宗向当时的将军义晴提出申诉，要求日莲宗道歉并取消法华宗的称号。义晴只得召见京都日莲宗地位最高的妙显寺日广，向他转达了天台宗的要求，结果遭到了日广的断然拒绝。比叡山看到幕府不起作用，遂于同年六月举行全山大会，号召打倒日莲宗。为了取得胜利，比叡山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向全国的末寺、东大寺、兴福寺、圆城寺、东寺、高雄寺、根来寺等显密诸宗的寺院发出了讨伐日莲宗的檄文，并要求他们予以合作。真宗本愿寺也向比叡山提供了资金援助。

据说，比叡山纠集的兵力多达15万，也有说6万，日莲宗方面则纠集了2万人。双方于七月在京都展开大战，结果以比叡山方面胜利告终，京都城内的二十一所日莲宗寺院全部被焚毁，日莲宗徒战死者多达几千人，剩下的余党只得撤出了京都。这次混战史称“天文法华之乱”。此战彻底消灭了京都的日莲宗势力，幕府顺水推舟也下达了禁止日莲宗在京都传教的命令，但天文十一年（1542）以后，命令被撤销，日莲宗又开始在京都传教。

六 时宗

（一）时宗教团的演变

时宗的教祖是镰仓时代的一遍（1239—1289）。在镰仓佛教部分我们已经介绍过，一遍生前既没有创建固定的道场，也没有建立教团。一遍去世后，其门人四散。其中弟子真教在北陆和关东北部地区传法成功，他在当地培养弟子，并建立了当麻道场（神奈川县相模原市）。此后，真教传智得，智得传吞海。但智得的弟子真光不承认吞海的继承权，教团发生分裂，吞海创建了藤泽道场（神奈川县藤泽市）和藤泽派，其后发展为时宗的主流。

吞海与真光的纷争与时宗独特的弘法和传承制度有关。时宗以游行和赋算为特色，其中赋算权即与信众相约往生的特别权力只有称为“他阿弥陀佛”[7]的游行上人才具有。一遍终生游行，但自真教起，为了适应传法需要，他建立了固定道场，并且在晚年退居当麻道场，不再游行。信众也只好到当麻道场来参诣真教并接受赋算。为此，真教指定赋予了几名最信任的弟子以赋算权，其中包括智得和吞海。

真教的做法成为祖制，其后智得晚年也退居当麻，将游行事业主要委托给吞海。退居当麻道场的教团领袖称“独住上人”或“当麻上人”（以后的藤泽派则称“藤泽上人”），现役的教团领袖则称“游行上人”，教团由独住上人和游行上人共同领导。智得死后，教团理应由既拥有赋算权又拥有游行资历的吞海继任“独住上人”，但智得的弟子真光以智得圆寂时吞海不在身边，智得已经将上人位置授予他为由，拒绝吞海继承当麻道场，由此，吞海只得另立门户，创建了藤泽道场清净光寺。两派分别被称为当麻派和藤泽派。又由于一遍传下来的“往古过去帐”在吞海手里，吞海既有赋算权又有游行权，当麻派只好放弃游行，只进行赋算。所以藤泽派又称为游行派，以后又衍生出其他流派，成为时宗的主流。而当麻派占据了真教、智得等先祖灵庙所在地当麻道场，吸引了众多信众朝圣，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两派互不相让，都自居正统。

时宗原本居无定所，四处游行，属于官僧以外的隐遁僧，因此其僧人称“上人”“游行圣”。但与武士政权合作后，时宗成为体制内宗派，幕府和各地守护颁发给游行上人官方通行证，保障其安全并提供旅途方面的协助，游行过程中沿途还有一些归附了时宗的寺院成为其固定的落脚处。时宗的际遇与一遍的时代已经有了本质不同。嘉庆元年（1387），龟山天皇的皇孙尊观法亲王（？—1400）就任游行派的第十二代他阿游行上人，时宗的官僧色彩更加浓厚。自应永十八年（1411）起，历代他阿上人固定地向室町幕府将军赠送马匹和马鞍，将军则颁予官方谢函，以此来表示时宗与幕府的特殊关系。此后，游行派的大本山清净光寺成为敕愿寺，京都四条的金莲寺成为皇室的祈祷寺，长崎的称念寺成为足利将军家的祈愿所。自镰仓末期到室町初期，时宗成为净土系统中最为显赫的派别。但自应永末年起，随着净土真宗、净土宗教团势力的壮大，时宗由盛而衰，莲如在北陆弘法后，当地的时宗信众大都改宗真宗；关东地区支持时宗的外护大名也相继失势，时宗的势力逐渐衰落，到江户时代只在各地零散地拥有一些寺院。

（二）“阵僧”与武士

时宗与武士阶层的关系自一遍以来就很密切，因而获得了幕府和各大名的扶植。一遍出自净土宗西山派，属于法然的专修念佛系统。但一遍与法然、亲鸾的不同在于，他的实践法门较为多样，除了神道等因素外，他并不主张彻底放弃“圣道门”，一遍提倡出家持戒，对于不能出家的武士，他也劝诫他们禁欲、勤修，信奉时宗上人。真教等人发挥了一遍的特色，担任武士的精神导师，与武士结成了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一个独具特色的例子就是“阵僧”。

“阵僧”就是时宗僧人随同武士一起出阵。时宗特别重视临终念佛，所以除了平日指导信众念佛以外，信众临终前还要授予其“十念”，以确定往生净土。由于武士出生入死，在战斗中随时都可能战死，或战败被迫自杀，时宗僧人就随同他们前往战场，以便随时授予“十念”。这一点近似于基督教随军牧师的作用。

事实上，由于自杀的准备时间相对更充分，便于授予“十念”，所以阵僧在这种场合发挥作用的机会更多。《太平记》中有大量有关于此的记载。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武士自杀的原因。武士原本属于贵族的臣仆，他们很早就在严格的主仆意识和残酷的战争中养成了战败要以自杀谢罪、为了避免成为俘虏也要临阵自杀的习惯或者说规矩。保元之乱（1156）结束后，平清盛等胜利方的武士勒令战败方的武士剖腹自杀，其中很多被迫自杀的武士还都是平清盛等人的同族亲属。剖腹自杀是一种惨烈、痛苦的死亡方式，非常不人道，这件事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此后，武士对此残酷无情的行为引以为豪，并颂扬其为高贵的美德，凡是武士就不能畏死，且在关键时刻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庄严、体面的自杀。武士还把给予对方武士自杀的权利看作是对对方的尊重，给予者被视为慷慨大度，自杀者被认为是保全了名誉，二者的行为都被视为光荣的。如果武士犯罪，在该武士曾立下战功，或素日品行端正，或犯罪事出有因、情有所原等情况下，必须要判处自杀谢罪，这也被认为是一件符合义理的事情。不仅是武士本人，就连武士的家人也必须如此。自镰仓时代起长达七百年的武士时代，鲜有中上层武士畏死苟活，倘如此者必将身败名裂，子孙蒙羞。镰仓幕府败亡时，京都的六波罗探题北条仲时率四百三十余名家人一同自尽，镰仓的执权北条高时则率六百多家人自尽，北条一族全灭。织田信长在京都本能寺遭到叛将包围，也选择了自尽。所以对于武士来说，上战场就意味着非生即死，也只有宗教才能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勇气。[8]这也是武士特别推崇禅宗和包括时宗在内的净土宗的原因。

阵僧不但要念佛目送武士剖腹自尽，还要协助掩埋尸首，向其故国通报死讯（《太平记》）。从事这样艰苦危险的工作，当然也需要一定的精神准备，游行派第十一代“他阿上人”自空作于应永六年（1399）的“阵僧心得”可供参考。[9]
第一，时众追随大军同行，是为了关键时刻授予（武士）十念，除此以外不得轻举妄动。不能以为自己是时众身份就随意突破封锁线，更不能携带与战斗有关的文件或充当使者。但是，如果为了营救女子、儿童等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而充当使者另当别论。第二，在军阵中有（迫于战况）穿着檀那[10]武具的情况，这说到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因此只能穿着铠甲、头盔，万万不得手持刀、弓等可能伤害他人的武器。第三，即使在军阵中，也要按照（教团的）岁时规定，冷水沐浴，去除污秽，勤修念佛。得不到水和食物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得到了就要依法而行。第四，战斗只要打响，时众就要再次体认当初投身教团、决意奉献身心的发愿，时刻以檀那（往生）大事为重，（临终前）劝其念佛，愿其内心安详得以往生、我等（时众）亦得往生。

阵僧基于信仰，不惜生命的献身精神，确实将人道与神道的光辉结合了起来。这类生动的记事可以说是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佛教、日本文化另一面的绝好材料。

第二节 织田信长对佛教异己势力的剪除

战国末期，经过连年奋战的织田信长（1534—1582）逐步实现了霸业，向着统一列岛的宏伟目标做最后的冲刺。在各强有力大名逐个被击败的情况下，摆在信长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佛教势力。我们在此前已经反复介绍，自平安末期以来，佛教已经成为日本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特别是在战国时代，自室町中期以来发展迅猛的真宗和日莲宗已经取代天台宗、真言宗等传统派别，成长为傲倪群雄的政教团体。要想实现大一统，就不得不消灭这些对抗势力。

信长选择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对一直表现得较为顺服，对统治者较为合作的禅宗和净土宗，他采取了利用、扶植的政策；对拥兵自重、抗拒统一的真宗、日莲宗、天台宗延历寺派、真言宗根来寺派，他则进行了无情的打击。特别是通过“石山战争”和“安土宗论”，信长彻底击败了最强有力的对手真宗和日莲宗，使他们臣服于王权。这也为江户时代的佛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 石山本愿寺之战

战国时代群雄逐鹿天下，佛教各宗也利用自身的实力，与大名们合纵连横，谋取利益。其中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真宗和日莲宗。战国大名中的枭雄、号称甲斐之虎的武田信玄明确规定，不得与真宗和日莲宗进行教义辩论（“宗论”），以免引起纠纷，导致两派信众暴动。越前国守护朝仓氏虽然在与当地真宗教团的作战中获胜，但因不堪其扰，也只能低声下气地恳请加入本愿寺教团，并以割地纳贡作为条件，但遭到了法主证如（1516—1544）的拒绝。就连足智多谋的德川家康也因征集军饷物资引起领国内真宗信众的不满，引发信徒暴动，家康险些被推翻，费尽周折才将暴动镇压下去。真宗的力量如此强大，令天下的大名们都不得不退避三舍。[11]
战国末期，织田信长接连击败各地强有力的大名，迫使对手臣服。永禄十一年（1568），他入主京都，初步奠定霸业。为了实现统一，他将兵锋指向了真宗。信长的战略是“擒贼先擒王”，消灭真宗本愿寺派的大本山从而迫使天下的真宗教团臣服。为此，他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进攻石山本愿寺。在此情况下，本愿寺派自上而下形成了与信长决一死战的决心。本愿寺本山以法主显如（1543—1592）为代表，原本对各地的战事持消极态度，不愿卷入武力冲突，但他们此刻也深知信长为统一天下绝不会放过本愿寺，事关生死，不得不战，于是显如一改常态，号召天下的真宗信徒为报答真鸾圣人的恩德参与圣战。而各地相继加入真宗教团的武士、豪绅原本就希望借助真宗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都认为打倒信长是实现真宗霸权的绝好机会，因此他们利用各地信众誓死保卫本山的宗教热忱，怂恿其与信长决一雌雄。此外还有信长的宿敌，如甲斐国（山梨县）的武田氏、越前国（福井县）的朝仓氏、近江国（滋贺县）的浅井氏、中国（广岛县）的毛利氏都暗中支持本愿寺，以图渔翁之利。甚至连真宗的宿敌天台宗叡山延历寺、真言宗根来寺等旧佛教势力，因为抵制信长独大也加入了本愿寺阵营。在此情况下，一场大战就不可避免了。

元龟元年（1570）九月，本愿寺一方率先发动进攻，战火随即席卷各地。战争初期，信长陷于被动。本愿寺与各地大名对信长发动了正面进攻，在本愿寺的命令下，伊势国（三重县）的长岛等地发生了真宗信徒的武装暴动，武装信众攻入了信长的大本营尾张（爱知县），信长的弟弟信兴战败被迫自杀，信长本人也不得不进行回援。在此情况下，信长慌忙请求天皇调停议和，用缓兵计暂时化解了危机局面。

得到喘息的信长其后采取了分头歼灭的策略。他一面率军平定长岛的暴动，一面于元龟二年（1571）九月出奇兵突袭比叡山，对毫无准备的僧众进行了大屠杀，结果一千六百多人被杀死，比叡山全山化为灰烬。信长焚毁比叡山的行动在当时是重大事件，震惊朝野。公卿称之为：“佛法破灭不可说之，王法可有如何事哉。”[12]连在日本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都向教廷详细报告了这一事件。[13]
其后，信长又开始了对石山本愿寺的围攻，但由于石山城地处要冲、坚固险要，再加上全国真宗信徒的支援和顽强抵抗，始终未能落城。天正二年（1574），信长攻陷长岛，疯狂屠城，两万多名真宗信众被屠杀，伊势的暴动被平定。次年，信长又平定了越前的真宗教团。其间，信长又逐个消灭了援助真宗的地方大名。在外援被消灭的情况下，本愿寺陷于孤立，终于弹尽粮绝。天正八年（1580），显如接受了天皇的斡旋，同意撤出石山城。由此，长达十一年的石山战争以信长一方的胜利告终。真宗方面以显如之子教如为首的强硬派虽然在此后还进行过零星的反抗，但毕竟不能重整旗鼓。真宗教团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振，再也未能对织田信长以及其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构成威胁。

石山战争是信长在统一战争中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日本历史和日本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信长的胜利一举消灭了佛教势力对专制君主的威胁，为此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政权稳定奠定了基础。本愿寺在石山战争前已经积蓄了号令全国的力量，在战争中更表现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一些加入真宗教团的武士政治家一度提出了创建政教合一的真宗幕府的构想。如果信长未能取得胜利，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

二 安土宗论

在石山本愿寺面临失陷、信长的胜利近在眼前的情况下，信长又对另一个潜在敌人——日莲宗开始了攻击。由于石山战争已经充分显示了信长在军事上的实力，这一次信长打算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文攻”加恫吓的方式令日莲宗屈服，他选择的手段是“宗论”。日莲宗自日莲时代就实行“折伏主义”，他们用“宗论”方式攻击其他宗派的教义，就教义纷争展开辩论，论难对手，迫使对方改宗。信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精心设下了陷阱。

天正七年（1579）五月，净土宗僧人灵誉在信长修筑的安土城说法，听众中的两名日莲宗信徒对其提出了质问，灵誉表示可以就此与日莲宗僧人直接进行辩论。信长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命令属下召集日莲宗的重要僧人来安土城参加宗论。日莲宗接到命令后，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了妙觉寺日谛、顶妙寺日珖、久远寺日渊三名代表，净土宗也相应地选派了三人。信长当日故意回避了宗论，令属下布置了数千名兵士控制会场。结果辩论中途，净土宗单方面宣布胜利，日莲宗的三名代表还未及抗议就被安排在会场外的净土宗信众群殴，其后又被软禁，日莲宗的另外两名重要支持者普传和大肋传介也被另行抓捕。当晚，信长亲自露面，在奖赏了净土宗僧人之后，逐一讯问普传、传介和日谛三名代表，将普传二人当场斩首，将日谛等三人下狱。信长的恫吓产生了作用，日谛等三人随后被迫书写了承认宗论失败的认罪书，一份呈交信长，一份递交净土宗，之后三人被释放。

信长此战有效地选择了打击对象和打击方式，以最小规模的战斗获取了最大胜利。他处决普传，是因为普传属于支持日莲宗的云游僧，不属于任何宗派，而这一类体制外僧侣恰好是动乱之源，最不能为专制君主所容忍。另一名因此事件被处决的大肋是大阪的商人，作为财力雄厚的新兴阶层的代表，信长也绝不能容忍他们与任何可能反对自己的势力勾结在一起。而对于日莲宗，信长知道粗暴的镇压只能取得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为我所用。因此，他在打击日莲宗锋芒的同时，在处置日谛等僧人时又一反他惯常的残暴态度，采取了刚柔并济的手段。日莲宗承认宗论失败、宣誓不再攻击他宗对日莲宗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件，相当于放弃了日莲的折伏主义，事实上是对信长的彻底屈服。而信长期望的也不是消灭日莲宗，只是将其转变为体制内的顺民而已。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日珖等人念念不忘宗论失败的奇耻大辱，此后在丰臣秀吉的首肯下，终于从净土宗那里要回了认罪书。因为在此时的秀吉看来，日莲宗已经成为改造好的顺民，可以予以原谅了。[14]
第三节 佛教与基督教禁教

室町时代末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基督教的传入。早期向日本传教的国家是占据了大航海时代的先机、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其后有继而兴起的新教国家荷兰和英国。

天文十八年（1549），葡萄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在九州地区的鹿儿岛登陆，随即获得了当地领土的许可，开始传教。传教士们通过在日本的实地考察，发现室町末期的天皇朝廷与幕府将军的权威早已一落千丈，于是他们放弃了借助中央自上而下在日本全国推广基督教的计划，转而寻求各地大名的支持，在地方上分头发展。由于佛教特别是在民间发展迅猛、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净土真宗、日莲宗等派别在九州地区的势力较为薄弱，再加上九州是传统的对外海上贸易中转站，且远离政治中心，九州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工作进展得最为顺利。割据于九州地区的封建大名对基督教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一方面，基督教传教是与贸易相伴的，领土们渴求通过贸易获得丰厚的收益；另一方面，领主们发现基督教在下层民众间传播很快，可以利用其作为驾驭、统治民众的工具。于是，一些大名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大名。其中，长崎地区的领土特别虔诚，将长崎附近的一些土地陆续捐献给耶稣会，到16世纪中期，长崎成为北九州地区基督教传播的中心。据统计，在天正十五年（1587）前后，短短三四十年时间，北九州地区的基督教堂已经多达两百多所，信徒有二十几万人。

基督教的传播与封建领土和佛教有着密切、微妙的关系。战国大名中的枭雄织田信长很早就注意到了基督教的势力。由于基督教初传时，信长还处在与各地诸侯逐鹿的阶段，他对基督教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态度。信长通过传教士了解到了西方先进的航海、军事技术，他对新式火枪特别感兴趣，并通过传教士和商人购置了大量火枪，组成著名的火枪队，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认为拉拢基督教还能起到削弱对手的作用——一个是在与西、葡贸易中获得利润的地方大名，另一个就是因基督教传播而被削弱的佛教。信长希望通过扶植基督教来打击宿敌佛教。

佛教原本对基督教传入并不在意。基督教刚刚传入时，很多人包括佛教徒都误把基督教当作来自西方佛教的一个支派。由于基督教主要在佛教势力薄弱的九州地区传播，两者之间的矛盾起初并不尖锐。永禄二年（1559），基督教开始进入京都传教。京都等近畿地区是佛教的传统势力范围，这一举动引起了佛教的警觉。其后，日莲宗、天台宗认识到了基督教的威胁，先后掀起了驱逐基督教的运动，他们的活动对朝廷、幕府以及地方大名产生了影响。永禄八年（1565），正亲町天皇颁布了驱逐基督教的上谕。当然，由于天皇的权力有限，这一上谕实际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左右基督教命运的关键，还是通过武力逐渐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态度。

秀吉原本延续了信长的做法，对基督教利用多于压制。天正十年（1582），全面继承信长的基业、基本挫败了内外劲敌的秀吉在大阪城接见了基督教的使节，对他们表现出了友好、支持的态度。其后，秀吉还颁布命令，准许传教士在日本全国自由居住、传教。然而事态不久就发生了逆转。天正十五年（1587），秀吉平定九州，在征战过程中他看到了基督教在九州发展的态势，对基督教与地方割据势力相结合、有可能对中央构成威胁产生了忧虑，在凯旋途中即颁布了驱逐传教士的命令。双方的关系陷入紧张对立。庆长元年（1596），土佐俘获了一艘西班牙船只，有人告密说西班牙人图谋侵略日本，利用传教士和信徒里应外合，秀吉大怒，将6名传教士和20名信徒处死。

继丰臣秀吉之后统一了日本的德川家康也采取了与秀吉相同的做法。庆长十七年（1612），家康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颁布了禁止基督教的命令，第二年，家康又在日本全国范围内颁布了禁教令，即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佛教势力在家康所制定的这一系列政策背后发挥了重要影响，崇传亲自起草了禁教的命令。命令将家康吹捧为护佑伦常和圣教的圣主，称他“受天之诏命，主于日域，秉国柄者，有年于兹。外显无常之至德，内归一大之藏教”（《伴天连追放令》）。命令解释禁教的理由说：

夫日本者元是神国也，……又称佛国，……唯神明应迹国，而大日之本国矣。《法华》曰：诸佛救世者，住于大神通，为悦众生故，现无量神力。此金口妙文，神与佛，其名异而其趣一者，恰如合符节。

彼伴天连[15]徒党，皆反件政令，嫌疑神道，诽谤正法，残义损善，……实神敌佛敌也。急不禁，后世必有国家之患。[16]

基督教遭到专制统治者和佛教的敌视，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坚持一神教立场，反对偶像崇拜，不拜神佛。这不但触犯了佛教和神道教的利益，还对秀吉、家康等人企图通过神化自身，推动个人崇拜的政治谋略构成挑战。专制者反复宣传所谓“神国”，不过是为了自己乃现世神的宣传进行铺垫，敢于藐视这一点自然会遭到无情的打击。另外，基督教伦理与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伦理观念格格不入，也对他们的专制统治构成了潜在威胁。例如基督教禁止自杀，而幕府却把切腹赞颂为一种英勇的行为；基督教鼓励一夫一妻制，而封建伦理却倡导男尊女卑；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佛教主张报恩，儒教主张忠孝，而基督教却主张一切交给上帝，上帝之国在天上而不在人间。这些都使得实现了统一霸业的专制统治者放弃了起初对基督教扶植利用的政策，转而对他们实行残酷的迫害。[17]元和八年（1622），幕府在长崎一举处死了55名传教士和平信徒。此事件被称为“元和殉教”，成为德川幕府大规模迫害基督教的标志。



[1] 室町时代的分期说法不一，以上依据《广辞苑》。

[2] ［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五卷，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63页。

[3] 家康年轻时一度作为人质住在今川义元控制的骏河。

[4] ［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中世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206—208页。

[5] “一向宗”严格来说应指一向俊圣（1239—1287）创立的派别，俊圣与一遍同时，从法系上来说传自法然—圣光—良忠，既可归入净土宗一派，也可以归入时宗一派。民间不清楚真宗与一向宗的区别，遂混用其名。真宗莲如等人并不接受这一称谓。其后一向宗信众被真宗和时宗吸收，教团消失。

[6] 元弘三年（1333），后醍醐天皇和朝廷将日像建立的妙显寺封为天皇的敕愿寺。建武三年（1336），该寺又成为足利将军的御祈祷所，这标志着朝廷和幕府承认了日莲宗的合法地位。

[7] “他阿弥陀佛”简称“他阿”。早期净土系统常以“某某阿弥陀佛”为法号，如吞海又称“有阿吞海”，即“有阿弥陀佛吞海”。时宗普遍使用这种法号，其中游行派以“他阿上人”为宗主，就任宗主后可以袭名他阿。

[8] 武士道拥有忠诚、勇敢、唯美的一面，但也有强调服从、美化暴力、歌颂死亡的另一面，这些愚昧、粗暴、蔑视生命的因素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对被侵略国家的民众造成了严重伤害，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应予以唾弃。

[9] 原文为日语古语，转译于［日］中村元、笠原一男、金冈秀友编修《东亚佛教史·日本编·室町佛教》，佼成出版1972年版，第166页。

[10] 指皈依时宗、作为时宗外护的武士。

[11] 大名们对真宗和日莲宗时而拉拢，时而镇压，针对这二宗颁布的法令也最多。参见［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近世近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20—21页。

[12] 转引自［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七卷，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32页。

[13] 《耶稣会士日本通信》，参见［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近世近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30—31页。

[14] 事实上，秀吉也完全延续了信长对佛教恩威并重的政策。他本人曾严厉打击反对他的高野山和根来寺。

[15] 伴天连：传教士，泛指基督徒。

[16] 转引自［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八卷，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38—40页。

[17] 据研究，荷兰、英国等新兴的新教国家为了与老牌殖民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争夺利益，暗中挑拨离间，在客观上也促使幕府下了禁教的决心。


第十三章 江户时代的佛教

江户时代处于日本封建社会末期，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社会处于和平缓慢的变动发展之中。江户幕府是此前日本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社会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严密的控制，佛教概莫能外。幕府通过各项制度，彻底剥夺了佛教在中世社会所享有的相对独立性，将其牢牢地置于掌控之下。在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镇压后，幕府利用本末制度和寺檀制度，将佛教彻底转变成统治民众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佛教工具化、官僚化、寄食化，在失去独立自由的同时也变得懒散堕落，完全丧失了宗教的神圣性和进取性，最终不但遏制了自身的发展，还成为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为儒学者、国学者以及社会各界进步力量所诟病。

另外，寺院与民众的关系也从未如江户时代这样紧密和贴近，寺院与宗教生活的世俗化、商业化、平民化在不知不觉中将佛教的发展融入了社会整体转型的时代大潮，成为日本逐渐步入近代市民社会的一个缩影。

第一节 江户时代幕府与佛教

经过战国末年的大动荡以后，江户幕府在万人瞩目中登场，然而民众翘首以盼的往往与他们实际等来的并不完全一致。江户幕府结束了积年累月的战争，一举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也同时终结了战国以来的自由、多元的气氛，将国家彻底导向了专治与封闭。这种局面到江户时代后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外来文化思想的传入、各地藩国通过竞争逐步摆脱中央的控制，才渐渐松动并最终瓦解。

江户幕府效仿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颁布的“刀狩令”“太阁检地”，先后实施了取缔基督教、锁国、限定“士农工商”身份等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封建专治的措施。取缔基督教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厌恶基督教不敬神佛，而是战国时代“一向一揆”“法华一揆”的惨痛教训使得幕府统治者心有余悸，他们生怕基督教对王权构成新的威胁。自镇压基督教开始，江户幕府就实施了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相同的佛教政策，它彻底打破了王法、佛法互为两轮的传统认识，将佛法置于王法之下，将佛教变成了专治君主的统治工具。

一 对佛教的专制政策

江户幕府对主要政治势力，即地方诸侯（大名）、朝廷、寺社，都采取了压制和控制的政策。幕府的奠基者德川家康很重视起用有能力的僧人辅政，代表人物有黑衣宰相天海（1536—1643）、崇传（1569—1633）。通过他们出谋划策，幕府制定了一系列有的放矢的宗教政策。幕府一成立就废除了“守护不入权”，收回了寺院在诉讼、治安等方面拥有的自治特权，其后又制定了大量法度，设立“寺社奉行”一职，加强对佛教的控制。幕府专制政策必然会引起朝廷和寺社的不满，双方的矛盾在幕府成立初期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了体现。

（一）钟铭事件和紫衣事件

庆长十九年（1614），京都东山方广寺的大钟铸造完毕，五山僧东福寺清韩受命撰写铭文，其中有“国家安康、君臣丰乐”之句。德川家康正要伺机敲打一下作为佛教界上层的五山集团，便故意指责清韩此句是将他的名字拆开以诅咒他，借此掀起文字狱逼各方表态。儒学领袖儒官林罗山（1583—1657）明知清韩无辜，但他出于个人利害，不但不为清韩求情，居然还将铭文中“右仆射源朝臣家康公”一句中的官职“右仆射”生硬拆开，解释成“射杀家康公”，以此构陷清韩，讨好家康。家康又追问五山僧的意见，南禅寺、东福寺各大本山的住持战战兢兢，唯恐受到株连，不但不敢为清韩辩解，反而对铭文的内容和形式大加批判，甚至翻历史旧账，称清韩原本是地方粗鄙僧人，不属于正统的五山僧，以此与他撇清了干系。各方唯唯诺诺的表态令独裁者家康感到非常满意，但此时唯独出现了一位不识时务的僧人元珠为清韩鸣不平。海山元珠（1566—1632）曾任妙心寺住持，属于林下僧，与清韩素无瓜葛，只是出于义愤直言。而妙心寺恰好与丰臣氏关系密切，这引起了家康的猜疑。家康为此大怒，掀起大狱，将元珠与清韩一起论罪流放，还顺便牵连到自己的政敌丰臣氏。家康此举可谓一箭双雕，同时削弱了佛教和诸侯的势力。此后的幕府统治者多效仿此举，他们非常忌讳佛教与其他政治势力勾结，一旦出现此类苗头，他们就会对双方同时予以严厉的打击。

宽永四年（1627）四月，天皇朝廷赐予林下僧大德寺正隐宗知紫衣。但同年七月，幕府重臣经过合议后认为依据此前颁布的《敕许紫衣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寺院诸法度》，这项赐紫无效，勒令收回紫衣。这实际上是重申幕府的权威凌驾于朝廷之上。对此，朝廷和以大德寺为代表的林下派都感到非常不满。大德寺僧泽庵宗彭、玉室宗白等人联名上书抗议。起草抗议书的宗彭不但对幕府的裁决不满，还对法度本身提出了质疑。他以《大德寺法度》《妙心寺法度》为例，称其中的一些条款完全无视现实，制定得非常不合理。对此，幕府起初还表示可以做出一些妥协，但看到宗彭等人态度强硬，挑战幕府的权威，遂决定镇压。结果是宗彭等四人被流放，所有未经幕府认可的紫衣全部被剥夺。朝廷和寺院受到沉重打击，后水尾天皇一怒之下退位出家。通过这些事件，德川幕府确立了对佛教的绝对管辖权。

（二）镇压不受不施派

不受不施派是幕府认定的日莲宗的一个异端派别。“不受不施”一词虽然未见于日莲宗宗祖日莲的言论和著述，但从日莲本人的思想和行动来看，并不违背日莲宗的正统教义。日莲认为其所倡导的《法华经》信仰是唯一的真理，是法华正宗，而其他各宗派皆为邪教。日莲宗与其他宗派不共戴天，汉贼不两立，凡是信奉其他宗派的人，皆为谤法者，即使贵为君主也不予合作。因此所谓“不受不施”即对于不信奉日莲宗者，不接受其布施，也不为其说法。显而易见，不受不施属于原教旨主义，有藐视世俗权力的一面，必然遭到当政者的仇视，在政治和思想尚且多元化的日莲时代该类主张都遭到打击，何况战国以后君主独裁的时代，“不受不施”派自然成了异端。

“不受不施”与君主独裁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战国末期的丰臣秀吉时期。文禄四年（1595）九月，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的丰臣秀吉为了彰显自己的霸业，邀请全国各宗派的千名高僧参加京都方广寺大佛殿的开眼供养仪式。接到“邀请”的自然是必须奉命前往，为此，日莲宗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日奥（1565—1630）提出“不受不施”，主张拒绝。而位于京都的日莲宗各大寺的住职畏于丰臣的权势，主张“受不施”，即接受其供养但不为其说法。结果，众僧皆应邀赴会，唯独日奥一人没有参加。非但如此，丰臣此后数次在方广寺举办千僧供养会，日奥都拒绝参加。

大概是出于对日奥勇气的钦佩，性格豪爽的丰臣秀吉并没有惩罚日奥，而其继任者德川家康就没有那么宽容了。庆长四年（1599），日奥在大阪城当着德川家康的面与同宗僧侣展开争论，坚持自己的主张，家康自然不能容忍这一套，遂立刻将日奥下狱治罪，其后又流放之。当然，秀吉和家康对于日奥的不同处置，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家康已经牢牢掌握了绝对权力，彻底建立了个人专制统治。在此情况下，任何自由，哪怕是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室町时代的日广可以当面抗拒将军足利义晴的命令（“天文法华之乱”），纵横天下的秀吉也不得不容忍日奥的不敬，主要原因是有反对派和制衡力量的存在，如果换了家康时代的局势，大概义晴和秀吉也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与家康一样的手段。

然而令德川氏没有想到的是，宗教徒在政治的高压之下往往会产生殉教的使命感和激情，其反弹的韧性和力度是难以估量的。日奥在日莲宗内部原本非常孤立，遭到幕府流放后，同情他的信徒反而多起来，形成了“不受不施”派。宽永七年（1630），“不受不施”派的日树与“受不施”派在江户城当着幕府大佬的面又争论起来，引起幕府震怒，将日树等六人流放。

此后，幕府加强了对“不受不施”的镇压。宽永十年（1633），江户幕府命令各宗提交本末寺账，将“不受不施”的四十九名僧侣逐出了该派的据点京都妙觉寺，并委派反对派的人物入住担任住职，事实上将“不受不施”非法化了。宽文九年（1669），幕府正式宣布取缔“不受不施”派。元禄四年（1691），幕府发现“不受不施”派化名为“悲田宗”继续从事地下活动，遂下令查禁悲田宗。此后幕府用更严厉的手段镇压潜伏的“不受不施”派成员，处死很多该派的僧侣和信徒，但该派在民间的生命力反而越发顽强，据说在冈山藩一国就有近三万名信徒。

二 控制佛教的各项制度

（一）法度和寺社奉行

为了彻底控制佛教，江户幕府制定了大量的“法度”。自庆长六年（1601）制定《高野山法度》起，一直到元和二年（1616）《身延山久远寺法度》为止，幕府针对各宗各派、各大本山[1]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法度，宽文五年（1665），又制定了《诸宗寺院法度》，以作为对前者的统一补充。此后，幕府还频繁地通过命令等形式来解释、巩固这些法度。

历史上的佛教法度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由官方制定的。这其中有普遍适用于各宗各派的，如《僧尼令》；也有专门针对一宗一派的，如五山十刹制度。另一类是各宗自行制定的，如天台宗的《山家学生式》。江户时代的法度充分吸取了历史经验，它由官方制定，拥有统一的指导原则，还有通用的条目，如明确宗派归属、贯彻本末制度等条目；同时，它又拥有针对各宗具体情况的灵活多样性，从操作角度而言便于监督和实施。

宽永十二年（1635），幕府还设置了专职官员“寺社奉行”。奉行主要负责幕府与寺院、神社的沟通，即向寺社下达幕府的命令，上呈寺社对幕府的申请。此外，他还负责日常的管理、协调事宜。其后，一些藩国大名也效仿幕府设置了寺社奉行一职。

法度与寺社奉行构成了幕府对佛教的基本管理体制，体现了幕府将佛法彻底置于王法之下的意志。

（二）本末制度的强化

本末制度在平安时代即已出现雏形，以天台宗、真言宗最为明显。镰仓末年，幕府效仿南宋制定了临济宗的五山十刹制度。至德三年（1386）七月，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将这项制度官方化。到战国时代末期，全国纳入五山、十刹制度之内的寺院达两百多所，形成了禅宗五山系统。室町时代，各宗自发形成的本末制度也很常见。应永二十七年（1420），日莲宗的部分中小寺院向下总国（千叶县）的中山法华经寺递交了“归伏状”，自愿成为后者的末寺。时宗原本不拥有寺院，一遍以来的历代“上人”在全国游行传教的过程中，接纳愿意归附的他宗寺院入宗，这些归附的寺院就成了清净光寺的末寺。净土真宗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本愿寺为本山的全国管理制度。

江户幕府通过一系列法度和命令有意识地强化了本末制度，通过本末制度实现了对全国僧侣和寺院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宽永九年（1632），将军德川家光命令全国各宗派的本山制定“本末账”，准确统计各宗的所有本寺和末寺，造册后呈交幕府。据统计，当时呈报的全国寺院总数为12080所。此后幕府在推行寺请制度的时候规定，登录于本末账上的寺院为寺请寺院，其后新建的寺院为“新地寺院”。为了掌握最新的翔实数据，避免舞弊，幕府还几度要求各宗提交更新的本末账，目前可以看到的更新就有元禄五年（1692）、延享二年（1745）、天明六年（1786）、宽政（1790）、天保五年（1834）五次。通过本末账，幕府准确把握了全国寺院的数量和情况。

幕府规定全国的寺院都必须置于本末制度之下，原则上不承认独立寺院的存在。所谓本末制度，就是任何一个寺院都要划属于特定宗派，如果某个寺院按标准属于小寺院，就划定为同一宗派的比之较大的寺院的末寺，以较大的寺院为其本寺；同理，较大寺院之上也有本寺，逐层上升，直至同一宗派的所有寺院都被划定为该宗最大的寺院大本山的末寺。从名称上来说，即总本山—大本山—中本山（直末寺）—又末寺—孙末寺—曾孙末寺—曾曾孙末寺。

幕府还规定，本山的“住职”，即座主、管长、别当等人选必须经由幕府将军任命，而且既往作为天皇特权的敕赐号也需要经由将军的推荐（实际上是审核）。本山对末寺有绝对的管理权，本山可以任免末寺的住职，决定末寺的寺号，还可以命令末寺僧侣到本山进行学习、修行、参加法会，而末寺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背。由此，幕府只要对作为大本山的大寺院进行监督，就可以通过本山与末寺的金字塔形管理网络，对全国的寺院和僧侣进行掌控。为了避免日久天长疏于管理的情况下一些末寺暗地里脱离本末关系，幕府规定各宗末寺的僧人必须按本宗的规定在本山住满一定时间，最短的为三年左右，最长的长达十年。而且每当幕府更换将军时，规定寺院原有的印鉴自动作废，所有的寺院都要通过本末系统逐级上报向幕府申领新印鉴，这样脱离了本末关系的寺院就暴露了。通过这类措施，幕府牢牢地掌控了全国的寺院。

（三）寺檀制度

宽永十二年（1635），幕府颁布了《锁国令》，禁止外国人进入日本，同时明令禁止基督教活动。为清查基督徒，幕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踏绘，二是寺请。“踏绘”即让所有被怀疑的人踩过耶稣或圣母的图片，不就范的就被当作基督徒逮捕。“寺请”即要求寺院出具文书来证明某人是佛教徒而不是基督徒。寺请原本是少数被怀疑者自发采用的自我澄清手段，后来被幕府利用来建立保甲制度。岛原之乱[2]（1637）爆发并被残酷镇压后，幕府开始在日本全国强行推广寺请制度。“寺请证文”的格式都由幕府统一制定，须注明出具证文的住职名、寺院名、宗派名以及被证明人的姓名和住址。证文须呈交给全国的代官所，寺院保留有副本，称“宗门人别改账”。这一名簿事实上成了日本全国的户籍，寺院其后就发挥了户口管理机构的作用。幕府规定，居民出生和死亡要向寺院申报，外出旅行或乔迁都需要寺院的证明，这样，居民就与寺院结成了牢固的寺檀关系。檀即檀家，在佛教原本指供养寺僧的居士，江户时代以前，部分寺院也拥有固定的檀家，除了说法等一般性的宗教活动，寺院还为檀家祈福禳灾，为檀家的祖先荐福。寺请制度实行后，无论是否有佛教信仰，全体民众都被强行地归附于特定宗派的特定寺院，成为该寺院的檀家，原有的针对檀家的宗教活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全体民众。

在此情况下，所有的寺院都有了相当数量的固定檀家，也就有了稳定和殷实的收入。这当然只能导致僧侣的懒散堕落。幕府此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避免寺院利用寺檀关系无限制地榨取民间财富，幕府又制定了一些补救措施，用以牵制寺院。例如法事筵席（一般由檀家出资）的规格有明确细致的规定：菜肴不得超过三菜一汤，只有特殊时刻才能四菜一汤，公开的筵席不能提供点心和酒。另外，寺院招待重要客人时饭菜也不能超过五菜两汤。幕府还规定，寺院有义务通过尽心服务于檀家，强化与檀家的连带关系。为此规定，寺院在举行法事时必须采用自宗的形式，不得与他宗混同；寺院必须在信仰方面尽可能地满足檀家的需求，不得怠慢，如果因寺院的怠惰导致檀家与寺院的关系松散，将追究寺院的责任。宽文五年（1665），《诸宗寺院法度》进一步规定：在寺院服务不周的情况下，檀家可以选择变更所属寺院。这样檀家与寺院的关系就发生了逆转，檀家的地位变得相对有利些了。

第二节 江户佛教与前近代社会

江户时代是日本佛教的定型期，如今我们看到的一些日本佛教的特有现象，例如僧人娶妻生子、茹荤饮酒，都形成于江户时代，并在明治维新以后获得了政府层面的制度化认可。了解江户时代的佛教对于理解现当代日本佛教，乃至日本社会中各种与佛教相关的风俗习惯至为重要。

当代日本社会，民众对于宗教的选择往往是多元的。他们习惯于在教堂举行婚礼，在寺院举行葬礼。葬礼与僧人的形象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成了人们对于佛教的最突出的印象。学者们将此现象称为“葬仪佛教”。“葬仪佛教”就发端于江户时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人们对死亡原本怀有强烈的恐惧感和厌恶感，凡与死亡有关联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古代的一些僧人出于慈悲，甘愿为死者超度，甚至为穷苦人收尸，这需要具有相当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他们因此被尊称为“圣”。而自近世起，因佛教众生皆有佛性，死后往生净土的观念已经普及，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转变，相信或祈愿家人死后往生净土、成佛的想法非常普遍，供奉祖先神灵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多。为了保障死者能够成佛，即便是生前与佛教没有干系，或者不信仰佛教的死者，死后也要由家人出资，从寺院获得戒名。戒名原本是僧人出家受戒后从戒师那里获得的法名，并不授予俗人，人们通过为死者请戒名的方式，象征其已成为佛门弟子，具有迅速成佛的资格。这一习俗保存至今，成为日本佛教的一种特色。诸如此类的风俗习惯比比皆是，它们都源于江户时代佛教的世俗化。

江户佛教的世俗化与古代佛教的世俗化性质截然不同。江户佛教的世俗化是民众化和商业化。促成这种世俗化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上一节介绍的幕府的宗教政策。佛教的世俗机关化和僧侣过于安稳的生活使得他们失去了宗教热忱，僧侣全然变成了一种职业。二是时代社会的整体转型，特别是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在市民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浸染下，佛教也市民化、商业化了。

一 寺院的商业化经营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寺院开始进行世俗经营。江户初期，幕府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彻底切断了佛教的横向联系，既往的两条出路——或游化民间，成为“圣”“上人”；或以学识纵横各宗，成为朝野倚重、万人瞩目的高僧——几乎都走不通了，安于现状、蝇营狗苟自然成为主流。随着时间的流逝，幕府对佛教的管制有所放松，但积习难改，僧人难以在宗教方面创新，却意外地将精力投入了商业化经营。寺院的世俗经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佛事服务，另一类是金融零售。

第一类与“宗门寺请”制度有直接关系。由于寺院成为事实上的户籍管理所，寺院与所属居民构成了紧密的寺檀关系，居民的各类与宗教有关的生活事项就被寺院包办了。最主要的事项包括祖先祭祀、丧葬仪式、管理坟墓、读经供养、说法等，寺院提供这类服务获取相应的报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丧葬仪式。从佛教的传统而言，僧侣是不应参与丧葬仪式的。[3]古代、中世的一些僧人主持丧葬仪式，主要是出于慈悲，大多与救济贫寒有关。自江户时代起，由于一般人的户籍往往世代归属于固定的寺院，出于便利，只得将这类事务委托给寺院。幕府为了维护本末、寺请等制度，也明确支持这类做法。一个代表性的事例是世代从事神道的吉田家向幕府提出申请，要求准许自家采用神道的葬仪而非佛事，但幕府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没有完全同意。[4]因此，自江户时代以后直到如今，丧葬成了佛教的专利，佛教的形象在普通日本人心目中往往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佛教的第二大类经营是从事金融类行业和零售类行业。江户时代出现了称作“富阄”的彩票，而贩卖这种彩票的主要是寺院。江户城里的感应寺、喜见院、龙泉寺以彩票销售著称，被称为天下三大富。到了文政六年（1823），江户城内的彩票贩卖点达到了三十一处，大部分都是寺院。中彩的赏金也不断增加，从最初的百两攀升到了千两。

寺院的另一个敛财方法是“开帐”。“开帐”就是将历来秘藏不公开的宗教圣物，例如佛像、画像、手迹等向付钱的人展示。“开帐”满足了大众对宗教圣物的迷信崇拜和猎奇心理，在市民阶层中很有市场。起初，寺院还只是不定期地举行“开帐”，后来看到有利可图干脆搞起了“巡回展”，即将圣物到各处展示，称“出开帐”。“出开帐”所到之处，往往是万人空巷，寺院自然获益不菲。除此之外，寺院还从事吸储房贷、房地产租赁、商品零售等行业。寺院的上述经济活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有积极的一面；但也败坏了僧人的形象。

二 佛教与民俗

江户时代佛教民众化的一个典型标志是，佛教与神道以民俗文化的形态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江户城里著名的浅草观音寺、上野宽永寺、池上本门寺等地不但是民众祈祷烧香、礼拜神佛的场所，还是社戏、庙会、赏樱的名所。寺院周边形成了繁华热闹的街市。佛教信仰也与神道信仰、民间崇拜等结合起来，演变出各种更易于民众接受的偶像，如七福神[5]、不动尊[6]、地藏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江户时代的民众已经不满足参加本地的宗教文化活动，他们还要外出旅游，探访日本各地的古刹圣地，朝圣巡礼于是成为一时的风尚。值得一提的是，朝圣的风气不仅仅限于城市平民，还波及乡村。对于生活环境较为封闭的农民来说，一生中外出旅行、接触外界的机会有限，朝圣巡礼成为一种非常宝贵的经验。据一些保存至今的民间资料显示，江户时代的农村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代代相传的习俗，由村民们集资提供旅费，让村里刚刚成人的青年们结队外出，“代替”全体村民巡礼。村庄通过这类活动增强了认同感和凝聚力。

最流行的巡礼圣地是伊势神宫和高野山密教道场，分别被称为“伊势参宫”和“高野参诣”。记录于嘉永二年（1849）的《怀宝道中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实例[7]，在此简略介绍一下其行程路线。该旅行者从镰仓出发，步行沿着太平洋沿岸的东海道一路向西。沿途先后参拜箱根权现、三岛大明神、久能山东照宫、秋叶大权现等地，进入关西地区。然后前往三重半岛的伊势神宫，在神宫附近住宿两晚，先后参拜内宫、外宫和朝熊山，奉纳（对神社和寺院的捐款）之后领取“札”。之后向畿内地区进发，沿途巡礼长谷寺、元兴寺、兴福寺、东大寺、八幡宫、春日大明神、药师寺、法华寺、西大寺、法隆寺等著名寺院和神社，然后登上高野山，在高室院奉纳，供养先祖，购买念珠，领取“札”，然后前往后山礼拜弘法大师空海庙，在山上住宿一夜。其后或经由大阪登船返回，或经京都等地从陆路返回，沿途还要参拜众多寺院和神社。

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巡礼者的主要目的是朝圣，并相应地参加了一些宗教活动。但巡礼显然并非单纯的宗教活动，从记述者对沿途见闻的描述来看，这样的巡礼还是民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巡礼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各地之间的交流，也说明了封建社会末期民众逐步开始摆脱对自身的各类束缚。

第三节 江户时代的佛教教育与学术

江户幕府为了将僧人牢牢地控制于寺院，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一项是规定僧侣必须以修学为己任，不得“不务正业”。江户时代初期，幕府主要依靠《法度》和措辞严厉的命令来要求僧人勤勉修学、遵守戒律，例如《比叡山法度》中规定：“山门徒众有不勤勉学道者，不得住山。虽勤勉学道而不律身之行仪者，逐出山门。”其后幕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利诱方法，以“学问料”即教学、科研基金的方式来“奖励学问”。服从管理，在幕府钦定的范围内“埋头治学”的寺院可以获得经费，否则便得不到任何官方资助。由于江户时代的寺院经济已经被幕府大幅度削弱，“学问料”对任何寺院来说都是一笔不容忽视的经济来源，幕府的思想控制政策终于收到了预期效果。

一 檀林的作用和地位

在幕府“奖励学问”的政策之下，各宗纷纷建立了佛教研究和教育机构檀林。檀林来自梵语栴檀林，是佛教教育机构的别称。檀林的前身是陆续形成于南北朝后期、室町时代的“谈义所”。“谈义”源于佛教法会。古代僧人应邀出席宫中或贵族宅邸举行的法会，通常有讲经、唱诵、论义等多种形式。谈义与学僧们就经典内容或者教义问题进行论难的论义相比，较为轻松自由，因而逐渐流行，后来也成为僧人们在寺院内进行教义学习的一种形式。室町时代以后，天台、真言、日莲、真宗等各宗派都有自己的谈义所，散布于各地。其中天台宗的谈义所最为正规，也最具规模，成为本宗年轻学僧进行考试，从而获取进入比叡山修行资格的地方。江户时代的檀林依各宗分别有谈林、谈所、学寮、学林、劝学院等多种名称。

檀林创立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末期。当时的天台宗为了弥补地方传教力量的不足，设立了田舍谈所等机构。这属于佛教自发设置的檀林，数量有限。而在江户幕府的政策引导下，全国各地的檀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关东地区为例，天台宗有以宽永寺学寮为首的十檀林。真言宗除本山创办的智积院学寮和长谷寺学寮之外，在关东创办了多所田舍谈林。江户时代最为兴盛的净土宗、真宗、曹洞宗、日莲宗创办的檀林数量更多，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净土宗的关东十八檀林。关东十八檀林包括芝增上寺（东京）、镰仓光明寺、小石川传通院（东京）、饭沼弘经寺（千叶）、新田大光院（群马）、下谷幡随院（东京）、深川灵岩寺（东京）等十八所寺院，是学术教育和行政管理的综合体。以下我们就以十八檀林为例分析一下檀林的作用和地位。

《净土宗法度》明确规定了檀林的教学方式。学年以佛教传统的夏安居和冬安居分成夏、冬两个学期，大致合计六个月。授课方式有两类：一种称为“法问”，即就教义教理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加以讨论，所以又称“论议”。《法度》规定：教师和学生每学年必须各自提出十一个问题。另一种方式称为“讲释”，以讲义形式进行。“讲释”课程又分为必讲科目“席役讲”“再役讲”，以及由主讲人自选题目的“内讲”，还有应学徒要求而临时开设的“内内讲”。课程设置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讨论课、必修课、选修课、讲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课程体系设置为“九部”，即“名目、颂义、选择、小玄义、大玄义、文句、礼赞、论、无”，内容以净土宗宗学为主，最后的“无”即未设置指定内容，可以任选。按照规定，学徒从低往高逐“部”升学，每一“部”的修学时间应为三年，这样修完全部课程需要二十几年，而事实上很少有学徒能够全部修完。《法度》规定：要成为寺院住职至少要修学十五年，也就是修完五部，其后有所缩减，也至少需要修完三部。但实际操作中，上述规定大多未能加以全部落实。

檀林的学习和僧人的前途有密切关系。修学时间的长短和成绩直接决定了学徒未来的地位，而且由于檀林兼具教育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双重身份，檀林的教师资格也是晋升高级僧侣的铺路石。从寺格的角度来说，檀林以增上寺为首，分成六所紫衣檀林和十二所香衣檀林。[8]增上寺设有总录所（录所），成员由“月行事僧”十二人、“山内寺家役者”二人、“所化役者”二人组成，负责管理三河（爱知县）、远江（爱知县）以东十七国的净土宗寺院。只有“月行事僧”十二人和余下的各檀林的学头（教学僧之首，每檀林各一名）才有资格成为香衣檀林住职的候选人。香衣檀林的住职有可能晋升为紫衣檀林的住职，紫衣檀林的住职最终有可能成为增上寺和总本山知恩院的住职。

檀林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自然使得年轻学徒趋之若鹜，鼎盛时期增上寺在籍的学徒多达近两千人[9]，如果不是招生名额有限，数量还会更多。然而，檀林制度所绑定的权力性、功利性也使得这项原本具有诸多合理因素的制度必然地趋向于形式化、空洞化乃至腐败化。据现存资料统计，空有学籍而不上课的学徒高达一半以上，因行为不端而退学的学徒也不在少数。[10]《法度》虽然规定本宗子弟都有义务进入檀林学习，但到了江户时代后期，江户城的四所檀林情况尚好，地方上的十几所檀林早已青黄不接、生源严重不足，檀林的教育质量自然也就无法保障。

二 学术方面的新动向

（一）宗学的繁荣

“奖励学问”政策的另一个结果是导致宗学的发达。宗学是佛教传统义学的一部分，以研究本宗祖师的教义思想为主，带有浓厚的佛教神学色彩。江户时代的宗学是一种极端化的佛教义学，在幕府“本末”“宗改”等制度的硬性规定下，研究者将研究范围限定于宗派自身的狭窄范围之内，对其他宗派的学问毫不触及，对佛教思想和历史的全貌更是一无所知。以下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于宽永十六年（1639）在本山设立了学簧，鼓励开展宗学研究。但倡导的结果却是僧人竞相树立新说、哗众取宠，各种千奇百怪的异端邪说层出不穷。较具代表性的是智洞（？—1806）倡导的“三业归命”说。所谓“三业归命”说大肆宣扬希求往生极乐净土的欲心，号召信众不仅要在心里希求，还要通过礼拜、口唱名号等形式表现出来。智洞一度非常活跃，但他强调希求极乐往生的“欲心”，背离了宗祖亲鸾所强调的“信心”（彻底相信阿弥陀佛本愿，依靠他力），无疑是邪说。最后幕府于文化二年（1805）裁判智洞为异端，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史称“三业惑乱”事件。东本愿寺也开设了学寮鼓励宗学，结果与西本愿寺一样相继出现异端，最后往往也只能由幕府出面调解纠纷。

（二）教义复古运动

江户时代的宗学研究还引出了一些新动向，一些僧侣通过研究对主流教义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恢复古代的正统教义。天台宗、华严宗、曹洞宗、真言宗都有人提出了类似主张，可统称为教义复古运动。

天台宗在天海的努力下一度呈复兴之势，在关东地区设立了十檀林宣讲宗学。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主张修正教义的新派别安乐派。安乐派的创立者是妙立（1636—1690），他对最澄以来的日本天台宗传统持否定态度，在思想上表现出了恢复中国天台宗传统的倾向。他在戒律方面反对自最澄以来的比叡山大乘戒，主张按照中国道宣、元照等人的南山律传统，大小乘律兼学；他还反对最澄、圆仁、圆珍等人创立的台、密、禅三宗一致的宗风，主张引进宋四明知礼等人较为纯粹的天台学说。对此，圆耳（1711—？）等主流派加以反对，他们依据最澄的《山家学生式》和《显戒论》等著作，反对兼学律，坚持一向大乘律。妙立的观点被视为异端邪说，他被逐出了山门。但其弟子灵空（1652—1739）继承了他的观点，在比叡山安乐院兼讲大乘律和四分律，这一派遂被称为安乐派。双方争吵不断，直到上诉幕府。安永元年（1772）幕府裁决安乐派合法，双方才相安无事。[11]华严宗则有凤潭，他反对自中唐以来占据华严宗思想主流的澄观、宗密一派，主张恢复华严教义的奠定者智俨、法藏等人的学说。曹洞宗也有类似的复古者。

总体而言，复古运动争执的问题都局限在教义思想领域之内，虽然在学术史上有一定价值，但与现实关系不大，因而未能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三）慈云尊者与悉昙学研究

慈云尊者饮光（1718—1804），俗姓上月氏，大阪人。慈云是江户时代最为博学的高僧之一，而且是颇具创造性的学者。他从事的悉昙学研究，采用了类似于近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取得了同时代人难以比肩的丰硕成果。在僧侣普遍将梵语梵字加以神秘化膜拜的时代，他的研究具有学术启蒙的意义。

慈云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很丰富。他先在摄津国（大阪府）法乐寺出家，学习悉昙。16岁前往京都从伊藤东涯学习儒学和诗文，其后又到奈良学习南都佛教，到河内国（大阪府）野中寺钻研律，到信浓国（长野县）修禅。27岁时，他主持河内国长荣寺，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只有恢复正统的佛教教义才能振兴佛教，为此应该上溯到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时代。他提倡以印度原始经典和戒律为依据，恢复佛教的传统。慈云认为，由于日本自平安时代以来一直轻视小乘经、律，所以对它们的理解都不尽正确，为此他展开了钻研经律的基础工作，他的两项重要工作是悉昙学研究和《南海寄归传》研究。

悉昙学是有关印度梵语、梵字的学问，其渊源和流变较为复杂。印度原本就有对梵语语法文字进行研究的传统，但由于印度人还将梵字视为梵天所造，因而又有崇拜梵字、将梵字加以神秘解读的传统。佛教吸收了二者，发展出了内容丰富的悉昙学。悉昙学由圆仁首先传入日本，自平安时代以来，一直与秘法、咒术联系在一起。江户时代宗学兴盛，真言宗内部对于悉昙学的研究也活跃起来。其主流虽然仍是密教的符咒传统，但也出现了从语言学角度对悉昙进行研究的动向。最早的较有成就的学僧是净严（1639—1702），他在大阪学者们的支持下，先后创作了《悉昙三密钞》和《华梵对翻》。国学者契冲（1640—1701）为了研究日语，也曾经向净严学习过悉昙学。慈云为了研究印度佛教而研究悉昙，因此他也采用了与净严相同的语言学方法。他对梵语的语法和文字进行了精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汇集为长达千卷的大著《梵学津梁》。当时的大多数僧侣对梵语仍然抱有迷信的崇拜，净严、慈云等人的远见卓识确实令人赞叹。

此外，慈云还创作了唐义净《南海寄归传》的注释书《南海寄归传解缆钞》。慈云研究义净，是因为义净自印度传回了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藏，而且其所著游记《南海寄归传》生动记录了他在印度、东南亚等地的所见所闻。慈云希望通过对《南海寄归传》的研究，复原古代印度僧人日常生活的原貌，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律藏，因而创作了《南海寄归传》的注释书。慈云的研究带有鲜明的实证性特点，堪称近代佛教学术的先驱。

（四）大藏经的刊印

日本古代、中世的大藏经（“一切经”）都是写本。我们在“平安时代佛教”中已经介绍，朝廷设有专门的写经所负责抄写大藏经等佛经。江户时代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出现了雕版活字印刷的热潮。德川家康曾先后委派崇传、元佶等僧人[12]主持出版事业，先后出版了运用铜活字的“骏和版”和运用木活字的“伏见版”，刊印了汉籍和史籍等书籍。在此情况下，刊刻大藏经也提上了日程。

宽永十四年（1637），宽永寺天海在第三代将军家光的赞助下开版印刷大藏经，整个工程历时十二年，于庆安元年（1648）完成了日本第一部刊本大藏经。虽然该大藏经完成时天海已经去世，但事业主要由天海主持，因此该大藏经被称为《天海藏》（天海版大藏经）。天海藏以宋版《思溪藏》为底本，根据最新的调查，收录佛经1454部、5781卷[13]。目前东京上野宽永寺仍保存有《天海藏》的木活字22万余个。

铁眼道光（1630—1682）于宽文三年（1663）发愿刊印大藏经，得到乃师隐元隆琦的支持。隐元将所藏明《嘉兴藏》交给铁眼作为刻藏底本。[14]他为了印经四处募化，行迹遍布日本全国，终于于宽文十一年（1671）开始刻藏，至天和元年（1681），历时十年始完成。这种大藏经被称为《黄檗藏》（黄檗版大藏经）[15]，基本上属于明《嘉兴藏》的复刻本，第一次印刷的正明寺收藏本为275帙2070册。与《天海藏》相比，《黄檗藏》收录佛经部数更多，版本更为精良。更重要的是，《黄檗藏》是方册本，便于携带和阅读，普及率很高，到大正时代为止，日本全国有2340所寺院收藏了该版本藏经，为佛教经典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黄檗山宝藏院现保存有原经版48275片。其后，净土宗忍澂（1645—1711）于宝永三年（1706）召集学者十余人，以建仁寺所藏《高丽藏》与《黄檗藏》对校，历时五年整理出了对校录。

《黄檗藏》的出版和校对对日本近代以后的大藏经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治时代的《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缩藏》）和《日本校订大藏经》（《卍正藏》）都参考了忍澂的校对版。此外，江户时代的华严宗凤潭（1654—1738）对《黄檗藏》未收经典进行了调查，著有《扶桑藏外现存目录》。此书受到《大日本续藏经》主编中野达慧的重视，在编纂《续藏经》时曾加以运用。明治五年（1872），明治政府的特别考察团考察欧美各国时，应英国当局的请求，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向其赠送了《黄檗藏》。此藏在当时为欧洲学者广泛使用，对西方的中国佛教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6]
三 结语

以上我们考察了江户时代的佛教教育与学术。综上所述，幕府“奖励学问”的目的在于更有效地管理僧侣，其背景是封建专制主义对思想的禁锢，因此，没有自由的“学术繁荣”也只能是畸形的繁荣。僧人们皓首穷经，无非为了论证一些从出发点上已经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教条，追究的大都是与信仰、修行无关的疏枝末节，大部分宗学既无现实意义又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所谓学问也就失去了活力和魅力。官方主导的学术振兴、文化振兴换来的反而是学术和文化的死亡。另外，以慈云饮光等人为代表，部分佛学家在新兴的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的刺激下，脱离了宗学的神学主义的窠臼，展开了实证性的研究，他们为近代日本佛教学术开启了先声。

第四节 宗派佛教的定型期

江户时代由于幕府实行了本末、寺请等制度，日本佛教的宗派体制继续发展并定型，基本奠定了现行的宗派格局。当时势力最为强盛的宗派包括净土宗、净土真宗、曹洞宗、日莲宗以及以妙心寺派为代表的临济宗林下派，在一些方面还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有临济宗五山派、天台宗、真言宗，陷于衰落的有禅宗、法相宗、华严宗，还有新出现的黄檗宗、融通念佛宗。其中黄檗宗新传自中国，受到了德川幕府的特别扶植。

一 净土宗与德川幕府

江户时代政治地位最高的宗派是净土宗，这主要是因为将军德川家族（松平家）原本是净土宗教徒。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1603），开创江户幕府后，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大力扶植发展净土宗。

庆长三年（1608），刚刚就任将军不久的家康为了在气势上震慑公家朝廷，下令扩建京都的净土宗大本山知恩院，为此不惜拆毁周边的寺院和民宅。知恩院在家康等三代将军的营建下发展成现行规模，其建筑体量和占地面积在京都数一数二，其中落成于元和七年（1621）的三门[17]，高24米，宽50米，为日本第一。家康死后，其灵庙（“菩提寺”）建于江户城的增上寺。净土宗的知恩院和增上寺，一西一东，伫立于两京，成为将军政治、宗教权势的象征。不过总体而言，江户时代的佛教重心已经自关西转到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关东地区，江户城的净土宗增上寺和天台宗宽永寺是当时佛教的权威。从名义上来说，知恩院是净土宗总本山，增上寺是大本山之首，但增上寺在江户时代的权势地位要在知恩院之上。

江户初期，增上寺源誉存应（1546—1620）和知恩院满誉尊照（1562—1620）较为活跃。存应将增上寺迁到了位于东京都港区芝公园附近的现址，并主持了修建德川家康灵庙的工作。其后的德川幕府历代将军交替安葬于增上寺和上野的宽永寺。存应门下名僧众多，其中有开创了上野国（群马县）新田大光院的吞龙然誉（1556—1623）和在下总国（千叶县）隐修的祐天愚心（1637—1718）。愚心得到了将军德川纲吉及其生母桂昌院的皈依，现今东京目黑区著名的祐天寺供奉着他的舍利塔。尊照的门流则出现了贞极（1677—1756）、忍澂等学者。贞极在振兴教团、救助民众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忍澂则于宝永三年（1706）开展了校订大藏经的事业。

二 净土真宗的分宗

净土真宗自室町时代以来在民间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正如我们在“室町战国时代佛教”一章中所介绍的，对织田信长等人来说，真宗教团不啻为完成统一大业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元龟元年（1570），信长对真宗的大本山，大阪石山本愿寺发动了进攻，战事延绵十年，最后以议和结束。但在此过程中，当时的第十一世法主显如（1543—1592）与主战的长子教如（1558—1614）发生了意见对立，双方一度关系破裂。

显如与信长和解后不久，1581年，石山本愿寺失火，寺院被烧毁。显如只好将本愿寺几度迁址，天正十九年（1591），丰臣秀吉向显如捐赠了京都七条堀川的土地，本愿寺遂定址于此。此后不久1592年，显如去世，教如继任了法主。但由于教如在石山之战中态度强硬，被继信长之后武力推行统一的秀吉视为对手。文禄三年（1594），教如在秀吉的压力下被迫下台，将法主的位置让给了弟弟准如（1577—1630）。秀吉死后，教如为报一箭之仇，在关原战役中支持德川家康一方。家康允诺胜利后让教如复位。但其后，老谋深算的家康看到这是一个分裂真宗教团、消除潜在威胁的绝好机会，遂改变主意，转而扶植教如独立。庆长七年（1602），家康将面对本愿寺的京都七条乌丸的土地赠予教如，并于第二年在此另建了本愿寺，称东本愿寺。从此，本愿寺分裂为东、西两派，前者称大谷派，后者仍称本院寺派，两派势力都很强大，且尖锐对立，未能和解。

此外，真宗与净土宗还就宗名问题发生了争吵。真宗的祖师亲鸾以自己为法然真传，有时自称专修念佛宗[18]，有时为了与净土宗的其他派别相区分而自称“真宗”[19]。但真宗后来逐步发展为独立的教团，曾使用过“一向宗”“本愿寺宗”“门徒宗”等称谓。安永三年（1774），两本愿寺、专修寺、佛光寺等真宗大寺院经过合议后，向幕府申请正式使用“真宗”的名称。“真宗”意味着只有本宗才是正统，自然引起了净土宗各派的强烈反对。幕府对此感到非常棘手，最后做出了搁置争议、交由子孙去解决的“巧妙”裁定。直到明治五年（1872），真宗才正式正名。

东、西本愿寺势力强大，在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废佛毁释”运动中也遭到了冲击。在此逆境中，东、西本愿寺最早走上了改革之路，相继采取了整顿教团、改革制度、派遣留学生等重要措施，涌现了岛地默雷[20]、井上圆了[21]、清泽满之[22]等杰出人物，为挽救日本佛教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崇传与五山派

临济宗自镰仓时代末期形成五山和林下两大支流，双方时有不睦。江户初年，包括崇传等僧侣个人的因素在内，两大派的关系非常紧张。崇传借紫衣事件打击林下派，前面已述，不再重复。幕府坐山观虎斗，在暗中示意崇传打击林下派激化双方矛盾后，又转而安抚林下派。总体而言，五山派因其官僧传统，僧人大多拥有丰富的学识和政治智慧，其中一些高僧在政治上受到重用，成为幕府的智囊；而林下派则在民间拥有更为强大的影响力。以下分别叙述。

以心崇传（1569—1633）在江户初年的政界和宗教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协助家康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宗教、外交、文教政策，他还是镇压基督教、钟铭、紫衣等事件的主要谋划人。

崇传是室町幕府将军的家臣之子，室町幕府灭亡后出家，很快在佛教界崭露头角。庆长十年（1605），崇传成为建长寺住持，后又成为五山寺格最高的南禅寺住持。应家康之邀，他成为家康的高级顾问，此后又成为家康、秀忠两代将军的黑衣宰相。他曾经为家康与丰臣氏的权力斗争出谋划策，参与了大阪冬、夏两次重要的战役，为德川氏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是《寺院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武家诸法度》等重要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他还领导了文教、出版事业，重要的贡献有元和元年（1615）出版的《大藏一览》和第二年出版的《群书治要》。他的《义国日记》记录了他在外交事务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重要的史料。

除了崇传，五山僧三要元佶、西笑承兑（1548—1607）等人也受到了家康的重用。家康聘请元佶管理幕府的重要教育机构足利学校。元佶还领导过出版印刷事业，刊印了大量儒家经典，因其版本精良、印刷精美，被称为“伏见版”[23]。承兑是家康的政治外交顾问，曾主导过与朝鲜建交和朱印船贸易。

四 白隐与妙心寺派

林下派自室町中期以来一枝独秀的是应灯关一支，即大德寺派和妙心寺派（关山派）两流。大德寺派涌现出了泽庵宗彭（1573—1645），他是“紫衣事件”的主角，事件之后在江户弘法得到了将军家光的信任，在品川开创了东海寺。妙心寺派与德川幕府有一定渊源，妙心寺第三十五代住持太原宗孚（1496—1555）曾经担任青年德川家康的教师；其弟子铁山宗钝（1532—1617）与家康的关系也较好，家康支持铁山成为妙心寺的住持，对他和门下很关照。

愚堂东寔（1579—1661）是江户初期妙心寺派的重要高僧，他是美浓国（岐阜县）人，先后得到了后水尾上皇和将军家光的皈依。愚堂属于保守派，坚持应灯关的正统祖师禅，坚决反对黄檗宗隐元入住妙心寺。万治二年（1659），在妙心寺开山祖师关山慧玄（1277—1360）的三百年忌日（“妙心寺开山三百年大远忌”）上，愚堂说法语道：“二十四流日本禅，惜哉大半失其传，关山幸有儿孙在，续焰连芳三百年。”愚堂致力于复兴祖师禅，门下英才辈出，号称十八哲。其法流中涌现出了江户时代的名僧，号称“五百年不世出的英灵汉”白隐慧鹤（1685—1768）。

白隐是骏河国（静冈县）人，15岁出家，曾追随多位禅师参禅，后去越后国（新潟县）英严寺从性彻听讲《人天眼目》。一日清晨白隐听见远处的钟声有所悟，以所悟征求性彻的印可。性彻尚未开口，白隐就一拳打倒他大笑出门。他说三百年来未有如此这般痛快淋漓者，大概以为自己已经开悟，可以上追祖师了。没想到的是，他得意洋洋地去寻访愚堂的徒孙道镜慧端（1642—1721），被慧端呵斥怒骂一顿，才发现自己尚未开悟。慧端被称为正受老人，是当时著名的禅匠，白隐在其门下修行八个月，终于有所受益。一天，白隐到一家门外托钵乞食，屋里的老婆婆不但不给白隐食物还怒气冲冲地轰他走开，白隐痴痴地尚在迟疑，老婆婆径直冲出来用扫帚赶他。白隐当下大悟，回去求证于慧端，得到了慧端的印可，其年24岁。

此后的白隐继续刻苦修行，他返回故乡的松荫寺坐禅，因为用功太勤，还得了一场禅病。病愈后他写作了《夜船闲话》，记录了他从一位自称仙人的隐者那里学来的调伏方法和治病的经过。此后他又前往深山隐居，直到享保元年（1716）才出任松荫寺的住持，不久又成为妙心寺的首座。出山以后的白隐继续勤修了十余年，一日读《法华经·譬喻品》忽然大彻大悟，说：“佛祖向上之机，看经之眼彻底了得，无有余蕴。”

开悟后的白隐开始讲经授徒。元文二年（1737），他在伊豆（神奈川县）林际寺开讲《碧岩录》，其后几十年先后讲《虚堂录》《大灯录》《大应录》《临济录》《禅门宝训》等临济·应灯关一派的语录和《法华经》《维摩经》《心经》等佛经。他擅长教学，思想开放活跃，注意吸收其他流派的长处，独创了“只手音声”等著名公案，大振临济宗风。白隐还多才多艺，擅长诗文、绘画、书法，创作了诸多脍炙人口的弘法著作，是当时妇孺皆知的名僧。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关山派禅匠是古月禅材（1667—1750），古月85岁、白隐84岁而终，时有“西古月、东白隐”之说。二人门下都是人才济济，白隐的门徒称为鹄林流，古月一方则称为古月流。古月逝后，其门人大都转投于白隐门下，白隐遂成关山以后三百年来首屈一指的大宗匠，其门流不但在江户时代末期独步天下，还成为近代以来日本禅界的中流砥柱。

此外，妙心寺派还有创作了《禅林象器笺》的无著道忠（1653—1744）、编纂了《延宝传灯录》和《本朝高僧传》的万元师蛮（1626—1710）等著名人物。

五 良宽与曹洞宗

曹洞宗自室町时代以来以北陆、关东地区为中心在民间发展迅猛，但其传承法脉在应仁之乱（1467—1477）后不太清晰，内部管理也有所混乱。江户时代初期的大乘寺月舟宗胡（1618—1696）致力于重振宗风，其事业由弟子万山道白（1636—1715）继承。万山为了革除积弊，曾于元禄十二年（1699）向幕府提出诉讼，希望借助幕府的力量整肃教团。为此，幕府于元禄十六年（1703）颁布了《曹洞宗嗣法条例》。

月舟法系之下出现了名僧大愚良宽（1757—1831）。良宽以诗歌和书道知名，在日本文化史上享有一席之地。他出身越后国（新潟县）出云崎的上层武士家庭，出家后在备中国（冈山县）圆通寺修禅，其后在各地托钵游行。文化元年（1804），他48岁时返乡，其后归隐不出，一直到75岁病逝。良宽性情率真、清贫乐道，他尤其喜爱大自然，七十几岁还童心未泯，与村里的儿童们玩耍。他一生创作了很多清新自然又富于禅意的汉诗与和歌，对后世影响很大。汉诗如：“富贵非吾事，神仙不可期。满腹志愿足，虚名用何为？一钵到处携，布囊也相宜。时来寺门侧，会与儿童期。生涯何所似，腾腾[24]且过时。”又如：“此生何所似，腾腾且任缘。堪笑兮堪叹，非俗非沙门。萧萧春雨里，庭梅未照筵。终朝围炉坐，相对也无言。背手探法帖，薄云供幽闲。”他对僧侣的趋名逐利予以抨击：“落发为僧伽，乞食聊养素。自见正如此，如何不省悟？我见出家儿，昼夜浪呼唤。只为口腹故，一生外边鹜。白衣无道心，犹尚是可恕。出家无道心，如之何其污？”最为人喜爱的自述诗为：“生涯懒立身，腾腾任天真。囊中三升米，炉边一束薪。谁问迷悟迹，何知名利尘？夜雨草庵里，双脚等闲伸。”

六 天海与天台宗

天台宗在江户时代的复兴以天海贡献最大。天海（1536—1643）号南光坊，谥号慈眼大师，会津人。他年轻时游学于南都北岭，以博识多闻著称。其后获得德川家康的赏识，成为其政务上的重要幕僚之一。家康死后，他又成为将军家光的辅政重臣之一。在他的力主下，朝廷赐予了家康“东照大权限”的称号，将其神化。天海还主持在日光（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修建了家康的神庙东照神宫，他依据天台宗系统的山王神道，将神宫建成了神佛合一的道场。他兼任东照神宫的首任法主，其后的法主也都由山王神道系统的僧人担任。

天海还在江户城上野创建了宽永寺。由于天海的政治地位，宽永寺被称为东叡山，与比叡山比肩，成为天台宗的两大本山之一。其后，宽永寺的住职较比叡山的僧格更高，因此，宽永寺事实上成了天台宗的最高本山。

七 真言宗

如前几章所述，真言宗在平安时代末期出现了兴教大师觉鑁（1059—1143），他在高野山建立了大传法院。高野山系统出现了大传法院与金刚峰寺的对抗。镰仓时代末期，其法流中出现了赖瑜（1226—1304），他将大传法院迁移到根来，从此真言宗分裂为以根来寺为本山的新义派和以金刚峰寺为本山的古义派。战国时代的天正十三年（1585），丰臣秀吉进攻根来寺，将其付之一炬。新义派又分为以大和国长谷寺为本山的丰山派和以京都智积院为本山的智山派。江户时代，丰山派和智山派都鼓励宗学，其中对后世有影响的是慈云尊者等人的悉昙学。

八 良忍与融通念佛宗

融通念佛宗是江户时代诞生的一个新宗派，其祖师要上溯到平安时代末期的良忍，但教团的实际奠定者是江户时代的大通融观。

良忍（1072—1132）是比叡山常行三昧堂的堂僧，从事“不断念佛”。23岁时，他下山到比叡山的别所、京都以北的大原潜修。他修行非常用功，每日诵读《法华经》、念佛六万遍，还曾经燃指供养佛经。永久五年（1117），正在修行的良忍看到阿弥陀佛应显，传授给他速疾往生的法门。此后，良忍就依此“融通念佛”法门弘法。

融通念佛很有特色。从形式上来说，它与天台宗的观想念佛和净土宗的称名念佛不同，实际上是一种合唱形式的念佛。良忍在常行三昧堂修行的是“不断念佛”。“不断念佛”源自于圆仁自五台山传来的“五山念佛”，体现了中国佛教音乐——梵呗的特色。自圆仁以后到良忍的时代，其在比叡山发展演变成多种流派。富于音乐才能的良忍对此进行了研究，撷各派精华，荟萃而成自己的风格，称“大原声明”[25]。融通念佛实际上就是根据“大原声明”进行的念佛，形式就是念佛者的合唱。

从理论上来说，融通念佛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本质上既承认他力也承认自力。良忍认为，“我”的念佛功德可以回向给一切众生，他人或众生的念佛功德又可以回向于“我”，所以称为融通。良忍的融通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华严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影响，所以融通念佛宗将《华严经》《法华经》当作“正依”经典，把净土三部经当作“傍依”经典。这也与净土宗有很大不同。

良忍的时代并没有融通念佛的教团，其念佛法门通过各种渠道在民间广泛流传。据研究，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的很多念佛者都声称自己修行的是融通念佛法门，但并没有明确的传承记录。[26]到了江户时代，大通融观出来整合各方势力，于元禄元年（1688）获得幕府许可成立了教团。融通念佛宗的总本山是大阪平野区的大念佛寺。据说大治二年（1127）良忍于此遇圣德太子托梦，遂发愿修建了修乐寺。其后修乐寺几度失火，早已荒废，元禄十六年（1703），融观重建此寺作为教团的基地，命名为大念佛寺，并于同年创作了《融通圆门章》。

九 隐元与新传的黄檗宗

明末清初，一批明朝的遗老遗少渡日避难，其中有很多僧人、名士。文人、学者的代表有朱舜水（1600—1682），僧人则首推日本黄檗宗的创立者隐元。

隐元隆琦（1592—1673）是福州福清人。29岁在当地黄檗山出家后四处行脚。47岁成为传承杨岐派无准师范法系的费隐通容的弟子。在他主持下重兴了福州黄檗山。隐元来日之前长崎等地已经出现了一些华商、华侨兴建的寺院，著名的有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这些寺院主要面向华人，由华人招聘中国僧侣来日担任住持。先于隐元来日的著名僧人有南山超玄，日本名僧盤珪永琢等人曾就学于他，创立了“不生派”。

承应三年（1654），时年已经63岁的隐元受兴福寺邀请来日。抵日后他先后担任兴福寺、崇福寺的住持。其后他受妙心寺龙溪性潜的邀请移住摄津国富田的普门寺。万治元年（1658）他在龙溪的陪同下进入江户城，受到了将军家纲的隆重接待。第二年，幕府将山城国（京都府）宇治的一片原属于摄关家的土地赠予了隐元。隐元在此全面复制福州黄檗山万福寺，兴建了日本的万福寺。宽文三年（1663），万福寺落成，隐元就任首任住持，幕府拨给万福寺四百石的寺领[27]，还特许在临济、曹洞之外开创了新宗派黄檗宗。

从法系上来说，隐元在中国属于临济宗杨岐派僧人，中国并无黄檗宗；而在日本，隐元与镰仓时代渡日的无学祖元、兀庵普宁等人属于同一系统，与同期的五山派关系较近，本来也没有独立立宗的必要。但幕府扶植黄檗宗独立主要出于两点：一是效仿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的做法，树立自己的权威；二是由于中日两国的禅宗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很大差异。中国自南宋以后诸宗融合的势头显著，各宗的特点已不再鲜明，完全成为禅净同修的天下，而日本的临济尚保持原有风格不变。因此，无论禅风、日常修持坐卧、服饰，还寺院建筑器物都有很大差异，完全不像同一个派别。

隐元渡日对日本禅宗刺激很大，形成了欢迎和抵制的两派，但无论哪一派在客观上都受到了积极影响。隐元门下出色的中国僧人有二十几人，他们将明代的文化全面移植到了日本，给日本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受到了热烈欢迎。历代将军对黄檗宗都很重视，第四代将军家纲曾一次赐予万福寺白金二万两，名贵木材四十五根。自第五代将军纲吉于贞享二年（1685）颁予万福寺免除一切租税的朱印状以后，一直到第十四代将军家茂，历代将军都颁发了同样的朱印状。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持万福寺中国寺庙的特色，幕府采用了历代住持都延请中国僧人的特殊政策，一直到第十三世竺庵净印（1696—1756）为止。其后，由于中国渡日僧减少，再加上中国佛教不振，人才凋零，尽管幕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已经不能保证代代都有中国僧人继任住持了。第二十一代大成照汉（1710—1784）是最后一位中国住持，其后就都由日本僧人担任了。[28]在幕府的大力扶植下，黄檗宗发展很快，到延享二年（1745），黄檗宗的寺院在日本全国已经发展到了897所。

隐元的日本弟子中有著名的铁眼道光（1630—1682）。铁眼原本学习真言密教，后来追随隐元成为黄檗宗僧侣。为了刊印《黄檗版大藏经》，他曾经奔走募捐十二年。天和二年（1682），关西发生大饥荒，铁眼四处救济饥民，仅在大阪一地据说就救济难民达一万多人，被世人尊称为救世大士。

第五节 各界对佛教的批判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日本经历了初传期的短暂历练后，成功地争取到了统治阶层的支持，并逐步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其意识形态功能虽然有所减弱，但其政治作用却并没有减弱。它被编入国家行政体制的一部分，成为幕府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在近世生产力普遍提高，地方诸侯逐步摆脱幕府控制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新输入的理性、民主、科学等新思想的影响下，知识界首先对佛教展开了批判。随后，地方诸侯和民众也因各种现实利益的摩擦而对佛教表现出了强烈不满。这种情绪在幕府统治崩溃前后达到顶点，终于酿成了明治维新时期爆发的废佛毁释运动，该运动也成为日本佛教转型的里程碑。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简略叙述一下江户时代思想界对佛教的批判。在此之前，让我们先谈谈镰仓中后期出现的吉田兼俱的学说，以便说明佛教在思想领域逐步被去魅的过程。

一 吉田神道对本地垂迹思想的新解说

到镰仓时代为止，人们对佛教与神道教关系的认识，仍以本地垂迹思想最为流行，即以佛为本，以神为佛的化现，以此为神道教依附、屈从于佛教的现实提供理论依据。镰仓新佛教运动兴起后，日本民族文化意识上升，神道教内部也出现了摆脱佛教束缚、谋求独立的思想动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吉田兼俱提出的唯一神道说。

兼俱（1435—1511）是神道世家吉田家的传人，吉田神道的集大成者。吉田家原姓卜部，是掌管占卜等神事的下级官员，自平安时代以后逐渐得势，成长为与白川（神祇伯）、斋部（忌部）、中臣等相抗衡的神道名门。[29]吉田家有一项世代相传的家学，就是研究注释《日本书纪》。在历任神祇官的吉田家手里，这部史书不断获得神学性的阐发，逐渐成为吉田神道的重要思想来源。兼俱聪慧博学，继任神祇官后受到了公卿贵族的赏识，经常应邀在宫中讲授《日本书纪》《中臣祓》等典籍。幕府和将军对他也很器重，在政治上予以了支持。在此背景下，兼俱杂糅儒家、道教、神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创作了《唯一神道名法要集》（《要集》）、《神道大意》等著作，系统提出了神道教至上的学说，对既往的本地垂迹说进行了批判。

兼俱首先总结了此前的神道思想，提出神道学说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本迹缘起神道”“两部习合神道”和“元本宗源神道”。“本迹缘起神道”系指以“某宫、某社”作为某佛、菩萨化现的说法，天台宗的山王神道[30]可以算是其中的代表。“两部习合神道”简称两部神道，即平安时代奠立、镰仓时代成为主流的密教化的神道思想，特点是以胎藏、金刚两界曼陀罗匹配神社的内外二宫，以密教各本尊匹配诸神。[31]这类神道的思想背景是天台宗的台密和真言宗的东密，其代表人物是最澄、空海、圆仁、圆珍等人。

而所谓“元本宗源神道”，“元者，明阴阳不测之元元；本者，明一念未生之本本”。“宗者，明一气未分之元神，故归万法纯一之元初，是云宗；源者，明和光同尘之神化，故开一切利物之本基，是云源。”兼俱用大量儒道的语言来把此元本宗源神道说得玄而又玄、神乎其神，就是为了说明“吾神道者，一阴一阳不测之元，国常立尊以降，至天照太神，玄玄妙妙之相承也”，因而神道是神国之基础，三教之本源。他假托圣德太子的话说：“吾日本生种子，震旦现枝叶，天竺开花实。故佛教者，为万法之花实；儒教者，为万法之枝叶；神道者，为万法之根本。彼二教者，皆是神道之分化也。以枝叶花实，显其根源，花落归根故。今此佛法东渐吾国，为明三国之根本也。”他进而强调，在佛教传入日本以前，“神武天皇以降，经千二百余岁，其中间无二法，唯守神国之根本，崇神明之本誓”。因此祭祀（神事）时，去除念经等佛事才是符合礼仪的。

针对世人“何吾国诸神社，以佛菩萨等，称本地哉”的疑问，也就是当时流行的本地垂迹思想与兼俱的上述说法的矛盾，兼俱进行了大段的辩白。他先是举例说明天皇朝廷振兴佛教的大量史实不过是方便权宜，进而对本地垂迹说提出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该学说的产生背景在于真言密教的传入。他认为，密教的本尊“胎（藏）金（刚）两部大日卢舍那佛”，即“一切诸佛菩萨之总体也”。而此“舍那之生身者，吾国之本主”也。故而设显密之二义，立本迹之二门。所谓“显密二义”即显密、本迹的两重含义：“一显露之显，以佛为本地，以神为垂迹；二隐幽之密，以神为本地，以佛为垂迹。显露之显者，浅略义也；隐幽之密者，深秘义也。”由此显而易见，以佛为本地、以神为垂迹的说法是浅略的理解。兼俱以颂总结说：“显露显以佛为本，浅略流通为结缘。隐幽密以神为元，深甚重位秘真实。”兼俱的上述说法明确批评了既往将神道教置于佛教之下的做法，提出了神本佛迹的主张，他的这类主张显示出了镰仓中后期思想界的一些新动向，为江户以后各界对佛教的批判开辟了先声。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新兴的以儒者和国学者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对佛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背景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32]前一个阶段的批判者主要是以朱子学派为代表的儒者，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国学者。他们批判佛教是为了与之争夺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此除了理论之争外还有政治上的角力，最终朱子学上升为德川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后一个阶段始于幕府权威逐渐瓦解的时期，带有一定的反封建体制、倡导理性的性质。其主要人物为接受了新思想的儒者、国学者和兰学者。

二 朱子学对佛教的批判

日本早期朱子学的代表是林罗山和藤原惺窝。林罗山（1583—1657），名信胜，字子信，罗山是他的号。他被称为日本第一个真正的朱子学者，其子孙世代继承家学，服务于德川幕府，担任大学头等重要职务，成为幕府的御用学者和教育家，被称为林家。罗山师事藤原惺窝（1561—1619）学习儒学。惺窝幼年即出家为僧，饱读内外典籍，颇有文誉，因对佛教教义感到质疑而最终脱去了僧袍，还俗成为儒者。林罗山《惺窝先生行状》说：“先生以为，我（惺窝）久从事于释氏，然有疑于心，读圣贤书信而不疑，道果在兹，岂人伦外哉？释氏既绝仁种又灭义理，是所以为异端也。”有僧承兑原本是惺窝的旧识，见惺窝着儒服便当面予以讥讽，说万法“有真有俗”，先生何必“弃真还俗”，不仅为本人惋惜，也为丛林感到惋惜。没想到惺窝反唇相讥说：“自佛者言之有真谛有俗谛，有世间有出世间，若以我观之，则人伦皆真也。未闻呼君子为俗也，我恐僧徒乃是俗也，圣人何废人间世哉？”承兑感到非常尴尬。

林罗山与惺窝相同，与佛教有过短暂的接触，但随即就确立了反佛的立场。据其《年谱》，他曾经在13—15岁时进入建仁寺从禅僧学习，但发现自己对儒学更感兴趣，于是辞寺回家，专心攻读六经、四书。他以朱熹的《章句》《集注》入门，20岁时创作的《放生辩》已经奉程朱为圭臬了。其中说：“人、物天地间并生，本同一理，禀气而异。其禀清明纯粹者则为人，其禀昏浊偏驳者则为物。爱之乃仁，杀之乃义。人物异等，仁义不偏，此先王之道，正所以非异端可比。伊川（程颐）、紫阳（朱熹）所言如是，善哉。”（《罗山先生文集》）[33]
他追随惺窝后，颇受惺窝赏识，被惺窝推荐给了德川家康，成为家康的谋臣。两年后，他在家康的命令下却不得不剃发为僧，法号道春。至于家康为什么命令林罗山出家，解释不一，有人认为这说明当时儒者的地位尚不为世间所认同，也有人说家康喜欢任用僧侣作为谋士以掩人耳目。无论如何，林罗山不得不披上了僧袍，但他反对佛教的立场终生未变。他说：“瞿昙（释迦牟尼）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伯阳（老子）曰：‘天上天下，唯道独尊’……夫道者教人伦而已，伦理之外何別有道？彼云‘出世间’、云‘游方外’，然则舍人伦而求虚无寂灭，实是无此理。”（《罗山先生文集·释老》）

惺窝与林罗山的议论不出宋代道学家的范围，他们主要是从人伦角度批判佛教。虽然他们的批评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他们的思想中有肯定人的地位，肯定社会伦理与世俗生活的因素，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

除了朱子学派之外，阳明学派的中江滕树撰有《翁问答》，熊泽蕃山有《集义外书》《集义和书》《宇佐问答》《大学或问》《三轮物语》，古学派有山鹿素行《圣教要录》《山鹿语类》，伊藤仁斋《语孟字义》《童子问》，荻生徂徕《辩道》《答问书》《政谈》，太宰春台《辩道书》《圣学问答》，田中丘隅《民间省要》[34]，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们的批判也主要从儒家的伦理立场出发，不过更富于人本主义色彩。蕃山、徂徕等人基于他们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立场，还从佛教对社会财富造成浪费、危害经济的角度呼吁限制、约束佛教。此后的赖山阳、蒲生君平等人继承了他们的观点，也从政治经济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评。

三 基于神道立场的批判

如前所述，日本自镰仓中后期起，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逐步兴起，各种思想学说的民族化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即便是新传入的儒学也迅速地被赋予了民族化的特色。专制统治者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也祭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各自颁布的放逐基督徒的命令中表示，“日本乃神国，自基督教国受邪法，甚以为不然”（1587），“夫日本元是神国”（1613）。以神道教教义为基础的神国观成为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

正如我们在镰仓佛教部分所介绍的，佛教在历史上原本是日本民族化的重要力量，亲鸾、道元、日莲等人的思想都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但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特别是在与之竞争的本土宗教神道教日渐兴盛的情况下，佛教便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神道教的对立面，成为神道教以及倡导民族化思潮的各派力量的批判对象。

林罗山从神儒一致的立场排佛。他说：“中世寝微，佛氏趁隙移彼西天之法变吾东域之俗，王道既衰，神道渐废。……庶几世人之崇我神而排彼佛也，然则国家复上古之淳直，民俗致内外之清净。”（《本朝神社考》）

与林罗山一样主张神儒一致的有山崎闇斋。闇斋（1619—1682），名嘉，字敬义，号闇斋，是江户前期著名的朱子学者、神道家。他运用朱子学理论将吉田神道和伊势神道糅合在一起，创立了垂加神道，突出天皇崇拜，与水户学、国学等一起成为幕府末期尊王攘夷说的思想来源。他与藤原惺窝的经历类似，幼年入比叡山学习，在临济宗妙心寺为僧，但学习了朱子学后蓄发还俗，成为儒者。他对佛教多有批评，如批评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天堂地狱之事，唯是浮屠设以诱愚民为善止恶之意，而实非中国有此阴府之事，尤见浮屠之伪也。”宽文五年（1665），他被会津（福岛县西部）藩主延请为师，对藩政有很大影响力。在他的指导下，会津藩进行了寺院和神社的清理整顿，禁止寺院和神社搞神佛习合，成为江户末期神佛分离运动的先驱。

四 国学者和水户学派排佛

国学者主张以日本固有文化为本位，反对儒学和佛教的外来影响，力图在日本的古典诗歌（如《万叶集》）、神话和历史中探寻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因此，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物都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国学四大家荷田春满（1669—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堪称代表。

荷田春满说：“今也洙泗之学（儒学）随处而起，瞿昙之教（佛教）逐日而盛，家家讲仁义，户户事诵经，……民业一改，我道（国学）渐衰，……在我神皇之教陵夷，一年甚于一年，国家之学废坠，存十一于千百”（《创学校启》），表现出了对儒学和佛教的不满和敌视态度。

除此之外，水户学派的人物对佛教也多有批判。水户学派是在水户藩（茨城县）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的赞助下，围绕《大日本史》的编纂事业形成的学派。日本自公元10世纪以后一直没有官修的历史，且此前编纂的官修史书如《日本书纪》《续日本纪》都是编年体史书。在朱子学的影响下，儒者和部分国学者希望编纂一部微言大义、针砭历史、体现日本精神的纪传体史书。水户藩支持了这项事业，先后在江户和水户两地设立编修馆，在其中发挥重大影响的人物包括明朝遗臣朱舜水（1600—1682）。这部史书直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历时249年才完成。围绕修史而形成的水户学派具有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其皇国史观是倒幕运动中尊王攘夷派的思想源头。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其成员力主排佛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 理性主义的批判

在儒家的实用理性主义和西方科学的影响下，一些儒者、国学者也对佛教的教义展开了批判。

基督教传入日本后，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学、地理学逐渐在知识界风行，一些人开始运用科学批判佛教学说。佛教认为，所谓外在物质世界（器世间）不过是凡夫的妄执与幻相，但为了随顺世间法来加以说明，佛教就继承了印度自古以来的一些说法，例如位于世界中心的须弥山和各大部洲等。就此，山片蟠桃（1748—1821）创作了《梦之代》用地球、地动说批评了佛教的上述宇宙观。

富永仲基（1715—1746）则运用史学、文献学的实证方法对佛教教义和佛教典籍的形成提出了与传统教义不同的说法。传统教义一向认为，三藏佛典中“经”的部分包括大乘经典都是佛金口玉言所说，佛教经典和教义中出现的各种前后矛盾的说法都是由于众生误解而产生的偏差，或者佛为教化不同根机的众生而采用了略有差异的方便说法。仲基所著《出定后语》则认为，印度佛教的学说是在印度原有的外道宗教和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他称之为“加上”，同理，大乘佛教也是在小乘佛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大乘典籍出现于佛涅槃后几百年，不可能是佛亲口所说，而是后人根据佛的基本教义引申、阐发的。

这些观点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说仲基因此被赶出了他就学的怀德堂。仲基本人其实并不主张排佛，他的这一“加上”法则也被他运用于对儒家和神道的批判性分析中，带有普遍方法论的性质。但《出定后语》一书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一些国学者借用仲基的方法和结论对佛教进行了攻击，具代表性的有服部天游（1724—1769）所作《赤裸裸》和平田笃胤所作《出定笑语》。由于当时的佛教界思想较为保守，是非莫辨，在进行反驳时，把仲基也当作了排佛派人物，对《出定后语》大加反驳，并长期查禁此书。

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接触到西方实证史学、文献学的佛教学者发现了此书的价值，对仲基进行了高度评价，村上专精著《佛教统一论》《大乘佛教佛说论批判》，提出大乘佛教非佛说，就自称受到了富永仲基的启发。



[1] 例如针对曹洞宗，有《曹洞宗法度》，还有《永平寺法度》和《总持寺法度》。

[2] 九州地区岛原的领主原本是基督教大名，当地民众也大多信奉基督教。幕府任命了新的大名对基督教进行镇压，同时对民众横征暴敛，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推举16岁的天草四郎时贞为领袖，于1637年发动了以基督徒为主体的大规模起义。幕府调集大军残酷镇压了起义，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岛原之乱的历史影响很大，此后，幕府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基督教的迫害，另一方面强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3] 在《涅槃经》等经典中，释尊反对弟子参与筹办葬礼。

[4] 神道教忌讳死亡，神职人员死后，其家人都要避讳，请僧人超度，神职人员因此出家的例子也不罕见。神道家吉田兼俱（1435—1511）试图从理论上解决此矛盾，16世纪以后神道人员才逐渐可以从事丧葬事务，但并不普遍。

[5] 七福神：日本民间信仰的七尊神，包括大黑天、惠比寿、毗沙门天、辩才天、福禄寿、寿星、布袋和尚。该组神杂糅了印度、中国、日本的多种信仰，在日本民间非常流行。

[6] 不动尊：源自于密教信奉的不动明王，后演化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神。

[7] 转引自［日］圭室文雄编《日本佛教历史·江户时代》，佼成出版1996年版，第28—30页。

[8] 江户幕府对僧人着衣颜色有明确规定，以此来区分僧人和寺院的上下等级。

[9] ［日］圭室文雄编：《日本佛教的历史·江户时代》，佼成出版1996年版，第82—83页。

[10] 同上。

[11] ［日］上杉文秀：《日本天台史》第八章第六节“安乐派的兴起”，破尘阁书房1935年版。

[12] 其传记见本章第四节。

[13] ［日］水上文义：《天海的遗产：天海版一切经木活字》，载末木文美士编《新亚洲佛教史》第13卷，佼成出版2010年版，第124—126页。

[14] 隐元曾携一部《嘉兴藏》渡日，但并非全本。参见蓝吉富《嘉兴藏研究》，载《中国佛教泛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0页。

[15] 铁眼刊刻的大藏经此后又进行过改版，总称“黄檗版”，“铁眼版”特指最初的版本。

[16] ［日］渡边麻里子：《黄檗版大藏经》，载末木文美士编《新亚洲佛教史》第13卷，佼成出版2010年版，第230—234页。

[17] 即山门，以佛教“三解脱门”为喻，故称“三门”。

[18] 这里的“宗”是宗旨，不是宗派。

[19] “真宗”一词见于亲鸾《教行信证后序》：“窃以圣道诸教，行证久废；净土真宗，证道今盛。”但原本泛指法然系统，非特指亲鸾一支。

[20] 岛地默雷（1838—1911）：山口县人。近代佛教改革的先驱，倡导宗教自由，争取佛教权益，反对明治政府初期推行的废佛毁释政策。

[21] 井上圆了（1858—1919）：新澙县人。杰出的佛教学者，哲学家、教育家，东洋大学的创立者。

[22] 清泽满之（1863—1903）：名古屋人。真宗教团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佛教思想家、教育家。

[23] 元佶当时住京都伏见，所以称“伏见版”。

[24] “腾腾”，即禅宗典籍中常出现的“任运腾腾”，指放任随意、活泼自由的样子，在良宽诗中常见。与曹洞宗常讲的“兀兀”（泰然不动或痴痴的样子）常对应使用。

[25] 声明是五教五明中的一种，范围比梵呗要广泛，这里的声明就是中国所说的梵呗。

[26] ［日］井上光贞：《日本古代的国家与佛教》，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249—251页。

[27] 据临济宗天明、宽政时期的本末账，临济宗本山寺院中，南禅寺892石5斗余，建仁寺821石，东福寺1850石4斗余，妙心寺491石。引自竹贯元胜《日本禅宗史》，大藏出版1989年版，第261页。

[28] 竹贯元胜：《日本禅宗史》，大藏出版1989年版，第223页。

[29] ［日］大隅和雄：《中世神道论的思想史位置》，载《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论》，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348—349页。

[30] 山王信仰源自中国道教的山王元弼真君崇拜，最澄留学的天台山也是道教名山，有此山神崇拜，最澄将之传回日本，以大山咋神、大物主神为诸佛菩萨的化身，比叡山的守护神，称日吉山王权现。这类信仰与日本原有的山岳崇拜相结合，发展成了本迹缘起色彩浓厚的山王神道。

[31] 兼俱在此提出的前两种说法应属本地垂迹类神佛习合思想的不同阶段，事实上还有一类兼俱未提及的重要神道思想，即以神国观点为特点的伊势神道。兼俱与伊势神道有政治上的对立，但其学说事实上部分吸收了伊势神道的思想。

[32] ［日］柏原祐泉：《佛教思想的展开》，载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近世近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100页。另参见［日］柏原祐泉《近世的排佛思想》，载《日本思想大系·近世佛教思想》，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517—532页。

[33] ［日］石田一良、金谷治：《日本思想大系·藤原惺窝·林罗山》，岩波书店1975年版。

[34] 以上书目引自［日］柏原祐泉《佛教思想的展开》，第102页。


第十四章 近代日本佛教

明治维新不仅是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亚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从东亚一隅的“边地”转变成了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明治维新的出现，既有外部国际形势的强有力推动，也是日本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明治维新的最大成果是推翻了封建的身份制度、经济制度，打破了封建割据与文化垄断，解放了思想和生产力，使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权利。

在明治维新之前，广大民众不但人身被束缚在藩国之内，连他们的身份与职业都被迫世袭，日常生活也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士、农、工、商”是严格的阶层划分标准，壁垒森严，除了作为“士”的武士阶层外，其他阶层的人不能骑马、不能佩刀，也不能穿丝、绢的衣服；反过来，武士家庭出身的人，即使生活再潦倒，也不得经商或从事任何体力劳动。“士”以外的阶层不但没有参政议政权，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没有。明治维新提出了“四民平等”的口号，虽然普通民众尚未拥有充分的公民权，但毕竟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明治维新还提出了“万机决于公论”“求新知于世界”也就是追求民主、科学的启蒙主义口号[1]，为日本成长为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

另外，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彻底的资本主义革命。这场维新运动的胜利，原本就是由错综复杂的各方势力经过较量、妥协和斗争实现的。“复古”与“维新”是贯穿于维新前后的二重主旋律，保守的尊皇攘夷、国粹主义思想与进步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斗争始终就没有中断过。此外，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在追求建立强大的日本帝国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财阀）资本主义色彩，且一开始就被套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疯狂车轮，广大民众的权益被无情漠视、践踏，因而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潮流行，政局动荡、政策摇摆。近代日本终于在内外形势交迫下，孕育出了军国主义的怪胎，踏上了对外侵略、自取灭亡的不归路。

近代佛教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起伏动荡，呈现出了多元的新样态。原有的僧人、教团、宗派至上的观念遭到挑战，居士佛教异军突起与僧侣佛教并行发展；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的风气与信仰至上、神秘主义的观念发生碰撞，导致戒律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垒的局面；一部分佛教徒喊出信仰应体现时代精神，实践应深入当代社会的口号，出现了社会改良派与祈祷出世派的对立；明治中期以后国粹主义思潮盛行，又出现了呼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派别与坚持个体信仰自由、超越民族国家的非国家主义派别的对立。

第一节 明治初期的排佛政策

明治维新对日本佛教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佛教一度被逼上了生死存亡的绝境。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日本佛教在江户时代逐步沦为幕府统治的工具，其政治命运也就与幕府捆绑在了一起。江户时代末期，与佛教有利益冲突的神道教、儒教，对幕府专制不满的封建诸侯、倒幕人士，将佛教视为落后势力的启蒙主义者，受寺院盘剥与压榨的普通民众对佛教都可谓积怨已久，伴随着德川幕府的垮台，这股怨气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汇集成了“废佛毁释”的运动。

一 神佛分离令

“废佛毁释”运动实际上是在明治政府的推动与纵容下开展起来的。

德川幕府在其统治时期通过“寺请”等制度，事实上让寺院分担着民众管理的职能。为此，幕府对佛教给予了各种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待，僧侣变身为特权阶层。然而在幕府统治末期，幕府权威摇摇欲坠，财政捉襟见肘，对佛教的扶植力度大不如昔。一些较为强势的藩国就实施了相对独立的政策，清理甚至剥夺寺院财产，双方出现冲突对立，为日后大规模打击佛教埋下了伏笔。此外，如前所述，在整个江户时代，儒学者、国学者、神道教以及西学者对佛教多有批评，其中有些派别与佛教的矛盾还相当尖锐，而这些势力中的一些精英分子成了倒幕维新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佛教展开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佛教界长期存在的腐败堕落现象遭到民众唾弃，佛教界内部派系林立，缺少团结，这些都使得佛教面临的形势危机重重。

在外敌入侵，幕府统治越来越腐败无能的情况下，尊王攘夷思想开始在一些藩国中流行，而推崇日本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倡导天皇崇拜的复古神道得到尊王派政治势力的青睐，成为支撑他们政治纲领的神学基础。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宗教上的复古主义和政治上的尊王主义，借助天皇神王合一的崇高地位，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实现日本国家的重生。此后的“大政奉还”、对叛乱藩国的平定都是在这样的大义名分下进行的，神道思想成了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理论武器。

明治维新成功后，新政府进一步强化了有关扶植神道、抑制其他宗教的政策。明治元年（1868）3月13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新政府就宣布“王政复古，诸事一新”，制订了“祭政一致”的基本国策，颁布了重新设立“神祇官”的命令。所谓“祭政一致”指的是天皇身兼国家最高祭司和最高统治者，拥有神权和执政权合一的崇高地位。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就是在负责行政的“太政官”之外分设管理祭祀的“神祇官”，分别向天皇直接负责。历史上，这一制度在天皇大权在握的奈良、平安时代曾经实行过，恢复“神祇官”也可以看作王政复古的一环[2]。此后，复古神道派的玉松操、龟开兹监、福羽美静等人先后担任神祇官。神祇官的设立事实上确立了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否定了佛教的官方地位。

3月17日，政府宣布“王政复古，旧弊一洗”，勒令在神社里担任别当和社僧的僧人或者还俗，或者辞去相应职务等待政府发落。3月28日，政府又颁布了《神佛判然令》（《神佛分离令》）。该法令分为两条：

中古以来，某权现如“牛头天王”之类，以佛语相称神号的神社不少，应一一详查其来龙去脉。

以佛像为神体的神社，应尽早改正。以“本地”等相称并安放于神社的佛像，或者神社内安放的鳄口、梵钟、佛具等，应尽早撤除。[3]

以上两条法令明确规定：自古以来因陈相袭，一些神道教的神祇以“权现”相称，如某某“菩萨”、某某天王，甚为不妥，自今以后应予更正。不可以在神社供奉佛像，不可以在神社内摆放鳄口、梵钟等佛具。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区分佛教与神道教，突出神道教的特殊地位，突出显现日本固有文化至高无上的精神。各地随后也相应颁布了一些细则，清理神社中的神宫寺，区分神道教神职人员和僧侣。

1870年1月3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宣布大教诏》，宣称：“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在神祇官之下设立宣教师，负责“天下布教”。政府为了表示重视，命令各府县知事、参事临时兼任宣教师，将宣扬神道教教义当作了国民教育的义务。从后来的历史经验来看，这是神化天皇与日本民族，实施皇民教育、奴化教育、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的开端。

同年5月，皇宫里被供奉的佛像、佛具被移除。政府特别规定寺院不得再使用“门迹”等称号。“门迹”指历史上曾有皇族或贵族曾在此寺院出家修行，它不仅是一种名誉和地位，还标志着该寺以及该宗派与皇族和贵族拥有着特殊纽带。上述规定无疑是“去佛教化”的举措。

二 废佛毁释运动

历史上，日本佛教在与神道教的关系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神道教则历经神佛融合、佛本神迹等几个阶段，长期依附于佛教，未能获得独立、充分的发展。因此，强行命令佛教与神道教分离，是为了树立神道教的主体地位，打击佛教势力。

在法令实施的过程中，各地神道教徒借机侵吞佛教庙产、驱逐僧人，将佛寺改为神社的事例屡见不鲜。在一些原本就曾采取过打击佛教政策、地方政府与佛教矛盾较为尖锐的地区，政策执行更加激烈，甚至出现了打砸佛像、焚毁佛经、驱逐僧人的极端现象，一场“废佛毁释”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了。

明治政府为了避免局势失控，慌忙于1868年4月勒令各地在执行神佛分离命令的过程中，不得假公济私、公报私仇。8月份又发布公告，称神佛分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废佛毁释，在督促各地停止极端行为的同时为自己开脱责任。然而事实上，各地的废佛行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近江国的日吉神社、信浓国诹访神社、越前国白山石彻白神社、京都石清水神社、尾张国热田神社、筑前国筥崎宫、远江国秋叶山、大和国金峰山、伯耆国大山、羽前国羽黑山、赞岐国金毗罗宫、下野国日光山等地发生了极端的废佛事件，各地的小规模行动则不胜枚举。

此外，明治政府为了推动产业发展、聚集财力、开发资源，鼓励或默许各地清理寺产，逼迫僧人还俗从事农耕劳作。中央政府首先明令没收江户时代幕府作为特权赐予寺院的朱印地、黑印地[4]。为此，天台宗、净土宗、真言宗等与幕府关系密切的传统宗派失去了经济基础，遭受沉重打击。而在民间信众广泛、主要依赖小农私有经济的净土真宗等新兴派别所受损失相对较小。同时，地方政府则通过合并寺院的方式，废除一些寺院，削减僧侣的人数，没收废除寺院的寺产。佐渡国最早采取这项政策，到明治元年（1868）11月为止，藩国内的500多所寺院被合并为80多所。各地纷纷效仿。富山藩于1870年颁布了最为严厉的《一宗一寺令》，规定每个宗派只能保留1所寺院。于是，藩国内原有的1630多所寺院，计真宗各派1330多所、曹洞宗200多所、临济宗22所、真言宗42所、天台宗2所、净土宗17所、日莲宗32所以及修验道和时宗的寺院被合并为8所。合并后的废寺不但被破坏拆毁，寺里的佛像、佛具、梵钟等还被掠去铸造兵器。寺产被侵夺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5]。

1872年4月，明治政府又颁布了《自今僧侣肉食妻带蓄发可为胜手事》的法令，准许僧人自由娶妻茹荤，事实上废除了戒律[6]。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让佛教自生自灭的局面，对于净土真宗之外的原本奉行戒律的传统宗派冲击较大。1877年，政府通过教部省接连发布命令，准许民众在举行葬礼、选择墓地时根据自己的信仰自由选择宗教派别。而此前，政府已经明文承认神道教的葬礼仪式[7]。这打破了江户时代“一家一寺”即一个家庭只能固定选择佛教的某宗派某寺院从事相应服务的规定。民众与佛教结成一对一依附关系的“檀家制度”遂告瓦解，对寺院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

上述一系列政策，使得佛教利益遭受了极大损害。佛教面临着存亡的危机。

三 大教院的设立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骚乱之后，新政府与佛教方面认识到局面混乱、彻底决裂对双方都不利。于是双方开始探讨合作的可能，“大教院”应运而生。

明治政府打击佛教，一方面是为了树立天皇和神道教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因为佛教与刚刚倒台的德川幕府关系密切，借此清除幕府在宗教上的影响力[8]。佛教界上层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也急于获得新政府的信任，保护自身利益，于是通过各种渠道一边向政府申诉，一边频频示好。

1872年5月，一些佛教宗派联合向政府请愿，表示愿意配合政府的皇民教化政策，请求设立相应的机构“大教院”，由佛教来承担相应工作。由于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教义教理、庞大的教职人员队伍，且僧人们长期传教说法，在历史上实际上承担了开蒙和知识传播者的作用，而这些长处都是神道教所不具备的，政府同意了佛教界的请求，指令在神道教至上的原则下，佛教开展相应配合工作。

政府规定了三大原则，即“三条教则”：第一敬神爱国；第二明天理人事；第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其后又细化为细则，有“十一兼题”，包括：神道皇恩、人魂不死、天神造化、显幽分界、爱国、祭神、镇魂、君臣、父子、夫妇、大祓。“十七兼题”：皇国国体、道不可变、制可随时、皇政一新、人异禽兽、不可不学、不可不教、万国交际、国治民法、律法沿革、租税赋役、富国强兵、产物制物、文明开化、政体各种、役心役行、权利义务。“兼题”即细则中尚且有一些“文明开化”、发展教育的内容，而三大原则主旨是敬神（特指神道教的神）忠君，其思想是相当保守的。

1873年1月，净土宗将增上寺大殿献给大教院。增上寺是前幕府将军德川家族的菩提寺，与德川幕府有特殊的密切关系。因此，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佛教界上层向新政府效忠的表示。大殿献给大教院之后进行了全面改造，殿中须弥坛上供奉的阿弥陀佛被挪走，换成神道教信奉的天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产灵神、天照皇大神，殿内的供具也全部换成神道样式。此后，在增上寺内，大殿旁边又兴建了天照大神的神殿，在寺院山门前还竖起了神社特有的鸟居。

1873年6月8日，大教院举行了成立仪式。一些被任命为大教院负责人的高级僧侣身着袈裟，却采用神道教的仪式向天皇的祖先等神祇祭拜行礼，让人哭笑不得。

大教院的设立虽然缓和了明治政府和佛教上层的矛盾，但在佛教界内部却饱受争议。对很多僧人来说，这样的妥协是屈辱的。一些僧人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岛地默雷。

第二节 护教运动与佛教改革

一 跨宗派的护法运动

在佛教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佛教界有识之士展开自救，史称“护教护法运动”。这场运动的高潮是“诸宗同德会盟”的成立。

日本佛教界向来有宗派林立的传统，各宗各派泾渭分明，很少能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在明治初期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一些长老开始奔走呼号，号召佛教界打破成见，团结应对。其中以临济宗韬谷、净土真宗摄信最为积极。在他们的组织下，明治元年（1868）12月，各宗代表在京都兴正寺举行了会谈。第二年4月在东京增上寺再次会谈，推举鹈饲彻定为盟主，建立了诸宗会盟。会盟代表将佛教改革当务之急的事项概括为8条：“王法佛法不离之论、邪教研穷毁斥之论、自宗教书研核之论、三道鼎立练磨之论、自宗旧弊一洗之论、新规学校营缮之论、各宗人材登庸之论、诸州民间教谕之论。”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曹洞宗总持寺派、临济宗相国寺派、真言宗明王院、同宗长谷寺、同宗圆通寺、天台宗比叡山、净土宗净国寺、同宗回向院、日莲宗莲久寺、真宗本愿寺派、同宗明达寺的高级僧人，代表人物除韬谷和摄信外，还有福田行诫、释云照等人[9]。他们都是佛教界长老，思想较为保守。8条议题之中，营建新学校和录用人才体现了新思维，其余难免都是老生常谈。“王法佛法不离”不外乎就是“王法与佛法互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类奈良时代以来的旧提法；毁斥“邪教”即基督教是江户时代佛教自我标榜的使命；“三道鼎立”就是调和佛教、儒教与神道教的关系，妥协折中主义；“旧弊一洗”是对整顿戒律的重申。

因此，会盟提出的主张虽然表现了佛教界的危机意识，对唤醒佛教徒、振作教团风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缺少新意，很难在朝野引起共鸣。影响更为深远的护教活动，还是岛地默雷等人提出的自由民权主张。

在大教院解散以后，以大内青峦（1845—1918）为中心，又组织了跨宗派的佛教组织“和敬会”。此后，类似的组织不断出现。这些组织虽然往往只具有联络性质，并不拥有超越于宗派之上的权威，但他们毕竟打破了自古以来宗派隔阂的局面，促进了佛教界内部的交流与团结，客观上也算是灭佛危机给日本佛教带来的积极影响。

二 启蒙派的政教分离运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界的护法人士逐渐汇聚成两大阵营，以行诫（1809—1888）、云照（1827—1909）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岛地默雷（1938—1911）、大内青峦（1845—1918）、雪爪清拙（1814—1904）为首的启蒙派。

启蒙派推崇自由民权思想，肯定佛教世俗化道路。曹洞宗僧侣出身，其后还俗的雪爪清拙思想最为激进。他主张解禁基督教，为此还曾与政府上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发生争执。他还主张允许僧人娶妻茹荤。这样做的理由一是因为政府正在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现代户籍制度[10]，僧人游离于政府与社会管辖之外与此不相符；二是僧人破戒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与其遮遮掩掩不如顺势利导。总而言之，雪爪拥护西化、拥护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拥护佛教世俗化。大内青峦则创办了佛教界第一份启蒙刊物《明教新志》，对明治政府独尊神道教、设立大教院等做法曾予以尖锐批评。

岛地默雷是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本愿寺派）的杰出僧人。除了维护、争取佛教的权益之外，他还积极传播启蒙思想，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创办报纸、刊物，兴办学校，是明治时代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

早在青年时代，岛地就认识到了佛教改革、佛教现代化的必要性。明治元年（1868），年轻的岛地与友人赤松连城一起，向西本愿寺上层建言改革。他的见识与勇气先后得到了两任法主广如、明如的赏识，他被任命为本派参事时，年仅31岁。1872年，岛地被西本愿寺派遣出国考察，他先后考察了英、德、法、意等欧洲先进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实际情况，其后又前往希腊、埃及、耶路撒冷等地考察，最后还前往印度，巡礼了佛教圣地。在欧洲各国的游历，特别是比较了西方先进国家与古老东方国家的差异后，岛地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忧虑。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绝不仅仅在于器物方面，思想、文化与制度才是根本，而“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是西方民主、自由、法制的一条重要原则。日本如果不能虚心接受西方文明这些最核心的价值原则，必将像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璀璨的宗教文化的希腊、埃及、印度等国一样，衰败落后，甚至沦为殖民地。为此，他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在旅行途中就撰写了《三条教则批判建白书》，对大教院的“三条教则”进行批判。1873年7月回国后，他又撰写了《大教院分离建白书》，建议神佛分离、解散大教院。在这两篇文章中，岛地明确地指出独尊神道教、压制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的做法是对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原则的破坏，而这些原则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否定自由民权等基本价值观的日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推动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保障自由民权、普及教育，而宗教因其教化民众、净化社会的天赋特性正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不二之选。宗教的多元化、宗教自由是保障宗教顺利履行这一使命的必备条件。

岛地的文章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宗教自由思想，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广泛共鸣。明治政府上层原本就分为复古与维新两派，维新派的理想是“文明开化”，将日本建设成西方式的君主立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复古派则幻想全面恢复历史上的天皇集权统治。出于推翻幕府、统一日本的共同目的，二者联合在了一起。但维新运动胜利后，在新国家建设的未来方向上，双方的对立与冲突不断。在倒幕战争中与明治政府初期，复古派一度占据上风，其后随着伊藤博文（1841—1909）等立宪派人物的上台，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维新派逐渐掌控了局势，早期的“王政复古”狂热有所降温。在此背景下，岛地的主张得到了政府中的开明派要员伊藤博文、森有礼（1847—1889）[11]等人的支持。

森有礼说：

在人类诸多精神生活中，宗教信仰最为重要。地球上所有文明国家，皆以良心自由，特别是宗教信仰方面的良心自由作为人类与生俱得的权利，并将其作为人类所有精神进步的根本要素。……我国为管理宗教事务特设的教部省的政策，欲将佛教与神道两个不同的信仰结合起来，今以神道为支配，于其说教不敢苟同。将教部省创造的新宗教强加国民，其结果只能是破坏人们的灵魂，引来严厉的批评。[12]

明治政府其后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民享有信教自由。伊藤博文对宪法这一原则的有关解说可以看作政府对此问题的总结性表态：

信教的自由应当看作是近世文明的一大成果，……强使偏信国教，有碍自然知识的发达和学术竞争的进步，任何国家都不具有以政治权威强制依信教门的权利和机能。[13]

当然，明治政府决定修订一味偏袒神道教、压制其他宗教的偏狭政策也是出于现实考虑。政府认识到佛教在一部分上层精英和民间仍有强大的影响力，单纯依赖神道教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于是，政策回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原点，政府转而借助佛教的力量，承认佛教的独立地位，将佛教与神道教一起利用做统治国民的精神工具。此外，《帝国宪法》虽然明文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但又设定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不妨碍秩序稳定”“不违背臣民义务”等限制性条款，这就为后来的政府干预宗教事务、侵犯信仰自由埋下了伏笔。就这一点而言，自由派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并没有取得彻底胜利。

明治八年（1875）1月，东西本愿寺、专修寺等真宗四派宣布脱离大教院。4月，政府发布公告，允许各宗各派自由选择传教方式。5月，大教院宣告解散。1877年1月，政府又宣布废除由神祇省改制而来的教部省，将相应的管理事务纳入内务省的社寺局，其后分设神社科和寺院科，事实上承认了佛教与神道教的平等地位。1884年8月，政府进一步废除了神佛教导职，将寺院的人事任命、内部管理等权力重新下放给各宗派。至此，佛教界基本争取回了自由传教、自我管理的权益。

第三节 佛学研究与佛教事业的开创

一 “求新知于世界”与留学潮

在内忧外患之下，一批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求新知于世界。

历史上，日本民族就有积极学习、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传统，日本佛教更是对外学习与交流的重要窗口。随着西方制度的先进性不断被确认，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留学成了一种风气。其中尤以净土真宗的东、西本愿寺派意识最为超前，行动最为果断。此外，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等派别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西本愿寺派（本愿寺派）第21代法主明如（大谷光尊）（1850—1903）年轻有为，独具慧眼，他认同改革派青年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改革宗门必须向西方学习的观点。于是，他策划率岛地等人组成代表团赴欧考察，但因其父第20代法主广如病逝，他本人不得不临时取消了行程。明治五年（1872）1月，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被派往欧洲考察西方宗教制度和现状。岛地和赤松后来成为明治时代佛教界的重要人物。

同年9月，东本愿寺派（大谷派）的法嗣现如（大谷光莹）在石川舜台等人的陪同下赴欧洲考察，其后又访问了美国。石川是东本愿寺改革派的重镇，他回国后立刻在东本愿寺内部设立了翻译机构，系统介绍西方知识、培养人才。明治九年（1876），在石川的选拔安排下，东本愿寺派又派遣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二人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二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后，笠原不幸早逝，南条则成为日本近现代佛教学的鼻祖。

西本愿寺派则有今立吐醉于1875年赴美留学，北昌道龙于1881年赴欧美，藤枝泽通、藤岛了稳于1882年赴法，菅了法赴英留学。藤枝、藤岛等人滞留欧洲十数年，成功地让欧洲接受了日本佛教。此外，真言宗常盘井尧猷于1886年赴德国留学，真言宗兴然于同年赴斯里兰卡学习巴利语，临济宗宗演于1887年也赴斯里兰卡留学，东本愿寺派织田得能于1888年赴缅甸。其他的著名留学僧还有松本文三郎、荻原云来、姉崎正治、渡边海旭、菌田宗惠、藤井宣正、铃木大拙、忽滑谷快天等人[14]。这些人或者成为活跃的宗教家，或者成为知名的佛教学者，都对近代日本佛教发挥了重要影响。

二 近现代佛教学的发轫

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引进西方近现代佛学研究方法的国家。其后，日本凭借自身悠久的佛学研究传统与西方学术方法论的完美结合，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在诸多方面超越西方，成为现代佛教研究领域成就最大、声誉最高的国家，至今仍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日本的近现代佛教学，发轫于明治时代，其间错综复杂，千头万绪难以尽述笔端，今以日本近现代大学的代表，也是日本佛教学重镇的东京大学为例略述一二。

日本近现代佛教学的鼻祖是南条文雄（1849—1927）。明治九年（1876），南条与笠原研寿一起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师从研究东方语言与宗教的大师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缪勒是西方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的开创者，他创办主持了东方圣典协会，编修了大型丛书《东方圣书》。在缪勒的指导下，南条为岩仓具视代表日本政府赠予英属印度政府的黄檗版大藏经编写了英文目录，即《大明三藏圣教目录》。这部目录又被称为“南条目录”，在很长一段时期都被西方学者当作是研究汉译大藏经的必备工具。此外，南条还与缪勒等人合作，先后修订、注释出版了《金刚般若经》《阿弥陀经》《法华经》《楞伽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重要佛教经典的梵文本，在早期佛教文献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1884年，南条回国以后，被东京大学聘任为特别讲师，教授梵语，培养了日本最早的一批梵语学者，其中的佼佼者就是高楠顺次郎（1866—1945）。高楠其后于1890年出国，在南条的推荐下也师从缪勒学习。高楠在英留学期间即完成了《观无量寿经》的英译，编入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系列。其后他又整理了笠原研寿的遗稿，完成了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英译注释本。高楠其后又转往德国留学，师从著名学者奥登堡（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他在欧洲留学期间，还与当时著名的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èvi，1863—1935）、汉学家沙畹（Edovard Chavannes，1865—1918）等人建立了学术友谊。其后，列维与高楠合作编撰了法文佛教辞书《法宝义林》。

1897年，高楠回国后即被东京大学聘任为专职讲师。第二年，高楠升任语言学讲座教授。1901年，在高楠的推动下，东大正式设立了梵语学讲座，讲座教授由高楠兼任。高楠的门下高足有木村泰贤（1881—1930）和宇井伯寿（1882—1963）。木村代表作有《印度哲学宗教史》《印度六派哲学》《原始佛教思想论》《小乘佛教思想论》《大乘佛教思想论》。木村一度被选作高楠的继承人，但不幸早逝。已经在东北大学担任教授的宇井接替木村在东大任教，成长为学界泰斗。其著述等身且涵盖领域广泛，于印度哲学、佛教、中日佛教都有涉猎，是印度学佛教学领域的一代巨擘。

如上所述，高楠不仅在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上贡献卓著，他还有另一项丰功伟业，他主持编修了数种影响广泛、惠及学林的大型佛教丛书，其中有1912—1922年编纂的《大日本佛教全书》，1916—1932年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1935—1941年编纂的《国译南传大藏经》。此外，他还是运用西方文献学、历史学方法对日本名山古刹所藏宝贵文献进行调查、整理的先驱。他利用假期，先后调查整理出多种古经藏目录[15]，对佛教文献学厥功至伟。他的这一方法后来为他的学生常盘大定（1870—1945）等人所继承。

同高楠合作主持编纂《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是渡边海旭（1872—1933）。渡边师从德国印度学家罗曼（Ernst Leumann，1859—1931）学习梵语、巴利语、藏语和比较宗教学，1910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洋大学和大正大学。与渡边一起师事罗曼的还有荻原云来（1869—1937）。荻原回国后也曾任教于东京大学，在梵语、印度学研究方面成就颇大，代表作有《梵汉对照梵和大辞典》《印度佛教》《梵和对译无量寿经》《梵汉对译阿弥陀经》。

此外，1891年，先后留学于德国、法国的井上哲次郎（1855—1949）学成回国，在东京大学开设了“比较宗教与东洋哲学”课程，这被视为日本比较宗教学的开端。190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又赴德国留学的姉崎正治（1873—1949）担任教授正式创立了宗教学讲座[16]，遂使宗教学正式成为日本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一门学科。

而早在南条等人回国之前，明治十二年，东京大学聘请曹洞宗高僧原坦山（1819—1892）在东大为学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佛书讲读”。原坦山选读的是在东亚佛教圈影响巨大的《大乘起信论》，选用的教材是法藏所著《大乘起信论义记》。这是东京大学开设佛学课程的最早记录。不过深受西方影响的当时东大校方的初衷是认为佛教之中“也有哲学的成分”，并没有从学科建制上正式承认佛教学的地位。此后，同样出身僧侣，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但凭借《佛教统一论》等著作享誉学界内外的村上专精（1851—1929）也被东京大学聘请讲授这门选修课。不过村上善于学习吸收现代学术的方法，凭借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成果，他被东大正式聘请为讲师、教授，大正六年（1917），村上专精终于在东京大学正式设立了印度哲学讲座，涵盖印度哲学和佛教学的内容。至此，在日本近现代教育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与佛教学相关的几个学科全部完备[17]。

近现代佛学研究的特点就是系统运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如运用文献学、语言学方法整理、解读佛教经典，运用哲学方法阐释佛教教义思想，运用比较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方法比较分析教义、仪轨、教团，运用历史学方法研究佛教历史等，这与江户时代发达的佛教宗学有本质区别。如上所述，早期研究由于研究者个人学术背景的限制，特别重视引进西方比较语言学、文献学的方法，尤其侧重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研究，掀起了一股回到印度、追根溯源的热潮。其后，大乘佛教的意义和地位重新受到肯定，对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日韩佛教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了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

东京大学以国家最高学府的地位引领风气，不但影响了其他国立、公立大学，还改变了佛教系统内部教育机构的研究风气。各宗派也纷纷建立效仿西方的现代大学，在其中的佛教学科采用了东大成功开创的近现代研究教学方法。其中曹洞宗创办的驹泽大学、真宗东本愿寺派创办的大谷大学、真宗西本愿寺派创办的龙谷大学、净土天台真言宗智山丰山三宗四派创办的大正大学、日莲宗创办的立正大学、临济宗创办的花园大学、净土宗创办的佛教大学、真言宗创办的高野山大学都成长为了世界知名的佛教大学。

日本的佛教学术团体、学会也发端于明治时代，代表的有日本佛教学会、佛教史学会、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日本宗教学会等组织，其中仅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就有会员4000多名，是日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大的学会，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三 现代大藏经的编纂出版

日本近现代佛学研究的一大成就是编纂出版了现代大藏经。

自镰仓时代开始，日本就筹划并实际刊刻了几种大藏经，但这些藏经都是中国历代大藏经和韩国《高丽藏》的复刻本。例如江户时代由铁眼道光主持雕刻的著名的《黄檗藏》就是依据明代《嘉兴藏》复刻的。

明治十年（1877），教部省社寺局的岛田蕃根提议，参考江户时代忍澂（1645—1711）编订的《大藏对校录》雕刻新版大藏经。他的提议得到了佛教界耆宿福田行诫等人的支持，于是以弘教书院为组织机构，集合各宗人才开始编藏。这部以高丽藏为底本，宋、元、明藏为校勘本刊印的藏经名为《缩印大藏经》，是世界上第一部用金属活字印刷的大藏经。该经参考明代蕅益智旭《阅藏知津》的分类法，分为“经、律、论、秘密、杂”五部二十五门，入藏文献合计1916部8534卷，装订成40帙480册的方册本。该藏于明治十八年（1885）出版完毕，在海内外赢得广泛好评。1911年，中国上海的频伽精舍曾经复刻一部，称为《频伽藏》。

在《缩藏》的经验基础上，明治三十五年（1902），日本佛教界于京都成了藏经书院，由前田慧云和中野达慧主持刊印藏经，实际负责人是中野。这部藏经称为《卍正藏》，仍以忍澂校勘本为底本，于三年后完成。随后，中野又主持了《卍续藏》的编纂工作。《卍续藏》模仿《嘉兴藏》续藏的形式，主要收集正藏中没有收录的中国撰述经典。编辑人员在编纂过程中，进行了大量资料调查、收集工作，充分利用了日本大小寺院中收藏的各种佛教文献古籍，其中很多文献都是时隔数百年重新面世，在资料占有方面，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取得了突破。因此该藏经对于中国佛教研究具有特别的价值，其影响要远大于正藏部分。《卍续藏》于大正元年（1912）完成，共收录文献1757部7148卷，分为150套751册。

日本近代大藏经编纂事业的最高成就还属《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该藏经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担任监修，实际工作主要由小野玄妙负责，编纂时间为1916—1932年。该藏经的编纂动用了日本佛教界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在经费和人员使用上都是规模空前的。该藏经以增上寺所藏《高丽藏》为底本，以北宋福州开元寺本、南宋思溪藏、元普宁藏、明嘉兴藏、日本正仓院圣语藏、宫内省图书寮藏经为校本。该藏经的编订者也汇集了日本佛学界的精英，充分运用传统和现代的校勘方法，并吸收了当时所取得的语言学、文献学的最新成果。例如该藏经在一些重点经典的校勘中，使用了梵语、巴利语、汉语对勘的方法，还参考了新发现的敦煌文献。该经没有沿袭历代经录，而是根据历史学与文献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创立了一套新的目录编排形式，这也是一大亮点。总而言之，该藏经在编目、收录内容、校勘、索引编制等方面都有创新[18]，可谓一部崭新的大藏经。该藏经所取得的成就，在大藏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仍是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一部大藏经。

除了大藏经，近代日本还编纂了大量的佛教丛书、类书、工具书、辞典，对现代佛学研究贡献良多。代表性的宗派全集有真宗编纂的《真宗全书》74卷、《真宗大系》37卷、《续真宗大系》24卷，禅宗编纂的《国译禅宗大乘》25卷，天台宗编纂的《天台宗全书》25卷，曹洞宗编纂的《曹洞宗全书》21卷，净土宗编纂的《净土宗全书》23卷、《续净土宗全书》19卷、《西山全书》11卷，真言宗编纂的《真言宗全书》44卷等。著名辞典有龙谷大学编纂的《佛教大词汇》3卷、织田得能编《佛教大辞典》、望月信亨编《佛教大辞典》10卷、小野玄妙编《佛书解说大辞典》10卷等。此外，大型丛书《大日本佛教全书》152卷和《日本大藏经》48卷汇集了日本佛教的丰富资料。

四 “大乘非佛说”争论

随着西方学术方法的引进与理性化浪潮的冲击，佛教界对于佛教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此问题上最为突出的事件是有关大乘佛教是否佛说的争论。

所谓“大乘非佛说”肇始于江户时代的学者富永仲基，他运用历史文献学的考据方法，提出了大乘佛教经典并非产生于释迦牟尼时代的观点，即所谓“大乘非佛说”。此后，他的这一论点被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国学派和神道学派的人士加以利用发挥，变成了反佛的理论武器。由于日本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其信奉的经典也全部是大乘佛教经典，“大乘非佛说”就意味着判佛教徒所信奉经典为“伪经”，这一点自然不可能为后者所接受。因此，“大乘非佛说”被传统佛教界辟为邪说。

明治维新以后，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近现代佛教学发展迅猛，学术研究不再设立禁区，一些具有佛教僧侣背景的学者也接受了“大乘非佛说”的观点。代表人物有村上专精（1851—1929）和姉崎正治（1873—1949）等人。

村上主要从历史研究入手，确认了大小乘的差异。他相关的著作主要有《佛教统一论》和《大乘佛说论批判》。不过，村上采取的是“佛教统一论”的立场，认为应该从信仰上调和二者，在1903年出版的《大乘佛说论批判》中他明确指出，大乘非佛说“是历史问题而不是教理问题”，若从教理的角度出发，毋宁说大乘比小乘更胜一筹。姉崎的观点更为激进，他不但认为大乘经典非佛说，否定了大乘经典的合法性，还否定了大乘佛教教义教理的合法性。他于1899年出版《佛教圣典史论》，主张应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非佛说的大乘经典进行批判。1904年他发表《现身佛与法身佛》一书，认为佛教思想应该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佛陀及其教团的相关记述中整理挖掘，巴利语《尼柯耶》和汉译《阿含经》是可靠的资料，而大乘经典不过是神话，“真如、佛性”不过是妄断。1910年他又出版了《根本佛教》一书来总结他的观点，提出东方佛教是花蕊，南方（南传）佛教是枝叶，体现“佛陀弘化真面目”的原始佛教才是根本，佛教应该回归根本。

井上圆了从哲学的立场，特别是他所擅长的黑格尔哲学出发研究佛教思想，认为佛教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中确实经历了一个从小乘到大乘的发展演变过程，大小乘不得混同；然而就信仰的主观性与统一性而言，大乘是小乘的否定之否定，大乘思想是佛教思想发展的高峰。曾在东京大学任教、其后任龙谷大学校长的著名真宗本愿寺派学者前田慧云（1857—1930）于1903年出版了《大乘佛教史论》，同样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为大乘佛教辩护。他认为：大乘佛教思想在释迦牟尼时代即已经存在，释迦金口玉言所说法中已经有大乘佛教的思想内涵，一些早期经典如《杂阿含经》中也有相关的论述。由于佛教经典都是后人结集而成的，释迦牟尼时代可能没有大乘佛教经典，但由此认为大乘经典非佛说是站不住脚的。对上述争论，宇井伯寿（1882—1963）等人总结认为：“大乘非佛说”只意味着大乘经典非佛说，但不能由此否定大乘佛教教理的合法性。

应该说，村上等人的立场与反佛派有根本不同，他们是积极维护佛教利益的。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不能为保守派势力所容，村上也因此不得不一度退出僧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佛教界人士接受了大乘佛教经典并非产生于释迦牟尼时代的事实。很多佛教徒都采取了在学术上认同历史的实证方法，在信仰上超越科学工具理性的态度。由此，正如西方启蒙时代康德等哲学家区分了实证与信仰的领域，为科学和信仰各自留出空间，保障其各自独立发展一样，“大乘非佛说”的相关讨论也发挥了启蒙作用，促使日本佛教界理性地探讨问题，同时虔诚地坚定信仰。就此而言，相关讨论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五 新兴的佛教社会事业

自明治维新以后，佛教界变更气象，迎合时代潮流，创办了很多社会事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办学校等现代国民教育机构；第二，创办报纸杂志等新闻机构；第三，创办社会福利事业；第四，海外传教；第五，社会教化训导。

佛教在江户时代就创办了一些民间教育机构，维新以后，佛教效仿基督教，创办了许多现代式国民学校。佛教首先在基础教育领域对社会贡献良多。真宗本愿寺派在大谷光尊指示下，于京都创办了中学“文学寮”，培养出大批人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学者高楠顺次郎、《中央公论》执笔樱井义肇、夏威夷传教的今村惠猛等人。这是日本较早的私立中学之一。佛教界还重视女子教育。岛地默雷于1888年创办了女子文艺学舍，即千代田女子学院的前身；高楠顺次郎创办了武藏野女子学校；净土宗尼僧轮岛闻声（1852—1920）创办了淑德女子学校。这些都是日本最早的一批女子学校，对于推动男女平等具有重要意义。至于佛教界创办的现代大学，也是不胜枚举。代表的有井上圆了于1888年创办的哲学馆，即东洋大学的前身。各个宗派也纷纷将江户时代传承下来的学林改造为现代式综合大学。

佛教办刊也成一时风气。1871年，受木户孝允委托，岛地默雷创办了《新闻杂志》。1874年，大内青峦创办了《报四丛刊》，执笔者有岛地默雷、大洲铁然、石川舜台、原坦山等人。“报四”指佛教徒“报父母恩、报国王恩、报众生恩、报三宝恩”。该刊宣传文明开化、宗教自由等思想，是明治初期著名的佛教启蒙杂志。此外，教外杂志《共存杂志》也刊登了不少大内青鸾、赤松连城、岛地默雷撰写的宣传佛教进步思想的文章。1875年7月，大内青峦又组织成立“明教社”，发行会刊《明教新志》，试图调和佛教与自由民权思想和国家主义思想。1884年，岛地默雷、赤松连城、大洲铁然、井上圆了等人组成“令知会”，发行《令知会杂志》，以“将当世文化导向文明开化的高峰”。1885年，福田行诫、释云照等人组成“能润会”，发行《能润会杂志》，祈愿“推广佛教的真理，促成日本的文明进步和国民幸福”。该刊后改称《能润新报》，1889年又更名为《佛教》。1886年，真宗本愿寺派学生组织“反省会”，提倡佛教的伦理道德，移风易俗。翌年创办《反省杂志》，1899年改刊为综合性评论杂志，即《中央公论》。[19]上述都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刊物。

佛教团体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慈善赈灾、养老院、妇女活动、儿童保护、残疾人看护、医院等。1890年，佛教各宗协调成立了“佛教慈善会”。各地的佛教团体寺院也纷纷创立慈善机构，如滋贺县大津市的“近江妇人慈善会”、山口县的“德山慈善会”、爱知县冈崎的“慈无量讲”。1902年，净土宗在大阪东立寺设立“大阪养老院”，次年又在东京长松寺设立“东京养老院”，在北海道函馆高龙寺设立“函馆慈悲院”。京都东西本愿寺、真言宗东寺积极发动、支持妇女活动。佛教各界还呼吁保障儿童权益，反对堕胎、弃婴，1878年，各宗联合在东京设立了“福田会育儿院”，全国各地设立的育儿院、孤儿院达近30所。1880年大内青峦等人设立“训盲院”，是日本最早的盲人学校之一。1872年，京都各宗派联合创办了“京都疗病院”。1873年，真宗本愿寺派在大阪府和爱知县的一些寺院开设诊所。1881年，真宗大谷派在鹿儿岛设立医院和医学院。1890年，各宗联合在东京设立“佛教病院博爱馆”。1893年，真宗大谷派设立“京华护士学校”，1897年，真宗本愿寺派也设立了自己的护士学校。诸如此类，不遑一一列举[20]。

近代日本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外传教，真宗各派在此领域又是捷足先登。1873年，大谷派小栗栖香顶（1830—1905）前往中国传教。1876年，小栗栖等人在上海开设了大谷派的别院，一边传教，一边培养传教人才。小栗栖在华期间学习了汉语，著有汉文《真宗要旨》一卷。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加快了对华传教的步伐。1898年，大谷派上层僧侣亲自到中国督导传教，并于翌年在上海别院设置“清国开教本部”，将传教区域扩展到苏州、杭州、泉州、厦门一带。真宗本愿寺派则于1894年派遣大洲铁然赴华视察，第二年设立了“清韩语学研究所”，培养传教人才。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止，日本佛教各派主要在华东、华南一带传教。

朝鲜半岛方面，1877年，大谷派派出奥村圆心、平野惠粹前往釜山，在此设立了别院。1881年，在元山也设立了别院。1902年，本愿寺派在釜山开设道场，1907年在汉城设置了朝鲜别院。1910年“日韩合并”即日本吞并朝鲜将其侵占为殖民地以后，日本佛教各宗各派争相前往朝鲜半岛传教。据统计，1934年时，在朝日本佛教宗派达26派，寺院143所，布教所422所，布教者610名。其中主要派别的寺院数量分别为：真宗大谷派10所、本愿寺派36所、日莲宗13所、净土宗22所、古义真言宗15所、新义真言宗智山派6所、曹洞宗26所等[21]。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同样积极开展传教活动。1896年，本愿寺派即派人前往台北、台中、台南等地考察，在台北设立了教会。其后大谷派、真言宗、净土宗、日莲宗、曹洞宗、临济宗各派纷纷前往传教。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各派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日本佛教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地区传教，注重培养精通当地语言的传教人才，并将一些典籍翻译成汉语和朝鲜语。他们的目的是面向中国和朝鲜民众传教，输出日本宗教文化，客观上配合了日本的大陆侵略、殖民政策。

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对欧美等国和地区的传教，主要针对当地的日侨、日裔。1889年，真宗本愿寺派在夏威夷设立了传教本院，此后大谷派、净土宗、曹洞宗、日莲宗、真言宗分别前往传教。1898年，本愿寺派在日侨集中的旧金山设立了佛教青年会，正式开始传教，到1936年时，已经发展到30多所佛教会、40多所独立教会、200余所支部教会的规模。大谷派、曹洞宗、真言宗高野山派、净土宗、日莲宗也都积极开展在美传教[22]。此外，日本佛教各宗派还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东南亚、俄罗斯远东地区等地积极传教。

自甲午中日战争起，以真宗为代表的各宗开始向军队派遣从军僧侣、传教师，向监狱派遣教诲师。宗教人员在军队、监狱、医院等地从事教化开导工作，原本是基督教国家的惯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幸的是，随着日本走上对外侵略道路，海外传教与随军教化被军国主义者利用，沦为对外侵略的工具。

第四节 明治佛教与社会思潮的互动

明治时代（1868—1912），佛教与思想界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受启蒙大潮的影响，佛学研究、教育、社会实践蓬勃开展，成果斐然。但这同时也加速了佛教理性化、世俗化的进程，出现了佛教时代化、非宗教化、哲学化等主张。第二，《帝国宪法》（1889）颁布前后，全盘西化论退潮，日本主义、国粹主义思潮兴起，回归东方式内省，信仰主义、神秘主义的主张重新抬头。第三，甲午中日战争（1894）后，日本产业资本获得发展，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嚣尘上，思想界也进入躁动期。日俄战争之后，资本垄断进一步集中，军部与财阀的勾结进一步加深，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日本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佛教界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潮的对抗。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大正、昭和时代。第四，自维新以来，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下，知识界精英对佛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厌弃、鄙夷佛教；而另一部分人却从佛教这一古老东方文明中获得灵感、找到归宿，佛教成为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社会活动家的思想源泉[23]。就广义而言，佛教对于思想界的影响呈有增无减之势。

一 理性化、入世化与社会改良派

提倡理性研究佛教的首创者是佛学家村上专精（1851—1929）。村上于1894年与镜野黄洋、鹫尾顺敬等人创办了《佛教史林》月刊，开创了现代佛教史学[24]。他于1901年著《佛教统一论》第一编《大纲论》，1903年发表《佛教统一论》第二编《原理论》及《大乘佛说论批判》，1905年发表《佛教统一论》第三编《佛陀论》，运用历史批判的方法指出大乘佛教非佛说，大乘佛教的佛陀观并非历史事实。虽然他本人一度被迫脱离真宗僧籍，但他并没有放弃佛教信仰，也并不打算以“大乘非佛说”来彻底否定大乘佛教的宗教意义。他主张去除大乘佛教信仰中的神话、神秘色彩，还原历史上的佛陀思想，将古往今来的佛教学说统一起来。与村上持相同方法论的佛教学者，同时代的有姉崎正治。他著《佛教圣典史论》《现身佛与法身佛》《根本佛教》等书，提出“根本佛教”的概念，主张从人文科学的立场对佛教的教义与历史进行系统梳理。

到了大正（1912—1926）、昭和前半期（1926—1945），这种批判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到宗派研究领域。1923年，真宗龙谷大学教授野野村直太郎著《净土教批判》，否定净土往生思想。大谷大学教授金子大荣于1925年著《净土的观念》、1926年著《如来及净土的观念》，在批判研究净土教历史与文献后主张：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净土是虚幻；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净土是必然。大谷大学的另一名教授曾我量深也发表了批判传统教义的观点。新佛教研究所持的自由主义态度对于佛教界影响很大，人们开始从宗派偏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对佛教的教义、制度，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等提出了新的看法。

创办佛教改革派组织“经纬会”的古河勇（1871—1899）是行动上的先驱者。古河在1894年1月刊《佛教》杂志上大声宣布：佛教已经“进入怀疑的时代”，鼓励佛教徒勇于批判、反思传统，破除对祖师的迷信，与保守势力决裂。他本人不但醉心于西方新兴的宗教学研究，还积极学习基督教的学说、历史，提倡包容、开放的态度。所谓“经纬”指“以自由讨究之义为经，以进修不息之念为维”[25]。

“经纬会”不但团结了境野黄洋、渡边海旭、荻原云来这样的著名学者，还吸引了大批改革派僧侣，为佛教的改革打下了广泛基础。古河去世后，境野黄洋（境野哲，1871—1933）、高岛米峰（1875—1949）、田中治六、安藤弘等人又于1899年组织成立了“佛教清徒同志会”[26]，后更名为“新佛教徒同志会”，把改革派结社活动推向高潮。他们的活动被称为“新佛教运动”。1900年7月该会发行会刊《新佛教》，并在创刊号上刊登声明，提出了六条改革纲领：

以佛教的健全信仰为根本要义；振兴普及健全信仰、知识和道义，致力于社会的根本改善；主张对佛教及其他宗教进行自由探讨；期望根除一切迷信；不认为有必要保持传统的宗教制度及仪式；拒绝一切政治上的保护和干涉。[27]

与此相对，他们反对的“旧佛教”包括：“因袭习惯的佛教、失去信仰而固执于宗派偏见的形式主义佛教、祈福禳灾的迷信佛教、执着于无常观的厌世佛教、高蹈派的空想佛教”[28]。透过这些纲领我们可以看出，“新佛教运动”主张：佛教应该彻底改变遁世、厌世的形象，积极地参与改造社会，以造福人生为己任；佛教徒应该“拥有知识，尊重感情，立足现实，通脱乐天，富于活力，符合伦理”；佛教应该持理性、自由的态度，勇于摒弃不符合时代潮流、社会需求的旧制度、旧仪式，抛弃为了神化宗教偶像，争取信徒而树立的“迷信”；佛教应与其他宗教实现和解、对话；佛教应该坚持信仰的尊严和独立，放弃“护法、护国、防邪”路线，避免从属于特定政治势力、依附于统治阶层。

“新佛教运动”致力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他们反对政治对宗教的干涉，反对战争，呼吁保障劳工权益[29]，反对社会陋习[30]，是明治中后期到大正时代最为活跃的佛教改革派别。“新佛教运动”倡导居士佛教、入世佛教，甚至宗教多元化，其思想带有非僧侣、非教团的倾向，显然触犯了传统佛教势力的利益。他们反对政治干预的主张又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共鸣，引起了政府的猜忌与反感。此外，他们的评判主义精神也使他们与其他新兴的佛教运动产生对立，其中包括：带有神秘主义、唯信仰主义倾向的清泽满之“精神主义”运动、“无我爱”运动；带有道德主义、保守主义色彩的福田行诫、释云照一派；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政教合一论，拥护天皇中心的集权统治，反对宗教自由化、多元化的国家主义派别等。

最终在当局和反对派别的干扰、迫害下，“新佛教运动”不得不于1915年终止了活动。但是他们的主张产生了广泛影响，加速了日本佛教世俗化的进程。战中酝酿成熟、战后蓬勃发展的新兴佛教团体可谓是这一运动的延续。

二 复古主义潮流

明治时代是启蒙的时代，提倡“文明开化”的“洋学者”占据了领袖地位。福泽谕吉（1835—1901）、加藤弘之（1836—1916）等人宣传进化论、理性主义、民主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号召毫不留情地批判、抛弃一切不合时宜的旧思想学说。极端的理性主义者甚至否定宗教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类文明由进化法则所左右，对于具有理性和知识的现代人来说，宗教是愚昧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抛弃。另一些持温和态度的人虽然并不彻底否定宗教，但他们却坚信古老的东方文明已经腐朽，日本若想获得新生必须求助于西方文明。因此，佛教是应该予以批判、抛弃的对象。在这种思想的带动下，社会上普遍产生了对佛教的厌烦、轻蔑情绪。

在危机面前，佛教界的有识之士纷纷谋求对应之策。正如我们上文所述，一部分人倡导革新，特别注重吸收西方新知，自由、大胆地重新诠释、改造佛教思想，在佛教制度方面他们也提出了颠覆性的改革方案；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佛教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僧团自身的建设不力、制度涣散，丧失了感召力和影响力。因此，他们认为革新派的做法矫枉过正、有失偏颇，不如正本溯源、重建道风。他们的根本主张就是复兴戒律（包括个体的戒行和僧伽的制度）[31]。相对于革新派，这一派人被称为复古派。

复古派争取话语权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东京帝国大学聘请原坦山（1819—1892）任教。原坦山是日本曹洞宗僧侣，因为精于佛教义理，擅长讲经，在社会上及名流贵胄之间声誉日隆。他持律精严，独自结庐于东京上野的浅草公园。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的加藤弘之慕名前往拜会[32]，晤谈甚洽，不禁感叹其品学人物，盛邀他去东大讲学。当时的东大可谓日本“文明开化”的象征，西方新学传播的最前沿，在学术上也是高举科学大旗。文学部设置有哲学、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但尚未有佛教研究。原坦山在文学部开设“佛书讲读”课程，讲解佛教哲学。他选用的教材是条理流畅、简洁明快，在汉语佛教圈影响巨大的《大乘起信论》及法藏的注疏《义记》。虽然原坦山担任的只是客座讲师，他的课程也是自由听讲的选修课，但这毕竟是在日本最高学府开设的第一门佛教课程，它让社会了解到“佛教也有哲学”，一扫佛教愚昧、无知的形象，反响巨大。此后，井上哲次郎、高楠顺次郎、村上专精等人在东大相继开设涉及佛教的比较宗教、东洋哲学、印度哲学等课程，逐渐使佛教研究为现代学术体系所认同。

原坦山著述不多，在理论上也并无创新[33]。他所选用的《大乘起信论》可谓汉语佛教圈缁素两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在历史上对中日两国的传统佛教派别影响巨大。但同时代的改革派人士一般都试图从日本民族佛教的代表人物法然、亲鸾、日莲那里汲取营养，而学院派则集中研究原始佛教经典，两派对此论都不重视。连基督教徒也以《大乘起信论》的本觉说为靶的，批判佛教是消极、保守的宗教。可见原坦山选用此论，与新派人物立意确实有所不同。原坦山的著名弟子有大内青峦。

与原坦山一样被认为同属于保守阵营的还有释云照（1827—1909）和福田行诫（1809—1888）。云照与行诫虽然也呼吁宗门改革、革除积弊，但他们与自由派在改革的目的与方法上意见相左。相比原坦山，云照和福田的思想主张更加系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云照是江户时代的杰出僧侣慈云尊者饮光（1781—1804）的弟子，属于真言宗高野山派。他从老师那里继承了弘扬戒律的思想，其提倡推广“十善戒”[34]的主张也承袭自饮光。云照对佛教改革提出的方针是重振官方佛教、革除僧弊、三道一贯、镇护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新内容。云照著有《大日本国教论》，大力倡言佛法王法之说，他还坚持真言宗的神秘主义，因此被自由派僧侣批评为“迷信”。不过，云照在理念上虽然属于保守派，但他对新兴事物也并非一味拒斥，他懂得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应该学会在世俗社会中推广佛教。为此，他借鉴基督教的做法，创立了“十善会”“妇人正法会”等居士组织，因势利导、教化民众。对于居士持戒他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他曾勉励信徒在破戒的情况下不要灰心，只要真诚忏悔就可以洗心革面、从头再来。

云照的知名弟子有明治、大正时代的教育家，曾任东北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总长的泽柳政太郎（1865—1927）。泽柳从青年时代起即追随云照，他著有《僧风论》《宗教家的生活》等文章，强调护持戒律是佛教应有的姿态，猛烈抨击僧侣的世俗化倾向。泽柳对于云照的发挥在于他引入了康德的道德律令学说，并且把理性自律的戒律道德主义应用于教育学。泽柳的好友清泽满之（1863—1903）也通过他间接地受到了云照的影响。

与云照相同，行诫对佛教界内部存在的弊病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僧籍隶属于净土宗，但学兼各宗，德行与操守为教内外景仰，被誉为“八宗泰斗”。他主张佛教统一，应该回归佛陀本怀，但他仍然坚持传统的大乘立场，反对彻底回归原始佛教的主张。在戒律思想方面他和云照相同，都认为复兴戒律是振兴佛教的关键，为了争取民众的广泛支持应该在社会上推广十善戒。他认为废佛的根本原因在于佛教自身的堕落，为此他坚定反对明治政府于1872年颁布的允许僧人娶妻茹荤的法令。他认为这样做会伤及佛教的根本、败坏僧人节操、削弱教化力量。他还强烈反对基督教和西化。

云照等人的复古主张受到了较为激进的自由派的批评。同样出身日本真言宗，加入“新佛教徒同志会”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毛利柴庵（1871—1938）就批评云照的戒律主义是小乘的、形式主义的末流，抨击其派别是僧侣贵族阶级。客观来说，这样的批评不免意气用事，忽视了戒律对佛教的重要意义。从自由派所采取的理性主义、进化主义立场出发，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但由此彻底否定保守派的积极因素也是不可取的。

三 佛教的哲学化诠释与改造

日本近代思想家、佛教改革家清泽满之（1863—1903）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佛教发展进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在全盘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佛教徒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对佛教产生了怀疑、厌弃；国粹主义兴起，日本社会涌现“全面回归日本”的思潮，另一部分思想家运用西方哲学来诠释、改造佛教，试图发掘、提升佛教的思想价值；他本人创立“精神主义”运动，新生佛教从学术的、理论的追求向真正的信仰追求发展[35]。

井上圆了（1858—1919）属于清泽满之评价的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井上出身日本真宗大谷派的僧侣家庭，曾经赴中国和欧美考察、学习。他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喜爱研读康德、黑格尔哲学，毕业后创立“哲学会”、《哲学杂志》，还创办了哲学馆大学（现东洋大学）。与明治启蒙时代一些人重视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同，井上非常重视哲学的意义和作用，他是日本将哲学教育与佛教思想改革相结合的开拓者。

井上圆了的思想行动原则可以用他提出的“护国爱理”来概括。所谓“护国”就是捍卫日本国家、民族的利益。井上迫于同时代基督教对佛教的现实威胁，批评基督教是破坏日本文化传统、侵蚀日本人灵魂的邪教。这使他很自然地与国粹主义、保守主义者走在了一起，在政治上成为国家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在文化上他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反对盲目西化，强调以日本传统文化为教育的核心。他指出：一国一民族若想于世界获得独立的地位，必须推崇、发明其固有思想文化。而日本的传统文化虽然通常被区分为“日本原有的以及从印度和中国传来的，但所谓传来的（佛教）从其传入日本至今已历千载，与日本原有的文物共同成长、共同发达，带有一种固有的日本性，此诸元素相合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国风民情，与今日的印度中国大异，不可不谓日本固有的学问”，这些固有的学问包括“神、儒、佛三道以及我国固有的哲学、史学、文学”[36]。1890年明治政府颁布了以忠君爱国思想来规范国民精神道德的《教育敕语》，遭到了包括佛教内部的民主自由派的批评。但井上不仅为之雀跃，还奔走各地发表演说来加以推广。此外，他还积极倡导在中小学实行以儒家忠孝思想为核心的德育教育（修身教育）。

所谓“爱理”就是热爱真理，为了追求真理不惜革除一切习弊。从这一立场出发，井上又是一个激进的佛教改革派。他提出了实质上以佛教为核心的“纯正哲学”，依据理性主义的立场来确定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并放弃了僧籍。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改革佛教必须超越宗派的立场，甚至应该摆脱僧侣身份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己之利而以绝对真理为唯一准绳。除了改革佛教，他还热忱地致力于民众启蒙，撰写通俗性读物，兴办世俗教育。为了撰写一本破除迷信的大众读物，他甚至专门研究了各种关于妖怪的学说。

和明治时代的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井上深受进化论、经验主义、无神论的影响。他还特别钟爱康德、黑格尔哲学，并把这些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各种哲学与宗教都不过是绝对真理的部分、阶段性的显现，从现实或现象的角度出发可谓千差万别，但从真理的绝对角度出发就是平等不二的。如果不理解人类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逻辑，就无法理解佛教的发展轨迹以及各派宗义的存在理由。因此，为了真正理解佛教，使佛教重新焕发活力，有必要借鉴西方的现代学科体系，在各种科学之中重新界定佛教的地位。井上认为：全部科学大体上可以分为理学和哲学。其中理学包括理论性的物理学、纯正化学、天文学等；以及应用性的机械、制造、航海学等。而哲学则包括有相的哲学以及无相的哲学。有相的哲学有以理论为主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应用为主的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而无相哲学是井上论述的重点。其中又可以细分为理论学即“纯正哲学”；应用学即宗教学。

“纯正哲学”是纯粹研究真理与现实事物关系的哲学，它可以分为“物体哲学、心体哲学、理体哲学”，而宗教学即“纯正哲学”的应用，对应为“物宗学、心宗学、理宗学”。井上强调：佛教是唯一的符合“纯正哲学”的宗教学，因为佛教思想涵盖了“物体哲学、心体哲学、理体哲学”的各个方面，它们分别对应于以《俱舍论》为代表的小乘有部哲学；以法相宗心性学为代表的权大乘哲学；以天台、华严为代表的中道实大乘哲学。而基督教则是从作为人类心性一部分的情感出发产生的宗教，神学不过是对从情感出发产生的上帝幻想的诠释，抛开了上帝的形象（“神像”）来探讨其“理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佛教优于基督教。佛教不再局限于作为“纯正哲学”的应用的宗教学的范围之内，它本身就是最高的“纯正哲学”，由此可见，佛教在人类思想中的崇高地位。

井上进行上述讨论的目的当然不仅仅在于学理辨析，他是为了重新唤醒佛教的活力。他的代表作名称就叫《佛教活论》，因为他认为佛教不应该是一种尘封于书柜里的死标本，而是能够适应时代变化、自身不断发展的“活物”。但是，井上虽然也承认宗教有哲学所不可替代的意义，理性的终点仍然是信仰，但他把宗教学作为“纯正哲学”的应用，把佛教提高为“纯正哲学”的做法还是难免会招致二者混同，把佛教降低为哲学的批评。无论如何，井上可以算作是运用西方哲学诠释、重建佛教的代表人物。

四 内省主义、信仰主义潮流

1.清泽满之与“精神主义运动”

清泽满之（1863—1903）原姓德永，出身名古屋的藩士家庭。少年得度在真宗大谷派的学校接受教育，其后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学习，1887年毕业。1888年，他成为大谷派资助的京都府立初中的校长，并在高仓大学寮[37]讲授哲学。同年，他结婚并任故乡爱知县西方寺的住持。在此后的短暂生涯中，清泽满之全身心地致力于宗门改革与思想创建。

1896年，他与志同道合的几位大谷派僧人在京都白川村创办了杂志《教界时言》，被称为“白川党”。之后他们成立了“大谷派革新全国同盟会”，要求实现教团内部民主化和财务公开化，并且获得了真宗内外的知名人士如村上专精、井上圆了、南条文雄等人的支持。但改革遭到宗门内保守势力的反对，清泽等人于第二年被除名处分，遭遇挫折。1898年，他从友人泽柳政太郎处借到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埃彼克泰特（Epictetus）的《教诲录》，阅后爱不释手。此后他将此书与《阿含经》、亲鸾《叹异钞》常置于案头，称“清泽三部经”。同年，清泽恢复了僧籍。1900年，清泽前往东京，与仰慕他的青年一起结成“浩浩洞”。师生同吃同住，清泽对他们言传身教，其中最知名的弟子有佐佐木月樵、晓乌敏、多田鼎。1901年，他又被大谷派任命为东京真宗大学的首任校长。同年，他与弟子一起创办了《精神界》杂志，开始“精神主义运动”。但第二年即1902年，清泽接连遭受丧子、丧妻的打击，再加上真宗大学的学生难以忍受清泽禁欲主义式的教学修行规定，掀起学潮，清泽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黯淡地离开了东京。第二年，他在爱知县因沉疴结核病加重而不幸病逝。死时年仅41岁。清泽满之著述丰富，代表作有《西洋哲学史讲义》《宗教哲学骸骨》《他力门宗教哲学骸骨试稿》等，有全集行世。

清泽致力于真宗改革，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制度组织的改良毋宁说是枝末，根本的革新在于精神的革新”[38]，他更重视教育和教义的改革。他在《精神界》杂志的创刊号上对“精神主义”进行了定义：

吾人在世，必有一完全立脚地。若无之，处世为事恰如浮云之上杂戏，难免颠覆，自不待言也。然吾人何处得处世之完全立脚地？盖绝对无限者之外则为不可能。如此，绝对无限者在吾人精神之内，亦或精神之外？吾人不能一偏而断言之。何则？绝对无限者在追求者近之处，其内无限，其外亦无限。吾人如不能接近无限者，则不能得处世之完全立脚地。而获此立脚地之拓展精神之道路，名之为精神主义。[39]

清泽满之的“精神主义”首先是对真宗信仰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探求。他所称的“绝对无限者”就是阿弥陀佛。他反对以基督教为现代宗教，以佛教为古代宗教的看法，积极探寻能够为批判理性考验的净土信仰方式。在其早期的《宗教哲学骸骨》中，他就集中讨论了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一方面他说：“哲学的终点就是宗教事业的起点”，另一方面他又说：“若道理（理性）与信仰相违背，宁可抛弃信仰取道理。”他的理论创建希望以信仰为基础，以理性来不断加以反思。

但是，他的理性反思不是客观的、经验的，而是绝对内省式的，他称之为“内观主义”。他反感物质的或者心灵的划分，将主观与客观视为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当然，他的所谓绝对指的就是超验的“绝对无限者”。他认为通往绝对的唯一方法就是内观、精神活动。他说：

内观主义就是将一切变化以主观的方式处理，将我们的心置于无限绝对的位置使之活动，将一切活动视为我的活动，将一切责任视为我的责任。[40]

清泽满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绝对主观的、唯心的，带有逃避现实色彩的观念，但这与他追求“完全立脚地”的初衷并不违背，他明确表态：“精神主义对彼客观事业的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既不打算妨害，也不打算贡献。”[41]对此，“新佛教运动”的代表境野黄洋撰写了《羸弱思想的流行——尼采主义和精神主义》一文，批判“精神主义”是消极厌世的虚无主义。

清泽满之则认为，“精神主义”超越现实、超越道德，是人类获得心灵宁静、安身立命的唯一方法。他在绝笔《我信念》中说：

自人伦道德产生的所谓义务，仅仅实行此类义务都绝非容易之事。如果真诚地试图实现它，最终除了慨叹“不可能”之外没有其他可能。当我被这种“不可能”冲击时，内心感到非常痛苦。……皆因我信奉无限大悲的如来，才能获得今日的安乐与平稳，无限大悲的如来如何能使我们获得如此平安？无他，皆因他承担一切责任来将我等救赎。[42]

可见清泽满之自始至终坚持的，仍然是净土真宗绝对他力的信仰。

“精神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国家主义日益强大的社会思想背景下，如何追求个体自由、追寻个人价值、保障信仰独立，精神主义既是探索，又是无奈的逃避。

2.伊藤证信与“无我爱”

伊藤证信（1876—1963）也是真宗僧人，在真宗大学学习期间，他突然觉悟，组织成立了“无我苑”，开展与贫民共同生活的苦修活动，并发行《无我爱》刊物。“无我爱”运动不仅认为应该内在地理解佛教信仰，还认为“无我”的爱是宇宙的普遍真理，是建立人类统一信仰的普世价值。伊藤在《无我爱》1905年6月的创刊号上发表《确信》一文，阐述其“无我爱”思想，他说：

我们并不执着于佛教、基督教或者儒教，我们只信绝对的真理。什么是绝对的真理？虽然难以用言语表述，可以姑且称之为“无我爱”。宇宙的真相即此无我之爱。构成宇宙的一个个的个体，在真相的层面上进行着无我爱的活动。个体将自己的命运全部托付于他者的爱，同时又竭尽全力地爱他者[43]，这就称之为无我爱的活动。我们很久以来不了解宇宙和自我的真相，因我执和憎恶之情，烦恼无边。今则廓然大悟，竟得绝对平安。[44]

同年10月，伊藤向真宗大谷派返还了僧籍和度牒，并且在《无我爱》上发表了一封致真宗僧侣的公开信，也就是他的脱宗宣言，以此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伊藤的行动引起了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的关注，年轻的河上肇还加入了“无我苑”。

不过，伊藤与社会主义者虽然相互抱有好感，在一些社会问题上还有共识[45]，但他们的思想出发点和基本主张都不相同。如同伊藤所宣言的，“无我爱”运动将“无我”的“爱”提升到本体论层面，视为宇宙真理，主张宽容反对暴力。他试图以“爱”打破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壁垒，打破个人中心主义的执着。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贪婪的我执的社会性体现，对其持否定态度，但他认为要害不在于改造社会，而在于净化人心。伊藤说：“世界改造的大业以人类精神的改造为核心。”因此，“无我爱”运动被社会主义者和主张社会改良的佛教派别批评为观念论者。

此外，伊藤对既有宗教派别既有吸收又有批判，基本持排斥态度。他肯定基督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但反对其宗教上的非宽容性；他吸收了佛教的缘起性空、无我我所、众生平等的观念，但认为既有教团已经异化，变成了一种“自力我执”。

1934年，《无我爱》第四次复刊，伊藤发表《祈念》一文，称：“无论自己还是社会，皆不得不以其所属国家为母胎，于其中发育。愿我等尽全力献于君国，为其安泰与兴隆服务。”[46]当时已是风声鹤唳，军国主义的阴影笼罩在日本上空，伊藤的这一表态被社会主义者看作是对军国主义的屈服，双方自此分道扬镳。不可否认，“无我爱”的思想和运动带有空想与对现实逆来顺受的羸弱色彩。

第五节 军国主义阴影下的佛教

1927年日本发生国内经济危机，史称“昭和恐慌”，1929年世界范围内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1934年日本东北地区大灾荒。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转失衡，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的情况下，一部分少壮派军人在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思想的驱使下铤而走险，先后在日本国内发动了“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法西斯政变，在国外发动了侵略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日本上层统治者起初对是否扩大对外侵略举棋不定，但在长期的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封建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灌输下；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后不断膨胀的贪欲与自大的蛊惑下；在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财阀与代表职业军人的军部相互勾结，彻底破坏议会民主体制的政经局势下；在对外掠夺资源与市场、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战略思维指导下；在转移国内矛盾的机会主义意识作祟下，日本举国疯狂，根本无法悬崖勒马，最终走上了灭亡之路。大正时代出现的思想文化自由宽松的局面昙花一现，佛教各界不得不在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两极间做出选择。

一 佛教迎合政府的举动

佛教团体迎合政府，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的做法由来已久。在明治初期废佛的大背景下，1875年，宗派联盟向政府提交《诸宗寺院连名建白书》，提出“佛法国益”的说法，主张振兴佛教符合国家利益。随着国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流行，一些曾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居士佛教领袖也纷纷创立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团体，与政府合作。

1888年初，山冈铁舟（1838—1888）、鸟尾得庵（1847—1905）等人创办“大日本国教大道社”，鼓吹神道教、佛教、儒教三教一致，该社创办的《大道丛刊》，宣扬“以三教为国教、排斥基督教，乃救国根本方略”。1889年1月，大内青峦（1845—1918）倡导“尊皇奉佛大同团”，在帝国议会召开第一届会议之际奔走游说，呼吁佛教徒参政。岛地默雷、井上圆了等人还参加了由三宅雄二郎、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人创办的带有强烈国粹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政教社”。1923年，净土宗的椎尾辨匡（1877—1971）提出“共生之道”，呼吁将个体修行与解脱的道路转向社会改造，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生”，实现人间乐土。为此他还撰写了《社会的宗教》等著作，发动了“共生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在军国主义气氛日益浓厚的形势下，他也将“共生的净土”解释为“皇国的净土”。他们的行动目的虽然有通过参政议政，保障佛教权益，宣扬佛教主张的一面，但他们为此又祭出“尊皇、护国、防邪”的大旗，配合政府的右倾政策，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退步。

1896年9月，神道教[47]、佛教、基督教的代表在东京召开“宗教家恳谈会”。大内青峦代表佛教界发言，称：“若有耶稣教徒违背尊皇之大义，望莅临此会的耶稣教诸君能与我佛教徒携手痛击之。”[48]而与会的基督教代表竟然予以首肯。以联谊为名目召开的“恳谈会”竟然成了表忠会。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为了争夺利益而进行的不义之战，但同年5月，佛教界却与神道教与基督教的代表一起，召开“大日本宗教大会”，发表联合宣言，对战争进行美化：

日俄交战，是为了日本帝国的安全与东亚永远的和平，是为了世界文明、正义与人道。与宗教有别、人种同异无关。故此，我等宗教家不论宗派人种的差异，在此聚会，本着各自公正的信念，相约向世界说明交战的真相，期望光荣的和平早日实现。[49]

1912年2月，在政府的提议下，佛教与神道教、基督教代表举行了盛大的“三教会议”（三教会同）。出席会议的佛教代表51名，神道教13名、基督教7名，政府的内务、司法、通信、海军各大臣，各次官、局长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官方背景不言而喻。会议代表一致支持政府在“大逆事件”[50]中镇压社会主义者的做法，并发表声明称：

吾等期望，各自发挥其教义，扶翼皇运，以图振兴国民道德。

吾等期望，当局尊重宗教，政治、宗教与教育融和，以资伸张国运。[51]

1928年，佛教、基督教与神道教的1145名代表联合出席了“日本宗教大会”。大会决议称：“我国宗教界，必觉醒于一世界大使命，确信富于包容性的展现我国民精神的惟神的大道……认识到应为世界渴望的新文化创造、为世界更生贡献力量。”决议还表示：“本大会期盼着消灭违反我国国体的共产主义结社和运动。”[52]充分表明了宗教界效忠天皇、拥护国策的政治立场。至此，佛教等宗教在军国主义的淫威下，已完全丧失了自由、独立的地位，沦为专制主义的统治工具。

二 国家神道与宗教自由的压制

另外，日本政府还利用国家神道压制其他宗教，限制宗教自由。

自明治时代开始，日本政府有意将以各级神社为中心的专门尊奉天皇和日本国家的神道与神道教的其他民间派别分离，前者称国家神道，后者为教派神道。1882年，教派神道自国家神道独立，此后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国家神道在司法解释上不被承认为宗教，实际上具有凌驾于各宗教之上的国教的地位。日本政府在法律上玩弄的花招是，既然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政府动用国家力量支持国家神道的做法就不违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精神，因此政府也就可以将信奉国家神道规定为全体国民的义务。

为了配合天皇极权主义体制，充实国家神道，日本政府除了对古代既存的神社进行包装，改变其内涵与形式之外，还有计划地新建了一批大型神社，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国家神道体系。宫中的神社由天皇日常主持，伊势神宫是祭祀天皇祖先的神社，这两处具有最崇高的地位。其他具有最高规格的神社可分为四类：第一，祭祀天皇和皇族的神社，如橿原神宫、平安神宫、明治神宫；第二，祭祀天皇制国家战死者的神社，如靖国神社、护国神社；第三，祭祀南北朝时期南朝“忠臣”的神社，如凑川神社、阿倍野神社；第四，殖民地占领区的神社，如朝鲜神宫、建国神庙、昭南神社等[53]。

1932年5月，靖国神社举办“满蒙上海事变”[54]战死者合祭，天主教背景的上智大学的部分学生以个人宗教信仰不同为理由，拒绝参拜神社，而日本文部省以国家神道非宗教为理由，做出了国民为了表达忠诚必须参拜神社的裁决。以此为判例，政府强迫各种信仰的宗教徒参拜国家神道的神社。日本扩大对外侵略以后，在其殖民地和占领区，如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到处建设国家神道的神社，强迫被占领民众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教徒参拜神社。神社也就成了殖民统治的象征。

天皇是国家神道供奉的最高神，其神圣地位不容挑战。任何宗教的崇拜对象，如基督教的上帝、佛教以及教派神道的一些祖师，只要其地位被认为是在天皇之上，立刻就会被扣上祸乱国体的罪名，予以取缔。1936年，在日本军部的暗中推动下成立了“日满佛教协会”。军部代表在与佛教界代表的座谈中严厉批评了佛教历史上对天皇不敬的事例，指令佛教界对此做出改正。此后，各宗各派纷纷检点本宗典籍，删除将宗祖置于天皇至上、批评天皇和皇室等“不敬”的内容，积极协调佛教与军国主义政策的关系。1939年，文部省指令龙谷大学修改教科书《真宗要义》中的“不妥当字句”[55]，本愿寺派不得不动员全宗进行教典检查，第二年公布了13处禁止阅读的内容。同样，文部省也要求日莲宗删除《日莲遗文》中的不敬词句[56]。所谓“皇道佛教”一时肆虐。

三 《教育敕语》与“不敬事件”

明治维新提出的自由民权思想并没有在近代日本取得彻底胜利，相反，其点滴进步都以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妥协为代价，因此注定难逃失败的宿命。1889年，日本通过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在立宪民主的道路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宪法同时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实行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以“不妨碍安宁秩序”“不违背臣民义务”为条件，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年，政府又颁布了《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义勇奉公”“扶翼皇运”，宣扬“忠君爱国”的奴化思想，为军国主义的滋生埋下了祸根。

《教育敕语》针对的对象并不单纯是在校学生，它是约束全体国民的道德规范。日本政府以学校为重点，对青少年自幼灌输皇民教育。文部省规定，师生在节日典礼上应向天皇夫妇照片行礼，朗读《教育敕语》。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1886年设定的教育大纲，在初中设有“伦理”课程，内容是学习“人伦道德的要旨”而并没有忠君爱国的内容，高中则连类似课程都没有。1901年制订的教学大纲则规定，中学设立“修身”课，“基于《敕语》的旨趣，养成道德思想及情操”。《教育敕语》成为学生的必修内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推行侵略战争的国策下，中学称教育宗旨是“奉体《敕语》旨趣，明征国体本义，会得国民道德，其实践躬行之要乃皇运扶翼”，《教育敕语》成了鼓动全体国民做炮灰的魔咒。1941年战时的大纲中则干脆加入了“自觉皇国使命，培养至诚尽忠的信念”等内容。《教育敕语》成了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宣传[57]。

《教育敕语》颁布以后，日本社会随即掀起了国粹主义热潮，政治与文化逐渐向保守、狭隘的民族主义靠拢。1891年即《教育敕语》颁布的第二年，发生了内村鉴三“不敬事件”。内村鉴三（1861—1930）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自由主义者，他当时在东京第一高中任教，由于拒绝在宣读《教育敕语》时鞠躬行礼，引起轩然大波，其后被学校辞退。此后，又接连发生了熊本英学校事件、山鹿高等小学校事件、八代高等小学校事件、空知集治监事件、松江第一普通中学事件[58]。这些事件大多是用一些小事借题发挥，如对天皇照片不敬，对《教育敕语》不敬等，实际目的在于打击自由派，将《教育敕语》神圣化。

佛教界一部分保守派则利用此事件打击基督教，客观上对右倾化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井上哲次郎（1855—1944）接连在杂志《教育时论》上发表谈话[59]，谈论所谓“教育与宗教的冲突”，攻击基督教教义与《教育敕语》的精神相悖，他列举了四点差异：“国家主义与非国家主义、忠孝观、现在主义与未来主义、有差别的博爱与无差别的博爱”[60]，认为基督教主张国际主义、主张博爱、反对忠孝，这与《教育敕语》体现的民族主义，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截然对立。

对此，高桥五郎（1856—1935）站在基督教立场撰写《排伪哲学论》，对井上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而佛教界则大多支持井上的立场。井上圆了著《教育宗教关系论》，几乎与井上同调，刻意宣扬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鼓吹佛教与忠君思想的一致。佛教刊物如《佛教》《令知会杂志》也对“不敬事件”和井上的谈话大肆报道，显示出佛教界越来越浓重的保守主义倾向。

四 侵略战争之下的佛教界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彻底陷入了战争的泥潭。1938年4月，日本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宣布进入战时体制。在举国一致、全民动员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下，以佛教为首的宗教界也成为侵略战争的配合者。

1941年，“大日本宗教报国大会”召开，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500名佛教、基督教、神道教代表会前集体参拜了国家神道的象征，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大会宣言称：

我们期盼发扬皇国宗教的本旨，推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为树立世界新秩序贡献力量。[61]

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张目。

不久，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三教共同主办、“大政翼赞会”后援的“大东亚战争完遂宗教翼赞大会”召开，声明：“我等愿发挥皇国宗教的真义，竭尽全力奉戴宣战的圣旨。”[62]
战争中，日本佛教界通过随军布教、为战死者举行慰灵法事、为“胜利”举行祈愿法事，甚至僧侣亲自持枪上阵，将寺院的资产捐献军方，提供寺院给部队当宿舍、医院等方式对战争进行了支持。

平心而论，在法西斯专政的高压统治下，日本佛教界的大多数僧侣和信徒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一些进步团体如“新佛教运动”“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在战前就明确表达了反战立场，进行了勇敢斗争，一些僧人在战时也进行了积极或消极的抵抗[63]。被迫捐献资产、从军乃至战死的佛教徒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后，日本佛教界以及宗教界的有识之士又率先进行了真诚的反省与道歉。

1947年5月，日本宗教联盟召开了“全日本宗教和平会议”，会议发表的宣言称：

我等未能阻止自昭和六年（1931）九月“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军国主义风潮，被卷入本次悲惨战争的漩涡。这样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神、佛，还是面对祖国，甚至面对世界的全人类，都是羞愧难当。如今冷静地回想，在悲惨的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原本理应不惜身命，维护和平，发挥宗教的本来作用。

誓为防止侵略战争的再度发生而努力！[64]

敢于面对并反省错误，日本宗教界的这一态度还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

五 佛教与社会主义运动

佛教教义原本就强调“无我”“平等”等思想，再加上镰仓、室町时代以后占据日本佛教主流的宗派，如日莲宗、净土真宗、曹洞宗在民间拥有深厚的土壤，信众以中下层民众为主，在国内外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底层民众的不满最为强烈，社会主义思潮于是在这些宗派的青年僧侣与信众中迅速传播。另外，佛教思想与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对后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佛教徒成立的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最具代表性的是妹尾义郎（1889—1961）创建领导的“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妹尾出身贫苦家庭，幼年即接触佛教信仰。高中因病退学后，他潜心研究佛教，为日莲主义所吸引，成为日莲信徒。大正八年（1919），他创立了“大日本日莲主义青年团”，并发行了机关刊物《若人》。他认为，佛教的核心教义是无我、无我所，佛教徒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彻底消灭私有制的集体主义生活。因此，现代佛教徒的使命就是反对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义和主张，反对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工人阶级已经走上历史舞台，社会主义思想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信奉者开始，逐渐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也在日本发展积极分子，推动工人运动。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很多与妹尾拥有相同经历和主张的佛教青年也被社会主义思想吸引，投入运动之中。1931年9月，“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作为日本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立，原本是真宗本愿寺派僧人的日共党员高津正道、服部之总等人参与了创建。同年11月又成立了“日本反宗教同盟”，高津成为该组织的中央委员长。

社会主义运动威胁了政局的稳定，也潜在地干扰了日本当局图谋侵略世界的战略方针，受到了越来越右翼的政府的镇压。1928年和1929年，日本相继发生了镇压工人运动的“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先后有龙谷大学（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大谷大学（净土真宗大谷派）、立正大学（日莲宗）、驹泽大学（曹洞宗）等佛教宗派大学的学生被牵连，很多人被捕，引起了佛教界内外的广泛关注。这说明社会主义思想在青年僧侣和信众中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同情者和信奉者。

事件发生后，左翼佛教青年内部发生了分裂，以妹尾义郎为代表的一部分较为激进的青年更加靠近劳工组织，逐渐与坚持日莲主义的同伴分道扬镳。昭和六年（1931），妹尾义郎宣布解散“日莲主义青年团”，组建了“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在军国主义的恐怖气氛逐渐笼罩日本全国，当局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越来越猖狂的形势下，他们表面上以争取宗教徒权益为掩护，实则秘密地从事社会主义活动。

1932年4月5日，“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明确的纲领：

一、我等景仰代表人类最崇高人格的释迦牟尼佛，期望本着同胞信爱的纲领，（在人间）实现佛国土。

二、我等认为：既有的全部教团，乃是亵渎佛教精神的尸骸，必须予以摒弃以步入佛教新时代。

三、我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违反佛教精神，损害大众生活福利，必须对之改革以实现未来社会。[65]

大会还提出了“全佛教徒大同联合”“维护世界和平”等口号，表明了反战的态度。

1933年，在同盟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妹尾等人阐述了同盟“三皈依”原则。“三皈依”借用了佛教皈依佛、法、僧的形式，但其实质内容却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所谓“皈依法”就是信奉同盟的根本理念和共同纲领。这些理念和纲领以佛教的缘起性空思想为指导，又糅杂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他们的最终理想是要建立消灭私有制度、人人忘我、平等互助的理想社会。为了使这一理想获得实现，就需要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强有力组织，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僧伽”。他们还坚信，佛陀就是这种理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或者说，这种理想的人格化化身就是佛陀。因此，“三皈依”就是建立具有佛教色彩的社会主义政党。

同盟随后数年提出了反法西斯主义、改造资本主义、拥护国际主义等口号，并秘密从事了促进和平、反对战争的活动。在法西斯当局的高压迫害下，1936年，同盟集体参加了“人民战线运动”，并在机关刊物《新兴佛教》上表明了支持“人民战线运动”的立场。“人民战线运动”是由“劳农无产协议会”领导，以“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东京交通劳动组合”等工会组织组成的日本无产阶级联合阵线。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已经被镇压取缔，“人民战线运动”以合法左翼组织的身份运行了一段时间，但随后不久即遭到当局的镇压与迫害，包括“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干部在内的大量成员被逮捕，1937年，同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解散。

六 佛教与法西斯主义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其代表人物大都与日莲信仰有关[66]，其代表有田中智学（1861—1939）、本多日生（1867—1931）、北一辉（1883—1937）、井上日昭（1886—1967）、石原莞尔（1889—1949）等人。

他们信奉日莲主义的个人缘由多种多样，但其相同之处在于：第一，自明治中后期日本国粹主义兴起以后，怀着强烈的日本民族意识且创造了日本历史上独特的民族宗派的日莲受到教内外的普遍关注，成为思想界和文化界热议的话题。历史上，日莲为了证明法华信仰的无上性，曾经预言日本将有外敌侵逼之难。此后元军果然入侵并遭遇惨败。然而元军失败本与日莲无关，多种史料显现，日莲屡次进谏不成，已经对上至天皇下至黎民百姓的日本丧失了信心，他对日本能否战胜外敌采取了冷漠的态度。然而讽刺的是，明治中后期以后，日莲被塑造成一个“爱国者”，并在抗元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也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推崇日莲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一些人还刻意渲染这个歪曲了的日莲形象。第二，日莲为法舍身，为真理不惜身命的菩萨行精神被一部分法西斯主义者歪曲，成为他们“改造”社会所效法的榜样。第三，日莲藐视权威，在弹压之下不屈不挠，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唤起了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共鸣，特别是怀着军国主义思想的中下层军官，他们认为天皇和民众已被“国贼”蒙蔽，自己就是试图唤醒民众，屡次进谏却反遭贬斥的当代日莲。于是，他们怀着“悲愤”的心情不惜铤而走险。第四，日莲舍我其谁的气概也给他们增添了勇气，他们也以“日本法华经第一行者”的使命感自居。第五，日莲思想中为弘法而不惜使用暴力、为真理而采用折伏手段的斗争主义哲学也被法西斯主义者放大，发展成其不择手段、残酷打击异己的政治手法。

1.田中智学和本多日生

最早将日莲主义与天皇崇拜、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的是田中智学。田中自幼在日莲宗出家，并曾进入日莲宗大教院深造，但他不满日莲宗正统派的较为温和的“摄受主义”，于19岁脱离宗门还俗成为居士。1885年，他成立了“立正安国会”，宣扬复古的国粹主义、民族主义。1893年，时值明治天皇银婚纪念，他献上《佛教夫妇论》一书，其中说：

昔者，佛门先贤，但以阎浮提[67]之日本为本邦。日莲乃以日本之日本为本邦；非仅如此，亦以阎浮提作日本之阎浮提。故而，其阎浮提统一之本尊，系天照、八幡两庙，岂非以本邦之祖神，直为阎浮提之宗庙耶？[68]

这种宣扬日本主宰统治世界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时代宣扬的“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可谓一脉相承。

1901年田中又创作了《宗门维新论》，1902年创作了《本化摄折论》。在这些书中他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强调“折伏”和“侵略”的手段。他认为，为了传播他的军国主义色彩的日莲主义，必须放弃妥协性的“摄受主义”，而采用“侵略的态度”，与敌人面对面交锋，征服对方的“折伏主义”。他在书中疯狂地叫嚣：“信仰侵略吧，宣传侵略吧！（伊斯兰教徒说：）‘要《可兰经》，还是要剑？’何其羸弱！《法华经》即剑！”赤裸裸地宣扬暴力手段。

1914年，田中创立了具有浓郁右翼色彩的政治团体“国柱会”。国柱会的政治目的是“王佛冥合”，即推动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家整体信仰日莲主义，因此他又是日莲系统中国立法华戒坛（本门戒坛）思想的始作俑者。

与田中同时代的本多日生也是一位借日莲宣扬军国主义的人物。为此，他虽然身为日莲宗僧侣，却不惜歪曲日莲思想与教典。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将日莲的代表作《立正安国论》的书名改为《安国立正论》。由此将日莲原有的护持正法是国家安稳的前提，正法高于国家的思想篡改为国家高于正法。大正十一年（1922），时值日莲诞辰700周年，本多以显本法华宗管长的身份与东乡平八郎元帅为首的11名信众代表一起，奏请宫内省为日莲敕赐“立正大师”的谥号。原本对天皇和朝廷多有批判的日莲形象就此变成了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者[69]。

2.北一辉

北一辉既是虔诚的日莲信徒，又是日本近代影响最大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大东亚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混合体。

北一辉出身一个经济破产的商人家庭，且年幼即患有严重的眼疾。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70]，但他依靠天赋和自学，年轻时就展露出理论才华。1906年，年仅23岁的他撰写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表达了较完整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由于书中认为天皇与民众一样不过是国家的一分子，比受到批判的“天皇机关论”更为激进，书籍旋即被查禁。北一辉因此声名鹊起，引起各界包括社会主义者的关注。

1906年，北一辉又参加了宫崎滔天（1871—1922）的“革命评论社”，随后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与宋教仁、张群等人交往密切。北一辉同情中国革命，成为一个大东亚主义者。1991年辛亥革命爆发，北一辉立刻到中国投身革命。1913年他的好友宋教仁被刺杀后，他被迫回国。回国后，他埋头著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自己的思想，自1915年起陆续写作了题为《支那革命党及革命之支那》的系列文章，呈送给军政要人，呼吁支持中国革命，建立中日军事同盟，但没有得到多少回应。1921年，文章汇集出版成《支那革命外史》一书。在此前后，他皈依了日莲信仰。在《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他写道：

非宇宙的大道《妙法莲华经》，支那将是永远的黑暗，印度也终将难以获得独立，日本也将灭亡。赏罚国家正邪者，唯此《妙法莲华经》八卷！谁乃于末法世，仗法衣剑，证明世尊者？！[71]

表达了他愿为日莲一样的法华行者，为实现大东亚主义而奋斗的愿望。由于政府与军部上层对北一辉的主张不屑一顾，使他感到非常悲愤，认为自己就是屡次进谏而未果的日莲。他将自己撰写的《支那革命外史》比作日莲的《立正安国论》，称之为“大正安国论”。同时，他将日莲推崇的《法华经》中的“地涌菩萨”解释为“自底层涌现的伟人”，表现出了蔑视权贵的民粹思想。

此后他再度前往中国参加革命，但因五四运动而掀起的反日浪潮再受挫折。他逐步放弃了大东亚主义，转而谋求将日本改造为法西斯帝国主义以实现他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1919年，他在上海开始撰写《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鼓吹“发动天皇大权”、停止宪法、解散国会，实际上是煽动军事政变，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法西斯专政。该书已完成的前七章被专程前来拜访他的大川周明带回日本，随即在日本青年军官之中引起强烈反响。1920年，该书被查禁，但1923年经修订完成后以《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书名出版。

北一辉出身底层，在政治上表面追求平等、藐视权贵，但骨子里却又以精英意识自诩，利用民众但反对民主。他以国家为本位，崇拜国家专制，本质上与崇拜天皇的皇道派并不相同。出于反对既有权贵的心理情结以及超国家主义理念，他对天皇的看法始终一贯，反对天皇是“现人神”的观念，他甚至提出天皇应作为国民表率“捐献”全部皇室资产，也就是没收皇室资产的想法。即使是《改造法案》中提出的“发动天皇大权”，也不过是暂时借天皇之名义实现法西斯专政而已[72]。对于权贵他更是带有强烈的民粹意识，坚决主张废除贵族制度。对于民众他既反对间接民主式的议会也反对直接民主，称国家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权在于国家，而后者主权在于民众。他对日莲“地涌菩萨”“法华经第一行者”“我做日本柱石、我做日本眼目、我做日本大船”（《开目钞》）等思想着迷，形成了浓重的弥赛亚情结。在经济上他虽然并不彻底反对私有制，——这是他以及国际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但他主张剥夺大资本家和大地主，防止财富集中，用国家权力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在对外关系上他公开为侵略扩张张目，提出所谓“开战权力”，将战争合法化、正义化、神圣化。

事实上，无论是在对内政治斗争还是对外国际关系，北一辉都主张使用暴力手段，这一点他也受到日莲的影响。日莲原本确实有为弘扬正法而不惜消灭谤法敌人的思想，在《秋元御书》中日莲说：

不杀生戒乃一切诸戒中第一……虽如是重戒，若成《法华经》之敌，害此戒乃第一功德。故仙予国王杀五百法师，觉德比丘杀无量谤法者，阿育大王杀十万八千外道。此等国王、比丘乃阎浮第一贤王，持戒第一智者。

北一辉对此大加发挥，在其著作中处处宣扬“挥舞法华利剑”“挥舞弥陀宝剑”“堂堂义义大杀戮敢行”，称“只有通过血染的道路才能踏上革命的舞台”，体现了其宣扬暴力、崇拜暴力的极端反人道主义立场。

北一辉的上述思想受到了同样出身底层、对现实不满、对暴力崇拜的中下级军官的狂热追捧。1936年，受他影响的右翼皇道派少壮军官发动了震惊日本的“二二六事变”。北一辉虽没有参与政变，但被当局视为幕后指使者，于政变失败后被枪决。在临刑前的狱中他仍然坚持日莲信仰，他留给义子的遗物是他视若珍宝的《法华经》。

3.井上日昭

井上日昭与北一辉不同，他是绝对的天皇崇拜者，而且他不重视理论而强调行动。井上年轻时代作为浪人也曾游历中国。回到日本以后，神秘的宗教体验使他皈依了日莲信仰，并参加了田中智学的国柱会活动。他还曾到禅寺参禅，倾心于武士道精神。井上认为日莲主义的精髓就是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大日本主义，通过推行日莲主义可以将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国体相结合。他还特别推崇日莲勇于斗争的实践主义精神，提出了“国家改造运动就是我们的宗教”的口号，并且认为“改造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两项任务”，而他所谓的“改造”就是对既有制度的破坏，对一切不同政见者的无情打击。

在此思想指导下，井上组织了法西斯团体“血盟团”并成为该团伙的首领。昭和七年（1932），血盟团策划了一系列刺杀日本政界元老、重臣和财经界重要人物的行动，其中日本前财政大臣（藏相）井上准之助等人被杀死，震惊内外。他因此获刑，“二战”中被释放。井上及“血盟团”的思想在军队士官中也有一定影响，军中发生的几起叛乱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4.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高级军官，曾参与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19年，他参加田中“国柱会”的活动并皈信了日莲主义。他从日莲《撰时抄》有关末法时代人间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大战，结果是世界统一于法华信仰的说法里受到启发，形成了“终极战争”的战略构想。他以人种和文化为划分标准，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欧美文化是邪恶的，而笃信《法华经》信仰的日本将率领其他亚洲人民组成正义阵营，在终极大战中战胜邪恶的一方，实现人类永久的和平。

石原的思想无疑是一种先验主义的宗教宿命论、末世论，但他居然对此深信不疑，并以此为指导制订了相应的军事战略，意图联合中国，抗击美苏。他的这一想法与东条英机等人扩大对华侵略的方针相悖，因此，他被东条迅速排挤出了现役，未能有机会实践他的荒唐构想。

退役后，他组建了“东亚联盟”，继续宣传他的“终极战争”思想，与田中一样主张“王佛冥合”、国立戒坛，希望借助政府力量在日本乃至全世界推广日莲主义。日本战败后，他放弃了终极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但没有放弃日莲信仰。临终前他还撰写了《日莲教入门》，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他自撰的墓志铭：“我只信奉佛陀的预言和日莲圣人之灵。”[73]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与日莲主义的结合有一些内在原因，但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军国主义者在其歪曲构建的日莲假象的基础上利用了日莲信仰，其出发点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效忠天皇的封建专制主义，并不是纯正的日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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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佛教界对此反响不一。传统派别的一些人士如行诫、云照予以抵制，而净土真宗及居士佛教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雪爪清拙、岛地默雷、大洲铁然则予以支持。

[7] 1868年，明治政府要求神职人员及其家属一律采用“神葬祭”，即神道式葬礼。1872年又规定禁止私葬，死者亲友必须选择佛教或者神道教式葬礼。由此打破了佛教垄断葬仪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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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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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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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韩国佛教是整个汉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韩国佛教源自中国佛教，这不论是从佛教流通的先后顺序和传播的渠道以及把汉文作为载体而言，都是不争的事实。自中国南朝梁代开始，至明朝初年，入华求法的韩国僧人代不乏人，其中于青史、碑铭可稽者有二百余人。他们不仅将中国佛教的义学思想和主要宗派传到海东，在本国的佛教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成就，而且对中国佛教的义理建设和宗派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卷名为《韩国佛教》，所涉及的范围涵括历史上朝鲜半岛佛教的全面介绍，本卷只是按照学术界的惯例和行文的方便来定名。本卷探讨的重点主要围绕着如下几个问题。

（1）着力探讨佛教在高句丽、百济、新罗的传播次第问题。决定其传播次第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三国在半岛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二是三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三是三国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程度的不同；四是三国各自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密切程度不同。可以看出，汉文化在半岛的传播“造就了一个接受汉化佛教的机制”，“汉文化接受程度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佛教的传播”。

（2）着重探讨韩国佛教的民族化、本土化问题。民族化首先开始于新罗，故亦称新罗化；其着眼点在于面对众生，故又称世俗化。笔者认为，推动新罗佛教民族化过程的关键人物有著名僧人圆光、惠亮、慈藏和元晓，如圆光与花郎道、慈藏的“新罗根本佛土论”等。这一切旨在“使新罗佛教理所当然地成为三国佛教的中心”，“神化新罗王权”，“在三国的角逐中树立新罗的正统地位，使新罗能够树立起建立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民族的自信心”。就是说，新罗佛教本土化是三国统一事业的需要，并且是为三国统一事业服务而展开、而深化的。

（3）探讨公元7世纪中期以后新罗传统佛教走向衰落的原因。笔者认为，其原因一是佛教对政治有极强的依附性，随着三国统一事业的实现、统一新罗政权的巩固以及王权政治走向衰落，佛教义学的发展便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二是儒学的抬头对佛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读书三品科取士制度的出现切断了传统佛教与政治的联系。再者，就主流而言，佛教的“出世”本质是不可改变的，它可以佐世而不可以治世；作为出世法，它可以影响世间法，而不能取代世间法。以上论述是与韩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4）着力解决元晓和义湘的同人异名问题。作者敏锐地发现，第一，现存的各种中韩历史文献对元晓、义湘入华的时间和元晓入华未成的原因记载不一，交代不清，甚至矛盾百出，使人未免怀疑二人是否实即一人；第二，元晓如未入华求法，他岂能如此广泛地触及中国佛教的各种问题；第三，元晓的《起信论疏》曾直接影响到法藏，似乎说明两人的确共处过；第四，义湘既为一代大师，对佛教义理造诣很深，但著作寥寥，这也与“大师”的身份不符；第五，元晓与义湘都与女人有关系，生活同具浪漫色彩；等等。设若这种推断最终果能证实，无论对于韩国佛教史还是对于中国佛教史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重大的、影响深远的事情。

（5）着力探讨高丽时期义天和知讷两人的佛教思想和历史地位。笔者认为，义天是韩国受容佛教的终结和集大成者，而同时期的知讷则是韩国民族佛教之父，亦即韩国民族佛教的开创者。义天之前的韩国佛教是对中国佛教的接受时期，自知讷之后则进入韩国民族佛教的开创阶段。

以上各部分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结合翔实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总之，韩国佛教是汉传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汉传佛教的北翼。韩国佛教总体上传自中国，但在发展过程中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具韩国民族特色的佛教，这对反思韩国的传统文化乃至反思汉文化的得与失都极其重要。


第一章 三国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三国史略

一 檀君朝鲜

如今的朝鲜半岛北部，古代最早的国家称“朝鲜”。中国历史上较早记载“朝鲜”名称的文献有《山海经》，该书《海内经》记载说：“东海之北，北海之隅，有国曰朝鲜。”同书《海内北经》还指出：“朝鲜在列（洌）阳……列阳属燕。”这就是说，朝鲜的地理位置同“列水（洌水）”有关。这一观点的旁证材料为《史记》，该书卷三八“索隐”认为朝鲜音“潮仙”，地因水为名。同书还说：“张晏曰：朝鲜有温水、洌水、汕水，三水合为洌水，疑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史学家们根据现存的《秥蝉县碑》（属汉乐浪郡，此碑在平安南道龙冈郡海云面龙井里）的所在地推测，洌水即为大同江。这个朝鲜古国的开国君主，就是神话中的檀君。在史学家们的眼里，檀君朝鲜充其量不过是朝鲜西北地区的一个大部落，檀君是其部落首领。

二 箕子朝鲜

韩国史研究和中韩关系史研究上的另一难题是箕子东走，避居朝鲜一事。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史料又少得可怜，且相互间又有矛盾之处，所以专家学者们无不感到十分棘手。《尚书大传》说箕子先东走朝鲜，武王后以朝鲜封之，并于来朝时问洪范九畴；《史记》所载则正相反，认为武王问洪范在先，箕子受封东走在后；《汉书》只记述了箕子在朝鲜推行教化一事。基于这一细微的矛盾之处，有的韩国学者便对箕子东走朝鲜说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怀疑历史上箕子其人的存在。

中国史学家在指出上述史料的矛盾之外，似乎更加重视这些史料的共同点，即一致肯定了箕子去的是朝鲜，而不是什么别的地方。这样，箕子——商朝末年的太师、纣王的叔父——因向无道的纣王进谏而被囚，后周武王灭商，释放箕子并封之于朝鲜的基本经过就被当作史实而获得了承认。

三 卫满朝鲜

据中韩两国的史料记载，秦统一中国时，朝鲜已是箕子的四十多代后裔朝鲜王箕否，因慑于强秦的威力，臣服于秦。箕否死后，子箕准继位。时值秦末战乱，燕、齐、赵等国逃往朝鲜的流民以数万计，朝鲜王箕准将他们安置在本国的西部地区。汉代秦后，封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以水（今清川江）为界。公元前195年，卢绾叛投匈奴。之后不久，燕人卫满也聚党千余人，东渡水，进入朝鲜，先居住于原来秦代的旧障塞地带，后来也被安置在西部地区。卫满受拜为博士，准王封给他西部百里之地，令其守卫。于是，卫满伙同燕齐等地的流民，聚集成雄厚的力量，又诡称汉朝派兵来攻，请求至准王身边守卫，遂趁机赶走了箕准，建立了所谓的“卫氏朝鲜”。

以上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构成了韩国历史上的“古朝鲜”时期。

四 “汉四郡”与“三韩”

卫氏朝鲜享祚八十七年，至卫满孙右渠时，因不再入觐汉室，又阻止邻近部落与汉朝通使，终于招致武帝的震怒。公元前109年（中国西汉元封二年）秋，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由齐地渡渤海，又派左将军荀彘出辽东，发兵五万，从海陆两路分兵出击朝鲜，翌年灭卫氏政权，将其领地改为直属政区，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汉四郡的范围基本上相当于原卫氏朝鲜的全境。其中，真番郡包括今慈悲岭以南黄海道的大部分及南汉江以北京畿道的一部分，西邻黄海，东与临屯郡相邻。临屯郡则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江原道。乐浪郡西北以水即今清川江与辽东郡为界，东北以今朝鲜境内熙川、宁远之线，东以今北大峰山脉等与玄菟郡为界，西临黄海，南与真番郡相接。玄菟郡东临日本海，东北至今图们江流域，西北包括今辽宁省新宾、清原二县，东南与临屯郡相接。四郡中，乐浪郡先后下辖过朝鲜、秥蝉、带方、长岑、屯有、昭明等25县，今天平壤乐浪区土城实乃乐浪郡治遗址，亦即卫氏朝鲜的国都。公元前82年（中国西汉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并入乐浪、玄菟两郡。中国东汉末年，公孙康分乐浪郡辖下的屯有县以南地区置带方郡，郡治在带方县。

当卫氏朝鲜在半岛的北方建立政权的时候，半岛的南方也存在着一个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的古老民族。这个民族分为三支，即马韩、辰韩、弁韩，统称“三韩”。其中，马韩居主体地位，位于西部，相当于今天的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一带，统属54个部落，共计十万余户，人口成分以土著为主，也有箕氏朝鲜遗民。辰韩的位置在马韩的东部，大约为今天庆尚道洛东江东侧，人口中的一部分原系秦朝人，因避苛政而逃至此地，故辰韩又有“秦韩”之称。弁韩在辰韩之南、洛东江的西侧，因域内有辰韩人杂居，所以也称“弁辰”。辰、弁两韩的人口约计四五万户，各分为12个部落，其首领都是马韩人，因为“流移之人”不能担任首领的缘故。后来，三韩逐渐演化成新罗和百济，同时又兴起了高句丽，于是半岛的历史遂进入三国鼎立时期。下面分别述之。

五 高句丽

高句丽原是中国东北浑江流域一个古老的部族，为貉族的支系，在汉四郡中归玄菟郡高句丽县管辖。公元前37年（中国西汉元帝建昭二年）部族首领高朱蒙在纥升骨城（今中国辽宁恒仁）定都称东明王（也有史学家认为可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建立的），国号高句丽，仍隶属于高句丽县。公元初年，高句丽迁都至国内城（今天的集安）。东明王之子琉璃王三十三年（公元14年），伐梁貉灭之。琉璃王之子大武神王五年（公元22年），伐扶余，杀其王带素。同十五年伐乐浪，五年后平定。高句丽立国之初，仍不能摆脱部落联盟的色彩，大约到第六世太祖大王高宫（53—146）之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王权得以巩固。通过征服东沃沮等战争，使其境土东达沧海，南至萨水（安州清川）。公元4—5世纪，高句丽终于建成了地跨今日中朝两国界河两岸的奴隶制国家。公元427年，其国都由国内城迁至平壤。

六 百济

百济本来是马韩54个部落之一。据《三国史记》等史料记载，公元前18年，高句丽国创始人朱蒙的儿子温祚率领部分臣民南下至汉江北岸，于慰礼（今首尔附近）定都称王，国号百济。之后，百济又将王都迁徙到汉江南岸今广州地区。中国东汉建安年（169—220），公孙康在乐浪郡屯有县以南分置带方郡，百济遂与带方毗连。百济王仇首（214—234年在位）曾迎请公孙康之女为妃，同带方郡结成秦晋之好。由此，百济国势日益强盛起来。古尔王二十七年（260），百济制定出佐平（官名）等十六品官阶，初步形成了完备的奴隶制国家体制。至此，马韩众部落也基本上为百济所统一。

七 新罗

新罗原为辰韩诸部落之一。中国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即公元前57年，新罗赫居世王立。由此可见新罗在三国中立国最早。20年后高句丽建国，40年后百济建国。赫居世王十九年，弁韩来降。又，二十一年，筑京城（今庆州），起名为“金城”。新罗第二代南解王、第三代儒理王皆朴姓，至第四代昔氏脱解王代之，其后朴、昔二氏以年长者为王。自第十三代味邹尼叱今（金阏智之后）起，朴、昔二氏不再轮流担任首领，王位改由金氏世袭。从此，王权逐渐得到加强，国家体制逐步得以完备。公元532—562年新罗统一了原弁韩的所有部落，将整个洛东江流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之后大约100年中新罗不断地向外扩展领土，同高句丽和百济之间频频发生冲突。660年，新罗与中国唐朝联军攻灭百济，668年又借唐朝的力量一举消灭高句丽，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

第二节 佛教初传次第

一 高句丽佛教的初传

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半叶传至朝鲜半岛，此时正值三国鼎立时期。其中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三国史记》记载：

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

四年，僧阿道来。

五年，春二月，始创肖（《海东高僧传》作“省”）门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

小兽林王二年为公元372年，距高句丽立国已409年。此时中国十六国前秦苻坚已灭掉前燕，将疆土拓展至今天的辽西一带。这样，前秦和高句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更直接、更便利了。与此同时，高句丽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拓跋鲜卑的威胁，同前秦交好是其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佛教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上了韩国人的祭坛。

《海东高僧传》也把“海东佛教之始”定为小兽林王二年，即以中国前秦苻坚派遣使者和僧人顺道为标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海东高僧传》提出了顺道的国籍“秦晋莫辨”的疑问；二是该《传》以为“阿道至自魏”；三是该《传》引证《古记》，认为肖门寺为省门寺之误，又认为省门寺为当时的兴国寺，是顺道创建的，伊弗兰寺即兴福寺，是阿道创立的。

《三国遗事》基本上倾向于《三国史记》的观点。《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批驳了《海东高僧传》的上述观点，他针对顺道、阿道“至自魏”“至自晋”等种种异说，坚决肯定“二道”“实自前秦而来”。另外，一然也不同意把肖门寺和伊弗兰寺说成是兴国寺和兴福寺，因为高句丽当时的王都在安市城（一名安丁息），当然不可能是松京（开城）的兴国寺。应当说一然的观点是言之有据的。历史上，高句丽同前燕是世仇，前燕曾兴兵攻陷高句丽的丸都城，掳走王母、王妃。及至公元370年前秦平定前燕之后，故国原王立即与前秦通好。考小兽林王一代，高句丽多次至前秦朝贡，而没有与晋交往的记载。又，三国时的曹魏早已不复存在，而鲜卑拓跋氏则是在公元386年才复国称魏。

在高句丽佛教的初传问题上，学者们还注意到《高僧传》（南朝梁慧皎撰）中的一则史料。该传中的《竺潜传》记载：“（支）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竺潜），中州刘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住在京邑，维持法网，内外具赡，弘道之匠也。”支遁是东晋名僧，族出陈留（今中国河南开封市南），家世佛事，自幼读经，尤精《般若道行品经》和《慧印三昧经》。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曾作《即色游玄论》，主“即色本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高丽道人”能同这样一位名闻当世的高僧有书信往来肯定也是一位在佛教义理方面造诣颇深且与支遁交往甚密的人物。支遁的生卒年月为公元314—366年，这封“与高丽道人书”大致作于他的晚年。按照这则史料，高句丽佛教的初传时间似乎应当提前十年左右。但由于不知这位“高丽道人”是在本国还是在中国接受的佛法，所以缺乏说服力，一般只被当作佛教在高句丽民间流传的佐证。正是这种原因，《三国史记》和《海东高僧传》均把小兽林王二年当作“海东佛教之始”，《三国遗事》也坚持“顺道肇丽”的观点。

二 百济佛教的初传

佛教肇始百济，《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三国遗事》等史书的记载基本相同。《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载：

枕流王即位元年，秋七月，遣使入晋朝贡。九月，胡僧摩罗骓陀自晋至，王迎至宫中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

《三国遗事》在“难陀辟济”条中记述说：

《百济本纪》云：第十五（《僧传》云十四，误）枕流王即位甲申（东晋孝武帝大元九年），胡僧摩罗难陀至自晋。迎置宫中礼敬。明年乙酉，创佛寺于新都汉山州，度僧十人。此百济佛法之始。又，阿莘王即位（元年），（东晋）大元十七年二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

“枕流王即位甲申”为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即公元384年，比高句丽佛教初传的公元372年晚了12年。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承传的是中国北方佛教，而百济接受的则更多是中国南方系统的佛教。

三 新罗佛教的初传

新罗佛教的初传情况十分复杂，各种史料之间也有一些出入。《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为：

初讷祗王时，沙门黑胡子自高句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于家中作室安置。于时，梁遣使赐衣著香物，群臣不知其香名与其使用，遣人赍香遍问。黑胡子见之，称其名目曰：此焚之则香气分馥，所以达诚于神圣。所谓神圣，未有过于三宝：一曰佛陀，二曰达摩，三曰僧伽。若烧此发愿，则必有灵应。时王女病革，王使胡子烧香发誓，王女之病寻愈。王甚喜，馈赠尤厚。胡子出见毛礼，以所得物赠之，因语曰：吾今有所归，请辞。俄而不知所归。至毗处王时，有阿道（一名我道）和尚，与侍者三人，亦来毛礼家，仪表似黑胡子，住数年，无病而死。其侍者三人留住，讲读经律，往往有信奉者。

讷祗王的在位时间是公元417—458年，距公元502年中国南朝梁朝建立尚有半个世纪，所以上文中“梁使”恐怕为“宋使”之误。又，毗处王在位时间为公元479—499年，同讷祗王在位时间相距20—80年。《三国史记》没有明言“黑胡子”和“阿道”就是一人，但仔细品味其文意，似乎有这种倾向。黑胡子“因语曰：吾今有所归，请辞”和“俄而不知所归”好像是给后来阿道“亦来毛礼家”埋下伏笔。非但如此，这位阿道还“仪表似黑胡子”。如果说黑胡子是在讷祗王末年来新罗弘法，而阿道是在毗处王初年来新罗再度弘法，那么二者之间只相差二三十年。从时间上讲，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假如此人以黑胡子身份来新罗时是中年，则以阿道身份来新罗时就是晚年了。这一点并不完全是凭空想象，因为第二次来毛礼家的阿道仅仅“住数年”，便“无病而死”。“无病而死”换句话说就是因年老而自然死亡，这是在新罗生活几年后的事，可见他来新罗时确实是晚年了。

《海东高僧传》和《三国遗事》在记述黑胡子宣扬“三宝”、为公主祈祷治病以及阿道（我道）来毛礼家的情节和前引《三国史记》基本相同。然而，《我道本碑》和朴寅亮的《殊异记》[1]将阿道的事迹提前到味邹王时代。这两则资料还将阿道说成是高句丽人，其父崛摩为中国三国魏（260—265）人。魏正始年间（240—249）崛摩奉使至高句丽，与此国女子高道宁私通而生阿道。阿道5岁时遵母命出家，年16岁归魏省父，并投玄彰和尚讲下受业。三年后返回高句丽，又遵母命至新罗弘法，时为味邹王即位第二年，即公元263年。阿道因为治愈了新罗公主的疾病而得味邹王的帮助，于天镜林创建佛寺，后因儒礼王的反对，致使新罗佛教乍兴又灭。

与上述高推圣迹的做法相反，《古记》认为，阿道是在中国南朝梁大通元年（527）三月十一日来一善郡，被藏于毛礼家的密室，后因辨认“吴使”所献原宗王（法兴王）五香而受到礼敬。持《古记》观点的还有高相得的《诗史》。[2]
一然对上述毗处王时代佛教始兴说和味邹王时代佛教初传说都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至新罗传教的阿道就是小兽林王四年（374）至高句丽的阿道。如果说他在毗处王时期才到新罗，那么就是说他在高句丽已逗留了一百多年。显然，这种说法不太可能，再说新罗奉佛也不应当如此之晚。至于味邹王时代初传说，使新罗佛教的初传比高句丽佛教提前了一百多年，一然觉得，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当说，一然得出的“揆夫东渐之势，必始于丽济而终乎罗”的结论是中肯的，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从三国的地理位置来看，高句丽位于半岛的北部，与中国毗连；百济居半岛西南部，隔海与中国相望；而新罗在半岛的东南部，同中国的交通最艰难。在发展水平上，高句丽最高，百济次之，新罗最后。所以将新罗佛教的初传提前到公元3世纪中叶，也确实“不合高丽（高句丽）未到而越至于罗也”。所以，“阿道之辞丽抵罗，宜在讷祗之世”。至于“黑胡子”“阿道”，一然明确肯定就是一人，且“黑胡子”并非人的真实名字，而是就人的相貌特征所言，如中国南朝梁人称达磨为“碧眼胡”。阿道危行避讳，不言姓名，而世人随其所闻，将黑胡子、阿道当作两个人分别作传。上述引文“阿道仪表似黑胡”即可为证。

第三节 三国佛教势力的消长

在佛教向半岛传播的过程中，高句丽由于兼占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优势，故而夺风气之先，率先接受了佛教。继第十七代小兽林王之后的是他的弟弟第十八代故国壤王（384—391年在位）。这位君王同佛教的关系我们目前只能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即他于晚年（391）曾下令崇信佛教以祈福，由此佛教与民间习俗相并行。[3]此时，距初传的小兽林王二年已经有19年了。故国壤王下令“崇信佛法求福”是国家直接扶植佛教的标志，其目的是要使百姓信仰佛教，以此作为谋求幸福的道路。接下来是第十九代广开土王（392—412年在位），他于即位第二年（393）就在平壤建造了九座寺院。这件事发生在其父故国壤王下令崇信佛法的第二年，可以说这是其父崇佛政策的延续和实践。再者，平壤当时还不是高句丽的国都，在一个并不是国都的地方一下子就建造了九座寺院，由此推断当时的首都国内城所建的寺院应当更多，其他许多地方也恐怕建有许多寺院。这里，我们又可以想象到作为国教的高句丽佛教的兴盛程度了。

广开土王五年（396），东晋僧人昙始来辽东弘化。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

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大元（当为“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丽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始足白于面，虽跣涉泥水未尝沾涅，天下咸称白足和上。[4]

昙始赍经律典籍至辽东宣化是在中国东晋孝武太元末年，即公元396年，距“顺道肇丽”的公元372年已相隔25年，但慧皎却说这是“高句丽闻道之始”显然是不准确的，倒是昙始带来的“经律数十部”在高句丽佛教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海东高僧传》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疑点，所以在转述慧皎《高僧传》记载的同时，又指出“梁僧传以此为高句丽开法之始，时当开土王五年，新罗奈勿王四十一年，百济阿莘王五年，而秦苻坚送经像后二十五年也”。《三国遗事》则注意到“昙始以大元末到海东，义熙初还关中，则留此十余年，何东史无文”这一问题。

第二十一代文咨王（492—518年在位）七年（498）七月，又创金刚寺。[5]关于金刚寺的详情，我们已不得而知。据学术界判断，1938年在平壤大同江畔清岩里发现的古寺遗址即是该寺的所在。[6]
至第二十五代平原王（559—589年在位）时，由于大丞相王高德的护持，又出现了义渊这位高僧大德，他的入华问法反映了当时高句丽的佛教发展水平和所传宗义。《海东高僧传》这样记述道：

释义渊，高句丽人也，世系缘致，咸莫闻也。自肄剃染，善守律仪，慧解渊深，见闻泓博，兼得儒贤，为一时道俗所归。性爱传法，意在宣通。以无上法宝，光显实难，未辨所因。闻前齐定国寺沙门法上，戒山慧海，肃物范人，历跨齐世，为都统，所部僧尼不减二百万，而上纲纪将四十年。当文宣王时，盛弘释典，内外阐扬，黑白咸允，景行既彰，逸响遐被。是时，高句丽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怀正信，崇重大乘，欲以释风，被之海曲。然莫测其始末缘由，自西徂东，年世帝代。故件录事条，遣渊乘帆向业，启发未闻。

以上资料中应当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义渊的活动得到了丞相的支持，这反映了政治力量的推动。第二，所问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些佛教常识，说明当时高句丽佛教的义理水平不算太高，同时也说明那时关于佛教史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不同的几种说法，这就是一然在赞文中所说的“佛生年月，传记互出，理难一定”。第三，法上是佛教输出国的大和尚，他的回答带有绝对的权威性，对于海东佛教界来说，“当以此为指南”。果然，义渊“西承慧日，东注法源”，终于成为“苦海津济，法门梁栋”。“既返国，揄扬大慧，导诱群迷，义贯古今”。第四，法上是地论师，义渊所问问题同当时流行的地论学有关。这说明，通过义渊，地论学业已影响到了高句丽。

此时，高句丽僧人尚有闻名于域外者。如僧朗、波若、印法师、实法师等先后入华求法，惠便、惠慈、僧隆、云聪、昙徵、惠灌等又陆续将佛教传往日本。

从上文的叙述来看，高句丽并不是没有高僧大德，这些高僧大德基本上代表了当时高句丽文化的最高水平，应当说佛教本来是可以在那里兴盛下去的，可是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加上统治者在宗教政策上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该国僧人赴日现象已能说明问题，不少僧人归附新罗则是更有力的证据。这里，我们先来看看高句丽后期实行的宗教政策，关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且留待下文来讨论。

高句丽末年宗教政策上的失误之一是不停地向唐求取道教。荣留王七年（新罗真平王四十六年，公元624年），唐遣刑部尚书沈叔安策王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又命道士以天尊像及道法，住为之讲老子。《东国通鉴》记：“婴阳王八年（597），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法，帝许之。”查《三国史记》，婴阳王八年无入唐求取道教一事，此事发生在荣留王八年，即公元625年，故《东国通鉴》、《朝鲜佛教史》皆误。同八年，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宝藏王即位第二年（643），高句丽又遣使入唐，求取道教。

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高句丽末期，国人争相信奉五斗米教。《三国遗事》卷第三“宝藏奉老，普德移庵”条记载：

丽季武德贞观间，国人争奉五斗米教。唐高帝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即第二十七代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学佛老，唐帝（谓高祖也）许之。及宝藏王即位（贞观十六年壬寅也）。亦欲并兴二教。时宠相盖苏文，说王以儒释并炽，而黄冠未盛，特使于唐求道教。

高句丽自古就盛行天神、地神、人灵、杂鬼等神灵崇拜，“丽人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及日”（《东史纲目》），这些通过巫师的中介而进行的祭祀天象山川，并同鬼神相交往的活动同起源于巫术、秦汉方术以及黄老思想的道教确有相似之处。等到五斗米道传入后，二者如同干柴烈火，迅速地交融起来。公元624年（荣留王七年）“道士送来天尊像及道法”，并“住为之讲老子”，荣留王亲自听讲，讲席上听众达数千人。至高句丽末叶，即中国唐朝“武德（618—626）贞观（627—649）间”，二十余年时间里，“国人”已“争奉五斗米教”，可见道教发展是十分迅猛的。

传入的五斗米道和佛教的矛盾越来越深，双方的争执也越来越剧烈，后来道教的地位已在佛教之上，并且占据了僧侣们的寺院。结果，佛教人才开始外流，如许多僧人纷纷赴日弘法，有的则逃到新罗等地。比如，普德、惠亮等离丽入罗可以说正是高句丽宗教政策的直接产物。当宝藏王采纳了盖苏文的主张，从唐朝不断地引进道教后，“时普德和尚住盘龙寺，悯左道匹正，国祚危矣，屡谏不听，乃以神力飞方丈，南移于完山州（今全州也）孤大山而居焉。即永徽元年庚戌六月也（又本传云。乾封二年丁卯三月三日也）。未几国灭（以总章元年戊辰国灭，则计距庚戌十九年矣）。今景福寺有飞来方丈是也”。[7]
永徽元年即公元650年。普德是高句丽著名的涅槃师，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僧人。他门下有11位弟子，在新罗统一三国后创建了八座伽蓝。类似的例子还有普德、诚信等。

公元384年（枕流王元年）9月佛教传入百济，之后仅仅过了五个月左右的时间便在汉山创建了寺院，同时还有十个百济人出家成为最初的僧人，可见该国佛教的发展不可谓不迅速；一个来自中国的印度籍僧人受到国王“出郊迎之，邀至宫中，敬奉供养，禀受其说”这样崇高的礼遇，可见百济王臣对佛教的扶持不可谓不尽力；由于“上好下化，大弘佛事，共赞奉行”，百济佛教一开始便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第十七代阿莘王（392—405年在位）即位初年，即“大元十七年二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8]。通过国王的诏令，全国国民信佛、奉佛势必会更加投入。圣王十九年（541）百济遣使入梁，表请《涅槃》等经以及毛诗博士和工匠画师等。[9]同三十年（552），造丈六佛像，祈愿天下苍生一起解脱。[10]第二十九代法王元年（599）十二月，下令禁杀生，收民家所养鹰鹞放之，又焚渔猎之具。这是将佛教的道德观念法制化、世俗化。第二年春正月，创王兴寺，度僧30人。第三十代武王三十五年（634）兴王寺成，国王经常乘船入寺行香。[11]
百济佛教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向中国学习佛教的同时，还致力于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探源；二是更加积极地将佛法输送到岛国日本。其中一部分人抱着弘传正法的目的，还有一部分人是看到本国的国势衰微而重新寻求佛法的有缘之地。

百济名僧谦益是海东僧人中最早至印度求法者，根据《弥勒佛光寺事迹》记载，谦益的求法经过大致如下：

百济圣王四年丙午，沙门谦益，矢心求律，航海以转至中印度常伽那大律寺，学梵五载，洞晓梵语，深攻律部，庄严戒体。与梵僧倍达多三藏赍梵本阿毗昙藏及五部律文归国。百济王以羽葆鼓吹，郊迎，安于兴轮寺，召国内名释二十八人，与谦益法师译律部七十二卷。是为百济律宗之鼻祖也。于是，昙旭、惠仁两法师，著律疏三十六卷，献于王。王作毗昙新律序，奉藏于台耀殿。将欲剞劂广布，未遑而薨。[12]

圣王四年为公元526年，这一年谦益回到百济。他在印度“学梵五载”，由此推算，他大约在第二十五代武宁王（501—523年在位）末年渡海去印度的。他是专门研究律部的僧人，回国时携带的五部律是小乘佛教五部戒律的统称，分别为：①昙无德部律，意译为“法护部律”或“法藏部律”，律本为《四分律》；②萨婆多部律，意译为“说一切有部律”，律本为《十诵律》；③弥沙塞部律，意译为“化地部律”，律本称《五分律》；④迦叶遗部律，意译为“饮光部律”，戒本为《解脱戒经》；⑤婆蹉富罗部律，意译为“犊子部律”（或云戒本未传，或云为《摩诃僧祇律》）。此外，他还带回梵本阿毗昙藏（亦称“阿毗达磨藏”），为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藏”。至于这些论藏的具体内容以及翻译与否，我们一概不得而知。在中国，十六国后秦时的佛陀耶舍、竺佛念于弘始十二年（410）共同译出《四分律》（共60卷）。而此前的弘始六年（404）弗若多罗、鸠摩罗什已译出《十诵律》（共61卷）。北朝北魏时瞿昙般若流支译出《解脱戒经》（1卷）。东晋义熙十二年至十四年（416—418），佛陀跋陀罗、法显又译出《摩诃僧祇律》（共40卷）。由此可以看出，谦益传回五部律的时间已比中国晚了一个世纪左右，而且所译也只是五部律的一部分。一般说来，海东僧人至印度（西域）求法都是先到中国，然后再取道陆路或水路，谦益的西行想必亦然。

作为第一位赴印度求法的僧人，又带回了大量的论藏和律藏，这在百济佛教史乃至整个海东佛教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因而受到国王的隆重迎接，其后的译经工作也得到了国王的大力支持。他译出的律藏虽然晚于中国，但由百济人自己来做这份工作，这在汉传佛教的范围内还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自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谦益作为韩国人，在向中国学习佛法的同时，还希望直接从印度佛教吸收营养，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在百济，继谦益之后以求法闻名于世的另一位僧人是玄光，他的生卒年月和入华年月都不详，但其事迹，中国史料《佛祖统纪》《宋高僧传》《新修科分六学僧传》《神僧传》等均有记载，其中《宋高僧传》最为详细：

释玄光者，海东熊州人也。少而颖悟，顿厌俗尘，决求名师，专修梵行。迨夫成长，愿越沧溟，求中土禅法。于是观光陈国，利往衡山，见思大和尚开物成化，神解相参。思师察其所由，密授法华安乐行门。光利若神锥，无坚不犯，新犹劫贝，有染皆鲜，禀而奉行，勤而罔忒。俄证法华三昧，请求印可。思为证之：汝之所证，真实不虚，善护念之，令法增长。汝还本土，施设善权，好负螟蛉，皆成蜾蠃。光礼而垂泣。自尔返锡江南，属本国舟舰附载离岸……光归熊州翁山，卓次结茅，乃成梵刹。同声相应得法蛰户爰开，乐小回心慕膻者蚁连倏至。其如升堂授莂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互得其二种法门，从发者彰三昧名耳。其诸门生譬如众鸟附须弥山，皆同一色也。光末之灭，罔知攸往，南岳祖构影堂，内图二十人，光居一焉。天台国清寺祖堂亦然。[13]

关于玄光，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国籍所属。天寿寺通慧大师赞宁的《宋高僧传》记玄光为“海东熊州人”，后来的《神僧传》也沿用此说。元渐东沙门昙噩的《新修科分六学僧传》记为“新罗国熊州人”。熊州即忠清南道，属百济范围，而他回国时百济并没有灭亡，因而称“新罗熊州人”就令人十分费解，而称“海东熊州人”又比较含混，国籍不明，并留给人以“百济熊州人”的想象。但古代史料均未明言为百济人。志磐的《佛祖统纪》主要是以天台宗为主，它的记载应当更具有权威性。根据该书，玄光的国籍为新罗，入华修法华三昧，归国后至百济的熊州翁山传教。综上所述，关于玄光的国籍，各种史料记载互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回国后是在熊州的翁山建成了百济的法华道场，而不是在什么别的地方。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国籍属新罗，但回国后却在百济传教。当时，半岛虽为三国，但仍然是一个民族，作为新罗人的玄光学成归国后至百济弘化似乎也无不可。何况佛教本来就具有超国家的一面，更何况早期禅宗（玄光和他的老师慧思即是禅僧）一般都喜欢寻觅远离政治中心的名山大川作为修行的道场。我们应当注意到，高句丽末年推行了一种排佛政策，但百济却并没有步其后尘。因此，这里应当还是僧人们理想的弘法传教之地。[14]
各种史料均未明言他何时入华，但都记载他受教于南岳慧思。慧思的生卒年为公元515—577年，据《续高僧传》卷十七、《佛祖统纪》卷六载，慧思俗姓李，武津（今河南上蔡县东）人。年15岁出家，专诵《法华经》，后皈依慧文。曾居河南光州（今河南潢川）大苏山，后又转至湖南衡山。慧思的修行特点是既注重禅法践行，又注重义理研究，坚持定慧双开，走由定发慧的路线。他在第一代祖慧文禅师“一心三观”的心要上又证悟出法华三昧。玄光既然是“往衡山见思大和尚”（《神僧传》），说明他入华是在慧思生涯的后半期，即百济的威德王时期（554—598）。又，《宋高僧传》说他“于是观光陈国，利往衡山”，《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也称“陈玄光，新罗国熊州人”，所以他入华不得早于南朝陈的建立，即公元557年。

玄光在慧思处所学为“法华安乐行”。佛教中，不同时期和不同经典对僧侣宗教修习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早期佛教讲“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大乘佛教又加上“六度”，或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显得非常烦琐复杂。对此，《法华经》为适应自己的宗教道德体系做了大量的精简工作，于是归纳成“四安乐行”。慧思曾撰《法华经安乐行义》（其著作多半是口授的讲义，由门人记录整理而成）一卷，专门阐释这一修行法门。他认为：“一切法中，心不动故，曰安；于一切法中，无受阴故，曰乐；自利利他故，曰行。”四安乐行的具体内容为：①身安乐行，即“身业”的最高标准。具体讲指必须远离豪势、神人邪法、凶险嬉戏、旃陀罗、二乘众、欲想、五种不男之人、危害之处、讥嫌之事、畜养年少弟子沙弥小儿十事，因为远离此十事则得常好坐禅，修摄其心；②口安乐行，这里规定的是僧侣们的“口业”准则，即当远离四种之语：不乐说人及经典之过、不轻慢他、不赞他亦不毁他、不生悲恨之心；③意安乐行，为“意业”的准则，即远离嫉谄、轻骂、以大行诃骂小行之人、争竞四过；④誓愿安乐行，即对那些不闻不知不觉这种法门的人怀有慈悲心，并通过神通力、智慧力将他们引向四安乐行法门。换句话说，四安乐行就是教人以《法华经》思想指导修习，并以其思想、言论和行动灌注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这种法门是作为取得演说《法华经》的资格的形式提出来的，实际上也就成了为高级僧侣所规定的品格。

据说玄光正是根据“法华安乐行门”证得“法华三昧”的。这里的“法华三昧”为《法华经》妙音菩萨品所说的十六种三昧的异名，达到此种三昧则三谛圆之妙理分明现前。玄光证得后，得到了慧思的认可。他传回百济的当然也就是这种行门。回到熊州的翁山后，他遵循慧思的教导，集众说法，创寺传教，组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道场，吸引了不少弟子和听众，在海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众多的弟子中，有一人升堂受莂（受记，原意指从佛受必当作佛的预言），有一人入火光三昧，有两人入水光三昧。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他是天台宗方面的传教先驱，同智者大师一起名跻南岳门下二十八大弟子之列，南岳衡山祖堂构影堂中所绘的二十八人中就有玄光，以前天台国清寺的祖堂里也有他的图像，可见他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总体上讲，玄光之后，天台法华思想未能在海东真正传播开，天台宗也未能成为一独立的教派。[15]
综上所述，佛教在百济的传播和发展基本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没有出现高句丽那样宗教政策上的失误。史载百济“僧尼寺塔甚多，而无道士”，[16]这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是，百济王臣在政治上是没有远见的，他们时常追随高句丽，又时常表现出左右摇摆、举措不定，以致终于被唐罗联军所消灭。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百济作为国家虽然消失了，可是百济佛教无疑融汇统一到新罗佛教中，成为新时期佛教的血液。

第四节 新罗佛教的振兴

历史的发展是如此的有趣。传播佛教的前秦、东晋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大分裂时期，接受佛教的朝鲜半岛也处于三国鼎立的局面。而且，此时此刻也正好是朝鲜民族的形成期。因此，三国佛教不可避免地担负起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双重任务。更为有趣的是，这一双重任务却历史地落在后起的新罗佛教的肩上。下面笔者将尽量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对于新罗佛教的初传，较为谨慎的学者一般都不采纳味邹王时代说，而将讷祗王时代看作是佛教流行于新罗民间的开始。由于没能得到统治者的扶持，新罗佛教在大约一个世纪中时起时伏，未能真正形成气候。新罗佛教为王臣所接受则是在第二十三代法兴王时期。[17]这种观点应当说是比较公允的，它使新罗佛教有了一个接受和逐渐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忘记，新罗佛教之所以能走进王臣阶层，首先应当归功于异次顿的为法灭身。《三国史记》在记述了黑胡子、阿道的事迹之后，紧接着讲述了异次顿的悲怆故事：

至是，王亦欲兴佛教。群臣不信，喋喋腾口舌。王难之。近臣异次顿（或云处道）奏曰：请斩小臣，以定众议。王曰：本欲兴道，而杀不辜，非也。答曰：若道之得行，臣虽死无憾。王于是召群臣问之。佥曰：今见僧徒，童头异服，议论奇诡，而非常道，今若从之，恐有后悔，臣等虽即重罪，不敢奉诏。异次顿独曰：今群臣之言非也。夫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今闻佛教渊奥，恐不可不信。王曰：众人之言，牢不可破，汝独异言，不能两从。遂下吏将诛之。异次顿临死曰：我为法就刑，佛若有神，吾死必有异事。及斩之，血从断处涌，色白如乳。众怪之，不复非毁佛事。

《三国史记》的资料来源是金大问的《释林杂传》，此外《东国通鉴》卷五、《海东高僧传》卷一、《三国遗事》卷第三也有类似的记录。按《三国遗事》卷第三，异次顿姓朴，字厌髑，又作“异次”“伊处”，此乃方音所别。为法灭身时年仅22岁。《三国遗事》还说，异次顿的祖父阿珍宗是习宝葛文王的儿子，而《三国史记》又说习宝葛文王是法兴王的父亲新罗第二十二代智证王的父亲，那么异次顿的祖父阿珍宗和法兴王的父亲智证王便是兄弟了。这样，异次顿和法兴王又成了叔侄关系。

从异次顿的事迹中我们看到公元6世纪初新罗推行佛教仍然是阻力重重。赞成派以法兴王为代表。法兴王兴佛的理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出于自身的信仰，他感叹“圣祖味雏（亦作邹）与阿道肇宣佛教，大功未集而崩，能仁妙化遏而不行”，于是想“大立伽蓝，重兴像设，其克从先王之烈”。确立了兴佛的国策之后，他更是以身作则，护弘佛法，建立寺院，通过禁止杀生的法律手段将佛教的道德观念同国民的生活结合起来。二是用佛教来教化民众。法兴王在建立寺院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寡人自登位，愿为苍生，欲造修神福灭罪之处。”就是说，修建寺院的目的是要给百姓们提供一个招福禳灾的场所，让人们有一个进行静静的自我内省的地方，从而达到修善止恶的目的。可以说，异次顿所说的“若行此法，举国安泰”这句话也代表了法兴王的心声。三是佛教是先进的中国文化向半岛传播的载体。法兴王之前，新罗只受到过儒学的一鳞半爪的影响，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高句丽和百济。所以强大起来的新罗必须奋起直追，大力引进先进的中国文化，并通过修订史书等措施，努力将新罗塑造成三国中开国最早、文化最为昌盛的国家。反对派以大臣恭谒为代表，反对的理由是：“近者年不登，民不安，加以邻兵犯境，师旅未息，奚暇劳民作役，作无用之屋哉？”双方争持不下，最后只好由异次顿舍身弘法，才唤醒世人的觉悟，“于是君臣盟曰：自今而后，奉佛归僧，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这里，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新罗的历史，或许能看清双方争论的真正原因。前文已经说过，新罗是由斯卢部落发展而来，这个斯卢部落又是以金城（庆州）为中心，由三韩的一个分支辰韩人构成的。自奈勿王（356—402年在位）起，原先的朴、昔、金三姓轮流担任首领的做法被废除，改由金姓单独世袭。从此，王权逐渐得到加强，国家体制才逐步完善起来。奈勿王在位达46年之久，大致相当于高句丽的故国原王、小兽林王、故国让王、广开土王等朝代，也相当于百济的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枕流王、辰斯王、阿莘王等朝代。就是说，高句丽、百济佛教初传的时候，新罗的内部还没有真正统一，还无暇顾及国与国交流和被纳入国与国交流的佛教[18]，也缺乏接受佛教的社会基础，所以，佛教发展晚于高句丽和百济是必然的。法兴王、真兴王时代就不同了。公元532—562年，新罗统一了弁韩人的所有部落，完全占据了整个洛东江流域。强大起来的新罗势必要向外扩张，把眼光投向整个朝鲜半岛。三国的争霸战争是残酷的，新罗已不能满足于原来的巫祝信仰，而必须寻求更大的灵能来护佑国运，并进而在三国中建立一个共同的精神纽带。“若兴此法，举国安泰”是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若天下佛教流行，蠕动之类，得升人天。国丰民安，可通三韩，亦广四海”。[19]所以，从法兴王起，新罗开始大力弘扬佛教也是必然的。

史料告诉我们，新罗一旦崇尚佛法，历代君主便雷厉风行地兴办佛事。异次顿的事件发生在法兴王十五年，翌年即下令禁止杀生。同二十一年（534）伐木天镜林以建精舍，是为新罗创寺之始，名大王兴轮寺。[20]这位第二十三代国王是新罗佛教得力的护法者，因而死后被谥以“法兴”这样的美称。

第二十四代真兴王（540—575年在位）奉佛益笃，士人争相归崇。他在位期间，广兴佛刹，勤于佛事，他的“真兴”谥号正是通过对佛法的大力扶持得来的。王五年，兴轮寺成，鼓励人出家为僧尼。十年，梁武帝派遣使者与入学僧觉德一起送来佛舍利。[21]十四年，筑新宫于月城之东，因有皇龙之瑞，故改为佛寺，此即皇龙寺。二十六年，陈文帝遣刘思及入学僧明观送来释氏经论二千一百余卷，[22]从此改变了“经像多阙”的局面。三十五年，皇龙寺铸一丈六尺高的佛像，用铜三万五千零七斤，镀金一百零二两。据《三国史记》记载：“（真兴王）至末年祝发，被僧衣，自号法云，以终其身。王妃亦效之为尼，住永兴寺。”[23]
一 佛教的新罗化过程

经过法兴、真兴两位护法君王的崇信和推动之后，新罗佛教骤然出现了旭日东升的势头。广度上，可以入华求法请益和入印二次求法僧人的人数众多为证；深度上，可以举圆光、安含、慈藏、元晓、义湘、明朗、惠通、顺璟、大贤等大德名僧为例。元晓和义湘是三国走向统一这一特殊时期的跨时代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新罗佛教转变期的特征。这里，我们先来着重看看圆光、安含、慈藏在新罗佛教史上的重要贡献和特殊地位。

圆光的事迹，见诸中国史料的有《续高僧传》（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书成于贞观十九年，即公元645年，其所载实止于麟德二年，即665年），此外还有元代昙噩撰述的《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后者所记与前者基本相同，只是略简单些。海东史料有《殊异传》《海东高僧传》《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

《续高僧传》记载说：

释圆光，俗姓朴，本住三韩，卞韩、马韩、辰韩，光即辰韩新罗人也。家世海东，祖习绵远，而神器恢廓，爱染篇章，校猎玄儒，讨雠子史。文华腾翥于韩服，博赡犹愧于中原。遂割略亲朋，发愤溟渤，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

照此记载，圆光世代为新罗人，俗姓朴，而且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儒家和道家学说都有涉猎。他入华求学的原因是“博赡犹愧于中原”，所以要发愤西学，扩大眼界。入华时间，这里没有具体的年月，但下文记载他寂于唐贞观四年（630），“春秋九十有九”。由此推算，他应当出生于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即新罗法兴王十九年。他25岁入华，那么就应当是在梁敬帝太平元年（556），亦即真兴王十七年。第二年，梁亡陈兴，所以他的活动是在陈朝进行的。

圆光在中国的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出家受具后的“游历讲肆”，广泛学习《成实》、《涅槃》等“三藏数论”。《成实论》是印度诃黎跋摩所著，后秦鸠摩罗什所译，共20卷（或16卷）。其内容主要是讲“我空”，兼讲“法空”，所以历来被认为是由小乘空宗走向大乘空宗的一部相当重要的过渡性著作。在印度，曾出现过依据此论的成实宗，于四谛立章，于五聚明义。在中国，南北朝时一度出现过专讲此论的成实学派。《涅槃经》在中国传译有一个过程。东晋义熙十三年（417），法显与佛陀跋陀罗（觉贤）在建康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后昙无谶于玄始三年（414）在北凉译出《大涅槃经》初分十卷，玄始十年（421）又完成中、后两分，共四十卷，称《大本涅槃经》。前法显所译的六卷相当于该经的前五品十卷，即“前分”。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此经传入江南，由南朝宋的慧观等人依六卷部删定为三十六卷，称《南本涅槃经》，而将昙无谶本称作《北本涅槃经》。[24]该经认为：“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肯定佛具有常、乐、我、净四德，并提出如来藏作为其理论支柱。从南北朝到隋唐，给《涅槃经》注疏的不乏其人，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涅学派”（涅槃宗）。圆光入南朝宋主攻《成实论》和《涅槃经》，可谓是当时风气之使然。

第二个时期是入虎丘山修习禅定。上文“综涉四含，功流八定”中的“四含”应当是“四禅”之误。“四禅”又译作“四禅定”“四静虑”“四定静虑”等，是佛教用以治惑、生诸功德的四种基本禅定。“四禅”的“体”为“心一境性”，其“用”为“能审虑”。通过四禅，据说死后可生于色界四禅天。所以其特点是离欲界感受，而与色界观想和感受相应。四禅很复杂，具体来讲，初禅即入定而得八触、十功德，从而成就觉、观、喜、乐、一心五支。至二禅时，又断灭了初禅时的觉、观并成就内净、喜、乐、一心。接着，三禅又舍弃二禅的喜受而成就舍、念、慧、乐、一心五支。最后，四禅又舍弃三禅的乐受而成就不苦不乐、舍、念、一心四支。这便是《长阿含经》卷八、《俱舍论》卷二十八、《杂集论》卷九将四禅从心理活动上所划分的三类十八支。以上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加上无色界之四无色定（空处、识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合为“八定”。其作用都是用来对治欲界之散，故而总谓之定。四禅八定也是《成实论》所讨论的主要内容，所以《止观》说：“四禅八定，毗昙、成实明之委细。”圆光先学《成实》，后又修习四禅八定，也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所以也是自然而然、合乎情理的事。

第三个时期是因住在虎丘山下的“信士”所请，不得已出山“创通《成论》，末讲《般若》”。这一时期是他在中国的传教阶段，“法轮一转，辄倾注江湖”，可见也是其在中国留下影响的时期。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圆光所学并不仅仅只限于《成实》《涅槃》，而是又博及另一部在中国影响更大的经典——《般若经》。《般若经》旧译《般若波罗蜜经》，新译作《般若波罗蜜多经》，实际上为佛教般若类经典的汇编。该经认为，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只有通过“般若”这种智慧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的“真理”，达到觉悟解脱。在中国，自从东汉末年支娄迦谶译出《般若道行品经》以后，随着般若类经籍的不断传入，再经过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一代学风，产生了所谓“六家七宗”。之后，后秦鸠摩罗什又系统地介绍了龙树、提婆的中观派学说，从而般若学达到了又一个高潮。

圆光在华的第四个时期是“学通吴越”之后的“观化周秦”。这个时期开始于隋开皇九年，即隋灭陈的那一年。此时，他又接触到另一部著作——《摄大乘论》。该论为古印度无著所著，汉文有三个译本，即南朝陈真谛译的《摄大乘论》三卷、北魏佛陀扇多译的《摄大乘论》两卷、唐玄奘译的《摄大乘论本》三卷。该论是对古印度《大乘阿毗达摩经》（未传入中国）的“摄大乘品”的解释论述，以对比小乘的方式来阐述大乘的教义，并着重宣扬瑜伽行派的观点。从以上《续高僧传》“摄论肇兴”的引文来看，圆光接受的可能是真谛的译文。真谛译出《摄大乘论》之后，释道尼便依真谛之旨宣讲此论。陈朝灭亡后，她奉隋文帝之诏入长安讲说《摄论》，将摄论学传入关中。此外，还有释昙迁，他先在彭城慕圣寺讲《摄论》，后也奉诏至长安宣讲，并撰《摄论疏》十卷。圆光接触《摄论》或许同这二人有关。

综上所述，圆光在华的四个时期中，所学涉及《成实》《涅槃》《般若》《摄论》四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说是海东佛子中在佛学义理上的集大成者。

圆光在中国学有所成，不仅“名望横流于岭表”，而且“又驰慧解，宣誉京华”，以致本国政府上书请求放归桑梓。由于无形中被纳入官方的交流，所以就更加提高了圆光的声望和地位。于是乎新罗王臣将他仰为圣人，特别是真平王，以一国之尊，亲手为他料理“衣服药食”，去世后也以国王之礼葬之。这种礼遇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续高僧传》没说他归国的具体时间，《殊异传》说是在“真平王二十二年（600）”“东还”。按唐贞观四年99岁推算，圆光回国时已是69岁高龄，至去世前，在新罗活动了30年。[25]
回国后，圆光所传之法不明，想必是他在陈、隋所学。据说，圆光曾著《如来藏经私记》（三卷）和《大方等如来藏经疏》（一卷）。《如来藏经》的全称就叫《大方等如来藏经》，是《大方广如来藏经》（唐不空译）的同本先出，共一卷，译者为东晋佛陀跋陀罗。该经举九喻而说明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性，即一切众生藏有本来清净的如来法身（佛性）。世亲在《佛性论·如来藏品》中将如来藏解释为“所摄”“隐覆”“能摄”三层意思。“所摄”指世间一切众生皆为如来之性即“真如”所摄，此所谓“一切众生是如来藏”。换句话说，如来藏就是世间众生本体。“隐覆”指如来之性被烦恼所覆盖而不能显现，“众生不见，故名为藏”。“能摄”指“真如”虽在众生的烦恼之中，但含有如来一切功德。隐覆和能摄实际上是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和依据。圆光的上述两篇著作都已失佚，我们只能推测他大约曾致力于如来藏思想在海东的传播。

圆光在新罗佛教的律学上也有自己的建树。《三国遗事》卷第三载：

又，建福三十年癸酉（即真平王即位三十五年也），秋，隋使王世仪至。于皇龙寺设百座道场，请诸高德说经，光最居上首。议曰：原宗兴法已来，津梁始置，而未遑堂奥，故宜以归戒灭忏之法开晓愚迷。故光于所住嘉栖岬。置占察宝以为恒规。时有檀越尼纳田于占察宝，今东平郡之田一百结是也。

为了开示愚迷的众生，圆光等新罗佛教界的代表人物决定建立“归戒灭忏之法”，以此作为通向佛法“堂奥”的“津梁”。这种“归戒灭忏之法”是什么呢？就是圆光于自己所住的嘉岬寺设置的占察宝。这里的“宝”有“宝地”的意思，指的是伽蓝、佛寺等地方。占察宝就是举行占察法会的地方，也就是专为占吉凶善恶、行忏而定期召集的法会。占察宝依据的经典是《占察善恶业报经》，共两卷，为隋菩提灯所译。据有的学者研究，该经为疑经，其内容一是叙述地藏菩萨所说的投木牌以占吉凶善恶之法，兼示忏悔法；二是叙述一实境界、二道之观道，事理具备。《占察经》的上卷记录了189个简子的名称，如求上乘得不退、所求果现当证等，以此来表示三世善恶果报的差别之相。行法上，以所得简子的果报相的持戒要求与自己的思想行为相比较，相符则为“感应”，不相符则为“无感应”。

隋开皇年间（581—601），占察宝在中国南方的广州迅速地流传开，其行法中的塔忏法曾受到过隋朝政府的镇压。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记载：

今诸藏内并写流传，而广州有一僧行塔忏法，以皮作两枚帖子，一书善字，一书恶字，令人掷之，得善者好，得恶者不好。又行自扑法以为灭罪，而男女合杂。青州亦有一居士，同行此法。开皇十三年，有人告广州官司云：其是妖。官司推问，其人引证云：塔忏法依《占察经》，自扑法依诸经中五体投地，如太山崩。广州司马郭谊来京向岐州兵状奏闻，敕不信《占察经》道理，令内史侍郎李元操共郭谊就宝昌寺问诸大德法经等。报云：《占察经》目录无名及译处，塔忏法与众经复异，不可依行。敕云：诸如此者，不须流行。[26]

占察宝被禁止的原因是“男女合杂”，这与儒家的伦理规范是相悖的，所以即使是崇信佛教的隋王朝也终究予以取缔。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占察宝流行于广州、青州和长安等地，陈亡后圆光曾游帝都，后又由水路回国，当然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占察经》和占察法会，将之传入新罗，并且有可能根据本国的文化和隋朝的教训加以改造。

圆光回国时，新罗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首先，新罗和百济之间摩擦不断，原因是50年前新罗的真兴王和百济的圣王（圣明王）为合力对付来自北方高句丽的威胁，曾组织联军北进，大破高句丽军，夺回了失地。但新罗却又趁机霸占了原为百济故地的汉江流域，之后圣王又在进攻新罗的战争中阵亡。于是，双方反目成仇，战火连绵不已。与此同时，高句丽又不断地侵犯新罗的北方边界，而倭人也站在百济、高句丽一边，形成了对新罗的合围之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真平王寄希望于佛法的威力，对驰誉中华的高僧百般尊敬，以此来统一国内的民心，同时取得中国的好感。从“一隅倾奉，皆委以治方”“询之道化”“请同观国”“嘱累遗法”等记载来看，圆光还时常参与国政。

新罗佛教和高句丽、百济佛教的明显不同在于其特色鲜明的佛教世俗化的表现。这里所说的世俗化也可以称作民族化，即指佛教思想同半岛当地文化（包括从中原地区传来的儒、道文化）的有机结合及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运用。唯有这种世俗化（或民族化）才能使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佛教深深地扎根于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为本土文化所吸收，为当地的民众所接受，甚至转化为某个集团的指导思想，在民族形成和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在这里，笔者强调这样几点：①考察三国佛教史，佛教的世俗化在新罗最为彻底，是新罗佛教相对于高句丽、百济佛教的特征之一，其典型代表即由国家扶持、推广的百座讲会、八关之法和花郎道；②百座讲会、八关之法和花郎道出现在真兴王统治时期，这说明法兴王、真兴王时期新罗佛教的振兴不是偶然的，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③举办百座讲会和八关之法的恰恰是由高句丽至新罗的惠亮，他在高句丽时没能有所作为，来到新罗后却能一展所学，备受重视，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

惠亮由高句丽至新罗的经过上文已做介绍，他来新罗的时间是真兴王十年，即公元551年，那时他就看到高句丽行将灭亡的征兆，可见佛教势力的消长同政治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他来到新罗后，马上受到礼遇，被封为僧统，管理僧侣队伍，在新罗首次推行百座讲会和八关之法。《东史纲目》叙述道：

新罗始置百座讲会，及八关之法。其法每终冬，会僧徒于阙庭，置轮灯一座，列香灯四傍。又结两彩棚，呈百戏歌舞以祈福。八关者，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泆，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坐高大床，七不着香华，八不自乐观听。关者闭也，谓禁闭八罪不犯也。

八关之法实即“八关斋”（或称“八关斋戒”），中国南朝宋时沮渠京声曾译《八关斋经》一卷，该经即《中阿含》持戒经的别译，因而在汉地流传一定会相当早，传播到海东三国当然也是很早的事。按照《成实论》和《大智度论》，以上“八关”即八戒，八戒之外以过午不食为“斋戒”，合为八关斋戒。《俱舍论》将不着香华和不自乐观听合为一戒，另外加上“食非时食”为斋戒，合为八斋戒。新罗所行之八关法不提过午不食，实际上已经做了简化。八关斋戒是佛教为在家弟子们制定的暂时出家的学处，受者一般要离家一天一夜，赴僧团居住，以学习出家人的生活。不难看出，百座讲会和八关之法中已有原始宗教的痕迹，更多的则是佛教的成分。惠亮在真兴王十年首次将百座讲会和八关之法传入新罗，直到圆光晚年这些由国家直接举办的大型佛事活动仍在频频地进行。正是这些活动，使新罗佛教真正成为一种实践的宗教，从而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新罗佛教世俗化的另一典范——花郎道。《三国遗事》在“弥勒仙花”条中说：

第二十四真兴王……慕伯父法兴王之志，一心奉佛，广兴佛寺，度人为僧尼。又天性风味，多尚神仙，择人家娘子美艳者，捧为原花要。聚徒选仕，教之以孝悌忠信。亦理国之大要也。乃取南毛娘、峧贞娘（《海东高僧传》作南无、俊贞）两花，聚徒三四百人。峧贞者嫉妒毛娘，多置酒饮毛娘，至醉潜舁去北川中，举石埋杀之。其徒罔知去处，悲泣而散。有人知其谋者，作歌诱街巷小童唱于街。其徒闻之，寻得其尸于北川中，乃杀峧贞娘。于是王下令，废原花累年。王又念欲兴邦国须先风月道，更下令选良家男子有德行者，改为花郎。始奉薛原郎为国仙。此花郎、国仙之始。故竖碑于溟州，自此使人悛恶更善，上敬下顺，五常六艺，三师六正，广行于代。

花郎道也称“风月道”，开始时虽然有过一些挫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推行此道的目的是为了“兴邦国”。通过花郎道，“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举而用之”。花郎们“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或相悦以歌乐，娱游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人之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27]花郎道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金大问就此评价说：“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猛卒由是而生。”[28]
据韩国学者研究，花郎道这种团体中，有国仙、花郎和花郎徒。郎徒中，又有僧侣郎徒和一般郎徒之分。花郎们的年龄大致由十四五岁至十七八岁。集团的首领是国仙，之下是花郎，再下是郎徒。他们基本上都是少年，唯有僧侣郎徒有例外。这些年龄较大的僧侣郎徒的任务是关照国仙。国仙是所有花郎的象征，他被看作是弥勒的化身，由此花郎徒又被称作龙华香徒或弥勒信徒。花郎团的首创者乃真兴王的王子，他们取名为金轮、铜轮，显然受到了弥勒信仰和转轮圣王信仰的影响。

真智王在位时间为公元576—579年，他继承真兴王的余烈，将选拔人才的花郎团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尤其是将花郎道同广泛流传的弥勒信仰结合起来，不仅提高了国仙和郎徒们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使他们有了精神上的渊源，使这一民族之花成了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那么，花郎道的精神支柱和行为规范是什么呢？这就是高僧圆光应贵山、帚相之请为世俗创立的五戒：

贤士贵山者沙梁人也，与同里帚项为友。二人相谓曰：我等期怀士君子游，而不先正心持身，则恐不免于招辱。盖问道于贤者之侧乎？时闻圆光法师入隋回，寓止嘉瑟岬……二人诣门进告曰：俗士颛蒙，无所知识，愿赐一言以为终身之诫。光曰：佛教有菩萨戒，其别有十。若等为人臣子，恐不能堪。今有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若行之无忽。贵山等曰：他则既受命矣，所谓杀生有择特未晓也。光曰：六斋日、春夏日不杀，是择时也；不杀使畜，谓马、牛、鸡、犬，不杀细物，谓肉不足一，是择物也。此亦唯其所用，不求多杀。此是世俗之善戒也。贵山等曰：自今以后，奉以周旋，不敢失坠。[29]

五戒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可见在现实社会中，新罗佛教基本上是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出现于世的。崔致远看到了花郎道的这种融合精神，指出：“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实乃包含三教，接化众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30]花郎道的影响也引起了外国史家的关注，唐令狐澄在《新罗国记》中称此道为“王化之方便”。觉训也对花郎道在移风易俗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倍加赞赏，他感叹说：“风俗之于人，大矣哉！王者欲移易于当世，如水之就下，沛然孰御哉。始真兴既崇像教，设花郎之游，国人乐从效仿，如趋宝肆，如登春台。要其归，在乎迁善徙义，鸿渐大道而已。”[31]
在三国分裂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花郎道的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以统一三国为目标。韩国学者李瑄根指出：“花郎道产生后不过一个世纪，新罗即已强过百济、高句丽，且击败驻屯八年的唐军，确立了民族统一大业，足见花郎道乃我民族之独立精神，此精神形成我们自主统一的基本理念。”[32]
在众多的花郎徒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金庾信父子。金庾信是新罗统一战争中的有功之臣。他生于真平王建福十二年，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十五岁为花郎，时人洽然服从，号龙华香徒。”“年十七岁，见高句丽、百济、靺鞨侵轶国疆，慷慨有平寇之志。”“幼而有并三国之心。”[33]这里，我们不妨来把圆光和金庾信做一对照，看看后者是怎样受前者思想影响的。首先，他二人都是“王京人”，圆光归国时庾信大约6岁，曾向圆光请教世俗五戒的贵山、帚项两位郎徒战死之际庾信方7岁；圆光奉命修乞师表时他14岁，第二年即成为花郎徒。所以，少年时期，庾信无疑受到弥勒思想和世俗五戒思想的熏陶。后来每次临战，他都身先士卒，临危不惧，以“平生以忠孝自期，临战不可不勇”自励。武烈王八年（661）春，高句丽、靺鞨合兵围攻新罗的北汉山城。身为大将的金庾信苦无对策，也只好借助佛教的力量。他说：“人力既渴（疑为‘竭’），阴助可资。”于是“诣佛寺，设坛祈祷。忽有大星，落于贼营。又雷雨震击。贼等疑骇，解围而遁。皆谓至诚所感也”。[34]《海东名将传》说：“金庾信，奉新罗王命，会唐兵伐高句丽。行至县鼓岭之岫寺，斋戒闭门，独坐焚香，累日夜而出。私自喜曰：今行得不死矣。”[35]可以说，佛教既是他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也是他鼓舞士气的有效武器。金庾信晚年曾向自己的外甥说：“夫为将者，作国之干城，君之爪牙，决胜负于矢石之间，必上得天道，下得地理，中得人心，然后可得成功。今我国以忠信而存，百济以傲慢而亡，高句丽以骄满而殆。今若以我之直，击彼之曲，可以得志。”[36]临终前，他向文武王进言：“伏愿殿下知成功之不易，念守成之亦难，疏远小人，亲近君子，使朝廷和于上，民物安于下，祸乱不作，基业无穷，则臣死无忆。”[37]从金庾信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花郎徒思君忧国、怀有坚强的信念和为道义而献身的精神和品格。

金庾信的儿子元述也是一位有名的花郎徒。他在与唐军的作战中败北，因部下淡凌的阻拦未能战死疆场，金庾信认为，“元述不惟辱王命，而亦负家训”，遂请国王赐子死罪。国王不允，赦免了元述，但他仍不敢回家见其父，只得隐遁于田园。待庾信去世后，元述要求与母亲相见，但其母仍断然拒绝，原因是丈夫生前不认这位不遵守“临战无退”戒条的儿子为子，自己也无意违背先君的意愿。后来，元述虽然在同唐朝军队的战斗中立有功勋，但终因不能见谅于父母而“愤恨不仕”，拒受官爵，走上了一条弃官隐居之路。

二 慈藏与新罗佛教

慈藏和圆光一样，是三国统一之前新罗的精神象征，在三国的兼并战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慈藏的事迹，中国方面的史料有《续高僧传》《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二者大同小异，而且以前者更为详细。韩国史料有《三国遗事》，此外《三国史记》也有记载。比较《续高僧传》和《三国遗事》，后者增添了不少神话成分，但在语言上比前者通俗易懂。下面笔者将对照《三国遗事》和《续高僧传》来叙述他的生平，然后再专门探讨《三国遗事》中神话成分的意义。

《三国遗事》说：

大德慈藏，金氏，本辰韩真骨苏判（三级爵名）茂林之子。其父历官清要，绝无后胤。乃归心三宝，造于（疑为衍字）千部观音，希生一息。祝曰：若生男子，舍作法海津梁。母忽梦星坠入怀，因有娠。及诞，与释尊同日，名善宗郎。神志澄睿，文思日赡，而无染世趣。早丧二亲，转厌尘哗，捐妻息，舍田园为元宁寺。独处幽险，不避狼虎。修枯骨观，微或倦弊，乃作小室，周障荆棘，裸坐其中，动辄箴刺；头悬在梁，以祛昏瞑。适台辅有阙，门阀当议，累征不赴。王乃敕曰：不就斩之。藏闻之曰：吾宁一日持戒而死，不愿百年破戒而生。事闻，上许令出家。乃深隐岩丛，粮粒不恤。时有异禽，含果来供，就手而食。俄梦天人来授五戒，方始出谷。乡邑士女，争来受戒。[38]

关于慈藏的家世，中韩史料稍有差异。《续高僧传》和《新修科分六学僧传》记他父亲的名字为“武林”，说他官至苏判异，《续高僧传》还在夹注中说“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则直接说“贵如中朝一品”，又说慈藏是“新罗国王诸公子也”。而《三国遗事》记其父为“茂林”，未言及同王室的关系。不过，他出身贵族是无疑的，且姓金氏，很可能保有王室的血统。慈藏的父母因为膝下无儿无女，于是造《观音经》千部，希望通过佛事来求子，并发愿如果生子就让他“续慧命”、“度生类”，即出家奉佛。这里，实际上已为慈藏后来的出家种下了“前因”。向佛求子，说明慈藏自幼便生长在信仰佛教的家庭里，《新修科分六学僧传》说其父“素谙佛理”，这就在“前因”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后缘”。慈藏的生日与释尊相同，即四月八日，但具体的生年，各种材料都没有明载，我们只能稍加猜测。《新修科分六学僧传》有这样一句话：“是夕梦，有神报藏曰：自今而后，寿可八十余也。”这似乎是暗示他活了大约八十岁。果真如此，以他寂于真德王末年（654）往前推算，他应当生于真兴王末年，即公元575年前后。这也就是说，他入华前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真平王在位期间进行的。

既有宿植之“慧根”，又有环境的熏陶，待双亲去世后，他便走上了出世之路。他早期的师承关系不明，只知他舍宅为寺，后又在僻静之处苦行，修枯骨观。枯骨观又叫“白骨观”，是“九想”中的“骨想”。九想即对人的尸体的九种观想，属不净观之一种，目的是为了纠正人们对五欲的贪求和由此而产生的美好耽恋的迷想，从而了解人生的无常。[39]
真平王在位期间，正值新罗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新罗朝廷也在广泛招纳贤才，以期渡过危难。这时，慈藏也在被招揽的人才的行列之中。朝廷到底要委以什么样的重任呢？各种材料说法不一。《三国遗事》只说“台辅有阙”，《新修科分六学僧传》说“俄而王以其次绍位”，都没有说出明确的官职。《续高僧传》则说是“物望所归，位当宰相”。总之是要加以重用的，但慈藏坚持走自己的信仰之路，抱定了“吾宁一日持戒而死，不愿百年破戒而生”的决心。对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有的学者认为是在真平王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即公元622—624年，因为这几年新罗政府在人事上有过一些变动。[40]在拒绝了政府的要求之后，慈藏又继续他的苦修苦行，终于感得“伟丈夫”来授“五戒”。[41]“五戒”的内容各材料也未加以说明，照佛教的一般解释，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佛教针对在家的男女教徒所订立的终身应当遵守的五条戒律。这五条戒律的功用和慈藏“惟欲利众生”的目的是相吻合的，所以他出山仅仅一个月，“国中士女”便“咸受五戒”。

慈藏出山并向国中士女传授五戒的时间大致是在善德女王即位（632）之后。他曾拒绝过真平王的邀请，这时他又为什么肯出山传教呢？我想这是一个谜，谜底只有慈藏自己知道。作为一种联想，笔者在此想指出两则史料。一是《三国遗事》中的“天人”，即《续高僧传》和《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中的“伟丈夫”是从“忉利天”来给慈藏传授“五戒”的。二是善德女王本人也怀有“忉利天”信仰。《三国遗事》卷第一“善德王知几三事”条记载：“王无恙时，谓群臣曰：朕死于某年某月日，葬我于忉利天中。群臣罔知其处，奏云何所。王曰：狼山南也。至其月日王果崩。群臣葬于狼山之阳，后十余年，文虎大王创四天王寺于王坟之下。佛经云：四天王天之上有忉利天。乃知大王之灵圣也。”由这两则史料我们能否想象到他二人在信仰上的相通之处呢？

对于慈藏的入华经过，《续高僧传》和《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同《三国遗事》所记不同。《续高僧传》只说到他“至京”，“蒙敕慰抚”，住圣光别院，后入终南山云际寺东悬崿上架室而居，之后于贞观十年回国。但《三国遗事》则多了一节拜谒五台山的情节。据《三国遗事》记载：

藏自叹边生，西希大化，以仁平三年丙申岁（即贞观十年也）受敕，与门人僧实等十余辈西入唐，谒清凉山，山有曼殊大圣塑相。彼国相传云：帝释天将工来雕也。藏于像前祷祈冥感，梦像摩顶授梵偈，觉而未解，及旦有异僧来释云（已出皇龙塔篇）。又曰：虽学万教，未有过此文。以袈裟舍利等付之而灭（藏公初匿之，故唐僧传不载）。藏知已蒙圣莂，乃下北台，抵大和池入京师。太宗敕使慰抚，安置胜光别院，宠赐频厚。藏嫌其繁，拥启表入终南云际寺之东崿，架岩为室，居三年。人神受戒，灵应日错，辞烦不载。既而再入京，又蒙敕慰，赐绢二百疋，用资衣费。

慈藏入唐的原因是“自叹边生”，目的是要“西希大化”，即不满足在国内的所学。《续高僧传》也说到他感叹“生在边壤，佛法未弘”，认为“自非目验，无由承奉”，于是“启本王，西观大化”。“自非目验，无由承奉”表明了慈藏作为一名佛法实践者的精神和意志，他不停留在人云亦云上，而是要通过自己亲身的实践和体验再有所选择地继承和接受。贞观十年（《续高僧传》和《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作贞观十二年）慈藏奉敕入唐，这种身份比其他入唐学僧又高出一筹。贞观十年为公元636年，照我们上面的时间推算，此时他大约有60岁了。

慈藏入五台山一事，中国史料均未予记载。对此，一然的解释是：“藏公初匿之，故唐僧传不载。”至于真正的原因，可能只有这则神话的创造者才会知晓。这里所说的“大和池”所在也不明确。不过，剥去神话的外衣，我们仍然能有所收获。慈藏生活的时代，新罗崇尚巫祝，盛行密宗的咒术，像“天人”授戒、梦见文殊这样的神迹无疑会加强传教的感染力和所传戒律的权威性。而将五台山文殊菩萨像说成是“帝释天将工来雕”也多少使文殊信仰同韩国人之间更加缩短了距离。对于韩国人来说，他们的祖先檀君不正是帝释天的后裔吗？慈藏虔诚祈祷，终于梦见文殊的塑像“摩顶授梵偈”，并有“异僧”来加以解释。文殊所授的偈语，此处只以“已出皇龙塔篇”一语，幸亏在“台山五万真身条”中又找到了这首梵偈的内容：

初法师欲见中国五台山文殊真身，以善德王代贞观十年丙申（唐僧传云十二年，今从三国本史）入唐，初至中国大和池边石文殊处，虔祈七日，忽梦大圣授四句偈，觉起记忆，然皆梵语，罔然不解。明旦忽有一僧，将绯罗金点袈裟一领，佛钵一具，佛头骨一片到于师边，问何以无聊。师答以梦所受四句偈，梵音不解为辞。僧译之云：呵啰婆佐曩，是曰了知一切法；达陊佉嘢，云自性无所有；曩伽呬伽曩，云如是解法性；达卢舍那，云即见卢舍那。仍以所将袈裟等付而嘱云：此是本师释迦尊之道具也，汝善护持……[42]

“了知一切法，自性无所有，如是解法性，即见卢舍那。”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没有存在的实体，只有了解到这种真理，才能见到卢舍那佛。我们知道，谈“一切法无所有性”是大乘空宗的思想，而大乘的思想又基本上是在批判小乘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鸠摩罗什的译经首先就把矛头指向小乘的“头陀行”，即世俗所谓的“苦行僧”。慈藏入华前曾一度走进深山，居住在远离城镇、村落的地方行“阿兰若”（“远离”）法，居无求饱，修白骨观等，都带有有意折磨自己的“苦行”行为。而此时他接受的大乘空观思想或许能改变他以往的作风，成为其日后思想和行为的基础。我们发现，他后来一改从前与政府“不合作”的做法，极力地将佛教当作“王化之方便”，笔者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是偶然的。

照《三国遗事》的记述，慈藏在参拜过五台山文殊菩萨金身、祷祈冥感、梦像摩顶授梵偈并感得舍利、袈裟之后，才“至京师”的。《续高僧传》虽然载慈藏入唐后直接进入京师，但时间却比《三国遗事》晚了两年，那么贞观十年和十一年慈藏又在何处呢？是否真的去过五台山而又像一然后来解释的那样是慈藏故意秘而不宣，致使中国史料缺载？总之中韩史料在慈藏入唐时间上的差异便很容易让后人作种种联想。由于慈藏是受善德女王之敕入唐求法，又由于海东三国中新罗和唐关系最为友好，故而受到了唐王朝的青睐，“宠赐频厚”。他先是蒙唐太宗之旨住胜光别院，后因性喜寂静，于终南山云际寺之东崿架岩为室，居三年，“人神授戒，灵应日错”。慈藏在长安和终南山活动的详细情况，《三国遗事》照例来了一个“辞烦不载”，于是我们又只好驰骋我们的想象了。我们联想到的首先是中国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创始人道宣（596—667）。他不仅在律学上同相州日光寺的法砺（造《四分律疏》十卷，号旧疏，宗依《成实论》）、西太原寺东塔的怀素（造《四分开宗记》十卷，号为新疏，宗依一切有部）齐名，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史学家。由于常住终南山研究、弘传戒律，世人便称他为“南山律师”。据《宋高僧传》卷十四、《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等史料记载，道宣俗姓钱，润州丹徒（今属江苏）人。年十六落发，入日严道场，隋炀帝大业（605—618）中从智首法师受具足戒，听其讲《四分律》四十遍，从此开始了律学的研究和著述，成果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唐武德九年（626）撰；《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唐贞观元年（627）撰。贞观六年他至邺向法砺咨问律学，之后又写下《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二卷）和《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三卷）。他在佛教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广弘明集》（三十卷）、《续高僧传》（三十卷）、《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大唐内典录》（十卷）、《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三卷）、《道宣律师感通录》（一卷）、《释迦氏谱》（一卷）等。唐武德年中道宣曾任长安西明寺上座，参加玄奘译场，负责润文，后入终南山，长居此山。

现存的史料里没有慈藏和道宣接触的记录，但他二人活动的时间和场所基本相同，都专攻律学，且道宣所撰《续高僧传》即存有比较详细的慈藏传，这一切说明他二人很可能有过接触，甚至有过师承渊源也未可知。研究慈藏的一生，基本上没有史料言及他的师承关系，《续高僧传》卷十五“唐京师普光寺释法常传六”说：“新罗王子金慈藏，轻忽贵位，弃俗出家，远闻虔仰，思睹言令。遂架山航海，远造京师。乃于船中梦瞩颜色。及睹形状，宛若梦中，悲涕交流，欣其会遇。因从受菩萨戒，尽礼事焉。”这段话似乎表明慈藏入华时曾师事过法常。而到处都充满着神秘的“感通”色彩，其目的当然是在于给他的律学奠定一个坚固的信仰基础。而他这种人神感通的色彩恰好又同道宣相通，从道宣的传记里我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二人气质的相似。《宋高僧传》“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记录了这样一些神迹：“（道宣）母娠而梦月贯其怀，复梦梵僧语曰：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师。祐则南齐剡溪隐岳寺僧护也，宜从出家崇树教云。凡十二月在胎，四月八日降诞。……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又口传偈颂号付嘱仪十卷是也。贞观中曾隐沁部云室山，人睹天童给侍左右。于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阶有物扶持，履空无害，熟顾视之，乃少年也。宣遽问：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之子那吒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时之久矣。宣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顾为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掌，虽久头目犹舍，敢不奉献。俄授于宣。”笔者猜想，道宣和慈藏都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变和感通，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慈藏回国后的情况，《三国遗事》记载道：

贞观十七年癸卯，本国善德王上表乞还。诏许，引入宫，赐绢一领，杂彩五百端，东宫亦赐二百端，又多礼贶。藏以本朝经像未充，乞赍藏经一部，洎诸幡花盖，堪为福利者皆载之。既至，洎举国欣迎，命住芬皇寺（唐传作王分），给侍稠渥。一夏，请至宫中讲大乘论，又于皇龙寺演菩萨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澍，云雾暗霭，覆所讲堂，四人咸服其异。朝廷议曰：佛教东渐，虽百千龄，其于住持修奉，轨仪阙如也。非夫纲，理无肃清。启敕藏为大国统，凡僧尼一切规猷，总委僧统主之……藏值斯嘉会，勇邀弘通，令僧尼五部，各增旧学，半月说戒，冬春总试，令知持犯，置员管维持之。又遣巡使历检外寺，戒砺僧失，天饰经像，为恒式。一代护法于斯盛矣。如夫子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宜。当此之际，国中之人，受戒奉佛，十室八九，祝发请度，岁月增至。乃创通度寺，筑戒坛以度四来（戒坛事已出上）。又改营生缘里第元宁寺，设落成会，讲杂花万偈，感五十二女现身证听。使门人植树如其数，以旌厥异，因号知识树。

慈藏回国的时间是在唐贞观十七年，这一点中韩史料的记载完全一致。这一年也就是善德女王在位第十二年，亦即公元643年，而慈藏的年龄也已接近七十岁了。从引文中，我们不难发现慈藏和圆光在同新罗政府的关系上十分相像。他们都是官方派出的留学僧（请益僧），备受新罗和中国政府的重视；在中国已取得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二人都是由本国政府上书请求放归桑梓；更为重要的是，他二人回国时，新罗都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都担负着振兴国运的重任。圆光回国时的新罗国情我们已在上文中做过介绍，这里且让我们来看看慈藏回国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慈藏如何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扮演自己的角色的。

善德女王是真平王的长女，她在位期间新罗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有人将这种现状归结为女王无威的缘故，这当然是封建史学家的偏见。她即位后的第二年（633）八月，“百济侵西边”。[43]同五年夏五月，“百济将军于召欲袭独山城，率甲士五百人，来伏其处。阏川掩击，尽杀之”。就是在这一年，慈藏入唐求法。同七年冬十月，“高句丽侵北边七重城，百姓惊扰，入山谷。王命大将阏川安集之。十一月，阏川与高句丽兵战于七重城外，克之，杀掳甚众”。尤其是善德王十一年（642）秋七月，“百济王义慈大举兵，攻取国西四十余城。八月，又与高句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归唐之路。王遣使，告急于太宗。是月，百济将军允忠，领兵攻拔大耶城，都督伊湌品释、舍知竹竹、龙石等死之。冬，王将伐百济，以报大耶之役，乃遣使伊湌金春秋于高句丽，以请师……高句丽王高臧素闻春秋之名，严兵卫而后见之。春秋进言曰：今百济无道，为长蛇封豕，以侵轶我封疆。寡君愿得大国兵马，以洗其耻，乃使下臣致命于下执事。丽王谓曰：竹岭本是我地分，汝若还竹岭西北之地，兵可出焉”。金春秋不仅没有借到兵，反而成了阶下囚。翌年三月，慈藏回到了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同年秋九月，善德王遣使入唐哀告说：“高句丽、百济侵凌臣国，累遭攻袭数十城。两国连兵，期之必取，将以今兹九月大举，下国社稷，必不获全。谨遣陪臣，归命大国，愿乞偏师，以存救援。”像自己的父亲真平王那样，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善德女王一面频频地向唐王朝派遣使者，乞求援助；一方面利用慈藏这样的高僧大德的威望来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赴国难。

慈藏回国后，受敕住芬皇寺。这是善德王三年，即慈藏入唐前两年建成的镇护国家的根本道场。国王给他在寺内建了一座别院，“别度十人，恒充给侍”，给予了十分优渥的待遇。过了一个夏天之后，慈藏被请入宫中讲《摄大乘论》。该论是无著瑜伽行派的代表著作。结构上，该论分十个部分，即所谓“十胜相”，并按照佛教修习者的境、行、果逐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通贯全论的唯识无尘思想对整个佛教体系做出了新的解释。我们还记得，圆光入华求法时已对《摄论》有所接触，慈藏的宣讲无疑对《摄论》在海东的传播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唯识学一直在韩国佛教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认为，这同圆光和慈藏二人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善德王时代，新罗仍处在向中国学习律令制的过程当中。照《三国史记》的记载，法兴王七年（520）曾“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朱紫之秩”。这次颁发的律令可能是在中国西晋秦始四年（268）的《秦始律令》基础上制定的。又，北魏孝文帝太和时曾两次改定刑律，因此也有学者推断新罗的律令制是在北魏的影响下形成的。[44]之后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制定的《河清律令》、隋朝的《隋开皇令》和《大业律令》、唐朝的《武德律令》也都在真兴王时期和真平王时期传到了新罗。[45]在新罗政治体制向着中央集权体制、律令制转变的大的时代背景下，慈藏回国后也相应地在佛教戒律和僧尼制度方面展现了自己非凡的才华。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显示新罗佛教发展到慈藏时期已经相当兴盛，对僧侣队伍进行有效的管理已势在必行。需要指出的是慈藏的宗教改革是在国家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实际上是新罗政府宗教政策的具体实施。新罗佛教的健康发展是它在三国佛教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之一，它同高句丽、百济佛教日趋衰落的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继讲述《摄大乘论》之后，慈藏又在皇龙寺讲《菩萨戒本》，凡“七日七夜”。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将佛教戒律第一次正式传入新罗，《新修科分六学僧传》称“海东戒法之兴，于斯为盛”。《菩萨戒本》即《梵网经》（全称为《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共两卷），为后秦鸠摩罗什所译，梵本原经有一百一十二卷六十一品，该经为第十品（见僧肇《梵网经序》）。《菩萨戒本》是大乘律之一，主要是说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酤酒戒、谤三宝戒等十重戒，以及不敬师友戒、饮酒戒等四十八轻戒。慈藏在唐时，道宣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戒本疏》等著作。果真如此，则慈藏所讲的《菩萨戒本》也就有可能是按照道宣的疏来讲解的。[46]据《续高僧传》反映，慈藏讲完后，“从受戒者其量云从，因之革厉十室而九”。可见影响是很大的。

为了加强对僧尼队伍的管理和对僧尼制度进行有效的改革，朝廷任命慈藏为“大国统”，让他主管僧尼的“一切规猷”。对于新罗的僧职，一然在夹注中说：

按北齐天宝中，国置十统，有司卷宜甄异之。于是宣帝以法上法师为大统，余为通统。又梁陈之间，有国统、州统、国都、州都、僧都、僧正、都维乃等名，惣属昭玄曹。曹即领僧尼官名。唐初又有十大德之盛。新罗真兴王十一年庚午，以安藏法师为大书省一人，又有小书省二人，明年辛未，以高丽惠亮法师为国统，亦云寺主。宝良法师为大都维那一人，及州统九人，郡统十八人等。至藏，更置大国统一人，盖非常职也，亦犹夫礼郎为大角干、金庾信大大角干。后至元圣大王元年，又置僧官名授法典，以大舍一人、史二人为司栋。僧中有才行者众之，有故即替，无定年限。故今紫衣之徒，亦律寺之别也。

中国僧官的设立始于后秦，《高僧传》卷六记秦主敕选道法师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掌僧录。《大宋僧史略》说“僧正秩同侍中，余则差降”。以后历朝延续此法，南朝立僧正、僧主等职，北朝立沙门统（后改称昭玄统），唐中叶后设左右街僧录。新罗的僧官始自真兴王时期，一然认为，真兴王之后新罗的佛教机构基本上同中国的北齐、南朝梁、南朝陈一样，都被纳入国家律令制体制中去。新罗的僧制改革，大致到元圣王元年（785）才最后完成，此前的历次改革见诸史册的有真兴王十一年（550）和十二年（551）、真平王四十六年（624）、善德王十二年（634）、真德王元年（647）、景德王十八年（759）六次。[47]对于元圣王时期已臻成熟的僧官制度笔者在下文中详细介绍，这里只讨论慈藏的改革所涉及的范围。

慈藏在戒律方面的作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令僧尼五部各增旧学；二是半月说戒，依律忏悔；三是举办冬季和春季的僧尼考试，使他们遵守佛教的理论和戒律；四是设置巡使，让他们检查全国各地的寺院，督促各寺讲经说法等活动（此条《三国遗事》作“诫砺僧失”，即检查僧尼有无违戒的行为）；五是让各寺修葺寺宇，庄严经像。以上各条自制定之日起便成为长期的规章制度，轻易是不能变动的。显然，慈藏的上述举措影响是很大的，“国中之人”要求受戒奉佛的达到“十室八九”的程度。因此，《三国遗事》将慈藏的学成归国比作是孔子“自卫返鲁”，将他实行的各项措施称作是“乐正雅颂”。

我们知道，“授戒”必须有专门的场所，即授戒用的“戒坛”。随着要求从慈藏受戒的人日益增多，戒坛的建立便是当务之急。于是，慈藏便着手营建通度寺，[48]在那里建立了新罗第一座戒坛，并将入华时从文殊菩萨所受的舍利的一部分安奉在这里。通度寺的戒坛名称“金刚戒坛”，作为新罗戒坛的嚆矢（亦即根本戒坛），慈藏在此为来自四方的信徒们授具足戒。上文中的“十室八九”说明，来此受戒的还包含了许多国民。

对于现在的金刚戒坛，有的学者认为不是慈藏时代建立的，因为呈覆釜形的覆盖舍利的形状是基于道宣的《戒坛图经》建造的，而道宣的《戒坛图经》又作于唐乾封二年（667），距慈藏回国已有24年。因此，结论是通度寺的金刚戒坛乃慈藏去世后按照唐朝戒坛的实际形式建造的。[49]意见相左的学者认为，慈藏在终南山时可能同道宣有直接的交往，他二人性格相同，在相互的会谈中可能一起讨论过戒坛的形状。就是说，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有了同样的戒坛模式。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慈藏回国后仍然和道宣保持书信往来，从而打听到道宣已经成竹在胸的《戒坛图经》。[50]沿着后一种思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道宣是怎样构思他的戒坛的。道宣在其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说：

戒坛从地而起，三重为相，以表三空，为入佛法初门。散释凡惑，非空不遣。三空是得道游处，正戒为众善之基，故限于三重也。昔光明王佛制，高佛之五肘，表五分法身，释迦如来灭为二肘半，上又加二寸为三层也。其后天帝释又加覆釜形于坛上，以覆舍利。大梵王又以无价宝珠，置覆釜形上，供养舍利。是则五重，还表五分法身……今案，梁高祖救释宝唱著神鬼录，凡有三卷。故其序略云：自如来出世，至教博远，天龙鬼神莫不回向，故能侍奉三尊，拥护四部，凡诸神鬼各有依住。故依地之神名曰坚牢，乃至寺塔山林河海风雨，如长阿含经，并依止所往而守卫之。[51]

通过道宣的描述，我们或可想象出慈藏所建金刚戒坛的基本思路和最初的样式吧。在建立戒坛的同时，慈藏又重新修葺了由自己的旧宅改建的元宁寺，在那里讲“杂花（《华严经》）万偈”，感动了五十二女（五十二位菩萨）现身证听。[52]
慈藏晚年，在改革大业完成之后，便退居冥州，创水多寺后住。说是退居，毋宁说是要去完成另一件更伟大的事业，即将自己一辈子始终不渝的文殊信仰新罗化，使文殊——继弥勒信仰之后的又一信仰对象——在新罗安家落户，并建立一座作为全新罗信仰中心的神圣殿堂。《三国遗事》所引《山中古传》中的那位“将绯罗金点袈裟一领、佛钵一具、佛头骨一片”的僧人给慈藏讲解完文殊菩萨于梦中所示的那首梵文偈颂（见上）之后，又告诉慈藏说：“汝本国艮方溟州界有五台山，一万文殊常住在彼，汝往见之。”[53]这样，慈藏便成功地把文殊的道场搬到了海东。照文殊菩萨的旨意，慈藏在“葛蟠地”创建了石南寺，该寺后来称“净岩寺”。据“寺中所传《古记》”记载：“慈藏法师初至五台，欲睹真身，于山麓结茅而住。七日不见，而到妙梵山创净岩寺。”[54]《古记》还记载，慈藏的结茅之处，后来有一位信孝居士（有人说是幼童菩萨化身）到此居住，之后又有梵日的门人信义头陀来此创庵而住，接着又有水多寺长老有缘来住，此处于是逐渐发展成一座大寺，即月精寺。由于门人的无礼和慈藏的执着皮相，他终于同希求一见的文殊菩萨失之交臂。但是，慈藏创作的神话和亲手建立的海东文殊道场却并未就此终结。相反，围绕溟州五台山的故事后来越来越多，甚至到后来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传往海东的各个佛教学派都在五台山会聚一堂，形成一种理想的佛国模式。[55]笔者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恐怕反映出新罗佛教谋求统一的愿望。

三 僧人与统一战争

大约从公元5世纪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进入相互兼并时期。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开始从军事上对南部的百济和新罗施加压力。公元475年，高句丽军队渡过汉江，攻陷百济首都汉山城，迫使百济残余势力退居熊津（今公州）。为了对付高句丽的南进，新罗和百济曾一度联盟。公元551年，百济联合新罗收复了汉江流域的领土，可是新罗将自己收复的百济故地据为己有。于是，百济和新罗的同盟宣告破裂，两国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高句丽趁此机会又同百济结盟，这样新罗便处于北面高句丽、西面百济的夹击之下，形势十分险峻。

为了摆脱困境，求得生存，进而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新罗主动同中国唐王朝发展关系，以便取得唐帝国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援助。关于新罗在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成功表演，专门研究中韩关系史的杨通方曾做过很好的概述。杨通方指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中，新罗较后进。在三国角逐中，新罗处于劣势，最后乃至濒于被吞灭的危殆境地。但新罗太宗武烈王及文武王，却能请来唐太宗、唐高宗的盛唐大军，使新罗达成除去百济、高句丽两个强敌之目的。在百济、高句丽相继灭亡后，新罗又能及时把握唐军疲惫之机，交替使用外交及军事两手策略，进一步疲惫唐军，终至大获成功：不仅排除了唐朝的武力，统一了全部三韩地域，且将其版图扩展至原高句丽故地的大同江以南地区。新罗统一原三韩族全部地域，给朝鲜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6]
唐朝不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国际关系上也出现了“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57]的新局面。和睦友好是唐朝外交事务上的基本国策。唐王朝建立伊始，高祖李渊在给高句丽王建武的国书中就明确表示：“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土，祗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58]又说：“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59]唐太宗继承父志，认为“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60]
唐王朝在对三韩的外交政策上充分体现了“和”的精神，作为宗主国，它希望三国“各保疆场”，希望自己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下摘录的史料可以为证。公元625年，新罗真平王遣使入唐，讼高句丽塞路，使不得入朝，且数侵新罗。翌年，唐高祖遣朱子奢诏谕新罗、高句丽联和。公元627年七月，百济武王欲复新罗所夺故地，举兵屯于熊津。真平王闻之，遣使急告于唐，武王闻之乃止。八月唐太宗赐武王玺书曰：“……新罗金真平，朕之藩臣，王之邻国。每闻遣师，征讨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对王侄福信及高（句）丽、新罗使人，具敕通和，咸许辑睦。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61]公元642年七月，百济义慈王率兵取新罗猕猴等四十余城。八月，义慈王与高句丽和解，共谋夺取新罗党项城（今仁川东南华城郡南阳里），以切断其与唐的交通。翌年九月，新罗善德女王遣使于唐，言高句丽、百济侵凌一事。唐太宗谓新罗使者说：“我实哀尔为二国所侵，所以频遣使人，和尔三国。”[62]与此同时，太宗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出使高句丽说：“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63]第二年，又同样赐书百济，发出警告。

本来，唐王朝自命为“万国之主”，“代天理物”，对三国应当是一视同仁的。但高句丽表面上对唐俯首称臣，实则骄横跋扈，往往置唐王朝的敕令于不顾。比如公元644年正月，盖苏文将兵击新罗，破其两城。时相里玄奖至平壤，责其勿攻新罗。盖苏文却说：“高（句）丽、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罗乘衅夺高（句）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自非返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64]中国使者玄奖的看法是：“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辽东，故中国郡县，天子且不取，高（句）丽焉得违诏。”[65]可是盖苏文对此置若罔闻，再加上唐、丽两国围绕辽东归属问题的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引起了唐太宗的震怒：“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66]百济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显得目光短浅，先附和新罗，后追随高句丽，又未能始终一贯地同唐王朝搞好关系。新罗则不同，它审时度势，对唐王朝最为卑躬谦顺，梯航述职甚是积极。从公元621年至公元688年，新罗向唐朝贡二十一次，朝见、表谢各两次，请援五次。公元648年，新罗请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同年新罗使节金春秋将子文汪留唐宿卫，首开新罗王族子弟入唐充当质子的先例。公元650年，真德女王织锦，并作五言太平颂献于唐王朝，歌颂“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表示“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新罗王臣在外交上的努力，使得以仲裁者姿态出现的唐王朝的感情天平最后倾向新罗一边。

如前所述，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交流在某种意义上已被纳入准朝贡式的外交关系中，中韩之间的佛教交流往往是政府之间进行的，先天就带上了政治色彩。三国向中国派遣的留学僧和留学生，不仅是佛教交流和科学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也是同宗主国之间友谊和臣服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入华留学僧的活动情况也折射出三国和中国历代王朝之间的亲疏程度。据统计，南朝梁、陈两代（502—589），入华学僧共十四人，其中新罗六人，百济三人，高句丽五人。有隋一代（自公元589年陈亡至公元618年隋亡），入华学僧共四人，新罗三人，高句丽一人，百济无。初唐时期（618—704），入华学僧共四十一人，新罗三十八人，百济一人，高句丽二人。[67]截至初唐，新罗入华学僧达四十七人，百济仅四人，高句丽也仅八人。三国僧人的入华情况同佛教在三国的兴衰是相吻合的，同三国和中国历朝政府的密切程度也是相吻合的。

新罗僧人参与国政和外交事务者不乏其人，新罗王朝以佛教来促进对华关系的事例比比皆是。《三国遗事》卷第三“原宗兴法”条记载，法兴王于南朝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一然疑为中大通元年，即公元529年）为梁武帝创大通寺，说明佛教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僧人圆光备受王臣崇敬，他不仅弘扬佛法以助王化，同时也“笺表启书，往还国命”。公元608年，真平王患高句丽、百济屡侵边鄙，欲请兵于隋，让圆光修乞师表。圆光虽然觉得“求自存而灭他，非沙门之行也”，但最终还是因为“在大王之地，食大王之水草”，于是不得不“唯命是从”。圆光的话语表明，政治被置于第一位，信仰被放在第二位。隋炀帝见表后果然发兵30万以讨伐高句丽。

曾为新罗佛教的律学建设做出过积极贡献的慈藏法师在唐罗关系史上也有值得一提的事迹。《三国遗事》卷第四“慈藏定律”条说：“尝以邦国章服不同诸夏，举议于朝。签允曰臧。乃以真德王三年（649）己酉，始服中朝衣冠。明年庚戌又奉正朔，始行永徽号。自后每有朝觐，列在上蕃。藏之功也。”“服中朝衣冠”是中韩文化交流的具体行动，也是新罗取悦于唐的具体手段，其结果终于达到了“每有朝觐，列为上蕃”的目的。

新罗僧人一般都是怀着“迁乔必出谷，学道务求师”的心情来中国学习佛法的。学习的态度是明确的，即“采宝者非但自用，当还故国，普振群贫”。[68]就是说，学成之后将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所以他们时时关心自己国家的安危。这里，笔者再举慈藏为例。《三国遗事》卷第三“皇龙寺九层塔”条载：

慈藏法师西学……忽有神人出问：胡为至此？藏答曰：求菩提故。神人礼拜。又问：汝国有何留难？藏曰：我国北连靺鞨，南接倭人，丽、济二国，迭犯封陲。邻寇纵横，是为民梗。神人云：今汝国以女为王，有德而无威，故邻国谋之，宜速归本国。藏问：归乡将何为利益乎？神曰：皇龙寺护法龙，是吾长子，受梵天之命，来护是寺。归本国成九层塔于寺中，邻国降伏，九韩来贡，王祚永矣。建塔之后，设八关会，赦罪人，则外贼不能为害。更为我于京畿南岸置一精庐，共资予福，予亦报之德矣……贞观十七年……还国，以建塔之事闻于上。善德王议于群臣。群臣曰：请工匠于百济，然后方可。乃以宝帛请于百济，匠名阿非知，受命而来……毕成，其塔刹柱记云：铁盘以上高四十二尺，以下一百八十三尺。慈藏在五台所授舍利百粒分安于柱中，并通度寺戒坛及大和寺塔，以副池龙之请。[69]

我们对于“皇龙寺九层塔”这一类神话故事当然不应当停留在讨论其是否具有真实性这样的表面层次上，而应当看它到底折射了什么。上述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要在三国的角逐中树立新罗的正统地位，使新罗能够树立起建设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民族的自信心。它使王臣乃至百姓都相信：只要信奉佛法，大兴佛事，必然会得到诸佛菩萨的镇护。所以《三国遗事》接着说：

树塔之后，天地开泰，三韩为一。岂非塔之灵阴乎？后高（句）丽王将谋伐罗，乃曰：新罗有三宝，不可犯也。何谓也？皇龙丈六（指佛像），并九层塔，与真平王天赐玉带。遂寝其谋。周有九鼎，楚人不敢北窥，此之类也。

海东名贤安弘所撰《东都成立记》说，九层塔是为了降伏九个敌对国家：第一层为日本，第二层为中华，第三层为吴越，第四层为托罗，第五层为鹰游，第六层为靺鞨，第七层为丹国，第八层为女狄，第九层为貊。[70]此塔与皇龙寺丈六尊像、真平王玉带并称新罗三宝。从九层塔所要降伏的对象中，我们已经看出新罗在极力奉迎唐朝以争取政治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援助的同时，又对唐朝保持着戒备的心理。这是新罗在外交上所采取的时软时硬、软中有硬的两手。

在宣扬佛教镇护国祚的功用的同时，慈藏又以神话的方式完成了新罗佛教中心论工作。《三国遗事》卷第三“皇龙丈六”条说：

后大德慈藏西学到五台山，感文殊现身，授诀仍嘱云：汝国皇龙寺，乃释迦与迦叶佛讲演之地，宴坐石犹在。故天竺无忧王，聚黄铁若干斤泛海，历一千三百余年，然后乃到而国，成安其寺，盖威缘使然也。

又，同书“皇龙寺九层塔”条记载：

慈藏法师西学，乃于五台感文殊授法。文殊又云：汝国王是天竺刹利种。王预受佛记，故别有因缘，不同东夷共工之族。然以山川崎险故，人性粗悖，多信邪见。而时或天神降祸，然有多闻比丘在于国中，是以君臣安泰，万庶和平矣。

这里，慈藏借文殊之口，完成了他的“新罗根本佛土说”，使新罗佛教理所当然地成为三国佛教的中心。与此同时，慈藏还大肆神化新罗王权，为新罗统一三国的政治斗争进行赤裸裸的服务。在此，笔者又想起了“我道本碑”中我道的母亲高道宁的预言。她说：

此国于今不知佛法，尔后三千余月，鸡林有圣王出，大兴佛教。其京都内有七处伽蓝之墟：一曰金桥天镜林（今兴轮寺。金桥谓西川之桥，俗讹呼云松桥也。寺自我道始基，而中废，至法兴王丁未草创，乙卯大开，真兴王毕成）；二曰三川岐（今永兴寺，与兴轮寺同代）；三曰龙宫南（今皇龙寺，真兴王癸酉始开）；四曰龙宫北（今芬皇寺，善德甲午始开）；五曰沙川尾（今灵妙寺，善德乙未始开）；六曰神游林（今天王寺，文武王己卯开）；七曰婿请田（今昙严寺）。皆前佛时伽蓝之墟，法水长流之地，尔归彼而播扬大教，当东响于释祀矣。[71]

高氏的预言显然产生于三国末期。这种将法兴王之后新建的寺院硬说成是“皆前佛时伽蓝之墟”，且借一个高句丽人的口吻，实在不免让人有牵强附会之感。但是，在当时特别迷信神迹的三韩人看来是真实不虚的。至此，笔者不禁慨叹古代韩国人颇具创造神话的本领。我道本碑和朴寅亮的《殊异记》将阿道的事迹提前到味邹王时代，其用意恐怕就是要弥补新罗佛教后传的不足，从而和高句丽、百济佛教一争高下呢。

在三国的兼并战争中，僧人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三国史记》卷第十八记载高句丽长寿王于六十三年（475）率兵三万入侵百济，攻陷都城，杀其王余庆。高句丽一方之所以取得胜利，正因为“用浮屠道琳之间谍也”。其经过是这样的：

初，高句丽王阴求可以间百济者，浮图道琳应募曰：臣虽无能，思有以报国，愿大王指使之。王悦，密遣之。琳为得罪，亡入百济。时百济王好博弈。琳诣王门，告曰：臣少而学棋，颇入妙。王召与棋，果国手，遂为上客。甚昵之，恨相见之晚。琳一日侍坐，从容言：臣异国人，上不疏外，恩私甚渥，未有分毫之益，愿献一言。王曰第言之。琳曰：大王之国四面山河，天设之险，四邻莫敢觊觎，奉事之不暇。王当以崇高之势，富有之业，疏之视听，而城郭不葺，宫室不修，先王骸骨权攒露地，百姓庐屋屡毁河流，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王曰：诺。尽发国人，蒸土筑城，又起宫室楼阁台榭，无不壮丽。取大石于郁里河，作椁以葬父骨。缘河树堰，自蛇城东至崇山之北。由是仓庾虚竭，人民困穷，国势甚危。琳逃还，以告高句丽王。王喜，伐之。[72]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高句丽僧人德昌。《三国史记》云：宝藏王元年（642），“新罗遣伊湌金春秋，乞师于高句丽，六旬不返。金庾信请王，将伐高句丽，募兵三千，已渡汉江。高句丽谍者（即德昌也）奔告王，遂厚礼春秋而归之”。[73]
公元660年，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在新罗军队的配合下，征服百济，义慈王降。唐在百济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又让刘仁愿领兵一万镇守。百济的平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平定后的第二年，百济宗室福信起兵，扶故王子扶余丰为王，据周留城，西北诸部也都响应。当时，僧人道琛也参与了这次起事。后来福信杀道琛，扶余丰又杀福信，百济才真正灭亡。在同百济的战争中，新罗僧人也勇于赴汤蹈火，如实际寺的道玉。他曾对自己的弟子说：“吾闻佛者，上则精术业以复性，次则起道用以益他。我形桑门，无一善可取，不如从军，杀身以报国。”“乃着戎服，改名骤徒，诣兵部请从军。及战，突阵，亦死之。”[74]
公元668年，唐罗联军灭高句丽。在攻打平壤的战斗中，高句丽僧人信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国史记》说：“唐将李，帅师伐高句丽，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以郝处俊、金仁问副之。使仁问征兵于新罗，合围平壤城月余。高句丽王遣泉南产帅首领九十八人，竖白幡，诣降。以礼接之，男建犹固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浮图信诚。信诚密遣谍，约内应。后五日启阖，纵兵鼓噪而入。”

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唐、罗矛盾立即上升为主要矛盾。唐朝在两国故地设府驻兵，并扶植百济、高句丽两国贵族进行统治。新罗则相反，它的胃口是要将百济、高句丽的领土据为己有。高句丽平定之前，新罗尚不敢得罪唐朝，被迫与原百济王子夫余隆和盟于熊津。待平定高句丽后，新罗便拒绝为唐大规模修造战船以备征倭，而唐朝也拒绝新罗提出的归还原高句丽所夺取的有关领土。于是，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军事同盟瓦解，并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最后，唐军被迫退出百济故地，安东都护府迁往辽东，两国关系又在新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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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统一新罗佛教概况

第一节 三国一统与统一精神之强化

一 统一新罗的王臣与佛教

公元660年、668年，新罗在唐朝势力的直接干预下，先后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然而，这只是军事上的统一，接下来面临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如何同唐朝协商处理原百济、高句丽领土问题；二是如何从精神上实现真正的民族统一。

平定百济后，唐马上在百济故地设置了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并让唐将王文度、百济王子夫余隆为熊津都督。664年，在唐朝敕使刘仁愿的参与下，新罗角干金仁问、伊湌天存与夫余隆和盟于熊津。665年八月，又在刘仁愿的参与下，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与熊津都督、原百济王子夫余隆议和于熊津就利山，“刑白马之盟”。由此可见，唐朝并未答应将百济之地划归新罗所有，而是实行以“原百济王子夫余隆归抚余众，并与新罗和好”[1]的政策。

待到高句丽平定后，新罗便急于将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和全部百济故地并入新罗版图。671年七月，唐行军总管薛仁贵遣新罗僧琳润赍书责文武王金法敏说：“今王……远乖天命，近弃父言，侮暴天时，侵欺邻好。”文武王则回答说：“先王贞观二十二年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敕：‘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凌，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玉帛子女，是我所有。我平定两国，平壤以南，百济土地，并乞你新罗，永为安逸。’”[2]文武王答薛仁贵书的当月，新罗就在百济故地设置了所夫里州。同年十月新罗击唐漕船七十余艘，捉郎将钳耳大侯及士卒百余人。672年、673年，唐罗之间又出现军事冲突，双方互有伤亡。674年，唐高宗因新罗接纳高句丽叛众，又占据百济故地，一怒之下削去了文武王的官爵，立在京师长安的金仁问为新罗王，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讨伐新罗。翌年，文武王遣使赴唐通贡谢罪，高宗赦之，复其官爵，然百济故地已多为新罗占据。之后，新罗仍然使用军事和外交这样的软硬两手，使唐军疲惫不堪。直至735年，唐玄宗终于同意将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百济故地划归新罗，两国关系才真正重归于好。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百济、高句丽平定后，新罗并没有马上取得统一，后来纵使唐罗两国以大同江为界隔江而治，也并不意味着新罗已经实现了民众精神上的稳定和统一。罗末甄萱以后百济的名义建立割据政权，也说明达到精神上的统一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因此，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仍须扮演镇护国家的角色，仍须将建立统一的民族精神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

文武王金法敏也算是韩国历史上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人物，身为太子时就帮助父王（武烈王）征服了百济，即位后消灭了高句丽，最终又交替使用军事和外交两手，排除了唐朝的军事势力，统一了三韩的全部地域。在他奔波劳累的一生中，始终以佛教作为精神支柱。669年，他以信惠法师为政官大书省，674年，即唐高宗削去了他国王官舜的时候，又起用义安法师为大书省，试图对佛教界进行统一的管理。两年后，他让义湘创建浮石寺。679年，又建成了四天王寺作为镇护国家的道场。[3]文武王曾打算重新建造京城城郭，并就此事征求义湘的意见。义湘回答说：“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4]于是，他停止了筑城的工事。

为了避免倭兵的骚扰，文武王计划在东海边建造镇国寺。他生前时常对智义法师说：“朕身后愿为护国大龙，崇奉佛法，守护邦家。”智义告诉他，从六道轮回来讲，龙是畜报。可他回答说：“我厌世间荣华久矣，若粗报为畜，则雅合朕怀矣。”[5]文武王去世后，世上传他化为龙，群臣也遵照遗言将他葬于东海口。文武王留下的遗诏似乎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佛教信徒所具有的护国爱民精神：

寡人运属纷纭，时当争战，西征北讨，克定疆封，伐叛招携，聿宁遐迩……铸兵戈为农器，驱黎元于仁寿。薄赋省徭，家给人足。民间安堵，城内无虞。仓廪积于丘山，囹圄成于茂草，可谓无愧于幽显，无负于士人。自犯冒风霜，遂成痼疾……山谷迁贸，人代推移。吴王北山之坟，讵见金凫之彩，魏主西陵之望，唯闻铜雀之名。昔日万机之英，终成一封之土。樵牧歌其上，狐免穴其傍。徒费资财，贻其简牍。空劳人力，莫济幽魂，静而思之，伤痛无已。如此之类，非所乐焉。属纩之后十日，便于库门外庭，依西国之式，以火烧葬。服轻重，自有常科；丧制度，务从俭约。其边城镇遏及州县课税，于事非要者，并宜量废。律令格式，有不便者，即便改张。布告远近，令知此意，主者施行。[6]

文武王主张天下统一之后，将兵器铸成农具，废除不必要的课税和不方便的法律，从而使百姓能够平安度日。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对人世的无常之感。他叮嘱死后丧事一切从俭，按照佛教仪式进行火葬。这些情节让人们联想到他是在以佛典中所描述的转轮圣王为榜样实践自己的一生。[7]
继文武王之后的神文王（681—692年在位）也是一位护法君王。文武王临终时告诉他说：“憬兴法师可为国师，不忘朕命。”神文王即位后，立即以憬兴法师为国老，委以教化之责。682年，神文王完成了文武王创寺于东海边的遗愿，名之为感恩寺。同年五月，王幸感恩寺，得镇国大宝万波息笛。其缘由是这样的：

第三十一神文大王，讳政明，金氏，开耀元年辛巳七月七日即位，为圣考文武大王创感恩寺于东海边。（寺中记云：文武王欲镇倭兵，故始创此寺，未毕而崩，为海龙。其子神文立，开耀二年毕。排金堂砌下东向开一穴，乃龙之入寺旋绕之备，盖遗诏之藏骨处，名大王岩。寺名感恩寺，后见龙现形处，名利见台。）明年壬午五月朔，海官波珍湌朴夙清奏曰：东海中有小山浮来向感恩寺，随波往来。王异之，命日官金春质（一作春日）占之。曰：圣考今为海龙，镇护三韩。抑又金公庾信乃三十三天之一子，今降为大臣。二圣同德，欲出守城之宝。若陛下行幸海边，必得无价大宝。王喜，以其月七日驾幸利见台，望其山，遣使审之。山势如龟头，上有一竿竹，昼为二，夜合一。（一云：山亦昼夜开合如竹。）使来奏之，王御感恩寺宿。明日午时，竹合为一。天地振动，风雨晦暗七日。至其月十六日，风霁波平。王泛海入其山，其龙奉黑玉带来献。迎接共坐，问曰：此山与竹或判或合，如何？龙曰：比如一手拍之无声，二手拍则有声。圣王以声理天下之瑞也。王取此竹，作笛吹之，天下和平。今王考为海中大龙，庾信复为天神，二圣同心，出此无价大宝，今我献之。王惊喜，以五色锦彩金玉酬赛之。敕使斫竹，出海时，山与龙忽隐不现……驾还，以其竹作笛，藏于月城天尊库。吹此笛则兵退病愈，旱雨雨晴，风定波平。号万波息笛，称为国宝。孝昭大王代天授四年癸巳，因失礼郎生还之异，更封号曰万万波波息笛。[8]

文武王和金庾信生前为名君名臣，使三韩走上统一。死后，又立即被神话，成为护国善神。笔者在此有感于两点：一是新罗君臣的献身精神，为了国家的平安，自己不惜堪受畜报；二是一个弱小民族处在东西方的压力下只好祈盼超自然力量以求独存的无奈心情。

神文王之后，又历孝昭王（692—702年在位）、圣德王（702—737年在位）、孝成王（737—742年在位）三代，至景德王（742—765年在位）。孝昭王二年，纳田一万顷于柏栗寺。圣德王四年，下令禁杀生。同十一年，封金庾信妻金氏为夫人，时夫人已落发为尼。同十九年修皇龙寺塔。孝成王去世时，遵佛制遗诏烧柩于法流寺南，散骨东海。景德王四年，王纳财币、施田地于敏长寺，翌年夏四月，度僧150人。同十年，大相金大城创佛国寺及石佛寺，请沙门神琳、表训住持。同十二年夏大旱，王召沙门大贤入内讲《金光明经》祈雨。同十三年驾幸皇龙寺听沙门法海讲《华严经》。至此，新罗传统佛教已发展到鼎盛时期。

二 新罗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

一句话，军事上的统一不等于精神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是新罗军事上统一后的一项长期任务。如前所述，新罗根本佛土论在军事统一前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后所述，新罗根本佛土论在日后谋求精神上的统一中仍不失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事实上，新罗佛教也是这样做的，下面笔者将列举一些围绕根本佛土论而产生的神话故事。

（一）朗智与灵鹫山

朗智的神话故事发生在文武王时期，他的生卒年月不详，从他和智通的谈话中得知，他于法兴王丁未之岁（527）寓足灵鹫山，至智通来访的文武王元年（661），已经135年。据说“元晓住磻高寺时，常往谒智，令著初章观文及安身事心论。晓撰讫，使隐士文善奉书驰达。其篇尾述偈云：西谷沙弥稽首礼，东岳上德高岩前（磻高在灵鹫之西北，故西谷沙弥乃自称也），吹以细尘补鹫岳，飞以微滴投龙渊”[9]。从同元晓交往的事实来看，朗智在当时的佛教界声望是很高的。

灵鹫山，梵文音译为“耆阇崛山”，又作“姞栗陀罗矩吒”，意译为“灵鹫山”“鹫头”“鹫峰”“鹫台”等，有时也称作“灵山”“灵岳”“鹫岳”。《大智度论》卷三解释说：“耆阇名鹫，崛名头。”因“山顶似鹫”，且山中多鹫的缘故，故得名。该山位于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东北部，相传释迦牟尼曾在此居住和说法多年，所以许多佛教传说与之有关，如著名的大乘经典《法华经》就是在灵山会上讲述的。由于该山在佛教史上地位之崇高，所以逐渐被神话为释迦如来的报身净土，《法华经·寿量品》所说的“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稳，天人常充满”中的“此土”当指这个地方。中国佛教的僧人们曾将五台山拟称为灵鹫山，而朗智又在新罗对置了一个灵鹫山，可见新罗佛教确有一种标新立异、自我作古的精神。《三国遗事》在描述自己的灵山时，多少带有模仿的痕迹：“歃良州阿曲县之灵鹫山（歃朗，今梁州……），有异僧，庵居累纪，而乡邑皆不识，师亦不言名氏，常讲《法华》，仍有通力。”[10]
新罗佛教在塑造朗智的神话时，还借中国僧人之口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三国遗事》说：“师尝乘云往中国之清凉山，随众听讲，俄顷即还，彼中僧谓是邻居者，然罔知攸止。一日令于众曰：除常住外，别院来僧，各持所居名花异植，来献道场。智明日折山中异木一枝归呈之。彼僧见之，乃曰：此木梵号怛提伽，此云赫，唯西竺海东二灵鹫山有之。彼二山皆第十法云地菩萨所居，斯必圣者也。遂察其行色，乃知住海东灵鹫也。因此改观，名著中外……灵鹫寺记云：朗智尝云，此庵址乃迦叶佛时寺基也。”《三国遗事》卷第五云：“龙朔初，有沙弥智通，伊亮公之家奴也。出家年七岁，时有鸟来鸣云：灵鹫去投朗智为弟子。通闻之寻访此山，来憩于洞中树下，忽见异人出，曰：我是普贤大士，欲授汝戒品，故来尔。因宣戒讫乃隐。通神心豁尔，智证顿圆。遂前行路，逢一僧，乃问朗智师何所住。僧曰：奚问朗智乎？通具陈神鸟之事，僧莞尔而笑曰：我是朗智，今兹堂前亦有鸟来报，有圣儿投师将至矣，宜出迎，故来迎尔。乃执手而叹曰：灵鸟惊尔投吾，报予迎汝，是何祥也？殆山灵之阴助也。传云：山主乃辨才天女。”看来，智通也已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朗智的神话是靠元圣王（785—799年在位）时期的缘会作撰流行于世的，就是说到8世纪末新罗仍在宣扬根本佛土说。

（二）洛山与观音

据《三国遗事》记载，义湘法师自唐回国后，听说观音菩萨垂迹于溟州海边崛内，于是将此地称作“洛山”，因为观音菩萨的道场西域称“宝陀洛伽山”，意译作“小白华”。在此，义湘目睹观音菩萨的真身，于是建洛山寺，作金堂塑像安之。海东洛山的观音信仰又同元晓连在一起。《三国遗事》说：“后有元晓法师，继踵而来，欲求瞻礼。初至于南郊水田中，有一白衣女人刈稻。师戏请其禾，女以稻荒戏答之。又行至桥下，一女洗月水帛。师乞水，女酌其秽水献之。师覆弃之。更酌川水而饮之。时野中松上有一青鸟，呼曰休醍醐和尚，忽隐不现。其松下有一只脱鞋。师既到寺，观音座下又有前所见脱鞋一只，方知前所遇圣女乃真身也。故时人谓之观音松。师欲入圣崛更睹真容，风浪大作，不得入而去。”紧接着，《三国遗事》还描述了正趣菩萨的圣迹。[11]
就这样，汉传佛教中影响极大的观音菩萨，其道场便被移至新罗境内。

（三）弥勒与弥陀的迹化

据《白月山两圣成道记》记载，位于新罗仇史郡北部的白月山峰峦奇秀，延袤数百里。山之东南有仙川村，村中住有两人，一名努夫得，另一人叫怛怛朴朴。此二人皆骨不凡，并有域外遐想。年至弱冠，二人一同剃发为僧。起初他们都挈妻儿共住，经营产业，但方外之志未尝暂废，都发誓要“学佛当成佛，修真必得真”，决心“脱略缠结，成无上道”。于是，他们打算谢绝人世，入深山修炼。当晚二人均梦见白毫光自西而至，光中垂金色臂，摩二人顶。从此，进入白月山无等谷，朴朴占北岭师子岩，作板屋而居。夫得占东岭垒石下有水处，成方丈而居。夫得求弥勒，朴朴求弥陀。大约过了将近三年时光，至景龙三年己酉（709年，圣德王即位八年）四月八日傍晚，一位“姿色殊妙，气袭兰麝，年几二十”的娘子到北庵投宿。这位娘子说：“行途日落千山暮，路隔城遥绝四邻，今日欲投庵下宿，慈悲和上莫生嗔。”但朴朴认为兰若当以护净为务，不愿接纳。于是，这位娘子又至南庵请求夫得。“夫得问：汝从何处犯夜而来？娘答曰：湛然与太虚同体，何有往来！但闻普贤志愿深重，德行高坚，将欲助成菩提耳。”接着她又说了一首诗偈：“日暮千山路，行行绝四邻。竹松阴转邃，溪洞响犹新。乞宿非迷路，尊师欲指津。愿惟从我请，且莫问何人。”夫得从大乘菩萨行精神出发，允许娘子留宿庵中。当晚娘子分娩，夫得帮助准备苫草，后又帮她烧水沐浴。“既而槽中之水香气郁烈，变成金液。驽大骇。娘曰：吾师亦宜沐此。勉强从之，忽觉精神爽凉，肌肤金色。其傍忽生一莲台，娘劝之坐。因谓曰：我是观音菩萨，来助大师，成大菩提矣。言讫不现。朴朴谓今夜必染戒，将归听之。既至，见坐莲台，作弥勒尊像放光明，身彩檀金，不觉叩头而礼……曰：槽有余液，但可浴之。朴朴又浴，亦如前成无量寿。二尊相对俨然，山下村民闻之，竞来瞻仰。叹曰：希有！希有！二圣为说法要，全身蹑云而逝。”[12]
以上是神话的主要情节，笔者想提请注意的是，景德王（742—763年在位）即位后，听到这件事，于丁酉年（757）遣使创大伽蓝，号白月山南寺。广德二年甲辰（764）七月十五日寺成，塑弥勒尊像安于金堂，题额“现身成道弥勒之殿”。又塑弥陀像安于讲堂，题额曰“现身成道无量寿殿”。这就是说，类似这样的神话是得到国家支持的。

（四）台山五万真身

新罗溟州的五台山是慈藏法师开创的，这则神话上文中已经介绍过。他于贞观十年丙申（636）入唐，在中国大和池边石文殊像处虔诚祈祷七日，感得文殊菩萨授四句偈语，又感得释迦如来的袈裟。文殊菩萨告诉他：“汝本国艮方溟州界有五台山，一万文殊常住在彼。”[13]贞观十七年慈藏回国，至此山结茅修行。后来神文王的太子宝川、孝昭兄弟俩[14]各带一千人到省乌坪游览，忽生方外之志，遂悄悄隐入这座五台山，结庵而止，各勤修业。“一日，同上五峰瞻礼，次东台满月山，有一万观音真身现在；南台麒麟山，八大菩萨为首，一万地藏；西台长岭山，无量寿如来为首，一万大势至；北台象王山，释迦如来为首，五百大阿罗汉。中台风庐山亦名地庐山，毗卢遮那为首，一万文殊。如是五万真身一一瞻礼。”[15]神文王死后，孝昭被迫即位。神龙元年乙巳（705）三月初四日，改创真如院，圣德王亲率百寮至五台山营构殿堂，塑文殊金身。“以知识灵卞等五员长转《华严经》，乃结为华严社，长年供费。每岁春秋，各给近山州县仓租一百石、净油一石，以为恒规。”[16]可见，新罗五台山的神话不仅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而且在慈藏之后仍在不断地附会演义。

（五）六祖大师之首

关于六祖慧能禅师之首被盗于新罗一事，韩国的史料是这样记载的：义湘门人三法曾闻中国曹溪六祖慧能之道望，欲参问而未遂其志。以唐玄宗先天二年（713）闻六祖入寂，甚痛恨之。其后经六年金马国弥勒寺僧圭晶自唐还，读其赍来之《法宝坛经》，至经中慧能所说“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人取吾首”这句话时，就想：“吾当力图，以作吾邦万代之福田。”于是他向金庾信的夫人法净尼借二十千金，至唐洪州开元寺，同在那里的本国柏栗寺僧人大悲一起，买通寄留此寺的张净满，取来六祖顶相，暂时供养在法净尼所居之灵妙寺，时为开元十一年（723）。后有一僧现梦，以诗相告：“吾归此土，佛国有因缘，康州智山下，葛花雪里天。人境同如幻，山水妙如莲，我法本无心，幽宅卜万年。”按照这首诗偈的暗示，三法与大悲又往探康州智异山。当时已是十二月天气，积雪如峰，但谷中气暄如春，葛花烂漫，遂于此地斫石为函，安放六祖顶相，又建一兰若，以修禅定。[17]后慧昭（真鉴国师）于花开谷三法和尚兰若遗基上建玉泉寺，也即后来的双溪寺（献康王赐额，875—886年在位）。崔致远曾撰碑说：“屈指法胤，则禅师乃曹溪之玄孙，是用建六祖影堂。”于是世人便将双溪当作供养六祖头骨之处。

然而，《传灯录》记载：

先天二年七月一日，师（慧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速理舟楫。时大众哀慕，乞师且住。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即回。师曰：落叶归根，来时无口。又问：师之法眼，何人传授？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问后莫有难否？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言讫，往新州国恩寺，沐浴讫，跏趺而化……时韶州刺史韦璩撰碑，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扩师颈……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闻塔中如拽铁索声，僧众惊起，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寻见师颈有伤。具以贼事，闻于州县。县令杨侃、刺吏柳无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于石角村，捕得贼人，送韶州鞫问。云姓张名净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取六祖大师首，归海东供养。柳守闻状，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问师上足令韬曰：如何处断？韬曰：若以国法论，理须诛夷。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欲供养，罪可恕矣。柳守嘉叹曰：始知佛门广大，遂赦之。

照中国史料，新罗僧人盗取六祖顶相并未成功，但却煞有介事，其中缘由何在呢？当时新罗刚刚取得统一，唐罗关系并不好，时以兵戎相见。在这种情形下，新罗僧人盗取六祖顶相，尤其是盗取未遂却又以假乱真，其目的除三法所说的“以作吾邦万代之福田”之外，焉知不安与宗主国兼佛法输出国一争高下之心呢？[18]如前所述，传统佛教中的诸佛菩萨已经以垂迹的方式纷纷本土化，唯一生于斯长于斯的禅宗实际创始人中国僧人慧能，也以顶相被盗而新罗化。可见，新罗人改造外来宗教的手段真是无奇不有。

第二节 佛教与儒家“孝”道之融合

三国统一后，新罗儒学的兴盛也是不容忽视的。

早在真兴王六年（545），居柒夫就召集了一批文士修撰国史。善德王九年（640），新罗遣子弟至唐，入国学。真德王二年（648），金春秋入唐，诣国学，观释典及讲论，唐太宗赐新撰《晋书》而还。

百济、高句丽平定后，以入世精神为特征大谈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更加受到新罗政府的重视。神文王二年（682），新罗立国学，8世纪中叶改为太学监，设各科博士及助教，必修课目为《论语》和《孝经》，选修课目有《礼记》、《周易》、《左传》、《毛诗》、《尚书》、《文选》。圣德王十六年（717）秋九月，入唐宿卫、新罗王子金守忠自唐还，带来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画像，置于太学。元圣王四年（788），新罗实行“读书三品科”制度，通过国家考试以录用官吏。其具体情况为：“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19]随着儒学的传播和普及，新罗出现了帝文、守真、良图、风训、薛聪、强首等一大批文人，从他们的事迹和保留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新罗儒学的发达程度。正因为如此，唐玄宗才对派往新罗作为使者的左赞善大夫邢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20]而且还要求邢“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21]
对于新罗人来说，佛教和儒教都是外来宗教，尤其是刚刚取得统一后儒教的力量还无法同佛教相抗衡的时候，二者之间虽也存在着斗争，但还不可能发展成像后来李朝那样的迫害和镇压。从总体上讲，儒、佛之间的调和是统一新罗时期，尤其是统一新罗前半期的主要特色。文武王时曾奉王命作《请释放金仁问》表文的强首，他的经历和思想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文人对儒、佛所持的态度。

强首，中原京沙梁人也，父昔谛奈麻，其母梦见人有角而妊身。及生，头后有高骨，昔谛以儿就当时所谓贤者，问曰：此儿头骨如此何也？答曰：吾闻之伏羲虎形，女娲蛇身，神农牛头，皋陶马口、则圣贤同类……及壮，自知读书，通晓义理。父欲观其志，问曰：尔学佛乎？学儒乎？对曰：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为？愿学儒者之道。父曰：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所闻虽浅近，而所得愈高远，魁然为一时之杰……至神文大王时卒，葬事官供具赙，赠衣物匹段尤多，家人无所私，且归之佛寺。[22]

新罗后期一代文豪崔致远的一生似乎表明：新罗文人得志的时候往往选择儒教，失意的时候就选择佛教；抑或生前选择儒教，临终和死后则选择佛教。崔致远也是王京沙梁部人，自幼精敏好学，12岁时随海船入唐，公元874年18岁时中进士，调授宣州溧水（位于今江苏镇江地区）县尉，后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时黄巢起义，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前往征讨，崔致远任从事，担负书记之任。公元855年，唐僖宗让他持诏书至新罗访问，遂留为侍读。致远自以为入唐学有所成，归来后可以一展宏图，但“衰季多疑忌，不能容，出为大山郡太守”。[23]《三国史记》说：“致远自西事大唐，东归故国，皆遭乱世、屯邅蹇连，动辄得咎，自伤不遇，无复仕进意。逍遥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滨，营台榭植松竹。枕藉书史，啸咏风月。若庆州南山，刚州冰山，陕州清凉寺，智异山双溪寺，合浦县别墅，此皆游焉之所。最后带家隐伽耶山海印寺，与母兄浮图贤俊及定玄师，结为道友，栖迟偃仰，以终老焉。”[24]崔致远最后走上悠游山林的道路，这说明佛教为官场上失意的官僚们提供了另一条遁世的退路。

在儒家思想中，“孝”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这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很大程度上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孝”的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天然支柱。然而，佛教的全部思想，包括它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念，同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孝道思想大相径庭。因此，佛教传到中国后，要想牢固地扎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只能主动地迎合儒家思想，尤其是同孝道相协调。例如中国三国时期的康僧会就不惜改动佛教的原义，将“尽孝”塞入戒律中，使之与“不酒”相配。在《六度集经》中，他把“慰孝悌，养孤独”当成了一条既定的纲领，甚至认为“布施一切圣贤，又不如孝事其亲”，从而将“孝事其亲”看作比“布施圣贤”更重要。他通过一个个行孝感天的故事，来歌颂“至孝之行，德香薰乾”，“至孝之子，实为上贤”。[25]
在新罗，“无生”的佛教理论基石和由儒家观念体现出来的“孝道”这一基本道德也被协调起来，其途径是佛教对儒家的妥协和兼容。可以看出，新罗佛教也是通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将出家和善施描绘成“孝”的最高标志。其中，义湘的弟子真定就是“孝善双美”的代表：

法师真定，罗人也。白衣时隶名卒伍，而家贫不娶，部役之余，庸作受粟，以养孀母。家中计产，唯折脚一铛而已。一日有僧到门，求化营寺铁物。母以铛施之。既而定从外归，母告之故，且虞子意何如尔。定喜现于色，曰：施于佛事，何幸如之，虽无铛又何患！乃以瓦盆为釜，熟食而养之。尝在行伍间，闻人说义湘法师在大伯山说法利人，即有响慕之志。告于母曰：毕孝之后，当投于湘法师，落发学道矣。母曰：佛法难遇，人生大速，乃曰毕孝，不亦晚乎，曷若趁予不死，以闻道闻。慎勿因循，速斯可矣。定曰：萱堂晚景，唯我在侧，弃而出家，岂敢忍乎？母曰：噫！为我防出家，令我便堕泥黎也，虽生养以三牢七鼎，岂可为孝？予其衣食于人之门，亦可守其天年，必欲孝我，莫作尔言。定沉思久之，母即起，罄倒囊储，有米七升。即日毕炊，且曰：恐汝因熟食经营而行慢也，宜在予目下，食其一，橐其六，速行速行。定饮泣固辞曰：弃母出家，其亦人子所难忍也，况其杯浆数日之资，尽裹而行，天地其谓我何？三辞，三劝之。定重违其志，进途宵征，三日达于大伯山，投湘公剃染为弟子，名曰真定。居三年，母之讣音至。定跏趺入定，七日乃起。说者曰，追伤哀毁之至，殆不能堪，故以定水涤之尔。或曰，以定观察母之所生处也。或曰，斯乃如实理荐冥福也。既出定以后，事告于湘。湘率门徒归于小伯山大锥洞，结草为庐，会徒三千，约九十日，讲华严大典，门人智通随讲，撮其枢要成两卷，名《锥洞记》，流通于世。讲毕，其母于梦曰：我已生天矣。[26]

对于真定来说，“毕孝”和“学道”实是两难。他的母亲只能靠他“部役之余，庸作受粟”来抚养，母子相依为命，这越发突出了真定出家的不同寻常。他之所以选择了出家这条道路，按照他母亲的理由，一是因为佛法难遇；二是自己妨碍就会招致地狱的果报，那么，即使整天在一旁侍候，甚至以“三牢七鼎”供养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道”。相反，正因为真定出家学道，才能给母亲“荐冥福”，使母亲得以“生天”。相对来讲，世俗的孝充其量只是“小孝”，而出家学佛才是“大孝”。

在佛教和孝道相协调方面，“孙顺埋儿”是新罗佛教渲染的又一个例子：

孙顺者，牟梁里人，父鹤山。父没，与妻同，但傅人家得米谷养老娘。娘名运乌。顺有小儿，每夺娘食。顺难之，谓其妻曰：儿可得，母难再求，而夺其食，母饥何甚，且埋此儿以图母腹之盈。乃负儿归醉山北郊，掘地忽得石钟，甚奇。夫妇惊怪，乍悬林木上，试击之，舂容可爱。妻曰：得异物，殆儿之福，不可埋也。夫亦以为然。乃负儿与钟而还家。悬钟于梁扣之，声闻于阙。兴德王（826—836）闻之，谓左右曰：西郊有异钟声，清远不类，速检之。王人来检其家，具事奏王。王曰：昔郭巨瘗子，天赐金釜。今孙顺埋儿，地涌石钟。前孝后孝，覆载同鉴。乃赐屋一区，岁给粳五十硕，以尚纯孝焉。顺舍旧居为寺，号弘孝寺，安置石钟。[27]

《三国遗事》中还有另一类例子，即宣扬对佛寺的布施是实现孝道的最好手段。这无疑是新罗佛教寺院经济发展的反映。发生在神文王时代的“大城孝二世父母”即其例证：

牟梁里之贫女庆祖有儿，头大顶平如城，因名大城。家窘不能生育，因役庸于货殖福安家。其家俵田数亩以备衣食之资。时有开士渐开，欲设六轮会于兴轮寺，劝化至福安家。安施布五十疋，开咒愿曰：檀越好布施，天神常护持，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大城闻之，跳踉而入，谓其母曰：予听门僧诵倡，云施一得万倍。念我定无宿善，今兹困匮矣，今又不施，来世益艰。施我庸田于法会，以图后报何如？母曰：善。乃施田于开。未几，城物故。是日夜，国宰金文亮家有天唱云：牟梁里大城儿今托汝家。家人震惊，使检牟梁里，城果亡。其日与唱同时，有娠生儿。左手握不发，七日乃开，有金简子雕大城二字，又以名之。迎其母于第中，兼养之。既壮……乃为现生二亲创佛国寺，为前世爷娘创石佛寺，请神林、表训二圣师各住焉。茂张像设，且酬鞠养之劳。以一身孝二世父母，古亦罕闻，善施之验可不信乎？[28]

在佛教发展史上，早期佛教是反对积蓄财产的，僧侣们大都依靠乞食为生，无任何特权可言。但是，后来随着僧尼的增多、权势的扩大，僧侣便开始聚敛财物，尤其是通过“布施”手段向信徒索取金银财物。“六度”中，布施被当作第一个波罗蜜多，其内含更多的是众生向僧侣的布施。由此，社会财富大量地流入僧侣手中。上面的故事表明，新罗的寺院经济体制已相当发达，这一方面强化了佛教内部的宗派倾向，让新罗僧人都有自己稳定的活动中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新罗佛教的腐败趋势以及佛教和世俗社会对财富的争夺。

第三节 统一新罗中期以后的传统佛教

一 世道的江河日下

如前所述，公元668年，唐罗联军最终消灭了百济、高句丽之后，又围绕如何处置百济、高句丽旧地问题，两家反目，以致兵戎相见。后来唐军退出百济故地，安东都护府迁往辽东，紧张的关系才告缓和。从669年至733年，即从文武王至圣德王大约半个多世纪里，唐罗之间虽然还保持着断断续续的朝贡关系（其中新罗朝贡11次，献方物15次，贺正8次；唐向新罗册封2次），但总的说来，双方是面和心不和。直到渤海国的兴起，唐罗关系又开始密切起来。一方面，唐王朝可以借助新罗的力量来牵制渤海国的势力，防止其入侵；另一方面，新罗为巩固国内的统一，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也亟待改善同唐的关系，全方位地吸收唐文化。自733年起，唐罗关系全面恢复正常，在其后的170余年时间里，两国正式的外交活动达71次（据《三国史记》载，其中新罗朝贡21次，献方物9次，贺正14次，朝见4次，表谢3次；唐向新罗册封9次，吊祭4次，求援1次），双方长时间密切合作，和平共处。

从统一起至公元8世纪中叶，新罗大致维持了百年左右的兴盛期。这期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文化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新罗佛教的辉煌和这一兴盛期是同步的，既是兴盛期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自始至终地在为这一兴盛期服务。大约从惠恭王（765—780年在位）开始，新罗王朝便呈衰落之兆，之后的百年真可谓动乱不已，灾害连绵。虽然说神文王元年（681）曾出现苏判金钦突叛乱，同四年（684）出现了安胜族子将军大父叛乱，孝昭王九年（700）又发生伊湌庆永的谋叛，孝成王四年（740）又有波珍湌永宗谋叛，但这些叛乱时间很短，很快就伏诛，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景德王（742—765年在位）是一位锐意改革的君王，但晚年也大兴土木，耽于声色。他的宠臣大奈麻李纯因之避世入山，累征不就，最后剃发为僧，创断俗寺居之。此人闻王好乐，即谒宫中进谏说：“昔者桀纣，荒于酒色，淫乐不止，由是政事凌迟，国家败灭。覆辙在前，后车宜戒。伏望大王改过自新，以永国寿。”[29]景德王总算是明君，听后便“为之停乐”，同时还向他“闻说妙道，以及理世之方”。[30]景德王死后，继之的惠恭王就是个十足的昏君。他“幼少即位。及壮，淫于声色，巡游不度。纲纪紊乱，灾异屡见，人心反侧，社稷杌陧”。[31]当时，唐有安史之乱，新罗国内的动乱也不逊色多少。惠恭王执政期间共发生了5次叛乱：四年（768）秋七月，一吉湌大恭与弟阿湌大廉叛，集众围王宫33日，王军讨平之，诛九族；六年（770）秋八月，大阿湌金融叛，伏诛；十一年（775）夏六月，伊湌金隐居叛，伏诛；秋八月，伊湌廉相与侍中正门谋叛伏诛；十六年（780）二月，伊湌金志贞叛，聚人围犯宫阙。夏四月，上大等金良桐与伊湌敬信举兵，诛志贞等，但这位惠恭王和他的王妃也死于乱军之中。以上是惠恭王在位时的人祸，同时期出现的天灾更是罕见。

惠恭王之后，又历宣德王（780—785年在位）、元圣王（785—799年在位）、昭圣王（799—800年在位）、哀庄王（800—809年在位）、宪德王（809—826年在位）、兴德王（826—836年在位）、僖康王（836—838年在位）、闵哀王（838—839年在位）、神武王（839年在位）、文圣王（839—857年在位）、宪安王（857—861年在位）、景文王（861—875年在位）、宪康王（875—886年在位）、定康王（886—888年在位）、真圣王（888—898年在位）、孝恭王（898—914年在位）、神德王（914—917年在位）、景明王（917—924年在位）、景哀王（924—927年在位）、敬顺王（927—935年在位），共计155年。这一百多年时间里，新罗继续同唐朝保持着友好往来，仍在不断地吸收唐文化。但是，由于外部的压力不复存在，民族矛盾相对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却越来越激烈，以致形成了后三国相互对峙的局面，最终新罗王朝不得不让位于新兴的高丽王朝。下面笔者再列举一些惠恭王之后、后三国形成之前新罗国内出现的主要叛乱。

785年（元圣王元年），敬信与周元争夺王位。宣德王死后，无子，群臣商量立王之族子周元为王。周元住在京北20里处，时遇大雨，阏川水涨，元不得渡。于是，有人说：“即人君大位，固非人谋。今日暴雨，天其或者不欲立周元乎！今上大等敬信，前王之弟，德望素高，有人君之体。”这样，大家便立敬信为王（元圣王）。此事看似偶然，但背后肯定是两股政治势力的斗争。

791年（元圣王七年），伊湌悌恭叛，伏诛。

809年（哀庄王十年），王叔父彦升与弟伊湌悌邕将兵入王宫，作乱弑王及王弟体明。

815年（宪德王七年）秋八月，西边州郡大饥，盗贼蜂起。出军讨平之。

819年（宪德王十一年）三月，草贼遍起。

822年（宪德王十四年）三月，熊川州都督宪昌以父周元不得为王而反叛，国号长安，建元庆云元年。此次叛乱历时长，影响面广。三年后，宪昌子梵文与高达山贼寿神等百余人谋叛，欲立都平壤，攻北汉山，后为都督聪明率兵捕杀。

832年（兴德王七年）八月，饥荒，盗贼蜂起，翌年大饥，民多疫死。

838年（僖康王三年）春正月，上大等金明、侍中利弘等兴兵作乱，害王左右。王知不能自全，乃缢于宫中。金明遂自立为王（闵哀王）。同年，弓福等起兵为僖康王报仇，翌年诛金明等。

841年（文圣王三年），一吉湌弘弼谋叛，事发逃入海岛，捕之不获。

846年（文圣王八年）春，清海弓福据镇叛，后伏诛。

847年（文圣王九年）夏五月，伊湌良顺、波珍湌兴宗等叛，伏诛。

849年（文圣王十一年）秋九月，伊湌金式、大昕等叛，伏诛。

866年（景文王六年）冬十月，伊湌充兴与弟叔兴、季兴谋逆，事发走岱山郡。王命追捕，斩之，夷一族。

868年（景文王八年）春正月，伊湌金锐、金铉等谋叛伏诛。

874年（景文王十四年）五月，伊湌近宗谋逆犯阙，出禁军击破之。近宗与其党夜出城，追获之车裂。

879年（宪康王五年）六月，一吉湌信弘叛，伏诛。

887年（定康王二年），汉州伊湌金荛叛，发兵诛之。

888年，真圣女王即位。这位女王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昏君。也正是在她执政期间，海东历史进入了所谓的后三国时期。关于她和她以后的情况，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介绍。

二 传统佛教的衰落

新罗时期的传统佛教（指禅宗传入之前的佛教），其特点之一，就是同社会政治结合甚密。换句话说，对政治带有极强的依附性。随着王权政治走向衰落，新罗传统佛教各教派也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兴德王五年（830年）曾允许“度僧一百五十人”，但此举的直接动因是“王不豫祈祷”。[32]自惠恭王之后，新罗传统佛教再无高僧大德出现，义学的发展也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上文中曾经说过，新罗一直将佛教当作寻求民族统一的精神支柱。在民族统一战争中，甚至包括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佛教始终起着“契极王化”的作用。可是，新罗政权同佛教结合得过于紧密，势必也会加快佛教自身的腐朽。而佛教队伍的扩大，也自然地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同政府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现象甚至在文武王时期就已出现。据《三国史记》记载，文武王三年（663），百济刚刚平定，高句丽尚在苟延残喘，照理说正需要佛教发挥护国作用，可是文武王却下令“禁人擅以财贷、田地施佛寺”。[33]这说明处于统一和建国时期的新罗政权正需要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因而不允许其白白地流入淄门。新罗统一后，“都城内外为八百八寺之伽蓝林立也”。[34]可见当时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在新罗佛教史上是空前的。

我们说，景德王（742—765年在位）在其执政期间进行的改革确实是大刀阔斧，而他对佛教的支持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正因为如此，他被人们看作是新罗佛教的中兴之主。不过，他的这种“不遗余力”实际上也加速了传统佛教的腐朽化。《三国史记》记载，景德王于执政的第五年（746）度僧150人。同十三年（754）命百官修葺永兴、元延二寺。又据《三国遗事》记载：“新罗第三十五景德大王，以天宝十三载（754）甲午铸皇龙寺钟，长一丈三寸，厚九寸入，重四十九万七千五百八十一斤……肃宗朝，重成新钟，长六尺八寸。又明年乙未，铸芬皇药师铜像，重三十万六千七百斤……又舍黄铜一十二万斤，为先考圣德王欲铸巨钟一口，未就而崩。其子惠恭大王乾运，以大历庚戌十二月，命有司鸠工徒，乃克成之，安于奉德寺。”[35]这是当时佛教界腐败、糜烂的例证。此风直到哀庄王（800—809年在位）时才试图加以纠正。《三国史记》哀庄王传云：“七年（806）春三月……下教，禁新创佛寺，唯许修葺。又禁以锦绣为佛事、金银为器用，宜令所司普告施行。”[36]国家对寺院的限制，说明寺院的糜烂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一然在叙述新罗如何接收先进的中国文化并一统三韩的同时，又指出了新罗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他说：“在上者（指新罗早期的历代国王），其为己也俭，其为人也宽，其设官也略，其行事也简。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使，相续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诵习。于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仪之邦。又凭王师之威灵，平百济高句丽，取其地郡县之，可谓盛矣。然而奉浮屠之法，不知其弊，至使闾里比其塔庙，齐民逃于缁褐，兵农浸小而家日衰，几何其不乱且亡也哉！”[37]当然，新罗的衰落以至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正如一然所说，溺佛的流弊也是其覆灭的原因之一。

这里，笔者还想提出另一个原因，即儒学的抬头对佛教的冲击。强首的例子笔者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他的观点大致代表了新兴的儒学知识分子对佛学的态度。从《三国史记》中可以得知，新罗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国学和太学的教育，执政后不久便亲临学校视察，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甚至亲自到学校听讲经义。举惠恭王为例，他自幼喜欢儒学，765年登上王位时便“幸太学，命博士讲《尚节》义”。十来年后，又再次“幸国学听讲”。又如景文王即位前就曾“游学有日”，即位第三年又“幸国学，令博士以下讲论经义，赐物有差”。据《旧唐书》记载：“（开成）五年（840）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之。”[38]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三国的统一使佛教失去了以往的社会基础；儒学的兴起又是对它的一击。在治理现世的方法上，新罗统治者恐怕更加看重儒学。事实也是如此，儒学的特点正是在它的现世性，它的“仁政说”、“忠孝思想”“礼仪制度”“三纲五常”“天人感应说”等思想都有利于立国后的社会稳定。我们还不会忘记，三国佛教也正是吸收了儒家思想之后才对现实社会发挥影响的，如花郎道的指导思想中儒家思想的色彩就非常浓厚。还有一点，787年开始的这种以儒家经典和汉学选拔人才的制度（“读书三品科”）实际上取代了以往的骨品制、花郎徒和弓箭等方式选拔人才的旧制度。这种科举制无疑切断了佛教和政治相联系的渠道。

新罗佛教和儒学之间的冲突似乎在元晓和薛聪父子身上反映得一清二楚（假如历史上果真有这两个人）。元晓是在新罗自学成才的佛学大家，他的佛教思想一直在为三国走向统一服务。他后来甚至通过还俗来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因此，他可以说是统一过程中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儿子薛聪主要活动在统一后的神文王（681—692年在位）时代，有趣的是他并未继承父业，而是以儒学名闻天下。他不仅是新罗儒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新罗儒学运动的推动者。他创造的用新罗方言解读儒家经典的“吏读法”使那些不熟悉汉文、很难读懂儒家著作的一般士人克服了文字上的障碍，从而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此，他在新罗士人学习儒家经典方面确实起了推动作用。如果我们从传统佛学和儒学的冲突与转变过程中来看元晓父子为何一个从佛、一个从儒，就不至于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三 净土信仰的流行

传统佛教的日趋衰落必然会让位于新传进来并带有超然色彩的禅宗，但同时它又有另一个趋向，即转向民间。这便是净土信仰的盛行。

新罗的净土信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准备，二是往生谭实践。据统计，处于新罗佛教鼎盛期的学僧们大都曾为净土经典注疏，其具体情况如下：

慈藏：《阿弥陀经疏》，佚。

《阿弥陀经义记》，佚。

圆测：《无量寿经疏》，佚。

《阿弥陀经疏》，佚。

元晓：《两卷无量寿经宗要》，佚。

《无量寿经宗要》，《大正藏》第37册。

《阿弥陀经义疏》，《大正藏》第37册。

《游心安乐道》，《大正藏》第47册。

《般舟三昧经疏》，佚。

《般舟三昧经略记》，佚。

《弥勒上生经宗要》，《大正藏》第38册。

法位：《无量寿经疏》，佚。

《无量寿经义疏》（惠谷复元本）。

《观无量寿经疏》，佚。

义湘：《阿弥陀经义记》，佚。

憬兴：《无量寿经连义述文赞》，《大正藏》第37册。

《阿弥陀经略记》，佚。

《观无量寿经疏》，佚。

《三弥勒经述赞》，佚。

《弥勒经逐义述文》，佚。

《弥勒上生经疏》，佚。

《弥勒经述赞》，佚。

《三弥勒经疏》，《大正藏》第38册。

遁伦：《阿弥陀经疏》，佚。

义寂：《两卷无量寿经疏》，佚。

《无量寿经疏》，佚。

《无量寿经述义记》（惠谷复元本）。

《观无量寿经纲要》，佚。

《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疏》，佚。

《弥勒上生经料简》，佚。

玄一：《无量寿经记》，上卷现存《续藏经》。

《观无量寿经记》，佚。

《阿弥陀经疏》，佚。

《随愿往生经记》，佚。

大贤：《无量寿经古迹记》，佚。

《观无量寿经古迹记》，佚。

《阿弥陀经古迹记》，佚。

《称赞净土经古迹记》，佚。

《弥勒上生经古迹记》，佚。

《弥勒成佛经古迹记》，佚。

《弥勒下生经古迹记》，佚。

从上面罗列的著作来看，新罗流行的净土信仰包括弥勒信仰和弥陀信仰两个部分。下面，笔者根据《三国遗事》的记载简单介绍一下新罗净土信仰的形态。

《三国遗事》中较早以净土信仰闻世的僧人是真智王（576—579年在位）时期的真慈，他是兴轮寺僧人，“每就堂主弥勒像前发原（疑为“愿”）誓言：愿我大圣化作花郎，出现于世，我常亲近”。[39]这是弥勒下生与花郎相结合的缘由，也是将弥勒信仰作为花郎团根本理念的最早记录。较早宣传弥陀信仰的是真平王（579—632年在位）时代的惠宿，他名列新罗十圣，也是花郎道的指导者。据说他死后村人将之葬于耳岘东，但有人看见他蹑云西去。善德王（632—646年在位）时代，宰相金良图皈依佛教后，曾于兴轮寺塑阿弥陀尊像，而同时期的慈藏和元晓又都有相关的著述。“元晓不羁”条说他尝“作歌流行于世”，并于“千村万落且歌且舞，化咏而归。使桑枢瓮牖玃猴之辈皆识佛陀之号，咸作南无之称”。[40]可见元晓时常教人念佛往生。“广德·庄严”条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广德和庄严二人隐居修行，一日广德得道西往，庄严便欲同广德妻私通，德妻“靳之”曰：“师示净土，可谓求鱼缘木。”又说：“夫子（指其丈夫）与我同居十余载，未尝一夕同床而枕，况触污乎。但每夜端身正坐，一声念阿弥陀佛号，或作十六观。观既熟，明月入户，时升其光，加趺于上。竭诚若此，虽欲勿西奚往？夫适千里者，一步可规。今师之观可云东矣，西则未可知也。”“庄愧赧而退，便诣元晓法师处，恳求津要。晓作铮观法诱之。藏（应为“庄”）于是洁己悔责，一意修观，亦得西升。”[41]
《白月山两圣成道记》记努夫得与怛怛朴朴一人“勤求弥勒”一人“礼念弥陀”的故事，此事发生在圣德王（702—736年在位）时代。这一事例表明，弥勒信仰和弥陀信仰在新罗是并行不悖的。景德王（742—764年在位）时代，“歃良州东北二十许里有布山川（一云“山川”二字恐倒置）……有五比丘，未详名氏，来寓而念弥陀，求西方几十年。忽有圣众自西来迎，于是五比丘各坐莲台，乘空而逝，至通度寺门外流连，而天乐间奏。寺僧出观，五比丘为说无常苦空之理，蜕弃遗骸，放大光明，向西而去”。[42]又，“南山东麓有避里村，村有寺，因名避里寺。寺有异僧，不言名氏，常念弥陀，声闻于城中，三百六十坊十七万户，无不闻声。声无高下，琅琅一样，以此异之，莫不致敬，皆以念佛师为名”。[43]“郁面婢念佛西升”条也发生在景德王时代，据称当时的康州有“善士数十人志求西方。于州境创弥陀寺，约万日为契”。就是说，景德王时新罗已出现了专门祈求往生西方净土的僧俗结社，并举行念佛讲万日会。元圣王（785—799年在位）时代之后，弥勒信仰和弥陀信仰仍然非常盛行，这从“鍪藏寺弥陀殿”“包山二圣”“洛山二大圣·观音·正趣·调信”等条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出来。

第四节 入华求法请益僧人的活动情况

一 入华求法的基本情况

海东僧人入华求法请益活动并不是起始于三国统一之后，但却是在统一后达到了顶点。出于这一理由，笔者将入华求法问题放到本节来讨论。

21世纪研究海东佛教史的学者们曾在中、韩、日等国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广泛搜罗过海东入华僧人的事迹，但所得的结果也各不相同。据作于李朝末年（日本大正初年）的《朝鲜佛教通史》（共上、中、下三编，李能和著）记录，从公元6世纪前半期至10世纪初的大约380年时间里，入华求法的新罗高僧共64人，其中包括去印度二次求法的高僧10人。又，据日本学者中吉功所著《海东的佛教》（昭和四十八年国书刊行会发行）统计，自隋初（581）至唐末（907）的328年中，新罗来华的佛教僧侣共66人。近年来，新的统计结果远远突破了以上两种数字，如黄心川先生在所著《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一文中提出：“据本文作者多方搜集统计共得117人，其中未见朝鲜史籍的约有二十余人。”又如黄有福、陈景富两位先生在所著《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统计为：“仅仅青史、丰碑之可稽者约略述之，自中国南朝梁代开始，截止于北宋前期，僧俗总人数多达222人。如将此后至明初的入华僧俗亦计算在内，其总数则增为243人。”[44]其中，有一些海东僧人还和中土僧人一起西行求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记56名西域求法高僧中就有9人是新罗籍僧人。此前已有百济国的谦益、新罗国的义信已开海东僧人西天求法之先河。

新罗僧人的入华求法活动，总结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①由于同中国的关系异常密切，交往特别频繁，且既有官方渠道又有民间渠道，所以只要是中国流行的经典或思想基本上都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传到了海东。②很多留学僧都受到双方统治者的支持，都肩负着一定的政治使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③不少海东僧人入华后还至西域再度求法，表现出精益求精的学风。④很多僧人入华后便长期生活在中国，有的甚至终老于斯，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足迹。

下面让我们来谈谈海东僧人入华求法活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那些留华未归并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做出过贡献的高僧大德。这里，笔者只举三个具体的事例：一是禅宗净泉保唐系创始人金无相；二是赤山法花院；三是金地藏。当然，圆测也是当之无愧的这一类的僧人，但他的唯识学直接影响到海东，所以笔者将在下文中介绍他。另外，被视为中国天宗中兴之祖的谛观、义通因为是高丽时代的僧人，他们的事迹也将留待下文来交代。

二 净泉保唐系创始人金无相

较早记载金无相及其禅系的基本资料是大历九年（744）以后写成的《历代法宝记》（撰者未详）。据此记所述，无相禅师为新罗王族出身，于本国出家后浮海西渡，至唐寻师访道。曾周游涉历，后至资州（今四川资中北部）礼德纯寺唐和上处寂。初唐和尚不予相见，无相便燃一指为灯以供养，由此而知其非常人。留居两年之后，移居天谷山。处寂临终时曾付无相以袈裟信衣，并称“此衣是达摩祖师传衣。则天赐与诜和上，诜和上与吾，吾今付嘱汝”。无相得付法及信衣后，遂于天谷山岩下“草衣节食，食尽喰土”。此后又应章仇大夫邀请，开禅法于净泉寺（《宋高僧传》作“净众寺”），化导众生，凡二十余年。宝应元年（762）五月十九日去世，年79岁。临终前，又付法及袈裟给无住禅师。

《历代法宝记》介绍无相的禅法时说：“金和尚每年十二月、正月，与四众百千万人，严设道场，高座说法，先教引声念佛，尽一气念，绝声停念。”显然，这是神秀所传“一行三昧”的余绪。无相在禅法上突出“无忆、无念、莫妄”，以此“三句语”配戒、定、慧三学，称“总持门”（总纲）。三句语中，实际上仍以“无念”为宗。所以，他反反复复地强调：

又云：念不起犹如镜面能照万像，念起犹如镜背即不能照见。又云：须分明知起知灭，此不间断，即是见佛。譬如二人同行，俱至他国，其父将书教诲，一人得书寻读已毕，顺其父教不行非法，一人得书寻读已毕，不依教示炽行诸恶。一切众生依无念者，是孝顺之子；著文字者，是不孝之子……又起信论云：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无念即是真如门，有念即生灭门……又云：水不离波，波不离水。波喻妄念，水喻佛性。

传法世系上，禅宗五祖弘忍门下除慧能外尚有高足十人，“并是一方领袖”。其中之一是资州智诜，诜传处寂，寂传无相。但无相自己却说：“我此三句语，是达摩祖师本传教法”，“不言是诜和上唐和上所说”。他提出应当“许弟子有胜师之义”，这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弟子的要求。

《历代法宝记》记录了弘忍门下的十大弟子，并为慧能得受法衣作传。之后又写武则天授衣于智诜，智诜传处寂，寂又传无相，最后以神会印证袈裟和佛法在此而结束。“这些杂乱的说法，总归在承认慧能不可动摇的嫡传地位，同时又着力鼓吹本系统至少在蜀地是正宗之所在……总的看，净泉保唐系虽然公开标榜自己属于资州传承，但他们特别维护的是慧能的旗帜，在批判京派禅师中与神会的禅理十分接近，或就是接受了神会的影响，从而站在南宗创业者的行列。”[45]该系传播的地区大体上与荷泽系相同，且更靠近唐蕃接壤沿线，在诸军将兵中影响尤其显著。

三 赤山新罗法花院

唐代和新罗之间的交通有陆路有海路。海路一般以山东半岛的登州和浙江的明州为登陆点。照贞元年间（785—805）宰相贾耽所记，经登州的这条路是“从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淤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堧过青泥浦、桃花浦、石人汪、橐陀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堧，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46]这条官方航道由登州折至辽东而转航新罗，由于逐岛航行和沿岸行走，所以比较安全。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由登州横渡黄海直达新罗的海上航线，这条航线只见于圆仁的著作中。

随着唐罗之间政治、贸易、文化等方面交往的加深，一些新罗人便在登州这样的交通要冲地区建起了侨民村落。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登州牟平县的陶村、邵村浦、乳山浦，文登县的赤山村、刘村，泗州涟水县的涟水乡以及密州都有新罗人的侨民村。青州、淄州的长山县有新罗院，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文登县青宁乡的赤山村。一般说来，这些侨民村都接待和迎送过往的航海者，为他们等候信风、补充粮食、修理船只提供方便。举赤山村为例，圆仁记述：

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山里有寺，名亦山法花院，本张宝皋初所建也。长有庄田，以宛粥饭。其庄田一年得五百石米。冬夏讲说：冬讲《法花经》，夏讲八卷《金光明经》，长年讲之……当今新罗通事押衙张咏及林大使、王训等专勾当。

这些侨居的新罗人信仰佛教，而以天台思想为主。创建法花院的张宝皋是何许人呢？杜牧的《张保皋·郑年传》（《樊川文集》卷六）说：“新罗人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为军中小将……后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新罗海路之要冲），使贼不得掠人西去。’其王与万人，如其请，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张保皋被任命为清海镇大使是在新罗兴德王三年（828），他在新罗西海岸建立起阻止海盗掠卖新罗人口的据点，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唐罗之间的海上贸易。他经常在中国山东沿海一带活动，其海上贸易甚至扩展至日本。

法花院中的常住僧人约三十余人，均新罗国籍。他们在这里仍然保留不少新罗的风俗，如“寺家设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之于该院的宗教活动，圆仁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山院起首讲《法花经》，限来年正月十五日为其期。十方众僧及有缘施主皆来会见。就中圣琳和尚是讲经法主。更有论义二人：僧顿证、僧常寂。男女道俗同集院里，白日听讲，夜头礼忏听经及次第。僧等其数卌来人也。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国人耳。

在另一则记录中，圆仁说参加集会的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来人。结愿以后，与集会众授菩萨戒”。又，“赤山法花院常住僧众及沙弥等名：僧昙表、僧谅贤、僧圣琳、僧智真、僧轨范（禅门）、僧顿证（寺主）、明信（去年典座）、惠觉（禅门）、修惠、法清（去年院主）、金政（上座）、真空、法行（禅门）、忠信（禅门）、善范。沙弥道真（去年直岁）、师教、咏贤、信惠（住日本国六年）、融济、师俊、小善、怀高、智应。尼三人。老婆二人”。[47]
圆仁的著作中，记录了赤山法花院的讲经仪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俱引如下：

辰时，打讲经钟，打惊众钟讫。良久之会，大众上堂，方定众钟。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讲师登座讫，称佛名便停。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一行偈矣。至“愿佛开微密”句，大众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脱香”等颂。梵呗讫，讲师唱经题目，便开题，分别三门，释题目讫。维那师出来于高座前，读申会兴之由，及施主别名、所施物色申讫，便以其状转与讲师。讲师把尘尾，一一申举施主名，独自誓愿。誓愿讫，论义者论端举问。举问之间，讲师举尘尾，闻问者语。举问了，便倾尘尾，即还举之，谢问便答。帖问帖答，与本国同，但难仪式稍别。侧手三下后，申解白前，卒尔指申难，声如大嗔人，尽音呼诤。讲师蒙难，但答，不返难。论义了，入文读经。讲讫，大众同音长音赞叹。赞叹语中有“回向”词。讲师下座。一僧唱“处世界如虚空”偈——音声颇似本国。讲师升礼盘，一僧唱三礼了。讲师大众同音。出堂归房。更有覆讲师一人，在高座南下座，便读讲师昨所讲文。至“如含义”句，讲师牒文释义了。覆讲亦读，读尽昨所讲文了。讲师即读次文。每日如斯。

又，新罗一日讲仪式：

辰时，打钟，长打槌了。讲师都讲二人入堂。大众先入列座。讲师、读师入堂之会，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长引。其讲师登北座，都讲登南座了，赞佛便止。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云何于此经”一长偈也。作梵了，南座唱经题目——所谓唱经长引，音有屈曲。唱经之会，大众三遍散花。每散花时各有所颂。唱经了，更短音唱题目。讲师开经目。三门分别，述经大意。释经题目竟，有维那师披读申事兴所由。其状中具载无常道理，亡者功能，亡逝日数。

又，新罗诵经仪式：

打钟定众了，下座一僧起打槌，唱“一切恭敬敬礼常住三宝”。次一僧作梵，“如来妙色身”等两行偈。音韵共唐一般。作梵之会，一人擎香盆历行众座之前。急行行便休。大众同音诵“摩诃般若”题数十遍也。有一师陈申诵经来由了。大众同音诵经。或时行经本，或时不行经本。念经了。导师独唱“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次称佛菩萨号。导师唱云“南无十二大愿”，大众云“药师琉璃光佛”。导师云：“南无药师也”，大众同音云“琉璃光佛”。导师云“南无大慈悲也”，大众同音云“观世音菩萨”。余皆如是。礼佛了，导师独结愿回向。回向稍长。回向之后，导师云“发心”，大众同音亦云“发心”。次导师唱发愿，已竟，顶礼三宝。次施主擎施物坐。导师与咒愿。便散去。

四 地藏与九华山

最早记述释地藏的是与他同时代的费冠卿于元和八年（813）所撰的《九华山化城寺记》，170年后，赞宁正式为之作撰，收入《宋高僧传》卷二十，其所据材料正是费文。照这些材料记载，释地藏是新罗王族出身，因姓金，人们时常称他为“金地藏”。据说他“慈心而貌恶”，“七尺成躯，顶耸奇骨，特高才力，可敌十夫”。出家后，来中国，偶然机会到了池州的九子山，“心甚乐之”，于是便驻足于此。九子山因山有九峰而得名，后李白游此山时因见九峰耸立如莲花，故称之为“九华山”，并作诗云：“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绣出九芙蓉。”山中多溪流、瀑布、怪石、古洞、苍松、翠竹，水光山色独特别致。在此，释地藏“岩栖涧汲，趣尔度日”，并感得九子山神出涌泉以为资用。

关于释地藏所学所宗，史料均无明言。《宋高僧传》有这样一句话：“藏素愿持四大部经，遂下山至南陵，有信士为缮写，得以归山。”这里的“四大部”当即窥基所定的《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鼓音声陀罗尼经》四部净土宗所依持的经典。由此，知其所弘之法与净土教有关。《宋高僧传》又说：“至德年初（756），有诸葛节，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极无人，云日鲜明。居唯藏，孤然闭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郡老惊叹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与同构禅宇，不累岁而大伽蓝。”《九华山化城寺记》也说他“自缉麻衣，其重兼钧”，可见是个头陀行者。但从“闭目石室”、“端坐无念”的描述来看，又似乎重视禅定。结合他所持净土经典来看，很可能此人是坚持禅净双修的。建中初年（780）郡守张严仰慕地藏之高风，奏请朝廷赐额“化成寺”。此时本国僧俗业已闻知释地藏的道誉，纷纷渡海来寻，礼而师之。地藏直到晚年，仍然保持苦行的作风。“其徒且多，无以资岁，藏乃发石得土，其色青白，不碜如面而供众食。其众请法以资神，不以食而养命，南方号为枯槁众，莫不宗仰。”贞元十年[48]夏，释地藏入寂，春秋九十有九。

从以上的记述可以看出，早期释地藏只是一个享有盛誉的苦行僧人，并没有被神化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不过，无论是《九华山化成寺记》还是《宋高僧传》，都已蕴含着将释地藏神化的倾向。如说他入寂前颇多灵应瑞兆，即灭后其尸坐于函中，三年后开函入塔时，发现其颜状鲜活如生，“举舁之际，骨节若撼金锁焉”。另外，建塔之后，塔址发光如火，光成圆状，等等。凭着这些神迹，以及中唐以后社会形势的需要，释地藏慢慢被改造成地藏菩萨，九华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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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晓、义湘与华严宗教学

第一节 元晓的生平

一 早期的经历

元晓是海东佛教史上影响甚巨而又在日常生活中惹人非议的人物。他经历了由三国分裂走向新罗一统的历史大变革时期，笔者之所以把他放在统一新罗部分来论述，原因是他的影响主要是在统一之后，而且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的也是统一以后新罗佛教发展的新的方向和新的特征。例如他身上所体现的会通精神和民众化倾向，据笔者的理解，正是新的时代精神在宗教信仰上的反映。

元晓的生平笔者以为是个谜，中国史料《宋高僧传》中有《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此外，元代昙噩所撰《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也有记载，但内容大致与《宋高僧传》相同。韩国史料有《三国遗事》，该书在“元晓不羁”条中补记了《宋高僧传》中没有记载的几件逸事，此外在记述义湘、智通等人时也多少涉及元晓的事迹。下面，笔者将根据《宋高僧传》和《三国遗事》来叙述元晓的生平，然后再分析他的佛学思想。

《宋高僧传》说：“释元晓，姓薛氏，东海湘州人也。”对于元晓的家世和籍贯，《三国遗事》补充道：

圣师元晓，俗姓薛氏。祖仍皮公，亦元赤大公，今赤大渊侧有仍皮公庙。父谈捺乃末。初示生于押梁郡南（今章山郡）佛地村新栗谷裟罗树下。村名佛地，或作发智村（俚云弗等乙村）。裟罗树者，谚云：师之家本住此谷西南，母既娠而月满，适过此谷栗树下，忽分产而仓皇不能归家，且以夫衣挂树，而寝处其中，因号树曰裟罗树……师既出家，舍其宅为寺，名初开，树之旁置寺曰裟罗……师生，小名誓幢，第名新幢（幢者俗云毛也）。初母梦流星入怀，因而有娠，及将产，有五色云覆地。真平王三十九年，大业十三年丁丑岁也。[1]

《三国遗事》不仅介绍了元晓的家世和出生地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明确地记载了他出生的具体时间，即“真平王三十九年”、隋“大业十三年”，亦即公元617年。接着，《三国遗事》又说他“生而颖异，学不从师”。这一点，《宋高僧传》的记述有所不同。该传说他“草之年，惠然入法，随师禀业，游处无恒，勇击义围，雄横文阵。仡仡然，桓桓然，进无前却。盖三学之淹通，彼土谓为万人之敌。精义入神为若此也”。元晓自幼出家，舍宅为寺，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以上两种史料的不同点是，前者认为他“学不从师”，而后者则说他“随师禀业”。谁是谁非，我们且看以下史料的证明。佛教史上，有人曾将元晓当作新罗兴轮寺法藏的门人，《大觉国师文集》说他从高句丽来百济从普德学《涅槃经》。主张“学不从师”的《三国遗事》也记载说：“元晓住磻高寺时，常往谒智（朗智）。令著初章观文及安身事心论。晓撰讫，使隐士文善奉书驰达。其篇末述偈云：西谷沙弥稽首礼，东岳上德高岩前（磻高在灵鹫之西北，故西谷沙弥乃自谓也），吹以细尘补鹫岳，飞以微滴投龙渊。云云。山之东有大和池，乃为中国大和池龙植福所创，故云龙渊。通与晓皆大圣也，二圣而抠衣师之，道迈可知。”[2]从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出元晓还是“随师禀业”的。当然，从他佛教知识的广博性来讲，他“游处无恒”、学无常师也是事实。

二 关于入唐一事

入唐求法是元晓经历中最有争议的一件事。对此，《宋高僧传》中的“元晓传”和“义湘传”中的记录差别很大。“元晓传”非常简单，只是说：

尝与湘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娼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锡。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闾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

单凭这条史料，我们似乎可以做这样两种理解：一是他确实曾与义湘一起入唐，投玄奘门下学习，但不久他所仰慕的玄奘法师便已入寂。[3]于是，元晓也就返回新罗。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即使他未能同玄奘过多地接触，也会同以圆测为首的新罗系法相宗僧人有密切的交往。从元晓后来的思想倾向来看，其确实更加接近新罗一系的唯识学。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与窥基一系相对抗的唯识新罗系在海东的代表人物。在有些史料里，元晓和圆测、顺璟、神昉、玄范、胜庄、义寂、知仁等其他海东僧人一起名跻玄奘直传弟子之列。就现存的史料来看仍然缺少有力的证据，但就元晓的思想和他同中国佛教的密切程度来看，他的入唐求法是极有可能的。[4]
上述史料的第二种理解是他“尝（打算）与湘师入唐”，原因是“慕奘三藏慈恩之门”，想向他学习慈恩宗的教义。然而，由于未及入唐玄奘便已入寂，目的未能达到，所以不久便导致了“发言狂悖，示迹乖疏”的放荡行为。从入唐未成的角度讲，这种理解同以下史料是一致的。

关于“厥缘既差”，入唐未成的原因，《宋高僧传》中的“唐新罗国义湘传”却有另一番非常详细的说明：“（义湘）年弱冠，闻唐土教宗鼎盛，与元晓法师同志西游。行至本国海门唐州界，计求巨舰，将越沧波。倏于中途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龛间隐身，所以避飘湿焉。迨乎明旦相视，乃古坟骸骨旁也。天犹霡霖，地且泥涂，尺寸难前，逗留不进。又寄埏甓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为怪。晓公叹曰：前之寓宿，谓土龛而且安，此夜留宵，托鬼乡而多祟，则知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龛坟不二。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我不入唐，却携囊返国。”照这样说来，元晓“息心游往”的原因是思想上的转变。

查《三国遗事》“义湘传教”条，义湘入唐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年二十九依京师皇福寺落发”后“未几，西图观华，遂与元晓道出辽东，边戍逻之为谍者，囚闭累旬，仅免而还”。第二次，“永徽初，会唐使船有西还者，寓载入中国”。案《海东高僧传》记义湘生于“真平建福四十二年（625）”，[5]《浮石本碑》也说他生于“武德八年（625）”，[6]那么，义湘29岁在皇福寺落发出家时已是653年，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入华未成的时间。此时元晓大约是37岁。还有一种说法，即前引《宋高僧传》说义湘“年临弱冠”、“与元晓法师同志西游”，就是说入华时间是在他20岁左右，即643年前后。第二次入华，《三国遗事》“义湘传教”条记为“永徽初”，这显然是错误的。永徽初年即公元650年，比同文所记的第一次入华时间还早两三年。对此，《宋高僧传》记为“总章二年（669）附商船达登州岸”。[7]这显然也是有矛盾的，因为总章元年，即668年，智俨业已入寂，照此说义湘入唐后便无法“往终南山至相寺谒智俨”。而且，从“弱冠”之年到总章二年相差二十五六年，距离也太远了点。所以，最合乎事实和情理的说法是《三国遗事》“前后所将舍利”条所说的“龙朔元年”（661）。该条说：“按此录义湘传云：永徽初，入唐谒智俨。然据《浮石本碑》，湘武德八年生，岁出家，永徽元年庚戌，与元晓同伴欲西入，至高丽有难而回。至龙朔元年辛酉入唐，就学于智俨。”[8]这样，《浮石本碑》便把“永徽元年”作为第一次入华的时间，而将第二次入华定在“龙朔元年”。

对于上述史料，笔者还想提出如下一些疑问。

第一，各种材料对元晓和义湘入华的时间和元晓入唐未成的原因记载不一。《宋高僧传》中“元晓传”只简单地说了“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这样一句。同传“义湘传”虽讲述了“息心游往”的原因，即途中为风雨所阻而悟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和“心外无法”，于是返国。但未说明是否存在两次求法的经过，没有提及为高句丽执为“谍者，囚闭累旬，仅免而还”的经历，而是在说完元晓“携囊返国”后紧接着说义湘“只影孤征，誓死无退，以总章二年附商船达登州岸”。《三国遗事》的“元晓不羁”条对元晓如何“游方始末，弘通茂迹”来了一个“具载唐传与行状，不可具载”而了事。同书“义湘传教”条虽将义湘入唐分作两次，但只明言第一次取道辽东时与元晓同行，后被囚而还；第二次入唐未提与元晓同行，且搭乘的是“唐使船”而不是《宋高僧传》所说的“附商船”；“前后所将舍利”条与“义湘传教”条基本相同，只是时间上有差异。这样看来，元晓和义湘携手西行很可能只有一次，而且是未成功的第一次，原因是交通为高句丽所阻，断不是悟出“三界唯心”“心外无法”之后才主动返回的。

第二，《宋高僧传》之“义湘传”所记入唐经过矛盾百出。该传说入唐时正值义湘“年临弱冠”，这似乎应当是第一次。然而第一次道出辽东，无需“计求巨舰，将越沧波”。如果说是第二次，不仅“年临弱冠”和“总章二年”之说与事实不符，而且因为有了“唐使船”或“商船”也无需“计求巨舰”。所以，《宋高僧传》很可能是将两次入唐混为一谈。

第三，即使义湘第二次入唐时元晓也曾打算一同前往，其后来半途而废的原因也不见得就是上述的彻悟。这里，笔者倒是觉得前引《宋高僧传》“元晓传”中“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这句话颇值得玩味。如上文所言，义湘第二次入唐的时间是龙朔元年，而这一年恰好又正是玄奘入寂的时间（照《旧唐书》的说法）。笔者以为，这正是“厥缘既差，息心游往”的奥义所在。由此，我们便不难想象为什么除《宋高僧传》“义湘传”外其他史料基本上不谈因悟返国的事迹。

第四，元晓虽然想入玄奘门下学习，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当时玄奘在佛教界的影响所致。上文已提及元晓属于唯识新罗系，这是相对于唯识窥基系而言。就其思想的总体而言，元晓应属于华严宗和《大乘起信论》系统的“如来藏缘起”一系，不同于唯识宗的“阿赖耶识缘起”。所以，所谓悟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不能代表元晓思想的究极，他的理论体系也与之无关。何况“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只是唯识学的基本命题，用不着要元晓以特别的机缘来悟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元晓雨夜开悟、随即携囊还国的情节很可能是后人杜撰的。而且，这一情节的出现有可能同高丽时期民族佛教的兴起有关。本来元晓的思想同隋唐时期已趋于本土化的中国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杜撰者却偏偏要说他是通过自己开悟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笔者想，这无疑是为了抬高民族佛教的需要——往大一点说，也是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需要。

由此，围绕元晓入唐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有如下两种可能：一是他确曾入唐（如前述）；二是元晓和义湘实即一人。把元晓和义湘看作一人的大胆推断是近代中国佛教的奠基人杨仁山提出来的，他在《书〈起信论海东疏记〉后》这篇短短的跋文中说：

尝考传记，义想与元晓入唐参禅。晓公悟唯心之旨，中途而返，义想（宋传作湘）就学终南，岁久方归；贤首作《华严探玄记》寄之，想公命弟子分讲，大阐华严宗旨。又考诸宗章疏，录载元晓著述四十七种，而义想仅一卷耳！及见日本大安所作《海东别记序》，称元晓与法藏同受学于至相之门，始悟义想、元晓一人也。如此方称憨山德清，藕益智旭之类，后人不察，歧而二之，误矣！宋赞宁作二公传，恍惚离奇，尤不足信。因较疏记，并以识之。

如果元晓到过唐，如果元晓就是义湘，那么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事便全都迎刃而解了，比如元晓为何能如此广泛地触及中国佛教的各种问题，他对《大乘起信论》的疏释为何直接影响到法藏，以及义湘著述很少而却得到法藏的敬仰，将之视为“如来灭后”的“佛日再辉”[9]。

三 元晓的逸事及其意义

以上我们已对元晓是否入唐以及元晓和义湘是否确为一人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和相应的考察，但仍然缺乏有力的证据。下面笔者将按照一般史料的记载来叙述元晓半途“携囊返国”后的生活。

元晓入华未成，不久便“发言狂悖，示迹乖疏”，这是十分突然的，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事。如果说是像《宋高僧传》所暗示的因“慕三藏慈恩之门”而终究未能实现便出现行为上的怪诞，笔者以为这种理由也是不够充分的。至于如何“示迹乖疏”，《三国遗事》倒记录了“唯乡传所记有一二段异事”。

其一：

师尝一人风颠唱街云：谁许没柯斧，我斫支天柱。人皆未喻。时太宗闻之曰：此师殆欲得贵妇产贤子之谓尔。国有大贤，利莫大焉。时瑶石宫（今学院是也）有寡公主，敕宫吏觅晓引入。宫吏奉敕将求之，已自南山来过蚊川桥（沙川，俗云年川，又蚊川，又桥名榆桥也）。遇之，佯堕水中湿衣裤。吏引师于宫，褫衣晒晾，因留宿焉。公主果有娠，生薛聪。聪生而睿敏，博通经史，新罗十贤中一也。以方音通会华夷方俗物名，训解六经文学，至今海东业明经者，传受不绝。

其二：

晓既失戒生聪，已后易俗服，自号小（一作“卜”）姓居士。偶行优人舞弄大瓠，其状瑰奇，因其形制为道具，以《华严经》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命名曰无碍。仍作歌流行于世。尝持此千村万落且歌且舞，化咏而归。使桑枢瓮牖获猴之辈，皆识佛陀之号，咸作南无之称。晓之化大矣哉！

以上两则“异事”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有关义湘在唐期间那位留在新罗的名叫元晓的人的全部活动。前者讲他的艳遇，后者描述他如何在民间传教。无独有偶，笔者在《三国遗事》“二惠同尘”条发现惠宿、惠空的事迹已经具备了元晓的影子。下面笔者打算先引“二惠同尘”条的记载，然后再和元晓做一对比：

释惠宿，沈光于好世郎徒。郎既让名黄卷，师亦隐居赤善村（今安康县有赤谷村）二十余年。时国仙瞿旵公尝往其郊，纵猎一日。宿出于道左，揽辔而请曰：庸僧亦愿随从可乎？公许之。于是纵横驰突，裸袒相先。公既悦。及休劳从，数炮烹相饷，宿亦啖啮，略无忏色。既而进于前曰：今有美鲜于此，益荐之何？公曰：善。宿异人，割其股，置盘以荐，衣血淋漓。公愕然曰：何至此耶？宿曰：始吾谓公仁人也，能恕己通物也，故从之尔。今察公所好，唯杀戮之耽，笃害彼自养而已，岂仁人君子之所为，非吾徒也。遂拂衣而行。公大惭，视其所食盘中，鲜胾不灭。公甚异之，归奏于朝。真平王闻之，遣使征迎。宿示卧妇床而寝。中使陋焉。返行七八里，逢师于途。问其所从来，曰城中檀越家赴七日斋，席罢而来矣。中使以其语达于上，又遗人检檀越家，其事亦实。未几宿忽死，村人舆葬于耳岘（一作刷岘）东。其村人有自岘西来者，逢宿于途中，问其何往，曰：久居此地，欲游他方尔。相揖而别，行半许里，蹑云而逝。其人至岘东，见葬者未散，具说其由。开冢视之，唯芒鞋一只而已。今安康县之北有寺名惠宿，乃其所居云，亦有浮图焉。

释惠空，天真公之家佣妪之子，小名忧助（盖方言也）。公尝患疮滨于死，而侯慰填街。忧助年七岁，谓其母曰：家有何事，宾客之多也？母曰：家公发恶疾，将死矣，尔何不知！助曰：吾能右之。母异其言，告于公。公使唤来，至坐床下，无一语，须臾疮溃。公谓偶尔，不甚异之。既壮，为公养鹰，甚惬公意。初公之弟有得官赴外者，请公这选鹰归治所。一夕公忽忆其鹰，明晨拟遣助取之，助已先知之。俄顷取鹰，昧爽献之。公大惊悟，方知昔日救疮之事，皆叵测也。谓曰：仆不知至圣之托吾家，狂言非礼，污辱之，厥罪何雪！而后乃今，愿为导师导我也。遂下拜。灵异既著，遂出家为僧，易名惠空。常住一小寺，每猖狂大醉，负篑歌舞于街巷，号负篑和尚。所居寺因名夫盖寺，乃篑之乡言也。每入寺之井中，数月不出，因以师名名其井。每出有碧衣神童先涌，故寺僧以此为候。既出，衣裳不湿。晚年移止恒沙寺（今迎日县吾鱼寺谚云：恒沙人出世，故名恒沙洞）。时元晓撰诸经疏，每就师质疑，或相调戏。一日二公沿溪掇鱼虾而啖之，放便于石上。公指之戏曰：汝屎吾鱼，故因名吾鱼寺。或人以此为晓师之语滥也。乡俗讹呼其溪曰芼矣川，瞿旵公尝游山，见公死僵于山路中，其尸膨胀烂生虫蛆。悲叹久之，及回辔入城，见公大醉歌舞于市中。又一日将草索绹入灵庙寺，围结于金堂，与左右经楼及南门廊庑，告刚司，此索须三日后取之。刚司异焉而从之。果三日，善德王驾幸入寺。志鬼心火出烧其塔，唯结索处获免。又，神印祖师明朗新创金刚寺，设落成会，龙象毕集，唯师不赴。朗即焚香虔祷，少焉公至。时方大雨，衣裤不湿，足不沾泥。谓明朗曰：辱召勤勤，故兹来矣。灵迹颇多。及终，浮空告寂，舍利莫知其数。尝见《肇论》曰：是吾昔所撰也。乃知僧肇之后也。

从“二惠”的事迹中，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了塑造元晓这个人物时的原始素材。具体地讲，惠宿这种别出心裁的传教方式，尤其是“示卧妇床而寝”的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元晓与瑶石宫寡公主的关系；而惠空的癫狂和神通也好像同上述元晓的第二件“异事”有几分相像。同公主私通或癫狂不羁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一种“方便”，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佛教中也找得出。像惠宿、惠空抑或是元晓这些逸事的流传很可能受到了中国同类题材的影响，特别是上述惠空的神话中明显地带有达摩禅师只履西归的痕迹。

对比元晓和二惠，笔者无非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元晓和义湘实为一人的，那么现存史料中“元晓”这个人物的塑造有些地方就是取材于二惠的事迹；第二，如果元晓实有其人，那么他的行为也很可能受到了二惠的影响。当然，如果说元晓其人不存在，紧接着就有一个问题，即其子薛聪怎么解释。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如果元晓即义湘的话，那么薛聪当然就是义湘之子。《三国遗事》“义湘传教”条说义湘“年二十九依京师皇福寺落发”，薛聪有可能就是他29岁正式出家前生的儿子。[10]仔细阅读《三国遗事》的读者都会发现，元晓在一然的笔下经常被描绘成一个风流十足的狂僧，同公主的私通即是一例，前述《三国遗事》“洛山二大圣观音正趣调信”条中同“白衣女人”的调情又是另一例。

用这种笔调刻画元晓显然带有几分不恭，这和后世元晓的崇奉者们想象中的元晓是不同的。《三国遗事》中人格上和元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义湘，然而正是这位义湘似乎也和女人始终牵扯在一起，这就是下文中将要详细叙述的善妙女。如果我们想象跟元晓私通的就是善妙女这样的平常女子——后人之所以将他同公主联系在一起无非是借以渲染故事的浪漫和神秘色彩——而这位称作义湘的元晓又偕同善妙女一起入唐，并将她寄养在登州新罗人聚集的新罗院，这样的推理是否也有几分合乎情理呢？

无论是元晓的事迹来源于“二惠”也好，抑或是受“二惠”的影响也好，它都代表着新罗佛教新的发展方向，即统一之后新罗佛教出现的世俗化倾向。这一新的方向起初一定会被正统派视为异端，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必然会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史载：“时国王置百座仁王经大会，遍搜硕德。本州以名望（指元晓的名望）举进之，诸德恶其为人，谮王不纳”。[11]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不为世俗所容这一点上，元晓和义湘也有相同之处。《三国遗事》“义湘传教”条说义湘在皇福寺出家，而当时作为国家寺院的是皇龙寺，该寺基本上把握在慈藏一系的律学僧侣们的手里。

应当说，元晓代表的这种世俗化倾向同以前圆光、慈藏所致力的民族化是有区别的。民族化的内容是将外来的佛教同新罗的传统文化（包括从中国传来的儒、道思想）相结合，从而为新罗佛教争取一个正统地位，其真正用意是要使新罗成为三国中的正统。一句话，是为新罗的统一事业服务的。民族化的这一目的使新罗佛教仍不可能走出贵族佛教的藩篱，比如直接受圆光影响的花郎道也只是上层贵族子弟们的修养。元晓的世俗化，其目的是要使佛教走向民间，走进民众的生活之中。为此，他“作歌流行于世”，时常于“千村万落且歌且舞，化咏而归”，即采取各种生动朴素的传教方式，让“桑枢瓮牖玃猴之辈，皆识佛陀之号，咸作南无之称”。

这里，我们应当看到这种世俗化的必然性和作为大乘佛教运动的一种共性。通过元晓的“异事”，笔者很自然地联想起大乘佛教世俗化运动的一位著名的菩萨——维摩诘居士。维摩诘是《维摩诘经》着意刻画的主人翁，他是在家的“居士”，而不是出家的僧人，但他精通佛理，辩才无碍，神通广大，其智慧不仅高于二乘，也高出其他大乘菩萨，达到了几乎不亚于佛的水平。他能用三昧力调动诸佛菩萨，能用智慧和辩才让那些具有“夙慧”和“捷悟”的玄学家们自愧弗如。我们将会看到，元晓的传记也在竭力将他描绘成智慧空前、学识无比的人物。他自己也努力将自己标榜成已经达到“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这种自由无碍的境界。我们知道，维摩诘居士同那些在穷乡僻壤苦行的僧人不同，他居住在“维耶离大城”，人称“长者”，过着一种十足的世俗贵族式的生活。个人行为上，他也曾“博弈戏乐”，“入诸淫种”，“入诸酒会”，“入人臣中”，与世俗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他具有极高的佛教理论和修养，能够“深入微妙，出入智度无极”，因此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善权方便，博入诸道”。于是乎他的身居闹市是为了“欲度人故”；他之所以有“资产无量”目的在于“救摄贫民”；虽然他“有妻子妇”，却能“常修梵行”；尽管“博弈戏乐”，却能“辄以度人”；纵然“入诸淫种”“入诸酒会”，用意却在于“除其欲怒”“能立其志”。他如果“入君子种”，便能“正君子意，能使忍和”；他如果“入人臣中”，就会“正群臣意，为作端首，使入正道”。他“虽为白衣，奉持沙门”；“虽获俗利，不以喜悦”。就是说，他在行为上虽然与俗人无异，但在精神境界上却是无比的高尚。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菩萨胸怀，他所做的一切不但不是堕落，而且还是一种高贵的自我牺牲。在此，笔者不禁想问：《三国遗事》中刻画的元晓同瑶石宫寡公主的私通，以至于生儿育女，这是不是理想中的维摩诘居士双重性格的具体实践呢？维摩诘能“善权方便”，元晓当然也可以从心所欲。而且，笔者觉得元晓确实是有惊人的勇气的，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易俗服”，做起维摩诘式的居士来。

佛教史上，《维摩诘经》的出现标志着世俗化运动在理论上已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出家”与“在家”的界限不再像以往那么明显，“在家”甚至高于“出家”。在对待世俗问题上，该经主张“佛不教人违亲为道”，认为只要“观清净，发菩萨意已应行者”，便“可得出家坚固之志”。出家不在于形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出家，是即具足”。因此，作为佛教徒的标准，不在于是“出家”还是“在家”，而在于是否具有求取佛智的愿望。可以说，元晓的经历是佛教理论上这种转变的生动体现，是使僧侣生活世俗化、世俗生活僧侣化的具体实践。[12]这里，笔者把元晓同维摩诘联系起来考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元晓就有两部关于《维摩诘经》的著述，一部叫《维摩经宗要》（一卷），一部叫《维摩经疏》（三卷），可见他的确受到了该经思想的影响。[13]
作为中国的佛教史料，《宋高僧传》没有记载《三国遗事》中所记的上述两则“异事”，然而却记述了另一则在中国影响很大但却未被《三国遗事》记载的“异事”。这就是元晓关于《金刚三昧经》的注疏。据《宋高僧传》记载：

居无何，王之夫人脑婴痈肿，医工绝验。王及王子臣属祷请山川灵祠，无所不至。有巫觋言曰：苟遣人往他国求药，是疾方瘳。王乃发使泛海入唐募其医术。溟涨之中忽见一翁，由波涛跃出登舟，邀使人入海，睹宫殿严丽，见龙王。王名钤海，谓使者曰：汝国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宫中现有《金刚三昧经》，乃二觉圆通示菩萨行也。今托仗夫人之病为增上缘，欲附此经出彼国流布耳。于是将三十来纸，重沓散经付授使人。复曰：此经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腨肠而内于中，用蜡纸缠藤以药傅之，其如腨故。龙王言：可令大安圣者铨次缀缝，请元晓法师造疏讲释之，夫人疾愈无疑。假使雪山阿伽陀药力亦不过是。龙王送出海面，遂登舟归国。时王闻而欢喜，乃先召大安圣者黏次焉。大安者不测之人也，形服特异，恒在市鄽，击铜钵唱言大安大安之声，故号之也。王命安。安云：但将经来，不愿入王宫阈。安得经排来成八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将付元晓讲，余人则否。晓受斯经，正在本生湘州也。谓使人曰：此经以本始二觉为宗。为我备角乘，将案几，在两角之间，置其笔砚。始终于牛车造成疏五卷。王请克日于黄龙寺敷演。时有薄徒窃盗新疏。以事白王。延于三日，重录成三卷，号为略疏。洎乎王臣道俗云拥法堂。晓乃宣吐有仪，解纷可则，称扬弹指，声沸于空。晓复唱言曰：昔日采百椽时虽不预会，今朝横一栋处唯我独能。时诸名德俯颜惭色，伏膺忏悔焉。初晓示迹无恒，化人不定。或掷盘而救众，或噀水而扑焚；或数处现形，或六方告灭。亦杯渡志公之伦欤？其于性解览无不明矣。疏有广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华。后有翻经三藏，改之为论焉。

《金刚三昧经》是唐初的一部伪经，无译者的署名，其中引有菩提达摩所说“二入四行”等内容，这便是作为伪经的有力证明。这部伪经很有可能就是出自元晓之手。《宋高僧传》大肆渲染该经的缘起，将之说成是龙王有意托国王夫人之病为增上缘，并特意借元晓的疏释使之流布于海东。这种大张旗鼓地刻意编造，反而使元晓伪造该经的意图昭然若揭。上文中已提及“诸德恶其为人”，这说明元晓同当时的佛教界是有矛盾的。就是因为自己的私生活让那些正统的僧侣抓住了把柄，从而抬不起头来，连国王举办的百座仁王经大会也没有资格参加。于是，通过敷演能给国王夫人消病祛灾的《金刚三昧经》，元晓重新奠定了自己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此法一举奏效，以至于他在法会上情不自禁、洋洋得意地说出“昔日采百椽时虽不预会，今朝横一栋处唯我独能”这样既感慨又自负的话来。昔日那些不可一世、道貌岸然的各位“名德”们终于“俯颜惭色，伏膺忏悔”，至此算是不得不因为元晓的独特智慧而肯定了他的维摩诘居士式的行为方式。[14]
元晓的其他事迹我们所知就很少了。《三国遗事》曾说过他于芬皇寺纂《华严疏》，至第四十回向品时“终乃绝笔”。《新修科分六学僧传》说他在讲完《金刚三昧经疏》之后“不知所终”，《高仙寺誓幢和上塔碑》说是“垂拱二年三月卅日终于穴寺，春秋七十也”。唐武则天垂拱二年为新罗第三十一代神文王六年，即公元686年。时晓住高仙寺，又居穴寺，有神足九人，皆称大德。

第二节 元晓的著述及其主要思想

一 现存及已佚著作的统计

元晓的著作多得惊人，据《韩国佛书解题辞典》所载，一共有以下86部：

（1）《大慧度经宗要》一卷，现存。

（2）《金刚般若经疏》三卷（一说为两卷），失。

（3）《般若心经疏》一卷，失。

（4）《法华经宗要》一卷，现存。

（5）《法华经方便品料简》一卷，失。

（6）《法华经要略》一卷，失。

（7）《法华略述》一卷，失。

（8）《金刚三昧经论》三卷，现存。

（9）《华严纲目》一卷，失。

（10）《华严经疏》十卷或八卷，现存。

（11）《华严经宗要》，失。

（12）《华天经入法界品抄》二卷，失。

（13）《大乘观行》一卷或三卷，失。

（14）《一道章》一卷，失。

（15）《胜鬘经疏》二卷或三卷，失。

（16）《无量寿经宗要》一卷，现存。

（17）《无量寿经料简》失。

（18）《无量寿经私记》一卷，失。

（19）《阿弥陀经疏》一卷，现存。

（20）《无量寿经疏》一卷，失。

（21）《涅槃经宗要》一卷或二卷，现存。

（22）《涅槃经疏》五卷，失。

（23）《般舟三昧经疏》一卷，失。

（24）《般舟三昧经略记》一卷，失。

（25）《弥勒上生经宗要》一卷，现存。

（26）《弥勒上·下生经疏》三卷，失。

（27）《维摩经宗要》一卷，失。

（28）《维摩经疏》三卷，失。

（29）《金光明经疏》八卷，失。

（30）《楞伽经疏》七卷或八卷，失。

（31）《楞伽经料简》一卷，失。

（32）《楞伽经宗要》一卷，失。

（33）《解深密经疏》三卷，序存。

（34）《不增不减经疏》一卷，失。

（35）《方广经疏》一卷，失。

（36）《梵网经宗要》一卷，失。

（37）《梵网经疏》二卷，失。

（38）《梵网经略疏》一卷，失。

（39）《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二卷，上卷存。

（40）《菩萨戒本持犯要记》一卷，存。

（41）《菩萨璎珞本业经疏》三卷或二卷，序文、下卷存。

（42）《四分律羯磨疏》四卷，失。

（43）《大乘六情忏悔》一卷，存。

（44）《发心修行章》一卷，存。

（45）《六现观义发菩提心义净义含》一卷，失。

（46）《调伏我心论》一卷，失。

（47）《广百论宗要》一卷，失。

（48）《广百论撮要》一卷，失。

（49）《广百论旨归》一卷，失。

（50）《三论宗要》一卷，失。

（51）《中观论宗要》一卷，失。

（52）《掌珍论宗要》一卷，失。

（53）《掌珍论料简》一卷，失。

（54）《瑜伽抄》五卷，失。

（55）《瑜伽论中实》四卷，失。

（56）《成唯识论宗要》一卷，失。

（57）《梁摄论疏抄》四卷，失。

（58）《摄大乘论世亲释论略记》四卷，失。

（59）《摄大乘论疏》四卷，失。

（60）《中边分别论疏》四卷，存卷三。

（61）《辨中边论疏》四卷，失。

（62）《杂集论疏》五卷，失。

（63）《宝性论宗要》一卷，失。

（64）《宝性论料简》一卷，失。

（65）《因明论疏》一卷，失。

（66）《判比量论》一卷，现存。

（67）《因明入正理论记》一卷，失。

（68）《大乘起信论疏》二卷，存。

（69）《起信论别记》一卷或二卷，现存。

（70）《大乘起信论宗要》一卷，失。

（71）《大乘起信论料简》一卷，失。

（72）《大乘起信论大记》一卷，失。

（73）《大乘起信论私记》一卷，失。

（74）《起信论一道章》一卷，失。

（75）《二障义（章）》一卷，存。

（76）《初章观文》一卷，失。

（77）《二谛章》一卷，失。

（78）《十门和诤论》二卷，存。

（79）《游心安乐道》一卷，现存。

（80）《安身事心论》一卷，失。

（81）《求道譬喻论》一卷，失。

（82）《清辨护法空有诤论》一卷，失。

（83）《成实论疏》十六卷，失。

（84）《阿弥陀经通赞疏》二卷，失。

（85）《无量义经宗要》一卷，失。

（86）《证性、无碍歌》一篇，存。

二 元晓与《华严经》

从以上所列著作的目录来看，元晓所学之广，几乎博及汉佛教的各个学派，无论是空宗还是有宗。人们对元晓的未曾入唐而著述如此之多，就像对义湘曾经入唐且享有盛誉而著述却如此之少一样，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说，对于佛教经典的注疏如果仅仅停留在经典表面意思的诠释上，而不是加以融会贯通的话，著述再多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注释家。综观元晓的作品，虽然无所不包，但其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把他当作华严宗的僧人，笔者认为就其思想来说是可以的，因为他的确是有意识地在用华严学的圆融精神去会通佛教各宗各派的学说的。

《华严经》作为单品的流行是很早的，中国东汉支娄迦谶所译的《兜沙经》即相当于该经的《如来名号品》，而三国吴支谦所译的《菩萨本业经》则相当于《净行品》和《十住品》。后来，西晋竺法护的译籍中，有关《华严经》的成分更多，如《菩萨十住经》（相当于《十住品》）、《渐备一切智德经》（相当于《十地品》）、《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相当于《十定品》）、《如来兴显经》（相当于《如来性起品》和《十忍品》）、《度世品经》（相当于《离世间品》）。另外，东晋圣坚译有《罗摩伽经》（相当于《入法界品》），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曾重译《十住经》（后被移植为《十地品》），等等。东晋末、南朝宋初年（418—421），佛陀跋陀罗正式译出60卷本《华严经》，成为后来华严宗立宗所依据的经典。虽然实叉难陀等于唐证圣至圣历年间（695—699）又译出篇幅更大（增补了《十定品》的内容）的80卷本，但时间上在元晓之后，所以元晓接受的是60卷本，这从他所写的《晋译华严经疏序》即可看出。

从《华严经》单品流行的过程来看，该经不可能是一时一地的产物，而应当“是华严经学派中流传的许多散本的最后结集”。无论是晋译本还是唐译本，原本都是来自于阗，而且至今除《入法界品》和《十地品》之外尚未发现《华严经》的任何梵文本，“由此推断，《华严经》当是公元4世纪流传在西域，可能在于阗编纂成集的”。[15]因为“隋代的阇那崛多和唐代的玄奘都传说于阗邻界的丛山中遮拘迦国收藏着各种大乘经本，《华严》即在其内（见《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西域记》卷十二），而译本经文《诸菩萨住处品》也说到中国的清凉山（山西五台山）和那罗延窟（山东牢山）。由这些线索可以证明《华严经》的编纂地点不会离中国太远”。[16]
《华严经》似乎很早就已流传到海东一带，如《高僧传》卷八《释法度传》说“度有弟子僧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今上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17]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僧朗是不是就在高句丽接受的华严教义，也不能确定他是否一定将佛教教义传入海东。元晓之前，和华严有关的比较确定的人物是慈藏，《三国遗事》“慈藏定律”条在夹注中说：“乡传云，藏入唐，太宗迎至式乾殿，请讲华严，天降甘露，升为国师”，但《三国遗事》接着又否定了这种传说，原因是“唐使与国史皆无闻”。然而，慈藏同《华严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仅凭他对该经描绘的清凉山信仰的移植，便可称为新罗华严第一人。《三国遗事》还说他回国后“改营生缘里第元宁寺，设落成会，讲杂花万偈，感五十二女现身证听”等，足见他有弘传华严思想的具体行动。

元晓的众多著作中，直接关于《华严经》的章疏有这样几部：①《华严纲目》，一卷已佚，篇目见日本圆超所录《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②《华严经疏》十卷（或作八卷），篇目存《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以及《东域传灯目录》（日本永超集）、《新编诸宗教藏总录》（高丽义天录）。义天在《总录》中说此疏“本是八卷，今开第五卷并宗要，均作十卷也”。日本的《高山寺圣教目录》（《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三卷）、《花严宗经论章疏目录》（《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卷）、《佛典疏钞目录》（同前）均记为十卷。该疏现仅存《晋译华严经疏序》以及第三卷“如来光明觉品”的注疏，载《大正大藏经》第85卷和《元晓大师全集》第十册。《三国遗事》“元晓不羁”条说元晓“曾住芬皇寺，纂华严疏，至第四十回向品，终乃绝笔”。据此知他在芬皇寺撰成该疏，且至《回向品》为止。③《华严经宗要》，这篇作品是根据前引义天“今开第五卷并宗要”得知的，卷数等皆不明。④《华严经入法界品抄》，两卷，已佚，篇目存《释教诸师制作目录》卷三“华严宗元晓”条（见《大日本佛教全书·佛教书籍目录》第95卷）。

尽管元晓的有关《华严经》著作基本上都已散失，但我们从现存的序中还是可以窥见其华严思想的大致轮廓。尤其是元晓的华严思想始终贯穿在其他作品中，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又一个新的角度。

在《疏序》中，元晓将《华严经》思想概括地称作“法界法门”，他认为：

今是经者，斯乃圆满无上顿教法轮，广开法界法门，显示无边行德。行德无畏而示之阶，阶故可以造修矣；法门无涯开之的，的故可以进趋矣。趋入彼门者，即无所入故无所不入也；修行此德者，即无所得故无所不得也。

《华严经》的最后一品叫《入法界品》，号召把悟入和深入“法界”当作成佛的标志和最后的归宿。该经虽然未对“法界”一词进行明确的解释，但就通常意义来讲，一般指的是物种和佛因。如《俱舍论》说“法种族义是界义”，又说“界声表种类义，谓十八法种类自性各别不同名十八界”。另外，因为“种族”或“种类”能派生个体，是个体产生的“同类因”，所以“法界”也含有诸法之因性的意思。“法界”的特征一是遍在性，一是恒常性，即所谓“一切无不至，湛然不变迁”（《夜摩天宫菩萨说偈品》）。就物种和性质以及概念来说，道理有多少，法界即有多少。因此，如同《华严经》所言，“法界无量”“法界遍至”，换句话讲就是法界广袤无垠、延绵无尽。在大多数情况下，《华严经》只笼统地将“法界”当作无限差别、无限广大的世间和出世间的概括，或者作为浩瀚无穷的诸佛法的总和，并统视为成佛之因。[18]
基于上述含义，元晓解释说：

无障无碍法界法门者，无法而无不法，非门而无不门也。尔乃非大非小，非促非奢，不动不静，不一不多。由非大故作极微而无遗，以非小故为大虚而有余；非促之故能含三世劫波，非奢之故举体入一刹；不动不静故生死为涅槃，涅槃为生死；不一不多故一法是一切法，一切法是一法。如是无障无碍之法，乃作法界法门之术。诸大菩萨之所入也，三世诸佛之所出也，二乘四果之聋盲，凡夫下士之所笑惊。若人得入是法门法，即能不过一念普现无边三世，复以十方世界，咸入一微尘内。

引文说明，元晓已认识到《华严经》将悟入法界和随顺法界当作是佛教全部修习的关键。因此他的“法界法门”也就是《华严经》所要求的“随顺一切法界，于一切法界修菩萨行”“深入无量法界智”“于一念中充满一切法界智”这样的“普贤菩萨行门”，也就是上文中他说的“无边行德”。《十行品》把深入法界当作觉悟成佛的途径，肯定“入于真实妙法界，自然觉悟不由他”，元晓则更明确、更形象地称作阶梯的“阶”，因为“行德无畏而示之阶，阶故可以造修矣”。

在此，元晓还揭示了《华严经》方法论上最重要的特征，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哲学范畴的讨论，该经中俯拾皆是，如《十住品》说“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十回向品》说“于一法中知一切诸法，于一切法中亦知一法”；《十忍品》说“于一法中解众多法，众多法中解一法”；等等。具体到佛教来讲，佛的法身是一，应身和化身是多；如来智慧是一，如来智慧的运用是多；诸法的法性是一，法性的表现是多；众生的心是一，心的造作是多。对此，人们不仅要认识到一，也要认识到多，并达到二者的统一，如《十地品》所说的“一切法法，一切法相，有佛无佛常住不异。一切如来不以得此法故说名为佛；声闻辟支佛，亦得此寂灭无分别法”。这种统一的的状态也就是元晓所形容的“无法而无不法，非门而无不门”、“一法是一切法，一切法是一法”。这既是法界的特征，也是法界的本质。在仅存的《华严经疏》卷第三中，他指出“一切法入一法中，一中解无量；一法入一切法故无量中解一也”。

我们知道，《华严经》还把“一”与“多”的关系升华为“相即”“相入”“相摄”范畴。因为有了“相即”“相入”，本来以为是有差别的事物则变成完全平等，没有对立和差别。于是，“知秽世界即是净世界，知净世界即是秽世界，知长劫即是短劫，知短劫即是长劫”。（《初发心菩萨功德品》）元晓以“无障无碍”作为“法界法门”的修饰语，即是抓住了“法界”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所以，在他看来，“法界”“非大非小，非促非奢，不动不静，不一不多”，等无差别。由此，“一念”可以“普现无边三世”，也可以“以十方世界，咸入一微尘内”。以此类推，《十行品》说“佛法世间法等无差别：世间法入佛法，佛法入世间法”；元晓则说“生死为涅槃，涅槃为生死”。

总之，《华严经》把世界的一切现象总结为一与多的关系，又把统一的诸多差别的关系归结为相即相入，其目的是为了融摄各种宗教学说和哲学流派为一体。出于这种圆融无碍的精神，元晓对当时流行的主要经典基本上都做了疏释。下面笔者就来考察一下与《华严经》思想密切相关，而且也是元晓著作中幸存的有关《大乘起信论》和《金刚三昧经》的注疏。

三 元晓与《大乘起信论》

元晓一生的著述中有关《大乘起信论》的著作最多，一共有七部，即上文列举的《起信论疏》《起信论别记》《大乘起信论宗要》《大乘起信论料简》《大乘起信论大记》《大乘起信论私记》《起信论一道章》。现在，七部中只存两部。一部是《起信论疏》，分上、下两卷；另一部是《大乘起信论别记》，或作一卷，或作两卷，实为本、末两个部分。现存的《疏》和《别记》又有合刊，称《大乘起信论疏记会本》，共六卷。

《大乘起信论》在中国乃至东亚佛教史上影响之巨和有关该论的争议在众多的佛教典籍中无出其右。该论有两个译本，均题马鸣造，其中一个称陈真谛译（一卷，前有智恺序），另一个称大周实叉难陀译（二卷，亦有序文）。正如杜继文在所著《〈大乘起信论〉述评》中所指出的：“这两个译本，从造者到译者，从论本到序言，都有人表示怀疑，所谓《起信论》的真译还是伪托的问题，就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悬案，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19]
20世纪60年代初吕澂著《〈起信〉与禅》、《〈起信〉与〈楞伽〉》等文，“意在证明《起信》之伪”，他认为“《起信》以国人之玄想，曲解佛法托始马鸣，隋唐以降，治学者备为所惑”。一千多年来，已有许多人对《起信论》的真伪产生过疑问，如“隋代经录家，即疑其非真谛所译；唐世义解家，亦不信为马鸣所撰；奘门基师一系，更力斥其立义之非；但实际影响不著”。晚近的一些学者虽然运用考证方法探讨这一问题，但“仍只证其与马鸣、真谛无涉而止，终不能揭穿译籍之伪幕，而确断为中国人之手笔；学理上，类以一派学说相批评，而不得定论”。所以吕澂一改前人的做法，“别取途径，先寻其义理之根据，从而分析，再与以刊定，务使其伪迹表著，无所遁形而后已”。吕澂称这种方法为“义据批评法”。吕澂运用他独特的方法，将《起信论》和其依据的经典《楞伽经》做出详细的比较，发现《起信论》所依据的并不是南朝宋求那跋陀罗的译本，而是依据“错谬百出”的北魏菩提流支译本，“且以意敷衍其义”。吕澂从《起信论》“以一心二门立宗，视真如与如来藏为一”等七个方面来说明该论根据北魏译《楞伽》而撰成，并由此指出：“是则唯有中国人撰述，乃获如是耳。岂有马鸣原著能悬知中土原译《楞伽》有错而预为之说哉。”[20]
杜继文在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之后，也得出“是中国人的撰述，当不再成为问题”的结论。在前节《述评》中，杜继文还注意到一直活跃在北朝地论学势力范围里的昙延的事迹，认为“他以马鸣名义作疏，而且思想如此接近《起信论》，使人很容易怀疑昙延就是《起信论》的真正作者”。在考察了南朝梁陈时期佛教思想，尤其是六家七宗的般若学、三论学和《起信论》思想的相通之处后，杜继文进一步指出：“根据这样一些现象，说昙延总结了南北朝末期的义学主流和禅法新潮，以马鸣梦授的形式写成《起信论》，是极可能的。”[21]关于《起信论》成书的时间，吕澂在《〈起信〉与禅》一文中推定为513—592年，即以北魏译《楞伽》的问世为上限，以最早引用《起信》的《大乘义章》的作者慧远的卒年为下限。杜继文在此基础上又将其范围缩小到真谛来华的548年（太清二年）之后和昙延去世的588年之前。因为该论既然假托真谛所译则必然出现在真谛来华之后，而昙延曾作《起信论疏》，因此不可能晚于他的卒年。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元晓在疏释《起信论》时的独到之处。

《起信论》产生的这段时间，中国朝代更迭十分频繁，其间又有北周武帝灭佛一事。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佛教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综观中国佛教史，此时正经由般若中观学、涅槃佛性论而兴起瑜伽唯识学的热潮。由菩提流支和慧光、法上等人开创的地论学成为北朝佛教的统治思想；南朝则盛行三论学；楞伽学和禅学的结合发展成隋唐禅宗的摇篮；而摄论学也大规模地由南向北扩展其势力。从思想源流上看，三论学直承汉魏时期的般若学，而远承印度的以《般若》经类为依据、由龙树和提婆创始的中观学派；唯识学则发端于地论学而远承印度的以《解深密》等经为依据，由无著、世亲发展起来的瑜伽行学派。在这两个体系之外，还有佛性论一派，所依经典有《涅槃经》、《胜鬘经》等。此派认为人人具有“自性清净心”，此心含藏如来一切功德，即“如来藏”。“在中国佛教中，以众生悉有佛性、佛性即是清净心性之说，到南北朝时已形成主流。”[22]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起信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要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做出梳理和总结。《别记》中，元晓一开始便抓住了《起信论》作为大乘佛教之纲领的这一特点，指出：

此为论也，无所不立，无所不破，如中观论十二门论等，遍破诸执，亦破于破而不还许能破所破，是谓往而不遍论也；其瑜伽论摄大乘等，通立深浅，判于法门，而不融遣自所立法，是谓与而不夺论也。今此论者，既智既仁，亦玄亦博，无不立而自遣，无不破而还许。而还许者，显彼往者往极而遍立，而自遣者，明此与者穷与而夺。是谓诸论之祖宗，群诤之评主也。所述虽广，可略而言。开二门于一心，栝摩罗百八之广诰，示性净于相染，普综逾阇十五之幽致。至如鹄林一味之宗，鹫山无二之趣，金鼓同性三身之极果，花严璎珞四阶之深因，大品大集旷荡之至道，日藏月藏秘密之玄门，凡此等辈众典肝心一以贯之者，其唯此论乎！故下文云：为欲总摄如来广大深法无边义故，应说此论。[23]

《起信论》的中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一心二门”，亦即上文中元晓说的“开二门于一心”。“一心”又称“众生心”，该论拿它来定义“摩诃衍”（大乘）的含义，并认为“是心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因此被当作世界的最高本体。对于“一心”的性质，该论用“体大”、“相大”、“用大”来加以规定。“体大”意味着“心”是一种实体，是佛教当作绝对真理的真如；“相大”指众生心即是“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用大”指众生心“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即一切从善行为都由此“心”决定。该论将“一心”分作“二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且“不相离”。上文已言及吕澂的观点，即以为《起信论》以一心二门为宗，视真如与如来藏为一的说法来源于北魏译《楞伽经》，这一点元晓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所以他便根据北魏译进一步疏释“一心二门”说：

言依一心法有二种门者，如经本言，寂灭者名为一心，一心者名如来藏。此言心真如门者，即释彼经寂灭者名为一心也；心生灭门者，是释经中一心者名如来藏也。所以然者，以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唯是一心，如是名为心真如门，故言寂灭者名为一心。又此一心体是本觉，而随无明动作生灭，故于此门如来之性隐而不显，名如来藏，如经言如来藏者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变现诸趣，如是等义在生灭门，故言一心者名如来藏，是显一心之生灭门。[24]

元晓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起信论》的真伪问题，但他意识到该论同北魏译《楞伽经》的渊源关系，而且随处引《楞伽经》的观点解释该论，并以之同法相唯识一系的思想相区分，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见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倾向性。他在《疏》中只提论主马鸣，而不提译者是谁，很可能是他已觉察到该论系伪作，然而出于维护其权威性或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不便予以揭穿。

以华严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元晓，在疏释《起信论》时也时刻不忘将二者的思想相会通。该论说“如来在世，众生利根，能说之人色心业胜，圆音一演，异类等解”，但如来灭后，“以众生根行不等，受解缘别”。元晓疏解“圆音一演”时说：“此言圆音，即是一音。……一音圆音，随机现无量色声，犹如空谷无声，随呼发响。”佛的“圆音”是“一”，而根机不同的众生们听到的“众音”则是“非一”，众生从“一音圆音”而“随其根性各得一音”。打个比喻，“犹如满月唯一圆形，随器差别而现多影。当知此中道理亦尔，如经言：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故”。关于“一音圆音”与“众音”之间的关系，元晓说：

一切众生所有言音莫非如来法轮声摄，但此佛音无障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即一，故名一音；一即一切，故名圆音。如《华严经》言：一切众生语言法，一言演说尽无余，悉欲解了净密音，菩萨因是初发心故。又此佛音不可思议，不但一音言即一切音，亦于诸法无不等遍。今且略举六双，显其等遍之相。一者等于一切众生及一切法、二者等于十方诸刹及三世诸劫、三者等于一切应身如来及一切化身诸佛、四者等于一切法界及虚空界、五者等于无碍相入界及无量出生界、六者等于一切行界及寂静涅槃界。此义如《华严经》三种无碍中说。[25]

可见，元晓紧紧抓住了《华严经》“一多相即”的基本理论。此外，元晓的疏释还涉及《华严经》“理事无碍”的哲学体系，并以此来解释“真如门”和“生灭门”之间的关系。他说：

真如门是诸法通相，通相外无别诸法，诸法皆为通相所摄，如微尘是瓦器通相，通相外无别瓦器。瓦器皆为微尘所摄，真如门亦如是。生灭门者，即以真如，是善不善因，与缘和合，变作诸法。虽实变作诸法，而恒不坏真性，故于此门亦摄真如，如微尘性聚成瓦器，而常不失微尘性相，故瓦器门即摄微尘，生灭门亦如是。设使二门虽无别体，二门相乖不相通者，则应真如门中摄理而不摄事，生灭门中，摄事而不摄理。而今二门互相融通，际限无分，是故皆各通摄一切理事诸法，故言二门不相离故。[26]

就中国华严宗的成立来讲，该宗依据《华严经》来立宗，是没有异议的。“但后来发展的华严宗并非单纯地从这上面汲取源泉，另外它还有统一当时各宗各派新旧异说的企图。尤其重要的是在构成判教、观行的理论上很多采取天台、慈恩两宗收获的地方，表面上却又带着批评两家的色彩。”[27]华严宗和法相宗之间是有矛盾的，后世传说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曾经参加过玄奘的初期译事，因不满新译的理论而愤然退出（见《续高僧传》“法藏传”），据吕澂分析，玄奘逝世时法藏才22岁，6年后他出家，如果说他曾参加过玄奘初期的译经工作，算起来那时只有十来岁。显然，这种传说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传说毕竟反映了华严宗人因袭慈恩宗的理论而又需要掩盖真相的饰辞。

无论是《华严经》还是华严宗，都和《起信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该经“一再传来中国经过华严宗的解释阐扬以后，所表现的思想就大大的不同。无尽缘起说既然胶着在自然现象的看法上，丧失了社会的意义，而转依离垢的践行也变成根据一切现成的返本还源。这样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华严思想原有的社会根源不存在于我国就难以索解那些思想的变质，另一方面又由于受了当时盛行的《起信论》思想的影响，不期然地会和它声气相通”。[28]《起信论》对华严宗的影响，表现在法藏身上尤为突出，比如代表其最成熟思想的《妄尽还原观》便“都用《起信》相贯穿”，就是其“学说最精彩的所谓‘性起’说，骨子里也不外乎《起信》所讲全水为波、本末赅彻等思想”。[29]
华严宗之所以向《起信论》靠拢，一方面是理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同法相宗实际斗争的需要，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一个问题。实叉难陀新译本的《大乘起信论》序（佚名）把法藏也作为译事的参与者之一，该序还清楚地表明了对法相宗的态度：“夫理幽则信难，道尊则魔盛，况当劫浊，尤更倍增，故使偏见之流执《成唯识》，诽毁此论真妄互熏。既形于言，遂彰时听；方等甘露，翻为毒药。”这段文字说明“《成唯识论》面世（659年）后，法相宗人即以此论为准绳，对《起信》之说大加诽谤”，尤其是该论提倡的“真妄互熏”说。“唐武后时期，窥基的门徒们曾对圆测一系展开过全面的声讨，对《起信论》的责难，或许是其中的一个环节。”[30]
围绕着华严宗与法相宗、华严宗与《起信论》、《起信论》的拥护者与法相宗以及法相宗内部窥基一系与以圆测为代表的法相新罗系之间的多重关系，元晓在自己的著作中势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下面仅举数例以示一二。《起信论》在解释“生灭门”时说：“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就是说，依靠“如来藏”，即心真如，才有“生灭心”。心的无生灭变化与有生灭变化合在一起，既不同一又无差别，就是“阿黎耶识”。“阿黎耶识”有两种含义：“一者觉义，二者不觉义”。由此得以摄持一切现象，派生一切现象。对“阿黎耶识”的含义，元晓意识到本论和《瑜伽论》的区别。他是这样理解二者之间的区别的：

问：如《瑜伽论》等说阿黎耶识，是异熟识，一向生灭，何故此论乃说此识具含二义？

答：各有所述，不相违背。何者？此微细心，略有二义。若其为业烦恼所感义边，辨无令有一向生灭。若论根本无明所动义边，熏静令动，动静一体。彼所论等，依《深密经》，为除是一是常之见，约业烦恼所感义门，故说此识一向生灭心，心数法差别而转。令此论者，依《楞伽经》，为治真俗别体执，就其无明所动义门，故说不生灭与生灭和合不异。然此无明所动之相，亦即为彼业所感故，二意虽异，识体无二也。[31]

“本觉”一词是相对于“始觉”而说的，它指的是先天固有的佛教觉悟，如《仁王经》所说“自性清净心名本觉悟”。《起信论》把“心”的“性”分为两种：一种就“约体绝相”说，它不生不灭，不净不染，无差别性，此即真如、法性，或称作“心真如”“一法界”；另一种就“约性功德”说，它又具有遍照一切，无所不知，先天地通达真如的功能。元晓是怎样理解“本觉性”的呢？他自问自答道：

问：此本觉性，为当通为染净因性，为当但是诸净法性？若言但是净法因者，何故经云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乃至广说；若通作染净者，何故唯说具足性功德，不说具足性染患耶？

答：此理通与染净作性，是故唯说具性功德。是义云何？以理离净性，故能随缘作诸染法，又离染性故能随缘作诸净法。以能作染净法，故通为染净性。由离染净性，故唯是性功德。何以得离染净性乃成诸功德？取著染净性皆是妄相故。[32]

读元晓的疏释，不难发现他有意要会通《起信论》和《瑜伽论》、《集量论》等各经论。可以说，这是元晓一贯的观点。例如《起信论》曾论述禅行不正，容易生魔，为鬼神佛菩萨等幻觉所惑乱，使人喜怒无常多疑多虑，于是号召人们“当念唯心，境界则灭，终不为恼”。元晓对这里所说的“诸魔外道鬼神”进一步疏解说：“若其多于寅时来者，必是虎兕等；多于卯时来者，必是兔獐等，乃至多于丑时来者，必是牛类等。”他的会通精神竟然体现到佛教以外的文化上。

在元晓的其他著作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他的会通用意。比如他在《无量寿经宗要》中说：“夫众生心性，融通无碍，泰若虚空，湛犹巨海。若虚空故，其体平等，无别相而可深，何有净秽之处。犹巨海故，其性润滑，能随缘而不逆，岂无动静之时。尔乃或因尘风，沦五浊而随转，觉苦浪而长流。或承善根，截四流而不还，至彼岸而永寂。若斯动寂，皆是大梦，以觉言之，无此无彼，秽土净国，本来一心，生死涅槃，终无二际。”这种思想还贯穿在《佛说阿弥陀经疏》《游心安乐道》等文章中。他曾作《十门和诤论》，系统地阐述其圆融思想。

四 元晓与《金刚三昧经论》

杜继文在讨论《起信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也论及《起信论》和《金刚三昧经》的关系。他说：

朝鲜佛教持“真如缘起”之说，有很久远的历史，玄奘的唯识新罗系，从圆测（613—696年）开始就沿着真谛旧译的思路发展。旧译以阿摩罗识（无垢识）为最高本体，与《起信论》以真如正智为本体的主张大同。元晓（617—686年）疏解《起信论》，谓其内容是“开则无量无边之义为宗，合作二门一心之法要”，提倡“为道者永息万境，遂还一心之原”，由此成为《起信论》在朝鲜的最有力的弘扬者。他曾与一个叫作大安的人，创制《金刚三昧经》，伪称原本来自“龙宫”，并自作疏五卷，略为三卷，加以敷演。《宋高僧传》本传称此经“以本、始二觉为宗”，以“二觉圆通示菩萨行”，也正是《起信论》的主体思想。经中说：“诸佛如来常以一觉而转诸识，入庵摩罗”，“庵摩罗”即“阿摩罗”，说明此经之解《起信论》，与真谛旧译有更直接的关系。[33]

正如杜继文所言，《金刚三昧经》和《大乘起信论》的关系十分密切，从上文所引《宋高僧传》的记载以及其他一些迹象判断，它很可能就是出自元晓之手（杜继文的态度是肯定无疑的），但无论如何，它的伪经的烙印是鲜明的。杜继文已说明其思想承真谛的旧译，这里笔者再补充另外一个例子。该经在谈到“诸法一味”时说：“佛言：长者，譬如江河淮海，大小异故，深浅殊故，名文别故。水在江中，名为江水；水在淮中，名为淮水；水在河中，名为河水；俱在海中，名为海水。法亦如是，俱在真如，唯名佛道。”以中国的长江、黄河、淮河来比喻“三乘行”，由此可以看出该经确实是在中国或是在汉文化圈中伪造的。

关于该经的大意，元晓在《金刚三昧经论》中说：

夫一心之源，离有无而独净；三空之海，融真俗而湛然。湛然，融二而不一；独净，离边而非中。非中而离边，故不有之法，不即住无；不无之相，不即住有。不一而融二，故非真之事，未始为俗；非俗之理，未始为真也。融二而不一，故真俗之性，无所不立，染净之相，莫不备焉。离边而非中，故有无之法无所不作，是非之意，莫不周焉。尔乃无破而无不破，无立而无不立，可谓无理之至理，不然之大然矣。是谓斯经之大意也。[34]

在《金刚三昧经》中，“一心”是世间和出世间的最高本体，“独净”是心的最根本的状态和性质，其特点是“离边而非中，离中而非边”。这里，“一心”不仅离二边（有无、生灭等），而且也离于“中道”，即“虽离二边，不存中道”，因而理论上又不同于传统的中道观。怎样才能离“二边”又离“中道”呢？该经提出“无住”，并借梵行长者的口说：

我今闻佛说，知法非二见；亦不依中住，故从无住取。如来所说法，悉从于无住；我从无住处，是处礼如来。敬礼如来相，等空不动智；不着无处所，敬礼无住身。[35]

元晓疏释说：“此中言无住者，不住二谛，亦不在中，虽不在中，而离二边。如是名为无住处也。”

元晓认为，该经题目以“金刚”为喻，是取其“坚实为体，穿破为功”的含义，以此比喻“金刚三昧”以“实际为体，破穿为能”。以实际为体是说金刚三昧能“证理穷源”，即“证法真实定”；所谓“穿破为能”有两重含义，一为破诸疑，即“决定断疑悔”；二是“穿诸定”，就像把一串宝珠穿起来一样，金刚三昧能通达一切三昧，将“诸余三昧”贯穿起来，让他们“皆得有用”。对于“三昧”，元晓的解释为“正思”，“谓在定时，于所缘境，审正思察，故名正思”。在此元晓进一步解释说：“今此金刚三昧，名为正思察者，无正不正，亡思非思，但为别于分别邪念，又不同于虚空无思，所以强号为正思耳。”

该经的主旨，元晓认为“有开有合。合而言之，一味观行为要；开而说之，十重法门为宗”。“观”是从横向通达于“境智”，“行”是从纵向贯穿于因果之中。具体讲，“五法圆满”为“果”，“六行备足”为“因”，“本始二觉”为“智”，“真俗双泯”为“境”。观门中，从初步的“信解”到最后的“等觉”，一共分为“六行”，“六行”圆满时“九识转显，显无垢识，为净法界，转余八识，而成四智。五法既圆，三身斯备。如是因果，不离境智，境智无二，唯是一味，如是一味观行”。

围绕着上述宗旨，该经分成八个部分（八品）。第一部分是“经序品”，称序分；第二部分称正说分，从第二品至第七品；第三部分是“总持品”，这部分总遣疑情，并作为全经的流通分。正说分中，“无相法品”明“无相观”，“无生行品”显“无生行”，“本觉利品”依本利物，“入实际品”从虚入实，“真性空品”辨一切行出真性空，“如来藏品”显无量门入如来藏。对于该经的上述结构，元晓解释说：

如是六门，观行周尽。所以然者，凡诸妄想。无始流转，只由取相分别之患。今欲反流归源，先须破遣诸相，所以初明观无相法。虽遣诸相，若存观心，观心犹生，不会本觉，故泯生心，所以第二显无生行。行既无生，方会本觉，依此化物，令得本利，故第三明本觉利门。若依本觉，以利众生，众生即能从虚入实，所以第四明入实际。内行即无相无生，外化即本利入实，如是二利，以具万行，同出真性，皆顺真空，是故第五明真性空。依此真性。万行斯备，入如来藏一味之源，所以第六显如来藏。既归心源，即无所为，无所为故，无所不为，故说六门以摄大乘。[36]

以上是从逻辑上所做的划分。从六品的内容上，还可以划分为：

初品，示所观之法，法谓一心如来藏体。第二品，明能观之行，行谓六行，无分别观。第三本觉利品显一心中之生灭门。第四入实际品显一心中之真如门。第五真性空品双遣真俗，不坏二谛。第六如来藏品遍收诸门，同示一味。以此二重六门摄大乘义周尽。[37]

关于这六品还有多种划分，但有一点就是该经“摄大乘周尽”，即所有大乘经典的纲领。从这种意义上，该经又称“摄大乘经”或“无量义宗经”。

“无相”和“无生”是该经的两大旗帜。“无相”也称“无相观”。经云：“善男子，若化众生，无生于化，不生无化，其化大矣。”元晓解释说：“无生于化”指的是初修观时破诸有相，于幻化相灭其所生之心。“不生无生”则指的是破除幻化之相的同时也破除空相，于“无化空”亦不生心。破除“有”和“空”这两个极端，目的是要帮助众生灭除“取相心”。当然，该经宣扬的“无相”，具体到修习过程中就是要“令彼众生，皆离心我”，认识到“一切心我，本来空寂”，如能做到“心不幻化，无幻无化”的话，即得“无生”。这里的“我”是“人执”，“心”是“法执”，统称“二缚”。对于如何摆脱人执和法执，该经提出观十二因缘，让人们从因果的关系上灭除“有见”和“无见”。具体办法是：

若有众生，见法生时，令灭无见；见法灭时，令灭有见。若灭是见，得法真无，入决定性，决定无生。[38]

“见法生时”是正观俗法由因缘而生，此时能离取空之见，所以说“令灭无见”。“见法灭时”乃正观俗法本来寂灭，从而离取有之见，所以说“令灭有见”。对此，元晓指出：“观法生时，只离无见而不存生。观寂灭时，唯离有见而不取灭。所以然者，若存生耶，生本寂灭；若取灭耶，灭即生起。如下颂曰：因缘所生义，是义灭非生；灭诸生灭义，是义生非灭，所以能离二边而不着中。如其离无取有破有取空，此为妄空而非真无。今虽离有，而不存空，如是乃得诸法真无。”“真无”指的就是“决定性”，也就是“决定无生”。在此，该经还进一步指出，“无生”虽然是追求的目标，但不能执着于“无生”，即“住无生”，因为“住无生”就会使“生灭心生”，只有“无住于无生境，离诸分别”，才是“无生忍”。

我们知道《大乘起信论》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的“一心二门”，和《起信论》孪生的《金刚三昧经》以及元晓的《金刚三昧经论》当然也以“一心二门”为主题。元晓在疏释“一谛义”时说：“一谛义者，所谓一心，依一心法，有二种门”。该经以“本觉利品”和“入实际品”来专门讨论“一心”中的“生灭门”和“真如门”。

如同《起信论》一样，元晓也援引《楞伽经》所说的“寂灭者名为一心，一心者名如来藏”，将“一心”等同于“如来藏”。同时，元晓还时常把“一心”定义为“一觉”。“一觉”就是本觉，其含义为：“一切诸法，唯是一心，一切众生，唯是一觉”。所以“一觉”是强调众生普遍拥有同一本觉。

“一心”、“一觉”、“本觉”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上述的“无生”。元晓称：“菩萨修观，获无生时，通达众生本来寂静，直是本觉。”在宗教实践上，元晓要求通过“无生行”来“会本觉”。他对“无生行”的解释是“观心体用平等，无生无灭，无始无终”。

该经自我标榜的最大特征是“本”、“始”二觉。对此，《宋高僧传》曾大加渲染，说元晓“备角乘，将案几，在两角之间，置其笔砚，始终于牛车造成疏五卷”。作为世间和出世间最高本体的“如是一心，通为一切染净诸法之所依止故，即是诸法根本”。像《起信论》所说的那样，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而起生、住、异、灭四相，这就是所谓的“染熏于净”，亦即由“本觉”到“不觉”。“染熏于净”是说明世俗世界产生的原因，其中包含有佛教的宇宙发生论和人生起源论。相反，“净熏于染”，即依靠本觉而觉知灭、异、住、生四相本来离念时，便是由“不觉”到“始觉”的过程，因而包含着佛教的解脱论和出世说，是到达彼岸世界的原因。始觉圆满的标志是“四智圆满”。这四智，一是大圆镜智，二是平等性智，三是妙观察智，四是成所作智。“始觉圆满，即同本觉，本始无二，故名一觉。”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该经所立的本、始二觉以及元晓的阐释基本上没有超出《起信论》的范围。

《起信论》在宇宙发生论和出世间的实践上主“如来藏（真如）缘起”说，《金刚三昧经》亦然，因而元晓在《金刚三昧经论》中也称“真心”为“本觉如来藏心”。照该经的陈述，“如来藏”的特征是“性寂不动”，对此，元晓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如来藏门，有二有三。所言三者，如不增不减经言，众生界中，示三种法，皆真实如，不异不差。何谓三法？一者，如来藏本际相应体，及清净法，此法如实不虚妄，不离不脱知不思议法，无始本际来，有此清净相应法体。二者，如来藏本际，不相应体及烦恼缠不清净法，此本际，离脱不相应烦恼缠不清净法，唯有如来菩提智之所能断。三者，如来藏，未来际平等恒及有法，即是一切诸法根本，备一切法，具一切法，于世法中，不离不脱。[39]

以上三种如来藏门，总结起来，第一种是“能摄如来藏”，指住自性时能摄果地如来功德；第二种是“所摄如来藏”，谓烦恼缠不清净法全在如来智内，皆为如来之所摄持；第三种是“隐覆如来藏”，指如来之性为烦恼所覆，众生不见，故名为藏。“性寂不动”的如来藏的“藏性”有“五义”，即：种类义；因义；生义；不改义；密藏义。用“三种如来藏门”和“五义”来诠释、规定“如来藏”，可以看出真谛旧译瑜伽行派对元晓的影响。

真谛等旧译家在阿赖耶识外另立的第九识也被《金刚三昧经》和元晓全盘接收过来。第九识称“唵摩罗识”或“菴摩罗识”，亦称“真如识”，为纯粹之清净心。《翻译名义集》卷六说：“唵摩罗识，名清净识，即是正因。”元晓称此识为“本觉一心之源”，使其同前八识相区别。这样，“唵摩罗识”便等同于“本觉”、“如来藏”。众生由“始觉”回归“本觉”，实际上就是“以何利转而转一切众生，一切情识入唵摩罗”。“一切情识”即是前八识，也称诸识。诸佛如来的任务就是要让众生觉悟到诸情识空寂无生，从而常以一觉而转诸识入唵摩罗。元晓认为，这里所说的“常以一觉”是指能化之本，而“转诸识入唵摩罗”则是标所化之转。其中，前者含“本觉”义，后者含“始觉”义，并显示“始觉即同本觉”。他还进一步解释转诸情识的具体方法，说：“入唵摩罗者，一心之体，离二边故，归此心源，故名为入。如是无住，方得解脱。”

读《金刚三昧经》和元晓的《金刚三昧经论》，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第一点，在南北朝末期至唐朝初期所出现的新、旧瑜伽行派观点的对垒中，在华严宗和法相宗以及法相宗内部窥基派和以圆测为首的法相新罗派的斗争中，元晓的立场已十分明确。他在有关《起信论》的疏记中未能大胆表达的思想，在此却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例如高举“如来藏（真如）缘起”的旗帜，肯定第九识存在，以及对“一阐提”的看法等。第二点，他仍时时以《华严经》的思想相贯穿，但同时又明显地受到三论和法华思想的影响。前者如上文所说的“离二边而不住中道”，后者如他对三乘的看法等。第三点，无论是《金刚三昧经》还是《金刚三昧经论》，结构都十分严密，逻辑层次也相当清楚，可以说是元晓的代表性著作，集中地表达了他的佛学思想。

第三节 义湘的生平

一 家世与生年

现存有关义湘的史料，见诸中国的有北宋赞宁所撰《宋高僧传》之“唐新罗国义湘传”，以及元昙噩所撰《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中的义湘传；见诸韩国史料的有崔致远的《义湘传》《海东高僧传》之《安含传》，一然所著《三国遗事》中的“义湘传教”条，义天所集《圆宗文类》中的“贤首国师寄海东书”以及《浮石本碑》等。以上史料在记述义湘的生平时各有侧重，而且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出入。下面笔者将重点根据《宋高僧传》和《三国遗事》，并旁及其他史料，以叙述义湘的主要经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史料互异之处做出分析和考证。

首先，对于义湘的身世和出生时间，各种史料的说法如下：

释义湘，俗姓朴，鸡林府人也。生且英奇，长而出离，逍遥入道，性分天然。（《宋高僧传》卷四《唐新罗国义湘传》）

唐义湘，新罗国鸡林府人也。（《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四《唐义湘传》）

崔致远所撰义相（湘）传云：相（湘）真平建福四十二年受生。（《海东高僧传》卷二《安含传》）

法师义湘，考曰韩信金氏。年二十九依京师皇福寺落发。（《三国遗事》卷第四“义湘传教”条）

然据浮石本碑，湘武德八年生。丱岁出家……长安二年壬寅示灭，年七十八。（《三国遗事》卷第三“前后所将舍利”条）

童年慕道，壮志辞家。舍华胄之簪裾，标法门之冠冕。（《圆宗文类》第二十二《海东华严初祖忌晨愿文》）

以上史料中《宋高僧传》称义湘“俗姓朴”，而《三国遗事》则说“考曰韩信金氏”。义湘到底是姓朴还是姓金，单靠这两则史料是不能解决的。《宋高僧传》的成书时间为北宋端拱元年（988），比《三国遗事》的成书时间要早。赞宁撰写义湘传时，已有的资料只有《浮石本碑》，这可能是他的资料来源之一。另一种可能，他或许是根据入宋的高丽僧人的口述写成的。一然说“考曰韩信金氏”，直接说出了义湘死去的父亲的名字，这似乎让人觉得他的叙述更加可信。仔细分析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二者在义湘的姓氏上存在着分歧，但同时也传递着一种共同的信息，即义湘出身于贵族。因为，如同笔者在上文中所说过的，古代新罗是由朴、昔、金轮流执政的，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初，后虽由金姓单独世袭，但朴氏仍不失为豪族。所以，无论是姓朴还是姓金，都是贵族，而当时也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出家。这种推断同《圆宗文类》的所说的“舍华胄之簪裾”是相吻合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义湘的出身虽然高贵，可是到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没落的贵族，理由是他不能在作为国立中央寺院的皇龙寺出家，而是在另一所地位不及皇龙寺的皇福寺落发，要知道当时新罗的僧官基本上都是由皇龙寺的僧人把持的。[40]直到义湘的时代为止，皇龙寺的传承系统基本上是以慈藏一系的律学为主，例如自由高句丽亡命至此的惠亮之后，皇龙寺的历代寺主欢喜师、慈藏、惠训、厢律师等无不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义湘出家皇福寺也许正是他后来走上华严学道路的起点，由此整个新罗的佛学方向也发生了转变，即由原来的律学转向新的华严学和唯识学。义湘的出生时间，《海东高僧传》引崔致远所撰《义相（湘）传》说是“真平王建福四十二年”，即公元625年。《三国遗事》引《浮石本碑》说是“武德八年”。“武德”是唐高祖的年号，武德八年亦即公元625年。两说完全一致，因此义湘的生年没有异议。出家的时间，《三国遗事》中的“义湘传教”条说是“年二十九依京师皇福寺落发”，照上述生年推算则为653年；《三国遗事》的另一条即“前后所将舍利”条引《浮石本碑》说是“丱岁年出家”，即20岁时，也就是644年前后。这样看来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上述两条史料中有一条在时间上的记载是错误的；二是义湘确实是在20岁时出家的，但当时并没剃度，身份只是居士，直到29岁时才正式落发。综合其他史料，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较大。比如前节《宋高僧传》说他“长而出离”，前节《圆宗文类》也说他“童年慕道，壮志辞家”。细细品味，似乎有一个先“慕道”后“辞家”的过程。

二 入唐时间及道路考

下面我们来看义湘入唐求法的经过。《宋高僧传》说：

年临弱冠，闻唐土教宗鼎盛，与元晓法师同志西游。行至本国海门唐州界，计求巨舰，将越沧波，倏于中途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龛间隐身。所以避飘湿焉。迄乎明日相视，乃古坟骸骨旁也。天犹霡霖，地且泥涂，尺寸难前，逗留不进。又寄埏甓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为怪。晓公叹曰：前之寓宿谓土龛而且安，此夜留宵托鬼乡而多祟。则知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龛坟不二。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我不入唐。却携囊返国。湘乃只影孤征，誓死无退，以总章二年附商船达登州岸。分卫到一信士家，见湘容色挺拔，留连门下既久，有少女丽服靓妆，名曰善妙，巧媚诲之。湘之心石不可转也。女调不见答，顿发道心，于前矢大愿言：生生世世归命和尚，习学大乘，成就大事，弟子必为檀越供给资缘。湘乃径趋长安终南山智俨三藏所。

接下来笔者再引《三国遗事》“义湘传教”条，以对照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年二十九依京师皇福寺落发，未几西图观化，遂与元晓道出辽东，边戍逻之为谍者，囚闭者累旬，仅免而还（事在崔侯本传及晓师行状等）。永徽初，会唐使船有西还者，寓载入中国。初止扬州。州将刘至仁请留衙内，供养丰赡。寻往终南山至相寺谒智俨。

比较两则史料，主要区别有：第一，《宋高僧传》只记载了一次入唐的经过，而《三国遗事》记有两次。第二，《宋高僧传》所记的入唐时间是“年临弱冠”，照上述生年为625年计算则为644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八年或善德女王在位十三年前后。《三国遗事》说“年二十九依京师皇龙寺落发，未几西图观化”，将入唐时间向后推迟了九年左右，即永徽四年（653），亦即贞德女王七年前后。但是，《三国遗事》记载的第二次入唐时间为“永徽初”，反而比第一次时间还早。所以《三国遗事》记载的时间不仅和《宋高僧传》相异，其本身的前后两次时间也显然是有错误的。第三，《三国遗事》记义湘第一次入唐时与元晓同行，“道出辽东”，为“边戍逻之”，所以未能成功；第二次入唐时未言是否与元晓同行。《宋高僧传》虽然只记有一次入唐，且时间在“年临弱冠”之时，但从元晓“携囊返国，湘乃只影孤征，誓死无退，以总章二年附商船达登州岸”的话来看，此次入唐当属第二次（当然，这首先必须承认有两次入唐说）。第四，《宋高僧传》尽管只记载一次入唐的经过，但稍微留意一下，便可发现该传误将两次写成了一次，即记录了第一次的时间而忽略了经过，记载了第二次的经过而忽略了时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说义湘入唐时是“年临弱冠”，即644年左右；而到达登州的时间却是“总章二年”（669），前后相去25年左右，这期间肯定是有过波折的。第五，《宋高僧传》记义湘于“总章二年附商船达登州岸”，即时间是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乘坐的是商船，到达的地点是山东登州。《三国遗事》的记载为“永徽初，会唐使有船西还者，寓载入中国，初止扬州”。即时间是唐高宗的永徽初年，公元650年，比部章二年早19年；乘坐的是唐朝使者的官船而不是商船，到达的地点是扬州而不是登州。

这里，笔者打算先引崔致远所撰《海东浮石尊者义湘讳日文》，然后再谈自己的看法。该文称：

伏惟大德，高挺岳灵，深涵海量。童年慕道，壮志辞家……始以教分顿渐，义有浅深。每嗟四郡之遐陬，未达一乘之奥典。乃言曰：就室之火为小见，照庭之日为大智。是以务学不如务求师，古之遗训岂可孔匏徒击。魏瓠虚捐，自追小鲁之踪。遂决入秦之计。时也，戎貊寇，烽举柝惊。言指道涂，动多榛梗。然而既切为山之志，独怀背水之心，不惮艰危，远涉虎狼之国，能逃灾害，岂凭羊鹿之车！直泛重溟，高登彼岸，于龙朔二载（唐高宗壬戌年）诣终南山至相寺，以俨和尚为严师，以藏和尚为益友。[41]

崔致远是闻名于唐罗的大文豪，曾撰《故终南山华严大宗主俨和尚社会文》，对华严宗的历史和中韩华严宗的交流史都有很深的了解，因此他的话应当说是比较可信的。他在以上的引文中说出了义湘入唐的目的，又指出了当时“戎貊寇，烽举柝惊”即“道涂”“榛梗”的实际情况。虽然没有明言义湘曾取道辽东，但从“远涉虎狼之国”和“能逃灾害”这两句话来看，的确有被辽东“边戍逻之为谍”的经历，而第二次则取道海路，“直泛重溟，高登彼岸”。更为重要的是，他将义湘入唐时间定为龙朔二年，即公元662年，这个时间是容易被人接受的。上面已经说过，《三国遗事》将第二次入华时间说成“永徽初”，以致和自己所说的“年二十九”之后“未几西图观化”相矛盾。《宋高僧传》所说的“总章二年”就更不能成立，因为智俨已于总章元年去世，又怎能谈得上同智俨的师徒之谊？至于义湘到底是乘商船还是乘唐使的官船，崔文没有说明。于是，又有三种可能：一是乘唐使之船，二是乘商船，三是和唐使一起乘商船。而且，甚至可以说，乘坐的船舶的不同决定了登岸地点的不同。我们知道，从扬州至长安的陆上距离是2753里，而登州和长安之间的距离为3150里，相比之下多400里。就是说，取道扬州要比取道登州少几天的路程。一般来说，两国的使臣们很可能更多地利用长江这条水路（由长江还可以由运河至开封，这样便更加缩短了陆上的路程），义湘果真像《三国遗事》所说的那样搭乘“唐使船”的话，则多半是走南路（入长江），“初止扬州”的把握也较大。但《宋高僧传》所说的“附商船达登州岸”也自有其道理，因为当时文登县的赤山如同楚州（江苏淮安府）所设的专供新罗人活动的新罗坊一样，也设有新罗院。相对来说，淮安的新罗坊主要是新罗商人们向内地开展活动的基地，而赤山的新罗院所会集的则更多是新罗的僧人。这一点后来还引起了日本入华僧人圆仁的注意。对于《宋高僧传》和《三国遗事》的矛盾之处，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调和的观点，即认为义湘先乘“唐使船”至扬州，而后又“附商船”至登州。[42]在没有更确切的史料之前，笔者打算暂且采用这种说法。

将崔致远的文章参照《浮石本碑》，义湘入唐的经过就越发清楚了。碑文说：

湘武德八年生，岁出家。永徽元年庚戌，与元晓同伴欲西入，至高丽有难而回。至龙朔元年辛酉入唐，就学于智俨。总章元年戊辰，俨迁化。咸亨二年，湘来还新罗。长安二年壬寅示灭，年七十八岁。[43]

《浮石本碑》订正了《三国遗事》将第一次入华和第二次入华时间相混淆的错误，又指出了《宋高僧传》将义湘第二次入华时间安排在智俨入灭之后的荒谬之处，同时又符合《义湘传》所说的“十年精练，万里流传，振龙树之余芳，播鸡林之远俗”这一过程。“十年精练”意思是说义湘在唐学习了十年。照此记载，《三国遗事》的入唐时间显得太早，《宋高僧传》的时间又太晚，而《浮石本碑》和崔致远的《海东浮石尊者义湘讳日文》基本上与之相吻合。

于是，笔者将自己的思路概括起来就是：义湘生于625年，20岁（贞观十八年）左右以居士身份出家，也就在这个时候（抑或是七年后的永徽元年）因为渴望求取“一乘之奥典”而与元晓一起入唐。但是，由于陆上的入唐之路为高句丽所堵塞，以至被边防上的戍卒所拘捕，所以第一次入唐未能成功。之后，29岁（永徽四年）时义湘正式在皇福寺落发，成为一名真正的僧侣。龙朔二年（662）38岁的义湘再一次下决心取道海路入唐，终于搭上唐朝使者的船舶，一帆风顺地来到中国的大都市扬州。在扬州，义湘受到了当地州将刘至仁的礼遇。由此，又乘商船至山东的登州，在新罗僧人的集居地活动之后便投终南山至相寺智俨门下，开始学习华严宗的教义。

在山东一带，义湘肯定进行了一系列的佛教活动，特别是在新罗人的居住地赤山新罗院（后来的赤山法花院），很有可能曾为那里的新罗人讲解过佛经，也许就是《华严经》的某几品。照一般推测，义湘入华前必然已经学过汉文，而且笔者猜想已达到一定的水平，但刚到中国还必须提高，尤其是口语。所以，他如果有过讲经活动，其对象有可能就是新罗院的新罗人。同样，凭着推测，笔者以为他在这里认识的善妙也许就是生活在这里的新罗女子，她在听完义湘的说法后为义湘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所折服，最后皈依义湘，成为一名真正的护法者和供养人。善妙的身份不明，抑或如《宋高僧传》所言是义湘所到的那位信士家的成员，抑或是沦落红尘中的女子也未可知。《宋高僧传》说她“巧媚诲之”，以此来突出义湘的向佛之心“石不可转”的品格。后来，义湘结束求学时，她又化作大龙随湘一同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日本学者镰田茂雄从善妙的身上看到了《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善财童子的影子，笔者觉得她的神迹也反映了中国沿海一带神话故事的色彩。

三 早期华严宗及义湘在唐所接受的华严教义

义湘在登州的逗留时间不会太长，等他的汉语水平进一步提高后，便于当年至长安终南山智俨处，正式开始了对《华严经》以及杜顺、智俨等华严宗创始人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三国遗事》在叙述义湘和智俨的见面时，特别安排了别开生面的一幕：“俨前梦一大树生海东，枝叶溥布，来阴神州，上有凤巢。登视之，有一摩尼宝珠，光明属远，觉而惊异。洒扫而待，湘乃至。殊礼迎际，从容谓曰：吾昨者之梦，子来投我之兆。许为入室。”义湘至智俨门下时已经48岁，比一般入华僧人的年龄要大些，所以受到智俨的推重是有的，上面这个故事可以说反映了这种事实。关于义湘在智俨处的活动情况，各种史料记载得都非常简略，且均含糊其辞。《宋高僧传》说：

湘乃经趋长安终南山智俨三藏所，综习华严经。时康藏国师为同学也。所谓知微知章，有伦有要，德瓶云满，藏海嬉游。

《三国遗书》的记述更简略：

杂花妙旨，剖析幽微。俨喜逢郢质，克发新致，可谓钩深索隐，蓝茜沮本色。

《海东浮日尊者义湘讳日文》则用一种夸张的口气说：

受业则若翻瓴水，传宗则如走坂丸。有滞必通，无幽不测，悟百千偈，敌三十夫。执柯而既遂伐柯，学海而终能至海。十年精练，万里流传。振龙树之余芳，播鸡林之远俗。

上面这些引文，归结起来，大致表达了一个意思，即义湘对华严宗的教义学有所成，深得其师智俨的赏识。那么，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早期华严宗的思想，从中看看义湘接受的到底是哪些教义。

早期华严宗的传承一般都采用杜顺、智俨、法藏三代说。[44]杜顺（557—640）和天台宗的初祖慧文一样，起初都是禅师，其经历和思想都不十分明了。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五、《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记载，俗姓杜，故又称“杜顺和尚”。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18岁出家，从因圣寺的道珍习禅定，当时即以种种神迹闻世。他尝于终南山开讲《华严经》，曾被唐太宗召请入宫，赐号“帝心”（所以又有“帝心尊者”之称）。自从东晋元熙二年（420）整部《华严经》被译出后，讲说该经的不只杜顺一人，如昙无最师弟就曾讲过几十遍。又如刘谦之（477年前后）灵辨师弟（520年前后）也都有过大部著述。后来华严宗之所以推杜顺为初祖，不仅是他著有《华严五教止观》和《华严法界观门》，更重要的是他发挥了华严宗的中心思想——观行方面的无尽缘起说和判教方面的五阶次第说。尽管杜顺的思想，特别是《华严法界观门》，是夹杂在贤首所著《华严发菩提心章》里面，后经清凉澄观、圭峰宗密二人的疏解才让世人知晓。因此，上述杜顺著作的真伪便引起了争议。但作为后来的华严宗，将本宗的中心思想上推到杜顺那里，无疑是有其宗派意义的，至少可以同稍后的天台、慈恩两派一争高下。吕澂在阐述《华严经》和华严宗的关系时说：“后来发展的华严宗并非单纯地从这上面汲取源泉，另外它还有统一当时各宗各派新旧异说的企图。尤其重要的是在构成判教、观行的理论上很多采取天台、慈恩两宗收获的地方，表面上却又带着批评两家的色彩。”[45]又说：“华严宗思想的真正来源，一部分属于慈恩宗，可毋庸怀疑。不过以‘法界’为一心，又牵涉‘如来藏’的功德本具和随缘不变，其中很受了《起信论》一系的思想影响。”[46]
义湘的业师智俨，《续高僧传》只在卷二十五“法顺传”中附了寥寥数语，但智俨的中国弟子法藏在其所编的《华严经传记》的第三卷中为他写了详细的传记。根据这些史料，智俨俗姓赵，天水人，602年出生。12岁随法顺到终南山至相寺出家，并从两位游方梵僧学梵文。14岁受沙弥戒，从法常学《摄大乘论》。20岁受具足戒，之后便到处参学，所学博及《十地》《涅槃》《毗昙》《成实》《地持》等经论。因所学极杂，遂在“经藏”前立誓下决心要专学一种，便信手去取，得《华严经》，而当时至相寺的智正恰好在讲《华严经》，他就去旁听。智俨一生的相当长时间是在至相寺度过的，所以世称他为“至相大师”。其晚年居云华寺，故又有“云华尊者”的称号。智俨的著作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十卷，简称《华严搜玄记》）、《华严孔目章》（四卷）、《华严五十要问答》（两卷）、《华严一乘十玄门》（一卷）、《金刚般若经疏》（两卷）、《金刚般若经略疏》（一卷）以及《无性摄论疏》等。其中，作为一经大纲的《华严孔目章》很明显受到慧光的影响，如他吸收了慧光渐顿圆三分说，开渐教为“始”、“终”，另加小乘而构成五教，认为《华严经》教理最高，属于圆教。在智俨的著作中，五教的名目还没有固定，后来法藏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华严宗的五教判教理论。义湘入唐时，智俨已值晚年，其思想已进入成熟阶段，因而义湘当然也就有条件和盘接受。

义湘在智俨处的活动和所学不十分明了，幸而他在智俨入寂（668）前曾留下一篇作业，即流传后世的《一乘法界图》，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在中国留学期间形成的圆融无碍的华严思想。此外，《三国遗事》“前后所将舍利”条还间接地反映了义湘在唐时和南山道宣的接触。[47]
四 回国时间小考

对于义湘回国的具体时间，《宋高僧传》没有说明，只是记载了回国的经过：

乃议回程，传法开诱。复至文登旧檀越家，谢其数稔供施。便募商船，逡巡解缆。

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得知义湘回国时仍取道登州，然后再搭乘商船回国。相反，《三国遗事》虽记载了时间，但却没有提及回国的具体路线和经过。考整部《三国遗事》，其中一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归国时间，每一种时间都有一个归国的缘由。笔者不知道一然在著述此书时是否意识到这种前后时间上的矛盾。下面笔者试着对三种归国时间做出历史的分析，看看哪种更加合理一些。

第一种归国时间为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资料出处为《三国遗事》“文虎王法敏”条：

上元元年甲戌二月，刘仁轨为鸡林道总管，以伐新罗……时唐之游兵诸将兵有留镇而将谋袭我者，王觉之。发兵之明年，高宗使召仁问等让之曰：尔请我兵以灭丽，害之何耶？乃下圆扉。链兵五十万，以薜邦为帅，欲伐新罗。时义相师西学入唐，来见仁问。仁问以事谕之。相乃东还上闻。王甚惮之，会群臣问防御之策……

以上“上元二年”这一归国时间是根据这则史料中的“上元元年甲戌”和之后的“发兵之明年”这两句话判断得来的。唐上元元年为新罗文武王十四年，查《三国史记》，这一年的正月，因新罗纳高句丽叛众，又占据原百济的领土，致使唐高宗大怒，下诏削掉了文武王的官爵，并立当时在唐的他的弟弟金仁问为新罗王，使归国。又以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发兵讨伐文虎王。[48]刘仁轨发兵新罗的第二年，即上元二年（文武王十五年，公元675年）二月破七重城，随即“引兵还。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以经略之。王乃遣使入贡，且谢罪。帝赦之，复王官爵。金仁问中路而还，改封临海郡公”。[49]《三国史记·金仁问传》也有类似的记载。[50]
从《三国史记》的记述来看，上元二年归国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大致为：第一，《金仁问传》中没有记载他曾委托义湘回国通风报信一事，一然所据的资料来源亦不清楚。第二，唐高宗的震怒和削平文武王官爵由金仁问取而代之一事发生在上元元年，如果金仁问真的想请义湘带信回国，要文武王向唐帝国谢罪以缓和事态的发展的话，此事也应当发生在上元元年，而不是二年，因为上元二年的上半年此事已经平息。第三，考《三国史记·文武王本纪》和《金仁问传》，上元二年未见有高宗皇帝责问金仁问等人的记载，也未见有“下圆狱”（上文“圆扉”的“扉”当作“狱”）的史料。第四，《文武王本纪》虽记有上元二年“秋九月”薛仁贵“来攻泉城”和李谨行率兵20万屯买肖城被新罗军击退一事，但却不见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中国史料。[51]第五，上引《三国遗事》“文虎王法敏”条在记载义湘回国报信后，接着说：

角干金天尊奏曰：近有明朗法师入龙宫，传密法而来，请诏问之。朗奏曰：狼山之南有神游林，创四天王寺于其地，开设道场则可矣。时有贞州使走报曰：唐兵无数至我境，回椠海上。王召明朗曰：事已逼至，如何？朗曰：以彩帛假构宜矣。乃以彩帛营寺，草构五方神像，以瑜伽明僧十二员，明朗为上首，作文豆娄秘密之法。时唐罗兵未交接，风涛怒起，唐船皆没于水。后改建寺，名四天王寺，至今不坠坛席（国史云改建在调露元年己卯）。后年辛未，唐更遣赵宪为帅，亦以五万兵来征。又作其法，船没如前。是时翰林郎朴文俊随仁问在狱中。高宗召文俊曰：汝国有何密法，再发大兵无生还者？文俊奏曰：陪臣等来于上国一十余年，不知本国之事，但遥闻一事尔。厚荷上国之恩，一统三国，欲报之德，新建天王寺于狼山之南，祝皇寿万年，长开法席而已。高宗闻之大悦，乃遣礼部侍郎乐鹏龟使于罗，审其寺。王先闻唐使将至，不宜见兹寺，乃别建新寺于其南待之。使至曰：必先行香于皇帝祝寿之所天王寺。乃引见新寺，其使立于门前曰：不是四天王寺，乃望德遥山之寺，终不入。国人以金一千两赠之。其使乃还奏曰：新罗建天王寺，祝皇寿于新寺而已。因唐使之言，因名望德寺。王闻文俊善奏，帝有宽赦之意，乃命强首先生作请放仁问表，以舍人远禹奏于唐。帝见表流涕，赦仁问，慰送之。仁问在狱时，国人为建寺，名仁容寺，开设观音道场。及仁问来还，死于海上，改为弥陀道场，至今犹存。

这里的引文说“后年辛未”，查年表上元二年之后只有唐玄宗开元十九年才是第一个“辛未”年，如何能有高宗问文俊“汝国有何密法”以致使“再发”的“大兵无生还者”。上文说“文俊随仁问在狱中”，查《三国史记》，唯《文武王本纪》载“九年（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湌入唐谢罪”，同“十年春正月，高宗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此后没有金仁问在狱中的记载。照《三国史记》所记，四天王寺于文武王十九年（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建成，两年后文武王去世，四年后唐高宗去世。在这期间亦无乐鹏龟至新罗审察四天王寺的任何记载（除《三国遗事》外）。又，《三国史记·金仁问传》在记载了上元元年仁问被高宗立为新罗王准备回国代其兄长这件事后，又说他在文武王被恢复了官爵后也返回中土“亦复前衔”。“调露元年转镇军大将军行右武威卫大将军。载初元年援辅国大将军上柱国临海郡开国公左羽林军将军。延载元年（694）四月二十九日寝疾，薨于帝都，享年六十六。”上述引文说“及仁问来还，死于海上”，显然与正史相左。可见，《三国遗事》“文武王法敏”条所记事实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其可信性当然是要打折扣的。第六，《三国史记》虽未记义湘回国的具体时间，但却在《文武王本纪》中说：“卜六年，春二月，高僧义湘奉旨创浮石寺。”文武王十六年为唐上元三年，这年十一月改元仪凤元年。如果将义湘回国时间定为上元二年，说他第二年就建成了浮石寺，未免太快了点。就按《三国遗事》的说法，明朗的四天王寺也是在唐上元二年到调露元年用了大约四年的时间才建成的。

第二种归国时间是《三国遗书》“义湘传教”条记载的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该条史料说：

既而本国丞相金钦纯一作仁问良图等，往囚于唐。高宗将大举东征，钦纯等密遣湘诱而先之，以咸亨（原文作“享”）元年庚午还国，闻事于朝。命神印大德明朗假设密坛法穰之，国乃免。

咸亨元年说比上元二年说在时间上早五年。回国的原因同第一种相同，仍然是担负着为金仁问传递书信的任务。相对来说，咸亨元年说似乎妥当得多，一来是因为唐总章二年（新罗文武王九年）金仁问和金良图确有被囚禁一事，二来时间上也与传统的留唐十年说基本相符。但是，作为回国的原因，“钦纯等密遣湘诱而先之”的说法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如前所述，金仁问虽于文武王九年被唐朝监禁，但于翌十年（唐咸亨元年）“春正月”即已获释，许以还国。这样，仁问还有必要非托义湘回国通风报信不可吗？诚然，咸亨元年唐罗之间是有战事的，如同年三月新罗沙湌（官名）薛乌儒与高句丽（灭亡后的残部）太大兄（亦为官名）高延武各率精兵一万渡鸭绿江，唐将李谨行之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夏四月四日，两军对战，新罗军大捷，斩获不可胜计。等唐军继至，新罗军退保白城。[52]仔细分析一下这则史料，我们就会看出，此次战争是新罗军队主动出击的，并且取得了满意的战绩。像这种主动出击的战例恐怕也不能作为仁问要义湘回国密报的理由吧。

第三种回国时间是唐咸亨二年，即公元671年。史料出处为《三国遗事》“前后所将舍利”条所引《浮石本碑》的碑文。碑文说：

总章元年戊辰，俨迁化。咸亨二年，湘来还新罗。长安二年壬寅示灭，年七十八。

《浮石本碑》没有把义湘的回国同所谓的替金仁问通风报信联系在一起，而是说智俨入寂后义湘结束留学生活，准备回国传教。笔者觉得这种理由是最合情合理的。前面说过，《宋高僧传》和《新修科分六学僧传》没有密遣回国这一情节，崔志远这位新罗人所撰的《海东浮石尊者义湘讳日文》也没有说，可见这些材料都是同《浮石本碑》相一致的。《海东浮石尊者义湘讳日文》和《浮石本碑》的另一点相同之处是所记的“十年精练，万里流传”和“咸亨二年”说是吻合的。义湘自唐龙朔二年（662）入唐，至咸亨二年正好是第十个年头。时隔八年，义湘建成浮石寺，《浮石本碑》也应当是作于该寺建成的调露元年。这就是说，该碑是记载义湘的比较早的史料，应当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至此，笔者再重新明确一下自己的观点：第一，在上述上元二年、咸亨元年、咸亨二年三种归国时间说中，笔者赞成咸亨二年说；第二，笔者以为义湘回国的原因同所谓的金仁问密遣传信没有关系。要说一定有什么原因的话，笔者认为，如同《浮石本碑》所记载的，是因为业师智俨已经去世，而义湘对华严宗已有的教学已基本掌握，剩下的任务就是回国弘扬该宗的教旨。那么，一然为何多次说起义湘的回国同金仁问有关呢？这里，笔者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即唐罗联军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之后，唐罗两国在一段时间里关系并不很正常，主要原因是对丽、济故地的处理问题产生了分歧。新罗方面不断地凭借军事和外交两手，亦即软硬两手同唐一面作战一面求和，借以使对方疲惫，终于排除了唐朝的势力，达到了统一三韩并将版图扩展到原高句丽领土的大同江以南地区这一目的。像一然这样的佛教史学者很有可能被一些历史的假象所蒙蔽（比如新罗方面为采取军事行动而散布的唐军将要攻打新罗的假情报），再将这些历史的假象连同一些民间的传说（比如把义湘和金仁问牵扯在一起也许就是民间流传的故事）记录下来，造成了以讹传讹的结果。

五 回国后的传教与十刹的建立

如上所述，《宋高僧传》记义湘回国时，“复至文登旧檀越家，谢其数稔供施”，由此乘船回国。至于那位已经皈依义湘的善妙，也准备随同义湘回归故里。所以，她已“预为湘办集法服并诸什器，可盈箧笥”，可是当她将东西运往海岸时，“湘船已远”。于是善妙“咒之曰：我本实心供养法师，愿是衣箧跳入前船。言讫投箧于骇浪。有顷，疾风吹之若鸿毛耳，遥望径跳入船矣。其女复誓之：我愿是身化为大龙，扶翼舳舻到国传法。于是攘袂投身于海，将知愿力艰屈，至诚感神，果然伸形，夭矫或跃，蜿蜒其舟底，宁达于彼岸”。关于义湘为何弃善妙而乘船先行，坚持替金仁问密传书信说的人一般以为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所以顾不上善妙。也有人认为当时航海的习惯是不带女人的，因为女人乘船会不吉利，这种习俗在某些地方甚至保留到现在。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是有的。当时义湘搭乘的也许就是商船，既然是搭乘，主动权当然在他人。

回国后传教情况，《宋高僧传》有一段记载，说：

湘入国之后，遍历山川，于驹丽（高句丽的俗称）、百济风马牛不相及地，曰此中地灵山秀，真转法轮之所。无何权宗异部聚徒可半千众矣。湘默作是念：大华严教非福善之地不可兴焉。时善妙龙恒随作护，潜知此念，乃现大神变于空中，化成巨石，纵广一里，盖于伽蓝之顶，作将堕不堕之状。群僧惊骇，罔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入寺中敷阐斯经。冬阳夏阴，不召自至者多矣。

这段记载说明义湘刚刚回国传教时似乎并不很顺利，甚至和原先的佛教宗派发生过冲突，后来终于设法战胜了对手，取得了传教的成功。从海东佛教传播的历史来看，这种冲突的发生或许不是偶然的。元晓、义湘之前，新罗佛教一直是以慈藏一系的律学占统治地位，人们习惯的基本上是传统的佛教理论。此时，突然抬高大日如来而相对地贬低了释迦地位的华严教学在接受了传统佛教思想的人看来好像是异端。元晓曾受到过正统势力派的排挤，虽然名义上受到指责的是他的生活作风，但实际上则有可能反映的是新旧两派佛教势力的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讲，义湘此时同“聚徒可半千众”的“权宗异部”的较量也就是元晓进行的那场斗争的继续。

上述引文没有说明义湘在何时何地传教。不过，《三国遗事》“义湘传教”有这样一句话可以作为这段引文的注脚：

仪凤元年，湘归太伯山，奉朝旨创浮石寺，敷敞大乘，灵感颇著。

《三国史记》也记载：文武王“十六年，春二月，高僧义湘奉朝旨创浮石寺”。文武王十六年也就是唐高宗仪凤元年（676），距义湘回国的咸亨二年（671）已有五年时间。所以，“仪凤元年”应当是浮石寺建成的时间。从“奉朝旨创浮石寺”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了义湘同政府的密切关系。关于这一点，《宋高僧传》也有记述：“国王钦重，以田庄奴仆施之。湘言于王曰：我法平等高下，共均贵贱同揆。《涅槃经》八不净财，何庄田之有！何奴仆之为！贫道以法界为家，以盂耕待稔，法身慧命藉此而生矣。”这段话既说明了义湘品格的高尚，也证明了他同文武王关系的不同寻常。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文武王为何如此器重他呢？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义湘回国时新罗王朝虽然刚刚取得了半岛的统一，但这实际上仅仅是军事上或行政上的统一，真正精神上的统一还无从谈起。任何人都知道，精神上的统一是要靠教化去完成的。《华严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所具有的“圆融无碍”的精神，它不仅要统一佛教内部的各种学说，同时为整个宇宙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模式。这一点，聪明的文武王不可能看不到。同样，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很容易地理解了义湘为何在“遍历山川”之后要选择一“于驹丽、百济风马牛不相及地”来作为他的传教基地，并且说“此中地灵山秀，真转法轮之所”。

浮石寺位于太伯山的支脉凤凰山，属首若州。[53]据崔致远所撰《法藏和尚传》的夹注说，与义湘有关的华严道场一共有十处。注云：

海东华严，大学之所，有十山焉。中岳公山善理寺；南岳智异山华严寺；北岳浮石寺；康川（今陕州）伽耶山海印寺、普光寺；熊州（今公州）迦耶峡普愿寺；鸡龙山岬寺。《括地志》所云，鸡蓝山是朔州（今春川）华山寺；良州（今梁山）金井山梵语（鱼）寺；毗瑟山玉泉寺；全州母山国神寺；更有汉州（今广州）负儿山（三角山）青潭寺。此十所。

以上诸寺院有的建于义湘之前，如智异山华严寺；有的建于义湘之后，如海印寺创建于哀庄王三年（802），距义湘去世已有百年。因此，所谓华严十刹，并非义湘亲手所建的十刹，而是崔致远列举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所形成的华严十刹而已。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十刹同义湘毫无关系。笔者以为，义湘既然受文武王之委托进行佛教改革，发起一场新华严学运动，他就必须全面考虑全国佛教的整体构想，即以华严思想为主导来接纳包融以往的佛教，逐渐开创一个华严佛教的新局面。基于这种目的，义湘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改造了一些以往的寺院，另一方面自己又重新建造了一些新的寺院，还有一些寺院他提出设想，然后由自己的后人去完成。这应该就是华严十刹形成的过程。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来考察一下其中的某些寺院。首先来看华严寺。据《华严寺事迹》记载，该寺由印度僧人缘起（一作“烟起”或“烟气”）建于真兴王五年（544）。此外，《朝鲜寺刹史料》（朝鲜总督府内务部地方局纂辑，明治四十四年）也记载说：“新罗真兴王五年甲子（距今约一千五百年），称作烟起的僧人（梵僧）创建本寺，因以华严经为正依之经典，故号华严寺。”[54]《东国舆地胜览》的记载更详细，但没有确定“烟气”的活动年代，只是说：

华严寺，在智异山麓。僧烟气，不知何代人，建此寺。中有一殿，四壁不以土涂，皆用青壁。刻华严经于其上，岁久壁坏，文字没，不可读。有石像，戴母而立。俗云：烟气与其母化身之地。寺前有大溪，东有日留峰，西有月留峰。

说“烟气”或“烟起”是“缘起”之误是有可能的。对于这位缘起和尚的来历，传统说法以为他是印度僧人。有的学者从当时百济掌握了黄海东岸至东中国海的制海权判断，认为他有可能直接来自印度。[55]笔者觉得，即使缘起的国籍是印度，也不能排除他是从中国而来。理由是，缘起能刻汉译《华严经》于四壁，尤其是如果像《大华严寺事迹》和《华严经章疏目录》所记录的那样，他曾著述过有关《大乘起信论》和《华严经》方面的著作，那么他势必会有很好的汉语功底。[56]如果说，他是从与百济保持着密切交往的南朝来到百济，似乎是比较合理的。在新罗真兴王五年（百济圣王二十二年，南朝梁武帝大同十年）之前比较完整的汉文《华严经》译本是佛陀跋陀罗于东晋末、南朝宋初年（418—421）译出的60卷本。缘起所刻《华严经》应当是这个本子。

总之，在义湘到来之前，华严寺已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寺院。唐仪凤二年（新罗文武王十七年），湘师承王命，以石版刻《华严经》，留于本寺。又于唐嗣圣八年（新罗神文王十一年），湘师以唐贤首法师所述《探玄记》，讲《华严经》于本寺之海藏殿。[57]华严寺是义湘收编寺院的一个典型例子，并且继承了该寺以往刻经的事业。

据说该寺现存的经版中既有义熙本（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佛陀跋陀罗的译本），也有贞元本（唐德宗贞元十三年三藏般若译出的），这就是说义湘之后刻经在该寺仍在继续进行。

从分布位置上看，华严十刹的布局也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义湘等人的精心安排。前述浮石寺的位置在首若州（景德王时改称朔州），原属高句丽的领土。而华严寺则位于今天的全罗南道求礼郡马川面，原属百济领土。这两个寺院一南一北，形成了新罗华严宗的两大重镇，即各自代表南北两个传承系统，故而又称北岳派和南岳派。推而广之，笔者发现华严十刹基本上都是在统一原先三国佛教的指导思想下被精密地安排在统一新罗的全境。为此，下面将试着比较一下文武王至神文王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十刹配置的关系。从文武王十七年（677）至神文王七年（687），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基本完成，新罗全境一共分为九州（见表3—1）。

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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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表3—1，华严十刹中的大部分分布在原先的百济和高句丽境内，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统一新罗政府大力扶植华严宗的真正意图是在于借此来统一三国人民的精神。客观地讲，义湘开创的华严宗的确成功地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六 义湘与洛山观音道场的建立

接触过佛教的人都知道，佛教的整个体系大体上可分为宗教哲学理论和信仰崇拜两大部分。前者是以独特的思辨方式告诉人们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和种种痛苦，并劝导人们接受其规定的修行方法和处世态度来达到至高圆满的精神境界；后者则是通过对佛、菩萨、鬼神的崇拜以摆脱苦难，获得幸福。许多大乘佛教经典在宣扬诸佛无限、遍及三世十方、无所不在的同时，又塑造了一大批形象生动的菩萨让人们崇拜。由于菩萨们总是同众生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往往会赢得更广泛、更真挚的信仰。在汉传佛教中，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大菩萨。

上文我们已经介绍过慈藏曾将文殊菩萨的道场移往海东，弥勒菩萨也因为同花郎道的结合而真正地走进新罗王臣的生活之中。随着义湘的东归，观音菩萨也开始在海东安家落户。《三国遗事》卷第三“洛山二大圣”条记载说：

昔义湘法师始自唐来还，闻大悲真身住此海边崛内，故因名洛山。盖西域宝陀洛伽山，此云小白华，乃白衣大士真身住处，故借此名之。斋戒七日，浮座具晨水上，龙天八部侍从引入崛内参礼。空中出水精念珠一贯给之，湘领受而退。东海龙亦献如意宝珠一颗，师捧出，更斋七日，乃见真容。谓曰：于座上山顶双竹涌生，当其地作殿宜矣。师闻之出崛，果有竹从地涌出，乃作金堂塑像而安之，圆容丽质，俨若天生。其竹还没，方知正是真身住也，因名其寺曰洛山。师以所受二珠镇安于圣殿而去。

观世音的梵文为Avalokitesvara，也译作“光世音”，唐以后多译作“观自在”“观世自在”。观音菩萨是大乘佛教信奉的主要菩萨之一，超越时空，神通广大，众生遭遇苦难时只要称诵其名讳，这位菩萨就会“观”其声音前往解救。《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就是“观世音”的含义。佛教中，观音菩萨一般被当作“大慈大悲”的象征。关于大慈大悲，《大智度论》解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58]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苦难，抑或是个人的情欲、希求生儿育女也好，只要称念观世音之名即可得救。《普门品》说，观世音菩萨为了向不同的众生说法，使他们得以解脱，时常显现各种形象，如佛、辟支佛、声闻、帝释、自在天、小王、长者、居士、长者妇女、居士妇女、宰官妇女，等等。这些形象被称作“观世音三十三身”。密教中，观世音菩萨往往与某一个秘密经咒联系在一起，其形象有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马头观音、不空罥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准提观音。这六种观音形象都是观世音的化身，其总体或正体被称作“圣观音”或“正观音”。宋代以后，由于佛教的进一步汉化，观音的形象又慢慢演化成中国妇女的形象。

汉译佛典中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很多，其中最流行的是《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此品单独流行时称《观世音经》（或《普门经》）。《法华经》有两个译本，一是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第二十三品为《光世音普门品》），另一个是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第二十五品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除此之外，东晋难提译有《清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北凉昙无谶译有《悲华经》，南朝宋昙无竭译有《观世音授记经》，南朝齐法意译有《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北周耶舍崛多译有《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等。像三国魏康僧铠译的《无量寿经》和南朝宋畺良耶舍译的《观无量寿经》也有关于观世音菩萨的内容。在这些正统的经典之外，中国还出现了一批以佛经形式撰述的观世音经典，如《高王观世音经》（一卷）、《观世音十大愿经》（一卷）、《观世音三昧经》（一卷）、《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一卷）、《观世音咏托生经》（一卷）、《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一卷）、《新观世音经》（一卷）、《日藏观世音经》（一卷）。[59]这些经典虽然被斥为“疑经”或“伪经”，但却更能反映出观世音信仰在民间的影响和盛行情况。

笔者以为，义湘之所以接纳观音信仰，主要是出于华严思想中的圆融无碍精神，但最直接的纽带还是《华严经》的《入法界品》。该品称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菩萨的教导下，到处访求善知识，先后访问了53位（六十卷《华严经》作44位，后法藏和日照增为53位，八十卷《华严经》亦作53位），此即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53位善知识中，第27位为观世音菩萨。观音声称：“已成就大悲法门法明之行，教化成熟一切众生，常于一切诸佛所住，随所应化普现其前，或以惠施摄取众生，乃至同事摄取众生。显现妙身不思议色摄取众生，放大光网，除灭众生诸烦恼热，出微妙音雨化度之，威仪说法，神力自在，方便觉悟，显变化身，现同类身，乃至同止摄取众生……欲令一切离险道恐怖……”在义湘的著作中，就有一部《入法界品钞记》（佚），由此推测，义湘肯定很重视观世音菩萨显化各种形状、用各种方式宣说佛法，教化众生，令其解脱。

据说观音菩萨的住处在南方的光明山，唐译《华严经》作“补怛洛迦”，此地“处处皆有流泉浴池，林木郁茂，地草柔软”。中国的佛教徒们将浙江普陀山作为观音显灵说法的道场。唐大中（847—860）年间，有一印度僧人来此自燔十指，“亲睹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授以七色宝石”。义湘回国后，在本国河西州（原高句丽境内）海边洞窟中斋戒祈祷，得睹观音菩萨真容。[60]相对来说，义湘开创的海东洛山观音道场比中国普陀山的观音道场要早得多。[61]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乱最频繁的年代，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民族之间的战争和仇杀以及阶级之间的斗争等都是异常剧烈的，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缺少安全感。这种客观现实正是观世音信仰得以迅速流行和兴盛的社会根源。义湘生活的年代正值海东三国由分裂走向统一，这种统一是凭借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换来的。三国之间相互征战，民不聊生，任何一方的统治阶级都时时有灭顶之灾。因而，此时此地的海东也有着和中国南北朝时期大致相同的社会基础。义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将观世音菩萨信仰带到了海东。

七 义湘同法藏的书信往来

义湘师承智俨，受嘱回海东传播华严教旨。直到晚年，他都同华严宗的祖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同法藏的书信往来即是证明。

据《宋高僧传》（卷五）、《佛祖统纪》（卷二十九、卷三十九、卷四十）以及新罗崔致远所作的《法藏和尚传》等史料的记载，法藏（643—712）祖居康居，后迁长安，所以也称作康藏法师。17岁时依云华寺智俨学《华严经》，前后九年。义湘入唐时，法藏才刚满20岁，比义湘小十八九岁。智俨临终时，嘱咐弟子道成、薄尘为法藏剃度，并说这位贤者很留意《华严经》，能够无师自悟，绍隆遗法。咸亨元年（670），即义湘回国的前一年，武则天舍宅为太原寺，度僧，他出家受沙弥戒，在还没有进具的时候就开始登座讲经。通天元年（696）法藏受诏讲《华严经》，据说“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须臾成盖”，武则天得知后命京城十大高僧为其授满分戒，赐号“贤首戒师”（贤首原为《华严经》中菩萨的名字）。他曾先后帮助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卷本《华严经》以及《大乘入楞伽经》，又曾帮助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还曾帮助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等。圣历二年（699）应武则天之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至《华藏世界品》“地皆震动”，因而受到武则天的褒奖，并被诏往长生殿讲经。法藏以殿前金师子为喻，武则天“豁然领解”，此即后来的《金师子章》。先天元年（712）卒于大荐福寺，朝廷赠“鸿胪卿”。法藏曾讲说《华严经》经文达三十余遍，著述一百多卷，如《华严经探玄记》《五教章》《华严指归》《游心法界记》《华严三昧观》《妄尽还原观》等。总之，中国华严宗的教观新说，自杜顺、智俨之后，又得到法藏的详尽发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组织。因此，法藏历来被认为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

法藏和义湘都是华严宗初创时期的主要人物，两人思想同源，相互交流，共创辉煌是理所当然的。法藏在书信中说：

西京崇福寺僧法藏，致书于海东新罗华严法师侍者。一从分别，二十余年，倾望之诚，岂离心首。加以烟云万里，海陆千重，恨此一身不复再面，抱怀恋恋，夫何可言。故由夙世同因，今生同业，得于此报，俱沐大经。特蒙先师授兹奥典，仰承上人归乡之后，开演华严，宣扬法界，无碍缘起，重重帝纲，新新佛国，利益弘广，喜跃增深。是知如来灭后，光辉佛日，再转法轮，令法久住者，岂唯法师矣。藏进趣无成，周旋寡况，仰念兹典，愧荷先师，随分受持，不能舍离，希凭此业，用结来因。但以和尚章疏义丰文简，致令后人多难趣入，是以录和尚微言妙旨，勒成义记。近因胜诠法师抄写，还乡传之彼土，请上人详检臧否，幸示箴诲。伏愿当当来世，舍身受身，相与同于卢舍那，听受如此无尽妙法，修行如此无量普贤愿行，傥余恶业，一朝颠坠。伏希上人不遗宿昔，在诸趣中示以正道，人信之次，时访存没。不具。法藏和南，正月二十八。

藏在书信的末尾说：

《华严探玄记》二十卷，两卷未成。《一乘教分记》三卷，《玄义章》等杂义一卷，别翻《华严经》中梵语一卷，《起信论疏》两卷，《十二门论疏》一卷，新翻《法界无差别论疏》一卷。以上并因胜诠法师抄写将归。今月二十三日新罗僧孝忠师遗金九分，云是上人所寄，虽不得书，顶荷无尽。今附西国君持澡罐一口，用表微诚，幸请（一作愿）检领。谨宣。[62]

书信中，法藏表达了和义湘的同门之谊及别后的思念之情，以及对义湘学识的敬重和弘法成就的赞扬。从“以上并因胜诠法师抄写将归”这句话得知，法藏的书信写于武则天长寿元年（新罗神文王十二年，亦即692年）。这时法藏50岁，正是思想上走向成熟的时期；义湘68岁，已臻古稀之年。接到同门师弟的来信，特别是看到比自己年轻十八九岁的师弟才华横溢，集本宗思想之大成，义湘喜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接到书信，特别是法藏带来的文章之后，义湘马上“目阅藏文，如耳聆俨训，探讨数旬，而授门弟子，广演斯文”。

八 法藏思想述略

如果我们把义湘回国后的传教活动在思想上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其分界线就是法藏寄书的692年。此前，义湘传播的华严宗教学基本上就是智俨的思想，尤其是在智俨指导下完成的《华严一乘法界图》所代表的一乘圆教思想。此后，便是法藏集大成的华严宗教学。义湘接到法藏的著作后，便立即掩室探讨，涉旬方出，然后召弟子真定、相圆、亮元、表训等人分讲《探玄记》，感叹“博我者藏公，起予者尔辈”。从这一系列现象来看，法藏对海东华严宗的影响确实非同凡响。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主要思想。

华严宗的“五教”判始自智俨，他在《华严孔目章》中依据慧光的渐、顿、圆三分说，开渐教为“始”、“终”，又加上小乘，这样成为五教。不过在《华严孔目章》中，五教的名称还不固定，有时说小、初、熟、顿、圆，有时说小、始、终、顿、一乘，有时又说小、初、终、顿、圆。这正说明华严宗的思想在智俨时代仍处开创时期，这便给法藏进一步发挥师门的教观新说提供了机会。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上文中的《教分记》，也称《五教章》）中，法藏叙述了以往十家的立教作为龟鉴，即菩提流支的一音教；昙无谶的渐顿二教；光统的渐顿圆三教；大衍的因缘、假名、不真、真实四教；护身的因缘、假名、不真、真实、法界五教；耆阇的因缘、假名、不真、真、常圆六教；南岳、天台的藏、通、别、圆四教；江南慜师的屈曲、平等二教；光宅法云的三乘、一乘四教；玄奘的转、照、持三法轮三教。法藏综合并调和了各家的判教，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五教判释，这便是：①小乘教（愚法声闻教）；②大乘始教（权教）；③大乘终教（实教）；④顿教；⑤圆教。

“六相”和“十玄”属华严宗思想中的“观法”。“六相”即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华严经》处处都贯穿着这种思想，但没有形成条理；直到世亲作《十地经论》，对菩萨行说有六相，这一线索才逐渐明确起来。华严宗自智俨开始便说六相圆融，但真正集大成者仍然是法藏。他在《教义章》中举房舍和椽瓦的譬喻，以说明缘起诸法必由诸缘集合成立，故有成立之总相（一含多德，如屋舍之总支柱、椽、梁等）与令其成立的诸缘之别相（依总相而存，令总相圆满者，例如屋舍分成柱、梁、椽等别相）。此别相系对总相而言，别相之上又有同相（具有多义多法，然互不相违，亦同样可成立总相，例如柱等互相合力组成屋舍）与异相（多义多德各各别异且互相望，例如竖柱与横梁相异）；同时总相亦对应于别相而言，总相之上另有成相（由诸义而成立总相，例如由柱等而完成屋舍）与坏相（别相各守自己本位，不成立总相，例如柱等各守自相）。六相的关系说明了因果同时，一多相即，自在无碍的道理，《教义章》下结论说：“一即具多名总相，多即非一是别相，多类自同成于总，各别体异现于同；一多缘起理妙成，坏住自法常不作，唯智境界非事识，以此方便会一乘。”

与“六相”相联系的“十玄”也是智俨发明的，他用理事（也就是体用或性相）并举贯通来成立他的理论。智俨的“十玄”（见《十玄章》）是：①同时具足相应门；②因陀罗网境界门；③秘密隐显俱成门；④微细相容安立门；⑤十世隔法异成门；⑥诸藏纯杂具德门；⑦一多相容不同门；⑧诸法相即自在门；⑨唯心回转善成门；⑩托事显法生解门。历史上将智俨的十玄门称作“古十玄”，而将后来法藏确立的十玄门称为“新十玄”。法藏承其师说，费了几番周折才产生了自己十玄门的定论，此即：①同时具足相应门。指一切现象同时相应，同时具足圆满，依缘起理而成立，“一”与“多”互为一体，无先后之别。②广狭自在无碍门。空间的广狭对立似为相互矛盾，但正是这种矛盾才是相即相入的媒介，因而自在圆融而无碍。③一多相容不同门。一具多，多容一，一多相即无碍，但其体不同，不失一多之相。④诸法相即自在门。有关现象之体，“一”与“一切”互为空、有，两者一体化，相融互摄而自在无碍。⑤隐密显了俱成门。有关缘起现象，以“一”为有而显现相时，“多”即为空而不显。隐与显相互一体化同时成立，一切法与一法能互为一体。⑥微细相容安立门。就缘起之现象说相入之理时，特别着眼于不坏自相，即于每一现象中以小入大，以一摄多，大小相互为不乱，不坏一多之相而秩序井然。⑦因陀罗网法界门。森罗万象一一互相显发，重重无尽，如因陀罗网。⑧托事显法生解门。深妙的道理可用身边的事法加以彰显，所托之事与所显之理无别无二。⑨十世隔法异成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一各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合为九世。此九世亦唯摄入一念，合九世与一念为十世。十世虽有时间之隔，但彼此相即相入，先后长短同时具足显现，时与法不相离。⑩主伴圆明具德门。缘起之诸现象随举其一则便为主，其他一切现象即为伴，如此互为主伴，具足一切功德。

新十玄在顺序上与古十玄稍异，且以“广狭自在无碍门”和“主伴圆明具德门”代替了古十玄的“诸藏纯杂具德门”和“唯心回转善成门”。清凉澄观的《华严经疏》对十玄门的意义还做了形象的说明：第一同时，好像一滴海水便具备百川的滋味；第二广狭，好像一尺镜子里见到千里的景致；第三一多，好像一间屋内千盏灯光的交涉；第四诸法，好像金黄的颜色离不开金子；第五秘密，好像片月点缀天空有明也有暗；第六微细，好像琉璃瓶子透露出所盛的芥子；第七帝网，好像两面镜子对照着重重影现；第八托事，好像造像塑臂处处见得合式；第九十世，好像一夜的梦便仿佛自在地过了百年；第十主伴，好像北极星的所在被众星围绕着。[63]
法藏的著述自唐朝末年便在中国绝迹，以至南宋绍兴中才从高丽取回。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想象他同海东华严宗的密切关系了。

九 义湘之后的华严宗

《浮石本碑》说义湘寂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即新罗圣德王元年。《三国遗事》“义湘传教”条记其门下有上首弟子“十大德”，他们是：悟真、智通、表训、真定、真藏、道融、良圆、相源、能仁、义寂。这些人“皆亚圣人，各有传”。据《三国遗事》载，智通曾就学于灵鹫山的朗智，“后诣义湘之室，升堂睹奥，颇资玄化，实为《锥洞记》记主也”。真定曾以孝行名世，后“闻人说义湘法师在太伯山说法利人，即有响慕之志”，在其母的鼓励下，“投湘公，名曰真定”。表训同景德王交往甚密，曾为求子于上帝，颇以神迹闻世。

为法藏带信的胜诠未在十大德之列，但他同义湘的关系理应十分密切，很有可能就是义湘派他入唐至法藏门下继续学习新的华严宗教义，严密注视中国华严宗的发展动向。《三国遗事》有胜诠的传记，说：

释胜诠，未详其所自也。常附舶指（当为“诣”之误）中国，诣贤首国师讲下，领受玄言，研微积虑，惠鉴超颖，探颐索隐，妙尽隅粤。思欲赴感有缘，当还国里。始贤首与义湘同学，俱禀俨和尚慈训。首就于师说，演述义科，因诠法师还乡，寄示湘仍寓书……按，此圆融之教诲（指法藏所寄之章疏），遍洽于青丘者，实师之功也……诠乃于尚州领内开宁郡境，开创精庐，以石髑髅为官属，开讲华严。新罗沙门可归颇聪明识道理，有传灯之续。乃撰心源章，其略云：胜诠师领石徒众，论议讲演，今葛顷（一作“项”）也。其髑髅八十余枚，至今为纲司所传，颇有灵异。[64]

考察华严宗的东传史，一般都把义湘定为初传，把胜诠看作再传，胜诠之后的第三传是梵修。上述胜诠的传记中记有梵修的事迹：

厥后有僧梵修，远适彼国，求得新译后分华严经观师义疏，言还流演，时当贞元己卯。斯亦求法洪扬之流乎？

可见梵修所传的是中国华严宗四祖澄观的教旨，时间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即公元799年。据《宋高僧传》和《佛祖统纪》的记载，澄观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11岁依宝林寺霈禅师出家，14岁得度。20岁起遍访名山，旁求经藏，所学极广，博及相部律、南山律等。曾诣金陵玄璧学《三论》，大历元年（766）在瓦官寺学《大乘起信论》《涅槃经》，又从天竺诜法师习《华严经》。同十年到苏州从湛然学天台《摩诃止观》和《法华经》《维摩经》等经疏，并从牛头山慧忠、径山道钦等习南宗禅法，复从慧云禅师学北宗禅法。同十一年游五台山、峨眉山，之后于五台山大华严寺专修大乘忏法，讲《华严经》。贞元十一年（795）奉诏入内殿讲经，受赐“清凉法师”称号。翌年起与般若三藏翻译天竺乌荼国所进《华严经》，同十四年译出，共四十卷（实为“八十华严”之末会，即经中的《给孤独园说·入法界品》），这便是上述引文中所指的“新译后分华严”。元和五年（810）宪宗加号“大统清凉国师”。澄观著有《华严经疏》等诸多著作，据说有三百余卷。梵修从他学习时，正是他思想的成熟期。在中国华严宗的宗史上，清凉澄观被看作是宗统的维护者和中兴之祖。法藏的学说在其死后不久就被弟子慧苑所歪曲，如将“五教”改为“四教”、将“十玄”改成“十德相”等。后来澄观奋起矫正，力斥慧苑的思想为“异说”。但由于自身长期以来治学的经历和时代趋势的限制，所以他的观点却又偏向唯心，附会禅说和天台教旨。在澄观自己是不忌讳本宗因袭天台宗的，他曾说过法藏所说大同天台，认为他的五教判释不过是在天台宗四教上加上“顿教”而已。到他自己，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如他的“一心法界”说认为“一心”总该万有，“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这样本宗的法界缘起说便同天台宗的一念三千说相类似了。又如在性的善恶问题上，他提出“即圣心而见凡心”“如来不断性恶”“佛心中有众生”等，[65]这些都明显地受到天台宗性具善恶说的影响。在同禅宗的关系上，他主张禅、教一致。华严宗发展至此，已渐渐失掉纯粹性。必须看到，澄观思想的这种倾向性也影响到海东华严宗的走向，我们不仅在华严宗中，就是在后来高丽时期的天台宗和曹溪宗中也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义湘去世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原来由慈藏在江原道开创的五台山也是海东华严宗的中心之一。据《三国遗事》“台山五万真身”条记载，慈藏之后“有头陀信义，乃梵日之门人也，来寻藏师憩息之地，创庵而居。信义既卒，庵亦久废，有水多寺长老，有缘重创而居。今月精寺是也”。《溟州五台山宝叱徒太子传记》记载了“新罗净神太子宝叱徒，与弟孝明太子……同隐入五台山”一事，《三国遗事》“台山五万真身”条还说：“（圣德王）以神龙元年（705）（乃唐中宗复位之年，圣德王即位四年也）乙巳三月四日始改创真如院。大王亲率百寮到山，营构殿堂，并塑泥像文殊大圣安于堂中，以知识灵卞等五员常转《华严经》，仍结华严社。长年供费，每年春秋，各给近山州县仓租一百石，净油一石，以为恒规。”华严社的结成，是海东华严宗走向兴盛的标志，从中也可看出王权对该宗的支持。

第四节 《华严一乘法界图》与义湘的华严思想

照现在一般历史所描述的把元晓和义湘当作两个历史人物，我们不得不说这位叫作义湘的华严宗僧人留下的著述实在太少，简直和他的盛名不符。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多方搜罗，我们所能知道的有关他的著作不外乎只有如下几篇，即《华严一乘法界图》（一卷）、《入法界品钞记》（一卷）、《华严十门看法观》（一卷）、《白花道场发愿文》（一卷）、《诸般请文》（卷数不明）。其中，现存的只有《华严一乘法界图》，《白花道场发愿文》是个残本，仅250字左右。《入法界品钞记》《华严十门看法观》、《阿弥陀经义记》仅存篇目于《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大正藏》第55册）、《华严宗经论章疏目录》（《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卷）、《莲门类聚经籍录》（《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6卷）等经录中。《诸般请文》篇目存《海东文总录》中，其中“释家条”（学文阁影印本第306—307页）的本题下记“释义湘等所撰”，但资料的出处和内容均不明。

《华严一乘法界图》又称《华严一乘法界图章》《一乘法界图》《法界图章》《法性图》《海印图》等，为七言诗偈，共30句210字，曲折回环盘成一个印章。盘诗的图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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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回文诗按照正常的次序写来就是：

法性圆融无二相

诸法不动本来寂

无名无相绝一切

证智所知非余境

真性甚深极微妙

不守自性随缘成

一中一切多中一

一即一切多即一

一微尘中含十方

一切尘中亦如是

无量远劫即一念

一念即是无量劫

九世十世互相即

仍不杂乱隔别成

初发心时便正觉

生死涅槃常共和

理事冥然无分别

十佛普贤大人境

能入海印三昧中

繁出如意不思议

雨宝益生满虚空

众生随器得利益

是故行者还本际

叵息忘想必不得

无缘善巧捉如意

归家随分得资粮

以陀罗尼无尽宝

庄严法界实宝殿

穷坐实际中道床

旧来不动名为佛

围绕着这首盘诗，义湘还撰有说明性文字。文章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一乘法界图合诗一印，依《华严经》及《十地论》，表圆宗要，总章元年七月十五日记。”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其师智俨入寂，就是说《法界图》是在智俨去世前三个月写成的，出于这个原因，《三国遗事》称之为“如孔氏之绝笔于获麟矣”。[66]后人也以此作为义湘在智俨门下学习的毕业论文，同时也是海东新罗华严教学的出发点。

作诗的目的，作者有言：

夫大圣善教无方，应机随病非一，迷者字（“字”疑为“守”）迹不知失体，勤而归宗末日（“末日”一作“未曰”），故依理据教，略制盘诗，冀以执名之徒还归无名真源。读诗之法，宜从中法为始，繁（“繁”疑为“盘”）回屈曲，乃至佛为终，随印道读。

由于世间的“迷者”不懂佛的说教有“应机随病”的一面，一味地执着于形迹而丢失了佛法的真髓，所以要依据《华严经》及《十地论》中的教义制成这样的盘诗，以期让这些“执名之徒还归无名真源”。

关于全诗的结构，义湘说，全文30句210字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三个部分：前十八句的主旨是“自利行”（指为求菩提果所修之行）；接下来四句是“利他行”（指下化众生的行为）；最后八句是辨修行者之方便（指善巧之法，随分修行）和所得到的利益。前十八句称“初门”，如再划分则头四句为“现示证分”，作为总论以阐明按缘起法修行最后所证之理；后十四句为“缘起分”。“缘起分”分为六门：前二句为“缘起体”，次二句为“约陀罗尼理用以辨摄法分齐”，接下来的二句为“即事显摄法分齐”，又接下来的四句为“约世时示摄法分齐”，再接下来二句为“约位以彰摄法分齐”，最后的二句为“总论上意”。

对于盘诗的特点，义湘解释说：

一问：何故印文唯有一道？答：表如来一音故。所谓一善巧方便，何故多有繁回屈曲？以随众生机欲不同故。即是当三乘教，何故一道无有始终？显示善巧无方，应称法界，十世相应圆融满足故。即是义当圆教，何故有四面四角？彰四摄四无量故。此义依三乘，显一乘印相如是。

二问：何故字中有始终耶？答：约修行方便，显因果不同故。何故字中多屈曲？显三乘根欲差别不同故。何故始终两字安置当中？表因果两位法性家内真实德用，性在中道故。

义湘说，他立论的基础是世亲的“六相”说，即：①总相，指一缘起之法具足多德，如人身具备眼、耳诸根而成为一体；②别相，指于多德之中彼此相依而合成一法，比如人的身体虽为一，但眼、耳等诸根却各不相同；③同相，指多德相互和合成一法而不相违背，如眼、耳等各具其特性，各有不同的作用，但又相互协作而不相妨碍；④异相，指构成一法之多德之间的差异，比如构成人体之眼、耳等诸根各不相同；⑤成相，指多德相依而成一法，如眼、耳等诸根相互依存而构成人体；⑥坏相，指多德各自住于本法而不移动，如此则总相不能成立，比如眼、耳等诸根各住自位各自为用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体。在此，义湘把他的盘诗也同“六相”联系起来，从中试图说明“所谓总相者义当圆教，别相者义当三乘教。如总相、别相、成相、坏相等，不即不离，不一不异常在中道。一乘三乘，亦复如是”。

如上所言，全诗总体上分成自利行、利他行、修行者方便及得利益三个部分。自利行中又分成证分和缘起分两个部分，显然，这种两分法源自智俨《华严孔目章》卷三中的“证大”和“教大”。证分的特征是“无名无相”，因而指的是超绝言词的法界本身，诗中用“本来寂”和“无二相”来规定和形容它，并且同最后得益的“中道”或“旧来不动”相呼应。这种超绝语言“本来寂”的世界作为缘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按照我们的自觉用语言将之表达出来就是缘起分。缘起分中，义湘着重探讨了世界的一切现象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华严经》中十分重要的“一”与“多”的哲学范畴。《华严经》总结了许许多多有关“一”与“多”的对立统一的范畴，如佛的法身是一，佛的应化身是多；如来智慧是一，智慧的运用是多；诸法的法性是一，法性的各种表现是多；众生的心是一，心的造作是多；等等。这些基本范畴被广泛用于论述一般与个别、全体与部分的关系。[67]《十住品》中菩萨必学“十法”中的第一法就是“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十回向品》说“于一法中知一切诸法，于一切法中亦知一法”。《十忍品》也说“观缘起法，一法中解众多法，众多法中解一法”。《初发心菩萨功德品》则说：“知一世界即无量无边世界，知无量无边世界即一世界；知无量无边世界入一世界，知一世界入无量无边世界……于一毛孔中悉分别知一切世界，于一切世界中悉分别知一毛孔性。”又说：“知异劫中有无异劫，知无异劫中有异劫……知一切劫入无劫，知无劫入一切劫……一切欲即是一欲，一欲即是一切欲。”义湘的诗文将《华严经》中这种俯拾皆是的对“一”“多”关系的论述概括和总结为“约陀罗尼理用”“即事”“约世时”“约位”四个方面。

如前所述，在“一”与“多”的关系上，《华严经》又提炼出“相即”“相入”等关系范畴。“相即”也可称作“相是”，表示相比较的两个事物相等，没有“一”则不成“多”，由“多”则必有“一”，二者密不可分。“相入”或称“相摄”“相有”，表示一物可以进入另一物，为另一物所包容。因此“一”的作用能牵动全体之作用并给予影响，而全体之作用又是自“一”而始，所以二者也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说来，“相即”是针对一切现象的本体而言的，比如一方为“空”，另一方必定为“有”，两者相融无碍而成为一体。举例来说，由“一”构成“多”，则“一即一切”。在此如果将“一切”作为“空”的话，“一”就是“有”，这时从空的立场则“自”之“一切”与“他”之“一”融为一体：如果将“一”作为空的话，“一切”就是有，从有的立场则“他”之“一切”尽摄于“自”之“一”中而圆融一体，此即“一切即一”。相对于“相即”来说，“相入”则是依缘之作用。一切现象的作用在一方为有力，在另一方则必定是无力，相互圆融而无碍。否则，同时都作为有力或无力的话就都不会存在。在华严宗看来，世间万有彼此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别，但都是由平等无差别之实体所缘起，“实体即现象，现象即实体”，所以一切差别现象又都蕴含着无差别之理。在这种意义上，“一”作为有力而能容“多”，“多”作为无力而能潜入“一”，此即“多即一”，反之则为“一即多”。

《华严经》在用“相即”“相入”解释任何差别性的统一时说：“知秽世界即是净世界，知净世界是秽世界，知长劫即是短劫，知短劫即是长劫。”（《初发心菩萨功德品》）“世间法入佛法，佛法入世间法。佛法世间法而不杂乱，世间法不坏佛法。”（《十行品》）“一切世界入一毛道，一毛道出不可思议佛刹”“一切众生身悉入一身，于一身出无量诸身”“不可说劫悉入一念，令一念入不可说劫”“一切诸入入于一入，令一入入于一切入”“一切诸相悉入一相，一相入于一切诸相”“一切语音入一语音，一语音入一切语音”。（《普贤菩萨行品》）对此，义湘则用诗的语言说：“一中一切多中一，一即一切多即一；一微尘中含十方，一切尘中亦如是；无量远劫即一念，一念即是无量劫；九世十世互相即，仍不杂乱隔别成；初发心时便正觉，生死涅槃常共和。”

以上为“自利行”，之后的“利他行”就是在以上所谈的缘起的道理上让众生应分而得利益。“利他行”中，义湘着重强调“海印三昧”，以此作为“众生随器得利益”的源泉。义湘在释文中说：

印者约喻得名，何者是大海极深，明净彻底，天帝共阿修罗斗诤时，一切兵众、一切兵具于中离（“离”疑为“显”）现，了了分明，如印显文字，故名海印。能入三昧亦复如是。穷证法性，无有源底，以究竟清净，湛然明白，三种世间于中显现，名曰海印。

“海印三昧”又可称作“海印定”、“海印三摩地”等，为《华严经》所依之总定。我们读佛经时，看到佛在说法之前一般都先入定思惟法义，审查听众的根机，比如在讲《法华经》时曾入无量义处三昧，说般若时曾入等持三昧，说《涅槃经》时入不动三昧等。六十卷本《华严经》分七处八会（佛在七个地方主持八次集会），每一会均有别定，如第一会入如来藏三昧、第八会入师子奋迅三昧等。海印三昧为七处八会所依之总定，如义湘所说，“海印”为比喻，当大海风平浪静之时，天边万象无不印现海面，故而以此来比喻佛陀心中识浪不生，湛然清静，三世一切之法悉皆印现无遗。

“利他行”之后是“修行者的方便及得利益”。在此，矢志修行的人被佛无缘的善巧方便所引导，“随分得资粮”，从而回归真性之家，还于法性圆融之“本际”。对于这样的“行者”，义湘解释说：

初门行者，谓见闻一乘普法已去，未满证普法已还。是此约别教一乘说也。若约方便一乘说，五乘总是入一乘摄。何以故？以一乘所流，一乘所目，一乘方便故。

我们知道，所谓“同别二教”“五教”等原是智俨在所著《华严孔目章》中发挥的判教思想，他将如来一代说教大别为“三乘”“一乘”两种，又将“一乘”分判为“同”“别”二教。按照华严家的理解，“同教一乘”指随应二乘、三乘等根机而说的法，使其入于一多无尽之法界，所以将一乘无尽之法寄显于始教之三乘法或终、顿二教之一乘法，比如《法华经》的“会三归一”说即为同教一乘；“别教一乘”，顾名思义，就是异于二乘、三乘之法，而为一多无尽之一乘法，此即华严宗的独特思想。当然，智俨所创的教观新说在他生前还不太成熟，就连“五教”等名目在《华严孔目章》中也还不固定，例如其中的“一乘三乘义章”说：“一乘义者，分别有二，一者正乘，二者方便乘。”[68]这里的“正乘”当指别教一乘，“方便乘”则指同教一乘。智俨的理论后来得到法藏的详尽发挥，才成为完整的组织。义湘的《法界图》作于智俨去世前，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过渡时期的痕迹。文章中，他列举了智俨的“十玄门”，并下结论说：“若教义分齐，与此相应者，即是一乘圆教，及顿教摄；若诸教义分与此相应，而不具足者，即是三乘渐教。如上知也。如是十门具足圆者，如《华严经》说。”这种规定与《搜玄记》的意旨完全相同，可见《法界图》基本上是对智俨思想的图解。他之所以在题目中冠以“一乘”二字，无非是要显示同“小乘”和“三乘”的不同之处；而相对“渐教”和“顿教”，他又有意识地突出“圆教”，只将“别教一乘”当作“圆教一乘”，并强调“圆教”相对于“三乘”的优越性。这一点，似乎构成了他和智俨的稍稍不同之处。

最后一个部分“得利益”中，义湘将“旧来不动名为佛”当作全诗的结束，并同最初“证分”中的“诸法不动本来寂”相呼应。智俨在文章中也屡屡使用“旧来”“本来”这样的词语，义湘则在其基础上做了详尽的发挥。他说：

问：具缚有情，未断烦恼，未成福知，以何义故，旧来成佛也？

答：烦恼未断，不名成佛。烦恼断尽，福智成竟，自此已去，名为旧来成佛。

问：断惑云何？

答：如地论说：非初非中后，前中后取故。云何断，如虚空。如是断故，未断已还，不名为断。现断已去，名为旧来断也。犹如觉梦睡悟不同，故建立成不成，断不断等。其实道理，诸法实相，不增不减，本来不动。是故经言：烦恼法中，不见一法减；清净法中，不见一法增。是其事也。

称“旧来”是自“烦恼断尽，福智成竟”之后，这种见解同智俨关于普贤行的说明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义湘是在继承了智俨思想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成佛论的，这也是他将别教一乘理解为圆教之内容的依据。在他看来，这种本来性、旧来性是以“十玄门”为中心的相即相入理解奠定其理论基础的，所以他接着上面的引文说：

有人说言，如是等经文，约即理说，非即事说。

有人认为《华严经》中所说的“不增不减”并非针对“事”，而是针对“理”来说的。义湘不以为然，他以为站在“三乘方便教门”的立场才会有此一说，如果就“一乘如实教门”来讲，则理事不二，一无分别。因此，他反问说：“自事以外，何处得理？”换句话说，在“理”与“事”的关系上，重“理”的是三乘教，持“理事不二”观点的是一乘教，这是二者区分的标志。

接下来，义湘在释文中还谈及体用互融、理事相即这一问题。他仍然用问答的方式说：

问：三乘教中，亦有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如是等义，何故上言偏即理门，不印事中不自在也。

答：理事相即故，有如是义，非谓事事相即。何以故？三乘教中，欲治分别病，会事入理为宗故。若依别教一乘，理理相即，亦得事事相即，亦得理事相即，亦得各各不相即，亦得相即。何以故？中即不同故。亦有具足理因陀罗尼，及事因陀罗尼等法门故。十佛普贤法界宅中有如是等无障碍法界法门，极自在故。其余逆顺主伴相成等法门，准例相摄，随义消息。

尽管三乘从“理事相即”的角度也得出了“寂用相即”的结论，但却无法得出“事事相即”来。别教一乘不仅得出“理理相即”“理事相即”“事事相即”，并且还可以得出“各各不相即”。这里，义湘还使用了智俨、法藏等人都曾用过的“十钱”的比喻，来阐明他的“相即门”（即门）和“相入门”（中门）。他说：

若欲观缘起实相陀罗尼法者，先应觉数十钱法。所谓一钱乃至十钱。所以说十者，欲显无量故。此中有二：一者，一即十，十中一；二者，一即十，十即一。

在智俨和法藏的著作中，一般是用“异体门”和“同体门”来统一十钱的分别，而义湘则代之以“相即门”和“相入门”。对此，他详加论证说：

经云：初发心菩萨一念功德不可尽者，如第一钱。何以故？约一门显无尽故。何况无量无边诸地功德者，如第二钱已去。何以故，约异门说故。初发心时便成正觉者，如一钱即十故。何以故？约行体说故。

问：初发心菩萨者，信地菩萨，即是弟子位。成正觉者佛地，即是大师位。高下不同，位地亦别。何以故，同处并头脚耶？

答：三乘方便法，与圆教一乘法，法用逗留，各别不得杂用。其义云何？三乘法头脚各别，阿耶儿子年月不同。何故如是？约相说故，生信心故。圆教一乘法者，头脚总一，阿耶儿子年月皆同。何以故？由缘成故，约道理说故。

“头脚同一”“父子同年”这种相即相入法理正是圆教一乘所要阐明的《华严经》中所谓的“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思想。这里的“同一”，义湘解释说：“一者无分别义”，“同者同不住义”。至于什么叫“无分别”，他说：

无分别者，缘生义，即是始终等，是无二别。何故如是？一切缘生法无有作者，无有成者，无有知者。寂用一相，高下一味，犹如虚空。诸法法尔，旧来如是。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义湘《一乘法界图》中的“一乘”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别教一乘”，诗文中用“本来”“旧来”来规定它，并由“相即”“相入”等法理开显出来。他把“初发心时便成正觉”当作圆教一乘的究极说教，又以“旧来”成佛作为自己的成佛论。从总体上说，《法界图》是对智俨思想的整理与发挥，但整体上没有超出智俨的理论框架。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有一种传说认为《法界图》即为智俨所造，而由义湘所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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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密教与法相宗

第一节 密教的传播

一 密教的一般情况

密教是佛教中秘密佛教的简称，是印度晚期佛教的一个派别，是大乘佛教充分发展的结果。称“秘密佛教”是相对于“显教”而言的，《大智度论》说：“佛教有两种：一秘密，一现示。”当然，早期所说的显密并论更多的是就佛的教说而言，后来密宗的出现才具备教派的含义。

关于密教的起源，有吠陀说、土著说、道教说、混合说、大乘说，等等。吠陀说的全称为“吠陀—婆罗门—印度教起源说”，这种观点认为密教直接源自古雅利安文化，雅利安人吠陀中的神祇、赞诵、祷词、明咒、祭祀仪式以及护摩火祭法等构成了最初的密教；或以为密教改造了婆罗门教的祭祀主义做法，如将土坛改为曼荼罗、参照婆罗门教来编造密教的经轨等；或以为印度教的神祇和性力崇拜构成了密教的主要内容等。土著说即认为印度土著民族达罗毗荼人的文化是密教发生及至形成的主要源泉，这种观点普遍认为密教中具有鲜明特征的女神性力崇拜，金刚、明王等具有怖畏形象的神祇以及很发达的咒术、占星等内容都属于印度土著文化。道教说认为中国的道教是密教的主要来源，因为怛特罗的成就法中带有明显的道教特征的内容。大乘说是密教本身的说法，它把本宗的始祖归于龙树，据说大日如来授法金刚萨埵，而龙树于释迦逝后800年开南天铁塔，亲从金刚萨埵受法。混合说认为，密教是由多种因素混合而形成的，比如其中有包括民间信仰和原始土著信仰在内的所有印度宗教，曾流行于中亚一带的祆教和摩尼教以及来自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萨满教、中国古代的谶纬迷信、星相占验和后来的道教等。[1]
以上是吕建福在他的《中国密教史》中所做的考察。吕建福自己的观点是：“密教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原始、早期、中期、晚期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密教起源于大乘佛教中的陀罗尼，陀罗尼的演化最终导致密教的形成。最早形成的密教就是陀罗尼密教。”他还说，早在部派佛教时期，陀罗尼就已开始流行，尤其是在与大乘有着密切关系的大众部中。从汉译经典来看，最早形成的陀罗尼经典是《无量门微密持经》，公元3世纪中叶由支谦译为汉文。就是说，以陀罗尼经典的出现为标志，陀罗尼密教至迟在3世纪初就已形成。这时的陀罗尼已不同于以往以持闻为基本内容的陀罗尼，而是以带有咒术性质的咒陀罗尼为中心。笔者以为，吕建福的观点同上述各种起源说是不矛盾的。既然发展到原始密教阶段的陀罗尼已不再是以往以持闻为基本内容的陀罗尼，而是变成“带有咒术性质的咒陀罗尼”，那么换句话说，密教起源于土著文化和吠陀文化也是可以的，而混合说则更反映了密教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对各地区原有文化的摄取这一特征。[2]
学术界（尤其是日本的学者）将密教的起源上溯到部派佛教或大乘佛教初期，由此至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又被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界限是公元7世纪《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的产生。此前被称为“杂密”，此后被称作“纯密”。所谓纯密、杂密是就密典中本末区别而言的，纯密指大日如来住本地法身于法界宫殿中对内眷属所说的秘密法门，即《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开显的金刚、胎藏两部大法；杂密指的是由作为垂迹应化身的释迦牟尼于尘道世界所说之显密糅合之诸经，它以显教为主，附说密乘而已，如《法华经》之陀罗尼品等，因而是不完整和非正统的密教。显然，这种划分已带有狭隘的宗派情绪。与这种观点相应，密教的真正成立也被认为是在公元7世纪。

按照上述的划分方法，中国（汉传）密教也可以以唐中叶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翻译、弘传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中心的金刚乘体系的密教为分水岭，分成杂、纯两个时期。最初，密教（严格讲应当是陀罗尼密教）是随同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东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月氏人支娄迦谶至中原译出《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阿阇世王经》《宝积经》等，经籍中意译陀罗尼为“总持”，又音译为“陀怜尼”。见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卷七、卷十三。《佛说安宅神咒经》是东汉失译的密咒。224年印度人竺律炎入吴，于杨都译出《摩登伽经》等。见《高僧传》卷一、《开元释教录》卷一。与此同时，支谦译出了《华积陀罗尼神咒经》《合微密持经》《七佛神咒》《吉祥神咒》等。关于《华积经》，《佑录》入失译经，《法经录》同此；但《长房录》引《宝唱录》作支谦译，《内典录》《开元录》与之相同。《微密持经》在支谦前就有两个译本，支谦又译出一本，并合三本会译为一本。由此，也可以将《微密持经》当作中国最早翻译的一部独立的密典。在杂密流行的五百余年时间里，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和密教的传播有关的僧人，其中荦荦大者，除上述数人外，还有东晋的帛尸梨蜜多罗，他曾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大灌顶经》等；同时期的昙无兰曾译出《陀罗尼钵经》《摩尼罗亶经》等。此外，像十六国西秦时期的圣坚、北凉时期的法众，北朝北魏时期的佛陀扇多、北周时期的耶舍崛多，以及唐代的波顿、智通、玄奘、阿地瞿多、那提、伽梵达摩、地婆诃多、佛陀波利、义净、李无谄、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这些事迹可考的密教传播者恐怕不下四十余人。

二 早期佛教中的神通感应与密咒

原始密教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婆罗门教中的明咒和民间的禁咒。咒术本来的功用就是为了降灾于敌或为己除祸，要么就是想借此杀人或延长自己的寿命。密教中的密咒和仪轨一般也是用来祈愿、降福、驱魔、除害的。当其从陆路经中亚向中国传播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中亚一带盛行的萨满教的影响。传到中国后，为了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并迎合民众的时尚，密教又主动地摄取了儒家、道家思想以及民间信仰。如早期传播的密咒、方术等就曾依附于中国的阴阳五行、谶纬、神鬼信仰。《安宅神咒经》中即有诸如“日月五星”“二十八宿”“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知识和道教的鬼神，此外还有“父慈子孝，男女志贞，兄弟良顺，崇义仁贤”等儒家道德的说教。应当说，传到中国的密教必然会变成中国式的密教，韩国密教既然是从中国输入的，所以也必然会带上中国密教的各种特色。

古代萨满教分布的地域很广，韩国、日本等也在范围之内。萨满教中的巫师介乎人神之间，向人启示神的意志，利用咒术祛除人间的疾苦。从历史资料上看，韩国古代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都很兴盛，尤其是对山脉、太阳的崇拜。这一切为密教在韩国的传播提供了方便。

在檀君故事中，我们就已看到韩国人咒术方面的信仰。传说桓雄受帝释桓因之遣来弘益人间，率徒三千至太伯山顶，“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桓雄，愿化为人”。后熊化为一女子，又“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中国史书记高句丽“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说其“敬鬼神”，“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等。《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始祖东明圣王”条说：“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赍我令胤乎？”祈愿和祷告都是咒术的主要功能，类似的巫祝记载在韩国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在这种共同的文化氛围中，密教当然很容易将自己的咒术信仰和神灵系统带到韩国来。东晋孝武帝太元（376—397）末年，“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的关中人释昙始，就是一个“多有神迹”的僧人。义熙（405—419）初年他返回关中“开导三辅”，传说他“足白于面，虽跣涉泥水未尝沾涅，天下咸称白足和尚”。为此，《高僧传》特将他列为“神僧”一类的人物。据《东国舆地胜览》记载，隋炀帝于大业八年（612）领兵30万征伐高句丽时，安州北城外七佛寺的僧人们曾显神力使丽军打败隋军。“谚传隋兵阵于江（指萨水——编者注）上，欲渡无舟。忽有七僧到江边，六僧褰裳而涉。隋人见之，谓水浅，挥兵争渡而溺，尸满于川，水为之不流。因建寺为名，列置七佛，以像七僧。”[3]普德是高句丽末年的名僧，他因不满当局扶持道教，致使“国祚危矣。屡谏不听，乃以神力飞方丈，南移于完山州大孤山而居焉”。像七佛寺的僧人、普德等，他们的神迹很可能同密教的传播有关。慧灌是将三论宗传往日本的高句丽僧人，他曾“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论之旨。推古三十有二年乙酉（625）春正月，本国来贡。敕住元兴寺。其夏天下大旱，诏灌祈雨。灌着青衣讲三论，大雨便下。上大悦，抉为僧正。后于内州创井上寺，弘三论宗”。[4]慧灌在日本取得传教的成功，首先得力于他会修法祈雨。

百济的佛教来源于东晋，而东晋又是密教十分兴盛的时代，如帛尸梨蜜多罗就曾在建康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和《孔雀王杂咒经》等，又如昙无兰译有《陀罗尼钵经》《摩尼罗亶经》等。这些人的译籍和从事的密教活动势必会影响到百济佛教。笔者这样说并不完全是凭空推测，日本史料中有一段文字可以作为佐证。日本华严宗沙门凝然于应长元年（1311）在东大寺戒坛院写成的《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谈到了百济佛教向日本传播时的情况：“夫大日本国人王第三十代天国排开广庭（钦明）天皇御字十三年壬申（552）十月从百济国创传佛法。彼国主圣明王自作愿文送献日本圣朝，乃金铜释迦佛像并幡盖等及经论若干卷是也。次第三十一代圣主淳中仓太珠数（敏达）天皇御宇六年丁酉（577）十一月，复从百济国彼国之王献经论若干卷，并律师、神师、比丘尼、咒禁师、佛工、造寺工六人，遂安置于难波大别王寺。”[5]这里明确提到派往日本的僧人中有咒禁师。咒禁师应当就是陀罗尼密教形成后大乘佛教内部出现的那批专门持诵、弘扬陀罗尼密教的僧人，他们也被称作法师。南朝宋功德直译本称：“如此诸行者，即是法王子。已得近最胜，无上菩萨道。若乐闻此经，当近是法师。”可见密教给予他们很高的地位。唐代曾设立专门的咒禁师，称“咒禁博士”，任务是教授咒禁，祛除疫疠。日本在文武天皇（697—700）时也设立咒禁师，他们在供养法会上负责读诵咒愿文，因此也被称为咒愿师或咒师。结合上面的资料看，至少日本的咒师制最先是从百济传入的。日罗的事迹也是一个例证。“初敏达十二年（583），百济日罗来，身放光，神异不测。太子微服从诸童子入馆见之。罗指太子曰：是神人也。太子走去，易衣而出，罗再拜跪地曰：敬礼救世观世音，传灯东方粟散国。太子从容而谢之。罗放光，太子亦眉间出光。谓左右曰：我在陈彼为弟子，常礼日天故有光耀。”[6]特别是义觉，其行迹很像一个杂密僧人。

百济国内的神异灵应也不少，《宋高僧传》把玄光的事迹放在《感通篇》中，说他在慧思门下证得法华三昧，蒙师认可。回国途中，又被天帝召至龙宫讲说所证法门，“如闻而谈，略经七日”。此后门下弟子“升堂授莂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一人”。《三国遗事》卷第二“武王”条记载了一位知命法师，他是百济龙华师子寺的僧人，曾以神力帮薯童（武王的小名）输金于新罗王宫，后又应武王之命“以神力一夜颓山，填池为平地”，在此创建弥勒寺。《三国遗事》卷第五记：“释惠现，百济人，小出家，苦心专志，诵莲经为业。祈禳请福，灵应良稠。兼攻三论，染指通神……稍厌烦拥，遂往江南达孥山居焉。山极岩险，来往艰稀。现静坐求忘，终于山中。同学舆尸置石室中，虎啖尽遗骸，唯髅舌存焉。三周寒暑，舌犹红软，过后变紫，硬如石。道俗敬之，藏于石塔。”

新罗佛教更以神异灵应而著称，如最初到新罗传教的墨胡子曾为君臣辨认香物，称此能“达诚于神圣”。时王女患病，墨胡子“焚香表誓，王女之病寻愈”。未雏王时，“成国公主疾，巫医不效。敕使四方求医”，阿道“率然赴阙，其疾遂理”。初到新罗的僧人们大多能役使鬼物，除灾治病，并以此来博得统治者和百姓们的信任。

圆光是在中国学有成就的新罗僧人，同时也以神迹赢得世人的注目。《续高僧传》说他在中国时，“会隋后御宇，威加南国，历穷其数，军入杨都。遂被乱兵将加刑戮。有大主将望见寺塔火烧，走赴救之，了无火状，但见光在塔前被缚将杀。既怪其异，即解而放之。斯临危感达如此也”。回国后，“本国王染患，医治不损。请光入宫，别省安置。夜别二时，为说深法，受戒忏悔，王大信奉。一时初夜，王见光首金色晃然，有象日轮，随身而至。王后宫女同共观之，由是重发胜心，克留疾所，不久遂差”。《殊异记》专门介绍过圆光同神鬼的交往，又提及他在三岐山静居修道时还有一比丘也在此修咒术。

二惠是真平王时的僧人，都以神迹著称于世。其中一人叫惠宿，他死后，正当人们将他入土掩埋时，忽有人同时在另一个地方见到他，说是“久居此地，欲游他方”。于是人们“开冢视之，唯芒鞋一只而已”。另一僧人惠空，曾在学问上指导过元晓。据说他出家前即能未卜先知，出家后更是灵异非凡。有人见他僵死于山中，尸体已经腐烂，但当此人回辔入城时，又见他大醉歌舞于城中。某日他用草绳将灵庙寺的金堂和左右经楼及南门廊庑围将起来，果然发生火灾，“唯结索处获免”。慈藏的神迹上文中已有叙述。关于元晓，韩国国内也到处流传着他的种种神异行为，如掷盘救众、噀水扑焚等。义湘的神迹也不少，如同善妙龙的交往、向天帝请佛齿舍利等。又如他“晚年住皇福寺时，与徒众绕塔，每步虚而上，不以阶升，故其塔不设梯磴，其徒离阶三尺，履空而旋”。他还告诉弟子们说：“世人见此，必以为怪，不可以训世。”[7]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朗智乘云、心地得简、太贤转石，等等。

三 杂密的流行及与杂密有关的典籍

关于韩国佛教中杂密的流行情况，笔者想主要介绍明朗、密本、惠通三人的事迹，然后再考察一下有关的经籍。

明朗看来是最早在新罗弘扬杂密的僧人，有关他的事迹集中在《三国遗事》卷第五的“明朗神印”条和卷第二的“文虎王法敏”条中。

“明朗神印”条的记载很简单：

师讳明朗，字国育，新罗沙干才良之子。母曰南涧夫人，或云法乖娘苏判茂林之子金氏，则慈藏之妹也。三息。长曰国教大德，次曰义安大德，师其季也。初母梦吞青色珠而有娠。

这里说明了明朗的家世，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兄弟三人都出家修行，可见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他的母亲为慈藏的妹妹，他便作为慈藏的外甥而在新罗的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三国遗事》接着说：

善德王元年入唐，贞观九年乙未来归。总章元年戊辰，唐将李勣统大兵，合新罗灭高丽。后余军留百济，将袭灭新罗。罗人觉之，发兵拒之。高宗闻之赫怒，命薛邦兴师将讨之。文武王闻之惧，请师开秘法禳之。

引文对明朗的入唐经过，记载得不能再简单了，只说了入唐时间为善德王元年，即公元632年，亦即唐太宗贞观六年；归国的时间为唐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共在唐三四年时间。[8]至于在唐所学，更是一无所知，倒是该条所引《金光寺本记》透露了一点点痕迹。《记》云：

师挺生新罗，入唐学道。将还，因海龙之请，入龙宫传秘法。施黄金千两（一云千斤），潜行地下，涌出本宅井底。乃舍为寺，以龙王所施黄金饰塔像，光曜殊特，因名金光焉。

这段引文说明明朗所学的是秘密佛法，而且回国后舍宅为寺，建成了第一座道场金光寺。上引“明朗神印”条的记述也同“文武王法敏”条一样，也把明朗同唐罗间的政治关系扯在一起。上文中，我们已经考证所谓义湘回国传递军情实属虚构，但这并不等于说明朗修文豆娄密法以抵抗唐军也是虚构的。那么明朗修法应当在什么时候呢？按《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应当在新罗文武王十五年，即公元675年。这一年二月刘仁轨破七重城，后引兵还，此仗为唐军胜。同年“秋九月，薛仁贵以宿卫学生风训之父金真珠伏诛于本国，引风训为乡导，来攻泉（泉，当作白水）城”，此仗结果新罗将军文训等“逆战胜之，斩首一千四百级，取兵船四十艘。仁贵解围退走，得战马一千匹”。之后新罗军队又“与唐兵大小十八战，皆胜之，斩首六千四十七级，得战马二百匹”。[9]这样说来，明朗修法使“唐船皆没于水”应该是针对“秋九月”这一仗而言。

所谓文豆娄[10]密法当属传统的陀罗尼密教，该法源自东晋时期形成的九卷本《灌顶经》。该经卷七为《佛说灌顶伏魔封印大神咒经》，主要是讲文头娄法。经中有注云：“胡言文头娄者，晋言神印也。”又说：“梵言文头娄者，晋言神印也。”可见“文头娄”的意译就是“神印”。后人称明朗一系为神印宗，也就是取自他所传的神印法。该经还解释说：“危厄之日，取上五方神王名字及其眷属（名字），写著圆木之上（行法），名为文头娄法。”这一点同《三国遗事》的记述基本相同。《三国遗事》说：“（朗）以彩帛营寺，草构五方神像，以瑜伽明僧十二员，明朗为上首，作文豆娄秘密之法。”

《灌顶经》是在中土编造的，其中一部分内容取自印度和西域，另一部分内容即为中国传统之法。东晋南北朝时此类密法盛行于世，隋唐以后未见有传承者。明朗虽得此密法却没有师承，因此他称由龙宫受此密法以便在十分强调师徒相承的密教中站住脚，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所谓五方大神，具体讲就是：东方的亶遮阿迦，其身长一丈二尺，着青色衣，吐青气；南方为摩诃祗斗，身亦一丈二尺，着赤色衣，吐赤气；西方为移蔸涅罗，一丈二尺，白衣，白气；北方为摩诃迦尼，一丈二尺，黑衣，黑气；中央为乌咀罗妳，一丈二尺，黄衣，黄气。五方大神各有七万鬼神相随。不难看出，五方神配之于五色等说法显然受到中国传统的五行说的影响。按照《灌顶经》的描述，如果有疾病、危难、恐怖、鬼神来扰的话，存念五方大神及其眷属，并作文头娄法，则“所向之处，无不致福，却诸恶”。又说：“此文头娄印山，令山崩倒；印一切树木，树木为之摧折；印于海河，源池泉水为之枯竭；印向火，火为之消灭。若四方卒风吹扬尘土，举印向之，即住不行。举印向地，地为之陷。若诸方盗贼乱起之时，举印向之，即便消散，无复恶意，即生慈心，两作和解，不相掠夺，各还正治。此大神王之印章，有所向处，无不为益。印身中，四百四病无不除愈。”明朗在狼山之南的神游林建寺，取名“四天王寺”也是本自该经。经中，“天帝释长跪白佛言：我今欲承佛威神，敕四天王并其神名字，为文头娄法勤佐，世尊唯愿许可”。这里的四天王各有职责，即东方天王主诸灾横、水火、变怪；西方天王主诸逆贼、怨家、偷盗；南方天王主诸五瘟、疾气、恶毒、斗诤、口舌；北方天王主诸魑魅魍魉、往来鬼神作灾异者。[11]
明朗抓住唐罗交战的时机行法禳灾，取信于朝，取得了传教创宗的成功。

《三国遗事》卷第五“神咒第六”记载了密本的事迹：

善德王德曼遘疾弥留，有兴轮寺僧法惕，应诏侍疾，久而无效。时有密本法师，以德行闻于国，左右请代之。王诏迎入内。本在宸仗外读《药师经》，卷轴才周，所持六环飞入寝内，刺一老狐与法惕，倒掷庭下。王疾乃瘳。时本顶上发五色神光，睹者皆惊。又丞相金良图为阿孩时，忽口噤体硬，不言不遂，每见一大鬼率群小鬼来，家中几有盘肴，皆啖尝之。巫岘来祭，则群聚而争侮之。图虽欲命撤，而口不能言。家亲请法流寺僧亡名来转经，大鬼命小鬼以铁槌打僧头仆地，呕血而死。隔数日，遣使邀本。使还言：本法师受我请，将来矣。众鬼闻之，皆失色。小鬼曰：法师至将不利，避之何幸。大鬼侮慢自若曰：何害之有？俄而有四方大力神，皆属金甲长戟，来捉群鬼而缚去。次有无数天神，环拱而待。须臾本至，不待开经，其疾乃治，语通身解，具说件事。良图因此笃信释氏，一生无怠。塑成兴轮寺吴堂主、弥勒尊像，左右菩萨，并满金画其堂。

同条还记载了另一位居士的神迹：

金庾信尝与一老居士交厚，世人不知其何人。于时公之戚秀天久染恶疾，公遣居士诊卫。适有秀天之旧名因惠师者，自中岳来访之。见居士而慢侮之曰：相汝形仪，邪佞人也，何得理人之疾？居士曰：我受金公命，不获已尔。惠曰：汝见我神通。乃奉炉咒香，俄顷五色云旋绕顶上，天花散落。士曰：和尚通力不可思议，弟子亦有拙技请试之，愿师乍立于前。惠从之。士弹指一声，惠倒迸于空，高一丈许。良久，徐徐倒下，头卓地，屹然如植橛，旁人推挽之，不动。士出去，惠犹倒卓达曙。明日，秀天使扣（一作“相”）于金公。公遣居士往救，乃解。因惠不复卖技。

密本役使鬼神，名闻朝野。就其行法事迹来看，基本上属于陀罗尼密教。照《三国遗事》的记载，密本和上面的这位不知名的居士都未曾入唐，他们所行密法应当是在本国学得的，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照密典学得的，这说明新罗不仅有众多的密典流行，而且密教已成一定的气候。至于密本所读的《药师经》和密教的关系，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介绍。

惠通和密本一样，都是新罗专门从事密教活动的僧人。《三国遗事》卷第五记载他的事迹说：

释惠通，氏族未详。白衣之时，家在南山西麓银川洞之口（今南涧寺东里）。一日，游舍东溪上，捕一獭，屠之，弃骨园中。诘旦亡其骨，迹血寻之，骨还旧穴，抱五儿而蹲。郎望见惊异久之，感叹蹰躇。便弃俗出家，易名惠通。

惠通出家何地所学何宗均不清楚，不过史料中明确记载他曾入唐学习密教：

（惠通）往唐谒无畏三藏请业。藏曰：隅夷之人，岂堪法器。遂不开授。通不堪轻，谢去。服勤三载，犹不许。通乃愤悱立于庭，头戴火盆，须臾顶裂，声如雷。藏闻，来视之。撤火盆，以指按裂处，诵神咒，疮合如平日。有瑕如王字文，因号王和尚。深器之，传印诀。时唐室有公主疾病，高宗请救于三藏。举通自代。通受教别处。以白豆一斗咒银器中，变白甲神兵，逐祟不克。又以黑豆一斗咒金器中，变黑甲神兵，令二色合逐之。忽有蛟龙走出，疾遂瘳。龙怨通之逐己也，来本国文仍林，害命尤毒。是时，郑恭奉使于唐，见通而谓曰：师所逐毒龙归本国害甚，速去除之。乃与恭以麟德二年乙丑，还国而黜之。

惠通入唐求法的经过，《三国遗事》记述得十分生动，但这里有一个漏洞无疑降低了该条史料的准确性。上言惠通代师受高宗命为唐室公主治病，嗣后，又于麟德二年（665）回国逐龙。因此，确切地说，惠通的入唐应在665年之前。然而，据《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开元释教录》等各种史料的记载，善无畏来华的时间是唐玄宗开元四年，即716年，比惠通归国之年还晚51年。所以，说惠通师事善无畏简直是无稽之谈。但是，如果我们排除惠通师事善无畏一事，其他细节还是可信的，比如他所行的伏龙法以及回国后所行的断瓶法，都属杂密时期持明密教的密法，基本上和他所处的时代是吻合的。据说惠通俗称尊胜角干，角干为官名，官名前称尊胜，可见他所传的就是尊胜法。关于回国后所行的断瓶法，《三国遗事》记载说：

龙又怨恭，乃托之柳，生郑氏门外。恭不之觉，但赏其葱密，酷爱之。及神文王崩，孝昭即位，修山陵，除葬路。郑氏之柳当道，有司欲伐之。恭恚曰：宁斩我头，莫伐此树。有司奏闻。王大怒，命司寇曰：郑恭恃王和尚神术，将谋不逊，侮逆王命，言斩我头，宜从所好。乃诛之，坑其家。朝议：王和尚与恭甚厚，应有忌嫌，宜先图之。乃征甲寻捕。通在王望寺见甲徒至，登屋，携砂瓶研朱笔而呼曰：见我所为。乃于瓶项抹一画曰：尔辈宜各见项。视之，皆朱画，相视愕然。又呼曰：若断瓶项，应断尔项，如何？其徒奔走，以朱项赴王。王曰：和尚神通，岂人力所能图！乃舍之。王女忽有疾，诏通治之。疾愈，王大悦。通因言：恭被毒龙之污，滥膺国刑。王闻之心悔，乃免恭妻孥。拜通为国师。龙既报冤于恭，往机张山为熊神，惨毒滋甚，民多梗之。通到山中，谕龙授不杀戒，神害乃息。

惠通还曾用咒术为神文王治疽背，并解释发病的原因说：“陛下曩昔为宰官身，误决臧人信忠为隶，信忠有怨，生生作报。今兹恶疽亦信忠所祟，宜为忠创伽蓝，奉冥佑以解之。”神文王听信了惠通的话，创建了信忠奉圣寺。惠通回国后住王望寺，此时又建信中奉圣寺，这些寺院都是他弘法的基地。《三国遗事》最后说“密教之风，于是乎大振”。又说“天磨之总持岩，母岳之咒锡院等皆其流裔也”。

涉及密教思想，特别是陀罗尼咒的经典很多，可以说大乘经典基本上都同密教多少有点关系，这里笔者只举在韩国杂密的传播过程中影响较大的几部佛典加以说明，以示其发展之梗概。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仁王护国经》。据《历代三宝纪》载，该经共有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三译，《大唐内典录》等承其说。但《出三藏记集》卷四将该经编入失译杂经录，隋代各经录将之编入疑惑录，认为此经不是罗什或法护所译。现传世有两个本子，一为罗什所译，又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仁王般若波罗蜜护国经》《仁王般若经》《仁王经》（见《大正藏》第8册）。该经凡两卷，分序品、观空品、菩萨教化品、二谛品、护国品、散华品、受持品、嘱累品八品，乃佛陀为十六国国王说示守护佛果、十一之行及守护国土之因缘，称讲说受持此经则可息灾得福。另一为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不空奉诏重译，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又称《仁王护国经》《新译仁王经》（亦见《大正藏》第八册）。不空所译亦分两卷八品，内容与罗什所译略同。该经同《法华经》《金光明经》并称护国三部经。经中有陀罗尼密咒，为修仁王会时所用经典。仁王会也称仁王斋、仁王般若会、仁王道场、百座道场、百座会等。会上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讲赞《仁王经》。经称当国家处于混乱、罹受灾难之际，持诵此经则五谷丰收、民康物阜。中国南朝陈武帝永定三年（559）于大内设仁王大斋，有的史料称这是中国仁王会的嚆矢，其实这一法会的流行应当早于此时。陈武帝之后每年举行两次法会。至德三年（585），陈后主请智颉于太极殿主讲仁王般若百座，后世历代讲说不衰。新罗的仁王会始于真兴王十二年（551），是年高句丽僧人惠亮归化新罗，真兴王见之，以为僧统，始置百座讲会及八关之法。《东史纲目》称“其法每岁仲冬，会僧徒于阙庭，置轮灯一座，列香灯四傍，又结两彩棚，呈戏歌舞以祈福”。之后，真平王三十五年（613）“秋七月，隋使王世仪至皇龙寺，设百高座，邀圆光等法师说经”。[12]又，善德王五年（636）“三月，王疾，知祷无效，于皇龙寺，设百高座，集僧，讲《仁王经》，许度僧一百人”。[13]
从密本读《药师经》为善德王治病的例子来看，该经在韩国也是颇为流行的。考史料，《药师经》共有五译：①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317—322）本，题为《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脱经》，共一卷，此即《佛说灌顶经》第12卷所载之内容；②南朝宋慧简译（457）本，题为《药师琉璃光经》，一卷，不入经藏；③隋达磨笈多译（615）本，题为《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一卷；④唐玄奘译（650年）本，题为《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⑤唐义净译（707）本，题为《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或称《七佛药师经》，共两卷。义净于前卷译出六佛，于后卷译出药师佛。

该经详述七佛药师之本原及其陀罗尼，颇具密教性质，意在以说明现世利益与净土往生之思想为其特质。新罗僧人有关《药师经》的疏释有憬兴的《药师经疏》一卷、道伦（一作遁伦）的《药师经疏》一卷、太贤（一作大贤）的《药师本愿经古迹记》一卷（或作二卷）。

《灌顶伏魔封印大神咒经》为明朗作文豆娄密法所依之经典，实为《灌顶经》的第七卷。《灌顶经》全称为《大灌顶神咒经》，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凡12卷。全经由《灌顶三归五戒带佩护身咒经》乃至《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等12部小经所组成，此12部经各就其功德而有“佛说灌顶”四字，故被称作《灌顶经》。其中《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上举达摩笈多所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以及玄奘所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为同本异译。与明朗同时代的憬兴曾作《灌顶经疏》（二卷）。

法兴王和异次顿是使新罗佛教得以真正振兴的一对君臣。在两人的对话中，法兴王说：“解肉枰躯，将赎一鸟；洒血摧命，自怜七兽。”这句话应当是出自《金光明经》的《舍身品》，由此可见，该经在新罗不仅流行很早，而且影响颇大。后来，元晓作《金光明经疏》八卷，憬兴曾作《金光明经略意》一卷、《金光明经述赞》七卷、《金光明最胜王经略赞》五卷、《最胜王经疏》十卷（一说五卷），胜庄作《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八卷，道伦作《金光明经略记》一卷，太贤作《金光明经述记》四卷，又作《金光明经料简》一卷。大量的疏释也说明该经在海东的影响之巨。[14]
《金光明经》有五种译本，一是北凉昙无谶译的四卷本《金光明经》，二是南朝陈真谛译的七卷（或六卷）本的《金光明帝王经》，三是北周耶舍崛多（一说阇那崛多）译的五卷本《金光明更广大辩才陀罗尼经》，四是隋宝贵等合编的八卷本《合部金光明经》，五是唐义净译的十卷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略称《最胜王经》）。《金光明经》宣扬若读诵此经，国家皆可获得四天王之守护。在一般的大乘佛典中，代表三界六通最高胜果的是天帝释，四天王就是他的部属，而天龙八部又是四天王的部属。但《金光明经》撇开了天帝释而突出了以四天王为首的专司救护世间、卫护佛法的鬼神。《四天王品》中四大天王声称“我等四王能说正法，修行正法，为世法王，以法治世”。人们只要遵从他们所说的“正法”，就能得到他们的卫护。经中这样说道：“若此国土有诸衰耗，怨贼侵境，饥馑疾疫，种种艰难，若有比丘受持是经，我等四天王当共劝请，令是比丘以我力故疾往彼所国邑郡县，广宣流布……令是等种种百千衰耗之事，皆悉灭尽……是持经者，若至其国，是国应当往是人所听受如是微妙经典，闻已欢喜，复当护念恭敬是人……我等四王复当勤心拥护是王及国人民。”对于国王来讲，只要敬信“正法”，就不会担心邻国的侵逼，因为四天王“当与眷属无量百千鬼神，隐蔽其形，为作护助，令彼怨敌自然退散”，而且国内还能做到“上下和睦，人民炽盛，大地沃壤，阴阳调和”。总之，只要信仰，就能起到护身卫国、长治久安的效果。在高句丽、百济、新罗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艰难历程中，这样的教义当然会被统治者倍加青睐。

《三国遗书》卷第五“憬兴遇圣”条说文武王去世前曾诰命于神文王说：“憬兴法师可为国师，不忘朕命。”有一次憬兴生病，有一尼前来探望，并“以《华严经》中善友原病之说为言曰：今师之疾，忧劳所致，喜笑可治。乃作十一样面貌，各作俳谐之舞……变态不可胜言”。憬兴看后，果然病除。此尼于是告辞回南巷寺，所将手杖放在十一面圆通像前。由此推断，新罗亦盛行十一面观音信仰。与之相应，《十一面观音经》也当流行于世。由史料得知，该经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北周武帝（561—578年在位）时耶舍崛多译的一卷本《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略称《十一面神咒经》《十一面经》），内容为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及其咒法。据说佛一时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时，观世音菩萨在会中，为除灭一切众生之忧恼、病苦、障难、灾怪、噩梦等，而说十一面观世音之心咒。另一个是唐显庆元年（656）玄奘翻译的一卷本《十一面神咒心经》，此本与前面的《十一面神咒经》为同本异译。另外还有阿地瞿多（无极高）和不空的译本。新罗僧人中有道（遁）伦为该经作疏，称《十一面经疏》（一卷）。

另一部记载观世音菩萨的经典是《千手观音经》。《三国遗事》卷第三“芬皇寺千手大悲，盲儿得眼”条记有这样一件事：“景德王代，汉岐里女希明之儿，生五稔而忽盲。一日，其母抱儿诣芬皇寺左殿北壁画千手大悲前，令儿作歌祷之，遂得明。”千手大悲观音信仰来自《千手观音经》。该经共有四种译本，一为唐贞观年间（627—649）智通译的两卷本《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略称《千眼观音陀罗尼神咒经》，内容讲述千手观音之印咒法及坛法；二是唐永徽年间（650—665）伽梵达摩译的一卷本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第三种也是伽梵达摩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第四种为唐景龙三年（709）菩提流志译的一卷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经》。

关于观音信仰，还流传着这样几个故事。传说唐帝有姬美艳绝伦，帝命善画者写真。画成，误落笔污脐下，获罪，遂画十一面观音，得赦。后此人与博士芬节同至新罗，共修佛事，画成众生寺之大悲像，让国人瞻仰，禳祷获福。又，柏栗寺有大悲像一躯，传说是中国神匠塑众生寺像时一起塑造的。类似的记载散见于《三国遗事》各卷中。

有人认为明晓是最后一个入唐传播杂密的新罗僧人。他的事迹，《开元释教录》卷九有这样一段记载：

婆罗门李无谄，北印兰波国人，识量聪敏，内外皆通，唐梵二言，洞晓无滞。三藏阿你真那、菩提流志等翻译众经。并无谄度语。于天后代圣历三年庚子三月，有新罗国僧明晓，远观唐化，将欲旋途，于总持门先所留意，遂殷勤固请译此真言，使彼边维同闻秘法。遂于佛授记寺翻经院为译《不空罥索陀罗尼经》一部，沙门波仑笔受。至久视元年八月，将译经更于罽宾重勘梵本，方写流布。

明晓入唐时间为圣历三年，即公元700年，他曾“于总持门先所留意”，这说明他是有意识地关心密教发展的，但他之所以留名于后世，则是因为将《不空罥索陀罗尼经》这部专讲咒术的经典弘传于韩国的缘故。

四 纯密及其传播

印度密教真正成为有组织的信仰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的出现为标志。《大日经》是真言乘的根本经典，大约产生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的西南印度。该经将其全部教义概括为“因”“根”“究竟”三句，其中“因”为菩提心，“根（本）”为大悲，“究竟”为方便。具体讲，因句为其本体论，以清净平等的菩提心为成佛的内在依据，佛心自心平等无二，如实知自心即是菩提；根句是其实践论，讲大悲胎藏密法，以入此曼荼罗为成佛之基本条件；究竟句为其方法论，讲三密为成佛之捷径、趣入究竟之方便，以手结印契为身密、口诵真言为语密、心作观想为意密。三密相应，即身成佛。该经确立了大毗卢遮那佛的独尊地位，将毗卢遮那佛上升为法身佛，其他诸佛则成为应化加持身，从而毗卢遮那佛便获得了密教教主的地位。《金刚顶经》大约晚半个世纪，一般认为产生于公元7世纪末的东南印度。该经突出了金刚神的地位，称诸菩萨为金刚（每一金刚均由大乘一菩萨演变而来，大乘菩萨受佛灌顶而名金刚），称密法为金刚界，称阿阇梨为金刚阿阇梨，称弟子为金刚弟子，称三昧为金刚三昧，称本宗为金刚乘。该经在思想上深受瑜伽行派的影响，讲三密并用而重意密观想，因而有“瑜伽经”之称。[15]
公元8世纪初，即唐玄宗开元初年，被称作“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将《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带到中国，并在弟子一行等人的支持和参与下译经著述，开坛传法，标立门庭，于是流行已久的密教终于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宗派。

善无畏（673—735），据《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大唐东都大圣善寺故天竺国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和《开元释教录》（卷九）等史料的记载，为中天竺人，刹帝利种姓，相传为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的后裔，13岁嗣乌荼国王位，后让位于兄长出家，入那烂陀寺，投达摩掬多为师，受学总持瑜伽三密法门，受灌顶。后遵师命至震旦（中国）传教，经迦湿弥罗、乌苌国，入突厥讲律，然后又取道吐蕃入唐，于唐玄宗开元四年（716）至长安，深受玄宗以及宁王、薛王等皇族的礼敬，奉命于宫内设立灌顶道场，所赍梵经，尽许翻译。同五年奉诏于菩提院开始译经，所译第一部密典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曾历住兴福寺、西明寺，传说被尊为国师。开元十二年随驾入洛阳，住大福先寺，继续译经，先后译出《大毗卢遮那神变加持经》（《大日经》）六卷，翌十三年又译《供养法》一卷，合为七卷，由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同十四年译出《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经》三卷。他在此讲述《大日经》要义，由弟子一行撰成《大日经疏》二十卷。死后被赠鸿胪卿位。

据《金刚智三藏行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宋高僧传》（卷一）等史料记载，金刚智（671—741）也是中天竺人，后因南天竺国王派遣入唐传法，故称南天竺人。《开元释教录》记他为摩赖耶国人，婆罗门种族。据称他10岁时于那烂陀寺出家，从寂静智学《声明论》；15岁往西天竺学《法称论》（因明七论之一）；后返回那烂陀寺，20岁时受具足戒。此后又广习大小乘经律，又学南宗的《般若灯智》、《百论》《十二门论》以及《瑜伽师地论》《唯识论》《辩中边论》等中观、瑜伽诸典。31岁时往南天竺从龙智学《金刚顶瑜伽经》等瑜伽密典，从此专心密教，受五部灌顶。开元七年（719）经狮子国、室利佛逝国抵广州，翌年入洛阳，再入长安。金刚智同样受到玄宗的礼遇，被尊为国师，奉敕住慈恩寺，造毗卢遮那塔，后又移住大荐福寺。常伴驾往来于东西两京间，广弘密教，所住之刹，必建曼荼罗道场。开元十一年至十九年（723—731）同一行、不空等于资圣寺先后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等密宗经典。开元二十九年，奉敕归国时逝于洛阳。

不空（705—774）在“三大士”中影响最大。据《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贞无新定释教目录》等史料的记载，他原籍北天竺（一说狮子国），15岁出家，师事金刚智，相伴来华，往返两京参与译经活动。金刚智圆寂后，奉遗命率弟子至狮子国和天竺搜求密藏，从普贤阿阇梨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和“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坛法。天宝五年（746）携梵文经典再至长安，于宫中建立曼荼罗，为皇帝灌顶，受赐“智藏”。唐代宗永泰元年（765）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及《大乘密严经》，代宗为之作序，并赐“大方广智三藏”号。翌年，入五台山传法，建金阁寺、玉华寺等密教道场。卒后，代宗为之辍朝三日，追赠司空。译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通称《金刚顶经》）、《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等大乘及密教经典共77部120余卷。这些经典对密宗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

研究韩国密教史，有一个让人感到十分遗憾而又困惑不解的问题，即韩国现有的史料中关于纯密方面的资料基本上阙如，以至于我们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了解其大致轮廓。而实际情况，据笔者的推断，新罗时代不仅此前的杂密极其盛行，开元三大士所传的纯密——作为宗派的密宗，在新罗照样也是盛极一时的。这一推断的根据就是中国密宗初创阶段新罗僧人的活动情况。

从开元至唐末，入唐习密的新罗僧人很多，善无畏门下学有所成名闻一时的新罗学僧就有玄超、义林、不可思议三人。玄超的事迹唯见《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和《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付法记》说：

时善无畏三藏，复将此大毗卢遮那大教王传付大兴善寺沙门一行及保寿寺新罗国沙门玄超……次沙门玄超阿梨复将大毗卢遮那大教王及苏悉地教传付青龙寺东塔院惠果阿阇梨。阿阇梨又传付成都府僧惟尚、汴州辨弘、新罗国僧惠日、悟真、日本国僧空海。

一行是善无畏的高足，帮助善无畏译成《大日经》，又撰《大日经疏》这部阐释密宗理论的权威著作。《付法记》将玄超的名字同一行相提并论，这说明玄超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实际上，一行由于特殊的身份决定他时常必须随君伴驾，商讨国家大事，组织译经工作，此外还忙于天文、历算的研究，因此传法以及宗派建设等具体事宜便更多地由玄超去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玄超可以说是善无畏所传胎藏界密法的承前启后式的人物。所以上面的引文在讲到善无畏传法于一行和玄超后，又由玄超复传于青龙寺惠果。

照日本天台宗僧人圆珍撰述的《胎金血脉图》所言，义林的国籍是新罗，入唐从善无畏受法后回国，在新罗弘传密教，被称为大阿阇梨。另外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人，从善无畏学胎藏密法，随后至新罗传教。以上两说有一个共同点，即义林确实去过新罗传播善无畏系统的密法。日本最澄所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有这样两段记载：

谨案顺晓和上付法记云：沙门义林阿阇梨者，是镇国道场大德阿阇梨也。师事善无畏三藏。三藏以大悲胎藏曼荼罗妙法，付嘱沙门义林。阿阇梨一百三岁，今在新罗国转大法轮。是则一行禅师法弟，故以二者列一处也。

谨案大唐顺晓阿阇梨付法文云：大唐国开元朝大三藏婆罗门国王子，法号善无畏，从佛国大那兰陀寺转大法轮，至大唐国。转付嘱传法弟子僧义林，亦是国师大阿阇梨。一百三岁，今在新罗国转大法轮。又付大唐弟子僧顺晓，是镇国道场大德阿阇梨。又付日本国弟子僧最澄转大法轮。僧最澄是第四付嘱传授。唐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令佛法永永不绝。阿阇梨沙门顺晓录付最澄。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为公元805年，距善无畏去世已有70年。当时义林33岁左右，而此时最澄已达103岁高龄，仍然在新罗继续弘法。最澄以善无畏为初传，义林为二传，顺晓为三传，自己为四传。他生活在义林的同一个时代，应当说所记是比较准确的。这样说来，惠果从玄超受学，顺晓从义林受学，可见新罗僧人在密教建宗的过程中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对于日本，无论是东密还是台密，传承的都是玄超和义林的系统。

不可思议是新罗灵妙寺僧人，他曾根据善无畏的讲释和一行的《大日经疏》，著《大日经供养次第法疏》上下两卷。此《疏》在谈及“言行学处品”的由来时说：“所谓小子者，厥号善无畏三藏和上即是。小僧不可思议多幸，面咨和上，所闻法要，随分抄记。”卷下说：“凡坐法，圣善之寺三藏和上面受。”这句话告诉我们，他受法的时间是在善无畏居住圣善寺期间。《疏》末明确记录“此文造人”为“新罗国灵妙之寺释僧不可思议”，撰《疏》的目的是“愿此文见独知于本不生理中证”。从《疏》中引用《大日经疏》这一点来看，该《疏》所撰当在一行作《大日经疏》之后，即开元十五年之后。《供养次第法》是《大日经》的第七卷，不可思议的疏文即是对《供养法》所做的简洁明了的解释，对密宗胎藏法的流通起到了积极意义。其中对善无畏出家学法及作《大日经供养法》的一段历史传说，为后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不可思议回国后的情况不甚明了。《三国遗事》引《关东枫岳钵渊薮石记》说，唐上元元年（760）真表律师入保安县边山不思议房求戒法，后大历元年（766）又到不思议房。有人怀疑，所谓不思议房可能就是不可思议回到新罗后的行法之地。这种推论还有一个证据，即真表是遵金山薮顺济法师之命前去求戒法的，而顺济在向真表传戒的同时，又传了他《供养次第秘法》一卷。后来，真表也向俗离山大德永兴、融宗、佛陀等传授灌顶，并授衣钵及《供养次第秘法》一卷。前后联系起来看，这里的《供养次第法》很可能就是不可思议的《大日经供养次第法疏》。如果这种推测不错的话，不可思议回国后有可能就在保安县边山传授灌顶。[16]
慧超是入唐学习金刚界密法的新罗僧人，他的闻名于世则主要是因为他留下了一本西行求法的游记——《往五天竺国传》。至伯希和从敦煌清理出《往五天竺国传》的残页之前，慧超的事迹鲜为人知，《宋高僧传》和《海东高僧传》等史料都未提到此人，只有唐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和《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尚表制》中有一鳞半爪的记录。综合各种资料，大致可以看出，他自幼入华，后航海至天竺，遍历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然后于唐开元十五年（727）取道陆路返回中国。翌年，慧超回到长安，开始撰述《往五天竺国传》。据《千钵曼殊经序》载，开元二十一（733）年正月一日辰时在荐福寺道场内从金刚智受《千钵文殊经》法，此后仍随师左右达八年之久。同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金刚智等上奏玄宗皇帝，请求翻译瑜伽密典。五月五日敕许翻译《千钵文殊经》，金刚智译，慧超笔受，至十二月十五日译讫。大历九年（774）十月，慧超复于大兴善寺从不空三藏重咨此法，并成为不空的上首弟子。[17]
从《不空表制集》等资料的记载来看，慧超确实师事过不空。又如不空在大历九年五月七日留下的《三国遗书》中也曾提到过慧超。《三国遗书》说：

吾当代灌顶三十余年，入坛受法弟子颇多，五部羯磨成立八个，沦亡相次，唯有六人。其谁行之？则有金阁含光、新罗慧超、青龙惠果、崇福慧朗、保寿元皎、觉超。后学有疑，汝等开示，法灯不绝，以报吾恩。

六人之中，慧超即居其一，因此后世称他为不空门下的“六哲”之一。大历年间，慧超为内道场沙门。同九年二月奉敕往周至县玉女潭祈雨，因有验，上表称贺，说：“沙门惠超言，伏奉前月二十六日使李献诚奉宣口敕，令惠超往周至县玉女潭修香火祈雨。惠超行阙精修，谬扬天旨，山川灵应，不昧祈祷。初建坛场，峪声作吼；及投舍利，雨足如丝。一夕而草树增华，信宿而川原流潦……伏惟陛下圣德动天，天泽先降，岂惠超微物精诚感通……”对此，代宗制答，说：“师久劳虔洁，勤清道场，有年可期，顾增欢庆。”同年六月六日，不空奏请选慧超等为大兴善寺译经院灌顶道场持诵僧，其名仅次于慧朗。不空在表中称慧朗、慧超“等二十一人，并久探密藏，深达真乘，戒行圆明，法门标准”。这一切都说明慧超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这位在密法上造诣颇深的新罗僧人没有回国，建中元年（780）后终老于唐。

善无畏和金刚智所传的胎、金两部大法三传至青龙寺惠果时开始合而为一。惠果从玄超那里接受了胎藏界密法，又从不空受金刚界密法，将二者融会一起建立“金胎不二”思想。惠果门下的弟子中有新罗僧人惠日、悟真二人。《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记惠日的行迹说：

建中二年，新罗国僧惠日，将本国信物，奉上和尚，求授胎藏、金刚界、苏悉地等，并诸尊瑜伽三十本。己来授讫，精通后时，却归本国，广弘大教，精诚绝粒持念，悉地现前。遂白日冲天竺国王宫中瞻礼，求乞其法。空中口言西大唐国，有秘密法，法有青龙寺。同年新罗国僧悟真，授胎藏毗卢遮那及诸尊持念教法等。至贞元五年，往于中天竺国（“国”下疑脱“求”字）大毗卢遮那经梵夹余经，吐蕃国身殁。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惠日、悟真入唐，从惠果受胎藏界、金刚界、苏悉地等密法。后惠日回国传教，悟真入印度继续求法，不幸死于吐蕃。此外，《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上、下两卷也都明确肯定惠果曾传法于惠日、悟真，但对惠日回国后的情况都不太明确。惠日之后，尚有均亮、弘印等新罗僧人入唐习密，但他们都不过是密教传播的余绪了。

第二节 法相唯识学的传播

一 早期唯识学的滥觞

法相唯识学直接导源于印度的瑜伽行派，其思想源头还可上溯到提倡大乘唯识学的诸经典中，如《华严经》中即已初见“心造诸法”这一唯识命题的端倪，继之出现的《解深密经》、《楞伽经》、《密严经》等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命题的内容，从而为瑜伽行派建构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瑜伽行派的创建人为无著和世亲，他俩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4—5世纪。据真谛所撰《婆薮槃豆法师传》载，无著为北印度富娄沙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人，出生于婆罗门家庭。初于小乘说一切有部出家，因“思惟空义，不能得入”，后乘神通至兜率天从弥勒菩萨受大乘空观，研习《瑜伽师地论》，尽解其义。非但如此，他对《华严经》等大乘经义也都能通达理解。由是，该学派以弥勒菩萨为始祖，其说教亦称大乘弥勒菩萨教。无著本人修“日光三摩地”，突出了“奢摩地”（定）与“毗钵舍那”（观）在全部修持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他广造大乘诸论，弘扬弥勒学说，主要代表作有《摄大乘论》、《六门教授习定论》《顺中论》《金刚般若经论》《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等多部。

世亲是无著的弟弟，同无著一起先于说一切有部出家，博学多闻，遍通典籍。后至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商旅云集、人口众多的阿逾阇国师事佛陀蜜多罗法师。当其师为僧佉（数论）外道所败时，世亲愤然著《七十真实论》以破该外道所著《僧佉论》，又著《阿毗达磨俱舍论》，取经部说以立有部新义。世亲的传教活动曾得到阿逾阇国王室的支持，正勤王曾令太子新日就世亲受戒，王妃亦随之出家。在信仰大乘之前，世亲一直主张“摩诃衍非佛所说”，后受其兄批评而改学大乘教义。无著圆寂后，世亲开始广泛著述大乘论书，解释《华严经》《大涅槃经》《法华经》《般若经》《维摩经》《胜鬘经》等大乘经典。其著作很多，主要有《大乘庄严经论释》《辩中边论》《十地经论》《金刚经论释》《二十唯识论》《唯识三十论颂》《大乘成业论》《大乘五蕴论》《摄大乘论释》《大乘百法明门论》《佛性论》等。

自无著、世亲以及他们之后的200年间，印度唯识学人才辈出，就中以被糅进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里的“十大论师”尤为知名。十家中亲胜、火辩与世亲同时，护法、德慧晚于世亲。护法下传胜友、胜子、智月，德慧下传安慧、净月。难陀在时间上稍早于安慧。照藏文材料记述，世亲之后有四大家，即安慧、陈那、德光和解脱军。“十大论师”是早期瑜伽行派的骨干，他们一方面更加细致地构想出认识主体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在创造论证唯识无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理论的整体角度看，世亲之后瑜伽行派分成两个支流，一是以难陀为首的较多地坚持世亲旧说的“唯识古学”，一是以陈那为代表的比较注重自由发挥的“唯识今学”。陈那的著作很多，译成汉文的有《观总相论颂》《因明正理门论》《掌中论》等。出自陈那门下的护法是大成无著、世亲唯识学说的重要人物。他大约生活在公元6世纪中叶，为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建志城某大臣之子，曾以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为中心阐扬该派思想，后居有名的伽耶大菩提寺。护法的著作主要有《观所缘论释》《广五蕴论》《成唯识宝生论》《二十唯识论释》等，另外他的《唯识三十论释》是玄奘编译《成唯识论》的重要依据，因此在中国影响很大。

瑜伽行派在中国佛教理论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唯识学。中国佛教翻译史上曾经有三次系统地介绍无著、世亲的思想：第一次是公元6世纪上半叶经由西域抵达北魏的北印度菩提流支和佛陀扇多以及中印度的勒那摩提和瞿昙般若流支；第二次是公元6世纪中后期由西印度经扶南至南朝梁陈的真谛；第三次则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西行求法的唐玄奘。菩提流支等人第一次弘传的是以地论学为中心的唯识学。据崔光《十地经论序》称，北魏永平元年（508），宣武帝让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和担任“传译”的“北天竺伏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一十余人在太极紫庭译出”，四年后译毕。后来，宣武帝和高居要职的崔光又争相讲说该论，于是该论俨然成了北魏到东魏时期的官学。

僧侣中，最早弘扬《地论》的是道宠和慧光。道宠原来是儒士，北魏东迁之后才从菩提流支学《地论》，然后在邺地开讲该论，据称门下弟子极多，“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其中知名者有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他的地论师系统一般被称为北道系，而慧光一派则被称作南道系。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一）载，慧光自幼从少林寺佛陀学律，后参与《地论》翻译，据说他对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之间所发生的争论都能按照自己的悟解加以取舍，因此深得该论的纲领，并促进了该论的流传。慧光的注疏博及《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胜鬘》《仁王般若》等经论，这也反映出当时地论师研习的范围之广。慧光在北魏末年即见重于当朝，相对北道系来说，他的南道系名僧辈出，势力遍及全国，自魏齐以降下至隋唐，所传地论学可谓是北方的显学。历朝出自这一系的僧官最多，诸如大统、国统、国都、州都等。

法上是慧光门下诸弟子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最早影响韩国佛教的地论师。《续高僧传》（卷八）记载的情况表明，当时流行的主要大乘经典他无不诵习，并有注疏。40岁左右时法上被魏大将军高澄邀请入邺，遂成为魏、齐二代统师，“所部僧尼二百余万”，统领近四十年，北齐高洋“事之如佛”。上文在讨论高句丽佛教时，已经介绍僧人义渊受本国大丞相王高德的派遣，至齐都邺投法上门下咨询有关佛教史实，并“请乞具注《十地》《智度》《持地》《金刚般若》等诸经”（见《海东高僧传》）。法上对义渊所提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关于瑜伽行派产生的历史问题做了详细解释。于是义渊“服膺善诱，博通幽奥……曩日旧疑，涣然冰释，今慈妙义，朗若霞开”（同前）。后回国“揄扬大慧，导诱群迷”。大致说来，义渊向法上请教的上述经论，正是地论师们研习的范围。[18]公元6世纪中后期真谛等人弘传的是以摄论学为中心的唯识学。在无著的《摄大乘论》三个汉文译本中，北魏佛陀扇多的两卷本最早，但该论的真正流行是在真谛译出三卷本并另译了世亲的《摄大乘论释》和自行为之解说的《义疏》问世之后。《摄论》是瑜伽派唯识学的奠基性著作，它在解释论述古代印度《大乘阿毗达摩经》（未传入中国）的“摄大乘品”时对比小乘，阐述大乘教义。其主要内容在于探究“心”的性质以及“心”生万有的机制，从而摸索出人的认识过程和据此修持成佛的道路。有陈一代，官方支持的是般若学和三论学，真谛倡导的摄论学被公然排斥，直到隋朝建立，摄论学派才真正兴盛起来。

摄论学的传播大体上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真谛门下，如智恺、智敫、道尼、曹毗、法泰等；一是地论南道系，如慧光的再传弟子昙迁，法上的再传弟子靖嵩、净影，慧远的弟子辩相等。出自真谛门下的摄论师大都在陈隋之际由广州北上，经建业，或入蜀或入长安；来自地论学派的摄论师则在周隋之际由京邺而至金陵、徐州或长安。这两股势力在全国趋于统一的新形势下一时间蔚然成风，[19]而摄论学的东传海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据《续高僧传》记载，新罗僧人圆光入华求法时，正值陈朝排斥摄论学，所以他最初接触的只是《成实》、《涅槃》，同时在虎丘山修习禅定。至隋代陈后，他才“观化周秦”，于“开皇九年（589）来游帝宇。值佛法初会，摄论肇兴，奉佩文言，振绩微绪”。当时在长安讲说《摄论》的正是出身地论学的昙迁，《续高僧传》说他于开皇七年应文帝之诏与弟子十人由徐州入京，居大兴善寺刊定经典，崇奉正法，并被封为隋初六大德之一，一切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当时的“王公宰相”们以“《摄论》初辟，投诚请祈”，于是昙迁“即为敷弘”，“受业者千数”，其中尤以“沙门慧远领袖法门”。同十一年，真谛门下的道尼也至长安宣讲《摄论》，此后京都研习《摄论》之风日盛。圆光至长安时正好受到这两股摄论学的影响。[20]圆光之前，新罗有安弘入北朝周求法，将《楞伽》《胜鬘》等属于性宗的经典带回韩国。圆光回国后，“于所住嘉栖岬置占察宝以为恒规”。[21]“占察宝”当与《占察经》有关，该经的理论内容与《起信论》相近，也是性宗思想的基础所在。可见，传往海东的瑜伽行派一开始就将有宗和性宗糅合在一起的。慈藏是新罗入唐僧人中以律学著称的人物，他曾从法常（567—645）受菩萨戒。法常19岁便投地论师昙延出家，22岁初闻《摄大乘论》，后五年时间里即深研其理，并博考《华严》《成实》《毗昙》《地论》等之异同，常讲《摄论》、《地论》等经论。遗著有《摄大乘论义疏》（八卷）等十余种行世。华严宗二祖智俨、法相宗玄奘和圆测都曾就学于法常的门下。慈藏回国后，也曾于宫中讲说《摄大乘论》和《菩萨戒本》，其所学也属地论学和摄论学的性宗范围。

二 在唐新罗僧人与法相唯识学

瑜伽行派在中国的第三传是唐代的玄奘。他和弟子窥基等人共同建立的法相宗大大提高了有宗的学术地位，而推动法相学的发展也有神昉、圆测等一大批在唐新罗僧人的功劳。实际上，新罗僧人涉猎佛教义学的第一步，就是新旧两系的法相学。

玄奘（602—664），俗姓陈，自幼出家，21岁受具足戒，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质难问疑，探索不已。其所学经典为《涅槃经》《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俱舍论》等有宗和性宗的理论；参学范围也主要是南方摄论师和北方地论师的活跃地区。通过学习，玄奘感觉到各师所说不一，当时的状况是：“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二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22]于是陈表朝廷，奏请西行求法，但未被允纳。贞观三年（629）趁道俗逐丰就食之机，玄奘只身一人经姑臧，出敦煌，历今新疆及中亚等地，辗转至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那烂陀寺从戒贤学《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声明论》《中论》《百论》《大毗婆沙论》《顺正理论》《因明论》等论典，并游历印度各地。当中观派论师师子光用本宗“二谛”说反对瑜伽行派“三性说”时，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融会空有二宗，批驳其见解。后又同“顺世论”者和小乘论师辩论获胜。戒日王于曲女城为之设五印论师大会，与会者有十八国的国王、僧众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玄奘在会上宣讲大乘教义，竟18日无人问难，由此道誉更隆，被美称为“大乘天”“解脱天”。唐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长安，如此往返17年，行程5万里，“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带回梵经520[image: ]、657部。时太宗皇帝于洛阳召见玄奘，并照其意愿安排他先后住长安弘福寺和大慈恩寺译经。此后20年间，玄奘总共译经75部、1335卷，太宗亲自为他作《大唐三藏圣教序》。所译经论主要有《大般若经》《大菩萨藏经》《解深密经》《称赞净土经》《瑜伽师地论》《大毗婆沙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又根据入印沿途见闻著《大唐西域记》12卷。

法相宗一般将窥基当作玄奘的继承者。窥基（632—682）字道洪，姓尉迟，为唐王朝开国大将尉迟敬德的侄子。年17岁出家，奉敕为玄奘弟子，先住广福寺，后移住大慈恩寺。25岁参与玄奘翻译工作，28岁时帮助玄奘编纂《成唯识论》。相对来说，玄奘主要从事翻译，而窥基则主要致力于著述。法相宗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其代表作为《成唯识论述记》，此处还有《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因明入正理论疏》《瑜伽师地论略纂》《法华经玄赞》《大乘法苑义林章》《唯识二十论述记》《唯识三十颂略释》《辨中边论述记》《弥勒上生经疏》等，被称为“百部疏主”。据传他曾独受玄奘所讲陈那之论以及“五姓宗法”，且大善因明三支，“纵横立破，述义命章，前无与比”，因而在众多弟子中卓尔不群，其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宋高僧传》说：“奘师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23]就是说，法相宗创于玄奘，成于窥基。窥基的入门弟子为慧沼，他著有《成唯识论了义灯》《能显中边慧日论》《因明入正理论纂要》等。慧沼门下有智周，他著有《成唯识论演秘钞》《因明论疏前记》《因明论疏后记》等。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中说，《成唯识论》曾援引过六种经和十一种论，于是这“六经”、“十一论”便成为法相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它们是：《华严经》《解深密经》《如来出现功德经》《阿毗达摩经》《楞伽经》《密严经》；《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经论》《集量论》《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分别瑜伽论》《唯识二十论》《观所缘缘论》《辩中边论》《大乘阿毗达摩集论》。

史载玄奘门下弟子有几千人之多，其中受其剃度的弟子及参与译经事业的数十人，而数十人中属新罗籍的僧人仅知名的就有七八人，他们是：圆测、神昉、知仁、玄范、义寂、道伦（一作遁伦）、胜庄、神廓等。如果再加上元晓、义湘、顺璟、憬兴等来过或未来过唐土的学僧，这个名单就更长了。

记载圆测的史料有《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铭》（《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以及《宋高僧传》卷四、《故翻经证义大德圆测和尚讳日文》（崔致远撰）等。据《塔铭》称，圆测（613—696）讳文雅，新罗国王孙，[24]3岁出家，15岁时，即唐贞观二年（628）入华请业，初就法常、僧辩两位法师门下学佛教经论，与玄奘、智俨等同门。贞观年间，由太宗皇帝敕度为僧，住京师元法寺，学《毗昙》《成实》《俱舍》《婆娑》等论，“古今章疏，无不闲晓。名声蔼著”。玄奘自天竺回国后，立即前去受学，得传《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所译大小乘经论。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撰成《唯识论疏》十卷、《解深密经疏》十卷、《仁王经疏》三卷，此外还有《观所缘缘论疏》《无量义经疏》等多部。圆测曾“赞佐奘公，使佛法东流”，真正起到了“羽翼秘典，耳目时人”的作用。唐高宗后期和武则天执政期间，其被选入译经馆，帮助中天竺地婆诃罗（日照）译《大乘密严经》《大乘显识经》等。万岁通天元年（696）寂于东都佛授记寺，春秋八十有四。

神昉和智仁是直接师事玄奘的新罗僧人。据《开元释教录》等有关资料记载，神昉早年入唐，原居长安法海寺。贞观十九年（645），神昉以十二名证义大德之一的身份应选，进入玄奘弘福寺译场，至玄奘在玉华宫寺译出绝笔之作《大般若经》和《缘起经》时，仍继续担任缀文和笔受工作，终于成为玄门下“四上足”之一。玄奘译场解散后，神昉的行迹便不甚明了。所撰著作有《十轮经抄》（三卷，或作二卷）、《十轮经疏》（八卷）、《十轮经音义》（一卷）、《大乘大集要藏十轮经序》（现存）、《顺正理论述文记序》《成唯识论要集》（同《文义记》，十三卷，或作十卷）、《显唯识论集记》（一卷）、《种性差别集》（三卷）等。智仁也曾长期参与玄奘译场的工作，担任笔受之职，时间大约在贞观的后几年。著述方面有《十一面经疏》《四分律六卷抄记》《佛地论疏》《显扬论疏》《杂集论疏》等。余事均不详。

关于胜庄，一种说法是玄奘门人，另一种说法是圆测弟子。考其事迹，未见参与玄奘译场工作。武则天执政时为京师大荐福寺的著名大德，曾将圆测遗骸葬于丰德寺东岭。胜庄先后参加过义净的东、西两京译场，并在睿宗时参加过菩提流志的西崇福寺译场，担任证义。著述有《金光明最胜王经疏》《成唯识论决》《杂集论疏》《佛性论义》《大因明论述记》《起信论问答》等，现存的只有《梵网经菩萨戒本述记》。义寂也是玄奘的弟子，但同西明系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的著述很多，总共25种，唯识学方面的有《般若理趣分幽赞》《涅槃义记》《梵网经疏》《无量寿经疏》《成唯识论未详决》《大乘义林章》《法华经论述记》《百法论总述》等。现存有《法华经论述记》和《菩萨戒本疏》。神廓的事迹不详，《东域录》说他是玄奘门人，海东佛教资料都将他作为新罗人。其著述有《摄论无性释论疏》《观所缘缘论疏》《摄大乘论章》等。

玄范也传说为新罗人，但《大唐内典录》则云其乡贯不详。他自幼出家，专攻唯识，或谓其为玄奘门人。曾住长安普光寺从事撰述，主要著作有《成唯识论疏》《杂集论疏》《解深密经疏》《无垢称经疏》《法华经疏》《对法论疏》《摄论疏》《辨中边论疏》《因明入正理论疏》《大涅槃经疏》《仁王经疏》《金刚般若经疏》等，均佚。

道伦，《东域传灯目录》等史料也时常写作“遁伦”，他曾入唐研习法相唯识学，生存年代大约与玄奘同时，一说为窥基弟子。其行迹不详，唯知其著述有20种，如《大般若经略记》《大般若经疏》《般若理趣经疏》《金刚般若经略记》《法华经疏》《金刚三昧经注》《胜鬘经疏》《阿弥陀经疏》《药师经疏》《维摩经料简》《金光明经略记》《净饭王经疏》《十一面经疏》《四分律决问》《新撰大乘义章》《杂记》《成唯识论要诀》等，以上均佚。现存的有《瑜伽论记》（二十四卷）、《菩萨戒本记》（一卷）、《菩萨戒羯磨记》（一卷）。

上述法相系新罗籍僧人基本上都没有回到新罗，但从当时唐罗关系的密切程度来讲，他们的活动肯定会影响到新罗唯识学发展的进程。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在唐法相新罗系僧人的理论特色。

唯识学的全部思想都是建立在“唯识无境”这一基本命题之上的。为证明“唯识无境”，又提出了“三能变”、“八识”、“种子”等学说。“唯识无境”意思是说世界一切现象都是内心所变现，心外无独立的客观存在。比如说，不同的人对同一境界（对象）的认识往往有很大差别，即使同一个人对同一对象的认识前后也有差别。可见“识”并不受“境”的制约，相反，倒是“境”依“识”而变化。又如，梦境、幻境等认识，有的无实境可循，有的与实境不符，这更说明不是“境”生“识”，而是“识”创造“境”。再如禅定所开拓的许许多多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境界也是“唯识无境”的有力证明，因为禅定中的境界只是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现。佛教传统上将认识机能和活动分为“六识”，即眼、耳、鼻、舌、身、意。瑜伽行派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阿赖耶识”和“末那识”，合为八识，以此作为五位法中的心法。

“阿赖耶识”的定义为“所知依”。“所知”指一切认识对象，“依”即“依止”、“依持”之意。就是说，该识是三界六道、凡圣众生及一切万物赖以存在和变化的根本依据，是人生与世界的最高本体。《成唯识论》卷二等用“七名”或“八名”来确定其含义，谓此“能变识”“体相虽多，略说唯有如是三相”，即因相、果相、自相。“因相”意指“此能执持诸法种子令不失故，名一切种；离此，余法能遍执持诸法种子不可得故”。此识能永恒执持产生世界一切事物的种子，是现实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得以发生的永恒起作用的原因。在这种意义上，该识又名“一切种识”。“果相”即“此是能引诸界趣生善不善业异熟果故，说名异熟；离此，命根、众同分等恒时相续胜异熟果不可得故”。果相说明该识是无始以来诸种经验习惯积累的结果，并能按照前世所作善恶等行为（业）而引生后世的相应报应，从而保证精神主体的永恒相续和以不同的形体和身份生于特定的周围环境。“自相”就是“因相”和“果相”的统一，它表现为三个方面：能执持诸法种子（能藏）、受熏形成新种子（所藏）、被第七识执为自我（执藏）。自相中，作为经验、积累的存在叫作“习气”，当这种习气被储存，能够成为派生同类事物的原因时，叫作“种子”。“习气”来自“熏习”，即思想行为对认识主体的熏陶；“种子”萌发事物名叫“现行”，即沿袭既有的观念和习惯去把握和创造与之相应的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

以上对阿赖耶识的阐释若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这样的：人的经历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必然留下痕迹，全部经验则作为表象概念和习性保存起来；由此形成观念的、情感的和习惯的意识之流，支持人的生活，支配人的再认识和再行动。因此，该识就是人的记忆系统和信息系统，人的包括潜意识在内的总体意识，即通常所说的世界观，思想和行为的精神主体。相对来说，前“六识”只是各司其职，比如“意识”不能视“色”，“眼”不能听“声”，没有一个把全部精神活动联系起来的有机体。而且，这“六识”必须直面对象（前五识）或自觉对象（第六识）才能发生，所以叫作“易动坏”。相反，阿赖耶识则是保持意识前后连续不断和精神各部机能统一的有机体。故此识不仅是物质世界和自身的本源，也是轮回果报的精神主体和由世间证得涅槃的依据。

“末那识”的“自相”和“行相”是“恒审思量”，即总是不停地起思虑作用。其特点主要是执持阿赖耶识为“我”，有自我意识的含义。广义上讲，一切“无明”颠倒认识都发源于此识，故被称作“染污识”。这样，唯识家就把人的认识分为阿赖耶识、末那识、前六识三大类。人的全部认识活动本质上又只是在第八识与前七识之间进行的，即前七识熏习第八识，开成所谓的“种子”；第八种子识现行，支配着前七识的活动。在唯识家的眼里，修习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地把握诸法唯识性的真理，用清净法转换第八识中的污染成分。直到把污染的阿赖耶转变成清净阿赖耶。是之谓“转依”。换句话说，成佛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将唯识理论与宗教实践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的是“三自性”：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这是唯识学家分析“法相”并构成其宗教理论体系的中心内容。按《成唯识论》卷八的解释，“遍计所执自性”的定义为“周遍计度”，即普遍观察思量，由此而虚妄分别，执有实我、实法等种种差别。“依他起自性”指“依他众缘而得起”的一切现象。这里的“众缘”当指四缘，尤其是指作为因缘的阿赖耶识种子以及能够引起心识派生万事万物的活动。“圆成实自性”谓“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性”，即在“依他起”上认识到唯识所起唯有识性，远离“遍计所执性”的谬误，由此所显示的真如实性。“三自性”是“唯识无境”命题成立的基础，三者的关系可概括为：“依他起自性”即是以心识为因缘而派生的现象界；排除客观实有的观念，体认一切唯有识性便是“圆成实自性”；反之，把“依他起”的对象当作客观的实在，则是“遍计所执自性”。[25]
关于入唐新罗学僧在唯识学方面的思想特征，杜继文曾著有《论法相新罗系的理论特色》一文，[26]文章从“有关世界最高本体”、“关于众生的种性”、“关于因明”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以圆测为首的新罗学僧在新旧唯识学中所坚持的立场。这里，笔者谨将杜继文精辟的见解介绍给大家。

我们知道，“业力”决定说是佛教的世界发生论的基础，原始佛教理论中的“十二缘起”讲的就是这些内容，即众生自身的思想言行决定着众生自身及其周围环境的面貌。西晋竺法护所译《渐备一切知德经》又提出了“其三界者，心之所为”这一命题，将佛教多元的本体观念统一到“心”的一元上来，在中国佛教义学界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由此，人们开始关心“心”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如何创造和支配人生及世界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大致从《楞伽经》开始，原先用以注释“心”的内涵的“六识”说发展成“八识”说，这新增加的二识即上文中讨论的阿赖耶识和末那识。在佛教的众多学派中，《大般涅槃经》和《胜鬘经》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来藏”就是众生心，从这个角度看阿赖耶识，其自性当然是清净的。这种主张，一般称为“清净阿赖耶”说。地论师的观点与此说基本一致，特别是发展到净影寺慧远时，态度就更加明确。真谛系的摄论师把阿赖耶识的性质归为“杂染”（不但是清净的，而且杂有染污），表面上看和玄奘系法相宗的观点比较接近，其实不然。因为摄论师们在第八识之上又增加了一个第九识，称“阿摩罗识”，意译为“无垢识”，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内在根据，其性质相当于地论师所说的清净阿赖耶。这种哲学观点上的接近，才是北方的地论师与南方的摄论师能够逐步走向融合的原因所在。

地论学和摄论学的观点同主张“杂染阿赖耶”说的玄奘系法相宗截然不同。玄奘的译籍一贯认为“阿赖耶识”是一切“染净”所依，不论染净的熏习和染净种子的储存，以及实现由染转净的实践过程，都是由阿赖耶识实现，没有另外一个清净识体的独立存在。众生成佛的途径在于把有漏种子转化成无漏种子，只有到了成佛的境地，阿赖耶识才得转名“阿摩罗识”。

在这些重大的理论纷争中，圆测等人的态度如何呢？杜继文指出：

自他与窥基逝世以后，就有许多关于他与窥基对立的传说。其实，至少在维护玄奘的阿赖耶识说上，二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成唯识论》卷二在解释第八识有许多不同名称时有这样一句话：“或名无垢识，最极清净、诸无漏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来地有。”意思是说，修习唯识真如达到成佛的阶段，第八识始转名“无垢识”。圆测在“或名无垢识”下疏道：“《无相论》云：实性即阿摩罗识者，真谛谬置此言，非梵本也。”（见《成唯识论疏》卷三）……按此处所说的《无相论》，当指真谛译的《无相思尘论》，玄奘译作《观所缘缘论》。现存的两个译本，都没有涉及八、九识的问题。但真谛的其他译籍则谈论较多。例如《三无性论》在论述修习“唯识无尘”观的过程时说：“先以唯一乱识遣于外境，次阿摩罗识遣于乱识，故究竟唯一净识也。”《转识论》更说：“立唯识，乃一往遣境留心。率终为论，遣境为欲空心……境、识俱泯，是其义成。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亦可卒终为论，是（阿）摩罗识也。”意思是说，无垢识本来即有，是作为“实性”而存在的；但它只有在遣除境识（此指“乱识”），即以阿赖耶识为首的八识之后才能实现。在这里，圆测的意见异常明确：把“实性”解释成是“阿摩罗识”，全是真谛的谬言。按玄奘系的译介，“实性”即是真如，具体特指“唯识性”，或“唯识理”，是净识的认识对象，而不是净识本身。

杜继文认为，“圆测以这样鲜明的态度批评真谛之说，可以澄清一个流传颇广的观点”，即一般“所谓圆测推崇真谛，维持摄论师的旧说，因而疏远玄奘的新译，为窥基一系所不容”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五种姓”说中的“种姓”是借用印度种姓制度的概念，表示众生在成佛的可能性上的差别。大约在《维摩》等经典出现时，出于同小乘斗争的需要，开始将“种姓”概念引进佛教的教理范围。及至《涅槃经》（前分），则进一步确认有种“有情”为“一阐提”，瑜伽行派接受了这种固定的阐提说法，将之系统化和定型为“五种姓”，即所谓菩萨乘定姓、独觉定姓、声闻定姓、三乘不定姓和无性有情。其中，前三者称为“三乘”，他们一定会相应地达到菩萨乘（或佛）、辟支佛、阿罗汉的果位；第四种指具有三乘本有种子，但究竟会达到什么果位还不一定；第五种完全没有佛性，永远沉沦生死苦海，虽然可以修生为人或转生天界，却永远达不到佛教解脱。“五种姓”说突出了佛教必须对社会和众生尽责的大乘菩萨行，批判了小乘所走的个人解脱之路，但与当时流行的《法华经》《涅槃经》（后分）思想以及儒家传统观念不符。

本来，凡是在中国传播瑜伽行派经论的学派都不否认“五种姓”说，但后来却被理解为玄奘法相宗的独家主张。其原因，据杜继文考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玄奘在印度时曾对《大乘庄严经论》所说的“无佛性人谓常无性”，即永远不具佛性这种说法产生怀疑，认为“若至本国，必不生信”，而打算采用《入楞伽经》等所说的虽然现在没有佛性，但当来毕竟可以成佛（“当常”）的观点。然而戒贤当即责之曰：“弥离车人（边僻鄙人）解何物而辄为彼损！”后人即由此推断玄奘回国后便坚持师说，不敢改动。[27]其二，《宋高僧传·窥基传》记玄奘曾对窥基说：“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则否。”窥基被认为是玄奘的嫡传，所以“五种姓”说也就成了法相宗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根本标志。但是，还有一种传说，说玄奘学成欲归之前，曾向观自在菩萨像前求决，谓“圣教称众生中有一分无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愿华贯持尊颈项”。结果满其所愿，于是他决定相信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五种姓不是绝对的。[28]杜继文觉得，对于玄奘的思想，“不能单从传闻上考究，而应该根据玄奘自己的思想言论来定”。《成唯识论》集中反映了玄奘的思想，该论卷二介绍了印度的三种关于“种子”的说法：第一，“一切种子皆本性有，不从熏生；由熏习力但可增长”。第二，“种子皆熏生故，所熏能悉俱无始有故，诸种子无始成就；种子既是习气异名，习气必由熏习而有”。第三，“种子略有二类，一者本有，谓无始来异熟识中法尔有生蕴、处、界功能差别”，此即“本性住种”；“二者始起，谓无始来数数现行熏习而有”，是为“习所成种”。三种说法中，该论取第三种：“由此应知，诸法种子各有本有、始起二类”。当然，该论的观点也就是玄奘本人的意见。杜继文发觉，后来窥基对“五种性”增加了许多玄奘没有说过的思想，他对第五姓即“无性”重新分类：一曰“一阐底迦”，即“乐生死”；二名“阿阐底迦”，即“不乐涅槃”；三为“阿颠底迦”，即“毕竟无涅槃性”。这样，他在《入楞伽经》所讲的二种阐提之外，又增添了一种既无佛性又不可能成佛的类型，“实际上是用曲折迂回的办法，坚持五种姓永恒不可变更的立场”。

对于新罗僧人的立场，杜继文考察的结果是，“在这个问题上，尚未发现有任何新罗僧追随窥基之说”。即使是被认为可能是窥基弟子的道伦，也没有明确表态。圆测在疏解《成唯识论》中的“既说本有五种姓别故，应定有法尔种子不由熏习”这句话时说：“以无漏种，五姓别故。”可见他承认众生有先天本有的种子，因而先天地造成五种姓差别。杜继文注意到，圆测在所著《唯识论疏》中基本上表明了对“五种姓”的态度。比如《成唯识论》卷二说：“非熏令长可名因缘，勿善恶业与异熟果为因缘故。”圆测在《唯实论疏》中针锋相对地指出：“善恶业与异熟果应成因缘，彼能增上异熟果故。”这里所讲的“因缘”是指能令事物生成的根本条件，即根本因；“增上缘”则指促使事物的形成、生长或对事物的形成、生长不起妨碍作用的辅助条件。上引《成唯识论》所说就是所谓传统的因果业报说，即认为现世的人生状况是由过去世的全部业因（种子）决定的，现世的业行只是过去世积蓄的“种子”的现行，对那些“种子”的成熟起增上的辅助作用。圆测反对此说，认为现世的善恶行为对于现世的人生状况同过去世的业行一样，也起决定性作用。《大般涅槃经》的《陈如品》为圆测的观点提供了依据，该经说：“众生虽有过去寿业，要赖现世饮食因缘。”就是说，寿命的长短是过去世的业行决定的，但若无现世的饮食，这一果报就不能实现，所以现世业亦与异熟果为“因缘”，此即“现作现报”。杜继文推断说：“这种结论的必然前提是五种姓的可变性；众生之能否成佛，现世的不断修持同样起决定作用。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承认，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这同窥基主张有‘毕竟无涅槃性’为核心的五种姓说显然是相反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思想受到了窥基的弟子慧沼的明确反对。

三 法相宗在新罗的传播和发展

新罗国内的法相宗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元晓为代表的旧唯识学派，其特点是未入唐，基本上是在国内凭借唯识学方面的典籍自学成材，并在思想渊源上受到圆光、慈藏（包括时间上更早的高句丽僧人义渊）等人所传的地论学和摄论学的影响，同玄奘所传法相宗在理论特色上构成鲜明的差别。在署名元晓的著作中，属于唯识学范围的有十三部：《楞伽经宗要》一卷、《入楞伽经疏》七卷、《解深密经疏》三卷、《瑜伽师地论抄》五卷、《瑜伽师地论中实》四卷、《成唯识论宗要》一卷、《梁摄大乘论疏抄》四卷、《摄大乘论世亲释论略记》四卷、《摄大乘论疏》四卷、《中边分别论疏》四卷、《阿毗达摩杂集论疏》十二卷、《辨中边论疏》四卷、《大乘百法明门论撮要》一卷。

上文中我们已经考察了新、旧唯识学之间的区别。在无著、世亲思想的三次传译中，地论学和摄论学在哲学观点上比较接近，这也是中国北方的地论师与南方的摄论师能够逐步汇合起来的原因。真谛的译籍以阿赖耶识为一切世间的直接本原，所以是染污的，可是阿赖耶识之上还有一个“阿摩罗识”，所译《佛性论》以唯识学重新解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命题，认为最高本体的性质是绝对清净的。而玄奘的译籍以阿赖耶识为一切“染净”所依，染净的熏习和染净种子的储存以及由染转净的过程都是通过该识实现的，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个清净识体单独存在。“玄奘法相宗与地论师和摄论师间的这一差别，到了窥基时，发展成为法相宗和《起信论》家的争论，似乎曾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由此引生了许多琐细的教义问题。新罗僧在这一重大的理论纷争中，大体可分有两种意见。其一是以元晓为代表，基本持摄论师和《起信论》的观点，并给以特别的推动和发展。他给《起信论》造疏，号《海东疏》，曾为法藏所用，并传给澄观研习，可见其在华严宗中的地位。”[29]像元晓这样的倾向性在他同时代的顺璟身上也能看得到，传说顺璟曾针对玄奘的“真唯识量”做了一个“决定相违量”，专门同玄奘唱反调。

据窥基在《因明大疏》中说，玄奘在回国之前，曾在戒日王召集的无遮大会上立了一个“唯识比量”，亦称“真唯识量”。此量主要是针对部派佛教中的正量部，以证明“唯识无境”的根本命题。其全文是这样的：

真故极成色 定不离眼识（宗）

自许初三摄 眼所不摄故（因）

犹如眼识（喻）

“宗”“因”“喻”三支即命题、论据、类比（论例），此即因明逻辑的三段式。第一句中的“真故”是宗体的简别词，表示依大乘的“殊胜”教义立宗；“极成”是“色”的简别词，表示主辞“色”（各种可见的物质）是立论者和对方共同认许的，排除其中双方不一致的成分。“定不离眼识”是宗的宾辞，也是双方共同承认的。第二句中的“自许”也是简别词，“初三”是“十八界”分类中的第一组，即“色”、“眼根”、“眼识”。全文的意思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按照大乘的殊胜教义，公众所认识的“色”一定不能脱离眼识而存在；因为此“色”包括在我所主张的“初三”中，而不是在“眼根”中，例如视觉。

元晓[30]的“决定相违量”为：

宗：真故极成色定离于眼识

因：自许初三摄眼识不摄故

喻：如眼根

逻辑形式上，此量同“真唯识量”基本相同，而结论却截然相左。其意思是说：依照大乘的殊胜教义，彼此共同承认的“色”（各种可见的物质）必定脱离眼识而独立存在；因为此“色”包括在我所主张的“初三”中，而不包括在“眼识”中，犹如眼根。“真唯识量”强调的是“色”不离于“眼识”，离“识”别无客体；而“决定相违量”则强调“色”只与“眼根”发生关系，与“眼识”无关。此量认为眼识不外乎是眼这一生理器官与“色”发生联系的结果，而不是“色”赖以存在的前提。

以上两种比量的区别在于：“真唯识量”所证明的“唯识无境”仅限于认识论范畴。其所谓的“极成色”中的“色”实即“影像色”（或称“相分色”），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感觉经验。“决定相违量”证明色定离识，是从本体论上说的。唯识家确立的唯一本体是阿赖耶识，“色”归根结底亦储藏于此，称作“本质色”，乃上述“影像色”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当此“本质色”处于“种子”状态时，它就是脱离“眼识”，是独立于眼识的客体。两种比量都没有超出法相唯识家的范围，但后一种揭示了前一种在证明“唯识无境”上的一大片面，即不得不丢遗“本质色”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决定相违量”带到唐朝时，玄奘已经圆寂，于是由窥基代为作答。《因明大疏》认为它犯了六个逻辑性错误，对此吕澂介绍说，“真唯识量”是针对正量部反对大乘唯识说而立的，其宗、因、喻三支皆有所指，相对正量部而言，它是一个“共比量”，在因明规则、逻辑形式上完全正确。“决定相违量”如果作为“自比量”，也完全符合因明规则，逻辑上可以成立，但由于它是针对“真唯识量”作的“相违量”，未能作成“共比量”，因而最终不能成立。[31]新罗国内法相唯识学的另一支是道证所传、以大贤为代表的圆测法系。道证是入唐学习法相宗的新罗僧人中唯一已知学成归国者。他的事迹不详，从慈因一系的慧沼、智周等人批判圆测的著作（如《成唯识论了义灯》）中，我们知道他的思想同圆测相近，或许就是圆测的弟子。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八，武则天如意元年（新罗孝昭王元年，公元1692年）道证自唐还国，上天文图。后于忠州创月光寺弘法，著作有《成唯识论要集》（十四卷）、《成唯识论纲要》（十三卷）、《摄大乘论世亲释论疏》（十六卷，一说八卷）、《辨中边论疏》（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二卷）、《大因明论抄》（二卷）、《大因明论疏》（二卷）等十三部。

海东佛教史一般以道证上承圆测，下启大贤，但往往又在道证和大贤之间加上憬兴。憬兴的事迹已如前述，他是文武王和神文王时期的高僧，著述多达四十部，其中唯识学方面的就有《解深密经疏》（五卷）、《成唯识论贬量》（二十五卷）、《成唯识论记》（二卷）、《瑜伽论疏》（十卷）、《瑜伽论记》（三十六卷）、《显扬圣教论述赞》（十卷）、《显唯识记》（二卷）、《因明论义抄》（一卷）等多部。他与元晓、大贤一起并称三大著作家。

大贤（又称太贤）是新罗法相唯识学的集大成者，被后人仰为“瑜伽祖”。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关于这位集大成者的史料简直是微乎其微，以致我们对他的了解只能是一鳞半爪。《三国遗事》卷第四“贤瑜伽”条有关他的记载是：

瑜伽祖大德大贤住南山茸长寺。寺有慈氏石丈六，贤常旋绕，像亦随贤转面。贤惠辩精敏，决择了然。大抵相宗铨量，旨理幽深，难为剖析，中国名士白居易尝究之未能。乃曰：唯识幽难破，因明擘不开。是以学者难承禀者尚矣。贤独刊定邪谬，暂开幽奥，恢恢游刃，东国后进咸尊其训，中华学士往往得此为眼目。景德王天宝十二年癸巳，夏大旱，诏入内殿，讲《金光经》，以祈甘霖……贤尝自号青丘沙门。

《三国遗事》的记载大致告诉我们，大贤不仅擅长唯识学，同时对密教也深有研究（这一点上文已经介绍过了）。检校各种史料，笔者发现他在日本佛教史中保存了不少痕迹。日僧照远于14世纪30年代撰有《梵纲经下卷古迹记述迹抄》（卷一上），说：

……太贤者，有人云：玄奘三千门徒，七十人达者。随一圆测法师，门弟道证之弟子，今太贤也。今师初习华严，后入法相。卜迹幽闲，恒弹于琴，外隐德行，内怀光曜。则知宗要序云：潜用韬光，故云太贤也。

引文说大贤由华严而转入法相，这在当时的新罗完全有可能。大贤的著作，从数量上讲仅次于元晓，是新罗三大著作家之一。今人多方搜罗，发现大贤共著有五十二部，其中唯识学方面的有：《唯识二十论古迹记》（一卷）、《成唯识论古迹记》（十卷）、《成唯识论学记》（八卷）、《成唯识论决择》（一卷）、《瑜伽师地论纂要》（四卷）、《瑜伽论古迹记》（四卷）、《摄大乘论世亲释论古迹记》（一卷）、《摄大乘论无性释论古迹记》（一卷）、《辨中边论古迹记》（一卷）、《中边分别论古迹记》（一卷）、《显扬圣教论古迹记》（二卷）、《阿毗达摩杂集论古迹记》（四卷）、《菩萨藏阿毗达摩古迹合记》（十七卷）、《大乘百法明门论古迹记》（一卷）、《观所缘缘论古迹记》（一卷）、《成业论古迹记》（一卷）。此外，还有关于《华严经》《般若经》《法华经》《涅槃经》《梵网经》以及净土诸经的著述。

学术观点上，大贤基本上站在西明一系，但态度比较温和。上文中，圆测曾说过“《无相论》云实性即阿摩罗识者，真谛谬置此言，非梵本也”这样的话。大贤在所著《成唯识论学记》卷三中也说：“其《无相论》，真谛谬言。”这表明了他在佛教本体论上的观点。不过，同圆测一样，大贤对窥基的慈恩一系多持批评态度。照远的《梵网经》下卷《古迹记述迹抄》在谈到大贤的思想倾向时，明确地说他“不同慈恩义”，又说“大贤作《唯识学记》破慈因义。既为所破，岂同彼义哉”！大贤的著作在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日僧彦证清算在1356—1361年撰述的《梵纲经》上卷《古迹纲义》中，说“大唐大荐福寺道峰法师”曾为大贤所撰诸文制序，并感叹说：“应五百而杰起其谁欤，即东国太贤法师其人也。”又说他之所以“不载僧传”的原因是“迹幽期远”“潜用韬光”。

正如杜继文所评价的那样：“新罗僧涉猎佛教义学的第一步，就是新旧两系的法相学。法相学体现了佛教义学的最高成就。新罗僧的研讨，相当充分地表现了他们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抽象能力。这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体的情况。”[32]同中国唯识学的发展进程一样，大贤之后新罗法相宗亦告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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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统一新罗中期以后的禅宗

第一节 禅宗及其在新罗的初传情况

一 禅宗的形成

禅本自印度，兴于中国，唐朝初年始创为宗，并立于天台、华严之列，为中国佛教诸宗派之一。

禅宗和禅是两回事，但却有内在的联系。禅是佛教中的一种修行方法，并非禅宗所独有。禅本为梵文“禅那”之简称，鸠摩罗什译作“思维修”，指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玄奘译作“静虑”，意为进行宁静安详的深思。禅宗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故而以禅命宗。这样，一方面“禅”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禅宗也成了有别于佛教整体的风格迥异的独特派别。人们历来把禅宗的兴起看作是佛教史上的一次改革运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自称“宗门”，称其他宗派为“教门”。“宗门”和“教门”是对立的。佛教中，唯有禅宗这一派别不崇拜任何偶像，不信仰任何外在的神和天国。它自称“教外别传”，否认了经典和佛祖的权威性，甚至否认了诸佛菩萨乃至净土的实在。它十分强调“自心”的作用，认为迷悟、苦乐、解脱都在自心；“自心”创造了人生、宇宙和诸佛菩萨。自心是禅宗信仰的唯一对象，也是它的全部信仰的基石。禅宗盛行之后，其他诸宗派逐渐衰落下去，甚至消失，这便证明它的确与众不同。

杜继文认为，中国禅宗从酝酿到形成固然与此前的禅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它的真正现实基础，亦即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自汉末以来，封建主义的内在矛盾促使外来的佛教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僧侣阶层，他们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到南北朝时期，流民愈益增多，到处流动逐食，他们涌入寺院，动辄二三百万人，那些无寺可居的流民一变而为游僧。自北魏至五代，包括游僧在内的北方流民向南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以及由此推动江淮、东南、岭南等地区的开发，在历史上曾蔚为壮观。从成分上看，流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阶级分化中的破产者，其中含有大量逃避赋役的农民；另一类是权力分配中的败落者，包括皇室官僚和士大夫。这些流民是僧侣阶层的后备军，而那些游僧则是禅宗先驱者的社会基础。因此，杜继文的结论是：“没有流民，就没有唐、五代的禅宗。”[1]
作为特点之一，禅宗十分注重传承世系。该宗尊北魏时来华在蒿洛一带传授禅法的菩提达磨（一作“摩”）为初祖。《洛阳伽蓝记》称他是“波斯国胡人”，来东土游化。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说他是“南天竺婆罗门种”，“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达磨的门下有慧可，是为二祖。慧可从达磨学习六载，后“北就新邺，盛开秘苑”，但却被“滞文之徒”所排挤，以至“魏境文学多不齿之”，最后不得不“流离邺卫”。[2]后人一般把隋朝的僧璨视为第三祖，他的事迹不太清楚，大致活动在庐州和舒州一带。接下来唐朝的道信（580—651）、弘忍（601—674）分别为四祖和五祖，照现在的史料来看，作为一个宗派的禅宗大致创立于这个时期。道信和弘忍以蕲州黄梅的双峰山、冯墓山为中心聚徒传法，其宗义被称为“东山法门”。弘忍之后，禅宗教团开始分裂。以神秀为首的北方教团活动在长安、洛阳一带，被称作“北宗”，修行方法上主“渐悟”，因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而盛极一时，晚年更博得“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之誉。另一支为慧能，他于弘忍逝后至南方，以韶州（今广州韶关）曹溪宝林寺为中心传授禅法，人称“南宗”，主“顿悟”。

弘忍以前的禅宗诸师一般奉持四卷本《楞伽经》。该经将“心”作为最高的本体，号召人们向内心求得解脱，这一点为禅宗所看重，所以被当作传教的旗帜。后来，弘忍和神秀曾一度提倡《文殊般若》，而“南宗”则改为《金刚般若经》传宗。虽然如此，南宗并没有完全接受《金刚经》不肯定任何实体的做法，而是承认“佛性”其“体”为“真空”，其“用”为“妙有”。因此，本体论上二者是有差别的。实际上，后来禅宗的哲学基础基本上建立在《大乘起信论》的理论体系上，所以也可以说是“用《起信》代替了《楞伽》的地位”。[3]
慧能生前，南宗的势力一直小于北宗。至其圆寂后，弟子神会（684—758年）至洛阳一带传南宗禅法，并与北宗僧人辩论，主张南宗为正统，认为慧能是直承弘忍之后的第六祖。滑台大会以后，南宗势力扩展到北方。自肃宗朝起取得独尊地位。慧能门下的弟子众多，但后来形成禅宗主流的是青原行思（？—740）和南岳怀让两系，他们分别在江西、湖南一带传法。青原一系的著名禅僧有石头希迁（700—790）、药山惟俨（745—828）、丹霞天然（735—820）、天皇道悟（748—807）等，此后形成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南岳一系的著名僧人有马祖道一（709—788）、百丈怀海（720—814）、黄檗希运（？—855）、沩山灵祐（771—853）等，唐末五代由临济义玄（？—867）在北方建立临济宗，又由沩山及其弟子仰山慧寂（814—890）创立了沩仰宗。北宋中期，临济宗又分成黄龙慧南（1002—1069）的黄龙派和杨岐方会（992—1049）的杨岐派。以上就是佛教史上所说的“五家七宗”。

二 法朗与四祖道信

在新罗的禅门九山正式成立前，入唐学禅的新罗僧人大致可举出法朗、神行、智德等人，他们的事迹反映了禅宗在新罗的初传情况。

法朗的事迹差不多是个谜，有关他的材料唯见于九山之一的曦阳山实际创始人道宪的碑铭中。道宪的碑铭为崔致远所撰，收录在《全唐文·唐文拾遗》卷四四中，全称为《有唐新罗国故曦阳山凤岩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碑铭在述及道宪的传承法脉时说：

法胤，唐四祖为五世父，东渐于海。溯流数之，双峰子法朗，孙信行，曾孙遵范，玄孙惠隐，末孙大师也。朗大师从大医之证。按杜中书正伦纂（墓之误）铭：远方奇士，异域高人，无惮险途，来至珍所。则掬宝归止，非师而谁！盖知者不言，复藏于密，能掸秘藏，唯行大师。然时不利兮，道未亨也，乃浮于海，仍闻于天。肃宗皇帝，躬贻天什，曰：龙儿渡海不凭伐，凤子冲虚无认月。师以山鸟海龙二句为对，有深旨哉。东还三传，至大师。[4]

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是说法朗，后半部分则说的是其弟子信行的事迹。从这样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只能得知法朗确实受学于四祖道信，而后又传法于信行，但对法朗的所学和他所传禅宗的风格则一无所知。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道信的禅学思想，或可推想法朗禅风之一二。

据《续高僧传》记载，道信俗“姓司马，未详何人”。自7岁起便随僧行止，之后赴舒州皖公山从二僧受禅法。后人推测这二僧之一便是僧璨，于是就把他列为僧璨的弟子，定为禅宗的第四代祖。道信在皖公山修禅十年后，往罗浮山，再后才蒙国家许可得度出家，先后住吉州寺（在今江西吉安县）和庐山大林寺。又过十年，应“蕲州道俗”之请，至“江北黄梅县。众造寺，依然山行”。在双峰山接引徒众，大弘禅法，一住“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

道信在山中聚徒据说有五百余人，定居长达三十多年，这是他建立的禅僧团的一大特点，也是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此之前，达磨一系的禅僧和楞伽师们大部分都以游方为务，居无定所。从道信开始，以往自北向南大规模流动中的禅众在皖、苏、鄂、赣等山区慢慢定居下来，从而开辟了新的禅居生活。在新的禅居生活中，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5]道信的话中，一是强调“坐”，一是强调“作”，“作坐”并行，这又构成其禅僧团的另一特色。这里的“作”即劳作，亦即所有的生产劳动。通过自己耕种的粮食来医治饿肚子这种“饥疮”，而只有“饥疮”医治好了才能“闭门坐”，“能如此，久久堪用”。这样，僧人的劳动吃饭便被正式列进禅行中来了。一般来说，传统佛教的教义并不提倡劳动，僧侣们基本上是靠乞食和施主布施过活，因此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寄生阶层。但是，道信在双峰山住了那么长的时间，徒众又那样多，却看不出得到过官僚豪门的支持，他们用自给自足的方法解决了生活问题，这不仅显示了他同当时居住在城市的依赖权贵的传统佛教僧侣的不同，同时也影响了禅宗乃至整个佛教以后的发展。

此外，道信以前的达磨系禅宗一直是以《楞伽》传宗，《楞伽》之外还“藉教悟宗”。修行方法上主张借经典（《楞伽经》）觉悟本宗宗旨，要求徒众相信一切众生皆有同一“真性”，此“真性”为客尘遮障，必须“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6]与此同时，还应当修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行”。道信则不同，《续高僧传》本传中没有提到他同《楞伽经》有什么关系，《历代法宝记》却说他“劝诱道俗，令行《般若波罗蜜》”。传载隋大业年间（605—617）他在吉州时，“被贼围城七十余日”，刺史请教退贼之策，信言“但念《般若》”。可见他是信奉《般若》的。

道信禅法的这些特点大概都被新罗入华僧法朗全盘接受了。上文中他师徒二人“知者不言，复藏于密”的禅风也似乎同道信提倡的“莫读经，莫共人语”比较接近，而同以往的楞伽师“口谈玄理，不出文记”的做法大相径庭。

三 智德与五祖弘忍

中国的禅宗史料《楞伽人物志》和《历代法宝记》还提到另一名入华学习禅宗的海东僧人智德，他晚于法朗，是五祖弘忍的上首弟子之一。《楞伽师资记》记述道：

（弘忍）又曰：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资州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兼有文性。华州惠藏，随州玄约，忆不见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惠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越州义方，仍便讲说。又语玄赜曰：汝之兼行，善自保爱，吾涅槃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

下面我们再对照《历代法宝记》的记载：

吾一生教人无数，除惠能，余有十尔：神秀师、智诜师；智德师、玄赜师、老安师、法如师、惠藏师、义方师、玄约师、刘主簿，虽不离吾左右，汝各一方师也。

又：

忍大师当在黄梅冯茂山日，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当此之时，学道者千万余人，并是升堂入室。智诜、神秀、玄赜、义方、智德、惠藏、法如、老安、玄约、刘主簿等，并尽是当官领袖，盖国名僧，各各自言，为大龙象。

以上名单说明弘忍门下确有一名海东弟子，名智德，与神秀、惠能同为上首弟子，同样能“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是“无数”弟子中的佼佼者。另外，这位弟子的具体国籍是高句丽，担负的是扬州方面的传教任务。至于这位智德禅师的所学，以及他是否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据《楞伽师资记》所言，弘忍的祖先是浔阳人，生于黄梅，殁于咸亨五年，即公元674年，寿74岁。《传法宝记》说他殁于上元二年，即675年。就是说弘忍入寂时新罗已于六七年前消灭了高句丽。从弘忍称智德为“高丽僧”的称呼看，智德入华时间当在668年之前，而他入寂前亦即新罗已经统一三国后仍称其为“高丽僧”，可能是出于习惯。至今所有史料里尚未发现他有回到新罗的痕迹，假如他真的没有回国，是不是作为一名“高丽僧”已经国破家亡的缘故呢？

在道信的门下弟子中，弘忍以“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7]而著称，他“性木讷沉厚”，“常勤作役，以体下人”，[8]是一个卓越的生产经营者和组织者。他在修行方法上的特点是“肃然静坐，不出文字”，[9]而且“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嘿之恒一”。[10]将日常的行、住、坐、卧（“四仪”）和身、口、意的各种活动（“三业”）都当作禅理论指导下的禅行，这无疑是对道信“作”、“坐”并行的禅风的继承和发扬。《楞伽师资记》中，弘忍对他的禅僧团为何由都市转向山林做了回答，有人问：“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答曰：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树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世。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开花，禅林果出也”。

中国禅宗基本上形成于道信、弘忍时期，智德就是在形成期入华的海东僧人。他能名跻弘忍门下上首弟子之列，说明他出色地继承了弘忍的禅学思想。而且，即使他未能回到新罗，其师弘忍倡导的山居禅学也被后来的新罗禅宗所接收，并成为新罗禅宗的特色之一。

四 神行与北宗禅

关于神行的事迹，最早的文献是他入寂35年后新罗兵部侍郎金献贞所撰之《海东故神行禅师之碑并序》。朝鲜时期的李陆（号青坡）在《游智异山录》中说：“智异山断俗寺西，有神行禅师碑铭，皇唐卫尉卿金献贞撰，元和八年（813）九月日立。”柳梦寅（号于于堂）在《游头流录》中也记述道：“断俗寺有碑，乃新罗兵部令金献贞所撰神行碑铭，李唐元和八年建也。石理粗恶，其高不及大鉴（高丽坦然）碑数尺，文字不可读。”就是说神行的碑铭撰立于唐宪宗，亦即新罗的宪德王时期，该碑一直保存到近代。

按照该碑的记载，神行，东京（今庆州）御里人，俗姓金氏，级干常勤之子，高僧安宏兄之曾孙。年三十出家入道，从运精律师学律，苦练两年，更上踞山见法朗，顿领奥旨。未至七日，便“冥应以即心无心”之玄旨。朗叹云：“善哉！心灯之法，尽在汝矣。”可见神行最初是在新罗出家，后又成为法朗的弟子。又，前引《有唐新罗国故曦阳山凤岩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铭并序》在历数曦阳山一派的传灯时，说双峰道信有“子法朗，孙信行”，而这个名叫“信行”的弟子也同《神行碑》中的神行一样，因感于“时不得兮，道未亨也”，于是决定“浮于海”，“闻于天”。据此，历来人们便将“信行”和“神行”看作一人。

从时间上讲，神行和法朗之间的师徒关系是颇值得怀疑的。法朗的生卒年不详，但他是道信的弟子。道信的生卒年为579—651年，即南朝陈宣帝十一年至唐高宗二年，亦即新罗真平王元年至真德女王五年。那么，法朗也应当是真德女王前后的人物。神行的入寂时间为惠恭王十五年，779年，寿76岁。由此推算，他的生年大致为704年，距道信入寂和法朗回国已经50多年。《神行碑》记神行30岁出家，先学了两年律学，大约在736年才入法朗门下学禅，而此时距道信入寂和法朗归国已经83年了。我们很难想象法朗回国还能活八九十年，还能和神行再结师徒之谊。所以，“信行”和“神行”可能并不是一个人，信行是法朗的弟子，而神行则不是，只是后人张冠李戴，将信行从法朗学禅的事迹加在了神行的头上。或者，信行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上引《道宪碑》还提到了他和唐肃宗的问答，而肃宗的在位时间为756—762年，距道信入寂和法朗东还已一百多年，时间的差距更远了。

《神行传》说，神行在法朗处学习三年后，又欲渡海以求佛慧，遂孤帆直诣唐土。时值荒岁，盗贼乱边，诸州奉敕捉拿，神行由是被拘达二十四旬。吏人诘之，行怡然对曰：“贫道生缘海东，因求法而至此。”当时，同行之人劝其脱桎梏而潜逃，行以为此乃往昔所造之业，今见罹苦，故甘心受之，竟不听从。“事解，遂就于志空和上。和上即大照禅师之入室。”

神行被释放后即师事志空和上，而志空又是大照禅师普寂的弟子。另外，普寂又是神秀的上首弟子，因此神行所学还必须从五祖弘忍之后分立的北宗谈起。

神秀年轻时学通儒道，出家后对佛教经典也颇有研究。他在弘忍处“服劳六年，不舍昼夜”，弘忍赞扬他“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弘忍入寂后，神秀声名日广，“就者成都”，“学来如市”，以致最后被鼓吹“女王承正”的武则天看重，于久视元年（700）以九十余岁高龄被迎入京师长安，从而成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神秀所学驳杂，思想前后不一，《楞伽人法志》中弘忍说：“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而神秀在回武后“依何典诰”时，却又回答说“依《文殊般若经》一行三昧”。《传法宝记》评他的禅法为“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他也提倡静坐观心，但不是直证心源以安心，而是通过观妄心之为幻，并通过磨垢而去妄，最后达到安静以明照。张说在《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中还记述了神秀运用“体用”这一范畴以发挥《楞伽经》的经理，此即以“即身见空”为“妙用”“观心若幻”为“真如”。《楞伽师资记》也记有神秀的语录说：“我之道法，总会归体用两字，亦曰重玄门，亦曰转法轮，亦曰道果。”可见“体用”确实贯彻在他的全部禅理禅行之中。

普寂是神秀门下公认的第一高足。神秀死后，他在唐中宗的支持下，继神秀“心宝”，“统领徒众，宣扬教迹”，三十多年里一直被当作京派禅系乃至全国禅众的当然领袖。据载，普寂在神秀门下时，神秀曾教他看《思益》《楞伽》，并告诉他：“此两部经，神学所宗要者。”这样，京派禅系在“方便通经”方面范围更加扩大了。此外，普寂还强调戒律的作用，把禅宗历来注重的“定慧双修”改造成“戒定并重”。可以说，“方便通经”和重设戒律是禅众由遁世山林走向都城闹市之后的产物。唐开元（713—742）以来，普寂被视作北宗嫡传，号第七祖。据《景德传灯录》，普寂的嗣法弟子24人，他们除继续占据两京外，还分布在南岳（湖南）、弋阳（江西）、襄州（湖北）、苏州、润州（南京）、广陵（扬州）、亳州（安徽宿县）、泽州（山西晋城）、晋州（山西临汾）、兖州（山东）、定州（河北定县）等全国的重要地区。[11]神行入唐时，正是北宗禅如日中天之时。

神行来唐所学大致就是上述内容。又据金献贞《海东故神行禅师碑并序》记载，行在志空处朝夕钻仰，始开灵府，授以玄珠。志空临灭度前曾为其“灌顶授记”，曰：“汝今归本，晓悟迷津，激扬觉海。”行“应时豁尔，得未曾有，挑慧灯于虚室，凝定水于禅河。故远近见闻，尊重瞻仰”。及至志空入寂后，神行返归鸡林，便倡导群蒙，“为道根者，诲以看心一言；为熟器者，示以方便多门”。从“看心”“方便多门”的禅风来看，神行继承了达磨一系禅法的特点，同时也显示了北宗京师禅派的特色。又如该碑说他“通一代之秘典，传三昧之明灯”，这更与神秀建立在《文殊般若》基础上的“一行三昧”和“藉教悟宗”的修行方法一脉相承。大历十四年（779）十月二十一日，神行寂于南岳断俗寺，终年76岁。其弟子泣血焚身，尽心葬骨。元和年间（806—820），有三轮禅师为彰其事迹，广其教化，遂召集名匠，绘其影像，造浮图，存舍利，烧戒香，取名山之石，伐幽谷之木，刊翠琰，构绀宇，“庶几标万古之景迹，历千秋而不凋”。三轮禅师之所以大兴供养，原因是他认为“言无形之理，不建像而莫睹；离言之法，非著文以靡传”。从三轮禅师的言行来看，北宗禅传入新罗后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本来，神行是感叹海东禅道“未亨”的缘故才入华求法的，但他回国后，所传的北宗禅也没真正传播开来，其原因不在他本人，而在于整个时代还没有为禅宗的传播创造条件。如前所述，神行的活动大致为景德王（742—765年在位）和惠恭王（765—780年在位）时代，这时正是传统佛教教派最为兴盛的时代，此后才逐渐由盛转衰。所以，无论是法朗、神行还是后来的道义，也都是在为禅宗的兴盛做积极的准备。

第二节 以禅门九山为中心的禅宗传承（上）

一 道义与南宗的初传

自神行传入北宗禅法之后，道义又传入了南宗惠能门下南岳一系的禅法。此时为宪德王十三年，即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距神行寂后已经四十余年。道义的行迹，《景德传灯录》中有名无录，《祖堂集》记述了他入唐求法的经历，此外《禅门宝藏录》和《寂照塔铭》、《普照禅师塔碑》也有零星片语。其中，《祖堂集》记载道：

雪岳山（江原道）陈田寺元寂禅师，嗣西堂在溟州（江陵）。师讳道义，俗姓王氏，北汉郡人。未妊之前，其父见白虹入室。又，母梦中见僧同床而寝，觉闻香气芬馥。父母惊愕共相谓曰：据斯嘉瑞必得圣子。经于半月知有身，因在胎三十九月方始产生。分娩之旦忽有异僧，杖锡到门曰：今日所产儿胎可置临河之。言毕忽然不见，遂从僧言将胎埋（疑为置）之。大鹿来守终年不去，经历人见不起害心。因瑞出家，法号明寂。以建中五年岁次甲子。随使韩粲号金让恭过海入唐，直往台山而感文殊。空闻圣钟之响，山见神鸟之翔。遂届广府宝坛寺，始受具戒。后到曹溪，欲礼祖师之堂，门扇忽然自开，瞻礼三遍而出，门闭如故。次谒江西洪州开元寺，就于西堂智藏大师处，顶谒为师，决疑释滞。大师犹若摭石间之美玉，拾蚌中之真珠。谓曰：诚可以传法，非斯人而谁！改名道义，于是头陀而诣百丈山怀海和尚处，一似西堂和尚。曰：江西禅脉总属东国之僧欤！余如碑文。[12]

《祖堂集》一开始便将道义塑造成一个同佛教有缘的非同寻常的人。他是在新罗“因瑞出家”的，所学何宗也不明了。唐德宗建中五年（784）随韩粲金让恭入唐时，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所以才“直往台山”去瞻拜文殊菩萨，接着又去广府宝坛寺接受具足戒。从他在中国受具足戒这一点来看，他入唐时恐怕是非常年轻的，在新罗国内尚无受此戒的资格。之后，道义又南至曹溪礼南宗惠能的影堂，开始真正同禅宗接触，以致最后就西堂智藏和百丈怀海门下“顶谒为师”。

道义入唐时正值南宗方兴未艾、风靡全国之时，所以他虽然入唐时目的并不一定明确，但中唐强劲的禅风使他最后加入了禅宗的行列。如前所述，惠能在世时正是北宗占据天下的时候，他只能屈居岭南，混迹市廛，直到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才从南海法性寺印宗落发，后回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但势力也只限于岭南一隅。直到神会挺身而出，对以身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的神秀为代表的北宗提出挑战，在滑台寺（在今河南）的一次无遮大会上抨击神秀一系“传承是傍，法门是渐”，并要为南北两宗定是非之后南宗才开始北渐，最后经过慧能弟子的共同努力终于统一了全国禅系，使得“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

慧能门下弟子众多，各成一派，但后来只有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支竞秀。怀让是马祖道一之师，权德舆所撰《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并序》说“衡岳有让禅师者，传教于曹溪六祖”，但早期的禅宗文献中并无有关怀让的记载，他是在道一成名之后才为世人所知的。后来其徒僧惟宽、怀晖进京弘扬“本宗法门”，怀让的名声越来越高，宝历年间（825—827）被追谥为“大慧禅师”。据《祖堂集》称，怀让见慧能时，慧能问他“什么物与么来”，他回答“说似一物即不中”。后分别时，慧能问他：“说似一物即不中，还假修证不？”答曰：“修证即不无，不敢污染。”怀让曾用磨砖作镜的方法来向道一展示“禅非坐卧”的道理。后道一悟出此中原委，说：“吾师之道存乎妙者也，无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可见，怀让的禅学思想大致是以佛性为绝对的永恒，非语言所能表达，也不是凝固的特殊的事相。道一在投怀让门下之前，就曾师事过海东禅僧金和上无相。他一生的活动基本上以洪州为中心，并向南发展到大庾岭北和浙江、福建一带。他的僧团由于得到江西官僚的大力扶植，因而发展极其迅速，终于成为中唐以后最大的禅系。道一的思想，照他自己说，“大抵去三就一，舍权以趋实，示不迁不杂之性、无差别次第之门。常曰：佛不远人，即心而证；法无所着，触境皆如，岂在多歧以泥学者！”[13]他反对离心多学，主张将多门佛教自觉地简化到心学一途上来，同时提出于法无所执着，所见的一切境界就都是“真如”了。他时常告诉大众说：“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14]这样，他将“自心是佛”当作自己禅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色”、“心”的关系上，他提出“见色即是见心”，因为“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不难看出，道一是借用法相唯识学将心、佛、色、空统起来，使它们相互渗透、相互替代，从而达到“触境皆如”“随处任真”的禅学实践。

道义从学的西堂智藏8岁起便随道一学禅，《景德传灯录》谓其“与百丈海禅师同为入室，皆承印记”。据说有一位居士问智藏有没有“天堂地狱”、有没有“佛法僧宝”等问题时，智藏皆答“有”。而这位居士也曾问过径山国一，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切总无”，便怀疑是不是智藏弄错了。于是智藏问他：“汝有妻否？”答：“有。”又问：“径山和尚有妻否？”答：“无。”于是智藏说道：“径山和尚道无即得。”这则故事说明，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只能按照世俗道德和宗教观念办事，从而顺应世俗社会的要求。可见，智藏又将道一的“触境皆如”、“随处任真”的禅生活化倾向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祖堂集》没有明言道义在智藏处所学的具体内容，但从智藏对他的赏识，夸他“诚可以传法，非斯人而谁”来看，道义肯定很好地接受了洪州一系的思想，并得到同系其他禅师，如百丈怀海的首肯。唐元和五年（810）后不久，道义曾与另一位海东僧人慧昭在唐相遇，相约结伴游历西南名山，四远参寻，证佛知见。

《祖堂集》也没有明言道义回国的具体时间，照《寂照塔铭》的记载，大致是唐穆宗长庆元年，即新罗宪德王十三年（821）。《寂照塔铭》说：

洎长庆初，有僧道义，西泛睹西堂之奥，智光侔智藏而还。

《寂照塔铭》注云：“宪德王十三年，北宗神行先导，南宗道义继至。”[15]如此推算，道义在唐达37年。另一位洪居士作注说：“长庆己巳，道义行化枫岳雪岳，至文德二年。”[16]这里的“己巳”当为“乙巳”之误，即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如果将这个时间当作道义归国之年，则在唐活动达四十余年。而下文中说“至文德二年”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唐昭宗文德二年已是公元889年，道义不可能回国后仍活动六十余年。从道义的法嗣廉居的活动情况来看，他的卒年当在唐会昌四年（新罗文圣王六年，公元844年）之前。金颖撰《普照塔碑》说：“初道仪（义）大师隐于山林，付法于廉居（一作臣）禅师。”又说：“我祖国则以仪大师为第一祖，居禅师为第二祖。”廉居的《塔铭》记载：“会昌四年岁在甲子季秋之月两旬九日，迁化。廉居和尚塔，去释迦牟尼入涅槃一千八百四年矣，当此土庆膺大王之时。”[17]廉居是道义的付法传人，道义入寂理当在他之先。

道义传来禅宗南宗的时候虽然比神行晚了四十余年，但时人仍然拘泥于教纲，禅宗直指之要谛仍不能取信于人。正如《迦智山宝林寺普照禅师塔铭》所描述的那样：

初道义大师者，受心印于西堂，后归我国，说其禅理。时人惟尚经教与习观存神之法，未征其无为任运之宗，以为虚诞，不之崇重，有若达摩不遇梁武也。由是知时未集，隐急于山林，付法于廉居禅师。

前节《有唐新罗国故曦阳山凤岩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并序》在说到“有僧道义，西泛睹西堂之奥，智光侔智藏而还”后接着说：

始语元契者，缚猿心而护奔北之短，矜翼而诮图南之高，既醉于诵言，复嗤为魔语。是用韬光庑下，敛迹壶中，罢思东海东，终遁北山北。岂大易之旡闷，中庸之不悔者耶！

李能和在《朝鲜佛教通史》“始语元契者”下加按语说：“始语，云此师东还以前，东人不知有禅，故云始言。玄契，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马祖一喝，百丈得大机，黄檗得大用等是也。”这里，把道义说成是“始语元契”，那么此前神行所传的北宗，其影响就更微乎其微了。道义传道未成，反被时人讥为魔说，只好韬光敛迹，隐藏在北山（大概就是江原道雪岳陈田寺）。上引《普照塔铭》和《寂照塔铭》都将传道未成的理由归结为时人对佛教的接受能力问题，即“醉于诵言”和“惟尚经教与习观存神之法”，但动乱的时代也很难使他从容不迫地向世人传授南岳、马祖一系所倡导的“随处任真”“触境皆如”的“无为任运之宗”。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即先德王十四年（822）三月，熊川州都督宪昌因其父周元不得为王而起兵造反，建国号“长安”，建元庆云元年，胁迫武珍、完山、菁、沙伐四州都督以及国原、西原、金官仕臣和诸郡县守令为自己的下属。这次叛乱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最后宪昌宗族、党羽凡239人被戮。同十七年，宪昌子梵文与高达山贼寿神等又叛，攻北汉山城，后被都督聪明率兵平定。兴德王即位（时为826年）后，似乎想借佛教来缓和各种矛盾。其即位后第二年，僧人丘德自唐赍佛经回国，王集诸寺僧徒出迎之。同四年（829）夏四月，诏许度僧150人，原因是为“王不豫”而祈祷。翌年又“遣王子金能儒并僧九人朝唐”。可以看出，兴德王所借重的佛教，仍然是传统的佛教教派，他好像还没有看到禅宗对于推行王化的作用。836年，僖康王即位。在位不到两年，便被上大等金明、侍中利弘等逼迫自尽。接着金明自立，是为闵哀王。金明的弑君自立又导致弓福等起兵“报君父之仇”。结果，第二年金明被杀，神武王立。文圣王三年（841），京都疾疫，一吉湌弘弼叛。同八年（846），本来是有功之臣的清海弓福也怨王不纳自己的女儿而据镇反叛。以上是道义及其法嗣廉居的活动背景。上述宪昌作乱的地点基本上是原百济故地，道义选择了远离京城、远离是非之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原高句丽故地江原道，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

道义的禅学思想从他所传“无为任运”之旨来看当与马祖、西堂一脉相承。后高丽真静国师天所撰《禅门宝藏录》[18]大致反映了道义的家风：

智远僧统，问道义国师云：华严四种法界外，更有何等法界？五十五善知识行布法门外，更有何等法门？即此教以外，谓别有祖师禅道云者乎？

道义答曰：如僧统所举四种法界，则于祖师门下，直举正当理体，冰消一切耳。正理拳中，法界之相，尚不可得。于本无行智、祖师心禅中文殊、普贤之相尚不可见。五十五知识行布法门，正如水中泡耳。四智菩提等道，亦犹金之岛矿耳。则诸教内混杂不得。故唐朝归宗和尚对一大藏明得个什么之问，但举拳头。

智远又问：然则教理行果，信解修证，于何定当？何等佛果，得成就乎？

义答曰：无念无修，理性信解修证耳。祖宗示法，佛众生不可得，道性直现耳。故五教外，别传祖师心印法耳。所以现佛形像者，为对难解祖师正理之机，借现方便身耳。纵多年转读佛经，以此欲证心印法，终劫难得耳。

智远起礼曰：素来暂闻佛庄严教训耳，佛心印法，窥觑不得，乃投师礼谒云。

“四种法界”是华严宗的基本教义之一，其目的是要说明由世俗认识到“佛智”认识的不同次序。其中，第一，“事法界”谓诸众生色心等法一一差别，各有分齐。这是世俗认识的特征，总是以事物之差别性当作自己认识之对象，虽有而非实，因而不属佛智范围。第二，“理法界”谓诸众生色心等法虽有差别而同一体性，同一体性就是现象的共性。从“佛智”来看，现象的共性就是“空性”，因为万物都是“唯识所现”，所以都不实在。“佛智”能达到此种认识，但“未显真如妙用”，故不完全。第三，“理事无碍法界”谓理由事显，事揽理成，理事互融。这种将“理”、“事”、“性”（共性）、“分”（个性）联系起来观察的方法要达到的结果是“理事”相互“彻入”，但这还不算是“佛智”的最高认识。第四，“事事无碍法界”谓一切分齐事法称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无尽。这才是佛智达到的最高境界。除华严宗外，其他宗派也讲“法界”，如天台宗的“十法界”等。《止观》三问：“出法界外何处更别有法？”同五又说：“当知法界外更无复有法而为次第也。”然而，道义站在禅宗的立场上否定了“四种法界”等教义和“五十五种善知识行”等修行方法，而是代之以祖师门下的“正当理体”。“信解修证”也是传统的修行方法，即先信乐其法，次了解其法，再依其法而修习其行，终会证得其果。对此道义又打出慧能南宗门下的“无念无修”旗号，认为无念无修就是“理性信解修证”，因为本具之理体始终不改，不能通过一般的信解修证所能把握。他还指出，由传统各教派“多年传读佛经”的方法以达到“证心印法”的目的最后仍将是“终劫难得”。这里，道义回答了禅宗在修行方法上同传统佛教的差别，从中也反映出传统佛教对禅宗的认识和态度。

道义所传的禅宗虽然没有马上传播开，但在海东禅宗史上的地位却日益重要。高丽时期李齐贤所撰《宝鉴国师碑铭》说：“夐彼心宗，逾海而东，厥派惟九。道义其首，绳绳其昆，代有哲人。”[19]李奎报在其所撰《龙潭寺丛林会榜》中说：“夫祖驾西来，心法之行乎中国尚矣，然犹未及于三韩。暨新罗王子道义国师航海入唐，求法于智藏和尚，得而东还。遂入陈田寺，密传心印，然后禅辙始辗于东土矣。”[20]本来，道义是继法朗、神行而传入禅宗的，但后人都将他看作是初传之人，这恐怕是后来海东所传禅宗基本上是南宗而道义又首传南宗的缘故。

二 体澄与迦智山的建立——禅门九山之一

道义所传禅学二传廉居，三传体澄，终于形成迦智山一派。体澄（804—880）的行迹可见诸其入寂后不久金颖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所撰的《新罗国武州迦智山宝林寺谥普照禅师灵塔碑铭并序》。照此《塔铭》，体澄姓金，熊津（忠清南道公州）人。出身不明，但从“家承令望，门袭仁风，是以庆自天钟，德从岳降，孝义旌表于乡里，礼乐冠盖于轩裳”的描述看，其家族当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乡绅之类。体澄出生前后，“尊夫人梦日轮驾空，垂光贯腹，因之惊寤，便觉有怀。及逾期月，不之诞生。尊夫人追寻瑞梦，誓祷良因，膳彻口修，饮断醪口，胎训降戒，骘事福田。由是，克解分蓐之忧，允叶弄璋之庆”。神化禅师的投生托体是海东早期禅宗的惯用手法，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加强宣教的效果。而体澄出生时难产，其母通过祈祷才顺利生产，这又为体澄后来的出家埋下了“种子”（因）。这位难产的禅师貌雄岳立，气润河灵，“已从褓襁之年，宛有出尘之趣；才登龆龄之岁，永怀舍俗之缘”。其父母鉴于以上种种奇迹，“知其富贵难留，财色莫系”，便“许其出家游学，策杖寻师”。

体澄出家游学、策杖寻师的第一站是投花山劝法师座下，听经为业。这位劝法师所属何宗何派不清楚，大致为传统宗派的学僧。体澄在此“抠衣请益，夙夜精勤，触目无遗，历耳必记”。除学习经典之外，他还“陶冶粗鄙，藻炼僧仪。积仁顺而烦恼蠲除，习虚静而神通妙用。超然出众，卓尔不群”。“习虚静”并由此得到“神通妙用”基本上都是传统佛教修习的禅定和修禅的目的。

第二站是在太和丁未岁（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至加良峡山普愿寺受具足戒，时年24岁。

第三站，也是最重要一站，是投廉居门下学南岳一系禅法。该《碑铭》说，道义受西堂心印，将南宗传入新罗，但因时人惟尚经教与习观存神之法，未臻无为任运之宗，因此没有推广开，就像达磨之不遇于梁武帝。由于“时未集”故，遂隐于寻岳山陈田寺，付法于廉居禅师。后廉居又于雪山信圣寺传祖心，辟师教，但仍未能取得成功。就在这时，体澄“往而事焉。净修一心，求出三界，以命非命，以躯非躯。禅师（指廉居）察志气非偶，素概殊常，付玄珠，授法印”。体澄得到廉居的器重，说明他已很好地接受了道义传来的马祖、西堂一系的禅学。

第四站，于唐开成二年丁巳（837）与同志贞育、虚会等，出沧波，入中华，参善知识，历三五州。“知其法界，嗜欲共同，性相无异。乃曰：我祖师所说，无以为加，何劳远适！”体澄游历的结果是得出其祖师道义所传禅法之外别无所求。这说明他确是忠实地继承了道义所传的以“无为任运”为宗旨的禅学。心足意兴之下，遂于同五年（840）春二月，随平卢师返回新罗。

如《廉居禅师塔铭》所述，廉居卒于会昌四年（844），就是说体澄回国时他仍健在，但体澄似乎未回到他的门下，而是“归旧国，化故乡”，开展起轰轰烈烈的传教活动。据说他传教的效果很不错，“檀越倾心”，犹如“百川之朝厘壑，群岭之宗鹫山”。这样，大约过了13年，即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次武州黄壑兰若”。武州为全罗南道长兴郡，也是离政治中心较远的所在，可见体澄基本上保持了中国禅宗南宗所特有的“优游山林”的风格。所不同的是，体澄虽走进山林，但仍同政治发生若即若离的关系。《碑铭》反映他同宪安王（857—860年在位）、长沙县副守金彦卿等交往甚厚。可以说，他的传法成功原因之一是得到了王臣的支持。体澄居武州时，宪安王“聆风仰道，劳干梦魂，愿开禅扉，请入京毂。夏六月，教遣长沙县副守金彦卿，茶药迎之”。宪安王召体澄进京当为体澄“次武州黄壑兰若”的大中十三年，他没有奉召，不想改变“处云岩之安”、“属结界之月”的禅家生活，于是“托净名之病，陈六祖之辞”，完全效仿六祖慧能之不奉“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征赴京之诏。同年“冬十月，教又遣道、俗使灵岩郡僧正连训法师、奉宸冯瑄等，宣喻纶旨，请移居迦智山寺。遂飞金锡，迁入山门”。

迦智山寺亦位于全罗南道长兴郡，原为元表大德的旧居，乾元二年（759）景德王令植之长生标柱至“今”犹存。唐宣帝大中十四年仲春，“夙陈弟子之礼，尝为入室之宾”的长沙县副守金彦卿“减清俸，出私财，市铁二千五百斤，铸卢舍那一躯，以庄禅师所居之宇”。与此同时，宪安王又令“望水里南利宅，共出金一百六十分，租二千斛助充装饰功德寺，隶宣教省。咸通辛巳（861）岁，以十方施资，广其禅宇”。就这样，在以国王为首的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下，作为传法基地的禅宇扩建工程得以告成。此后近二十年时间里，体澄在此传教授徒，声名日振。唐僖宗广明元年（880）三月九日，澄“告诸依止曰：吾今生报业尽，就木北成，汝等当善护持，无至堕怠”。十三日夜出现地震，及天晓，右胁卧终，享龄77岁，僧腊52岁。门下弟子有英惠、清奂、义草等八百余人。十四日，葬于王山松台，叠塔安厝。中和三年（883）春三月十五日，门人义草等纂集行状，远诣王居，请建碑铭，以光佛道。宪康王追谥“普照”，赐塔号“彰圣”，又赐寺额为“宝林寺”。翌日，诏“朝请郎守定边府司马赐绯鱼袋”金颖撰成此《新罗国武州迦智山宝林寺谥普照禅师灵塔碑铭并序》。

禅门九山之一迦智山派以道义为第一祖，以廉居为第二祖，以体澄为第三祖，但体澄才是实际创立者。他与以往诸禅师所不同者，在于既保持禅派与人格的独立性，同时又广泛吸收各种世俗力量的支持，即游离于山林与庙堂之间。这是他成功的秘诀。

三 洪陟与实相山的建立——禅门九山之二

自神行传入北宗之后，最早将南宗传回海东而又形成宗派者要数道义、洪陟、惠哲，他们三人正好都受学于西堂智藏。其中道义回国最早，洪陟次之，惠哲最晚。但洪陟创宗在三人中最早，因此下面首先叙述他创立的实相山一派。

有关洪陟的史料极少，其《碑铭》今佚而不传，中国史料中《景德传灯录》仅列名而无录，《祖堂集》也只有这样短短一句话：

东国实相和尚嗣西堂。师讳洪直，谥号证觉大师，疑寂之塔。[21]

《景德传灯录》和《祖堂集》都将“陟”写作“直”，“陟”“直”二字读音相近，容易混淆。引文中，“实相和尚”“证觉大师”等称谓和称作“疑寂”的塔名都反映的是他回国后乃至入寂后的情况，至于他在唐学习情况，则只有“嗣西堂”三字。再有，关于他的俗家情况、生卒年月、入唐时间等问题我们也一无所知。据近人考察，他回国时间略晚于道义，大约在唐敬宗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崔致远所撰《有唐新罗国故曦阳山凤岩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并序》在述及道义“韬光庑下，敛迹壶中”、“罢思东海东，终遁北山北”，正为世所不容后马上描述了洪陟大振禅风的情景：

及兴德大王纂戎，宣康太子监抚，去邪医国，乐善肥家。有洪陟大师，去西堂证心，来南岳休足。冕陈顺风之请，龙楼庆开雾之期。显示密传，朝凡暮圣，变非蔚也，兴且勃焉。试较其宗趣，则修乎修没修，证乎证没证。其静也，山立；其动也，谷应。无为之益，不争而胜。于是乎，东人方寸地灵矣。能以静利海外，不言其所利，大矣哉！尔后觞骞，河筌融道，无念尔祖，实繁有徒。或剑化延津，或珠还合浦，为巨擘者可屈指焉。

这里明言洪陟传禅于兴德王（826—836年在位）之代，所传禅旨为“修乎修没修，证乎证没证”，换句话说就是无修之修、无证之证。这和南岳、马祖、西堂一系的“无为任运”的禅风是相吻合的。据说马祖居南岳传法院时，“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有来访者一概不顾。一日怀让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既入，乃问磨作何用，师云：磨砖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作镜？师云：磨砖不能作镜，坐禅岂能成佛！”[22]可见南岳的门风是反对刻意修炼。《马祖语录》说：“‘问如何是修道？’师云：‘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有修之修，是有心的作为，即所谓“有为”。“有为”属生灭法，是有生有灭的，即使修成还会变坏。而且，凡是有为法，其所得必是万法中的一法，不能超乎万法，也就违背了禅宗所说的不与万法为侣。正确的方法，应是非修非不修，亦即无修之修。“不修”，就是不造新业，然此“不修”正是“修”。所以，此修正是“非修非不修”。道一还说：“自性本来具足，但于善恶事上不滞，唤作修道人。取善舍恶，观空入定，即属造作。更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故经云：但以众法，合成此身，起时唯法起，灭时唯法灭。此法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前念，后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灭，唤作海印三昧。”[23]洪陟奉行的“无为之益，不争而胜”与上述精神是一贯的。

洪陟回国后，在全罗北道南原郡智异山创建实相寺，接引学徒，传播洪州禅旨。其门下弟子多达数百人，海东僧史习惯将他和道义并举，称作“北山义，南岳陟”。据《景德传灯录》卷十记载，新罗兴德王、宣康太子都是他的法嗣，可见他的禅派的建立是得到过政治势力支持的。洪陟和道义同一师门，又共同归化故国，但传法的效果迥异，其原因恐怕同能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不无关系吧。遗憾的是，《景德传灯录》只是一语带过，我们已无法知道洪陟与王臣交往的详情。关于实相山派建立的始末，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韩国禅教史》曾转引金包光氏的一段记述，笔者谨抄录于此，以供参考：

实相山即今全罗北道南原郡山内面智异山实相寺。新罗兴德王三年（828）开山，开祖洪陟国师，别名南汉祖师，新罗宪德王时入唐，谒西堂传心法。兴德王即位初归国，休足南岳（今智异山），兴德大王宣康太子归依之，敕修实相寺住之。门下有片云秀彻等出身之弟子千余人。依《寂照塔碑》，南岳洪陟国师之入唐求法虽在北山道义国师之后，还国后，建之伽蓝，开成门派，以实相山为九山之最先。然则海东之传禅，洪陟国师实为初祖，其嗣法秀彻（一作澈）国师，为实相山之第二祖，密阳郡莹原寺开祖也。新罗宪德王七年（815）出世，投正法得度，就缘虚律师受具，后得景文王（861—875年在位）与宪康王（875—886年在位）之归依，大振宗风，真圣王七年（894）示灭，门下有饮光等数百人，传遗法于后世。[24]

总之，洪陟创建的实相山禅派在海东禅门九山中立派最早，同时也是海东弘扬慧能南宗洪州派的最早道场。

四 惠哲与桐里山的建立——禅门九山之三

惠哲是又一位将西堂智藏的禅法传往新罗而又成功地创立门派的禅师。提及惠哲的中国史料也只是《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景德传灯录》中只列名而无录，《祖堂集》的记载也很简单，只说道：“东国桐里和尚，嗣西堂。师讳慧彻，谥号寂忍禅师，照轮清净之塔。”[25]所幸“入唐谢恩兼宿卫判官翰林郎”崔贺于惠哲寂后不久所撰的《武州桐里山大安寺寂忍禅师碑颂并序》[26]至今尚存，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弄清他的经历和禅学思想。下面就根据此碑简述之。

惠哲，又作“慧彻”，字体空，俗姓朴氏，京师（庆州）人。关于其家世，碑文说：

其先少耽洙泗之迹，长习老庄之言。得丧不关于心，名利全忘于世。或凭高眺远，或染翰吟怀而已。祖高尚其事，不历公门，于朔州善谷县闲居。则太白山南，烟岚相接，左松右石，一琴一樽，与身相亲之人也。

这里好像是说，他的先祖都是知识分子，不与官府往来，过着隐居生活，整天读些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这种家庭生活必然影响到惠哲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也可以说他后来走上出家这条道路同他的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接着，碑文照样编织了一个关于出生的神话故事：

娠禅师之初，母氏得梦，有一胡僧，仪形肃雅，衣法服，执香炉，徐徐行来，坐寝榻。母氏讶而复异，因此而觉。曰：必得持法之子，当为国师矣。

新罗禅宗高僧的碑文几乎千篇一律地有出生前其母因梦得子的神话，这说明独立于传统宗派的禅宗为取得社会承认都自觉地同传统佛教搭上关系，就像本来不读经典的中国禅宗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打出《楞伽》《金刚》旗号一样。由于家庭的熏陶和这种“前世因缘”，惠哲自襁褓以来，举止行为都异于常流，比如于喧戏之中不喧，于安静之处自静；触膻腥则呕血，见屠杀则伤情，完全符合一位释子的行为准则。

在进入禅门之前，惠哲接受的是传统佛学的教育。我们且看碑文的记载：

年当志学，出家止于浮石山，听《华严》，有五行之聪，罔有半字，三余之学，何究本经。以为钩沉索隐，岂吾所能，墙仞所窥，不可不说。于是编文织意，积成卷轴。决曩代之膏肓，祛群学之蒙昧。同辈谓曰：昨为切磋之友，今作诱进之师，真释门之颜子也。洎二十二受大戒也。一日前，梦见五色珠，令人可重，忽在怀袖之中。占曰：我已得戒珠矣。受戒初，飘飘互天，扶摇不散，下坛了怡然、而静。十师谓曰：此沙弥感应，奇之又奇也。既其戒，修心洁行，念重浮囊，持律获生，身轻系草，不以诸缘损法，不以外境乱真。既律且禅，缁流之龟镜也。窃念佛本无佛，强以立名；我本无我，未尝有物。见性之了是了，喻法之空非空。默默之心是心，寂寂之惠是惠（“惠”、“慧”相通）。筌蹄之外，理则必然。

文武王十六年（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义湘奉王命开创浮石寺，开演华严一乘。惠哲在此出家，学习《华严经》，接受的基本上就是华严宗“一乘圆教”思想，即把“一真法界”（亦称“一心法界”，即真如佛性）当作世界一切现象之本源；用法界缘起以说明现象之间的关系；并把“圆融无碍”当作认识的最高境界；以及为此而提出的一多、总别、相即相入等一系列概念。不难看出，除华严思想外，他受《起信论》的影响很深。修行方法大体上属于大乘菩萨行，所谓“五行”，即将六度中定、慧之二度合为止观，由此形成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五行。从“编文织意，积成卷轴”的记述看，惠哲早年当有著作行世。惠哲22岁，授具足戒，从此在戒学上又有很深造诣，同时注重“修心”以及“止观”等禅行，做到“不以诸缘损法，不以外境乱真”，其特点概括起来就是“既律且禅”。惠哲强调“无佛”“无我”和“见性”的意义，主张摆脱言诠（“默默”），把握真理之体（“寂寂”），这些都带有明显的禅观色彩。

唐宪宗元和九年（新罗宪德王六年，公元814年），惠哲因感叹“本师遗教，海隔桑田；诸祖微言，地无郢匠”而“驾言西迈”。正因为他在国内时的佛学思想已倾向禅观，所以入唐后便“步无他往，诣龚公山智藏大师”，并认为“第六祖付法与怀让，让传道一，一传大师”，把智藏看作是慧能禅法的嫡传。见到智藏后，惠哲马上表达了自己的来意。他说：“某生缘外国，问路天池，远不中华。故来请益，傥他日无说之说、无法之法流于海表，幸斯足也。”

“无说之说”是惠哲抓住的禅宗第一义谛不可言说的特征。有人问文益禅师：“如何是第一义？”禅师回答说：“我向尔道，是第二义。”[27]怀让禅师曾“白祖（慧能）云：‘某甲有个会处。’祖师云：‘作么生？’师云：‘说似一物即不中’”。[28]第一义不可说，即第一义所拟说者不可说，一旦说就成了第二义，也许不知是第几义。硬要说的话，充其量不过是“戏论”而已，如有人问马祖：“‘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将如何？’曰：‘非心非佛。’”[29]当然，第一义虽然不可言说，但总必须用某种方法表现之。实际上，“不可言说”也是一种“言说”，如果我们果真了解到第一义为什么不可言说，我们也就了解第一义了。这就叫作“无说之说”。“无说之说”同上文中“默默之心”是相通的。

惠哲于814年入唐师事智藏，而智藏正寂于当年，可见他二人相处时日颇短，但智藏对这位远道而来并有独到见解和远大志向的海东弟子却格外欣赏。师“知志既坚，禀性最悟，一识如旧，密传心印。于是，禅师已得赤水所遗，灵台豁尔，如大虚之寥廓也”。智藏寂后，惠哲开始了长期的行脚云游生活，“虚舟莫留，孤云独逝，天南地北，形影相随”。其间，曾“到西州[30]浮沙寺，披寻大藏经，日夕专精，晷刻无废，不枕不席，至于三年。文无奥而未穷，理无隐而不达。或默思章句，历历在心焉”。在禅宗历史上，云游天下，讲究行脚比比皆是，但像惠哲这样用大量时间“披寻大藏经”却不多见。他的行为代表了海东禅僧回归经典的理论倾向。

惠哲在唐逗留二十五年后，因“违亲岁积，宣法心深，遂言归君子之乡”。唐文宗开城四年（839）春二月惠哲返回故国。惠哲的到来，受到王臣的热烈欢迎。“是日也，群臣同喜，……曰当时璧去，山谷无人；今日珠还，川原得宝。能仁妙旨，达靡圆宗，尽在此矣，譬诸夫子自卫返鲁也。”时武州谷城郡（今全罗南道同郡）东南有山曰桐里，中有一寺名曰大安，诚“三韩圣地也”。哲拥锡来游，有意在此开创“教化之场”。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惠哲终于建成了一大禅刹。从此，“渐顿云集于四禅之室，贤愚景附于八定之门。纵有波旬之党，梵志之徒，安得不归于正见，悟吠尧之非”！

桐里山的弘教事业受到了世人的关注，被视为“复罗浮之古，作曹溪之今”，文圣王也予以充分肯定，称之为“现多身于象末”。国王频频来书问安，又将寺院的四周划为禁杀之地。非但如此，文圣王还“遣使问理国之要，禅师上封事若干条，皆时政之急务。王甚嘉焉。其裨益朝廷，王侯致礼，亦不可胜言也”。文圣王是新罗末期比较能干的一位国王，他于惠哲归国之年登基，在位十九年，比惠哲早四年去世。就是说，惠哲的传法事业主要是在文圣王时期完成的。当时，新罗国内天灾人祸连绵不断，仅文圣王在位期间，就发生了一吉湌弘弼谋叛（841）、镇海将军弓福叛乱（846）、伊湌良顺和波珍浪兴宗叛乱（847）、伊湌金式及大昕叛乱等重大事件。此外，各种天灾也史不绝书。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文圣王希望得到新兴的禅宗势力的支持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惠哲也一改以往禅师们隐迹山林、同政治若即若离的超然姿态，也将注意力放在现实社会问题上。所以，他上的“封事若干条”条条“皆时政之急务”，都能“裨益朝廷”。[31]惠哲的活动情况，除上文已经述及之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处处充满神奇色彩，兹举数例如下：

其一，入唐初，与罪徒同船，到取城郡，郡监知之，捕逐枷禁哲。不言黑白，亦同下监狱。既处刑，三十余人皆身首异处。次即哲，颜容怡悦，不似罪人，自就刑所。监不忍便杀，寻有后命而释放之。

其二，归国后，遂于武州管内，双峰兰若结夏。时遭阳亢，山枯川渴，不独不雨，亦无片云。州司恳求于禅师，师入静室，燃名香，上感下祈，小间甘泽微微而下，既而大雨滂沱。

其三，又居理岳默契谷，忽有野火四合，欲烧庵舍，非人力所救，亦无路可逃。师端坐默念之中，白雨暴下，扑灭尽之。浑山燎而一室独存。

其四，尝在天台山国清寺，预知有祸，拂衣而去，人莫知其由。不久，举寺染疾，死者十数。

综上所述，惠哲的禅风不仅在海东独树一帜，就是较之中土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就是：①禅宗的义学化倾向；②禅宗的密教化倾向；③禅宗的政治化倾向。这三个特点既是当时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初传的禅宗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景文王元年（唐懿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春二月六日，惠哲无疾坐化，享年77岁。八日，安厝于寺松峰，起石浮图。同八年夏六月，景文王“虑年代久而其迹尘昧”，故降旨命崔贺为之撰碑，赐谥号“寂忍”，塔名为“照轮清净”，至十二年正式立石。

惠哲的法嗣有道诜国师[32]和如禅师等，其法系称桐里山派，为禅门九山之一。据《大安寺广慈禅师碑铭》记载：“西堂传于彻（哲），彻传于先师如，如传于吾师，即西堂曾孙也。”如禅师的事迹不详，“吾师”当指广慈禅师允多本人。允多字法性，唐懿宗感通五年（864）四月五日生于京师，8岁皈依佛门，先云游四海，经数年而达于辽东，然后再至桐里山参觐，依如禅师受西堂心印。从而广接禅侣，“化符海外，道冠日边”。真圣王也曾向他求教安邦抚民之要。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去世，享年82岁。

五 真鉴国师慧昭

宣德王至宪德王时期入唐学禅的新罗学僧除道义、洪陟、惠哲外，还有慧昭（774—850）。前三人均从师马祖门下三大士之一的西堂智藏，后者则师事马祖的另一名弟子神鉴。慧昭入唐比道义晚一年，比惠哲早二十九年。[33]回国时间比道义晚九年，比洪陟大约晚四年，比惠哲早九年。

有关慧昭行迹的资料只见崔致远所撰《有唐新罗国故康州智异山双溪寺教谥真鉴国师碑铭并序》，《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等中国史料均未记载。据《真鉴国师碑铭》记载：

禅师法讳慧昭，俗姓崔氏。其先汉族，冠盖山东，随师征辽，多没秽貊，有降志而为遐甿者。爰及圣唐，囊括四郡，今为全州金马人也。父曰昌元，在家有出家之行。母顾氏，尝昼假寐，梦一梵僧谓之曰：吾愿为阿之子。因以琉璃为寄。未几娠禅师焉。

慧昭的祖先是汉族人，原籍为中国山东，隋末随军征辽而没于秽貊，后流落至新罗，至唐代定居于全州金马。他的父亲“在家有出家之行”，可见他的出家是同家庭的熏陶分不开的。其母因梦而有娠，这更为他后来的宗教生活增添了“宿命”的色彩。由于这些原因，他自幼就有出世之志。孩提时嬉戏，必焚叶为香，采花为供；抑或西向危坐移晷，未尝动容。因此，世人视其于“百千劫前”就已植种“善本”。

慧昭出生在一个汉人的自耕农家庭，生活极度贫困，“家无斗储，又无尺壤可盗天时者。口腹之养，唯力是视”。这些对他后来禅风的形成不无影响。父母去世后，慧昭决意入唐求法，“遂于贞元元年（785），诣岁贡使，示为榜人，寓足西泛。多能鄙事，视险如夷；挥楫慈般，超截苦海。及达彼岸，告国使曰：人各有志，请从此辞”。“榜人”即摇船之人、船夫之类。通过干粗活（鄙事）来达到至中国求法的目的，足见其决心之坚定、志向之高远。入唐后，他便“至沧州。谒神鉴大师。投体方半，大师怡然。曰：戏别匪遥，喜再相遇。遽令削染，顿受印契，若火沾燥艾，水注卑原然。徒中相谓曰：东方圣人，于此复见”。《碑铭》还说：“神师形貌黯然，众不名而目为黑头陀。斯则探玄处默，真为漆道人后身，岂比夫邑中之黔，能慰众心而已哉！”慧昭出身低微，貌不惊人，但同神鉴禅师一见之下便“顿受印契”。这一是他的行动感人，更重要的恐怕是他抓住了禅宗“探玄得默”的精髓。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唐州云秀山神鉴传”载：神鉴禅师入寂时间为会昌四年（844），上距慧昭入唐的贞元元年已60年。《禅鉴传》未言其生年，亦未明言享年多少。但就一般情况推测，慧昭入唐时神鉴禅师应当是比较年轻的。元和五年（810），慧昭至嵩山少林寺，于琉璃坛侧受具足戒。受戒后，慧昭又返回“横海”（沧州），继续从神鉴习禅。由于他根基聪颖，故而能“闻一知十，茜绛蓝青”，取得后来居上的成绩。之后又与“访道于华夏”的本国禅师道义邂逅相逢，遂结伴云游，达于西南，开始了行脚禅的生活。二人“四远参访，证佛知见”。道义回国后，慧昭又“入终南山，登万仞之峰，饵松实而止观寂寂者三年。后出紫阁，当四达之道，织芒履而广施憧憧者又三年”。不难看出，慧昭是一个生活俭朴、用功甚勤的禅者，其自我要求的严格程度几近于苦行。这种作风在华时如此，回国后亦然。比如他入寂时，嘱咐门人“无以塔藏形，无以铭记迹”，《碑铭》记他“性不散朴，言不由机……食甘糠纥，茅菽杂糅，蔬佐无二，贵达时至，曾无异馔。门人以墋腹难进，则曰：有心至此，虽粝何害！尊卑耋稚，接之如一”。

慧昭还是一位爱国僧人，他深感“虽曰观空，岂能忘本”，于是在“苦行既已修，他方亦已游”之后，便于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回到自己的祖国。兴德王对他倍加礼敬，赞扬他说：“道义禅师乡已归止，上入继至，为二菩萨。昔闻黑衣之杰，今见褛褐之英，强天慈威，举国欣赖。寡人行当以东鸡林之境，成妙吉祥之宅也。”

昭先憩锡于尚州（庆尚北道）雪岳山长柏寺，由于前来求学的人太多，该寺无法容纳，所以又至康州（全罗南道）智异山，于花开谷故三法和尚兰若遗基修建堂宇，俨若化城。数年之后，请益者又“稻麻成列”，所在的智异山又“殆无锥地”，于是便历访奇胜之地，在南岭（今全南河东郡）之麓“经始禅庐”。此禅刹初名玉泉寺，后改为双溪寺。自然风光方面，此寺最为爽垲，却依霞岭，俯压云涧；清眼界者隔江远岳，爽耳根者逆石飞湍。至如春溪花、夏径松、秋壑月、冬峤雪等四时之变化，万象之交光，百籁之和吟，千岩之竞秀……凡此种种，应有尽有，以至有人以为“远公东林移归海表”。虽如此，昭仍架竹引流，环阶四注，极尽自然之趣。玉泉寺名称亦由此而得。

表面上看，慧昭安心地过着一种优游山林、吟风弄月的闲适的禅家生活，然而实际上也许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至少同他“虽曰观空，岂能忘本”的回国动机不太相符。什么叫“岂能忘本”呢？这大概就是他希望自己所传的禅学思想能够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能够有助于王化。刚回国时，他受到了兴德王的欢迎，但五年后兴德王去世，新罗又进入极度混乱期。从836年僖康王即位至839年文圣王即位，四年中换了四位国王。除兴德王之年，另一名极力拉拢慧昭的是愍哀王。《碑铭》载：

洎开成三年（838），愍哀大王骤登宝位，深托玄慈，降玺书，馈斋费，而别求见愿。禅师曰：在勤修善政，何用愿为！使者复于王。王闻之愧悟，以禅师色空双泯，定慧俱圆，降使赐号为慧照。昭字避圣祖讳易之也。仍贯籍于大皇龙寺，征诣京邑，星使往复者交辔于路，而岳立不移其志。昔僧稠拒元魏之三召云：在山行道，不爽大通，栖幽养高，异代同趣。

愍哀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原名金明，位居上大等，僖康王三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春正月，与侍中利弘等兴兵作乱，害王左右。僖康王自知不免一死，便自缢于宫中，于是金明自立为王。金明的弑君自立，引起了金阳、佑征、弓福等一批旧臣的不满，便起兵讨逆，于翌年春正月消灭了在位仅一年的愍哀王。[34]这位愍哀王即位后，马上拉拢以慧昭为代表的佛教势力。“深托玄慈”表明，他是十分希望得到慧昭禅僧团在思想上和道义上支持的。所以他“降玺书，馈斋费”，“赐号慧照”，“征诣京邑，星使往复者交辔于路”，“贯籍于大皇龙寺”，等等。慧昭则“岳立不移其志”，显然抱着同这位大逆不道的君王抱着不合作的态度。从“在勤修善政，何用愿为”这句答词中，我们隐约看到他心中的不满和愤懑。《碑铭》还记载说：“每有王人，乘驲传命，遥祈法力，则曰：凡居王土，而戴佛日者，孰不倾心护念，为君蓄积！亦何必远纶言于枯木朽株！传乘之辈，饥不得，渴不得饮，吁可念也。”话语中明显地带有不屑与权贵往来的牢骚。这些反过来又使他形成了一种“守真忤俗”的生活态度。据说有人送他胡香，他便以“瓦载煻灰，不为丸而焫之。曰：吾不识是何臭”。又有人赠他“汉茗”，他“以薪爨石釜，不为屑而煮之，曰：吾不识是何味，濡腹而已”。

传法世系上，《碑铭》的记载是：“屈指法胤，则禅师乃曹溪之玄孙，是用建六祖影堂。”[35]把慧昭当作慧能的玄孙，即把他看作是南宗在海东的传承人物，这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他很可能受到中、晚唐之际的整个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不可能那么单纯。有的学者注意到他可能受到宗密的影响，但未能举出有力的例证。慧昭在中国逗留的时间长，又到处云游，并在终南山修行三年，后出紫阁于四达之道织芒鞋而广施憧憧者又三年，而此时也正是宗密最享盛名的时期。所以，从地点和时间上来看，他受到宗密的影响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也只是一种推论，现存的资料中找不出他二人直接交往的痕迹，慧昭本人也未提起过宗密。这里，笔者举《碑铭》中的两个例子，就算是慧昭受到宗密影响的一种联想。

唐朝虽然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但限佛、排佛的呼声一直不断。到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上《谏迎佛骨表》，使奉佛和排佛之间的斗争明朗化，终于导致了二十多年后的“会昌法难”。排佛和毁佛的结果导致了整个佛教的禅宗化，三论宗、法相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等无不如此。这方面在理论界的代表就是宗密（780—841），他的特点就在于自觉地将教门会入禅门。宗密自称是荷泽系的传人，又师承澄观的华严宗教义，很好地发挥了《圆觉经》的经旨。其所著《禅源诸诠集》以心学为基础，广论禅教合一；又著《华严原人论》，鼓吹儒释调和。他把禅宗当作禅教融合的主体，又当作三教融合的佛教代表。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他把众多的禅家分为三类：息妄修心宗；泯灭无寄宗；直显心性宗。又将当时流行的众多经论分为三类：密意依性说相教；密意破相显性教；显示真心即性教。三教和三宗一一相应，在整个佛教史上表现为有宗、空宗和性宗。“三教三宗是一味法”，同是治病的“妙方”。宗密的这种融合精神很可能影响到慧昭，所以崔致远所撰的《真鉴碑铭》一开始就说：

夫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是以东人之子，为释为儒。必也西浮大洋，重译从学，命寄刳木，心悬宝洲，虚往实归，先难后获，亦犹采玉者不惮昆丘之峻，探珠者不辞骊壑之深。遂得慧炬则光融五乘，嘉肴则味饫六藉。竞使千门入善，能令一国兴仁。学者或谓身毒与阙里之设教也，分流异体，圆凿方枘，互相矛盾。守滞一隅，尝试论之。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礼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故庐峰慧远者著论，谓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所归一揆。体极不兼应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约有云：孔发其端，释穷其致，真可谓识其大者，始可与言至道矣。

一般说来，文人替禅师作传，其资料是由禅师所在的宗派提供的。崔致远在此大谈儒佛融合，抑或反映了慧昭本人的思想倾向，抑或反映了当时新罗文人对儒佛二教的看法。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同宗密的思想以及中、晚唐的社会思潮相一致的。

另一个例子是慧昭在终南山时“饵松实而止观寂寂者三年”。“止观”是中国天台宗的修习方法，智就有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和大小止观之作。该宗提倡“止观双修”，以此作为一切修习方法的概括。宗密之前，禅宗尚无坐禅仪，他所著坐禅法实为禅门之嚆矢。但宗密所说多效天台，自己别无创见。慧昭修“止观”可能是受天台宗的直接影响，也可能是受宗密坐禅法的鼓动。

文圣王十二年（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正月九日慧昭圆寂，享年77岁。入寂前，他告诉门人说：“万法皆空，吾将行矣。一心为本，汝等勉之。无以塔藏形，无以铭记迹。”门下弟子法谅等遵其遗命，“不逾日而窆之于东峰这冢”。大约过了“三纪”，即至宪康王在位（875—886）时，“门人以陵谷为虑”，希望“扣不朽之缘于慕法弟子”，并因“内供奉一吉干扬晋方、宗门台郎郑询一断金为心，勒石是请”，才追谥“真鉴禅师”，赐塔号“大空灵”，于是留下了以文章名世的崔致远所撰的《有唐新罗国故康州智异山双溪寺教谥真鉴国师碑铭并序》。

第三节 以禅门九山为中心的禅宗传承（下）

一 玄昱、审希与凤林山——禅门九山之四

玄昱是马祖道一门下章敬怀晖的弟子。《祖堂集》卷十七记载说：

东国慧目山和尚嗣章敬。师讳玄昱，俗姓金氏，东溟冠族。父讳廉均，官至兵部侍郎。妣朴氏，胎孕之际梦得殊常。以贞元三年五月五日诞生。才有童心便知佛事，每汲水以供鱼，常聚沙而为塔。年至壮齿，志愿出家。既持浮海之囊，遂落掩泥之发。元和三年遂受具戒，长庆四年入于大唐，至太原府历居二寺。

玄昱出身贵族，他出生的贞元三年为公元787年，也就是新罗元圣王三年。元和三年（808）受具足戒时玄昱正好21岁。长庆四年（824）入唐至太原府投章敬怀晖门下学习。

怀晖和惟宽等都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是洪州禅系中属京禅类禅师。据《祖堂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书的记载，怀晖俗姓谢，泉州人。贞元初年（785）师事道一，得其心要。后至彭城（今江苏徐州），与刘济相互推证；继而潜徂徕山（山东兖州境），寓齐州（今济南）灵岩寺。之后又移百家岩（又称“百岩”，或即定州的柏岩，在今河北定县境）；之后又为禅子请问所苦，又入中条山（山西与陕西交界处）行禅。玄昱于受具足戒之年，即元和三年，奉宪宗之诏入住京师章敬寺毗卢遮那院，“朝寮名士日来参问”，道俗推重，颇受礼遇。章敬寺是鱼朝恩为代宗之母章敬太后祈福时以所赐庄园为基础建成的，其极尽奢华，穷都市之财，简直无以复加。当时天下名僧大德三学通赡者都丛萃其中，地位之高直追初唐时的慈恩、西明等寺。怀晖在麟德殿的斋会上被“推居上座”，这是怀晖本人的荣耀，也是洪州禅系的荣耀。寂后，著名诗人贾岛曾为之作碑铭，称他“始丙申，终乙未”，即生于天宝十五年（756），卒于元和十年（815）。[36]
关于怀晖的禅学思想《景德传灯录》略有记述：“师上堂示徒曰：至理忘言，时人不悉，强习他事以为功能，不知自性原非尘境，是个大解脱门，所有鉴觉不染不碍，如是光明未曾体废，曩劫至今固无变易，犹如日轮远近期照，虽及众色不与一切和合，灵烛妙明非锻炼，为不了故取于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华，徒自疲劳枉经劫数，若能返照无第二人，举措施为不亏实相。”[37]怀晖的禅法一般被归于“心（灵）、法（理）又亡”的类型，实践上则“不假锻炼”，“任运自然”，所谓“郢人无污，徒劳运斤”便是典型的江西禅的特征。

上文中说及玄昱入华后曾师事怀晖，但在时间上是有矛盾的。贾岛所撰的碑铭记他寂于元和十年（815），而《祖堂集》则说玄昱的入唐时间为长庆四年（824），大大晚于怀晖的入寂时间，纵使像《景德传灯录》所说寂于元和十三年，那也晚六年。这样看来，要么他二人不存在师承关系，要么就是玄昱入华的时间有误。若说不存在师承关系，则上面的引文却明言“东国慧目山和尚嗣章敬”，下文也说“报百岩传授之恩”；此外《景德传灯录》也说玄昱是“章敬寺怀晖法嗣”。由此看来，问题可能出在入华时间上。综合各种情况，笔者认为玄昱入华的“长庆四年”可能是“元和四年”之误。果真如此，其入华则是受具后的第二年，此时年方22岁。有人根据上文中“至太原府历居二寺”这句话，以为玄昱入华必在怀晖奉诏入章敬寺的元和三年之前。笔者觉得不必这么理解。如果玄昱入华是在元和四年，则他在唐时间不少于28年。就是说他完全有时间先向怀晖学习，然后再去“太原府历居二寺”。说不准这正是怀晖的主意呢。

玄昱回国后的情况如何呢？《祖堂集》接着说：

颇（疑为“愿”之误—笔者注）志已成，随本国王子金义宗奉诏东归，以开成二年九月十二日达于本国武州会津南岳实相安之。闵哀大王、神武大王、文圣大王、宪安大王，并执师资之敬，不征臣伏之仪。每入王宫，必命敷座讲法。自开成末结苑于慧目山陲。景文大王命居高达寺，奇香妙药闻阙必供，暑葛寒裘待时而授。九年秋解夏之始，忽告门人曰：我今岁内法缘当尽，你等宜设无遮大会，以报百岩传授之恩，终吾志也。十一月十四日中夜忽尔山谷震动，鸟兽悲鸣，寺钟击而不响。三月十五日未曙，遽命侍者撞无常钟，胁席而终，享年八十二，僧腊六十耳。

玄昱回国的时间为开成二年，即公元837年。他受到闵哀王（838—839年在位）、神武王（839年在位）、文圣王（839—857年在位）、宪安王（857—861年在位）等历朝国王的礼敬和经济上的支持。他经常出入王宫，讲经说法，为王权和政治服务。玄昱的这种努力将禅宗复原到佛教传统轨道的做法和与王权赤裸裸地结合的禅风明显地受到他的老师怀晖的影响，怀晖也正是这么做的。《景德传灯录》记载了怀晖与唐宣宗的一段对话。他说：“心者，佛之别名，有百千异号，体唯其一，本无形状……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现天现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终，无生无灭，故号灵觉之性。如陛下日应万机，即是陛下佛心。”在此，他把皇帝的“日应万机”美化成“佛心的显现”。看来，无论是怀晖还是玄昱，都代表了两国禅宗的某种转变。

玄昱门下的弟子有审希。据《昌原凤林寺真镜大师碑塔铭并序》载，审希俗姓金，其先祖为任那王族，后投于新罗，因而有功于王室。父杯相，喜老庄之学，志慕松峤，闲居不仕。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审希出生，幼好事佛，9岁谒慧目山玄昱，参叩精勤。懿宗咸通九年（868）玄昱入寂时，召希付法，并告之昔游中土师事百岩一事说：“此法本自西天，东来中国，一花启发，六叶敷荣，历代相承，不令断绝。我曩游中土，曾事百岩。百岩承嗣于江西，继明于南岳。南岳则曹溪之家子，是嵩岭之玄孙。虽信衣不传，而心印相授，长嗣如来之教，长开迦叶之宗，汝传以心灯，吾付为法信。”玄昱去世时，审希才十三四岁。咸通十四年，审希19岁，受具足戒。之后便寻访名山胜境，参玄问道。从僖宗文德元年（888）至昭宗乾宁四年（897）曾宴坐松溪、驻足雪岳、避尘溟州，学人云集，禅客风驰。有人曾劝他入唐求法请益，他认为自达磨传法东土，惠可主唱传心，禅宗的宗旨已经明确，更何况他已继承了慧目和尚（玄昱）的禅法，因此也就不需要西行求法了。后来，他听说金海（庆尚南道）之西有禅林，途中被进礼城诸军事金律熙邀入城中，造精庐以居之。审希觉得此地的水石烟霞等自然环境确是修禅的好去处，遂建禅宇，号凤林寺，作为弘法的重镇。审希的禅林不仅得到金海府明义将军金仁匡等地方上的实力人物的皈依，并且还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如第五十二代孝恭王曾遣特使面申敬仰。第五十四代景明王（917—924年在位）“欲资安远之风，期致禹汤之运”，于是遣兴轮寺上座释彦琳、中事省内养金文式表师资之礼，申赞仰之仪，并请赴京师说法。贞明四年（918）冬审希入宫说法，随希上殿者有上足景质等80人。据说希高拂毳衣，真升绳榻，为说理国安民之术，敷归僧依法之方。朝廷则赐“法膺大师”尊号。之后，审希又还归旧居，至龙德三年（923）四月二十四日寂于凤林禅寺，寿七十，法腊五十。希门下弟子五百余人，“皆传心印，各宝髻珠”。玄昱、审希之法，史称凤林山派，为禅门九山之一。凤林山旧址，即今庆尚道昌原郡上南面。

二 道允、折中与师子山——禅门九山之五

道允、折中师徒所传的是马祖道一门下的另一位高足南泉普愿的禅法。《祖堂集》记道允的事迹说：

双峰和尚，嗣南泉。师讳道允，姓朴，汉州鸺岩人也。累叶豪族，祖考仕宦，郡谱详之。母高氏，夜梦异光，莹煌满室，愕然睡觉，有若怀身。父母谓曰：所梦非常，如得儿子盍为僧乎。寄胎十有六月载诞，尔后日就月将，鹤貌鸾姿，举措殊侪，风规异格。竹马之年，摘花供佛；羊车之岁，累塔娱情。玄关之趣昭然，真境之机卓尔。年当十八，恳露二亲，舍俗为僧，适于鬼神寺，听于花严教。禅师窃谓曰：圆顿之筌罤，岂如心印之妙用乎！遂被毳挈瓶，栖云枕水，洎于长庆五年，投入朝使，告其宿志，许以同行。既登彼岸，获觐于南泉普愿大师，伸师资之礼，目击道存。大师叹曰：吾宗法印归东国矣。

道允自幼就受到佛教的熏陶，18岁出家。照下文“咸通九年”入寂、“报年七十有一”说，他当生于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新罗元圣王十四年），出家时当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新罗宪德王七年）。他先于鬼神寺学华严教旨，后舍圆教而入禅。长庆五年（公元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入唐投南泉普愿门下学习。

道允在普愿处所学，《祖堂集》未予说明，但从普愿“吾宗法印归东国矣”这句话中，可以想象道允和普愿的师徒之谊是很深的，两人的思想想必也很接近。普愿（748—834）是马祖门下三大士之一，禅风峻峭，被誉为“超于物外”。《祖堂集》等禅宗史书都载有他的行迹和语录。他俗姓王，河南新郑人。唐至德二年（757）出家，投密县大隗山大慧禅师受业。大历十二年（777）30岁时投嵩山会善寺暠律师处受具足戒，研究相州法砺系律学，并游历讲肆，听《楞伽》《华严》《中论》《百论》，深得玄旨。何时投道一门下不详，但却“顿然亡筌，得游戏三昧”，由此思想上出现重大转折。贞元十一年（795）至池阳南泉山构筑禅宇，亦农亦禅，“足不下南泉三十年”。大和初年（827），宣慰使陆亘、监军彭城刘公以及当地太守“同迎下山，北面申礼”，不足一年，“毳衣之子，奔走道途，不下数百人”。长庆五年道允入华时，正值普愿一生中的第二次转折。

洪州禅系自道一圆寂后，门下不少弟子往往偏执所谓“即心即佛之谭”。为打破这种执着，普愿指出：“江西和尚说，即心即佛，且是一时间语，是止向外驰求病，空拳黄叶，止啼之词。”“如今多有人唤心作佛，认智为道，见闻觉知皆云是佛”，这些做法都不过是“将头觅头”。他认为“若言即心即佛，如兔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无角”。因而，普愿对有无佛性问题表现出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佛教本体论上，普愿明显地在向道家靠拢，即在传统的“心”“佛”“法身”之上又放置了一个“道”（或曰“真理”）。“道”的规定性是“不可知”，它“潜通密用，无人觉知，不是见闻觉知”，也不能“意会”。因为“大道无形，真理无对，等空不动，非生死流，三世不摄”。“道”的特点是“潜行密用”，即不通过任何语言思维的中介而在无意识中密行潜化出来。“妙用”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率性而行，不作思量，不受言教等束缚。普愿的“会道”实际上就是要突破见闻觉知的藩篱，一任自己的本性自由行止。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这一格言，其生活准则是“要眠即眠，要坐就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这里，可以看出他那种极力赞美自然天真、崇尚人生本能的意向。

道允在普愿门下所学，由于《祖堂集》记载过于简单，其详情已不得而知。但他既然受到普愿的器重，想来所接受的就是普愿上述的禅学思想。他回国后的经历记述得也很简单，说：

以会昌七祀夏初之月，旋届青丘，便居枫岳。求投者风驰雾集，慕来者星逝波奔。于是景文大王闻名归奉，恩渥日崇。咸通九载四月十八日，忽诀门人曰：生也有涯，吾须远迈，汝等安栖云谷，永耀法灯。语毕怡然迁化，报年七十有一，僧腊四十四霜……以今上宠褒法侣，恩霈禅林，乃赐谥彻鉴禅师、澄昭之塔矣。

“会昌七祀”应当是唐宣宗大中元年，即公元847年，上距“长庆五年”的入华时间已二十余年。回国后道允又活动了二十余年，于咸通九年（868）圆寂，享年71岁。

道允的上首弟子为折中。据崔仁滚《新罗国师子山兴宁禅院教谥澄晓大宝印之塔碑铭》记载：折中乃德岩人，父名光幢，母为白氏，以宝历二年（826）四月七日生。7岁时睹禅侣之乞食者，因慕出家，至五冠山寺，从珍传法师受学，“爰于摩顶之时，便契息心之旨”。年15岁，诣浮石寺，“因听杂花，寻方广之真诠，究十玄之妙义”。在此，我们看到折中年轻时的所学和道允乃至南泉普愿都基本相同。年19岁，于某寺受具足戒。大约又过了数年之后，“闻枫岳口潭寺有道允和尚，远游华夏，才返故乡，特诣禅扉，敬投五体。和尚曰：灵山别后，记得几生邂逅相逢，来何暮矣”！折中在了解到道允曾师事过普愿这样的名僧大德，尤其是当他得知南泉上承于江西、江西继明于南岳，而南岳即为曹溪之嫡子时，更加觉得其师“高峻可知”，于是便“从此服膺，不离左右，得嗣东山之法”。

相传折中后来结识了一位名叫慈忍的禅师，二人一见如故，并有一段对答：

（折中）指眼前水瓶曰：瓶非瓶时如何？答曰：汝名什么？大师答曰：折中。禅师云：非折中之时阿谁？答曰：非折中之时，无人如此问。慈忍禅师云：名下无虚士，折中不奈何，阅人知几个，如汝□□□。

这段问答之后，折中为了解答“非折中之时阿谁”这一问题，于是“十六年久住禅院，深探理窟，遂践忘言之境，终归得意之场”。中和二年（882）前国统威公见折中居无定所，便奏请住持谷山寺，后又因此寺近京辇而不惬雅怀的缘故移往师子山兴宁寺。此时“远方来者，朝三暮四……桃李不言，稻麻成列”，无论是献康王还是定康王都“屡遣王人，远伸赞仰”。第五十一代真圣王遣使表国师之礼，中固辞不受。然“运当丧乱，时属艰难”，大顺二年（891）师子山被焚后，又避地于尚州之南，后住芬岭郡之桐林。不久，又避灾至银山禅院，至光化三年（900）圆寂，寿七十五。[38]传法弟子有宗弘、靖智等一千来人。后孝恭王（898—913年在位）谥以“澄晓大师”称号，又赐塔名为“宝印之塔”。道允、折中一系的禅法历史上称“师子山派”，至高丽时期仍然影响很大。

三 无染与圣住山——禅门九山之六

无染是马祖一系麻谷宝彻门下的海东弟子。所传禅法史称圣住山派，为禅门九山之一。其事迹《祖堂集》有传，另外文豪崔致远曾为他撰《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并序》。根据崔氏的《碑铭》，无染俗姓金氏，以武烈王为八代祖。祖父周川，品第真骨，位韩粲。父范清族的品第为降真骨一等，曰“难得”。[39]母华氏，“魂交，睹修臂天垂授藕花”，又梦见胡道人自称法藏者授十护充胎教（《祖堂集》为“梦中胡道人授十戒为胎教”），遂于哀庄王元年即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生禅师。[40]师自幼聪慧，9岁扣箧，目所览则口必诵，因而人称“海东神童”，后在父母的支持下出家。无染宗教生涯的第一步是于雪岳山五色石寺师事法性禅师，数年间将法性的所学“掸索无孑遗”，以至法性再“无余勇可贾”，感叹说“迅足骎骎，后发先至”。抱着“凡志于道者，何常师之有”的态度，又开始了求学的第二站，即至浮石寺释澄大德处学华严教义。法性和释澄皆鼓励他西行求法，于是他便与心友道亮一起由海路入唐，但途中遇难，漂至剑山岛（黑山岛）。至长庆初年（821）又于唐恩浦搭乘正朝使王子昕[41]的官船到达山东半岛的罘山，随后至终南山至相寺听讲杂花，“犹在浮石时”。这是第三站。在此，有一老人劝他“远欲取诸物，孰与认而心”，染不禁“舌底大悟”，遂东游洛阳佛光寺，问道如满。是为第四站。如满也是马祖门下京禅类的人物，曾知遇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即公元805年）。当这位政治斗争失利且又短命的帝王深感“佛向王宫生，灭向双林灭”以及天地日月、山河大地“谁言不生灭”时，如满则告诉他“了见无心处”，“来为众生来，去为众生去”，以此来消解他极度忧郁的悲观心情。如满见到无染时，用洪州系的禅学印证了无染的所学，又夸赞他说：“吾阅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罗子矣。他日中国失禅，将问之东夷耶！”

无染求学的第五站是在麻谷宝彻禅师处。据《景德传灯录》与《五灯会元》等史料记载，宝彻曾同南泉普愿等人去谒径山，与丹霞天然等人相交游。宝彻的思想也与属农禅类的普愿比较接近，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率性而行，反对那种“认即心即佛，外不别说”的做法。《祖堂集》说他有一次与丹霞游山，见水中游鱼，便以手指丹霞。霞云：天然。翌日，彻又问：“昨日意作摩生？”霞便作卧势，彻曰：“苍天苍天。”在他们眼里，水中游鱼也好，人之随处仰卧也好，苍天也好，“天然”也好，都无非是自然。《碑铭》说无染在宝彻门下“服勤劳无所择，人所难己必易。众目曰：禅门庾异行，彻公贤苦节”。这说明他充分继承了农禅类的禅风。宝彻曾对他说：“昔吾师马和尚，诀我曰：春繁，秋实寡，攀道树者所悲吒。今授若印，异日徒中有奇功可封者，封之，无使剜。复云：东流之说，盖出钩谶，则彼日出处善男子，根殆熟矣。若得东人可目语者，畎导之，俾慧水，丕冒于海隅，为德非浅。师言在耳，吾喜若徕，今印焉。冠禅侯于东土，往钦哉！则我当年，作江西大儿，后世为海东大父，其无惭先师矣。”宝彻的这番话也见载于《祖堂集》，韩国人经常将之同慧能在《坛经》中所说的“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一在家，一出家，俱从东方来，同时建立吾宗，缔构伽蓝，昌隆法嗣”这句话联系起来，作为海东禅学“正宗性”的依据。文中出家的菩萨指的就是无染。

不久，宝彻圆寂，无染便开始长时间的游历生活。他“渡汾水，登崞山，迹之古必寻，僧之真必诣。凡所止舍远人烟，大要在安其危，甘其苦，役四体为奴虏，奉一心为君主。就是中颛，以视笃癃恤孤独为己任。至祈寒酷暑，且烦暍或皲瘃侵，曾无倦容”。《碑铭》还说他“其三十余年行事也具如是”。考无染长庆初年入华，会昌五年（845）归国，凡二十五年。因此，“三十余年”，说当为“二十余年”之误。

唐武宗灭佛的会昌五年，无染回到新罗，立即受到王臣的热烈欢迎。自此，他便同王臣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以致欲罢不能。当他想择终焉之所时，山中宰相王子昕就将位于自己祖父临海公金仁问封地即熊川坤隅的一座名为乌合寺的寺院奉献给他，大中初年（847）“始就居”焉。俄而道大行，四远问津辈，千里犹跬步。文圣王（839—857年在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莫非裨王化，甚嘉之，飞手教，优劳且多”。王易寺额为圣住寺，并编籍于王京大兴轮寺。宪安王即位前就执礼甚勤，“使无虚月”，由此，“东国士流不识大师门，为一世羞；得礼足者，退必叹曰：面谒百倍乎耳闻”。宪安王（857—861年在位）嗣位后，又“赐书乞言……凡所施为，必驰问，然后举”，其钦敬程度比前朝实有过之。景文王（861—875年在位）于咸通十二年（871）秋传书召无染进京，临行前对弟子们说：“遽命伯宗，深惭远公。然道之将行也，时乎？不可失。念付嘱故，吾其往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此次同国王相见是弘扬佛法的好机会，昔日佛灭度时曾以佛法流通之责付嘱国王大臣，因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及至，奉以师礼，公子王孙事之如佛。时王引刘勰《文心雕龙》“滞有守无”等语，欲闻般若之“绝境”。师对曰：“境既绝矣，理亦无矣。斯印也，默行尔。”得无染之开示后，国王皈依南宗，而“卿相延迓，与谋不暇，士庶趋承，欲去不能。自是国人，皆认衣珠，邻叟罢窥庑玉焉”。一段时间后，无染苦于繁杂的应酬太多，希望离开京城，景文王便想出个权宜之计，让他住在离京师不远的尚州深妙寺。乾符三年（876）春，先王不豫，命近侍迎染入宫。此次无染虽然“顾与吾君有香火因缘，忉利之行有期”而“盍就一诀”，但却不免感叹说：“山僧足及王门，一之谓甚，知我者谓圣住为无住，不知我者谓无染为有染乎？”在此我们不难想见他在超然的禅家生活与现实的政治活动中的矛盾心情。

宪康王（875—886年在位）即位后，也曾向无染问政。染对曰：“古之师则六籍存，今之辅则三卿在……就有三言，庸可留献。曰：能官人。”翌日，返回离政治中心较远的圣住寺。虽然如此，他对政治的关心和影响并未就此结束。时王令国内有可道者，献兴利除害策。他便进言说：“三畏比三归，五常均五戒，能践王道，是符佛心。”无染的这番话同上述章敬怀晖的“日应万机”即是“佛心”说十分相似。中和初年（881）宪康王又想让这颗“大宝珠”重现于世，以此来“醒万户眼，醉四邻心”，无染也以“有缘乎大王之风，无固乃上士之道”，遂欣然来见。《碑铭》说宪康王待之以“殊礼”，即所谓“嗣位九旬，驰讯十返”。文德元年（真圣王元年，公元888年）无染圆寂，寿89岁，僧腊65年。王追谥大朗慧禅师，塔曰白月葆光。染历五王而为两朝国师，是新罗禅宗同王权结合的典型代表。门下弟子有僧亮、普慎、询义、心光等两千余人。关于无染的禅法，《碑铭》记有这样一席话：“心虽是身主，身要作心师。患不尔思，道岂远而……我驰则心驰矣。医师（指佛）、教父（指孔老）宁有种乎？”又说：“彼所啜不济我渴，彼所啖不救我馁。盍努力自饮自食。”这些思想同江西禅法，特别是道一之后普愿、宝彻等人不拘于所谓“即心即佛”的禅风一脉相承。《碑铭》还说他“食不异粮，衣必均服，凡所营葺，役先众人。每言祖师尝踏泥，吾岂暂安栖。至运水负薪，或躬亲之”。这说明他在作为官禅的同时，仍保持洪州一系农禅类的作风。

海东禅学发展到无染时，势必要回答世人这样一个问题，即禅学与传统佛学的区别。天《禅门宝藏录》所收无染撰述的《无舌土论》正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专著。文章说：

问：有舌无舌，其义云何？

答：仰山云，有舌土者，即为佛，是故应机门；无舌土者，即是禅，是故正传门。

问：如何是应机门？

答：知识扬眉动目而示法，此皆为应机门，故有舌。况语言也。

问：如何是无舌土？

答：禅根人是。此中无师无弟也。

问：若然者，何故古人云师资相传耶？

答：章敬云，谕如虚空，以无相为相，以无为为用。禅传者亦然，以无传为传，故传而不传也。

问：无舌土中，不见能化所化者，与教门如来证心中，亦不见能化所化，云何别耶？

答：教门之至极，如来证心，名曰海印定，三种世间法印现，而永无解。是则有三种世间迹也。今祖代法者，等闲道人心里，永不生净秽两草，故不荒三种世间，草亦无出入迹，所以不同也。净则真如解脱等法，秽则生死烦恼等法也。所以古人云：行者心源如深水，净秽两草永不生。又，佛土者，前服定慧之衣，入燃灯火内，令放却定慧之衣，立玄地故有踪迹。祖土者，本来无脱不脱，不着一条线，故与佛土大别也。

据说文圣王也曾问无染国师关于禅教高下这一问题。他回答说：“百僚阿衡，各职其职，帝王拱默，庙堂之上，万姓安之。”文圣王听后十分高兴。照他的话，禅教的孰高孰下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四 梵日、行寂与阇崛山——禅门九山之七

据《祖堂集》记载，梵日乃鸡林冠族金氏，祖父讳述元，官至溟州都督，母文氏，累叶豪门。梵日于元和五年（810）正月生，“螺髻殊姿，顶珠异相”。15岁誓愿出家，落采辞亲，寻山入道。20岁至京师受具足戒，净行圆备，精勤更励，博有“为缁流之龟镜，作法侣之楷模”之美誉。太和年间（827—836）矢誓往游中华，遂投入朝王子金义琮，许以同行。既至，遍寻善知识，后参盐官齐安大师，“殷勤六年”。齐安（？—842）俗姓李，为唐宗室之后裔，海门郡（浙江，一作海汀郡）人，因住杭州盐官之海昌院，故又有“盐官”之称。自幼出家，就学于本郡云琮禅师，受具于南岳智严律师，并习律仪。后拜谒江西马祖道一，深受器重，“乃令入室，密示正法”。[42]道一寂后，游化四方，元和（806—820年）末年重修荒废已久的越州萧山法乐寺。时海昌之法昕创建海昌院，请齐安居住，一时间参学之徒翕然聚集。在禅学思想上，齐安是道一门下众弟子中与汾州无业、大梅山法常等坚持“即心是佛”的一支。据说他有一次转告法常说：“马师近日道非心非佛。”法常表示：“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齐安闻而叹曰：“西山梅子熟也。”（事见《祖堂集》）梵日和齐安相见后，也曾有一段反映其禅学特点的对话：

大师（指齐安）问曰：什么处来？

答曰：东国来。

大师进曰：水路来陆路来？

对曰：不踏两路来。

既不踏两路，阇黎争得到这里？

对曰：日月东西有什么障碍！

大师曰：实是东方菩萨。

还有一段问答：

梵日问曰：如何即成佛？

大师答曰：道不用修，但莫污染，莫作佛见菩萨见，平常心是道。

梵日言下大悟。随侍六年后，梵日又到药山惟俨处求学。惟俨（751—834）属青原行思法系，山西绛州人，俗姓韩。他17岁投潮阳（广东）西山慧照禅师出家，大历八年（773）就衡山希澡受具足戒，后投石头希迁门下密领玄旨，又参马祖道一，言下契悟，因而是会通南岳、青原两系禅法的人物。惟俨处，二人也用问答的方式印证所学：

药山问：近离什么处？

师对曰：近离江西。

药山曰：作什么来？

师对曰：寻和尚来。

药山曰：此间无路，阇梨作么生寻？

师对曰：和尚更进一步，即得学人，亦不见和尚。

药山曰：大奇！大奇！外来青风冻杀人。

在这些机锋问答中，我们看到无论是齐安还是惟俨，都对梵日的悟解表示印可。会昌四年（844）法难开始，沙汰僧流，梵日因避难而躲进商山，独居禅定，拾坠果以充斋，掬流泉以止渴，以至于“形容枯槁，气力疲羸，未敢出行，直逾半载”。后梦“异人”告其可以出山，方才赴韶州礼祖师塔。会昌六年八月，梵日由海路回国。大中五年（851）正月宴坐于白达山，后应溟州都督金公之请住崛山寺，“一坐林中四十余载”，时常教人“莫踏佛阶级，切忌随他语”，以此作为衲僧的行为准则。咸通十二年（871）三月、广明元年（880）、光启三年（887），景文王、宪康王、定康王三王先后遥伸钦仰，拟封国师，但梵日“久蕴坚贞，确乎不赴”。文德二年（889）五月一日于崛山寺圆寂，春秋80岁，僧腊60岁，谥号“通晓大师”，塔名“延徽”。[43]
梵日诸弟子中得承法席者首推行寂。据崔仁滚所撰《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朗空大师白月栖云之塔碑铭并序》记载，行寂俗姓崔，先祖为周朝尚父之遐苗、齐国丁公之远裔，其后使于兔郡，留寓鸡林，即为京万河南人。祖父名全，避世辞荣，幽居养志。父名佩常，系名军旅。母薛氏，应瑞生寂，时为唐太和六年（832）十二月三十日。自幼出家，先投伽耶海印寺谒宗师，精探经论，尤善杂华之妙义。大中九年（855）于福泉寺官坛受具足戒。之后，“谒通晓大师，自投五体，虔启衷怀。大师便许升堂，遂令入室”。自此服膺达数载，勤苦多方。咸通十一年（870）投入朝使金紧荣，同舟渡唐。上岸后，步行至京师，受敕住左街宝堂寺孔雀王院。未几，恭逢降诞之辰，懿宗皇帝问其远涉沧溟，所求何事。寂对曰：“贫道幸获观风上国，问道中华，今日叨沐鸿恩，得窥盛事。所求遍游灵迹，追寻赤水之珠，还耀吾乡，便作青丘之印。”懿宗“甚善其言，犹如法秀之逢晋文，昙鸾之对梁武”。对答中透露出，行寂入唐的最大用意是“遍游灵迹”，即云游天下。这也是他一生的最大特征。

于是，他游五台，投华严寺，求感于文殊大圣；乾符二年（875）至成都府，谒净众寺，礼无相大师影堂；又投石霜庆绪和尚门下，曲尽虔诚，得摩尼之宝；俄而追流衡岳、曹溪，参知识之禅居，礼祖师之宝塔。行寂在唐达15年，足迹几遍整个中国，真可谓“四远参寻，无方不到”。唐中和五年（885）行寂归国，重至崛山寺梵日门下，但仍保持游方参寻的作风。文德二年五月梵日入寂时传法于他，并宣布其禅法“唯在大师一人而已”。之后，行寂又憩锡于翔州之建子庵，才修茅舍，来者如云。时当末世，“灾星长照于三韩”，所以“无计潜藏”。乾宁初（894）移住王城，光化末（901）旋归野郡。孝恭王（897—912年在位）即位后，以行寂独步海东，孤标天下，特遣僧正法贤等征赴皇居。行寂也认为“自欲安禅，终须助化”，又认为“吾道之流于末代，外护之恩也”，所以欣然应召。孝恭王待之以国师之礼，虔申敬仰之情。翌年离京居金海府名寺，冀福苍生。神德王（912—917年在位）即位后，又奉诏居京城之南山实际寺。辞还之际，门下女弟子明瑶以石南山寺相赠，行寂亦以此作为终焉之所。第二年春卒于此寺，寿85岁，僧腊61岁，门下弟子有行谦、邃安、信宗、让规等。

梵日门下弟子知名者除行寂外还有朗圆大师开清（854—930）。开清俗姓金，为东溟冠族，先祖在朝中为官。清自幼随华严山寺正行法师出家，唐大中末年（860）于康州严川寺官坛受具足戒，后至通晓梵日门下，成为入室弟子。梵日寂后，清为之修塔建碑，常守松门。后为弟子所请移住普贤山寺，由是弟子云集，成为一方重镇。曾知遇于景哀王（924—927年在位），奉诏入京，献理国之道。敬顺王（927—935年在位）时圆寂，弟子有神镜、聪静、越晶、奂言、惠如、明然、弘林等。

梵日、行寂、开清师徒所传禅系世称阇崛山派，为禅门九山之一。

五 顺之与沩仰宗禅法

瑞云寺和尚顺之的事迹和所传禅法，《祖堂集》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他俗姓朴，江（大同江）人。祖考并家业雄豪，世为边将，有忠勤之誉。母昭氏，怀妊时有吉祥之瑞兆。顺之自幼精励好学，10岁时言词中即见凌云之志。于是投五冠山剃发，后适俗离山受具足戒。“大中十二年（858）私发誓愿，拟游上国，随入朝使利涉云溟，乘一只之船，过万里之浪，曾无惧念，不动安禅。径到仰山慧寂和尚处，虔诚礼足，愿为弟子。和尚宽尔笑曰：来何迟，缘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自此，不离左右，随侍参学。《祖堂集》未载其归国时间，但从他的活动来看，大约是在景文王（861—874年在位）时期。乾符初年（874）住松岳郡五冠山龙严寺。该寺为女檀越元昌王后及其子威武王所施，后改名为瑞云寺。顺之圆寂时65岁，但卒年不明，故无从了解其生卒年月。门下弟子亦不详，唯知其于沩仰家风多有阐扬。

沩仰宗的开创者乃沩山灵祐和仰山慧寂。灵祐师承百丈怀海，为道一的再传弟子；慧寂则嗣灵祐，为其入室弟子。他们师徒二人一以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沩山、一以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仰山作为传法基地，其法系于是被称作沩仰宗，为禅宗五家之一。从《祖堂集》的记述来看，顺之确实很好地接收了沩仰宗的家风，如他对“表相现法”的总结和对“三遍成佛”的论述等。

沩仰宗的基本理论来源于华严宗的理事无碍。为表达这种理论，灵祐、慧寂等还创立了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即在接引学徒时采用“图相”（如画圆相“○”）作为对机开悟的手段。据《景德传灯录》本传记载，一个叫韦胄的人向灵祐乞“偈子”，以示“曹溪宗旨”，灵祐认为道理是不可以拟议言说的，于是“将纸画圆相，圆相中着（注）某字，谨答：左边思而知之落第二头，右边不思而知落第三首”。慧寂更喜欢用这种方法。一次，他闭目静坐，“有僧潜来身边立，师开目，于地上作一圆相，相中书水字（[image: ]）。顾视其僧，僧无语”。又有问：“如何是祖师意？师以手于空作圆相，相中书佛字（[image: ]），僧无语。”这种作图示意的方法即所谓“表相现法，示徒证理”，如果没有相应的说明，他人是很难猜测的。顺之的贡献不仅在于将这种图相系统化，同时还做了相应的文字说明。他把这些图相分成“四对八相”“二对四相”和“四对五相”等几类。他解释“四对八相”时说：

○此相者，所依涅槃相，一名理佛性相，与群生众圣皆依此相。相虽不异，迷悟不同，故有凡夫有圣。谓识此相者，名为圣人；迷此相者，名为凡流……若有人将此月轮相来问，相中心着牛字对也。

[image: ]此相者，牛食忍草相，说名见性成佛相。何以故？经云：雪山有草名为忍辱，牛若食者则出醍醐。又云众生若能听受，谘启大涅闇则见佛性。故当知草喻妙法，牛喻顿机，醍醐喻佛。如是则牛若食草则出醍醐，人若解法则成正觉……

[image: ]此相者，三乘求空相。何以故？三乘人闻说真空，有心趣向，未证入真空，故表圆相下画三牛也。若将此相来问，以渐次见性成佛相对之。

[image: ]此相者，露地白牛相。谓露地者佛也，亦名第一义空。白牛者，谘法身之妙慧也。是故表一牛入圆相也……问：向前已说月轮相中心着牛，是牛食忍草相，何故又言月轮相中心着牛者，露地白牛相也，两处皆是同相同牛，何故说文不同耶？答：说文虽别，相及牛则不异……问：若论性迟疾各别者，食忍草牛与露地白牛谁迟谁疾耶？答：食忍草牛，则明华严会中顿见实性之牛，故疾；露地白牛，则明法华会中会三归一之牛，故迟……

[image: ]此相者，契果修因相。何以故？初发心住虽成正觉而不碍众行，慧等佛地，行不过位故表此相也。……若有人将此相来问，又作月轮相中心着字对之。

[image: ]此相者，因圆果满相也。问：何故月轮相上头着牛，月轮相中心着字对之？答：月轮相上头着牛者契果修因相，月轮相中心着字者因圆果满相，举因来现果对之。

[image: ]此相者，求空精行相。谓门前草庵菩萨求空，故经云：三僧祇修菩萨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求心不歇故，表此相也。若有人将此相来问，月轮相中心着王字对之。

[image: ]此相者，渐证实际相。何以故？若有菩萨经劫修行，坏四魔贼，始得无漏真智，证入佛地，更无余习。所怛似圣王降伏群贼，国界安宁，更无怨贼所怛，故表此相。

此外，“二对四相”中的第一对为“想解遣教相”（[image: ]）对“识本还源相”（[image: ]）。其中“想解遣教相”指人依佛所说一乘普法，善能讨寻，善能解脱，全依他人所说而不了自己理智。图相中上面的牛字比喻人的想解，圆相中的人字则表示理智。唯有遣除凭借普法而起的想解，才能显示自心的理智。第二对为“迷头认影相”（[image: ]）对“背影认头相”（[image: ]）。“迷头认影相”指人知即心即佛，即心即净土，如同骑驴觅驴，唯知他方佛与净土，一心专求往生净土、见闻佛法，是故勤修善行，念佛名号。图中下面的牛字喻人认影，真智未发，未达真空。而圆相中的人字则表示众生回光发智，达得真空，即真智是佛，空是净土，不求心外净土。四相中，“想解遣教相”和“迷头认影相”乃舍本逐末，所以用“识本还源相”和“背影认头相”以对治。又，所谓“四对五相”：第一种为“举函索盖相”（亦名“半月待圆相”，即作“[image: ]”形），若有人将此相来问，则更添半月对之。第二种为“把玉觅契相”（作“○”形），若有人将此相来问，圆月中心着某对之。第三种称“钓入索续相”（作“[image: ]”），若有人将此相来问，某字边添着人字对之。第四种称“已成宝器相”（作“[image: ]”），若有人将此相来问，又作圆月相中心着土字对之。第五种为“玄印旨相”（作“[image: ]”），后学中，根机玄利则顿晓，相性迟钝者则虽学而难晓。

沩仰宗的表相现法可能是模仿《周易》，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最后达到魏晋玄学所说的“得意忘象”，熄灭一切圣凡心境。理论上，该宗在融入华严宗的“理事”观的同时，又吸取了法相宗的“理行”观。“沩仰宗，特别是海东一支，将此二者杂糅到自己的禅观中，反映了禅教合一的新趋向。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也是反对读经和义学的。”[44]沩仰一家的宗风，在灵祐那里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体用”范畴的运用。他反对时人“只得大识，不得大用”，将体用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并从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体用兼得，不可偏废。修行方法上，他号召人们不要止于“顿悟”，不要排斥“渐修”，认为“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还必须除去“现业流识”，此“即是修也”。在他看来，悟是对“理”的认识，可以在“一念”间完成，而“修”则是灭除现行的“业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修”是在“悟”的基础上进行的，是“悟”的延续。《祖堂集》中顺之的“三遍成佛说”和“三篇说”也就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所谓三遍成佛，即证理成佛、行满成佛和示显成佛。其中，证理成佛是指学人在善知识的启发下，回光返照于自己心的本源本无一物。就是说成佛不从万行渐渐而证，如同经文所言：“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此即古人所说的“佛道不远，回心即是”。因此，证理成佛实即顿悟的过程，发智达空，即成正觉。行满成佛，指虽已穷其真理而顺普贤行愿，历位广修菩萨之道，所行周备悲智圆满。古人说行到处即是从来处，就是这个道理。顺之认为，行满成佛所证之理不异于上述证理成佛之理。前者是顿悟，后者则是顿悟后的长期修行，以期第二次证菩提、入佛道。示显成佛则是在前两次成佛的基础上，再为众生显示八相成道这一成佛的过程。所谓八相即从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顺之强调：“当知八相成道是报化，非真。”“三篇说”即第一顿证实际篇、第二回渐证实际篇、第三渐证实际篇。第一篇说的是顿悟成佛法门；第二篇说的是先修三乘渐教，随后得顿悟之机，并由此证悟佛道；第三篇则说的是渐修渐悟法门。

在海东弘扬沩仰禅风的除顺之外还有大通禅师。据《月光寺圆朗禅师大宝禅光塔碑》所述，大通俗姓朴，通化府仲停里人。大中十年（856）入唐，遍历禅林，后至仰山师事澄虚大师，受其印可。咸通七年（866）回国，与广宗大师相交甚笃。继又受慈忍禅师之邀住月光寺。景文王（861—875年在位）曾两次遣使慰问，月光寺由此声誉日高。大通卒后，门下弟子于龙纪二年（890）为其竖塔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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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高丽前期的佛教与政治

第一节 后三国时期的佛教

一 罗季佛教与政治

新罗末期，政治极度混乱，自真圣王（888—898年在位）起，朝鲜半岛又进入了后三国分裂时期。历史的发展再一次印证了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

真圣王是宪康王的妹妹，正史中她被描绘成荒淫无道的女王，不仅有作风上的问题，而且行政上也一团糟。据说她“素与角干魏弘通”，“及魏弘卒，追谥为惠成大王。此后，潜引少年美丈夫两三人，淫乱，仍授其人以要职，委以国政。由是，佞幸肆志，货赂公行，赏罚不公，纪纲坏驰”。[1]照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前者即作风上的问题应当说是封建时代帝王的特权，如果她是男人，这一点便不成问题了；后者即授“少年美丈夫”们以“要职”的确是不可取的。为此，她即位后的第三年，元宗、哀奴等在沙伐洲发动叛乱。同五年，在北原一带叛乱的梁吉让手下的弓裔领兵袭击北原东部落和溟州管辖内的酒泉等地。翌六年，完山的甄萱据州自称“后百济”，武州东南一带诸郡县均归其所有。同九年弓裔又击取猪足、狌川二郡以及汉州管辖内的夫若、铁圆等十余个郡县。同十年，西南地区又有赤裤贼起义，等等。

历史上，一些昏君、暴君在做尽坏事的同时，也往往兴办佛事，以此来忏悔和弥补其罪孽，以求取来世的幸福。真圣女王即位第一年，就到皇龙寺设百座讲会，第二年又下令度僧60人，甚至在她执政的第八年，还能接受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文豪崔致远所“进时务一十余条”。女王晚年，似乎也觉察到自己的过失，898年（即位第十一年），她怀着悔恨的心情对群臣们说：“近年以来，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比（疑为“皆”）孤之不德也。避贤让位，吾意决矣。”于是主动地“禅位于太子”。

继位的孝恭王（898—913年在位）是宪康王的庶子，在位16年。这期间，差不多每年都受到弓裔和甄萱的侵扰，土地不断地被蚕食，国势越来越弱。新罗王朝更加清楚地感觉到风雨飘摇了。孝恭王无子，嗣位的神德王为朴氏，乃阿达罗王远孙，其父锐谦为宪康王时的大阿飡，母为宪康王之女。五年后，景明王（917—924年在位）即位。[2]918年，王建代替弓裔建立高丽王朝。自此，新罗每每于王建交好，共同对付后百济甄萱的势力。927年，甄萱攻破京城，景哀王（924—927年在位）被迫自尽身亡。萱立景哀王族弟为王，是为末代君主敬顺王（927—935年在位）。935年，自感“四方土地尽为他有，国弱势孤，不能自安”的敬顺王终于举土投降高丽太祖王建，结束了新罗王朝将近一千年的统治。

新罗王朝在统一三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佛教的积极作用。然而，其后期，佛教逐渐丧失了在精神上的指导作用，成为一种徒具形式的宗教。正如史书所指出的那样，“奉浮屠之法，不知其敝，至使闾里皆其塔庙，齐民逃于缁褐，兵农浸小而国家日衰，则几何其不乱且亡哉”！这是历史的教训。

二 弓裔的泰封政权与佛教

《三国史记》卷五十《列传》第十有弓裔的传记。据载，弓裔是新罗王族出身，姓金，一说出自第四十七代宪安王；一说为第四十八代景文王膺廉之子，“以五月五日生于外家”。史书说他出生时“屋上有素光，若长虹，上属天”。日官奏言：“此儿以重午日生，生而有齿，且光焰异常，恐将来不利于国家，宜勿养之。”国王果然敕中使抵其家杀之。使者将他放在襁褓中扔到楼下，幸得一乳婢相救才免遭于难。在乳母的掩护下弓裔慢慢地成长起来。弓裔大约在10岁时，一日乳母见其“游戏不止”，遂告之曰：“子之生也，见弃于国，予不忍，窃养以至今日，而子之狂如此，必为人所知，则予与子俱不免，为之奈何！”这段经历说明弓裔刚出生便被卷进一场宫廷内部的斗争，而他之所以受到迫害，原因很可能就是“生于外家”。不难想象，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让人养成叛逆性格，而他后来终究走上叛逆道路由此看来似乎是理固宜然了。

就在十余岁仍不能摆脱人身威胁的时候，弓裔走上了出家的道路。他至世达寺（后世称“兴教寺”）祝发为僧，自号善宗。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出家实际上是走向社会的开始。从动机上看，他的出家是寻求避难，而不是出于信仰；从日后的行为上看，他的出家无非是借佛教之名行政治之实。至于他如何实现由出家到叛逆的转变，《三国史记·弓裔传》有这样一段记述：

及壮，不拘检僧律。轩轾有胆气。尝赴斋，行次有乌鸟衔物，落所持钵中。视之，牙签书王字，则秘而不言，颇自负。见新罗衰季，政荒民散，王畿外州县叛附相半，远近群盗蜂起蚁聚。善宗谓乘乱聚众，可以得志。以真圣王即位五年，大顺二年辛亥，投竹州贼魁箕萱。箕萱侮慢不礼，善宗郁悒不自安，潜结箕萱麾下元会、申煊等为友。景福元年壬子，投北原贼梁吉，善遇之。[3]

弓裔受到梁吉的重用，分兵向东拓展基盘，当年便攻下酒泉、奈城、郁乌、御珍等县。乾宁元年，即真圣女王七年（894），弓裔进入溟洲，手下已有3500人。因为他能“与士卒同甘苦劳逸。至于予夺，公而不私，是以众心畏爱，推为将军”。[4]此后，弓裔又连破猪足、狌川、夫若、金成、铁圆等地，时间当在真圣王九年秋天。

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弓裔也积极地为开国称王做准备，比如设置各种官职，并将汉北名郡松岳郡选定为都城（这时王建已自松岳郡来投，被封为铁圆郡太守）。896年，势力扩展至僧岭、仁物、孔岩、黔浦、穴口等地。弓裔势力的强大，自然地同梁吉产生了矛盾。孝恭王三年（900）梁吉纠集北原、国原等三十余城劲兵袭击弓裔，结果兵败于非恼城下。自此，弓裔的势力越发膨胀，杨州、见州、广州、忠州、唐城、青州、槐壤等皆归其所有。唐天复元年（孝恭王四年，公元901年），弓裔正式称王。他对左右说：“往者新罗请兵于唐，以破高句丽，故平壤旧都鞠为茂草，吾必报其仇。”史家觉得弓裔的这番话“盖怨生时见弃，故有此言”。他曾“南巡至兴州浮石寺，见壁画新罗王像，拔剑击之”，可见幼时的仇恨在他心目中有多深。

唐天佑元年（孝恭王七年，公元904年），弓裔立国号为摩震，年号为武泰，下设广评省等一系列机构，并移青州1000户至铁圆城作为新京。翌年，改武泰为圣册元年。在对新罗的态度上，弓裔一直十分强硬，“令国人呼新罗为灭都，凡自新罗来者，尽诛杀之”。乾化元年（911）改圣册为水德万岁元年，改国号为泰封。同四年改水德万岁为政开元年。

弓裔不仅对新罗王朝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对内变态的心理也使他变得凶残暴虐、多疑急怒，“诸寮佐将吏，下至平民，无辜受戮者，频频有之。斧壤之人，不胜其毒”。这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表现出非凡才华的王建很快成为众人心目中的中心人物，918年他率先在海东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戏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短命的泰封政权始自唐大顺二年（891），至五代后梁贞明四年（918），凡二十八年。弓裔早年曾有过僧侣生活，占据新罗北部后，也主动地利用佛教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称王之前，他于孝恭王二年（898）设八关会。称王后，又“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季子为神光菩萨。出则常骑白马，以采饰其鬃尾。使童男童女奉幡盖、香花前导，又命比丘二百余人梵呗随后。又自述经二十余卷，其言妖妄，皆不经之事。时或正坐讲说”。[5]
弓裔的信仰显然带有实用的色彩，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至于他自己，丝毫没有佛教的慈悲精神。史料说有一位叫绎聪的僧人指出他著的经卷为“邪说怪谈，不可以训”，他便以“铁锥打杀之”。“贞明元年，夫人康氏以王多行非法，正色谏之。王恶之曰：汝与他人奸何耶？康氏曰：安有此事！王曰：我以神通观之。以烈火热铁杵，幢（为“撞”）其阴杀之，及其两儿。”[6]
三 甄萱的后百济与佛教

甄萱的事迹，《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均有记述。据载，萱为尚州加恩县人，本姓李，后以甄为氏。其父以农自活，唐光启年间（885—888）据沙弗城（尚州）自称将军。萱自幼体貌雄强，志气倜傥不凡，曾从军入王京，又赴西南海边防戍，枕戈待敌，恒为士卒先，以战绩被提升为裨将。真圣女王在位时，甄萱看到嬖竖在侧，窃弄政柄，纲纪紊弛，加之以饥馑，百姓流移，群盗蜂起，于是他自己也于真圣王六年（893）“啸聚徒侣，行击京西南州县，所至响应”。旬月之间，众至五千人，遂袭武珍州自王，犹不敢公然称王，自署为“新罗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甄萱在取得一定的实力后仍不敢公开称王。但不久，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恰当的理由。他对左右说：

吾原三国之始，马韩先起，后赫世勃兴，故辰卞从之而兴。于是百济开国金马山六百余年。总章中，唐高宗以新罗之请，遣将军苏定方，以船兵十三万越海，新罗金庾信卷土，历黄山，至泗沘，与唐兵合，攻百济灭之。今予敢不立都于完山，以雪义慈宿愤乎！[7]

于是，甄萱自称“后百济王”，设置官职。这一年，即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8]
在割据政权中，甄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同梁吉、弓裔政权以及新罗政权的关系。在正式称王前，他听到“北原贼良吉雄强，弓裔自投为麾下”，便“遥授良吉职为裨将”。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因“锦城投于弓裔”的缘故，双方发生矛盾，以至兵戎相见。后梁乾化二年（912），甄萱与弓裔战于德津浦。后梁贞明四年（918）王建代替弓裔后，后三国的争霸战争便在高丽、后百济、新罗之间展开了。

在现存的史书中，似乎没有任何资料能说明甄萱与佛教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从他的儿子取名“须弥强”、“金刚”这一点来看，他大致也信仰佛教。后三国时期，伽耶海印寺出现了观惠和希朗这两位华严宗名僧。后来，他们分成南北两派，其中惠观在南方成为甄萱的福田，称南岳派；希朗则在北方为高丽太祖王建出谋划策，称北岳派。[9]这一点说明甄萱也在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

第二节 佛教与高丽建国

一 太祖王建的世系

在后三国群雄逐鹿中获胜的高丽太祖王建乃松岳郡人，其世系传承在当世似乎就颇有争议。对此，《太祖实录》的作者黄周亮记述如下：

……即位二年追王三代祖考，册上始祖尊谥日元德大王，妣为贞和王后；懿祖为景康大王，妣为元昌王后；世祖为威武大王，妣为威肃王后。[10]

黄氏的记录比较简单，相比之下毅宗朝（1147—1171）金宽毅所撰《编年通录》则详细得多。据该书记载，其先祖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曾游历至扶苏山左谷，娶妻安家，生子名康忠。忠体貌端严，多才艺，娶西江永安村富人家女子为妻，生子宝育。康忠居五冠山摩诃岬时，听一位会看风水的新罗官员说，“若移郡山南，植松使不露岩石，则统合三韩者出矣”，于是，与郡人徙居山南（扶苏山之南），栽松遍岳，因改名松岳郡。康忠子宝育“性慈惠、出家入智异山修道，还居平那山北岬，又徙摩诃岬”。后还俗娶妻，成为“居士”，生有二女。时有新罗“术士”见其居于摩诃岬，便告诉他“居此必大唐天子来作婿矣”。这位“大唐天子”是谁呢？《编年通录》接着说：“唐肃宗皇帝潜邸时欲遍游山川，以明皇天宝二十载癸巳春涉海到江西浦……至松岳郡，登鹄岭南望曰：此地必成都邑。”浪迹海东的“大唐天子”后与宝育的二女相遇，生子曰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释典，并生有四子。其长子曰“龙建”，后改为“隆建”，是为太祖王建的父亲。有关大唐天子的传说大约来自禅宗的灯录，闵渍的《编年纲目》引《碧岩》等禅录云：

宣宗年十三，当穆宗朝，戏登御床，作揖群臣。穆宗子武宗心忌之。及武宗即位，宣宗遇害于宫中，绝而后苏，潜出远遁，周游天下，备尝险阻。盐官安禅师默识龙颜，待遇特厚，留盐官最久。又宣宗尝为光王，光即杨州属郡，盐官杭州属县，皆接东海，为商船往来之地方。当惧祸犹恐藏之不深，故以游览山水为名，随商船流海……

又，世传忠宣王在元，有翰林学士从王游者，谓王曰：尝闻王之先出于唐肃宗，何所据耶？肃宗自幼未尝出阁，禄山之乱，即位灵武，何时东游，至有子乎？王大惭。不能对。闵渍从旁对曰：此我国史误书耳，非肃宗，乃宣宗也。学士曰：若宣宗久劳于外，庶或然也。

照闵渍的看法，所谓大唐天子实为宣宗，而非肃宗。这样，时间上大致可以自圆其说了。对于上述传承世系，史家们已经提出各种怀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流行极广的传承说。在这一问题上，《高丽史》的作者郑麟趾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兵部尚书金永夫，征仕郎检校军器监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蓄文书，其后闵渍撰《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宗族记源录》，斥其传论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云肃宗、宣宗者，以唐书考之，则肃宗自幼未尝出阁，果如元学士之言矣。宣宗虽封光王，唐史无藩王就封之制。而其遭乱避祸之说，亦是禅录杂记二说，皆无所据，不足信也……《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之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祖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毅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岂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无稽杂出之书邪（“邪”为“耶”）……呜呼！自古论人君世系者，类多怪异，而间或有附会之说则后之人不能不致疑焉。今以实录所载，追赠三代为正，而宽毅等说亦世传之久，故并附。

应当说，《高丽史》作者的观点是比较允妥的。但《编年通录》的传承说，其影响毕竟既广且远。对于我们来说，《编年通录》是不是信史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底谁在编造这些动人的传说，以及编造的目的又是什么。从以禅宗的灯录为依据将王建的世系同李唐血统拉上关系这一点来看，故事的编造者很可能就是为高丽王朝服务的禅僧们，他们的用意无非是想让王氏有一个高贵的血统，以及为丽罗更替的必然性张目。

二 道诜与高丽政权的建立

道诜是高丽佛教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奠定了高丽王朝将近五百年佛教发展的基本特色，从此，佛教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出镇护国家、祈福禳灾的功能。现存道诜的资料，比较可靠的当推高丽崔惟清所撰《白鸡山玉龙寺先觉国师碑铭》。据此，道诜俗姓金，新罗灵岩（全罗南道）人。世系不详，或云太宗大王之后。从“唐文宗开成十一年，新罗文圣王八年丙寅，年二十矣”[11]这句碑文来看，道诜当生于唐文宗太和元年，即新罗兴德王二年，亦即公元827年。下文说他寂于“唐昭宗光化元年（898），新罗孝恭王二年戊午三月十日”[12]，“享年七十二”，这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首诜15岁祝发出家，“隶月游山华严寺，读《大经》”。所谓《大经》，一般是指净土三大部中的《佛说无量寿经》。《玄义分传通记》（三）说：“大经者无量寿经，三经之中此经广故，对余二经名大经也。”净影、道绰、善导等净土诸家都是这样称呼的。此外，天台宗往往也称《涅槃经》为“大经”。这里的“大经”所指虽然不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道诜早期接触的是教门的思想，也就是相对于禅门的传统佛教。五年后（新罗文圣王八年，公元846年），道诜20岁，“忽自念曰：大丈夫当离法自静，安能兀兀守文字间耶”！由此，他开始了自己信仰旅程的又一个时期，即由传统佛教转向禅宗。碑文说：

于时惠彻大师传密印于西堂智藏禅师，开堂于桐里山。师抠衣请学，凡所谓无说之说，无法之法，虚中授受，廓尔超悟。年二十三，受具戒于道寺。或于云峰山下穿洞安禅，或于太白岩前结茅坐夏，又移阳县白鸡山玉龙寺，爱其幽胜，改葺堂宇，洒然有终焉之志。宴坐忘言，三十五载。

惠彻（又作惠哲）原先在义湘开创的浮石寺出家，学习华严教义。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惠彻入唐传西堂智藏禅法，25年后，于唐文宗开城四年（839）春归国，此时道诜已经13岁了。回国后，惠彻得到文圣王的支持，在武州谷城郡桐里山开设道场，用二十余年的心血建成了“顿渐云集”、“贤愚景附”的大禅刹。道诜投其门下时，正值禅刹的创建阶段。因此，九山之一的桐里山，实际上也有道诜的一份功劳。在此，道诜完全接受了惠彻所传智藏系“无说之法、无法之法”的禅法。三年后，他又至云峰山、太白岩等地修行，最后以白鸡山玉龙寺为终焉之所。

政治上，道诜同宪康王（875—886年在位）有过交往，曾被迎至宫中讲经说法。他“每以玄言妙道开发君心”，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同惠彻如出一辙。但“未几，不乐京辇，恳请还山”，之后便未见和新罗政府有任何往来了。898年道诜圆寂后，孝恭王赠谥号“了空禅师”、塔名“证圣慧灯”，并应道诜门人珙寂等人的请求，命瑞书学士朴仁范撰写碑文。

道诜对后世影响最大且又让世人争议最多的是他成功地运用阴阳五行说和谶语为高丽王朝的建立服务。金宽毅《编年通录》说：

（王建的父亲隆建）貌魁伟，美须髯，器度宏大，有并吞三韩之志。尝梦见一美人约为室家，后自松岳往永安城遭遇一女惟肖，遂与为婚，不知所从来，故世号梦夫人，或云以其为三韩之母，遂姓韩氏。是为威肃王后。世祖居松岳旧第有年，又欲创新第于其南，即延庆宫奉元殿基也。时桐里山祖师道诜入唐得一行地理法而还，登白头山，至鹄岭，见世祖新构第曰：种穄之地何种麻耶？言讫而去。夫人闻而以告，世祖倒屣追之。及见，如旧识。遂与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时数，曰：此地脉自壬方白头山水母木干来落马头明堂，君又水命，宜从水之大数，作宇六六为三十六区则符应天地之大数。明年必生圣子，宜名王建。因作实封题，其外云：谨奉书百拜献书于未来统合三韩之主大原君子足下。时唐僖宗乾符三年四月也。世祖从其言，筑室以居，是月威肃有娠，生太祖。

应当说，《编年通录》的记述的确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作者的知识是极其贫乏的，记述的内容漏洞百出。例如唐代僧人一行虽然精通天文历法和阴阳五行之学，但据《宋高僧传》卷五、《佛祖历史通载》卷十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本传等史料记载，他的生卒年月为唐高宗咸亨四年（763）至玄宗开元十五年（727），他的卒年距道诜的生年正好100周年。把他两人牵扯在一起，显系后人的安排。韩国佛教史家李能和叙述到这段历史时也说：“史云，道诜入唐，得地理法而还，此误也，故削之。”[13]又如，引文中道诜所说的“种穄之地何种麻耶”这句话中的“穄”字，据李齐贤的解释，与“王言相类”，因此是一句双关的隐语。联系下一句“明年必生圣子，宜名王建”，意思是说直到王建出世这一家族才姓王，这一点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因为“父在而子改其姓，天下岂有是理”，再说王建投靠的弓裔本来就“多疑忌，太祖无故独以王为姓，岂非取祸之道乎”！李齐贤根据《王氏宗族记》，认为“国祖姓王氏，然而非至太祖始姓王也。种穄之说，不亦诬哉”。[14]
这则漏洞百出的史料倒是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道诜确曾利用阴阳五行说为新王朝的建立服务，新王朝也积极地维持这种宗教权威，以便尽量让王权有一个神权的外衣。那么，道诜到底是怎样掌握了阴阳五行学，又是怎样为新王朝服务的呢？《白鸡山玉龙寺先觉国师碑铭》说：

始师之未卜玉龙也，于智异山瓯岭卓庵止息，有异人来谒座下，曰：弟子幽栖物外，近数百岁矣，缘有小技，可奉尊师，倘不以贱术见鄙，他日于南海汀边，当有所授。此亦大菩萨救世度人之法也。因忽不见。师奇之，寻往所期之处，果遇其人，聚沙为山川顺逆之势。眎之。顾见则其人已无矣。其地在今求礼县华严寺之下。师夜宿华严，心里见沙势，日日誊书秘录，土人称为沙岛村云。师自是豁然，益研阴阳五行之术，虽金坛玉笈，幽邃之诀，皆印在胸次。于是为王太祖，启圣期于化元，定成命于幽数，其源皆自吾师发之。

道诜曾受到新罗宪康王的礼敬，但却在为新王朝的建立服务，这说明他是会审时度势的。闵渍《编年纲目》还记载说：“太祖年十七，道诜复至，请见曰：足下应百六之运，生于天府，名墟三季，苍生待君弘济。因告以出师、置阵、地利、天时之法，望我山川，感通保佑。”[15]王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17岁应是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此时道诜67岁，也就是去世前五年。从时间上讲，他二人的接触是有可能的。

阴阳五行学是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始于春秋战国时的燕齐方士。管子称阴阳为“天地之大理”。战国末期阴阳家驺衍创“五德终始”说，以天象来预测社会历史的演变与人事的吉凶祸福。阴阳家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受木、火、土、金、水五种势力的支配，以此来论证社会历史的变革和王朝的更替。汉代董仲舒“始推阴阳，以儒者宗”，即用儒家思想来阐发阴阳五行说，以天道运行、四时次序来解释社会秩序，提出“天人感应”等理论。以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来比附人事的吉凶祸福，这种风水迷信在中国的流行也很早，以此道为业的人也被称为堪舆家。《汉书·艺文志》有《堪舆金匮》十四卷，列于五行家。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据称撰于东汉时期的《青鸟经》是风水方面的最早著作。此后，经南北朝至隋唐，阴阳风水一直都很流行。

佛教传到中国后，也自然而然地受到阴阳五行和风水等思想的影响，比如《传灯录》记司马头陀说百丈怀海不宜居住大沩山，原因是“和尚（指百丈）是骨人，彼是肉山，设居之，徒不盈千”。最后，司马头陀选中百丈门下灵祐为“沩山主”。阴阳五行学传到韩国的时间也很早，据说新罗名将金庾信的庶孙严就好方术，曾赴唐学阴阳之法，长遁甲之术，大历年间回国任司天大博士。从崔致远等人撰写的碑文来看，这种思想在韩国佛教中也广为流行。上文中介绍的皇龙寺九层塔，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九韩来伏”，这显然是风水祸福说的滥觞。由此，可以肯定地说，道诜虽然不可能入唐从一行学习，但完全有可能在本国学习阴阳五行学。实际上，崔氏所撰的碑铭已经表明，道诜在佛法上受学于桐里山惠彻，而在术数上则受传于瓯岭异人。由于他同王氏政权的关系非同寻常，是故高丽一代，道诜的地位屡屡上扬。《碑铭》说：“盖其功德，宜在褒大而追崇之，故显王有大禅师之赠，肃祖加王师之号，仁宗追封为先觉国师，毅宗又命刻碑以寿其传。若国师之于太祖，其事甚伟，盖先识之于降生之前，而施其效于身没之后，其神符冥契，有不可思议者。”

三 后三国角逐中的王建与佛教

高丽太祖王建生于唐乾符四年（877）正月，时值新罗王朝走向衰败，群雄并起：甄萱据南州称后百济；弓裔据高句丽之地，都铁圆，国号泰封；当时，王建的父亲为松岳郡沙粲。乾宁三年（896），20岁的王建投奔弓裔，被封为金城太守。由于王建屡建战功，其爵位逐渐由阿粲升至阏粲、韩粲、波珍粲，并兼侍中之职。但是，弓裔的残暴也时常让王建望而生畏。裔“常自云：我得弥勒观心法，能知妇人阴私，若有于我观心者，便行峻法。遂锻三尺铁杵，有欲杀者辄热之以撞其阴，烟出口鼻死”。[16]就这样，死于弓裔铁杵下的人不知其数。在一批不堪其苦的大臣们的策划下，贞明四年（918）六月，泰封国内发生政变，推翻了弓裔政权，建立了高丽王朝。

王建在导演黄袍加身这出戏剧的时候，又充分利用了谶纬迷信的作用。《三国史记》等史料记载，贞明四年，来自唐朝的商人王昌瑾从一位“状貌魁伟、鬓发尽白、着古衣冠”的人手中以米换得一枚古镜，后发现镜上有字，曰：“上帝降子于辰马，先操鸡后搏鸭，于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身青木中，一则显形黑金东。”于是，这位商人将古镜献给弓裔。文人宋含弘等认为：“上帝降子于辰马者，谓辰韩马韩也；二龙见，一藏身青木，一显形黑金者，青木松也，松岳郡人以龙为名者之孙，今波珍粲，侍中之谓欤？黑金铁也，今所都铁圆之谓也。今主上初兴于此，终灭于此之验也；先操鸡后搏鸭者，波珍粲侍中先行鸡林，后收鸭绿之意也。”[17]趁此机会，宋含弘等拥戴王建，推翻了泰封政权。据说弓裔从王昌瑾处得到古镜时，曾让有司寻找镜主的下落，未果，“唯东州勃飒寺炽盛光如来像前有镇星古像如其状，左右亦持梡镜”。[18]这样看来，古镜上的文字就更不同寻常，真正预示着改朝换代的“天机”了。

王建取得政权后，朝鲜半岛基本上分成新罗、高丽、后百济三股割据势力。其中，高丽和后百济的实力最强，谁要想独霸天下都必须剪灭对方；新罗虽然日薄西山，气数已尽，但却有着其他两家不可代替的正统地位。在这种形势下，聪明的王建尽量同新罗保持友好关系，让后百济和新罗发生正面冲突，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每当后百济甄萱出兵新罗，他都出面干涉，在二者之间扮演一个中间人、执法者或裁判的角色。他在回答甄萱的书信中说：“……仗义尊周，谁似桓文之霸，乘闲谋汉，唯看莽卓之奸。致使王之至尊，枉称子于足下。尊卑失序，上下同忧，以谓非有元辅之忠纯，岂得再安于社稷。以付心元匿恶，志切尊王，将援置于朝廷，使扶危于邦国。足下见毫厘之小利，忘天地之厚恩，斩戮君王，焚烧宫阙……元恶浮于桀纣，不仁甚于獍枭。”[19]书信中，王建把新罗国王比作大权旁落的周天子，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仗义尊周”，这同甄萱的不仁不义、残酷暴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朝鲜半岛之外，他又积极地同中国交好，率先取得五代后唐的册封，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20]王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成功的，最后他不仅以武力削平了后百济的实力，并让新罗敬顺王感恩戴德，于公元935年将近千年的江山拱手相让。

王建在建国过程中，充分利用佛教力量，这一方面是出于个人信仰，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据《东国通鉴》等史料记载，王建即位元年（918）冬，便设八关会，于阙庭置轮灯一座，四旁列香灯，又结两彩棚，各高五丈余，呈百戏歌舞于前。百官袍笏行礼，观者倾都。此后，八关会被作为每年的例行佛事。又据《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王建即位二年，迁都松岳郡（开城），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并在城内创建法王寺、慈云寺、王轮寺、内帝释院、舍那寺、普济寺、新兴寺、文殊寺、圆通寺、地藏寺十大寺院，“两京塔庙肖像之废缺者并令修葺”。即位第四年（921），在五冠山（京畿道长端府西）建大兴寺，迎接僧人利严（又称“利言”）居住，师事之。同五年，舍旧宅为广明寺，以瑜伽法师昙谛为住持，又创日月寺于宫城西北。同六年，福府卿尹质使梁，带回五百罗汉像，王命置海州（黄海道）崇山寺。同七年，创外帝释院、九耀堂、神众院、兴国寺。同十一年（928），新罗僧洪庆由后唐归国，带回大藏经一部，王亲自迎接，安置于帝释院。翌十二年，天竺三藏法师摩睺罗来，王备仪迎之，居龟山寺（第二年去世）。十三年秋八月，创安和禅院作为大匡王信之愿堂。

王建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早年曾以庆猷和中湛等为王师，又以玄晖为国师，对利严、允多、庆甫、希朗等名僧都给予很高的地位和优渥的待遇。《东国通鉴》卷十二记载，王建尝对内奉卿崔凝说：“昔新罗造九层塔，遂成一统之业。今开京（开城）建七层塔，西京（平壤）建九层塔，冀借玄功，除群丑，欲合三韩为一家，卿为我作发愿之疏。”又据《三国史记》记载，王建在即位的第三年（920）春正月，就与新罗的景明王“交聘修好”。同年十月，当甄萱攻陷大耶城并进军进礼郡时，王建又应新罗的请求出兵干涉，赶走了后百济的军队。然而，就在接见新罗的求援使臣时，太祖王建不由自主地问道：“闻新罗有三宝，所谓丈六尊像、九层塔并圣带也。像、塔犹存，不知圣带今犹在耶？”[21]如果将王建的这席话和上面同崔凝的谈话联系起来看，他虽然表面上标榜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仗义尊周”，但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感觉到他是在“问鼎中原”。

太祖扶植佛教的真正用意，在他和参谋崔凝的另一席对话中也表述得一清二楚：

太祖当干戈草创之际，留意阴阳浮屠。参谋崔凝谏云：传曰当乱修文，以得人心。王者，虽当军旅之时，必修文德，未闻依浮屠阴阳，以得天下者。太祖曰：斯言，朕岂不知之？然我国山水灵奇，介在荒僻，土性好佛神，欲资福利。方今兵革未息，安危未决，旦夕恓惶，不知所措，唯思佛神阴助，山水灵应，傥有效于姑息耳，岂以此为理国得民之大经也。待定乱居安，正可以移风俗，美教化也。[22]

看来，太祖王建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利用佛教只不过是“王化之方便”，并非真的“以此为理国得民之大经也”。

第三节 高丽前期国家对佛教的扶持

一 佛教的祈禳性特征

王建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决定了他对佛教的基本政策，这就是既扶持又限制，最终目的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这一点，在高丽取得完全统一之后表现得更为明确。

据《高丽史》记载，五代后晋天福五年（940）冬十二月，开泰寺在天护山落成，王建亲自参加庆祝落成的华严法会，并制疏文，说：“答佛圣之维持，酬山灵之赞助，特命司宰，建造莲宫。乃以天护为山号，开泰为寺名。所愿佛威庇护，天力扶持云云。”[23]同年，重修新兴寺，置功臣堂，画三韩功臣于东西壁，设无遮大会，岁以为常。[24]这一年，王建的第五王子出家，即证通国师。有的史料统计说，王建一生建寺院五百，造丛林、禅院、佛像、塔婆等多达三千五百之多。

然而，王建对佛教的恶性膨胀并不是不加限制的。他去世前，曾作训要十条，说：

朕闻大舜耕历山，终受尧禅；高帝起沛泽，遂兴汉业；朕亦起自单平，谬膺推戴，夏不畏热，冬不避寒，焦身劳思，十有九岁。统一三韩，叨居大宝，二十五年，身已老矣。第恐后嗣，纵情肆欲，败乱纲纪，大可忧也。爰述训要，以传诸后，庶几朝披夕览，求为龟鉴。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其二曰：诸寺院，皆道诜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诜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永。朕念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称愿堂，或增创造，则大可忧也。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其五曰：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西京水德调顺，为我国地脉之根本，大业万代之地，宜当四仲巡驻，留过百日以致安宁。其六曰：朕所至愿在于燃灯、八关。燃灯所以事佛，八关所以事天、灵及五岳名山大川龙神也。后世奸臣，建白加减者，切宜禁目。吾亦当初，誓心会日，不犯国忌，君臣同乐，宜当敬依行之。[25]

借道诜的威望来说服后世子孙们不要滥建佛寺，这种用心是良苦的，实际上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由于太祖王建的推崇，再加上在高丽王朝建立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决定了道诜本人在高丽佛教中的地位，同时也决定了整个高丽佛教的基本特色，即镇护国家的祈禳性和阴阳风水的迷信色彩。高丽时期，人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甚至穿凿附会道诜的堪舆术，并有一本本著作行世。历代国王，无论是兴佛还是限佛，都往往拿道诜的话作为理由。兹举数例如下：

文宗十年（1056）作长源亭于西江饼岳之南，缘由是道诜曾经说过，西江边有君子御马明堂之地，自太祖统丙申之岁，至百二十年，就此创构，国业延长。

肃宗六年（1101）冬十月，崔思诹、尹瓘等还奏云：“臣等就卢原驿、海村、龙山等处审视山水，不合建郡，唯三角山面岳之南，山形水势，符合古文。请于主干中心大脉壬坐丙向，随形建都。”这里的“古文”，照李能和的注释，即“道诜密记也”。

仁宗六年（1128）八月，王幸西京，命行从宰枢与妙清白寿翰，相定新宫于林原驿地。妙清等曰：“臣等观西京林原驿地，是阴阳家所谓大花势，若立宫阙御之，则可并天下，金国报贽自降，三十六国皆为臣妾。”七年西京新宫成。十年修西京宫阙，妙清作太一玉帐步法，自言“禅师道诜传之康靖和，靖和传之我”。

毅宗十一年（1157）五月，幸观静寺，相风水。十二年八月甲寅，太史监侯刘元度奏：白州兔山半月冈，实我国重兴之地，若营宫阙，七年之内，可吞北虏。于是遣平章事崔允仪等相风水。还奏曰：山朝水顺，可营宫阙。王然之，命造宫殿，赐阙名重兴，殿额大化。术者私语曰：此道诜所谓庚方客虎掩来之势，创阙于此，恐有危亡之患。十月，幸白州，入御重兴阙，受贺于大化殿。是日天地昏黑，大风拔木。王颇疑之，多方祈禳。

忠烈王三年（1277）秋七月，观候署言：谨按道诜密记，稀山为高楼，多山为平屋，多山为阳，稀山为阴。高楼为阳，平屋为阴。我国多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损，故太祖以来，非唯阙内，不高其屋，至于民家，悉皆禁之。今闻造都监，用上国规模，欲作层楼高屋，是则不述道诜之言，不遵太祖之制者也。天地刚柔之德不备，室家唱随之道不和，将有不测之灾，可不慎乎……王纳其言。

恭愍王十六年（1367）夏四月，辛旽相地于平壤。时旽以道诜记松都气衰之说，劝王迁都，王方惑于影殿之役，不乐闻，旽不复言。

恭让王二年（1390）秋七月，书云观上书曰：道诜密记有地理衰旺之说，宜幸汉阳，以休松都地德。乃遣评理裴克廉往修宫阙。[26]
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高丽之后的李朝虽然实行排佛政策，并将道诜等人斥为妖僧，但对阴阳风水之说的信奉却不亚于前朝。

由于整个时代的风气使然，当时像道诜那样利用阴阳五行学为统治阶级服务在僧人中已不是个别现象。比如王建在即位的第二年开始相土建都，王师妙严尊者（无学）在“巡幸鸡龙山及新都（汉阳）”的整个过程中都始终扈从随驾。而且王建深信：“古今相遇，必有因缘，世人所卜，岂若道眼！”[27]《五山说林》也记载说：“太祖得无学，待以师礼。仍问定都之地，无学卜汉阳，以仁王山作镇，白岳南山为左右龙虎。”[28]像道诜、妙严这样的僧人兼堪舆家在高丽及后来的李朝时期应当说是代不乏人。当时的情况，正如李能和所描述的那样，“国有风水之司，在高丽则曰太史、曰观候署、曰书云观，在朝鲜则曰书云观、曰日官、曰相地官，专掌阴阳术数之事。一则曰道诜密记，二则曰道诜密记，而无学、普雨、性智等，亦用道诜之术，具如以上所载。堪舆之说，多出沙门矣。上有好之者，则下必有甚焉者”。[29]
二 五花八门的佛事活动

高丽佛教的另一个特征是佛事的繁多。实际上，繁多的佛事活动也可以说是祈禳佛教的必然结果。韩国学者金焕泰对《高丽史》中所出现的各种佛事活动的名目做了详细统计，它们是：

八关会、燃灯会、华严法会、无遮大会、百高座会、毗卢遮那忏悔法会、无遮水陆会、藏经道场、消灾道场、祈祥迎福道场、金光明经道场、五百罗汉道场、金刚经道场、仁王道场、天帝释道场、摩利支天道场、般若经道场、文豆娄道场、佛顶道场、庆成大会、庆赞道场、大藏会、龙王道场、慈悲忏道场、四天王道场、灌顶道场、菩萨戒道场、宝星道场、盂兰盆斋、法华会、谈禅法会、龙华会、金光法席、五教法席、星变祈禳法会、白莲会、文殊会、普贤道场、胜法文道场、无能胜道场、神众道场、谈论道场、止风道场、功德天道场、阎满德加威怒王神咒道场、天兵神众道场、呵咤波拘神道场、华严神众道场、药师道场、大佛顶五星道场、大日王道场、灵宝道场、祈恩道场、云雨道场、镇兵道场、太岁道场、压兵无能胜道场、延生经道场、倭贼祈禳法席、华严三昧忏悔道场、忏经会、北帝天兵护国道场、罗汉斋、帝释斋、百日斋、忌辰斋等。[30]

这些佛事活动从其特性和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祈福、禳灾、镇兵、治病、讲经、忏悔、受戒、饭僧、荐度、施食、祈雨、祈晴等十多类。

太祖王建之后是在位仅两年的惠宗和在位只四年的定宗。惠宗未见有参与佛事的记录。定宗曾于即位的第一年（946）“备仪仗奉佛舍利步至十里所开国寺安之，以谷七万石纳大寺院，各置佛名经宝及广学宝以勤学法者”。[31]之后的光宗在位时间较长，达26年。光宗在即位的第二年创大奉恩寺于城南，又创佛日寺于东郊，分别以这两座寺院作为太祖和先妣刘氏的愿堂。同五年创崇善寺，同十四年创归法寺，十九年又创弘化、游岩、三归等寺，并以僧惠居为国师，以僧坦文为王师。光宗在位期间，僧人谛观曾于960年持天台教论疏入宋，为中国天台宗的振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光宗兴佛的原因，史料说他“中岁以后”“信谗多杀，内自怀疑，欲消罪恶，广设斋会”，致使“无赖辈诈为出家，以求饱饫”。景宗（976—981年在位）和成宗（982—997年在位）时，溺佛的弊病稍稍得到纠正。成宗锐意改革，“赡学以养士，覆试以求贤”，一时儒家的仁孝思想十分盛行。之后的穆宗（998—1009年在位）也是一个不问政事的君王，以致最后弄得身首异处。他于即位的第二年创真观寺于城南，以此作为太后的愿刹，翌年又创崇教寺。同九年在给文武官员加官晋爵的同时，也为“禅教僧徒大德以上加法号，年六十以上者加职有差”。同十年，又建真观寺九层塔。

穆宗之后的显宗（1010—1031年在位）自幼就是宫廷内部斗争的受害者，并受到崇教寺和神穴寺僧人的保护。因此，他即位后，对佛事活动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其即位第一年便恢复了燃灯法会，又曾多次召集僧人讲《仁王经》，建有玄化、重光等寺。第九代国王德宗（1032—1034年在位）在即位前就曾“幸毬庭，饭僧三万”。即位的第一年便至外帝释院、王轮寺、奉恩寺、玄化寺、妙通寺等佛教寺院达十次，又于膺乾殿受菩萨戒，以僧法镜为国师。第十代靖宗（1035—1046年在位）在其即位的第二年下令全国，“凡有四子者，许一子出家，于灵通、嵩法、普愿、桐华等寺戒坛试所业经律”。同年，于毬庭饭僧一万。同七年于会庆殿设藏经道场，同九年设百座道场，饭僧一万。同十二年命侍中崔齐颜诣毬庭行香，并举行街衢经行活动。[32]此后的文宗（1047—1082年在位）在位时间很长，达37年，而高丽佛教的各种佛事活动至此也进入高潮时期。他即位之初曾下令说：“诸州府郡县逐年盛设轮经会，虑外吏凭此聚敛以成劳弊，今后醉饱娱乐之事并宜禁断。”[33]然而，就是这位君王，他所兴办的佛事，别人却望尘莫及。即位前，他就不断地到普济寺饭僧，于内殿开设百座仁王经道场，幸妙通寺行香，于会庆殿设消灾道场，幸法王寺设八关会，等等。即位元年，其设般若道场于乾德殿，设百座仁王道场于会庆殿，饭僧一万于毬庭，设金刚经道场于文德殿，又去王轮寺、普济寺、玄化寺开办法事。同二年，又设百座仁王道场于会庆殿，饭僧一万于毬庭，饭僧两万于外山名寺。同六年至大安、玄化等寺饭僧，又至会庆殿设百高座道场，饭僧三万于毬庭及诸名寺。同七年于乾德殿受菩萨戒，同八年又受菩萨戒于内殿。同九年，下令说：“古先帝王尊崇释教，载籍可考，况圣祖以来，代创佛寺以资福庆。寡人继统，不修德政，灾变屡见，庶凭法力，福利邦家。其令有司择地创寺。门下省奏：自古圣帝明王，无有创起寺塔以致太平，惟崇重法门，慎省政教，不伤民力，则自然宗社灵长。昔达摩对武帝，言造寺造塔殊无功德，是尚无为功德，不尚有为功德也。且圣祖创寺者，一以酬统合之志愿，一以厌山川之违背耳。今欲增创新寺，劳民于不急之役，怨交兴，毁伤山川之气脉，灾害必生，神人共怒，非所以致太平之道。”对于门下省的奏言，文宗采取的态度是“不纳”。[34]于是，十年，王创兴王寺于德水县，饭僧三万，又幸帝释院，以海麟为王师。

在文宗下发的制文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当时佛教界的堕败现象也是十分不满的，比如他在同十年的制文中说：“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垢陋，断除贪欲。今有避役之徒，托号沙门，殖货营生，耕畜为业，估贩为风。进违戒律之文，退无清净之约。袒肩之袍，任为酒罂之覆。讲呗之场，割为葱蒜之畴。通商买卖，结客醉娱，喧杂花院，秽臭兰盆。冠俗之冠，服俗之服。凭托修营寺院，以备旗鼓歌吹。出入闾阎，唐突市井，与人相斗，以致血伤。朕庶使区分善恶，肃举纪纲。宜令沙汰中外寺院，其精修戒行者，悉令安住，犯者以法论。”[35]同年，文宗至内帝释院，任命海麟为王师；又至法王寺举办八关斋会。同十一年，分别于寿春宫和乾德殿设消灾道场，于佛日寺饭僧，又于长庆寺设八关会。十二年，如奉恩寺，册海麟为国师、烂圆为王师，于乾德殿受菩萨戒。十三年，制两京及东洲郡一家有三子者，许一子为僧。十四年，设天帝释道场于文德殿，于奉恩寺举办燃灯会，于法王寺设八关斋。十七年，契丹送大藏经，王备驾迎于西郊。十八年，设仁王道场于会庆殿，饭僧一万于毬庭。十九年御景灵殿，召王师烂圆，让王子煦祝发为僧。二十年，幸王轮寺，又于妙通寺设摩利支天道场。二十一年，历时十二年的兴王寺大功告成，设燃灯法会庆贺。[36]二十四年，如兴王寺，于新设慈氏殿设庆成大会，让王子窥于玄化寺剃发为僧。之后每年多次去寺院举办法会。同二十七年，特设燃灯法会于奉恩寺，庆赞新造佛像，街衢点灯两夜，各三万盏，重光殿及百司置彩楼、灯山作乐。设般若经道场于会庆殿以禳灾变。二十八年，设文豆娄道场于东京四天王寺以禳番兵。三十一年，幸兴王寺转新成金字《华严经》。三十二年兴王寺金塔成，该塔以银为里、金为表（银427斤，金144斤），极为奢华。后来史家在赞叹文宗的政绩时，也不无遗憾地指出：“独其徒一畿一县，作一僧寺，侈峻宇于宫阙，侔崇墉于国都。黄金为塔，百物称是，殆将比拟萧梁而不知欲成人之美者，叹息于斯焉耳。”

文宗之后又历顺宗（1083年在位）、宣宗（1084—1094年在位）、献宗（1095年在位）、肃宗（1096—1105年在位）、睿宗（1106—1122年在位）、仁宗（1123—1146年在位），这便是我们需要介绍的高丽时代前半期的历史。这些国王在兴办佛事方面可以说是一如既往，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仅就一些较为特殊的活动作简要叙述。顺宗在位不到一年。第十三代国王宣宗于即位元年便接受普济寺僧贞双等人的奏请，准许禅门九山的参学僧徒依进士例三年一选。同二年“令驾幸时奉《仁王般若经》前导，遵宋制也”。同四年至兴王寺庆祝大藏殿落成；宋商徐戬等二十人献新注《华严经》板。同六年，设楞严道场于乾德殿七日，新铸十三层黄金塔于会庆殿。同一年，王太后创国清寺于西郊，此寺为天台六山之根本道场。同九年，太后设天台宗礼忏法于白州（黄海道海州郡）。同十年创弘护寺于城东。宣宗在位期间，时常去寺院举办佛事，动辄饭僧数万。

献宗在位仅一年，之后是肃宗。肃宗即位元年，引见献宗时来高丽的法相宗僧人惠珍、省聪，各赐明悟三重大师称号，讲《仁王经》于会庆殿，饭僧一万。当时有传道诜之术的金谓碑奏请迁都南京（杨州），可见阴阳风水仍然非常盛行。[37]同六年，广明寺僧光器伪造阴阳书，事觉杖流。同年平州妖僧觉真妄言阴阳，眩惑众人，诏流谷州。此时饭僧活动愈演愈烈，为数竟达五万之多，并且不停地用金银书写佛经。为应付时局，国家开始选僧徒为降魔军。[38]第十五代国王睿宗于即位元年便以玄化寺德昌为王师，并受菩萨戒于乾德殿，命僧昙真说法祈雨。睿宗喜欢街衢行经，人多效之。睿宗曾设盂兰盆斋于长龄殿，又召名德讲《目连经》，是为高丽盂兰盆斋之始。同年设百座仁王会，饭僧三万。翌年又置仁王会，饭僧三万。时以昙真为王师，又置元始天尊像于玉烛亭，致使迷信之风日盛。同三年，女真入寇，王纳香油、弓箭于京内寺院，又于文德殿讲《药师经》，同时举办各种斋会来禳除贼兵。同四年，曾两次设会饭僧三万。同五年，设孔雀明王道场于文德殿。同九年，以昙真为国师、乐真为王师。十一年，如普济寺听昙真说法。十二年以德缘为王师。十五年迎佛骨至宫中供养。

睿宗之后的仁宗也频频兴办斋醮法事，前后饭僧十三次，每次均达三万人，由此妖妄之徒便乘此得成奸恶。其即位元年，以德缘为国师，以学一为王师。同七年，自大安寺迎佛骨置仁德宫供养。同八年根据妖僧妙清的建议设呵咜波拘神道场、无能胜道场。同十二年又以妙清为三重大统。翌年（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妙清、柳旵、赵匡等据西京（平壤）造反，最后虽然为金富轼所讨平，但高丽王朝也为长期以来的溺佛政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39]有关睿宗时期王城内外佛寺的情况，《高丽图经》记述道：“兴王寺在国城之东南，出长霸门二里许，前临溪流，规模极大。其中有元丰间（北宋宋神宗皇帝）所赐夹佛像，元符中（北宋哲宗皇帝）所赐藏经，两壁有画……稍西即洪圆寺。入长霸门，溪北为崇化寺，南为龙华寺。后隔一小山，有弥陀、慈氏二寺，然亦不甚完葺。崇教院在会宾门内。普济、道日、金善三寺在太安门内，鼎足而峙。隔官道之北由岩山，又有奉先、弥勒二寺并列。稍西即大佛寺地。王府之东北，兴春宫相距不远有二寺，一曰法王，次曰印。由太和北门入，则有龟山、王轮二寺，适安和寺所由之途也。广真寺在将作监之东。普云寺在长庆宫之南。自崇仁门出，正东即洪护寺。又东北出安定门，则有归法、灵通二寺。惟顺天馆之北，有小屋数十间，榜曰顺天寺，自人使至馆一月，僧徒昼夜歌呗不绝，榜云以祈国信使副一行平善，盖由衷之信，非一时矫伪也。”《宋史·高丽传》所谓“王城有佛寺七十区”可以与《高丽图经》的描述相互印证。

高丽王臣之所以兴佛、溺佛，崇佛的传统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复杂的国之间形势使然。960年北宋开国后，高丽便于962年遣使朝献。翌年，高丽奉行北宋年号，北宋也派遣册封使至高丽。直到雍熙北伐前，宋朝新帝登基，高丽均遣使来贺；高丽新王即位，亦遣使来华告嗣位，宋即遣使册封，赐食邑。为了收复幽蓟，宋曾打算联合与契丹接壤的高丽。985年5月，宋太宗致书高丽成宗说：“……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因接彼犬戎，罹于虿毒。舒泄积忿，其在兹乎？可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虏。良时不再，王其图之。应掳获生口、牛羊、财物、器械，并赐给本国将士，用申劝赏。”[40]然而，迫于契丹实力的威胁，高丽对宋终于未能“效忠纯之节”。993年，契丹第一次进攻高丽，在安戎镇（今平安南道安州）受阻，未能争得鸭绿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此时，高丽主动请和，契丹亦就此撤军。翌年2月，在契丹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高丽始行契丹“统和”年号，承认宗藩关系，并同不能尽援护之责的宋朝断绝关系。后来，1010年和1018年，契丹又先后两次大举进攻高丽。这三次侵略虽然最后都以契丹的失败而告终，但每次都对高丽构成极大的威胁。比如1019年第三次战争刚刚结束，高丽便于第二年的2月主动遣使赴契丹，请称藩纳贡如故，两年后又奉行契丹年号。

继契丹之后，高丽和女真人的冲突又逐渐上升为国之间政治斗争中的主要矛盾。本来，女真族是附属于高丽的。1102年和1103年，生女真完颜部酋长盈歌曾先后两次遣使至高丽朝贡。高丽方面也因为女真族“部族日强，兵益精悍”，所以遣使与之通好。[41]12世纪初，双方为争夺领土曾展开过数次大规模战争。为了对付契丹人的骑兵，高丽成立别武班，自文武散官胥吏以至商贾仆隶，及州府郡县，凡有马者为神骑军，无马者为神步军。又选僧徒为降魔军。1115年，生女真完颜部酋长阿骨打称帝，定国号为金。从此，金与高丽的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1116年，金太祖遣使访问高丽，翌年遣使致书高丽睿宗时便以兄弟相称。而1119年致睿宗的国书中就直接用“诏谕高丽国王”这种上对下的口吻说话了。1125年，即金灭辽的那一年，高丽遣使赴金。金以高丽国书非表，又未称臣，因而不予接纳。翌年3月，高丽仁宗国王召百官议“事金可否”，权臣李资谦、拓俊京认为：“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北（打败）宋，政修兵强，日以强大，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仁宗从之，随即遣使赴金，上表称臣。[42]在外交政策上，高丽一直奉行“事大”路线，即谁有实力便奉谁为正朔。这种策略虽然说是“先王之道”，但却是迫不得已的“先王之道”。在一个个剽悍的大国面前，高丽人时常面临灭顶之灾。危机感很自然地驱使他们寻求宗教的佑护和慰藉。比如1108年4月，正当同女真人的冲突达到高潮时，睿宗国王便命近臣纳香油、弓箭等供品于京城内的寺院，祈祷转危为安。在国家举办的各种法事中，属于福国佑世、祈福禳灾的法会要占绝大多数，而它们的社会基础正是我们这里介绍的复杂的国之间形势。

三 僧科制度

所谓僧科即由国家选拔僧侣的考试制度，它是国家对僧侣队伍实施有效管理的措施之一，因而也是国家扶植佛教的具体内容。韩国僧科制度的确立，最早大致是在高丽时期，据金廷彦所撰《迦耶山普愿寺法印国师碑》记载：

龙德元年，置海会，选缁徒之制。

由此得知在正式的僧科制度实施之前，高丽曾经实行过“海会”这种早期僧选制度的尝试。而且，时间上也是很早的，“龙德元年”为公元921年，此时太祖王建即位刚刚四年，离最后的统一还有十四年。严格意义上的僧科制度，按照现有的资料，一般认为是在光宗时代。又据崔冲所撰《圆空国师碑》记载：

显德初，光宗大王立皇极崇法门，征雪岭之禅，俾伸角妙，选丹霞之佛，明示悬科。师雄入议围，首（阐）理窟，炫叠双之绝艺，彰累百之高名。

“显德”为五代后周世宗的年号，共六年，即自954年至959年，亦即高丽光宗即位五年至十年。查《高丽史》（卷二），光宗“九年（958）夏五月，始置科举，命翰林学士双冀取进士。丙申，御威凤楼放枋，赐崔暹等及第”。这是高丽设置科举制度的明确记载。据此推断，僧科制度的实行应当也在这个时期。又据记载，“浮石寺圆融国师决凝，生于光宗峻丰十五年（964），至二十八岁（即成宗十年，公元991年）赴选佛场，捿获选经大德”。[43]此后，至靖宗（1035—1046年在位）即位二年下令一家凡四子者准许一人出家，又于灵通、嵩法、普愿、桐华等寺戒坛试所业经律论。又宣宗元年甲子（1084），“普济寺僧贞双等奏九山门的参学僧徒请依进士例三年一选，从之”。从此以后，佛教界的高僧硕德基本上都是从僧科中产生出来的。

一般说来，僧科有预备考试和正式考试之分。预备考试是在各山门或宗派内部进行的，合格的人才能参加由国家进行的正式大选。另外，僧科又分为禅宗和教宗两个系统。其中，禅宗大选在禅宗僧侣中进行，地点为广明寺；教宗大选在教宗僧侣中进行，地点在王轮寺。禅、教两宗的法阶分别为：

禅宗：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

教宗：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

禅教各派的僧侣在大选中合格、取得初阶后便依次按照上面的顺序晋升。以上两个系统的前五阶是相同的，后两个阶位不同，分别为禅师、大禅师和首座、僧统。在后两个法阶的高级僧侣中，又产生出王师和国师，他们是国王在政治、学问、人格陶冶方面的老师，是国王的最高顾问。[44]
高丽时期的僧科制度大约一直延续到朝鲜时代中期，只是法阶的名称上有时稍有区别。比如，在高丽末期的王师懒翁碑文中，就出现过大禅师、禅师、首座这样的排列次序。这就是说，在曹溪宗里，禅师之后又有“首座”这一阶位。又如，在亿政寺大智国师粲英的碑文里，在禅师之后还有“中德”、“大选”等称呼。朝鲜时代，有中德、大禅师、都大禅师（都大师）等法阶。

从现存资料的记录来看，高丽时期常见的僧职有僧录司，如两街僧录、左街僧录、右街僧录或左右两街都僧统等名称。僧录司分左右两街，两街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的任务似乎是主管本街僧侣和教团的诸般事务，以及一切佛事活动。两街僧录之上设有都僧统，其任务大概是代表全僧录司来统一管理两街。此外，文献中还能偶然见到释教都僧统、五教都僧统、国统等名称，但这些僧职都没有记载其详细内容，其机能、作用和组织结构我们已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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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高丽前期活跃的佛教各宗派

第一节 禅门九山的最后形成

新罗末期，传统佛教各宗派随着新罗王朝一起走向了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禅宗。禅宗的登场，同中央政府的大权旁落和地方上割据势力是直接相关的，它们在各处寻找自己的靠山，从而开创了独自的禅门。这些豪族势力基本上都是以城镇为据点组织起来的私兵的指挥者，号称城主将军。他们对传统佛教那套艰涩烦琐的理论说教已经不感兴趣，但同禅宗这种强调修心和以直觉为主的实践哲学却有着深深的共鸣。在政治倾向上，传统佛教各宗派大都为旧的统治机构服务，其理论的中心，即所谓的因果学说旨在证明现存体制的当然性。在这个群雄并起的岁月里，时代呼唤一种革命的宗教，于是禅宗便应运而至，且如火如荼。

罗末丽初，同禅僧们交往甚密的地方豪族势力有：忠南保宁地区的金昕家族、江原道江陵地方的江陵金氏、忠州地区的刘氏、庆南金海地区的苏律熙势力、京畿道开城地区的王氏，等等。金昕一族扶植的是圣住山派，江陵金氏援助开创了阇崛山派，忠州刘氏援助的是师子山派，苏律熙援助开创凤林山派，开城王氏援助的是须弥山派。各自为政的地方豪族势力对各自扶植的禅僧团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其结果，第一是必然会导致禅宗的派系林立，第二是使原先集中于首都的传统佛教所代表的贵族文化扩散到全国各地，从而大大缩小了中央文化和地方文化之间的差距。从这种意义上讲，禅宗不愧为高丽时代平民文化兴起的推动力。[1]前一章介绍的禅门九山，正是这些纷然杂呈的禅宗派系中的主要派别，而九山的最终形成则是在后三国乃至高丽初期。上文中已经介绍了其中的七个派别，下面笔者将继续介绍形成于本时期的须弥山派（真澈大师利严开创）和曦阳山派（静真大师兢让开创）。

一 利严与须弥山——禅门九山之八

有关利严的史料，今存高丽崔彦所撰《有唐高丽国海州须弥山广照寺故教谥真澈大师宝月乘空之塔碑铭并序》海州，即黄海道海州郡。据载，利严“俗姓金氏，其先鸡林人也。考其国史，实星汉之苗。远祖，世道凌夷，斯卢多难，流落熊川。父章，深爱云泉，因寓富城之野，故大师生于苏泰”。这就是说，利严本是新罗王族出身，但其先代已开始没落，流落到忠南熊川地方。到其父金章时，家族益发衰落，不得不迁到瑞山地方。碑文记利严于“清泰三年（936）八月十七日中夜，顺化于当寺（指广照寺）法堂，俗年六十有七”。按此推算，他当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12岁时，至迦耶岬寺出家，投德良法师，由此“半年之内，三藏兼备”，被称赞为“儒室之颜生，释门之欢喜”。中和六年（886），[2]受具足戒于本寺道坚律师。“其后情深问道，志在观风，挈瓶下山，飞锡沿海”，产生了强烈的游学中国的念头。

乾宁三年（896），27岁的利严恰遇入浙使崔艺熙大夫的船只西行，遂托迹而西，数日后于鄞江口登岸。时“闻云居道膺大师，禅门之法胤也，不远千里，直诣门下”。见面后，道膺问：“一别匪遥，再逢何早？”严对曰：“未曾亲侍，宁道复来！”道膺对利严的回答“默而许之”，自此“潜惬玄契，所以服勤六载，寒暑弥坚”。对于利严的所学，道膺表示十分佩服，称赞说：“道不远人，人能弘道。东山之旨，不在他人。法之中兴，惟我与汝。吾道东矣，念兹在兹。”

以上是碑文对利严在道膺处参学情况的简单记述。利严上承的法脉渊源，碑文也有明确的说明：“曹溪为祖，法水常流……出者唯二，日让曰思……承其思（指青原行思）者，石头。石头传于药山，药山传于云岩，云岩传于洞山，洞山传于云居，云居传于大师。”[3]行思的禅法经石头希迁再传至药山惟俨时，又分成三支，即潭州道悟山圆智、潭州云岩昙晟和秀州华亭德诚。其中昙晟一支下传洞山良价，良价下传曹山本寂，由此形成禅宗五家之一的曹洞宗。利严的师傅道膺和本寂一起同出于洞山门下。后来，本寂一支后继无人，而道膺一支却绵延不绝，所以在曹洞宗的发展史上地位就更加突出。

曹洞宗的理论上承石头希迁的“即事而真”思想，希迁在所著《参同契》中云：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色本殊质象，声元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然于一一法，依根叶分布。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明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暗相睹。明暗各相对，譬如前后步；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见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远近，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石头称参禅为“参玄”，其主旨在于“同契”，即不分南北各派共同契入一以贯之的“道”。显然，这是在主张调和，首先是调和禅宗内部南北顿渐的对立。文中的“灵源”当指“心”本体，即万物的共性，亦即事物的“理”；“枝派”则是指由心本体派生的现实事物，是个性，称作“事”。执“事”而不见其“理”叫做“迷”，契“理”而不见事项的差别也不能称为“悟”。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既“回互”（由理的同一性体现相互联系）又“不回互”（表现为个性的自住于己性）。“事”和“理”虽然不可偏执，但却有主从、尊卑、本末的区别。举“四大”为例，火以热为性，风以动为性，水为湿性，地是坚性。在此，“性”如“母”，“火”“风”“水”“地”为“子”。性理派生事项而为事项的本质。以此类推，任何事物都是“依根叶分布”，都是按类似根（性理）、叶（事相）的原则罗列分布的。明白了事理之间的这些道理，便能“触目”而“见道”，不失宗旨规矩。

《参同契》基本上决定了后来曹洞宗的家风，而该宗理论的最后完成则是在良价和本寂时期。良价的著作有《宝镜三昧歌》《玄中铭》《新丰吟》《纲要颂》《五位显诀》等；本寂著有《五位君臣旨诀》《解释洞山五位显诀》《注释洞山五位颂》等。该宗在理事回互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五位”法作为理事回互的五种形态。他们又以“五位”来解释君臣关系，此即所谓的“君臣五位”。本寂说：“正位即空界（理），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着真宗。”在“正”和“偏”的关系上，无论是“背理就事”还是“舍事入理”都是片面的，唯当二者“兼带”，即理应众缘、众缘应理，才是合乎“大道”的“真宗”。具体到君臣关系上讲，“君为正位，臣为偏位，君视臣是正中偏，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臣道合是兼带语”。这里的“君”相当于“理”，“臣”则相当于“事”，如果只有某一个方面单独起作用，即不管是“舍事入理”还是“背理入事”，都是“失”位，都不可能达到“君臣道合”的“兼带”（理事俱融）状态。

得法于洞山良价的道膺（？—902），俗姓王，幽州蓟门玉田人，25岁时从本州延寿寺受具足戒。初习小乘律仪，因感叹“大丈夫岂可桎梏律仪耶”遂访翠微山，从无学问道三载。后诣洞山，密领玄旨，被称赞为“以后千人万人把不住”，于是成为入室弟子的领袖。离开洞山后先住三峰（江西贵溪境内），后又移洪州云居山，得到很有势力的“钟陵大王”（豫章南平王）殷勤信重，表奏昭宗赐紫衣、师号，由是法席大盛，经十五年，所化之徒不下千余人。道膺曾对弟子们说：“汝等师僧家，发言吐气须有来由。凡问事须识好恶，尊卑良贱信口无益……一言参差，智城万里难为收摄，直至敲骨打髓须有来由。”可见他是忠实于曹洞宗家风的。他还说：“学佛边事是错用心，假饶解千经万论，讲得知华落石点头，亦不干自己事，况乎其余有何用处。若将有限心识作无限中用，如将方木逗圆孔，多少讹错，说尽使攒花簇锦，事事及得，及尽一切事，亦只唤作了事人、无过人，终不唤作尊贵。”道膺的这种思想同洞山良价也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良价曾将他在昙晟处的参悟作成这样一首偈颂：“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与么会，方得契如如。”道膺在洞山诸弟子中之所以享誉极高，正是因为他很好地接受了洞山的说教，而利严亦曾得到道膺的高度评价，这说明他们二人在忠实地继承曹洞宗的家风上是相通的。

利严在道膺门下逗留了多长时间，碑文的记载不明确，只是说“以后岭南河北，巡礼其六窣堵波；湖外江西，遍参其诸善知识。遂乃北游恒岱，无处不游；南抵衡卢，无山不抵。谒诸侯而献刺，投列国而观风，四远参寻，遍于吴汉”。那么，这个“以后”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根据各种现象推断，大致是在道膺去世的902年（唐昭宗天复二年）。如果判断正确，那么他与道膺相处一共有七年。此后，直到他回国，又有将近十年时间供他参巡岭南河北的佛塔、湖外江西的善知识。

后梁乾化元年（911），利严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游学生涯，回到了已经风雨飘摇的新罗。此时的新罗正处于地方豪强割据的时代，罗末兴起的禅宗无不是在割据势力中寻找自己的靠山。回国后的利严也不例外。一向以扶持禅宗闻名的“金海府知军府事苏公律熙，选胜光山，仍修堂宇，倾诚愿海，请住烟霞。桃李无言，稻麻成列，一栖真境，四换周星”。新罗末期，像苏律熙这样的地方豪强支持禅宗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下面笔者将以他为例看看禅宗是怎样和地方豪强结合的。

照《凤林寺真镜大师宝月凌空塔碑文》记载，庆南金海一带的地方势力在苏忠子、苏律熙兄弟之前尚有一位名叫金仁匡的人。[4]他们都曾拥有“金海府知军府事”或“知进礼城诸军事”的官职。进礼城的地点——按照其旧址——在离金海邑大约三十五里以西的昌原。从这种官职来推断，他们都是地方豪族势力，是以自己所筑的城池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私兵的指挥者，并以其军事力量为后盾对邻近的一定地域进行实质性统治。上述真镜大师碑文中“鲤庭禀训”和“龙阙驰诚”两句话，说明金仁匡在政治上是尽忠于新罗王室的。苏忠子、苏律熙兄弟的登场时间当不晚于孝恭王十年（907），因为《大子寺朗空大师白月栖云塔碑文》所记行寂正是在此时访问金海。自然，金仁匡势力的衰落也就应当在孝恭王十年之前。该碑的碑文还说，行寂至金海时，接待他的就是“金海府苏公忠子知府及第（“第”应为“弟”之误）律熙领军”。“知府”是“金海府知军府事”的简称，是当地最高统治者的官职，而“领军”则是军事指挥方面的官职。就是说，金海地方的军权、政权、财权都集中在苏氏兄弟手里。另外，《广照寺真澈大师宝月乘空塔碑文》说，孝恭王十四年（911）真澈从华归国至金海时，迎接他的人是“金海府知军府事苏公律熙”，这说明苏忠子执政不久金海的统治权便转移到了苏律熙手中。

金海地区的历代掌权者都积极地支持禅宗，金仁匡就曾“归仰禅门，助修宝所”。[5]最先受到苏律熙扶持的凤林山派实际创始人审希（855—923，该派第二祖），“俗姓新金氏，其先任那王族”。凭着金官伽耶的出身，特别是作为金庾信的直系子孙，审希先天地就和金海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皈依佛教，可能同他家族的没落有关；而他出家后选择了在批判和攻击以庆州中央贵族社会为基础的华严宗中新成立的禅宗，显然代表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政治情绪；最后，在苏律熙的大力支持下，审希终于在自己的故乡开创了自己独立的禅派，直到景明王七年（923）去世为止。阇崛山派的第二祖行寂（832—916，事迹见前）也是由华严学转向禅学。孝恭王九年（906）行寂应王室的邀请至庆州，翌年离庆州至金海府，受到苏忠子、苏律熙兄弟的援助，在此居住八年，大扬禅风。除审希、行寂、利严等人外，在金海府活动过并留下一定影响的禅僧尚有真空（855—937）、忠湛（869—940），他们同苏律熙的关系，由于碑文的缺漏已无法详考，但想必都曾得到过支持。

这里，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金海府苏氏在后三国角逐中的兴衰与金海一带禅僧的走向。罗末割据势力的政治倾向性是十分复杂的，像康州将军闰雄、碧珍郡将军李悤言、高思曷伊城的城主兴达等归附到高丽一边；大耶城将军邹许祖、草人城城主兴宗等则属于后百济的甄萱一方。这些地方豪族势力的政治性分裂，势必引起佛教内部的分派，比如海印寺教团就分裂为以希朗为中心支持高丽太祖王建的北岳派和以观惠为中心支持后百济甄萱的南岳派。在众多的割据势力中，金律熙的政治立场如何呢？从他所支持的禅僧大都同新罗王室保持密切关系这一点来看，他在政治上是倾向新罗的。这种政治倾向也决定了苏氏的政治命运，即最后与新罗王朝一同走向没落。神德王（913—916年在位）时，利严、行寂、真空、忠湛等都离开金海，去庆州、永同、丰基、开京等地，原因大都是“地连贼窟，图身莫安，所以乱邦不居”。这说明，在强大的后百济势力的攻击下，苏氏集团已于此时走向衰落。[6]遵守“乱邦不居”原则的利严离开金海后又应当何去何从呢？苏氏政治上倾向新罗，而在新罗、后百济、高丽三者关系中罗济为死敌，罗丽为统一战线。那么，具有政治眼光的利严首先不可能投靠后百济，同时也不愿依附于有名无实的新罗王室，因而最佳选择是伺机待时，然后择明主而从之。于是，便有了他同高丽太祖王建的一段机缘。前引《真澈禅师宝月乘空之塔碑铭》说：

十二年，（利严）道出沙火，得到遵岑永同郡南灵觉山北，寻谋驻足。乍此踟蹰，缁素闻风，归心者众矣。

这里的“十二年”当即承上文“天佑八年”的“天佑十二年”，实即后梁贞明元年（915），距王建称王尚有三年。这段时间，未见利严同某方政治势力交往。

（高丽初年）今上（指王建）闻大师道高天下，声盖海东，想对龙颐，频飞鹤版。大师谓众曰：居于率土者，敢拒纶言！傥遂朝天者，须沾顾问，付嘱之故，吾将赴都。所以便逐皇华，来仪帝壤。上重光大业，仰止高山，所以修葺泰兴，请停慈盖。粤以明年二月中，特遣前侍中权说、太相朴守文迎入舍那内院，虔请住持。无何，逈蕊宫，高敷莲座，待以师资之礼。恭披赞仰之仪，犹如西域摩腾，先陟汉皇之殿；康居僧会，始升吴王之车。遂以尘尾发挥，龙颜欣悦，其于瞻仰，偏动宸襟。此时鱼水增欢，不可同年而语哉。

这段文字反映了利严和王建关系之密切，以及利严如何心甘情愿地要为新兴的王朝服务。下面，我们且看利严的具体做法：

（王建）问曰：弟子恭对慈颜，直申素恳。今则国仇稍扰，邻敌交侵，犹似楚汉相持，雌雄未决，至于三纪，常备二凶，虽切好生，渐深相杀。寡人曾蒙佛诫，暗发慈心，恐遗玩寇之愆，仍致危身之祸。大师不辞万里，来化三韩，救昆岗，昌言有待。

（利严）对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与疋夫所修各异，虽行军旅，且慜黎元。何则？王者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不杀无辜之辈，焉论有罪之徒。所以诸善奉行，是为弘济。

利严的佛教政治学解决了统一战争中王建所具有的“好生”与“相杀”之间的矛盾心理。他的“道在心不在事”淡化了现实斗争的残酷性；“法由己不由人”则肯定了统一战争中的自主意识和奋进精神。他将“帝王”和一般人区别开来，承认了他们惩罚“有罪之徒”的合法性，而且这一切就是“诸善”，就是“弘济”。利严的思想博得了太祖王建的好感，被认为是“可与言天人之际”，其说教起到了“救其死罪，时缓虔刘，怜我生灵，出于涂炭”的作用。就这样，利严灵活地利用佛教思想为高丽王朝争取统一的大业服务，直到长兴三年（932）“注目山川，欲择终焉之地”为止。临别时，他还向王建进言道：“仁王弘誓，护法为心，遥垂外护之恩，永蓄苍生之福。”应当说，利严的佛教政治学反映了处于分裂状态的三韩人民希求统一的强烈愿望和作为一名佛教徒祈求造福苍生的菩萨心肠。

关于利严的禅学思想，我们所知甚少。932年，即高丽取得统一的前四年，王建“下教于开京西北海州之阳，遽择灵峰（须弥山），为构精舍，寺名广照，请以居之”。又赐官庄三座，充为寺产，四时供养丰盈。利严广开法门，诲人不倦，“其众如麻，其门如市”，感得当郡和邻州咸发深心，并修净行。后唐清泰三年（936）利严自觉“法缘当尽，必往他方”，于是对弟子们说：“吾与大王曩有因缘，今当际会，须为面诀，以副心期。”当时，王建正督师问罪马津，因此利严不遇而还，于当年八月十七日中夜入寂。翌年，王建追谥其“真澈大师”称号，又赐“宝月乘空”塔名。其门下的著名弟子有处光、道忍、贞能、庆崇等，并升上足，皆保传心。后世称利严传承的曹洞宗法脉为须弥山派，为罗、丽之际的禅门九山之一。

二 兢让与曦阳山——禅门九山之九

兢让是禅门九山中最后一派，即曦阳山派的创始人。据高丽李梦游所撰《静真国师圆悟之塔碑铭并序》记载，兢让俗姓王氏，公州（忠清南道）人，其“祖淑长、父亮吉并戴仁履义……州里称长者之名，远近闻贤哉之誉。况自高曾之世，咸推郡邑之豪”。兢让出身于豪门，并且因为其母“敬恭僧佛”的缘故而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以致“坐必跏趺，行须合掌。聚沙画墁，模像塔以依稀；采叶摘花，拟供具而陈列”。碑文说兢让寂于后周显德三年（956），“享龄七十九，历夏六十”，由此推算，他当生于新罗宪康王四年，即公元878年。关于出家的具体时间，碑文没有明载，大致是在20岁之前。最初师事的是本州南穴院的如解禅师，受度剃发。唐乾宁四年（真圣女王十年，公元897年）于鸡龙山普愿精舍受戒，然后过起“惟勤请益”和“靡滞游方”的行脚禅生活。此间，曾“谒西穴院杨孚禅师，豁青眼以邀迎，推赤心而接待”。杨孚是道宪的法嗣，宪承双溪慧昭之旨，昭曾入唐师事沧州神鉴，鉴又出于江西道一，可见兢让早期接触的是南岳怀让一系的禅法。值得注意的是，罗末丽初的禅僧大都先学华严，后改学禅宗，而兢让则是自出家伊始便专习禅宗的。

唐光化三年（孝恭王三年，公元900年），兢让因感于“急景如驹，流年似箭，若局牛涔之底，未浮鳌海之波，难诣宝洲，焉究彼岸”，于是西泛入唐。先达于江淮之境，于道上遇搬米禅徒，同路而行。搬米僧中有一人指枯椿曰：“枯木独占定，春来不复荣。”让接曰：“迥然尘境外，长年乐道情。”众皆欢喜，争相传吟。后至台岭，遍谒禅居，“或杖虎锡于雪峤云岭，或洗龙钵于飞溪悬涧”。最后至谷山谒“石霜之嫡嗣”道缘和尚，问曰：“石霜宗旨，的意如何？”对云：“代代不曾承。”让言下大悟，遂得默达玄机，密传秘印。

石霜庆诸是青原行思的四世法嗣，其师道吾圆智与洞山良价之师云岩昙晟同出药山惟俨门下。圆智（769—835）有《乐道歌》行世，标榜“乐道山僧纵性多，天回地转任从他，闲卧孤峰无伴侣，独唱无生一曲歌”，表示出对“天回地转”的动荡时局的漠不关心和对“无生”宇宙观的追求。庆诸（807—888，亦作809—888）俗姓陈，庐陵新淦（江西新干）人，13岁时于洪州西山出家，23岁至嵩山受具。先于洛阳学律，后返湖南，入大沪山灵佑法会为米头。后遇道吾圆智，对答印契，遂成师徒之谊。35岁时，因洞山良价推荐，住潭州石霜山。洞山、道吾去世后，远方禅侣多投入庆诸门下，遂进入深山无人之境，聚徒五百，结茅晏坐。二十余年时间里，堂中有长坐不卧、屹若株杌者，“天下谓之石霜枯木众”。《景德传灯录》载庆诸门下有新罗僧钦忠、行寂、朗禅师、清虚禅师四人。另外，其他弟子如九峰道虔、云盖志元、谷山藏三等又都有新罗籍弟子。[7]可见，兢让入唐后学习石霜一系的禅法并不是偶然的。只是前引碑文说兢让师事的“道缘和尚，是石霜之嫡嗣”，但却不见于《景德传灯录》，其禅风想必大同于石霜。兢让在道缘处所学，碑文形容为“似照秦皇之镜，如探黄帝之珠，洞究一真，增修三昧”。又说他“标领袖于禅门，占笙镛于法苑。何啻纠纠，实铮铮者矣”。后来，兢让还将自己的心得作成一首偈颂呈于和尚说：“十介禅子同及第，榜头若过总得闲，虽然一介不回头，自有九人出世间。”道缘看罢，惊叹不已，因造三生颂，令众唱和。

接着，兢让辞别道缘，开始了游方生活。碑文载：

以梁龙德四年春，跳出谷山，路指幽代，将礼五台圣迹，远履万里险途。届观音寺憩歇之际，昼夜俄经。忽患面上赤疮，致阻参寻之便，未逢肘后秘术，莫资疗理之功，久不蠲除，渐至危笃，遂乃独坐涅槃堂上，暗持菩萨愿心，顷刻之间，有一老僧，入门问曰：汝从何所，所苦何如？大师对曰：来从海左，久寓江南，苦是毒疮，弗愈而已。乃曰：且莫忧苦，宿冤使然。便以注水如醴，洗之顿愈……大师躬践清凉，亲瞻妙德，由早承于龟氏宗旨，果获遇于龙种圣尊，不可思议，于是乎在。厥后，西经云盖，南历洞山。境之异者必臻，僧之高者必觐。后唐同光二年七月，回归达于全州喜安县浦口。

这段记载在时间上似乎有出入。后梁龙德年号无四年，所谓“梁龙德四年”应为后唐同光二年，即高丽太祖七年，公元924年。下文又说于“后唐同光二年七月”归国，其间足迹曾至幽代、五台山、洞山等“境之异者”，且又曾患有重病，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活动都是在最多不过半年的时间内完成的。因此，他离开道缘开始云游的时间肯定要早于“龙德四年”（924），或许是在后梁贞明四年（918）。

兢让回国的时间——同光二年（924）——是确定的。此时正值罗末乱世，“野冠山戎，各竞奋争之力；岩扇岫幌，半罹焚毁之灾”便是真实的写照。于是庇影山中，韬光庑下，而桃李之溪，不能沈藏。遂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应众人之请，移住康州（庆尚南道晋州）伯严寺。此即先师杨孚所建并曾住持过的寺院。在此，兢让开设道场，接引禅徒，“访道者云蒸雾涌，请益者接踵联肩”，其声势引起了新罗王室的注意。景哀王遣使致书，称他的西学东归是“探颔下之明珠，继燃慧炬之光，广导迷津之路。禅河以之汩汩，法山于是峨峨”，并上“奉宗大师”法号。后唐清泰二年（935），兢让意识到若要“弘道，必在择山”，即建立属于自己的传法基地。经过一番选择，兢让终于迁移到曦阳山（庆尚北道闻庆郡）麓凤岩寺，在此营构禅室，继续接引禅徒，恢弘祖道。凤岩寺原是杨孚的师傅道宪所创，兢让来时已经“属贼火之焚烧，致劫灰之飞扑。重峦复涧固无迁变之容，佛闼僧房半是荆榛之地”。因而，新的寺院是在旧的废墟上重建的。兢让的弘化，“致使商人遽息于化城，穷子咸归于宝肆”。作为禅者，兢让“虽静默于山中”，却能“示威猛于城内。潜振降魔之术，显扬助顺之功。遂使蚁聚凶徒、蛇奔逆党，遽改愚迷之性，勿矜强暴之心，渐罢争田，各其安堵”。这似乎说明，兢让传教的对象多半是战乱中的流民，并且用传教方式为高丽王朝做安抚工作，所以他的所作所为被看作是有“助顺之功”。[8]
果然，统一天下后的王建对兢让礼敬有加，兢让亦“不待鹄板，便出虎溪”，主动到京城同太祖相见。太祖“因问传法教”，让“莫不应对如流”。二人就写经弘法大事进行了认真的磋商。

（太祖）乃从容相谓曰：玄奘法师，往游西域，复归咸京，译出金言，秘在宝藏。降及贞元以来，新本经论寝多，故近岁遣使闽瓯，求购弘宣。今幸兵火已潜，释风可振，欲更写一本，分置两都，于意如何？

大师对曰：此实有为功德，不妨无上菩提。雅弘经传，能诣佛心，其佛恩与王化，可地久而天高，福利无边，功名不朽矣。

高丽太祖王建的建国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佛教，因此统一后便“重僧归佛，遵梁帝之遗风”，于是“道人辐辏，禅侣云臻”。他对佛教的扶植，一是因为佛教在建国过程中发挥了“助顺之功”，二是佛教在日后的护国方面将仍然发挥作用。他之所以要写经弘法，本质上无非是想以此来使三韩人民在精神上真正走向统一。对此，兢让是怎样考虑的呢？他充分肯定了这种“有为功德”不妨碍“无上菩提”之路，通过弘经，也可以通达“佛心”，因而“佛恩”与“王化”是并行不悖的。本来，禅宗讲“明心见性”，并不注重写经等“有为功德”。传说禅宗初祖菩提达磨来到中国，在金陵见到梁武帝萧衍时，“帝问曰：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实功德？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9]这个故事反映了禅宗的基本精神，笔者想兢让不是不知道的，但他却偏偏要肯定“有为功德”为“无上菩萨”之路，将“佛恩”和“王化”并重，赤裸裸地表现出为统治者服务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也是他的禅风。

太祖去世后，兢让又受到惠宗、定宗、光宗的敬仰。定宗即位（946）时，让为其说法，王赠磨衲袈裟一领，并新写《华严经》八帙。光宗时（950—975），兢让被迎入王京，安置于护国帝释院，后又迁住舍那院。当时，“诸寺僧徒、满朝臣宰，冒红尘而导从，步紫陌以陪随”。光宗还“高辟天闱，别张净室，亲迎云毳，特设斋筵，伸赞仰之素诚，用咨诹于政道”。兢让被待以“师资之礼”，于是“言忘言之言，说无说之说”，将“资乎道昧”和“导乎政风”巧妙而又成功地结合起来，收到了“雅弘开济之功”。高丽王室将兢让视作“化身菩萨”，光宗特加尊号为“证实大师”。

后周广顺三年（953），兢让还归故山。显德三年（956）寂于住所，光宗谥曰“静真大师”。门下弟子有迥超等，所传法门为禅门九山之一，世称曦阳山派。关于该派法系，历来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静真国师碑》记载道：“曹溪传南岳让，让传江西一，一传沧州鉴，鉴犹东顾，传于海东。谁其继者？即南岳（指智异山）双溪慧昭禅师焉。昭复传贤溪王师道宪，宪传康州伯严杨孚禅师，孚即我大师严师也。”照此，曦阳山法脉乃直承南宗。然而，按照《道宪碑》所记，其法脉则由北宗的志空下传神行，行传遵范，范传慧隐，隐传道宪，宪传杨孚。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兢让入华前虽有师承关系，但对其思想的形成尚未起决定作用，因而真正的法系应当像《静真碑》后来所说的“仰石霜绪，承谷山缘”，而他自己就是曦阳山派的开创者。

曦阳山的禅风，碑文也有所透露：

大师立性纯朴，抱气英奇，眼点珠明，骨联金细……每以劝励学徒，语简旨远。故或问曰：不离左右，犹不识者何？师云：我也不识。阇梨问：彼此不相识时如何？师云：东西不□□□□□□□成一处活？师云：阳日转高，后代何忧！其所谓简远，多此类也。

从这些有限的机缘语中，我们大致可以领略兢让的思想脉络。

三 高丽早期的其他禅师

禅门九山的最后形成是在高丽初期，即以利严的须弥山和兢让的曦阳山为标志。罗丽之际的海东禅宗之所以分成九个门派，一是因为直接受到中国禅宗派系的影响，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罗末期的分裂局面造成的。禅宗虽然也得到了新罗王室的青睐，但更多的支持者则是各地的割据势力。九山禅门的政治倾向也是相当复杂的，然而随着王建在兼并战争中的节节胜利，禅宗各派纷纷投向新兴的高丽政权，积极地用禅学思想为统一战争服务。为此，高丽初期活跃着一大批禅宗僧侣。下面谨介绍其中的荦荦大者。

庆甫[10]俗姓金，字光宗，灵岩（全罗南道）鸡林人，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生。[11]自幼出家，于夫仁山寺落发。继诣白鸡山，谒道乘和尚，请为弟子，修菩萨道，以为“非智无以护其法，非戒无以防其违”。18岁时受具于月游山华严寺，此后“游有泛览，学无常师。历谒圣住无染大师、崛山梵日大师”。唐景福元年（892）春，搭商船入华，诣抚州疏山投匡仁和尚门下学法，深受器重，被誉为“鲸海龙子”“东人可与语者，惟子”。匡仁是洞山良价的法嗣，其“执手传灯，因心授印”，自当是曹洞宗的家风。由是游方，往谒江西老善和尚。善云：“白云锁断行人路。”甫云：“自有青山路，白云那得留。”老善对庆甫的“捷对不羁”和“飏言无碍”十分赞赏，送之曰：“利有修往，时然后行。”天祐十八年（921）归国，达全州临陂郡。时值三国纷争，在庆甫看来正是“道虚行之际，时不利之初”，老善所说的“时然后行”，或许就是针对这种形势而言。当时甄萱为后百济主，对庆甫十分仰慕，感叹“遇吾师而虽晚，为弟子以何迟”，为此请住本州南福禅院。不久，庆甫移住白鸡山玉龙寺，认为此地是“乐道之清斋”，“安禅之胜践”。此举的动因，照他自己的话说，是“鸟能择木，吾岂匏瓜”，言外之意似乎带有某种政治情绪。高丽王室对庆甫十分礼敬，后晋天福元年（936）太祖钦其清高，敕赴阙，相见甚悦。惠宗“奉以遗风，继之先志”。定宗践祚，亦召入京。后汉乾祐元年（948）舍世，寿八十，定宗追谥“洞真大师”称号。

璨幽俗姓金，字道光，鸡林河南人，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生。其先祖“代代名家”，父曾任仓部郎中，后又任长沙县令。13岁时在父母的应允下落发出家，谒尚州（庆尚北道）公山三郎寺融谛禅师。融谛乃真镜大师审希之嗣，见璨幽堪为法器，遂劝之曰：“五宗禅和尚，法号审希，真一佛出世，为东化主，见在慧目山，汝宜往师事之。”[12]璨幽听其劝告，在慧目山精研妙理，高悟玄机。22岁，受具于杨州（京畿道）三角山庄义寺，既而以审希移住光州（全罗南道）松溪禅院，特诣松溪申礼足之素衷。审希谓之曰：“白云千里万里，犹是同云；明月前溪后溪，尝无异月。爰因识识，只在心心而已。”唐景福元年（892），他怀着远游之志，出山并海，西泛入华。“僧之真者必诣，迹之古者必寻”。最后，往舒州桐城县，入投子山大同门下参学。

大同是石头法孙翠微无学的嫡胤，俗姓刘，舒州怀宁人。先习小乘安般之法，后习《华严》，又上终南山参翠微无学。一日，大同问无学：“西来密旨和尚如何示人？”无学驻足片刻。大同又问：“乞师垂示。”无学云：“要第二杓恶水作么？”大同礼谢。离开终南山后，大同归舒州，隐于桐城县之投子山，结茆宴居，邂逅赵州从谂，示逸格之机用，道声由是大振，学侣云集，终成一大禅刹。据说舒州太守尹建峰送茶碗与大同曰：“者个是某甲自将来底的茶碗子。”同召太守曰：“吃茶。”[13]以上无学所谓“要第二杓恶水作么”的意思是说“第一义”不可说，说出来即成了“第二义”；而大同对太守说“吃茶”，是表明其平等待人的精神。《古尊宿语录》里载有不少大同的语要，如有人问：“枯木里还有龙吟也无？”师答：“我道你髑髅里有师子吼。”又问：“如何是一色？”师答：“不似银盘里盛白玉。”问：“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师答：“丫角女子白头丝。”问：“达磨未来时如何？”师云：“遍天遍地。”[14]从这些机缘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石头门下的体用回互之妙。

大同对璨幽的所学深表赞许，认为“西学之求者，则可以与言道者唯子矣”。后璨幽别大同，“旁求胜友，历谒高师。或索隐于天台，或探玄于江左”，开始了一段时间的访道生活。[15]后梁贞明七年（921）秋归国，径诣凤林（庆尚南道昌原郡）拜见真镜大师（审希），并受命住三郎寺。三年后，又怀着“栖梧之志”，“远携黎杖，遥诣玉京”，入觐太祖王建，奉敕住广州天王寺。之后，因慕慧目山之幽静而往居焉。于是，四达问津者视千里犹跬步，如云来集。太祖王建亦赐衲衣及坐具，后惠宗、定宗等礼敬有加。光宗即位后，赐法号“证真大师”，并请璨幽入京。幽“以为道之将行，时不可失”，“遂出虎溪，诣龙阙”，于舍那院同光宗申师徒之谊。越三日，于重光殿开法筵，被尊为国师，受赐银瓶、银香炉、水晶念珠、法衣等物。又于天德殿设法席，升座说法。有僧问：“如何是向上一路？”师云：“不从千圣得。”又问：“既不从千圣得，从上相传，从何而有？”对曰：“只为不从千圣得，所以从上相传。”又问：“与么即二祖不望西天，达磨不到唐土？”对曰：“虽不从千圣得，达磨不虚过来。”幽乞归时，王制《诵德》诗云：“慧目高悬耀海乡，真身寂寂现和光。贝中演法开迷路，钵里生莲入定场。一喝成音收雾净，二门相离出尘凉。玄关远隔山川外，恨不奔波谒上房。”后周显德五年（958）入寂前，说偈示众曰：“万法皆空，吾将往矣。一心为本，汝等勉旃。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仁心即佛，宁有种乎？如来正法，其护之勉之哉！”言毕而灭，寿90岁。光宗追谥“元宗大师”，门下弟子有昕弘、同光、幸近、传印等五百余人。

丽严[16]俗姓金，其先鸡林人，远祖出于华胄。年仅9岁，志切离家，投无量寿寺师事住宗法师，初习杂华，半年内诵百千偈，一日敌三十夫。唐广明元年（880）“始具大戒”，其后“渐认教宗，觉非真实”，于是振锡往依广宗大师，许为入室弟子。光启三年（887）冬，广宗入寂，遂逶迤南行，至灵觉山投深光和尚（广宗的师兄）。丽严在此“服膺数岁”，然后入华请益，礼见云居道膺大师，时当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前后。严问义不休，寒苦弥坚，终得传大觉之心，佩云居之印。辞别时，道膺谓之曰：“飞鸣在彼，且莫因循，所冀敷演真宗，以光吾道，保持法要，知在汝曹。可谓龙跃天池，鹤归日域，其于来往，不失其时。”天祐六年（909）七月，[17]丽严回国，东行至月岳，在动乱的时局里深感“难谋宴坐”，“不奈多虞”，于是复投小伯山。时基州诸军事上国康萱仰慕归依，倾盖以迎。王建“闻大师道冠中华，名高两地，遽飞凤笔，征赴龙墀”。其间，丽严暂时还山，后因太祖之邀再度入京，并盛赞太祖的业绩说：“国富民安，不让于肯庭之境；尧仁舜德，唯侔于华夏之朝。”王建为减轻丽严思念故山的心情，特地“舍菩提寺，请之住持”，严亦“志有终焉”。后唐同光七年（929）十一月二十八日示疾，翌年二月十七日寂于本寺法堂，寿69岁。太祖闻讯恸痛，指令吊赠，后追谥“大镜大师”称号。门下弟子五百余人，知名者有融阐、昕政等。

玄晖[18]俗姓李，其先出自周朝，唐朝因远征辽左而定居鸡林，籍属全州南原。父德顺，明《老》《易》，雅好琴诗，素无宦情。乾符六年（879）玄晖生，自幼出家，投灵觉山寺，谒深光大师，习东山之法。深光为无染法嗣，故晖“亦为麻谷之孙”。乾宁五年（898），受具于伽耶山寺。后得知南方武州“群黎翕集，所在康宁”，是“实堪驻足”的地方，所以与同侣十一人往焉。然而“居无何，忽遇绿林潜侵”，又以“风度怡怡，语声切切”而感化了绿林“魁首”。天祐三年（906）晖以“终居此地，必滞前程”为理由，独行沿海，寻遇乘槎者而俱西，终于自浙江登岸，然后“路出东阳，经过彭泽，遂至九峰山下，虔谒道乾大师”。道乾问：“阁梨头白？”晖对曰：“玄晖目不知。”曰：“阇梨自己为什么不知？”对曰：“自己头不白。”晖入室参禅，才留一旬，密付心要。此后“境之幽兮往游，山之秀兮留驻”，开始游方生活，天台、岭处、幽燕、邛蜀、四明等地皆留下足迹。后唐同光二年（924）归国，太祖特遣使奉迎于郊外，翌日延于九重，待以国师，又请其住中州净土寺，时常亲近问道。自此，玄晖诱引学流，敷陈宗旨，理妙词简，机深义精。四方来者，如稻如麻。玄晖曾云：“观法无本，观心不生，惟最上乘，止于中道。”这反映了他的禅法的特点。碑文记载：

或问：万行皆空，云何故行？

对曰：本无苦乐，妄习为因，众生妄除，我苦随尽，更于何处，犹觅菩提……

又问：修行功用，远近当殊？

答曰：滴水下岩，即知朝海。

又问：了言相信，先会暗同，争奈童蒙，如何观发？

曰：儿喉既闭，乳母奚为！夫金韫于山则山称宝岳，珠藏于水则水号珍川。其道念兹，亦同于此。此情何已，俱在前言。

晖寂于后晋天福六年（941），寿六十三，谥“法镜大师”，门下弟子三百余人，以阔行等为上首。

智宗[19]，字神则，俗姓李，全州人，后唐长兴元年（930）生。8岁出家，时印度僧弘梵三藏来丽，遂随之住舍那寺。弘梵回国后，转奉广化寺景哲和尚。后晋开运三年（946）禀具于灵通寺之官坛。后周广顺三年（953）造曦阳山投迥超禅师（兢让的法嗣），时值一僧洒水扫地，因水洒得不均匀而受到超禅师的呵责：“有个处水不著，你作么生？”该僧不能应对，智宗在一旁代答道：“更不要洒，一任扫地。”超禅师认为智宗的回答“深识道存”，因此器重有加。后周显德二年（959）智宗入华，由海路达吴越，从永明延寿禅师学习。相见时，延寿问：“为法来耶？为事来耶？”对曰：“为法来。”问：“法无有二而遍沙界，何劳过海到这里？”对曰：“既遍沙界，何妨过来。”智宗的回答博得了延寿的赏识，于是“豁开青眼，优待黄头，便解髻珠，即传心印”。两年后，智宗至天台山国清寺从第十五祖净光大师义寂受《大定慧论》等天台教旨。至北宋开宝元年（968）应赞宁等人的邀请于传教院讲《大定慧论》和《法华经》，深受好评。开宝三年（970）回国，受到光宗的欢迎，被视为“罗什如秦，摩腾入汉”，并奉敕住金光禅院，先后受赐“大师”、“重大师”等称号。成宗时移住积石寺。穆宗加尊号“光天遍照至觉智满圆默禅师”，请住持佛恩寺和外帝释院。显宗时授“大禅师”号，住广明寺。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受拜“王师”，后加“普化”称号。天禧二年（1018）移至原州贤溪山居顿寺，不久寂于该寺，寿89岁，谥号圆空。所传宗旨涉及法眼宗禅法、天台教义等。

除上述禅师外，还可举出迥微、庆猷、朗圆、小白山□运禅师、允多、忠湛等。

迥微[20]俗姓崔，其先中国人，因奉使鸡林，遂留海东，隶武州籍。迥微生于唐咸通五年（846）四月十日，志学之年出家，投宝林寺体澄禅师，随侍左右。中和二年（882）受具足戒于华严寺官坛。大顺二年（891）随入朝使入华，至云居山道膺禅师门下，探玄睹奥。天祐二年（905）归国，应知州王公之请，住平津岬寺达八年之久。天祐末年曾应王命随驾于军旅，后获准归山。之后又再度受召入宫讲法。后梁贞明三年（917）圆寂，寿54岁。高丽定宗（945—949年在位）时谥号“先觉大师”称号。

庆猷[21]，俗姓张，其先为中国冠族，远祖流落至海东。庆猷生于唐咸通十二年（871）四月十一日。15岁出家，光启四年（888）于近度寺从灵宗律师受具足戒。后从海路入华，投云居道膺大师门下学习。道膺传其法要，并将弘法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唐天祐至后梁贞明年间（904—915）归国，受到新罗王室的礼遇。高丽太祖王建亦礼为王师。贞明七年（921）三月寂于日月寺法堂，寿51岁。后谥“法镜大师”称号。

朗圆[22]，讳开清，俗姓金，辰韩鸡林人，唐大中八年（854）四月十五日生。自幼出家，寻师于华严山寺，问道于正行法师，志玩杂华，“大中末年”[23]受具足戒于康州严川寺官坛。后不远千里至五台山礼通晓大师梵日，成为入室弟子。梵日入寂后，朗圆为之修建宝塔与丰碑，且常守松门。后得到当地地方势力的扶持，住普贤山寺，接引来者，被视为“人中师子”“天上麒麟”。景哀王（924—926年在位）闻其“德高天下，名重海东”，欲“请扶王道之危，仍表国师之礼”。后唐同光八年（实为长兴元年，930年）秋九月二十四日，示灭于普贤山寺法堂，上足弟子有神镜、聪静、越晶、奂言、惠如、明然、弘林等。后太祖王建追谥朗圆大师，塔名悟真之塔。

□运禅师（855—937）的事迹见《丰基毗轳庵真空大师碑》，但因文字模糊不清，其名字的头一个字已不可辨认。他俗姓金，鸡林人，自幼出家，从善融修学，后游方，于雪岳山陈田寺参拜道义灵塔，决心永远为其弟子，可见他的思想深受道义的影响。后晋天福二年（937）寂于小白山寺，寿83岁，谥真空大师。门下弟子有玄让、行熙等四百余人。

据孙绍所撰《高丽武州谷城县桐里山大安寺教谥广慈大师碑铭并序》记载，允多（869—945）俗姓朴，字法信，京师人，于唐懿宗咸通五年生，“其祖考等皆族盛簪缨”。允8岁出尘，远诣桐里山，参惠哲的法嗣如和尚。如和尚曰：“心专石也穿，志切泉俄涌，道非身外，即佛在心。宿习者觉于刹那，蒙昧者滞在万劫。如来说谕，为情钝则开语，为根利则略言。汝自好看，不在吾说也。”既而于迦耶岬寺受具，芳声震于四方，法侣远自八表。后归故山，益发洞达禅旨，离声色里，出是非关。“衲子盈门，慕义投仁，云趋雾聚”。时值“弓裔乱纪，甄萱盗名，天命有归，国朝新造”，在统一战争中建立起新王朝的王建得闻允多的声望，遂遣使者延请入京，待以宾礼。太祖问：“古师云心即佛，心何如？”答：“若到涅槃者，不留于佛心。”问：“佛有何过，即得如此？”答：“佛非有过，心自无过。”问：“朕受天之佑，救乱诛暴，何以则生民保义？”对曰：“殿下不忘今日之问，国家幸甚，生民幸甚。”问：“大师以何德行化导众生？”对曰：“臣僧自救不了，何敢解脱他缚！”太祖命置允多于兴王寺黄州院，供馈甚丰。一日念言：“麋鹿野纵，甘伏丘壑，猥承御命，来住王城，恐惧情深，轩鹤梁鹈，未足喻也。伏望许从微情，俾云归古山，鱼游深壑，为赐大矣。”上许之，令还桐里故山。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圆寂，寿82岁，谥号广慈。

忠湛[24]俗姓金，鸡林人。唐懿宗咸宗十年（869）生。幼丧父母，出家后先投长纯禅师（亡父之友），寻得升堂入室。昭宗龙纪元年（889）于武州（全罗南道）灵神寺受具足戒，并习相部律。不久，入唐游学，登云盖山投志元圆净（石霜庆诸法嗣）法师受印，复至河东参紫岳禅门。后梁乾化元年（913）之后归国，太祖王建待以王师之礼，优遇尤至，先后两次延引入京，问道不暇。忠湛演化兴法约三十年，影响甚巨。后晋天福五年（940）七月十八日，告门人曰：“万法皆空，吾将去矣，一心为本，汝等勉旃。”言讫而化，寿七十二，门下弟子有五百余人。

第二节 高丽前期教宗各派的情况

新罗末年禅宗是伴随着教宗各派的衰落而兴盛起来的。这种态势进入高丽时期后仍然没有改变。在不景气的教宗诸派中，稍能维系法脉的是华严宗和法相宗，昙花一现、乍兴还灭的是天台宗。不过，华严宗和法相宗在当时宗派的形态还不太明显，它们基本上称为华严业、瑜伽业。下面我们来简要介绍这些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一 华严诸师

华严宗经过义湘及其弟子们的弘传，在新罗中后期的佛教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之后罗末、后三国时期仍有传承。高丽时期，华严各家中均如在义理的阐释和教派方面出力甚多，堪称首屈一指。此外还有坦文、决凝、乐真、澄严、宗璘、教雄等，天台宗的创始人义天对宋代华严宗思想的导入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均如，其生平事迹见赫连挺所撰《大华严首座圆通两重大师均如传》。赫氏在“序”中说：“近有殿中内给事康惟显，集首座（指均如）初终现迹，文则遒丽，事多脱略……迨咸雍十年（1074）首夏之月，《神众经》注主大师昶云，示以实录旧稿一卷，因托迹于予。予曰诺而尘网牵惹，志未全功，乃于月下构思，灯前缀文，绵秋涉冬，明春绝笔。”这说明，该传的资料来源是康惟显和昶云的旧稿，作成的时间——如后序所言——为“咸雍十年正月（1075）”，即均如去世后的103年。

根据该传，均如俗姓边，后唐同光元年（923）八月八日生于黄州之北荆岳南麓。均如刚刚出生时，“容貌甚丑，无可伦比，父母不悦，置于街中”，后反悔前失而“收育焉”。如少而孤，及志学之岁随堂兄善均至复兴寺识贤和尚处出家，继而又受学于灵通寺义顺。均如自幼就生活在佛教气氛十分浓厚的环境中，“师在襁褓，善读圆满偈，凡父口授，十无一失者也”。带他出家的堂兄也是僧人，比他年长三岁的姐姐秀明亦通佛法。秀明尝闻一丐僧读《法花经》而生信，是僧谓之曰：“我即菩提流支三藏也，汝是德云比丘化身耳。”后均如曾为秀明“讲普贤、观音两知识法门”和“《神众》、《千手》二经文”，以及“华严六地义，约五百问答”。

海东华严宗发展至后三国时期，已分化为分别作为高丽太祖和后百济甄萱福田的希朗和观惠两家，即北岳和南岳两派。均如在师承上属于为王建服务的北岳派。南、北两派“愿既别矣，心何一焉！降及门徒，浸成水火，况于法味，各禀酸咸。此弊难除，由来已久”。均如“每叹南北宗趣，矛盾未分，庶塞多歧”，遂致力于融通两派为一家。对于本教中前人义记，凡“源流则别，桀驳颇多，文之烦者，撮要而删之；意之微者，详究而现之，皆引佛经菩萨论以为证”，后光宗于松岳郡建归法寺，请其主持。在此，均如大弘法化，对“诸家文书未易消详者，必为之著记释”，于是留下了《搜玄方轨记》（十卷）、《孔目章记》（八卷）、《五十要问答记》（四卷）、《探玄记释》（二十八卷）、《教分记释》（七卷）、《旨归章记》（二卷）、《三宝章记》（二卷）、《法界图记》（二卷）、《十句章记》（一卷）、《入法界品抄记》（一卷）等众多著作。庆幸的是，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都流传于后世。此外，他还用普贤菩萨的十种大愿作成十一首乡歌，流传颇广，是今天古代朝鲜语的珍贵资料。

综观均如的生平，其行迹处处都体现着真言密教的特色。在前引传记的“感通神异分”中，记载了以下几个故事：

后汉乾祐二年（949）四月“大成大王大穆皇后玉门生疮，不可以示之于医”，遂召均如的师傅顺公“以法药救之”，无效。均如奉香炉咒愿，疮自移著于槐树之西柯。

后周广顺三年（953），“宋朝使至[25]将封大成大王”，但会“愁霖不止，礼命阻行”，国王便请均如祈晴。如“时年少，受国请，象步安详，升师子座。圆音一演，雷电潜藏，须臾之间，云卷风怗，天明日出”。

均如被当作华严宗“先祖义相第七身也，为欲弘宣大教故，复来人间耳”。

师赴内道场，夜半有逸光自房内射外，如流虹之未灭者，上望其光，命侍人往寻之。报云：“师之眼光也。”时经几上有数珠一索，自然腾空，绕师三匝而止。

北宋开宝六年，即均如去世的973年，金海府奏云：“有异僧，顶戴棕笠子，到海边，问其名居，自称毗婆尸。曰：曾于五百劫前会经此国，缔结缘焉。今见三韩一统，而佛教未兴故，为酬宿因，暂至松岳之下，以如字弘法，今欲指日本。言讫即隐。”上奇之，命推其日，是师（指均如）顺世之日也。

坦文（900—975），与均如同时代，俗姓高，广州高烽人。5岁出家，从北汉山庄义寺信严学华严教旨，15岁受具足戒。坦文幼时道誉即传遍诸山，并博得太祖王建的赏识，被称为圣沙弥。及长，住九龙山寺，讲述华严。光宗于即位十四年（963）建归法寺，任命坦文为该寺主僧；同十九年，赐号弘道三重大师，同时聘为王师。同二十五年（974）任国师。高丽时期聘任王师国师的礼节十分隆重，一般先遣重臣三请不让，然后王必亲诣躬请。以坦文为例：

高丽光宗十九年冬十月，王以大师，释门宗主，险道导师，乃遣缁素重使，奉疏请为王师。大师之让曰：心珠靡莹，月镜无悬，猥为王师，即僧岂敢。王乃言曰：高山仰止，何日忘之，将闻混法之源，实切崆峒之请。大师乃言，僧唯有心于归佛，苟无力于致君。尚以过沐，末由胶让，乃使太相金遵岩等，奉徽号为王师、弘道三重大师。翌日，王躬诣内道场，拜为师。[26]

这便是拜王师、国师的具体过程。之后，坦文由于年老多病回到迦耶山普愿寺，翌年圆寂，寿七十六，谥“法印”称号，塔名宝乘。坦文生平亦有许多奇异之处，如他15岁受具足戒时，戒师梦见神僧，知其为华严大器；又如他曾以法力使太祖的王后安全生产；他在九龙山寺讲华严经教时，众鸟环绕，山兔来侍；等等。其门下弟子有灵撰、一光、明会、芮林、伦庆、彦玄、弘廉等。[27]
决凝（964—1053）俗姓金，溟州人。年十二出家，投龙兴寺广宏得度，后于德兴寺官坛受具足戒。决凝曾参加过僧科考试，合格后于靖宗八年（1042）被聘为王师，文宗元年（1047）又担任国师。晚年于故乡建华严安国寺，印大藏经一部安奉于寺内。之后住浮石寺，文宗七年（1053）圆寂，寿九十，谥号圆融。生前常修三昧，并从事祈祝等咒术性活动。门下弟子有广证、证海、秀兰、作贤、元祖等一千四百余人。其事迹见《浮石寺圆融国师碑》。

乐真（1050—1119）俗姓申，利川郡人。自幼出家，从景德王国师烂圆修学，后师事义天。义天入宋后乐真亦奉王命入华，随义天巡访。回国后，又帮助义天编辑《诸宗教藏总录》和《圆宗文类》，并从事佛教教育事业。肃宗时期（1096—1105）升为僧统，睿宗时期（1106—1122）成为王师。曾住持归法寺和法水寺，后于睿宗十四年（1119）圆寂，寿七十，谥号元景。[28]
澄严（1090—1141）乃肃宗王的第四王子，8岁时投兴王寺大觉国师，翌年削发，后于佛日寺受具足戒。16岁时由肃宗授予僧统之职和福世法号。仁宗时奉王命任五教都僧统，住兴王寺。仁宗十九年（1141）圆寂，谥号圆明。[29]
宗璘（1127—1179）俗姓王，自幼出家，15岁奉仁宗之命从澄严于佛日寺受戒。毅宗时期（1147—1170）任首座之职，历住归法寺和浮石寺，宣扬宗风，并任僧统。明宗国王曾赐号“佐世”，王九年（1179）圆寂，谥玄悟国师[30]。教雄（1079—1153）俗姓康，章山（庆山）人。12岁投归法寺戒明出家，后从理琦僧统（大觉国师义天法嗣）学华严教旨，僧选合格。后入太白山，与戒膺（亦为义天之法嗣）一起修学。毅宗六年（1153），教雄寂于兴王寺，寿七十五。门下弟子有三百余人。[31]义天在弘传天台宗的同时，对华严宗的传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关于他的事迹，我们将在下文中做详细介绍。

二 瑜伽诸师

高丽前期的法相宗习惯上也被称作瑜伽业——如同华严宗之被称作华严业。《三国遗事》称新罗时期的唯识学大家太贤为瑜伽祖，但该宗之后几乎销声匿迹，很难见到有影响的僧侣。高丽时期的瑜伽业可算是后世所谓慈恩宗正式出现前法相唯识学在海东的又一个波澜。该时期值得介绍的高僧大致有鼎贤、海麟、韶显等人。

以上三人都曾在玄化寺展开他们的弘法传教活动，可见该寺是高丽时期法相唯识学的中心。据《灵鹫山大慈恩玄化寺之碑铭》记载：

……以天禧元年丁巳（1017）四月，葬于乾陵。查《高丽史》（第一），当年“夏四月遣门下平章事崔沅、中枢副使尹徵古于泗州奉迁安宗梓宫，王备法驾迎于东郊”。葬礼既毕，废不急之务，伺农隙之时，乃于近陵灵鹫山创立是寺焉……圣上（指显宗——编者注）以造作之务，繁冗之最，傥无威德，难济其事。乃差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守门下侍郎、同内史门下平章事、判三司事、上柱国、清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崔士威为别监使……日累月积，四载而成。堂殿崇严，宛类乎兜率内院；形势周匝，无殊乎给孤独园……泊表奏功毕，鸾驾亲临……乃下诏曰：立是寺者，须藉高僧，苟匪其人，奚匡大众。遂命三川寺主、王师都僧统法镜住持，领众传法，纳田地二千顷、奴婢一百人、牛马供具等，以充常住……于是四方学徒，仰之若日，来者如云，未至期年，约聚千众。圣上复曰：即兹胜概，广集缁徒，须求龙藏之真诠，俾壮蜂台之盛事，特差专介，具缘厥由，乘凤驾涛，浮深涉广，远朝中国，表请藏经。天子览其奏，嘉其孝，赐汉诏十行以褒之，送释典一藏以助之……

引文表明，玄化寺作为显宗考妣的愿刹而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由此而身价百倍。

鼎贤（972—1054）是成宗、穆宗、显宗、德宗、靖宗、文宗王时期的著名僧人，通瑜伽密教，颇现神异。据金显所撰《竹山七长寺慧炤国师塔碑》（京畿道安城郡二竹面七长里）所述，俗姓李，幼投光教寺忠会大师处落发。13岁从漆长寺（一作七长寺）融哲学瑜伽，于通灵寺戒坛受具足戒。通和十四年（成宗十五年，公元996年）赴弥勒寺之五教大选，名震讲场。己亥（穆宗王二年，公元999年），王敕加大师号。显宗王时，因异迹而益被优待。德宗即位后，被封为僧统，又受敕住法泉寺，后移居玄化寺。重熙乙酉岁（1045）于三角山建沙岘寺，努力从事教化事业。文宗王时期，曾奉命讲《金鼓经》，受赐紫绣僧伽梨，并于文德殿讲八卷之《金经》，祈雨有验。文宗王于即位三年（1049）幸奉恩寺，拜鼎贤为王师，同八年（1054）又礼为国师。同年因年老体病而退居漆长寺，十一月五日趺坐而化，寿83岁，谥慧炤国师，门下有灵念、咄云、仁祚、甚泉等数十人。

海麟（984—1067）的事迹见《原州法泉寺智光国师塔碑》（江原道原州郡富论面法泉里）。据载，他俗姓元，字巨龙，生于北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先投法皋寺从宽雄就学，后从宽雄一起上京，至海安寺俊光处剃染，日达法要。统和十七年（999）于龙兴寺官坛受具足戒。时年方18岁。21岁时赴王轮寺大选，为大德。统和末年，从都讲真肇学历算之法。北宋大中祥符十年（显宗八年，公元1017年），显宗赐明了顿悟之号。天禧五年（1021）张讲会于镐京（平壤）重兴寺，大扬玄风，受赐重大师号，住水多寺十年。德宗王时期受赐三重大师及磨衲法服与徽号。重熙十四年（1045），靖宗擢授僧统之职。文宗践祚，召讲唯心妙义于琳宫，道俗归向者甚众。时侍中李子渊第五子随之落发，是为金山寺（全罗北道金堤郡）住持三重大师韶显。同二十三年（1054），文宗敕住玄化寺。清宁二年（1056）十一月被拜为王师，同四年五月被拜为国师。咸雍三年（1067）退居法泉寺，国王亲幸玄化寺为之饯行。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趺坐而逝，寿84岁，谥智光。门下弟子有法灵、韶显等一千余人。

高丽前期法相唯识学的代表人物是韶显（1038—1096）。据《大瑜伽金山寺慧德王师真应塔碑》记载：“师讳韶显，字范围，俗姓李氏，其先庆源郡人……以太平纪历十有七年岁在戊寅（1038）七月”“诞师于阙南佛岭之私第”。韶显的父亲李子渊身居侍中之职，母金氏，“累赠鸡林国太夫人”，因而也是名门之后。年甫17岁，就海安寺麟公（海麟）所落发，“初学《金光明经》《唯识论》，夙殖闻薰，日新悬鲜，故麟公意甚爱之，乃云贤哲之才”。翌年受具足戒于福兴寺官坛。之后，随麟公移住玄化寺。清宁七年（1061）赴王轮寺大选，一捷为大德。咸雍五年（1069），加重大师。翌六年夏五月，文宗聆显才德，引见于延德宫，令第六王子师事之（俗离山法住寺导生僧统）。同年十月，王幸师之玄化寺，斋佛僧以庆之，赐磨衲袈裟。之后住海安寺，得授三重大师。太康五年（1079）文宗命有司于内殿张法席，以显为讲主，加普利之号，诏住全州金山寺。同九年又加首座。宣宗即位元年（1084），升僧统，时年47岁。关于韶显在唯识学方面的贡献，碑文说：

大安初（1085），师以手校唯识，开发意四众，□□□□□□初失其本，积有年矣，既得之尊尚者众矣。师曾于金山寺，选胜于寺之南，走六十许步地，创设一院，额号广教。仍笔刻雕经板，置于院。院之中，别造金堂一所，并绘画卢舍那及奘基二师像。其堂自太康九年，至师之末年，搜访慈恩所撰《法华玄赞》、《唯识述记》等章疏三十二部，共计三百五十三卷，考证其本，募工开板，私具纸墨，印布流通，以广法施也。谨案：《大宋高僧传》云：奘□存唯识开创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奘苟无基，则何祖张其学乎？是知凡将入于性相义门者，舍慈恩之学则罔臻其极矣。顷自唐文皇以新罗王表请，宣送瑜伽论一百卷，于是无应理圆实之学，渐盛于兹土。及乎晓法师导之于前，贤大统踵之于后，灯灯传焰，世世嗣兴。然而去圣寥远，遗文论舛者多矣。师尝疾于怀，以其祖门章疏大行于世，使学者知本宗之有坦途，惟师之力也。可谓扶晓贤方轨齐鹜焉，可胜道哉！其光扬本教也，如此。

以上韶显在重振唯识学上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唯识学经典章疏的搜集整理和雕刻印行，一一考证其中因流传而造成的讹舛，从而使得该宗章疏流行于高丽境内，僧众学有所资；二是在海东法相唯识学传承系统上的革命，即以慈恩系的法相唯识学代替了西明系的法相唯识学，由此慈恩学在高丽逐渐传播开来。

韶显在内典之外，又好仁义之术，博览经史，至于诗篇笔札无不精究。心常乐上生，“远则追无着之踪，近则慕基公之躅”，逐月画慈氏尊像，每岁集徒礼忏设斋，自太康元年乙卯（1075）至寿昌二年丙子（1096），首尾凡二十有二稔。太康末年，宣宗闻其事，赐彩画并御书，又纳净财于中外之本宗寺院，每年设法会，画释迦如来及奘、基二师，海东六祖像，各安于其寺，欲令义学者睹像生敬，自敬生信，自信得慧，日以劝焉。寿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逝于玄化寺奉天院，寿五十九，谥慧德。门下有道生僧统等弟子千余人。

在韶显兴起唯识学的同时，其好友大觉国师义天也在做着鼓动弘化工作。[32]从兴王寺退隐伽耶海印寺后，义天曾著《成唯识论单科》三卷。关于这部著作的缘起，他在序中说：

听《唯识论》于玄化寺佑翔大师，又就余杭慧因寺源公讲下禀受大经，东京显圣寺琳法师门谘决斯论。厥后，以传灯为己任。因住兴王寺讲演杂华，周于十遍，而退隐于伽耶山海印寺，爱林泉之乐，萌著述之心，泛览百家，将利其器，以谓《起信》、《唯识》二论，是性相两宗之枢要，学人之所宜尽心者矣。然《起信论》，亦尝粗习，但于《唯识》，未尽其功，而恐溺彼繁辞，迷其要义，于是寻本《记》（窥基之《唯识述记》），斟酌旧科，刊而定之，勒为三卷。倘同志者，持《科》玩《论》，先熟正文，后治疏抄，则唯识之旨，庶几乎易见矣。[33]

可见义天的目的是为了普及唯识学的奥义。在义天毕20年功夫搜求整理而成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有关唯识学方面的论疏如表7—1。

表7—1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唯识学论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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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论疏在义天的《总录》中占62.3％的分量，[34]而且，他将慈恩系的著作放在西明系的著作之前，这说明高丽时期海东法相宗转向窥基一系的现象绝不是偶然的。

第三节 义天与天台宗

一 义天的生平

义天是高丽王朝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僧人，他以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渊博的佛学修养，自觉地担负起对高丽前期佛教进行认真总结的历史重任——广义上讲，他也是汉传佛教受容过程的终结与民族化佛教产生之前出现的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如果把义天和稍后的另一位著名僧人知讷放在一起，显然义天是受容佛教的集大成者，而知讷则是新兴的民族佛教之父。

关于义天的生平，目前韩国保留的史料主要有林存所撰之《南嵩山仙凤寺海东天台始祖大觉国师之碑铭并序》（以下简称《仙凤寺碑》）、金富轼所撰之《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并序》（以下简称《灵通寺碑》）和朴浩所撰之《高丽国大圣日兴王寺故国师诏谥大觉大和尚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兴王寺碑》），此外还有《般若寺元景王师碑》等。中国方面的史料主要有《佛祖统纪》中的义天传。下面笔者将根据金富轼所撰碑文并参照其他材料来叙述义天一生中的主要事迹。[35]义天，名煦，俗姓王氏，为高丽太祖的四世孙、文宗的第四子，因犯宋哲宗讳，所以多以字（“义天”）行世。北宋至和二年（1055）九月二十八日生，母仁睿太后。碑文载：

上（指文宗）一日谓诸子曰：孰能为僧，作福田利益乎？师起曰：臣有出世志，惟上所使。上曰：善。[36]

这说明义天的出世一是出于自觉自愿，二是得到了王族的支持。在义天出生后的第五年（1059），文宗曾下令全国，一家有三子者许一子出家，因而义天的出家应当说是王室所做的楷范。北宋治平二年（1065）五月十四日，征景德国师于内殿剃发，并随师出居灵通寺。同年冬十月就佛日寺戒坛受具足戒，时年方11岁。义天早年所学，《仙凤寺碑》称“受贤首教观”，《灵通寺碑》也说：

尝梦人传澄观法师书。自是，慧解日进。至年甫壮，益自勤苦，早夜矻矻，务博强记而无常师，道之所存则从而学之。自贤首教观，及顿渐大小乘经律论章疏，无不探索。又余力外学，见闻渊博，自仲尼老聃之书、子史集录、百家之说，亦尝玩其菁华，而寻其根柢。

照这些记载，他的学问极广，但以华严为主，其中受澄观的影响尤为显著。澄观的思想本书在第五章中已略做介绍，他的最大特点是以华严学附会禅学和天台教旨，这对义天日后思想的形成以及沟通华严、天台两家学说的尝试无疑开启了先河。

北宋治平四年（1067）七月，文宗下令称义天为“广智开宗弘真佑世僧统”。[37]义天入宋求法真是好事多磨，《仙凤寺碑》说：“尝请入宋求法，文祖心许，未降指挥。洎宣祖即位，屡请不已。宣祖难之，议于群臣，咸以为大弟之重，不宜越海。”[38]之后，宣宗虽然在义天“忘躯慕道”精神的感染下“意许之”，无奈群臣“仍以为不可”，于是义天只得于宣宗三年（1086）四月留书于国王及太后，然后率弟子寿介微服至贞州乘商船入宋。[39]他在《请入大宋求法表》中称：

若不问津于中国，固难抉膜于东方。窃唯圆光振锡已还，义想浮杯以降，清风绝后，高迹无追。臣是敢视险若夷，发愤忘食，虚襟致想，引领俟时……伏望主上，愍臣为法，恕臣冒刑，轻万死于涉长波，委一身于到彼岸。赖之以我王盛德，荷之以吾佛冥加，炳慧焰于西传，辗法轮于东返。大教卷而复舒，幽旨沦而更现，则虽暂违于忠孝，冀有补于邦家。[40]

《表》文表明了义天入宋的动机与决心。照《仙凤寺碑》所言，义天入宋前曾对太后说：“天台三观，最上真乘，此土宗门未立，甚可惜也。臣窃有志焉。太后深垂随喜，肃祖亦愿为外护。”这就是说，义天在动身之前已经确立了入宋请益的目标，并且得到了王室的支持。实际上，义天在入华前即已对中国佛教的现状了解甚详，如《灵通寺碑》所记：“师尝有志如宋问道，闻晋水净源法师，在慧行为学者师。托舶贾，致书以修礼。源公知师非常人，即复书相招。由是，欲往滋甚。”可见，入宋前他已同净源有书信往来。

同年五月，义天一行至山东密州板桥镇登陆。时密州朝奉郎范锷亲自迎劳，并表呈义天来华之意。哲宗皇帝命主客员外郎苏注廷为引导，于同年七月由陆路入卞京启圣寺，中书舍人范百禄等参与接待。数日后，哲宗召见于垂拱殿，“待以客礼，宠数渥缛”。次日，表乞承师受业，诏从华严宗有诚法师受学。“先是，皇帝闻僧统之来，诏两街预选高材硕学堪为师范者，两街推荐诚师”。义天执弟子礼甚勤，有诚对这位海东上人也十分器重，认为“古佛刳心而为法，至有求一文一句而舍转轮王位，今上人能之，可谓难矣。愿同志一乘，同修万行，以游花藏海”。有诚还赞叹他“非法王之真子，即义相之后身”。他二人“往返问答贤首天台判教同异，及两宗幽妙之义”，[41]试图将二者相贯通。在京师，义天还诣相国寺，参圆照禅师宗本。本说偈云：“谁人万里洪波上，为法忘躯效善财；想得阎浮应罕有，优昙花向火中开。”又诣兴国寺，参西天三藏天吉祥，“问西天事甚详”。

不久，在有诚的推荐下，复承朝旨，与主客员外郎杨杰一起至余杭投大中祥符寺净源讲下问道。[42]净源觉得，“昔慧思一见智，即知灵山之旧；今僧统之来，焉知非夙缘耶”？两人一见如故，有问有答，如芥就针。净源（1011—1088）俗姓杨氏，字伯长，号潜叟，泉州晋江人，自幼习儒，秉性聪慧。23岁时辞亲出家，从东京报恩寺海达落发，翌年受具足戒。初随五台山承迁学《华严经》，继而从明覃学李通玄所著《华严论》。时长水子璿弘《首楞严》，促希、缙云演《圆觉》与《起信》，源“遍参兼听”，“本末全尽”，被“四方宿学推为义龙”。净源曾历住泉州清凉寺、苏州报恩寺之观音院、杭州大中祥符寺之贤首教院、秀水青墩之密印寺宝阁院、华亭之普照寺善住阁院，专弘华严宗教旨。他将法藏所撰之《新华严经略疏》与澄观所撰之《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抄注于《华严经》之相关文句下，遂成《华严经抄注》120卷以便学者科解。[43]净源的思想受长水子璿的影响很大，即主张宗密一系沟通《圆觉》与《起信》的理论。他推崇《起信》，以为从杜顺以来即或明或暗地引据《起信》而立观门，于是他在华严宗的传承系统上推定马鸣为初祖，接下来有龙树、帝心（杜顺）、云华（智俨）、贤首法藏、清凉澄观、圭峰宗密，由此构成七祖之说。《宋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晋水法师碑》就净源在这一方面的作为评价说：“圆融一宗，经观论章与其疏记抄解，凡数百万言，名义既多，科条亦博，有终身不能卒业者。故近世总持者罕能该遍。讲《杂华》者则曰清凉教，讲《圆觉》者则曰圭峰教，宗途离析，未有统纪。法师（指净源）于是推原其本，则教宗虽始于贤首，法义实出于《起信》。”[44]
净源在中国华严宗史上的突出地位一方面取决于他对华严思想的探微发隐，显彰祖说；另一方面则是对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以来散佚已久的华严章疏的搜集和整理。后者，义天出力甚多。他送回的《华严经》章疏，如智俨所撰的《搜玄记》《孔目章》《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记》，法藏所撰的《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以及澄观所撰的《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和宗密所撰的《华严纶贯》等佚而复传，对华严宗的复兴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义天回国，又将《金书华严》的三个译本共180卷寄赠净源，协助净源成为华严宗的“中兴之主”。

义天在杭州期间主要随净源受学，时源公因知州蒲公宗孟之请，入南山慧因院开讲，义天亦施钱营斋以延学徒。《仙凤寺碑》还记载说：“余杭山水，甲于天下，诸宗之老，遗世宴坐……见师割爱忘势，万里求法，则虽积道德，胶其口而不传者，犹且倒廪倾囷，罗列而进。故诸宗法义，多得于此。”[45]这表明义天除华严外，还接受了其他各家的思想，特别是天竺寺慈辩从谏法师的天台教观。据载，义天“在本国，耸闻慈辩高谊之日久矣。既至杭，特请慈辨讲天台一宗经论，每与主客及诸弟子听受”。拜别慈辩时，辩以手炉、如意等物相赠，又著诗一首，曰：

醍醐极唱特尊崇，菡萏花奇喻有功。

吾祖昔时唯妙悟，僧王今喜继高风。

芳香流去金炉上，法语亲传犀柄中。

他日海东敷演处，智灯千焰照无穷。

诗文对义天日后将天台教义传往海东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此外，义天还参访了灵芝寺的元照律师。《兴王寺碑》说：“当世之学佛者，有戒律宗、法相宗、涅槃宗、法性宗、圆融宗、禅寂宗，师于六宗，并究至极。”他在宋期间也“历问六宗中铮铮者，则净源、怀琏、芳其、慧琳、从谏等五十余人也”，[46]足见其交游之广。

来中国一年后，高丽宣宗上表宋廷，以国母思念为由，请遣义天归国。宋哲宗应允丽方之请，诏义天抵京，御垂拱殿迎见。此次进京有源公同行，讲学不辍。五日后，义天辞别哲宗，至秀州真如寺，见楞严疏主（长水子璿）塔亭倾圮，慨然叹之，以金嘱寺僧修葺。杨公称赞说：“璿公今日始遇知音。”夏四月，义天等回到慧因院，源公继续讲华严大义。讲完之后，源公赠义天香炉、拂尘“以为付法之信”，并作诗云：

青炉黑指资谈柄，同陟莲台五十年。

今日皆传东海国，焚挥说法度人天。

离国心忙海上尘，归时身遇浙江春。

休言求法多贤哲，自古王宫祗一人。[47]

临别前，义天至天台山谒智者大师浮图，并亲作发愿文于塔前，誓传天台教观于海东。曰：

右某，稽首归命，白于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曰：尝闻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言，罄无不尽，而后世学佛者，何莫由斯也！故吾祖花严疏主云：贤首五教，大同天台。窃念本国，昔有人师，厥名谛观，讲演大师教观，流通海外，传习或坠，今也即无。某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钱塘，慈辩大师讲下，承禀教观，粗知大略。他日还乡，尽命弘扬，以报大师，为物设教，够劳之德，此其誓也。

北宋元祐元年（1086）五月，义天返回海东，受到王臣的热烈欢迎。此次入宋共滞留十四个月，时间虽短但成绩却十分显著。其一是为中国华严宗的振兴带来了必要的历史文献；其二是将中国华严宗的最新思想带往海东；其三是使天台宗在海东重新兴盛起来；其四是为佛教各宗的整合做了坚实的准备。一直陪同他的主客员外郎杨杰称赞说：“自古圣贤越海求法者多矣，岂如僧统，一来上国，所有天台、贤首、南山、慈恩、曹溪、西天梵学，一时传了，真弘法大菩萨之行者。此真实义谛，非溢美之言也。”[48]从现存资料来看，他带到中国的佛教典籍固然不少，而带回高丽的最新撰述也很多，这一来一往成功地扮演了中韩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所著《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有关净源的著述就有：

《大疏注经》一百二十卷

《大疏注经科》二十卷

《助修记》二卷，《科》一卷

《还源观疏抄补解》一卷，《科》一卷

《法界义海科》一卷

《教义分齐科》一卷

《云间类解》一卷，《科》一卷

《普贤行愿忏仪》一卷

《贤首国师礼赞文》一卷

《首楞严经道场修证仪》一卷

《圆觉经略本修证仪》一卷

《仁王经注》四卷，《科》一卷

《大乘起信论科文》一卷

《肇论中吴集解》三卷

《肇论中吴集解科》一卷，《令摸抄》二卷

《原人论发微录》一卷，《科》一卷

《盂兰盆经疏》一卷（净源移本疏注于经下）

《摭华钞》二卷，《科》一卷

《盂兰盆经礼赞文》一卷

《佛遗教经论疏节要》一卷，《科》一卷

《广宣记》一卷[49]
《仙凤寺碑》称“其所求来经书，太半本朝所未尝行者”，此话当非虚言。[50]除中国外，义天还从契丹和日本购得大批经籍，总共所得不下4000卷，海东佛教“不几稔间，文籍大备”。按照义天的请求，朝廷在兴王寺设置了教藏都监，将所得的经藏编录刊行，是为《义天续藏经》。他曾委托宋商徐戬在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然后将之运回高丽。

义天在华严教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回国后对该宗传承系统的确立。通过他的努力，洪圆寺[51]修建了九祖堂，而“前世，为祖谱不一。今以马鸣、龙树、天亲、佛陀、光统、帝心、云华、贤首、清凉为九祖，师所定也”。义天的九祖说同前述净源的七祖说略有不同，但在坚持马鸣为初祖的大方向上仍然是一致的。从其时代需要出发，义天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圆融色彩。比如谈及性、相两宗的关系时，他坚持认为：

清凉有言，性之与相，若天之日月，易之乾坤。学兼两辙，方曰通人。是知不学俱舍，不知小乘之说；不学唯识，宁见始教之宗？不学起信，岂明终顿之旨？不学花严，难入圆融之门。良以浅不至深，深必该灭（“灭”当为“浅”之误——编者注），理数之然也。故经偈云：无力饮池河，讵能吞大海；不习二乘法，何能学大乘。斯言可信也。二乘尚习，况大乘乎！近世学佛者，自谓顿悟，蔑视权小，及谈性相，往往取笑于人者，皆由不能兼学之过也。[52]

义天的这席话是有针对性的。在贤首的五教中，唯识瑜伽被判为大乘始教，即非究竟玄妙之说，由此而引起了后世的纷争。至于大小乘之间、权实之间的争论，义天也本着圆融的精神试图予以统一。他在《与内侍文冠书》中说：

予固不敏，而知学之难，所以顷岁，重道轻生，问津中国者，志在于何？在乎效圣人之用心也。圣人用心，则广大悉备，有人乘焉，有天乘焉，有声闻乘焉，有缘觉乘焉，有菩萨乘焉。此之五乘，是学佛者之所宜尽心之大概也。十善五戒，人乘也；四禅八定，天乘也；四圣谛法，声闻乘也；十二因缘，缘觉乘也；六度万行，菩萨乘也。以言乎人乘，与周孔之道同归；以言乎天乘，共老庄之学一致。先民所谓修儒道之教，可以不失人天之报，古今贤达，皆以为知言也。[53]

可见义天的志向不仅是要统一五乘，甚至连世间盛行的儒家和道家学说也被拉进他的体系中来。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便力求同儒、道相融合，三国时期的康僧会很看重孝道在佛教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把“尽孝”塞进佛教的戒律，又将“慰孝悌，养孤独”当作一条纲领确定下来，这便是一种积极尝试。这种尝试直到义天时代仍然有其积极意义。他在《盂兰盆经发辞》[54]中说：

大慈无不爱，大孝无不亲。爱我之□□□□[55]之所爱，非大慈也；亲今之亲，不亲昔之□□[56]，非大孝也。然以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57]不孝；六度之归八万，而福莫大于行孝。□□[58]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59]贯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故我本师大觉世尊初成正觉，为宿世根熟大菩萨众，于第二七日转花严大教根本法轮，便说梵网菩萨大戒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乃至广说十重四十八轻者，此是称性大戒，孝之极也。

由于自己所处地位的特殊性，义天对政治的影响也非同寻常。《灵通寺碑》说他“既为一国尊亲，有大政事，必款密咨决。故所与上论列国家事甚多，而有阴德于人民亦厚，世莫得而尽知”。兹举一例，高丽成宗、穆宗时曾一度铸造过铁币，但不久便停止使用。义天因有在华时期的亲身体验，深知钱币对于流通的作用，遂上《铸钱论》，力主钱币流通有利于“劝农”，从而高丽开始使用银瓶钱和“海东通宝”。

自回国至去世的16年时间里，义天除住持兴王寺外，还先后历住浮石寺、洪圆寺、天寿寺等地。仁睿王后和宣宗去世后，他曾一度退居海印寺，“浩然有终焉之志”。献王再征不致。乙亥（1095）冬十月八日，肃宗即位，数遣近臣赍书迎之。在肃宗的盛情之下，义天“复居兴王寺，教学如初”。之后又“住持国清寺，初讲天台教义”。肃宗六年（1101）秋八月，遘疾，冬十月五日圆寂，寿47岁，谥“大觉国师”称号。

二 义天与天台宗

公元6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历史由长时间的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已经传播了大约500年之久的中国佛教也在酝酿着统一的趋势。由此形成的隋唐诸宗派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呈现出宗派林立的状况，但各宗内部无不是想以自己的理论统一庞杂的各种学说。谋求融合和统一是隋唐佛教各宗派的主观愿望。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当时流行的大乘经典《法华经》和据此成立的天台宗教学上。《法华经》不仅在理论上以“会三归一”思想为依据，证明出三乘同属一佛乘，而且在实践上通过给三乘人一并授记以示其“所言不虚”。这些做法无非是想调和佛教内部各派之间的对立。天台法华所具有的这种融合精神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而且还被日本、韩国佛教所继承和发扬。

中国天台宗尊北齐的慧文禅师为初祖。有关慧文的资料很少，只有道宣《续高僧传》中的慧思传附带提到过。他代表的是注重实践的北方学风，以躬行禅观为主，后因读龙树的《中观》和《大智度论》而悟出“一心三观”的禅法。慧文入寂后，慧思得其心要成为第二祖。南岳慧思坚持定慧双开，走由定发慧的路线，在一心三观的心要上证悟出法华三昧。

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image: ]（538—597）俗姓陈，18岁出家，登大贤山持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在有所体悟后便至大苏山投慧思门下研修法华三昧，深受器重，并得印可。其后至陈都金陵讲《大智度论》《次第禅门》等。南朝陈太建元年（569）在瓦官寺开讲《法华玄义》，同七年入天台山修行。陈末他又到金陵讲授《法华经》《仁王般若经》等。此间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即《法华文句》。隋代陈后，他曾至庐山、两湖一带游化，然后又回到故乡荆州创建玉泉寺，在此讲授《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玄义》《止观》《文句》被合称为“天台三大部”，代表了智[image: ]学术思想的最高成就。隋开皇十五年（595）他回到天台山，两年后圆寂。

智[image: ]教学的主旨也是放在诸法实相上，他进一步发挥了慧思的十如思想，由此得出“一念三千”的学说，并将慧文的“一心三观”发展成“三谛圆融”的观法。天台宗的教判是在批判地吸收“南三北七”等各家之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便是智[image: ]等坚持以《法华经》为中心而建立的“五时八教”这种独到的判教方法。所谓五时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八教即“化仪四教”（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和“化法四教”（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这些学说旨在证明天台宗是事理圆融而说中道实相的“圆教”。

从现存的史料可以看出，天台宗成立伊始，就有不少海东僧人陆续来中国学习传承这一宗派的教旨。新罗真兴王时期（540—575）玄光法师最先到陈朝向天台宗二祖慧思学习天台教义，证得法华安乐行法门，同智者大师一起名列南岳门下二十八大弟子之列，其事迹《佛祖统纪》（卷九）以及《宋高僧传》（卷十八）均有记载。[60]玄光之后，百济又出现一位以诵读《法华经》为业的僧人慧显（一作惠现），据说他住修德寺，“有众则讲，无便请诵”，“四远闻风，造山谊接”。后移住达拿山专修如故，唐贞观初年（627）卒，年58岁。智者大师门下的海东僧人有波若和缘光。波若为高句丽人，隋开皇十六年（589）入天台山师事智[image: ]，不久即有所证。后遵师嘱至天台最高峰华顶修头陀行，时间长达18年，最终卒于国清寺。又据唐僧详所撰《法华传记》（卷三）记载：“释缘光，是智者门人，诵《法华经》为业。”此后，金果毅之子和朗智等人的事迹以及元晓的有关《法华经》的著述，大致为我们了解新罗统一前后《法华经》在海东的流传情况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中唐时期，就学于天台宗第八祖左溪尊者玄朗门下的新罗僧人有法融及其弟子理应、纯英等，他们回国后传播的当是玄朗“独以止观为入道之程”的天台思想。[61]针对高丽中期以前天台法华思想在海东的流传状况，义天说道：“天台一枝明夷于代。昔者元晓称美于前，谛观法师传扬于后。”这句话充分地肯定了谛观在海东天台宗传播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谛观入宋的原委，照《佛祖统纪》（卷十）的记载为：

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义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尝以所制《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后人见箧放光。开视之，唯此书而已。由是盛传诸方，大为初学发蒙之助。

另外，《吴越王传》也记载道：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初天台教卷，经五代之乱，残毁不全。吴越王俶，遣使至日本、高丽以求之。至是，高丽遣沙门谛观，持论疏诸文，至螺溪谒寂法师，一宗教文复还国中。螺溪以授宝云，宝云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讲说，遂专中兴教观之名。

谛观来华的时间为北宋建隆元年，即960年。他的到来，使天台宗“一宗教文复还国中”，由此中国天台宗逐步走上“中兴”之路。其所著《天台四教仪》对天台宗的判教立义和南北古师的异议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和剖析，因而被视为本教的“关钥”和“初学发蒙之助”。仅就现存的史料我们虽然不能弄清他入华前的事迹，但就其在中国的作为来看，他在高丽时业已是一位造诣甚深、颇有地位的天台宗僧人。由此也可以推断，此时高丽的天台宗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当兴盛。

与谛观同时代的另一位名闻中国的高丽僧人叫义通。据《佛祖统纪》（卷八）等史料记载：义通俗姓尹，字惟远，后唐天成二年（927）生。幼拜龟山院释宗为师，受具之后习《华严》与《起信》，为国宗仰。后晋天福（936—947）末年来游中国，[62]至天台云居德韶国师门下学习，“忽有契悟”。及谒螺溪，闻一心三观之旨，乃叹曰：“圆顿之学，毕兹辙矣。”遂留受业约二十年左右，“具体之声，浃闻四远”。北宋乾德年间（963—968）拟欲归国传教之时，郡守太师钱惟治咨问心要，复请为菩萨戒师，道俗固留之。开宝元年（968），漕使顾承徽舍宅为寺，取名传教院（太平兴国七年，即公元982年，太宗赐额为宝云禅院），请义通为开山。此后二十年间，义通在此敷扬教观，屡建讲席，至端拱元年（988）圆寂。作为高丽僧人，谛观和义通两人一个为中国天台宗典籍的失而复得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一个为宋代天台宗的振兴培养了一大批不可多得的人才。按照天台宗的家谱，义通被尊为第十七代祖，门下弟子中以知礼最为上首，继为第十八代祖。宋代天台宗内部的山家、山外两派之间的论争，山家一方的主将就是四明知礼。由此可见，义通在宗史上实际上起到了起衰振微、承前启后的作用。

山家山外两家的分立起自清竦门下的螺溪义寂和慈光志因二师，其法系见表7—2。

表7—2

[image: ]

知礼（960—1020）的主要思想是所谓的“妄心观”和“性具观”。“妄心观”即以所观之境为妄心，也就是把“介尔一念阴妄心”当作观想的对象。其“性具观”则强调“性具十界”，十界中佛界与其他九界“互具互容”。山家、山外两方的论争大体上可分为三次：第一次是围绕《金光明玄义》的广略本，论争的主题是“真心观”与“妄心观”；第二次是围绕《十不二门》注释，话题是“别理随缘”与“性具随缘”；第三次围绕《妙宗钞》教义，中心是“约心观佛”与“华严藏尘”。三次论争中以第一次意义最为重大，此后两次只是对其中一些观点做专门性的展开而已。关于第一次论争的经过，知礼的再传弟子继忠在他的《十义书序》中做了简要的概述。他说：

有宋景德之前，《光明玄》广、略二本，并行于世。钱唐慈光恩师（悟恩）制记曰《发挥》，专解略本，谓广本有“十法观心”，乃后人擅添尔……（悟恩）有二弟子，即钱唐奉先清师（源清）、嘉禾灵光敏师（洪敏），共构难词，造二十条，辅成师义，共废广本。钱唐宝山善信法师，奉书敦请法智（知礼）评之……（知礼）坚让不免，故有《扶宗释难》之作，专救广本……钱唐梵天昭师（庆昭），孤山码圆师（智圆），皆奉先（源清）之门学也，乃撰《辨讹》，验《释难》之非，救《发挥》之得。法智存谦光之礼，撰《问疑书》诘之。昭师不逊，有《答疑书》之复，法智复有《诘难书》之征。昭师构《五义》之答，法智复作《问疑书》之责。昭师留逾年，法智复有《覆问书》之催答。昭师有今之《释难书》，翻成不腆之文矣。往复各五，绵历七年，攒结前后一番之文，共成今《十义书》之作。[63]

第二次论争是在知礼及其弟子仁岳净觉和庆昭的弟子永嘉继齐及天台元颖、嘉禾子玄之间展开的。第三次论争发生时山家山外两派的分野已经形成，论战的双方是知礼和已经背叛师门的仁岳。整个论争以知礼一方的胜利而告终，于是他们自称“山家”，而将对手悟恩及其弟子源清、洪敏等贬为“山外”。

以上是义天入宋前中国天台宗的大致情况。

如上所述，义天入宋后除学习华严教旨之外，又从慈辨法师学习天台教观，并在智[image: ]塔前发誓要将该宗传往海东。照《佛祖统纪》卷第十三记载：

法师慈辨，处之松阳毛氏。幼见佛经，辄能自诵。父曰：再来人也。年十九，试《法华经》得度，即谒上竺辩才，夙夜听习。复往依南屏于金山，问辩如流。南屏叹曰：吾道由子而行也。

由是知慈辨师承辩才、南屏二人。辩才即元净，为明智祖韶法师之法嗣。祖韶又师承天竺寺慈云遵式，而遵式之师即上文所说的天台宗第十六祖高丽籍僧人义通。又，南屏即梵臻，臻为天台宗第十七祖四明知礼之法嗣，而知礼则为义通的嫡嗣。这样说来，慈辨的法系无论是从辩才还是从南屏都可上溯到义通那里。从辩才来讲，慈辨为义通的五世法孙；从南屏来讲则为义通的四世法孙。由这种传承法系可以看出，慈辨向义天“炉佛传衣”的具体内容当即山家一系，特别是知礼的思想。

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前来中国弘传天台宗教义的海东僧人代不乏人，如果我们把玄光当作海东天台宗初传的话，那么法融等人便可看作是第二传。然而，事实上，义天之前天台宗在韩国一直未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宗派，所谓“五教九山”中还没有天台宗的一席之地，这正说明天台宗在整个佛教界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其缘由，笔者想能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天台宗信奉的《法华经》最根本的理论是“会三归一”思想，这种思想在陈隋之际中国佛教酝酿统一趋势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天台宗发挥了这一思想，其目的是要调和佛教内部各宗派之间的对立。可是，三国时期的韩国佛教尚处初传阶段，宗派间的界限还不明显，无论是中国来韩的僧人还是韩国至中国留学的僧人都没有明确的传道和学习目标，而是尽量地和盘接收，不加选择。这一点同初传时期的日本佛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佛教内部还不可能产生统一的要求，因此《法华经》“会三归一”的融和精神也无法被真正地认识和发挥。

第二，此前玄光等人所传承的天台宗没有得到统治者的积极扶持，因而只能屈居于熊州一隅，自生自灭。当然，在韩民族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佛教理应有与客观社会相应的统一趋向，但这一历史使命没有赋予《法华经》及天台宗，而是由慈藏的“根本佛土论”取而代之。何况天台宗的思想是由该宗的实际创始人智[image: ]在慧文、慧思“一心三观”、“法华三昧”的基础之上阐发出“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理论框架后才告成熟，玄光出自慧思之门，传承的是尚未成熟的天台宗，因而很难推广开来。即便是法融等人所传的是湛然时期无论在教义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已相当完备的天台宗，但终归还是未能广泛地展开，可见外部力量终归是外部因素，一个宗派能否在本国站住脚跟，主要是取决于该国的客观需要。

第三，有不少到中国求学天台宗的韩国僧人虽然学有所成，但终老于他乡，未能将法脉传回本国，如高句丽的般若以及五代和北宋初年的谛观、义通等。李能和就曾感叹说：“谛观法师，死于支那，遂使高丽台宗绝脉。”[64]
义天时代情况就不同了。首先，他的入宋求法并不是盲目地到中国学习佛教，他是在感觉到“天台三观，最上真乘，此土宗门未立，甚可惜也”之后才“浩然决乘桴之计”。[65]其次，他的传教活动自始至终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出身地位的特殊，王室对义天的礼遇是史无前例的。当他回国时，宣宗及其母后亲自迎至奉恩寺。后来朝廷不惜耗费巨额国帑为他修建国清寺作为传播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宣宗九年（1092）王太后设天台礼忏法，这是天台宗被王族正式接受的标志。义天圆寂时，国王群臣全都玄冠素服，辍朝三日，可见其政治地位之高。再者，长期以来，禅宗和其他宗派之间矛盾重重，相互攻击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教宗一方诋毁禅宗是旁门左道，而禅宗则指责对方不懂佛法的真谛。义天弘扬天台宗的教学，正是要借助会三归一的精神结束这种宗派纷争的局面。这就是说，天台法华思想在此时走向振兴实在是正逢其时。此外，笔者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即不仅佛教内部有要求统一的必要，而且国家、民族也把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天台法华教旨。这一点，高丽闵渍早就一针见血地予以道破了：

在我太祖创业之时，行军福田四大法师能兢等上书云：闻大唐国有会三归一《妙法莲华经》，及天台智者一心三观禅法，与圣君合三韩成一国风土相合。若求是法流行，则后嗣龙孙，寿命延长，王业不绝，常为一家矣。于时，未暇求得，贻谋后嗣，至宣庙朝大觉国师入唐（时则宋而非唐也，此云入唐者，丽人谓支那曰唐也——原注），始立天台六山，因卜、地于松山西南麓，创寺，亦曰国清（支那天台山下有国清寺故，今亦曰国清——原注），为六山根本（天台宗所属，共有六寺，而以国清为本山——原注）云云。[66]

把《法华经》的“会三归一”和天台宗的“一心三观”附会于“合三韩成一国”是韩国人利用佛教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绝妙范例，推而广之，也是韩国人接受佛教的真实目的。[67]义天所传天台宗的成立，一般以肃宗二年（1097）国清寺落成，义天在此任第一任住持并开始讲授天台教观为标志。国清寺是仁睿太后的愿刹，从宣宗末年开始兴建，直到此时才告竣工。义天在《新创国清寺启讲辞》中说：

……顷惟海东佛法七百余载，虽诸宗竞演，众教互陈，而天台一枝，明夷于代。昔者，元晓菩萨称美于前，谛观法师传扬于后。争奈机缘未熟，光阐无由，教法流通，似将有待。伏遇我先妣仁睿国母，累生奉法，积劫修因，经始精蓝，取国清之宏制，发扬妙法，移佛陇之高风，大愿未终，神游俄逝。伏惟我主上，承祧出震，守道居尊，遵圣善之顾怀，受能仁之付嘱，继承先志，实切孝思……吾君之胜事，□□宿生，何幸遭遇明时，托迹空门……□（疑为“亡”）躯问道，委命求师，涉万顷之洪波，□□□善友，国清天竺，承禀教观……诚心所誓，尽命传灯……[68]

引文的后半部分残缺太多，不能卒读，但义天感叹天台一支未能流通的心情以及舍身弘法的决心却跃然纸上。

经过义天的努力，已传播七百余载的韩国佛教由原来的“五教九山”的局面转变成“五教两宗”。所谓五教九山中的“五教”，即戒律宗、法相宗、法性宗、涅槃宗、圆融宗，“九山”即前文介绍的迦智山、实相山、阇崛山、桐里山、师子山、圣住山、曦阳山、凤林山、须弥山。新的五教两宗中的“五教”指华严（圆融）宗、慈因（法相）宗、中道（法性）宗、始兴宗、南山（戒律）宗，而“两宗”则指曹溪宗（禅宗）、天台宗。[69]上文曾经说过，义天的思想带有圆融各宗派，乃至孔、老等百家之说色彩。其中，最主要的是想沟通华严与天台两家的学说，这显然是清凉澄观的影响所及，而其根本出发点则是出于统一和总结业已传承700年的海东佛教的需要。如果说，义天的前期（特别是游学请益阶段）是在融会各宗的基础上刻意弄清“贤首、天台”的“判教异同，及两宗幽妙之义”，以至“自许以为己任者，在于贤首、天台两宗”；那么，其后期（由宋归国之后）则把重点放在统一天台与禅宗，尤其是援禅入台的实践上。

义天的思想某些地方也与禅学的宗旨相通，比如他说：

此心，其体清净，其用自在，其相平等，不分而分，虽说三义，圣凡一体，依正不二。迷之则烦恼生死，悟之则菩提涅槃。推之于心，则为心也，推之于物，则为物也。故得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皆同一性，无有差别。所以古人道：入荒田不拣信手拈来草，触目是菩提，临机何不道者，良以耆婆之手，草木皆药故也。但其法体，不守自性，感物而动，随缘而变，故诸众生，虚妄颠倒，于清净中而染着，故为烦惑，于自在中而起缠缚；故为漏业，于平等中而起差别；故为苦报，翻彼三义而为三障。

良以此法在众生为万惑，在菩萨为万行，在如来为万德。故使毗卢得之，谓之果分，普贤得之，谓之因分，众生日用而不知……情见若破，法界圆现，一切众生无不成佛者。[70]

这些话几乎就是禅语。但是，义天对当时禅宗的现状似为不满：

（天）亦尝言曰：禅家所谓不藉筌蹄，以心传心，则上上根智者也。脱或下士，以口耳之学，认得一法自以为足，指三藏十二分教刍狗也、糟粕也。又鸟足观者，不亦误乎！[71]

这里义天并没有完全否定禅宗，但却指出了禅宗的局限性，即不适合“上上根智者”以外的众生。《佛祖统纪》“高丽义天僧统”条记述道：

（天）见飞山别传，议为跋曰：甚矣！古禅之与今禅，名实相辽也。古之所谓禅者，藉教入禅者也。今之所谓禅者，离教说禅者也。离教者，执其名而遗其实；藉教者，因其诠而得其旨。救今人矫诈之敝，复古圣精纯之道，珠公论辩，斯至焉。近者辽国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与焚弃。而比世中国禅宗章句多涉异端，此所以海东人师疑华夏为无人。今见飞山高议，乃知有护法开士，百世之下住持末法者，岂不赖珠公力乎！[72]

显然，义天是赞成“飞山高议”的，即对今世之禅因“离教”而导致“执其名而遗其实”的弊端同样予以批判。义天时代，华严宗的力量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势力强大的当为禅宗，所以天台宗的成立与发展，其竞争对手首先是禅宗。义天不仅在思想上给当时的禅宗以深刻的批判，同时在实际行动中也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使禅宗逐渐向天台宗转变。《国清寺妙应大禅师教雄墓志》记载道：

大觉国师，肇立台宗，募集达摩九山门高行释流，方且弘扬教观，开一佛乘最上法门……于是学智者大师所说五时八教三谛三观之旨。[73]

禅门九山中有才华的僧侣竞相学习天台宗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在天台宗的建设过程中，义天十分注重该宗有关典籍的收集。在所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有关天台宗的章疏，仅《法华经》方面的就有六十种之多。另外《金光明经》方面的有二十五种，《观无量寿经》方面的有十五种。比如，智者大师的《法华经文句》（十卷）、《法华经玄义》（十卷）、《观音品义疏》（二卷）、《观音品玄义》（二卷）、《金光明经文句》（三卷）、《金光明经玄义》（一卷）、《观无量寿经疏》（一卷），以及知礼的《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科》（一卷）、《金光明经文句科》（二卷）、《金光明经文句记》（六卷）、《法华经义疏记》（二卷）、《法华经义疏科》（一卷）、《金光明经玄义科》（一卷）、《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三卷）、《观无量寿经妙宗科》（一卷）等都应有尽有。此外，湛然、梵臻、继忠、仁岳、慈辨、吉藏、慧净、窥基、道伦、太贤、尚贤、顺憬、元晓、玄范、契明、慧沼等人有关天台法华方面的著作也都尽量搜求完备。

义天天台宗事业的又一项内容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继承人。他门下弟子数逾千人，对宗派建设起过很大作用的有德麟、翼宗、景兰、连妙、顺善、教雄、流清、智迁等。[74]其中，教雄最为出色，在现有资料中其行迹也比较详细。据《开城国清寺妙应大禅师墓志铭》记载，教雄（1076—1142）字应物，镐京（平壤）人，其先朴氏。年九岁投长庆寺禅师释赞落发。辽大太安五年（1089）于佛日寺受戒。性自少精敏，学祖心印。及壮，“丛林中无不推美”。释赞去世后，教雄入双峰寺翼宗禅师门下学习。时值义天肇立天台宗，“募集达摩九山门高行释流”，翼宗乐闻其教，遂携教雄一同入天台宗学智者“五时八教三谛三观之旨”，名声大振。辽乾统九年（1109），国家第一次举行天台宗大选，义天为主盟。教雄应试，取得“上上品”资格，成为“大德”，受诏为国清寺讲师，自此，“发明经论，传法学徒，数年于兹”。翼宗去世后，同门师兄弟“以身徇利，皆纷竞适，唯师守正，不为势迁。时有一宗长，以师杰然独立，不礼于其门为疾，将害之而未果”。由此可见，当时宗派之间的斗争何等激烈。此后教雄被贬往洪州（忠清南道洪城郡）白岩寺，在虎豹出没的山谷间住七年许，然“行益修，德益进，非但发挥宗旨，旁探华严、瑜伽、性相言谛，以至儒墨老庄医卜阴阳之说，无不穷其源而涉其流”。这表明，其学风同义天如出一辙。一日，教雄往游伽耶寺，于废弃的古藏中见《瑜伽论》百卷，俯仰叹息，负归读之。辽天庆五年（1115），因圆明国师（澄俨）奏请，睿宗授师以三重大师。后历居华藏寺、三乘寺、月峰寺、外帝释院、国清寺等地。时常演法祈雨，屡屡受赐。后睿宗、仁宗曾分别赐以“禅师”、“大禅师”号。金皇统二年（1142）七月圆寂，寿67岁。门下弟子有德素等134人。德素（1119—1174）俗姓田，是教雄最得力的助手，被寄予兴隆本宗教旨的厚望，且受到仁宗的青睐。毅宗时又先后成为禅师、大禅师，寂后谥圆觉国师号。门下有弟子承智、再思、昙曜等1200人。

高丽中后期，天台宗还出现了了世、天因、云默、丁午、义旋等僧人，他们反过来又都受到知讷的禅学影响。这些人的事迹且留待下文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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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大觉国师文集》卷第四，《韩国佛教全书》第四册，第532页。

[71] 《灵通寺碑铭》，《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312页。

[72] 《佛祖统纪》卷十四。

[73] 引自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韩国学基础资料选集》（中世篇），第55页。又，《强圉荒落年应钟月南嵩山寺天台始祖碑阴记》云：“海东佛法三百余载，诸宗竞演，天台阙如，虽元晓称美于前，谛观传扬于后，犹未□□，必待其时，吾祖大觉国师，诞迹王宫，传灯佛陇，言还本国，首唱真宗。德不孤而有邻，珠无莅而自至。故居顿、神□、灵岩、高达、智谷五法眷，名公学徒，因命会合其外，直投大觉门下。诸山名公、学徒三百余人与前五门学徒无虑一千人。乾统元年辛巳，大觉始举宏纲，抄学优者一百人，坐奉恩寺，以宗经论一百二十卷，试取贤良四十余人，而与先国初大行曹溪、华严、瑜伽轨范齐等世，谓之四大业也。大觉归寂，响之五门，各有次荫本山寺，唯国师门下无所依怙。乾统四年甲申六月日，判以为国师下称行，故天台六法，眷中最为首也。”

[74] 《仙凤寺碑》。


第八章 知讷与曹溪宗

第一节 知讷生活的时代

知讷生活在毅宗（1147—1171年在位）至熙宗（1205—1212年在位）时代。此时，高丽仍奉金为正朔，双方保持睦邻友好关系。高丽采用金的年号，每年遣使贺正，进献方物，贺金帝诞辰，金帝崩逝时遣使祭奠，以及遣使贺新帝登极。高丽新王即位，金遣使册封。丽王薨逝，金亦遣使吊祭。丽王诞辰，金均遣使往贺。在对宋的态度上，高丽也怀有友好之情，但既已受金册命，同宋的关系也就不得不疏远了。自1138年宋商吴迪等持宋明州牒至高丽报“徽宗及宁德皇后崩于金”的消息起，联系两国官方关系的已不再是政府官员。

毅宗庄孝王在位24年，他对佛事活动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像饭僧、做道场、平日游寺院等每年都要举行很多次，而此时佛教法门也更加紊乱。下面就其较为特殊的活动介绍一二。毅宗即位元年（1147），五月丁丑，祷嗣于灵通寺，讲《华严经》五十日。六月王受菩萨戒于明仁殿，又受菩萨戒于魂堂。同二年十一月，以弟兴王寺法尊玄曦为拯世僧统。同三年六月王受菩萨戒于大观殿。同五年六月，王受菩萨戒于修文殿。同六年、七年，王又两次受菩萨戒。同八年秋九月创西京重兴寺。同九年六月，王再次受菩萨戒于修文殿。同十年夏四月，王如兴王寺，转《华严经》，凡从事法会者皆赏职，令写金银字《华严经》二部藏于兴王寺弘教院，以祈嗣有验故也。同十一年春正月，朔风自乾来，太史奏曰：国有忧，王惧。卜者内侍荣仪因进禳[image: ]之说，王信之，命于灵通、敬天等五寺，自是月至岁终恒作佛事禳之。荣仪谓：“国家基业之远近，人君寿命之修短，只由于禳祷之勤怠。”王颇惑此说，置司祈禳。仪又进言：“如欲延寿，须事天帝释及观音菩萨。”遂画帝释及观音像分送中外寺院，并于安和寺塑置帝释须菩萨，集僧昼夜唱诵菩萨名号，称连声法席。荣仪阳示勤苦，终宵礼拜。又命诸寺张法会，有以千万日为限者，因而京外之府库倾竭，人皆怨之。总持寺僧怀正又以咒术得幸，恩宠无比，僧徒之求职赏者，皆趋附贿赂，贪鄙无厌。同十二年，王好作佛事，缁徒盈溢宫廷，恃怙恩宠，附托宦官，侵扰百姓，竟造寺塔，为害日甚。同十九年夏四月，王幸观澜寺。先是，吏部侍郎韩靖别创佛宇于仁济院中，号祝厘之所。内侍郎金敦中、待制金敦时重修观澜寺，亦以祝厘为称。此地植松柏杉桧、奇花异草，筑坛为御室，饰以金碧，台砌皆用怪石。至是，敦中张宴于寺之西台，帷帐器皿珍馐极华侈。王与宰辅近臣欢洽，赐敦中等白金罗绢丹丝甚厚。同二十一年，王与僧觉倪（睿宗王宫人子）赋诗张宴，酣饮极乐。同二十二年，下教曰：“……一崇重佛事。时当末季，佛法渐衰，凡祖宗时开创裨补寺社，及古来定行法席寺院，与别祈恩寺社，如有残弊，主掌官随即修葺。一归敬沙门。近来僧徒，贪生谋利，比比皆是。今欲激浊扬清，以救其弊。其有清高僧徒，复遁迹山林者，所在官搜访荐奏。一保护三宝。其佛珍宝，米面杂物，近因内侍院及诸司奏取费用，僧徒叹怨，自今宪台，遍令晓谕禁断。一遵尚仙风。昔新罗仙风大行，由是龙天欢悦，民物安宁，故祖宗以来，崇尚其风久矣。近来两京八关之会，日减旧格，遗风渐衰，自今八关会，预择两班家产饶足者，定为仙家，依行古风，致使人天咸悦……”[1]
毅宗的溺佛，加快了佛教内部的腐败，僧人们“竞相华侈”，贪官们也以佛事为由大肆搜刮。对此，《高丽史》也有十分详细的记载：“时斋醮之费实繁，都祭、都斋二库未支其用，又立馆北、奉香、泉洞三宫，各置员僚。征求诸道转输三宫者络绎于道，民皆愁叹。内侍刘邦义、秦得文、李竦、金应和、金存伟、郑仲壶、希胤、魏绰然等深结官寺，维为兄弟，以剥民媚主为事。创寺绘佛，设斋祝圣。又制别贡金银铜器皿山积。由是得幸，不次除官，任言责者，皆阿上意，无一直谏者。”[2]
僧人的无行和腐败到明宗王时期（1171—1197）越发变本加厉。明宗即位元年六月，受菩萨戒于大观殿；九月，以僧德素为王师。同年，李高伏诛。高怀非望，与法元寺僧修惠、开国寺僧玄素等勾结，日夜宴饮，遂作伪制，至是为李义方所杀。同四年春正月，归法寺僧百余人犯城北门，杀谕僧录彦方。李义方率兵千余击杀数十僧，余皆散去。重光、弘护、归法、弘化诸寺僧二千余人，集城东门，门闭不能入，乃烧城外人家，欲延烧崇仁门，入杀义方兄弟。义方知之，征集府兵逐之，斩僧百余，府兵亦多死者。乃令府兵分守城门，禁僧出入。遣府兵，破重光、弘护、归法、龙兴、妙智、福兴等寺。李俊仪（义方兄）止之。义方怒曰：“若从尔言，事不成矣。”遂焚其寺，取贷财器皿以归。僧徒邀击于路，还夺之。府兵死者甚众。俊仪骂义方曰：“汝有三大恶，放君而弑之，取其第宅姬妾，一也；胁奸太后女弟，二也；专擅国政，三也。”义方大怒，拔剑欲杀之。文克谦止之曰：“以弟杀兄，恶莫大焉。”李义方纳其女于东宫，擅威福，为众所愤。时尹鳞瞻治兵四郊，僧徒亦从军。义方偶出宣义门外，郑筠密诱僧宗旵等托求诉，随义方后，伺隙斩之，捕俊仪等皆诛之。僧徒以为贼臣之女不可配东宫，奏黜义方之女，遂聚于普济寺不发，王遣使慰谕。[3]
明宗天资孱弱，军国大事皆委之武臣，沉溺声色，致使叛臣逆徒专横跋扈，兵起四方。李义方事件不仅表明了高丽中期吏治的腐败，同时也开了僧人干政的先河。同七年二月兴王寺僧上变云、元敬国师、僧统冲曦潜结僧徒图谋篡逆，逮捕鞠之。知其诬，释之。[4]三月辛亥，亡伊等焚弘庆院，杀居僧十余人，逼令住持僧赍书赴京。同八年春正月，兴王寺僧告重房曰：寺僧有与德水县人谋作乱者，散员高子章实知之。重房逮僧及子章流远岛，阴遣人投之江中。据庆尚北道醴泉郡《龙门寺重修记》云：“明宗王九年，会九山学徒五百人，设五十日谈禅法，请断俗寺之孝淳禅师教《传灯录》《楞严经》《仁岳集》（存疑）、《雪窦拈颂》等，而祝寺之重修。”[5]当此之时，兵刃数起，国家患之。术僧致纯奏曰：“旧制三年一设百座会，前年十月虽已行之，今宜别例复行，以禳其灾。”从之。同十年，王召嬖妾纯珠、明春及诸嬖所生儿女数十于宫内，皆衣斑斓，载以鸠车，嬉戏于内庭。又，太后弟僧冲曦以太后患乳肿而入内侍病，曦多乱宫女，又通宫主，秽声外闻。法门之紊，可谓达其极矣。十一年春正月，写经院起火。先是，王命写成银字藏经，公私竟纳钱财而助之，无赖之辈欲盗其物而放火。明宗朝不仅到处狼烟四起，而且朝廷内部斗争也异常激烈，这一切都间接地反映在宗教这一雨晴表上。如王十五年冬十一月，太史奏：自立冬以来沉雾，今又连日蒙雾。雾者邪气也，阴来冲阳，奸臣谋君，在天为蒙，在地为雾，其变可畏，请修德销变。王但祷佛祈神而已。又如十六年九月，镇星犯岁，太史奏恐有内乱，请于光岩、总持两寺设佛顶消灾道场，又于明仁殿讲《仁王经》以禳之。明宗朝后期，僧人的欺世盗名已是普遍现象，《高丽史》记载一位名叫日严的僧人以所谓信仰治疗疾病时说：

有僧日严在全州，自谓能使眇者复视，死者复生。王（指明宗）遣内侍琴克仪迎之在道，冒彩巾，乘驳马，以绫扇障其面，徒众遮拥，人不得正视。来寓普贤院，都人无贵贱老幼，奔走谒见，里巷一空。凡盲聋躄哑，有废疾者，狼藉于前。僧以扇挥之，迎入天寿寺，居南门楼上，宰辅大臣亦趋谒，士女竞布发以籍僧足。僧令唱阿弥陀佛，声闻十里。其盥漱沐浴之水，苟得涓滴，贵如千金，无不掬饮，称为法水，能理百病。男女昼夜杂处，丑声播闻，祝发为徒，不可胜数。时无一人谏止者。明宗渐验僧祚，放还其乡。初，僧人诳曰：“万法唯一心，汝若勤念佛，曰我病已愈，则病随而愈。慎勿言疾之不愈。”于是，盲者言已视，聋者言已闻，以故人易惑。[6]

除日严这样的僧人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外，一些出家的嬖婢之子如僧善思、洪机、洪枢、洪规、洪钧、洪觉、洪贻等也在内干政。王二十六年，崔忠献兄弟上书云：

今一、二浮图山人也，常徘徊王宫，而入卧内。陛下惑于佛，每优容之。浮图者，既冒宠，屡以事干秽圣德，而陛下敕内臣，勾当三宝，以谷取息于民，弊不细矣。惟陛下斥群，使不迹于宫。

本来，高丽王朝让庶出的子孙出家，其目的是借以调节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冲突，同时像善思这样的王子出家也便于加强对佛教界的控制。然而事与愿违。善思年甫十岁，衣服礼秩，与嫡无异，人称为“小君”，出入禁中，颇张威福。此外，嬖僧云美、存道等也在崔忠献斥黜之列。二十七年（1197），明宗王终于为忠献兄弟所废。

明宗被废后，崔忠献立明宗同母弟平凉公为王，是为神宗。神宗在位七年，即自1198年至1204年。之后为熙宗王，在位也是七年，即自1205年至1211年。神宗和熙宗都是庸主，朝中大权集中在崔忠献等人手中。僧人干政和参加宫廷斗争的现象依然如故。神宗即位元年，私僮、万积等作乱，聚兴国寺，又将会于普济寺以结僧党。同五年冬十月，庆州别抄军因与永州素有隙，遂引云门贼及符仁、桐华两寺僧徒攻永州。熙宗六年（1210），知讷圆寂。在王权旁落、吏治腐败、权臣当道、僧人无行、佛法式微之际，知讷弘扬的曹溪宗旨称得上是浊世中的一股清流。

第二节 知讷的生平

现存和知讷直接有关的资料有：①金君绥所撰《升平府曹溪山松广寺佛日普照国师碑铭并序》，碑文撰成的时间为“大金大安三年辛未（1211）十二月”，立碑时间为“大金崇庆二年癸酉（1213）四月”。金君绥的身份是“知公州事副使兼劝农使管句学士将仕郎兼礼部尚书赐紫金鱼袋”，另外书写人为“文林郎”柳伸，立碑人为“日内侍昌乐宫隶事”金振，三人皆“奉宣”而作。全文2191字，记载了知讷的行状，是研究知讷生平的基本资料。②《大乘禅宗曹溪山修禅社重创记》，该碑建于知讷生前，即熙宗三年（1207）。撰者崔诜为“特进三韩三重大匡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师致仕”，并由“入内侍通议大夫尚书右承……知礼部事”崔瑀集晋王羲之字而成。该碑约800字，内容涉及知讷逃名入山、专修禅观和创建修禅社的经过。③《松广寺再建普照国师碑铭并序》，又作《海东朝鲜国湖南路顺天府曹溪山松广寺赠谥佛日普照国师碑铭并序》，是为金君绥碑文残破后柏庵等于朝鲜肃宗四年（1678）重立之碑，内容与金氏所撰略有出入。④《松广寺嗣院事迹碑》，朝鲜肃宗朝“通训大夫行弘文馆修撰……春秋馆记事”赵宗所撰，共731字，记述了知讷“在公山会佛岬使其徒守愚遍求安禅之所”的经过，以及知讷寂后“居此寺而为名僧者十六国师”的情况。除上述四碑之外，知讷本人所撰的《定慧结社文》、《华严论节要》、《法集别行录节要》等文章也反映了他不同时期的活动。下面主要就这些资料来简述他的生平。

知讷少年时期的事迹，各碑所记都相当简略。金君绥所撰《佛日普照国师碑铭》说，知讷俗姓郑，京西洞州（黄海道瑞兴郡）人，自号牧牛子。讷“生而多病，医理不效，考乃祷佛，誓以出家，疾寻逾”。这大概就是知讷出家的动机。年甫8岁，投曹溪云孙宗晖禅师出家，“祝发受具戒”。他早年的特点是“学无常师，唯道是从”。25岁，“以大定二十二年壬寅（1182）举僧选，中之”。未几南游，抵昌平（全罗南道罗州郡）清源寺住锡。碑文接着说：

偶一日，于学寮开《六祖坛经》，至曰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见闻觉知，不染万象，而真性常自在。乃惊喜，得未曾有。起绕佛殿，颂而思之，意自得也。

这是知讷求道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也是他日后创立的教团归宗曹溪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坛经》的中心思想，用它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所谓“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用”。这里的“无念”，《大乘起信论》等将之作为心本体和最高境界的同义语。《坛经》解释说：“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又说：“无念者，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己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知讷觉悟到的，正是这种作为“见闻觉知”之主体的“真如本体”不被万缘、万境所染而常自在的本质。[7]此后，知讷越发心厌名利，每欲栖遁林壑。

越大定二十五年乙巳（1185），游下柯山，寓普门寺。因读大藏，得李长者《华严论》，重发信心，搜抉而索隐，哜嚅而味情，前解转明。乃潜心圆顿观门，亦欲导末学之迷，为之去钉拔楔。

这是第二个飞跃，即在理论上更加倾向华严学。这里的李长者即唐代华严学者李通玄（635—730）。他学无常师，精通儒释二典。唐开元七年（719）隐于太原府寿阳方山之土龛，每日仅以枣颗和柏叶饼充饥，世称枣柏大士。在此，李氏参究新译《华严经》，著有《新华严经论》40卷、《华严经会释论》14卷等著作。知讷在李通玄的华严思想中，发现了凡夫日用分别心原封不动地成为清净无染的“根本不动智”（普光明智），照彻三世诸佛本来之灵光（禅门见性位），从而进入圆教十信初位的“圆顿信解”之原则。

明昌元年（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因旧友得才相邀，知讷由下柯山普门寺移至公山居祖寺（永川郡银海寺东北安兴寺）居住，数年间习定均慧，日夜不怠。在居祖寺，知讷和其他禅侣们一起结社行道，共同创立了在韩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定慧社。可以说，定慧结社是知讷由来已久的夙愿。如上文所述，早在明宗十二年（1182），年仅25岁的知讷于王都普济禅寺举办的“谈禅法会”（僧科考试）上一举成名，按照当时的规定，教宗可由大选逐渐晋升为“中德、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都僧统”，禅宗则不仅可以依次晋升到三重大师位，而且还可以升格为“禅师、大禅师、都大禅师”，其中已臻僧统和大禅师法阶的僧人还有可能被礼敬为王师或国师。就是说，知讷当时完全可以像一般僧人那样走一条享有富贵和名利的僧官之路。然而，知讷选择了另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在普济禅寺的“谈禅法会”上，“一日，（他）与同学十余人，约曰：罢会后，当舍名利，隐遁山林，结为同社，常以习定均慧为务。礼佛转经，以至于执劳运力，各随所任而经营之。随缘养性，放旷平生，远追达士真人之高行，则岂不快哉”！至明宗二十年定慧社的正式结成，八年时间已经过去了。[8]而此时当年约定结社的禅侣们“或亡或病，或求名利而未会”，只有才公、梦船等“残僧三四辈”启法席，酬曩愿，结为同社。

承安二年（1197）春，知讷又与禅侣们一起入智异山，隐居于上无住庵，于是屏黜外缘，专精内观，时有得法之瑞相。

师尝言：予自普门已来，十余年矣，虽得意勤修，无虚废时，情见未忘，有物碍膺，如仇同所。至居智异，得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云：禅不在静处，亦不在闹处，不在日用应缘处，不在思量分别处。然第一不得舍却静处、闹处、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参。忽然眼开，方知是屋里事。予于此契会，自然不碍膺，仇不同所，当下安乐耳。

这是第三次飞跃。在此，知讷体会到空寂灵知的本体同一切境界和作用不即不离、活泼自在的大解脱境地。大慧宗杲（1089—1163）是中国宋代的著名禅僧，入寂时知讷才六岁。宗杲早年曾随曹洞宗僧人芙蓉道楷的弟子瑞州微和尚学习，后又投泐潭山宝峰寺（江西南昌）淇堂文准门下受临济宗黄龙派禅旨，此间受到文准的同学慧洪和兜率的弟子慧照的影响很大。文准圆寂后，又至汴京天宁寺参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圆悟克勤（1063—1135），受付《临济正宗记》，不久，名震京师，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受赐紫衣及“佛日”称号。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因对秦桧不满而被流放到衡州，15年后遇赦，翌年住径山。同三十二年（1162）受赐“大慧禅师”号，卒后谥“普觉禅师”，遗著由弟子集为《语录》《法语》《普说》等。知讷在《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中说：“又恐观行者未能忘怀虚朗，滞于义理故，末后略引本分宗师截径门言句，要令涤除知见之病，知有出身活路耳。”[9]这里的“本分宗师”指的就是宗杲等禅师。在《看话决疑论》中，知讷还说：“今所宗径山大慧和尚，是曹溪直下正脉相传十七代本分宗师，所立径截门语句，参禅得入，迥异于此。”[10]
承安五年庚申（1200），知讷率徒移居松广山吉祥寺，领众作法，十有一年。此间，他们或谈道，或修禅，“安居头陀，一依佛律”。据说当时四方缁白，闻风辐辏，蔚为盛集，“王公士庶，投名入社，亦数百人”。从“师以道自任，不以人之誉非动其心。且慈忍善接后流，虽或悖谬迕意，犹能悯念摄护，情不理止，若慈母之于娇子然”的记述来看，知讷组织的僧团在思想上是自由的，其教学方针是兼容并蓄。碑文说：

其劝人诵持，常以《金刚经》立法，演义则意必《六祖坛经》，申以《华严》李论，《大慧语录》相羽翼。开门有三种：曰惺寂等持门、曰圆顿信解门、曰径截门。依而修行，信入者多焉。

知讷劝人诵持的《金刚经》以及《六祖坛经》《华严论》《大慧语录》也是他本人禅学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其所立三种修行法门（详见下文）更显示出他的禅学体系的实践性。

松广山道场开辟的经过，崔诜所撰的《大乘禅宗曹溪山修禅社重创记》和赵宗所撰《曹溪山松广寺嗣院事迹碑》记述得更为详细。据《重创记》载：

（松广山吉祥寺）新罗时，有僧慧璘者，始创而居之。厥后星霜累换，风飘摇迁，栋朽榱崩，堂宇略尽……仁庙朝，山僧释照，将欲建成大刹，鸠材集工，而不幸身没，其所成立，更皆以为墟。迫二十余年，时曹溪名僧知讷逃名投山，始入公山清凉崛，专修禅观，从而学者成市。以其人众而地狭，不可以居，乃使门弟守愚遍历江南，求结社安禅之地。愚师偶入此山，周览形势……是土也，境胜而地肥，泉甘而林茂，真可谓修心养性集众作福之所也。于是，与道侣天真、廓照两山人，同心戮力，自丁巳年经始，伐木辇土，经之营之，凡立屋八十余间，佛宇僧寮斋堂厨库，无一不备。九载功毕，是大金泰和五年。

泰和五年为1205年，就是说该寺的建成是在知讷到来后的第五年。[11]熙宗即位（1205）后，赦令改松广山为曹溪山，改吉祥寺为修禅社，并御笔亲书题榜，赐满绣袈裟一领以褒之。熙宗的赦令无疑象征着国家对知讷僧团以及结社方式的认可。[12]
金大安二年（1210）春三月，知讷圆寂，寿53岁，僧腊三十有六。据说在入寂之前，讷即谓社众曰：“吾住世说法不久，宜各努力。”碑文记知讷入寂时的详细情况说：

（入寂）前一夕，就浴室沐浴。侍者请偈，因设问。师从容答话。夜艾，乃入方丈，问答如初。将晓，问：今是何日？曰：三月二十七日也。师具法服盥漱，云：这个眼不是祖眼，这个鼻不是祖鼻，这个口不是娘生口，这个舌不是娘生舌。令击法鼓集众，策六环锡杖，步至善法堂，祝香升座如常仪。乃振锡，举前夕方丈中问答语句因缘，云：禅法灵验，不可思议。今日来到这里，欲为大众说破去也。尔等不昧一着子问来，老汉亦不昧一着子答去。顾视左右，以手摩之，曰：山僧命根，尽在诸人手里，一任诸人横拖倒拽，有筋骨底出来。便伸足踞于床，随问而答，言谛义详，言辩无碍，具如临终记。最后有僧问：昔日毗耶净名示疾，今日曹溪牧牛作病，未审是同是别？师云：尔学同别来。乃拈拄杖数下，云：千种万般，总在这里。因执杖，踞床不动，泊然而逝。

知讷的著作大致有：《定慧结社文》一卷，33岁时作，现存；《修心诀》一卷，年代未详，现存；《真心直说》一卷，45岁时作，现存；《诫初心学人文》一卷，45岁时作；《圆顿成佛论》一卷，入寂后发现，现存；《看话决疑论》一卷，入寂后发现，现存；《念佛要门》（一作《念佛因由经》）一卷，时间未详，现存；《法语歌颂》一卷，时间未详，已佚；《六祖坛经跋文》一卷，现存。节录的著作有《华严论节要》三卷，50岁时作，现存；编述有《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一卷，52岁时作，现存。此外，门人集的著作有《上堂录》一卷，已佚；《临终记行状》一卷，现存。

从历史地位和作用来看，知讷和义天同为高丽时期最著名、最典型的高僧。如前所述，义天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渊博的佛学修养，自觉地担负起对高丽前期佛教进行认真总结的历史重任——广义上讲，他也是汉传佛教受容过程的终结与民族化佛教产生之前出现的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如果说义天是受容佛教的集大成者，知讷则可称为新兴的民族佛教之父。毋庸置疑，知讷及其禅侣们开展的定慧结社无论是在韩国佛教史上还是整个汉传佛教史上都可以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新佛教运动。这场运动是通过“当舍名利，隐遁山林”的结社方式来实现的。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样，追逐“名利”就是当时佛教界的真实状况。知讷在《劝修定慧结社文》中说：“返观我辈朝暮所行之迹，则凭依佛法装饰我人，区区于利养之途，汩没于风尘之际，道德未修，衣食斯费，虽复出家，何德之有！噫！夫欲出离三界，而未有绝尘之行；徒为男子之身，而无丈夫之志；上乖弘道，下阙利生，中负四恩，诚以为耻。知讷是以长叹。”[13]由此看来，“舍名利”实际上表现出知讷所具有的强烈的反现实的精神。与此同时，知讷还反对那种盗名欺世之辈，他说：“若修道人舍名入山，不修此行，诈现威仪，诳惑信心檀越，则不如求名利富贵。贪着酒色，身心荒迷，虚过一生也。”[14]通过他的努力，韩国佛教由此前的“形式佛教”“宫廷佛教”“都市佛教”逐渐转变成“修道佛教”“平民佛教”“山林佛教”。

我们知道，义天和知讷两人都曾力求结束佛教宗派纷争的局面。义天采取的方法是“援禅入台”，试图以天台法华的圆融思想去统摄禅教各派；知讷的具体做法是“会教归禅”，走禅教一元的路线。佛教史上，人们一般把“教”看作是“佛语”，而将“禅”视为“祖心”，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佛语、祖心”二元观，并进而形成“教内”“教外”的对立。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大定乙巳，余（知讷自己）始隐居下柯山……退归山中，坐阅大藏，求佛语之契心宗者，凡三周寒暑。至阅《华严经》出现品举一尘含大千经卷之喻，后合云如来智慧亦复如是，具足在于众生身中，但诸凡愚不知不觉，予顶戴经卷，不觉殒涕。又阅李长者（李通玄）《华严论》”，终于认识到：

世尊说之于口即为教，祖师传之于心即为禅。佛祖心口，必不相违，岂可不穷根源而各安所习，妄与诤论，虚丧天日耶！[15]

知讷晚年仍然不忘批评“今时修心人，不依文字指归，直以密意相承处为道”，这种做法只是“徒学坐睡”，“于观行失心错乱”，故而应当“依如实言教，决择悟修之本末，以镜自心，即于时中观行，不枉用功尔”。[16]
第三节 知讷的思想

一 心性论

在知讷的思想体系中，心性论是其理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集中讨论心性问题的著作有《真心直说》《法集别行录节要》《圆顿成佛论》《修心诀》四部。其中，《真心直说》理路井然，逻辑层次分明，是简单而又精确地阐述佛教心性说的代表性著作。《修心诀》以修心为中心，从概念上对心性论做了必要的提示。《法集别行录节要》通过对荷泽、北宗、洪州、牛头等宗的心性论的评述，从中发挥出自己的思想。《圆顿成佛论》根据李通玄的《华严论》，认为凡夫日用无明分别的心性就是诸佛的根本不动普光明智，亦即一真法界的本体和不思议缘起法界的妙用。下面，我们将以《真心直说》为主，着重讨论知讷的心性论思想。

《真心直说》[17]在结构上共分为15个部分。如知讷所言，“真心”一词出自《楞严经》。该经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因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流转。”[18]这就是说，真心是人人本来具有的本性、本体，但众生因妄心所覆，而产生种种虚幻分别，以至于轮回流转而不得解脱。中国禅宗在传统的“如来藏”思想的基础上大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认为成佛之道是“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一部《坛经》反复讨论净心、本心、自生、本性，将佛性问题进一步引向人性问题。知讷在《真心直说》中也认为人之真心即是佛心，亦即凡圣同具的“平等心”。这种真心“不假他求，从来自备”。由此，佛性与人性便达到了完全同一，于是人自身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成佛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强化。

综观佛教史，所谓“心”一直是各宗各派极力探究的对象。宗密在《禅源集都序》里将“心”区分为四种。他说：

泛言心者，有四种。梵语名别，翻译亦殊。一、纥利陀耶，此云肉团心，此是五藏心也。二、缘虑心，此是八识，但能缘自分境故……三、质多耶，此云集起，唯第八识积集种子，生起现行故。四、乾栗多耶，此云坚实心，亦云真实心。此是实心也。第八识无别自体，但是真心，以不觉故，与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义。和合义者，能含染净，目为藏识；不和合者，体相不变，目为真如，都是如来藏。

此外，宋契嵩的《法宝坛经赞》也有类似的描绘。知讷解释他所谓的“真心”是“离妄曰真，灵鉴曰心”。此真心乃“佛佛手授，祖祖相传”。他进而指出：“心者人人之本源，诸佛之觉性，一切万法尽在一心之内，八万四千法门从此而出。”此心作为第一义是言语道断，不可言说的。“妙高峰上，从来不许商量”，只有“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因而所有言说只是从第二义上所做的接化方便。

下面，我们就来逐一考察知讷是如何阐发“真心”的。

第一，“真心正信”，指明“万善发生，信为前导”，因而“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但是，禅家祖门的信与教门的信是不一样的。教门中，人天信因果；二乘等“乐空寂者信生灭因缘为正因，苦集灭道为圣果”；“乐佛果”的大乘“信三劫六度为大因，菩提涅槃为正果”。祖门“正信”则不信一切有为因果，只要信自己本来是佛，天真自性人人具足，涅槃妙体个个圆成，不假他求，从来自备。

第二，“真心异名”，认为佛典对真心有各种不同的称谓，但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真心的本质属性。例如从教门来讲，《菩萨戒经》称“心地”，因为它能发生万善；《般若经》唤作“菩提”，又呼为“涅槃”，因为它既与觉为体，又是众圣所归；《华严经》立作“法界”，因为其交彻融摄的缘故；《金刚经》号为“如来”，因为它无所从来；《金光明经》称为“如如”，意指其真常不变；《净明经》称作“法身”，因为它是报化之依止；《起信论》称“真如”，因为它不生不灭；《涅槃经》呼为“佛性”，因为它是三身的本体；《圆觉经》名曰“总持”，意指能流出功德；《胜鬘经》号为“如来藏”，因为它隐覆含摄的缘故；《了义经》名为“圆觉”，因为它能破暗独照。祖师门中，因为“应感随机”，所以“其名亦众”，比如时常称作自己、正眼、妙心、主人翁、无底钵、没弦琴、无尽灯、无根树、吹毛剑、无为国、牟尼珠、无锁、泥牛、木马、心源、心镜、心月、心珠等。

第三，“真心妙体”，知讷以《起信论》为依据，认为真心本体超出因果，通贯古今，不立凡圣，无诸对待，如大虚空，遍一切处，妙体凝寂，湛然常住。真心是一切众生本有之佛性，一切世界生命之根源。“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万象森罗，染净诸法，皆从中出。”

第四，“真心妙用”，谓真心“在胎名神，处世名人，在眼观照，在耳听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如东行西往、穿衣吃饭、左顾右盼等，都是真心的“妙用现前”。凡夫“但随相转”，所以在日用而不觉，在目前而不知。若是识性的人，“动用施为，不曾昧却”。

第五，“真心体用一异”，认为真心的“体”和“用”之间的关系犹如水波，“约相则非一，约性则非异”，因为“用从体发，用不离体；体能发用，体不离用”。

第六，“真心在迷”，谓真心凡圣同一，但凡夫以妄心认物，失自净心，为此所隔，所以真心不得现前，但如暗中树影，地下流泉，有而不识耳。

第七，“真心息妄”，真心在妄是凡夫的特征。关于出妄的方法，知讷引《永嘉证道歌》说：“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宗门是怎样医治妄心的呢？知讷回答“以无心法治妄心也”。至于什么才是“无心”，知讷指出：“今名无心，非无心体。名无心也，但心中无物，名曰无心。”故祖师云：“汝但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是此心旨也。据此则以无妄心，非无真心妙用也。”显然，知讷是承认“心体”具有实存性的，而所谓心体实际上就是“真心”。那么，“无心”所指的是真心不被外物所蒙蔽，并不是说没有真心之体。举例来说，“如言空瓶，瓶中无物名曰空瓶，非瓶体无名空瓶也”。既然“空瓶”的真实含义是说瓶中没有东西，并非没有瓶子，那么“无心”也只是否定世俗妄念的真实性，并不是说心体的不存在。

在“真心”和“无心”的关系上，早期禅宗如牛头宗一系，基本上是把真心等同于无心，他们提出“道本虚空”、“无心合道”等主张，使禅宗的心性论带有明显的般若性空倾向。然而，知讷则是在坚持弘忍、慧能一系“即心是佛”、“心净成佛”、“见性成佛”的路线上发展出自己的心性论。他认为，真心是众生乃至万物的本体；无心并不构成对真心的否定，也不等同于真心，而是显现真心的最重要的手段。这样，真心属于本体论范畴，无心则属于方法论范畴。

知讷将前人所说的无心功夫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最后一共归纳为十种。①“觉察”，这是一种息妄的功夫。知讷认为平常绝念和防止起念是不够的，正确的方法是“妄觉俱忘”，这才叫无心。所以祖师有云：“不怕念起，只恐觉迟。”偈云：“不用求真，唯须息见。”②“休歇”，指的是休歇妄心，做到心不起念，亦即所谓“不思善不思恶，心起便休，遇缘便歇”。以上两种功夫可以说是对慧能以来“无念为宗”旨趣的具体发挥。③“泯心存境”，即一切妄念俱息，不顾外境，但自息心。这是所谓“夺人不夺境法门也”。④“泯境存心”，指做功夫时将一切内外诸境悉观为空寂，只存一心，孤标独立。此所谓“不与万法为侣，不与诸尘作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心若着境，心即是妄；如果无境，妄便无从谈起。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夺境不夺人”。⑤“泯心泯境”，即先空寂外境，再灭内心，待内外心境俱寂，当然也就无妄可言。是为“人境两俱夺法门也”。⑥“存境存心”，指心住心位，境住境位。有时心境相对，则心不取境，境不临心，各不相到，自然妄念不生，于道无碍。此即“人境俱不夺法门”。以上四种功夫都是讨论如何处理“心”与“境”，即主客观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心指常人的思维活动和认识能力，境则指自身和身外的一切事物和一切现象。这种分别意义上的心和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其中对前者的偏执为“我执”，对后者的偏执则为“法执”。知讷说这四种工夫都是“祖师”的法门，而他所说的祖师当指临济宗的创始人义玄。义玄启发弟子时所采取的方法正是“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义玄还进一步解释说，夺人不夺境就如同“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前一句暂时存境，后一句则是夺人，其针对的对象是偏执“我”为实有的人。夺境不夺人如同“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前一句夺境，后一句存人，此即针对偏执外境为实有的人而言。人境俱夺如同“并汾绝信，独处一方”，乃针对我、法二执之人所说的。人境俱不夺则如同“王登宝殿，野老讴歌”，这里针对已破除我执和法执的人而说的。⑦“内外全体”，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以及内身外器等一切诸法同有真心之体，湛然虚明，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异。整个大千沙界打成一片，妄心又从何处产生呢？⑧“内外全用”，指一切内外身心器界诸法及一切动用施为都可以看作是真心的妙用。所有的心念一旦产生即是妙用现前，如此“妄心向什么处安着”？⑨“即体即用”，指做功夫时虽冥合真体，一味空寂，但于中内隐灵明，这时体即是用；若灵明中内隐空寂，则用即是体。⑩“透出体用”，指做功夫时不分内外，也不辨东西南北，将四方八面只当作一个“大解脱门，圆陀陀地体用不分”，如此通身打成一片其妄何处得起？

以上四种功夫涉及的是如何处理真心的体用关系。体、用这对范畴在中国哲学中出现较早，孔子在《论语》中即已说过“礼之本”和“礼之用”，可见他已注意到“本”和“用”（亦即“体”和“用”）这对概念。体用范畴的一种解释是：“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唐崔憬《周易探元》（卷下）也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比如说，天地是体，产生万物的功能是用；动物的形躯是体，灵识是用；植物的枝干是体，生性是用；等等。另外，这一范畴还可解释为：“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三国魏王弼《老子注·三十八章》云：“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意即万物以“无”为本体，才有各种表现、功用。佛教引入体用范畴时，更多的是采用后一种含义。梁武帝萧衍在所著《立神明成佛义记》中说：“心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兴废，一本之性不移。”时朝臣沈绩曾将萧衍的“本用”直接注释为“体用”，他说：“既有其体，便有其用……用有兴废，体无生灭。”唐代佛教中体用范畴的使用已很普遍，如慧能的《坛经》就说过：“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这里的“体”指的是真如本体或自性本体，“用”则指真如或自性的作用。知讷也看重体用范畴，并将之运用于修习实践中，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因而应当说是对佛教思想的丰富和发展。[19]
第八，“真心四仪”，谓证真心息妄心的方法不只于习坐观，而是像《证道歌》所说“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第九，“真心所在”，谓“真心妙体遍一切处……真心妙用随感所现，如谷应声”。由于真心之体无所不在，悉能起用，所以处处菩提路，头头功德林；又因因缘存无不定，故妙用不定。

第十，“真心出死”，谓生死本无，众生颠倒而妄见生死。“今见无生死而不能脱生死者，功夫不到故也。”

第十一，“真心正助”，“以无心息妄为正，以习众善为助”。“助”为方便手段，比如《起信论》中所发之第一种“真心”（正念真如法）属“正”，第二种“深心”（集一切善行）和第三种“大悲心”（欲拔除一切众生苦）便属于“助”。知讷认为，修善行时如不同“无心”相应，取着因果，便会落入凡夫人天报中，难证真如，不脱生死；如与“无心”相应，则为证真如之方便。但如果不习众善，不仅不能达到真心，而且还会懈怠，恶道尚不能免，况脱生死。不难看出，知讷强调“助”的作用，实即承认教门的各种修行手段，由此又可以看出知讷对宗门以外的各派也是持宽容、统一态度的。

第十二，“真心功德”，谓无心修因，显性功德，此诸功德本来自具，“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

第十三，“真心验功”，谓修习真心如同牧牛一般，先须牵引强制，积累工夫，待渐次成熟后才能无拘无碍，“如露地白牛，不伤苗稼”。

第十四，“真心无知”，真心和妄心一同对境时，二者的区别在于：于境上起贪嗔痴三毒，即是妄心；若真心者，无知而知，平怀圆照，无憎受，无取舍。又，妄心常在二边，不知中道；真心则居有无而不落有无，常处中道。又，真心乃平等心、平常心是也。

第十五，“真心所往”，谓真心修习成熟时，便可超脱生死轮回，四生六道一时消殒，山河大地悉是真心，临命终时，自然业无所系，虽有中阴，所向自在，天上人间，随意寄托。

在对“真心”做了全面的阐发之后，知讷还谈到了“文字”和“真心”的关系问题。传统禅宗对文字大致持有两种态度，即立与不立文字言说。传说中达磨的禅法有“理入”和“行入”二门，可见是将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二祖慧可认为达磨的禅法“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20]更说明他是不排斥语言文字的。文字问题还涉及对经典的态度，因为经典都是用文字形式表现的。达磨曾主张“藉教悟宗”，并以四卷《楞伽经》授慧可。继而三祖僧璨又以《楞伽经》为心要，四祖道信依《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撰《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五祖弘忍则在《楞伽经》的基础上劝人“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21]我们知道，慧能正是“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的。慧能之后，荷泽神会一系仍主张“不破言说”，他教人“广读大乘经典”，并且“每月作坛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立知见，立言说为戒定慧”。[22]但是，慧能门下的另一系即保唐无住则坚持“直指心地法门，并破言说”，“但依义修行，莫着言说；若着言说，即自失修行分”。[23]持这种见解的还有洪州、石头两系，比如洪州系的百丈怀海就曾说过：“但不著文字，隔渠两头，捉汝不得。”又说：“若说文字，皆是诽谤。”[24]怀海的弟子黄檗希运“独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印，唯传一心，更无别法”。[25]希运明言：“若形纸墨，何有吾宗！”[26]这一宗风又为义玄所继承，他认为“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27]把名言章句看作是“曲顺人情”和“接引小儿”的方便。洪州与石头两系对经典的排斥也是有名的，他们认为“读经看教，若不解他生死悟，决定透他义句不过，莫读最是第一”。[28]义玄觉得：“设若解得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无事的阿师。”[29]此风后来愈演愈烈，以致出现丹霞天然劈佛烧火、德山宣鉴对佛祖经教恶语相加的狂禅倾向。

对于传统禅宗所标榜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见性成佛”这一口号，知讷既没有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而是采取了所谓的“直说”方式。《真心直说》的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

或曰：祖师妙道，可得知乎？曰：古不云乎，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想，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地，犹如太虚宽廓，岂可强生是非耶！或曰：然则诸祖出世无益众生耶？曰：佛祖出头（“头”疑为“世”），无法与人，只要众生，自见本性。《华严》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是故佛祖不令泥着文字，只要体歇，见自本心。所以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或曰：昔闻马鸣造《起信》，六祖演《坛经》，黄梅传《般若》，皆是渐次为人，岂独无方便，于法可乎？曰：妙高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30]

在知讷看来，“道”（“真心”）不属于“知”和“不知”的范围，更不是本身局限性很大的语言文字所能正确表达的。禅宗的这种“第一义”或“第一句”之所以不可谈，是因为如同《文益禅师语录》所说的那样：“我向尔道，是第二义。”知讷形容的“妙高顶上”实即真心显现的最高境界，“真心幽微，绝思绝议”，因而“从来不许商量”，即绝对不是通过语言文字和思辨所能达到和表现的。但是，知讷又看到，“第二峰头”即经教是可以言说的。而且，相对于“妙高顶上”来说，“第二峰头”是阶梯。没有这一方便的阶梯是无法达到“妙高顶上”的。他的“直说”正是基于这一基础之上，所以“不惜眉毛，谨书数章，发明真心，以为入道之基渐也”。[31]
知讷的另外几部著作，如《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和《牧牛子修心诀》中也都谈到了“真心问题”。在《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中，知讷说：“荷泽神会是知解宗师，虽未为曹溪嫡子，然悟解高明，决择了然。密师宗承其旨，故于此录中，伸而明之，豁然可见。今为因教悟心之者，除去繁词，钞出纲要，以为观行龟鉴。”[32]这段话标明了知讷思想的师承渊源。不过，知讷对其所继承的思想也是批判地加以吸收的。比如圭峰宗密曾评价北宗、洪州（马祖）、牛头三宗时说：

上三家见解异者，初一切皆妄（北宗）、次一切皆真（洪州），后一切皆无（牛头）。若就行说者，初伏心灭妄（北宗），次信任情性（洪州），后休心不起（牛头）。

又说：

洪州常云贪、嗔、慈善皆是佛性……彼宗于顿悟门，虽近而未的，于渐修门而全乖。牛头已达空故，于顿悟门而半了，以忘情故，于渐修门无亏。北宗但是渐修，全无顿悟故，修亦非真。荷泽则必先顿悟，依悟而修。[33]

宗密对各家的取舍是明确的，但知讷却没有苟同，他在尊崇荷泽系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先以荷泽所示言教，决择自心性相体用，不堕空寂，不滞随缘，开发真正之解。然后历览洪州、牛头二宗之旨，若合符节，岂可妄生取舍之心耶！[34]

相对于一切皆妄的北宗、一切皆真的洪州和一切皆空的牛头三家来说，知讷毕竟倾向于荷泽一系的“空寂慧知”说。关于寂知的心体，知讷在该文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切众生，不拣愚智善恶，乃至禽兽，所有心性皆自然了了常知异于木石者，且不是缘境分别之识，亦非证悟之智，直是真如自性，不同顽虚，性自常知。《华严经·回向品》云：真如照明为体。《起信论》云：真如体相，真实识知。《拘那含佛传法偈》云：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等，是其意也。[35]问：既云灵知之心，直是真如自性，非缘境分别之识，亦非证悟之智，我等今者，住妄识分别，求佛知见，如将黑槵子，炼作摩尼，徒劳精进，何时相应哉？

答：真知虽寂，而常在万缘，妄想虽虚，而恒冥一性，岂可不识根由，自生艰阻……汝若谓现今心识分别，实有体性者，如痴孩子见明珠，现黑色时，不知影像全空，直言黑珠，纵闻人说此是明珠者，缘目睹其黑，亦谓被黑色缠裹，拟待磨拭，去却黑暗，方见明珠。如是见解，坚执不舍，则宛是学大小乘法相之人，着相之见，何言志慕心宗，乐闻深义，专求定慧者乎？今之所明空寂灵知，虽非分别之识，亦非证悟之智，然亦能生识之与智。或凡或圣，造善造恶，顺违之用，势变万端。所以然者，以体知故。对诸缘时，能分别一切是非好恶等。虽对诸缘，爱憎嗔喜，似有起灭，能知之心，无有间断，湛然常寂。是知迷时，谓心为动，悟则知心无起耳。文云：迷时亦知，知元不迷；念起说知，知元无念。乃至哀乐喜怒爱恶，一一皆知，知元空寂，空寂而知，即于心性，了然不惑。以是道理，密师每向学人道：汝今了了能知，现是佛心……[36]

知讷对“空寂灵知”的心体的描述是很详细的。在此基础上，他还从心的体和用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所谓的“离念心体”，得出了否定“空寂灵知”这一“心体”以外之一切的“全拣门”和肯定一切万法为“心体”之用的“全收门”。“离念心体”包含众妙，从这种意义上讲是“全收门”，但“离念心体”又超越言词，因而又属于“全拣门”。[37]拿教门来说，“全拣门”大致接近扫荡一切名相的般若学，而“全收门”则接近于华严圆教的法界缘起论。如果拿禅宗和教门来对比，禅宗的“直指人心”无疑同“全拣门”相仿，而教门的各种说法则是“全收门”。以上二门的确立，仿佛让我们看到了知讷志在融会禅教两宗的真实用意。

《修心诀》里谈到心性问题的地方也很多。在这篇文章里，知讷首先提出“佛即是心”这一命题。他说：“三界热恼，犹如火宅，其忍淹留，甘受长苦。欲免轮回，莫若求佛；若欲求佛，佛即是心；心何远觅，不离身中。色身是假，有生有灭；真心如空，不断不变。故云百骸溃散，归火归风；一物长灵，盖天盖地。”[38]佛即是心，它的性质是“空”、“不断不变”。因为它是“不离身中”，所以无须外求；因为它是“一物长灵”，所以不随色身而溃散。知讷指出，今人的弊病在于远推诸圣，不观己心。这样做只会徒劳无益。正确的做法是“但识此心”，“离此心外，无佛可成”。所有的诸佛如来，他们只不过是“明心的人”。

有人问道：既然说佛性现在此身，那么我们怎么会看不到呢？知讷说，所谓佛性是体现在它的“作用”上的。你十二时中知饥知渴，知寒知热、或嗔或喜，这是为什么呢？人的色身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的，四大“质顽而无情”，不具备“见、闻、觉、知”的功能，而之所以能见闻觉知，则必然是佛性的作用。因此，要问“性在何处”，回答是“性在作用”。当“性”的作用出现时，一共有八种情况：“在胎曰身，处世曰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者唤作精魂。”[39]
文章中，知讷还进一步强调心性的本体为“空寂灵知之心”。他说：“诸法如梦，亦如幻化。故妄念本寂，尘境本空。诸法皆空之处灵知不昧，即此空寂灵知之心，是汝本来面目，亦是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天下善知识密密相传的法印也。”[40]此心是每个人自己的，认识自心的法门只能是“反照”，而不能外觅。人从早到晚十二时中或见或闻、或笑或语，是什么能进行这种“运转施为”的呢？如果说原因是色身，那么等人一念命终，肉体还没有腐烂的时候却已眼不自见，耳不能闻，所以，能“见闻动作，必是汝本心，不是汝色身”。对此心的迷悟构成了凡圣之间的差别。当然，无论是迷是悟，心的本体是一样的、不变的，它“在圣而不增，在凡而不减”。从这个角度讲，佛祖同凡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不同的，是佛祖能自护心念。[41]
二 顿悟、渐修论

上节介绍的“心性论”是知讷确立的佛教本体论，本节所要介绍的“顿悟、渐修论”以及“惺寂等持门”“圆顿信解门”“径截门”是知讷倡导的方法论。

知讷在总体上将一切佛教教义区分为两大部分，即人、法二门。人为能证，法为所证。人是修证真理的人，法是被修证的教法。人法二分法理论上来源于宗密。讷引《法集别行录》说：“诸教开张，禅宗撮略。撮略者，就法有不变随缘二义，就人有顿悟渐修两门。二义现，即知一藏经论之指归；两门开，即见一切贤圣之轨辙。达摩深旨，意在斯焉。”[42]诸教漫无边际，禅宗将其撮略成人、法二门；法有不变、随缘二义，人有顿悟、渐修二门。知讷发挥道：

牧牛子审上录中，设法旨趣，于一真法界，分为二门：一、法，二、人。初约法开随缘、不变二义，次依人辨顿悟、渐修二门。条分缕析，焕然明白。我等末法比丘，夙劫有缘，逢此妙门，信解受持，自于自心，不迷修真之路，岂不庆幸哉。[43]

又说：

上来所举法门，并是为依言生解悟入者，委辩法有随缘不变二义，人有顿悟渐修两门。以二义，知一藏经论之指归，是自心之性相；以两门，见一切贤圣之轨辙，是自行之始终。如是拣辨，本末了然，令人不迷，迁权就实，速证菩提。[44]

可见，知讷的“二义”“二门”论避免了一般禅流狭隘偏激的倾向，因而被视为禅教二宗共同的指导原则。

一般人理解“见性”即是“圣人”，而圣人就该“应现神通”，但现今修心之辈却没有一人能发现神通，这又为什么呢？知讷认为，把成佛和神通联系起来是“迷倒之人”的“邪说”，正确的修行路线是“先须信解自心性净妙心，方能依性修禅”。有了正确的信解，工夫加深，才有神通自然出现。相对来说，修心为体，神通为末。修行的目的是要“识心达本，但得其本，莫愁其末”。所以，在先德们看来，“三明六通”也只不过是“圣末边事”。知讷对神通所做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为了突出信解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要将顿悟和渐修相提并重呢？知讷回答说：

夫入道多门，以要言之，不出顿悟渐修两门耳。虽曰顿悟顿修，是最上根机得入也。若推过去，已是多生，依悟而修，渐熏而来，至于今生，闻即开悟，一时顿毕。以实而论，是亦先悟后修之机也。则而此顿渐两门，是千圣轨辙也。则从上诸圣，莫不先悟后修，因修乃证。所言神通变化，依悟而修，渐熏所现，非谓悟时即发现也。[45]

顿悟、渐修两门是千圣不易的轨辙。虽说“上乘根机”的可以“顿悟顿修”，但他们在以前的“多生”中一直是“渐熏而来”，所以顿悟和渐修是不矛盾的。而且，悟后仍然必须继续修行，这就是“先悟后修”的路线。知讷之前，禅门九山分属顿渐二门。他在实践上极力调和顿、渐两派是有针对性的。此后九山都归属于曹溪一宗，原因在于曹溪宗在理论上已做好统一各派的准备。

对于“顿悟”的理解，知讷引《楞严经》说：“理即顿悟，乘悟并消；事非顿除，因次第尽。”这就是说，所谓顿悟是就“理”而言，是对“理”的把握。打比方说，因灯光照射长年以来一直处于黑暗中的洞窟，当灯光照射的一刹那黑暗即便消失。然而，祛除“烦恼”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渐修”来完成的。知讷还引宗密的话并强调说：

故圭峰深明先悟后修之义，曰：识冰而全水，借阳气以熔消。悟凡夫而即佛，资法力以熏修。冰消则水流润，方呈溉涤之功；妄尽则心灵通，应现通光之用。是知事上神通变化，非一日能成，乃渐熏而发现也。[46]

人处于“迷悟”状态时，不知道自己的灵知就是“真佛”，反而向心外觅佛。后遇善知识指点，“一念回光，见自本性”，认识到此性中元无烦恼，具备了“无漏智性”，并且与“诸佛分毫不殊”。知讷说，这就是“顿悟”。但是，虽然在“理”上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与佛无殊”，而“无始习气”难卒顿除，只有依悟渐熏，长养圣胎，这样久久自然成圣。比如孩子初生之日，诸根具足，与他无异，然其力未充，颇经岁月方始成人。

顿、渐之间的关系，澄观和宗密大体上都分为六类，即顿悟顿修、顿修顿悟、顿修渐悟、渐修顿悟、渐修渐悟、顿悟渐修。知讷引澄观《贞元疏》说：

若明悟相，不出二种：一者解悟，谓明了性相；二者证悟，谓心造玄极。若明顿渐者，乃有多门。

若云顿悟渐修，此约解悟，谓豁了心性后渐修学，令其契合，即悟如日照，顿朗万法，修如拂镜，渐莹渐明。

若云渐修顿悟，谓初摄境唯心，次观心本净，后心境双寂，瞥起不生，前后际断，湛犹停海，广若虚空。此约证名悟，即修如莹镜，悟似镜明。

若云渐修渐悟，亦是证悟，即修之与悟，并如登台，足履渐高，所鉴渐远。

若云顿悟顿修，此通三义：若先悟后修，谓廓然顿了，名之为悟；不看不澄，不收不摄，旷然合道，名之为修，此即解悟；以定为门，亦犹不拂不莹，而镜自明。

若云先修后悟，谓依前而修，忽见心性，名之为悟。此为证悟，即修如服药，悟如病除。

若云修悟一时，谓无心忘照，任运寂知，则定慧双运，如明镜无心，顿照万象，则悟通解证。[47]

宗密在所著《禅源集都序》中解释顿渐关系时说：

一、渐修顿悟，如伐木片片渐斫，一时顿倒。又如远诣都城，步步渐行，一日顿到也。

二、顿修渐悟，如人学射，顿者箭箭直注意在于的，渐者久久方始渐亲渐中。此说运心顿修，不言功行顿毕也。

三、渐修渐悟，如登九层之台，足履渐高，所见渐远，故有人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上皆证悟也。有云先须顿悟，方加渐修者，此约解悟言也。

四、顿悟顿修，此说上上智……一闻千悟，得大总持，一念不生，前后除断，断障如斩一丝，万条顿断，修德如染一丝，万条顿色。

此门有二义：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即是证悟。

五、顿悟渐修，如日光顿出，霜露渐消；孩子顿生，志气渐成；猛风顿息，波浪渐停。[48]

以上五类中第四类“顿悟顿修”因涉及“先顿悟后顿修”和“先顿修后顿悟”两种，所以一共仍为六类。

比较澄观和宗密二人的顿渐观，知讷认为“顿悟渐修名字虽同，二师所立顿渐迥异”。总体来讲，凡是先修后悟的悟便是“证悟”，相反，先悟后修的悟便是“解悟”。澄观、宗密二人的不同之处，如果以图表显示则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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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顿渐中，澄观增加了“悟修一时”类，这既属证悟，又属解悟。宗密则代之以顿修渐悟，是为证悟范围。在顿悟渐修的关系上，澄观更侧重于修，即先修后悟；宗密则将修从属于悟。[49]
较之澄观，知讷在理论上更加自觉地倾向于宗密。宗密（780—841）是唐代僧人，华严宗五祖。曾师事澄观，并自称是荷泽系的传人。著《禅源诸诠集》[50]，以心学为基础，倡导禅教合一，又进而鼓吹儒释调和。宗密在心性论上主张“空寂之心，灵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一般来说，佛教诸派都把“心”当作世间、出世间的本源，宗密却说“知即是心”，给“心”加上“知”的界定。在这里，“知”又有两种含义：一是“空寂”，即没有任何规定性；二是“灵明”，“自然常知”，它包括了佛教诸圣所证之“理”和能证之“智”，以及六道众生情识之所依。宗密还将华严宗用来谈论理事圆融的“不变随缘”和“随缘不变”搬到禅宗的宇宙观和解脱观中来，这样“空寂灵明”的“知”作为万物变化的本体遂名“不变”，而菩提涅槃，生死流转也都本此而起，故亦称“随缘”。知讷不仅接受了宗密的佛教本体论思想，同时也广泛地采纳了宗密的“顿悟渐修”论。他引证《禅源诸诠集都序》说：

如云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磨门下，展转相传，是此禅也。

知讷舍澄观而取宗密，正是在于宗密顿悟到自心本来清净，具足无漏智性，因而是“最上乘禅”。知讷还特别注意到这里所讲的“悟后修门”，认为此门具有两重含义：

初依此而修，是依自心本无烦恼之义。不看不澄，旷然合道，任运修也。是谓根本一行三昧，亦是清凉所立顿修也。次若能念念下，从根本三昧，任运寂知，众行爰起故，悲愿相资，念念修习百千三昧，身知通光，渐渐自在，普利群生，同卢舍那佛。录中所立渐修，正谓是也。此是圆渐，非渐圆也。以不离本所悟自心真法界之圆修故，不离无念修之辨事修也。[51]

这里的“任运修”指的是澄观“顿悟顿修”义中的“不看不澄，旷然合道”，这就是所谓的“无心合道”。至于“无念修”，知讷认为来自荷泽神会。他说：“如荷泽宗云：若遇善友开示顿悟空寂之知。知且无念无形，谁为我相人相！觉诸相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之即无。修行妙门，唯在此也。此正是悟后无念修也。”[52]“辨事修”指的是悲智双运、万行齐修，从而成就百千三昧和佛智果德。“辨事修”是渐修义，亦即悟后渐修。关于这一点，知讷还有更详细的说明：

此悟后修门，非唯不污染，亦有万行熏修，自他兼济矣。今时禅者，皆云但明见佛性，然后利他行愿自然成满。牧牛子以谓非然也。明见佛性，则但生佛平等，彼我无差，若不发悲愿，恐滞寂静。《华严论》云：智性寂静，以愿防智是也。故知悟前惑地，虽有志愿，心力昧略故，愿不成立。悟解后，以差别智，观众生苦，发悲愿心，随力随分，行菩萨道，觉行渐圆，岂不庆快哉！此悟后化用，有平等差别二义。平等化顿现，而差别化渐圆，居然可知矣。[53]

知讷在《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以及《定慧结社文》《修心诀》等著作中反复强调悟后渐修的重要性。他高举神会“备修万行，无念为宗”的旗帜，其中“备修万行”实即“辨事修”，而“无念为宗”则为“无念修”。所谓“无念修”是一种不离“真如三昧”“一行三昧”的万行齐修，知讷说这种修行是“圆渐”而非“渐圆”。无论是“辨事修”还是“无念修”，知讷觉得都不是澄观思想所具备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顿悟、渐修”的名字虽然相同，但含义在澄观和宗密那儿是迥异的。

上文中，我们看到澄观和宗密所列举的顿渐义一共有六种，而知讷独取其中的“顿悟渐修”一种，其原因何在？在知讷看来，六种顿渐中“渐修顿悟”“顿修渐悟”“渐修渐悟”“顿修顿悟”四种悟都属于“证悟”，“证悟”之前的修叫“悟前修”。既然是“悟”之前的修，当然也就谈不上是“真修”，这种没有觉悟真实自性时的修行知讷称之为“妄修”。但“顿悟渐修”就不同了：

先须顿悟，方可渐修者，此约解言也。约断障说，如日顿出，霜露渐消。约成德说，如孩子顿生，志气渐成。故《华严》说，初发心时，即成正觉，然后三贤十圣次第修证。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54]

照传统佛教的教义来说，“顿修顿悟”是仅限于前世缘熟的大菩萨们的根机，缺乏万人共通的普遍性。“顿悟顿修”或“悟修一时”虽然最为理想，但实际上属于这种根机的人是没有的。而且从三世的角度看，“先顿悟后顿修”和“先顿修后顿悟”实际上也还是多生渐薰而成的。

以上是知讷在澄观、宗密的顿渐观上所做的辨析，并从中择取了“顿悟渐修”一门。关于顿渐的定义，知讷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张。他说：“就人论，即有迷悟凡圣。从迷而悟即顿，转凡成圣即渐。”[55]这里，顿悟指思想上的认识，渐修为具体的实践。他还形象地说：“如有大官，梦在牢狱，身着枷锁，种种忧苦，百计求出，遇人唤起，忽然觉悟，方见自身，元在自家，安乐富贵，与诸朝寮，都无别异。”[56]这里的大官指佛性，梦指处于迷中，牢狱代表三界，身喻阿赖耶识，枷锁为贪爱，种种忧苦为受报，百计求出为闻法勤修，遇人唤起指得见善知识，忽然觉悟指闻法心开，方见自身指的是法身真我，元在自家即经文上所讲的毕竟空寂，安乐者寂灭为乐也，富贵者指积有恒沙功德，与诸朝寮无异指同于诸佛之真性。就这个生动的例子，知讷发表感慨道：

愿诸求道者，于此顿悟门，进退思看，法喻分明，时中自验。若无解悟处，修岂称真哉！予见教学者，滞于权教所说真妄别执，自生退屈，或口谈事事无碍，不修观行，不信有自心悟入之秘诀。才闻禅者，见性成佛，以谓不出顿教离言之理，不知此中，圆悟本心不变、随缘、性相、作用、安乐、富贵同于诸佛之意，岂为有智慧人也！又见禅学者，但知过量机，不践阶梯，径登佛地之义，不信此录中有悟解后初入十信位之文，以故才有自心开发处，不知解行之深浅、染习之起灭。多有法慢，所发言句越分过头。《华严论》亦云：大心凡夫，于信因中，契诸佛果德分毫不谬，方成信也。若知此意，则不自屈，不自高，方为得意修心者也。此后渐修，是圆渐，切须审详。[57]

由于众生多劫妄执四大为我，相沿相习，卒难顿除，所以要依赖悟后的渐修。真正的渐修是“于恶断而无断，于善修而无修”，是“为真修矣”。对于渐修，知讷还引水波之喻：

今明渐修喻者，如水被风激，成多波浪，使有漂溺之殃。或阴寒之气，结成冰凌，即阻溉涤之用。然水之湿性虽动静凝流而未尝变易。水者，喻真心也；风者，无明也；波浪者，烦恼也；漂溺者，轮回六道也；阴寒之气者，无明贪爱之习气也；结成冰凌者，坚执四大双质碍也；即阻溉涤之用者，溉喻雨大法雨，滋润群生，生长道芽，涤喻荡除烦恼，迷皆不能故云阻也。然水之湿性虽动静凝流而未尝变易者，贪嗔时亦知，慈济时亦知，忧喜哀乐变动未尝不知，故云不变也。今顿悟本心常知，如识不变之湿性，心既无迷，即非无明，如风顿止，悟后自然攀缘渐息，如波浪渐停。以戒定慧资熏身心，渐渐自在，乃至神变无碍，普利群生，名之为佛。[58]

这便是知讷渐修义的纲领。

三 惺寂等持门·圆顿信解门·活句径截门

金君绥撰《普照国师碑铭》说，知讷尝教人诵《金刚经》，演《六祖坛经》之义，并以李通玄之《华严论》和宗杲的《大慧语录》为双翼。又说他在修行坐禅上具体开三门接人，即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惺寂等持门、圆顿信解门、活句径截门。

（一）惺寂等持门

大定二十二年壬寅（1182），25岁的知讷应僧选合格之后，不久便南游至昌平清源寺住锡。一日，知讷在该寺学寮见《六祖坛经》，读至“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见闻觉知，不染万象，真性常自在”处，喜不自禁，得未曾有，遂起绕佛吟诵。由此便形成了“惺寂等持”这一颇具特色的开悟法门。“惺寂等持”的意思是说，精神虽然总是明显地醒着，但不为动摇，不为污染。不分场所和时间总在醒着便是惺惺的境地；醒着，故而一切皆随因缘而视、而行，但是心却不为所视、所行所左右，便是寂寂的境地。就是说，随时随地总是见闻觉知，但却不计较分别，对世间原貌保持直觉观照的状态便是所谓的惺寂等持法门。

功能上，“惺惺寂寂”同“禅定”的含义是相近的。汉译梵文Samadhita为“等引”，意为调整沉郁、轻躁、昏沉和散乱（掉举）的心境以达到平静、明了的状态。又译Samapaatti为“等持”、“等至”。“等持”意为依“等引”来维持精神统一的境地；“等至”指在禅定中身心的平等安和。总的说来，禅定就是要对治昏沉和散乱，澄清各种杂乱的想法而达到一念明了的境地。据说，达磨曾教慧可“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前者相当于“寂寂”，后者相当于“惺惺”。除禅宗外，天台宗也注重惺寂法门。《定慧结社文》引《十疑论注》释“无念”说：“无念者即是真如三昧，直须惺惺寂寂，不起攀缘，实相相应。”[59]不过，对知讷惺寂等持观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当是他十分崇敬的唐代永嘉玄觉禅师。知讷引《永嘉集》说：

寂寂谓不念外境善恶等事，惺惺谓不生昏住、无记等相。若寂寂不惺惺，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此乃缘虑。不寂寂不惺惺，此乃非但缘虑，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唯历历，兼复寂寂，此乃还源之妙性也。[60]

知讷的惺寂等持门就是在玄觉思想的基础上展开的。他认为，此行门是在悟得“心性本净，烦恼本空”之理后的“修行”，其具体做法为：

即于初中后夜，阒尔忘缘，兀然端坐，不取外相，摄心内照。先以寂寂，治于缘虑；次以惺惺，治于昏沉。均调昏散而无取舍之念，令心历历，廓然不昧，无念而知。[61]

有人问他，修多罗（契经）中已经有“百千三昧”、“无量妙门”，诸菩萨依教奉行达到了断证的阶位，以至有三贤、十地、等妙二觉等。今天只择取惺惺寂寂二门来对治昏沉和缘虑，希望由此达到究竟的果位，这种做法“不其惑乎”？

知讷回答说：

今时修心人具佛种性，依顿宗直指之门，发决定信解者，直了自心常寂，直然惺惺。以此而起修故，虽具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无作为本也。以无念无作故，无有时劫地位渐次之行……此中惺惺寂寂之义，或直约离念心体，或曰用功门说之，故修性俱圆，理行兼畅。修行径路，莫斯为最。……而今若得离念心体，即与佛智相契，何论三贤、十圣次第法门！圆觉修证义云：顿门无定位，心净即名真。《起信论》云……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即为向佛智故。[62]

强调“以无念为宗，无作为本”，坚持的正是慧能的宗教路线。这种“顿宗直指之门”特点在于直指离念心体，惺寂等持这门功夫就是要原封不动地顿证常寂常知的心体。而且，这一心体不是修得的，它原本清净，毫无污染，所以无修得之必要，只需自觉便可。离念的心体处于一种无念、无相、无作的状态，它与佛智相契，“一超直入如来地”，因而不需要三贤、十圣等渐次法。从这一点说，惺寂等持也就是百千三昧无量妙义的总括。

知讷虽然反对三乘渐次的行位，但却强调悟后“圆修”的重要性。他指出：

但学教学禅之者，虽遇妙旨，高推圣境，自生怯弱，未能深观自性日用见闻觉知之性，是无等等大解脱故，生多般疑惑耳。此后更引诚证，具明顿超见性者，虽不藉三乘渐次行位，亦不碍悟后圆修行门。如是悟修本末，不离圆明觉性惺寂之义。愿令修心人，迁权就实，不枉用功，自他速证无上菩提。[63]

这里仍可以看出，知讷随时随地都在做教、禅之间的调和融合工作，只是他强调渐修必须是在开悟之后，而不应在开悟之前。在这一基础之上，知讷高度重视性、修二门，亦即顿悟、渐修二门，认为“此性、修二门，如鸟之两翼，阙一不可也”。[64]
知讷的惺寂等持论和他的定慧双修论是相通并互为表里的。定慧是三学的主要内容，佛的说教以及历代祖师的法门凡形诸文字编成典籍的则为“能诠”，典籍中蕴含的教理则为“所诠”。能诠又可细分为经、律、论三藏，所诠也可以细分为戒、定、慧三学。由于戒学是保证其他二学的基础，所以三学时常略为定慧二学。其中，定的作用在于摄乱，慧的作用是观照事理。知讷从禅、教一元论出发，把禅纳入定学，而将教归入慧学。他坚持慧能一系定慧不二、定体慧用、定慧等学等教旨，并参照玄觉惺寂等持之行法，以及澄观的“定慧相资”、宗密的“习定均慧”等思想，确立了以惺寂等持为核心内容的定慧双修实践路线。

知讷定慧观的形成无疑受到天台宗止观思想的影响。道宣作《慧思传》时说：“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南北禅宗，罕不承绪。”上一章介绍的大觉国师义天曾使天台教观风靡一时，此风定当波及知讷之世，所以他二人在强调禅教密不可分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只是知讷主禅融教，而义天则主教摄禅。义天十分赞赏“古之所谓禅者，藉教习禅也”，同时明确反对“今之所谓禅者，离教说禅者也”。他认为藉教习禅是“因其诠而得其旨”，而离教说禅则是“遗其实而执其名”。知讷站在禅的立场上提出了藉教明宗这一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他和义天在遵奉华严宗历代祖师——如贤首、澄观、宗密等——所开创的禅教融和、定慧双修路线上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定慧，一般的解释——如知讷所引《翼真记》——大致为：“定以称理摄散为义，能超六欲。慧以择法观空为义，妙出生死。”在此，知讷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六根摄境，心不随缘谓之定；心境俱空，照鉴无惑谓之慧。”至于定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若设法义，入理千门，莫非定慧。取其纲要，则自性上体用二义。前所谓空寂灵知是也。定是体，慧是用也。即体之用故，慧不离定；即用之体故，定不离慧。定则慧故，寂而常知；慧则定故，知而常寂。如曹溪云：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若悟如是，任运寂知，遮照无二，则是为顿门个者，双修定慧也。[65]

定慧之间，知讷认为是体用关系，但二者即体即用，密不可分。他借用一个比喻说，定与慧如同灯火与灯光，有灯火就有灯光，没有灯火则不存在灯光。其中灯火是体，灯光是用，但在本体上又并非是二。

如果详细划分，定慧又可以分为“自性定慧”和“随相定慧”两种。自性定慧是顿门的任运双修，本寂和本知不相分离。随相定慧则相反，它是“先以寂寂，治于缘虑；后以惺惺，治于昏住。先后对治，均调昏乱，以入于静者”。知讷说随相定慧是“渐门劣机所行”，显然他是倾向于自性定慧的，即主张定慧双修不分先后，平等兼修。

那么，随相定慧是不是毫无作用呢？知讷认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从随相定慧的行相上看：

（由于）障浓习重，观劣心浮。无明之力大，般若之力小，于善恶境界，未免被动静互换，心不恬淡者，不无忘缘遣荡工夫矣……此虽随相门定慧，渐门劣机所行也，对治门中不可无也。若掉举炽盛，则先以定门称理摄散，心不随缘，契乎本寂。若昏沉尤多，则次以慧门，择法观空，照鉴无惑，契乎本知。以定治乎散想，以慧治乎无记。动静相忘，对治功终，则对境而念念归宗，遇缘而心心契道，任运双修，方为无事人。若如是，则真可谓定慧等持，明见佛性者也。[66]

理想的方法应当是定慧等持，体用不离。但是，由于人们业障太厚，习气太重，而观行又弱，心境浮躁，无明力大，智慧力小，因而善恶境界不免被动静互换。对于这样一些人，知讷认为，定（寂）、慧（惺）固然要同等受持，并以此作为究竟觉的境界，但在修行之初，随着根机的不同，仍然可以将定慧分成先后顺序。古人曾经说过：“六根摄境，心不随缘谓之定；心境俱空，照鉴无惑谓之慧。”可见随相定慧在对治门中仍是必要的。当妄想炽盛时，则先以定门随理而收摄散乱，使心不随缘，同作为本体的寂知相契。如果还有昏沉的话，则以慧门择法观空，直至明鉴无惑，与本知相契。

“任运寂知，元自无为”的自性定慧的行相又如何呢？知讷指出：

或者不知善恶性空，坚坐不动，捺伏身心，如石压草，以为修心，是大惑矣。故云：声闻心心断惑，能断之心是贼也。但谛观杀、盗、淫、妄从性而起，起即无起，当处便寂，何须更断。所以云：不怕起念，唯恐觉迟。又云：念起即觉，觉之则无。故悟人分上，虽有客尘烦恼，俱成醍醐。但照惑本无，空花三界，如风卷烟；幻化六尘，如汤消冰。若能如是念念修习，不忘照顾，定慧等等，则爱恶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罪业自然断除，功行自然增进，烦恼尽时，生死即绝。若微细流注永断，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即现百千亿化身于十方国土，赴感应机，似月现九霄，影分万水，应现无穷。度有缘众生，快乐无忧，名之为大觉世尊。[67]

自性定慧是知讷完成自我的最高理想，属于顿门的修行，针对的对象是那些“机胜者”。知讷觉得，即使是悟后的修行中也存在“机胜”和“机劣”两种人，故而不可一概而论。机胜者烦恼淡薄，身心轻安，于善离善，于恶离恶，依自性定慧，任运双修，天真无作，动静常禅，成就自然之理。这些人当然无须随相门来对治烦恼习气。但是，那些机劣者虽然已经顿悟，然烦恼浓厚，习气坚重，对境而念念生情，遇缘而心心作对。这些人必须借助随相门定慧以对治，均调昏乱，以入无为。悟后修的随相门同渐教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这些人“虽借对治工夫暂调习气，以先顿悟，心性本净，烦恼本空故，即不落渐门劣机污染修也”。

（二）圆顿信解门

惺寂等持和定慧双修是知讷确立的修行法门，二者是相通的。那么，惺寂等持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知讷说即领悟自性的空寂灵知。空寂灵知是人人本来具足的，无论是凡是圣都毫无差别，由此，人们应当毫不怀疑地确信成佛不是远在他方而是近在眼前的事。这种确信，便是所谓的圆顿信解。知讷觉得，特别是对那些处在迷悟中不能正确地认识到自身本来是佛的众生来说，这种圆顿信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他曾在谈到禅门中的信时说：

祖门之信，非同教门之信。不信一切有为因果，只要信自己本来是佛，天真自信人人具足，涅槃妙体个个圆成，不做他求，从来自备。三祖云：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志公云：有相身中无相身，无明路上无生路。永嘉云：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故知众生，本来是佛。既生正信，需要解兹。永明云：信而不解，增长无明；解而不信，增长邪见。故知信解相兼，得入道疾。[68]

知讷的圆顿信解思想受李通玄《华严论》影响甚深。之后，知讷著《圆顿成佛论》，正式确立了圆顿信解（观行）门。《圆顿成佛论》一开始便说：

或问牧牛子曰：闻汝所立，今时修心人先以自心日用无明分别之种，便为诸佛不动智，然后依性修禅，方为妙尔。此中不动智佛果，是本觉理佛耶，是新成事佛耶……[69]

设问的意思是说，既然将凡夫日用分别的心识当作“不动智佛”，那么“不动智佛”的正体又是什么呢？实际上，以心日常所用的无明分别的种子为佛的不动智，这与前述惺寂等持门所表述的内容完全一致。修心人虽然见闻觉知，但不染万象的真如自性是日常无明分别的根源。就是说，见闻觉知的主体是佛性，是真心。

对于上述设问，知讷回答道：

予笑曰：山僧少投祖域，所习各异，岂能于今时讲匠，盛论华严成佛是非之门，而能诣谈哉。但修禅余暇，偶得《华严新论》，深有玩味处。今试语汝……《华严论》者是果后大圣李通玄长者所撰……详夫论主旨趣，要以分析华严大义。今末世大心凡夫，于生死地面上，顿悟诸佛不动智，以为初悟发心之源也。是以第二会以普光明智为殿名，说十信法门，直示如来普光明智，大用无方，重重无限，以为信心。又举十色世界、十智如来、十首菩萨，表法示之，令其易解。先举东方金色世界，令发心者，信是自己白净无垢法身之理也。本所事佛，是不动智佛，直信自己无明分别之种，本是诸佛不动智也。上首菩萨是文殊师利，直信自己根本智中，善拣择无相妙慧也。一切众生，闻此普法，发心之者，一一自具如是之法。故《光明觉品》云：一切处金色世界，一切处不动智佛，一切处文殊师利，具如论中广明。[70]

知讷在阐明华严论主李通玄的旨趣时，特别强调其中心思想是要以末世中的大心凡夫于生死地面上顿悟诸佛不动智，并以此作为发心的本源。他认为，华严第二会即说十信法门的场所之所以称作“普光明殿”，其目的在于启发众生心地中隐含的普光明智。为了强调这一信心的本质，故而又让十首菩萨自十色世界、十智如来的住处来参加法会。其上首菩萨是来自金色世界不动智佛所的文殊菩萨。这里的金色世界象征众生白净无垢的法身，不动智佛暗示吾等凡夫日用无明的分别心原封不动地成为诸佛的不动智。显然，所谓十色世界、十首菩萨所表达的是十信法的理实。比如东方金色世界是日月升起、光明普现之处，它象征着处于正信初心的众生打破无明的黑暗并启发光明的菩提心。金色世界也可喻为纯净无垢、不变真如的法身。其余九色世界、九智、九菩萨都是十信法胜进的行位。

关于不动智佛的“正体”，知讷说：

（有人）问：今言修心人，返照不动智佛，是本觉理佛耶？是已成果智佛耶？若约果智论，则虽他果自果有殊，须以圆融门随理普遍之义论之，亦以三世融摄之义论之。若约行布门，则已成果智卢舍那佛，与缚地位中不修众生，云何混滥耶？

（知讷）答：如是疑情，坚执不舍，则何预论主所示观行之门。须忘怀虚朗，消息冲融乃可耳。然审论主之义，所言不动智，亦是根本普光明智。当此根本智，名之为诸佛果智也。此根本智，是理事性相生佛自他染净因果之体性故，非单取随染流转中不失性净之理也。若约花藏世界主为名，则此根本智为卢舍那佛。若约金色世界主为名。则此根本智为不动智佛。若约大心众生返照发现处为名，则此根本智为自心普光明智佛，亦是自心不动智佛，亦是自心卢舍那佛。随举一名，皆具三身十身等。以此根本普光明智中，本具自他生佛染净因果理事性相情非情，故论云：此之佛华严经法门，是大根众生自信自心普光明智一真法界之道也。当知此辈，堪受此经，观行相应。[71]

所谓“不动智佛”，不单单是本觉理佛的象征，而是贯穿在理事、性相、生佛、自他、染净、因果之中，有时称作卢舍那佛，有时称作不动智佛，有时还称作自心普光明佛、自心卢舍那、自心不动智等。总之，理佛不过是“本觉佛”“旧来佛”，而不动智佛则是一种新的华严佛陀观。

知讷之前，传统佛教中的成佛论可谓五花八门。小乘佛教设定的最高修证果位是阿罗汉，大乘法相教主张三阿僧祇劫成佛说，大乘顿教则提出无念成佛说，华严教旨中也有一生成佛、一念成佛、住初成佛等各种说法。知讷在所著《圆顿成佛论》和《华严论节要》中力主“住初成佛义”；《华严经》曾倡导“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智俨在《一乘十玄门》中也说：“初心即成佛，成外别无修，其相如虚空。是故初心成佛者，非不具功德，如经说普庄严童子，一生具见闻佛法，即得三昧。”[72]知讷继承了华严家的住初成佛义，并在李通玄《华严论》的基础上，将其纳入禅家的践行门。因此，他的“圆顿成佛义”摆脱了纯理论色彩，代之以实质性的观行为中心，即通过把吾等日用分别心原封不动地当作不动智佛的直观，从而实现理事相即、因果圆融的圆顿观行。

李通玄的成佛论细分起来大致为三种，即本来成佛义、一念成佛义、功行成佛义。本来成佛指的是从理性层面所见到的本觉佛，一日相应则为一日佛。而且，三世即为一念，古今皆为一念，无量劫同时为一念。知讷吸收了李氏的一念成佛义，将善财童子的一生成佛当作一念成佛的标志。《华严论节要》说：

善财童子，一生成佛者，明于十住初心，一刹那际，情亡想尽，三世一念，更无所生，名为一生，不取存情立劫时分之生，如是无生，便成佛果。如本生故，名为一生。还同龙女，一刹那际，情尽时亡，名之为佛。[73]

简而言之，于十信初心发现根本不动普光明智的自性佛，树立此自性佛同三世诸佛分毫不差的正信，认识到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这便是文殊菩萨的根本智。在此，由普贤的差别智而起利他之愿行，圆修无量波罗蜜，任运圆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之修行。知讷正是立足于这种华严宗的教义之上为末世中的大心凡夫设立了圆顿观行门。

应当看到，知讷的圆顿观行同天台宗圆顿止观的渊源也是很深的。天台宗认为：“圆顿者，初缘实相，造境即中，无不真实。系缘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法性寂然名止，照而常寂名观。虽言初后，无一无别。是名圆顿止观。”[74]天台宗通过对法界实相的直观，得出自己与佛、众生界、五阴、十二处悉皆真如实相的结论。既然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实际上也就无可断之烦恼。这种思想后来被禅宗，特别是南宗的马祖、石头系所接收。慧能提出的“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同上引“法性寂然名止，照而常寂名观”在法理上是一致的。知讷将凡夫现前无明分别之种当作诸佛的根本不动智，对此一念返照则自己的身、语、意及境界之相皆从如来的身、语、意、境界中产生。佛与众生皆从根本普光明智的性海中幻现，故而生、佛的相用皆为根本普光明智的相用。

知讷和天台宗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直观一色、一香、生、佛、阴入等一切主客现象为实相中道，而前者则是将生佛等主客观之全体原封不动地看作根本普光明智性海的自体的相用。知讷说：

只今大心凡夫，返照自心根本普光明智一真法界之道，则便悟卢舍那佛、不动智佛等十方诸佛。虽有名号差殊，依正庄严各别，皆是自心普光明智之相用，俱非外物也。……无有一物不从本智而起，无有一众生不从本智而生。故是佛及众生依智幻生，依智幻体，生无所从，灭无所至也。[75]

《圆顿成佛论》以普光明智为万有的本体，以生佛等客观现象为普光明智的相用，这些现象实即智的幻现。天台宗的“系念法界、一念法界”可以称为客观的观法，而知讷的圆顿观行以自己无明分别的心性原封不动地作为诸佛不动智，因而可以称作主观的观法。很显然，知讷始终从主观的普光明智出发，并归着于普光明智。天台宗则始终系念于客观的法界，思维、观察的仍然是阴、入、界、十乘等客观的境界。[76]
（三）活句径截门

“活句径截门”是知讷晚年在所著《看话决疑论》中提出的禅法，即通过对活句亦即话头公案的参研来解决心中的疑端。如果说《圆顿成佛论》所走的是将华严思想融入禅宗的“会教入禅”路线，那么《看话决疑论》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又一个飞跃，即表现为对理论和思维的超越，从而达到对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一本来面目的直观。由此看来，圆顿门和径截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知解和思虑为媒介，随即进入信解之门；后者则截断了知解和思量分别而追求所谓的“直下透脱”。知讷受圭峰思想影响，认为依靠言语所达到的悟解终究还会被知解所缚，因而他觉得有义务要给参禅的“峻流”们提供一种脱离知解的径截门。对此，他在《法集别行录节要》中说：

然若一向依言生解，不知转身之路，虽终日观察，转为知解所缚，未有休歇时故，更为今时衲僧门下，离言得入，顿忘知解者，虽非密师所尚，略引祖师善知识，以径截方便，提接学者。所有言句，系之于后，令参禅峻流知有出身一条活路耳。[77]

知讷的活句径截门的理论来源是宋代大慧宗杲提倡的看话公案禅。宗杲是临济宗杨岐派僧人[78]，俗姓奚，号妙喜，宣州宁国人。12岁出家，先接触曹洞宗宗旨，但因不喜欢该宗“功勋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类细密的禅风而改学临济禅法。北宋宣和七年（1125）四月至汴京天宁寺参访圆悟克勤，克勤以所著《临济正宗记》付之。不久，宗杲名震京师，士大夫争与之游，钦宗赐号“佛日大师”。靖康二年（1127）汴京陷落后，宗杲辗转至江浙、广、闽一带，后住杭州径山能仁禅院大振宗风。此时，宗杲见宋王朝危在旦夕，民族战争、阶级斗争、和战之争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流行于福建的默照禅却吸引了大批士大夫，引导他们“厌闹处”，并“指令静坐”，专以“省力便以为是”。这里的“闹处”指的是战场和官场，厌闹处就是逃避。宗杲说：“往往士大夫多是掉举，而今诸方有一般默照邪禅，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障，方寸不宁怗，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条白练去，古庙香炉去，冷湫地去。”[79]不仅如此，宗杲还鉴于《碧岩集》“专尚语言，以图口捷”，不宜在国难时流传，遂大胆地焚烧了其师克勤的这部著作。就在力排默照禅和《碧岩集》的过程中，宗杲形成了自己的“看话禅”。

所谓看话禅，既与公案有联系，又不同于对公案的解释，而指的是参究“话头”。话头指的是公案中的答话，并非公案的全部。宗杲时常让人参“狗子无佛性”这一赵州和尚的话头，此外常参的还有“庭前柏树子”、“麻三斤”、“一口吸尽西江水”、“东山水上行”、“干屎橛”之类。参话头的要点不是对话头做解释，更与公案的上下文无关，比如它只取“狗子无佛性”这一话头中的“无”字作参究的对象，而不是去正面回答狗子是否有佛性的问题。另外，参话头是一种长期的践行功夫，要求与禅僧的生活打成一片，而不是停留在一时一刻，因为它的终极目的在于全悟，而不仅是对一则公案的简单理解。因此，看话的本质正是在于摆脱公案，超越文字。宗杲指出，参话头要把话头当作“活句”，而不能当作“死句”。至于什么是活句什么是死句，与宗杲同时代的慧宏说：“夫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80]就是说，凡是超越“言句”，不从文字上作解，便是“活句”；相反，那种就问作答，随在言句，则是“死句”。[81]
知讷对宗杲看话禅的接收，当然已不存在上述社会政治背景。他赞赏宗杲对默照禅的批判，是因为批判的矛头正好击中默照二字所指的安住于静处这一点上。知讷认为，就像宗杲所说的，“禅不在静处，亦不在闹处，不在日用应缘处，不在思量分别处。然第一不得舍却静处、闹处、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参”。宗杲的这一见解同知讷最初从《六祖坛经》中获得的未曾有的体验——“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见闻觉知，不染万象，真性常自在”——是相通的。知讷从看话禅中发掘的“活句径截门”，目的也是要超越知解的思量和义理的分别，从而打开自己本来的面目。所以他在《看话决疑论》中说：

禅门中此等圆顿信解，如实言教，如河沙数，谓之死句，以令人生解碍故。并是为初心学者，于径截门活句未能参详故，示以称性圆谈，令其信解不退转故。若是上根之士，堪任密传，脱略窠臼者，才闻径截门无味之谈，不滞知解之病，便知落处。是谓一闻千悟，得大总持者也。[82]

“径截”二字用永嘉玄觉的话来说就是“一超直入如来地”，撇开一切言语和义理的思量分别而直接契入心地的本体。知讷在倡导参究话头的径截门时，还用临济宗的“三玄门”加以说明。他说：

禅有三玄门：一、体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初体中玄门，引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等，事事无碍法门，以为初机悟入之门。此亦是言教中解分未忘，故以句中玄，无迹平常洒落言句，令其破执，顿忘佛法知解也。此亦有洒落知见，洒落言句，故以玄中玄，良久默然，棒喝作用锻炼。当此之时，顿忘前来第二玄门洒落知见、洒落言句。故云得意忘言道易亲，是谓顿证法界处也。[83]

首先，体中玄指的是三世一念等圆顿教义，华严教义中的事事无碍即属此类。句中玄指的是像狗子无佛性、庭前柏子树等径截门言句，它不滞于义理的言迹，因此被称作“无迹平常洒落言句”。但句中玄仍然有“洒落知见”和“洒落言句”，而玄中玄则以“良久默然”和“棒喝”等机用将之扫荡干净。

以上惺寂等持门、圆顿信解门、活句径截门是知讷所开参禅修行的三种法门。惺寂等持门的作用在于使修行状态恒常保持惺惺寂寂的标准状态，而获得此状态的前提条件则为圆顿信解门，即坚信自心的空寂灵知本来与佛毫无差别。当然，圆顿信解门还是初心者的入道方法，而摆脱这种知解的活句径截门则是最高的境界。因此，三门之间的关系又可概括为：惺寂等持门是修行者必须遵守的一个总的原则；初心者进入惺寂等持的入道方法为圆顿信解门；入道后，为保持真正的惺寂等持，就要在修行方法上更进一步，即采用活句径截门。三门是针对根机不同的人设定的，虽然径截门属于上根大机者，但不应当排斥其他的修行法门。三门之外，知讷还立有“无心合道门”、“念佛三昧门”等，限于篇幅便不再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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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高丽后期的佛教概况

第一节 佛教与社会

一 世道的衰微和佛事的糜滥

自知讷圆寂以后，高丽王朝又经历了康宗、高宗、元宗、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恭愍王、辛禑王、恭让王等在位时间长短不等的12位国王，历时181年。这段时间，高丽王朝进一步走向衰落，而佛教也越发表现出颓败的势头，由国家支持的各种佛事的频繁程度和奢靡程度较之前一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本章将综合各种资料对这段时间里佛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做一总体上的描述。[1]
康宗元孝王在位仅两年，之后是统治时间长达46年的高宗安孝王（1214—1259年在位）。高宗王时，高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王三年（1216）九月，契丹兵入香山，烧普贤寺。同四年春，僧徒谋诛崔忠献不克，忠献遂大杀僧徒。其原委是这样的：“时僧之从军者谋杀忠献，佯若奔溃，晓至宣义门，急呼曰：丹兵已至矣。门者不纳，僧徒鼓噪斩关而入。有郎将金德明者，尝以阴阳之说阿附忠献，数兴徭役，侵耗诸寺，故僧徒怨之，先毁其家。将指忠献家，才至市街，为巡检军所逐，奔至新仓馆与战。忠献遣兵夹击之，僧魁中流矢而仆，其徒奔至宣义门，悬门下不得出，遂皆散走。忠献军追斩三百余僧，擒其党鞠之……忠献闭城门，大索僧徒之逃者，皆杀之。会大雨，流血成川，又斩僧三百余人于南溪寺川边。前后所杀几八百余，积尸人不得过者数月。”[2]崔氏一族同佛教界的渊源甚深，他们在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中时常拉拢僧人力量。至其孙子辈，甚至直接利用僧人的身份为非作歹，将世俗权力的触角真正伸向出世的宗教。据载，崔瑀子僧万全、万宗皆聚无赖恶僧为门徒，他们唯以殖货为业、金银谷帛以巨万计。其门徒分据名寺，倚势作威，横行远近，“鞍马衣服皆效鞑靼，更相称曰官人”。万宗和万全“恣行不义，或强奸人妻，或擅乘驿骑，或凌辱官吏，无所不至”，其他僧徒也都乘肥衣轻，诈称其弟子。对其所作所为，“州县畏缩，莫敢谁何”。

高宗即位十九年（1232）为躲避蒙古铁骑的锋芒，不得不迁都江华，整个后半生只好在这座孤岛上苟延残喘。由于契丹的大肆入寇和蒙古的长驱入侵，我们可以看到高宗时期国家更加频繁地开设消灾、佛顶、天帝释、仁王、百高座、金光明、无能胜、华严神众、天兵神众、功德天等各种道场，以期凭借佛力来禳灾招福，结束无休止的战争。高宗晚年还依术士郎将白胜贤之言，于三郎城及神泥洞营假阙以延国祚，并遣使登山川祈祷神兵以退强敌。[3]高宗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高丽大藏经》的雕刻和印行。《高丽大藏经》有初雕和再雕两种。初雕是在高宗之前将近两百年的显宗时代（1010—1031）。显宗元年，契丹圣宗来犯，夺走文州、宣川等地，国王避难罗州。为了重整山河，击退强敌，显宗着手雕刻大藏经版。此次所刻经藏是以宋《蜀版藏经》为底本，经德宗、靖宗，至文宗末年（1082）才告完成，共计1106部，5048卷。[4]可是很不幸，这些藏在岭南八公山符仁寺用以镇护国家的大藏经版，于高宗十九年（1232）被入侵的蒙古兵连同皇龙寺的九层塔统统烧掉了。应当说，元人烧掉的不只是经版和佛塔，而是海东人民信仰的对象和护国的精神。因此，再次遭到入侵并避居江华岛的高宗发誓再刻经藏以度国难。王二十三年（1236年），设置大藏都监本司，并于晋州设分司，竭尽全力，历十六年终于完成新版大藏经的雕刻之功。同三十八，高宗亲幸江华城西门外之大藏经版堂，率百官行香。《东国李相国集》所载《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记：

国王讳与太子、公侯、伯、宰枢、文虎百僚等，重沐斋戒，祈告于尽虚空界十方无量诸佛菩萨及天帝释为首三十三天一切护法灵官甚矣，达旦之为患也，其残忍凶暴之性，已不可胜言矣……凡所经由，无佛像、梵书悉焚灭之，于是符仁寺之所藏大藏经板本，亦扫之无遗矣。呜呼！积年之功，一旦成灰，国之大宝丧矣……今与宰执、文虎百僚，同发洪愿，已置句当官司。俾之经始，因考厥初草创之端，则昔显宗二年，契丹主大举兵来征，显祖南行避难，丹兵犹屯松岳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板本，然后丹兵自退。然而大藏一也，先后雕镂一也，君臣同愿亦一也，何独于彼时丹兵自退，而今达旦不尔耶？但在诸佛多天，鉴之如何耳？苟至诚所发，无愧前朝，则伏愿诸佛圣贤三十三天，谅恳迫之祈，借神通之力，使顽戎丑俗，敛踪远遁，无复蹈我封疆……则弟子等当更努力，益护法门，粗报佛恩之万一耳。[5]

一般说盛世修典，而高丽朝的两次修典都是国家处在危急存亡关头，希图以此来祈求佛力的加被，唤醒民族的救亡意识。这次重新雕刻的经版是用《蜀版》、《契丹版》及《高丽藏》初刻本对校勘正的，总共81258块，两面刻字。板长8寸，宽2尺3寸，厚1寸2分至1寸3分。每面刻有23行，每行14个字。此刻共收录佛典639函，1521部，6589卷。其中天函至英函是《开元录》所收经典，磻函至合函是《贞元续开元录》所收之经典，杜函至毂函是宋代新译佛典。勘刻过程中，大约三十余人根据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了严密的校订，因而可以称得上是非常优秀的汉文大藏经。目前，这些经版安奉在海印寺，世称《高丽再雕藏经》或《高丽大藏经》，俗称《八万大藏经》。

高宗之后元宗顺孝王在位15年（1260—1274）。时高丽仍迫于蒙元的威慑，不得不乞求于佛力和各种自然神力。王即位元年，即于康安殿灌顶受菩萨戒。同五年，又依中郎将白胜贤之奏于三郎城造假阙。白氏“因参政金俊奏曰：亲醮堑城，又于三郎城神泥洞造假阙，亲设五星道场，则可寝亲朝（指朝觐蒙古），三国变为震旦，大国来朝也”。反对派礼部侍郎金轨指出：“（此）穴口，凶也，胜贤以为大日王常住处。尝奏高宗大开佛事，以安御衣带，未几升遐。今又敢作浮言，奏营假阙，请于穴口寺亲设大日王道场，是不可信也。”但光宗还是听信了金俊、白胜贤等人的话，并下旨道：“自圣祖以来，全仗佛教密护延基。夫《仁王般若》，偏为护国安民最胜法文。如经所说，百师子等法宝威仪乃道场之急具也。往时移都时，师子座不能输入，及乎法筵，仪不如法。金俊为寡人亲朝，欲设仁王法会，印成是经，新、旧译各一百二部，造师子座一百，彩画装饰，至于供具、衣物无不精备，忠诚深重。”[6]
忠烈王在位时间较长，共34年（1275—1308）。时值元世祖登九五之位，兵威及于八荒，高丽不得不仆辞婢面以事之。元朝直接派遣断事官（达鲁花赤）监督高丽政务，又下嫁公主为忠烈王王妃，借以控制王室。忠烈王初年，元曾数度征伐日本，高丽奉命整备水军，贡献军粮。结果元军惨败，折兵十万有余，高丽兵不还者亦达七千余人。王二年，吐蕃僧自元来，自称“帝师遣我为公主国王祈福”，宰枢备旗盖迎于郊外。其僧食肉饮酒，常言“我法不忌酒，唯不近女色耳”。无几，潜宿娼家。又请王作曼陀罗道场，令备金帛、鞍马、鸡羊，用面作人，长三尺，坐之坛中。又作小面人、面灯、面塔，各各百八，列置其傍，吹螺击鼓，凡四日。僧戴花冠，手执一箭，系皂布其端，周麾而雀跃，车载面人，令旗者二，甲者四，弓矢者三十，曳弃于城门之西。公主（指元公主，亦即王妃）施钱甚厚，其徒争之。诉曰：“非帝师所遣，佛事乃伪作也。”公主诘之，皆服，遂黜遣之。[7]同四年，有人对住高丽的元室官员茶丘说，高丽设谈禅法会以诅咒“上国”，国王亲自入元辩解。此行使“凡国家骚扰之事，一切奏除”。同七年，王次庆州，时僧徒以绫罗赂左右得职，人谓罗禅师、绫首座，“娶妻居室者居半”。这些僧徒的行为结合来自元朝的吐蕃僧人的破戒来看，当时高丽的佛教已经糜烂，分不清真伪了。忠烈王在位期间，元朝和高丽的佛教交流极其频繁，如派遣僧人来高丽、从高丽征募写经僧等。另外，交流的范围还扩大到道教方面。如王二十年（1294），元懿州昊天宫道士显真大师韩志温与其徒李道实、李道和、尹道明来丽，王号志温为圆明通道洞玄真人，赐道实为定智玄明讲经大师，待遇甚渥。同三十年，江南僧绍琼来，王率群臣具礼服，邀琼于寿宁宫，听说禅。绍琼自号铁山，为雪岩祖钦之嗣，事见《续指月录》卷六。绍琼在海东影响很大，圆明国师冲鉴等从其受禅，而禅林《百丈清规》亦始行于此。

忠宣王（1309—1313年在位）即位后不久，便看到当时僧人“批职之数过多”的严重问题。他听到谚语说：“僧多批职，亡国败家”。于是“令有司褒贬申闻，今后有法德殊职者，方加法号”。即位初忠宣王与公主“受戒于蕃僧”，又幸寿宁宫饭蕃僧，祓咒诅。这些事实反映元朝佛教在高丽的影响和地位。那么，高丽国内佛教状况又如何呢？笔者且举两个例子。王五年，有僧名晓可者自称见性，以妖术感士女，尝持蜜水、米屑示人曰：“此甘露舍利也，皆吾身所出。”人莫知其诈，有饮且藏者。又尝得一窟之可容身者，积薪其上，登之谓其徒曰：“吾荼毗后，七日当化为法身。”遂热薪，烟焰四起，可从薪中投入窟，食柿栗，至其拨灰出，有司知其诈，案问，可吐实，乃囚于巡军狱。[8]忠宣王曾不断地举办法会，其中一次于延庆宫饭僧两千，燃灯两千，时间长达五日。他施舍银瓶一百，施说法禅僧冲坦、教僧孝桢白金一斤，施其他僧人白金二十斤。王尝愿饭百八万僧，点百八万灯，谓之万僧会，其费不可胜记。

忠肃王在位25年（1314—1339）。他同其父忠宣王（后为上王）一样，沉溺于佛事之中。即位后，便立即封丁午为国统，以国一大禅师混丘为王师，后又以道衡为王师。他时常亲访混丘于广明寺，访丁午于妙莲寺，访万恒于银字院，皆宠遇之。由于父子二人都滥授僧职，施佛施僧，所费钱财不可胜记。在他们眼中，高丽“元自肇基，弘扬佛法，以维持训，致邦家之帖泰。今承遗范，益发至心”。他们“饭僧玉馔，盛如云委以氤氲；照佛兰灯，列似星分而灿烂。数期百万八万，诚遍三千大千”。那些只善于歌功颂德的佞臣们则将他们的所作所为歌颂为“祝皇灵之永久”、“祈懿算之遐长”，“亦是三韩之庆赖”。[9]同十二年，王下旨：“……国内名山大川，载诸祀典者，各加德号。修葺祠宇，圆丘籍田，社稷寝园，佛宇道观，修营以祭。先代陵墓，官禁樵牧，毋令践蹂。箕子始封本国，礼乐教化自此而行，宜令平壤府立祠以祭。其祭文宣王、十哲、七十子、本国文昌侯、弘儒侯，务致蠲洁。”[10]可见，国家不仅在佛事上下功夫，其他方面的祭祀活动也是十分频繁的。

1331年忠惠王即位，以僧乃圆为国师。翌年，忠肃王复位。八年后，忠惠王又复位。复位之三年，幸洪法寺，见僧翯仙，因问长生诀。仙对曰：“人有定分，无过限之理，但不可为恶以促之。”史书说忠惠王“狂荒淫纵”，“失德兹多”，因而复位后第四年被元顺帝流放到揭阳县（中国广东省潮州），第二年死于岳阳县（中国湖南省岳州）。忠惠王之后是忠穆王（1345—1348年在位）、忠定王（1349—1351年在位），在位时间都很短，除继续举办各种佛事活动无其他事迹可言。

二 高丽末年的排佛运动

高丽末期，社会上逐渐掀起了一阵阵排佛的风波。这既有佛教本身走向衰落、糜烂的内在因素，同时也是儒学势力的抬头所致。高丽初期，儒学思想同佛教和仙教（包括中国传来的道教）混杂在一起，这种特色也可以说是上承新罗的遗绪，圆光的世俗五戒中，儒家思想占了相当大的成分。一般来说，佛教虽然在新罗和高丽两朝精神世界里享有独尊的优势，但就现实政治方面来看，儒学仍起着主导作用。世俗五戒是这样，王建的十条训要也是这样。如训要第七条说：“人君得臣民之心为甚难，垂仁之下，必有良民。”第十条也有“博观经史，周公大圣”这样的话。

从太祖王建，中经惠、定、光、景四代，下至成宗，高丽王朝经过60年的创业期之后，基本上进入了具备一切文物制度的守成期。成宗即位后，马上下旨道：“朕新总万机，恐有阙政，其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论时政得失。”[11]可见他是一位广开言路的君主。在众多直言进谏的“封事”中，我们侧重来看看身为正匡行选官御事上柱国崔承老是如何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看待佛教的。崔承老的封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国防问题、制度问题、豪族问题、王室问题、佛教问题、淫祠问题，等等。其中佛教问题大约占了整个封事的三分之一。他评价太祖王建时说：

（太祖）尊释教，重儒术，为君之令德斯备，有国之嘉猷可遵。但以创业之初，致平日浅，宗庙社稷且未光崇，礼乐文物犹多阙乏，凡百官司之品式及诸内外之规仪未及修定，忽遗弓剑，……深可惜也。[12]

崔氏基本上肯定了佛教对高丽王朝的建立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他看来，对佛教的扶持理应摆在对宗庙社稷的祭祀和文物制度的建立之后。相对来说，他对光宗的佛教政策就更不以为然：

（光宗）酷信佛事，过重法门，常行之斋设既多，别愿之焚修不少。专求福寿，但作祷祈，穷有涯之财力，造无限之因缘。自轻至尊，好作小善。又于出入宴游莫不穷奢极侈，以其目前无事，将谓法力使然。凡所作为，不欲悛改。

光宗即位后，为了稳固王权，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断然实行肃清宗室和镇压豪族的政策。前者是淘汰太祖众嫔妃所生的王子和集结在他们身边的外戚势力和权臣；后者则实行奴婢按检法，解放被地方豪族占有并奴婢化的良民，削减其势力，确保良民之数，扩大国家的收入来源。此外，他还坚决实行中国式的科举制度，设立文散阶和百官的公服制度。这一切都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但他酷信佛教，过分重视法门，大兴土木，造成了国家财富的极大浪费。据统计，他一年的费用相当于太祖王建十年的经费。

那么，对成宗的佛教政策又如何评价呢？崔氏先将成宗和光宗做了一番对比，然后极其严肃地向他提出了忠告：

窃闻圣上为设功德斋，或亲碾茶，或亲磨麦，臣愚深惜圣体之勤劳也。此弊始于光宗。崇信谗邪，多杀无辜，惑于浮屠果报之说，欲除罪业，浚居膏血，多作佛事。或设毗卢遮那忏悔法，或斋僧于毬庭，或设无遮水陆会于归法寺。每值佛斋日，必供乞食僧，或以内道场饼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与摩利山等处鱼梁为放生所。一岁四遣使就其界，寺院开演佛经，又禁杀生，御厨肉膳不使宰夫屠杀，市买以献，至令大小臣民悉皆忏悔，提负米谷柴炭刍豆施与中外道路者不可胜记。然以既信谗愬，视人如草莽，诛杀者堆积如山。常竭百姓膏血以供斋设。当是时，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诸犯罪者变形为僧，及游行丐乞之徒来与诸僧相杂赴斋者亦多，有何利益？今上在位所行之事与彼不同，但此数事只劳圣体，无所得利。愿正君王体，不为无益之事。

以上列举了光宗滥设的种种佛事，以及这些佛事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沉重负担。光宗草菅人命，又害怕因果报应，于是榨取百姓的膏血大办佛事，以此“普施结缘”。崔承老肯定了成宗与光宗的不同，但也指出他受到了光宗的影响，如为设功德斋曾亲自碾磨茶和麦。他认为，作为王者，这些做法都是“小惠未遍”。相反，政治上赏罚分明、扬善惩恶才是修福之道。

当时成宗正要迎屈山僧如哲入宫，崔氏进谏道：“臣愚以为哲果能福人者，其所居水土亦是圣上之有，朝夕饮食亦是圣上之赐，必有图报之心，每以祝厘为事，何烦迎致然后施福耶？曩者有善会者，规避徭役，出家居山。光宗致敬，尽礼卒之。善会暴死，道傍曝露其尸。如彼凡僧身且取祸，何暇福人。请放哲还山，免致善会之讥。”不难看出，崔氏要求禁止僧人入宫，无非是想严格区分王者的个人信仰不至于干扰政治上的理国。另外，崔氏还注意到寺院经济拥有的田庄利用高利贷方式向百姓索取大量的“佛宝钱谷”。僧人们“往来郡县，止宿驿馆，鞭挞吏民，责其迎候供亿之缓，吏民疑其衔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还有一些州郡的长吏，打着种善缘的幌子，争相在自己的地盘上役使百姓，营造大量佛宇，“民甚苦之”。针对佛寺佛像的奢华，崔氏十分中肯地说：“写经塑像，只要传人，何用珍宝为饰，以启盗贼之心。古者经皆黄纸，且以旃檀木为轴，其肖像不用金银铜铁，但用石土木，故无窃毁者。”

崔承老告诫君王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所及都不是一般庶民所能比拟的。他说：

崇信佛法虽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为功德，事实不同。若庶民所劳者自身之力，所费者自己之财，害不及他。帝王则劳民之力，费民之财。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之善，人以为非者以此是……臣闻人之祸福贵贱，皆禀于有生之初，当顺受之。况崇佛教者，只种来生因果，鲜有益于见报。理国之要，恐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业，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释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国之源。修身是来生之资，理国乃今日之务。今日至近，来日至远，舍近求远，不亦谬乎？人君唯当一心无私，普济万物，何用役不愿之人费仓库之储以求必无之利乎？

在此，崔氏将佛教和儒教区分为“修身之本”和“理国之源”，对二者的性质和功能做了不同的界定。修身是为了未来，基于因果报应说的积功德无非只是“来生之资”。儒教作为一种政治学说，乃现今之务。一个国王，出于个人的信仰而崇信佛教是无可厚非的，但他作为理国之主，首先应当重视“理国之源”，不能一心只为未来的果报而忘却了理国，否则就是有失王者的体统。崔氏请求减少佛教活动，并提出了减少的理由和具体措施。据他在《礼记·月令》中说，五月和十一月不宜进行佛事活动，因为五月太热，多汗，又会伤害虫类，所以斋供不可能洁净。十一月又太冷，从事活动的人也不胜其苦，食物也不洁净。这样的活动能有什么功德可言呢。他把一年分为四期，二、三、四和八、九、十这六个月政事和功德各占一半，五、六、七和十一、十二、正月这六个月应当专修政事。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崔承老斥道教为“淫祠”，什么山岳之祭、星宿之醮，这些都是祈福禳灾的低俗活动。他引《论语》和《左传》说：“语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传曰：鬼神非其族类，不享。所谓淫祀无福。”当然，作为儒者，他是不反对祭祀祖先的。因为，对祖先的祭祀，是对祖先生前孝道的继续，是对祖先报本之心的表露。

总之，崔承老对佛教并没有全盘否定，而只是要求国家有意识地加以限制。他对佛教的批判，基本上建立在感性上和现象上，还没有上升到高丽朝末年和李朝时期从理论上进行批判的高度。

高丽前期，儒士们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排佛的主张，但也都极力地想给佛教以儒家思想的诠释。穆宗朝的中枢院副使蔡忠顺在他撰写的《高丽国灵鹫山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臣闻：圣人之至鉴也，儒书韫志勤修则政教是兴，佛法在心虔敬则福缘克□，所谓虽各□三教，而共在二源。真理内融，化门外显者也。所以于儒则无先其仁孝，故先生云：孝者德之本欤？教之所由生也。是以先王之以孝理天下也，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而理，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矣。于佛则亦说父母恩重经，具如卷中之旨也，更不劳剖宣。可谓儒释二门皆宗于孝。孝之至矣，德所厚焉……[13]

给佛教赋予“孝”的内容，中国康僧会的《六度集经》可谓开其端绪，而海东士人也是这么做的。据《高丽史》记载，文宗九年（1055）曾下《制》欲兴土木，门下省则提出不同的意见。双方的争论如下：

丙申制曰：古先帝王，尊崇释教，载籍可考。况圣祖以来，代创佛寺，以资福庆。寡人继统，不修德政，灾变屡见，庶凭法力，福利邦家。其令有司，择地创寺。门下省奏：自古圣帝明王无有创起寺塔以致太平，惟崇重法门，慎省政教，不伤民力，则自然宗社灵长。昔达摩对武帝言：造寺造塔，殊无功德。是尚无为功德，不尚有为功德也。且圣祖创寺者，一以酬统合之志愿，一以压山川之违背耳。今欲增创新寺，劳民于不急之役，怨交兴，毁伤山川之气脉，灾害必生，神人共怒，非所以致太平之道。[14]

门下省的这次进谏以“不纳”而告终，可见兴佛派的势力占主导地位。不过，文宗在翌年又下《制》曰：“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闻垢陋，断除贪欲。今有避役之徒，托号沙门，殖贷营生，耕畜为业，估贩为风。进违戒律之文，退无清净之约……朕庶使区分善恶，肃举纪纲，宜令沙汰中外寺院，其精修戒行者悉令安住，犯者以法论。”[15]这就是说，文宗终于还是认识到整顿教纲的必要性。

从恭愍王到高丽朝灭亡还有大约40年的时间。这期间，佛教更加糜烂，流弊日深，而排佛之风也越发盛行起来。

恭愍王（1352—1374年在位）即位元年，宣谕境内：“……祖王代创置禅教寺院，所以裨补地德以利国家。今多颓圮，只有遗基。其有土田者收其租，有臧获者收其庸，以备重修。又遵太祖信书，诸人毋得擅起寺舍，为僧者必须度牒，不许居家。”[16]同年，李穑上书道：

……佛氏入中国，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汉迄今，日新月盛。我太祖化家为国，佛刹民居参伍错综。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两宗，为利之窟；川傍山曲，无处非寺。不唯浮屠之徒，浸以卑陋，亦是国家之民，多于游食。识者每痛心焉。佛大圣人也，好恶必与人同，安知已逝之灵，不耻其徒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条禁，已为僧者亦与度牒，而无度牒者，即充军伍。新创之寺并令撤去，而不撤去者，即罪守令，庶使良民不尽髡缁。臣闻殿下奉事之诚，尤笃于列圣，其所以祈永国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窃惟佛者至圣至公，奉之极美不以为喜，待之甚薄不以为怒。其经中分明有说：布施功德不及持经。听政之余，怡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顿法，无所不可。但为上者，人所则效；虚费者，财所耗竭。防微杜渐，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臣愿于佛亦宜如此。

李穑是丽末儒学，确切地说是性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和他的父亲李谷都有过排佛的言论。[17]恭愍王同僧人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即位初年曾问法于普愚（虚），愚告之：“为君之道，在修明教化，不必信佛。若不能理国家，虽致勤于佛，有何功德。无已则但修太祖所置寺社，慎勿新创。”又说：“君王去邪用正，则为国不难矣。”[18]在恭愍王知遇的僧人中，有天台宗僧人神照（龙岩寺住持、大禅师、三重大匡奉福君）、玄见（大天台宗师、国一都大禅师）等。王四年，一直受到宠幸的内愿堂僧人禅近因与士人妻通而被宪府所拘，恭愍王亲为之说情，谕台官：“僧禅近所犯，不须穷治。”时慈恩宗僧人英旭亦犯有邪淫罪，台官欲治其罪，旭曰：“若欲罪我，须罢宗门。今宗门僧，谁非我乎？”可见佛教界的糜滥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同十年，御史台就僧侣的堕落状况奏言：

释教本尚清净，而其徒以罪福之说，诳诱寡妇孤女祝发为僧，杂处无别，恣其淫欲。至于士大夫宗室之家，劝以佛事，留宿山间，丑声时闻，污染风俗，自今一切禁之，违者论罪。又乡役之吏，公私之隶，规避赋役，托迹桑门，手持佛像，口作梵呗，横行闾里，消耗资产，其害匪轻，并令捕捉。[19]

同十一年，监察大夫金续命、右献纳黄瑾等上书：

……治国之道，专在经史，未闻以佛书致治者也。殿下过信佛法，群髡缘此千谒济私。自今愿断缁流出入禁闼，复开经筵，日访治道，常观圣贤之书，勿杂异端之说。[20]

像这样猛烈抨击佛教现状的言论在恭愍王时期明显地多了起来。王十四年（1365），恭愍王拜“妖僧”遍照为师，赐号“清闲居士”，咨访国政。据载，遍照原为灵山县玉川寺寺奴，幼为僧，不齿于其类。一日，王梦人拔剑刺己，有僧救之得免。后见遍照，其貌与梦中僧人同，异之。与语，聪慧辩给，自谓得道，诡为大言，辄中旨。王素信佛，又惑梦，由是屡密召入内，与之谈空。遍照目不识书，常游京都劝缘，诳诱诸寡妇，售其奸淫。自见王，务矫饰，枯槁其形，虽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凡馈衣服饮食，必洁净至于足袜，必顶戴致敬馈之。时李承庆见之曰：“乱国者必此髡也。”郑世云以为妖僧，欲杀之。王密令避之。待李、郑二人死后，遍照乃长发为头陀，复来谒王。始入内用事，言无不从。先后遭遍照陷害的大臣有赞成事崔莹、阳川君许猷、前典工判书边光秀、判事洪仁桂，佥议评理金贵，春城君朴曦等。同年十二月，王以遍照为守正履顺论道燮理保世功臣、三重大匡、领都佥议使司、判监察司事、鹫城府院君、提调僧录司事、兼判书云观事。这时，遍照改名为“辛盹”。恭愍王为何如此重用这位“方外之人”呢？原因是王在位日久，宰相多不称意，尝以为世臣大族亲党根连，互为掩蔽，而草野新进又矫情饰行以取名望，及其贵显，自耻门第单寒，联姻大族，尽弃其初。而儒生懦而少刚，又有门生座主，同年之号，党比徇情。因此三者皆不足用，故思得离世独立之人以革因循之弊。及见盹，以为得道寡欲，且出于贱微，更无亲比，任之大事则必径行而无所顾忌。遂拔于髡缁，授以国政而不疑。受命之初，辛盹假装不肯以坚王意。王强之，盹曰：“尝闻国王大臣多信谗间，慎毋如此，乃可福利世间也。”王乃手写盟辞曰：“师救我，我救师，死生以之，无惑人言，佛天证明。”自此，盹贪淫日甚，贷赂辐辏，居家饮酒啖肉，恣意声色，谒王则清淡而咬菜饮茗。王益加信任，公卿旧臣多为盹所逐。

恭愍王十六年（1367）二月，元以辛盹为集贤殿太学士。五月，重营国学，令儒官随品出布，以助其费。以判开城府事李穑为大司成，又择经术之士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等为学官。李穑每日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学，程朱性理之学始兴。其门下郑梦周所说，无不与朱子思想相吻合，时人推之为东方理学之祖。八月，以僧千禧为国师，禅显为王师。是二人皆辛盹的党朋。时知都佥议吴仁泽与前侍中庆千兴、三司左使金元命等以辛盹为道诜所言之“非僧非俗、乱政亡国”者，策划“白王早除之”。但辛盹抢先告了一状，结果仁泽等被流放外地。王十七年，中国明朝代替元朝登上历史舞台。十九年，明太祖赐玺书云：

近者使归，问国王之政，言王唯务释氏之道……历代之君，不问华夷，惟行仁义礼乐，可以化民成俗。今王舍而不务，日以持斋守戒为事，望脱愆冤，以求再生之福。佛经之说虽有，然不崇王道而崇佛道，失其要矣。佛之道幽微，三皇五帝之时未闻有佛而天下大治，何也？盖古人淳朴而易化，故王道可治。后世帝王之治不及于古，释氏因出其间，密赞王纲，以助治化。此天意也。王者举王道以应之，则无不治矣。若真僧化民为善，密赞之功已成佛之大乘，斯非小补。国王大臣傥昧于此而误国之政，亦非小殃。所以汰者，冗僧耳。敬之则游食者众，慢之则使民不敬于佛。不敬不汰，则善恶不分。在王处之如何耳。朕幼尝为僧，禅讲亦曾参究，惟闻有佛而已，度死超生，未见尽验。古今务释氏而成家国者，实未之有。梁武之事可为明鉴。今乃惟佛教是崇，非王之所宜。王之所以王高丽者，莫不由前世所积。今既为王，有土有民，能举先王之道，与民兴利除害，使父母妻子饱食暖衣，各得其所，生齿日繁。此道若举，佛家之斋戒其可与并驱乎。在朕思之，必不能出此道之上。诚能行此道，则福德之应，王子必生于宫中，此则修行之大者矣。[21]

明太祖的责备似乎未能立即纠正恭愍王频频举办的佛事活动。不过，王二十年，作恶多端的辛盹因选部议郎李韧等匿名上告其“谋逆”而被处以极刑。同二十三年，恭愍王于宦者万生、洪伦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身亡。

这次弑君事件平息后，江陵府院大君牟尼奴继位，是为辛禑王（1375—1388年在位）。[22]王八年，有妖人伊金者，自称弥勒转世，惑众曰：“我能致释迦佛，凡祷祀神祇者、食马牛肉者、不以贷财分人者，必死。若不信吾言，则至三月，日月无光。”又云：“吾为作用，则草发青花，或木结果实，或一种而二刈。”愚民信之，争施米帛金银，牛马死则弃之不食，有贷财者悉以与人。伊金又云：“吾敕山川之神，悉送日本，倭易擒也。”以是巫觋尤加敬信，城隍祠庙撤去其神，敬伊金如佛，以祈福利。无赖之徒从而和之，自称弟子，转相诬诳。[23]高丽末期，民间的迷信活动于斯可见一斑。十四年夏四月，辛禑与崔莹策划攻辽，率师次平壤，督诸道兵，做浮桥于鸭绿江，并大量征集僧徒为兵。加崔莹为八道都统使，以曹敏修为左军都统使，以李成桂为右军都统使。同年六月，曹敏修、李成桂共同放逐辛禑于江华岛，准备再立王氏子孙为王。后曹敏修又决意立辛禑子辛昌，并斩崔莹以谢决策攻辽之罪。辛昌在位仅半年。十二年，典法判书赵仁沃等上疏曰：

佛氏之教，以清净寡欲、离世绝俗为宗，固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也。近世以来，诸寺僧徒，不顾其师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佣，不以供佛而自富其身，出入寡妇之家，污染风俗，贿赂权势之门，希求巨利，其于清净绝俗之教何！愿自今选有道行无利欲者，住诸寺院。其土田之租、奴婢之佣，令所在官收之，载诸公案，计僧徒之数而给之，禁住持窃用。凡留宿人家之僧，以犯奸论。贵贱妇女，虽父母丧，毋得诣寺，违者以失节论。其为尼者，以失行论。敢祝妇人发者，加以重罪。乡吏驿吏及公私奴婢，勿许为僧尼。僧徒恒留人家者，俾充军籍，其主家亦论罪。[24]

这种排佛、限佛的主张虽然还没有能够真正实施，但势头却越来越大，不久便汇聚成汹涌澎湃的河流。

高丽末代国王恭让王（1389—1392年在位）即位初年十一月，放辛昌于江华岛。[25]同二年春正月，郑梦周进言道：

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动静语默之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初非甚高难行。彼佛氏之教则不然。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岂是平常之道！[26]

郑氏的进谏是有针对性的。时王欲迎僧粲英（普愚法嗣）为师，故语及此。然王方惑佛，故而不纳。相反，演福寺僧法猊说该寺有五层塔殿及三池九井，颓废已久，今若复建塔殿凿池井则国泰民安。恭让王听后大悦，立即让上护军沈仁凤、大护军权缓等操办此事。但是，迎粲英为师的事件还并没有就此结束，它好像只是兴佛派和排佛派之间的一个导火索。在郑梦周进言的一个月之后，大司宪成石璘、左常侍尹绍宗等联章上疏曰：

三代帝王，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者为师。故汤师伊尹，伐夏救民，以开六百祀之商。武王师太公鹰扬，以开八百年之周。姚秦以胡僧鸠摩罗什为师，不旋踵而亡。前元以蕃僧婆罗跋蹄为师，及其季世，以天子之尊，奴事指空，冀其福寿，卒致应昌之败。佛之为教，无父无君，而姚秦前元以五胡北狄之俗，不法帝王之治，以毁纲常，得罪于天，以速乱亡。今殿下中兴，方将作法垂范，为圣子神孙亿万世之所遵。今乃复袭胡狄之失，乃以胡教为师，有国家者，立政立事，当循其名，当责其实。所谓师者，师其道也。释氏以臣子而背君父，逃入山林，寂灭为乐，若师其法，必髡三韩之民，必绝九庙之祀，然后称其名耳。愿殿下勿以无君无父者为师，尊尧舜孔孟之道，以开三韩太平之业。

由于众人反对，恭让王才“勉从之”。时粲英已至崇仁门，不得入而还。

恭让王二年发生的另一件轰动朝廷的风波是迁都汉阳一事。秋七月，书云观上书曰：“道诜密记，有地理衰旺之说，宜幸汉阳，以休松都地德。”王谓朴宜中曰：“卿以迁都为何如？”对曰：“古昔人君，以谶纬术数保其国家，臣未之闻也。且动众则扰民之弊，供亿之费，可胜言哉。”王曰：“吾非不知其弊，阴阳之说，亦岂妄哉！”乃遣评理斐克廉往修宫阙。左献纳李室上疏曰：“殿下信谶纬之说，欲迁汉阳，既为不可。况今秋成未获，而人马蹂践，必召民怨。”王诘之曰：“秘录云：苟不迁，废君臣，尔何独执不可耶？”八月，刑曹总郎尹会宗上疏曰：“国祚之长，在乎人君。积德累仁，培养邦本而已。夫岂恃都城地势之旺气哉！昔盘庚之去耿，以有河决之患；太王之去豳，以有狄人之侵；平王之东迁，以有犬戎之乱。今无此数事，将迁汉阳，物议惊骇。殿下特以江水赤沸，太白昼见，乃信谶纬之言，欲移跸而避之。又惑浮屠法猊之说，修演福寺，尽毁四傍人户，失所者多。臣愿殿下罢移都，黜法猊，恐惧修省，以答天心，无徒惑于邪说。”十二月，刑曹判书安瑗上书：“向者术士以灾异请迁都避祸，今迁都已久，猛虎伤人，变怪不息，术士之言既无验矣。乞速还都，以应天意，以慰人望。”王纳之。[27]
恭让王在位时期，排佛派和兴佛派之间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双方的论战。王三年五月，成均大司成金子粹上书曰：

……唐韩愈言于宪宗曰：自黄帝尧舜至于三代，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此之时，未有佛法。自汉永平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和。宋齐梁陈元魏以降，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此非韩子之臆说，考之史册，了然可见。殿下即位之始，修广演福寺塔，破民家三四十户。今又大起浮屠，屡兴土木之役。厥今农务方剧，而交州一道斫木输材，人畜尽悴，曾不小恤，欲以徼未可必得之冥福，以贻现在生灵之实祸。为民父母，其可若是乎。乞申降明敕，以寝其役，以宽民力。[28]

成均博士金貂上书曰：

……释氏洁身乱伦，逃入山林，此亦一道也。然其祸福之说，妖妄尤甚。其曰张皇梵采，能厌妖异，而降香络绎，供亿浩广，未见天灾地怪之消弭也。其曰：我以祈福，能使人寿，而不惜万钱俾之祝寿，未见百龄之验也。其曰：赖我接引，破地狱，生乐土，然死无复生者，其见乐土与地狱者谁欤？其曰：地钳之应，置金刹宝塔以镇之，然三代以上，未有释氏，不知何物以镇之而致雍熙之治欤？且其法曰：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所谓清净寂灭者，然其徒也寄食吾民，无所愧耻，可笑之甚也。呜呼！为此道者，辟谷居山，与禽兽同群然后可也。来入民间，毁伤风俗，亦独何哉！殿下中兴，虽在先王之法犹有所损益之者，而况此误世之大怪，尤好而不黜之可乎？奈何造塔之役，农民劳惫，禅僧之养，钱谷虚耗。上所好者，下必有甚焉。恐斯民骎骎然入于释氏，弃恒产而背君父矣。昔梁武二舍身于同泰寺，殚府库事浮屠，卒之呵呵之声，为千古笑。玄陵师懒翁，惑辛盹，终未获福，此则殿下之所亲见也……臣愿回天听决宸衷，驱出家之辈，还归本业；破五教两宗，补充军士。中外寺社分属所在官司，奴婢财用亦皆属焉。严立禁令，剃发者杀无宥。

恭让王见此疏心中甚是不悦。郎舍许应等又上疏道：

殿下即位以来，中外未知殿下所好。及创演福既废之塔，臣民之望多有所缺。释氏之道，无父无君，戎裔之教，三代之盛所未有也。殿下有志于三代之理，而反行裔夷之教乎？愿殿下罢可已之役，以副民望。

政堂文学郑道传上疏曰：

臣问三司会计，佛神之用居多焉，财用之妄费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害自古难辨也。为其徒者曰：此好事也，善事也，归我者国可富也，民可寿也。为人君者闻是说而乐之，殚其财力，谄事佛神，人有言之，则以为我事佛而彼非之，我善而彼恶也，我道而彼魔也。我之事佛神为富国也，为寿国也，非为我也。持是说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得而入也。殿下即位以来，道场高峙于宫禁，法席常设于佛宇，道殿之醮无时，巫堂之事烦渎，此殿下以为善事而不知其实非善事。虽有言之者，举皆不纳，不自以为咈谏。是臣所谓为善福寿之说先入之也。昔梁武帝屈万乘之尊，三舍身为寺家奴，殚江南之财力大起佛塔，其心岂以为非利而苟为之也。匹夫作乱，身遭羁辱，子孙不保而国家随之。佛氏所谓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此犹异代也。玄陵崇尚佛教，亲执弟子之礼于髡秃之人。宫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会，无岁无之。云岩之金碧辉映山谷，影殿之栋宇耸于霄汉。财殚力竭，怨并兴而皆不恤，事佛可谓至矣，卒不获福，岂非明鉴乎！周末神降于有莘，太史过曰：国家将兴，听于人，国家将亡，听于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无利而有害，可知矣。

吏曹判书郑总上书曰：

浮屠之教，败伦灭理，非人主之所尚也。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殷鉴昭然，可以为戒。而殿下崇信太过，营构普济之塔，而又多张梵采，殆无虚月，何为此无益之费，以取识者之讥乎！

同年六月，前典医副正金琠上书曰：

太祖创业，观山水之逆顺，察地脉之续断，创寺造佛，给民与田，祈福禳灾。此三韩基业之根本也。比来无识僧徒，不顾创业之义，收民土之产，自营其业，而上不供佛，下不养僧。呜呼！其徒之自灭其法也甚矣。今狂儒之浅见薄识者，不顾三韩之大体，徒以破寺斥僧为意。噫！圣祖创业之深智，反不如竖儒之计乎？伏望殿下，上顺圣祖以弘愿，重营佛寺，加给田丁，以兴释教。

金氏是排佛呼声中的崇佛派，虽然他也对当时佛教现状颇为不满。和他站在一起的前户曹判书郑士倜亦上书，认为佛法福利国家，宜当崇奉。王嘉纳其言。此时，排佛派还有一位斗士乃成均生员朴础，他也上书道：

……佛本夷狄人，与中国言语不类，衣服殊制，不知夫妇、父子、君臣之伦，伪启三途，谬张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且死生寿夭，由于自然；威福刑政，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惟我太祖统三之初，深惩积弊，禁后代君臣私立愿刹。于是太师崔凝请除佛法，太祖以为神罗之季，佛氏之说入人骨髓，人人以为死生祸福，悉佛所为。今三韩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骇心。乃作训曰：宜鉴新罗多作佛事以至于亡。然则太祖之垂训于后世者，至深切矣。历代君臣不能体圣祖之遗意，因循苟且，营庵立塔，无代无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为人心世道计者，可不痛心哉。殿下以英明之资，惑于浮屠谶纬之说，往迁于南，以国君之尊，亲幸桧岩，以倡无父无君之教，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毁我三纲五常之典。臣等为殿下中兴之美惜也。且诞降之辰，宜率百官上寿大妃，以示殿下中兴孝理之盛德于三韩臣庶也。此之不为，反尊胡教，区区于饭僧供佛，以沮臣庶中兴至理之望可乎？至若穷人之力，敛人之怨，督立演福塔庙之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昔后周毁经像而修甲兵，齐崇塔庙而弛弄政，一朝合战，周兴齐灭。然则佛氏之不能作祸福于人世者可知也。伏惟殿下，法尧舜三代之所以兴，鉴齐陈梁萧之所以亡，上继圣祖之遗意，下副吾儒之素望。使彼佛者，勒还其乡，人其人以充兵赋，卢其居以增户口，焚其书以永绝其根本。而所给之田，使军资主之，以赡军饩。奴婢使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铜像铜器属于军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属于礼宾寺，以分各司各官。然后教之以礼，养之以道德，不数年间，民志定而教化行，仓廪实而国用周矣。今佞臣金琠阿意顺旨，变乱是非，欲兴无父无君之教，以废古今圣贤之道，以为太祖开国皆蒙佛力，以指辟佛者为太祖之罪人。我国家自庚寅癸巳以上，通儒名士多于中国，故唐家以为君子之国，宋朝以为文物礼乐之邦，题本国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自庚癸以后，不死兵乱则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无一二存者。彼学佛者始倡邪说，上诬君臣，下诳愚民，乃作太祖九世之像曰：某生为某院主，某生作某塔某经，某生为某之牛，至某生乃得王位，上宾之后今乃为菩萨，成书开板，藏于深山，以欺万世。玄陵见之，深加敬信。呜呼！正学不明，人心不正，不修德而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怪之欲闻，岂不惜哉！岂不痛哉！自孟子辟杨墨尊孔氏以来，汉之董子、唐之韩子、宋之程朱子，皆扶斯道，抑异端，为天下万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张天觉等，兴佛教，易风俗，而为天下万世之小人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觉之所好，髡三韩之民，弃国家，敝屣王位，入山求佛，则纳金碘之言可也。若遵董、韩、程、朱之学，以正人心，明人伦，去民之蟊贼，以兴尧舜三代之理，以光中兴之业，则彼金琠者，当诸都市，以示三韩万世中兴大圣人之不惑于邪说可也。

朴础的上书实际上将高丽末期的排佛运动推到最高峰，不仅恭让王“览疏大怒”，就连同是生员的徐复礼等也不敢署名，而司艺柳伯淳则力止朴础上书。王四年五月，演福寺的佛塔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修成，但同年七月，迷于佛事的恭让王终于不得不禅位于李成桂。高丽王朝自始至终伴随着浓厚的佛教信仰，此可谓成也佛教，败也佛教，看来决定历史的因素在人而不在教也。

第二节 知讷之后的禅门宗匠

据《升平府曹溪山松广寺嗣院事迹碑》[29]记载，曹溪山松广寺为“东方第一道场”，被世人目为“葱岭之双林，震旦之卢阜”。此后韩国佛教史上“凡号为王者师者，必住是寺”。关于该寺的沿革，该碑说：“新罗僧惠璘创小庵而居之。高丽仁宗时，山僧释照将欲大其刹，鸠亢工材而未果就。至明宗时，佛日普照国师在公山会佛岬，使其徒守愚遍求安禅之所，愚得此寺于空山荒茀之中。经始于承安二年（1197），至五年庚申，国师移社于此。仍广其居，百有余椽。九载讫功，即金泰和五年（1205）。”该山原名松广，寺旧称吉祥，知讷到来时曾一度奉旨改称曹溪山修禅社，但后来又改称松广寺，或称定慧寺。“普照殁后，传真觉、清真、真明、晦堂、慈精、圆鉴、湛堂、妙明、慈圆、慈觉、觉俨、净慧、弘真、高峰。弘真以上皆为国师。”

一 慧谌的生平及其思想

慧谌的生平事迹保留在和他同时代的文士李奎报所撰的《曹溪山第二世故断俗寺住持修禅社主赠谥真觉国师碑铭并序》中。据此，慧谌俗姓崔，字永乙，自号无衣子，罗州和顺县人。先考讳琬，乡贡进士。母裴氏。其父去世后，“从母乞出家。母不许，勉令业儒”。慧谌母亲的态度或许表明了时人对佛教的看法已有所改变，儒教的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慧谌虽不敢违背母命，但自己却“常念经持咒”并“喜毁斥淫巫妖祠”。承安六年（1201），举司马试及第，于是入太学学习。后因母病还乡侍疾，通过“念入观佛三昧”使“母梦诸佛菩萨遍现四方，觉而病愈”。

翌年，母去世。此时慧谌听说知讷正在曹溪山开修禅社，道化方盛，遂径造参礼，请求营斋荐母，并趁此机会剃度出家。碑文说：“始师之谒国师也，国师见之以为僧，更见则非也。”又说：“先是，国师（指知讷）梦雪窦显禅师入院，心异之。明日师来参，由是益奇焉。”这好像暗示慧谌的禅学思想同雪窦重显有某种关系。这一时期，慧谌“尝居鳌山，坐一盘石昼夜常习定，每至五更，唱偈甚厉，闻十许里”。“又居智异山金堂庵，宴坐堂上，雪积没顶，犹兀坐如枯株不动，众疑其死，撼之不动”。这两则记载都反映了慧谌早期禅修的特色。他和知讷之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佳话：

乙丑（1205）秋，国师在亿宝山。师与禅者数人方往谒，憩山下，距庵千余步，遥闻国师在庵中唤侍者声。师作偈，其略云：呼儿响落松萝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入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及参礼，举似此话，国师颔之，以手中扇授之。师呈偈曰：昔在师翁手里，今来弟子掌中；若遇热忙狂走，不妨打起清风。国师益器之。又一日，随国师行。国师指一破鞋云：鞋在遮里，人在什么处？答曰：何不其时相见？国师大悦。又举赵州狗子无佛性话。因续举大慧杲老十种病问之，众无对。师对曰：三种病人，方解斯旨。国师曰：三种病人向什么处出气？师以手打窗一下，国师呵呵大笑。及归方丈，更密召与语，乃喜曰：吾既得汝，死无恨矣。汝当以佛法自任，不替本愿也。[30]

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了知讷一门的教学特征。熙宗四年（1208），知讷欲命慧谌嗣席，但慧谌固辞不受，并离开智异山“绝迹灭影者数载”。直到熙宗六年（1210）知讷圆寂之后，才奉敕继承法席。慧谌执掌修禅社期间，曹溪宗的教势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其表现之一是“四方学者及道俗高人逸老”云集此地，之二是为解决人多寺小的不便，康宗便“命有司增构，遣中使督役”，“辟而广之”。以康宗为首的政治势力对智异山的支持更加巩固了该宗在佛教界的地位。比如，由于康宗“遣使就赐满绣袈裟磨衲各一领，并茶香宝瓶”，带动了“公卿贵戚四岳方伯闻风慕道，或遥礼为师，或亲趋下风”，就连“凡禅讲之负气屈强自谓莫己若者”，也都“犹师事之不暇也”。“公卿贵戚”中的代表人物可举门下侍中崔瑀，他曾数次邀请慧谌入京，虽然均未成行，但却“千里相契，宛如对面”，并让自己的两个儿子随侍左右。高宗即位后，制授禅师号，接着又加大禅师号。王六年（1210），召住断俗寺，累辞不允。翌年虽入院但仍以本社为常栖之所。同二十年（1233）示疾于修禅社，国王遣御医诊视。翌年六月圆寂，寿五十七，赠谥真觉国师。圆寂前，慧谌和门下弟子有这样一段对话：

麻谷（此人不详）入室，师曰：老汉今日痛甚。谷曰：为什么如此？国师以偈答曰：众苦不到处，别有一乾坤；且问是何处，大寂涅槃门。师竖起拳头云：遮个拳头也解说禅，汝等信否？遂展掌云：开则五指参差。握拳云：合成一块，开合自在，一多无碍，虽然如是，未是拳头本分说话。作么生是本分说话？即以拳头打窗一下，呵呵大笑。

这说明，慧谌晚年仍然保持着他在知讷门下学得的禅风。慧谌的著述有《禅门拈颂》三十卷、《禅门纲要》一卷，此外还有语录两卷、诗集两卷。门下弟子有梦如、真川、觉云、麻谷等。

从上文述及的慧谌与知讷之间诗偈往来以及有关狗子无佛性等问答来看，他们师徒二人在禅理上是经常能够默契的，换句话说，知讷的禅学思想理所当然地被慧谌很好地继承了下来。那么，在充分肯定他二人思想的相同点之外，有没有存在不同之处呢？通过考察，学者们已经发现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知讷立惺寂等持门、圆顿信解门、活句径截门三种法门，依此提倡顿悟渐修、定慧双修等指导信众的修行法则；而慧谌只立看话一门，认为“一通，千万一时皆通”，不仅径截门，就连止观定慧也都包括在看话一门中。因此可以说，知讷虽是海东最早接受中国看话禅的僧人，但对话头的重要性予以充分肯定并将之发展得更为活泼的则是慧谌。[31]有的学者在比较知讷和慧谌的“无心观”时指出：“知讷认为无心合道为径截门，而慧谌认为无心是最要紧的，此虽是真心，但只有连无心这样的想法也都泯灭掉才是真无心，而且无心后还得看话，不过看话就不可能是无心。此路为实参实悟之方法。所谓实参实悟，是不通过话头就不可能实现的道路。此路是否是不同于知讷的又一禅修行之方法？知讷虽然受容了看话禅，但对其发展，慧谌的作用很大。”[32]
显然，慧谌的看话一门是知讷三种法门的继承，囊括了惺寂等持、圆顿信解、径截三门的核心内容，但同时又将之单纯化，使之成为不分僧俗、不分根机，带有极强普遍意义的禅法，从而摆脱了所谓径截门只属于最上根机的狭隘观念。慧谌说：“世出世间，善恶攀缘，种种分别，莫教相续，亦莫断除。念念起时，但举话头云哑。不得作瘖哑会，不得向意根下思度，不得向举起处承当，不得将心待悟，莫管有味无味、悟与不悟，但时时举觉，念念提撕，日久月深，知其功能耳。”[33]慧谌强调，参话头时必须相信自己同圣人一样本来具足同一真性，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自身就是菩提的正信，这种正信就是参话头的出发点。他说：“依上古教，深信上圣下凡，同一真心，同一正位，然后看个话头。”又说：“夫欲学此道，以信为初。”[34]通过参话头的方式以求得祖师之法，关键在于信心。对此，以心求心固然不可，于心外求之亦不可得，唯一的方法是相信自己的心一定是菩提。

赵州“无”字话头也是慧谌常常让人参悟的话头。他作《狗子无佛性话拣病论》，认为举话头之病，广而言之则有十种，略而言之则不出有心、无心、语言、寂默四种。再略而言之，则为思议与不可思议二种。故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无心得，不可以语言造，不可以寂默通，左来也不是，右来也不是。他觉得，参话头时如无起开悟之心，不作思量分别之想，只在日常事里、应缘之中将话头纯粹地加以参究来参究去，那么某一时刻必然忽而自明。[35]他还强调，参话头时，“但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若要与祖佛为师者，须明取活句……盖彻骨彻髓，深证本源，持王子宝刀，用本分手段，杀人活人得大自在也。须明取者个手段，既杀得人，须活得人；既活得人，须杀得人。若只单杀单活，则非好手也”。[36]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参究活句话头，慧谌采集了古则1125条编成《禅门拈颂》30卷。他在自序中这样说道：

详夫自世尊、迦叶以来，代代相承，灯灯无尽，递相密付，以为正传。其正传密付之处，非不该言义，言义不足以及，故虽有指陈，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而已。好事者强记其迹，载在方册，传之至今，则其鹿迹，固不足贵也。然不妨寻流而得源，据末而知本，得乎本源者，虽万别而言之，未始不中也。不得乎此者，虽绝言而守之，未始不惑也。是以诸方尊宿，不外文字，不吝慈悲，或徵或拇，或代或别，或颂或歌，发扬奥旨，以贻后人。则凡欲开正眼具玄机，罗笼三界，提拔四生者，舍此奚以哉！况本朝自祖圣会三已后，以禅道延国祚，智论镇邻兵，而悟宗论道之资，莫斯为急。故宗门学者，如渴之望饮，如饥之思食。余被学徒力请，念祖圣本怀，庶欲奉福于国家，有裨于佛法，乃率门人真训等，采集古话凡一千一百二十五则，并诸师拈颂等语要，录成三十卷，以配传灯。所冀尧风与禅风永扇，舜日共佛日恒明。海晏河清，时和岁稔，物物各得其所，家家纯乐无为。区区之心，切切于此耳。每恨诸家语录，未得尽览，恐有遗脱，所未尽者，更待后贤。[37]

可见，慧谌的志向是在弥补《景德传灯录》等只是根据禅宗传灯系谱加以整理摘录而未充分发挥活句公案的不足之处。

在佛教本体论上，慧谌也主张“即心即佛”，而且此“心”是永恒不灭的。他说：“记得古人道，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醒，百骸俱溃散，一物镇长灵。只今说法听法，历历孤明，勿形段者，岂不是一物？曹溪唤作本来面目，临济呼为无位真人，石头谓之庵中不死人，洞山指曰家中不老者。此皆一物之异名也。”[38]百骸溃散之后，作为“一物”的“心性”仍然“长灵”，存在到永远。

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物”呢？慧谌提出了所谓的“无心无事”说。一日，他上堂说法道：“云烟消散，孤月自明，沙砾汰除，真金自现。此事亦尔，狂心歇处，即是菩提。性净妙明，不从人得。所以大觉世尊初悟此事，乃以普眼遍观十方，而兴叹曰：奇哉！奇哉！我观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相，无师智、自然智、无碍智悉得现前。大众，如来是真实语者，岂欺人哉。若向这里信得及，直下一刀两断，休去歇去则便见头头上明，物物上现，更不是别人。至者里无生死可出，无涅槃可求，只是一个无事人。”[39]他在《上康宗王心要》中更加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无心无事”说。他指出：

佛言此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又云菩萨住是不思议，于中思议不可尽，入此不可思议处，思与非思皆寂灭。是故若要广谈义路，不无万论千经；若图直造真源，曷若无心无事。老庞偈云：无心心不起，超三越十地，究竟真如果，到头只这是。德山和尚云：但无心于事，无事于心，虚而灵，空而妙，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皆为自欺。毫厘系念，三途业因；瞥尔生情，万劫羁。圣名凡号尽是虚声，殊相劣形皆为幻色。汝若求之，得无累乎？是知直下无心最为省要。内若无心，外即无事，无事之事是名大事，无心之心是名真心。所谓无心者，无心无无心，亦无无心尽，是真无心。无事者，无事无无事，亦无无事尽，是真无事。若以事遣事，事事弥增；将心无心，心心却有。不若一刀截断左右葛藤，更不思前念后，直然放下，放到无放下处，无放下处亦放下，到者里方始大事现前，朗然独耀。此是诸圣放身舍命之处，成佛作祖之处。此名天真佛，亦名法身佛，亦名如如佛。然若以此名句文义挂在心头，又却不是。所以道：微言滞于心首，翻为缘虑之场，实际居于目前，尽是名相之境。[40]

保持“无心无事”的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上文所说的参话头，而且是参活句话头。

人的“本心”就是佛，因此“本心”应当是至善的。那么，作为人性的表现，其善恶是怎样产生的呢？慧谌这样认为：“汝等诸人本心是佛，更无别物，但以法尔随缘，习以成性，故有善、恶、愚、智差别。譬如湍水，决东则东，决西即西。亦如尺蠖，食苍即苍，食黄即黄。杨朱泣歧，墨子悲丝。此见虽小，可以喻大。无明力大不思议，故不染而染而成凡；般若力大不思议，故染而不染而成圣。可不慎欤！可不慎欤！既知心是佛，心即合行依佛行。知过而改，伊兰尚作旃檀；把本而修，铜质岂非明镜。”[41]慧谌清楚地表明虽然本心即佛，人性至善，但亦不能忽视客观环境和后天的努力。作为一名禅者，慧谌理所当然地相信凡圣之间的平等，即“真心”的普遍性。但是，作为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他的人生观中时时又在感叹现象界的不平等。他有一首《孤愤歌》这样写道：“人生天地间，百骸九窍都相似，或贫或富或贵贱，或妍或丑缘何事？曾闻造物本无私，乃今知其虚语耳。虎有爪兮不得翅，牛有角兮不得齿。蚊虻有何功，既翅而又嘴。鹤胫长兮凫胫短，鸟二足兮兽足四。鱼巧于水拙于陆，獭能陆地又能水。龙蛇龟鹤数千年，蜉蝣朝生暮当死。俱生一世中，胡奈千般万般异。不知然而然，夫谁使之使。上以问于天，下以难于地。天地默不言，与谁论此理。胸中积孤愤，日长月长销骨髓。长夜漫漫何时晓，频向书窗啼不已。”在另一首《代天地答》中，慧谌做了这样的回答：“万别千差事，皆从妄想生；若离此分别，何物不齐平。”可见，他最终仍然是一个宗教家，而不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对现实的不平等他只能寻求“宗教式”的解决方式。

上文已经介绍过，慧谌的时代儒学业已崛起，并同佛教形成正面冲突。我们在慧谌的文章中，还看到他极力地想调和儒、佛两家的希图，希望二者能走向妥协。他说：

认其名，则佛、儒迥异，知其实，则儒、佛无殊。不见孔子曰：毋意，毋我，毋固，毋必。无尽居士释之曰：夫毋意，则必有真意者存焉；毋我，则必有真我者司焉；毋固，则必有真固者在焉；毋必，则必有真必者守焉。真意酬酢万变而不乱，真我宰制群动而不流，真固出入生死而不易，真必裁成众志而不惑。圣贤以是生，以是死，以是富贵，以是贫贱。谓之白玉矣，欲其为石可得乎？谓之精金矣，欲其为铅可得乎？谓之圣贤矣，欲其为下愚可得乎？无尽之说，实获我心，所谓真意、真我、真固、真必者盖随用而说，故有四名，究实而论，的无别体。但人人无念心体，不借缘生，不因境起，虚而灵，寂而照，贯通万法，透彻十方，亘古亘今，无断无灭者是也。[42]

为了说明儒、佛一致，慧谌甚至引证伪经《起世界经》，说佛遣迦叶、儒童二圣行化震旦，前者为老子，后者为孔子。由此，则“儒、道之宗，宗于佛法”。

二 混元、天英、冲止

混元（1191—1271）的资料现有《卧龙山慈云寺王师赠谥真明国师碑铭并序》（金丘撰）。据此，混元俗姓李氏，遂安县（黄海道）人。考师德，官至京市署丞。其13岁时投品日远孙宗轩得度。由于他“生而颖悟”“聪慧绝人”“学通内外”，所以很快成为崛山丛席之首，并在禅选中获“上上科”。之后，他雅志山林，誓不踏名途，走上策杖游方的行脚生活。初谒双峰辩青牛，服勤数载，得其阃奥；后谒曹溪无衣子慧谌门下，“大为器许”。又尝师事清真国师（曹溪山第三世），禀受曲折，尽得其髓。混元的所学不甚了了，碑文中有“于古人公案洞晓其旨”、“游刃玄关，得乐说辩才”几句话。

混元的传教活动曾先后得到柱国晋阳公崔瑀和国王高宗的支持。崔氏曾为他奏请三重大师称号，又奏请让他住持定慧寺，之后不久“以领众不无忧累……固辞”。高宗三十二年（1245），崔瑀创禅源寺，请混元担任落成法会的“主盟”。翌年，混元率徒二百人赴京，入住禅源寺，并被加封为“大禅师”。数日后，高宗亲自临幸，献袈裟，跪呈请疏。这一切奠定了混元作为曹溪宗第三世清真国师“法嗣”这一接班人的资格。据说混元虽居辇下，而志在云壑，数请还山，但“上不许”。同三十九年（1252年），清真圆寂，以院门事相托，高宗命他住持曹溪为第四世。同四十三年秋，混元请禅源寺法主“旦公”自代，于是又得以游心于云水之间。

同四十五年（1258），高宗遣中使礼部郎中崔铎迎混元入京，并亲自将他迎入慈云寺。翌年五月十一日，册其为王师。元宗即位后，礼遇殊加。后混元“以卧龙寺为下山所（退隐之地）”，再三请求隐退，元宗便趁他离开前将其延入大内，“亲行师礼，手自进馔”。二人“从容接话，至晚乃辞”。随后由中使护送下山，“说法利生凡一十二年。元宗王十二年（1271）去世，寿八十一，加封国师，谥号真明”。

据李益培所撰《曹溪山修禅社第五世慈真圆悟国师碑铭》（碑在高兴郡佛台寺）记载，天英俗姓梁氏，高宗二年（1215）六月十三日生。父名宅椿，母金氏。12岁时，诣曹溪真觉国师慧谌处出家。同二十年（1233）赴谈禅法会，被推为座元。同二十三年，赴禅选，中上上科。既而一杖南游，闻清真国师梦如正盛化曹溪，径造参叩。之后又从真明国师混元咨禀法要，道誉日振，广闻遐迩。同三十三年（1246）晋阳公崔瑀创建禅源社，大张禅会，邀真明国师为法主，并召致国内高名缁徒三千人赴筵，天英亦在三千之列。时因崔氏之奏，赐三重大师号，同三十五年又奏加禅师号，奉命住断俗寺。同三十六年，崔瑀创昌福寺，设落成法会，请天英任主盟。翌年，奉高宗之命主禅源社。三十八年（1251）柱国崔公沆建普济寺别院，招九山禅侣，以天英为主盟。同三十九年，清真国师去世后，高宗命真明国师住持曹溪，以天英为禅源社法主。同四十三年（1256）秋，真明退休，举天英自代，获高宗允准，并制加大禅师号，迎入宫中，御手供馔。忠烈王十二年（1286）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天英应邀至高兴郡佛台寺。在此，他为后人留下了几句难得的禅语：

有僧出问：牧牛子道，不昧一着子。和尚还不昧也无？

师云：昧与不昧，总不干他事。

又有僧问：脱却壳漏子，向什么处相见？

师云……不须多语。生也如著裤，死也如脱裙，那个是着脱底的人。良久云：不见牧牛子道，千种万般，总在这里。[43]

据说天英与众人“言讫，泊然而化”，寿七十二，法腊五十七，赠谥“慈真圆悟国师”称号。弟子收拾遗骨，奉还曹溪。

冲止的事迹见国学大司成文翰学士金曛所撰《曹溪山修禅社第六世圆鉴国师碑铭》。据此，冲止原名法桓，自号安庵，俗姓魏氏，定安（忠清北道）人。父魏绍，官至户部员外郎；母宋氏，吏部员外郎子沃之女。冲止生于高宗十三年（1226），九岁开始学习，“凡经书子史，过目即诵”。19岁登状元第。之后曾奉使日域，显国美于异邦。时圆悟国师天英正在主持禅源社，冲止慕名前往，剃染受具。随即策杖南游，历参讲肆，为丛林所重。出家之初，冲止因受太原孚上座影响，不愿担任住持之职。至41岁，始住金海县甘露社。时一禅德请冲止作诗，诗云：“春日花开桂苑中，暗香浮动少林风；今朝果熟沾甘露，无限人天一味同。”这首禅诗在禅众中传颂甚广。忠烈王十二年（1286）天英去世后，众人推举冲止继席，是为曹溪山第六世。自此，冲住院七年，使知讷的禅风得以进一步光大。在此期间，冲止曾应元世祖之诏，乘驲至中夏，皇帝待以宾主以礼，褒以师傅之恩，赐以袈裟、白拂等物。回国后，于忠烈王十八年（1292）八月示疾，翌年四月去世，寿六十七，法腊三十九，谥“圆鉴国师”号。去世前，门人请偈，师云：“阅过行年六十七，及到今朝万事毕。故乡归路坦然平，路头分明未曾失。手中才有一枝筇，且喜道中脚不跌。”万湖长老问道：“承师故乡归路在什么处？”师云：“着眼看。”曰：“看是什么道？”师云：“知即得。”[44]冲止幼业儒，留下大量诗文，其中多少反映出一些儒释调和禅教会通的意趣。

冲止门下的弟子首推万恒（1249—1319）和复丘（1270—1355）。李齐贤所撰《海东曹溪山修禅社第十世别传宗主重续祖灯妙明尊者赠谥慧鉴国师碑铭并序》记载道：万恒俗姓朴，熊津（忠清南道公州）人。父京升，进士出身。恒“以儒家子为僧”，自强于学，长益不怠。曾赴九山选，中“魁科”，而后拂衣往枫岳，夏满又移栖智异山。在此，“饥不重味，寒不袭裘，胁不至席者累稔”。可见他度过了一段苦行生活。曾奉忠列王之命住三藏社（这也是其师圆悟天英的意思），接着又历主朗月、云兴、禅源等社，凡是经他指点过的人都“若聩而聆，若酗而醒”。其门下弟子多至七百，“士大夫抠衣入社者不可胜计”。忠宣王五年（1313），禅教名流聚集京城，每日以次讲论。时万恒亦在被邀之列。“师至，棒喝风生，辩若悬河。王喜甚，行同舆，手奉馔，加法号别传宗主重续祖灯妙明尊者。”忠肃王六年（1319）八月遘疾去世，寿七十一，谥“慧鉴国师”。其临终时遗偈曰：“廓清五蕴，真照无穷，死生出没，月转空中，吾今下脚，谁辨玄踪，告尔弟子，莫漫扪空。”[45]
据《王师大曹溪宗师觉俨尊者赠谥觉真国师碑铭并序》记载，复丘自号无言叟，一作“无能叟”，固城郡（庆尚南道）人，元宗十一年（1270）生。稍长，知敬佛乘。年甫10岁，就曹溪圆悟国师（天英）剃落受具。未几，圆悟顺寂，遵遗嘱从大禅师道英孜孜请益，士年而学通，丛林推为众首。忠烈王十六年（1290）中禅选上上科，时年21岁。之后一度云游访道，徜徉乎泉石，摇裔乎云林，“誓不踏名途”。曹溪第十二代慈觉国师尝以学徒委丘，丘固辞，遂往白岩寺，与同志十余人早夜参究，十又余年。之后住月南松广大道场，前后四十余年，“其间福国利生之事，与夫褒崇锡赐之宠，盖不可遽数”。晚年奉王命住灵光郡（全罗南道）佛岬寺。恭愍王即位元年（1352），册复丘为王师，深受王臣尊崇。同四年（1355）寂于白岩寺，春秋86岁。临终时作偈道：“即心即佛江西老，非佛非心物外翁。鼯鼠声中我独往，涅槃生死本来空。”[46]
三 一然、混丘

一然是高丽后期的著名僧人，从其碑铭被称作《高丽国义兴华山曹溪宗麟角寺迦智山下普觉国尊碑铭》（闵渍撰）和碑文中“遥嗣牧牛和尚”这句话来看，其法系有可能同知讷有某种渊源。据载，一然俗姓金，讳见明，字晦然，后易为一然，自号睦庵，庆州章山郡人。父名彦弼，不仕，“以师故，赠左仆射”。一然生于熙宗二年（1206）六月，年甫9岁，至海阳无量寺就学。高宗六年（1219），从陈田长老大雄剃度受具。之后曾游历禅肆，声誉日隆，“时辈推为九山四选之首”。高宗十四年（1227）赴选佛场，登上上科。厥后寄锡于包山宝幢庵，专心禅观，并移住其他各禅寺。大约在高宗二十四年（1237）前后被授予“三重大师”称号。同三十六年（1249），郑相国晏舍南海私第为定林社，请一然主之。同四十三年（1256）加“禅师”称号，三年后又加“大禅师”称号。元宗二年（1261），承诏赴京，住禅月社。同五年秋南还，寓吾鱼寺。未几，受仁弘社主万恢之托任该社主席。同九年夏，奉旨集禅教名德一百人于云海寺设大藏落成会，并任主盟。一然主仁弘社十一年之后，奏请朝廷重新整修该社已经颓圮的殿宇，又将社名改为“仁兴”。后于包山东麓重葺涌泉寺为佛日社。忠烈王即位后，诏住云门寺和广明寺，大阐玄风，得到国王的尊信。王九年（1283），被册封为国尊，受赐“圆径冲照”称号。此后以“母老”为由，请还，王以麟角寺为下安之寺，敕近侍金龙俭修葺之。一然进入该寺后，再辟九山门都会，“丛林之盛，近古未曾有”。忠烈王十五年（1289）一然圆寂，寿85岁，谥号“普觉”。

一然去世前和门下弟子曾有过一些对话，从中我们或可窥见其禅学思想之一斑。有僧问道：“释尊示灭于鹤林，和尚皈真于麟岭，未审相去多少？”师拈拄杖卓一下云：“相去多少？”进云：“伊么则今古就无堕，分明在目前。”师又卓一下云：“分明在目前。”进云：“三角麒麟入海中，空余片月波心出。”师云：“他日皈来，且与上人重弄一场。”又有僧问：“和尚百年后，所须何物？”师云：“只遮个。”进云：“重与君造个塔样，又且何妨？”师云：“什么处去来？”进云：“也须问过。”师云：“知是般事便休。”又有僧问：“和尚在世如无世，视身如无身，何妨住世，转大法轮？”师云：“随处作佛事。”问答罢，师云：“诸禅德，日日报之，痛痒底不痛痒底，模糊未辨。”乃拈拄杖卓一下云：“这个是痛底。”又卓一下云：“这个是不痛底。”又卓一下云：“这个是痛底，是不痛底，试辨看。”[47]
碑文说：一然“于学不由师训，自然通晓，既入道稳实而纵之以无碍辩，至古人之机缘语句，盘根错节，渴施陂险处，扶剔疏凿，恢恢焉游刃。又于禅悦之余，再阅藏经，穷究诸家章疏，旁涉儒书，兼贯百家，而随方利物，妙用纵横。凡五十年间，为法道称首，随所住处，皆争景慕”。所谓“于学不由师训”，和上文中所说“遥嗣牧牛和尚”是相吻合的，就是说他受到过知讷法系的影响，但却没有相应明确的师承渊源。一然的著作有《语录》两卷、《祖图》两卷、《重修曹洞五位》两卷、《大藏须知录》三卷、《诸乘法数》七卷、《祖庭事苑》三十卷、《禅门拈颂事苑》三十卷、《三国遗事》五卷等，共百余卷行世。[48]在一然的碑铭中，我们还发现他的一生曾发生过许多次“神迹”。比如他住包山宝幢庵时，因念文殊五咒而见到文殊现身。碑文的作者还说：“其余异迹奇梦颇多，恐涉语怪，故略之。”我们还记得，《三国遗事》中记载的新罗、百济、高句丽僧人大都以神迹闻世，笔者想这一切同本身就喜好神迹的一然本人恐怕不无关系。

四 普愚、慧勤

普愚（1301—1382）是高丽末期的著名僧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恭愍王、辛禑王等朝代。据李穑撰《杨州太古寺圆证圆师塔铭》（杨州即京畿道高阳郡神道西北汉里）以及维昌所撰《行状》等资料，普愚初名普虚，俗姓洪氏，洪州（忠清南道洪城郡）人，生于忠烈王二十七年（1301）。考讳延，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门下侍中敕吏兵部事洪阳公。母郑氏，赠三韩国太夫人。13岁时投桧岩寺之广智脱尘，后历访诸丛林。19岁时开始参“万法归一”，忠肃王二年（1333）普愚寓城西甘露寺时疑团消解，遂作颂曰：“佛祖与山河，无口悉吞却。”37岁寓松都（开城）梅檀园时，普愚又参究“无”字，翌年正月初七日五更豁然大悟，有颂曰：“打破牢关后，清风吹太古。”忠惠王复位二年（1341），普愚住汉阳三角山重兴寺，学者云集。普愚曾于寺东建一庵，题匾曰“太古”，逍遥自适凡五载，并仿永嘉玄觉禅师之《证道歌》作歌一首。

忠穆王二年（1346）46岁的普愚入元请益，居燕京大观寺。翌年，闻竺源盛在南巢，往见之，盛已逝，遂至湖州霞雾山天湖庵参，石屋清珙，得其认可。普愚献《太古庵》歌，珙甚奇之，试之曰：“子既经如是境界，更有祖关，知否？”对曰：“何关之有？”珙曰：“据汝所得，工夫正而知见白矣，然宜一一放下，若不尔也，斯为理障，碍正知见矣。”愚曰：“放下久矣。”珙曰：“且歇去。”明日，具仪而前，师云：“佛佛祖祖，唯传一心，更无别法。”乃举马祖令僧问大梅常因缘云：“才有些子光明以为实者，堕在光影里，作活计矣。故从上诸祖，见此人病无奈何，于清平境上设关去缚了。若真正彻去，尽是闲家具也。且子于无人之境，奚辨得歧路若是其明乎？”愚曰：“佛祖垂示方便具在故也。”珙云：“良哉！非宿植正因，亦未免罹邪网矣。老僧虽在穷山，常说祖门，待尔儿孙久矣。”愚曰：“善知识者，浩劫难逢，誓不离左右矣。”珙曰：“老僧说要与你同甘寂寥，恐他日无去路，于法值难，不如留半月，相与打话而归之得也。”普愚归国时，清珙问之曰：“云何是日用涵养事？云何是向上巴鼻？”愚答“瓶泻”，并趋而前曰：“未审此外，还更有事否？”珙愕然曰：“老僧亦如是，三世佛祖亦如是，长老说别有道理，乌得无说耶？”愚作礼云：“古有父子不传之妙故尔耳，弟子何敢辜负和尚大恩乎？”愚顿首，珙呵呵大笑，曰：“长老，汝之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毛孔今日尽打开了。老僧亦七十余年做家事，与你夺了也。”又曰：“老僧今日放下三百斤担子，递你担了。”清珙为普愚所献《太古歌》作跋，并问道：“牛头未见四祖时，因甚百鸟衔花？”曰：“富贵人皆仰。”曰：“见后因甚百鸟衔花觅不得？”曰：“清贫子亦疏。”又问：“空劫前有太古耶？无太古耶？”曰：“空生太古中。”珙微笑云：“佛法东矣。”遂以袈裟表信，曰：“衣虽今日，法自灵山，流传至今，今付于汝，汝善护持，毋令断绝。”

普愚拜别清珙后回到燕京，元顺宗皇帝闻之，请于永宁寺开堂说法，并赐袈裟、沉香等。忠穆王四年（1348），普愚回到高丽，挂锡重兴寺。出于韬光养晦的目的，普愚入迷原（广州）小雪山隐居四年，曾作《山中自乐歌》一篇。恭愍王即位元年（1352），下诏不应。再遣使强请，遂至宫中，受到京城士庶热烈欢迎。“既徂一夏，师知国之有机变，辞退入小雪山。”这说明普愚不愿意参加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去。此后国王数次征诏，均不应。同五年（1356），应恭愍王之请于奉恩寺说法，同年四月被封为王师，留住广明寺。翌年辞归，不许，遂趁夜遁走。王知其志不可夺，悉送法服并印章至愚所。同十一年（1362），王遣使至曦阳山凤岩寺看望普愚，翌年又请其移锡迦智山宝林寺。同十五年（1366），请求任性养真，王允之。及辛盹擅权，愚上书道：“国之治，真僧得其志；国之危，邪僧逢其时。愿上察之远之，宗社幸甚。”十七年，云游至全州普光寺，时受辛盹陷害，认为“今欲远游，必有异图”。王轻信其言，锢愚于俗离寺。一年之后，恭愍王收回成命，请愚还住小雪山。二十年，辛盹伏诛后，封愚为国师，请住莹原寺，以疾辞。辛禑王七年（1381），普愚移住阳山寺，再度受封为国师。翌年寂于小雪山，寿八十二，谥“圆证”。[49]
韩国佛教一般把普愚看作中国临济宗的传人。他直承福源清珙，往上推算，当是临济义玄的十九世孙。普愚佛学思想的特点是以“一物”为“第一义”。“有一物，明明历历，无伪无私，寂然不动，有大灵知。本无生死，亦无分别，亦无名相，亦无言说。吞尽乾坤，盖尽天地，盖尽声色，具大体用。”从“体”的角度来讲，它“包罗尽广大而无外，收摄尽微细而无内”；从“用”的角度看，它“过佛刹微尘数，智慧神通三昧辩才，即显即隐，纵横自在，有大神变”。此“一物”表现在人，则“举足下足，触境遇缘处，端端的的……头头上明”。作为一种方便，此“一物”有时呼为“心”，有时称为“道”，或是称作“万法之王”，或是称作“佛”。普愚说，佛与人的区别在于“只明得个此心”。那么，“此心”有什么规定性呢？他说，“此心”“非是凡夫妄生分别之心，正是当人寂然不动底心也”。彻悟“此心”的方法，就是做到“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身与心法，一时都放下，一如金木佛相似，则生灭妄念尽灭。灭尽的亦灭，阒尔之间，心地寂然不动，无所依止。身心忽空，如倚太虚相似。这里只个明明历历，历历明明底现前，此时正好详看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才举便悟，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是个灵光盖天盖地……即与佛祖相见了也”。[50]
《答芳山居士书》反映了普愚的看话禅思想。他受圆悟克勤、大慧宗杲等人的影响，主张以公案截断分别知解，认为“念起念灭，谓之生死。当生死之际，须尽力提起话头纯一，则念头起，灭即尽。起灭尽处，谓之寂。寂中无话头，谓之无记。寂中不昧话头，谓之灵知。即此空寂灵知，无坏无杂。如是用功，则不日成功，身心与话头打成一片，无所依倚，心无所之……千疑万疑，一时透了也”。[51]在另一封《示无际居士书》中，他是这样理解“无”字话头的：“赵州云无，这个无字，不是有无之无，不是真无之无。毕竟如何即是？到这里，直得通身放下，一切不为，不为底也不为，直到闲闲地，荡荡地，切无拟思，前念已灭，后念不起，当念即空，空亦不守，不守亦忘，忘亦不立，不立亦脱，脱亦不存。到恁么时，只是个惺惺寂寂底灵光，卓尔现前，切莫妄生知解。但举话头，十二时中，四威仪内，单单不昧，切切参详……犹老鼠入牛角相似，便见到断。利根者到此，豁然打破漆桶。”[52]
普愚门下弟子众多，据说有混修、粲英等一千多名。混修（1320—1392）俗姓赵，字无作，号幻庵。自幼出家，从大禅师继松得度。禅选及第后，多方参学。曾于禅源寺研习《楞严经》，又从懒翁慧勤和尚问道。后应白城郡人金璜之请，住瑞云寺。辛禑王即位后，被授予“广通无碍圆妙大智普济”法号，并被封为国师。恭让王四年，混修去世，李朝太祖追谥“普觉国师”号。粲英（1328—1390）俗姓韩，号木庵。14岁出家，从普愚得度。禅选及第后，曾游历大兴寺、小雪山等地。恭愍王尊之为碧眼达磨，任命他为两街都僧录。粲英曾奉敕住石南、月南、神光、云门等寺，先后受赐“净智圆明无碍国一禅师”、“禅教都总摄净智圆明妙辩无碍玄悟国一都大禅师”等法号。辛禑王九年（1383）被任命为王师，恭让王二年去世，谥号“智鉴国师”。

有关慧勤（1320—1376）的生平资料，现存有《杨州松岩寺禅觉王师碑》（李穑撰）、《懒翁和尚行状》（门人觉宏录）、《东师列传》等。下面将综合这些材料做一简述。慧勤俗姓牙，原名元慧，号懒翁，宁海府人，居室名江月轩，忠肃王七年生。自幼要求出家，父母不肯。年二十见邻友亡，问诸父老曰：“死何之？”皆曰：“不知也。”由此投功德山妙寂庵了然禅师所祝发。了然问：“汝为何事剃发？”勤对曰：“超出三界，利益众生。”了然问：“汝今来此，是何物耶？”对曰：“此能言能听者能来耳。欲见无体可见，欲觅无物可觅，未审如何修进。”对慧勤的问题，了然“犹未之知”，于是又至他山游历。忠惠王五年（1344），慧勤入桧岩寺宴居，昼夜长坐，修持四载，一日忽然开悟。

忠穆王三年（1347），慧勤决心入华访道，翌年三月初至燕京法源寺，参西天指空和尚。见面时他二人有段对话：

空云：汝从甚处来？师云：高丽来。空云：船来耶？陆来耶？神通来耶？师云：神通来。空云：现神通看。师近前叉手而立。空又问：汝从高丽来，东海那边都见来也未？师云：若不见，争得到这里。空云：十二个房子将得来否？师云：将得来。空云：谁教你来？师云：某甲自来。空云：为何事来？师云：为后人来。空然之，乃令随众。[53]

慧勤巧妙的机锋赢得了指空的器重。忠定王二年（1350）三月，慧勤离开燕都，经通州，于四月八日到平江府休休庵结夏。同年八月至净慈禅寺。据说有位蒙堂老宿问他高丽是否还有禅法，他回答：“日出扶桑国，江南海岳红；莫问同与别，灵光亘古通。”之后，又参见平山处林禅师。门人觉宏所录《懒翁和尚行状》记慧勤和平山处林相见时的情景和对话时说：

……师即参见平山处林禅师。山适在僧堂，师直入堂内，东西信步。山云：大德从何方来？师云：大都来。山云：曾见什么人来？师云：曾见西天指空来。山云：指空日用何事？师云：指空日用千剑。山云：指空千剑且置，将汝一剑来。师以座具打山，山倒在禅床大叫云：这贼杀我。师便扶起云：吾剑能杀人亦能活人。[54]。

相处数月之后，平山处林和尚对慧勤做了这样一个评价：“三韩慧首座来见老僧，看其出言吐气，便与佛祖相合，宗眼明白，见处高峻，言中有响，句句藏锋。”忠定王三年，慧勤至明州，礼普陀洛迦山观音菩萨。翌年至婺州伏龙山谒千岩元长。长问：“父母未生前从甚处来？”对曰：“今朝四月初二日。”元长称他为“明眼人”，许为入室。慧勤在此留住一夏之后，便回到燕京重参指空。恭愍王四年（1355）奉顺宗诏住京师广济寺。同五年开堂，受赐袈裟及币帛等物。同六年退院，至各地游历。之后回法源寺请教指空“当往何处”。指空告诉他：“汝还本国，择三山两水间居之，则佛法自然兴矣。”同七年辞还，一路说法于辽阳、平壤、东海等地。同九年，入住台山象头庵。翌年，恭愍王遣内詹事方节迎慧勤入京，请说法要，赐袈裟等物，留住神光寺。同年十一月，红贼突入京都，举国南迁，唯师自领僧徒如常演法。一日，贼辈数十骑入寺，“师俨然对之”，贼首为其所感，以沉香一片献之，祀拜而退。十二年（1363），慧勤再三上书请退，不准，遂自行抽身而出，至九月山（黄海道信川郡）金刚庵。后又因王请还山，留住两载，于恭愍王十四年（1365）获准游历诸山。同十五年，入住金刚山正阳庵。同十六年奉王命居清平寺。是年冬，普庵长老亲受指空遗嘱，赍袈裟一领书信一封至寺授慧勤。同十八年（1369）九月以疾辞退。十九年，元朝司徒达睿奉指空灵骨至桧岩寺，慧勤礼灵骨后至广明寺结夏。同年九月主持“功夫选”，“大会两宗五教诸山衲子”。同二十年，受封为王师，居“东方第一道场”松广寺。辛禑王二年（1376）圆寂于骊兴（今江原道原州郡）之神勒寺，寿五十七，谥号“禅觉”。门下弟子有无学自超、国师智泉、高峰法藏等三十余人。

慧勤的著述现存有《懒翁和尚语录》（普济尊者语录）一卷、《懒翁和尚歌颂》一卷等。慧勤在佛教本体论上主张心性本净，他谈到“何者为心”时说：

心在诸人分上，唤作自己，又唤作主人公……当其一念未生之际，一真无妄之时，皎皎然，如古境之光明，无染无污；昭昭然，如止水之澄潭，不动不摇。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照天照地，鉴古鉴今，无一丝毫隐蔽，无一丝毫障碍。这个是诸佛、诸祖境界，说是诸人自古至今受用不尽底本有之物。[55]

“心”这个“本有之物”在“一念未生”“一真无妄”之时是完全处于清净状态的。“心”是“主人公”，“十二时中受他主使，一切处听他差排。顶天立地也是他，负海擎山也是他，使汝开口动舌也是他，使我举足动步也是他”。此心不具任何形体，它“常在目前”，但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著意求之，转求转远”。

此心同作为生理现象的生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慧勤说：“四大成时，这一点灵明不随成；四大坏时，这一点灵明不随坏。生死成坏等空华，冤亲宿业今何在？今既不在觅无踪，坦然无碍若虚空。刹刹尘尘皆妙体，头头物物总家翁。有声有色明明现，无色无声默默通。随时应节堂堂现，自古至今玄又玄。”[56]实际上，这“一点灵明”不仅超越了生、死、成、坏的客观过程，而且还是转娑婆为净土的根本保证。

在谈到看话功夫时，慧勤说：

欲决了此段大事，须发大信心，立坚固志，将从前所学所解佛见法见，一扫扫向大洋海里去，更莫举着。把八万四千微细念头一坐坐断，但向二六时中四威仪内提起。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末后一句，尽力提起。提来提去，拶来拶去，静中动中，不举自举，寤寐二边，不疑自疑。蓦到这里，只待时刻，其或举起，冷冷淡淡，全无滋味，无插嘴处，无着力处，无分晓处，无奈何处，切莫退之，正是当人着力处，省力处，得力处，放身失命之处也。[57]

在法脉的传承上，慧勤嗣法于指空和平山。指空传为西天一百八祖，平山处林则为道场及庵宗信之嗣，与石屋清珙为同门兄弟。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慧勤的看话禅在风格上同他所传承的法系是统一的。

第三节 教派各宗简况

一 天台宗

高丽后期天台宗的代表人物有了世、天因、天、云默、无畏、义旋等人。

了世[58]（1163—1245）字安贫，俗姓徐，新繁县（庆尚南道陕川郡）人，毅宗十七年生。12岁出家，依江阳天乐寺沙门均定习天台教观。23岁中僧选，专志宗乘，遍参讲肆，不数年间，洞晓指归。神宗元年（1198），参加高峰寺法会，登座一吼，众皆惊伏。同年秋，与同志十余辈游历名山。初止灵洞长渊寺，开堂演法。时牧牛子知讷寄书了世道：“波乱月难显，室深灯更光，劝君整心器，勿倾甘露浆。”知讷对了世的劝诱，表明了知讷时代的禅宗开始拉拢天台宗，正如义天时期的天台宗极力摄取禅门九山一样。知讷所寄诗偈，令了世“见而心惬，径往从之”。数年之后牧牛子移社江南，世亦一同前往，此间曾参访过南原归正寺。

熙宗四年（1208）春，了世寓居月生山药师兰若，尝宴坐一室，陶神妙观，忽自念言：“若不发天台妙解，永明寿百二十病，何由逃出。”据说他在讲法时讲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时，得到启悟，“自后乐说妙宗，辩慧无量”。了世的修持主要是“修忏”，他“日礼五十三佛十二遍，虽□寒酷暑，未尝懈倦，禅流号为徐忏悔”。熙宗七年（1211），应耽津县信士崔彪、崔弘、李仁之请，于古万德寺遗址再创伽蓝，高宗三年（1216）秋完工，凡立屋八十余间。高宗八年（1221），因带方守卜章汉之请，以其管内白莲山为道场。[59]数年后，了世又因崔彪等人邀请，于高宗十年（1223）回去主持本社法筵。至高宗十五年（1228），一些儒士也投入了世门下。同十九年（1232）夏四月八日，“始结普贤道场，修法华三昧，求生净土，一依天台三昧仪”。了世“妙手度弟子三十有八人”，创伽蓝、兰若五所，“王公大人牧伯县宰尊卑四众、题名入社者，三百余人。至于展转相教，闻一句一偈，远结妙因者，不可胜数”。碑文说他“遁影山林五十年，未尝踏京华尘土，未尝亲导乡党亲戚事……每禅观诵授之余，诵《法华》一部，念准提神咒一千遍，弥陀佛号一万声以为日课”。他还著《三大部节要》，镂板流行，目的是使学者摆脱迷津。高宗二十四年（1237），受赐禅师号。同三十二年（1245）圆寂，寿八十三，高宗命有司册为国师，谥号“圆妙”。临终前，弟子天因问：“临终在定之心即是净土，更欲何之？”了世答道：“不动此念，当处现前，我不去而去，彼不来而来，感应道交，实非心外。”

天因（1205—1248）俗姓朴，燕山郡（忠清北道清州郡）人。弱冠颖悟，博闻强记，善诗文。何时参万德山圆妙国师（了世）不明。落发后，至松广山慧谌和尚处参学曹溪禅要领。后重新回到万德山，从了世习天台教观，“诵《莲经》，始开普贤道场”。两年后，又至智异山、毗瑟山等地“屏迹修真，累岁乃还”。此时了世以自己年事已高，想让天因继承法席，但天因不肯接受，并逃往上洛（尚州）功德山。在此，相国崔公滋为之创米面社，天因也打算将之作为终焉之所。之后了世仍一再相邀，请他“从众望”，“来主院门”，于是天因才回到万德山。高宗三十四年（1247），为躲避蒙古军，入象王山法华社。翌年圆寂，寿44岁，谥号“静明国师”，门下弟子圆皖继承法席。临终时，侍者问：“四土净境现前，未审游戏何土？”答：“唯一性境。”[60]
天（1206—？）字天因，号内愿堂，俗姓申，贵族出身。20岁登第，文章震耀一世。初出家万德山白莲社，为了世的弟子，晚年袭为国师。白莲社移住龙穴庵后，人称龙穴大尊宿。忠烈王十九年（1293）十一月，撰《禅门纲要》一卷、《传弘录》四卷行世。寂年不详，谥号为真静国师，门下弟子有觉海圆明、佛印静照等。[61]
云默字无寄，号浮庵，于万德山白莲社出家，从静照国师修学。僧科合格后，曾游历金刚山、五台山等地，并于始兴山建庵作为修持之所，二十年间坚持诵《法华》、念弥陀。生卒年不详，撰有《释迦行迹颂》两卷。[62]
无畏国统是忠烈王时期的高僧。他在僧选合格后就离脱名缰，走进深山修炼。忠烈王二十八年（1302）奉敕至月出山白云庵主持愿刹妙莲社。同三十二年，受赐白月朗空寂照无碍大禅师号。翌年又被封为王师，进法号曰“佛日普照静慧妙圆真鉴大禅师”。忠宣王即位时（1309）请他并坐龙床，加禅教各宗山门道伴总摄提之号。忠宣王二年，移住国清寺，继而又奉敕移住莹原寺。忠肃王即位后，遵父命册封无畏为国统，法号为“大天台宗师双弘定慧光显圆宗无畏国统”。[63]义旋号顺庵，为忠烈王时期的名臣赵仁规之子，一传为无畏的侄子。他早年出家，曾入元求法，深受元帝宠爱，住天源延圣寺。忠肃王复位之年（1332）奉顺宗帝之命回国，受王臣之尊信。此后相当长时间大振天台教纲，世人称之为天台师住持莹源寺重大匡慈恩君特赐定慧圆通知见无碍三藏法师义旋，又称福国佑世静明普照玄悟大禅师。[64]
高丽末期的天台宗非常活跃，他们甚至在李氏王朝建国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且留待下文来介绍。

二 慈恩宗

高丽时期，在韶显（1038—1096）及其弟子道生之后一百多年时间里，瑜伽业几乎看不到该宗僧侣的活动。大致到高宗时期以后，又有惠永、弥授、海圆等一批僧人活动于世。

惠永（1228—1294）俗姓康，闻庆郡人，高宗十五年生。11岁，投首座冲渊堂下，剃发于南白月寺。17岁时中王轮寺选佛场。惠永初住兴德寺，高宗四十六年（1259）任三重大师，元宗四年（1263）加首座，同六年任选佛场座主。同八年，移住俗离寺。同十年，加僧统之职。元宗十五年（1274），移住佛国寺。两年后至通度寺，乞得舍利数枚，常置左右。此后移住重兴寺，奉命留京辇，凡九年。忠烈王十一年（1285），移住瑜伽寺。同十六年，领写经僧众100人至元大都，以金字《法华经》为贽，拜见世祖皇帝，特承劳慰，寓庆寿寺。惠永在元大都时曾于万安寺讲《仁王经》，博得四众景仰。又曾以金泥写经藏。世祖皇帝嘉之，赐遗甚厚，并遣使伴其回国。忠烈王于在位十八年（1292）封惠永为国尊，起初惠永不受，但在一次次恳请之下终于受封，法号为普慈。时国王亲率百官行五拜之礼，于是又加五教都僧统之职，奉敕住桐华寺。十九年，住锡成道寺。同二十年去世，寿六十七，谥号真应。[65]
弥授（1240—1327）原名子安，俗姓金氏，一善郡人。年甫九岁，始就师学诗书。13岁投元兴寺宗然堂下受具，习经论。19岁登选佛场，名列上品科，得住国宁寺。29岁时拜三重大师，主讲《唯识论》，“耆师硕德咸执经座下，共叹希代之彦”。继而住熊神寺，别批为首座；住庄义寺，加僧统；住俗离山寺，奉敕撰述经论章疏凡九十二卷。之后住重兴寺。忠宣王即祚之年，受封为释教都僧统、重兴寺住持，并受赐“圆明大师”号。曾住瑜伽寺，为《大般若经》作疏解，又作《心地观经记》。此后再度主持庄义寺。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任大慈恩宗师、大庄义寺住持、五教都僧统、广智妙辩佛觉普明大师、开内三学都坛主等职。忠宣王元年（1309）任崇教院教学。同五年再度担任大慈恩宗师、三重大匡两街都僧统、菩提萨陀摩诃国一大师佑世君等职。忠肃王二年（1315）受封为内殿忏悔师三学法主、德慧圆证藏通玄辩国一大师，“专管僧政”。同四年，加封为佛海澄圆弘慈广智大导师。同五年于大旻天寺讲院讲三家章疏。同八年以法住寺为下山所，后又移住桐华寺。同十一年受封为悟空真觉妙圆无碍国尊。翌年，留住法住寺。十四年（1327）圆寂，寿八十八，谥慈净。[66]
海圆（1262—1340）俗姓赵，咸悦郡（全罗全州）人。年甫一纪，投金山寺大师释宏落发，学其法日有所进。忠烈王二十年（1294）登选佛科，住佛住寺。海圆以“戒行甚高”而闻名于元室，并应诏入元，任武宗所建大崇恩福元寺的第一任住持。时“北俗不事耕种，以畜牧为生，食肉饮汁而衣其皮。公（海圆）居其间，再寒暑，宁忍饥，绝不如荤。持戒律益勤，王愈重之”。本国忠肃王也大加尊礼，“疏请遥住百济金山寺，赐号曰慧鉴圆明遍照无碍国一大师，封重大匡佑世君”。忠惠王复位元年（1349）海圆圆寂，寿七十九，谥号圆空。[67]


[1] 下文所据材料为《高丽史》；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上、中编；［日］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等。

[2]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271页。

[3] 《东史纲目》卷三载：“四十六年（1259），王病笃，遣近臣诉诸神祠……王使郑世臣设法席于穴口寺，世臣还奏其状。王曰：予梦有老比丘劝念《法华经》，今闻卿言，实符所梦。且予在潜邸，游穴口，闻文殊鸟声，卿亦闻之乎？对曰：臣诣法席，诚如上梦，有一老比丘在侧诵经，更视，则不见。又有鸟来鸣，其声云文殊师利摩诃萨。王悦之。”

[4] 关于初雕大藏经的经版是在显宗时期完成的还是在文宗时期完成的问题，韩国学术界的意见还不完全统一。

[5] 《李相国集》下，第14—15页。

[6] 《高丽史》卷二十六，第392页。

[7]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287—288页。

[8] ［日］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9]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304页。

[10]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305页。

[11] 《高丽史》第一《世家》卷三。

[12] 《高丽史》第三《列传》卷六。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同此。

[13]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韩国学基础资料选集》（中世篇），第206页。

[14] 《高丽史》第一《世家》卷七。

[15] 同上。

[16] 《高丽史》第一《世家》卷三十八。

[17] 李穑在《新作心远楼记》（见《稼亭集》卷三）中说：“……予尝闻：学佛之徒，槁木其形，寒灰其心，惟虑山之不深，居之不僻，而为外物所烁，故有面壁不顾者矣。”李氏从儒者“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批评了佛家逃避现实的弊病。

[18]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312页。

[19] 《东国通鉴》卷四十七，第137页。

[20] 引自《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315页。

[21] 《高丽史》第一《世家》卷四十，第634页。

[22] 据《高丽史》第三《列传》卷四十六记载，恭愍王流放辛盹时，谓近臣曰：予尝至盹家，幸侍婢生子，毋令惊动，善保护之。子即牟尼奴也。至是召纳，乃嘱守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无忧矣。因言有美妇在盹家，闻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儿。

[23] ［日］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24] 《东国通鉴》卷五十三。

[25] 一般认为，恭愍王无嗣，权臣李仁任以逆贼辛盹之子辛禑冒称恭愍王之后，杀其生父以灭其口，并嫁以侄女以固其宠。禑举兵攻辽，得罪天子，此乃王氏复祀之秋。但大将曹敏修继仁任之邪谋，立禑子昌，以恶继恶。在《高丽史》中，辛盹、辛昌皆在“叛臣”之列。

[26] 《高丽史》列传卷三十，《郑梦周》。

[27]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330—331页。

[28] 此处及以下引文皆引自《高丽史》第三《金子粹传》以及《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328—338页。

[29] 此碑为“通训大夫行弘文馆修撰知制教兼经筵检讨官春秋馆记事官赵宗著撰”于“崇祯纪元戊辰后五十一年戊午十月”。

[30] 《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352—353页。

[31] 参见秦星圭《高丽后期真觉国师慧谌研究》，第13—14页，中央大学校大学院1986年版。

[32] 权奇悰：《慧谌的禅思想研究》，第217页，转引自前揭季羡林、吴亨根等《禅与东方文化》，第317页。

[33] 《上康宗大王心要》，《韩国佛教全书》第六册，第24页。

[34] 《真觉国师语录》，《韩国佛教全书》第六册，第35、40页。

[35] 参见《韩国佛教全书》第六册，第70页；蔡印幻：《高丽中期的禅思想》，载季羡林、吴亨根等《禅与东方文化》，第319页。

[36] 《真觉国师语录》，《韩国佛教全书》第六册，第34页。

[37] 《韩国佛教全书》第五册，第1页。

[38] 《曹溪真觉国师语录》，《韩国佛教全书》第六册，第3页。

[39] 《曹溪真觉国师语录》，《韩国佛教全书》第六册，第4—5页。

[40] 同上书，第23—24页。

[41] 《曹溪真觉国师语录》，《韩国佛教全书》第六册，第15页。

[42] 《韩国佛教全书》第六册，第46—47页。

[43] 此碑文收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366—368页。

[44] 《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368—369页。

[45] 碑文见《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370—371页。

[46] 同上书，第371—375页。

[47] 《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358—364页。

[48] 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认为：“一然法系属于道义之迦智山门下。然始就学海阳之无量寺，剃发受具为陈田寺，开堂为京师禅月寺，入灭为义兴之麟角寺，皆迦智山下寺刹，则其法系亦同此。”见《韩国禅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49] 碑文见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中编，第194—205页。另外，参见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第225—227页。

[50] 《玄陵请心要》，《朝鲜佛教通史》中编，第221—222页。

[51] 《朝鲜佛教通史》中编，第224页。

[52] 《朝鲜佛教通史》中编，第224—225页。

[53] 《朝鲜佛教通史》中编，第255页。

[54] 同上书，第263—264页

[55] 《朝鲜佛教通史》中编，第278页。

[56] 同上书，第285页。

[57] 《朝鲜佛教通史》中编，第300页。

[58] 了世的生平事迹见《万德山白莲社圆妙国师碑铭并序》，以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此碑。

[59] 碑文在“贞祐四年（高宗三年）”之后又记“九年春……”，而“贞祐”只有四年，所以这里的“九年”当为“兴定五年”，亦即高宗八年。同样，下文中的“十一年癸未”当是“元光二年”，即高宗十年（1223）。

[60] 天因的事迹见《万德山白莲社第二代静明国师后集序》，《韩国佛教全书》第六册，第195页。

[61] 天的事迹见《东师列传》卷二《真静国师传》。忽滑谷快天认为天因、天实为一人（见所著《韩国禅教史》，第192页），韩国学者金焕泰等意见与之相左。

[62] 事见《东师列传》，《万德寺志》。

[63] 《东文选》卷六十八，《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325—326页。

[64] 事迹见《妙莲寺重兴碑》，《朝鲜金石总览》上。

[65] 惠永的事迹见《高丽国大瑜伽桐华寺住持五教都僧统普慈国尊赠谥弘真碑铭》，《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176—178页。

[66] 弥授的事迹见李叔琪所撰《高丽国俗离山法住寺慈净国尊碑铭并序》，《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173—176页。

[67] 事见《大崇恩福元寺高丽第一代师圆空碑》，《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171—173页。


第十章 李朝前期佛教

第一节 李氏王朝前期的佛教政策

一 太祖与佛教

1393年，李成桂成功地实现了韩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易姓革命，建立了长达5个世纪的李氏朝鲜王朝。作为李朝的开国君王，李成桂没有像他的后辈那样崇儒排佛，但他对佛教的信奉并不以见地见长，而是更多的从政治的角度对有影响的僧侣加以利用。在他的建国过程中，似乎也在模仿高丽太祖王建的手法，即以佛教僧人的权威为自己的改朝换代做“理论”上的铺垫，而此时充当道诜角色的则是世称西山大师的无学。《芝峰类说》（卷十九）一书记释王寺与太祖之渊源时说：

释王寺在安边剑峰山，世传僧无学居此山窟中。我太祖龙潜时，访而问之曰：“梦入破屋中，负三椽而出，此何祥也？”无学贺曰：“负三椽者王字也。”又问：“梦花落镜坠，此则何祥？”无学即曰：“花飞终有实，镜落岂无声？”太祖大喜，即其地创寺，因以释王名之。[1]

该书还说此寺“旧有太祖真笔而失于兵火，只刻板存焉”，又有“僧休静作《山水记》备其事”。《西山大师雪峰山释王寺记》也有同样的记述，而且情节更为生动：

我太祖康献大王洪武十七年，辛禑十年甲子，远自金马，来寓鹤城，结草为屋。为人性度宽弘，行止非凡，里人以宽厚大人称。祖一夕假寐，梦见万家鸡一时鸣，又闻千家砧一时鸣，又入破屋中负三缘而出，又见落花落镜，忽惊悟，不知梦兆之吉凶。傍有一老婆，欲向说梦。婆止之曰：女人安知大丈夫方来事！从此西去四十里，雪峰山窟中有异僧，遁世逃名，食松被葛，言行非凡，但形貌黯然，故目为黑头陀者，坐不动，今九年矣，宜可问彼。祖即布衣藜杖，寻土窟，见僧坐，礼而进曰：草屋尘人，欲决疑事，愿慈悲垂答。僧举头曰：何事耶？祖曰：昨夜梦见万家鸡一时鸣，千家砧亦一时鸣，又见落花落镜，又身入破屋负三椽而出，此等梦有何验耶？僧改容曰：此皆将作君王之梦，非常梦也。曰万家鸡声者，贺高贵位也；千家砧声者，报御近当也；落花何无实！落镜岂无声！负三椽者乃王字也。花镜亦促王业之梦也。僧又举头熟视曰：公有满面君王态也。公今日事，慎不出于口，此一片地，建一刹，名曰释王寺，至佳至佳。又曰：大事不可速成，限三年设五百斋，潜祈则圣僧必助王业耳。公若不信吾教，则非徒事不成，祸必灭身，望须十分谨之。祖退席，执师礼曰：敬受教矣，愿和尚慈悲，助我大事。僧点头惟惟。祖一年内建释王寺毕，又三年内设五百斋毕，乡人皆不知所以也。[2]

类似的故事还见于其他一些书籍，如《涵月海源和尚后跋》记李成桂与无学在“既释吉梦，又告冥验”之后，“起应真殿，因设五百圣斋”。“所谓天真、真歇二堂，仁智寮、龙飞楼等，皆一时之营缮也”。李成桂“登极之后，命建巨刹，楼殿寮舍，宏丽辉煌，甲于一道”。“建文辛巳（1401），车驾亲临，植松于洞，种梨于园。”又据《五山说林》等野史记载：“太祖开国后，下教求无学。三方伯一时共路索之，至谷山闻高达山有一屋数椽，只有高僧独居。三方伯舍其驺从，入其洞，挂三印于松枝，芒鞋走步而行。抵其草庵，有一僧着犊鼻裈，手锄菜田。三方伯就前问曰：此庵谁所创也？曰：老僧手构之。曰：何所见而卜居耶？曰：为彼三印峰也。曰：何以谓之三印峰？曰：当前三峰，是谓三印，若筑室于此，当有三道方伯持印于洞中树上，是其应也。三方伯跃进而执其手曰：此必无学也。与同归而状闻，太祖大喜，事以师礼。”[3]
上述故事显然常有穿凿成分，李能和也看出其中可疑之处很多。首先，据卞季良所撰《王师妙严尊者塔碑》则无学始游燕都，初参指空而决疑，并从懒翁得其印可。之后于恭愍王五年东还故国，复从懒翁于元晓庵。同八年又从懒翁于神光寺，以后入高达山卓庵自守，等等。李氏认为，无学于“雪峰山土窟中暂住则可也，安坐九年之说，实属无据”。另外，据《高丽史》，恭愍王十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三月，李成桂父李桓祖去世。同年九月，成桂以金吾卫上将军东北面上万户率兵1500人击斩叛贼朴仪于江界。从此以后他长在行阵，南征北伐，名声赫然。因而上文所谓“西山记我太祖康献大王洪武十七年辛禑十年甲子远自金马来寓鹤城结草为屋，梦负三椽，往问雪峰异僧”之说“亦属无稽”。李能和由之感叹“书之不可尽信若是”。李氏还非常肯定地说：“王字之梦吾虽不敢说，而至于鸡鸣高贵位、砧声御近当之梦，此乃高丽显宗为奈良君时为太后所逼，被剃为僧，隐居山寺，偶得如是之梦，术者作如是之解，见于丽史。今忽附会于李太祖，本为一篇梦话，编成受命之符应，好事者又敷张之，后世之人不敢稍有异议。虽然，不知正史所述李太祖受命之符乃是梦金尺。”[4]
那么，李成桂同释王寺到底有无渊源？他同无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里我们再来看看《释王寺朝鲜太祖记文》是怎样说的：

东北面都元帅完山府院君李成桂、上元帅判密直司事姜筮、副元帅唐城君洪徵、助战元帅前签书密直司事商议柳源、前知密直司事商议郑梦周、前密直副使李和等，于洪武十年夏受命以来，次于清州，闻大藏一部及佛像法器在海阳（吉州）广积寺，兵火之余，僧亡寺毁，大宝几于尽失，心实恻然。遣中郎将金南连舟载以来，补其所失若干函轴，以成全部，置于安边府雪峰山释王寺，永为寿君福国之资。[5]

根据这条史料，李能和认为释王寺的名称在高丽时固已有之。之所以名为“释王”，似乎是依“佛姓”而称之。李成桂很可能将该寺当作自己的愿堂，并在得志后扩建该寺，严饰佛像，印送经文，赐奴婢田地等。和李成桂关系密切的另一座寺院是他曾在那里读过书的咸兴净水寺，该寺太宗时重修，改称归州寺，被当作祝圣之愿堂。后来排佛之风盛行，很多寺院充公，而归州、释王两寺则以太祖愿堂之故受到保护。李能和觉得，太祖和无学以梦结缘的情节虽不可信，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二人在安边府雪峰山相会的可能性。他二人一个“寓鹤城而结屋，时有大人之称”，一个“自燕都而还国，已彰道僧之誉”，在雪峰土窟风云际会，“劝以佛事，潜祈圣僧之助”。

以上李能和推测太祖和无学的故事是前人事迹的翻版，应当说这种判断是有见地的。前引《释王寺记》还记载道：“春日大王（太祖）与王师（无学）对坐寿昌宫松轩，王戏谑约斗劣。师请曰：大王先立言。王曰：我见老师如猪也。师曰：我见大王如佛也。王曰：师何不斗劣也？师曰：以龙眼观之则龙也，以佛眼观之则佛也。于是王与师共抵掌大笑曰：美哉！鱼水之一堂也，可谓天然，天然。”[6]显然，这个故事也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原型。现在的问题是：吉梦的故事到底产生于何时，杜撰这一情节的目的何在呢？据说在太祖之后的国王中，肃宗王（1675—1720年在位）对此深信不疑，并于在位三十四年（1708）说过这样一句话：“鹤城雪峰山释王寺即我太祖潜邸时所建，吉梦休徵，莫非天启景运之祥？”[7]之后的英宗（1725—1776年在位）和正宗（1777—1800年在位）也坚持此说。这样看来，所谓吉梦说的产生恐怕是比较晚的事，而制造这些故事的人既可能是李氏王室，即以此作为易姓革命的合法性；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奄奄一息的佛教界，即以此来博得朝廷的青睐。

太祖李成桂对佛教的真正态度，在权近所撰《德安殿记》中反映得一清二楚：

建文三年夏，太上王命相地于潜龙旧邸之东，别构新殿。秋功告讫，乃命臣近若曰：高丽太祖统一三韩，以其私第为广明、奉先二寺，图利国也。予以否德，代有邦家，仰惟前代时，若将以此殿舍作精蓝，永作世世图福之所，思以上福先世，下利群生，宗社永固，垂统无疆。故于正殿，揭释迦出山之影。又于北楣为庋，其上中安密教大藏一部。东置新造大字《楞严》板本，西藏新雕水陆仪文板本。[8]

在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这一点上，李成桂和王建别无二致。太祖李成桂即位二年，便学王建照模照样地请僧人——即他所封的“王师、大曹溪宗师、禅教都总摄、传佛心印、辩智无碍、扶宗树教、弘利普济、都大禅师妙严尊者”无学自超——帮他相土建都。《妙严尊者传》云：“癸酉，太祖欲相土建都，命师随驾。师辞。太祖谓师曰：古今相遇，必有因缘。世人所卜，岂若道眼。巡幸鸡龙山及新都（汉阳），师皆扈从。”又，《五山说林》记：“太祖得无学，待以师礼，乃问定都之地。无学乃上汉阳，以仁王山作镇，白岳南山为左右龙虎。”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发现李成桂在创业之初即已成为高丽末期名僧太古普愚和懒翁慧勤的在家信徒，如宁边安心寺指空、懒翁的舍利石钟碑和杨州太古寺圆证国师塔碑上，李成桂的名字就赫然在优婆塞之列。[9]即位初年，封自超为王师，在宫中饭僧二百人，并重建演福寺塔，举办文殊会，重修伽耶山海印寺古塔，刊行大藏经，发愿福国利民。他在《愿成大藏御制文》中说：

盖闻经、律、论，通名大藏，佛教虽有方便万殊，要之指归，则不过乎戒、定、慧三学而已。原其三学，只在乎一心。然则心与大藏，三一俱圆矣。况佛教妙理，通三际，互十方，其功德岂易量哉。寡人蒙天地之佑，祖宗之德，获膺推戴，以即宝位。惟念否德，不克负荷，尚赖佛教方便之力，庶可以福先世而利群生也。肆于即位之初，重营古塔，庄严毕备，仍与群臣，愿成大藏，以安于塔。冀因密护，法云广布，群物咸苏，福国利民，兵韬世治，万世永赖，此寡人之愿也。[10]

李成桂即位三年，以天台宗高僧祖丘为国师，于内殿饭僧一百零八人。同时，又金书《法华经》三部为高丽王氏宗族祈祷冥福。同六年，为神德王后康氏建兴天寺，于津宽寺建水陆社，设水陆道场。翌年，将江华禅源寺的藏经版移至支天寺。据《太祖实录》记载，李成桂共印经十二次，举办消灾法会十四次，其他法会三十五次，饭僧九次。李氏退位后以念佛三昧度过晚年，终其一生和佛教一直保持密切关系。

二 李朝初期的排佛思想

经中国咀嚼过的佛教传到海东，其政治色彩越发鲜明。由三国到统一新罗再到高丽王朝，佛教一直打着“护国”、“护王”的旗帜同王族、贵族等统治阶级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佛教寺院拥有大量田地和奴婢，其中王师、国师这样有显要职位的僧侣实际上无疑就是封建贵族。当这些佛教教派过于接近政治权力并蒙受权力之光后，特别是经济上逐渐富裕之后，原来严守的戒律和甘于清贫的美德便开始走向崩溃，腐败的毒菌在教团里滋生繁殖开来。于是，其反社会、反道德的各种破戒行为便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社会各界的谴责。

在中国，虽然许多僧人极尽攀龙附凤之能事，但也还有慧远一类的僧人同权势多少保持一定的距离。而韩国不仅王族和贵族的子弟明文规定几个以上的必须有一人出家，就是贵为国王，以身作则率先出家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正因为如此，整部韩国佛教史从未出现过“沙门不敬王者”之类的护佛论，教团和统治阶层直接对立的情况也不见于史书。

李朝之前的历朝历代，学僧们在深入研究汉文佛典的基础上撰述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注释性著作，从中不时地发挥出新的佛学思想。然而，时至李氏朝鲜王朝，原先的自我阐发往往代之以照搬中国佛教的注释和论述，丧失了独自创造的能力。李氏王朝曾颁布“训民正音”，佛教界试图重新翻译从前一直使用的汉文经典，但因遭到儒士的反对而未能坚持下去。这就是说，至丽末鲜初，韩国佛教一方面因失去思想的发展而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则因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而全面走向腐败和衰落。

一般说来，宗教教团同政治权力过分接近则势必会伴随着某一政治势力的衰落而没落；经济的优裕很容易带来戒律的松弛和生活的腐败；思想上创造性的丧失必然会失去内在的生命力。丽末鲜初的韩国佛教正好处在这些矛盾的交叉点上，并将自己置于儒学家批判矛头所指向的靶子中。我们说，太祖李成桂一生曾对佛教帮助甚多，但作为开国君王，他对僧人营务产业的经济行为仍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即位第三年，他便下令都堂道：“佛氏之道，当以清净寡欲为宗。今住寺院者，各营产业，至犯其所谓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后，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称为法孙相传，以至相讼。予自潜邸，思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闻。”[11]曾记否，高丽太祖王建御世后作《内廷十训》，开丽朝五百载奉佛之楷模；而李氏成桂即位之初即以都堂一命勘究僧徒，致开五百载崇儒之倾向。此一时彼一时，两位开国君王对待佛教的真正用意于斯可见一斑。实际上，佛教寺院拥有的大量土地、财物和劳动力资源正是排佛论兴起的最为深刻的经济根源。

李朝初年，掀起排佛狂澜的核心人物是性理学家郑道传。在新旧王权交替过程中，他不仅以玄学思想为易姓革命提供理论武器，并亲身投入以新兴政治势力之主角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李成桂一派，成为一名真正的理论家兼实践家。作为新旧两个时代的见证者，郑道传目睹了高丽社会腐败堕落的弊端，于是大胆地用异常激烈的言辞予以抨击。和高丽末年安珦、李齐贤、李穑、郑梦周等排佛者不同的是，郑道传的排佛已不仅仅只停留在指责其祈福信仰的形态所带来的弊病，而是更加深入地力图从思想乃至哲学的高度对佛教做出彻底的批判。

郑道传排佛论方面的代表作有《心问天答》、《心气理篇》、《佛氏杂辨》。前两篇都在极力强调作为性理学的儒教比之佛教或道教的优越性。比如他在《心问天答》中比较“理”和“气”的关系时说：

天能以理赋予人，而不能使人必于为善。人之所为多失其道，以伤天地之和，故灾祥有不得其理之正者，是岂天之常也哉。天即理也，人动于气者也。理本无为，而气用事……灾祥之不正，皆气之使然也。是其气数之变，虽能胜其理之常者，然此特天之未定之时尔。气有消长，而理则不变，及其久而天定，则理必得其常而气亦随之以正。福善祸淫之理，岂能泯哉。[12]

在郑道传的思想体系中，“理”代表儒，“气”代表道，“心”代表佛。在李朝的儒学家们看来，“儒主乎理而治心气，本其一而养其二；老主乎气，以养生为道；释主乎心，以不动为宗。各守其一而遗其二者也”。[13]儒、释、道三教地位的高低在此可以一目了然。《心气理篇》对三教思想的异同高下也做出比较：

必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

气者，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而人得之以生者也。然气形而下者，必有形而上之理，然后是有气……

理者，心之所禀之德，而气之所由生也。[14]

《佛氏杂辨》通篇是在辩驳佛教的缺点。文章的结构分19个部分，其标题如下：

①佛氏轮回之辨 ②佛氏因果之辨

③佛氏心性之辨 ④佛氏作用是非之辨

⑤佛氏心迹之辨 ⑥佛氏昧于道器之辨

⑦佛氏毁弃人伦之辨 ⑧佛氏慈悲之辨

⑨佛氏真假之辨 ⑩佛氏地狱之辨

⑪佛氏祸福之辨 ⑫佛氏乞食之辨

⑬佛氏禅教之辨 ⑭儒释同异之辨

⑮佛法入中国 ⑯事佛得祸

⑰舍天道而谈佛果 ⑱事佛甚谨年代尤促

⑲辟异端之辨

我们知道，在中国大的排佛运动就有数起，如所谓的三武一宗，[15]而所受到的一般行政限制更是不可胜数。中国儒士中以斥佛闻名于世的首推韩愈，之后有欧阳修、朱熹、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等。海东的排佛论者，实际上只不过是韩文公排佛论在海东的翻版和余绪。

就整体上看，郑道传对佛教缺乏深入的研究，他的批判多半是想当然的，或者说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其理论往往失之于武断。比如，他的理论前提是肯定儒家性理学说的正确性，他称性理学为“古人明德新民之实学”，并将之当作审视佛、道两家的唯一标准。他的具体方法是以性理学所主张的气之“生生无穷说”或“魂魄说”来批驳佛教的“轮回说”，又用气的“聚散说”或“阴阳五行说”批判佛教的“因果说”。郑氏的批判涉及哲学、伦理、国家和社会等许多方面，他时时将佛教置于反伦理、反社会的位置，力陈其无视君臣之道、不直接从事生产以及佛事的奢侈浪费等弊害，又以“历史的经验”指出“事佛得祸”的实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排佛意识反映了当时易姓革命的主体者所具有的伦理倾向和关心现实的程度。不难发现，这场排佛运动实质上是以对佛教的“破”来达到李氏王朝建立在作为官学的性理学基础上的新的伦理秩序和新的政治体制的理论依据的“立”。对于排佛论者，佛教无疑就是高丽贵族文化的思想支柱，他们的排佛运动正是对高丽文化的清算。

三 李朝前期的排佛运动（一）

太祖李成桂对佛教基本上采取利用加保护政策。他在位六年，于中国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让位于第二子芳果，是为定宗。从定宗开始，王室已明显地表示出崇儒的倾向，他于京城设东、西、南、北、中五部学堂，以此作为传播和奖励儒学的基地。定宗在位仅两年，明建文三年让位于成桂第五子芳远，是为太宗。太祖和太宗虽为父子，但感情颇为不合。《青野漫辑》说太宗即位后，太祖为表示不满而出走咸兴，太宗遣中使问安而不能达其情，最后不得不请出无学从中斡旋，父子感情才稍稍恢复。[16]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太宗也与其父相左。他虽然对太祖的崇佛活动表现出无可奈何，但他自己即位之初便亲至太学祭祀先圣，命世子就学以为常例。太宗即位二年，书云观上言道：

高丽太祖统三之初，或者进言曰：背山逆水之地，置寺安佛，设某道场，则可以镇安国家。乃命有司，随地置寺，量给田民。后之君臣，益信而创大伽蓝，各称愿堂，施纳田民。由是五百年间，京外寺社，不可胜记。于是禅教各宗，争执有田民之寺，肥马轻裘，甚者溺于酒色，靡所不至。寺虽数千，僧虽数万，其所行如此。虽其道偿有福国之理，何有一毫之补哉。古人有言曰：国无三年之积，国非其国。又曰：暴师久则国用不足。以今之蓄积观之，数万之兵，一年之饷，尚且不足，万一兴师动众，将何以应之。伏愿其付密记，京外七十寺外，诸寺土田之租，永属军资，奴婢分属诸司。[17]

值得注意的是，书云观的上书是在太祖舍德安殿为兴德寺的第二年，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史书所载太宗的态度是“上从之”。

以上是从寺院经济的角度给佛教以沉重的一击。又据《李朝实录》记载：

（太宗）六年（1406），因议政府之启请，限制寺刹，定曹溪宗、总持宗合七十寺，天台疏字宗、法事宗合四十三寺，华严宗、道门宗合四十三寺，慈恩宗三十六寺，中道宗、神印宗合三十寺，南山宗、始兴宗各十寺。[18]

第二年，议政府又奏请“择山之胜处大伽蓝，以代亡废寺院”，于是对各宗的寺院又做了进一步调整。其结果如下：[19]
（曹溪宗）梁州通度寺、松生双岩寺、昌宁莲花寺、砥平菩提岬寺、义城冰山寺、永州鼎觉寺、彦阳石南寺、义兴麟角寺、长兴迦智寺、乐安澄光寺、谷城桐里寺、城阴灵觉寺、军威法住寺、基川净林寺、灵岩道岬寺、永春德泉寺、南阳弘法寺、仁同嘉林寺、山阴地谷寺、沃川智勒寺、耽津万德寺、青阳长谷寺、稷山天兴寺、永平白云寺、广州青溪寺、宁海雨长寺、大邱龙泉寺、道康无为寺、云峰原水寺、大兴松林寺、文化区业寺（“区业”疑为“贝叶”之误）、金山真兴寺、务安大崛寺、长沙禅云寺、提州长乐寺、龙驹瑞峰寺。

（华严宗）长兴金藏寺、密阳严光寺、原州法泉寺、清州原兴寺、义昌熊神寺、江华旃香寺、襄州成佛寺、安边毗沙寺、顺天香天寺、清道七叶寺、新宁功德寺。

（慈恩宗）僧岭观音寺、杨州神穴寺、开宁狮子寺、杨根白岩寺、蓝浦圣住寺、林州普光寺、宜宁熊仁寺、河东阳景寺、绫城公林寺、凤州成佛寺、骊兴神异寺、金海甘露寺、善州原兴寺、咸阳严川寺、水原彰圣寺、晋州法轮寺、光州镇国寺。

（中神宗）任实珍丘寺、咸丰君尼寺、牙州桐林寺、清州菩庆寺、奉化太子寺、固城法泉寺、白州见佛寺、益州弥勒寺。

（总南宗）江阴天神寺、监津昌和寺、三陟三和寺、和顺万渊寺、罗州普光寺、昌平瑞峰寺、麟蹄玄高寺、鸡林天王寺。

（始兴宗）涟州五峰寺、连丰霞居寺、高兴寂照寺。

（天台宗）（缺漏）。

太宗个人对佛教完全没有好感，兹举数例为证。同六年，明成宗遣太监黄俨迎铜佛于济州。佛像至使馆时，黄俨要太宗先拜佛像，然后行礼。太宗说：“铜佛自天朝而至，则予当拜之，以致敬朝廷之意。今不然，何拜之有！”有人劝他说：“皇帝崇信佛道，远求铜佛。且黄俨无状，天下所知，愿从权礼拜。”太宗说：“予之群臣无一守义者，畏俨如此，其能救君难乎！高丽忠惠被执如元，国人无肯救者。我虽危难，殆亦如此矣。人主举动不可以轻，予以拜佛，于礼何如？”遂谓俨曰：“藩国祸福不在铜佛，当先见天子使臣，岂容拜吾土铜佛。”[20]王十三年（1413），岁旱，承政院请集僧祈雨。王曰：“自古水旱之灾，皆人君否德所召。今聚僧巫祷雨，无乃有愧乎！予以为罢祷祀而修人事可也。予粗读圣经，知僧巫诞妄，今反凭左道，以希天泽，可乎？”金汝知曰：“虽非古昔圣王之道，靡神不举，亦古事也。今缁徒已集，供办亦具，从俗行之，似无害也。”太宗回答道：“旱极必雨。若雨则人必以为释氏之力，此后卿等，不复诋佛矣。”[21]又，太宗之妃甍，因故事于殡殿设法席。王曰：“方妃之病，祈佛求生无所不至，竟无应验，且性不好佛，故不欲为佛事。”太宗还改山陵傍建寺之旧例，认为“山陵乃予百岁后所住之地，令缁徒近吾傍，吾心岂安哉”[22]！

继太宗之后的世宗在位三十二年（1419—1450）。他承太宗崇儒排佛之遗风，置集贤殿，选文学之士十三人任文翰，又让王子珀儒服入大学谒圣，并以此为立太子之定式。即位初年，明帝遣使来求兴天寺所藏舍利。金渐奏曰：“僧竺丘为臣言，石塔所藏舍利四枚，自新罗以来，世世宝藏，且有灵异，愿得留镇法门。”世宗答道：“僧徒容有是言，然于事体则不可。天子求舍利，当以本土宝藏者进献，以表至诚。况石塔舍利，天子所知，岂可以是灵异旧物匿不以献，上欺天子乎！虽无此物，于此土保无灾怪，卿其勿疑。”[23]这里，世宗的话表面上看好像是为两国的邦交着想，但从中亦流露出他对佛教的真实感情。此时，人们至寺院祈福还愿的习俗还在，世宗认为：“年终还愿祈福之事，崇佛之端，凡干佛事罢之几尽，惟先王先后忌斋，未忍卒革。此则为寡人祈福，虽有获福之理尤为鄙陋，况断无是理乎”！“遂命罢祈祷佛宇”。不久，世宗又对近臣说：“佛氏之道，无益于祸福……须令民庶，审知予意。”[24]同四年，命罢经行。[25]
佛教和政府经济上的冲突是李朝推行排佛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王六年（1424）春，大司宪河演上书曰：“肆以寺社土田之数，考核居僧之额。灵通之田二百结，而居僧才七。灵岩之田二百余结，而居僧才四。兴德之田二百五十结，而居僧才二十。兴福之田一百四十结，而居僧十一。由是观之，其他寺社，亦是类此。是则中外寺社分属一万一千一百余结之良田，委之何故。诚可概念。伏望殿下善继太宗之旨，恢弘斯道，排斥异端。其于京师，只留三所。留后司（开城）一所，诸道不过二三所，余皆革除。其余诸所，择僧中之练行者俾主之，贪利粗行者毋或与焉。仍罢试选之法，勿下僧职之批。僧录之司业宜革之，以修清净之道，以明如来之教，非唯邦家之幸，亦于僧道幸甚。”[26]这里的“太宗之旨”，指的是太宗灭寺额削田民一事。按照太宗的规定，有二百结之寺养僧百人，而一百结之寺则养僧五十人。河演不仅要削弱寺院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希望通过罢试选和废僧录司来切断佛教和政治的联系。

同年四月，礼曹上书：

释氏之道，禅教而已。厥后正宗旁传，各以所业，分而为七宗。传误承讹，源远末益分，实有愧于其师之道。且中外多建寺社，分属各宗，其数猥多，缁流四散，旷废莫居，修葺不继，渐致颓败。乞以曹溪、天台、总南三宗，合为禅宗；华严、慈恩、中神、始兴四宗合为教宗。择中外堪寓僧徒之处，量宜置三十六寺，分隶两宗，优给田地，酌定居僧之额。群居作法，俾之精修其道。[27]

于是，“革僧录司，以京中兴天寺为禅宗都会所，兴德寺为教宗都会所。拣取年行俱高者，以为两宗行首掌务，令察僧中之事。于是减七宗为禅、教两宗，以三十六寺分隶之。付属田地，加增结数；废僧录司，以其所属奴婢三百八十四口分给禅教两宗”。[28]“减七宗为禅、教两宗”无疑是要削除佛教的势力。这里的七宗指的是天台、总南、曹溪、华严、慈恩、中神、始兴等宗。对于韩国佛教由李朝初年的十一宗至太宗时合为七宗，再至世宗时合为两宗，李能和有过这样一些论述：

（问）高丽之五教两宗传至朝鲜，何又忽变为曹溪、总持、天台疏字、天台法事、华严、道门、慈恩、中道、神印、南山、始兴等十一宗？此十一宗沿革何如？

（答）朝鲜太宗之六年或七年，中道宗（即八不中道之三论法性宗也）神印宗（结印密宗）合为中神宗，必因此两宗之性质相近故合并之矣。则中神宗者，即高丽法性宗之沿革者也。总持宗（总持，陀罗尼也，疑即真言宗）南山宗（律宗也）合为总南宗，亦必因此两宗性质相近故合并之矣。则总南宗者，即高丽戒律宗之沿革者也。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合为天台宗。华严宗、道门宗合为华严宗，即高丽圆融宗也。慈恩宗即高丽法相宗也（或云唯识宗，亦云瑜伽宗）。已上诸宗即与高丽五教，其数相当也。[29]

通过各种史料的考证，李能和指出：“五教两宗始见于高丽元宗时代，是在大觉国师立天台宗、普照国师创曹溪社之以后也……然则元宗以后称五教者，疑即戒律宗、法相宗、法性宗、圆融宗、天台宗是也。称两宗者，疑即禅寂宗及曹溪宗是也。”[30]
世宗之后又历文宗（1451—1452年在位）和端宗（1453—1455年在位），然后传至世祖（1456—1468年在位）。世祖即位后便杀掉了已经降为鲁山君的端宗和成三问等忠臣，之后又遭世子之丧。也许正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和内心的不安，世祖是李朝不多见的奉佛君主之一。王二年秋九月，世子薨，王为追荐冥福，手书《金刚般若经》；亲率永膺大君琰、河城尉郑显祖等一大批贵族、官僚校《楞严》《法华》等经；命僧弘漩、信眉等校正涵虚堂《金刚经说义》；校《永嘉集》诸本异同；集《证道歌》彦琪注、宏德注、祖庭注为一书，各印百件。又印《法华经》《楞严经》《翻译名义集》各百件，且模木版大藏一部，注《华严》《地藏经忏法》。命户曹参议姜希颜、判司宰监事成任、行司宪掌令赵瑾等以及前津宽寺住持大禅师文炯、前长安寺住持大禅师克仁金书《法华经》，墨书《法华经》《地藏经》《梵网经》《起信论》《行愿品》，亲制跋语，散于大众。沙门守眉还奉命重修道岬寺，塑药师佛像三躯。

世祖三年，下令印《大藏经》五十部，谕旨于各道观察使助其费用，分藏于各道名山巨刹。此次印经的目的，“上为先王先后暨祖考之灵，以资福吉于冥冥；下为法界含灵，以至昆虫草木之微。幽明共利，普及无际”。同年，世祖命内需司创寺于高阳郡蜂岘之东，名曰正因寺，以此作为敬陵之愿堂。同四年十一月，铸铜钟一口，施砥平龙门寺。《龙门寺钟记》记铸钟的目的在于“上为祖宗考妣灵驾，中为懿敬世子，下为法界一切亡魂”。同五年，正雅乐，始制灵山会上曲，并作莲花台舞，在佛教乐舞方面贡献颇多。同七年，兴天寺新钟铸成。同八年十月，刊经都监都提调尹师路等进新雕印御译《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翌年正月，刊经都监都提调黄守身等进新雕印御译禅宗《永嘉集》一部两卷。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世祖亲至俗离山法泉寺，见信眉、斯智、学悦、学祖等诸禅师，大设法会，赐田地、奴婢等。四月，刊经都监进新雕印翻译《金刚经》一卷、《心经》一卷。

世祖的佛事活动得到了一大批贵族的支持，其中孝宁大君便是一位主要人物。此人名补，为太宗第二子，即世宗之兄。孝宁大君少信佛，以桧岩寺为愿刹，常往来施斋。世祖九年，他于该寺设圆觉法会，据称“如来现相，甘露降，黄袈裟僧三绕塔精勤，其光如电。又放光如昼，彩霞满空，舍利分身数百”。世祖听到后，下决心将兴福寺改建为圆觉寺。“时军士赴役者二千一百余人，凡撤傍近人家二百余户。”该寺铜钟“可五万斤，除京外现铜二万四千一百六十四斤八两三钱，其余不足之铜，请于开城府一万四千七百十四斤五两八钱、京畿一千二百斤十两五钱、忠清道一千五百九十一斤六两一钱、庆尚道六千六百五十四斤十五两九钱、全罗道一千六百七十二斤一两四钱”。世祖十年（1465），孝宁大君校《圆觉经》，译而雕之。同年四月，圆觉寺成，王亲幸设大法会。据《大圆觉寺碑》，世祖亲定《圆觉经》之口诀，并翻译该经，汉谚交宣，使国人皆闻大乘之道。世宗晚年珥大妃、世子等屡屡幸江原道设法会于五台山上院寺，幸金刚山长安寺拜昙无谒之真身，礼观音大士于襄阳洛山寺，又命学悦更新伽蓝。另据《慵斋丛话》记载，世祖时尚举行高丽时期遗留下来的“转经法”，“其法幡盖前导，黄屋舆安黄金小佛，前后令人奏乐，两宗僧人数百，分左右随之，各擎名香诵经……奉佛自阙而出，上御光化门送之，终日巡行市街”。[31]
四 李朝前期的排佛运动（二）

如果说太宗、世宗时期是李朝排佛运动的第一个高潮，那么，经世祖的短暂兴佛之后，李朝佛教又遭遇了自成宗至明宗将近一百年的第二个排佛高潮。

世祖之后的睿宗在位仅一年（1469），但他制定了《经国大典》，其中有关度僧之法规定：“为僧者，三朔内，告禅宗或教宗，试诵经（《心经》、《金刚经》），报本曹启闻，收丁钱（正布三十匹），给度牒（过三朔者，族亲邻近告官还俗，当差知而不告者，并罪。度牒借者、与者，依悬带关防牌面律论）。禅教两宗，每三年选试。禅宗则《传灯》、《拈颂》，教宗则《华严经》《十地论》，各取三十人。”[32]另外还规定不准新创寺社，“唯重修古基者，告两宗，报本曹启闻”。对于睿宗时期的佛教改革，《慵斋丛话》也有记载：“禅宗讲《传灯》《拈颂》，教宗讲《华严经》，各取三十人……入格者谓之大禅，禅宗同自大禅升为中德，自中德升为禅师，自禅师升为大禅师。拜判事者谓之都大禅师。教宗则自大禅升为中德，自中德升为大德，自大德升为大师，拜判事者谓之都大师。两宗分掌内外诸寺，各十五许。”[33]又据《奉先寺记》（金守温撰）等史料记载，睿宗还应“大王大妃殿下”要求，于杨州云岳原世祖的陵墓旁创奉先寺。

成宗康靖王在位二十六年（1470—1494）。他执政期间将振兴文教当作治国之要道，本人也通经史百家，并潜心性理学。他即位后，设弘文馆，令学士讲经史，又设读书堂，让文士从事读书著述。王二年六月，下令禁止都城中念佛，并驱逐巫觋于城外。《慵斋丛话》记：

本朝太宗虽革寺社、奴婢，而其风犹存，公卿儒士之家，例子殡堂聚僧说经，名曰法席。又于寺设七日斋，富家争务豪侈，贫者亦因例措办，耗费财谷甚钜。亲戚朋僚，皆持布施往施，名曰食斋。又于忌日邀僧先馈，然后引魂设祭，名曰僧斋。成宗崇正学，辟异端，凡于佛事，台谏极言其弊，由是士大夫家畏宪章物议，虽遭丧忌，俱依法行祭，不供僧佛。其因仍不废者，惟无懒下民，然不得恣意为之。又严度僧之禁，州郡推刷无牒者，长发还俗，中外寺刹皆空。[34]

可见成宗对佛教的限制，比起太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三年，“王读《纲目》，至晁错上书，生谷之土未尽垦，游手之民未尽归农，侍讲官李孟贤曰：臣谓今亦如此矣。僧徒规避军役，游手之民坐食，不知其几，虽难尽举，请申明禁僧之法。王曰：令司宪府纠察”。[35]
成宗一生也曾建寺，如在位三年因大王大妃的要求重建杨州牧天宝山桧岩寺，同四年大王大妃又命有司重创骊州凤尾山古神勒寺，成宗赐额为报恩寺，但这些做法都不是他的本意，比如他屡屡用儒生之言斥佛教，甚至将为这些寺院撰碑的金守温黜为孔门之罪人。同六年（1475），下令撤毁城内外尼寺二十三所。[36]从当时女尼邀请僧人趁佛事活动“坌集山谷”这一点来看，成宗撤除尼寺的原因可能是出自对“风化”的考虑，而这正是儒士们拿来攻击佛教的最有效的证据。同七年，复设弘文馆，命蔡寿等六人读书于藏义寺，后又将龙山佛寺赐给弘文馆，改名为读书堂，让儒士们分番读书。[37]
王八年，朱溪正深源上书请罢祝寿斋，王回答道：“尔力陈正道，排斥异端，欲使我为尧舜之君，吾虽寡昧，实嘉尔诚。今从所言。”成宗还对群臣说：“诗不云乎：求福不回。岂可接佛而求福乎！”据载，当时有人以田民施佛而子孙贫穷，遂与僧讼，累屈，击鼓诉之。王亲笔判曰：“纳田于佛，以求福也。佛者不灵，子孙贫穷。田还于主，福还于佛。”王十五年（1484），副提学李命崇等上疏道：“唐太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而贞观之治不能拟三代者，纳谏之心始勤终怠也。殿下于异端，固无崇信之心，而度僧之门一开，异端之流渐炽，至于僧徒乱入学宫。是由殿下从谏之志怠也。”成宗“御书疏尾”道：“骄侈生于安富，纪纲废于舒肆。卿等规谏，正中我病。”[38]
成宗朝崇佛活动基本上是后妃们进行的。对于大王大妃们创寺和举办斋会，群臣也都多次表示出反感，并请成宗从中劝阻。同十九年，仁粹大妃命僧学祖重修海印寺，后又造佛像送净业院，儒生取而焚之，而成宗竟“不之罪”，也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同二十年，兼掌令李承健奉命设乡试于黄海道，当他问到“本道恶疾求治之方”时，永柔训导权季仝回答说：“供佛则可救。”后李承健奏明成宗，认为“此言有害名教”。成宗也有同感，明确指出：“季仝之辞，予甚愤焉。当朝家举贤之日，不陈尧舜之道，鼓唱浮屠之法，是欲使予知梁武之舍身，唐宗之膜拜而后已乎！”“乃命宪府，拿致季仝……又饰该曹，勿复度僧。”[39]至此，排佛运动已由经济层面深入政治思想层面。同二十四年，成宗颁《经国大典续录》，明确规定“勿许度僧，违者囚一族”。于是，如《慵斋丛话》所言，“中外寺刹皆空”。

李朝第十一代国王燕山君（1495—1505年在位）因祖母仁粹太后尊信佛教，不得已于即位元年为成宗设追福水陆法会，后又于同六年印海印寺大藏经，于广州营造奉恩寺为成宗追荐冥福。但是，在大妃去世后，燕山君即于同十年（1504）下令将三角山藏义寺的佛像搬出，放逐僧徒；撤教宗首刹兴德寺的佛像，以寺供官使用；又移禅宗首刹兴天寺佛像于松岩寺废之；将圆觉寺改为妓房。之后不久，兴天、兴德两寺并罹火灾。[40]
中宗恭僖王（1506—1544年在位）即位后，废僧科，以兴天寺为公庙，有儒生焚寺内舍利阁。[41]同七年，毁撤圆觉寺，以其材分赐燕山时被毁诸家。[42]又闻庆州塔左有铜佛，命毁之，以制军器。据《国朝宝鉴》等史料记载，中宗于即位十一年下令：“忌辰斋之设，肇自前朝，设斋荐福，因成国俗。逮我朝深黜异教，俗渐归正，而独此一事，今尚未废。奉先考有正礼，不当亵渎，自今永罢之。”在中宗看来，佛教的斋会是“异教”，非“正礼”。中宗唯独一次佛事是在即位十年春命僧学祖印海印寺大藏经一部，四月集僧百余人转读三日。

我们说，燕山君纯粹是个昏君，他的行为不仅是针对佛教，同时也殃及儒教。相对来说，中宗时期的排佛，则更多地表现为儒佛之间的斗争。如中宗三十年，领议政金谨思、左议政金安老等仍然在指责僧徒多为“逋罪逃役偷盗无赖者”，他们“以寺刹为之窟穴”，“莫就农”，“僧俗混淆，良盗杂糅，连结为奸”，等等。[43]明宗恭宪王（1546—1566年在位）即位后，由文定王后伊氏（明宗之母）摄政。王后崇佛，欲再兴佛教。四年，构仁寿宫于旧净业院。同五年，王后以备忘录示领议政尚震曰：“良民日渐减缩，军卒困苦之状，莫甚于此时。此非他故，民有四五子，则厌惮军役之苦，尽逃为僧，以此僧徒日繁，军额日缩，至为寒心。大抵僧徒之中，无所统领，则难禁杂僧。祖宗朝大典，设立禅教宗，非崇佛之事，乃所以禁防为僧之道。近来革废，故弊将难救。以奉恩、奉先寺为禅教宗，依大典大选取才，及为僧条件，申明举行可也。”翌年，文定王后立两宗禅科的主张正式得到通过。这时，江原监司郑万钟引进麟蹄郡雪岳山百潭寺僧普雨（法号虚应）大张佛法，以靖陵奉恩寺属禅宗，以光陵奉先寺属教宗，决定自第二年进行禅科初试，“会试讲经，制述赐牒，略仿文武科。八道寺刹，一时鼎新”。

但是，文定王后的兴佛活动不是没有阻力的。时大臣三司“廷论普雨之罪”，“馆学儒生请诛妖僧普雨，屡疏未得，请空馆出去。王日遣承旨史官，招谕儒生，令就食堂，儒生无就者。朝廷招朝官之父兄者，使各劝喻子弟就馆，如此数月余”。[44]二十年（1565），文定王后薨，台谏与太学生金忠甲等连章请诛普雨。乃命流普雨于济州，牧使边协杀之。同二十一年，罢因普雨之力而再兴之禅教两宗之僧科，文定王后扶持下的兴佛活动至此彻底流产。

第二节 不绝如缕的佛教法脉

朝鲜佛教虽有太祖李成桂推动，但到太宗即已大行排佛之能事，于是政治上则代之以前朝末期勃兴的儒教。此后，排佛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先是世宗仿效太宗减杀宗旨，压迫教势，后燕山君更加狂暴，竟至变佛寺为妓院。其间虽有世祖再兴佛事，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朝鲜佛教由苟延残喘而走向相对稳定的局面，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宣祖时期高僧休静。本节所要叙述的是休静之前出没于排佛风潮中的僧人们。

一 自超、己和

自超的史料有其弟子祖琳所撰之行状，后“嘉善大夫艺文馆提学同知经筵春秋馆事兼判内赡寺事”卞季良据此撰成《朝鲜王师大曹溪宗师禅教都总摄传佛心印辩智无碍扶宗树教弘利普济都大禅师妙严尊者塔铭并序》。据这些资料，自超号无学，俗姓朴氏，三歧郡（在岭南）人。考讳仁一，赠崇政门下侍郎，母固城蔡氏。高丽忠肃王十四年（1327）后九月二十日生。18岁，脱然有出世之志，遂就慧鉴国师（松广寺万恒）上足小止禅师出家，剃发具戒。后至龙门山（京畿道砥平），问法于慧明国师法藏。国师示法已，曰：“得正路者，非汝而谁！”遂令居浮屠庵。一日，庵中失火，师独静坐如木偶人，众异之。高丽忠穆王二年（1346），因看《楞严经》有悟，自是废寝忘食，专于参究。忠定王元年（1349），抵镇州吉祥寺居住。恭愍王元年（1352）住妙香山（平安北道）金刚窟，功益进，“或睡则若有击钟磬以警焉者，是时释然了悟，汲汲有求师就质之意”。翌年，挺身走燕都，参西天指空，礼拜起云：“三千八百里，亲见和尚面目。”空云：“高丽人都杀了也。”“盖许之也，众乃大惊。”

恭愍王三年正月，自超在燕都同先入元的懒翁慧勤相遇。慧勤一见而“深器之”。之后游雾灵，历五台，再见慧勤于西山灵岩寺，留数载。这段时间自超和慧勤之间的交往《碑铭》有较详细的记录：

其在定也，至有当食而不知者。翁见之曰：汝却死了耶？师笑而不答。翁一日与师坐阶上，问曰：昔赵州与首座看石桥，问是什么人造，首座答云：李膺造。州云：向什么处先下手？首座无对。今有人问尔，如何祗对？师即以两手握阶石以示之。翁便休去。其日夜分，师入翁室。翁云：今日乃知吾不汝欺也。后谓师曰：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尔与我一家矣。又曰：道之在人，如象之牙，虽欲藏之，不可得也。他时尔岂为人前物乎！[45]

自超和慧勤探讨的基本上是临济家风。至此，自超“游历山川，参访师友”之志“未已”，他还准备游历江南，适南方有变，路梗乃止。恭愍王五年（1356）夏东还，懒翁慧勤“手书一纸送行，曰：观其日用全机与世有异，不思善恶圣邪，不顺人情义理，出言吐气如箭锋相拄，句意合机似水皈水。一口吞却宾主句，将身透过佛祖关。俄然告行，予以偈送云：已信囊中别有天，东西一任用三玄；有人问尔参寻意，打倒面门更莫言”。自超回国后，慧勤“亦以指空三山两水授记还国，住天圣山元晓庵”。

同八年（1359）自超往参慧勤，受赠拂子，并随勤移神光寺，后又离慧勤而去，此后二人未再见面。[46]自超离去的原因，《碑铭》说是“翁之徒有忌师者，师知而去之”。这一解释的说服力似乎不足，我们且看下文。别过慧勤后，自超入高达山，卓庵自守。恭愍王二十年（1371），慧勤受封为王师。时勤住松广，欲“以衣钵付师”，而超“以偈谢”。辛禑王二年[47]（1376）夏，慧勤移锡桧岩，大设落成法会，并“驰书召师充首座”，“师力辞”。我们看到，这已经是自超第二次拒绝慧勤的请求，而且是在他的师长即将去世的时候。慧勤对此感叹道：“多管不如多退，临济德山不做首座来。”不过，《碑铭》中的这几句话是值得人深思的：

（勤逝后）师游诸山，志在晦藏，不欲人知。前朝之季，召以名利，至欲封为师，师皆不至，卒有壬申之遇。师之去就岂偶然哉！[48]

为什么自超“志在晦藏，不欲人知”呢？所谓“前朝之季，召以名利，至欲封为师”指的是高丽灭亡的那一年（1392）五月恭让王封他为王师一事，自超为什么“皆不至”？而当李成桂即位于松京（开城）时，自超便于“太祖之元年冬十月”“以召至松京”，并受封为“王师、大曹溪宗师、禅教都总摄、传佛心印、辩智无碍、扶宗树教、弘利普济、都大禅师、妙严尊者”。这就是所谓的“壬申之遇”。两者对比便鲜明地表现出自超对新旧两个王朝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同样，慧勤是“前朝”树起来的权威，自超同他虽然有师徒之情，但政治立场仍然被放在第一位，并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政治敏锐性极强的自超在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后，其“去就岂偶然哉”！

太祖即位后，“巡幸鸡龙山及新都（汉阳），师皆扈从”，对新王朝卜地定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时自超奉王命住桧岩寺，同六年，也就是太祖在位的最后一年，辞入金刚山真佛庵。太宗五年（1405），有微疾。夏四月，移于金藏庵。入寂前，僧问：“四大各离，向甚处去？”师云：“不知。”又问，师厉声云：“不知。”又僧问：“和尚病中还有不病者也无？”师以手指傍僧。又问：“色身是地水火风，总归磨灭，哪个是真法身？”师以两臂相拄云：“这个是一个。”答已，寂然而逝。《碑铭》载自超被太祖封为王师时，面对“两宗五教诸山衲子”，竖起拂子，示大众云：“这个是三世诸佛说不到，历代祖师传不及底，大众还会么？若以心思口舌计较说话者，何有吾宗？”这些话语都透露出自超禅风的特色。自超还说：“儒曰仁，释曰慈，其用一也。保民如赤子，乃可为民父母。以至仁大慈莅邦国，自然圣寿无疆，金枝永茂，社稷康宁矣。今当开国之初，陷于刑法者非一，愿殿下一视同仁，悉皆宥之，俾使臣民共臻仁寿之域。此我邦家无疆之福也。”[49]在排佛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自超倡儒佛一致说，并极力宣扬“至仁大慈”这一佛教政治学，其良苦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己和的生卒年代为高丽辛禑王二年（1376）至李朝世宗十五年（1433）。已和18岁时正值李成桂建立了朝鲜李氏王朝，八年后太宗即位，因此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排佛浪潮中度过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一生自觉地肩负起重振玄风的重任。据《涵虚堂得通和尚行状》（门人野夫录）记载，己和号得通，旧名守伊，号无准，所居室曰涵虚堂。俗姓刘，中原人。[50]幼入成均馆，日记千余言，擅经史文章。年21岁时，见同官友死，知世无常，观身虚幻，“誓出二种生死，志求一乘涅槃”，遂入冠岳山（京城之南）义湘庵出家。太祖五年（1397）春，至桧岩寺。初参王师无学妙严尊者，亲闻法要。后游历诸山，战战勤修。太宗四年（1404），再至桧岩，独居一室，杜绝视听，专修苦作。一夜经行次，不觉咏曰：“行行忽回首，山骨立云中。”又一日入厕还出，放下洗桶云：“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同六年，归功德山大乘寺，至同九年，四年间三设般若讲席。同十年夏，至天磨山（开城北）观音窟，大振觉树玄风，普使有缘皆化。十一年仲秋，至佛禧寺，结制三年，重新院宇，集诸檀越，引扬祖风。十四年（1414）春三月，至慈母山（平山）烟峰寺，建一小室名涵虚堂，勤修三载，曾无少息。十七至十八年一冬两夏，“五家讲席，三设是寺”。“自是以后……任心自运，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世宗二年（1420）秋，入江陵五台山供养诸圣，梦中与“神僧”相遇。后至月精寺，准备在此“以终平生，长养道胎”，但因“囊锥已露……道德昭著，播于遐迩”。同三年，因世宗之命住大慈寺（开城），为先妣大妃修冥福，并为宗室贵族说法。同六年秋，上书辞退于吉祥、功德、云岳诸山，随缘度日。世宗十三年（1431）归岭南曦阳山凤岩寺，“重葺颓落”，并在此“静观时态”。由于“时方末叶，去圣愈远，机教陵夷，法不可弘”，所以“大阐一乘”的远大计划也未能实现。同十五年圆寂。临终前对门下说：“湛然空寂，本无一物，灵光赫赫，洞彻十方，更无身心，受彼生死，去来往复，也无挂碍。”又说：“临行举目，十方碧落，无中有路，西方极乐。”己和的著作主要有《涵虚堂语录》《圆光疏》三卷、《般若五家说证》一卷、《显正论》一卷等。

《显正论》[51]从佛教与“忠”和“孝”、佛教与生产劳动、三世说和火葬习俗等角度力破儒士排佛之论调，以显佛教与儒教并行不悖之“正义”。己和立论的基础是在“性”与“情”的关系上。“性”本来是无“情”的，但当它处于“迷”的状态时则会生“情”。有了“情”，万象得以成形，生死也就开始了。“情”有染净、善恶之分，由净善和染恶又分别构成“圣”与“凡”。也就是说，圣与凡全都是“情”的产物。按照佛教的解释，只有佛本身才能做到“情累已尽”，就连菩萨都是“性虽已觉而情犹有所未尽”，故而菩萨以下的众生都称作“有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佛教的所有修习以及它所建立的道德准则不外乎就是“治其情”，“窃观三藏指归，只要令人去情显性而已”。

如果将佛教的“治情”说运用于社会，“若教人人依此而修之，则心可得而正矣，身可得而修矣，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矣”。己和还非常肯定地指出因果报应说在治世中的作用。他说：“厌罪报则应断诸恶。诸恶虽不断尽，而足以去一恶矣。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矣。忻福缘则应修诸善。诸善虽未尽修，而足以行一善矣。行一善则得一庆，一庆兴于家，万庆兴于国矣。”“苟如是而世不治，未之有也。”己和还像其他儒佛会通论者一样，将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认为：“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儒佛所不同的是，儒家不是以“德行”教人，而是主张“政刑”，即“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而佛家则主张“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前者使“民免而无耻”，后者使民“有耻且格”。

站在佛教徒的立场，己和比较儒佛两教说：

夫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非圣人不能，故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未免有赏罚，故云：赏罚，国之大柄也。夫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固吾佛之化也，而兼以因果示之。示之以赏罚，则或不过面从而已；示之以因果则服，乃心服也……若劝之以赏，禁之以罚，则止恶者，畏其威而止之；为善者，利其赏而为之。故其从化也，面从而已，非心服也。若人欲知今之所以穷达者，则示之以宿种，欲知后之祸福者，则示之以现因，则达者忻前世之种善而益勤，穷者悔前世之不修而自勉。且邀福于后世者，则孜孜于为善；避祸于后世者，则必慎于为恶也。此则不服则已，服则心服，而未尝有面从者也。虽然，安得使人人皆可以心服也？其未能心服者，则姑以赏罚而导之，使骎骎然心悦而诚服也。故示之以因果之外，亦有赏罚之训存焉。所谓应摄受者而摄受之，应折服者而折服之是也。

由于儒家主“政刑”，结果使人只是“面从”而非“心服”。相反，佛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尤其是因果说使人能“心悦诚服”。所以，在社会道德的建立上，应以佛教为本、为主导，儒教所采取的措施只是辅助手段。不过，己和的本意在强调儒佛二者的统一性，因此他指出儒家主张的赏罚则相当于佛教“摄受”“折伏”两种法门中的“折伏”门。至此，他的结论是：“所以儒与释，皆不可废也。”这也就是“佛之将化也，以其法付之君，付之臣”，其缘由“盖欲以其道导天下而为治世之大助，而令共蹈乎修真之路也”。

己和认为：“吾佛之教，不论在家出家，只要令人不违道用而已，不必剪其发异其服然后为也。”同时又认为：“若无忍力者，则居尘不染、在家成道难矣，所以教人出家，令修远离行也。”这席话，实际上是在为佛教的世俗化做理论上的准备。

持排佛论的儒者认为，“男有室女有家，以嗣家业，不绝厥祀”是孝道的基本要求，而“浮图氏绝婚姻，去人伦，长往山林，永绝后嗣”，出家后，“生不奉甘旨，死不计厚葬”，“岂非不孝乎”？对此，己和从佛教的“解脱论”予以辩解说，“爱欲”是众生摆脱轮回的障碍。“爱为轮回之本，欲为受生之缘”。所以，“欲免轮回，先断爱欲；欲断爱欲，先去妻子；欲去妻子，须出尘寰”。那么，这是不是就真的同现实孝道完全相悖呢？不是的。举释迦牟尼为例，他以“金轮之嫡子，不告父母而辞入雪山，轻生苦节，安忍不动。待其情累荡尽，真明朗发，然后返乡而觐父，登天而访母，为说法要，皆令度脱”。己和说，这实际上是真正的“大孝”。释迦的行为被看作是“以权应变”，相对于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说，这种行为表现出“反常合道”的佛教特色。

儒家往往攻击僧徒“不朝天子，不事王侯，高栖遐举，坐观成败”，既不“尽忠于君”，也不“倾诚辅国”。对此，己和辩解道，佛教要求“为君者先受戒品，洁净身意，然后方登宝位”。同时，又要求“凡出家者莫不朝焚夕点而祝君祝国”。这一切，“可不谓之忠乎”！况且，人君一般是以爵禄来劝善，以刑罚来禁恶，而佛教则跟人讲为善招庆、为恶招殃。人们听到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自然收其恶心，发其善心。所以，“吾佛之教，不假爵赏之劝，刑罚之威，令人靡然趋化”。这一切“岂无辅于君国乎”！

己和的禅学思想散见于《涵虚堂得通和尚语录》之中。他在谈到“生佛一如”、“身心不二”时说：

……诸佛子众还会山僧深深意旨么？磨竭当年有此榜样，毗耶昔日亦曾漏泄。山僧今日把此个消息，普与诸佛子，两手分付去也。诸佛子众，还有荷担者么。若也荷担得去，便能于生死海中，易短为长，易粗为妙。亦能拈一茎草，作文六金身；以丈六金身，作一茎草。随所作为，无不自由去在，何更用多方便门，以求出身之路……且道，怎么生是脱苦轮证菩提处，齐开向上眼，不堕凡圣见，脱苦轮证菩提则不无？唤什么作向上眼？以右手举数珠云：此眼开时，生佛俱沉，罪福无处。以左手举数珠云：此眼开时法法俱兴，因果历然。以两手举数珠云：此眼开时，明暗交参，皂白难分。更有一眼，此眼开时，有甚么用处？只如向上眼，为是三眼所摄，为是一眼所摄。良久云：三一不相摄，须知向上眼。[52]

己和对法身和色身的理解，明显受到永嘉玄觉的影响，即认为“幻化空身即法身”，二者不二无别。他说：

……唤什么作珍山（无学的弟子，己和的同门——笔者注）面目？若唤此骨头作珍山面目，面目安在？若道不是，此之骨头，从什么处得来？切忌道法身是常，无生无灭，色身无常，有生有灭，而于法身色身，作两般见。若作这般见解，未免截虚空作两片。既然如是，毕竟作么生断看。不见道，吾今色身，即是常身法身。若是常身法身，天不能盖，地不能载，劫火不能坏，太虚不能容。我今观此顽石，不满尺余，钟不过一仞，还收得广大难容底法身么？若收此中不得，向甚么处安着？还有道得者么？良久云：如无山僧自道去也。以杖指石龛云：向这里安。安讫云：珍山大师兄平生使得父母所生底一把骨头，既向这里安着，正当恁么时，合谈甚么语。良久云：刹海毛孔元无寻，芥纳须弥有甚难；无缝塔样今犹在，不须向外空寻觅。一自钟镇华山后，山与此钟作知音；直饶山倒为平野，此钟此名应不泯。应不泯，毕竟承谁恩力。以杖击石三下。[53]

综观己和的佛学思想，虽然未能摆脱中国佛教思想的框架，如《显正论》显然脱胎于宋契嵩的《辅教篇》，其禅学思想也是源自永嘉玄觉的《永嘉集》、《证道歌》，但由于其是在李朝排佛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因而仍然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己和门下有文秀、学眉、达明、智生、海修、道然、允悟、允澄、洪预等弟子，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 世宗、世祖时期的僧侣

如上所述，世宗曾继承太宗的排佛政策，并使太宗时期在革除寺刹和奴婢方面尚未处理的遗留问题全部得到解决，特别是在宗派合并和寺刹的减缩上更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明朝皇帝的干预，这种排佛的势头稍稍缓和。尤其是到了晚年，世宗个人似乎已经接受了佛教信仰，如积极地兴办佛事，喜读佛经，在宫内设立佛堂等。不过由于排佛风潮席卷了整个社会，世宗晚年的个人崇信并未给佛教局面的好转带来什么影响。世宗之后的文宗仍继续推行排佛政策，但他在位时间很短，仅两年，之后的端宗在位也不长，只三年。此后，终于出现了一位兴佛的君主——世祖。在世宗和世祖之间，生存于夹缝之中而为世人所知晓的僧人大致有行乎、信眉、守眉、学悦、学祖、俊和尚、雪峻、弘睿、晓云、智海、海超、斯智等，此外还有姜硕德、金时习等一批信佛的居士。可惜，这些人的传记材料保存下来的很少，下面我们只能简略地做一介绍。

行乎为天台宗僧人，曾任兴天寺住持和判禅宗事等职，是世宗时期受世宗仲兄孝宁大君皈依的高僧。据《世宗实录》记载，当时儒臣们说他是妖僧，并上疏要求将之诛杀。

信眉是世祖登基前即已备受青睐的僧人。世宗在御制《劝善文》（藏五台山月精寺）中说：

世间有七重，三宝及父母君善知识。三宝为出离之宗，父母为育命之宗，君为保身之宗，善知识为导迷之宗。自予潜邸以来，我慧觉尊者（信眉）早相知遇，道合心和，每提摄于尘路，使我恒怀净念，不沉欲坑，致有今日，非师之功耶？非多劫之宿因，安能如是契合耶？今闻我违和，力疾下床，昼夜奔来数百里之外，虽不事之高尚，若度生之大悲，余闻惊动，感泪无穷。又闻师与悦（学悦）师、祖（学祖）师，为我尽卖衣资，重创灵刹，师之为我用心，我之为师感恩，非人所述。我固为师等随喜，略助所费，为究竟之正因，所谓直心菩提者也。于是付嘱世子，永垂后嗣云。

佛弟子承天体道烈文英武朝鲜国王李[54]

信眉是世祖时期各种佛事的参与者，尤其是刊印经典方面的主力。还有记载说他是积极支持佛教的世祖宠臣金守温的胞兄。

据柏庵性职所撰《灵岩郡月出山道岬寺妙觉和尚碑》记载，妙觉王师守眉俗姓崔，古朗州（全罗南道）人。13岁时投月出山道岬寺出家，弱冠受具。后至俗离山法住持，在此与信眉相遇。因两人名字中都有“眉”字，遂成为道友，精心修学，切磋琢磨，共读大藏经，习毗尼，世人推之为二甘露门。曾参龟谷不契，又入登阶（碧溪正心）之室，转益多师。既而成为判禅宗事。后返道岬寺，鼎新寺门，学者靡至。世祖册为王师，赐以妙觉之号。生卒年月不详。

本时期还有两位在家居士姜硕德、金时习，对后世佛教也留下了一定的影响。姜硕德的生卒年月不详，权近的《清心堂记》说：“晋州姜公，少入宫，事恭愍王十数年，以清谨闻。复慕佛斋心，绝荤腥不茹者又十年矣……洪武丙子夏五月记。”[55]据此，他当是高丽和朝鲜两朝交替时的人物。而且，到世宗朝，早已是耄耋之年了。他在《寄睿和尚书》（睿即弘俊）中说：“予少寓招提，肄业之暇，与缁流剧谈，略闻绪余。”他在信中谈到读《宗镜录》的感想时说：“书云：静举祖师禅，闲看诸佛教，余力念弥陀，求生于净土。此言真实不诳之语也。余依此用心，以为究竟本分公案也。愚窃闻《宗镜》果以念佛看教为极……《宗镜》此语恐非真实，乃权方便……禅家唯论一心，除却此事，余悉非真。又不见高峰参禅，若要克日成功，如随千尺井底相似，单单只是个求出归心，若能伊么做功夫，有甚余闲时节，念得佛诵得经？嗟呼！以上师家垂训，如许明白，不肯向这里致力，固守方便，不曾回头转脑，一向皮肤上用功，敢自谓究竟本分。伊么则驴年去傥不改辙，诚恐腊月三十日生死符到，卧在延寿寮里，孤灯照壁，眼花落地，念佛也不得，诵经也不得。”姜氏将念佛比作“小人曲径”，希望弘俊将所谓的“究竟本分公案束一束掷向他方世界，切勿复顾”。他所认可的做法是“十二时中，危坐蒲团，竖起脊梁，但提起云何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挨来挨去，拶来拶去，转觉心头迷闷，无可用心。一朝忽然失却布袋，一回通身流汗，则弥陀净土，当处自现，岂不快哉”。[56]金时习，字悦卿，号雪岑、东峰、清寒子、碧山、清隐、赘世翁、梅月堂等。世宗十七年（1435）生于汉阳，3岁便能吟诗作文，5岁入太学，有神童之称，深受世宗嘉赏。端宗三年（1455），读书于三角山重兴寺，因闻世祖废端宗自立，悲痛流涕，佯狂入佛门，先后居住杨州水落山水落寺、庆州金鳌山茸长寺等。世祖尝设云水千人道场于圆觉寺，诸僧以为“此会不可无雪岑”，王遂召之，使至则自投街头厕圊中露半面，众以为发狂疾，王乃黜之。成宗十二年（1481）金氏47岁时，食肉蓄发，娶安氏女，未几妻殁，又还山。同二十四年（1493）于鸿山县无量寺去世，寿59岁。[57]
金氏的著作，《韩国佛教全书》第七册共收七部，即《莲经别赞》（一卷）、《华严释题》（一卷）、《大华严法界图注并序》（一卷）、《十玄谈要解》（一卷），其余几部为诗集。还有材料说，世祖三年（1458）金氏24岁时游关西，著《宕游关西录》，此外还有一部《杂著》。他在《宕游关西录》中说：“予自少跌宕，不喜名利，不顾生业，唯以清贫守志为素怀，欲放浪山水，遇景吟玩。”可见他的出世与其秉性也有关系。“一日忽遇感慨之事，以谓男儿生斯世，道可行则洁身。乱伦，耻也。如不可行，独善其身可也。欲泛泛于物外，仰慕图南思邈之风，而国俗且无此事。犹豫未决，一夕忽悟，若染缁为山人，则可以塞愿。”这里的“感慨之事”和“乱伦”等当指世祖篡逆一事。他本来只是想“泛泛于物外”，因国俗无此，所以用“染缁为山人”的方法来“塞愿”。这就是为什么他遁入空门而又不曾真正出家的缘故。

如果说李氏朝鲜佛教是山僧时代，那么，金时习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山林佛教的实践者和理论的鼓吹者。据载：

（金氏曾）向松都，登眺故城，徘徊虚里。宫殿陵墓鞠为梧楸禾黍，宁不感乎！又登天摩、圣居诸山，以观众峰巑峭之状，瓢渊湫瀑之雄。而入关西，登巴岭之险，涉水之波，以观箕都井田城郭之址，宫祠庙观之壮，人物之繁华，桑麻之蓊郁，可想殷之宗子余风不坠矣。由是而溯萨水之涯，入安市之城，隋唐攻战之迹，依希惨烈，使后之骚人墨客，徘徊踌躇，足以激千古之恨。又登香岭，南望渤澥岛屿之缥缈，北眺朔漠山河险阻，坐岩扃，伴明月，或倚涧边之石，或登巍峨之峰，见松栎参天，蔬菌狼藉，鸟兽之奇怪，草木之精华，皆使我欣然吟哦。或题树叶，或书岩崖，还于蓬芦，然默坐，煮茗茹蔬，足以遣虑而忘情矣。

之后，他又于世祖五年游关东，见金刚、五台等名胜。同八年，游湖南，览百济之旧址；望智异山，诣海印寺；又游庆州，探新罗之名胜，遂结草庵于金鳌。他感叹：“若吾在宦途，欲穷此清玩，不可得也。而又不能自在游戏矣。”[58]金氏的思与行是统一的。他在《杂著·无思第一》中说：“夫世人称禅是禅定安闲之意，未知禅字乃思修静虑之称。”他将“禅”定义为“思修静虑”之后，又接着说：“登山则思学其高，临水则思学其清……万象齐现于莹然方寸之间，而各所所长，我皆悉而学之，精研其妙，以入于神。”

他在《杂著·山林之二》中讲得更明确：

有道之士居山林者，不可放旷散诞，驰慢怠惰。守道操志，饭糗茹蔬，而其量廓如。荜榻衡门，而其志泊如。不为利故，其言硬而直。不受名故，其事正而严。王侯礼敬而不以为高，瓦合舆僖而不以为卑，异端百毁而其道愈坚，邪谤交攻而其宗不磨。是谓有道之士。

金氏的理想是高蹈远引，无求于世，视名利如谷响，眄死生如阳焰，以致使“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在此，他表现出同世俗权势极端的不合作精神。在谈到佛教的功用时，他说：“释氏之本意，以慈悲为先，使君者知所以爱民，使父者知所以爱子，使夫者知所以爱妇。上无悖戾之政，下绝弑逆之怀……虽无仁义之谈，而不杀、不盗之警，已形仁义之迹。其福佑王道，永绥生民之功亦莫加焉。”金氏在这里讲“悖戾之政”、“弑逆之怀”当是有所指的。

在《扶世第五》中，金氏还为佛教的出家修道进行辩护：

西胡部种，性多悖逆，或贪位而弑其父者（阿阇世王），或争宝而害其兄者（恶友太子），或贪淫女色（阿难），或攻劫不厌（战胜）……若非悉达轻其宝位，慕其至道，以警其愚民，则谁能开牖盲聋，而使格其非心乎……且父悲妻怨，虽一时之反常，开悟群生，乃千岁之盛事。所谓事能济其功，功能掩其过也。

释尊对世俗权力和地位所表现出的淡漠能够使“强勇者息战，悖逆者息篡”，所以，他的“一时之反常”如同“一点残云，何累太清”。

三 智严与普雨

据休静所撰《碧松堂埜老行录》所云，智严俗姓宋氏，号埜老，所居堂曰碧松，扶安（忠清南道）人。世祖九年（1464）生，成宗二十二年（1491）五月，“野人”寇朔方，杀镇将。成宗命许琮率师两万讨之，师亦仗剑从之，立有战功。既罢征，喟然叹曰：“大丈夫生斯世也，不守心地，役役驰劳，纵得汗马之功，徒尚虚名耳。”即拂衣入鸡龙山，卧草庵，参祖澄大师，投簪落发，时年28岁。从此，志行卓厉，乐修禅定。他先访衍熙教师，问《楞严》深义，次寻正心禅师，研传灯密旨，“俱振玄微，多所悟益”。“数五年间，或之枫岳，或之楞伽，游戏诸山，居无定止”。[59]中宗三年（1508）入金刚山妙吉祥寺，看《大慧语录》，于佛性无之话打破疑团。又看《高峰语录》，顿落前解，是故生平所发挥者乃高峰、大慧之宗风也。同十五年（1520）入智异山，“身无再衣，日不再食，杜门冥寂，不修人事。其仪范缁林者，可谓一时之最，而后学之宗也”。休静说他“不修人事，故不谄于世；不谄于世，故不贱卖佛法；不贱卖佛法，故泛参禅学者望崖而退”。世人“多以倨慢讥之”。可见智严在当时的佛教界显得曲高和寡。

智严在教学上禅教并用，化门舒卷，“若导初学，则先以《禅源集》、《别行录》立如实知见，次以禅要语录，扫除知解之病，而指示活路也。凡接人机锋，大略若此。有时与门人灵观、圆悟、一禅等六七十之徒，讲诸大乘经论，则圆音落落，若翻大海之波澜焉”。[60]《赠一禅禅和子》记述知严对门下的开示道：

既是一也，离真妄，绝名相，干干净净，洒洒落落。唤什么作禅？若言万象森罗，悉是如来实相，见闻觉知，无非般若灵光，犹是天魔种族外道邪宗，怎生是一味禅？

拈拂子摵一摵，唤侍者点茶来，良久云：

翠竹和风直，红花带露香。[61]

《行录》说，中宗二十九年（1534）冬，智严命诸门人会集寿国庵，讲《法华经》，至“方便品”，忽太息曰：“众生自蔽光明，甘受轮转久矣。劳他世尊，一光东照，至于苦口开示，皆为众生设方便尔，非实法也。盖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今汝诸人，若信佛无言，直下悟入自家心地，则可谓开宝藏报佛恩也。今日老僧亦为诸人示寂灭相去也。诸人莫向外求，努力珍重。”说完之后“唤侍者点茶来，啜茶讫，闭门端坐，良久默然，开窗视之，已入寂矣”。[62]时十一月初一日辰时，寿七十一。

普雨的事迹不详，唯知其当文定王后（明宗之母）摄政复禅、教两科并给僧度牒时，由江原监司郑万钟引进而受到重视。明宗七年（1552），朝廷以普雨为判禅宗事都大禅师、奉恩寺住持。时排佛派虽不敢将矛头指向文定王后，但却敢论普雨之罪，乞诛之，王不许。时李珥在《论妖僧普雨疏》中说：“今兹普雨之事，举国同愤，欲磔其肉，以至国子抗疏，两司交章，玉堂进札，累日不已。”[63]同二十年（1565），王后薨，台谏与太学生金忠申等连章请诛普雨，明宗命流放济州，而牧使杀之，普雨最终成为排佛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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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前揭［朝］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434—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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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同上。

[40] 据《燃黎室记述》：“时分遣诸道，采妓女入京，号曰兴清，曰运平，曰续红，分置各院。以圆觉寺为联芳院，处续红。又以成均馆为宴乐之所，撤移孔圣位版，置于高山庵。逐诸生，空太学，聚巫觋，淫祀其中。”另见前揭《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446—447页；《韩国禅教史》，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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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以上引文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引自《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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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休静与李朝中期佛教

第一节 休静的生平及思想

一 休静与抗倭战争

休静是李氏朝鲜最著名的僧人，由于在抗击日本侵略军入侵的战争中表现非凡、功勋卓著而成为后世称颂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因为他特殊的历史地位，李朝佛教基本上摆脱了被迫害的厄运。

休静生于中宗十五年（1520），寂于宣祖三十八年（1604），其间经历了仁宗朝（在位仅一年）和明宗朝（1546—1566）。据议政府右议政月沙李廷龟所撰《赐国一都大禅师禅教都总摄扶宗树教普济登阶尊者西山清虚堂休静大师碑铭并序》和弘文馆大提学溪谷张维所撰《海南县大兴寺清虚大师碑铭并序》[1]记载，休静字玄应，号清虚子，以多在香山故又号西山。俗姓崔，名汝信，其先完山人，坐法徙安州。[2]父世昌为箕子殿参奉。据说休静3岁时就有人为其摩顶诵咒，而嬉戏时“必以佛事”。稍长，丰神颖秀，出语惊人，为州牧所爱。据张维撰《碑铭》所记：

（休静十岁时）丧怙恃，伶仃无所依，州牧携至京，就学于泮斋，屡试辄屈，郁郁不得意。遂南游，入头流，穷岩洞之胜，遍阅内典，忽有出世之志……遂投崇仁长老落发，从一禅和尚受戒。时嘉靖庚子，师年二十一岁矣。[3]

李廷龟《碑铭》说他“九岁母亡，十岁父没”，与张说略有出入。“嘉靖庚子”为中宗三十五年，亦即1540年。出家后，休静又先后参访灵观，得其印可。一日游行村落，听鸡鸣而悟，叹曰：“宁作一生痴呆汉，不欲作铅椠阿师。”又提笔题落叶道：“发白心非白，古人曾漏泄；今听一声鸡，丈夫能事毕。”自是，云游关东诸名山，偶入京师，赴禅科中选，位至禅教两宗判事。[4]张氏《碑铭》接着说：“无几，拂衣入枫岳，作《三梦吟》。”李氏《碑铭》记《三梦吟》的内容为：“主人梦说客，客梦说主人，今说二梦客，亦是梦中人。”两种《碑铭》对休静这段时间的行迹记载得都不很清楚，如张氏《碑铭》只是说：“师虽藏踪晦彩，而道誉益隆……己丑逆狱起，为妖僧所诬，被逮，对狱明畅。宣庙素闻其名，即命释之。引见，赐御制一绝，及御画墨竹障子。师立进诗谢恩。上益称赏，厚赉还山。”[5]这里的“己丑逆狱”指的是休静从前登金刚山香炉峰时曾作诗一首：“万国都城如蛭蚁，千秋豪杰等醯鸡；一窗明月清虚枕，无限松风韵不齐。”宣祖二十三年（己丑，1589），全罗道古阜人郑汝立叛，妖僧无业者以休静的这首诗为证而诬告休静。宣祖知静冤枉，无罪释之，并赐诗：“墨竹并叶毫端出，根非地面生，月来无见影，风动不闻声。”休静的和诗为：“潇湘一枝竹，圣主笔头生，山僧香爇处，叶叶帝秋声。”

宣祖二十六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宣祖被迫躲到龙潭湾避难。时已73岁高龄的休静“杖剑进谒”。宣祖问他：“世乱如此，尔可弘济耶？”静“泣而拜命，请曰：国内缁徒之老病不任行伍者，臣令在地焚修，以祈神助，其余臣皆统率，悉赴军前，以效忠赤”。宣祖十分感动，遂任命他为“八道十六宗都总摄”。休静调兵遣将，“于是松云率七百余僧，起关东；处英率一千余僧，起湖南；师率门徒及自募僧一千五百，合五千余名，会于顺安法兴寺，与天兵（指明朝军队）后先，以助势出战牡丹峰（平壤），斩获甚多。天兵克平壤，复松都，京城贼宵遁，师以勇士百人迎大驾还京都。天朝提督李如松送帖嘉奖，题诗赠之曰：无意图功利，专心学道禅，今闻王事急，总摄下山颠。诸将官争先送帖赠遗”。[6]战争结束后，休静请于宣祖曰：“臣年垂八十，筋力尽矣，请以军事属于弟子惟政及处英。臣愿纳总摄印，还香山旧栖。”宣祖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赐号“国一都大禅师禅教都总摄扶宗树教普济登阶尊者”，以示敬仰。回到香山旧栖之后，休静又过起“翛然一闲道人”的生涯。他时常往来于枫岳、头流、妙香诸山，“常随者千余人，出世者七十余人”。宣祖三十八年（1604），休静于圆寂庵入寂，寿85岁。临终前，曾自题画像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后我是渠。”

在一个佛教不受尊崇的年代里，身为儒臣的张维之所以欣然为休静撰写《碑铭》，其用意确实不是为了佛教，而是为休静及其弟子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他说：“世出世法，外内不相及。自昔空门耆宿鲜有致力王事者，吾师以穷衲子，一言受知于圣朝，蒙宸翰之宠，及倭乱之作，卒能奋义聚众，协助天讨，克赞恢复之烈。”“心冥乎空有，而事光乎忠义。”[7]的确，休静的护国功绩为李朝中期佛教的发展和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他直接建立的僧团，其教势之壮观更是丽末以来所未有。《碑铭》说：“师少宗灵观得法，而宗风之振，近代无比。弟子千余人。知名者七十余人。能领袖后学，为一方宗主，不下四五人。”[8]
张维说，他在撰休静的《碑铭》时，其弟子告诉他本门的法系为：“临济十八传而为石屋清珙，丽朝国师太古普愚得石屋之传。自是，又六传而至吾师。”[9]对此，张氏表白道：“师之道，吾固未暇学也。授受之说，吾将何所征而言之。”显然，他并未人云亦云，而是采用了一种稳妥的说法。不过，《清虚堂集》卷二的记载和上面的传承法系是一致的，而且更加详细，即，太古普愚—幻庵混修—龟谷觉云—碧溪正心—碧松智严—芙蓉灵观—清虚休静。

二 休静的思想

从休静现存的著作来看，他所维护和发挥的正是智严、灵观一系所传承的临济宗家风。休静早年的著作有明宗十九年（1564）撮古人词句汇集而成的《禅家龟鉴》，文章一开头就谈及他对佛教本体论的认识：

有一物于此，从本以来，昭昭灵灵，不曾生，不曾灭，名不得，状不得……强立种种名字，或心，或佛，或众生。不可守名而生解，当体便是，动念即乖。[10]

此“一物”即禅宗所说的“第一义”。之于禅教之间的差别，休静说：

世尊三处传心者，为禅旨；一代所说者，为教门。故曰禅是佛心，教是佛语。若人失之于口，则拈花面壁，皆是教迹；得之于心，则世间粗言细语，皆是教外别传禅旨。[11]

又说：

禅、教起于一念中，心意识及处，即属思量者教也；心意识未及处，即属参究者禅也。

祖师所示，皆是一句中，八万四千法门元自具足，故随缘不变。性相体用，顿悟渐修，全收全拣，圆融行布，自在无碍，元是一时，无前后者，禅也。诸佛开示，顿悟渐修，随缘不变，性相体用，全收全拣，圆融行布，事事无碍法门，虽有具足，有修有证，阶级次第先后者，教也。[12]

可见，休静对禅、教的判释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

休静在接引弟子时，教导大家“须参活句，莫参死句”。因为“活句上荐得，堪与佛祖为师，死句上荐得，自救不了”。什么是活句呢？他说：“活句者，径截门也。”又说：“活句者，如狗子佛性，柏树子，没理路。”所谓活句实际上“没心路，没语路，无摸索”；与此相反，“圆顿门”则“有理路，有心路，有闻解思想”。在日常修持中，必须做到“善恶两相忘”。因为“一念善心生，佛坐魔王殿；一念恶心性，魔王踞佛殿”。

在《心法要抄》一文中，休静还指出了“教学者病”和“禅学者病”。他说：

教学者，不参活句，徒将聪慧口耳之学，炫耀于世。脚不踏实地，言行相违，这边那边，讨山讨水，徒费粥饭。自被经论，赚过一生，终作地狱滓，非济世舟航也。

禅学者，习闲成性，不求师范，野狐窟中，徒劳坐睡，被目前缘起事法，未能透脱，嘴都博谜子者，只作依草附木精灵，亦非济世舟航也。[13]

《心法要抄》还指出了“三乘学人之病”，并进一步论及参禅的路径和四种念佛法门。显然，晚年的休静是坚持禅净双修路线的。他在谈到念佛的功德时说：

心则缘佛境界，忆持不忘；口则称佛名号，分明不乱。如是心口相应，念一声则能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成就八十亿劫殊胜功德。一声尚尔，何况千万声；一念尚尔，何况千万念耶。[14]

净土有“唯心净土”和“西方净土”之别，二者是不同的：

佛为上根人说即心即佛，惟心净土，自性弥陀，所谓西方去此不远是也。为下根人说十万八千里，所谓西方去此远矣。[15]

这样，“唯心净土”和“西方净土”是随众生根机的不同而设定的。不过，休静本人并未看轻“西方净土”说，他在《阿弥陀佛帧跋》中曾发誓愿：“愿我临终灭罪障，往参西方大慈尊金色光中，蒙授记，尽未来际，度众生，虚空有尽。”[16]他强调，所谓“念佛者，在口曰诵，在心曰念。徒诵失念，于道无益”。如果能做到口念佛号，“心明不乱，如是心口相应，名曰念佛”。

总体上来说，休静的思想没有超出前人的藩篱而与中国明代禅者同伍。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经过数百年的排佛风潮之后，特别是因压缩宗团、合并禅教两宗和废除僧科制度而引起各宗萎靡不振之时，休静异军突起，明确地阐扬禅宗的家风和宗统，无疑是有其时代意义的。

第二节 休静的弟子们

休静门下弟子如云，各自形成许多不同的派别。下面谨以惟政的泗溟派和彦机的鞭羊派为主略做介绍。

一 惟政与泗溟派

休静门徒以千计，其中上首弟子当推惟政。据《慈通弘济尊者泗溟松云大师石藏碑铭并序》等史料所记，惟政字离幻，自号泗溟、松云、钟峰堂等，俗姓任氏，密阳（庆尚南道）人，中宗王三十九年（1544）生。幼聪慧，不类常儿。[17]7岁开始，其父“诲以史”，力学不懈。年13，学《孟子》于黄柳村。一夕，废卷叹曰：“俗学贱陋，世缘胶扰，岂若学无漏之学乎！”“即投黄岳山直指寺，礼信默和尚，被剃。”[18]出家后，惟政初读《传灯录》，“未熟已悟奥旨，诸老宿皆就质焉”。明宗十六年（1561）中禅科，一时学士、大夫、诗人如朴思庵（淳）、李鹅溪（山海）、高霁峰（敬命）、崔驾运（庆昌）、许美叔、林子顺、李益之等，均与之交游，唱和诗翰，传播词林。时除内学外，又学李杜诗，文章日进。宣祖九年（1575），以空门众望，请其住持禅宗，“苦辞拂锡而去，入妙香山，始受益于清虚（休静）座下”。在此，休静“提醒心地，直授性宗”。惟政“言下大悟”，随即“断除闲习，从前游戏词家，忏为绮语，一志于安心定性”，苦行两载，尽得心要。同十二年（1578），辞别休静，至枫岳，结三夏于报德寺，又南游八公山、清凉、太柏诸山。宣祖二十年（1586）春，至沃川山东庵，见骤雨过后之庭前落花而悟“无常”之理。召门人语之曰：“昨日开花今日空枝，人世变灭亦复如是。浮生若蜉蝣，而虚度光阴，实为矜闷。汝等各具灵性，盍反求之，以了一大事乎？如来在我肚里，何必走外求而蹉过日时耶？”于是遣散门徒，独入禅室，杜口结趺。宣祖二十三年（1589），住五台山灵鉴兰若，因“误挂逆狱，拘于江陵府，儒士辈讼其冤，得释”。

无罪获释后，惟政于二十四年（1590）再度来到枫岳山，“又结三夏”。二十六年（1592），正在结夏的惟政忽遇日本士兵闯入榆岵寺，便率十余徒“直入山门。贼悉缚之，独师至中堂，则头倭知其非常，待以宾主，解其徒。师书以往复，诸倭敬服”。后又“飞锡入高城，则贼将三人俱加礼遇。师以书劝其勿嗜杀，则二将皆拱手受戒，挽三日设供……九郡之得免虔刘者，盖师功也”。闻宣祖西幸，惟政慷慨语诸僧曰：“我等生居此土，食息优游，阅有年纪者，秋毫皆上力也。值此艰危，其忍坐视！”即募僧数百赴顺安，并与来会的义僧组成数千人的队伍。时休静受王命总摄诸道僧兵，以年事已高荐政代之，政遂统大众随体察使柳成龙协同明朝军队作战。二十七年攻克平壤，赶走小西行长，又随都元帅权公憟下岭南，驻扎宜宁，颇多杀获。翌年，总兵刘命惟政入釜营晓谕日将加藤清正，“凡三返。尽得其要领”。[19]宣祖知其能耐，劝政曰：“昔刘秉忠、姚广孝俱以山人建立殊勋，名流后世。今国势如此，尔若长发，则当任之百里之寄，授以三军之命矣。”惟政谢绝了宣祖要他还俗从政的请求，重返岭南，筑龙起、八公、金乌诸山城为保障，然后上章乞闲。朝廷敦喻不许，遂于三十一年（1597）冬从麻提督贵入岛山，又于三十二年从刘提督入曳桥，“皆有首功，前后备饷四千余石，器甲万计”。上嘉之，特升嘉善同知中枢府事。三十五年，筑釜山，之后还内隐山。三十七年承命来京，并于翌年奉国书出使日本，于伏见城谒见德川家康。惟政声称“两国生灵久陷涂炭”，自己正为“普济而来”，最后终于“克成和好而归”，并带回被掳男女3500人。时休静已寂，惟政完成使命后，立即入妙香山礼其影塔。宣祖四十一年（1607），乞还雉岳山。翌年闻宣祖之讣，抵京拜哭，因得病，入伽耶山调治。光海君二年（1610）秋去世，寿六十七，谥慈通弘济尊者。[20]
惟政的著作有《四溟集》（七卷）和《奋忠纾难录》等。总体说来，惟政以保家卫国著称于世，而不是以佛教义学的发挥见长。在《华严经跋》一文中，他稍稍涉及佛学本体论。他说：“大哉！华严之为顿教也。体本不生而无始无终，用实非灭而无成无坏，是为众教之本，而万法之宗也。”相对第一义的“体”，“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宁，山川以之而流峙，禽兽以之而飞走。以至草、木、昆虫亦以之而动息。此所谓体万物而不遗，性一切而无忒者也……乃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恭、夫和妇顺，亦无非得此而然也”。收于《四溟集》中的《甲会文》大致反映了惟政的人生观。他说：

我辈生逢灭劫，未免襁褓而天者居半。我辈至于余二十春秋，其幸也一。我辈未至于学，而值此苍黄之际，竟不失遗体，其幸也二。尘点劫来散经诸趣，芥相投，遇此正法，其幸也三。蜉蝣火宅，泡幻身世，一月之内，开口而笑者无几。我辈同寓仙山，同参法会，谈笑同游，其幸也四。人生于世，盲聋喑哑，保遗体全而归者几稀。我辈耳目聪明，具男子之典形，不为人之所弃，其幸也五。具五幸而不宜如禽兽之空死生也。愿我朋辈更无惜曩储，以报天地圣贤罔极之恩，祈国祈民以成天下太平，仍成无量劫兄兄弟弟之因也。愿我良朋更回首自思。[21]

事实上，惟政的一生正是把佛教的修持同“报天地圣贤罔极之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正因为他具备极强的政治、军事才能，统治者也不惜劝他还俗从政。据称惟政曾上长篇疏文，以十分深刻的洞察力，提出了有关战乱后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和恢复国力的具体方针。

泗溟堂惟政的上首弟子为松月堂应祥（1572—1645），应祥下传虚白堂明照，由此构成休静门下的泗溟派。据《妙湛堂国一都大禅师松月应祥大师碑铭》所记，应祥俗姓方，号松月堂，黄海道文化县人。早年丧亲，投九月山性衍处出家，后参惟政得心要，得授金线袈裟和传祖心印圆相、金刚念珠等。此后入五台山习定，又至金刚山进行化度，前后达三十余年。仁祖二年（1624），朝廷召集僧人筑南汉山城，应祥受任为监工，并因功除八道都总摄，固辞不受。王嘉其德，赠“妙湛国一都大禅师”称号。关于应祥的成长经历，惟政的《赠应祥禅子》记述得十分清楚，其间也流露出他二人的师弟之情。

明照（1593—1661）的事迹见《赐嘉善大夫国一都大禅师扶宗树教福国佑世悲智双运义僧都大将登阶虚白堂大师碑铭并序》。[22]此碑为儒臣李景奭应明照弟子之请而“据其状”撰写的。据此，明照俗姓李，名希国，洪州人，堂号虚白。父春文，官至通政大夫。母新平韩氏，训谏院主簿承武之女。明照13岁随养育师普英于香山，“事泗溟，与八百法侣为群，心甚乐之，祝发受戒”。泗溟惟政受朝命入京后，明照又从玄宾堂印映游，“绝祛六尘，探研两宗，闻教于玩虚堂（清虚嗣，名圆俊），学禅于松月堂。久之，之头流，质疑于无染堂。乃返香岳”。可见，明照是转益多师，禅、教兼修的。仁祖五年（1627），朝旨任命明照为八道义僧都大将，领僧军四千余名协守安州（平安南道），并承担收集和补给军粮的重任。为嘉奖他的赫赫战功，朝廷特“赐嘉善大夫国一都大禅师扶宗树教福国佑世悲智双运义僧都大将登阶之牒”，由此“名业既隆，缁俗咸仰……徒弟云集，动至数百”。此后，他曾驻足九月山贝叶寺，“趋风者如前”。妙香山普贤寺僧迎明照以为皈依师，并别建佛影堂作为面壁之所。显宗二年（1661）明照圆寂，遗偈曰：“劫尽烧三界，灵心万古明，泥牛耕月色，木马掣风声。”明照著有诗文集《虚白堂集》一卷，门下弟子以松坡义钦、清坡觉钦为上首。[23]
二 彦机与鞭羊派

彦机（1581—1644）的事迹见李明汉所撰《鞭羊彦机大师碑铭并序》。[24]据载，他俗姓张，号鞭羊堂，竹山（京畿道广州郡）人。幼从玄宾（休静弟子）谢尘缘，后至妙香山受传休静衣钵。求得心印后南游，历参诸老，所获甚多。曾住金刚山天德寺、九龙山大乘寺、香山天授庵等地，开堂讲法，广演禅、教，法誉远扬。门下付法弟子有义谌等人，在清虚一系中以鞭羊派门孙最多。

彦机在其遗著《鞭羊堂集》（三卷）中谈到他对禅宗“第一义”的认识时说：“六祖曰有一物于此，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动用中收不得。儒谓之太极，老谓之天下母者，皆不离于此也。此物之为体也，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机，天下阴阳，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及禽兽之属，无一个不承其恩力而得成立焉。有生皆具，谁独且无？但昧者不知所谓，而民日用而不知者也。”关于禅教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佛）四十九年东说西说，慈云广布，法雨遐沾。于是聋枯槁，咸蒙其泽而滋荣。此中才下根，承言会意者是谓教门也；祖师所示机关，迥异于前，未尝开口直指人心故，但良久默然，或据坐垂足，或扬眉瞬目。”

彦机认为，参禅和念佛是一致的，这一点同明末中国禅基本相似。对于释迦一生的教说，彦机力主其“统一性”。他说：“教有四等差别。初成道为缘熟等菩萨上根凡夫说二顿华严也，为声闻说四谛，为缘觉说十二因缘阿含也，为菩萨说六度方等也，为前三乘究竟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华也。是为四教也。然当机自有差别，法无差别……华严四谛一说也。华严不必玄于四谛，四谛不必浅于华严也。但随机而有大小差别，如天降雨，草木受润，草木自有长短，其雨一味也。佛说亦尔，教随机异，其实皆一法也。”在修习方法上，彦机看重“径截”、“圆顿”和“念佛”三门。他对“径截门”的理解为：“于祖师公案上时时举觉，起疑惺惺，不徐不疾，不落错散，切心不忘，如儿忆母，终见愤（疑为“坟”）地一发妙也。”“圆顿门”旨在“返照一灵，心性本自清净，元无烦恼。若当于对境分别之时，便向此分别未起之前，推究此心从何处起。若穷起处不得，则心头热闷。此妙消息也，不得放舍”。“念佛门”则是于“行、住、坐、卧常向西方，瞻想佛颜，忆持不忘，则命终时佛陀来迎接上莲台也”。[25]
义谌（1592—1665）是彦机的付法弟子。据李端相撰《金刚山枫潭堂大禅师碑铭并序》所记，义谌俗姓柳，号枫潭，京畿通津人。16岁从性淳老师落发受戒。初参圆彻，后入鞭羊之室，“尽得清虚之传”。遂南游，遍参奇岩、逍遥、浩然、碧岩诸长老，住锡于金刚、宝盖两山，“日把《华严》等经百数十卷，正其差谬，著其音释，然后三乘奥义，焕然复明”。显宗六年，义谌于金刚山正阳寺圆寂，留遗偈云：“奇怪之灵物，临终犹快活；死生无变容，皎皎秋天月。”[26]
义谌门下有霜峰净源、月潭雪霁、月渚道安等众多弟子。净源[27]俗姓金氏，祖辈和父辈俱业儒。“天启丁卯（1627）十一月”生于宁边府之重阳里。自幼从善天长老落发受戒，又“参玩月、秋馨二大士，习通经论”。年三十始叩枫潭义谌之室，“潭与语异之，尽以所学告焉”。此后以一钵一锡，历探国内诸胜。“自关而海，自海而畿，岭东之金刚，湖南之头流，靡不穷幽剔深，参礼知识”。关于净源的治学，《霜峰堂大师碑铭》说：“定《涅槃》等三百余部口诀于伽耶之海印寺，造《都序节要科文》于曦阳之凤岩寺。尤精《华严》大经。经有四科，逸其三。师缘文究义，遂定三科，俾读者不遗其旨。后得唐本参校，乃无差违。学者惊服，以为清凉转世。”肃宗三十五年（1709）圆寂，寿八十三。遗偈曰：“雪色和云白，松风带露青。”

雪霁[28]俗姓金，昌化人。仁祖十年（1632）生。年十三，出家投云岳山崇揖长老，16岁落发受戒。尝与同志僧一如发心请业于宝盖山说清，未几从枫潭义谌于永平白云。“潭一见大异之。曰：尔异日必为缁林宗匠。遂加提奖，相从游于金刚、妙香。禅、教宗旨，触处剖析。”同李朝中期的其他僧人一样，雪霁也是禅教并重的。《碑铭》说他“诸经肯綮，融会贯通，尤受《华严拈颂》”。其门下弟子有志安等，“盖数十百人”。肃宗三十年（1704）雪霁圆寂，寿七十二。遗偈曰：“道死道生担板汉，非生非死岂中途；说破两重生死字，杀人剑与活人刀。”

道安[29]俗姓刘，箕都（平壤）人。生于仁祖十六年（1638），寂于肃宗四十一年（1715），寿七十八，僧腊六十九。初依天信长老受戒，后参枫潭义谌，“尽得西山之密传”。显宗五年（1664）入妙香山，“讲究《华严》大义，世称华严宗主。每举扬宗风，座下听众常不下数百人”。曾刊大乘诸经，印行于世。肃宗二十三年（1697），于“丁丑之狱，为人所诬。上素闻其名，特命释之”。自是益自韬晦。义谌门下弟子众多，道安可谓是佼佼者。

志安[30]俗姓郑，春州（江原道）人，显宗五年（1664）生。15岁出家，落发于弥智山龙门寺，受具于霜峰净源。年十七，求法于月潭雪霁。“月潭大器之，盖以衣钵托焉。”“师精研内典，寝息俱忘。”27岁时闻慕云言（碧岩觉性之嗣）设法会于金山直指寺，往从之。“慕云大敬服，语其众数百人曰：吾今可以辍狮子座矣。汝等礼师之。”志安于是广开讲席，大振宗风。尝于大芚山中设净供，“自空中三呼其名，应亦如之，遂字曰三诺，号曰唤醒”。英宗元年（1725），设华严大法会于金沟（金罗北道）金山寺，“众凡千四百人”。同五年，“以会事有诬构者，自智异逮系于湖南之狱”。未几流耽罗（济州岛），并寂于此地。《唤醒堂大禅师碑铭》记有志安的几则神迹，不足为道。著作有《禅门五宗纲要》、《唤醒集》等。

鞭羊派在志安之后又传海源、体净、尚彦、有一、义沾等，他们的行迹且等下文再做介绍。

三 休静门下的其他弟子

休静门下的其他知名弟子还有处英、灵奎、一禅、海日、太能、敬轩、印悟、海眼、一玉等。抗倭战争中与惟政齐名的雷默堂处英曾起兵智异山，以湖南为中心召集义僧军一千余人。处英在壬辰倭乱三大胜利战役之一的幸州大捷中，帮助权憟，带头勇敢作战，后又受休静的委托同惟政一起统率全国的义僧军。可惜，有关他的传记都已失传了。休静门下另一名为国殉难的高足叫灵奎（俗姓朴，密阳人），壬辰倭乱时他住在公州甲寺青莲庵。听到国土沦陷、宣祖西逃的消息，“师愤甚，哭三日，自荐为将……纠义僧数百人，与防御诸将击清州倭”，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抗倭的勇气。在攻打金山城的战斗中，他率领八百义僧和以赵宪为首的七百义士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全部殉国。[31]
一禅（1533—1608）号静观，俗姓边，湖南连山人。年十五从白霞禅云学习《法华》，后从休静习禅，得印可。宣祖四十一年圆寂。门下有冲彦、在浩等弟子。一禅著有《静观集》，世称其法系为静观门派。海日（1541—1609）号映虚，俗姓金，湖南万顷人。年十九出家，从实相寺印彦修学，后至智异山芙蓉灵观处请益三载，并在枫岳山与学澄相遇。此后又入妙香山随休静习禅。光海君即位元年圆寂。著有诗文集《映虚集》四卷。

太能[32]（1562—1649）号逍遥，俗姓吴，湖南潭阳（全罗南道）人。年十三于白羊山出家，习经律，通其旨。后遍游南部名山，从浮休学大经，得其玄微。既而至妙香山休静处参话头。大约自40岁起，太能先后逗留金刚山、五台山、九月山等处，道誉远扬。壬辰倭乱时，太能积极参战。此后退居谷城燕谷寺从事教化。太能门下弟子数百人，形成所谓逍遥派，其中以悬辨、敬悦[33]等为上首。

据《虚闲居士敬轩大师碑铭》记载，敬轩（1544—1649）自号虚闲居士，其居室曰霁月堂。俗姓曹，湖南人。十岁丧怙恃。15岁入天冠山从玉珠禅师祝发，遍读子史，通古今事物之理，喟然叹曰：“此世法也，非出世法也。”遂谒“云哲大禅，寻参玄云中德。涉尽群经，淹贯三藏之教。又从熙悦，割断疑网”。万历丙子（1576），策杖赴西山道场，“闻西来密旨，言下大悟，无有滞碍”。两年后，投金刚内院洞，“株坐者数年，廓然有所得。自是，人有叩者，以《都序节要》决择之，《禅要》、《书状》参证之”。入门者莫不感到虚往实归。壬辰之乱，休静招募僧军，宣宗授敬轩以左营将之职。轩“暂诣军门，遽辞而去”。宣宗高其节，特命为判禅教两宗事，“师让而不受”。后晦迹韬光，深居不出，但门下学者云集。轩爱云游，“或之枫岳，或之五台，或之雉岳，或之宝盖”，但最喜枫岳，遂构庵于此山隐仙洞，“结七夏”。癸亥（1623）春，移锡五台。崇祯壬申（1632），自雉岳舆还宝盖，未几入寂。遗偈曰：“泥牛入海渺茫然，了达三世一大缘；何事更生烦恼念，也来齐阁乞陈篇。”[34]轩著《霁月集》一卷，收集诗文多篇。其中，示密云大师法语，反映了他的佛学思想：“只这一点灵明，圆同太虚，无欠无余。上而无顶，下而无底，傍无边际。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诸佛说不及，万藏收不得，强称曰一物。此一物长灵，盖天盖地，先天地而无其始，后天地而无其终，历千劫而不古，亘万岁而长久。最初一句，无位真人，诸佛知见，当人妙心，万法实相，天地根源，六道众生日用。处圣不增，处凡不减，虚空让其高广，日月渐其光明。”[35]敬轩对佛教本体的把握，同西山如出一辙。

印悟（？—1623）号青梅，自幼出家，于清虚门下得心印。壬辰倭乱时，他追随休静成为一名出色的义僧将领。战后，他历访名山，后归老于智异山天王峰下旧庵。印悟后传碧云双运，运又传无影坦宪。其遗著收为《青梅集》。

据《佛祖源流》记载，海眼（1567—？）号中观，俗姓吴，务安人。幼从清虚休静弟子雷默堂处英得度，后入休静门下，受心印。壬辰之役时参加义僧军，立有战功。《泗溟大师碑》说：“同时从西山学者，又有海眼与灵圭。海眼起义岭南，灵圭尝与赵文烈公宪，从死锦山之役者也。”后住智异山，寂年不详。著有《中观集》《求礼华严寺事迹记》等。门下有凌虚清侃等弟子。清侃又传荆谷复远。

一玉（1563—1633）的法系不详，据说出自西山休静门下，[36]但从《震默祖师遗迹考》等现存资料来看，一玉虽自称为西山门徒，但对休静似乎并不怎么敬佩，甚至把他说成是“名利僧”。《震默祖师遗迹考》说他是全罗道万项县佛居村人，7岁入全州府西方山凤栖寺出家，一生淡泊名利，以安禅、看经这样一个闲道人的方式度过一生，且带有神秘的传奇色彩。如《遗迹考》说一玉有方外友儒士金东准，人称凤谷先生。一日，玉就凤谷借《通鉴》，盛囊自提而行。凤谷令人随后睹之，见其且行且看，一卷看讫后掷地，再看下一卷。如此至寺门，抛书囊不顾而入。他日凤谷谓玉曰：“借书抛地何哉？”玉对曰：“得鱼者忘筌。”凤谷试逐篇举难，无一不洞悉者。[37]
第三节 善修、觉性与碧岩派

一 浮休善修的生平

有关善修的资料，现存有白谷处能所撰《追加弘觉登阶碑铭并序》，以及《松广寺嗣院事迹碑》《松广寺开创碑》等。处能的《碑铭》记善修的法系说：

临济后二十四世，有嫡孙曰浮休。[38]

《松广寺嗣院事迹碑》则说：

自临济十八传，而为石屋清珙。丽朝太古普愚得珙之传，又六传而为浮休。[39]

《松广寺开创碑》记载更为详细：

丽僧普愚，入中国霞雾山，参石屋清珙禅师。清珙即临济十八代嫡孙也。普愚尽得其法，传之幻庵混修。混修传之龟谷觉云。觉云传之登阶净心。净心传之碧松智严。智严传之芙蓉灵观。灵观传之上足弟子，其名曰善修，自号浮休。淹贯内典，为一代宗师。[40]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得知浮休善修与休静为同门兄弟。

据处能《碑铭》，善修俗姓金，古带方獒树人，父积山。祖先为新罗大姓，因罗亡而没为庶。善修于中宗三十八年（1543）生，比休静小23岁。碑文说善修的母亲当初未怀孕时曾祷于路傍古石，发誓生子后“当舍出家”，之后梦“有神僧授一圆珠，吞之有妊”。这位与佛教有缘的善修自幼觉得“浮生滚冗”，并下了“吾将出世”的决心，遂辞亲入头流山（智异山之别称），从信明长老剃发。不久“谒芙蓉（灵观）大师，尽得笆篱边物”。此后，借卢相国守慎家藏书，“七阅寒暑，书无所不读”，尤其是书法，“效钟王法，与松云政公齐名”。

壬辰倭乱中，善修似乎没有什么作为。碑文只这样记载道：“宣庙壬辰，岛夷侵疆，大鞣山野。师时栖德裕，隐身谼中避锋。日晚，虑贼已过，缘涧路还庵。有倭十数辈，从林麓出。师叉手而立。贼作挥刃势，师怡然不动。贼大奇之，皆罗拜而散。”战后，善修至伽耶山海印寺，在此遇到奉神宗皇帝之命前来册封关白的明将李宗城，“留语数日”，并“期为千里面目”。无何，修移锡九千洞宴晦。一日瞑目诵《圆觉经》，有巨蟒来听。是夜梦一翁致拜曰：“蒙和尚说法，已离苦矣。”光海君在位（1608—1622）时，曾为“狂僧所诬”而入狱，有司见他“气宇轩轾，言说璀璨”，遂将其情形告知光海君。光海君知其无罪，召入宫中，“询问道要，大悦”，赐衣物甚丰。之后又设斋于奉印寺，“遣师为证”。斋毕还山，道俗争先问道，“众盈七百”。“年七十二，自曹溪之松广，之方丈，之七佛”。光海君七年（1615）善修圆寂，寿七十三，追加弘觉登阶。遗偈曰：“七十三年游幻海，今朝脱壳返初源；廓然空寂元无物，何有菩提生死根。”

二 碧岩觉性的生平

觉性的生平材料有李景奭所撰《赐报恩阐教国一都大禅师碧岩碑铭并序》和郑斗卿所撰《故俗离山赐报恩阐教圆照国一都大禅师兼禅教十六宗都总摄悲智双运辩才无碍扶宗树教福国佑世特赐衣钵碧岩大师碑铭并序》，此外还有《碧岩大禅师行状》（《白谷集》）、《华严寺碧岩大师碑》（《朝鲜金石总览》下）、《法住寺碧岩大师碑》（《朝鲜金石总览》下）等。综合上述材料，觉性字证圆，号碧岩，俗姓金，湖西报恩（忠清北道）人，宣祖九年（1575）十二月生。9岁时父亲去世，失去依怙。此时“忽遇过僧，倾心学禅”，“遂之华山，礼雪默而师之”。[41]14岁落发，受具于宝晶老师。后浮休到华山时见到觉性，“大异之，勉以真筌。乃从休师，入俗离山”。之后，觉性又与浮休相伴，转历德裕、伽耶、金刚等山，“日阅贝叶经，自是相随不暂离”。壬辰之乱，惟政招募僧军，并将浮休推荐给朝廷。时觉性响应号召，代师从军，“仗剑从天将破贼于海中”，建有战功，受到明将李宗诚和惟政的夸赞。[42]
宣祖三十四年（1600），觉性于七佛兰若结夏，代师讲经说法，“丕振玄风”。关于觉性在浮休门下的学习情况，《碑文》这样描述道：“（觉性）能堪人所不堪。盖业于休门二十余年，入室传法，戒行绝高，随缘泊如。绝粒而不饥，通宵而不睡。常衣消瘦，结跏丈室。”由于戒行谨严，觉性门下负笈从学者云集，于是作《三箴》以戒徒弟：“思不妄，面不愧，腰不屈。”光海君执政时，浮休被诬入狱，觉性也“坐在缧绁”。后水落石出，光海君知其无罪，遂放浮休还山，而留觉性于奉恩寺，任命他为判禅教都总摄。“卿士大夫多与之，东阳尉（申翊圣）特相善。”不久觉性南归。

仁祖二年（1624），李适叛。朝廷开始筑南汉山城，移广州邑治于城内，以田两千余结属之。南汉山城设守御营，置使一人；又设僧军，以城内之开运寺为缁营，隶于守御营。时觉性被任命为八道都总摄（僧大将），率领僧徒担负筑城重任。同四年，筑城役告讫，觉性以功受赐“报恩阐教圆照国一都大禅师”号。[43]同十年，修华严寺，蔚成丛林。

仁祖十四年（1636），清兵猝至，直捣京师，国王避难于南汉山城。此时已经六十开外的觉性“募南僧三千，号降魔军，与官军为掎角。上闻益嘉之”。兵罢，还智异山。同十八年，移居双溪精舍，相国元斗杓奏请朝廷授以纠正都总摄印绶，令住赤裳山城（全罗北道茂朱郡），后因缁徒之请移松广寺。同二十年，辞还海印。[44]。同年六月，朝廷欲以觉性为出使日本的使节，性以老病辞，退隐白云山上仙庵。翌年，于宝盖山大张法席。关西观察使钦其道誉，将之迎入妙香山。《碑铭》载，孝宗王即位前，觉性曾“谒于安州”（平安南道），“论核华严宗旨义”，颇受赏识。孝宗即位后，仍然保持着同觉性的友谊。显宗元年（1660）一月，觉性圆寂，寿八十六。留遗偈曰：“拈颂三十篇，契经八万偈；何须打葛藤，可笑多事在。”觉性著《禅源集图中决疑》一卷、《看话决疑》一卷、《释门丧仪抄》一卷。

在浮休善修门下与觉性交往最深而又显示出鲜明个性的是熙彦。据能处所撰《孤闲大师行状》所记，熙彦号孤闲，俗姓李，明州人，明宗十六年（1561）生。早年出家，习经律。后至德裕山问法于浮休，于法性圆融之义有所契，随侍三年，参究奥旨。熙彦的特点表现在他的苦行和勤奋参学两个方面。据说他平生只有一衲，且不濯洗；雪地里也赤脚行走；废饮啜涉旬而无馁态，力坐愈勤。一次偶游京洛，过敦义门，有恶少十余人骂他“乞食僧”，并要将他埋进沙坑中，幸得信士及时赶来相救。可是，熙彦本人毫无愠色，双手合十道：“成佛！成佛！”此人不喜逢迎，有人至辄合掌拜曰：“去！去！”对方若不走开，则以杖驱赶，口中说：“咄！呆汉，见我秃居士有甚奇特！”随即闭户而坐。有人进以美食，则曰：“吾于人无应供之德。”有人推奖他，则曰：“吾于道无受敬之行。”外表上，他总是羸形垢面，衣着寒碜，以致慕名前来就学者以之为野叟。当人问起“彦大师何在”时，彦常答“吾不识是何人”。光海君于在位十五年（1622）设斋于广州清溪寺，请熙彦为证，授以金襕袈裟，斋毕遁去。仁祖二十五年（1647）熙彦圆寂，寿八十七。临终前付嘱将遗骸放在山林里供鸟兽所用。门下有觉圆、永周、宗悦等弟子。据称，觉性常教导衲子参一“无”字，而熙彦则常以法性圆融之义教人。

三 碧岩门派

李朝中期，浮休善修门下的子孙之盛，基本上不亚于清虚休静的门徒。特别是碧岩觉性门下，一时集中了晦隐应俊、白谷处能、翠微守初等才俊，逐渐形成了韩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碧岩派。

据《白谷集》所载《正宪大夫八道都总摄僧大将晦隐长老碑铭》称，应俊号晦隐，俗姓奇，南原（全罗北道）人。自幼出家，从玉暹老师落发，又先后问法于逍遥、浩然、碧岩等名僧。他身体魁伟，虽已系身桑门而志慕经济。仁祖十一年（1633）春，出任笠岩城守僧大将，屡立战功。同十四年冬，清兵入侵，湖南按察使李时昉起碧岩为义僧军大将，应俊从之，为参谋。翌年，以功授折冲将军职，并任两湖（湖南全罗、湖西忠清）都总摄。二十五年（1647），升嘉善大夫、八道都总摄，居南汉山城。孝宗二年（1651），因营筑南瓮城有功，提升为嘉义大夫。显宗元年（1660），位至资宪大夫、僧大将。同四年，升正宪大夫，属二品以上官阶，与正卿同级，服装与将军、宰相同。应俊戎马生涯30年，世称黑衣之杰。显宗十三年（1672）圆寂，寿八十六。

处能[45]（1617—1680）俗姓金，字慎守，号白谷。幼至俗离山出家，十七八岁至京师，与来阳尉申翊圣相交游，习汉文和儒学，善文章。后至双溪寺，成为碧岩觉性的弟子。曾任八道禅教十六宗都总摄，在任三个月辞职。此后飘然往来于峨眉山、圣住山等地。门下有龟岩胜觉、息影真明等弟子。处能的一生经历了显宗朝（1660—1674）的排佛运动，而他却以强烈的反排佛精神赢得了韩国佛教史上的显著地位。显宗元年，即觉性圆寂的那一年，朝廷下令禁止“良民”削发为僧尼，已出家的令其一一还俗，违者科罪。同二年春正月，应副提学俞檠（一作綮）等人请求，命罢城内慈寿、仁寿两尼院。右参赞宋浚吉入贺两尼院撤毁之举，且曰：“朱子以毁僧寺作书堂，为一举两得。尼院一处乃北学旧基，以毁院材瓦仍设北学则好矣。”王从之。[46]同三年五月，全罗监司李泰渊启奏道内诸佛像出汗，大司谏闵鼎重（号老峰）奏：佛像皆用木为质，加漆涂金，故每当潦节，温气阴结，或是冬季不寒，收敛不严，为雾露所蒸，以至出现反潮现象。这是深山老僧之所常谈，而今乃强谓之出汗，惑乱民听，所以应当罢免泰渊，并将出汗佛像打碎。[47]显宗四年，针对这种局面，处能作《废释教疏》，大胆地提出了抗议，并博引内典外典，详细讨论了古今治道之成败与教法之盛衰。应当说，处能这种鲜明的反排佛精神在不断推行排佛政策的李朝是难能可贵的。

处能的佛学思想大致反映在其所著《禅教说》中。他认为，禅是心而无言，教是诲而依言。禅为根胜而设，教为根劣而设。迦叶之禅，阿难之教，一而无二。由此可见，处能是主禅教统一说的。他的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他作《性命说》，认为天授人者命，人之受天者性，故性命一也。天命难见，人性易知。又作《仁义说》，说爱人利物者仁，随宜制事者义。仁重义轻，义从仁生，义在仁中，仁者必义。《全罗北道全州郡安心寺事迹碑》说处能“少尝获谒于东淮先生之门，颇经先生指教，以通内典诸子史家言名”。可见他思想中掺杂的儒学思想同他成长的经历是不无关系的。

觉性的另一法嗣翠微守初（1590—1660）俗姓成，字太昏，名臣三问之旁裔。幼丧双亲，“髫年，依敬轩长老落发”。宣祖四十年（1606）“入头流谒浮休。浮休一日谓上足碧岩曰：异日大吾道者，必此沙弥，汝须将护之”。[48]浮休感到自己已是耄耋之年，不久于世，于是将守初托付给觉性。从此，守初遍参诸方宗匠，甚至专程进京入翰相之门以“兼修外学”。觉性在关东时，初荷楖至，值其升座，即绕床三匝，拟设礼问讯。岩问：“何处得一担红婆子来？”初答：“欲放下无着处。”岩曰：“卸后相见。”初摆袖归寮。由是陪侍积稔，深彻玄旨。仁祖七年（1629）因众请开堂于玉川之灵鹫，学徒云集。同十年，抵关北（咸镜道），于悟通、雪峰诸山说法，振玄风于岭外。十一年，还省碧岩觉性。孝宗三年（1652）至智异山，为龙城守李之蕴所请，入州论道。同十年（1659），以觉性老病，归侍华严。觉性圆寂后，守初居无定所，其间曾坐曹溪道场一纪。显宗八年（1667），住锡于黄冈深源，节度使成杙、别乘尹遇甲皆皈依之。翌年圆寂，寿七十九。[49]
守初曾读《禅门拈颂》，当读至净岩遂禅师偈语“承春高下尽嫜妍，雨过乔林叫杜鹃”时，感到胸中洒然，感叹道：“凡诸语言文字，尽为糟粕，岂有余味也？”其宗风主禅、教融合，修行方法上合圣道、净土二门为一，即适应了禅、净双修的大趋势。在觉性的众多弟子中，守初以节操的高尚而著称。他在《答希古上人书》中这样自我表白道：“某滥厕方袍，年已衰迈，视听不聪明，无一事可观，无一行可取。分甘林下，饥茹蔬，渴饮泉，自期终吾年耳。虽有君上之命，有所辞而不就，况其他耶？且余不以声利自累，而切欲践履古人信得及处。然薄佑所钟，动辄涉妄，至今因循，未偿初志，以此为叹，日夕殊不浅浅矣……凡林下之人，内无所守，而挟外务利，徒自以文身者，一朝失其所挟，则将未免颠覆丛林，污秽佛法之患矣。”[50]可见守初不贪虚名，不为名利而污其道行。

守初门下有柏庵性聪、翠岩海澜、雪坡敏机等弟子。性聪[51]（1631—1700）俗姓李，南原人。13岁于曹溪山出家，16岁受戒。18岁入方丈山，谒翠微守初学九年，尽得其法。自30岁起，游名山，往来于升平（顺天）松广、乐安澄光、河东双溪诸刹，“常以唤醚不浊，开阐教道为心”。“自注缁门三卷，兼通外典”。性聪擅长作诗，金文谷、郑东溟、南壶谷、吴西坡等著名士大夫“皆许与为空门友”。性聪在李朝中期以弘布经典而著称于世。其《碑铭》记：

尝于浦海边，见大船来泊。视其所载，即大明平林叶居士所校刊《华严经疏抄》及《大明法数》《会玄记》《金刚记》《起信记》《四大师所录》，与净土宝书一百九十卷也。师乃大惊异，暨其徒众，顶礼虔奉，发信心，刊诸经，数年内而备行于世。自是四方之学佛者莫不靡然尊敬，推以为宗师焉。[52]

《天镜集》中《重刻金刚经疏记序》记性聪得到这批经典的时间为肃宗十二年（1686）。[53]在一封书信中，性聪更加详细地谈到他搜求漂泊而来散落各处之经典的经过和甘苦：

顷年商舶，忽被黑风所，漂泊强场浦溆。所载叶经，流入龙宫，而或断篇败册，或为蒿师梢子之所获，太半输入朝家，然后濒澥诸刹，往往有得而藏乏者……某三入楞伽……其余并海诸山，无不投踪，搜采众经，已得四百余卷。裒庋域中名刹中，使将来间世英杰者出而讲通之，再续佛祖慧命。[54]

性聪刊刻的经典，尤其是《华严经清凉疏》与《会玄记》等对后世韩国佛教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前碑的阴记云：

至康熙辛酉，得经于泊岸虚舟中。后乙亥十五年间，分刊五千板子，为澄光、双溪两藏宝所。大设千灯佛事以落之。[55]

从经典漂至到肃宗二十一年（1695）共9年，这就是说，此次刻经正是性聪晚年的主要活动，肃宗二十六年（1700）性聪圆寂，寿七十。据前碑阴记称：

按释迦氏心传正脉，六祖已下无出临济右者。临济乃释迦三十八代嫡孙也。临济之道，历十余世而被海东。太古为鼻祖，传幻庵、龟谷、碧溪、碧公、浮休、碧岩、翠微，九传而至柏庵……师著述则《私集》二卷、经序九首，《净土赞百咏》行于世。[56]

性聪的法脉下传无用，用传影海，海传枫岩，岩传最讷。

性聪的佛学思想也主禅、净一致，曾劝人“九品莲台上阔一步而径登”。他在《荐翠微大师疏》中“伏愿先大师觉灵，生几品莲，越三界海”。他谈起自己的参学功夫时说：“若乃坐多散乱，则是适郢而求冥山耳，去地甚远。此个工夫，无他伎俩，但善恶诸缘，一时放却，心无异缘……心目昭昭然，不得沉，不得浮，然后才趣向分尔。只如此做得心机迷闷地，乃是得力处也。决定见得本来面目，少无疑矣。”[57]
碧岩派在性聪之后又传秀演（1651—1719）。据《东师列传》、《佛祖源流》等资料，秀演字无用，俗姓吴，龙安（全罗北道）人。幼习书史及诸子百家之书。19岁从曹溪松广寺惠宽得度，就慧空受具。22岁时惠宽对他说：“自古通大道悟心源者，不过禅、教双行。独颛禅门，于理可乎？”于是至仙岩寺枕肱处听讲玄旨，并入白云山修定慧一年。26岁时又尊枕肱之嘱，谒柏庵于曹溪之隐寂兰若，数年间游心三藏，并移龙门山修习内观。肃宗六年（1680）起，历住澄光寺神仙庵、仙岩寺、松广寺，讲学不止。十四年（1688），再参性聪于曹溪，受传《华严疏抄》，同时帮助性聪刊印经典。性聪圆寂后，秀演受嘱继承法席。肃宗三十年（1704），遽退众曰：“徒自饶舌，岂若专心念佛乎？”遂拂袖居龙门之隐峰庵。四十五年（1719），弟子坦若等在松广寺召集湖岭（全罗忠清庆尚）诸刹名德三百余人设华严、拈颂大会，请秀演升座讲法，一会无不叹服。同年十月秀演圆寂，寿69岁。从其所著《无用集》看，其思想主各教融合说，如所言“楂、梨、桔、柚之味不同，皆可众口；孔、释、杨、墨之道相反，都是一心”。他还说：“三教圣人以相之身，说无言之教，留与人间。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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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492—494页。以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此碑。

[23] 据《春坡堂大师碑》记载，春坡双彦（1591—1658）与明照同为松月堂的法嗣，也是一代高僧。其门下弟子有虚谷懒白、云坡清眼、法兴慧照等。

[24]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49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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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以上据《翠微大师行状》，另参见《韩国禅教史》，第375—376页。

[50] 《翠微大师集》，转引自《韩国禅教史》，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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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李朝后期佛教

第一节 英祖和正祖时期的佛教

自肃宗王之后，李氏朝鲜经过了景宗（1721—1724年在位）的短暂过渡之后便进入英祖（1725—1776年在位）的执政时期。英祖在位时间很长，共52年。之后为正祖（1777—1800年在位），在位24年。无论是英祖还是正祖，对佛教的态度都比较宽容，因而在这将近80年的时间里涌现出不少高僧大德。当然，统治者对佛教的笼络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英祖于执政的第14年（1738），应相臣之请，派人守护岭南密阳休静的表忠祠（宣宗所建）。嘉善大夫户曹参判李雨臣在所撰《休静碑铭》中称：“师之示寂，于今数百载，而朝廷之特轸表异之典者，亦所以树风声而激人心也。”[1]英祖三十四年（1758），英祖亲制释王寺太祖手笔追慕记，两年后又亲制三角山太古寺圆证国师碑阁悬板记文，命有司安于阁中。英祖在位第48年，下令祭祀义僧灵奎及壬辰之乱殉节于锦山者。

正祖即位元年便下令严禁在京外建各司各宫房愿堂，但却于十二年（1788）为海南大芚寺沙门天默等所立的休静祠书写了匾额“表忠”二字，后又遣礼官前往祭祀。王十四年（1790），建龙珠寺于水原花山葛阳寺之旧基，置都总摄一人（以释宝镜为都总摄），又命造佛像，并由沙门义沼作《佛腹藏愿文》。十六年，下令加赠指空、懒翁、无学三师法号。[2]十八年，王命安休静、惟政、处英等三人真影于表忠（在大兴寺）、酬忠（在妙香山）两祠，官给祭需，岁祀之。在现存的史料中，还保存着正祖亲自撰写的《御制西山大师画像堂铭并序》，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李朝后期的君主对佛教所做的较为客观的思考。他说：

禅家之通称曰沙弥。沙弥者，息慈也。谓安息于慈悲之地也。故佛有三藏而修多罗为首，佛有十回向而救众生为首。概戒律也禅定也智慧也，无一不慈悲乎究乘，而法界之功德在此，恒沙之福田在此。无上哉，慈悲之为教也。后世之沙弥则不然。云天水瓶，游心于实相之外；翠竹黄花，比身于无性之物。而吾儒遂以枯木死灰讥之。非吾儒讥之，后世沙弥自贻其讥也。

正祖认为佛教的真精神在于慈悲济世，然而后世的出家人偏离了这一正道，而走上消极遁世和萎靡不振的隘路。这种颓废的风气在西山大师那里得到了纠正——

若西山大师休静之为沙弥也，其亦不愧于息慈之义乎？始焉腰包杖锡，遍参诸方。树法幢为人天眼目，则云章宝墨，宠赉优异，至今与贞观、永乐之序，争耀于兜率兰若间。中焉显发宗风，弘济国难，倡义旅为勤王元勋，则腥羶妖氛应手廓清，至今使方便度世之功，永赖于阎浮提无量劫。终焉随缘现身，像过摄身，寻因果为上乘教主，则梅熟莲香倏到彼岸，至今有望俨即温之像，受顶礼于西南香火之所。如此然后，方庶几乎济大千，惠尘境。曾面壁数珠磨砖作镜之谓慈悲乎！[3]

休静作为一名佛教徒，他能正确地把握佛法的真谛。同时，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人，又能助王化，救国难，立下了流芳后世的功勋。在正祖看来，这就是出家人最理想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统治者对佛教徒的要求。正祖二十年（1796），命造《佛说大报父母恩重经》，分木、铁、石三种版本，由领议政蔡济恭书写，藏于龙珠寺。据有关资料记载，此次刻经的目的是为了追慕其父思悼世子（英祖次子）。

进入李朝后期，我们发现韩国佛教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宗派的特色更加减少，整个佛教界逐步混合统一成所谓的“通佛教”。上文已经谈到，韩国佛教最初有十余个宗派，后合并成七宗，之后又进一步合并为两宗。最后连两宗也不存了，宗派和教团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历史地看，韩国佛教的这一特色并不是佛教本身自觉地形成的，它是排佛政策带来的结果。不过，主导“通佛教”的仍然是禅宗，特别是休静和浮休的法孙传承的系统。

英祖、正祖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僧人大致有法宗、信和、怀净、定慧、宏阔、体净、演初、慥冠、圣讷、大愚、玺封、粲渊、轨泓、海源、泓宥、最讷、尚彦、泰屹、义沼、有一等。

法宗[4]号虚静，关西三和人。“庚戌岁”，即显宗十一年（1670）生，其生平主要活动应当在肃宗朝。年十二，投玉岑长老祝发，后“谒道正大师，言下即悟。师曰：圆顿法界，今在汝矣”。之后入香山参月渚，“涉尽藏经”，时年二十余。在此，法宗从月渚高足雪岩听玄旨，蒙印可，并历住真常、内院、祖院，徒侣云集。据称，法宗“昼设讲，夜入禅”，可见是讲禅并重的。戊子（肃宗三十四年，公元1708年）春，赴海西九月山，从者常数百人。后还香山。癸丑（英祖九年，公元1733年）四月十七日圆寂，寿64岁。其法系经雪岩“直绍西山”。法宗著有《虚静集》。信和[5]也是雪岩的法嗣，俗姓李，晋州人，后移宁边沙川。信和生于戊戌（肃宗四十四年，公元1718年）冬，年10岁从碧云长老祝发，后参雪岩秋鹏，“尽究三乘妙旨，化法流行四十余年”。丁巳（英祖十三年，公元1737年）二月十一日圆寂。怀净[6]字允中，俗姓曹氏，朗州人。9岁投照明长老落发，后就华岳文信受法。净“性不饰外，巾衲褴褛而不补缀，髭发有时不剪，蓬松如也。人或讥之。辄朗吟，生平疏逸无拘检，酒肆茶坊信意游”。英祖十四年（1738）圆寂。遗偈云：“浮云来无处，去也亦无踪；细看云来去，只是一虚空。”

定慧的事迹见儒臣赵显命所撰《佛灵山双溪寺定慧大师碑铭并序》。据此，定慧俗姓金氏，昌原（庆尚南道）人，肃宗十一年（1685）五月初二生。年九岁，投梵鱼寺自守禅师，自守异其聪慧，授冲虚长老。后入伽耶山参葆光和尚，始受具。此后游湖南，参雪岩（名秋鹏，月渚之嗣）。既而复归，由是声名大振，从学者日众，遂登坛竖拂，时年二十七。继又历参诸老宿，一日叹曰：“数他宝何益哉！”于是“入金刚山坐禅。未几还，讲授于释王、鸣凤、青岩、碧松诸名刹”，最终于青岩圆寂。碑文还说：“师晚年，常欲遣讲生，专心内究，顾诸讲生不肯舍，故师亦不能撤讲席，然其意则未尝不以禅为归也。”定慧通晓《华严》，曾讲之数十遍，并著有《华严经疏隐科》、《诸经论疏句绝》、《禅源集要都序著柄》、《别行录私记画足》等。

宏阔的碑文[7]说他是“西山六世孙”。宏阔俗姓安，密城人，年十三出家，受学于秋鹏，既又遍谒南方诸宗匠，后又受业于月渚之门。其特点是“不喜著述，有来问者，则诵之而已，言已，则端坐，念一佛四菩萨。如是者三十年”。宏阔圆寂英祖十七年，寿六十二。体净[8]俗姓金氏，兴阳人，丁卯（肃宗十三年，公元1687年）生，戊辰（英祖二十四年，公元1748年）殁，寿六十二。得法于唤醒，多住于陕川之海印、梁山之通度等寺，东西南北之缁徒从之者常数百人。据碑文，其世系为清虚—鞭羊—枫潭—月潭—唤醒—体净（虎岩）。

演初[9]俗姓白，号雪松，慈仁县人。年十三，剃发于云门寺。博观内典，探其源而穷其妙。登坛讲说，从学者翕然宗之。及老，谢遣其徒，兀然面壁。演初的碑文说：

盖清虚之后，分而为二派焉。有曰惟政、应祥、双彦、释霁，即教派也。有曰彦机、义谌、雪霁、志安，即禅派也。师初师释霁，后参志安，皆传其法。于是，清虚之派至师而始合而为一。[10]

所谓休静门下松云、鞭羊、逍遥、无染四派中松云派传教、鞭羊派传禅的说法是相对而言的。其实，李朝后期的僧侣们多半禅教混淆，很难做严格的划分。

慥冠字无怀，号龙潭，俗姓金，南原（全罗北道）人，肃宗二十六年（1700）四月初八日生。9岁入学，15岁前习儒学。16岁其父去世，“泣血三年”，终于在19岁时出家。先投甘露寺尚洽长老祝发，受具于大虚堂就侃。22岁时至华严寺，参霜月，深受器重。服役数年之后，又于24岁时遍游岭南，历参影海、洛庵、雪峰、南岳、晦庵、虎岩诸师，“禅教无不臻妙”。“行脚既了，唯以返照为己业”。此时在见性庵读《起信》，“一日夜忽悟诸佛说只是这个地，神心豁然。黎明诸经信手拈看，则言言果如中夜所悟底也。越三日梦中，神童以册一函、书十张，擎授和尚，而书面曰震谷。意其振东方之徵耶？和尚自觉后，益有明彻，宜褰缁帷纳来学，而不以得少为足”。时与月渚之高弟冥真堂守一相交往，乃问：“华藏遍一切处，现今天堂地狱当在何处？”守一答：“怀州牛吃草，益州马腹胀。”又问：“此是格外相见，实不顿入，更乞一转语。”答：“天下人求医炙猪左膊上。”于时二人神机相投。33岁时，入灵源庵，“以远公十年影不出山之誓为誓”，但因求学者太多而未遂其志。自此遍游回门之深源、动乐之道林、智异之诸庵，普开化市达二十余年。据称他“于经论中，只要明宗，不巧释文，纯尚筌蹄”。他受传霜月和尚衣钵。晚年嫌义解知见，专努力于返照工夫。英祖三十八年（1762）圆寂，寿六十三。

圣讷出自唤醒门下。据《华月圣讷禅师碑铭》所叙，圣讷号华月，又号斧岩，俗姓李，完山人。年十四至云磨山从玉心长老出家，又就燕云堂坦圭修学。后云游东南各地，谒松藕、南岳、唤醒诸师。“唤醒与语道，大异之，携入丈室，传以心印。”唤醒设华严大会于湖南金山寺，法众千有四百，圣讷登座论道，深得唤醒赞赏。醒赠之一偈，道：“入院寒烧佛，看经转觉魔；出门行大路，赤脚唱山歌。”此时与圣讷一起游唤醒之门者有雪松堂演初、虎岩堂体净、醉真堂处林、朗然堂信鉴、涵月堂海源。圣讷此后的行迹，碑文这样记述道：“然后复周游清海花江东州，入金刚山间，往来宝盖、云磨、五圣，讲道几三十年。复还宝月，散遣徒众，专精于定慧。时年六十。”[11]英祖三十九年（1763）圆寂，寿不详，法腊六十一。碧霞大愚[12]与圣讷同出唤醒之门。大愚俗姓朴，灵岩（全罗南道）人，“剃发于唤醒大师，忏悔于孤鸭禅师，皆于西山为五世孙也”。此人“气岸高峻，人不得攀援”，“经教之外，旁通子史”。“晚喜禅颂，手不释卷。尝言龟谷间有误处，自为笔记，至老不辍”。“师生于丙辰（肃宗二年，1676年），以乾隆癸未（英祖三十九年，公元1763年）六月归寂，寿八十八”。遗偈曰：“生来寄他界，去也归吾乡，去来白云里，且得事平生。”海源[13]俗姓李，咸兴（咸镜南道）人。14岁出家于道昌寺，取法号涵月。历参诸名宿，后事唤醒堂，尽得其宗门妙诠。海源生于肃宗十七年（1691），寂于英祖四十六年（1770），寿80岁。著有《天镜集》两卷。

玺封[14]字混远，号霜月，俗姓孙氏，顺天（全罗南道）人，肃宗十三年（1687）生。11岁投曹溪山仙岩寺极峻长老，15岁剃发，翌年受具于洗尘堂文信。18岁参月渚道安之高足雪岩秋鹏，后又遍参于碧虚、南岳、莲花。肃宗三十九年（1713）归觐本乡，“四方负笈者，日益众”。碑文说他受衣钵于雪岩，为临济嫡传。又说：“凡国内名山，瓶锡殆遍。子夜必拜北斗，常以讲明直解，心贱（“贱”疑为“践”）智证为法门。尝曰：学者如无返观工夫，虽日诵千言，无益于己。又曰：一日念头不着实际，便对食愧饭。”这段记载大致反映了玺封的修学特点，特别是“子夜必拜北斗”一句，道出他的禅修中夹杂着密教的修持方法。[15]英祖二十四年（1748），玺封署禅教两宗都总摄国一都大禅师。四十三年（1767）圆寂，寿八十一。仙岩寺所藏《海珠录》记英祖三十年（1754）玺封开华严讲会时所录与会者姓名有存一、最讷、狮岩、龙潭慥冠、影波坦然、唤月、朗松等一千二百余人。玺封遗著有《霜月集》。

粲渊[16]俗姓金，庆州人，生于肃宗二十八年（1702）三月十七日。曾参谒思岸、潭月觉惠、宽坡斗玉、箕城快善、万化圆悟等长老，“受其法”。据其碑铭载：“师少游名山，涧饭木食，博通内典，广化善缘。及其晚岁，舍教归禅。秽名利而等物我，安苦寂而乐湛静。”英祖四十四年（1768）十一月于洪川孔爵山水堕寺圆寂。玩月堂轨泓[17]俗姓韩，清州人，生于肃宗四十年（1714）三月七日，终于英祖四十六年（1770）十一月二十三日，寿五十有七。轨泓12岁时，入平康县宝月寺削发为僧，师承涵月海源。秋波泓宥[18]俗姓李，孝宁大君之裔。肃宗四十四年（1718）生，自幼聪慧，十岁时便读书数百十卷。17岁入方丈山从学龙潭冠出家。“潭公一日执手而勉之曰：而不闻先哲之三登投子九到洞山乎？华严善财所参五十三善知识，莫非善财之师也。女（当为“汝”）行矣勿滞，遍参可矣”。宥从其言，周流诸山，参扣名师，最后投寒岩门下，随法受衣，为宗师接人殆三十余年。英祖五十年（1774）圆寂，寿五十七。泓宥著有《秋波集》行世。[19]
时月渚五世孙锦波门人狮岩采永以《西域中华海东佛祖源流》一书闻名于世。采永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但此书的撰成年代大约为英祖四十年（1764）。[20]与采永同时的海峰为枫潭四世孙。峰法讳有玑，清州园岸村人，俗姓柳，肃宗三十三年（1707）生。9岁入俗离山，15岁落发，28岁起至伽耶山洛岩处受学三载，通华严。正祖九年（1785）于海印寺圆寂，寿七十九。

最讷是李朝后期的著名僧人。据《东师列传》等史料记载，最讷号默庵，密阳（庆尚南道）人，俗姓朴，肃宗四十三年（1717）生。年14岁投澄光寺（全罗南道乐安郡）出家，19岁起就曹溪之枫岩世察受教，最终成为枫岩法嗣。四五年之后，又历参虎岩、晦庵、龙潭、霜月等诸宗匠，于明真处悟禅旨。27岁后复归枫岩，开法于大光寺灵泉兰若，于禅、教两门发前人未发之见。正宗十四年（1790）逝于曹溪普照庵，寿74岁。《东师列传》记最讷在佛学上的修为时说：“总括《华严》大意，分合品目一篇。博采四教行相，编集《会要》一篇。此是识数之肯綮，学者之眼目。”[21]从《东师列传》的记载可以看出，最讷和同时代的莲潭有一交往甚密。他“与莲潭共论性理之大义，狮吼震天”。最讷60岁时曾吟诗一首，曰：

衰暮颓龄耳又鸣，流光六十减神清；

律仪因病成疏逸，禅学多思未发明。

虚说脱空消百岁，耽眠昏黑过三更；

愿将出得瓶鹅药，分施刀圭起死生。

莲潭次韵和之曰：

竹里寒泉月下鸣，独凭禅几耳根清；

鸢飞鱼跃天机动，水绿山青祖意明。

至道无难皆可学，斯言有玷急须更；

默翁近日耽佳句，或恐愁旰太瘦生。

后莲潭还有悼念最讷的诗文，流露出他二人深厚的感情。

最讷佛学思想的特点之一是主张儒、禅一致。他所理解的“禅”，“乃人人心地，无乱无痴，寂寂朗朗底一段自性光明之谓也”。关于儒和禅的关系，他认为：

《诗》、《书》、《语》、《孟》、《庸》、《学》中，格言不一，而禅亦在其中也……《书》之执厥中，《诗》之不大声，《大学》之明明德，《中庸》之无声臭，曾子之唯一贯，颜子之弥高坚，孟子之皆备我，此非三隅彰明之玄旨乎……以孟子之备我，可以郭万法唯心之旨也。将颜子之高坚，可以博水火不焚漂之坚固一着子也。以曾子之唯一贯，可以证迦叶之笑也。离四句，绝百非，亦何外于无声臭之消息也。悲、智、愿之三心正符合于《大学》之三纲也。于不大声色之《诗》而不禁头边鹊之旨趣存焉。于允执厥中之书，而黄面老一圆融中道真心合焉，余可类推……以《诗》之思无邪，可以立三昧定，受入于大光明藏之张也……吾无隐矣，可出入于觌面提指之场也。天何言哉，互上下于口挂壁上之机也。[22]

坚持儒、佛会通论是李朝佛教的主流，而李朝后期的最讷、仁岳和莲潭又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最讷的另一部著作《诸经会要》广泛引证《圆觉经》《般若经疏》《佛地论》《楞严经》《净名经》《唯识第十》，特别是《起信论》（包括《起信论更料拣文》《起信论智净相文》《起信论性净本觉文》）等经论，可见他在教宗方面的工夫之深。又如，他在答如是居士信中说：“日与衲子辈所论者《华严》，所讲者《拈颂》。”这也说明他是禅教并举的。最讷一生体弱多病，在他的著作中难免掺杂着一些奇异的成分。比如他将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恶神所为，认为“人生斯世，莫不由神。阙初抱送之神、引接之神、产神、疫神、身神、命神，乃至阴阳五行之神……凡诸有形之物，无一介图出于其范围之外也”。[23]
雪坡尚彦[24]比最讷晚一年去世。据《碑铭》所记，尚彦乃湖南茂长县人，李氏，为孝宁大君十一孙。早失怙恃，家甚贫，无以自资。19岁，投禅云寺，剃发于希暹长老，受偈于莲峰、虎岩两和尚。后又参晦庵，“以禅系言之，于西山为七世孙”，亦即唤醒之法孙。33岁时，因众请升座于龙湫板殿。彦“自幼颖悟，及参诸名师，三乘五教，无不言下即会其妙契神解，于《华严》尤笃”。昔日清凉澄观撰《抄中疏科》，“其义多隐晦，讲解者病之。师一览，图以表之”。又“移锡海印，证诸本以补同”，并著《钩玄记》一卷。英祖四十六年（1770），澄光寺发生火灾，所藏《华严》80卷版全部化为乌有。尚彦发愿，鸠财剖劂，春始夏讫，终于雕成新版，藏于灵觉寺傍所建之新阁。其生平颇多灵异。晚年，“入灵源，立死关，以念佛为课”，如此达十余年。彦于正祖十五年（1791）正月圆寂，寿八十五。比尚彦晚两年去世的泰屹[25]字无等，号天峰，海西瑞兴人。16岁削发于有德寺明琢长老，受具于道圆法师。年20岁，受业于隐月雨沾。后遍游方内，参问知识。晚归白川护国寺，辞众入禅。泰屹嗣法于枫溪海淑（白月玉慧之高弟），为清虚之五世孙。正宗十七年（1793）圆寂，寿八十四。

仁岳和莲潭是本时期儒佛会通论的典型代表。仁岳[26]讳义沼，字子宜，英祖二十二年（1746）生于达州（庆尚北道达城郡）仁兴村。8岁入乡学，至15岁“读尽《诗》、《书》、《易》”。18岁与乡客诸子就读于龙渊寺，见僧之济济，心忽有感，遂依嘉善轩公落发，并从碧峰和尚受具。碧峰对他十分器重，教之以《金刚》、《楞严》等经。后又使之转参西岳、秋波、聋岩诸名师，益明其学。英祖四十四年（1768）春，再参碧峰，“受信具而登堂”，时年23岁。照其法系推算，当为“临济三十四世，于西山八世、霜峰之五世孙也”。时闻雪坡和尚为华严宗师，遂执贽而往，拜于灵源精舍。雪坡亦感相见恨晚，“乃讲《杂花》，八阅月而见终。继之以禅颂，消融其渣滓。既而愿为禅弟”。此后“行化于瑟山、公山、鹤山、龙山、佛灵等诸山”。正祖十四年（1790），朝廷于水原创建龙珠寺，请义沼为证师，并奉敕作《佛腹藏愿文》，颇受嘉善。同二十年（1796）圆寂，寿五十一。

仁岳的著作现存有《华严私记》和《仁岳集》（三卷）。由他开创的岭南流派和以莲潭为中心的湖南流派并称于世。岭南儒士洪直弼在《仁岳集序》中这样说道：

师曰无所癖，癖唯看书。酷好者羲易朱书，每把卷玩索，殆忘此身之为儒为禅。[27]

这席话是对一个儒佛会通论者的非常形象的写照。换句话说，仁岳的会通论不是仅仅停留在思想上，而是真真切切地贯穿在他的生活实践中。

在仁岳看来，儒、佛在本体论上是相通的。他说：

一心为万法之源。天以之覆，地以之载……万象森罗，由之而建立，依之而运行。花红竹翠，莫非天真面目；鸢飞鱼跃，浑是自然精神。譬之明镜现像，钝金铸器，器器皆金。乌不待日染而黑，则不必诘其所以黑；鹄不待日浴而白，则不必诘其所以白。鸡寒上树，鸭寒下水，随谁力也……所以悟一心万法临境，迷一心万法面墙。欲达万法，先明一心。[28]

在此，仁岳用鹄白和乌黑的理论说明了一切唯心的佛教唯识论教理。“一心”是万法的根源，领悟“一心”便可通达万法之理。那么，仁岳是如何沟通心、性、命、理的呢？他说：

气蟒然太虚，飞扬升降，未尝止息。此动静之机，刚柔之关。判而为上下清浊，合而为风雨霜露，凝则为人物山川之形质，散则为糟粕煨烬之渣滓。而其所以然者，则皆理也。且就鸢鱼上看：鸢之飞，鱼之跃，气也，而必有一个什么物事使得他如此，则其所以飞、所以跃者，理也。类此推之，物物皆然。可见充满天地者，无一物不在性内……故在物曰理，而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主于身曰心。则心与理不可分作二物看。[29]

又：

至于吾佛氏，则不言理气，而专言心。盖心者一公共底物事，非我得而私之也。是心圆满清净，如太虚空焉，如大溟渤焉。性则虽非一切相，而得为一切。彼天地日月人物山川万象森罗，皆心之相也。合而言之，万法皆一心；分而言之，法法上各具一心矣……一言断之曰：鹄白，心也；乌黑，心也。一心既明，万法自彰。此所以有顿悟之说也。万法皆空，归于一心。一心之称亦强立耳。语其实际，则玄之又玄，名不可名，说不可说。教别人下手不得，须是自家自肯，自契始得。净名之默对文殊，善逝之密传迦叶，皆以此耳。[30]

仁岳正是从“鹄白，心也；乌黑，心也”这一前提，推导出“一心”周遍一切，于是自然地得出天堂、地狱亦为心之影像这一结论。

莲潭有一[31]字无二，号莲潭，湖南和顺县（全罗南道）人。俗姓千，肃宗四十六年（1720）生。18岁从法泉寺性哲法师出家，受戒于安贫谌师。20岁听《楞严》于大芚寺碧霞，并就宝林寺龙岩习《起信》、《金刚》等经论。英祖十七年（1741），投海印寺虎岩体净门下，随侍三载。三年后参雪坡尚彦于内藏圆通庵，研《华严》，多所发明。此后又参桐里山枫岩、洪云庵霜月等。关于有一参师问道的详细情况，《莲潭大师自谱行业》记述道：

初逢灵虚，二碧霞，三龙岩，四灵谷，五逢先师（虎岩）……六雪坡，七枫岩，八霜月，九龙潭，十影海。前后参十大法师。[32]

在结束参访阶段后，有一“主讲席三十余年”，随侍者近百人。正宗二十三年（1799）于宝林寺圆寂，寿八十。有一著述有《起信蛇足》（一卷）、《金刚虾目》（一卷）、《圆觉私记》（二卷）、《楞严私记》、《玄谈私记》（二卷）、《大教遗忘记》（五卷）、《诸经会要》（一卷）、《拈颂著柄》（二卷）、《林下录诗》（三卷）等。

莲潭有一和默庵最讷交往甚密，他二人曾围绕佛教心性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33]有一在《林下录》卷三所载《心性论序》中说：

此一卷，默老与不佞，共论心性于乙未秋间者也。诸佛众生之心各各圆满，未曾一个者，默之论也。各各圆满者，元是一个者，愚之论也。默诗云：我今任独归，勿行行处去，即自得之论。愚诗云：先圣皆同说，后生孰敢违，即齐文定旨也。

由此得知，有一认为“佛心”和“众生心”都是圆满的“同一”，即主一元论；相反，最讷则认为“众生心”和“佛心”不能“同一”，主二元论。有一对“一心”的理解是：“圣凡人畜皆同，虚彻灵明，卓然独存，不生不灭，亘古亘今。比如虚空无处不在，无时间断。”[34]有一认为心性不生不灭，虽无善、恶，但依染、净之重习而有善、不善，此说当本自《起信论》。

第二节 纯祖至李王时期的佛教

纯祖（1801—1834年在位）即位时，正值天主教大为滋蔓，信奉者日益增多。王下令各道严加禁压。时清朝苏州人周文谟潜从宣教使来至韩国，诱拐男女，擅自传教，终被朝廷逮捕而枭首军门。韩人黄嗣永见文谟被捕，见机亡命，潜怀不轨，有迎洋舰之谋，事觉被诛。同时被诛戮的还有尹行恁、金健淳、金伯淳、黄嗣永、李家焕、丁若钟、丁若铨等。洋教在韩国的传播，正祖时期早已有之，当时屡屡下令加赠指空、懒翁、无学三师法号，以及将休静、惟政、处英三人的画像安置表忠、酬忠两祠的举措恐怕与抵制天主教的浸透不无关系。宪宗（1835—1849年在位）即位后，也重申禁止天主教的政策。据《国朝宝鉴》（卷八十四）记载，此前法国人范世亨、罗伯多禄、郑崖角博尹三人在韩人刘进吉的引导下前来传道，至此被捕伏法。

哲宗（1850—1863年在位）即位二年，领议政权敦仁奏请给空名帖400张于报恩郡俗离山法住寺，以此作为修葺之资。该寺地位不同寻常，“本寺既有御笔奉安，胎封守护之所重”。[35]朝廷用空名帖亦即卖官鬻爵的方式以换取修寺之资，这说明李氏王朝真正日薄西山了。同五年，领议政金佐根又奏请朝廷，以空名帖150张给榆岵寺作为重修山映楼之资。[36]李太王（1864—1906年在位）即位之初，由大院君昰应摄政。此时崔福述在庆州聚徒党曰东学，朝廷认为他在“惑世诬民”，于是下令本道查究此事。李太王即位元年，将崔氏在本道处刑。同二年，始建庆福宫，为便于役使僧人，不得不“权许僧徒入城，凡三年”。同三年，申禁天主教，其信徒洪钟三、南尚教、李身逵等三万余人皆诛死。十六年（1879），朝廷重建归州寺，给内帑钱3500缗、空名帖500张。此寺为太祖献康王龙潜时读书之地。三十一年（1894），“南北汉缁营年久解弛，惟存其名，都总摄之僧职尚依旧差出，至是废止，两汉总摄印章俱送于广州奉恩寺收管”。翌年“夏四月，命弛僧尼入城之禁。先是，日本（日莲宗）僧佐野前励来本国，上书于内阁总理大臣金宏集，请解其禁。金宏集筵奏，而有是命”。[37]李太王光武三年（1899），印成海印寺大藏经四部，分藏各寺。同六年（1902），国家设置管理署来管理寺刹及僧徒，并于京城兴仁门（东大门外）建元兴寺，号称大法山国内首寺刹，下置左右教正各一人、大禅议及上讲议各一人、理务五人、都摄理一人。以奉恩、奉先、龙珠、麻谷、法住、松广、金山、海印、通度、桐华、月精、榆岵、释王、皈州、普贤、神光十六寺为中法山道内首寺刹，置道教正副教正，禅议、讲议各一人。道内各寺刹置住职各一人。两年后废止。光武十年（1906）春，出内帑金6000圆以修补海印寺大藏经板钉装，并印佛经1400卷，奉安于金刚山正阳寺。末代国王李王在位仅四年（1907—1910）。在其执政的最后一年，即隆熙四年三月，百潭寺僧韩云龙上书中枢院，九月又献议于统监府，请求允许僧尼自由嫁娶。由此，韩国佛教界又掀起一阵阵波澜。

本时期值得介绍的僧人大致有惠藏、圣奎、展翎、朗旿、知濯、敬和、等麟、亘璇、意恂、永奇、翰醒、善影、洪基、敬淳、海珠、德真、有炯、达善、坦钟、例珂、太先、韩云龙等。

惠藏[38]（一作慧藏）号儿庵（本号莲坡），字无尽，俗姓金，塞琴县华山坊人。其自幼出家，落发于大芚寺（今大兴寺），从月松再观受具，并受教于春溪天默。数年后，名噪缁林。既长，广受佛书，历事莲潭有一、云潭鼎驲。年二十七，拈香于晶岩即圆。[39]据称：“儿庵从师受经，虽低首听说，及出户，觉口中有声曰。呸也者，哂之也。唯莲潭手札口授则不[image: ]也。”[40]这说明惠藏虽转益多师，但影响他而且得到他认同的只有莲潭有一。年甫三十，为海南头轮山大兴寺法会之主盟，与会者百有余人。又，“儿庵于外传，酷好《周易》、《论语》，究索旨趣，期无遗蕴。若期闰之数，律吕之度，及性理诸书，皆精校研磨，非俗儒可及”。“于佛书笃好《楞严》、《起信论》，而灶经厕咒，未或挂唇”。纯祖十一年（1811）圆寂，寿四十。门下有袖龙赜性、骑鱼慈弘受传衣钵。

圣奎[41]字晦隐，俗姓金，陕川（庆尚南道）人，据称是高丽玉山君永龄之十六世孙。英祖四年（1728）十一月十一日生。年十五，读书于清凉庵，见供佛时诸僧回旋膜拜，若有妙悟宿因，遂起舍身之愿。越四年，辞家至涌泉寺，从唤应长老落发。后四远参寻，云游访道，历参海峰、燕岩、龙坡、影虚诸名师。“一日忽思：释门阐教者，以顿悟为先。乃于金刚台设伊蒲盛供涤洁道场，仰祈观音法力。”斋会之后，“梦入一室，见佛书满架，装潢鲜净，尽是《华严经》。傍有老僧指曰：道在是矣”。九年后与黄山退隐相遇，得授整部《华严》。其装饰果符前梦。由此再探重玄之理，究最妙之旨，“三十年如一日”。“尝谓禅工，持诵为最。以普贤、观音两菩萨为愿佛，致斋尤勤。”自正祖二年至正祖五年（1778—1781），诵《大悲咒》十万遍，日以为课。自纯祖十四年（1814）起，参雪坡、涵月二和尚，“尽得华严宗旨及禅教要领”。纯祖十二年（1812）圆寂，寿85岁。《东师列传》以圣奎为涵月之嗣，上承清虚—鞭羊—枫潭—月潭—唤醒，如此圣奎为西山第六世。

《东师列传》[42]记展翎字天游，号海鹏，顺天（全罗南道）人。受默庵最讷禅师法印。展翎禅教并举，文章珠联，“德冠丛林，名闻士路”，为湖南七高朋之一。[43]生年不详。寂于纯祖二十六年（1826）。所著《壮游大方录》称“天地大方外，心地大方家”。

展翎的佛学思想很显然也受到《华严经》的影响。他在谈到法身无所不在时说：

万象之中独露法身佛也。一切惟心，而即心即佛，则男女佛亦得，牛马佛亦得，尽乾坤大地佛亦得，尽十方三世佛亦得，乃至尽虚空遍法界，帝网重重无尽，天天地地、山山水水、人人个个、头头物物、花花草草、声声色色、尘尘刹刹佛一一得得者。

和同时代的其他僧人一样，展翎尽量将佛学做合乎儒学的解释。他说：

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之天性廓落，佛也。天性廓落同虚空，而人情覆蔽同云雾，故佛说大藏经文，使人人去其覆蔽之人情，得其廓落之天性。

他认为儒和佛的区别在于：“儒家则大有门……佛家则大空门也。”他还进而将儒、释、道三教做一比较，指出儒为穷理尽性而立身传名，老为修真练性而寡欲升仙，佛为明心见性，即近立身而远成佛。当然，作为一名佛教徒，他在强调三教并行不悖的同时，依然突出佛教的地位，认为“人间有三道，佛道最高”。并认为“百行具备而后可说君子”，只有“万行悉备而后可谓佛子”。“君子”以“孝行为第一”，而“佛子”则以“施行为第一”。[44]
朗旿[45]号大隐，俗姓斐，朗州人。正宗四年（1780）生。出家于月出山，剃发于金潭禅师（莲潭弟子）。曾历参莲潭、白莲义庵、朗岩、玩虎、莲坡诸师，后成为金潭法嗣，开堂说法。《大隐禅伯传》说他曾“手书三藏”，又说他“坐卧向礼，其所功力，人所难行”。后“舍教入禅，诸方蚁附”。朗旿“克从一宿一食之戒”，被称为“南山道宣重兴于世”。宪宗七年（1841）三月二十五日，于头轮山挽日庵说法已，泊然坐逝，寿六十二，法腊四十七。

华岳知濯和华潭敬和二人是师徒关系。知濯俗姓韩，清州人，英祖二十六年（1750）生。早年从江西寺性鹏出家，后参涵月、玩月，又历住金刚宝盖、三角山等地。宪宗五年（1839）逝于长安寺地藏庵，寿九十。遗偈云：“穷劫历修诸善行，万法归一一归空；自家本事未成就，九十年光幻梦中。”《东师列传》[46]记敬和的法系说：“东方佛法始盛于太古和尚，累传之西山、鞭羊、枫潭、月潭、唤醒、涵月、玩月、汉岩，至于华岳（知濯），遂大以蕃，升堂者众，而得其衣钵之一曰华潭（敬和）。”敬和禅号示众，教号华潭，俗姓朴氏，密阳（庆尚南道）人。正祖十年（1786）四月十八日生。年十八，从杨州华阳寺月华长老剃发，又从弄月栗峰受戒。“其受法，华岳堂知濯大师是也。”此后，“飞锡云游，尽是华严大会，师为之主。肇自乙亥（纯祖十五年，1815年），名山法场，为五十五，凡八十三会也”。据称，敬和“昼宵不离袈裟，胁不至席为四十年，啜松亦如之”。他曾于湖南智异山逢瑞凤，学得“拈颂格外”之法，并长时间住在关东（江原道）宝盖山石台庵阅读《华严》、《涅槃》诸经。《东师列传》载：“（师）尝于金刚之摩诃衍，夜说大教，梦见文殊、普贤大击金钟，声振万瀑。师之传法万众，实兆于此。”在岭南海印寺坐禅时，得“我今解了如来性，如来今在我身中；我与如来无差别，如来即是我真如”之语，忽然大悟曰：“此非梦中作，而我则已跼跼睡矣。”敬和读经之暇，演偈颂六十七品，行于世。他还涉猎儒家书，奉父母神牌，朝夕供养。这些都表现了李朝末期佛教的特征。敬和晚年入加平悬灯寺，散徒众，精于定慧，时年六十三。宪宗十四年（1848）圆寂。

等麟[47]俗姓金，关北安边人，号雷默堂，英祖二十年（1744）生。12岁时丧亲，于是从龟潭静演出家，两年后剃发于释王寺，后又从翠松堂明慧受具，并受学于玩月堂轨泓以及翠云、影波、影月等，后为玩月的嗣法。28岁后，张化于高原之梁泉、杨州之佛岩、黄龙之石泉、雪峰之释王、道峰之圆通、水落之兴国等地，晚年住释王寺。等麟禅、教并举，门下有弟子近千人。纯祖二十五年（1825）等麟圆寂，寿八十二。

白坡亘璇的事迹记载于他的门孙映湖鼎镐所撰之《白坡大师略传》中。据此，亘璇为湖南茂长县（全罗北道）人，俗姓李氏，生于英祖四十三年（1767）。12岁从本县禅隐寺诗宪得度，“参学大经了，安居于楚山之龙门庵，开通心地焉”。后“进方丈山灵源庵，受西来宗旨于雪坡彦和尚。归灵龟山龟岩寺，系法统于雪峰日和尚。开堂于白羊山云门庵，讲众常百十也”。纯祖三十年（1830），移钵于龟岩寺，重创法宇，大开禅讲法会，“八表云衲，咸从听诲，俨然为禅门中兴主”。哲宗三年（1852）圆寂，寿八十六，法腊七十五。《白坡大师略传》记：“大师出家已还，谨持精律，尤于华严法门，格外禅诠，得到古人未发地。故阮堂金正喜撰碑，大书华严宗主白坡大律师大机大用之碑。其文略曰：我（海）东近无律师一宗，白坡可以当之大机大用。白坡大师八十年藉手着力处，或有以杀活机用支离穿凿见怪。此蜉蝣撼树也。”亘璇著述等身，传世有《修禅结社文科释》《禅文手镜》《法宝坛经要解》《五宗纲要私记》《禅门拈颂私记》《金刚八解镜》《高峰禅要私记》《龟鉴集》等。

《定慧结社文科释》一共分19个方面：参学要在眼目真正第一，正辨正眼令生正信第二，于诸方便禅定最要第三，略引公案以示榜样第四，先以寂寂治于缘虑第五，正以惺惺切心参句第六，初虽静坐实通四仪第七，料拣念佛结劝修心第八，对辨权实切劝修心第九，叹世无常切责名利第十，劝成二利引示功德第十一，若无定力难免轮回第十二，正示学者真正行履第十三，示唯人修激令发心第十四，追论前因叹世不信第十五，反验信者必为上根第十六，既信此法决志究竟第十七，对辨三教以显正理第十八，略述鄙怀结劝同修第十九。其中，白坡强调真修行必须具有“正眼目”，因为一切诸法以正眼观之则为净法，以邪眼观之则为染法。那么，什么是“正眼”呢？所谓正眼就是要认识到“法有不变随缘，人有顿悟渐修”的道理。白坡举荷泽、南岳、青原为例，认为荷泽知解未亡，由死句悟入，所以是义理禅宗主；南岳彻悟心体，由活句悟入，所以是祖师禅宗主；青原彻悟千圣不传之向上一路，也是由活句悟入，所以为如来禅宗主。如来禅者，山山水水法法全真，祖师禅者，和根拔去没巴鼻。前者“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后者“见诸相非相即不见如来”。在五六两部分中，白坡主张先以寂寂对治缘虑，了三世空寂，然后再以惺惺切心参句，是为参究之最亲切处。关于净土一说，白坡认为，若是大心之众生，则依此最上乘法门信解，虽处三界内，非无法性净土。他劝导修心者在信解心性本净、烦恼本空之体中玄之后，再以没滋味、没摸索之句中玄参究方得见性，不应当以礼忏、造像、转经等痴福为事。白坡还对三教进行比较，认为三教的指归无非去情显性。其中，儒崇有而滞于常见；老宾无而溺于断坑，尚未尽有无之情累；不有不无，双照双遮，荡尽情累而显中道，佛教也。当然，他认为儒、佛实际上是相通的，比如儒家的“五常”便是佛教的“五戒”，儒家的明德也就是佛教的妙精明心，儒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也就是佛教的常寂常照。

白坡的《禅文手镜》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在此，他以所谓的“三禅说”对禅宗做整体上的分类和评价。“三禅”的来源是“临济三句”，他说：

临济三句者，一代禅教诠旨，无不该摄，故名曰蕴总三句。是故法海惟精禅师曰：佛祖受用，不出此三句。唤惺师翁曰：临济三句，非特临济宗风，上自诸佛，下至众生，皆分上事。若离此说法，皆是妄说。是知三世诸佛，历代祖师，乃至天下善知识所留言句，必不离此三句也。是故凡欲寻究禅门语句者，必须先求《人天眼目》、《五宗纲要》、《禅门纲要》，为先究此三句义相，昭然无疑然后，当以《拈颂》、《传灯》、《四集》等语句，以此三句，一一拖照，言言句句，了然昭著于心目。如物得秤衡，锱铢莫逃矣。[48]

白坡把临济三句当作总摄禅、教诠旨的学说，亦即评价禅宗乃至整个佛教的唯一标准。白坡以三句配三禅，认为：

若第一句荐得，堪与佛祖为师（祖师禅），第二句荐得，堪与人天为师（如来禅），第三句荐得，自救不了（义理禅）。[49]

照《临济语录》所言，第一句为“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第二句为“妙喜岂容无着问，沤和争负截流机”，第三句为“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全借里头人”。他进一步解释说：“将此真空妙有之达摩西来无文印字印空印水印泥，以验人时，若上士闻则如印印空，荐得第一句向下三要，及向上一窍，了无朕迹，见性成佛故，为佛祖师。中士闻则如印印水而有两种不同，沩仰、法眼宗人荐得三玄及本分一句，曹洞宗人存得权实向上，而俱有尊贵头角，则但见真空，未得成佛故，但为人天师。下士闻则如印印泥，痕缝全彰，但悟有无三句，而真空里头人未见故，自救不了。”[50]这样，他便判临济为第一句祖师禅，沩仰、法眼、曹洞为第二句如来禅，而牛头、荷泽以及神秀的北宗为最低下的义理禅。

对白坡亘璇的禅学思想提出反论的是草衣意恂。意恂[51]字中孚，号草衣，又号一枝庵，务安（全罗南道）张氏子，生于正祖十年（1786）四月五日。年十五，投南平（罗州）云兴寺，依碧峰敏性出家。《碑铭》记其于“弱冠”之年途经月出山时，爱山之奇秀，不觉纵步独跻其巅，望见满月出海，深有感触，遂“缁其衣于碧峰圣公，受信具于玩虎禹公”。演教之余，兼习梵字，“又善神像而入道子之室”。意恂所学甚广，其成才之道为“受儒书，观诗道，而后精通教理，恢拓禅境”。在“入枫岳，登毗卢，尽阅岭东西山海之胜”后，“归而历京都诸山”，所交游者有洪奭周（海居）、申纬（紫霞）、金正喜（秋史）等士大夫，相与酬唱，“皆以东林远公、西岳贯休目之”。此后意恂敛迹韬光，就头仑山顶藤萝阴中结一小庵，“独处止观，四十年余”。或有问者曰：“子其专于禅者乎？”师曰：“机苟不利，则专于禅；与，专于教。”“其意盖以专教者未必无失，而专禅者亦未为得也。”意恂的回答是针对白坡自称“从十六岁投禅，未尝一念退转”这句话有感而发的。李太王三年（1866）意恂圆寂，寿八十一。著有《草衣集》（二卷）、《东茶颂》（一卷）、《一枝庵遗稿》、《禅门四辨漫语》等。

意恂认为白坡用祖师禅、如来禅、义理禅这种三禅说对禅宗进行分类的做法有误导佛教根本精神的危险，而且根据众生根器深浅优劣设定三禅的等级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总结白坡的观点时说：“六隐老人曰：禅有三种，一祖师禅，对上根故，一一言句，如印印空……二如来禅，对中根故，一一言句，如印印水……三义理禅，但此今时建化门中对下根故，一一言句，如印印泥，痕缝全彰……以此三禅配临济三句，一祖师禅即第一句，即具机用，杀活兼全，故第一句荐得，与祖佛为师；二如来禅，即第二句，但杀无活，故云第二句荐得，与人天为师；三义理禅，第三句，但新无本故，此句荐得，自救不了。”[52]意恂认为，白坡十分牵强地将三禅配三根和三印，并附会于临济三句之说。于是，他对临济三句重新做了不同于白坡的理解。他指出，临济三句中的第一句“主宾不分，言说未出”，如同镜子上的影子与物体不相分离。第二句“分释未容拟议处”，即悟出言语各相断裂的境地。第三句“指陈三要之机用，开释三玄之权实”，意恂认为，该句同第一句、第二句一起，“并本句为三句”[53]。在对第三句的理解上，意恂同白坡的差别最大。他说：

临济示众云，大凡演畅宗乘，一句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此言一句，指第三句也。何以知其然也？盖不演畅则已，如其演畅，则便当第三句也。二贤问答曰：第三句如何？答曰：今吾与子一说一听，一问一答，早落第三句了也。如将三要印，向烂泥上踏却，痕缝全彰。故转名三句，玄要在其中矣。故演畅之时，三玄便具于此句第三句中，是谓一句中具三玄也。玄是要之影，要乃玄之形。影所在，形必具焉。故随举一玄，便具三要。是为一玄门具三要也。有权有实者，三玄也；有照有用，三要也。此结指玄要之在第三句也。一愚曰：照用是要，当第一句；权实是玄，当第二句，又当第三句。[54]

意恂对白坡以三禅配三根的做法也不赞同。他说白坡所谓“祖师禅对上根故，一一言句，如印印空”的提法本身便自相矛盾，因为接引上根是不以言句的，以言句对机则非上根。另外，什么如来禅、义理禅这样的名称就不合古义。另外，意恂也不同意白坡以“二禅”来“配五宗”。他说，白坡以临济、云门二宗为祖师禅，其中“临济宗具足机用，故为祖师禅正脉；云门宗但明截断，而未能现说机用，故不及临济宗也”。白坡所说的“如来禅即曹洞、沩仰、法眼三宗，于中曹洞宗洞明向上，而穷尽真金铺，故为如来禅正脉；沩仰宗但明体用，而未明向上，而未尽真金铺，故不及曹洞宗。法眼但明唯心，则唯摄用归体，故亦不及沩仰宗也”。意恂反问道：“云门但明截断，而未能现机用，故未及临济。然则离机用外别有截断随波，离截断随波外别有机用乎？是诚执言而迷义者也。且机用现说则有之，不现说则不有乎？然则世尊未曾现说机用，是世尊无机用也。卅三诸祖未曾现说机用，是祖师无机用也。既皆无之，所传宗旨，以何为法印乎？若言云门未曾无乎机用，以其不现说故，不及于临济云，则是佛与祖师皆不及于临济，而不足为祖宗也。”意恂指出，从禅宗史的角度，人们看到最先使用“祖师禅”“如来禅”这些称呼的恰恰是沩山。[55]
永奇[56]俗姓郑，系出晋州。早失怙恃，年十四投僧伽寺大演祝发。哲宗三年（1852）入宝盖山地藏庵，在此“写《弥陀经》，每字三称佛，三绕三拜，尽是悲愿中流出”，以此来“报答四恩”。同四年夏，入三角山刊其版，继刊《十六观经》《莲宗宝鉴》，藏之水落山兴国寺。同六年春至广州奉恩寺，与诸同志刻《疏钞华严经》八十卷，《别行》一卷，《准提》《千手》合璧一卷。哲宗十一年（1860）憩足于石台（位于铁原宝盖山），喜峰峦之秀，重建庵室以为久住之计。十三年至沁都，开无遮会十日夜。李太王二年（1865）印海印大藏二帙，藏之名山。同九年（1872）圆寂，寿五十三，僧腊三十九。

翰醒[57]号枕溟，俗姓金，庆州人。其父官至通政大夫。纯祖元年（1801）四月初九日生于兴阳郡南阳面长潭村。年十五出家于本郡之八影山楞伽寺，祝发于叔父劝敏长老（《东师列传》记受具于春坡大师）。之后，受经于云兴寺大云禅师，受禅于龟岩寺白坡禅师。28岁开讲于松广寺之普照庵。第二年，移锡于仙岩寺之大乘庵，“自是主讲凡三十余年，四方来学者如市”。“传授事毕，静处宴默，深究禅旨焉”。李太王十三年（1876）十月初二圆寂，寿七十六，法腊六十二。入寂前，门徒炷香诵经，醒摇手止之曰：“真诵无响，真听无闻。”《碑铭》记：“师持戒精严，不与女人同室而坐。衣不捣练，食不美馔。”醒尝“子夜起坐，良久扑掌而叹曰：古来佛佛祖祖，必从此路而得入也，而名相俱绝，真所谓摸索不得，如空里栽花，水中捞月。又每夜子时必鸣铎大号弥陀，莲声十念”。醒曾自题真影云：“曲肱为枕卧南溟，翰墨场中梦未醒；名号终知非实事，出门木像岂真形。”其法系，《碑铭》记为浮休之十一世孙。其传法弟子有华山晤善、普运应俊、雪渚沙善、影岩尚欣、万岩大淳。传讲弟子有函溟太先；传禅弟子有雪窦奉闻（后改为有炯）、优昙洪基、镜潭瑞宽、龙湖海珠以及应和等。

洪基[58]初名禹幸，后改称洪基，俗姓权，安东（庆尚北道）人，纯祖二十二年（1822）生。父母早丧，年至弱冠，忽有厌世之想，遂祝发于小白山。[59]后西游曹溪山松广寺，为浮休门下碧禅和尚之“玄法孙”。时洪基敬叩《华严》《拈颂》于先正之门，不数年“慧解超凡”，又能沉潜默究，洞透玄旨，于是竖幢开堂，来学者如市。[60]洪基通《华严》，精禅学，晚年撰《禅门证正录》，叙佛祖传心之旨，破白坡亘璇《禅文手镜》所违“古释”。李太王十八年（1881）圆寂，寿六十，法腊四十五。

善影[61]字无畏，号映虚，初号栎山，俗姓林，安东人，正祖十六牟（1792）三月二十三日生。年十二从龙云胜行禅师祝发于杨州鹤林庵，受戒于圣岩德函法师，参禅于华岳知濯禅师。年二十一，建幢于仁峰德俊之门，“溯其渊源，乃清虚派，而唤惺为五世祖”。师“晚入释王寺内院，其学宗八万诸经，立于正法眼藏，得单传之统，诸路沙门尊为曹溪宗师、华严讲伯”。李太王十七年（1880）圆寂，寿八十有九，法腊七十八。法系上承清虚—鞭羊—枫潭—月潭—唤醒—涵月—玩月—雷默—仁峰。善影著有《栎山集》，其中《心性情说》论述心、性、情三者之间的关系说：

了了常知，灵灵不昧之谓心；含于众妙，万流不易之谓性；从此心性，分别不息之谓情。性者，心之体也。情者，心之用也。心与性周，以至乎万物，莫不皆有。故经曰：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应知此心，如月在空，无云故明，有云故暗。然而在凡不染，在圣不净，比如水波之虽日清浊，湿性一也……吾所谓心也者，虚灵难测，妙要殊绝，贯古贯今，不改新旧，通中通外，亦无方所。万物之主，三才之元。现在觉树，如桂轮之升天；没在迷海，若骊珠之隐尘。天地不及其长存，鬼神不测其神妙。举理则松青花红，鸢飞鱼跃本如是也；约事则天高地卑，马强牛柔，随流禀转。虽然惟此一物，如金刚幢子，千生万死，不易其境，六道四生，不变其容。觉之故圣，迷之故凡。孔孟得之以儒，黄老得之以道，孙吴得之以兵，吕尚诸葛得之以谋猷，李杜斑马得之以文章，天地河海得之以广大，鬼神得之以灵明，山川草木土石鸟兽人物各得之以从流，乃至吾佛得之以大觉。度生入灭，虽广大无际，不离于方寸之上。或得其一分，或得其全体。烈烈鸣于门户之内，而或胜或劣。是知公而无私者也。以至乎刑政，则善恶自分；以至乎礼乐，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三纲以明，五伦自正，无所事以不当此心性情之所以贵者也。[62]

以上是善影所阐述的佛教心性论和心性论在现实中的运用。

影山敬淳、龙湖海珠、虚舟德真三人均见载于《东师列传》，因记载过于笼统，他们的事迹已很难廓清。有炯的事迹见映湖鼎镐撰写的《灵龟山雪窦大师行状》。据此，有炯初名奉闻，号雪窦，俗姓完山李氏，纯祖二十四年（1824）生于湖南道玉果县玉田里。髫年夙悟，略涉儒典。至19岁，投长城府白岩山白羊寺，得度于正观快逸法师。第二年，受具忏于曹溪山枕溟翰醒。后遍参诸山，毕业于灵龟山法会（白坡为座主），继灯于白岩道圆。由此登讲坛，教授诸众，十有余年。有炯兼修西来祖意，深达妙谛。李太王七年（1870）春因众请移锡于母岳山佛岬寺，构草堂而养晦。二十六年（1889）春，因幻翁（白坡法孙）唤真敦请，开禅门讲会于杨州（京畿道）天磨山奉印寺。同年八月圆寂，寿六十六，法腊四十六。其法嗣有咏月缟政、步月万益、茶轮翼振、玩性慧鉴、龙隐皓恪、清霞宠欢、雪乳处明等。《录龟山雪窦大师行状》记其法系说：“太古圆证国师，入支那得法于临济嫡孙石屋清珙禅师而还，是谓我东禅门初祖。六传而出清虚、浮休两大师，为禅门中祖。自清虚四传而至唤醒大师，以重来古圣示作沙门之杰。再传而得雪坡大师。大师乃校刊《华严》，细科义钞，厥业殊大，故至称华严菩萨之徽号。三传而为白坡大师。大师之炯眼凡贯彻三学，而最得意于禅学。高竖一帜于近代丛林，于斯而曷少有徒。究论独得宗旨者，雪窦大师其人也。详分法系，则于白坡大师实为四世法孙。然亲承指诲，竟受讲座，故至于诸方，多称雪坡而白坡而雪窦而云尔，似乎直传三世而无间。”[63]有炯的遗著有《楷正录》《山史略抄》《禅源溯流》等。著《禅源溯流》的目的在于破《四辨漫语》和《禅门证正录》，从而为白坡辩护。不过，有炯的辩护大多是附会之说。

达善[64]号愚隐，俗姓金，全州人，纯祖三十一年[65]（1831）正月二十三日生于江原道高城县沙岘里。自幼丧父，遂有出离之志。母未许，使就私塾就学。年十三，直往金刚山榆岵寺，祝发于缘庵，禀戒于月峰，受禅于莲月，嗣法于大云。其《行迹》记为“唤惺祖师之八世嫡孙”。年十九，掌管全寺公务，30岁，升任该寺僧统之职，35岁时升为主管，37岁时任妙香山普贤寺酬忠祠守护总摄。50岁，再任本寺之主管。前后数十年间，达善一直管掌寺事，纠正僧风，秉直公廉。李太王十九年（1882）榆岵寺失火，达善率领寺僧致力于修复事宜。同二十八年（1891年）圆寂，寿六十一，僧腊四十九。

坦钟[66]俗姓赵，其先汉阳人，纯祖三十年（1830）生。幼而慧，习儒教。9岁失怙，三霜毕入金刚山长安寺，祝发于雪月堂胜宽，受戒于松坡堂日敏，受禅于卧雪堂一禅，嗣教于明虚堂仑璇。据称坦钟修禅的同时“咒诵不辍”，可见受密宗影响很大。此外，他还“入南北讲肆，横经请益”。哲宗二年（1851）开讲于普云庵。曾住持诸伽蓝，如五台、雪岳，以及京山之大小兰若，讲道说法，四方缁徒从之如云。坦钟精通《华严》，人称华严宗主。坦钟常自祷曰：“愿我得遍法界六根，传法门度众生，称无量福德光明藏菩萨白华道场。”夜梦三佛顶礼，授以天水。于圆通禅会诵无量寿如来根本咒，梦受金刚珠华藏古窟读准提咒。梦群龙喷水洗浴全身，又见车轮常转。终其一生，灵异颇多。曾与当朝“名硕”往来甚密。卒年不详，李能和作李太王三十一年（1894）。

太先[67]号函溟堂，俗姓朴，密阳（庆尚南道）人，纯祖二十四年（1824）生。年十四依万渊之丰谷德仁禅师，翌年祝发，受戒于白羊道庵定和尚。后参枕溟醒和尚。时醒和尚开堂于仙岩，一见太先，知为大乘法器，谆谆启迪，五六年间博涉三藏。醒和尚亟加赞叹，授其大戒。宪宗十五年（1849）春，建幢于瑞石。绍丰谷法灯，成为临济之嫡传。后受仙岩之请，开堂于南北两庵，诸方来学者甚众。李太王三年（1866）秋，传讲绪于景鹏益运，运传于擎云元奇。李太王光武六年（1902）圆寂，寿七十九。《华严宗主函溟堂大禅师碑铭》记太先昔日示众曰：“佛教三千年，只行小乘，以佛旨参乎世运，则大乘宗旨应昌于后五百世。不如是，佛愿无功，不能使大地凡众圆成正觉。”又，慈屺曾访之于南庵，问：“尽大地毗卢遮那全身体，向何处放屎？”太先竖拂子，触慈屺帽曰：“好圊厕。”慈屺听后呵呵大笑。太先于儒、佛亦主会通说，认为“儒之智、仁、勇，即佛之悲、智、愿”。其法系上承清虚—鞭羊—枫潭—月渚—雪岩—霜月—龙潭慥冠—圭岩朗成—瑞月巨鉴—会云振桓—圆潭乃圆—丰谷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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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近代韩国佛教述略

第一节 朝鲜总督府的佛教政策

一 日本佛教各宗在韩国的布教情况

19世纪下半叶，迅速发展起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地理位置上同朝鲜半岛相邻近的优越条件，捷足先登，在侵略朝鲜半岛的道路上走在了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的前头。李太王十三年（1876），日本派遣军舰至江华岛，强迫李氏王朝签订《江华条约》（《朝日修好条规》），迫使李氏朝鲜开放元山、仁川等港口，并在汉城设立使馆，在各港口派驻领事。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还规定日本人享有领事裁判权，由此，朝鲜王朝开始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李太王光武九年（1905），日本又强迫李朝签订《日韩保护条约》，掌管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和军事大权，使朝鲜沦为其保护国。李王四年（1910），两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在此设立直属天皇的总督府掌管军政大权。至此，朝鲜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界竞相至朝鲜传教，其真正用意是为了对韩民族实行精神和文化上的控制，从而有效地配合政治上的军警恐怖统治和经济上的残酷掠夺。此即所谓“图精神之同化，在达内鲜一家之实”。根据日本学者江田俊文的研究，[1]明治以后日本在韩国的传教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为明治十年（1877）大谷派本原寺的奥村圆心在釜山的传教，以及明治十四年日莲宗的渡边日运在该地区的传教活动。中期为明治二十八年（1891）和明治三十年大谷派本愿寺的中心唯然和净土宗的三隅田持门先后在釜山地区的传教活动。末期为日俄战争之后真言宗、曹洞宗、临济宗等宗派的传教活动。

明治十年（1877）一月釜山开港，外务卿寺岛宗则与内务卿大久保一起致书本愿寺管长严如，希望该派到朝鲜传教。于是，以石川舜台为局长的海外布教局便指派净信的法嗣奥村圆心担当此任。圆心于当年八月受命，九月至釜山，十月开设“别院”，自十一月开始在半岛宣扬弥陀的教旨。十二月开设釜山教社。翌年一月创立韩语学舍，从本山招募学生学习韩文，以便用韩语向当地人传教。此时真宗本愿寺第八代法主莲如的《御文》《说教汇集》等已被译成韩文。元山开港后，本愿寺又在此设立别院传教；之后仁川开港时也同样设立了布教场。据称，前田总领事对真宗通过传教活动来缓和和改善日韩两国的亲善关系抱有极大的希望。明治十四年（1881），日莲宗的渡边日运至釜山，在此开设日宗会堂从事弘法活动。与此同时，京都妙觉寺的旭日苗高唱朝鲜布教的必要性。他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提请管长在自己的寺院设立日宗海外宣教协会本部，并在全国各地设立支部，以此来募集大规模布教之资。明治二十六年（1893），加藤文教、饭尾龙进等帮助日苗在元山、仁川扩张教线。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统治进一步加深，日本各宗也大举向朝鲜传教。由于日人的干预，李氏王朝解除了三百年来禁止僧侣入城的禁令，一万多名僧徒齐集京城举行祈求“韩皇”“圣寿无疆”大法会。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莲宗开办了朝鲜宣教教务所，向北汉山重兴寺的僧侣们宣扬日莲宗义，并将日莲宗教会本部设置在这里。明治三十年（1897），净土宗着手开始布教事宜。同年九月，三隅田持门只身来到釜山，在信徒家中高唱起称名念佛的声音。继而宗门确认了朝鲜开教的必要性，管长代理堀尾贯务亦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巡视半岛，将该宗韩国开教之事奏闻李太王。三十三年，任命广安真随为开教使长，在京城设置开教事务所，开始面向韩国人传教。

以明治三十七年至明治三十八年的日俄战争为分界线，日本佛教各宗的朝鲜布教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已经布教的诸宗更加不遗余力，尚未染指的宗派也不甘落后。一方面，日本佛教界开始利用韩国的寺刹和僧侣，同时韩国佛教界为摆脱此前一直被压制的局面，趁着政治上日韩合并之机也在寻求佛教上的合并，以取得对韩国佛教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明治三十七年（1904）曹洞宗的大隆大定在京城建日韩寺（曹溪寺），新义真言宗智山派在京城设教会所。同年，曹洞宗的富士洞然在龙山建瑞龙寺。明治四十年（1907），田中道圆和长田观禅分别在京城的釜山开教。同年，临济宗的吉川大航至平安北道的大刹妙香山普贤寺着手培养韩国僧人，整理该寺的财务。此前，明治三十五年至明治三十六年，真宗本愿寺岩常圆便已途经釜山飘然来到庆尚南道通度寺，他混迹韩国僧人中研究韩语，并游历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刹，在参访过程中探究本派在朝鲜布教的方针，之后于庆尚南道兴办面向韩国人的学校。日俄战争后，真宗本愿寺即将朝鲜开教本部设置在龙山，同时召集韩国人从事布教工作。他们组织韩人教会（后改称大圣教会），会员达到数千名之多。

明治三十九年（1906），曹洞宗的武田范之作第三次韩国之行。在此之前，明治二十三年（1890），他从越后显圣寺出发来到韩国，同二十七年（1894）东学党事件发生时他与玄洋社的同仁组成天佑侠团到各地活动，后因煽动骚乱而被送还日本。明治二十八年（1895）三浦公使赴任之际，他恳请再次赴韩，不久又因闵妃事件同三浦一起被关进广岛监狱，获免后回到故山。这第三次赴韩时他以一名佛教徒的身份充分展示了他的本领。武田先同昔日东学党取得联系，成为该党残余李容九（凤庵）率领的拥有百万教徒的侍天教的顾问。他为侍天教的教典作叙，并制定了主要经典《沆瀣经》。明治四十年（1907），他在《与李凤庵劝佛教再兴书》中写道：“本人同这次从辽东、满洲战场慰问回来的日本高僧——敝宗的秋叶山默仙和尚相会于京城，大谈起再兴韩国佛教之方略。其方略为：各寺院于京城设置合议所，日夜探究兴教方法；派遣能干的僧侣至郡府演说佛法；创办大中佛教学校以培养人才。另外，为了提高朝鲜僧人的社会地位，经常邀请日本高僧作为市民，并警告众人采取日本官民对待高僧的态度。”在武田氏的影响下，翌年，海印寺的李晦光等召集各道寺刹代表52人在京城聚会，共同组成圆宗宗务院。圆宗宗务院成立后，武田受聘为顾问。实际上，武田范之早就在悄悄地策划韩国佛教同曹洞宗的结合。李晦光等也希望同曹洞宗联合。明治四十三年（1910）八月日韩合并后，他马上同曹洞宗总务弘津说三缔结了七条联合条约。为平息部分佛教界人士的反对，李晦光还著有《圆宗六谛论》。然而，总督府的方针认为不宜明显地合并韩国佛教，主张让韩国佛教独自发展。明治四十四年（1911）寺刹令发布后，武田和李晦光等人的计划便被搁置下来。

明治四十年（1907），真宗大谷派在京城别院设置“满韩布教总监部”，试图以此来加强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支持和监督。此后大谷派又在汉城单设“朝鲜开教监督部”，同时在韩国全境设置了众多的别院和布教所。真宗本愿寺派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釜山设立布教场之后，又于四十年（1907）在汉城设置“朝鲜别院”推进传教活动。之后又根据教势发展的需要在汉城设置“朝鲜开教区”“朝鲜开教事务所”以及众多的寺院和布教所。

据“朝鲜总督府劳务局社会科”于1943年所做的调查表明，当时日本佛教界在韩国传教的宗派已达26派，传教人员为610名，所建寺院143所，布教所422所。后来，一些主要宗派的寺院和布教所又有大幅度增加，其数目大致如表13—1所示。

表13—1 日本在韩国传教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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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刹令”与韩国佛教

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立即于1911年6月3日颁布了《寺刹令》（制令第七号）。《寺刹令》一共七条，之后又于7月8日颁布了《寺刹令施行规则》（八条），规定在全国按区域设30本寺（1924年增至31座），各置住持。本寺下置末寺，30本寺共下辖1371座末寺。本末寺之间定本末寺法，申请于朝鲜总督，得到认可后方可行。1913年，南印度锡兰高僧达摩婆罗来到韩国，献佛舍利一颗，由海印寺住持李晦光代表韩国佛教界奉受，后递传于三十本山会议所。1914年1月13日，禅教两宗三十本山住持于会议所（旧元兴寺）召开第三回总会，决定于京城设立高等佛教讲塾，以朴汉永为塾师。各本山送学生一至两人来京听讲。一年以后，讲塾停办，各本山开始派遣僧人留学日本。[2]同年11月25日，韩国佛教界于觉皇寺设立佛教振兴会。该会的发起人为：海印寺住持李晦光、法住寺住持徐震河、乾凤寺住持李云坡、法兴寺住持郑万化、桐华寺住持金南坡、银海寺住持朴晦应、金龙寺住持金慧翁、通度寺住持金九河、龙珠寺住持姜大莲、麻谷寺住持张普明、奉恩寺住持罗晴湖、大兴寺住持白翠云、孤云寺住持李东旿、月精寺住持洪莆龙、松广寺住持李雪月、奉先寺住持洪月初、永明寺住持李晦明、成佛寺住持金抱应、梵鱼寺住持吴惺月、贝叶寺住持姜九峰、归州寺住持郑焕朝、宝石寺住持朴彻虚、威凤寺住持李振声、释王寺住持代金仑河、白羊寺住持代宋宗宪、祗林寺住持代朴海莲、普贤寺住持代罗晴源、传灯寺住持代李智永、仙岩寺住持代金相淑等。会议推举李晦光为会主，推举姜大莲为副会主，此外金弘祚任干事长，罗晴湖任理务部长，申羽均任事务部长，李命七任财务部长。

1915年2月25日，朝鲜寺刹三十本山联合事务所成立，龙珠寺住持姜大莲任委员长，所址设在觉皇寺。3月15日发行佛教振兴会月报第一号。7月2日，佛教振兴会于京城奖忠坛设无遮大会，名义是为朝鲜500年以来一切冤死之人追荐冥福。1916年，姜大莲代表禅教两宗三十大本山住持于京城设立佛教中央学林。据当年年底的调查资料，朝鲜半岛佛教寺刹祠院及僧尼的数目大致如表13—2所示：[3]
表13—2 20世纪20年代朝鲜半岛佛教寺院僧尼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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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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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能和在他的《朝鲜佛教通史》（上编）中从“寺法”（朝鲜总督认可年月日）、“寺乘”（本寺开创、中兴、绍隆等事迹概要）、“宗旨”（寺法承认之同时公然冠称于寺名者）、“灯规”（本末寺门传灯通规）、“主职”（住持递代）、“寺格”（本寺末寺等级）六个方面对三十本山逐一做了介绍。本书亦照此格式将其要点摘录如下。

1.京畿道广州郡修道山奉恩寺

【寺法】奉恩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月十五日认可。

【寺乘】奉恩寺，新罗阿度和尚开基，高丽法镜王师创建，而其迹不可考。朝鲜明宗王七年为禅宗，设禅科，置禅宗判事兼奉恩寺住持。普雨虚应、清虚休静、松云惟政、碧岩觉性相继为之，阐扬宗教。

【宗旨】称号禅宗甲刹大本山奉恩寺。

【灯规】奉恩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奉恩寺第一任住持罗晴湖，明治四十五年（1912）一月九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奉恩寺，伽蓝名称曰大雄宝殿、大香阁、华严经板殿、禅院、灵山殿、寻剑堂、冥府殿、云霞堂、山神阁、管应堂、天王殿、降仙殿、独圣阁。

奉恩寺之“末寺首班地”有开运寺、兴天寺、奉元寺、白莲寺、华溪寺、津宽寺（以上六寺在高阳郡），龙门寺（在杨平郡），神勒寺（在骊州郡），三幕寺（在始兴郡）。“末寺方等地”有佛国寺、奉国寺、法轮寺、龙德寺、长庆寺、清溪寺、修道寺、白云寺、擎日庵（以上九寺在广州郡），大圆庵、寂照庵、七星庵、白云庵、庆国寺、奉国寺、莲花寺、青莲寺、永华寺、大圣庵、大明庵、道诜寺、太古寺、扶皇寺、奉圣庵、安养庵、祥云寺、元晓庵、僧伽寺、地藏庵、文殊庵、少林寺、玉泉庵、三圣庵、弥陀寺（以上二十五寺在高阳郡），华藏寺、观音寺、恋主庵、望海庵、佛性寺、慈云庵、虎压寺、圣月庵、青莲庵、圣主庵、念佛庵、狮子庵、药水庵（以上十三寺在始兴郡），灵源寺、隐仙庵、映月庵、玉水庵（以上四寺在利川郡），药师庵（在阳川郡），上院庵、明性庵、润笔庵、舍那寺（以上四寺在杨平郡），兴旺寺、葛空寺（以上二寺在骊州郡），望月寺、洛伽庵、天竺寺、圆通庵、回龙寺、水钟寺（以上六寺在杨州郡），万景寺、慈云庵、兴国寺、云水寺（以上四寺在高阳郡）。以上共计78寺。

2.京畿道杨州郡云岳山奉先寺

【寺法】奉先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1913）四月二日认可。

【寺乘】奉先寺，朝鲜睿宗王元年创建，明宗王十七年升为教宗。

【宗旨】称号教宗甲刹大本山奉先寺。

【灯规】奉先寺本末寺，惟奉马鸣、龙树、帝心、云华、贤首、华严及定慧七大祖师次第相承之宗义，特守元晓、义湘及大觉三国师纸墨传授之慈训，以《华严经》为正依，其他诸经为傍依。盖华严教宗也。

【主职】奉先寺第一任住持洪月初，大正二年（1913）四月二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奉先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御室阁、炉殿、山神阁、云霞堂、放迹堂、清风楼、第一天王门、第二解脱门、第三真如门、食堂楼、判事室、廓舍、涅槃堂、影堂、钟楼阁、东司。

本寺奉先寺的“首班末寺”为兴国寺、佛岩寺、桧岩寺（以上三寺在杨州郡）。“其他末寺”有鹤到庵、白华庵、妙寂庵、见圣庵、奉印寺、双庵、石林寺、弥勒庵、石泉寺、内院庵、奉永寺、浮图庵、安心寺、宝光寺、鸡林庵、自在庵（以上十六寺在杨州郡），凤岩寺、五峰寺（以上二寺在涟川郡），兴龙寺、新勒寺（以上二寺在抱川郡），悬灯寺（在加平郡），弥陀寺（在坡州郡），守国寺（在高阳郡）。以上共计27寺。

3.京畿道水原郡华山龙珠寺

【寺法】龙珠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日认可。

【寺乘】龙珠寺，新罗时葛阳寺之旧迹，朝鲜正宗大王十四年命创本寺，特置八路都僧统，兼水原郡龙珠寺都总摄。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龙珠寺。

【灯规】龙珠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龙珠寺第一任住持姜大莲，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十七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龙珠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冥府殿、护圣殿、天保楼、曼殊室利那由陀寮、十方七灯阁、极乐大圆宝殿、普信阁。

本寺龙珠寺“末寺首班地”为七长寺（在竹山郡），青龙寺（在安城郡），普光寺（在阳州郡）。“末寺方等地”为宝积寺、药师寺、修道寺、深福寺、万寿庵、万仪寺、奉宁寺、青莲庵、洪法寺（以上九寺在水原郡），风林寺、双溪寺、静水庵、蓬莱寺、华云寺、白水庵（以上六寺在南阳郡），万奇寺（在振威郡），云水庵、静乐庵、清源寺、内院庵、隐寂庵、瑞云庵、石南寺、药师庵（以上八寺在安城郡），碑殿庵、明寂庵、上云庵、青莲庵、极乐庵、白莲庵、极乐寺、仙住庵、朝天寺、鹤寿寺、凤舞寺（以上十一寺在竹山郡），新兴寺（在阴竹郡），龙德寺、长庚寺、白莲庵、隐寂庵（以上四寺在龙仁郡），普门寺、弥陀寺、清凉寺（以上三寺在高阳郡），修理寺、元堂寺（以上二寺在始兴郡），国清寺（在平安北道铁山郡），金刚寺、天王寺、罗汉寺、灵藏寺、秋月庵（以上五寺在平安北道义州郡）。以上共计54寺。

4.京畿道江华郡吉祥山传灯寺

【寺法】传灯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日认可。

【寺乘】传灯寺沁都第一之禅院，自古弘法之宗刹（寺系高丽朝创建）。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传灯寺。

【灯规】传灯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法胤唤惺志安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传灯寺第一任住持金之淳，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二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鞫昌焕就职。

【寺格】本寺传灯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药师殿、冥府殿、讲说殿、香炉殿、藏史阁、普谱阁。

本寺传灯寺之“末寺首班地”为华藏寺（在长湍郡）。“首班地华藏寺之山内末寺”为云霞堂、寂默堂、弥陀庵、极乐庵、洛迦庵。“本寺传灯寺之末寺”为白莲寺、青莲寺、积石寺、普门寺、净水寺、穴口寺（以上六寺在江华郡），华盖庵、文殊寺、奉陵寺（以上三寺在金浦郡），黔丹寺、圣住庵（以上二寺在古交河郡），龙宫寺（在仁川郡），圣寿庵、心腹寺、晋月庵、松月庵（以上四寺在长湍郡），圆通寺、内院庵、北圣庵、大兴寺、海云庵、观音寺、云兴寺、开圣庵、七星庵、总持寺、玩月寺（以上十一寺在开城郡），延庆寺、兴教寺、道诜庵、玉泉寺、鹤巢庵（以上五寺在古丰德郡），药师庵（在古阳川郡）。以上共计四十寺。

5.忠清北道报恩郡俗离山法住寺

【寺法】法住寺本来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日认可。

【寺乘】法住寺，新罗朝义信禅师之开创，湖西第一之灵刹。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法住寺。

【灯规】法住寺本末寺，芙蓉灵观禅师之二神足（浮休善修、清虚休静）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法住寺第一任住持徐震河，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十七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第二任住持李南坡，大正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法住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八相殿、圆通殿、能仁殿、四天王殿、宣禧宫愿堂、上学堂、拈华室、极乐殿、大香阁、圆通香阁、舍利阁。

本寺法住寺之“山内末寺”为中狮子庵、上欢庵（朝鲜李太祖百日祈祝处）、上库庵、汝寂庵、脱骨庵、水晶庵。“山外末寺”曰公林寺、彩云庵、焕章寺、菩萨寺、安心寺、龙华寺、辅国寺（以上七寺在清州郡），德周寺、普德寺、苍龙寺、白云庵、高山寺（以上五寺在忠州郡），佳山寺、龙岩寺（以上二寺在沃川郡），灵水庵（在镇川郡），务岩寺、神勒寺、净芳寺、玉泉庵、白云庵（以上五寺在清风郡），青莲庵、圆通庵、上禅庵、华藏庵（以上四寺在丹阳郡），白莲寺（在提川郡），觉渊寺、上庵、道德庵（以上三寺在槐山郡），迦叶庵（在阴城郡），月里寺、悬岩寺（以上二寺在古文义郡），宁国寺、重华寺、般若寺（以上三寺在永同郡）。以上共计41寺。

6.忠清南道公州郡泰华山麻谷寺

【寺法】麻谷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月四日认可。

【寺乘】麻谷寺，新罗普照禅师初创寺基，梵日国师扩张法宇，道诜国师一新规模。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麻谷寺。

【灯规】麻谷寺第一任住持张普明，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二十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金万愚，大正四年十月七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麻谷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大光宝严灵山殿、应真殿、寻剑堂、梅花堂、祝圣殿、国师堂、大香阁、中香阁、小香阁、新香阁。

本寺麻谷寺之“首班末寺”曰甲寺（在公州郡鸡龙山，新罗慈藏律师初建寺基，慧明禅师兴隆伽蓝）。“山内末寺”曰上院庵、隐寂庵、北迦叶庵、南迦叶庵、白莲庵、青莲庵、灵隐庵、台上庵。“甲寺之山内末寺”有大慈庵、狮子庵、新兴庵、内院庵、大圣庵。“一般末寺”曰东鹤寺、实相庵、文殊庵、东殿、吉祥庵、新元寺、腾云庵、马鸣庵、古王庵、南庵、灵隐寺、铜穴寺（以上十二寺在公州郡），灌烛寺、双溪寺、耸岩寺（以上三寺在论山郡），孤云寺、大乘寺、月隐寺、灵隐寺（以上四寺在连山郡），净水寺（在鲁城郡），皋兰寺（在扶余都），德川寺、大鸟寺、五德寺（以上三寺在林川郡），凤栖寺（在韩山郡），永守寺（在庇仁郡），白云寺、中台寺、金刚庵（以上三寺在蓝浦郡），无量寺、金池寺、大祖庵、双溪庵、兜率庵（以上五寺在鸿山郡），定慧寺、中庵、南庵（以上三寺在定山郡），正觉寺（在石城郡），长谷寺（在青阳郡），碑庵寺（在全义郡），香泉寺、华严寺、梨苑庵（以上三寺在礼山郡），高山寺、中庵、飞来庵、凤隐庵（以上四寺在怀德郡），普门庵、隐石寺、银石寺（以上三寺在木川郡），成佛寺、广德寺、东殿、西殿（以上四寺在天安郡），城月寺（在稷山郡），望月庵、望溪寺（以上二寺在平泽郡），神心寺、白莲庵（以上二寺在牙山郡），红华寺、仁华寺（以上二寺在新昌郡），五峰寺、凤谷寺（以上二寺在温阳郡），浮石寺、三仙寺、望日寺、海月庵、竹寺、文殊庵（以上六寺在瑞山郡），报德寺、观音庵、修德寺、定慧庵（以上四寺在德山郡），灵塔寺、九龙寺、影浪寺、圣堂寺（以上四寺在唐津郡），兴住寺、太乙庵、泰国寺（以上三寺在泰安郡），开心寺、东殿、月乐寺、月落寺、天藏庵、文殊寺（以上六寺在瑞山郡），龙凤寺、山惠庵、内院庵、药水寺、净岩寺（以上五寺在洪城郡），高山寺、石莲寺、七节庵、净岩寺（以上四寺在结城郡），禅林寺、鉴岛寺（以上二寺在鳌川郡），九莲寺、大莲寺（以上二寺在大兴郡）。以上共计114寺。

7.庆尚北道达城郡八公山桐华寺

【寺法】桐华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月四日认可。

【寺乘】桐华寺为新罗昭智王十五年极达和尚创建，惠恭王七年心地王师改号桐华寺。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桐华寺。

【灯规】桐华寺本末寺，清虚、浮休两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桐华寺第一任住持金南坡，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七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桐华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灵山殿、毗卢殿、莲经殿、七星阁、独圣阁、疑香阁、降生院、寻剑堂、西别堂、斗月寮。

本寺桐华寺之“山内末寺”为金堂庵、浮图庵、内院庵、养真庵、念佛庵。“山外末寺首班地”为把溪寺、龙渊寺、南地藏寺（以上三寺在达城郡），瑜伽寺（在玄风郡）。“方等地”为北地藏寺、夫仁寺、林休寺、安逸庵、隐迹庵、云兴寺、观香庵（以上七寺在达城郡），天柱寺、大芚寺、补国寺、金国寺、道德庵、松林寺、鹿峰寺、念佛庵（以上八寺在漆谷郡），威风寺（在仁同郡），鹤林寺、古方寺、白云寺、新兴寺、双飞寺（以上五寺在金泉郡），法柱寺、白莲庵、砖坨寺（以上三寺在军威郡），玉莲寺、大谷寺、浮水庵（以上三寺在比安郡），大见寺、消灾寺（以上二寺在玄风郡），庆兴寺、安兴寺（以上二寺在庆山郡），盘龙寺、大兴寺、帝释庵（以上三寺在慈仁郡），环城寺、禅本寺、元晓庵（以上三寺在河阳郡），竹林寺、薪芚寺、碛川寺、大云庵、大寂寺、涌泉寺（以上六寺在清道郡），悟道庵（在义兴郡），安国寺、感应寺（以上二寺在星州郡）。以上共计56寺。

8.庆尚北道永川郡八公山银海寺

【寺法】银海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月四日认可。

【寺乘】银海寺，新罗宪德王愿刹，海眼寺之古迹。元旵禅师建法幢，高丽朝王师普慈尊者扩伽蓝，朝鲜仁宗朝天教和尚揭银海寺之宣额。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银海寺。

【灯规】银海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之嫡嗣鞭羊彦机禅师之法孙及浮休善修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银海寺第一任住持朴晦应，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七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银海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炉香殿、单栖阁、宝华楼、说禅堂、寻剑堂、清风堂、极乐堂。

本寺银海寺之“山内末寺”曰百兴庵、云游庵、白莲庵、瑞云庵、寄寄庵、忠孝庵、弥陀庵、中岩庵、妙峰庵、凤栖庵、居祖庵。“山外末寺”为灵芝寺、妙觉寺、竹林寺（以上三寺在永川郡），真佛寺、修道寺、富贵寺、佛窟寺、凤林寺、净水庵、天成庵（以上七寺在新宁郡），水泰庵、麟角寺、新兴寺（以上三寺在军威郡），大典寺（在青松郡），水晶寺（在英阳郡），有金寺、庄陆寺（以上二寺在宁海郡），金井庵、朱砂庵、道德庵（以上三寺在庆州郡）。以上共计32寺。

9.庆尚北道义城郡腾云山孤云寺

【寺法】孤云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1913）一月九日认可。

【寺乘】孤云寺系新罗义湘国师教迹，照通和尚绍教统为中兴祖，唤惺禅师传法。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孤云寺。

【灯规】孤云寺本末寺奉行开山祖义湘国师之教义，举扬派祖唤惺禅师之宗旨。

【主职】孤云寺第一任住持李万愚，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七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主持李东旿大正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孤云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冥府殿、愿堂、驾云楼、羽化搂、大庵堂、古金堂。

本寺孤云寺之“山内末寺”为白莲庵、云水庵。“山外末寺”为净庵、持宝庵、云岚庵、住月庵（以上四寺在义城郡），凤停寺、灵山庵、智照寺、开目庵、广兴寺、灵山庵、极乐庵、龙潭寺、金井庵、鹤栖庵、极乐庵、法龙寺、西岳寺、仙刹庵、黄山寺、暮云庵、爱莲庵、凤栖庵、咏风庵、石水庵、石塔庵、南水庵（以上二十二寺在安东郡），觉华寺、东庵、西殿、道成庵、弘济庵、鹫栖庵、清凉庵（以上七寺在奉化郡），浮石寺、祖师殿、中台庵、圣穴庵、草庵、石仑庵（以上六寺在荣州郡），日出庵、相莲庵、龙寿寺（以上三寺在安东郡古礼安郡），鸭谷庵（在军威郡）。以上共计46寺。

10.庆尚北道闻庆郡云达山金龙寺

【寺法】金龙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日认可。

【寺乘】金龙寺，新罗真平王九年云达祖师肇基，降至朝鲜中宗大王时芙蓉灵观禅师中兴之。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金龙寺。

【灯规】金龙寺本末寺，芙蓉灵观禅师嫡嗣清虚休静禅师五代法胤唤惺志安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金龙寺第一任住持金慧翁，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七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金龙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说禅堂、海云庵、应真殿、冥府殿、极乐殿、金轮殿、大香阁、上香阁、东香阁。

本寺金龙寺之“山内末寺”为大成庵、养真庵、华藏庵、金仙台、兜率庵。“山外末寺”曰大乘寺（道班末寺）、润笔庵、妙寂庵、般若庵、双莲庵、慧国寺、安寂庵、隐仙庵、云庵寺、凤岩寺、白莲庵、白云庵、幻寂庵、石泉庵、普德窟、深源寺、圆寂寺（以上十七寺在闻庆郡），黄岭寺、南长寺、观音殿、中穹庵、北长寺、甲长庵、龙兴寺、东海寺、王妃庵、清溪寺、西山寺、青龙寺（以上十二寺在尚州郡），长安庵、地藏庵、龙门寺、极乐庵、杜云庵、西岳庵、寒天寺、普门寺（以上八寺在醴泉郡），鸣风寺、内院庵、法华庵、喜方寺、毗卢寺、留石寺、陈月寺（以上七寺在荣州郡）。以上共计50寺。

11.庆尚北道庆州郡含月山秪林寺

【寺法】秪林寺本来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二十六日认可。

【寺乘】秪林寺乃新罗善德王十二年光有圣人创建。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秪林寺。

【灯规】秪林寺本末寺，西山大师（清虚休静）嫡传儿孙为住持。

【主职】秪林寺第一任住持金万湖，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七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金万应，大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秪林寺，伽蓝名称曰大寂光殿、药师殿、圣寿殿、应真殿、冥府殿、华井堂、镇南楼、上持殿、中持殿、下持殿、说玄堂。

本寺秪林寺之“山内末寺”曰南寂庵、甘露庵。“山外末寺”曰宝境寺（首班末寺）、吾鱼寺、泉谷寺、巨洞寺、瑞云庵（以上五寺在迎日郡），青莲寺（在盈德郡），石窟庵、普德庵、海峰寺、古石庵、佛国寺、芬篁寺、柏栗寺、隐乙庵（以上八寺在庆州郡）。以上共计17寺。

12.庆尚南道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

【寺法】海印寺本末寺法，明治四十五年（1911）七月二日认可。

【寺乘】海印寺乃新罗哀庄王三年顺应、理贞两大德创建，高丽高宗王时雕造大藏经版，至后代，藏于本寺。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法刹大本山海印寺。

【灯规】海印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海印寺第一任住持李晦光，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十二月七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海印寺，伽蓝名称曰观音殿、穷玄堂、明月堂、四云堂、堆雪堂。

本寺海印寺之“山内末寺”曰极乐庵、国一庵、白莲庵、愿堂庵、弘济庵、知足庵、希朗台、清凉寺、药水庵、三仙庵。“山外末寺”为炯湖寺、留鹤寺（以上二寺在草溪郡），双溪寺、古僧堂、西方丈、国师庵、七佛庵、弥勒庵（以上六寺在河东郡），灵觉寺、松溪庵、隐神庵、龙湫庵、碧松寺、灵源寺、法华庵、安国庵、金台庵、上无住庵、文殊庵、默溪庵、上莲台庵（以上十三寺在咸阳郡），演水寺、古见寺（以上二寺在居昌郡），龙门寺、华芳寺（以上二寺在南海郡），多率寺、奉月庵、弥勒庵（以上三寺在泗川郡），大源寺、深寂寺、花林寺、罗汉庵、五峰庵、栗谷寺、净趣庵（以上七寺在山清郡），青谷寺、护国寺、义谷寺、凝石寺、斗芳庵、圣殿（以上六寺在晋州郡），双溪寺、青岩寺、修道庵、凤谷寺、直指寺、西殿庵、能如庵、内院庵、三圣庵、云水庵、九华庵、卵含庵、正觉庵、孤云庵（以上十四寺在庆北金泉郡），水多寺、桃李寺、药师庵、尾风庵、大芚寺（以上五寺在庆北善山郡），盘龙寺（在庆北高灵郡），实相寺、药水庵、百丈庵、洗尘庵（以上四寺在全北南原郡）。以上共计76寺。

13.庆尚南道梁山郡灵鹫山通度寺

【寺法】通度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三十日认可。

【寺乘】通度寺乃新罗善德王十五年慈藏律师开创。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佛刹大本山通度寺。

【灯规】通度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嗣法资松云（教）、鞭羊（禅）两师之法系教统合承之雪松演初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通度寺第一任住持金九河，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十七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通度寺，伽蓝名称为大雄殿、金刚戒坛、舍利灵塔、大光明殿，冥府殿、龙华殿、罗汉殿、极乐殿、药师殿、观音殿、影子殿、万岁楼、灵山殿、梵钟楼、天台阁、慈藏殿、藏经阁、山灵阁、世尊碑阁、伽蓝坛、甘露房、圆通房、明月房、金堂房、中兴房、皇华房、事务司厅、普光殿、上炉殿、中炉殿、下炉殿。

本寺通度寺之“山内末寺”有极乐庵、翠云庵、白莲庵、玉莲庵、瑞云庵、泗溟庵、修道庵、安养庵、毗卢庵、白云庵、慈藏庵、鹫栖庵。“山外末寺首班地”为内院庵（在梁山郡），石南寺（在蔚山郡），表忠寺（在密阳郡），龙华寺、安静寺（以上二寺在古龙南郡），玉泉寺（在固城郡），观龙寺（在昌宁郡），云门寺（在庆北清道郡）。“山外末寺方等地”为金凤庵、成佛庵、安寂庵、曹溪庵、香炉殿、元晓庵、弥陀庵（以上七寺在梁山郡），新兴寺、内院庵、乐西庵、念佛庵、白扬寺、玉泉庵、东竺寺、月峰寺、深寂庵、燃灯庵、白云台、内院庵、龙华寺、东仁庵、蜜蜂庵（以上十五寺在蔚山郡），内院庵、西上庵、大愿庵、舞凤庵、万鱼寺、石骨寺、上庵（以上七寺在密阳郡），青莲庵、法华庵、三圣庵（以上三寺在古灵山郡），道成庵、龙兴寺（以上二寺在昌宁郡），修道寺、白莲庵（以上二寺在宜宁郡），起龙寺（在泗川郡），观音殿、兜率庵、天开庵、迦叶庵、隐凤庵、元晓庵、义湘庵、般若庵、笑月庵、藏义庵（以上十寺亦在古龙南郡），内院庵、邪离庵、北台、青神庵、大悲寺、台山寺、德寺、佛灵寺（以上八寺在庆北清道郡），深源寺、金刚庵（以上二寺在庆北庆州郡）。以上共计78寺。

14.庆尚南道东莱郡金井山梵鱼寺

【寺法】梵鱼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月十五日认可。

【寺乘】梵鱼寺乃新罗兴德王九年义湘国师开创的精舍，近古改为寺刹，至清虚体静之法孙，嫡嫡相传，道为岭南屈指之大道场。

【宗旨】称号禅刹大本山梵鱼寺。

【灯规】梵鱼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之法资中鞭羊彦机、逍遥太能两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梵鱼寺第一任住持吴惺月，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十七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梵鱼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毗卢殿、龙华殿、冥府殿、罗汉殿、八相殿、上香阁、中香阁、西香阁、普济楼、钟阁、涅槃堂、迎宾堂、别堂、寻剑堂、圆应房、安心寮、含弘堂、解行堂、清丰堂、金鱼禅院、枕溪寮（明正学校）。

本寺梵鱼寺之“山内末寺”为青莲庵、大圣庵、极乐庵、内院庵、元晓庵、鸡鸣庵、安养庵、金刚庵、狮子庵。“山外末寺”为国清寺、净水庵、弥勒庵、摩诃寺、瀛洲庵、金水庵、华池寺、仙岩寺、云水寺、长安寺、掷板庵、安寂寺（以上十二寺在东莱郡），文殊庵、内院庵、引圣庵（以上三寺在蔚山郡），银河寺、灵龟庵、圣祖庵、海隐寺、母恩庵、白云庵、白龙庵、兴府庵、长游庵（以上九寺在金海郡），圣住寺、牛谷寺、匡山寺、圣兴寺、义林寺（以上五寺在昌原郡），长春寺、元晓庵（以上二寺在咸安郡），洗尘庵、白莲庵（以上二寺在古巨济郡）。以上共计43寺。

15.全罗北道全州郡崷崪山威凤寺

【寺法】威凤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七日认可。

【寺乘】威凤寺为新罗真平王二十六年开创之古基，高丽恭愍王八年王师普济尊者懒翁惠动中兴之。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威凤寺。

【灯规】威凤寺本末寺，特尊崇三大祖师；第一劝请祖师指空大和尚，第二本寺中兴懒翁大和尚，第三本寺绍隆无学大和尚。

【主职】威凤寺住持赵朗应，大正四年（1915）六月一日就职认可。第三任住持郭法镜，大正五年十月十九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威凤寺，伽蓝名称除普光殿以外，寺法无记之者。

本寺威凤寺之“道班末寺”为金山寺（在金堤郡），松广寺、凤栖寺（以上二寺在全州郡）。“一般末寺”有太祖庵、丹岩寺、弥勒寺、远灯庵、日出庵、净水寺、南固寺、安养庵、僧岩寺、镇北寺、极乐庵、西固寺、天固寺、鹤巢庵、大院寺、水王庵、王觉寺、定慧庵、鹤林庵、七星庵、皈信寺（以上二十一寺在全州郡），崇林寺、成佛庵、黄龙寺（以上三寺在益山郡），宝泉寺、佛智寺、上柱寺、隐寂寺、善宗庵（以上五寺在沃讲郡），望海寺、兴福寺、青莲庵、深院庵、西殿庵、松台、文殊庵、鹤仙庵（以上八寺亦金堤郡），宝林寺、游仙寺、净土寺（以上三寺在井邑郡），上耳庵、新兴寺、海月庵、竹林庵（以上四寺在任实郡），皈政寺、善国寺、大福寺、禅院寺（以上四寺在南原郡）。以上共计52寺。

16.全罗北道锦山郡进乐山宝石寺

【寺法】宝石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十七日认可。

【寺乘】宝石寺仍新罗宪康王十一年祖丘祖师肇基。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宝石寺。

【灯规】宝石寺本末寺，若非清虚休静禅师之法胤唤惺志安禅师之法孙，则不得为住持。

【主职】宝石寺第一任住持朴彻虚，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二十八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宝石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禅院、凝香阁、体室、寮舍。

本寺宝石寺之“首班末寺”为安国寺（在茂朱郡），华严寺（在全州郡）。“一般末寺”为身安寺（在锦山郡），元通寺、白莲庵、北固庵（以上三寺在茂朱郡），新光寺、八圣庵、映月庵（以上三寺在长水郡），深院寺、金塘寺、古林寺、内院庵、天皇寺、玉泉庵（以上六寺在镇安郡），义湘庵、尹弼庵、药寺庵、安岫庵、云门寺、安心寺、玉莲庵（以上七寺在全州郡古高山郡），狮子庵、自鸣寺（以上二寺在益山郡），文殊寺、深谷寺、白莲庵、法堂寺、白云寺、南原寺（以上六寺在古砺山郡），太古寺、青林庵、弥勒寺（以上三寺在锦山郡古珍山郡）。以上共计34寺。

17.全罗南道海南郡头轮山大兴寺

【寺法】大兴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二十日认可。

【寺乘】大兴寺（初名大芚寺）乃百济久尔辛王七年静观尊者初开之局建庵，百济圣王二十二年阿度和尚更拓地建寺，朝鲜西山大师中兴之，皈托衣钵。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大兴寺。

【灯规】大兴寺本末寺，嗣承西山大师清虚尊者之法脉者为住持。

【主职】大兴寺第一任住持白翠云，明治四十五年（1912）五月十一日就职任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大兴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十王殿、罗汉殿、千佛殿、枕溪楼、驾虚楼、大香楼、洗尘堂、白雪堂、禅堂、念佛堂、寺务司局、接宾寮、表忠祠、劝学院、讲礼斋、宝莲阁。

本寺大兴寺之“山内末寺”曰清神庵、明寂庵、赤莲庵、深寂庵、真佛庵、古真佛庵、挽日庵、北弥勒庵、乐栖庵、七星庵、道场庵、青莲庵。“山外末寺中首班地”曰道岬寺（山灵岩郡）。“其他末寺”为美黄寺、成道庵、隐迹寺、井芳寺、瑞洞寺（以上五寺在海南郡），万德寺、高声寺、无为寺、净水寺、修仁寺、华芳寺（以上六寺在康津郡），宝林寺、佛涌寺、一林寺（以上三寺在长兴郡），祝圣庵（在灵岩郡），双峰寺、开天寺、万渊寺（以上三寺在和顺郡），竹林寺、云兴寺、佛会寺、日封庵、多宝寺、石泉庵（以上六寺在罗州郡），双溪寺（在珍岛郡），观音庵、枢鼎庵、白云庵、玉泉寺、瀛洲庵、白莲寺（以上六寺在莞岛郡）。以上共计45寺。

18.全罗南道长城郡白岩山白羊寺

【寺法】白羊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1913）二月十二日认可。

【寺乘】白羊寺，百济武王三十三年新罗高僧如幻禅师开建梵宫。高丽德宗王三年中延禅师为宣扬净土法门更名净土寺。高丽忠定王二年王师觉俨尊者久住以来，为湖南屈指之禅苑。其统失传，而传授禅教两宗统祖清虚休静禅师之五代嫡孙唤惺志安禅师之心印者次第相承。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白羊寺。

【灯规】白羊寺本末寺，派祖唤惺志安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白羊寺第一任住持金幻应，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十九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宋宗宪，大正五年七月三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白羊寺，伽蓝名称曰极乐殿、冥府殿、瞻星阁、妙莲堂、双溪楼。

本寺白羊寺之“山内末寺”曰清流庵、云门庵、药师庵、物外庵、灵泉庵、白莲庵、天真庵、地藏庵、西阳庵、金刚台。“山外末寺首班地”为佛甲寺（在灵光郡）、龟岩寺（在全北淳昌郡）、来苏寺（在扶安郡）。“山外末寺方等地”为净里庵（在长城郡），龙兴寺（在古昌平郡），饯日庵、佛影台、海佛庵、修道庵、隐仙庵、烟兴寺（以上六寺在灵光郡），龙泉寺（在咸平郡），圆甲寺、牧牛庵（以上二寺在务安郡），莲台庵、刚泉寺、万日寺（以上三寺在全北淳昌郡），内藏寺、碧莲庵、圆寂庵、佛出庵、净斋庵、月照庵、灵隐庵（以上七寺在井邑郡），地藏庵、青莲庵、实相寺、月明庵、开岩寺、城隍寺（以上六寺在全北扶安郡），逍遥寺、龙井庵、禅云寺、内院庵、石床庵、东云庵、忏堂寺、兜率寺、文殊寺、养真庵、内院庵、上院寺（以上十二寺在全北高敝郡）。以上共计53寺。

19.全罗南道顺天郡曹溪山松广寺

【寺法】松广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1913）二月十二日认可。

【寺乘】新罗惠璘禅师始建松广山吉祥寺，至高丽明宗、神宗及熙宗三朝王师佛日普照国师，新设修心见性之兰若，以除去禅家五宗分立之障壁，阐扬曹溪一家之宗意，特降纶音，改称曹溪山修禅社。后又以朝旨，改寺号曰松广寺。尔来历代国师王师法席相承之最胜道场。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僧刹大本山松广寺。

【灯规】松广寺本末寺，佛日普照国师及特住懒翁惠勤和尚之法统，皆失其传。太古普愚国师七代法胤浮休善修禅师以下六祖嫡传之嗣法者为住持。

【主职】松广寺第一任住持李雪月，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松广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说法殿、大藏殿、观音殿、冥府殿、罗汉殿、国师殿、佛祖殿、真影殿、东方殿、祖师殿、药师殿、七星殿、灵山殿、华严殿、大持殿、大智殿、上舍堂、下舍堂、青云堂、白雪堂、行解堂、普济堂、海清堂、龙华堂、法性寮、临镜堂、六鉴亭、遮眼堂、梵钟楼、枕溪楼、羽化阁、库司厅、天王门、法王门、解脱门。

本寺松广寺之“山内末寺”为天子庵、清真庵、广远庵、浮屠庵、甘露庵、并静庵。“山外末寺道班地”曰泰安寺（在谷城郡），观音寺（在古昌平郡）。“首班地泰安寺山内末寺”曰凤瑞庵、圣祈庵、明寂庵、东日庵。“道班地观音寺之山内末寺”为地藏庵、大隐庵。松广寺之“山外末寺方等地”曰桐华寺、金刚庵（以上二寺在顺天郡），维摩寺、龙门寺（以上二寺在古同福郡），龙湫寺、菩提寺、补国寺（以上三寺在潭阳郡），道林寺、古祥庵、天台庵（以上三寺在谷城郡），竹原寺（在宝城郡），楞伽寺、万景庵、西佛庵、修道庵、金塔寺（以上五寺在古兴阳郡），隐寂庵、向日庵、松广庵（以上三寺在古突山郡）。以上共计34寺。

20.全罗南道顺天郡曹溪山仙岩寺

【寺法】仙岩寺本末寺法认可申请中。

【寺乘】据称，仙岩寺为新罗真兴王三年阿度和尚始开寺基，宪康王元年玉龙子道诜创建梵宇，后大觉国师义天再创。朝鲜宣祖时毁于兵燹，敬俊、敬岑、文正三人重建。肃宗二十四年，护岩若休重修。纯祖时又遭火灾，霜月和尚重创之。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仙岩寺。

【灯规】无有定法。

【主职】仙岩寺第一任住持方洪波，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张基林，大正二年（1913）六月十六日就职认可。第三任住持候补者金清昊。

【寺格】本寺仙岩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地藏殿、佛祖殿、八相殿、大藏殿、藏经阁、圆通殿、应真堂、觉皇殿、碧眼堂、真影阁、寻剑堂、说禅堂、沧波堂、消灾殿、山神阁、千佛殿、无忧殿、独乐堂、万岁楼、凝香阁、道诜庵、极乐殿、一柱门、大藏殿、炉殿。

仙岩寺“山内之寺庵”为大觉庵、大乘庵、青莲庵、云水庵、禅助庵、香炉庵、毗卢庵。“山外末寺道班地”为兴国寺（在丽水郡）。“其他末寺方等地”有香林寺、道诜庵、定慧寺、大兴寺（以上四寺在顺天郡），寒山寺、石泉寺、龙门庵（以上三寺在丽水郡），白云庵（在光阳郡），澄心寺、元晓寺、药师庵、圭峰庵、地藏庵（以上五寺在光州郡）。以上共计22寺。

21.全罗南道求礼郡智异山大华严寺

按寺乘，梵僧缘起（又名烟起）所创。新罗元留锡于海会，义湘于本寺海藏殿传华严。道诜、洞真两师亦留禅锡。高丽洪庆、定仁、祖衡诸师亦于此弘教。朝鲜中叶浮休善修与其嫡嗣碧岩觉性住锡本寺，弘通禅教。孝宗王元年，受赐禅教两宗大伽蓝之嘉名，肃宗王二十七年又得到大华严寺禅教两宗大伽蓝之美称。大正年间，该寺被编入仙岩寺之末寺，但该寺提出反对，要求独立自主，两寺形成蚌鹬相持之势。该寺存有觉皇殿、大雄殿、圆通殿、冥府殿、罗汉殿、灵山殿、寂默堂、三殿、凝香阁、塔殿、满月堂、德藏殿、天王门、金刚门、一柱门、万岁楼、九层庵、凤泉庵、内院庵、宝积庵、上院庵、金井庵、四圣庵、圆通庵等。

22.江原道杆城郡金刚山乾凤寺

【寺法】乾凤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日认可。

【寺乘】乾凤寺、新罗法兴王七年创建。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乾风寺。

【灯规】绍元晓、义湘、休静、涵月等祖师先德之芳躅，作为本末一般寺门相续之纲领。

【主职】乾凤寺第一任住持赵世杲，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十七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李云坡，大正三年（1914）九月十七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乾凤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八相殿、观音殿、四圣殿、冥府殿、独圣殿、普眼院、禅院、念佛堂、乐西庵、极乐殿、事务室、圆寂庵、大炉殿、东持殿、西持殿、真影殿。

本寺乾凤寺之“山内末寺”为凤岩庵、普琳庵、白华庵、白莲庵、极乐庵。“山外末寺”曰禾岩寺、弥陀庵、安养庵、鸟啼庵（以上四寺在杆城郡），灵穴寺、洛山寺、观音庵、明珠寺、神兴寺、内院庵、安养庵、继祖庵（以上八寺在襄阳郡），百潭寺、永矢庵、五岁庵、普门庵、凤顶庵、圆明庵、祝圣庵（以上七寺在麟蹄郡），寿陀寺、玉水庵（以上二寺在洪川郡），深谷寺（在杨口郡）。以上共计28寺。

23.江原道杆城郡金刚山榆岵寺

【寺法】榆岵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日认可。

【寺乘】榆岵寺乃枫岳最初之精舍、金刚不坏之灵场。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榆岵寺。

【灯规】榆岵寺之法系：第一，本寺绍隆清虚休静禅师；第二，法脉传祖唤惺志安禅师；第三，唤惺嫡嗣虎岩体净禅师；第四，虎岩嗣法枫岳普印禅师。以下法孙为住持。

【主职】榆岵寺第一任住持金锦潭，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二十七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金东宣，大正四年（1915）三月六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榆岵寺，伽蓝名称曰能仁宝殿、水月堂、莲华社、第一禅院、盘龙堂、义化堂、西来阁。

本寺之“山内末寺”为兴盛庵、白莲庵、中内庵、圆通庵、禅院、般若庵、明寂庵、得道庵。“山外末寺别格地”为神溪寺（在杆城郡古高城郡），长安寺、表训寺（以上二寺在淮阳郡）。“山外末寺首班地”有凤逸寺（在淮阳郡），清平寺（在春川郡），深源寺（在铁原郡）。“山外末寺方等地”为普光庵、普云庵、上云庵、法起庵、钵渊庵、文殊庵（以上六寺在杆城金刚山），地藏庵、安养庵、灵源庵、兜率庵、中观音庵、下观音庵、摩诃衍、正阳寺、白华庵、佛地庵、圆通庵、顿道庵、万灰庵、须弥庵、船庵、宝德庵、神林庵、普现庵、青莲庵（以上十九寺在淮阳郡金刚山），水泰寺、千佛庵（以上二寺在金化郡），龙贡寺、观音寺、隐寂寺、华藏寺、泉谷寺（以上五寺在通川郡），圣住庵、石台庵、地藏庵、南庵、安养寺、伏喜庵、水月庵（以上七寺在铁原郡），长渊寺（在金化郡），菩萨寺、甘露寺、宝月庵（以上三寺在伊川郡），灵珠庵（在平康郡），上院寺（在春川川郡），宝莲庵（在华川郡）。以上共计61寺。

24.江原道平昌郡五台山月精寺

【寺法】月精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二十四日认可。

【寺乘】月精寺乃新罗慈藏律师开创。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月精寺。

【灯规】月精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之上足鞭羊彦机（禅）松云惟政（教）两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月精寺第一任住持金慧溟，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十七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洪莆龙，大正三年（1914）四月六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月精寺，伽蓝名称曰寂灭宝宫、七佛宝殿、灵山殿、光应殿、真影阁、龙船殿、燃香阁、禅堂、白莲堂、藏史宝阁。

本寺之“山内末寺”曰观音庵、灵鉴寺、上院寺、狮子庵、念佛庵、象王庵。“山外末寺”曰极乐庵（以平昌郡），普贤寺、青鹤寺、龙渊庵、七星庵（以上四寺在江陵郡），天恩寺、华严庵、祖运庵、深源庵、灵隐寺、大愿庵、三圣庵、新兴寺、般若庵、青莲庵、三和寺、大圣庵、指祖庵（以上十三寺在三陟郡），佛影寺、大兴寺、修真寺、广兴寺（以上四寺在蔚珍郡），净岩寺、观音寺（以上二寺在旌善郡），报德寺、禁梦庵、法兴寺（以上三寺在宁越郡），龟龙寺、国享寺、上院寺、普门寺、立石庵、鸰寺、石径寺、念佛庵（以上八寺在原州郡），凤腹寺（在横城郡）。以上共计43寺。

25.黄海道信川郡九月山贝叶寺

【寺法】贝叶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二十三日认可。

【寺乘】贝叶寺乃九月山之最胜兰若，海西第一之法源地。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贝叶寺。

【灯规】贝叶寺本末寺乃清虚休静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本寺第一任住持姜九峰，明治四十五年（1912）四月十日就职认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伽蓝名称，寺法无记之者。

本寺之“山内末寺”曰月精寺、兜率庵、月出庵、地藏庵、达摩庵、凤林庵、七星庵、白莲庵。“山外末寺”曰神光寺、北庵、云水庵、安养庵、宝钵庵、正觉寺、隐寂庵、安青寺、东皋寺、牛鸣寺（以上九寺在海州郡），妙觉寺、洛山寺、慈惠寺（以上三寺在信川郡），青莲寺（在瓮津郡），双溪庵（在长渊郡），寿增寺、云兴寺、华藏庵（以上三寺在松禾郡），停毂寺、镇凤庵、圆井寺（以上三寺在殷栗郡），燃灯寺、高井寺、修道庵（以上三寺在安岳郡），妙音寺、悬寺（以上二寺在载宁郡）。以上共计35寺。

26.黄海道黄州郡正方山成佛寺

【寺法】成佛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二十三日认可。

【寺乘】成佛寺乃罗末丽初道诜国师创建之精舍，朝鲜仁祖王十年正方山筑城以后列于海西宗刹之一。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成佛寺。

【灯规】成佛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之法孙为主持。

【主职】成佛寺第一任住持申湖山，明治四十五年（1912）一月二十五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金抱应，大正二年（1913）六月十六日就职认可。第三任住持金禅隐，大正五年（1916）一月八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成佛寺伽蓝名称，寺法无记之者。

本寺之“山内末寺”曰安国寺、圆通寺、上院庵。“山外末寺”曰心源寺（首班地），道观寺、兴福寺、圣殿庵、西舍庵、书院庵、地藏庵、观净寺、松林寺、七峰庵（以上九寺在黄州郡），高山寺、景岩寺、独亭寺、药水庵、白云庵（以上五寺在凤山郡），归真寺、续命寺（以上二寺在瑞兴郡），灵泉寺、亟屈庵、伽夺庵、青岩寺（以上四寺在遂安郡），高达寺、观寂寺、熙朗庵、资孝寺、雨水庵、菊花庵（以上六寺在谷山郡），馆北寺、石钟寺、北岫寺（以上三寺在平山郡），江西寺（在延白郡），圆明寺（在金川郡），月隐寺（在新溪郡）。以上共计37寺。

27.平安南道平壤府锦绣山永明寺

【寺法】永明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1913）一月六日认可。

【寺乘】高句丽王革离宫为梵刹，作为弘宣佛法之地，是为永明寺。

【宗旨】称号教宗大本山永明寺。

【灯规】永明寺本末寺，以《华严经》为正依，以承七祖传授之宗义。

【主职】永明寺第一任住持崔香云，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十三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李晦明，大正三年（1914）十月五日就职认可。第三任住持姜龙船，大正四年（1915）十一月十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永明寺伽蓝名称，寺法无记之者。

本寺“末寺”曰广法寺、法云庵、灵泉寺、头陀寺（以上四寺在大同郡），玉泉寺、深谷寺、水落庵、殷口寺、龙山寺、吉祥寺、高峰寺（以上七寺在中和郡），宝林寺、涌泉寺、神德寺、洄涌寺、日云庵（以上五寺在龙冈郡）。以上共计17寺。

28.平安南道平原郡法弘山法兴寺

【寺法】法兴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日认可。

【寺乘】新罗朝，菩提流支广通律师始创降龙山栋梁寺之旧基，至高丽朝法兴禅师依敕命改称法弘山法兴寺，证悟禅师重新法宇。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法兴寺。

【灯规】本寺传法第一祖太古普愚禅师、第二祖幻庵混修禅师、第三祖龟谷觉云禅师、第四祖碧溪净心禅师、第五祖碧松智岩禅师、第六祖芙蓉灵观禅师、第七祖清虚休静禅师及同班傍系青荷法融禅师以下，依嗣法者公选，就住持之职。

【主职】本寺第一任住持李顺永，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十四日就职认可，后因盗卖寺田逃走，第二任住持郑万化就职。第三任住持韩漳浩，大正四年（1915）十月二十八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法兴寺伽蓝名称，寺法无记之者。

本寺之“首班末寺”曰东金刚庵（在平原郡），安国寺、观音寺（以上二寺在顺川郡）。“一般末寺”曰西林寺、润笔庵、北庵（以上三寺在顺川郡），架山寺、东林寺（以上二寺在江东郡），香枫寺、通仙庵（以上二寺在成川郡），西林寺、孔岩寺（以上二寺在孟山郡），月窟庵、云兴寺、成龙寺（以上三寺在宁远郡），南山寺、鹤原庵、白至庵、法莲寺、窗岩寺（以上五寺在德川郡），岭台寺、内院庵、磨崖寺、观音寺、灵竺庵（以上五寺在价川郡），七佛寺、圆寂寺、龙华寺、金同寺（以上四寺在安州郡），青龙寺、东山寺（以上二寺在古肃川郡），灵泉寺（在古永柔郡）。以上共计33寺。

29.平安北道宁边郡妙香山普贤寺

【寺法】普贤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二十三日认可。

【寺乘】高丽光宗十九年探密、宏廓两禅师创建，朝鲜禅教两宗总摄清虚休静禅师建幢。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妙香山普贤寺。

【灯规】普贤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之法孙为住持。

【主职】第一任住持裴影海，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十四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朴普峰，大正四年（1915）六月二十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普贤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冥府殿、寻剑堂、水月堂、明月堂、真常殿、东林轩、万寿阁、观音殿、大藏殿、灵山殿、极乐殿、舍利阁、酬忠祠、八道十六宗都收正门。

“山内末寺”曰安心寺、内院庵、普润庵、华藏庵、法王台、上院庵、祝圣殿、佛影台、内普贤庵、佛智庵、宝钵庵、金刚窟、三圣台、雪灵台、下毗卢庵、中毗卢庵、上毗卢庵、宝月寺、南静庵、继祖庵、日出庵、白云庵、新兴庵、隐峰庵。“山外末寺首班地”曰阳和寺（在泰川郡）。“首班地阳和寺之山内末寺”曰上云庵、华藏庵、圆寂庵、内院庵、祝圣殿。“山外末寺方等地”曰栖云寺、鹤皈庵、普贤寺、五峰寺、佛经寺、天柱寺、东观音庵、楸洞寺、天灯寺、白云庵（以上十寺在宁边郡），深源寺、天皇寺（以上二寺在博川郡），深源寺、凤鸣寺、普贤寺、帝释寺、极乐庵（以上五寺在定州郡），圆明寺、金仙台、白莲庵、乐丰庵、兴福庵、明沛庵、鹤圣庵、风德庵、掷盘台、高寂台、三圣庵、隐仙庵、头陀庵、青鹤台、普贤寺、成佛寺、隐窟庵、窟庵、灵台庵（以上十九寺在熙川郡），见圣庵、西临寺（以上二寺在云山郡），开元寺、慈云寺（以上二寺在定州郡古郭山郡），普光寺、凤岩寺、北松寺、隐峰庵（以上四寺在宣川郡），龙兴寺、圆通寺（以上二寺在龙川郡），金麟寺（在义州郡），龙云寺、龙门寺（以上二寺在昌城郡），万年寺、窟岩寺、东林寺、吉祥寺（以上四寺在龟城郡），普恩寺、白云寺、灵隐寺、重阳寺、栖云寺、青岩寺、竹岩寺（以上七寺在碧潼郡），梧岩寺、观音寺（以上二寺在厚昌郡），阴地寺（在渭原郡），午南寺、子北寺、栖云寺、奉天寺、青莲庵、龙华寺（以上六寺在江界郡），普贤庵、弥勒寺、深源寺（以上三寺在朔州郡），福兴寺、雨水庵、天真庵（以上三寺在楚山郡），松林寺（在泰川郡），国清寺（在铁山郡），金刚寺、天王寺、罗汉寺、灵藏寺、秋月庵（以上五寺在义州郡）。

国清、金刚，天王、罗汉、灵藏寺秋月庵原属龙珠寺，大正五年自龙珠寺移属普贤寺。以上共计113寺。

30.咸镜南道安边郡雪峰山释王寺

【寺法】释王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日认可。

【寺乘】释王寺为王师妙严尊者无学自超所创，为朝鲜李太祖愿堂。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释王寺。

【灯规】释王寺本末寺，清虚休静禅师之后唤惺志安禅师之门徒嫡嫡相承，然而以继绍开祖无学禅师之训为宗纲。

【主职】释王寺第一任住持金仑河，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三十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姜清月，大正二年（1913）十一月四日就职认可。第三任住持崔焕虚，大正四年（1915）冬就职认可。第四任住持高和应，大正五年（1916）十二月十一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释王寺，伽蓝名曰大雄殿、应真殿、八相殿、冥府殿、海藏殿、极乐殿、释王祠、仁智寮、宸翰阁、云汉阁、天书阁、万春阁、白莲堂、真歇堂、寻剑堂、寿君堂、普明殿、延宾馆。

本寺之“山内末寺”曰内院庵、普门庵、香积庵、安养庵、白华庵、三遂庵。“山外末寺”曰成道庵、普贤寺、灵鹫庵（以上三寺在安边郡），武达寺、再醒庵、明寂寺、寂照庵、长林寺、梦月庵、万景庵（以上七寺在德源郡），道昌寺、青莲寺、云兴寺、见圣庵（以上四寺在文川郡），梁泉寺、白莲庵、大乘寺、觉圆庵（以上四寺在高原郡），云水寺、安佛寺、云住寺、见性庵、地兴寺（以上五寺在永兴郡），成佛寺、新见寺、曹溪寺、东安寺、欢喜寺（以上五寺在定平郡），龙兴寺、广兴寺、普门寺（以上三寺在咸兴郡），普贤寺、月明寺、新兴寺（以上三寺在咸北庆兴郡），英月寺、开院寺（以上二寺在咸北稳城郡），谷泉寺（在咸北钟城郡），白泉寺、极乐庵（以上二寺在咸北会宁郡），白云寺、水月庵（以上二寺在咸北茂山郡），上院庵（在江原道伊川郡）。以上共计49寺。

31.咸镜南道咸兴郡雪峰山归州寺

【寺法】归州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二十三日认可。

【寺乘】归州寺原名净水寺，太宗王即祚元年改寺号峰山归州寺，永作祝圣之愿堂。

【宗旨】称号禅教两宗大本山归州寺。

【灯规】王师妙严尊者无学自超禅师法统失传后，清虚休静禅师之法孙嫡嫡相承以为寺门相续之通规。

【主职】第一任住持郑焕朝，大正元年（1912）九月二十六日就职认可。第二任住持田南溟，大正四年（1915）七月一日就职认可。

【寺格】本寺归州寺，伽蓝名称曰大雄殿、寻剑堂、无量寿阁、烧香阁。

本寺“山外末寺”曰开心寺、大乘庵、见佛庵、普门庵、隐寂庵、观音庵、隐圣庵、佛地庵、兴复寺（以上九寺在咸兴郡），兴德庵、隐寂寺、兜率庵（以上三寺在洪原郡），广济寺、普贤庵、碧海庵、普德庵、白云庵、青莲庵、鹤邻庵、莲花庵、普盛庵、甘露庵、水岩寺、大仁寺、留仙庵（以上十三寺在北青郡），福兴寺、玉水庵、净土庵、成道庵、道德庵、宝盛庵、观海庵、定光寺（以上八寺在利原郡），普贤寺、道德寺、开花寺、秋坡寺、迦颓寺、莲花寺、东德寺（以上七寺在端川郡），资福寺（在甲山郡），重兴寺（在三水郡），云兴寺、广积寺、隐仙庵（在上三寺在咸北城津郡），普贤寺（在吉州郡），开心寺、双溪寺、松德寺（以上三寺在咸北明川郡），观海寺、大同寺、长同寺（以上三寺在咸北镜城郡），清溪寺、幽溪寺、兴福寺（以上三寺在咸北古清津）。以上共计56寺。

第二节 近代韩国佛教的代表人物

一 韩龙云和他的《佛教维新论》

韩龙云（1879—1944）是韩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运动领袖、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佛教改革家。他曾参加1894年东学党领导的社会革新运动，失败后逃往俗离山从事佛学研究，1905年正式出家。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他参加独立运动，召开全国佛教徒会议，要求国家独立，并主张韩国佛教脱离日本佛教的影响。后因参与起草并签署1919年的《朝鲜独立宣言》而被监禁三年。1927年韩龙云倡导建立民族独立统一战线，组织新干会。[4]
在1910年，也就是日韩合并的那一年，韩龙云上书中枢院，提出了佛教改革的具体措施——令僧尼嫁娶自由。他在《献议书》中强调事物的变化时说：“伏以人界之事，莫善于变，莫不善于不变。一定而不知变，人物之存在于天地间者，不复睹于今日。天地善变，万物生焉……故变者，进化之不二法门，不变何为！”他在论述事物变化的普遍意义之后，转而谈到“与己有密切关系者”，即自己身为其中一员的佛教界当前亟待进行的改革。他说：

窃惟僧尼之自禁嫁娶生产，实数千年不易之案，何其蔽欤！是有关于国计者不少，则不宜一任自裁，无所过问也。现今世界问题之大者，不一而足。首屈一指，则不可不以殖民当之。惟我全国僧侣之现数，概为五六千，后日之增加亦未可知，一任前制而不之返，有损于殖民界者，有不可胜言者。此智力水平线以上之所日夕惧然者矣，安在其不图改良也。且佛教弘圆，无事可禁，但以浅根众生故假设方便，后人不知，误作金言，沈面濡首，不能更进一步。呜呼，自此可往，佛教之影响于众生界者，亦已远矣。数千年之僧侣，不敢置一言于其间者，则又可悲也。若使佛教绝迹于天下而无憾焉则已，苟若不然，僧侣当任作嫁娶生产，扩张其范围，树旗于宗教竞争之阵垒，不亦保教之大计乎？嫁娶之禁一变，公而殖民，私而保教，无适而不宜，何惮而不变哉！[5]

同年，他还上书统监府，指出僧侣嫁娶之禁“于政治的殖民、道德的生理、宗教的布教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认为，佛教“深渊之真理，广大之范围，实非嫁娶与否之所能损益”，“佛戒之禁婚，固方便之一道”。他先后上书中枢院和统监府的目的，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以解除这种延续数千年的陋习。

1910年，韩龙云还发表了《佛教维新论》一文，以此作为其改革措施的理论铺垫。他提出“佛教维新，从破坏开始”，这里的“破”就是“维新”。他在序言中写道，今天的世界不是过去的，也不是未来的，而是现在的世界。研究形而上、形而下的问题没有不维新的。有人谈学术维新，有人谈政治维新，也有人呼吁宗教维新，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佛教试图不维新是不可能的。他在“佛教的性质”这一部分里，指出佛教改革的关键在于能不能使佛教教理在本质上“适合于将来的文明”。他说，世界不会停滞不前，其趋势是不达文明理想不停步。“如果佛教不能适合于将来的文明，即使寻找起死回生的技术，把马丁·路德或克伦威尔那样的人物从地下挖出来进行维新，也注定是要失败的。”[6]当然，作为一名佛教徒，他对佛教充满着希望，并认为佛教具有相对于其他宗教所不同的种种优点。他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主张“佛教同时具有宗教和哲学两个方面，所以不能和平常的其他宗教相提并论”。一般说来，宗教家和哲学家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冲突的原因是宗教家沉迷于迷信不知反省，哲学家则对此进行尖锐的批评。他还援引梁启超的观点，认为佛教哲学和康德的哲学是相通的，同时他还认为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学说也与佛教有相似之处。至此，他得出结论：这种具有哲学色彩的佛教怎能同那些“迷信的宗教”同命运呢！佛教的宗教性和哲学性的统一无疑最适合人类未来文明，而且会“起到作为未来道德文明原料的作用”。

在“佛教主义”这一部分里，韩氏强调佛教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即平等主义和救世主义。平等是相对不平等而言的。现象界存在着差别性，受到必然法则的限制，是不平等的；而所谓的平等则是“超越时空不被任何东西所困惑的自由的真理”。韩龙云说，佛教看到众生为虚假的不平等的现象界所迷惑，所以佛教向他们传授绝对平等的真理，指出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在佛性论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他指出，佛教的救世主义是与利己主义相对而言的。佛教菩萨行的利他精神正是救世主义的具体内容。

如前所述，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日本总督根据所谓的寺刹令使朝鲜御用化、官制化。针对这一现实，韩龙云大胆地提出了“政教分离论”，反对由日本总督任命的负有行政责任的住持所组成的寺刹会，认为这是政治任意支配宗教的典型。他的政教分离论的大意如下：

政治和宗教是可以互相补充、不可以互相干涉的关系。政治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事务性行为，主要管理人民的表现行为，而宗教则超越了地域和民族差别，净化、淳化人生的灵界，即精神，熏陶表现行为的根本，开创安心立命的大道。所以宗教是不能被人为地制度限制和左右的。因为宗教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领导全人类精神界的。所以用地域的人为的制度即政治干涉宗教的行为，不但不能有所造化，反而会给人们带来不幸的结果。[7]

韩氏认为，政治当指向世俗权力，而宗教则应当指向超世俗的权力。因此，像寺刹令这样根据政治制度管理佛教，在他看来是政治对宗教的不恰当的干涉，而既然不恰当则应当撤废寺刹令这一“恶法”。宗教和政治分离，这在很多国家的宪法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韩氏说，寺刹令对朝鲜佛教的特殊干预，对面向大众宣教、建设大众佛教是极其不利的。他呼吁：

宗教不仅其本身很神圣，而且它的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像这样的宗教如果被国际侵略主义者利用，它就会成为作为人类和平大敌的侵略政策的帮凶。对宗教来说，真是没有能比这再耻辱的事了。宗教应当自己尊重自己的神圣性，不陷入这种耻辱当中；政治则应当为了彻底拥护宗教的神圣自由，不进行任何干预。[8]

韩氏总结佛教的特点时说：第一，佛教的信仰是自信，不像其他宗教设置一个外在的信仰对象（神或上帝），而是强调“即心即佛”，即相信有自我成佛的可能性。第二，佛教的基础是平等的，佛与众生虽然存在着觉悟与迷悟的差别，但从佛性的普遍性上讲是绝对平等的。第三，近人关于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的争论在佛教那里也是圆融统一的。佛教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主张“心色不二”，可见它不仅触及近代学说，而且还高出于近代哲学。这也证明佛教是最适合未来文明的。

二 朴重彬与圆佛教

圆佛教的教祖朴重彬[9]（1891—1943）是全罗南道灵光郡白岫面吉龙里永村一位农民的孩子。据称，他7岁时就开始对宇宙自然现象产生疑问，9岁时这种疑问又扩展至人生的万事万物。为此，他曾请教过道士，也祷告过山神，但都未能得到满意的解答。最后，他觉悟到必须求诸自己的觉悟。15岁时他奉父母之命娶妻成家，生有两男一女。20岁时父亲去世，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此前他无须关心生计和人事，没有体会到人生的艰巨和人事的复杂，所有的只是单纯的求道；此后他才直接地面对现实世界，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会，而求道的意志也更加执着。26岁时，亦即1916年3月26日（旧历）的黎明时分，他忽然“一念顿悟”。以往所有的疑问都一一自解，由此而真正进入“大觉”的境地。此时他的心境是：“万有是一体性，万法同一根源，此中不生灭之道与因果报应之理，相应昭彰。”已经觉悟的朴重彬以其智慧观照“现世”的一切，他看到民族的危亡、传统文化的衰落和天主教等西洋文化的输入所引起的深刻冲突，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进行人的精神革命，换句话说，就是要重新探索新道德的确立。于是，他在自己的家乡及时地打出了“物质被开辟，精神要开辟”的旗帜。

从1917年起，他发起了一个储蓄方面的组织，奖励勤俭储蓄和禁酒禁烟，并同九个弟子一起从事防堰的工事。这一切目的在于唤醒大家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即所谓灵与肉双全的开拓。1919年“三·一运动”掀起后，他率领弟子为民众振起“公德”价值和奉公精神而祈祷，这就是他们的“血印誓天的大圣事”。后来圆佛教的弟子们解释说，“三·一运动”是对付外乱的抵抗运动，而他们宗师所开拓的事业和祈祷行事就是对内的自强不息的重要准备。1924年他在全罗北道里里市新龙洞（现圆佛教的中央本部）成立了“佛教研究会”。该会一面从事研究，一面开垦荒地，模仿着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家风，不假外缘，自力更生。他们开垦了六万余坪土地，同时着手制定培养人才的方法，其中一是定期训练法，一是常时训练法。通过这些方法，他的弟子和信徒越来越多。白天，他们是农业部的一员，晚上大家共同接受以宗教和道德为基础的精神训练。这种生活方式被他称作“以真理的宗教和事实的道德为心身两全的实践方式”。1926年，他们制定了新的仪式规则，以适应新生活发展的需要。1935年，他们在原有事业的基础上开设了药社（普和堂），由该教的信徒负责经营。至1940年，该教在全罗北道完州郡参礼邑岫溪里建成一家集农作、药草、水果、畜产、养蚕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农场。从圆佛教的各项事业来看，新兴宗教十分重视营构自己的经济基础，该教可以说就是标准的产业宗教。朴氏所创教团的基本目标是要将教化、教育、慈善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其中教化是着重宗教精神的修养，教育是道德、人格、知识的养成，慈善是对现实人生的救济。

1943年朴重彬去世后，教团一致推举他的大弟子鼎山宋奎担任佛教研究会的宗法师（朴氏被称为大宗师）。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该组织由“佛教研究会”这种小小的社团正式称为“圆佛教”。宋奎执掌教团后，便积极地推进弘教事业。他趁战争结束之机，成立了战灾同胞救护事业会，同时将教育事业和建国事业当作新时期的两大目标。他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活动，又在汉城德成女子高校集合归国的同胞，尤其是军人和学生，一起举办建国思想讲演会。为倡导教育建国，他创办了“唯一学林”（圆光大学的前身），以此来洗刷殖民地教育观念，培养民族自主意识。这时，他还撰写了《建国论》，从宗教领导者的立场推动建国的步伐。国家稳定之后，他又退出政坛，继续从事纯粹的宗教活动。1951年，“唯一学林专门部”改称圆光大学，学林的中学部分别改为圆光中、高等学校和圆光女子中、高等学校。1953年创东山禅院，以此作为培养教职人才的机构。社会慈善方面，教团设有孤儿院、疗养院和东华医院。文化事业方面，于1951年成立了圆光社，负责出版和印刷，同时发行机关刊物《圆光》。1955年增设了一家生产性企业罐头工厂。1958年设立了教义书的编纂机构“正化社”，将朴、宋二人的言行和著作、抱负等编成教典，其中分为“正典”、“大倧经”、“佛祖要经”、“礼典”、“圣歌”等。1962年1月22日，63岁的鼎山传授“同源道理”、“同气连契”、“同拓事业”三同伦理的偈颂，随即去世，由大山金大举法师继为第三代，称大山宗法师。1963年，该教团举办了开教50周年的纪念大会，宣布今后的目标是要向全世界传教。他们的口号是：“真理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人类是一个家族，世界是一个职业场所，必须开拓，成为一圆世界。”接着，他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教徒大会，提倡“精神自主力”、“肉体自主力”、“经济自主力”，要求信徒们实践“出家奉公会、在家奉公会、国家奉公会、世界奉公会”的“四行”。如今，圆佛教大约拥有教徒75万多人，其中男性为23万多人，女性为51.9万余人。

朴重彬的经历告诉人们，他并非出生于佛教家庭，也未受过任何专门的训练，他之所以走上求道之路是因为自幼产生哲学性的疑问从而开始了佛法研究。他谈到自己的求道过程时说：“我幼时有一位曾一起读书的同窗，其志不在读书，而尤喜唱戏。翻开书时唱，走路时亦唱，直至白发斑斑仍不舍不弃，终成一位隐居的名歌手。我也是从小便偶然对真理产生兴趣，读书时兴味索然，日夜沉浸于对这一玄妙理念的冥想之中，甚至达到饮食俱废之境地，但丝毫也不懈怠，终于今日感悟真理。”[10]那么，这位创教者开悟后创立的教义是什么呢？根据该教团的教典，其教义大致为如下两个部分：

1.真空妙有——修行门

2.因果报应——信仰门

上图中的圆圈是圆佛教的象征。“○”这个图案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圈，它是佛教表达自性本具万德的一种表象。中国佛教中所说的“圆教”，含义与此相近。圆佛教解释他们的“○”时说：“一圆相，是法身佛，是宇宙万有的本源，是诸佛诸圣的心印，是一切众生的本性。”上图“修行门”中包括“三学”：①精神修养；②事理研究；③作业取舍。“三学”下又有“八条”，即“信”、“忿”、“疑”、“诚”（进行四条）和“不信”、“贪欲”、“懒”、“愚”（舍捐四条）。“八条”是自我省察，其实践又归纳于禅，其中包括“无时禅”和“无处禅”，意即无时不是禅，无处不是禅，亦即动静间不离禅。圆佛教提出将佛法生活化，做到“佛法是生活，生活是佛法”。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正觉正行”，而取舍之间则是“佛法活用”。“信仰门”中首重“四恩”。所谓四恩即天地恩、父母恩、同胞恩、法律恩。[11]如果说“三学”是自己的修持，那么“四恩”则是待人的行为。据称朴氏描述自己觉悟后的第一感觉为：“自力求道之中，凭借四恩之助。”[12]“四恩”之下，再开“四要”，是为“自力养成，智者本位，他子女教育，公道者崇拜”。自力养成指生活能力的养成，这种能力既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社会服务；智者本位是着重理智的培养；他子女教育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精神的体现；公道者崇拜是鼓励人们舍己奉公的精神。“四要”的实践过程就是供佛，就是做佛事，因此该教宣扬“处处都是佛像，事事都是供佛”，如此修行便是“知恩报恩”、“无我奉公”。

综观圆佛教的教义体系，我们看到它既有继承传统佛教的一面，同时又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特别是相对于一向封闭于山林的宗门来讲，它已从一种理念的宗教发展成实践的宗教。该教的教典《大倧经》这样总结道：

过去佛教的制度，是以出世间生活的僧侣为本位而组织的，因此对世间的一般生活和一般人的全面问题难以相应，如果说谁都可以成为真实的佛教信者，对世间生活的义务和责任，以及职业不都要放弃了么？如果如此，那就不论佛法是如何的优越，在广阔的世间的生灵，也就没法共浴佛的宏恩了。这样的情形，还能说圆满的大道吗？

故此，我们现在以宇宙万有的本源、诸佛诸圣的心印、法身佛的一圆相作为信仰的对象，奉为修行的基准，并以之定为天地、父母、同胞、法律的四恩，以及修养、研究、取舍三学的信仰与修行的纲领。同时综合各宗教的教旨予以合用，成为圆满的宗教的信者。[13]

这表明，圆佛教纠正了传统佛教以僧侣为本位的消极面，打消了世间和出世间的对立，恢复了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使佛教真正回到现实社会中来。[14]当然，朴重彬也意识到，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得到飞速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是如果精神力量不能驾驭物质和科学，人类文明势必会发生危机。因此，在科学文明的今天重塑人的主体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他看来，精神与物质的完美协调是人类的理想，他相信：“尽管如今物质文明主宰世界，但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道德将得到极大发展，物质文明将成为道德文明之基础与条件。”[15]在这种形势下，圆佛教所要做的不外乎是“在内促进精神文明之进步，发展道学，在外促进物质文明之进步，发展科学，以图灵肉双全，内外兼进，以形成完美无瑕、和平安乐之世界”。[16]


[1] ［日］江田俊文：《明治时代日本佛教的朝鲜开教》，见《朝鲜佛教史研究》，国书刊行会，第427—433页。

[2] 第一批派遣13人，乾凤寺的李智光、龙珠寺的金晶海、长安寺的李混惺、双溪寺的郑晄震等人入东京曹洞宗大学学习；海印寺的曹学乳入真言宗的丰山大学，玉泉寺的李钟天入东洋大学，梵鱼寺的金道源入日本大学，其他人入西京之临济宗大学。

[3] 表中的资料来源为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626—627页的“朝鲜人设立寺刹祠院及僧尼数表”，本表在栏目上略有删减。

[4] 韩龙云著有诗集《爱人的沉默》，是现代韩国文学的杰出作品，其民族独立思想显然受到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影响。

[5] 韩龙云：《中枢院建白书》，载《朝鲜佛教通史》上编，第617—618页。

[6] 转引自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7] 《韩国哲学史》下，第167页。

[8] 《佛教》1931年9月1日八十七号。转引自《韩国哲学史》下，第168页。

[9] 本书对朴重彬生平和思想的描述主要是依据张曼涛《韩国佛教的新宗教——圆佛教》（《日韩佛教研究》，现代佛学学术丛刊82，大乘文化出版社）和前揭《韩国哲学史》下第七章。

[10] 《圆佛教全书·大倧经·修行品》，转引自《韩国哲学史》，第265—266页。

[11] “四恩”中之所以包括法律恩，是因为法律乃社会秩序和安全的保障。

[12] 《圆佛教全书·圆佛教教史》。

[13] 《正典·大倧经》第一章总序编。

[14] 以上参见张曼涛《韩国佛教的新宗派——圆佛教》，载《日韩佛教研究》，大乘文化出版社，第354—360页。

[15] 《大倧经·展望品》。

[16] 《大倧经·教义品》。


附录 韩国历代学僧著作目录

Ⅰ.三国·新罗时代

［高句丽］

一 僧朗

三论学关系散说 存

大般涅槃经集解（71卷）存

［百济］

二 昙旭·惠仁

律疏（36卷）失

三 圣王

阿毗昙·新律序 失

四 道藏

成实论疏（16或10卷）失

五 义荣

1.药师本原经疏（1卷）失

2.瑜伽论义林（5卷）失

［新罗］

六 圆光

1.如来藏经私记（3卷）失

2.大方等如来藏经疏（1卷）失

七 知明

四分律羯磨记（1卷）失

八 慈藏

1.阿弥陀经疏（1卷）失

2.阿弥陀经义记（1卷）失

3.四分律羯磨私记（1卷）失

4.十诵律木叉记（1卷）失

5.观行法（1卷）失

九 圆胜

1.梵网经记（1卷）失

2.四分律羯磨记（2卷）失

3.四分律木叉记（1卷）失

十 圆测

1.般若心经疏（1卷）失

2.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1卷）存

3.仁王般若经疏（6卷）存

4.无量义经疏（3卷）失

5.无量寿经疏（3卷）失

6.阿弥陀经疏（1卷）失

7.弥勒上生经略赞（2卷）失

8.解深密经疏（10卷）存

9.俱舍论释颂钞（3卷）失

10.广百论疏（10卷）失

11.成唯识论疏（20或10卷）失

12.成唯识论别章（3卷）失

13.二十唯识论疏（2卷）失

14.六十二见章（1卷）失

15.百法论疏（1卷）失

16.观所缘缘论疏（2卷）失

17.大因明论疏（2卷）失

18.因明正理门论疏（2卷）失

19.瑜伽论疏 失

十一 神昉

1.十轮经钞（3或2卷）失

2.十轮经疏（8卷）失

3.十轮经疏（3卷）失

4.十轮经音义（1卷）失

5.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序 存

6.顺正理论述文记序 失

7.成唯识论要集（同文义记）（13或10卷）失

8.显唯识论集记（1卷）失

9.种性差别集（3卷）失

十二 元晓

1.大慧度经宗要（1卷）存

2.金刚般若经疏（3或2卷）失

3.般若心经疏（1卷）失

4.法华经宗要（1卷）存

5.法华经方便品料简（1卷）失

6.法华经要略（1卷）失

7.法华略述（1卷）失

8.金刚三昧经论（3卷）存

9.华严纲目（1卷）失

10.华严经疏（10或8卷）存

11.华严经宗要 失

12.华严经入法界品钞（2卷）失

13.大乘观行（1或3卷）失

14.一道章（1卷）失

15.胜鬘经疏（2或3卷）失

16.无量寿经宗要（1卷）存

17.无量寿经料简 失

18.无量寿经私记（1卷）失

19.阿弥陀经疏（1卷）存

20.无量寿经疏（1卷）失

21.涅槃经宗要（1或2卷）存

22.涅槃经疏（5卷）失

23.般舟三昧经疏（1卷）失

24.般舟三昧经略记（1卷）失

25.弥勒上生经宗要（1卷）存

26.弥勒上·下生经疏（3卷）失

27.维摩经宗要（1卷）失

28.维摩经疏（3卷）失

29.金光明经疏（8卷）失

30.楞伽经疏（7或8卷）失

31.楞伽经料简 失

32.楞伽经宗要（1卷）失

33.解深密经疏（3卷）序存

34.不增不减经疏（1卷）失

35.方广经疏（1卷）失

36.梵网经宗要（1卷）失

37.梵网经疏（2卷）失

38.梵网经略疏（1卷）失

39.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2卷）上卷存

40.菩萨戒本持犯要记（1卷）存

41.菩萨璎珞本业经疏（3或2卷）序序文·下卷存

42.四分律羯磨疏（4卷）失

43.大乘六情忏悔（1卷）存

44.发心修行章（1卷）存

45.六现观义发菩提心义净义含（1卷）失

46.调伏我心论（1卷）失

47.广百论宗要（1卷）失

48.广百论撮要（1卷）失

49.广百论旨归（1卷）失

50.三论宗要（1卷）失

51.中观论宗要（1卷）失

52.掌珍论宗要（1卷）失

53.掌珍论料简（1卷）失

54.瑜伽抄（5卷）失

55.瑜伽论中实（4卷）失

56.成唯识宗要（1卷）失

57.梁摄论疏抄（4卷）失

58.摄大乘论世亲释论略记（4卷）失

59.摄大乘论疏（4卷）失

60.中边分别论疏（4卷）存卷3

61.辨中边论疏（4卷）失

62.杂集论疏（5卷）失

63.宝性论宗要（1卷）失

64.宝性论料简（1卷）失

65.因明论疏（1卷）失

66.判比量论（1卷）存

67.因明入正理论记（1卷）失

68.大乘起信论疏（2卷）存

69.起信论别记（1或2卷）存

70.大乘起信论宗要（1卷）失

71.大乘起信论料简（1卷）失

72.大乘起信论大记（1卷）失

73.大乘起信论私记（1卷）失

74.起信论一道章（1卷）失

75.二障义（章）（1卷）存

76.初章观文（1卷）失

77.二谛章（1卷）失

78.十门和诤论（2卷）存

79.游心安乐道（1卷）存

80.安身事心论（1卷）失

81.求道譬喻论（1卷）失

82.清辩护法空有诤论（1卷）失

83.成实论疏（16卷）失

84.阿弥陀经通赞疏（2卷）失

85.无量义经宗要（1卷）失

86.证性歌·无导歌（1篇）存

十三 义湘

1.一乘法界图（1卷）存

2.入法界品钞记（1卷）失

3.华严十门看法观（1卷）失

4.阿弥陀经义记（1卷）失

5.白花道场赞愿文（1篇）存

6.诸般请文（卷数未详）失

十四 法位

无量寿经（义）疏（2卷）失

十五 憬兴

1.法华经疏（16或8卷）失

2.涅槃经疏（14或7卷）失

3.涅槃经述赞（14或28卷）失

4.涅槃经料简（1卷）失

5.金刚般若经料简（3卷）失

6.无量寿经连义述文赞（3卷）存

7.无量寿经疏（3卷）失

8.观无量寿经疏（2卷）失

9.阿弥陀经略记（1卷）失

10.大集经疏（5或4卷）失

11.药师经疏（1卷）失

12.灌顶经疏（2卷）失

13.三弥勒经疏（料简记）（1卷）存

14.弥勒经疏（3卷）失

15.弥勒经述赞（3卷）失

16.弥勒经逐义述文（4卷）失

17.无垢称经疏（6卷）失

18.金光明经略意（1卷）失

19.金光明经述赞（7卷）失

20.金光明最胜王经略赞（5卷）存

21.最胜王经疏（10或5卷）失

22.解深密经疏（5卷）失

23.十二门陀罗尼经疏（1卷）失

24.四分律羯磨记（1卷）失

25.四分律拾毗尼要（3卷）失

26.俱舍论钞（3或4卷）失

27.瑜伽论疏（10卷）失

28.瑜伽论抄（36卷）失

29.瑜伽释论记（36卷）失

30.成唯识记（2卷）失

31.成唯识论贬量（25或30、20卷）失

32.唯识枢要记（2卷）失

33.显唯识记（2卷）失

34.显扬论疏（8或16、4卷）失

35.显扬论述赞（10或4、16卷）失

36.因明论义钞（1卷）失

37.大乘起信论问答（1卷）失

38.法苑义林记（4卷）失

39.法镜论（1卷）存疑

40.弥勒成佛经古迹（3卷）失

十六 智仁

1.十一面经疏（1卷）失

2.四分律六卷抄记（10卷）失

3.佛地论疏（4卷）失

4.显扬论疏（10卷）失

5.杂集论疏（5卷）失

十七 灵因

1.解深密经疏（11卷）失

2.俱舍论钞（3或2卷）失

3.无量寿经疏（1卷）失

十八 行达

1.瑜伽论料简（1卷）失

2.唯识枢要记（4卷）失

十九 顺璟

1.法华经料简（1卷）失

2.大毗婆沙论抄（10卷）失

3.成唯识论料简（1卷）失

4.因明入正理论抄（1卷）

二十 道证

1.般若理趣分经疏（1卷）失

2.大般若经籍目（2卷）失

3.金刚般若经疏（1卷）失

4.西方极乐要赞（1卷）失

5.成唯识论要集（14卷）失

6.成唯识论纲要（13卷）失

7.摄大乘论世亲释论疏（16或8卷）失

8.辨中边论疏（3卷）失

9.因明入正理论疏（2卷）失

10.大因明论钞（2卷）失

11.大因明论疏（2卷）失

12.圣教略述章（8卷）失

13.天台山智者大师别传（1卷）失

二十一 胜庄

1.金光明最胜王经疏（8卷）失

2.梵网经菩萨戒本述记（4或3、2卷）存

3.成唯识论决（3卷）失

4.杂集论疏（12卷）失

5.佛性论义（1卷）失

6.大因明论述记（2卷）失

7.起信论问答（1卷）失

二十二 玄一

1.法华经疏（8或10卷）失

2.无量寿经记（疏）（2或3卷）卷上存

3.观无量寿经记（1卷）失

4.阿弥陀经疏（1卷）失

5.随愿往生经记（1卷）失

6.大涅槃经料简（1卷）失

7.梵网经疏（3卷）失

8.瑜伽论疏（17卷）失

9.唯识论私记（1卷）失

10.中边论料简（1卷）失

二十三 悟真

1.因明论备阙略钞（2或3卷）失

2.法苑义林集玄钞（3卷）失

3.成唯识论义苑钞（3卷）失

二十四 智通

1.华严要义问答（锥洞记）（2卷）失

2.涅槃经罗什译出十四音辨（1卷）失

二十五 道身

华严一乘问答（道身章）（2卷）失

二十六 义寂

1.大般若经纲要（1卷）失

2.大般若经幽赞（1卷）失

3.般若理趣分经幽赞（1卷）失

4.金刚般若经赞（1卷）失

5.法华经论述记（3或2卷）卷上存

6.法华经纲目（1卷）失

7.法华经料简（1卷）失

8.法华经验记（3卷）失

9.涅槃经纲目（2或1卷）失

10.涅槃经疏（16卷）失

11.涅槃经义记（5卷）失

12.涅槃经云何偈（1卷）失

13.无量寿经疏（3卷）失

14.无量寿经述义记（3卷）失

15.观无量寿经纲要（1卷）失

16.观无量寿经疏（1卷）失

17.弥勒上生经料简（1卷）失

18.梵网经文记（2卷）失

19.梵网经菩萨戒本疏（3或2卷）存

20.本业璎珞经疏（2卷）失

21.成唯识论未详决（3或2卷）失

22.百法论总述（3卷）失

23.百法论注（1卷）失

24.马鸣生论疏（1卷）失

25.大乘义林（广）章（12卷）失

二十七 表员

1.华严经文义要诀问答（4或5卷）存

2.华严经要义问答（3卷）失

二十八 明皛

海印三昧论（1卷）存

二十九 道伦（遁伦）

1.大般若经略记（2卷）失

2.大般若经疏（1卷）失

3.般若理趣经疏（1卷）失

4.金刚般若经略记（1卷）失

5.法华经疏（3卷）失

6.金刚三昧经注（4卷）失

7.胜鬘经疏（2卷）失

8.阿弥陀经疏（1卷）失

9.药师经疏（1卷）失

10.维摩经料简（1卷）失

11.金光明经略记（1卷）失

12.净饭王经疏（1卷）失

13.十一面经疏（1卷）失

14.四分律决问（2卷）失

15.新撰大乘义章（5卷）失

16.杂记（9卷）失

17.成唯识论要决（2卷）失

18.瑜伽论记（24或48卷）存

二十九 慧超

1.往五天竺国传（3卷）一部存

2.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1篇）存

3.贺玉女潭祈雨表（1篇）存

三十 不可思议

大毗卢遮那经供养次第法疏（2卷）存

三十一 太贤（大贤）

1.华严经古迹记（10或5卷）失

2.般若理趣分经注（2卷）失

3.金刚般若经古迹记（1卷）失

4.金刚般若经（新译）古迹记（1卷）失

5.仁王般若经古迹记（1卷）失

6.般若心经古迹记（1或2卷）失

7.般若心经注（2卷）失

8.法华经古迹记（4卷）失

9.无量寿经古迹记（1卷）失

10.观无量寿经古迹记（1卷）失

11.阿弥陀经古迹记（1卷）失

12.称赞净土经古迹记（1卷）失

13.净土总料简（1卷）失

14.涅槃经古迹记（8或4、3、2卷）失

15.药师本愿经古迹记（2或1卷）存

16.弥勒上生经古迹记（1卷）失

17.弥勒下生经古迹记（1卷）失

18.弥勒成佛经古迹记（1卷）失

19.金光明经述记（4卷）失

20.金光明经料简（1卷）失

21.梵网经古迹记（3或2、4卷）存

22.梵网经菩萨戒本宗要（1卷）存

23.瑜伽戒本宗要（1卷）失

24.佛地论古迹记（1卷）失

25.广百论古迹记（1卷）失

26.掌珍论古迹记（1卷）失

27.瑜伽论古迹记（4卷）失

28.瑜伽论纂要（3卷）失

29.成唯识论古迹记（成唯识论学记）（10或5卷）存

30.成唯识论决择（1卷）失

31.广释本母颂（3卷）失

32.唯识二十论古迹记（1卷）失

33.摄大乘论世亲释论古迹记（1卷）失

34.摄大乘论无性释论古迹记（1卷）失

35.辨中边论古迹记（1卷）失

36.显扬论古迹记（2卷）失

37.杂集论古迹记（4卷）失

38.菩萨藏阿毗达磨古迹合集（17卷）失

39.成业论古迹记（1卷）失

40.五蕴论古迹记（1卷）失

41.百法论古迹记（1卷）失

42.观所缘缘论古迹（1卷）失

43.因明（入正理）论古迹记（1卷）失

44.因明入正理论记（1卷）失

45.因明入正理论学记（1卷）失

46.因明正理门论古迹记（1卷）失

47.起信论内义略探记（起信论古迹记）（1卷）存

48.法苑义林大乘心路章（2卷）失

49.法苑义林释名章（2或1卷）失

50.大乘一味章（1卷）失

51.对法论古迹记（4卷）失

三十二 缘起

1.华严经要诀（12或6卷）失

2.华严经真流还源乐图（1卷）失

3.华严经开宗决疑（30卷）失

4.大乘起信论珠网（3或4卷）失

5.大乘起信论舍繁取妙（1卷）失

三十三 大衍

1.大方等如来藏经疏（2卷）失

2.起信论疏（1卷）失

3.大乘起信论记（疏）（1卷）失

4.大乘义章（16卷）失

三十四 见登

1.华严一乘成佛妙义（1卷）存

2.大乘起信论同玄章（2卷）失

3.大乘起信论同异略集（2卷）存

三十五 月忠

释摩诃衍论（10卷）存

三十六 珍嵩

1.一乘法界图记（1卷）存

2.华严孔目记（6卷）失

三十七 义融

华严经释名章（1卷）失

三十八 净达

大毗婆沙论疏（16或14卷）失

三十九 审祥

华严起信观行法门（1卷）失

四十 梵如

华严经要诀（6或3卷）失

四十一 可归

1.华严经义纲（1卷）失

2.心源章（1卷）失

四十二 顺之

1.现法相表（1篇）存

2.三遍成佛篇（1篇）存

四十三 端目

梵网经记（2卷）失

四十四 大悲

金刚般若经疏（1卷）失

四十五 法融

法界图记（法融记）存

四十六 崔致远

1.浮石尊者传 失

2.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1卷）存

3.其他现存文

①故翻经证义大德圆测和尚讳日文（1篇）存

②海东浮石尊者义湘讳日文（1篇）存

③双溪寺真鉴禅师大空塔碑文（1篇）存

④圣住寺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文（1篇）存

⑤风严寺智证大师寂照塔碑文（1篇）存

⑥顺应和尚赞（1篇）存

⑦利贞和尚赞（1篇）存

⑧颂希朗大德（1篇）存

⑨海印寺善安住院壁记（1篇）存

⑩伽耶山海印寺结界场记（1篇）存

⑪毗卢遮那佛并二菩萨像赞（1篇）存

⑫阿弥陀佛像赞（1篇）存

⑬释迦如来像幡赞（1篇）存

⑭奉为献康大王结华严经社愿文（1篇）存

⑮王妃金氏奉为先考及亡兄追福施谷愿文（1篇）存

⑯故昭义仆射斋词（1篇）存

⑰同前词（1篇）存

⑱故终南山华严大宗主俨和尚（1篇）存

四十七 其他

Ⅱ.高丽时代

一 均如

1.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教分记释）（10卷）存

2.释华严旨归章圆通钞（2卷）存

3.华严三宝章圆通记（三宝章记）（2卷）存

4.十句章圆通记（十句章记）（2卷）存

5.一乘法界图圆通记（法界图圆通记）（2卷）存

6.搜玄方轨记（10卷）失

7.孔目章记（8卷）失

8.五十要问答记（4卷）失

9.探玄记释（28卷）失

10.入法界品钞记（1卷）失

11.普贤十种愿往歌（愿往歌）（11首）存

二 义通

1.观经疏记 失

2.光明玄赞释 失

3.光明句备急钞 失

三 谛观

天台四教义（2卷）卷上存

四 赫连挺

大华严首座圆通两重大师均如传并序（卷末：大华严归法寺主圆通首座均如传）（1卷）存

五 义天

1.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存

2.新集圆宗文类（圆宗文类）（22卷）卷1、14、22存

3.释苑词林（250卷）卷191～195存

4.大觉国师文集（23卷）137张存

5.大觉国师外集（13卷）（240余张）101张存

6.刊定成唯识论单科（3卷）失

7.八师经直释 失

8.消灾经直释 失

9.天台四教仪注（3卷）失

10.诫恶劝善勉学（1卷）失

11.诸部（300余卷）失

六 惠素

（大觉国师）行录（10卷）失

七 李资贤

1.心要（1篇）失

2.追和百药道诗（1卷）失

3.南游诗（1卷）失

4.禅机语录（1卷）失

5.布袋颂（1卷）失

八 坦然

1.四威义颂 失

2.上堂语句 失

3.其他诗文

九 知讷

1.（劝修）定慧结社文（1卷）存

2.修心诀（牧牛子修心诀）（1卷）存

3.真心直说（1卷）存

4.诫初心学人文（1卷）存

5.华严论节要（3卷）存

6.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1卷）存

7.圆顿成佛论（1卷）存

8.看话决疑论（1卷）存

9.念佛要门（念佛因由经）（1卷）存

10.六祖坛经跋文（1篇）存

11.上堂录（1卷）失

12.法语歌颂（1卷）失

13.牧牛子诗集（1卷）失

十 觉训

1.海东高僧传（卷数未详）卷1、2存

2.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顶相东来缘起（1篇）存

3.诗评 失

十一 了世

三大部节要 失

十二 宗湛

玄中铭注（1卷）存

十三 慧谌

1.禅门拈颂集（拈颂）（30卷）存

2.（上康宗大王）心要（1篇）存

3.曹溪真觉国师语录（1卷）存

4.狗子无佛性话拣病论（1篇）存

5.无衣子诗集（2卷）存

6.金刚经赞（1卷）存

7.禅门纲要（1卷）失

十四 觉云

禅门拈颂说话（30卷）存

十五 瑞龙禅老连公

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事实（3卷）存

十六 守其

1.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30卷）存

2.大藏经目录（3卷）存

十七 李藏用

1.禅家宗派图 失

2.华严锥洞记（润色）（1卷）失

十八 天因

1.静明国师诗集（3卷）失

2.万德山白莲社第二代静明国师后集（1卷）存

十九 一然

1.三国遗事（5卷）存

2.重编曹洞五位（3卷）存

3.新罗国东吐含山华严宗佛国寺事迹（1卷）存

4.语录（1卷）失

5.偈颂杂著（3卷）失

6.祖（派）图（2卷）失

7.大藏须知录（3卷）失

8.诸乘法数（7卷）失

9.祖庭事苑（30卷）失

10.禅门拈颂事苑（30卷）失

二十 法珍

（普觉国尊）行状 失

二十一 冲止

1.海东曹溪第六世圆鉴国师歌颂（圆鉴国师歌颂，圆鉴歌颂）

（1卷）存

2.曹溪圆鉴国师语录（1卷）失（序文存）

3.海东曹溪宓庵和尚杂著（1卷）存

4.圆鉴国师集（圆鉴集，宓庵集）（1卷）失

二十二 惠永

白衣解（1卷）存

二十三 弥授

1.经论之解（92卷）失

2.大般若经难信解品记 失

3.心地观经记 失

二十四 混丘

1.（宝鉴国师）语录（2卷）失

2.歌颂杂著（2卷）失

3.新编水陆仪文（2卷）失

4.重编拈颂事苑（30卷）失

二十五 普幻

1.楞严经新科（2卷）存

2.首楞严经环解删补记（2卷）存

二十六 天

1.海东传弘录（4卷）失

2.湖山录（4卷）其中2卷存

二十七 天顽蒙旦

禅门宝藏录（3卷）存

二十八 元旵

现行西方经（1卷）存

二十九 云默

1.释迦如来行迹颂（2卷）存

2.天台末学云默和尚警策（1卷）3张5面存

三十 体元

1.白花道场发愿文略解（1卷）存（5、7张失）

2.华严经观自在菩萨所说法门别行疏（撰号：海东沙门体元录疏注经并集略解）（2卷）存

3.华严经观音知识品（1卷）后半存

三十一 景闲

1.佛祖直指心体节要（2卷）存

2.白云和尚语录（2卷）存

三十二 普愚

1.太古和尚语录（圆证国师语录）（2卷）存

2.太古遗音（6册）失

三十三 维昌

圆证国师行状（高丽国国师大曹溪嗣祖传佛心印行解妙严悲智圆融赞理王化扶宗树教大愿普济一国大宗师摩诃悉多罗利雄尊者谥圆证行状）（1卷）存

三十四 千熙

三宝一镜观 失

三十五 慧勤

1.懒翁和尚语录（普济尊者语录）（1卷）存

2.懒翁和尚歌颂（1卷）存

3.其他别行写·刊本存

三十六 息影庵

息影庵集（1卷）失

三十七 混修

幻庵语录（2卷）存

三十八 法藏

高峰法藏歌集（普济尊者三种歌）（1卷）存

三十九 觉宏

懒翁和尚行状（1卷）存

四十 野云

自警文（1卷）存

四十一 了圆

法华灵验传（2卷）存

四十二 禅坦

海东释禅坦诗集（禅坦集）失

四十三 宏演

竹集（2卷）失

四十四 万（）雨

千峰诗集（千峰集）（1卷）失

四十五 元传

1.阿弥陀经疏（5卷）失

2.阿弥陀经科（1卷）失

四十六 著者未详

1.法界图记丛随录（4卷）存

2.修三密证念佛三昧门（1篇）存

3.求生行门要出（1篇）存

4.碧岩寺禅录 失

5.祈福偈（23卷）失

6.禅门纲要集（1卷）存

Ⅲ.朝鲜时代

一 自超

1.印空唫（吟）（1卷）失

2.无学秘诀（1册）存

3.无学国师语录（1卷）存

4.佛祖宗派之图（1帖）存

二 省敏

桂庭集（1卷）失

三 己和

1.圆觉经疏（大方广圆觉经解）（3卷）存

2.金刚经五家解说谊（2或1卷）存

3.般若忏文（1卷）失

4.纶贯（1卷）存

5.显正论（1卷）存

6.永嘉集说谊（1卷）存

7.涵虚和尚语录（1卷）存

8.儒释质疑论（2卷）1册存

四 智訔

寂灭示众论（1卷）存

五 雪岑

1.华严一乘法界图注（1卷）存

2.曹洞五位要解（1册）存

3.十玄谈要解（1卷）存

4.法华经别赞（莲经别赞）（1卷）存

六 智严

碧松集（1卷）存

七 普雨

1.虚应堂集（3卷）存

2.懒庵杂著（1卷）存

3.水月道场空花佛事如幻宝主梦中问答（1卷）存

4.劝念要录（1卷）存

八 休静

1.禅家龟鉴（1卷）存

2.三家龟鉴（1册）存

3.禅教释（1卷）存

4.禅教诀（1卷）存

5.云水坛（1卷）存

6.说禅仪（1卷）存

7.清虚堂集（2或4卷）存

8.碧松行略（三老行迹）（1卷）存

9.心法要（抄）（1卷）存

10.其他

①回心曲（1篇）存

②西山大师秘诀（1张）存

九 一禅

静观集（1卷）存

十 海日

映虚集（4卷）存

十一 善修

浮休堂集（5卷）存

十二 惟政

1.四溟堂大师集（7卷）存

2.奋忠纾难录（1卷）存

3.其他上疏·跋文·书状 存

十三 敬轩

霁月堂集（2卷）存

十四 印悟

青梅集（2卷）存

十五 法坚

奇岩集（3卷）存

十六 冲徽

云谷集（1卷）存

十七 太能

逍遥堂集（1卷）存

十八 海眼

1.中观大师遗稿（1册）存

2.竹迷记（1册）失

3.华严寺事迹（1册）存

4.金山寺事迹（1册）存

十九 清学

咏月大师文集（1卷）存

二十 觉性

1.禅源集图中决疑（1卷）失

2.看话决疑（1篇）失

3.释门丧仪抄（2篇）存

二十一 彦机

鞭羊堂集（3卷）存

二十二 守初

翠微堂集（1卷）存

二十三 明照

1.虚白堂诗集（3卷）存

2.僧家礼仪文（1卷）存

二十四 处能

1.白谷集（大觉登阶集）（2卷）存

2.任性堂大师行状（1卷）存

二十五 悬辨

枕肱集（2卷）存

二十六 净源

1.禅源诸诠集都序科文（1册）失

2.法集别行录节要科文（1册）失

3.水堕寺事迹（1卷）存

二十七 性聪

1.净土宝书（1册）存

2.缁门集注（3卷）存

3.栢庵集（2卷）存

4.持验记（1册）存

二十八 道安

1.月渚堂大师集（2卷）存

2.佛祖宗派图（1帖）存

二十九 明察

枫溪集（3卷）存

三十 明眼

百愚随笔（1卷）存

三十一 秋鹏

1.雪岩杂著（3卷）存

2.雪岩乱藁（2卷）存

3.禅源诸诠集都序科评（1卷）存

4.法集别行录节要私记（1卷）失

5.妙香山志（1卷）存

三十二 秀演

无用堂集（2卷）存

三十三 志安

1.禅门五宗纲要（1卷）存

2.唤醒诗集（1卷）存

三十四 子秀

1.无竟集（诗文稿）（2卷）存

2.无竟室中语录（2卷）存

3.佛祖禅格（1篇）失

4.自己三宫宝境三昧（1篇）失

三十五 若坦

影海大师文集（3卷）（诗集1卷）存

三十六 清性

头轮堂集（1卷）失

三十七 法宗

虚静集（2卷）存

三十八 定慧

1.禅源集都序著柄（1册）存

2.别行录私记画足（1卷）存

3.华严经疏隐科 失

4.诸经论疏句绝 失

三十九 泰宇

南岳集（1册）存

四十 大智

心性论（1卷）存

四十一 懒湜

松桂大禅师文集（3卷）存

四十二 玺篈

霜月大师诗集（1卷）存

四十三 海源

天镜集（3卷）存

四十四 兑律

月波集（1卷）存

四十五 慥冠

龙潭集（1卷）存

四十六 普印

枫岳堂集（1册）存

四十七 有玑

1.好隐集（海峰集）（4卷）存

2.普劝文（1册）存

3.海印寺事迹碑文（1篇）存

四十八 尚彦

1.清凉钞摘抉隐科（1卷）存

2.钩玄记（1卷）存

四十九 时圣

野云大禅师文集（3卷）存

五十 毅曼

鳌岩集（1卷）存

五十一 最讷

1.默庵集（3卷）存

2.华严科图（1卷）失

3.诸经会要（1卷）存

4.内外杂著（10卷）一部存

5.心性论（3卷）失

五十二 泓宥

秋波集（3卷）存

五十三 取如

括虚集（2卷）存

五十四 大辉

梵音宗谱（1卷）存

五十五 采永

西域中华海东佛祖源流（1册）存

五十六 捌关

1.三门直指（1卷）存

2.振虚集（1卷）存

五十七 大圆

大圆大师文集（1卷）存

五十八 有一

1.都序科目并入私记（1卷）存

2.法集别行录节要科目并入私记（1卷）存

3.书状私记（1卷）

4.禅要私记（1卷）

5.金刚经虾目（1卷）

6.圆觉私记（2卷）存

7.玄谈私记（2卷）失

8.起信论蛇足（1卷）存

9.大教（华严）遗忘记（5卷）失

10.诸经会要（1卷）失

11.拈颂著柄（2卷）存

12.莲潭大师林下录（4卷）存

13.心性论（1卷）序存

14.楞严经私记（1卷）存

五十九 旨册

冲虚大师文集（2卷）存

六十 有闻

法性偈科注（1卷）存

六十一 鼎驲

云潭林间录（1卷）存

六十二 应允

镜岩集（3卷）存

六十三 义沾

1.仁岳集（3卷）存

2.圆觉经私记（1卷）存

3.华严经私记（1卷）存

4.楞严经私记（1卷）存

5.金刚经私记（1卷）存

6.起信论私记（1卷）存

7.禅门拈颂记（1卷）存

8.书状私记（1卷）存

六十四 展翎

壮游大方录（1卷）存

六十五 知濯

1.三峰集（1卷）存

2.风使录（2卷）失

六十六 正训

澄月大师诗集（3卷）存

六十七 丁若镛

1.大东禅教考（1卷）存

2.挽日庵志（1卷）存

六十八 亘璇

1.修禅（定慧）结社文（1册）存

2.禅门手镜（1册）存

3.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要解（1卷）存

4.太古庵歌科释·识智说·其他（1卷）存

5.五宗纲要私记（1卷）存

6.禅门拈颂私记（5卷）存

7.金刚经八解镜（1卷）存

8.禅要记（1卷）记

9.作法龟鉴（2卷）存

10.文集（4卷）失

六十九 自优

雪潭集（2卷）存

七十 惠藏

儿庵集（3卷）存

七十一 戒悟

1.伽山藁（月荷集）（4卷）存

2.遗集（12卷）失

七十二 敬和

1.天地八阳神咒经注（1卷）存

2.偈颂六十七品

七十三 意恂

1.禅门四辨漫语（1卷）存

2.二禅来仪（1卷）存

3.草衣诗藁（2卷）存

4.震默祖师遗迹考（1卷）存

5.东茶颂（1卷）存

6.茶神传（1卷）存

七十四 惠楫

铁船小草（1卷）存

七十五 金大铉

1.禅学入门（2卷）存

2.述梦琐言（1卷）存

七十六 善影

栎山集（1卷）存

七十七 致能

涵弘堂集（2卷）存

七十八 觉岸

1.东师列传（6篇）存

2.梵海禅师遗稿（2篇）存

3.梵海诗稿（2篇）失

4.警训记（1卷）失

5.遗教经记（1卷）失

6.四十二章经记（1卷）失

7.史略记（1卷）失

8.通鉴记（1卷）失

9.真宝记（1卷）失

10.博仪记（1卷）失

11.四碑记（1卷）失

12.名数集（1卷）失

13.东诗选（1卷）失

14.隐迹寺事迹（1册）存

七十九 洪基

禅门证正录（扫洒先庭录）（1卷）存

八十 有炯

1.禅源溯流（楷正录）（1卷）存

2.雪窦诗集 失

3.私记 失

八十一 太先

缁门私记（1卷）存

八十二 震河

禅文再正录（1卷）存

八十三 治兆

清珠集（1卷）存

八十四 承宣

济众甘露（4卷）存

八十五 撰者未详

禅教总判门（1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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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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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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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是受中国文化滋养、熏陶和影响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国家。同样，越南佛教也是直接从中国传入的，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在越南的进一步发展演变。越南佛教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佛教不属于一个系统，而是与韩国佛教和日本佛教一样，属于整体汉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越南佛教独立出来作为一卷。

在唐代之前，越南的核心区域是中国的郡县，那里与中原地区在文化交流互鉴方面，在三教弘扬流传方面，自然有着便利条件。中国佛教的典籍，教义、宗派、制度、仪轨都在不同时期直接影响着越南佛教的演变走向。与中国佛教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影响相比较，印度佛教对越南佛教的直接影响就显得比较小了。

中国佛教为越南佛教提供了典籍文献、思想素材、宗派传承，但是佛教要在越南社会扎根生长，还要经历适应越南社会的诸多变化，也就是经历本土化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结果，就形成了越南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多方面差别。由于越南佛教与中国佛教有着直接的源流关系，不认识、不理解中国佛教，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理解越南佛教。本卷的两位作者，都有着分别在中越两国学习、研究中国佛教和越南佛教的经历。其中，释清决是越南著名高僧，乔氏云英是越南社会科学院学者，他们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可以说，他们是既懂越南佛教也懂中国佛教。

越南学者对本国佛教自然有其独特看法和理解，在著作中提出不少新观点。例如，他们认为，佛教传入越南后，大致在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已成为汉地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当时越南思想界相当活跃、繁荣，生机勃勃，儒、佛、道三教并存，大、小二乘佛学皆有。他们认为，初期的越南佛教主要是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体现在越南“四法信仰”中，即“法云”、“法雨”、“法雷”、“法电”。这种信仰既有印度佛教（包括密教因素）的色彩，又有越南本地信仰因素，直接反映越南人民在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公元5世纪起，越南佛教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信奉《法华经》。诸如此类的观点，对我们了解越南佛教、了解越南僧俗学者对本国佛教的看法，都是很有作用、很有价值的。

最后，我由衷感谢释清决法师和乔氏云英女士能欣然接受邀请，克服各种困难，按期完成课题，提交了高质量的成果。在中越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方面，他们的确做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

魏道儒

2015年11月


第一章 越南佛教在北属时期

越南自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为北属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次北属时期（公元前111—公元40），第二次北属时期（43—544），第三次北属时期（603—939）。此三阶段，是越南佛教史上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北属是佛教开始从印度直接向越南传播的时期；第二次北属是佛教正式在越南站住脚并蓬勃发展的时期，越南从此成为汉地佛教最兴盛的地区之一；第三次北属是越南禅宗蓬勃发展的时期。

第一节 越南佛教在第一次北属时期

公元前111年，中国西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6年在位）遣路博德和杨仆讨赵氏政权，平南越国，改成交趾部，分为九郡：①南海郡（广东）；②苍梧郡（广西）；③郁林郡（广西）；④合浦郡（广东）；⑤交趾郡；⑥九真郡；⑦日南郡（此三郡在北越和中越北部几省）；⑧珠崖郡（海南岛）；⑨檐耳郡（海南岛）。每郡设太守处理郡内政务，并设刺史以监察各郡，唯在交趾郡中的貉将或貉侯，仍然得世代相传，保持其对部落的统治权，此时府治设在赢楼城（今越南河北顺城县）。

交趾位于中南半岛，处于人类最古老的两大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之间。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其受到两大文明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商业、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公元前2—前1世纪，印度已经跟南亚和东南亚各国通商。为了满足通商需要，印度商人依靠西南风，坐船到东南亚各国，如马来西亚、扶南（位于今柬埔寨）、越南等，然后转道到中国、日本等国做买卖。要返回印度时，他们又回到交趾，等第二年的东北风坐船回印度。在等风时他们就跟交趾的老百姓一起生活，有的便永远留在了当地，不少人还跟当地人结婚，他们都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与重视。由于他们离开印度时间比较长，一般都带来他们本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特别是宗教信仰（佛教与婆罗门教）。于是，这些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无形中又影响到当地，并被当地人接受。

由于路途遥远又危险，所以印度商人在路上常念燃灯佛、观音菩萨名号，希望得到佛、菩萨的保佑。他们认为，燃灯佛和观音菩萨可以保佑人在海路上平安顺利，为了更加方便在路上，在当地停留等待的时间里，可以随时烧香、拜佛，他们有的还随身带着佛、菩萨像或佛塔。他们在船上或做买卖的地区事奉，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地人的信仰。可以说，印度商人首次把佛教信仰传入交趾，但此时只是一些简单的佛教信仰而已。

公元前2世纪，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已遍及印度全境，而且还影响西达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北到克什米尔、白沙瓦，南到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国家”[1]。在印商们到交趾、扶南等东南亚国家做生意之后，很可能是印僧随着商船，在帮助商人念经以祈求其平安的同时把佛教传到了新地。当时印僧一般都是社会上博古通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深明宗教义理，而且对文化知识、天文地理等也很通晓；如果没有他们，印度文化、宗教等方面不会那么深刻地影响东南亚等各国。据说，扶南第一代王朝是印度婆罗门人在公元1世纪建立的，朝里的所有重要官职都由印度人掌管。“扶南考古学家已经找到了四块用梵文写的石碑。”[2]
从公元前1世纪起，大乘佛教在南印度出现，至公元一二世纪，印度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一个大乘佛教兴盛的区域，把佛教传到遥远的国家与地区去是大乘佛教的意愿。越南和东南亚各国正是在此时接受了大乘佛教。公元2世纪末，牟子（170—？）曾在交趾学佛。交趾佛教能够培养出牟子这样的人，说明公元1—3世纪越南佛教比较兴盛。在《理惑论》中，牟子批评僧人犯戒律的事件，更加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公元1世纪上半叶佛教已经正式传到越南了。《越南佛教史论》第一卷、《越南佛教史》、《康僧会全集》第一集也都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佛教史》也说：“公元前就有一些僧侣到达东南亚地区是可能的，但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公元1世纪和公元2世纪之际，印支半岛北部，属中国交趾（越南河内）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活跃，可能是从天竺南部传进的。”[3]佛教在交趾达到这样发达、活跃的水平，说明起码100多年前，即公元1世纪初已经传入交趾了。这里所说的是佛教义学，至于佛教信仰则要更早了。特别到公元3世纪初，交趾佛教又培养出著名的康僧会（200—280），更充分说明了这件事。他译出的《小品般若》，是大乘般若思想出现最早的经典；他编译的《六度集经》，属大乘经典。公元3世纪中叶，由天竺经海路来交趾的支彊梁接译出《法华三昧》，这些都说明当时交趾佛教义学和大乘佛教思想是相当兴盛的。同时也说明佛教在公元前后，经海道开始向越南传播，到公元2世纪才成为一个兴盛而又活跃的佛教中心。《佛教史》还说：“交州佛教原是由海路南来，并由此北上中原，成为佛教传入内地的另一渠道。”[4]据《禅苑集英》载：“交趾一方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赢楼又重创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十五卷，以其先故也，于时则已有丘陀尼、耆域、康僧会、支彊梁接、牟博（牟子）之属在焉。”对中国佛教的传入来说，越南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 越南佛教在第二次北属时期

一 交趾的社会、文化与信仰

（一）社会背景

中国东汉建武十年（公元34年），汉武帝拜苏定为交趾太守。苏定是一个暴虐的人，肆行苛政，交趾人对其恨之入骨。公元40年，苏定又杀朱莺县（今永安省）人诗索。诗索之妻征侧是糜怜县（今福安省安朗县夏雷村）貉将的女儿，跟她的妹妹征贰起兵攻打苏定，苏定被迫回南海郡。当时，二征军队略定六十五域，乃自称王，建都于其故乡糜怜，史学家把此时期叫作独立时期。

公元41年，汉光武帝又派70多岁的名将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兵讨征。公元43年获全胜，从此越南又进入第二次北属时期。此次时间最长（43—544），又经过中国的四个王朝：东汉（25—220）、三国（220—280）、两晋（265—420）、南北朝（420—589）。此阶段是中国最复杂的一段历史，交趾社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路远，有时中国的动乱影响不到交趾。中国各王朝在忙着争夺权力，所以交趾一般比汉地稳定，特别是三国时士燮任交趾太守时期（187—226）：“东汉末年，盔贼蜂起四方，朝廷威权不及于外，天下大乱。当时交趾之地幸赖士燮及兄弟分守诸郡县，因此偏安。”[5]《牟子·理惑论序》也记载：“是时灵帝崩（189）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士燮时期（187—226）交趾佛教相当兴盛，牟子、康僧会就是在此时学佛、习禅而成名。

（二）交趾的文化与信仰

在第一次北属时期（公元前111—公元40），交趾的太守们逐渐把儒教传到交趾，代表人物有锡光和任延。锡光自西汉平帝年间（公元1—5）就做了交趾太守，他“致力于开化事业，教民以礼仪，因此，郡内敬服他的人甚多”[6]。任延自东汉建武年间（25—56）起任九真郡太守，由于“九真郡人常以渔猎为业，不事耕种，任延教民犁耕，垦辟田地……又教民嫁娶礼法，并令郡内长吏名省棒，以贩助贫无聘礼者”[7]。任延守九真四年，就被召回中国，由于他对交趾实施儒教的仁义政策，又以文化、礼法教民，所以郡人都爱慕他，为他立祠。有人受他的恩惠，生子之后起名为任，以表感恩戴德之情。这说明交趾人对北朝派来的太守们取恩怨分明的态度。

士燮任交趾太守期间，不但大力创设学校传播儒家礼教，而且在传播儒教与汉字方面也多有创造、发明。儒教经典都是用汉字来写的，要讲授和学习儒经都离不开汉字。因此，士燮改革教学方法，取经传翻译音义，以教交趾人。明代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说：士燮初开学校，“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据《越南通鉴》1961年版说：“感于越人学习汉音之困难，乃将音韵译为越声，平仄俱有一定方式，音韵不变，而判别显然，其译法颇为技巧，越人之所以能吟诗作对联，皆得力于此。士燮并创字喃，假借汉字片段，演为越字，此种字多半是形声，半是会意。”[8]
士燮的为人，《大越史记全书》说：“王体器宽厚，谦虚下士，国人爱之，皆称曰‘王’，汉之名士避难往依者以百数。”士燮对交趾的管理方法是：“治民有方，循循善诱，国人爱之，皆尊称士王。”[9]此中，“名士避难……以百数”的“百数”包括名儒如牟子，佛家如“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10]，而尤以道家术士为多，《牟子·理惑论序》中说：“是时灵帝崩（189）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这说明交趾当时儒、佛、道三教都相当兴盛。至于佛教信仰在士燮时期，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说：“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些围绕士燮车骑烧香的“胡人”包括印度和中亚来的佛教徒，这反映了此时印度佛教信仰与仪式在交趾是很盛行的，即交趾文化直接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相当大。由此看来，士燮也许是佛教徒。总之，士燮对越南的文化、思想、教育等方面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后人尊称他为“南交学祖”。

当时，交趾本地主要信仰老天爷的权能。老天爷在天上能够看透人间造恶做善的事，能帮助善人、惩罚恶人。老天爷的属性跟本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上的需要有关，如雷神、电神、山神、水神、地神、树神（榕树神）、灶君神等，他们还认为，人死后，人的灵魂不一定是永存的，但能在尸体边存在一段时间，跟亲人一起生活，保佑他们，因此出现屋角鬼、坟屋和巫师等信仰现象。屋角鬼是人死之后，人的灵魂在家里帮亲人看家，保佑亲人；坟屋是在田野或山林中盖一间小屋，把灵柩安置在那里，在一定的时间内，每天用饭菜供养；巫师是能够跟屋角鬼和活人沟通的中间人。佛教传入之后，这些本地信仰又跟一些佛教教义如因果业报说、轮回说、因缘说等结合起来成为新的信仰，既有本地信仰特色又有佛教教义色彩，同时反映出当时交趾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法信仰”。“四法”是法云、法雨、法雷、法电，都与交趾人对农业生产的需要和愿望有关。

公元1世纪，交趾民间信仰也很简单，主要还是接受印度佛教信仰的影响，后又受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在越南民间文学故事中，佛的作用跟神和老天爷的作用是一样的，能千变万化，能劝善惩恶。越南民间故事中很多故事跟释迦佛的前身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民间故事中，他们不把“佛”叫做“fo”，而是叫“Bud”，即从Buddha音译来的。这说明，佛教从印度直接传到交趾，比从中国传到交趾这条路线还早，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把佛道叫做Bud道。对于佛法的“法”也被人们认为是“Bud”的法术。“Bud”的法术能够帮助穷人脱离困境。至于“僧”、“慈悲”、“功德”、“轮回”、“业报”等观念都带有神通灵异色彩，如《糟糠传》《金龟传》《一夜泽传》等都体现出法与僧的权威，其中最突出的是《蛮娘传》。

汉献帝时（190—220），太守士燮城于西平之地（今天德江），南有佛寺曰福严寺（一云超类县大寺社郑桥），有胡僧自西方来，号曰阇梨。能立独脚之法，人多效慕之，呼为尊师。

时有女名曰蛮娘，父母俱亡，贫苦日甚，笃求佛道，讷于言语，住持此寺，不能与徒诵经，常居厨灶，捣米采薪，亲自炊羹，以供一寺之僧及四方之来学者。

五月间夜促短，僧徒诵经到鸡鸣，蛮娘供给，僧徒诵经未行食粥，蛮娘假寐闺门中，不意忘饥熟睡。僧徒诵罢，各归寺房。蛮娘当卧，阇梨僧来过娘身，娘欣然心动，胞里受胎。三四月间，娘有惭色而归，阴梨亦羞而去。

到三岐路江头寺居之，蛮娘满月生一女，寻僧而还之。夜间，僧将其女至三岐路江头榕树，付曰：“我寄此佛子，与尔藏之，各成佛道。”阇梨与蛮娘相辞而去，因与蛮娘一杖，曰：“我赐此册汝，如见岁辰大旱，汝以杖卓地上，出水，农夫赖之，以济生民。”娘敬受而还居本寺。

遇岁旱时，卓杖地上，自然出水，民多赖之。时蛮娘年五十岁，适榕树摧倒，流到寺前江津，盘旋不去，民相竞斩为柴，斧斤多为破折，乃相率乡里三百余人曳之上岸，其树不动。会娘于津洗手，戏撑之，树遂转移。众皆惊恐，使娘曳之上岸，令匠作佛像。其树中乃三岐所藏女处之树，已化成石，甚坚。匠人斫之，斧斤尽缺口。匠人投之于渊中，有光芒，顷刻余始沉，匠人皆死。请娘拜礼，令渔人入水取之，迎入佛寺殿，将贴金，阴婆呼为：法云、法雨、法雷、法电。四方祈祷，无不灵应，呼蛮娘为佛母。四月初八日，娘无病而没，葬于寺中。民以为佛母。每年是月日，四方男女常聚此寺，游戏歌舞，世传为浴佛会云。技乐百端，以成俗，至今犹存焉。[11]

阇梨僧在《报极传》中叫丘陀罗，在《岭南摭怪列传》中叫迎罗篙梨，在《禅苑集英》中叫丘陀尼，都是一个人。此故事在黎贵悼的《见闻小录》、安禅的《道教源流》和《古珠法云佛本行语录》等书中都有记载，这显示出了“四法信仰”在越南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同时也说明公元二三世纪，交趾佛教不但兴盛，而且还实现了民间化，成为普遍信仰。《理惑论》中，牟子批判僧徒犯佛法戒律的现象跟此故事僧阇梨和蛮娘犯戒有关。即公元2世纪，交趾佛教有印度僧、交趾尼姑。交趾有了尼姑，当然有僧人，可知此时交趾人出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了。据《报极传》记载：丘陀罗和摩诃耆域从印度一同到交趾，耆域接着到中国弘道，丘陀罗留在交州。[12]据另一本《古珠法云佛本行》记载：东晋明帝（322—324在位）派军队到交趾赢楼城取法云像带回中国，但法云佛像有神通力，晋兵取不动。法云佛遂留在交趾，成为越南佛，保佑越南人民的生活。史书记载，李朝抗宋时期（1075—1077），李朝君臣们迎接法云佛到太原同军队一起参加抗宋，取得辉煌的胜利。李仁宗时（1072—1128）两次“淫雨，迎法云佛赴京，祈晴”[13]。李神宗1137年“帝幸报天寺，礼法云佛，祈雨，是夜大雨”[14]。

总之，佛教传入交趾后，跟交趾信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信仰，既有本地信仰色彩，又有佛教思想，使越南民族文化愈加丰富多彩，提高了民族独立自主精神。

二 交州的佛教情况

（一）交州赢楼佛教中心

阮郎在《越南佛教史论》中认为：“公元一二世纪，在汉地中有三个佛教中心：洛阳、彭城和赢楼，其中，出现最早的是赢楼中心。”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

洛阳是东汉（25—220）的都城，位于河南省西部，《后汉书·襄楷传》载：汉桓帝（147—167年在位）“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桓帝纪》论曰：“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这表明桓帝时佛教仍被看作是一种方术。而佛，也只不过是一种神灵而已，此时安息国的安世高、安玄都到中国，与中国人严浮调在白马寺和许昌寺共译佛经，但其影响不大。

彭城位于长江下游，今属江苏省，据《后汉书·楚王英传》：公元50年左右，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移居彭城，常“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15]。“晚节”时，他不仅“更喜黄老”，而且还“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佛教在此时虽然还没有普及，但已经奠定了它在中国的基础。公元2世纪末，彭城已经成为一个佛教中心。

赢楼是交趾的治所，此治所历史悠久，在赵氏时（前207—前111）就有了。治所位于红河平原的中心，距河内15公里，距求江和栋江5公里，距红河5公里，交通非常便利，今属越南河北省顺城县。有水路、陆路两条路线都直接跟彭城和洛阳相通。公元前1世纪，印度商人和中亚商人都经过这两条路线从交趾到中国做生意。后来印僧和中亚僧也通过这两条路线到中国传道，如支彊梁接、摩诃耆域、达摩提婆、康僧会等。同时中国僧人也通过这两条路线到印度求法，如于道邃、于法兰、明远、智弘、义净等。从中国直接到印度的这条陆路，对于中国佛教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条陆路从公元4世纪起已经畅通，但法显（4世纪末）、玄奘（7世纪）到印度求法时，路上还是遇到不少困难。公元7世纪末明远、义净、昙润、智弘等都经过海路到印度求法，从印度回中国也选择这条海路（普贤、义净等）。这说明，海路虽比陆路远，但既好走又安全，因此交趾成为中印的中转要道。交趾还是中外文化的交会之处。据《后汉书·西域传》，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古罗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檄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延熹二年（159）、四年（161）天竺“频从日南檄外来献”。一些外国使者和商人也经过海道先到交趾，后到中国朝贡。在交趾停留时，他们的文化也影响到交趾的文化。而且交趾又接近于一些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如扶南、真腊、占婆等国，所以也受到其文化的影响。交趾又是一个学术相当活跃的地方，不仅汉字、儒教、道教兴盛，而且梵文、佛学也很发展。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牟子和康僧会曾在那里学佛、习禅、学汉语和梵文等，都是具体的证据。

在汉地三个佛教中心中，我们认为，牟子时，交趾佛教已经发生退步的现象。“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给”[16]，都是指当时交趾僧人的情况。“今沙门”是这样退步，“昔沙门”如何呢？肯定是守戒律了。这些犯佛律的僧人，有的是印度僧、中亚僧，也有的是交趾僧，《越南佛教史论》中，阮郎认为，主要是交趾僧人，他还认为：“赢楼中心的僧团组织是出现最早的。”蛮娘在福严寺给“一寺之僧及四方之来学者”做饭也说明此事。

赢楼中心是最早实施“十人授戒法”的。“十人授戒法”即“三师七证”，是僧人受具足（比丘）戒的仪式，“三师”即和尚师、羯磨师、教授师，“七证”是七位证明师。此仪式，在交趾最晚是在公元220年左右就实行了，即僧会受戒时。《安般守意经序》僧会说：“余生末踪，始能负薪，考妣殂落，三师凋丧。”康僧会的“三师”中也许就有交趾僧人。如果牟子所说“今沙门”的“沙门”包括交趾沙门在内，那么此“十人授戒法”在公元2世纪末就在交趾实行了。《梁高僧传·昙柯迦罗传》曰：昙柯迦罗（249—254）到中国“译出《僧祇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授戒，中夏戒律，始自于始”。《开元释教录》载：“魏代译经沙门四人，其中昙柯迦罗，中印度人，以齐王芳嘉平四年（253）于洛阳白马寺出《僧祇戒心》。集梵僧、立羯磨授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可知，公元253年中国才实施“十人授戒法”，比交趾起码晚30多年。

《理惑论》是第一部佛教论说，由牟子在交趾写成，其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还提到僧人犯戒的现象和《四十二章经》的内容。据越南佛教史书记载：牟子和僧会时期，交趾的佛经起码有15部，僧人500多位，佛寺20多座。

这些都充分说明，汉地两个佛教中心之中，赢楼中心出现最早，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交趾佛教的盛况。

（二）外国僧人在交趾

（1）摩诃耆域。据《古珠法云佛本行》耆域和丘陀罗在汉灵帝末期（168—169）从印度到交州。但慧皎在《梁高僧传》中说，晋惠帝末年（290—306）耆域到洛阳。《佛祖历代通载》说：“晋惠帝永平四年（294）耆域到洛阳。”中国史料和越南史料关于耆域到越南和中国的时间是有差别的，但路线是一样的：“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达襄阳……至于洛阳。”[17]
慧皎多次写到，在中国期间，耆域“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时人莫之能测”。他到的地方，都留下“灵异”事迹，到襄阳后，想过江，但“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见两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头，虎下道而去，两岸见者随从成群”。在洛阳时，衡阳太守滕永文患病，耆域用咒术给他治好病。有一次“数百人各请域中食，域皆许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这些奇异法术跟本地方术，在越南影响很大，黎朝（980—1009）禅师们用其来进行改朝换代运动，起过重要作用，使朝中政事稳定，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

（2）支彊梁接，又叫支彊梁楼，汉译真喜，大月支国人，公元3世纪到交州和广州，跟越僧道清译出《法华三昧》。此经属大乘禅经。

（3）达摩提婆。公元5世纪到交州，《大唐会典录》说：他译出世亲著的《涅槃论》，此论还保存在《大藏经》中。《广弘明集》道宣说：“南朝宋时（420—479）先到交州，后达魏地。”

（4）于道邃。东晋时敦煌人，年16岁出家，从于法兰为弟子，学业精勤，内外知识，无不综览。善方药，精书法，洞谙殊俗，尤巧谈论。后与法兰过江，为谢庆绪所推崇，性好山水，常游履名山，后随法兰去西域，于交趾遇难而亡。支遁赞曰：英英上人，识通理清，朗质玉莹，德音兰馨。[18]
（5）于法兰。晋朝高阳（今属河北）人，15岁出家，研习经典，精诚勤奋。及冠，风神秀逸，道声大振，名流四远，尝怆然叹息道：“今大法虽兴，但经道多缺，若一闻圆教，夕死可矣！”于是远奔西域，不料到交州遇疾，终于象林（越南中部）。沙门支遁立像赞曰：“于氏超世，综体玄旨，嘉遁山泽，仁感虎兕。”[19]
（6）慧林。是《白黑论》的作者，时人称“黑衣宰相”，其书内容主张儒佛“殊途同归”、“五常六度并行”。又对佛教的佛身无量寿、无量光、轮回说、建塔造寺、译经等事持反对态度。他得到南朝宋文帝（424—454年在位）支持。宋文帝崩后，慧林被僧团所逐，他到交州，并在交州去世。《广弘明集》中，道宣称他作刘慧林而不是释慧林，也许道宣也不承认他属僧团人。

（7）释昙弘。《梁高僧传·释昙弘传》载：“释昙弘，黄龙人，少修戒行，专精律部，南朝宋永初中（420—422）南游番禺，比台寺，晚又适交趾之仙山寺，诵《无量寿》及《观经》……孝建二年（455）……自烧。”

慧林因反对净土宗的教义而被僧团逐出到交州。昙弘专“诵《无量寿》及《观经》，誓心安养”，说明当时中国和交趾的净土信仰是相当普遍与兴盛的，同时也说明，交州仍然是一个能够容纳所有不同学说、不同思想潮流的地方。

（三）从儒入佛——《牟子理惑论》

牟子是中国东汉末年人，生于公元165—170年间，籍贯为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弘明集》中载有他的著名作品《理惑论》，共有29篇，其中有序和跋两篇。

据此书的《序传》说：牟子原是儒者，博读经传，亦读神仙家之书，但以为虚诞不可信。公元189年，东汉灵帝崩，天下混乱，牟子便跟母亲到交趾避乱。牟子26岁回苍梧娶妻，太守请辟为佐吏。州刺史辟召任州吏，其都坚辞不就。他认为“方世扰攘，非显己之秋也”，“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因此“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牟子则撰成此书以为自己答辩。南北朝时，陆澄所撰《法论》始见著录，称为《牟子》。由于《牟子理惑论》详细记载了汉明帝遣使求法的传说，反映了东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当时中国与交趾人士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因而一直备受中越两国历代学者的重视，是研究中越早期佛教历史的必读之书。

《牟子理惑论》的“理”是动词，意思是分析与解答时人对自己的非难和对佛教义理产生的疑问，书中以问答体阐述了牟子本人的主张。问者为儒士，答者为作者自己。其主张是佛教、道教与儒教合而为一，与中越传统思想并无根本的对立。

首先，对佛的理解。

他使用了很多儒、道两家的常用词汇与术语，认为佛是一种“谥号”，并以“三皇”、“五帝”相比拟，“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这是用儒教观点来理解和看待佛。至于用道家观点来看待佛，则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不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

“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这分明又给佛披上道家的服装。而“蹈火不烧，履刃不伤”，简直是对《庄子·内篇·齐物论》如下文章的模拟：“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佛家的教主，竟然成为道家的“至人”、“真人”了，但他用儒家的代表人物和传说人物，如周公、伏羲、仲尼、尧、舜、皋陶等对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解释，则又成为把佛“世人”化了。

其次，对“法”的理解。法是佛教的教义，他说：“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

这完全是把佛的教法给道化了。老子《道德经》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两者相较，意思非常相似。

牟子还认为“人道法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基本学说。在牟子看来，佛教与儒教的作用是相同的，都可以用来“事亲”、“治民”、“治身”。这与佛教本来教义相去甚远。

佛教基本上是出世之道，主张通过修行摆脱烦恼进入涅槃境界。但在这里，牟子又把佛的教义既加以道化又加以儒化。他说：“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又说：“清躬无为，道之妙也。”

最后，牟子为僧人进行辩护，此辩护颇多。在儒家看来，僧人是不孝、不忠、不仁、不义的人。牟子以“见其大不拘于小”来解释：“夫讪圣贤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树德？德将不树，顽嚣之俦也，论何容易乎？昔齐人乘船渡江，其父堕水，其子攘臂，梓头颠倒，使水从口出，而父命得苏。夫头颠倒，不孝莫大，而以全父命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绝于水矣。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所谓时宜施者也。’且《孝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祝发、文身’，自从吴越之俗，违于‘身体发肤’之义。然孔子称之‘其可谓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发毁之也，由是观之，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谓违圣语，不合孝乎？豫让吞炭漆身，聂政披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以为勇而有义，不闻讥其毁没也。沙门剃除须发，而比之于四人，不已远乎？”

他还认为修行能够成佛，不但是修仁和修孝，而且还是达到最大的仁与孝。另外，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轮回转生说，牟子用灵魂之说来解释，倡导行善绝恶。儒教主张“节俭”，牟子说“布施”并不违背儒家之原则。他还认为，佛教的戒律与中国“古之典礼无异”。信佛奉教，并不意味着背离儒家。虽然牟子认为佛教等同于儒、道，但它们之间仍有高下之分：“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他把佛经比喻于五谷，儒家五经只是由五谷产生的五味，低于佛经，并说自读佛经后，“如开云见白日”，从此便立志研习佛理。在宣扬佛教教义时，牟子不厌其烦地征引《老子》等道家理论以证明其说，但一涉及神仙、长生、辟谷之术这些道教观点时，他又非常强调佛道两教的不同。看来，对于道家的哲学思想，牟子在很多方面是非常欣赏的，而对道教所宣扬的神学方面的东西，他则进行了批评。他说：“且尧舜周孔，各不能百载，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谷，求无穷之寿，哀哉！”《牟子理惑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他们是用儒、道的观点来看待佛陀及其教义的。这些解释在现代来看都是很勉强的，不能准确地表达佛教的原义，但在当时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佛教在交趾传播。对此文及其作者，近百年来各国学者如中国、法国、日本、越南等都进行过研究，有些学者还对此文的写作年代有所怀疑，认为“其文不类汉人，疑为六朝所撰”。但多数人认为，此文写成在中国三国初期（238年前后），一些“不类汉人”的文句也许是后人加上的。此文反映出了当时交趾学术、特别是佛教的情况。“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给”都是指当时越僧犯戒的情况。《理惑论》第十一则，讲到佛教传道缘起时，引用《四十二章经序》关于汉明帝求法之说，并作了印证，增加了建寺中的壁画情节，说明《四十二章经》在交趾流传相当普遍。此书不但反映出当时越南三教的情况，而且还对三教此后的发展提出建议，即“三教一致”精神。越南“三教一致”的思想，也许就是从牟子开始的。在越南，虽然有时儒教对佛教进行打击，但时间不长、程度不深、影响不广，一般都是儒佛同行。至于佛与道，在越南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与矛盾。道教一般都依附于佛教。儒教攻击佛教的同时，也攻击道教。佛教徒虽不一定是道教徒，但道教徒一般都是佛教徒，几乎分不开。到目前为止，越南北方的寺院一般都有一部分空间用来事奉道教，这一点跟中国佛教与道教的关系是不同的。

（四）从交州到建业——康僧会

众所周知，公元二三世纪之际，牟子、康僧会在交趾学佛的事件，不但说明僧人的活动是十分活跃的，而且还反映出佛教居士的活动与信仰情况。但牟子和康僧会跟谁学佛，谁是僧会的“三师七证”，关于这段佛史的资料记载不多。黎孟挞的《康僧会全集》（卷一）认为“牟子是康僧会的老师”，此认定不正确。我们认为，一牟子不是出家僧人，二僧会和牟子的佛学水平相差太大。牟子的佛学属于儒家研究佛学的初步水平，在解释佛学时，他都用儒教和道教的术语、概念、思想来理解，使佛教的原义染上了儒教和道教的色彩。僧会的佛学虽然也受儒和道的影响，但还是很正统的佛学意义，特别是大乘般若和禅学思想，更加正统。而且，两人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如果僧会跟牟子学佛的话，他们的作品中一定都会有记载，或有时人记载。因此牟子不能做僧会的老师，更不能做僧会的“三师七证”中之一师。

越南佛教在第二次北属时期，除了上述印僧和中僧之外，还有越僧。道清禅师，据《佛学书目》载，公元255—256年间，道清在交州帮支彊梁接译出《法华三昧》。释慧胜禅师，据《唐高僧传·释慧胜传》，他是交趾人，专诵《法华经》，应彭城刘绩敬慕请到幽栖寺[20]弘禅，得到“禅学者敬美”。永明五年（487）移住钟山延贤精舍弘禅，在此山去世，寿70岁。道禅禅师，据《唐高僧传·释道禅传》，他是交趾人，南朝齐永明初年（483—489）到中国钟山云居寺弘禅，大通元年（527）示寂。公元5世纪还有道高和法明二位禅师，《全宋文》（卷六十三）载：“道高，交州法师。”《弘明集》僧祐载：“高、明交州二位法师。”可知，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到中国弘禅，其事迹中国史书都有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是康僧会。

1.康僧会其人

康僧会，西域康居人，其先居天竺，其父因商贾之事而移居交趾，十多岁时双亲并亡，至孝服毕出家。修行甚峻，为人大度弘雅，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无不涉猎，研讨辩论，颇属文翰。此时东吴初传佛法，风化未全，僧会欲兴佛教，建立寺院，乃东游吴地，东吴赤乌十年（247）到建业（今南京），营立茅舍，设像行道。此时吴人初见沙门，不识其道，疑为异端。据传：僧会洁斋静室，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佛骨舍利，至三七日，果显神迹。孙权嗟服，下令为其建塔，江南从此才有佛寺，叫建初寺，其寺周围，叫佛陀里，于是江南佛法大兴。到孙皓即位时，法令苛虐，废弃淫祠，并及佛寺，皆欲毁坏。孙皓派张笠及大集贤士与僧会话难，都无以折其言，后乃就会受五戒。僧会在吴，极说佛法，译出众经《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道品》（《小品》）。编译《六度集经》，注有《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等，并制此三经序，辞趣雅便，义旨微密，流行于世，后人孙绰赞扬曰：“会公箫瑟，实惟令质，心无近累，情有余逸，属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远诣，卓矣高出。”

2.康僧会在交趾

康僧会的父亲何时到交趾的呢？如果僧会于公元200年出生，他父亲起码在公元200年之前就到交趾了。《出三藏记集·康僧会传》《梁高僧传·唐僧会传》都载：“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即到交趾后才结婚生僧会。此两书都未说到他的母亲是哪国人，只说“其父”而不说“其母”。其母很可能是交趾人。众所周知，当时坐船到交趾是很危险的事，没成家的女孩不会这么冒险到交趾。所以他的母亲只能是交趾人，或生长在交趾的人。

《出三藏记集·安般注序三》卷六，释道安（314—385）有一段重要的话：“魏初康僧会为之（《安般守意经》）注义，义或隐而未显者，安窃不自量，敢因前人，为解其下。”这里“魏初”应该是在公元220—230年间，即僧会还在交趾时，所以《安般守意经注解》和序文都是在交趾写的。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也同意此观点。《出三藏记集·安般注序》卷六，僧会写：“余生末踪，始能负薪，考妣殂落，三师凋丧，仰瞻日月，悲无质受，眷言顾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没，会见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余从之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所传，不敢自由”，说明韩林、皮业、陈慧三贤当时都在交趾了，所以僧会才“从之请问”。也许此三贤都是到交趾避难的人，所以僧会才能跟他们共译此经。《康僧会全集》卷一，黎孟挞还认为：《六度集经》《小品》《法镜经注解》并序文等都是在交趾翻译、编译和撰写的。此意见都有道理。众所周知，公元247年他才到建业，一到建业后他就忙于说服孙权、孙皓父子，又忙于把江南佛法大兴，所以他的时间大部分都放到这些事上。47岁之前，他在交趾除了学佛、习禅、译经、写序等事之外，几乎没有别的繁杂的事。但只能说是他在交趾就着手进行了，至于完成也许是到建业后。

通过上边所说，我们又知道僧会在交趾的佛学老师是韩林、皮业、陈慧，但他们只善于小乘佛学，至于康僧会的大乘佛学老师和“三师七证”是谁我们还不清楚。

3.康僧会在建业

康僧会到建业之前，支谦已在吴地译经了，即江南早有佛法了。但由于支谦是居士，又偏于译经，所以没有多大影响：“佛法未行”，“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21]。僧会以沙门的身份出现，又偏于编译与著述（撰述），注重民间佛教，主张养生成神，跟道教相近，所以“江南大法遂兴”。

到建业后，他说服孙权信佛立寺，又说服孙皓停止“废弃淫祠，乃及佛寺，并欲毁坏”等事，使孙皓“就会受五戒”。这些事不管是真是假，都说明僧会对民间佛教是很重视的。同时也说明当时吴地和交趾民间佛教信仰的情况，以及儒、佛、道之间的关系。

编译、著述、弘禅是僧会在建业弘法事业最重要的事情。据《梁高僧传》、《出三藏记集》载僧会在吴地译出《道品》，又叫《小品般若》《道品般若》。由于此经在吴地译毕因此又称《吴品》（今僧会译本已失）。据《梁高僧传》僧会还译《杂譬喻》即《旧杂譬喻经》二卷（上、下）。《大藏经》也载“《杂譬喻经》二卷，吴康僧会译”。一般学者都怀疑此经是否僧会译，但“根据经中的一些词，如：‘神树’即树木的神灵，是越语的语法结构。根据正规的汉字结构应该是‘树神’，因此，我们认为此经是由僧会从交趾开始到建业译毕的”。[22]
《六度集经》现题康僧会译，共有91经，其中有82经是佛本生经。此经按照大乘佛教“六度”而分为六章，前五章都有序言，第六章的序言也许已佚，据其内容，知道此经“决为会所制，非译自胡本”[23]。此经的主要内容是“倡导大乘的菩萨行，因此，他对社会的态度往往采取大乘的立场。小乘的影响可能使他虔诚、严峻、孤独；大乘的立场又往往使他悲天悯人，热心于救拔苦难；加上儒家的教养，又可能使他避免佛教的那种消极褊狭情绪，从而构成了他颇为混杂而又独具风格的思想”[24]。《理惑论》中，牟子提到“须大拿不孝不仁”的故事。此故事在《六度集经》中卷第二，僧会译成《须大拿经》。说明此经僧会在交趾时已译出，并比较流行，牟子已经看到了。可知，僧会的译本或著述大部分都在交趾或已完成，或已着手工作了。因此《出三藏记集·僧会传》说：“会于建初寺译出经法……《道品》及《六度集经》”这句话不太正确。僧会的思想涉及很多方面，最明显的是仁道主义、三教一致、养生成神等思想，但僧会的禅思想还是占首位。

4.康僧会的禅学

众所周知，公元2世纪末，《四十二章经》在交趾已经普遍流行了，经中的“行道”、“观天地”、“念无常”等概念都属小乘禅无常观的禅观法。当时《安般守意经》由韩林、皮业、陈慧从中国带来，也许在交趾也普遍流行。他们都是安世高的禅生。当然他们在交趾也传授小乘禅，但影响最大的是康僧会的大乘禅。上边说过，僧会在交趾已经学大乘般若，并开始译出《小品》，撰《六度集经》，写《安般守意经序》等大乘经典。《安般守意经序》载：“夫安般者，诸佛之大乘，以济众生的漂流也”，只这句话已足够证明僧会主张大乘化禅，但僧会跟谁学大乘思想呢？肯定不是跟陈慧等“三贤”，也不是跟支谦，因为他在交趾时译出《六度集经》《小品》等，即僧会的大乘思想在交趾已经形成了。这些大乘经典和大乘僧人也许是从海道传过来的。如果说是从中国传过来的，那就用不着说“他译出”了，因为当时有很多印度僧人正在中国译大乘经典。

僧会的禅偏重于心学，他认为“心”为“众法之原”。所以，纷纷万物都不过是“同出”而“异名”。从现象上看，宇宙之间，万物森然；而寻究其本原，就只是“一心”。“心”为万物之本，世界万物都不过是由“心”的差别认识而产生的。心是本体、真如，是第一性的；万物是现象，是第二性的。心与物的关系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法镜经序》中，僧会说：“夫心者，众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异名，祸福分流。”

这里“臧否之根”是讲到祸福论问题。世间的是非、善恶、祸福、吉凶等都是从心而有，由心而生，所以“祸福”也是依心而“分流”。心生“众法”，心造“祸福”。即心一产生差别认识就出现“祸福”、“万法”。这正是所谓“心生则种种法生”。《安般守意经序》解释说：“其事有六，以治六情，情有内外：眼、耳、鼻、口、身、心，谓之内矣，色、声、香、味、细滑（触）、邪念（法）谓之外也。经曰：诸海十二事，谓内、外六情之受邪行，犹海受流，饿夫梦饭，盖无满足也。……弹指之间，心九百六十转，一日一夕十三亿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是以行寂系意著息，数一至十，十数不误，意在定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无他念，泊然若死。……禅谓弃也，弃十三亿秽念之意。”

僧会讲的是“数息观”。“禅”即禅那，一般译为“静息”、“思维修”，也有“弃恶”的意思。“数息观”是汉译义，梵语云Anapana，汉译音：阿那波那，旧称“安般”、“安那般那”、“阿那般那”。“数息观”是由数出息入息镇心的观法而得名的。《大乘义章》十二云：“安那般那观，自气息系心数之，勿令忘失，名数息观”；《智度论·慧影疏》六曰：“阿那般那者，阿那名出息，般那名入息”；《俱舍论》十六曰：“若风向身入，名阿那，若风背身出，名波那”；《安般守意经》曰：“安名出息，般名入息”，都是同一个意思。“数息观”是五停心观之一，即计呼吸数以停止散乱心的方法。此观法要通过六步，即六妙门。

数息门：善调身息，数息自一至十，以摄乱心，这就是入定的要门。因此，以数息为妙门。

随门：细心依息，知入知出，谓为随门。若强存数，则有起念之失。因此应该放数息而修随息。入时知入，出时知出。长短冷暖，都悉知道，因此，诸禅自发，以随为妙门也。

止门：息心静意叫作止，行者虽依随息而心安明净。但，如果心依于随，则有起想之乱，故宜舍随而修止。凝心寂虑，心无波动，则诸禅定将自开发，是以止为妙门。

观门：行者虽因止而证诸禅定，但解慧未发，所以要观心分明，了知五阴之虚妄，破四颠倒及我等十六知见。颠倒既无，则无漏之方便因此开发，故以观为妙门。

还门：转心返照名为还。行者虽修观照，然若计我能观照，而破颠倒，则为计我之惑，反与外道同，所以要转心而反照能观之心。如果认识到能观之心，本是虚妄不实，即附观执我之倒自亡，即能所双亡，破除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差别。这样无漏的方便智，自然明朗，故以还为妙门。

净门：心无所依，妄波不起，名为净。行者修还时，虽能破能发之倒心，但未发真明之无漏智，由住放无能所，即是一个受念，故使心智秽浊，若觉知之己，不住不著，泯然清净，则真明因此开发，即断三界之结，证三乘之道，是以净为妙门。

《安般守意经序》中康僧会对“心”、对“观数息”进一步阐述：

心之溢荡，无微不浃，恍惚仿佛，出入无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逆之无前，寻之无后，深微细妙，形无丝发，梵释仙圣，所不能照明，默种于此，化生乎彼，非凡所睹，谓之阴也。

垢浊消灭，心稍清净……注意鼻头，谓之止也。……若自闲处，心思寂寞，志无邪欲，……行寂止意，悬之鼻头……还观其身，自头至足，反复微察，内体污露，森楚毛竖，犹睹脓涕……其心无想，谓之净也。

此观法，其实是在“数息观”的基础上，进一步修“不净观”，下面僧会描绘禅者得禅的境界：

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举眼所观，无幽不睹，往无数劫，方来之事，人物所更，现在诸刹，……无遐不见，无声不闻，恍惚仿佛，存亡自由。

僧会的禅思想最集中、最重要是在《六度集经》卷第七《禅度无极章第五》中，即僧会对“四禅”的阐述：

禅度无极者云何？端其心，一其意，合会众善，内著心中，意诸秽恶，以善消之。

即初修禅时，还要纳众善于心中，并要以此众善来消除意中的诸秽恶，而到了禅的更高境界，则“善恶皆弃，心不念善，亦不存恶；心中明净，犹琉璃珠”。进而还要“在意所由，轻举腾飞，履水而行，分身散体，变化万端，出入无间，存亡自由，摸日月，动天地，洞视彻听，靡不闻见……”

僧会的“四禅”是：

一禅之行，去所贪爱五妖邪事。眼睹华色，心为淫狂。去耳声、鼻香、口味、身好，道行之志，必当远彼。又有五盖：贪色盖、恚怒盖、睡眠盖、淫乐盖、悔疑盖。有道无道，有佛无佛，有经无经，心意识念，清净无垢。心明睹真，得无不知，天龙鬼妖，所不能惑。犹人有十怨，脱身离之，独处山间，众所不知，无所复思，人远情欲，内净心寂。

第二之禅，如人避怨，虽处深山，惧怨寻之，逾自深藏，行家虽远十情欲怨，犹恐欲贼来坏道志，得第二禅，情欲消远，不能污己。第一之禅，善恶净已，以善消恶，恶退善进；第二之禅，喜心寂止，不复以喜住消彼恶也。喜善二意，悉自消灭，十恶烟绝，外无缘来入心者。譬如高山，其顶有泉，无流入者，亦非龙雨，水自内出，水净泉满。善内心出，恶不复由耳、目、鼻、口入：御心如是，便向三禅。

第三之禅，守意牢固，善恶不入，心安如须弥，诸善不出，外事善恶寂灭不入，心犹莲华根茎在水，华合未发，为水所覆，三禅之行，其净犹华，去离众恶，身意俱安，御心如是，便向四禅。

（第四之禅）善恶皆弃，心不念善，亦不存恶，心中明净，犹琉璃珠，又如士女净自沐浴，名香涂身，内外衣新，鲜明上服，表里香净，菩萨心端，获彼四禅。群邪众垢无能蔽其心，犹若净缯，在作何色，……又犹锻师熟炼名金，百奇千巧，从心所欲。菩萨心净，得彼四禅，在意所由……犹若万物皆因地生，自五通智至于世尊，皆四禅成，犹众生所作，非地不立。

总之，僧会的禅学是从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提高到大乘禅的地位，即他注重妙心、真如心。把妙心、真如心当作觉悟的本体来看待：“心”是“众法之原”。越南禅学自从僧会起就进入大乘禅法。僧会曾翻译和编译大乘经典对当时越中禅学肯定影响很大。因为他曾使“江南大法遂兴”。

一般认为，越南禅学都是从中国传过来的，都是受到中国禅学的深刻影响。如果说越南禅学在公元7世纪之后受中国禅的影响是完全正确的，但公元7世纪之前，越南禅学主要受印度禅学的影响。僧会把印度禅和越南文化结合起来，又把此禅学传到中国，使整个江南地区的禅法兴盛。这说明中越两国禅学的交流是从僧会开始的。公元5世纪，交趾又有一位著名禅师到中国传禅：释慧胜，“交趾人……往幽栖寺（中国），韬明秘彩，常示如愚，久处者重之，禅者敬美”。[25]
僧会的禅学当时在交趾影响深远，现在虽还没有找到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体系，但据《禅苑集英》记载：公元580年毗尼多流支到交趾传禅时，在交趾已有300多名禅生正在法云寺跟观缘和法贤禅师习禅。他们也许是习僧会的禅，并且直到11—12世纪还继续传承，如雷荷泽、空露、觉海等禅师，可以说，僧会和释慧胜是越南禅宗初期、同时也是中越初期禅宗交流的代表人物。

第三节 越南佛教在第三次北属时期

一 交州的社会背景

公元479年，中国南朝宋亡齐继，历22年，齐又被梁所代。交州的社会、政治很不安定。朝廷派来统治交州的官吏，见国内混乱也谋图独立，导致官吏之间相互残杀。梁以萧诸为交州刺史，萧诸是个苛暴的人，百姓都恨他。因此，544年李责起事，建立前李朝，立国号万春，自称李南帝。548年李南帝崩，赵光复乃称赵越王。李天宝（李南帝之兄）跟族人李佛子带兵逃入九真。571年李佛子打败赵越王，称后李南帝。

589年，隋文帝（581—605年在位）平定南北，统一了中国。602年，派将军刘方统精兵27营来攻打南越，李佛子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乃请降。从此之后，交州之地又沦为第三次北属时期。自主时期（544—602）交州佛教也很兴盛。现存的资料不多，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佛教情况。

上边提过，公元580年毗尼多流支到交州传禅时，交州已有观缘和法贤及300多名禅生正在法云寺跟他们习禅，其他寺院也许禅师们也正在习禅及教禅。法贤得法于毗尼多流支，从此建成毗尼多流支禅派，此派当时影响最大。

李佛子这个名字也许不是他的真名，他是为了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以此来号召民众，说明当时交州的佛教力量在社会上的影响与地位。

由于前李氏时间比较短，还不算是真正的自主，佛教在此阶段跟第三次北属相差不大。所以，在介绍佛教情况时，我们把这两个阶段放在一起探讨。

第三次北属的时间长达336年，在300多年间，中国在社会、政治上发生不少动荡，交州也随之而动荡。由于交州地远，人民又想独立，唐王朝又对交州采取苛酷政策，交州人从此多次起义反抗。著名的有公元722年，梅黑帝跟林邑国和真腊国结好，以为外援，自称皇帝；公元791年，冯兴起义，破都护府城，人民爱敬，尊称为布盖大王。

公元679年，唐高宗分交州之地为12州，59县，并设置安南都护府，从此称为安南。

公元865年，高骄引兵到安南平南诏之乱，并担任安南节度使，他得到人民的信任，被尊称为高王。《越南通史》载：“高骄施展法术，呼唤天雷，劈开各江中急流潜石，以利舟楫航行。民间又传：高骄见我交州率多帝王之地，因常放纸鸢魔压，以破坏美丽的山水，害失龙脉。”此大雷也许是高骄使用了炸药？

唐代末期，中国发生变乱。907年唐朝结束，中国进入五代时期（907—960）。923年，南汉朝派兵攻打安南。938年，吴权在白藤江起兵攻打南汉兵，获大胜，成为一位流芳千古的忠义之人，从此南境建立自主政权，开辟了自主时期。

二 佛教情况

此阶段，中越僧人交往比较频繁。不但中僧到越、越僧到中，而且他们还一起到西竺求法，或在印度相识结伴。据《大唐求法高僧传》：公元七八世纪，唐僧明远到越南，跟越僧一起往西域求法。明远，益州清城人，振锡南游，到达交趾，然后由交趾乘舶往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又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更往大觉寺（印度摩诃菩提寺）。僧伽跋摩，康国人，唐显庆年间（655—660）奉令往交趾采药。他在交趾正值灾荒，每天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涕泣，时人号为常啼菩萨。昙润，洛阳人，在交州居住一年多，声望颇隆。随后他泛舶南行欲往印度，行到诃陵北渤盆国（今婆罗洲）遇疾而终。慧命，荆州江陵人，至占婆（越南中部）后，遭逢大风，不能西行，折而归唐。智弘，洛印人，与荆州无行同往印度，至合浦登舶，漂到匕景（越南中部），又回到交州，居住一夏，冬末复随舶南行，到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更到狮子国，往中印度。

同时和唐僧同往西域求法的越僧有运期、窥冲、大乘灯、解脱天、慧焰等。运期，交州人，与昙润同行，后为中国益州会宁的弟子。随师至诃陵国，从诃陵国高僧智贤受戒。窥冲，交州人，是明远的弟子，与师同舶航行南海，到狮子国，赴中印度。大乘灯，爱州人（越南北部），幼随父母往杜和罗钵底国（今泰国境内）出家，后随唐使郊绪到达长安，在慈恩寺玄奘法师处受具足戒，居长安几年，阅览经书，后来曾随义净往中印度。大乘灯通梵语，曾用梵语注解《缘生论》和其他经典。解脱天，交州人，跟义净经海道往印度，拜偈菩提道场，25岁示寂。慧焰，交州人，是中国无行的弟子，跟无行一同到锡兰。这些都是中越两国佛教徒之间的交流史实。[26]
据《全唐诗》载：公元八九世纪交州还有无碍、惟鉴、奉定等禅师，都很精通佛法，其中惟鉴和奉定得到唐王朝请入宫中为他们演讲佛经。惟鉴在“春殿里”讲经毕，将要起程回安南时，贾岛[27]（779—843）写了一首《送安南惟鉴法师》诗：

讲经春殿里，花绕御床飞。

南海几回渡，旧山临老归。

潮摇蛮草落，月湿岛松微。

空水既如彼，往来消息稀。[28]

“南海几回渡”，也许他多次为唐朝讲经说法。奉定将要回安南时，杨巨源[29]（755—？）写《供奉定法师归安南》诗送他：

故乡南越外，万里白云峰。

经论辞天去，香花入海逢。

鹭涛清梵彻，蜃阁化城重。

心到长安陌，交州后夜钟。[30]

沈佺期（约656—715），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人，675年进士及第，中宗即位（705—707）被流放到驻州（越南中部）。在骆州时，先后写了12首吟咏安南风土人情的诗，其中《九真山净居寺偈无碍上人》云：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

人中出烦恼，山下即伽蓝。

小涧香为刹，危峰石作龛。

候禅青鸽乳，窥讲白猿参。

藤爱云间壁，花怜石下潭。

泉行幽供好，林桂浴衣堪。

弟子哀无识，医王惜未谈。

机疑闻不二，蒙昧即朝三。

欲究因缘理，聊宽放弃惭。

超然虎溪夕，双树下虚岚。[31]

他自称“弟子”，尊称无碍为天竺菩萨的化身。张籍（约767—830），字文温。799年进士及第，曾写《山中赠日南僧》，但不知日南僧具体的名字：

独向双峰老，松门闭两崖。

翻经上蕉叶，挂衲落藤花。

甃石新开井，穿林自种茶。

时逢海南客，蛮语问谁家？[32]

贯休（832—912），唐代诗人，俗姓姜，字德隐，婆州兰溪（今浙江）人，7岁出家，号禅月大师，作品有《禅月集》12卷、《补遗》1卷，曾写《送僧之安南》，此僧也没有写具体的名字，也许是他的朋友：

安南千万里，师去趣何长？

鬓有炎州雪，心为异国香。

退牙山象恶，过海布帆荒。

早作归吴计，无忘父母乡。[33]

赖有《全唐诗》《大唐求法高僧传》等书，才能知道这些中越僧人在当时的交流与活动。此交流与活动也许还有很多。黎贵惇在《见闻小录》[34]中说：“北属时期越僧肯定很多，也许都有记载，但或漏洞，或失散。”第三次北属时期，佛教中最突出的是禅宗的传播与发展。

三 中越禅宗交流

到939年为止，佛教传入越南的时间已长达900多年。公元2—3世纪，出现了两位著名佛子：牟子和康僧会。到公元5世纪又有释慧胜（交趾人）得到中国佛教界的称赞。其中，康僧会和释慧胜都是禅师，他们都对中越两国禅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康僧会，曾使江南大法兴盛。公元6世纪末出现著名禅派毗尼多流支禅派。9世纪初又出现无言通禅派。11世纪李圣宗创立草堂禅派。13世纪陈仁宗创建竹林禅派。17、18世纪又出现临济莲宗派（竹林禅派的后身）和曹洞派。自第二次北属，越南从接受印度佛教的倾向转到接受中国禅宗的倾向。因此，可以说，越南禅宗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禅宗的发展。

毗尼多流支是南天竺国（南印度）人。其在印度出家，574年到中国跟三祖僧璨习禅得旨，僧璨劝“汝速南行交接，不宜久住于此”，他先到广州译出《象头精舍》和《总持》二经，公元580年到交州法云寺[35]传禅。他的得法弟子有法贤（？—626），法贤的弟子清辩专以《金刚经》为眼目。从此以下各代更接近中国南宗所传的顿悟禅法，此派传到19代，到1213年结束，时间长达640年左右。此派在越南影响很大，成为越南禅宗中期三大禅派之一。到9世纪此派又跟密教和越南民间信仰结合，成为当时社会上的巨大力量。该派僧人参与政治斗争，曾把残酷的前黎末期统治推翻，建新的朝代李朝（1009—1225）。此次改朝换代，僧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著名禅僧有法贤、清辨（？—686）、法顺（？—990）、万行（？—1018）、惠生（？—1063）、圆通（1080—1151）和依山（？—1213）等，其中法顺帮助黎大行，接见宋朝使者李觉。万行曾直接培训李公蕴（974—1028）成为一位“才德双全”的好皇帝，亦直接帮助他安安稳稳地登上皇位，他对越南人民和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后人称此派为毗尼多流支派。

无言通（？—826），俗姓郑，广州人，性沉厚，寡言默识，了达事理，时人称其无言通，《景德传灯录》中又称其为不语通。无言通跟百丈怀海（720—814）习禅得旨。820年到交州住建初寺弘顿悟禅，得法弟子有感诚（？—860），从此开创无言通禅派。此派在越南递相传持，绵延不断。中国禅宗的现成公案和体验方法，在此禅派中也盛行传承，传得16世，得法74人，得载39人，其中有李太宗皇帝和五个中国人。此派是两大禅派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它是陈朝竹林禅派的前身，最著名的僧人有感诚（？—560）、匡越（933—1011）、圆照（999—1090）、通辨（？—1134）、满觉（1052—1096）、常照（？—1203）、现光（？—1221）等。其中匡越被丁、前黎、李三朝封为国师，他曾跟法顺帮助黎大行接见宋朝使者李觉，又曾跟万行帮助李公蕴即位。通辨对《禅苑集英》的收集资料做出巨大贡献。常照对越南禅宗，特别是陈朝禅宗起了重要作用，他教出三位著名弟子：现光、通禅、神仪，他们都对竹林禅派的创立起过重要作用。

总之，第三次北属是禅宗形成与发展的时期。由于此时越南在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基本上一直接受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禅宗也不例外。而且，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最兴盛的时代，佛教宗派都是在此时期形成与发展的，如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密宗、禅宗等。其中禅宗是最兴盛、发展时间最长的佛教宗派。禅宗特别是南宗禅主要是在中国南方地区活动的，因此，它直接影响到越南禅宗，是越南禅宗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此时是越南佛教转换方向与传承内容的时期。

小结

越南自公元前后开始直接接受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到公元二三世纪形成赢楼佛教中心，是汉传佛教中最兴盛的佛教中心之一。此中心曾培训出两位著名佛子：牟子居士和康僧会禅师。他们的作品都是研究中越早期佛教必读之书。他们的思想对越中佛教影响深远，两人都重视儒、佛、道三教一致思想。其思想在越南思想史和越南禅宗发展史上影响广泛而深远。但他们的作品又偏重于编译、撰述，这是当时越中两国佛教的差别点，特别是康僧会对中越初期禅宗交流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影响很大。可以说，牟子和康僧会都是越中初期佛教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

从6世纪末至10世纪初，即第三次北属时期，是越南禅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此时从中国来的两位著名禅师后建成两派：毗尼多流支派和无言通派，是越南禅宗中期三大禅派中的两派。当时，此两派对越南佛教影响最大，对社会也起到重要作用。到陈朝，在王朝的支持之下，越南禅宗又与从中国传来的临济禅和越南文化结合起来创建竹林禅派。可以说，毗尼多流支和无言通都是越中中期禅宗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竹林禅派是中越两国禅宗在漫长的时间内酝酿、交流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下面我们继续深入研究三大禅派的传承、思想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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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越南三大禅派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佛教情况

一 社会背景

唐朝灭亡（907）后，中国社会陷于分裂状态。唐朝灭亡前一年，朝廷派到越南统治的节度使和官吏们都逃跑回中国，军队也撤了回去。这种形势对越南民族的政权巩固来说是十分有利的。此时，他们推举一名封建主——曲承裕（越南人）来做节度使。曲承裕做了一年节度使便去世了（907），他的儿子曲颖继承父业，仍然自称节度使。几年后，五代后梁又派人来统治越南，一直到939年，吴权发动农民起义胜利而称帝后，越南的独立才开始奠定起来。944年吴权去世，越南内地当时有十二个大封建主割据称雄，互相争夺皇位，史称“十二使君之乱”。968年，丁部领统一全国，并且建立了大瞿越国，称王号为丁先皇皇帝。978年，丁先皇、丁链父子二人都被一名随从官员杜释杀死，朝廷发生内乱。中国宋朝利用这个机会派将侯仁宝率三万精兵分四路进攻大瞿越。981年，黎桓打败宋军，称为黎大行皇帝。但黎朝统治的政策不得民心，人民的反抗情绪甚为高涨。当时佛教僧侣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都很高，朝中的军事集团掌握了最高权力，但基层的各个村庄却操纵在僧侣手中。1009年，黎中宗去世，出身于僧侣家庭的李公蕴[1]（974—1028），受以万行禅师为首的朝廷官员拥戴为王，[2]创建李朝（1009—1225）。

在李朝的统治下，越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民族封建制度巩固阶段。李朝采取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国家的政策，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主要是佛教）等方面都焕然一新，农业、工业、商业比过去发展了，文化和宗教特别受到重视。

二 佛教情况

吴、丁、黎三朝时期，佛、道、儒都很发展，其中佛教是最兴盛的。当时有些僧人直接参政，丁先皇把爵位封给他们。吴真流禅师得封为僧统，赐号“匡越太师”。到黎朝时，佛教又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黎大行请占城僧人摩诃[3]父子译佛经。1007年，黎卧朝派遣使者到中国请《大藏经》。法顺禅师[4]（？—990）和吴真流禅师[5]（933—1011）以外交家的身份来接待宋朝使者。黎大行命吴真流禅师写一首词送宋朝使者：

祥光风好锦帆张，

遥望神仙复帝乡。

万重山水涉沧浪，

九天归路长。

情惨切，对离觞，

攀恋使星郎。

愿将深意为边疆，

分明奏我皇。[6]

宋朝使者非常钦佩吴真流禅师的才华。此词是越南成文文学出现最早的一首。当时最有名的是万行禅师（？—1018），佛教能够在民间广泛传播，给寺庙带来声势，同时也构成李朝统治的基础，都有他的贡献。

北属时期，佛教已经向全国传播，但最发达的还是红河北岸地区。除了本来有名的历史悠久的赢楼[7]佛教中心之外，还有嘉林建初[8]寺、花林乡的建阳寺、绎榜乡[9]的众善寺和六祖寺、扶宁乡的双林寺、仙山的感应寺、升龙的开国寺（今镇国寺）。10世纪中叶无言通禅派的第四代云峰禅师（？—959）来此寺住持，他把开国寺扩大成为当时最有名的佛学院。很多僧人来此寺学佛，其中有多宝禅师[10]。1069年，草堂从中国到越南，也在开国寺住持并创立草堂禅派。花炉（今宁平省）曾是丁、黎两朝的京师，已经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据考古学家发现，995年间，建一柱寺，石柱有八面，高三米，在每一面刻满《楞严经咒》和其他的偈。其余还有黄龙江左岸的塔寺、婆吴寺等，都是在丁、黎两朝之间建的。

李公蕴做了皇帝后，多次下诏度民为僧，建很多新寺庙，多次派使者到中国请《大藏经》。李朝佛教的发展不只是因为朝廷的维护，还因为此发展从丁、黎两朝以来就有了基础。

李朝皇帝们都崇敬佛教。李太宗（1000—1054）是无言通禅派的第八代传承人，李圣宗（1023—1072）属草堂禅派的第二代传人。属于此派的得传心印者还有李英宗（1135—1175）和李高宗（1173—1210）。李惠宗（1194—1226）把王位让给李昭皇（1218—？）之后，就到真教寺出家，号为惠光禅师。这都是皇帝崇佛和修佛的具体例子。至于贵族官僚，在灵称寺碑文（1126年建）中，法宝禅师（生卒年不详）写道：太尉（指李常杰）“身构俗谛，而心遂燮乘。盖上与母后崇浮屠之教。公遵承二圣之征旨。可夫持大器焉”[11]。他们竞相厚待出家人。定香禅师（？—1051）得到“都将城隍使阮邹钦其名德，延就此寺（指感应寺，今北宁省）居焉。学徒云集教人演化，功为不少”。[12]究旨禅师（生卒年不详）得到“李太宗皇帝累征不就。凡三幸其寺，以慰问焉。太尉梁文任亦加敬礼。龙瑞太平年间，宰相杨道嘉以其寺（龙坠山寺，今河南省）请师住持”[13]。惠生禅师（？—1063）得到“当时王公如奉轧大王、威武、喜慈、善惠、昭庆、显明太子、上将王公在、太师梁文任、太保陶处忠、参政乔公蓬等皆往来问道，执师资礼”[14]。

出身贵族官僚家庭的禅师也很多：圆照禅师（999—1090）是灵感太后的孙子，广智禅师（？—1092）是昭奉皇妃的哥哥，满觉禅师（1052—？）是中一阵处郎李怀素的儿子，智宝禅师（？—1190）是太尉苏献成的舅舅，妙仁尼师（1042—1113）是李太宗的女儿。

李朝的寺塔大部分是由皇帝或贵族官僚来建的。灵称寺碑记载：“自佛教以来，逮今一千余载，而敬奉益新。凡有名山胜景，莫不启拓以建觉场。然非下公大人弘护匡维则莫能成焉。”[15]
朝廷和贵族对佛教的维护，使佛教在社会上占重要位置，从此佛教的影响扩大到全国。1010年，李太祖刚即位，把京城移到升龙（今河内）来，就马上下诏建大量寺庙，全国趁此机会建自己的寺庙，钱多盖大的，钱少盖小的。太尉李常杰、大臣李日光（李太祖的第八个儿子）到又安省任职，都在那里盖了很多寺庙。应该注意的是此时有些寺庙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盖的，如河宣省的崇福寺，系尚书李承恩所建。这也许是李朝想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吧。

寺多僧也多起来。1010年，李太祖下诏度民为僧。1016年，在升龙万岁寺组织戒坛，给1000多人授出家戒。1019年，李太祖又下诏度民为僧。出家人越来越多，有的寺庙达到一百多人甚至一千多人。据《禅苑集英》载：建初寺多宝禅师住持处，僧人共有一百多名。千福山重明寺禅老禅师住持处“学者千数，郁为丛林之盛”[16]。道惠禅师（？—1172）住持光明寺，智宝禅师（？—1190）住持青雀寺，寺内僧人都达到一千多名。

为了养活这大量出家人，李朝寺庙自有土地，有的由国家赐给，有的由贵族官僚供养。据《万福寺碑文》（今越南河北省佛迹寺），龙瑞太平四年（1057）李圣宗皇帝赐一百多亩地。《报恩寺碑文》1209年立，有一人姓阮，“供一百二十六亩，供为事田养僧，三亩守寺，余赐民防修寺斋撰清谨，孤魂会例”[17]。据《神光寺[18]钟文》载：李朝一共供1371亩土地。其余李朝的寺庙还有由信徒们供养的土地与其他财产。据《大越史记全书》和《禅苑集英》载：开国寺净空禅师（？—1170）得到“四方财施者山积，或来伺盗”等。

总之，李朝佛教的寺庙经济势力很强，说明当时佛教在社会、政治、文化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李朝禅师们的威望很高，有的被朝廷封为国师，如通辨、圆通。有的还兼僧统如圆通国师；有的只是僧统而不是国师，如庆喜禅师；也有的只是国师而不是僧统，如明空禅师。

李朝初期，一些禅师曾参加帮助李公蕴当上皇帝，如万行禅师、多宝禅师、匡越大师等，他们都对当时的政治社会起了重要作用。《禅苑集英·多宝传》载：“及帝即位（指李太祖）屡召师（指多宝）……访禅旨，恩礼厚隆。至朝廷政事，咸预决焉。”但后来朝廷统治机构越来越得到巩固和稳定，儒教也得到重视与发展，禅师们虽然在社会上的威望还很高，但不再直接参政了。“国师”这个称号的意思，在这里只是人民的精神老师而不是政治上的顾问。为什么丁、黎、李朝佛教界能直接参政呢？我们认为：其一，当时禅师们都有学问、有知识，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意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但有自己的主见，而且还懂得人民的痛苦和需要。其二，禅师们没有和皇帝争皇位的企图。其三，禅师们对儒教的“忠君”学说不执着，谁是好皇帝，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带来幸福，他们就维护谁。其四，皇帝也需要他们的学历、知识和威望。因为吴、丁、黎三朝的皇帝们都从战争中掌握政权，到李朝初时，虽然李公蕴也有学问，但朝廷的官吏有学问的人还是很少的。后来，虽然禅师不再直接参政了，但他们的威望仍然影响到全国人民，有时皇帝也要向他们请教关于治国的策略。圆通国师[19]（1080—1151）在回答李神宗（l128—1138在位）关于治国的咨询时，讲了一番道理：

帝问天下治乱兴亡之理。师对云：“天下犹如器也。置诸安则安，置诸危则危，顾在人主所行何如耳。好生之德，合于民心，故民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是置天下得之安者也。又云治乱在庶官，得人则治，失人则乱。历观前世帝王，未尝不以用君子而兴，不以用小人而亡者也。原其至此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者渐矣。天下不能顿为寒暑，必渐龄春秋。人君不能顿为兴亡，必渐于善恶。古之圣王，知其若此，故则天不息其德以修己，法地不息其德以安人。修己者慎于中也，栗然如履薄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懊乎若驭朽索。若是国不兴，反是国不亡。其兴亡之渐在于此也。”[20]

李高宗（l173—1210）无度行乐，不管国家政事，儒臣们不敢劝谏，但阮常禅师（生卒年不详）劝说：“吴见诗序云：‘乱国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主上巡游无度，政教乖离，下民愁困，至此愈甚，而日闻哀怨之音。无乃乱亡之兆乎？”[21]可知，佛教在李朝末年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崇佛的精神还表现在佛教的庙会中，这也成为李朝文化发展的特点。盖好寺庙之后，人们就举行落成典礼，一般是开庙会，有的还由皇帝出面组织。如1118年，为了举行胜严圣寿寺的落成典礼，李仁宗开千佛庙会。1119年，在净虑寺举行落成典礼时也开庙会。1121年，在报恩寺举行落成典礼时亦开庙会。下面这段文字记载了在崇善延龄塔举行落成典礼时（1121）的情景：

及庆成也，敕奉常以整驾，感风伯以清尘。沈檀雾织于溪山，幢幡霞烂于街道。鼓钟喧沸，铙磬匉訇。前道三宝云车，后展一人金辂……会方袍之洁行，演觉帝之真诠。英圣凝旒，伫偈终而翘诚稽颡。仙姬敛袂……听轴尽而献舞供酥。颂雪粒之香斋，饮充饥旅；散泉流之圆宝，周赈穷氓，幽显咸臻。[22]

吴、丁、黎三朝时期只流行在北属时期已流行的经典。如《金刚经》《百论》《法华经》等。1007年，黎卧朝派自己的弟弟明倡和黄成雅到中国请《大藏经》[23]，1009年才带回越南。1011年，李太祖建镇福藏经阁。1018年，李太祖又派阮道清和范鹤到宋朝请《大藏经》，1020年带回越南。1021年，李太祖建八角藏经阁。1023年，李太祖派人抄写另一部《大藏经》保存在大兴藏经阁中。1027年，太祖再次派人抄写《大藏经》。1034年，仙游山重光寺建重兴藏经阁存焉。同年太宗派菏树、杜宽使者到中国，宋帝赠一部《大藏经》。1081年和1098年李仁宗派两位使者梁用律和阮文信到宋朝请《大藏经》。《大藏经》成为中越两国友好交流的宝物。

据《禅苑集英》，丁、黎、李三朝最流行的佛经是《法华经》《圆觉经》《华严经》《金刚经》等。其余还很流行的是中国的《雪窦语录》。除了习禅、研究佛典之外，禅师们还勤于创作：惠生著《法事斋仪》《诸道场庆散经》；圆照著《散圆觉经》《十二菩萨修证道场》《参徒显快》；辨才编修《照对录》；圆通著《僧伽杂录》（五十章）和《诸佛迹缘事》（十三章）；常照著《南宗嗣法图》等。可惜这些作品已经佚失了，只剩下一些诗、偈和师弟问答之话，因此研究他们的思想是很困难的。在北属时期从中国传来的毗尼多流支禅派和无言通禅派，到李朝继续发展并且达到鼎盛。李朝又出现从中国传来的新禅派——草堂禅派（1069）。此派虽然传播时间不长，范围也不广，可是其影响却很大。下面我们依次研究从中国传来的三大禅派。

第二节 中国毗尼多流支禅派传入越南

一 毗尼多流支行状及其传承体系

毗尼多流支（？—594），梵语Pinitaruci的音译，意译灭喜，得法于中国禅宗二祖僧璨（？—606）。公元580年[24]到越南法云寺（今越南北宁省顺城县）传禅，创建越南第一禅派，史称毗尼多流支禅派。

据《古珠法云佛本行语录》载：“东晋之间（317—489）南天竺国人到法云寺住持，从此佛法盛行。”

《禅苑集英》摘引通辨国师[25]（即智空禅师）跟符圣感灵仁皇太后（？—1117）的话，说：“今又有法贤上士得法放毗尼多流支，传三祖宗派，为菩萨中人，于众善寺授徒演化，会下不减三百余人与中国无异。”[26]关于毗尼多流支的具体情况，《禅苑集英》有如下详细记载：“龙编古州乡法云寺，毗尼多流支禅师，南天竺人，婆罗门种也。少负迈俗之态，遍游西天竺求佛心印，法缘未契，携锡而东南。陈朝太建六年壬午年（562）初至长安。会周武帝堕灭佛法（574—577），欲往于邺。时三祖僧璨以避难故挈其衣钵，隐司空山，师与之遇，见其举止非凡，心中起敬。乃向前叉手立者三反，祖皆瞑坐无语，师于伫思次，豁然若有所得，展拜三下，祖三点头而已，师退三步云：‘弟子向来也是不著便，和尚大慈悲故，愿乞奉侍左右。’祖曰：‘汝速南行交接，不宜久住于此。’师辞去，卓锡广州制旨寺。大抵六年，译得《象头精舍经》《报业差别经》等。迨周大祥二年庚子（580）三月来于我土，此寺居焉，复译出《总持经》一卷。”

关于毗尼多流支禅师，我们应该注意宋朝释本觉撰的《释氏通鉴》也载毗尼多流支传。但有些细节与《禅苑集英》所载不完全符合。《释氏通鉴》载：隋文帝壬寅年（582）召法智（天竺人，梵文Dharmajnana）到京都译经。此时毗尼多支流从印度来，皇帝也召来译经。当年二月，其译出《象头精舍经》，三月法智译出《业报差别经》，七月其译出《总持经》。这样，据《释氏通鉴》：一是，《业报差别经》（《禅苑集英》错写成《报业差别经》）由法智译而不是《禅苑集英》所说的毗尼多流支译，这一点可能正确，因为《大藏经》中的《业报差别经》的译者是法智。二是，毗尼多流支在中国广州译出《总持经》而不是《禅苑集英》所说的在越南法云寺译出。三是，毗尼多流支582年到越南而不是580年到越南的。这点《释氏通鉴》所载不一定准确。第一，对于毗尼多流支来说，《禅苑集英》比《释氏通鉴》所载还是切近正确，因为他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禅派。第二，《禅苑集英》和《释氏通鉴》记载的时间都离毗尼多流支到越南的时间四五百年，但《禅苑集英》是一代一代的师弟传承下来，是由他的徒弟们记载的。第三，《禅苑集英》所记载比较详细（从时间到地点到事件）。毗尼多流支是中国三祖僧璨的得法弟子。这样可以把他看成中国禅宗四祖向越南传禅并创立越南禅宗的第一禅派，即毗尼多流支禅派。四祖道信是僧璨的另一位得法者，在中国传禅。毗尼多流支和道信是同一行的，是道信的法兄（毗尼多流支574年得法，道信601年得法）。他的传法偈中最后一段很明确地指出他是三祖僧璨的得法弟子，“且吾璨公，印吾此心时，谓吾速南行交接，不宜久住，旷历于兹……”[27]
据《禅苑集英》载：毗尼多流支在越南传禅一共十四年。他到法云寺时，此寺有观缘师正在教三百多名禅生习禅，他选中了观缘禅师的禅生法贤，法贤成为毗尼多流支的得法者。此禅派在越南传共有十九代，第一世包括毗尼多流支在内，下面我们介绍此派的传承体系。

第二代：一人得法。法贤禅师（？—626），俗姓杜，朱莺人（今河内嘉林县），先跟观缘习禅，后得法于毗尼多流支，得到时人的敬重和隋文帝（581—605年在位）的赞赏。

第三代：一人得法。惠严禅师（生卒年不详），《禅苑集英》不载其传，但根据《清辨传》，我们知道他是清辨的师父。曾用《金刚经》来传禅。

第四代：一人得法。清辨禅师（？—686），专持《金刚经》为业，后从《金刚经》得悟。

第五代：一人得法，缺录。

第六代：一人得法，缺录。

第七代：一人得法，龙泉禅师（生卒年不详），住持南阳寺。

第八代：三人得法，二人缺录。定空禅师（？—808），开始重视预言、谶纬、风水等法术。

第九代：三人得法，都缺录（其中也许扶持禅师是法顺的传法师父）。

第十代：四人得法，一人缺录（也许无碍禅师是崇范的师父）。

罗贵安（？—936）和摩诃摩耶（生卒年不详，占城人），两人都偏重于符谶、咒术、预言等民间方术，同时开始受密教的影响。第十代最著名的是法顺禅师。法顺禅师（？—990）俗姓杜，少年出家，嗣法于龙树寺扶持禅师。他“博学工诗，负王佐之才，明当时之务……出语必合符，当黎朝创业之始，运算定策，预有力焉”[28]。黎大行即位后，他不肯接受朝廷的封赏，大行更加敬重。他还跟匡越禅师[29]接待宋朝使者李觉，得到李觉的敬佩与高度赞赏。法顺著有《菩萨号忏悔文》一卷，行于世（今已佚）。法顺是一位积极入世的禅师，他对国家、民族与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十一代：四人得法，二人缺录（可能智玄是徐道行的老师，法宝是纯真的老师）。禅翁禅师（902—979），俗语姓吕，古法人，少时学儒，后从罗贵安出家得法。崇范神师（1004—1087），“状貌瑰伟，耳垂至肩”[30]，曾到印度留过九年的学。后回法云寺“僧俗学者如归”。李仁宗（1066—1128）曾有诗追赞。

第十二代：七人得法，二人缺录。

余王者为定惠禅师（生卒年不详）、纯真禅师（？—1101）、持钵禅师（1049—1117）、道行禅师（？—1117）、万行禅师（？—1018）。后三位偏重于密教，其中万行是当时最著名的禅师，同时也是毗尼多流支禅派最著名的禅师。《禅苑集英·万行传》《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等书都载其少时超异，贯通二学，研究《百论》。他说话必为天卜符谶，黎大行非常敬重，在改朝换代的运动中，他坚持维护李公蕴登上皇位。他虚造了很多符谶语、预言与神奇故事，目的在于提高李公蕴的威信。他对黎、李两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思想是入世思想，得到人民的敬重。

第十三代：六人得法，三人缺录（可能法通禅师和鹤林禅师都是惠生的同学，辨才是庆喜的传法师父）。

惠生禅师（？—1063），俗姓林，时人叫“肉身大士”，李太宗非常尊重，拜为僧统。曾奉诏撰《法事斋仪》、《诸道场庆赞文》行于世（今已佚）。

禅岩禅师（1093—1163），俗姓姜，专习总持陀罗尼，曾参加《法华经》《般若经》御试，中甲科，帝常诏师诣纲，“祈雨立验，拜为名僧，赐以上服，凡国家祈祷，师皆主之”。

本寂禅师（？—1140），俗姓阮，主张“不滞有无，兼明顿渐”。

第十四代：四人得法，三人缺录（也许是性眼、性如、广福）。庆喜僧统（1067—1142），古交趾人，俗姓阮。主张学道人不应该执着色空、生死、凡圣等，不要向外求佛、求解脱。著有《悟道歌诗集》（今已佚）。

第十五代：三人得法，一人缺录（也许草一），余二者为戒空禅师（生卒年不详）和法融禅师（？—1174）。

第十六代：三人得法。智禅禅师（生卒年不详）、真空禅师（生卒年不详）和道林禅师（？—1203）。

第十七代：四人得法，一人缺录。

妙仁尼师（生卒年不详），俗姓李，是娇奉轧王的长女，“杰为尼中宗匠”，她主张“顿渐均可”。圆学禅师（生卒年不详）。净禅禅师（1121—1193）。

第十八代：二人得法，一人缺录。

圆通国师，俗姓阮，讳元亿，古贤乡人，曾参加李朝组织的三教考试，考中甲科，仁宗封为僧录，神宗曾召赴阁，帝问关于“治乱兴亡之理”，他答后，帝大悦，封为国师，奉诏撰《诸佛迹缘事》三十余卷，《洪钟文记》和《僧家杂录》五十余卷。诗赋千余首，流行当世（今已佚）。

第十九代：二人得旨，一人缺录。

依山禅师（？—1213），俗姓阮，锦乡人（今又安省），30岁从圆通出家习禅得旨，是毗尼多流支派的最后一位传人，他主张“诸法平等，无有疑惑，无心，无相，无行，无量，无际，远离二处，住放中道，出过一切文字言说……”[31]此思想和毗尼多流支所传的思想仍是一脉相承的。他又跟石头希迁（700—790）所提出的思想接近。他说：“如来成正觉，一切量等身，回互不回互，眼睛童子神。”[32]“回互不回互”即既互相关涉交融，又各自依位独立，是毫无执着的禅师境界。《五灯会元》卷五，石头希迁《参同契》载：“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诠，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不相涉，不尔依位住。”[33]
“灵源”即禅宗所传的那个“心”本体，“枝派”指由心本体派生的现实事物。“心”造万物，“心性”或“性空”即为万物的共性，名之为“理”。若就事论事，不见其“理”曰迷；若只契其“理”不识事相差别，也不是“悟”，据此考察一切对象，都有两种关系：一是“回互”，即由理的同一性体现的相互联系；二是“不回互”，即表现为个性的自住于己性，因此参禅人必须从理事及其互相关系上取得认识，才能真正得悟。[34]
依山的禅学涉及事理的关系，或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他的《示寂偈》很明显地体现出此关系：

真身成万象，万象成真身。

月殿荣丹桂，丹桂在一轮。

总之，毗尼多流支从中国广州到越南传禅，建立第一禅派，该派活动时间近650年（580—1213），其传有19代，52人得法，《禅苑集英》只载29人，其余有些人可以根据他们的后一代提到而判断出来，此派越来越受无言通派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受到密教、风水说、预言、谶纬等说的影响。下面我们考察此派的思想。

二 毗尼多流支的禅学思想来源

有一天，毗尼多流支禅师跟法贤说：“夫诸佛心印，必不相赚。圆同太虚，无欠无余，无去无来，非得非失，非一非异，非常非断，本无生处，亦无灭处，亦非远离，非不远离，为对妄缘，假立名尔。所以二世诸佛，亦以如是得。历代祖师，亦以如是得。我亦以如是得。以至有情，无情皆以如是得。且吾祖璨公，印吾此心时，谓吾速南行交接，不宜久住，旷历于兹，今与汝遇。果符悬记，汝善持之，吾去时至矣。”[35]
偈的开头毗尼多流支谈道：“诸佛心印”即禅的本意，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直以心为印，心即佛心，印即印可、印定的意思。此即能印可印定佛法的实义，即诸佛的真心。觉悟是觉悟此真心，禅师把心印传给禅生是传给此真心。但此真心如何呢？毗尼多流支用大量否定句来描写：“圆同太虚，无欠无余，无去无来，无得无失，非一非异，非常非断……”这里他很明确地指出：此真心是实有的，但不能全靠或执着于语言、文字、概念等来把握、认识它，而只能通过禅定才能体会、证悟它。这段和僧璨的《信心铭》意思相同：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相差，大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逆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忽住空忍……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不用求真，唯须息见。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六尘不恶，还同止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法无异法，妄自爱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36]

《信心铭》大纲是：道是一个洞然明白，一点不容拟议，在佛而无余，在众生而无缺，一切二见，总荡尽了则万法一如、真妄无别，欲与此相应，无如作不二观，不二之真宗包容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大小圆融，古今泯绝，此妙境，是任何语言思量不可达到的。换句话说，《信心铭》的内容歌颂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的境界，强调远离一切对立差别、得失是非的妄念，平等自在，同时还提倡一即一切、相互融通的华严思想。

所谓“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者，意即道乃离一切限量分别者也，是以离一切虚妄分别之拣择心，即是无心合道，任运逍遥，莫非物我一如也。若也心上起心，念上起念即与道乖隔而不得自在矣。[37]

这样，僧璨的禅法也不外达摩所传二入四行即理入与行入，是菩提达摩所论领悟禅法的两种途径，强调除尽区别圣凡的妄心，不必拘泥经典教说的禅法，他又以真如法界不二为宗，极言一切法即是一法，一法即一切法，所以万法一如。修行者如果能够万法齐观，即回归本然的本质，取消边见，即是真心的全体现前。总之，僧璨的禅学思想大抵仍就凝住壁观，以悟入无自无他，无凡无圣，是心即佛，是心即法，佛法为无二元理，他跟达摩禅法仍然一脉相承。

毗尼多流支到中国几年后，恰遭北周武帝镇压佛教（574—577），也在此时他遇到正在司空山避难的三祖僧璨。此会晤无疑是受到僧璨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在他的示寂偈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从这次会晤之后，毗尼多流支按照僧璨指导到南方广州制旨寺传禅，并选译《象头精舍经》。他也许从印度带来很多他喜欢的梵文经典，其中有《象头精舍经》和《总持经》两部。

为什么他选译《象头精舍经》呢？

《象头精舍经》属般若系统思想，带有禅学色彩。此经说明觉悟的本质即菩提：“夫菩提者，超出三界，越于言说，无有住处。复次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住无所住是住菩提。住无执著是住菩提。住于空法[38]是住菩提。住于法性是住菩提。住于一切无有体相是住菩提。住无量信是住菩提。住无增减是住菩提。住无异念是住菩提。住如镜子像，如空谷响，如水中月，如热明焰。文殊师利，住如是等法是住菩提。”[39]
《象头精舍经》认为，修行者欲达到真理，证悟真如，不但不执着语言文字，而且还不执着形相、声色、彼此等分别认识……既不能用自身来领会，又不能用一般的心来体会，因为“是身无知犹如草木砂砾墙壁，无所觉知，四大和合，父母所生……终归败坏，是磨灭法”[40]。“是心无定，犹如幻化，皆因过去妄想业生，无形无执，犹如虚空。”[41]
至于菩提，《象头精舍经》认为，它没有什么具体形相，超出一切形相，超出一切时空。但又不能离开一切法、离开时空而证得，只不过在一切时空而不被它们所约束而已：“菩提者，但有空名，而无实相，无声、无色、无成、无见、无入、无知、无去、无来，如是等法亦无系缚。能过诸法，超出三界……菩提者无有处所，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一切空……非过去得，非未来得，非现在得，亦不离三世得。”[42]即在一切法、一切时空中而不受它们所约束，所束缚即认识到万法的真性是无分别性，那就是“住菩提”。

但应该如何把握诸法实相呢？《象头精舍经》明确指出：“复次智者，以禅为体。禅智平等无有分别，以方便故。观阴入界十二因缘生死流转，善恶之相，犹如幻化，非有非无。”[43]这里强调禅是诸法的实相，因为“禅智平等无有分别”至于“阴入界十二因缘”等只是诸法的现象，“犹如幻化”而已。

《象头精舍经》以十种内外观法不起执著来把握诸法实相：“一者，观身内界悉是空，不起执著。二者，观身外界亦悉是空，不起执著。三者，观内外诸法皆悉是空，不起执著。四者，于一切智，不起执著。五者，所修行道，不起执著。六者，观诸贤圣地，不起执著。七者，久修清净，不起执著。八者，住于般若波罗蜜，不起执著。九者，于讲论法，教化众生，不起执著。十者，观诸众生，起大方便，慈悲怜愍，不起执著。”[44]
无住，超越有无，超越时空、常断、生死等，是般若中观的思想。《中论》中，龙树提出著名的“八不”思想：“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45]生、灭、常、断、一、异、来、去这些概念都用来说明事物的特征不具有完全的正确性。在认识事物的绝对性时，这些概念中，每一个“都不能肯定，亦不能肯定其相反概念。而是要无一例外地在这些概念前加上‘不’字”[46]。所以“八不”学说“被作为总破一切法的方法论”[47]，是“打开般若的钥匙”[48]。这无疑是毗尼多流支受到般若中观学说的深刻影响。《禅苑集英·毗尼多流支传》载：“圆同太虚，无欠无余，无去无来，无得无失，非一非异，非常非断，本无生处，亦无灭处，亦非远离，非不远离，为对妄缘，假立名尔。”这明显地跟“八不中道”思想是相同的。

毗尼多流支译出密教的《总持经》（《大乘方广总持经》的略名）。“总持”梵语陀罗尼，Dhamni是持善不失、持恶不生的意思，以念与定、慧为体。菩萨所修之念、定、慧具有这样的功德。《注维摩经》卷一曰：“总持，谓持善不失，持恶不生，尤所漏忌，谓之持。”总持有四种：法、义、咒、忍。其中“咒总持”是密教所称谓的，也是指密教总体叫作总持。“咒总持”是菩萨依定起咒，持咒神验，除众生之灾患的意思。这里显明持咒与禅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依定起咒”。毗尼多流支译出《总持经》，说明他也受到密教思想的影响。阮郎的《越南佛教史论》认为：“毗尼多流支是在禅史上使用‘心印’这个词最早的人之一。”此词不但是禅宗中的根本意义，即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直以心印心，而且还出现于密教最根本的经典《大日经》中：“于种种圣言无不统其精要。若能持是心印广开一切法门，是名通达三乘也。”此“心印”是《大日经》的密意。此后，在这个意义上毗尼多流支禅派和密教有密切的关系。

禅门中“心印”是禅师授予禅生的直接对象，禅生接受心印之后得到觉悟。但此觉悟的精要是用真心来实现的。此传授是“以心印心”而不需要任何中介。三祖僧璨把“诸佛心印”传给他，即僧璨是帮助他觉悟的人，证明他是觉悟人。

《象头精舍经》在交州当时可能是普遍流传的。此经可以说是毗尼多流支派的根本经典之一。[49]法贤和法贤的三百禅生当然也用此经来禅习研究。《象头精舍经》带有般若思想的破执精神，又很注重禅观。约一百年之后，中国六祖慧能（638—713）开始用《金刚般若经》来传禅，当然此前是《楞伽经》在禅门中得到了最大的重视。毗尼多流支在交州用《象头精舍经》来传禅，说明在交州禅学和般若学说的关系比较早，菩提达摩把《楞伽经》传给惠可，此后祖祖相传，到六祖慧能用《金刚经》的般若思想来给《楞伽经》作补充。但在交州毗尼多流支早已用《象头精舍经》来作补充了。

毗尼多流支在交州把《象头精舍经》和三祖僧璨所传的思想传给法贤，法贤成为毗尼多流支禅派的第二世，对当时来说其影响是最大的。中国隋朝昙迁法师称他为“活菩萨”。隋文帝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到交州传播佛教，昙迁法师劝阻，因为“今又有法贤上士得法于毗尼多流支，传三祖宗派”。

法贤是什么样的人，能得到中国隋朝著名禅师昙迁用“上士”、“菩萨中人”等尊号来称赞他呢？据《禅苑集英》载：法贤禅师，朱莺人，姓杜氏，住仙游天福山众善寺，先到法云寺跟观缘禅师学禅，受具足戒，每天跟徒众讲习禅要。后来，毗尼多流支到法云寺时，看中了法贤，并把心印传给他。毗尼多流支圆寂后，法贤入天福山习禅定：“形如桥木，物我俱忘，飞鸟就驯，野兽相狎，时人闻风来学者，不可胜数。因建寺授徒，居僧常三百余人，南方禅宗趁此为盛。”此时交州的刺史刘方向隋文帝察报说：“此方钦崇佛教，且复高师德誉。”隋文帝派使者把五函佛舍利和文牒责交州“师建塔供养”，法贤在威楼法云寺和峰州、欢州、一长州、爱州等，每一州都建塔供养。

总之，毗尼多流支禅师虽已接受《象头精舍经》的般若思想，但很重视参禅、修定，即他既受到印度般若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中国禅宗的影响。这一点可以说他与中国禅宗从达摩到僧璨是一脉相承的。

三 毗尼多流支禅派的禅学思想

（一）超越语言文字

《象头精舍经》说明觉悟的本质即菩提，又称真如、真心、佛心等，即绝对真理。此真心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概念：“夫菩提者超出三界，越赞言说，离诸文字，无有住处。”[50]因为“菩提无处所不可见，离相如虚空现寂静。无声、无响、无文、无字、亦无言说”[51]。此观点跟密教《大日经》的“心印”观点是相似的，认为经典是圣教，圣教的精要是“心印”，因此“心印”也超越圣教与经典。根据此观点，菩提达摩刚从印度到魏时就宣布：“心印者，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52]虽如此，但他身边还带着《楞伽经》，后来把《楞伽经》传给惠可，惠可传僧璨。毗尼多流支到交州用《象头精舍经》来作为他行禅的根本典籍。一般来说禅宗不受文字、语言、概念所束缚，经典是帮助禅者行禅的最好的方便，禅的目的是觉悟佛心而不是积累知识。毗尼多流支和法贤会晤交谈时，已说明诸法实相是超越语言、文字、概念等思想的：“时毗尼多流支由广州而来，住于此寺（法云寺）见师（法贤）熟视谓曰：汝何姓？师云：和尚甚姓？又云：汝无姓耶？师云：姓即不无，和尚作么生会？支呵之曰：用会作么？师忽然自省，便礼拜遂得旨焉。”[53]
起初，毗尼多流支只想问法贤的具体姓氏，但法贤却想把两人的问答提到哲学层面上。法贤问“和尚甚姓”即谈到心的体性（姓和性两字同音异形异义），但毗尼多流支一味拒绝不想谈到心的体性方面，他又简单地问：“汝无姓耶？”法贤仍然站在哲学层面上，他说：“姓即不无，和尚作么生会？”到这地步，毗尼多流支给法贤一个带有决定性的回答：“用会作么？”意思是说，他正在执着于语言、概念来寻找心的“体性”，对于觉悟道路来说不但一点都没起什么作用，反而还障碍觉悟的道路。至于自心的证悟，并不意味着带有执着知识的认识。证悟真理，不但不要执著任何中介，而且还超越所有中介，不受任何一个思想所约束。跟这个觉悟故事相似，中国四祖道信（580—651）和五祖弘忍（602—675）也有一个相似的交谈。

道信在破头山开法数十年，门徒众多。有一天到黄梅县去，路上碰到一个小孩子，小孩子骨相奇秀，了无俗气。四祖一见便起了兴致，问小孩子：“你姓什么？”小孩子答：“姓倒是有，不是常姓。”

小孩子一言出口，就把四祖抓住了。四祖又问：“那是什么姓呢？”“是佛性。”小孩子回答。

“那你没有姓氏？”四祖问。“性空，没姓。”小孩子简练地说道。道信深深地喜欢上这个孩子，便让身边的侍者去孩子家找他的大人，请求让小孩出家。这个小孩子就是后来的五祖弘忍。

据《禅苑集英·清辨传》，第二世惠严（生卒年不详）和第四世清辨（？—686）也有超越语言文字的交谈：清辨从普光法灯受业。灯将示寂，师问云：“和尚去后弟子将何依记？”灯曰：“汝但崇业而已。”师茫然不会。灯灭后，师乃专持《金刚经》为业。一日有禅客来见，且问：“此经是三世诸佛母，如何是佛母义句？”师云：“从持诵以来，未晓经意。”客云：“持来多少时？”师云：“八载。”客云：“与么持经八个载，一个经意也不会。纵经百载功亦何为？”师遂作礼，且叩其所进益。客令就崇业惠严决焉。师释然谓曰：“晋今乃知法灯之语果符矣。”遂从之，才到此寺，严问云：“汝为什么事来？”师云：“某甲心头有所未稳。”严云：“汝未稳个什么？”师举前话似之。严欢曰：“汝自忘去了也，不记经言‘二世诸佛，及诸佛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不是佛母义句耶？”师云：“是，是某甲自昧也。”严又云：“此经是什么人说的？”师云：“非如来所说耶？”严云：“经中言：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是人不能解我所说义。汝善思惟。若言此经不是佛说即谤经，若言佛说即为谤佛，汝作么生。速道，速道。”师拟开口，严以拂子蓦打师，师俨然有悟，便礼拜。

超越语言、文字，并非意味着没有语言、文字，而是处在语言、文字的环境中，不执着语言、文字而已。上边一段话又说明：到惠严和清辨时期在越南禅宗中，禅师们使用《金刚经》来传禅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这个思想到第十三代本寂禅师、十四代庆喜禅师、十九代依山禅师等都有提到。《禅苑集英》载，有一天本寂禅师说：你们在我这儿学禅时间已经久了，为什么不呈见解，让我观看你们的修道如何进益？那时净眼和净如打算开口。庆喜喝：“一豁在目，空花乱坠。”本寂问：“庆喜阇梨争奈船何打破库斗？”庆喜说：“用船作么？”意思是说：船用来帮人过江到彼岸，到彼岸之后赶快上岸去。如果还喜欢船而不上岸的话，那就永远不能到彼岸了。经典是用来帮人达到觉悟的最好方便，如果执着以为是目的，那就永远达不到觉悟了。

按毗尼多流支禅派的思想，禅生在习禅时不能执着任何对象，连“佛”、“祖”、“禅”这些概念都不能执着，不能起分别妄心。禅定的境界是超越所有分别对象，要通过习禅才能达到最后目的——觉悟。所以依山尝示门徒云：“汝等应知，如来成等正觉，于一切事无所不察，于法平等无有疑惑，无心，无相，无行，无量，无际，远离二边，出过一切文字言说……”[54]
（二）超越“有无”问题

僧璨的《信心铭》受《华严经》和《三论宗》思想的深刻影响。对于“有无”问题来说，从《华严经》的缘生理到重重缘起理，最后提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命题。意思是万事万物本非真实存在，并无差别和对立，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整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都没有本质区别。《宛陵录》：“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这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意思。《三论宗》是般若思想在公元2世纪，由龙树和提婆阐扬的系统化结果，包括《中论》《百论》《十二论》，带有辩证法的色彩。推翻所有生、灭、有、无等一般世俗观念和认识，给非概念智慧开一条新路，即无分别智或慧觉菩提：“极小同大，忘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55]《象头精舍经》是大乘禅经。此经的超越“有无”思想是很明显的：“智者以禅为体，禅智平等，无有分别，……非有非无。”[56]此段话既强调无分别智慧是用来体会诸法实相的唯一工具，又强调万法缘生如幻如化、非有非无的本质。毗尼多流支是此大乘禅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示寂偈证明此理：“圆同太虚，无欠无余，无去无来，无得无失，非一非异，非常非断，本无生处，亦无灭处，亦非远离，非不远离，为对妄缘，假立名尔。”[57]
这果然是纯粹般若学说的“八不”思想。此思想超越“有无”、“一异”、“来去”、“生灭”等时空问题。不受任何言说概念所约束。最后连“空”这个概念也不受它的约束。

惠生禅师属毗尼多流支的十三世。当时“世人谓之肉身菩萨”。有一天，李太宗在大内设斋僧时，皇帝说：“朕惟佛祖心源，学者互相诋訾。要与诸方硕德各述所见，以观其用心何如耳。”[58]此时大家还在考虑，李太宗念自己所作的一首偈：

般若真无宗，人空我亦空。

过现未来佛，法性本相同。[59]

此偈“虽说明般若思想中‘人我’的性空，但还是一种在《般若经》中搜集起来的知识”。[60]惠生不满意遂马上呈他的偈：

法本如无法，非有亦非空。

若人知此法，众生与佛同。

寂寂楞伽月，空空渡海舟。

知空空觉有，三昧任通周。[61]

此偈不但在般若思想方面显得很出色，而且在文学方面也很特别：一只空空的船在寂静的楞伽月影中，静悄悄地渡过海（烦恼海）。这个形象是很奇妙的。惠生从“法”这个概念开始和般若学说是很符合的：如果“法”本身是由很多条件（因缘）组成的合体，他本身任何一个自性都没有“无自性”，那“法”等于“无法”了。因此不能把“有”、“无”等属性强压给“法”（法本如无法，非有亦非空）。如果用实证认识到这个真理（实相），那众生与佛在本质上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达到诸法的实相，那所有的语言、文字、概念都是被无效化的。楞伽月的沉静光线象征般若智慧。一只船渡过海，船里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带，连船也“无自性”。到这里，佛与众生是一。没有迷人，没有悟人，没有度人，也没有得到度的人，没有彼岸，也没有此岸。

惠生的最后两句偈是反对李太宗把“有”和“无”对立起来的倾向，给太宗解脱他在《般若经》中所学到的“空”的执着。惠生说：体会“空”也是“空”之后，才真正知道“有”是怎么回事（知空空觉有）。因为对于“空”的执着来说也等于对加“有”的执着。如果从“空”解脱出来，了解“空”也是“空”，那自己对梵“有”不会受到它的约束了。这样禅定的功夫才不会被卡住，“三昧任通周”。

“空有”问题是佛教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现在是“存在”与“不存在”问题），也是毗尼多流支禅派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语言、文字、概念在世俗世界、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应该有的，但在认识绝对真理方面应该持“勿着有空空”[62]的态度。道行属毗尼多流支的第十三世，虽然他受密教的深刻影响，但在禅学理论上仍然体现出独特的认识。对于“空有”问题来说，他深刻地写道：

作有尘沙有，为空一切空。

有空如水月，勿着有空空。[63]

头两句真实地反映了《华严经》的思想。如果执着是有的，那就在一粒尘、一粒沙中都有。要是执着是空的，那连这个宇宙也是空。第三句：“有”“空”相互对待，相互依赖，像月影和河流似的。第四句对着防止“有”“空”的束缚：“勿着有空空。”正如《象头精舍经》说：“住如镜像，如空谷响，如水中月，如热时焰，是住菩提。”[64]
“有无”这对范畴还演绎成“色空”，意思不变。色是“妄念”的产物，因而“无自性代所以说是空”。黎氏倚兰（？—1117）是李圣宗的妃子，被时人称为“观音女”，对于“色空”问题她认为：“色是空，空即色。空是色，色即全。色空俱不管，方得契真心。”[65]显明的“色”与“空”在认识绝对真理上是不可执着的。有一大法融（？—1174）问庆喜禅师（1067—1142）：“了达色空，色是凡是圣？”庆喜以偈答：

劳生休问色兼空，学道无过访祖宗。

天外觅心难定体，人间植桂岂成丛。

乾坤尽是毛头上，日月包含芥子中。

大用现前拳在手，谁知凡圣与西东。[66]

（三）超越生死问题

从“有无”的佛教哲学问题到“生死”的人生观问题，佛教认为有情众生都处在生死轮回苦海里，禅家将彻底摆脱这种生死轮回看作修习的目的，并称之为“超越生死”。《五灯会元》卷十八载，禾山慧方禅师曰：“然五家宗派，门庭施设则不无，直饶辨得倜傥分明去，犹是光影边事。若要抵敌生死，则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么生道？”属毗尼多流支禅派的禅师们对生死问题都很关心。他们认为，在一个无穷无尽的东西中，生死既是对立又是统一，所以要认识生死的真相，连生带死都得超出，如果还有“生”的念头出现，必有“死”的念头同时出现。

持钵禅师（1049—1117）属第十二世。他虽然受到密教的深刻影响，但在他的《示寂偈》中既反映出“生死”对俗谛的认识，又反映出“超越生死”对真谛的认识：

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

死为世所悲，生为世所喜。

悲喜两无穷，互然成彼此。

于诸生死不关怀，唵，苏噜，苏噜，悉哩（梵文：Om suru suru sri）。[67]

在认识上，如果还有“生”与“死”、“色”与“空”等，即世俗认识。

偈的第七句“于诸生死不关怀”是偈中的转折句，表明达到超越生死的境界时，不能用任何东西来描写，此时“言语道断，非去今来”。[68]跟黎氏倚兰的“色空俱不管”的意思相同。

纯真禅师（？—1101）和持钵禅师都属第十二世，认为生死只是人的身体，是万法的现象（属有为法）。至于法性，真性（无为法）来说，从来没有过生和灭的对立性，在他的《示寂偈》中说：

真性常无性，何曾有生灭。

身是生灭法，法性未曾灭。[69]

戒空禅师（生卒年不详）属第十五世。劝“后学门人”不要执着生死，不要“亲生恶死”：

我有一事奇特，非青黄赤白黑。

天下在家出家，亲生恶死为贼。

不知生死异路，生死只是得失。

若言生死异途，赚却释迦弥勒。

若知生死生死，方会老僧处匿。

汝等后学门人，莫认盘星轨则。

关于生死问题，第十七世妙仁尼师（1042—1113）说偈云：

生老病死，自古常然。

欲求出离，解缚添缠。

迷之求佛，惑之求禅。

禅佛不求，杜口无言。[70]

妙仁尼师在越南佛教史上是唯一的一位女禅师得道者。她不但提到色空、语言的超越问题，而且还特别提到超越生死问题。她认为生老病死自古以来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是人生必然的规律，它们属有为法、生灭法。如果想脱离这个世间永恒规律，那就不但不能脱离，反而还增添脱离生死的烦恼。修行到最后，不但不允许任何分别执着的念头存在，而且连佛、禅、祖等概念都得脱离。如果还有脱离烦恼，追求佛、禅的念头，那就是迷人惑人的了。达到绝对的境界，最好是“杜口无言”，或“绝言绝虑”[71]，才能“无处不通”。[72]
（四）毗尼多流支禅派的密教因素

上边已经说过，禅宗和密宗在理论上有密切的关系。据《禅苑集英》载，毗尼多流支在交州法云寺译出密教的《总持经》，所以密教因素在毗尼多流支禅派中的出现是此派的一个重要特点。

密教是印度大乘佛教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般若思想，第二阶段是唯识思想）。密教从4世纪开始形成，6世纪初叶兴盛，到8世纪中叶达到系统化。密教源于般若学说的思想，同时也源于印度民间信仰。在这个方面，密教接受民间侍奉的神灵，因此使佛教跟群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此发展倾向很符合中国和交州的民间信仰与风俗习惯。因此密教已经成为交州禅门中的重要因素。

从思想方面来说，密教反对当时过分强调知识和研究的倾向（虽然密教源于般若思想）。密教认为宇宙中隐藏着超然势力，如果在修习方面能利用此超然势力，可以在刹那间达到觉悟目标，不需要一步一步地修习。使用神咒、印诀、曼陀罗等势力和方法对于禅观来说是有效的帮助。正因为此密教倾向，当时交州佛教容纳所有民间信仰。

“总持”，梵语dharani，音译陀罗尼，有维持、防止、拦阻等意思。龙树（Nagarjuna）的《大智度论》卷五十道：“陀罗尼者，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恶不善心生，能遮不令生。若欲作恶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罗尼。”陀罗尼有四种总持。一是法陀罗尼，对于佛的教法闻持而不忘。二是义陀罗尼，维持诸法的要义，不令忘却。三是咒陀罗尼，依靠禅定发出秘密语，此语有不测的神验，叫作咒。陀罗尼者是对于神咒要维持不令忘却。四是忍陀罗尼，安住在诸法的实相不令散失。

如此，总持和禅定有密切的关系。6世纪下半叶，毗尼多流支离开印度，先到中国，然后到交州，肯定他的思想已经继承印度的密教精神，他身边还带着至少一本梵语密教经典即《总持经》。8世纪中国密宗成立。“开元三大士及其门徒是中国密宗的建立者，一般推为‘开元三大师’即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其实，他们的弟子一行（？—727）和惠果（752—805）起了很大作用。”[73]杜继文主编《佛教史》还说：“密教经典传入内地的时间很早，多属真言咒语性质。三国时，竺律炎译出《摩登伽经》，支谦译出《无量门微密持经》。东晋孝武帝时（373—396）昙无兰译出《陀罗尼钵经》……都很有名。”也许此时交州佛教已经接受了密教经典。

在越南，“1963年在长安花炉[74]，考古学家们进行挖掘，发现很多石碑，碑面上都刻满陀罗尼咒和其他关于密教的偈，丁朝973年所立。是有八面的柱碑。每一面上边都写‘佛顶最胜伽句灵验陀罗尼’。还写由‘性海君节制南越王丁琏[75]造’。还有一块黎大行时（995）立的石碑。碑面上写：‘诸天常闻佛语声，闻念佛顶陀罗尼则得具足斋戒……”[76]，这说明丁、黎两朝时期（968—1009），在越南密教已经很普遍了。与中国相似，密教传入越南的时间也很早，通过印度人、占城人、中国人传过来，也有越南人到印度或到中国学习回来传播的。3世纪末印僧摩诃耆域先到交州，后到中国洛阳。他到处实行法术，人们把他叫“神僧”。6世纪末毗尼多流支在交州译出《总持经》。越南僧人崇范禅师（1004—1087）曾到印度留学九年。回国后，他在法云寺开办学校，弟子很多，直接受他密教的影响有道行、万行等禅师。李仁宗（1066—1128）写诗追赞他：

崇范居南国，心空及第归。

耳长回瑞质，法法尽离微。[77]

此派受密教的影响，代表人物有持钵、摩诃摩耶、道行等禅师。

持钵禅师（1049—1117）在法云寺跟崇范学佛。他的禅学思想也浸润密教的色彩。他在《示寂偈》中，虽说明生死道理，但最后还是用“唵，苏噜，苏噜，悉哩”[78]密语一句做结论。占城人在交州学佛，得法有摩诃摩耶禅师（Mahamaya）（生卒年不详），属第十世，是受密教深刻影响的禅师。关于他的身世，《禅苑集英》载：

摩诃摩耶禅师，其先占城种人。父贝陀明于贝书。仕黎朝为贝长。师为人识鉴了达，学该唐梵。出家后从杜法师受教，专务忏悔，及诵大悲心咒。三载未尝少怠，感得观音人士，以净水杨枝，灌顶洒面目。豁然明心加清净。顺大五年（1014），迁止长安京师大云峰。日勤修习，得总持三昧，及诸幻法术。人莫之测，黎大行皇帝三召至阙咨问。师合掌低头而已。至再三扣，乃对云：“观爱[79]狂僧。”帝大怒。命留大内万岁寺，使人关门守之。适旦见师在僧房外。门锁如故。帝甚异之。咱从所适。南游爱州，抵沙荡镇。其俗好事鬼神，率以杀生为业。师劝之斋素。咸曰：“吾之大神，祸福不敢违也。”师云：“汝等苟能弃恶从善，设有畜害，老僧自当之。”乡人曰：此间有久病癫死者，医巫束手，汝能愈之，吾必从劝。师乃咒水喷之。病者立愈。彼虽感服，而藉染已深，未能逮化。乡豪吴氏，因饮酣，把酒肉，前逼师曰：“和尚能从此乐，则吾等当从教矣。”师曰：“所不敢辞，但恐腹病尔。”吴氏喜曰：“痛则吴自代之。”师肯从，俄而佯为腹胀，腹中雷吼喘息，大叫云：“吴君代我。”吴苍黄罔措，师自合掌称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救我有顷，乃吐肉成兽走，鱼成鱼跃，酒成铜汁，众大惊异。师云：“汝身病者，从我立愈，我腹痛，汝不代我，汝今服从我教否？”乡人皆拜诺。天成二年（1029）都尉阮公光利，请居太平府，开天寺，六年（1033）辞去欢州（今义安省），后不知所终。[80]

摩诃在交州实行的法术、符咒很多，从皇帝到老百姓都觉得特别惊异。他的行踪也是莫测的，连最后他去了哪里也无人知晓。

关于密教的法术问题，不能不提到道行禅师（？—1117），属毗尼多流支派的第十二世。他姓徐，父亲叫徐荣，在朝廷当僧官都按。因以邪术得罪了延成侯，侯请大颠法师用法术杀死徐荣，把徐荣尸体投到苏历江。死尸流到决桥（侯家所居住的地方）忽然站立起来，用手向侯家指着，终日不流去。侯害怕，去请大颠法师来念一句偈：“僧恨不隔宿。”之后，死尸自然流去。

道行想方设法要为父亲报仇。有一天路上遇到大颠，正欲动手之际，但忽然听到在空中有人大声地说“止、止”，道行大惊，抛弃了杖子跑出去。道行想到印度求学灵异法术以抵抗大颠，走到了缅甸却因为道路险阻而折回，便到佛迹山岩内隐居，每日专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诵满十万八千遍。有一天见一位神人来到他的面前说：“弟子即四镇天王，感师持经功德，所以来侍候，请师随时使唤。”道行知道自己的法术已经成就了，父仇可以报，便到决桥，把杖子投到急流中，杖子便逆水而流，像一条龙，流到西杨桥（大颠的家）才停止。大颠出来查看，杖子就把大颠击死了。从此道行“夙冤雪尽，俗虑灰寒，遍广丛林，访求心印”。得知乔智玄于太平化导，道行来参谒，并呈问真心偈：

久混凡尘未识金，不知何处是真心。

愿垂指的开方便，了见如如断可寻。

乔智玄以偈答：

王裹秘声演妙音，个中满目露禅心，

河沙境是菩提道，拟向菩提隔万寻。

道行茫然不知领悟，便到法云寺问崇范禅师：“如何是真心？”崇范回答：“什么东西不是真心？”道行豁然洞开。并问：“如何保持？”崇范说：“饥食渴饮。”从此道行的法力增加，禅缘愈熟，可以派使“山蛇野兽，燃指祷霖，咒水治病，无不灵验”。[81]
（五）毗尼多流支禅派在社会上的影响

一般来说，禅师们对于儒教、道教的、谶纬、风水及其他民间信仰、法术都是很精通的。越南毗尼多流支禅派的著名禅师们都能把预言、谶纬和风水学灵活地运用，在当时社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定空禅师（730—808）、罗贵安禅师（852—936）、万行禅师（？—1018）、法顺禅师（？—990）等。

定空属第八世，他预测了他的家乡将来一定有一位姓李之人当上皇帝。[82]定空是古法人，俗姓阮，“其为人深明世数”，时人尊崇，称为长老。唐贞元（785—805）间，为了在本乡建琼林寺，定空挖土得到一枚香炉和十口铜磬，派人带到湖边去洗，一口落下水去，沉到了底，定空便解曰：“十口成古字，水去成法字，土者我所居，出本土也。”因此改其乡为“古法”乡（旧名延蕴），并写出一首带有谶纬、预言色彩的偈：

地呈法器，一品精铜。

置佛法之兴隆，立乡名之古法。

法器出现，十口钟铜。

李兴王三品[83]成功。[84]

此偈当时在民间广泛地流传。

罗贵安属第十世，他的《示寂偈》也带有浓厚的谶纬、预言色彩：

大山龙头起，蛇尾隐明珠。

十八子[85]定成，绵树现龙形。

兔鸡鼠月内，定见日出清。

后来果然是这样，在1009年11月卯日李公蕴登基做了上皇帝（鸡年，子月，兔日）。

法顺禅师属第十一世，万行属第十二世，是当时此派最有名的两位禅师。据《禅苑集英》载：法顺姓杜，少年出家，跟龙树寺扶持禅师习禅，得法后“出口必合度谶”，他又“博学工诗，负王佐之才，明当世之务”。善运筹策略和符诚帮黎大行（？—1005）创帝业。986年，宋朝李觉到交州，黎大行派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去迎接。渡江时，李觉看见两只鹅在江面上游泳，便吟：“鹅鹅两鹅鹅，仰面向天涯。”杜法顺接着吟：“白毛铺绿水，红爪摆清波。”李觉特别钦佩。有一天黎大行以国祚之长短问他，他说：

国祚如藤络，南天裹太平。

无为居殿阁，处处息刀兵。

意思是如果皇帝和朝廷官员们相互团结，相互依赖，对老百姓实行佛教的慈悲精神，那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就一定会长久。他曾撰《菩萨号忏悔文》一卷，行于世（今已佚）。

万行禅师属第十二世，他运用谶纬和预言特别奇妙，得到国王和朝廷的重视，以及老百姓的敬重。为了国家的稳定，他不管佛教的戒律，如“不杀戒”，他劝黎大行去讨伐占城。关于他的事迹，《禅苑集英》载：万行“幼时超异，该二学（戒、定、慧），研究《百论》”。万行21岁出家，跟六祖寺禅翁学佛习禅，禅翁圆寂后，万行专习“总持三摩地”，时或发言“必为天下符徽”。黎大行非常敬重。980年，宋朝派侯仁宝率领军队到了浪山省，黎大行问：事情如何？万行答：“三七日中贼必退。”果然如此。黎大行想讨伐占城，但还在犹豫，万行奏曰：“请速行无失机会。”此次黎大行大胜。1005年，黎卧朝即位，但采取暴虐政策，对佛教采取残酷政策，民众很不满。在此情况下，人民想改朝换代。万行以符咒、谶纬、预言有效地组织群众的舆论，其目的在于推翻黎卧朝，建立新的王朝。《禅苑集英》记载很多关于万行的偈语和预言，下面我们看这样一件事。有一天雷打木棉树，万行发现一首偈：

树根杳杳，木表青青

禾刀木落，十八子成。

东阿入地，异木再生。

震宫见日，兑宫隐星。

六七年间，天下太平。[86]

《大越史记全书》上记载道：“僧万行私自评曰：树根杳杳，根者本也，本犹君也，杳夭同音，杳当作夭。木表青青，表者末也，末犹臣也，青著声相近，青当作著，盛也。禾刀木，黎字也。十八子，李字也。东阿者，陈字也。入地者，北人入寇也。异木再生者，黎氏（后黎朝）再生也。震宫见日者，震东方也，见出也，日犹天子也。兑宫隐星者，兑西方也，隐犹没也，星犹庶人也。此言君夭臣盛，黎落李成，东方出天子，西方没庶人，经六七年间，而天下太平。”

这首偈当时广泛流传，实际上是万行自己创作的，然后自己分析，目的在于给李公蕴作皇帝制造舆论。李公蕴在宫中被拥戴为皇帝之前的几天，万行便在六祖寺[87]跟周围的人说，大家都急忙跑去京都，果然如万行所说。

为了国家和民族长久的独立与发展，万行劝李公蕴把京都迁到异龙（今河内）。据《迁都诏》载，花炉（故都，今宁平省）是“世代弗长，算数短促，百姓耗损，万物失宜”。至于异龙则“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盘虎踞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地高而爽恺。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繁阜之丰”。通过这段诏文，我们可以相信：万行既是一位帮助李公蕴草拟《迁都诏》的人，又是给异龙设计画图的人。因为如果对风水学、地理学不了解，就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并且，万行是当时最著名的禅师，同时也是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万行是人民的心灵导师，是人民的精神和行动的领导者，他的知识面很广，对儒学、道学、佛学的知识都能够运用自如，不论儒还是道，只要能给道法和民族带来独立和幸福他就运用。这种观点体现出他的大乘精神即破执精神。万行的行动思想，可以概括为他临死时对徒弟们说的偈语：“汝等要往何处，我不以所住而住，不依无住而住。”这体现出一种无住精神。此话是毗尼多流支禅派的基本思想，是般若学说的思想：“菩萨摩诃萨住无所住，是住菩提……”[88]或“应无所住而生其心”[89]。李仁宗（1072—1127）作一首诗追赞他：

万行融三际，真符古谶诗。

乡关名古法，拄锡镇王畿。[90]

总之，毗尼多流支禅派思想源于“般若学”、“三论学”、“华严学”等思想。他们常用《金刚经》《百论》《法华经》《象头精舍经》《华严经》《总持经》等来当作自己禅的指导思想。毗尼多流支曾在中国译出《象头精舍经》，此经属“般若思想”。他在越南居住了十四年时间，肯定也将此经传给自己的禅生们。有学者认为，毗尼多流支用《象头精舍经》取代当时常用的《楞伽经》，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取代的是《楞伽经》还是其他经典，这不敢肯定。毗尼多流支到法云寺时，法云寺已有三百多名禅生跟法贤和观缘习禅，不知观缘用什么经典来指导禅生，史无记载。众所周知，3世纪越南曾有康僧会（200—280），其父康居人，他在越南出生、出家、习禅，后到中国传禅，这说明当时越南禅学比较繁盛。据《禅苑集英》载，康僧会禅在越南已经成为一个派别了。通辨国师称其为“康僧会支派”，此支派到通辨时期还有雷荷泽禅师：“康僧会支派，即今雷荷泽是也。”所以前述《象头精舍经》不一定只取代《楞伽经》。《禅苑集英》载：清辨“专持《金刚般若经》为业”。他的传法师父惠严以《金刚经》思想传给清辨，这也说明当时此派很早地普及“金刚般若思想”了，可能比中国禅宗使用《金刚经》还早一些。到公元9世纪初，无言通从中国广州到越南传南宗禅，此派又受到中国南宗禅的影响。到11世纪，草堂把云门禅派思想传到越南建立草堂禅派，此派又受到草堂派思想的影响。所以，此派自公元9世纪起受中国南宗顿悟禅思想的影响。

由于此派的很多禅师都出身于当时贵族官僚家庭中，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都精通儒学和道学，对深入研究佛学来说这是十分有利的，如纯真（？—1101）、惠生（？—1063）、禅岩（1093—1163）、本寂（？—1140）、法融（？—1174）、智禅（生卒年不详）、真空（1046—1100）、妙因（1042—1113）、圆学（1073—1136）、圆通（1080—1151）。有的还参加由朝廷组织的三教考试，并且考中了进士、甲科，如禅智考中了进士；禅岩参加由李神宗（1092—1101）组织的《法华经》《般若经》考试；圆通参加三教考试，都考中了甲科等。有的只听讲《金刚经》《法华经》而悟道出家，如智禅、真空等。因此在禅学思想上，或者在表达方式上，他们受到儒教和道教的深刻影响。

毗尼多流支派还有一个比其他派别更加明显的特点，即其受到密教和预言、符谶、风水等民间信仰的影响，但只集中在第八世到第十二世禅师（即从9世纪初到12世纪初之间），其余的基本没有，或者非常淡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也是当时社会的需要。

从历史角度看，当时（9世纪）唐王朝进入晚期了，他们对交趾的统治更加苛刻，人民生活动荡，在心理上也很不安定，农民起义不断地发生。到唐朝瓦解（907）后，中国又进入五代时期，内战不断发生。唐王朝瓦解前后几十年，他们对交趾的统治却很松弛，有时唐朝派来的节度使和军队都撤回了中国。一些交趾贵族趁此机会起义建立独立的国家。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为了有效提高自己的名声来聚集民众，就利用佛教特别是这些受密教、预言、风水说影响的禅师们（当时人民的文化水平很低，又爱好灵异的东西），因此密教和风水说得到重视。

从佛教本身来看，禅师们也希望交趾独立，希望老百姓安居乐业。据《禅苑集英·定空传》和《禅苑集英·罗贵安传》载，他们很早就有这个愿望了。定空善于预言、风水说，住大德府骚榜乡众善寺，他很早就断定，他住的地方后必有王者出现，“李兴王二品成功”。罗贵安也住在众善寺，示寂之前跟其弟子禅翁（902—979）说：“初高骄于苏历筑城，知我古法之地（骚榜乡）有王者气乃凿断甜江，及扶轮池等十九处以掩之，吾今已劝曲览填复如故，又于明珠寺种棉木一树，以镇断处，知后世必有王者出，以扶植吾正法……”这说明当时越南还属唐朝的统治，但禅师们已有一个独立的愿望了。这些禅师为了能够建立起独立的国家，维护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帮助人民解决困难并扶植佛法的发展，他们不管禅宗还是密宗，不管内道还是外教，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他们都采用。实际上，受密教、预言、风水说影响的这些禅师都很积极入世，如定空、罗贵安、摩诃，特别是法顺和万行。越南佛教从康僧会开始，就具有入世精神，到此时，此精神已高度地发挥作用。

法顺在“黎朝创业之始，运筹定策，预有力焉”[91]。万行极力维护黎大行，但知道黎卧朝对人民残暴不仁之后，他又进行改朝换代的革命，用多种预言、符谶来提高李公蕴的威信，让他安安稳稳地登上皇位，还继续帮助他在经济、文化、外交、宗教等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可以说当时密教、预言、风水说和入世精神是离不开的。其余还有一些禅师为朝廷、为人民进行祈雨、祈晴、咒水治病等，看来偏于迷信，但在一定的场合对人民也有一定的帮助。此派开始受弥陀信仰的影响，但很淡薄。后随着李朝的灭之，此派也就消失了。

第三节 中国无言通禅派传入越南

一 无言通行状及其传承

无言通，俗姓郑，是中国广州人。少时喜欢空学，不治家产，到姿州（今浙江省）双林寺受业。据《禅苑集英·无言通传》（以下简称《集英》）载：他“性沉厚，寡言默识，了达事体”。所以时人称之“无言通”。《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和《宋高僧传》都称其“不语通”。有一天他在大殿礼佛，一位禅者问：“座主礼什么？”他答：“礼佛。”禅者指着佛像问：“这个是什么？”他无答。那天晚上“具威仪”到禅者处礼拜。问：“向之所问，未审意旨如何？”禅者却问：“座主出家以来，经逾几夏？”他答：“十夏。”禅者又问：“这样曾算是出家了吗？”他却茫然无知，禅者便说：“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不懂，那就连出家到百夏也无益。”禅者便带他去拜偈马祖道一（709—788），到江西便得知马祖道一刚圆寂，无言通便拜偈百丈怀海（720—814）。此时有一位禅僧问百丈：“如何是大乘顿悟法门？”百丈答：“心地若空，慧日自照。”无言通“于言下有所得”，回到一州和安寺[92]住持，后到韶州华南寺（今广东）居住，曾经在此寺教仰山习话头禅（807—883）。当然这只是无言通对仰山初期习禅的考验，至于仰山悟道却是以后他跟耽原道真和沩山灵佑（771—853）学的。《宋高僧传》卷十二《仰山慧寂传》载：“仰山依南华寺通禅师下削染……”这位“通禅师”就是无言通禅师，由此可知他跟沩山灵佑和黄檗希运（？—850）的关系是同辈的，都是怀海的嗣法弟子。他在越南创开的另一个禅派，史称无言通禅派，此派在越南传承的时间起码有450年左右（820—1125），以后在陈朝（1226—1400）还继续发展。

无言通在和安寺时，有人问：“师是禅师否？”他答：“贫僧不曾学禅。”一会儿他又叫，那个人应“诺”，他指着棕榈树，其人无对。这段对答话跟唐代赵州从谂禅师（778—897）的“庭前柏树子”的意思是相同的。“棕榈树”和“庭前柏树子”等禅公案都锋芒所在，启示学人切勿寻言逐句，不可陷于知识见解，情念意想，应该摆脱一切，当下悟入。

唐元和十五年（820）秋天，九月，无言通从广州到越南，住在仙游山扶董乡建初寺（今北宁省仙游县），此寺本有立德①（？—860）住持。无言通在建初寺驻锡时，除了饭粥之外，主要以禅悦为乐，“凡坐面壁，未尝言说”，多年没有人知道，只有寺僧感诚特别礼敬“奉侍左右，密扣玄机，尽得其要”。有一天，他无疾而叫感诚来说：“昔吾祖南岳怀让禅师（676—744）归寂时有偈云，一切诸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遇善根，慎勿轻许。”偈毕“合掌而逝”。感诚荼毗收舍利，在仙游山建塔。此时是唐宝历二年（827）。《越南佛教史》的作者何文晋说：“无言通寿98岁。”不知他所据为何，其他的书都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年代。我们认为《禅苑集英》是研究无言通最可靠的材料，此书也没有具体记载。《宋高僧传》《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等中国史书都未记载。而且如果他98岁示寂的话，那么他92岁才到越南传禅。92岁这个年龄现在也属于罕见，怎么能还去这么远的地方传禅呢？因此这点是不可靠的。

《集英·无言通传》最后一句写：“我越禅学自师（指无言通）之始。”众所周知，公元580年毗尼多流支已经到越南传禅了，到此时已传到第十代了。再早的还有康僧会，应该算是从他和他的师父辈开始而不是无言通，但为什么史书这么记载呢？我们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康僧会禅学出现很早，其影响的时间也很长，到公元12世纪还有人传承。《集英·通辨传》载：“流支派者即今惠生（？—1063）、真空（1046—1100）是也。无言通派者，即今梅圆照（999—1090）、颜广智（生卒年不详）是也。康僧会支派即今雷荷泽是也。其余旁出浩不悉举。”[93]这样看来当时越南禅宗很发达，支派也很多，通辨只举当时几个代表禅派：毗尼多流支派、无言通派和康僧会派，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禅派即草堂派，在1069年传到了越南。李圣宗（1023—1072）已经成为草堂派第二代传承了。但他不提此派说明当时康僧会支派比草堂派的影响还大。可是此派除了康僧会之外，其他的传承世系、行状等到现在都无可考证。至于雷荷泽之后更加杳无音信，虽然觉海（生卒年不详）和空路（？—1741）先跟雷荷泽学禅，但后来却得法于其他派别的禅师（他们都既属无言通派又属草堂派的得法者）。第二，毗尼多流支派从公元6世纪末开始传禅，到通辨时已传播约500年，虽然其传承世系很多，但它的禅学思想越来越接近于无言通派和草堂派的思想。到陈朝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第三，《禅苑集英》的作者主要属无言通派的人，他有偏见：把无言通禅派排在前头部分，这对历史事件来说是不顺的。他对毗尼多流支派记载比较简略，特别是草堂派。第四，也许是印刷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无言通派的思想一直到陈朝还在继续发展。不过在陈朝和陈朝之后，它又受到中国临济宗的影响。从这一点我们知道，百丈怀海的法子法孙们，除在中国开创临济宗和沩仰宗之外，在越南还创立了无言通禅派，此派传得十六世（包括无言通在内）。下面是此派的传承。[94]
第二代：感诚禅师（？—860），号立德。

第三代：善会禅师（？—901），典冷人，号祖风。

第四代：二人得旨，一人缺录。云峰禅师（？—957）。

第五代：一人得旨，一人缺录。

匡越大师（933—1011）俗姓吴，名真流，是吉利乡人，吴顺帝[95]的后裔。40岁时，名声震于朝野。丁先皇（968—978年在位）拜为僧统。他是越南佛教第一位僧统，并赐号匡越太师。黎大行（981—1005年在位）“尤加礼敬，凡朝廷军国之事，师皆与焉”。公元986年宋朝使者阮觉（李觉）到越南，黎大行派匡越和法顺“变服为江令，迎于江面”，回到朝廷，他们又接待李觉，李觉非常佩服，便写诗相赠，诗中有“天外有天应远照”一句，黎大行命匡越看，说：“此尊陛下与其主不异。”后告老，归本乡，创佛陀寺任住持。

有一天，其弟子多宝问：“如何是学道始终？”匡越答：“始终无物妙虚空，会得真如体自同。”多宝又问：“如何保任？”[96]匡越答：“无汝下手处。”多宝又说：“和尚道了也。”匡越问：“汝作么生会？”多宝便喝。匡越主张：反对任何执著、分别等思维方式，他认为法身即心本体，虽不可知，但“如木中之火，如钟鼓之声。因缘未俱时，不可言其无”[97]。示寂前，他会众说偈曰：

木中元有火，有火复还生。

若谓木无火，钻燧何由萌。

匡越在丁、黎、李三朝都起了重要作用，他跟多宝、万行共同拥护李公蕴登上皇位，开创了越南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朝代——李朝（1009—1225）。

第六代：二人得法，一人缺录。

多宝禅师（生卒年不详），得到匡越赞许，曾帮李公蕴即位，李公蕴多次请他赴阁，咨访禅旨，至于“朝廷政事，咸预决焉”。

第七代：三人得法，一人缺录。

余二人为定香长老（？—1081）和禅老禅师（生卒年不详）。

第八代：七人得法，一人缺录。

余六人为究旨禅师（？—1067）、宝性禅师（？—1034）、明心禅师（？—1034）、广智禅师（？—1090）、圆照禅师（999—1090）、李太宗（1000—1054）。

李太宗即李佛玛，讳德政，是李太祖的长子，曾跟禅老禅师参问禅旨得悟。

最著名的是圆照禅师。圆照禅师，俗姓梅，讳直，福堂龙潭人（今河内清池县），是李朝灵感太后[98]的哥哥的儿子。少年时聪敏好学。据《集英·圆照传》听说本郡密严寺有长老善于看相，他便来看，长老说：“汝转佛法有缘，若出家必为善菩萨中人，不然，则寿天难保。”圆照感悟，便辞亲投定香长老出家，他在定香处“执侍余年，研究禅学，常持《圆觉经》明三观法，[99]一夕定中……深得言语三昧”。著有《药师十二愿文》《赞圆觉经》《十二菩萨修行证道场》，这些作品都已佚，只有《参图显诀》还在。李仁宗（1066—1128）派使者把《药师十二愿文》赠宋哲宗（1086—1101），宋哲宗便召请中国高座法师们到相国寺看此书，大家都合掌礼曰：“南方有肉身大士出世，善说经法，贫道岂能敢增损。”《参图显诀》对研究当时越南的哲学、文学、佛学、禅学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九代：六人得旨，三缺录。

余三者为满觉大师（1052—1096）、悟印禅师（1020—1088）、通辨国师（？—1134）。

第十代：八人得法，三人缺人录。

余五人为道惠禅师（？—1073）、宝鉴禅师（？—1173）、辨才禅师（生卒年不详）、空路禅师（？—1119）和本净禅师（1100—1176）。其中辨才是中国广州人，李圣宗时（1054—1074）到越南跟通辨习禅得旨，奉敕编修《对照录》。

第十一代：十二人得旨，二人缺录。

余十人为明智禅师（？—1196）、信学禅师（？—1196）、大舍禅师（1120—1180）、净力禅师（1112—1175）、智宝禅师（？—1190）、长原禅师（1110—1165）、净戒禅师（？—1207）、觉海禅师（生卒年不详）、愿学禅师（？—1181）和净空禅师（1091—1170）。净空是中国福州[100]人，先在中国福州崇福院出家受具，20岁行脚南方，得到李朝皇帝敬重，跟道惠习禅得法。

第十二代：九人得法，八人缺录。

余者为广严禅师（1122—1190），俗姓阮，丹凤人（今河西省丹凤县），先跟宝岳禅师出家，后跟禅智禅师习禅得旨。

第十三代：七人得法，六人缺录。

余者为常照禅师（？—1203），俗姓范，扶宁人（今河内市嘉林县），李高宗时做官到广慈宫令都曹。后辞官，跟广严出家，得旨。他又到绎榜乡六祖寺（原属毗尼多流支派的大寺院）住持。他门下有三位著名弟子：现光、神仪、通师。这三位对陈朝竹林禅派的成立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对越南“帝王禅”提出最基本理论，著有《南宗嗣法图》一卷。据黎贵悼的《大越通史》说，常照还撰《释道科教》一卷。可惜，这些作品都已失传。

第十四代：五人得法，三人缺录。

余二者为通师大士（？—1228）和神仪禅师（？—1216）。

第十五代：五人得法，三人缺录（其中可能有隐空禅师）。

余二者为息虑禅师（生卒年不详）和现光禅师（？—1221）。

第十六代：七人得旨，六人缺录。

余者为应王居士（生卒年不详），升龙郡画市坊（今河内市）人，俗姓杜，讳文，性豪放，不争世务，在昭陵[101]朝做官到中品奉御。一有时间就“笃志禅学，手不释卷，搜穷祖意，了达心宗”。他跟息虑习禅得旨，从此禅风不滞，道眼愈高。门下得法弟子有逍遥禅师、一宗国师、戒明禅师、戒圆禅师等，其中逍遥禅师是中国人，是陈朝慧忠的师父。他对陈朝竹禅派的成立起过重要作用。

总之无言通禅派传到应王（李末陈初）共有十六代。其余还有一些如逍遥、一宗、戒明、戒圆等禅师，到陈朝还继续发展、传承。《集英》只记到十六代，《越南佛教史论》阮郎把逍遥、一宗等排成第十七代，这做法是有道理的，但对于他们的行状，《集英》只提他们的名字。陈朝佛教史书对他们的事迹记得很散漫，对有的人则毫无记载，如戒圆、戒明等，所以研究他们是很困难的。

其中有三人是中国禅师（包括无言通在内），此外，严翁是人舍的弟子，逍遥是应王的嗣法弟子。他们大部分都先在中国出家受具，后到越南得传心印，能记载在《集英》中的中国禅师，只是得法者或代表人物，这意味着未被记在《集英》中的到越南的中国禅师肯定还有很多，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传承、相互影响。

无言通派几代失录特别多，如第十二代得法九人，失录八人。第十三代得法七人，失录六人。第十六代得法七人，失录六人。这三代，每代只得载一人，而得载的人几乎都是纯粹的无言通思想（南宗禅），不受密教和其他因素影响。

无言通派也受密教的影响，如空路、觉海、愿学等，但人数不多，时间也不长。前面八代和最后二代几乎没有受到密教影响，但此派开始受净土信仰的影响，不过还很少，下面我们略举此派思想。

二 无言通禅派的思想来源

唐元和十五年（820），无言通从中国广州到越南仙游山建初寺卓锡。据《集英·无言通传》载：他是百丈怀海的嗣法弟子。众所周知，百丈是马祖道一的嗣法弟子，道一是南岳怀让的嗣法弟子，怀让是六祖慧能（638—713）的高足弟子，这样无言通的确是南宗禅派的传承人。据陈文甲的Le Bou Cisme En Annam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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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三祖僧璨的嗣法弟子，除了道信之外，还有毗尼多流支，大象[102]二年（580）到越南创立毗尼多流支禅派。第二，百丈的弟子，除了希运、灵佑的弟子创立临济宗和沩仰宗之外，还有无言通在越南很早就创立无言通禅派了，此派13世纪初之前在越南三大禅派当中影响最大，所以想了解此派的思想，必须先研究百丈怀海的思想。

百丈怀海，俗姓王，福州长乐县人。据《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六载：其远祖避乱移到闽地。早年依西山之慧照落发，受具于衡山之法朝，后到洪州师事道一，“尽得心印”，初居止石门重宣上法。后檀越请他住洪州新吴界大雄山，此山“水清山灵，几立千尺许，故有百丈之名”。宪宗帝元和九年（814）去世，寿95岁。其制定《禅门规式》，后称《百丈清规》，为寺院广泛采用。平生苦节高行，凡日常作务必先于众，丛林中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佳话。至晚年犹勤劳不息，卒谥“大智禅师”。著有《百丈怀海禅师语录》《百丈怀海禅师广录》各一卷行世，其弟子有灵佑、希运、无言通等人。

怀海之前，由于禅宗还没有独立的禅寺，所以禅师多住律寺。至怀海开始别构禅宇，并撰《清规》使禅僧按禅规一起在一个禅寺修习与生活。《五灯会元》卷二《怀海传》载，师凡是做事执行勤务，一定跑在其他人前面，主管的人不忍心，就暗中把用具藏起来，并请他休息，禅师说：“我无德无能，怎敢有劳于别人呢？”因为到处都找不到工具，结果连吃饭也忘了。因而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话流传天下，这口号的思想在越南禅宗中影响很大，到现在一些大禅寺还在采用《古清规序》和元代德辉奉元世祖之命改编的《救修清规》。[103]
怀海的机用很像马祖道一。《五灯会元》卷三《怀海传》载，禅师陪伴侍候马祖出行中，看到一群鸭子飞过去。马祖问：“这是什么？”禅师说：“是野鸭子。”马祖又问：“到什么地方去了？”怀海说：“飞过去了。”马祖于是扭禅师的鼻子，痛得禅师喊叫起来，马祖说：“又说飞过去了。”禅师听马祖一说，心里有所省悟，回到侍者住处，悲伤地大哭起来，同事问他说：“你想父母了？”禅师回答说：“没有。”又问：“被人骂了？”禅师说：“没有。”又问：“那你哭什么呢？”禅师说：“我的鼻子被大师扭得痛得不得了。”同事又问：“有什么因缘不契合？”禅师答：“你问和尚去吧。”于是同事去问大师说：“海侍者有啥因缘不契合？在僧舍里哭，请和尚告诉我们。”大师说：“是他知道的，你自己去问他吧。”同事回到住处说：“和尚说你是知道的，叫我自己来问你。”禅师听说就呵呵大笑。同事感到迷惑不解。所以人们认为他得道一的大机。

对于佛性论来说，怀海认为：佛性不可说有，不可说无，亦不可说非有非无，同样属于名言概念假立，但若不说，“众生无解脱之期，如欲说之，众生又随语生解，益少损多”。重要的是，通过佛性的议论除去众生的“情执”，因此他提出“有情无佛性，无情有佛性”之说。他解释说：

从人至佛，是圣情执。从人至地狱，是凡情执。只如今但于凡圣二境有染爱心，是名有情无佛性：只如今但于凡圣二境及一切有无诸法皆无取舍心，亦无无取舍知解，是名无情有佛性。只是无其情系，故名无情，不同木石、太虚、黄花、翠竹之无情将为有佛性。

关于翠竹、黄花有没有佛性的争论问题，怀海解释：心无情系即是“无情”，与木石等的“无情”不是同一个概念，“只如今鉴觉，但不被有情改变，喻如翠竹：无不应机，无不应时，喻如黄花”。就是说：翠竹、黄花仅仅是对“鉴觉”（心）不被情爱系缚的一种譬喻，同给予无情之物以佛性者大相径庭。由此可以清楚，怀海提倡的“心如木石”，只是形容不受情爱染污的意思，而不是完全麻木不仁。[104]
按《古尊宿语录》卷一所收怀海《广录》说：“海以不著为宗，以无求为心要。”怀海用“心如木石”和“佛不住佛”之类来代替“无受”、“无心”等概念，其意思类似。《五灯会元》卷二《怀海传》曰：“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这就是怀海上堂时与众开示的话。有人问：“什么是大乘入道顿悟法门？”怀海答：

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照，如云开日出，但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对五欲八风不动，不被见闻觉知所阂，不被诸法所惑，自然具足一切功德，具足一切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法心无译乱，不摄不散，透一切声色，无有滞阂，名为道人。善恶是非俱不运用，亦不爱一法，亦不舍一法，名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恶，空有垢净，有为无为，世出世间，福德智慧之所拘系，名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智解情，尽不能系缚，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便登佛地。

可以说，怀海的思想没有特别的特色，只是开创禅刹整顿禅规矩成就祖门独立之功，将永不可没。怀海之禅以不为物所拘为宗。

据《集英·无言通传》载无言通谒见怀海时，“有一僧问：‘如何是大乘顿悟门？’丈云：‘心地[105]若空，慧日自照[106]’。师（指无言通）于言下有所得”。这是说他听到百丈所讲上边这一段话就觉悟了。无言通在越南共有六年，唐宝历二年（827），无疾叫感诚曰：

昔吾南岳怀让禅师，归寂时有偈云：“一切诸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遇上根，慎勿轻许。”

此偈是怀让的偈，载在《五灯会元·怀让传》及诸书中。前四句说明宇宙中的一切现象事物（万法）虽是现有但都依靠人的心识活动即分别认识来维持。如果心不生万法即不起任何分别念头，或不受任何分别念头所系缚约束，那万法就没有根据，没有地方产生、存在了，换句话说，只有分别心才能产生万法。方法是“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如果通达“心地”即心能产生万法的可能性不再产生了，那么其所作所为就会不受任何障碍，自由自在。修行者使“心地”不产生万法就达到“无念”境界。“无念”这个概念源于《大乘起信论》，《起信论》梁本解释：“念”就是“心动”，“心动”就是“无明”，“不觉”是人生流转世间的根本原因。真心的本性是“无念”，“无念”就是心静，心静就是“智慧”、是“觉”，这就是出离世间的根本原因。慧能的《坛经》常用“无念”这个概念来说明无妄念即正念。神会对“无念”的解释更加直率：“无者无有二法，念者唯念真知……所言念者，是真如之用；真如者，即是念之体，以是义故，立无念为宗”[107]。神会把“无念”解释为“专念”，与梁本《起信论》的“无念”完全不同，“无念”不是“万物不思”而是不受万法的系缚，即“法缚”。《坛经》解释：“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因而不是不思不念，只是不执著而已。“无念”即无妄念，即正念的异名。《宗镜录》卷八曰：“正念者，无念而知，若总无知，何成正念？”《顿悟入道要门论》卷上曰：“问：此顿悟门，以何为宗？以何为旨？以何为体？以何为用？……答：无念为宗，妄念不起为旨，以清净为体，以智为用……”“无念”这个概念，即令人在认识中不能产生妄念即分别念。“心地若空”的“空”即没有善恶、邪正、生灭、有无等分别概念在思想中，那就达到了解脱，自由自在，怀海说：“佛只是人，人只是佛。佛只是去住自由，不同众生。”有人问怀海：“什么是心解脱以及一切都解脱？”他答：“不求佛法僧，甚至不求福智知解，等等，垢净情尽，也不恪守这种无求，因此也不住尽处，也不欣羡天堂，也不畏惧地狱，缚脱无所滞碍，是身心及一切处均叫解脱……”[108]
偈的最后两句是说，不遇到上等禀赋的人，说话、传授要谨慎。即嘱咐词，本是怀让用来嘱咐他的弟子们，到无言通也用来吩咐感诚禅师。意思是说：此大乘法门与成佛的可能性人人都有，但不一定都能顿时觉悟，因为每人的根机是不同的，如果把大乘顿法传给中根以下的人，不但不能成佛，反而对正法生起诽谤之心。

据《集英·感诚传》载，无言通跟感诚说：昔世尊为一大事因缘[109]出现于世，化缘周毕，示入涅槃，如此妙心[110]，名正法眼藏[111]，实相无相[112]，三昧法门，亲付弟子摩诃迦叶尊者为初祖，世世相传，至达摩大师，自西而来，跋涉险危，为传此法，递至六祖曹溪，得于五祖所，于达摩初至，人未知信，故以传衣以明得法，今信已熟，衣乃争端，正于汝身，不复传也，于是以心传心，不授衣钵。时南岳让首得其传，让授马祖，马祖授百丈海，吾于百丈，得其心法，久响北方，慕大乘者众，是以南来，求善知识，今与汝遇，善宿缘也，听吾偈曰：

诸方浩浩，妄自喧传。

谓吾始祖，亲自西来。

传法眼藏，曰谓之禅。

一花五叶，种子绵绵。

潜符密语，千万有缘。

咸谓心宗，清净本然。

西方此土，此土西方。

古今日月，古今山川。

触涂成滞，佛祖成冤。

差之毫厘，失之百千。

汝善观察，莫赚儿孙。

直铙问我，我本无言。

上边这段话说明这样几个意思。第一，无言通承认南宗禅从印度第一祖迦叶到第十八代达摩祖师的传承历史，同时达摩也是中国禅宗第一祖，传到第六祖慧能“一花五叶”。慧能之后“种子绵绵”。他也把禅宗叫作“心宗”，其目的在于使心达到“清净本然”。第二，他解释心宗的宗旨，在认识方面不能分别时空：“西方此土，此土西方，古今日月，古念山川。”又不能执著，停滞于佛、祖、众生、禅、涅槃、地狱等：“触涂成滞，佛祖成冤。”如果起丝毫分别执滞的念头就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认识道（不能解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人问怀海：“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时如何？”怀海答：“固守动静，二世佛冤，此外别求，即同魔鬼。”[113]跟无言通上边所说是同一个意思。但也不能离开心而求道，求解脱，感诚对善会（？—901）说：“离心求佛者外道，执心求佛者为魔。”这句话本是大珠慧海对其弟子说的，目的在于反对人们对“即心是佛”产生执著、分别的认识。总之，无言通禅派的思想，基本上还是继承中国南宗禅思想，具体是怀海的“佛不住佛”、“有情无佛性，无情有佛性”、“心如木石”、“劳动禅”等思想，在禅门生活中采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114]的口号。这些思想支配了整个无言通派的思想，到南朝陈又跟中国临济宗相结合起来开创有越南禅宗特色——竹林禅派。只不过自从传入越南（820）到12世纪中叶，无言通派几乎没有创新的思想。这说明越南禅宗的中国化程度比较深。

三 无言通禅派的思想

（一）顿悟问题

顿悟是南宗禅的特殊思想，它是与北宗禅分派的最主要原因。无言通禅派也强调南宗的顿悟精神。顿悟与渐悟是相对而言的，顿悟是指不要通过任何中介而速疾证悟妙果。顿悟不是时间问题，而是体会方法问题，《顿悟入道要门论》上曰：“云何为顿悟？答：‘顿者顿除妄念，悟者悟无所得。’又云：‘顿悟者，不离此生，即得解脱。’”此“妄念”即虚妄分别的心念。“无所得”即体无相的真理，心中无所执著、无所分别，即空慧（观空理的智慧），即无分别的智慧。无言通听到百丈讲“心地若空，慧日自照”的话后就领会真理，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如果没有任何执著、分别境界的念头所控制、约束那就是顿悟成佛。关于顿悟，感诚（？—860）对其弟子解释：善会问：“教中道：释迦如来，因地修行，成道之位，历三阿僧祇劫，始得成佛，今大德每言‘即心即佛’，某甲未明，愿一开示？”“即心即佛”同“即心是佛”，意思是说：心就是佛，这是南宗顿悟禅的基本含义，也是禅宗核心理论，诸如顿悟、平常心、不立文字、心心相印等禅宗主张都与这个密切联系，共同构成禅宗特色。无业禅师（760—821）初见道一便问：“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大寂[115]曰：“只未了底心即是别物更无，不了时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众生，悟即是佛，道不离众生，岂别更有佛。”无业言下豁然顿悟，说：“本谓佛道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实相本自具足。一切万法，从心所生，只有名字，无有实者。”[116]《集英》中感诚质问善会曰：“教中是什么人说？”善会答：“岂不是佛说耶？”感诚说：“若是佛说，为什么《文殊经》云：‘吾住世四十九年，未尝说一字与人’，且古德道：‘寻文取证者益滞，苦行求佛者俱迷。离心求佛者外道，执心求佛者为魔。’”善会问：“如是则此心，哪个是佛，哪个为魔？”感诚知道善会心里还存着魔、佛等分别执著概念，这些执著对于顿悟道来说是很大的障碍，感诚便引用马祖的话，说：“昔有人于马祖问：‘即心是佛，哪个是佛？’马祖答：‘汝疑哪个不是佛，指出看？’其人无对，马祖云：‘达时遍境是，不悟永乖疏，只这话头，汝还会么？’善会言下顿悟。

《圆觉经》得到无言通派的禅师们普遍使用，如圆照、信学、净力等禅师，此经教禅者关于顿悟的方法。《圆觉经》说：“是经名为顿教大乘，顿机[117]众生从此开悟。”《集英》载：圆照（？—1090）和悟印（？—1090）都很了解“圆觉三观法”。信学（？—1190）、净力（？—1173）都从“圆觉三观”而得悟。“圆觉三观”包括：“奢摩他观”，即专静止心念而入于涅槃；三摩钵底观，即现如幻之相而证幻化之净行；禅那观，即不取净相及幻化，思维而证中道之实相，这都是修证顿悟禅的方法。

无言通认为顿悟能够实现，应该依赖“心地”，即心为万法之本，能生一切法，在身口意业中，心为最胜。《心地观经》曰：“三界之中以心为主，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究竟沉沦。众生之心，犹如大地，五谷五果，从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恶五趣，有学无学，独觉菩萨，及于如来，以此因缘，三界唯心，心名为地。”《五灯会元》卷三《怀让传》载，怀让也主张：“学心地法门，犹如下种子，我说法的要旨，好比那天泽，你的心识分别思虑与事物本身相合，应当看得出其中的道。”道一问：“道不是色相，怎么说能看得见？”怀让说：“心地法眼能看见道，无相三昧也是这样。”道一又问：“有成败吧？”怀让说：“如果凭成败聚散而见道，那不是见道。听我偈曰：‘心地含诸相，遇泽悉皆萌。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道一言下顿悟。心地本是万法的本源，所以百丈说：“心地若空，慧日自现。”无言通将示寂，把南岳的话告诉感诚：“一切诸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欲无碍。”通师大士（？—1228）属此派第十三代，他说：“但了心地，故号总持，悟法无生，名为妙觉。”现光禅师（？—1221）是陈朝竹林禅派的开山祖师，听“智通一言”他就“顿明心地”这些就是顿悟“即心是佛”的意思。但顿悟法门都离不开“无所得”道理。“无所得”是三论宗吉藏（624—699）提倡的最高境界，也是多数禅师的理想心态。神会（686—760）就给他以“无住”与“无相”的规定，并使它上升到“无念”的本体论高度。“无住”、“无相”可以概括起来叫“无住于相”，即于一切境界，不爱恋、不执著、不分别，虽然心能知见一切，身能遭遇一切，身心遍行于一切，而精神总是处于超然状态，不受主客观因素的支配，不为是非、得失所左右，无系无缚。

上边所引“悟者悟无所得”，马祖道一说：“得无所得亦谓为究竟无得”[118]。即“无所得”和“无得”意思相同。“无所得”是觉悟的对象，此对象是没有具体对象的。实现此觉悟，不是由别人来实现而是自己本身实现的，即心中无所执著、无所分别。《仁王良贵疏》中曰：“有所得心者，取相之心也。无所得心者，无分别智也。”《维摩慧远疏》曰：“无所得者，理中无情可得，此诸菩萨破除情相，到无得处，名无所得。”或可以解释“无所得”是通过实现“八不”学说之后的结果，即否定所有分别执著相的结果，也就是怀海提出的“破除情执”的主张。愿学（？—1174）明确指出：

道无形影，触目非遥。

自反推求，莫求他得。

纵饶求得，得即不真。

设使得真，真是何物。[119]

愿学在他的示寂偈中说明，达到无得的精神状态，即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区别：

了悟身心开慧眼，变化灵通现实相。

行住坐卧独卓然，应现化身不可量。

虽然充塞遍虚空，观来不见如有相。

世间无物可比况，长现灵光明朗朗。

尝时演说不思议，无得一言以为当。[120]

无言通所说的“无所得”，即无执着于时空，最后达到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认识对象都被否认：

西天此度，此度西天。

古今日月，古今山川。

触涂成滞，佛祖成冤。

差之毫厘，失之百千。[121]

道惠（？—1172）告诉净力（1112—1175）说：“诸佛心印，汝自有之，匪从人得。”达到“无所得”要求行者放弃（取消）所有追求对象，如果还有丝毫分别、追求的念头，即还有“所得”的东西，那“顿悟”“无所得”就永远不能实现：“得即不真”。关于超越语言、文字、概念等，即不为文字、概念等所约束。禅老禅师跟李太宗（1028—1054）说“词多无后益”之后，太宗“言下便得”成为无言通禅派的第八代传承人。至于净戒（？—1207）则对语言持否定的态度：“堪笑禅家痴钝客，为何将语以传心。”

11世纪之后，毗尼多流支派也受到顿悟思想的深刻影响，但他们能灵活运用，本寂（？—1140）主张“兼明顿渐”。妙因尼师（1041—1113）说“顿渐均可”。释法宝撰的《严延圣寺碑铭》载：“虽教分于顿渐，承机悟有浅深。”①其实毗尼多流支禅派很早就有这些思想了，如超越语言、超越有无、超越生死等，此观点到陈朝还在继续发展。“兼明顿渐”的主张也是越南禅宗的特点。

（二）无言通禅派的认识论问题

此派认为，万法即一切世界现象都是虚幻不实的，他们的体质是空的，此思想源于般若中道学说，换句话说，因缘所生的万法，究竟是无实体、无自性叫作空，又叫理体空寂。《维摩经·弟子品》曰：“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的意义……”肇论曰：“大乘在有不有，在空不空，理无不极，所以究竟空义。”佛教“空”的思想萌芽于印度其他先于佛教而产生的教派中，但被佛教所吸收、改造、提炼而成，特别是到大乘佛教兴起时，般若经典就把“空”观念作为般若理论的基本标志。《般若经》的种类很多，因而在空观问题上，各经的说法自然有些差别，然而各经的一致处也很明显，即都强调“一切皆空”，《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雷，应作如是观。”《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五中提到“十八空”。《般若经》讲“空”是主客观两方面双管齐下。从客观方面说，事物本身就是空，不用分析，即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般若心经》说，事物之所以“空”是其本性使然，并非因分析而“空”。从主观方面看，《般若经》又强调人对事物的“分别”总是虚妄的，认识的对象或内容总是不实的或虚假的。换句话说，事物不过是人对事物的虚假不实的“分别”，所以认识对象不过是人主观意思中的假象，《中论》中的“八不思想”、“二谛论”和《维摩诘经》的“不二观法”是用来认识“空”的最好工具。定香（？—1051）属无言通禅派的第六代，在他的示寂偈中说：

本来无处所，处所是真宗。

真宗如是幻，幻有即空空。

“空空”是十八空之一，即空之又空所以叫作“空空”。《大智度论》四十六解释说：“何等为空空？一切法空，是空亦空，是名空空。”《嘉祥仁王经疏》二曰：“空破五蕴，空空破空，如服药能破病，病破已，药亦应出，若药不出，即复是病。以空破诸烦恼病，恐空复为患，是故以空舍空，故名空空。”李太宗已经证得“人空我亦空”，可惜他还没有证得“法空”，即色心的诸法为因缘所生的世俗法，而无实体，叫作“法空”。道惠（？—1172）对于“空性”也有深刻的体会：

地水火风识，元来一切空。

如云还聚散，佛日照无穷。

“如云还聚散”说明事物由于因缘聚散而产生或消灭，其本质是“空”，所以《中论·二是偈》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人舍（1120—1180）把四大看成“四条毒蛇”，把五蕴看成“五座高山”，即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人的本身，即假身，让人对于假和合的身体而产生强烈的感觉，其目的在于使人赶快修习证得空理：

四蛇同箧本元空，五蕴山高亦不宗。

真性灵明无挂碍，涅槃生死任遮笼。

到陈朝，陈太宗（1218—1277）也把四相（生、老、病、死）看成四山。即人的身体或万法（现象、事物）虽然存在眼前，但都是假相、幻相都没有自性（无自性）。本净（1100—1176）把色身喻为镜中的形象，这更加说明了万法性空和假相（幻身）：

幻身本自空寂生，犹如镜中出形象。[122]
形象觉了一切空，幻身须臾证实相。[123]

对于色身的幻相，明智（？—1196）很形象地写道：

松风水月明，无影亦无形。

色身这个是，空空寻响声。

由于万法都是假相、假有，即都是由因缘和合聚会所生的万法，像镜、花、水、月、松、风等一样，他们本无实性，虽无实性但不是虚无的，不是一无所有的法。所以在修行或在认识方法上，不应该对万有起追求、执著的心念，同时也不能离开它们。觉海（生卒年不详）属第十一世，虽受密教的深刻影响，但对于万法的幻相也有深刻的体会，他写道：

春来花蝶善知时，花蝶应须共应期。

花蝶本来皆是幻，莫须花蝶向心持。

此偈跟怀海常用的翠竹、黄花意思相似。春来花蝶自然知道，这是自然的规律，不应该为了“春来春去”、“花落花开”而“向心持”。“向心持”即被情爱系缚（情执），永远不能达到解脱的目标。

万法是这样，万法的本质怎么样？本质（心）与现象（法）的关系如何？无言通禅派对此问题也很关心，究旨（？—1067）很详细地写道：

夫一切法门，本从汝性，一切法性，本从汝心。心法一如，本无二法。牵缠烦恼，一切皆空。罪福是非，一切皆幻。无所非果非因，不于业中分别报，不于报中分别业。[124]若有分别不得自在，虽见一切法而无所见。虽知一切法而无所知。知一切法因缘为本，见一切法正真为宗。虽染实际解了世间皆如变化。明达众生唯是一法，无有二法。不舍业境，善巧方便。方于有为界，亦有为法，而无分别无为之相。盖欲绝我妄念计较故也。乃说偈云：

觉了身心本凝寂，神通变化现诸相。

有为无为从此出，河沙世界不可量。

虽然遍满虚空界，一一观来没形状。

千古万古难比况，界界处处常朗朗。[125]

不用解释，此偈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常照（？—1203）用“如来藏”来表达心：

在世为人身，心为如来藏。

照妙且无方，寻之更绝旷。

心到处都有，能照妙所有地方，但如果起分别追求的念头，就不能认识、体会万法的实相了。常照还认为现象有生有灭，但心真如（法所得）是永恒，不生不灭的：

物我两忘，心性无常。

易生易灭，刹那不停。

谁是攀缘，生为物生。

灭为物灭，彼法所得。

常无生灭。

“彼法所得”即“得无所得”也是“物我两忘”、“物我一如”（人空、法空）的真理。从究旨禅师的“一切诸法皆从心生”的观点出发，无言通禅派都特别重视“真如”即诸法的体性，远离虚妄，常住不变，是宇宙的本体，即实相、法性、妙性、法身、如来藏、法界等名称。长源（1110—1165）的《示寂偈》对于妙体很形象地说：

在光在尘，常离光尘。

心腑澄澈，与物无亲。

体于自然，应物无垠。

宗匠二仪，陶冶人伦。

亭毒万物，与物为春。

作舞铁女，打鼓木人。

在这里，长原用儒家的概念来说明本体的妙用。“两仪”这个概念，儒家指天地或阴阳。《易·系辞上》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此真如平等一如，没有丝毫分别、执著，隐藏在万法之中，与万法一体。禅老（生卒年不详）说：“翠竹黄花非外境，自云明月露全真。”意思是真如佛性处处存在，要尽除分别执著妄心，达到“万法一如”、“物我一如”的境界。“翠竹”、“黄花”是禅家常用的词：“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126]，或“翠竹真如，黄花般若”[127]，都含有禅法处处存在的意义。满觉（1052—1096）用“莫谓春残花落尽，庭前昨夜一枝梅”中的“一枝梅”来说明真如的常恒不变。悟印（1020—1088）也用“玉焚山上”、“莲发炉中”来说明在任何条件、任何环境、任何时空中，真如是永恒不变的，不受任何外在的东西所约束：

妙性虚无不可攀，虚无心悟得何难。

玉焚山上色常润，莲发炉中湿未干。[128]

虽然“真如妙性”是“不可攀”的，即不可用手，不可用一般的认识方式来把握它，要通过特殊的方法——“心圆”、“心空”等才能体会它的本来面目，即使认识达到无分别、执著的境界。宝觉禅师的示寂偈说：

万法归空无所依，归寂真如目前机。

达悟心圆无所指，水水心月泯心仪。[129]

圆照禅师（999—1090）的示寂偈是：

身如墙壁地颓时，举世匆匆孰不悲。

若达心空无色相，色空隐现任推移。

世俗人遇到生死轮回时就很痛苦悲哀，他们寻找没有生死的地方去居住，即“西方世界”或“长生不死”等。“达人”不是这样，他们认识生死、解脱的本质只是一，而不是二，在生死中已有无生死了，在烦恼中已有解脱了，即认识到万法在现象上是有生死的，在本质上是平等、无分别、无生死的。

为了达到“心空”、“心圆”即觉悟真如实相无相的境界，无言通禅派的禅师们在认识真理上持否定态度，即否认语言、概念、思辨等，因为它们是最有效的分别的工具，一切理性分析都有碍于达到悟道的道路。真如是“一体不分”的，只要有丝毫分别执著的念头出现在脑子里，那真如就不是真如了。明智（？—1196）写道：

教外可别传，希夷佛祖渊。

若人欲辨的，阳焰觅求烟。

宝鉴（？—1173）在强调真如的“无分别性”、“无偏性”时写道：

智者犹如月照天，光含尘刹照无偏。[130]
若人要识无分别，岭上扶疏销暮烟。

“无分别智”是离一切情念分别（情执）的真如无相，没有对待性，没有主客分别性，没有偏执执著性。在修行方法上不要产生任何追求心念，如果还要追求佛即还被佛与众生之分的概念所约束，那永远不能解脱，这思想和怀海的思想还是一脉相承的。宝鉴（？—1173）的偈说：

得成正觉罕凭修，只[131]为牢笼智慧优。

认得摩尼玄妙理，正如天上显金乌。

“金乌”即慧日，象征佛智能照世间的盲冥。圆照（999—1090）的《参图显诀》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僧问：‘不向如来匙妙藏，不求祖焰续灯枝，意旨如何？’圆照答：‘秋天传黍唉，雪景牡丹开。’”[132]跟悟印的“莲发炉中湿未干”的意思相同。觉海（生卒年不详）虽受密教的深刻影响，但对于真如来说，他认为，如果还以“佛境界”（概念）去问去追求，那就不是觉悟的人了：“若问佛境界，龙门遭点额。”“点额”即喻指未能契悟禅机的人。清代明觉禅师（1610—1666）在《明觉语录》卷一中曰：“问：‘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如何得及第去？’明觉答：‘徒遭点额。’”广严（1122—1190）否定追求如来：“男儿自有冲天志，休向如来行处行。”这思想跟毗尼多流支派、妙因尼师“禅佛不求”的观点意思相同。

（三）无言通禅派的话头公案禅

话头公案禅是中国南宗禅普遍使用的一种行禅方法。话头是禅师们回答中开头的一句话，或一个问题，有促进禅者达到觉悟的可能性。公案是禅家应于佛祖所教化之机缘，而提起越格之言语动作之垂示，此公案如律令也，至严而不可犯，可以为法，可以断是非、善恶、迷悟等的执著认识。《碧岩录·种电钞》曰：“至理绝言，唯对迷机，故不获已而假言说以显道，后人将彼垂示语作公案。”一般叫作“话头公案禅”，简称为“公案禅”或“话头禅”。《五灯会元》卷十八《法云法秀禅师传》载：“僧问：‘不离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师曰：‘赤土茶牛奶！’曰：‘谢师答话！’师答：‘你话头道甚么？’”话头禅的使用方式，在越南从9世纪初叶无言通禅派已经采用了，据《集英·无言通传》载：无言通还在中国时，曾教过仰山慧寂（807—883）习话头禅：“仰山禅师作沙弥时，师（指无言通）常唤云：‘寂子为我将床子到。’仰山将床子来。师云：‘述还本处。’仰从之。又问：‘寂子，那边有甚么？’曰：‘无物。’‘这边怎么？’曰：‘无物。’师又问：‘寂子。’仰山：‘诺。’师云：‘去。’”由于当时仰山刚出家当沙弥，所以对于无言通教他的话头禅，他未契会禅旨。无言通到越南（820）后，一定把话头禅传给感诚（？—860），所以感诚教善会（？—901）时已用马祖道一的一句话说“达时遍境是，不悟永乖疏”之后，便问善会：“只这话头，汝还会么？”到悟印（？—1090），无言通派使用话头公案禅已相当成熟了。据《集英·悟印传》有僧问：“如何是大道？”悟印答：“大路。”僧问：“学人问大道，对以大路，未审何日达大道？”悟印说：“猫儿未解捉鼠。”僧问：“猫儿有佛性否？”悟印答：“无。”僧云：“一切含灵皆有佛性，和尚如何独无？”悟印答：“我不是含灵。”僧又问：“既非含灵即是佛否？”悟印答：“我不是佛，不是含灵。”

这段禅师与禅生之间的对话，禅生希望禅师讲关于“大道”的道理，禅师知道他的思想中还有大、小、有、无等追求分别所障碍，不能觉悟，禅生问“大道”即还有“小道”的区分，问“有佛性”即还有“无佛性”概念的区分，都属于“依经演义”之类。所以悟印找办法打破他的执著、分别的念头使其认识达到无分别的境界，脱离语言概念的约束。而且“大道”本身不能用语言来解释，越解释越糊涂，只能自心体会。

云峰（？—957）问善会：“生死到来，如何回避？”善会答：“管取无生死处回避。”云峰又问：“如何是无生死处？”善会答：“扮生死中会取始得。”云峰问：“作么生会？”善会答：“你且去，日暮即来。”云峰便如期果至。善会说：“待朝明日，众与汝证明。”云峰豁然省悟礼拜。[133]生死即凡俗世界、世俗认识。无生死即解脱觉悟境界，即出世间认识。到此境界，此认识就没有生死、涅槃等之间的分别，但不能离开“生死”境界而领会“无生死”道理，应该“赞生死中会取始得”。究旨（？—1067）问定香长老（？—1081）曰：“如何是究竟义耶？”定香答：“未。”过一会儿定香又说：“我与汝究竟义了。”究旨还在拟议中，定香说：“践过了也。”究旨于言下究旨。[134]禅师提出话头公案禅，目的在于使禅生除掉所有思考、拟议，因为一有思考，拟议就产生执著分别念头，所以禅生的定力要很强才能接受、体会话头公案禅，否则落在生死分别世界之中，永无解脱之期。

（四）无言通禅派的禅语与诗歌形象

为了使行者达到觉悟真理，禅师们常用具体形象来做方便、比喻，但禅师们又提醒禅生不能执着于方便、比喻，否则会阻碍觉悟道路。有人问无言通：“你是禅师否？”他答：“贫道不曾学禅。”一会儿无言通叫那个人来，用手指着那棵棕榈树，那个人回答不了，意思是说：禅或禅师的本质是不能表述、不能界定、不能解释、超离思维的。棕搁树是实在的具体形象，直认它的实在性，那就是禅了。《法演语录》卷下曰：“上堂云：‘如何是禅？阎浮树在海南边。近则不离方寸，远则十万八千，毕竟如何？’禅！禅！”一般来说，禅师们都不希望自己的禅生落入抽象推论的认识世界。唐朝南泉普愿（748—834）问赵州从谂（779—897）关于达摩西来之意旨，赵州便指着说：“庭前柏树子。”禅学因此接近于诗歌。重视形象，轻视那些抽象概念。没有形象，就不能成为诗歌。禅如果进入抽象、推论的认识世界就不能成为禅了，所以我们不觉得奇怪，禅师们用诗歌作为自己的禅语，这里应该注意：诗歌也是一种善巧方便，用来打破禅生对于语言、概念、思维的分别执著。

中国雪窦禅师（980—1052）不但是著名禅师，而且还是禅门中著名的诗人。他的禅语带有非常浓厚的诗歌形象的色彩。1069年，雪窦的门徒草堂禅师到越南，传《雪窦语录》，[135]使越南禅宗的禅语更加深刻地受到他的影响。三大禅派当中无言通禅派使用禅语比较成熟，如明智（？—1190）、广严（1122—1190）、圆照（999—1090）等都非常推崇《雪窦语录》。一般来说，学者们都认为是草堂首次把《雪窦语录》传到越南。我们认为这个观点不正确，一是史书没有记载。二是草堂到越南之前，越南禅宗已经有人将《雪窦语录》的思想与禅语诗歌使用得很熟练了，如禅老禅师（生卒年不详）住仙游山，李太宗常来看他，问：“和尚在此山几年了？”禅老答：“但知今日月，谁识旧春秋。”帝问：“旧过作么生事？”禅老答：“翠竹黄花非外境，白云明月露全真。”虽然《集英》未载禅老具体生卒年，但根据李太宗的生平和他的对话，肯定这些问答在1054年之前，而十五年后（1069）草堂才到越南。也许当时有越僧到宋朝学佛带回来，或中僧（属云门雪窦派）到越南传禅带来，而雪窦明觉在1052年示寂。据《集英》载李太宗是禅老的嗣法弟子，成为无言通派的第八代传承，李太宗“派使者迎师赴闽、顾问，而师先以寂”，即禅老示寂在1054年之前。这些根据都说明《雪窦语录》的思想很早就传到越南了，不管是中国禅师带去的还是越南禅师带回的，都说明当时越中两国禅宗往来频繁。禅老用日、月、春、秋、翠竹、黄花等形象来除掉李太宗对于时空的执著，既有散文般的美好意境，又含有真如实性和般若智慧处处都有的禅法，即一种话头禅。

智宝禅师（？—1190）跟道惠（？—1173）讨论关于生死问题后，得悟，便说：“不因风卷浮云尽，争见青天万里秋。”道惠问：“汝见个什么？”他答：“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净空（1091—1170）是中国福州人，在本州崇福禅院出家受具，30岁到越南跟道惠学佛、习禅、得悟，李朝皇帝“深加敬重，拜为硕德名僧”。有人问他：“如何是佛？”他答：“日月丽天含亿刹，谁知云雾落山河。”又问：“如何会得？”答：“牧童只惯卧牛背，士有英雄夸得伊。”又问：“祖意与教意是同是异？”他答：“万里梯航皆朝闽。”问：“和尚有奇特事，如何不向学人说？”净空答：“汝吹火，我着米，汝乞食，我取钵，谁孤负汝？”净空将示寂时会众说偈曰：

上无片瓦遮，下无卓锥地。

或易服直诣，或策杖而至。

动转触处间，似龙跃吞饵。

僧问：“从上直指为什么？”净空答：“旧日去获禾，时时空仓廪。”这些都是禅语与诗歌。

无言通禅派中，使用禅语、诗歌最显明、最灵活的还算是圆照禅师（999—1090），《集英·圆照传》载：圆照“深得言语三昧”，即他怎么说都在正定中，所以他的禅语都从他的禅定实证中述出来的。当时中国宋朝禅师们看他写的作品后，都叫他是“南方大士”。他的作品很多，可惜现在只留下《参图显诀》一文。《参图显诀》中主要记载圆照跟其弟子或禅客关于禅学的问答，但每一句中都是话头禅、禅语，并都带浓厚诗歌形象的色彩。我们可以引《参图显诀》的一段让大家共同参考：

一日，堂前坐次。忽有僧问，佛之与圣。其义云何。

师云：

篱下重阳菊，

枝头淑气莺。

进云：

谢！学人不会，请再指示。

师云：

昼则金乌照，

夜来玉兔明。

僧又问：

已获师真指，

玄机是如何？

师云：

不慎水盘擎满去，

一遭跋跌悔何之。

进云：

谢。

师指云：

莫灌江波溺，

亲来却自沉。[136]
……

（五）无言通禅派的密教影响

一般来说，无言通禅派比毗尼多流支禅派少有密教色彩，但密教影响到此派还是很明显的，如空路、觉海、愿学、净戒等禅师都受到密教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空路和觉海二位禅师。

空路（？—1119）俗姓阮，名至诚，又叫明空。[137]他曾经跟觉海和道行（毗尼多流支派）去印度学密教，“得六神通”，《集英·空路传》载：空路曾经给李神宗治好疯病，即化虎病：“时神宗二十一岁，忽变为猛虎，蹲踞噬人，狂狞可畏，帝造金柜藏之，时闻真定童子谣曰：‘国有李神宗，朝廷万事通。欲安天下疾，须得阮明空。’帝诏指挥于庵。师笑曰：‘莫非救虎狼之事乎？’指挥曰：‘师何早知？’师答：‘我三十年前已知此事。’[138]师到殿前安座，厉声曰：‘百官快取大鼎油来。’内置百针，大发火焰，旁置帝柜，师以手摩入鼎中，取一百针，放在帝身，决曰：‘贵为天子，自然毛尾爪牙脱落，复还帝身。’”说完，神宗的病完全好了，恢复了帝身。空路又造著名的安南四器：报天塔、琼林寺阿弥陀铜像、普明寺铜鼎、普赖寺大洪钟。《传灯辑录》载：空路到中国宋朝奏宋帝：“臣欲造安南四器，但力不从心，故不惮跋涉千里而来，伏望圣矢发婆心，施许少美铜，以便造铸。帝问：‘徒弟几何？’奏曰：‘贫僧一身而已，满乞铜囊自挂足矣！’帝曰：‘南方途路遥远，随力听师取与，何足挂齿耶？’贫僧收尽铜库，未满一囊，有吐舌摇头，入奏其事，帝愕然悔惜，业已许之，无可奈何。”关于空路的神秘故事，《禅苑集英》《传灯辑录》《岭南摭怪》等书都记载得很多。上面所提两个故事，我们认为虽然虚构部分很多，但也许说明空路善于医药治疗和铸铜技术，给人民治病并留下了文化遗产。

觉海禅师是空路的得法弟子，25岁出家，专持密咒得神通，据《集英·觉海传》载：“一日帝（指李仁宗）谓师曰：‘应真神足可得闻乎？’师乃作八变，涌身虚空，去地数丈，俄而复下，仁宗及群臣都合掌称欢。”愿学（？—1187）在卫灵山，每日“常持香海大悲陀罗尼，治病祈雨，无不应验，李英宗感其神验，诏赐出入宫禁，以备咒治”。净戒禅师（？—1207）常修头陀行，“降龙伏虎，感化如神”，李高宗称其为“雨师”。

密教很早就开始传入越南，大约公元2世纪，由印度人摩诃耆域丘陀尼传来，又跟本地信仰结合在一起，到北属末期就很盛行了。无言通派本来不喜欢密教，通辨国师（？—1134）不把般若派和大颠派载入《集英》中是个明显的证据，因为此二派都偏重于密教。但不管怎么说密教在此派占一定的地位。

总之，到13世纪初叶（李朝结束时）为止，无言通禅派的传承时间共达450年左右，此派主要受中国南宗禅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受密教和净土宗信仰的影响：空路造琼林寺阿弥陀佛铜象，净力（1112—1175）得悟“念佛三昧”。此派注重记载佛教史，如通辨、常照、辨才等有多记述。在禅法方面重视话头公案禅，特别强调顿悟禅，常用《圆觉经》《法华经》《雪窦语录》等经作为禅理论的指导。至11世纪，此派受草堂派的浓厚影响，如广严听明智讲《雪窦明觉》而得悟。此派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比当时中国禅宗更加入世，中国禅宗虽深入社会实际生活中，但仍显出出世的品格。这点是越南禅宗跟中国禅宗的不同之处。

第四节 草堂禅派向越南传播

一 草堂禅师及其传承体系

越南在北属时期从中国传来的两大禅派（毗尼多流支和无言通派），至独立时期（939）继续发展，到李朝（1010—1225）更加强大并达到鼎盛。李圣宗时（1023—1072）第三禅派又从中国传入越南，史称“草堂禅派”，此禅派在李朝跟其他禅派共同存在与发展。

据《安南志略》载：1069年，李圣宗亲自征伐占城（今越南中部广南省），捕获俘虏带回升龙京都（其中有草堂禅师）。后来皇帝把俘虏分给朝廷官员做奴仆，草堂正巧被分给一位朝中的僧录（专管僧事）。有一天，主人出去，草堂看见桌子上有《禅宗语录》一卷，此书错误的地方很多，草堂便用笔修改。主人回来后发现，觉得很奇怪，并把这事上奏皇帝，李圣宗诏草堂赴殿询问，才明白草堂原跟着他的师父到占城传道。皇帝非常钦佩草堂的渊博禅学和高尚品格，便事他为师，封为国师，请他在升龙开国寺住持。

《禅苑集英》对他与整个草堂派记载得很粗略，只记载他们的姓名和简单的职务，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和传受禅法的内容都未记载，对草堂本人也只寥寥数字：“升龙京，开国寺，草堂禅师传雪窦明觉宗派。”仅仅十七个字而已，所以对于研究草堂与他的禅派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通过这十七个字，我们知道草堂属中国雪窦派，而雪窦属云门宗[139]的第三代传承，所以草堂属云门宗人，他很精通《雪窦语录》。

《越南佛教史论》认为：草堂是雪窦的弟子；《越南佛教史》认为：草堂是雪窦派人。对此两书都没有加以解释。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禅苑集英》载：“草堂禅师传雪窦明觉宗派。”《安南志略》载：“草堂跟随他的师父到占城传道。”但未明确指出他的师父是谁。而雪窦1052年就示寂了，不可能在1069年再到占城传道。而且，如果有这件事，那中国佛教史一定会记载，所以这位师父肯定不是雪窦禅师。因此，草堂禅师只能是雪窦派人，但绝不是雪窦的弟子。但不管怎么说，草堂受雪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点可以肯定。据《禅苑集英》载，草堂禅派有如下传承。

第一代：草堂禅师（生卒年不详），中国人，在升龙京都（今河内）开国寺（今镇国寺）住持，传雪窦明觉宗派，嗣法弟子：李圣宗、般若、遇赦。

第二代：三人得法。

李圣宗皇帝（1023—1072）讳日尊，是李太宗的长子，其母金天太后枚氏，大成元年（1028）封为东宫太子。1054年，李太宗崩，圣宗即位，在位十八年，太平三年（1056）造崇庆报天寺，发铜1200斤铸洪钟，帝亲制铭文（今不存）。神武元年（1069）春天，帝亲征占城，获其主制矩及其众五万人（其中有草堂禅师）。当年秋天放制矩和五万人还国，后来帝发现草堂禅师，便跟他学禅，得传要旨，成为草堂派第二代的传承人。嗣法弟子参政吴益。[140]
般若禅师（生卒年不详）住张耕县骤王乡慈光福圣寺，偏重密教、符咒，他和大颠未被通辨载入《集英》中，得法弟子有弘明禅师。

遇赦居士是龙彰县保财乡人。

第三代：四人得法。

吴益，李圣宗的嗣法弟子，官至参政，他传法给太傅杜武。

弘明禅师（绍明），永兴安朗乡人，般若的嗣法弟子，他传法给梵音禅师。

空路禅师（？—1119），海清乡严光寺（今越南南定省），本属无言通派的第九代传承人，受密教的深刻影响。嗣法弟子有杜都禅师。

定觉禅师（生卒年不详），即觉海禅师，属无言通派的第十一代传承人，在海清乡延福寺住持，嗣法弟子李英宗。

第四代：四人得法。

杜武，嗣法于吴益（也有人说他嗣法于觉海禅师），官至太傅。

梵音禅师，安罗青威乡人，嗣法于绍明禅师。

李英宗皇帝（1136—1175），讳天祚，是李神宗的长子，其母黎氏皇后，寿四十岁，在位三十七年，[141]嗣法于觉海。

杜都禅师，嗣法于空路，也有人说嗣法于觉海。

第五代：三人得法。

张三藏禅师、真玄禅师、杜常太傅，这三人都嗣法于杜都禅师。

第六代：四人得法。

海净禅师，嗣法于张三藏禅师。

李高宗（1173—1220），讳龙轮，是李英宗的第六子，其母杜氏皇后，寿三十八岁，在位三十五年，是张三藏的嗣法弟子。[142]
阮识，是张三藏的嗣法弟子，官至管甲。

范氏，是真玄禅师的嗣法弟子，官至奉御。

二 草堂思想的来源及其影响

《禅苑集英》未载草堂在越南的传道如何，又未留下他的具体言行，但他要传“雪窦明觉宗派”，所以通过《雪窦语录》的思想，我们可以知道草堂的思想。

《雪窦语录》即《明觉禅师语录》，全称《雪窦明觉禅师语录》，宋雪窦重显撰。

雪窦重显[143]（980—1052），字隐之，俗姓李，是四川省遂宁县人。22岁出家，先跟城都普安院仁铣上人受戒，后到南方去云游，首先拜访智门禅师就提问：“不生一个念头为什么有过错？”智门叫他上来，他刚刚上来，智门用拂子打他，他想开口，智门又打，他突然有所悟，后居住在翠峰寺，最后到明州雪峰山资圣寺住持。《佛祖历代通载》谓他：“千明之雪窦，宗风大振，天下龙蟠风逸，纳子争集，号云门中兴。”1052年示寂，赐号为明觉大师，嗣法弟子有八十三人，现存《明觉禅师语录》六卷，他受汾阳善昭（947—1024）的深刻影响。雪窦作的《颂古百则》风靡整个禅林，后来成为禅宗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显好用儒释经典，又善于融入情感，使他的颂古之作显得富赡华丽。文词可读，这与善昭颂文之‘殊不以攒华叠锦为贵’，是很不相同的。重显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其上堂小参，举古勘辩，都很注意辞藻修饰。”[144]越南禅宗从李朝到陈朝都受到这种风格深刻的影响。关于雪窦思想，《五灯会元》卷十五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人们天天聚会在一起，应该发明个什么？怎么能互相分宾和主？互相送礼问候，就当成了宗乘了，广大的门风，威德自然在，光明照妙古今，掌握了乾坤，众圣只说自己知道，五乘没有人能够建立。所以在声意之前领悟旨意，还在迷惑顾鉴的开始。在言语之下就能智通宗旨，还在隐藏识情的表面，各立相知道真实的行为吗？只用对上不去攀缘仰慕，对下断绝自身欲念，自然地就会眼前常有光明，个个壁立千仞，还能不能辨别和明白？没有辨别就去辨别，没有明白就去明白，既然能够辨别明白，就能够截断生死的根源，共同拥有佛祖的位置，妙圆超悟，正在这个时候，能够报答不能够报答的大恩惠，用来帮助无为的变化。

这是重显的垂示话。《禅苑集英》载：“草堂到越南升龙开国寺住持传雪窦宗派。”而开国寺本来是无言通禅派的重要祖庭。无言通派的著名禅师，如云峰（？—957）、匡越（？—1011）、通辨（？—1134）等曾在开国寺住持或受戒。当时，无言通派的圆照（999—1090）、智宝（？—1190）都非常羡慕《雪窦语录》。明智（？—1196）曾经给禅僧们讲《雪窦语录》，其中有广严（1122—1190）。觉海和空路成为此派的传承人。连毗尼多流支派第十六世的真空禅师（？—1100）也受到《雪窦语录》的影响，这些说明，草堂一来越南，他的思想就支配了当时所有越南禅派的思想。

众所周知，草堂派只有十九人（包括草堂在内），其中十人出家：草堂、绍明（即弘明）、梵音、杜都、张三藏、真玄、海净、空路、觉海（定觉）和般若。后三位偏重密教。空路和觉海同时也是无言通的得法者，他们俩同时又是雷荷泽（属康僧会派）的得法者。空路又受净土宗的影响，他曾经造琼林寺阿弥陀佛铜象。这两个人的思想很杂，但也反映出越南禅宗各派是互相影响与交流的。其余九人几乎都是李朝皇帝和大臣们，如李圣宗（1023—1072）、李英宗（1136—1175）、李高宗（1173—1210），吴益官至参政，杜武官至太傅，杜常官至太傅，阮识官至管甲，范氏官至奉御，只有遇赦据载是居士。三大禅派当中此派传承世系最少，共六代；时间最短，只有150年左右，但他的思想影响深远。无言通派当时在社会上和禅门中最有势力，不但受到此派的直接影响，而且还直接参加此派的传承世系如觉海、空路。而且，此派当中有两位是李朝皇帝，五位是朝廷大臣，因此得到他们的多方支持。由于他们都是社会上的最高等级，又属知识分子（儒学），而雪窦重显本来好用儒释经典，有很好的文学素养，跟此派思想是很符合的，故此派主要在知识分子中传承和发展。有人把此派叫“知识禅派”或“儒禅禅派”，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因为草堂派主要在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以上发展，所以到李朝崩溃时，它也随之消亡。这是此派消亡的主要原因，但只是在传承形式上消亡而已，它的思想还继续影响整个陈朝佛教，它和无言通派思想及从陈朝传来的中国临济宗思想相结合形成有越南特色的禅宗——竹林禅派。

总之，草堂禅派不注重在老百姓当中发展，主要跟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联系密切，重视文学色彩，影响深远。

小结

到李朝（1010—1225）为止，三大禅派在越南共同发展、相互影响，李末陈初（13世纪初叶），三大禅派在传承形式上都消亡了。

众所周知，毗尼多流支派的创始人是南天竺国人（印度人），得法于三祖僧璨，精通梵语汉语，曾译《象头精舍经》《业报差别经》和《总持经》，其中《象头精舍经》属般若思想，《总持经》属密教经典。他能译出这些经典，说明他对这些经典的思想是很精通的，或者说他受这些经典的影响深刻。事实上，此派的思想主要是受般若思想的影响，同时很早就受到密教思想的深刻影响。跟其他禅派相比，密教色彩在此派是最浓厚的。这也许和毗尼多流支译出《总持经》有关。如万行（？—1018）精通《百论》，“专习总持三摩地”；定空（？—808）“善于预言、风水”；摩诃“专持大悲心咒”；道行（？—1117）“专持大悲心陀罗尼满十万八千遍……”他们常用的经典是《金刚经》《百论》《华严经》等，此派很早就用《金刚经》当作自己禅派的指导思想：清辨（？—686）和清辨的传法师父崇业禅师（生卒年不详）专持《金刚经》，这点可能比中国禅宗使用《金刚经》早一些。由于毗尼多流支本人的特殊情况——出生和出家受戒在印度，得法在中国，传法在越南——所以既受到中国禅宗思想的影响，又受到印度禅学的影响。后来此派更加接近南宗禅思想（无言通禅）。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为了佛教的发展，他们巧妙地运用密教符咒和本地信仰，如预言、谶纬、地理、风水等说，形成越南禅宗的特点，对当时社会与民族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受中国禅宗影响最深刻的，还是无言通和草堂两派。无言通是中国怀海大师的嗣法弟子，820年到越南传南宗禅，史称无言通禅派。此派共有十六代传承，77人得法，《禅苑集英》只载29人，其余缺录。39人当中，一位是皇帝李太宗，一位是贝种人（印度人），五位是中国人——无言通、辨才、净空、逍遥和彦翁。这足以说明此派跟中国禅宗的关系之密切。草堂禅派到12世纪初开始受密教的影响，代表人物有空路（？—1119）、觉海（生卒年不详）、净成（？—1207）、愿学（？—1181），但人数不多，时间不长，影响也不如毗尼多流支派那么深刻，不知它是否受到毗尼多流支派密教因素的影响。跟毗尼多流支派一样，无言通派缺录的人数也很多。毗尼多流支派的第二代、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第九代完全缺录。无言通派除了前三代之外，每代几乎都缺录，特别是第十一代、第十三代、第十六代，得法的人数很多，但得载每世只有一个人而已，只不过跟毗尼多流支派相比无言通派的传承关系还是比较连续的。重要的是，得录的人的思想跟前后整个禅派是一脉相承的，其体现出的南宗禅思想相当纯粹。他们几乎不受密教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略举此派十六世的代代相传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无言通（1）—感诚（2）—善会（3）—云峰（4）—匡越（5）—多宝（6）—定香（7）—圆照（8）—通辨（9）—道惠（10）—明智（11）—广严（12）—常照（13）—通师（14）—息虑（15）—应干（16）

上所略举只能说明此派的思想基本上还是连续的，而不能代表此派的全部思想，因为他们的弟子或师兄师弟们思想很杂，如觉海、空路两人同时是无言通派、草堂派、康僧会支派的得法者，又同时受密教、净土信仰的影响。他们本身也受草堂派的浓厚影响，如圆照、明智、广严等。

无言通派得法的29人当中又有一人因服毒而去世，即大舍；又有两人自焚，即明心和宝性，他们俩专持《法华经》，可能受《法华经》思想的影响。《法华经·药王品》说：“药王菩萨往昔为供养心《法华经》烧身燃臂。”大舍的学生是宋朝岩翁禅师“闻风感慕遂燃一指供养”[145]，此现象在南北朝时期宋孝建三年（455）昙弘：“中国黄龙人到交趾右仙山自焚”[146]，到陈朝（1226—1400）、后黎朝（1428—1789）、阮朝（1802—1945）也出现过。1963年在越南南方为了反对美国对越南采取野蛮的暴政，释广德禅师也以自焚抗议（听说他也专持《法华经》），这是否为越南佛教入世精神的一个特点呢？

11世纪末，草堂派又传到越南，本有的越南禅宗又受到此派的影响，禅法、禅语、诗歌、文章等更加生机勃勃发展，各派之间相互影响，此影响对越南佛教和越南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整个李朝（1010—1225）最好的文章都是受到草堂派影响的禅师的文章，如圆照的《参图显诀》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至此，对于三大禅派，我们要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撰写《禅苑集英》的问题。

《禅苑集英》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在漫长的时间，一代一代地写出来的，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开始撰写《禅苑集英》是从无言通派第七代的通辨禅师开始。通辨善于佛教史学，他曾经回答符圣灵仁皇太后关于越南佛教史和禅宗史问题，太后大悦，封为国师。通辨之后有常照，《禅苑集英·神仪传》载：“师（指神仪）复进曰：‘某甲事和尚（指常照）有年矣，不知传此道者谁软？’蒙指示传法世次度，令学者知其源流。照嘉其恳切，遂抽出通辨《对照本》及记其宗派条，为分宗嗣法，固以示。师览之讫乃云：‘阮大颠阮般若二派，乃不见叙何耶？’照云：‘通辨之意，抑有以也。’建嘉六年丙子（1216）二月十八日，师（指神仪）以照所授图本嘱弟子隐空曰：‘方今虽乱汝善佩此，慎勿为兵火所坏，则我祖风堕矣。’言讫长往。”

根据上述所引我们可以肯定：从通辨开始编写《禅苑集英》之后，道惠、明智、广严、常照（？—1203）、神仪（？—1216）、隐空继续编写。《禅苑集英》中没有别载《隐空传》，只在《神仪传》后提到神仪嘱咐他，有一个注解是：“隐空从昔居于凉州，那岸县[147]，时号那岸大师。”这一注解是后人写的，而不是隐空写的。这说明，隐空之后还有人写，但他是谁呢？《大越史略》《历朝宪章类志》等书都认为，《禅苑集英》成书于现光（？—1221）时代。他们根据无言通后传的一段：“又至开佑丁丑二十四年”（1337）提出结论：《禅苑集英》成书的时间就是在1337年。我们认为这说法不能成立。一是前后不一，前边说和现光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写的，即12世纪初叶，后又说在1337年，离现光示寂已有一百多年。二是开佑年间只有12年（1329—1341），没有24年，也许是《禅苑集英》误写。三是1337年是陈朝中期，当时是陈朝佛教最兴盛的时期，竹林禅派已经成立几十年了，所有佛教派别几乎都向往竹林教会，没有人再关心李朝佛教的情况，如果还有人关心的话，陈朝也不允许，因为陈朝本来不喜欢李朝的东西。《越南佛教史论》根据上边所引的资料认为通辨开始写《禅苑集英》，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还认为，开始写《禅苑集英》的人比通辨还要早得多。众所周知，通辨时代离无言通时代三百多年，离毗尼多流支时代五百多年，这些时间相差太大，不可能代代口传下来。《禅苑集英》中还记载他们的事迹，示寂的年、月、日等事件几乎都很清楚，如无言通寂于“唐宝历二年丙午正月十二日”[148]，毗尼多流支到越南时是“周大象二年庚子三月”[149]。其他人也一样详细，这肯定不是靠脑力记住的，所以应该说从他们开始传到越南时就开始记载了，通辨只是进行收集资料而已，所以我们认为《禅苑集英》的作者是集体作者[150]，但不是从通辨开始；也绝不会像《越南佛教史论》所说的《禅苑集英》的作者只属无言通派人。

通辨的后代们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连记载自己禅派的得法者都缺录很多。甚至常照属第十三代，神仪属第十四代，都不记载自己同一代的得法者。毗尼多流支派到此时缺录的人数却很少。对于这一点，《越南佛教史论》的解释是：可能由于常照、神仪、隐空都到六祖寺（属毗尼多流支派的大祖庭）住持，所以他们对毗尼多流支派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对无言通派就不清楚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成立，因为他们能进入别派的大祖庭住持即说明他们的势力与人数还是很强的。实际证明，这几代得法的人数比前边还多。而且，他们到别派的祖庭居住不等于忘却或者不关心自己的宗派，连得到师父亲自吩咐的隐空也不能载他的自传。并且两派的祖庭、寺庙相离不远，都在北宁省及其周围。我们认为，也许是其他的理由，具体如何，还要进行研究。

第二，关于无言通的年代。

《禅苑集英》载：无言通“唐元和十五年（820）庚子秋九月至此寺（建初寺）卓锡”。无言通在广州安和寺时曾教过仰山慧寂习话头禅，据《宋高僧传》卷十二、《景德传灯录》卷十一载：慧寂17岁出家“依南华寺[151]通禅师削染”。《五灯会元》卷四《安和寺诵禅师传》载：无言通教慧寂习话头禅和《禅苑集英》所载的内容是一致的，这些说明慧寂跟无言通习话头禅的事件是真实的。但《五灯会元》不载无言通出生、出家、示寂和到越南的时间。如果根据《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慧寂807年出生，17岁出家，即824年出家，这样和《禅苑集英》所载820年无言通到越南的说法就不同了。《禅苑集英》还有一段话：“师来至此寺（建初）卓锡，饭粥之外，禅悦为乐，凡坐面壁，未尝言说，累年莫有识者。”他又示寂于“唐宝历二年（826）丙午，正月，十二日”。这说明《禅苑集英》记载比别的书还详细，即他在越南共有六年的时间。这里的“累年莫有识者”即指多年，起码要四五年以上。也就是说，他到越南和示寂的时间是比较固定的。如果这样慧寂出家的年龄最大只能是13岁而不是17岁。但13岁的人对于无言通教的话头禅怎么能懂呢？而且年龄这么小，无言通本人也不教。这只能是把慧寂的出生年龄推到早几年才能符合，但都没有资料来证明。下面再继续研究三大禅派在社会上如何起作用。

在政治、外交等方面，上边已零散地提过：他们都积极帮助皇朝建立起独立的国家，使老百姓脱离一千多年的北属时期，定空、罗贵安都属毗尼多流支派（后简称流支派），很早就希望有一个王朝能使国家独立、稳定与繁荣，使人民安居乐业，此王朝是李朝。定空的示寂偈明确指出“李氏兴王”。罗贵安也说“十八子定成”，暗指李朝。昊真流（？—1011）属无言通派，帮丁先皇（968—979年在位）统一国家，建立起独立的大瞿越国。971年，丁先皇给他赐号为匡越太师，匡越的意思是匡扶越国。到黎大行（980—1005年在位）时，匡越又帮助他打退宋朝的侵略。968年他又跟法顺（流支派）以外交官的身份接待宋朝使者李觉，受到李觉的敬佩，“黎大行尤加礼敬，凡朝廷军国之事，师皆与焉”。黎卧朝实行暴政时，匡越、多宝，特别是万行巧妙地运用很多当时人民相信的谶纬、预言、风水、地理等说来维护与提高李公蕴的名声，进行改朝换代的运动，万行还劝李公蕴把京都迁到升龙（今河内）以便利交通，发展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李朝巩固和稳定时，禅师们又培养出大量知识分子官员继续帮助朝廷管理国家事务，然后又回到老百姓身边，帮助人民解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如医疗、教育、技术等。黄春罕的《李常杰》说：“李朝是越南史上最纯厚的时期，主要原因就是受佛教的深刻影响。”历史证明，丁朝，随从官杜释杀丁先皇、丁琏父子二人；黎朝，黎卧朝杀黎中宗；到李朝二百多年，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皇帝们都用佛教的广大慈悲、宽宏大量的精神来治理国家。侬智高造反，李太宗生俘他，判死罪后，又释放他。李圣宗征伐占城，抓住制矩王和五万兵士后都释放。《大越史记全书·李纪》载：“1064年，春，四月，帝（指圣宗）御天庆殿听讼，时洞天公主侍侧，帝指公主谓狱吏曰：‘吾之爱吾子犹吾父母斯民之心，百姓无知，自冒刑宪，肤甚悯焉，自今以后，罪无轻重，一从宽肴。’”又有：“1055年，冬，十月，大寒，帝（指圣宗）谓左右曰：‘朕深居宫中御兽炭，袭狐裘，犹寒如此，念囚人在囹圄中缧绁之苦，曲直未分，食不充肠，衣不盖体，为风寒所迫，或死非辜，朕甚悯之，其令有司发衾席，及饭日二次给之。’”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只有受佛教精神的影响才会有这种做法。

到李朝末期，高宗（1175—1210）“行乐无度”，儒臣们不敢劝谏，阮常禅师[152]为了国家的长久稳定，为了民族的安居乐业，他直接劝高宗不再“巡游无度”[153]。圆通国师回答李神宗关于“治国安危”之计，说：“天下犹如器也，置诸安则安，置诸危则危。”所以圣王应该“则天不息其德以修己，法地不息其德以安人”[154]。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禅师们用佛教戒律来教导，智宝说：

菩萨资财知止足，于他慈恕不侵欲。

草叶不与我不取，不想他物德如玉。

菩萨自妻方知足，如何他妻起贪欲。

于他妻妾他所护，安忍自心起心曲。

这些精神，在中国禅宗中是罕见的。

在教育、文化等方面，三大禅派的禅师们都对社会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070年之前，越南还没有国立学校（即文庙国子监），每个寺庙几乎都成为学校，僧俗都能进入学习。禅师们成为学校的老师，很多禅师精通三教，如匡越、万行、法顺、多宝、满觉、道行、宝鉴、圆通、圆照等，他们把三教思想教给学生。智禅禅师培养出太尉苏宪诚、太保吴和义，万行培养出李太祖，禅老禅师培养出李太宗等。建好国子监后，只让皇族和大臣的子孙们进入学习，一般老百姓的孩子还是回到寺庙上学。

据统计，吴、丁、黎、李朝的诗文多部分属佛教文学，作者主要是禅师，作品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佛教的内容。黄德良的《演音诗集序》载：“李陈之书籍见行于世者，唯禅家事为多。”三大禅派的作品如下。

庆喜：《悟道诗集》（已佚）。

圆通：《圆通诗集》共有一千多首（已佚），《洪钟文碑记》（已佚）。

圆照：《赞圆觉经》《药师十二愿文》《十二菩萨行修证道场》（均已佚），《参图显诀》（今存）。

法顺：《菩萨号忏悔文》（已佚）。

惠生：《诸道场庆赞文》（已佚）。

常照：《南宗嗣法图》（已佚）。

辨才：《对照录》（已佚）。

宝觉：《诸佛迹缘事》《僧伽杂录》（均已佚）。

现在还留下很多寺庙的碑铭，内容一般是称赞国王与大臣们对于社会与佛教做出的贡献，这对于研究越南的社会、文化、佛教等是很有价值的。法宝[155]撰《仰山灵称寺碑铭》最后一段说：

三界轮回，四生驰逐。

妄念所生，色心颠覆。

尚姿贪嗔，牵缠爱欲。

岂自遑安，无能厌足。

至哉真如，体量太虚。

神而不测，化而有余。

一雨霈润，三草萌舒。

法幢大竖，邪网顿除。

粤有李公，古今准式。

牧郡既宁，掌师必克。

名扬函夏，声振遐域。

宗教归崇，景福是植。

山之峻兮耸晴空，贤宰治兮敞厥功。

绝顶巍兮殿塔崇，仄金严兮宝界雄。

福祥集兮祝宸衷，宝历绵兮世昌隆。

谷岸变兮迹何穷，刻铭永卓烟岩中。[156]

在《禅苑集英》中，每个人起码都留下一首偈或诗，对于研究佛学、文学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据《大越史记全书》《越史略》等书记载，几乎每一位皇帝即位后都建立大量寺庙，如：李太祖一共建几十所，灵仁皇太后（圣宗的元妃，仁宗的母亲）一共建了一百多所。这些史书只载关于皇帝和皇室或一些著名的大臣们建寺，至于地方官吏和人民建寺则不可胜数，寺庙分为大名胜、中名胜和小名胜。

李朝多次下诏，度民为僧。僧人的职位有国师、太师、僧统、僧录等，都由朝廷赐给，都得到朝廷的信任、人民的尊重。到李高宗时（1175—1210）僧人太多，产生很多弊端，李高宗进行考核僧徒，目的在于淘汰不良僧人，李末儒臣谭以蒙有《判僧徒》一文。这些说明李朝佛教非常兴盛，已经达到泛滥的地步了。

《大藏经》成为当时的国宝，黎、李两朝都派使者到宋朝请回来，或宋帝送来，或誊写抄出等。李时常用的经典有《金刚经》《法华经》《圆觉经》《华严经》《雪窦语录》等。

到李朝，净土信仰也广泛地影响了三大禅派，持钵（毗尼多流支禅派）在黄金寺“因想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劝道俗造阿弥陀佛像，到会丰八年（1099）完成”[157]。净力（？—1175，无言通派）“证念佛三昧法门”[158]。《崇善延龄塔碑》提到在落成典礼时，把阿弥陀佛像安置在端门上，祈祷灵仁皇太后“超生净土”。《圆光寺碑铭》载：“弥陀中座，师祖后场。”弥陀信仰还表现在观音信仰。李太宗（1000—1054）建延佑寺（即一柱寺），理由是：“初，帝梦观音佛坐莲花台，引帝登台，及觉语群臣，或以为不祥。有僧禅慧者，劝帝造寺，立石柱于地中，构观音莲花台于其上，如梦中所见。僧徒施绕，诵经求延寿，名延佑寺。”[159]空路（？—1119）在琼林寺造弥陀佛铜像。

为什么吴、丁、黎、李朝时三大禅派这么兴盛呢？

在第一节“佛教情况”中已经提过，吴、丁、黎、李初，皇帝和大臣们都从战争中掌握政权，当时禅师在社会上是最有学问的人，很多人都精通三教，有人还善于文学、医学、技术等，所以朝廷的国王和大臣们需要他们，百姓也需要禅师们，他们也需要朝廷和人民的维护才能弘扬佛法。而最关键的是皇帝们本身都非常相信佛教。李朝共有八位皇帝：李太祖两岁时，本来在六祖寺跟万行出家学佛，精通三教；李太宗是无言通派的第八代嗣法弟子；李圣宗、李英宗、李高宗都是草堂派的得法者；李惠宗1224年把皇位让给女儿李昭皇，自己到真教寺出家，自号惠光禅师。至于李仁宗、李神宗，也极力扶持佛教。一方面李朝皇帝们相信并维护佛教是真心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运用佛教精神治理国家。而且，禅师们也想通过朝廷为国家、人民做些贡献，这点和中国各王朝的帝王们对佛教的支持是不一样的。此精神到陈朝达到顶峰，所以人们常把李陈佛教叫作“国教”或“入世佛教”，把越南禅宗称为“帝王禅”。

为什么三大禅派随着李朝结束而消亡了呢？

我们认为，三大禅派当中，除了草堂派在李朝传来之外，其他都在北属时期传来的。但他们都在李朝达到顶峰，因此陈朝以为三大禅派是李朝佛教的产品，陈朝不希望李朝的东西存在，这是常理。李惠宗虽然已经出家了，但陈守度[160]还到真教寺逼死了他。陈太宗（1218—1277）即位后给一位属无言通派的禅师赐号为一宗国师，这表明他希望陈朝禅宗应该有一派而不是多派。实际上，他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这就是竹林禅派的成立。而且，由于三大禅派达到顶峰时，即等于进入了衰弱阶段，这是必然规律。毗尼多流支派到10世纪开始受无言通派思想的影响，这意味着它的禅法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到12世纪末，毗尼多流支派最著名的祖庭被无言通派所吞并，常照、神仪、隐空都到六祖寺住持，表明此派到此时人数少、人才更少。草堂派是李朝创立的禅派，由李朝全面支持，它又主要在皇室中传法，它的衰亡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它们只在传承形式上停止了而已，思想到了陈朝还在继续发展。无言通禅派是中国南宗禅，南宗禅有个特点是入世精神，此精神传到越南更加鲜活。当时此派的势力最强，到陈初还继续传承，如常照（？—1223）、通禅（？—1228）、息虑（生卒年不详）、应王（生卒年不详）、一宗（生卒年不详）。

通禅在1228年即陈初期示寂，息虑、应王、一宗更晚。一宗之后，在形式上不再传承，但他的思想还是覆盖整个陈朝的禅学，常照的弟子现光（？—1221）到安子山开创安子寺，后成为竹林禅派的中心。可以说，陈朝禅宗是李朝三大禅派的会合，严格地说是无言通派和草堂派的融会（陈朝还有从中国传过来的临济宗），下面我们继续研究陈朝的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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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74] 丁、黎两朝的故都，今越南宁平省。

[75] 丁琏是丁先皇的儿子。

[76] ［越］何文晋，载《历史研究》，越南河内1965年7月。

[77] 关于崇范，《禅苑集英·崇范传》载：“黎大行累如赴朗咨究玄旨”，笔者认为这点《禅苑集英》有误。因为黎大行1005年去世，而崇范1004年才出生。

[78] 《禅苑集英·持钵传》。

[79] 摩诃住观爱寺。

[80] 《禅苑集英·摩诃传》。

[81] 《禅苑集英·道行传》。

[82] 定空是古法乡人，李公蕴也是古法乡人。

[83] 李公蕴在黎朝当三品官。

[84] 《禅苑集英·定空传》。

[85] “十八子”三个字加起来成“李”字。

[86] ［越］吴仁连撰：《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吴德寿译，越南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87] 六祖寺离京都130公里。

[88] 《象头精舍经》，《大正藏》第19册，第466页。

[89] 《金刚经》。

[90] 《李陈诗文》第1集，第432页。

[91] 《禅苑集英·法顺传》。

[92] 《景德传灯录》载安和寺，《禅苑集英》《五灯会元》载和安寺。

[93] 即感诚。

[94] 1096年通辨回答符圣感灵仁皇太后关于佛祖和禅宗传到越南的来源与时间。

[95] 吴顺帝即吴权（939—944年在位）。

[96] 保任：悟禅之后，须加保持、维护。

[97] 《五灯会元》卷三《怀海传》。

[98] 灵感太后，姓梅，李圣宗的母后。

[99] 圆觉三观法即《圆觉经》说三种观法：奢摩他观、三摩钵底观、禅那观。

[100] 今中国福建省福州市。

[101] 昭陵即陈太宗（1218—1277）。

[102] 《禅苑集英》记载为大祥，可能是“象”字，因为陈朝只有大象而没有大祥年号。

[103] 《百丈清规》（已佚）。

[104]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105] 心地：是禅门常用的概念，最早见于《坛经》。

[106] 《五灯会元》卷三《怀海传》及诸书写成“现”字。

[107] 《神会语录》。

[108] 《五灯会元》卷三《怀海传》。

[109] 一大事因缘，即《法华经·方便品》的开示悟入佛知见：转迷开悟。

[110] 妙心：心体不可思议。

[111] 正法眼藏：济净法眼，禅宗以为教外别传的心印。

[112] 实相无相：真实不虚，指万有的本体。

[113] 《五灯会元》卷三《怀海传》。

[114] 参见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254、255页。

[115] 即马祖道一。

[116] 《宋高僧传》卷十一《无业传》。

[117] 顿机，即顿悟大乘的根机。

[118] 《古尊宿语录》卷一《马祖传》。

[119] 《禅苑集英·愿学传》。

[120] 同上。

[121] 《禅苑集英·感诚传》。

[122] 《大南禅苑传灯集录》作“犹如镜中内心出”，此依《禅苑集英》。

[123] 《李陈诗文》第1集，第368页。

[124] 《大南禅苑传灯集录》无“不于报中分别业”这句，其他书都载。

[125] 《李陈诗文》第1集，第253—254页。

[126] 《祖堂集》卷三《慧忠国师传》。

[127] 《景德传灯录·休后序》。

[128] 《禅苑集英·悟印传》。

[129] 《李陈诗文》第1集，第484页。

[130] 《大南禅苑传灯集录》作“照无边”，此按《禅苑集英》和《李陈诗文》。

[131] 《大南禅苑传灯集录》作“纸定”，此按《禅苑集英》。

[132] 《李陈诗文》第1集，第272—273页。

[133] 《禅苑集英·云峰传》。

[134] 《禅苑集英·究旨传》。

[135] 《雪窦语录》，全名《雪窦明觉禅师语录》，六卷。

[136] 《李陈诗文》第1集，第267页。

[137] 《岭南摭怪》认为明空和空路是两个人，明空写成明孔。此依《禅苑集英》和《大南禅苑传灯集录》。

[138] 传说，空路、道行、觉海共同到印度学密教时，途中道行假装成一只老虎，吓唬空路与觉海，空路便说：“你想当老虎，来世你一定变成老虎。”李神宗是道行的后身。

[139] 云门宗：中国禅宗五家之一，属“青原”系，创始人文偃（864—949）。

[140]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

[141]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

[142] 同上。

[143] 重显是文偃的第四代传承：文偃—澄远—光祚—重显。

[144]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

[145] 《禅苑集英·大舍传》。

[146] 《梁高僧传》卷十二《昙弘传》。

[147] 今越南河北省六岸县。

[148] 《禅苑集英·无言通传》。

[149] 《禅苑集英·毗尼多流支传》。

[150] 《越南佛教史论》也认为是集体作者，但只限于从通辨开始。

[151] 南华寺，六祖慧能曾在此寺开法扩建，怀让、行思都在此寺得法。

[152] 不知何许人。

[153] 《李陈诗文》第1集，第526页。

[154] 《禅苑集英·圆通传》。

[155] 法宝属无言通派。

[156] 《李陈诗文》第1集，第356页。

[157] 写在黄金寺佛台上，今越南河西省国威县黄金寺。

[158] 《禅苑集英·净力传》。

[159]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

[160] 即陈太宗的叔叔。


第三章 陈朝禅宗的发展越南竹林禅派

第一节 陈朝社会与禅宗

自12世纪中叶起，李朝开始蜕化，并且迅速走上了衰亡的道路。他们只知道搜刮民财、花天酒地，人民的愤恨情绪日益高涨，农民起义运动多次爆发，动摇了李朝的统治。趁着中央政权衰败没落的时机，各地方的封建势力又阴谋进行割据。在当时的各割据势力中，最强大的有海邑（太平省）的陈氏、鸿州（海兴省）的段氏等。内战多次发生，给人民生活与佛教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损失。在各封建集团的战争中，陈氏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最强大的力量，最后控制了奄奄一息的中央政府，并战胜了其他的割据势力。李朝最后一位皇帝李惠宗得了疯病，他没有儿子，只好让位给7岁的昭圣公主（李昭皇）。当时陈氏已经掌握了朝中的一切重要职务。1226年1月10日，在陈守度（当时陈氏势力的首领）的策划下，李昭皇宣布让位给她的丈夫陈煚——陈氏集团中的一员，陈煚即位后建立了陈朝（1226—1400），陈煚即陈太宗。

陈朝的建立，不但结束了各个割据势力之间的混战，而且还推动了全社会各个领域进一步统一与发展，卫国与建国事业是陈朝的两件大事。战时，陈朝皇帝们都直接率领军队三次打败元军（1257；1284—1285；1287—1288），他们都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平时，皇帝还带领人民进行开垦、筑堤防洪、围海造田等生产活动，使经济得到发展，从中央政府到乡村的行政机构逐步完善，文学艺术也得到发展，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卫国建国英雄故事得到收集整理，字喃文学出现并发展，国史得到了编撰。朝廷通过考试选择人才入宫做官已经成为常规。儒教在民族精神生活和社会组织中慢慢占据重要位置，但陈朝佛教仍然处于盛旺时期，可以说，陈朝佛教特别是竹林禅派时期是越南佛教史上最兴盛的时期。陈朝皇帝们都意识到儒教与佛教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陈太宗（1218—1277）的《禅宗指南序》说：“朕窃谓佛无南北均可修求，情有智愚同资觉悟，是以诱群迷之方便，明生死之捷径者，我佛之大教也。任垂世之权衡，作将来之轨范者，先圣之重责也。故六祖有言云：‘先圣人与大师无别。’则知我佛之教，又假先圣人以传于世也。今朕焉可不以先圣之任为己之任。我佛之教为己之教哉。”这段话反映了陈朝佛教与儒教互相融和、互相发展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陈朝对思想体系的考虑与选择。

说到陈朝禅宗，不得不说到竹林禅派的形成，也不得不说到李朝三大禅派在传承上的情况。陈仁宗（1258—1308）1299年才出家，从此开创了竹林禅派，他为第一祖师，但从陈朝成立（1226）到陈仁宗出家时，共有七十多年的时间，禅宗是如何发展的？在三大禅派当中，竹林禅派又是继承了哪个禅派的传承呢？现在我们根据现存的资料进行研究。

在第二章我们略有介绍，从11世纪起，李朝三大禅派的思想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到13世纪初，只有无言通派的传承继续下去。毗尼多流支派很早就受到无言通派的影响，此派传到第十九代依山禅师（？—1213）后便杳无音信。草堂禅派由于主要在李朝宫廷的皇帝和官吏们中传禅，得到朝廷的多方维护，所以随着李朝的崩溃，它自然消失了。但这两个禅派只在传承体系上中断了，他们的思想还在继续。常照（无言通派）有三位著名弟子：通禅、神仪、现光，他们对陈朝禅宗起了重要作用。通禅（？—1228）把无言通派的传承世系传给息虑。息虑（生卒年不详）传给应顺，应顺（应王，生卒年不详）传给一宗国师、逍遥、戒明、戒圆等禅师。逍遥成为安子山的第四代传承，对竹林禅派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神仪（？—1216）把常照所有的禅宗史资料如《禅苑集英》、《南宗嗣法图》等传给其弟子隐空。现光（？—1221），到安子山创建安子寺，成为竹林禅派的大本营。

据《竹林慧忠上士语录》（后简称《上士语录》）的《略引禅派图》，《大南禅苑继灯略录》（后简称为《继灯录》）、《越国安子山竹林诸祖圣灯语录》（后简称为《圣灯录》）和《越南佛教史论》，我们有这样一个图表（见图3-1）：

[image: ]
图3-1 越南佛教禅派示意图

常照及其弟子现光是两位重要人物。常照是李朝三大禅派的集大成者，也是李朝与陈朝禅宗之间的传承者。常照在1203年示寂。通禅在1228年示寂，即陈朝建中四年。至于息虑和应顺，虽然《集英》未载他们的生卒年，但肯定比通禅示寂时间晚，因为他们都是通禅的后代。而且，据《集英》载，应顺“初仕我昭陵朝，官至中品奉御，公暇则笃志禅学……”昭陵即陈太宗（1226—1231）的陵号，然后他到“通圣息虑之门，深造其密……受印得传”。这说明应顺在陈朝初期活动，比通禅晚几十年左右。他对陈初禅宗起了重要作用。常照禅师在第二章已经简略介绍过，现在我们研究他的禅学思想。

常照认为，修行者应该“了心修道”才能够达到觉悟，否则费功无益，他说：“了心修道则省力而易成，不了心修道乃费功而无益。”[1]“了心”即“识心”，即认识本心自有佛性，自有成佛的可能性。认识心是万物的本源。只有识心才能见性成佛，《最上乘论》：“经云：众生识心自度，佛不度众生，若佛能度众生者，过去诸佛恒沙无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识心”、“见性”这两个词经常合用成为一个具有有机关系的联合词，即“识心见性”。“识心见性”也是南宗禅法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它跟“无念”、“无住”、“无相”、“无所得”等构成《坛经》全部思想，《坛经》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悟大意”即“慧”。慧能主张“定慧等”。按照慧能的说法，“定”也不一定有固定的仪规，当领悟义理的时候，“慧”本身就是“定”；反过来，修定之时，“定”也就是“慧”。自然，慧能对智慧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最高的智慧莫过于“识心见性”了。“了心”、“见性”、“明心”、“无念”、“识心见性”等是陈太宗、慧忠上士、陈仁宗等经常使用的概念，说明陈朝禅宗继承李朝无言通派的思想，而无言通派又继承慧能（638—713）和怀海（720—814）的禅思想。

关于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关系问题，有人问：“物我攀缘时如何？”常照答：“物我两忘，心性无常，易生易灭，刹那不停，谁是攀缘，生为物生，灭为物灭，彼法所得，常无生灭。”常照的答话，关系到本质与现象之间的问题。现象即“易生易灭，刹那不停”；本质即“彼法所得，常无生灭”。但达到“彼法所得”，应该“物我两忘”。“物我两忘”是《庄子》语，用来说明由“不觉”到“觉”的目的。一切“分别”中最根本的分别是主观与客观的分别，即“物”、“我”的分别，由“不觉”到了“觉”是要泯灭这一分别。在《起信论》看来，“无分别心”即“无念”也就是“真理”。“法所得”应该从自心实现，绝不能向外追求。常照认为“法所得”即是“法身”、“如来藏”，到处都有。在回答弟子关于法身问题时，他说：“遍一切处”，“无处不至”或“在世为人身，心为如来藏，照灌且无方，寻之更绝旷”[2]。即用“无分别心”去体会真理才能达到真理，才能“照耀无方”。“寻之更绝旷”即指“如来藏”：有“照用”而无分别。即真理是无分别理，到处都有。如果还有追求希望达到真理的心，即“物我”还没有“忘”，那就永远不能达到佛位，不能“见性”了。通师问常照曰：“云何觉了佛法？”他答：“佛法不可觉了此宁觉法，诸佛如是修一切法，不可得。”即达到“无所得”境界，就是主体与客体都得泯灭。通师听到常照这句答话就“言下便悟”。[3]
常照将示寂时，神仪（？—1216）问：“诸人到此时节，为甚却随俗死去？”常照反问：“汝记得几个不随俗？”神仪答：“达摩一人也。”常照又问：“有什么希奇？”神仪答：“翩翩独西归。”常照喝云：“一犬吠虚。”神仪问：“和尚亦随俗否？”常照答：“随俗。”神仪问：“为什么如此？”常照答：“是与他同条。”听到这句话，神仪“忽然醒悟”。[4]这又关系到体与用、本质与现象、法身与色身的问题，他认为，用、现象、色身是有为法，受生灭规律支配是“易生易灭，刹那不停”，或云“生为物生，灭为物灭”。至于“法所得”即“体”、“法身”、“真如”、“本质”，“常无生灭”即认识到法身是永恒不变、不受任何世俗认识支配的，那就是悟道。“随俗”和“随缘”这两个概念意思相近。“随缘”常和“不变”连用，故叫“随缘不变”，表示体用关系，意思是：“随缘”是真如之用，“不变”是真如之体。“不变”与“随缘”是华严宗释《起信论》之语，“不变”指“真如”、“理”（如来藏），随缘指世与世间之事（阿赖耶识），通常用来说明理事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常照把“随缘”改为“随俗”，到慧忠又与《老子》的“和光同尘”结合起来运用，比“随缘”一词更为明显，即随顺世俗情状，贯彻真如之“理”。真如之理即存在于世俗之中，加强了佛教世俗化的成分，是个创造。“真”与“俗”是佛教十分重视的一对关系，也称“二谛”。常照的“随俗”精神，不但用来反对当时所有的奇异现象如符咒、神通等，而且更重要的作用是使修行者能汇合在世俗生活中修行、得道、成佛，即入世精神。神仪问：“某甲事和尚有年矣，不知道传此道者谁狄？蒙和尚指示传法世次度，令学者知其源流。”常照便抽出通辨的《对照录》及所有关于越南禅宗宗派的资料交给他。神仪一看就问：“阮大颠、阮般若[5]二派乃不见叙何耶？”常照答：“通辨之意抑有以也。”这反映了常照和通辨一样，都反对这些奇异现象在禅宗中的影响，同时也说明李末陈初为什么禅宗不再受密宗的影响。常照不但是李朝三大禅派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李、陈禅宗的转折点，他对整理李朝三大禅派的资料有很大的功劳，他还写《南宗嗣法图》（今已佚），《示寂偈》中体现了他的悟道精神和解脱境界：

道本无颜色，新鲜日日夸。

大千沙界外，何处不为家。

“何处不为家”即认识到“道”到处都有，到处都是“家”，即无分别，达到“见性”的境界。同时，“何处不为家”也可以看作是对“菩提心”的赞扬。“回家”即是回到“如来藏”、“菩提心”。“何处不为家”跟“随俗”以及圆证国师所说“以天下之心为心”构成越南“帝王禅”的基本理论。当时越南社会类似于中国宋朝，宋朝是中国禅宗宗派最兴盛的时期。若按社会阶层分，大体有三类：农禅、士大夫禅、官禅。越南禅宗主要受宋朝禅宗的影响似乎都是官禅，而且集中在帝王权臣手上，这是一个主要特点，此特点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把它叫作“帝王禅”。“帝王禅”的特征是入世精神，指导此禅法的是《起信论》思想。

《大乘起信论》把世间和出世间的本体统归为一切众生平等具有的“一心”。此“一心”从“二门”考察，一名“真如门”，其性“不生不灭”、“不动”，无任何分别，是“觉”的基本特征，相当于“如来藏”；二名“生灭门”，其性“动”，生灭无常，是“不觉”的基本特征。“一心”之由“静”到“动”、由“本觉”到“不觉”是生死之路，是世俗世界的根本因；由“始觉”到“究竟觉”、由“动”到“静”，是解脱之路，是出世间的根本因。此“心”大体相当于“阿赖耶识”。这样《起信论》就提出了双重的本体论，所谓“真如”心和“生灭”心，“皆各总摄一切法”。“真如”是“一心”之“体”，“生灭”是“一心”之“用”，二者是须臾“不相离”的。

《大般涅槃经》译出后，佛性论滥觞，“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成为佛学者共倡。《起信论》把“佛性”改作“众生心”，不仅佛在此心，“净土”在此心，而且“智”、“道”、“理”亦在此心，世界一切皆在此心。这使佛性论扩大，成为解释世界现象的理论，由此禅宗涌现出许多宗派，它们都从《起信论》体系中演绎出来，其中最明显也最直接的突出“佛”在“心”中的方面，形成禅宗中的“心学”一支，它的代表理论是“即心是佛”。其余还有“理学”系，它的代表理论是“即事而真”；“般若学”系的代表理论是“本来无事”。但在具体行为上，仍然是千差万别。[6]越南禅学都属“心学”系。此“心”据《起信论》有体、相、用，而且是体大、相大、用大。此“心”即“菩萨心”、“随缘”之心。道圆和陈太宗的“心”不仅在禅宗，而且在世俗世界都能起作用，即“帝王”之心、“随俗”之心、“天下”之心。换句话说：“心”是越南禅的主要理论，“回家”即回到“如来藏”、“菩萨心”是此禅的最后归宿，以后陈太宗常常呼唤修行者应该“回家”、“到自家”。

现光对于竹林禅派的形成起重要作用。《集英》之所以把他排到无言通派的第十五代传承而不是第十四代，是因为他11岁跟常照出家学佛，虽精通三学，但“禅门宗指，未及推究”，常照就示寂了。后其得法于智通禅师。[7]但在感情方面，现光仍然是常照的弟子。另外，在常照十年培训之下，现光思想一定受到常照思想的浓厚影响，这点是不可否定的，所以我们还是把现光看作常照的徒弟。

现光的思想都继承常照的思想，在示寂偈中，他写：“幻法皆是幻，幻修皆是幻，二幻皆不即，即是除诸幻。”即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都是虚幻不实的，都不能执著分别，在认识绝对真理的道路上，要消除它们之间的隔离。现光的“二幻皆不即”和常照的“物我两忘”意思相同。此思想到慧忠上士发展为“忘二见”思想。现光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到安子山[8]创建安子寺，成为安子寺的开山祖师，为陈朝竹林禅派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第二，据《集英·现光传》，道圆（圆证）是现光的嗣法弟子。现光示寂，道圆与门人“具礼葬于山窟”，也许是安子山。据《继灯录·禅宗本行》又载：继承现光住持安子山的是圆证禅师。据《禅宗指南序》，陈太宗把正在住持安子山的禅师称为“国师竹林大沙门”，并向他请教。[9]我们认为“竹林大沙门”只是个封号，他和道圆、圆证其实是一个人。这样道圆就是陈太宗的佛学老师。道圆还给竹林禅派培养出另一位出色弟子：大灯国师。

大灯国师是安子山的第三代传承。他跟陈太宗同事一师。据《圣灯录》和《陈朝禅宗本行》载：大灯既接受越南安子派的传承，又接受中国临济派的传承。太宗时天封禅师从中国漳泉到河内后，太宗请他到左压院居住，并“聚会看宿”来参问禅要。此时大灯也参学并得妙旨于天封禅师，《三祖实录》有一段记载值得注意：“又有天封居士，从漳泉来，与应顺同时，自称临济之宗，传与大灯国师……大灯传我圣宗皇帝（1240—1290），了明国师。”据《灯录》《圣灯录》《大越史记全书》载：陈圣宗得妙旨于大灯国师。据《继灯一录》载：大灯还有一位著名弟子，即逍遥禅师。

逍遥禅师属安子山第四代传承。他虽是大灯国师的弟子，但他却得法于无言通禅派第十六代应顺禅师。据《上士行状》载：慧忠“参福堂逍遥禅师领旨，委心事之，日以禅悦为乐”。据慧源的《上士语录序》载：逍遥是外国人（中国人），“上祖逍遥大德……初至我国，脱体无依……”阮郎的《越南佛教史论》不承认慧源这个观点，他认为逍遥是越南人。其理由有二：第一，阮郎认为慧源对越南禅宗的传承体系不大了解，所以在《略引禅派图》前边他只模糊地记载：“正法乃流入我国土，不知先得者为谁耳。记自禅月禅师传与阮太宗[10]，次定香长老、圆照国师、道慧禅师，递将传授，名姓隐显，难接条线。”第二，阮郎认为，由于逍遥非常聪明，禅学非常渊博，能培训出慧忠这位陈朝最出名的禅学家、佛学家，所以慧源认为逍遥是中国人。我们认为阮郎这两点都没有充分的理由。一是，即使逍遥是聪明的中国人，跟应顺（越南人）学佛、习禅、得法，也是常有的事。李朝无言通派如辨才禅师、净空禅师、岩翁禅师都是中国人，都跟越南禅师习禅得旨。二是，阮郎的批评观点自相矛盾。他承认《略引禅派图》是正确的，但不承认慧源在《略引禅派图》中写的逍遥是中国人的观点。除《三祖实录》载逍遥是外国人外，其他资料都不载他是哪国人。逍遥这个名字只能是中国人的名字，印度人、占婆人等没有这样的名字，越南人中这样的名字更是罕见。三是，慧源撰《略引禅派图》《上士语录序》是在1683年，离逍遥生活的时代约有250年，因此其可信性应比出生于1926年的阮郎要高，所以我们也认为逍遥是中国人。

慧忠非常敬慕逍遥，《上士语录》中还留下慧忠写的关于逍遥的几首诗：《问福堂大师疾》《上福堂逍遥禅师》《福堂景物》《悼先师》，语气非常崇敬，《上福堂逍遥禅师》中有这样两句：“须知世有人中佛，休怪炉开火里莲。”

据《略引禅派图》载：逍遥的弟子，除了慧忠之外，还有惠慧、愚翁、道、未谐、石头（得法后自焚）、神攒、村僧、石楼等，其中惠慧继承安子山的传承，为第五代。

陈仁宗学佛、习禅、得法于慧忠。1299年，仁宗到安子山出家。慧忠是居士，不能给仁宗剃发、授戒。而且，慧忠已经于1291年去世了。据《继灯录》载，仁宗继承惠慧为安子山第六代传承，因此可能仁宗跟惠慧出家、受戒。据《圣灯录》《略引禅派图》载，惠慧继承逍遥，逍遥继承大灯，大灯又得法于中国天封禅师。这样我们很明确地肯定陈朝竹林禅派和中国临济宗的思想是很密切的。其中逍遥是李朝无言通派、安子山派和中国临济派的集大成者。竹林禅派的建立使陈朝禅宗宗派走上统一化的道路，实现了陈太宗对越南禅宗的愿望：“一宗佛教”[11]，“统一佛教”。这也意味着，还没有统一之前，越南禅宗仍存在着很多派别，如无言通派、中国临济派。至于毗尼多流支派和草堂虽不再传承，但在小的范围内还有影响。据《略引禅派图》载，当时还有三个禅派同时共在：一是王志闲派，王志闲传任藏和尚，任藏传任肃居士；二是日浅派，日浅传真道大王（陈朝大贵族）；三就是竹林禅派，天封禅师传给太宗、大灯，大灯又传给圣宗、了明、堂供、玄策，玄策传给巨测等。[12]竹林禅派的成立使越南禅宗具有自己的特色，即高度的入世精神。竹林禅派把各种宗派、各种教派统一起来，提出禅净双修、顿渐并修、三教同行的主张。总之，竹林禅派的特征是“帝王禅”。“帝王禅”的本质是“入世精神”和“入世行动”。提出“帝王禅”的理论者是常照、道圆、陈太宗、慧忠等；“帝王禅”的实施者是陈仁宗、法螺、玄光、陈英宗、陈明宗等。下面我们继续研究陈朝竹林禅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第二节 陈太宗

一 太宗生平与学佛事业

陈太宗（1218—1277）名陈煚，1225年与李朝最后一位女皇帝李昭皇结婚。1226年李昭皇禅位，陈煚即位。18岁时，陈守度（陈太宗的叔叔，当时掌握朝中的所有兵权）逼他抛弃李昭皇皇后，娶顺天公主为妻，立为皇后。顺天是陈了的妻子，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而陈了是太宗的亲哥哥，顺天又是李昭皇的亲姐姐。陈守度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希望太宗早点有孩子来继承皇位。太宗无法忍受守度这些无道行为和乱伦做法，便到安子山见圆证国师请求出家。据《禅宗指南序》载：天应正平五年（1236）[13]四月三日晚，太宗跟七八个人“微服出宫”，说是“潜听民言，以观民志，庶知事之艰难”，过江后，太宗把实情告诉左右，“左右愕然，举皆涕泣”。第三天太宗才到安子山寺参见“国师竹林大沙门”[14]，并对国师说：“朕方幼稚，俱丧双亲，孤立士民之上，无所依附，复思前代帝王事业，兴废不常，故入此山，惟求作佛，不求他物。”圆证国师说：“山本无佛，惟存乎心，心寂而知，是名真佛。今陛下若悟此心，则立地成佛，无苦外求。”

几天后，守度率领朝廷百官到安子山要求太宗回京。太宗坚决不回，守度便对百官说，“凡乘舆所在，即是朝廷”，同时他指着安子山说：这处是建天安殿的，那处是建端明阁的，并派人营造。国师便奏：“陛下宜速回銮，毋使戕弟子山林。”太宗听后才肯回京“勉而践位”。回京之前圆证对太宗说：“凡为人君者，以天下之欲为欲，以天下之心为心，今天下欲迎陛下归之，则陛下安得不归哉。然内典之究，愿陛下毋忘斯须耳。”只这几句短短的劝话，已经奠定了陈太宗的“帝王禅”和入世精神的基础。回京后，太宗边管理国家，边学佛习禅，十多年间，“凡遇机暇，聚会眷德，参禅问道，及诸大教等经，无不参究。常读《金刚经》至于应无所往而生其心之句……豁然自悟”。

可以看出，太宗对于佛学是以自学和参问为主的，一有时间他就“聚会耆德，参禅问道”。但“耆德”是谁呢？也许是当时著名的息虑、应顺、大灯等无言通派的禅师们，他们都在京都讲经弘禅。还有从中国临济宗来的天封禅师，太宗请他到左压院向他参问禅学。《继灯录》《圣灯录》都载：太宗跟天封习禅得旨。这点是正确的。由于天封是属中国临济宗人，所以太宗的禅学受到临济宗的深刻影响。后来又有中国宋朝德诚禅师到越南，太宗也请到真教寺跟他谈禅。

太宗自从回京后，除了朝政大事外，其余的时间都用来专心研究禅学。十多年后，他写出《禅宗指南》[15]。关于太宗学佛过程，《金刚三昧经序》载：“朕谅德主器，朽索驭民，每虑艰难，靡亡宵旰，机虽有万，暇且偷余，勤务惜阴，学斯加益。字恐丁而未识，夜至乙以犹观，既阅孔坟[16]，申览释典。”由于太宗是一位信佛的国王，所以他需要学儒学，把儒学看成一门政治社会学来管理国家；他需要学佛习禅，把佛学看成一门心灵学，使心灵减少世俗烦恼，达到解脱，这明显体现了太宗把儒教和佛教结合在一起。《禅宗指南》是太宗十多年学佛习禅的结果：“十数年间……参禅问道，及诸大教等经，无不参究……豁然自悟，以其所悟而作是歌，曰《禅宗指南》。是年国师[17]自安子山赴阀，赐居胜严寺，开诸经印版。联以此出而示之。师一览而三叹曰：‘诸佛之心，尽在此矣，盍刊诸经印以示后学。’朕闻是言，乃命工楷写，敇令开印，非特以为后世指迷，盖欲继先代圣人之功广，因自为序云。”太宗在位共有32年，其在位期间，元军来犯（1257），“帝自将督战……大捷”。[18]太宗40岁逊位给陈圣宗，自作太上皇，住在长宫，专心习禅，研究佛学，其作品有：《禅宗指南》《金刚三昧经注解》《六时忏悔科仪》《平等礼忏文》《课虚录》《禅宗指南》是太宗最早的作品，现在已佚，只余其序，载《课虚录》中。

《金刚三昧经注解》今已佚，现存其序，也载《课虚录》中。太宗对此经颇有心得。他曾从《金刚经》得悟，又为《金刚三昧经》做注解。《金刚三昧经注解序》中他说：“聊为学者所依，以见朕心不格，故序。”

《六时忏悔科仪》是一日六时忏悔的仪式，此作品全部还存在《课虚录》中。

《平等礼忏文》已佚，今只有其序，也载《课虚录》中。《越南佛教史论》和《越南佛教史》都认为：此书的内容是一般忏悔仪式，跟《六时忏悔科仪》的内容一样。但我们认为此书不是一般的忏悔仪式，而是真如忏悔，佛性忏悔。“平等忏悔”这个概念和慧能的“无相忏悔”概念意思相通，即离开所有形相、妄念、分别、执著等即强调自性忏悔。《平等礼忏文序》中，太宗说：“夫法性如如念虑无放毫发，真源湛湛，本来绝放尘污。由瞥起妄缘，现成幻体……发平等一真之心，礼法身无相之体。”这些说明《平等礼忏文》是“无相礼忏”、“无念礼忏”，而绝不能是一般的忏悔仪式。

《课虚录》是由多种文类集合在一起的一本书。此书有上下两卷。[19]上卷包括：《四山》《普说色身》《普劝发菩提心》《戒杀生文》《戒偷盗文》《戒色文》《戒妄语文》《戒酒文》《戒定慧论》《受戒论》《念佛论》《坐禅论》《慧教鉴论》《禅宗指南序》《金刚三昧经注解序》《六时忏悔科仪序》《平等礼忏文序》《普说向上一路》《语录问答门一路》《拈颂揭》。

下卷包括：《初日祝香》《献香偈》《献花偈》《启白文》《忏悔眼根罪》《劝请文》《随喜文》《回向文》《发愿文》《无常偈》等。中口时和口没时也有类似的偈、文等。通过研究《课虚录》，我们可以知道陈太宗的佛学和禅学的思想。

二 陈太宗的禅学思想

（一）太宗的本体论观点

太宗的本体论从《起信论》出发，在第一节已经略有介绍过，“一心”之由“静”到“动”、由“本觉”到“不觉”是生死之路，是世俗世界的根本因。但关键是“心动”、“心起”、“念”。由“始觉”到“究竟觉”、由“动”到“静”，是解脱之路，关键是“离念”，也称“无念”。此“一心”“总摄一切法”即“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换句话说，一切众生心都具足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它拥有一切，也能派生一切。所以在修行方法上不需要向外追求，完全有能力独立自在，自我解脱。《普说四山》载：“原夫，四大本无，五蕴非有，由空起妄，妄成色，色自真空。是妄从空，空现妄，妄生众色。”这里“空”即“本体”、“真如”、“佛性”，“色”即“现象”、“万法”、“万物”。从“空”到“色”要通过“妄念”、“念起”的进程才能实现。“妄”即“妄心”，是妄起分别执著之心，意思是说，不知道真如平等一如，没有任何分别执著，只为无明所驱而产生善恶邪正等差别妄见而成万象。《菩提心论》曰：“妄心若起，知而勿随，妄若息时，心源空寂。”《起信论》曰：“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妄”和“假”这两个概念意思接近，即万法没有实体，都靠其他条件，妄起执著，才能存在，“假出”。《普说色身》曰：“体貌妄生，形容假出。”假是现象世界的属性，“妄”是产生现象世界的根本原因，即人的认识，一有“妄起”就产生现象世界。“妄”和“念”意思也接近。“念”即内心守境。“有妄”、“有念”是邪法，即有分别执著。“无妄”、“无念”是正法，是无分别执著。修行者达到“无念”境界即“见性”或“识心见性”。《坛经》曰：“般若常在，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莫起杂心，即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见性成佛”或“一悟即至佛地”等，意思有二：一是人自具佛性本心，它本清净，只被世俗“妄念”掩覆，不得显现；二是借般若智慧观想主客观世界，清除各种取舍执著（情欲，世俗观念）。认识自己本有佛，即可以立即达到佛的境界。“无念”、“无相”、“无住”、“见性”等这些概念源于《金刚经》和《起信论》，都是禅宗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被《坛经》借用来发挥的概念，也是《课虚录》中太宗经常使用的概念。太宗认为人身或现象世界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的“念起”、“妄念”、“有念”。《普说色身》曰：“这色身未入胞胎之日，那处得有？盖由念起缘会，五荫合成。”一有“念起”就有“缘会”，即开始有因果规律发生的作用。《普说四山》曰：“有差一念故现多端，托形骸于父母之精，假孕育于阴阳之气。”太宗再一次用偈强调：

真宰熏陶万象成，本来非兆又非萌。

只差有念忘无念，欲背无生受有生。[20]

“真宰”这个概念源于道教，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所以叫作“真宰”。《庄子·齐物论》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太宗借用其来代替“性”、“本性”、“觉性”、“法性”、“真如”、“本心”、“本觉”等概念，让人对于万物生成的来源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并强调“万象”、“万法”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真宰熏陶”而成的。“熏陶”即“念起”、“妄念”、“有念”或“差一念”所以“现多端”的意思。太宗把“真心”、“真如”、“本性”等叫作“真宰”是一个新的概念，同时说明他也受道教的影响。《普说四山》中太宗还说：“不论上智下愚，尽属胚胎之内，岂问一人兆姓，咸归橐龠之中。”“橐龠”也是“念起”、“有念”的意思，是产生万象的根源。这也是道教的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概念。老子《道德经》曰：“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更加说明道教对于太宗的影响。

为了达到“见性”，太宗要求修行者“顾首内看”，即实现回归本心的过程——“回家”，他反对“尽是纵心放去，都无退步回归”[21]的观点，反对那些只耽湎于色声，远离真如本性的人。对于这种人，太宗说：“永为浪荡风尘客，日远家乡万里程。”[22]但他们如果“顾首内看”，即认识到“即心是佛”那就是“见性”、“自到家”了：“旧没途程自到家”。太宗认为“自到家”的过程也要遵守戒、定、慧三学，《戒定慧论》曰：“戒者威仪义，定者不乱义，慧者觉知义。”威仪是一种自省的行为、思想，要离开所有世俗所耽迷、所认识的东西。《普说四山一山偈》中太宗写道：“鼻著诸香舌贪味，眼盲众色耳闻声。”《四山偈》中他写：

摆荡狂风括地生，渔翁醉里钓舟横。

四时云合阴霾色，一派波翻鼓动声。

两脚阵催飘历历，雷车轮转怒轰轰。

暂时尘敛天边净，月落长江夜几更。

“渔翁”的形象是人一生的形象，由于不“识心见性”而受无常规律所牵制，受世间种种苦恼所支配。《普劝发菩提心》中他还写道：“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争人争我，到底成空，夸会夸能，毕竟非实。”“自到家”即先要遵守威仪，离开尘世欲妄，目的在于达到心的“不乱”、“觉知”，即使心进入定慧境界。《慧教鉴论》：“夫慧者，生于定力，若心定则慧鉴生。若心乱则慧鉴灭……故知慧由定现，定由慧生，定慧相依，两无遗一。若假名坐禅，心未得定，而慧鉴生者，未之有也，虽有自性，而不习坐禅，自谓己有慧者，何假坐为……”这是太宗的定慧之间的关系。他既主张“定慧等”，又主张“先定后慧”，与慧能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别，即顿渐双修的主张，这主张自从李朝无言通派和毗尼多流支派已有过，但到太宗更加强调，成为太宗禅学的一个主张。同时，这也是越南禅学和中国禅学的一个差别。太宗认为：人虽然都有真如平等，但“性根差别，愚智不同”即烦恼所覆盖轻重不同，所以应该“以戒除恶垢，定除缠垢，慧除使垢。故以此种善伏道，谓初中后善。以戒为初，以定为中，以慧为后”[23]。这是太宗提出渐教的主张。但在《慧教鉴论》中他写道：“寂寂惺恨是，寂寂昏沉非。惺惺寂寂是，惺惺乱想非。”此话与中国唐代玄觉禅师[24]对顿教的主张是相同的，太宗借用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明确说明太宗顿渐双修的观点。他认为，无论顿修还是渐修，目的在于达到“见性”就可以成佛。《坐禅论》中说：“学道之人，惟求见性。”竹林国师说：“山本无佛，惟存乎心，心寂而知，是名真佛。”[25]此处把“心”界定为“寂”，也就是“定”，是《起信论》所说“一心”的意思。此“知”即是“一心”之用，也就是“慧”，“定慧”都在一心中完成。这思想是华严宗宗密的发展，他也是禅宗大家，他的名言是“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因此，“不执著”、“无分别”都不是无知，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能洞察一切，而思想不凝固，不把事情看死，不主观，不要有成见，这种精神对太宗有很大的帮助。高度发挥“帝王禅”和“随俗精神”，使太宗看待、处理日用百事，符合佛教的要求。“真佛”即人的本性、真心。《金刚三昧经注解序》曰：“本性玄凝，真心湛寂，成亏俱绝，非性智能究于端倪，合散尽遗，岂耳目可参于影响，有无捏就，道俗划夷，卓尔独存，超然无外，此金刚自性之要川也。”

太宗呼唤修行者要“见性”，要“自到家”。“见性”即自见自己的本性，“自到家”即自到自己的家，同到自己的本心即“菩萨心”意思相同。“自到家”最快的道路是“向上一路”即觉悟成佛的道路。“向上一路”是指禅法至极微妙之处，自末进于本叫做“向上”，自本下于末叫作“向下”。《释摩诃衍》二曰：“于生灭门[26]有二种位，云何为二？一者向上门，乙者向下门，如是二门，生灭抉择。”《碧岩录·普照序》曰：“纳僧向上巴鼻。”《种电钞》曰：“向上者，千圣不传底事。”《碧岩录·种电钞第二本》中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向上一路”是很难的公案。也许太宗对此公案用很大的工夫来研究。《普说向上一路》中他用猛烈的印象、狂热而独特的见解，来表达自己的深刻体会，他大胆地否认传法现象，认为它们都是假的，从释迦佛传到迦叶到达摩祖师然后传到慧能等都是没有真实性的：“纵使灵山付嘱，都来漏逗之场、少室单传，也是葛藤之窟。”如果自己不能“自见性”、“自到家”，那没有任何人能够把心印传给自己，他说：“黄面老子[27]瞥目傍观。碧眼胡僧[28]攒眉侧立。马祖[29]挂拂，首山[30]藏蓖、赵州[31]裂破布衫，云门[32]捐却胡饼，德山[33]弃棒，临济[34]吞声，佛佛祖祖尽潜形、个个人人俱丧胆。”

棒、喝、拂等都是禅师用来启发禅生“断绝众流”走上觉悟道路的方便，但最好的方法是禅生自努力、自觉悟，自己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自见其本性，否则这些棒、喝、拂不但不起任何作用，反而还障碍禅生觉悟的道路。达到“向上一路”时，即见真如本性，太宗写道：“明珠在掌，青映青，黄映黄。古镜当台，胡现胡，汉现汉，岂关幻体，尽是法身，不劳顶上放光，本具六通神妙……鼻孔里法轮常转，眉毛下宝刹现前，波间石女舞婆娑。吹笛木人歌款待……黄花郁郁无非般若之心，翠竹青青尽是真如之理。拨草现本来面目，划地断生死之路歧。回头铁马打拽归，蓦鼻泥牛行却步，不以万物久侣，谁教一物尚存，佛亦非，心亦非，真也入，假也入。三要关外直饶喝三为二。十字街头，一任呼九作十。没孔笛奏无生曲。无弦琴抚快活歌。那头头不是知智，这处处岂容侧耳，只这向上一路久作么生道。”太宗用一首诗来作《普说向上一路》的结论：

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有路到长安。

回程月下人稀到，一道蟾光大地寒。

意思是说，处处都是佛性、真如，都有达到觉悟的道路，人人都能成佛，都能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都能见性、“自到家”。“向上一路”是回归本心，见本性的最快道路，但本心在哪里？是什么东西？能不能安心？安心法是真是假？《拈颂偈》太宗写道：

心既无心道向谁，梦回哑子眼麻弥。

老僧漫道安心竟，笑杀傍观不自知。

达到见性的方法，还可以通过忏悔方法，但这种方法不是一般的方法，而是“平等忏悔”。“平等忏悔”是要求修行者对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所造的罪过，从内心真正忏悔，永不再犯。这种方法与其他宗派、其他宗教是不同的。“平等礼忏”既没有普请礼忏十方诸佛菩萨名号，没有诵经念咒等仪式，又不要求在佛像前“发露忏悔”或念忏悔文，而是“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35]，断除一切导致恶行的各种矫诳、嫉妒、分别、执著等杂心，太宗认为：“法性如如，念虑无于毫发，真如湛湛，本来绝于尘污，由瞥起妄缘，现成幻体，随时业识忘一颗之圆明，丧彼家财，逞六根之贪欲，若有纳受净法，必能洗涤妄尘。发平等一真之心，礼法身无相之体，到这里入自他受用[36]交参，向那边求面日顺预自现。”[37]“无相之体”即使认识离开所有能所分别、执著、对立等相状，达到一相、平等相，进入不二法门，《维摩诘经·不二法门品》曰：“一相无相为二，若知一相，即是无相，亦不取无相，入于平等，是名入不二法门。”

太宗也注意到一般的忏悔仪式。他撰写的《六时忏悔科仪》主要用来为他自己忏悔。为什么太宗撰忏悔仪式呢？也许他认为，陈守度逼李惠宗[38]死，把陈了的兵士杀光，逼自己跟大嫂结婚等事件不是陈守度自己的罪过而是陈氏的罪过，也是太宗自己的罪，因为太宗是陈氏的代表人物，这些心情的痛苦，是促进太宗撰忏悔文的主要原因。但太宗的忏悔仪式不是向佛、菩萨形象请求消除罪过，而是帮助自心入定的一种方法。太宗的《六时忏悔科仪》文辞精美，形象丰富，立意深刻，影响深远，到现在越南佛教还在采用。我们看看下面几段：

《寅时警策众偈》：

旸谷明将启，漫漫黑地开。

触心尘竞起，眩目色争排。

臭壳休贪抱，埋头早愿抬。

殷勤专六念，庶得契方来。

《初曰祝香》：

伏以蟾轮[39]西没，龙烛[40]东生，梵筵会清净之流，空界礼圣贤之众。欲通檀信，谨热宝香。

是香也，种自戒林。灌之以禅定之水。伐从慧苑。削之以解脱之刀。不由人力斧斤。自出天然形势。热知见之宝篆。结光明之云台。飘时满地清芬。散处普天浓郁。

今以日初，焚香供养。

《献香偈》：

沉水禅林香馥郁，旃檀慧苑旧栽培。

戒刀削就耸山形，热向心炉长供养。

《献花偈》：

心地开时夸烂漫，诸天雨处让芬芬。

枝枝朵朵向佛前，亿劫业风吹不落。

我们认为太宗的《六时忏悔科仪》比梁武帝所撰的《梁皇忏》更精细且又实用。太宗认为，人有上、中、下三根之差，所以在修行方法上有先悟、后悟之别。《普说色身》曰：“若未达佛心祖意且先惩待戒念经，及佛亦非，祖亦非，则戒何持，经何念，居幻色亦名真色，处凡身也是佛身。”先是有相忏悔，后是无相忏悔，这点跟六祖只主张“无相忏悔”是不同的。他还说：“性根枝别，愚智歧分，示一门难以悟入，故我佛弘大智愿，开方便门，随路指归，应病与药。”[41]这更突出了他顿渐双修的主张，符合太宗的身份。太宗为了帮助大多数人修行而提出这个主张。

为了达到“见性”，太宗还强调坐禅、诵经、念名号佛等修行形式。《坐禅论》曰：“虽受一切净戒，而无坐禅，则定力不生，妄念不灭。”《念佛论》中，太宗把人分成三种：上智、中智、下智。“上智者，即心是佛，不假修添，念即是尘，不容一点，尘念本净。故曰如如不动。即是佛身。佛身即我身是，无有二相，相相无二，寂然常存，存而不知，是名活佛。中智者，心藉念佛，注意精勤，念念不忘，自心纯善……下智者，口勤念佛语，心欲见佛相，身愿生佛国……三者深浅不同，所得一也。然上智者，言之则易，行之则难……若欲念佛，即以下智为先。一譬如作三层之台，而不以下为先，未之有也。”这里太宗再一次强调：人在不同的根性中，在修行方式上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于“上智者，即心是佛”，意思是认识到心就是佛就得“见性”。“即心是佛”是禅宗核心理论，诸如顿悟、不立文字、心心相应等禅家重要主张与此密切联系，共同构成禅宗特色属顿悟禅。太宗认为，“愿生佛国”的念佛人同时也是“即心是佛”的坐禅人。这说明太宗既主张“顿渐并修”，又主张“禅净双修”。

（二）临济宗思想对太宗的影响与其四十三则公案禅

陈太宗既接受从李朝传来的无言通派思想，又接受从中国天封禅师传来的临济宗思想。

临济宗由义玄禅师创立。义玄（？—867）俗姓邢，曹州南华（治今山东东明）人，幼年有出家之志，落发受戒后，对经、律、论都有研究。初至黄檗山参希运（？—850），又谒大愚，再参沩山灵祐（771—853），后还黄檗山希运处，得悟本源，受其印可，嗣其法，大中八年（854），北归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创建临济院，弘扬禅法，自成一家，形成临济宗，世称“临济义玄”。禅风单刀直入，机锋峻峭，提出二玄二要、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的认识原则和教学方法，重视用棒、喝方法来接引学人。卒谥“慧照禅师”，有《临济录》传世，弟子有存奖、慧然、志闲等二十二人。[42]
在自己的作品中，太宗常用临济这些公案与原则来做自己的禅公案。《普说色身》中太宗写道：

无位真人赤肉团，红红白白莫相瞒。

谁知云卷长空净，翠露天边一样山。

《拈颂偈·十九则》中太宗写道：

举：僧问临济：“如何是无位真人？”济云：“干屎橛”。

拈：弹雀失珠，投众污器。

颂：无位真人干屎橛，从教释子丧家风。

看看向下还知否，入海泥牛失脚踪。

“无位真人”是临济义玄对真我、自心佛的另一种称呼，表示超越一切修行阶位、摆脱一切尘染妄执之人、本来面目之人。《祖堂集》卷十九中载临济和尚曰：“师有时谓众云：‘山僧分明向你道，五阴身田内，有无位真人，堂堂露现，无毫发许间隔，何不识取！’”《临济录》曰：“上堂云：赤肉团上有无位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目出入，未证据者看看。”后来“无位真人”成为禅宗经常拈提的著名公案。“干屎撅”也是著名公案，是晚唐五代文偃禅师的机语，用来“截断”学人的“众流”，体现禅宗呵佛骂祖的作用。太宗的《拈颂偈三十六则》中曰：“举：临济会中两堂首座济下喝。僧问：‘还有宾主也无？’济云：‘宾主历然。’拈：‘也是猴白乱说。’”

“宾主”是临济宗接引学人的机用施设，讲究辨分“宾主”。“宾”指参禅学人或未明禅法者，“主”指禅师宗匠或明悟禅法者。依宾与主之间的不同具体情况，临济有“四宾主”的施设。“客”即“宾”，“客看主”是指已经省悟的学人，遇上存心执著、痴迷未悟的禅师；“客看客”是指执著妄情浓厚的学人与法眼未明的禅师相逢；“主看客”是指得道禅师遇上执著心重、痴迷不悟的学人；“主看主”是指领悟禅法的学人与得道禅师相逢，机锋契合。临济“四宾主”的关键在于驱除执著妄情，显示清净心地，陈太宗上边所提的“举”是从《人天眼目》中引用出来的，但有些变更，《人天眼目》卷一《宾主句》云：“是日两堂首座相见，同时下喝，僧问师（指临济）：‘还有宾主也无？’师云：‘宾主历然。’师云：‘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首座。’”至于太宗的“拈”和“颂”是他自己用诗句韵语对公案的一种阐释评议，用来引导帮助禅生的觉悟。我们再举他的几则公案作例子。

《第三则》：

举：世尊拈花，迦叶破颜微笑。

拈：剔起眉毛著眼看，进前拟议隔千山。

颂：世尊拈起一枝花，迦叶今朝得到家。

若谓此为传法要，北辕适越路应车。

“世尊拈花，迦叶破颜微笑”简称“拈花微笑”，本是佛传法给迦叶，后成为禅宗著名公案，有教外别传之旨。太宗认为：如果禅生还要“剔起眉毛著眼看”，还要“进前拟议”那就不能认识到绝对真理达到觉悟，即还是“隔千山”，“北辕适越路应车”，因为还是用一般的认识方式、妄执分别的认识来认识绝对真理。“拈花微笑”是觉悟的表现。至于觉悟的实质，或“传法要”的实质，应该自心自实现，即自心认识本来面目，达到见性成佛破除所有执著分别等妄心的念头，那就是“得到家”、“自到家”。

《第十四则》：

举：百丈曰：“如何是不为人说底法？”

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拈：千圣觅他踪不得，全身隐在太虚空。

颂：向前公案没偏颇，对面看看曾也么。

佛法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是个著名公案，说明道法不可言说，超越一切名言概念，表示摆脱任何羁绊，不给自己制造任何枷锁。保持个人更多自由的意向，即超佛越祖的思想。这则公案是太宗从《无门关》中引用出来的：“南泉和尚因僧问云：‘还有不与人说底法么？’泉云：‘有。’僧云：‘如何是不与人说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太宗解释说：对于真如，不能用一般的认识去认识，含有到处都有“全身隐在太虚空”。

《第十六则》：

举：临济出世后，唯以棒喝示徒，凡见僧入门便喝。

拈：五月五日午时书，赤口毒舌尽消除。

颂：入门便喝欲何行，引得儿孙醉里醒。

不是春雷声一震，争教含甲尽开萌。

“棒、喝”不是临济宗的专利，临济之前禅林已经有了，但到临济专门用以接引学人，使学人直截众生愚迷执著的根源，不涉阶级，全机大用。“棒、喝”是棒击和斥喝。太宗认为修行者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用棒、喝，才能够使“赤口毒舌尽消除”，才能够使众生从“醉”到“醒”即“开萌”。其实太宗在给学人开悟时，几乎没有用过临济的“棒、喝”，这又是太宗和临济在传法方法上的差别。

《第十七则》：

举：南泉云：“平常心是道。”

拈：寒即言寒，热即言热。

颂：白玉元来没斧痕，何须追逐苦求新。

途程不涉家乡到，付与悬崖撒手人。

“平常心是道”是禅宗常用的著名公案。此公案含义十分丰富，诸如自心是佛、无须外求、平等无二、处处是道、安闲无为、随性适意等禅家主张都有所反映，太宗解释说：“寒即言寒，热即言热。”这“特别能揭示出率性而行中的本能成分，充分肯定了人生基本需要的合理性”[43]。此公案源于道一（709—788）到他的弟子们，如南泉普愿（748—834）经常使用。长沙景岑进一步解释“要眠即眠，要坐就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跟太宗的解释相同，即“道”本来光明圆满，不需要任何加工。太宗受临济宗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受云门宗重显所撰的《碧岩录》的影响。在他的《拈颂偈》中经常提《碧岩录》的公案为“举”，如“洞山麻三斤”、“赵州布衫重七斤”、“赵州狗子无佛性”等公案。太宗对禅学理论有深刻的体会，但在教导禅生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根机，他采用不同的方法，其文辞简单而优美，令人易会。《语录问答门下》曰：“一日帝游真教寺，宋德成进云：‘世尊未离兜率已降王宫，未出母胎度人已毕，时如何？’帝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僧云：‘未离未出蒙开示，已离已出事若何？’帝云：‘云生顶岳都卢白，水到潇湘一样清。’”

虽是言辞简单，但启发性比较强，使人一听就认出自己对禅理的迷执认识。《普说色身》说：“天位真人赤肉团，红红白白莫相瞒。”“三玄”、“三要”、“向上”是很深奥的命题，一般人不容易认识到，对这些抽象命题太宗劝人“休说向上、三玄”，这也是太宗跟临济禅的一个差别。

（三）陈太宗三教融合与入世精神的主张

陈太宗意识到儒、佛、道三教在社会上的作用，因此他不但努力把三教结合起来，而且还证明三教在教义上是接近的，在最终目的上是共同的。《坐禅论》中太宗写道：“释迦文佛入于雪山，端坐六年，鹊巢于顶上，草穿于髀，身心自若。子纂隐几而坐，形如枯木，心似死灰。颜回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愚智，同赞大道。此古者三教圣贤曾以坐定而成就者。”《普劝发菩提心》中太宗认为：在所有的珍贵财宝中，人的生命是最贵重的，但也不能跟“至道”相比。他说：“虽言生命之至重，犹未足重赞至道者也。故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44]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45]世尊求道舍身救虎。岂非三圣人轻身而重道者哉！呜呼身命之至重而尚应舍求无上菩提。况金玉财宝之至轻又何惜哉。吁‘十室之邑，尚有忠信’[46]，举世之人岂无聪明黯慧者乎，倘闻斯言，固当敏学，勿自迟疑，经云‘一失人身，万劫不复’[47]，深可痛哉，故孔子有言：‘人而无为，吾未如之，何也已矣。’[48]”晚唐宗密已经提出“三教融合”的主张了，到太宗把此主张具体化，适应了当时越南佛教的需要。

这些话足够说明陈太宗三教融合的主张，他还说：“未明人妄分二教，了得底同悟一心。”此主张符合太宗既做皇帝又当佛子的身份，是“帝王禅”的体现。

总之，陈太宗既是一位英明的皇帝，又是一位出色的佛教徒。在32年在位和20年当太上皇的时间中，陈太宗为越南民族和越南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朝刚刚接受李朝的统治权，朝中还未稳定，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加上元军入侵，内忧外患相当严重，但在太宗英明指挥之下，这些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这是越南民族的光荣和自豪，入世精神因此而有。入世精神源于南宗禅，从8世纪起越南就有了，但到李末和陈初，特别是陈太宗及其之后才成为理论性的入世精神：“以天下之欲为欲，以天下之心为心。”[49]这句话给太宗很大的启发。一边治国、一边习禅，甚至一边杀生、一边救生是太宗一辈子的事。这里的“心”又是太宗的“心”的一种界说。此“心”大大超出禅宗的哲学定义。此“心”属“随缘”之心、“随俗”之心，当然，也可以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超脱、解救众生于苦难之心。“菩提心”、“随缘”之心跟做好皇帝的思想也很接近，这也说明太宗禅是“帝王禅”。入世精神是“帝王禅”的一个体现。他还主张夷平道俗：“休别在家出家，不拘僧俗，只要辨心。”“辨心”就是“见性”、“自到家”的意思。“自到家”之后，谁都是主人翁，都平等无别，不论在家出家。不能“自到家”，僧也是俗；能“自到家”，俗都是僧。这精神比中国禅宗入世精神更加入世、更加实际。通过他写的《拈颂偈》《语录问答门下》，我们知道他直接受到《碧岩录》《雪窦语录》和《临济录》的影响，但他有自己的见解，他的解释比《碧岩录》《临济录》的解释意思易懂，文辞精美，启发性强，猛打禅生的执著心，使禅生很快觉悟。他的禅学本体论特别受到《起信论》和《坛经》的影响，太宗把《坛经》的“无相忏悔”具体化为“平等礼忏”，这是太宗对《坛经》的一个改变。他还把佛性、真如等换成“真源”、“真宰”、“一真平等”，把“见性”换成“回家”、“自到家”，这也是他的一个新概念。他跟佛教“佛性说”一样，都认为真如、佛性人人都有，都能成佛，但由于根性有别、业障轻重不同，不能一时顿悟，所以他主张“顿渐双修”，对于进入涅槃境界来说是一种扩大门路的办法。这是太宗和慧能的差别，也是越南禅宗区别于中国禅宗的特点之一。

陈太宗的《课虚录》对于研究越南陈朝文学、史学、哲学特别是佛学是很有价值的，它和《上士语录》能帮助人们了解与恢复陈朝佛教的面目。太宗的思想对越南民族和越南佛教有深远的影响，到现在仍在发挥作用。

第三节 慧忠上士

一 慧忠上士行状

慧忠上士（1230—1291）名陈嵩，是安生王陈了的长子，是兴道王陈国峻（1232—1300）和元圣天感皇太后（圣宗的妻子）的氏兄。他和陈圣宗是叔伯兄弟的关系。元军三次侵越，他跟太宗、圣宗、仁宗和陈国峻直接率领军队，获大胜，太宗赐号曰：兴宁王。他还多次担任太平寨节度使。据《略引禅派图》《圣灯录》《传灯录》载：慧忠是逍遥禅师的嗣法弟子，而逍遥是李朝应顺禅师的嗣法弟子，应顺又是无言通禅派的第十六代传承。可见，慧忠属无言通派的传承人。他的嗣法弟子有30多人，著名的有天然、安然、石镜、话婆等，其中最出色的是陈仁宗。据《上士行状》陈仁宗载：“上士，钦明慈善大王之第一子。元圣天感太后的长兄。初大王薨，太宗皇帝义之，封兴宁王也。少察质高亮，纯鼓知名，赐镇烘路军民（今海阳省），两度[50]北寇犯顺，赞国有功，累迁海道太平寨节度使。”上士[51]“器量渊深，风神闲雅”，少时非常羡慕空门，跟福堂逍遥禅师学佛、习禅、得旨，从此“委心事之，日以禅悦为乐”，不为功名所系。每次打败元军后，退回居住在净邦封邑（今海阳省永赖县安厂乡），并改为万年乡，在此建养真庄作为自己修习的地方。

慧忠本是圣宗皇帝的表哥，又是元圣天感太后的长兄。圣宗非常尊敬和相信慧忠的学问和为人。仁宗幼时，圣宗曾把仁宗交给慧忠教训，所以仁宗从小受到慧忠的深刻影响。圣宗经常跟慧忠谈禅，“凡对御皆超俗之谈”，因此圣宗称他为“师兄”，并赐“上士”号。1287年，天感太后去世，圣宗在宫中设斋僧，请诸方名宿参与，又派仁宗皇帝[52]直接去请慧忠。趁此机会，圣宗请每人自述一首短偈以呈见解，大家都还在犹豫的时候，圣宗把卷子放在慧忠面前，慧忠便自述偈云：

见解呈见解，似捏目作怪。

捏目作怪了，明明常自在。

圣宗皇帝的禅学也很渊博，曾跟竹林大灯国师学佛习禅得旨，一看慧忠的偈就接着写道：

明明常自在，亦捏自作怪。

见怪不见怪，其怪悉自坏。

慧忠看后，非常满意。

天感太后还在时，有一天“太后享以盛馔”，请慧忠参与，慧忠“遇肉但吃”，太后觉得奇怪，便问：“阿兄谈禅食肉，安得成佛耶？”慧忠笑着答道：“佛自佛，兄自兄，兄也不要做佛，佛也不要做兄。不见古德道：‘文殊自文殊，解脱自解脱’？”这句答话反映了慧忠的禅学思想：自在解脱，不受任何教条所约束。关于“饮酒食肉”问题，有一次仁宗问慧忠曰：“众生以饮酒食肉为业，如何获免罪报？”上士答：“设有人焉背立，忽有人王从彼背过，其人不觉，或掷什物，触于王体，其人怖否？是王嗔否？如是当知，彼二不相干也。”慧忠便以偈述曰：

无常诸法行，心疑罪便生。

本来无一物，罪种亦非萌。

日日对境时，境境从心出。

心境本来无，处处波罗蜜。

仁宗虽懂得此偈的意思，但还提出疑问：“虽然如是争奈罪福已彰？”上士又以偈答曰：

吃草与吃肉，众生各所属。

春来百草生，何处见罪福。

仁宗又问：“只如净持梵行，功不浪施，又作么生？”慧忠只笑着，不同答，仁宗又请益，上士又以偈答曰：

持戒兼忍辱，招罪不招福。

欲知无罪福，非持戒忍辱。

如人上树时，安中自求危。

如人不上树，风月何所为。

慧忠又跟仁宗秘密地说：“勿示非人。”仁宗知道上士“门风高峭”。有一天，他问慧忠“本分宗旨”[53]，慧忠应答：“返光自己本分事，[54]不从他得。”仁宗豁然得悟，事慧忠为师。仁宗对上士有这样的评价：“神运严肃，容比方棱，其谈玄说妙，明月清风。当时诸方硕德，或谓上士信识深明，逆行顺行，实为难测矣。”可知慧忠当时的地位与威望。

重兴七年（1291）四月初一，慧忠在养真庄虚堂中间设一张木床，吉祥而卧，合目顺化，家中的妻妾、子孙都失声恸哭。上士便睁开眼睛坐起来，稍微责怪曰：“夫生死理之常然，安得悲恋，扰吾真也。”言讫，奄然顺寂。仁宗亲自到慧忠家凭吊，并写了一首《烧香报恩偈》。此偈不见流传。

仁宗是慧忠最著名的得法弟护，出家后，每次开堂说法，他都“自思四重，法乳难报”。仁宗派人画慧忠的真容，并自述赞颂，以为供养题云：

这老古锥，人难名邈。

梁皇曲尺，泰帝铎轹。

能方能圆，能厚能薄。

法海独眼，禅林三角。

此偈反映了慧忠其人和仁宗对慧忠的感情。杜克终（？—1330）在《上士语录跋》中曾写道：“上士，佛皇（指仁宗）之祖灯也，相心以心……上士以在家菩萨振佛家风，提起句语，引后学，悼乎有光，佛皇实成就之。”

慧忠思想主要表现在《上士语录》中，《上士语录》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慧忠自写的四首偈和十四首颂。第二部分：慧忠自写的四十九首诗。第三部分：慧忠的门徒写的七首诗、偈。第四部分：是由陈仁宗写的“上士行状”，杜克终写的“跋”。下面我们通过他的作品和别人的评论来研究慧忠的禅学思想。

二 慧忠的禅学思想

（一）慧忠的认识论观点

慧忠的认识论从“性空”学说出发，认为万法从因缘所生，无自性，无实体，即理体空寂。《维摩诘经·弟子品》曰：“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僧肇注曰：“……大乘在有不有，在空不空，理无不极，所以究竟空义。”《大乘义章》二曰：“空者，就理彰名，理寂名空，空者理之别目，绝众相故名空。”《上士行状》中，慧忠曾说：

日日对境时，境境从心出。

心境本来无，处处波罗蜜。

这里“心”是“能”，即认识功能；“境”是“所”，即认识对象。人对着现象世界的时候，现象世界从人的认识功能（心）中而出现，修行者认识到“心”与“境”都无自性、无实体，虚幻不实，认识到“心”、“境”的本性是空寂那就达到“到彼岸”（波罗蜜）。对于“空”来说，慧忠多次提到“四大本空从何起”[55]，“心道原虚寂，何处更追寻”[56]，“诸行无常一切空”[57]，“真如妄念总皆空”[58]。为了达到“心境本来无”、“心道原虚寂”的认识境界，慧忠提出“忘二见”的认识方法。他认为，人之所以不能达到觉悟境界是因为有执著分别的认识，即有“二见”的看法。“二见”即执著分别两边的认识，如有见、无见、常见、断见等。“有见”即固执实有物的认识，这样增加实性的虚妄认识；“无见”即固执实无物的虚妄认识这样损减实性的妄见；“断见”即固执人的身心断灭不续生的妄见；“常见”即执著人的身心过现未来皆常住，无间断的虚妄认识。《大智度论》七曰：“复有二种见，有见无见……见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断。常见者，见五众常心忍乐。断见者，见五众灭心忍乐。”这种观点和“八不中观”思想相同，即否认所有边见，使人的认识不能分别执著任何一边。在认识方法上，不允许任何对待思维存在，不能分别执著于认识功能和认识对象，不能把本质和现象分开来认识，因为它们之间是“相通”的。总之，要离开所有分别、执著、对待等认识，才能真正地达到真理。因为“妙理忘能所，绝对待”[59]。慧忠说：

身从无相本来空，幻化分差成二见。

我人似露亦似霜，凡圣如雷亦如电。[60]

“无相”是绝众相，离开人我分别执著的真理。《大乘义章》二曰：“言无相者，释有二义，一就理彰名，理绝众相。故名无相，二就涅槃法相释，涅槃之法离十相[61]，故名无相。”万法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空的、无自性的。一切有对待相状的事物、现象都是假的、虚幻不实的，不能长久的存在。慧忠的关键认识方法对“二见”持否定的态度，“但能忘二见，法界尽包容”[62]。

从“忘二见”的认识角度来看，换句话说，用平等的看法去认识真理，慧忠认为“色”与“空”之间没有对立性与差别性：“色空迷悟假，一理古今同。”[63]“空与色”、“真与妄”、“圣与凡”、“悟与迷”等都是由“妄念”、“念”、“心动”而产生的，它们是“无自性”、是平等一如，不能用任何概念强加给它，任何概念都不能代表它：

眉毛尘横鼻孔垂，佛与众生都一面。

孰是凡兮孰是圣，广劫搜寻没根性。

非心无是亦无非，无见非邪也非正。[64]

这里“心”和“见”都是认识能力，都是用概念、分别去认识对象，是二见认识、世俗认识不能达到真理，只能离开概念用“忘二见”，或“离念”，或“八不中道”去认识真理，才能体会真理，因为“佛与众生都一面”，即佛与众生平等一如，或叫“生佛一如”、“迷悟不二”、“凡圣不二”、“烦恼即菩提”等，或谓法者俗有真空、生佛之异，俗谛上假名之差别而已。真谛的法性，众生性空，佛陀亦性空，性空平等，所以叫做“生佛不二”。

《观经散善义》曰：“生死无为亦空，凡圣明暗亦空，世间六道出世间三贤十圣等，若望其体性，毕竟不二。”“忘二见”和“八不中道”的认识都是否认所有执著分别的认识，否认迷悟、色空、凡圣、生死、真妄等的差别性口达到禅悟者的境界即“万法归如”、“万法皆空”等。《迷悟不异》中慧忠说：

迷去生空色，悟来无色空。

色空迷悟者，一理古今同。

妄起三途起，真通五眼通。

涅槃心寂静，生死海重重。

不生还不灭，无始亦无终。

但能忘二见，法界尽包容。

用“忘二见”的认识方法去认识真理即取消所有概念的对立性。《万事如归》中慧忠说：

从无现有有无通，有有无无毕竟同。

烦恼菩提元不二，真如妄念总皆空。

身如幻镜业如影，心若清风性若蓬。

休问死生魔与佛，众生拱北水朝东。

“烦恼菩提元不二”就是“烦恼即菩提”的意思，据通常的教义来说，“菩提”是断除烦恼的佛教大智慧，与“烦恼”相对，而禅家常称为“烦恼即菩提”，体现了对万事万物不加区分对立的“万法一如”思想，反映了南宗禅顿悟学说的理论依据。宗宝本《坛经·般若品第二》云：“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祖堂集》卷三腾腾和尚《乐道歌》云：“烦恼即菩提，净花生于泥粪。”《法华玄义》九曰：“体生死即涅槃，名为定。达烦恼即菩提，名为慧。”意思就是“定即慧”、“定慧等”。

“忘二见”的认识是慧忠对慧能的“无念”进一步具体化。敦煌新本《坛经》云：“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悟无念顿法者，至佛地位。”后来神会（686—760）对“无念”有新的发挥，《南宗定是非论》云：“云何无念，所谓不念有无，不念善恶。”慧忠具体化为“忘二见”即在认识真理上不能执著两边，对于色空、迷悟、生佛、圣凡等对立性概念都得离开、超越，他说：

舍妄心，取真性，似人寻影而忘镜。

岂知影现镜中来，不觉妄从真理进。

妄来非实亦非虚，镜受无邪亦无正。[65]

这种取消方法是在迷中认识悟所在、在凡中认识圣所在、在邪中认识正所在、在妄中认识真所在等，而不是“舍妄取真”。

从“忘二见”的认识论出发，慧忠在教导禅生时，常用对立概念来回答，使禅生很快地消解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差别性，如问净用垢回答、问明用暗回答等，此方法与《坛经》的《三十六对》相似。《对机》曰：“僧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指慧忠）曰：‘出入牛漫内，钻研马粪中！’进云：‘恁么则证入去也？’师答：‘本来无垢净，垢净总虚名，法身无挂碍，何浊复何清。’”慧忠知道禅生正在被净法所缚，叫作净缚、净执。净缚是属于法缚、法执，由于执著于“净”所以产生“净”与“垢”之间的差别，属世俗认识。佛教认为：万法念念无常，没有区分性和对立性。慧忠用“马粪”、“牛漫”来破除禅生的净执，使他认识到法身超越净、垢等概念，即超越“二见”的认识。慧忠还常用“捏目”这个词，是“捏目生花”的省略说法，它是产生万法虚幻不实的根本原因。

“空色”是佛教最重要最常用的命题之一，这里的“色”是“妄念”的产物，从唯识学说，就是识的产物，因而没有自己独立的“自性”，所以就是“空”，离开“色”就没有“空”，“色”即是“空”，即是指事物当体即“空”。所以在认识真理上，不能用“二见”来认识，应该超越“二见”的认识。《对机》中有一位僧问：“教中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意旨如何？”师（指慧忠）良久，云：“会么？”僧云：“不会。”师云：“汝有色身么？”僧云：“有。”师问：“何为色即是空？”师又问：“汝见空有相貌么？”僧答：“无。”慧忠问：“何谓空即是色？”僧问：“毕竟如何？”慧忠答：“色本无空，空本无色。”僧礼谢。慧忠说：听吾偈曰：

色即是空空是色，三世如来方便力。

空本无色色无空，体性明明非得失。喝。

“色空”这对佛教哲学范畴概念，修行者只能用“忘二见”的认识方法来体会它，来认识其真性。李朝倚兰夫人（？—1117）曾说：“色是空，空即色。空是色，色即空。色空俱不管，方得契真心。”“色空俱不管”即“忘二见”的认识。慧忠又把“忘二见”认识推到抽象概念，成为心、佛、道的认识，其中“心”即认识能力，“佛”、“道”即认识对象，但这里的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认识绝对真理，《佛心歌》中慧忠说：

佛佛佛不可见，心心心不可说。

若心生时是佛生，若心灭时是佛灭。

灭心存佛是处无，灭佛存心何时歇。

欲知佛心生灭心，直待当来弥勒决。

若认识还有“佛”、“心”或“灭佛存心”、“灭心存佛”便是执著认识、两边认识，这种认识永远达不到真理。有一位僧问慧忠：“如何是道？”慧忠答：“道不在问，问不在道。”僧又问：“古德云：‘无心是道’，是否？”慧忠答：“无心不是道，无道亦无心。”慧忠又说：若他说无心是道，即一切草木皆是道。若却说无心不是道，何假说有无，听吾偈曰：“本无心无道，有道不无心。心道本虚寂，何处更追寻。”僧豁然领旨，礼拜退。

“有道”即执著分别，“无心”即真心离妄念，但以为“无心”是道也是一种执著。解脱之道在于“无心”。实现“无心”的途径是“歇念”、“息念”、“息虑”。“歇念”的主要标志是“无求”、“无依”，即不向外索求，也不依它教导，不要“无事”找事。这是南宗禅倡导的“平常心是道”即行平常心、做平常事。“无心是道”的意思是“心境双忘”，即令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以“忘心”为根本，这是慧忠所说“心道本虚寂”的意思。希运（？—850）曾说：“忘境犹易，忘心至难”或“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宗镜录》卷四十五有个很形象的比喻说：“一念妄心仅动，即具世间苦，如人在荆棘林，不动则刺不伤，妄心不起，恒处寂灭之乐，一念妄心才动，则被诸有刺伤，故经云：有心皆苦，无心即乐。”这体现出《起信论》的思想。

总之，“心”、“佛”、“道”、“无心”等都不能用语言概念来概括其真实性，不能从中得出任何定义，只能用“忘二见”的认识方法来体会它们。《佛心歌》中慧忠还说：“万法之心即佛心，佛心却与我心合，法尔如然亘古今。”即“万法心”、“佛心”、“我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安定时节》中有：“岁岁花随三月笑，秋到无非秋水深。”都是使“我心”和“万法心”统一起来成为一体，即“我心”跟自然规律和合，这就是觉悟。

（二）慧忠的和光同尘思想

“和光同尘”本是道教的术语。《道德经》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佛教借此术语以显佛菩萨和威德光，近诸恶人，义示现种种身之义，或与恶人同处不染其恶，叫作和光不同其尘，还叫“混俗和光”、“共俗和光”。《五灯会元》卷十八性空妙普庵主云：“磊磊落落，无挂无碍。六十余年，和光棍俗。四十二腊，逍遥自在。”陈仁宗曾称赞慧忠说：“混俗和光，与物未常触性，故能绍隆法种，诱掖初机，人或参寻，略示刚要，令其住心，性任行藏，都无名实。”[66]说明慧忠身虽和同世俗，不但不染世俗，反而还从中以多种方式、各种善巧方便来使众生脱离世俗认识，是“随俗”之心，是“帝王禅”的一个特征。从上面所说的“我心”与自然规律合成一体的观点出发，慧忠进一步否认执著“持戒”、“忍辱”等观点。《持戒兼忍辱》云：

吃草与吃肉，众生各所属。

春来百花生，何处见罪福。

持戒兼忍辱，招罪不招福。

欲知无罪福，非持戒忍辱。

如人上树时，安中自求危。

如人不上树，风月何所为。

吃肉还是吃草是众生的自然本性，春到花开、春去花落是花草的自然规律。如果说吃肉犯罪，那虎豹等这些吃肉的动物永远不能得福，不能成佛了；如果说吃草能够得福成佛，那这些牛羊等早就成佛了。“草”、“肉”自身没有罪福的区分。慧忠的意思是说：对认识绝对真理来说不能执著于“持戒”和“忍辱”。他反对那些自以为自己“持戒”、“忍辱”比不持戒的人高贵，这属“有相持戒”。“有相持戒”即“虚妄持戒”、“执著持戒”，只能“招罪不招福”。但慧忠还跟陈仁宗秘密地说：“勿示非人。”意思是说：只能在一定的认识水平，在一定的觉悟水平才能采用这种认识方式，至于属中根、中智以下的众生，在修行方式上应该采用“六度”来修持，即应该“持戒”和“忍辱”、“持戒”和“忍辱”，罪和福只是人为加上的，没有真实性，它们的本质是平等一如。慧中曾回答太后的疑问：“阿兄谈禅食肉，安得成佛？”慧忠笑着说：“佛自佛，兄自兄，兄也不要作佛，佛也不要作兄，不见古德道：‘文殊自文殊，解脱自解脱。’”慧忠的答话超越佛和众生、解脱和缠缚、罪和福等概念，慧忠不强求作佛，因为“生佛不二”，所以“求即不真”。文殊虽是解脱的菩萨，但不能代表解脱，因为“解脱”是共性，文殊是别性。“和光同尘”思想，李朝常照禅师（？—1203）已经提出过，即“随俗”观点，慧忠发挥成“和光同尘”思想。慧忠的“和光同尘”比老子的“和光同尘”更为切实、更为广泛。此发挥高度表现了入世精神，慧忠每次把元军打败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封邑，跟僧俗谈禅，跟妻妾生活，身虽在世而心不受世间名利所约束。法螺（1284—1330）曾称赞曰：“哑，纯钢打就，生铁铸成，尽天寸地，月白风清，咄。”

“生死”是人生的大事，是必然规律，任何人不可抗拒。懂得这个道理，面对生死，慧忠很自由自在：“愚人颠倒怖生死，智者达观闲而已”[67]，或“生死由来罢问程，因缘时竹自然成”。[68]懂得自然规律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活得更加逍遥、更加潇洒，《放狂吟》曰：

天地眺望兮何茫茫，杖策优游兮方外方。

或高高兮云之山，或深深兮水之洋。

饥则餐兮和罗饭，困则眠兮何有乡。

适我愿兮得我所，生死相逼兮于我何方。

慧忠明确指出，自然规律是必然规律，此规律支配人生、社会、万事万物的运行：

人之有盛兮有衰，花之有艳会有萎。

国之有兴兮有亡，时之有泰兮有否。

日之有暮兮有朝，年之有终兮有始。

《世态虚幻》中，慧忠感知到自然规律的运动是有其辩证法规律的：

西月沉空难复影，东流赴海岂回波。

上边都是指人与自然规律之间的“随俗”，到这里慧忠提出人与人之间的“随俗”：

裸国欣然便脱衣，礼非亡也俗随宜。

“随缘”、“随俗”、“随宜”都是“和光同尘”的表现，是慧忠在日常生活中的应机接物，也是慧忠禅学的特点。他批评二乘禅：“声闻坐禅，我不坐。菩萨说法，我说实。”“说实”是“说平常言”、“做平常事”。这种说法表现了禅悟者的生活态度，即平常生活，平常言说，无事无为，任运随缘，语言行动不勉强，不受“二见”的约束。慧忠的禅法是：“行亦禅，坐亦禅，一朵红炉火里香。”[69]反映了慧忠的禅法是南宗禅法，比南宗更加逍遥自在，更加入世，但不属于狂禅、呵佛骂祖之类。《偶作》中慧忠说：

堂中端坐寂无言，闲看昆仑一缕烟。

自是倦时心自息，不关摄念不关禅。

总之，慧忠的禅法是“帝王禅”，是“入世禅”，是“和光同尘”的表现，不离世俗禅，这种禅不要到处寻找，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离开“二见”的认识，就是禅了。只要向内心认识，即“返光自己本分事，不从他得”那就是禅了。他的《示众偈》说：

休寻少室与曹溪，体性明明未有迷。

古月照非关远近，天风吹不拣高低。

秋光黑白随缘色，莲蕊红香不著泥。

妙典本来须举唱，莫寻南北与东西。

此偈体现慧忠的禅法。仁宗是慧忠的嗣法弟子，所以慧忠的禅法直接影响到竹林禅派，仁宗称赞他说：“望之弥高，钻之弥坚。忽然在后，瞻之在前。夫是之谓，上士之禅。”[70]
慧忠是越南民族英雄，他的功劳永垂不朽；慧忠又是越南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居士之一，他的思想直接影响到陈朝佛教，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杜克终对他有这样的评论：“盖佛皇（指仁宗）之心，起乎佛祖之域。上士之语，穷乎心性之源。微上士不能成佛皇之大报，佛皇岂能登上士之蕴域。而使昏者明、聩者听，是大有功于佛教也。”[71]这几句话包括慧忠和仁宗之间的禅学关系，同时也说明慧忠思想对越南佛教，特别是对竹林禅派的成立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节 竹林禅派第一祖——陈仁宗

一 仁宗行状

仁宗（1258—1308）是圣宗的长子，名叫陈钦，又叫金佛或日尊。16岁时到安子山求出家，事不成。21岁（1279）即位，35岁（1293）当太上皇，41岁（1299）到安子山花安寺（云烟寺）正式出家，自号香云大头陀，后改为竹林大头陀。他继承慧忠禅师成为安子山门的第六代，从此安子山门的名声与势力在朝野愈大。一位曾两次把元军打败的皇帝，给人民带来和平与盛治，出家后，一定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敬佩，因此，安子山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关于仁宗的体格，《大越史记全书》载：“仁宗皇帝……得圣人之精，道貌之粹，紫磨凝色，体质浑金，神气光彩，两宫奇之，命曰金仙童子。左肩上有黑痣，故能担当大事焉。帝仁慈和易，固结民心，重兴事业，有光前古，真陈家之贤君也。然游心释典虽曰超诣，而非圣人中庸之道也。”这就是儒家对仁宗的评价。关于仁宗的学佛过程，《三祖实录》载：“虽荣处九重，而清净自居，常焚大内资福寺昼寝……常甘蔬素不御荤膳，龙颜羸瘦……调御圣性聪明，多能好学，涉历群书，通内外典，万机之暇，旁招禅客，讲究心宗，寻参慧忠上士，深得禅髓，常以师礼事之。”

仁宗当太上皇后，就想出家了，1295年他到武林寺[72]“实习出家”。快要出家时，仁宗请道载到圣慈宫，又派人做各种山珍海味请他吃，仁宗已经吃素了，所以只坐着看道载吃，顺便做一首诗：

红湿剥龟脚，黄香炙马鞍。

山僧持净戒，同坐不同餐。

出家前他已自认为是“山僧”了，即仁宗对自己的出家事做了周到的准备。1299年七月仁宗在安子山建了一个简单的禅庵，八月在那里正式出家。1301年三月，仁宗跟几位僧士到占城观察那里的佛教情况，又跟占城帝制旻谈道，他留在占城八个月的时间才回到大越国。1304年，他接受法螺为弟子。戊申年（1308）大年初一，他委托法螺正式住报恩寺和安子山门当竹林禅派第二祖。[73]1308年十一月仁宗在卧云庵圆寂，寿51岁，弟子们进行火葬，舍利分为两份，一份葬在龙兴府归德陵[74]，另一份藏在卧云庵宝塔，尊号曰“大圣陈朝竹林头陀净慧觉皇调御祖佛”。仁宗弟子很多，得法共30多位，其中最著名有法螺、宝刹、抱璞禅师。

二 竹林的思想

（一）竹林的禅学思想

据《三祖实录》和《圣灯录》，竹林的作品有：《禅林铁嘴语录》《竹林后录》《石室寐语》《大香海印诗集》《僧伽碎事》。

《禅林铁嘴语录》《竹林后录》和《石室寐语》，都是偈、颂、禅语和竹林与门弟子问答的集合书。《大香海印诗集》是竹林的诗集。《僧伽碎事》可能是禅门中应用的散文。可惜，这些作品都失传了，只剩下来一部分零散地载在《三祖实录》《圣灯录》《越音诗集》《全越诗录》中，此外，竹林还用字喃写《居尘乐道赋》《得趣林泉成道歌》两首，都载在真源慧灯的《安子山陈朝禅宗本行》中，1745年印行。竹林还写《上士行状》，关于慧忠的生平和竹林对慧忠的深刻印象都载在《上士语录》中。

竹林受慧忠思想的深刻影响。慧忠的表达方式比竹林直接、简单、现实，但竹林偏重于文章形式。竹林比慧忠的方式更大方，但禅语中的心灵活力不如慧忠猛烈。

竹林曾多年在禅院中跟僧众在一起生活修习，习惯于禅院的规矩。他曾多次为僧众组织安居、说法并主持很多“大参”，禅院中全部大众都能参加。在“大参”中，竹林常从拈香仪式开始，接着说几句开头话，然后回答禅生的提问。下面记录的是在麒麟院的一次“大参”，由法螺载在《禅道要学》中：

竹林尊者，于丙午年（1306）正月九日，就麒麟院，开堂指法座云：这座也，是曲录藤床[75]，是金猊宝座，坐断佛祖舌头，管甚之乎者也。

拈香：

此一瓣香，禅烟馥郁，瑞气飘腾，凝五分之法身，普十方之妙供。热向炉中，奉为十方垂佑，九庙应灵，玉历绵长，皇图巩固。

此一瓣香，烹也不熟，煮也不烂，打又不开，捏又不就，觑著则眼睛枯，嗅著则脑门裂。热向炉中，奉为无二上人慧忠大士，法雨恩沾儿孙被泽。就座，升堂，上首白槌云。师云：大众若向第一义谛者。说动念即差。开口即错，作么生谛，作么生观，今日且据第二头言之，也不得恁么？乃顾左右云：人中莫有具大眼孔底人么？若有，两朵不消一剔。如无，贫道不免口吧吧地，提将朽烂，朝报之冗辞。但为诸人，打取一段骨董去也，谛听谛听：且大道虚广，何系何拘，本性湛凝，无善无恶，良由料拣，横出多歧，瞥起秋毫，易成霄坏，凡圣元同一揆，是非起得分张，故知罪福本空，毕竞因果非实，人人本具，个个圆成，佛性法身如形如影，随隐随显，不即不离，鼻孔直下，当面门眉毛横眨，在眼背岂容易觅，要且追录不见道，三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用总在心源，所谓戒门、定门、慧门，汝无欠少，应反自思，凡诸謦欬之声，扬眉瞬目，手执足运，是什么性？知此性者，是什么心？心性洞明，哪个是？哪个不是？法即性也，佛即心也，哪性不是法？哪性不是佛？即心即佛，即心即法，法本无法，即法即心，心本非心，即心即佛。

时有僧出云：“著衣吃饭寻常事，何须持地欲生疑。”僧礼拜起，问云：“禅界无欲，即不问。欲界无禅，道将一句来？”师以手点空。进云：“用古人涕唾作么？”师云：“一回拈出一回新。”

这次“大参”竹林发表他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人人本有觉性，即觉悟体性，寂静圆满，无分别，凡圣平等，不因在凡而减，在圣而增，不能用言说来表达，“开口即错”，不能用任何寻找、追求方式来认识。不受任何东西所制约，只能用不寻找的方法来寻找，即不把自性觉悟对象化成为追求的对象。心、性、佛、法等本空是竹林从慧忠思想体会得来的，《居尘乐道赋》的最后部分竹林强调不追求原则：

居尘乐道且随缘，饥则餐兮困则眠。

家中有宝休寻觅，对境无心莫问禅。

即用“无心”方式去认识真理，是针对尘境外缘而不受尘缘所牵制，离开所有妄念所产生就达到真心无念，连佛、禅、心都不能产生执著。敦煌本《坛经》云：“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自由自在，任运自如，“饥则餐兮困则眠”，是禅家经常提倡“平常心是道”的另一种说法，与自心是佛、人人具足、无须苦行修炼、做作多事和执著言句知识等禅家见解有密切联系。还有另一种说法：“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上无诸佛可仰，下无众生可度，人与非人性相平等。”[76]
《居尘乐道赋》中竹林用字喃写关于他的认识论：“主要使‘心’达到‘无念’、‘无心’的程度说行了，没有别的方法。消除‘妄念’、‘分别’就达到心定。断除人我执著就达到‘实相金刚’。断除贪嗔心念那就是‘实性圆觉’。净土就是清净心，别问西方。弥陀佛是光明觉性……了真如，信般若，别寻西东佛祖。证实相，悟无为，哪里还问南北禅经。一佛在家中，不要远寻。由于忘却了‘本’，所以才去寻找佛。觉悟时才知道佛即我心。”

这里很明显地说明：竹林的禅思想是从《起信论》出发的。他认为，世界万物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妄念”、“有念”、“念起”、“心动”……所以在修行方法上应该断除“妄念”，使“念”不“起”，使“心”不“动”即“离念”，这样就使“心”达到“无念”的境界。《传心法要》曰：“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花果，即心便是灵智亦云灵台。又曰，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无一念便是境忘心自灭，无复可追寻。”

这里竹林又主张先停止烦恼，符合原始禅学的“五停心观”禅法。当时净土信仰已经很普遍了，竹林借用净土教义来说明真理和禅法，此禅法根据在大乘的认识提醒禅者要回归自本心：“回自家”即认出“佛在我心”，别向外处寻找。

竹林跟陈太宗一样，对于人生的无常规律特别重视，他反复地想实现一个达到自心解脱的程度，竹林争取把所有时间和心力放在禅观中，他说：“诸人者，时光容易过，人命不停留，奈何吃粥吃斋，不明钵匙筯事参？”据一位僧跟竹林对话认为“钵盂匙筯”、“著衣吃饭”都是“寻常事”，不要提出来参究。其实，禅师们之所以能够“得道”是因为他们都从“寻常事”中参究而得悟。

为了多了解竹林的禅思想，我们再看下面两段竹林在崇严寺跟禅生回答的内容：

复击一下云：“莫有底么？出来出来！”僧问：“如何是佛？”曰：“认著依前还不是。”进云：“如何是法？”曰：“认著依前还不是。”进云：“毕竟如何？”曰：“八字[77]打开分过了，更无余事可呈君。”进云：“如何是僧？”曰：“认著依前还不是。”进云：“毕竟如何？”曰：“八字打开分过了，更无余事可呈君。”进云：“如何是向上一事？”曰：“拄杖头挑日月。”进云：“用旧公案作么？”曰：“一回拈出一回新。”进云：“如何是教外别传？”曰：“虾蟆跳不出斗。”进云：“出后如何？”曰：“却随蛙步展泥沙。”进云：“犹是跳不出？”调御乃抗声曰：“瞎汉见个什么？”进云：“大尊德瞒人作么？”调御乃嘘嘘，僧拟议，调御便打，僧又拟出问，调御便喝，僧亦喝，调御曰：“老僧被汝一喝，两喝，毕竟作么生？速道！速道！”僧拟议，调御复一喝云：“这野狐精，适来惺惺灵，今在什么处？”僧礼退。

又一僧问：“如何是过去佛家风？”曰：“园林寂寞无人管，李白桃红自在花。”问：“如何是现在佛家风？”曰：“白水家风迷晓燕，桃红仙苑醉春风。”进曰：“如何是未来佛家风？”曰：“海浦待潮天欲月，渔村闻笛客思家。”进云：“如何是和尚家风？”曰：“破袖拥云朝吃粥，古瓶泻月夜煎茶。”问：“灵云悟桃花时如何？”曰：“自开自谢随时节，问著东君总不知。”进云：“杀人不眨眼时如何？”曰：“通身是胆。”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曰：“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剑树嘴禅林，一朝死入阿鼻狱，笑杀南无观世音。”问：“白鹭下田千点雪，黄莺树上一枝花，时如何？”曰：“错。”进云：“大尊德作么生？”曰：“白鹭下田千点雪，黄莺树上一枝花。”进云：“是某甲话。”曰：“要识神仙炉火术，丹头元是紫朱砂。”问：“如何是清净法身？”曰：“金凿落中狮子屎，铁昆仑上鹧鸪斑。”进云：“学人不会。”曰：“不得贾朝谙索价，笑真他贾苦相瞒。”进云：“如何是圆满报身？”曰：“鹏翼高旋风力定，丽珠冷滑海波清。”僧礼拜，调御曰：“元来具足诸功用，为汝偏颇不得成。”进云：“如何是千百亿化身？”曰：“孥云榷雾腾霄汉，尺水依前著脑门。”进云：“如是。”调御曰：“笑杀集云峰下汉，四面吃著铁浑钝。”僧礼拜退。[78]

上边两次参问的意思说明了什么呢？第一次对话，竹林使禅生避免任何能够产生分别、执著意念，即使对话人不起佛、法、僧等分别思念，这里竹林和慧忠的方法是相同的，但竹林的方法比慧忠缓和，虽然竹林也使用临济的棒、喝，但他的表达方式总有不确定色彩，即不断定方法。在第二次参问中，竹林用许多诗歌形象来说明三身（法身、报身、应身），提醒对话人不要向外追求，认识绝对真理不能用分别思维来认识，不为概念所制约。禅生问关于“过去佛家风”，“家风”即指一家的传统作风、风尚，这里指的是禅家各宗派的禅风。“过去佛”是指已经过去的佛，寻找已经过去的佛，只是徒劳无益的行为，像捕风捉影的行为一样，只表露自己的愚笨而已。过去的就让它自由自在地过去吧，竹林答曰：“园林寂寞无人管，李白桃红自在花。”这里“园林寂寞无人管”是说：过去佛已经过去了，让他寂寞地过去，不要再管他了。“李白桃红自在花”意思是说对于“过去佛”的“家风”不要再追问了，像桃李一样，因缘时节一到来就自由自在地开花起来。禅僧问关于“现在佛”的“家风”，现在佛处处都有，人人都具足，不要精疲力竭地向外寻找，越向外寻找越远离自己的佛，即以为自心没有佛所以才向外寻找。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即觉性，即认识真理的能力，如果向外追求，永远不能认识真理：“即心是佛”。竹林答：“白水家风迷晓燕，红桃仙苑醉春风。”意思是说，由于人的迷昧执著，所以忘却自己的现在佛而到处寻找。有僧问关于“未来佛家风”。“未来佛”即还没到来的佛，还没到来而想知道，那就有希望、等待的心理，这种等待心理也永远没有实际结果，所以竹林用“海浦待潮天欲月，渔村闻笛客思家”等来形象化禅僧的心理状况，这种等待心理也是一种追求心理，同样不能达到任何结果，“因缘时节”一到来就“自然成”。人的一般心理常常对过去有爱惜心理，对将来有等待、希望、梦想心理，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到来的，这两种心理都是虚妄的；对现在的就不停地东游西荡，也是虚妄不实的，这就是禅客们常有的病，因此竹林提醒禅僧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现象不能产生任何妄执与追求的意念。而且，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附属于时间的佛，不是真佛，真佛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离不即、无形无相、无去无来，超出时空、不受因果规律所制约的佛。禅客又问“和尚家风”，即竹林的禅风，他答：“破袖拥云朝吃粥，古瓶泻月夜煎茶。”这就是竹林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自由自在、无事无为、任运随缘的平常生活，但重要的是体现出竹林禅学的“平常心”。“平常心”着重强调随性适意、安闲无为、应缘接物、随机应变，认为日常生活中处处有禅、头头是道，体现了禅对解放人性的追求以及直面声色世界的现实态度。《五灯会元》卷四长沙景岑禅师云：“问：‘如何是平常心？’师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学人不会，意旨如何？’师曰：‘热即取凉，寒即向火。’”即如竹林所说的“饥则餐兮困则眠”意思相同。

禅客又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此故事源于《怀海语录》：“师（指百丈怀海）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听法，随众散去，一日不去，师乃问：‘立者何人？’老人回答：‘某甲于迦叶佛时，曾住此山，有学人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对云：不落因果，坠在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师云：‘汝但问。’老僧便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师云：‘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告辞师云：‘某甲已免野狐身，住在山后，请依亡僧烧送。’”[79]这故事不是史实，只是一个禅宗公案而已，竹林引用来主要强调修行人一有错误的认识就产生严重的后果，即错认因果关系。“大修行人”已经不再受因果规律的支配了，即悟道之人。佛教教理设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如因持五戒则生人界，因修十善则生天界，至于“四谛”中集谛是因、苦谛是果、道谛是因、灭谛是果，连释迦佛身也受到因果规律的支配，有人说“大修行人不落因果”是破坏佛法教理，嫌弃佛祖，消除禅宗，竹林认为这种人是“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剑树嘴禅林”。“大修行人”虽已经悟道了，但他的旧业还有，所以要还业，虽还业而不感到自己正在还业，因为他认为身如幻梦，业如幻影，没有真实性，所以没有还业还是不还业。只有迷人才以为身是实有实存，苦乐也是实有，所以才感到有还要业。其实，了悟后业障自空，“死入阿鼻狱”是还以前造作业障的苦果，但了悟苦果是假的，所以才“笑杀”即回归，体入自己的本性清净，是“念南无观世音”。由于观世音菩萨修“反闻自性”行，所以用竹林来说明此意思。

这次“大参”的最后，竹林还写《有句无句偈》。此偈意思深奥，使禅者消除“有”与“无”的执著认识，是不落有无的意思，使行者不陷于“有”、“无”对立的认识之中，即不判别事物的“有”或“无”。竹林是从慧忠的《迷悟不易》《凡圣不易》《生死闲而已》等思想吸收来的，也是佛法“万法一如”思想的反映，从此广推消除涅槃与地狱、佛与众生、人与我、烦恼与菩提等对立性的执著认识：

有句无句，藤枯树倒。

几个衲僧，撞头磕脑。

有句无句，体露金风，

恒河沙数，犯刃伤锋。

有句无句，立宗立旨。

打瓦钻龟，登山涉水。

有句无句，非有非无。

刻舟求剑，索骥按图。

有句无句，互不回互。

笠雪鞋花，守株待兔。

有句无句，自古自今。

执指忘月，平地陆沉。

有句无句，如是如是。

八字打开，全无巴鼻。

有句无句，顾左顾右。

阿剌剌地，闹聒聒地。

有句无句，忉忉怛怛。

截断葛藤[80]，彼此快活。

关于字喃文学，竹林有两篇：《居尘乐道赋》《得趣林泉行道歌》，这两篇是用骈偶体写的，到现在为止，这两篇字喃文学是最早的。其实字喃很早就出现了，但留下来最早、成为一篇完整文章的只有竹林这两篇，这是竹林对研究越南古文字学和字喃文学很大的贡献。竹林是慧忠的嗣法弟子，他接受慧忠的禅学思想，他们都是悟道者，都是民族英雄，都对越南解放事业和独立事业立有巨大的功劳，但他们的个人身份与性格不一样。竹林不但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皇帝；出家之后，他不但是一位禅师，而且还是一位佛教的最高领袖，所以他不能像慧忠那么逍遥自适，但他心中还是很自在的。在《春晚》中他写道：

年少何曾了色空，一春心在百花中。

如今勘破东皇面，禅板蒲团看坠红。

“年少”还没悟道时，他“一春心在百花中”。悟道出家后，当一位禅师，也是原来一样的春天到来，但竹林“禅板蒲团看坠红”。即不受尘世色、声、香、味等外境所吸引。春来春去、花落花开都是自然规律，竹林不再为它们所约束、所支配了。

实际上，竹林要求大家不要浪费时间，不让春天无益地过去，要对于佛教与人间做些贡献，在麒麟院，竹林开堂示众说：

身如呼吸鼻中气，世似风行岭外云。

杜鹃啼断月如昼，不是寻常空过春。

他又号召：“诸人者，时光容易过，人命不停留，奈何吃粥吃斋，不明钵盂匙筯事参。”[81]由于时间不多了，竹林好像感到着急，因此竹林在最后的时间中嘱咐子盈、子完两位弟子：“下山修行去，切勿以生死为闲事。”[82]这里竹林跟慧忠的思想是有差别的吗？也许不，“固然‘生死闲而已’，但在生死当中不能浪费时间，这样在生活中才不闲。竹林的入世精神也体现在这点”[83]。下面我们继续研究他的入世精神。

（二）竹林的入世精神

据《三祖实录》载：竹林16岁不想当皇太子而入安子山出家，这点跟太宗相同，但他们出家的原因却不相同，太宗除了慕道以外，还被国叔陈守度逼他放弃自己的爱人，娶哥哥的妻子为妻，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竹林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他得到父皇圣宗喜爱，朝臣钦佩，又跟元慈国母的长女结婚，“琴瑟虽谐，而皇室之心淡如也”[84]。这说明竹林出家的原因是一心一意地相信佛教。

竹林跟慧忠一样，都曾两次直接率领军队打败元军，战胜后，虽忙于管理国家大事，但一有时间他就“旁招禅客，讲究心宗”[85]。上边已经说过，常照、道圆、陈太宗、慧忠提出“帝王禅”的基本理论，“入世精神”是此禅的特征。竹林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精神，把佛教教义社会化，为人民与民族服务。同时，他也为佛教发展事业做出了贡献。1299年竹林出家，朝廷刻印《佛教法事道场公文格式》发给全国寺院，目的是统一佛教的各种行道仪式，也许也是为统一全国佛教、创建竹林禅派做准备。据《大越史记全书》《圣灯录》《三祖实录》载：1301年竹林以游僧的身份到占城跟占城国王制旻亲切地谈道，制旻会见竹林不光是会见越南佛教代表，而且是越南朝野的最大精神领袖，目的在于建立占越两国长久友好关系。为了建立好这种关系，竹林同意把自己的女儿玄珍公主嫁给占城国王制旻，1205年占城王派制蒲苔到大越“奉表进金银奇香异物，求定聘礼”。朝臣几乎都不同意，只有文肃王道载和陈克终认为“这是竹林的深意”。最后大家都同意了。1306年占城王迎接玄珍公主回占城，同时用乌洲、里洲作为聘礼给大越。1307年，此二州改为顺州、化州。[86]可惜玄珍到占城不到一年，占成王制旻去世。据占城风俗，国主去世，皇后“入火坛以殉”。陈英宗怕公主遇害派克终到占城吊丧，同时想办法接公主回大越，克终骗占人，用轻舟接公主回归，竹林听到玄珍回归的消息后，特别高兴，命把300多占城人送回占城，为了赎陈克终骗人的罪。

竹林这个愿望虽未能实现，但说明他是一位爱和平的人，希望佛教为国家与民族的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竹林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每年有三个月，除了在紫霄庵、卧云庵、石室、知见庵等，或永严、报恩、安子山等寺为僧众组织安居以外，他还常到处弘化佛法，1304年“周行聚落，化除淫祠，教行十善”[87]，这里所说的“淫祠”是当时民间信仰中还盛行的事奉裸体神、生殖器神与其他迷信神祠，如方术、阴阳、风水等，这种民间信仰跟密教符咒有关。“教行十善”即教化众生、民从实行佛教的“十善”。“十善”是佛教入世的根本教理。竹林用“十善”作为当时社会的根本道德风气，说明竹林想树立佛教伦理为社会的基本道德，竹林既是英明国王又是悟道禅师，这些教法对当时社会肯定效果很大，对朝廷与制度的巩固和安定、对民族的道德风尚都有帮助，所以说竹林是“帝王禅”的实现者。

竹林出家事件，感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佛教界当然更加激动了。《大越史记全书》载：仁宗出家时，僧智通[88]“燃臂自掌至肘，俨然无变容”，供养仁宗，表示对仁宗无限的敬心。1308年，竹林圆寂，智通到安子山香灯供养，后在安子山自焚。

在弘化佛法方面，1304年，英宗请竹林入大内为其授在家菩萨心戒，当时朝廷“王公百官同受戒法”[89]。这说明竹林禅派在当时影响了整个社会：民间“教行十善”，朝廷君臣“同受戒法”。佛教界成立竹林禅派，同时佛教也得到整个朝廷与社会的相信、支持，竹林禅派因此而发展。它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发展，“跟政治、文化、社会、风化有密切的关系，竹林本人很适合这些活动，这是竹林禅派能够成立与发展的主要原因”[90]。

自从接收法螺作为弟子之后，不到四年的时间，竹林就把他培养为出色弟子。1308年大年初一，竹林把祖位传给法螺，使他成为竹林禅派第二祖，英宗皇帝和朝廷大臣们都参与、证鉴了此仪式。《三祖实录》很详细地记载：

兴隆十六年戊申（1308）正月初一日春命于超类寺甘露堂嗣法住持，开堂行传之礼列祖位，奏大乐，烧名香，调御引师（指法螺）拜祖堂讫，粥后，命奏乐，搏法鼓，集大众，上法堂，时英宗驾幸其寺，列主客之位。英宗以佛法大檀越，立客位在法堂，上宰执庶僚，立庭下。调御升座说法，语毕便下，拥师登其座，调御对面合掌问，师答拜讫，受法衣披之。调御乃向偏位，坐曲录床，听师说法，以安子山门，超类寺命师继世住持为竹林第二祖。

这是说法传祖位的仪式，我们知道竹林禅派的传承人不但合法而且还能得到朝廷君臣大力维护、支持。竹林组织这个仪式，目的在于巩固与提高法螺对将来领导禅派的作用，使竹林禅派在越南社会奠定基础。从此，英宗和朝臣们大力支持法螺发展竹林禅派。竹林禅派发展最大、影响最广就是在法螺继承祖位之后的时期（1308—1330），竹林禅派成为当时唯一禅派，后人把竹林禅派叫作“佛教统一教会”或“入世教会”。这种传法传祖位的仪式与方法，在佛教和禅宗传法史上是罕见的，这是越南禅宗的一个特点。

竹林的一生是积极活动的一生，他最后的岁月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308年从四月至七月竹林在永严寺组织安居后，又委托法螺住持永严寺，同时给大众讲《景德传灯录》，又请道一国师讲《法华经》。七月，回安子山紫霄庵，专门为法螺一人讲《景德传灯录》。八月，叫僧众下山行道，只留大弟子宝刹一人，九月跟宝刹在安子山各地游行。十月，竹林的姐姐大瑞公主病重，去世前想见竹林，竹林跟一位侍者下山回京，见公主后就马上回安子山，路经超类报恩寺和古州寺，他在古州寺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

世数一息默，时情两海银，

魔宫浑管甚，佛国不胜春。

据《三祖实录》载：竹林上卧云峰后，叫法空到紫霄庵请宝刹回竹林身边，竹林见到宝刹来说：“吾将去矣，汝来何晚乎？于佛法有甚处未了，速问将来。”宝刹问：“只如马大师[91]不安，院主问：‘近日尊位如何？’马曰：‘日面佛月面佛。’[92]意旨如何？”竹林厉声曰：“五帝三皇是何物？”进云：“只如花簇簇兮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竹林曰：“瞎去你眼。”

到“十一月初一日，午夜明星朗然，调御问曰：‘此是何时也？’宝刹答曰：‘子时。’调御以手拨开窗牖视之曰：‘是吾时也。’宝刹问曰：‘尊德何处去？’调御曰：‘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何去来之有也。’进云：‘只如不生不灭时如何？’调御蓦然合掌曰：‘莫寐语。’言讫乃狮子卧奄然顺北”[93]。竹林在最后时刻还给弟子启发觉悟性。1310年，英宗迎竹林的舍利回德陵，民众参加者众多以致道路多次拥堵，说明人民很崇敬竹林，也体现出君民之间的密切关系。

竹林的弟子很多，除了法螺之外还有宝刹、抱璞、法空、法鼓、惠严、法场、香场、香山、密藏等30多位禅师。其中，宝刹是竹林最喜爱的大弟子。为什么竹林不把祖位传给宝刹呢？也许竹林看到法螺的领导能力，看到法螺能继承自己的志愿，把竹林禅派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能使竹林禅派的入世精神更加普及。而且，宝刹虽是竹林最喜爱的大弟子，跟竹林学的时间也最长，但到竹林圆寂时刻还没悟道，所以竹林为了扩大入世精神，把祖位传给法螺是合理的。实践证明，法螺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把入世精神扩大到极点。法螺的圆寂是竹林禅派的最大损失。

竹林在越南人民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位英明皇帝、一位磊落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位悟道禅师、一位佛教的最高领袖。他的出家和创立新禅派满足了当时全国人民在精神生活上的需要，竹林禅派有越南佛教的特色：“帝王禅”和“入世精神”是越南禅宗的特产，此精神影响深远，同时也肯定了越南民族与越南佛教的独立性，人民尊称竹林为“觉皇调御禅师”，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英宗献尊号曰：“大圣陈朝竹林头陀净慧觉皇调御祖佛”。

第五节 竹林禅派第二祖——法螺

一 法螺生平与发展竹林禅派的事业

（一）法螺生平

法螺（1284—1330）籍贯在南栅江九罗乡同和村[94]，俗姓武氏，名同圣刚。法螺自幼颖悟，口不说恶言，未曾吃荤。从前他的母亲连接生了八个女儿，到怀他时，母亲四次服药打胎，都无效，因此生出来时给他起名为同圣刚。据《三祖实录》载：1304年，竹林“遍游诸方除淫祠，施法药，治诸贫病者，亦求嗣法之切”。正好竹林到南栅九罗乡，法螺向他请求出家，竹林一见到他就觉得奇怪说：“此子有道眼，后必有法器。”由于法螺来请求出家时间刚好，所以竹林给他起名为“善来”，同时派他到琼馆寺跟性觉和尚学佛、习禅，自探《楞严经》忽有所悟。有一天他回参偈竹林，正好遇见竹林在升堂举《太阳乌鸡颂》有所悟，后跟竹林学佛、参禅、讲究，有一次他写《三要偈》呈竹林，竹林一笔勾销，法螺四次请求，竹林仍不开示，便回房间努力禅观。夜晚更深，因见灯花落下，他忽然大悟，从此发誓跟竹林修十三头陀行。1305年，竹林为他授声闻戒及菩萨戒，赐号为法螺。1306年，竹林立他为报恩寺讲主，同时专为他讲《景德传灯录》和宗杲《大慧语录》。1307年五月份竹林在安子山卧云庵竹林把衣钵和心偈传给法螺。兴隆十六年（1308）正月初一，在超类报恩寺甘露堂，竹林隆重举行传法传祖位仪式，同时以报恩寺和安子山门命他继任住持，为竹林禅派的第二代祖师。法螺从初出家到成为佛教的最高领导者只有四年的时间，当时他只有25岁。这个年龄悟道并无不可，但作为佛教领袖在佛教史上是罕见的。一般学者都把竹林禅派叫作竹林教会，因为它能代表当时越南佛教的思想，又是唯一能得到朝廷支持和认可的禅派，永严寺是竹林禅派的中央办公室。

1330年，法螺圆寂，寿47岁，出家26年，为竹林教会的最高领导者共有23年。竹林禅派在法螺领导期间，寺院数量、出家人数都很快增加，学佛参禅氛围浓厚，特别是陈朝帝王、贵族阶层大力维护佛教，使此禅派达到发展的顶点。

（二）法螺发展竹林禅派的事业

关于组织教会，据《圆通塔碑》[95]《三祖实录》载，由于出家人参加竹林教会越来越多，所以兴隆二十一年（1313）九月法螺奉诏到谅江永严寺，规定全国僧职检查寺院，从此全国僧尼都有僧籍，都由法螺管理，这是法螺进行统一教会的一种方法，这种管理对于越南佛教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永严寺从此成为竹林佛教的中央办公室，在永严寺保存着全国僧尼的档案。第一次法螺度1000多人，以后每三年度一次。到1329年为止，竹林教会共有15000多人参加。法螺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慧然、慧祝、海印、弘济、玄觉、桂堂、景髓、景徽、慧观等禅师。玄光是抱璞的弟子，曾跟竹林学禅，同时又跟法螺求法，后成为竹林禅派的第三祖。玄光“博学广览，甚精其道”[96]，《三祖实录》中的《法螺实录》部分是由中明集、玄光考订的。

法螺活动期间，造寺、建塔、铸像等事情都能得到君臣贵族阶层大力支持。1313年，属竹林禅派管理的寺院共有100多座。1314年，在报恩寺，法螺共建33个建筑，包括佛殿、藏经阁、僧堂等。到1329年为止，法螺共建5座宝塔，2个佛教中心：琼林[97]和报恩，200多所僧堂，铸1300尊大小佛像。英宗当太上皇时（1314）铸三尊佛像：阿弥陀佛、释迦佛、弥勒佛，每尊都17尺高，供竹林教会做纪念，法螺还建胡天、真乐、安马、永溪、鹤来等庵，扩大清梅和崖山二寺。他的弟子们都在他们住的地方自盖寺院，如智柔禅师在浴翠山建灵济塔[98]，在仙龙山建显妙塔碑[99]等。

法螺时期，君臣贵族们争相出家，皈依或受在家菩萨戒，据《圆通塔碑》《三祖实录》《圣灯录》载：英宗参禅得法于法螺，明宗得法于玄光，英宗两次受戒：第一次在1304年，请仁宗授在家菩提心戒；第二次为1314年请法螺授在家菩萨戒，即正式守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明宗也跟法螺受菩萨戒，保慈皇太后[100]受菩提心戒[101]。1319年，花阳公主（太宗的第六公主）受在家菩萨戒。1320年，慧仁大王受二菩提心戒，国父上宰受在家菩萨戒。1322年，朝廷大臣们、宝慈皇太后、宝惠国母、宝云公主、司徒文惠王、威惠王、上位兴威侯等供钱、铜铸1000尊佛像，其中文惠王此年出家，威惠王和文惠王请法螺到报恩寺授菩提心戒和灌顶法。1324年，昭慈皇太后出家受菩萨戒。1326年，英宗受灌顶法。1327年，司徒文惠王和上珍公主把钱和黄金供琼林寺铸弥勒大像高一丈六尺。1329年，宣真公主和丽宝公主受出家戒。至于土地更多了。1308年，英宗供琼林寺200多亩地。1312年，英宗供500亩地作为琼林寺的“常住二宝”，宣慈太后供300亩作为报恩寺的“常住二宝”。1315年，英宗又以范氏宫人的30亩地供琼林寺。1316年，法螺扩大琼林寺的规模成为琼林院。1318年，花留居士供琼林院20亩地。1324年，移莺居士供琼林院300亩地，宝慈皇太后供222亩地，司徒文惠王供1000亩地和1000多名耕夫作为琼林院的“常住三宝”。阮长居士供琼林院75亩地……这说明当时竹林禅派的经济势力。

出家人越来越多，为了管理好，让他们遵守佛律，法螺刻印《四分律》5000卷，请抱璞、宗景二位国师到报恩寺给学僧讲解。法螺除了给僧众讲《金刚经》《楞严经》《圆觉经》《雪窦语录》《大慧语录》《法华经》《华严经》《维摩诘经》等，他还讲由竹林和慧忠所写的作品如《禅林铁嘴语录》《上士语录》等。当时国王、大臣、居士学佛成为热潮，法螺多次给他们讲《法华经》《维摩诘经》《大慧语录》等。特别是法螺曾九次讲《华严经》，每次都有一千多人来听，最少也有五六百人来听讲，这些情况说明：一是当时禅学学风带有学问谈说性质，即不仅参禅而且还进行研究禅学；二是僧尼数量发展很快，同时也发生僧尼不守戒律的现象；三是英宗和大臣贵族们都受在家菩萨戒，即正式守58条戒律，说明英宗跟竹林一样都想把佛教戒律作为国家法律。1322年，明宗命法螺为他撰《参禅要旨》和《仁王护国仪轨》，说明明宗也想用佛教思想和仪轨来维护国家，明宗想当一位护佛与护国的仁王。

法螺发展竹林禅派期间，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1311年法螺“奉诏续刊《大藏经》版，师命宝刹主其事”[102]。意思是说，1311年之前，已经进行刊刻《大藏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停止。此《大藏经》是在1295年二月元朝使者萧泰登自越回国时，英宗派内员外郎陈克用和范讨同行到元朝请《大藏经》留在天一长府[103]，副本刊行，此本是元朝在杭州大普宁寺所刊刻的《大藏经》，包括1422部，6017卷，558函。大庆六年（1319）十二月刊刻好，法螺募捐僧俗刺血印《大藏经》共5000多卷安在琼林院，“英宗亲刺玉血写大藏小夹二十函赐师（指法螺）”[104]。1329年，又印出《大藏经》5000多卷，陈朝两次印《大藏经》[105]，未说明具体数量，只载“五千余卷”，但《元藏》共有6017卷，也许《陈藏》对《元藏》不符合陈朝社会或不实用的地方进行了略删，同时据《三祖实录》英宗命把竹林的作品如《禅林铁嘴语录》《竹林后录》《大香海印诗集》《石室寐语》《僧伽碎事》刻印在《陈藏》中，也许宝刹也把太宗和慧忠的作品刻印在《陈藏》中。此本法螺亲自写跋。《大藏经》自前黎朝黎卧朝（1005—1009）开始派使者到宋朝迎请。到李朝，又多次派使者到宋朝迊请，或宋朝派使者带来送给越。李朝又多次抄成副本流行，但只有到陈朝英宗和法螺时期才能第一次刻印。刻印《大藏经》的经费一定很多，如果朝廷不大力支持与多方面资助，此事肯定不能成功。《陈藏》标志着越南佛教发展的高度需要，标志着当时越南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稳定发展，特别是文化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标志着文化和佛教的独立，标志着竹林禅派的入世精神及其当时的地位与影响，从此以后直到现在越南再没有过刻印过《大藏经》。可借这些文化遗产到13世纪初，明越战争期间（1407—1427）几乎都被毁坏了，这场战争使越南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佛教受到极大的破坏[106]，对于研究越南佛教思想史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二 法螺禅学思想

法螺的作品有：①《石室寐语拈颂》，即对竹林的《石室寐语》做拈、颂来评价和解释；②《参禅要旨》，根据明宗的需要，1322年法螺专门为其所撰。明宗赐号明觉禅师；③《金刚场陀罗尼经科注》；④《法华经科疏》；⑤《楞严经科疏》；⑥《般若心经科疏》；⑦《法事科仪》；⑧《度门助成集》；⑨《仁王护国仪轨》，专门为明宗撰。法螺还考订《上士语录》，写《大藏经跋》。

前边八个作品都在1323年刻印，《仁王护国仪轨》也许还未刻印。第③④⑤⑥都是佛学教科书，可能当时竹林禅派用来作为教科书给禅僧上课，这些作品都已不存，只剩下《参禅要旨》的一部分，载在《三祖实录》中，书名被改为《禅道要学》。《禅道要学》很薄，包括《劝出家进道言》《竹林大尊者开堂说法》《上乘三学劝众普说》《大乘要学》《要明学术》五个部分。

《劝出家进道言》中，法螺劝出家人在求法学道方面要寻找明师善友跟他们学习。在日常生活方面要辨别真伪、正邪、是非、善恶等。《竹林大尊者开堂说法》即记载竹林1304年到麒麟院开堂说法的情况，内容主要说明竹林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法。《上乘三学劝众普说》是法螺的禅学思想，这里法螺涉及“见性”和“参究话头”问题。《大乘要学》指明人在修道方法上要通过闻、思、修三个层次。《要明学术》则劝人先学后修，并指出一些关于修行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上应该怎么处理，如要选择亲近善友知识，寻找顺利的地方住，以便于修学佛法。

法螺虽强调修行者对佛典要深入研习，但最终目的是要“见性”。法螺把“见性”放在首位。这里，法螺继承太宗、慧忠的“见性”观点，即“忘二见”的认识、消除对立性的认识、达到不著两边的认识。他说：“夫学道之流，先须见性，见性者，非谓有可见之谓见。乃见无可见处而见之。故见见非见则真性现。性见无生则生见非有。非有性实而实见不迁。故名真实见性者。”[107]
这里“见”即认识能力，认识到不可再认识，即没有认识对象和认识能力的对立之分，那就是“真实见性”，即不对象化认识，达到无分别境界。对于坚持净戒，法螺说：“以十二时中，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无喘动，境到如闲。眼不为识所缘出，识不为境所缘入，出入不交，故名制止。虽名制止非止止故。故知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大乘戒，是名无上戒，亦名无等等戒。”[108]
法螺所说的“净戒”即“最上大乘戒”，“无等等戒”是最高的戒体。此戒虽是最上乘戒，但从小僧到大僧都能够住持此戒。由于持得戒达到心不动摇，以至身心俱舍，“境到如闲”，即不受任何境界所制约。这种持戒才能够收摄当时社会各个阶层，这种持戒才能够使竹林禅派广泛地深入社会中，成为入世佛教。这种持戒是“帝王禅”的持戒。关于看话头禅，法螺说：“外参话头毋使间断，绵密相连，亦无缝罅，亦不颠倒，亦不掉举，亦不沉昏，活泼泼底，如盘走珠，光迥迥底，如台放镜，到这田地，行亦得，住亦得，坐亦得，卧亦得，语亦得，默亦得，何处不为之得，既恁么得，然后提撕三关[109]悟句，三玄三要[110]，五位[111]，诠量四料简[112]，四宾主[113]，四照用[114]等诸禅祖之机关。”这就是一种定心，消除妄念所生，自然得定，得定后身心自在。这里法螺使用很多临济禅法，说明他受临济禅的深刻影响。法螺的《示寂偈》说明他的悟道境界：

万缘截断一身闲，四十余年梦幻间，

珍重诸人休借问，那边风月更还宽。

法螺的禅法虽强调“见性”，但方法是“先定其心”，即他主张“先定发慧”，他遵守戒、定、慧三学的程序是渐教的主张，但他所主张的戒、定都是戒体和定体，即“净戒”也是一种慧，“定慧同时”是顿教的主张，他主张“顿渐双修”，这是他继承太宗的禅法。

法螺活动期间，竹林禅派已经受密教的深刻影响，李末陈初密教因素很少出现，李末期无言通派的广严、常照、通师，毗尼多流支派从妙仁、圆学、依山，以及陈初中期的太宗、圣宗、慧忠、仁宗等，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中几乎不受密教的影响，但到英宗，法螺时期，密教成分明显增加，灌顶法是密教仪式，在当时举行得比较普遍。原因是当时印僧、中僧常来越南，把印度密教和中国元代密教传到越南，而且本地密教也慢慢回生，李朝三大禅派中都有密教因素。在《禅道要学》中，法螺多次提出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是密教的最高佛。朝廷君臣都受灌顶法，灌顶法成为当时佛教的皈依仪式。

1330年，法螺圆寂，明宗赐号“净光尊者”，同时写一首诗送他，赞誉法螺对竹林禅派的巨大功劳，能继承竹林的思想，把入世精神发扬光大：

垂手尘寰以了缘，觉皇金缕得人传。

青山蔓草棺藏履，碧树深霜壳脱蝉。

夜掩讲堂今古月，晓迷丈室有无烟。

相投针芥差非昔，逐就哀章泪法然。[115]

总之，法螺弘法时期，使竹林禅派的入世精神变成现实：寺院数量、出家人数、寺院财产、经典创作、贵族出家、君臣受戒都明显增加；对经、律、论、语录讲究都很深广，特别是讲《华严经》成为当时的热潮。法螺时期成为越南佛教史上最发达的时期。法螺时期，竹林禅派有两件最突出的事：规定僧籍和刻印《大藏经》，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入世精神从常照、太宗、慧忠就开始奠定了理论基础，到竹林、法螺时期，此理论成为现实，同时推到顶峰，使佛教跟社会融合在一起，几乎分不开，社会接受佛教精神成为民族的风化。黄春罕说：“李陈时期，越南人的文化、风化在史上是最淳厚的时代，是因为受佛教精神的影响。”[116]这个认定是正确的。由于竹林禅派到法螺时期蓬勃发展，并且达到高潮，所以难免出现一些问题。

第一，还没有使当时所有僧众参加竹林禅派。《越南佛教史论》初步统计：“当时还没有参加竹林禅派的僧数约有三万多位。”为什么他们不参加呢？是他们不愿意参加还是竹林禅派不允许？也许两个原因都有，但主要是他们不够资格，所以竹林禅派不允许。不管怎么解释都说明当时竹林佛教开始衰落。对此问题法螺在《禅道要学》中提出：“只因贪求利养，不顾沉沦，或扬世求声求名，或自己不知不觉，是无明之徒也。”“口说出家，心行世业，自作教他，心无惭愧。”诸如此类语言在法螺的作品中有很多，都反映了当时的佛教状况。

第二，法螺、英宗、明宗等都很重视密教，对于当时佛教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密教本身没什么不好，但密教中念咒、符咒跟越南民间信仰如方术信仰相近，所以很多无学僧人或“口说出家，心行世业”之类，利用密教迷惑民众，使竹林禅派在社会上慢慢失去了自己的威望与作用。而且，陈末期，儒教已经在三教之中占领先地位了，利用这个机会，儒教慢慢控制了佛教，法螺也深刻地感受到当时佛教的情况，他无可奈何地叹道：“噫，吾未如之何也已！”

第六节 竹林禅派第三祖——玄光

一 玄光生平与事业

玄光禅师（1254—1334）籍贯在北江路万载乡[117]，比法螺年长30岁。他“体貌奇异，卓然有巨人之志。父母钟爱之，教之以文学，闻一知十，有彦子亚圣之才，命名曰载道。年二十，应乡举科名留在，选人皆以大科日，自期来年大比[118]果中魁首”[119]。从此他被选到朝廷里做官，曾奉命接见元朝使者。他精通文书，援引经义，应对如流，曾得到仁宗和元使赞美。玄光在朝廷中当了20多年的官，51岁时（1305）从抱璞国师[120]出家。1306年，竹林立法螺为超类报恩寺主讲时，玄光跟随抱璞参与了仪式。竹林见到玄光已经出家非常高兴，要求抱璞让玄光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帮助竹林弘道，因为竹林知道玄光是一个人才。玄光奉撰《诸品经》《攻文集》和《释科教》。竹林在《释科教》中写道：“曾经玄光手，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121]竹林命刻印这些书流行于世，也许这些也刻印在《陈藏》中。竹林圆寂后玄光又跟从法螺学佛习禅，后来回到安子山居住。由于玄光“博学广览，甚精其道”[122]，所以“僧尼从学殆至千人”[123]。几年后玄光又回到清枚寺和昆山[124]寺居住。法螺圆寂时，他已经77岁了，才被任命为竹林禅派第三祖，但他经常回到昆山寺居住，像一位隐僧一样活着。安子山的事情都交给安心国师管理。继祖灯后，他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德薄常惭继祖灯，空教寒拾起冤憎。

争如逐伴归山去，叠嶂重山万万层。[125]

玄光有个著名故事：明宗怀疑玄光虽出家但还有俗累，所以派一个名叫氏碧的美貌宫女到安子山试心。氏碧试不了玄光，但回去伪造了一个故事让明宗相信玄光还有俗累。明宗听后，很后悔地说：“此事若有，是吾过门为设网捕禽之计。其事若无，在彼难免瓜田纳履之疑。”便开“无遮大会”，请玄光做主礼。座子上物品很多，还有袈裟、衣钵、法器等。玄光知道自己前日被宫女所试的事，便“仰天叹息，上坛三次，下坛三次，立露坛中，望拜十方贤圣，左手执白玉瓶，右手持青柳枝，密念洒洗上下内外会坛，见一朵黑云，从远方现出，飞尘垢蔽天，少顷便息，诸般杂物尽飞去了，只存香灯六供……明宗下拜谢过，优加尊敬其师，称为嗣法”[126]。

这故事也许是伪造的，但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当时社会思想潮流对佛教没有竹林和法螺时代那么相信与尊重了，因为儒教是当时的主要思想潮流，名儒出现很多，如张汉超（？—1354）、莫挺之（1284—1361）、朱文安（？—1370）等，连宫女氏碧也属“九流三教无不通”之类，这里可能是一种竞争思想体系的现象。第二，说明密教现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祷雨、求晴、密念仪式具有密教色彩，这很符合当时密教对禅宗的影响。第三，也许也反映了当时佛教开始衰弱的状况，众所周知，安子山云安寺是竹林禅派的大本营，此寺住持的位置是很多人奢望的，所以玄光“继祖灯”不久就回清枚寺和昆山寺居住，这也符合法螺的《三祖实录》所说当时僧众很多人“贪名求得”。据《略引禅派图》载，玄光之后，从安心国师开始，安子山门的传承体系只载他们的名字，“连次序也怀疑”。[127]
玄光在良山把资福寺扩大为一座大寺院，同时建了一座能够循环的九品莲花台，据《北宁风土杂记》载玄光还去拜访很多寺院，他在宁福寺[128]也建了一座能够循环的九品莲花塔，周围雕刻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像，象征净土信仰，“循环塔”是受西藏密教的影响，这说明玄光时，禅净密三教结合得很紧密了。1334年，玄光圆寂，明宗赐号曰“竹林第三代嗣法玄光尊者”。

二 玄光禅学思想

竹林命玄光撰《诸品经》《攻文集》《释科教》，以后他还写了《玉鞭诗集》，现都失传，现在研究玄光思想只能根据《祖家实录》和一些零散地载在《越音诗集》《全越诗录》《皇越诗选》中的诗，共有24首。但《祖家实录》载在《三祖实录》的最后部分，不载作者，玄光的生平被覆盖上神圣灵异色彩从而使读者注意不到他的禅学思想，这是否反映竹林禅派从此对社会的作用减弱了呢？僧尼、民众只重视祈祷、祭礼等形式而不重视研究佛典、修习禅定，所以研究玄光思想是一件很难的事，现在我们只能根据《三祖实录》《祖家实录》和上述24首诗来研究他的思想。

《三祖实录》中记载了玄光与法螺的对答话：1330年一月五日，法螺病，住在安乐藏院，七八日病重，十一日夜晚，玄光来探望。下面是他们之间的问答话：

师（指法螺）临睡时吟哦一声，玄光曰：“安得睡与觉一？”师曰：“睡与觉一，还他不病时。”玄光曰：“安得病与不病一？”师曰：“病也不干他，不病也不干他。”玄光曰：“争奈既有语声何？”师曰：“管什么风树声。”玄光曰：“风过树声，人则不惑，睡中寐语，则能惑人。”师曰：“痴人亦有惑于树声者。”玄光曰：“只此一疾至死也不疗。”师乃踏之，玄光便出，自是稍间，至十三日归琼林院，旧方丈卧……三月三日亥时病重，玄光曰：“古今到言哀，放行好，把住好。”师曰：“总不干。”进云：“总不干时如何？”师曰：“随处萨婆诃！”

“萨婆诃”是真言的结句，表示成就、吉祥、圆寂、无住涅槃等意义，“随处萨婆诃”表示最高的解脱自在，即法螺证悟的境界。《越南佛教史论》中，阮郎认为：“玄光与法螺之间的问答话，使我们知道：玄光故意帮法螺在最后、最重要的时刻中达到成熟地解脱、觉悟。玄光的问话，好像试探法螺是否已经随时准备迎接生死重要时刻。‘安得睡与觉一？’‘安得病与不病一？’这些问话，使法螺认出自己的道业还没有真正地成熟，自己还没有随时准备迎接重要时刻的来临……虽法螺用脚踏玄光，但也由于玄光这些问话，法螺才多活了22天，以完成自己以为已经成熟但还没有真正成熟的道果。”[129]
这段话解释为玄光帮法螺觉悟，我们却认为，两位之间的问答，“安得睡与觉一”这问句是禅宗重大问题。“睡与觉一”即“明心见性”，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达到超越生死的境界，能对自己的意识完全做主，对自己的生死大事完全自在。二月十一日玄光来探望，从此法螺的病好起来了，到三月三日夜晚再发病，玄光又来探望，问：“古今到言哀，放行好，把住好？”法螺说：“总不干。”玄光又问：“总不干时如何？”法螺答：“随处萨婆诃。”然后法螺坐起来写《示寂偈》，写完便掷笔奄然而寂。从二月十一日到三月三日只有22天，阮郎认为“由于玄光这些问句，法螺才多活22天，以完成自己以为已经成熟而没有真正成熟的道业”。这说法实在不合适，首先法螺已经肯定“睡与觉一”以致“病也不干他，不病也不干他”，即法螺已达到超越生死境界了，我们仔细地思考就知道：玄光这些问句还是在分别执著的境界中，所以法螺才用脚来踏玄光。“踏”是禅门常用来开示禅生的事，像棒打口喝一样，是禅家尤其是临济宗接引学人常用的施设。法螺用“踏”来直截玄光执著分别的根源。二月十九日夜晚法螺“乃以调御所传袭装，及写心偈付玄光，教其护持。又亲写偈，付景额、景徽、无际等诸大弟子”。[130]这就是法螺开示玄光，而不是阮郎所说“玄光帮法螺悟道”。而且，法螺曾三次悟道，第二次是“大悟”。至于玄光，虽年龄比法螺大30岁，学问比法螺深广，曾“及第”当官，对社会了解得很多，但都不具体记载他悟道的境界，由于《圣灯录》载明宗是玄光的得法弟子，以及他继承竹林禅派为第三祖，我们推论玄光是悟道者而不能说玄光启发法螺悟道、得法。

玄光跟竹林、法螺的风格不一样，竹林和法螺都是社会活动家，是佛教领袖。他们二人活动期间，竹林禅派发展特别快，入世精神广泛地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玄光却不一样，他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渊博的佛学教师，他不像竹林和法螺到处奔波地演讲、弘法度生。他只在佛教学校给僧众讲学，他虽是当时佛教最高领导者但不像是一位领导者，他活得比较潇洒，他的诗中能体现出这种风格，《地炉即事》中他写道：

煨余榾柮绝焚香，口答山童问短章。

手把吹筒和采萚，徒教人笑老僧忙。[131]

《泛舟》也体现这个意思：

小艇乘风泛渺茫，山青水绿又秋光。

数声渔笛芦花外，月落波心江满霜。[132]

玄光的诗歌大部分用来咏菊或描写自然景色，24首诗中，只有一首他写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哀俘虏》暴露他的伤感心和慈悲心：

刳血书成欲寄音，孤飞寒雁塞云深。

几家愁对今宵月，两处茫然一种心。[133]

玄光热爱自然风景，爱松、竹、梅等，但最喜爱还是菊花。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只有菊花才能使他的心温暖起来，他打坐以后，就观赏菊花开。对于玄光来说欣赏菊花也是一种坐禅，他观赏到他与菊花浑然融成一体，即主体与客体分不开。《菊花》中他写道：

花在中庭人在楼，焚香独坐自忘忧。

主人与物浑无竞，花向群芳出一头。[134]

《菊花》比较长，情节很动人，平易而又超脱，有禅意色彩，但最能体现玄光禅学思想的是《延佑寺》：

万缘不扰城遮俗，半点无忧眼放宽。

参透是非平等相，魔宫佛国好生观。[135]

意思是戒律是用来阻止烦恼深入人心的城墙，使心灵平静、清净，视野才能自然地高瞻远瞩。参禅透彻到“是”和“非”都是平等相，同一相的水平，即达到无分别境界，那时“魔”与“佛”、“烦恼”与“菩提”、“生”与“死”、“迷”与“悟”就没有什么差别与对立的了，即“平等观”或“忘二见”的认识，这明显是玄光禅学继承太宗和慧忠的禅学思想。

总之，玄光“继祖灯”成为竹林禅派第三祖，同时也是安子山门的第八代传承。玄光之后，竹林禅派不再传承了，又回到从前安子山门的传承，安心国师为第九代祖师，一直到最后无烦禅师，共有23代。玄光“继祖灯”在佛教开始衰弱的时代，他本人又不是佛教社会活动家，但他帮竹林撰佛学教科书，帮法螺弘扬佛法，他本人也在安子山开办学校，有时僧生达到1000多人，对当时佛教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诗很多，但现在只留下24首，每首的意思都很深奥，既有社会意义、文学色彩，又有禅学思想，所以学者们都认为玄光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跟竹林一样都给人留下一首用字喃写的赋，即《咏云烟寺赋》，比较长，字喃文学对研究越南文学有重要作用。陈明宗是他的得法弟子。

第七节 越南陈朝竹林禅派发展总观

陈朝（1225—1400）共有175年，其间越南禅宗发展达到顶峰。从李朝传来的禅宗各派，到陈朝又跟中国临济宗和陈朝的时代精神、文化背景等结合成为有越南特色的禅宗宗派，即竹林禅派。竹林、法螺、玄光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代祖师。陈太宗、慧忠虽不是竹林禅派的祖师，但他们的思想、作品已经奠定了竹林禅派诞生的理论基础。1334年玄光圆寂，1400年陈朝结束，这66年间禅宗情况如何呢？竹林禅派又有哪些特点？陈朝禅宗除了上边所提的五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外，其他人是如何存在与发展的，他们对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又有什么影响与贡献呢？下面我们对此做些介绍。

一 陈朝竹林禅派的其他著名禅师

陈中期出现的竹林禅派代表人物有五位著名的禅师：太宗、慧忠[136]、仁宗、法螺、玄光。据史书记载，他们的得法弟子都很多，如太宗、慧忠、仁宗、法螺都有30多位得法弟子，但史书却都未记载他们的生平事迹，只在《上士语录》《三祖实录》《祖家实录》《圣灯录》《大越史记全书》等书中提到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众所周知，《禅苑集英》共载70多位著名禅师，他们几乎都有生平事迹、悟道背景和《示寂偈》。而陈朝只记载这五位，我们认为原因可能有如下几方面：第一，也许当时佛教成为“统一佛教”、“一宗佛教”，所以史书只载教会的领袖人物，对其他的不太重视。实际上，这五位对当时社会与佛教贡献最突出，别人不能与之相比。第二，也许都有记载，但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而消失，连玄光的史料也失落。据《祖家实录》的附录部分载：“大明宣德年间（1426—1436），黄福尚书接得回明国……至嘉靖年间（1567—1573）苏川候使大明国，黄福四代玄孙黄承寄与苏川候将回。”《祖家实录》肯定丢失得很多，也被修改过，有些地方不合于史实，又被涂上了一种迷信的模糊色彩。陈朝竹林派不能在史书上记载，提名的著名禅师和出色佛子肯定很多，下面我们只能根据史书提名做一简单的介绍。

智远禅师，是慧忠的朋友，也许智远一心一意地翻译注释佛典，所以慧忠才写一首诗赠他，即《戏智远禅师看经写义》，载《上士语录》中：

墨为香饵笔为竿，学海风波理钓船。

珍重远公频下钓，会狞龙上是驴年。

纯一法师和僧田大师都跟慧忠同时代，《上士语录》中，慧忠送给他们每人一首七言诗。

抱璞国师是竹林的弟子，宗景国师是慧忠的得法弟子。竹林圆寂后，英宗赐他们国师号，他们经常跟竹林参学，同时帮助竹林创立竹林禅派，后抱璞到武宁山居住，宗景回到仙游山居住。1322年，法螺请他们到报恩寺给僧众教《四分律》，他们各写了一首《赞慧忠上士》诗，载《上士语录》中。

法鼓禅师、惠严禅师都是竹林的弟子，他们都有诗《赞慧忠》载《上士语录》中。

宝刹禅师是竹林最喜爱的大弟子，竹林圆寂时，宝刹在他身边，1311年法螺委托宝刹专门管理刻印《大藏经》。

智通禅师住持超类报恩寺，据《大越史记全书》和《三祖实录》载，仁宗落发出家那天，智通“燃臂”供养仁宗。仁宗创立竹林禅派时，他把报恩寺作为竹林禅派活动的大寺庙供养仁宗。竹林圆寂后，他到安子山“奉持舍利”，到明宗时（1314—1329）自焚。

圆禅师，《全越诗录》中明宗写过一首《东山寺》诗，称赞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禅师。

无山翁禅师（1286—1325）即司徒文惠王陈光朝，他是兴让王陈国颖的儿子，是兴道王陈国俊的孙子。陈英宗赐号曰文惠王，他是当时著名诗人，英宗命他做“入内司徒辅政”。据《大越史记全书》载，他36岁（1321）从法螺出家，40岁圆寂。据《三祖实录》载，出家之前，他把大量的土地和钱供养法螺铸佛像，共有1000尊，又出钱刻印5000部《四分律》，同时请法螺到安隆寺讲《华严经》。1323年，他与司徒威惠王请法螺到报恩寺授菩萨戒和灌顶法，作品有《菊堂遗稿》，被后人评为“潇洒可嘉”。

陈圣宗（1240—1290）1258年即位，在位21年，曾三次直接把元军打败。圣宗的皇后是慧忠的妹妹。他的佛学见解很深，据《上士语录》载，有一天，圣宗在禁宫内斋僧，请诸方名宿参与，同时请每位作偈以呈见解。上士便写道：“见解呈见解，似捏目作怪，捏目作怪了，明明常自在。”圣宗便接着写道：“明明常自在，亦捏目作怪，见怪不见怪，其怪悉自坏。”[137]通过此偈，我们可以知道圣宗的佛学水平。圣宗很重视宗杲《大慧语录》，曾写两首《读大慧语录感》诗。据《圣灯录》载，“圣宗皇帝得竹林大灯国师旨”，大灯国师是安子山门的第三代传承，慧忠曾写《颂圣宗道学》称赞他“圣学高明达古今”。1279年，圣宗当太上皇，到资福寺出家，自号曰无二上人。著有《遗后录》《箕袭录》《禅宗了悟歌》《放牛》等，现在都失落，只存七首诗，载《圣灯录》中。

陈英宗（1276—1320）是仁宗的长子，1293年即位，1314年当太上皇。他鼓励儒学，相信密教。竹林和法螺弘扬禅派期间得到他的支持，供养最大。竹林禅派之所以能够有很大发展是因为他的帮助。他刚打算出家就去世了。英宗得法于法螺。

明宗（1300—1357）是英宗的第四子，在位15年（1314—1329），29岁当太上皇（1329—1357）。《圣灯录》载“明宗得法于竹林玄光尊者”。他常吃素，读《易经》，鼓励儒学，曾跟法螺受在家菩萨戒，命法螺撰《参禅要旨》《仁王护国仪轨》，他支持法螺弘扬竹林禅派的事业，著有《明宗诗集》一卷，今已佚，只留下25首，零散地载在《大越史记全书》《全越诗录》《陈朝世谱行状》《越音诗集》等史书中。

览山国师（生卒年不详），任何史书都未载他的生平事迹，通过范仁卿[138]的《送览山国师还山》我们知道，览山国师在陈睿宗时（1372—1377）活动，诗曰：

出山几日更还山，为爱山居意自闲。

松院渚茶香漠漠，鹤泉洗钵水潺潺。

放开禅价高千古，发露诗名正一般。

归向岭云深处卧，暗时法雨洗人间。

通过此诗，我们又知道陈末期禅宗的情况。玄光圆寂后，儒教开始镇压佛教，竹林禅派的僧才们不能在城市活动了，只好回到深山隐居行道，很少下山，即儒家思想体系已经战胜了佛教思想体系，同时也说明，陈末期禅宗僧才不是没有，而是他们不出现，只在民间活动而已。

另外，明德真人住持仙吕寺[139]；德山禅师住持清风寺；王如法禅师是慧忠的弟子；碧风长老跟法螺同时代；鹜子禅师和宣珍公主、丽宝公主、玄珍公主等都出家……据《大南禅苑传灯录》载，安子山门共有23位祖师（包括竹林三祖在内），他们是①现光祖师；②圆证国师；③大灯国师；④逍遥禅师；⑤惠慧禅师；⑥仁宗祖师；⑦法螺祖师；⑧玄光祖师；⑨安心国师；⑩浮云国师（号静虑）；无著国师；国一国师；圆明国师；道惠祖师；圆悟祖师；总持祖师；桂探国师；山藤国师；香山大师；智容国师；慧光祖师；真注祖师；无烦大师。

学者们一般认为，此录所列出的禅师不太准确，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陈末期，从玄光圆寂之后（1334）只有60多年的时间，怎么能出现那么多在安子山住持的禅师呢？如果还延续到后黎朝（1400—1789），包括胡朝在内（1400—1407）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后黎朝是儒教独尊时期，黎朝肯定不会把桂探、山藤、智容封为国师，因为国师名号只有朝廷才能赐封。但无论如何这些再次说明竹林禅派解体后，禅师们又回到原来的山门、祖庭生活隐修。

二 中国禅师在越南陈朝的活动与其影响

陈朝有四位中国禅师到越南，即逍遥、天封、德诚、无方长老。无方长老法号智慧，据《三祖实录》载，1318年，无方从中国湖南省到越南，英宗命法螺接待无方长老。

逍遥禅师是应王居士[140]的嗣法弟子，慧忠是逍遥的嗣法弟子。

德诚禅师于太宗时（1226—1258）到越南，他曾跟太宗参问，两人参问的内容载在《圣灯录》《课虚录》（即《语录问答门下》）中，意蕴深刻，禅风高俊，显露真如本性平等一如：“人人本自人人具，个个元来个个圆。”只不过两人对真如本性的认识有差异：“春雨无高下，花枝有短长。”这次参问，德诚两次“礼拜无语”。释福山的《陈朝禅学》中据此认为他是太宗的学生。《越南佛教史论》中阮郎认为他们俩是道友的关系。我们认为阮郎的说法有道理，因为宋德诚的禅学已经很深广了，不次于太宗。《语录问答门下》中没有说德诚得旨于太宗的地方，至于“礼拜无语”只是表示敬意而不表示得旨的意思。而且，太宗在宫中建资福寺主要“延请高座住持，以便参问”或“万机余暇，聚会奢德参问”。德诚也许是太宗“聚会誉宿参问”中之一，所以德诚是太宗的道友。

宋朝禅师到越南最有影响的就是天封禅师，天封也在太宗时期来越，太宗请他到宫中左厓殿参问禅旨。太宗有两次悟道，第一次“常读《金刚经》至于‘应无住而生其心’之句，方尔废卷长叹间，豁然自悟”[141]，这次是自悟。《圣灯录》载：“陈朝太宗皇帝得宋僧天封禅师旨”，天封禅师又是中国临济宗的悟道人，因此，太宗的禅学受临济宗禅学的浓厚影响。太宗常用临济宗的“三要三玄”、“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棒喝”等来接引学人，他最常用“无位真人”这个禅宗公案来说明禅超越一切修行阶位、摆脱一切尘染妄执的认识。慧忠、仁宗都受临济禅学的影响，可以说竹林禅派是李朝三大禅派[142]、中国临济宗和越南文化交流结合的成果，成为越南禅宗的特色。

三 净土信仰和密教对竹林禅派的影响

上文提到越南佛教有一个特点是，只有禅宗是独立存在的宗派，其他的只是一种影响而已。这是为什么呢？是否南宗禅都在中国南方传禅，所以越南受到它的影响？是否越南人的性格跟禅宗有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断定。

净土信仰在李朝已经出现了，黄金寺[143]和佛迹寺[144]中都事奉阿弥陀佛像，净力禅师（1112—1175）提出“心口念佛”。到陈朝，太宗、慧忠、仁宗等作品都受到净土宗的影响。《课虚录》中，太宗专门写《念佛论》一篇，他虽说“往生佛国”但强调发起正念，消除三业：“夫念佛者，由心所起，心起于善则为善念，心起于恶，则为恶念。”他把人的认识分成三种：上智、中智、下智：“上智者，心即是佛，不假添修……中智者，必藉念佛，注意精勤……下智者，口勤念佛语，心欲见佛相，身愿生佛国……三者深浅不同，所得一也。”[145]太宗之所以把人的认识分为三种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性根分别”即人的认识能力不同。对于“上智者”，“心即是佛”即主体念和对象念是统一的，这与禅宗所提出的“即心是佛”或“即心即佛”核心理论相同，属顿悟禅，这是说禅宗和净土宗的最高觉悟境界没有差别，说明太宗主张融合禅、净或禅化净土。慧忠认为阿弥陀佛是人的本心、法身。《示修西方辈》中他写道：

内心弥陀紫磨躯，东西南北法身周。

长空只见孤轮月，刹海澄澄夜漫秋。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禅定的境界，竹林认为“净土是清净心，用不着到西方寻找，弥陀佛就是光明照耀的本性，也用不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寻找”[146]。《禅道要学》中竹林还采用集体念佛的方法。《念佛论》太宗提出永明延寿禅师（904—975）属法眼禅派，他主张在禅门中采用念佛念咒的方法，永明延寿圆寂后，法眼派衰落，净土宗大力发展，也许太宗受延寿所撰的《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等作品的影响。

密教很早就传到越南了，在北属时期和丁朝、前黎朝、李朝就很兴盛，但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三大禅派都受到密教的深刻影响，但有一个独特之处是禅师们使用密教信仰来维护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安乐，他们使用密教来推翻暴虐的前黎朝，拥护李公蕴当上国王，创建李朝，给人民带来200多年的幸福，这件事跟其他国家禅宗受密教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是越南禅宗的一个特点。到李中期密教过分发展，有些人利用密教来迷惑民众，于佛教的威望有害。但到李末陈初，密教对禅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太宗、慧忠、仁宗的作品中找不出密教因素。《越南佛教史论》中阮郎认为：“在太宗和慧忠的影响下，所以密教不再影响（禅宗）。”我们认为阮郎的说法不全面，据《禅苑集英》载，毗尼多流支派从本寂到最后一代依山，无言通派从广严之后，他们的思想就不再受密教的影响，无须等到陈初期。也许李朝末期禅师们意识到密教泛滥流传对禅宗的发展和威望是不利的，所以他们自觉取消密教因素。而且，毗尼多流支派受到无言通派的影响，而无言通派又很少受到密教的影响。到陈末期密教又恢复起来，英宗、法螺、明宗、玄光等都受到密教的影响。其原因有三：第一，印度僧来到越南。据《大越史记全书》载，1311年，印度僧瑜祇婆蓝跟他的女儿两次来越。“容貌苍古，自言三百余岁，能跏趺浮水上，又能缩五脏于胸膈间，令腹中枵然虚空……止食硫黄密芥齑……”此次英宗选他的女儿入宫做宫女。同年，“有胡僧名菩提室里来，亦能浮水，偃卧而浮，与瑜祇不同”。据《三祖实录》载，1318年，法螺“奉诏讨梵僧般底多乌吒室利译出《白伞盖神咒经》。第二，当时中国佛教受密教的深刻影响。1318年，中国湖南无方长老来越，也许他也受到密教的影响。第三，本地密教遇到良好的机会蓬勃发展起来，法螺曾撰《金刚场陀罗尼经科注》。英宗、明宗、文惠王、威惠王等朝廷贵族都请法螺授灌顶法。玄光举行斋坛都使用密咒。而且，越南民间信仰很重视方术信仰，跟密教的符咒、法术有关。这都说明到陈末期密教成为普遍现象。使佛教向全国发展和使佛教失去威望都是密教，问题是，禅师们能不能认识、运用并指导它在社会与佛教上的发展。

四 竹林禅派的禅教一致和三教融合

禅教一致和三教融合是中国唐代宗密（781—841）提出的基本理论，他“所撰《禅源诸诠集》以心学为基础，广论禅教合一；又著《华严原人论》，鼓吹儒释调和。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分流的文化形态，至此有了重整合流的新趋向。禅宗既是禅教融会的主体，又是三教合流的佛教代表”。[147]
传统禅宗常以坐禅、参究话头为主要任务，但越南禅宗几乎没有遵守过这个原则，据《禅苑集英》载，清辨和他的师父崇业“常以《金刚经》为业”。清辨曾经连续八年诵《金刚经》但不了经义，来请崇业讲解，后了经义。这说明崇业用《金刚经》来给清辨讲学。到李末期为止，禅师们常用来讲习、研究、传禅的经典是《金刚经》《百论》《法华经》《楞伽经》《楞严经》《华严经》《般若经》《雪窦语录》等经，陈朝继承李朝又加上《临济录》《大慧语录》《传灯录》《四分律》，强调《金刚经》《华严经》。太宗自读《金刚经》得悟，法螺曾九次讲《华严经》，玄光在安子山开办学校给1000多人上课，也许他用上边所提的经、论、律、语录以及太宗、慧忠、仁宗、法螺所撰的如《法华经科疏》《楞伽经科疏》《般若心经科疏》《金刚场陀罗尼科疏》《课虚录》《上士语录》等作为教科书。玄光所撰的书如《诸品经》《释科教》肯定也被用来作教科书。众所周知，公元3世纪，越南早期禅学康僧会曾编译《六度集经》，此经是从很多经典中编译出来的，证明康僧会曾研究过很多经典。而且，越南禅宗从来没有排斥过经典，从来没有发生过“尊教抑禅”或“尊禅抑教”的现象。也许越南佛教只有禅宗是独立存在、最为发展的宗派，所以用经典来作为禅的理论，到陈朝竹林禅派“禅教”更为“一致”。总之，禅教一致是越南禅宗从古至今的一个特点，三教融合也是陈朝竹林禅派的一个明显特点。实际上，越南佛教和道教经常相互融合，未曾发生过任何冲突。三教传到越南都很早，自北属时期到李朝，共有1000多年的历史，儒教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名儒几乎没有。1070年，李圣宗在河内建文庙国子监，开学校，进行考试选择人才入宫做官，从此有一些名儒出现，但影响力也很微弱。到李末陈初，朝廷多次组织“三教考试”，说明朝廷主张作为一个官员应该了解三教的教理，另一个意思又说明当时三教在社会上是平起平坐的，三教融合到陈朝比较明显，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太宗、慧忠和仁宗的作品中。太宗不但意识到三教在社会上的职能与作用，而且还大力证明三教的共同点，他说：“释迎文佛入于雪山，端坐六年，身心自若。子萦[148]隐几而坐，形如枯木，心似死灰。颜回[149]坐忘，堕肢体，黜聪明。”[150]因此太宗总结道：“此占者三教圣贤，曾以坐定而成就者。”[151]这里“坐定”即禅的境界，《普劝发菩提心》中太宗还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52]。“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153]。《戒杀生文》中他说：“儒典施仁布德，道经爱物好生，佛惟戒杀是持，汝意遵行，勿犯。”据《大越史记全书》载：1227年、1247年太宗组织“三教考试”。慧忠、仁宗、法螺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引用儒教和道教的典故来解释禅理，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三皇五帝”等，这些都说明了陈朝竹林禅派三教融合的主张，太宗还说，“未明人妄分三教，了得底同悟一心”[154]，即三教只是一种帮众生解脱的方便，目的是“悟一心”。这也许体现出“帝王禅”的一个特征。

五 竹林禅派的入世精神与其作用

禅宗传到越南不久，就被越南文化同化，成为具有越南特色的禅宗。北属末期，为了民族的独立，禅师们用自己的佛教威望与本地信仰结合成为一种以禅宗为主的“综合信仰”，促进解放民族的运动，如定空（？—808）、罗贵安（生卒年不详）、法顺（？—990）等。特别是在改朝换代的运动中，因为采取了这种“综合信仰”，所以没有发生任何骨肉相残或新朝杀害旧朝官员的现象，给人民、民族带来新的气象，其代表者有万行（？—1018）、匡越（933—1011）、多宝（生卒年不详）、法顺（？—990）等禅师，但此时他们只是自发自觉做应该做的事，还没有成为一种理论性的主张，而且，越南特色也比较淡薄，到李末陈初才慢慢成为一种有理论的思想。常照（？—1203）提出“随俗”观点，圆证和太宗提出“天下之心”观点，特别是慧忠强调“和光同尘”思想，成为有理论、可操作的入世精神。竹林、法螺、玄光、英宗、明宗都是实施此精神的代表人物。竹林禅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入世精神，即为佛教、为国家、为民族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学者们都认为陈朝是越南史上和越南佛教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是佛教的黄金时代。这个说法是很准确的。

越南禅宗的入世精神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跟中国禅宗不一样。李朝禅师参政很多，到陈朝政治界参禅学佛更多，这是为什么呢？李朝君臣们的学问一般都不深广，他们既是国王又是佛教徒。当时儒教还没有发展，人民又相信佛教，他们势必依靠佛教的威望来管理国家，同时禅师们也意识到应该利用佛教把国家事务管理好，使人民幸福，这也是佛教的度生任务。到陈朝情况就不一样了，皇帝们都是佛教徒，他们的学问非常深广，不但通晓儒教和道教，有管理好国家的本领，而且对佛理更加精通。

太宗的形象很特别，1257年他直接率领军队把强大的蒙古军打败，成为越南民族英雄。如果光看他写的《课虚录》，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位“一日六时”上大殿拜佛忏悔的大法师；如果光看他所写的《普说向上一路》《语录问答门下》《拈偈颂》等我们又会认为他是一位正在给禅生开示禅旨的悟道禅师。可以说，太宗的禅师形象多于他的国王形象。此精神从哪里来的？当然他自身本有这种自立自强的风格和自信、信佛的品德，再加上他从安子山圆证国师学佛，这些都强化了他的禅师形象。太宗18岁时曾到安子山向圆证申请出家，圆证对他说：“山本无佛，惟存乎心，心寂而知，是名真佛。”圆证劝太宗回去继续当皇帝时说：“凡为人君者，以天下之欲为欲，以天下之心为心。”这句话中看不出圆证是一位著名禅师，倒像是国王的政治顾问。

太宗有30多位得法弟子。跟陈朝君臣一样，慧忠是一位著名将军，曾三次直接率领军队打败元军，成为民族英雄。胜利后“功成弗居”，回到自己的封邑继续学佛、参禅、授徒，得法弟子也有30多位，其中最著名的是陈仁宗。跟太宗一样，慧忠很早就跟逍遥习禅得旨了。他的作品《上士语录》对研究陈朝竹林禅学很有价值，其中他还提出“和光同尘”的著名思想，是竹林禅派入世精神的基本理论。对于慧忠来说，其禅师形象超越将军形象。圣宗很早就跟大灯国师参禅得旨。英宗、明宗得法于法螺和玄光，都对竹林禅派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他们来说，是施主形象超越国王形象。至于仁宗，其“世道两全”、“僧俗一体”的形象更加著名了。他在位时，得法于慧忠，也曾两次打败元军。当太上皇期间，他边培训英宗，边为自己出家做准备。因此，出家后，他就成为当时佛教界的最高领袖，创立竹林禅派，给越南佛教带来新的面貌。他还培训出两位著名禅师：法螺和玄光，是竹林禅派的实现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竹林禅派的特点。

第一，禅师与国王的身份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脱龙袍，落发，穿上了僧服，就成为著名禅师、佛教领袖，给佛教与民族、政治与文化再一次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太宗、圣宗、慧忠和仁宗都在年轻时已经悟道得法了，但一有敌人来他们就上马杀敌立功。即他们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不固执佛律。战胜后，又继续修佛习禅，此时英雄形象超越禅师形象，特别是仁宗出家修“十二头陀行”。国王出家，尤其是对国家民族有很大功劳的陈仁宗出家，肯定激起全国人民与佛教界的崇敬和仰望。出家后，仁宗到处劝民消除淫祠，教民实行十善，又到占城国跟国王制旻建立占越两国和平共处的关系，这些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吴时任[155]（1746—1803）认为：“安子山是越南东北方最高的一座山，仁宗从那可以看到东海和中国广东，有什么动静可以先知道，对防御国家有利。”我们认为，吴时任的说法不全面。如果只有防御的意义，仁宗用不着出家，只要派几个军人到那里，不但完全可以代替他，而且还会比他做得更好。如果仁宗不是真心出家，而只利用佛教为朝廷服务，那么他做皇帝一样可以支持佛教的发展，还能够使佛教为国家服务。陈朝初中期皇帝们一般都在35岁左右就当太上皇（明宗是29岁），这在历史上是很难得的事情。如果他们不是佛教徒，不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太宗把王位看成“旧鞋子”，随时可以脱下扔掉，所以人们常把仁宗称为“佛皇”、“觉皇”，即“佛事”和“王事”一样，做好“佛事”即做好“王事”。慧忠曾提出“凡圣不易”、“迷悟不二”、“生死闲而已”的主张，不知仁宗是否继承了这个主张，从而把“王事”与“佛事”看成一个统一性的认识。所以陈初中期，朝中从未发生过任何篡位的情况，政治非常稳定。但到陈末期，情况不一样了，儒教发展，发生过逼退让位和篡位的现象，人民也开始遭受苦难。

第三，可以说，陈朝佛教主要是“入世间佛”或佛教化世间。陈朝主要政治家参禅入道，很少有禅师参政。“国师”名号只是名誉上的封号，不能代表权力和职务，皇帝们在位时也参禅学佛，让位后，或出家或在家都以弘道参禅为主，是否他们意识到佛位比王位要高呢？有不少人认为他们把王位让给儿子或弟弟，跟他们当皇帝有什么不同呢？这意见也很片面，世界上发生过不少为了王位而父子、兄弟相残的现象。1337年，陈柳[156]起兵作乱的事件，如果不是太宗肯定发生骨肉相残的事情了。

第四，国王与禅师的关系是互为师弟的关系。太宗参问于圆证国师，得法于中国大封禅师。圣宗得法于大灯国师，慧中得法于逍遥禅师，英宗得法于法螺，明宗得法于玄光，他们都是禅师的得法弟子。但太宗、慧忠每位都有30多位得法弟子，主要是出家人，其中就有仁宗。对仁宗来说：“世道不二”、“僧俗一体”、“王佛不异”，即不分别世事与佛事、出家与在家，都是“同一相”、“同一体”。他本人有两个身份：国王和禅师，《居尘乐道》中他认为，“只有在这个世俗世界才真正地认识真理”，此精神继承自太宗和慧忠，善会（？—901）问云峰（？—957）关于“生死”之理，云峰答：“趁生死中会取始得。”[157]长原（1110—1165）主张“在光在尘，常离光尘”[158]。由于他们用“僧俗一体”、“帝佛一相”的看法来看待事物、认识真理，所以成为陈朝的综合力量，既“超凡脱俗”又“在尘离尘”。此力量充分体现出当时社会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很稳定且有充分发展。

在文化方面，竹林禅派对社会与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即自由气氛和包容精神。一般来说，佛教不但不反抗儒教与道教的发展，反而还鼓励儒教自由发展。太宗曾说：“知我佛之教，又假先圣人以传于世也。今朕焉可不以先圣之任为己之任，我佛之教为己之教哉！”[159]1253年，太宗在京师立国学院，造周公、孔子、孟子像画七十二先贤像奉事。从1232年起，每隔几年又组织考试选贤入宫做官，多次进行“三教考试”，这说明当时教育事业还是三教综合的性质，主要以实际知识为本。由于朝廷实现“礼贤下士”的方针，所以涌现出很多人才，使当时文化得到蓬勃发展。《见闻小录》中黎贵敦曾评价：“陈朝士大夫品行清戒高洁，像西汉那样的君子品格，寻常人不能相比。因为陈朝宽容地礼贤下士，所以当时英豪俊杰超越流俗之外，流传青史。对天地神灵不感到惭愧，后世岂能达到？”

正因为陈朝文化有包容、温和的性质，所以君臣和民众同心协力建立起强大的越国，能抵抗敌人。陈朝文学灿烂地反照佛教慈爱、和睦、团结的精神，此精神不是怯弱、厌世的而是自立、自强、进取的精神，而且还体现出民族与时代的豪气。陈仁宗的《君须记》写道：

会稽旧事君须记，欢演犹存十万兵。

陈光启（1241—1294）的《从驾还京师》写道：

夺槊章阳渡，拎胡咸子关。

太平须致力，万古此江山。

字喃是越南古字，很早就在寺庙出现，但到陈朝才形成字喃文学，现存三部最早的字喃作品是竹林的《居尘乐道赋》《得趣林泉成道歌》和玄光的《咏云烟寺赋》。每首篇幅都很长，内容都以佛教哲学、禅宗修习方法为主，《咏云烟寺赋》还描写云烟寺的风景，其结构完整，文辞精美，对研究越南佛学、文学、古文字学有重要作用。

“陈朝文化是以佛教禅宗思想为骨髓的独立文化。”[160]14世纪下半叶范师孟、黎括等著名儒家对陈裕宗（1341—1357年在位）提出要求：把当时的服装、礼乐等文化风俗生活改为中国宋朝的文化体制，裕宗不同意，他认为：“国家自有成宪，南北各异，若听白面书生求售之计，则乱生矣。”[161]1370年他们再次要求，陈裕宗说：“先朝立国，自有法度，不遵宗制，盖以南北各帝其国，不相袭也。大治间（1358—1369）白面书生用事，不达立法，微意乃举祖宗旧法，恰向北俗上安排，若衣服乐章之类，不可枚举，故初政一遵开泰（明宗年号，1324—1329）年间例。”[162]陈末期竹林禅派虽然衰弱，但其影响还相当大。这些都说明当时佛教为主维持文化的独立，但儒教希望借鉴宋朝文化。此时，儒家开始攻击佛教。

在政治方面，太宗、慧忠、英宗、明宗等虽不出家，但他们都是在家佛子。人们常把他们称为“在家禅师”，这都是合理的，他们都有两个身份：一是国王或将军，二是禅师。这两个身份相互交错，几乎分不开，所以说陈朝竹林禅派直接参政、直接管理社会、直接杀敌立功都有道理，因为他们都是悟道禅师了。而且佛教的结构共有七众[163]，他们是其中一众，所以说，陈初中期，佛教对政治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越南竹林禅派特有的特点。

由于国王们都是佛教徒，所以他们管理国家采取平易、亲民、民主而有文化特色的政策。1310年，英宗组织迎接仁宗的舍利回归德陵，暂时安在京师延贤殿。官僚民众都能自由进宫观看，一时人聚集很多，朝廷便派人演奏“龙吟曲”，民众很快地解散去听，这样一来便秩序井然。1284年元军来犯，仁宗组织延洪会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了一个故事：太宗赐左右吃芒果，巨陀不能参与。元军来时，巨陀乘轻船躲避，到黄江，遇到皇太子逆流巡案，官军问元军何在？巨陀答：不知道，你们应该问能吃芒果的人。皇太子请太宗罚他极刑，以惩戒臣子不忠，太宗说：“巨陀罪甘赤族。然古者有羊斟不预羊肉，致败师，巨陀之事，予之过也，免死，许捉贼赎罪。”当时，元军一来，朝中有些人写投降疏，元军败后，有人发现一个箱子，里面有他们的投降疏，朝臣请治罪，但圣宗认为责罪小人无益，便派人烧掉，以安民心。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这些都说明：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君臣们在政治上采取宽容、民主、亲民的措施，体现佛教的慈悲精神。竹林出家的事件，除了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之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为了佛教的发展、国家的安定，他还使用佛教的威望来维护朝廷，使全国人民团结在朝廷周围，又运用朝廷的声势来支持佛教，使佛教全面地向全国发展，竹林禅派成为维护朝廷的强大佛教力量。此力量很早就有了，但直到陈朝竹林禅派的成立才达到顶峰。此力量离不开民族利益，其与民族文化自然地结合起来，成为民族精神，即爱国精神，此精神以后虽多年被儒教、天主教压制，但佛教仍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宗教，仍是广大人民的信仰。

六 竹林禅派发展和解体的主要原因

（一）竹林禅派发展的原因

到陈朝为止，佛教出现在越南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竹林禅派的成立代表了越南佛教的特色：入世佛教。“竹林思想是世间与佛法、入世与出世的体现。因此竹林禅学是民族禅学，一方面不断修炼达到人的最高解脱觉悟，另一方面不断为民族、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164]陈朝佛教是“向内”、“辨心”、“回自家”的佛教，竹林曾说：“家中有宝休寻觅。”“竹林佛教的力量是内力、内心的力量。”[165]这个“内力”、“内心”是什么？是当时越南社会和佛教的动力，也是陈朝禅宗发展的主要原因。此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时社会需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强大的国家，能够抵抗外侵，保护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安全。李朝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退步，陈朝取代李朝后，为了集中全国的所有力量，使陈朝成为强大的国家，其便以佛教作为联合全民族的中心点，竹林禅派因此得以成立。“竹林佛教的创立，仁宗不但希望佛教成为陈王朝与人民的桥梁，而且还希望成为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最好方便。”[166]一旦佛教做好团结和桥梁的工作，那就等于默认它在社会上的位置与影响，这就是竹林禅派成立的客观条件。

第二，陈朝采用“亲民”、“宽容”政策，鼓励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卫国和建国事业。“亲民”政策使陈王朝与广大人民更加亲近，人民也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命运的责任。而且，佛教已经成为“团结的中心”，成为陈王朝和人民的“桥梁”，所以广大群众理所当然有推动佛教发展的责任。

第三，竹林佛教是入世佛教，是大家的佛教，它不限制是僧还是俗，不限制是在寺还是在家修习，只要能够“辨心”、“自到家”、“见性”就可以了。在尘俗、在深山都能“乐道”；在宫中、在战场上都能定心，都能“心寂而知”。这一思想使禅宗扩张了路径，它既有深妙的教旨使一些拥有高深认识的人能够马上体会，又有简单的修行方式，能够使广大人民都参加，成为竹林禅派的强大力量。“入世佛教”即佛教为人民在社会生活和心灵生活上服务，这些力量对建设国家和发展佛教都有帮助。

第四，竹林禅派的经济力量。据史书记载陈朝收税很少，这个政策使私人经济得到发展。根据《三祖实录》《大越史记全书》等书所载，学者们进行过统计，竹林禅派的土地很多，只琼林一寺就有2760亩地[167]，其中英宗供养1000多亩地和1000多个奴仆，其他由君臣贵族供养。报恩寺、神光寺、永严寺等的土地都很多。出家人不经营农业，都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派人来帮寺庙管理。英宗派当时著名儒家张汉超（？—1354）到琼林寺管理。当然利息都用于佛事。但寺院的经济又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势力，不像中国、印度等国家形成地主僧侣阶层。寺院经济发展使得佛教在社会上位置稳固并得到尊重，对广大群众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意见是决定性的。

上述四点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越南禅宗的自身运动、自身发展。佛教在越南流传、弘化，与越南文化共同影响、互相发展，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产生新的结果，竹林禅派就是越南佛教在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结果，此禅派继承中国佛教、印度佛教、越南文化，在漫长的时间内互相交流、酝酿与发展，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皇帝得旨、将军得法、君臣受戒、民众皈依、国王出家、贵族供养、僧尼讲经、朝廷听法，这都是越南“帝王禅”的特征，都是竹林禅派在弘法事业中的成果，同时也是越南佛教的成果。君臣参与禅宗传法传祖位的现象，不但肯定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对佛教将来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鼓励。

（二）解体的原因

竹林禅派解体的原因当然很多，上述的五个是其发展原因。但如果不继续保持其发展的态势，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同时又会成为其衰弱解体的原因，比如：竹林禅派的经济势力很强，不少人为了解决经济困难的问题而出家，竹林禅派的内部从此分化。又如：竹林禅派得到当时君臣们和贵族阶级大力支持，政治威信与社会地位都很高，陈末期开始，儒教的发展在社会上占首位，名儒出现很多，他们对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影响很大，儒学家认为佛教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是他们应该享有的地位，因此产生妒忌，开始反对佛教。《越南佛教史论》阮郎认为：由于玄光“继祖宗”的年龄太大了（77岁），他是诗人，有诗人的性格，又曾20多年在朝廷里做官，对朝廷各个方面都很了解，所以他不想跟朝廷君臣打交道。也或许是竹林禅派过分依赖王朝和贵族阶级，所以一旦得不到他们的维护，就会自然解体，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还认为，竹林禅派发展到极点，势必要衰弱，这是自然规律。《陈朝禅学》释清慈的解释跟阮郎的解释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这些原因都有道理，但都不是直接原因，根据不足。对于竹林禅派衰弱和解体的原因，应该强调如下几点。

第一，竹林禅派只考虑到大力发展而不考虑到巩固禅派。如果他们边扩大竹林禅派在社会上的威望与声势，边对内部进行巩固，开办学校、培训僧才，遇到不良环境还能够抵抗，那么即使发展到极点必然要衰弱解体是自然规律，也不一定会一蹶不振。

第二，思想体系的争执（主要儒与佛）。李朝儒教虽然出现了，但名儒很少，所以李朝帝王们以佛教思想体系为主。到李末陈初儒教与佛教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但还是以佛教为上。陈初中期帝王们都是佛教徒，他们不但懂得儒教的思想，而且还对佛学特别是禅学更加了解。他们意识到当时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不得不选择佛教作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到陈末期，儒教势力更加扩大，能够控制社会的思想潮流，甚至控制朝廷。陈末儒家多次逼皇帝让位。1400年，胡季律逼陈少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陈末期帝王们一方面不是佛教徒，另一方面为了巩固朝廷和自己的地位，他们不得不大力维护儒教的发展，因此儒教成为当时的思想体系。儒教得到重用后，竹林禅派彻底解体。这里说的“解体”只是在形式组织上的解体，但其思想力量也明显衰弱，特别到后黎朝即“儒教独尊”时期更不用说了。佛教又回到从前的禅宗修习形式。

第三，自身衰弱、自身解体是最重要的原因。此原因在《三祖实录》中有充分体现。法螺批判当时僧人的品行，只是“口说出家，心行世事，自作教他，心无惭愧”。或批判师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执著，贪名求利而已，“区区执为师弟，不能解舍，无缚求缚，非缠却就缠，只因贪求利养”。《要明学术》中法螺提出“择友法”有两种：“不可亲近”和“可亲近”。“不可亲近”中，他又把僧分为四种即“四痴：一贪僧，二恶僧，二虚妄僧，四不信心僧”。把师分为“四过”和“四正”。“四过师”包括：“一邪师，二外道师，三嫉妒师，四小心师”。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佛教出现很复杂、以利养为主的现象了。僧不成僧，连师都不成师，所以法螺才提出“择友法”。当时还有一种假仁假义、假修行人：“今学道者未闻道，自称修道，修何道乎？古德云：‘食得数茎菜，称道祖师斋。’又云：‘如牛终身食草，何曾成佛耶？’”这种是犯“大妄语罪”。最后他说：“魔强法弱道何孤。”这些都说明竹林禅派在最盛行的时期已经出现衰弱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使竹林禅派解体的主要原因。所以儒家们才借口批判：“释迦老子以三空证道、灭后末时，少奉佛教蛊惑众生，天下五分，僧刹居其一。废灭彝伦，虚费财宝，鱼鱼而游，虫虫而从，其不为妖魅奸宄者几希。彼其所谓恶恶可。”[168]张汉超这些批判佛教徒的话更加说明当时佛教的情况。从此儒家们竞相对佛教大力打击，佛教由此失去了原来的威望，给儒教让座，佛教开始在“独尊儒教”时期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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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陈朝之后越南禅宗（从15世纪到20世纪中叶）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佛教情况

1400年，胡季涂篡陈朝之位，建立胡朝。1406年，明朝以恢复陈朝为借口，讨伐胡朝，从此，越南沦陷属明时期。1418年，黎利起义，经过10年的战争，终于获得胜利。1428年，黎利建立黎朝，史称后黎朝（简称黎朝），黎朝建立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得到很大发展。在文化思想方面黎朝不想重复陈朝以佛教为思想体系，黎廷用儒教思想来治理国家，此时名儒出现颇多，史称“儒教独尊”时期。但此时期只维持了一百年左右（1428—1527）。1527年，莫登庸篡黎朝之位，自称为帝。一些反对他的官员逃到清化一带，并在此另建政权与莫氏对抗。从此越南国土分成两部，清化以北由莫登庸统治，清化以南由黎朝旧臣阮淦为主管理，史称“南北朝”时期（1527—1592）。在北朝，1545年，郑检掌握朝廷所有兵权。1592年，郑松灭莫氏收复升龙京城，建立郑氏皇朝，仍然立黎世宗为帝，自称王，史称郑阮纷争时期。直到1788年，越南近三百年时间都处于分裂状况，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受到极大影响。但这段时间南北两朝都有特别的事件发生。为了争取更多老百姓的拥护，南北朝诸王都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先是利用，后来是诚心诚意地成为佛教徒。有的还成为禅宗的传承人，因此，佛教得到发展，佛教史称这一时期为佛教复兴时期，以竹林禅派的复兴为主。这说明，竹林禅派到此时虽然在政治上失去了它本有的地位，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最有影响的宗派，一遇到良好的机会它就复兴起来。1788年，阮惠把南北两朝的政府完全推翻，自称帝，建西山朝（1788—1802），定都富春[1]城。1789年又在河内打败20万来犯清军，成为越南民族的布衣英雄。西山朝虽然只存在了14年的时间，但佛教也获得有发展，据统计，很多大钟都是在此时铸造的，很多大寺院也是在此时建造的。西山朝还有一个特别的作品：《竹林宗旨元声》，作者吴时任。吴时任（1746—1803）是当时著名学者，著名儒家，《竹林宗旨元声》是儒佛综合的独特作品。它的儒以宋明理学为主，它的佛以竹林禅为主，这说明当时知识分子仰望禅宗，想把竹林禅派复兴起来，同时也说明儒佛同行是越南佛教的一个特点。

1802年，原来是南朝的阮王被西山朝打败，跑到法国乞援，回来又把西山朝打败，建立阮朝（1802—1945）。但阮朝不像以前的李朝、陈朝、黎朝那样有威望，他是向外乞援，回来把当时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朝代消灭，他不敢在河内定都，只好回到顺化。在此情况下，为了管理好国家，阮朝不得不采用严厉的儒教学说来治理，因此儒教便获独尊地位，史称儒教再独尊时期。在历史、社会的变动中，其他的宗教由此也受到极大的打击与影响。此次受打击的主要是天主教，有时阮朝下令禁止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佛教虽受一定的影响，但在阮初期还在发展。我们把这段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来介绍佛教和禅宗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和影响：佛教在儒教独尊时期（1428—1527）；佛教复兴时期（1527—1802）；佛教在儒教再独尊时期（1802—1945）；佛教在越南独立时期（1945年至今）。

一 佛教在儒教独尊时期（1428—1527）

（一）社会背景与佛教情况

众所周知，儒、佛、道三教很早就传到越南了，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儒教在越南没有起多大作用。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到吴、丁、黎（前黎）、李、陈，经一千五百多年，“越南学术主要由佛教界掌握和起作用”[2]。前黎朝、李朝诸帝多次派使者到中国请《大藏经》，陈朝英宗又进行编刻《陈大藏经》。1070年，李圣宗开始建立文庙国子监。1075年，李仁宗组织“三场考试”选择“明博学”入朝做官，这件事意味着儒教在社会上开始站住脚并起作用。李陈时期，朝廷又多次组织“三教考试”选择对三教精通的人入宫做官。这事也表明当时三教的地位与其影响，但还是以佛教为主。李朝八位皇帝中，圣宗、英宗、高宗三位是草堂派的传承人；太宗是无言通派的传承人；惠宗出家，其余都是佛教徒。陈初五位最著名的皇帝都是佛教徒，其中陈圣宗、陈仁宗出家，陈太宗、陈英宗、陈明宗在家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他们的作品都属佛教的领域，如陈太宗的《课虚录》，慧忠的《上士语录》，仁宗的《师弟问答》《居尘乐道赋》等，这些都说明李陈时期佛教在政治、社会、文化上的地位比儒教要高。

自从胡季津篡陈朝的皇位之后（1400—1406），特别是抗明结束后（1428），黎朝把儒教作为当时的思想主流，独尊儒教，忽视佛教在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陈朝建立的竹林禅派从此不传。越南思想进入新的阶段，即以儒教为主的思想阶段。黎太祖（1428—1433年在位）即位后，1429年，对僧、道举行考试，“中试者听为僧、道，不中者勒令还俗”[3]。从1442年起，黎朝多次举行“三场考试”，“开进士科试，及第者都得题名竖碑……进士刻名于文庙之碑，自此始”。[4]
越南思想自古以来主要以儒、佛、道三教结合为主，佛教与道教长期融合，主要是儒、佛的关系。有时儒攻击佛教，如李末期、陈末期、黎初期；有时儒教占独尊地位；有时佛教占国教地位，如丁、黎（前黎）、李、陈时期。儒教一开始占独尊地位就攻击佛教。相反，佛教占国教地位之后，不但不攻击儒教，反而对儒教采取宽容态度，使儒教同样发展，如李、陈、黎中期、阮等朝。但儒攻击佛的时间很短，数次也不多。攻击佛教，对佛教来说也是一种补充，可以增加其弘法的经验。所以说越南思想仍然以儒、佛、道三教一致为主，此思想源于公元二三世纪牟子和康僧会时期。至于越南佛教思想，以禅、净、密三教同修为主要内容，有时分不开，但还是以禅宗为主。到黎初儒教独尊时期，禅宗在政治、社会、文化上完全失去它的地位，只好回到民间活动，此时佛教活动内容主要是圆梦、求寿、祈雨、符咒治病，或建寺、造塔、铸钟，钟文都刻“皇图巩固，帝道昌隆，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或刻“当今皇帝圣寿万万岁”等字，这些都反映了黎初[5]儒教独尊时期佛教大大弱化的特点，虽然黎初朝廷也把报天寺、大福寺重修起来，开盂兰盆法会，但这些只是黎初朝对佛教的收买民心的政策而已。

（二）黎初时期的佛教作品

儒教独尊时期，佛教界几乎没有什么作品，主要是儒家对佛教教义感兴趣而写出几句而已，其中有阮廌（？—1442）、梁世荣（1441—？）、黎圣宗（1460—1497）。

阮廌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家，他曾帮助黎太祖创业，是黎朝最有功劳的大臣。在《言志》中，他用字喃写：“身心断绝妄念就是佛，此佛在心岂外求。”这和陈太宗“佛在心”、“即心即佛”思想相同。梁世荣是黎初时著名状元，因写《禅宗教科》《南宗嗣法图序》两书，他去世后朝廷不允许在文庙祭祀、刻碑。

黎圣宗是黎朝最著名的帝王，他的作品很多，其中有《十界孤魂国语文》，此作品也许是他根据佛教的《蒙山施食科》来写的，内容与之虽有出入，但意思相似。黎初只有此三人大致提到佛教的简单教义，这都说明黎初佛教在社会上完全被淘汰了。至于此时名僧，在史书上连一个人都未记载。

二 佛教复兴时期（南北纷争时期，1527—1802）

（一）社会背景与复兴原因

到16世纪初叶，因黎朝皇帝们荒淫无度、政治腐败，致使国内动乱，莫氏乘机肆行篡位。黎朝虽已失去王位，但人心仍感念太祖圣宗恩德，便再度辅佐黎朝子孙在南方中兴，即在清化、又安地区另建朝廷，以与莫氏相抗衡，双方互相攻伐。南北割据就从此产生。莫阮纷争时期，黎氏在北方，因得到郑氏的帮助灭掉莫氏，但郑氏和阮氏又生猜忌之念，引发仇怨，遂各自雄踞一方。从莫阮纷争变为郑阮纷争，但郑氏和阮氏都事黎氏为帝，自称为王，史称黎末时期或南北朝时期。从此南北两朝经常发动战争，争夺土地和民众，致使社会动荡，人心不稳，人民遭受无穷无尽的磨难。人们厌恶儒教的繁琐礼仪和束缚人心的教条，从此人们意识到佛教教义所说人生是苦海、动荡、离乱，世间是无常、冤枉、忍辱等。因此佛教的慈悲救苦、因果业报等观念在民间得到发挥，这是佛教得到复兴的第一个原因。

郑阮纷争时期，为了得到广大人民的维护，郑阮各王首先设法利用人民对佛教的信心，后来他们本身又皈依佛教，成为佛教徒，甚至南朝王阮福周（1691—1725年在位）成为曹洞宗的传承人，南朝几乎整个王府的官吏们都皈依受在家菩萨戒。北朝诸帝诸王跟南朝一样都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这就是佛教得到复兴的第二个原因。

中国17世纪中叶正处于明末清初，很多人因为对清朝不满而逃亡到越南谋生或避难，其中有不少僧人趁此机会到越南弘法传禅。还有些著名禅师被越南王朝亲自邀请到越南弘法传禅。他们都对越南佛教复兴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陈朝灭亡后，由陈朝创立的竹林禅派随之解体。但只是在形式上的解体，而不等于没有名僧，只是他们不露面，只在山林或农村隐姓埋名地生活并传禅，待遇到机会他们会再入世继续传禅。其中，著名的有真严禅师[6]（16世纪初）。而且佛教在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重任，自身更加努力。这是佛教复兴与发展的第四个原因。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下面我们研究佛教在民间的发展。

（二）佛教民间作品

当时，民间佛教有很多作品出现，有的还记载了作者，如李济川的《越甸幽灵集》、陈世法的《岭南撅怪》、黎有喜的《徐道行大圣事迹实录》、真源的《禅宗本行》；有的已经缺名，如《观音氏敬传》《南海观音事迹演歌》[7]等。阮世法、李济川、黎有喜都是当时的名儒，至于缺名作品肯定都是当时名儒或名僧写的。内容虽然涉及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情况、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但这些作品绝不是平民所能创作出的，这些作者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但很可能不参与政治机构，而是和老百姓一起生活，跟老百姓同甘共苦。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满足当时广大人民在精神生活上的需要，得到群众接受、赏识而成为民间文学作品，代表作品有《观音氏敬传》《南海观音传》两传，这两传既反映出佛教信仰思想，又反映出社会的动荡、离乱，同时还反对封建制度的苛刻政策和儒教的烦琐礼教，宣传佛教是一种用来补救当时社会的行动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在社会、民间中拥有相当影响并开始发挥作用。

《观音氏敬传》用字喃和六八诗体来写的，共有786句，其内容是讲氏敬的冤枉。

氏敬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跟崇氏善士结婚，他们成为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善士是书生。有一天晚上，他看书累了便打盹，氏敬在他身边正在缝补衣服，看见善士的颈上有一根逆长的胡子，便用剪刀来剪，没想到此时善士醒过来，以为氏敬想谋杀他，便呼唤起来，大家都跑过来，氏敬无法解释，便被赶走。氏敬不敢回娘家，只好到别的地方，改扮男装出家，改名为敬心。此寺院的村里又有一个少女，是村中富翁的女儿，名叫氏牟，爱上了敬心，想跟敬心结婚。但敬心一直拒绝，氏牟便设法跟自家的一个奴仆通奸。有孕后，村民叫氏牟来问罪。氏牟说是跟敬心通奸，敬心不承认，村民罚敬心100鞭打。住持和尚可怜敬心，用钱来赎敬心的罪，但怕别人笑话，只好把敬心安置在寺院的三关外居住。不久氏牟生下一个男孩，交给敬心，敬心可怜无罪的小孩，便把他抚养长大。小孩会说话的时候，敬心的心力也枯竭了。临死时，她写了一封信，把事情始末清楚地说了出来。此时村民才知道敬心是女人，从前经历过的事是冤枉的。村民与寺院给敬心举行超度法会时，天空五色云中如来佛祖显现，授记敬心为“观音菩萨”。

《观音氏敬传》的主题是忍辱、忍耐、忍受，即在社会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逆境、麻烦和冤枉都要忍辱，并用真诚而又纯洁的心来对待，那就能消除所有烦恼与冤枉。忍辱是大乘佛教“六度”之一，即帮助人们度脱生死苦海达到涅槃。敬心因为修忍辱行，所以成为“观音菩萨”。同时《观音氏敬传》也控诉当时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社会。敬心的冤枉代表当时所有妇女的冤枉，只能用佛教的忍辱来回答、挽救。《观音氏敬传》的慈悲忍辱思想成为当时社会道德伦理的需要，并说明儒教的教义在此时不太适应社会道德伦理。

《南海观音传》或叫《南海观音事迹演歌传》也是用字喃和六八体诗来写的，据黎孟挞的《真源禅师全集》认为其作者是真源禅师（1647—1726），全传共有1426句，内容强调佛教的“仁”和“孝”。

兴林国妙庄王为了有一位王子继承王位，到西岳庙求嗣，但生下来三位公主：妙音、妙声和妙善。跟两位姐姐的性格不同，妙善羡慕空门。长大后，妙音、妙声都跟不贤的驸马结婚。父王失望，想把王位交给妙善的驸马，但妙善坚决不结婚，反而到白雀寺出家，父王一怒之下便到白雀寺烧寺杀僧，并把妙善处死，此时有一只老虎来把妙善拉到香迹山里，从此父王认为妙善被老虎吃掉了。妙善在昏迷中，她的灵魂到十八层地狱中观看，醒过来时又遇到释迦佛来试探她是否坚决出家。后来释迦佛指导修行方法。妙善得道后，度善才童子和龙女作为弟子。不久父王患重病，御医说，此病只能用香迹山仙姑的眼睛和手制药才能治好，妙善便把自己的眼睛和手来做药给父王吃，父王病好后，心中非常感谢那位仙姑，便跟王后到香迹山谢礼。路上遇到妖精来害，朝中发生篡位的事情。妙善都派人妥当地解决了，父王到香迹山发现那位仙姑就是妙善，从此全家都发愿出家修佛。玉皇上帝敕封妙善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父王、王后、妙音、妙声都封为菩萨。

其实《图说观音菩萨》也有类似的故事，但是用散文体写的。其内容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在细节上有些出入，反映了当时越南社会和佛教的背景，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越南人民在精神生活上的需要。

《南海观音传》是儒、佛、道三教思想融合的作品，反映当时三教的关系状况。这里玉皇上帝是道教所称天上最高的神，也叫玉帝，玉皇上帝敕封妙善和她的全家为菩萨的事件，也许反映出当时道教比佛教更为发展，地位更高。史载当时在民间出现“柳杏公主”信仰。“柳杏公主”信仰发展得很快，范围很广，其影响非常深远。到目前为止，在北方几乎每座寺庙都有“柳杏公主殿”，又叫圣母殿，“柳杏公主”信仰成为越南民间的道教信仰。

《南海观音传》的思想主题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用“仁”和“孝”二德来制约。但这里的“仁”和“孝”不是像儒教的“仁”与“孝”那样狭窄了，都变成佛教的“仁”和“孝”：“孝是救度双亲，仁是度脱种种沉沦众生。”这是佛教的“仁”和“孝”的观点，相当于自度、度他的佛教精神，也许是儒教对佛教进行攻击而产生的结果。在儒教独尊时期，“仁”和“孝”肯定被提到首位，是儒教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仁”是“五常”中最高的一常，孔子以“仁”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和基本内容，是儒教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孝”也是儒教的伦理范畴，但是主要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内容。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8]从这观点出发，儒教认为出家是大不孝的事，所以佛教才提出这样新的“仁”和“孝”。

妙善虽有很安稳的生活，但她仍然想出家，父王把白雀寺的僧尼杀光，把白雀寺烧毁，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都说明当时的离乱战争使人民受到无穷无尽的痛苦和冤枉，连寺庙和僧尼都难逃厄运，这也反映出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作者写妙善的灵魂到十八层地狱所看见种种境遇、种种罪恶、种种冤屈，如“贪残暴虐”、“轻蔑僧尼”、“毁坏人民的生活”、“诈骗良民”、“毁坏文化遗产”、“叫外国来侵略本国”等罪恶果报，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背景。

针对社会的悲惨情况，作为一个有眼睛、有手的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手和眼睛来拯救当时的社会呢？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缺少佛教的“仁”、“孝”之心。十八层地狱虽然只劝诫人们要去恶行善，但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者希望不再有十八层地狱，这样人生才不再受各种痛苦。最后作者又劝诫应该像妙善那样，出家修行，遵守佛教的“仁”、“孝”之心，用自己的手和眼睛来报答父母的恩德，帮助人民，拯救社会。

总之，上边所提的两个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且都满足于当时人民在思想和心理上的需要。中心人物都是妇女，说明当时妇女是受痛苦和冤屈最深的人。这两个作品都在民间影响深广，到现在还发挥着作用。民间的文艺活动，如古戏、嘲戏（越南民间戏剧之一）、改良戏（越南剧种之一）经常用上述题材来表演，它们都是用字喃来写的作品，对越南民族思想史和民间文学起着重要作用。

（三）中国禅师向越南传禅

莫阮纷争中（1528—1593），阮演到中部镇守顺化之后，便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1601年，在香茶县河溪乡建天姥寺。1602年盂兰盆会，他到天姥寺举行斋坛并给穷人发赈、布施，同时建崇化寺（顺化），1607年，建宝林寺（顺化），1609年，建敬天寺（广平）、兴隆寺（广南）等。特别是1695年，南朝阮福周写信派人到中国广东请石镰（大汕）和尚到顺化给僧尼佛子授戒，弘传曹洞宗，阮福周得传心印，成为曹洞宗第35代传承。皇太后和朝廷大臣贵族们都皈依受在家菩萨戒。北朝郑王多次新建佛寺或重修旧寺，1719年，郑纲重修福隆寺（嘉定），1727年，建禅西寺（今永富省）和独尊寺（今太原省）。郑江在1730年重修琼林寺（广宁）和崇严寺，1736年建湖天寺（京北镇，宝禄县），1737年在琼林寺又造大佛像，并命朝廷大臣们轮流到琼林寺拜佛求“国泰民安”。永佑年间（1735—1739）命湛公和尚到中国顶胡山拜见金光和尚，请《大藏经》回来安置在乾安寺（今河内）等。这些都说明南北两朝国王们都崇尚佛教，都以佛教为当时的精神靠山。明清之际（17世纪中叶），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动荡，很多中国禅师到越南避难并传禅，比较著名的有如下几位。

圆景和圆宽禅师：香海禅师（1629—1715）还没有出家时，1652年到广治省召封县当知府官，在此期间跟圆景、圆宽这两位中国禅师学佛习禅。

觉风禅师（生卒年不详），广东人，到顺化开创天寿寺，即含龙山报国寺。了观禅师（？—1743）曾从觉风禅师受教。

法宝禅师（生卒年不详），福建人，到广南省开创祝圣寺，其弟子正贤和安沾把祝圣寺扩大为当时的大丛林。

慈林禅师（生卒年不详），到顺化开创慈林寺（阳春乡）。1697年，了观禅师跟从他受比丘戒。

兴莲国师（生卒年不详），广东人，法名果弘，是石廉的弟子，阮福漆年间（1687—1691）到广南省开创三台寺，把曹洞宗向南朝弘化。阮福周赐号“国师”。

法化禅师（1670—1754）俗名黎灭，福建人，20岁时到广义省，在天印山开创天印寺。1716年，阮福周赐“天印寺”额。

济圆禅师（？—1689）到富安省开创会宗寺，了观禅师12岁时曾跟他学佛。

明弘子容禅师（生卒年不详），广东人，是临济宗第34代传承。跟元韶禅师一起到南朝顺化省，建印宗寺（今慈昙寺），了观是他的嗣法弟子。

元韶禅师（1648—1728）俗姓谢，字唤碧，属临济宗第33代传承，广东人，19岁出家。1677年到南朝平定省建十塔弥陀寺，他跟了观在南朝弘临济禅最有影响，成立元韶派和了观派。

玄溪禅师（生卒年不详），广东人，属临济宗第35代传承，从海道到顺化法云寺居住（今天福寺）。

石镰和尚（1632—1704），江苏人，号大汕。1695年，应南朝国王阮福周的邀请到顺化禅林寺给3000多名戒子授戒，阮福周和朝臣都参加受在家菩萨戒，石镰和尚跟兴莲国师在南朝弘曹洞禅，创建南朝曹洞宗。

拙拙禅师（1590—l644），是临济宗第34代传承，福建渐山人，俗名李天祚，法名圆炆。1630年，他离开中国先到南朝。1633年到北朝，得到郑壮国王（1623—1657）、黎神宗皇帝（1619—1643）和廷臣们的尊重。拙拙跟其弟子们明行、明良等在北朝弘扬临济禅，使竹林禅派得到复兴。

明行禅师（1596—1659）法名在在，江西建昌府人，是拙拙的最著名弟子之一，跟拙拙到越南传临济禅，对竹林禅派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由于社会原因，此时中国禅师到越南传禅肯定还有很多，只不过史书不尽记载或失落而已，他们都对越南禅宗的复兴事业起了重要作用。但起决定性的作用还是他们的后代传承人，如明良、真源、香海、了观等，都成为很大的宗派，对当时社会与佛教影响很大。

三 佛教在儒教再独尊时期（1802—1945）

（一）阮朝社会与佛教的大概情况

南北朝末期，朝中的政事混乱，朝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由阮惠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统一了国家。1787年，后黎朝失帝位。1788年，阮惠继帝位，建立西山朝（1788—1802），定都在富春城，结束了近300年的纷争。1783年，南朝阮王托伯多禄（法国人）带领皇子景赴法国乞援。1801年，阮映打败西山朝，收复富春城。1802年，阮映继帝位，建立阮朝（1802—1945）。阮映在这种情况下建朝，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不得人心的朝廷，只好在顺化定都。而且，阮朝统治在历史上国土最广、人口最多，且经济不发达、交通不方便，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发生内乱、分裂、割据等问题，因此在政治社会上他们实行专制制度和苛刻政策。他们直接掌握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等。他们还提出四条规定叫“四不”（不立宰相职、不取状元位、不立皇后位、不封外族王爵），又把大城市分为多个小城，把全国领土分为29省，由朝廷直接管理。对任何对抗势力都严厉地镇压。在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方面，阮朝采取儒教学说作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来管理。他们强调儒教的“三纲五常”思想，强调帝位的最高权力，使之成为“神权”。他们对其他宗教进行打击，天主教活动被禁止。这样儒教自然走上独尊地位。

阮朝对佛教的政策，一般是限制与缩小佛教对社会的影响。不允许盖新寺庙、铸新佛像、说讲佛经等，50岁以下的僧人都得跟老百姓一样参加劳役活动。趁此机会，儒家纷纷批评佛教是不忠、不孝，对国家是有害之道。阮朝儒家批评佛教的论调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但阮朝对佛教的政策使佛教受到一定的影响。“自从国运变换，佛教开始走上衰退的地步了。”[9]佛教虽受到一定的损害，在政治上不能再起到什么作用，但其自身还是相当稳定的。佛教的教义仍然支配当时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上，甚至深入儒教未能深入的地方，如皇室、大臣和贵族家庭里。太后、皇后、公主、皇子、大臣们表面上是儒教家庭，实际上，他们都信仰佛教，都是佛教徒，因此促使国王、皇帝们也信仰佛教。阮初的几位皇帝重修旧寺，如明命帝于1815年重修天姥寺（顺化），1816年重建圣缘寺（顺化）。据《大南会典事例》载：1830年，明命帝诏全国高僧五十位回京城（顺化）赐戒刀和度牒，其中有福田和尚（河内僧）。但这些只是一种安抚民众与佛教的手段，到阮中期（19世纪中叶）皇帝们才真正信仰佛教。据福田的《大南禅苑继灯略录》载：“王公大臣府内都造一小寺……至赞公署，设立宝完，白檀金相二十尊，香灯不绝。”[10]据《大南禅苑传灯辑录》载：1844年，嗣德帝把顺化市一些大寺的住持位置敕封为僧纲，如天姥、觉皇、圣缘、三台等寺。寺院的僧纲由政府发给工资。1853年，嗣德把土地赐给天姥、妙帝、灵佑、龙光、三台、应真、圣缘等寺。明命、绍治、嗣德等诸帝都多次在大姥寺和佛迹寺（河西省）举行斋坛与法会，皇帝们都直接参加这些活动。

贵族、大臣、官吏们更加信佛，建寺、造像、铸钟、归依、受戒对于他们都是常有的事，据《大南禅苑继灯略录》载：“北宁、太原两省总督大兴佛法，王政佛心，并行不悖，现宰相身，行沙门事……持八关斋、受菩萨戒，妻子眷属，受三归八戒，晨昏讽诵持咒，礼佛忏悔……”“又安总督……开创古寺，造像铸钟……刊经，放生布施，持斋戒杀”，“河内总督……造莲池海会大禅寺……新造报天寺”，“清化省督部尊室静，布政山西时，全家请福田和尚受八戒持六斋”[11]。诸如此类，不可胜数。阮朝君臣的这些活动对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但没有多久，1885年越南国土沦为法国治下，阮朝虽然还是存在的，但没有实权。法国殖民主义又维护天主教，从此越南佛教又一次进入衰退时期。直到20世纪初佛教界发动振兴佛教的运动，对恢复佛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久全国又进入抗法、抗日战争时期，佛教无法继续发展，直到当代才开始发展起来。

（二）阮朝著名禅师

前文已经提过，儒教独尊时期，有时佛教受朝廷或儒家的镇压和打击。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阮朝佛教还是相当有发展的。除了建寺、造像、铸钟、印经、皈依、受戒等事之外，出现很多名僧，虽然没能成立自己的禅宗派别，但其影响不小，主要代表人物有如下几位。

密弘禅师（生卒年不详），平定省人，属元韶法系，1815年嘉隆帝赐“僧纲”品位，命住持国恩寺（顺化），曾重修十塔弥陀寺（平定省）。

普净禅师（生卒年不详），法名明道，广南省人，属了观法系。1808年，宪康皇太后请住持天寿寺（今顺化报国寺），一定禅师是他的弟子。

一定禅师（1783—1847），法名性天，广治省人。幼时跟普净出家受沙弥戒，后跟国恩寺密弘禅师受比丘戒。嘉隆帝命住持天寿寺。1833年，明命帝命住持灵佑寺（顺化）。1839年，又奉诏住持觉皇寺。1847年圆寂，其弟子很多，著名的有良缘、刚纪、灵机等禅师。

妙觉禅师（1805—1896），法名海顺，12岁跟本觉禅师出家。1835年，明命帝赐戒刀度牒，曾跟一定禅师习禅得旨，住持妙谛寺。其弟子很多，著名的有心广、心体、心传、心净等禅师。

寂传禅师（1746—1816），法名金莲，河内人，幼时跟莲宗寺海琼禅师出家受戒。后到云斋寺（河内）住持，得法弟子有照宽禅师。

照宽禅师（1741—1830），法名祥光，河内人，幼时跟寂传出家习禅得旨，修头陀行，住持云斋寺，到处劝人修福，如布施、放生、写经、讲经等事。得法弟子有普净禅师。

普净禅师（生卒年不详），河内人，先跟福田和尚出家，后跟照宽受戒，住待大雄山天光寺（此寺由福田建造）。

其余还有通荣禅师（生卒年不详），海阳省人，是福田的弟子。了通禅师（1753—1840），法名真觉，清化省人，到嘉定开创奉山寺。圆光禅师（生卒年不详），富安省人，修头陀行，1839年，明命帝命住持妙谛寺。纲纪禅师（生卒年不详），法名海绍，是一定禅师的弟子，住持慈孝寺。志诚禅师（生卒年不详），广南人。妙严禅师（生卒年不详），住持慈光寺（富安省），其作品有《事仪律要略》《事仪归元》。圆悟禅师（？—1846），1806年出家，1808年建兰若寺（嘉定）。了彻禅师（？—1882），承天省人，住持国恩寺。

阮朝最著名的禅师是福田、安禅、清淡禅师。

清淡禅师（生卒年不详），法名明正，住持碧洞寺（宁平省）。1807年出家，1810年受比丘戒，是觉林禅师的弟子，属曹洞宗第42代传承人。有学者认为清淡属临济宗，但据《大南禅苑继灯略录》曹洞宗在北方传法如下：中国曹洞宗一派传越南“第一祖水月和尚……下六传宽翼和尚，下七传觉林禅师，下八传明正清淡禅师，下九传明达禅师……”清淡明正是属曹洞宗传承人，阮朝皇帝赐给他戒刀和度牒，作品有《提案参禅》《般若直解》《法华提纲》，这些作品体现了当时研究佛学的状况和水平，对研究当时的佛学很有帮助。

福田和尚（生卒年不详），俗姓武，河内山明乡人。12岁到大悲寺（河内）出家，20岁住持法云寺（北宁），曾新建蒲山寺（北宁）、开化应福寺（北宁）、富儿寺（山西）、莲花寺（河内）、报天寺（河内）等，明命帝曾在顺化组织“佛教经义考试”，福田参加，明命帝赐戒刀度牒。后来福田住持莲宗寺（河内）并重修此寺，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

福田的弘法事业主要是建寺、造塔、印经、培训僧才，特别是考订刊刻佛教作品，如《华严经》《大戒牒》《禅苑集英》《佛祖继灯旧版》《护法论国音版》《竹林国音版》《禅林宝训国音版》《诸佛事迹》等。在当时和现在对研究佛学都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作品都在蒲山寺（北宁）和莲宗寺（河内）进行刻印。福田的作品有《放生戒杀文》《禅苑继灯略录》《沙弥律仪解义》。

《放生戒杀文》是福田用汉语写的，共有20页，内容劝人对佛教三归、五戒、十戒等严密遵守。其文辞易懂，说服力强，对当时佛教界很有帮助。

《沙弥律仪解义》由明代云栖袾宏（1535—1615）撰，福田用字喃来讲解。共有372页，1861年在河内天福寺刻印。

《大南禅苑继灯略录》，又称《禅苑继灯略录》，是福田最重要的作品，共有146页，后部分有字喃。此书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从佛教的历史、文化、传承体系到名山古寺，从北方到中部再到南方各地都有记载，此书对研究越南佛教史很有价值。福田的思想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新意，在修行方法上，他承认儒、佛、道三教同源、同行，以及禅、净、密三教同修的观点，最终目的是达到觉悟，觉悟之后，各种学说、各种宗派都“获圆通”，他的《示寂偈》明确指出：

各说陈悟入，以悟获圆通。

道外元无道，空中元不空。

于今传正法，自昔衍真宗。

以无所得故，不在个言中。[12]

福田的思想，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佛教的思想，他的弟子安禅对此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挥。福田一生所为有三个突出特点：①建寺、造塔、铸钟。越南北方现有的很多大寺院都是由他新建或重修的。②培训僧才。他到处演讲佛典，鼓励发展僧才。他曾培训出很多著名的弟子，如通荣、普净、安禅等禅师，他们都对当时佛教起了很大作用。③保存佛典事业。福田对佛教典籍特别是越南佛典的保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研究越南佛教书都是由他刻印、考订、编撰的。他的思想和贡献影响深远。

安禅禅师（生卒年不详）住持北宁蒲山寺，是福田最著名的弟子，其作品有《道教源流》三卷，又称《三教通考》，1845年刻印，第一卷共有329页，包括如下几部分。

《大南禅苑初起》：佛教在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从印度开始直接向越南传播。此部分是按《岭南摭怪》来写的。

《雄王梵僧》：印度僧名丘陀罗在汉灵帝时（168—189年在位）已经到交趾传播佛法了。

《大南佛塔》：越南最早的事业是由毗尼多流支禅派开始的。此部分是按照《禅苑集英》《报极传》来写的。

《无言通传法》：说明无言通禅派在越南传禅的历史。

《名振朝廷》：记载丁、前黎、李、陈著名禅师对朝廷的影响。

《雪窦传法》：记载李朝草堂禅派的传承。

第二卷共有333页，669个题目，说明儒教与孔子的来历和事迹。

第三卷共有331页，174个题目，主要是关于道教的出现与其来历，后面还有佛学名词、神话故事等。

《道教源流》中，安禅认为三教是同一性的。他说：“道本一贯，何有三教而可言哉？无有对者为一，有对者为三。”[13]“圣人应化随机而说教之。”[14]这显明是“三教同源”的思想。

安禅的《三教通考》按内容分类编排，虽文字不太连贯、辞藻不太华丽，但由于涉及面比较广，对当时和现在研究佛教史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阮登楷[15]在《三教通考序》中写道：“虽其语类不甚联络，文理不甚赡丽，而博采群书，搜集众见，合成一编……亦足为禅净二门日用要诀矣。”

总之，阮朝虽是儒教再独尊时期，佛教也受到一定的打击，但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和发展，出现很多名僧，上边只是提到一些代表人物，他们都对当时社会与佛教有一定的影响和贡献，至于还没有提到，或史书不载或失记的名僧肯定很多，如新发现的有全日禅师，他大约18世纪中叶出生，30岁跟妙严（1726—1798）出家，43岁得旨，即他活动时间主要在阮初期。他本来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作品很多，共有20多种，其中《许史传》用字喃六八诗体来写，多达4486句，内容很丰富，时代性很强。全日反对“尊君主义”，强调儒教“君、师、父”的“师”在社会上的作用，“师”比“君”和“父”还重要。他还认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感情和智慧，用此智慧去认识真理，这样才使人的生活有意义。他还认为：佛教是慈悲之道，但这种慈悲要用智慧来指导，用武力去实现，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慈悲。全日这种说法，对当时佛教是很新鲜的观点，对社会与佛教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在全日这种思想影响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侵略越南时，很多僧人带领群众参加游行、示威抗法运动，有的还直接率领群众、率领游击队进行起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国正禅师1898年在河内起义；武著禅师1898年在富安起义；阮有智居士1916年在西贡起义；其余还有黄文同禅师、善照禅师、李少军居士等，都直接率领群众和佛子参加抗法战争。他们都为民族与佛教的繁荣与发展而牺牲，成为国家与民族的英雄烈士。也许他们还受到陈朝竹林禅派入世思想的影响，这就是越南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 佛教在越南独立时期（1945—）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抗法时期（1945—195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支那地区成为国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越南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地区。1945年3月9日，日本打败法国，成立以陈忠金为首的傀儡政府。日本军队已经夺走法国在该地所有的权力。当时，所有革命党派都联合成一体，结为大越国家联盟。这段时间，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佛教学院都纷纷关闭。

1945年8月14日，日本战败投降。越南人民发动“八月革命”，夺得全国政权；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巴亭广场宣读了越南“独立宣言”，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9月29日，法国殖民者跟着英国又来到西贡（现为胡志明市），利用各种手段干涉越南的政治与军事。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所有的宗教都受到了战争影响。

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为越盟）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因为越盟提出的“打西抗日”（打击西方殖民者，反抗日本）口号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那时候人人都在为了救国而斗争，没有什么人关注到宗教。佛教组织也都在追随革命活动，寺庙变成革命根据地，寺庙所拥有的田地都供给革命，连金属佛像也可以用来锻造武器，大部分僧尼都在宣传革命救国的理想。

1946年年底，在越南北、中、南三个区域，佛教学校开始陆续重建起来。在越南南部的西贡，智净法师和广明法师给僧众建起专事学修的学堂，名为连海佛学堂；之后还有梅山学堂、应光学堂等。后来，善和和尚把几个学堂合成一体，称为南越学堂。智净法师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如《华严经》《般若经》《涅槃经》等。1948年，统一越南佛教徒协会成立，并在越南北方的河内活动。许多佛教杂志和佛教书籍的越文译本纷纷发行。在越南中部的顺化，觉仙大长老和学者黎亭探在竹林寺创立佛教学院；之后又于慈光寺创立安南佛教会，以及两所为佛教僧众和尼众而设的佛教学校。学者黎亭探对越南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传播佛教的教义，创立各种佛教青年组织，并将《楞严经》翻译成越南文。他是当时越南佛教复兴运动的精神领袖。

1949年8月28日，在河内，素莲大师召集一百多名僧尼，成立“北越整理僧尼协会”，素莲大师为会长，总部在河内馆使寺。此协会开讲唐僧玄奘的唯识佛学，并出版《方便与菩提新清》杂志。同年，“越南北越佛教协会”成立，裴善机先生为会长，总部也设在河内馆使寺。在素莲、智海大师的领导下，越南佛教界重修寺院，整顿制度、创办佛学院，并确立体制严格、统筹全面的佛学院制度，又推动恢复翻译、著作、出版等佛教文化工作，设立慈善机构，如此等等，法事兴盛。其间，很多佛教宗派成立，如护宗和尚创立的原始佛教僧伽教会，由明灯光尊师创立的越南乞士僧伽佛教教会，以及天台教宗、华严宗佛教等诸多教派。其中，越南乞士僧伽佛教教会具有浓厚的越南佛教特色，此宗是明灯光尊师将北宗和南宗佛教的精华融合而成的，选择中道，主张乞食，过午不食，吃素，提倡读通研究北宗、南宗的各种经典，强调保持佛教的纯洁，戒律精严，平等对待男众、女众（越南佛教南宗不吃素，南宗尼众只受十戒修行，在教会没有地位）。越南乞士僧伽佛教教会爱国爱民，特别是尼界乞士佛教教会黄莲尼长，曾经参加过当时的爱国抗美运动、妇女抗美运动。国家和平统一后，黄莲尼长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尊重，成为越南第六届国会成员（1976）、越南妇女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担任越南佛教教会理事委员会的监督委员等职务。

1950年，中越、北越成立联合性的新佛学会，致力于统一佛教、普及教理等活动。当年，越南佛教成为世界佛教协会创立者之一，以及世界佛教协会在越南的支部，素莲大师是世界佛教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人。

1951年5月，第一次国家佛教会议在顺化召开，大会成立了“越南佛教总会”，目的在于统一所有佛学协会，重新组织佛教教会的活动，以释静洁和尚为僧总。几年后越南佛教总会被批准参加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50年在科伦坡即斯里兰卡首都创立）。1952年9月7日，越南全国僧伽大会开幕，越南北、中、南三方的代表都来参加，统一以慧藏先生为上手（管理三方的僧伽）。从以上可以看出，虽然越、法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但是从1949年以来，越南佛教的各种协会纷纷成立，组织并参加了很多活动，佛法事业是积极有为的。1954年，《日内瓦协定》将越南分裂为两个部分，越南北方与南方佛教之统一发展因而受阻。

（二）佛教在南方被掌权者歧视（1954—1963）

1954年，南越首相吴庭艳（后来成为总统）信奉天主教，吴庭艳的哥哥在越南中部的顺化省做总主教，他想让越南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信奉天主教，以便得到梵蒂冈教廷的承认，成为越南的红衣主教。所以，吴庭艳对佛教采取差别政策，越南佛教界遭受了宗教歧视。南越佛教徒无论在宗教生活上还是在社会文化上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首先，吴庭艳暗暗对佛教界的发展设阻，百般刁难佛教徒，特别是政府公务员中的佛教信徒。到了1960年，吴庭艳的阴谋日渐显露，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怒。1962年2月20日，越南佛教总会会长寄给吴庭艳一封书信，要求吴庭艳停止对佛教的歧视和非难，但吴庭艳不仅不加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佛教，以天主教为国教。

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两年之后，即1956年，越南南北要召开总选举，不过吴庭艳掌权之后就宣布越南南方不签署《日内瓦协定》。吴庭艳与其家族专权，政治渐趋腐败，走向军事警察之体制，对民众的压迫也愈演愈烈。因此，在民间，打倒吴氏政权的运动也在不断地发生。

1958年，在越南北方，各个佛教组织统一成为“越南统一佛教会”，由释志度和尚为首。

1963年，佛教徒挺身而出，非暴力的佛教反抗运动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展开。在军警镇压下，牺牲生命的佛教徒众多，其中亦有僧侣当街自焚之行为。释广德菩萨自焚及其后教徒的牺牲，他们用这种惨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形成了长达十个月的激烈斗争，导致军事政变的爆发，推翻了吴庭艳的独裁政权。

（三）抗美时期（1963—1975）

1964年1月4日，越南的十一个佛教会在西贡舍利寺统一为一个“统一佛教教会”，对政府进行长期而严厉的批判，同时各宗派之新兴教团亦极力发展组织，推动弘法活动。在这一年，统一佛教教会已经被政府批准其宪章，成立大学高等院，成立菩提学校，建设广德中心大楼，出版《正道日报》等，取得了很多成果。

这段时间越南南方的政局非常混乱，美国同意继续给新政府援助，不过佛教的权力也在扩大。阮庆首相和杨文明中将曾经一起到舍利寺和印光寺敬香。因为佛教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掌权者都很尊重佛教界，第一是为了安定舆论，第二是希望得到佛教徒的支持。阮庆首相还批准捐给统一佛教教会两千万越币来建设一座国寺。这一时期，越南的战事也愈演愈烈。在西贡，暴乱不停地发生；政界之间的矛盾、信徒之间的矛盾、信徒对政府的不满（基督教徒怨恨政府）、知识分子要求政府改革宪章、各个势力争夺权力等，已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受损。新政府不能同时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1964年10月，阮庆辞职，新政府成立，由陈文香为首相。陈文香以美国作为后盾，不再支持佛教。他宣布要把政治与宗教分开，不许宗教（针对佛教）进入政府机构。[16]
到1965年，战争更严酷。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开始了以美军为主力的局部战争。美国把通过援助南越军队进行的特种战争转变为出动海空军事力量和地面部队的直接作战，使越南战争“美国化”。越南人民更为困苦，物价猛涨，人命如草，生离死别，俨为常态。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佛教还在坚持发展。统一佛教教会开始建设万行大学院，建设孤儿院收养孤儿，建设各种社会文化机构。

越南佛教在1966年遇到很多困难。南越政府不停压迫僧尼佛子，进攻越南国寺，禁止僧尼佛子向政府提出的实施全国民主的要求。越南佛教面临两个敌对势力：第一是掌权者；第二是佛教内部的一些不良分子，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毁掉佛教的发展。因此，佛教界内部的矛盾也不少。1967年1月2日，原始僧伽教会决定离开统一佛教教会，统一佛教教会内部的关系更为松散。不过，佛教整体上还是一直站在老百姓一边的，与民众合力抗美。

虽然美国竭力推进、扩大战争，使用各种战略并投入大量金钱，但终于还是未能阴谋得逞。1973年1月27日，美国不得不与越南在巴黎签订《关于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根据协议，同年3月29日，美军撤出越南南部。1975年春，越南的抗美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4月30日，越南南方全境解放，抗美救国战争胜利结束，这为实现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南佛教的发展也是起伏不平的。经过战争的洗礼，越南佛教的入世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挥。大部分佛教僧侣都跟随革命参加卫国战争，也有一小部分仍旧保留原始精神，不参加政事，专心修行佛法。不过，这段时间越南佛教还没有统一的协会。

（四）全国统一至今

统一之后，越南全国都在尽力修复战争造成的创伤，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经济成为第一目标。刚经历过一段动荡时期，佛教界的活动显得杂乱无章，内部也四分五裂。当时，越南北方佛教只有越南统一佛教会，在南方除了统一佛教会之外还有几个小的佛教组织。因此，在越南共产党的指导下，1980年，佛教界开始筹备成立统一佛教组织，由释智取和尚为首，目的是统一全国所有佛教宗派和组织。1981年，越南佛教教会成立了，这是越南唯一合法的佛教组织。

越南佛教教会第一办事处设在首都河内馆使寺，第二办事处设在胡志明市舍利寺（现搬到广德禅院）。越南佛教教会由三个宗派组成，即北宗（统一越南佛教教会、南越佛教会、临济派、净土宗、古山门、华严宗教会、六合僧、天台宗、古传佛教教会等）、南宗（原始佛教僧伽教会、高棉原始佛教教会）、乞士（越南乞士佛教教会、越南尼界乞士佛教教会）。

越南佛教教会的第一法主释德润和尚批准、颁布了越南佛教界的“行动纲领”，此纲领旨在达成所有佛教宗派的合作与和睦，为了更好地传播佛法以便最广泛地使世界了解越南佛教的特性，为了建设越南僧伽教育系统，以及发展越南佛教与世界上佛教组织的友谊，亦为了世界和平而做出努力。

1984年、1992年、1996年，胡志明市、河内、顺化市先后建立了佛教学院，其目的是教育新一代的有良好素质的僧生、尼生，以使他们能有效地服务于越南佛教教会和国家的各种活动。三院的学制均为四年，教学内容包括内典和外典的课程，外典的课程是按越南教育培训部规定的越南语、历史、哲学等大学教育课程，内典的课程是佛教协会规定的佛学课程。僧生和尼生学习佛学的三个主要内容：原始佛教（Theravada）、一切有部（Sarvastivada，多元实在论）和大乘佛教（Mahayana）。

学生学习四年期满，考试合格者获得越南佛教界内部承认的学士学位（称“佛学举人”）。目前，三院的学历已经得到缅甸、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大学的承认。毕业生可以到这些国家攻读硕士学位。中国学校也承认这一文凭，但要通过汉语水平六级到八级考试才能就学。毕业的学生也可以继续在国内或国外深造，学习成绩优秀者有可能成为越南佛教研究院（建立于1989年）的研究员。

此外，越南还在胡志明市、巴地头顿省和芹苴省三地设有三所佛教大专学校，在31个省市办有佛教基础学校。佛教基础学校的僧尼除了修学佛学课程之外，还修学普通中学课程，毕业后可以报考佛学院及国民教育系统的大学。因此，很多佛学院僧尼同时也在各大学上学，毕业后同时持有国民教育系统的大学学位及佛学院授予的学位。

越南佛教教会佛学研究院的责任着重于阐明佛教教义，强调对佛法的创新与传播，以及与新时代社会、科学的进步相一致。它还尽最大的努力拓宽世界佛教的活动，推广越南佛教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越南佛教教会还有其他分部，如佛教僧事部、教育部、弘法部、国际部、文化部、慈善部等。此外，有翻译和出版越南文大藏经的委员会，翻译出版工作包括将巴利文、英文和中文的佛教经典翻译成越南文，同时出版越文的三藏经典。译经、印经的工作早在1991年就已经开始了。

越南佛教教会（VBS）的代表出席了第六届和第七届亚洲佛教和平会议（APCP），释明珠博士长老被推选为亚洲佛教和平会议的副主席和越南亚洲佛教和平会议国家中心的主席。1984年，越南佛教教会代表出席了在新德里召开的圆桌会议。值得一提的是越南佛教教会和越南亚洲佛教和平会议国家中心于1985年在河内主办了亚洲佛教和平会执行理事会议。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主题为“佛教与和平”的研讨会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召开。2008年，卫塞节（Vesak）在越南首都河内隆重举行。

最近几年，许多越南佛教教会代表出席了在世界各国如印度、斯里兰卡、日本、澳大利亚、罗马、法国等举行的研讨会或会议。

目前，越南佛教的主要修行法门是禅宗和净土宗。安居时，僧尼们集中在当地几个大寺共同修学；安居后，举行以省为单位的传戒法会，但要向越南佛教教会申请。僧阶制度管理遵照越南佛教教会规定设置如下：①行者：正式出家前的考验和锻炼阶段，时间为1—3年；②沙弥、沙弥尼：通过考验和锻炼后才受沙弥戒；③大德、师姑：遵守沙弥戒3年后受比丘戒；④上座、尼师：戒腊满20夏，40岁以上的僧尼；⑤和尚、尼长：戒腊满40夏，60岁以上。

在历史上，越南佛教界积极参加越南民族解放事业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现在又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越南佛教得到了越南政府的积极支持，目前，佛教就是在越南影响最大的宗教。

第二节 陈朝之后禅宗各派复兴与发展

越南禅宗在陈朝之后，在100多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多大影响，竹林禅派只传到第三代就无声无息，特别在黎初儒教独尊时期，禅宗只能在民间下层活动。到南北朝和郑阮纷争时期（1533—1788）禅宗开始兴起，史称“佛教复兴时期”，当时名僧出现很多，特别是中国明清之际，从中国到越南传禅的禅师特别多，传承的宗派也多起来，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中国禅师到越南传禅是历史上最多的。

一 北朝竹林禅派的复兴

（一）拙拙禅师（1590—1644）

拙拙禅师俗名李天祚，法名圆炆，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17]渐山乡人，是临济宗34代传承人，他“三教九流无所不知”[18]。有一天他看到《金刚经》《六如偈》[19]，便舍俗投南山寺跟陀陀和尚出家。陀陀和尚是明朝名僧，明世宗（1522—1567年在位）曾诏赴闽“拜为状元僧，赐号匡国大师”[20]。拙拙得法于陀陀后，到处开化弘传法要。1630年，拙拙跟弟子们离开中国，先到越南南方嘉定省，后到义安省开化天象寺、清化省开化泽林寺。1633年，到升龙（河内）住看山寺，在此“大说法要，王公贵人，向化不可胜纪”[21]。此时黎神宗[22]（1607—1662）、郑壮王（1623—1657）及王公贵族们都很敬重他，都来跟他皈依受戒，事他为师，后来拙拙到北宁省仙游县住持佛迹寺。郑氏玉竹皇后（黎神宗的皇后）和郑氏玉缘公主（黎神宗的公主）到佛迹寺跟拙拙出家，郑壮命重修宁福寺（北宁）并请拙拙到宁福寺住持。拙拙带来不少佛典，但郑壮王还想要更多佛经，拙拙命其弟子明行（1596—1659）回中国请经，安置在佛迹寺。拙拙的弟子很多，最著名有明行（中国人）和明良（越南人），这两位都对越南禅宗，特别是竹林禅派的复兴事业起了重要作用。1644年拙拙示寂，黎真宗（1643—1649）赐号“明越觉广济大德禅师”。他留下一首《示寂偈》：

瘦竹长松滴翠香，流风疏月度微[23]凉。

不知谁往原西寺，每日钟声送夕阳。[24]

拙拙别出一首《传法偈》，从此其法子法孙们都用其来起法名：

明真如性海，金祥普照通。

智道成正果，觉悟证真空。

这首《传法偈》也许是拙拙上一代提出的，因为拙拙的法名是圆炆，跟圆宽、圆景（香海的师父）一样都属临济宗34代传承。他们本人已经采用了。拙拙在北朝传法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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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拙拙在北朝传法示意图

（二）明行禅师（1596—1659）

明行法号在，中国江西省建昌府人，是拙拙的著名弟子，是临济宗第35代传人。1630年，明行跟拙拙离开中国，先到南朝，后到又安、清化两省建天象和泽林两寺。1633年到河内城，后到北宁雁塔住持。1643年，拙拙从佛迹寺到宁福寺住持，明行又到佛迹寺住持。1644年，拙拙示寂后，明行又到宁福寺住持，他有两位得法弟子：真住和妙慧。妙慧住持佛迹寺（北宁）；真住住持安子山寺（广宁省），这里本是陈朝竹林禅派的大本营，真住又是真源禅师（1647—1726）的师父，明行和真住都对竹林禅派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算是明良、真源和如澄。

（三）明良禅师（生卒年不详）

明良也许只是法名而不是俗名，他还有一个法名叫满觉，是河内山明县[25]良多乡人。有一天，听说拙拙圆炆从中国来重兴佛迹寺，演解正法，传临济禅，门庭高峻，他便到拙拙面前顶礼。拙拙问：“汝是何人？”他答：“无人。”拙拙问：“汝是佛否？”明行答：“无佛。”拙拙问：“汝既无人无佛，汝是何物？”明良答：“某有一物在祖师心头上。”拙拙说：“好底人物。”从此他侍奉祖师左右。得法后，明良回到昆岗山，住持扶朗寺[26]并在此寺重修和弘禅，会下僧众300多人。此时真源从安子山花安寺到扶朗寺跟明良习禅得旨，成为明良最著名的弟子。示寂时，他说偈付嘱真源：

美玉藏顽石，莲花出淤泥。

须知生死处，悟得即菩提。[27]

明良直接培训真源，真源是复兴竹林禅派的中心人物。

（四）真源正觉禅师（1647—1726）

1.真源生平

真源俗姓阮，名严，海阳省清河县前列乡人，临济宗36代传承。幼时从学儒业，19岁到安子山跟真住出家。此时，真住便问：“汝从何方来？”他答：“本无去来。”真住知道他是“僧中法器”之类，给他起法名为慧灯。不久真住示寂，他又到扶朗寺跟明良习禅，有一天他问明良：“几年久积裳中宝，今明当何靓面看？”明良只“四目相顾”，他就“领旨礼拜”，明良给他取法名真源。他回到安子山龙洞寺，开山破石构建大伽蓝，又住持琼林寺，得传竹林衣钵。1684年，在琼林寺真源建九品莲花塔。1692年，黎熙宗（1676—1705）诏赴阙，参问佛旨，帝钦其才德，赐号“无上公”。1722年，黎裕宗（1706—1729）封其为“僧统”并赐号“正觉和尚”。1726年真源示寂，黎裕宗命在琼林寺和龙洞寺给他建寂光塔（此塔现存，是石塔）。

真源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如现、如澄（麟角）、如山、如智等。如山奉诏撰《御制禅典统要继灯录》。如现得传竹林衣钵，住持安子山龙洞寺、琼林寺、月光寺[28]，1757年，黎显宗（1740—1786）敕封其“僧统”并赐号“纯觉和尚”。其中如澄（麟角）是最优秀的，真源示寂时，把《心偈》传给如澄，后来如澄回到河内创建“莲宗派”，此派影响很大，成为竹林禅派的后身。

2.真源的禅学思想

真源的作品有：①《安子山陈朝禅宗本行》，简称《禅宗本行》，其内容以《圣灯录》《课虚录》《三祖实录》为主，是用字喃来写的，强调陈太宗、陈仁宗对竹禅派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出真源的禅思想。②《悟道因缘》：是用汉字写的，也体现真源的禅思想。③《禅寂赋》：是用字喃写的，内容描绘龙洞寺景色，以及那里僧众的生活、修行。

据黎孟达的《真源禅师全集》认为，真源的作品还有：《尊师发策登坛授戒》《迎师阅定科》《龙舒净土文序》《龙舒净土论跋后序》《净十要义》《南海观世音事迹演歌》《达摩太子行》《红蒙行》。实际上，真源禅学并未超过陈朝禅学。棒击、斥喝、扬眉、瞬目等都是禅宗常用来作为接引学人的禅语。真源却常用“四目相顾”作为自己的禅语。真源自从安子山到扶朗寺投明良学禅后，有一天，真源问：“几年久积裳中宝，今日当何靓面看？”明良只“四目相顾”，真源便领旨礼拜。此动作给真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禅宗本行》中，真源多次提到“四目相顾”：

四目相顾眼同，师弟心传灯烛交辉。

三世诸佛祖师，四目相顾以示禅机。

八字打开到今，四目相顾显露圆融。

化佛授记无边，四目相顾密传心宗。

三世诸佛如来，四目相顾万代证真。

《悟道因缘》中也提到“四目相顾”这个禅语：

一点心灯佛眼生，相传四目顾分明。

莲芳续焰光无尽，普付禅林授有情。

关于禅语，真源认为，为了断截众生妄想执著的认识才使用语言。语言是在禅门中不得已而用的方便。如果不根据众生不同的根机，那就没有教法，没有教法即没有佛、法、僧三宝，“三宝”已经没有也就没有说法人、听法人，也就无法可说。从因缘而生的教法只是一种使小儿停止哭啼而不真实的方便。愚夫需要多经典、多教法、多方便，智人只需要一个“斥喝”或“扬目”或“四目相顾”就可以顿悟自性了。

“真源”是他本人的法名，是明良起的。但他又用来代替“真如”、“真空”、“佛性”，还叫“真源湛寂”。《悟道因缘》中，他说：

万法空花皆不实，为度群迷假立权。

了了本来无一物，真源湛寂复还源。

或：

天地父母未生前，寂光圆湛是真源。

自觉觉他名曰佛，慈悲说法利人天。

关于行道方法，真源强调认识到自性的“湛圆”、“湛寂”即可觉悟。此时所有六根的动作、举指都是“神通”，即不可测而又无碍的力用，《禅宗本行》中，他说：

后学是否知道？心花应口说出一切语言。灵通到处都是道，六根运用都是神通。

在《示寂偈》中他写道：

显赫分明十二时，此之自性任施为。

六根运用真常见，万法纵横正偏知。

用语言来描绘“真如”、“佛性”、“觉悟”等都是永远达不到最终意义的，但也不能不用语言、方便来作为接引禅生的机语。问题是只能依靠语言方便来认识真理而不允许任何执著语言，或以语言为目的，他说：

有说皆成谤，无言亦不容。

为君通一线，日出岭东红。

根据真源这些思想，我们认为《南海观音传》中的最后部分玉皇上帝封妙善公主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她的全家都封为菩萨，这些肯定不是真源所写的，也许是后人儒家或道家加上的。

3.真源对竹林禅派的复兴事业

真源除了上边所提他建寺、造塔、写书之外，他和他的弟子们还做了对竹林禅派的复兴起决定性作用的事。

刊刻李陈禅学作品：

《禅苑集英语录》由李朝通辨、常照、神仪开始保存资料，到陈初成书（13世纪初），多次刻印，此书现在最早的刻本是在1715年由如智（真源的弟子）刻印。

《御制禅典统要继灯录》简称《继灯录》，由黎纯宗（1732—1735）资助，洪福寺如山（真源的弟子）著述。1734年刻印，1859年福田和尚重刻，1907年此书在月光寺[29]再一次刻印。

《越南安子山竹林诸祖圣灯语录》简称《圣灯录》。此书也许很早就成书了，1550年真严重刻，1705年真源又重刻。1750年性朗再一次重刻，并由性广题序。性朗和性广都是真源的再传弟子。

《陈朝慧忠上士语录》简称《上士语录》，是慧忠的主要思想和禅法，由法螺撰，仁宗考订，陈克终题跋，多次刻印。1763年，由安子山龙洞寺慧源重刻。

《三祖实录》1765年由真源的后传弟子重刻（不记载具体名字），1897年、1903年又两次重刻。

《课虚录》由陈太宗撰，在陈朝多次刻印。此书和《上士语录》都成为陈朝的佛学教科书。18世纪，安子山花安寺慧贤（跟慧源同时代都是真源的后传弟子）重刻，1850年、1943年又两次重刻。

还有真源所撰的作品，如《禅宗本行》《悟道因缘》《禅寂赋》等都在此时刻印，真源和他的门派重刻李陈禅宗作品。对越南禅宗资料，特别是对竹林禅派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真源的弟子：

跟真源在安子山龙洞寺学禅者共有300多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如澄（麟角）禅师。

如澄禅师（1696—1733）属临济宗第37代传承，字麟角，号救生上士。他本是郑氏的王公，即普光王之子，俗名郑拾。黎熙宗皇帝把自己的第四公主嫁给他。在河内市寿昌县白梅坊他有一座别墅，面积很大，里面有湖、山丘、花园、果园，还有种田的土地。有一天他派人挖土造一个小湖来放金鱼，忽然见到一个大莲藕，他认为这是出家之兆。因莲藕之瑞，他就化家为寺，名曰离尘院莲宗寺，并上疏愿舍俗出家，皇帝准奏后，当天他便到安子山龙洞寺跟真源禅师出家、受戒。真源说：“宿缘高会何见之晚耶？”他答：“师资会合，时至而出。”真源说：“重兴佛祖，是汝一人。”如澄因此“旧夜研究三藏，无所不通”。得法后，他回到莲宗寺，并创建护国寺（河内）、含龙寺（北宁），命其弟子性嫡住持莲宗寺，性岸住持含龙寺。他又派其弟子性泉到中国广州鼎湖山庆云寺，用六年时间学佛请经，得封为“两国和尚”。性善、性岸的法子、法孙们很多，如寂预、武花、正心、普算、通荣、寂传、照宽等禅师。莲宗寺后改为莲派寺。此寺成为当时禅宗的中心，叫作莲派宗。护国寺、含龙寺、崇福寺、大光寺、福恩寺、云斋寺等都属此派的寺院。麟角主张禅净一致，以经教为佛眼，以禅为佛心，以阿弥陀佛为禅的“公案”，但实修上专念阿弥陀名号。他的作品有《五戒国音》《十戒国音》。1733年示寂时，他叫性泉来付嘱《示寂偈》曰：

本从无本，从无为来。

还从无为去，我本无来去，生死何曾累。

此偈说明他的觉悟境界：不受任何东西所约束，体现出“八不空观”思想。

总之，真源及其弟子们在17—18世纪对越南禅宗特别是竹林禅派的复兴起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还有一位著名禅师对北朝禅宗的复兴与发展有巨大贡献，他就是香海禅师。

（五）香海禅师（1628—1715）

1.香海生平

香海的四代祖名忠禄侯，义安省真福县[30]盎度乡人，在黎朝做官。黎英宗统治年间（1558—1571）跟端国公阮演入广南省，由于忠禄侯对国有功，黎帝赐号“起义竭节功臣”。香海出生在升花府[31]平安上乡。18岁时，他考中举人，得以入南朝阮王府作官。25岁时到广治省肇封县为知府。此时，他跟碌湖圆景禅师（中国人）学佛习禅，圆景给他起法名为明珠。后又跟大深圆宽（中国人）学禅。28岁时，他辞官出家，到南海尖笔萝岛建三间小庵，勤修戒律，接众授徒。他在此八个月，由于有些问题，他又回到故乡，但尖笔萝岛人又请他回来居住，他从此驰名天下，众人敬仰。广南镇守纯郡公的夫人久病不愈，请他持经转咒，七日七夜病愈，遂全家皈依。福濒王（1648—1687）听到他的名声，请他入王府慰问，并派人在龟镜山（顺化）建禅净院，请他住持，国太夫人和三位公子（福濒王的妻儿）都跟他受戒、皈依。此时“官民兵卒，无不敬信，受归者一千三百余人”[32]。禅净院成为当时南朝的佛教中心。

此时，侍内监嘉郡公本是北朝嘉定瑞沛人，从军为福濒所执，得释，使出入府内教导内人，常来听香海说法。有人妒忌，对福濒王说他们阴谋逃遁回北朝。福濒王心生怀疑，查询不决，便要求香海回广南省居住，从此香海下定回北朝的决心。1682年，他跟50位弟子坐船越海回北朝又安省。郑根王（1682—1709）派唐郡公将船往迎回京（河内），并派人查询其来历，知其实是盎度乡人，从此对其格外敬重，赐给他和弟子们资金礼物等。郑王使其先在镇馆居住，并命他“给广顺两处山水路程为图以进”[33]，后又派人在山南[34]建庵请他居住。1700年，师弟们往月堂寺[35]住持。香海重修扩大月堂寺，其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

黎裕宗帝（1705—1729）常请香海入内殿立坛祈嗣并问修行方法，“帝尊礼之”。1714年，郑刚王到月堂寺供养并题诗称赞。此时香海的弟子很多，法子共70多人，法孙更多了。1724年，郑刚王又命扩大重建月堂寺，并赐50亩地。据《香海禅师语录》载，他的作品有：《解法华经》《解金刚经理义》《解沙弥戒律》《解佛祖三经》《解阿弥陀经》《解无量寿经》《解地藏经》《解心经大颠》《解心经五旨》《解心珠一贯》《解真心直说》《解法宝坛经》《解普劝修行》《解榜条一篇》《撰机缘问答并解》《撰理事融通》《撰观无量寿经国语》《撰供佛三科》《撰供药师一科》《撰供九品一科》。

香海还有一些诗、偈、禅语载在黎贵敦的《见闻小录·禅逸篇》中，至于《香海禅师语录》是由他的弟子在1748年撰写的。

2.香海的禅学思想

跟当时其他禅师们一样，香海也受到净土宗和密教的深刻影响，但他受密教的影响比其他禅师更多。《香海禅师语录》中多次提到他在尖笔萝岛时常用法术、符咒等方法来消除、驱逐那里的恶魔、妖精、鬼怪等。香海曾给广南纯郡公的夫人和花礼侯持经转咒，设大忏悔坛治病。这些都是密教的仪式。阮福濒给他建禅净院，意思是说禅宗和净土宗在修行方法上共同运用。香海还撰有《解阿弥陀经》《解无量寺经》《供九品一科》，这些都是净土宗经典。禅净密融合，不但是当时禅宗的特点，而且是越南禅宗的特点。香海本身是儒士修佛，他的思想带有儒、道、佛三教同源精神。他说：

原来三教同一体，任运何曾理有偏。[36]

又说：

儒源荡荡登弥阔，法海重重入转深。[37]

香海出家时代，阮朝内部在政治上不稳定，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广南镇守阮福棋去世后，他的妻子宋氏利用自己的姿色来迷惑阮福棋的弟弟阮福栏（1601—1648）和阮福忠。宋氏利用阮王的势力剥削良民，搜刮很多良民的财产作为自己的财产，使朝臣们非常愤怒。阮王又好杀，动不动就在大马路上杀人，使不少人受冤枉。阮福栏去世后，阮福忠听宋氏的话，阴谋政变，杀阮福濒，但这个阴谋败露后，不少人受连累，这种社会背景使香海生出了辞官投佛的念头，这或许是他出家的主要原因。

香海的禅学涉及很多禅学主要领域，如“见性成佛”、“即心即佛”、“忘二见”、“事理无碍”等。但他强调“无心”认识观点，“无心”这个思想在陈朝禅师们经常提出，但到香海才用来作为钥匙，打开所有人的妄情执著认识。“无心”就是真心离妄念，而不是“无心识”。《宗镜录》三十八曰：“若不起妄心，则能顺觉，所以云：无心是道。”即道应该离开，除尽虚妄分别念想的认识。《传心法要》下曰：“如今但学无心，顿息诸缘，莫生妄想分别，无人无我，无贪瞋，无憎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自性本来清净，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以“无心”观点为基础，香海提出：在认识真理上（心）不能逃避认识对象（境），不得“存一舍一”，不得“爱圣僧凡”等。因为“心”与“境”的本质都是“真心”。佛与众生之差只是有迷与悟之别而已。他们本是统一的：“见物便见心，无物心不现。”即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在本质上是同一性的。善与恶之间的关系也是由心的认识之差而产生的：

善既从心生，恶岂离心有。

善恶是外缘，于心实不有。

舍恶送何处，取善令谁守。

伤嗟二见人，攀缘两头走。

若悟本无心，始悔从前咎。[38]

他认为，如果“心”达到“真心”，那“境”也回到“真境”，不需要躲避任何“境”。他说：“凡人多于事碍理，境碍心。常欲逃境安心，遣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碍境，理碍事。只令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勿倒自心也。”[39]
这里，香海禅又关系到“事理无碍”问题。“事理无碍”是华严宗所立“法界三观”[40]之一。即平等之真体为理，有为之形相为事。理如水，事喻波。放平等之理而有万差之事，或放万差之事而有平等之理，即事理交彻真俗圆融之义。这样“无碍”的认识也是“无心”的认识。对于真理的认识要自在融通而为一体，如灯光互相涉入。《往生论注》下曰：“无碍者，谓知生死即涅槃，如是等入不二门无碍相也。”香海说：

妄身临镜照影，影与妄身不殊。

但欲去影留形，不知身本同虚。

身本与影不异，不得一有一无。

若欲存一舍一，永与直理相疏。

更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

烦恼因心有故，无心烦恼何居，

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41]

他认为，对放戒、定、慧三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对“无心”、“无碍”、“不增不减”等的认识：

一切无心白性戒，一切无碍自性慧。

不增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42]

达到“无心”的认识即达到“忘二见”的认识，即不受任何“二见”的阻碍，就“见性成佛”，他说：

……真知无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双融之妙理。无住、无著、莫摄、莫收。是非两忘，能所双绝，斯绝亦寂，则般若现前。心心作佛，无一心而非佛心。处处成道，无一尘而非佛国，故真、妄、物、我举一全收，心、佛、众生浑然齐致。[43]

这里“知寂不二”也就是“定慧等”的意思。

关于香海的禅法，黎裕宗（1705—1729年在位）请他赴阙时，问：“朕闻师老怀远之僧，愿说法音令朕了悟。”香海奏曰：臣愿陛下，志心谛听，偈云：

返闻自己每常观，审察思惟仔细看。

莫教梦中寻知识，相来面上睹师颜。[44]

接着黎裕宗又问关于“佛祖之意”，香海用“无心”的形象来回答：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

雁无遗迹之意，水无留影之心。[45]

他还回答黎裕宗的提问：“佛放众生有何恩德？”黎裕宗听后，很满意地说：“朕愿当生敬仰。”

香海也受到《坛经》的深刻影响。《香海禅师语录》中，很多地方连文字、句子都跟《坛经》相似，如：“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不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著提。”[46]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香海明珠是竹林禅派的传承人，其根据是拙拙圆炆系派的《传法偈》：“明真如性海……”此偈后来成为竹林禅派的《传法偈》。香海明珠的传法系统也用此偈：

圆景—明珠—真理—如月……

跟拙拙圆炆的传承系统一样：

圆炆—明行—真住—如随……

圆炆—明良—真源—如澄……

因此他们认为圆景、圆宽都是越南竹林派的传承人，他们的前辈为了避开黎朝对陈朝的战争，而逃避到南方隐居传禅，到此时才敢出现，而且香海明珠的禅思想受净土宗和密教的深刻影响。此特点是竹林禅派的特征，所以圆景、圆宽都是越南竹林派的传承人。

我们认为，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们的具体来历，但圆景的“圆”和圆炆的“圆”也许同一个传法体系，在明清之际他们零散地到南方传禅，而史书上不尽记载。而且竹林派在复兴时期之前几乎没有过《传法偈》，他们很随意地便给弟子们起法名。因此，香海明珠的二位师父圆景、圆宽跟拙拙圆炆一样都是同一个临济法系的中国禅师，而不是越南竹林派的传承人。至于香海受密教和净土宗的影响，也不能完全代表竹林禅派的特征，因为这个特点在八九世纪就有了，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其实竹林禅派的创始人如陈太宗、慧忠、陈仁宗几乎没有受到密教的影响。

不论圆景、圆宽是中国禅师还是竹林派隐居的禅师，都说明临济宗派传到南朝是从他们开始的，而不是等到元韶（1648—1728）传来才有的。

香海从南朝到北朝之后，得到君臣们的敬重与信任，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密切。香海曾给黎朝画广南、顺化两省的地图，曾为皇帝说法并教习禅，得到皇帝的赞赏，“愿当生敬仰”。同时北朝君臣们也多方帮助他们弘临济禅。这些都是入世精神的表现。入世精神是越南禅宗，特别是竹林禅派的特点。可以说，临济宗和竹林禅派的关系非常密切，只有临济禅传到越南才把竹林禅派复兴起来。

香海虽不是竹林派的传承人，但他在北朝活动，肯定对竹林禅派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因为香海禅是临济禅。

二 中国临济禅向南朝传播

一般学者认为，元韶是第一位把临济宗向南朝传播的人；了观把临济宗扩大了。但我们认为，他们二人都在南朝传临济禅，创建元韶派和了观派，都对南朝佛教影响很大，这是不可否认的。至于把元韶作为南朝临济禅的初祖则是不合适的。上边提过香海禅师25岁时，即1653年在广治省做知府官，曾跟圆景、圆宽学佛习禅，即1653年之前，他们俩已经到南朝了。他们曾培训出一位属临济宗的著名禅师：香海明珠，当然他们都属临济宗派。而且，元韶1677年才到南朝，比他们起码晚24年的时间。

1656年香海出家，一出家他就很有名了，他在南朝弘临济禅得到南朝国王、大臣、官吏、贵族们的尊重和信任，对当时佛教影响相大。但为什么不说出圆景、圆宽最早把临济禅传到南朝呢？也许元韶的活动范围比较广，一到南朝就建很多大寺院，如弥陀十塔寺、国恩寺、荷忠寺等，又得到阮王的信任。至于圆景和圆宽都是香海的师父，他们当时也很有名了，否则香海不会跟他们学佛习禅。1682年，香海从南朝逃到北朝后，得到黎帝的敬重和郑王的信任，香海又给郑王画广南、顺化两省的地图，因此，南朝肯定不承认他，至于圆景和圆宽或者已经去世，即使在世也会受到连累，所以史书上都未记载他们。能找到他们的一些来历主要是在《香海禅师语录》和黎贵敦的《见闻小录》中，这两本书都是北朝人撰写的。因此，我们认为圆景、圆宽都是把临济禅传到南方的始祖。但无论如何，元韶和了观对南朝临济宗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

（一）元韶禅师（1648—1728）

元韶在第一节已经简略介绍过，他姓谢，字唤碧，中国广东省潮州府程兴县（广东省东部）人，属临济宗33代传承人。元韶19岁出家，1677年到南朝平定省，在平定建弥陀十塔寺，后到顺化建荷忠寺、国恩寺、普同塔寺。他曾奉诏回中国请名僧、佛像和法器。1728年，元韶在荷忠寺示寂，留下一首偈：

寂寂镜无影，明明珠不容。

堂堂物非物，寥寥空勿空。

阮福澎王赐号“行端禅师”，并写了一首碑文来称赞他的品行：

优优般若，堂堂梵室。

水月优游，戒持战栗。

湛湛孤坚，卓立可必。

观身本空，弘法利物。

偏覆慈云，善照慧日。

赡之严之，太山屹屹。

元韶跟明弘子容、明海法宝等中国禅师以及他们的弟子在南朝弘临济禅，成为很大的禅派，叫元韶派。他有三位著名弟子：成等禅师（1704—1774）、成乐禅师（生卒年不详）和明物一智禅师（？—1823），他们都成为元韶派的支派，传承体系很长，至今还在传承。但把临济宗在南朝扩大影响，发展成最大的派别还是了观禅师。

（二）了观禅师（1677—1742）

了观禅师俗姓黎氏，讳实妙，富安省同春县白马乡人。了观6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把他送到会尊寺（富安）跟济圆禅师（中国人）受教。了观13岁时，济圆禅师示寂，他又到顺化报国寺跟觉风禅师（中国人）受教。一年后，因父亲老病他回家侍候父亲。1695年，父亲去世后，他又到顺化跟石镰和尚（即大汕，中国人）受沙弥戒。1697年，了观又跟慈林禅师（中国人）受比丘戒。1702年，到龙山印尊寺（今顺化慈昙寺）跟明弘子容[47]（中国人）习禅，明弘教他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话头，他参了七八年的时间而不得悟。有一天他看《传灯录》到“指物传心，人不会处”忽然得悟。1708年，他到龙山印尊寺向明弘呈“指物传心”这话头的结果。明弘又说：“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他便鼓掌呵呵大笑。明弘说：“不对。”了观说：“抨锤元是铁。”明弘又说：“不对。”第二天，他走过明弘面前，明弘说：“昨天的事还不行，请继续说吧！”了观便说：“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明弘非常赞赏。1712年，明弘到广南省，了观向他呈《浴佛偈》，明弘问：“祖祖相传，佛佛授受，未审传授个什么？”了观便说：“石笋抽条长一丈，龟毛拂子重三斤。”明弘说：“高高山上行船，深深海底走马。”了观接着说：“折角泥牛彻夜哄，没弦琴子尽日弹。”了观这些答话，使明弘非常满意。

了观建寺庙比元韶还多，如富安省的会尊寺、古林寺、宝净寺，顺化省的禅尊寺、圆通寺等。南朝阮王们都很敬重他，多次请他赴阙，但了观都辞退了，因此，阮王多次到圆通寺看他。从1733年到1735年，他共有四次参与由顺化官吏们组织给僧尼佛子授戒的戒坛，这些都说明了观活动的范围很广，其影响也非常深远。1742年，了观示病，叫其弟子们来付《示寂偈》：

七十余年世界中，空空色色亦融通，

今朝愿满还家里，何必奔缦问祖宗。

不久了观示寂，阮王赐号“正觉圆悟”。了观是临济宗第35代传承，他别出《传法偈》：

实际大道，性海清澄。

心源广润，德本慈风。

戒定福慧，体用圆通。

永超智果，密契成功。

传持妙理，演畅正宗。

行解相应，达悟真空。

现在从中部到南方，所有临济派的寺院、僧人，几乎都属了观派。他的弟子很多，最著名有四位：祖训禅师、湛观禅师、济仁禅师、慈照禅师。这四位又发展成为四个支派，直到现在影响都很大（参见图4-2）[48]。

[image: ]
图4-2 了观禅派示意图

三 中国曹洞宗向越南传播

（一）曹洞宗的来源及其主张

中国禅宗从慧能（638—713）传给青原行思（？—740），行思传给石头希迁（700—790），希迁传给药山惟俨（750—834），惟俨传给云岩昙晟（782—841），昙晟传给洞山良价（808—869）。良价及其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创建曹洞宗。

良价俗姓俞，越州诸暨（浙江诸暨）人。先在本村本寺出家，诵念《般若心经》，至“无眼、耳、鼻、舌、身、意”之句，忽以手扣面问：“某甲有眼、耳、鼻、舌、身、意，何故经言无？”院主不能答，遂引去婺州（浙江金华）五泄山剃度。20岁时到嵩山受具足戒，由此游方，先参偈南泉普愿，值马祖道一之讳辰，普愿问众：“来日设马祖斋，未审马祖还来否？”众皆不对，良价便说：“待有伴即来。”普愿赞扬他说：“此子虽后生，甚堪雕琢。”良价说：“和尚莫压良为贱。”从此名播天下，呼为作家。次参沩山灵佑（771—853）后因沩山推举，投于云岩昙晟门下，便问：“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昙晟答：“无情得闻。”良价问：“和尚闻否？”昙晟答：“我若闻，汝即不闻吾说法也。”良价问：“某甲为什么不闻？”昙晟竖起拂子问：“还闻么？”良价答：“不闻。”昙晟问：“我说法汝尚不闻，岂况无情说法乎？”良价问：“无情说法该何经典？”昙晟答：“岂不见《弥陀经》云：水鸟树木皆念佛念法。”良价于是有省，后来良价辞去云岩山，心有犹疑，后因过一水睹水中之影大悟。大中末年（860）居新丰山，后转豫章高安（江西高安）洞山，聚徒五百，嗣法弟子有26人，其中最著名的有道膺（？—902）、休静（生卒年不详）和本寂（800—901）。道膺及其后传弟子们在12世纪对兴洞宗的复起重要作用。本寂继承和发展良价理论，成为一宗，叫曹洞宗。[49]
本寂（840—901），俗姓黄，泉州莆田（福建莆田）人，其邑儒学甚盛，号小稷下。小时从儒学，道性天发，本寂的思想一定受此文化背景深刻影响。本寂19岁时投福州唐县灵石山出家，25岁登戒。寻参洞山良价得悟。盘桓数年，因受众之请，去抚州住吉水山开法，改山为曹山，学侣满堂，法席大盛。[50]
曹洞宗提出“正偏五位”的主张，是该宗接引学人的特殊方法：

“正”是中正的意思，代表体、理、空、本质。“偏”是偏倚的意思，代表相、事、有、现象。

本寂认为，“正位”即空界本来无一物，是万有的本体，真空的妙理，喻暗、水、金、阳、君。“偏位”即色界，有万形象，是万有之相，妙有之事相，喻明、波、器、阴、臣。本寂说：

正位即空界（理）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舍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

“正”相当于宗密所谓的“理法界”，“偏”相当于“事法界”，二者同是孤立的存在，因此不论是“背理就事”还是“舍事入理”都是片面的，只有“冥应众缘”即理应众缘、众缘应理，达到“兼带”的状态，才是合乎“大道”的“真宗”。理事“兼带”，相当于华严宗的“理事互彻”，所以识必“事理双明”，行必“事理俱融”。[51]在应用方面上本寂解释为“君臣五位”的关系：君是止位，属空界，本来无物。臣是偏位，属色界，有万形象。臣向君是偏中正，舍事入理。君视臣是正中偏，背理就事。君臣道合是兼带语，冥应众缘，不随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最妙最玄。本寂解释：

如何是“君”？妙德尊寰内，高明朗太虚。如何是“臣”？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如何是“君视臣”？妙德虽不动，光烛本无偏。如何是“臣向君”？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如何是“君臣道合”？浑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

本寂还用“五相”来表示。有时还用《周易》的封象相配，称“五位旨决”。

正中偏：全正而偏，即体而相，理事相融，喻全水而波，即金而为金器，是“君位”，喻“巽卦”。

偏中正：全偏而正，即相而体，事理相融，喻全波而水，即金器而为金，是“臣位”，喻“兑卦”。

正中来：正穷而通偏，体正为体时，相自现。穷理时，事在其中，喻阳之极所。阴兆于此是“君视臣”，喻“大过卦”。

偏中至：偏穷而通正，相正为相时，体自见。穷事时，理在其中，喻阴之极所。阳兆于此，是“臣向君”，喻“中孚卦”。

兼中到：正偏回互而非正非偏，体相回互而非体非相，理事交加而非理非事，水波泯融而非水非波，喻唯是一大海，是“君臣合”，喻“重离”。

理事、体相关系是曹洞宗全部理论讨论的基本问题，此关系应用于很多方面，如宾主、父子、一般个别等关系，这些关系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便，目的在于指导禅生在认识绝对真理上应该“虽体空寂然，不乖群动”，所以良价在《玄中之旨》归结为：“用而无功，寂而虚照，事理双明，体用无滞。”

到17世纪中国曹洞宗向越南南北两朝传播。此时，它和临济宗的禅法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二）曹洞宗传到北朝

水月禅师（1636—1704），俗名登甲，号通觉，是曹洞宗第36代传承。籍贯太平省先兴县清潮村，先在雄岭山寺出家，1664年到中国湖州凤凰山（浙江省北部）参一句智教和尚（曹洞宗第35代传承），得旨。1667年回国，住在任安山望老寺（广宁省东潮县）。他常到昆山资福寺和任阳山寺（广宁省东潮县）弘道。在湖州凤凰山时，一句智教问：“汝甚么处安身立命？”水月答：“水中风发处，波上水安然。”一句问：“日夜保任时如何？”水月答：“午时星斗现，半夜日头红。”智教又问：“安身立命汝如是，那个面目子如何？”水月答：“影草挥竿，箭锋当发。”智教听到这答话，非常赞赏说：“莫放过一曲两头蛇，穿得蛇鼻，谨慎谨慎，此洞家好儿孙，付汝法名通觉，绍吾正脉。”后水月开堂示众，远近僧众云集，把曹洞宗旨传给其弟子宗演，并留下一首偈：

山织锦水画图，玉泉涌出白酡酥。

岸上黄花莺弄语，波中碧水鲽群呼。

月白堂堂渔父醉，日红耿耿茧婆晡。[52]

宗演（？—1709）嗣法后成为曹洞宗第37代传承，法名真融，东山[53]人。他很早就出家了，听水月在望老寺弘曹洞禅，他来参学，正好遇到水月休息的时间，水月说：“如我当息，行何时出个消息。”法演便答道：“正午影当圆，寅时日露半。”水月觉得奇怪便问：“保任时如何？”宗演自白偈曰：

应有万缘有，随无一切无，

有无俱不立，日炅本当晡。

水月禅师听此偈后，出来尽言赞美：“曹洞合君臣，绍隆吾派。”水月以偈咐嘱曰：

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

佛佛祖祖传，蕴空莲头舌。[54]

宗演得法后，回到东山行道。黎熙宗永治年间（1676—1750）镇压佛教，要求僧尼都得回到山林或农村修习。宗演非常不满，他直接到朝廷上疏，三个多月后，黎熙宗才允许其入朝。黎熙宗问他关于治国的策略，他回答流利，熙宗非常满意，说：“佛教是一块珍贵的宝玉，难道不使用？僧尼是劝人做善去恶的人，为什么放弃他们？僧尼对民众的开化，也是对朝廷治国的好方法，为什么不尊重？”从熙宗这些答话可以看出，当时镇压佛教不是熙宗的主张，也许是一些儒臣提出的。由于宗演的上疏，这次镇压没有成功。

熙宗皇帝请他住持京都报恩寺以便谈论佛理，太上皇要求皇帝请宗演自由入宫说法，黎熙宗收回之前下的诏书，从此僧尼自由弘道。后来黎熙宗深信佛教，赐“御前之君”和锦袍，宗演只接受锦袍。回到洪福寺[55]，他把洪福寺重修扩大，同时着手刻印《华严经》和《法华经》。[56]示寂时，他叫其弟子净觉禅师来咐《示寂偈》：

花开春方到，叶落便知秋。

枝头霜莹玉，萼上雪连珠。

清晨云散产龙甲，白日霞光裸象躯。

豹文虽见一，凤众体全俱。

达摩西来传何法，芦花涉海水浮浮。

宗演得法于水月之后，进行弘法，他这些弘法活动对当时社会与佛教影响很大，成为北朝曹洞宗派。据《大南禅苑继灯略录》载，到福田为止，此派传到第九代，又分成三个支派，每支派都传到四代。其中第八代是清谈明正禅师（第一节介绍过），他是阮朝著名禅师。

总之，水月和宗演二位禅师对越南禅宗，特别是北朝曹洞宗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当时社会影响很大。到现在，几代佛教最高领导人都属于曹洞宗人。现在宁平的碧洞寺，河内的含龙寺、洪福寺、镇国寺等都属于曹洞宗的寺院。

（三）石濂与南朝曹洞宗的发展

1.石濂生平

石濂禅师（1632—1704），法名大汕，号广翁，是曹洞宗第34代传承，江苏吴县人，俗姓徐。落发于觉浪道盛。初居燕之西山，后历住吴门竹堂、嘉兴水西、吴兴广福诸刹。清康熙六年（1667）扫塔曹溪。应请主狮子林及广州长寿诸刹。康熙三十三年（1695）春正月十五日应越南南朝王阮福周的邀请，往南朝说法，人见信重，为人所贵。作品有《海外纪事》《金刚直疏》《离六堂集》。[57]
2.石濂的禅学思想

根据《海外纪事》我们可以概括石濂的思想：禅净双修，临曹综合，佛儒一致。

（1）禅净双修即禅宗和净土宗配合在一起，净土宗的念佛法门成为行禅的方法，阿弥陀佛成为人人的自性，见阿弥陀佛即见自己的本性（见性）。离开南朝回广东之前，国王阮福周与国母宋氏（国泰夫人）设斋请石濂参与并请说法。石濂说：

国母但有常行善事，一心念佛，无有间歇，即长相亲近也。若念起念灭，征逐尘劳，即老僧镇日对面，犹隔万里，穷何益哉？[58]

国母大喜，请石濂在纸上写成《自性弥陀说》，愿生生世世得常亲近，他写道：“修行捷径，无如念佛，所贵诸缘屏绝，六字单提，心不散乱，念必精诚，朝念暮念，直使不念而念，念到无念，念念不间，念成一片，莫不道合体同，与天同高，与地同厚，与日月星辰同明……既与万物一体，则弥陀原非别有，就在不乱心中流出，谁言弥陀在西方……须见色不染，闻声不住，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遍虚空唯心净土，尽法界自性弥陀，弥陀既是自性，老僧何曾离却……”[59]“念到无念”、“与万物一体”、“不住”、“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都是禅宗的主张，即达到主体念和对象念浑然一体。石濂给她起法名为兴信，同时写了一首诗，诗中有句曰：

弥陀老朽不同时，同时坐卧孰相离。

若谓相离互相失，楚王之弓谁得之。

（2）佛儒一致的观点。阮福周安排石濂在禅林寺以便组织戒坛，他在此寺大门口写了一副对联：

释氏持律，儒者理中，总要修身诚意，自然镜直乎内，义方乎外。

君子敕机，禅人习定，同归见性明心，端犹戒慎不睹，恐惧不闻。

这对联很明显说明他的佛儒一致观点。石濂是一位广见多闻的禅师，他对二教的教义非常精通，1695年四月八日，阮福周受菩萨戒时，石濂为他写《护法金汤》曰：

世出世间，道无二致，儒教唐虞言中，孔子言一，中庸言诚，名称不同，而要源则一。一者何？即心而已，得乎一而心正，则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齐家而家齐，以之治国而国治……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君得一而天下平，正此道也，惟我大雄世尊……特设以教则脱尽根尘，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印心……所谓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也……[60]

这段话涉及儒佛二教的重要经典、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高度地体现了儒佛一致的思想。《海外纪事》中，他还多次提出儒教的重要概念：忠、仁、克己、礼……他还要求阮福周建国子监，收藏儒典，请名儒给学生教导儒学等。

（3）临曹综合的观点。石濂虽是曹洞宗第34代传承人，但在他的禅语中，几乎没有提出曹洞宗的“偏正五位”、“君臣五位”、“父子五位”等禅法，反倒经常提出临济宗的禅法，在《护法金汤》中，他还教阮福周参“如何是我主人翁”话头：

老僧别无巧妙，惟请看个话头，无梦无想，如何是我主人翁？不得将意识卜度，不得将义理论解，把这个没滋味、没下手的话头顿在心头，昼三夜三日，愤悱地定要讨个着落。无论坐朝理政事时，炷香拜佛时，乃至饮茶时，触境遇缘时，或好或恶时，独居暗室时，侍奉母亲时……不得须臾放舍。莫道没滋味，没滋味中，正绝好滋味。莫道没下手，没下手处，正绝好下手，看来看去，日久月深，蓦然回地一声，摸着娘生鼻孔，方知原来在面上。[61]

石濂的禅法虽然没什么特别，但他对当时南朝阮王及大臣贵族们影响很大。他们几乎都跟石濂受戒成为弟子，特别南朝的曹洞宗把他当作始祖。现在南方的曹洞宗寺院都尊奉他。

3.石濂在南朝的弘法活动

石濂和随从人员100多位（僧众约50位，商人约50位）于1695年正月十五日晚坐船离开广州，二十七日到尖笔萝岛（广南省）。阮福周命三千多人在三天三夜之内建好一座方丈楼，请石濂与僧众居住，石濂在南朝弘法期间，最突出的是给僧众与信徒授戒。此戒坛达到三千多人，其中一千四百多人受出家戒（比丘和沙弥戒）。受戒的程序如下安排：

三月二十四日，出家戒子入戒坛行持忏悔。

四月初一，石濂给僧众授沙弥戒。阮王设斋坛，请石濂上堂说法。阮福周“亲到拈香”听法，派人别记他的法语。

四月初六，授比丘戒“国母王兄设斋，法语别录”。

四月八日上午，石濂给阮福周、国母、公主及后宫眷属授菩萨戒。他又把自己写的《护法金汤》传给国王。下午在禅林寺，石濂“为王兄醴泉侯、韶阳侯，并该伯众官传菩萨戒”[62]。

四月九日，给僧众授菩萨戒。王兄、公主、诸戒子、阮福周请石濂上堂说法。

四月十二日，石濂与兴莲国师率领新戒子，共有一千四百多人排成两行在顺化市“行古佛乞食法”，并到阮王府“谢王成就功德”。阮王命在王府设斋供养。此戒坛的戒刀和度牒都有石濂和阮福周共同盖上印章。了观也参加了授沙弥戒仪式。

七月七日，在会安（广南）十塔弥陀寺又组织戒坛给僧众三百多位授戒。此戒坛的戒刀度牒也有石濂和阮福周共同盖上印章。他打算当年七月回广州，但由于天气不顺，只好留在南朝（广南），阮福周又派人迎回顺化天姥寺居住。到第二年（1696）六月二十四日才上船回广东去。

石濂这些弘法活动给僧众、阮王及大臣贵族们留卜深刻印象，其影响深远。阮福周得传心印，成为曹洞宗第35代传承，从此他对佛教大力支持，使南朝佛法大兴，其影响直到现在。

（四）阮福周与佛教

阮福周（1675—1752），号兴隆，法名天纵道人，这个法名是石濂给他起的。阮福周17岁即位，一年后，他在翠山重修美庵寺。他两次写信请石濂到南朝弘法，自己也受菩萨戒，得传心印，他非常崇敬佛教，钦佩石濂的才智和品格。阮福周打算举行“焰口仪式”，时间已经确定了，但这天下大雨，大汕念咒，大雨马上停止。阮福周想学念咒方法，石濂说，重要的不是咒文而是持咒人。又有一次在禅林寺，阮福周立“大悲坛场”请诸僧来念咒，他亲自斋戒来参与，石濂说：“斋者非徒洁口体思虑而已，必举国家上下清理整齐，无一人一事不得其所，始满王斋戒分量。”趁此机会，石濂提出要求：“当清冤狱，释系囚，赈贫乏，起幽滞，弛厉禁。恤商惠工，济人利物之政，一一举行。”[63]其余的时间，石濂跟阮福周谈话都是“缓刑尚德爱军厚人通商薄敛”[64]之类，阮福周都很遵从石濂的教导，放释囚人，赈济贫乏等，他说：“非老和尚爱我，将不得闻此言。”[65]石濂还写《立国政约十八条》交给阮福周。他在府门前刻榜以“晓喻文武军民人等得知悉，另设牌二十四面，分类标明如有违条犯法者……无论王亲国戚，文武军民，安法问罪，永为国政”[66]。石濂还要求消除当时使用的酷刑，如象刑，即“犯人重者，发象抛起数丈，仰齿插之，洞胸穿服，须臾麻烂”[67]。王都听从。

1710年他在天姥寺铸一个重3285斤的大铜钟，1714年重修天姥寺，又派人到中国请《大藏经》。但为什么阮福周不请正在南朝弘法的中国禅师或越南禅师，而又派专使到广东请石濂呢？是否当时国内佛教不太发达，僧人不够？还是阮王想用“以外激内”的办法来促进国内佛教的发展呢？众所周知，石濂到南朝之前，很多中国禅师已经到南朝弘禅，甚至成为一个很大的派别，对当时佛教影响很大，如元韶禅师成立元韶派，其弟子们又分成三个支派，对临济宗禅派在南方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圆宽和圆景曾经培训出香海明珠，对于北朝临济宗影响巨大。我们认为其原因根本上有三个：第一，当时南朝佛教还是相当发展，很可能内部发生过一些矛盾，谁也不服谁，兴莲本是石濂的弟子，从中国来后不久，得到阮王的欣赏和尊重，赐号“国师”。当时，只有他得封“国师”号，表明他得到了朝廷的信任，但也有不少人（包括中越僧人）对他不满或妒忌。至于石濂到南朝弘禅的事情肯定是由兴莲跟阮王提出意见。第二，在政治上，阮王也想通过佛教这个渠道跟清朝沟通取得正统的地位，因为南朝政府一直被北朝视为伪朝，阮福周曾写疏文委托石濂带回向清廷上疏，清朝都不准。第三，阮王也想多增佛教宗派，即曹洞在南朝的传播。

目前对石濂本人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他对当时越南南朝佛教与社会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这点是应该肯定的。

总之，从15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是越南很复杂的一段历史：胡篡陈位（1400—1406），后陈朝（1407—1413），属明时期（1414—1427），黎朝统一时期（独尊儒教时期：1428—1527），莫阮纷争时期（1527—1592），郑阮纷争时期（1593—1788），西山朝（1788—1802），阮朝（1802—1945）；其中还经历抗明（1418—1428）、抗清（1788—1789）、抗法、抗日（1885—1945）等重大事件，不但对社会，而且对佛教都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越南佛教义经历过两次“儒教独尊”时期，当时对佛教是很大的打击，特别是第一次（1428—1527），佛教完全失去它在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地位，由陈王朝成立的竹林禅派杳无音信。此时期佛教只能在民间活动，跟老百姓一起生活，等到16世纪初才有机会发展起来，竹林禅派也得到了复兴的机会，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跟陈朝时期的佛教相比。南北朝诸帝诸王后来虽相信佛教，皈依、受戒、得传心印，或大力重修、新建寺院，但也不能跟陈朝帝王们对佛教的相信与支持相比。禅师们虽多次刻印佛典，保存佛教的文化遗产，但也不能跟陈朝刻经事业相比。至于在家居士也没有人能敢跟陈朝慧忠和太宗、英宗相比。但无论如何，佛教复兴时期对当时和以后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佛教复兴时期，就没有现在的越南佛教。佛教复兴时期也是中越两国佛教特别是禅宗交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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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佛教从公元前后经海道向越南传播，到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赢楼中心已成为汉地的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当时此中心学术相当活跃，包括儒、佛、道三教，大、小二乘佛学，印、中两国文化。其中佛学是得到大发展的，代表者有牟子和康僧会，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这些特点。康僧会是禅数学大家，但偏重于大乘思想，主张大乘化禅，曾使中国江南禅学大发展，当然他也使交趾禅法大兴，其影响非常深广。他到建业弘禅的事件成为佛教从海道传入中国内地的具体根据。牟子和康僧会的作品成为研究中越两国佛教的必读之书。但此时越南佛教主要还是受印度佛教与文化的影响，此影响体现在越南“四法信仰”中，即“法云”、“法雨”、“法雷”、“法电”。此信仰既有印度佛教（包括密教因素）色彩，又有越南本地信仰，同时也反映了越南人民在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公元5世纪起，越南有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信奉《法华经》。《法华经·药王品》把焚身供佛作为最上供，影响深远，直到现在还在影响。《弘赞法华传》载，交州陆平某信士，“因诵《法华》，仰药王之迹，自焚之后，出现奇迹”。据《高僧传》载，黄龙昙弘适交趾之仙山寺亦于山上聚薪自焚。[1]据《禅苑集英》载11世纪宝性和明心（属无言通禅派）二位禅师“常持诵《法华》为业，逾十五载……每至药王品，辄流涕……天成七年（1034）四月，二师焚身”。13世纪末，陈仁宗出家时（1299），超类寺僧智通燃臂供养仁宗。仁宗示寂后，他到安子寺奉侍舍利宝塔，明宗时（1324—1329）自焚。据《上士语录·略引禅派图》载，陈朝还有石头禅师“得法衣后焚身”，密藏禅师“得法焚身”，到后黎和阮朝都有。1963年，释广德禅师和七八位南方禅师为了反对美国对越南人民和佛教采取野蛮的政策而自焚。听说，他们专持《法华经》，这也许体现出“入世精神”的一个侧面。此时还有释慧胜和道禅二位越南禅师到中国传禅，声播内地。

自6世纪起越南佛教主要受到从中国传来的禅宗的影响。580年，毗尼多流支禅师到越南传禅，他本人是南天竺国人，先在印度出家习禅，后到中国跟三祖僧璨习禅得旨。听三祖所指导到越南传禅，成为越南第一大禅派。他的禅法既受印度禅影响又受中国禅特别是南宗禅的影响，主张“面壁观”即渐悟禅是达摩禅观的传统，后改为“顿渐双修”即接近于南宗禅法。此派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灵活地把密教信仰和本地信仰结合在一起，但不是用来迷惑人民、威胁朝廷的，而是为民族和国家的繁荣、昌盛、独立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北属末期和独立初期，密教和本地信仰成为当时的热潮，此派能用密教和各种本地信仰来推翻当时残酷的黎朝，建立起李朝，给民族和佛教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此派又培养出一位明君：李太祖（李公蕴），使越南社会和王朝从动荡到稳定、从残暴到仁慈、从不幸到幸福。在动荡历史阶段，此派又跟无言通派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共起重要作用。这都说明当时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无言通禅师是中国人，曾跟怀海习禅得旨。820年他到越南建初寺传禅，创建越南第二大禅派：无言通禅派。此派主要是南宗顿悟禅，曾给为佛教培养出一位得法皇帝李太宗及其朝廷其他官员。李末期为竹林禅派的成立打好了基础，同时提出新的思想理论：“帝王禅”。此理论的特征是“入世精神”，代表人物有常照、现光、道圆，到陈朝有陈太宗、慧忠等，此派在三大禅派当中影响最深远。可以说，无言通禅派是陈朝竹林禅派的前身。

李朝稳固后，从中国又传来草堂派（1069），得到朝廷君臣们的支持，成为当时的三大禅派之一，李圣宗、李英宗、李高宗都是此禅派的得法者。其中李圣宗是此禅派的创立者。到12世纪时，三大禅派互相影响，其中无言通派少受密教的影响。它们都对陈朝禅宗和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无言通派。道圆和陈太宗的“心”是“帝王之心”，即“以天下之心为心”，太宗接受此“心”成为他习禅和治国的指导方针。常照所提的“随俗”精神又与慧忠从《老子》所强调的“和光同尘”思想结合起来，比“随缘”更增加了“帝王禅”的入世成分。

太宗还提出夷平道俗“僧俗不异”的主张：“不拘僧俗，只要辨心。”“心”是越南禅学的主要理论，太宗呼唤修行者应该“回家”、“到自家”。“回家”即回“如来藏”、“菩提心”，是此禅的最后归宿。此“心”即“菩提心”、“随缘”之心、“随俗”之心。道圆和太宗的“心”是“帝王禅”的重要理论。“入世”是此禅的一个行动思想。13世纪从中国传来的临济禅，跟当时的越南禅学、文化、社会背景结合起来成为竹林禅派。竹林禅是越南特有的禅法，虽然它还是继承越南传统禅和中国临济禅的，但它又有自己的禅特色即“入世精神”。实践证明，竹林禅派一成立，就带动全国人民，上至皇帝下到老百姓都向往竹林禅派。大家都支持竹林禅派，竹林禅派又为民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可以说，竹林禅派的思想对当时社会和佛教起支配与指导作用。此禅派很快解体，但它的名声影响非常深远。到目前为止，一谈到越南佛教，没有人不提到竹林禅法和它的特殊性。如果没有竹林禅派，越南禅宗很难区别于中国禅宗。虽然李朝的三大禅派和后黎朝的曹洞宗、临济宗都很兴盛，但它们的特点不太明显，让人觉得平淡。

竹林禅派解体后，越南佛教衰退到极点，直到16、17世纪由于各种理由，特别是中国临济宗再次传入越南，它才复兴起来，成为当时最大的禅派，但也没有陈朝那么兴盛。后发展成为河内莲宗禅派，人们常把此派叫做竹林禅派的后身。

总之，越南佛教主要以禅宗为主，越南禅宗最突出的是竹林禅派的成立与其影响，代表此禅派的特点是“帝王禅”和“入世精神”。“帝王禅”之所以成为“帝王禅”，是因为除了上边所提的特点以外，它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越南共有15位皇帝是佛教徒（包括李朝、陈朝和后黎朝），其中10位得传心印，2位出家，3位创建了禅派。这个数目真的不小，这反映出越南“帝王禅”的突出特征，此特征在世界禅史上是罕见的。



[1] 参见《梁高僧传》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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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玄义校释》，韩廷杰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

（吴）康僧会：《六度集经》，吴海勇注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禅宗十三经》，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四卷），1996年1月。

（梁）慧皎撰：《梁高僧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

（唐）道宣：《续高僧传》。

（宋）赞宁撰：《宋高僧传》（二卷），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版。

楼宇烈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清）石濂：《海外纪事》。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宋）释本觉：《释氏通鉴》。

（唐）义净：《南海记归内法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

（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

（宋）志磐撰：《佛祖统纪》，江苏广陵古籍刻经社1992年版。

何国铨：《中国禅学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

［日］忽滑谷快天著：《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唐）道宣撰：《广弘明集》。

（宋）道元：《景德传灯录》，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

楼宇烈编：《东方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金刚经》。

《楞伽经》。

《祖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禅苑集英》。

《重刻大南禅苑传灯略录》。

［越］陈太宗：《课虚录》。

［越］如山和尚撰：《御制禅典统要继灯录》。

［越］福田：《大南禅苑继灯略录自陈诸祖卷下》。

［越］黎贵惇：《见闻小录》。

《香海禅师语录》。

《三祖实录》。

《三祖行状》。

安禅：《三教源流》。

《慧忠上士语录》。

《陈朝禅宗本行》。

［越］吴仕莲：《大越史记全书》。

［越］武琼：《岭南拢怪列传》。

［越］明峥：《越南史略》，范宏科、吕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越南列传前编》。

［越］吴时士：《越史标按》。

［越］陶唯英：《越南古代史》，刘启文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越］陈重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唐）玄奘、辩机撰：《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越］黎则：《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大正藏》第25册。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大正藏》第49册。

（宋）普济撰：《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宋）克勤撰：《碧岩录》，《大正藏》第48册。

（宋）赜藏集《古尊宿语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宋）蕴闻集：《人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正藏》第47册。

（宋）绍隆等集：《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大正藏》。

（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55册。

（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北京中央刻经院本。

（唐）佛陀多罗译：《圆觉经》，《大正藏》第25册。

二 越文文献

［越］阮郎：《越南佛教史论》（三卷），越南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越］阮才书主编：《越南佛教史》，越南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越］释密体：《越南佛教史略》，北越佛教会出版1942年版。

越南社会科学院主编：《李陈诗文》（四集），越南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7年版。

［越］黎孟挞：《牟子研究》，万行修书，1982年。

［越］黎孟挞：《康僧会全集》，万行修书，1975年。

《课虚录》，陶唯英译，越南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越］武琼：《岭南摭怪》，裴文元译，越南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越］《吴时任诗文》，高春辉译，越南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8年版。

［越］吴仕连撰：《大越史记全书》，吴德寿译，越南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越］释清慈：《越南禅师》，胡志明市佛教会出版社1995年版。

［越］阮灯熟：《越南禅学》，顺化出版社1997年版。

［越］吴德寿译：《禅苑集英》，越南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越南佛学研究所编：《陈朝禅学》，越南佛教会出版社1992年版。

［越］阮灯熟：《越南思想史》，胡志明市出版社1998年版。


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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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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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是亚洲的一个亚区，位于亚洲东南部，主要分为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个部分，包括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越南、菲律宾、文莱、东帝汶11个国家。由于各个国家在形成过程中都经历了复杂的历史阶段，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等构成不同，所以每个国家都形成了独特的宗教体系。在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宗教作为一种变量，极大地影响着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由于东南亚各国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特征凸显，因此对于宗教问题的处理将会影响其政治局面。而就东南亚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宗教将会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因此对之进行正确评估，充分了解其宗教发展现状以及对我国的影响，对于我国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借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将东南亚板块比作一个星球的话，在接近它、解读它的过程中，我们会深深地感受到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族群“大爆炸”“大撞击”的区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外部和内部的合力一直在对这一“星球”进行着“大撞击”“大爆炸”，其结果或许就是将当时已经高度发达的文明撞击成一片片碎片。有的文明碎片在历史的尘埃中，慢慢地被湮没了，但是有的却落地生根发芽，并顽强地生长，逐渐形成茂密的热带、亚热带文化森林。既然是“森林”，就容纳了很多的物种在其中生存。而这一占地面积达447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生活着属于汉藏语系、印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的多个民族，有着将近6亿的总人口，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历史，也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创造着本国、本民族、本区域的宗教文化。如果从东南亚宗教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佛教的话，不难发现佛教作为东南亚宗教板块中的重要一员，以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密宗等形式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存在形态，迄今为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南亚佛教文化圈。但是由于史料的阙如，解读东南亚佛教各个历史时期的存在形态是非常困难的。走进这迷雾般的“文化森林”，感受到的就是民族、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更重要的是在历史分层的积淀中，多元、包容性共存。因此，要对这一文化历史积淀深厚的区域的佛教发展进行解读，就需要我们对历史积淀一层一层地小心“剥离”和梳理，以期得到一个较为全面的判断。

从东南亚佛教的分布情况来看，目前的存在形态是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但是大乘佛教的影响从历史上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密宗也以较为零散的形式存在着，故而对东南亚佛教的研究就不仅涉及上座部佛教，同时还要涉及大乘佛教，其中尤以近代以来的汉传佛教的发展为主要关注点。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中，本书力图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对于南传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以及密宗的发展变化均进行关注，但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着重以半岛国家的南传佛教为重点。

就佛教的传播路线而言，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派出9个使团向外传播佛教，史料记载其中有两个使团就到达了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地区，是为佛教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地区传播之滥觞。由于整个东南亚地区信仰的南传佛教以斯里兰卡大寺派佛教为主，故为了更好地梳理南传佛教的发展历史，追本溯源，本书将斯里兰卡佛教也纳入研究对象，以期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逐渐厘清东南亚佛教发展的特征及其规律。公元5世纪时觉音尊者在斯里兰卡完成《清净道论》，从此这本书成为研习上座部佛教的必读书目，影响至今。现今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主线就是以斯里兰卡大寺派为主，故而对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也是非常必要的。

就中南半岛的佛教发展历史进程来看，缅甸佛教经历了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缅甸孟族最早接受上座部佛教，随后大乘佛教也传入，约在公元4、5世纪上座部佛教开始有规模地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但始终是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并存。1044年阿奴律陀国王建立了古代缅甸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蒲甘王朝，从斯里兰卡迎接高僧来缅甸传播佛教，并整顿佛法，奉斯里兰卡大寺派佛教为国教，从此逐渐形成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的东南亚佛教文化圈。以后历代王朝国王都护持佛教，积极供养僧团，同时修建了大量雄伟华丽的佛塔。现今仍以万塔之城的美誉吸引着各国人民前往的蒲甘正是这一佛教历史文化的见证者。目前缅甸的佛教以南传佛教为主，形成了9个较大的佛教派别，各个派别都以自己的主张实践佛法，有的佛教派别较为注重禅修系统的实践，尤其以雷迪、帕奥西亚多、马哈内希、孙伦西亚多等著名高僧的影响较大。

泰国在中国历代古籍史料中先后有“赤土国”“罗斛”“暹”“暹罗”等称谓，1936年正式改名为泰国（Thailand）。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佛教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早期泰国有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从现存的古代佛教建筑来看，还可证明大乘密宗从室利佛逝时期传入泰国境内。10世纪以后泰国受到柬埔寨统治，史称“柬埔寨统治时期的罗斛国”，信奉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但由于有些柬埔寨国王信仰大乘佛教，这一时期的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上座部佛教、大乘密宗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1世纪之后随着缅甸蒲甘王朝时期佛教的传入，泰国北部的兰那国受蒲甘佛教的影响，信仰上座部佛教；1257年泰族建立“素可泰”王朝，因先受柬埔寨传入的大乘佛教和婆罗门的影响，大多信仰大乘佛教。约在12世纪前后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13世纪时期泰国素可泰王朝宣布佛教为国教。18世纪开始的历代曼谷王朝诸王都笃信佛教。19世纪中叶以后，拉玛四世对佛教进行改革，形成大寺派和法宗派两大佛教派别，影响至今。近代在泰国还出现了以泰国华人为主要信仰群体的华僧宗，传播汉传佛教，该宗建立了自己的僧王制度。现在泰国佛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南传佛教的影响最大，成为整个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中心。

柬埔寨曾经是中南半岛历史版图较大的国家之一，其文化辐射力在历史上是很强大的。我国古籍对于柬埔寨先后曾经有“林阳”“扶南”“真腊”等称谓。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后佛教已在东南亚流行。例如《太平御览》引万震著《南州异物志》称：“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水经注》引竺枝著《扶南记》中也有“扶南举国事佛”的记述。当时的扶南（现今大部分领域为柬埔寨），婆罗门教、佛教相继传入。5、6世纪时，大、小乘佛教同时流行于柬埔寨区域。由于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往来频繁，大乘佛教得到较大的发展。其间高僧迭出，甚至有不少硕学沙门例如6世纪上半叶的僧伽婆罗和曼陀罗仙等人到中国传教、翻译佛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9世纪后，这一区域已经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形成了以大乘佛教思想为主、但杂糅了婆罗门教成分的柬埔寨佛教特点。现今仍然存在的吴哥古窟就以“高棉的微笑”伫立于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其雄伟的建筑艺术向世人讲述着柬埔寨佛教发展的故事。14世纪中叶，柬埔寨沦为泰国的属国，上座部佛教随之传入，并逐渐形成了后来以南传佛教为主导的信仰格局。

老挝与柬埔寨佛教的联系较为密切，早期佛教和婆罗门教并存，相互影响，成为老挝宗教的主要特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14世纪以前老挝均以大乘佛教为主，但到14世纪中叶，由于柬埔寨已经转而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故而从柬埔寨引入上座部佛教，尊其为国教，并确立了达磨育特和摩诃尼迦耶两派僧王制度。至此，半岛国家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为主、间以大乘佛教信仰的佛教格局形成。

海岛国家的佛教格局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更迭、交替的特点。海岛国家的国家地理疆域在历史上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在论述其佛教发展历史时，现有的各个国家佛教文化发展是难以截然分开的。例如在8世纪时期最为强大的室利佛逝王朝时期的势力范围甚至管辖到现今的泰国、缅甸等地，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几乎都受到了室利佛逝王朝的影响。而现有的海岛国家地理疆域界线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的独立民族国家的地理疆域，故而本书在论述海岛国家佛教发展历史部分时，选取了印度尼西亚（含爪哇、苏门答腊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3个国家为海岛国家佛教发展历史梳理的主要考察对象。印度尼西亚在公元前后是海上交通的要冲，居民多为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罗门教。5世纪初法显所著《佛国记》所载，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及爪哇）当地盛行婆罗门教，但亦有少量的佛教。稍后，印度高僧求那跋摩在来中国传法的路上，途经阇婆时，该地佛教甚为流行。据中国史籍《宋书》《南史》《梁书》的记载，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广泛信仰佛教。7世纪末，在苏门答腊地区，以苏门答腊为中心建立了室利佛逝王朝政权，形成了室利佛逝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乃至密教并存的佛教格局，并以此辐射周围各个国家。8世纪初，到中国的印度高僧金刚智曾在室利佛逝滞留，斯里兰卡的僧人不空即在这里拜金刚智为师，学习密宗，然后前往中国传播密法，成为中国唐朝密宗“开元三大士”之一。因此可见8世纪前后大乘佛教，特别是密教一系在室利佛逝曾经十分流行。8世纪以后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马来半岛传播，当地王室都信奉密教，在马来半岛建立了大批密教寺院，民间亦多信奉者。10世纪初，室利佛逝的高僧编集了著名的佛教教义经典《圣大乘论》。就爪哇佛教发展历程而言，爪哇是古代海岛国家的组成部分，其早期的发展是与室利佛逝王朝相关的。其后13世纪庚·安禄在东爪哇创建的新诃沙里王朝、14世纪维阇耶建立的满者百夷王朝以信奉大乘佛教为主。故而这一时期爪哇佛教呈现大乘密教和印度教湿婆派杂糅的格局。15世纪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后，佛教和湿婆派的信仰逐渐衰落，以至绝迹。只有现存的婆罗浮屠这一举世闻名的佛塔还在叙述着往日的辉煌，同时也展示着印度尼西亚早期佛教的发展历程。

马来西亚在历史上曾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流行过印度教和佛教。以后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中国移民的迁入，处于封建社会的马来西亚，受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流行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西方殖民者征服后，带着殖民主义色彩的西方基督教文化随之传入，原有的文化和宗教受到冲击，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信仰逐渐成为当地主要宗教。18世纪后，随着各地的经济开发，亚洲其他国家的移民纷纷到此定居谋生，他们带来了本国和本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建立了一些寺院，佛教重新复兴和流传，而且呈现出大乘和上座部并举、各种宗派竞相林立、各国寺塔并存的局面。传统的宗教格局发生变化，奠定了现代宗教的基本格局。在众多的移民佛教徒中，以北传中国大乘佛教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上座部佛教。20世纪20年代以后，各国佛教徒之间的积极交流，促使藏传佛教、日本佛教以及欧美等国的佛教也陆续传入，丰富了马来西亚现代佛教的内容，从而使马来西亚佛教分布呈现出多元的国际佛教格局。

新加坡近代以来的佛教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移民社会特征。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新加坡汉传佛教是杂糅着儒家、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等文化因素而在华人移民社会中传播的。这一时期的佛教甚至带有华人帮社的区域性和华人社会网络结构特征。1926年圆瑛大师、转道法师、宏船法师等高僧的南来，使得汉传佛教开始以较为纯正的方式在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中传播。随着20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的独立，佛教开始在新加坡大量建立寺院，发展佛教，培养僧才和正信居士，汉传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国际佛教界也拥有了自己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来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家的移民也在信仰南传佛教，并且发展起新加坡特色的南传佛教。目前随着世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国际佛教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当代新加坡佛教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积极与现代社会接轨并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佛教发展新格局正是新加坡佛教界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变迁的发展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历史文化层的不断层累过程中，不断更迭、交叉、重合，甚至覆盖，最终在信仰佛教的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的推动下，形成了目前以南传佛教为主，大乘佛教、密宗并存的东南亚佛教发展格局。


第一章 斯里兰卡佛教

第一节 斯里兰卡国情概况

一 自然状况

“斯里兰卡”是锡兰岛的僧伽罗文古名，意思是光明、富饶的土地。斯里兰卡古阿拉伯语为Sirandib，在我国古籍中曾被称为“狮子国”“师子国”“僧伽罗”等，例如唐代为“僧伽罗”，宋代音译为“细兰”，明代称“锡兰”。在1972年以前，西方又称之为“锡兰”。[1]
斯里兰卡的国土面积为65610平方公里。位于亚洲南部，是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国，风景秀丽，被誉为“印度洋上的珍珠”“宝石之国”等，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半岛相望。斯里兰卡接近赤道，终年如夏，年平均气温28℃；各地年平均降水量1283—3321毫米不等。北部和沿海地区为平原，其中北部沿海平原宽阔，南部和西部沿海平原相对狭窄。

大约在2500年前，来自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开始移民至锡兰岛，逐渐成为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祖先定居在斯里兰卡。公元前5世纪左右，僧伽罗人从印度进入锡兰。斯里兰卡史学家一般倾向于把公元前483年推断为僧伽罗王子维阇耶带领僧伽罗人踏上斯里兰卡的年代，并将之作为斯里兰卡历史的开端。[2]
公元前2世纪前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也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并传入了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印度的宗教。公元前247年，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其子摩哂陀长老来岛弘扬佛教，受到当地国王的欢迎，从此僧伽罗人开始信仰佛教。从公元5世纪至16世纪，僧伽罗王国和泰米尔王国之间征战不断。从1505年起斯里兰卡先后被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统治，1815年被英国占领，可以说从16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都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1948年2月4日斯里兰卡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宣布国名为“锡兰”。1972年5月22日，宣布把国名“锡兰”改称为“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8月16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仍是英联邦成员国。1978年9月7日，斯里兰卡宪法废除沿袭多年的英国式议会制，效仿法国和美国，改行总统制。[3]
从目前的行政区划而言，全国分为9个省：西方省、中央省、南方省、西北省、北方省、北中央省、东方省、乌瓦省和萨巴拉加穆瓦省，下分25个县。

在地理分布上，斯里兰卡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气候区域：（1）干燥区域，全部区域包括全岛陆地面积的70%。干燥区域不仅是三个区域之中最大的区域，而且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僧伽罗族文化的发祥地。古代僧伽罗人充分利用地形的差别，在山脉之间筑成土坝，填塞峡口建造许多大小水库，并在河流高处筑堤，导水流入人工渠道。他们建造一个庞大复杂的灌溉系统，筑有互相联系的堤坝、渠道和水库储蓄水。（2）低地潮湿区域，包括科伦坡、迦伽罗、腊特纳普腊、卡卢塔拉、加里和马特拉等地区。靠近海岸的土地是平坦的，内陆的土地则逐渐上升到中央山部的山麓。（3）山地区域，包括马特列、康提、擎伐罗·埃利耶和巴杜拉地区，以及萨巴拉加莫瓦山区和摩拉瓦迦乡区。这一区域气候凉爽，风景优美，适宜人居。[4]
斯里兰卡是一个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渔业、林业和水力资源丰富。茶叶、橡胶和椰子是斯里兰卡国民经济收入的三大支柱。斯里兰卡的主要矿藏有石墨、宝石、钛铁、锆石、云母等，其中石墨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兰卡宝石在世界享有盛誉。斯里兰卡的工业基础较弱，主要有纺织、服装、皮革、食品、饮料、烟草、造纸、木材、化工、石油加工、橡胶、金属加工和机器装配等，大多集中于科伦坡地区。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服装、茶叶、橡胶、椰子和石油产品。此外，旅游业也是斯里兰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为国家创汇数亿美元。

二 民族社会概况

斯里兰卡是多民族国家，境内有僧伽罗、泰米尔、摩尔（穆斯林）等民族，根据斯里兰卡统计与数据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斯里兰卡人口总数为2033万人。斯里兰卡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7%。斯里兰卡西部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28.8%，北部地区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2%。在各大行政区中，科伦坡大区人口最多达2323824人，北部穆莱蒂武大区人口最少，仅有92527人。[5]其中僧伽罗族占74.9%，泰米尔族占15.4%，摩尔族占9.2%，其他民族占0.5%。居民76.7％信奉佛教，7.9%信奉印度教，8.5%信奉伊斯兰教，6.9%信奉基督教。其中僧伽罗人大多信仰佛教，泰米尔人主要信仰印度教。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是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在上层社会里，则通用英语。

由于受印度影响较深，印度的种姓制度也随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因此，种姓制度也成为斯里兰卡社会的明显特征。虽起源于印度，但种姓制度在斯里兰卡发展过程中却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在斯里兰卡社会，种姓制度也是分为四种：婆罗门、刹帝利（国王、武士阶层）、吠舍（商人、工商业者）、首陀罗（“不可接触者”）。种姓曾是古代僧伽罗社会得以运转的基础与制度保障，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更，它在现代社会中作用已不那么明显，但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却仍在影响着僧伽罗社会和僧伽罗人的思想与生活。斯里兰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农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到19世纪初期，康提封建主和首脑会议把康提习惯法编为一部名为《尼提尼格汉杜瓦》的法典，记录的就是当时在斯里兰卡特定历史条件下已经发育成型的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种姓制度。此时的僧伽罗种姓制度已经没有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种姓，最高种姓是土地的耕种者——瞿维。在斯里兰卡独立以后，瞿维种姓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中坚力量，社会上层人士、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阶层大多来自这个种姓。卡拉、萨拉嘎玛和杜拉瓦是聚居在西南和南部沿海地区的三大种姓，历史学家们根据他们早期僧泰混合的语言和充满南印度元素的生活习俗推断，他们的祖先是不同时期移居过来的泰米尔人。他们渐渐被僧伽罗文化所同化，接受了僧伽罗人的语言和社会制度。他们利用居住地优良的自然条件，逐步发展壮大自己的种姓，并向高地地区迁移，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使得自己的种姓成为仅次于瞿维的主要种姓。

在僧伽罗种姓中，处于最底层的罗季种姓在社会中的地位，类似于印度种姓社会中的“不可接触者”。[7]在相对平等与温和的僧伽罗种姓中，罗季的存在可以说是个例外。到了近代后期，随着种姓观念的逐渐淡薄，罗季人的境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斯里兰卡社会的种姓制度较为复杂，种姓数目繁杂，除了有僧伽罗人的种姓制度之外，还有泰米尔人的种姓制度。泰米尔人的种姓制度是泰米尔人从南印度带到岛上来的，当时就已经是成型的种姓制度。有数十种种姓，婆罗门种姓名义上仍然是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最高种姓，但实际所起的社会作用有限了。作为印度教寺庙的祭司，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婆罗门绝大多数都不是他们充当祭司的寺庙的主人，也不占有寺庙的财产。土地耕种者维达达在泰米尔人中的地位与瞿维人在僧伽罗人中的地位大体相同。斯里兰卡独立以后，维达达种姓仍然是泰米尔人社会的中坚力量。[8]
现在斯里兰卡的种族问题主要是指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泰米尔人要求在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北方省和东方省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泰米尔国”。僧伽罗人反对他们搞国家分裂活动。在经过4年之久的战争后，双方达成了协议。根据印度与斯里兰卡1987年“7·29协议”，泰米尔各武装组织先后放下了武器，但最大的泰米尔武装组织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拒绝彻底缴械。他们反对印度军队进驻斯里兰卡，并与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一起抵制选举。这个组织经常与印军交火，有时也与其他的泰米尔武装组织发生冲突。尽管如此，各派还是根据协议确定的目标，于1988年11月19日在斯里兰卡和印度政府的联合监督下，选举产生了北方—东方省委员会。选举结果，泰米尔组织获得多数票。北方—东方省委员会选举是斯里兰卡最后举行的一个地方选举，其他7个省委员会的选举已于1988年4月至6月结束。地方选举的结束标志着斯里兰卡政府基本上实现了斯里兰卡与印度和平协议所确定的目标。但种族冲突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泰米尔猛虎组织仍活跃在北方—东方省。2009年5月斯里兰卡政府军向泰米尔猛虎组织发动军事行动，当天宣布在凌晨的军事行动中杀死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创始人和领导人普拉巴卡兰及其儿子，这标志着斯里兰卡长达20多年的内战终于结束。

第二节 佛教传入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00年）

现有史料能够追溯到的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居民是成书于公元5世纪的斯里兰卡史传——《大史》里记载的雅卡人和那加人。这两个民族曾经是岛上的主要居民。他们在印度雅利安人移民到斯里兰卡以前就居住在这个岛上。他们的人口曾经相当多，势力范围大，在公元前6世纪—公元3世纪之间还曾经存在那加人的国家，但后来雅卡人和那加人逐渐融入了僧伽罗等民族之中。因此，斯里兰卡史学家一般倾向于把公元前483年推断为僧伽罗王子维阇耶带领僧伽罗人踏上斯里兰卡的年代，并将之作为斯里兰卡历史的开端。[9]
一 上座部佛教传入以前的宗教概况

僧伽罗人的祖先在北印度时，信仰的是婆罗门教，奉大梵天为最高神。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印度宗教也随着僧伽罗人的迁徙而进入斯里兰卡，故而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正式传入斯里兰卡前，婆罗门教及耆那教徒等宗教已经传入。《大史》记载在斯里兰卡第一代僧伽罗王朝的创始人——槃陀迦阿巴耶王统治时期，在斯里兰卡的婆罗门教活动还很多，例如在继位时要举行灌顶仪式，有婆罗门教徒居住的寺庙，修建供奉天神夜叉的神庙。此外，耆那教徒也修建了很多寺庙。著名的耆那教长老就在这里传播耆那教，寺庙因此很有名，寺庙就用他们的名字。其中耆那教有一寺名叫“室利寺”（Sriarama）影响最大，信徒最多。后来在公元前3世纪天爱帝须王（Devanam－Piyatissa，公元前247—前207）在佛教传入时，曾限制他们居住的地区。[10]到佛教在斯里兰卡兴盛后，耆那教逐渐衰亡，耆那教的活动场所也成为佛教寺院。但是，婆罗门教的影响一直都存在于斯里兰卡社会之中。

二 印度佛教的传入

（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弘法活动

根据斯里兰卡《大史》及相关史料记载，佛教正式传入斯里兰卡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亦即印度孔雀王朝最为兴盛的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

阿育王（Asoka）是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他统一了印度北方，并将势力向南方扩展。在武力统一印度之后，阿育王本人皈依了佛教，持守五戒，到各处佛教圣地朝拜并竖立纪念石柱。他遵从目犍连子帝须（Muggalyaput—tatissa）的教导整顿了僧团，并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经典的结集，整理编纂了巴利语佛教三藏。第三次佛教结集只有南传佛教有记载，北传佛教没有记载。结集的时间是释迦牟尼逝后236年，据说这一次结集有一千比丘参加，结集地点是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结集的目的是对第一次结集的《阿含经》重新会诵整理，批驳外道邪说。这次结集之后，阿育王一心弘法，派出九个使团到国外弘扬佛法。有到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的，有到摩醯婆末陀罗（今印度南部米素尔等地）的，有到婆那婆私（今印度南部）的，有到阿波兰多迦（今印度西部苏库尔以北一带）、摩诃勒陀（今印度南部的孟买）的，有到臾那世界（今阿富汗以西一带）的，有到雪山边国（今尼泊尔一带）的，有到金地国（今下缅甸的达通一带）的，还有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到狮子国的传教队伍便是由摩哂陀率领的。其中第八个使团被派往东南亚的金地，第九个使团被派往斯里兰卡。这两个使团的弘法布教，便成为南传佛教的滥觞，其中第九个使团到达了斯里兰卡，并将佛教传播到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传播体系，既为日后南传佛教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傣族、阿昌族、布朗族等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汉传佛教与斯里兰卡佛教的交流，尤其是6、7世纪密宗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二）摩哂陀长老在斯里兰卡的初传佛法

由于斯里兰卡和印度有着天然的地缘、族源和教缘关系，阿育王对斯里兰卡的文化传播较为重视。为此，在选派佛教僧团赴斯里兰卡传播佛教时，阿育王特选派自己的儿子摩哂陀（梵语Mahendra，巴利语Mahinda，又译作摩酰因陀罗、摩呻提）[11]专门前往斯里兰卡弘扬佛法。

摩哂陀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早年出家，师事当时最负盛名的大长老目犍连子帝须。摩哂陀长老发愿精通佛法，他深研巴利三藏，广游名山大寺，博学多闻、戒行精严。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众僧已受，即推目犍连子帝须为和尚；摩呵提婆为阿阇梨，授十戒；大德末阐提为阿阇梨，与具足戒。是时摩哂陀年满二十，即受具足戒，于戒坛中得三达智，具六神通漏尽罗汉。”当他率领使团到兰卡弘法时，年已32岁，戒腊12年，他率领由伊帝亚、伍帝亚（Uttiya）、桑拔喇（Sambala）、跋达萨喇（Bhaddasāla）四位比丘，以及般度咖等居士一行七人组成的使团，于公元前247年渡海来到兰卡岛。摩哂陀长老到达兰卡后，向国王天爱帝须讲述了《象迹喻小品经》《天宫事》《饿鬼事》《天使经》等经典，劝国王止恶修善，广积福德。国王深受启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讨论后，国王决定信仰佛教，于是和一批大臣一起皈依了佛教，并将御花园“大云林园”（Mahāmegha-vanaya）布施出来，修筑为“大寺”（Mahāvihāra，摩诃毗诃罗）供养僧团，这是斯里兰卡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奠定了大寺的绝对权威地位。

寺院建立之后，摩哂陀尊者就率领自己带来的成员在大寺修行。后来长老剃度了国王的外甥马哈利特等55位斯里兰卡青年，组建了当地第一个僧团，开始积极弘扬佛法。

摩哂陀长老来岛传教的情况多引自《岛史》《大史》《善见律毗婆沙》等史书和佛经。在《善见律毗婆沙》中，除了记载佛教戒律及注疏之外，还记载了摩哂陀长老来斯里兰卡传法的经过以及菩提树种植的过程。《大史》中虽然也有些夸张的内容，但书中所讲大量事件，已为越来越多的铭文和出土文物所证实。当代考古发现，在斯里兰卡的玛扎克拉布沃（Madhakalapuva）地区的拉萨格拉（Rassagala）圣地的一个石洞中有一段石刻铭文。据考古学家帕拉纳维达那（Paranavitana）考证，石铭是公元前2世纪乌迪亚（Uttiya）国王时代的作品。铭文中有两句应解读为：“为楞伽岛之昌盛，玛亨德和伊提耶二长老莅临本岛，建塔为记。”[12]这说明佛教在当时已经得到大家的接受。其中铭文里提到的“塔”应该是睹波罗摩塔，这是斯里兰卡的第一座历史性佛塔，是佛教在斯里兰卡传播初期所建，相传里面供奉着佛陀的锁骨舍利，面积虽然不大，却为人们敬仰。

（三）比丘尼僧团的形成

摩哂陀在斯里兰卡积极传播佛法后，在当地的声望很高，皈依者众多，听法的女性也越来越多，有的女众也要求剃度出家，因此，摩哂陀长老就邀请他的妹妹僧伽蜜多长老尼前来斯里兰卡传教。长老尼从印度带领十位比丘尼来到斯里兰卡，僧伽蜜多长老尼和比丘尼僧团在名叫优婆夷精舍的寺院里住下。她让人在那里盖了十二间房，其中有三间大房子，一间存放运载菩提枝的船的桅杆，一间存放船桨，一间存放船舵。后来国王又让人在支提殿周围建造了一处幽静的寺院。新造的寺院在象桩旁边，因此得名象樁精舍（意为系大象的柱子处）。这两处是岛上最早的尼众道场。

另据《大史》记载，在摩哂陀长老的请求下，僧伽蜜多长老尼从佛陀伽耶佛陀坐在树下成道的那株菩提树上折下一枝幼苗带去栽在大寺园内。当僧伽密多长老尼带着这枝金刚座大菩提树的枝条到达斯里兰卡时，国王欣喜若狂，下到齐颈深的水中，头顶菩提枝，由16位贵族陪伴，把它护送上岸，放在美丽的彩棚里。当菩提枝被运到即将栽种的地方时，刚一脱离开国王的手，就升到80寸高的空中，放射出六色光芒。国王欣喜若狂，专门派人守护这棵菩提树，视之为圣树，视为国宝之一。菩提树从此开始就在斯里兰卡生根发芽，成为佛陀成佛觉悟的象征而受到大家的礼拜。后来，斯里兰卡在家佛教信徒，皈依佛法僧三宝，遵守五戒，礼拜佛塔和菩提树以表示恭敬佛陀。

后来，僧伽密多长老尼僧团为王后、公主等五百多位女子传授戒法，举行了授戒仪式，逐渐也建立了比丘尼僧团。至此，佛法开始在四众中传播。应该说，这正是印度佛教在斯里兰卡社会全面传播之始。

第三节 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公元前200—公元1017年）

一 巴利三藏的结集

依照斯里兰卡僧人的说法，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摩哂陀领导了第一次结集，那是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在阿卢寺举行的是第二次结集，而觉音长老等于公元5世纪校订巴利三藏，组织译场大规模译经是第三次结集。这几次结集使巴利三藏及注释臻于完备[13]，奠定了上座部佛教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

按照斯里兰卡史料的记载，摩哂陀长老领导了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将僧人们传播的佛法以相对稳定的形态固定下来。

传播佛教，规定律仪是任何一个僧团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实践的。相传摩哂陀长老来斯里兰卡时带来了一批佛教三藏及其注释，曾经将之收藏于大寺之中。摩哂陀传入斯里兰卡的三藏经典，属于部派佛教时期的分别说系的上座部传统，为了更好地整顿律仪，传播佛教，公元前232年摩哂陀长老和斯里兰卡的比丘一起聚集在塔寺举行了一次巴利三藏结集，历时10个月完成，当时仍以传统的记诵方法流传。这次结集是由国王天爱帝须护持。经过这次结集之后，斯里兰卡僧人能够有据可依地开始独立说法传戒，传播正信佛法，斯里兰卡的城乡各地的佛教开始得到普及。

（二）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

公元前1世纪在阿卢寺举行了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将上座部佛教的三藏经典《经》《律》《论》用巴利文记录为文字，正式开启佛教历史上三藏经典的文字记录历史。由于以前佛教的传播都是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一代一代地教授，并未形成文字，因此，此次结集意义重大，这些经典非常宝贵，忠实地记录了早期佛教的经典传承内容，奠定了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坚实基础。由于这是佛教史上继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举行的“第三次结集”之后的大规模结集，被称为世界佛教历史上的“第四次结集”。

摩哂陀传入斯里兰卡的三藏经典，属于分别说系的上座部，但当时仍以传统的记诵方法流传。后来斯里兰卡国内时常发生内乱，在公元前1世纪时，有许多僧侣回到南印度去避难，在南印度期间，他们和其他僧侣比对经典，发现所有重述的经典一字无误，于是便认证了在他们脑海里的经典是准确无误的。这套口述和记忆的传统从佛入灭后便从未改过，每天僧侣们都会互相重述和比对经典的正确，若有偏差，便会请示长老正确的字句。

因为国内有时也发生内乱，一旦僧侣们之间的联系中断就会影响佛法的传承，因此僧团的长老们认识到，如果只依赖传统的记诵方法来保存经典和传承佛法，还不够，故而公元前1世纪，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时（公元前101—前77），在斯里兰卡中部马特列地区的阿卢寺，由罗揭多长老主持，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结集，五百长老参加，按照印度佛教第一次结集的方式来重述和比对经典，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和义疏，并决定把始终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的三藏经典用文字写在贝叶上保存。这是第一次用巴利文字记录三藏经典，因此对后来上座部佛教长期流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斯里兰卡的僧人一直用古老的僧伽罗文字对佛教经典进行注疏，这些经典大多保存在大寺，并形成了以大寺为正宗的佛教分布格局。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来自印度的觉音尊者撰写完《清净道论》，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以后《清净道论》又被翻译为多种文字，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我国傣族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觉音尊者写完《清净道论》后，大寺的长老见他才思敏捷，就同意他随便查阅全部资料，同时请他组织人手，收集整理佛典，逐渐开展译经活动。于是觉音开始了长期的译经工作，编译出19部论著，后世称之为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值得注意的是，觉音是完全遵照大寺派思想进行巴利三藏的校订和译著的，所以他对斯里兰卡大寺法统的保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公元480年时，僧伽跋陀罗在中土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相传是觉音尊者注释，在南传巴利语经藏中被称为《一切善见律注》。[14]这是斯里兰卡律藏典籍，虽然汉译本与斯里兰卡的巴利语藏本稍有出入，但却是对斯里兰卡律藏的注疏，对于斯里兰卡律藏的传承起到了保护作用。

二 古代斯里兰卡佛教派别的分裂

阿努拉德普勒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城市，拥有2500年的历史，在公元前380年成为斯里兰卡首都，并且在之后的1000年里，都是斯里兰卡王权所在地。综观佛教的发展，国王对佛教的支持对于佛教内部的派别的发展和理论主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派别的发展与鼎立

斯里兰卡佛教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从印度传入之后，到公元前1世纪，这200年间保持了纯正的上座部传统和全国统一的局面。国王天爱帝须专门为摩哂陀长老建盖的大寺一直是全国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中心。摩哂陀传入斯里兰卡的佛教派别是属于分别说系的上座部，在斯里兰卡始终处于影响较大的地位。

后来，大寺派一统的局面被逐渐打破。公元前1世纪以后，印度案达罗王朝以婆罗门教信仰为主，但也允许大乘佛教的发展，故斯里兰卡在与案达罗王朝交往的过程中，来自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开始在斯里兰卡有所传播，在《岛史》中则称之为戏论派，《论事》称为大空派，大寺的僧众称他们为方等派。公元前1世纪瓦腊干跋国王复位之后，斯里兰卡僧团分裂为大寺和无畏山寺两派。不久又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佛教史上的第四次结集，把一向口口相传、从未见诸文字的三藏经记录成书。这两件大事标志着斯里兰卡佛教进入了兴旺发达时期。以后，印度新兴的大乘教派的思想不断涌入兰卡，大乘论师也络绎不绝地到兰卡布教，使兰卡僧人的思想空前活跃起来。表现最明显的是无畏山寺，该寺门户开放，兼收并蓄；接纳各地僧人，学术氛围浓厚，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寺院。

（二）佛教派别的第二次分裂

在印度佛教大乘思潮的不断冲击下，斯里兰卡佛教无畏山寺内部发生了分化。公元4世纪初，哥塔巴耶王即位（309）后，一个叫乌西利那帝沙的长老率领300僧人离开了无畏山寺，到南山寺另辟据点。其中的萨伽利（意译为“海”）长老，后来主持了大军王（334—362年在位）赐予的祇多林寺，倡导大乘中观派主张，被称作祇多林寺派。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分裂，由此形成了与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佛教大乘思潮并不都受到国王们的欢迎。据《大史》记，哥塔巴耶王就曾对无畏山寺的方广部采取严厉的制裁，将该部60名僧人驱逐到南天竺的注辇（朱罗）国。此后诸王对大乘佛教也多半实行限制政策，到12世纪，正式取缔了祇多林寺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乘思想对斯里兰卡佛教没有深广的影响，在5世纪斯里兰卡的史籍就提到了大乘菩萨像，这就说明，大乘菩萨道思想在南传佛教传播区域内也有一定的影响。[15]
（三）林居派与村居派

公元前1世纪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长期的修行实践中，斯里兰卡的僧团在“学”与“修”的佛教修行重点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逐渐形成重视理论经典和重视修行解脱的两个趋势。其中，就对待修和学、对待戒律和对待经论的态度而言，斯里兰卡的佛教团体可笼统地分为林居派和村居派。最初只有“林居僧”和“村居僧”的区别，还不存在“林居派”和“村居派”。两相比较，似乎林居僧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略高。他们离欲出尘，苦行修炼，受到信众的普遍敬仰。

由于产生分歧，林居僧和村居僧各自派出数百僧人在曼陀罗寺举行集会，进行辩论，阐述各自的主张。两大派辩论的结果是村居派得胜，林居派（包括粪扫衣派）认输，默默离开。“学”重于“修”成为僧团实践的主流。

曼陀罗寺的辩论会后，斯里兰卡僧团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主张修重于学的林居派和主张学重于修的村居派。林居派又称为“阿兰若派”，林居派的僧人住在山林里的岩洞或草棚中，严守戒律，专修止观，追求自身解脱，不太重视经论的注释和教义的发展。

村居派又称为“法师派”或“读经派”。村居派主要居住在村镇附近的寺庙中，努力钻研经论，和信众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对于修禅持戒，则不及林居派用功严谨。村居派僧人中有许多博识强记、知识丰富的饱学长老，为满足信众的需要，他们讲经说法，广做佛事，成为人们的导师，而他们驻锡的寺庙则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和传播文化的基地。

1世纪后至4世纪末，形成大寺派、无畏山寺派、祇多林派三派鼎立的局面，但各派之间开始有纠纷争斗。佛教派系曾发展到13个之多。然而林居派和村居派并不是脱离大寺、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三派之外的两个派系，而是混杂于三派之中的两个派系。[16]后来，林居派对自己的传统观念和作风进行了一些改革，两派僧人各自按照自己的主张修行。虽然两者之间对佛教的认识和实践有不同看法，生活方式也迥然不同，但并没有形成两个派别的尖锐对立，更没有出现过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故能一起推动斯里兰卡佛教向前发展。

曼陀罗寺的辩论会后，斯里兰卡各派的僧人中注释经典、撰写教史蔚然成风。林居派因受到压制，发展较为缓慢。到公元6世纪时，林居派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派系。许多林居派僧人也开始研读经论，接触社会，为人们讲经说法。

到阿努拉德普勒王朝（前437—1058年）以后，林居派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斯里兰卡佛教中的学术界已形成了八大学派。其中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迦勒杜鲁穆拉派”就是林居派，它与大寺关系密切，得到大寺长老的认可。这说明那时的林居派在学术上已有了卓著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佛教学者。帕拉克拉玛巴忽国王为了彻底整顿僧团，于1165年发动了一场统一全国佛教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便是林居派丁布拉格拉石窟的迦叶波长老。史书上说，当时迦叶波长老已是一位戒行严谨、德高望重的僧伽领袖，所以国王才委此重任。同时，他也一定是一位精通律制、深研佛法的大德三藏，否则他便无法制定律法、审判犯戒僧人。而他所在的丁布拉格拉石窟，也已成为林居派的一个重要学术基地。帕拉克拉玛巴忽国王和迦叶波长老密切配合，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完成了整顿僧团的任务，斯里兰卡佛教的这一新的形势对林居派的迅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大大提高了林居派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威望。僧团的整顿打击了一部分村居派僧人，而林居派僧人的士气却得到鼓舞。从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这300年中，斯里兰卡佛教的林居派大致占了上风。这300年正是斯里兰卡佛教传入泰、掸、老、傣及整个中印半岛的时期。[17]因此，对于后来斯里兰卡在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圈修行方向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三 佛牙舍利信仰的形成

佛牙是斯里兰卡佛教发展兴盛的一个标志。大约在公元4、5世纪时，吉祥云色王统治期间（362—409年在位），由于印度羯陵伽国（哥达瓦里河以北，孟加拉湾沿岸）发生内乱，羯陵伽国的王子和王妃密藏一颗佛陀圣牙逃至斯里兰卡[18]。吉祥云色国王亲自将佛牙安置在宫中，并请无畏山寺的长老主持了盛大的奉祀典礼。从此，佛牙成为斯里兰卡的国宝，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斯里兰卡文化史上有意义的事件。

410年法显抵达师子国。看到当时的斯里兰卡国王笃信佛法，净修梵行，佛教大为兴旺；城内四衡道头都有“说法堂”，“每月三次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共有僧众5、6万人，由国王于城内供养者约5、6千人。无畏山寺有僧5千人；寺东40里，有支提精舍，可有2千僧；城南有摩诃毗可罗精舍（大寺），有3千僧侣。王为众僧每造新寺，乃选最好牛一双，令其自耕四边，然后割给民户和田宅，书以铁券。众寺建有僧库，多储珍宝、无价摩尼，王者为之生贪”。最重要的是，法显还叙述了每年8月佛齿出行的壮观场面。出行的前10天，“饰王者骑象击鼓，演唱菩萨为众生苦行成佛的种种故事，道路两边作菩萨500身以来的种种变现，然后佛齿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山寺佛堂。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90日始还归城内”[19]。斯里兰卡人民每年都要将佛牙从王宫接出来，迎往无畏山寺供养。据说，以后在楞伽岛上只有真正拥有佛牙的人，才能够成为国主。佛牙出行成了举国欢庆的节日，也逐渐形成佛牙信仰。

四 佛教的发展

虽然佛教的派别在戒律和理论主张方面不尽相同，但这一阶段斯里兰卡的佛教一直在发展，而且佛教的传播对于教化斯里兰卡社会、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法显和玄奘都讲述了僧伽罗国的传说以及原住居民的生活特征。

无畏山僧伽蓝，有五千比丘。在狮子国首都城有佛齿精舍，国王净修梵行，城内人信敬之情亦笃。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其国人云：都可六万僧，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养五六千人，众食须者则持大钵往取，随器所容皆满而还。[20]

在法显《佛国记》中记载，他于公元5世纪初期开始他的求法之旅，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共待了15年（399—414）。传记中记载着法显法师在国外参学时所看到的佛教盛况。他的旅程最后一站是斯里兰卡，他到斯里兰卡的目的是想寻求佛教早期的戒本。在这里大概住了两年的时间，最终他从斯里兰卡回到中国。法显记载了岛上居民的原始生活。他说这个国家原本是鬼神和龙蛇居住的地方，各国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由于适宜生活，四面八方的人开始在岛上定居。法显还提到佛陀曾为度化恶蛇来到斯里兰卡。尽管历史记载佛陀到过岛上三次，但法显只提到最早的一次。但是这段传说在《入楞伽经》中有详细论述。

（一）以大寺为上座部中心和无畏山寺为大乘佛教中心之争

法显记载国王修建了一座400腕尺高的佛塔，以及与佛塔毗邻的寺院。这座寺院建在一座中文译为“无畏山”的山上，由瓦塔葛玛尼·阿巴亚国王在公元初修建。寺院修建后，国王将该寺布施给一位僧人，据说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无畏山寺派——也称为“北寺”——的开始。

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一山中有精舍名支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门名达摩瞿谛，其国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许年。……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诃毗可罗，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门戒行清洁，国人咸疑是罗汉。临终之时王来省视，依法集僧而问，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实答言是罗汉。既终王即按经律以罗汉法葬之。[21]

无畏山寺成为斯里兰卡非上座部教派的中心。值得指出的是，包括大寺在内的很多著名寺院，代表的都是正统的上座部观点，由于无畏山寺在大乘派中心的特殊地位，法显选择首先记载无畏山寺，这是可以理解的。无畏山寺和大寺从一开始的差别就说明为什么大乘教派的僧人，比如法显会得到他们的欢迎。但是法显没有谈两派之间的斗争，而是记载了一位据信已证悟阿罗汉果位的大寺僧人。令他失望的是，他没能看到这位阿罗汉。当法显到达阿努拉德普勒古都时，这位阿罗汉已经圆寂了。法显有幸参加了他的葬礼，并作了详细记载。在描述这位阿罗汉的葬礼时，法显还简单介绍了大寺，说该寺住有3000僧人。他还提及一座叫“支提”的寺院，用古老的巴利文表示就是“塔山”，现今僧伽罗文称“摩哂陀”，这本是无忧王儿子的名字，以此命名是为纪念他把佛教带到斯里兰卡。根据法显记载，这座寺院有2000僧人。他提到这里一位著名的僧人——达摩瞿谛，可编年史里没有这位僧人，后来佛教宗派里倒有这么一个名字。但这个宗派不在斯里兰卡，而是在印度。斯里兰卡编年史上提到一位法师名叫昙摩流支，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派——昙摩流支派，即无畏山寺派的分支。[22]
到法显的时代，师子国已成为南方佛教的重要圣地。无畏山寺是法事的中心，而支提寺则有大德达摩瞿谛，大寺更有坚持上座部的高僧和僧团，因此，虽然各派的主张不同，但都为人民敬仰。法显在这里两年，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等。据此可见当时的斯里兰卡并不是纯粹信仰上座部一系的国度，当时的斯里兰卡就有化地部的传播。412年来自斯里兰卡的律师僧伽跋尼在东晋庐山传律，译出《弥沙塞律抄》一卷。据《梁书》记载，当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悉东晋孝武帝崇奉佛教，特派遣沙门昙摩渡海送来玉佛，于义熙二年（406）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当时，斯里兰卡也有一些僧人到中国弘法和参加译经事业。488年师子国觉音所注优波离集的律藏，即《善见律毗婆沙》传来南齐，由僧伽跋陀罗在广州译出。其中载有“众圣点记”，是确定佛灭时代的重要依据。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师子国开始成为向外传播佛法戒律的一大基地。

到7世纪时，我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当时兰卡佛教“分为二部，一曰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乘，二曰阿跋耶祇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戒行贞洁，定慧凝明。仪范可师”。这里所说的“摩诃毗诃罗”和“阿跋耶祇厘”，便是“大寺”和“无畏山寺”的音译。玄奘说无畏山寺住部“学兼二乘”，但此寺中的方广派势力强大，经卷繁多，从屡禁不止的情况可以看出，无畏山寺中大乘势力曾占据主导地位，对斯里兰卡佛教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斯里兰卡佛教在教理方面的发展

斯里兰卡佛教在教理方面一直都在探索和改革。论师优波底沙（Uptissa）在2世纪左右写出《解脱道论》。这一论书在斯里兰卡已佚，但却在中国汉传佛经典籍中可以找到，是南朝梁代扶南国（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于6世纪上半叶将其译成汉译本的。优波底沙被尊为阿罗汉，其生平事迹不详。但从汉译本来看，优波底沙的《解脱道论》代表了无畏山寺派的观点，明显受到了大乘佛教的影响。后来觉音尊者在5世纪左右依据大寺派的传统思想理论，对巴利三藏圣典都写了重要的注释。据说觉音尊者在优波底沙《解脱道论》的基础上，按照大寺系统的理论，写了一部著名的《清净道论》，系统地论述三藏和义疏的精要。他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长期流传是有很大影响的。《清净道论》代表大寺派的观点，这是上座部传统。有学者认为，这两部论书在“制心”“修定”等方面有明显的分歧[23]。但无论如何，这从另一方面证明，斯里兰卡的佛教在教理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觉音尊者《清净道论》

撰写《善见律毗婆沙》的觉音（亦译“佛音”），是南传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学者，公元5世纪生于印度菩提伽耶的一个婆罗门家庭，随勒婆陀大德顶受佛法，后遵师嘱去斯里兰卡。他将僧伽罗文的三藏佛典译成巴利文，并对当时的许多佛教著作作了注疏。

觉音尊者对上座部佛教理论，特别是禅法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清净道论》被誉为小乘佛教三藏典籍和义疏的精要，是研究上座部佛教思想和教理的重要论著。相传觉音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到斯里兰卡研读僧伽罗文论疏和上座部佛教教义时，大寺派僧团为了检验他的才干，命其注释两首偈颂，而觉音据此写出的阐述佛教主要教理的纲要作品。

《清净道论》的禅法理论是上座部佛教修持理论的精华，在整个南传佛教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觉音尊者用戒、定、慧三学组织佛教全部学说和实践，确立了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禅法体系：持戒是修禅的前提和保证，修定在于对治贪嗔痴等诸种烦恼，观想思维早期的佛教教义，由此证得佛教真理，达到所谓无相、无愿、空“三解脱门”，此即谓之“慧”。“三解脱门”是大乘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不过《清净道论》更发挥了小乘佛教对于禅心理和修禅过程的细腻分析。全书共分为23品，依照次第论述戒、定、慧三学。从体例来看，第1—2品阐述戒的定义、作用、种类和持戒的各项规定等；第3—13品阐述定学的定义、种类、修定的各种方法，修定的目的和所获得的福德等；第14—23品阐述慧学，包括慧的定义、种类及修习方法等，这一部分是《清净道论》的核心，它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阐明了关于四谛、五蕴、八正道和十二缘起等佛教哲学的基本理论。《清净道论》除了有僧伽罗文、泰文、缅甸文、柬埔寨文、老挝文、傣文、天城体梵文及拉丁字母的音译巴利文本外，还被译为日文、英文、德文等，至今仍然为佛教修行必备的工具书。

（四）其他论师对斯里兰卡佛教的推动作用

佛授和护法是与觉音同时代的大寺派的两位杰出论师。他们与觉音一样对斯里兰卡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佛授为觉音的《论藏注》作纲要，护法尊者的主要成就是继续完成觉音注释三藏未完成的部分。

佛授（Buddhadatta）比觉音早到斯里兰卡。他是从南印度朱罗国优罗伽城（Uragapura）到斯里兰卡，在大寺研究佛学。按照《觉音的出生》（Buddhaghosupapatti）一书的记述，觉音去斯里兰卡时，佛授在斯里兰卡已经接受了教育正在返回印度，两人在途中隔船相见、互相问好后，觉音表示现在留存的经典主要是用僧伽罗语记录，自己去斯里兰卡，希望能把那些经文译翻成摩揭陀语（巴利语）。佛授答：“大德！我已经去过斯里兰卡，目的也是如此。但我的工作没有完成。”佛授请求觉音送一部三藏的“注释”到印度给他，觉音答应了他的请求。佛授回印度后，在靠近迦吠利（Kaveri）河岸的一所信奉大自在天的婆罗门神庙里写作。后来佛授将觉音的注释著成纲要，如《入阿毗达磨论》及《戒律抉择》等。

在佛授的著作中，以《入阿毗达磨论》最为杰出。虽然这是觉音论师《论藏注》的纲要，但是他并未依照觉音论题的次序，而是进行了新的阐述。例如，觉音认为佛学最重要的是色、受、想、行、识“五蕴”，但佛授在《入阿毗达磨论》却提出心、心所、色、涅槃四法是最重要的，两者各有侧重，却推动了后世佛教注疏的发展。

护法（Dharma－pāla）可能是南印度婆陀罗提他（Badaratittha）人。由于他常常提到觉音的著作，所以可知他是觉音以后的人。他的著作重要是在《小部》的注释，那是在觉音时代没有完成的工作。计有《自说注》《如是语注》《天宫事注》《饿鬼事注》《长老偈注》《长老尼偈注》《行藏注》，总名为《胜义灯》（Paramattha－dipani）。他还著有《清净道论疏》，名为《胜义筐》（Para－matthamanjusa），此书引用其他部派的经论和论师们的意见，如大众部、斯里兰卡无畏山部及《解脱道论》中的一段。在他著作的时代，可能也依据一些僧伽罗语佛典，及南印度的达罗比吒（Dravidian）土语佛典。在他另外一部《导论疏》（Netti－tika）里说，是依法护（Dhamma－rakkhita）请求疏释的，那时他住在那伽波多那（Nagapattana）一所佛寺中。也有说觉音以后，护法不止一人，而将数人的注释及著作归于他一人名字之下。[24]
五 佛教发展时期：大乘上座部佛教

由于印度与斯里兰卡地理位置的相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印度佛教流派常常会经由不同地点逐渐传入斯里兰卡。自公元1世纪左右龙树菩萨开始整理结集为大乘佛教的初期经典后，印度佛教逐渐形成大乘佛教传播的热潮。这也影响了斯里兰卡，从而形成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同时存在的局面。

梁大通元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斯里兰卡早期的佛教属于较为纯正的上座部，接近于原始佛教，尤重律藏，将其视为佛法之生命所在。到后来，“读经派”的影响较大，压倒了注重戒律的“参禅派”，研究论藏之风日益兴盛。玛亨德四世（Mahinda Ⅳ，956—972）的铭文中规定：“律师应得五分供养，经师应得七分供养，论师应得十二分供养。”这种特别重视研究、探讨佛教义理的风气，也是在大乘佛教蓬勃发展、佛教哲学家层出不穷的形势下形成的。

（一）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

玄奘（596—664）无疑是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里最杰出的。他的求法于公元629年开始，公元645年结束。玄奘根据在南印度的听闻，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当时斯里兰卡国王不信佛，破坏佛像、寺塔，有300多名高僧逃往印度等情事。在求法的最后几年，他在南印度德堪地区的建志补罗，遇到300位师子国[25]僧人。玄奘告诉他们希望访问师子国，因为他听说师子国的僧人精通上座部经典和《瑜伽师地论》。但是这些僧人告诉玄奘，师子国国王去世后，这个国家正遭遇严重的饥荒，至于法，他们说没有人能超过他们了。于是玄奘就跟随他们学习。

师子国的僧人们没能满意地解答玄奘对《瑜伽师地论》的疑惑，不过，他还是放弃了去师子国的打算。玄奘没有评价师子国僧人的上座部佛教知识。不过很可能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比对印度的唯识论更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人中两个主要僧人的名字“Bodhimegheshvara”和“Abhayadanstra”，这在上座部中是不常见的。如果是巴利语，这两个名字应该写为“Bodhimeghissara”和“Abhayadatha”。但是不知道他们用的是梵文还是巴利文。如果他们是无畏山寺僧人，他们的名字很可能是梵文。我们无法对此下结论。如果玄奘所碰到的是无畏山寺僧人而不是大寺僧人，就更可能使用梵文名字，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僧人不仅能阐释上座部经典，而且还能讲解外国大乘佛教经典。玄奘说无畏山寺僧人研习两派经典，而且“广泛研习三藏”。[26]
（二）大乘佛教的发展和传播

当时的斯里兰卡佛教有大乘佛教菩萨道的盛行、守护经的普及和重“律”轻“论”的倾向。公元3世纪在位的斯里僧伽菩提（Sirisanghabodhu，247—249）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典型，有关他的事迹至今在斯里兰卡人民中还在广泛流传。为祈天降雨，免除干旱，他曾在金鬘大塔之下长跪不起。在王室纷争、战事欲起的紧急情况下，他毅然割下自己的头颅交给敌对的一方，为国民避免了一场战争的苦难，行无上布施波罗蜜多。佛陀达萨国王（Buddhadasa，337—365）则以他高明的医术为民谋福，一般平民百姓都可以到王宫向他求诊。他还在全国各地创建医院，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生。使人民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在斯里兰卡历史上，只有佛教徒方可为王；到9世纪以后，不仅是一般佛教徒，还必须行菩萨道才可以为王。菩萨修这一观念是在大乘兴起之后才在佛教中有了较大影响，在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中，菩萨的地位在罗汉之下，本来是不受重视的。守护经（Pirita）最早出现在4世纪乌波帝须国王（Upatissa，365—396）在位期间。当时斯里兰卡发生了灾荒和流行病，国王向长老问计求救，长老想起了经书中讲述的佛祖在吠舍离（Visala）念诵《宝经》（Ratana Sutta），解民苦难的情形，便照样办理，果生奇效。此后，念诵守护经驱灾治病之风日盛，至今不衰。《守护经》是从《中部》《增一部》等经藏各部中选取的简短经文，最常用的除上述《宝经》之外，还有《吉祥经》（Mangala Sutta）、《慈经》（Karaniya Metta Sutta）等八种。僧人念诵时手握圣线一端，另一端握在听经的信众手中，颇受大乘仪式的影响。[27]
中国唐朝的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五个地方提到“大乘上座部”：

（摩诃菩提僧伽蓝）其先僧伽罗国王之所建也。……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卷八《摩揭陀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卷十《羯凌伽国》）

伽蓝数百所，僧徒两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后二百余年，各擅专门，分成二部：一日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教。二日阿跋耶抵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卷十一《僧伽罗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卷十一《跋禄揭咕婆国》）

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多学大乘上座部法。（卷十一《苏剌化国》）

其中专门提到了僧伽罗国（即斯里兰卡）有僧徒两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因此，公元7世纪左右斯里兰卡佛教派别的发展应该是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均存在，尤其以上座部佛教为主，但大乘佛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大乘本无所谓“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分。对此“大乘上座部”的提法，各国学者都有深入的讨论。这一讨论无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的多元性特征。

吕澂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三章提出“原在南方的大众系，以后发展出案达部，再后有方广部，它们以斯里兰卡的无畏山寺为根据地，那里本来是流行上座系的，这时方广与上座取得调和，同时并存。玄奘认为无畏山的上座已非纯粹的上座，应名为‘大乘上座’。据此，玄奘似乎也把方广看得与大乘差不多了。”

季羡林先生则认为《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根据巴利文佛典和锡兰史籍的记载，锡兰佛教信仰虽以小乘上座部为主，但是大乘思想始终输入未断，无畏山住部更是特别受到大乘的影响。许多典型的大乘思想渗入小乘，在大乘萌芽时期更为明显。这在印度佛教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锡兰小乘的三个部派（主要是两个部派），所遵行的律并无歧异；但在学说方面，无畏山住部却不断接受大乘影响。早期接受原始大乘的功德转让等思想，到了玄奘时期，又接受大乘瑜伽思想（可能也有中观思想）。因此，所谓‘大乘上座部’并不是由大乘与上座部所组成，而只是一接受大乘思想的‘小乘上座部’，可是又包含大乘与小乘两方面的内容，因此才形成了‘大乘上座部’这种奇特的教派。西藏文译本《大唐西域记》，在一个地方把‘大乘上座部’译为‘大乘的上座部’，在另一个地方又译为‘上座部的大乘’，看似矛盾，实则颇能表现二者的关系。”[28]列维·沙婉在《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则提出“夫上座部与大乘绝无关系，尽人皆知，乃《记》云：‘大乘上座部’，诚不可解也”。水野弘元在《佛教的分派及其系统》一文中则提出，“据《西域记》的记载，上座部当时也相当流行。上座部区分为大乘上座部和单纯被看成是上座部的（小乘上座部）这样两派。玄奘认为，所谓大乘上座部，指的是在锡兰的巴利语佛教三派中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无畏山寺派。他似乎把保守的大寺派看成是小乘上座部。”平川彰著、庄昆木译《印度佛教史》第3章《初期的大乘佛教》：“在玄奘的《西域记》里……在记载锡兰上座部及其系统的上座部，五处使用‘大乘上座部’之语，这是值得注意的。当时锡兰无畏山寺派很盛行，传入不少大乘的教法。现在锡兰的佛教是大寺派，无畏山寺派被摈除掉了，但是在大寺派的注释文献里，仔细看则有不少与大乘教理共通的部分。因此玄奘称锡兰上座部的佛教为‘大乘上座部’，似乎是有理由的。”[29]
如果从佛教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言，自释迦牟尼创建原始佛教之后，佛教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就不断在发展变化。斯里兰卡的佛教最早在阿育王时代传入，原属上座部分别说部，史称赤铜[image: ]部。在婆罗根跋（或婆多伽弥尼阿跋耶）王时代（公元前44—前17），国王在王城之北造了一座著名的无畏山寺，献给他所尊敬的拘比迦罗·摩诃帝须长老，导致无畏山派分立。同时有一部分从印度巴罗罗寺属于跋阇子派的达摩罗支阿阇黎的弟子们来到无畏山居住，无畏山的比丘也接受了他们的学说，所以大寺派便叫无畏山派为达摩罗支派。

在哇诃罗迦帝须王时代（269—291），有方广派的学说传入斯里兰卡，为无畏山派的比丘所接受。此派的初期传播由于被大寺派僧人认为不是佛说，故不予接受。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是很顺利。数十年后，到了摩诃斯那王时代（334—361），从南印度来了一位大学者僧伽密多长老，获得国王的信任，大力弘传此派的学说，盛极一时。为了支持僧伽密多长老，摩诃斯那王曾命令人民不许供养大寺比丘。大寺的比丘全数被迫离开，九年空无人居。史载大寺建筑被破坏，把材料运去修建无畏山寺，这时无畏山派得到国王和亲信国王的大臣们的全力支持，扩建成为全国最大的寺院，无畏山派获得空前的发展。大寺被毁的第十年，由于一拥护大寺而掌握兵权的大臣向国王进行兵谏，国王迫不得已才允许大寺的比丘回来，无畏山的僧伽密多长老为此遇刺身亡。

在佛教研究中，对“大乘上座部”这个名词至今仍然存在争议。上座部与大乘，这两个名词难以让人联系在一起。传统认为，“大乘上座部法”是大乘以及上座部教法，是并列的两个不同的教法，习学遵行这两种教法就是“学兼二乘”。但是也有人认为“大乘上座部”是单一名词，如道宣的《释迦方志》和藏译《大唐西域记》，在藏译《大唐时期所著天竺国地方志》中是以“大乘的上座部”或“上座部的大乘”来译，显示它是一个单一名词。因此，许多佛教研究者认为，大乘上座部即是指赤铜[image: ]部中的无畏山派。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学者认为大乘僧人，属于不同的部派。在不同的时候，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正如印度学者A.K.Warder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注意的是，从一方面看，这些大乘僧人在宗教信仰上或者原来是小乘佛教派别，后来转变为大乘，或者一开始就信仰大乘，而在另一方面，就某种组织关系而言，他们仍然具有作为他们原来的（或者本来的）部派成员的身份，仍然是某个部派的僧人。他们在信仰上的转变，并不如过去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就一定要完全脱离他们原来的部派。他们只是没有在原来的部派里形成一个显著的集团，以致得到大乘某某部的称号。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在每一个部派里，既有一部分僧人信仰新的大乘的学说，也有一部分僧人仍然信仰原来的所谓的小乘的学说。”[30]
王邦维先生则认为，“如果说在大乘出现前，还可以把部派佛教看作小乘佛教的话，那么在大乘出现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不能再在部派与小乘之间画等号了。应该说这才符合印度佛教的历史实际。大小乘的问题与部派问题是两回事，两者之间虽有关联，但从根本上讲更有区别。部派滥觞于律，而后逐渐在教义与哲学上有新发展，各张其说，而大乘则完全只与教义与信仰有关。如果把二者混同起来，那是不正确的。”[31]
笔者认为，从这一角度能够很好地认识佛教的传播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随着新的学说或理论的出现，会产生不同的派别，但是在新旧交替之中，彼此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不可割裂的。就大乘上座部的争论而言，这也是一个几大部派内在联系的一个表现，也反映出不同派别的固有联系。但这一现象正表明，在斯里兰卡的佛教传播史上，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在一段时间内是并存的。即使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大乘佛教的影响较大，但是部派佛教仍然存在。

（三）《入楞伽经》与大乘佛教经典在斯里兰卡的传播

公元4世纪左右出现的一部佛教经典——《入楞伽经》可以从佛教发展的源流上，说明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出现过大乘佛教的影响，或者说，斯里兰卡佛教在这一时期与南印度的关系甚为密切。

《入楞伽经》（Lankavatarasutta）是大乘佛教重要的一部经典，它阐述的思想既有中观，又有瑜伽，但全经阐述的重点是唯心论（cittamatra），对于我国的唯识论和禅宗思想都有较大影响。《入楞伽经》的主要议题是三自性、五法、“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八识等观点。人无我是部派佛教的观点，但在此经中，明确提出“法无我”，则是大乘佛教有别于部派佛教的主张。世尊以五法含摄一切佛法，次第修学，是本经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从佛教源流及思想来看，《入楞伽经》是属于产生于印度的大乘佛教经典。

《入楞伽经》记载有“如来三往楞伽岛说法”一事，对此，成书于公元4、5世纪的《大史》《岛史》都有详细的记载。而在《善见律毗婆沙》卷三中叙述“于此师子州，释氏如来，已三往到。第一往者，教化夜叉”，“第二往者，教化舅妹子生龙王。此前二到，如来独往，第三往者，有百比丘围绕”。虽然《善见律毗婆沙》叙述较为简略，但在斯里兰卡早期重要的史料《大史》《岛史》中的记载稍微详细一些。[32]考《大史》产生的时间是至迟主体部分出现在5世纪前后，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入楞伽经》产生的时间下限应该在4、5世纪前后。

另外，《入楞伽经》在我国古代佛教翻译史上先后有过4个译本。第一个译本是由南宋时期中印度人昙无谶（公元412年来华，433年去世）翻译的4卷本，但这个译本在唐代就已经失传，仅见于《开元释教录》第4卷记载译经一事；第二个译本是中印度人的求那跋陀罗（Gonbadra，394—468，435年来华，468年去世）翻译的版本，据《开元释教录》卷五载其翻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第三个译本是北魏时期北印度人菩提流支（Bhodhiruci）翻译的十卷本《入楞伽经》；第四个译本是于阗人实叉难陀（Siksanada）在公元700年时，奉诏翻译《大乘入楞伽经》。后面的三个译本都保存下来，人们分别称之为宋译本、魏译本、唐译本。[33]从中国佛经翻译的时间来看，最早是4、5世纪，这说明《入楞伽经》至迟在4、5世纪已经出现。[34]
正如邓殿臣先生指出的那样，“印度是斯里兰卡佛教的母体，斯里兰卡佛教不仅是自印度传入，而且兰卡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每种新思想，形成的每个新的派别，无不和印度有着直接的关系”[35]。虽然《入楞伽经》中记载的佛陀三次到楞伽岛说法的事未必实有，但是楞伽岛却因其与南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佛教传播史上有诸多的传说故事，这从一个层面既反映出印度大乘佛教向南传播的路线，同时，也反映出在4、5世纪时期斯里兰卡佛教与印度佛教的直接交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斯里兰卡大乘佛教思想的传播。

（四）密宗在斯里兰卡的发展

自从7世纪印度大乘佛教的一部分开始与婆罗门教相结合形成密宗之后，这个新的教派也很快传入斯里兰卡，密宗的发展从公元7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13世纪海岛国家室利佛逝国影响衰微为止。

综观公元7世纪以后佛教的发展，可以说是各种佛教流派在斯里兰卡得到发展和延续的时期。密宗向外传播、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本土的延续和向东南亚的传播都是以斯里兰卡为主要的根据地，这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斯里兰卡在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由于斯里兰卡史料对这一时期密宗的发展记载并不完全，反而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史籍中对这一时期的斯里兰卡佛教有所记载。在公元7世纪中叶，很多中国僧人都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到斯里兰卡和印度取经，中国往师子国瞻礼佛牙、佛迹的人逐渐增多，其中知名的有义朗、明远、窥冲、智行、慧琰、智弘、无行、僧哲等，玄游还在师子国出家。而外国僧人经由海道前往中国传法的记载也见于中国史籍之中。其中很多外籍僧人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心川曾经指出，“据不完整的统计，自公元二世纪上叶至八世纪中叶即纯密形成以前，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来汉地的僧侣中熟黯密教法术的共计39人，约占来华的僧侣的一半。这些僧侣虽则在教义上信仰大小乘佛教，但在修持上则是各行其是，真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36]其中在7、8世纪影响最大的外籍僧人莫过于唐代密宗“三大士”。

公元7、8世纪的斯里兰卡佛教的密宗应该有较大的规模。公元8世纪初，金刚智赴华时曾在师子国滞留，师子国人不空拜他为师，并随侍入唐弘法。以后不空又率弟子含光、慧銎等去师子国学习密法。不空在师子国备受国王阿迦菩提六世的崇敬，从普贤阿阇梨学习“金刚顶瑜伽”，在戒坛结界受戒，受五部灌顶，并获得密部经论五百余部及其他密教文物，这说明当时斯里兰卡已盛行密教，并在佛教经典和仪轨方面都有较大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不空返华时，国王曾赠送佛教法器和药物等。不空的弟子含光在回国后，译出密宗的仪轨两部，并在五台山金阁寺创建密教灌顶道场。据飞锡《大唐故大德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肃国公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和上之碑》：“至开元二十九年秋。先师厌代入塔之后。有诏令赍国信使师子国。……师子国王郊迎宫中七日供养。以真金器沐浴大师。肘步问安以存梵礼。王诸眷属宰辅大臣备尽虔敬。其国有普贤阿遮梨圣者。位邻圣地。德为时尊。从而问津。无展乃诚。奉献金贝宝日。吾所宝者心也。非此宝也。寻即授以《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并《毗卢遮那大悲胎藏》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夹五百余部。佥以为得其所传也。……至天宝六载。自师子国还。玄宗延入建坛。亲授灌顶。住净影寺。”“含光并俗弟子开府应李元琮等授五部灌顶金刚界大曼荼罗法。时道场地为之大动。有业障者散花不下。”[37]这说明含光已经把在斯里兰卡得到的密宗仪轨在五台山进行传播。至宋代，师子国僧众到中国的仍然不少。

关于大乘的瑜伽宗和密宗，什么时候传入斯里兰卡不得而知，但可肯定的是，在公元7世纪时，我国玄奘法师在南印度的建志城，曾经和来自僧伽罗国（锡兰）的菩提迷祇湿伐罗等300位比丘见面，并且和他们讨论了关于瑜伽的要义。可见那时候斯里兰卡是有不少人研究瑜伽学说的。

公元8世纪初，中国密宗的开创人金刚智，是南印度人，他来中国之前曾将密宗输入斯里兰卡。

金刚智的弟子不空，曾经从中国带了弟子二十七人去师子国（狮子国，即锡兰）受到尸罗迷伽王（727—766年在位）的热烈欢迎，请普贤阿阇梨“开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受“五部灌顶”。可见此时密宗已经在斯里兰卡盛行了。

我国唐朝时罽宾三藏般若在长安翻译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从某一侧面也可以凸显斯里兰卡大乘佛教，尤其是密宗发展的状况。据记载，《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就是由斯里兰卡进献的。它属于大乘佛教末期的经典。这部经叙述了佛陀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为文殊等诸大菩萨开示出家住阿兰若者，如何观心地、灭妄想，而成佛道之事。《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在佛法实践方面，提倡弥勒信仰，教人应持守瑜伽、梵网等大乘佛教的戒律，在修行方面却已经开始有主张《真实经》等所说的三密修行的倾向。唐宪宗时期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者。释迦如来。于耆阇崛山。与文殊师利。弥勒等诸大菩萨之所说也。其梵夹。师子国之所献也。宝之历年。秘于中禁。……乃出其梵本于醴泉寺。诏京师义学大德。罽宾三藏般若等八人。翻译其旨。命谏议大夫孟简等四人。润色其文。列为八卷。勒成一部。”依据本经御制的序文所记，是唐高宗（650—683）时期由斯里兰卡进献而来。虽然《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是否产生于公元4、5世纪，并在公元7世纪左右传入中土这一事实待考，但该经已经反映出大乘佛教后期思想的发展倾向，其来自斯里兰卡的这一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斯里兰卡大乘佛教思想理论，尤其是密宗思想发展的情况。

公元8世纪斯里兰卡开始出现度母信仰与观音信仰。在斯里兰卡也有从各地出土的观音像，以及在东南方的婆利伽摩地方的一片石壁上，刻有大乘菩萨像。其中有一尊近人认为是观音像，斯里兰卡人称呼这块石壁为“佛像岩”。其中有一个是三尊石像并列的雕像，中间一躯较高，左右二躯较低，右边的左手上好像是拿着一朵莲花，左边的右手上拿着一根金刚杵，中央本尊手中不拿什么东西。这从文物的角度说明大乘佛教的菩萨在斯里兰卡是曾经受人崇拜的。

综观这一时期的观音信仰，多为密教观音信仰。伽梵达摩等所翻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等密教观音信仰经典被大量翻译，在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推动下，以大悲观音为号召的密教观音信仰广为流行。在密教观音信仰中，观音为无量寿佛的本愿示现，与佛等一；观音种类繁多，除圣观音外，主要还有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音等；修持以持咒为特色，神力所及更为广远。这充分说明，密教的传播在斯里兰卡迅速普及开来，很多佛菩萨的雕像出现在各个信仰场所。现存斯里兰卡博物馆的一尊建造于公元750年的水月观音雕像，就证明了密宗在斯里兰卡的传播。据记载公元9世纪中期，印度的佛教“黑衣派”也传到了斯里兰卡，但他们的袈裟不是黄色，而是黑色，这是一个属于大乘密教的教派。[38]这说明当时的斯里兰卡佛教也是兼容并蓄，各个佛教的流派并存。

六 斯里兰卡佛教比丘尼僧团的发展

自从僧伽蜜多将尼戒传入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建立起比丘尼僧团之后，随着斯里兰卡佛教的不断发展壮大，尼僧团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一般来说，历代国王的王后、公主及王室贵族中的女性都注重护持尼僧团，她们本人落发为尼的事情在史书中也经常出现。据《大史》所载，有一次辣椒寺举行法会，到会的比丘尼竟达9万之多，而参加金鬘大塔开光典礼的比丘尼有一万四千。这些数字虽不可全信，但比丘尼僧团曾相当兴盛是可以肯定的。

随着斯里兰卡佛教僧团分为大寺、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三个部派，由于各自的修行理论和主张不同，尼众也相应分成了赞成或依附大寺、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三个部派。其中中国史籍中记载，南朝宋元嘉六年（429），来自师子国的比丘尼8人到宋都，当时中国女性佛教徒要求授戒，但由于佛教尼众人数达不到佛教僧团仪轨要求，故未果。后来元嘉十年（433）有铁萨罗等11人到中国，当时僧众特为之建铁萨罗寺。先后两批师子国尼众共19人来到宋都，在转道师子国来华的求那跋摩的主持下，为宋朝尼众300余人重新次第授戒。为供养师子国尼众而建造的寺院名铁萨罗寺。铁萨罗是她们的领袖。铁萨罗尼僧及公元433年来华的19位比丘尼，大概是属于无畏山寺派和祇多林寺派的。一般说来，大寺派佛教认为自己是上座部佛教的正宗，是不会轻易和中国这样的大乘佛教国家开展交往的。因此，铁萨罗尼僧团或许是无畏山寺或祇多林寺派别的。这一时期的交往，促进了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的深入了解，尤其是中国尼僧的出现，因此，在中国佛教与斯里兰卡佛教交流史上应该留下重重的一笔。

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虽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比丘尼僧团一向还是比较弱小的，从来没有像比丘僧团那样强大过。她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也远比不上比丘僧团。后来大约在11世纪末阿努拉德普勒王朝末期，由于多年的社会动荡等原因，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突然消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才又派使来中国重授尼戒，发展尼众。

第四节 佛教衰落时期（1017—1750）

斯里兰卡先后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依历代首都所在地的名字把斯里兰卡的历史分为“阿努拉德普勒时期”（前5世纪—1055）、“波隆纳鲁伐时期”（Polonnaruva，1055—1236）、“檀巴德尼耶时期”（Dambadeniya，1236—1293）、“古鲁奈格拉时期”（Kurunegala，1293—1341）、“甘波拉时期”（Gampola，1341—1408）、“科提时期”（Kottke，1408—1597）、“悉多瓦卡时期”（Sitavaka，1581—1593）、“康提时期”（Mahanuvara，1593—1815）和“科伦坡时期”（Kolambo，1815年至今）9个时期。如果与阿努拉德普勒王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盛况相比，从11世纪到18世纪总体上是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的衰落时期。公元9世纪末，南印度的朱罗帝国逐渐强大起来，它凭借自己强大的海军实力，占领了锡兰和马达大夫群岛，使其势力扩张到了马来西亚和爪哇。室利佛逝时期的马来亚西亚王国在11、12世纪时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成为锡兰有力的盟国，开始传播伊斯兰教，这对佛教的影响较大。到13世纪，佛教在整个东南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发展缓慢下来，后来随着斯里兰卡被欧洲国家进行殖民统治之后，受其殖民政策的影响，佛教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因此，总体而言，从11世纪到18世纪的几百年间，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是不一样的，虽然佛教得到过不同程度的扶持，但这一时期的斯里兰卡佛教基本上处于衰落时期。

一 阿努拉德普勒王朝末期佛教的衰落

到阿努拉德普勒王朝（公元前5—公元11世纪）的后期，斯里兰卡的佛教开始由盛走向衰落。公元8、9世纪以前，印度佛教的各种思潮和学派不断地涌入斯里兰卡，为斯里兰卡佛教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斯里兰卡佛教的蓬勃发展，使斯里兰卡佛教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但到公元8、9世纪以后，由于佛教自身内部的派系纷争，同时也因伊斯兰教力量的扩大和印度教的传入，使斯里兰卡佛教受到影响而逐渐走向衰落。

当印度南部的朱罗人在公元993—1070年间占领了斯里兰卡北部之后，阿努拉德普勒王朝佛教就开始失去国教的地位，国王开始扶持湿婆教（Saivism）。在湿婆教的冲击下，佛教逐渐衰落。后来南印度的朱罗国军队南侵兰卡，一占领阿努拉德普勒，便大肆焚烧佛寺，驱逐僧人，使佛教遭到严重破坏。朱罗国军队进而南下攻占了陪都波隆纳鲁伐，在波隆纳鲁伐设立总督府，统辖占领的领土。1017年朱罗军队攻入斯里兰卡的鲁忽奴，生擒玛亨德五世国王和王后，把他们带往印度朱罗国。至此，朱罗人便把整个斯里兰卡岛并入朱罗帝国的版图。朱罗人统治阿努拉德普勒长达77年，使斯里兰卡佛教文化的中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当时的印度朱罗国内早已盛行湿婆教派，全力宣扬湿婆教派和印度教文化，许多印度婆罗门在这个时候涌入斯里兰卡。他们在波隆纳鲁伐等地建起了一座座湿婆神庙，提倡印度教信仰。在这种形势下，斯里兰卡不少佛教徒改信了湿婆教，一些地方的佛教信仰也添加了印度教的元素。随着印度教影响的扩大，多年来早已淡漠的种姓制度和种姓歧视复兴起来，与此同时，印度教的经典语言梵语受到特别的重视，而上座部的经典语言巴利语却受到冷落。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的1200多年以来，虽然曾经几度受到南印泰米尔人的侵袭和破坏，但都是局部的、短暂的，从来没有遭受到这样全国性的、长期的、遍及佛教文化各个领域的毁灭性的打击。从此，斯里兰卡佛教便从兴盛期转为衰落期。[39]
二 波隆纳鲁伐王朝（1070—1236）时期佛教的起伏发展

11世纪下半叶，斯里兰卡南部的鲁忽奴地区的维阇耶巴忽（Vijayabahu）带领军队反抗朱罗人的统治，到公元1070年，维阇耶巴忽收复了古城阿努拉德普勒，把朱罗军队赶回印度，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并将首都建于波隆纳鲁伐，成为波隆纳鲁伐王朝（1070—1236）第一代国君。维阇耶巴忽王即位后，现有宗教现象使他担忧，为了整顿僧团，专门遣使去缅甸，迎请精通三藏的上座部佛教高僧来斯里兰卡传戒，建立僧团仪轨，同时还建立了三藏注疏院，恢复佛教研究传统。在国王的推动下，恢复了僧侣的崇高地位，并把佛牙作为王权的象征。这一时期的佛教以来自缅甸的派别影响最大，其他派别开始逐渐消失，但与此同时，维阇耶巴忽王也扶持湿婆教，这一政策使得上座部佛教活动中开始出现一些印度教的成分。

在维阇耶巴忽王之后的两任国王，维克拉玛巴忽一世（Vikramabahu Ⅰ，1111—1132年在位）和伽阇巴忽二世（Gajabahu Ⅱ，1132—1153年在位）都没有亲近佛教，甚至还没收了僧伽的财产，收回历代国王布施给寺院的田产，这使得刚刚恢复的佛教又大伤元气。

12世纪中期，与阿努拉德普勒王国时期的佛教发展盛况相比，佛教的势力较弱，但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分裂的局面却得到了扭转，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出现了三大派别统一的局面。到1164年，波罗迦罗摩巴忽（Parakramabahu Ⅰ，1153—1186）请摩诃迦叶波联合各地的长老，召集比丘们集会，整顿律仪。在这次会议上，佛教各派开始合并，统一为一个大的僧团。这时的无畏山寺派和祇多林派主张的某些大乘教义，例如菩萨信仰等，已经开始和大寺的教义结合了。[40]三派的分裂局面得到改善，逐渐形成大寺独尊的局面。波罗迦罗摩巴忽国王重修了金鬘大塔，规定了吠舍节（Wesak）和佛牙节。但他却同时规定僧团的管理者必须由国王任命，将僧团的管理纳入国王手中。

三 檀巴德尼耶时期佛教的发展

这一时期，在斯里兰卡的北方已经建立了以泰米尔族为主的贾夫纳王国，泰米尔族主要信仰印度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佛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而在南方的维阇耶巴忽三世（Vijayabahu Ⅲ）后来把首都迁到西南方的檀巴德尼耶（Dambadeniya）。此后以檀巴德尼耶为都城的这段历史，被称为“檀巴德尼耶”时期，同时也形成了斯里兰卡历史上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维阇耶巴忽的儿子继位后，提倡文治武功，史称波罗迦罗摩巴忽二世。在其统治时期，斯里兰卡全境得到统一，和平发展了几十年。在他的扶持下，佛教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林居派、村居派和头陀行者都得到国王的布施，有了休养生息的时期。1266年在林居派长老弥檀迦罗·摩诃沙弥的主持之下，重开一次僧团会议。这次会议进行宗教裁判，驱逐许多行为不端的比丘，并拟订新的规则法令以指导僧团，制定了著名的《檀巴德尼戒律》，不仅对比丘的行为作出规定，而且还对于教团组织以及僧团财产的管理作了规定，防止个别成员为私人利益动用布施。僧团的最高首脑称为“那耶迦”或称“摩诃沙弥”，次于他的是名叫“大长老”的两位高僧，分别管理林居派和村居派的僧众。他们以下还有僧团分支组织的领袖，以及各学院的首领。较高的职位必须由国王亲自核准。在国王的赞助下，举行比丘受具足戒的特别集会。这些措施一直维持到檀巴德尼耶王朝末期。这一时期制定的《檀巴德尼戒律》一直延续至今。

这一时期由于国王的鼓励和大力提倡，研读佛经，学习声明、文法之风盛行，高僧大德能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研习理论。法称（Dhammakitti）长老写作《小史》（Culavamsa），对于早期斯里兰卡历史典籍《大史》进行了补充。玛育尔巴德（Mayurpada）长老著有《供养史》（Pujavaliya），在研究斯里兰卡佛教发展史的基础上，论述了供佛礼仪。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国王本人还创作了斯里兰卡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王冠宝石诗》（Kavsilumina）。这部长篇叙事诗以佛经本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对于斯里兰卡长篇叙事诗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他参考了《阿毗达磨俱舍论》（Abhidhammakosasasutra）以及《解脱道论》等多种巴利语和梵文经典用僧伽罗语注疏《清净道论注》（Visudhimagga Sanna），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并极大地鼓励了社会信仰佛教、研习佛理之风，对于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 14—18世纪佛教的发展

由于14世纪开始，斯里兰卡的政治局势经常动荡不稳，导致僧团内部情况日益恶化，佛教的发展跌宕起伏，有繁荣复兴的时期，也有衰落不振的时期。历代国王虽然对于佛教有过不同程度的扶持，但是，此时的斯里兰卡佛教再未出现早期佛教那样的繁荣局面。

为了重振佛教，很多国王都通过扶持不同的教派来整顿僧团，制定僧团律仪。例如，1369年，阿罗古温婆罗曾经支持当时的僧团领袖达摩揭帝僧王进行了一次僧团的整顿。1396年，僧团为了进一步纯洁队伍，再度清除不良分子，这一次是维罗巴忽·阿波授权第二位达摩揭帝僧王执行的。波罗迦罗摩巴忽六世于1460年颁布了一套新的清规戒律，对僧团进行整顿。在国王和高僧们的努力下，从维阇耶巴忽三世时期一直到波罗迦罗摩巴忽六世时期，先后出现一些长者，他们在精神和学术修养方面都是很杰出的，他们的声名远扬其他佛教国家。[41]在此期间，斯里兰卡高僧编写了《佛牙史》（Dathavamsa），将巴利语《本生经》（共550经）翻译为僧伽罗语，并在民间广为传播，同时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高僧们完成了僧伽罗语的文法修订[42]，出现了一部被推崇为僧伽罗语语法经典之作的《结论集》，相传是一位高僧用巴利语韵文编写的。该书被后世学者们认为是现代僧伽罗语形成的标志。[43]
14世纪中叶，婆罗门教在斯里兰卡的势力也很大，国王不仅要护持婆罗门教，而且要雇请婆罗门徒为国家的法律顾问，以及参议佛教典礼的仪式。不少的国王在扶持佛教的同时也扶持婆罗门教。这一时期的佛教信仰与婆罗门教信仰相互交融，观世音菩萨信仰在斯里兰卡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亮点，但也受到了婆罗门教的影响。其建筑艺术也受到婆罗门教的影响，即南印度槃荼婆的建筑形式。[44]
14世纪斯里兰卡的重要佛学著作有《摄精要》《摄正法》等。但是，1506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他们在推行基督教文化的同时，打击佛教，很多寺庙被毁，僧徒被迫改宗。但在斯里兰卡的部分地区，佛教仍有较大影响。例如15世纪下半叶，下缅甸的达摩悉提王（1472—1492年在位）打算整顿勃固国僧团纪律，振兴佛教，曾遣使到斯里兰卡留学，并依大寺传统授戒，戒坛设在据说是佛陀到过的克拉利耶河上。东南亚佛教的罗曼那派就是起源于此。

但是，后来由于政局动荡，佛教又受到极大破坏，1592年即位的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不得不先后两次迎请缅甸佛教长老来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后来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又从缅甸的勃固、阿拉干和暹罗（今泰国）迎请佛法。泰国送来了斯里兰卡所没有的佛典、佛像，派遣了很多长老前来授戒，使上座部佛教逐渐得到复兴。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依靠缅甸和泰国的影响，接受泰国和缅甸南传佛教，逐渐得以复兴后，分为三派：第一个派别是罗曼那派，即11世纪从缅甸迎请的佛教长老所建的系统。第二个是暹罗派，是18世纪从暹罗迎请的上座部系统。第三个派别是阿摩罗普罗派，其信徒主要是一部分斯里兰卡社会地位较低的在家佛教徒。由于其地位较低，本国僧人不愿为之授戒，因此1802年罗摩罗睺罗去缅甸接受当地长老授戒后，返回斯里兰卡后创立了该派。这三派在教理上无甚相违，但戒律稍有不同，因此和睦相处，直至今日。

这一时期的佛教始终处于发展缓慢的阶段。从16世纪开始，斯里兰卡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冲击，严重影响佛教的发展，由于先后被葡萄牙（1505—1658）、荷兰（1658—1796）、英国（1796—1947）殖民者统治，斯里兰卡的文化传统被压制，西方殖民者以欧洲基督教为正统，视佛教为异教，排挤和打击佛教僧团。许多佛塔、寺院被破坏，寺院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一些佛教徒被强迫改宗。[45]而佛教也逐渐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在后来形成民族主义复兴思潮，在全国掀起了复兴佛教的运动。

第五节 佛教复兴和发展时期（1750— ）

一 佛教的复兴

16世纪葡萄牙人占领斯里兰卡后，推行天主教和基督教，斯里兰卡的佛教处于低落时期。17世纪荷兰人占领了斯里兰卡西部和北部之后，中部山区的康提王朝仍然保持着独立，康提国王将弘扬僧伽罗民族传统的佛教文化为己任，保持本地文化的独立地位。康提王朝第一任君主维摩拉达磨苏利耶一世从缅甸阿拉干地区迎请高僧到斯里兰卡授戒，使斯里兰卡佛教出现了一点转机。维摩拉达磨苏利耶二世（Vimaladharmasurya Ⅱ，1687—1706）登基之后，又派人到缅甸孟族地区，请来以桑达纳（Santana）上座为首的33人组成的僧团，在玛哈维利河中的一个小岛上筑坛传戒，有100多人受戒。[46]
17世纪时，有僧人萨拉昂卡拉团结了一批学识渊博的僧人和沙弥，组成一个僧团到7个最大的城市去弘扬佛教。后又组织了一个“沙弥戒行团”（Samanera Silavatta），恪守佛教戒律，力图恢复佛教。后来由于萨拉昂卡拉的威望日高，那兰德拉辛诃国王封他为僧伽尊长，并采纳他的意见，派出使团到泰国求法，后逐渐形成斯里兰卡的暹罗派。1764年萨拉昂卡拉被封为斯里兰卡僧王。在国王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戒律结集，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废除了原先的“沙弥住持寺庙”的制度。此举极大地鼓舞了斯里兰卡佛教界，标志着斯里兰卡佛教开始走向复兴，同时，斯里兰卡的暹罗派也得到了发展壮大，因此这次结集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47]
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复兴运动。1880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拉瓦斯基夫人首先在科伦坡建立了神智学会，推动佛教的复兴。达磨波罗继而在印度创立摩诃菩提会，发掘保护佛教遗迹，编纂佛典，出版刊物，在世界各国宣传佛教，积极建立分支机构，最终使摩诃菩提会的活动成为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

斯里兰卡佛教僧人本来是不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但因2000多年以来，佛教是传统的宗教，故僧人在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自1505年葡萄牙侵入，加上其后的荷兰及英国，斯里兰卡在外人殖民地统治支配下，长达441年，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屈辱。在宗教方面，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倚仗殖民地政府势力的支持，很快地获得了扩张和蔓延，本土的原有佛教等宗教，反而长期受到压迫而衰微。佛教徒试图修复阿努拉德普勒的古代都城，将其作为一个圣地。到了1873年，在巴那都罗（Panadura），佛教与基督教最后一次的大辩论胜利以后，促成斯里兰卡人民的自觉，振奋了全国的人心，佛教徒亦多恢复了自己宗教的信心。斯里兰卡长期在西方列强统治下，佛教的文化和精神是最能团结斯里兰卡人民反抗外力争取国家独立的基础，僧人有指导社会人群的责任感。因此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有很多人抱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也有不少僧人参加政治活动，具有很大的发言力量。1889年，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将寺庙财产从被指控管理不善的僧侣监管下转移给选出的委托人。1931年，政府颁布了《佛教寺院财产条例》。根据条例，佛教寺院的所有收入和开支都要受到公共委托人的监督和检查。[48]
1945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把复兴佛教看作恢复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了具有世俗性质的各种佛教社团，创办佛教大学，编辑出版《佛教百科全书》。在1956年斯里兰卡全国总选举的前两年，因为佛教长期受到西欧诸殖民地的压迫和不当待遇，佛教徒组成了“佛教调查委员会”（Buddhist Committee of Inquiry），选举六位著名比丘及在家居士为委员（后又增加一名），两名干事。它的目的是调查全国佛教的现状，以期改善佛教的社会地位。委员会的调查工作，自1954年6月从罗多那城（Ratnapura）开始，至1955年5月阿耨罗陀城为终点，旅程共历6300英里。最终，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书记载：“葡人侵入斯里兰卡以前，宗教及民族性二者价值明确，就是与陀密罗人长期战争中，其光荣和繁盛也没有遭到破坏，此二者常操在斯里兰卡人手中。然而自1505年葡人侵入后，此二者不幸已从斯里兰卡人手中被剥夺去。”[49]报告书最后呼吁不要再宽容，明确反对西欧诸国殖民地的支配。

1956年斯里兰卡全国举行大选，佛教比丘们更进一步舍弃一向传统的方针，进行政治活动，帮助和拥护其他人竞选，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候选人，只站在助选发言人的立场，却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因为出家人在人民心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公开宣布拥护或对任何人竞选人民代表。当时的选举力量最强的团体，就是佛教的僧人。僧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可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大众统一党”（Mahajana Eksath Peramuna）；另一派支持“联合国家党”（United National Party）。支持大众统一党的，是“比丘统一会议”（Eksath Bhikkhu Peramuna），它结合了“僧伽会”（Saghasabha）与“全锡兰比丘团体会议”（All Ceylon Congress of Bhikkhu Societies）两个组织，属下团体有七十五个，拥有约一万两千比丘为会员，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支持。支持联合国家党的，一般都是较富裕的大寺院领导者，如花园寺、阿耆梨耶寺的比丘，以及智增学院、楞伽学院的院长等。[50]
斯里兰卡佛教除了佛寺是弘法道场，各地还有很多在家佛教协会或佛学会的组织，主持人常礼请有德学的僧人说法，并指导信众们修行的方法。

斯里兰卡佛教徒，尤其是出家比丘，热心向外国弘法，表现积极，成绩可观。他们的贡献和成就，胜过任何一个佛教国家，让世人都知道斯里兰卡为传扬佛教的国家。斯里兰卡比丘也富有能力和经验向外国传教，他们在国内外成立摩诃菩提会，建佛寺精舍，训练有素养的比丘轮流驻外弘法。尤其他们的英语基础很好，能直接用英语演讲佛法及著作，使欧美人士能容易了解。在1891年，达磨波罗居士首先在印度成立了摩诃菩提会，以复兴佛教为己任。他主张广泛建立摩诃菩提会分会，至今世界各地很多城市都有摩诃菩提分会或精舍的成立，弘扬佛法。同时各国佛教徒往印度朝圣，也得到摩诃菩提会热忱的接待和照顾，非常方便。1956年，斯里兰卡那罗陀长老到欧洲建立道场弘法，在伦敦成立了“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长期轮派斯里兰卡比丘住持精舍推行各种弘法活动。1966年，在科伦坡的“德国弘法团”支助下，斯里兰卡比丘又至德国弘扬佛法。斯里兰卡比丘向外国宣扬佛教，成就巨大，丰功伟绩，能使很多外国人皈信佛教，也提高了他们国家和佛教在国际上的声誉。[51]
二 现代斯里兰卡佛教派别

斯耶姆派（Siyam Nikaya）、阿玛拉浦拉派（Amarapura Nikaya）和罗曼那派（Ramanna Nikayaya）三个派别是国内佛教界三大派，有的派别还分为若干支派。

1592年，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即位，先后两次延请缅甸上座部长老前来传教；继之，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还从泰国迎请佛法。到18世纪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在位时，再次从泰国延请阿瑜陀耶（大城府）王国的上座长老乌波里和牟圣尼等，帮助本国重整佛教制度轨仪，传授戒律，1750年形成了斯里兰卡佛教中的暹罗派。

（一）斯耶姆派

也称暹罗派，是1753年从泰国传入的现为斯里兰卡僧伽势力最大的一派，共有僧侣19284人，寺庙6304所。该派主张僧侣剃眉，主要活动在过去康提王国地区，有玛尔伐吐（Malvatu）、阿斯羯利（Asgiri）两大支派和科蒂（Kotte）、卡尔亚尼两小支派。

康提的佛牙寺是斯耶姆派的总部，也是斯里兰卡著名的佛教中心，珍藏着佛牙舍利。每年7—8月寺里要举行迎送佛牙仪式，届时佛寺灯火齐明，虔诚的佛教徒簇拥着佛牙在城内周游一圈。此外，各支派还各自拥有本部总寺和僧官制度，在全国24个地区都有该派佛寺和僧人。本部以坎底的末罗婆多寺（历史上称花园寺）为中心。组织设大长老主席一位，拥有推行僧政最高权力；副主席两位，由僧伽议会二十位僧伽委员中选出，再由斯里兰卡政府总理委任。大长老主席并有职权委任各属下地方的僧伽主席，掌理各区域的僧伽行政。僧伽议会开会时间没有规定，随事情的重要性而决定，大长老主席也可召集临时会议。

除了末罗婆多寺本部，暹罗派后又分出四个支部，各支部也设有僧伽议会，选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书长一人。如包括末罗婆多寺在内，暹罗派共设立了五个支部：

1.末罗婆多寺（Mallavatta），即原先本部，是最大的支部。

2.阿耆梨（Asgiri）。

3.拘提（Kotte）。

4.宾多罗（Bentara）。

5.迦耶尼（Kalyani）。

以上五个支部各自独立，不相统属，但组织完全相同，都从原先本部分出。[52]
由于受斯里兰卡种姓制度的影响，暹罗派只给高蕴格玛（Govigama）和维拉拉（Vellala）等上层等级的人传戒，不给渔民等下层等级的人受戒。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阿玛拉浦拉派

又称缅族派，是1802年由上缅甸传入的派别，是斯里兰卡第二大宗派，共有僧侣6837人，寺庙1940座。该派主要活动在斯里兰卡西部一带，目前有24个分派。1966年各派僧伽代表集会，成立“斯里兰卡阿玛浦拉大僧伽协会”的联合组织。大僧长是本派僧伽领袖，领导机构是最高僧伽会，僧伽审判局是处理僧侣违戒的司法部门，僧伽下事会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阿玛拉浦拉派的比丘对戒律执行较严，并且热衷于传统的禅定修炼方法。缅族派僧团由最初本部，后渐分出为24个支部，最大一个支部称“不灭吉祥正法统大宗教”（Amarasiri－saddhammavamsamahanikaya）。每个支部僧伽行政都各自独立，意见常发生对立，没有统治各支部的机构。各支部自设僧伽议会，推选大长老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书长一人。每个支部，由大长老主席再委任全国各省僧伽省主席一人，视情形需要而定，约八位至十位（斯里兰卡分九省）。僧伽省主席规定为僧伽议会委员，管理支部所属各佛寺。每个支部，一年中至少要举行一次会议，大长老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僧伽省主席均须出席。[53]
（三）罗曼那派

又称孟族派，这是1864年由下缅甸传入的派别，是斯里兰卡佛教第三大宗派，共有僧侣4544人，寺庙1166座，分布于34个地区，该派主要活动在斯里兰卡的西南部沿海一带，思想比较保守，基本上没有分派。罗曼那派注重戒律，比丘持戒严格，僧伽执法严厉，很多僧人都在森林兰若修行，并且反对其他派别的一些现代主义思想，要求僧人外出不得打伞，披覆双肩。中央领导机构是大僧伽会，下设理事会、审判局、行政僧伽会、学业委员会等。地方机构有教区理事会、教区僧伽会和寺院等。该派僧人热衷于弘教和传法事业，办有佛学院和佛教大学多所，出过一些有学问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佛教高僧。由于他们观念较为保守，坚决主张禁酒、推行僧伽罗语为公共语言运动，在复兴佛教运动中表现突出。

暹罗派和缅甸派、罗曼那派都是从斯里兰卡传出去的上座系佛教派别，其教理、教义并无原则区别，但在衣着、戒律、诵经声调等方面略有差异，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斯里兰卡社会种姓制度的影响。例如，暹罗派仍然只接受高级种姓的男子出家，要求本派僧人穿衣时偏袒一肩。缅甸派的僧人社会地位较低，认为斯里兰卡社会的前三种姓均可出家，僧人着衣不应袒肩。这两个派别还有不同的分支。暹罗派下分6部，缅甸派下则有30多部。罗曼那派因为成立较晚，经过了改革，它注重戒律，反对寺院蓄财。三派中以暹罗派势力最大，它以康提的摩瓦特寺和阿吉利耶寺为根据地，拥有财产和土地，僧侣多出身于上层社会。

暹罗派僧人剃除眉毛（此派由泰国传入，泰僧规定剃眉），出寺外披衣法，有披覆两肩的，有偏袒右肩的。不论到何处，手中都持一把长柄的黑布伞，天不下雨亦如此，成为习俗的随身物之一。缅族派僧不剃眉毛，出寺外规定披覆两肩，亦持伞。孟族派僧出寺外，披衣同缅族派，但要持多罗（Tala）叶扇（芭蕉制），可作遮雨和防日晒，但下雨时不能遮蔽全身。三派僧人受信徒礼诵经时，手中都持一把小多罗叶扇。他们外出时，不像缅僧和泰僧在手中都持一个僧布袋。

孟族派僧人手不捉持金钱。他们常把钱放在抽屉或箱子中，当需要用钱时，就告诉侍童或别派僧人代取。有时外出，也须一个童子随侍，不然用钱很不方便。还有孟族僧人如远行，须常系钵在身；其他两派僧人并不系钵。三派僧人比较起来，孟族派守戒严格，缅族派其次，暹罗派再次。

三派僧人之间互相礼敬。依律制，戒年少者向戒年高者礼敬。三派可同住共食，但不共同诵戒。因为暹罗僧派人自认种族高贵（Goigama族），不接受其他种族人出家，而被暹罗派看不起，所以不和从缅甸传入的两派僧人共布萨羯磨。[54]
这三大派形式上各有自己的组织和大长老（即领导）。各派大长老可任命副大长老和长老，并派他们到不同的地区弘法。每位长老都有自己的弘化区，即每一地区都有一位长老。有时大长老甚至任命像英国长老、日本长老等分别管理和弘化英国和日本的佛教徒，实际上这种长老制度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并无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因为这种任命方式既不是根据僧人的修持道德，也不是根据僧人的学问或能力，所以它只是一种传统，在实际中长老制根本不起多大作用。从以上三派僧伽行政组织看，斯里兰卡佛教僧团组织未形成统一的僧团管理模式，虽然各派之中也有自己的最高管理者，但各派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同时在同一派别中因地域差异，各派的管理也不一样。

2015年5月8日，阿德达西长老（Ven Galagama Attadassi Thera，大导师）在位于斯里兰卡康提的Asgiriya寺庙当选斯阿斯羯利派第21代僧王。阿德达西长老1922年1月11日出生于斯里兰卡中部地区马特莱，14岁出家，学习佛法。1947年至1977年间，曾在学校教授佛学。1999年成为阿斯羯利派大长老（副导师），曾经代表斯里兰卡佛教界出席过印度、新加坡、缅甸、泰国和老挝等多国的佛教活动，一直致力于弘扬佛法。

（四）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出现

近年来，汉传佛教开始在斯里兰卡佛教界有所传播。斯里兰卡佛教界始终信仰南传佛教，但近年来，在斯里兰卡佛教界中也开始出现了修行汉传佛教净土念佛法门的现象。[55]
中国汉传佛教的净土念佛法门是由斯里兰卡僧侣真乐法师从马来西亚引入的。真乐法师能说一口流利中文，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斯里兰卡僧人。他原名Seelananda Thero，1962年出生于斯里兰卡南部，15岁出家，1983年在斯里兰卡的第一个王朝所在地Anuradhapura 读佛教大学。1987年获得奖学金留学中国，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五年后学成回国，在佛学院教授英文、梵文。2004年真乐法师在马来西亚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马来西亚净土道场，第一次接触了净土念佛法门，就觉得殊胜无比。本来只打算借宿一晚的，却住了一个月。于是真乐法师开始研习净土法门，成为一位穿着南传袈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念佛堂里面专心念佛的僧人。2006年，真乐法师皈依汉传佛教，换上了汉传僧服。一时间，在斯里兰卡这个以南传佛教为主流宗派国家里，真乐法师成为斯里兰卡佛教界议论的焦点，甚至被批评。后来真乐法师在斯里兰卡注册成立了“阿弥陀佛学习中心”。真乐法师在马来西亚槟城的汉传佛教佛学院学习了两年，起初来回奔波于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直到2011年法师去台湾大仙寺受了汉传佛教的具足戒后，才在马来西亚佛教居士的帮助下，在离科伦坡不远的库鲁内格勒城市，建立了汉传佛教净土宗的道场。近年来，随着世界佛教的交流日益密切，真乐法师作为一位斯里兰卡僧侣去修行汉传佛教一事，已经开始逐渐被斯里兰卡佛教界的长老们接受了，有的长老甚至也接触汉传佛教的净土法门。净土道场的建立可以说是汉传佛教在斯里兰卡传播的开始。

此外，斯里兰卡还有不少白衣尼和尼庵，由于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未恢复，故而虽然其中不乏有学问和专事禅法之人，她们还是只能着白衣进行修行，但她们受到政府的保护，受到广大佛教徒的尊重。

三 现代斯里兰卡佛教组织

早在荷兰统治时期，斯里兰卡就酝酿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进入19世纪下半叶，佛教与基督教发生了多次争论。1875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及其俄籍夫人勃拉瓦斯基在纽约创建神智学会，1880年到斯里兰卡受佛教五戒，成为西方第一批佛徒；同年，于科伦坡设立佛教神智学会，兴办佛教学校，推动佛教复兴。推动了斯里兰卡佛教的发展。受其影响，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1864—1933）在1891年发起“摩诃菩提会”，致力于复兴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佛教。同年，在印度菩提伽耶举行首次国际佛教会议，很多国家的佛教代表都出席会议。在达磨波罗等人的努力下，摩诃菩提会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佛教团体，其对世界佛教的复兴功不可没。

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继续推行扶植佛教的政策。1950年，著名学者马拉拉塞克拉发起“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到1978年6月，已拥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66个组织，世界各大洲都有斯里兰卡比丘建立的寺院或弘法中心。1951年班达拉奈克组织自由党，复兴佛教和民族文化是该党的口号之一。班达拉奈克去世后，在其墓后竖立有五根巨大的石柱象征着班达拉奈克先生认为斯里兰卡社会的发展应该依靠的五大社会力量：佛教僧侣、教员、传统医生、工人和农民。而佛教僧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1960年班达拉奈克夫人积极支持发展佛教学校，在农村普遍建立佛教保护会，推动斯里兰卡农村社会的佛教发展。1978年贾亚瓦德总统更提出“佛法化社会”的构想，推动了斯里兰卡佛教的全面复兴。同时，佛教界也建立各级佛教教育学校，全国有佛学院300余所，有智增和智严两座佛教大学。[56]与此相呼应的是，斯里兰卡社会也纷纷成立了各级佛教徒组织，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运动。

（一）斯里兰卡青年佛教会

斯里兰卡青年佛教会是斯里兰卡佛教徒成立的历史悠久的佛教徒组织机构。它曾经在反对殖民政府，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独立以后，青年佛教会致力于弘扬佛教文化的活动。1948年隆重举行了庆祝该会成立50周年的大庆。在斯里兰卡佛教文化的开展和佛教教育普及方面，青年佛教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斯里兰卡青年佛教会的总部设在科伦坡，里面有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大殿和一次容纳数百人的会议厅，还开设了旅馆和体育场等设施，每年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维持活动经费。

青年会成立的宗旨是研究和发扬佛陀的教法，促进戒律的实践。他们组织各项活动，包括宗教活动、宗教考试、僧伽罗语文学、英语图书馆、演剧活动、社会服务活动、体育活动等。以宗教活动为例，包括星期日说法，每周坐禅、佛法讨论、教义研究等。每周出版佛教书刊3500册。每月（阴历）十五日，受持八关斋戒，供僧等。每年五月卫塞日举行盛大庆祝，通过电台电视向全国播放。

其组织机构是：在总部设置会长1名，副会长5名，秘书1人，理事多人，会员可以个人身份入会或者以团体身份入会。在部门的组织机构建设方面，设宗教活动、宗教考试、斯里兰卡文学、英文图书馆、社会服务、文艺与体育等部门，经常举办坐禅、佛法讨论、教育研究、持戒等培训班，以及赈灾布施等各种佛事慈善节庆活动，印刷出版佛教书刊。1902年开始发行世界上第一份英文佛教杂志《佛教徒》，至今仍是该会的会刊和现代世界最古老的佛教刊物。

在青年佛教会取得的成就中，其最具有特色的工作就是创办佛法学校（Dhamma School）与宗教考试（Religious Examination），这是全国规模的推行佛法学习和培养指导者的机构，效果显著。佛法学校教授佛教基础知识，分成多级，讲授《法句经》、《六方礼经》、《念处经》、论书、佛教史等。宗教考试方面分为佛法考试（Dhamma Examination）、佛法教师考试（Dhamma Teachers Examination）、论书考试（Abhidhamma Examination）。由于青年佛教会在社会和政府层面的影响较大，因此，参加佛法学校学习和宗教考试的人与日俱增，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青年佛教会还举办其他活动，例如在僧伽罗语文学活动中，举行诗歌研究及朗诵，组织英语图书馆及文学活动，接受图书赠送，开办演讲会及辩论会等。同时还以青年佛教会名义进行各种社会服务活动。例如有不收门票的电影欣赏、汽车巡回文库阅读，为劳动者而设的夜校等。

青年佛教会还和世界许多佛教国家的佛教团体有直接联系，在国际宗教界有一定影响，在国内有重要地位。[57]
（二）斯里兰卡全国佛教徒会议（All Ceylon Buddhist Congress）

这是斯里兰卡最有社会影响力、成员众多、实力最大的在家佛教徒团体组织，[58]本部在科伦坡。设主席1人，秘书2人，会计1人，组成总会的最高组织成员。大会由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组成，每年召开一次全会。

会长、副会长、理事等为执委会成员，每年召开六次执委会议。下分社会服务员会及教育文化、宗教委员会等机构。社会服务委员会下设18小组，负责办理各种社会事业，如医院、孤儿院、少年院、少女院、养老院（分出家、在家二类）等，为身体有障碍者、聋哑者、盲人、流浪无依者服务。教育文化、宗教委员会下设6人小组，其中如三藏翻译委员会（Tri-pitaka Taranslation Committee），即将巴利语三藏译成僧伽罗语出版。本部及其下属委员、小组人员，原则上都为社会、宗教服务，没有报酬。大会经费主要来自会费、政府补贴、佛教徒布施、公共设施收入、各种基金会和国外援助等。大会还设有比丘研修所、比丘教师研修所等，以及医院、孤儿院、少年院、少女院、养老院和职业训练所等各种社会福利事业。

斯里兰卡全国佛教徒会议虽然是以在家居士为主体的组织，但聘请比丘为各委员会顾问，请比丘们对组织机构的活动提出指导意见。另外，还专门聘请佛教各派僧王长老、佛教大学校长及其他高僧大德12人为赞助人，同时还请15位德学兼备的高僧组成一顾问委员会。故而这一佛教团体的活动不直接关注政治，而是以佛教徒的精神推行社会运动，形成广泛的社会网络，实力较强。

1955年4月16日大会制定章程，1963年1月和1973年9月又经过先后两次修订，主要宗旨是：

1.强有力地关心和弘扬佛教、促进佛教的发展，维护佛教徒的权益；

2.促进佛教徒及佛教组织之间的联系；

3.引导佛教徒参加公共事业，领导他们从事佛教活动；

4.对佛教徒所关心的事情进行讨论，并尽量给他们创造机会；

5.从事佛教慈善服务活动。

大会下辖的宗教文化事务民族委员会则具体指导佛教徒的修习实践活动，聘请比丘说法、指导禅定、礼佛和守戒等佛事。1968年1月1日大会以佛教斋日代替了星期日休假制度，在每年的雨季安居期都组织500—1000人的集体守戒活动。国民教育委员会则从事佛教教育、一般教育的指导及活动，三藏翻译委员会是文化组织，负责将巴利语三藏译为僧伽罗语等民族语言出版。国民青年会议是青年组织，负责青年佛教徒的社会活动和联系。例如，1969年曾在国内召开全国青年团结会。1972年又组织了世界青年佛教徒联谊大会第十次大会。大会一直为弘扬佛教传统而努力，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意识，领导了战后的佛教复兴运动，并与国内其他重要的佛教组织合作，努力开展佛教活动，与国外的佛教界也有密切联系，发起和参与了一系列国际佛教会议和成立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这样的国际佛教组织，因此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三）斯里兰卡全国妇女佛教会（All Ceylon Women’s Buddhist Accociation）

这是斯里兰卡全国性的女性佛教徒的代表团体，总会设在科伦坡。其宗旨在宣扬佛陀的教法，遵守戒律，服务社会。由7位受托人组成理事会，次有执行委员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5人，秘书2人，会计1人。约有个人会员500名，团体会员50个。事业方面，分宗教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其中在宗教活动方面，主要是推广宣传守持佛戒、佛法座谈会，以及在肯杜玻达禅定中心（Kanduboda Meditation Center）举行布施会，庆祝卫塞节及摩哂陀渡岛节等。社会服务活动方面，经营旅社、儿童家园、盲女收留中心、洋裁班、种植素菜（供给旅社及盲女中心）、图书借阅、医院茶水供给、烹调讲习、插花等。会中办有《佛教妇女》季刊。

（四）其他重要团体组织

1.斯里兰卡全国佛教学生联合会（All Ceylon Buddhist Students Federation），是斯里兰卡各个学校学生联合组成的佛教团体。总部设在科伦坡，分20个支部；会员40万，目的和主张是提高佛教徒学生之间互相协助的精神。

2.公务员佛教徒教会（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mment Buddhist Association），成立于1956年，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联合组成的佛教团体。

3.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这是印度摩诃菩提会在斯里兰卡的分会。斯里兰卡的摩诃菩提会总会设在科伦坡，建有大讲堂、印刷部、宿舍等。设主席1人、副主席1人、编辑1人、秘书2人、会计2人。其经济基础稳定。有星期日学校、孤儿院、出版巴利语三藏及注释书、对外国僧人提供宿舍等。与设在印度的总部摩诃菩提会一起共同致力于世界范围内佛教的复兴和发展。

4.佛教出版协会（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本部设在坎底，西方比丘诺那波尼迦长老（Nyavaponika Mahathera）等为其监督委员。它的宗旨是出版佛教图书及论文小册，向世界各地宣扬佛教思想，其发行遍及65个国家以上。[59]
四 近现代有名的佛教人物

近现代以来，斯里兰卡的佛教界人才辈出，涌现出很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佛教名人。近代斯里兰卡在动乱不安的社会背景下激发了佛教民族主义情绪，培养了大批的佛教民族主义改革家和思想家。例如，在佛教民族主义复兴和佛教改革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有达磨波罗（Dharmapāla，1864—1933）；在近代佛教学术界和向西方传播佛教做出杰出贡献的在家居士有：马拉拉塞克拉（G.P.Malalasekera，1899—1973）、贾亚铁拉克（K.N.Jayatilleke，1920—1970）教授等；出家比丘有布达搭陀（A.P.Buddhadatta）、那兰陀（Narada，1898—1983）、罗睺罗（Walpola Rahula，1907—1997）长老；等等。

马拉拉塞克拉是20世纪国际佛教界的著名人物。他1899年出生于斯里兰卡巴拉杜拉的医生家庭，早年习医，后改研究东方思想文化，1922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东方语言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1936年他被选为斯里兰卡佛教大会会长，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在斯里兰卡取得独立后，他开始领导全国佛教徒致力于改善佛教地位的活动，推动佛教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倡议成立了“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这一国际组织，并被选为首任主席。1957年退休后，他出任斯里兰卡首任驻苏联大使，并用僧伽罗语写作和宣读国书。1967年担任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1973年病逝。马拉拉塞克拉对佛教和语言有很深的造诣与研究。1939年他撰写了《锡兰与巴利文学》一书，介绍了斯里兰卡巴利语佛教文学的发展脉络，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佛教人物和佛教经典做了详细的考证，史料丰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他注重佛教教育的普及工作，认为没有斯里兰卡传统文化知识，会使国人愚昧。他精通僧伽罗语、巴利语、梵语、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和印度的几种方言，对佛学、斯里兰卡史、印度学、哲学等都有独到的研究，被称为“师中之师”。他还任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的主编，参加过撰写僧伽罗文大藏经的工作，编纂了《巴利语专用名词辞典》（二卷）、《英僧字典》以及对《大史》的注疏和10多部佛教通俗读物，并在国内外杂志用多种文字发表了大量论文，对于斯里兰卡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达摩难陀长老也是一位对斯里兰卡佛教发展功不可没的重要人物。他1919年3月18日出生于斯里兰卡南部。在马达拉接受正规教育。由于文化的影响，年幼时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有位出家的舅父，成为他的精神导师。他的母亲是个非常开通及虔诚的佛教徒，虽然达摩难陀长老是长子，他的母亲却鼓励他出家。母亲还说：如果你结婚，只能照顾到家人而已；若出家成为法师，就能照顾到无数的众生。长老12岁时，依Venerable K.Dhammaratana Maha剃度出家，在Venerable N.Sarananda Maha座下成为沙弥，29岁受具足比丘戒。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佛法，他进入哥伦维也华丹那佛学院及其他著名佛学府深造，专心研修梵文、佛教哲理、巴利文经典。26岁获得学院语言、哲学和巴利文经典研究文凭。曾得到印度兴都大学奖学金，去兴都大学深造，主修梵文、兴都文和印度哲学，4年后获得印度哲学硕士学位。后来回到锡兰建佛学院，弘扬佛法。出版佛教月刊让村民阅读。33岁时，长老受维戴加拉学院院长选派，到马来西亚十五碑锡兰佛寺服务，1962年长老在十五碑佛寺成立佛教弘法会，以研究佛法和推广佛教文化为宗旨，鼓励、促进和发展佛教真理和慈悲观以及培育宗教和平及认识。20世纪60年代，长老是马来西亚宗教联系机构的活跃成员，也是筹组各宗教咨询理事会的创办人之一。1970年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立，长老鼓励佛教弘法会青年组、大马锡兰佛教会青年组也加入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同时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也邀请长老为宗教导师，为佛教青年和其他年龄的佛教徒提供宗教资讯服务，这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斯里兰卡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在长期的弘法过程中，达摩难陀长老积极到世界各地传播佛法，为了表彰他对佛教传播的重要贡献，他获得了东方研究大学、那兰陀大学、兴都大学所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可以说，他是现代佛教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诃摩拉伐·真谛（Hammakava Saddhatissa，1914—1990）长老是斯里兰卡佛教在国外活动的著名僧人。1914年他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小学毕业就加入僧团，1939年成为一名教师。20世纪50年代他到欧洲弘法，以伦敦为基地热心传播佛教，经多年努力，斯里兰卡佛教在欧美的影响扩大了，原来一度沉寂的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再度开始工作。他曾担任伦敦佛寺住持、英国摩诃菩提分会主席、大不列颠僧伽委员会主席和大不列颠寺派僧团长老、通晓梵文、巴利语、僧伽罗文，曾在欧美、斯里兰卡、日本、印度、加拿大等地学院或大学讲学或开过佛学讲座，有《佛陀之道》《佛教徒伦理》《佛的一生》《佛理入门》等著作留世。真谛长老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门宗教哲学，更重要的是，佛教是一种实践的道德修炼活动，佛陀的教法适用于国内、国际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当今世界上之所以问题丛生，与其说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如说是根源于道德的堕落，而佛教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真谛长老的传法活动扩大了佛教在西方国家的影响。

A.W.古鲁吉（Ananda W.P.Guruge）也是当代世界佛教界有名的学者。他曾获梵文和印度史名誉顾问，智增大学梵文系主任、教授、名誉校长等职，发表大量用僧伽罗语和英语写作的佛教论文，曾被选为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副主席，他的学术成就对于佛教在国际社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罗睺罗（Walpola Rahula）教授是斯里兰卡著名的佛教学者，他少年时落发出家，1950年他在Demiéville教授的帮助下获得法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入法国学习大乘佛教，他也是第一位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的斯里兰卡人。从此以后，罗睺罗对大乘佛教的禅宗、唯识和中观都很感兴趣，并针对这些专题写了不少论著。他先后获文学学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斯里兰卡、印度、法国、美国等多所大学研究和讲授佛教。罗睺罗著述等身，重要的著作有：《锡兰佛教史》《真理的弘扬》《佛教徒的命运》《禅和驯牛》《佛陀的启示》《西方世界的佛教》等数十部。他通晓大乘、上座部学说，又懂僧伽罗、梵、巴利、英、法等文字，研究佛教屡屡有新意，被学术界公认为佛学权威。由于他对佛教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1965年斯里兰卡佛教僧伽大会授予他“三藏大师”称号。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编辑出版了《祝贺罗睺罗的佛学研究》一书，总统贾亚瓦帝纳亲自参加该书的首发式，表达对他的敬意，现在他的很多著作被译成法、德、西班牙、意、中、缅、泰、僧伽、泰米尔、越南、英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他还主张佛法不离世间觅求，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为多数人的利益奔走呐喊。他认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佛教也不能一成不变，应该适应形势而调整、发展，有革新的思想。罗睺罗长老不仅勤奋好学，而且热心参与社会活动，保护和弘扬佛教的传统。他的佛教思想与复兴民族文化、反对殖民统治和维护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他的入世利他主义思想对斯里兰卡的国民特别是对年轻比丘影响很大，促使佛教重新成为斯里兰卡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活跃力量。因此，在斯里兰卡也就出现了“政治比丘”和“比丘政治”的称号。如果把罗睺罗的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期，我们或许可以分为早期上座佛教哲学思想时期和后期上座部与大乘佛教哲学思想融通时期。因为在1950年之前，罗睺罗长老修学的是上座佛教，虽然他在早期也有大乘佛教思想的启蒙，如在《比丘的传承》中就有很多大乘佛教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大乘佛教的训练之前，是不可能真正进入深奥的如唯识和中观等大乘佛教哲学课程的。罗睺罗长老是一个既能出世又能入世的佛学大家。他始终认为服务社会是出家人的责任。他的演说、著作不仅对东南亚佛教徒和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西方各国佛教徒和学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比丘去斯里兰卡留学事宜就是由罗睺罗长老和维普拉萨（Vipulasara）长老访问中国时，与赵朴初会长达成协议促成的。[60]罗睺罗对佛教的弘扬与让佛教走向世界的贡献，将永远受到世界佛教徒的怀念。[61]
现代斯里兰卡佛教经历了复兴的喜悦，也碰到过困难和挫折。虽然后来在发展过程中，斯里兰卡出现诸多种族和宗教纠纷等种种情况，佛教的发展相应地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海外传播方面的影响有所减弱，但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佛教在斯里兰卡的影响不会减弱，仍然有着重要地位，它作为传统的民族宗教文化，仍将继续影响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62]
五 现代斯里兰卡佛教教育

1868年以后，为因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南传佛教国家在脱离西方殖民统治之后的需要，佛教界开明人士开始对教育进行维新改革，使传统教育纳入现代学校教育形式和内容。主要表现为，寺院可以创办学校，并且强调在不忽视传统巴利语佛典教学的基础上，寺院可以展现出一定的积极性，让有知识的僧人担任教师，其次，学校机构和管理模式采纳了西方建制或体制。这一改革推动了斯里兰卡教育体系与西方教育制度的接轨，极大地促进了斯里兰卡佛教与西方教育理念的对话和交流。

在办学和教育理念上，很多重要人物对现代南传佛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首先是斯里兰卡的瓦拉那悉达他（Walanesidhartha）大长老“兴教济民”的思想。他于1839年为僧人创建了“圣法塔学院”（Paramadharmacetiya Parivena）。在瓦拉那悉达他教育理念的影响之下，从“圣法塔学院”毕业的苏曼伽罗（H.Sri Sumangala）大长老和法光（Ratamalana Dhammaloka）大长老分别于1873年和1876年于首都科伦坡创建了“智增学院”（Vidyodayaparivena）和“智严学院”（Vidayālayalan·　kāparivena）。这两个学院于1958年同时升为政府大学，僧俗都可入学攻读。[63]
为了振兴斯里兰卡的佛教，美国陆军上校奥尔考特（Colonel Henry Stell Olcott）于1880年在科伦坡创立了“佛教灵智学会”（ 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该学会主张和平友好，保卫宗教反对压迫，出版了英文杂志《佛教徒》（The Buddhist）等。该学会还先后开办了阿难陀学院（Ananda College）、法王学院（Dharmaraja College）和摩哂陀学院（Mahinda College），让佛教徒子弟就读，教英文和僧伽罗文，吸引许多西方学者到斯里兰卡发展教育，尤其是发展佛教教育。如今，阿难陀学院等已是斯里兰卡的名校。

奥尔考特同时还利用他的法律知识，在英国殖民时期为佛教徒争取到了佛教节日——卫塞节日公休假，设立了“星期日学校”，教授英文和佛教，为佛教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对于近代斯里兰卡佛教教育的成功，佛教复兴运动的领军者、《大菩提期刊》（Maha Bodhi Journal）的主编达磨波罗（Angarika H.Dharmapala）写道：“The current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had been effectually stemmed by the Buddhist educational movement.”肯定了基督教与佛教教育运动之密切关系。[64]
现代社会斯里兰卡佛教大学教育发展较快，斯里兰卡的几所综合性大学都开设有佛学专业，修学者僧俗皆有。僧人可以选修除了佛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

凯拉尼亚大学是斯里兰卡的主要大学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1875年的智严佛学院，这是佛教僧侣学习中心，1978年改为凯拉尼亚大学，这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巴利文和佛教研究及相关领域的中心，从事巴利文、梵文、僧伽罗语、印地语等语言学和佛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这是首先使用僧伽罗语教学的大学之一，凯拉尼亚大学在保持其与斯里兰卡佛教密切的历史本色的同时，也是斯里兰卡第一个将大学分为三个独立学院——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商业和管理学院的教育机构，积极推动佛教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体系并轨，在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

此外，斯里兰卡还有3所佛教高等学府：巴利语佛教研究生院、佛教巴利语大学和比丘大学。巴利语佛教研究生院在科伦坡市内，院长Y.Karunadasa是一位著名学者。1986年以来我国（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赴斯里兰卡攻读学位的僧俗学子，大部分都在该院就读。

佛教巴利语大学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办人为佛学泰斗罗睺罗（Valpola Rahula）长老。现在这所大学在斯里兰卡国内有多所学院，分别在新加坡和韩国设立了分院，在国际上有良好声誉。

佛教声闻乘法系比丘大学（Budhasavaka Dhammapitha Bhikkhu Visvavidyalaya）于20世纪70年代创建于古都阿努拉德普勒。这所大学的学生皆为比丘，教学内容是巴利语三藏。[65]在课程设置方面，强调对巴利语系佛教的教育。

六 当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交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7年中国周恩来总理访问斯里兰卡，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有了新进展。周总理在斯里兰卡访问期间，斯里兰卡佛教大会会长马拉拉塞克拉教授陪同，在群众大会上做翻译，得到周总理的好评。同年7月，斯里兰卡纳罗达法师到北京，代表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将一颗佛舍利赠送给中国佛教徒，受到中国僧众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马拉拉塞克拉等斯里兰卡佛教界朋友也先后到我国访问。斯里兰卡佛教徒为了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决定编纂《世界佛教百科全书》，这项伟大的文化事业得到了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支持，国内许多对佛教有精深研究的学者都参加了撰稿工作，著稿达200万字。

1961年中斯两国佛教徒的友好合作与往来进入鼎盛时期，应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的邀请，中国珍藏的佛牙被迎奉到斯里兰卡巡行2个月，生动地反映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进一步促进了友谊的发展，在两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63年班达拉奈克夫人到中国访问，她每到一地必到佛寺礼佛，还在上海最大丛林玉佛寺延请64位高僧诵经，为已故的丈夫班达拉奈克追荐冥福，又将一尊仿斯里兰卡故都阿菟拉达普拉的古佛雕像送给北京广济寺供养。两国政府还在1960年10月举办了纪念中国著名高僧法显访问斯里兰卡1500周年的中国佛教图片展。中国佛学院也在此时向智增大学赠送佛经，法显成为中斯两国人民友谊的代名词。1978年后中斯两国佛教界交流又有新发展，双方领导人和僧侣来往更多。[66]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佛教协会首先选派圆慈、净因、惟善等5位比丘赴斯里兰卡学习，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才交流之风，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至今双方互派僧侣学习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交流史上最值得一提的是法显大师及其在斯里兰卡流传的“法显文化”。法显大师在公元410年到达斯里兰卡，于公元412年绕道爪哇回国。他到达斯里兰卡时，曾去圣足山朝拜，并在途中的一个山洞里停留了数日。这一带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外国来的高僧，便将此山称为“法显山”，将他停留的山洞称为“法显洞”，山脚下的村庄则名为“法显村”，村中的寺院也名为“法显寺”。

法显村位于今天的布拉特辛哈地区。在通往法显洞的路上有一条大道，据说是古代北方王城通向诸侯国的一条大道。当时法显大师就是通过这条大道走向圣足山的。自山脚向上攀登近五百石阶，便到了法显洞。山洞高大宽阔，犹如一个可容纳上千人的大厅，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僧太虚大师来此访问时曾手书“法显洞”三个汉字，请当地僧人将字刻在洞口上方，但最后没有完成这件事。

现在已经圆寂了的法显寺昙摩朗西长老和前财政部长罗尼·德迈尔先生曾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重建法显村的建议，中国政府欣然同意，并提供了二百万卢比的援款。重建工程于1981年7月正式开始，包括修建民宅、扩建学校、铺设道路、重修法显寺等。直至今日，法显村的村民对来自法显祖国的客人依然表现得格外亲切。他们不停地称道法显大师的业绩，感谢中国政府的援助。在斯里兰卡，只要一提起法显大师，立刻就会唤起中斯双方更加亲切的友情。[67]
此外，双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随着互动次数的增加，中国和斯里兰卡佛教界的友谊进一步加强了。

2009年3月11日，斯里兰卡佛教主要派别之一的阿斯羯利派向在斯里兰卡访问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颁发荣誉学位证书，该派僧王、多位大长老及佛教信众百余人参加了颁发仪式，中国驻斯使馆派员出席。阿斯羯利派长老在致辞中高度赞扬刀述仁会长长期以来为传播佛教文化和促进中国佛教与斯里兰卡佛教交流所做的贡献。刀述仁会长感谢阿斯羯利派授予其荣誉学位，希望中斯佛教界双方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斯里兰卡佛教荣誉学位专为对佛教文化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设立。几十年来，仅有三位外籍人士获得该项殊荣。

2010年10月11日，斯里兰卡佛牙寺（Asgiri Mahanayake）僧王大导师Most Ven.Udugama Sri Buddharakkitha Asgiri Siyan Nigaya Mahanayaka Thera以及来自科伦坡的大长老Venjalvoja Jncnissara Thera一行参访河南嵩山少林寺，受到少林寺的热烈欢迎。

2010年11月12日至21日，应“世佛联”潘·瓦那密提主席与斯里兰卡全锡兰佛教会贾格特·苏玛提帕主席的联合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64人访问斯里兰卡，并出席在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第25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暨成立60周年庆典、斯里兰卡佛教电视台法显演播厅揭幕仪式等系列活动。11月13日，中国佛教代表团应邀走访了斯里兰卡菩提寺世界佛教文化苑。世界佛教文化苑是由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阁下倡导，准备兴建的展示各国佛教文化传统的宗教圣地。世界佛教苑位于科伦坡的郊区，这里树木茂密，环境优美，文化苑计划占地总面积大约77英亩，划分有十几个分区，也是希望将来世界各国能共同参与筹建。

11月14日下午，第25届“世佛联”大会开幕仪式在科伦坡Nnamon Grand饭店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大德与各界人士近600人出席。斯里兰卡总理D.M.贾亚拉特那、“世佛联”秘书长攀洛·泰阿利、王作安局长等出席并致辞。学诚副会长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会议。开幕仪式还举行了富有斯里兰卡民族特色的文化表演以及纪念邮票发行仪式等。[68]
2011年5月17日至23日，中国佛教协会组成以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光泉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佛乐代表团”一行43人赴斯里兰卡出席了纪念佛祖成道2600周年庆祝活动。5月17日至18日是斯里兰卡重要传统节日卫塞节，2011年恰逢佛祖悟道2600周年，斯里兰卡总统宣布2011年卫塞节定为“卫塞年”，并在全国举办丰富多彩的系列庆祝活动。

2011年5月20日，斯里兰卡佛牙寺国际佛教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出席并为博物馆剪彩，内阁部长、议员、佛教界僧王、大长老及各界人士出席开馆仪式。正在斯里兰卡访问并参加纪念佛祖悟道2600周年相关活动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也出席了庆祝仪式。

2011年12月17日，斯里兰卡国际佛教中心奠基仪式暨国际援助基金会佛教会议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隆重举行，应新加坡学航法师的邀请，斯里兰卡的中国留学僧康体分会会长仁虚法师和祖光法师带领康体20余位留学僧与斯里兰卡长老Mahanayake Thera、泰国高僧Seck Kong Hian、新加坡学航法师在国际佛教中心参加了会议，促进国际佛教界的交流。

2014年9月16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应邀率众拜访斯里兰卡第一僧王Uduma Buddharakkhita Mahanayaka Thera，受到了斯里兰卡僧团的热情接待。印顺大和尚率团受邀抵达位于康提的佛牙寺，向斯里兰卡第一僧王送上来自中国的祝福，祝愿中斯人民安居乐业，两国佛教界继续深化合作、共创辉煌。僧王希望中斯两国佛教界继续保持紧密互动，共同为世界佛教发展做贡献。

2015年4月8日，斯里兰卡阿斯羯利派僧王（大导师）乌都伽玛长老（Most Ven.Uduma Buddharakkhta Mahanayaka Thera）圆寂。乌都伽玛僧王，1929年出生于康提，是斯里兰卡举足轻重的佛教领袖，在南传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中国佛教协会于第一时间发出唁电，并委派中国佛协常务理事、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性法师专程前往斯里兰卡康提吊唁，代表中国佛协参加于康提为僧王举行的国葬仪式，以寄托中国佛教界对乌都伽玛僧王的怀念与哀思。

2015年5月斯里兰卡罗曼那派（又称孟族派）僧王Rev Napana Premasiri、科伦坡赞颂寺住持、西方省长老等带领僧团参访广东佛教界，受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佛教协会会长明生大和尚等的热情接待。在参访了普陀寺、光孝寺之后，僧王也专门赴南华寺瞻仰六祖真身、憨山和丹田三位大师的真身舍利，并于六祖真身前诵经礼佛。93岁的Revnapanapremasiri僧王虽年事已高，但依旧在弟子的搀扶下，恭敬礼拜六祖。僧王此次前来，也为广东佛教界带来了尊贵的礼物——佛陀牙舍利。5月24日佛陀舍利从斯里兰卡顺利抵珠，珠海普陀寺举行了盛大的恭迎仪式，随后佛陀舍利入寺内安奉。

此前，明生大和尚带领中国广东佛教友好交流团出使斯里兰卡，受到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亲自接待，在斯里兰卡期间，珠海普陀寺和斯里兰卡科伦坡赞颂寺结为友好寺院。双方结为友好寺院，将促进中斯佛教和文化交流，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友谊。

2015年9月斯里兰卡四大僧王之一的百岁长老Ven Dr Davuldena Gnanissara Maha Nayaka Thero与斯里兰卡佛牙寺住持Ven.W.Upali Nayaka Thero、新加坡Ven.Dr K.Gunaratana法师以及曾在北京大学攻读过博士学位的古那拉达纳法师等一行七人访问厦门。斯里兰卡僧团也为厦门佛教界带来了尊贵的礼物——佛陀舍利。僧王加尼萨拉一行拜访南普陀寺，并应邀参加了鸿山慈善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最后，斯里兰卡僧团将佛陀舍利供奉于鸿山寺，供信众瞻仰。

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佛教界的交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频繁，尤其是自2007年开始中国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佛教论坛，为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斯里兰卡僧团与中国佛教界有了更多的相互了解，彼此的往来增多，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到，随着交往的频繁，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与斯里兰卡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斯里兰卡各个佛教派别各派僧王几乎都到过中国，这说明斯里兰卡佛教界都开始重视与中国进行佛教文化的交流。正是在相互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发展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开展各种国际活动，另一方面又有内在的佛教学术体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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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缅甸佛教

第一节 缅甸国情概况

缅甸联邦位于中南半岛西北部，东北部与中国毗邻，西北部和印度、孟加拉国接壤，东南部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部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国土面积676581平方公里。

缅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孟族就曾经在缅甸建立过多个小国，但后来均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王朝。到1044年开始，缅甸形成以缅族为主体的王朝，先后经历了蒲甘王朝（1044—1257）、东吁王朝（1531—1752）和雍籍牙王朝（1752—1885）三个统一王朝的时期。[1]在1824年至1885年间英国先后发动了三次侵缅战争，最终占领了缅甸，1886年缅甸被英国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937年缅甸脱离英属印度的统治，直接受英国总督统治。1941年日本大举入侵。1943年8月1日，在日本诱导下，缅甸宣布独立。但事实上，日本通过《日缅合作条约》和《秘密军事条约》等条约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缅甸，缅甸仍未摆脱殖民地的命运。1945年，英国重新占领缅甸，企图在缅甸继续推行殖民统治，但遭到缅甸人民的顽强反抗。1947年2月，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掸邦土司、钦族、克钦族与英国政府的代表签订《彬龙协议》，为后来缅甸联邦的成立奠定了基石。1947年10月，英国与缅甸再次签订《英缅条约》，英国政府被迫承认“缅甸联邦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1948年1月4日，缅甸正式宣告独立，建立了缅甸联邦政府。1974年1月改称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88年9月23日，缅甸的国名由“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缅甸联邦”。

2005年以前，缅甸首都是仰光（Yangon）。2005年11月6日，缅甸政府从仰光迁都到内比都。内比都位于缅甸中部的山区，距离仰光以北400公里，坐落在勃固山脉与本弄山脉之间锡塘河谷的狭长地带，北依山势，南望平川，曾经是前首都仰光与北方大城市曼德勒之间的一个山区贸易城镇，是经济贸易集中的地区，地理位置易守难攻，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主要居民为缅族，另有掸族、克钦族、克伦族、克耶族、德努族、勃朗族、勃欧族等少数民族杂居于此。

根据缅甸移民和人口部2014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缅甸总人口数是5141.9万，[2]共有135个民族，约有缅族、克伦族、掸族、克钦族、钦族、克耶族、孟族和若开族等。其中89%的人信仰佛教，其余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原始宗教等。缅语为国语，它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一种单音节和有声调变化的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梵语、巴利语、英语和汉语的影响。由于缅甸在19世纪下半叶曾经沦为英国殖民地，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强行推行英语教育，故在社会各层也使用英语。

一 民族状况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约有135个民族，[3]其中缅族约占总人口的68%、掸族占9%、克伦族占7%、若开族占4%、汉族占3%、孟族占2%，其余那加族、钦族、克钦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共计占总人口的7%。缅族主要分布在缅甸平原地区，少数民族则散居于全国80%的土地上，且多为山区和高原，形似马蹄环绕着缅甸本部。

（一）主体民族

关于缅甸民族的起源，截至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缅甸人是属于黄皮肤的蒙古人种，其境内绝大多数民族是从中国南部迁徙到缅甸定居的。除散居在缅甸境内南端的为数不多的尼格利多人是缅甸的土著人，属于澳大利亚人种外，在缅甸境内居住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蒙古人种，他们使用的语言分别属于孟高棉语族、藏缅语族、汉泰语族三大语族。

就其民族形成历史而言，孟高棉语族是最早从中国滇西南一带迁徙到缅甸定居的族群，包括有孟族、佤族、布朗族等。他们的先民是中国史书上称为百濮的族群。据英国考古学家卢斯（G.H.Luce）教授的考证，属于孟高棉语族的孟人大约于公元前2000年从华南进入缅甸境内，逐渐向缅甸南部移动，最后定居在缅甸南部。藏缅语族人是我国古代氐羌族群的一个分支。包括有缅族、若开族、克钦族、钦族等。卢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缅族的先民是羌族的主张，后来被大多数缅甸历史学家所承认。缅族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由中国甘肃、青海、四川一带进入云南，沿怒江、金沙江、澜沧江河谷南下，于公元前1、2世纪进入缅甸境内，定居在伊洛瓦底江中下游一带。汉泰语族中包括掸族、克伦族、克耶族等民族。掸族源自中国古代南方的百越族群。大约在秦汉以后越人沿珠江西进至滇中，后又南下进入老挝、泰国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他们进入缅甸境内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初或公元1世纪前后，并在缅甸掸邦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区。

作为主体民族的缅族，1985年全国人口统计时有23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5%，2002年统计时上升为2871万，约占68%，其中95%以上的缅族居民信仰佛教。历史上缅族先民有过三次大的迁徙，最后于公元650年进入曼德勒南30公里的皎克西一带定居。

缅甸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王朝，如蒲甘王朝（1044—1257）、东吁王朝（1531—1752）和雍籍牙王朝（1752—1885）等都是以缅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缅族人善于种植水稻，耕作梯田，会使用水牛和轮车，懂得饲养马、象等技术，最重要的是他们精通有组织的作战技能。公元850年，缅族先民以缅甸中部的蒲甘城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政权。1044年，阿奴律陀成为蒲甘国王，他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先后征服了南部的孟族、北部的掸族和西部的若开族，于1057年统一了缅甸，建立起强大的蒲甘王朝。雍籍牙王朝孟云王统治时期（1782—1819），是缅甸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孟云多次对暹罗发动战争，并以恢复阿拉干佛教的繁荣为借口，发兵阿拉干，最终将之并入缅甸。孟云王统治末年，缅甸疆域西起印度阿萨姆、曼尼坡，东到今泰缅边境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东南亚各国中幅员最为辽阔且强大的封建王朝。1885年英国占领了缅甸，这标志着以缅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雍籍牙王朝终结。后来，缅族与其他民族一起成为缅甸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共同维护着缅甸的和平和统一。

（二）非主体民族

在缅甸135个民族中，除缅族外，还有近2000万人口的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2%。

掸族是缅甸的第二大民族，1985年全国人口统计时将近250万人，200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80万，占总人口的9%，其中60%的掸族人居住在掸邦，其余的分布在缅甸中部和克伦邦首府巴安附近。掸族人自称为“泰”，信奉佛教。在公元1世纪前后，生活在中国南部的掸族人（傣族）在汉族和蒙古族的压迫下，迁徙到今天的老挝、泰国和缅甸的高山地带，并在那里建立了掸国，地域包括今缅甸掸邦的一部分。到12世纪晚期，掸族在印度、缅甸、老挝和泰国定居的人数已非常之多。从13世纪开始至19世纪英国入侵缅甸，掸族首领不断向缅族封建王朝发起挑战。1287年，蒙古军队攻陷蒲甘后，缅甸的实际统治权落在以“掸人三兄弟”为代表的掸族上层手中。1507年，掸族再次向缅族发动进攻，迫使缅族迁都到东吁地区。但掸族的统治区域最终还是被纳入缅族建立的东吁王朝。近代以来，掸族与缅族等民族一起为维护着祖国的统一和稳定而斗争。

克伦族是缅甸的第三大民族，1985年全国人口统计时约300万人，2002年为295万人，其中1/3聚居在克伦邦，其余与缅族混居于三角洲和沿海地区，主要分布于克伦邦和克耶邦。克伦族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克伦语支，与缅族同一族源，都是从中国的羌族分支出来的，其向南迁入缅甸的时间还早于缅族。克伦族人75%信奉佛教，15%信奉基督教，10%信奉鬼神教，住在山区的克伦族人多信仰天主教。100多年前，克伦族人大都居住在高山密林之中，后来逐渐向平原地区迁移。

若开族是缅甸第四大民族。若开族又称阿拉干族，聚居在西部若开沿海地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属何种语支至今仍有争议。1985年全国人口统计时将近185万人，2002年降至169万人，现在人口约190万人，主要居住在若开邦。连绵的若开山脉将若开族人与缅甸本部的缅族人、孟族人、掸族人隔绝开来，因而若开族人与印度人、孟加拉人联系更为密切。公元前2世纪，若开族便在阿拉干地区建立王国，先后经历了维萨里王朝、坎德里王朝和新王朝。16世纪中叶建立的若开王国，疆域包括今天的孟加拉部分地区。在缅甸所有民族中，若开族人的文化程度被认为是最高的。英国殖民时期，在殖民政府中工作的若开人占有很大比重。

孟族是缅甸少数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1985年全国人口统计时有100多万人，2002年降至84万人。孟族主要居住在孟邦，其次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与缅族人混居。在11世纪蒲甘王朝兴起之前，孟族人曾建立过许多小王国，孟族大多信仰佛教。有阿拉伯的地理学家记载说，孟族王国的国王拥有5万头大象，王国主要生产棉花、天鹅绒和伽罗木。孟族人在1385年和1551年两次重新在缅甸建立起孟族的统治区域，但在1774年再次被缅族人击败。

钦族人口有46万，大部分聚居在西部山地钦山山脉。钦族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钦语支，是随藏缅语族群逐渐向南迁徙，较早进入缅甸的民族之一。几经辗转流徙，钦族于14—15世纪进入西部山地，一部分迁到了印度阿萨姆地区。

克钦族是典型的跨境民族，跨居缅、中、印三国，在中国被称为“景颇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景颇族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中国唐代古籍中提到的“裸形”“寻传”部落即其先民，公元960年沿金沙江、怒江南迁，到17世纪逐渐定居在今缅甸北部和云南德宏地区。缅甸克钦族有45万人，分布在克钦邦。

克耶族现有5万人，主要居住在缅甸东南部的克耶邦，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克耶语支。

高族有6万人，分布在掸邦东部的景栋一带。高族在中国被称为“哈尼族”；在老挝国丰沙里省被称为“卡戈族”，有7万人；在泰国清莱、清迈府被称为“阿卡族”，有3.5万人。高族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二 缅甸宗教状况

缅甸人口总数的89%信奉佛教，4%信奉基督教，4%信奉伊斯兰教，1%信奉原生性宗教，其余2%信奉其他宗教。各民族中，缅族、掸族和孟族大多信仰佛教；若开族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克伦族信仰基督教；克钦族、钦族、那加族和佤族等民族主要信仰原生性宗教。但佛教自11世纪以后就成为缅甸地区重要的宗教信仰。相传公元前242年，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曾向缅甸派遣僧团弘扬佛法，相传抵达了“金地”这一地区。佛教首先在孟族中盛行起来，并在孟人建立的各个小国流行。佛教在骠人建立的骠国从公元1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9世纪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着。公元8世纪时婆罗门教在缅甸有一定的影响，与佛教一起成为影响较大的宗教；1044年阿奴律陀建立了蒲甘王朝，统一了缅甸后，他将上座部佛教定为国教。在他的倡导下，佛教成为缅甸的主要信仰。在其后的几个王朝中，佛教始终在宗教格局中占有优势地位。15世纪时伊斯兰教开始在缅甸西部的若开地区盛行；16世纪中期，葡萄牙的罗马天主教徒将基督教传入缅甸。19世纪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佛教活动受到限制。1948年缅甸独立后，佛教得到复兴。从此，佛教思想重新深入缅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训条和道德规范不仅是大众判断是非的基本准则，也是政治家行事的基本原则。

对于信仰佛教的缅甸男子来说，一生必须当一次和尚，家里送子入寺为僧也已成为习俗。出家的时间可长可短，长则几年，短则数天。20世纪90年代初，缅甸全国约有和尚10万人，大小佛寺2万多座，佛塔10万多座，享有“万塔之邦”的美誉。

在缅甸近现代政治史上，佛教曾发挥了特殊的进步推动作用。缅甸民族独立运动首先是和佛教复兴联系在一起的。缅甸近代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深受佛教的影响，推动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例如1906年，爱国进步组织“佛教青年会”正式成立，它不仅致力于推动宗教、文化的发展，而且还积极参与到振兴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缅甸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支持民主运动的僧侣组织，如曼德勒四方僧侣联盟、住持法师僧侣协会和全缅青年联盟等，佛教僧侣参与了反政府的民主斗争。

缅甸民族数量众多，宗教信仰格局多元化，由于其民族问题与宗教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研究缅甸的宗教问题，就一定要考虑缅甸的民族问题。缅甸独立后，中央政府对独立前许诺给少数民族上层的权利加以限制、削减，甚至收回，导致后者的强烈不满，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结果引发大规模内战，并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才得以结束。但是，民族反抗斗争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演愈烈。1962年到1988年期间，缅甸实际上一直处于内战的阴影之中，其中缅甸境内十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如掸族、克伦族、孟族、克钦族、佤族、若开族、克耶族、勃欧族、崩龙族、拉祜族等都有地方自治武装，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1988年，缅甸军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些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国内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才有所缓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很多民族自治武装陆续与缅甸中央政府签订了停火协议。

此外，缅甸西北部的阿拉干地区还存在穆斯林与佛教徒的矛盾。早在缅甸独立前夕，“北部阿拉干穆斯林联盟”（NAML）就要求将阿拉干北部并入巴基斯坦，他们甚至煽动穆斯林对该地区的非穆斯林居民发动战争。这场暴乱迫使阿拉干北部的许多佛教徒居民逃往南部，而那些原本居住在南部的穆斯林也被迫迁往北部。此后，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多次爆发流血冲突事件。虽然缅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与宗教关系的政策，但民族与宗教矛盾始终未能完全缓解，民族武装势力的反政府斗争仍然连绵不绝。因此，要解决缅甸的宗教问题，就必须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了解各个民族信仰宗教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节 缅甸佛教的早期发展（公元前后—公元1044）

缅甸是上座部佛教最早在东南亚传播的地区，而孟族（Mons）是缅甸境内最早接受上座部佛教的民族。从佛教传入缅甸到公元1044年蒲甘（Pagan）王朝的建立，是缅甸佛教的早期发展时期。由于历史文献阙如，对于佛教传入缅甸的确切年代不可考。后来出土的考古文物及相关国家的文献记载显示，孟人是缅甸最早接受佛教的民族。在佛教传入之前，婆罗门教已经传入缅甸。大约公元前3、4世纪上座部佛教由水路传入缅甸南部孟族居住的地区，后逐渐在缅甸传播开来，其后婆罗门教与佛教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占优势，但均未曾衰落。公元4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沿伊洛瓦底江沿线北上传播，传入缅甸的中部地区骠国之后，成为骠国的主要信仰。后来大乘佛教和密宗也相继由水陆两路从印度传入缅甸中部地区。11世纪中期以前，大乘佛教出现的“异端”——阿利僧教派还曾在蒲甘地区盛行。

一 孟人与早期佛教的传入

在东南亚各国历史中，孟人及其建立的国家是历史最长、文化程度最高的，其对东南亚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4]“最早载有孟人古国名的并非中国史籍，而是印度文献。公元前5世纪前后就定型了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中就出现有‘苏伐那蒲迷’之名。古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90—168）在他的八卷本巨著《地理志》（亦译《地理学指南》）中谈到印度以东有‘金地’。缅甸和泰国的相关著作中也一直沿用苏伐那蒲迷此名，不过关于其具体所在，两国学者一直争论不休。”[5]孟人是中国“百濮”族群的后裔，公元前2000年前后逐渐南迁，最后来到今天的泰国和缅甸的南部地区等地居住，是缅甸第一个建立自己国家、创建了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的民族。但是缅甸的孟人从来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孟人国家，从我国古籍记载的“林阳国”开始，缅甸南部的孟人国家大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小国，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关于缅甸孟人的佛教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出土文物也很少，这导致早期孟人的佛教历史非常模糊。但随着对各国文献记载的研究和文物考古资料的显示，缅甸孟人佛教最早应该是从印度传入，后来才逐渐接受来自斯里兰卡的佛教。

目前关于佛教传入缅甸的线路有三条：一是由印度经海路，沿海岸而行进入缅甸南部，进而进入缅甸腹地。在海路中，还存在途经锡兰再到缅甸的可能性。二是由印度从陆路越过两国间的群山阻隔，直接传入缅甸。三是佛教由印度从陆路先传入中国，再传至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这三条线路传播的佛教内容以及对缅甸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对于早期孟人佛教信仰的传播路线而言，从印度和斯里兰卡传入的佛教是其早期信仰的主要内容。

（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遣僧团传法的传说

缅甸早期的佛教传入时间往往会被追溯到阿育王派遣僧团到东南半岛的“金地”传播佛法的时期。由于历史记载缺乏，很难考证明确。斯里兰卡《岛史》成书于公元5世纪，其中记载了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经派遣9个僧团分别到各地宣扬佛法，其中一个僧团是到“金地”传法。阿育王派出僧团传法一事在各国的佛教遗迹中也逐渐得到证实，尤其是摩哂陀长老到达斯里兰卡传法早已被认定为史实。但到“金地”传法的僧团的路线及其目的地仍未能达成共识。

根据斯里兰卡《岛史》记载，阿育王曾派遣须那和郁多罗两位长老至“金地”传教。在中国佛教典籍中，由僧伽跋陀罗在萧齐时期译《善见律毗婆沙论》中直接记载了阿育王派出的9个僧团传法的地点及传授的经典，其中第八个僧团到达的地点就是“金地”。但现在还未考定“金地”在东南亚何地。历史学者多数认为是在下缅甸，特指直通，为古代孟族人建立的国家。根据成书于1476年的缅甸巴利语佛教典籍《庄严结界》[6]记载直通古国名为“罗摩迎提沙”（Ramannyadesa），后来简称为“罗摩”（Raman），都城在“善法城”（Sudhmma-puri）。根据《庄严结界》记载，当须那与郁多罗两位长老至金地时，在海洋中有一可怕的鬼怪，常常上岸吞食婴儿，两位长老大显神通驱逐鬼怪，获得了国王和人民的敬信，最初为说四圣谛法，很多人皈依。我们当然不能完全相信这个记述的真实性，但其传达出的信息却反映出佛教传入之初的艰难。

有泰国学者考据，认为金地是在泰国的佛统（Nagara Patthama，意为“最初城”），出土文物也比直通更古老。金地只是古时东南亚一个较大的范围，就在中印半岛，从缅甸起而至越南为止。[7]目前缅甸大多数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佛教是公元前3世纪传入缅甸，甚至认为阿育王所派出的由摩诃勒弃多（Maharakkhita）长老率领的第六个使团到达的臾那（Yona）大约在今天萨尔温江和澜沧江一带，包括缅甸的掸邦、中国的西双版纳、老挝北部和泰国清迈等地。虽然金地的范围不一定确定，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信息：各类传说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佛教开始传入缅甸孟人地区。

（二）早期孟人信仰与印度佛教

孟人是东南亚最早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民族，其文字就是来源于南印度的波罗婆和迦檀婆字体。孟族在缅甸也被称为“得楞族”（Talaing），就是因为来源于印度东海岸一地名得楞伽那（Talingana），这表明孟人的文化是从该地区引入的。[8]孟人首先接受的应是印度南部的佛教，孟人起初早期信奉的佛教并不是来自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9]
1.交通路线

从交通路线来看，我们大概地进行推断，认为存在这一可能性。由于缅甸古代文献阙如，但是从中国古籍中对缅甸的记载资料可以看出，在公元前后缅甸的航海贸易也是较为发达的。伴随商业贸易往来的一定是文化的传播。中国古籍最早提及缅甸的是《史记》。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往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问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亩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10]

这段史料记载中的“西夷”就是缅甸，故当时的缅甸成为联系中国与身毒（印度）的重要通道。

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对当时的“西南丝绸之路”有记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问使，四道并出：出骢，出冉，出徙，出邛，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棒，南方闭崔、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奠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日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11]

另外，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2]

其中，据专家们考证，“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基本都在今天缅甸境内。[13]这些古籍记载从一个侧面表明，南方丝绸之路比北方丝绸之路早几百年。更重要的是，它还传达出一个信息：随着整个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延伸，南亚、东南亚各国之间早已进行着贸易往来，其交通工具的发达，使佛教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在南亚、东南亚之文化的交流也早已存在。

2.早期孟人的宗教信仰结构

佛教与婆罗门教几乎是在公元前后同时传入下缅甸孟人居住的地区，而且在传播的初期，婆罗门教比佛教的影响更大，下缅甸的居民，尤其是孟人还接受了毗湿奴崇拜。[14]孟族早期在信仰佛教之前，先接受了婆罗门教的影响。净海在《南传佛教史》中提出：“缅甸西部连接印度，印度古代的高级文化输入东南亚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元前2世纪，印度商人和传教僧侣沿孟加拉国湾东行至东南亚，下缅甸是他们最初抵达的地方，这是必然之快捷方式。印人从水陆两路移居缅甸，同时带进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他们仍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而成为特殊阶级。下缅甸的孟族人，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成为最先印度化的人民。关于宗教，婆罗门教最先传入缅甸，稍后佛教也经由印度奥立沙境和孟加拉国传入。孟族人受了印度文化和宗教的熏陶，他们学习文字书写，而且将南印度的字体，应用到本地的澳亚语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上。现代发现孟文最早的碑石，是公元11世纪末及12世纪初，差不多与爪哇及占婆两地发现的相同，字体从南印度的伽兰他文（Grantha）衍化而来。”[15]
3.早期孟人大规模接受佛教的时间

判断一种宗教是否已传入一个地区的标志，是这个地区是否出现了这种宗教的信徒以及本地信徒的宗教性物品（包括宗教建筑以及其他的宗教用品），而不是这种宗教的外来信徒的到来。至于传播这种宗教的人，则不论是僧侣还是一般信徒（如信仰佛教的商人和移民），主要看他是否进行了传教活动以及传教的效果。此外，当时的交通落后，传播手段原始，从第一批印度佛教徒抵达缅甸到缅甸本地人开始信仰佛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实现的。

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后，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一是佛教到公元前3世纪已成为南亚次大陆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传教，而且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初，有不少佛教徒由于印度的战乱和教派纷争而大批流亡到东南亚。二是印度和锡兰与缅甸在地理上直接相连或很近，公元前相互间就有海路和陆路的交通联系。国外学者也认为，东南亚西部港口与印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双方的商人和运货人都参与了这种往来。远在公元2世纪之前，印度商人就能驾驶帆船到国外进行贸易活动。三是经过较长时间的传教，佛教在缅甸的影响可以显现出来了。”[16]在公元前即使有印度的佛教僧侣或者信仰佛教的商人往来此地，也不能将之看作就是佛教传入缅甸的标志。

综上所述，尽管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或考古材料证明，但把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定为公元前后是比较合理的。我们不否认公元前就有印度甚至斯里兰卡的佛教僧侣到达缅甸的可能性，但公元前佛教在缅甸尚未形成大范围的影响。另外，缅甸西部海岛地区曾发现公元2世纪左右的佛龛和佛像，而且有碑铭证明3世纪时扶南和占婆已有佛教传入缅甸，所以佛教传入缅甸至少不晚于公元2世纪。因为这是印度人最初向东南亚移民的路线，是从南印度东海岸的阿摩罗跋底（Amaravati）港口启程，依靠西南季风，沿海岸东航，首先抵达缅甸的萨尔温江三角洲以及沿岸的直通和勃固等地；只有到了2世纪之后，印度人才放弃沿海岸东航的路线，开始深海航行，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

（三）孟人与斯里兰卡的宗教文化交流

孟人与斯里兰卡的宗教文化交流大约是从公元4、5世纪开始的，这和孟族高僧佛音长老到斯里兰卡取经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相传5世纪时孟族高僧佛音长老将他在斯里兰卡大寺学习和整理的巴利文三藏经及其注疏文献带到缅甸的直通地区，并开始在这一区域传播上座部佛教，这时孟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才得到较大的发展。[17]不过5世纪之后，缅甸与斯里兰卡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密度和深度都超过了缅甸和印度之间的交流程度。此外，后来上座部佛教继续传入缅甸的线路还应包括陆路。陆路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从孟加拉地区传入若开地区。[18]二是由于存在从我国西南地区经上缅甸到印度阿萨姆的“西南丝绸之路”，印度僧人也可以沿此路到上缅甸传教。

到10世纪时，缅甸南部的孟人国家主要有郎迦戍（今缅甸南部的德林达依）、土瓦、直通（今缅甸萨尔温江入海口的马达班）、勃固和勃生等，其中直通王国的势力较大，是这些孟人小国的中心。

孟人的佛教造像艺术在风格上效仿印度的马士腊佛像方法，甚至也有了犍陀罗风格的木雕佛像以及佛塔建筑。孟人特别擅长雕刻石佛像和铜佛像，不仅有浮雕，更多的是立体雕像。孟人雕刻的佛像与若开人和骠人雕刻的佛像相比，其风格与当时孟人真实的居民形象高度相仿，场景充满生活气息。如在毛淡棉发现的一尊孟人雕刻的佛像表现出佛坐在凳子上、双脚悬空的状态，与一般的结跏趺坐的形象不同，显示出孟族佛教独特的民族性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时间上看，最早传入孟人地区的是印度佛教。上座部佛教在公元前后与婆罗门教几乎同时从印度南部传入缅甸的孟人地区，随后向缅甸中部的骠人聚居区传播。约在4世纪，大乘佛教从海路和陆路分别传入缅甸，而且陆路是从中国和印度两个方向同时传入。稍后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缅甸。大约从7世纪开始，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向东南亚传播的密教也对缅甸产生影响。从总体看，在5世纪前，缅甸的佛教主要受印度影响，此后则是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对缅甸佛教的影响超过了印度，而中国佛教对缅甸佛教的影响相对而言较小。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孟人聚居的下缅甸离印度最近，因此印度宗教的发展变化也经常会影响到孟人地区。孟人宗教信仰格局呈现多元分布特点，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也在孟人居住的广大区域内存在，但孟人以上座部佛教为主要信仰对象，甚至在11世纪以前，孟人居住的地区一度成为东南亚地区南传佛教传播的中心。

二 骠国时期的佛教

在公元1世纪到10世纪，缅甸境内先后出现过许多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骠国。骠国为骠族人（Pyus）所建立，骠族人属藏缅族系中的一支。据考证，骠族迁徙至缅甸，住在孟人的北部，后来势力强大，开始南下至伊洛瓦底江下游三角洲。但在10世纪骠国灭亡后，骠族人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其中有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缅族的前身。

骠国的历史，大致可以按照其选址为首都之地划分为2个时期，前期（1—5世纪）骠国以毗湿奴城（遗址在今缅甸马圭县东敦枝镇西约20公里处）为中心，后期（6—9世纪）骠国则以室利差呾罗城（今缅甸卑谬东南8公里处）为中心。但在毗湿奴城为中心和室利差呾罗城为中心之间有一个过渡，作为前后期骠国的联系环节是汉林（遗址在今缅甸实阶省瑞波县委勒镇区）。在这漫长的9个世纪中，骠国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一）毗湿奴城时期的骠国佛教

有关骠国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史籍。公元4世纪时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第四卷已提到“傈”（或“傈越”）。该书中的“傈”即“骠”。晋代魏宏的《南中八郡志》则已明确提到骠国，说“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后汉书·哀牢夷传》的注文引用晋代郭义恭的《广志》说，“骠国有桐木”。唐代僧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卷三六也引《广志》说，“艾纳香出漂国（漂、骠同音）”。从这些记载看，至晚在公元4世纪时，中国人已知道西南方有个骠国。

关于骠国的称号，《新唐书》卷二二三《列传》一四七下《南蛮传》中说，“骠，古朱波也，自号突罗朱，阇婆国人曰徒里拙”。英国著名的缅甸史学家卢斯指出，“骠”是当时骠国以北的中国人（包括南诏）对骠国人的称谓，而突罗朱（徒里拙即突罗朱的变音称谓）则是骠国人的自称，也是骠国国界以南的人们如孟人和爪哇人对骠国人的称谓。[19]
晋代中国人所知道的骠国很可能就是以毗湿奴城为中心的早期骠国。据缅甸考古工作者认为毗湿奴城的年代是公元1到5世纪。毗湿奴城可能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出土文物的碳-14测定表明，这一遗址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城市很大，每面城墙的建筑材料是砖和泥土，没有明显的护城河遗迹。从这些方面来看，毗湿奴城还是较为原始的早期城市。在毗湿奴城内发现约有100个古建筑遗址。在城中心稍靠西北的地方，有一个南北长100米、东西宽80米的高地，周围有古砖墙环绕，很可能是当时王宫的所在地。在王宫南部，有一个长20米、宽10多米的大砖房，里面设有小房间，很可能是当时大会议厅的遗址。从这一发现看，毗湿奴时期的骠国，可能还没有脱离原始部落联盟阶段。[20]
根据缅甸神话传说，缅甸有信史可考的第一个国家——骠国前期的首都毗湿奴城就是婆罗门教神毗湿奴变幻出来的，所以称毗湿奴城。虽然传说不足为凭，但由此可见骠人对婆罗门教神的崇拜。此外缅甸考古工作者在对毗湿奴城遗址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古钱，钱币上有海螺、水波纹等图案。缅甸学者认为海螺是毗湿奴的手持物，水波纹是毗湿奴休息时龙王戏水的表示。所以缅甸学者敏悉都认为毗湿奴时期的骠人是缅甸最早崇拜婆罗门教的民族。而毗湿奴城存在的年代据缅甸考古工作者测定是公元1到5世纪。所以一般认为婆罗门教在公元前后由阿萨姆地区传入上缅甸，再由缅甸传入湄公河盆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骠国虽然有佛教信仰，但是其婆罗门教（Brahmanism）信仰似乎力量较大。此外，由于婆罗门教在印度分为毗湿奴信仰派、湿婆信仰派和性力派三类，并先后传入东南亚各国，但由于各国固有的原生性宗教文化系统的选择性认同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时期，接受的婆罗门教教派是不同的。就骠国以毗湿奴城为中心的时期，其接受的婆罗门教应该是以毗湿奴信仰为主。从实际情况来看，婆罗门教在缅甸的影响之所以在早期比佛教大，就是因为崇拜毗湿奴神（Visnu）的缅甸统治阶层急于效仿印度的社会统治制度，为自己王权的统治权威寻找宗教体系的支持。因此就在宫廷中，供养一些婆罗门，让其按照印度典籍中的思想和仪式把自己神化为神王，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骠国的佛教，根据缅甸学者的考证，“传入毗湿奴城的佛教是印度南部安德拉地区流行的教派，该教派不敬奉佛像”[21]，这与孟族人的佛教信仰有相同之处。

（二）骠国之室利差呾罗时期佛教

公元4世纪前后，骠人在室利差呾罗建立了他们的首都，以此为中心，统治着疆域辽阔的骠国。在室利差呾罗为中心进行统治的这一时期，骠国进入了全盛阶段，故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骠国的室利差呾罗时期。

从中国史籍记载来看，前面说的骠国，约在公元3—4世纪建立（但缅人说是在佛历1世纪），国都在卑谬，“此室利察呾罗，即《唐书》中之骠国，骠即是从前称霸Prome之Pyu族”[22]。我国正史上称为“骠国”。

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室利差呾罗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2世纪，而其鼎盛时期，则为5世纪到8世纪。9世纪云南南诏军队与骠国军队作战，骠国大败，室利差呾罗走向衰落。但至少到公元7世纪时，骠国已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旧唐书》卷一九七《骠国》条说：

其国境，东西3000里，南北3500里。东邻真腊国（今柬埔寨——引者注），西接东天竺（今孟加拉国——引者注），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东北距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

些乐城又称乐城、磨些乐城，中国学者方国瑜先生认为在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今瑞丽一带。阳苴咩城是指当时云南南诏国都城所在地，即今大理地区，由此可知骠国至唐代已经很强盛。

综合中国史籍资料中的有关记载，室利差呾罗时期，骠国的疆域东起萨尔温江流域，西接阿拉干和今印度曼尼坡，北与南诏相邻，南临孟加拉国湾。但从缅甸的考古发掘看，骠文化还传播到了今缅甸南端的丹那沙林和西部的阿拉干地区。在这两个地方都发现骠文化遗迹，在缅甸西部的阿拉干地区还发现了骠文碑铭。

室利差呾罗时期的骠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它似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很可能是以室利差呾罗为中心的，包括各属国和臣族部落的松散的国家。《新唐书·骠国传》说骠国有18个属国、9座城镇和298个部落。但是，其所列举的属国、部落，目前只有极少数的还能考证出来。

公元7世纪，中国高僧往印度求法时，在其记载中也提及当时的骠国为佛教和婆罗门教的中心。中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第十卷“摩呾叱国条”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一卷“东裔诸国”都提到了该城。《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

从那烂随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尽穷，有大黑山，计当土（吐）蕃南畔。传云，基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状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罗国，次东南有郎迦戍国，次东有杜和钵底国；旋东极至临邑醉，并悉极遵兰宝，多有持戒之夫，乞食杜多，是其国法。[23]

义净已经提及“室利察呾罗国”，这说明当时的骠国首都还是较为有名，临近海边，是南海航行的路线之一。另外，樊绰在《蛮书》中，对骠国则有明确的记载：

弥诺国、弥臣国，皆边海国也。暖其君长为寿。弥诺面白而长，弥臣面黑而短。性恭谨，每与人语，向前一步一拜。国无城郭。弥诺王所居屋之中有一大柱，雕刻为文，饰以金银。弥臣王以木栅为居，海际水中。以石狮子为屋四足，仍以板盖，悉甩香木。王出即乘象，百姓皆楼居。披娑罗笼。男少女多。俗好音乐。楼两头置鼓，饮酒即击鼓，男女携手楼中蹈舞为乐。在蛮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太和九年曾破其国，劫金银，掳其族三二千人，配丽水淘金。

骠国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目程，阁罗凤。所通也。其国用银钱。以青砖为圆城，周行一日程。百姓尽在城内。有十二门。当国王所居门前有一大象，露坐高百余尺，自如霜雪。俗尚廉耻，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并无宰杀。又多推步天文。若有两相诉讼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灾疫及不安稳之事，王亦焚香对大象悔过自责。男于多衣白叠。妇人当顶为高髻，以金银真珠为饰，余著青娑罗裙。又披罗段，行必持扇。贵家妇女，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使刊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氍及琉璃罂为贸易。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据佛经，舍利城，中天竺国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恒河经》云，沙山中过。然则骠国疑东天竺也。蛮贼太和六年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柘东，令之自给。今子孙亦食鱼虫之类。是其种末也。

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冰精、蠡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蛮贼曾将军马攻之，被昆仑国开路放进军后，凿其路通江，决水淹浸。谜退无计。饿死者万余。不死者，昆仑去其右腕放回。[24]

樊绰《云南志》第十卷说：“小婆罗门，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在永昌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预知身后事。”虽然中国学者对于小婆罗门国的具体位置有争论，但都认为在印度东北部。不食牛肉是婆罗门教风俗，那么信奉婆罗门教的小婆罗门国宗教风俗影响到与之毗邻的骠国也是很自然的了。1972年和1980年先后在缅甸敏巫、密沙出土了公元6世纪时的骠国金手镯，其工艺水平相当高超精湛，上面铸有那迦神像和咖咙神鸟像，这些都是婆罗门教神话中的怪兽，表明婆罗门教已传入缅甸。在室利差呾罗还发现了多尊毗湿奴石像和其妻的塑像。虽然考古挖掘出来的这一时期的文物常属于印度教而不是佛教，有时佛陀之像很似毗湿奴，传说中的骠王竺多般也有湿婆崇拜的色彩，说他有三只眼。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骠国宗教是印度教毗湿奴派和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的混合物，其中上座部佛教占上风。[25]
在骠人开始信奉婆罗门教的同时，大约公元初南印度商人来到这里进行贸易，商人们也带来了佛教和婆罗门教，起初婆罗门教比佛教更加盛行，主要是信奉毗湿奴神。所以缅甸历史学家貌丁昂认为下缅甸的居民，特别是孟人接受了毗湿奴崇拜。孟人也接受了印度教的王权神授思想和印度教法律《摩奴法典》。孟人的宫廷里婆罗门占星家比在骠国宫廷的要多，但湿婆崇拜在孟人中不流行。在缅甸直通（即金地）、勃生一带出土的公元5世纪的陶片上有罗摩故事中的哈奴曼神猴与十首魔王鏖战的图形，可见印度教史诗早已传入下缅甸。在直通还有两幅孟人遗留下来的属于印度教的浮雕。其中一幅表现四臂的毗湿奴安详地睡在阿难陀的那伽神龙上，而印度教三位一体神即梵天、湿婆和毗湿奴正在从他的肚脐上升入天空。另一幅则表现了四臂的毁灭之神湿婆和他的女神婆婆帝骑在公牛南迪上，南迪则踩着外形是水牛的魔鬼。[26]从孟人地区发现的早期文物还表明当时佛教和婆罗门教开始传入之时是有一番抗争较量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相争的传说故事也见于史籍，只不过胜利者是佛教。传说1043—1057年在位的勃固王帝沙信奉婆罗门教，毁佛像弃于沟中。一位名叫贤善女的孟人商人之女笃信佛教，持佛像至王宫劝说国王。国王试图用各种方法处死该女却未成功。最后国王终于改扶佛教，并立此女为王后。在孟人的编年史中还有类似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之间发生冲突的记载。自骠国开始，缅甸历代王朝都任命从印度来的婆罗门担任王室占星家，以提高国王的威严。

骠国除了信仰婆罗门教外，佛教信仰也是重要的一个内容。《新唐书》卷二二二下《骠国传》记其风俗与宗教说：“……青甓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浮图……俗恶杀，拜以手抱臂稽颡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为甓，错以金银，彩丹紫[image: ]涂地，覆以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27]从此段文字，可了解当时骠国的佛教非常盛行。孩子到7岁时必须去寺院出家，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公元8世纪以后，中国云南地方政权南诏的势力向南发展。公元832年（南诏保和九年），南诏攻伐骠国，掠其民3000余人，迁到拓东（今云南昆明）。公元835年，南诏军队又攻入骠国的属国弥臣。此后，骠国的情况很少见于中国的记载。但直到12世纪中叶，骠国的文字仍然为当地居民使用。13世纪中国史籍中还有关于骠人的记载。这很可能因为骠国是一个结构松散的、保持着部落联盟特点的国家。因此，一旦国都被攻破，这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就陷于分裂。各属国和各部落在其自己的地域范围内活动。在此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骠族逐渐与一些民族融合。就其宗教信仰而言，佛教虽然已经传入骠国，而且为骠国人民所信仰，但是骠国王室也接受了婆罗门教的影响，因此表现为佛教与婆罗门教并存的特点。

骠国时期的宗教仍然是婆罗门教与佛教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从出土文物及学者考证来看，骠族人很早就与印度接触，统治阶层似乎是印度人，或与印度人有血统关系，故而受到了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卑谬遗址发现最早的碑刻，年代约在公元500年，包括一破碎的石刻，其中引用到巴利文三藏经文。此外，在故址还发现雕刻品，以及铜器上的艺术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受到印度文化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缅甸大乘佛教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流行。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观音信仰和多罗菩萨信仰及密宗在缅甸的传播。

在骠国时期或许还存在过大乘佛教和密宗。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在卑谬的遗址，文物中有用梵文写在黏土上的“诸法从缘起”[28]，还有未来佛铜像和多尊菩萨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碑文字体是12世纪左右在孟加拉比哈尔地区使用的文字。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缅甸与孟加拉地区佛教的交往。[29]
在蒲甘东北二、三里有一村名“弥难他”（Minnanthu），有“波耶都朱寺”（Paya thonzu）及“难陀摩若寺”（Nandamanna），二寺中的壁画，画有男神铄乞底（Sakta）拥抱女神的姿势，这些或许与密教有关系。[30]
在缅甸温蒂（Twante）南方五英里的地方，有一坎贝村（Kambe），进村有一寺名“须丹辟寺”（Sudaungpyi）。此寺有一尊石刻佛像，右手结无畏印，左手作施与印；其旁侍立二菩萨，同立莲华之上，左手同持盛开的莲华，右手作施与印。这种一佛二菩萨同为一体的圣像，还不能断定是否为燃灯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或中央是释尊，两侧是观世音、弥勒。在其他遗址，又发掘出许多青铜小佛像，其中一黄金薄片上，雕有六臂观音坐像，高7.3厘米，是公元10世纪或11世纪的作品。总之，这些可确证为大乘佛教佛菩萨像，巴利语系佛教是没有这种圣像的。[31]
多罗菩萨的出现显然与密宗在缅甸的传播有关。在密宗传统中，多罗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密教观音部的佛母，位于胎藏界曼荼罗观音院内列观自在菩萨的西方。在印度，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崇拜多罗菩萨，有梵文佛经《赞扬多罗菩萨一百八名赞》《救度佛母二十一礼赞》《圣多罗持冠赞》等经典流传于印度。后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海岛国家自公元7世纪后也曾经流行过密宗，[32]在缅甸发现的这一造型或许为7世纪前后密宗在印度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传入缅甸的。

在缅甸蒲甘博物馆保存的佛像中，也有小型的观世音青铜立像，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持莲花，头顶上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像，两手置于双足上重叠；另有一佛两边侍立二菩萨，又有一菩萨两边侍立其他二菩萨；还有一尊佛像旁边侍立观世音菩萨和多罗菩萨。[33]
公元7世纪中叶，密宗经由不同路线传入缅甸，“在蒲甘寺庙的壁画中，还保存着男女神拥抱的画面，肯定是与密教有关的。8—9世纪时，骠国臣服于当时的云南地方政权南诏，而南诏与吐蕃（今西藏）联系密切，因而西藏的藏传佛教也对缅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问世的缅文字母音序体系采用了梵文与藏文音序的混合体系就是一个明证”。[34]
总之，11世纪中叶以前缅甸早期佛教的情况非常复杂，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以及佛教密宗都先后传入缅甸并产生影响，此外夹杂着神灵崇拜和婆罗门教。佛教一方面与婆罗门教以及原始宗教做斗争，同时又相互补充融合。最终，早期占统治地位的梵文和毗湿奴崇拜最终让位于巴利文和南传佛教，大乘佛教只占次要地位，而梵文也居次要地位，巴利语成为通用语言。到11世纪初，南传佛教的优势更加明显。不过孟人和骠人并非全盘照搬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信仰，而是保持了本民族特有的神灵崇拜，使之与佛教信仰相结合，因而形成这一时期缅甸宗教文化兼容并蓄的特征。

第三节 蒲甘王朝时期的佛教（1044—1287）

蒲甘王朝是缅甸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历代统治者的努力下，蒲甘地区成为缅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蒲甘王朝统治者信奉佛教，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是缅甸佛教发展的辉煌时期，不仅表现出缅甸宗教多元包容的特色，而且一度成为东南亚地区佛教发展的中心。

在历代国王的推动下，蒲甘逐渐成为佛教圣地。由于推崇以建塔来积累功德，国王及贵族们纷纷造塔，故而蒲甘又号称“万塔之邦”，至今蒲甘还保存着举世闻名的2000多座佛塔。在这些佛塔中，不但保存着缅甸各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以及受印度影响的建筑和雕塑，而且还可以看到中国式的佛塔和从中国传入的佛像。从11世纪建造的佛塔和佛像来判断，蒲甘的文化曾受到中国佛教的影响。例如悉塔那佛塔和瑞珊陶佛塔中，都有从中国传入的弥勒佛像。杜生诰还在一座寺院中发现一尊无首佛像，缅甸人认为是中国佛教徒喜欢供奉的阿弥陀佛像。[35]著名的瑞喜宫佛塔和瑞陶辛佛塔遗迹、蒲甘的佛塔寺院都可以感受到与中国佛教建筑的联系。如宏伟壮丽的阿难陀寺中就有与中国的庙宇极其相似的多层屋檐的建筑物，该寺中珍藏的1500幅壁画，不仅可与中国佛教文化瑰宝敦煌壁画相媲美，二者之间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优波离戒坛中的壁画，其风格和笔调酷似中国唐宋时期的作品。[36]此外，在蒲甘的出土文物中有汉文的碑铭、青铜制的中国佛像金刚手等。[37]这些都是蒲甘王朝时期宗教信仰多元化的表现。这些艺术瑰宝是在蒲甘王朝不同的历史时期积淀下来的，故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一 阿奴律陀国王统治时期的蒲甘佛教（1044—1077）

1044年阿奴律陀登上王位时，缅甸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他即位之前，蒲甘王国已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在各方面为阿奴律陀发动的统一缅甸的战争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公元9世纪中叶早期的蒲甘王国在钦敦江与伊洛瓦底江汇合处以东的广大地区立国，后来其国土不断扩大，到11世纪初，蒲甘王国统治的地区以蒲甘为中心，北到密铁拉、杰沙，南到敏巫，西起蒲甘，东到皎克西，从南到北约三百公里，东西长一百余公里，这一地区正是骠人活动的中心地带，著名的汉林城和毗湿奴城，都在这一地域范围内。可以说，蒲甘王国收获了骠族丰富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蒲甘附近的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皎克西地区在11世纪之前已成为粮仓。从现存蒲甘时期的碑铭看，蒲甘附近的地区当时已种植水稻、高粱、豆类、冬瓜、茄子、胡椒、葡萄、甘蔗、槟榔等61种农作物，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蒲甘社会具有较高的经济实力。蒲甘王国的经济发展为阿奴律陀发动统一缅甸的战争，打下了物质基础。

阿奴律陀对缅甸在东南亚各国中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1044年，阿奴律陀成为蒲甘王朝的国王之后，便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发展国力。

（一）在政治、经济层面，他统一了缅甸，建立了缅甸历史上以缅族为主体的国家，推动了缅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公元9世纪中期曾经辉煌一时的骠国开始衰落，许多属国和部落纷纷独立出去。但在缅甸中部和北部广大地区，一些强大的骠人部落仍在活动。一些掸人部落占据着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缅甸西部的阿拉干地区仍是独立的国家，而南部沿海地区仍然活跃着文化历史最为悠久的孟人国家，其中最有实力的是直通王国。阿奴律陀1044年即位后，苦心经营十多年，逐渐巩固了蒲甘王国在缅甸尤其是上缅甸地区的地位。然后，他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开始了统一缅甸的战争。

1057年阿奴律陀率军南下，进攻南方孟人国家。蒲甘军队分水陆两路而下，打到直通城下。最终孟人国王摩奴诃投降，直通王国从此被纳入蒲甘王朝的版图。此后，勃固等其他孟人国家也逐渐归附了蒲甘王朝，征服了缅甸的南部之后，蒲甘王朝获得了出海通道，在经济层面打开了海上贸易之路，促进了缅甸的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充实了缅甸的国力。

此外，阿奴律陀还大肆扩张疆域，向东征服了掸族诸邦，并娶掸族公主为妃，以政治联姻的形式加强了蒲甘和掸族地区的联系。这为以后发达的蒲甘佛教文化向掸族地区的传播和交流奠定了基础。

（二）创立缅族文字，进行文化层面的改革

从文化层面看，阿奴律陀对于当时具有先进文化的孟人、骠国等地区的征服使缅族与孟人、骠族等有了直接的文化接触，大批被带回蒲甘的直通孟人把他们的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字传授给缅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征服孟人建立的直通王国之后，阿奴律陀借鉴孟文、巴利文等文字，创立了缅文，这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用孟文字母写的第一块缅文碑铭刻于征服直通后的第二年（1058年），[38]这正是缅族文字与孟人文字交流融合的实证，在文化层面上促进了缅族文化体系的发展，也使得缅甸蒲甘王朝成为容纳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体系。

（三）改革宗教格局，将上座部佛教派别定为国教

在阿奴律陀统一缅甸之前，缅甸宗教格局是多元的，这一时期，婆罗门教、上座部佛教、根本说一切有部等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乃至密宗都已经传入缅甸，与缅甸的原生性宗教一起组成缅甸的多元宗教格局。

在孟人的编年史中还有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之间冲突的记载。从孟族地区发现的早期文物也表明当时佛教和婆罗门教传入之初是有一番抗争较量的。孟人接受了印度的上座部佛教，但在政治上采取了婆罗门教仪式，比如婆罗门教的祭师通常是国王的国师，国家重大政治活动都由婆罗门祭师主持相关的仪式，而且孟人宫廷里的婆罗门占星家也远比骠王宫廷里的多。阿奴律陀在位期间，蒲甘接受了婆罗门教的一些影响，为此，阿奴律陀专门下令在蒲甘地区建立了一个大神殿，把所有神像都集中在大殿内，不得随意在外面建庙塑造神像。

1.驱逐阿利僧团

1044年以前，缅甸早已有一种名阿利僧派的存在。阿利（Ari）一语，据语言学者考证，是从梵语“雅利安”（Arya，圣贤、尊贵的意思）转成，这是因缅人发音变化的关系。阿利僧派是属于何种宗派？何时传入缅甸境内？学术界尚未形成定论。缅甸高僧般若萨弥（Pannasami）写于1861年巴利语《佛教史》（Sasana vamsa）卷六所记，称阿利僧为“伪僧”（Samana-Kuttaka），认为阿利僧大约是在缅甸的三藐提王（Sammatiraja）时传入起，至阿奴律陀王（Anuruddha）在位期间（1044—1077）为止。[39]《佛教史》所记三藐提王，似乎是缅甸古代立国的第一位国王。由于缅甸古代史资料缺乏，所记不一定准确，但可确定的是在阿奴律陀王以前，阿利僧在蒲甘一带，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教派，中心地是在沙摩底（Samati），人数约万人，信众六万人。[40]他们源出于何种教派，难以轻易断定。“7、8世纪，印度后期的大乘密教，即所谓左道密教大乐思想的说法，结合了印度教的性力派（Sakta），主张肉欲主义，通过连结最高的真理，把不净的事物也当为是神圣的行事。”[41]阿利僧似未与此期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的大乘密教完全一致，但也有一定的联系。

每年缅甸人在布波山举行祭拜仪式，这是缅甸传统的纳特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42]在其发展进程中或许开始与阿利僧的活动融合起来。每年国王都要带领人民登上布波山，以酒肉为祭祀食物，由阿利僧作祭司进行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结束后，举办盛宴，大肆饮酒吃肉。在寺院中，阿利僧衣服为蓝色法服，头发留一寸许，认为人造了任何深重的罪恶，甚至忤逆杀害父母，只要念诵《救护咒》（Paritta），就可获救，不受因果报应的约束。同时规定教徒男女结婚时，必须先献身于阿利僧派的男女尊长教师，如违犯这种教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中国元朝时期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中记载“富室之女，自七岁至九岁，至贫之家，则于十一岁，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阵毯”。或许记载的就是这一习俗，而在蒲甘“难陀摩若寺”的碑铭也记载，信众对阿利僧必须早晚两次供养米饭、牛肉、蒟酱及酒一瓶。缅甸《阿利僧利生记》（Ari-atthuppatti）一书中记载说，阿利僧的活动中带有崇拜龙蛇的内容。阿利僧分两派，一派称“森林住者”，一派称“聚落住者”（村居），后者影响更大。阿利僧着蓝色僧服，发留寸许，生活放荡，享有初夜权。阿利教的产生和发展，似乎与当时流传于东南亚区域的婆罗门教、大乘佛教密宗等宗教有关。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阿利僧派的教义明显是与上座部佛教不同的。

因此，总体而言，在阿奴律陀从思想意识形态上统一缅甸之前，婆罗门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宗等宗教形态在缅甸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阿奴律陀成为蒲甘王朝的国王后，着手进行宗教改革，在包容各种宗教的同时，重点整顿佛教僧团，以上座部佛教为蒲甘王朝的国教。从宗教的层面来看，宗教对于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在孟人宫廷中婆罗门教祭司对于王权的影响较大，而在蒲甘，阿利僧的影响也较大，例如，现存的蒲甘“难陀摩若寺”的碑铭记载，信众对阿利僧必须早晚两次供养米饭、牛肉、蒟酱及酒一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宗教集权，阻碍了蒲甘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对于阿奴律陀来说，要建立自己的王朝统治权威，就必须要从思想意识形态、从宗教的角度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因此，蒲甘王朝提倡佛教改革，净化佛教僧团，尤其是整顿僧团，将阿利僧从寺院中驱逐出去，并最终促使蒲甘社会改信上座部佛教，对蒲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以后，缅甸提倡以上座部佛教为主要佛教派别，大乘佛教密教衰落，不得不把庙宇迁往郊外，彻底改变了缅甸佛教发展的格局。

2.在宗教政策方面，他积极扶持上座部佛教，他遵从一位孟族高僧阿罗汉的教导，大兴上座部佛教

据缅甸《琉璃宫史》《佛教史》载，阿罗汉原在缅南的直通地区，初到蒲甘布教时住在蒲甘城外的林间。后得阿奴律陀信任，出任国师之职，使缅甸成为一个发达的佛国。阿奴律陀又遣使到斯里兰卡，取来一套完备的巴利文三藏。1058年在创立了缅文字母之后，用缅文音译巴利文书写的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奠定缅甸上座部佛教国家的基础。

3.佛教派别的发展

在阿奴律陀执政期间，佛教系统基本以上座部佛教信仰为主，上座部佛教派别有所发展，缅甸上座部佛教派别主要分为固有的缅甸佛教派别（缅甸系）和来自斯里兰卡的佛教派别（斯里兰卡系）两派，并且经过几十年，在国师们的努力下，尤其以斯里兰卡系的佛教派别为主。

阿罗汉圆寂之后，由班达古长老继任国师。班达古赴斯里兰卡修学7年，深受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后来，继班达古之后，担任国师的乌多罗耆婆长老也曾经带领孟族沙弥车波多等大批僧人到斯里兰卡求学。车波多学习10年后回到缅甸，同时还带了斯里兰卡、柬埔寨、印度等几个国家的比丘一同回到蒲甘。他们到蒲甘后，便宣称只有斯里兰卡佛教最为纯正，并大力弘扬。同时他们按照斯里兰卡佛教的仪轨，在江中水上结界，为很多人传授戒法，收大批弟子门徒。因为得到国王的护持，斯里兰卡派佛教在缅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初期的蒲甘佛教派别，一半来自孟族居住的下缅甸的直通地区，一半来自斯里兰卡。后经几位国师及车波多的努力，使斯里兰卡派佛教逐渐成为缅甸佛教的主流。当时的斯里兰卡佛教界已取缔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两派，变成了大寺派的一统天下。故这时传入的斯里兰卡佛教派别以大寺派为主。

此外，由于当时的缅甸不同区域内依然存在林居派和村居派两个佛教派别，尤以林居派[43]的影响为大。但总体而言，就阿奴律陀国王执政期间，在佛教派别分布格局中，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斯里兰卡系的佛教派别成为此期的主流。

阿奴律陀征服南方孟人地区后，又向西面扩大领土，率军翻越阿拉干山脉，征服了阿拉干北部。在东北方向，阿奴律陀把他的统治扩大到与掸邦交接的地区，在杰沙、太公、曼德勒、八莫等地建筑了一些要塞，以防止掸人南下。阿奴律陀一生戎马倥偬、南征西伐，成为缅甸史上第一个统一上缅甸和下缅甸大部分地区的国王，使缅甸在他统治时期的疆域最大。北达掸邦南部，南到直通，西面包括了阿拉干的一部分，只是由于阿奴律陀主要是依靠军事征服来建立自己的统治，因此国家的基石并不稳固。1077年，阿奴律陀去世，其子修罗继承王位。其乳母的儿子、孟人首领耶曼干很快发动叛乱，得到孟人响应，刚统一不久的缅甸即陷入分裂。修罗王率军南征，在第悦茂遭到孟军的埋伏，全军覆没，修罗被俘。耶曼干在杀掉修罗后，指挥孟军北上，包围蒲甘。在此紧急关头，阿奴律陀手下的大将（一说也是他的儿子）江喜陀以皎克西为基地，复兴大业。当时缅族民众纷纷前去投奔他，江喜陀在皎克西组织起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后率军南下，打败了孟族军队，解了蒲甘之围，并派人杀死了兵败南逃的耶曼干。1084年，江喜陀被拥立为蒲甘国王。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缅甸宗教格局是多元的，在蒲甘地区以斯里兰卡系的上座部佛教为主，蒲甘王朝则以上座部佛教为国教，但在缅甸的其他地区婆罗门教等宗教的影响也仍然存在，例如缅甸的一些古籍记载着孟人地区婆罗门教与佛教相争的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婆罗门教的存在。传说下缅甸地区的勃固国王帝沙（1043—1057年在位）信奉婆罗门教，排斥佛教，曾经将佛像弃于沟中，有一位名叫贤善女的孟族商人之女笃信佛教，见此情景，持佛像至王宫劝说国王，最后国王娶此女为王后，并改信佛教。最终下缅甸的孟族地区佛教较为流行。[44]
综观阿奴律陀执政期间，蒲甘佛教文化盛极一时，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应该肯定的是，正是在阿奴律陀开始南征直通的孟族地区之后，成为缅甸佛教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缅甸地区在今后的800年时间内成为上座部佛教的发展中心，而上座部佛教由此成为缅甸的国教。勃固最古老的两座寺院难帕耶寺和摩努呵寺就是由在战争中被打败的孟人国王摩俱多在1060年左右建造的。[45]
缅甸佛教与斯里兰卡佛教的交流也提升了缅甸佛教在东南亚半岛的地位。1057年，阿奴律陀应斯里兰卡的维阇耶巴忽王一世的请求，向楞伽岛派去了满载物资的船只，支持驱逐印度入侵的朱罗人的斗争。此后又派遣佛教传戒使团，帮助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僧团。这个使团在楞伽岛搜集并抄写了大量散佚的佛经，1077—1084年先后送回蒲甘。其中重要的巴利文经典都译成缅文。11世纪在蒲甘建立的波睹丹耶寺，有壁画数百幅，保留至今，上面有巴利文佛本生故事和孟文的注解，说明“纯正的”上座部佛教此时已经在缅甸扎下根来。[46]
二 江喜陀国王统治时期之蒲甘佛教（1084—1112）

江喜陀（1084—1112年在位）统治蒲甘王朝时期，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

（一）调整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往来

江喜陀采取了调整民族关系的政策，特别重视处理好缅族和孟族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让孟人官员在朝廷任职，为他撰写各种碑文。

蒲甘时期是缅甸文字发展的最重要阶段。蒲甘时期使用4种文字，即骠文、缅文、孟文和巴利文。其中骠文是骠国时代开始使用的文字，蒲甘时期仍然使用，但使用的范围不广。传世的蒲甘时期的骠碑铭，一共只有两块，一块是1112年的摩耶石碑，另一块是蒲甘末期的有中、骠两种文字的碑铭，字迹模糊。骠文碑铭如此之少，也许反映了缅人文化占统治地位，骠人文化已无重大影响。巴利文是蒲甘初期最为流行的文字。阿奴律陀以南传佛教为国教，南传佛教的经典用巴利文写成，巴利文成为蒲甘时期重要的文字。缅文在蒲甘初期还没有普遍使用。缅文字母是在阿奴律陀国王时期创立的，根据孟文发展而来。孟文也是蒲甘初期的重要文字，特别是在江喜陀时代十分重视孟人文化，普遍使用孟文作为书面语言。到江喜陀时期，由于缅文尚未成熟，因此，刻于1112年的摩耶碑铭上的缅文仍属于早期的缅文。在江喜陀统治时期，蒲甘的碑铭几乎全是孟文写的，宫廷中的正式用语也是孟文。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调和了孟族、缅族和掸族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

（二）接受了大乘佛教的影响，并使之在蒲甘地区得到发展

大乘佛教在蒲甘的影响与这一时期整个东南亚地区大乘佛教的盛行有很大关系，但在江喜陀时代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第一，在佛教理论方面，菩萨“觉有情”、大慈大悲的思想被上层统治者接受，江喜陀曾经自称是菩萨，是专门来拯救有情众生的。第二，是塑造或描绘有大乘佛教菩萨如文殊、普贤、观音信仰像的寺庙，在蒲甘到处可见。最为闻名的是江喜陀的王后建造的阿毗亚达纳庙。庙内壁画有观世音像。第三，大乘密宗的活动在江喜陀时代有所恢复。[47]在缅甸历史上，密宗一直是蒲甘佛教的一个佛教派别，尽管它的影响不大，且在阿奴律陀国王时期就受到过排挤，但它始终存在于缅甸境内。

江喜陀是英明之王，也是虔诚的佛教徒，积极护持佛教。江喜陀大力提倡佛教，曾经派出一个使团，带着珍宝，前往释迦牟尼觉悟之处——菩提伽耶，修复那里的寺庙，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同时还修建了阿难陀寺等规模宏大的佛寺，1090年江喜陀王亲自主持历史上著名的阿难陀寺的落成典礼，各地佛教徒涌集蒲甘，盛况空前，阿难陀寺后来逐渐成为缅甸的第一大寺，在其塔的外壁有1500幅壁画，全部取材于《本生经》等佛教故事，在每幅壁画上都附有巴利文及孟文说明，塔内甬道设有八十座佛龛，供奉石刻佛像；西侧廊供奉一尊巨佛，在前面雕有国师阿罗及江喜陀王两个跪姿石像。寺占地十六英亩，塔高168尺，保持洁白的外观，据考是依据印度奥立沙的佛教石窟模型建造。

江喜陀对缅甸佛教史的主要贡献是继续搜集巴利文藏经并加以整理。他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经典，建筑藏经楼，他的一个儿子出家后率领一批僧人在这里探究学问。[48]
江喜陀在位时继续营建瑞海宫佛塔直至完成。其对蒲甘佛教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远远超过了阿奴律陀。1112年江喜陀王去世时，曾立一块《弥塞提》（Myazedi）碑铭，一面用巴利文，其他各面用骠文、缅文、孟文，内容相同，记述蒲甘历代君王名字及在位年代，成为蒲甘王朝的史书。碑铭记载江喜陀王治国28年，曾经铸造金佛像，供子孙族人及一切人民敬拜，最后祈愿来世得遇弥勒菩萨。这块碑铭不仅对缅甸历史具有极大价值，而且为古代东南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因为在这块碑铭被发现前，学者对骠族人文字是无法解读的。同时，碑铭中记载的弥勒菩萨信仰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蒲甘王朝初期大乘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49]
（三）接受转轮圣王观念，同时创造性地将佛教理论与原生性宗教结合在一起，宣传自己就是“佛王”“圣王”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江喜陀利用宗教神学理论，加强王权。碑铭提到的江喜陀的称号就有“佛王”“法王”“王中之王”“宇宙之王”和“三界的太阳”等，这是过去的蒲甘国王所不曾有的。[50]转轮王是佛教中最伟大的君主，世间少有。据说转轮王继位后，轮宝自然降临，转轮王寿命长久，威德具足，七宝化现，正法御世。转轮王治下国泰民安，百姓富足，风调雨顺，善法增益。《佛说长阿含经》载：“佛告比丘，世间转轮圣王，成就七宝，有四神德。”《杂阿含经》载：“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转轮王七宝具足，成就人中四种神力，王四天下，身坏命终，生于天上。’转轮圣王有七宝，虽会身坏命终，但生于天上。”《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一切转轮王。偈曰：无害。释曰：若捉仗制伏他土尚无杀害，何况余王。伏天下已，一切众生住王国土，王悉教令受持十善法，是故诸王死定生天。”为了让自己成为现实中的转轮圣王，江喜陀将佛教观念和缅甸固有的原生性宗教结合在一起，为自己的威权统治建立神学层面上的话语。他宣称自己与那伽[51]（神蛇）国王同格伐帕蒂（古代孟人守城神）一起建立了室利差呾罗城。在他立的众多石碑中，有一块铭文说，佛陀曾经预言江喜陀将于世尊入灭时建造室利差呾罗城（卑谬），并且将于1084年在蒲甘为王，在更遥远的未来复为佛陀。[52]这就巧妙地把自己的世系与骠人和孟人相联系。他还按照孟族的方式举行加冕典礼。最后，他作为缅人建立的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维持了缅人的统治地位，从而也得到缅人统治上层的拥护和支持。

江喜陀国王对于缅甸文化系统的贡献在于，他进一步将佛教与缅甸原生性宗教——纳特崇拜结合起来，使当时在东南亚流传较广的“转轮圣王”与佛王观念结合起来，强化了自己的神权统治地位。

纳特（Nat）崇拜在蒲甘社会中有着比印度教和大乘佛教更为广泛的影响。纳特崇拜是缅甸的原生性宗教。但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纳特信仰处于不断“扩容”的动态发展之中。

据当地的编年史记载，最初蒲甘地区是由19个村落组成的一个村落群，每一个村落各有自己的“纳特”即地方神祇。当这些村落联合成一座城市时，国王同意臣民的意见，力图确立对一个公共的“纳特”的崇拜。这个“纳特”将受到全体成员的崇拜。它高于所有的地方神祇，并且对这个公共的神的崇拜将把各个部落联合成一个真正的民族。距蒲甘城不远的一座古老的火山——布波山，当时已经受到缅族的崇敬，她被选来安置一对神祇。这对神是两兄妹，他们被邻近的一个国王无故处死之后，化为一棵树。这棵树被砍倒后一直漂流到了蒲甘。敏摩诃祇利——“大山君主”和他妹妹道纳吉伊欣（该名在缅文中意思与其兄名相同）的像就雕刻在这棵树身上。这个传说之所以值得注意，其原因就在于它描述了在一座与宗教和领土的统一和一个民族的诞生有关的山上确立了对一个神的崇拜的情形。[53]在古代骠人、缅人和孟人中。都有纳特崇拜。纳特包括天上风、云、雷、电和陆上的山、河、湖、树等精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保护神纳特都是超自然的精灵，有些是祖先。缅人和孟人中盛行祖先崇拜，每户有一个家族纳特。各种纳特的地位、作用、性质各不相同。在缅甸最为著名的有37个纳特，其中有36个是传说中的英雄，他们都是传说中的国王、王室人员或与王室有联系的人物。在37个纳特中，有一名来自掸人地区的国王；一名来自孟人地区的王子。他们代表了除缅族人之外的组成蒲甘王国的另外两个最有文化和政治意义的成分。

纳特崇拜广泛渗透蒲甘社会的各个方面。蒲甘时期的纳特崇拜与原始纳特崇拜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明显具有阶级社会的内容并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为巩固其统治服务。举凡房屋、家族、村寨、城市，无不有保护神。而在缅甸的布波山那里举行的祭祀活动就与纳特信仰有关。早在11世纪时，阿奴律陀就在著名的佛塔喜宫塔内安设37个纳特，把超自然的崇拜与佛教结合起来，使佛教和纳特崇拜同样为他的统治服务。[54]在江喜陀时代则使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江喜陀本人崇尚孟人文化，信奉佛教，但他的加冕典礼却是按婆罗门仪式举行的，说明蒲甘王朝及其周围印度教的影响依然很大。根据1102年的一块碑铭记载，江喜陀举行过一场宫廷仪式，他首先要向因陀罗（“纳特的君主”）献礼，几天后又举行供奉毗湿奴的仪式。他按照婆罗门教古老的仪轨进行。外面有数千名僧人在8名法师的带领下背诵经文，而国师阿罗汉背对佛陀像站立，手拿象征着毗湿奴的海螺背诵经文。[55]应该说，在江喜陀时代，缅甸的宗教融合特色通过宗教仪式已经充分展现出来。

在江喜陀统治的漫长28年中，国内没有发生过叛乱和动荡。统一的封建国家蒲甘王朝，在江喜陀统治时期得到了巩固，尤其是蒲甘王朝是缅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其推行的缅族化政策在江喜陀执政时期发展较快，奠定了进一步缅族化的基础。

三 阿隆悉都、那罗波蒂悉都统治时期之蒲甘王朝佛教

江喜陀的外孙阿隆悉都（1113—1169年在位）和那罗波蒂悉都（1173—1210年在位）统治时期，蒲甘王朝臻于极盛，并继续向周围地区扩张。

阿隆悉都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蒲甘国王，当了56年的国王。在他统治时期，蒲甘王朝继续向外扩展，据当时的碑铭记载，蒲甘王国的统治范围已东到萨尔温江流域，西到钦山区，南到丹那沙林，北到太公城地区。[56]为了适应商业和贸易发展的需要，据缅甸史书记载，阿隆悉都统一了度量衡。阿隆悉都还颁发了他审理案件的判卷，作为各地官员决案的依据和范例。阿隆悉都时期，缅人在吸收骠人文化和孟人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缅族文化在阿隆悉都时期成为主体文化，碑铭的文字也逐渐以缅文为主。经过阿隆悉都时期的发展，到那罗波蒂悉都时，缅文进入成熟时期，不仅应用于日常生活，还产生了缅文诗歌和大量的碑铭文字。此后，缅文成为缅甸最重要的文字。因此，有的缅甸史学家认为自阿隆悉都为王执政开始，蒲甘文化就进入了缅人时期。[57]
从阿奴律陀到阿隆悉都，蒲甘王朝经过百年的开拓发展，国势已十分强盛。阿隆悉都也像江喜陀一样，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兴寺塔，使得蒲甘地区的佛塔数量快速增加。

在阿隆悉都著名的瑞求祇塔碑的长颂中，对于造塔积累功德的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积大功德，以建佛塔，祈求佛惠，然岂独为己，愿利众生。梵天、摩罗，我不思为；帝王之尊，我亦不羡。稽首所求，非独罗汉；生平所志，愿为佛陀。将造长堤，以济众生渡轮回；竭我所能，普救众生入天堂。[58]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碑铭中，来世可以成佛、拯救众生入天堂的观念充分表明，阿隆悉都执政的这一时期是以大乘佛教为主流宗教。受佛教造塔功德和布施功德观念的影响，为了积累来世的功德，阿隆悉都以宏伟壮丽为艺术审美旨趣所建的他冰瑜寺，落成于1144年，其庄严宏伟，为蒲甘诸寺之冠。如果没有高度的经济发展和大量的人力物力，要建成这样的寺院是不可能的。[59]但为了积累功德，很多王室成员除了建塔修庙外，还把自己的土地捐赠给寺院，使之成为寺庙的私产，使得寺院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此，阿隆悉都国王针对寺院巨大的田产捐赠现象，下令凡是数额巨大的寺院捐赠都要经过国王的批准，对寺院经济进行了规范。

尽管在阿隆悉都时期蒲甘王朝已臻于极盛，但是蒲甘王朝境内民族成分较为复杂，各地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有较大差异，边远地区与中央王朝之间的联系也较为松散。因此，在这一时期仍发生了数次地方性动乱。其一是丹那沙林孟人总督造反，阿隆悉都不得不亲驾前往征伐。其二是阿拉干国家政权发生内讧，国王被废除，其子赖耶明屯前往蒲甘王国，向阿隆悉都求援。1118年，蒲甘军队进攻北阿拉干，攻下阿拉干王国，恢复了赖耶明屯的王位。

1167年，阿隆悉都81岁时，身染重病，被其子那罗都害死在瑞故寺。那罗都登位后，滥杀朝臣，甚至杀死兄弟、庶母，结果众叛亲离，3年后即被人刺杀。他的长子那罗蒂因迦继位，在位也仅3年。

蒲甘王朝对各地的统治本来就较为脆弱，王室内乱更削弱了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太公地区的建都人和丹那沙林的孟人，都乘机发动叛乱。1173年，那罗波蒂悉都继位后，才结束了长达6年的动乱。那罗波蒂悉都平息了建都人的叛乱，对孟人则采取分化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直通国王曼奴诃的曾孙，以政治联姻的方式争取到一部分孟人上层人士对他的支持，使得反叛的孟人处于混乱局面。

那罗波蒂悉都在位37年，护持佛教，建有不少塔寺，其中著名的有蒲甘的伽陀波陵塔寺（Gawdaw-Palin）及修罗摩尼塔寺（Sulamani）。前者面积宽广，正中高塔突起，四周有多座小塔拱护，为印度式建筑。他在位时尚未完成，后由他的儿子继续建造。

在那罗波蒂悉都统治的后半期，各地的叛乱都平息下去了。蒲甘王朝又出现一段中兴时期，是蒲甘地区全面缅族化时期。那罗波蒂悉都继续大建寺庙和宝塔，同时佛教僧团也开始由缅人担任。缅文至此完全代替了巴利文、梵文和孟文，成为碑铭的语言。缅人的习惯法也遍用于整个王国，包括孟族地区，缅人文化得到高度发展。1203年榜朗信伽婆所作的“蒲甘颂”称：“闻蒲甘之名，敌人丧胆。一举扫除了内忧外患，持久和平到来，从此国泰民安”。[60]
1210年，那罗波蒂悉都身死，其子难坛摩耶继位，蒲甘王国开始进入衰落时期。

四 衰落时期之蒲甘王朝佛教（1210—1287）

1210年继位后的难坛摩耶继续建筑大量佛教寺院。但是，他兴建佛寺的物力财力，不是来自蒲甘附近，而是来自遥远的西部地区。这说明蒲甘王朝的国库已耗空。蒲甘王朝经历了近百余年的黄金时代，到此时已是强弩之末。

导致蒲甘王朝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蒲甘诸王大兴寺塔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寺院经济的发展。从阿奴律陀起，蒲甘的历代国王无不利用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麻痹人民的工具。为此，他们大兴土木，广建寺塔，并把大批的土地赠予寺院。仅在首都蒲甘一地，就建造了4000多座寺塔，其中约2500座至今犹存。在蒲甘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全国性的统一宗教的物化象征的寺庙的建造，对于超越地区和地方政治集团或部落的统一国家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大兴寺塔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又从两个方面瓦解了蒲甘王国。一方面，大规模地兴建寺塔，使得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能用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耗费于佛事活动中。另一方面，大量土地赠予寺院，使得土地、劳动力和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寺院，统一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受到削弱，造成王权无法有效地控制僧侣。中央政权式微，无法制约地方势力发展，最后导致了统一国家的瓦解。根据碑铭记录的赠予寺庙土地的记载估计，蒲甘时期赠予寺庙的土地共有约364389英亩，而当时蒲甘王朝位于腹地的缅甸中部的全部耕地仅在50万英亩到60万英亩，寺院土地竟占了60％。也就是说，到蒲甘王国后期，寺院的经济力量已远远超过了国家政权。[61]
1234年，迦娑婆继承难坛摩耶的王位后，也曾企图重振蒲甘王朝的基业。他下令收回以前的国王赐给寺庙和寺院的土地。但是，他的努力遭到强大的僧侣势力的抵制而遭到失败。蒲甘王朝的衰落已经不可挽回了。

迦娑婆统治的末年，国内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失去土地的劳动人民不得不铤而走险，沦为“盗贼”，蒲甘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危机。1249年迦娑婆下了一道极为严酷的镇压“盗贼”的敕令。这个敕令说，如果抓获盗贼，就用下述方法之一予以惩处：用斧头剖开他的胸膛，挖去他的内脏，砍去他的手脚，挖去他的眼睛，割下他的肉，剥下他的皮，敲碎他的脑壳，把他埋在田里，用耕犁犁；把他放在地上，让大象踩踏；把他活活钉死在树上；活埋他，砍掉他的头。敕令规定：“必须雕刻444块石碑，50户人家以上的村庄必须树立此碑，召集村民于碑前，由村头人宣读碑文；居住在不立碑的小村庄的居民，必须去立碑地点，听取（村头人）宣读敕令”。[62]但在这个敕令颁布的第二年，迦娑婆就死去了。他的长子乌沙那于1250年继位，但不理国政，在位仅4年即去世。

1254年，蒲甘王朝的末代君王那罗梯诃波蒂登上王位，蒲甘王朝已显出经济力量衰竭，经济基础已从根本上动摇。王国的土地大部分属寺院所有，大量人口落发为僧，不事生产，不负担赋役，又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国内许多地方民不聊生，起来反抗；少数民族上层乘机割据一方，反抗缅族的统治。在北方，掸人势力崛起；南方，孟人在其首领塔拉布亚的领导下举起反抗旗帜；西南部的阿拉干，宣告独立。蒲甘王朝处于衰落之中，但是，上层统治阶级仍然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这就加剧了蒲甘王朝的统治危机。那罗梯诃波蒂即位后，不顾国贫民穷，大规模地强征民力，兴建弥加罗塔，前后共用了6年时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搞得民怨沸腾。

正当蒲甘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强大的蒙古势力于13世纪初在蒙古草原崛起，并迅速南下，以包围当时的宋王朝为目标，于1253年进入云南，1254年攻克大理城，灭大理国。1274年（至元十一年），元朝在原来大理国疆域的基础上，建立了云南行省。

早在建立云南行省前，元朝于1261年在永昌（今保山）金齿等处设置了安抚司。金齿地区指怒江中游和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地带，大致上相当于现在中国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缅甸的掸邦地区。公元7世纪后，这一地区先后置于南诏、大理国的统治下。但蒲甘王朝兴起后，势力向北发展，迦娑婆时，江新（今八莫附近）已是蒲甘王朝的北部重镇，其势力范围，则到牙嵩羌（今云南省梁河县）。[63]蒲甘势力向北发展，金齿地区是必得之地。到元朝统治了云南后，金齿各部落纷纷归附元朝。蒲甘王朝深为不满，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冲突因此而起。

1271年（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诏那罗梯诃波蒂纳贡归附。1273年，元世祖再次遣使者到缅甸，但蒲甘王朝虽已江河日下，但那罗梯诃波蒂自恃兵力强大，不肯俯首听命。他找借口杀了元使。后来蒲甘王朝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企图夺取金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元朝与缅甸之间的战争。1277年（至元十四年）“缅人以阿哈禾（干额总管）内附，怨之，攻其地”，并准备“立寨腾越永昌之间”[64]，从而触发了大规模的元缅战争。根据《元史·缅传》记载，这次战役缅方的大将是释多罗伯，所率军队有象兵、骑兵、步兵，人数为4万—5万，有象800头，马万匹。元军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总管信苴出兵增援。缅军象兵由于无铁甲掩护，在精于箭射的元军打击下溃败。“缅人逃遁，又为阿禾、阿昌（即今阿昌族）剿杀，归者无几。”[65]元军很快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在缅甸史上称为“牙嵩延之役”。1277年，云南诸路宣慰司使都元帅纳速剌丁亲率大军，打到江头城，招降金齿部落12万户。至此，整个金齿地区纳入元朝版图。

1279年6月，元军“以天热还师”，缅军卷土重来。元朝下决心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1283年（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动员四路大军，以相吾答儿亲王为统帅，大举进兵，12月破江头城（今缅甸八莫），1284年2月破太公城（今缅甸达冈），1284年设征缅省，统治这一地区，缅军主力在这次战役中丧失殆尽。消息传到蒲甘，那罗梯诃波蒂弃城而南逃。元军继续南下。那罗梯诃波蒂逃到卑谬之西的莱甲，唯恐元军继续进攻，就于1285年11—12月派阿南达比西和默罕勃到太公城与元军和谈，次年又派高僧信第达巴茂克前去元大都，亲见忽必烈。忽必烈接受高僧提出的“请勿派将士进驻”的要求，但要高僧还国时，“望将逃散之僧召回，劝人们安心耕种，待丰收安定之时告朕”。

正当元缅关系趋于缓和时，缅甸国内发生动乱。那罗梯诃波蒂在返回蒲甘途中，被其子梯诃都杀于卑谬。梯诃都还想杀死其弟达拉侯乔苴，但失手被自己的箭反射而死。元军乘缅军内乱而进，于1287年2月攻占蒲甘。此时，西部阿拉干已宣布独立，南部孟族乘机摆脱蒲甘王朝的统治，北部实际已处于掸族势力控制下。作为第一个统一全缅甸的封建王朝的蒲甘王朝已趋于瓦解。

蒲甘王朝瓦解的内部原因，主要是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动摇了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大兴寺院、佛塔，耗尽了王朝的财力物力，中央政权已无力控制周边地区，内部矛盾却加剧，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而掸、孟、若开等民族居住的边沿地区，则已发展经济，增强了实力，加强了地方独立性。王朝瓦解已成为必然趋势。中国元朝军队与缅甸战争使蒲甘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根支柱——军队，加剧了蒲甘王朝的衰亡。[66]1287年以后，蒲甘王朝已名存实亡，缅甸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分裂时期。

五 蒲甘王朝时期的寺院经济

蒲甘王朝时期大力发展佛教，其寺院经济也快速发展，这是这一时期的特点[67]。蒲甘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以人工灌溉为基础的稳定的农业，虽然早在蒲甘王朝以前已经在缅甸出现，但直到蒲甘王朝时期，才在缅甸中部的干旱地区即皎克西、瑞冒、任屋申、密铁拉、曼德勒及敏巫地区得到高度发展。这一地区由灌溉水渠、水库、水塘等组成的灌溉网，到阿隆悉都统治时期就已基本形成。最主要的水利工程有密铁拉湖，建成于11世纪以前，灌溉面积18000英亩；皎克西灌溉网，完成于蒲甘时期，灌溉面积约120000英亩；模河运河，完成于那罗梯诃悉都时期，灌溉面积达300000英亩。皎克西、敏巫、密铁拉等地成为蒲甘王朝的著名粮仓。干旱地区灌溉农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蒲甘时期繁荣的经济基础，而且在缅甸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一直是缅甸基本的农业经济区。只有控制了这一地区，才能取得稳定的经济基础，凭借这一地区的物力进而统一缅甸。[68]
蒲甘王朝的土地所有制，以土地王有制为基础。蒲甘碑铭称国王为“土地和水的主人”。但是，国王只直接占有中缅甸灌溉区，特别是敏巫、密铁拉、皎克西等地的土地。国王的土地一部分由国王直接控制，由王室的大臣直接管理，一部分赏赐给王室成员、贵族、寺塔。由于历代国王都把大片土地赏赐给寺塔，到蒲甘王朝后期，寺塔土地已超过国王的土地，导致了蒲甘王朝的衰落。

蒲甘时期的国有土地，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管理。一是由直属国王的奴隶和农奴耕种；二是国王把这些土地的赋税交由官员或国王的支持者征收，这些人则获得一部分税收，这一方式与中国古代的“食邑”制度有些相似之处；三是国王把这些土地分给重要的军事组织及其首领，这些组织依靠土地生产和生活，他们也向国王缴纳一部分赋税。

寺院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蒲甘时期缅甸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寺院经济的发展，是许多信仰佛教的国家都曾有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宗教因素（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政治因素（统治阶级支持佛教的发展，利用佛教思想，使人甘于现状，屈服于统治阶级，将一切归因于报应）和社会因素（寺院可免除租赋、兵役）。由于统治阶级把土地甚至土地上的居民一起赠予僧侣，寺院既有土地，又有劳动力，迅速建立了其经济基础。每座较大的寺院都有许多服务于它的各类人：工匠（维修寺院）、乐师、樵夫、书记、寺塔农奴和奴隶，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到12世纪初，寺院经济就成为蒲甘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寺塔建造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在一开始曾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建造寺院佛塔，需要大量砖、石等建筑材料，而寺院佛塔的建造，又集中在首都蒲甘地区，于是大批工匠来到蒲甘，各地甚至遥远的地区也受到影响，向蒲甘地区提供石料、柚木、大理石等建筑材料和装饰涂饰用的金、银、漆、石灰，以及大米、盐、糖、棕榈等生活用品和炭等燃料。这就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和蒲甘地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寺院土地不向国家缴纳租税，寺院劳动力不为国家服徭役，寺院经济又同封建国家的利益相矛盾。随着捐赠的土地和劳动力不断增加，寺院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原来属于封建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地削弱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到13世纪初，寺院占有的土地已超过封建国家控制的土地，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央政权一方面加强对还置于它控制下的人口的剥削，从而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力量的削弱，它陷入了危机，最后终于导致了蒲甘王朝的崩溃。[69]
在统一了全国的蒲甘王朝，历代国王都积极扶持佛教的发展，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把大片的土地赠予寺庙。根据碑铭材料统计，蒲甘王朝时期捐赠寺院的土地、劳动力和白银的数量见下表：

表1 蒲甘时期向寺院捐献的土地、劳动力和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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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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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根据这一不完全统计，在蒲甘王朝的200余年间，捐献给寺院的土地就达208000派（相当于364390英亩）、劳动力21983（劳动力的实际数字可能要远远大于这一统计数字）、银119101克拉（缅两）（相当于67116盎司）。仅在首都蒲甘周围大约5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造的大、小寺塔就达4000多座，其中许多寺塔如瑞喜宫塔、阿难陀寺、他冰喻寺，都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前后历时数十年才建成。

据国外缅甸史学家统计，在蒲甘时期，王室建造的寺塔，占寺塔总数的20％，平均每座耗银20000克拉，相当于13000盎司白银。各级官员捐资建造的寺庙占55％，每座耗银900克拉（相当于600盎司）。平民所建寺塔占25％，每座耗银400克拉（相当于266盎司）。如果以蒲甘时期共建寺塔4000座计，王室建造的800座，共耗银1600万克拉（相当于1064万盎司）；官员建造的为2200座，共耗银198万克拉（相当于120.67万盎司）；平民建造的为1000座，共耗银40万克拉（相当于26.6万盎司）。总共耗费2038万克拉（相当于1211.27万盎司）的银子。[70]
蒲甘王朝时期在佛教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整顿僧团，发展了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的佛教体系，同时也发展了寺院经济，创造了辉煌的佛教艺术，主要是表现在塔寺建筑及塑造佛像方面。根据推定，13世纪，仅仅以蒲甘王城为中心，建筑了大小塔寺九百多座，这还不包括很小的在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在前文中已介绍过，最庄严雄伟的就是江喜陀国王建造的阿难陀塔寺。大多数的塔寺建筑，仿效印度式及融和缅甸本土的艺术。

现在缅甸的蒲甘地区保存着大量古代建造的塔寺，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古代蒲甘王朝时期精美的艺术，如雕刻、绘画、铜雕、塑像、石刻、金漆器等。这一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缅甸历史发展进程中是较为辉煌的时刻。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佛教（1287—1531）

1287年中国元朝军队攻占蒲甘，但元朝军队无意统治蒲甘，很快就撤退了。蒲甘王朝解体后，缅甸始终处于分裂局面，从1287年到1352年，虽然名义上蒲甘王朝还存在，但已虚拥位号，掸族上层成为上缅甸的统治者。后来建立了掸、缅人联合掌权的阿瓦王国；南部孟人摆脱蒲甘控制，独立建立了勃固王国；后来有大量缅人逃往锡唐河流域，在那里建立了缅人的东吁王国；西部的阿拉干王国在这一时期始终保持独立。[71]1364年，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朝与下缅甸的勃固王朝，以及东吁王国和若开等地区的王国形成对峙，尤其是阿瓦王朝与勃固王朝之间更是进行了长达40年的战争，影响了缅甸的统一。这种分裂的局面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直到16世纪30年代，才由东吁王朝再次统一缅甸。缅甸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南北朝时期”或“战国时期”。[72]在这漫长的两百多年间，上缅甸的阿瓦王朝和下缅甸的勃固王朝因双方实力最强，影响着这一局面的形成，却最终成就了东吁王朝在1531年得以统一整个缅甸。也正因为如此，在战国时期，对于佛教影响最大的就是北方的阿瓦王朝和南方的勃固王朝。

一 上缅甸的阿瓦王朝佛教（1287—1555）

这一时期的上缅甸主要是阿瓦王朝的统治范围。在阿瓦王朝建立初期以掸人为主，后期则由掸人和缅人共同统治。虽然其统治主体不断改变，但上缅甸还是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

早在骠国时期，掸族人就不断南移，移居到曼德勒以南地区。蒲甘王朝那罗波蒂悉都时，掸邦高原的一个掸人酋长由于效忠缅王，得以在皎克西地区的木连城避难。他娶了一个缅人富翁的女儿，定居木连城，后来有了三子一女。他把三个儿子都送到缅王那里，那罗波蒂悉都把他们安置在军队里，并任命他们为木连城守军的长官，还安排了掸族兄弟的妹妹同他的儿子即后来的卑谬侯的婚事。从此，木连城成为南下的掸人的一个重要聚居地。[73]后来这三子长大，逐渐成为掸族中较有实力的首领，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区，并趁蒲甘王朝控制力量日益衰微之际，日渐扩大领土，人们称之为“掸族三首领”。其所辖城镇全在素有“蒲甘的粮仓”之称的皎克西地区。

在蒲甘王朝方面，那罗梯诃波蒂的幼子达拉侯乔苴于1287年被拥立为国王，由于没有兵权，他只能承认掸人三兄弟的地位。无奈之下，他采取寻求元朝帮助消灭掸人三兄弟实力的方法。1296年1月，乔苴派他的儿子去和元朝廷联系，要求元朝承认他的国王地位。次年3月，元成祖封乔苴为缅甸国王。但野心勃勃的掸人三兄弟知道乔苴地位的巩固必将削弱他们的权力，于1299年把乔苴诱至木连城参加他们建造的寺院的落成仪式。他们把乔苴监禁起来，强迫他削发为僧，立其幼子邹聂为国王。乔苴的女婿立即向元朝求援，在这种情况下，1301年，元军再次入侵缅甸。在围攻木连城时，元军将领高庆、察罕布哈接受了掸族三兄弟的金银贿赂，借口瘴疫流行而退兵。此后，以邹聂为国王的蒲甘王室不过是掸人势力的傀儡。[74]自此掸族三兄弟势力更加嚣张，他们同时称王，并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不久，长兄病故，三弟毒死二哥之后，于1312年在彬牙（Piaya）[75]建立彬牙王朝，以阿瓦附近的彬牙为都城。1315年，他的幼子修云越过伊洛瓦底江，在实皆（Sagaing）建立与之对立的实皆王朝。这样就形成了蒲甘、彬牙和实皆三方鼎立、各自称王的局面。

（一）彬牙王国时期的佛教

当掸族为主体最初在彬牙地区建立都城时，由于受当时蒲甘王朝推崇的上座部佛教影响，在这一地区仍然存在上座部佛教，但当时上座部佛教的影响较弱，僧人很少，反而有很多阿利教僧人在那里活动。他们是在11世纪蒲甘王朝建立初期阿奴律陀王时代被驱逐、逃难到这里的阿利僧人的后裔。这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如同俗人一样，受大臣或主人雇用。[76]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王权统治，后来上座部高僧小阿罗汉（Cularahant）及天眼（Dibbacakkhu）来到这里，国王甚为推崇，每天请天眼比丘到王宫接受供养和说法，在王室的扶持和推动下，上座部佛教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1324年，王子乌阇那（Ujana或Uzana）即位，他大力扶持佛教，修建了77座佛寺，于1340年才完成。这一时期，彬牙地区有来自蒲甘的上座部佛教阿罗汉派和阿难陀派的比丘们，这两派僧团在国王的支持下，得到较好的发展，比丘增至数千位，戒行清净，上座部佛教有所发展。

彬牙时期的佛教逐渐形成了三派。人们把在山林里修行的僧人，称为“阿兰若住者”或“森林派”；住在村落的僧人，称为“村落住者”；原由国家供养、有田园收益的僧人，称为“国僧”。由于国王供养比丘们的田园，由僧人自己管理，收益作为维持佛寺及弘法的费用，致使僧团互争利益，不能清净。后来因为见解有异，部分比丘离开彬牙。[77]
虽然在国王的扶持下，彬牙王国的佛教以上座部佛教为主，但原先的阿利僧的影响仍然很大，对僧团的清净修行有较大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还处于上座部佛教与阿利僧并存的局面。

1350年，尸诃须罗王（Sihasura）时，有一位名叫车都朗伽毗罗（Caturangabala）的大臣深通巴利文法及一切经论，著有《名义订》（Abhidhanappa dipika）。尸诃须罗王建了一座大寺，供养持戒清净的比丘。不久，一位属于村落派的高僧来此佛寺居住。这位高僧名干多迦乞波（Kant akakhipa）。幼年时，父亲要他寄住在佛寺里读书，但他不愿意，父亲便弃他于寺，他只好在佛寺出家。他20岁受比丘戒后，往蒲甘等地游学，由于他天资聪慧，颇受老师赏识。后来当他回到彬牙王国后，听到国王要把佛寺供养给僧人，他便前往争取。国王命很多学者向他问难，他都能对答如流，最后终于获胜。他曾著《声韵精义》（Saddasarattha-jalini），专门解读音韵学。他在彬牙时期，有老年比丘一千人修习禅观，也有无数的青年僧人研读三藏经论。这时期也是佛教著述倍出的时期，除干多迦乞波高僧有著作外，还有大胜（Mahavijitavi）比丘著《迦旃延文法注》，正法师（Saddhammaguru）著有《声形论》（Saddavutti），其他比丘也有著述[78]，这极大地丰富了彬牙王国佛教学理体系，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使彬牙成为当时上缅甸地区的佛教中心。

此后，各霸一方的掸族三兄弟的后辈之间不断发生政治争斗，彼此发动战争。1359年，彬牙王那腊都为了消灭实皆王朝，不惜借助北方孟拱的木掸军南下进攻实皆。但木掸军却在攻破实皆后，又乘机攻打彬牙，并俘虏了那腊都。彬牙王国势力下降。

（二）阿瓦王朝时期的佛教

1364年，太公侯德多明帕耶经多年战争，控制了彬牙和实皆，并先后平息东敦枝、色固等地的叛乱，攻占了蒲甘城，至此，蒲甘王朝彻底覆灭，整个上缅甸都置于德多明帕耶的统治之下。[79]为方便皎栖地区粮食的运输，新都建于鄂枝因、皎茂因、因布、乌奈因各湖塘的湖水交汇口，故称为“因瓦”。同时该地又是密尼河和梭基河的河口，缅语“阿瓦”意为“口”之意，故又称“阿瓦”，因此，1364年由德多明帕耶建立起的王朝被称为“阿瓦王朝”。到1368年，他统一了整个上缅甸地区，上缅甸的佛教中心也逐渐从彬牙转移到了阿瓦地区。

德多明帕耶在位时，努力推动上座部佛教的发展，竭力保护佛教正统派僧侣，在僧侣和世俗人中鼓励学术研究的风气。1368年他死后无嗣，大臣们立他的妹夫明基苏瓦绍盖为国王。明基苏瓦绍盖（Minkyiswasawke，1368—1401）继位后，以自己幼时的老师——上座部佛教斯里兰卡派的高僧差摩遮罗（Khemacara）为僧团领袖，尊之为国师，继续大力发展佛教。在一方刻于1375年的碑铭上明确刻录有明基苏瓦绍盖国王“使以前的佛教大业更加辉煌，他日夜持守，布施斋戒，为高僧、婆罗门和俗家男女谋求利益与幸福，成为统治全缅的像神国忉利天般的阿瓦国”[80]。但从碑铭内容记载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国王扶持佛教时，也信仰印度教，婆罗门对国王的政治决策仍然会发挥影响。

1383年，有人发现一座古塔倒塌到河流中，便驱赶一头象潜下水去，得到一个金盒子，里面盛有五粒佛舍利，就去送给一位高僧，高僧转献给明基苏瓦绍盖国王，国王命令建塔供奉。

1406年南方勃固地区实力强盛，国王派兵来进攻阿瓦。阿瓦国王召集群臣及多位比丘，商讨御敌方法，能以不战而退敌为上策。这时有一位31岁的彬牙地区的比丘，已受具足戒11年，受过很好的佛学教育，持戒清净，属阿罗汉僧派的比丘，他主张和平谈判，不要与勃固发生战争。于是这位青年比丘就写了一封非常友善的书信，送至勃固国王，请求给他机会能赐予见面。勃固王准许他相见，他就向国王讲说佛法，以佛陀戒杀的圣语开导，最终说服勃固王退兵。[81]
1429年，有两位斯里兰卡比丘室利萨达楞枷罗（Sirisaddhammalankara）及辛哈摩诃萨弥（Sihamahasami），带着佛舍利五粒，从斯里兰卡来到缅甸弘扬佛法，但是受到勃固国王的冷遇，不准他们居留，而送至阇耶（Jaiya）地方。阿瓦国王知道后，就派了四十艘船去迎接他们来阿瓦弘法。次年，阿瓦国王专门修建阿尼劫宾陀塔（Anekibhinda）供奉佛舍利，又修建乌摩伽寺（Ummaga）供养这两位斯里兰卡的比丘。这两位比丘与缅甸三派僧团相处和睦，携手合作佛教事业。他们又教诫弟子要住在山林佛寺，禁止住在国王供养的佛寺。这两位比丘对阿瓦佛教建立僧制及推行佛法教育，有很大贡献。[82]
这一时期阿瓦佛教学术著作丰富，很多高僧纷纷著述立说，那罗波提王（Narapati，1443—1469）在位期间，有一位蒲甘地区的上座部佛教车波多系的高僧雅利安温萨（Ariyavamsa）到达阿瓦。他曾跟随老师离多（Retan）学习，精通三藏，他曾经用巴利文写作《摩尼宝箧》（Manisaramanjusa），对《阿毗达磨义论》进行注释，还写作了《摩尼灯》（Manidipa）对《义卓越论》进行注释；又著有《圣典资具》（Gantha-bharana）、《本生净化》（Jatakavisodhana）[83]。值得一提的是，雅利安温萨长老用缅文写作了《义解小疏》（Atthayojana-anutika）及《大出离》（Mahanissara）两部著作，这是缅甸佛教发展进程中，首次用缅文来进行佛教研究，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缅甸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和佛教理论体系的成熟。

1482年，戒种（Sialavamsa）写有《善慧论》（Sumedhakatha），他离开彬牙到阿瓦，曾将《导论》及《所趣处因缘》（Parayanavuthu）译为缅文。[84]另一位与他齐名的青年比丘罗他沙罗（Ratthasara），将《盘达龙本生》（Bhuridatjataka）、《象护本生》（Hatthipalajataka）、《防护童子本生》（Samvarajataka）等佛本生故事改编，以诗词的形式在民间传播。

1498年后，有一位帝沙萨那他阇（Tisa-sanadhaja）比丘，从妙法称受学。另有一位大善胜（Mahasadhujana）比丘从蒲甘来到阿瓦，原计划教学比丘经论，但当他听了妙法称（Saddhammakitti）为学僧讲解经论后，就自愿请求为学僧，虽然他的戒腊比妙法称还高，但仍请求妙法称收他为学僧，后来妙法称对他也非常尊敬。他们两人对阿瓦佛法的弘扬，贡献很大。[85]
1540年，缅甸阿瓦王朝的佛教受到极大破坏。当时阿瓦国王思洪发（Thohanbwa，1527—1543年在位）见很多比丘在阿瓦城里到处游化，拥有很多信徒，势力很大，认为“缅族人各地的佛塔，与佛法无关，不过是一般帝王藏宝之所”，因此下令各地拆毁佛塔。命令发布后，立刻遭到僧人与民间的强烈反对，诏令无法执行。这更使思洪发觉得僧人势力强大，应该予以清除消灭。于是他命令在阿瓦附近的坦巴卢（Taungbalu）举行供僧大会，邀请阿瓦、实皆、彬牙地区的比丘都来赴会。正当僧人受食时，思洪发下令象马车队齐发，杀害数千比丘，被害的还有很多以博学见称的高僧。同时他还下令烧毁经典及塔寺[86]，这造成了缅甸佛教史上的佛教灾难，其时间虽短，但范围大、波及面广，使阿瓦王朝的佛教受到重创。

思洪发的暴行让百姓痛恨，缅族大臣明吉耶曩用计除掉思洪发，而后众人要拥明吉耶曩为王，他坚辞不就，一个人至山中佛寺隐居。在这次佛教法难中，妙法称、大善称、帝沙萨那他阇三位高僧都设法逃至勃固地区。不久妙法称、大善胜两位高僧圆寂。1551年帝沙萨那他阇重新回到彬牙，跟随当时的僧团领袖祇陀长老，由于长老生病，就把僧团中的一切事务交托帝沙萨那他阇负责，希望他能带领诸多弟子弘扬佛法。虽然帝沙萨那他阇属于阿罗汉僧派，祇陀长老属于斯里兰卡大寺派系的僧人，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僧团之间以发展为要务，团结一致共谋发展。1555年，阿瓦王朝被勃固王朝攻灭，勃固国王建了一座佛寺供养帝沙萨那他阇，后来在他领导下，培养了数百名弟子，其中五位高僧以精通三藏而名闻一时。

二 下缅甸的勃固王朝佛教（1287—1539）

下缅甸的汉达瓦底（勃固）、直通和莫塔马等孟族地区，自1057年被阿奴律陀王征服以来，一直隶属于蒲甘王朝。后来有一位名叫玛格都的人，出生在直通，母亲是孟族人，父亲是掸族人。他曾逃亡到泰北地区，在素可泰王国军队中服务，并升任象队统领。因与国王女儿相爱，1281年逃回下缅甸莫塔马，策动妹夫莫塔马侯阿梨摩叛变蒲甘朝廷，后将妹夫杀掉，在莫塔马自封为王，号“瓦里鲁”（Wareru，1287—1295年在位），意为“天降之王”。后又将其女嫁给勃固侯德勒帕耶，并与德勒帕耶联合，共同抗击“掸族三兄弟”之一的亚扎丁坚的征讨。后来借口德勒帕耶有不轨行为将其杀掉，进而控制了整个下缅甸地区。瓦里鲁王的这些行为均是在得到素可泰国王的支持与认可后才得以实现的。[87]
下缅甸的孟族地区原本就是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的最初传播地，以直通、勃固为中心的佛教文化一直都非常发达。只是在1044年阿奴律陀建立蒲甘王朝之后，发动战争，征服直通王国之后，东南亚佛教的文化中心才逐渐转移到蒲甘地区。在阿奴律陀的努力下，蒲甘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佛教中心。但在蒲甘王朝式微之后，又发生多次佛教文化重心的转移。在蒲甘王朝灭亡之前，有一位在蒲甘出家的孟族僧人舍利弗，受戒于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的阿难陀派，被派至孟族地区弘法。他通达一切经论，教导了很多比丘，深受国王的器重，瓦里鲁国王曾邀请舍利弗根据很早就已经从印度传入缅甸的印度古老著名的《摩奴法典》，编纂了一部《瓦里鲁法典》（Wareru Dhammathat），奠定了缅甸最早的法学基础。同时，瓦里鲁也积极扶持上座部佛教的斯里兰卡系阿难陀派的发展。

1295年，瓦里鲁的外孙假意邀请其进山去捉白象，趁机杀死了他。随后王室陷入内乱之中。在瓦里鲁国王之后的35年间，先后有7位国王上台执政，都时间不长就被更替。因此，国家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与进步。1353年，第八世王彬尼亚乌（Binnyau，1353—1385年在位）即位之后不久，清迈的泰人便攻占了直通、锡当和东吁。彬尼亚乌王经过艰苦抗击，打退了来犯者，收复了失地。1370年，彬尼亚乌王定都勃固，由此开始了勃固王朝（又称白古王朝）时代。在彬尼亚乌王当权时期，勃固王朝与阿瓦王朝建立了友好共处的关系。[88]
1353年有两位孟族比丘慧行（Medhamkara）和大耶舍（Mahayasa）从斯里兰卡留学回国，得到彬尼亚乌国王的大力扶持。他们曾经在斯里兰卡的大寺受戒，属于上座部佛教斯里兰卡系大寺派佛教。此时的缅甸南方佛教自阿奴律陀王攻灭直通以后，佛教就渐衰落，这时靠两位比丘的发扬，下缅甸的上座部佛教又开始逐渐复兴起来，但其与瓦里鲁国王执政时期推崇的阿难陀派不同，这一时期是以从斯里兰卡传入的大寺派佛教为主，但各派仍然存在，因此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

这一时期，高僧著述之风仍然盛行，这两位孟族高僧分别著书立说，为缅甸佛教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高僧慧行著有《世灯精要》（Lokadipaka sara），论述佛教世界观的理论。高僧大耶舍著有《迦旃延文法要略》（Kaccayana sara）及《迦旃延文法论》（Kaccayanabheda），这两本著作讲述巴利文文法，也是缅甸所著的巴利文法的最高权威，在斯里兰卡被称为是缅甸巴利语文法的标准书。[89]
1362年，彬尼亚乌王重修瑞德宫佛塔（仰光大金塔），由当时的9米增至20多米。相传塔内珍藏佛发八根。早在蒲甘王朝时代，这座塔就开始不断地重修和增加高度。[90]到彬尼亚乌王统治时，继续重修大金塔，作为自己虔诚信佛的功德。

1385年亚扎底律王[91]（Razadarit，1385—1423年在位）时，国家又陷入战争之中。由于亚扎底律王精明强悍，武艺高强，精通骑术和马军、象军战术，且手下有一批英勇善战的战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其权势和威望就很高了。王舅渺米亚侯劳皮亚（Laubpya）对此不服，为争夺王位，煽动莫塔马、勃生等地孟族首领反叛，并致函阿瓦王明基苏绍盖，请求阿瓦给予支持，派兵前来攻打勃固。他在给阿瓦王的贝叶书中写道：“汉沙瓦底白象之主彬尼亚乌去世，子彬尼亚勃东又名彬尼亚努委，号亚扎底律，口中有光轮。其父白象之主彬尼亚乌在世时，他就曾在大光反叛其父。现进入汉沙瓦底称王。趁其羽翼未丰，请金殿之主伐之，臣愿领勃生、渺米亚两地之兵从水路进军。如水陆两路夹击，勃固汉沙瓦底唾手可得。事成，良象骏马、贤臣骁将、金银器皿等王可悉数取去。如蒙陛下垂怜，请将该地赋税赐予奴臣。”[92]当时的阿瓦王朝由于位于内陆地区，正希望取得出海口，故马上同意勃固王朝的王舅渺米亚侯劳皮亚的请求，在1386年发动了对下缅甸孟人勃固王朝的战争。派人率领九路象马大军，共七万人，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进攻孟族，由此便拉开了上缅甸阿瓦王朝与下缅甸勃固王朝“四十年战争”的序幕。此后，双方几乎每年都交战，致使双方内耗较大。[93]
1390年，亚扎底律王战胜北方来侵的阿瓦军，逐步平定内部各地叛乱，这是勃固王朝开始兴盛的时期。为了庆祝胜利，国王建筑了勃固著名的“瑞摩陶佛塔”（Shwemawdaw）及其他多所佛寺，举行七日法会，供僧千位，布施与身等量的黄金。曾反对他登位的舅父劳皮亚被打败后，获得赦免释放，安住于瑞德宫佛塔一寺中，甚感满足。[94]
但上缅甸阿瓦王朝与下缅甸的勃固王朝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不断，直到1423年，亚扎底律王的儿子献出王妹信修浮与阿瓦王朝联姻，这场持续了40年的战争才告结束。[95]
1430年勃固王朝的信修浮公主在阿瓦王朝当了7年王后之后，趁阿瓦王朝内部动荡不安，得到两位孟族僧人的帮助，在他们的庇护下，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平安回到勃固。本来她有好几位兄弟，却因父王死后争夺王位，互相残杀，使得王位绝嗣，亚扎底律国王的后裔仅剩信修浮公主一人，故在1454年时，文武百官便立她为王。此时她已经60岁，称彬尼亚托（Binnyathaw）。在她执政勃固王朝19年当中，内政外交都很好，国强民丰，政绩卓著。

当初协助她逃回国的两位僧人之一的达磨悉提（Dhammazedi）后来还俗为相，并被选为女婿[96]，认真辅佐女王治理国家，使国家有了较好的发展。后来，女王自觉年老，决意退位，由达磨悉提继承王位。

女王退位后，便专心致力于佛教事业。勃固王朝佛教最兴盛的时期也正是信修浮女王统治时期。她开始增修瑞德宫佛塔，用九十磅的黄金，涂刷塔顶；周围建筑高广露台，又护以石栏，安装石磴，四周遍植棕榈，瑞德宫佛塔因此成为重要的佛塔建筑。

1472年达磨悉提即位（1472—1492年在位）后，除了积极从事国家建设外，也非常注意佛教的发展。他曾遣使到印度佛陀伽耶，求取菩提树及佛寺图样，作为勃固佛教建筑的模型。信修浮女王在世时，曾扩建过达诺佛塔（Danok），达磨悉提又在勃固建筑了瑞古佳（Shwekugyi）及恰旁（Kyaikpon）两座佛塔。在瑞摩陶之西开建一新城市，在城内营造王宫。民间也争修功德，修建佛寺。在新旧两座城市中，优美的佛塔、伽蓝比比皆是。[97]
达磨悉提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改革和统一了当时缅甸南部的佛教派别。因为缅甸佛教自11世纪蒲甘王朝建立之后，就开始出现缅甸派僧团和斯里兰卡派僧团的对立，不久斯里兰卡系僧团又分裂为三派，彼此互相对抗，这也波及下缅甸。到15世纪中叶，更由于民族之间的对立，上座部僧团的发展日益复杂。

1472年达磨悉提即位后，马上召集各派长老聚会，商议改革和统一佛教派别。当时缅甸南方有六个佛教宗派：一是“柬埔寨派”（Kambujanikaya），此派与阿罗汉僧派有关，但找不出确实的证据，它究竟与柬埔寨佛教有什么关系，无法查证；只因为此派有一座重要的佛寺接近柬埔寨，而且此派自认是从阿育王时派遣的佛教僧团传承下来的。其余的五个派系是原斯里兰卡一派的分支，即车波多系的三派和分别以佛陀王萨（Buddha Vamsa）、摩诃萨弥（Mahasami）二长老为首的两派。[98]这两位长老曾到斯里兰卡留学，回国后各立僧团，分为两派。

1475年，达磨悉提王选派以目犍连（Moggallana）和悉婆利（Sivali） 两位长老为首的22位上座比丘及其弟子22人，并且还有两位使臣前往斯里兰卡求法。抵达斯里兰卡后，斯里兰卡国王非常重视，专门请僧王维达迦摩·迈特勒耶（Vidagama Maitreya）从各寺挑选了24位上座比丘，在凯拉尼亚河将两船连接在一起，作为戒坛，按照大寺派规矩，为这44位缅甸僧人传授比丘大戒。[99]因此，这次斯里兰卡之行，佛教僧团重新接受了斯里兰卡大寺派佛教传承，奉行大寺派佛教。

以“结界”方式创立戒坛制度，改革佛教，净化僧团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达磨悉提王遣派到斯里兰卡的僧团回国后，他首先即选择适当之地，进行“结界”，设立戒坛，定名为“凯拉尼戒坛”（Kalyani Sima），以示对斯里兰卡大寺派的尊重[100]，同时也以此作为改革和净化佛教的开始。

国王规定一切按照佛教律制举行各种佛事活动。例如，大寺派律法规定，凡重要律仪的做法事，一定要在一个结界内，如有一人不和合，则僧事不能成就。僧人在结界范围内举行佛教各种仪式，如受戒、布萨、安居、自恣等。国王还要求全国僧人在戒坛设立之后，一切都依斯里兰卡大寺派的制度，重新举行如法如律传戒的仪式，限期三年完成。大约经过三年的时间，国内各旧派的比丘，都重新受戒，统归为一派。此外，还有僧团分别属于村居派及阿兰若派两类，都和合为一派。凡不合法修行的比丘，都必须舍戒还俗。据《庄严结界》记载，当时全国境内有上座比丘约800位，青年比丘14265位，沙弥601位，共计15666人。在家居士不计其数。

达磨悉提国王这次对佛教派别进行的改革使得缅甸南方勃固的佛教结束了近三百年间各派的对抗，自此重归统一，依律清净和合在斯里兰卡系大寺派佛教僧团系统之中，比丘们不再因地域和民族的差异而互相对抗，这是缅甸佛教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

佛教改革的成功使勃固佛教界内部团结一致，佛教因此有了较大发展。对此，达磨悉提王感到非常高兴，在1476年，曾立《凯拉尼戒坛》碑铭记载此事。碑铭共为十块，高约八米，宽四米。两面都刻有文字。这十块之中有两块为巴利文，八块为孟文[101]。详细叙述了凯拉尼戒坛在勃固王朝建立的缘由，这些碑铭成为缅甸早期佛教史上最珍贵重要的文献。

达磨悉提王对于佛教的发展及其正统性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建构勃固王朝孟人的宗教信仰结构时，他仍然是沿袭了历朝的宗教传统，把缅甸独特的纳特信仰继续保持下来，他确定了36位纳特的神圣地位，从而把纳特崇拜纳入官方佛教的宇宙观之中[102]，进一步将缅甸传统文化与佛教结合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也是繁荣发展的。

1492年达磨悉提王去世之后，勃固王朝王室又陷入内讧，国势日益衰微，在1539年被缅人建立的东吁王朝消灭，勃固王朝灭亡。孟人建立的勃固王朝时间为1287—1539年，前后经过252年，其中1423—1539年可说是勃固王朝的黄金时代，在政治、文化、佛教、商业等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三 缅甸西南若开地区的佛教

缅甸西部若开地区先后经历了四城王朝和妙吴王朝两个发展阶段。其中若开族建立的四城王朝自公元9世纪初建立，公元818—1430年诸王先后在四城河谷地区的彬萨、巴仁、切城、奈迎萨亚东吁和朗杰等城建都，故名。在公元818年时，若开维沙里王朝鄂民鄂东王（即绍瑞鲁王）被人谋害，都城山巴威被毁，由若开族首领齐拓丁（818—828年在位）迁都彬萨后始建。到1430年迁都妙吴，四城王朝结束，开始进入妙吴王朝统治时期。[103]
早在缅甸蒲甘王朝统一缅甸时，缅甸境内西南的若开地区四城王朝名义上也被纳入蒲甘王朝的统治版图，成为蒲甘王朝的属国。[104]后来，蒲甘王朝逐渐衰败，若开地区的四城王朝逐渐摆脱附属国地位，慢慢发展起来。1287年蒲甘衰落后，四城王朝进入兴盛的年代。敏梯王（1287—1389年在位）即位后，大力扩建军队，1298年还抗击了中国元朝军队的入侵，并乘机将孟加拉邦和附近一些小国重新纳入若开的管辖范围之内[105]。但进入缅甸战国时期之后，四城王朝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上缅甸的阿瓦王朝和下缅甸的勃固王朝的战争之中。

1405年若开四城王朝的敏绍孟王在位时，阿瓦王朝进攻，国王逃往孟加拉，王弟敏卡伊在国内坚持抗战，到1429年终于抗战胜利复国。1430年敏绍孟王离开朗杰，建妙吴（一译末罗汉、谬杭）为都。但新都尚未完全建成，敏绍孟王驾崩，临死前将王位移交给王弟敏卡伊。1430—1531年妙吴王朝时期，若开地区有了很大发展，是若开文化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以上座部佛教为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295年若开四城王朝的敏梯王派人修缮了中天竺地区毁坏了的菩提伽耶佛塔，并在该处留下了碑文。[106]此外，在1455年，若开诗人阿都敏钮还专门创作了缅甸文学史上第一部“埃钦”（摇篮歌）——《若开公主埃钦》，反映的是当时若开国王拟与阿瓦王朝国王较量的心情[107]。由于“埃钦”诗是专门对王室的王子和公主们进行教育的启蒙诗篇，故这首诗歌一经创作，就流传较广，并作为一种文体流传下来。

1430年敏绍孟王回到若开地区的时候，带回来穆斯林军队，从此，伊斯兰教开始传入若开地区。[108]
缅甸境内各地方割据势力经过近百年的混战，到14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就霸业的四股势力已经形成。它们是：占据上缅甸地区的掸族缅族联合政权——阿瓦王朝；下缅甸孟族地区的勃固王朝；若开地区的四城王朝和位于缅甸中部锡当河以北一带的东吁王国。这些势力形成了四方对峙之势。[109]但由于阿瓦王朝和勃固王朝、四城王朝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以及各国王室为争夺王位而发生内讧，造成国力衰微，而缅甸中东部的东吁王国由于没有卷入战争，反而得到发展机会，国力逐渐雄厚，最终在1531年消灭了若开地区的妙吴王朝。

四 缅甸中东部的东吁王国的佛教

在缅甸中东部地区的缅人于1279年开始建立了东吁王国。它原本是蒲甘王朝的一个属国，“位于缅甸中部锡当河流域以北班朗河、卡班河与苏瓦河汇合处，这里荒凉闭塞，交通不便，但水源充足，适合发展农业”。[110] 东吁的缅文词义为“山嘴、山岬”，因其地位于山峰突出的丘陵险要地带而得名。蒲甘王朝末期，国内矛盾加剧，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此时，“东吁王对蒲甘朝廷的效忠和臣服只是名义而已，实际是东吁王自己单独进行统治”。[111]
东吁城的修建是东吁王期崛起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关于东吁城的始建，有一个传说：原蒲甘王朝东吁地区有一下属甘巴敏侯，蒲甘王朝败落，甘巴敏侯与所辖民众被孟人掳走时，甘巴敏侯嘱其二子德温基、德温艾，若能逃出孟人之手，可在一山岬处建城发展。另有金达一农民，人称“克伦爸”，听从高僧之言，拟去南部发展。德温两兄弟遂与克伦爸联合，来到东接德勒泰尼瑙和谬杭地区，在北靠明温山脉，西邻皎曹佛塔，东南至克榜河、榜朗河汇合处的地方建东吁城。1279年4月20日建成，德温基登基为王，德温艾为王储，克伦爸被封为“千夫长”。东吁城的建立使得缅族有了稳定的根据地以不断充实国力，并积极向外进行拓展。德温基（1279—1317年在位）执政38年后，德温艾（1317—1324年在位）将兄杀死，自立为王。德温艾死后，其妃苏色拉自立为王，惧怕千夫长克伦爸的权势，想把他引到一佛塔处将其杀死。不想阴谋被千夫长克伦爸识破，反将苏色拉杀死。后来克伦爸继位（1325—1342年在位），东吁从此兴旺起来。[112]东吁王国的信仰由于受到蒲甘王朝的影响，也信仰上座部佛教。例如，克伦爸就是受到高僧指点，去南方发展，故而克伦爸继位之后，广建佛寺，大力扶持佛教。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此时的缅甸正处于以阿瓦为中心的掸族、缅族和以勃固为中心的孟族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为躲避战乱，以东吁为基地的缅族巧妙地利用这个时机，发展生产，壮大实力。当阿瓦与勃固双方实力耗尽，两败俱伤之时，正好为东吁缅族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故东吁王朝逐渐兴起，消灭了上缅甸的阿瓦王朝、下缅甸的勃固王朝和西部若开地区的妙吴王朝。

第五节 东吁王朝时期的佛教（1531—1752）

1531年，德彬瑞蒂（Tabinshwehti，1531—1551年在位）继承父亲明吉瑜（Minkyinyo）的王位，成为东吁国王。[113]当时缅甸正处于分裂时期，但诸王国中一度最强大的阿瓦王国已处于衰落阶段，不断遭到掸邦各地势力的攻击，不得不把最为富饶的皎克西地区“赠给”东吁。若开地区虽然长期保持独立，但偏安一隅，很少顾及缅甸中部地区。下缅甸的勃固王朝虽经过100多年的和平发展，成为一块富庶繁荣的福地，但王室内讧，国力衰败，并没有统一缅甸的雄心。而当时东吁由于始终未参与到阿瓦王朝和勃固王朝的战争之中，偏安一隅，养精蓄锐，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并且已经占有上缅甸最为富庶的皎克西地区，为它统一缅甸准备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尤其是在战争中，很多缅族为了逃避战乱和灾荒，纷纷到东吁来居住，因此缅族在这里的人口日益增多。在这种形势下，德彬瑞蒂决心首先进攻下缅甸，因为当时下缅甸不仅农业经济有所发展，而且商业繁荣，对外贸易兴盛，如果控制了这一黄金地带，与东吁王国已经控制的地区连成一片，就有了稳固的后方、足够的军队和粮食，便于北上阿瓦，西进若开地区。[114]
1533年，德彬瑞蒂率领大军，进攻孟人的勃固城。勃固守军在葡萄牙人的支持下，凭借高大的城墙和先进的火器坚守城池。战争进行了多年，直到1539年，德彬瑞蒂的军队才攻占勃固，并把勃固作为东吁王朝的新都。

一 东吁王朝初期的佛教

德彬瑞蒂开创东吁王朝，雄才大略，为缅甸史上一代名王。首先，德彬瑞蒂经过15年的征伐，先平服了勃固，定东吁为新都；继而收归了马塔及卑谬，统有下缅甸全部，势力扩展到阿瓦王朝南部的敏布、敏建（Myingyna）一带。1546年，在勃固城举行盛大的加冕大典。此后，他又出动水陆大军，进攻西南海岸的若开地区，但被若开国的明平王（Minbin）反用水淹，大败其军队。最后经佛教高僧出面协调，双方同意签订条约，结盟退军。[115]但是德彬瑞蒂国王晚年性格剧变，喜近游猎、酒色，且常无故杀人，故原来勃固王朝的孟人旧臣起兵反抗，攻占了勃固。最后德彬瑞蒂国王被孟族士兵杀死，全国各地纷纷拥兵称王，整个王朝陷入内乱之中。

德彬瑞蒂国王有一异母兄弟莽应龙（Bayinnaung，1551—1581年在位），曾助他开创王朝基业，并被立为王储。德彬瑞蒂被刺死时，莽应龙也同时被逐，后来经过极艰苦的奋斗，前后约一年时间，莽应龙求助于葡萄牙雇佣军，在他们的帮助下，重新攻占了东吁，恢复了王室的统治。与此同时，原来勃固王朝的孟族上层内部为了争夺王位引发内讧，引起很多大臣不满，纷纷投靠东吁王朝。在1552年，莽应龙收复了卑谬，1554年，攻占了勃固，平定了下缅甸各地的叛乱。1555年，莽应龙誓师北伐，此时的阿瓦王朝掸族势力已经衰微，故莽应龙很快攻占了阿瓦，不久征服了整个上缅甸阿瓦王朝统治地区，重新统一了缅甸，这一时期的版图与蒲甘王朝全盛时期相比，还大了许多。因此莽应龙在缅甸史上被尊为“第二位民族英雄”。

虽然莽应龙一生征战南北，但其笃信佛教。随着东吁王朝军事征服的外扩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各地由于宗教信仰有差异，以佛教来统一征服地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莽应龙在位30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积极护持佛法。

首先，广建佛塔是莽应龙执政期间推行佛教的一个重要举措。莽应龙在缅甸境内许多原有佛塔的周围，加建佛寺，在掸人居住的各地也广建佛塔，甚至在占领的各个属国也修建佛塔，例如1563年，他出兵远征泰国，首先攻陷甘本毕，紧接着就进攻泰国素可泰王朝，很快就攻下其首都阿瑜陀耶，俘虏泰王，带回缅甸，让其在缅甸出家。后来泰王请求准其回国礼佛，但其一回到泰国阿瑜陀耶，马上就脱去袈裟，宣告复位。1568年莽应龙重新进攻泰国，再次占领阿瑜陀耶，将其纳为自己的属国，统治素可泰王国辖区达20年。其在占领泰国阿瑜陀耶、清迈等地后，曾拨款修建佛塔，至今泰国北部还有这些佛塔。

莽应龙还积极做功德。他曾宣告每年布波山的祭拜仪式活动中禁止屠杀生物，对饮醉酒者重罚，提倡佛教的“戒杀”，他甚至利用王权，规定在他统治下的掸族人及穆斯林人，皈依为佛教徒。[116]
同时，莽应龙以联姻的方式加强与斯里兰卡的联系。1564年莽应龙遣使至斯里兰卡求亲，斯里兰卡王以一养女结亲，并于1566年将佛牙舍利送至缅甸，供缅甸人民礼拜。莽应龙斋戒沐浴后，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佛牙舍利。[117]
此外，莽应龙经常供养僧众，曾护持“庄严结界”戒场院的集体受戒，也曾从自己的王冠上取下珠宝，严饰塔顶，或供养着有德学的出家人。1572年曾恳请精通巴利文佛教经文、注疏的高僧在他捐建的四佛亭内讲授经典，国王以御用托盘、钵、水罐及金缸、金盆、金罐熔铸成一尊与自身体重相等的佛像，并用九宝装饰佛身，供于金佛亭之中，派人守护以造福众生。[118]
1580年在征服阿瓦王朝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佛经，莽应龙分发掸邦各地，1581年国王在阿瓦城“捐献修造大庙2座、小庙30座，供精通三藏经巴利文经释注的高僧居住修行。同时国王请人刻写了大量藏经，分别给阿瑜陀耶、道格岱、彭世洛、德林达依、土瓦、阿妙瓦底、万象、阿觉、勒外、清迈、景永、景栋、景丁、孟乃、良瑞、底宝、翁榜、登尼、孟密、孟拱、孟养、实皆、蒲甘、室利差呾罗、给杜摩底、达耶瓦底等地各一部，并令摩诃约达乘船给斯里兰卡送去三藏经及其巴利文经释注疏一部”[119]。有力地促进了佛教在原来阿瓦王朝统治区域内的传播。

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莽应龙曾召集全国高僧和大臣，制定法律，根据《瓦里鲁法典》编成《达磨他毗》（Dhammathatkyaw）及《拘僧殊》（Kosaungchok）两部律典。[120]
莽应龙死后，他的儿子难陀巴因（Nandabayin，1581—1599年在位）继承王位，但国家很快又陷入长达16年的分离状态。

二 东吁王朝中期佛教的兴盛

1600年，莽应龙的孙子良延侯（Nyaungyan）在北方阿瓦地区崛起，重新统一了上缅甸。良延侯也奉行佛教治国的理念，曾建一座四层佛殿，并着手建造摩诃摩尼塔（Mahamani），可惜塔尚未完成，他就去世了。之后，由他的儿子阿那毕隆（Anaukpetlun，1605—1628年在位）继位，继续平定各地的内乱，1610年收复下缅甸卑谬、勃固等地，结束内乱，终于重新统一了缅甸全境，使这一时期的东吁王朝有了中兴之势。

在佛教方面，他也迎请斯里兰卡佛牙舍利至阿瓦供奉。阿那毕隆继续完成摩诃摩尼塔寺的修建后，以此供养一位精通三藏的上座，并封之为“大僧统”，统一管理全国境内僧团。此佛寺建有四十座佛殿，寺中有一位名叫毗罗僧伽那塔（Varasanghanatha）的高僧以缅文写了《摩尼珠论》（Manikunthalavatthu），另一位比丘写作有缅文《法王七事论》（Sattarajadhamma-vatthu）[121]。这些佛教著述对于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阿那毕隆国王统治期间，有一位名叫毗陀罗毗那婆斯（Badaravanavasi）的高僧对上缅甸阿瓦、实皆、彬牙等地佛教有很大的贡献。他是缅甸上座部佛教车波多系的比丘，深谙一切经论。他13岁出家，16岁就写作有《本生词》，后来到阿瓦弘法。国王专门在伊洛瓦底江边建寺供养。1638年他60岁时，仍严守戒行住在山上。他提倡研究阿毗达磨，著书立说，曾著有《阿毗达磨颂》、《律庄严疏》（Tikavinaya Lanknra）等，其中关于佛学思想及阿毗达磨的研究的主张影响较大，对于缅甸的佛教思想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他隆王（Thalun，1629—1648年在位）执政期间，缅甸国家太平，致力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把土地分配给没有地的农民。1635年，他隆王把首都从勃固迁到阿瓦，同时积极进行了多种改革。由于过去缅甸历代国王基本都把战俘遣作守塔奴，他隆王改变旧制，使战俘移到农业区，从事农业活动及疏通河道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1638年，还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普查，编制了各地户口、耕地面积、产量和税赋情况的调查统计，作为征税和征调劳役的依据。这是缅甸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统计，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他隆王也积极推行佛教，他在实皆兴建的耶舍摩尼须罗（Yasamanisula）佛塔是模仿斯里兰卡佛塔的形式建造，并把以前从斯里兰卡得来的石钵及其他佛教文物都供奉在佛塔里。

他隆王改革僧伽管理制度，将“大僧统”称号改为“僧王”，成为僧团最高首领管理僧团。当时的僧王精通三藏，特别是对《清净道论》颇有深入研究。同时还有一位与僧王相等的高僧雅利安楞伽罗（Ariyalankara），非常精通巴利文法。他隆王就把这两位高僧都奉为国师。后来雅利安楞伽罗圆寂后，国王建“南林寺”（Dakinavarama）供养其舍利。

后来国王巡行勃固，听到孟族僧批评缅族比丘中没有人能精通三藏。于是国王派人至阿瓦礼请缅族30—40岁通达三藏的比丘30位到达勃固，同时国王也礼请孟族30—40岁的比丘每天到佛寺，让孟族僧人与缅族僧人一起辩论佛法，在辩论中相互有所了解，孟族僧人从此非常尊重缅族僧人的学养。

虽然在这一时期，佛教是东吁王朝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印度教以及神灵信仰在缅甸仍然存在。例如，他隆王重新建立宫殿时，要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有佛教仪式，但在修建宫殿的仪式中，更多地仍然是由婆罗门祭司来主导，例如：

在宫殿四面八方搭起牌楼影棚，向有道行的尊者、圣者、僧侣们布施斋饭。请僧侣们念诵消灾经后，又布施大量物品。1635年1月10日金耀日，太阳初升之时，鼓乐齐鸣，王子王孙、文武将相们穿着盛装，雕修整理新建宫殿所用木料，然后用白伞盖住雕修整理好的木料顶端，并用棉布拉起幢帐，然后插上棕榈树枝、椰树校、香蕉枝，由婆罗门祭司们用少女们汲取来的水进行冲洗。

建造宫殿的顺序是这样的：在正东建一长廊，在缦布上画上月宫和月神，配以白色饰物挂在长廊上。然后请占卡师念咒，供祭敬神用花瓶、椰子、稻谷、大米、托盘、钵、香酥食品、水果、花卉、油灯、槟掷、咸茶、香料汁等物。同时还请占卡师按经典著作规定祭祀29尊星神。缅历996年11月7日（公元1635年1月14日）火耀日，婆罗门祭司手持放着金米花、银米花、金灯盏、银灯盏的宝石高脚盘，自右向左绕场一周，祭祀天帝释、梵天、四大天王、树神、土地神、宇宙神、十方诸神。祭祀完后，鼓乐齐鸣，口念颂词。与此同时，人们手持犁头，开犁破土，来自巴勃、都律扎、阿梅达、拘利等地民众把土集中于自己家乡的方向。11月11日（公元1635年1月18日）土耀日，正午1时3拔，将各种兰花、避邪去瘟药与醋混在一起，经过念咒，涂抹埋入坑内的柱根，然后用金、银、白铜、红铜、锡、黑铅、九宝、七种谷物等填满各坑，然后由右至左埋宫殿主柱。[122]

上述对宫殿动工仪式的描述，从侧面反映出，东吁王朝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和谐并存的。因此，可以说，在缅甸宗教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佛教在东吁王朝仍然是统治者推崇的主流信仰，但是，婆罗门祭司在宫廷里的影响仍然很大，印度教在缅甸文化中一直都有影响。

三 东吁王朝中期佛教的发展

平达力（Pindale，1648—1661年在位）国王继位时，由于历代国王常年的征战，东吁王朝渐走向衰微，佛教弘扬也受到影响。

平达力王在位期间，积极扶持佛教，每年为僧侣受戒出资，每年夏安居期满之时，还要向全国著名的佛塔、佛寺、佛窟布施油灯、象马、粮食、医药等[123]，并曾在实皆建加多奇塔（Ngatakyi），塑供一尊巨大坐佛。

平达力王执政时期，佛教发展较快，有大量的佛教典籍被翻译为缅文。1650年之后，最胜法（Aggadhamma lankara）将《迦旃延文法》《摄阿毗达磨义论》《论母》《界论》《双论》译为缅甸文，这极大地推动了缅甸佛教界在佛教理论方面的研究。同时，最胜法又写有《王室史》。 另外，还有高僧德典（Gunagantha）上座住在阿瓦传播佛教，他精通三藏，与最胜法相处甚为友善，也受到国王建寺供养。[124]
1661年，白莽（Pyi Meng，1661—1672年在位）继承王位，继续鼓励高僧研习佛教经典。其后诸王也大力推行佛教，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多以佛教经典翻译为主，这极大地推动了缅甸佛教本土化进程。

佛教各个派别并存，都出现了对佛教经典有深入研究的高僧。例如，属阿罗汉派的高僧阇摩菩陀阇（Jamabudhaja）将《律藏》及《律注》译为缅文。摩尼宝（Maniratana）高僧将《摄阿毗达磨义论注》《分别论注》《别解脱注》《阿毗达磨集论注》等译为缅文。另外有东林寺（Pubbarama）的比丘不但以巴利文写作《小掌灯明》（Gulahatthadipani）、《清净道论难义解》（Visud-dhimagganthipadattha），同时还将《导论》译为缅文。[125]
东吁王朝的佛经大多是刻写在贝叶上，因此，称为“贝叶经”，到1676年时，缅甸佛教开始用光漆刊印三藏。先用漆水涂在纸上，待漆水干了以后，就书写文字，再涂刷金粉，装订成有丝纹的经书。光漆印经法便于佛经的保存、使用和传播，因此成为古代缅甸抄写佛经的重要方法。后世继续沿用这种方法刊印佛经。[126]
四 东吁王朝末期的佛教

进入17世纪之后，东吁王朝统治区域内各地属国都有起兵反抗活动，泰国清迈王国也时有进犯。在四处征战之中，东吁王朝的国力逐渐下降。

尽管如此，佛教仍然有很大发展，高僧继续著书立说，1733年，高僧智愿（Nanavara）博通一切经论，著有《摄阿毗达磨义论要解》，并为学僧讲授。同时，他还把巴利语字典《名义灯》（Abhidhanap padipaka）译为缅甸文[127]，极大地方便了缅甸僧人的学习。

在东吁王朝这一时期，佛教发展进程中，由于佛经派别较多，各派在佛教戒律方面的主张有所不同，在着衣方面作为一个较大的问题凸显出来。

事实上，在部派争论方面，早在15世纪后期根据孟人的勃固王朝国王达磨悉提的旨意而统一起来的僧团，由于对戒律理解的不同，已经孕育着分裂的迹象。后来在东吁王朝莽应龙统治时期，由于僧团派别较多，互相对立，对于佛教戒律的执行各不相同，僧侣们曾经就应该如何披袈裟的问题发生过分歧，但莽应龙国王似乎不以为然，在其1574年3月下的敕令中，采取了随其自然的态度，认为“僧袍并不就是佛教，僧侣想按什么方式披袈裟，就按什么方式披”。[128]因此，这一争论被搁置下来。

但这一争论始终存在于僧团不同派别之中，在18世纪达到了高潮。在1708年东吁王朝娑尼王统治时期，缅甸佛教派别因此而分裂为偏袒派和被覆派两派。

缅甸东部萨尔温江西岸，有一村名登那（Tunna），一位上座名瞿那毗楞伽罗（Gunabhilankara），他命令沙弥出寺或入市邑时，着衣要偏袒右肩，不必持多罗叶（棕榈叶）遮头，但是却可以用棕榈叶遮阳光。瞿那毗楞伽罗领导的僧团，被人称为“偏袒派”，也因其地名而称之为“登那派”（Tunnaguna）。[129]这派僧侣在东吁王朝后期不断发展，接受者众，但受到正统派被覆派的排斥。[130]
当时的缅甸有四位上座：佛陀拘罗（Buddhan Kura）、质多（Citta）、须离多（Sunanta）、迦耶那（Kalyana）都通达三藏及注疏，主张着衣时，袈裟必须覆盖两肩，持多罗扇，方可入市邑。这一派因此称为“被覆派”（Parupana）。

东吁王朝时被覆派势力较大。

这样的情形，经过24年已有变化。在1732年时，多尼犍毗王邀集四位僧伽上座为判决委员，听取两派陈说意见。偏袒派比丘虽不甚了解三藏，根据很少，但与国王关系比较接近；此时被覆派力量薄弱，却据理力争，不向偏袒派妥协，辩论时静默不语。裁判委员无法执行判决。[131]
1733年，东吁王朝的末代国王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Mahadammayaza Dipati，1733—1752年在位）即位，两派论争又起。为了平息争论，国王邀请被覆派智愿上座为代表和偏袒派波僧沙（Pasansa）为代表，举行辩论，另请一位大长老作裁决。但此位大长老也不甚了解三藏，无法判决两方的意见。到1740年缅境内连年混乱不安，荷兰及英国势力也侵入，因政治的纷扰，着衣论争暂时停息下来[132]。

东吁王朝在内乱外患之中，国力衰微，1740年，孟族起兵反抗，1752年孟人军队攻克皎克西之后，最终攻陷阿瓦，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国王被俘，历经222年统治的东吁王朝至此灭亡。

第六节 雍籍牙王朝时期的佛教（1752—1885）

一 雍籍牙王朝建立初期佛教的发展[133]

1752年，孟族军队攻占阿瓦，东吁王朝灭亡。当时在缅甸国内，1740年以来长期的内战，使得南部陷于动乱之中；1750年以后南方孟族军队北进，又使中部地区遭到浩劫，皎克西等地的水利灌溉网遭到破坏。孟族军队的主力从阿瓦撤回南方时，又把东吁王室成员、许多官员、士兵、工匠掳回南方，其人数可能不下2万。这样。阿瓦以南的广大地区，已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在缅甸周边地区，清迈已在1727年摆脱东吁统治，宣布独立，但偏安一隅，势力不强。若开地区自从1731年以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趋于衰败。波隆阁王（1733—1758年在位）时虽暂时复苏，但颓势难挽，更无力向外扩张。由孟族建立的王朝来统治缅甸，似乎大局已定。[134]
但是，阿瓦西北部从牟河到亲敦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积聚着一股反抗孟族统治的缅族力量。这一地区早在蒲甘王朝后期开始形成，到东吁王朝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东吁王朝末期社会动荡，其势力很少波及这一地区。南方孟族军队攻占阿瓦后，也没有重视这一地区。因为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独立的统治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没有阿瓦地区那样重要，人口也不太密集。同时，孟族军队也担心后方空虚，阿瑜陀耶王朝的军队可能伺机入侵。因此，在攻占阿瓦后，孟人军队的主力就立即南返，仅留下部分守军留守阿瓦。孟人在上缅甸的统治权威受到来自缅人雍籍牙的挑战。

雍籍牙生于1714年，他的祖先自15世纪以来一直是瑞冒县木疏村的头人。在当地很有些声望。雍籍牙本人年轻时到过阿瓦，见过缅王，颇有些见识。木疏村是个拥有数百户居民的大村。阿瓦王朝灭亡后，雍籍牙就在木疏村聚众练兵，并联络附近37个村的首领共同抗拒孟族统治。他们组织当地村民烧毁附近的森林，把木疏村周围数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一片不毛之地，以便于打击前来进犯的孟人军队，同时，又在村寨周围用椰子树和棕榈树干，筑成坚固的木栅栏组成的防御工事。木疏村实际上成为牟河—钦敦江流域地区反抗孟人统治的一个中心。

1752年9月驻守在阿瓦的孟族将军达拉班前来木疏村招降，遭到雍籍牙的拒绝。此后达拉班两次派遣军队进行征讨，都被击退。1752年11月雍籍牙主动发起进攻，突破孟族军队对木疏地区的包围，由防御转为进攻。到1752年底雍籍牙的军队已控制了牟河和下亲敦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1753年6月，雍籍牙定都瑞冒，自称为阿郎帕雅（意即“特成为佛的大王”），建立起缅甸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王朝——雍籍牙王朝，亦称“贡榜王朝”。他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发展生产，增强自己的实力。[135]1754年1月雍籍牙的军队攻占阿瓦。同年，南方孟族大军北上，重占阿瓦。雍籍牙亲率大军与孟族军队大战于瑞冒以北的皎克西，消灭孟族军队的主力。皎克西之役在南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东吁王朝的一些旧臣想趁孟族军队受打击之时，策划让东吁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复辟。但阴谋败露，几百人被处死。这就使南方的东吁旧臣和各地缅族封建领主对勃固孟人政权不再寄存任何一点希望，也使他们不可能再对东吁王朝复辟怀有任何幻想。他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雍籍牙身上。雍籍牙得到东吁旧臣和各地封建领主的支持，力量迅速壮大，一路南下，势如破竹。1754年5月，攻克德宫（Dagon），改名为仰光（Rangoon），意即“战争终了”。他率领大将到瑞德宫佛塔（大金塔）前，庆祝战争胜利，感谢佛恩。1755年7月雍籍牙占领沙帘，12月雍籍牙的大军包围南方孟人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勃固。孟人国王莽达拉接受僧侣和一些大臣的建议，表示愿意献出他的女儿，臣服于雍籍牙，但是，城内的军官主张坚决抵抗。攻城战打得十分艰苦，直到1756年6月，雍籍牙才攻占勃固。至此，除若开地区和丹那沙帘以外的整个缅甸，再次归于统一。雍籍牙为巩固和加强在南方的统治，夷平了沙帘、勃固这两座古城的城墙，把仰光作为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行政和军事中心。[136]
雍籍牙在统一缅甸的战争中，采取了团结孟人的政策。在上缅甸时，他的军队中就有孟人。攻占勃固后，他优先任命一些有声望的孟人为政府官员。他从来没有下过要孟人采用缅人的语言或习惯的命令。而自从蒲甘王朝以来，缅、孟两族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方面逐步接近，文化上互相影响，宗教信仰上趋于一致，民族差异逐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会讲缅、孟两种语言的南方孟人逐渐自认为是缅人。随着北方缅族移民的增加，南方缅、孟两族居民互相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孟人讲缅语，与缅人通婚，孟人的缅人化加速了。但在激烈的战斗中，缅人军队进行烧杀抢掠，勃固城破之日被杀孟人尸横遍野，道路为之堵塞，城濠水沟变为赤色，全城夷为废墟，昔日高度发达的孟人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毁。不少孟人为了免遭杀戮迫害而迁移到泰国。至此孟人在缅甸境内剧减，至今也不过四五十万人。

雍籍牙为缅甸的复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法治，下令编著各种缅文法典。雍籍牙笃信佛教，每日请僧人至王宫接受供养，讲解佛法，同时命令保护、支持上座部佛教，非常重视发挥佛教的作用，任命了宗教事务官，封偏袒派的高僧阿图拉（Atula）为国师，做他的宗教顾问。当时缅甸的佛教教派较多，由于新出现的偏袒派僧团自东吁王朝后期以来发展较快，信徒日众，雍籍牙表示他也支持该派。他多次宣称自己是“佛教的捍卫者、保护人”。他统治范围所到之处的寺院、僧侣都受到保护。他还请国师派出一些僧团，到克钦山区等远离缅甸中心的地区去弘扬佛法。

在雍籍牙国王建立王朝统治后，缅甸僧团内部被覆派和偏袒派的争论又出现了。被覆派善生上座等上书国王，说明僧人进入市邑时，依律制着衣应该被覆两肩。但是当时偏袒派阿图拉正在担任国师，他也上书国王，认为此事以前已经平息，现在不应该再起论争。所以，国王推说国事很多，此事留待以后解决，没有认真处理。可是后来，国王命令全国僧人都须服从国师的规定，这样一来，被覆派就必须遵守偏袒派的规定。但有两位被覆派上座仍教诫他们的弟子应遵守佛制，入市邑时着衣被覆两肩。国王命其中一位牟尼陀瞿沙（Munindaghosa）至王都参加僧众会议。后来，国王把他驱逐出缅甸境外。牟尼陀瞿沙继续游走于各处，教授跟随他的学僧，并将《摄阿毗达磨义论》译为缅文。[137]
1760年雍籍牙国王去世后，被覆派的高僧正智（Nana）受封为国师，他具有高深的智慧和佛教知识，曾用缅文注释《提示》《双论》《大发趣论》。[138]对于缅甸佛教论疏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这时，被覆派和偏袒派的争论又出现了，这时被覆派认为正智长老已为国师，有所倚仗了，于是上书国王，说明僧人入市邑时，应该着衣被覆两肩。但与此同时，偏袒派高僧阿都罗国师也上书说明此事以前已止息，不应再议，所以两派未再争论。

1763年，雍籍牙王朝的第三位君主孟驳王（Hsinbyushin，1763—1776年在位）即位后，封旃陀婆罗（Candovara）为国师，建寺供养国师。孟驳王统治时期，曾发布命令净化僧团，还命修建塔寺。例如1774年，国王依惯例巡视伊洛瓦底江沿岸各地城市，途中经过蒲甘及卑谬等地，前往礼拜佛塔，看到瑞德宫佛塔因1769年地震发生部分倒塌情况，命令重新修建，并献出与身等量的黄金涂饰塔顶，更以宝石装饰塔顶上的金轮。[139]
1776年，新古王（Singu Min，1776—1781年在位）继位之后，被覆派有一位名叫曼陀摩罗（Mandamala）上座，他培养了很多学僧，主张僧人入市邑时，着衣应被覆两肩才合法，认为偏袒右肩的规定在三藏及注疏典籍中是找不到根据的。他引据多种经论，专门就着衣的规定问题写了一本书来辨别是非。同时又有一位难陀摩罗（Nandamala）比丘依据三藏及注释等，向新古王呈书，说明僧人入市邑时，着衣应被覆两肩，在任何经论中都未有偏袒右肩入市邑的说明。于是国王邀请两派僧众在王宫中举行集会，各自陈述理由和意见。

被覆派依据经律，举明出处，如说：“比丘沙弥当学着衣遮蔽（身体）。”因巴利语Parimandala一词，意思即是“遮蔽身体”或“遮蔽全身”之义。同时，偏袒派无法引经据典，举不出偏袒的佛典依据，仅说是依前人流传下来的规制实行。结果偏袒派辩论失败，于是国王命令全国所有的僧人进入市邑时，依被覆派的律制实行被覆两肩。[140]这意味着在新古王执政时期，被覆派僧团和偏袒派僧团在着衣的争论中，被覆派僧团胜利了。

二 雍籍牙王朝兴盛时期佛教的发展

1782年雍籍牙的第四子孟云王（Bodawpaya，1782—1819年在位）登上王位，成为雍籍牙王朝的第六位国王。在其统治期间，雍籍牙王朝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佛教也得到了繁荣发展。

这一时期，缅甸佛教派别众多，在孟云王执政时，被覆派僧人和偏袒派僧人的着衣论争又起。那时偏袒派高僧阿图拉还在担任国师，他上书国王，说明僧人入市邑时，着衣偏袒右肩是合法的，因为他们已经找到斯里兰卡已证阿罗汉果位的目犍连上座著述的《小圣典》（Culagantipada）中说：“沙弥着衣，应如僧伽梨挂搭于左肩上，再转束腰部。”但经过辩论和核查，发现阿图拉根据的论典是斯里兰卡与目犍连同名的一位比丘所写，而且不是很正确的论典。[141]1784年4月，国王宣布，命令全国僧人一律应依被覆派律制实行，僧人入市邑时必须全覆双肩。同时关闭了偏袒派的寺院，放逐其僧人，偏袒派势力因此逐渐衰微，甚至无存了。这场长达75年的论争到1783年终于结束了。

为了进一步整顿僧团，孟云王加强了对缅甸佛教界的管理，首先，实行严格的僧侣考试制度。孟云王曾多次令僧侣参加宗教考试，每次考试都由摩诃丹蕴组织并进行监察。考试通不过者，一律还俗，其师父也要受到惩罚。在1785年7月颁发敕令，要求按照佛学知识的水平分高、中、初三级，对全体僧侣进行考试，只有通过考试者，才能成为僧侣。[142]同时，规定僧人如果住在首都，生活用品由国家按月发给；不同级别的僧侣在待遇上也有所不同。1787年，孟云王甚至下令在考试不及格者的脸上和身上刺字。每次考试后，摩诃丹蕴要报告有关情况，并将未能通过考试者的名单存档。[143]
孟云王还督促佛教界严格持守戒律，1786年6月，孟云王下令成立一个由12人组成的宗教事务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审讯无视戒律的僧侣。孟云王任命的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摩诃丹蕴，负责召开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144]
1788年，若那毗沙陀阇（Nanabhisasa-nadhaja）受封为僧王。他受比丘戒五年，著《导论新疏》，戒腊八年时被封为僧王，著有《长部疏》以及其他多种经论注疏。他在僧王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促成国王派遣僧人去斯里兰卡，同时带去巴利文文献，将缅甸上座部佛教的“阿摩罗补罗僧派”（Amarapura-niaya）传入斯里兰卡，因为阿摩罗补罗（Amarapura）是雍籍牙王朝时的首都，因此阿摩罗补罗僧派，意即“缅甸僧派”。此举大大促进了缅甸佛教界与斯里兰卡佛教界之间的友好交流，同时也使缅甸佛教派别成为斯里兰卡佛教的一个派别。

孟云王还十分重视解决寺院经济的问题。他曾经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和登记寺院土地。孟云王允许寺院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规定耕种寺院土地的农奴要把收成的十分之一献给寺院。他本人也经常把大量金、银等物献给寺院，以取得佛教僧团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孟云王也不让寺院占有太多的土地，防止造成寺院经济势力的膨胀。他在1783年3月下令规定，过去属于寺院，但已没有明确记载的寺院土地，应收归国家；从这些土地上征得的赋税，应交摩诃丹蕴，但仍用于宗教事务。[145]
1784—1785年期间，孟云王出兵征服了缅甸西部地区的若开王国，将其纳入缅甸统一的版图之中。当时的若开王国有一尊著名的摩诃牟尼大佛像，被认为是可以护佑若开王国的象征，为全国人民所敬仰。若开王国被征服后，摩诃牟尼大佛像及其他各种青铜像等都成为战利品，用船载运至阿摩罗补罗。同时，孟云王在若开国境内的佛寺里搜集到约六百块碑刻，交由僧人研究这些碑刻，曾作誊本作为历史珍贵的资料加以保存。[146]
孟云王还派出大批僧侣，到全国50多个地方传教，同时广泛延请高僧说法，传播佛教。例如，若开地区的一位名叫摩诃摩耶牟尼（Mahamayamuni）的高僧也受礼请至王都弘扬佛法。孟云王时也多次派出官员和僧侣到印度中天竺留学，并要求他们在留学期间注意收集和翻译各种典籍。这些留学生搜集了100多种用孟加拉文和梵文写成的有关宗教、医药、天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把它们译成巴利文和缅文。大量印度著作译成缅文，对雍籍牙王朝时期缅甸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47]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为雍籍牙王朝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 雍籍牙王朝后期佛教的发展

早在1813年，美国浸礼教会贾生（Judson）夫妇就抵达缅甸传教，开始了他们在缅甸漫长的传教生涯。到1823年，已有5个美国传教士到达缅甸，他们活动于仰光、毛淡棉、丹老、土瓦、实兑、仙道卫等缅甸沿海城市。由于缅甸是临海国家，在雍籍牙王朝建立初期，国势尚强，可阻止外国势力侵入，但在雍籍牙王朝后期，仰光已被开辟为通商港口。后来西方列强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和政治发展，不断东来攫取殖民地。1823年，英军增兵印缅边境，在1824—1885年间，英国对缅甸先后发动了三次战争。1824年2月，英国对缅甸第一次宣战，海军进攻仰光，1826年，双方讲和，英国在缅甸占得很多有利条件。

1829年，巴基道王（又译作孟既）下令编撰《琉璃宫史》，以求把史籍的年代更新到最近。雍籍牙王朝初期是缅甸封建王朝时代的极盛时期，国内形势稳定，经济发达，国力充实，版图也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大。巴基道王即位后，虽然在这期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英缅战争，缅甸初尝败绩，割地赔款，但是巴基道王仍雄心勃勃地想有朝一日定能雪此大辱，恢复并扩展祖辈基业。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巴基道王召集了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道加彬大法师、咨政大臣摩诃达马丁坚、大骑兵统领吴耀、内廷府传旨官吴前、大侍史吴漂、负责灌顶加冕礼的婆罗门学者亚扎德瓦和古木德亚、内廷府传旨官吴越、大侍史吴鲁基、侍史吴昂达、内廷大臣曹侯、内廷大臣兼平民大臣辛占侯等13位僧俗学者组成一个“缅甸历史编写组”，并亲自督战，命令他们在琉璃宫偏殿内，参照缅甸国内各种史书、典籍、碑铭、档案文献、佛学经典和“雅都”、“埃钦”、“茂贡”等诗篇编写出一部缅甸大编年史。这三卷本史书的编写始于1829年，历时近四年。因其是在琉璃宫内写就，因此，称为《琉璃宫大王统史》，简称为《琉璃宫史》。

从历史学角度看，《琉璃宫史》是缅甸的一部编年史，是缅甸历代各王朝的一部帝王将相史。内容从上古开天辟地开始，将缅甸各朝各代一直到雍籍牙王朝1821年间的兴衰成败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是一部珍贵的记述缅甸历史发展的巨著。从文化视角看，《琉璃宫史》又是一部缅甸佛教发展史，也是一部缅甸文化发展史，它对缅甸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形态、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缅甸文化的各种表象做了详尽的论述，对缅甸佛教的传入、传播、发展做了全面的记载，对缅甸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交流进行了记录，因此，《琉璃宫史》还是一部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史。[148]
英国势力继续侵入缅甸，而缅甸王室中又常发生争位政变，加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在1852年，英国派兵，先后攻占了仰光、勃固、马塔班、巴森等重地。1853年敏东王（Mindon，1853—1878年在位）推翻异母兄弟即位，就跟英国讲和，划割整个下缅甸，包括沿海地区，成为英国的统治范围，结束了第二次英缅战争。但这时的雍籍牙王朝已经是饱受战争之苦，国力衰败。

这时缅甸的佛教发展也受到战争的影响。但仍然有高僧写作的佛教注疏不断涌现出来。1846年，般若殊多毗陀阇者（Pannajotabhidhaja）受封为僧王，他曾译《增支部》及《增支部注》为缅文。伊耶达磨（Eyyadhamma）高僧将《无碍解道注》译为缅文。摩光尼光正法（Manijotasaddhammalankara）将《相应部》及《相应部译注》译为缅文。慧胜种（Medhabhivasa）将《长部》及《长部注》译为缅文。[149]
1857年，敏东王迁都至曼德勒。他在政治上励精图治，想要重振国家，在佛教方面，他笃信佛教，扶持佛教，因此，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敏东王在缅甸佛教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举行了佛教史上的第五次结集。1871年敏东王召集两千四百位高僧，在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按照缅甸佛教史的叙述，第一次结集三藏是佛圆寂之年在王舍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在佛圆寂百年时，在毗舍离举行。第三次结集是于佛圆寂236年时在华氏城举行。第四次结集有两种说法，大乘佛教认为是佛灭600年时，在迦湿弥罗五百比丘集会，迦腻色迦王护法；南传佛教认为是佛灭6世纪初，在斯里兰卡毗多伽摩尼王时。因此，敏东王主持的这次结集被称为是第五次结集。这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详细考订校对圣典原文的同异，加以改正，经过五个月完成。同时，这次结集的三藏文字分别被镌刻在729块方形大理石上，竖立在曼德勒山下的拘他陀塔寺（Kuthodaw）里，外面以45个佛塔围绕，历时五年多才竣工。

鼓励佛教界高僧进行理论著述。敏东王在位期间，伊耶达磨僧王写有《善王之道》（Suraja maggadipani），为学僧讲解《中阿含注》，这些内容被记录和翻译之后，书写在贝叶上，在佛教界广为流传。同时，他还培养出很多杰出的弟子。其中他的弟子般若萨弥（Pannasami）后来成为著名的国师。般若萨弥在受戒五年之时，以缅文写作《音义分析》（Saddatthabhedacinta）一书，在受戒十年之际，把巴利语辞书《名义明灯》译为缅文，并引用多种经论进行考订。后来又写有巴利语《佛教史》（Sasanavamsa），这本佛教史共分十章，详细叙述了佛教发展的历史，其中缅甸佛教史有六章，占全部内容一半以上，以极大的篇幅叙述了缅甸佛教发展历程。这部著作成为后世对缅甸佛教进行研究的重要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此外他还著有其他多种理论作品，既代表着当时缅甸佛教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僧团学习研究佛教之风气。

缅甸佛教僧制甚严，在南传佛教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12—19世纪末，斯里兰卡系的僧伽罗派和末罗姆摩僧伽派逐渐分裂，形成善法派、瑞景派、门派等。现今缅甸佛教僧团主要有哆达磨、瑞景、达婆罗三派，前二者为传统宗派，达婆罗派则为19世纪末由哆达磨派的改革者所创，僧众最少。这三派在教义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在戒律方面稍有差异，特别是在所持用物、着衣律制等方面的主张有所不同，故此分裂为不同教派。

敏东王执政时期，当时由于斯里兰卡的缅甸系佛教派别被斯里兰卡其他佛教派别认为不如法，故内部有争论。这一争论也波及缅甸，故敏东王对此进行了佛教派别的整顿。1847年，从缅甸传到斯里兰卡的僧团在河面上举行布萨羯磨仪式时，为了方便，就在河岸边建了一道桥，但这桥连接到结界范围以外了。当时由智善心（Nanalnakarasumana）上座主持佛教羯磨仪式。两三年后，有一位提难陀上座（Dhinanda），认为戒坛不合法的，不愿共同进行羯磨，因此，缅甸传到斯里兰卡的僧团分成两派。1856年12月，提难陀派两位比丘到缅甸请示僧王，僧王审查经律，申明那样的羯磨是不合法的。因此两位比丘重新自僧王受戒，次年八月回到斯里兰卡。1858年斯里兰卡的智善心高僧也派两位比丘，一位沙弥与一位俗人一起到达缅甸，僧王也为这两人重新授戒，然后协助他们回斯里兰卡，后来缅甸传到斯里兰卡的佛教派别僧侣都到曼德勒重新受戒。[150]
1885年11月11日，英国与缅甸爆发第三次战争，英军很快就攻陷首都曼德勒，缅甸雍籍牙王朝的末代君王锡袍王（Thibaw，1878—1885年在位）被俘，与王后一起被放逐到印度孟买的拉德乃奇黎岛（Ratnagiri）上，英国于1886年宣布缅甸为英国女王统治下的版图，这既宣告了雍籍牙王朝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长达600余年的缅甸主权国家的消失。

第七节 殖民统治时期的佛教（1885—1948）

1886年1月1日英国驻印度总督达费林宣布整个缅甸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这标志着缅甸雍籍牙王朝的结束，从此缅甸完全沦落为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佛教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处于低落阶段。[151]
一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之宗教政策

英国殖民者统治缅甸初期，缅甸各族人民不满被西方殖民者统治，在境内纷纷组织游击队，反抗英国统治，但缅甸最终被并为印度一省，在政策方面，完全沿用英国统治印度的制度，对此，缅甸各族人民尤感不满，至1897年4月4日，成为“自治省”。后来由于缅甸人不断展开民族运动，到了1937年4月1日，英国正式宣布缅甸与印度分治。

在统治初期，英国殖民者采取了各种措施，实行各种宗教政策，以建立在缅甸的殖民社会的宗教文化秩序。

（一）降低佛教的国教地位

1886年，英国吞并缅甸后，殖民统治者意识到，佛教和僧侣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潜在因素，因此，殖民当局必然要对缅甸传统的宗教和文化进行打击和摧毁，以建立殖民统治的法律和秩序。缅甸在英人统治下，缅甸社会中许多原有制度，均遭到破坏。

佛教对缅甸社会有着很大影响，它不仅是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支柱，而且是缅甸广大人民社会行为和生活习俗的准则。佛教僧侣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多方庇护，也受到广大人民的尊崇。因此英国殖民当局表面上不干涉佛教，但也不正式承认佛教。原来的缅甸佛教寺院拥有土地、僧侣享有司法权和免税权，为此，英国殖民当局剥夺了佛教僧侣的司法权，迫使佛教僧人在宗教界和社会中的地位有所降低。

英国殖民当局对缅甸佛教的事务采取随其自然的态度，不重视佛教的发展，甚至破坏缅甸的佛教寺院，恣意穿着鞋子进入佛寺，不尊重缅甸人民的宗教习俗。

（二）改变僧团的自组织模式，英国政府加封僧王

由于英国对缅甸佛教界施加压力，1886年，锡袍王公布：“英人意图侵略缅甸，目的为毁灭佛教。”因此才使得缅甸僧人以后常常关心和涉及政治，希望政治与宗教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僧王曾禁止僧人太关心或涉及政治。[152]
英国最初统治缅甸时，般若萨弥僧王还在世。但是按照佛教传统的僧团组织管理模式，僧王是由国王加封，而不是由僧团中推出。但现在缅甸被英国进行殖民统治后，缅甸没有国王了，那以后僧王由何人加封？到1901年，库仁（Vurzon）至缅甸访问时，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他主张由缅甸僧团自选，然后由英国政府加封。1923年，继任为僧伽领袖的是坦温（Taunggwin）长老，英国政府封为“教统”（Sasanabaing），职位与僧王相等。

（三）打击和限制佛寺对教育的传统垄断地位

英国殖民者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打破传统寺院与缅甸教育直接的联系。缅甸在英国殖民统治以前，佛教寺院承担着基本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教育的功能，教师一般由僧人担任，负责教育任务。百姓按照传统，在其一生中至少要有一次短期出家到寺院学习，英人统治缅甸后，专门设置了一些非宗教学校，这些普通学校后来居上，有取代佛教寺院学校之势。缅甸人民子弟传统的佛寺教育，在英人新教育制度下，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可是缅甸人民基础教育的水平不高，很多人还是选择到佛教寺院学校学习。

二 佛教团体及其近代民族主义运动[153]

在英国殖民者的打击和摧残下，佛教的地位迅速下降。但是，佛教在缅甸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即使英国殖民统治者采取再多的措施，也无法使佛教从缅甸传统社会中消失，相反，这只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抗。缅甸沦为殖民地以后，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缅人都感到不满，不断有人起来反抗英国，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缅甸知识分子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与缅甸传统的佛教思想结合起来，以复兴佛教为旗帜，提出缅甸人在社会和教育方面应该享有和英国人一样的权利。他们还成立一些组织，发展缅甸的宗教和教育事业，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缅甸近代民族复兴运动。

（一）曼德勒佛教复兴会

1897年7月，一些知识分子在缅甸曼德勒地区建立了“曼德勒佛教复兴会”，这是缅甸较早成立的佛教团体。该会还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在启迪人们的民族意识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其影响下，缅甸全国各地相继出现类似的组织。

（二）缅甸佛教青年协会

1906年“缅甸佛教青年协会”成立，其前身是“佛教青年会”。从1906年成立至1917年解散为止，其活动时间持续约10年。

1906年，由吴貌基（U Maung Gyee）、吴梅翁（U May Oung）、吴钦（U Kin）、吴巴英（U Ba Yin）和吴巴佩（U Ba Pe）等20个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缅甸人创立了具有宗教性和文化性的组织团体——佛教青年协会，协会的总部设在仰光市。

“佛教青年协会”一开始是一个非政治性组织。佛教青年的主张主要是涉及佛教问题和教育问题。佛教青年协会的宗旨是为促进民族语言、宗教精神和教育的发展而努力。在佛教青年协会成员的努力下，大批的缅甸青年参加了佛教青年协会，协会的影响扩大了，以至于在仰光“差不多政府的所有缅甸官员、缅甸的经纪人和商人、退休的官员、教师和无论政府机构或商业组织的缅甸会计都积极地参加了它”。

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佛教青年协会开办了自己的图书馆，出版自己的刊物，1908年创办《缅甸佛教徒》报，1909年出版英文周刊《缅甸人》和缅文、英文、巴利文月刊《巴利人》（《缅甸佛教徒》）。这些刊物宣传的主要是佛教和教育的内容。1910年佛教青年协会开办了许多图书馆。到1910年3月20日，佛教青年协会举行第一次全缅甸大会时，全国已经有22个分会，正式成员346人。在这次会议上，佛教青年协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稍后将成立常务委员会指导和管理全国的佛教青年协会。1911年，佛教青年协会的成员吴巴佩和吴拉佩（U Hla Pe）创办了第一份全国性的缅甸文报纸《太阳报》，开始提出一些涉及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不过，1916年以前，佛教青年协会的成员并不主张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佛教青年协会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批评腔调和语气也是相当温和的。如在佛教青年协会每年的年会上常常高唱英国的国歌，祈祷词是“上帝保护英王”。但后来不久，佛教青年协会通过了几个重要决议，其中之一是用“佛陀”代替“上帝”，即新祈祷词改为“佛陀保佑英王”。1916年，在兴实塔举行的第四次年会上，协会代表在宣誓表示忠诚后，通过了一个“向尊贵的缅甸副总督和省级官员表示要派遣一个100名缅甸人组成的军队赶赴前线”的决议，以表示对殖民政府的拥护。在初期，一些协会成员试图把佛教青年协会发展为政治性组织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在佛教青年协会的年会上，往往只是讨论有关宗教和社会的细小事务，例如不要奢侈地举行“辛标”仪式、婚礼、僧侣的葬礼，应帮助学校的佛教教育、资助佛教学校等。佛教青年协会存在的最初10年里，仅仅关注宗教、社会和文化上的问题：坚守五戒；注重教育（宗教的和世俗的）；关注社会改革；提高艺术和文学素养。

然而，1916年在兴实塔举行的第四次佛教青年协会年会上，这个组织的年轻成员公开提出协会应该除了进行宗教、文化活动外，还要从事政治活动。这标志着该组织开始转型，积极参加反对殖民统治的运动，转而进行政治运动。

1916—1919年，佛教青年协会组织和领导了反对“不脱鞋”运动[154]，并取得了胜利，从而激发了缅甸全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1917年，在彬文那召开的佛教青年协会第五次全国年会上，吴巴佩提出了政治目标，并提交了建议提案。他倡议举行一个对现有宪法抗议的运动，以便迫使英国殖民政府给予缅甸人权利和政治自由。他还要求应由缅甸人担任殖民政府中的一些重要职务，例如副专员、地区检察官、地区法官、土地登记部、移民部和海关的官员等。在这次年会上，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带有政治性的问题，例如在一个决议中对在铁路上设立欧洲人专用车厢提出了抗议；在另一个决议中要求英国殖民当局制定相关法律，防止土地落入外国人手中。同时，会议还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到印度拜见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固，提出在缅甸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1917年佛教青年协会第五次年会的召开，标志着这一个组织不再仅仅是“超政治的组织”，它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政治问题。由于组织性质的变化，佛教青年协会的领导层发生了分裂，以吴梅翁、吴貌基和貌金（Maung Khin）为首的保守派离开了协会。1917年，英国殖民政府下令所有在政府机关供职的官员退出佛教青年协会，这使协会的保守力量进一步减弱。

1918年，英国殖民者提出了“克拉克多计划”，这个计划借口缅甸缺乏自治政府的经验和缅甸人普遍缺乏较高的教育训练，“否定了直接选举，取消了由省督选定的部长，……选民主要由村长充任，但是他们实质上和形式上都是政府的官员”。佛教青年协会拒绝了“克拉克多计划”。1919年2月和5月，佛教青年协会在仰光举行了几次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号召缅甸人民拒绝“克拉克多计划”，并决定组成缅甸代表团到英国伦敦反映缅甸人的真实要求。7月7日，吴布、吴巴佩和吴敦辛（U TunShain）组成一个代表团前往伦敦请愿，提出了“要以平等态度对待缅甸，在缅甸实行二元政制”等要求。1919年8月，佛教青年协会和新成立的“争取缅甸改革同盟”在仰光召开大会，讨论缅甸的改革，谴责“克拉克多计划”，强调缅甸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的长期政治联系，要求在缅甸实行在英属印度主要省份实行的那种政治改革。到1919年，佛教青年协会已经拥有220个分会，1万名会员，开办了30个国民学校，而且与之结成联盟的协会和妇女协会总数达到了400个。1920年10月29—31日，佛教青年协会在卑谬召开第八次年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健全“佛教青年协会”的宗旨和扩大协会的决议。决议中提出佛教青年协会不仅要从事宗教和文化活动，而且要公开地开展民族运动。决议还决定把协会的名称改为缅甸人民团体总会，从而完成了把佛教青年协会转变为一个政治组织的过程，带有宗教性的佛教青年协会至此退出了缅甸的历史舞台。

总体而言，佛教青年协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它的存在意义是巨大的。

第一，佛教青年协会是缅甸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虽然最初佛教青年协会产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存缅甸传统的宗教和文化，但是随着协会的发展，尤其是1916年第四次年会之后，协会的民族主义性质更加明显。

第二，佛教青年协会使缅甸人民产生了普遍的民族主义意识，缅甸人开始思考和关心国家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国家的命运。佛教青年协会产生的最初10年，虽然只是关注宗教和文化问题，但是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全缅甸人民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1914年，在佛教青年协会第二次年会上，通过要求政府把伽颂日（karson）作为圣日的决议，但遭到政府拒绝，因此引起了全缅甸人民的愤怒，激发了民族情感。1916年后，佛教青年协会对政治问题尤其是针对“蒙塔固宣言”和“克拉克多计划”的行动也再次掀起了缅甸全国人民对国家政治问题的讨论和思考，最终确立了缅甸近代民族主义在缅甸的地位。1916—1919年的反对“不脱鞋”运动，使缅甸全国的民族主义意识空前高涨，促进了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

第三，佛教青年协会的活动及其社会影响力使缅甸人了解和认识了外部世界，使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在产生之初就与世界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亚洲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青年协会会员吴巴佩和吴拉佩创办的第一份缅文报纸起到了先锋作用，一方面，它先后报道了印度近代民族主义运动、1905年日俄战争的实际情况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国的情况，有助于缅甸人民了解和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它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批评也进一步激起了缅甸全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同时，在佛教青年协会的影响下，缅甸的民族文化事业也进一步发展，到1920年3月，缅甸全国已经有10种左右的缅文报纸和3种缅文杂志。

第四，佛教青年协会的性质及其活动使得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宗教的深深印痕。佛教青年协会的宗旨大体是“涉及缅甸佛教徒在宗教、社会地位和教育方面的福利”。而综观佛教青年协会的活动，无不充满佛教的宗教色彩，最突出表现就是1916—1919年领导的反对“不脱鞋”运动。

第五，佛教青年协会的领导策略和方法为以后的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佛教青年协会的群众集会、政府请愿、提交备忘录和向英国本土派出代表团等方法和策略，在以后的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都被广泛地加以运用。

当然，不可否认，佛教青年协会还存在很多缺陷，例如在成立初期，协会比较保守和软弱，协会始终是由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商人、大地主和缅甸民族资产阶级等组成的组织，没有提出独立的要求等。[155]
（三）缅甸佛教团体总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与非洲不约而同地兴起民族独立的浪潮，尤其是印度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缅甸民众。缅甸各地的佛教青年会、妇女会和一些爱国团体，联合组成了“缅甸佛教团体总会”（General Council of Buddhism Associations，C.C.B.A.），要求英国统一在缅甸实行类似印度的政体改革，但被英国政府拒绝。此后，以“缅甸佛教团体总会”为中心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在僧人参加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涌现出很多著名高僧，其中以吴·乌多摩（U.Ottama）及吴威沙拉（U.Visara）两位高僧最著名。

吴·乌多摩于1921年从印度归国，领导反英运动，提出拒用外国商品，使用本国货及不与英国政府合作的主张。

1923年吴威沙拉与缅甸著名高僧吴欧德玛法师见面，受其影响，他开始走上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1926年，吴威沙拉在达雅瓦底县达雅欧镇因违反当局不准讲演的禁令，并在讲演中抨击政府，被判处1年零9个月的徒刑。按照狱规，凡是入狱的人都要穿狱服，吴威沙拉认为自己是出家人，不能穿除僧服以外的衣服，否则就是违反戒律，结果被狱方强行剥夺袈裟。他以绝食来进行抗议，决心取不回袈裟就不吃饭。1929年2月29日吴威沙拉出狱。继续从事反对殖民当局的斗争，在罕瓦底县冬挂市佩涌村举行的“不合作”（缅语“温达奴”）协会年会和三藏考试中，以及在欢迎印度独立之父圣雄甘地的仪式上，吴威沙拉不断地宣传“温达奴”精神，为此再次入狱被判处6年徒刑。在狱中，吴威沙拉法师坚持要求穿袈裟和在缅历月圆日与晦日守戒的权利，但没有得到同意，于是他再次进行绝食斗争。吴威沙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引起全国佛教徒的注意，阿嘎摩诃班蒂达大法师阿累窦拉、巴格雅法师、九文台善哉寺监院嵯德那雅玛法师、耶德那信疆法师等人在大金塔召开会议，决定与宗教部长交涉，让当局同意吴威沙拉坚持宗教信仰权利的正当要求。但是这次交涉没有结果。此时吴威沙拉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1929年6月17日晚8点20分，吴威沙拉法师在坚持了166天的绝食之后，终于去世。全国人民在大金塔西走廊外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荼毗（火化）仪式。吴威沙拉是为缅甸独立和民族解放献出生命的第一个佛教僧人。他的惨死，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反对殖民当局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缅甸独立后，政府在首都仰光市阿龙路与代嘎埃离路交会处的环岛，为他立了铜像，并将代嘎埃离路改名为吴威沙拉路，规定每年缅历的6月17日是吴威沙拉纪念日，以此表彰法师唤起民众的功德。[156]
后来在缅甸成立的各政党的著名领袖，大多是出自以前“佛教青年会”或“佛教团体总会”的中坚分子。而且各政党中，甚至有爱国青年僧人参加。[157]
在缅甸民族独立运动中，有很多人以佛教名义甚至很多出家人直接参加，因为出家人一方面本于爱国卫教的热忱，另一方面利用佛教团体的组织容易号召群众。所以，初期的缅甸爱国团体，即以维护传统的文化和宗教为口号。缅甸的首相最初就向全国人民以“佛法的护持者”自称。[158]
佛教和佛教僧侣在团结缅甸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佛教唤起了缅甸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在20世纪以前，在缅甸，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农民阶级都没有形成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佛教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意识形态更能为缅甸人民理解和接受。缅甸沦亡以后，人们常常聚集在寺庙讨论宗教问题。在讨论中，自然而然地接触到英国殖民统治和民族问题，从而激发起人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第二，佛教是初期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在保卫和复兴佛教的旗帜下，缅甸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他们团结起来，成立组织，致力于社会启蒙活动，表达缅甸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愿望。第三，佛教僧侣成为初期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很多僧侣投入反英斗争中去，并且以他们在缅甸人民中的威望，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号召人们参加反英运动。吴欧德马就是爱国僧侣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四）其他社会团体

1.缅甸人民团体总会

1919年，佛教青年协会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在学校中取消缅语课程，抗议堵塞仰光大金塔西门，设置英军坟场。它反对殖民当局在缅甸进行的欺骗性改革，派代表团赴伦敦，要求在缅甸实施印度其他省份实行的改革。1920年9月在卑谬举行的年会上，缅甸佛教青年会改名为缅甸人民团体总会，开始更大规模地参加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不久，缅甸人民团体总会就被迫在内讧中瓦解了。

2.缅甸人民党

在英国殖民当局的干预和分裂下，其中一些人退出了佛教青年会，建立了缅甸人民党，主张通过和英国殖民当局合作以实现自治的“温和路线”。

3.我缅人协会

1930年，原佛教青年会和缅甸人民团体总会中的部分中坚分子在仰光大学成立了“我缅人协会”，主张民族独立，主要成员为吴努与昂山。1938年，德钦昂山担任该组织的领袖，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159]但有一点必须注意，英人占领并统治全缅甸后，佛教走向全面衰落。

三 缅甸佛教学术成就

缅甸佛教界一向重视对于三藏，特别是论藏的研究。因此在英国统治时，缅甸佛教学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国佛寺中都存有巴利文三藏，曼德勒逐渐发展为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在佛寺中也能见到一些珍贵罕有的经典。

（一）经论著作

这一时期是缅甸佛教理论得到很好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佛教理论著作。全国有圣典印刷所三处，即“汉地瓦底印经处”（Hanthawady Press）、“蒙提尼三藏印务处”（P.G.Mundyne Tipitaka Press）、“札布密特瑞印经处”（ Zabu Meet Swe Press），包括印刷三藏、注释、疏抄等。

20世纪初，缅甸佛教界研究阿毗达磨最为著名的是比丘雷迪西亚多（Ledi Sayadaw），他著有《双论的研究》及《哲学关系》，分别于1914年及1916年由伦敦巴利圣典协会出版。尼雅西亚多（Nyaungyan Sayadaw，1874—1955）曾被选为僧统，著作约150种，其中重要的有《大会经》（长部20经）、《梵天请经》（中部49经）、《雪山（夜叉）经》（相应部19经）、《戒蕴疏》、《礼敬疏》等。

另一位直通的比丘明古西亚多（Mingun Sayadaw，1868—1955）著有《弥兰陀注》（1949）、《藏释注》、《迦毗那（衣）抉择》、《涅槃论》等。他持有许多新见解，与僧团及政府相抗，如他在《弥兰陀注》中，认为比丘可以为女子传授戒法。

吴蒙齐（Ldeipandit U.Maung Gyi）及吴林（U.Lin）二人也有阿毗达磨方面的著作。另有智光（Pannaloka）上座用孟加拉语撰写有关阿毗达磨方面的论著。[160]
（二）禅修理论及其实践

19世纪末20世纪初，缅甸佛教出现许多以教导禅修而闻名的禅修老师，并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在家众禅修运动”，使得僧团实践的“内观禅修”（vipassanā meditation），尤其是“纯观”（pure insight）的内观禅法，逐渐普及于一般在家信众。其中马哈希念处内观禅法较为盛行。

早期禅修运动的高僧是缅甸北部的雷迪西亚多（Ledi Sayādaw，1846—1923）和缅甸南部的明坤杰达汪西亚多（Mingun Jetavan Sayādaw，1869—1954）。他们为后世缅甸禅修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明坤杰达汪西亚多的禅修理论

明坤杰达汪西亚多是缅甸近代第一位设立专门的禅修中心指导僧俗二众进行禅修实践的高僧。他的传承可追溯至被尊为阿罗汉的替隆西亚多（Thilon Sayādaw，1786—1860）。明坤杰达汪西亚多不仅以教导四念处禅法闻名，当时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巴利学者，以巴利文撰有《弥兰陀王问经注》一书，并在书中提倡恢复上座部比丘尼传承。他培养了马哈希西亚多这样的禅修老师，为缅甸的禅修培养了大量人才。

2.雷迪大师的禅修理论

雷迪大师（Venerable Ledi Sāyadaw，1846—1923）在19世纪末已经在缅甸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英国占领缅甸后，1881年由英国人戴维斯（Rhys Davids）创立了“巴利圣典协会”，开始关注缅甸佛教的巴利语传统。“巴利圣典协会”出版了雷迪大师的《双论研究》与《哲学关系》，使之成为缅甸僧侣在欧美学界占一席之地的第一人，而雷迪大师除了擅长论述之外，也广泛推广以观察“受念住”为入手的直观法门，影响深远，遍及缅甸的各种禅修道场，以及在家修行雷迪大师直观法门的人。目前在缅甸北部重镇曼德勒（Madalay）近郊有一间专属的雷迪禅修道场，负责传播雷迪大师的禅修主张及其实践体系。

（1）雷迪大师生平

雷迪大师于1846年出生在缅甸北部税布省（Shwebo，目前的孟瓦Monywa省）Dipeyin镇Saing-pyin村。他就读于村中的传统僧侣学校，由僧侣教导读写缅甸文与巴利文。

他8岁时就在南达他亚法师（U Nanda-dhaja Sayadaw）指导下学习，15岁成为沙弥，得到了那那他亚（Nana-dhaja，意为“知识的旗帜”）的法号。他的理论体系包括了巴利文法与各种巴利经文，特别精通于阿毗达摩研究。他曾写了一篇颇有争议的评论，称为《究竟真理手册》（Paramatttha-dipani—Manual of Ultimate Truth）。后来他更正了一些稍早发现的错误，并接受批评。终于使比丘们接受了他的更正，最后缅甸佛教界以之为标准。

19世纪中叶还没有电灯，在当沙弥的日子，他白天会固定研究经文，天黑后与比丘及其他沙弥，靠记忆背诵经文。他以这种方式精通了“论藏”的经文。18岁时由于对自己的学习不满意，觉得过于局限于三藏经文（Tipitaka），乃暂时脱下僧袍，恢复世俗的生活。过了6个月，他的第一任老师与另一位有影响力的明听法师（Myinhtin Sayadaw）派人去找他，他又回来过沙弥的生活，从此再也没有脱下僧袍。后来，他告诉一位学生：“我刚开始是想学会吠陀来为人算命赚钱。但是我很幸运能再度成为沙弥。我的老师非常有智慧；他们无限的爱与慈悲拯救了我。”沙弥那那他亚在甘达玛法师的教导下，8个月内精通了吠陀，然后继续学习三藏经文。在20岁时，1866年4月20日，南达他亚法师为他授戒，他成为比丘。

1867年那那他亚比丘离开他的老师与从小长大的孟瓦区，到曼德勒（Mandalay）继续研究。当时是在敏东王（King Min Don，1853—1878年在位）的统治期间，曼德勒是缅甸的皇家首都，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他跟随当时几位重要的老师及博学的在家学者学习。主要是住在大光莲寺（Maha-Jotikarama），跟着三空西亚多（San-Kyaung Sayadaw）学习。三空法师是缅甸著名的老师，曾经把《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Path of Purification）翻译成缅甸文。

此时，三空西亚多举行考试，提出20个问题来考两千名学生。那那他亚比丘是唯一能完整解答所有问题的人。1880年他出版这些答案，取名为《波罗蜜手册》（Paramidipani—Manual of Perfections），这是雷迪大师同时以巴利文与缅甸文两种文字书写的第一部佛教著作。

1871年敏东王在曼德勒举办第五次佛教结集，再将确定的文字刻在729块大理石石板上，直到今天都还在，每一块石板置于一个小佛塔中，环绕着曼德勒山脚下的金色固都陶（Kuthodaw）佛塔。在这次结集会议中，那那他亚比丘帮忙编译了《论藏》的经文。

当了8年的比丘后，那那他亚比丘通过了所有的考试，成为合格的初级巴利文老师，在大光莲寺任教。他在那里又继续待了八年，教书及做学术研究，直到1882年，回到孟瓦，时年36岁。他以教导完整的而不只是零散部分的《三藏经》而出名。

为了教导孟瓦的比丘与沙弥巴利文，他白天进城，晚上过河到西岸，在拉潘同（Lak-pan-taung）山边的小寺庙静坐。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但他似乎是在这时候开始以缅甸的传统方式练习内观（vipassana）：专注于观息（anapana）与感受（vedana）。

1885年英国人占领了上缅甸，并放逐最后一位君王锡袍（Thibaw，1878—1885年在位）。1886年那那他亚比丘进入位于孟瓦北边的雷迪森林静修。不久，许多比丘到森林中来寻求他的教导。他于是建立寺庙容纳他们，名为雷迪托亚（Ledi-tawya）寺庙。他后来就根据这座寺庙名，取了众所周知的新名字：雷迪。随着影响日益扩大，很多人都来这里修行。

雷迪大师在这座寺庙里教导了许多努力求法的学生，平常还是会回到河对岸的小木屋修习静坐。他在雷迪森林寺庙待了10年之后，开始出版学术著作，阐述自己的佛教主张。他先后出版过很多书籍，第一本是1897年出版的《究竟真理手册》（Paramattha-dipani），第二本是Nirutta-dipani，专门介绍巴利文文法。由于其学术影响较大，因此他被认为是缅甸最博学的比丘之一。

虽然雷迪大师主要是在雷迪托亚寺庙修行，但有时也会到缅甸各地教导静坐修行与讲解佛教经文。

法理（pariyatti）与实修 （patipatti）同样精通。他在旅程中完成许多著作，例如他在从曼德勒搭船前往勃郎（Prome）的两天旅程中，写了Paticca-samuppada-dipani一书。

后来他也以缅甸文写了许多关于法（dhamma）的书。他说他要写得让单纯的农夫都看得懂。在他之前，很少有为在家人写的讨论法的文章，比丘们即使口头教导，也时常引述很长的巴利文段落，然后再逐句翻译这些平常人难以理解的文句。为此，雷迪大师努力向社会大众传法。他写的Paramattha-sankhepa是一本有两千首缅甸韵文的书，翻译出Abhidhammattha-sangaha经，这是为年轻人写的，直到今日还非常受欢迎。他的追随者成立了许多学会，使用这本书来推广《论藏》的学习。

大约在20世纪初，铁吉老师首度参见了雷迪大师，向他学习内观。后来铁吉老师成为缅甸最知名的在家静坐老师，他也是葛印卡老师的老师——乌巴庆老师的老师。

到了1911年，雷迪大师的学者名气与静坐老师的名气越来越大，连当时统治缅甸与印度的英国政府都授予他Aggamaha-pandita（最伟大的学者）的头衔，他也获得仰光大学文学博士的学位。在1913年到1917年，他与伦敦巴利经文学会（Pali Text Society）的Rhys-Davids女士通信，他对于《论藏》的一些讨论，经过翻译后出版在巴利经文学会的期刊上。

雷迪大师可算是当时最杰出的佛教人物。对于传统内观修行的复兴，使出家人与在家人都较容易接触到内观，他功不可没。除了他的教诲之外，准确清晰深入的学术研究，也对正法的实证有很重要的影响。[161]
（2）雷迪大师的禅修主张

雷迪大师力主推动四念处直观法门，尤其是以“受念处”为入手，他对巴利三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缅甸佛教的禅修系统发展阐述了深远的影响。

雷迪大师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南传佛教僧人，其既注重论理的研习，又强调禅修，并著有大量作品，现在各国广为传播的《阿罗汉的足迹》：《三十七道品导引手册》（Bodhipakkhiya Dipani），就译自雷迪大师（Ledi Sayadaw，1846—1923）《佛教手册》第八部分。

《阿罗汉的足迹》这本书由于论述清晰，广引三藏典籍，又能推陈出新、自成一格，并累经国际知名的修行高僧如耶那婆尼卡长老（Nyanaponika Mahathera）的润笔、推荐，在欧美佛教中颇负盛名。此外雷迪大师在《证入无我的利益》一书中的主张，如果一位修行人能够清澈地觉知到“无我”的特征，他就达到了“预流果”的境界，因而完整地断除“我见”或“身见”。其理论主张是：先通过四界分别观，来修行色业处，然后再修名业处。之后修行缘起法，再观照名色法的无常、苦、无我。其禅修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推动了缅甸禅修活动的兴起。

3.莫哥西亚多

莫哥西亚多（Mogok Saydaw，1899—1962）是雷迪西亚多（Ledi Saydaw，1846—1923）的追随者。雷迪西亚多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师，他在20世纪初于缅甸弘法，使缅甸的佛教徒对于缘起法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莫哥西亚多继续将他的教法加以发扬光大。莫哥在僧团里面是个很有名的学者，他花了三十几年的时间在上缅甸教授佛教心理学及佛经；有一天他突然发觉自己好像是一个牧牛者，虽然很认真地照顾这些牛群，但是他却没有机会享用这些牛提供的牛奶。

他离开他的教职，前往明贡（Mingun），去接受密集的毗婆舍那训练。几年之后，在俗家弟子的要求下，他开始在各城镇教导内观，并在仰光开设一个很大的佛教禅修中心指导人们修习毗婆舍那禅修。

莫哥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强调一个人对法的理解的重要性。他认为，先要对法有认识才可进入内观的修习，他教导学生区分世俗谛与胜义谛，胜义谛是由元素及五蕴所组成的，然后他会解释缘起的循环，教示如何经由因和果，贪欲和渴望使人们陷入了存有和痛苦的轮回中。

莫哥理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内观法的发展以上述的认识作为基础。首先，瑜伽行者开始学习专注呼吸使心念集中，接着便训练观察意识或者感受的变化，即明觉它们十三种不同的面貌。最后随着禅定的深入，莫哥强调此时所有知觉都变成只是五蕴的生灭而已，亦即肉体和精神的变化过程。这种绵密的身心变化（不只单纯注意到变化），必须透过自身的经验才能直接体验到人们整个生命的存在是如何的不圆满及无我，在五蕴的生灭过程中透视法的自性，行者就能圆熟地止息及停止缘起的轮回，这时便能达到最高的涅槃境界。

莫哥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是，重视缘起法。强调对缘起法的理解和运用。他解释因缘流转如何运行而引导人们去体验身体与精神变化的过程，而借由内观的训练可以使禅修者超越因缘流转而获得真正的解脱。[162]
4.铁吉大师禅修理论

1873年6月铁吉老师（Saya Thetgyi）出生在仰光南边八哩远仰光河对岸的颇伟吉（Pyawbwegyi）农村。出生后取名为波铁（Maung Po Thet），后人尊称为乌铁。由于必须帮助家计，他接受的正规教育大概只有六年。

乌铁小时候没有机会出家当沙马内拉，而这在缅甸很重要也普遍。后来是他的外甥努特在12岁去当沙马内拉时，乌铁自己也去出家。后来，他受戒成为比库，当了一段时间的出家人。23岁时，他向一位在家老师学习了观息法，并且持续练习了七年。他游遍缅甸，前往高山丛林之间的寺庙，向各种老师学习，包括比库或在家人士。最后他听从了第一位老师的建议，前往北方的孟瓦省（Monywa）向雷迪大师学习。

他先后追随雷迪大师达七年之久，后来他回到了村庄，按照雷迪大师的指导精进修行，探索定（samadhi）与慧（panna）的修行方法。1915年，乌铁去拜访当时年约70岁的雷迪大师，并将他的静坐经验与课程情况告诉老师，雷迪大师非常高兴。

雷迪大师在这次会面时将他的手杖送给乌铁，说：“我的大弟子，拿着我的手杖往前走。好好保存它。我给你手杖不是要你长命，而是当成一项祝福，这样你的生命就不会有灾难。你会一直很成功。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教导心与物质（名色 nama and rupa）的正法给六千个人。你所知道的正法是无穷尽的，要发扬佛陀教法（sasana），替我向佛陀教法致敬。”第二天，雷迪大师集合所有僧侣。请乌铁留在那里十天到十五天来教导他们。然后雷迪告诉聚集的比库：“你们都请注意听，这位在家居士是我的大弟子乌铁，来自缅甸南部。他能够像我一样传授静坐。想要学习静坐的人请跟随他，向他学习技巧，好好修习。从我的僧院开始，请Dayaka Thet（一位供养僧侣的在家居士，提供食物、僧袍与医药等服务）替我升起正法的胜利旗帜。”

乌铁教导25位熟悉佛学的僧侣内观静坐。这时候他开始被称为铁吉老师（Saya Thetgyi，“saya”是老师，“gyi”是字尾尊称）。雷迪大师鼓励铁吉老师替他传授正法。铁吉老师对雷迪大师写的许多书都了然于心，能够将正法与佛经融会贯通，他老师后来建立了内观中心，许多人前来学习静坐，铁吉的名声开始传播。他教导单纯的农夫与工人，也教导熟悉巴利经文的人。其禅修中心离仰光不远，由于当时的仰光是英国统治时期的缅甸首都，所以政府职员与城市居民，如乌巴庆也慕名前来学习。越来越多人来学内观静坐，铁吉老师指派一些较年长、较有经验的禅修者担任助理老师，譬如乌钮、巴苏与乌努特。

由于当时很少有在家居士任内观老师，铁吉老师会碰到比库老师所不会面对的困难。例如有些人反对他，因为他并不通晓佛经。铁吉老师不在乎这些批评，只让修习的成果说明一切。

他传授内观30年，以自己的经验与雷迪大师的书为参考。到了1945年，72岁时，完成了教导数千人的目标。为了医疗与再会他教导的学生，铁吉老师搬到了仰光。他告诉一些学生，他将在仰光离开人间，而且他将在从未举行过火化的地方被火化。他也说不要把他的骨灰供奉在庙堂，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解脱，也就是说，他还不是阿拉含（完全解脱者）。他教导所有去探望他的学生要勤奋修习，尊敬前来修习的僧侣，严守身口意三业的纪律。[163]
结语

当然，总体而言，在英国占领全缅甸后，佛教开始全面走向衰落。佛教丧失国教的地位，没有中央组织，而以寺院为单元，过去是一村一寺，渐渐两三个村或三四个村才有一寺。过去有僧王管理全国佛教，在英人统治后，僧人已丧失过去爱国王和官员尊敬的地位，甚至有时僧王职位也被去除。寺院学校，特别是注册的寺院学校，大量减少，1916年有3418所，到了1925年仅剩1182所，许多僧人渐丧失作为老师和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地位。[164]可以说，佛教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受到了较大的损害。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缅甸民族复杂，地理风俗、言语差异大，宗教呈现多元化特征，除了佛教外，还有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原生性宗教存在，经济上有金融资本家及被支配者阶级，感情难以融合，但佛教是缅甸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其影响力较大，能够将缅甸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统治，争取国家的独立。[165]
第八节 当代缅甸佛教（1948— ）

缅甸人民经多年的努力奋斗，终于实现国家独立的愿望。1948年1月4日英国人将政权归还给缅甸人民。缅甸从此结束了长期的殖民地统治，成立了“缅甸联邦共和国”。1948年缅甸独立后，作为传统文化的佛教又成为缅甸人民的精神指导。

20世纪80年代僧侣积极参与到振兴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之中，80代末90年代初，佛教僧侣参与了反政府的民主斗争。这期间，缅甸全国成立了许多支持民主运动的僧侣组织，如曼德勒四方僧侣联盟、法师僧侣协会和全缅青年联盟等。1950年，缅甸政府组建了宗教事务部，宪法也强调了佛教的特殊地位。议会通过《佛教组织法》《巴利语大学与达摩师法》《巴利语教育法》等一系列有关佛教的法令，把弘扬佛教文化及其管理用法律的形成固定下来，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和法律的依据。1951年8月26日全国性佛教徒组织——佛教评议会在仰光正式成立，缅甸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教高潮。

1950年缅甸政府到斯里兰卡，将珍藏在那里的佛教圣物——佛牙迎回国内，供人民瞻拜。这次奉迎佛牙的活动是缅甸独立后国内首次举行的重大佛事活动。它调动了国内僧俗两界佛教徒信仰的热情，同时也拉开了缅甸国内一系列重要佛事活动的帷幕，为缅甸佛教复兴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952年，缅甸新政府为迎合广大佛教徒复兴佛教的愿望，大兴土木，建造寺窟。首都仰光城东有一座小山，名“吉祥山”。政府拨款在此修建了一座“世界和平塔”，在塔旁又修造了一座大圣窟。在窟的旁边，还新建了亚巴拉高耶那大寺，共有600余间房屋，为世界佛教大学的所在地。还修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它们与塔寺组成了一个现代缅甸佛教建筑群，成为现代缅甸佛教的中心地，是缅甸政府复兴佛教、弘扬佛教文化的政绩之一。

1954年，缅甸在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活动时，邀请各国佛教界代表在缅甸召开上座部佛教第六次结集大会，参加者有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柬埔寨、泰国、老挝、巴基斯坦等国的比丘共2500人。会上根据各国的各种版本和缅甸第五次结集的总结，对巴利文经典进行严密的校勘，从而产生了目前最完善的巴利文大藏经版本，印行结集版藏经51卷本。

1954年底，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三届大会在仰光举行，这是国际性的佛教会议首次在缅甸举行，表明了缅甸佛教界和政府参与世界佛教活动的决心，为1958年世佛联总部迁到缅甸做了准备。这次会议的召开也为缅甸第六次结集增添了声色，使两者相得益彰，相映增辉。

1961年8月，缅甸政府公布关于佛教为国教的两个法案，10月宣布佛教为国教，但同时又宣布给其他宗教一定的权利，引起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各教教徒的不满，发生了各宗教间的流血冲突事件。1962年3月，奈温开始执政，采取措施限制僧侣干预政治，加强对佛教寺庙和团体的控制。1962年4月，颁布“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规定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取消以佛教为国教。1965年正式废除吴努在1949—1952年为促进佛教发展而制定的几个法令，缅甸联邦佛教会也改为缅甸联邦革命政府佛教整理委员会。从1962年至今，佛教界基本上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当局强调僧侣要遵守戒律，脱离政治。比丘到国外去弘扬化法的活动基本停止，外国学者和僧侣到缅甸学习修禅与研究佛学也受到限制。但由于传统的佛教及其影响的根深蒂固，使政府不得不有限地参与佛教活动。佛教在缅甸社会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一 佛教僧团的发展

缅甸佛教的僧团，是由蒲甘王朝传承下来，曾经过多次分裂和统一。现在缅甸佛教的僧团，主要分三派，即哆达磨派（Thudhamma）、瑞景派（Shwegyin）、达婆罗派（Dvara）。三派在教学上，对三藏圣典的尊奉都是一样的；只有在戒律上，特别是所持用物、着衣法及生活仪节有些差别。哆达磨派及瑞景派，是传统的宗派，组织庞大，而哆达磨派僧众较多；达婆罗派，在19世纪末才成立，是针对旧哆达磨派的改革派，在戒律上主张严格实践，此派僧众最少。哆达磨派，在戒律上，可使用伞和草履，可咀嚼槟榔果实，允许观剧、吸烟，特定诵经的场合，许可用扇。瑞景派，午后可以咀嚼槟榔果及叶、吸烟、乘马车、观剧、咒符，许可用扇。瑞景派，主张凡律藏原典的戒法，都要严格遵守。又哆达磨派僧人，在佛寺及出外，着衣都要偏袒右肩，并积极参加社会关怀。瑞景派及达婆罗派，出佛寺外，着衣要被覆两肩。

缅甸佛教只有比丘、沙弥、信士男、信士女；没有比丘尼、沙弥尼、正学女（式叉摩那）。据缅甸宗教部统计，全国僧人约13万，到每年安居三月期间，增多数万。全国佛寺有两万余所，每所佛寺都由一位德学及戒腊高的比丘任住持，领导住众修学和处理寺务。在佛教盛行的地区，每一个乡村都有数所或至少一所佛寺，较大的佛寺，都有佛殿、讲堂、佛学院、佛教学校和休憩处的设立。住持通常担任院长及学校校长。一般社会风俗，普通男孩十二三岁，入寺为沙弥；满20岁，可进受比丘戒。出家后，除三衣一钵及应具物外，伞、文具、书籍、眼镜许可携带；指环、手表及一切装饰品，严禁持有。饮食自托钵而来。出家人日常用品，由俗家亲属及信徒供给；出家人接受僧教育，不缴学杂费等。出家后，如不想继续过僧团生活，可随时舍戒还俗。[166]
缅甸僧人的修行有日常的规定。如果在佛寺，平常清晨四至五时起身做早课。天明后，出外托钵。午饭时间较短，很少上课及做法务，如有空余时间，比丘、沙弥可自行处理个人内务或禅修。必须在正午以前，食事完毕。午后，长老、上座们开始教学，教授青年比丘、沙弥经论教理、经文念诵，或为佛教学校上课。晚上有晚课，复习所学课程。佛寺中设立的普通佛教学校，多数为小学，僧人可任老师，教学童一些简单的佛教教理、行仪、念诵。至于佛学院的教育，青年、比丘沙弥主要学习的是巴利文法、巴利语、巴利语翻译经文、经文佛法以及常念诵的经文，另外也学习一些社会领域的科目。

僧人的修行实践中要参加各种羯磨仪式。一些地区佛教活动、民间佛教仪式、国家庆典等，如有需要时，僧人也须出席参加一般佛教徒结婚，出家人亦受请诵经祝福及供养。还有命名仪式、新屋落成、死者葬仪，出家人大多受邀参加，采用佛教仪式。哆达磨派的僧人，更有为俗人占星、符咒、驱逐恶鬼等。总之，缅甸僧人在社会民间，普遍受到尊敬和供养。在宗教生活上，他们修行和研究圣教；在民间，他们是宗教师及知识分子。[167]
二 佛教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发展

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成立缅甸联邦共和国。1950年缅甸政府到斯里兰卡将佛教圣物佛牙迎至国内，让人民瞻拜。当佛牙抵达仰光时，总统吴瑞泰、总理吴努亲率文武百官至码头恭迎，后在许多城市做巡回展出。这一活动极大地激发了缅甸人民信仰佛教的热情。这次奉迎佛牙的活动是缅甸独立后国内首次举行的重大佛事活动。它调动了国内僧俗两界佛教徒事佛的热情，同时拉开了国内一系列重要佛事活动的帷幕，为缅甸佛教复兴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随后，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的宗教政策，管理宗教事务。

第一，1961年缅甸联邦制定《宪法》，其中第21条规定：“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数公民的宗教特殊地位。”“国家又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及神教为联邦境内现存之宗教。”[168]从宪法的角度对宗教地位给予认可。

第二，缅甸独立不久，佛教在政府协助下，于1950年设立了僧伽法庭、宗教部、佛教评议会三个组织机构，专门管理佛教事务。

僧伽法庭：僧伽法庭巴利语作“法的规范”（Dhamma-acariya），分两处设立，一在首都仰光，另一在古都曼德勒。两处僧伽法庭负责促进和监督僧人的戒行，以及解决僧俗之间的法律纠纷；但仍常遇到困扰的问题。僧伽法庭主要为僧人设立，因为僧人在戒律上的轻重罪，在国家法律上可能是没有罪了；同时僧人上普通法庭，也不很适宜，有损佛教尊严。不过僧人如确实犯了严重国法，则先劝令或强还俗，再受国家法律治罪。[169]
宗教部：宗教部的设置，是基于《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公民之宗教特殊地位。”佛教在政府协助之下，制定与僧伽有关系的法规，培养佛教教师。基于宪法，联邦总理吴努（U.Nu）及宗教部长吴千顿（U.Chan Htoon）为佛教徒的指导者。为发扬佛教，必须有佛教机构的存在，作为政府与佛教之间的联系，所以有佛教评议会的设置。吴努总理在国家议会中说：“佛教评议会是缅甸全体佛教徒代表的团体，负有宗教上指导性的组织。目的在促进全国励行宗教实践，建设佛教稳固的基础。佛教要保持辩论，佛教传教师要仿效基督教派遣传教师至外国宣扬佛教。”[170]
佛教评议会：佛教评议会（The Buddha Sasana Council）于1950年制定条例，1951年8月26日成立。《佛教评议会条例》（The Bud-dha Sasana Council Act）规定由本部及地区八十名委员组成，担任咨询委员会的功能，赋予如下之任务：

（1）单独或由组织协力，向缅甸联邦及外国宣扬发展佛教思想。

（2）在缅甸联邦内外，设立传布中心，提供研究会所及必要的设施。

（3）施行佛教圣典笔试及口试等，计划推行振兴佛教圣典的工作。

（4）推行及奖励佛教圣典研究。

当时的宗教部部长奈温（Ne Wan）认为振兴佛教须具三个要素：真实虔敬的僧伽、坚固团结的在家教徒、政府奖励。这三个要素结为一体，缺一不可。

佛教评议会具体推行的事业，首先将巴利经典译为缅甸文发行，实施巴利经典考试制度。前者费用多数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后者协助在家佛教徒实现研究经典的意愿，成绩优良者给予奖励。1952年，开始有一万两千人报名，分十个场所，考试阿毗达磨原典。1960年，有一万五千人以上报考。政府甚至也鼓励监狱中的囚犯研究佛典，每年举行两次考试，及格者就由佛教评议会发给证书。

吴努总理向议会提议建立培养佛教人才的机构。他认为提倡佛教向海外传播，需有培养人才的机构，所以1952年成立了佛教大学。僧人入学的条件是需具备佛学知识，在这里主要是学习英语及印地语。可惜后因种种原因而停办，有些已就学的外国比丘被遣散。向国外传播佛教和佛教评议会的计划在吴努总理努力下微有成效。吴努到印度访问时，邀请40位年轻人到缅甸学习佛教，给予佛教知识的培训，以期他们成为未来在印度重新弘扬佛法的教师。

佛教评议会在佛教修行方面，亦提供方法上的指导，由有经验的人指导修习内观法，在全国设立组织推行实践。[171]政府派遣僧人前往山区，对不信仰佛教徒的山地居民传播佛法，这一做法在殖民地时代是没有的。宗教部也派人员参与，这表明政府以佛教为促进各民族团结的手段。佛教评议会努力的结果，据1959年的报告，在北部边区建立了122所小型佛寺，有124位僧人担任民众的指导者，佛教一并供给学童教科书和衣服等。僧人传教师的衣物和饭食，都由佛教评议会捐献款项中拨出。

三 当代佛教教育

缅甸佛教考试制度之严格在东南亚各国堪称第一。在缅甸举办的佛教考试中，如果是通过律藏试者，称为持律者（Vinayadhara），三藏经典考试全部通过者才能称为三藏师，这是最难的，也是最高荣誉。这一考试制度在缅甸的南传佛教体系中占有极重要之地位。[172]
一般来说，缅甸僧人从出家为沙弥开始，首先要学习日常念诵的经文，学习初级佛学知识，背诵戒本，然后学习巴利文，对于佛教知识的学习也相应地由初级逐渐转为高级阶段的学习。每年由宗教部派员，会同各地高僧，举行一次大考，按照从初级至高级进行分级考试。通过高级佛学程度考试者，由政府颁给“法师”文凭。在第四级大考时，要背诵古典巴利名著《名义明灯》（巴利辞典）。第六级大考及格者，在发给文凭前，须经过品貌检查，需身体五官无残缺者，才可颁给，因为这是一个教导师的学位。凡精通巴利三藏及有二十年戒腊者，政府封赠“哲士”荣誉称号；1956年时，缅甸全国比丘获得哲士学位者53人，获得法师文凭者1004人。

当时缅甸各地共有巴利语佛学院38所，后来政府对于佛教教育也做出了规定。1954年9月缅甸联邦政府宣布“政府设立的各个学校禁止讲授佛教课程”，其理由是缅甸为一多民族国家，各族信仰宗教不同，政府应听凭各自发展，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但这一禁令，很快受到佛教徒反对，认为佛教是缅甸多数人信仰的宗教，政府的命令有违人民意愿及民间的习俗。结果政府与佛教界协议，佛教徒学生可授佛教课程，其他宗教徒学生，也可授其所信奉之宗教课程。[173]设立在佛寺的公立学校可以开设佛教课程。

四 举行第六次佛教结集

1954年5月17日卫塞节时，缅甸佛教在国家赞助下，举行“第六次结集”，由宗教部负责，实际上是由佛教评议会推动工作。这次结集的意义，旨在团结佛教徒，促进上座部佛教的兴盛，以及提高缅甸作为独立的国家的国际地位。

场所是选在仰光北郊五里处的艺固山岗上。先仿效印度第一次结集时的七叶窟建立一个石窟，窟内大殿堂可容纳一万人，投资约二百万美元，这是吴努总理要求政府出资兴建的。在山岗上，原先有一座1951年落成的和平塔，塔基周围300尺，高118尺，塔内藏有舍利弗及目犍连二大弟子的舍利，在和平塔与石窟附近，建有一间佛教大学，一座戒堂，一座图书馆，一所疗养院，这是缅甸独立以来最伟大的建筑物。第六次结集以敏东王时第五次结集所镌刻的729块大理石经文为依据，并广采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伦敦巴利圣典协会，以及缅甸各种巴利文版本，作详细校订。最后结集完成，印刷流通。这次集结，邀请了各南传佛教国家比丘参加，大乘佛教国家比丘，也受邀请往观礼，共花两年多时间，至1956年5月24日卫塞节完成，以迎接佛诞2500年的隆重庆典。[174]
五 政府的宗教政策及“佛教国教化”运动

在缅甸独立后，佛教振兴的工作，固然获得不少进展，进步很大，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佛教国教化”的问题在推行时，受到很多阻挠，成功只是昙花一现，最后终因政治上的变动而被废除。

早在1947年5月，缅甸在奋力争取独立期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在仰光起草宪法时，就有人提案“佛教国教化”。但为避免妨害国家团结，因宗教而引起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不和，最终决定“国家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同年6月9日，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有关宗教的积压项是：“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数公民之宗教特殊地位”（第21条第一项）。“国家又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及神教为联邦境内现存之宗教”（第21条第二项）。“国家在宗教的信仰或信条的理由上，不限定条件或没有差别”（第21条第三项）。1954—1956年，第六次结集期间，佛教国教化的呼声再次燃起。结集结束后，有3个佛教团体共同提案将佛教国教化，并向总理及宗教部呈书说明。当时吴努总理答复，在旨趣上赞同，但反对理由有三条：①恐怕国家蒙受重大分裂；②缅甸的政情不安，给外国入侵机会；③招惹非佛教徒对官员的许多误解。因为宪法上规定，人民信教自由，国家对待所有宗教一律平等。[175]
佛教徒对此感到不满。而此时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执政党）正有闹分裂的倾向，即以吴努为首的清廉派和吴马瑞（U.Baswe）为首的保守派，对立起来，成为政敌。1958年春，两派正式分裂，佛教国教化也成了政争。因政局变化，吴努辞职，由奈温将军组成过渡政府，筹备大选。1959年9月26日，清廉派在和平塔召开代表大会，准备竞选，吴努发表宣言中，表示他如再执政，一定要推选实现佛教国教化。保守派受军部支持，强调宗教与政治分离，并猛烈抨击吴努违反宪法条项“禁止滥用宗教作为政治的目的”（第21条第四项）。1960年2月7日，选举结果，清廉派大胜。新政府成立后，为解决佛教国教化的各种问题，乃成立“国教问题顾问委员会”，委员以高僧十八位及在家信徒十七人组成，向全国各地人民访问，征求当地各宗教人士的意见。结果全国人民赞成者占大多数，其他宗教徒亦多支持政府这一主张，只有伊斯兰教各团体及缅甸基督教同盟（新教）持反对态度。

“国教问题顾问委员会”积极推动佛教国教化，尽管遭到不少阻碍，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61年8月17日在议会提出《宪法第三次改正案》，修改第21条第一项文为“佛教为联邦内大多数公民信奉的宗教，定为国教”。又在第21条内追加第五项为：“联邦政府从每年预算中最少拨出百分之五金额，作财政援助宗教有关事业。”

又有相关事项的规定：

（a）联邦政府努力推进佛教教学研究、佛教实践活动等，政府尊重三宝，如遇一切危难、中伤，佛教受到保护。

（B）政府有责任适当地管理保护第六次结集的圣典、注释书，避免印刷上的错误，圣典及注释书的印刷，由政府制定并许可。

（C）政府有责任适当地保管在曼德勒近郊第五次结集时铭刻的圣典及注释书的碑文。

（D）举办高规格僧伽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政府）接受他们的忠告及建议。又宪法第43条《有关艺术、科学、调查、文化机关、巴利文、梵文的研究，享有国家的保护和资助》附加事项是：

（1）国家帮助修复属于文化遗产的古塔。

（2）国家资助在联邦内建立僧伽医院，以及依佛教戒律规定与俗人有区别的看护及食物。

政府在制定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的同时，公布了“国教推进条例”，详细地阐明佛教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国立学校所有佛教徒，可以教授佛学；大学、师范学校可以讲授佛学；佛日广播宗教节目；学校休假，禁止贩卖酒类；裁判所设供佛像；各图书馆添置三藏经典；等等。宪法改正后，8月26日经议会票决，结果佛教国教化法案，以赞成324票，反对28票，弃权19票获得通过。

宪法第三次修正案虽通过佛教国教化，但实际上并未能成功。不久山地少数民族、印度裔伊斯兰教徒，与缅族人更激烈地对立起来。国内政局不稳，佛教徒与非佛教徒因宗教的差异，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对立。由于佛教一些僧人及信徒近于狂热的态度，使事件扩大起来，冲突更加尖锐化，社会趋于不稳。政府为缓和反政府运动，即进行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第20条：（人民）“有权利宣誓信仰自由，举行祭祀，及教育的权利。”又在第21条追加第六项：“因被发言或文字中伤，饮食所有危害他教的虚伪陈述，政府有保护此宗教之责任。”

这些条款修改后，僧人认为“佛教国教化的意义已失”，“政府对其他的宗教也是国教化了”。第四次修正案9月18日在下院通过，22日上院通过。政府为防止佛教徒滋事，在国会外边布置有警察及装甲车。很多佛教团体态度更转趋强硬，一个月后，青年僧人团体占领了仰光郊外的清真寺，煽动反伊斯兰教徒运动，多人死亡。政府加派警察，逮捕暴徒，政局愈加不安。军队担心国家有解体的危险，于1962年3月2日，决定政变，吴努总理以下全体阁员被逮捕，成立“革命评议会”，奈温将军掌握权力。革命评议会否定特别拥护佛教的政策，废止国教推进条例，停止佛日政府机关及学校休假，解除（佛日）酒类的贩卖禁令。革命三周后，佛教语言会论据《宪法》第21条第五项规定，要求政府依宗教人口比率，支给1962—1963会计年度缅币360万；军政府反过来调查佛教组织机构、会计、财产、债务，佛教语言会遭到解体。1965年1月18日，奈温将军废除某些有利于僧人的法规，如佛教大学、佛教教师培养所等。但资助研究巴利文，佛教遗产也受到保护。

总之，奈温执政以后，采取的是佛教与政治分离政策，让宗教纯粹独立发展。不过很多缅族人认为这违背了传统习俗及多数人民的意愿。

20世纪60年代中期，缅甸政府注意到传统佛教信仰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僧侣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所以军政府逐渐与佛教界修好。政府认识到“如果政府制定实施的政策得不到僧侣们的支持，那肯定是不会长久的”，因此注意团结僧人，尊重他们的权益，保持传统宗教及其文化的影响，但仍然坚持把宗教排除在政治之外，严格执行政教分离政策。1965年政府召开全国僧伽会议，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政府未得到僧伽的全力支持。1974年国家制定的宪法中，仍然执行政教分离政策，强调“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地位或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为防止僧人操纵选票，还特别规定僧侣“无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但种族和宗教冲突仍有发生。

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佛教的态度有进一步的改变。在仰光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会议主题为：“全国佛教纯洁、巩固、发展各派僧侣代表大会”，有九个宗派僧侣1226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通过了《僧伽组织基本章程》《僧侣律法纠纷案件审理裁决法》《中央僧侣负责机构》等全国僧伽组织领导机构。奈温政府也修建了大圣塔，以此表明政府对佛教的关心与支持，来取得僧伽的谅解和认同。[176]
1988年苏貌军政府执政，政府与佛教又产生了矛盾，佛教僧人拒绝为军人死后举行诵经的仪式，以此消极抵抗军政府。政府觉得此举对稳定军心极为不利，至1990年10月21日，军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僧侣必须马上停止拒绝为军人诵经的行为，否则处以重刑。僧人在政府的压力下，放弃了抵制行动。

1990年10月31日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颁布《缅甸僧侣组织法》，对佛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177]
六 当代汉传佛教在缅甸的传播与发展

11世纪以前缅甸就曾经有大乘佛教信仰的传播，但当代汉传佛教在缅甸的传播与华人在缅甸的宗教信仰需求有关。缅甸2006年前后有多座汉传佛教寺院，僧人达300多人。[178]
观音信仰是中国汉传佛教信仰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成为缅甸华人信仰大乘佛教的主要崇拜对象。华人在缅甸建有很多的观音寺。在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中，清朝政府曾经赐予两部《龙藏》版的佛经，其中仰光华人社会保存有一部《龙藏》，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明宽法师向清朝请求得到，后来《龙藏》辗转保存在仰光的福建观音亭。由清朝政府专门御赐佛经给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举措推动了东南亚华侨华人对汉传佛教的信仰，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东南亚华人华侨对祖居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早期缅甸汉传佛教僧人主要来自中国的广东和福建，当时传到缅甸的多是观音信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中国汉传佛教僧人应缅甸华人的邀请到缅甸传法。例如在缅甸华人较为集中的曼德勒地区就经常开展汉传佛教的传法活动，常以观音寺为主要的活动场所。以通禅法师长期担任住持的十方观音寺就很有名，成为早期汉传佛教僧人往来驻锡的中心。而在仰光、勃固等地都有华人华侨以族缘、地缘等关系为内在纽带建立的观音寺，如广东华人为主的观音寺、福建华人为主的观音寺等。当时华人信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兼容并蓄的特点，还不是非常纯正的佛教观音信仰，但这却极大地满足了当时身居异域的华人的宗教信仰需求。

1939年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来缅甸访问，在缅甸举行了各种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缅甸汉传佛教的发展。太虚大师在缅甸曼德勒、仰光、勃固等城市，还应当地华侨华人的邀请，到诸如广东会馆、福建会馆、云南会馆或商会等华侨华人会馆和广东华侨所建的观音山和福建华侨所建的观音亭等佛教活动场所发表演讲，宣讲大乘佛法，尤其是宣讲太虚大师一贯主张的“人生佛教”的主张，使得“人生佛教”思想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有了一定的传播基础。

此外，太虚大师还鼓励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对话和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首先，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访问团一行到缅甸后，马上就与当时的缅甸佛教界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拜访了当时缅甸南传佛教界的第一上座阿阇陀耶，与缅甸首相宇敦等政要座谈，并将从中国带去的舍利供奉于仰光大金塔。缅甸佛教信徒在舍利经过的沿途虔诚供奉，推动了缅甸南传佛教和中国汉传佛教的交流，提升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国际影响力。[179]
1940年10月中国佛教界派出悲观法师与昌林、觉华、能仁法师组成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步行到缅甸，用中文、英文和缅文印了一本特刊，宣传中国的抗日政策，得到缅甸佛教界及佛教徒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同时也在华侨华人中进一步推动了汉传佛教的传播。

太虚大师的高足法舫法师在1941年曾经停留缅甸一段时间，创办了“开源佛学院”，并办《开荒》刊物，宣传大乘佛教思想。[180]同年5月，法舫法师还应邀出席缅甸佛学会成立八周年纪念活动，发表《佛教救世与救国》讲演，对于当时生活在战争期间的缅甸佛教徒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充分展示了中国汉传佛教的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缅甸佛教界与中国佛教界的交流，同时也推动了华侨华人的佛教信仰。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传佛教在缅甸逐渐本土化。来自上缅甸地区的第二代、第三代华僧开始在汉传佛教寺院中弘法，但由于他们的汉语水平不高，对于汉传佛教经典的理解和实际现状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1950年，缅甸政府设立僧伽法庭、宗教部和佛法院。其中僧伽法庭分设在仰光和曼德勒，规范僧团仪轨和僧人持戒情况。仰光和曼德勒两处都是华人集中居住区，其汉传佛教信仰的需求也相应强烈一些，因此，僧伽法庭的设立无形之中也规范了汉传佛教的有序发展。

1957年，缅甸汉传佛教界成立了“缅华僧伽会”，积极引领汉传佛教的发展，为分散在缅甸各地的汉传佛教僧人提供教育和相互学习的机会。

近十几年来，缅甸的汉传佛教僧团还积极与国际佛教界开展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缅甸汉传佛教的发展。例如台湾地区的灵鹫山开山和尚心道法师出生在缅甸，为了回报缅甸的生养之情，他带领灵鹫山僧众每年前往缅甸供僧，至今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截至2012年灵鹫山僧众在缅甸已累计供僧10909人，举行供僧法会13次。2012年心道法师带领台湾僧众，在缅甸仰光、曼德勒、风动石、蒲甘、帕罕区等地供养僧人[181]，此举推动了缅甸汉传佛教界与台湾地区汉传佛教界的交流，同时也为缅甸汉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与国际佛教界交流的平台。

七 当代缅甸佛教派别及组织

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缅甸佛教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但是这些派别的差异大多不是在对佛经的理解、对教义的理解方面，而主要体现在持戒严格与否的层面。由于严格持戒、按照佛教僧团仪轨进行布萨自恣制度是缅甸佛教僧团长期以来坚持的目标，故而在对戒律的遵守和把握方面，缅甸僧团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并产生分歧，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派别。

缅甸佛教僧团在12世纪时分裂为斯里兰卡佛教派别与原有的缅甸派别。斯里兰卡佛教派别不久又分裂为尸婆利、多摩陵陀、阿难陀等三个僧团。虽然分裂，各派仍极力弘扬佛法，1990年，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颁布《缅甸僧侣组织法》[182]，规定缅甸的佛教派别主要有9派。现在缅甸佛教正式登记注册的佛教宗派有善法派、瑞景派、大门派、根门派、西河门派、竹林派、捏顿派、目古多派和摩诃英派等9个派别。

众多的宗派显示了鲜明的佛教缅甸化的成熟特征和缅甸佛教多样化的特点。但总体而言，主要分为善法派、瑞景派和达婆罗派三大派。

善法派（Sadhamma nikaya）是缅甸国内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有僧侣近10万人，约占全国僧人总数的90％。该派初创于18世纪末，对僧人的要求较宽松，允许僧人用伞、穿草鞋、嚼槟榔，还可以听戏观剧、吸烟，以及穿用质地较好、档次较高和整块布做成的袈裟，接受信徒布施的钱财，带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倾向。

瑞景派（Shwegyin）创始于19世纪末，以创始人瑞景法师（1822—1893）得名。此派持传统的保守见解，主张僧人严格持戒，不得吸烟和观舞听歌，午后禁食，出门须披覆双肩，托钵要用网袋吊在右肩，组织也较为严密，规模较大。1970年时有僧侣11241人，寺院1636座。至1973年增至僧侣13289人，寺院1766座，有了较大的发展，说明佛教传统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

达婆罗派，又称门派（Dvara或Dwara）。19世纪下半叶由吴波法师在兴实塔创立。Dvara是巴利语，意为佛教所说的“根”，指有促进增生作用之根本，有成就自显光明之作用。此派创立时间虽较晚，但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十分浓厚，有明显的复古主义思想。对戒律的要求十分严格，僧人不得穿质地较高和整块布料制成的袈裟，不得乘坐牛车、三轮车、轿子或骑马，外出披覆双肩，赤脚，不得打伞，也不许与其他宗派的僧人来往。门派在缅甸佛教三大派中势力较弱，僧众最少。据1975年统计，首都仰光属于该派的寺庙有4座，僧人269人，抵不上善法派的一座中等寺院的规模。[183]
此外，缅甸没有比丘尼僧团。现存的约2万名尼僧仍然是以在家人的身份进行宗教实践活动，通常被称为“修行女”。这些尼僧落发，身穿素色袈裟，遵守佛教戒律，托钵修行，聚集一处，进行严格的佛教修行和从事孤儿院等慈善工作。目前在缅甸帕奥禅林的修行女大多着褐色衣服，以示与其他教派的不同。

当代佛教禅修活动在国际上掀起一股修行热潮的同时，缅甸的禅修体系备受关注，出现了很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高僧及其修行系统。这都从另外一个侧面推动着当代缅甸佛教派别的发展。

八 当代缅甸高僧及其禅修理论

缅甸佛教以其独特的禅修系统而闻名于世界各国，涌现出很多著名的高僧大德。但缅甸的禅修系统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和修行体系，由此形成了缅甸佛教内部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184]
吴·苏巴纳（U Sobhana，1904—1982）大长老是缅甸著名禅师之一。他6岁入寺庙学习，12岁成为沙弥，19岁受戒做了一名比丘，曾跟随著名禅师吴·那罗达（U Narada）学习禅定，受到严格的训练。1949年应吴努政府的邀请，他来到仰光教授禅定，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住在此地传授禅法。他所管辖的禅定中心，修禅人数由4.5万人增至6万人，并在全国建立了200个分部，同时还传播到泰国、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美国及欧洲、南非等地。

孟廓拜（Mogok）法师在仰光的禅定中心也很有名气，也是较大的禅定中心。他不仅传授禅法，而且对佛教理论加以阐释，主张眼识与生起禅思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眼识仅仅是眼识，非多非少”，这种理论有否定传统的佛教禅定取相理论的倾向，对非东方思维的欧美西方人士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他的一些著作被译成英文，在西方流传。

莽印（Mcnhyn）法师认为在坐禅之前应对佛教基础理论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做禅者真正理解迁流、无动和无住的境界，无疑这是一种具有传统思想的主张。与此相对的是年轻的乌巴庆（U Bakhin）法师的主张。他认为坐禅并不一定非要通晓佛法，“对他的佛教而言，做比说更好”。这种主张代表了文化层次较低以及对佛教不易理解的非佛教徒的意见，因此有很大的市场。莽印从经验主义出发的禅定思想曾传到世界各地，在印度、欧美、澳大利亚有很大的影响。此外，一名叫作索尼（R.L Soni，1904—1982）的印度人对现代缅甸佛教做出了不少贡献。缅甸佛教徒称他是“信仰的捍卫者”，据说他是缅甸世界佛教传教会的创始人。该组织被认为是缅甸佛教评议会的前身。现在索尼的女儿苏吉塔（Sujata Soni）仍旧活跃在缅甸佛教界，顶替父职，曾经担任佛教评议会主席。[185]
囿于篇幅，笔者现在根据资料，仅选择一些著名的禅师及其禅修实践进行介绍。

（一）缅甸瓦谢达西亚多

瓦谢达西亚多（Sayadaw Ashin Vaseññhabhivasa）是著名的缅甸高僧，其最大的禅修亮点是主张慈心禅。在其所著的缅文书《保护偈颂新译》（Pa-Yeik Nithaya Thit）中就详细论述了修习慈心禅的主张，他认为“修习慈心禅者的心宁静，因此能够安详地睡眠。这有别于没有修习慈爱的人，那些人睡觉时翻来覆去。由于他（修习慈心禅者）能够安详地睡眠，他睡醒时也舒适。而且因为他宁静、舒适及不烦躁，他不会有噩梦。由于他对众生友善，领受到他的慈爱的人也会对他友好。诸神也对他友好，并且也会因为这友好的情感而保护他。慈爱是一种良好的保护或盾，可以防止火、毒或武器（的伤害）。由于修习慈心禅者宁静安详，他也轻安（passaddhi）。由于轻安，他能够迅速地培育定力。由于他时常安住于慈爱，他的外表安详。由于他宁静安详，死亡时他不迷惑，便像入睡一样。如果还没有证悟阿罗汉道果（arahatta maggaphala），已经证得慈心禅那的慈心禅修习者将会投生到梵天界。仅仅是修习慈心禅一弹指（这么短时间）的人，由于不是没有禅那，所以是在遵循佛陀的教导。他值得人民供养。《增祇部》（Aguttara Nikaya）教导这一项。透过这部（经），我们知道修习慈心禅者的德行受到强化。拥有慈心（metta citta）的人能够轻易地培育其它梵住（brahmavihara），即悲（karuoā）、喜（mudita随喜）、舍（upekkha）。他也能够轻易地圆满巴拉密（paramā波罗蜜），例如布施（dana）与持戒（sāla）。甚至有许多不明白其巴利文含义的人，透过诵念《慈爱经》，他们也获得利益，更何况是那些明白其含义地诵念、并且依照《慈爱经》来修行慈心禅的人所获得的利益。”[186]
（二）马哈希西亚多尊者的禅修理论及其实践

作为20世纪正念禅法的重要传承者，马哈希西亚多所弘传的禅修传统，上承19世纪以来缅甸境内的内观禅修运动，不仅是这股运动的巅峰，并开启了20世纪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及欧美佛教的内观/正念禅修风潮。21世纪初，马哈希内观传统正式传入中国很多地区，标志着这股源自原始佛教的内观/正念运动在当代重新得到发展的动力。

1.马哈希西亚多生平

马哈希西亚多自幼出家，在通过各级巴利佛典会考，并从事一段时间教学后，28岁（1932）时跟随明坤杰打汪西亚多密集禅修四个月。之后，马哈希西亚多一方面从事佛典的教学，另一方面继续自我练习禅修，1938年首次在其家乡教导念处内观禅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哈希尊者40岁（1944）时，他以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其著名巨作《内观禅修方法》，详细阐明内观禅修的教理依据与实践方法。

1947年，缅甸总理吴努（U Nu，1907—1995）与吴敦爵士（Sir U Thwin）在仰光创立“佛教摄益协会”与“教法禅修中心”（Sāsana Yeiktha）。在观察当世闻名的几位禅师之后，他们于1949年敦请当时45岁的马哈希西亚多住持教法禅修中心。吴努身为缅甸独立后的首位总理，在执政期间以政府之力推广内观禅修活动，除了鼓励政府官员参与禅修外，同时也在监狱推广禅修，并促成“缅甸第六次结集”（1954—1956）的举行，当时，马哈希尊者即为缅甸僧团代表之一，到访柬埔寨、泰国等其他上座部佛教国家，邀请当地僧团参与此次结集，并于结集大会担任如同圣典第一次结集时大迦叶尊者“提问者”（Pucchaka）的角色。

马哈希念处内观禅法在东南亚佛教各国广泛传播的时间大约是在第六次圣典结集前后。1952年，泰国政府邀请缅甸政府委派业处阿阇黎到泰国教导念处禅修。马哈希尊者应政府的请求，随即派遣阿沙巴法师（UĀsabha）与英达旺沙法师（U Indavamsa）两位弟子，前往泰国，建立了泰国的马哈希禅修中心。斯里兰卡“佛教出版社”（BPS）的创立者，也是著名的佛教学者，德国籍向智长老（Ñānaponika Thera，1901—1994）在缅甸第六次圣典结集前，曾经在马哈希尊者的指导下密集禅修，并于1954年3月在斯里兰卡出版《佛教禅修心要》（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一书，探讨初期佛教四念处禅修，书中专章介绍了马哈希所传的念处内观方法。1955年7月，马哈希西亚多应斯里兰卡总理之请求，派遣以苏迦塔（U Sujāta）为首的三位弟子前往锡兰教导念处内观修行。第六次圣典结集后，马哈希西亚多也曾前往锡兰、日本、印度尼西亚、美国、欧洲等地弘扬念处内观禅法。时至今日，马哈希内观禅法仍是缅甸最普及的内观修行传统之一，其弟子在世界各地设立有许多教导马哈希念处内观禅法的道场、禅修中心。

2.马哈希西亚多的禅修著作

马哈希西亚多的理论主张都在其禅修著作中体现。他一生著述甚丰，出版70余册，重要的代表作除了《内观禅修方法》之外，尚有《禅修老师的记录》《缅译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大疏钞》（Visuddhimaggamahāīkā）之缅巴对照翻译，以及用巴利文撰写的《清净道论序》（Visuddhimagganidānakathā）和《清净智论》（Visuddhiñā akathā）。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马哈希西亚多十分重视禅修的理论研究。在这些著作中，他论述了其禅修传统的主要特色之一便在于“教行兼备”：禅修实践不废教理研究；教理研究亦不离禅修实践。

马哈希西亚多阐述内观禅修的最重要著作是《内观禅修方法》。此书共两册，第一册探讨内观的教理依据，第二册详述内观的实修方法。书中有许多实修经验与巴利注疏的对比论述。此书以日常用语详述内观修行方法，其细腻的指导和种种细节，能使人清楚了解并正确修习内观。为了更好地让在马哈希中心学习的外国禅修者了解内观真谛，《内观禅修方法》的第五章在1954年被译成英文由斯里兰卡“佛教出版社”（BPS）出版：书名为Practical Insight Meditation。1999年时，“佛教摄益协会”出版了《内观禅修方法》的巴利译本，译者是当时担任仰光上座部国际佛教大学（ITBMU）副校长巴莫西亚多（Bamaw Sayadaw）。

在《禅修老师的记录》[Meditation Teachers Diary（or）Records]中，马哈希西亚多记录其早期所指导的禅修者（后来多成为马哈希禅修中心的禅修指导者）的实际内观经验。此书经编辑后仅印行一百本，且仅提供给马哈希禅修中心的禅修老师，作为指导学员学习用的指导手册。此书的授予，受到“马哈希禅修中心管理委员会”严格的审核控制，截至1995年只发出了十本。

《清净智论》用巴利文撰写，从理论与实修的角度，略述七清净与内观阶智的进程。最初是为了不熟悉教理的缅甸在家居士而以缅文写成，后来为了让更多的禅修者了解禅修进程，马哈希西亚多进而将之译为巴利文。

《清净道论》是上座部佛教最重要的禅修手册，马哈希西亚多曾将《清净道论》译为缅文，亦撰写《清净道论大疏钞》的缅巴对译（nissaya），充分展现了他在佛教禅修教理上的研究深度。

除了此类以禅修为主题的著作外，马哈希西亚多尚有许多的佛典讲记。这类的讲记，无论针对哪部经典，必定导归于内观禅修的实践，以禅修实践作为讲解经文的主要轴线。

3.禅法简介与特色

在仰光马哈希的禅修中心有许多大的禅堂和关房以供禅修，里头常有上百人在做密集毗婆舍那（Vipassana）内观禅修。在马哈希的教法里，每天持续16个小时的静坐和经行交替练习，即使从未修学过的在家人，也可经由这种密集的安排迅速开发定力和正念。马哈希除了教人密集不断的练习之外，一开始就以严格的内观练习作为开发正念的手段，没有其他以一特定所缘对象作为开发定力的前方便。相反地，一起步即对刹那变化的身心现象觉照观察，对每一生起身心无我的现象命名称念。这种命名称念的技巧，也有助于把想蕴的内容导向作为禅修的观察目标，它帮助瑜伽行者跳离对各种体验内容认同或介入。马哈希强调，在每一时刻直接的体验上觉照，命名称念只是为了能更清楚地的观察辅助。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即百分之九十五的努力用在直接体验所缘目标，仅百分之五的心力对这个目标命名称念。

马哈希虽建议以腹部起伏作为专注的目标，他的弟子在教导人们时，也允许另采用以出入息在鼻端的触觉为观察点。在这套修法里，重点不在被观察的目标，而在于培养清晰、无执的觉照力以透视它的实相。

马哈希西亚多的著作，经常称其所教的内观禅修方法为“念处内观禅法”，意指基于初期佛教的“四念住／四念处”，而旨在开展“内观智慧”的禅修方法。

此禅法有下列几点特色：

（1）完全立足于巴利语的《念处经》

马哈希念处内观禅法的教导分为三大部分：坐禅（sitting meditation）、行禅（walking meditation）、日常活动的正念（mindfulness in daily activities），每一个部分皆运用了《念处经》的四念处。

坐禅时，以自然呼吸时产生的“腹部起伏”为基本所缘，此乃身念处“界作意章”和“正知章”的运用。当腹部移动不显著时，则以身上的触点（如手背与膝盖、双手交叠处、臀部与地面接触点等）和坐姿为基本所缘，这分别运用了身念处的“界作意章”和“威仪章”。观照基本所缘时，当心散乱，回想过去、思维未来时，则仅是觉察这散乱心的存在，直到它消失后，再回到基本所缘。同样，当其他的情绪生起，如烦躁、生气、感官欲望等，同样只是觉察它们，直到消失后，再回到基本所缘。如此，对心的如实观察是“心念处”的运用。坐禅时，当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受出现，如痒、麻、酸、疼痛等，只是觉察它们如何生起、变化，直到消失，再回到基本所缘。这是“受念处”的运用。坐禅中听到声音、嗅到气味时，则尝试清楚觉察这耳听、鼻嗅的过程，此是“法念处”中“观十二处”的运用。如此，便运用了四个念处。

如同初期佛典中所描述的修行者，马哈希西亚多十分注重“行禅”或说“经行”。一日的密集禅修中，总是安排行禅与坐禅交替进行，有一半的时间在练习行禅。马哈希传统认为：经行能够迅速建立正念与定力；另外，坐禅后经行，有助于平衡定根与精进根，并能克服睡意。所教的行禅方法，乃依据身念处“威仪章”中所谓“行时知行”的教导。在众多内观禅法中，此般等视行禅与坐禅的重要性，使得马哈希传统有别于其他不强调行禅的内观传统，而更加接近初期佛典对于经行／行禅所采取的态度。

除了行禅与坐禅外，马哈希传统也强调“日常活动的正念”，教导修行者在坐禅、行禅之外，进行日常活动时（如往来寮房与禅堂的行进中、寮房内的活动、卧床入睡前），也需要对当下的身、心现象时时刻刻保持正念观察，认为观照日常活动的正念，有助于培养深刻的观智并证入道果。如此的教导亦是运用了《念处经》身、受、心、法念处，尤其是身念处中的“正知章”与“威仪章”的教导。总之，马哈希念处内观禅法是一种完全立足于《念处经》，能于行住坐卧一切时中培养正念的内观方法。

（2）纯观乘者的禅法

根据温宗堃先生研究，马哈希的念处内观禅法，属于上座部注释书传统中所谓“纯观乘者／干观乘者”的禅法，是一种不强调“奢摩他”而径从“内观”着手的禅修方法，于培育正念中同步培育正定。因此，其念处内观禅法的制式教学并未运用“身念处”中的“厌逆作意”和“九塜观”等属于奢摩他的修法。

这种“纯观乘者”的禅法，标志着20世纪缅甸大部分内观禅修传统的特色。缅甸乃至东南亚国家的“在家众禅修运动”之所以成功，即要归功于这纯观乘者的修行方法。现今欧美所流行的“正念禅修”之风潮，亦归属于这类“纯观乘者”的禅法。相对于“纯观乘者”，另一种禅修的进路称为“止乘者”，此种进路要求修行者先修习“奢摩他”到达色界初禅那乃至更高的定境后方才转修“内观”。由于“奢摩他”的修行，对于修行的场所与时间有较多的要求，而一般在家者通常无法符合这些条件，因此被认为是较不适合“止乘者”修行进路的一类人；相对地，纯观乘者的进路，则比止乘者的进路更适合普通大众。这也是马哈希内观禅法能在以在家众为主的欧美各地广为流传的原因所在。

当然，马哈希传统并非完全不修习奢摩他。基本上，是将奢摩他修行视为内观禅修的辅助，如佛随念、慈心修习、不净观和死随念等四种“护卫禅”，为马哈希传统所常教导的四种奢摩他方法，其中尤以慈心修习为最常用的辅助禅法。

（3）注重密集禅修

马哈希传统鼓励长期的密集禅修，建议禅修者至少能连续密集禅修两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以便累积足够的正念动能，获得可观的进步。禅修中的每日行程，是采取密集的训练方式。杰克·康菲尔德在其《当代南传佛教大师》一书中，曾如此描述此传统的禅修方法：“在马哈希的教法里，每天持续16小时的静坐和经行交替练习，即使从未修学过的在家人，也可经由这种密集的安排迅速开发定力和正念。”透过行禅、坐禅和日常正念的练习，马哈希念处内观禅法要禅修者充分利用一整日的时间，从清晨醒觉的那一刻起开始运用正念禅法，包括进食用餐、洒扫沐浴，一直到夜晚躺在床上入睡之前，都能运用方法尝试保持正念不断。

（4）实用的禅修技巧

为了使初学的禅修者能够容易进入正念相续不断的状态，马哈希念处内观禅法提供了一些实用的禅修技巧，包括坐禅的“观察腹部起伏”，经行时的“分段观察”，用于一切时的“放慢动作”和对身心现象“标记”。这些技巧成为马哈希内观禅法的鲜明特色。虽然马哈希传统对这些技巧都曾提出巴利佛典的根据，但是它们有时仍为其他人所批评、非难。对马哈希传统而言，“标记”“放慢动作”等技巧，乃是为了辅助初学者，并非修行成功的必要条件。当这些技巧没有发挥原本预设的作用反而成为干扰时，或当禅修进展到某个阶段而不再需要它们时，禅修者可以选择舍弃这些技巧，而仅关注正念是否持续保持在禅修所缘上。

（三）孙伦西亚多的禅修理论及实践[187]

孙伦西亚多（Sunlun Sayādaw，1878—1952）生于1878年。因为他来自中缅甸靠近敏建（Myingyan）的孙伦村的洞窟寺院，故被称为孙伦西亚多。他的本名是乌丘定（U Kyaw Din）。他在1919年受到一位磨坊职员的启发，接触到关于毗婆舍那的修行。乌丘定深受感动，后来他更精进修习。随着更密集的修炼，渐渐地，有时候会有很强烈的苦受出现，但这些感受并不妨碍他继续修炼。他相信，这是他修行的结果，若要有进一步的成果，他需要克服苦受并超越它，所以，他尽更大的努力，发展出更严格的正念，直到他能克服苦受，并进入更高层次的修行境界。后来他到村子的寺院，请求和尚接受他做沙弥。之后，他就到附近的山洞认真修行，直到1920年10月证得阿罗汉果。他证果的成就，在很多比丘间传扬开来，很多人都来测试他。虽然他几乎是个文盲，但是，他的回答也能使有学问的僧人感到满意。虽然他们有时不同意他的回答，但是将他的答案和经文核对时，他们就会发现，很多经典上的文字叙述都支持他的论点。因此，从世界各地，很多有学问的和尚都来跟他学习，在他的指导之下修习正念。

孙伦西亚多特别强调密集的功夫，集中在直接去感受（特别是痛感），这是他的修行关键，尽全力注意自己的强力呼吸使心集中起来，接着再深入去做内观的修行。他主张长时间不动地打坐，使用感受尤其是苦受，趋向于专注及内观，导引人至涅槃和解脱。这是一种以非常强烈目标为导向的修法。

孙伦西亚多的修法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痛苦及散乱心。非常集中的强力呼吸和痛苦所产生的力量，可以用来有效地克服许多修行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常常使行者的心念散乱。孙伦西亚多的这种修法，清除掉行者爱困及散乱的心，让禅修者清醒和精神集中。更进一步地正念于苦和感受的改变，会更强化正念及观察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使用这种修法，行者就能感受到祥和及集中心念的力量，当运用到身心的运作时，可以导引至清楚的内观、智慧及解脱。

当今在缅甸有很多禅修中心都在教导孙伦西亚多的修法，例如在仰光最大的中心——南欧卡拉帕（South Okkalapa）的孙伦寺，有两位常驻的孙伦资深弟子，是吴罗卡（U Tiloka）和吴松帝罗（U Thondera，译按：目前的指导老师是吴摩诃伦，U Mahanun）。大约只有20位比丘住在那里，因为，众多的茅栅和集会厅，主要是用来服务在家僧众的。每天在西亚多讲一些鼓舞、激励的谈话之后，有四五次的集体禅坐。说法的内容是这样：“你们都很荣幸生为人类，更幸运地能听闻到佛法，应该好好地利用这特别的机会，真实地修习、精进，努力让自己得到解脱。”

孙伦西亚多禅修中心的指导老师强调他们的修法是最清楚、最简单、最直接的。他们认为阿姜查和佛使比丘那种自然禅修法太慢、太不直接，同时其他的修行方法如马哈希西亚多、唐卜陆西亚多，是利用观念去集中心念，而不是直接透过智慧。

孙伦禅法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修习次第是简单的，孙伦西亚多的正念方法提供一个快速克服昏沉和感官欲望的方法，它为行者建立更高的门槛，使得会干扰行者注意力的噪声和散乱必须跨越该门槛才能干扰行者。对迟钝的人来说，它提供快速的方法来建立四念处。他主张以苦克服苦的功效，严格地正念于苦感，其技巧的重要成分是坚持。

（四）韦布大师禅修理论及实践

韦布大师（Webu Sayadaw，U Kumara，1896—1977）生于上缅甸，剃度出家后，侧重佛教的修行实践，较少关注佛教义理。1927年，31岁便开始弘扬佛陀的直观法门，足迹遍及全缅各地，是当代缅甸佛教中独树一帜的禅师。

1953年，韦布大师前往吴巴庆（U Ba Khin）居士所创设的仰光国际禅修道场教授禅法。当时，吴巴庆已闻名国际，推动禅修活动不遗余力，1965年6月，吴巴庆前往韦布大师驻锡在上缅甸的禅修中心，接受韦布大师剃度，短期出家一周，两人亦师亦友的交往被传为美谈。

韦布大师以戒定慧三学来含摄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乃至三藏经文。不过，他著述甚少，禅风质朴，强调常坐不卧的苦行，强调感官的感受，以从呼吸与鼻端的触，作为入手处。

韦布大师在50年的教学中，非常重视法要，认为它提供了实在、简单、清晰、可了解和可实践的法要。认为佛陀的法语具体表现在经律论三藏当中，三藏的卷帙浩繁，核心内容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的要义是八正道，八正道的精髓是三学，三学的本质是至上的法。三学，就是增上戒学、增上定（心）学、增上慧学。当修行人全心专注在“色”与“名”，就不会产生身体与言语上的恶行，这就是增上戒学。当增上戒学开发了，心灵会变得专注、宁静，这就是增上定学。当增上定学开发了，修行人就会洞见“色”与“名”的自性，在这种观照下，“色”与“名”会经历无止境的变化现象，这种无止境的变化过程超越了任何天神或梵天的控制，修行人一旦证知了变化与止息的过程，就已经达到增上慧学。对一般人而言，最明显的现象是呼吸的过程。鼻子是身体很敏感的部位，吸入与呼出都通过鼻孔。换言之，风息（律动的原因）与鼻孔接触，就产生“受”的知觉。风息与鼻孔合称为“色”，“名”则是证知“受”的知觉。一般人很少体会到什么是“色”与“名”，因此，要全心专注在鼻孔上，觉知吸入与呼出的过程。在吸入呼出上，保持正念，贪、嗔、痴就没有机会生起。贪、嗔、痴的火焰会自行熄灭，因而带来心灵的沉静与平安。在“触”生起之前，我们不会觉知到“受”。“触”一旦止息了，“受”的觉知也会消失。修行人必须密切观照任何生起的“触”。这就是所谓的当下即是。持续地专注当下！如果修行人能够一天24小时，专心致志，果报会现前的。如果修行人没有办法持续专注每一刹那所生起的现象，他就没有办法加以观照，因而陷入负债的境地。如果修行人全心专注在呼吸与鼻的“触”上，他就会了解到，一切事物只是“色”与“名”，其余的，都不存在。除了“色”与“名”，“我”“他”“你”都消失了，没有自我，没有男人、没有女人。修行人将会自证到佛陀的法教就是真理，至真至实；他不需要再向别人求道。觉知到风息与鼻端的“触”就是这样生起的，如此一来，就会证知到并没有所谓的“自我”或者“灵魂”。在这种觉知的刹那，修行人的智见，了了分明。这就是所谓的正见。除了“色”与“名”，一切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所谓的“名色随观智”，心灵与身体的分析智识。

他认为持续不断的默观，可以消除掉“自我”的概念，并且生起一种清澈的了悟。这是顿悟的果报，只有这种教法中，才会获得这些利益。主张在修行中，放下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努力开发直观的智慧，就会达到“道智”（magga-nana）、“果智”（phala-nana），最后在涅槃中止息。

韦布法师的禅修方法虽然看似简单，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需认真地体悟，方可领会。[188]
（五）帕奥禅师禅修理论及其实践

帕奥禅师（Pha Auk Sayadaw），法名吴阿钦纳（U Archin）。1934年出生于缅甸中南部兴达塔镇（Hinthada Township）雷钟（Leigh Jhyaung）村庄。1943年在萨林寺（Sa Lin Monastery）依止吴叟衲（U Sona）长老披剃出家受沙弥戒。1954年在兴达塔镇内的耶吉寺（Ye Gyi Monastery）依吴班尼亚（U Pabba）长老受比丘戒。

1956年帕奥23岁时参加缅甸的僧伽会考，取得Dhamma-acariya（法师）的资格。30岁时曾跟随数位长老学习四界分别观、出入息念、观禅等业处多年，随后于塔东镇（Thaton）尼明达拉山（Nemindara Hill）达温居（Tawaing Gyi）森林，召特隆山（Kyauk Talon）乐心寺（Citta Sukha Monastery），以及叶镇（Ye Township）附近的阿馨丛林寺（Ah Sin Tawya）等，度过十余年的潜修时光。在这期间，依据巴利圣典及其相关注疏，深入研究禅观理论以配合止观实践，兼习头陀行（dhutavga）。

47岁时应乌阿伽尼亚（U Aggabba）长老之邀接任帕奥丛林禅院住持，开始教授内部住众禅修，因其教法殊胜，目前为止学众已增至数千人，来自世界各国之僧尼及爱好禅修人士极其踊跃。现于缅甸国内，除了毛淡棉本部——帕奥禅林之外，首都仰光、北缅曼德勒及东枝等市区，亦设有分部，另外在欧美各国也设有禅修道场。

帕奥禅师所授禅法主要依据《清净道论》中三学、七清净及十六观智之次第，强调禅修者应以“戒清净”为定、慧二增上学之基础。因人之根器与需要，一般由“安那般那念”（出入息观）或“四界分别观”入门，遍修入禅业处和“三十二身分”、“白骨观”、“十遍”，“四护卫禅”（“四梵住”、“佛随念”“不净观”及“死随念”），得具色、无色界八定之后，次以“色、名”业处，“缘起”，“相、味、现起与足处”修习观禅（毗婆舍那）。

帕奥禅师更于教学之余，以八年时间完成五本共约四千页之巨著《趣向涅槃之道》（Nibbanagaminipatipada），对“出入息念”与“色业处”“名业处”、“缘起”“相、味、现起与足处”、“观禅”等内容进行了具体的阐述。鉴于帕奥禅师在禅修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1996年缅甸政府颁发“大业处阿阇黎”（Maha Kammatthanacariya，意为“大禅师”）荣誉称号给帕奥西亚多。

帕奥禅师早年出家，精通巴利三藏及诸注释，也背诵很多巴利语经论，所以当他在讲经及开示时，常依传统，先背诵一段经文，再依文详释。

帕奥禅师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都因材施教。一般修学者都以安那般那（出入息念）为初级层次，修到四禅，再以四禅禅相的威力观三十二身份（初禅）、再修骨相，取他人的骨相作为白遍业处。修慈则依照《清净道论》的方法证520个安止定，再修四种保护业处：佛随念、不净观、死随念，然后再观四大（界差别观）。针对少数行者，因已长久修习毗婆舍那或是身心比较敏锐，适合修习四大观的人，帕奥禅师则会鼓励从四大修起。修四大观到可以看到色聚（Pupa-kalapa），再分析六根、三十二身份等，详在《修安般念与四大种》。色法修完之后，再修名法。以四禅基础，在入禅定后的出禅定，检查心所（禅支），以及分析在各禅中的心所数目以及确定、了解善、不善心所和出入禅心的过程等，认识及确定名色为名色识别智，此为见清净（只有名色没有实我）。修习观过去世和未来世的名色，之后再修十二缘起等知其因缘果报不虚——缘摄受智，此为解疑清净。思惟智和生灭智为道非道智见清净。坏智、怖畏随观智、过患随观智、厌离智、欲解脱智、审察智、行舍智、随顺智——为行道智见清净。种姓智、道智、果智、观察智——为智见清净。禅师所传授的是以如实知见为主，详如《清净道论》和《智慧之光》。

帕奥禅师为缅甸当代著名业处阿阇黎。其止观禅法特色，在于重视圣典依据与修学经验的次第性，所指导各种止禅（奢摩他）业处，均以达到安止定（至少近行定）作为观禅（毗婆舍那）基础为目的。禅观则以“三遍知”（知遍知、度遍知及断遍知）贯穿慧学：从五蕴的过、未、现、内、外，粗、细等十一项观所缘下手，如实知见此蕴、处、界（身心）只是名色而无作者、受者、主宰等，嗣后以缘起正观过、现、未的前后因果关系，确知虽无作者但有因果业报；接着观察色法、名法及缘起法的相、味、现起与足处，建立“此有故彼有”等“此缘性”的缘起中道，此知解名色与缘起为“知遍知”。从生灭随观无常、苦、无我的聚思惟至生灭随观为“度遍知”。最后，从坏灭随观智怖患起厌、离欲、入三解脱门现见寂灭涅槃得道、果智，此即为“断遍知”。[189]目前帕奥禅林已经分布在全球，其在中国也开始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南传佛教传统的信仰格局[190]
九 当代中缅佛教交流

1955年10月15日，由缅甸政府大法官吴登貌率领联邦佛教代表团，迎请了中国佛教的圣物佛牙到达仰光，总统巴宇和政府要员亲临机场恭迎，准备安置在新建成的吉祥山大圣窟供养，佛牙在缅甸巡回展出半年，沿途中设置几十处停息站，让人民参拜，人山人海，道路为之闭塞，增进了中缅两国人民的情谊。

1994年4月20日，应缅甸联邦政府和佛教界的恳请，中国佛牙舍利第二次赴缅甸巡礼。1994年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为团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刀述仁居士、阿嘉活佛为副团长的护送团护送佛牙舍利赴缅。同机的还有以缅甸宗教部部长苗纽中将为团长的迎请团一行22人，1994年6月5日，中国佛牙舍利圆满结束了在缅甸的巡礼，启程回国。在仰光和平塔大圣窟内，中缅双方共同举行了供奉圆满法会。缅甸联邦主席丹瑞大将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了法会，这极大地促进了中缅佛教的友好往来。

1996年12月中国佛牙舍利第三次赴缅供奉，满足了缅甸信教群众的需求，同时进一步促进了中缅佛教界的友好往来。

由于缅甸上座部佛教人才集中、水平较高，因此中国佛教协会应缅方政府邀请，于1996年4月24日派伍地格德地、达磨塞噶、伍西涅嗡那、心源、弘扬五位比丘到缅甸留学，开创了中缅佛教文化交流的新篇章。这五位比丘在缅甸国立佛教大学接受了五年的上座部佛教传统教育，学习科目主要有戒律、阿毗达磨、佛教经典、佛教史、佛教常识、巴利文、缅文、缅甸文学、英文等。他们在通过八次考试后于2000年12月12日在曼德勒获得缅甸政府颁发的高级学业证书（Advanced Diploma）。2001年3月28日，他们从缅甸仰光回到昆明。这五位比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赴缅甸留学的僧人，他们不仅受到中缅两国有关方面的关怀和多方照顾，也将对我国佛教产生深远影响。[191]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佛教界同时派出汉传佛教僧人和南传佛教僧人到缅甸学习，以此来培养人才的方式不仅有助于中国和缅甸佛教界之间的对话，增加了双方的友谊，更重要的是，这使中国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僧人对于缅甸佛教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较为系统的学习，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影响。

2009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在缅甸新首都内比都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接受了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授予的“弘法功勋奖”。

2011年应缅甸佛教界的请求，中国佛牙舍利第四次赴缅甸供奉，为期3个月，再次满足了缅甸佛教徒对真身舍利瞻礼的愿望。

2013年中国佛教界向缅甸捐赠佛牙舍利等身塔。缅甸宗教部、缅中友好协会、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驻缅使馆等各界嘉宾和信众约1000人出席了捐赠仪式，满足了缅甸佛教徒对佛牙舍利的虔诚信仰之情。

2014年1月4日，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发表公告，授予一批宗教人士各类国家奖，以表彰他们在弘扬佛法方面的杰出贡献。除缅甸多位高僧获奖外，还有11位国外法师获奖，其中包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

中国与缅甸佛教界长期以来山水相连，友好交往，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在民间早已存在，尤其是中国云南与缅甸跨境民族之间的佛教文化往来频繁，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景颇族傣族自治州和临沧市长期以来一直与缅甸佛教界友好往来、互相交流，甚至近年来还组织了解经活动，专门邀请缅甸的高僧大德在中国云南境内讲经说法，更好地促进了中国与缅甸佛教界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中国内地很多汉传佛教寺院开始举办南传佛教的止观禅修培训班，其目的在于让中国的禅修者有机会深入体验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承的禅修方法，并系统地学习上座部三藏佛法。综观南传佛教在中国的禅修营规模及其影响，还是缅甸帕奥禅林禅修系统在中国的影响较大。例如，江西省佛学院（江西省靖安县宝峰禅寺），分别在2007年、2008年、2009年举办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止观禅修营，特邀担任缅甸帕奥禅林业处导师的玛欣德尊者指导禅修并开示佛法，学员的禅修内容以坐禅和经行为主。由于是在中国的全国范围内招生，因此，报名学习南传佛教止观禅修课程班（或夏令营）的人很多。另外，在中国沈阳和深圳、福州、厦门、北京都有很多汉传佛教寺院或者修行场所在举办南传佛教禅修班。这些中国的汉传佛教寺院举办南传佛教禅修班的共同特点是，选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当代缅甸和泰国有影响的高僧的理论，甚至专门邀请东南亚佛教国家的高僧到中国来授课，或者是中国到这些国家去禅修，并获得一定成就的僧人来授课。[192]目前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法乐禅林就是自2013年以来请缅甸帕奥西亚多率领东南亚的南传佛教僧团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按照佛教仪轨，举行结界仪式后，逐步建立的以缅甸帕奥禅修系统为主的南传佛教禅修中心，这正是中缅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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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泰国佛教

第一节 泰国国情概况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东部接壤柬埔寨，南控暹罗湾，南部狭长的半岛部分与马来西亚连接，西邻缅甸，东北与老挝以湄公河为界。全国地势分为北部、中部、东北部、南部四个区域。北部多丘陵，中部是平原，东北为柯叻高原，南部地形狭长。在历史长河中，泰国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正是在泰国各民族的努力下，最终形成今天这一地理、政治疆域格局。因此，不能从现有的地理疆域角度来认识泰国。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宗教，尤其是佛教在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中对其文化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逐渐形成现在泰国的“黄袍佛国”的现象。

泰国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首都设置在曼谷。根据2014年3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泰国总人口6450万。

一 泰国民族概况

泰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全国共有30多个民族，主要有泰族、华族、老族、马来族、高棉族（Khmer）、罗斛族（Lawa）、孟族（Mon）、掸族（Shan）、矮黑族（Negritos）、沙盖族（Sakai）、克伦族、苗族等山区少数民族。其中泰族占全国总人口的82%，华族占12%，马来族占5.2%，老族占1.4%。由于在历史进程中，外来移民与泰国社会逐渐融合，对泰国的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程度较高，再加上泰国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一些，所以这些外来移民很快就融入社会，逐渐自我认同为泰国公民，故泰国的民族包括泰北山区若干少数民族在内，有30多个民族。

很多学者认为，泰国的建国历史主要是指在13世纪由泰族建立的素可泰王朝开始[1]，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泰族为主体民族正式建立的国家。其历史应该始于13世纪。但在泰国现有的国家地理疆域范围内，曾经形成过不同的国度，有过不同的主导民族。因此，泰国13世纪以前的历史可称之为早期发展史，而在13世纪以后的历史记载则相对较为完整。

古代泰国各民族杂居，以原始部落为单位生活，历史很少记载。据历史学者考证，古代当地的土著为矮黑族及沙盖族等，散居于克拉地峡、湄公河三角洲及泰国东南部山区。后来柬埔寨的一支高棉族人侵入，原始土著被逐，向南迁移，进入马来亚境内，而高棉族人就在征服的土地上组成部落。不久高棉族在泰境中部一带，势力强大起来，领域也最广。在湄南河（湄南，Menam，在泰语中，即是江、河之义；河名泰语称“昭披耶河”，Menam Chaophragya，因泰语一般称谓名词放置于前。）上游和东北的柯叻高原，散居着罗斛族，泰史又称拉瓦族（Lawa）；孟族和掸族则居于西北部萨尔温江一带，这三族的势力较高棉族为弱。但这些民族，都曾在泰族兴起之前，在泰国境内不断战争，建立过国家。

西方殖民者统治泰国后，也都称泰国为“暹”（Siam或暹罗）。至1939年5月，泰国进行政治改革，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才改称为泰国（Thailand）。“泰”（Thai）在泰文中兼有“自由”与“泰族”之意；而且在泰国各民族中，以泰族为主。所以泰国的解释，含有“自由之邦”与“泰族之邦”的意思。

（一）泰族泰人

曾称“暹罗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是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人在1257年开始建立第一个以泰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后世学者将之看作泰国正式建国的时间，认为泰国建国至今只有七百多年历史。

泰族原先居住在中国云南边境，约在公元7世纪末开始南迁。逐渐越过湄公河进入平原地区，经过数世纪与高棉族、罗斛族等的战争，终于成为泰境内一个主要民族。

泰族向南迁移，分布于湄公河一带的称“小泰族”，分布于今日缅甸北部地区的称“大泰族”，又称“掸族”。今日泰国内的泰族，就是由湄公河进入湄南河流域的小泰族。小泰族和大泰族合称“暹”（Siam），是出自梵语Syama，为“金色”或“棕色”之意。大泰族称“掸”，与“暹”字意义相同。

根据泰族的分布地区和方言，学术界一般又将之分为中部泰人、东北部泰人、北部泰人和南部泰人。中部泰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6%，他们受古代孟人和高棉人文化影响较深，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比其他泰族泰人先进，中部泰语（曼谷话）是全国通用的标准泰语。东北泰人简称“东北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0%，他们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与老挝人近似。北部泰人即“泰阮”，自称“昆勐”，意即本地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7%，13—18世纪，曾建立以清迈为中心的兰那泰王国，故又有“兰那泰人”之称。清迈历来是北部泰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也有人称“北部泰人”为“清迈人”。南部泰人主要指南部半岛春蓬府以南的泰人，人口450多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现代的南部泰人是历史上的当地泰人、孟人、马来人及北部、东北部的移民长期融合形成的。

（二）华裔泰人

这是中国华侨和华裔在泰国繁衍的后代。泰国1912年的国籍法采用“出生地原则”，即不论其父母为哪个国家的国籍，凡在泰国出生者，都属于泰国人。因此华裔泰人逐年增多，目前约有500万人，占全国的12%。但民间认为有1000多万人，华裔泰人可分为几种类型：

1.原为华侨，后加入泰国国籍，多是1949年以前到泰国谋生者，至今仍保持本民族风俗，这些人年纪大人数少，目前由于自然减员而人数逐年减少。

2.第二代华裔，受过中文教育，会讲汉语普通话，仍保持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是华裔泰人的组成部分。

3.华裔的后代和华侨，其中第三、四代，占华裔泰人的大部分，他们绝大多数不识中文，不会讲中国普通话，有的会讲广东、福建方言。泰国的华人80%是潮州人。华裔泰人已成为泰国居民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多数居住在首都曼谷和泰国湾沿岸各省，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向内地发展。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或到欧美留过学；很多人在泰国的政府、工商界、文教卫生、科技界工作。泰国的华人社团有400多个，以首都曼谷为基地的有200多个。

（三）穆斯林泰人

穆斯林泰人绝大多数都是马来血统，共320多万人，占泰国总人口的5.2%。他们多数人居住在南部半岛，集中在与马来西亚接壤的北大年、也拉、陶公、沙敦四府，约占当地人口的70%，有170多万人。他们生活在相对传统保守的伊斯兰教社区，多数人不会讲泰语，以马来语为主。只有12%的适龄儿童上泰文小学，其余则进伊斯兰教学校，学习经文和阿拉伯文、马来文等语言文字，并以能到阿拉伯国家留学为荣。另外有近50万人分布在宋卡、博他仑、素勒他尼、董里等府，还有50万人居住在中部地区，北部和东北部也有零星散居者。穆斯林泰人都以到麦加朝圣为一生最大的愿望，每年都有成批的人赴麦加朝圣。

（四）高棉血统泰人

高棉泰人主要分布在老挝和柬埔寨接壤的泰国东北和东南几个府，人口约70万，占全国人口的1.4%。“上高棉人”是泰国境内的高棉后裔，人数约50万，占全国人口的1%，讲柬埔寨语，另有一些是从老挝南部迁移到泰国东北部的高棉族。

二 泰国宗教状况

宗教在泰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府对宗教事务十分重视，政府内设有宗教事务委员会，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佛教在泰国具有国教的地位，其余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宪法规定国王是各宗教的保护者，因此信仰其他宗教者也受法律保护。

泰国著名的学者披耶阿努曼拉查东先生认为宗教是泰国文化的核心，“泰国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宗教。这是因为一切艺术、文学、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都是围绕它的宗教而发展并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带有祖先祭祀内容的拜物教是泰族及其邻族的原始信仰，并成为泰族宗教的原初形态。稍后，传入了佛教，泰族就将其作为自己的国教。与他们的邻居缅甸人不同，泰族由于受过去曾是高度印度化民族的柬埔寨人的影响，从而继承了印度教的优秀部分。不管泰人采用了什么样的祭祀和信仰，它们都很容易被修正来适应他们独自的性格和环境。当他们采用佛教时，他们就大力将自己的基本信仰拜物教装进信仰佛教的人们头脑之中，而当他们信奉印度教时，他们也同样将它作为对前者的补充。由于佛教与印度教都起源于婆罗门教，所以，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相互吸收。后来，这两种宗教完全混合在一起了，当然也吸收了早期的拜物教”[2]。

在泰国社会，婆罗门教（印度教）至今在中部地区的泰人高层中仍有一定的影响。“佛教与印度教往往是互相支持的。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尤其是在人们的传统习俗中，印度教已经开始衰微，拜物教在逐渐抬头，但由于佛教的影响，这种情况却有着很大的缓和。再进一步看，作为泰国国教的佛教是以上座部佛教为主流宗教，然而在实践当中，它却不自觉地表现出有某些大乘佛教的痕迹。从历史上来看，这显然是由于过去受到了柬埔寨帝国与马来半岛的室利佛逝帝国的影响，他们都曾在一段时间里采用了佛教。在北部地区也有大乘佛教的痕迹。然而这显然来自不同的渠道，即来自缅甸和中国南部。”[3]他认为，在这些宗教文化体系中，其核心部分就是佛教。

（一）佛教

佛教在泰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早在公元3世纪初，就从印度传入当时泰国境内的一些独立的部落小国。13世纪初，南传佛教传入泰国，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南传佛教传入泰国后，与当时已在当地流传的婆罗门教、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宗教一起相互影响，形成了具有泰国特点的南传佛教。佛教徒占泰国总人口的94.6%，佛教对泰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具有重大影响。泰国宪法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国家、宗教和国王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历届总理也都是佛教徒。政府和民间的许多仪式都采用佛教礼仪，如国家庆典、阅兵仪式、商店开张、结婚祝寿都必须有僧侣到场诵经祝福，丧葬祭祀也须由僧侣祈祷超度。泰国信仰佛教的男性一生中必须剃度出家一次，多数在年满20岁时，一般为期3个月，据说是为父母积德求福以报答养育之恩，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

（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泰国的第二大宗教，13世纪由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传入，到17世纪初已在阿瑜陀耶王朝取得一定地位，当地城内已有许多穆斯林居民。但由于佛教势力很强大，因此伊斯兰教在泰国始终没有大的发展。目前泰国有穆斯林320万人，主要是马来血统的泰人和外国穆斯林后裔，聚居在泰国南部边境地区的陶公、北大年、也拉、沙敦四府，伊斯兰教徒占该四府总人口的70%以上，其余的分布在泰南及全国其他地方。泰国穆斯林人口总数的99%都是逊尼派，什叶派仅占1%。目前，全国有清真寺3295座，其中2118座在泰南。1963年由政府拨款建于北大年的清真寺是泰国最宏大、最漂亮的清真寺，也是东南亚著名的大清真寺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泰国有穆斯林中学200多所，曼谷建有穆斯林学院，南部宋卡府的宋卡纳卡琳大学设立有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研究中心，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设立了穆斯林委员会。

（三）基督教

16世纪初，伴随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天主教传入泰国。到17世纪中叶，天主教在泰国上层已有一定势力。但17世纪中叶后阿瑜陀耶王室对天主教采取限制政策，使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进展缓慢。1767年缅甸军队攻占阿瑜陀耶，天主教遭到重大打击，传教活动几乎停止。直到曼谷王朝拉玛四世即位后，天主教活动才有所恢复。

基督新教传入泰国仅有150多年的历史，传教进展缓慢。

泰国的基督徒约30万人，其中60%的人是天主教派信徒，其余的属于新教。天主教徒主要是曼谷及其他城市中的少数泰人，以及东北和东南部的越裔泰人，基督新教徒主要是曼谷、清迈、宋卡、也拉、佛统等地的少数泰人，以及华裔、克伦等少数民族。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共有教堂833所，神职人员2000多人。基督教机构包括“泰国天主教联合会”“青年基督教学生会”。

（四）婆罗门教——印度教

婆罗门教是较早就传入泰国境内的宗教，并且曾经在泰国早期各部落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其后历史发展进程中，印度婆罗门教的湿婆教、毗湿奴教等开始与佛教等宗教互相影响融合，共同塑造着东南亚各国的宗教文化体系。公元8—9世纪后，印度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教义，结合印度民间的信仰，经商羯罗改革，逐渐发展成为印度教。由于13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在泰国兴起，使这种古老的宗教在泰国的传播受到阻碍，但作为底色宗教，婆罗门教对于泰国国家宗教文化格局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目前印度教的信徒主要是印度侨民及其后裔。至今信仰印度教的人数虽然很少，但该教在泰国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有些影响。例如，大皇宫玉佛寺每年为玉佛更衣，国王诞辰、国王登基纪念，以及有些地方每年一度的春耕节等活动，仍然由印度教婆罗门主持。印度教的主要组织是印度教协会和王宫婆罗门教办事处。印度教徒主要集中在曼谷，全国共有印度教寺庙17所。

第二节 早期泰国佛教的发展（公元前3世纪—公元13世纪）

泰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生活在现今泰境内的不同民族先民在历史的沧桑中，曾经在现今的泰国疆域内建立了自己的部落邦国和部落联盟国家，但却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虽然13世纪时，素可泰王国是以泰人为主体民族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国度，“是泰国历史上有信史可考的第一个王朝”[4]。但泰国的历史并非是从13世纪素可泰王朝才开始有的。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古代史，很难用现代的国家概念来划分其版图。“按照中国文献的记载，远在素可泰王朝建立以前，在现今泰国领土范围就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国家，例如：公元1世纪，在掌叻他尼府一带有都元国、邑卢投国、谌离国；公元3世纪，在泰国中部靠近暹罗湾的地区有金邻国，致使中国古代称暹罗湾为金邻湾；公元4—5世纪，马来半岛属于泰国的部分出现了盘盘国；公元6至11世纪，佛统一带有堕罗钵底国；公元6世纪，宋卡和北大年一带有赤土国；公元10至14世纪，洛坤有单马令国；公元2至13世纪，吉打和北大年一带有狼牙脩国；公元8至13世纪南奔有女王国；公元13世纪，清迈又出现了八百媳妇国。这些皆是在素可泰王朝建立以前在现今泰国境内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尽管它们的历史有长有短，有的长达几个世纪，有的仅短短几十年，但统统都是泰国前素可泰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综观泰国13世纪素可泰王国建立之前的历史，其曾经有过自己的国家，但也曾经被纳入扶南、真腊、柬埔寨等国家的统治范围，或者作为其属国存在。但大体可分为南部以孟人建立的国家，和北部主要以泰族建立的国家，由于信仰主体民族、分布地带、传入途径不同，13世纪以前这一时期的泰国佛教，形成了多元的分布格局。

一 泰国南部孟人的佛教

孟人是东南亚国家中接受印度文化较早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影响了东南亚地区宗教信仰格局的分布。孟人很早就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例如缅甸、柬埔寨等国的早期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孟人建立国家并信仰婆罗门教和佛教的记录。[6]就泰国境内孟人的活动而言，13世纪以前，孟人建立了很多的小邦国，因此可以说，在中南半岛国家中，孟人的宗教信仰是中南半岛各国的宗教信仰体系的底色宗教。

13世纪以前孟人在泰国南部地区活动的区域内先后建立了很多的小邦国，在这些小邦国的宗教信仰都有自己的历史，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泰国南部古代小邦国的佛教（公元前3世纪—公元6世纪）

斯里兰卡佛教典籍《大史》和中国佛教典籍《善见律毗婆沙》中都曾经记载，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特派出九个僧团向外传播佛教，其中由须那迦（Sonaka）、郁多罗（Uttara）长老带领的僧团到达了“金地”这一区域，上座部佛教由此传入了金地。由于缺乏历史地理资料，难以考证金地的具体地理位置，但是，应该说金地是在现今泰国南部或缅甸一带。[7]
公元3世纪时泰国中部靠近暹罗湾的地区有金邻国，以致中国古代称暹罗湾为金邻湾，是泰国先民孟人建立的国家，后在公元6世纪时被堕罗钵底国占领。中国古代史籍《太平御览》卷七九〇“金邻国”条引《异物志》记载：“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另外，“金邻国”条引《外国传》记载：“从扶南西去金陈，二千余里到金陈。”金邻国大约位于今天泰国那空帕统一带，包括北碧府南部、佛丕府和夜功府等地，曾经成为扶南的属国，因此宗教多受其影响。

林阳国也曾经是泰境内的孟人先民建立的一个小国，在湄南河流域一带的泰国西南部地区。中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用南朝刘宋时代竺芝在公元5世纪撰写的《扶南记》，才使我们了解到泰国早期的佛教历史：“林阳国去金邻国（又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从这些汉文史料中，我们可以隐约得知公元3世纪时该国信仰佛教，佛教已传入这一区域。

盘盘国是公元5—7世纪时泰境内出现过的古代小国，《梁书》卷五四《盘盘传》说：“盘盘国，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万善庄严，一切恭敬，犹如天净无云，明耀满目，天子身心清净，亦复如是。道俗济济，并蒙圣王光化，济度一切，永作舟航，臣闻之庆善。’”[8]据学者们考据，盘盘国当在马来半岛上，其统治范围大约在泰国素叻它尼府。[9]许多印度人，包括婆罗门教徒，都是先到盘盘国，再经盘盘国到扶南或其他地方，盘盘成为继顿逊之后印度与东南亚的枢纽。印度文化，特别是婆罗门教，正是从印度，经盘盘到东南亚各地的。泰国学者明确指出，在盘盘国地区发现有湿婆像和佛像。[10]这说明在这一地区曾经流传湿婆教和佛教。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6世纪以前，泰境南部内还有很多孟人的小国，当时应该受到公元6世纪在东南亚地区较为强大的扶南等国的影响，高棉人、孟人等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在这一区域传播，这一时期是以婆罗门教和佛教为主要信仰。

（二）堕罗钵底国时期的佛教（公元6—11世纪）

公元6—11世纪在现今泰国的佛统府一带存在过一个堕罗钵底国。[11]公元6世纪时柬埔寨扶南帝国开始衰败，孟人开始在湄南河下游建立堕罗钵底王国[12]。泰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王国——金邻国和林阳国就是其前身。

堕罗钵底的名称最早见于中国史籍《旧唐书》“真腊传”，同书卷一九七列传又作“堕和罗”，在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所作《大唐西域记》卷十中“三摩毗咤”条作“堕罗钵底”，《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为“杜和钵底”，卷三又作“杜和罗”，杜佑《通典》卷一八八作“投和国”。《旧唐书》“堕箩”传记载：

南与盘盘，北与迦罗舍佛，东与真腊接，西临大海，去广州五月日行。

这些称呼，无论是堕罗钵底，或是杜和钵底、堕和罗、投和等，都是指的同一个地方，即巴利文Dvaravati的同音异译。Dvaravati在巴利文中的原意是“门户”，常用于口岸城市。这里被用来作为国家政权的名称，可见它作为近海的外贸口岸城市的重要地位。[13]当代学者考证“堕罗钵底国当在今泰国南部地峡地北，都城在佛统。”[14]
1.婆罗门教是这一时期王权统治的“主旋律”，在统治阶层中，婆罗门是宫廷仪式的主持者。婆罗门教中的毗湿奴教在此得到传播。

《通典》“投和罗”条：

投和国，隋时闻焉，在南海大洲中，真腊之南，自广州西南行百日至其国……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

在这段文字中，除了提及有佛教的传播外，还提到了“道”，这指的就是婆罗门教的传播。从后来的考古发现显示，婆罗门教在堕罗钵底时期已经传入泰国。在佛统府北部的萨奔和华富里、室利迪帕等地，曾经发现婆罗门教的婆罗门和毗湿奴神像。[15]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仅发现少量的湿婆像或者林伽崇拜痕迹，故可以推测，与湿婆相比，毗湿奴作为婆罗门教的三大主神之一，在堕罗钵底国是深受欢迎的，故塑像以供奉他，这也是婆罗门教的传播见证。同时由于堕罗钵底国主要活动中心是在南部，与印度的海上交通相对便利一些，而当时的婆罗门也会经由这里中转去其他地方，故婆罗门教在这里也会有所传播。

2.堕罗钵底国佛教信仰属于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并存，但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分布格局。

对于堕罗钵底时期的泰国佛教，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有所提及，但遗憾的是玄奘法师终因“山川道阻，不入其境”，未能留下记录。所幸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当时的泰国佛教有所记录。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书中称堕罗钵底为“杜和钵底国”：

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罗国，次东南有郎迦戍国，次东有杜和钵底国……并悉极遵三宝，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

堕罗钵底国初期从印度尼西亚、占婆等地传入过小乘大众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在现今的佛统府发现一尊青铜立佛像，佛陀披袈裟遮双肩，袈裟呈波纹状，与印度犍陀罗佛像艺术相似。“这种披袈裟的特征为一切有部或根本说一切有部僧人的特征。佛统尊拉巴吞塔基座上有菩萨转世为象、舍生给穷人进食的泥塑故事，这是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信仰。”[16]
考古发掘表明，佛统城出土的堕罗钵底时代的佛教文物，包括覆钵型佛塔、石刻法轮、伏鹿以及雕刻着摩揭陀文经句的石板等，以石刻的法轮与伏鹿图佛座、古塔、佛足印等文物最多。在早期佛教信仰中，法轮与伏鹿是象征佛陀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说法，称初转法轮，佛座象征佛陀在伽耶菩提树下成正觉，佛塔象征佛陀在拘尸那涅槃，双足印象征佛陀行走救度众生，据考证都是印度佛教尚未出现佛陀造像之前的象征艺术作品。“根据泰国史学家昙隆亲王《暹罗佛教史》介绍，堕罗钵底王国时期所建造的佛塔和其他象征艺术作品都属于早期的小乘佛教。”[17]认为其沿袭了孟人建立的金邻国信仰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因此在泰国中部的佛统地区信仰的是上座部佛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龙头佛像，或者说是多头那迦蛇护顶的佛像，11—12世纪时期的佛像多为上座部佛教佛像，例如，现在出土的一尊被称为那迦护顶的佛像，袈裟只穿到佛的腰部，是打坐的姿势，七头的那迦像轮盘一样遮到佛的头上。12世纪初期的那迦护顶的佛像，佛的面部表情较为严肃，而在12世纪末期，佛的面部则露出慈祥的微笑，但双目紧闭。这主要是受到柬埔寨真腊时期佛教艺术的影响。[18]“这是中南半岛东部国家，尤其是柬埔寨特别发展起来的一类佛教造像。而泰国堕罗钵底东部地区发现的这种佛像在东南亚地区是年代最早的。”[19]
这一时期的堕罗钵底王国也开始出现大乘佛教的影响。在东南亚活动期间，也正是印度笈多王朝（公元4—6世纪）掌握海上丝绸之路航海权进行经贸往来的时期，其佛教信仰以大乘佛教为主，另外，由于柬埔寨早期吴哥王朝受其影响，在中部地区也有大乘佛教的传播。但由于这一时期海岛地区的室利佛逝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较大，因此，这一地区的大乘佛教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堕罗钵底的泥塑和赤陶像在佛统、乌通和北碧等地都有出土，其中尤以佛统发现的最多。中南半岛观音菩萨造型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出现，例如在库布阿出土了一尊观音菩萨像，头梳长发，头顶上有一尊小化佛，头和胸部偏向右侧，而臀部则夸张地向左扭动，具有明显的“三屈式”的体态特征，与大多数堕罗钵底造像正面直立的程式截然不同[20]，这反映了大乘佛教的影响。中国唐朝义净法师在其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还提到了中国唐代爱州人大乘灯禅师在“杜和钵底国”出家求法的事迹。这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大乘佛教在堕罗钵底王国的影响。

总之，堕罗钵底的佛教主流是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但也出现了大乘佛教，乃至密宗的影响。

（三）罗斛国时期的佛教

10世纪时，当堕罗钵底开始衰落时，在湄南河华富里兴起了孟人建立的国家，这就是罗斛国。[21]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柬埔寨苏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Ⅰ，1002—1050）开始将统治势力扩展到泰国境内各地，成立多个统治城郡，形成了不同的统治中心。其中以罗斛地区为中心，统治堕罗钵底以南地区；以素可泰为中心，统治堕罗钵底以北地区；以室利提婆（Srideva，古地名，在碧差汶府）为中心，统治巴塞河流域各地；以披迈为中心，统治南部高原地区；以色军（Sakonnakhon）为中心，统治北部高原地区等。其中以罗斛地区最为重要，所以在泰国历史上称“柬埔寨统治时期的罗斛国”，或称“罗斛王朝”（Lopburi Period）。[22]
柬埔寨吴哥王朝时期诸王，有些是佛教徒，有些是婆罗门教徒。流行在罗斛时期的佛教，有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只是上座部佛教不兴盛，因为信仰佛教的柬埔寨国王都信仰大乘佛教。

罗斛时期的大乘佛教，是从柬埔寨扶南时期传承下来的，当堕罗钵底兴起时，信奉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暂时受到阻碍；到室利佛逝时，大乘密宗又传到柬埔寨及境中部和南部，很快发展起来。公元7世纪到9世纪之间，罗斛的造像以大乘佛教的菩萨为主，例如观世音菩萨和弥勒菩萨等，多以青铜铸造，五官突出，有口髭，头顶高髻，不戴装饰，衣着较短，显得粗犷朴素。其中观世音菩萨充分体现了孟人的造像风格，多作说法印；弥勒菩萨身材苗条，有时身体略弯曲。泰国东部的武里南和呵叻一带发现了不少这样的菩萨造像。[23]
柬埔寨统治泰国时，曾建筑了很多佛寺和神庙（在泰国，神庙又称“石宫”）等，譬如披迈石宫、拍隆蓝石宫（Phanomrunk）等。这是受大乘佛教发展到后期出现的密宗影响而出现的建筑。

披迈石宫是大乘密宗重要的地点，推定建于10—11世纪。石宫门上的雕刻，东扇为降三世明王像，西扇为佛陀感化占婆王的故事。这些图像都是大乘佛教的象征，特别是密宗。在罗斛的三峰塔，也明显是大乘佛教的遗址。除了建筑外，罗斛时期还遗有很多古物，如佛像、菩萨像、神像等。尤其有很多小型泥质的护身佛（后人所称），头戴花冠璎珞，手持赐福物，或双耳垂肩，或手作降魔印，这些形式都与大乘密宗有关。在华富里（即古罗斛）发现一柬埔寨碑文说：

罗斛城有旧部比丘，自堕罗钵底时代传入；有大乘佛教比丘，自柬埔寨传入，正辉煌地发展着。

这则碑文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罗斛国地区的人民并未完全随柬埔寨人信仰大乘佛教，仍有很多人保持信仰堕罗钵底流传下来的上座部佛教。碑铭中所说的“旧部比丘”，指的就是堕罗钵底时期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的僧团。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大乘佛教梵文三藏开始逐渐取代原有的巴利语三藏。这一时期的泰国佛教形成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密宗同时并存的信仰格局。

此外，随着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罗斛成为柬埔寨苏利耶跋摩一世统治泰国南部的中心，虽然罗斛佛教文化是以大乘佛教为主，但同时也信仰印度教，其中毗湿奴造像较为普遍。12世纪后期，泰国首次出现了将三尊神像放在同一底座上的作品，有时，这三尊像中间是佛陀，两边是观世音菩萨和般若菩萨，但有时则是湿婆、毗湿奴和毗首羯磨（Visvakarman）三位印度教神祇。[24]
二 北部泰人的佛教信仰

泰族祖先原在中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居住，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逐渐向东南方迁移。到11世纪中期，泰族南徙的人数更多，不久，便建立了澜沧（Lan Chang）和兰那（Lanna）两个小国家。澜沧泰族一系，后来向泰国东北部发展，成了以后的老挝。这一时期的泰国北部逐渐形成了兰那泰、帕尧、哈里奔猜三个泰人的小邦国，被称为“泰族古代三国”时期，这一时期逐渐形成泰人的信仰体系。

兰那是泰族首先在泰境内建立的一个小邦国。兰那泰族是逐渐从中国境内向南迁移至泰国西北地区的。兰那泰在中国史书上称“八百大甸”。又在10—12世纪，其都城在清盛，故称之“前八百大甸”。兰那泰族12—15世纪，史称“后八百大甸”（都城在清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逐渐接触到孟族和柬埔寨吴哥王朝的文化影响。其中受到孟人文化的影响信仰上座部佛教；后来受到柬埔寨佛教的文化影响，信仰大乘佛教。但到12世纪缅甸蒲甘王朝强盛时，缅甸首先侵占至泰国北部的兰那国，然后势力逐渐扩张到孟族建立的堕罗钵底地区。当缅甸人统治了泰国北部等地后，积极推行上座部佛教。因此，受蒲甘文化的影响，泰国北部佛教的建筑等都富有缅甸佛教的特征，如清迈府的七峰塔，是仿照蒲甘大菩提塔形式的建筑，反映当时兰那地区与缅甸蒲甘王朝的联系。因此，泰国历史学者认为，此时期的佛教是“蒲甘王朝式的佛教”。从兰那的发展历史来看，其强盛时，统治区域包括现在清迈、南奔、昌莱及缅甸的景栋。[25]
这一时期，泰国境内还存在两个泰族建立的邦国：一个称为帕尧（Payao）的泰族统治区域，建立于1096年，都城帕尧（在今昌莱）；另一个称为哈里奔猜（Haribhujaya），在今南奔，最初是由孟族血统的女王统治。传说这位女王曾请五百位僧人，携带三藏圣典往各地弘法，因此奠定泰国北部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广泛传播的格局。可是不久女王就携民南徙，这地方一度被罗斛所占，但这一地区的南传佛教却流传了下来。

在泰国历史上，由于泰国北部这一区域地处内陆，南部有孟族建立的统治邦国，东部有尚处于柬埔寨吴哥王朝统治范围之内的老挝，西部地区有缅甸，故兰那泰族、帕尧以及澜沧地区的哈里奔猜这三个以泰族为主体建立的邦国相互影响，以地缘一起，被称为泰国历史“泰族古代三国”时期，但它们始终偏处泰国西北一隅，而且时常受到柬埔寨和蒲甘王朝势力的影响，政治动荡不定，没有多大发展，始终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

总之，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一时期在泰国境内北部的几个泰人国家，限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其所受文化影响因之而不同。受缅甸蒲甘王朝佛教影响的泰族主要信仰上座部佛教；而自素可泰以南的泰族，因先受柬埔寨传入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影响，大多信仰大乘佛教，同时也信仰婆罗门教。故这一时期佛教呈现出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并存的局面。

第三节 素可泰时期的佛教（1238—1419）

13—15世纪是泰国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正是从13世纪开始，以泰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开始统治泰境，逐渐统一全境，并延续至今。这一时期是泰国以泰人为主体民族的文化特质建构的主要时期。从泰人的分布格局来看，形成了南方以素可泰王朝为主的泰族国家，而北方则形成了以兰那泰王国为主的泰族王国。虽然在15世纪下半叶，这一分布格局有所变化，但这却是泰国历史上以泰族为主体民族建立国家之始，因而在泰国历史文化体系中显得非常重要。

一 素可泰王朝时期的发展

在13世纪以前，泰人虽然已经在泰境内活动，但始终未能建立较大的王国。在长达千年的古代发展史中，柬埔寨统治泰境的时间最长，因此，柬埔寨历代王朝的政治制度、宗教、文化思想对泰国的影响是最大的。1238年素可泰王朝建立，这是泰人建立的第一个统一了整个泰境的国家。因此，可以说素可泰王国奠定了现代泰国的立国基础。

（一）素可泰王朝初建期间的佛教

1238年，向泰境迁徙的一支泰人在自己的首领坤邦克兰杜（Kun Bang Klang Tao）的带领下，脱离柬埔寨吴哥帝国的统治，在素可泰建立起泰族自己的政权，1257年，坤邦克兰杜正式称王，改称“室利因陀罗提耶”（Sri Intaratiya），定都素可泰，从而拉开了素可泰王国的历史序幕。

在坤邦克兰杜建立泰人国家建立之前，素可泰是柬埔寨吴哥王朝统治泰国的中心地区，因此，素可泰这座城市的布局承袭了吴哥王朝的宗教理念。该城为东西宽、南北长的长方形，城市布局呈轴对称，所有的宗教建筑都集中在市中心，王宫和民宅就修建在神庙之间的空地上。[26]
初期建立的素可泰王国，国土狭小，除素可泰城外，仅占领有彭世洛，其他的广袤土地还在柬埔寨吴哥王朝的控制之中，因此，泰族立国前及建立素可泰王朝初期，境内各民族的宗教文化深受吴哥王朝宗教文化的影响，既信仰佛教又信仰婆罗门教，而且还有本民族的鬼神信仰存在。素可泰的神庙多达106座，大多用红土、砖或者灰泥建成。城外有三层高大的城墙，其间修筑堡垒，城墙外面开挖了两重护城河。[27]那时的泰人敬畏有大威神力的鬼神，相信其能主宰人的祸福，能保护国家和人民。在素可泰发现一碑文记载说：“祭奉鬼神，国家平巡，享祚久远……不祭奉鬼神，鬼神不作保护，国家有灾难。”[28]在这里，鬼神信仰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信仰，而不是个人的信仰。如果从泰人族群文化的角度考察的话，这或许会与泰人作为百越族群的一支的族群历史记忆有关，但显然还有柬埔寨高棉民族文化和缅甸蒲甘王朝统治时期文化的影响痕迹。

素可泰王朝初期佛教信仰的特点是多元融合的，是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兼有弘扬，即高棉人统治的地区，多数信仰大乘佛教，在泰北的昌莱、清迈、南邦等地，因先受缅甸蒲甘佛教的影响，信仰从蒲甘地区传入的上座部佛教，而泰南洛坤佛教信仰的则是从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大寺派佛教。洛坤地区原先也是信仰蒲甘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但从斯里兰卡僧团来到以后，信徒就转而信仰斯里兰卡系上座部佛教了。[29]
（二）坤兰甘亨执政时期素可泰的佛教发展

素可泰第三位君王坤兰甘亨（“坤”是敬称，“兰甘亨”是其本名）是素可泰王朝最杰出的君主，其文治武功，有雄才大略，在位43年，励精图治，开创了素可泰王朝最隆盛的时代，在泰国历史上被尊称为“伟大的帝王”。

在泰人先民迁徙的过程中，另外还有一些支系进入了湄南河流域，一些人与当地的孟人和高棉人统治集团成员通婚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泰暹人或暹泰人。泰国学者黎道纲先生认为：“湄南河流域的各个王系，由于文化相同，彼此通婚联合，逐渐形成一个单一民族，这个民族就是高棉人、占婆人和周边国家人们口里的Syam人。所谓Syam人……也就是今日泰国境内的暹泰民族。”暹泰人或者叫泰暹人约在13世纪40年代控制了素可泰城，但直到兰甘亨于1279年左右继承其兄为王之后，素可泰才真正成为暹泰族的政治中心。当时，素可泰通过扩张兼并了周边许多高棉人的城邦和已经居住在当地的泰人的小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泰人国家。在兰甘亨统治时期，素可泰成为一个富裕而强大的中心。

1833年在泰国古都素可泰发现的兰甘亨碑铭，重现了13世纪时素可泰王朝的历史。这块碑高1.11公尺，顶部呈圆锥形，四边各35公分，均刻有古泰文。石质纹理细密，呈黑色，这块碑铭就是其本人所作，世称“兰甘亨碑铭”。碑铭所述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原始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宗教等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碑铭明确记载了泰文为兰甘亨国王所创造，因为此前泰国还没有泰文。这就为泰国古代文字史填补了空白。泰人视此碑铭为“国宝”，放置于曼谷国家博物馆大厅中央，供国内外参观者瞻仰。

此碑的中文译文如下：

我父名室利因陀罗惕，母名娘，兄名万蒙。我同胞兄弟五人，男三女二，我一长兄小时即病逝。

我长大至十九岁时，蒙束国王坤三春来袭蒙达。我父出战帅三春左方，坤三春骑来右方。坤三春迫近，我父士卒，渝败逃散。我不逃，我乘象名百奔，我驱象在我父前，与坤三春交锋，我与坤三春斗象，其象名末蒙，败之，坤三春败走。我父乃赐余名曰帕兰甘亨，盖因我与坤三春斗象之故。

我父有生之年，我服侍我父，我服侍我母。我获兽获鱼，我携予我父；我获酸果甘果，若美味可口，我携予我父；我围狩套索得象，我携予我父。我父死时，我兄尚健在。我尽力服侍我兄，一如服侍我父。我兄死，我乃得领有全土。

坤兰甘亨时，素可泰国土富绕，水中有鱼，田中有稻。国君不征收关税，国人牵牛乘马，贸易称便。欲贩象者贩，欲贩马者贩，欲贩金银者贩。庶民或公子王孙死亡谢世，所遗屋宇、驯象、妻季、亲属、粮仓、仆从、槟榔林老叶林，悉归其子。

庶民或公子王孙发生纠纷，国王详审共事，真相既自，始秉公裁断。不殉窃盗，不私赃贼，见则不贪，见富不怨。凡骑象来归，率国来附，则予援济，若无臣无妇，无金无银，则予资助，以至成乡成国。战敌获俘，无论将卒，不杀不打。

有铃悬于门外，城乡之中，民有争执，口角不和，欲诉诸王，极为简便，仅须往敲门铃。坤兰甘亨国王，一闻铃声，即呼入讯问，予以公平裁判。故素可泰全境，万民称赞。国中处处广植槟榔林、老叶林。此地又多椰林，婆罗密林亦伙。芒果林、酸角林亦不少。凡种植者均得保有此等园林。城中有池，曰塔旁陪西，水清味甘，一如旱季孔河之水。环绕素可泰城，有围墙三匝。[30]

由于国内社会生活繁荣发展，兰甘亨专门制定了公平裁判的司法制度，而不是像柬埔寨王国那样要依靠“神判法”来断案，因此，人民生活幸福，社会稳定，“万民称赞”。在此基础上，兰甘亨开始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来进行宗教、文化方面的改革：

1.制定泰文

这是坤兰甘亨对于泰人文化的统一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他即位以前，泰国境内本来通行高棉文。为了提升泰人的文化向心力，坤兰甘亨在1283年召集全国学者，亲自参与研究文字的创造和改革，借用柬埔寨吴哥王朝使用的原有的孟高棉文，以孟高棉文等为蓝本，酌量减去笔画繁多而弯曲的，去除重叠字母，新创立四声读音，将其转化成为适于书写的泰族文字。制定书写文字，是泰人文化体系化的标志，也是整合分散在各地居住的泰人向心力的一个举措，因此，坤兰甘亨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1285年素可泰立的这块碑文上明确记载，“泰文前此无有。大历一二〇五年（未年），坤兰甘亨王精心思构，创设泰文。泰文之成立，乃因国王所创造”。

2.积极推行佛教信仰，以斯里兰卡系的上座部佛教来逐渐代替原有的孟人上座部佛教信仰体系，重新建构素可泰的宗教文化体系

兰甘亨竖立的石碑描述了当时素可泰人民信仰佛教的情形：

素可泰人，常布施，常持戒，常供养；素可泰王兰甘亨，及一切大臣、人民，不论男女，都信仰佛教。安居期间每人持戒；出安居后一月中，举行功德衣供养。

显然，兰甘亨特别提倡斯里兰卡系上座部佛教。因为当他征服泰南洛坤后，发现那里已有斯里兰卡系上座部佛教，当时洛坤地区的很多比丘都往斯里兰卡求学，在斯里兰卡僧团重新受戒，然后回到祖国，发展僧团。由于他们经常听闻斯里兰卡僧团戒德庄严，精研三藏，优于其他各派僧团，所以坤兰甘亨王特别尊重敬仰，就专门邀请洛坤地区的斯里兰卡上座部僧团至素可泰弘扬佛教。斯里兰卡系上座部僧团抵达素可泰后，国王建寺供养他们，因为斯里兰卡僧团的比丘们，喜欢住在山林静处，适于修行佛道，所以国王就在城外建了阿兰若等供养。例如，根据考古发现，有一块碑文上记录了赞扬斯里兰卡僧团的文字：

此素可泰城之西，有阿兰若。坤兰甘亨王奉献礼品与大长老僧伽剌阇。大师精通三藏全部，智慧为国中僧师之冠。僧来自蒙室利昙摩剌。阿兰若之中，有佛堂，其高大美观，无与伦比。又有帕阿他律立像一。

国王专门在素可泰城的西部建阿兰若，供奉来素可泰传播佛法的洛坤地区的斯里兰卡系上座部僧团，坤兰甘亨王特意封之为僧王，其“佛堂，其高大美观，无与伦比”。

国王在每半月之黑分和白分（相当我国农历之朔望），都惯常前往阿兰若寺，听僧说法和受持斋戒，或与僧人讨论佛法及法务。

国王为了与斯里兰卡通好，派洛坤的僧人至斯里兰卡，而获得斯里兰卡国王赠送的著名“狮子金佛像”，现为泰国珍贵佛像之一，供养于曼谷国立博物馆佛殿中。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僧团在泰国得到发扬后，巴利文三藏及注释书也是最完备的。在此之前，孟族人的上座部佛教，虽然非常发达，但不一定有纯粹完整的巴利文三藏，或掺杂了大乘佛教及婆罗门教经典在内。

另一碑文记载说：“此素可泰城，有佛寺、金佛像、立佛像（九米）；有大佛像、中型佛像；有大佛寺，中型佛寺；有僧众，有上座，有长老……”从泰南洛坤斯里兰卡系的僧团至素可泰成立后，孟族人旧有上座部佛教及大乘佛教逐渐灭亡。这时素可泰、兰那、柬埔寨、孟族的僧人，至斯里兰卡僧团受戒和求学的日渐增多，回国后，使斯里兰卡系僧团产生很多有密切关系的派系。有时礼请斯里兰卡僧人到自己的区域为戒和尚。总之，在12—13世纪，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已完全信仰斯里兰卡系的上座部佛教，而大乘佛教渐趋隐没和灭亡。[31]
3.积极推行佛教信仰

坤兰甘亨王积极推行佛教信仰，遵守戒律，以宗教活动的礼仪来规范大家的宗教行为。在素可泰发现的这块碑铭上记载：

人多乐善好施，齐僧献礼。素可泰国王坤兰甘亨，以及王子公主，公卿贵妇，公子王孙，全部人士，无论男女，莫不虔诚崇奉佛教。雨季无不俗守戒律。雨季终了，大事举行迦希那衣礼，一月方毕。迦希那衣礼时，有贝壳堆、槟榔堆、鲜花堆、倚垫卧枕，以及其他附属献品，每年总值达二百万。

迦希那衣礼时，远行至阿兰若诵经，回程入城，列成长队，自阿兰若直达广场。鼓声起处，琴瑟和鸣，益以歌声吟声，爱戏者戏，爱笑者笑，爱吟者吟。此素可泰城，有大门四，时常拥挤，因国人争入城中观赏国王燃烛玩火。人声喧杂，此素可泰城，似将爆裂。

大历一二一四（辰）年，即室利刹差那莱，素可泰国王坤兰甘亨于手植此糖棕后十四年，命匠作石板，置于该棕树之间。每于朔、望、初八、二十三等日，众老僧师、长老、大一长老，登坐石板，对善男信女守戒之士，讲经说经日之外，室利刹差那莱，素可泰国主坤兰甘亨，登坐石板，使公子王孙，公卿大臣朝见。朔望之日，王命装饰白象。象名鲁乍奇利，设座象背，系孔象身，双牙包金。坤兰甘亨王登象，骑往阿兰若礼佛，然后回归。[32]
坤兰甘亨带领全国大臣及百姓“全部人士，无论男女”，都虔诚崇奉佛教。尤其是在雨季来临时，一定会夏安居，遵守戒律，同时在雨季结束之后，马上举行捐赠“迦希那衣”的仪式，在仪式中，布施大量物品和钱财。

4.建立僧伽组织管理制度

建立僧团管理制度是兰甘亨的佛住世时僧团本有律制，但后来佛教传播的地方不同，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接受宗教不同，就有所谓“随方俗”的见解。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形，律制也就有些伸缩性。泰国僧团管理制度，特设有“僧爵”一职来掌管僧团的事务。这一僧爵制度，就是从素可泰王朝兰甘亨王时开始，而且僧爵由国王加封。[33]
根据泰国古文记载，兰甘亨王于1292年从斯里兰卡请来三藏，以斯里兰卡系的佛教为国教，并由洛坤的上座部佛教高僧担任素可泰僧王。[34]丹隆亲王在《僧伽史》中有一段记述：“泰国的僧爵，最早所见是素可泰王朝三世王兰甘亨的碑文，约刻成于佛历1836年（1292），其中记素可泰‘有僧王，有僧伽尊长，有大长老及上座。’僧王可能是最高的僧职，僧伽尊长是低于僧王以下的职位；至于碑文中的大长老及上座，可能是指依律制具有僧腊的盛德大长老或上座，不是国王加封的僧爵。”丹隆并认为，除素可泰城有一位僧王外，其他远近各属国藩邦，可能都有一位僧王及其之下的多位僧伽尊长。并且当时斯里兰卡有“大僧领”（Mahasvamin），其副者为“僧领”（Svamin）。素可泰设“僧王”及“僧伽尊长”，名称虽不同，而管理僧团职务可能是一样的。

素可泰时僧团管理分左右二首：右首，封僧王一位，僧伽尊长三位；左首，只封僧伽尊长三位。这可能是从立泰王时期开始。亦有说：“僧团分左右二首，起因可能由于派别不同。派别的不同，又分两种说法：一是原有的旧僧团及新至的斯里兰卡系僧团；还有当时的僧团，分有聚落住者及阿兰若住者。聚落住者以研读经论及弘法为主，多数为旧派僧人；阿兰若住者，离群而住以修禅观为主，因上分为左右二首。”[35]
5.规范佛教的僧伽等级和寺院空间布局

由于受到柬埔寨吴哥王朝婆罗门教宇宙观念的影响，坤兰甘亨对于素可泰城市的规划颇费了一番心思，不仅世俗建筑的规划有方位区分，而且对庙宇的空间布局和规模也进一步作出规范。根据碑铭记载，坤兰甘亨国王在素可泰城的东西南北和中部都建造了寺院，有法师住持，供奉有佛像：

此素可泰城中，有佛堂，有佛陀金像，有帕阿他律像，有佛像。有大佛像，大中佛像，有大佛堂，有中佛堂，有老僧师尼沙耶目搭，有长老，有大长老。

此素可泰城之西，有阿兰若。坤兰甘亨王奉献礼品与大长老僧伽刺阇。大师精通三藏全部，智慧为国中僧师之冠。僧来自蒙室利昙摩刺。阿兰若之中，有佛堂，其高大美观，无与伦比。又有帕阿他律立像一。

此素可泰城东，有佛堂，有老僧师，有旷野，有槟榔林、老叶林，有水田早田，有住家地，有大小乡村，有芒果林、墨坎林，美如专造。

此素可泰城北，有市场，有帕阿遮那佛像。有楼阁，有椰林、婆罗蜜林，有水田早田，有住家地，有大小乡丰寸。

此素可泰城南，有老僧师所居之僧屋精舍，有水坝，有椰林、婆罗蜜林，材芒果林、墨坎林，有深潭，有帕卡蓬山。此山之神，其成力之大，远过国中其他诸神。凡素可泰国王，如祭献得宜，则国祚长盛。若祭献不得其当，山神则不予庇护而国亡。[36]

根据碑铭记载，坤兰甘亨国王在素可泰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中部的寺院建筑和佛像供养之异同，显然可以反映其等级和功能：

在此素可泰城的中心地区，“有佛堂，有佛陀金像，有帕阿他律像，有佛像。有大佛像，大中佛像，有大佛堂，有中佛堂，有老僧师尼沙耶目搭，有长老，有大长老”。[37]显然，无论是佛堂还是佛像，长老、大长老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此素可泰城之西，有阿兰若。大长老僧伽剌阇大师精通三藏全部，智慧为国中僧师之冠”，因此坤兰甘亨王奉献礼品。这应该是素可泰王朝最有学问的长老。而在东部和北部的功能又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此素可泰城南，有老僧师所居之僧屋精舍，有水坝，有椰林、婆罗蜜林，材芒果林、墨坎林，有深潭，有帕卡蓬山。此山之神，其成力之大，远过国中其他诸神”。这说明山神崇拜仍然是素可泰宗教信仰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正是在坤兰甘亨的励精图治和苦心经营下，这一时期素可泰王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麻族、高族、寮族，以及远方泰人，沿乌河孔河之泰人，均来归顺”。其领土逐渐扩大，坤兰甘亨作为全体泰人政治统治之君，又成为全体泰人的精神导师，其“慧、知、勇、力，均非各地泰人所能比拟”。正如碑铭所记载的那样：

坤兰甘亨王，既为全体泰人之君，复为教导全体泰人之师。使其真知功德，通明佛法。至其慧、知、勇、力，均非各地泰人所能比拟。王勇制群敌，国广象多。东方征服沙隆松开、伦巴寨、塞卡、孔河两岸，以及永珍、永堪。南方包括孔堤、帕邦、普勒、素攀那奔、叻武里、碧武里、室利昙摩刺，以至于海。西方包括蒙束、蒙……蒙凤沙哇里，以海为疆。北方包括蒙帕、蒙曼、蒙……蒙普鲁瓦。越孔河至蒙查哇乃止，众土子民均依法义各得其养。

坤兰甘亨于1317年去世后，繁荣昌盛的素可泰王朝国势便日渐衰微。各附属邦地开始脱离素可泰的统治，下缅甸马塔班方面首先宣布脱离附庸关系，并举兵南下，夺回土瓦及坦沙里；1330年琅勃拉邦、永珍、洛坤等藩属，也乘机宣布独立。与此同时，素可泰南方有另一股泰族势力，即乌通（Uthong）太守，正在日渐强大，不断向外伸展，很快就占领洛坤、叻武里等地，甚至控制了缅甸的土瓦和坦沙里，从此素可泰已成偏安之局。

（三）立泰王统治素可泰王朝时期之佛教发展

素可泰王朝时期的第五代君主立泰王（1354—1376年在位）时，因南方大城日益强大，素可泰王朝的领土，除了都城外，只保有宋加洛、彭世洛、甘烹碧、披集、那空沙旺等地。为此，立泰王特意加强文治，改革政治，修建道路，浚通运河，发展农业，提倡文教，勤政爱民。他特别热心弘扬佛教，在各地兴建佛寺和佛塔，铸造佛像，劝导鼓励僧人研究经论。不久，国家呈现一片中兴升平景象，立泰王得到国内人民忠心的拥护。[38]
立泰王即位后，曾延请斯里兰卡高僧至素可泰弘扬佛教，整理并改革佛教。1362年，特别礼请斯里兰卡的僧伽领袖为自己的传戒和尚，在芒果林寺（Ambavanarama）舍身出家，过了一段出家修行的生活。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位的君王出家。此举对人民起了示范的作用，后来泰国男子在一生中至少一次短期出家，接受佛教道德的熏陶。[39]
立泰王在位后期，曾领导铸造几尊著名的在佛像，留存于后世，如现在供奉于彭世洛府大舍利寺（Wat Phrasri Ratnamahadhatu）的“清那叻铜佛”（Buddha Jinasraj），供奉在曼谷善见寺（Wat Sudassana）的大铜佛等。素可泰铸造佛像的艺术，其渊源当然是受到先前堕罗钵底、高棉和孟人的影响，然后更吸收斯里兰卡造佛像艺术。泰国造像艺术家运用智能加以改良和创新，所铸造的青铜佛像与以前所造的佛像，在形式上有相当大的不同。素可泰时铸造的佛像，不论坐姿、行姿、卧姿，都形体优美、线条流畅，表现高尚超然的性质，且能把握静止或动作的微妙，予以和谐的表达。例如佛陀成正觉像，显出全然静止的样子，肌肉松弛，面部沉静，慈祥含笑，反映心境的安宁与满足。又如行姿佛像，是泰国艺术家的特别创意，左足稳踏地上，右足轻轻抬起，左手平胸前半举起，做说法或施无畏姿势，右臂自然下垂于身部，态度高雅而富韵律，表现在游化的路途中瞬间的生动姿态，富有写实的风格。其他建筑佛寺及佛塔的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

立泰王时又将兰甘亨所创的泰文，加以改革简化，更易于书写，同时加上音调符号，使人容易阅读。立泰王生性仁慈，厌恶战争，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远征北部的卑利及难府时，对俘虏不但不忍杀戮，而且禁止部下虐待他们。在几次阿瑜陀耶王朝的军队进攻素可泰的战争中，立泰王也是一样对待俘虏。这在古代的帝王来说，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说，立泰王完全是受了佛教慈悲的感化。1833年在素可泰旧城一批碑铭之中，有一段记载：“王之仁德，宽容大度，若海洋之纳百川者然，博受施仁，是之谓也。王居恒爱民若赤子，常赦免囚犯，赐之以金，俾得赎罪，并遣之归家。故王当政之日，国无奴隶，人民皆获得自由，并乐其业。王之令誉，遂播扬于各国；各地之民，均乐其仁政而归之，相安而处焉。”[40]
立泰王不但是贤明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学者及虔诚的佛教徒，精通佛学、哲学、天文学等。他著有一部《三界论》（Tribhumi-Katha），引证多种经论、注释书及其他典籍，多达三十余部，内容涉及众生因果善恶业而招感三界的苦乐，由天界、人间下至三途之苦。关于立泰王《三界论》的写作目的，该书前言说：“为了阐述佛论，使一般民众知悉，同时也为了弘扬佛法。”但有的泰国学者认为，立泰王撰写《三界论》是有政治目的的，他用佛教作为政治手段，以抵制来自缅甸和阿瑜陀耶王朝的威胁。这一时期，缅甸的孟族国王占领了桃歪和顿逊，乌通王也建立了阿瑜陀耶王朝，素可泰王朝已日趋衰败，只有用佛教关于业力和三界轮回的理论，来警示外部强敌和告诫其治下的民众。[41]这部《三界论》，已成为泰文古典文学名著。然而这部书直至1912年才在素可泰城荒冢蔓草中发现，其间埋没了五百多年。国王在宫中设立学术研究所，广招学员，亲自任教，讲解佛学及天文学，改进历法，使国内学术之风大盛。

这一时期素可泰王朝佛教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成为素可泰王朝的主流宗教，其中斯里兰卡系的上座部大寺派佛教更居主位，但整体而言其宗教仍然是多元的，婆罗门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在素可泰王国建立之前，泰人曾经受柬埔寨的吴哥王朝统治，而高棉民族在接受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的同时，也接受了婆罗门教。高棉民族的这一文化认同也为泰人所接受，因此在素可泰王朝时期仍然有婆罗门教存在，现在发现的素可泰时期的婆罗门教神像有湿婆神像、乌玛女神像、毗湿奴神像等，都是青铜铸造的。[42]
二 兰那泰王国时期的佛教发展

（一）兰那泰王国的历史[43]

关于兰那泰王国的泰族来源和兰那泰王国的发展历史，在泰国文化史的记载中不是非常详细，中国古代史籍中的记载始于中国元朝的“八百媳妇国”记载。

1.兰那泰王国的族源

大约在1050—1250年，一支泰族陆续向北迁移到泰北孟人建立的以南奔为中心的哈里奔猜王国境内。当地孟人称这些外地来的泰人为泰阮。[44]作为现代傣泰语诸民族中的一支，泰阮（泰庸）人无疑也是在古代傣泰语民族的迁徙、分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这里所说的傣泰语民族，也就是国际泰学界所说的泰语民族（Tai-speaking peoples），他们是更大的壮侗语族群中的一个分支。[45]“八百媳妇国”（即后来的兰那泰王国）就是今天生活在泰国北部地区的主体民族泰阮人在当地建立的一个王国。

2.兰那王国的建立

1263年，随着泰阮人的增多和实力的强大，泰国北部泰族部落的清莱王[46]在清盛的南边建立了一座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清莱，并把统治中心迁到了清莱。当时曾经一度统治了整个泰北地区的孟人势力已经开始衰落，高棉人的势力也在退却，因此，孟莱王在清莱站稳了脚跟之后，再度向南边发展，并一度占领了孟人建立的城市南奔。[47]公元7世纪曾由一位名叫占玛苔薇的孟族公主在南奔建立了哈里奔猜国，唐朝樊绰的《蛮书》称之为女王国。大约从那时以后，这个地区一直由女人统治。1292年，在清莱城统治的孟莱王吞并了哈里奔猜国，将其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1296年4月，孟莱王建立新的首府清迈城（“清迈”泰语意思为“新城”），这标志着兰那王国的建立。清迈的建立对兰那王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开创了泰阮人的新纪元。[48]
3.“八百媳妇国”时期

中国史书所说的“八百媳妇国”在后来编撰的泰国史籍中被称为“兰那王国”，有时候也用后来的兰那王国的都城清迈的名称，称为“清迈王国”。清迈就是《新元史》中提到的“景迈”。这个名称是从“八百媳妇国”（即后来泰国史籍中的兰那王国）的创建者披耶孟莱王（Phraya Mangrai）[49]开始出现的。13世纪的清迈王国，是由很多个大小不同的城镇和村寨组成的，每个城镇或村寨的首领都由妇女充任，反映了当时泰北地区仍保留许多母系社会的遗风。清迈国王孟莱建清迈为国都后，清迈地方行政长官仍由女性担任。这八百个“各领一寨”的首领连同她们的属地，应该是孟莱王统治的清迈王国的小邦国或者属地。“八百媳妇国”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50]
泰北的《清迈纪年》在记载兰那王国的创建者披耶孟莱（Phaya Mangrai，1261—1311年在位）的家世时说，孟莱王出生于泰北清盛地区的恩央王国（Ngoen Yang，又译银扬王国）的统治家族，他的父亲老蒙（Lao Meng）长得非常英俊。老蒙长大以后，他的父亲也就是孟莱王的祖父召老芒（Cao Lao Moeng）派人到统治今天西双版纳地区的景洪王匋陇建仔（Thao Rung Kaen Chai）处为儿子求婚。匋陇建仔很高兴，就把女儿帖帕罕凯（Theppha Kham Khrai）嫁给了老蒙。老蒙在32岁时继父位统治恩央王国以后，把帖帕罕凯立为王后，其地位“高于其他500位王妃”[51]。

据《清迈纪年》记载，披耶孟莱的祖先，曾在今天泰北地区建立泰人王国“恩央”王国，拉瓦章嘎腊（Lawacangkarat）王朝的第19代王坤壮（Khun Cuang）杀死了“交巴干”（今天越南的一部分）的国王并征服了他的王国以后，更夸张地说，他“进入了交王的王宫，坐在镶满宝石的王位上，他的王后、来自老挝的公主阿玛拉黛薇和交王的女儿乌娇率领着44万女子簇拥在他的周围”[52]。

从这几段记载来看，在“八百媳妇国”的早期或其前身的恩央王国时期的王族不仅拥有妻妾的数量非常之多，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这些妻妾并非完全是“女流之辈”，其中确实有一些是可以独领一寨的“女中豪杰”。

另外，在泰北地区的许多传说中，都提到一个叫作“庸那迦”（巴利文拼写为Yonaka，泰文拼写为Yonok）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是傣泰民族在今天泰国北部地区建立的最早国家，而他们的名称就是从庸那迦这个词演变而来的。

例如，泰北地区流传的一部叫作《清盛纪年》的文献记载说，有一位叫作辛霍那瓦的泰族王子，率领着族人迁徙到今天的泰北地区，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叫作庸那迦的王国。从辛霍那瓦王子开始，一共有45位王统治过庸那迦。后来这个王国的都城陷落了，变成了一个大湖。[53]
另外一部叫作《辛霍那瓦的传说》的文献则记载，辛霍那瓦带领部属来到古代吉蔑人管辖的素旺空坎地区，建立了古代清盛（又译为景线）城。辛霍那瓦在古景线城的王位传了44代。后来，这个地区陷落了，变成了一个大湖。[54]
按照泰北许多文献的记载，庸那迦陷落以后，又有一些傣泰民族来到今天的泰北地区建立国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由拉瓦章嘎腊王在今天泰国北部清莱府的夜柿河（MaeSai）畔建立的一个叫作恩央的王国，而建立这个恩央王国或银扬王国的拉瓦章嘎腊王就是后来在泰北建立统一的“八百媳妇国”的孟莱王的祖先。但是，今天泰国北部的历史，直到中国史籍提到的“八百媳妇国”时期即孟莱王以后才比较可靠，许多文献在提到传说中的那个庸那迦国的历史的时候，既没有说它所在的准确的地点，也没有关于其建立和灭亡的准确的年代。所以，一些学者对庸那迦的存在持怀疑态度。认为泰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叫作庸那迦的国家。[55]
4.兰那王国的繁荣发展

从披耶哥那王（Phaya Guena，1355—1385年在位）到披耶巧（Phaya Kaeo，1495—1525在位）统治的这一段时期是“八百媳妇国”或兰那王国的繁荣时期，泰国史籍提到，哥那王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正值许多傣泰民族的小邦前来朝贡，所以，哥那王就为他的儿子取了“盛勐玛”（Phaya Saenmuengma，1385—1401年在位，中国史籍称为“刀板冕”）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十万勐邦来朝”。[56]披耶滴陆格脑统治的时期是“八百媳妇国”或兰那王国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披耶滴陆格脑王兼并了今天的难府和帕府两个小邦，并与今天泰国中部地区的阿瑜陀耶进行了长达24年之久的战争。同时，他还出兵老挝，帮助老挝统治者赶走了占领老挝的越南军队。在西部地区，兰那夺取了今天属于缅甸掸邦的莱卡、勐乃、锡铂、勐永怀和其他一些勐，并把当地12328名大泰居民掳掠到今天泰北一带安置下来。另外，披耶滴陆格脑还攻打北边的景洪，占领了景洪城，把当地的傣泐人掳掠到今天泰北的南奔一带安置下来。这一时期，“八百媳妇国”或泰北史籍中称为兰那王国的国势达到了极盛。[57]
从13世纪末到16世纪下半叶，以清迈为中心的泰北地区属于独立的兰那泰王国的统治。16世纪中叶，兰那地区沦为缅甸东吁王朝的附属国，因此从16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兰那附属于缅甸或是阿瑜陀耶王朝。1744年才摆脱缅甸的统治，曼谷王朝建立到拉玛五世改革之前，兰那地区与曼谷王朝一直是松散的藩属关系。经过拉玛五世的地方行政改革，到20世纪初，清迈地区才逐渐地由藩属国变为曼谷的一个地方行政区。

（二）兰那泰王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清迈的建立对兰那王国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清迈位于谷河流域和宾河流域的要冲，可以控制沿线的各个小勐。其次，宾河流域位于今天泰北的中心，往南可以到达今天泰国中部地区，往北则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更北的清盛乃至云南。另外，清迈的所在地宾河平原比北部其他盆地都要大，水源也更为丰富，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清迈建立起来以后，孟莱王就从清莱迁往清迈，并一直住在那里，直到逝世。[58]根据泰国史书的记载，孟莱王统一泰北地区以后，“八百媳妇国”的核心地区即包括了今天的清迈、南奔、南邦、清莱等地。另外，孟莱王还派他的儿子去统治今天缅甸景栋地区的勐乃。后来，“八百媳妇国”形成了以清莱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清迈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两大区域。再后来，清迈才逐渐发展成了泰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泰北各地泰人的小勐如难、帕等均归附清迈。

1.孟莱王时期佛教的传入

泰北地区的文化，主要是以其主体民族泰庸人的文化为基础。13世纪之前，泰庸人在谷河流域一带崛起，后来逐渐扩张势力，向宾河流域发展，最终以宾河流域为中心创建了辉煌一时的泰北兰那王国。从13世纪开始，在泰国北部的“八百媳妇国”（又称兰那国）逐步形成了以清莱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清迈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两大区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清迈渐渐发展成了泰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据《新元史》卷一四九《八百媳妇传》：“每村建一寺，每寺建塔，约以万计。”大规模地修建寺塔，既说明了佛教发展的规模，也显示出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

就兰那佛教的传播发展情况而言，大约到13世纪时，兰那才接受了佛教。兰那初期的佛教是由南奔孟族人传入，据谢远章先生分析，“《庸那迦纪年》记载，一直到1292年，兰那国的孟莱王征服了哈里奔猜，那里的佛教才为兰那所接受”[59]。因此，最初的清迈佛教是以孟人信仰的佛教为主。

兰那佛教的兴起与兰那孟莱王与素可泰王朝的国王兰甘亨之间的深厚友谊分不开。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友谊和族缘关系的交流平台上，兰那的孟莱王接受了素可泰王朝的源自斯里兰卡的大寺派的楞伽宗。[60]
后来，孟莱王派以应达班（Yingdabanyo）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深造。这批比丘回国后，建立了莲花塘寺（Wabayobo），持阿兰若律（即林居派的戒律）[61]，这就是直到今日仍然影响很大的莲花塘寺派的发端[62]，后传入中国云南。[63]因此，清迈初期的佛教派别就形成了以孟人佛教派别为主和斯里兰卡上座部大寺派佛教为主的两个大派别。

孟莱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约在1307年，他在邻近清迈的南奔，建库达寺（Wat Kukut），寺中建一砖砌方形佛塔，四周为圆形台基，塔体高尖，除塔基及塔顶外，中间五层，每面置佛像十五尊，共计六十尊。此塔现仍保持完整，为泰国独特风格的著名古塔。孟莱王又在清迈建清曼寺（Wat Chiengman）。他除了在南奔、清迈等地广造佛寺，还推动翻译经文。在此后的时间里有大批的巴利语佛经和注释被译为了泰润文，在泰族、傣族、掸族和老族地区流通，促进了这一地带佛教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流、大融合[64]。

2.哥那王统治时期佛教的繁荣发展

在哥那王（Keu Na，1355—1385年在位）统治时期，兰那开始进入繁荣时期。随着兰那国力的增强，逐渐代替孟人统治了南奔、南邦的广大地区。1440年，原来臣服于泰国南部的阿瑜陀耶王朝的帕王国和难王国也臣服于兰那。

在泰国兰那历史上，哥那王统治时期是整个泰国北部南传上座部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他的支持下，为了能在清迈建立斯里兰卡林居派僧团，他曾遣使缅甸邀请林居派的长老乌东巴拉[65]（当时乌东巴拉还没到素可泰）。乌东巴拉派他的弟子阿难陀到了清迈，但法事未成。哥那王便从素可泰地区请来了高僧苏摩纳（Sumana）。苏摩纳（Sumana）是斯里兰卡僧领梅唐卡拉的泰族弟子，而梅唐卡拉是斯里兰卡林居派一个支派的传人。所以，苏摩纳所弘扬的戒法属于斯里兰卡的林居派，这一派又称为阿兰若派，比较注重戒行和学问，即佛教中的戒、定、慧三学。在戒学中，它注重的是苦行，因此主张在森林里修行；在慧学方面，它注重的是阿毗昙（论藏）。因此，苏摩纳在兰那地区非常强调通过经典的研究和讲习来弘法。正是因为他的到来和对佛法的推动，兰那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哥那王把自己的花园献给苏摩纳（Sumana），作为弘法道场和阿兰若派僧团的基地。所以，人们又把苏摩纳所弘扬的佛教派别称为“花园寺派”。后来“花园寺派”传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就在中国云南流播开来。[66]事实上，在兰那王国的早期，兰那泰的上座部佛教已经缅甸的景栋传入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1369年，清迈派出一个700僧人组成的使团到景栋布教，后又从景栋来到西双版纳。1373年，清迈又有一个僧团来到西双版纳弘法。[67]
虽然早在孟莱王时期源自斯里兰卡的楞伽宗佛教就开始传入兰那，但在兰那的普及却是14世纪下半叶，直到15世纪兰那佛教才逐渐完成其本土化的过程。

谢远章先生指出，“据15世纪的兰那文献《宗教本源志》记载，兰那王国九世哥那王通过素可泰五世立泰王邀请苏摩纳长老到兰那，弘扬他从缅甸塔通传来的楞伽宗上座部佛教。1371年哥那王又在清迈修建瓦孙诺佛寺，后来这一佛寺就成为‘摆孙’佛教派别的发源地。到了兰那王国十一世召叁访坚时期（1420—1442），兰那的长老法深长老（汤康皮，Dhama Gambhra）、作慧长老（咩堂关，Medhankara）、祥智长老（雅纳勐滚，Yana Mangala）等7位高僧率领18位和尚共25人，于1424年到斯里兰卡研习楞伽宗佛经。1430年他们返国时，又邀请斯里兰卡僧侣英腕比丘（Vikrombahu）和上慧比丘（Uttamapanna）一同到兰那”[68]。对此，兰那的文献《宗教本源志》和云南西双版纳有关材料都有相关记载。在这些文献中，记录了这些僧侣在清迈建立了持戒严格的上座部“摆坝”佛教派别，并以坝凉寺为基地传播上座部佛教。兰那地区的上座部佛教的“摆孙”（即城市说教派，村居派）、“摆坝”（即山林习禅派，林居派）的形成标志着兰那地区上座部佛教的成熟和发展。虽然“摆孙”和“摆坝”都是源自于斯里兰卡大寺派的佛教派别，但是当“摆孙”和“摆坝”在兰那出现后，为了区别这两个在兰那本地出现的佛教派别，人们把“摆孙”（村居派）称为“楞伽宗”，而将兰那本地化后的形成的“摆坝”（林居派）佛教派别称为“新楞伽宗”。

新楞伽宗的出现标志着兰那佛教开始逐渐成熟。只有当这一地区的佛教已经完成其自身的“在地化”过程之后，才可能进一步向外传播发展并被接受。

到15世纪初，兰那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进入了其最辉煌的时期。兰那有一套完备的统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有强大的军队，农业、手工业和建筑业发达。在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下出现了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僧侣的地位很高，是文化的掌握者和传播者，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都笃信佛教。兰那文明扩散到周围地区，以至于今天泰北、缅甸掸邦、老挝西北地区和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在历史、文化、语言和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自此清迈研究佛法盛行，能用巴利文著作及注释经论的高僧学者辈出，留下一批著名的论著，如智称（Nanakitti）著《阿毗达磨述记》（Abhidhamma yojana）、《根本迦旃延（文法）述记》（Malakaccayanayojana）、《戒律述记》（Vinayayojana）等。

3.三界王时期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

1441年三界王即位，他笃信佛教，广造佛寺及铸造佛像，因此兰那的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著名的莫过于大菩提寺，该寺在1455年开始建筑，仿效印度菩提伽耶佛塔建造，因有大小七塔，所以通称七塔寺，构造非常庄严优美。在这一阶段，兰那泰的佛像至此趋于成熟，头上佛光作宝珠状，佛发造型为螺髻，细腰宽肩，线条流畅，面含微笑。这是斯里兰卡佛像在泰国的进一步发展。[69]这正是佛教在兰那王国本土化趋于成熟的标志。

在三界王统治时期，泰国佛教历史上举行了第一次佛教结集，这充分展示出兰那王国佛教的发展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随着佛教在兰那王国的进一步本土化，1477年在三界王的护持下，兰那泰由法授（Dhammadinna）长老领导高僧约一百位，在大菩提寺举行三藏结集，重新整理了巴利文三藏，经一年而成，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次三藏结集。这表明兰那的佛教已经在理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结集的完成，兰那本地的佛教僧人的理论创造活动也就活跃起来，涌现了大量的佛教理论著作，如妙吉祥（SriMangala）的《吉祥灯论》（Mangalathadipani）、《毗输安多罗本生灯论》（Vessan-tarajataka dipani）、《法数疏》（Sankhyapakasaktika），智称（Nanakitti）的《阿毗达磨释记》（Abhidhammayijana），以及宝智（Ratana Panna）《胜者时鬘论》（Jinakalamalini）等。这些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佛教在兰那王国的本土化进程又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在兰那王国宗教发展格局中，虽然佛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泰庸人本民族的原生性宗教信仰仍然存在。泰北在接受佛教文化影响之前，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以泰庸人为代表，主要以泛灵论为基础。其核心为鬼神信仰，鬼神信仰是泰庸人信仰体系的基础。这些信仰一直到后来泰庸人接受佛教影响之后，都还有一定的保留，并反映到了他们的生活习俗、祭祀庆典等方面。泰庸人的鬼神信仰是从万物有灵信仰中衍生而来的，人们相信人类的世界与鬼神的世界是相互交错密不可分的。鬼神无处不在，小到家庭、村寨，大到勐，以及所有的田地、河流、森林、山川都有鬼神存在。由于鬼神无处不在，因此世间万物都充斥着灵魂。泰庸人也有敬鬼和招魂的风俗，并体现在他们对鬼神的信仰当中，而鬼神信仰的核心则是祖先崇拜。随着印度文化通过孟人的传播，不断向泰北地区渗透，再加上谷河流域的泰庸人通过扩展势力征服了清迈——南奔盆地之后，泰庸人原生性宗教文化在这一进程中不断与佛教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泰庸人特色的文化——兰那佛教文化。

第四节 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佛教（1350—1767）

一 阿瑜陀耶王朝前期的佛教

在阿瑜陀耶王朝建立前，泰境北部有兰那泰王国，紧靠北部的中部地区有素可泰王国，素可泰以南的湄南河流域则存在两个邦国：一是处于湄南河西岸、以现今泰国素攀武府为中心的素攀国[70]，另外一个是处于湄南河东岸的以华富里为中心的罗斛国。这两个邦国以及其他一些小城邦在素可泰王朝强大的时候都是臣服于它的属国。当时的素攀国王坤銮泼旺还是素可泰王朝立泰王的妹夫，双方通过联姻方式保持友好关系。[71]
13世纪初，在现今素攀武府西南之地，泰人建立的小城邦——乌通崛起。据考证，乌通王的世系属于兰那泰王国的王室后裔，后来娶素攀国王之妹为妻，1344年，乌通王继承素攀的王位称王。[72]随后，乌通王又取得了罗斛国的王位，将罗斛国与素攀的领土合并，逐渐成为称雄湄南河中下游的大国。1347年，由于乌通地区流行霍乱，很多人死亡，乌通王只好放弃该城，而迁都到阿瑜陀耶城（Ayodhya，梵语意为“不可破灭”，中国华侨俗称“大城”），定为新都。1349年因国力日渐强大，乌通王见素可泰王朝国势衰微，便以阿瑜陀耶城为根据地，宣布独立，摆脱素可泰王朝的控制。1350年乌通王正式即位，改王号为拉玛铁菩提（Ramadhipati，1350—1369年在位），史称阿瑜陀耶王朝。1350年乌通王重新修建阿瑜陀耶城之后，派其子拉梅逊去统治华富里，并分封各地统治者。

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籍《明史·暹罗传》记载“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暹罗斛”。[73]暹罗一词正式在中国史籍中出现，此后的中国史籍开始把泰国称为“暹罗”。

乌通王能够将素攀的文化优势和罗斛国的军事优势相结合[74]，实现优势互补，同时，也是把华富里的孟人和高棉人、吴哥式的行政管理能力、素攀的泰人的人力和武艺、当地华商社会的财富和经商技巧巧妙地汇集到了一起。[75]因此，在乌通王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随着实力的增强，乌通王开始积极向外扩张，先后迫使叻武里、碧武里以及德林达依、士瓦等地称臣。1352年，拉玛铁菩提一世派遣太子拉梅逊带领军队入侵吴哥，被吴哥军队所败。他再派军队前往增援，围攻吴哥城达一年之久，终于在1353年攻陷该城。吴哥国王阵亡，据说有10万高棉人被掳往阿瑜陀耶，寺院和王宫中不计其数的财宝、大象等也被劫往阿瑜陀耶。[76]拉玛铁菩提一世命其子巴萨到吴哥进行统治。这是阿瑜陀耶王朝试图兼并吴哥的开始，柬埔寨沦为阿瑜陀耶王朝的藩属。

此后拉玛铁菩提向南征服了马来半岛北端的宋卡，马六甲俯首称臣。1356年，素可泰王朝开始衰落，且发生饥荒，拉玛铁菩提国王派军北上，攻占素可泰南部的边陲重镇猜纳，当时的素可泰王朝是立泰王，他生性仁慈、憎恶战争，同时也无力抗拒，便派出使者通过和平谈判，收回猜纳，因此，阿瑜陀耶与之形成对峙之势，双方维持了约40年的和平。

拉玛铁菩提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即位后，学习借鉴素可泰王朝的法律及柬埔寨吴哥王朝的制度，订立许多新法律，公正严明，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他首先从柬埔寨吴哥王朝引进了一整套宫廷礼仪和一种特殊的宫廷语言。同时，还根据印度的《摩奴法典》，结合泰人的习惯制定了一部用巴利文写成的《王朝法典》。这部法典的法律条文涉及借贷、财产继承、盗贼、斗妻、叛逆等诸方面的问题，被奉为神的旨意，一直沿用下来[77]，制定了相关的证据法、叛逆法、诉讼法、拐带法、侵犯人民法、杂事法、盗贼法、土地法、夫妻法等。由于他思想开明，又具有杰出才能，为国家建立各种制度，励精图治，替阿瑜陀耶王朝奠定了四百多年的基业。[78]
阿瑜陀耶王朝建国初期的佛教，历史上叙述很少，这可能由于建国初期，忙于战争和政治，无暇顾及宗教。说到阿瑜陀耶王朝初建时的佛教，不能不回顾阿瑜陀耶王朝以前佛教的情形。依据历史及出土古物考证，大城（阿瑜陀耶）的地域，先时是在堕罗钵底、室利佛逝、罗斛国三个时期势力范围之内。堕罗钵底国时最早传入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爪哇室利佛逝王朝的势力影响下，信仰大乘佛教，但也有少数人信仰原有的上座部佛教，这一时期信仰婆罗门教。所以阿瑜陀耶王朝建立初期，多数人信仰佛教是无疑的。

拉玛铁菩提国王在位期间，为了纪念在阿瑜陀耶城建都，于1353年曾建佛最胜寺（Buddhais Varya）。1361年他进行佛教改革，派遣使节到斯里兰卡迎来斯里兰卡僧人，整顿僧伽组织。1363年建巴考寺（Wat Pakao）。[79]
波隆摩罗阇（Boromaraja，1370—1388在位）统治期间，与中国明朝维持和平友好关系。洪武十年（1377），波隆摩罗阇派他的侄儿那空膺（Nokon In）为使，朝贡中国。据《明史》记载：“昭禄群膺[80]承其代命来朝。帝喜，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齎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里旨。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比年一贡或一年两贡，至正统后或数年一贡云。”[81]此后，中国与阿瑜陀耶王朝之关系一直保持下来。后有很多中国人移居泰国，融入泰国社会。

1393年，柬埔寨出兵攻泰国东南方的尖竹汶及春武里等地，并抢掠了六七千名泰人到柬埔寨。结果泰王领大军东征柬埔寨，攻陷柬埔寨的首都吴哥，对吴哥王城进行彻底的毁灭性破坏，曾经辉煌一时的柬埔寨高棉文化因此而遭到泰人彻底的毁灭。柬埔寨因此被纳入阿瑜陀耶的属地。

1408年，那空膺取得政权，称为因陀罗阇一世（Intharaja Ⅰ，1408—1424年在位）。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431年柬埔寨经过一段时期的养精蓄锐，力量逐渐复苏，就脱离泰国独立。泰王波隆摩罗阇二世（Boromaraja Ⅱ，1424—1448年位）为此派兵攻打柬埔寨王都吴哥，历时七月，终于攻克吴哥，柬埔寨国王被杀，其后继位的国王随之将国都迁往金边。历史上创造了伟大功绩的吴哥王朝因此而走向衰落，吴哥城被废弃。[82]
15世纪时，怛莱洛迦王（Boroma Trailokanatha，1448—1488年在位）时，励精图强，改革军事与文化制度，在行政管理方面则主要以中央集权制来逐渐取代地方各种行政权。[83]在军事方面，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防，国王于1463年迁都至彭世洛。由于在北方常受到清迈王国的侵袭，怛莱洛迦王后曾经与清迈王国在素可泰城发生一次非常激烈的战争，最后双方讲和。

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芬南德斯（Duarte Fernandez）1511年带着印度总督的信函，到达大城觐见泰王，希望发展自己在泰境内的经贸活动。最终于1516年，葡人获得在泰国的自由居住权，泰国向葡萄牙开放大城、北大年、六坤等处为通商口岸。

16世纪中叶，缅甸的勃固王朝已日渐强大起来，开始进犯泰国边境。1540年，缅甸王德彬瑞蒂统兵进攻泰境的格因（Gyaing，今属缅甸毛淡棉），与泰王率领的军队对抗，结果泰国战胜，此后双方不断发生战争。到16世纪下半叶，缅甸莽应龙国王对阿瑜陀耶发动了多次进攻，最终将阿瑜陀耶纳入自己的属国范围。

自15世纪初以来，佛教在阿瑜陀耶王朝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例如在1408年左右，中国明成祖派郑和第二次出洋南巡，到达大城。有随从马欢著《瀛涯胜览》及费信著《星槎胜览》，对当时阿瑜陀耶王朝的宗教信仰有所记录，《瀛涯胜览·暹罗国》记载：“崇信释教，国人为僧为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8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为僧为尼者极多”，说明这里的女性出家现象较为普遍。

这一时期的佛教再次从斯里兰卡传入大寺派佛教。据北方《清迈史》记载，1422年阿瑜陀耶城的两位比丘，一名梵牟尼，一名苏摩，与七位清迈比丘及一位柬埔寨比丘共同赴斯里兰卡重新受戒，多年后学成回国。同时还邀请了斯里兰卡的摩诃毗羯摩婆诃（Mahavikramabahu）及优多摩般若（Uttampanna）两位比丘同行，先抵达阿瑜陀耶城，遂后发展成立斯里兰卡系的僧团，严持戒律，获得人民的信仰。

怛莱洛迦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其统治期间，他将原来的王宫改为佛寺，定名最胜遍知寺（Srisarvajna），使之成为当时大城最重要最富丽的佛寺，因在王宫之内，成为王家佛寺，并不住僧众。[85]
怛莱洛迦王执政期间，修建了多所佛寺。例如朱拉摩尼寺（Wat Culamani）就是新都刚迁到彭世洛之后修建的。在与清迈的战争停止后，怛莱洛迦王依佛教风俗，入朱拉摩尼寺出家为比丘八个月，缅甸及老挝都遣使祝贺，清迈国王也派使及十二位僧人往彭世洛观礼。随同国王同时短期出家的有两千多人，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件盛事。八个月后，国王舍戒还俗复位。[86]
此外，怛莱洛迦王的文学造诣亦深，1482年，曾撰《大本生词》（Mahajati）一书，是怛莱洛迦王召集文人学者与高僧集体将佛陀最后一世的本生故事从巴利文译成泰文的一首长诗，叙述菩萨行布施波罗蜜的故事，现在被泰国教育部选为中学课本。[87]
拉玛铁菩提二世（1491—1529年在位）期间，因与清迈战争，特别注重兵役制度改革，设军役登记处，规定全国男子由18岁至60岁，都有服役的义务。他也很注意佛教的发展，曾重修“最胜遍知寺”，增加佛殿、佛塔等，使之更显得辉煌伟大。曾下命塑造一尊巨大立佛，名“最胜遍知佛”（Buddha Srisarvajna），高16米，以黄金286泰斤（1泰斤合1.2公斤）涂裹佛身。后来阿瑜陀耶城被缅军攻破，此尊佛像上的黄金被熔化取走，劫后的佛像直到现在仍在大城露天供奉。[88]
二 阿瑜陀耶王朝后期的佛教

1556年缅王莽应龙攻陷阿瑜陀耶城后，虽让坤披连为王，但事事受制于缅甸，后来由于柬埔寨已经摆脱了阿瑜陀耶王朝的控制，见阿瑜陀耶也受制于缅甸，遂经常进攻泰国，扰乱社会安定。坤披连以防备柬埔寨入侵为由，请示缅王准许修整城郭，建立军队。1571年，坤披连又向缅王请求，放归在缅甸作人质已达六年的纳理逊太子，太子归国后，励精图治，逐渐摆脱了缅甸的控制。1584年，缅军攻打泰国，被英勇的纳理逊王子打败，此后，阿瑜陀耶王朝彻底摆脱了缅甸的控制，重新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兴了阿瑜陀耶王朝。1590年，纳理逊即位（1590—1605年在位），国家由中兴而强大，恢复了过去的领土，曾两次出兵攻缅，其他邻邦和属国也不敢再侵犯。他对国家民族做的贡献，以及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极受后世推崇和歌颂，在泰国历史上被尊为纳理逊大帝。

大帝一生多在复国战争中。史书上记载他对佛教之建树不多，1592年，于素攀东北的达拉班达鲁（Trapangtru），靠近沙莱湖（Sa Roi），建筑了一座胜利吉祥塔（Jayamangala），因为曾在此击败25万缅甸大军，建塔纪念战功。

纳理逊去世后，由王弟厄迦陀沙律（Ekathotsarot，1605—1610年在位）继承，他也是与兄长纳理逊一起驰骋疆场复国中兴的英雄人物。他在位时主要的功勋是整顿法制、革新税法，进行外交和商业活动，使国家更为繁荣兴盛。

厄迦陀沙律在位六年期间，为了纪念王兄，特谕令建一佛寺名婆罗车多伽蓝（Wat Varaestharama）。又铸造五尊大佛，佛像铸成，命令造龙舟，作水上游行，迎至婆罗车多伽蓝供奉，并举行七天禳灾法会仪式。国王又供养田地与僧团，收益作为佛寺经费。[89]
1610年颂昙继位，对国家的文化与经济颇多贡献。颂昙王少年时曾出家为僧，法名净法（Vimala dhamma），据传僧爵曾升至一储的僧伽尊长。当他为王后，对佛教事业亦非常热心，印刷内容完备的佛教三藏，供僧人研究。曾命令兴建和修葺多所佛寺，命令在沙拉武里建筑佛殿，向世人展示佛陀生前踏过的足印，供人瞻仰礼拜。此山后称为“佛足山”（Buddha Pada），成为佛教的圣地。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殖民势力开始渗透到泰国，甚至在1662年，法国的摩特劳勃主教（Motte Lawbert）到阿瑜陀耶城传教，两年后又有巴鲁主教（Palu）率领一批法国传教士到达泰国。这批法国传教士得到当时泰王那莱王特别的礼遇，可以在泰国境内自由传教，建设教堂、学校、医院等。到1676年，阿瑜陀耶城出现第一所由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招收一百名泰国学生；另外又有“十字架信徒会”，广泛吸收女性信徒。[90]1683年，法国的势力在泰国已经成长，订立《法暹条约》，法人在泰除享有传教和贸易特权外，还享有治外法权和经营部分锡矿权，这引起了泰国人民的反法国思潮。那莱王死后，原任摄政王的帕碧陀罗阇登上王位。他是领导排斥法国势力的中坚人物，对免除泰国沦为法人殖民地，有不可泯灭的功劳。

在其后的年代中，阿瑜陀耶始终处于葡萄牙、法国等西方殖民势力以及周围大国，尤其是缅甸的进攻之中，国力不断下降。1759年，缅甸贡榜王朝创立，兴兵侵泰，1765年缅甸孟驳王再次向泰国大规模用兵。大军分两路，北路自清迈南下，南路由坦沙北上，进攻阿瑜陀耶城，至1767年4月，在缅军的炮火猛轰下，阿瑜陀耶终至城破国亡。这次战争后，阿瑜陀耶城被夷为废墟，所有王宫佛寺、民间房屋，多半被火烧毁。泰国历代所存文献典籍，都付诸一炬，无数财物珍宝被掠走。有三万多泰人，被掳走为奴，其中包括一些王子和僧人。[91]至此，经历了417年风雨的阿瑜陀耶王朝灭亡。

在阿瑜陀耶王朝发展后期，佛教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92]，这在中国古籍中多有记载，例如，黄省曾则在《西洋朝贡典录》记说暹罗“其王锁俚之人，修浮图教。是多僧尼，有寺刹而持斋戒。……其送死，亦命僧斋诵而礼佛”。明人费信在《星槎胜览》中也记述了泰国佛教与丧葬习俗，如说“妇女多为尼姑，道士能诵经持斋，服色略似中国，亦造庵观。能重丧礼，人死气绝……设佛事葬之”。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暹罗时期泰国佛教发展十分繁盛，形成了全民信教的局面。广大百姓敬拜僧人，将出家人视为解除人们痛苦和烦恼的精神导师，大凡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等都少不了迎请出家人出席。在城市和乡村当中早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礼敬法师、崇尚僧人的社会风习。成书于明嘉靖十五年的《海语》，较翔实地记述了暹罗国对出家僧众的景仰与崇敬。如说：“其国右僧，谓僧作佛，佛乃做王。其贵僧亦称僧王，国有号令决焉。凡国人谒王，必合掌跽而扪王之足者三，自扪其首者三，谓之顶礼，敬之至也。凡王子始长，习梵字梵礼，术数之类，皆从贵僧，是故贵僧之权侔于王也。……贵僧为请于王，王乃宥之，没为僧奴。”[93]这段引文如实记述了当时泰国百姓礼敬僧王的情形，敬拜僧王如同礼拜佛陀一样，明确指出僧王的权利几乎等同于国王。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泰国贵族学习文字和其他文化知识都须向僧人请教。甚至有些犯了罪的人，只要僧王出面向国王说情，就有可能得到赦免，成为“僧奴”。

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当18世纪波隆科斯在位期间（1733—1758），斯里兰卡国王曾经在1750年遣使抵达泰国阿瑜陀耶城，礼请泰国僧团前往斯里兰卡传授戒法。泰王命令组成一僧团，由优波离上座领导前往，为斯里兰卡传授戒法，复兴了斯里兰卡的僧伽系统。这一佛教派别后来在斯里兰卡发展迅速，因其由泰国传入，就称为“暹罗宗”（Syama-vamsa，Siam School），发展至今已成为斯里兰卡僧人最多的一个宗派。

此外，历代国王对佛教事业热心护持，修建了多所著名佛寺，增加新建筑物，恢复庄严美观。这一时期的建筑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例如，建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帕纳买卢寺建筑体现了阿瑜陀耶早期佛寺的风格。佛堂有门无窗，只凭几个狭长的孔采光，使得室内充满神秘肃穆的气氛。在15世纪末叶以前建造的佛塔大多是高棉式的，外观呈洋桃瓣或菠萝瓣状；而15世纪末叶以后又大多是斯里兰卡式，外观呈覆钵式，但塔尖高耸呈花瓣串藤状，在一些佛寺中发现的壁画也值得人们注意。比如在拉查补拉纳寺挖掘到的洞穴四周的壁画，描绘了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内容。[94]
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学也很发达，特别是戏曲方面，有十四本戏曲产生，多数描述佛陀的前生，由50个本生故事编成。达磨提比丘（Dhammadhipesa）于1732年出家，写出了两本佛教著作或诗集，一名《华蔓词》（Maleyya），描述游历天上与地狱的情形；另一名《难陀优波难陀（龙王）经词》（Nandopananda-sutta）。两书名都有因果报应之义。1741年，他还俗后，又写了一些世俗的诗篇和战歌。同时期摩诃伽比丘著有《富楼那所教经诗》（Punnova-da）。[95]都成为后世佛教文献的经典之作。

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是，在阿瑜陀耶城开始出现中国华人的庙宇。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宝公庙。中式寺庙的出现，是华人社区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这些华人已经在当地成家立业、落地生根，更主要的是它说明那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华人聚居的社区。阿瑜陀耶城外的帕南车寺，始建于1324年，比阿瑜陀耶城被建成京都还早26年。自从1409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率领船队来到这里之后，当地华人便把帕南车寺改称为三宝公庙，以纪念郑和。明人张燮《东西洋考》“暹罗”条说：“三宝庙，在第二关，祀太监郑和。”三宝公庙一带作为华人社区，一直存在了400多年，与阿瑜陀耶王朝共始终。直到1767年阿瑜陀耶城被缅军攻陷以后，才遭到一些破坏。三宝公庙则一直保存至今。[96]这些华人公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与泰国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开始进入泰国宗教文化体系，成为其中的一员。

第五节 吞武里王朝时期的佛教（1767—1782）

18世纪缅甸攻陷阿瑜陀耶城以后，中国乾隆皇帝几次派军讨伐缅甸，甚至已经打到了缅甸阿瓦附近。这迫使缅甸孟驳王不得不下令缅甸军队撤回缅甸，只留下孟族将领苏基率3000缅军镇守。这一事件客观上有利于暹罗人民的复国运动。在与缅甸军队斗争的过程中，泰境其他各地有实力的太守都纷纷起来拥兵割据称雄，逐渐形成了五大势力。其中有一位名叫郑信（Phya Taksin）的中泰混血儿实力较强，经过艰难斗争，终于重新统一了暹罗全境。

一 吞武里王朝的建立

郑信是广东澄海郑镛之子，郑镛年轻时，南渡到达泰国阿瑜陀耶城，后娶泰国女子洛央（Nok Iang）为妻，于1734年生下郑信。郑信七岁时，入哥萨瓦寺（Wat Kosavat）从高僧通迪（Tong Di）读书；13岁依泰国风俗入三毗诃罗寺（Wat Sam-vihara）出家为沙弥，攻读佛学及巴利文。几年后还俗，受义父荐引为波隆科斯王侍卫官，余暇时学习中文、印度文、缅文、越文等。至21岁时，再入哥萨瓦寺出家为比丘三年，从高僧研究佛学及巴利文，还俗后又入宫廷出任原职。国王见他甚有才干，封他为达城太守，[97]被委任为达府的军政长官，封爵披耶，人称披耶达信。在清朝的官方文件《清实录》里称他为披耶新。在1766年底，当缅军围困阿瑜陀耶的时候，郑信奉命率领达府军队前往京都救援。1767年1月，郑信的部队参加了暹罗守城部队组织的六路出击，但进攻失败，郑信及其队伍被阻在阿瑜陀耶城外。于是郑信率领手下的500名泰人和华人士兵，冲出缅军的重围，并与追兵苦战，取得一些小胜利。1767年2月，郑信的部队到达罗勇时已发展到一万余人，每个战士都配备了一支火药枪，还组织了战象队。为了便于号召暹罗军民参加抗缅复国战争，郑信宣布自立为王，采用暹罗一等城市统治者的仪仗。[98]
郑信先后攻克罗勇、尖竹汶城、达叻城等地，控制了暹罗东南沿海地区，并以之为抗缅复国的基地。1767年10月，郑信率领拥有一百艘战船的大军，挥师北上，正式开始了驱逐缅甸占领军的正义战争。11月6日，攻破吞武里城，接着又继续向阿瑜陀耶方向挺进。驻守三株菩提树村的缅军主将苏基顶不住郑信的迅猛攻势，只好请降。郑信光复阿瑜陀耶城的消息传到阿瓦，缅王盂驳命塔瓦披守将率兵3000名，从西部入侵暹罗，抵达万公区。驻防该区的是郑信麾下的一支华人部队，担负着镇守暹罗西部门户的重任。缅军倚仗人多，将华人军队层层包围。华人军队以一当十，殊死拼搏。直到郑信亲率援军赶到，内外夹击，才击退来犯缅军。万公区之战和宋胶洛保卫战已作为两次光辉的战例，被载入暹罗史册。此后缅甸军队再也不敢进犯暹罗。郑信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成功地驱逐了缅甸占领军，建立了吞武里王朝，使暹罗重新获得独立，郑信成了泰国复兴民族的大英雄。[99]
此时暹罗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各大封建主据地称雄。全国最大的几股割据势力给人民的生活和商业贸易带来诸多不便，也不利于对外交往。因此，实现国家的统一是全国人民寄予郑信的又一厚望。

郑信见阿瑜陀耶城已毁坏过甚，不堪再为王都，决定到吞武里定都称王，这就是著名的“吞武里王朝”。在登基后两年多内，郑信又领兵南征北伐，剿平国内其他割地称雄的四大势力，重新使柬埔寨和老挝成为暹罗的属国。1775年与缅军作战，攻入清迈，将清迈划归为泰国的领土，奠定了今日泰国疆域的基础。郑信创立的吞武里王朝虽然只维持了15年，却是泰国史上较为强盛的王朝。

1782年，暹罗阿瑜陀耶城发生了民众骚乱的严重事件。群众在乃布纳、枯该和枯素拉三位首领的率领下，袭击阿瑜陀耶城的“昭孟”因它拉阿派的官邸。因它拉阿派抵挡不住，逃到吞武里告急。郑信命令披耶讪带领禁卫部队到阿瑜陀耶城去镇压。披耶讪到达阿瑜陀耶城后，被说服倒戈，并被拥戴为首领。披耶讪命令他的部队每人在脖子上系一条红围巾，作为识别标志，会同阿瑜陀耶城的造反群众，转而进攻京都吞武里。这时，郑信的主力部队被派往柬埔寨作战，京城卫戍部队又被披耶讪带走，王宫里没有多少兵力，只有一些外国雇佣兵负责守卫，经过一夜的战斗，王宫卫队渐渐不支，郑信只好派洪寺长老出宫同造反者谈判，接受披耶讪的条件，郑信退位，到寺院出家，但后来被害。[100]
二 吞武里王朝佛教的恢复与复兴

由于连年的战争，人民生活不安定，四处流亡。其间，暹罗佛教受到严重摧残，寺院被焚烧，佛像被毁坏，佛教戒律和三藏经典散佚殆尽，寺庙香火中断，吞武里王朝初期，人们都说，谁要是剃度出家，就一定会被饿死。有的僧侣担心，佛教恐怕将从此从暹罗消失。一些外国神父乘机力劝郑信改信天主教，但这一建议遭到郑信的坚决拒绝。他决心振兴佛教和暹罗的传统佛教文化[101]，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1.重新整顿僧团

1768年，郑信亲自在大钟寺召集全国德高望重的僧侣开会，选举各地僧团的首领，重新建立各地的佛教组织，他聘请有德学的高僧来吞武里王都安住，册封僧爵及职务，洛坤的长老曾被郑信请到吞武里担任僧王。

2.收集、整理佛教三藏经典

郑信决定搜集各地散佚的三藏经典，将之集中到京都吞武里进行整理。1769年，郑信征服洛坤的时候，把那里珍藏的佛教论藏带回吞武里，命人抄写。抄了副本以后又将原著送回洛坤保管。此外，他还协助搜集于战争中散佚的三藏及各种典籍，如有缺失不全的，就向柬埔寨等国抄写补全。[102]
3.修建寺院，积极弘扬佛法

郑信定都于吞武里后，命令修复黎明寺（Wat Arun），并加以扩充，将之作为宫内的王家佛寺，没有僧众驻寺。1778年，郑王派兵征服万象，接着又攻占琅勃拉邦。他从万象获得价值连城的一尊玉佛，迎归吞武里供奉。关于此尊玉佛的历史，据此前一位泰僧用巴利文写的《玉佛传》记载：约在佛灭后四百年时，印度龙军论师造，以七块翡翠绿玉雕成，高60厘米，宽48厘米，在头、肩、腹、膝等部，内藏九粒佛陀真舍利。这尊玉佛曾经在南印度供奉约一千年，后来因为战乱，一个战败的王子带玉佛逃至斯里兰卡，献给斯里兰卡国王供奉。13世纪时，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传入泰国，斯里兰卡国王就将玉佛赠送给素可泰王朝。后历经长久战乱，人们对玉佛和历史都淡忘了。直到1433年，才在泰北昌莱被发现，当时因佛像身上一片贴金脱落，现出灿烂的玉质而轰动整个泰北，人民纷纷前往礼拜，当时清迈王就将玉佛迎至南邦供奉。1468年又迎至清迈一座佛寺，1551年移至琅勃拉邦供奉，经过33年，后因惧缅兵入侵，迁都至永珍，玉佛也同时移至永珍。郑信征伐永珍取得胜利后，得到这尊玉佛，就迎至吞武里王宫供奉。1782年曼谷王朝成立后，在曼谷建玉佛寺作永久供奉。[103]
4.推行弘法工作，淘汰不良的出家僧众，鼓励优秀的僧人学习佛法

郑信还下谕，帮助在战争期间四处流落的僧人回到他们原来的佛寺。他聘请有德学的高僧来吞武里王都安住，推行弘法工作，淘汰不良的出家僧众，鼓励优秀的僧人。

5.积极鼓励佛教多元发展

在吞武里王朝时，大乘佛教在泰国有所发展。当时因越南发生叛乱，很多越南王族和人民到泰国避难，也将自己信仰的大乘佛教带到泰国。另外，中国佛教在当时也传到了泰国，甚至在吞武里修建一寺，专门由越僧和华僧共同主持，但以越南佛教的仪轨为主。[104]郑信在整顿僧团的时候，对于佛教的发展是积极鼓励的，在政策方面，是宽松和包容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大乘佛教在暹罗华人群体和越南僧团及信众中得到了较快发展。

总之，吞武里王朝虽然很快消亡了，但郑信作为泰国复兴民族与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在泰国历史中是重要的，其丰功伟绩一直在后世泰国文化中传承和颂扬，泰国人民还把吞武里黎明寺称为“郑王寺”，现在吞武里市中心的巨大环型广场还塑有高大的郑王骑马出战铜像，以纪念郑王在暹罗国家统一进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他统治时期，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和谐相处、多元兼容，成为这一时期宗教发展格局的一个亮点。

第六节 曼谷王朝时期的佛教（18世纪— ）

曼谷王朝自18世纪建立至今，历代统治者对宗教，尤其是佛教都特别重视，专门设立了国家宗教事务厅，把宗教事务直接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力图借用宗教的力量来帮助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这一时期的佛教经历了殖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当代，其不可避免地与世界接轨，真正成为一个从东南亚走向全球的佛教。因此在每一届国王统治时期，宗教面临的时代问题和发展契机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无论是从拉玛一世，还是到当代拉玛九世国王，历届国王在佛教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建树。

一 曼谷王朝统治初期的佛教发展（1782—1946）

曼谷王朝初期主要是指从1782年拉玛一世建立曼谷王朝到1946年拉玛九世即位时期，这一时期，每一位君主统治时期，对佛教的政策都有所不同。

（一）拉玛一世统治时期的佛教（1782—1809）

在吞武里王朝的开创者郑信努力征服群雄，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过程中，他早年的知己及爱将昭披耶查克里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人物，在各地屡建战功。1782年吞武里王城等地突然发生叛乱，昭披耶查克里就乘机杀了郑王，被部下拥立为主，简称拉玛一世（1782—1809年在位），开创了曼谷王朝。

拉玛一世年轻时曾出家为僧，对佛教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拉玛一世登位后，即迁都湄南河对岸的曼谷。他征用柬埔寨民工一万人及老挝民工五千人，在曼谷兴建王宫和玉佛寺，历时三载方才建成。

拉玛一世登基后不久，接连颁布了7个有关暹罗佛教的法令，整顿僧团，对佛教职务级别进行调整，他甚至更换了僧王，撤掉吞武里王郑信立的僧王（澈），将被吞武里王废黜的原僧王（希）重新立为僧王，并更换了僧团的部分上层领导人，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佛教的管理权。[105]
1788年，在曼谷召开了由全国著名佛教僧侣参加的会议，由副王（即后来拉玛二世）主持会议，王室的主要成员及佛教界领袖也都出席了会议。当时，暹罗僧伽人数众多，仅曼谷一城就有寺院82座，40万曼谷居民中就有1万名是和尚。拉玛一世对那些不服从国家政权领导的寺院和僧侣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1801年便取消了128个“道德败坏，形迹恶劣”和尚的僧籍，并罚他们去做苦工。

在拉玛一世的支持下，泰国举行泰国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结集，编写的三藏名为“结集版三藏”或“皇家版三藏”，为后世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石。1788年佛教界召开僧伽长老会议，僧王任主席，决定在大舍利寺（Wat Mahadhatu，为王弟所建）整理结集三藏，搜集整理佛教典籍。由于阿瑜陀耶城被缅军攻陷，佛寺和佛教典籍损失惨重。吞武里王郑信曾做过一些搜集整理佛教典籍的工作，但没有完成。拉玛一世认为有必要将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并对搜集到的典籍进行审核。他邀请擅长巴利文的218位高僧和32位获得僧爵的僧人组成委员会，从1788年年底开始工作，地点在希讪派寺（现在的玛哈达寺）。国王每天亲自去两趟，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5个月才结束。委员会共审核了佛经354部，装订成书3486卷，封皮贴金，称为金本或钦定本。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是隆颂本，计305部（3649册）；二是彤粗本，计35部。此后将这些佛经分送各寺。[106]后来拉玛一世又编印其他藏经及注释，分送各地佛寺，供比丘们研读。从此泰国研究佛法风气盛行。在拉玛一世期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佛教著作，例如披耶达磨巴里差（Phya Dhamma Prija）著《三界论释》，即依据立泰王所著的《三界论》，作详细考释。另外，菩提寺颂革温那叻僧王撰写了巴利语《三藏结集史》，对佛教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叙述。[107]
拉玛一世修建了许多重要的寺庙。如1782年在皇宫里建玉佛寺和素塔寺，此后还修缮了10多座寺庙，使僧侣获得了安定的居处和举办宗教活动的场所；搜集古代佛像，同时从北方搜集了大小佛像1248尊，放置于曼谷各寺。[108]
总之，在拉玛一世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佛教开始从战乱中恢复，并逐渐有序化发展。

（二）拉玛二世统治时期的佛教（1809—1824）

继拉玛一世之后的拉玛二世，是拉玛一世之子。在其统治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了佛教。

1.进一步整顿僧团，纯净僧团

他进一步整顿佛教组织，剥夺了2500名不法和尚的僧籍，为佛门清理了门户，同时重修三藏典籍。因拉玛一世时期的钦定本佛经被一些寺庙借去传抄而有丢失，故拉玛二世下令补充修订。这次没有集结高僧，只命人进行增补，因每册佛经的封面都是用红墨水书写，故称红墨水本。

2.改革僧伽教育和考试制度

对佛教教育体制进行改革是这一时期的亮点。拉玛二世进行了僧伽学制的改革。规定将原先《佛经》的学习分为三级，一般僧人即使全部完成三个级别的学业，也还没能将应该学完的《佛经》全部学完。拉玛二世将《佛经》学习改为9段。由简而难逐步升段。学习最初的3段，可获得“普连”（学者）的称号。学完第4段，获得“普连4段”的称号。一直到学完9段，获得“普连9段”称号。学习地点可以分散在各个寺庙，考试的时候则集中在玛哈达寺或玉佛寺。时间不确定，由考试委员会规定。考试的时候，由考生当着三四名考试委员会考官的面翻译佛经，由20—30位法师担任证人。假如考生译得顺利，也可以在一天之内通过9段考试。这个规定，鼓励僧侣皓首穷经，钻研学问，跟俗家子弟一样，通过发奋读书，获取功名爵位。[109]可以说，这一僧伽教育的改革真正体现了民主，为百姓阶层提供了一个与贵族阶层一起学习佛法、公平发展的机会。

3.加强僧团的管理，积极发展对外交流关系

拉玛二世统治时间仅15年，先后封了3位僧王。他对僧团的控制方式一如拉玛一世时期。斯里兰卡被英国占领后，拉玛二世担忧斯里兰卡僧王的安全，派10名僧侣组成使团访问锡兰。该团于1814年出发，行进到春蓬海口，被洛坤的昭孟（城主）关押了11个月后，才得以渡海到锡兰。他们在锡兰待了一年，1818年才返回曼谷。这是曼谷王朝第一次派遣僧团出访外国。[110]
4.普及佛法知识，推动佛教的社会化发展

1820年，泰国流行霍乱，很多人染病死去。在当时缺医少药和科学知识匮乏的情况下，拉玛二世只有依靠宗教作为鼓舞人民战胜瘟疫的精神支柱。为此，他下令全国僧侣共同诵经禳灾，而且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也要诵经，而且是用泰文诵经。这样做的结果未必能对遏制霍乱的蔓延起到实际作用，但获得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在全国民众中普及了佛法。

5.规定佛教节庆活动日，使之制度化

从拉玛二世开始，将佛诞纪念日规定为全国的法定假日。本来泰国早在素可泰王朝时期就已经有纪念佛诞日的风俗，阿瑜陀耶王朝后期因战争曾一度中断。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二世重新规定，为了庆祝佛的诞生、得道和涅槃，每年六月的月圆之日，连续3天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称为礼佛节。这项规定一直沿袭至今。

（三）拉玛三世统治时期（1824—1851）

拉玛三世（1824—1851年在位）统治时期的佛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僧侣的学风很好，出现许多学识丰富的哲人和高僧。

1.组织僧人将摩揭陀文本佛经翻译成泰文，倡导所有僧俗信徒读经，推动了佛教的泰国化进程。

2.认真校对和整理佛教典籍。为了从信奉佛教的邻国获得佛教典籍来作为校对的底本，他两次派使节前往斯里兰卡。第一次是因为有9位斯里兰卡僧人于1840年来到泰国，到1842年年底，斯里兰卡僧人要回国，拉玛三世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命5名泰国僧人随他们一起去斯里兰卡，向斯里兰卡方面借了40部佛经。后来，1844年斯里兰卡方面送信来，要求归还泰国借去的40部佛经，拉玛三世便派船载着3名泰国僧人和1名沙弥送还佛经。当泰国僧人从斯里兰卡返回时，又有40名斯里兰卡僧人随同来到泰国，又借给泰国30部佛经。对于斯里兰卡没存有的佛经，拉玛三世命孟族僧人去孟人的国家访寻，据说通过这个途径找回了不少佛经。[111]
3.鼓励佛教教育。在每座皇家寺院里，都聘请法师来为沙弥授经。即使在皇宫里，也要盖专门的亭子供僧侣学习之用。对研习佛经成绩好、又懂巴利文的僧人，国王亲自接见并授予僧爵。因此，拉玛三世时期僧人的人数急剧增长，按西方学者的统计，当时曼谷的僧侣达1万人以上。而全泰国的僧侣约10万人。[112]
4.拉玛三世还组织人抄写佛经，计有5部：《洒法水经》（卷一）、《洒法水经》（卷二）、《袖珍贴金本》、《孟文简写本》和《拉曼文简写本》。当时佛经多为巴利文和高棉文，为了提高泰人的民族自尊心，拉玛三世找人用泰文译了许多佛经。

5.拉玛三世下谕铸造了许多佛像，青铜浇铸，外面鎏金。另外，还用银铸造了64尊佛像，每尊耗银10两。1842—1843年间铸造了两尊立佛，仅外面的贴金，每尊用金箔63泰斤14两。还有两尊特大的佛像，一尊是銮菩多佛，置于吞武里的越因寺，仿照帕南车寺的大佛而建。这是曼谷最大的一尊降魔式的佛像。华人非常崇拜这尊佛像，每逢中国的春节，来拜的华人达数十万。[113]另一尊是卧佛，置于帕派坡寺，是泰国最大的一尊卧佛。据说戴莱洛迦纳王曾经造550尊菩萨，而拉玛三世认为，菩萨之中，有的是神仙，有的是凡人，于是命人去查阅并制造了40多种姿势的佛像。此外，佛塔和佛寺也建造了不少。

拉玛三世对僧侣的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他把王室建的寺庙和百姓在曼谷建的寺庙合并起来，组成中央僧团，从原有的三个僧团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四个僧团，即北部僧团、南部僧团、中央僧团和阿兰瓦西僧团。设僧王一职作为各个僧团的总领导。

（四）拉玛四世统治期间佛教的发展（1851—1868）

拉玛四世（1851—1868年在位）登基前曾经以行脚僧的身份走遍全泰国，他对佛教事务最理解，也最重视。

1.加强对僧团的管理

拉玛四世增设了两个僧伽职务，一名主管弘法事务，八等僧爵；另一名主管僧律，七等僧爵。也就是说，佛教的宣传和纪律的监督分由两个人负责。拉玛四世任命格龙门亲王为僧王，任命黎明寺的住持为南部大首领，刹该寺的住持为阿兰瓦西派的首领。中部大首领的地位有所提高，晋爵为“颂穗”：移住玛哈达寺，以便离皇宫更近。那时的玛哈达寺，聚集了许多小乘派的高僧，王室成员也在那里举行剃度仪式。后来又设立副僧王的职务。此外，拉玛四世还给许多僧侣加官晋爵，使僧官的等级制度逐渐跟世俗官吏的等级制度一样完善起来。[114]这一制度对后世的影响较大，一直延续至今。

2.创立新宗派——法宗派

拉玛四世在登基前当了27年的僧人，他以严谨的经典主义态度对佛学进行了深入精湛的研究，并精通巴利文、梵文、英文等，在广泛研究佛教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最终在泰国创立了一个佛教宗派——法宗派（也称达摩有派）。[115]法宗派以拉玛四世住持多年的母旺尼寺为大本营，又在曼谷及其他重要城市，兴建多所佛寺供养法宗派，如皇冕寺、叻帕提寺、巴通温寺等。[116]该派只吸收贵族阶层的僧人加入，信奉人数不多，但与王室关系密切。法宗派与泰国最大的大宗派（摩诃派）同属上座部佛教。这一宗派持戒甚严，为佛教的纯洁性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

3.整理古籍，推动佛教学术研究

拉玛四世下令检查孟天贪图书馆的佛经，结果发现缺了许多册，于是设法增补，使之完备。后来完成了一套完整的红三藏经，称为《套红三藏经》。另外，拉玛四世在出家时著有巴利文《戒坛决择论》（Simavicarana），受到各派僧人的赞誉，在斯里兰卡等国广为流传。又当时泰国僧王著有《善逝量论》。[117]
4.鼓励和支持大乘佛教的发展

在柬埔寨吴哥王朝统治期间，泰国的大乘佛教也有较大影响，但在素可泰王朝时期，大乘佛教逐渐衰败，到了拉玛四世时期，又得到了国王的支持。这是因为有一批越南的大乘派僧人迁徙到泰国，吞武里王朝时期来的越南僧人名叫翁强簇（译音），拉玛一世时期来泰的越僧名叫翁强舍，拉玛三世时期也有越僧来到泰国，当时作为王子正在剃度为僧的拉玛四世也时常会见越僧，以至于相互熟悉，成为朋友。拉玛四世登基时，第一次邀请越僧来参加庆典。拉玛四世善待越僧，是为了圆融大小二乘，消弭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僧获准在现今的白石桥一带建庙，国王钦赐庙名“硕术那南波里汉”。这个教派一直延续至今。[118]
5.进一步规范佛教节庆活动

印度的敬法节（Magha，为印度三月名，音译末伽），敬法节是纪念佛住世时，1250位大阿罗汉不约而同地集会王舍城竹林精舍，听说佛波罗提木叉教诫。著名的“通诫偈”：“诸恶莫作，众善奉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就是在此次集会中宣说，成为佛教界流传甚广的经典之句。[119]因此，拉玛四世沿袭了印度的这一传统，提倡举行“敬法节”（Magha Puja）庆祝，时间定在泰历三月十五日，使之成为泰国的固定佛教活动日。

（五）拉玛五世统治时期的佛教发展（1868—1901）

拉玛五世（1868—1901年在位）统治期间，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发扬佛教。

1.鼓励寺庙办学，同时建立佛教教育机构，积极推广佛教教育

1885年，拉玛五世下令让寺庙办学。那时，西方式学校尚未普及。因此，每座寺庙，无论是王寺还是普通寺庙，寺庙的住持必须重视教学工作。在会写会算的基础上，要把教育等级提高到大学的程度。

1889年，拉玛五世在玛哈达寺创办佛学院。他希望把这两个佛学院办成像西方的神学院一样达到大学的水平，但他在位时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直到1946年，玛哈蒙固佛学院才开设大学的课程。而1947年，玛哈朱拉隆功佛学院才正式成为大学。拉玛五世在办佛学院的同时，也积极开设大学教育机构。1916年，拉玛五世把玫瑰园军官学校改为朱拉隆功大学。这所泰国的最高教育机构现成为世界排名第100名的学校。

2.完善僧团管理制度

拉玛五世时期跟拉玛三世时期、拉玛四世时期一样，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僧团管理制度，他把僧侣分为四个僧团：

（1）北方僧团。设大宗长，有时由僧王兼任。还设左副宗长作为辅佐，领导划归内务部管辖的所有省市的各寺庙。

（2）南方僧团。设大宗长、副大宗长，领导属国防部和海关局管辖的南部沿海和边境城市的所有寺庙。

（3）中部僧团。设大宗长、副大宗长。照理说应领导曼谷和现今北榄府的所有寺庙，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的寺被分给北部僧团管辖，十分混乱。所以，中部僧团管辖的仅仅是在曼谷地区的不属于其他僧团管辖的寺庙。

（4）法宗派僧团。那时尚无大宗长，只设副宗长，管辖南方各城市和京都的所有信奉法宗派的寺庙。这个僧团的领导人皆是地方势力的最高首长，属于封建社会中召孟（城主）一类，故具有特殊的地位。

上述八位宗长和副宗长，除了法宗派僧团的大宗长外，都不掌握实权，而是由他们的助理管事。隶属四大僧团之下各城市的僧团，由法师领导。某些大城市还管辖若干小城，该城法师的爵位就要比一般法师高，这样的城市如彭世洛和占他武城。

拉玛五世增设了许多过去没有的僧爵等级和僧爵制度，规定世俗政权不得对僧团事务横加干涉，保障僧团拥有处理寺产和田租收益的权利，确保僧团有独立的经济来源。[120]这一僧团管理制度对南传佛教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多国家纷纷沿袭。

3.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佛教内部不同派别，对之给予同等地位

拉玛五世十分注意解决僧侣内部的民族矛盾问题。泰国的孟族和尚为数不少，因历史上泰国曾一度置于孟族的统治之下。13世纪素可泰王朝建立以后，泰族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了解决民族纷争，树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历代统治者都实行了民族同化政策。拉玛五世特别注意让孟族和尚逐渐同化为泰族和尚，使他们在教义的理解和诠释、宗教礼遇和服饰等方面趋于一致，只剩下念经的声调稍有不同。这样做的结果能够避免僧团内部出现大的矛盾和分歧。

拉玛五世还注意改善南传佛教与大乘教派之间的关系，鼓励对僧团平等对待。在泰国曼谷王朝初期的法律中，规定如果僧人不愿提供供词，法庭亦不能强迫。但这个特权仅仅适用于泰国僧人，不包括越僧和华僧。拉玛五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规定，认为大乘派僧侣也值得重视，下令授予他们僧爵，像普通人一样出庭做证。到拉玛六世时期，他们被划归宗教部管辖，才开始有权按其职务设住持和宗长等。[121]
4.印刷纸质本的巴利文三藏

拉玛五世极力护持佛教，委托在母旺尼寺出家的王弟金刚智长老，在1888年，领导编修巴利三藏，将原先的古柬埔寨文字，改为泰文字母，并参考斯里兰卡及缅甸的巴利文写本校订，然后编成39册，印刷一千部，至1893年完成。由于早期佛教经典都是刻写在贝叶上，故此次印刷纸质本佛教可以说是首次印刷南传佛教国家最完整的纸质本的巴利文三藏。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很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乃至欧美各国，都纷纷向泰国请求赠书，以便研究，泰王均下令赐赠。当时有英国佛教学者戴维斯（T.W.Rhya Davids）夫妇创立“巴利圣典协会”，拉玛五世也出资帮助巴利圣典协会在伦敦出版罗马字体巴利佛教三藏经典，同时鼓励他们将一些经典翻译为英文。[122]这极大地推动了南传佛教在欧美各国的传播。

（六）拉玛六世以后曼谷王朝的佛教发展

对僧伽制度进行改革，建立适合泰国现代化发展国情一直是曼谷王朝历代君主的主张，自曼谷王朝建立以来，历代君主一直在进行着相关的探索。僧伽组织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曼谷王朝在佛教发展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此外曼谷王朝逐渐尝试在政府部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机构也是这一时期宗教政策的一个亮点。世俗社会的管理机构与神圣世界的组织机构相互协调配合，有力地保障了泰国佛教的有序发展。

1.泰国佛教僧伽组织系统的建立

自公元13世纪中叶素可泰王朝成立，传入斯里兰卡系上座部佛教后，此宗即正式为国教。当时的僧伽组织，由国王尊封一位德学具足精通三藏的长老为僧王，另又尊封各府及地方初级僧官，形成全国僧伽行政组织系统。至阿瑜陀耶王朝时代，泰国国家的疆域进一步扩大，佛教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僧伽数量大增，僧伽行政组织除沿袭素可泰王朝旧制，另对弘扬佛法有功僧人及具足德学的比丘，概给予尊封僧伽爵位，分为九级：僧王、副僧王、公、侯、伯、子、男、师尊一级、师尊二级；并依僧爵高下，由国家制定食俸。

曼谷王朝成立后，亦沿袭旧制。到拉玛七世时，泰国改为君主立宪制，之后佛教亦制订僧伽宪章，设立僧伽内阁、设僧伽议会等，于1941年颁行。这种组织，是仿照国家的组织，而予以简化。[123]
2.僧伽行政组织

泰国僧伽行政组织主要分为中央僧伽行政与地方僧伽行政两部分。中央僧伽行政，以僧王为全国僧伽领袖，设僧伽内阁十位，即僧务院长、僧伽内务部长、僧伽宣传部长、僧伽教育部长、僧伽福利部长，另次长五位。僧伽议会由45位僧伽委员组成。设立有僧伽法庭，分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至于地方僧伽行政，则根据地方行政区划，分为9省、71府、县、区、乡、佛寺，依层次隶属管辖。[124]以上这种新制，本较合乎现时代，可是1960年泰国僧团宗派之间的高层领导者发生严重摩擦，甚至借政治势力互相倾轧，遂于1962年修改僧伽宪章，重新恢复过去僧王的威权。

其组织结构如下：

僧王是佛教最高的领导者，由国王尊封，终身职位。下设僧伽最高机构，称为“大长老（僧伽）会”（Mahathera Samagama），有十三名委员，僧王任主席，四位副僧王自然成为委员，其他八名委员由推选产生，任期两年，对于僧伽的行政、教育、宣传、福利、戒律、规章等有决议权。政府宗教厅厅长为此会之秘书长。在大长老之下又设僧伽议会，分为二组，即大长老会议及小组委员会（即对大长老会议提出各种议案之前，对该议案的审议，征询佛教僧伽学者及旁听者意见）。在大长老会下，又设僧伽法庭，保持以前之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在大长老会与地方僧伽组织之间，设有大教区僧伽会，即全国分为中部、北部、东北部、南部四大教区，各有僧长一位；但法宗派僧众少，全国只设一位。此五名大教区僧长，直属大长老会，或由大长老会委员担任。在大教区之下，即属地方僧伽组织，大宗派全国分为十八个管区，法宗派分为四个管区，共有管区僧长二十二位。依次是府僧伽会、县僧伽会、乡村僧伽会、各佛寺僧伽。在大长老会之下，又专设巴利文教学总管处、佛学教学总管处，佛教使节局专门负责派遣僧人到国内外弘法。[125]
除了加强对佛教僧团内部组织和制度的建设之外，曼谷王朝还专门设立与之相适应的政府管理部门，这也成为现代佛教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亮点。泰国佛教僧伽，除了自己设僧伽行政组织外，政府亦设有宗教厅（属教育部）管理各宗教事务。由于宗教厅管理全国各宗教的事务，虽然宪法规定佛教为国教，但对其他宗教，政府一样尊重人民信仰自由，给予援助。

宗教厅的组织设厅长一人，辖下分为一处和六科：[126]
（1）秘书处：分文书级、统计组、法律组、财库组；法律组专为维护各宗教权僧而设。

（2）宗教教育科：分学术组、图书组、研究组、宗教学校组；协助全国比丘沙弥教育，筹备校舍经费；外国留学僧奖金，也由该科承办受理。

（3）宣传科：分教师组、促进教育指导组；该科职员多数是出家时获得高等巴利文学位，舍戒还俗后，协助宣扬佛教文化教育工作。

（4）宗教赞助科：分典礼组、救济组、宗教事务组；负责国家（王室和政治）与佛教等各种宗教礼仪，筹备布置；发给全国僧爵、僧职薪俸及供物；救济遭受灾难的佛寺和僧人。

（5）宗教财产科：分佛寺财产登记组、簿记组、中央僧伽利益组、地方僧伽利益组；代僧人处理全国寺产财产登记、租收，以及代处理僧俗财产的纠纷。

（6）僧伽秘书科：分中央组、僧伽事务组、佛教经典组、资助教育组、公共利益组；协助僧伽推行事务，执行僧伽命令。

（7）建设科：分佛寺建筑组、佛寺修理组、设计组、联络组；负责兴建及修理佛寺、佛塔、佛教纪念胜地，设计图案模型，搜集宗教资料，与上级联络，以及推行在外国建寺传教工作。

二 当代泰国佛教的发展

当代泰国佛教面临现代社会发展的诸多挑战和难题，因此如何适应和积极转型是当代泰国佛教面临的问题。为此，泰国政府、佛教界及社会各界都积极探索佛教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经验。无论是禅修体系的建立，还是对外交流，都形成了泰国佛教的当代特色。其中当代泰国禅修理论及实践的发展是其泰国佛教界在保持泰国佛教修行纯洁性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修行实践探索出的一条发展道路。同时，在泰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多个佛教派别的修行传统，形成了强调内观和正念修行两个实践体系。

（一）当代泰国禅修理论及实践

1.阿姜查的禅修理论及实践[127]

阿姜查（Achaan　Chaa，1918—1992）是泰国林居派僧人的杰出代表，在他的推动下，泰国林居派佛教禅修运动在全球有了新的发展。

阿姜查禅修的要点是直接观照内心，单纯地观照自己的身心，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主张奉持戒律、生活简朴、保持自然。阿姜查不强调任何特别的打坐方法，也不鼓励人们参加快速成就内观或者开悟的精进课程。在正式的静坐里，他教人先观出入息以调心，等心安住了，继续观察身心的变化。生活简朴、保持自然，以及观察心念是他的修行要诀。此外，还强调要有耐心。无论是静坐或者是日常的生活作息都是修行，只要有耐心地观照，智慧和祥和也会在自然的情形之下产生。这是阿姜查的法门。

2.阿姜念禅修理论及实践

阿姜念（Achaan Naeb，1897—1983）是一位女性，她是第一位将阿毗达磨的教法传入泰国并且研究阿毗达磨的重要佛学专家。

她主张内观修行实践。主张观照日常生活与动作中出现的苦的因果，清楚觉知其中的过程就是苦的止息与获得觉悟之乐的直接门径。

佛教有两种开发心灵的方法，一种是内观（毗婆舍那）的开发，另一种是定力（奢摩他）的开发。后者着重在专注力：一个人要不断地注意一个目标，而且专注力是依循单一的轨道，以趋向清澈的宁静境界，这种心灵的开发并不会带来对事实及其因果的了解，只会带来宁静。另外，内观的开发要了解“存在的实相”，换句话说，就是要证知肉体与心。这种证知是开发内观的目标。

阿姜念强调在宁静的开发中专注力的构成要素，认为只有在内观练习中，透过对心与肉体的直接认识，智慧才会生起。她强调佛陀教法的独特之处在于视四念处为通向所有内观的门径。她指出，只要练习观察当下，特别是我们的心、肉体，以及一切动作的因果，就可以了，不需要再从事其他特别的事。

作为女性，阿姜念在泰国南传佛教界积极弘扬禅修理论，并取得了较大成就是难能可贵的。她创建了很多禅修中心，还曾经在皇室的支持下创建“佛教研究与心灵福祉协会”，开展禅修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阿毗达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3.阿姜曼的禅修理论及实践

阿姜曼·布利达陀（Ajahn Mun Bhuridatta，1870—1949）是20世纪泰国森林派（林居派）修行实践中著名的禅师。他与他的老师阿姜索一起修习毗婆舍那（内观），振兴了泰国林居禅修传统，吸引了大批弟子，之后传遍整个泰国，以至海外几个国家，为泰国森林禅修系统在全球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内观修行方法是以内心诵念“佛陀”来觉知每一个当下，夜以继日，修习头陀行；穿破碎废布所缝成的袈裟，拒绝接受现成袈裟的供养；除了断食的日子外，外出托钵乞食；只接受放进钵里的食物；日食一餐；穿着仅有三件衣服，上衣、内衣和外衣；居住在林间树下、河谷之间、岩洞中或断崖下。

4.阿姜摩诃布瓦的禅修理论及实践

在泰国东北部的森林苦行僧传统里，阿姜摩诃布瓦（Achaan Mah Boowa，1913—）是一位著名的住持与老师。他读了几年的基本佛法后，精通巴利经典，之后开始禅修。阿姜摩诃布瓦于森林禅修数年，其间大多时间接受老师阿姜曼指导。据说阿姜摩诃布瓦去见阿姜曼之前，由于长时间的练习，已经精通了佛教的一些禅定方法，并于静坐中获得了极大的喜悦，仅仅是这样的精通，已经是很大的成就。然而，阿姜曼见到他时，却严厉地告诉他禅悦与智慧的不同，然后送他离开，到森林里修习更多东西。经历此次斥责，阿姜摩诃布瓦有好几年的时间，再也无法进入高度喜悦的定境，但是，当他最后再度获得时，同时获得了大智慧与内观力。

阿姜摩诃布瓦强调，坚强而稳定的专注力是生起智慧的前兆，也要运用智慧，透过对身体与心的研究、观察，来辅助培养专注力与宁静，然后以此专注力导引更深的智慧。虽然阿姜摩诃布瓦也讨论到传统的三个心灵道路：戒、定、慧，但他解释说，未必要按照任何特定顺序发展它们，相反地，他认为不应该依照步骤，一步接一步的方式发展禅定，而应该在染着出现时，同时修戒、定、慧的方式去处理。

5.隆波帕默尊者的禅修理论及其实践

隆波帕默尊者是泰国著名禅修大师，曾经跟随隆波李尊者学习内观呼吸的方法，从此开始持续的修行之路。他接受过包括隆布敦长老、隆波蒲尊者、隆布特长老以及隆布辛长老、隆布布詹长老、隆布苏瓦长老等上座部禅修大师在内的修行指导，著有《禅修入门》（1999）、《直驱解脱的修行》（2001）、《觉悟之路》（2002）、《佛法之光》（2004）、《唯一路》（2006）、《解脱道》（2006）、《隆布敦长老的核心教导》（2008）等。在修行实践和理论著述方面在泰国禅修系统中有独树一帜的见解。

6.隆波田尊者的禅修理论及实践

隆波田在泰国禅修系统中是较为独特的。他提出的动中禅修行方法对于当代泰国禅修体系是一种创新。他主张一种与传统的“静态禅修”方式所不同的“动态方法”作为禅修方法，以一种非常生动鲜明的方式阐明佛教修行的目标。

隆波田教导的内观方法是透过规律的肢体动作来培养“觉性”（sati），让觉性去直接观照妄念或心理意识活动——人类痛苦烦恼的根源。隆波田的教法指出了一条培养觉性的道路，让觉性来切断如溪流般的妄念。一旦觉性变得强大有力，便可超越念头及心理意识活动，从而灭除由念头引生的贪、嗔、痴。在当代的佛教界众多不同的宗派中，他所教导的内观方法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修行法门。

（二）当代泰国佛教社会团体的发展

当代泰国佛教社会团体是很活跃的，可以说正是在这些佛教团体的推动下，通过邀请僧人定期讲学说法、举办禅修中心等一系列社会实践，促使泰国佛教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积极转型。

在家佛教徒组织，如“泰国佛教总会”及“佛教青年会”，此二佛教团体，在曼谷都有很大的活动场所，分会散布全国各府，定期集会演讲或研讨佛法，或请僧人说法，并为出版佛教杂志及佛教小丛书等。此外还有“佛教妇女会”及很多地区性的佛教组织。1964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亦迁移至泰国设会址，并有人长驻办公，与世界各国佛教徒保持联系，每两年或三年，定期召开世界佛教友谊大会一次，会长一职由现今泰王之姑母长期担任。现今在曼谷正筹建永久会址，经费由各国佛教徒募集，泰国政府并有津贴补助。[128]
（三）当代泰国新兴佛教运动

1.佛使比丘倡导的佛教改革运动

佛使比丘是当代泰国最著名的佛教思想家，被公认为佛教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佛使比丘在重塑泰国佛教并使之适应现代世界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129]。

佛使比丘于1931年底回到家乡，独自栖居在森林中一所被废弃的寺庙里，名之为“解脱自在园”（Suan Mokkhabalarama），这是他试图在僧伽等级制度的体系之外进行佛教改革的开始。佛使比丘是一位学者型僧人。他提倡回到佛法的源头，通过研修巴利语佛教典籍来认识佛法的本来面目，破除在佛法流传过程中掺杂的外道思想。他本人编译了一系列巴利语经典，例如《世尊传》、《佛说四念住经》和《佛说四圣谛》等。1937年，泰国著名的佛教大学——蒙固佛教大学将《世尊传》列为教科书，这显示出佛使比丘对法宗派的影响。同时，佛使比丘并不局限于南传佛教的传统，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向北传佛教和其他宗教学习。他从1937年开始翻译北传佛教经典；从1942年开始，佛使比丘主办的《佛教》刊物开始刊登有关北传佛教的文章。1947年，他将《六祖坛经》翻译为泰文，而且在他的各种论著中屡屡引用北传佛教中“空”的观念。佛使比丘甚至还学习《圣经》，从佛教的眼光来解读基督教经典，宣扬宗教之间的共同精神。正是他的这种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使他能够突破传统南传佛教教义的解释框架，创造性地引入了新的思想元素。[130]
佛使比丘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具有潜在的政治意涵。他提出减轻世界痛苦的行为可以通向涅槃，因此，佛教徒有责任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而努力。有学者指出，以佛使比丘为代表的佛教改革派在教义上的创新，对于宗教参与的本质、僧伽的角色和政治理论都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倡导的顿悟冥想表达了佛教的民主化大众参与的诉求。佛使比丘对于佛教文本的重新阐释形成了对僧伽解集权控制的呼声的基础，面对僧伽与国家的制度化的道德与政治权威，佛使比丘提出的观念维护了个体的道德权威。[131]
佛使比丘借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来论述他的政治哲学观念。社会主义一般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佛使比丘却从佛教教义的角度出发，发掘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并将之概括为“法的社会主义”。他从三个方面来阐释法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体现了无我的精神，是最好的道德；法的社会主义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法的社会主义优于自由主义民主。佛使比丘提出的法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抽象为道德观念而非政治制度；他所提出的独裁的法的社会主义试图维护传统的佛教政体，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他还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以佛法为本质，以自然为本质，提出法的社会主义遵循的是自然法则，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和谐平衡，从根本上反对革命与暴力。佛使比丘试图阐明佛教教义与现代政治观念之间的联系，赋予佛教在当代社会中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哲学意涵。他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盲目采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希望在佛教与王权的框架下通过道德约束来化解社会冲突。总之，他试图在佛教、传统政体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132]
无论如何，佛使比丘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应对当代泰国的佛教危机，在重塑当代泰国的公民—文化身份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在佛教框架内对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进行意义解释的思想者。

佛使比丘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整个佛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指导。20世纪70年代在泰国兴起了另外一个很有影响的佛教改革运动：静无忧运动（Santi Asoke）。其中静无忧运动的创始人Samara Bodhirak就受到佛使比丘关于“在当下涅槃”的思想影响。[133]静无忧运动激烈批判现代消费主义所造成的欲望膨胀，倡导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回报社会，致力于建设传统的佛教社区，可以看作是对于佛使比丘思想的某些发扬。此外，佛使比丘倡导的禅修运动现在已经成为被中产阶层广泛接受的宗教实践方式，并在另一个有影响的佛教改革运动——法身寺运动（Wat Phra Dhammakaya）中发挥到了极致。

第二，佛使比丘的思想成为许多社会运动家的思想依据。佛使比丘对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的阐述，使得佛教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出重要的思想指引作用。例如当代泰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舒拉克（Sulak Sivaraksa）就声称佛使比丘是他的精神导师。舒拉克的许多思想是对佛使比丘的佛学的一种发扬，例如他在《可持续的是美好的》一书中，就多次引用佛使比丘的思想，主张用佛法来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134]佛使比丘关于自然的论述，以及他个人基于森林禅修的实践道路都为当代泰国的环保运动提供了思想源泉。[135]
2.泰国法身寺运动

法身寺（Wat Dhammkaya）位于曼谷市北20公里处，占地360万平方米（3.6平方公里）。目前寺内有常住僧俗1000多人，其中400多位比丘，200多位沙弥，400多位八戒优婆塞、优婆夷。和泰国众多的古刹名寺相比，法身寺太年轻，只有26年的历史。26年前这里是一片沼泽地。现在的住持苏达摩亚那提拉法师（Phra Sudharmayanathera，意为正法乘）、副住持巴瓦那维利亚昆法师（Phra Bhavanaviriyakuhn，意为定精进）当时还是才离开大学、出家不久的年轻比丘，在一位老优婆夷的全力护持下，他们开始了兴建一座正法城的艰辛历程。现在，法身寺的影响不仅遍及全泰国，而且在美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都有法身寺指导的修行中心和大批信徒。

在法身寺的管理和弘法工作中，坐禅是一项核心的内容，也是法身寺实践体系独特之处。

法身寺的坐禅体系是由法身寺住持正法乘上座的师祖蒙坤贴牟尼法师（Phra Monkolthepmuni，1885—1958）提倡的。蒙坤贴牟尼法师以其甚深的禅境和独特的禅坐法门著称于泰国佛教界，他的塑像在泰国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在法身寺，蒙坤贴牟尼法师的塑像处处可见，他是这座寺院精神上的导师。纪念堂在落成后将供奉蒙坤贴牟尼法师的金像，这尊像由一吨纯黄金铸成。法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蒙坤贴牟尼法师特创的禅坐法门叫“法身止观静坐法门”，大意是系心于脐上二指处，观想一纯净水晶球，由此深入禅定，渐次解脱证果。这种法门在30多年前经一位修行有素的老优婆夷传给现任住持，那时他还是一位中学生，大学毕业后出家为僧，开创法身寺，作为弘扬法身止观静坐法门的道场。[136]由于泰国社会市民阶层逐渐兴起，人们对于佛教的需求和禅修的愿望已经与原有的乡村佛教有了一定的差别，故虽然法身寺运动受到了一些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大长老的批评，但是由于其灵活的禅修方式和严格的修行理论比较适合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人们，故来法身寺进行禅修的人日益增多，法身寺逐渐成为都市生活的佛教新运动的中心。

泰国曼谷法身寺是举世闻名的禅修道场，可以同时容纳近百万僧人举行佛事活动。这样巨大规模的场所和僧伽数量震撼着世界，因此如果要研究当代泰国佛教发展情况，不对法身寺进行研究，似乎难以把握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发展的时代脉搏，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着数量如此众多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泰国，来到法身寺？

法身寺位于泰国曼谷市近郊，1970年由詹孔那雍优婆夷（法身寺住众信徒皆尊称“老奶奶”），带领现任住持正法乘上座和副住持定精进上座开始动工兴建而成。虽然法身寺历史较短，却是目前泰国最有名的禅修道场。其禅定的主要法门称为“入法身法门”，是由蒙坤贴牟尼法师以自证法身的经验所传授下来的。法身寺以“外界的幸福安乐来自内在祥和安宁”的思想基础，而立其建寺宗旨：“每个人都有机会修习静坐，都能证悟法身，获得人类自身的真正幸福。”因此，法身寺重视静坐，寺众一天静坐时间可长达12个小时，依“入法身法门”展开严格的训练。由于信众日多，法身寺的建地已由当时三十二甲扩展到今日的四百甲左右。目前正在兴建能容纳100万人的“大法身舍利塔”和容纳四万人同时静坐的“国际法身堂”。法身寺的面积与寺务行政组织在泰国佛教中首屈一指，目前在国内外亦设有分寺及善友中心以扩展弘法。法身寺不断以传统融合现代的方式呈现另一股佛教生命。在弘法活动方面，除每星期日及每年佛教节日的法会外，亦不断接受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委托，做佛法生活的训练营。另外，在学术、文化的推广、交流上亦不遗余力。1994年10月17日，与我国台湾佛光山缔结为兄弟寺，立约共创人间净土。

我们也应看到泰国佛教对全球化做出的反应，一方面是社会上人们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是僧伽部分成员的腐败。面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佛教也做出自己的反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社会中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一直在寻求表达其宗教关怀的形式，最终在现有的正统佛教僧伽组织之外，出现了这样一个佛教新宗派运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居士佛教在法身寺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因为这些居士的努力，法身寺运动才得以持续至今，且影响日益巨大。我们也应看到，在传统的泰国社会中占据公共空间的南传佛教信仰已经开始出现分化，很多人转而寻求强调个体修行的私人空间。这是泰国社会转型为橄榄型社会的一种反映，即中产阶级迅速增长，其精神层面的需要远非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所能满足，因此，其需要寻求个人的信仰空间。

（四）当代汉传佛教在泰国的发展

清朝末年，泰国华人移民人数不断增多，20世纪30年代就达70余万人。到20世纪90年代，据泰国官方统计，华人人数已达400多万。华侨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得汉传佛教在泰国得到迅猛发展和弘扬，其标志之一就是先后成立了许多佛教社团和修建了不少寺院。较为著名的社团有：中华佛学研究社、泰国华人佛教会、合艾莲花阁念佛会、大光佛学社、义和念佛敬德社、莲华佛教社、龙华佛教社、光华佛教会、明莲佛教社、保宫亭佛教会、普教佛教社、敬德佛教社、万华佛教社、寿光念佛社等。

虽然大乘佛教于13世纪在泰国灭亡，但还有些形式和观念未随着绝迹，如愿生佛土。曼谷王朝第四世王时，有些佛教徒在虔诚礼佛时，发愿成佛。此外，出家人相信贤明的国王作为佛教徒，是菩萨或佛的化身，在吞武里王朝及曼谷王朝第三世王时，也有人称僧王为佛的。另有些未包括在巴利三藏内的经典，如《福德轮经》《三藏顶经》等，主张人仅念诵或书写经典，就可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些都是大乘佛教遗留下来的观念。

大乘佛教传入泰国的另一个时期是由近代越南和中国佛教徒共同推动形成的。在吞武里王朝时，因越南发生叛乱，有很多越南王族和百姓至泰国避难，从而把越南佛教信仰带入泰国。与此同时，中国佛教徒也把汉传佛教带入泰国。由于信仰人数众多，于是在吞武里王朝时期建立了第一所寺院。在曼谷王朝第一世王时，又有很多越南人至泰国，在曼谷建了两座寺院。这三所佛寺，都是华人和越南人共同修建的，但主持者则为越僧，实行越南佛教仪规。至三世王时，越人又在曼谷、北碧、尖竹汶三地，各建一佛寺。可以说，大乘佛教在泰国的发展是由华人和越南人共同推动的。

1.泰国“华僧宗”的形成及其发展[137]

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缘关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居民移民暹罗（泰国）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中国近代，移民中的一些僧人将中国大乘佛教信仰带到暹罗，并使之扎根流传。暹罗曼谷王朝（1782年始）五世王（1868—1910年在位）时，移居暹罗的华僧修建了自己的寺院，逐渐组成华僧教团，形成泰国的“华僧宗”，泰文名为Song Jin Nigai。

根据现有的中国文献资料，华人移居泰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中国的宋、元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国与阿拉伯和印度的海上贸易日渐发达，泰国沿海的一些地区逐渐成为连接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海上贸易航线的中转站，这些沿海港口也逐渐出现定居的中国商人。曼谷王朝初期，暹罗国内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华人移民很受欢迎。此时正值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中国内乱外患加剧，1842年香港开埠后，闽粤沿海居民纷纷外迁，成批地从汕头、厦门、海口、广州等地经香港去暹罗。据统计，19世纪初期，抵达暹罗的中国人每年约为7000人。19世纪30年代，曼谷居民总数为40万人，其中半数为华人。

早期的华人移民皆是出于谋生目的，自发地依靠宗族乡土关系，以投亲靠友的方式来到暹罗，往往是“一人带一人，一家带一家”，因此早期华人移民的背景具有家族性和地域性，这些特性使华人移民在进入暹罗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聚居，组成华人社区。成书于1536年的黄衷《海语》中有关于暹罗阿瑜陀耶王朝时期华人的记载。据记载，当时的都城阿瑜陀耶中“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奶街”是泰语Naigai的汉译，汉字“街”的古音读作“gai”，而“奶街”原是一条小河的名字，后来因为华人在此沿河建屋聚居而形成华人社区。阿瑜陀耶王朝时期，在都城阿瑜陀耶实际上已形成包括“奶街”在内的许多华人社区，比如帕南车寺华人社区、三马区华人社区、米线街华人社区等。曼谷王朝初期，随着华人移民不断进入暹罗，新的华人社区不断出现，比如曼谷的三聘街（Thanon Sampheng），它建于曼谷王朝一世王（1782—1809年在位）时期。据记载，一世王从吞武里迁都到湄南河东岸的曼谷，王宫选址在华人区，一世王遂令此处华人移居三聘渠一带，因而得名。华人在那里建造房屋，开设店铺，形成当时暹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外国商品集散地，后与耀华力路和石龙军路一起构成曼谷的中国城。

早期的华人移民把家乡的宗教信仰带到了暹罗。在暹罗的华人社区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中式寺庙，其中就有代表佛教信仰的观音宫，而正式的中式寺院的出现是华人社区发展以后的事。早期进入暹罗的华僧则依托大大小小的观音宫进行修行和宗教活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时期中国国力日渐衰微，清代佛教也随国运衰落而衰落。战火连绵的局势和寺院荒废日甚的情况，使得中国佛教出现全面危机。1862年，即同治元年，中国南粤禅僧续行和尚南渡暹罗。续行和尚初抵暹罗时，曾在今曼谷耀华力路谷斗巷观音宫（后改为永福寺）宣讲大乘禅法，华人皈依者甚众，并受到曼谷王朝五世王朱拉隆功的赞赏和礼敬。续行和尚看到当时暹罗的华僧或依托大大小小的观音宫，或挂单于越南佛寺修行，遂发下宏愿，决心募化修建一座正式的华僧佛寺。据记载，五世王朱拉隆功得知续行和尚的宏愿后，御赐曼谷石龙军路旁的一块土地作为建寺用地，并令担任朝廷官员的华人披耶初侣色提（汉名刘建兴）帮助建寺。广大华人善士也竞相捐献善款。这所寺庙历时八年，于1871年建成，定名为龙莲寺。大门两侧有华文对联：“龙势飞腾地，莲灯照耀天”，屋脊上有二龙戏珠雕刻，为典型的中国式建筑。寺内有四大天王塑像，大雄宝殿中供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以及十八罗汉，为典型的中国大乘佛教寺院格局。五世王依照华文寺名含义御赐寺名为“曼功甲玛拉越”。龙莲寺因此获得泰国华人第一佛寺的美称。龙莲寺建成以后，续行和尚出任龙莲寺第一任住持。华僧以龙莲寺为依托逐渐组成华僧教团。

龙莲寺的建成和华僧教团的组成标志着华僧宗的形成。1902年，五世王首次颁布泰国的《僧伽管理法》，为加强对华僧的管理，僧伽内部特设“华僧大尊长及左右副尊长”，续行和尚又被敕封为暹罗首任“华僧大尊长”，僧衔是“真旺三摩地哇大师”。

在龙莲寺后殿内的左配殿中供奉着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塑像，这表明续行和尚时期的华僧教团修持以禅宗为主。禅宗是中国佛教主要宗派之一。而续行和尚也把中国的“南宗禅”传到暹罗，这标志着中国汉传佛教的禅宗正式在泰国开始传播。

泰国华僧宗在第一代华僧尊长续行和尚与第二代华僧尊长果悟和尚时，教务兴盛，社会地位较高，和泰僧一样，享受暹罗王室供养迦希那衣的礼遇。迦希那衣是佛教僧人的“三衣”之一。泰国在素可泰王朝时，已有国王奉献迦希那衣的记载，铭刻在素可泰的石碑上。到了曼谷王朝，历代国王每年都按隆重的王室仪式来举行奉献迦希那衣仪式。在泰历的11月16日至12月16日，由国王和王室成员向僧人奉献迦希那衣。华僧宗在其初步发展时期，它的影响主要在曼谷的华人社区中。除龙莲寺外，属于“华僧宗”的寺庙还有曼谷地区的永福寺、翠岸寺等。

但在曼谷王朝六世王（1910—1925年在位）即位以后，华僧宗渐走下坡路，地位降低，华僧不受社会尊敬。第三代华僧尊长卢庆望返回中国，由用宾法师继任龙莲寺住持，同时担任华僧尊长。据民国时期杨文瑛所著《暹罗杂记》记载：“华僧以暹京之龙莲寺禅院及祖师宫为多，余者往各地之九皇斋以司香火。……民国十七年，龙莲寺住持呈请暹政府，非龙莲派之华僧不准衣黄，有某月实行令易缁衣之谣。斯时非龙莲派各华僧大起恐慌。嗣因官厅不准所请，遂作罢议，各僧莫不喜形于色。”其时华僧宗之地位危机可见一斑，但从中却也传达出一条信息：当时泰国的汉传佛教系统除了龙莲寺为主的佛教僧团外，还有其他汉传佛教僧团存在，只是龙莲寺的势力最大。

华僧宗的再度隆盛是普净大长老（Phochaeng，Mahathera，1901—1986）出任“华僧大尊长”和普门报恩寺修建之后出现的。

普净法师出生于中国广东潮州的揭阳县，1927年移居泰国，翌年在北标府佛足山清水寺剃度出家，法号普净。在清水寺，普净法师精勤学戒，研习三藏六载，后转到曼谷软桥湄江精舍弘扬佛法。普净法师曾三次回到中国，研读经论，精勤修学。传说普净法师1948年第三次回国时，得中国律宗第十八祖妙柔律师传承，后被尊为律宗第十九代祖师。普净法师于1947年修建普仁寺，使其成为泰国依律剃度受戒的第一座合法华僧寺院，华僧不必再回国受比丘戒，而普净法师成为第一位华僧宗传戒师。普净法师出任华僧尊长时，看到华僧宗佛寺数目少且多建于闹市区，既不能满足华僧需要，又不利于修行，遂发愿修建普门报恩寺，并取代龙莲寺成为华僧宗的总部，普门报恩寺的住持出任华僧大尊长。1954年，泰国僧侣委员会主席拍旺那叻副僧王（Somdet Phrawanrat）任命华僧宗长老比丘组成华僧宗僧务委员会，按僧律教规统一管理泰国华僧宗佛寺及僧务。普净法师被任命为华僧宗僧务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华僧宗僧务委员会也迁入普门报恩寺。普门报恩寺的建成标志着华僧宗的复兴。

普净法师第三次回到中国时曾研习律学，而被尊为律宗第十九代祖师。泰国华僧教团的修行重点从禅宗转向律宗，重视戒律研修成为华僧宗复兴的关键。首先它对华僧教团的整顿起了重要作用，华僧戒律松弛、教务不兴的状况得到改变。其次由于中国律宗的戒律与泰国上座部佛教的戒律十分相似，这使得华僧宗重新获得了泰国王室的礼敬，中断近40年的供养华僧迦希那衣礼在普净法师时期得到恢复。此外，普净法师建立的“华僧宗”自主传戒制度也是华僧宗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消除了泰人对华僧宗的戒心，也消除了华人的担心。因为泰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强化了对华人的同化政策，虽然大部分华人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泰国国籍，但华人与中国的任何联系仍是敏感话题。

至九世王时，普净法师升任华僧尊长后，曾在北碧建普仁寺，奠石结界，可依律传授戒法，并被泰国封为传戒和尚，因此可度泰地华人出家，发给度牒；以后又建立化僧舍、仙佛寺。在普净门下出家的华僧，约两百位，分别住在各处华寺，并且依泰国的风俗，多数为短期出家。泰地华裔青年，多数在小时候受泰文教育，对中文及大乘佛法认识不多。普净尊长很得当地佛侨敬仰，弟子众多，法缘极盛。

在曼谷的华侨教徒，亦成立很多佛教社，宣扬大乘佛法，其中重要的，如中华佛学研究社、龙华佛教社会，过去多年来定期举行信徒集会，研读佛法、念诵、讲说，有时中国国内或其他地区有高僧至泰，除接待食住及旅游活动等，常被邀请为华侨讲经说法。华裔青年陈明德居士，精通中、泰、巴、英等文及大小乘佛法，在皇冕佛教大学任教多年，教授大乘佛法及佛教史。曾译中文《金刚经》及《维摩诘经》等为泰文，其中《维摩诘经》泰译本，曾获全泰国青年文学杰作第一奖，并经常至各地佛教文化学术研究机构演说大小乘教义，对于大乘佛教在泰国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138]华人、越人的大乘佛教在泰国的弘扬，其信仰的人众和影响，主要还是在华人、越人本身的范围内，泰人信仰大乘佛法的极少。

华僧宗是泰国华人移民的宗教，这在寺院的建筑风格上得到了最重要的体现。由于泰国华人主要是从潮汕、福建、广肇、海南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移居泰国的，泰国的华寺表现出浓郁的中国岭南文化特色，华僧宗最古老的佛寺——龙莲寺就是完全按照中国岭南禅寺的式样建造的，工匠及建筑材料都来自中国。屋顶的琉璃瓦及龙、凤、花卉等彩陶装饰，则完全取法于广东地区的寺庙建筑艺术。甚至窗棂的木雕花纹，亦是中国传统的云、鹤、福、寿等吉祥图案。龙莲寺还有许多中式匾额和对联保存至今，其中的禅堂匾、客堂匾、慈悲阁匾、六祖殿匾，皆立于清朝同治年间，年代久远，弥足珍贵。从这些保存下来的来自中国的古物，可以看出早期华人移民与祖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华人移民对原籍的文化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因此早期的华僧宗佛寺，多使用从中国远道运来的建筑材料，如木柱、石梁等，以此来提高寺庙的地位，赢得更多的华人信仰者。普门报恩寺虽然在建筑风格上杂糅了泰式佛寺的特点，但仍不失为一座典型的岭南佛寺。比如三门为五福临门的中式牌楼、庑殿式屋顶、拱形大门、左右对称两扇寿字通棂圆窗等。

华僧宗的出现也体现了华人移民的要求。一般中国寺院都建有药师佛殿或供有药师佛像，以此满足广大信众祛病延年的愿望。而在龙莲寺内，除了药师佛殿外，还建有一座华佗殿。华佗是中国三国时代的名医，早期华僧宗佛寺对华佗的供奉反映了华人移民对传统中医的依赖以及他们在居住国环境中遇到的问题。据记载，一二百年前，曼谷地区因天气炎热，蚊蝇滋生，曾经瘟疫流行，华人移民初到异国，容易染病。在这种背景下，神医华佗的塑像被迎进佛寺，寺内僧人亦可借华佗之名，施医赠药，化解华人移民的疾苦。华僧宗寺庙这种慈善功能还曾被发扬光大。比如泰国赫赫有名的慈善机构——华侨报德堂就是由一座潮属华人寺庙发展而来。据记载，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华僧宗佛寺还充当向华人子女传授华文的学校，而讲授华文的人往往是寺庙的杂役，华人称之为“香公”。香公用中国古代的诗经或历史故事作为教材，使中华文化传统在华人后代中保持下去，华僧宗佛寺的这项教育功能延续至今。龙莲寺现任住持仁晁法师曾创办龙莲中学，设立教育基金，奖励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并使小沙弥亦有机会读书上学。另外，由于受泰国上座部佛教风俗习惯影响，许多华人依照泰俗到华僧宗的佛寺短期出家。每年到普门报恩寺出家为沙弥的多达数百人。

华僧宗佛教在华人社区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是盂兰盆会。“盂兰盆”是梵语Ullambana的音译，为“救倒悬”之意。按大乘教义，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作盂兰盆会，供施佛及僧，则功德无量，可以解救先人于倒悬之苦。盂兰盆会是泰国华人最重视的节日之一。盂兰盆会期间，各华僧宗佛寺都要启建道场，普度十方民众。而华人社区内的住户，都要在自家门口摆祭品来祭祀先人。一些华人社团和慈善机构分发大米及生活用品给贫苦无依的人，以大慈大悲之心来救苦救难。另外，每年农历的八月底至九月九，是泰国华人传统的九皇斋节。九皇斋节源于泰国华人对九颗星辰变成的九皇神仙的信仰。据说明末清初，九皇曾下凡人间，帮助反清复明，不幸遇难。九皇斋节反映了明朝遗民反对清朝统治、怀恋故国的情怀。在续行和尚建立龙莲寺和正式华僧教团形成之前，早期华僧也曾在暹罗各地的九皇斋坛主持香火，因此华僧宗佛寺也举行九皇斋盛会。比如普门报恩寺在每年的八月廿九日（月小）或三十日（月大）起至九月初十日举行九皇斋盛会，信徒必须斋戒十天。一年之中，除了盂兰盆会和九皇斋节外，泰国华人依托华僧宗佛寺进行的宗教活动，还有观音三法会以及功德法事。所谓观音三法会是指观音诞生日、观音成道日、观音涅槃日所举行的法会，在大乘佛教的众多菩萨中，泰国华人最为崇拜观音菩萨，相信观音菩萨能为自己解除灾难和痛苦、带来幸福。在正式佛寺出现之前，曼谷的华人社区中已有观音宫存在，而在龙莲寺和普门报恩寺都设有观音殿来供奉观音菩萨。

“华僧宗”是泰国华人的宗教，它以泰国华人的历史为背景而形成，以华人社会为依托而发展，表现了泰国华人的民族文化心态。华僧宗对泰国华人有一定依附性，它依靠泰国华人的供养，华人社会为僧团提供后继僧才，这是华僧宗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广大泰国华人仍然信仰华僧宗佛法，华侨子女选择华僧宗佛寺出家，而在家的华人大乘佛教徒又成立了不少佛教组织和团体，除了历史悠久的中华佛学研究社之外，还出现泰国华人佛教会、莲花佛教社、明莲佛教社等，这些佛教社团主要从事慈善事业，也组织诵经、念佛等佛事活动。

另外，在以泰族为主的社会环境下，华僧宗若要生存、发展、壮大，必要求得泰国王室的护持。因为泰国的历代国王都以佛教护持者的身份出现，因而它对泰国王室也存在依附性，并服从于泰国的僧伽管理制度。华僧宗对泰国社会和泰族文化存在一个适应过程。泰国浓厚的上座部佛教氛围为华僧宗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华僧宗在初期即受到了国王的欢迎，这表明泰人对华僧宗的认可。由于中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华人移民泰国的历史由来已久，泰国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华僧宗与泰国上座部佛教各宗派间就存在很大相似性。因此华僧宗在适应泰国环境时，对泰国华人文化的本土化必然会产生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当地华人逐渐融入居住国社会。正因为中泰两个民族佛教文化形态的相似性，使泰人能以更亲近的态度对待华人，而华人因为相近的文化氛围能很顺利地融合到泰族社会中去。

另外，泰国大乘佛教的兴盛和繁荣是与中泰两国佛教徒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其中泰国华裔法师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泰国著名佛教学者佛陀达沙就是一位华裔，他曾将中国佛教禅宗要籍《传法心要》和《坛经》译成泰文，把中国佛教文化介绍到泰国佛教界。泰国僧王亲自为他颁发了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成为泰国当今获得最高爵位的比丘。此外，泰国历史学家、佛学家披耶阿努曼拉查东也是具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先后出版著作200多种，泰国国王曾多次授予他“白象”等高级勋章和“披耶”等荣衔。

总之，华人和华僧宗佛教已经融入泰国社会，成为“黄袍佛国”的一部分。

2.越南佛教在泰国的发展

中国初唐时期，禅宗在弘忍大师之后分出神秀和慧能两系。慧能继承弘忍的衣钵后，到广东岭南地区弘法，入韶州曹溪宝林寺（南华寺），传授顿悟法门。因而慧能大师这一系常被称为“南宗禅”。南宗禅在发展过程中，又形成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等流派，所谓禅宗发展史上的“一花五叶”。其中临济宗在明末清初传入越南南方的广南国，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泰国吞武里王朝时期，越南僧人把临济禅法传入了泰国。

在中式寺院和华僧教团出现以前，泰国已经有一些越南佛寺存在。泰国的越南佛寺出现在吞武里王朝。当时，越南爆发西山大起义，一批越南僧人随着逃难的越南广南国阮氏王族和百姓进入泰国，吞武里王郑信曾赐地让他们在曼谷建屋居住。越南移民在泰王郑信赐予的土地上，建起自己的佛寺，供养越南僧人修行和举行宗教活动。越南南方的广南国阮氏历代崇佛。17世纪中期，随着清军入关南下，中国广东、广西临济宗僧人避居广南国，临济宗禅法随之传入越南，并在越南中部和南部占据主导地位。进入泰国避难的越僧即属于临济宗。越南佛教源自中国，越南佛寺的建筑与佛事礼仪与中国佛寺基本相同，越僧读诵的佛经也是华文的，只不过是用越语念诵而已。因此，在正式的华人佛寺出现之前，许多华人就到越南佛寺中进行宗教活动。由于华侨和越侨的供养，暹罗的越南佛寺曾经兴盛一时，越南僧人也逐渐组成了自己的僧团，并形成自己的派别——“越僧宗”。暹罗的越南佛寺除了接受华侨的供养之外，还接受华僧来寺院挂单修行，对于华僧宗的形成起来了较好的推动作用。目前，越僧宗在泰国的发展主要集中于越侨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僧宗已经渐渐融入泰国社会，成为泰国佛教的一个部分。

（五）当代中泰佛教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中泰两国关系步入正常发展的时期。尽管那时两国还未正式建交，但两国佛教界一直有交流和往来。1956年泰国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佛教座谈会，并且拜会了中国佛教协会，参拜了佛牙舍利以及广济寺、雍和宫。三位泰国大宗派的法师还接受了中国新闻媒体的采访，回国后在报纸上称赞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自由。[139]
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正式建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称赞此举“在中泰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佛教友好交往也逐渐增多。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出席在曼谷举行的“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常务理事会”，受到泰国佛教界的热烈欢迎。1981年，泰国佛教僧伽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大师的亲切会见。

1984年，前来中国访问的泰国佛教代表团就达六七个，比较重要的有：曼谷僧侣赴华献佛观光团、泰国佛教观光团、泰国华裔僧侣访问团、泰国佛教访华团、泰国达摩旅行团等。来访的泰国官员、王室成员拜会中国佛教协会，参访名山古刹，斋僧布施，表达对中国佛教界的友好情谊。

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我国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大寺院恢复之际，泰国佛教界和华人华侨积极支持佛教寺院的维修建设，向中国佛教界赠送了大量玉制佛像。这些带有泰国上座部佛教造像风格的佛像，如今分别供奉在江苏、四川、广东、云南、西藏等地的著名寺院中，是中泰佛教友好交流的生动见证。

1985年，泰国学者代表团应邀访问我国云南西双版纳。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当地的著名寺院、佛塔和文物古迹，考察了西双版纳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傣渤文的起源。泰国国家图书馆专家滕米特先生感慨地说：“泰国北部古时有个兰那泰王国，在各个方面都和西双版纳很相似。近百年来，泰北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西双版纳农村的景象却与泰北佛寺古代壁画中的生活情景差不多，可说是古代泰族农村生活的再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泰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率团赴曼谷参加“国际佛教文化学术交流会”，在会议上泰国佛教徒对赵朴初会长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提法既符合佛教教义，又适合当今时代的特征。会议期间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参观访问，受到泰国许多佛教社团组织的热烈欢迎，泰国僧王也亲切会见了赵朴初会长。

1989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居士率团专程前往曼谷参加泰国僧王的荼毗仪式，表达了中国佛教徒对泰国佛教领袖的哀悼之情。为了加强佛教人才的培养和增进两国佛教交流，中国佛教协会还于1990年6月选派10名云南上座部佛教年轻僧人赴泰国留学。

1992年泰国华僧宗大尊长仁德法师访问中国，参加了在广州潮州开元镇国禅寺泰佛殿的解夏活动，参访了广州六榕寺，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佛教界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后来，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泰国时，受到泰国僧王、长老会主席以及佛教协会、青年念佛会等佛教组织的热情欢迎和友好接待。

1993年泰国第十九代僧王智护尊者首次访问中国，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受到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亲切会见，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泰国僧王此次来访为两国更高层次的互访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两国佛教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4年，为了庆祝泰国国王登基50周年和中泰建交20周年，应泰国政府邀请，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泰供奉瞻礼。1994年11月底至1995年2月，法门寺佛指舍利在泰国供奉两个多月中，前往瞻拜的朝野各界人士达三百万人次，泰国国王、僧王及王室成员、政府总理、议会议长、军队将领等亲往瞻拜，堪称盛况空前。

2011年12月5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在泰国大王宫接受了泰国普密蓬国王亲自颁赐的华僧“大尊长”称号。据悉，在泰国只有对佛教有贡献，在信众中有崇高威望的僧人才有可能获此殊荣。印顺大和尚获此称号，是泰国政府与人民对深圳弘法寺及印顺副会长多年来在中泰友好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12月5日，是泰国人民的节日。这一天不仅是泰国国王普密蓬的生日，还是泰国一年一度的国庆日。从各地赶来的泰国民众聚集在泰国首都曼谷大王宫附近，参加庆祝仪式并向国王表示祝福。这一天也是泰国皇家对各地佛教领袖赐予封号的庄严时刻。从泰国电视台直播画面中可以看到，国王向佛教领袖御赐封号是整个庆典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当晚，泰国僧王、长老会主席帕阿里耶翁沙卡塔然长老在泰国皇家寺院大金山寺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向获得国王御赐称号的各地佛教领袖表示祝贺。同时僧王和副僧王在大金山寺大雄宝殿举行了庄严的佛教活动，用佛教特有的方式为泰国国王祈福，为饱受洪灾之苦的泰国民众祈福。泰国普密蓬国王向佛教界人士颁赐称号，是泰国佛教的传统。印顺长老接受泰国普密蓬国王亲自颁赐的华僧“大尊长”称号，意味着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的进一步融合，必将对中泰两国的佛教交流和世界佛教的融合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泰国历史的起始年代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也有泰国学者认为泰国历史始于13世纪，对此陈序经、段立生等先生持不同看法，认为13世纪是泰人建立的素可泰王国的开始，但泰国的历史应该包含泰国境内曾经建立的各个民族国家历史（参见段立生《泰国文化艺术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2页），对此，笔者持相同意见。——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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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柬埔寨佛教

第一节 柬埔寨国情概况

柬埔寨，旧称高棉，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经建立了国家，历经扶南、真腊、吴哥三个较为辉煌的古代王朝统治时期[1]，尤其是吴哥王朝时期建立的吴哥寺迄今为止仍然是世界珍贵遗产，它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建筑艺术向人民叙述着柬埔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制度及特征。

由于柬埔寨古代历史文献的阙如，现在对于柬埔寨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记载多见于中国古籍。在中国历史上，汉代称柬埔寨为“扶南”，隋唐以后称为“真腊”，中唐时称“吉蔑”，元时称“吉孛智”或“甘孛智”，明朝万历以来称为“柬埔寨”或“澉埔只”“甘孛智”“甘菩遮”。13世纪末期到14世纪，由于泰国素可泰王朝等外力入侵，吴哥王朝开始衰落，故首都迁至金边，进入金边王朝时期。1863年由于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沦为法国保护国，1940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再次被法国殖民者占领。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宣布独立。1954年7月，法国被迫同意撤军。1970年3月18日，朗诺在美国策动下发动政变，23日，西哈努克亲王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5月5日，成立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柬埔寨国民族团结政府，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乔森潘担任副首相。1975年4月17日，全国解放。在1975年至1979年间，红色高棉取得了柬埔寨执政权。1976年1月，颁布新宪法，改名为民主柬埔寨。1978年底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积极扶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1982年7月9日，西哈努克亲王、宋双和乔森潘三派抵抗力量进行联合，共同组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1990年9月，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同金边方面的代表在雅加达会晤后宣布组成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1991年7月，西哈努克被推举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10月23日，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签署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通称《巴黎协定》）。11月，西哈努克亲王返回祖国，全国最高委员会在金边设立总部。1993年5月，柬埔寨在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利机构的组织和监督下举行大选，选举产生制宪会议。9月21日，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决定恢复君主立宪制。9月24日，西哈努克亲王签署新宪法，制宪会议转为国民议会。11月2日，柬埔寨王国政府正式成立。1993年5月，改国名为柬埔寨王国。

柬埔寨国土面积为18万多平方公里。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南部，北接老挝，西北部与泰国相邻，东和东南部与越南接壤，西南濒泰国湾，中部和南部是平原，东部、北部和西部被山地、高原环绕，大部分地区被森林覆盖。湄公河在境内长约500公里，流贯东部。洞里萨湖是中南半岛的最大湖泊，低水位时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雨季湖面达1万平方公里。沿海多岛屿，主要有戈公岛、隆岛等。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9℃—30℃，5—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受地形和季风影响，各地降水量差异较大，象山南端年降雨量可达5400毫米，金边以东约1000毫米。

柬埔寨是传统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属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矿藏主要有金、磷酸盐、宝石和石油，还有少量铁、煤、铅、锰、石灰石、银、钨、铜、锌、锡。林业、渔业、畜牧业资源丰富。木材种类多达200余种，总积蓄量约为11.36亿立方米。盛产贵重的柚木、铁木、紫檀等热带林木，并有多种竹类。由于战乱和滥伐，森林资源被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从占全国总面积的70%降为35%，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部山区。柬水产资源丰富，洞里萨湖是世界上著名的天然淡水渔场，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渔场，素有“鱼湖”之称。西南沿海也是重要渔场，多产鱼虾。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1％，占劳动总人口的78％。可耕地面积670万公顷，其中可灌溉面积37.4万公顷，占18％。主要农产品有稻谷、玉米、薯类、花生、豆类，湄公河流域和洞里萨湖沿岸为著名产米区，马德望省素有“粮仓”之称。经济作物有橡胶、胡椒、棉花、烟草、糖棕、甘蔗、咖啡、椰子。全国橡胶园有10万公顷，橡胶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年产橡胶5万吨，主要分布在东部磅湛省。柬埔寨工业基础薄弱，主要是食品加工业和轻工业。

一 民族概况

根据2012年6月的人口统计显示，柬埔寨人口总数为1480万，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84.3％，城市人口为总人口数的15.7％。全国共有20多个民族，其中高棉族是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80％，高棉语为通用语言，与英语、法语均为官方语言。总人口的93%以上居民信奉佛教，2%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据统计穆斯林人口20余万（1989年数据），主要聚居在磅湛地区（Kompong　Cham）和沿海一带，其余散居全国各地，以占族人为主，其余为印度尼西亚爪哇籍穆斯林，又被称为马来族。另有3%的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信奉天主教。

二 宗教概况

现越南和老挝边境上的长山山脉将东南亚地区分成了两部分，东北部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西南部（包括占族居住的地区）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另外，东南亚历史上曾经形成了几大文明帝国，例如柬埔寨在古代时期非常有名的扶南帝国和高棉帝国都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整个东南亚地区处于几大文明板块的撞击之中，对于文化的选择和宗教的选择都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一）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古代宗教，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派别汇合而成的宗教思想体系。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印度社会实现严格的种姓制度，把社会分为四个等级的人群，四个种姓的顺序依次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作为祭司阶层，是最高等级，掌管着学习知识、与神沟通的权力，负责主持宗教仪式；而刹帝利是第二种姓，其成员主要是国王、武士阶层；吠舍阶层由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而首陀罗是种姓制度中最低一层，是不可接触者。其中前三个种姓属于可以“再生族”，而首陀罗阶层由于其前世罪孽深重，是不可再生的，属“不可再生族”。婆罗门教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原则。婆罗门教信奉吠陀思想，认为吠陀（宗教知识）是神启的，吠陀是由古代圣人受神的启示而诵出、编集而成的，是神圣的知识。所以，吠陀文献只有“再生族”才有资格阅读，而首陀罗阶层为最低阶层等级，是“一生族”无权学习吠陀知识。在神祇体系中，婆罗门教逐渐形成了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主神信仰，其中梵天是创造之神，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他创造的。毗湿奴是守护之神，是毗湿奴教派崇拜的最高神祇。据说他三步就能跨过大地，不仅有保护能力，并能创造和降魔。而湿婆是战胜毁灭之神、苦行之神和舞蹈之神，代表着生与死、变化、衰亡和再生的力量，湿婆教派奉为最高的神祇。据信，湿婆居于雪山之巅，善于跳舞，是刚柔两种舞蹈的创造者，被称为“舞王”。后来在印度发展起分别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主神为主的派别，并向外传播，深深地影响了东南亚地区宗教文化体系的形成。

柬埔寨是东南亚地区较早信奉婆罗门教的国家，当时的扶南已经是柬埔寨早期历史上较为成熟的国家，在《宋书·夷蛮传》《南齐书·蛮传》及《梁书·诸夷传》中皆见记载。从婆罗门教的传入地区来看，婆罗门教最早传入的是扶南，其传入的时间在公元前1—2世纪。[2]有学者认为目前我们从中文史籍中找到的证据可以得知，婆罗门教和佛教大约同时传入扶南。自传入柬埔寨之后，在柬埔寨历史发展进程中，婆罗门教对柬埔寨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形塑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是早期柬埔寨国家文化的底色，并一直持续下来。现存的各种古迹、碑铭和史籍都在向人们宣示着这一特征。

（二）伊斯兰教

现代柬埔寨的主要穆斯林群体是占族，柬埔寨的占族和越南的占族在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有着密切的关系。占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等与历史上曾在越南中部地区出现的占婆王国（Cham Pan Empire）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印度，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1193年印度德里成为东方伊斯兰教的中心。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阿拉伯、印度穆斯林商人把伊斯兰教传播到了马来人和爪哇人中，马来半岛先后出现了两个伊斯兰教王朝。随后伊斯兰教又传播到了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在越南中部广南沿海出土了一些陶片，被认为是10世纪以前产于伊朗和西亚地区的。这反映了占婆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频繁而广泛的贸易往来关系。据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笔记，他在从印度到中国的途中，曾在占婆南部靠岸停留并拜会了占婆的公主。占婆公主可以与他用土耳其语交谈，熟练地书写阿拉伯文。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13—14世纪，伊斯兰教在占婆已经有了很大影响。到了17世纪中叶，由于占婆王国的逐渐衰落、瓦解，占族的正统宗教——婆罗门教逐渐衰弱，大部分占族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现在越南中部地区的占族一部分信仰婆罗门教，另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即婆尼教。宁顺和平顺地区的婆尼教，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仪式与母系家庭相适应，与人生周期（生育、婚姻、丧葬等）、农业仪式有关，而与当代世界伊斯兰教没有联系。在占婆王国衰落、瓦解的过程中，有些占族群体不断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定居在现在的越南南部、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由此，我们得知柬埔寨的占族穆斯林主要来自越南地区的占族。而居少数的爪哇籍穆斯林于17世纪移居柬埔寨沿海地区，多操高棉语，与马来籍穆斯林共同被称为马来族穆斯林。[3]
柬埔寨所有的占族穆斯林都属于苏非派的逊尼教徒，分为正统和传统两个分支。传统占族穆斯林在许多方面更像越南沿海的古代占族，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穆斯林。这些传统的占族穆斯林虽然对去麦加朝圣和每天的五次拜功不太感兴趣，但他们也举行许多穆斯林仪式。正统占族穆斯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马来人的接近和通婚，从而变得十分遵守教规。事实上，正统占族穆斯林已经采用马来人的习俗和家庭组织方式，许多人说马来语。他们喜欢到麦加朝圣和参加国际伊斯兰会议。不过有的材料也认为柬埔寨的占族穆斯林主要分布在金边以及磅湛、磅清扬和贡布等地的渔村中，并认为可以分为四个分支：受马来人影响的苏非派分支，占占族穆斯林的70%；受沙特和科威特影响的瓦哈比（Wahabi）分支，占占族穆斯林总数的20%；传统的库姆伊玛散（KomIman-San）分支占7%；印度内斯坦卡迪阿尼分支占3%。柬埔寨独立以后，作为柬埔寨最大的少数民族——占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得到了正常的发展。柬埔寨19世纪末成立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团体由在官方功能上代表该团体并负责与其他伊斯兰教团体联系的五人委员会领导，其余每个穆斯林团体都设有领导该团体和所属清真寺的头领——哈可姆（Hakem）。邻近金边的水净华（Chrouy Changvar）被认为是占族人的精神中心，而且几个穆斯林上层人士也在此居住。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前，每年都有部分占族人到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学习《古兰经》，并且派人前往麦加朝圣。到1962年，整个柬埔寨约有10座清真寺。但在1954年至1975年期间，柬埔寨伊斯兰教传统和正统两派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4]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由于社会形势动荡不安，柬埔寨原有的10余万穆斯林陆续迁往马来西亚、泰国、美国、法国、大洋洲等地。到1990年全国原有的100余座清真寺仅存20座，穆斯林学校也仅存200余所，且大都破烂不堪。柬埔寨穆斯林所处的环境和状况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关注，并在伊斯兰世界联盟的援助下修复了清真寺和穆斯林小学。[5]
第二节 扶南时期的佛教（公元1—6世纪）

扶南国兴起于公元1世纪前后，至五六世纪国势达于鼎盛，前后历500多年，是东南亚早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强国，也是较早印度化的国家。扶南当时统治范围大致包括现今柬埔寨的全部国土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部分地区。在宗教方面，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后来同时信仰大乘佛教，并成为当时东南亚佛教传播的一个中心。

由于柬埔寨国家早期历史资料的阙如，对于扶南古国的记载较为模糊。但由于这一时期的扶南古国与中国的交往甚多，故我们从中国史籍记载中大致可以对扶南国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一个阶段是混氏王朝统治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范氏王朝统治阶段，第三个阶段是[image: ]陈如王朝统治阶段，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传播特色。

一 混氏王朝统治时期（1—3世纪）

佛教何时传入扶南，已经难以考证。但有学者认为目前从中文史籍中找到的证据可以得知，婆罗门教和佛教大约同时传入扶南。[6]
据中国古籍记载，这一时期的国王有混填、混盘况、混盘盘等。这是外来的婆罗门经由海道进入扶南地区的开始，也是婆罗门教初传扶南的时期。

《梁书·扶南传》记载：

扶南国俗本裸，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舡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7]

从上述记载可以得知，最初的扶南国家应该是不同村落或小部落组成的松散性国家，但在公元前已经开始形成，故而当混填乘船来到这里的时候，其通过娶当时扶南的女王柳叶为妻，以婆罗门的身份和背景，在其随后的统治中，逐渐帮助扶南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伦理和政治制度，同时也将婆罗门教传入扶南。

二 范氏王朝（3世纪初叶—4世纪中叶）

根据中国史籍《梁书·扶南传》记载，这一时期以范氏为主建立统治，历经范蔓、范金生、范旃、范长、范寻、竺旃檀等国王。

《梁书·扶南传》记载：

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

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立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丁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更缮治国内，起观阁游戏之，朝旦中晡三四见客。民人以焦蔗龟鸟为礼。[8]

这些文字正是对范氏王朝国王更迭的历史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吴国国君曾经派使者朱应、康泰出使扶南，根据朱应、康泰回到中国后的记述，当时扶南疆域已达湄公河及洞里萨河的全部下游地区，向西控制了从印度洋往马来半岛的商路。吴使抵达时，正值范寻在位（240—287）。其“国人俗裸，唯妇人着贯头”。《梁书·扶南传》记载：“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惟妇人着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缦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9]范寻听吴使建议，始令男子着横幅。但已有文字，类似“胡文”。[10]公元375年（晋升平元年），范氏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名竺旃檀，在这一时期，原生性宗教应该是民间的主流宗教，但婆罗门教、佛教在统治阶层发挥着作用，扶南的主体民族高棉族自己的文字应该还未出现，因此这一时期的碑铭还未出现古代高棉文字，有可能其使用的文字就是从印度南部传入的。因为在现今越南境内茅庄市的乌干村曾发现大约为2—3世纪扶南时期的石碑，上面的文字被鉴定为“印度南部的文字”。由于茅庄地区当时是扶南王国的属地，故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文字是从印度南部传入的婆罗米文字。同时从文字的使用方面，也可以看出，范氏王朝的统治者们是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

三 [image: ]陈如王朝（4世纪末叶—7世纪初叶）

在范氏王朝统治的后期，来自天竺的婆罗门[image: ]陈如称王，于是扶南“由是改行天竺法”，由此建立了扶南历史上的[image: ]陈如王朝。其后，持黎迤跋摩（约公元430—470年在位）、阇耶跋摩（约公元470—514年在位）、留陀跋摩等国王执政，最后至7世纪中叶，当时的属国真腊开始发展起来，后扶南被其属国真腊所灭。

（一）古高棉文字的出现

在古代历史中，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时间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因为它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规范程度。从现今出土的碑铭看，公元6世纪以前的扶南地区使用的还是来自印度南部的婆罗米文字，到6世纪，扶南出现了用古高棉文即高棉早期的民族文字刻成的碑文，发掘于金边南部的茶胶省，成文于公元611年的安哥波利石碑碑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高棉文文献。人们推测，古代柬埔寨自建国（1世纪）起就可能开始使用以印度古代婆罗米文字（Brāhmiī）为基础改造而成的文字。后经由帕拉瓦文（Pallava script：一种五六世纪时东南亚和南印度广泛使用的文字）的过渡而形成古代高棉语文字。到6世纪，出现了用古高棉文即高棉早期的民族文字刻成的碑文，是当时执政的跋婆跋摩王在550年登基后创立的，他由此被誉为柬埔寨历史上高棉文字的创始人。从安哥波利K600号石碑中可以看出，古高棉文字在早期就已经具备较规范的拼写标准，这无疑是受到印度文字标准化传统影响的结果。[11]古高棉文字的出现，标志着扶南地区的文化教育程度，但这一时期的文字应该是在社会上层使用的，在民间还未普及。

（二）以宗教信仰来建立法律规范

在扶南，尚未形成世俗的法律，是通过宗教信仰建立起法律制约制度，形成神判法来审判有罪与否。中国史籍《梁书·扶南传》记载：

国法无牢狱。有罪者，先斋戒三日，乃烧斧极赤，令讼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镮、鸡卵投沸汤中，令探取之，若无实者，手即焦烂，有理者则不。又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喂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鳄大者长二丈余，状如鼍，有四足，喙长六七尺，两边有齿，利如刀剑，常食鱼，遇得獐鹿及人亦之，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之。[12]

以手伸入“沸汤”取物或以猛兽是否会吃犯罪嫌疑人来作为是否犯罪的标准，就是听天由命，以神明的明察秋毫来判断犯罪的事实，这应该属于神判法。

（三）佛教的高度发展

这一时期的扶南国宗教信仰是多元的，以婆罗门教为主，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13]并存。中国史籍《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的文字记载反映了扶南国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的盛况：

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土气恒暖，草木不落。……国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宁。菩萨行仁慈，本迹起凡基。一发菩提心，二乘非所期。历生积功业，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数，财命舍无遗。生死不为厌，六道化有缘。具修于十地，遗果度人天。功业既已定，行满登正觉。万善智圆备，惠日照尘俗。众生感缘应，随机授法药。佛化遍十方，无不蒙济擢。皇帝圣弘道，兴隆于三宝。国土及城邑，仁风化清皎。[14]

不难看出当时柬埔寨婆罗门教的摩醯首罗天神信仰与佛教的盛行，人们对大乘教法也有较高的认识。考古发现的6世纪时期的碑铭记载，因陀罗跋摩（514—539年在位）“王归依佛法僧三宝，信仰笃深，离一切染污”，在执政期间，佛教十分昌盛。因陀罗跋摩国王也曾派使者向中国的梁武帝献佛发、舍利。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的佛教在扶南社会是非常盛行的。

[image: ]陈如王朝统治的时间较长，佛教已经成为国教。在对外经贸交往中，佛教也开始与商贸文化一起向外传播。中柬两国佛教的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5世纪开始的。此前由于交通不便，南海诸国在中国晋代时与中国交往甚少，但5世纪以后，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南海诸国与中国的交往开始频繁，故在“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15]。中土、西域、天竺、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徒往来频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2世纪末到6世纪，佛教受到扶南王朝的护持。作为东南亚海上交通枢纽的扶南，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译经弘法的极盛时期，扶南国不仅直接派遣高僧通过海路来中国传译佛经，而且扶南国还是当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僧人往来中国的海上必经之路。据史料记载，当时来往于中国的僧人，行程可考的就有十余人，其中三人是扶南国僧人，他们就是著名的僧伽婆罗、曼陀罗仙和须菩提。三位高僧曾先后到我国弘扬佛法、传译佛经，对中国与柬埔寨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史籍《南齐书》卷五十八《扶南传》有记载：“宋末，扶南王姓[image: ]陈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具说中国有圣主受命。”永明二年（484），阇耶跋摩派天竺僧人那伽仙上表称：

臣前遣使赍杂物行广州货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夺臣货易，并那伽仙私财。具陈其从中国来此，仰序陛下圣德仁治，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从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严整，朝望国轨，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伏。……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释那伽仙为使，上表问讯奉贡，微献呈臣等赤心，并别陈下情。[16]

这段文字叙述的是扶南与中国南朝宋齐时期的交往情况，那时的扶南国王曾遣商人、僧人来中国。据史书记载，公元484年扶南王阇耶跋摩曾派人乘船载货来广州贸易。同时派遣天竺僧人那伽仙携带国书并赍金缕龙王坐像、白檀像、象牙塔等到中国送给南齐武帝。这说明当时的扶南国王开始注重佛教的发展，天竺僧人那伽仙在扶南的地位较高，否则国王是不会把那么贵重的礼物交付给他，并请他送给中国的皇帝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道人释那伽仙”文字的表述，表明那伽仙的身份确实是佛教僧人。

当时的中国专门设“扶南馆”的译经道场，接待扶南来华的僧伽。扶南僧人僧伽婆罗、曼陀罗仙、须菩提等名僧先后来华译经，说明扶南佛教早在5世纪已有相当的发展。从译经的内容来看，其中齐时来华的僧伽婆罗到中国天监十七年（518），共译出《大乘十法经》（一卷）、《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孔雀王陀罗尼经》（二卷）、《舍利弗陀罗尼经》（一卷）、《菩萨藏经》（一卷）、《解脱道论》（十三卷）、《阿育王经》（十卷）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但僧伽婆罗的特长是《阿毗昙》，广习律藏，译出《解脱道论》《阿育王传》，属于佛教小乘佛教体系；须菩提与曼陀罗仙一起为陈主重译《宝云经》等，属大乘系统。曼陀罗仙在中国与僧伽婆罗一起译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二卷）、《宝云经》（七卷）等。在《僧伽婆罗传》中附记中记载：“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者，梁言弘弱。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虽事传译，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17]从译经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在扶南非常兴盛。曼陀罗仙和真谛三藏都曾从扶南携带着数量众多的梵本来到中国，而且所译的经论中梵文系大乘经论最多，只有一部《解脱道论》属上座部佛教系统，说明当时扶南信奉的佛教，是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占优势；而且扶南的佛教文化，受到当时中国朝廷的尊重。[18]但是此时扶南的小乘佛教系统是梵语系统的，还不是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系统。[19]这一“梵文小乘佛教”信仰传统在3世纪时就已经存在，在5—6世纪阇耶跋摩和留陀跋摩统治期间是很盛行的。[20]
此外，西天竺优禅尼国（印度马贾因）的真谛（拘那罗陀），也在此期间来到扶南，546年受中国梁朝之请，扶南国王便请真谛三藏，并赍同经论梵本二百四十筴乘舶来中国传法。真谛是弘扬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著名高僧，真谛在中国各地随处翻译，讲述疏解，前后共23年之久，译出经论记传四十九部，合一百四十二卷，对于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及《续高僧传》卷一中，记录了真谛带来中国的经论，如全部翻译的话，共两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21]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扶南国为南海航路中南来北往的交通中心，为佛教东传的中转站，它从陆路又可通交趾，其重要性与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国家于阗、龟兹的地位相当。不少中国僧侣赴印度朝圣学经都要在此歇息，然后换船渡海至印度。扶南在5—6世纪即成了沟通印度和斯里兰卡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解脱道论》是斯里兰卡上座系佛教的代表性论著，它们都是通过扶南传来中国的。这也说明，当时在扶南，佛教界对于《解脱道论》也是熟悉的。

从有关史料来看，晋、梁时期，中国与扶南国都十分看重互派使者与佛教文化交流。扶南国派来此间的使者与僧人就有不少。《历代会要志》中记载有“晋武帝。扶南国遣使进金像、象牙塔”等。《法运通塞志》卷三十七载：“梁大同六年，扶南国王遣使朝贡，请释迦像及经论。敕赐。”在这里，扶南国王是派使者来向中国请求佛像和佛经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的扶南国王是大力推动扶南佛教发展的。《历代会要志》卷五十二载：“梁武帝。扶南沙门进珊瑚佛像。”又“梁武帝。扶南国遣使朝贡，请佛像经论”。与此同时，晋、梁两朝也派遣了不少僧人前去扶南国寻经求法。例如，《续高僧传》中提到的“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昌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乃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说明当时的扶南也是各国名僧云集、大乘佛教兴隆。从总体看，从3世纪至6世纪下半叶，据不完全统计，扶南国以及泰国当时其他小邦国派使臣来中国约有15次，其中不少奏表都盛赞中国敬仰三宝、佛法昌盛。[22]
（四）婆罗门教的信仰传统

这一时期，在扶南的宗教格局中，婆罗门信仰仍然占很大比重，它与南亚及东南亚的“天王”信仰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23]这种信仰传统是以信仰摩醯首罗天王（Mahesvara，又译“大自在天”）为主。在印度婆罗门教体系中，这时已经开始形成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的梵天派、毗湿奴派和湿婆派。其中湿婆派主张将“摩醯首罗天王”视为湿婆（Siva）的化身。这一观念对于后世的天王传统和佛教传统影响甚大。[24]
扶南王朝时期婆罗门教信仰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天王传统。其“摩醯首罗天王”信仰传统与婆罗门教的“天王”传统（the Devaraja Tradition）有较为密切的联系[25]，但其最基本的天王信仰基础还是扶南王朝的高山信仰。[26]可以说，扶南王朝的天王信仰体系是高山信仰这一高棉族原生性宗教与婆罗门教的相互影响的结果。

阇耶跋摩是我们在中国古代文献上见到的扶南、甚至东南亚地区最早的“天王”传统的实行者。但这一时期的天王信仰是与扶南固有的高山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扶南的主体民族是吉蔑族（Khmer），又译高棉族。扶南这个称呼，源自吉蔑语的Phanoru，是山的意思。“Phnom在意义上是山，可以音译为扶南，或夫南，或跋南，而扶南王，也称为山王，或山岭之王，这个称呼，也是后来爪哇与三佛齐的山帝王朝的称号。”[27]阇耶跋摩被称为“扶南大王”，应与之有较深的渊源。“扶南都城的规划可能是与在越南半岛的其他印度化国家的都城差不多，国家是神庙，神庙往往在一小山上，如果没有小山的地方，也把土堆成小山，然后盖庙其上。”[28]对此，在《宋书·夷蛮传》、《南齐书·蛮传》及《梁书·诸夷传》中皆有记载。《南齐书》所记的阇耶跋摩（Jayavarman）统治扶南国时的宗教信仰情形是信仰天神摩醯首罗，摩耽山是阇耶跋摩祭祀摩醯首罗天神的圣山。中国史籍《南齐书·蛮传》之“扶南国”条记载：“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常降于摩耽山，土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书曰：吉祥利世间，感摄于群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缘明。仙山名摩耽，吉树敷嘉荣。摩醯首罗天，依此降尊灵，国王悉蒙佑，人民皆安宁。由斯恩被故，是以臣归情。”[29]其中“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常降于摩耽山，土气恒暖，草木不落”所指的“摩耽山”应该是当时扶南国摩醯首罗信仰的圣山信仰所在地。圣山（the sacred mountain）在“天王”传统的信仰中，事实上成为非常重要的概念。对“天王”传统有深刻研究的说：此圣山就在都城附近，标志王国的中心。也就在这个地方，天神与地交通，“摩醯首罗天，依此降尊灵，国王悉蒙佑，人民皆安宁”。这就是“常降于斯”的意思。但这一时期的天王信仰尚处于摩醯首罗天神护佑掌握国王统治国土的权威，人民生活安宁的时期。其国所信仰的天神或摩醯首罗天的情形是“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臂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由此可知，5—6世纪的印度及东南亚之扶南，便已有“天王”能护国、护王的政治与宗教合一的信仰。

扶南王国前后存在600多年，到7世纪中叶时，被它当时的属国真腊所灭。从扶南在东南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扶南帝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它对湄公河流域，尤其是高棉民族的文明体系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在整个世界佛教交流史上，它促进了南亚、东南亚与中国等国家的国际交流，对佛教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扶南王朝是柬埔寨历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发展时期。

第三节 真腊时期的佛教（公元6—8世纪）

真腊曾经是扶南王国的属国，公元6世纪初，在扶南王朝北部的高棉人建立的真腊国逐步崛起，国都伊奢那城。真腊王朝也是高棉人建立的王国，因此是高棉族王系势力在国内的扩展。其疆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大约在6世纪中后期，扶南开始成为真腊的属国。真腊经历从6世纪中叶到8世纪的发展，从而确立了真腊王朝对柬埔寨几百年的统治。7世纪时，真腊分裂为陆真腊和水真腊两个国家，最终摩希提婆跋摩（780—788年在位）成为最后一位陆真腊王朝的国王，水真腊国家的阇耶跋摩二世在790年从爪哇夏连特拉王朝逃回国后，积蓄力量，在802年时，打败了陆真腊，并在阇耶跋摩原先统治的水真腊国家的基础上，恢复了真腊帝国的统一，后最终定都吴哥一带，建立了吴哥王朝，这标志着真腊王朝的结束。

综观柬埔寨早期国家的宗教发展情况，扶南王朝初期，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相继传入。[image: ]陈如统治时期将婆罗门教立为国教，但也推崇佛教。在真腊时期，婆罗门教，特别是湿婆崇拜略占优势。《隋书·真腊传》说真腊“多奉佛法，尤信道士（婆罗门），佛及道士，并立于像馆”。《旧唐书·真腊传》也说“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正是反映了这一情况。[30]其中天神指的就是从扶南王国时期就出现的天王信仰，而“道”“道士”主要指婆罗门教信徒，由此可以看出，真腊时期的宗教是婆罗门教、佛教以及天王信仰等宗教并存。

一 佛教的发展

真腊王朝时期磅同省发现有护卫佛陀的碑文，暹粒省有记述建造观世音菩萨像的碑刻，时间在6—7世纪。这说明时期大乘佛教的菩萨信仰和观音信仰在真腊已经开始流行，并作为重要的宗教信仰被记录下来。

真腊时期的大乘佛教的盛况在中国史籍中也有记载。例如，中国唐朝玄奘当时以“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风俗壤界，声闻可知”，如实地记载于《大唐西域记》中。那时有中国学僧西行求法，也途经该国，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就有记载。

真腊时期大乘佛教的传播情况也从中印度僧人那提三藏的弘法经历可见一斑。那提三藏是“适闻中国佛法兴盛，乃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经斯里兰卡和南海诸国于中国唐朝高宗永徽六年（655）到长安，敕住大慈恩寺。但颇不得志。“真腊国合国宗师假途远请”，即于同年再来真腊。那提通晓大小乘，亦精外道的《四韦陀》经典，从他在长安译的《师子庄严王菩萨请问经》（即《八曼荼罗》）、《礼佛法》等看，更善于密法。对于那提，在我国佛教典籍中有详细记载，例如中国宋朝赞宁撰《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传》记载：

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则云步如乌代邪。以言烦多故，此但讹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师开悟，志气雄远，弘道为怀；历游诸国，务在开物。而善达声明，通诸诂训，大夏召为文士，拟此土兰台著作者。性凡爱好奇，尚闻有涉悟，不惮远夷，曾往师子国，又东南上楞伽山，南海诸国随缘达化。善解书语，至即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扬扇。承脂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洲称最，乃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夹合一千五百余部，以永徽六年创达京师。有敕令于慈恩安置，所司供给。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声华腾蔚。无有克彰，掩抑萧条，般若是难，既不蒙引，返充给使。显庆元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既至南海，诸王归敬，为立别寺，度人受法，弘化之广又倍于前。以昔被敕往，理须返命；慈恩梵本，拟重寻研；龙朔三年，还返旧寺。所赍诸经，并为奘将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凭。惟译《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咤那智》等三经，要约精最可常行学。其年南海真腊国，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无已，思见其人。合国宗师假涂远请，乃云：国有好药唯提识之，请自采取。下敕听往，返亦未由。余自博访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龙树之门人也。所解无相，与奘颇返。西梵僧云：“大师隐后，斯人第一，深解实相，善达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韦陀论，莫不洞达源底，通明言义，词出珠联，理畅霞举。所着大乘集议论，可有四十余卷，将其译之，被遣遂阙。”夫以抱麟之欢，代有斯踪，知人难哉，千龄罕遇。那提挟道远至，投俾北冥即无所待，乃三被毒，载充南役，崎岖数万，频历瘴气，委命斯在，呜呼惜哉！[31]

智昇《开元释教录》基本上全文录载《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传》[32]，详载那提翻译《师子庄严王菩萨请问经》《离慧菩萨所问佛法经》《阿咤那智经》三部三卷经书，且这三部经书都由“慧泽译语”“道宣缀文及制序”，这说明那提所译之经都是与中国沙门配合，共同完成的。但从他所译的佛经名目来看，并非全部是大乘经典，而是小乘佛教及婆罗门教经典均加以翻译。故所谓“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韦陀论，莫不洞达源底，通明言义，词出珠联，理畅霞举”。“所著大乘集议论，可有四十余卷。”作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要翻译经书并非易事，而是必须“深解实相，善达方便”，对于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乃至婆罗门教的教理、主张都要精通，必须“莫不洞达源底，通明言义，词出珠联，理畅霞举”，才能不会曲解原典的理论主张和名词术语含义。因此，作为一位同时翻译大乘佛教经典和小乘佛教经典以及婆罗门教经典的僧侣，那提必然博学多才，声名远扬，最终在663年真腊的国师来到中国，邀请那提到真腊弘法，这说明那提的学识在真腊是受到充分重视的，而最为重要的是，由真腊的国师出面来中国邀请那提的行为本身就充分表明大乘佛教在真腊是深受人们欢迎的，是主流宗教，那提也是上层社会所欢迎和渴望的，因此才会由在当时真腊社会宗教仪式活动中占重要地位的国师亲自出面。总之，大乘佛教在真腊时期是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在其与周围各国的交往过程中，相互学习，也相互增进了友谊和了解，进而推动了大乘佛教的发展。

二 婆罗门教的发展

公元7世纪真腊依然以信仰佛教和婆罗门教为主。[33]但婆罗门教，特别是湿婆崇拜略占优势。中国隋朝大业十二年（616），真腊遣使到中国，中国史籍《隋书》对真腊的记载是，“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以人肉作为祭祀牺牲这一血祭方式是在婆罗门教主张祭祀万能的观念影响之下形成的，但以血祭的方式来取悦于名为“婆多利”的神，却是真腊当地的宗教习俗，由此也可以知晓真腊时期的婆罗门教活动达到了极盛的程度。《隋书》卷二八《真腊传》记载：“真腊多奉佛法，尤信道士。”这里说的道士，即婆罗门。从中国史籍记载可以看到，此时的真腊是婆罗门教和佛教并存，都“立像于馆”，有祭祀仪式。

及至义净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谓：“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迥无僧众，外道杂居。”这大概是在中国唐朝贞观年间真腊灭扶南以后的事情。义净所指的“恶王”或许就是拔婆跋摩[34]，因为在对扶南的征服过程中，真腊国王是独尊湿婆教的，因此，他对当时佛教的繁荣状况是采取高压手段，“今并除灭，迥无僧众，外道杂居”，全部将僧众“除灭”，故在义净眼中是灭佛的“恶王”，其最终导致这一时期的宗教格局是不信仰佛教，以“外道”为主，但多种“外道”同时存在。

第四节 吴哥王朝时期的佛教（公元9—15世纪）

柬埔寨历史上的真腊王朝时期从6世纪中叶建国开始，历代诸王都试图统一国家，但均未能持久。706年前，真腊帝国的国力下降，国王对各个地区的控制力减弱，最终真腊被分裂为水真腊和陆真腊南北两个部分，中国史籍称北部为陆真腊，称南部为水真腊。790年，水真腊国家在爪哇夏连特拉王朝做质子的阇耶跋摩二世逃回国，802年由阇耶跋摩二世统一了水真腊和陆真腊，实现了真腊帝国的重新统一。“阇耶跋摩”这一王号此前在有关扶南和真腊的记载中已经多次出现。阇耶跋摩二世只是此前国王的后继者，他的统治只是柬埔寨古代王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并非一个全新的起点。根据后世的碑铭记载，阇耶跋摩二世最初在湄公河畔的因陀罗补罗建立国都，后迁都至洞里萨湖以北，即今吴哥附近，最终定都于吴哥东北约30公里的荔枝山。在此后约600年间，高棉帝国的都城一直设在吴哥一带，故这一时期被称作吴哥王朝。[35]自此，吴哥王朝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王朝。

一 吴哥王朝的建立及发展（9—11世纪）

吴哥王朝早期（790—1002），历经200多年，是吴哥王朝欣欣向荣的阶段，为后来的吴哥高棉王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为了保证自己政权的稳定和神圣，阇耶跋摩二世首先借助婆罗门教建立“提婆罗阇”信仰，并逐渐发展起转轮圣王的神王观念和佛王观念。

“提婆罗阇”（Devaraja）天王崇拜实际上是扶南时期、真腊时期就已存在的高棉政治统一理念的表现，阇耶跋摩二世及其继承人使这种理念趋于成熟，并通过这种崇拜来确认王国存在及国王统治的合法性。[36]在阇耶跋摩二世统一水真腊和陆真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佛教还没有成为吴哥王朝的国教。由于原生性宗教在这个地区的下层民众中盛行，婆罗门教与佛教诸神的界限也不清楚，甚至同本民族的英雄崇拜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重建一个高棉民族的宗教文化信仰体系对阇耶跋摩二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他的推动下，婆罗门教天王系统和佛教佛王系统在吴哥王朝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了吴哥王朝的“提婆罗阇”（天王）信仰。

阇耶跋摩二世首先借助婆罗门教建立“提婆罗阇”信仰，使得自己的统治被神化。对此，他采取了在婆罗门教系统“天王”信仰体系中，将“天神”物象化，变成湿婆的林伽（生殖器）形式。[37]阇耶跋摩二世大力宣称自己信奉婆罗门教的诃里诃拉神，即湿婆与毗湿奴的混合物，王官中供奉的则是湿婆教的林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统一，也需要全国臣民对国家统一的象征——国王——表示忠诚，而对国王的效忠则是通过宗教仪式来确定的。[38]
他大力推行对婆罗门教大神——湿婆——的崇拜，并通过湿婆的化身——林伽来体现——国王的神性。他在各地竖立起代表国王的林伽寺庙加以供奉。[39]通过具体神圣物的建立，让基层社会百姓对代表国王的林伽寺庙有敬畏之心，对湿婆化身的林伽有神圣的敬意，从而对国王的神性身份也进行认同。

在宗教仪式中，阇耶跋摩二世以婆罗门为祭司，主持仪式，作为国王本身并不担任祭司，而是由婆罗门祭司在仪式中将阇耶跋摩二世推上转轮圣王的王位。在婆罗门教宗教仪式中，“祭祀天神的领袖祭司；一类如印度，国王与负责祭祀的婆罗门是很好的搭档关系，婆罗门为世俗的国王们举行献祭；一类如东南亚，国王并不仅仅扮演牧师角色，他就是世界的超凡中心，祭司则是他的神圣特征的征象、组成部分和效应物”。[40]在东南亚古国中，国王常以湿婆神的一部分或参与湿婆神力来展示自己，而在吴哥遗址所展现的柬埔寨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王合一崇拜的极端例证”，在这里，国王本人的面目常常是突出“建筑主题”。[41]而这正是为国王的威权统治建立起一套“君权神授”的神圣话语权，国王已经不再是扶南王朝时期的“山王”，而是神的化身，是转轮圣王。这一转轮圣王神圣身份的建构和世俗身份的转变对国王的统一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柬埔寨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东南亚地区，自7世纪开始，佛教密宗与湿婆信仰的结合是如此紧密，以至于“这两种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史中，要在它们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线，往往并非易事”。[42]在《扶南本传》中就已经记载的扶南国“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臂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此处所言的“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的“天神”，是湿婆和毗湿奴（Vishnu）的结合身——诃里诃拉（Harihara）。中国汉译的密教经典提到，具“四道面”的“天王”或摩醯首罗的造像，也有八臂的造像。[43]在真腊时期的天王信仰也包含婆罗门教的天王信仰体系和佛教佛王系统观念相互融合，而在阇耶跋摩二世创立的吴哥王朝时期则进一步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融合。11世纪的豆卡通（Sdok Kak Thom）石碑铭文记载了阇耶跋摩二世的主要宗教及政治活动情况：“由迦那帕达（Janapada）来的喜拉尼亚达摩精通幻术。喜拉尼亚达摩是应阇耶跋摩二世的邀请，为阇耶跋摩二世主持登上转轮王位的仪式。当时行此仪式的目的，一是要使柬埔寨（Kambujas）不再依赖爪哇，二是要使阇耶跋摩二世成为世间最高的统治者。喜拉尼亚达摩乃依照圣典Vinasikha的记载，将阇邪跋摩第二推上世界之主或天王（devaraja）的王位。此外，喜拉尼亚达摩也教授《圣维那克西》（Inasikha）、《纳约德勒》（Nayottara）、《瑟莫赫》（Sammoha）、《西勒杰德》（Siraccheda）四部经典，希望此四部经典能被抄录之外，也希望将它们传给一直替阇耶跋摩二世守护湿婆神教的主要僧侣湿婆凯哇里亚（Sivakaivalya）。”[4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块碑铭中还传达出一个信息：“婆罗门喜拉尼亚达摩还在教授《圣维那克西》《纳约德勒》《瑟莫赫》《西勒杰德》四部经典。”这四部经典据学者们考证，属于密教经典[45]，这说明密教与婆罗门教已经开始相互融合，因此才会有婆罗门来教授，或者才会被婆罗门接受，并作为重要的经典在吴哥地区对信仰湿婆教的婆罗门僧侣进行传授，并请之主持仪式。[46]这说明此时的柬埔寨宗教开始发展起与东南亚密教相适应的密教佛王信仰系统。

佛教随着密教的发展和影响，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开始建立和使用的佛教转轮王传统在公元4世纪中期前后便以“佛王传统”和“天王传统”的方式成为亚洲各地帝王经常使用的教化传统。亚洲各地帝王在使用天王传统或佛王传统时，往往会以天王或佛王自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认为或表示自己本身就是天神或佛。在天王传统中有神与王不同体这种情况时，帝王以自己的面貌出现，受天王的护持。与此相应的是，佛王传统中当帝王不以佛自居时，便以菩萨自居。

随着密教金刚顶派在南海的发展，在6—7世纪之后的汉译密教经典中，佛、王同体的信仰频繁出现，并形成密教不空罥索观音佛王传统，即观音就是转轮王、转轮王就是观音的主要信仰内容。就整个亚洲地区而言，7世纪以后密教观音佛王传统受到包括印度、东南亚各国、尼泊尔、中国及中亚等地帝王的广泛青睐和实行，成为一种流行的佛教教化传统。[47]
信仰外来宗教的主要是上层人士，而原生性宗教信仰仍然在广大民众中广泛存在。后东南亚早期国家所推崇的“君权神授”观念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支撑。伴随着东南亚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在各国迅速传播。早期国家的国王，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将王权紧密地与神权结合；与此同时，在国王等统治者的推动下，婆罗门教和佛教先后在东南亚早期古代国家中扎根，成为其主要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在神权支撑下的王权高度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中央集权王国的形成及其社会文化的发展。[48]这正是柬埔寨早期神王信仰和佛王信仰出现的根本原因。

二 吴哥王朝的发展时期（9—10世纪）

850年阇耶跋摩二世统治吴哥王朝58年之后，在诃里诃罗洛耶去世，被称为“般若蜜首罗”，这是“把一个尊人为神的名字用于柬埔寨统治者的第一个确凿的例证”[49]。这再一次证明了其对于神王观念的推崇。其子阇耶跋摩三世（850—877年在位）继位，继续维护着国家的稳定。后来由于阇耶跋摩三世无嗣，由其堂弟因陀罗跋摩一世（877—889年在位）继位。

因陀罗跋摩一世在早期吴哥王朝历史上也是一位有名的国王，他积极修建了庞大的水利灌溉体系，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营造著名的古都吴哥城。

吴哥王朝时期佛教与婆罗门教同时在社会流行。为了推行佛教，因陀罗跋摩兴建了一批寺庙建筑群，巴荣寺（Bakong）和波列戈寺（Preah Koh）就是他修建的。巴荣寺是吴哥第一座用石头建成的金字塔，由大小五层叠砌起来的台地组成，其构造与爪哇的婆罗浮屠十分相似，这表明因陀罗跋摩一世时期的建筑风格与爪哇夏连特拉王朝建筑风格的内在联系。

9世纪初，阇耶跋摩二世在现今暹粒地区开始建设伟丽而富有宗教特色的吴哥城，后来因陀罗跋摩一世的儿子耶输跋摩一世继位后，继续大兴水利，发展了农业和经济，并进行军事扩张，疆域东起占婆，西达缅甸，北部从今老挝南部开始，南面达到马来半岛，北面远至盘盘。与此同时，他开始修建寺殿，最终建成了耶输陀罗补罗的第一个吴哥城。

耶输跋摩继位后，在宗教政策方面，持多元包容态度，但与阇耶跋摩偏向信仰婆罗门教不同，他以信仰佛教为主，但他并不排斥其他宗教。这时的吴哥王朝已经征服了中南半岛大部，佛教势力有很大的增长。其后的国王罗贞陀罗跋摩继续在耶输陀罗补罗大兴土木，修建了包括东湄本寺（East Mebon）、普列鲁普寺（Pre Rup）等著名宗教建筑，同时继续对外征战，所达地区从堕罗钵底、素可泰到占婆，并派遣行政官员到那些新被征服的地方进行治理。他还抢掠了位于今芽庄城附近的占婆浦那伽寺的婆伽婆胝金像，引起两国间的严重对立。[50]其后的吴哥诸王对于宗教的政策都是包容的，有的信仰佛教，有的信仰湿婆教，有的还信仰毗湿奴派，但都允许异己存在，最终形成柬埔寨特有的婆罗门教与佛教相混合的色彩。

三 吴哥王朝的繁荣发展时期（1010—1181）

苏利耶跋摩一世（1010—1050年在位）在1010年登上王位，从此进入吴哥王朝历史上的繁盛发展阶段。

苏利耶跋摩一世在位40年，大部分时间用于对外扩张的征战，他征服了孟族的堕罗钵底王国和马来族的单马令王国（即后来的泰国洛坤地区），占领了湄公河流域以北的地区，还在老挝琅勃拉邦地区建立宗主权的统治，但他在同孟族诸国的作战中，遇到了缅甸蒲甘阿奴律陀国王的大将江喜陀这位强大对手，打了败仗。这次战争虽然对吴哥帝国带来不良影响，但这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吴哥王朝的统治基础。苏利耶跋摩一世在位期间，积极发展贸易，通过海洋、河流和陆路通道，把吴哥王国纳入与中国、越南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开展贸易的国际网络，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在宗教信仰体系的建设方面，苏利耶跋摩一世大力推动了吴哥宗教的发展。苏利耶跋摩一世在11世纪初登基，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宣称他是佛教的信奉者，但同期的碑铭记载表明，在其执政期间，依然是婆罗教与佛教大小乘并行，婆罗门教的湿婆教派和毗湿奴教派依然流行，并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他修建了大量的宗教建筑。例如，修建了著名的披梅那卡寺（Phimean Akas，又称“空中宫殿”），整个建筑全部以石质结构为主，构建于13米高的平台之上，给人以在空中行走的感觉，故有“空中宫殿”之称。

1050年苏利耶跋摩一世去世以后，吴哥帝国经历了几次的国内叛乱、王室内讧以及缅甸蒲甘王朝军队和越南占婆人的入侵，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发展，直到1113年苏利耶跋摩二世登上王位后，吴哥王朝才再次进入繁荣时期。

苏利耶跋摩二世被认为是柬埔寨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即位不久便宣布以毗湿奴教作为国教，并征调大批劳力，修复吴哥城遭到内战严重破坏的建筑物。二世特规划新都建设蓝图，使新都城的建设成为整个吴哥城的一部分，被称为第二时期的吴哥。但吴哥城到他去世时，尚未全部建成，一直到阇耶跋摩七世（1181—1220年在位）时才完成，历时共90年，先后征召1500万劳工服役，到1201年才告竣工。城中的吴哥寺既是国王生前的寝宫，又是国王死后的陵寝。吴哥寺和吴哥城规模雄伟壮观，雕刻精巧细致，无论是建筑技巧，还是艺术成就都堪称是12—13世纪最杰出的作品，也是吴哥文化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吴哥寺又称“吴哥窟”或“小吴哥”，建筑面积占地约2平方公里，呈长方形，由红土所筑的围墙东西长1025米，南北宽802米，高4.5米，其周围由长宽各1500米和1350米的人工壕沟环绕。护城河上正西、正东各有一道堤通向吴哥窟的西门和东门，上铺砂岩板，桥两侧各蹲立着一头石雕巨狮，护栏上各雕刻有一个七头蛇形水神“那伽”，7个眼镜蛇头呈扇形分布。东堤则是一道土堤。西门是吴哥寺的主要入口，门廊宽度达到250米，门廊正中有3个门洞，上都有石塔，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着各种人物造型和动物形象，姿态各异、栩栩如生。穿过门廊，是一个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广场。广场中间一条由大门通往神殿的中央石道长达350米，高出广场地面1米多，两侧各有一座藏经阁及池塘。吴哥寺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建在一个石砌的长宽分别为332米及258米的台基上的神殿，为典型的印度教庙宇建筑。它由一组通过多层回廊环绕、逐层递进上升的塔群组成，从远处望去，整个建筑错落有致，中心突出。寺庙分为三层，每一层的四周都有石砌回廊围绕。各层的四边都有石雕门楼，以遮蔽回廊。两层之间用阶蹬连接，阶蹬上面以屋顶覆盖。底层平台环绕着长达800米、高约2米的精美浮雕长廊，题材大多取自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中层回廊东西宽110米、南北长100米，四角各有1座小塔，墙上布满造型各异的仙女雕像。位于最高层的平台中央筑有高塔，塔尖离地65米与二层平台四角的小塔形成完美的组合，象征着印度教和佛教神话中的宇宙中心和诸神之家——须弥山。[51]吴哥寺的建筑充分展示了吴哥时期的“提婆罗阇”天王信仰的宗教观念，正是在这里，国王作为神王的化身统治着世界。

除了积极修建宗教建筑外，苏利耶跋摩二世（1113—1150年在位）积极对外进行军事战争，他训练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向东面攻打占婆，向西则发动对泰族罗斛（华富里）和孟族诃利耶王国的进攻。吴哥王朝的疆域达到了全盛时期，广达100万平方公里，包括大约20个属国。[52]
1150年苏利耶跋摩二世去世以后，由于连年的征战以及修建大型宗教建筑耗费了过多的人力和财力，故国内重新陷入分裂局面，加之占婆人连年的进犯和占领，吴哥帝国濒临瓦解，国力又开始下降。直到1181年阇耶跋摩七世继位，大败占婆，光复吴哥，从而结束了12世纪初期自苏利耶跋摩二世以来开始的吴哥王朝与占婆的百年战争。

四 吴哥王朝发展的繁盛阶段（1181—1220）

1181年阇耶跋摩继位，称阇耶跋摩七世，经过20多年的努力，阇耶跋摩七世又使吴哥王朝进入第三个黄金发展时期。阇耶跋摩七世不断开拓疆土，其领土超过苏利耶跋摩统治时期的版图，是柬埔寨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它的版图除真腊本土外，还包括整个占婆王国、今老挝、泰国全境、马来半岛的一部分（一直到克拉地峡）和缅甸的一部分（萨尔温江与伊洛瓦底江之间地带）。

（一）阇耶跋摩七世执政期间的宗教发展格局

阇耶跋摩七世执政期间的宗教发展格局是多元的，他个人偏重于大乘佛教，尤其是观音信仰，注重发展观音神王信仰，同时，南传佛教也在此期间传入柬埔寨，深入民间农村，为百姓所信奉。与此同时，在柬埔寨仍存在婆罗门教信仰。因此，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是包容开放、兼容并蓄的。

中国元朝元贞二年（1296）八月，元朝成宗遣使往真腊，随行人中有位地理学家叫周达观，他到吴哥住了近一年，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文献《真腊风土记》，全书8500余字，较早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吴哥宗教信仰的情况，其记述当时该国的佛教情况说：

苎姑（即僧人）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寺亦许用瓦盖，中只有一像，正如释迦佛之状，呼为孛赖，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别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与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菇鱼肉，惟不饮酒。供佛亦有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叠成……国王有大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无别像，但只一块石……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家家皆修佛事……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53]

《真腊风土记》[54]一书，为研究柬埔寨中古史最珍贵的资料。所记宗教的情形，可知当时柬埔寨的宗教，仍以婆罗门教及佛教为主，而佛教却更为盛行，既有大乘佛教，同时南传佛教已经深入民间。“苎姑（即僧人）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这是柬埔寨南传佛教情况在汉文中的最早记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记僧人的生活，只供释迦佛像，不供其他诸佛菩萨像，可见这时柬埔寨的佛教，似已从大乘佛教信仰转变为南传佛教信仰。但总体而言，宗教是多元并存，相互之间并没有排斥。

（二）阇耶跋摩七世执政期间的宗教理念及其建筑艺术

综观阇耶跋摩七世执政期间的公共政策和建筑，可以从这些建筑艺术中，感受阇耶跋摩七世的执政理念。阇耶跋摩七世修建的建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公共工程、纪念父母的寺庙和国王自己的庙山。[55]
第一类建筑是公共设施，阇耶跋摩七世为了强化对各地的控制，在吴哥全国各地铺设了驿道，兴建了121所客栈和102家医院。

第二类建筑主要是修建了纪念父母的寺庙。[56]阇耶跋摩七世信奉佛教，以观世音为高棉人的保护神，认为他能引导人们往生极乐净土。该王在国内到处建造四面的观音神像，其眼半开，目光低垂，嘴含平静而神秘的微笑，被人称作“高棉的微笑”。这个时期建造了普拉沙普兰克迪寺、塔荣寺、帕甘寺和巴荣寺等，显示了吴哥佛教的独特色彩。[57]其中第一个寺庙即今日的塔普罗姆（意为“梵天祖先”），建于1186年。该寺庙把阇耶跋摩的母亲当作智慧女神来供奉，寓意为众佛之母。寺庙里也放置有阇耶跋摩佛教老师或古鲁的雕像（“Kru”一词，在现代高棉语中意为“教师”），雕像周围是六百多位从属神和菩萨。在寺庙广场上，湿婆派和毗湿奴派苦行者居所同佛教僧侣和学者的小房间并排而立，这个事实显示了柬埔寨各种宗教的融合。

阇耶跋摩七世建筑的第二个寺庙群就是现在的波列甘寺（梵文“圣剑”），这是一个原始梵文名称的明显遗存，由于剑可能是阇耶跋摩七世王权的组成部分，就像后吴哥王朝一样，寺庙也就可能同阇耶跋摩即位加冕典礼有关。其碑铭说，它建立在柬埔寨对占婆一次重大胜利的地址上。没有另外的碑铭提到这次战斗。由于这次战斗发生在接近耶输陀罗补罗（Yosod haro Pura）的地方，所以可能是占婆对这座城市的第二次入侵。格罗斯利尔（Groslier）认为战斗确实发生过，且在巴戎寺的浮雕中有所描绘。

波列甘寺建于1191年，内有阇耶跋摩父亲陀罗尼因陀罗跋摩的雕像，雕像貌似观世音菩萨，展示出佛的慈悲。这里明显地运用象征手法，因为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智慧（prajna）和同情（karuna）的结合产生启蒙，也就是说产生佛自己，即启蒙者。

在阇耶跋摩七世执政时期的艺术表现中，观世音菩萨形象大量出现，在他执政的整个时期里，般若（智慧）、佛（启蒙）和观音菩萨（同情），作为三位一体，是国王宗教思想的主体。分别建于耶输陀罗补罗新中心（后来被巴戎寺占有）及东南和西南的两个寺庙，三种寺院一起受到朝拜，因为同情和智慧之神的结合产生启蒙之神，其体现形式为佛陀神王（Buddharaja）或佛王（Buddha king）。佛王在巴戎寺中央的雕像，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即阇耶跋摩七世自己就是佛王。观世音菩萨（同情/父亲）和般若（Praramita）（智慧/母亲）生下了佛（即被看作是智慧和同情结合生下的启蒙者），也就是阇耶跋摩七世自己。这正是东南亚大乘佛教密教观音佛王信仰在建筑艺术空间布局的最高层理念的体现。

第三类建筑就是阇耶跋摩七世竭尽国力修筑的面积约9平方公里的吴哥王城（吴哥通）以及大量的寺庙，包括巴戎寺（Bayon）这座著名的大乘佛教寺庙。这充分体现了阇耶跋摩七世笃信大乘佛教，同时将大乘佛教密教观音神王观念彻底神性化。

吴哥城即吴哥通（Angkor Thorn，“伟大的城市”之意），又称“大吴哥”，以区别于俗称“小吴哥”的吴哥寺。这座吴哥最大的城市位于9世纪末吴哥国都耶输陀罗补罗的东南方，此后一直被历代后继者作为首都。现存的吴哥城是阇耶跋摩七世时代的遗迹。该城呈正方形，长宽各3公里，周长12.2公里，城墙高约7米，厚3.8米，全部用巨大的赤色石块砌成。外有护城河，环绕城邑宽约百米，15米宽的大桥横跨其上。桥的两侧各有27尊2.5米高的石像，像拔河般地拉着长长的蛇身。左边石像为天神，面色从容；右边石像是魔鬼，愁眉苦脸。正门通道两侧前端有七头蛇石雕。据称极盛时期可容百万市民，规模之雄伟堪与罗马城匹敌。除了东南西北四方各开有一座城门，大吴哥在东门北侧500米处另开第五座城门“胜利门”，从胜利门有一条大道直通皇宫，城中的大道呈十字交叉，与巴戎寺交会。[58]
巴戎寺浮雕的布局细密而又错落有致，人物丰满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第二层台基上是重重叠叠如群山般起伏的佛像石塔群。佛塔共计49座，高45米的主塔位于正中，其余48座如众星拱月般簇拥在它的周围。塔的顶部是由若干个小型的塔尖依次向上排列而构成一组合式的塔尖，每座塔的中部则分别在不同的四个方向各刻有3米高的人面浮雕像，个个天庭饱满，但表情各不相同，或一脸安详，慈眉善目；或嘴角微弯，笑意盈盈；或双目微合，沉思默想；或举目远眺，洞察环宇，分别代表佛教中的“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按照国王即神的意念，这也是阇耶跋摩七世自己的形象。每座塔的各面都镌刻他的形象，正是为了使他的王威达到全国所有的地方。

阇耶跋摩七世建设大吴哥宏伟计划的实施，使整个吴哥城的建筑史达到最辉煌时期。在面积约45平方公里的热带丛林里，分布着包括吴哥寺、吴哥城、巴扬寺、空中宫殿、巴肯寺、女王宫、塔普龙以及东池、西池、北池等大大小小600多座石砌建筑，这些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巨石筑成，而且遍布浮雕线条雕刻艺术，使其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也最富艺术性的石建筑群。[59]
五 吴哥王朝的没落时期（13—16世纪）

阇耶跋摩七世是吴哥王朝时期最后阶段最为重要的国王，他大约于1219年去世，吴哥王朝也逐渐走向衰落。当时的吴哥属国占婆于1220年摆脱了吴哥的统治，1220年吴哥王朝从占婆撤军是吴哥帝国解体的第一步；1238年泰族人兴起，素可泰王国把吴哥王朝的军队赶出泰境，不仅脱离吴哥帝国，宣告独立，而且在58年后在坤兰甘亨国王率领下泰国军队进攻吴哥，占领了大部西部领土。北边的老挝南掌王国也变成一个强国，吞并了吴哥帝国西边和北边的一些边缘地区，到1350年，泰族人的一个新兴王朝阿瑜陀耶王朝继素可泰王朝之后在泰国崛起，吴哥地区不断遭到泰国军队的入侵和占领。吴哥帝国已走到繁荣鼎盛的尽头，日益衰落。1432年，吴哥王朝被迫放弃吴哥迁都，几次定都之后，最终选择了金边作为首都。这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上吴哥帝国时期的结束，开始了金边统治时期。[60]
就其宗教传播状况而言，从13世纪开始上座部佛教逐渐传入吴哥地区并在民间流行，为广大的百姓所信仰。13世纪末期，上座部佛教已经在高棉人中广泛传播，并在吴哥王朝的宫廷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开始成为新的国教。上座部佛教寺庙在民间逐渐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育机构，“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61]百姓将男孩送到寺院学习已经成为一种习俗。此外，统治阶层大规模兴建石砌纪念性建筑的做法已经终止，这一时期的梵文碑刻被巴利文手稿所取代；旧有的婆罗门教祭司阶层逐渐被上座部佛教僧侣替代，由此开创了高棉文化的新时代。

柬埔寨的上座部佛教是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末期开始从斯里兰卡和泰国传入的。1165年，斯里兰卡国王巴拉克拉玛巴忽一世（Parakramabahu Ⅰ，1153—1186）召集各派长老开会，整顿僧团，规定大寺派为佛法正统，取缔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派，使斯里兰卡佛教在分裂了1200多年后又实现了统一。大寺派一派独尊，一时得到迅猛的发展，东南亚各国僧人纷纷到斯里兰卡修学求戒。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是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东传中南半岛，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等国的佛教迅速斯里兰卡化的时代。

柬埔寨吴哥王朝的苏利耶跋摩一世（1002—1050）扩张疆土，曾征服堕罗钵底和单马令王国（Thammarat）。单马令就是洛坤。阇耶跋摩七世（1181—1219年在位）也曾侵入马来半岛，占领洛坤。洛坤被柬埔寨占领期间，柬埔寨信奉的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遂推广到它所属的领地，而洛坤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柬埔寨。斯里兰卡高僧罗睺罗正是在柬埔寨侵占洛坤的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间到达洛坤的。罗睺罗使洛坤的上座部佛教昌盛发达并完全纳入斯里兰卡大寺法统。这种斯里兰卡化了的洛坤佛教也很自然地传到柬埔寨，而后又传入泰国。泰国的素可泰国王坤兰甘亨（1277—1317）特别崇尚斯里兰卡佛教，他一征服洛坤就礼请那里的斯里兰卡派僧团到都城素可泰弘法。从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这1500多年里，洛坤孟族地区基本上保持了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在东南亚是一块重要的上座部佛教基地，是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泰国的一条重要渠道。洛坤在被泰国征服以前曾是柬埔寨的属国，所以这里的上座部佛教很可能是先传入柬埔寨而后传入泰国。中南半岛的佛教是从11世纪中叶兴盛起来的。那时，半岛西部的缅甸蒲甘王朝初建，阿努律陀国王大力发展佛教，从南部孟族地区和斯里兰卡引入上座部，很快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11世纪半岛东南部的柬埔寨正处在吴哥王朝的极盛时期，盛行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夹在缅甸和柬埔寨之间的泰国，除北部清迈地区常有缅甸势力侵入之外，大部分地区一直是柬埔寨的属地，其宗教信仰也一直受到柬埔寨的影响。到13世纪，泰国摆脱柬埔寨的统治，建立起强大的素可泰王国。曾经显赫一时的蒲甘王朝和室利佛逝都已衰落，泰国一跃而成为湄公河流域最强盛的国家。这时北方的蒙古帝国正挥师南进，但它和泰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忽必烈想用新兴的泰国来削弱吴哥王国，泰王坤兰甘亨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也决心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抵制并压倒柬埔寨的势力。他在开拓疆土的同时，又创立泰文，大力发扬民族文化。为对抗柬埔寨的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坤兰甘亨特别重视对上座部佛教的弘扬，很快使泰国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上座部佛国，从而使中南半岛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由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向上座部佛教的转折。在这种大势所趋的局面下，国势已渐式微的柬埔寨，也自然地顺应了佛教的发展潮流，转向了上座部佛教的信仰。[62]
从1351年素可泰王国的泰国军队攻陷吴哥起到17世纪20年代越南顺化阮氏王朝占领柬埔寨部分领土为止，柬埔寨始终未能恢复原有的疆域。其间也涌现出一些有作为的君主，例如16世纪上半叶的柬埔寨国王安赞就很有名，他在1510年率领军队抵御泰国军队的入侵，并在吴哥河边，大败泰国军队。因此，在战场附近的一座村庄被命名为“暹粒”，意为泰国人被打败之处，借以纪念柬埔寨军队的胜利，“暹粒”以后成为一个省的省名。安赞也以其坚强的超过半世纪的统治，被誉为是吴哥两次遭受暹罗攻占后真腊的一位最强有力君主。

在宗教信仰方面，安赞国王的宗教政策也表现出多元的包容性。1529年他把首都从金边迁到洛韦之后，举行了登基仪式。其仪式中仍然有湿婆教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他也信仰佛教，建造了佛塔和佛像。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哥王朝时期的神王信仰似乎在这时已经衰落了。“在王都中央耸立的是象头神，是湿婆和难近母的儿子，专司知识，反映出国王对知识的重视。”[63]由此可以得知，湿婆教仍然在柬埔寨宫廷内部较为流行，而上座部佛教则在民间较为盛行。

第五节 柬埔寨王国近代的佛教（公元16—20世纪初期）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是近代柬埔寨王国[64]发展的时期。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柬埔寨一直是泰国和越南的争夺对象，乃至沦为其附属国。[65]19世纪下半叶，法国殖民者入侵，柬埔寨被殖民。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柬埔寨充满内忧外患，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和发展。

从16世纪开始，在400多年中，泰国对柬埔寨侵犯和干涉的主要事件达18次，越南对柬埔寨侵犯和干涉达11次，可说外患频仍，但柬埔寨王室内部纷争迭起，他们利用外力争夺王位，不是投靠暹罗，就是依附越南，以达到各自的目的，使柬埔寨出现了始终被外来势力干扰的情形。宗教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诺罗敦（1860—1904年在位）即位（他是后来的西哈努克亲王的祖父），诺罗敦王将首都迁到金边。三年之后，法国把柬埔寨正式纳入了其殖民地体系，称其为“保护国”。

一 佛教的发展

由于诺罗敦国王在登上王位之前一直在泰国做质子，深受泰国文化的影响，并且接受了曼谷王室的上座部法宗派佛教信仰。因此，在其执政期间，佛教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法国的军事力量也在进一步威胁泰国主权。因此，柬埔寨与泰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了。来自泰国王家的法宗派，始终没有成为柬埔寨佛教僧伽的主流。在广大农村地区，控制寺庙的，仍然是更古老的大宗派系统。

诺罗敦王对于佛教还是鼓励和保护的。他护持佛教僧伽、关心社会福祉。他临死时留下的遗嘱，要求用国家的钱财在所有的王家大道边上，修筑“义舍”，以药物和食品赈济穷人。

诺罗敦国王于1866—1870年建造的金边王宫（Royal　Palace）也体现出柬埔寨王室同时信奉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宗教信仰观念。金边王宫也称四臂湾大王宫，因位于上湄公河、洞里萨河、下湄公河与巴萨河的交汇处而得名，“王宫为长方形，长435米，宽402米，外有城墙。王宫的建筑具有高棉传统建筑风格和宗教色彩，宫殿均有尖塔，代表繁荣；殿身涂以黄、白两色，黄色代表佛教，白色代表婆罗门教。王宫最初为木结构，后改建为水泥结构，但保持了原来的风貌。银阁（Silver Pagoda），位于王宫入口左边围墙里，这是一座由5000片银瓦覆顶的佛庙建筑，每片银瓦重1公斤；里面的地板也是纯银制成，因而称为银阁。这是由国王诺尔丹（King Nordom）于1892年所建，后来在1962年重建。寺内的宝物包括一尊镶有9584颗钻石的金佛，重90公斤，其中最重的一颗钻石有25克拉。在银阁的右前方有一座小塔，里面的平台上是从印度运来的佛陀脚印。银阁后方小山丘上的佛塔里，供奉着一尊白玉佛”。[66]他还在金边的王寺中，树立了一尊与自己等身的黄金佛像。19世纪正是柬埔寨历史上较为艰难的时期，从金边王宫的建筑中的婆罗门教和佛教艺术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佛教与婆罗门教在柬埔寨文化体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佛教在王室中已经占据着比婆罗门教更为重要的地位了。

二 殖民文化背景下的佛教派别的传入与发展

1905年西索瓦继承王位，他虔诚信仰佛教，但同时也推行西方文化。因此，在20世纪初的柬埔寨王国，传统观念上虽然仍借重佛教僧伽，但又多了一点现代色彩。除了法国人的军事保护下的君主制度和传统宗教，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观念也在逐渐渗透。就殖民地社会的政治制度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历史过程：殖民者希望稳定其统治，不得不维持甚至强化原来的宗教文化、政治观念，但他们还得维护并传播西方的价值观；从殖民地方面来看，社会精英们在为祖国的积弱积贫、政治衰败痛苦反思，从而先是羡慕后是模仿宗主国的先进文化，审视批判自己的民族传统。但固有的文化身份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结果它转变为民族的集体回忆和意象，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正是在这种爱恨兼而有之的矛盾心理下，殖民地出现了改革主义的或新传统主义的思潮。[67]
19世纪法国人到来以前，柬埔寨国家国王的政治权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操纵或取消国家政治权力的是各地的大家族。王室纵然发号施令，可能也就是不出首都之城墙。到了殖民时代，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国内的大家族，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封建君主，殖民者与土著贵族都只想维持一个装门面的君主制度。就柬埔寨而言，它的前殖民时代的文化精英只有佛教僧伽。这点决定着以佛教为主流文化的柬埔寨与法国殖民者抗衡的性质、方式与程度。[68]
在柬埔寨佛教传统中，自13世纪上座部佛教进入柬埔寨以来，上座部佛教为柬埔寨各个阶层所接受，但自从1864年泰国蒙固王所创立的法宗派随之传入柬埔寨社会后，柬埔寨上座部佛教格局中出现了大宗派和法宗派两大派别。

与此相适应的是，信仰上座部佛教的人群开始出现了阶层差异。一般来说，大宗派系统信仰者多为普通百姓；而以王室成员如诺罗敦国王，所归宗的是从泰国传入的法宗派。这一戒法体系具有王家宗教的色彩，信仰者多为王室成员。1889年，诺罗敦国王派往斯里兰卡求法的五位比丘带回了佛骨舍利，还有大寺的菩提树枝。大寺的菩提树据说是当初佛教传入时，阿育王的儿子叫摩哂陀的从印度携来的。事实上，安东王在死前不久，就曾派一个求法僧团到泰国王廷，请求后者派一个比丘团体到乌通王都来授戒传法。因此，1889年的这桩宗教大事，表明了柬埔寨的王家所得的佛法与泰国同源同宗。诺罗敦王位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他同泰国王室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得以确立，金边因为法宗派的戒法而成为合法的新首都，这也暗示着王室对法宗派的推崇。

1880年，当诺罗敦在依法宗派世系成立全国僧团时，他同时指定一个平行于法宗派的大宗派僧王。尽管如此，在大宗派方面看来，这样的地位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为在当时的柬埔寨，大宗派寺庙遍布城乡，而法宗派的势力只不过在首都一隅。它只是依仗同王室的特殊关系才能与大宗派平分秋色。这样，柬埔寨的大宗派与法宗派，从一开始就分立为不甚和谐的两个部分。它们分别代表着城市的与乡村的、王家的与平民的、改革的与保守的、精英的与世俗的不同倾向。诺罗敦以后，西索瓦王在位时更加有意地扶持法宗派，他甚至鼓励大宗派的僧人重受法宗派的戒法。在农村地区，由于法宗派与王家的特殊关系，有钱人和乡村的上层也多半愿意同法宗派僧人拉上关系。[69]
20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宗教治理方面，采取了以扶持大宗派来对抗王家系统的法宗派的策略。20世纪初期，柬埔寨国内的佛教有寺庙2300座之多，其中有约400座处在柬埔寨西北部，当时泰国还占据着西北部的这片土地。国内的大多数寺庙都属于大宗派，也得到了法国人有意的支持。法国殖民者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命令，例如要求佛教僧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携带证明文书；明令禁止僧人习武；禁止后者自己炮制所谓“能使人刀枪不入”的草药。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对佛教派别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以扶持大宗派来对抗王家系统的法宗派。法国殖民者认为，一个与柬埔寨王家宗教系统有区别的僧伽集团，是有利于宗主国的利益的，因为后者早已深入殖民地的广大乡村，因此法国人更赞许佛教大宗派所代表的大众的宇宙观，它不喜欢来自泰国的“由现代化改造过的”宗教形式。显然，法国人绝对没有要支持柬埔寨传统宗教的意思。大宗派之所以得到赞许，是因为首先它在农村广有信众，对维持那里社会的安定有较大的作用，至少那里的殖民地官员要维持治安与税收，总还得有大众的配合。对于法国殖民地官员来说，现代殖民地政治上的发展如果受到传统土著宗教的影响，那是他们所不喜欢的。法国人还蓄意改造了佛教寺庙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一是防止寺中的僧人往泰国学习，二是过问寺庙学校的教学内容。总之不能让寺庙中滋生反叛当局的思想。[70]
第六节 现代柬埔寨佛教（公元20世纪— ）

20世纪柬埔寨的历史篇章中仍然充满着艰难的记录，被法国殖民主义统治9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5年，直至1954年法国在越南被打败、法国被迫签署《日内瓦协议》后，西哈努克亲王当权的柬埔寨王国政府才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使柬埔寨获得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并在其后的15年间进行复兴建设，国家得到较好的发展。现代柬埔寨佛教史也经历了一个重新得以发展、繁荣，但又衰落，再重新繁荣的过程。从1946年到1975年可以说是佛教得以发展和繁荣的时期[71]，1975年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战争不断，加之外国的入侵和颠覆、干预，佛教开始衰落。现在的柬埔寨佛教正处于重新发展繁荣的阶段。

一 柬埔寨国家的宗教管理政策

现代柬埔寨佛教僧伽由大宗派和法宗派两大部组成。前者属于传统的高棉佛教，历史悠久，主要在平民中流传，全国22个省均有分布，影响最大，总部设在首都金边的乌那隆寺（Uunalom）；后者为1864年泰国蒙固王创立的宗派，传入柬埔寨后，主要在王室贵族和高级官员中流传，分布于国内13个地区，人数虽比大宗派少，但有统治者的支持，地位重要，总部设在金边的宝东华德寺（Botumradey）。

柬埔寨佛教的传统僧伽属大宗派系统，但诺罗敦国王所归宗的是泰国蒙固王所创立的法宗派一系。这一戒法体系具有王家宗教的色彩，与国内的农民甚至城市平民无太大关系。

老诺罗敦王在位时，指定了帕索空（潘）的法宗派和尚作为僧伽领袖。“帕”是“佛爷”“法师”的尊称，“潘”是其俗名。“索空”是其法名。索空是柬埔寨人，但他在泰国的王家寺庙中留学多年，承受的也是蒙固王登基前在波旺尼威寺中所创的戒法系统。诺罗敦在王宫附近建了波吞瓦迪王寺，是柬埔寨法宗派的大本营，僧王摩诃潘就驻锡该寺。

柬埔寨的大宗派和法宗派两个佛教派别对佛教义理的理解没有差异，只是在持戒和念诵等实践方面略有不同。概括地说，法宗派更多地强调持戒的严格性，保持了较多的传统；大宗派吸收了一些现代因素，持戒较宽。两派互不干涉，各有本宗的僧职系统和属于自己的寺院。各派僧长由国王任命，下设省、县、村各级僧官，统领各部僧侣。僧伽内还设立了僧伽议会，大宗派的由34人组成，法宗派的由21人组成。国王每年召集两派僧领开一次年会。僧侣们平常过着诵经修禅的宗教生活，每年举行一定的节日仪轨法事活动，寺院住持有时也应信徒的要求举行一些超度追荐亡灵的活动。法事活动一般由本派自行进行，另一派不参与。佛教僧侣在柬埔寨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国王在僧侣面前自示谦卑，毕恭毕敬。为了有效管理僧团，1941年，西哈努克亲王责成僧伽事务协调委员会下一命令，不许僧人们着装时把卷边的下摆搭上来盖住肩头。

1943年柬埔寨颁布了《僧伽组织管理法》，对僧伽组织的机构建设及僧团管理提出了具体的方法。1947年尚未取得完全独立的柬埔寨政府颁布的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国王的遴选由“王位最高委员会”选举产生，而此委员会“由佛教的两派（大宗派和法宗派）僧王、婆罗门教僧王、王室家庭会议主席、王国政府首相、国民议会主席和王国议会（参议院）主席等7名高级官员组成。”也就是说，没有取得僧侣认可的国王是不可能即位的。[72]1948年重新修订有关僧伽管理的法令，增加了一些细则要求。法令规定柬埔寨的僧伽分大宗与法宗两派，各有一名僧王，僧王由国家元首指定。僧伽组织同王国的行政组织一样，一层层地向下延伸，也有省的、县的、村寨的等级。无论在哪一级，负责的僧伽头目都只能是法腊20年以上的比丘。两派僧伽有其各自的僧伽法庭，僧伽法庭成员只能由精通戒律且闻名全国的耆学上座比丘担任，这些人多半就是上一级僧伽委员会的成员。在金边的僧伽法庭具有最高的上诉法庭的功能。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这个法庭有权作出判决，将犯过的僧人褫夺僧籍，移交世俗司法部门处理。这一僧伽组织管理办法对于长期处于外部势力干预下的佛教僧团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约束作用，促使其有序发展。

1954年柬埔寨获得独立。翌年，独立后的柬埔寨宪法仍然遵循1947年宪法的内容，宣布佛教为国教。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形象地说明了佛教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他说：“柬埔寨好像一辆马车，由两个车轮支撑。此二轮一个是国家，另一个是佛教。前者象征驱动力，后者为宗教道德。马车前进两轮须同时运转，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柬埔寨在和平与精进的道路上稳步向前。”西哈努克的“二轮理论”形象地指明了新国家的宗教道路，成为国家制定宗教政策和治国的根据，反映了佛教国家的传统和特点，柬埔寨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92年政府成立了宗教事务部，其宗旨是“继承高棉民族建设与国防统一阵线的责任，管理和协调所有宗教的，包括佛教的教育、教务和行政机构。它在佛教方面的目标有三：重建僧伽组织；发展与巩固僧伽教育；出版佛教文献”[73]。从政府管理的层面上，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二 柬埔寨佛教的复兴与发展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殖民主义被迫退出亚洲，主要信奉佛教的亚洲各国人民都在自己的悠久传统当中去寻求自我肯定和认同的依据。在上座部佛教流传的南亚和东南亚，佛教的僧伽便成为社会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力量。佛教的价值观和宗教象征也就日益紧密地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

20世纪50年代是世界佛教全面复兴的时期，新独立的柬埔寨在政府的扶持下，掀起了一个佛教活动热潮，与世界佛教复兴运动呼应。1955年国内建立以国王名字命名的“苏拉马里特佛教中学”，普及培养佛教初级人才。这时国内僧侣已上升到64035人。1957年，柬埔寨佛教活动达到鼎盛时期，5月12日国内隆重举行历时7天的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典。为了这次大典，全国朝野做了精心准备，专门派人到斯里兰卡迎回佛舍利供国内人民瞻拜，还邀请了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观光同庆。国王亲自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嗣后，西哈努克亲王将佛舍利奉交僧王胡达，僧王捧着舍利金塔走出王宫，将其奉置在一驾特制的游行彩车上，开始庄严的盛大游行。整个游行队伍长达数里。佛教在柬埔寨掀起新的崇拜高潮，僧侣人数激增，达82000人，佛寺也上升到2860所。

1953年11月，柬埔寨获得政治独立。西哈努克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又想实践一下他对现代政党政治的兴趣，他宣布将王位让给自己的父亲（1955年3月），然后自己建立了一个叫“人民社会主义公社”的政治组织。1955年9月的全国大选中，他的这个党囊括了国会中所有的席位。按照学者们的意见，他这个“人民社会主义公社”的宗旨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新内容，无非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强调高棉的传统价值观，主张慈悲基础上的相互关心与忍让，希望增进穷人的福利而不损害富人的利益。为此，他坚决反对过激的工业国有化、土地集体化这样一些在别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在实践的手段。他反对强制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做法，他认为这是违背佛教的无害原则的。如果社会财产有必要重新分配，应该是富人自愿地为了积累善功德而自愿让出部分财产来。依据正法社会中法王有权利和义务组织社会生产的观念，20世纪50—60年代，西哈努克的佛教社会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来，柬埔寨到处都在兴修水利，建筑公路，发展教育。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佛教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口号，用以为自己谋求政治的合法性。西哈努克刚上台的那个时代有两个特点：第一，“二战”以后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东南亚亦是如此；第二，新独立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指导意识形态，当务之急是要同殖民时代的主流意识划清界限。按照他们的逻辑，殖民地社会在近现代的衰落首先是传统的丧失，民族的复兴自然就要把丢掉的传统捡回来，而固有的宗教正是民族身份的第一标志。从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的政治发展，都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传统宗教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关系。[74]
西哈努克自不能例外。西哈努克亲王宣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爱护和尊重他的人民，要以慈悲善待臣民。在现代社会当中，这一条仍然适用。坚持仁慈的统治，与佛教的基本原则、与佛陀的教诲是一致的。关于财产所有权，西哈努克亲王说，佛教的社会主义也要触动有钱人的财产，那首先是要取得富人的同意，他将坚持采用劝说的方式，通过讲述慈悲喜舍的佛教原则来实现社会公正，富人只能为了功德而放弃他的财产。[75]
1961年11月世佛联第六届大会在金边召开。这是第一次在柬埔寨召开国际佛教会议，柬埔寨佛教共和会负责主办。政府组织了筹备委员会，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了大会开幕式，他在发言中希望南传、北传佛教信众消除隔阂，团结合作，将佛陀和平的德音带给不安的世界。会议期间金边到处悬挂六色佛教旗和柬埔寨国旗，人们穿着节日盛装，继1957年庆祝佛陀涅槃大典之后，柬埔寨佛教再度掀起热潮。此后柬埔寨的佛教一直平稳发展，编纂翻译了近40年的高棉文佛教三藏终于1968年全部出齐。这部高棉三藏共110卷，其中律藏13卷，经藏63卷，论藏34卷。1969年4月1日国家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仪式。[76]
后来由于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影响了柬埔寨佛教的发展，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柬埔寨佛教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直到90年代后期才有所好转。

从1987年到1997年，佛教的僧团有了很大的发展，僧侣人数从7250人增加到了16400人（其中沙弥有6500人左右）。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庙塔正在逐步修复，一般是海外的柬埔寨人出资，有的地方则由政府出钱。近年来为了开展柬埔寨的旅游业，吸引国外的游客，在吴哥窟等重要文化名胜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活动。除了国际上的一些基金会，政府也注入不少资金做维修费用。

1990年西哈努克回到金边。作为国家首脑，他的传统角色是充当僧伽的保护人。在柬埔寨有关各方共同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内战以后，国外的难民开始回国，许多在泰国或越南受戒的僧人也回到国内。这中间泰国来的僧人尤多。自然也就引发柬埔寨僧伽面临的老问题（西哈努克回国后，柬埔寨的僧伽重新分为两部）——如何摆平法宗派与大宗派的关系。还有一点，法宗派因为一般具有较现代的观念，从佛教僧伽需要改革这点看，似乎法宗派是应该得到支持的。德翁[77]还是大宗派的僧王，而法宗派则以勃粒为最高领袖。勃粒[78]曾经在法国游学，回国以后主持法宗派的大本营波敦寺。法宗派僧伽委员会的第二重要僧职是Mangaladevacarya（意为“吉祥天大阿阇梨”），目前这一位置属于大宗派的翁松（Oum Soum）长老领有。他是金边摩诃蒙粒寺（Wat Mahamontrey）的住持。今天法宗派僧人占僧侣总数的3%。[79]
三 佛教教育

柬埔寨的宗教事务部大力发展从小学到大学的佛教观念指导下的教育。政府曾提出要求：所有柬埔寨的佛寺都至少设立起小学校来。尽管柬埔寨的佛教僧人比起邻居的泰国僧人来，文化素质要差得多。1955年金边的巴利文学校被教育部确认为高中水平的国立佛教公学，并用以前的国王的名字来命名。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又另建了两所佛教高级中学，一所在马德望省，另一所在暹粒省。早在1959年，西哈努克就捐献土地和钱财，建立了“西哈努克王家佛教大学”，第一批招生就有数百名。该校为柬埔寨佛教高等学府，学僧来自僧界，考入此校学习3年者可获一般毕业文凭；再学4年者，经考试合格可获学士学位；已获学士者经继续深造，通过答辩可获博士学位。至此，僧人教育形成了多层次的立体教育体系。1960年招收约40名学士僧，以后逐年增长，1965年一般学僧为100人，学士僧21人，1970年分别为129人和47人，1972年达150人和54人。学僧在校既要学习传统佛教理论和语言知识，还要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实践禅修活动，以培养行解双优的佛教人才。1997年，西哈努克王家佛教大学恢复教学，从佛教高级学校招收了50名学生进行培养。[80]
四 柬埔寨“参与式”佛教的发展

上座部（Therevada）佛教僧侣能够并且已经积极参与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比如在乡村地区种植树木、修建园林、挖塘掘井，以及督建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事实上，柬埔寨社会从波尔布特政权恐怖中的复兴和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79年之后自发组织的村民们领导的僧院完成的。这些活动源于上座部佛教僧侣的传统和教义。他们在道德和社会教育方面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可以被认为是对于环境退化问题及其对柬埔寨人民所具之影响最具觉悟的群体。在几年的时间里，大量的佛教僧侣一直在从事环境活动。如今有3609座寺庙，它们保育着数百种植物。有些寺庙还有自己的苗圃。许多上座部僧侣借助佛教理论和佛教故事讲经布道，教人环境保育和消除饥馑。

此外，从1992年起，佛教界不顾联合国和联合政府的反对，发起了一个每年一度的和平游行活动。活动的组织者是摩诃戈沙难陀（意译为“大音喜”），大音喜上座是当代柬埔寨“参与式”佛教（ENGAGMENT BUDDHISM）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在国内外备受重视和赞扬。1994年，国王西哈努克任命他为环境事务的王家代表。为响应国际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绿色和平运动，政府成立了一个协调中央各部之间关系的环境问题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的环境讨论会，向人民和僧伽宣传环保观念。委员会还主要向全国的小学教师下发一部环保手册，其基本理念在于强调佛教的生态观。委员会还计划每年发布一部有关环境问题的白皮书。同时，国外的基金会也开始资助柬埔寨佛教界进行佛教农村发展计划的活动，改善国际环境。[81]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柬埔寨佛教的国际化进程。

五 当代中国与柬埔寨佛教的交流

现在的柬埔寨奉行独立、和平、永久中立、不结盟、同所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这与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相近。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结识，成为中柬友好关系的新开端。

1956年9月，柬埔寨僧侣参加由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的高僧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佛教协会和广大佛教徒的热情接待。他们参观访问了佛教名胜古迹、佛教团体等，并应邀参加了中国佛学院首届开学典礼。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次年，应柬埔寨王国政府的邀请，以持松法师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代表团赴金边参加王国举行的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盛典，并进行为时两周的友好访问。西哈努克亲王连续几天派副官送饭给中国僧侣，问候起居，关怀备至。并安排代表们到吴哥圣地参观。柬埔寨国家宗教部部长两派僧王、柬埔寨佛教会主席等宗教领导人也表现了相当高的热情。此外，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分别打电报给西哈努克和柬埔寨佛教组织表示祝贺，两国人民和佛教徒的交流，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1958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学监督胡达法师代表摩诃尼迦耶僧王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同年7月19日，中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61年，世佛联第六届大会在金边召开。中国佛教协会派遣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代表团前往金边。柬埔寨政府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了精心的服务，西哈努克亲王亲自指示会议筹备组把中文列入会议使用的四种语言之一，给中国代表以很高的规格和地位。两派僧王与代表们座谈，称赞中柬两国佛教徒好像兄弟一般。法宗派僧王在喜饶嘉措会长面前自称“弟弟”，充分体现了两国佛教徒之间兄弟般的友谊。代表团游览了吴哥寺，参加了送水节仪礼。西哈努克亲王一直陪着中国代表在河边浮宫观看庆祝仪式的龙舟竞赛，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同年，柬埔寨王国政府将新编的高棉文藏经一部共计57册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也回赠了一批汉文和英译汉文经书给西哈努克大学。

1963年，柬埔寨佛教协会主席雷·拉摩斯专程来北京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与各国代表一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用中国佛教协会前任会长赵朴初的话来说：“这一系列的往来活动，不仅恢复了，而且发展了中柬两国佛教徒一千五百多年的传统友谊。”1970年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柬埔寨和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一度中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柬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4年1月，柬埔寨王国第一首相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访问中国。1999年2月，柬埔寨首相云升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000年11月，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签署了《中柬关于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2002年11月，朱镕基总理对柬埔寨王国进行正式访问。2004年4月，云升（洪森）首相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005年8月，西哈莫尼国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中柬两国在发展经济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经贸合作潜力很大。近年来，中柬贸易不断增长，双边年贸易总额始终呈上升趋势。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访柬。双方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良好的协调和合作。

两国之间佛教的交流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5年6月，中国佛教代表团应柬埔寨宗教事务部的邀请，抵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他们一行分别会见了柬埔寨两派僧王狄旺和布格里以及柬埔寨宗教事务大臣昆杭。2005年11月，以柬埔寨王国乌侗寺住持乌侗帕亚僧王座下为首的柬埔寨高僧等一行8人随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西哈莫尼国王陛下赴北京，参加柬埔寨王国前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84岁圣诞庆典活动，还特地前往灵光寺朝拜了佛牙舍利。当年柬埔寨王国哥诗尼皇太后在北京仙逝后，就是在灵光寺举行的超度仪式。

2006年1月，以国务大臣兼宗教大臣昆航为团长的柬埔寨王国宗教访华团一行专程拜会中国佛教协会，受到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副秘书长陈文尧、蘧俊忠、张琳等人的热烈欢迎。一诚会长首先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对远道而来的柬埔寨王国贵宾表示诚挚和热烈的欢迎。他说：“中柬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我相信昆航大臣一行的来访将会使两国人民、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更进一步的加深。今年4月，我国将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在此，诚挚邀请国务大臣兼宗教大臣阁下和贵国的佛教界高僧大德届时出席盛会，共襄盛举。”昆航大臣感谢一诚会长对访华团一行的热情接待，祝愿一诚长老健康长寿。随后双方互赠礼品并合影留念。会见结束后，访华团一行乘车参观北京西山灵光寺。[82]
2006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中国浙江杭州召开，昆航再次组团参加。中国内地的佛教团体也纷纷自己组团去柬埔寨参访。2006年12月，福建省佛协代表团赴柬埔寨，在金边拜访了柬佛教两大派之一的玛哈尼咖依派的圣地乌那隆寺，并与该寺住持、西哈努克国王御封的柬埔寨佛教僧王Somdeag Pra Sumetthathibadee 长老等进行了座谈。长老介绍了柬埔寨佛教的概况，对中国成功举办世界佛教论坛表示赞叹，希望中柬佛教界增加交往。在随后中国举办的第二届、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中，柬埔寨佛教界僧王都亲自前来参加。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柬埔寨佛教界所属的智慧大学就在金边为四川地震灾区举行诵经仪式和募捐活动，柬埔寨佛教上座部布格里僧王、柬埔寨佛教信众和智慧大学师生共2000 余人出席。布格里僧王曾多次前往中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中国与柬埔寨两国自古就友好往来，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关心和帮助柬埔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国佛教协会也与柬埔寨宗教部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

2014年5月12日，由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陈宗荣副局长率代表团一行分别与柬埔寨两大宗派的僧王进行会晤。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尼泊尔中华寺、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法师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此次会谈，受到了柬埔寨僧俗二众的热烈欢迎。代表团抵达乌那隆寺，会见柬埔寨大宗派最高僧王狄旺长老；前往波来波廊寺，会见了柬埔寨大宗派第四僧王隆庞长老。隆庞长老表示，他热切期待迎请本焕长老舍利至乌龙山波来波廊寺供奉，波来波廊寺是安奉柬埔寨历代僧王舍利和君主遗骨的圣地，并仔细地为本焕老和尚的舍利塔选址。此外，代表团一行拜访了柬埔寨法宗派最高僧王果戈里长老。[83]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与柬埔寨的宗教交流。

2015年3月19日，应柬埔寨佛教界邀请，中国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法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对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在柬埔寨乌廊山波莱波廊寺举行本焕长老舍利永久安奉仪式。[84]本焕长老在东南亚佛教界的影响甚大，其舍利永久性安放柬埔寨，是柬埔寨佛教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与柬埔寨佛教界友好交往的见证。

从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还参与拯救柬埔寨吴哥窟中的周萨神庙，并为此投入了上千万元人民币的经费。中国的文物保护专家认真了解吴哥窟的每一块石头，为这些石头分类、编号，寻找衔接对象，制定的修复原则“抢险加固、遗址保护、重点修复”，得到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中国首创的“东方原则”成为日本、法国等国家所遵循的原则。

综观历史，中国与柬埔寨两国佛教界的交流与合作历史悠久，随着双方合作交流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框架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互利互信，互赢互通已经成为中国与柬埔寨人民友好往来的共识，相信以后两国佛教界的交流还将进一步加强，成为发展中国与柬埔寨友谊的重要桥梁。



[1] 学术界对于真腊王朝和吴哥王朝的分期时间有不同的表述，有的学者主张直接将真腊王朝与吴哥王朝合并为一个王朝，如梁英明先生认为在公元802年阇耶跋摩恢复了真腊国，并使国家重新统一，阇耶跋摩“即位，改称阇耶跋摩二世，建都于吴哥，史称吴哥帝国，又称真腊帝国”（见梁英明《东南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有的学者则主张“根据后世的碑铭记载，阇耶跋摩二世后来迁都到洞里萨湖以北，即今吴哥附近，最终定都于吴哥北部荔枝山。此后600年间，高棉帝国的都城一直设在吴哥一带，故这一时期被称为吴哥王朝”（见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笔者在写作佛教史的过程中，考虑到真腊时期和吴哥时期的宗教是有区别的，故在本书的写作分期中，笔者选择将真腊王朝和吴哥王朝分为两个王朝。特此说明。——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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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老挝佛教

第一节 老挝国情概况

老挝位于中南半岛北部，北邻中国，南接柬埔寨，东接越南，西北达缅甸，西南毗连泰国，是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内陆国家，国土面积为23.68万平方公里。发源于中国境内的湄公河是老挝最大河流，流经西部1900公里，流经首都万象，作为老挝与缅甸界河段长234公里，老挝与泰国界河段长976.3公里。首都万象位于湄公河中段北部的河谷平原上，隔河与泰国相望。因其出产檀香木，故万象又被称为“檀木之城”。

老挝地区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掘，早在四五万年前老挝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后来，在老挝境内曾经先后出现一些小国，到1353年，老挝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国家澜沧王国，到18世纪初期，澜沧王国分裂为三个王国，逐渐形成了琅勃拉邦王朝、万象王朝和占巴塞王朝。但是澜沧王国的分裂导致了国家总体实力的下降，自1779年开始，老挝地区先后沦为泰国、越南的属国，1893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945年10月老挝宣布独立，1946年西萨旺冯统一老挝，建立老挝王国。这是首次老挝君主统治一个统一的老挝。同年，法国再次入侵，伊沙拉政府解体，1950年老挝爱国力量重建伊沙拉阵线，成立了抗战政府。1954年7月法国被迫签署《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从老挝撤军，但不久，美国取而代之。1962年美国签订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从老挝撤军。老挝成立以富马亲王为首相、苏发努冯亲王为副首相的联合政府。1964年，美国支持亲美势力破坏联合政府，进攻解放区。1956年至1964年期间老挝政坛的三派势力（爱国阵线、中立派、右派势力）第二次组建联合政府，但均遭破坏。1973年2月，老挝各方签署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与民族和睦的协定》。1974年4月成立了以梭发那·富马为首相的新联合政府和以苏发努冯亲王为主席的政治联合委员会。1975年12月老挝爱国阵线在万象召开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这标志着老挝历史上600余年君主制的终结。1991年8月，老挝最高人民议会通过《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创立了人民议会制政体。1997年7月宣布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也是东南亚地区除了越南之外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老挝2013年的人口总数为667.7万。全国共有49个民族，主要民族有老龙族、老听族和老松族，分布属于老泰语族系、孟—高棉语族系、苗—瑶语族系、汉—藏语族系，通用语言为老挝语。

老挝的信仰格局体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从宗教信仰的种类而言，有原生性宗教、印度教（婆罗门教）、佛教（包括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从宗教信仰的历史来看，原生性宗教伴随着老挝各个民族历史的发展而存在，虽然有的民族的原生性宗教在后期融入了佛教和婆罗门教因素，但原生性宗教是老挝宗教信仰的“底色”宗教。其次是婆罗门教，早在14世纪南传佛教成为澜沧王国的国教之前就已经在老挝有较大影响。14世纪南传佛教成为老挝的国教后，逐渐在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寺院不仅是宣扬佛法的场所，而且具备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功能。基督教和天主教是近代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势力的扩张而传入老挝的，以老挝山地地区的民族信仰居多，其中大多数泰族信仰天主教，苗族大多信仰基督教。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伊斯兰教也传入老挝，集中在万象，主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信仰，但人数不多，他们大部分是先后移民到老挝的商人或工人。目前万象的清真寺是老挝最大的清真寺。当代老挝是一个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但印度教（婆罗门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原生性宗教等多元共存，各种宗教相互影响，共同组成老挝独具特色的宗教体系。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老挝没发生过太大的宗教问题，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发展问题，特别是苗族问题，一直影响着老挝的政治生活。少数民族问题现在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1893年法国殖民者占领老挝后，推行“以老制老”“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政策，加深了老挝的民族隔阂。197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政府一方面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进行镇压，并将部分山地民族安置到平原地区，实行定耕、定居和合作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挝实行改革开放，对民族政策作了较大调整，使民族矛盾逐渐缓和，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纷纷解体。老挝近年来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力度，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第二节 老挝早期的佛教历史发展（公元初—14世纪）

老挝现有的疆域内从公元初期一直到14世纪，先后出现过一些以老族先民为主体民族建立的小国家或部落联盟，但老挝地区基本上长期处于高棉诸王朝的控制之下。

一 西科达奔国（古代“堂明国”）时期

对于老挝古代国家的记载，由于老挝史料阙如，已经难以详细考证。但是根据老挝古籍记载，在古代老挝曾经出现过西科达奔国[1]，这一时期在中国古籍记载中被称为“堂明国”或“道明国”。

老挝古籍《乌朗卡塔》[2]记述，约在佛历1世纪（公元前600年），在今色邦菲河汇入湄公河之河口南岸15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叫西科达奔的王国，该国君主拍雅南它胜会同邻近的四个属城即勐弄汗銮（今泰国沙功那空一带）、勐弄汗诺依（今泰国乌隆一带）、勐因塔巴它那空（今老挝南部和柬埔寨地区）以及勐珠拉尼（红河注入北部湾河口一带）共同建造了拍侬塔。

此后约在佛历2世纪（公元前400年），国王马忽卡坦马拉沙迁都至湄公河西岸帕侬村，并改国名为勐马忽卡那空。后来西科达奔国逐渐衰败，慢慢被南部兴起的吉蔑王国所吞并。

根据老挝著名学者马哈西拉·维拉冯考证，西科达奔国为柯姆族（高棉族）在中南半岛建立的两个王国之一，其地界从今万象地区直到柬埔寨。

西科达奔或许就是中国古代史籍中提到的堂明（道明）国。从时间上看，公元3世纪末年中国陈寿所撰《三国志》卷六十《吕岱传》中记载：“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3]6世纪时期以前，中南半岛的扶南王国影响较大，但与中国早有往来。堂明诸王“遣使奉贡”发生在中国吕岱在225—231年平定交州一事之后，则中国古籍记载的堂明国当在3世纪左右是存在的。

又中国《新唐书·真腊传》也记载：“真腊，一曰吉蔑，本扶南属国。去京师二万七百里。东距车渠，西属骠，南濒海，北与道明接。”郝勇等学者推断，林邑在真腊东北，即今越南中部，堂明（道明）在真腊北，即今老挝的中寮一带，与《乌朗卡塔》所说的西科达奔国在今色邦菲河汇入湄公河之河口——泰国帕侬一带的地理位置十分吻合。从建国年代看，《乌朗卡塔》提到的公元前600年因没有史实依据，不足为信，但《乌朗卡塔》同时还提到西边有一未参加修建帕侬塔的堕罗钵底国。而据考据，堕罗钵底国约公元6世纪初在湄南河流域兴起，因此西科达奔国在6世纪前就已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与《新唐书·真腊传》中的“道明”在时间上也大致吻合。[4]
这一时期的老挝地区先后受扶南、真腊的影响，由于扶南、真腊[5]都以信仰佛教为主，因此，此时的老挝地区应当有佛教信仰。

二 文单国时期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到9世纪时，在老挝中南部还出现一个文单国，即《新唐书·真腊传》记载：“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地七百里，王号笪屈。”当时由于中南半岛的真腊王国势力开始衰败，分裂为陆真腊和水真腊两个王国。其中，陆真腊王国的所在地大体在今老挝中南部地区。即中国古籍记载的“文单国”，具体方位在现今万象地区。[6]
根据老挝古籍《乌朗卡塔》记述，今老挝万象地区原为蛮荒之地，约在佛历225年（公元前320），勐马忽卡那空国属城勐侬汗銮一个叫陶坎邦的拍雅（头领）举家迁居至会篙辽（距万象8公里），陶坎邦有一女，名叫因它沙旺弄霍。陶坎邦原想将她嫁与勐马忽卡那空王拍雅苏米达坦玛翁沙，但却遭到了居住在当地弄坎特村（现老挝万象塔銮一带）一个叫布里占的农夫抢婚，陶坎邦无奈，只得将女儿嫁给布里占，把弄坎特一带也交与布里占管辖，并按照布里占的名字定都城名为勐占它布里（Meangchanthabouri）。勐马忽卡那空国君主拍雅苏米达坦玛翁沙在收下布里占的大量贡品后，也原谅了布里占，将因它沙旺弄霍赐婚与他，并将南卡定河以北的土地划作其管辖领地。后来人们根据勐占它布里城是一座有城墙围护的城池的情况，逐渐将勐占它布里简称为vieng chan（vieng的意思是指有城墙、栅栏围护的城池），而vieng chan与汉语音“文单”则十分相近。由于柬埔寨王朝这一时期以佛教信仰为主，故而或许受其影响，文单国也会存在佛教信仰。

三 川东川通国时期

12世纪以前，整个老挝地区基本上是属于柬埔寨高棉人诸王朝的势力范围。虽然老泰族群先民早已迁入老挝地区，并建立了一些属于本民族的部落国家，但始终未能摆脱高棉王朝的控制，直至12世纪末叶，高棉人的势力在中南半岛急剧衰弱，老泰族群迅速崛起，并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在老挝地区有孟斯瓦、老告、牛吼、盆蛮、哀劳等。其中尤以琅勃拉邦的孟斯瓦最为强盛。[7]13世纪时期在老挝境内南乌河流域，老挝以孟斯瓦（Muong Swa，即今琅勃拉邦）为根据地，建立川东川通国（Xieng Dong Xieng Tong），但其初期仍然受柬埔寨高棉王朝控制，后来由于柬埔寨高棉王朝的实力逐渐衰落，失去了柬埔寨的支撑，在1277年为泰国素可泰所征服，降为属国，受到素可泰王朝的控制。由于这一时期的素可泰王朝盛行佛教，受其影响，老挝地区当存在佛教的信仰。

第三节 澜沧王国时期的佛教（14—17世纪）

澜沧王国是老挝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是其实力不断增强的王朝，是老挝历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12世纪末期，柬埔寨吴哥王朝的国力逐渐衰落。14世纪中期，由于泰国素可泰王朝内部争斗，国力下降，1347年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建立，素可泰王朝被迫臣服。在此期间，泰国诸王朝对包括琅勃拉邦、万象等地在内的上湄公河领域的控制力减弱，为老挝摆脱其控制、独立建国提供了较好的机遇。1353年法昂王创建了澜沧王国，至1707年澜沧王国内部分裂为3个小王国为止，共经历354年。这一时期是佛教获得良好发展、兴盛的时期。

一 澜沧王国的建立及其历史发展

法昂王是川东王之孙，其父名法芾，但不容于父亲川东王，遂被驱逐，携子法昂流亡于柬埔寨高棉王朝。[8]因此，法昂自幼生长在柬埔寨，为柬埔寨佛教高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长老收养教育，法昂16岁时，得到当时柬埔寨国王阇耶跋摩九世的欣赏，将女儿娘乔乐（Nang Keolot）嫁给他，成为阇耶跋摩九世的女婿。1340—1350年，法昂希望恢复父亲的故土，在柬埔寨吴哥王朝的扶植下，法昂统率一支强大军队，沿湄公河北上，先进攻巴塞，大获全胜。再经甘蒙夺取孟富春（今川圹），杀酋长而立其子，将之纳为属地。后又进攻川东国，击败其祖父的川东军。法昂从此自称川东王。后又进兵泰国清迈，占领清迈，进而又征服卡族，最后攻下斐南（Phai Nam，今永珍）。因为他在进攻斐南时，曾用黄金诱敌，为纪念胜利，将地名改为“永金”，后又改称“永珍”。1353年，法昂取得王位，梵文尊号为“宋勒帕昭法昂愣喇陀拉尼西萨达腊卡纳虎”，意为“百万大象土地之君主”，于琅勃拉邦建都，老挝语俗称“澜沧”，即“百万大象”，并改勐斯瓦为“川铜”，史称“澜沧王国”，又称“南掌国”[9]（Lang Chang）。

1354年法昂率兵西进，攻占了北部湄公河流域的勐巴本、勐巴塔、勐混，并迫使兰那泰国王割地讲和，确定了两国的边界。1356年挥师返回川铜。在征服西部疆域后，1356年法昂再次出兵，率军南下相继攻占了湄公河中部流域柯叻高原的万象、万坎、黎勉等都城，并迫使暹罗割地求和。至此，澜沧王国疆域东接安南南部（今越南），东南连占婆（今越南中部），南接真腊（今柬埔寨），西邻暹罗（今泰国），西北及北部与缅甸、中国接壤，在当时的中南半岛上雄极一时。[10]1357年初，法昂王返回万象。法昂将全国设置为六个“垦勐”（Khean Muang），下设“匡勐”（Kheag Muang）和“勐”，并在重要关隘设立“勐栏”（Muang Dan），任命了各级、各地“昭勐”，初步确立了一套封建统治制度。[11]
法昂王（Fa Ngoun）1353—1373年在位期间将国土扩展至湄公河东岸，以湄公河与泰国为界，土地包括今日的川圹（亦称线款）、永珍、他曲、南他、百细等地，为使日后老挝真正成为统一强盛的国家奠定了立国的基础。由于受到了柬埔寨佛教的影响，将南传上座部佛教引入老挝[12]，逐步发展成为国教。

法昂王的妻子娘乔乐为柬埔寨公主，虔诚信仰佛教，在家受持五戒。当她来到老挝，看到国家虽然安定了，可是人民和官员多数崇拜鬼神、祖先、精灵等，更有屠杀牛、象等动物祭祀鬼神的宗教信仰，心生怜悯，一心想改变老挝的宗教信仰习俗。于是她请求法昂王从柬埔寨引进佛教，改变民风。法昂王幼年随父流亡柬埔寨时，曾受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的教导，有很好的佛教基础，对娘乔乐王后建议引进佛教的想法很支持，于是他随即慎重选派使节，写好国书，准备金银珠宝等礼物，呈献给岳父柬埔寨阇耶跋摩九世，请求其派遣有德学的高僧，携带三藏圣典等到老挝弘扬佛法。柬埔寨国王非常欢喜，于是礼请摩诃波沙曼多和摩诃提婆楞伽（Mahadevalavka）两位长老，率领二十位比丘，三位通达三藏学者，即门罗辛哈（Manrasinha）、门罗摩达（Manramad）、门罗沙达（Manrasad），前往老挝弘扬佛法。同时，还赠送勃拉邦（Phrabang）佛像一尊及一部《三藏》圣典和一棵菩提树芽枝等，供老挝人民礼拜供奉。又派遣铸造佛像技师、金匠、铁工、建筑寺塔雕刻艺师等以及四个村落的人民，共五千人，给予种种不同装饰，护送佛像、经典、高僧、学者至老挝。后来这五千人民就留居老挝，为佛教的护持者，并成为王后、学者的侍从。在这一情况下，柬埔寨的佛教正式传入老挝，并得到推广。

对于法昂王引进上座部佛教一事，另据记载说，娘乔乐到了老挝后，见到法昂王的性格变得凶暴起来，以致人民要谋害他，于是娘乔乐写书给父王，请求帮助。柬埔寨王就命令法昂去朝见，请高僧给予教诲，授予五戒，然后与柬埔寨僧团一起回到老挝。佛教就此在老挝流传开来。

1373年法昂王去世，其子继承王位，在1373—1416年期间执政。1376年老挝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调查，其中泰族人有30万，其他各族人有30万，故而国王被尊为“桑森泰”，意为“三十万泰人的领袖”（Phraya Sam Sene Thai）。国王在进行人口调查的同时，重新整编军队，军事实力增强，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让邻邦诸国敬畏。桑森泰王执政43年，在他的统治下，政治制度逐渐完善起来，经济也得到发展。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国王决定将人民分为贵族、平民、奴隶三个阶层。同时也沿袭法昂王时期建立的分封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大肆封赏亲信治理某一区域。

1416年后，越南黎朝创立者黎利曾经与中国发生战争，其间老挝军队曾援助中国从后面攻击，打败了越南。自此以后，老挝与越南有隙。虽然老挝很慎重地防止越南的扩张和报复，但终因国力不强，1478年越南进攻澜沧王国，次年攻陷琅勃拉邦，沙提迦拍王（Sai Tiakaphat）来不及逃亡，去世。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先后为王，收复和复兴了琅勃拉邦。

由于老挝位于中南半岛腹地，与中国、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交界，因此澜沧王国成为各国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国际经贸往来成为老挝澜沧王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维苏王之子福提沙拉（Phothisarath）继位后，为了更好地进行经贸往来，他将首都从琅勃拉邦迁至永珍。因他的母亲原来是泰国北部清迈王之女，1545年清迈王位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故由福提沙拉王兼任清莱的国王。三年后，他委任自己的长子即位为清迈王。

1548年福提沙拉王遭遇意外死亡。他的第二个儿子自立为王，但其长兄清迈王认为自己是长兄，应由自己继承父位，于是将清迈统治事务委托一位泰族王子主政，自己赶回琅勃拉邦，讨伐其弟，最终取得胜利，自号赛塔提拉（Sethathirath）。

16世纪中叶，中南半岛地区的泰国素可泰王朝国力下降，缅甸逐渐强大，国王莽应龙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统一了整个缅甸。在国力逐渐强大后，莽应龙开始向周围地区宣战。他首先在1556年攻打缅甸北部掸邦，掸邦不敌，于是向清迈求救，希望援兵援助，结果莽应龙在攻占了掸邦后，紧接着就攻陷了清迈。为了更好地抵御外敌入侵，1560年赛塔提拉国王与泰国大城王朝结盟。1561年，柬埔寨军队攻陷琅勃拉邦及巴莱地区。1562年国王将首都迁至永珍，建筑城垒防守。1569年，缅甸军队攻入永珍及琅勃拉邦，赛塔提拉王退入山林与之对抗。后缅军瘟疫发作，自动撤去。赛塔提拉王死后，老挝国势更加衰弱。

1574年，缅军再攻次入永珍，抓走赛塔提拉王之子诺乔柯曼（Nokeo Kormane），而让赛塔提拉之弟主政，并且臣属于缅甸。1594年时由于缅甸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诺乔柯曼获得释放而复位。之后，到泰美迦罗王（Thaimmikarat，1596—1622）时才有一段时间较为安定，此后十五年间又陷于无政府状态。

1637年苏利那旺沙王（Souligna Vongsa，1637—1694）登位后，与越南黎朝神宗的公主结婚，双方通好，并重新划定两国疆界。这一时期的老挝获得一段良好的发展时期，后来曾两次出征富春（川圹），平定了澜沧王国地区的局势，从而在其执政的57年时间内，老挝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社会和平、繁荣、稳定。

1707年琅勃拉邦地区的肯基沙拉（King Kitsarat）、因他苏（Intasom）兄弟联合用兵而取得胜利，后二人分裂，先由肯基沙拉统治至1726年，其后因他苏夺得权力，统治至1776年。在因他苏统治期间，缅甸曾于1752年侵入琅勃拉邦，老挝受其支配，后与泰军联合击溃缅军，并与泰国结盟。至1778年，永珍和琅勃拉邦又成为泰国的属国。

二 佛教的发展

法昂王1353年建立澜沧王国后，定都龙幡。后因从柬埔寨迎奉著名的“勃拉邦”佛像到老挝，尊为“护国佛”或“镇国之宝”，遂改龙蟠为“琅勃拉邦”（琅或銮是老挝文“王家的、伟大的”意思），即以佛教之名为首都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1359年，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等全体人员，离开柬埔寨高棉王朝，向老挝进发，抵达孟皆（Muang Kaa，据推测在今泰国洛坤拍农Nakhon Phanon孟皆县），但由于当时法昂王在永珍，于是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等又前往永珍。法昂王和王后对僧团的到来非常高兴，特意在王宫的北部为摩诃波沙曼多长老及其僧团兴建了一座佛寺，并以长老之名命名为“波沙曼寺”（Pasamanarama），并且将从柬埔寨带来的菩提树苗也栽植于此寺中。从此摩诃波沙曼多长老领导的僧团就以此为弘法基地，开始向老挝人民传布佛法，国王与王后虔诚信佛、热心护持佛教，使得佛教在老挝地区广为传播，很多当时信奉婆罗门教等宗教的老挝人也都转信佛教。

在法昂王执政期间，澜沧王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建立健全。相传法昂王曾经创作《法昂王的训词》，根据考证，是法昂王统一全国后，在万象举行的庆功宴上对大臣们所做的训词，主要是治国的理念。他教导大臣要各司其职，体恤民情。百姓则要努力创造财富，保卫国家。这一训词后被整理结集成书。最初的版本刻写在贝叶经上，后收入玛哈西拉·维拉冯编的《老挝历史》一书。[13]这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篇书面文学作品，被视为老挝文学的开端。[14]
1373年桑森泰王执政后，大力提倡研究佛学，并积极建寺供养僧团，曾经铸造一尊巨大青铜佛像，供奉在建于1372年的摩那兰寺（Wat Manoron）内[15]。此寺现已被毁，青铜佛像只留存头部和胸部。

15世纪时，老挝的僧王玛哈提帕銮创作了《坤博隆的故事》，主要是根据民间传说，讲述老挝民族的历史以及各澜沧王国国王的事迹。[16]这一创作方法为后来老挝历史、文学所借鉴。这一时期的佛本生故事也深受信徒们喜爱，僧王玛哈提帕銮还翻译整理了《佛本生故事》，共分为13章，讲述的是佛陀547个本生故事[17]。

16世纪维苏王（Visoun，1501—1520年在位）统治期间，由于维苏王是一位忠诚的佛教徒，佛教得到很好的发展，国王修建了各种佛教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国王名字命名的维苏寺（Wat Visoun），建于1503年，此寺建筑精美，木壁雕刻精妙，专门供奉佛舍利，成为当时的一个佛教活动中心。

当时的澜沧王朝地区由于深受柬埔寨、缅甸等周边各国宗教信仰的影响，既信仰佛教，也信仰婆罗门教，甚至还在宫廷和民间活动保留了诸多的婆罗门教仪式，有时甚至举行血祭。对此，国王曾努力取缔国内婆罗门教以及民间巫术等，但并未成功。因此，国内的宗教呈现出多元并存格局。

1560年塞塔提拉王曾从清迈携带一尊翡翠玉佛回到琅勃拉邦，特意建立一座玉佛寺（Wat Phra Keo或Emerald Buddha Temple）供奉，此举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1564年塞塔提拉王又因外敌入侵，将玉佛从琅勃拉邦移至万象供奉，直到1778年泰国军队攻入万象，泰国将玉佛作为战利品运回到泰国供奉。[18]
塞塔提拉国王还在国内各地修建了60多所佛寺。其中1566年在距万象北区2000米处，建造一座伟大的“大舍利塔”（Dhatu Luang，老挝语称为塔銮，意为“王塔”）。“塔銮”占地百亩，成为老挝佛教文化的象征。它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圆形塔不同，是一座砖石结构的佛教建筑群，占地840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呈四方形，分三层，意比佛说三界。第一层东西宽69米，南北宽68米，每边的正中央有一膜拜亭，东亭为重枪尖顶建筑，内供一小塔，传说是古塔模型。第二层呈正方形，边长48米，由120个雕刻的莲瓣围绕而成，莲瓣上方为228个蝶叶，叶中间各有一尊佛像，各边中央有拱形小门，此层建有30座高3.6 米的陪塔，代表30种波罗蜜多。在每个小塔内，还设置有一座小金塔，保存有金贝叶等。第三层边长30米，在半圆球泡形屠波式台座上耸立主塔，下部为复莲、仰莲状台座，上部为长方形莲苞状宝匣和相轮。地面到塔尖高45米，台座周围有24瓣大型莲花瓣围衬。塔体四周建有回廊，每边长91米，陈列一些古佛像和文物，每年佛历12月中旬举行塔銮节盛会时供远道来膜拜的僧侣过夜歇息。[19]
1560年塞塔提拉王修建了香通寺，它逐渐成为琅勃拉邦较漂亮的佛寺，1569年塞塔提拉王下令铸造一尊卧佛，反映出国王对于上座部佛教教理的尊崇。

此后，缅甸占领了泰国兰那国的首都清迈地区，后来又攻陷了万象，老挝日趋衰落，17世纪末沦为越南的属国。18世纪，澜沧国分裂为万象、琅勃拉邦和巴色三国，先后成为暹罗的属国。19世纪初，昭阿努王在万象立国，国势依然不振。

尽管老挝历史上内忧外患不断，但上座部佛教始终稳定发展。16世纪的维苏纳腊王建造了维苏寺，并将佛经三藏译成老挝文。[20]他的继承者波提萨腊王敕令民间专奉佛教，禁事鬼神，使佛教空前普及。

17世纪的苏利那旺沙王（1637—1694）将老挝佛教推向全盛。他把佛教统一在王权的管辖之下，任命僧王，制定僧阶，创办佛教学校，提倡佛典研究，使老挝成为东南亚佛教的重要基地。

17世纪国家安定后，苏利那旺沙王注意提倡政治修明，亦重视宗教，使当时老挝竟成为东南亚佛教的中心，其光芒发射到邻近的国家，泰国和柬埔寨的出家人不少去老挝学习。[21]
在苏利那旺沙王时，有荷兰人属东印度公司的湖史多夫（Herit Van Wusthof，1641年至老挝）及意大利神父黎利亚（Jean Marie Leria，1641—1947年在老挝）曾至永珍等地访问，此为欧洲人至老挝之始。此二人留有珍贵的游记，二人对佛教的教义了解不多，但对当时老挝在苏利那旺沙王治下的隆盛和佛教塔寺等优美卓越的建筑艺术，评价很高。黎利亚神父曾经试图在老挝传播天主教，但受到老挝佛教徒的反对而未成功。[22]
苏利那旺沙王死后，老挝又长期处于国家分裂和外国侵扰的状态。澜沧王国王室内讧，最终分裂为琅勃拉邦、永珍、占巴塞三个小国，互相征伐，实力大大下降。后来这三个小国中的占巴塞首先被消灭。1778年，泰国出动两万人攻占了永珍国。琅勃拉邦的实力也一蹶不振，最终与永珍一起先后沦为泰国的附庸。18世纪时著名的玉佛和琅勃拉邦佛像，也被泰国取走。至1782年泰国仅归还琅勃拉邦佛像，但据说归还的佛像面部已受损。[23]
1793年，逃往曼谷的阿奴那特王（Anourout）回归琅勃拉邦，修复都市。1796年，将以前的越迈寺（Wat Mai）加以重修，供养两年从曼谷持归的勃拉邦佛像。此寺佛殿有七间梁及三层屋廊，前后两面由两排圆柱支撑着。[24]佛像后来被移至王宫供奉和保护。今日在越迈寺的大佛像是另外铸造的。[25]
1820年昭阿奴王（Chao Anou）模仿曼谷大寺院的样式，在永珍建造室沙吉寺（Wat Si Saket），佛殿雄伟庄严，外面有二重回廊，供列120尊佛像[26]。1826年昭阿奴突然对泰国宣战，并向曼谷进军，但遭到泰国军队的反击而实力大大受挫。1828年泰国军队攻占永珍地区，永珍的十万居民被流放至泰国境内，房屋家园受损严重，佛寺佛塔等建筑物亦被破坏，永珍地区被纳为泰国的一个省。[27]但由于泰国也信仰佛教，故永珍的佛教传播虽受到阻碍，但仍然继续存在。

1839年诏迦殊（Souka Seom）被泰国推上王位，直至1850年他在位时，政治比较安定。至其弟天达王（Tiantha，1851—1868）继位时，1861年法国博物学者慕胡（Henri Mouhot）抵老挝访问；其后法国人拉格尼（Doudart de Lagree）及格尼尔（Firancis Garnier）所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于1867年4月到达琅勃拉邦，法国由此得知老挝的情况。

1873年，泰国入侵琅勃拉邦，获得宗主国的支配权。但由于法国势力于1858年已先进入越南，成为其保护国；法国人又向北伸展入侵柬埔寨，同时对泰国形成压力。最终法国以其海军在曼谷附近海上炫耀实力，于1893年订立《法国暹罗条约》，规定泰国退出湄公河左岸，承认老挝为法国的保护国。[28]至此，越南、柬埔寨、老挝三个国家都沦为法属殖民地。

这一时期佛教对国家的复兴以及对维持澜沧王国各朝代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苏里雅冯萨王执政时期是澜沧王国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寺庙不仅是举行宗教礼仪和节日中民众的集结地，而且是巩固民众对以国王为首的中央政权的信心之地。老挝的建筑、绘画、雕刻等文化艺术得到充分发展。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对佛学有较深研究的僧侣。叙述佛陀前生的寓言故事《佛本生经》流传很广，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成为人们产生灵感的源泉和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所以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曾经有人从《佛本生经》中精选出十篇，称为“十戒”，作为讲经布道之用。另一部著名的故事集《玛诃索德》也取材于佛教经典三藏，叙述了佛陀前生中最有智慧的一个生世。玛诃索德是老挝人民智慧的化身，至今在老挝的祝词中仍流传有“祝你成为一个像玛诃索德一样的智勇双全人物”的说法。以上两部故事集是老挝佛教文学的代表作。老挝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寓言等也都和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著名的史诗《罗摩衍那》传入老挝后经过改写成为老挝的古典名著，它的一些故事情节以壁画的形式出现于琅勃拉邦，它的一些片断被移植到老挝的古典戏剧中。流传很广的寓言集《娘丹黛》是当时老挝僧王马哈维汉根据印度的《五卷书》由巴利文改写成老挝文的。

另一部著名的故事集《休沙瓦》，是老挝澜沧王朝鼎盛时期的一部寓言故事集，成书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繁荣的17世纪，最初刻写在贝叶上，共10卷（捆），每卷21页（张），以经书文字写成。[29]全书由28个主故事和14个子故事组成。该书在老挝流传十分广泛，其最大的魅力在于书中100多条富有哲理、朗朗上口的谚语及其饶有趣味的寓言故事。作品以主人公休沙瓦向国王和大臣们讲述故事为主线，以比附的手法向人们讲述作者奉为正统的道德操守、为人处世的哲学以及统治者应遵循的治国方略，其中亦有不少富有教育意义的格言、警句，为老挝人民世代传诵。

老挝是一个深受佛教文化浸染的国度，佛教信仰深入人心。由佛教高僧于佛教鼎盛时期创作完成的《休沙瓦》，充斥着浓重的佛教理念，这是必然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佛教的核心理念的轮回观念，在《休沙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30]
第四节 老挝近现代佛教的发展（19世纪— ）

近代老挝的佛教发展很缓慢。[31]1893年老挝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被法国统治50年，表面上法国是“保护者”，实际上是法国积极向老挝推行殖民地政策，致使老挝的发展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权。在老挝获得独立后，又一直陷于政府分裂和战争中，造成国家损失极大，发展极慢。受此影响，佛教的发展也很缓慢。

一 法国的殖民政策对佛教发展的制约

1893年法国与泰国签订《法国暹罗条约》，泰国宣布放弃对老挝的宗主权，法国在1894年完全占领老挝。法国人打乱了原来自法昂王时代开始创建的行政制度，重新整治管理老挝政治组织，将全国行政分为两区，上寮为琅勃拉邦，下寮为康埠，各委任武官一名进行统治。1899年法国又将上下寮两区合为一个行政区，置于法国高级留守使管辖之下。高级留守使的官署初设在素旺（Souvang），后移至万象。根据1911年法国总统所颁法令，规定留守使的职权：“留守使赋有在管辖范围内，决定对当地居民之管理权，并负责执行法国议院之议决条例、法国总统之命令及法国驻越总督府议定各案。”留守使官署并有维持公共秩序，动员征集军队，指挥当地保安部队的责权。同时，留守使为当地司法组织之最高主持官，有权征收各种赋税，甚至老挝王出巡也要获得留守使的同意及补助费用。在这一情形下，佛教虽然自14世纪澜沧王朝建立以后就始终是老挝占主流的宗教，一直在民间流传，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发展动力等，佛教的发展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二 佛教的寺院教育

法国在统治老挝期间，推行殖民地政策，不重视老挝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发展等，致使当时95%老挝人为文盲，政治经济都控制在法国人手里。1902年老挝政府才开始设立小学，1921年在永珍设立巴威初级中学，后来在琅勃拉邦、川圹、他曲、素旺、百细等城市逐渐推广中学教育。等到初中毕业后，就在巴威学校增设高中部。据记载，在法国人统治老挝50多年中，老挝人只有50名中学毕业生，由于没有大学，如果百姓要接受大学教育就要去越南河内。

在这样的情形下，佛教由于失去传统的国家保护和支持，自然难有发展机会。对于广大的老挝人民来说，寺院仍然是其接受佛教教育、了解民族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老挝男子在青少年时期，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在其一生中都要到佛寺出家，研究佛经及守持戒律，学习民族文化知识。出家时间长短或终生，随个人自愿。出家后住在佛寺里，接受佛教及受信徒供养。值得注意的是，送子弟入寺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沙弥，也是老挝人的传统。穷苦人家的孩子多半通过出家接受教育，而沙弥和比丘还俗的事很普遍，不受人们鄙视，这与泰国佛教习俗相似。

由于老挝的民间教育场所集中于佛教寺院，故在老挝语中，有不少巴利语和梵语，它不仅是宫廷用语，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艺术等专有名词的来源和基础，它和泰语、柬埔寨语、僧伽罗语和缅甸语等许多词汇有着相同的词根，因此，人们衡量一个人的老挝语水平总是以他掌握的巴利语的程度为标准。获得“马哈”学位的许多学者，在普及和提高民众的文化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继承和传播老挝民族文化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第一个编写《老挝史》《老挝语词典》《老挝语语法》，收集整理老挝许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的马哈西拉·维拉冯，20世纪60年代帮助中国培养第一批老挝语人才的老挝专家马哈坎潘·维拉吉、马哈坎丹·堤帕布里法师，都是老挝最负盛名的学者，享有很高的威望。[32]
过去老挝的佛寺只开办初级佛学学校，最低学位的“马哈”相当于小学三年级，最高学位只授予七级“马哈”，相当于初中三年级。八级“马哈”以上要到柬埔寨首都金边或泰国首都曼谷去求学，如果想考取佛学的更高学位，则要到斯里兰卡或印度的佛学高等学校深造。从1953年起，万象佛学高等学校开始向僧侣颁发“马哈”文凭，大大提升了佛教教育水平，老挝佛教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佛寺都有专门讲授基本佛学知识的巴利语学校，僧侣修完课程、考试合格、完成学业，就可以授予“马哈”学位。

2010年1月25日，老挝第一所佛教大学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了奠基仪式。此所大学的创办将为少数民族儿童和农村青年提供接受佛教教育的机会。老挝佛教联谊会副主席布克汗·沙里布（Ven.Bouakham Saribouth）法师表示，这所大学是老挝僧侣和老挝佛教教育的高级研究机构，也是那些通过佛教高中考试的学生和普通佛学院的毕业生、老挝的僧侣、少数民族儿童和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最高学府。

三 佛教僧伽管理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老挝。“二战”快结束之际，越南和老挝反日游击队崛起，法国虽然想再恢复自己的保护国统治地位，但已经不可能，于是于1949年7月在巴黎法国与老挝签订《法国老挝条约》，承认老挝在法国联邦下独立。但在实际生活中，老挝的外交、军事、财政、司法等仍受制于法人。直至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后，老挝才获得完全独立。不过老挝虽获得独立，而实际上国内也从这时候开始，一直陷于三角政府分裂的状态，背景复杂，始终不能完全统一。

老挝取得独立后，政治和军事就陷于分裂状态，主要分为右派、左派、中立派三个势力，三派互相对立。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这三派协议组成“联合政府”，而实际上仍然难以精诚合作，各派继续维持、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时常发生政变和战争，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干涉，更使老挝局势混乱复杂。受此影响，老挝的佛教内部派别也出现混乱现象，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

1959年5月，老挝政府为了进一步整顿僧团，曾公布《老挝僧伽法例》，设立僧王制度，以僧王为最高僧伽法令的颁布者，统一管理全国的僧团。例如，其中第三条：“老挝国内所有佛教出家人，即比丘和沙弥，须遵守本国僧王所颁布的法令。”第十九条：“僧王有职权选封全国各省比丘，即由各省委员选拔呈请宗教部，再由宗教部长呈请僧王加封。”与此同时，政府又专门成立了宗教部管理佛教事务，甚至可以“封立僧王”，最终由国王来决定僧王的加封事宜。例如，第二十条：“封立僧王，须依政府所颁之王谕，由宗教部长负责及备好僧王封爵证明，呈请国王加封。”极大地提升了国王的权力。

1961年，老挝通过《宪法》，一方面规定老挝人民有信仰的自由，规定“此宪法，是老挝人民权利的基本诸原则，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对生存方式予以法的保护，并在规定范围内行使法律条件赋有诸种自由，特别是承认个人的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著作及出版的自由，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又“此宪法，关于义务方面，课以对祖国的服务，信仰的尊重……”但同时在第七条规定：“佛教是国教，国王是最高的保护者。”第八条：“国王须是热心的佛教徒。”这样，就从宪法的角度规定了国王必须是佛教徒，佛教受到国王的保护，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四 佛教僧团管理体系

17世纪苏里亚旺萨王（1637—1694）执政时期，将老挝佛教推向全盛。他把佛教统一在王权的管辖之下，任命僧王，制定僧阶，创办佛教学校，提倡佛典研究，使老挝成为东南亚佛教的重要基地。

老挝僧伽管理制度分为僧伽行政职权和僧阶制度两种模式[33]，这一模式主要是从泰国借鉴的，对于老挝来说，已经是一种相对成熟和可行的管理制度。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实行这一管理模式。

僧伽行政职权分有五级，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其最高一级是僧王、第二级是省级僧长、第三级是县级僧长、第四级是村（乡镇）级僧长、第五级是佛寺住持。在佛教的管理方面，当时是分层级的管理体系，设立总佛寺的同时，又在全国分为州县，次为乡村，然后各村寨佛寺，都有僧人专职管理。这一管理模式是以行政管理组织为范本，权力的大小从僧王逐级向下递减，僧团的命令也因此而从上到下逐级传播，便于佛教管理。最高僧伽行政由僧王及五位僧伽委员组成。这一管理模式与我国云南南传佛教的管理模式相似，有利于明确职责，便于管理。[34]老挝佛教僧团的组织是仿照泰国的僧伽制度，由僧王至省、县、村、寺各级僧官，都加以制度化，便于统一管理。

在设立僧伽管理体系的同时，老挝佛教界也设立了分为六级的僧阶：①phrayautgkao，②phralukgkao，③phralakkam，④师尊，⑤phrasa，⑥僧伽尊长。以上六级，如有缺额，均由各下级升补。得到高级巴利文学位的可被选任为僧王及省级僧长，得到中级巴利文学位的僧侣可被选任县级僧长、村级僧长、佛寺住持。

老挝虽然是传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年战乱，人民生活动荡，佛教发展的过程可说非常艰辛曲折。老挝独立后，提倡本国文化和宗教信仰。人民普遍信仰佛教，重视生活实践，爱好和平，向佛教布施，进寺听僧人说法及受持斋戒。恭敬三宝及听受教诲，效力胜于政府官员的管理。独立后政府更协助佛教宣扬教义，劝导官民信奉佛教。政府每年都会拨预算给宗教部，各宗教按照信仰人数的比例进行分配，获得补助。

五 佛教的派别

就老挝的佛教派别而言，主要分为法宗派和大宗派两种。其中大宗派佛教是在14世纪时从柬埔寨传入，大宗派人数占压倒优势。法宗派是由泰国传入，两国僧团保持密切往来。老挝的僧人要读高等佛教学校，都到泰国或金边就学。

靠近泰国的地区主要是法宗派寺院，在首都万象主要是大宗派寺庙。[35]作为全国僧伽领袖的僧王，属于大宗派，对法宗派负有同样指导责任。僧王以下由5位上座高僧组成宗教会议，领导全部僧伽。

现任僧王是Most Ven Phong Samaleuk，1916年4月10日出生。15岁出家，20岁成为比丘。他从2011年1月起担任老挝佛教会主席（the President of Lao Buddhist Fellowship Organization）。僧王在推动老挝与国际佛教界的友好交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老僧王被泰国马哈朱拉隆宫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后来又被泰国马哈马库佛教大学、越南佛教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六 老挝佛教的恢复

19世纪末，法国殖民主义占领老挝；1940年老挝又被日本军队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不久又陷入新的外国侵略和长期战争中。佛教在外国入侵时期，一方面遭受严重打击和破坏，另一方面激发起僧侣和佛教徒的爱国激情。20世纪初，老挝佛教逐步复兴，到30年代掀起高潮，与整个东南亚的佛教形势是相呼应的。独立后的老挝，也力图把佛教作为统治地位的宗教巩固下来。1947年的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1959年颁布“僧伽法令”，又作了许多细则规定。实际上，是把佛教的全权管理集中到国王手中，削弱和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活动。

20世纪以后，老挝佛教逐渐复兴。尤其是在老挝独立后，更是焕发了生机。1950年老挝成立老挝佛教协会，政府通过礼仪部管理佛教。老挝佛教协会以僧王为首，各省佛教联席大会挑选，由国王颁布任命。1960年成立“老挝佛教联合会”。1961年老挝佛教界在首都成立“摩诃菩提大会”，1965年成立属于摩诃菩提大会的“青年佛教会”和“新老挝佛教协会”，努力发扬佛教，获得进展，使国家在战乱之中不背离传统宗教的信仰。到1970年时，老挝约有僧侣16000人，其中青年学僧4100人，比十年前略有下降。1972年僧侣增至18000多人，其中10—25岁占81.5％，25—55岁占8.9％，其余55岁以上者占9.6%。在学学僧有5239人。[36]
1975年底老挝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成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战争中僧人宣扬佛法及提倡爱国的热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年僧侣增至24000多人，佛寺2193座。新国家成立后，废除君主制，取消王国宪法，佛教不再是国教，不再有国王保护。

1976年政府号召僧人投入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推行僧人再教育活动，致使许多僧人离开寺院，僧伽人数锐减。1979年3月，老挝法宗派87岁的僧王、佛教联合会名誉主席帕·坦雅诺乘船越过湄公河逃至泰国。在这样的情形下，僧人的数目由过去20000人，下降到1700人。1980年政府对佛教的政策有所缓和，直到1988年佛教的发展才逐渐走上正轨。

老挝除上座部佛教外，也有大乘佛教流行，多半是华裔和越南裔信仰。其中有名的寺院是越南人在万象的庞龙寺，寺内比丘或沙弥经常被派往越南学习。其威仪制度与中国汉地佛寺无甚区别。寺内本尊为释迦牟尼，左边观世音，右边地藏菩萨。早课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咒等；晚课诵阿弥陀经，唱八十八佛名号并行忏悔。除了念佛也习坐禅。据说常住该寺的优婆塞及优婆夷有数千人。每逢农历十五和三十日，作布萨忏悔，为男女信众受持五戒及八关斋戒。[37]
七 当代老挝佛教的多元交融发展

20世纪以来，老挝长期受到战争的影响，虽然佛教一直都存在，但是佛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成果面世。1975年老挝独立以后，佛学的研究主要与社会政治相结合，老挝佛教联合会会长坎丹法师专门撰写了《老挝僧侣与革命》《政治与佛教》《佛教与社会》等书，为新的社会制度从佛教理论上给予解释。他说：“如果联合会的成员正确应用佛的教义，遵循其道德，就能成为革命性变革的参与者，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38]另一位著名僧人鲍禅认为：“佛陀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自己一无所有。”在佛教界出版的一些刊物中还对佛教教义的基本概念赋予了新的内容，如将“西方世界”解释为世间的美好；地狱是现实中的磨难，可以被转化；勤奋工作是善的来源，伤害他人的心灵是恶的表现；等等。除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的讨论之外，还曾经流行过其他的思想流派。

万象巴利高级学校校长摩诃·坎奋·披罗风针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传统宗教文化丧失的现象，提出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主张。在他的一系列著述里，高度赞扬佛陀教法，赞美佛陀生平、佛教礼仪与节日以及老挝传统习俗和道德等主张。

居士胡·阿帕伊等人受现代西方思潮的影响，推崇改革。认为对老挝传统宗教需要重新认识、补充和改革，使之适应现代社会，为此，需要革新教义，改革仪礼，重建僧伽，开办佛教学校，编纂符合现实社会需要的新教科书，普及佛教育，选派优秀僧人出国学习，使佛教更好地和现实社会结合在一起，改变以往那种佛教徒只追求自我解脱涅槃，忽视社会的冷漠态度和利己主义的做法。改革派的主张在20世纪50年代后一度影响甚大，他们提出的很多主张都得以实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族联合党主席蓬·苏万纳冯等人对上述两派主张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态度，试图把无神论与原始佛教、现代科学和佛教教义统一起来。他们提出天堂就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幸福，涅槃是死亡的存在，地狱就是现实世间，它既无幸福也无苦难。神和精神都不存在，人类世界没有一项是实在的。他们还用佛教因果理论来解释自由问题，用佛教五戒说来解释社会公正原则。

以万象僧人摩诃·帕·阿难陀（1911—1968）为首的佛教复兴派总体上强调佛教的传统性，要求回到佛陀的昔日时光，被认为是老挝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但在局部问题上又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社会，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革，特别是在佛教教育和慈善福利事业方面做些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阿难陀17岁时皈依佛教，系统地学习了佛教理论和禅定实践，并且游历了不少佛教国家，汲取了不少佛教知识。回国后力倡佛教复兴运动，建造寺院，创办佛教学校，发行刊物，成立佛教组织、孤儿院和青年修炼中心等，他还撰述佛教论文和专著，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对老挝佛教复兴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9]
当代老挝佛教以柬埔寨的大宗派为主，但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形成了鲜明的老挝特色，即佛教逐渐与老挝民族固有的原生性宗教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老挝佛教信仰的独特性。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佛教与那迦信仰的形成。[40]
“那迦”对老挝社会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而广泛。据调查，“那迦”是老挝主体民族佬傣语族普遍信仰的神灵，有95%的人信仰它，认为它具有超自然力。每逢节日喜庆或某些场合如生老病死、农耕渔猎和节日等，他们都会举行相应的祭拜仪式或娱乐活动，比如二月稻香节、三月开仓节、六月高升节及赛龙舟活动、十一月出夏节及放水灯活动等。他们认为“那迦”是自己的祖先神，所以喜欢刺“那迦”图案于手臂上，把“那迦”图案当作本民族的标志。他们还认为“那迦”是一切财富之神，是雨水之神、保护之神，能给人们幸福安康。所以刚出生的婴儿必须用有“那迦”看守的井水清洗身体才会健康洁净；刚进入佛门的弟子必须先进行“那迦剃度仪式”，表示自己向佛的虔诚和忠贞；人死后，得在棺材面上刻上“那迦”图案；住的地方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千万不能堵住“那迦”穴等。可见，“那迦”对老挝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涉及生产、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对于老挝人来说，“那迦”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们可以从寺庙、佛塔、佛像等老挝的标志性建筑上看到它的模样，也可以从佬傣语族男女老少的口中听到关于它的种种传说，还可以在老挝的岁时节庆风俗中亲身体验与“那迦”相关的种种娱乐活动。在佬傣语族人的心目中，“那迦”是一个如眼镜蛇般模样、体形巨大、生活在水中、具有超自然力的神灵。有的人说它是赐予人间雨水的天神，也有的人说它是佬傣语族的祖先，还有的人说它是万象的保护神。这就是佬傣语族的“那迦”信仰——一个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被赋予不同意义的象征。

老挝“那迦”信仰的形成与佛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是佛教缔造了“那迦”，在讲述佛教故事的过程中，“那迦”成为宣扬佛教的一种形象。因此，老挝人最初认识“那迦”应当是他们接受佛教的时候开始的。佛教传入老挝，并深深地影响老挝人民的思想意识是多次实现的。第一次是在公元七八世纪，从古高棉传入西可达奔地区（今老挝南部地区）。第二次是在昭法昂时代。他于1353年在川铜（今琅勃拉邦）登基，建立南掌国（澜沧王国），统一老挝时就主动从柬埔寨正式引进佛教。后来的老挝历代国王推演先王之法，实行“民族、佛教、国王”一体的政策。在1527年，老挝国王昭菩提萨腊下令宣布废除信鬼习俗，摧毁一切用于祭鬼拜神的神坛庙宇，建起大量的佛塔、佛像、寺院。因此，老挝的佛教从开始就与政治相结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佛教在老挝的传播促进了“那迦”在老挝的传播。“早在中国上古时期，有关龙的神话传说就在印度这块土地上繁衍传播。及至印度佛典那迦故事经由佛经翻译和口头文学流传等多种渠道传到中国后，Naga（那迦）一词就被创造性地转译为中国的龙，Nagaraja被译成龙王。印度佛典中的那迦文化就被转译为中国视野中的龙文化，随着印度佛教在中国的逐渐传播，那迦文化开始与中国本土固有的龙文化交融糅合，其结果导致了具有混血儿特征的龙王龙女家族及其优美故事应运而生。”[41]印度“那迦”信仰是以佛教为媒介来进行传播并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的。中国如此，老挝也一样。因为佛经、佛像、僧人和寺庙等既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教思想得以传播的媒介。“那迦”正是通过依附并表现在这些佛像、佛塔、寺庙等建筑和佛教经文等媒介上而逐渐为人们认识、接受和信仰的。可以说老挝人接受佛教的过程就是他们形成“那迦”信仰的过程。

在老挝，佛主的座像旁边就是一条五个头的蛇状“那迦”，寓义“佛主的守护神”。佛教故事记载：“有一次，佛主到各地宣扬佛法，走累了在一处树林底下打禅静坐休息。此时天气骤变，狂风暴雨顷刻即至，可是正在坐禅的佛主仍然神态安详地打坐休息。突然一条巨型那迦从远处腾空而来，在佛主的正上方盘成一把大伞，正好挡住开始洒向佛主的雨水。大雨过后，佛主慢慢地睁开双眼，显得精神焕发。他头顶上的‘那迦’就收身下来向佛主叩拜。佛主问它为什么帮助遮挡风雨。‘那迦’说自己对佛主为宣扬佛法、开启民众心智、引渡人们脱离烦恼困苦而不怕日晒雨淋和毒蛇猛兽侵袭的至善至德行为所感动，希望能追随佛主成为一个得道之人。于是佛主就把它留在自己身边。”于是后人为了记载“那迦”与佛主的这段故事，便用艺术雕刻手法将它们雕刻成塑像教育后人。人们只要看到这样的“那迦”图案，就会明白其中的教育意义，然后自觉地以“那迦”为榜样，积善行德，虔心向佛。

在老挝传统习俗里，出家对于男子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他们认为男子只有出家修行之后，才会被认为是“有学识、成熟”之人，才可以娶妻生子；没有出家的人则被视为“生人”，很难娶上妻子。所以，所有的男子都应当有出家的经历。而这一经历又是他们和“那迦”亲密接触的过程之一。他们在寺院出家程序的第一个仪式是“那迦剃度仪式”。在这里，要出家者被装扮成一个“那迦”模样，即在自己腰间挂上一个化缘钵，然后用白色长布将钵缠包成“那迦”头的模样，接受佛教的第一次人生洗礼。显然，“那迦”在这个仪式当中就是刚出家者的代称。他们传说：从前有一个“那迦”化成人到一座寺庙中出家修行。一天晚上，与它同舍的沙弥夜间解手，突然发觉身边卷曲着一条蛇状巨型动物，连忙跑到住持那里去报告。住持就把“那迦”叫来审问，是不是在夜间变成蛇形动物，又为什么要化成人样出家当和尚?那个“那迦”回答说它很崇拜佛主，想通过出家行善积德成为佛主身边的人。这样，住持觉得它向佛的态度虔诚而坚决，但由于寺规中规定非人类不能出家修行，而且它还犯了隐瞒事实真相的戒律，只能将其还俗。还俗之前“那迦”希望佛主知晓它的虔诚，就请求给它留个名分。于是，住持就定下寺规，凡是出家当和尚的男子，都先称为“那迦”，一个月后没有犯戒、违规者才可以成为“比丘或沙弥”。从此，“那迦”就成了刚刚出家的人的名字，是“优秀的、没有罪孽的”的代名词。从中可以看出，老挝男子的“出家”既是一个重要的人生仪礼，又是他们接受“那迦”的重要过程。这个仪式加深了他们对“那迦”的认识，是佛教“文化规范对他进行人格塑造的要求”。随着老挝统治者不断强化的佛教治国政策，佛教在老挝的传播和影响步步深入，无处不在的佛教思想使佬傣语族人耳濡目染了“那迦”的种种美好形象，并最终使他们形成了对“那迦”的信仰。

八 当代中国与老挝佛教界的友好往来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中国与老挝毗邻，山水相连，有历史悠久的地缘、族源关系，民间文化交往频繁。在古代，文单国与唐朝、澜沧王国与明朝、琅勃拉邦王国与清朝之间的友好交往始终较为密切。进入20世纪以后，双方的佛教往来从来不曾中断。例如，1961年老挝国王来中国进行访问，专门到北京广济寺礼拜佛牙。1961年、1962年老挝佛教徒联谊会主席坎丹法师率团先后两次到中国访问，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佛教文化的了解。[42]为了更好地沟通了解，1963年老挝佛教界与中国佛教协会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老挝友好协会。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与老挝关系进入全面发展和深化期。在政治上，中国和老挝领导人保持经常性接触，及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力地推动了双边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在文化交往方面，中国与老挝之间也开始了多层面的交流。例如，1994年11月以僧王桑卡拉扎为团长的老挝佛教代表团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到中国访问，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2008年中国佛教协会开始举办每两年一次的世界佛教论坛，每次老挝都派代表团出席论坛并发言，这无疑为老挝与国际佛教界的往来搭建了较好的交流平台。

2013年5月26日，中国河北佛教慈善基金会会长常辉法师到老挝，受到老挝国家佛教委员会的隆重接待。中国河北佛教慈善基金会为老挝佛教界捐赠四部汉传佛教大藏经。同时，基金会还资助了当地孤残儿童福利院，进行宗教慈善活动，为中国和老挝两国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文化交流再续新篇。

2014年10月80岁高龄的老挝佛教徒联谊会副主席、僧众治理委员会主任本玛·辛马蓬长老到中国西安法门寺参加了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此次会议是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是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界友好交往的里程碑，增进了中国佛教与老挝等国佛教界的交流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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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岛国家的佛教发展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佛教

一 印度尼西亚概况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列岛国家，包括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与巴布亚等五大群岛。在历史上，这些群岛都先后建立过对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影响巨大的王朝。

根据2014年的人口统计，印度尼西亚共有2.53亿人口。其固有民族，计有苏门答腊的荅达族约60万、加约族约4万以及不满2万的尼亚斯、门都卫、英加诺群岛人以及在加里曼丹约有200万的达雅克族等，还有马鲁克群岛及东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各民族等群岛的民族。由于民族诸多，因此印度尼西亚的语言种类繁多，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系统：第一，南岛语系，通称印度尼西亚语，占总人口之95.8%；第二是巴布亚语，主要以分布在伊里安查亚、哈马黑拉岛北部、阿洛岛、潘塔尔岛、帝汶岛等地的人群为主；第三是外来语，如华语、印度语、阿拉伯语、欧洲语等。主要分布于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半岛以及欧洲等地的人群中。

二 海岛地区的古代佛教

印度尼西亚文献对于古代历史记载较少，后来较为有名的《爪哇史颂》一书是1365年撰写的，且记载的大多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以后的事情。因此，对于印度尼西亚历史的梳理只能从各国古籍记载之中细细爬梳，尤其是中国古籍对于古代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国的记载相对较多一些。在公历纪元前后，印度尼西亚是海上交通的要冲，居民都为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罗门教。

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早在公元初，随着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人员往来，婆罗门教开始在这里传播，并得到很大的发展。公元一二世纪时，婆罗门教传入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及其周边地区，3—4世纪走向兴盛。印度尼西亚历史上几个古老的王国皆奉婆罗门教为国教遗留下来的碑文都使用的是印度梵语，石碑上刻有笈多王朝时期流行的印度教神像，碑文上有国王赐予婆罗门黄金、土地的记载。5世纪上半叶，佛教传入，此后二教并存，相互影响。但是，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在这里的发展都开始本土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1]9世纪，爪哇地区信奉印度教的势力再度兴起。爪哇中部的马打兰王国的一位国王建造了普兰班南神庙群，历时数十年，气势宏伟、工艺精良。13世纪末，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逐渐衰落。[2]
（一）4—6世纪时期南海古国佛教

4世纪以后的南海古国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文化交流日多。这时的南海古国以信仰佛教为主。

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南海古国只有些许记载。公元414年我国晋朝高僧法显去印度求经，从斯里兰卡回国时途遇暴风，漂流到西爪哇，就记录了当时宗教信仰的状况。据法显所著《佛国记》所载，当时广州和爪哇间的航路已经畅通无阻了，435年西爪哇王曾通聘于中国。这表明古代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关系是密切的，尤其是海上商贸往来之路是通畅的。

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记载了这一地区的很多小国与我国修书交往的情况，其间多涉及宗教信仰。

丹丹国：《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丹丹国传》：丹丹国[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东北岸的吉兰丹，或以为在其西岸的天定（Dindings），或以为在今新加坡附近]奉表曰：“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朝望国执，慈悯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服。化邻诸天，非可言喻。不任庆善，若暂奉见尊足。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3]从“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该国信仰的是佛教。

婆利国（现在的文莱加里曼丹岛，也被译作“婆罗洲岛”，现在分别属于马来西亚、文莱及印度尼西亚）：对于婆利国的记载，在我国文献中最早见于《梁书》，梁代天监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王信重三宝，兴立塔寺，校饰庄严，周遍国土。四衢平坦，清净无秽。台殿罗列，状若天宫，壮丽微妙，世无与等。圣主出时，四兵具足，羽仪导从，布满左右。……学徒皆至，三乘竞集，敷说正法，云布雨润……大梁扬都圣王无等，临覆上国，有大慈悲，子育万民。平等忍辱，怨亲无二。加以周穷，无所藏积。靡不照烛，如日之明；无不受乐，犹如净月。宰辅贤良，群臣贞信，尽忠奉上，心无异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国主，今敬稽首礼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献金席等，表此丹诚。”[4]
诃陵国：我国史籍记载：“诃陵，亦曰社婆、曰阇婆，在南海中……咸通中，遣使献女乐。”[5]在古代南海诸国中，诃陵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早期爪哇古称诃陵或阇婆。它是在4世纪末由印度羯陵伽王子率领两万印度移民建立的国家，因此奉行的是印度文化，以婆罗门教信仰为主。412年，法显由斯里兰卡回国经过耶婆提（爪哇的另一译名）国，从海路交通路线来看，这里是中国与斯里兰卡、南海之间的交通要道，“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说明当时这里受婆罗门教的影响较大，佛教的影响甚微。但不久，罽宾高僧求那跋摩经师子国来阇婆，国王母子先后皈依佛教。跋摩曾为王献策退敌，为咒治病，“于是一国皆从受戒”，对周围邻国影响颇大，这表明在求那跋摩的影响下，该国全部改信佛教。南朝宋元嘉元年（424），宋文帝曾拟遣使邀跋摩前来弘教。《宋书》记，元嘉十二年（435）阇婆婆达国（即阇婆国），时其王名婆达（《僧传》译作婆多加），王师遣主使佛大阳婆、副使葛抵来宋通好，其国书有云“敬礼一切种智安隐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法轮，度脱众生”等语，说明当时的王朝是相当笃信佛教的。求那跋摩来宋，于京都开讲《法华》《土地》，翻译《菩萨善戒》等，可以推想他在阇婆弘扬的范围。唐贞观十四年（640），诃陵使节到达长安，受到友好接待。在唐代宗、唐宪宗、唐文宗、唐爵宗各朝，诃陵均曾遣使通好。唐懿宗咸通年间，即公元860—874年，诃陵献女乐，说明两国文化交流频繁。至上元（674—676）年间，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道不举遗”，成为抗拒大食的威慑力量。其后开始信仰佛教。在我国大历、元和到咸通（767—874）的百余年中，诃陵屡与唐朝通好，献物中有“僧祇僮”“僧祇女”，亦通称“僧祇奴”。他们是寺院中善歌舞的奴隶。此前，唐麟德年间（664—665），益州会宁律师至诃陵洲停住3年，与诃陵多闻僧若那跋陀罗（智贤）于《阿笈摩经》内译出如来涅槃焚身之。此外，明朗、道琳、昙润、法朗等唐僧，也都到过这里。

诃罗单国：阇婆洲上还存在一个被称为“诃罗单国”的国家，曾经在我国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和梁天监、普通（502—526）年间多次修书，与中国王朝通信表示友好，在文书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佛教信仰的倾向。这说明当时的诃罗单国也存在佛教信仰。其故地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据《宋书》所载，该国在刘宋元嘉七年至元嘉二十九年（430—452）曾4次遣使中国。从其国贡使所奉的表文中有“如来”“舍利”“正觉”“须弥山”等语。大致可以判断当时的诃罗单国也是一个佛教王国。[6]
总之，上述资料表明5世纪以后佛教在南海诸古国中广为流传，但间杂以婆罗门教信仰。

（二）室利佛逝时期佛教（7—13世纪）

室利佛逝，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领域。7世纪末由于东南亚半岛扶南的解体，使苏门答腊地区的室利佛逝王国（巨港）得以迅速扩张，这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既是海上交通霸权的掌控，同时也是宗教文化交流的风向标。

室利佛逝约在7世纪后期兴起于苏门答腊的巨港，都城名佛逝（今巨港地区），后来不断扩张领土，形成一个海岛帝国[7]。自695年至742年，它一直同中国唐朝有政治、经济联系，但此后突然中断。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地区，室利佛逝王朝的影响最大，具有鲜明的佛教信仰倾向，尤其是密宗信仰使其成为7世纪以后佛教影响超过印度本土佛教的国度。

这一时期爪哇地区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密教色彩。671年，义净在乘波斯船前往印度途中，曾经在室利佛逝停留6个月，学习佛教的声明，而后由国王送往末罗游，转羯荼（苏门答腊岛西北端），再乘船舶向印度进发。及至685年他离开印度再次来到这里，末罗游已被室利佛逝吞并。685—693年，他在佛逝居留6年，从事翻译和撰著。义净认为去印度、斯里兰卡取经的僧人最好先在这里学习一二年再行，因为佛逝可以提供学习语言和西方知识的便利条件。仅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前来佛逝的僧人就有与义净同行的怀业、交州运期、晋州智行、高昌彼岸、智岸，以及新罗两僧人等。其中洛阳智弘、荆州无行还受到佛逝国的特殊厚礼，布金华，散金粟，四时供养，后亦乘王舶经末罗游到羯荼，再转舶西行。8世纪初东莱慧日也从佛逝中转到印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密宗三大士”的金刚智在来唐的路上，先在阇婆国停留，佛逝国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甚至举金伞这样的王家礼仪来迎接金刚智。另外，不空和尚也曾经在此停留。开元十九年（731）不空奉敕回乡，与弟子含光、慧銎等乘坐昆仑船舶先去诃陵停留。此外，781年诃陵国僧人辩弘还将本国佛法器具送给长安青龙寺惠果阿阇黎，求授胎藏毗卢遮那佛。这些都反映出当地密教传授已有相当的规模，甚至影响巨大。

8世纪以来，室利佛逝王朝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格局。“按照传统的马来世界观，世界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二元世界组成，一个是由高山峡谷所主导的陆地，一个是无边无涯的海洋。山的高昂和海的深邃两者都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既能给予慷慨的馈赠又能带来无情的毁灭。同样是火山，既能提供肥沃的土壤，有时又会将存在于其周围的村庄夷为平地。海洋也一样，既是慷慨的馈赠者和主要的交通通道，但海洋风暴也能夺去人的生命和摧毁人们赖以为生的谋生工具。江河水流的源泉和祖先灵魂的住所两者均在山坡之巅；因而山峰最高处被认为是圣地和赐予人们福祉的仁慈力量的源泉。室利佛逝的国王利用了这种信仰，采用了‘山岳之王’的称号。他也是海岛之王，能与海水之魂对话。‘海水之魂’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力量，需要加以抚慰，其力量则由国王吸纳。”[8]这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虽然是以大乘佛教为主，但也混杂着婆罗门教和当地土著宗教的因素。

后来室利佛逝曾经有一段时间与中国失去联系，直到964年才又同中国恢复通好。从此，我国史书将其改称为三佛齐。根据史籍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佃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9]三佛齐王从10世纪起二百余年，不断派使者到中国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

8世纪下半叶，在爪哇中部出现了一个信奉佛教的夏连特拉王朝，它骤然接替了信奉湿婆教的统治者，恢复了“山王”（夏连特拉）这个帝王称号，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伟大的佛教建筑物，而且似乎对南海行使着某种盟主权，其势力一直延伸到柬埔寨。同一时期，来自巽他群岛的一系列海上袭击，从北到南影响了印度支那半岛的沿海各地。这个混乱时期是继唐朝皇帝们的统治建立之后而出现的，并且与信奉佛教的夏连特拉王朝鼎盛时期同时，它也是在印度的巴拉王朝和孟加拉那烂陀大学的影响下大乘佛教在外印度传播的时期。[10]
9世纪时由于信奉佛教的夏连特拉王朝的势力在爪哇逐渐衰落。802年柬埔寨地区王国兴起，虽然它曾经受夏连特拉王朝的统治，但后来逐渐摆脱了其宗主权管制，建立了吴哥王权，并且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海上军队，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活动。这极大地威胁了夏连特拉王朝的统治权威。在以后4个世纪中，随着夏连特拉王朝的衰落，湿婆教在中爪哇复兴，而受夏连特拉王朝推崇的大乘佛教信仰也受到影响而失去优势。湿婆教信仰来自东爪哇，其从传入东爪哇后就一直成为那一带贵族们的信仰。而夏连特拉王朝在9世纪中叶则统治着曾是其蕃属的室利佛逝，然后在那里建立了在以后好几个世纪的活动中心。

在中爪哇还曾经建立过珊阇耶朝（即马打兰国）王朝，其早期信奉婆罗门教，而后也间有信奉佛教的国王。夏连特拉王朝则相信佛教，日惹东部的卡拉桑神庙，就是夏连特拉王朝为其“增添光荣的人”建造的。8世纪下半期，这个王朝完全控制了中爪哇。珊阇耶王朝国王为多罗女神建造壮丽的庙宇和僧院，并保证世代给予土地、村落等供养，以求其护佑。这显然是受到了密宗的影响。后来因国力下降，珊阇耶王国被迫迁往爪哇东部。

爪哇岛上的大乘佛教建筑，研究者认为事实上是密教教义的图解，也是曼荼罗的进一步演变，同样存在于中国汉藏两系密教的建筑物上。最早建于蒙梯兰的纳汶陵庙，由5座神龛组成，每座神龛各有五尊神像，代表密教宗奉的大日如来、阿[image: ]佛、宝生佛、不空、弥陀等五佛和法界理性、妙观察、大圆镜、平等性、成就所作等五智。9世纪初建造的曼杜陵庙，中间的释迦牟尼像象征最终真实，右侧观自在象征最终真实生出的大慈悲力，金刚手则象征密教特有的理论与实践。[11]
8—9世纪，在中爪哇建立的夏莲特拉王朝诸王，都信奉大乘佛教与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建立了很多寺院，如世界驰名的婆罗浮屠大寺，是一个以小丘为基建起的窣堵波（佛塔），规模异常宏大，高达十层，代表十法界，石砌回廊刻有精美的浮雕，庄严雄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观。婆罗浮屠与柬埔寨的吴哥窟同样闻名于世，始建于夏连特拉最强盛的800年前后。这一浮屠的构造，既象征佛教大乘的某种理论，又具有祖先崇拜的含义。据说它的全名应是“步弥三巴罗步陀罗”，意谓“菩萨修行十地山”，代表菩萨修行的次第，它的第一级用土覆盖起来，则是为夏连特拉因陀罗王未来成菩萨时占有的。距婆罗浮屠不远的曼杜陵庙外面，有9尊菩萨，传说那就是夏连特拉王朝的9位祖先。[12]
夏连特拉王朝统治中爪哇近百年，大乘佛教亦在中爪哇兴盛了近一个世纪。832年，夏连特拉的国王萨摩罗统迦（Samaratunga）去世，他的儿子年纪太小，未能继承王位，他的女儿嫁给珊耶家族，夏连特拉王朝后继无人，走向衰败，失去了在中爪哇的霸权。夏连特拉王朝信奉的大乘佛教随之衰败，婆罗浮屠作为大乘佛教最杰出的象征地位也逐渐下降，根据爪哇发现的一块碑铭记载，萨摩罗统迦的女儿成为珊耶王朝的王后以后，曾捐献出很多稻田来维持婆罗浮屠的开支，但她不能改变她的丈夫以婆罗门教为整个国家宗教信仰的主张。在国王的支持下，婆罗门教再度兴盛。婆罗浮屠的衰败已是大势所趋。1006年火山喷发，使婆罗浮屠被埋于火山尘埃下达数百年之久。[13]
约10世纪末随着中国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宋朝与世界各国的海上贸易的往来频繁，使得中国重视南海地区的航线安全，并参与解决位于苏门答腊地区的夏连特拉王朝和东爪哇地区建立的马打兰王国的统治者们之间的权力争端。

11世纪在马来群岛，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继续扮演着海上强国的角色，至于在爪哇，羯陵伽所建立的国家的继承者——谏义里王国则继续相当稳定。在马来群岛，由于室利佛逝开始表现出衰老和分裂的征兆，末罗游（今占碑）已准备继承室利佛逝（今巨港）的遗产。在爪哇，1222年新柯沙里王国接替了谏义里王国，它的崛起标志着印度文化在印度尼西亚固有的土著民族文化中渐渐衰败。[14]
（三）满者伯夷王国

1292年爪哇人建立了满者伯夷王国，对苏门答腊地区的室利佛逝王国形成压力，加上泰国素可泰王朝的泰族势力在马来半岛的扩张，导致了室利佛逝王朝这个古老帝国的瓦解。伊斯兰教徒涌进印度本土，以及14世纪下半叶蒙古王朝的衰落，为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和满者伯夷的势力范围之间重新建立联系提供了便利。1520年前后伊斯兰教在爪哇占统治地位，印度教仅存于马来半岛的巴厘岛地区。而自15世纪初以来就掌握了苏门答腊诸王国商业权力的马六甲于1511年落入欧洲人之手。

从1293年至1500年，满者伯夷王国曾统治现今马来半岛、婆罗门洲和巴厘岛等地。满者伯夷国的创立者是爪哇信诃沙里国王克塔纳伽拉（Kertanagara）的女婿克塔拉亚萨（Kertarajasa）。1290年信诃沙里国王克塔纳伽拉将三佛齐逐出爪哇。但不久克塔纳伽拉被叛军贾亚卡特望（Jayakatwang）所杀。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忽必烈命史弼、亦黑迷失、高兴率领一千艘战舰组成的海军，从福建泉州渡海，登陆爪哇，和克塔拉亚萨联合攻打贾亚卡特望，灭信诃沙里国。满者伯夷国王克塔拉亚萨随后反戈，打退元军，统一爪哇。元史称满者伯夷为“麻偌巴歇”，是爪哇国的国都。明代称为“满者伯夷”，仍是爪哇国的国都，国王的王宫所在地。14世纪中叶，明洪武三年（1370）满者伯夷国王昔里八达拉遣使奉献金叶表。洪武十四年（1381）上金叶表朝贡。14世纪末叶，明洪武三十年（1397），满者伯夷国海军攻占旧港灭三佛齐。15世纪初，明永乐二年（1404）满者伯夷王维克拉马法哈纳（Vikramavardhana）遣使朝贡，明成祖遣使赐镀金银印。宣德二年（1427）满者伯夷王维克拉马法哈纳死，女苏希达继位。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定三年一贡，以后朝贡无常。15世纪末，满者伯夷国被东爪哇灭。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对政治产生全面的影响。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跟他们信奉的宗教和宗教的嬗变是密切相关的。而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大规模传播，并形成了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化。其曾经辉煌一时的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相继离开，到巴厘岛居住。

三 近现代印度尼西亚佛教的发展

近现代以来汉传佛教的传播是以华人华侨为主要群体。在其信仰体系中，观音信仰与妈祖信仰、关帝信仰构成海外华侨华人的三大信仰。其中观音信仰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佛教早期信仰的重点。

东南亚华人在其移居地兴建的各种庙宇就体现了其传统的宗教信仰。例如，印度尼西亚首府雅加达的华人社区，自17世纪中叶以来先后兴建了观音亭（1650）、完劫寺（1760）、安恤大伯公庙（1792）和玄天上帝庙（1780）等四大神庙。其中，观音亭又名金德院，正座崇祀佛祖像，右为关帝圣君，左为天后圣母，并祀众神像香火。完劫寺建于牛郎沙里华人塚地内，主祀观音菩萨，为清明节祭奠亡魂的场所。安恤大伯公庙祀奉福德正神（土地公）。玄天上帝庙供奉玄天上帝（又称北极大帝、真武大帝），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四大神庙是雅加达华人宗教信仰与节庆活动的主要场所，其典型的中式建筑风格成为华人文化传统的象征。[15]
1886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北棉兰辖属浮罗把烟清音禅寺碑记》写道：张榕轩于“公元一八八六，首倡建造庙宇，供奉慈航大士，同佛取名，故曰观音宫”，“是以都邑市镇，山陬僻处，遍建庙宇，供奉三世尊佛、观音大士，而百姓之家，虔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故国人分播海外，足迹所经，必倡建庙，祀佛以沐宏庥”。“盖欲使疑者卜，病者祷，商旅安，货物聚也。”1952年，沙门会心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棉兰购得地皮一块，建造崇圣宫。“崇圣宫祀奉观音菩萨，关帝、城隍为护法。”印度尼西亚巨港水月宫（又称观音庙）曾蒙赐印度尼西亚文名称Vihari Chandra Nadi。[16]这些都是早期华人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佛教活动时，以观音信仰为主要内容的见证。

（一）当代印度尼西亚佛教的发展

目前虽然印度尼西亚以伊斯兰教为主，但当代印度尼西亚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兴。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呈现出多元的国际特色，而不是单一佛教派别的复兴。其中有来自中国的汉传佛教、东南亚渊源的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此外还有巴厘人信仰的与湿婆教融合在一起的新的佛教派别。汉传佛教的信仰者是以华人为主，南传佛教以及其他佛教宗派是以印度尼西亚原有的少数民族族群为主。

1.汉传佛教的传播

当代汉传佛教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排华运动。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苏哈托上台，针对华人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苏哈托“新秩序”体制下，华社被怀疑与中国保有联系。如华人想要成为“真正的印尼人”，必须放弃原有的文化身份认同，转为认同土生土长的印尼身份，但印尼身份认同的概念并未明确界定。最后，土生土长的印尼身份认同就等同于“非华人”。为了将华人“本土化”，苏哈托政府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规定华侨华人改名换姓；禁止华侨华人公开举行中国宗教和传统习俗的节日活动。华人信仰最多的是佛教，还有1965年被印度尼西亚官方认可的六大宗教之一的孔教都与华侨华人紧密相关，但在1978年孔教被取消合法性地位，其庙宇被要求归入佛寺场所。此外，苏哈托政府规定不得使用中文，禁止中文教育，大乘佛教的传播受到影响，阅读中文佛经的人减少。但英文佛经仍然广为流通，英语成为佛教徒的主要语言。

20世纪70年代印尼政府放宽对华人的禁令。1971年台湾名僧释东初应印尼佛教会的邀请首次对印尼进行访问，他在雅加达等地受到广大华人佛教徒的热烈欢迎，参观了数十所佛寺。此时佛教有了更大的发展。

为了适应尊奉唯一主神的信仰，印尼佛教教义被要求进行重大调整。鉴于佛教没有唯一主神概念，一些印尼佛教领袖决定重新对佛教进行解读。最著名的是郑满安（Bhikkhu Ashin Jinarakkhita），建立了印尼最大的佛教徒组织。郑满安（通称阿信）实际上是已被印尼本土化的佛教信徒。他坚信爪哇语佛经里的大佛概念。他提出所有人都应信奉万能的大佛。那些反对他的人提出，“万能”（Adi）这个词佛经里不存在，是他本人在翻译的印尼版本里杜撰的。但是郑满安的宣讲还是得到了部分印尼佛教徒的支持，包括日后成为宗教事务部重要领导人物的一些印尼本土人。与郑满安意见不同的信徒最终摆脱了印尼“大佛”概念而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这导致了印尼佛教总会和佛教分裂。1979年印尼佛教总会建立，共包括3个僧伽（Sangha）、7个佛教理事会（Majelis）。但印尼佛教总会教义多元，代表不同的斗争团体的利益，因此总会内部矛盾重重。起初郑满安集团占统治地位，他的教义甚至被佛教事务部采纳。但随后该集团被边缘化，反郑满安的集团力量赢得了绝对优势。苏哈托执政末期，对五大官方宗教——伊斯兰教、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实行了放松管制的政策。华人开始积极重建和恢复中国的庙宇。20世纪 90年代初，两大现代佛教寺庙——法海寺（Dharmasagara）和大丛山西禅寺（Vihara Mahavira Graha Pusat）在雅加达建成。与印尼传统的佛教寺庙不同，这两大佛教寺庙是现代的建筑风格和设施，寺庙也以商业化模式运作。例如，他们将捐赠的礼物义卖来筹集资金。虽以台湾的佛寺为范本，但大部分僧侣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使得掌管两大寺庙的组织充满了活力。法海寺和大丛山西禅寺的运作方式不同，法海寺以中文佛经做礼拜，而大丛山西禅寺则以梵语和中文佛经为主。印尼最新建的佛寺是位于廖内（Batam）的弥勒摩诃精舍佛寺（Maha Vihara Duta Maitreya Temple），中文名字是众所周知的天恩弥勒佛院（Providence Maitreya Missionary Monastery），被认为是东南亚最大的弥勒佛寺庙。该佛寺不仅供信徒朝拜，也成为学佛法之人的慈善收容所。[17]
近年来汉传佛教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例如，1994年我国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印尼分会在印尼成立，逐渐发展为印尼最大的宗教慈善组织。该组织坐落于雅加达北区海滨的静思堂，是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在全球最大的静思堂。整个慈济园区占地约10公顷，主要由印尼当地华人捐资兴建。在亚齐海啸、日惹地震的赈灾救援和灾后重建以及雅加达红溪河环境综合治理等慈善项目中做出重要贡献，受到印尼总统苏西洛的表彰，促进了印尼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2.上座部佛教的传播

20世纪50年代是上座部佛教在印尼得到有效发展的时期。早在1934年，斯里兰卡科伦坡的跋耆罗罗摩寺的那罗多长老就曾经到印度尼西亚传播南传上座部佛教，后来在1958年他又重新访问爪哇，为塞梅兰的佛教中心奠基活动开光。

3.印度尼西亚本土化的佛教派别的传播

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徒成立了“印度尼西亚佛教优婆塞班第达协会”（简称Muabi），又称“印度尼西亚最高佛教协会”（近来这一名称已经被废止——笔者注），简称“佛乘”。在这个协会的佛教徒看来，古代的爪哇佛教传统可以与现代的上座部佛教传统相互结合。他们甚至还提出要借用古代爪哇和巴厘佛教密乘中的“太始佛”概念，这一主张在土著爪哇人、巴厘人、哈隆人、沙萨克人中间较为流行。他们把这看作印度教与佛教密教混合的传统信仰。

（二）佛教团体的建立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佛教组织相继成立，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尼佛教徒协会”，这是上座部佛教徒的团体，受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专门开展南传佛教活动。20世纪70年代，由居士组成了摩诃三摩耶，其为咨询机构。苏拉济准将领导的印尼佛教会有会员数万人，分布于各地几十个分会。苏曼得利上校领导的印尼佛教居士会有会员近两万人。全国境内还有由16个佛教基金会创办的数十所佛教学校，在校生达10余万人，近年来还成立了佛教青年团。

1952年2月印尼佛教徒成立三达磨会，此为印尼第一个佛教组织。很快在日惹成立第一个佛教居士林。1955年日惹建成三宝寺，缅甸内政部部长宇盛赠给印尼佛教徒五颗佛舍利放在寺院供养。1956年，佛教徒在婆罗浮屠举行庆祝佛陀涅槃2500周年的活动。1957年2月三宝珑成立印尼佛学社。翌年，斯里兰卡那罗陀法师再次抵达印度尼西亚，带来两颗佛舍利赠佛教徒供养。1958年底，印尼佛教菩提总会在沃吐岗的佛陀迦耶寺召开第一届大会，全国17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尔后各大城市均设立分会。

1967年分散在印尼各地的佛教组织联合成立印尼佛教徒联盟，佛教界的活动有统一的趋势。1973年佛教徒成立“印尼菩提达磨”组织。两年后该组织召开了首次会议，有38个分部的代表与会。代表们在会上提出要把佛教从印度教中分离出来，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同年在雅加达等地陆续有4座佛寺开光或修建。1978年菩提达磨会加入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新兴起的印尼佛教引起了世界佛教界的注意，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执委会曾经有意将第14届世佛联大会放在印尼召开，但最终未能如愿。经过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印尼佛教界逐渐得到了政府的赞许，1983年政府同意佛诞节为国家节日，苏哈托总统亲自关心的婆罗浮屠修复工程也于这时全部完成。婆罗浮屠是世界著名的亚洲佛教建筑之一。婆罗浮屠于1814年被人们重新发现，1969年印尼政府决定修复，1973年动土，历时10年方完成。修复工作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主德国、比利时、北爱尔兰、美国和日本等国专家的帮助。整个工程耗资1800万美元。1987年在雅加达召开了首届妇女佛教徒会议，有45个分部260名正式代表和18省的500名非正式代表与会，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佛陀信仰，印尼妇女佛教徒将按照戒律为振兴宪法和祖国的民族建设而奋斗。”同年，印尼还成立了达磨杰卡佛学院，招收全国各地佛教徒学僧数十人，为将来把三藏译成印尼语而培养专门人才。佛教在印尼继续发展。[18]
此外，一些上座部佛教寺院也相继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等地建立。1953年，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佛教徒已经开始以婆罗浮屠为中心开展佛事活动。而很多寺院的僧侣也开始积极到斯里兰卡、缅甸等地去求法。例如，1954年印尼的耆那罗吉多长老去缅甸学习上座部佛教，并且在那里受戒。他回国后，积极推广缅甸的上座部佛教。

在僧伽管理方面，印尼佛教徒联合会是全国性佛教组织，印尼大僧伽是最高领导机构，室陀毗罗·阿辛·耆纳罗希多是最高僧正。由婆罗浮屠、詹迪门杜寺、詹迪帕旺寺等地组成的中爪哇佛教古迹群常常成为佛教徒们的活动中心，因此也就逐渐成为印尼在当代的佛教活动中心。

第二节 马来西亚佛教

就马来西亚佛教发展历程而言，可以说马来西亚佛教文化是历史层累积淀而成，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主导地位的佛教文化沉淀下来，成为该时期马来西亚佛教的核心文化。笔者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马来西亚佛教可以分为四个主要文化积淀层：古代印度文化积淀层、室利佛逝国时期文化积淀层、近代移民佛教积淀层和当代佛教文化积淀层。正是由于历史上层层累加，马来西亚佛教才会出现既多元又和睦的国际性佛教格局。因此，忽略其层累性特点，就难以全面了解马来西亚佛教。

一 古代早期王国时期的传播

马来西亚佛教最底层的文化积淀层以古代印度文化为主，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狼牙脩、吉打、吉兰丹、盘盘、丹丹等古国受印度文化浸染尤深，基本都是佛教与印度婆罗门教同时存在，相互影响。南洋群岛诸古国佛教是很发达的。佛教何时传入南洋群岛，已不可确考。近代考古发现，现今马来西亚吉打州武吉梅林有5世纪的佛寺遗址，其中一石上刻有属印度跋罗婆字体的梵文佛偈；霹雳州亦有一块梵文碑铭，除佛偈外，另有为船主佛陀笈多求平安的刻文。这些材料可与中国文献记载相印证。[19]这都是大乘佛教传入马来半岛的证明。

丹丹国[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东北岸的吉兰丹，或以为在其西岸的天定（Dindings），或以为在今新加坡附近]奉表曰：“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朝望国执，慈悯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服。化邻诸天，非可言喻。不任庆善，若暂奉见尊足。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20]其间，“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虽寥寥数语，但已经传达出当时这一国家信仰佛教的信息。

狼牙脩国也是这一时期马来半岛的一个小国，考诸我国的文献，它也信仰佛教。《梁书》卷五十四《诸夷·狼牙脩国传》记载：梁代天监十四年时，狼牙脩遣使阿撤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悯众生，慈心无量。端严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间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诸天善神之所供养，以垂正法宝，梵行众增，庄严都邑。城阁高峻，如乾陁山。楼观罗列，道途平正。人民炽盛，快乐安稳。着种种衣，犹如天服。于一切国，为极尊胜。天王悯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布满世界，百姓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归依。敬礼大吉天子足下，犹如现前，忝承先业，庆嘉无量。今遣使问讯大意。欲自往，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奉薄献，愿大家曲垂领纳。”[21]据考证，槃槃国即狼牙脩，故而在《梁书》中的记载也反映出该国这一时期的佛教信仰。

二 室利佛逝国（公元7—13世纪）影响时期的佛教发展

古代马来半岛的地理位置处于国际经济交通要道，位于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古国之间。地理位置的优势不但使其在经济贸易交往中受益，而且在文化交流方面，与中国、印度保持密切的关系，其中尤其受印度的影响。此间曾流行过佛教，但这里所说的佛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上座部佛教，而是由印度向南传播的佛教，属于小乘的说一切有部、正量部、大乘佛教和密教等，印度教在此地区也有广泛影响。在室利佛逝国统治的漫长时期，大乘佛教和南传佛教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奠定了传统的佛教发展格局。其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勃兴和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入，佛教逐渐衰微。

室利佛逝国在东南亚地区作为大乘佛教中心的地位影响了马来西亚佛教，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积淀层以大乘佛教为主，间以南传佛教[22]；此后泰国素可泰王朝、阿瑜陀耶王朝等泰国、斯里兰卡对马来西亚的影响也反映在文化上，这一时期的佛教积淀层主要以南传佛教为主。

由于伊斯兰教在沿海地区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尤其是马六甲王朝兴起，改以伊斯兰教为自己的国教，并予以有力的保护，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极不平衡，佛教开始与印度教以及当地民间信仰相互混杂，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开始沉淀于民间。但在马来半岛的北部，如吉打、吉兰丹、霹雳北部和玻璃市等几个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毗邻泰国，在历史上曾受泰国统治，因此泰国佛教还有可能对之产生影响。[23]
三 近代马来西亚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前，马来西亚在宗教文化方面受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流行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西方殖民者征服马来西亚后，带着殖民主义色彩的西方基督教文化随之传入，原有的文化和宗教受到冲击，传统的佛教格局发生变化，奠定了现代佛教的基本格局，佛教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各种佛教派别均有流行，但宗教徒比例却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殖民统治者采取对宗教的怀柔政策导致出现明显的“移民佛教”特点，其信徒由不同族群组成，缅甸佛教、泰国佛教、斯里兰卡佛教都有发展。但华人在这一时期却成为一些南传佛教寺院的信徒和施主，华人信徒人数远远超过缅甸佛教徒、泰国佛教徒、斯里兰卡佛教徒，成为南传佛教最主要的信徒群，南传佛教开始逐渐渗入华人宗教的成分[24]。

近代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移民佛教特征，来自缅甸、泰国、斯里兰卡以及中国的移民纷纷坚持自己本国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积淀层进入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时期，汉传佛教、南传佛教间杂以明显的民间信仰内容。18世纪末期，英国开始其在马来半岛的殖民统治。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对当地宗教信仰采取不干涉策略。在这样的空间下，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南传佛教与大乘佛教同时发展。

马来西亚的槟城是汉传佛教发展较为集中之地，其佛教的发展与弘法高僧的传道、建寺以及开展的各项社会活动是分不开的。最初佛教的发展与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生存状态有极大的关联。

17世纪马六甲青云亭的建立、1800年的槟榔屿广福宫的建立，被视为近代以来汉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滥觞。其中建于1673年的马六甲青云亭是最早的华人庙宇，主要供奉观音。另外有观音庙建于1800年，也是最早移居到槟城的华人所建。广福宫建立于1800年，根据王琛发先生考证，可能是英国殖民者占据槟榔屿之后，南来马六甲北部的中国僧侣最早落脚之处，极可能是北马区最早延请僧侣主持的庙宇。他认为：迄今为止，在马来西亚北部尚未有其他证据可以追溯和说明华人佛教僧侣在19世纪初的南来事迹。因此，广福宫的《重建广福宫碑记》记载：“槟榔屿之麓，有广福宫者，闽粤人贩商此地，建祀观音佛祖也，以故，宫名广福。”这块道光四年（1824）立的重建碑，其中的文字传达了两项关系佛教在马来西亚传播的讯息：首先，广福宫原本是由闽粤商人在此谋生，共同奉祀观音菩萨的庙宇。其次，广福宫在这一年的扩建，在庙宇旁边加盖了僧舍，让佛教僧侣长驻，以满足槟榔屿及邻近地域华人的宗教需求：“甲申岁，乃募劝题，各捐所原，运材琢石，不惜资费……载祀列圣之像于中，旁筑舍以住僧而整顿之。”

如果参照这一时代的槟榔屿人口数目，根据Bradell的统计，1818年槟榔屿华人人数是7858，对岸威斯利省的华人人数是325人。1830年，槟榔屿的华人人数是8963，而1833年对岸威斯利省的华人人数是2259。根据这样的一个人口统计表，我们再考虑当时这些南来异地拓荒者的心理及生活需要，我们可以相信，僧侣在人口日益增加的社群生活，已成为“必须”，他们不可能不扮演重要的角色。初期南来的华人，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客居他乡的人们活着需要通过向神明问卜，祈求心安理得，死去的人埋骨异域，更需要僧侣诵经祝福安息。因此在开辟初期，僧侣所扮演的角色异常重要。他们作为宗教人员，可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及事业出路，提供咨询、引导信众。J.D.Vaughan在1851年记录里有两处提到广福宫僧人为槟榔屿华人信仰服务的主要任务：“整个华族社群庆祝的节目，首先是新年，它在阴历十二月三十日开始，至正月十六结束。主要的日子是在年三十日及初一到初五，以及十五和十六，在这些日子里，僧侣们在庙中举行大法会。”迄今为止，由于战前资料散佚，我们也无从找寻到1824年以来住持广福宫的僧侣名字。不过，从广福宫重建碑上提到“重建后进一座告成后，祀列圣之像于中，旁筑僧舍以住僧而整顿之”，我们可以确定有关的僧人，是随着正当槟城人口增加，“列圣之像”也在增加，长住僧舍。不过，从这块碑上的文字，可以发现广福宫的董事们除了按民俗信仰，称呼观音为“佛祖”外，碑上也并没有采用任何的佛教术语；这大致可以反映当时这一区域对佛教的认识水平。观察其历史真相，我们必须认识到，引进僧侣的广福宫为中国佛教南传创造了条件，但它本身并非一间佛庙。虽说1824年已有僧人长住僧舍，以“整顿”庙务，广福宫是以“观音佛祖”为主祀，但是这间庙由一开始便是根据民间信仰的意愿而建立的。因此，从开基迄今，这间庙不论是其布局、崇祀对象或者是信仰仪式，都不曾依据纯粹的佛教寺庙色彩。基于广福宫代表了华人各籍贯帮群的联合，因此宫内奉祀的圣像包括了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对象，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神明；其中也有一些神明可能是来自先天教（斋教）的系统。说明广福宫是一间拥有庞杂的、不同体系神明的庙宇，迄今很难有充分资料证明僧人来自何方，因此亦无从评断早期僧人本身对佛教的认识水平。然而，上述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到广福宫虽然提供了僧人落脚之处，但却不能说以广福宫作长远打算，会极有利僧人说法传教。加上当时民智未开，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又是开拓与私会党争战的时代，僧人在这样环境下是否能做好对外传法和自身修行的任务？这就全看僧侣本人的佛教认识水平与性格修为。1887年发生英殖民地政府因和尚不守清规的传说，插手广福宫事务，便反映这一类事件发展至极端后果。其后，胡泰兴、许武安、邱天德、许森美、谢德顺等二十名由英殖民支持的商绅理事，委任了来自福建鼓山的妙莲长老为新住持，也曾引起不满。一方面旧僧向总督Sir Cecil Clementi Smith投诉，反对被辞退，但申诉被拒；另一方面，也有私会党干涉此事。因此，到了19世纪，这样的事件，不能不催促着南下传法的僧人在条件俱足的时代另作打算，他们一方面继续保持着留在广福宫与群众传法服务的根据，另一方面，则必须另建纯传佛的道场。

1891年，广福宫住持妙莲长老，在亚依淡另寻土地，开辟后来发展成为东南亚佛教圣地的极乐寺，妙莲长老的决定相信即是深切感受之举。不管怎样，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广福宫的确为佛教僧侣的南来传播佛教提供了最早落脚之处，它虽不是纯粹的佛庙而归属于民间信仰体制，但也保持了民间信仰对佛教不排斥，反而尊崇佛教、尊敬僧侣的精神。这一间属于北马华社信仰中心的香火庙为200年来的佛教南传提供了条件，做出了贡献。前殿主祀除了“观音佛祖”，还有南海佛祖、天母佛祖、南天佛祖。后殿则有金莲佛、明光佛等神像，这些都是受到斋教的影响，也是早期马来西亚汉传佛教杂糅儒、道以及民间信仰文化元素的一种表现。[25]
马来西亚弥勒寺位于槟城市中心的雷波·彼特路，为槟城最古老的中国系佛教寺院之一。屋顶为红色，内部有绿色的雕龙和狮子，红绿搭配，色彩鲜艳，来此参拜的人络绎不绝。[26]
1906年开始兴建的槟城极乐寺是马来西亚第一间正规佛教寺院，不少中国高僧陆续应邀前来传道弘法。随后成立的槟城佛学院与槟城菩提学院等佛教团体，使槟城成为近现代马来西亚佛教复兴与发展的中心。

槟榔屿洪福寺的建寺确实年代已无从考据，但根据寺院所保持现有格局尚可略知其建寺初期背景与源流。从现存的舍利塔造型与佛殿四周所建的结界（sima）塔，可以说明洪福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属早期南传佛教传统的寺院。1940年太虚大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赴南洋，慈航为团员之一。洪福寺大护法兼信理人槟榔屿殷商林耀椿先慈母子二人礼请慈航法师驻锡后才有北传法师常住道场。1941年间慈航法师入驻洪福寺，随后应任第一任住持，由本道法师协助寺务任监院。应该说从这时起，洪福寺正式转变为汉传佛教寺院。

从1941年慈航法师开始长住南洋，七年间曾驻锡马来亚槟榔屿，往还于星洲、马六甲、吉隆坡、怡保各地巡回讲经。1944年慈航法师从槟城的菩提学院移锡至星洲的灵峰菩提学院。1948年秋冬之际应台湾中坜圆光寺方丈妙果老和尚的邀请赴台主持台湾佛学院。

慈航法师赴台后，本道法师受慈航法师等器重，推举接任住持。本道法师继任洪福寺住持，约请智通法师襄助寺务，后继有多位星马法师如华智、静山、隆根、松年、性仁、远定、远瑞法师等人都曾经驻锡于洪福寺。本道法师1955年又受雪山法师遗命主持新加坡毗卢寺，以及金马仑三宝万佛寺监院。其弟子远明法师奉本道和尚之命到金马仑三宝万佛寺，协助演本法师及雪山法师料理寺务，在金马仑及槟城两地之间往返。两年后，当三宝寺演本老法师圆寂，本道法师接任住持。在1964年本道法师因重修金马仑三宝万佛寺事务繁忙，无法兼管洪福寺，委远明法师为监院。本道法师圆寂后，远明法师兼任洪福寺与金马仑三宝万佛寺住持，洪福寺由远瑞法师协助管理，远瑞法师过后告假返回中国潮州开元寺常住后不久圆寂。当时文建法师从吉隆坡广福亭移锡槟城宝誉堂，法师于1985年受远明法师委托入驻洪福寺，随后接任住持迄今。远明法师退居金马仑三宝万佛寺。

1940年太虚大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赴南洋，慈航为团员之一。此行的目的原是传达中国对日抗战国策。而且此时正是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访问团所到之处陆陆续续地成立了中缅、中印、中锡等文化协会，以揭发日人在这些国家诬毁中国政府摧毁佛教作为侵略中国的理由。在佛教访问团的行程结束之后，慈航法师并未随太虚大师返国，由于四众弟子的挽留而留在南洋。南洋一带华人很多，而且又都以闽南、广东的移民为主，加上慈航法师曾驻锡缅甸达四年之久，皈依弟子不少，其受欢迎与支持的程度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慈航法师在这期间创设了星洲菩提学院、槟城菩提学院、星洲菩提学校、槟城菩提学校、星洲佛学会、雪州佛学会、怡保佛学会、槟城佛学会等佛教文化教育团体。

1944年慈航法师从槟城的菩提学院移锡至星洲的灵峰菩提学院（1944年成立），并在此闭关阅藏三年。除每日讲课及举办法会活动外，《人间佛教》月刊就是在这时期创办的。

本道和尚是福建浦城人，俗家姓郑，30岁在时建宁之宝莲寺出家，三年后（1930）在宁波之天童寺从圆瑛大师受具足戒，后来南游参礼缅甸仰光大金塔，又远涉天竺瞻仰圣迹，在39岁时方抵槟城住下。59岁时受慈航大师等器重，推举出任洪福寺住持，63岁时（1955）又受雪山法师遗命主持新加坡毗卢寺，以及金马仑三宝寺监院。

远明法师，祖籍潮安，22岁那年（1937）南来，先到新加坡落脚，他清楚记得三月份来，七月份就发生卢沟桥事件。当日军侵略南洋时，他正在槟城一家公司当书记，被日军捉入狱审问八周。牢中他被折磨至双脚肿起来。被释放不久，他始有机缘听闻佛法。当时慈航法师在极乐寺讲经，他一听法喜充满，开始念佛，有一老居士介绍他到洪福寺参加八关斋，因此结识了本道和尚，种下出家因缘，并成为其大弟子。出家后奉本道和尚之命，到金马仑三宝万佛寺，协助演本法师及雪山法师料理寺务，在金马仑及槟城两地之间往返。当本道和尚圆寂后，远明法师接任住持，遂将洪福寺转让给文建法师，自己从此长住金马仑。[27]
此外，会泉大师为槟城创建妙香林寺，开创了马来西亚佛教发展的新格局。会泉大师是一位在闽南与东南亚佛教界具有崇高地位的大德。特别是他在1924年被选为厦门南普陀寺首届方丈后，创办闽南佛学院，培养出一大批佛教僧才，为改变闽南佛教的面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后又赴东南亚传教，为推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创建妙香林寺，为马来西亚佛教开创新局面。

四 当代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

1959年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在槟城极乐寺成立，为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佛教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佛教界针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信佛的情况，开展了“佛教青年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达摩难陀法师、继程法师等的大力推广，南传佛教、北传佛教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在北传佛教寺院开始诵巴利语经书，教授禅修法门等；在南传佛教寺院也开始有了观音像、弥勒像等。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共同走向和谐有序的理性发展方向。此外，马来西亚佛教团体迅猛增加，台湾佛教团也来到马来西亚、推行寺院的特色建设，主张人间佛教，为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又增添了一个重要内容。

当代马来西亚佛教发展迅速，积淀层开始形成，表现出大乘佛教与南传佛教有序融合，相互促进的和谐特征。与过去相比，佛教最大的变化便是从非理性发展阶段进入理性发展阶段，华人宗教信仰由直觉禁忌思维转而向理性思考选择，涌现南传佛教代表人物苏曼迦罗法师，达摩难陀法师、汉传佛教代表性人物竺摩法师、金明法师、演本法师、本道法师、继程法师等，他们对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共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随着世界形势的缓和，各国佛教界之间的联系增加，佛教组织或团体之间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南传、北传佛教界的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尤其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为当代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一）大乘佛教的发展与高僧的弘法

1.镜盦长老与八打灵观音亭

八打灵观音亭是1952年由开山祖师镜盦长老创建，1968年进行扩建，此后法誉日隆，护法者与日增加，原有的简陋平房不敷应用，故在1984年又进行改建。

创建人镜盦长老，原籍福建莆田人，9岁出家，曾赴青海修学6年，20岁时即负重任，出任福建雪峰寺监院。1947年，镜盦长老为雪峰下院法海寺筹款而南来，却因时局变迁留下。后更于1952年，在因缘具足下创建八打灵观音亭。当时八打灵人烟荒芜，镜老独具慧眼，排除众议决定于第四区建立观音亭。他曾于一篇文章中写道：“本亭创建伊始，即抱出家而积极入世原旨，不求处名山而摒绝人间烟火，反择毗于市尘，待辟之郊野天地——为谋接近人群，弘法较易收实效耳。”[28]
只以当时交通不便，物资运输困难，观音亭殿舍仅为一简朴平房。镜公常驻，默默宏法者达十数年之久。因法誉日隆，德名远播，其欣法而往亲近者，纷纷于途，络绎不绝，而一般民众目睹其日趋繁荣，相继移居依附者如归市，前往观音亭听法，礼佛者亦接踵而至，原有之窄小殿舍，已无法容纳纷至沓来之信众，急有改建之必要。镜公虽幼年披剃，不营俗务，然于道场建筑，则独具其才，乃将改建观音亭之形貌及结构，口授测绘庄崇宝居土，凭以为新建蓝图之设计准绳。蓝图一经测绘就确定，即于1966年择吉兴工，其间蒙佛菩萨之加被及四众之共同发心鼎助，乃于1968年顺利完成，宫殿建筑，巍然尊立。旋于同年之7月22日举行大殿落成及佛像开光之大法会。四方高僧，政府显要，外国使节，地方贤士，四众善信，潮涌而至，极一时之盛。法会开始，首由地方政府房屋发展部长故丹斯里许启谟剪彩，故实业家李华生居士启钥，故拿督陈光漠上议员及拿督陈仁庆警监联合揭幕，至于参与佛像开光之诸山长老，则有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白圣法师，越南佛教领袖心珠上座，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优昙法师等共20余人，首由德高望重之本道法师主持开光，竺摩、演培二法师开示，极其庄严隆重，旋即启建吉祥大法会，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四众吉祥如意，历时七日，功德圆满。[29]
在1982年，镜公又以个人之力，创设“镜盦大学生奖学金”制度，奖励高等教育之优秀青年，此为当地所有佛教道场出家大德独力设置奖学金制度之嚆矢，更获朝野之一致拥戴。镜公德誉之隆，如旭日之东升，除任观音亭住持外，并积极参与国际佛教活动，曾任世界华僧大会顾问。镜公除宏扬大法二顺利群生外，且身负国民外交之重任，与东南亚各国佛教道场及各国高僧大德，联系密切，交往频繁，敦睦友谊，促进了解，故颇获各国高僧之支持，如1970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马来西亚举行，镜公负责一切接待事宜，使各国代表，有宾至如归之感，即友谊会主席潘披士迈蒂丝姑女亲王，亦曾闻名而亲莅观音亭瞻仰，镜公之增进国际友谊，颇多贡献。[30]

在镜盦长老的带领下，1971年3月7日成立“八打灵观音亭福利会”，建立社会福利、支援老弱病残为主要宗旨的慈善机构。1973年2月9日，福利会正式批准成为法定慈善机构，易名为“观音亭福利基金”（Kwan Inn Teng Foundation）。“获政府之批准，并豁免捐款基金者之所得税以为优惠。因此善资源源而至，乃能于每年春节及佛诞日，分别前往各慈善机构，普行布施，同时建立各民族贫寒优秀子弟奖学金制度，协助政府，作育英才”，在八打观音亭，除了弘法、讲课外，还举办各种法会、儿童佛学班、捐血运动、宴席、慈悲义工急救行动、普门品共修会、佛曲班、花艺班、慈悲青年聚会、成人中文佛学班、诵经祈福共修会、慈悲素食义卖走廊等，满足信众及社区群众的需要。观音亭福利基金成立后20多年内，由于社会影响好，各方信众积极支持，大雄宝殿重修，讲经堂、藏经楼、图书馆、卧佛殿、药师楼亦相继落成。1991年泰国僧王还赠送了最珍贵之佛陀舍利。

此外，为宣扬佛教的大爱精神，镜盦长老于1992年9月创办了《慈悲》佛学季刊，更在《慈悲》杂志第三期开始发起“慈悲急救基金”，凝聚读者的力量，发挥慈悲救济贫苦的菩萨精神，[31]以文化来推动佛教的发展，以刊物为大家搭建交流的平台，此举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2.融熙法师

1954年，融熙法师受请在新亚书院大学部，讲授“佛教与禅宗”，次年，出版《无相颂讲话》。旋应马来西亚善信的礼请，到吉隆坡弘化，除了经常到各地说法外，并在吉隆坡创立“马来西亚佛学社”。1959年己亥岁7月27日，融熙老法师在吉隆坡示寂，世寿72岁。他往生之前，力劝世人“加紧念佛”“认真守戒”。老法师生前著有《佛教与禅宗》《葛藤集》《无相颂讲话》《百喻经选讲》等书行世。[32]
（二）寺院教育及佛教团体

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实得益于社会各界对于佛教教育的推广，得益于佛教团体的建立及其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是马来西亚佛教界发展的生命线和有力保障。

1959年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在槟城极乐寺成立，为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佛教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广余（1920—），福建惠安人，俗姓郭，别号照有。18岁时在厦门金鸡亭寺出家，22岁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曾就学于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后任金鸡亭寺住持。1950年入马来西亚后，接掌槟城妙香林寺监院之职。随即展开募化工作，大兴土木，扩建寺宇。1963年与热心人士共同创办佛教义学，提供清寒子弟免费求学之机会。其后，又开办会泉幼稚园，以纪念妙香林寺之开山法师会泉。广余法师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慈善主任之职，一秉乐善好施之热诚，不断赞助有关佛教弘法事业。[33]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佛教界针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信佛的情况，开展了“佛教青年运动”，开办各种佛教星期学校，编写和出版大量的佛教知识读物和教材，帮助成立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等团体。1970年后，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开始活跃于社会各界，尤其以华人信徒为主。经常举办大规模的弘法活动，并从台湾邀请高僧大德前往马来西亚弘法，使佛教呈现出朝气蓬勃之风。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达摩难陀法师、继程法师等的大力推广，南传佛教、北传佛教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在北传佛教寺院开始诵巴利语经书，教授禅修法门等；在南传佛教寺院也开始有了观音像、弥勒像等。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共同走向和谐有序的理性发展方向。此外，马来西亚佛教团体增加迅猛，台湾佛教团也来到马来西亚，推行寺院的特色建设，主张人间佛教，为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又增添一个重要内容。

1.竺摩法师与三慧讲堂

1966年4月8日，竺摩法师所创建之三慧讲堂正式开幕，启建吉祥大法会，除本地高僧外，新加坡、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高僧皆莅临诵经祝贺。竺摩法师致开幕词大意有几点：①马星两地虽多寺庙，尚无讲堂，故来试办；②各地信徒渐多，要有较大道场，方堪容受；③信众者众，明理者少，故宣传佛理，极为今日所需要；④本堂拟设研究、宣讲、教育、文化、慈善、习禅、念佛、唱诵、奖学各组，酌情渐推动之。1968年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正式成立，聘竺摩法师与黄心观居士为导师，并选出梁心才、林心怡、钟心玄、王定春、曾天耕、曾心廉、林心昌等二十余人为职员。1972年3月7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师与信众筹款约36万元新建大雄宝殿、地藏殿、太虚大师舍利塔落成，启建大供诸天法会，请香港超尘、松泉、达道及星洲隆根四位法师主持梵唱法事，祈求世界和平，众生安乐。1975年3月17日在太虚大师忌辰之际，“人生佛学中心”在三慧讲堂召开成立大会，宗旨在“远绍佛陀无上正觉之教法，近师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生佛教原理，研究实践以助人类生活之进步，使之正常化；并使佛教之组织化、大众化、科学化、学佛的人可发菩提心由菩萨道直趋佛道为最终鹄的，不须中间经过天乘与二乘的曲折路线”，[34]倡导人生佛学思想。

2.菩提学院

1935年成立。从开山祖芳莲尼师及以后继承主持院务的陈宽宗（后剃度名慧持尼师）、吴宽定（后剃度名继莲尼师）、陈慈华诸大德等，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开山祖芳莲尼师时期。

芳莲尼师系福建厦门人，16岁时从道阶法师祝发，研习经论，胜解二藏。1930年南来马来西亚宣教，深得侨胞崇敬。芳莲师在1935年创立菩提学院，其宗旨主要为：阐扬佛法、收容孤幼、设立佛化教育。初创时，莲师为菩提学院首任住持，掌理院务，及亲自宣讲佛理，又先后请道阶、慈航二位法师莅院开示佛法，信徒日增，声誉日隆，促进了佛教教育在社会上的影响。[35]
第二个时期：陈宽宗任住持时期。

芳莲尼师示寂后，1938年其高足陈宽宗大德（以后剃度为慧持尼师）继任正住持，吴宽定大德为副住持，尚有陈慈华大德为有力的助手。于1940年，开始收容慈幼。又由王弄书居士协助创设义学，邀请毕俊辉、陈少英、吴人俊、吴南英、何惑灯、陈淑勉等义务担任功课。时适中国佛教访缅团的慈航法师返国途中经过槟城，应邀宣讲经论，闻法者有各界人士及教师等，呈现蓬勃气象。

演本法师莅院宣讲佛理，继之慈航法师在学院三年多的时间里，宣讲《楞严经》《法华经》以及因明、唯识、楞伽等佛理，奠定了菩提学院发展的佛教基础。

1945年演本法师倡议迅速复办义学。旋即召开院众会议，推吴人俊、陈少英、陈德行等协助复办；同时并计划筹办菩提小学事宜，先请护法孙荣光侨领向教育局查问注册批准事，知教育局可允许，菩提学院筹措资金，选出董事及聘请校长，以“菩提学院附设菩提学校”名称，向教育局正式注册，由何慈灯接洽租赁仰光园为暂时校舍。

1946年1月12日正式成立菩提小学。时因多贫苦儿童，免费生占三分之一，经费困难，董事长苏承球、总务许平等积极开展募捐活动，筹措经费，而财政谢莲塘谨慎查核捐助学校经费及学院之孤幼教育基金。董事李慈善，先借付购置校具桌椅费用。1947年以后承佛教界诸山大德及各界人士热烈支持菩提学院，解囊相助；后大家深知佛教教育之重要，积极组织槟城佛教徒维护菩提学校委员会，出钱出力，资助学校经费。

1946年12月，王弄书回到槟城任名誉校长兼担任教学工作，积极协助筹建菩提学院。1947年春，胡文虎先生经槟城赴仰光，见王弄书居士及学院之住持为佛教教育之苦干精神，深受感动，乃允许以三十万元独资捐建菩提学院。1948年7月25日，菩提学院举行奠基典礼，即动工建筑；至1949年12月，院众及菩提小学迁入本院新舍，即将右座楼房作为小学校舍，左座楼房为修士及孤幼宿舍，中座大雄宝殿高达七丈，巍峨庄严，为诵经礼佛之所。

1950年4月20日，菩提学院举行落成典礼，胡文虎先生亲临主持，敦请法舫法师为佛坛开光，叶祖意先生剪彩，宾客云集，观礼者达千余人，盛况空前。落成典礼之后，即请法舫法师留院，宣讲菩萨戒及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等，听者多为文化界人士，在社会上推动了佛教教育大发展。

1951年，孕育筹建菩提中学，将原来的职业班转入中学教育体系。1956年4月，本道法师偕王弄书、陈心平居士等，再访星马寺院诸山大德，为菩提中学的扩建购地进行募捐，后来在校董会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成功扩建菩提中学。

学院住持宽宗大德年届六十，并请志昆和尚与竺摩法师合为三师，在山传授比丘尼戒。法师为提倡佛教教育，发展学院之教育事业可谓耗尽心血。[36]
第三个时期：吴宽定与陈慈华任住持时期。

1958年吴宽定大德任正住持，陈慈华大德任副住持。正住持管理内务，副住持料理外务，都能办理得当。此时菩提学院仍继续发展，1962年添建纪念堂（功德堂），1971年增造八关斋佛堂、供斋餐室、宿舍等。至此学院之全部设备，方略臻完善，而住众稍增。现八关斋佛堂作为小学周会集合，兼幼稚园教室；因菩小及幼稚园学生激增，不得不利用此佛堂，作为教育场地。

而菩提中小学董事建委会，热心为学校教育筹划，先添建独立中学教室，1974年又添建菩提小学教室四间，并蒙广福宫信理拨助公款1万元，作为小学牙科室修建及设备用途。

在弘法方面，菩提学院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竺摩法师驻院时期，除在菩提中学授课外，经常讲经及开示法要。其间亦曾请演培、超尘诸法师讲经说法，隆根法师教习唱念。后来竺摩法师另建道场，但是菩提学院仍请他为导师，指导学院的教学和弘法。

菩提学院下设的中小学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讲授佛学外，还各自组织佛学会研究佛理。学院收容的孤幼儿皆入菩提中小学求学，亦参加学校组织之佛学研究班。学院过去有50余人，后来学生们逐渐长大，高中或政府师范毕业后，或当教师，或任其他职业，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37]因此，菩提学院在马来西亚佛教教育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吉打佛学院

吉打佛学院成立至今已有几十年历史，拥有会员1600多名，是个影响力较强的佛教团体，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在吉打佛学院的发展历程中，甘术路巴甲巴打南传佛寺（俗称暹庙）和直落湾尼可罗塔南佛寺都发挥过主要作用。

在成立早期，1952年当时马来西亚的几位大护法，诸如拿督谢敦禄、谢树榕、黄仕元等率先筹组“巴甲巴打暹庙委员会”，继而于1955年始，由于马来西亚即将脱离英殖民地政府宣布独立，吉打州政府推行开明的多元政策，多方鼓励州内成立宗教团体，以便展开活动促进政府与各宗教信徒之间的交流与亲善，与此同时，北马一带，尤其是槟州，一群热心佛教人士积极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当时拿督谢敦禄医生认为机缘已到，于是邀请当地政府部门非华族佛教徒公务员以及一批华族佛教信众，筹组而成立了“吉打佛学院筹委会”，征求会员并着手申请注册等事宜。筹委会成员为主席拿督谢敦禄医生，副主席谢树榕，总务邱继忠，委员傅谭吉、陈敦森、黄仕元、刘来福、黄永德。不久，筹委会有幸向一位锡克人以一万两千元购下尼可罗塔南佛寺地址。1956年6月，吉打佛学院筹委会礼请普禅福前来尼可罗塔南佛寺当住持，当时佛寺场内仅设一所简陋房屋，四周都是荒芜沼泽地。稍后，筹委会再增加三名对佛教极为关心人士赖宋吉文力、普禅尊（乌舌和尚）及普禅庆当委员。以后，普禅福住持有鉴于经常处理出家众之考经文及诵经仪式以及其他佛事之日益增多，当时是以巴甲巴打暹庙为活动中心，因人手不足，故另物色两名僧人前来协助处理一切佛教事务。同年，尼可罗塔南佛寺内之亚答式建筑物经过扩建投入使用，后来吉打佛学院的注册申请已获槟州政府正式批准而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佛教）团体。1957年8月，吉打佛学院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巴甲巴打暹庙举行第一届吉打佛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其间一切佛事活动，由原来以巴甲巴打暹庙为中心的惯例逐渐迁移至以尼可罗塔南佛寺为主。因为，自首届理事会成立之后，领导层诸理事皆各尽其职，积极展开各项软硬体方面的筹建工作，因此不负信众之期望，尼可罗塔南佛寺主要之建筑物终告竣工，其他如僧房、食堂等硬件也相继完成。1959年初，吉打佛学院理事会正式迁入尼可罗塔南佛寺内，将其作为活动中心。

马华公会全国主席兼亚罗士打国会上议员兼任学院主席曾数度呼吁政府将佛教的卫塞节定为全国性公假日，拿督谢曾于1960年间国会会议召开时正式提出，1962年终获政府正式接受卫塞节为全国性公假日。

1965年6月间，尼可罗塔南佛寺之讲经堂宏伟建筑体竣工，1966年吉打苏丹殿下剪彩并参加开幕仪式。1968年2月2日，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莅临主持佛寺大雄宝殿之奠基仪式。

1970年11月，经过当时总务陈可贯的争取，尼可罗塔南佛寺住持普禅福遂应允批准佛学院可在佛寺内（即现在本院址）兴建一座两层建筑物当会所；于1976年10月正式成立了吉打佛学院筹建会所委员会。1978年1月17日，在政府的拨款资助下，各地信徒热心护法，巴甲巴打暹庙及尼可罗塔南佛寺等给予支持协助与合作之下，吉打佛学院新会所终于竣工。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吉打佛学院在1961年首先成立英文组青年团，以Albert Tan为首组织活动；在1964年5月成立华文组青年团，由钟钰铣等为首开展活动。他们除同心协力积极弘法外，还努力开展社会福利方面的活动，同时积极协助尼可罗塔南佛寺等方面之宣教、福利与联谊方面之活动。由于吉打佛学院理事与青年团理事多年来彼此合作无间，任劳任怨，充分发挥了团队精神，尤其配合了青年团团员强韧的毅力，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干劲，大大提升了吉打佛学院的社会声誉。

1982年佛学院主席张吉昌居士受州议会委任为吉打州宗教团体助理婚姻注册官兼婚姻调解委员会主席，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马来西亚佛化婚姻的发展。

1983年10月16日成立施医赠药组，不分种族、信仰地为贫老病穷提供免费诊疗施药服务，并定期访城郊作巡回诊疗服务。

1984年中期成立佛化辅导班及稍后的佛化精进班，同年也成立了“悉达多幼儿园”，园长张雅华女士悉心开展活动，教育幼儿。1985年12月8日，学院荣膺为五年一度“表现最杰出佛教团体奖”（大马佛青总会颁发）；1992年6月荣膺全国四个杰出佛教团体“菩提慈悲奖”之一。

1996年9月15日学院妇女组成吉打佛学院佛曲合唱团，经常参加各类剧团演唱等。此外，佛学院还组织开展其他如捐血运动，慈善布施，举办诵经法会、超度法会、共修班、佛学研究班、法器练习班等。作为一个华裔的宗教团体，吉打佛学院下设的福利基金、施医赠药基金、发展基金、弘法教育基金、爱心慈善基金5个基金会都积极地弘扬佛法，服务社会，推动着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践行着促进世界宗教信徒之和平团结、包容博爱、饶益众生的使命。[38]
4.马来西亚佛学院

马来西亚佛学院是由马来西亚佛教会主办的，设在槟城车水路。1959年马来西亚佛教会成立时，即提倡创办马来西亚佛学院。1969年4月大马佛教会会所成立，通过议决案创办佛学院。1970年3月马来西亚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典礼者众多。开学典礼上，由董事长真果法师、院长竺摩法师报告，佛学院董事代表许平等居士致辞，最后由白圣法师致谢词。9月组成董事会，公推真果法师为董事长，分聘竺摩法师与白圣法师为正副院长，并聘定黄萨文居士为教导主任，陈少英居士为舍监。以信念、精勤、仪态、诚实、语言、服务、乐群、公德、谦虚、整洁、情绪、纪律为教导方针。学院设初级、中级两班，程度相当于初中、高中，共有学生52人。以培植佛教专才为宗旨，语言教学与现代科学学科设置并重，为马来西亚佛教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5.江沙佛学会

江沙佛学会在1982年获得政府的注册批准，1983年初正式成立了“江沙佛学会”。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教，积极推动佛教活动，信众们于1986年成功购买江沙新路占地半亩的土地，兴建起一座正信的佛法道场[39]，使佛教活动得到广泛发展，吸引了更多信众前来学佛，共同推动了佛教之文化事业的发展。

6.太平佛教会

1958年，拿督杜荣和、王振教、王福霖、陈定辉、邱金和及黄和桢6位居士积极推动筹备，并正式注册。原有的太平佛教青年团亦组团附属该会，该团早期是以英语进行活动，并得苏曼迦罗法师、苏悉谛法师及帕拉安法师到来协助弘法和开办佛学班。1960年12月，举办娱乐市筹款购买会所，并得到社会福利彩票部捐助巨额款项协助，买下现有大雄宝殿两层旧洋楼及地皮约两亩，并进行维修。1961年底会员只有103名，后成立互助部帮助会员，会员人数激增。1963年底有897名，至1965年底竟达1200名。1975年王振教居士被推选为会长。他大胆推行改革，主张佛教信仰的纯洁性，拒绝求签卜卦，积极引导信众成为正信的佛教徒。虽然此措施曾引起部分信众的强烈反对，但大家逐渐接受。因此这些非佛教的习俗已不存在于太平佛教会的活动中。1974年开始创办佛教会周日佛学班，设有中英文佛学课程，当时的会长许来成居士、蔡天保居士、蔡长来居士及周明添居士（现为释继程法师）都积极协助学生参加各级的佛学考试如启蒙、初级、中级及高级。[40]为马来西亚佛教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7.慧音社

1971年由庄耿熙、庄耿晃、周东来、李莲娇、马敬贞、庄玉清、罗后富、庄光礼、陈卓升、曾深渊、潘于强、周瑞兰、庄闻音及庄耿康14人发愿创立“慧音社”，并在《成立宣言》中诚恳呼吁：“正信的佛教同道，团结一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同负起佛教的护法、弘法的责任，把佛陀智慧如海之音，弘扬十方，唤醒迷失，指引彷徨，渡尽世人，普及苦难。”目标确立，居士们每星期三集中探讨佛理，学习经赞，礼请大德开示。后来人数急增，其中尤以文教界及青少年居多。1972年的卫塞节，慧音社筹委会第一次派出青少年社友参加全槟城佛教团体庆祝卫塞节的各项佛化比赛，成绩非凡，以充满朝气活力的新姿态正式崭露头角，掀开步上佛教舞台的序幕。1973年2月，社团注册局正式批准慧音社成立。筹委会马上召开大会，选出以庄耿熙为首的第一届执委会，并举行成立大典，广邀诸山长老大德居士及文教界人士参加。此后慧音社积极开展各项活动，逐步依循着教育、文化、慈善的三大目标相继展开。先后成立佛学班、免费补习班、诵经班、青年佛学研修组、华乐团、舞蹈组及合唱团。一时社会反响较好，吸引了更多各阶层人士及青少年加入，其中以创办免费教育班及佛学班，为贫寒子弟提供免费的辅导教育更是开创了义务团体开办免费教育补习班的先河。而华乐团、舞蹈组及合唱团也开始参与华社的许多文化艺术表演或义演，在槟州文化艺术表演舞台上，扮演积极的角色。慧音社在弘扬佛教方面的多元化活动，在当时的槟城佛教界掀起了变革热潮，甚至成为很多社会活动者模仿的范本。

慧音社不断致力于宣扬佛法，提倡健康文娱活动，热心教育，参与社会慈善工作。1985年庄耿熙卸下社长职务，由庄耿康接任领导慧音社，这正值慧音社领导层进入新陈代谢的交递期，许多创社元老先后退居幕后，而许多从小即在慧音社接受培训的新生代，学成回归，献身接班，庄耿康带领着趋向年轻化的领导层，在永久名誉社长林加楣、吴德才及雷月华等人的全力支持下，使慧音社展现更新的活力。

1996年5月19日，慈悲血喜舍团成立，这是槟州第一个每月定期举行捐血运动的民间组织，一经成立，自愿捐血者众多，不断按期提供数量可观的血液给政府医院及私人医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带动了民众参与捐血运动的风气。目前捐血团已拥有8000余名定期捐血的团员，是一个备受重视的庞大捐血组织，每年所捐出的血液占槟州医院血库储量的15%—20%，真正体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

1997年为了协助一般家境贫寒而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的幼儿，慧音社开办的慈幼义学园，收容了将近百名的幼儿，以良好的佛化环境、完善的设备以及富有爱心的良师，帮助他们完成幼儿教育。[41]慧音社的这些慈善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三）国外佛教团体在马来西亚的出现及传播[42]

1.台湾佛光山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佛光山由星云法师率领弟子创建于1967年。开山以来，佛光山在全世界建立了数十个分院以及组织。佛光山注重以教育及服务来弘法，数十年来创立了大学、佛教学院、图书馆、出版社、翻译中心、艺文中心、茶馆，并且也积极推动行动式的义诊。佛光山同时创办了育幼院、老人之家、高级中学、报纸以及电视台。

1980年，佛光山走出台湾，向海外发展。在亚洲，佛光山首先落足马来西亚。星云大师1963年随团到东南亚各国访问，包括到访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以后，星云大师几乎每一年都莅临马来西亚，其行程内容主要包括举办讲座、主持法会、三皈五戒典礼等。1989年，星云大师为南华寺（现称东禅寺，在雪兰莪仁嘉隆）主持动土仪式。从此，马来西亚有了本身的佛光山道场。1992年3月7日，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协会获得政府社团注册局批准成立。4月10日，星云大师亲临吉隆坡为马来西亚佛光协会授证。[43]
佛光山在马来西亚的活动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首肯。在华人重要节日如农历春节时，国家元首会到东禅寺拜访。2012年新春元宵节期间，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2月6日莅临东禅寺，与10万人一起同庆元宵。当时纳吉还宣布拨款改善东禅寺外通道路，以感谢佛光山对旅游发展及宗教文化的努力。2011年12月28日，马来西亚国家社会与家庭发展部（LPPKN）特邀马来西亚佛光山共同探讨青年教育活动内容，希望能借此减少青少年所带来的家庭与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马来西亚佛光山代表蕉赖佛光分会会长周正文及分会理事向官方建议，以力行“三好”，提倡与共同推动“净化人心七戒运动”，内容为戒烟毒、戒色情、戒暴力、戒偷盗、戒赌博、戒酗酒、戒恶口，以杜绝毒品、色情泛滥，敦厚伦理道德，达到全民安乐，建立祥和社会之主旨。希望通过青年活动如领袖培训营、青年学佛营及以七戒运动来净化人心，端正社会风气。官方代表苏莱尼称赞马来西亚佛光山选择东禅寺为主要活动地点，促进各城镇青年前来参加各项有益身心的活动。[44]
2.台湾慈济功德会在马来西亚的活动

1966年，证严法师在台湾花莲县创办的“佛教慈济基金会”，是宗教性质的慈善救济团体。1985年之后，侨居各国的台湾慈济人，将慈济志业推广于台湾之外。截至2015年，慈济组织遍布世界五大洲，在全球44个国家成立超过320个分支会或联络处。

1989年，台湾慈济成员叶慈靖来到马来西亚槟城，积极在当地宣扬慈济功德会的发展理念。1993年8月11日，郭济航赴台湾花莲本会，从证严上人手中传承一尊观世音菩萨圣像。同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马来西亚第一所慈济联络处正式在槟城成立。1988年，台湾人简慈露随夫婿刘济雨到马六甲投资设厂，1991年底加入慈济功德会。1992年8月，简慈露开始在社会上发起慈济慈善活动。1994年初，刘济雨及简慈露被证严上人授证为委员，自此，两人更精进积极于宣扬慈济功德会的慈善理念。他们在中马、南马，乃至东马传播慈济。1995年3月，两人再被证严上人委托负责吉隆坡和马六甲的会务。不久，他们在马六甲建立了静思堂。1997年5月21日，静思堂落成启用，并在1998年6月正式升格为慈济的分会，负责统筹中南马及东马据点的会务推展。目前，全马13个州中建立了超过30个慈济据点[45]，分布于马来西亚各地，积极开展社会慈善活动，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3.净宗学会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1977年，净空法师极力倡导以“净宗学会”“净宗学院”形式，为现代社会提供修学道场以及流通法宝、培养继起人才的佛陀教育机构。目前，已有100多所净宗学会分布于世界各地，它们的成员基本以华人社群为基础。

在黄念祖老居士、净空法师推动下，海外第一个净宗学会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第一届会长为陈大川居士。海外第二个净宗学会在美国圣荷西成立，会长为杨一华居士。在世界各国中，马来西亚的净宗学会最多，据说正式成立的有50多所，尚未登记的有50多所，合起来马来西亚有100多个净宗学会。[46]根据资料显示，1990年初，净宗学会在马来西亚开始创建。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净宗学会很快在马来西亚发展到大约50家组织机构。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净宗学会秉承净空法师“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的理念，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宗教组织，它以清净内敛、注重实修而为当地华人称道。净宗学会的这一特色也与其宗旨有关，该组织的宗旨：本着弘法利生，拯济群萌离苦得乐的大悲心，免费流通净空导师开示的激光视盘及一切净宗法宝；尽可能利用会所的空间办班教学及主办共修活动。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虽然其教育内容包括无尽无边的事理，主要宗趣无外乎教导人与人之关系、人与人自然环境之关系和人与不同维次空间鬼神的关系。净宗学会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也颇有特色，与佛光山、慈济等明显不同。由于净空法师不主张成立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机构来发号施令，只要求各净宗学会之间能够永作法门兄弟，互相协作，密切配合，淡化形式上的做作，注重实质上的修为。因此，各净宗学会之间在人事及财务上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都以完全独立的管理模式运作。

（四）藏传佛教

霹雳怡保是马来西亚藏传佛教的发源地，乌金祖古仁波切是第一位踏足大马的藏传佛教高僧大德。1972年，乌金祖古受邀从尼泊尔来到怡保。之后，第16世噶玛巴大宝法王也访问怡保两次，达日祖古及萨迦天津法王等人亦曾逗留怡保闭关。由此，怡保的藏传佛教活动非常活跃。根据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考察见闻，以及获取到的有关资料来看，格鲁派、噶当派、噶举派等藏传佛教派别在新马地区都有传播。具体而言，格鲁派在新马地区的主要组织有：马来西亚吉隆坡格鲁巴佛学会、槟城格鲁巴佛学会、新加坡格鲁巴佛学中心。噶当派的主要组织有：新加坡噶当巴佛教总会、马来西亚噶当巴佛教总会（吉隆坡）、古来噶当巴佛教会、马六甲噶当巴佛教会、槟城噶当巴佛教会、万里望噶当巴佛教会、怡保噶当巴佛教会、安顺噶当巴佛教会（筹建中）、北马阿帝夏佛教会（槟州大山脚）、吉兰丹噶当巴佛教会等。

此外，还要一些可能属于其他派系的藏传佛教组织，如柔佛居銮噶玛巴佛学中心、雪兰莪八打灵孔玛智慧眼佛学会、槟城金刚乘卡玛迦如佛教会、吉隆坡金刚乘卡玛迦如佛教会、怡保创古藏传禅修中心、槟城竹巴葛举等。近年来，藏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活动较多，参加者众多。

（五）苏曼迦罗法师及其贡献

苏曼迦罗法师被尊为“大马佛教青年之父”。他1903年出身于美国阿拉马州基督教传教士世家，数百年来，这家族一直把长子嫡孙训练为牧师担任圣职。当他13岁时，他宣布决定要做美国第15位佛教徒，家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个知识未开的孩子异想天开，不以为意。后来他毅然出家。1952年他在华盛顿创立一个佛教的外围组织，称为Friends of Buddhism（佛教之友）。两年后他到夏威夷大学成立一个佛学研究会，然后到日本半年，在30个不同的场所讲解佛理，接着他经过香港，到仰光参加世界佛教徒大会，然后到泰国和老挝进修一年多，1957年8月到澳洲，11月受槟城佛学院邀请长驻槟城。

早在1955年1月9日，在苏曼迦罗法师推动下，槟城佛学院院长杨章安居士成立了佛青团，让12—25岁的青年们通过种种活动来学佛，开始时只有团员40名，入会费一角钱。到了年底，团员已有上百名。

苏曼迦罗法师到马来西亚后，来到槟城佛学院，就积极着手组织佛教青年活动。1957年12月29日开始办儿童周日佛学课程，一开课就有学生200多人。他是佛教儿童的教师、向导和朋友。1958年3月，苏曼迦罗法师在槟城佛学院成立青年佛学班，每逢星期五晚上上课。4月他出版了《金光佛刊》（Golden Light）。5月他成立了佛青歌咏队，带领他们到槟城电台广播呈献卫塞节节目。组织队伍参加卫塞节花车游行，并出版《卫塞莲花》（Wesak Lotus Blossom）年刊。周日儿童佛学班成立了5个多月时，来报名的人数已超过400名，当时只以英语上课。6月1日，他为林忠亿居士的女儿Miss.Lim Chool Kean 与Mr.Khoo Cheng Hai在槟城佛学院举行佛化婚礼。苏法师并组织青年定期到医院慰问和帮助病人。8月31日青年们庆祝马来西亚独立一周年，同时庆苏曼迦罗法师56岁诞辰。9月法师着手编写周日佛学班课程，并指导槟城卧佛寺、双溪大年普门殿与太平佛教会成立佛教青年团体。12月组团到吉隆坡弘法及在槟城举行泛马佛青大集会（Pan Malayan Buddhist Youth Convention）。当年星马有12个佛教青年团体参加，通过16条提案，成立马来亚佛青联合会（Malayan Buddhist Youth Federation）以促进佛教青年活动。

1959年1月，苏法师到美国弘法，剃度美国爱鲁帕莱士（Iru Price）出家修禅。苏法师并且在弗列士诺（Fresno）参加佛教青年大集会。他到新加坡，担任巴丝班让（Pasir Panjang）报恩寺的名誉住持。5月他回到马来西亚，剃度了原本在美国好莱坞影城从事电影事业的Harold Brian Gode（哈乐居士），为其取法名苏悉谛（Rer.Susiddhi）。同年9月，苏悉谛法师到日本受具足戒。10月3日，苏曼迦罗法师在槟城佛学院剃度了从美国来的Mr.Dallan Steding居士，为其取法名苏跋陀（Rev.Subhadra）。接着苏曼迦罗法师带这两位新出家人到美国、加拿大、日本、马尼拉、西贡和新马各地弘法并沿途组织佛教青年团和佛学班。岜株巴辖佛教青年团就在当时成立。11月，苏法师和毕俊辉居士合力把《地藏菩萨本愿经》由中文翻译成英文。12月，槟城佛学院佛教青年团举行佛学班开课典礼。1960年1月，苏法师编了一本老少咸宜的佛教故事书（Buddhist Stories For Young & Old）。1月27日，法师与槟城佛学院佛青团庆祝新年，举行通宵诵经。1月31日，儿童佛学班庆祝新年，2月6日，苏法师主持槟城佛学院青年团第一届素食园游会开幕礼，3月12日，率领佛青团到升旗山3天，3月底着手拍摄《今日佛教》（Buddhism Today）影片，以记录槟城佛学院的发展与佛青团的活动。槟城佛学院佛化幼稚园及儿童周日佛学班华文组也同时开课，当年负责华文组的是刘长发居士、王秀英居士和其本人等5人。开始时是两班，三个月以后已增加到5班，在霹雳律67号上课。5月苏悉谛法师领众青年舞50尺长的祥龙，准备在庆祝卫塞节时展出。5月8日槟城佛学院青年团和佛学班参加菩提学校举行的常年庆祝卫塞节佛诞游艺会演出。5月10日，参加卫塞节常年大游行，并推出周日佛学班中英文课本。9月21日，佛学班举行园游会。10月11日，苏法师、杨章安居士和林忠亿居士到太平弘法。12月9日，起一连3天苏法师到马六甲参加第二届泛马佛教青年大集会，当时由马六甲首席部长阿都雅化（Abdul Ghaffar Baba）主持开幕。

1961年1月，槟城佛学院儿童佛学班举行恳亲会，苏法师率领一班人到吉兰丹和丁加奴弘法，2月14日，除夕晚会后有两千人参加午夜绕佛。当年，槟城卧佛寺及金宝路锡兰佛寺佛教团也很活跃。马来西亚大学、师范学院、工艺学院、联邦军事学院等高等学府都有佛学研究会的定时集会。11月29日，瑞典佛教会主席到槟城佛学院来落发，法名Ven Sunyata（孙惹达）。11月30日，槟城佛学院青年团前任主席张荣顺被选为马来西亚大学1960—1961年度最杰出的全能学生，并光荣接受当局所颁发的金章。

1962年槟城佛学院青年团华文组正式成立，第一届正副主席为刘长发、陈翠英居士，正总务为曾维孝、黄宗潘居士，中英文书是林其声和王知金居士、财政张伟琴居士、查账黄伟端居士，弘法主任杨照涛和陈和锦居士，图书负责人曾丽棠、尤文华居士，康乐舞蹈组陈和锦居士，体育组黎荣贵居士，交际组宋亚女居士、张秀卿居士。英国女音乐家Miss Peggy Kennett（帕基根涅女士）荣获马来亚佛教青年联合会主办的卫塞节作曲比赛的首奖。她于1月21日在马六甲释迦院落发，取名Sumitra（苏密特拉），接着到日本修习禅宗，后成为一位禅师，在美国驻锡，人称“慈友禅师”。

3月3日马六甲的陈清贵居士出家，法名Chi Kah，他是首位本地土生华人为北传仪式出家者。5月18日，卫塞节成为全国性的公共假期。槟州的佛青团举办首届佛青艺术品展览，槟城卧佛寺的佛青团表现最佳。时谢瑞仁居士从英国学成回来在槟城佛学院帮助协调佛教青年的工作，他是槟城佛学院佛青团的前任领导人，在英国受师训时大力推动佛教青年组织的工作。8月4日，苏法师率领一班人到江沙向Girl Rangers宣传佛理，反应热烈。后来槟城佛学院儿童佛学班图书馆正式开放。12月16日至18日，第三届全马佛教青年大集会在吉隆坡举行，槟州的曾维孝居士被选为主席。1963年槟城佛学院青年团华文组改选时，杨亚六居士及李慧添居士任弘法主任，其他新任理事为王炳章、陈铭生、曾丽蓉、陈文勤、赵善财、王明才、林来土、林昭谦、周亚来、罗秀松、陈朝永、林添发、钟丽萍和王梅娥。

1963年正当佛教青年运动在马来西亚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2月6日苏曼迦罗法师撒手尘寰。苏曼迦罗法师于1957年11月来到马来西亚到1963年2月圆寂，5年来到处高声疾呼：“佛教徒醒来组织，起来团结，快来学佛，迎头赶上时代。”由于他的亲切慈悲和不懈地努力弘扬佛法，使整个佛教界充满青春魄力，兴教护教的热忱，风起云涌，不断地深入社会各阶层，[47]在社会上形成较大的青年学佛运动，他对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功不可没。

（六）南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

在马来西亚佛教分布格局中，由于华人信众数量偏多，故而汉传佛教的传播较为兴盛，但是，除了汉传佛教之外，南传佛教各佛教派别的发展也成为马来西亚佛教国际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寺院的不同建筑特色是区分各佛教派别较为明显的标准，其中尤以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佛教寺院为主要标志。

1.斯里兰卡佛教系的发展

摩哂陀王子寺：是槟城唯一的一座僧伽罗佛教系佛寺。“摩哂陀”传说是古印度阿育王的儿子，曾把佛教传入斯里兰卡，一直受到斯里兰卡僧伽罗族佛教徒的敬仰与怀念。1918年斯里兰卡僧人阿陀陀维·毗摩拉塔纳带领弟子到槟城弘法，并建寺。1926年又从斯里兰卡运来佛像，粗具规模。以后又建造了佛殿和僧舍等，1930年佛诞节期间正式开放。“二战”后，开设了摩哂陀星期巴利学校，1989年新建图书馆、校舍、大厅和祈祷室等。整个寺院建筑朴实、庄重，除寺大门和围墙上雕有法轮饰物标志外，其余地方没有任何装饰，看上去与一般农舍无二，反映了僧伽罗佛教林居派的特点：绝对忠实原始佛教教义，严守戒律，不蓄金银财宝；不居繁华城镇，独居或少数群居于郊外或乡村中[48]。

冼都斯里兰卡佛寺：斯里兰卡佛寺的诞生，与来自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族移民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初大批僧伽罗族人从斯里兰卡来到冼都参加铁道建设工程。由于这些僧伽罗族工人在斯里兰卡时信仰佛教，自然也会将佛教信仰带到马来西亚。但当时的冼都没有佛寺，这批虔诚的佛信徒只能到吉隆坡十五碑的佛寺进行宗教活动。当时的交通工具极为不便，信徒们有的乘牛车、有的骑脚踏车，但大部分人还是徒步而行。因到吉隆坡十五碑佛寺的路途遥远，故而大家非常希望在冼都建立一个佛寺。1921年，一个名叫“Sri Saddharma Wardhana”的佛教团体筹建了冼都斯里兰卡佛寺。第一任主持是斯里尼比丘Ven.P.Siriniwasa Maha Thera，他积极发展斯里兰卡佛寺，并于1947年筹建了第一所斯里兰卡学校，教育僧伽罗子弟。虽然这所学校因斯里尼比丘在1951年返回斯里兰卡而关闭，但寺院在达摩沙拉比丘（Van.G.Dharmeswara）的接任下，继续弘扬佛法，举办各种佛事活动。达摩沙拉比丘在佛教界的贡献深受肯定，1967年他获任为马来西亚最高僧伽长老。达摩沙拉比丘的医术也很高明，他曾在1955年治愈丁加奴苏丹的病而受封赐为Ayurveda Keerthi Sri Maha Raja Vaidya。现任住持沙拉南加拉比丘（Ven.B.Saranankara）出生于斯里兰卡，12岁出家。1984年受邀来马来西亚担任住持。沙拉南加拉比丘很快就融入当地社会，并积极推动寺院的发展，他亲自指导诵经及禅修班，并使中断了的佛学班重新恢复上课，与此同时还成立青年组，积极引导青年佛教徒学习佛法。

在沙拉南加拉比丘的领导下，斯里兰卡佛寺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更发展为教育与福利中心，不分种族与信仰为当地社群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帮助。所提供的福利包括免费诊疗所、免费补习班、免费安老院；并举办捐血运动、医药健康检验、粮食分派及各项扶弱济贫活动，受惠对象远至中国、尼泊尔、印度等地。佛寺曾经一度改名为斯里再严地佛寺（Sri Jayanti Temple），但为了纪念及感恩斯里兰卡客工的创寺及奉献，管理层斯里再严地协会（Sri Jayanti Association）决定保留佛寺原名。为了方便与日渐增的信众，1990年佛寺重建，增添了许多设施，扩大了规模，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增大。[49]
2011年5月，在斯里兰卡佛教界拥有崇高地位、相传在斯里兰卡一座古庙里已经保存了900年的《贝叶经》，首次抵达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斯里兰卡阿弥陀佛学习中心创办人真乐法师率领14名法师在马六甲佛教净修会主持诵读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之《贝叶经》法会，为马六甲祈福，并接受了马六甲净修会供奉的2600件袈裟，以欢庆佛诞2600年活动。真乐法师是修行汉传佛教净土法门的斯里兰卡僧人，其此举进一步推动了斯里兰卡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对话，因此意义重大。

2.泰国佛教系的传播与发展

马来西亚长发寺是泰国佛教系统的寺院，位于校城绿街。1889年建造，俗称“外庙”，与坎达拉姆寺之“内庙”名称相对。1934年泰国王拉玛五世朱拉隆功之子斯维斯迪将寺名定为“发卡寺”。传说一名头戴发卡、性情温柔的妇女常常向寺僧慷慨施舍，故以其装饰和性格而命名此寺。1935年斯维斯迪王子逝世，在此寺院举行了葬礼。佛堂周围竖立了8块石碑，上面刻了佛教的227条戒律。据说，寺内还珍藏有一块佛陀的足印石，一直为佛教徒膜拜，因此该寺也是槟城唯一有佛印的寺院。[50]
菩帕拉姆寺：菩帕拉姆寺为佛教寺院，位于槟城皮特尔路。一般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建造。“菩帕拉姆”为泰语鲜花的意思。但华人却把该寺称为“沙卡禅寺”，是中国“三角稻田”的含义。该寺的创建者是泰国南部僧人室利·科欧·苏万努法师，他曾经担任过猜也芒卡伽兰的住持。寺院建成后，其管理人员却由华人佛教徒担任。菩帕拉姆寺院是典型的南传泰国佛寺风格，主寺空间开阔，四周用柱子支撑，房顶伸出长长的遮雨檐。寺塔亦为几个圆锥体组成，顶部圆尖直耸入云。寺庙周围种满了棕榈树等长青树木，是绿树幽幽的清凉境界和人间净土。[51]
竹巴东暹樾寺：已经有200年历史，是吉打州内最古老的泰国佛教系统的佛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竹巴东暹樾寺是用超过三万个棕色、绿色、深褐色，以及透明的小巧玲珑玻璃瓶子作为主要点缀品，缔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玻璃寺庙特色。[52]这是其建筑风格迥异于其他佛教寺院的最大特色。

马来西亚卧佛寺：泰国式释迦卧佛寺位于槟岛幽静的住宅区，是一座金碧辉煌的佛寺。正堂内的卧佛全长33米，全身用金箔装饰，是世界第三大卧佛，最初由泰国人所建，现在由华人负责守护。除了卧佛外，还有十八罗汉像和其他神像。[53]寺院布局属南传佛教建筑风格。山门外塑有几条中国卧龙，而殿内的墙壁上则绘有中国画，而且在供养人的碑文中也有用汉语拼音写的中国人姓名；而这些很容易看出寺庙受到较深中国文化的影响。寺庙内有一尊长33米的卧佛雕像，据说是仅次于缅甸与泰国的大卧佛，居世界第三。[54]
3.缅甸系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缅甸佛寺坐落于槟城缅甸街，是马来西亚较有影响的一座缅甸佛教系的寺院。缅族佛教徒称为“大众拜佛寺”。据寺内碑文记载：该寺始建于1803年8月1日，但据学者考证，1828年5月才正式登记注册为佛寺。另据寺内收藏的《缅甸寺志》记载，早年参与寺内管理的都是一些缅甸血统的女佛教徒，并一直由缅族僧人驻锡。寺的建筑风格为地地道道的缅寺形式，寺塔一体，上半部是四方锥形塔，下半部为方形建筑，与印度著名的菩提伽耶大塔式样相近。两座边塔紧靠立塔，对称有致。[55]
马来西亚缅甸佛教派别的佛教活动是随马来西亚与缅甸的经贸活动而传入槟城的。缅甸人到槟城发展的历史早已超过了200年，据说，在1800年前，缅甸人乘渔船抵达槟城正北部的直落巴巷，并选择在该区Teluk Awak开辟定居，逐渐形成缅甸人之社区。最初缅甸人在大马开始烟草行业，创办了香烟、雪茄等工业。1906年当时年仅16岁的Sin Yew Kyong从缅甸来到槟城后，创办了烟草厂，逐渐发展起庞大的家族产业。后来由于业务之发展需求，Sin Yew Kyong由缅甸聘请来300多名缅甸妇女，从事包装烟草工作，这样又增加了缅甸人在槟城之人口，缅甸族群随之增加。

位于玻璃池滑之缅甸寺院的土地，1803年是由Nonia Betong以390枚西班牙币向George Layton购买，并开始筹建寺院，将之命名为Nandy Moloh寺院。1805年建成，而缅甸村也在1811年建立。这一寺院在1988年策划扩建及维修，1996年完成。缅甸系统的佛教寺院始终是缅甸人对祖籍国宗教文化的认同中心，也是举办各种佛教活动的聚会之处。因此，槟城缅甸人协会成立后，就积极与寺院的管理层互相配合，共同推动宗教及教育文化活动，使占少数民族之文化也能在多元种族文化的马来西亚发扬光大。

槟城车水路巷缅甸寺建于1803年8月，该庙是全马历史最悠久的南传佛教寺庙，与槟城其他佛寺有很多相似点，但其缅甸寺院的传统建筑风格彰显着缅甸佛教系统的特点。

号称汤米伽玛佛寺的缅甸庙，在1988年及1999年被槟州政府指定为槟州旅游年15个历史古迹旅游区之一。据悉，该庙于1803年8月1日由一名缅甸妇女获得当时威尔士太子岛总督的同意，以西班牙币390元购下。从过去二百年简陋的寺庙演变成今日名闻世界的槟城缅甸寺，这皆有赖于历届缅甸住持及信徒们的努力。为了凸显缅甸系统的传承特色，佛寺的佛像都专程由缅甸船运到马来西亚，佛庙上的木雕也是缅甸的传统工艺，参与工程的工匠也是来自缅甸，在大堂内的一尊二十七尺高的大理石佛像以及其他佛像也是由缅甸运来的，这形成了这一寺庙独特的缅甸特征。当然了，这一寺院并不只供奉缅甸的佛像，它也供奉来自不同国度的佛像。[56]
4.以华人为主要信徒的南传佛教的发展

马来西亚崇圣寺（Siladidhamma Pavarasaya Vihara）是一座华人的南传寺院，位于吡叻州的北部，靠近吉打州边界有一个小镇，名叫高乌（Kroh或 Pengkalan Hulu），山光湖影，民风纯朴。崇圣寺是以华文为媒介，传播南传佛教修行体系的南传佛教寺院。其成立宗旨是推广正信佛教和培育弘法人才，并积极落实弘扬正法与建立修行道场的使命。寺院依山而建，寺址面积约六英亩，围绕在两座小山和两条小溪流间。寺院是由来自大洋洲的法增比丘主持，寺院的园地是由一位名叫智鉴居士（现已出家）供给的。佛法的修习以持戒为主，兼教止观法门如佛随念，安般念或适当的四十业处其中一种给予修学者，观禅以七清净及十六观智为主。佛寺是以汉译巴利文经典与朝暮课诵本的诵习为主。每星期去附近村镇托钵一次，如果粮食不足，才去采购。众比丘、比丘尼每十五日忏悔及诵波罗提木叉，若是沙弥则向比丘僧忏悔过错，严格按照南传佛教僧团的布萨自恣规定修行。因此，在当地的影响较大。

5.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2009年11月26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十五碑锡兰佛寺组织约150名参加该寺“短期出家”活动的小沙弥及南传比丘等到东禅寺参学，感受北传佛教佛法之独特性，受到东禅寺监寺满慧、如富等法师以及社教组职员、东禅佛教学院同学们的热忱接待。沙弥、比丘们在众法师的陪同下参观了大雄宝殿等建筑，对星云法师、马来西亚佛光山的现代化理念以及过去十几年的努力一再表示赞叹，并与东禅佛教学院同学一起体验“过堂”。[57]这一现代禅修形式的交流有助于马来西亚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的对话和了解，更有助于马来西亚佛教的和谐发展。

2014年，针对马来西亚佛教团体出现的问题，为了保持马来西亚佛教发展的发展方向，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马来西亚佛教弘法会、马来西亚锡兰佛教精进会、马来西亚佛教金刚乘总会、马来西亚南传佛教总会、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协会、马来西亚佛光山、法鼓山马来西亚道场、八打灵观音亭及吉隆坡鹤鸣禅寺11个团体联合发表声明，鼓励佛教徒要正信佛教，共同推动佛教的发展。

五 结语

由于马来西亚在历史上受到过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印度教和佛教并举，以后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和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前，马来西亚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时接受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形成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并存的局面。西方殖民者征服后，带着殖民主义色彩的西方基督教文化随之传入，原有的文化和宗教受到冲击，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信仰逐渐成为当地主要宗教。18世纪后，随着各地的经济开发，亚洲其他国家的移民纷纷到此定居谋生，他们带来了本国和本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建立了一些寺院，佛教重新复兴和流传，而且呈现出大乘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并举、各种佛教宗派竞相林立、各国寺塔并存的局面。传统的宗教格局发生变化，奠定了现代宗教的基本格局。在众多的移民佛教徒中，以北传中国大乘佛教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家的上座部佛教。20世纪20年代以后，各国佛教徒之间的积极交流，使藏传佛教、日本佛教以及欧美等国的佛教也陆续传入，丰富了马来西亚现代佛教的内容，从而使马来西亚佛教分布呈现出多元的国际佛教格局。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马来西亚佛教格局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动力及制约机制。正是社会记忆的潜规则驱使马来西亚佛教寻求宗教集体精神，这种追求就成为马来西亚佛教发展的一个动力，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当代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中。[58]
综观马来西亚佛教发展的历史，马来西亚佛教层累性特征非常突出。因此如果借用社会学的理论，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发展动力在于集体记忆问题，即社会是如何记忆的。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马来西亚各个族群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59]中指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的等级。社会记忆的东西会使今天的秩序合法化，这条暗示的规则要求社会秩序的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有共同的记忆，而共同记忆需要靠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笔者认为正是这一社会记忆的潜规则驱使马来西亚佛教在时代的发展中，寻求宗教集体精神来传播和保持佛教。

（一）近代以来马来西亚社会宗教政策和形势使得佛教的发展相对自由，居士佛教的特点使宗教团体联合体的出现成为需要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支柱，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都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在英国进入马来西亚后，佛教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但这一时期移民佛教的特点浓厚，各国佛教徒都以本民族的佛教传统为主。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南传佛教的发展比汉传佛教的发展要好，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徒主要表现出居士佛教的特点，还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在社会上形成大的影响。对于正信佛教的渴求以及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促使很多居士走到一起，以至使宗教联合体的出现成为一种需要。

（二）宗教团体联合体如何参与社会记忆？

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是马来西亚佛教团体参与社会记忆的重要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马来西亚佛教呈现出多元国际性佛教格局，同时各宗教团体、寺院林立，彼此之间虽然有交流，但没有僧众领导的总机构，佛教在社会中的影响还不是非常巨大。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佛教界开始表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檀香基金会等一系列宗教团体的出现为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充分发挥自己团体的联合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使自己的活动融入社会记忆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教育来树立自己社会权威

道德的教化功能是佛教道德伦理的突出功能。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立后，积极参与社会教育，在社会教育中发挥自己的积极影响，其系统的佛教弘法教育得以展开，佛教的形象才逐步明晰，有修为的僧人开始成为精神导师受到景仰。另外，20世纪50年代在苏曼迦罗法师的倡导下，马来西亚佛教界开始佛教青年运动，“周日佛学班与唱诵佛曲的风气也随之展开。除此舞蹈、游戏、节日庆典、青年交流会、佛友亲善访问团等概念也被引进到青年学佛的活动中，使佛法活动迈向多元化。苏曼迦罗法师的努力确实为独立后马来西亚辉煌的佛教发展奠下良好的基础”。[60]大大小小的佛教团体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约有两百个之多，都在各自的会所和寺庙里展开活动。同时各大专学院、中小学校里也纷纷设立佛学会。檀香基金会也在教育方面结合实际开办了檀香佛学院，积极促进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交流，专门为不懂中文的佛弟子开办斯里兰卡佛教与巴利文大学课程；此外还开办幼儿园、周日佛学班、中英文佛学班、视听图书馆、讲座、生活营和训练中心等，从多角度帮助社会进行社会教育。这些团体在传教和教育事业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

2.佛教团体还积极争取自己在社会上的政治待遇，这是营造有利的生存发展机会的契机

1959年在竺摩法师等著名法师的推动下，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在极乐寺举行成立大会，当时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主持剪彩仪式，“全马各州代表300余单位，及政府长员、地方缙绅、各佛教国驻马使节，中西来宾共约2000余人，情况空前热烈，掀开马来亚佛教史新页”。[61]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的成立目的在于团结信徒、宣传教义，但其对于社会的记忆影响却是重大的，它成立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佛教团体的成立，更带有政治性的社会记忆功能——政府是支持佛教的发展事业的。

1962年，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积极争取到“卫塞节”为全国公共假期，它的成功标志着佛教徒与佛教团体在更高的平台上积极维护自己利益，争取佛教的权益，这充分表示信徒们已经从多角色的民族身份认同转换为佛教徒共同的身份认同。

此外，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直接把提升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政府心目中的地位作为总会的目标之一，积极扩大自己的社会空间。

3.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是马来西亚佛教界突出的亮点，也是其让社会成员拥有共同记忆的重要途径。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把自己定位为“公益人”，这是结合佛教思想做出的社会定位。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要求青年人：“作为公益人，要以佛教的‘八正道’的要求做人、做事，服务社会，对不同派系的佛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都要持‘公平、公正、公道’的态度；身处逆境的佛教徒要用佛教的智慧来理解造成不公的原因。在对话中建立共识，在互动中促进各自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作为公益人，应‘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积极弘法，但更重要的是参与慈济事业，如扶贫、医疗等。”[62]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理念定位下，年轻的佛教徒们消除了南传佛教徒、汉传佛教徒和密宗佛教徒之间的隔阂，让各个派别的信徒们都以慈悲之心弘法利生，共同服务于社会。

4.以佛教团体为平台，积极发展佛教理论，探讨佛教的发展

人间佛教的提出已近百年，无论是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还是印顺法师、星云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其核心思想都是要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佛教理念。在现当代佛教复兴运动中，慈善救济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因而也成为当代人间佛教的重要弘法途径之一。人间佛教的思想一直成为当今马来西亚佛教界积极探索和发扬的佛教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前来马来西亚的法师都无法长期定居于此，因此人间佛教思想之停留于播种与无系统的传播阶段，至竺摩法师的到来才有所改变，使得人间佛教获得了系统性发展。”[63]在竺摩法师等人的努力下，人间佛教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发扬。此外，慧海法师建立的人间佛教组织更直接以救急济贫为座右铭，积极发扬慈悲精神，创办了《人间佛教》等刊物，积极落实人间佛教精神，此外，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也积极倡导人间佛教精神，在马来西亚成立了佛光协会，积极弘扬人间佛教，建立人间净土。这些都是马来西亚佛教团体结合现实，从实际出发，对佛教的理论体系的发展进行的积极探索。

因此，可以说寻求宗教集体精神的凝聚力是马来西亚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正是通过佛教团体的联合对社会资源进行了全方位整合，使佛教的社会力量得以实施，从而获得社会成员对之的共同记忆，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马来西亚佛教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化特点，以佛教团体为发展平台，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不断完善自身体系，形成了多元和谐的国际性佛教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抓住契机，积极适应时代发展，这是时代对所有宗教提出的难题，笔者认为马来西亚佛教对当代佛教发展可以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首先，马来西亚多元和谐的国际性佛教格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宗教生态模式的典范；其次，其本身所蕴含的宗教生态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它的开发和发展对构建宗教生态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第三节 新加坡佛教

一 新加坡概况

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由马来文Singapura演变而来，Singa意为“狮子”，pura意为“城市”，因此新加坡又被称为“狮城”。新加坡，古称淡马锡，又作星加坡、星洲。[64]
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南端，在地理位置上，不但是连接亚洲和大洋洲的桥梁，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新加坡南面隔着新加坡海峡与印尼岛屿遥遥相望；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的柔佛州相接，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新加坡由新加坡岛及附近63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东西长约42千米，南北长约23千米。其地势低平，平均海拔高15米，最高海拔163米。按照2013年6月的统计数据，面积有716.1平方千米。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年高温潮湿多雨。年平均气温24℃—32℃，日平均气温26.8℃，年平均降水量2345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84.3%。

新加坡地区在8世纪时期属于室利佛逝王朝统治领域，18—19世纪是马来柔佛王国的一部分。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抵达新加坡，与柔佛苏丹签订协议，柔佛苏丹同意英国人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1824年新加坡领域沦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国在远东的转口贸易商埠和在东南亚的主要军事基地。1942年新加坡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了其对新加坡地区的殖民统治，次年将其划为直属殖民地。1959年新加坡实现自治，成为自治邦，英国继续保留国防、外交、修改宪法、宣布紧急状态等权力。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沙巴、沙[image: ]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现已与18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主要外交思路是立足东盟，致力于维护东盟的团结与合作，推动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面向亚洲，注重发展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重要国家的关系；奉行“大国平衡”原则，主张在亚太建立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格局；突出经济外交，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倡议成立亚欧会议、东亚—拉美论坛等跨洲合作机制。因此，就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宗教发展是积极与世界各国宗教界交流，其治国理念和政策使之兼容并蓄地发展，逐渐形成现有宗教格局。

新加坡人口与人才署发布的人口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总人口539.92万，其中居民384.48万（包括331.35万公民和53.12万永久居民），非本地居民155.44万。总人口增长率1.6%，人口密度7540人/平方千米，性别比例为男968比女1000，平均预期寿命82.3岁，其中男79.9岁，女84.5岁。公民平均年龄40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11.7%。居民中，华族占74.2％，马来族占13.3%，印度族占9.1%，其他种族占3.4%。应该说，在新加坡，华族的人数是最多的，是东南亚华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国家，其文化传统显示出其与中国的密切联系。

新加坡是以马来语为国语，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英语为行政用语。新加坡是一个民族文化多元融合的国度，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来自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乃至欧洲和美洲等国的移民多种族移居的国家。就宗教分布格局而言，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等，呈现出多元多样性的特征。2012年数据显示，佛教信徒占人口的33.3%，伊斯兰教占14.7%，基督教占18.3%，道教占10.9%，印度教占5.1%，其他宗教占0.7%，无宗教信仰者占17%。

在新加坡的教育理念方面，政府重视文化的多元发展，注意保留各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鼓励民族文化的一体化和谐发展。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强调双语和道德教育，鼓励创新和独立思考能力并重。为避免种族冲突发生，政府特意把每年的7月21日定为“种族和谐日”，鼓励新加坡国民不分种族、语言和文化差异，能够团结一致，为新加坡做出贡献。在“种族和谐日”这一天，新加坡各校都会有许多活动，让学生明白种族和谐的重要性，许多学生都穿着自己的民族传统服装上学，体现出新加坡多元的种族社会文化特色。

二 早期佛教的传入

有关新加坡古代佛教发展之情形，由于历史文献阙如，难以详细考证，但是佛教之传入新加坡地区，并非始自近代，而是早在1世纪就已经开始。盖新加坡属于马来半岛之范围，从1世纪至7世纪，这一区域出现诸多小邦国，仅仅在中国古代的历代史籍中记载的诸如羯荼国、盘盘国、赤土国、狼牙脩国、佛罗安国、单马令国、彭亨国、吉兰丹国和丁家奴国等国家就多达10个以上。由于文献记载较为简略，未对各个国家当年之宗教状况有一详细描述。但是从当时的汉文文献看，在新加坡地区早已有佛教传播。[65]这一时期传播的佛教以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地区流传的佛教为主。

就佛教而言，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受到印尼和马来西亚地区佛教的影响，整个新加坡地区的佛教主流在7—13世纪以室利佛逝王朝时期的佛教为主，后来又受到满者伯夷时期佛教的影响。

在东南亚诸国中，近代新加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华人相对较为集中的地方，其中大部分华人最初是从中国南方迁徙过去，逐渐居住下来的。因此北传大乘佛教系的中国佛教在此流传甚广，成为新加坡佛教的主体部分。此外，南传上座部佛教在此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 近代新加坡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近代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组成的移民国家，因此，其佛教格局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就其近代佛教的发展而言，有来自中国的汉传佛教，也有来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的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以中国华人华侨为主要信众群体，南传佛教以来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移民为主要信仰群体。虽然新加坡华人数量居多，在近代新加坡佛教分布格局中占主要地位，但是，南传佛教也有自己的发展，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佛寺。另外，1903年来自爱尔兰的僧人达摩卢迦在新加坡创立了新加坡第一个佛教组织“新加坡传教会”，这标志着新加坡佛教多元文化的开始。

（一）汉传佛教高僧对新加坡佛教发展的推动作用

19世纪到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的宗教体系除了民间信仰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佛教。但这一时期的佛教表现出与儒家思想、道教、民间信仰等杂糅的特点。

早在19世纪中叶，广东、福建一带的华人移民到新加坡参加开垦和经商活动，就把儒释道以及民间信仰等带到了新加坡，故19世纪以后的新加坡佛教以汉传佛教为主，与中国广东、福建等地的汉传佛教甚有渊源。据记载，1820年前后就建立了一批早期的庙宇，由于这主要与祖先信仰等相关，故而被看作民间信仰在新加坡建立的华人文化象征。1898年由中国前来弘法的贤慧、会辉和转道等诸师在新加坡建造了第一座寺院——莲山双林寺，这标志着汉传佛教在新加坡正式扎根立足。双林寺是新加坡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也是最大的丛林。

近代新加坡汉传佛教的著名僧人大多来自中国，早期常驻新加坡弘法的高僧有慈航法师，其次有达明、广洽、宏船、本道、广净、常凯、印实、转岸、广周、隆根、贤慧、普亮、高参、会泉、瑞等、转道、转逢、雪山、转解等长老，他们可说是新加坡汉传佛教第一代开山祖师，居士则有李俊臣、毕俊辉等人。正是在这一代开山祖师和居士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开始在新加坡立足和发展。因此可以说他们对近代新加坡佛教都有奠基性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的：

1.修建佛寺

汉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是与僧团的建立、寺院场所的建立以及高僧的指导说法是分不开的。来新加坡传法的高僧很多，寺院是僧团居住修行的重要场所，也是佛教法脉传承延续的神圣空间。对此，新加坡佛教徒非常重视佛教寺院场所的建设。新加坡境内寺庙林立，其中属于北传佛教的寺院有200多所，其中主要以华人信仰的汉传佛教寺院偏多。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立尚处于草创之际，还有待于后世的进一步发展，但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之开创之功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寺院中，最早修建的是双林寺、龙山寺等。1898年，来自福建、广东等中国大陆的贤慧法师、会辉法师和转道法师等人在新加坡得到信众的支持，建造了汉传佛教的第一座寺院——莲山双林寺，这意味着汉传佛教在新加坡正式扎根立足。

龙山寺也是相对建立较早的寺院，以观音信仰为主，其创建者是转武法师。他是从福建到新加坡传教的高僧，曾经在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喜参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后，后应请至晋江安海龙山寺为住持。1913年，转武带着龙山寺供奉的观世音菩萨之香火南渡新加坡弘扬佛法，兼行医，“日间行医治病救人，尤其是擅长治疗眼科疾病有特效。他大发慈悲心，遇贫苦患者概予施诊赠药，经其治愈病人甚多，每年略得些酬金，克勤克俭，经过几年后，积蓄钵资数千元，遂于1917年在新加坡东部的黎士哥斯律购得一地皮，转武即于其地先因陋就简，架茅屋数椽，中间放置莲花宝座，供奉观音大士圣像，作为修持道场及行医诊所”[66]，后创建龙山精舍。至1923年，因年纪老迈，乃退位让其门人瑞等法师接任住持。转武法师圆寂后，被尊奉为龙山寺开山祖师。

2.延请汉传佛教高僧来新加坡弘法或驻锡建寺，传播佛法

近现代汉传佛教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得益于来自中国的高僧大德。其传播的法门以禅宗和净土宗为主。其间涌现出一大批对新加坡佛教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高僧大德。

汉传佛教高僧圆瑛法师1922年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成为最早弘扬佛法的一批僧人之一。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精通天台宗、贤首宗、禅宗、净土宗四宗，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1926年，回到中国的圆瑛大师和太虚大师又相继赴新加坡弘法，受戒听讲者达数千人，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新加坡社会的正信影响力。

会泉法师是一位在闽南与东南亚佛教界具有崇高地位的大德。1924年他被选为厦门南普陀寺首届方丈后，创办闽南佛学院，培养出一大批佛教僧才，为改变闽南佛教的面貌，做出极大的贡献。后来，会泉法师又赴东南亚传教，为推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创建妙香林寺，为马来西亚、新加坡汉传佛教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宏船法师是会泉大师的上座弟子，他先在厦门万石莲寺协助其师创办佛学研究社，在闽南佛教界崭露头角，后随其师赴南洋弘法，在新加坡光明山振兴普觉禅寺，为新加坡的佛教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圆瑛法师应转道法师的邀请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的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圆瑛法师在佛法教理方面是禅净双修，主张各宗平等，性相通融，在东南亚华人中有较大的影响。他在东南亚各国的弘法，有力地推动了汉传佛教的传播。

转道法师（1872—1943）是福建省南安县人，他对于新加坡佛教的发展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清同治十一年（1872），转道出生于南安桐林乡农家，父母均信仰佛教，他从小也跟着拜佛。1890年在漳州南山寺礼善修禅师为师，剃度出家，法名转道，时年19岁。第二年10月，到南山崇福寺受具戒于佛学和尚。圆具后仍回南山寺，随侍剃度师善修和尚。越年，善修禅师示寂，转道为师料理身后事，一切如礼。继而往南安杨梅山雪峰寺，听佛化和尚讲经，听到“见见非见，见非之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颇有省悟。1906年转道法师应云南鸡足山虚云和尚之邀，赴北京请佛教大藏经，并协助虚云大和尚将清廷钦赐鸡足山迎祥寺的《龙藏》，护运到云南后，转道法师又回厦门，驻锡南普陀寺。1913年，南普陀寺设立僧伽学院，转道为筹募经费而赴南洋。他到新加坡时，其时到南洋的僧侣极为罕见，因此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由于信众们对佛教需求强烈，积极捐款购了一块面积三亩多的土地，盖建为普陀寺。在普陀寺建造期间，他被福建同乡请到天福宫任住持，他因此就在新加坡停留下来，弘传佛法。到了1920年前后，又在新加坡光明山建了一座普觉寺。当时的光明山十分荒凉，初建的普觉寺也十分简陋，数十年后，普觉寺成为东南亚最大的佛教道场。普觉寺落成后，转道请圆瑛法师到新加坡，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这也开新加坡汉传佛教弘法传道的先河。

1929年，缅甸召开“世界佛教会”，转道以新加坡代表身份参加。转道法师在新加坡，与佛教护法李俊承、邱菽园、庄笃明等居士，发起组织佛教居士林、中华佛教会，推动佛教的弘传，并连任两届中华佛教会会长，同时还兼任中华佛教总会监察委员。晚年，每以当地土生华侨不解中国文化，不能读中文经典为虑，乃与陈景碌居士等人推动土生华侨研读华文，希望使中华文化能在海外滋长。转道在光明山兴建的普觉寺，在当时是南洋的十方道场，寺内设有云水堂，供国内南游僧侣挂单静修，给予国内僧侣南游者不少方便。1943年10月21日转道在新加坡普陀寺示寂。世寿七十有二，僧腊五十三夏。[67]
道阶法师对佛教在新加坡的传播也做出了较大贡献。道阶法师（1866—1932）俗名许常践，别号八不头陀，湖南衡山县人，19岁时依衡阳智胜寺真际和尚出家，后来在耒阳报恩寺受具足戒。道阶法师曾闭关岐山仁端寺3年，专志参禅。他生性颖悟，又精进不懈，因此，佛学造诣深厚，于天台、华严、法相、禅宗、净土、律宗诸宗教教义、理论，靡所不通。又从南岳祝圣寺默庵和尚学教，阅览大藏经。其后讲经于西禅、天童等寺，并先后住持西禅、清凉、海会、祝圣等寺。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游新、马、缅、印等地。返国后，住持法源寺，任中华佛教总会机关部部长。1925年初赴日本，被推举为东亚佛教大会副会长。1929年缅甸召开“世界佛教会”，道阶代表中华佛教会出席参加。他在会中结识了新加坡的代表转道法师。转道与道阶投缘，约道阶到新加坡参观。道阶后来由新加坡赴印度朝礼圣迹，受摩诃菩提学会之邀，到鹿野苑参加该会所建的寺塔落成典礼。道阶法师在鹿野苑中，发现了我国唐代僧侣所建的寺院，寺已颓废，仅有遗址，于是发愿重建。他回到新加坡后，得到新加坡佛教大护法李俊承居士的支持，发愿重建印度鹿野苑中华寺，后来道阶的弟子德玉法师完成了中华寺的重建。1932年春道阶游槟榔屿、怡保、吉隆坡等地，经常在普陀寺弘扬佛法。其间在怡保三宝洞说法时，受到三宝洞开山住持清心老和尚的礼遇，1934年在三宝洞示寂，世寿六十五，僧腊四十七。后来其舍利被送到北京法源寺供养。[68]道阶法师在中国时，曾倡导修《新续高僧传》，采录自北宋迄清宣统年间之硕德耆宿之作，凡66卷、4集、50余万言，为我国近代佛教史之重要史料。道阶在新加坡传法时，其社会影响力较高，大大提升了佛教在新加坡社会的传播力度。

融熙法师在新加坡佛教近现代发展历程中，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僧人。融熙法师（1888—1959）俗家姓汤，单名瑛，字雪筠，又号九指头陀。是以文士身份从事教育事业及服官从政，而后信仰佛教，进一步落发出家。他本来没有宗教信仰，对佛教也毫无认识，不仅如此，还以新青年的革命思想，认为佛教的仪式，是一种落伍迷信的行为。他曾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对佛教提出了五种疑问。[69]1937年后的八年抗战期间，他服务于粤北，有机会亲近禅门宗匠虚云老和尚，他皈依于老和尚座下，老和尚赐他法名宽筠。他在所著的《葛藤集自序》一文中，自述他亲近老和尚的经过：“幸许入室，与闻奥义；廿年积蕴，一扫而空。”1949年，以国内战事蔓延到广州，雪筠避乱香港，某日为一素不相识的疯汉棒击其头部，昏厥间恍见观世音菩萨救之，醒来竟毫发未损。他以此决心出家，遂诣荃湾竹林禅院，依融秋法师座下剃度，号融熙。翌年，依大屿山灵隐寺灵溪法师受具足戒，是年融熙年已63岁。1954年，在新亚书院讲课不久后，他决意下南洋，先赴新加坡，任大觉寺住持。是年，他就代表新加坡佛教友谊分会，出席在缅甸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佛教友谊会。[70]在新加坡，他在居士林讲“净土要义”，讲授“佛教与禅宗”，出版《无相颂讲话》。他主张净土宗并不是仅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他说，要用“戒、定、慧”三无漏学去对治“贪、嗔、痴”三毒，作福修慧。[71]融熙法师的思想和主张影响了新加坡很多信众，推动了佛教在新加坡的传播。

到20世纪40年代末，从中国大陆前来新加坡的僧侣增多，随着移民人数不断增加，逐渐形成闽派和粤派两大系，分别属于净土宗和禅宗两大宗门。

20世纪50年代期间，新加坡的佛教主要受到台湾佛教界的影响，两地的僧侣往来密切，很多新加坡的僧侣都在台湾的佛寺出家或担任过住持。当地僧尼有数百人。曾在当地弘法之华籍知名僧尼，除圆瑛大师、太虚大师外，尚有转道、转岸、转逢、达明、道阶、本道、慈航、法舫、广洽、宏船、慧僧、演本、演培、续明、广义、常凯、智华、妙灯、松年、志航、印实等。而皈依的信徒在十万以上。信众之中，未剃发而过出家生活之女性颇多。应该说到20世纪50年代，从中国南来新加坡的高僧们积极兴建了大量的寺院，举行各种法会，积极进行讲经说法等活动，无论从理论、规模，还是在仪轨方面，使新加坡汉传佛教在寺院建设、传法规模以及佛教仪轨方面都开始具备新加坡特色的佛教体系。

3.建立佛教团体

在高僧们的影响下，新加坡汉传佛教居士们逐渐建立了“新加坡佛教会”“中华佛教会”和“青年佛教会”等组织，作为平时居士们活动的平台。这些佛教团体的建立有效地整合了当时散居各地的信众力量，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二）南传佛教的发展

在新加坡的南传佛教有斯里兰卡系统、缅甸佛教系统和泰国佛教系统等，其传播的特点与汉传佛教一样，是以移民到新加坡的信徒为主。因此，在这些信徒居住的区域内，也分别建有佛寺。[72]斯里兰卡佛教徒在新加坡建立了“新加坡僧伽罗佛教协会”，其成员大多为在家居士，但由斯里兰卡僧人主持。泰国佛教徒、缅甸佛教徒等建有自己的寺院，有法师进行弘法，组织每一年的佛事活动。

四 当代新加坡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目前佛教在新加坡有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两大系统，出现了泰国式佛寺、斯里兰卡式佛寺、缅甸式佛寺以及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等各国佛教建筑风并存的局面，现有200多座佛教寺院、10个左右居士团体、400多位僧人。1988年12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佛教总会举行的传戒大会上指出：“每次大选过后，进入国会的议员和部长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是比较积极的基督徒，或比较正统的伊斯兰教徒，信仰佛教或传统宗教的国会议员则越来越少。”又说：“佛教团体已经开始努力，使佛教更适合现代的新加坡，他们把佛教的教义和选信分别开来，佛法课、佛教讲座及会议都以英语进行。大学和工艺学院都纷纷成立了佛教学会，这些佛教学会也向各校学生说教。此外，也有人编写佛教歌曲，以吉他和打击乐器伴奏，并以英语唱出。换句话说，佛教正在改变一贯作风，讲求实效，以便保住信徒。”他还认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佛教之间有不同的地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别信仰宾主和上帝，印度教认为通往真理之路不止一条，而佛教教人通过不断努力，实践八正道就可以成佛。从这个角度看来印度教和佛教是比较宽容的宗教。”最后他希望：“在我国占大多数的佛教徒和传统信仰者能够给其他宗教树立一个好榜样，把宗教和政治分开，各宗教信仰之间的相互容忍，对多种族、多宗教的新加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73]这既是对新加坡佛教发展的肯定，同时又是对新加坡佛教的要求。

（一）汉传佛教高僧的推动与发展

当代新加坡汉传佛教的发展是离不开高僧的弘法和无私奉献、为社会服务精神的。在弘法过程中，涌现了一批高僧，他们对新加坡的佛教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加坡的高僧辈出，如宏船、广洽、优昙、演培、常凯、隆根等法师，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他们组织各种活动，讲学，创办文殊中学、佛学书局、施诊所等，有力地推动了新加坡佛教的发展。

1.宏船法师

宏船法师（1907—1990）[74]担任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住持。原籍福建晋江，后赴南洋，开办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历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等职。法师一生致力于弘法、慈善、教育事业之推动。15岁时，依泉州承天寺住持会泉法师剃度出家，法名宏船。后赴莆田广化寺，依本如老和尚受具足戒。

1924年，厦门南普陀寺住持转逢和尚，将子孙庙的南普陀寺改为选贤制的十方丛林，选会泉法师为首任住持。宏船法师也随着会公到了南普陀寺，在会公身边为侍者。晨夕亲炙，会公亦为之口传心授，受益良多。

1927年，会泉任满告退，太虚大师继任住持，宏船因之亦有亲近太虚大师的机会。

1932年，会泉法师常住厦门虎溪岩，改虎溪岩为净土道场，翌年，就万石莲寺开设佛学研究社，宏船法师升任监院，纲维寺务。1937年南普陀寺受战争影响，殿堂被毁，僧众四散。宏船法师随着会泉长老南渡星洲。先后游化仰光、印度尼西亚、槟城各地。1940年，宏船法师随会泉长老回到新加坡，驻锡普陀寺，与创建光明山普觉寺的转道和尚在普觉寺共建大悲法会，祈祷世界和平。转道和尚传法于宏船法师。后来宏船法师随会泉法师到槟榔屿广福宫讲经。1942年，槟城林炳照、林炳坤兄弟发心为会公建妙香林寺，寺甫落成而会公示寂，宏船法师继任妙香林寺住持，并由新加坡请得广余法师出任监院，二人合力于妙香林寺的增建工程。

1946年，新加坡普济寺住持转岸和尚，以光明山普觉寺信托人的身份，聘请宏船法师出任普觉寺住持。普觉寺是转道和尚所创建，1943年，转道老和尚于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示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光复，转岸老和尚也由避难的峇淡岛回到新加坡，考虑到宏船法师是转道和尚的法嗣，自然由他出任普觉寺住持为宜。同时新加坡的居士林，中华佛教会等团体也联名力请，宏船法师乃由槟城抵达新加坡，住持普觉寺。宏船法师初到普觉寺时，与转岸老和尚共议，开发建设光明山，先后扩建寺宇，兴建大悲殿、钟鼓楼、甘露戒堂、藏经楼、方丈禅楼、客座禅楼等。在建设期间，宏船法师广宣法化，普结善缘，发起大悲法会，为民祈福。同时每年在普陀寺、居士林等处，开坛讲经，先后讲《金刚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阿弥陀经》《心经》《地藏经》《大乘起信论》等，并在信众间组织诵经会，以培育教化信众学习佛法。

宏船法师由于德高望重，故新加坡佛教界的事务都要请法师主持。1949年，新加坡佛教大护法李俊承居士，发起组织“新加坡佛教总会”，1950年注册成立，选举执监委员，自委员中选出正副主席及常务委员。选举结果：李俊承居士当选为主席，宏船法师当选副主席，常务委员有广洽、达明两位法师以及张淑源、毕俊辉、陈光别、庄丕唐诸居士。佛总委员及主席每两年改选一次，以后多届之主席、副主席，均由李俊承与宏船法师连任。1964年，李俊承居士以年事已高，坚辞主席，不再连任，宏船法师在众望所归的情形下继任主席。

依照佛总新会章，主席每年改选一次，宏船法师有生之年，均连选连任。宏船法师接任后，推动会务，不遗余力，如改建由佛总所办的菩提学校为五层大楼，为佛总购置位于巴登律的新会所，每年卫塞节时，联络新加坡各民族的佛教徒，共同联合扩大庆祝。同时于每年卫塞节时，筹募慈善基金，分发给各慈善团体。

在那几年内，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访问团、菲律宾佛教访问团，以及台湾的续明、道安、印海、真华、常觉、圣印等诸法师到新加坡访问，宏船法师领导佛总同人欢迎接待，并安排到各寺院社团访问及参观风景名胜，妥尽地主之谊。特别是1969年3月，礼请台湾的印顺导师到新加坡弘法，听众达千余人，极一时之盛。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即使是同为佛教，也有南传与北传之分，同为僧侣，有中国籍、锡兰籍、越南籍、泰国籍、柬埔寨籍。以语言不同，习俗各异，彼此联络之际，不免有所困难。以此，宏船法师乃与法乐法师，邀请各民族诸山长老举行座谈，筹备成立“僧伽联合会”，即席推举筹备委员，负责草拟章程，向政府申请注册等手续。1966年，僧伽会在光明山普觉寺召开成立大会，宏船法师当选为僧伽会主席，阿葛汉玛法师及本道法师当选副主席，理事由不同国籍的僧侣担任。

宏船法师一生都在弘法利生。宏船法师年逾六旬，僧腊近五十年，在新加坡声望日隆，僧众尊之为长老。他除了担任佛教总会、僧伽联合会两会主席外，还兼任新加坡佛教施诊所主席、济世之家主席、文殊中学董事长、菩提学校董事长、弥陀学校创办人以及其他许多佛教中的荣誉职务。佛教中诸团体每有困难，宏船法师从不袖手，皆出面号召为之解决。1980年，中国大陆开放，宏船法师屡应中国佛协之邀请，率领弟子赴大陆朝礼四大名山及名刹圣地。并回到家乡泉州参礼祖庭，捐款重修了泉州承天寺，厦门万石岩、虎溪岩以及开元寺、雪峰寺、漳州南山寺等处。以上这些地方，都是早年会泉大师弘化之地，宏船法师一一予以修复，可谓光前裕后，法门增光。

1985年，宏船法师计划在光明山兴建万佛塔，泰国副僧王率团莅临，主持奠基大典，随后即动工兴建。1986年，宏船法师八十诞辰，四众弟子为他祝寿，门下广净、广纯、印实、广余等，并于农历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泉州开元寺举行三天诵经法会为老人祝寿。1987年，泰国国王普密蓬御赐宏船法师“华僧大尊长”的尊号，并授予爵扇，这是泰王授予外国高僧的最高称号。宏船法师80岁以后，逐步辞去兼职，在普觉寺静修。他在新加坡积财巨万，自己却简居斗室，自奉俭朴，全拿来修建梵宇，举办社会救济事业。为新加坡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演培法师

演培法师（1917—1996）是当代著名的佛教学者，数十年来弘化各地，席不暇暖。有《谛观全集》巨著行世。《谛观全集》全书四十余册，八百万言，包括大、小乘各宗派理论，是不可多得的佛学巨著。演老深入经藏，对经、律、论三藏莫不通达，誉之为三藏法师亦无不当。每有传戒法会，多被聘为得戒和尚，次数极多，不及细述。一生著述等身，已结集的《谛观全集》三十四册、《谛观续集》十二册，洋洋八百万言。[75]
演培法师，俗家姓李，江苏扬州邵伯镇人，1935年到宁波，进入观宗寺的学戒堂，接受基础的佛学教育，1939年打听到太虚法师在重庆办汉藏教理院，教师阵容坚强，十分向往。于是在1939年初，演师与闽院同学妙钦、达居、文慧、白慧等五人，取道越南，由河口转乘滇越铁路到了昆明。时太虚大师驻锡昆明翠湖的省佛教会，他们礼谒大师，大师为他们写信致汉院代院长法尊法师。五人于6月由昆明乘汽车抵达重庆，1939年进入北碚的汉藏教理院。太虚大师认为他们的基础不错，自由选课，可以多学点东西，这样在汉院依法尊法师学《菩提道次第广论》，依法舫法师学《俱舍论》，依印顺法师学《摄大乘论》。后来，演培法师多次在各地佛学院任教，他还担任过越南妙法精舍住持，实际上只是挂名，未真正主持工作。此外美国的观音寺、菲律宾的信愿寺、华藏寺等，都曾请演师任住持，他都一一辞谢。1957年演培法师应泰国京城龙华佛教社理事长马子良居士礼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安塔三周年纪念，同时为信众讲经。以此因缘，他和东南亚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抵达曼谷，受到龙华佛教社、中华佛学研究社、光华佛教会、莲华佛教社等社团的热烈欢迎。他在曼谷弘法月余，于龙华佛教学社的大悲讲堂等处，讲经说法30场，由陈慕禅居士译为潮州话，因泰国桥胞多是广东潮州人。其后，演培法师多次到新加坡等地弘法，深受新加坡信众和佛教界高僧的欢迎。1981年，在宏船长老及常凯法师的协助下，新加坡政府批准了演培法师的公民身份。与此同时，演培法师在榜鹅地购得土地，请建筑师绘图申请建筑，政府批准于1982年春动工兴建，命名福慧讲堂。福慧讲堂是纪念印顺导师在台湾创建的福严精舍和慧日讲堂而命名的。福慧讲堂有可容纳千人的大讲堂，后院建有可容纳120位老人的慈恩林安老院。此外，还有慈恩林托儿中心，在1986年3月16日举行开幕大典时，由新加坡政府第二副总理王鼎昌主持，政府政要、诸山长老、无数佛门善信参加盛会，中国台湾、菲律宾及美国诸山长老也都组团参加。

福慧讲堂是弘法道场，也是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的会址。福利协会是演培法师1981年创设的社会福利机构，最初是按月发放救助金及救济品给贫困无依老人及不幸家庭，也到医院、残障院、孤儿院访问济助。福慧讲堂落成后，在演培法师的弟子宽严法师推动下，先后建立可容纳百余人的慈恩林安老院、设有数处分部的慈恩托儿发展中心，以后又创立现代化的洗肾中心、戒毒中心，以及颇具规模的文化中心，佛教福利协会的工作，日益向前发展。1990年12月下旬，新加坡最大的道场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老和尚示寂，演培法师又在普觉寺信托会的礼请下出任住持。1991年5月9日，75岁高龄的演培法师举行晋山典礼，是日国内外高僧大德云集，八千多人参加仪式，盛况空前。

由于演培法师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受到社会人士的赞叹及政府的肯定，新加坡共和国总统于1986年及1992年先后二度为其颁发公共服务勋章，且委任他为新加坡宗教和谐理事会的佛教代表。

3.传文法师

传文法师是当代新加坡佛教界培养的新生代的代表。1961年出生于新加坡，俗姓董，名建泉，号普章，原籍金门。13岁在父母允许下皈依光明山普觉禅寺宏船法师座下。15岁获龙山寺方丈广洽法师应允，依广净法师出家学习。

1981年服满新加坡国民兵役，前往中国台湾圆光佛学院修佛学，是年在台北临济禅寺于得戒和尚：白圣、净良、净心、圆宗法师座下求授比丘具足戒。

1985年秋回到新加坡，妙灯长老带他参访中国各大丛林道场。朝山归来，广洽法师授意妙灯长老给他付法，半年之后正式承接妙灯长老的鹦山承天法脉，成为第47代传人。2001年起接受樟宜监狱佛教辅导员，近年来还开始专门辅导和超度死囚，积极参与宗教慈善活动，为社会做贡献。

传文法师应龙山寺全体信托人的邀请于2013年9月12日出任龙山寺第七任方丈，此前担任龙山寺监院，同时兼任龙山寺和丹戎巴葛普陀寺的信托人。

（二）新型现代化寺院的建立

新加坡的汉传佛教寺院，大体隶属于新加坡佛教总会。主要的寺院有光明山普觉寺、普陀寺、龙山寺、双林寺、法华寺、毗卢寺、圆明寺、普明寺、圆通寺、普济寺、大觉寺、福海禅院等。寺院较古老而具规模者有新加坡双林寺、普觉禅寺、普陀寺等；新建而气派巍峨者有毗卢寺、福海禅院等；精致之佛院则有妙音觉苑、苦乐庵等。毗卢寺修建于20世纪60年代，香火鼎盛，寺内供养毗卢遮那佛。报恩寺是新加坡侨领李俊承居士为报答父母恩而修建的佛寺。光明山普觉寺是新加坡僧界领袖宏船法师的道场，也是新加坡最兴盛的道场。自度庵是著名的女众道场，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佛寺，由此而形成新加坡“两巷一庵，一街三寺”的特殊景象。

1.双林寺的现代化转型

双林寺是新加坡建立较早的佛教寺院，传承临济正宗，纯中国式七堂伽蓝的大寺院，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也开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寺院。规模包括总门、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祖堂、方丈、长者堂、功德堂、禅堂、客殿、斋堂等。天王殿的正面供奉释迦、弥陀、药师三尊；背面奉祀观音、地藏、目连；两侧奉祀十八罗汉。保持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建筑风格，同时又与时俱进，具有新加坡的现代社会特征，因此成为新加坡佛法的传播的一个重要场所。

2.龙山寺的现代化转型

龙山寺是在20世纪初由转武法师创建的，到2014年已建寺105周年，新加坡龙山寺隆重举办诸佛菩萨圣诞的大型活动，展示了中国汉传佛教的仪轨，在新加坡佛教发展史上也是一座很重要的寺院。龙山寺的前六任方丈为：第一任转武法师（1909—1923）、第二任瑞等（1923—1943）、第二任瑞等（1923—1943）、第三任转逢（1950—1952）、第四任广洽（1952—1990）、第五任广净（1990—1997）、第六任广品法师（1998—2012）。[76]龙山寺既按照汉传佛教的寺院活动规制举办活动，同时也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进行着佛教现代化的转型。

3.新加坡佛牙寺

新加坡佛牙寺是一座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型佛教寺院，是新加坡佛教界与缅甸佛教界友好交往、相互交流的见证和结晶。

佛牙寺[77]（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位于牛车水这一早期华人集中居住的中心地区，于2002年11月由法照大和尚创立，并于2003年2月20日根据《新加坡社团法》注册成为宗教团体，于2004年1月8日根据《新加坡慈善法》注册成为慈善团体。新加坡佛牙寺正殿供养一尊庄严的弥勒尊佛，又称“一生补处菩萨”或“未来佛”和“弥勒如来”。供奉着来自缅甸的佛教圣物——佛牙舍利，现今佛牙舍利置于由信徒捐资打造的重达320千克的金制舍利塔之中。该寺由释法照法师设计，在海内外的顾问团队的帮助下得以修建。寺院建筑风格体现了我国唐代寺院的元素，结合了佛教曼荼罗（坛场）的设计风格。设计之初，就针对其造型与纪念古迹的方案进行了大量调查，确保其与真实历史精准相合。其主要宗旨是“要在新加坡发展一所新的佛教文化中心，以供奉神圣的佛舍利；促进唐人街牛水街和新加坡文化；继承和发扬佛教与华人的优良传统文化、提供佛教教育与佛学研究、支援其他自愿福利组织；以及不分种族或宗教信仰，为贫病和需要援助者提供福利服务”。

1980年，缅甸妙务一间著名的寺庙般陀喇佛寺的住持务舍葛帕喇大和尚与五位男信徒发心一齐上妙务蒲甘山，修复倒塌的蒲甘山佛塔及大佛。在清理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纯金佛塔内置有一颗佛牙，同时获得各种佛舍利子，这个发现没有对外公布。2001年1月中旬，般陀喇佛寺筹委会筹建一座佛殿和两层楼高的佛教古文物展览馆，由于筹款艰巨，该委员会恳请法照法师出力资助。筹委会为佛教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法照法师，法师欣然答应他们的要求。2001年8月中旬，筹委会亲自陪法照法师和其信徒前往般陀喇佛寺参拜该寺珍藏出土的佛牙，同时会见住持务舍葛帕喇大和尚。法照法师与务舍葛帕喇大和尚一见如故，彼此交换了不少弘法的心得。隔年年初，务舍葛帕喇大和尚应法照法师之邀，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参观。他到过法照法师创办的护国金塔寺和慈光福利协会，深深地明白法照法师不只协助缅甸修复佛塔，更在新加坡广施慈悲。2002年8月4日，务舍葛帕喇大和尚决定将自己在1980年发现的佛牙交给法照法师监护，嘱咐法照法师要兴建寺庙供养佛牙舍利，让世界各地佛教徒齐集新加坡瞻礼佛牙，增长福智。务舍葛帕喇大和尚于2002年12月11日，安详圆寂。法照法师接受了务舍葛帕喇大和尚的托付后，发愿闭法华关一年。然后法照法师以佛教曼陀罗的概念结合唐代佛教的建筑风貌，选取牛车水这一早期华人集中居住之地兴建寺庙，取名新加坡佛牙寺。法照法师于2004年12月2日至5日，设立梁皇大坛，启建冥阳两利法会。2005年1月14日，佛牙寺正式获得新加坡旅游局的租约。2005年1月15日，佛牙寺筹委会在建寺的地段，举行逾半月的“引春接福与你有约”筹款与展览活动，使佛牙寺的建寺目标往前迈进。2005年3月13日，佛牙寺举行动土仪式，这也标志着佛牙寺迈向一个新的佛教发展里程碑。

（三）佛教团体的出现

新加坡佛教团体在佛教融入社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1965年新加坡建国之前，就已经涌现了很多佛教团体，积极开展佛教活动，1966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社团法案》，将佛教团体的活动纳入法治管理体制之中，因此，新加坡佛教的发展更加有序。在佛教居士们的推动下，建立了诸多的佛教团体，同时在法律的规范下，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1.新加坡佛教总会

“新加坡佛教总会”是新加坡佛教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创建于1948年，其最初名称是“星洲佛教总会”。1948年在英殖民政府时期，华民政务司署郑惠民先生认为，佛教须有一总机构作为领导。李俊承居士因此受邀为华族四众佛教徒发起组织总会，于是，成立“星洲佛教总会”。成立后由李居士担任主席达七届至往生为止，第八届后由法师为领导。先后曾由宏船老法师、常凯老法师、广洽老法师、优昙老法师、妙灯老法师、隆根老法师担任主席职务。现任第二十九届主席由莲山双林寺惟俨大和尚接任。其宗旨是团结佛教团体及佛教徒，遵守佛制，实现大乘佛教救世精神、弘扬佛法，兴办佛教教育、文化、慈善福利社会人群的工作。

2.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这是新加坡全国性的居士组织。原由常凯法师担任导师，后由广洽、宏船法师等担任导师。长期以来，由陈光别居士任林长，林荫华居士任副林长，李木源居士为司理（日常行政工作主管）。居士林联系着全国的佛教居士，办有佛教图书馆和林刊《狮城潮音》杂志，实力颇厚，影响颇大。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早期在1933年7月16日以“新加坡佛经流通处”创立。当时通过《简章十四条》，以弘扬佛法、流通经书为要务。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扩充筹备，于1934年6月17日正式成立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以弘扬佛法、慈悲济世为宗旨，成立以来致力于弘法利生、慈济福利、教育文化、医疗服务等社会慈善活动。居士林至今有近2万名普通林友、永久林友及名誉林友。在2014年10月24日居士林成立80周年之际，举行了居士林大殿重建动土、经像搬迁仪式。[78]发行的佛教刊物有《佛教联盟时事通讯》《南洋佛教》和《佛友资讯》等。

3.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新加坡分会

1951年新加坡成立“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新加坡分会”，毕俊辉居士曾长期担任领导人，并担任过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副主席。在毕居士的组织和领导下，新加坡佛教界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加强了与世界佛教界的交往。

4.新加坡佛教僧伽联合会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文化和谐相处的国家，新加坡佛教界在1956年成立“世界佛学社”，在1966年专门成立“新加坡佛教僧伽联合会”，这是新加坡信仰佛教的不同族群的佛教徒的联合组织，在新加坡很有影响力，这是对新加坡佛教界各自以民族为传播对象的跨区域的大整合，是不同族群的佛教徒联合商议佛教发展的联盟，因此，这一组织的成立意义重大。

5.新加坡佛光会[Buddha’s Light Association（Singapore）]

新加坡佛光会，通常简称BLIA Singapore，从1993年注册活动开始，每年举行佛学讲座及梵呗音乐演唱会，积极吸引青年学佛，开发佛教的生力军。新加坡佛光会作为跨国佛教组织成功融入新加坡社会，本着人间佛教“契理契机”的精神，采取一系列本土化的策略，既成功地融入新加坡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也扩大了国际佛光会的跨国网络，实现了“全球—本土化”的目标。[79]
新加坡佛光会超越自身的宗教与派别的界限，努力通过文化传播融入新加坡民众的社会生活。除了组织弘法活动外，新加坡佛光会在每年年初都会举行宗教慈善活动。此外，新加坡佛光会和新加坡的教会学校等共同组织“文化营”，主动与各种宗教团体建立广泛的联系，增加互动。对此，2009年在“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四届第五次理事会议”上，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张志贤对新加坡佛光会的工作评价道：“本次会议由新加坡与邻国的协会齐心合力一起筹办，意义更为深远，也展现出来自不同国家义工可贵的合作精神，为寻求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80]，对新加坡佛光会的活动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应该说，正是在新加坡佛光会与国际佛光会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佛教活动才得到了有效的开展，扩大了汉传佛教在新加坡的影响，同时也推动着新加坡汉传佛教走向国际化的轨道。

此外，新加坡还有印度“摩诃菩提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佛教联盟”“佛教青年联合会”“新加坡锡兰佛教会”“中华佛教会”“佛教居士林”“英文佛教会”等。因使用英语的人数增加，而华裔道场仍以华语为主，故难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但后来开始举办英语弘法的专场，这成为当代汉传佛教在新加坡发展的困境。[81]
（四）佛教教育方面

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英殖民政府采取各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华人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虽然华人仍旧占绝大多数，但是因为政府逐步采取英文教育的政策，华文学校被全部关闭、英文教育得到普及，华人传统文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根据《宗教和谐准则》的规定，新加坡很注重强调“国家的世俗性”特征：“我们将始终如一，确认国家的世俗性，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尊重各人的信仰自由，既增广共同空间，也尊重彼此的差异，促进各宗教间的沟通。”规定在国家教育体系的设置安排方面是不得纳入宗教课程的。因此，各个宗教的教育任务就必须由教内人士自己承担。在佛教教育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佛教界就致力于佛教教育的普及化，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先后成立了灵峰菩提学院、弥陀学校、新加坡女子佛学院等佛教教育机构。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佛教界针对青年们不了解佛教、宗教观念日益淡薄的情况，展开“佛教青年运动”。他们开办各种佛教星期日学校，编写和出版大量的佛教书刊，成立“新加坡佛教青年会”、佛学研究团体，这一青年运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佛教界为了鼓励社会大众关心佛教，还举办有佛教征文大赛。

1981年新加坡举行主题为“依法生活”的法会，泰国和中国台湾的僧伽也参加了这次活动。1983年，新加坡举办“佛教文化史展”，有20多个佛教文化团体和寺院参与展出，得到新闻界的热烈支持，报纸、电台、电视台都给予详细报道。

在佛教教育方面，创办小学、中学，让少年儿童从小接受佛教教育也是新加坡佛教界的一个教育理念。新加坡佛教总会办有一所菩提小学和一所文殊中学，广洽法师还创建了一所弥陀小学。“其中菩提小学是新加坡15所特选小学中的一个，特选小学也叫种子小学，因为师资优秀，学风良好，每年的小六会考升学率几近百分百，很多人都是千方百计为小孩子争取一个特选小学的学位。所以，从每年年初开始，一些人就通过各种渠道提出捐款，请出家人写介绍信，想方设法地争取菩提小学的学位。政府还提倡办托儿所，尤其提倡民间团体办托儿所。还开办儿童周日佛学班，青少年周日佛学班以及其他不同程度的佛学班。佛教总会办的三年制佛学班比较好，因为一个学年下来，学生就可以受到六位不同的法师、居士的教导。”[82]
新加坡佛学院的创建是新加坡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新加坡佛学院创建后，曾经一度停顿，甚至难以办学。但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佛学院又焕发了活力，发展较快。例如，2014年5月24日，在光明山普觉禅寺无相殿举行第三届（2009级）中英文学士班毕业典礼。新加坡佛学院院长、光明山普觉禅寺方丈广声法师，新加坡佛学院副院长传诚法师、传厚法师，新加坡佛学院教务长传雄法师，行政长传登法师，教导长传理法师，班主任权智法师、题戒法师，教务主任兼图书馆长纪赟先生，普觉禅寺弘法部顾问传观法师、仁虚法师及佛学院全体教职员工，与受邀出席的嘉宾新加坡佛教总会秘书长广品法师、竹林寺方丈开祥法师、灵峰般若讲堂住持传显法师及多所寺院庵堂负责人和居士护法等六百多人出席了典礼。[83]从这一盛典就可感受到新加坡佛学院的影响力日盛，也日益为国际佛教界所认可。

（五）佛教慈善活动

1.对新加坡佛教医药事业的贡献[84]

新加坡佛教界能够为新加坡社会所接纳，与其始终致力于社会慈善活动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1913年以来，福建佛教界赴新加坡传播佛教的法师计有20多人。近代以来赴新加坡传法，并且亲自参加行医而为佛教医药事业做出贡献的福建高僧有转道法师、转武法师、常凯法师、广树法师等很多高僧大德。这一传统一直沿袭至今，新加坡佛教界仍然继续在社会上进行宗教慈善活动。

转道法师1913年到新加坡开始弘法，在信众的支持下，与僧人们一起努力筹建了普陀寺、普觉寺，广泛弘扬佛法，与此同时，还曾任天福宫住持并于该宫行医，收入颇丰。数度回国，重兴泉州开元寺、漳州南山寺，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妇女养老院及漳州南山小学等，建树甚多。1943年圆寂于新加坡普陀寺。

转道和尚治疗小儿科病症疗效显著。为方便度化，乃于弘扬佛法之余，即于寺院中行医，与病者结缘。因其认真诊断，对症下药，所治病例多数妙手回春，而被誉为“儿童活佛”，为星洲的医疗事业特别是治疗小儿科的病症，做出了贡献。转道法师同时还本着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遇贫苦患者，不但施医免收诊费，而且赠药，名闻遐迩。因其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在信众中有较好的口碑，皈依者众多。

常凯法师在佛教的慈善、医疗、教育、文化与佛教社团组织等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常凯（1916—1990），俗姓洪，法名即禅，字常凯，福建省晋江县（今晋江市）人。曾经先后在南京金陵佛学苑、宁波七塔寺报恩佛学院、上海圆通寺佛学研究社学习，1949年前往新加坡弘扬佛法、教授国术、治病救人，曾连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先后荣获新加坡总统授予公共服务星章的表彰、新加坡教育部颁赠的教育服务奖。

常凯于1949年初到新加坡时，主要在普陀寺弘法和行医，并与中医师公会同人创办中华施诊所。1954年购置伽陀精舍作为弘法道场，内设诊所，著有《骨科心要》，被推为“骨科圣手”。1958年，于精舍内开设中医正骨研究班，每周定期上课，并指导临床见习，培养学生数十人，皆成为中医界精英。同时出任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委员及讲导师、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名誉顾问、药物研究院院长。并受聘任历届东南亚国术擂台邀请赛医师，为比赛中受伤者治疗。

常凯于1967年在新加坡佛教会宏船、广洽和演培诸长老的鼓励与支持下，利用1966年普觉寺举行水陆道场律义学会结束时的存款，作为创办新加坡佛教施诊所的基金。经过筹备，终于在1969年5月获政府批准，随即组织董事会，选举常凯为秘书长，负责处理诊所日常事务，借用普陀寺为施诊所地址，于1969年11月1日开始施医赠药。施诊所在常凯领导下，业务迅速发展，患者日增，为应付需要，于1972年增设第一分诊所。但求诊人数仍在激增，于1979年在宝胜寺旧址（在龙芽廿三巷，系贤达法师提供）建成第二分诊所。并将最早办的诊所改称总所。该施诊所以施诊赠药、福利贫病大众为宗旨。据1988年统计，三个施诊所在19年中计义诊526万多人次，共施出药费487万多元，为新加坡的医疗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常凯因参与创办并领导施诊所成绩斐然，于1985年新加坡国庆日期间，荣获总统颁赠其BBM公共服务勋章。常凯于1990年圆寂，其原任施诊所秘书长职务，由妙灯法师继任。

广树法师对新加坡佛教医疗事业也做出了大贡献。广树（1914—1979）俗姓吴，法名照松，字广树，福建省晋江县人。童年时到厦门禾山普光寺依瑞枝上人落发出家，17岁赴泉州开元寺在转道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后，回普光寺从其师父学习正骨手法与中医内科学。1951年至1952年，先后在厦门国医研究班、福建省中医进修学校深造，毕业后回普光寺以医术救人。其间曾担任厦门南普陀寺监院与养真宫住持，其间治愈患者无数。1958年应邀赴南洋弘法行医，一生对闽南与新、马的佛教医药事业均有所贡献。1965年，广树应新加坡龙山寺住持广洽法师的邀请，移锡至该寺弘法，同时以医术济世活人，与患者广结善缘，受到社会的好评。1979年4月2日，广树圆寂于新加坡龙山寺，享年66岁。

2.其他社会慈善活动

新加坡佛教界还办了不少老人院和照顾顽疾病人的疗养院，比如照顾那些长年半身不遂或者风湿严重、行动不便的病人，积极进行社会慈善活动。同时还有赠医施药的机构，其中较有特色的是流动服务车，为不方便到医院或诊所就诊的病人提供最方便的医疗服务，巡回医疗，这一服务模式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另外，临终关怀也是新加坡佛教界积极进行社会慈善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受到病人及其家属的欢迎。

（六）南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新加坡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有20余所，他们分别由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和越南的佛教徒管理。这些佛教徒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佛教徒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例如成立了印度“摩诃菩提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锡兰佛教会”等，这些组织既有效地整合了以族群为主体的信仰群体，同时也形成了较强的力量，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示南传佛教在新加坡社会的影响力。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频繁，新加坡南传佛教界也开始注重与东南亚各国南传佛教界的交往，逐渐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五 当代新加坡佛教界与世界各国的交往

新加坡佛教界同我国佛教界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新加坡的汉传佛教是由中国传入的，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新两国佛教基本处于不来往的状态。近年来，新加坡佛教界与中国大陆佛教界的交流频仍，各佛教团体经常率领代表团前往参访。

1981年新加坡第三届佛教法会举行，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生活与法”（Living with the Dhamma），来自泰国和中国台湾的僧人参加了这次盛大活动，对普及佛教起了一定的作用。1983年5月新加坡举办了佛教文化史展，有20多个佛教团体和寺院参加。这次展会得到了新闻界的支持，报纸、电台、电视台都给予了详细报道，据说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少见的。[85]1983年，新加坡佛教总会的会长宏船老法师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开始接触，开启了新加坡与我国佛教界的接触。随后，自1984年开始，宏船法师每年都要率弟子到中国访问一次，宏船法师与赵朴初会长共同开创了中新两国佛教交往史上的新篇章。后来广洽法师也经常带弟子访华，对促进两国佛教相互了解、交流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85年10月，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住持、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世界僧伽联合会副主席宏船法师率领的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佛教观光团一行访问我国。宏船法师访问了厦门、泉州、北京、西安、广州等地，并在家乡福建省晋江县霞浦村举行了荐亲佛事活动；在北京期间，受到乌兰夫副主席的亲切接见，以及赵朴初会长的迎送和宴请。[86]
新加坡宏船法师1987年荣获泰王御赐“华僧大尊长”法号和象征资历的大爵扇。这是泰国首次向外国高僧授予这样的荣衔。应该说，这是泰国政府对宏船法师在泰国汉传佛教传播的贡献进行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1988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应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等佛教组织、领导人的邀请，率团访问新加坡，把中新两国佛教交往推向高潮，至今不衰。[87]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佛教界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新加坡佛教界也展示出自己的发展活力。

2014年4月9日，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新加坡佛学院院长、光明山普觉禅寺方丈广声大和尚携众弟子一行，回福建厦门礼祖祭拜。厦门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闽南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南普陀寺监院界象法师，市佛协副会长、闽院副院长、石莲寺住持法源法师，市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闽院副院长、虎溪岩寺住持净心法师，虎溪岩寺监院向协法师、知客传航法师以及市佛协办公室主任李建群居士等给予了热情的接待。[88]
龙山寺的传文法师也是近年来在国际佛教界较为活跃的法师。2014年6月8日（农历甲午年五月十一），新加坡龙山寺隆重举办第七代方丈传文法师晋院升座庆典。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百余位诸山长老莅会祝贺，共襄盛会，同沾法喜。“8日上午8时，传文法师晋院升座庆典正式举行，寺内钟鼓齐鸣。龙山寺全寺僧俗两序大众在山门前列队恭请传文法师升座。随后，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宗长老为新加坡龙山寺新任方丈送福田衣、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方丈惟俨法师送应法器、台湾中国佛教会副理事长心茂法师送拜具、福建泉州大开元寺道元长老送拂尘、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寺方丈传悟法师送锡杖、台湾金门佛教会理事长达千法师送龙杖、福建安海龙山寺方丈向愿法师送如意、美国威光寺方丈禅宇法师送佛珠、福建泉州南少林寺方丈常定法师授印玺、福州大雪峰寺方丈广霖法师送挂珠、世界佛教华僧会会长净心长老送位并致赠贺礼。随后，传文法师在仪仗队的引领与众嘉宾的簇拥下缓缓行至各殿拈香礼拜，卓杖说法，正式荣膺龙山寺第七代方丈。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宗长老、世界佛教华僧会会长净心长老、福建泉州大开元寺道元长老、福州大雪峰寺方丈广霖法师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新加坡佛教界诸山长老为法会拈香主法。随后，诸位主法法师以巾擦拭佛面、持镜遍照圣像、提朱砂笔点向佛眼宣开光法语，法会现场香烟弥漫，梵音缭绕，庄严殊胜，现场与会大众法喜充满。”[89]从传文法师升座仪式可以感受到，新加坡佛教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应该说，随着新加坡佛教界与国际佛教界的交往，新加坡佛教界将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一方面在交往中学习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经验，另外一方面，也向国家佛教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独特的发展特点。

结语

综观新加坡近代以来的佛教发展，可以看到佛教的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移民社会特征。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新加坡汉传佛教是杂糅着儒家、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等文化而在华人移民社会中传播的。这一时期的佛教甚至带有华人帮社的区域性和社会网络结构特征。1926年以来圆瑛法师、转道法师以及宏船法师及其弟子们努力弘法，培养正信，使汉传佛教得到迅速发展。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的独立，新加坡在国际社会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使之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必须以科层化、制度化的管理模式对佛教进行规范和制约；而就佛教本身而言，随着高僧南来弘法，开始在新加坡建立大量的寺院，发展佛教、培养僧才和正信居士，汉传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国际佛教界也拥有了自己的重要地位。目前随着世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国际佛教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当代新加坡佛教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积极与现代社会接轨并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佛教发展新格局正是新加坡佛教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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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当2007年参加魏道儒主任主持的《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知道自己要承担《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的写作任务时，短暂的喜悦之后是巨大的压力。因为此前学术界对于东南亚佛教史的梳理和研究还是一个弱项，研究成果不多。因此，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学术探险，又是一种学术“考古”，这不是简单地穿越迷雾的热带森林，也不是漫步于海岛沙滩，拾起被海浪冲上来的贝壳就可以将整个东南亚佛教的历史板块完整地还原出来的。

《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的写作，是对东南亚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重新梳理，但东南亚的历史是难以在文献和资料记载中“找回来的”，也不是一次次的田野调研经验可以感受、“编辑”出来的，它需要的是以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去寻找一个个湮没于尘埃之中的历史碎片，再以合理的逻辑将之小心还原的过程。这绝不是短短几年时间就可以将之完成的，更何况笔者才疏学浅，恐难以担此重任。好在现在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魏道儒研究员耐心细致、鼎力支持，一直鼓励，课题组成员相互支持勉励，埋头苦干，最终在2012年底魏道儒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世界佛教通史》课题顺利以“优秀”等级结项。从2013年开始，对于项目成果进行修改、出版的工作又开始了，到现在最终要定稿了，却忽然惶恐不安。知道那么多年的学术探索终于要有一个结果了，却忽然不愿意拿出来，因为我深知东南亚宗教板块是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还有很多历史事实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现在这本书的出版，或许是一个向学者们请教、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好机会，故只好勉为其难，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

在此，要深深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所长、曹中建书记、金泽副所长以及所里各位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在我艰难的学术探索期间，是他们的勉励让我走过了“学术险滩”；要感谢早已长期耕耘于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前辈学长们，正是他们前期的学术积淀和厚重的学术成果，为东南亚佛教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基石，使得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他们的成果；要深深地感谢《世界佛教通史》的课题组成员们，正是由于大家有一种学术担当，希望对世界佛教发展历史做深度研究，才有了《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作为其中一员出版的机会；更要深深感谢主持这一项目的魏道儒研究员，要主持写作这一套丛书，除了具有渊博的学识之外，还需要高视野、大气魄，还有对每一位成员的学术信任和统筹安排。现在这些书的付梓终于可以让他不再生华发了。

另外，要感谢因各种机缘相识的对于东南亚国家佛教有着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和朋友，在笔者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要感谢新加坡佛学院的纪赟博士，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的陈爱梅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张文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宋燕鹏博士，中国佛学院的圆慈法师、源流法师，中国人民大学的惟善法师，四川峨眉山佛学院的定慧法师等，他们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资料和参考意见。

在此还要深深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燕生编审，这位学识渊博、善弹古筝的老大姐自2007年开始就坚持不懈地“守望着这块麦田”，她亲切的笑容和真诚相待为这本书的写作增添了动力。

本书写作过程中最让人难忘的是，在辛苦的学术求索过程里，收获了一位位真诚相待的好朋友，是共同的学术追求和价值取向让大家在世界宗教研究领域中，发挥着自己的“小能量”，共同推动着学术研究！

最后还要真诚地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和无私奉献，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

抬眼望天，天空一片湛蓝！一切的感激之情，尽在这浓浓的墨香之中！

3月的北京正是鲜花盛开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前那一排排的银杏树刚吐出绿芽，一切都才开始，正如东南亚佛教史还需要继续研究一样，那顽强地生存于“迷雾的热带雨林”里的佛教仍然需要学者们进一步地探索发现，深度研究。

郑筱筠

2015年3月20日写于韵竹园


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九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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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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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佛教传播到亚洲之外地区的最早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使欧洲人首次与佛教有了接触。亚历山大大帝很快撤军，但他攻下的印度河流域等地的城镇与希腊本土的联系被切断。据说，一些没有来得及撤回欧洲的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大约几十年后，统一印度北部及西北部地区的阿育王信仰佛教，他决定以和平方式治国，并且向各地派出使者弘扬佛法。有使者远赴今天的马其顿和希腊，可惜由于时间久远以及史料阙如，相关情况我们已无从知晓。

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佛教传入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希腊文化与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弥兰陀王问经》等资料记载了当时大夏境内希腊和马其顿移民信仰佛教的一些内容。希腊文化对佛教的影响还体现在盛极一时的犍陀罗艺术上。

伴随亚洲和欧洲历史条件的变迁，这两大洲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欧洲早期个别传教士和航海家来到东方，对佛教有所了解。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回国后，他在向国王的出使报告中提到了当时蒙古帝国的佛教信仰状况。不久，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他在游记中对他所见到的佛教徒及他们的佛教信仰有所记载。

随着殖民主义兴起，大批欧洲探险者、传教士来到东方。欧洲殖民主义各国为了加强对亚洲殖民地的统治，逐步重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具有典型东方色彩的佛教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研究的对象。这样一来，佛教在欧洲的传播以其被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形式而出现。

18世纪，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开始有意识地研究亚洲的历史和文化。他组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出版刊物《亚细亚研究》。琼斯本人的研究重点是印度的法律和宗教。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琼斯对佛教了解不多，他的一些观点也并不正确。但是，他的努力为今后欧洲学者的佛教研究开启了大门。

19世纪，佛教研究在欧洲各国受到高度重视，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英国学者中，哈迪曾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生活20多年，精通巴利语和梵语，著有《东方的寺院制度》、《佛教手册》等。柴尔德斯出版《小诵》的英译本及两册巴利语辞典。里斯·戴维斯成立巴利文经典学会。经过百年来诸多学者的不断努力，巴利文佛教经典已基本整理、出版完成。该学会还出版了大量藏外佛教文献，编辑巴利语词典、巴利语文法、巴利语三藏索引等诸多学术成果。麦克斯·缪勒主持出版了50册《佛教圣书集》。爱德华·孔兹在大乘佛教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埃德温·阿诺德的《亚洲之光》使西方人能够从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个全新角度来了解佛教。

在法国，布诺夫将《法华经》、《天譬》等从梵语翻译成法语，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导论》。他开创了科学研究佛教的先河，被誉为“欧洲佛教研究之父”。诸多学者沿着布诺夫的足迹，将法国的佛教研究推向前进。塞纳尔、列维、沙畹、富歇、伯希和、马伯乐、克鲁塞、戴密微、谢和耐、巴科、石泰安、拉露等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成绩。探险家古伯察、大卫—尼尔的著作也帮助欧洲人从更加直观、感性的角度来认识佛教。

在德国，莱布尼茨、康德、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家与佛教有所接触，受佛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叔本华和尼采。该国从事佛教研究的著名学者有奥登伯格、格利姆、盖格尔等人。

除了英、法、德，欧洲其他国家也涌现了一些著名的佛教研究学者，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促进了欧洲佛教研究的发展。在此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例如荷兰的科恩、沃格尔、狄雍，比利时的普辛、拉莫特，奥地利的纽曼，匈牙利的乔玛，丹麦的弗斯波尔，意大利的图齐等。他们的贡献使欧洲的佛教研究在19、20世纪呈现蔚为大观的气象。总的来说，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佛教的学术研究成为佛教在欧洲传播的主要方式。

20世纪初，佛教徒建立的团体在欧洲已经出现，它们的名称往往是佛教会、佛教学会。团体的主要事务是发展会员、创办刊物、宣传佛教思想、举行活动等，有些团体也开展佛教修行，如坐禅、庆祝佛教节日等。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佛教团体秉承了欧洲佛教学术性特征明显的特点，不具备宗派性特色。

20世纪下半叶，各种佛教系统或宗派在欧洲各国纷纷成立组织，建立道场，招徒传法，使佛教在欧洲的发展呈现新的面貌。日本佛教中的禅宗、创价学会，藏传佛教各派发展势头迅猛。90年代起，佛光山在主要欧洲国家的重要城市纷纷建立组织和道场。佛教在欧洲的传播同样与时代条件和背景密切相关，例如，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动荡使许多人背井离乡前往欧洲，促进了欧洲上座部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美洲的初传隐藏在历史迷雾中。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指出，458年慧深等五名中国僧人来到今天的阿拉斯加、北美西海岸和墨西哥，因而最早将佛教传播到美洲。该观点导致两百多年来中外诸多学者分成正反两方一直争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显最早将佛教传播到美洲。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证和辨析，我们发现这两种观点都站不住脚。

得益于欧洲佛教研究的成果，美国早期知识分子中，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并非专门的佛教研究者，不懂亚洲语言，导致他们对佛教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读。

最早将佛教传入美国的是华工。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淘金热迅速出现，来自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华工纷纷来到美国，他们组建会馆，建立寺庙，举行宗教活动。华工的宗教信仰体现出明显的三教合一的特点。由于美国排华政策的影响，大量华工回国，加上其佛教信仰没有国内佛教团体的支持等原因，汉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长期停滞，甚至一度萎缩。1965年，美国国会颁布《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从19世纪末以来针对亚洲移民的种种歧视性政策从法律上被废除。相应的，汉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尽管生存环境险恶，但是汉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一直没有停止。僧侣、居士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在美国弘扬佛法，他们成立组织，修建寺院，举办活动，扩大影响。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宣化法师建立了金山寺、金轮寺、万佛城等道场；法鼓山建立了东初禅寺、象冈道场等寺庙。80、90年代，佛光山在美国各州成立了20多个协会，道场也达到20多个，为汉传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到20世纪末，慈济功德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也超过17个。

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劳工来到美国，日本国内佛教各宗派的本山逐步派僧人为日裔移民服务，他们成立团体，兴建寺庙，创立学校，举行各种佛事活动，净土真宗、净土宗和日莲宗等遂传入美国。1893年，世界宗教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日本派出的僧人代表最多，涉及禅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天台宗、真言宗等宗派。会议结束后，临济宗在美国的传播保持了强劲的势头。铃木大拙用英语写了很多书介绍禅宗，释宗演、千崎如幻、释宗活、曹溪庵等人积极弘传临济禅法；其他各宗派也有所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佛教在美国遭遇较大的挫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再次兴盛，尤其以禅宗和净土真宗最明显。铃木大拙来到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传播临济禅法。千崎如幻、岛野荣道、中川宋渊、佐佐木承周、安谷白云、前角博雄、铃木俊隆、片桐大忍、松冈操雄等日本禅师纷纷建立道场，弘扬禅宗。

1959年，一些藏上层人士逃亡印度。随后，他们部分人来到美国，使藏传佛教在美国进入快速传播的轨道。喇嘛纷纷建立道场，成立组织，弘扬佛法。宁玛派的塔尚活佛、萨迦派的萨迦崔津法王、噶举派的丘扬创巴及第十六世噶玛巴、格鲁派的旺加格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上座部佛教在美国的迅速传播与60、70年代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越南战争导致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大批东南亚难民乘船逃离故土，前往美国，这使上座部佛教在美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可以说，从佛教传入美国之初，佛教的美国化就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进程的速度逐渐加快，体现得也越来越明显。信仰佛教的美国本土白人逐步增加，他们在佛教美国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凸显。艾特肯、卡普勒等禅师在禅宗美国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以及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都从佛教尤其是禅宗中吸取精神资源。戈德斯坦、科恩菲尔德、萨尔兹伯格在美国弘扬上座部佛教内观禅法约40年，他们将内观修行与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心理治疗等相结合，为美国民众提供精神指导。

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非洲的南非等国，佛教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到20世纪下半叶，佛教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同样呈现加速度的态势。

到目前为止，佛教已经传播到亚洲和南极洲之外五大洲的近80个国家。不过，佛教在各大洲以及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时间的悬殊，在有些欧洲国家，佛教的历史已经超过两百年，而在一些非洲小国，佛教刚刚出现。其次是发展不平衡。有些国家的佛教经过多年发展，信徒众多，组织多样，寺庙辉煌，佛教的社会影响已经比较大；而在有些国家，佛教尚处于萌芽状态。

亚洲之外佛教的信徒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族群型佛教徒”（Ethnic Buddhists）。这类佛教徒中，亚洲移民及其后裔占了绝大部分。另一类是“改宗型佛教徒”（Converted Buddhists）。这类佛教徒中西方白人是主体。相应的，上述两类信徒所信仰的佛教也被划分为两类：“族群型佛教”（Ethnic Buddhism）和“改宗型佛教”（Converted Buddhism）。

“族群”是一个社会学词语，一般指由共同语言、宗教、信仰、习俗、世系、种族、历史和地域等一种或数种因素构成的文化复合体。在族群型佛教徒这一概念中，宗教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族群型佛教徒来自亚洲不同国家，他们在语言、习俗、历史、地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佛教信仰成为他们的共性。对亚洲移民及其后裔而言，佛教是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他们往往出生、成长在佛教历史漫长、佛教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度，深受家庭中祖辈、父辈佛教信仰的熏陶。他们熟悉、了解佛教，对佛教的认同感强。这类佛教徒在西方国家成立团体，建立道场，举行佛教活动，重视经典、仪式和佛教节庆，加强亚裔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努力保持、维护自身的传统文化，以便在文化环境迥异的西方国家中生存和发展。

改宗型佛教徒是指原本信仰其他宗教而后来改信佛教的人。这类佛教徒中，西方白人是主体，但显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人。例如，出生在亚洲基督宗教文化环境中（例如菲律宾等国）的人来到西方国家后改信了佛教。这样的亚洲移民显然就属于改宗型佛教徒，而不是族群型佛教徒。对以基督宗教为文化传统的人来说，佛教显然属于异质文化的内容。他们对佛教的认同感显然无法与族群型佛教徒相比，他们往往对佛教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选择其中自己喜欢、契合心灵的内容为我所用。在戒、定、慧三学中，改宗型佛教徒往往对戒学没有兴趣，而对定学寄予高度关注，结果，各种修习禅定的方法在西方广受欢迎，甚至与心理治疗、精神分析等相结合。

上述划分与佛教在亚洲之外国家传播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今亚洲之外佛教的发展现状是契合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这两类信徒对佛教接受与理解的程度，对佛教诸多内容的取舍，信仰佛教的动机、目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较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不过，有些西方学术成果将族群型佛教称为“移民佛教”（Immigrant Buddhism），将改宗型佛教称为“白人佛教”（White Buddhism）。这两种称谓显然不严谨。“移民”与“白人”属于不同概念范畴的用词。移民是相对于本土居民而言的，亚洲之外佛教徒的主体至今仍是亚洲移民及其后裔，这没有疑问，但出生在西方国家的亚裔并非移民，而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居民，将亚裔的佛教信仰笼统称为“移民佛教”不精确。亚洲移民后代的佛教信仰当然更不属于白人佛教。“白人”属于人种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有色人种”。与“白人佛教”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有色人种佛教”，但学术界显然没有人使用这种称谓。

还有西方学者将亚洲之外佛教徒及其佛教分成更多类型，所用的概念涉及人种、国籍、国别、信仰等诸多层面。由于没有严格指明分类的标准，分类时往往标准多样，结果使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混乱，出现诸如有些信徒不能归入任何一类，有些信徒却又能归入两类或者某一类能够包含另一类等现象。

在西方国家，族群型佛教徒出现的时间显然比改宗型佛教徒早。迄今为止，前者也依然是亚洲之外佛教徒的主体。但自从改宗型佛教徒出现后，两类佛教徒就一直双向互动。诸多亚洲佛教徒来到西方国家，其中有些人建立道场，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人传播佛法，招收弟子，承继衣钵。有些西方人也前往亚洲各国，入驻寺院，拜师学艺。他们回国后再招收弟子，努力使佛教在西方国家生根、发芽，甚至开花、结果。

虽然佛教在亚洲之外国家和地区传播、产生影响并引起关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在以基督宗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氛围中，亚洲之外佛教已经出现了与在诞生地有别的新面貌和新特点，同样也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新任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亚洲之外佛教的本土化任务比佛教在亚洲国家的本土化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尽管东亚、东南亚各国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人们在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有共同性，这些国家的文化同属东方文化的范畴；而佛教传播到亚洲之外的地区，面临的是与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佛教在亚洲之外国家的传播和发展提出的挑战是佛教自诞生以来从未面临的，这也决定了亚洲之外佛教的本土化进程绝不可能是一条坦途。

一些在西方各国弘扬佛教的亚洲僧人以及本土人士自觉意识到了佛教在西方面临的本土化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无论如何，这些经验和教训都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笔者看来，亚洲之外佛教的本土化任务最终还是要由有基督宗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来完成。

其次，亚洲之外佛教的世俗色彩更加强烈。尽管居士在亚洲某些国家的一定历史阶段中对佛教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超过僧团（例如中国清末居士佛教的兴盛），但总的来说，在亚洲佛教发展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僧侣。而在亚洲之外佛教中，对佛教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却是世俗信徒。亚洲之外佛教徒中很少有人完全出家为僧，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受菩萨戒，西方人尤其如此。他们不止一次尝试依照亚洲佛教的标准来建立僧团，严格遵循戒律而生活，但结果均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佛教在亚洲之外国家的发展不可能照搬照抄亚洲佛教的模式，因为文化环境已经迥异，时代条件也已大相径庭。这决定了亚洲之外佛教必然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最后，亚洲之外佛教面临团结、协同的历史使命。这显然是亚洲各国佛教从未遇到的任务和挑战。尽管佛教在亚洲不同国家的传播过程中受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而深刻打上了所在国文化的烙印，但是，无论怎样，在同一个亚洲国家里，在某个区域内，即使佛教类型、宗派和传播语言众多，但总是有主有次。例如，上座部佛教主要流行于除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各国；大乘佛教盛行于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但佛教传播到亚洲之外各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要说在一个国家里佛教的类型和宗派众多，即使同一座重要城市甚至同一条街道上，也可能出现多种佛教宗派，出现来自不同亚洲国家的移民建立的道场。可能在同一座寺庙中，不同宗派的不同修行方法都允许存在，既有上座部佛教的内观，又有藏传佛教的道次第，甚至还有禅宗的公案，这种情形是亚洲佛教很少出现的，这显然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各国组织在协同、整合、团结方面提出了新课题和新任务。欧洲的佛教组织比较早就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本卷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历史进行了总体性的勾勒，涉及教义、宗派、代表人物、团体组织、重要寺院、主要事件等诸多方面，对亚洲之外佛教的本土化、佛教在不同大洲传播方式的差异、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对亚洲之外佛教传播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亚洲之外佛教涉及的国家众多，内容庞杂，对有些问题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一章 佛教在欧洲、美洲的初传

第一节 佛教在欧洲的初传

亚欧两洲的先民在历史上很早就发生了交往，佛教在欧洲的历史比我们已知文献所记载的更为久远。尽管我们通常将佛教正式传播到欧洲的时间界定为发端于18世纪的学术研究，但在之前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欧洲人与佛教一直发生着时断时续的联系。据文献记载，欧洲人与佛教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时期。

一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与欧洲人最早接触佛教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os，前356—前323）在公元前336年即位后大举远征东方。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军南下印度，抵达希发西斯河（今比亚斯河[Beas]）。在这里，他的前进受阻。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将部队分水、陆两路撤退。次年，他回到巴比伦（Babylon），在东起印度河（Indus River）、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大帝撤走后，旁遮普地区（Punjab）局势动荡。出身刹帝利（Ksatriya）（一说首陀罗[Sudra]）种姓的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肃清希腊残余的留守部队，自立为王。约公元前321年（一说前324年），旃陀罗笈多推翻摩揭陀（Magadha）的难陀王朝（The Nanda Dynasty），建立孔雀王朝（The Mauryan Dynasty），并定都华氏城（Pataliputra）（今比哈尔邦[Bihar State]首府巴特那[Patna]）。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病逝，他的帝国迅速瓦解。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对被征服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不过客观上也促进了欧亚两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欧洲人最早接触佛教就有赖于此。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大军中有科学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相传，哲学家、怀疑论的创始人皮浪（Pyrrhon，约前365—约前275）也在其中，而且他与印度婆罗门有交往。德国哲学家尼采曾多次提到皮浪是希腊佛教徒。例如，他说：“皮浪……一个希腊佛教徒……他见过亚历山大大帝，也见过印度的忏悔者……”[1]这些上层知识分子跟随亚历山大大帝撤兵，可能将佛教附带地传到了欧洲。

亚历山大大帝撤退后，他攻下的一些城镇与希腊本土的联系被切断，其中一些城镇后来成了希腊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汇点，许多没有来得及撤回欧洲的希腊人皈依了佛教。

公元前305年，旃陀罗笈多击败了试图重建亚历山大帝国的塞琉古一世（SeleucusⅠNicator，前358或前354—前201至前208或前209）。约前304年，旃陀罗笈多与塞琉古一世媾和，以500头战象换取印度河以西之地。塞琉古王国派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前4世纪末—前3世纪初）作为使节，来到孔雀王朝。麦加斯梯尼写了四卷本《印度记》[2]（History of India）。该书是研究古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通过它，希腊人首次对印度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该书对印度的宗教着墨不多，但提到了婆罗门（Brahmin）和沙门（Sramana）。有观点认为，沙门就是指佛教徒。但另有学者指出，麦加斯梯尼用该词来指耆那教徒（Jain）、佛教徒和森林中的修行者。不过，《印度记》对佛教的记载很少。

二 阿育王时期佛教的西传

与亚历山大大帝不同，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Asoka，？—前232）是主动、有明确目的地向欧洲传播佛教。阿育王原本非常残暴，在一次惨烈的战争后，他幡然悔悟，放下屠刀，成为一名佛教徒。阿育王制定的治国方略有明显的佛教色彩：宗教宽容、和平主义和非暴力。它为日后佛教在印度以外国家的传播定下了基调。

在竖立于摩搓国（Matsya）的一座碑刻中，阿育王用书信形式向僧团致意并提出了修行方面的要求：“摩揭陀仁颜大王致意僧伽，恭维安居无恙（这纯粹是客套话，犹如‘您好！’）[3]。各位长老！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尊敬信仰佛法僧三宝（换句话说，我是佛教居士）[4]。无论我佛世尊曾经讲过什么，一切都讲得很好。各位长老！在我觉得，为了妙法（saddharma）流传久远，我应当推荐几部说法的经典：Vinayasamu-Kkasse，Aliyavasānī，Anāgatabhayāni，Munigāthā，Moneyasūtte，Upatissapasine，以及论妄语的Lāghulovāde，这都是佛说的——我希望比丘和比丘尼，还有优婆塞和优婆夷经常听诵这些经典，从中探求佛法。我将此事写下来，使他们知道我的意愿。”[5]根据碑刻的内容，阿育王皈信佛教应无可置疑。此外，“阿育王还希望传播一切教派，鼓励传道工作。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作是为了佛教：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打算传播婆罗门教，正命论和耆那教……”[6]阿育王表示，他不会再诉诸武力，而是以“达磨”服人。他要在“自己的领土之内以及远达六百由旬的一切邻邦之中，实行此事，甚至远及希腊王安泰奥卡斯所住之地，而且超过安泰奥卡斯之地，到达托勒密、安提峨那、马加斯和亚历山大四个国王的所在地……”[7]安提峨那王所住之处，指马其顿国；亚历山大王所住之处，指伊庇鲁斯国（今希腊西北）。[8]不过，阿育王派出的使者是否到了希腊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三 佛教在大夏、《那先比丘经》及犍陀罗艺术

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佛教传入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大夏即巴克特里亚（Bactria），当时是一个势力强盛的国家，领土北起阿姆河（Amu-Darya）上游，南达印度河流域。该国有许多希腊化的城市，很多居民是希腊和马其顿移民。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反映了佛教在这里的城市国家舍竭（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初传的情况。舍竭国国王弥兰陀是希腊人，他向来自罽宾的那先比丘询问佛教的教义，他们讨论了沙门的性质、人生的本质、善恶果报、生死轮回、佛陀等一系列问题。弥兰陀王非常认可那先比丘的看法，决定日供八百沙门，凡是那先所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弥兰陀王那里获得。弥兰陀王说：“得师如那先，作弟子如我，可得道疾。”[9]弥兰陀王信仰佛教是历史事实，学者们通过考古已经发现弥兰陀王施舍的舍利壶。此外，一些碑文还记载了大夏国的希腊居民信仰佛教的情况，如他们供养佛舍利、向寺院布施等。有学者认为，弥兰陀王就是大夏国国王麦曼特尔。

《弥兰陀王问经》是研究佛教在大夏国的希腊移民中传播情况的重要史料。这部经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形式上，它没有借用佛说的名义，也没有采用阿毗昙式的论议，而是采用了记述、辩论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佛经中极为罕见。第二，在内容上，这部经突出了“智慧”在解脱中的首要作用，抬高“智者”的地位。这与一般经、律强调戒律和禅定是有区别的。第三，这部经指出，“气”为“喘息”，是“命”，是“那先”（指人的统一体，神）。在经中，那先力主人及万物皆当“过去”。这些观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希腊哲学。[10]

希腊文化对佛教的另外一大影响体现在艺术，尤其是雕塑上。这一艺术的中心在犍陀罗（Gandhara），故称“犍陀罗艺术”。从1—5世纪，犍陀罗艺术达到鼎盛。当时，罗马帝国离贵霜王国（Kushan）的边境不到1000公里，贵霜王国从小亚细亚（Asia Minor）雇用希腊和罗马雕刻师。犍陀罗艺术出现前，印度人对佛陀的崇拜体现在神迹上，如佛使用过的垫子或佛的脚印等，而希腊人和罗马人习惯于将他们崇拜的神描绘成人形。很可能是来自欧洲的雕刻师首先将佛刻画成了人形。

四 西方早期传教士与佛教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更加便捷，两大洲之间的文化交往更加频繁。相应的，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对佛教的了解越来越多。

古代基督教学者潘代努（Pantaenus，？—约190）是一名到过印度的早期传教士。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城的克雷芒（Clemens Alexandrinus，150—215）指出：“印度人遵从佛陀的训导，将佛陀奉为神。他们崇拜一种金字塔，想象它的下面埋葬着一位神人的骸骨。”[11]

新柏拉图主义者（neo-Platonist）巴尔德撒纳斯（Bardesanes，154—约222）为新柏拉图主义与佛教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确证。他将婆罗门教徒和沙门进行了区分，指出前者在山中独自修行，后者住在由国王供养的寺院中。沙门可能来自任何种姓。当沙门穿上僧袍，由村里的长官登记后，他们会处置自己的物品，将妻子送回娘家，将孩子委托给国家抚养。巴尔德撒纳斯说：“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都备受尊敬。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国王会亲自前往，请他们祈祷并商议对策。”[12]

有观点认为，大乘佛教思想受到了基督宗教的影响，或者基督宗教受了大乘佛教的影响。这两大宗教中的一些相似性被视为它们相互汇通的证据，如都使用念珠，都有遗迹崇拜的传统，信仰转生（早期基督宗教并不将它看作异教的观念）等。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证明上述相似的情况就是两类宗教互相作用的结果。

有人还利用巴拉姆（Barlaam）和约萨法（Josaphat）的传说作为佛教影响了基督宗教的论据。这个传说是8世纪大马士革的约翰（Joannes Damascenus，约675—约749）讲述的。内容是：印度国王生了一个儿子约萨法。根据天启，这名王子会离家，投入真正宗教的怀抱。约萨法的父亲像释迦牟尼的父亲一样想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但基督宗教的隐士巴拉姆向约萨法揭示了世界的真相。约萨法跟随巴拉姆到了沙漠，他们主宰了基督宗教隐士们的生命。

这个传说从梵文译成巴拉维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然后又被译成法语、德语和瑞典语。Josaphat一词源于菩萨（Bodhisattva），阿拉伯人将Bodhisattva读作Bodasaph，希腊人读作Ioasaph，欧洲人读作Josaphat，但他们都忘记了该词的词源——Bodhisattva。这个传说导致的结果是：1585年，教会追认佛陀为一名圣徒。枢机主教巴罗尼乌斯（Caesar Baronius，1538—1607）说：“印度与波斯接壤。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描述了圣徒巴拉姆和约萨法令人惊叹的行为……”[13]显然，这个传说根本不足以证明佛教影响了基督宗教。

五 卢布鲁克、马可·波罗与佛教

410年，哥特人（Goth）攻陷罗马，罗马帝国覆灭。一百年后，白匈奴人（White Huns）彻底毁灭犍陀罗的寺院，欧亚两洲的交往一度中断。但几百年后，欧洲人又踏上前往东方的漫漫长路。

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0）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William Rubruck or Willem van Ruysbroeck，约1210—约1295）前往蒙古帝国传教，试图拉拢蒙古汗支持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侵。卢布鲁克从地中海东岸出发一直往东，1254年1月，他见到蒙古汗蒙哥（Monke Khan，1209—1259）。1255年，卢布鲁克回到地中海东岸。1256年，他用拉丁文写下出使蒙古帝国的报告——《卢布鲁克东行记》（Itinerarium fratris Willielmi de Rubruquis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m，Galli，Anno gratia XT ad partes Orientales），并呈给路易九世。在这份报告中，卢布鲁克记载了自己遇到的景教徒、佛教徒以及穆斯林。他听到蒙古人中的佛教徒一直念诵着“嗡嘛呢吧咪吽”，便将它直译成拉丁语，不过，他显然不理解佛教的教义。后来，该报告由彼德·杰克逊（Peter Jackson）翻译成英语出版，书名改成《卢布鲁克的使团》（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14]）。

在卢布鲁克出发前往蒙古帝国近20年后，又一名欧洲人动身前往东方，他就是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1254—1324）。1271年11月，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尼科洛（Nicholo）和叔叔玛菲（Maffeo）从家乡威尼斯启程。他们在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登陆后，沿着丝绸之路往东，经两河流域、伊朗，越过帕米尔高原，于1275年5月抵达中国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后来又到达大都（今北京）。马可·波罗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担任了元朝的官职，从此在中国留居达17年之久。在这段时间，他曾经奉命出使云南、江南等地，在大半个中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291年初，马可·波罗从泉州离开中国，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1296年，马可·波罗在一次战争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自己在中国及东方各国的见闻，由一名狱友笔录成书，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又称《马可·波罗游记》、《东方闻见录》。

《马可波罗行纪》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见闻，兼及途经西亚、中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该书对上述各国及地区佛教的情况也有程度不同的涉及。作为一名基督徒，马可·波罗自然是从基督宗教的角度来看待佛教的。他将信仰唯一神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做了区分，将崇拜偶像的宗教统称为“偶像教”。马可·波罗用这个词来描绘他在各国所见到的佛教、道教、中国民间信仰、印度婆罗门教等宗教。相应的，他将信奉偶像教的信徒称为“偶像教徒”。例如，在描述唐古忒州时，他说：“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稍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15]

尽管“偶像教”是一个统称，但我们发现，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该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就是佛教。马可·波罗记载了克什米尔、西域、元朝北方及江南、锡兰（Ceylon）等地区或城市的佛教情况，涉及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

马可·波罗认为：“此地（指克什米尔）乃是偶像教发生之源。”[16]克什米尔地区是佛教北传过程中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可·波罗对甘州寺院中的佛像有如下记载：“偶像教徒依俗有庙宇甚多，内奉偶像不少，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制作皆佳，外傅以金，诸像周围有数像极大，其势似向诸像作礼。”[17]他还注意到僧人的生活方式：“其遵守偶像教徒之僧人，生活较之他人正直。彼等禁止淫佚……彼等有一教会日历，与我辈同。每月有五日谨守斋戒，不杀生，不食肉，节食甚于他日。”[18]这里所谓的“教会日历”自然就是指佛历。

马可·波罗描述了元朝上都城的藏传佛教寺院及喇嘛：“此辈亦有广大寺院，其大如一小城。每寺之中有僧二千余人，衣服较常人为简。须发皆剃。其中有娶妻而有多子者。”[19]在元朝，藏传佛教萨迦派、宁玛派等并不禁止娶妻。马可·波罗对江南汉传佛教的描述较为简略，谈及一座城市时往往只说“居民是偶像教徒”[20]。不过，它对江南的火葬习俗介绍得比较详细：

尚有别一风习，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声祷告偶像，及至，掷不少纸绘之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彼等自信以为用此方法，死者在彼世可获人畜、金银、绸绢。焚尸既毕，复作乐，诸人皆唱言，死者灵魂将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21]

火葬的习俗显然是因为受到佛教的影响。这里的偶像，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佛教中的阿弥陀佛。

马可·波罗游历到锡兰时听说了佛陀的生平事迹。他在游记中指出，锡兰岛中有一座高山，佛教徒“断言是为世界第一偶像教徒葬身之所，其名曰释迦牟尼不儿罕（Sagamoni Borcam），据称是一大圣人”[22]。当然，锡兰佛教徒的观点有误。释迦牟尼圆寂的地方是印度末罗国的都城拘尸那迦。《马可波罗行纪》对释迦牟尼生平的记载基本上准确：

据说其人是一富强国王之子，不染世俗浮华风习，不欲袭位为王。其父闻其不愿为王，不爱荣华，忧甚，曾以重大许诺饵之。然其子一无所欲，其父别无他子承袭王位，尤深忧痛。由是国王建一大宫以居其子，多置美丽侍女侍之。命诸美女日夜与其子游乐，歌舞以娱，俾之得染世俗浮华之习，然悉皆无效……缘其既见此世之中老少皆死，遂于某夜秘密离宫，往大山中。在其地节欲习苦，俨若基督教徒。盖若其为基督教徒，则将共吾主耶稣成为大圣矣。[23]

马可·波罗在此将释迦牟尼的苦修比作基督宗教一些教派的苦行，他还将佛陀与耶稣相提并论，这说明，他对佛教相关内容的记载秉承的是客观、纪实的风格，并没有一神教信徒常常具有的偏执与狭隘。这的确难能可贵。

《马可波罗行纪》中，忽必烈对佛教、基督宗教等各种宗教的看法及措施也值得注意。马可·波罗记载：

……彼（按：指忽必烈）对于基督教徒主要节庆，若复活节、诞生节等节，常遵例为之。对于回教徒、犹太教徒、偶像教徒之主要节庆，执礼亦同。脱有人询其故，则答之曰：“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Mosïe），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Cakya Mouni）。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最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24]

蒙古族骑兵的铁蹄曾经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成吉思汗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帝国。蒙古帝国中存在各种类型的宗教。蒙古族统治者采取了保护一切宗教的措施，减少了统治过程中的矛盾与敌对情形。忽必烈也遵循传统的宗教政策，平等地善待一切宗教。

马可·波罗接下来说：“然大汗有时露其承认基督教为最真最良之教之意。”冯承钧先生在注释中对这种看法提出质疑。笔者认为，这种质疑有道理，这从该书记载的忽必烈所述自己不愿意做基督徒的理由就能看出。马可·波罗先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发问：既然忽必烈认为基督宗教最好，那他为什么不皈依基督宗教？接着便自己给出了答案，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多次向忽必烈讲述基督宗教的思想，忽必烈派他们为使者去回复教皇：

汝辈欲我为基督教徒，特未解我心。此国之基督教徒蠢无所知，庸碌无用。至若偶像教徒则能为所欲为。我坐于席前时，置于中庭之盏满盛酒浆者，不经人手接触，可以自来就我饮。天时不正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为灵异甚多，汝辈谅已知之。其偶像能言，预告彼等所询之事。脱我皈依基督之教，而成为基督教徒，则不识此教之臣民语我曰，汗因何理由受洗而信奉基督教，汗曾见有何种灵异何种效能欤？汝等应知此处之偶像教徒断言其能为灵异，乃由其偶像之神圣与威权而能为之。脱以此语见询，我将无以作答。此种偶像教徒既藉其咒语、学识能为种种灵异，我若铸此大错，此辈不难将我处死。汝等奉命往谒教皇时，可求其遣派汝教中有学识者百人来此，俾其能面责此种教徒行为之非。并告之曰，彼等亦能为之，特不欲为者，盖因此为魔术耳。脱能如是驳击偶像教徒，使此辈法术不能在彼等之前施行，复经吾人身亲目击，吾人行将禁止其教，放逐其人，而受洗礼。我受洗以后，我之一切高官大臣暨一切服从彼等之人必将效法，由是此国之基督教徒将较汝辈国中为多矣。[25]

忽必烈的这段话主要表明了几层意思：第一，他不皈依基督宗教的原因在于，其所在国度的基督徒愚蠢、无用，而佛教徒却有种种神通，会扭转不正的天时。第二，普通百姓信仰佛教也是因为佛教徒有神通。如果他信了没有体现出神通的基督宗教，就无法向臣民解释原因。第三，既然佛教徒会神通，如果他改信了基督宗教，佛教徒不难将他处死。第四，让两位使者请教皇派遣100名有能力的信徒来与佛教徒斗法。如果他亲眼看到基督徒同样有神通，或者使佛教徒的神通失灵，他就会皈依基督宗教。可见，忽必烈及其臣民支持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徒有神通，能够为帝国的统治等服务。当然，忽必烈体现了一个英明君主的博大胸襟，让教皇派能人来与佛教徒公开竞争。

既然忽必烈认为基督徒“蠢无所知，庸碌无用”，那么马可·波罗说忽必烈认为基督宗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的看法自然就很荒谬了。马可·波罗在记载了忽必烈的上述言论后接着说：“教皇若曾派遣可能宣传吾辈宗教之人，大汗必已为基督教徒，盖其颇有此意，此事之无可疑者也。”[26]我们从忽必烈的上述讲话中绝对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这只是马可·波罗的一厢情愿罢了。

马可·波罗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将佛教介绍到西方，只是当时的欧洲人对他的记载基本不相信，而把它们视为马可·波罗依据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幻想而写成的神话。不过，《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著名航海家哥仑就读过它。如果我们说，哥仑试图找到前往东方的新航线的探险与《马可波罗行纪》不无关系应当并非妄诞之言。

六 早期殖民主义者与佛教

1497年，达·伽马到达印度，随后，殖民化开始。1501年，葡萄牙殖民者入侵锡兰，他们除了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外，还忠实履行葡萄牙国王下达的摧毁所有偶像的命令。结果，佛经被焚，公开或私下庆祝佛教节日的人遭到严惩，寺院化作废墟，石头被用来修建教堂。

锡兰北部的康提（Kandy）王国竭尽全力使僧伽罗佛教免于灭顶之灾。该国国王与荷兰的加尔文教徒（Calvinist）结盟，荷兰人很快成为锡兰的主人。起初，荷兰人更关注摧毁罗马天主教，而不是佛教，但是他们很快就步葡萄牙人的后尘。他们对僧伽罗人信仰佛教制定种种限制措施，例如佛教徒必须将财产的三分之一上交政府。不过，在国王的努力和僧伽罗人的反抗下，荷兰人最终允许了佛教的存在。

从16世纪起，罗马教廷向东方大规模传播天主教。一些传教士将更多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带回欧洲，耶稣会会士（Jesuit）对此最热衷，不过，他们对佛教的看法只有轻蔑。德·吕巴克神父（Father de Lubac）的说法可以让我们知道18世纪的欧洲人加在佛教之上的种种恶名。该神父说，佛教显然是“一种荒谬的宗教，一个可恶的教派，一场瘟疫，一种坏疽”，由“一个非常邪恶的人”[27]创立。

即使极个别传教士对佛教的教义略有了解，最多也不过将佛教视为虚无主义。法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诺埃尔·亚历山大（Noel Alexandre，1639—1724）在他1700年写成的《中国多明我会传教士的辩护》（Apology of the Dominican Missionaries of China）中说：“佛弟子们的神秘教义是真正的无神论。他们认为，空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它绝对地完美和平静，无始无终，静止不动，无知无欲。”他的结论是：佛教教义“将一切事物减少成一个混乱的‘空’，事物的始终只是一个简单的无，而且……认为圆满由绝对的冷淡、冷漠和没有干扰的寂静组成”[28]。

七 利玛窦与佛教

在这些传教士中，与佛教接触最多的可能是利玛窦。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字西泰，1552年10月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塔城（Macerata）。1561年，他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1568年，利玛窦到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他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并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后来，他自愿到远东地区传教。1577年，利玛窦参加耶稣会派往印度的传教团，在葡萄牙等船期间，他曾在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学术中心——柯因布拉大学（Coimbra）学习。1578年3月，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同年9月抵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的果阿。1582年4月，他从果阿启程，8月抵达澳门。起初，他在广东肇庆传教，后来，他到了韶州、南昌和南京。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担任在华耶稣会会长的利玛窦来到北京，进呈自鸣钟和《坤舆万国全图》，并与士大夫交往。1610年5月，利玛窦在北京去世，葬于阜城门外二里沟。

晚年的利玛窦将自己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写下来。在他去世时，这份记录已经完成。它就是著名的历史文献《利玛窦札记》（中译者将其译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撰写这部作品是为了让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及自己在中国传教的经历，以便后来的传教士能从中有所受益。《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史料价值之高毋庸置疑，它是利玛窦对亲身经历的记载，对研究耶稣会在华传教史、明代中西交通史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采用了相当灵活的方法。他到中国不久就穿上儒生的服装，一面传播天主教，一面学习汉语、研读四书五经，研究中国的宗教和风俗，将天主教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比附。利玛窦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联合儒家，极力反对佛教和道教。《利玛窦中国札记》记录了利玛窦对佛教的认识，以及当时明代佛教的基本内容。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佛教的有些内容比较准确。例如，它指出：“现存的文字记载说，中国的皇帝梦中受到启示而派遣使节到这个国家（指天竺——引者）。使者们带回了经卷以及译者，把经卷译为中文。这一教派的创立者，在其教义传入中国以前就已死去了。根据这一点，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把这种教义传入日本的。”[29]这里提到的就是所谓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汉地。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将佛教传入日本的看法与历史事实相符，他还批驳了日本一些信徒的错误观点，即日本佛教源自暹罗。确切地说，日本佛教源自中国，但就传播路线而言经由朝鲜传入。

利玛窦还观察到僧人的生活方式、修行行为等：“这种教派的祭司叫做和尚（Osciami）。他们的头和脸都剃光，和这个国家的风俗完全相反。有些人不断到各处朝圣，有的则在深山古洞中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他们为数估计约二三百万人，大部分住在庙里的许多修道室中。”[30]利玛窦估计中国明末僧人的数量大约有二三百万人，这个数字显然过大。“他们（指僧人——引者）十分强调独身，以致他们似乎完全摒绝婚姻。他们经常的习惯是出家朝圣和乞求布施。”[31]“有时候他们也被他们的同教人士花很少的一点钱请去做别的法事，同时要把动物、鸟兽和鱼放生……”[32]

《利玛窦中国札记》还记载了女性出家者的情况：“这些宗教中心并不排斥妇女居住，但她们与男的分开住，而且也剃光头，不结婚。中国人叫她们尼姑（Nicu），人数不如男的那么多。”[33]这种观点准确。

利玛窦注意到，在中国存在着数量众多的佛教寺院。“今天这一教派有大量往往是装修得非常华美的寺庙，显然说明这一教派由来已久。”[34]

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自然不会被利玛窦忽略。他说：“这一教派的书籍无论是由西方传入的或更可能是在中国编撰的，都一直在增多，成为维持它广泛流行的热情之火的燃料；看来它似乎是不大可能消灭的。由于这类著作的种类和数目繁多，结果是在它里面学说和荒谬无稽是那么混杂在一起，即使是号称信教的人也不能解释清楚。”[35]

作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观察、了解佛教时也有意无意将它与天主教进行类比，发现了它们在仪式方面的相似点。“他们的一些非宗教的礼节在某些方面，和我们教会的仪式很近似，例如说他们唱经就和我们格里高里式的唱经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庙宇里也有塑像，他们献祭时所穿的袍服也和我们的差不多。”[36]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佛教的记载有些也并不准确。它指出：“中国人当中的第二种重要教派是释迦（Sciequia）或阿弥陀佛（Omitose）。”[37]释迦即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阿弥陀佛是佛教中“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是净土宗的主要信仰对象。他们是佛教人物或佛的名称，而不是教派的名称。

对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情况，利玛窦认为，当时天主教信徒已经在印度传教，“中国人听说过基督福音书中所包含的真理，受到感动而发生兴趣，想要接触它并向西方学习它；这并不是超出可能范围以外的事。然而，或是由于他们使臣方面的错误，或是因为他们所到国家的人民对福音的敌意，结果中国人接收了错误的输入品，而不是他们所要追求的真理”[38]。这当然是利玛窦想当然的猜测，与历史事实全然不符。公元初年，基督宗教刚诞生，哪里来的传教士去印度传教？认为中国人接受的佛教是错误的输入品，而基督宗教才是真理的看法，正反映了利玛窦作为传教士的偏见。

不可否认，佛教与基督宗教中的一些观念有相似性。学者们至今难以厘清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抑或是由于人类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共性，使得两种不同的宗教在有些方面显示了趋同性。《利玛窦中国札记》简单地臆测，佛教的一些观念借用了西方哲学的思想。“看起来，这第二种教派的教义的创始人有些概念是从我们西方哲学家那里得来的……他们关于灵魂轮回的学说，听起来很像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学说，只是他们加进了很多解说，产生了一些更糊涂、更费解的东西……这第二种教派的学说中也提到过某种三位一体，把三个不同的神融为一个神……”[39]轮回的思想并非佛教的首创，在佛陀生活的时代，该思想在印度似乎已经普遍流行。当然，佛教的轮回思想与婆罗门教的轮回观存在重大区别。佛陀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65—486年，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约公元前580年至前570年，约公元前500年去世。我们根本无法判断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与佛教的轮回思想有何关系。利玛窦在这里所说的佛教将三个不同的神融为一个神的观点应该是佛教的三身说。基督宗教的三位一体说与佛教的三身说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本质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利玛窦站在天主教传教士的立场上对佛教的思想观念进行无端的指责：“然而，不管他们的教义中可以有怎样的真理之光，但不幸却都被有害的谎言所混淆了。他们对天和地的观念以及说天地是惩恶奖善的地方等等，都是十分混乱的；他们无论在天上或地上，都从不寻求死者灵魂的永生。”[40]

此外，利玛窦还对僧人及其徒弟进行了诋毁：“……他们（指僧人的徒弟——引者）里面决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他们也和师父一样既无知识又无经验，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所以他们天生向恶的倾向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每况愈下。”[41]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利玛窦对佛教的了解有限，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利玛窦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对佛教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从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派出了大约30批传教士到东方。其中经印度来到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的意大利传教士就有71人。例如，意大利嘉布遣小兄弟会（Capuchin Friars Minor）的弗朗西斯科·德拉·潘纳（Francesco della Penna，1680—1745）在1716—1732年生活在拉萨，他学会了藏文，还编写了一部词典，该词典在1826年被译为英语。潘纳神父还翻译了《十诵律比丘戒本》和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42]20世纪50年代，L.佩特克教授将这百年中的游记和书信整理、编辑并加以注释，汇集成书，陆续出版，书名是《新纳慕希奥[43]——西藏和尼泊尔的传教士》。

八 接触佛教的使者和商人

在殖民时期，接触佛教的西方人自然不只有传教士，使者和商人也包括其中。16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38—1715）派遣西蒙·德拉·卢贝尔（Simon de la Loubere，1642—1729）前往暹罗[44]（Siam）。同年，卢贝尔驾驶战船抵达曼谷，见到暹罗国王。1688年，卢贝尔回到法国。在回国途中，卢贝尔依照先前路易十四的要求，写下了他的出使报告，这就是《暹罗王国》（Du royaume de Siam）。该书于1691年出版，卢贝尔也因此于169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Academie Francaise）院士。他可能是第一个提到巴利语或使用“涅槃”一词的欧洲人。卢贝尔在书中写道：“涅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存在方式……他们说，涅槃是这个灵魂已经消失了，它不会再回到任何世界。葡萄牙人将‘涅槃’译成：被消灭了或者变成上帝了。但是，在暹罗人看来，涅槃既不是真正的消灭，也不是任何神性的获得。”[45]

1727年，恩格尔伯特·凯普费尔（Engelbert Kampfer，1651—1716）的《日本志》（History of Japan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am）在伦敦出版，它成为第一本介绍禅宗的英语书。凯普费尔是荷兰贸易商团中的医生，他通过努力对日本佛教有了一些了解。

在19世纪前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欧洲人以不同的身份，通过各种渠道对佛教有所接触和了解，但总的来说，由于受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对佛教的认识往往是片面、零散的，而且错误不少。19世纪，欧洲人开始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佛教，对佛教的学术研究由此开始，标志着佛教在欧洲的传播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第二节 佛教传入美洲的传说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最早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将佛教传播到了今天的北美大陆——如同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一样。这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是非常正常的，但学者们更愿意追本溯源，试图找出最早将佛教传播到北美的人。在该问题上主要出现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依据《梁书》的记载，推断慧深和尚最早抵达北美大陆；第二种观点依据《法显传》的记载，推定法显大师最先抵达北美洲。

一 慧深说

慧深和尚最早抵达北美并传播佛教的说法是中国僧人最早发现美洲说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该问题自提出200多年来虽然经过中外许多学者的反复争论和探讨，但迄今为止依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一）问题的提出和正反两方的基本观点

1761年，法国汉学家M.德·吉涅（M.De Guignes）在研究报告《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Navigations des Chinois du Côle de l'Amerique，Et sur quelques Peuples situés à l'extrémité orientale de l'Asia）中指出，中国的慧深（Hui Shan）和尚和其他5名比丘在458年到了一个名叫扶桑（Fu-sang）的国家。德·吉涅认为，慧深提到的扶桑就是墨西哥。中国人沿着阿留申群岛（The Aleutian Islands）先来到阿拉斯加（Alaska），然后南下到了北美西海岸。他的观点震惊了学术界，并得到一些汉学家和美国学家的认同。[46]

1831年，普鲁士汉学家朱利叶斯·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对这种说法提出疑问，认为扶桑国应该在日本或萨哈林（库页岛）。

此后，支持和反对德·吉涅的学者分成两派，反复论辩。1875年，美国民俗学家查尔斯·戈德弗雷·勒兰德（Charles Godfrey Leland，1824—1903）出版《扶桑或五世纪中国僧人发现美洲》（Fu-sang，or，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Chinese Buddhist Priests in the Fifth Century [47]），支持德·吉涅的观点。1885年，美国学者爱德华·佩森·文宁（Edward Payson Vining，1847—1920）出版长达800页的巨著《无名的哥仑；或慧深与来自阿富汗的僧团在五世纪发现美洲的证据》（An Inglorious Columbus；or，Evidence that Hwui Shan and A Party of Buddhist Monks from Afghanistan Discovered America in the Fifth Century A.D.）。后来，美国学者亨利埃塔·默茨（Henrietta Mertz，1898—1985）出版《淡墨：中国人在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记录》（Pale Ink：Two Ancient Records of Chinese Exploration in America [48]），也同意慧深说。反对者方面，最有力的论证是荷兰东方学家古斯塔夫·希勒格（Gustaaf Schlegel，1804—1903）的《扶桑国考证》[49]一文，他认为扶桑国在库页岛。反对德·吉涅观点的西方学者还有美国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法国东方学家亨利·科迪埃赫（Henri Cordier，1849—1925）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等人。

西方学者对该问题的争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有些学者同意德·吉涅和文宁等人的观点，而且将中国人发现美洲的时间提前。1940年，《中国人最先移殖美洲说》[50]将殷人东迁等事与美洲的发现扯在一起。1941年，朱谦之出版《扶桑国考证》单行本，该成果又名《哥仑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朱谦之依据中外史籍进行了新的考证。他的结论是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决[51]无可疑”[52]。1961年9月，马南邨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谁最早发现美洲》、《“扶桑”小考》、《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三篇文章。[53]1962年，朱谦之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哥仑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一文，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

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发现美洲说也不乏反对者。1962年，罗荣渠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文；1983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一文；1988年，罗荣渠出版《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论集，全面探讨该问题。此外，张虎生等人也著文质疑中国人发现美洲说。

虽然经过长期争论，但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看法一直莫衷一是。就扶桑国的位置而言，有人认为在美国境内，有人认为在墨西哥。勒兰德甚至将南美印加文化的某些遗迹与扶桑国或中国文化相联系。反对扶桑国在美洲的观点中，有人认为扶桑在库页岛，有人认为在日本附近。对最早到美洲的亚洲人的国籍，多数人说是中国人，也有人认为是印度人、日本人。还有的人不论其国籍而称其为“佛教徒”。

对扶桑国问题的争论为时很长、意见分歧很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文献不足征；二是有的学者缺乏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主观臆断，穿凿附会，对史料缺乏甄别和考辨。

（二）对有关扶桑国原始资料的分析

中国正史关于扶桑国的记载，最早见于《梁书·诸夷传》，以后正史中的记载均本于该书。其他野史的记载荒诞不经，不足为据。历来认为慧深最早抵达墨西哥或反对这种观点的人都依据该书中的这段史料作为考证的依据：

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54]

……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壻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55]

笔者对该资料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包括慧深的身份等，这是考证扶桑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其二是扶桑国的物产等内容。

首先来看慧深的身份。希勒格在《扶桑国考证》中认为，扶桑国并不在美洲，而在库页岛。但是由于他的探讨回避了佛教方面的内容，所以轻易就被论敌驳倒了。[56]从上述史料可知：第一，慧深是扶桑国的僧人。他在南朝齐永元元年（499）来到中国荆州。第二，扶桑国原本无佛教。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罽宾国有五名比丘到扶桑国传播佛教，于是该国佛教盛行。第三，南朝梁普通年间（520—526），有“道人”从扶桑国来到中国。

这一点在书中很明确，罽宾僧人最早到了扶桑，扶桑国人两次到了中国，没有谈到中国人到扶桑。正是因为南朝齐永元元年（499）慧深到了中国荆州，《梁书》完全照录他的描述，将扶桑国这个“在昔未闻”的国家记载于史册，因此，慧深到中国来无可置疑，他的国籍也可信。而至于他对扶桑国的描述是否可信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慧深的扶桑国国籍无法否认。但文宁等人为了证明扶桑即是墨西哥，却说慧深不是扶桑国人，而是458年从罽宾到扶桑去的五比丘之一；40年后，慧深又从扶桑回到中国，中国人误以为他是扶桑人。这种观点纯属臆测。中国有些学者更离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为慧深是中国人，以证明所谓的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马南邨在《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中“考证”出慧深即《高僧传》所载宋文帝时高僧慧基的著名弟子慧深。[57]为了让《梁书》上“其国有沙门慧深”说得过去，马南邨同样做出了大胆的猜想：慧深在美洲逗留数十年，回到荆州时“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58]。朱谦之不仅完全同意这一观点，还从《魏书·释老志》上查到另一个惠深。“世宗以来至武定末，沙门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并见重于当世。”[59]朱谦之之所以扯出第三个慧深是因为《魏书》上提到：“京师沙门师贤，本罽宾国王种人……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仍为道人统。”[60]朱谦之于是毫无根据地推断：“案此以师贤为首之罽宾僧‘同辈五人’，当即《梁书东夷传》中所云罽宾国之比丘五人。”[61]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相信其假定，罽宾国五比丘既然能从罽宾来到中国，自然他们也能到美洲了。朱谦之指出：“疑此罽宾国比丘五人之远游美洲，慧深实与之同往……且当为其向导……”[62]罽宾国五比丘到扶桑国传播佛教是慧深说的，但慧深并未说自己与此事有什么关系。朱谦之为了说明慧深到了美洲，妄自揣测：“此疑慧深自述，而意有所顾忌，故归功于罽宾之五比丘，若无干己事然者。”[63]这样的推测牵强到了什么程度！文宁等人得出慧深是从罽宾去扶桑国的五比丘之一的错误结论，可能与他们不懂中文、翻译者的译文有误等客观原因有关，但某些中国学者为什么竟得出相同的错误观点？以上述的凭空想象为基础，朱谦之将三个不同国籍、地区的同名僧人捏合在一起，编成了所谓的《慧深年谱》。[64]这样，慧深就不仅成了中国人，还成了“历史上的人物”。对于这份假年谱，汤用彤先生作了详细的分析。他的结论是：

《高僧传》的慧深是在江东，并于公元496年—519年之间的某些年曾任江东僧正（姑假定为公元510年—518年）；而《梁书》的慧深是在齐永元元年（499年）在荆州；《释老志》的慧深是北魏的沙门统，于永平二年（509年）上书立僧尼制。这三个慧深的活动，可以说差不多是同时，而他们所处的地区距离很远，中国人同时同名，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僧人更是如此。如果没有明确的根据，很难说同名同时就是一个人。[65]

汤先生的观点显然是依据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而得出的结论。因此，《梁书》上的慧深，我们迄今知道的就仅有两点：第一，他是扶桑国僧人；第二，他在499年到了中国荆州。

慧深说，在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罽宾五比丘将佛教传播到了扶桑国。在458年佛教就被传播到了北美大陆的观点与佛教的传播史实不符。公元3—4世纪，在朝鲜半岛兴起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据高丽僧一然《三国遗事》卷三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中国前秦王苻坚派使者和僧顺道到高句丽，送来佛像和经书。四年（374），晋僧阿道到高句丽传教。高句丽国王为顺道和阿道修建了寺庙。这是佛教传入朝鲜之始。枕流王元年（384），佛教传入百济。新罗第十九代王讷祇王在位时（417—457），沙门墨胡子从高句丽来到新罗，开始传播佛教。[66]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538年，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67]认为佛教在458年时就已经传播到了北美洲的观点无疑是天方夜谭。如果佛教在458年传播到了扶桑国属实，那就说明，扶桑国的位置不可能距离朝鲜、日本很远。

汤用彤先生还指出，所谓罽宾五比丘到扶桑国传播佛教只是一个神话。[68]五比丘之说始于释迦牟尼向[image: ]陈如等五人传法的传说。后世佛教徒在讲述传法故事时多沿用此传说。五比丘的说法，在北魏时期早已流行。汤先生说：“本来，一地佛法之初传或复兴，总是由于僧人。但哪能常常是五人，而且与罽宾或北天竺有关系呢？”[69]

接着看墨西哥神话传说中的主神奎扎尔柯特尔（Quetzalcoatl）与佛教的关系。扶桑即墨西哥说的持有者认为，古代墨西哥有过佛教，而且将墨西哥神话中的主神奎扎尔柯特尔视为与佛教有关的东方之神，甚至可能是所谓的罽宾五比丘之一。[70]

奎扎尔柯特尔是带羽翼的蛇神，一说风神，也是文明和知识的象征。关于它的传说很多，但找不到它与亚洲民族联系的任何线索。[71]

对扶桑国即墨西哥说，罗荣渠先生针对《梁书·诸夷传》的上述记载从地理位置、物产、社会组织和风俗、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等方面进行了驳斥。他认为，书中对扶桑国的描述和亚洲的情况联系密切，而与美洲的情况极少相似。[72]而且，《梁书》中扶桑国资料的真实性的确值得怀疑，不排除是慧深根据自己的游历经历而编造出来的。慧深在扶桑国之后所说的关于女国的荒诞不经的描述可以作为例证。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中国或罽宾和尚（包括慧深）将佛教传播到了美洲。

二 法显说

中国人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最早到达美洲的是东晋著名高僧法显。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他依据《法显传》的记载认为，法显在东晋义熙七年（411）八月从斯里兰卡出发归国。中途，遭遇大风，船被风吹，漂流到了耶婆提国。耶婆提国实际上就是今天南美洲的耶科陀尔（厄瓜多尔）。法显在耶婆提国停留五个月后，于义熙八年（412）四月，从厄瓜多尔返回，在今山东崂山登陆。章太炎进一步指出，法显不仅到了美洲，他实际上绕了地球一圈，才回到中国。章太炎根据《法显传》记载的耶婆提国婆罗门兴盛的情况，得出结论：在法显以前，印度人已经将婆罗门教传到该国。[73]

《谁先到达美洲》一书所持的观点与章太炎基本相同，只是将厄瓜多尔改成了北美洲的墨西哥某处。[74]

在此，我们将《法显传》中法显从斯里兰卡到耶婆提国然后返回山东的记载照录如下，以便仔细分析。

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二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来多，即斫[image: ]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麁财货掷著水中……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

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闇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

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

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

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

……

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当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尔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蔾藿依然，知是汉地。[75]

仅仅依据《法显传》的上述记载就推断耶婆提国位于今天美洲某地的说法显然没有任何说服力。第一，法显说的论据仅有上文，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是孤证。第二，当时的航海技术有限，罗盘还没有用于航海，航行者只能依靠日月、星星来确定方向。法显一行从斯里兰卡出发，当然是想通过马六甲海峡再往北航行。但他们出发两天后就遭遇了连续13天的大风。风将他们的船往什么方向吹、吹到了什么地方，无人能知。法显还指出，船进入深海后，如果遇到阴雨天，他们就根本不知道方向了。第三，当时的船还没有机械动力，航海只能借助信风。第四，连云山认为，法显从斯里兰卡到所谓墨西哥的航线是经过马六甲海峡、南海，再从菲律宾群岛北端往东进入太平洋。这条航线纯属他个人的想象。法显一行遭遇13天大风后，只在一个无名岛上做过短时间停留、补船，随后的航行中都没有遇到任何岛屿。试想，如果他是在经过马六甲海峡、南海而航行，难道不会遇到众多岛屿？第五，法显周游天竺，对当时古印度各国的情况都有所记载，唯独对耶婆提国仅有十几个字的描述，这的确耐人寻味。如果法显到达的地方的确是风土人情与中国和古印度各国大相径庭的美洲某地，他会对这种差异不置一词？第六，作为著名旅行家的法显，他对航向极为重视。法显从斯里兰卡出发后，船的航向是“东下”，这是准确的记载。法显从耶婆提国出发回国的航向是“东北行，趣广州”，这也是准确的记载。法显说的持有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肯定“东下”记载的准确；[76]另一方面却又否定“东北行，趣广州”的记载。[77]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东北行，趣广州”根本不是什么航行计划，而是确实的航向。这六个字的前文“法显于船上安居”便是足证。可见，对文献的理解切不可断章取义。以所谓浅海和深海航行的航向等来解释这六个字更是牵强。第七，厄瓜多尔是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美洲后才有的名字。耶婆提国就是厄瓜多尔的观点早被驳倒。第八，法显绕地球一圈的观点更不靠谱。第九，佛教徒往往将与佛教思想不同的观点称为“外道”、“婆罗门”。耶婆提国婆罗门兴盛的观点，就是指该国佛教之外的思想盛行，并不是特指婆罗门教。有佛教常识的人就不会犯这种望文生义的错误。

总之，法显到达美洲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学术界轻而易举就否定了这种观点。当然，否定法显到达美洲说丝毫无损于法显大师伟大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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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国佛教

第一节 早期的佛教学术研究

欧洲各国早期的佛教学术研究与18世纪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启蒙运动、基督宗教的衰落和殖民主义的巩固使欧洲各国的佛教研究提上了日程。

18世纪，启蒙运动席卷欧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进步思想家怀疑甚至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准则。德国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文艺理论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等人主张人道主义、宗教容忍和政治自由。启蒙运动的思想在宗教上的贡献就是强调宗教宽容，既然理性代替了天启，各种信仰就不能被认定存在优劣高低之分，对它们也同样应该从理性的角度加以研究和分析。

18世纪的欧洲在表面上基督宗教的传统依旧，但是，它的势力已经衰退。理性主义者对天主教徒尤其是耶稣会会士充满仇恨。1759—1768年，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了耶稣会。紧接着法国也宣布耶稣会非法。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Pope Clement ⅩⅣ，1705—1774）通过一个法令解散耶稣会，该法令直到1814年依然有效。

18世纪也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扩张，英国取代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殖民国家。为了加强自己的殖民统治，英国决定有计划地研究印度的地理和文化。此后，各国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者、历史学者等也不断从事印度学的研究。1783年，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到印度任职，他的东方研究奏响了欧洲佛教研究的序曲。

一 威廉·琼斯的东方文化研究

1763年，英国在七年战争之后，以《巴黎和约》为基础，获得了加拿大、印度、北美等地的殖民统治权。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最初掌握着对印度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东印度公司的许多职员在印度待上几年，就能积聚大笔钱财，致使许多乡绅子弟都愿去印度工作，寻找发财的捷径。”[1]东印度公司的巧取豪夺不仅遭到印度人民的反抗，也引起英国国内人士对其独占印度的不满。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调整法》，把总督与理事会的任命收归议会。该法案同时规定在印度建立最高法院，以保障当地人的利益等。1783年，琼斯被封为爵士，并被派往印度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

琼斯于1746年9月28日生于伦敦，父亲是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琼斯的语言天赋突出，在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读书期间，他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希伯来语。

在牛津大学，琼斯学会了阿拉伯语，并且专心研究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中的阿拉伯语文献。后来，他又掌握了波斯语等东方语言并翻译相关的典籍。为了谋生，琼斯在1774年成为一名律师，后来，他结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这样，美国人与东方学专家有了密切的联系。琼斯的著作在18世纪的美国广受欢迎，美国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思想中的东方因素与琼斯作品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前往印度途中，琼斯列出了一个了解东方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计划，名为《我在亚洲期间的调查对象》（Objects of Enquiry during My Residence in Asia）。该计划包括：印度人和伊斯兰教徒的法律；亚洲的诗歌、修辞学和道德；关于大洪水的传统；东方国家的音乐；统治孟加拉的最佳模式；印度人的医药、化学、外科学和解剖术；《诗经》；对西藏和克什米尔的最好记载等。[2]

抵达印度后，琼斯发现，该计划过于庞大，一个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1784年1月15日，他召集30名英国管理者成立孟加拉亚细亚协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并出版会刊——《亚细亚研究》（Asiatic Researches）。协会成员全部是业余爱好者，他们中有商人、政府官员、法院工作人员等。

著名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在《亚细亚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佛教的论文——《马维普兰的雕刻和遗迹》（An Account of the Sculpture and Ruins of Mavilpuram），写的是锡兰佛教。与同时代的人相比，钱伯斯对佛教的认识准确了很多。例如，他说，僧伽罗僧人“并非来自特定的部族，而是从人们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吃肉，但不宰杀动物”。钱伯斯的结论是：“这是与吠陀不同的宗教体系，在许多方面与婆罗门的原则和实践完全不一致。”[3]不过，钱伯斯将佛陀与希腊神话中的墨丘利（Mercurius）画等号显然不对。

为了研究印度法律，琼斯克服重重困难，学会了梵语。他比较了解印度教，但对佛教知之甚少。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当时，佛教在印度已经消亡。1784年，琼斯拜访了菩提伽耶（Bodh Gaya），但当地早已没有佛教的碑刻、寺院和信徒。廷茅斯勋爵（Lord Teignmouth）说，菩提伽耶“作为佛陀的诞生而著名。佛陀创立了一套哲学体系，可惜该体系被冠以无神论的恶名”。不过，菩提伽耶“依然有名。每年，印度各地的朝圣者都来到这座圣城。他们供奉先人，让自己的罪过得到免除”[4]。琼斯要了解佛教，要么北上去西藏，要么南下前往锡兰、暹罗或缅甸。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琼斯没有亲自接触到佛教。第二，当时，西方的佛教学术研究尚未开始，资料缺乏。第一部巴利语语法——法国学者布诺夫（Eugene Burnouf，1801—1852）的《论巴利语》（Essai sur le Pali）到1826年才出版。琼斯去世后，西方人才发现并开始翻译北传佛教的梵文经典。英国人布莱恩·休顿·霍奇森[5]（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0或1801—1894）从尼泊尔将梵文手稿送到加尔各答、伦敦和巴黎，其中有《妙法莲华经》。布诺夫将该经译成法语，并送给了美国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琼斯要么没有认识到，要么没有接受这种正确的观点。尽管他意识到佛教在某些方面与印度教针锋相对，但他受到印度教观念的影响，将佛陀看作是毗湿奴（Visnu）的化身之一。

第一期《亚细亚研究》大获成功。700册发行到英国，其余的发行到美国，琼斯声名远播。

随着梵语知识的增加，琼斯看出梵语与诸多欧洲语言的一致性，并提出印欧语系同源的观念。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他是德国首位梵语学家，还是作家、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是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1798—1800年，施莱格尔兄弟在耶拿（Jena）创办杂志《雅典娜神殿》（Athenaeum），宣扬浪漫主义文艺理论，成为德国耶拿浪漫派理论的倡导者。德国浪漫主义对美国的超验主义者影响很大。

1794年4月27日，琼斯在加尔各答去世。琼斯之前的欧洲人对他们在东方的所见所闻有或多或少的记载，但直到琼斯在印度完成他的著作后，对东方文化的科学研究才真正开始，而它又拉开了欧洲佛教研究的序幕。

二 维多利亚时代的佛教

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period）指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1819—1901）女王在位的时代。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1837—1901）和印度女皇（1876—1901）。她在位期间，英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加紧对全世界各殖民地的掠夺。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几乎享有对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维多利亚时代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为了更有效地统治殖民地，英国相当重视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宗教和文化的研究。英国的佛教研究在维多利亚时代步入正轨显然并非偶然。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佛教观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理性主义思潮和基督宗教在英国的衰落。19世纪前，英国人将佛教视为“异教”，加以鄙视甚至憎恨。随着理性主义思想的兴起，19世纪的英国人逐渐能够以较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佛教，佛教被认为是“理性科学知识的领域”或“浪漫想象的目标”[6]。此外，基督宗教的进一步分裂使英国教堂开始丧失权威性，宗教信仰和修行越来越被看作是个人的私事。哈里斯认为，宗教的多样化和私人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更加世俗的社会。[7]

1800年之前，英国人对佛教的个别词语已经有所了解。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记载，早在1681年，“佛陀”（Buddha）一词就已被收录。“达磨”（Dharma）一词最早出现于1796年；1801年，“佛教”（Buddhism）和“佛教徒”（Buddhist）出现于英语中。19世纪早期，英国人开始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包括佛教在内的基督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托马斯认为，虽然人们诅咒印度教和佛教中存在偶像崇拜，但二者已经得到知识分子的欣赏。[8]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佛教吸引了更多英国人的注意，被认为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宗教信仰。这段时期关于佛教的书籍大部分是传教士们写的。这些书绝大多数攻击佛教，对佛教的认识存在相当多的偏见和错误。不过，少数书反而对佛教在英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哈迪（Robert Spence Hardy，1803—1868）的著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哈迪是英国卫斯理宗（Wesleyans）传教士，他在锡兰生活了23年，精通巴利语和梵语，并深入研究佛教。1850年，哈迪出版《东方的寺院制度》（Eastern Monachism），详细叙述僧人的戒行、仪式及寺院生活、制度等，对僧传及佛经也提出了看法。1853年，他出版了《佛教手册》（A Manual of Budhism），该书的学术性更强，并且使佛教在英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也有一些自由派神学家对佛教持同情态度。莫理斯（John 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1805—1872）就很典型，他是英国新教神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创始人。莫里斯认为，在佛教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对人类精神的崇敬感，他著有《世界的宗教》、《基督王国》等书。

维多利亚时代，对英国的巴利语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柴尔德斯（Robert Caesar Childers，1838—1876）。他是一名牧师的儿子，生于锡兰。1860—1864年，他在民政厅任职。1864年，柴尔德斯回到英国，专心研究巴利语。1869年，他将《小诵》译为英语并出版，这是英国首次出版巴利语原典。1872年，他在印度局图书馆担任助理。1873年，柴尔德斯在伦敦大学讲授巴利语及佛教文学。1872年和1875年，柴尔德斯出版了两册巴利语词典。柴尔德斯在锡兰生活了20多年，他对佛教的了解远比普通英国人详尽和正确。他在1876年抱怨说，佛教被描述为“或者是一个贫乏的形而上学体系……或者是纯粹的神秘主义……或者是纯洁而美丽的道德准则……或者是源自世界的一种自私的抽象，对每种冲动和情感的一种系统性的抑制”[9]。

柴尔德斯的观点指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对佛教的总体看法。他们常常把佛教与英国盛行的价值观念相比较，赞扬佛教的慈善、忍耐和谦卑，以及良好的道德准则。在他们看来，与印度教相比，佛教中没有淫秽和罪恶。不过，英国人批评佛教中缺乏罪恶感和义务感。当时的英国人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杂乱而且不准确。他们认为，“转世”、“无我”等概念不可理解而且讨厌它们。一些人称赞佛教所倡导的忍耐、和平思想，另一些人却将它们视为一种冷漠。虽然人们质疑佛教中“无神论”、“业力”、“转世”等说法，不过佛教道德却得到普遍的认同。在这一点上，佛教被认为是仅次于基督宗教的宗教。[10]

需要指出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来看待东方文化的。他们更愿意研究古老、理想的文本中的佛教而不是同一时代在亚洲的活生生的佛教。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将佛教看作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他们从基督宗教的立场出发，将佛教与基督宗教进行比较。他们的研究主要依靠佛教经典，而并没有与亚洲佛教徒进行接触，因此他们的研究结论中存在诸多偏见和错误就在所难免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佛教术语进入英语，例如，“羯磨，Karma”，1827年；“涅槃，Nirvana”，1836年；“八正道，Eightfold Path”，1845年；“比丘，Bhikkhu”，1846年；“阿罗汉，Arahat”，1850年；“僧伽，Sangha”，1858年；“小乘，Hinayana”，1868年；“大乘，Mahayana”，1868年；“上座部佛教，Theravada”，1875年。这体现了英国人对佛教的认识逐步深化和全面的过程。

直到1830年，佛陀都被认为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19世纪50年代，他的历史性才被广泛接受。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赞颂佛陀的诸多优秀个人品质，如纯洁、耐心、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极高的天资、绅士风度、智慧，更重要的是同情心和怜悯心。用阿蒙德的话说，佛陀是一位理想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11]

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已经对佛教产生很大兴趣，但却几乎没有人皈依佛教。学者们的研究摒弃了个人信仰的介入，也没有出现任何佛教组织。当时的英国社会依然保守，一个人如果公开宣布脱离基督宗教而改信佛教，他面临的压力将会相当巨大，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佛教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上。

三 巴利文佛教经典研究

19世纪，有关佛教渊源的巴利文和梵文的资料开始受到欧洲学者的重视。

以布诺夫为首的欧洲学者着手对巴利文、梵文、加尔姆课文、蒙古文佛典和藏传佛教文献进行研究。“虽然这一时期依然仅有极少数的巴利文文献面世，但出版了一本语法书和一部字典，几个东方学研究中心也收集了一些抄本，使得下一阶段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12]在英国，以里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翻译、研究巴利文经典。戴维斯还建立巴利文经典学会（The Pali Text Society），整合欧洲其他国家学者的力量，为巴利文佛教经典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里斯·戴维斯

1843年5月12日，里斯·戴维斯出生于英国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父亲是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es）著名牧师。在布赖顿（Brighton）完成学业后，戴维斯放弃司法方面的职业，去布莱斯劳大学（University of Breslau）学习梵文，并获得博士学位。1864年，他前往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锡兰工作。戴维斯在业余时间学习并掌握了僧伽罗语（Sinhalese）和泰米尔语（Tamil）。有一次，戴维斯处理涉及一座寺院的案件，卷宗中有用巴利语写的证据，但法院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懂巴利语，于是，戴维斯开始学习巴利语。

1872年，戴维斯辞掉在锡兰的工作，回到英国后，他专心研究佛教，并将研究论文寄给“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戴维斯参考了早期研究巴利语及僧伽罗语学者的著作，他们包括：乔治·特诺尔（George Turnour，1799—1843）、柴尔德斯、丹麦学者维戈·弗斯波尔（Viggo Fausboll，1821—1908）、德国的赫曼·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另译为“奥登堡”）等。戴维斯也积极支持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为了翻译《岛史》，他从锡兰收集了大量资料。一天，奥登伯格向戴维斯请教《岛史》方面的问题，戴维斯就将自己收集的资料全部赠给了他。

1878年，戴维斯出版《佛教》（Buddhism），这本小书介绍了佛陀的生平、佛教的基本教义等内容。该书到1914年为止再版了22次。在该书中，戴维斯指出：“涅槃，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灭绝的意思，而是表示在此世及此生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的及心灵的状态。而且，涅槃实际上是一种被改变的心灵状态。”[13]1916年，法兰克福特尔（Frankfurter）选择该书的部分内容加以出版，而且他将涅槃的定义更正为贪、嗔、痴的止息。

1880年，戴维斯翻译、出版《本生因缘说》，命名为《佛陀本生的故事集》（Buddhist Birth-Stories or Jataka Tales）。

1881年，戴维斯开始参与由弗里德里希·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担任主编的《东方圣书集》（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14]）的编译工作。这套丛书包括从巴利文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1881—1885年，戴维斯与奥登伯格合作，翻译完成三册《律典》，并收入《东方圣书集》。1890—1894年，两人合作出版《弥兰陀王问经》。缪勒鼓励戴维斯在《东方圣书集》编辑完成后又开始《佛教圣书集》（The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的编辑。1895年、1899年，在暹罗国王的资助下，《佛教圣书集》第一、二卷顺利出版。

1882年，戴维斯成为伦敦的学院大学（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巴利语教授。随后，戴维斯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秘书和图书馆长。他创立“不列颠学院”（British Academy）和“东方研究所”（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后来，东方研究所更名为“东方及非洲研究所”（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884年，戴维斯翻译、出版《摄阿毗达磨义论》。该书由巴利文经典学会出版。1886年，他与卡彭特（Joseph Estlin Carpenter，1844—1927）合编的《吉祥悦意论》第一册出版。1890年、1911年，两人又编辑了《长部》第一册和第二册。[15]

1894年，戴维斯与卡罗琳·奥古斯塔·芙丽（Caroline Augusta Foley，1858—1942）结婚。不久，戴维斯前往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一系列佛学演讲，这些演讲后来整理成《佛教的历史与文献》（Buddhism：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并于1896年在美国纽约出版。

1899年，他来到印度，访问一些佛教圣地，并将相关内容记载下来，这就是《佛教的印度》（Buddhist India[16]）。这本书探讨了佛教兴起后的印度社会与政治，1903年该书出版，到1959年，已再版七次。

从印度回国后，戴维斯计划编辑、出版《印度经典丛书》（Indian Texts Series）。但这项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1904年，戴维斯成为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比较宗教学专业的教授。这是英国的大学首次开设比较宗教学的课程。戴维斯一直在该校任教，直到1915年退休。

1910年和1921年，戴维斯夫妇合译完成《长部》。戴维斯称之为《佛陀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Buddha[17]）。

1910年，“印度学会”（India Society）成立，戴维斯被选为会长。印度学会后来更名为“皇家印度、巴基斯坦及锡兰学会”（Royal India Pakistan and Ceylon Society）。

鉴于柴尔德斯的《巴利语词典》已经陈旧，戴维斯准备重新编纂一部《巴利语—英语词典》（Pali—English Dictionary）。虽然其他学者允诺帮助他，但戴维斯并没有如愿。1915年，72岁的戴维斯独自挑起了编辑该部词典的重担。幸运的是，几年后，威廉·斯蒂德（William Stede）成了他的助手。1921年，第一册《巴利语—英语词典》出版了。该词典后来多次重印，成为最权威的佛学工具书之一。

戴维斯还著有《印度佛教史》（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18]）等书。

1922年12月27日，戴维斯去世。欧美各国的佛教学者对他在佛学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及其优秀品德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例如布拉格大学的莫里兹·温特尼兹（Moritz Winternitz，1863—1937）教授说：“过去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对佛教知识及佛学文献作出如此多的贡献。他的名字将永远被记得，他是一位最热心且专注的学者，但对有幸认识他的人而言，他们将会永远珍惜记着他是一位仁慈可爱的人，而且是一位真正的佛教徒。”[19]

戴维斯并非佛教徒，但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他曾经说过：“我是否为佛教徒并不重要。我曾经审视过世界上伟大的宗教系统中的每一种宗教。我发现，任何其他宗教中都没有在美和广泛性上能够超越佛陀八正道的东西。我乐意依据八正道而生活。”[20]

（二）里斯·戴维斯夫人

戴维斯教授去世后，戴维斯夫人继续了他的事业。她在巴利文佛教经典的翻译与诠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戴维斯夫人生于1858年，她在伦敦学院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对语言、文学及东方研究有兴趣。后来，她到曼彻斯特大学教印度哲学。

戴维斯夫人是杰出的巴利语学者，且多才多艺，她翻译、编辑了大量巴利文经典。1922年，戴维斯逝世后，戴维斯夫人负责巴利文经典学会的工作，时间长达20年。这20年也是她学术生涯辉煌的时期。她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法聚论》（1900）、《最早的岩迹》（The Earliest Rock Climb，1901）、《分别论》（由里斯·戴维斯编辑，1904）、《尼迦耶研究》（Studies in the Nikayas，1907—1908）、《长老尼偈》（1909）、《摄阿毗达磨义论》（与S.Z.Aung合编，1910）、《长部》（第二册，与里斯·戴维斯合译，1910）、《双论》（第一册，1911；第二册，1913）、《论事》（与S.Z.Aung合译，1915）、《相应部》[21]（第一册，1917；第二册，1921）、《清净道论》（第一册，1920；第二册，1921）、《巴利文经典学会工作中的里程碑》（A Milestone in Pali Text Society Work，1923）、《中部》（第四册索引，1925）、《佛教与消极》（Buddhism and the Negative，1927）、《法句，小诵》（1931）、《增支部》[22]（1932—1936）、《长老偈》（第二版，1937）、《乔达摩其人》（Gotama the Man）、《释迦或佛教起源》（Sakya or Buddhist Origins）、《过客的话》（Wayfarers Words）、《印度心理学的起源及其在佛教中的发展》（The Birth of Indian Psych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Buddhism [23]）等。[24]

（三）巴利文经典学会

1881年，戴维斯在希伯特信托基金会发表六次演讲，在第二次演讲时，戴维斯宣布成立“巴利文经典学会”，它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们能够接触到早期佛教的丰富文献。它们正以各种手稿的形式散落在欧洲的大学和其他公共图书馆里，未被编辑、未被使用”[25]。世界各国佛教学者一致推举戴维斯为首任主席，成员有弗斯波尔、奥登伯格、法国学者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enart，1847—1928）、英国语言学家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1833—1894）等人。学会的经费来自私人或大学等机构的捐助。学者们翻译、编辑巴利文经典没有任何报酬。

戴维斯认识到巴利文文献的重要性。他说：“这些文献是我们最佳的权威，使我们去了解这引人兴趣的宗教系统之早期历史，这宗教与我们最新的思想很类似，而且如此有力地且长期地影响如此多的人。今天我们称这种宗教为佛教。”[26]

从1881年成立伊始，巴利文经典学会就努力编辑所有巴利文三藏。学会初建时，出版了51卷24种典籍，其中很多属于再版。1922年，戴维斯逝世，戴维斯夫人继任巴利文经典学会会长，直到1942年去世。在此期间，学术活动一如既往，出版了举世闻名的《巴利语—英语词典》。

1942—1950年，威廉·亨利·邓汉姆·劳斯（William Henry Denham Rouse，1863—1950）博士担任第三任会长。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会务工作受到冲击，几乎陷于停顿。

1950—1958年，威廉·斯迪德担任第四任会长，学会的工作渐渐恢复。1959年，伊莎琳·布露·荷娜（Isaline Blew Horner，1896—1981）女士担任新会长后，学会重新进入兴盛阶段，联系了许多世界知名的佛教学者，出版了大量佛教英译经、律、论著作，校勘出版罗马安体的巴利文三藏共172号（卷、册），其中包括经藏和注疏的全部，律藏全部，论藏七部中的六部论（除《发趣论》外）以及藏外的重要论、疏和编年史等，还编订了《英语—巴利语词典》、《巴利语固有名词词典》，以及出版巴利语文法、巴利语三藏索引、杂集等。此外，1882—1927年，学会还发行了23期杂志。

近年来，由于巴利文经典基本整理完毕，许多学者逐渐离世，加上佛教在欧美等诸多国家迅速传播，不同佛教教派纷纷崛起，巴利文经典学会的工作明显减少。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佛教学术组织，巴利文经典学会在学术界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四）弗兰克·李·伍德沃德

弗兰克·李·伍德沃德（Frank Lee Woodward，1871—1952）是19世纪英国巴利文研究的创始人之一。1871年4月，他出生在诺福克郡（Norfolk），从小接受一流的教育，专攻语言，尤其是德语、法语及希腊语。18岁时，伍德沃德进入位于剑桥的悉尼苏塞克斯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学习，他获得头等古典语言奖学金和拉丁文的金质奖章。这时，他已经精通欧洲的语言。在大学三年级时，伍德沃德通过古典语言荣誉学位考试。

大学毕业后，他先在拉格比预科学校（Rugby Preparatory School）任教。1897年，他到皇家语法学校（Royal Grammar School）担任古典语文教师。在这些年里，他开始学习哲学及梵语、巴利语。1902年，他加入神智学会，迷上佛教。他通过神智学会主席亨利·斯迪尔·奥尔科特（Henry Steel Olcott，1832—1907）的帮助，如愿获得去锡兰工作的机会。1903年8月，伍德沃德来到锡兰南部加里（Galle）的马欣达学院（Mahinda College）任教。[27]

马欣达学院位于加里城内古旧的建筑中，学生只有60名。伍德沃德的到来使学院很快有了起色，学生猛增到300名。伍德沃德为学院选择新址，而且将自己的2000多英镑用在学校的工程上。他从学院支取的费用仅够维持最低生活。伍德沃德严格要求学生，学生们进步很快。在锡兰生活的16年中，他一面教书，一面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他素食，独身，生活非常节俭。

1919年，伍德沃德离开加里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献身于巴利文经典的翻译。1936年，15册《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翻译出版。里斯·戴维斯夫人曾这样夸奖并感谢伍德沃德：“大部分的功劳应归于他……他负起主要的责任，十五册书中，他个人翻译了六册，第七册他也曾鼎力支持，直到最后一册完成。除此以外，还加上他最近发行的二本文选翻译，即选自佛教的《优陀那》（Udāna）及《如是说》（Itivuttaka），以及《相应部》的注释……”[28]伍德沃德的作品中，以《佛陀的格言》（Some Sayings of the Buddha）一书最脍炙人口，他还著有《一个神秘主义者的手册》（Manual of A Mystic）[29]。

四 麦克斯·缪勒的贡献

1823年12月6日，麦克斯·缪勒出生在德国。他的父亲威廉·缪勒（Wilhelm Muller）是著名诗人、古典语言学家、地方图书馆馆长以及西方语言方面的权威。缪勒很早就显露出过人的天赋。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年仅33岁就去世了。缪勒由父亲的密友卡鲁斯博士（Dr. Carus）抚养长大，他将缪勒带到莱比锡（Leipzig），悉心教育和培养。缪勒对音乐有兴趣和天赋，不过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建议他在语言学方面选择职业。

1840年，缪勒进入莱比锡大学就读，三年之后，他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1844年，他在德国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由梵文译成德文的《希多帕达莎》。

1846年，缪勒前往巴黎，他遇到了著名的佛教文献翻译者和学者布诺夫，成为布诺夫的忠实学生。布诺夫指导他研究印度吠檀多哲学以及佛教教义，这是缪勒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布诺夫的影响和鼓励下，缪勒开始编纂印度古典史诗《黎俱吠陀》。

1848年，缪勒前往英国，以便查阅收藏在伦敦的《黎俱吠陀》梵文手稿，于是，他在英国定居并加入英国国籍。1849年，缪勒出版《黎俱吠陀》第一卷。他在英国声名鹊起，一些大学纷纷为他提供研究职位。1854年，他在现代欧洲语言（Modern European Languages）项目中担任教授。1856年，缪勒被聘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1858年，他被聘为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特别会员。1860年，缪勒被任命为“基督教会”（Christ Church）的语言学教授，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1900年逝世。

通过25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缪勒翻译、出版了六卷本《黎俱吠陀》。缪勒还编纂了50册《东方圣书集》，并与20多位学者合作将它翻译成英语。缪勒还主持了巴利文经典学会主办的《佛教圣书集》的编辑工作。作为印度宗教和佛教哲学方面的权威，缪勒是第一个被邀请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作宗教演讲的世俗人士。[30]

早期西方学者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佛教是虚无主义。缪勒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从所有的国度，不同的时空，我们从人性的立场来讨论，我们承认我们无法令自己相信，这位完美道德的导师，印度之改革者，年轻的皇子，为了众生之痛苦而放弃王位及一切的人，他会弘扬一些众生不了解的道理，或是说：如果他的教义是虚无主义，认为来生什么都没有的话，他为何还要努力去做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他及他的弟子所努力去做的事情，岂不是毫无价值吗？”[31]

缪勒著有《宗教学导论》[32]（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1873）、《佛教研究》（Studies in Buddhism，1888）等著作。

缪勒促成了“比较宗教”学科的建立。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习惯于依赖经典，认为经典是整个佛教传统的代表。

五 埃德温·阿诺德及其《亚洲之光》

1832年7月10日，埃德温·阿诺德（Sir Edwin Arnold，1832—1904）出生于英国肯特郡（Kent）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他在罗彻斯特（Rochester）和伦敦上过学，在牛津大学，阿诺德因诗歌创作获过奖。1853年，阿诺德出版第一本诗集《叙事与抒情诗》（Poems Narratives and Lyrical），它深受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诗风的影响。

1854年，阿诺德从牛津大学毕业，在伯明翰（Birmingham）任教。1857年，他前往印度，担任位于浦那（Poona）的德干学院（Deccan College）院长，这样一来，阿诺德有了机会来学习东方的宗教和文化。1861年，他回到伦敦，担任《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编辑，从1873年起，阿诺德担任该报总编辑。1877年，阿诺德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1888年，他被封为印度王国骑士队长。

1889年，阿诺德告别新闻生涯，开始远东之旅。他前往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旅行，将所见所闻写成生动、优美的游记。他也曾两次抵达美国做巡回演讲。1904年3月24日，阿诺德在伦敦去世。

阿诺德的作品很多，包括《信仰的珠玑：伊斯兰佳句集》Faith，or，Islam's Rosary[33]，1883）、《再访印度》（India Revisited[34]，1888）、《与沙迪在花园中》（With Sadi in the Garden，1888）、《世界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1891）、《海洋与陆地》（Seas and Lands[35]，1892）、《蒂法之妻》（Tiphar's Wife，1892）、《日本山茶》（Japonica，1892）、《薄伽梵歌》（英译，1885）、《印度诗歌》（Indian Poetry [36]，英译，1886）等。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语言学家，阿诺德通晓12种语言，熟知六种宗教，他将一些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典籍翻译成英语。阿诺德还是一名优秀的报刊编辑，曾有28年成功的新闻生涯。阿诺德更是一名出色的诗人，1879年出版的《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37]）就是他的代表作。《亚洲之光》以诗歌体的形式，借助一名假想的佛教徒之口，生动描绘了佛陀从出生到成道的过程。

阿诺德的岳父威廉·亨利·钱宁（William Henry Channing，1810—1884）与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康科德镇（Concord）的学术圈很熟，这个学术圈中的文化名人有爱默生、梭罗等，阿莫斯·布朗森·阿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也是该学术圈的成员。1878年，钱宁将《亚洲之光》交给阿尔科特，请他的朋友们写书评。阿尔科特是一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力图将自己的素食主义和渐进教育等理论付诸实施，并且像爱默生、梭罗一样对比较宗教研究有兴趣。阿尔科特被《亚洲之光》深深吸引，他预言道：“大部分人读到这本书时会大吃一惊，一般地说，基督徒的心中会冒出奇怪的问题。”[38]

在阿尔科特的帮助下，《亚洲之光》很快在波士顿出版。该书一经面世，好评如潮。作家富兰克林·本杰明·森博恩（Franklin Benjamin Sanborn，1831—1917）在《共和党人》（Republican）上发表书评，他说：“该书的诗歌价值不可忽视，但它更高的价值体现在：以同情的精神解释了一种真正的理想。这种理想激发了亚洲诸多伟大的博爱的宗教……”[39]

美国医生、诗人和幽默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对该书推崇备至。他在《国际评论》（The International Review）上发表长达26页的书评，称赞《亚洲之光》“极其伟大，没有作品能与之媲美——除了《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40]

美国出生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诗歌领域现代派运动的领袖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称赞《亚洲之光》是一首好诗。他说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就多次读过《亚洲之光》，而且后来一直喜爱它。

《亚洲之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57年时，该书已经再版至少83次，发行量难以统计。《亚洲之光》不仅被翻译为法语、德语等欧洲语言，而且被译为梵语、印地语和孟加拉语，成为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经典作品。《亚洲之光》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主题上，《亚洲之光》突出佛陀的优秀品德。它将佛陀塑造成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仁爱、具有耐心的人物，颇具西方人所推崇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亚洲之光》中，佛陀不仅仅是一名宗教改革家和哲学家，更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一个靠自身的不懈努力而成功的人，他虽然不是耶稣基督却又具有救世主的内涵。

第二，在题材上，阿诺德借助了当时欧洲学者进行佛教研究的资料，但不同的是，《亚洲之光》关注佛陀的生平，充满感情色彩地描绘了佛陀从出生到成道的大致过程，对读者而言，这样的故事显然比单调、深奥的佛教义理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理解。此外，阿诺德将印度人的生活场景融入作品中，对西方读者来说，这种具有异域风情的内容无疑带给了他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三，在体裁上，《亚洲之光》采用诗歌体，符合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阅读口味和审美取向。

同时，阿诺德还概述了当时学者所理解的佛教教义，他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业、四圣谛、八正道等思想。当他写《亚洲之光》时，缪勒等学者开始质疑当时通行于西方人中的“涅槃即毁灭”的观点。阿诺德同意这种质疑。他说，自己“坚信，三分之一的人类从未陷入一种对完全抽象的信仰中，即‘存在’的结局和极致是‘无’”[41]。

通过《亚洲之光》，普通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佛陀的生平和他的教义。在阿诺德时代，很少有西方人因为阅读该作品而变成佛教徒，不过，该书的广泛流传有助于使普通西方人从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和了解佛教。在西方佛教史上，《亚洲之光》占有重要的地位。

阿诺德本人不是佛教徒，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他对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有评论认为，阿诺德即使不能称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伟人，也至少可以说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六 爱德华·孔兹的大乘佛教研究

在英国，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南传佛教，研究大乘佛教的学者较少。爱德华·孔兹（Edward Conze，1904—1979）是研究大乘佛教的代表人物。

1904年3月18日，孔兹生于伦敦，父亲是外交官。孔兹在德国受教育，曾在图明根大学（University of Tuebingen）、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iel）和科隆大学（University of Cologne）求学。1928年，孔兹在科隆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及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从事研究，研究的课题是印度与欧洲比较哲学。

1933年，孔兹离开德国来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及牛津大学任教，教授心理学及比较宗教学，直到1960年。欧洲各大图书馆中藏有大量的佛教经典，孔兹于是开始翻译这些梵文及藏传佛教文献。

1951年，孔兹出版《佛教的本质及发展》[42]（Buddhism：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43]），这本书深入浅出，条理明晰，深受读者喜爱。1954年，孔兹与阿瑟·沃利（Arthur Waley，1889—1966）、荷娜女士及藏传佛教专家大卫·勒维林·斯内尔格罗夫（David Llewellyn Snellgrove，1920—）翻译、编辑、出版了《各个时代的佛教经典》（Buddhist Texts through the Ages）。[44]

1954年后，孔兹致力于研究大乘佛教典籍，尤其是般若类经典。1955年起，他开始出版相关成果。他学识丰富，翻译精确，行文流畅，受到世人的称赞。

1963—1965年，孔兹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印度研究系当客座教授，后来又到牛津的曼彻斯特学院（Manchester College）任教。

1968年，孔兹到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印度研究系当教授，也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任教比较宗教学。

1970年，孔兹任德国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aet）佛学客座教授。1973年，他担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圣巴巴拉分校佛学研究方面的客座教授。1979年冬，孔兹病逝。

孔兹一生写了近百篇论文，100多篇书评；他的三本回忆录已经出版。他是一位成果丰硕的著名佛学研究者，他在佛教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还包括《现观庄严论》（英译，1954）、《佛教禅定》（Buddhist Meditation[45]，1956）、《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英译，1957）、《佛教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Buddhism[46]，1958）、《佛教智慧之书》（Buddhist Wisdom Books [47]，1958）、《佛教经典》（Buddhist Scriptures[48]，1959）、《般若波罗蜜多文学》（The Prajnaparamita Literature[49]，1960）、《佛教思想在印度：佛教哲学的三个层面》（Buddhist Thought in India：Three Phases of Buddhist Philosophy}fo，1962）、《佛教研究30年：文选》（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Selected Essays，1967）、《小品般若经》（英译，1974）、《佛教的深入研究》（Further Buddhist Studies，1975）等。

第二节 佛教信仰的开端

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对佛教的兴趣不再局限于学术方面，个别人逐渐开始信仰佛教。佛陀越来越被看作可以效仿的榜样，他的教诲也被奉为应当遵循的准则。有些英国人对禅定发生兴趣，有的讨论佛教的仪式，这表明真正的佛教修行在英国开始。一些教派特征不明显的佛教组织出现了。

一 弥勒长老及其传法

进入20世纪，英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向普通民众宣讲佛教。1905年，英国人杰克逊（R.J.Jackson）出版了宣传佛教的小册子《给西方人一个宗教》。1906年，杰克逊在海德公园中，站在自制的肥皂箱上公开演讲，宣传佛教。他还经营书店，出售有关佛教的书籍。

虽然英国知识分子早就对佛教有所了解，但他们一直停留在学术研究的阶段。他们尽管对佛教感兴趣，甚至接受了它的一些思想观念，但还没有真正皈依，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将英国佛教从学术对象变成真正的一种信仰体系以及修行方式的是阿难陀·弥勒长老（Ananda Metteyya Thera，1872—1923），他成为第一个英国僧侣。

弥勒长老俗名查尔斯·亨利·爱伦·本尼特（Charles Henry Allan Bennett）。他于1872年12月8日出生于伦敦，父亲是工程师。本尼特早年偶尔得到一本《亚洲之光》，读后很受触动，从此投身佛学研究。1898年，他到达锡兰，努力研究佛法。1901年，他首次演讲，核心内容是“四圣谛”。

1901年，本尼特前往缅甸，并于次年正式出家为沙弥，法名“阿难陀·弥勒”。后来，他将梵文“Maitreya”改成巴利文“Metteyya”。1903年，弥勒长老在仰光成立“国际佛教会”（Buddhasasana Samagama or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Society），他担任总秘书长，欧内斯特·R.罗斯特（Ernest R.Rost）博士担任秘书。国际佛教会发行刊物《佛教》（Buddhism）。

1908年4月，弥勒长老回到伦敦，受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The 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的热烈欢迎，并积极开展推广佛法运动。但他在英国逗留的时间只有半年，同年10月，弥勒长老与罗斯特回到缅甸。他在仰光编辑、出版《佛教》，同时，他还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的杂志《佛教评论》（The Buddhist Review）撰写文章。1914年及1920年，他曾两次返回英国，并发表过演说，不过，他并不善于演讲，所以传法的效果并不显著。[50]

1923年3月9日弥勒长老圆寂，年仅50岁。死前两个月，他见到了其著作《圣者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Aryas）的出版。

二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

1907年11月3日，里斯·戴维斯、杰克逊、罗斯特、潘恩（J.R.Pain）、弗朗西斯·培恩（Francis Payne）、米尔斯（E.T.Mills）、亚历山大·费舍尔（Alexander Fisher）等大约25人在伦敦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里斯·戴维斯成为首任会长，米尔斯是主席，J.E.艾伦（J.E.Ellam）是秘书。学会的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巴利文学习来传播佛教教义，会员大都是教授、作家，还有一些是比较宗教研究方面的学者及知识分子，普通百姓不在其中。

1908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开始出版《佛教评论》。这是西方第一本佛学杂志，艾伦担任编辑。杂志的供稿者包括里斯·戴维斯、铃木大拙（Daisetsu Teitaro Suzuki，1870—1966）、亚历山德娜·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1868—1969）、西拉卡拉比丘（Silacara，俗名J.F.麦克克奇尼，即J.F.McKechnie，1871—1950）和弥勒长老等。

佛教会的地址经过了多次迁移，但机构的设置较为完备，有佛教图书馆、会议室、佛殿、禅堂和僧房等。学会还在利物浦、爱丁堡、剑桥、牛津和曼彻斯特等城市设立了分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佛教会的各项事务仍在进行，但不太景气，会员逐渐减少。《佛教评论》无法定期出版，也很难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战后，佛教会的成员有所增加。迦叶提拉卡（D.B.Jayatilaka，1868—1944）成为《佛教评论》的新任编辑。锡兰的阿纳伽里卡·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1864—1933）捐献了一大笔资金来帮助恢复英国的佛教。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佛教会的一些重要人物相继去世，组织元气大伤。1922年，会长兼《佛教评论》主编米尔斯去世。同年，里斯·戴维斯及1913年上任的总秘书弗兰克·波尔斯（Frank Balls）去世。1923年，弥勒长老去世。但是在培恩的积极推动下，从1923年1月到1924年5月，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举行了12次关于佛法的公开演讲，这对延缓佛教会的迅速解体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同时促进了英国神智学会内部佛教中心的建立。该佛教中心后来成为英国神智学会佛教分会（The Buddhist Lodge）。[51]

三 英国神智学会佛教分会、伦敦佛教分会及佛教协会

英国神智学会佛教分会的创立者是克里斯玛斯·汉弗瑞（Christmas Humphreys，1901—1983）。汉弗瑞是一名居士，17岁时对佛教产生兴趣，后来，他加入英国神智学会，进一步学习佛教。1924年6月，汉弗瑞在英国神智学会内部建立了一个佛教中心。11月，他创立“神智学会佛教分会”（Buddhist Lodge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该组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孤立的成员和组织提供联系。1925年10月，佛教分会发行月刊《佛教分会月报》（The Buddhist Lodge Monthly Bulletin），1926年3月，该刊物更名为《佛教在英国》（Buddhism in England）。同年末，神智学会佛教分会脱离神智学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更名为“伦敦佛教分会”（The Buddhist Lodge，London）。

1928年，伦敦佛教分会出版《佛教是什么？》（What is Buddhism？[52]）一书，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不久，该组织又出版很多著作，例如耐特（G.E.O.Knight）的《对神秘西藏和附近国度的亲密一瞥》（Intimate Glimpses of Mysterious Tibet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53]）。

1934年，第一届欧洲佛教议会在英国摩诃菩提会召开，会议的议题是佛法如何在同一时代的欧洲社会最好地提高自己。这次会议的召开显然对佛教在英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指导信徒打坐，佛教分会出版了方便简洁的《禅定》（Concentration and Meditation），这是英国佛教书店里最早出现的禅定书籍之一。在马奇（A.C.March）辞去《佛教在英国》的编辑职务后，佛教分会的新成员艾伦·威尔逊·沃茨（Allan Wilson Watts，1915—1973）接替了他。1938年，沃茨去了美国，克莱尔·卡梅伦（Clare Cameron）接管了杂志的编辑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佛教团体之间失去了联系，伦敦的公共集会也暂时停止。1943年，佛教分会的地址从汉弗瑞夫妇位于南伊顿普莱斯（South Eaton Place）的家里转移到分会在格雷罗素街（Great Russel Street）租借的房子。很快，佛教分会更名为“佛教协会”（The Buddhist Society），月刊《佛教在英国》也改为季刊《中道》（The Middle Way）。

1945年，汉弗瑞起草了一份叙述佛教准则的文件，涉及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并保留了各自的独立信条。经过讨论，“佛教的12项准则”（Twelve Principles of Buddhism）被编纂出来，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并有了16种语言的版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协会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它设置新的职位，任命新的负责人，各项事务顺利进行。1949年，佛教协会举行成立25周年庆典，汉弗瑞的《禅宗》（Zen Buddhism）同时出版。1951年，汉弗瑞的平装本《佛教》（Buddhism）出版，它是一本涵盖佛教基本教义的课本和手册。这一年恰好是他50岁生日。

汉弗瑞的著作还有《途经东京》（Via Tokyo [54]，1948）、《佛教探索》（Exploring Buddhism [55]，1974）、《禅宗来到西方》（Zen Comes West [56]，1977）、《圆的两面》（Both Sides of the Circle [57]，1978）和《佛教的智慧》（The Wisdom of Buddhism [58]，1990）等。

到1952年，英国的佛教团体迅速增多，大都附属于曼彻斯特、爱丁堡、牛津、剑桥和布莱顿的佛教协会。

1952年6月，佛教协会在格雷罗素街房子的租期已到，新的地址选在戈登广场16号（16Gordon Square），由伦敦大学的中国委员会提供。同年夏季，罗宾斯夫人（Mrs M.H.Robins）接替本尼特夫人（Mrs A.A.G.Bennett）成为《中道》的编辑。该杂志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佛教杂志，由于得到泰国的大力资助，杂志得以扩大版面和发行量。

1956年10月，佛教协会的总部迁移到埃克莱斯顿广场58号（58Eccleston Square，SWI），一直至今。新址的迁移恰逢佛陀成道2500周年纪念，佛教协会举行了多种形式的隆重纪念活动。

1964年，佛教协会出版《佛教协会的100件珍宝》（100Treasures of the Buddhist Society），它介绍了佛教协会多年来收集到的各类佛教用品、书籍等珍贵文物。同时，汉弗瑞的《佛教》再版。

1967年11月，佛教协会举行活动，庆祝英国佛教诞生60周年。汉弗瑞致辞，要求更多的领导人和作家继续推进佛法在西方的传播。1968年，第四届佛教大会在佛教协会的总部举行，很多人从英国各地赶来参加，汉弗瑞发表了《佛教在英国的60年》（Sixty Years of Buddhism in England），孔兹发表了《佛教研究30年》（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

进入20世纪70年代，佛教协会的图书销售量明显上升。它还开办函授课程，介绍佛教的基本教义。

1974年，佛教协会举行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汉弗瑞在大会上致辞，回忆了在战争年代佛教协会和国家一起经历的危机。协会同时出版《中道》50周年纪念刊。

为了加强分散的佛教徒之间的联系，佛教协会建立了一个联络服务系统，设立一名中心联络员，在他下面有很多地方联络员，他们又与许多佛教徒保持联系。通过这个网络，各地佛教徒得以有机联系在一起。

佛教协会对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各教派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没有宗派门户之见。

在近90年的漫长岁月中，佛教协会的名称两度变更，刊物的名称也发生过改变，这正体现出该组织的发展历程并不平坦。佛教协会为佛教在英国的传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可以说是其他任何一个英国佛教组织无法比拟的。

四 英国摩诃菩提会及伦敦佛教精舍

英国摩诃菩提会（British Maha Bodhi Society）和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的出现与达摩波罗的辛勤努力息息相关。

19世纪90年代后期，达摩波罗应阿诺德的邀请，从锡兰来到英国，调查在英国传播佛教的可能性。两个月后，他返回锡兰。这次英国之行使达摩波罗对佛教在英国的弘传充满信心。1925年，达摩波罗第二次访问英国，这时，他着手建立组织，以便在英国传播南传佛教。

1926年，达摩波罗买下一间房子作为传法机构。他将房子命名为“福斯特精舍”（Foster House），英国摩诃菩提会宣告成立。达摩波罗用“福斯特”一名是为了纪念夏威夷的福斯特夫人（Mary Foster），她曾经捐款给达摩波罗，作为传播佛法的基金。

1928年，达摩波罗买下一处房产，作为摩诃菩提会的所在地。虽然达摩波罗本人一直在锡兰为前往英国弘法做准备，但他派遣了三名高僧驻锡伦敦，他们是金刚智（Ven.P.Vajiranana）、南达沙拉（Ven.H. Nandasara）和潘那沙拉（Ven.D.Panasara）。其中，金刚智的名声最大，1936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这是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名僧人。三名法师到伦敦后，弘法活动随即展开，每逢星期天都有佛法演讲，在佛殿中教授巴利语课程以及坐禅。图书馆里也有巴利文佛教经典，供研究者使用。[59]

1930—1933年，摩诃菩提会的人事变动较为频繁。1933—1937年，组织的住持是悉达多法师（Ven.R.Siddhartha）；1938—1940年，住持是潘那沙拉。

1926—1934年，摩诃菩提会出版杂志《英国佛教徒》（The British Buddhist）；1935—1939年出版杂志《法轮》（The Wheel）。

1933年，达摩波罗圆寂，这对当时的佛教界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虽然达摩波罗受具足戒仅仅两年，但他是700年来第一位在印度出家的僧人。

1940年，英国摩诃菩提会停止活动。

1954年，由五名僧伽罗慈善家的发起，伦敦佛教精舍成立，它的目的是重建僧团，以实现达摩波罗未竟的事业。精舍的住持是那拉达（Ven.Narada）和维尼塔（Ven.Vinita）两名法师。[60]

伦敦佛教精舍的弘法活动比英国摩诃菩提会更加积极，计划得也更加周密。1955—1956年，该精舍经过了人事变动。1957年，伦敦佛教精舍由真谛帝须法师（Ven.Hammalava Saddhatissa，1914—1990）住持。真谛帝须出身于富有的家庭，但他从小就有出家的念头。后来，他在锡兰及缅甸做和尚，然后到位于贝纳拉斯（Banaras）的印度教大学（Hindu University）度过了18年的时光，教授巴利语、梵语及佛教。1963年，真谛帝须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他学识渊博，出版了4本用僧伽罗语写成的佛教书籍，编辑了巴利文三藏索引，还帮助过印度的“贱民”。1966—1969年，真谛帝须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佛学。他的英文著作有《佛教伦理学》（Buddhist Ethics，1970）、《佛陀的道路》（The Buddha's Way，1971）、《佛陀的一生》（The Life of the Buddha，1976）等，西方人最熟悉的是《佛陀的一生》。多年来，真谛帝须在伦敦佛教精舍担任住持，培养了很多佛教人才。[61]

1963年，伦敦佛教精舍搬迁到奇斯维克（Chiswick），成为“锡兰摩诃菩提会”的分支机构。1966年，真谛帝须重新建立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分会开办一些课程，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初学者介绍佛教的基本教义，从1968年起，分会还出版杂志《佛教季刊》（Buddhist Quarterly）等。伦敦佛教精舍有讲堂、图书室等设备，1975年，精舍后面又建造了禅堂，供坐禅之用。

第三节 南传佛教的新气象

20世纪60年代前，南传佛教系统在英国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大乘佛教的势力微乎其微。斯里兰卡、缅甸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泰国也曾遭到英国的侵略，因此英国人更熟悉的是南传佛教。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乘佛教信徒逐渐开始在英国建立道场，传授佛法，但南传佛教在英国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发展态势。南传佛教僧侣逐渐遵循西方人的习惯，依据他们易于接受的方法传法，吸引了许多英国人。

一 泰国森林僧伽

1956年，“汉普斯德佛教精舍”（The Hampstead Buddhist Vihara or Dhammapadipa）在伦敦成立。该机构又名“英国僧伽信托”（The English Shanga Trust），它尝试在英国严格按照南传佛教的传统建立僧团。由于缺乏寺庙生活的经验，又没有采取适应西方社会的方法，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该僧团一直没有太大的发展。1976年，汉普斯德佛教精舍的主席遇到阿姜·苏美多（Ajahn Sumedho，1934—），该僧团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阿姜·苏美多是泰国森林僧伽派僧人。森林僧伽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该派著名的僧人阿姜·查（Ajahn Chah，1918—1992）的努力和影响。

阿姜·查是近代泰国最著名的法师之一。1918年6月17日，他出生在泰国东北部一个小村庄。依据南传佛教传统，阿姜·查儿童时代在寺院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家里帮助父母务农。1938年，他决定重返寺院，并于1939年4月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在寺院里经过五年的学习和修行后，他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放弃学习，开始在故乡和泰国中心地带的几百公里之间徒步云游并寻访高僧大德。不久，他遇到森林僧伽派的禅师阿姜·曼·布里达陀（Ajahn Mun Buridatto，？—1949）。布里达陀简洁而精炼的教学方法吸引了阿姜·查，使他接受了森林僧伽派的思想。七年里，阿姜·查在热带丛林、坟墓等恶劣的环境中修行、行脚。1954年，阿姜·查在离家乡不远的一处疟疾肆虐的地方开始向村民传法。尽管生存条件相当险恶，但是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巴蓬寺（Wat Pah Pong）得以建立。从1981年起，阿姜·查的健康状况逐渐不佳。虽然他在曼谷接受了手术，但是效果并不理想。1992年1月16日，阿姜·查在巴蓬寺圆寂。[62]阿姜·查最主要的修行方式是头陀行与禅定。他重视研习佛教教义及巴利文经典，著有《森林中的法语》、《无常》[63]、《阿姜·查的内观禅修开示》[64]（The Insight Meditation of Ajohn Chah）、《这个世界的真相》[65]（The Truth of the World）等。

阿姜·苏美多，原名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Jackman）。1934年，他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他作为军官参加过朝鲜战争。在海军服役期间，他接触到日本佛教。想要帮助人们的愿望促使他在美国红十字会做了一年社工。1961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1964—1966年，他再度参加社会服务工作。1966年，他到泰国出家为僧，法名“苏美多”。1967年5月，他受具足戒。在一次遇到了阿姜·查的弟子后，他就到巴蓬寺的森林道场寻找这位高僧，不久，阿姜·苏美多成为阿姜·查的弟子，并且在阿姜·查的座下学习了五年。1967—1977年，阿姜·苏美多到阿姜·查的许多分支道场受训，并于1973年底到印度朝圣。这段时间很多西方人来到巴蓬寺，很多是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1975年，阿姜·查在巴蓬寺附近建立一所为西方修行者服务的国际性寺院。阿姜·苏美多指导西方人修行。

1977年，英国汉普斯德佛教精舍邀请阿姜·查和阿姜·苏美多访问英国。离开英国前，阿姜·查把阿姜·苏美多和三位西方僧人留在汉普斯德佛教精舍。当时的精舍只是位于喧闹大街上的一间小房子，不久，该精舍便计划从伦敦搬迁，新址的环境接近于泰国森林派寺院的氛围。1979年，英国僧伽信托购买奇瑟斯特（Chithurst）庄园，这是位于西萨塞克斯郡（West Sussex）的一座维多利亚式建筑。这次搬迁意味着英国僧伽信托试图建立一个由西方僧侣组成的南传佛教僧伽，这种尝试获得了成功。[66]1981年，阿姜·苏美多被授权剃度和尚，于是开始了第一批僧人的剃度。许多人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佛教在英国的真正建立”。“地方政府保证寺院的地位，人们可以受戒并作为比丘和比丘尼在英国生活。”[67]

在奇瑟斯特森林道场，还有一个小的女性团体，她们作为近事女在道场居住。她们在接受沙弥尼戒后，穿上棕色僧袍，并逐渐建立自己的规则和生活方式。

奇瑟斯特森林道场开始扩大。小的属寺分别在诺森伯兰德（Northumberland）的哈恩汉姆（Harnham）和德文（Devon）的哈特里奇（Hartridge）建立。到1983年，已经有30名比丘、比丘尼和近事女，还有更多的人在等待剃度。

僧人的增加和英国人对佛教兴趣的迅速增长给奇瑟斯特森林道场带来了挑战：僧人相对来说缺乏经验，却经常被要求去传法，寺院的食宿供应也很紧张。对于僧团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更大的环境来为俗众提供系统的传法和修行服务。1964年，奇瑟斯特森林道场购买位于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一所学校旧址，在那里建立阿玛拉瓦蒂（Amaravati），并把它作为森林僧伽在英国的主要中心。僧、尼们定期去佛教团体和学校演讲，并得到一个世俗团体的支持。

森林僧伽的迅速发展使阿姜·苏美多深受鼓舞。在奇瑟斯特森林道场和阿玛拉瓦蒂都有新人在接受剃度。1989年，奇瑟斯特森林道场举行10周年庆典，参加者多达1200人，道场的僧、尼和近事女达到50多名。森林僧伽在学校教育、佛经宣传和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方面都做出了贡献。[68]

为了给世人提供精神指导，而且让他们有学佛和禅定的场所，阿姜·苏美多计划在阿玛拉瓦蒂建立一座新寺庙。在泰国支持者和其他人的资助下，寺庙顺利建成。1999年，寺庙的实体建筑完成并举行开光仪式。这个新寺庙包括一个很大的隐修中心、一个图书馆和给阿姜·苏美多的一间小房子。2500名俗人和150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教派的僧人见证了这个典礼。“这个带有传统的英国隐修特点的寺院表明了森林派佛教在外国的土地上生长、开花并生根的过程。”[69]

此时，在奇瑟斯特森林道场，阿玛拉瓦蒂和位于哈特里奇的寺院都有了比丘尼和近事女，哈特里奇寺院还出现了西方比丘尼的第一个南传佛教团体。一些僧人和比丘尼在20世纪90年代还俗，但是在2002年，仍然有60名僧、尼。支持森林僧伽的团体从1981年的4个增加到1991年的24个和2001年的36个。虽然居士的数量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森林僧伽通讯》（Forest Sangha Newsletter）被发送给1500人，这些人应该是森林僧伽的信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单独修行，有的人也许会前往森林僧伽的某座道场去学佛或修行，却不加入固定的团体。另外，森林僧伽的很多支持者来自泰国和斯里兰卡。[70]

二 佛光寺

1966年8月，泰国籍僧人维奇特（Phra Mara Vichitt）将自己的房子改成一座寺院——佛光寺（The Buddhapadipa Temple or Wat Buddhapadipa）。它位于伦敦东希恩区基督教堂路99号（Christchurch Road，East Sheen，London）。

最初，佛光寺是作为一个坐禅中心建立的，维奇特本人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后来，泰国的另外两个比丘沃拉塞克（Phra Mara Vorasak）和布恩楚埃（Phra Mara Boonchuay）也来到佛光寺。寺院发展壮大，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南传佛教中心之一。1969年，附属于佛光寺的另外两个禅定中心分别在比都尔夫（Biddulph）和亨德赫德（Hindhead）建立。同年，沃拉塞克和布恩楚埃离开寺院去上大学，维奇特还俗。尽管如此，佛光寺还是生存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光寺吸引了越来越多对佛教感兴趣的人，该寺的房子因此显得狭小了。1975年，佛光寺购买并搬进新的建筑，名为“巴洛吉尔”（Barrogill）。新的寺庙占地四英亩，环境幽雅，有湖泊、花园等，建有一座主体建筑和数间僧舍。

同年，佛光寺建立三个附属组织：“英国佛教传教团分会”（The Sub-Committee for theBuddhist Mission in the UK）、“青年佛教会”（The Young Buddhist Association）及“居士佛教会”（The Lay Buddhist Association）。“英国佛教传教团分会”完全由泰国人组成，主要工作是集会并讨论在英国传法所需要采取的措施。“青年佛教会”的主要成员也是泰国人，与传教团分会携手安排寺院的活动、讲座和课程。“居士佛教会”主要由英国居士组成，在寺院辖区内提供服务，如安排课程等。居士佛教会是在布恩楚埃的提议下建立起来的，布恩楚埃成为首任会长，罗伊·布拉班特—史密斯（Roy Brabant-Smith）是首任主席。

佛光寺出版季刊《友道》（The Friendly Way）、《佛光寺手册》（A Manual of the Buddhapadipa Temple）及其他有关佛法的小册子。它一直接受泰国皇家驻英大使馆宗教事务部的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佛光寺不是为居士设立的短期或长期的居住中心，它是泰国上座部佛教僧人的避难处，仅在禅定和讲座期间开门。[71]

三 奢摩他信托

奢摩他信托（The Samatha Trust）也与泰国上座部佛教密切相关。它的创立者是布恩曼·普恩亚瑟尔（Boonman Poonyathir，1932—），他又名奈·布恩曼（Nai Boonman），是一个泰国人，曾经为僧15年。20世纪60年代，英国首座泰国寺院的建成得到了他的帮助。1963年，英国僧伽信托邀请他到汉普斯德佛教精舍教学。后来，他又到剑桥大学的佛教协会任教。

1971年，他在剑桥指导学生们进行长达一个星期的隐修训练，方法主要是行禅，还有室外的简短谈话、个别指导等。学生们虽然以前有禅修体验，但很少有人经过这样的强化训练。他们体会到禅修并非易事，不过也获益匪浅。作为老师的布恩曼同样收获了不少教学经验。

1973年，奢摩他信托成立，以支持英国各地此类的禅定训练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它是一个完全世俗的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寺院。虽然该组织保留了上座部佛教最传统的要素，不过在很多方面也有意识地进行了变更，以便适应英国的具体情况。

1974年，布恩曼返回泰国，但他仍然是五个信托人中的一个。活动小组在剑桥、伦敦和曼彻斯特发展起来。在曼彻斯特，奢摩他信托租借前卫理公会的一座教堂，多年来，这里就是组织的中心。1987年，奢摩他信托购买位于格里尼斯特里特（Greenestreete）一个大约90英亩的农场，并将它改造为一个禅定中心。1991年，中心开放，设置课程，收徒授课。

农场的谷仓被改造成一座很大的神殿，一座小神殿和一个图书馆也建起来了。1996年，改造工程结束，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布恩曼与来自英国、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和缅甸的僧人以及300名奢摩他成员和朋友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庆典。此后，布恩曼每年夏季都返回英国，为学生们讲授禅定，指导他们修行。这时，奢摩他信托在英国和威尔士建立了19个预备小组。曼彻斯特中心仍然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包括两个神殿，还有会议室和一个图书馆。初学者在这里可以学习正规的佛教课程、进行禅定修行、参加念佛集会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牛津、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奢摩他信托各组织还密切了与泰国佛教团体的联系，部分成员会去泰国居住长短不一的一段时间，这显然对他们的修行活动有所帮助。[72]

四 欧肯霍特佛教中心

1971年4月，旅居英国的缅甸商人乌·米亚特·肖（U Myat Saw）买下牛津城附近一座乡村大宅邸，并着手进行改造。同年12月，欧肯霍特佛教中心（The Buddhist Center，Oaken Holt）落成并对外开放。当时在伦敦佛教精舍担任住持的真谛帝须兼任该佛教中心的主席。欧肯霍特佛教中心最初是一个严格的坐禅中心，功能较为单一，后来，真谛帝须从斯里兰卡请来普拉雅提萨法师（Ven.K.Plyatissa）和斯里达摩法师（Ven.L.Siridhamma），他们不仅指导信徒修习止观法门，而且传授佛理，该佛教中心的活动趋向多样化。[73]

欧肯霍特佛教中心为途经这里去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上座部佛教僧人提供住处。

1976年8月，欧肯霍特佛教中心被选为上座部佛教在英国的传戒中心之一。

五 英国佛教协会

英国佛教协会（The British Buddhist Association）是英国佛教界的一个独特组织，组织中的成员利用业余时间，从学术的角度来学习佛教。它传授的佛教内容以南传佛教为主，但也涉及大乘佛教。

1974年5月，英国佛教协会在伦敦成立，会长由瓦吉拉纳纳（Ven.Dr M.Vajiragnana）担任。这个佛学研究组织在成立后不久就制定了下列目标：

第一，提供佛法方面的系统性的指导（主要依据巴利文资料）；

第二，促进教义、经典及语言研究；

第三，就与佛法相关的事务提出建议，包括修行、研究和文献；

第四，与对促进支持上述目标有兴趣的西方个人和团体保持密切联系。[74]

英国佛教协会为想当居士或协会支持者的人规划了实现目标的三个阶段：①基础课程学习；②进一步学习和礼佛；③致力于禅定课程的学习。协会的基础课程是一系列涉及佛教各个领域的讲座，分为若干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六周的授课时间。各个部分的课程包括：基础佛学、佛教心理学、转世与因缘说、佛教伦理道德、佛陀传、佛教禅定、印度佛教史、佛教派别和佛教艺术等。

参加者完全要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学习，课程结束后没有正式的证书或文凭。英国佛教协会是一个开放的组织，任何人无论信仰如何，只要愿意就可以到协会来学佛。协会开设的课程并不难，而且具有连贯性。协会成立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佛教徒。很多学生学习完基础佛教课程后还会回来继续深造。

英国佛教协会的主要教师有瓦吉拉纳纳、乔治·罗伯森（George Roberson）、哈维兰德·奈（Haviland-Nye）、埃姆加德博士（Dr Irmgard）、特瑞弗尔·莱格特（Trevor Leggett）、迈克尔·胡克汉姆（Michael Hookham）、杰克·奥斯丁（Jack Austin）等人。还有一些兼职教师来自附近的大学。

英国佛教协会的功能和活动并不局限于教育，它同样是一个宗教组织。协会庆祝佛教的各个节日，尤其是卫塞节。在克隆戴尔路（Crowndale），协会拥有一座寺院，这里也是瓦吉拉纳纳的私人住处。协会的主要办公地点在哈敦花园（Hatton Garden），这里的工人学院（The Working Men's College）给予协会很大的支持，协会的演讲和授课主要在这里进行，有时也在寺院授课。协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学生的捐助和支持者的资助。[75]

六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 or FWBO Centers）是英国佛教团体中最独特的组织。它的特色有两点：第一，机构的主要参与者是居士；第二，它强调组织要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这样，组织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信徒们也能进行佛事活动。该僧团大约有100多名受具足戒的法师，其余信徒都是居士。僧团在英国各地成立了社团与中心。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创立者是僧护法师或称班迪法师（Ven Sangharakshita or Ven.Bhante，1925—）。他是英国人，原名丹尼斯·菲利普·爱德华·林伍德（Dennis Philip Edward Lingwood），少年时代起开始阅读佛经。1942年，在读了《金刚经》及《六祖坛经》后，他便自认为是佛教徒。随后，他接触到汉弗瑞及其佛教组织。在印度服兵役期间，他练习打坐，过了两年“自由流浪的苦行者”生活，没有与任何佛教徒发生联系。1949年，他受沙弥戒，法名“僧护”。一年后，他在鹿野苑（Sarnath）受具足戒。僧护法师在印度教大学短暂学习巴利文经典后，又跟随在德国出生的藏传佛教喇嘛阿纳伽里卡·戈温达（Anagarika Govinda，1898—1985）学习藏密。戈温达是德国人，原名恩斯特·洛萨·霍夫曼（Ernst Lothar Hoffmann），1928年起，他云游世界，曾经长期在锡兰为僧。后来，戈温达又到尼泊尔的藏传佛教寺院中学习藏传密法。1947年，他皈依噶举派。戈温达在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佛教界中影响很大，信徒已经遍及欧美各国。

1956年，僧护从一位西藏喇嘛那里接受绿度母灌顶。僧护认为，这次灌顶带给了他“向往多年的内在指导”[76]。1957年，僧护法师在印度北部的噶林堡（Kalimpong）创立“三乘寺”（Triyāna Vihara）。他跟随一些杰出的藏族喇嘛学习、修行，这些喇嘛包括达多仁波切（Dhardo Rinpoche，1917—1990）、嘉木样钦哲仁波切（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顶果钦哲仁波切（Dilgo Khyentse Rinpoche，1910—1991）等。不过，僧护法师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指导者”，他所依赖的是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以及诸佛、菩萨身上体现的更高的精神能量。[77]

1963年，英国僧伽信托邀请僧护法师到汉普斯德佛教精舍担任领导。他接受邀请，开设禅定课程和讲座，编辑佛教精舍的杂志，并组成一个“僧伽委员会”来维护僧人的纪律并指导世俗佛教徒。僧护法师的讲座涵盖不同学派的内容。他提倡，俗人和僧人的角色应该实现部分融合，而且应该建立一个独立于亚洲各传统派别之外的“有自己的态度和世界观”的英国佛教。他终止佛教精舍中僧人的内观修行，认为它会引起精神错乱。这种做法打乱了大多数英国僧伽信托成员的活动。[78]

1966年，英国僧伽信托解除僧护法师在汉普斯德佛教精舍的职务。僧护法师决心开始“一场新的佛教运动”。返回英国后，他脱离英国官方佛教。1967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伦敦建立。1968年，12人跟随僧护法师受戒，加入该组织。[79]

在僧护法师的禅定、讲座和研修班的指导下形成了一个信徒的核心。早期的隐修不仅培育提高的觉悟状态，也有一种“纵情享乐”的持续倾向。僧护法师本人也对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内容进行了探索，包括摇滚乐、吸食大麻和另一种麻醉药物——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简写为LSD）、性试验。这些行为吸引了年轻人，却被英国当时的佛教界所排斥。[80]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下属的第一个团体在珀利（Purley）的萨兰室（Sarum House）成立，但是当一个禅宗小组的成员加入时产生了问题。西方佛教僧团之友于是决定最大程度地减少与其他传统佛教派别的接触，以发展自己独特的方法而不被宗派主义和现代佛教所影响。[81]

不久，西方佛教僧团之友有了30名成员，但很多人后来因为不能维持与组织的密切联系而离开。1971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希格特（Highgate）建立一个中心，尝试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僧团成员待在被遗弃的房子里，尽管还有人在受戒，僧护法师却认为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成员对佛法不够虔诚，修行也很松弛。1973年，他休假，部分原因是鼓励其他人承担更多的责任。1976年，僧护法师搬到帕德玛洛卡（Padmaloka），这是一座位于诺特福克郡的大房子，这里后来成为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大本营，并有一个男性团体和一个隐修中心。1978年，由一个消防局改造成的伦敦佛教中心建立，开设有禅定、学佛和瑜伽课程。常驻成员有25人，从事印刷、建筑、装饰、供应和销售全天然食品等职业。[82]

1980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已经有七个中心，但仍然与“官方”佛教保持距离。[83]

1985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庆祝僧护法师60岁生日，集资15万英镑购买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山谷作为他隐退的精舍。僧护法师成为央掘摩罗（Angulimala）的赞助人之一。央掘摩罗即“佛教监狱僧侣职位组织”（The Buddhist Prison Chaplaincy Organization）。在这里，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成员与其他佛教徒合作。[84]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已经拥有20个团体、9个城市中心和3个隐修中心。1986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有300名成员，其中的一半在团体中居住。[85]

到90年代早期，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英国有20个中心，并在30个城镇开设课程。1994年，公共教师学院（College of Public Preceptors）成立，负有传戒的责任。[86]

90年代，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人数增加到大约500人，女性寻求受戒的人数第一次超过男性。1994年，在威尔士开设了一个女性隐修中心。1996年，《佛法生活》（Dharma Life）杂志开始发行，以所有佛教派别的信徒为潜在读者。一个巨大的曼彻斯特中心成立，包括一个自然健康中心和瑜伽演播室，还有教育机构。这个中心制作录像，供组织内部使用，并为英国学校制作关于佛教的教学材料。[87]

从1988年起，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英国的发展遭遇严重挫折。1997年，一个叫邦亭（Bunting）的人在《卫报》（Guardian）上发表文章，指责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存在性别控制和领导作威作福的现象（涉及僧护法师），而且该组织有反家庭、提倡同性恋和滥交的特点。库拉难陀（Kulananda）回应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建立在传统道德戒律的基础上，不能受个别事件的牵连。维斯瓦帕尼（Vishvapani）也批评邦亭的观点耸人听闻。[88]

1998年，英国一个还俗的和尚在网上匿名发布冗长的《西方佛教僧团之友资料》（The FWBO Files），指责西方佛教僧团之友中有同性恋行为和权力滥用现象，并声称该僧团纵容慈善活动中的欺骗行为，给孩子洗脑，攻击妇女和家庭，鼓励不宽容，旨在成为佛教在西方的唯一形式等。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对每项指责都做了具体回应，认为大部分关于同性恋的指责是流言蜚语，并发觉其他的说法毫无根据，夸大其词或者荒诞不经。《西方佛教僧团之友资料》被驳斥为不宽容，属于“教派攻击”。[89]

第四节 日本佛教的传播

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佛教在英国的传播呈现加速度的态势，不同的佛教宗派纷纷建立道场，弘扬佛教。但各宗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禅宗和创价学会的影响最大。

一 禅宗

20世纪70年代，日本禅宗（尤其是曹洞宗）在英国迅速发展。就道场而言，以英国籍比丘尼慈友·肯妮特禅师（Roshi Jiyu Kennet，1924—1996）的“斯洛塞尔洞修道院”（Throssel Hole Priory）名气最大。该寺院创立于1972年6月，位于英国诺森伯兰德的一个美丽山谷中，是美国“沙斯塔修道院”（Shasta Abbey）的分支机构，信奉日本曹洞宗。

肯妮特禅师曾经是一名基督徒。早年，她学习音乐并成为教堂的一名风琴师，但是，教堂对女性的态度使她大失所望，她转而学习南传佛教。1954年，她加入英国佛教协会，学习禅定方面的课程。1960年，日本曹洞宗禅师孤峰智璨（Keido Chisan Koho Zenji，1879—1967）来到伦敦，肯妮特进行了接待。当孤峰智璨邀请她成为其弟子时，她欣然应允。1961年底，肯妮特离开英国前往日本。途中，她在马来西亚停留，并剃度为中国临济宗的弟子。1962年，她到达日本，受到孤峰智璨的欢迎，开始在总持寺（Sojiji）和永平寺（Eiheiji）接受严格的禅宗学习和训练。这也是永平寺首次允许女性进入寺院。孤峰智璨不顾其他僧人的反对，坚持把她作为自己的弟子来对待。[90]

在日本，她在经过半年的刻苦努力后首次开悟。1963年，孤峰智璨给她传法，正式承认她为曹洞宗的传人。后来，他还授予肯妮特“禅师”称号。1964年，英国佛教协会请日本派一名禅师到英国教授禅法，孤峰智璨推荐了肯妮特禅师，却遭到了拒绝，对方要求派遣一名男性日本禅师前来。1966年，肯妮特禅师被授予神学博士的证书。1967年，随着孤峰智璨的圆寂，肯妮特禅师再也无法得到支持，于是她前往美国，并被日本曹洞宗本山任命为在美国和英国的官方代表。[91]

肯妮特尽管主要在美国传法，但她也不时到英国参观讲学。她的讲课和禅法在英国有了一定的影响，有12人接受菩萨戒，另有5人跟随她返回美国受戒。其中一位名叫戴吉·斯特拉瑟恩（Daiji Strathern）的人回到英国，出资购买了诺森伯兰德的一座农场，1972年，肯妮特禅师来到这里指导隐修，并为斯洛塞尔洞修道院举行落成典礼，承认它是英国的第一所曹洞宗寺院，独立于美国的沙斯塔修道院。这里的条件虽然简陋，却胜过一般的日本寺院，不久，六名僧人驻寺。为了组织管理和弘法活动的需要，肯妮特在美国旧金山建立了“禅宗传教会”（Zen Mission Society）。英国的信徒希望肯妮特禅师留在斯洛塞尔洞修道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她还是返回了美国。1973年，她出版《在河边卖水》（Selling Water by the River）一书，详细描述了如何禅修，引起广泛关注。1974年，伦敦禅修道院建立，但可能因为与斯特拉瑟恩的分歧，她没能如期访问英国。[92]肯妮特的作品还有《禅是永恒的生命》（Zen Is Eternal Life [93]）、《母虎之吼》（Roar of the Tigress [94]）等。

不久，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提供了一个周末项目和为期一周的隐修，有六个世俗的小组在私人家里聚会。修道院的僧人缺乏经验，食宿条件无法进一步改善，肯妮特禅师的再访遥遥无期。所有这一切使斯洛塞尔洞修道院面临崩溃的境地。[95]

这时，肯妮特禅师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1976年初，她闭关修行，为死亡做准备。后来，这些经验被她写入自传——《如何种植莲花》（How to Grow a Lotus Blossom），而且对她以后的弘法和组织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的这些体验得到部分僧尼的认同，但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有些人甚至退出禅宗传教会。在英国，两座道场都遭遇危机，包括斯特拉瑟恩在内的几名有影响力的信徒离开了组织。结果，斯洛塞尔洞修道院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伦敦禅修道院甚至不得不关闭。[96]

1976年，“禅宗传教会”更名为“改革的曹洞宗教会”（Reformed Soto Zen Church）。1978年，教会内部又成立“佛教冥想团”（Order of Buddhist Contemplatives）来统一和控制各个僧团。改革的曹洞宗教会从斯特拉瑟恩手里买下斯洛塞尔洞修道院，将它改成一个慈善信托。1977年，英国剩下的五名僧人转移到美国的沙斯塔修道院进一步学习，而一些美国人则接连到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担任院长以支持英国的世俗信徒。肯妮特禅师最初并不情愿承担管理英国僧团的责任，但她很快答应为《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杂志》（Journal of Throssel Hole Priory）定期撰写文章，并在英国僧团的事务中起了积极的作用。[97]

20世纪80年代初，大进·摩根（Rev.Daishin Morgan，1951—）在沙斯塔修道院被授予禅师称号。1982年，摩根和其他留美的英籍僧人返回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摩根担任院长。僧尼的剃度得以恢复，僧团进一步扩大。1983年，“Roshi”称号被决定翻译成“Reverend Master”，肯妮特禅师变成了“Rev.Master Jiyu”。一个由居士担任传法人的项目被介绍到英国，1984年，首批传法人得到证书。1988年，一个新的寺院禅定大厅完工，一个新的修道院在雷丁（Reading）建成。1992年，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有30名僧尼，40名世俗的传法人，30个禅修组，修行人数超过1000人。[98]

1996年，肯妮特禅师在沙斯塔修道院圆寂。大瑞·马克费拉米法师（Rev.Master Daizui MacPhillamy，1945—2003）当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1997年，马克费拉米法师访问英国，他确认了斯洛塞尔洞修道院的重要地位，承认它是一座独立的、有资格进行禅修培训的寺院。

斯洛塞尔洞修道院除了给学生们提供禅修训练之外，住持禅师也从事主持婚礼、为孩子起名、葬礼等各种活动或仪式，在佛教的主要节日举行庆典活动。

二 英国创价学会

创价学会在英国的出现是日裔女性远嫁英伦的结果。1961年，一批日本女子来到英国，她们的丈夫主要是生活在伦敦的商人，创价学会也随之传播到英国。最初，英国本土的皈依者几乎没有。1975年，当理查德·考斯顿（Richard Causton，1920—1995）成为学会领导的时候，学会成员仅有200人。但是，该组织随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86年，成员达到3000人，隶属130个分支机构。[99]

1988年，英国创价学会的成员达到大约4000人，而且其影响已经从伦敦地区扩展到其他城镇。学会买下位于伯克郡（Berkshire）的特普洛科特（Taplow Court）作为总部。经过翻新，这座拥有85英亩的新伊丽莎白式建筑被用来举办会议、展览以及艺术活动和音乐节。自1989年起，这里成为东方哲学研究所欧洲中心，拥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学者们可以在这里学习、举办讲座和研修班。1990年，创价学会声称已拥有5000名成员，其中三分之二在东南部。部分成员中，有一半人的家在伦敦。[100]

从1980年起，创价学会和日本日莲正宗的关系开始紧张。1991年，日本日莲正宗将整个创价学会的成员革出教门，创价学会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英国创价学会中，日本籍的成员虽然依然期待由日莲正宗背景的法师来举行丧葬仪式，但英国和其他有“清教徒”文化背景的成员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清除英国创价学会中源自日本传统佛教文化的因素。1994年，英国创价学会举行与日莲正宗分裂后的第一次入会仪式，220名新成员从副会长里克·贝尼斯（Ricky Baines）手中接过经卷的复制品，成为英国创价学会的正式成员。[101]

1995年，英国创价学会声称已经拥有6000名成员，并加入佛教组织网（Network of Buddhist Organizations）。同年，考斯顿去世，贝尼斯接任会长。两名副会长中仍然有一名日本人。英国创价学会可能是该国最大的佛教组织。[102]

三 其他宗派

（一）净土真宗

在杰克·奥斯丁的领导下，“净土真宗”（Jodo Shinshu）在英国设立了一些道场。奥斯丁本人也到英国各地进行演说。1976年，“大不列颠净土真宗协会”（Shin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成立，会长是奥斯丁。

该协会出版学报《西方佛教徒》（Westerrn Buddhist），还印行一些小册子和书籍，用来介绍西方净土的观念。

（二）真言宗

真言宗也在英国设立一些道场，宣扬密宗的教义。1958—1959年，“英国真言宗佛教协会”（The British Shingon Buddhist Association）成立，协会出版学报《流星》（Flowing Star）。

英国真言宗佛教协会的活动主要包括研读经典、举行曼陀罗仪式、打坐等。该协会除了在伦敦活动，也在其他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第五节 藏传佛教的迅速发展

英国曾经入侵西藏，因此西藏人对英国并不陌生。1959年，西藏上层贵族发动叛乱后逃离西藏，来到印度，一些流亡的藏人也前往欧美各国。限于英国移民法规，英国政府只收留了大约50名喇嘛到英国定居。在英国的喇嘛大都从事佛教活动，他们人数虽少，但活动积极，这样，藏传佛教在英国迅速传播。

一 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

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噶举派在欧美各国的传播最迅速，取得的成果也最大。在中国历史上，噶举派从未获得像萨迦派或格鲁派那样的政治权威。噶举派上层人物充分认识到在西方世界传播藏传佛教的重要性，并积极付诸实施，噶举派的领袖十六世噶玛巴（Karmapa）就是例证，噶举派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与他的努力息息相关。

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明代册封的三大法王之一。1924年，十六世噶玛巴让琼利佩多杰（Rangjung Rigpai Dorje，1924—1981）生于西藏一个贵族家庭。十一世大司徒仁波切根据十五世噶玛巴的遗嘱，认定让琼利佩多杰是十五世噶玛巴的转世灵童。1958年，十六世噶玛巴带领很多喇嘛，携带珍贵的佛教法器、经典逃到印度。1962年，他在锡金境内建立隆德寺（Rumtek Monastery），作为驻锡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隆德寺成为国际噶举派的总部。

从1974年起，十六世噶玛巴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等西方各国巡游，弘扬藏传佛教，创立噶举派修行中心，招收弟子，在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1981年，十六世噶玛巴在美国圆寂，他的遗体被运回隆德寺安葬。

隆德寺扩建期间，十六世噶玛巴遇到一位西方女性，后来，十六世噶玛巴为她剃度，法名为“丹津葩默”（Tenzin Palmo，1943—）。丹津葩默创立了一所学校，教育年轻喇嘛，这些人中就有丘扬创巴（Chogyam Trungpa，1939—1987，另译为丘阳创巴、邱阳创巴）和阿贡仁波切（Akong Shetrup Tarap，1940—2013）。

1939年2月，丘扬创巴生于西藏。一岁多时，他被十六世噶玛巴让琼利佩多杰认定为十一世丘扬创巴活佛。八岁时，丘扬创巴受沙弥戒。九岁时，丘扬创巴遇到自己的根本上师二世蒋贡康楚仁波切（Jamgon Kongtrul Rinpoche，1902—1952），并跟随他修行。[103]经过多年的努力，丘扬创巴对藏传佛教各派的思想有了广泛了解，在坐禅等修行方面也颇有造诣。

1959年，这两名活佛从西藏来到印度。1963年，在十六世噶玛巴的帮助下，丘扬创巴和阿贡仁波切获得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不久，他们就被邀请到英国各地演讲。牛津大学中有一些学生对藏传佛教感兴趣。这些志同道合者开始举行固定的集会，以便研究佛法。丘扬创巴成为他们的指导教师，教授他们坐禅，进行修行活动。1967年，他们在苏格兰购买名为“约翰斯顿室”（Johnstone House）的一处房产，建立了“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The Kagyu Samye-Ling Tibetan Centre）。这是欧洲第一个藏传佛教中心，属于噶举派。[104]桑耶林是9世纪莲花生大师所创，故以此命名。这时，丘扬创巴出版了两本书：《生于西藏》（Born in Tibet[105]）和《行禅》（Meditation in Action}[106]）。丘扬创巴的主要作品还包括《视觉佛法，西藏的佛教艺术》（Visual Dharma the Buddhist Art of Tibet}[107]）、《切断精神唯物主义》（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 [108]）、《怛特罗的黎明》（The Dawn of Tantra}[109]，与赫伯特·V.根瑟合著）、《自由的神秘及禅定的方法》（The Myth of Freedom and the Way of Meditation [110]）、《书法艺术》（The Art of Calligraphy [111]）、《丘扬创巴作品精选》（The Essential Chogyam Trungpa [112]）、《丘扬创巴作品选》（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ogyam Trungpa [113]）、《手印》（Mudra）、《阿毗达磨一瞥》（A Glimpse of Abhidharma）等。

丘扬创巴是一位出色但备受争议的传法人。他尝试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反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使很多传统修行者大为震惊。1969年，丘扬创巴对自己的上师（guru）身份产生动摇，考虑是否应当做个俗人。一场车祸使他半身不遂，他很快还俗，并于1970年与一名英国少女结婚。丘扬创巴的作为使他的弟子们失望至极，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因此有了群居、性自由和吸毒的恶名。不得已，丘扬创巴远走美国。[114]

后来，阿贡仁波切接手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的管理，注重静修，弘扬传统的比较严肃的修行方式，这个中心逐渐有了起色。70年代，这里出现了一个进行禅定和佛教学习的固定修行群体。十六世噶玛巴曾两次来这里参观，有10个西方人在这里受戒。[115]

20世纪80年代，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开始迅速扩大。益西洛萨仁波切（Yeshe Losal Rinpoche，1943—）在1980年受具足戒。1982年，这个中心增长到50人，有部分人长期隐修。每年有1000名参观者（包括非佛教徒）来这里接受阿贡仁波切的单独指导。据说，与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有直接联系的佛教徒多达4000人。中心这时也着手修建一个大的藏式寺庙。后来，阿贡仁波切离开中心。1985年，益西洛萨仁波切重返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1988年，他开始作为静修大师负责西方人四年一次的隐修。同时，中心已增长到90人，僧尼也包括一些西方人。每年有6000名来访者。[116]

1988年8月8日，一座巨大的寺庙在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举行落成典礼，2000名政界和宗教界的代表以及300名来自英国和国外的噶玛噶举派修行者与当地的居民一起举行了庆祝仪式。16人完成了1984—1988年的隐修，又有40名候选人准备参加1988年开始的为期四年的隐修。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还计划建立一所规模齐全的藏传佛教大学。[117]

90年代初，噶举派内部产生一些纷争。十六世噶玛巴在1981年圆寂，但其转世灵童在1992年才被找到，而且备受争议。据说，阿贡仁波切在灵童的认定和以后的坐床中起了积极的调停作用。[118]

1992年，来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参观的人有3万名，34名男女信徒完成了第二期为期四年的隐修。中心的工作重点扩展到非传统治疗、慈善工作和涉及不同信仰者的活动上。据估计，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是4000—5000名英国佛教徒的家庭基地。[119]1992年，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购买了一块名为“神圣岛”（Holy Island）的地方，以便为长期隐修者提供食宿条件，还建立一个涉及不同信仰者的活动中心。

1995年，益西洛萨被任命为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的住持。中心的宗教、治疗和慈善活动都在继续扩大，还修建了新的厨房和食宿设备，一个世俗的社区也扩展到相邻的村庄，一个新的佛塔也落成开光。[120]

1998年，在兰贝斯（Lambeth），“伦敦噶举桑耶宗”（Kagyu Samye Dzong London）建立。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区中心，它设有固定的禅定课、佛教和藏族文化课程以及为新信徒和有经验的修行者举办的短期隐修项目。伦敦噶举桑耶宗的主要传法人是桑姆（Zangmo）喇嘛，她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西方比丘尼。她说，在伦敦，人们有很大的精神培训的需要，仅在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的邮寄名册上就有大约2000多人。此外，在邓迪（Dundee）、格拉斯哥（Glasgow）和都柏林（Dublin）也有一些大的中心，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小的组织。[121]

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接纳来自各个国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指导他们修习佛法。该中心有佛殿、图书室等。该中心的学习、修行氛围宽松而随意，不像有些坐禅中心较为刻板和拘束。远道而来的客人可以住宿同时修习佛法。

二 康藏之家

1973年11月，在艾塞克斯（Essex）的阿斯登（Ashdon）小村附近，“康藏之家”（Kham Tibetan House）正式成立，锡金王子为它的落成揭幕。该坐禅中心主要作为隐修之所，便于信徒静修，以净化身心。它是继桑耶林藏族中心之后成立的又一个噶举派坐禅中心。康藏之家的出现要归功于奇美仁波切（Chime Rinpoche，1941—）的努力。

奇美仁波切很早就来到英国，参与了英国早期的一些佛教事件。1966—1967年，英国产生了“寻求真理”的一代人，这些人向藏族喇嘛、日本禅师和英国僧人寻求佛法。奇美仁波切看到英国人的这种热情后，感觉在英国尤其是伦敦附近建立一个藏传佛教中心会很有益处。后来，他去了印度，在印度期间，他与十六世噶玛巴等活佛商议此事，他们都认为奇美仁波切应该返回英国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122]

回到英国后，奇美仁波切和他的少量忠实学生开始寻找建立道场的地方。奇美仁波切的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位于阿斯登的一处房产，那里原是一个儿童之家，干净、闭塞但离伦敦很近，而且房后有一块菜地可以进一步开发利用。奇美仁波切立刻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兴趣。[123]

1972年，在朋友的捐助下，奇美仁波切买下这处地产。同年，他在英国博物馆找到一份工作，并与一名英国女孩结婚。奇美仁波切没有立即建立道场，他在第一年保持低调，尽量避免与附近的村民发生冲突。1973年，佛教活动场所开始成形。奇美仁波切的屋里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盖着亚麻布，桌上有供佛用的碗和香。十六世噶玛巴的照片被摆在显著位置。整个房子的陈设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装饰。后来，桌上才摆放了几张唐卡和一个别人捐赠的铜质度母像。复活节期间，奇美仁波切在这里举办了一次为期一周的讨论会，主题是藏传佛教的教义。11月，康藏之家举行盛大的成立仪式。参加者包括锡金国王和王子，来自瑞士、丹麦和法国的佛教信徒，附近的居民，甚至还有当地的警察局局长。两名警察担任了执勤的任务。奇美仁波切将出版的300本《金刚》（Vajra）杂志创刊号赠送给嘉宾。[124]

1974年，康藏之家接待了很多参观者，包括里空寺（Rikon Monasteny）的住持拉旦格西（Geshe Rabten，1920—1986），还有卡鲁仁波切（Kalu Rinpoche，1905—1989）和十六世噶玛巴。十六世噶玛巴在英国驻留期间为一些西方人举行了授戒仪式，他还举行了金刚法王仪式和灌顶，六名西方人出家为僧。[125]

1975年，康藏之家出现常驻僧人，该道场一度生机勃勃。奇美仁波切鼓励僧人们学习藏语和佛法。不过，这种状况很快就遭遇困境。首先，僧人们无法在康藏之家过上一种宁静的寺院生活，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其次，该道场无法为僧人们提供食宿。康藏之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参观者的捐赠，但六名僧人占据了本来可以用来出租的床位，康藏之家很快陷入财政危机。奇美仁波切不得已遣散这些僧人，他并不建议僧人们常驻该道场。在他的心目中，康藏之家最初的定位就是一个禅定中心，他也希望一直如此。[126]

1976年，弗兰克·麦克艾伦（Frank McAllen）就任康藏之家的秘书。参观者不断增加，来自美国和荷兰的人居多。参观者不能把酒和毒品带到这里，所有在这里居住的佛教徒必须遵守戒律，并保持宁静的气氛；对需要集中居住一段时间的人还有起居和坐禅方面的规定。如果有人具备了足够的佛学知识，并要求皈依，可以在禅房单独会见奇美仁波切。奇美仁波切会给他（她）一个藏语名字，并教授一些简单的禅定技巧。总之，康藏之家为那些希望在修行上更进一步的人提供必要的环境和支持。[127]

后来，鉴于到康藏之家修行的英国人（尤其是伦敦地区的）越来越多，奇美仁波切又成立“玛尔巴学院”（Marpa Institute）和伦敦的“噶玛曲林”（Karma Choling）。这两个机构都由康藏之家管辖。

三 文殊师利佛学院

1974年，曾在尼泊尔教授西方人佛法的格鲁派法师土登益西（Thubten Yeshe，1935—1984）和土登佐巴（Thubten Zopa，1946—）到欧洲参观访问，之后，土登益西开始在西方各国建立佛教中心，并指定喇嘛进行管理。1975年，土登益西在加德满都建立“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缩写为FPMT）来协调各个佛教中心的活动。同年，两位喇嘛访问英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1976年，在信徒的帮助下，两位喇嘛购买了位于坎布里亚（Cumbria）的科尼舍德修道院（Conishead Priory），并建立“文殊师利佛学院”（Manjushri Institute），该佛学院由土登益西担任精神导师。最初参加禅定课程的学生有70名，课程结束后，其中的12名学生留下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128]

文殊师利佛学院占地70英亩，有森林、草地，靠近莫肯比海湾（Morecambe Bay），景色宜人。

1977年秋，文殊师利佛学院成立“藏传佛教研究院”（The College of Tibetan Buddhist Studies），开设藏传佛教方面的系列课程。主要课程分为短期课程、学期课程、博士课程和文凭课程四类。短期课程的时间为周末或两个星期，特别为忙碌的人士所设计。学期课程针对攻读学位的学生。博士课程的设定依据西藏寺院的传统并兼顾西方学生的需要，目的是深入探究佛教哲学及禅定，学制5—10年。文凭课程为期三年，研读一般性的佛教内容。[129]

对文殊师利佛学院的发展和变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格桑嘉措（Kelsang Gyatso，1931—）。他原本是土登益西的同学，土登益西邀请格桑嘉措到文殊师利佛学院担任常驻法师。格桑嘉措在1955年离开西藏后隐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977年，他到达文殊师利佛学院。在他的指导下，文殊师利佛学院有了更多的僧人和世俗信徒。随着规模的扩大，文殊师利佛学院准备创建一所可以容纳200名学生的佛教大学。一个“格西学习”（Geshe Studies）项目随之建立，喇嘛们来这里教学，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s）也从印度德里（Delhi）搬到文殊师利佛学院。[130]

不过，文殊师利佛学院在表面的繁荣下却暗流涌动。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远在加德满都，它对文殊师利佛学院的管控鞭长莫及。1979年，未经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的批准，格桑嘉措在约克郡开设“中观学派中心”（The Madhyamaka Centre）。听到这个消息，土登益西要求格桑嘉措辞职，但是格桑嘉措和他的学生关系很密切，因此他的学生们要求他留下来。一场争夺文殊师利佛学院领导权的斗争随之产生。最终，文殊师利佛学院退出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131]

20世纪80年代初，文殊师利佛学院扩展到接近80人，其中包括16名受戒的西方人。文殊师利佛学院的主要活动包括：精神培训、佛学院建筑的翻新、募集资金以及佛教方面的课程等。1982年，6000名旅游者参观了文殊师利佛学院。[132]

失去文殊师利佛学院的土登益西只好另起炉灶。1980年，他在伦敦创立“文殊师利中心”（The Manjushri Centre）。最初，格桑嘉措与该道场维持着表面上的联系，但最终他与土登益西分道扬镳。1990年，文殊师利中心更名为“嘉木样禅定中心”（Jamyang Meditation Centre），土登益西强调它隶属于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并任命了新的精神导师。格桑嘉措与土登益西明争暗斗的最终结果是新噶当派的创立。

四 新噶当派

1986年，中观学派中心搬到约克郡以外的一座大楼里。在这里，格桑嘉措的大弟子土登嘉措（Gen Thubten Gyatso）领导一群年轻的忠实信徒研究教学项目，项目规模与文殊师利佛学院相当。1987年年初，格桑嘉措在苏格兰开始为期三年的隐修。在此期间，他广泛写作并设计了即将成为新噶当派核心的培训项目。中观学派中心依然接待来访的格鲁派法师，但它接待的受戒西方法师与世俗法师逐步增加。1989年，中观学派中心有了30名常驻人员和11个分部。[133]

1990年，格桑嘉措隐修完毕，他回到中观学派中心后实行了相当排外的新措施。他勒令信徒们只能参加他的项目而不得参加“格西学习”项目，他们也只能依止他而不能依止其他法师。格桑嘉措批评对格鲁派的“堕落”予以包容的言论，他还强烈谴责十四世达赖喇嘛阻止他传授“多杰雄登”（Dorje Shugden）信仰。[134]

1991年，“新噶当派”正式建立。中观学派中心与主流的格鲁派分裂。格桑嘉措强调三个新的学习项目，声称其包含了源自宗喀巴的“纯洁”传统。文殊师利佛学院更名为“文殊师利大乘佛教中心”（Mamjushri Mahayana Buddhist Centre），格桑嘉措还邀请他指导下的中心和分部加入新噶当派，承认他为精神导师。格桑嘉措的倡议尽管遭到一些信徒的抵制，但是大部分信徒感觉这种新的要求给新噶当派运动注入了活力。[135]

新噶当派运动在文殊师利大乘佛教中心、中观学派中心和其他分支机构迅速展开。到1992年，新噶当派在英国有了48个中心；1993年，中心和团体的数量达到103个。新噶当派的广告声称，参与此项运动的各阶层人士多达4000名。1996年，新噶当派被描述为英国最大的佛教组织，拥有3000名成员和200个中心，其中21个可供住宿的中心就有大约400名常驻人员。[136]

1997年，一个新的寺院在文殊师利大乘佛教中心开放。1998年，新噶当派加入佛教组织网。新噶当派在英国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五 提因利仁钦林

1977年，噶玛提因利仁波切（Karma Thinley Rinpoche，1931—）及其英籍法嗣江巴塔叶（Jampa Thaye，1952—）成立“提因利仁钦林”（Thinley Rinchen Ling）。地点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这是萨迦派在英国创立的第一座道场。

1931年，噶玛提因利出生在西藏东部一个富裕家庭。两岁时，他被认定为一名活佛的转世灵童。后来，噶玛提因利出家为僧，并获得格西学位。他精通藏传佛教四大派的佛法，著有《西藏十六世噶玛巴史》（The History of the Sixteen Karmapas of Tibet，1980），该书受到西方人的推崇。他还著有《萨迦派佛法手册》（Handbook of Sakya Dharma）及其他有关萨迦派历史的著作。

提因利仁钦林注重佛法的理论与实践，此外，它也强调艺术训练，这座道场专门开设“文殊师利艺术和工艺”（Manjushri Arts and Crafts）项目。提因利仁钦林既是一座萨迦派寺院，同时也是一所学院，兼有修行及研究等功用。该中心的出版物有《通讯》（Evam）及《佛学季刊》。[137]

1978年，萨迦派领袖萨迦崔津（H.H.Sakya Trizin，1945—）访问提因利仁钦林，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佛法演说。作为在西方国家影响最大的萨迦派首领，他也常被称为“萨迦崔津法王”。1945年9月，萨迦崔津出生在西藏日喀则（Shigatse）附近孜东乡（Tsedong）的一个贵族家庭。1951年，他获得萨迦崔津法王的封号，并开始努力学习萨迦派经典。1952—1955年，萨迦崔津在很多地方接受诸多大喇嘛的教育和灌顶。1959年，他在萨迦派的密教寺庙接受加冕礼，随后流亡锡金。后来，他到印度和尼泊尔，用三年时间学习大乘佛教基本经典。1964—1967年，萨迦崔津学习密教经典。1968年，他在达兰萨拉（Dharamsala）附近建立了一个萨迦派流亡者的接待中心。1969年，他在新德里北部的拉杰布尔（Rajpur）重建萨迦教权。1970年，他成为该接待中心的负责人。从1971年起，萨迦崔津就生活在拉杰布尔，这里也成为萨迦派的根本道场。1972年，他建立了一所萨迦派学院，以教育萨迦派喇嘛。1974年，他结婚后接受西方弟子们的邀请，开始访问西方国家，并传播藏传佛教。[138]

六 佐钦乌坚曲林

“佐钦乌坚曲林”（Dzogchen Orgyen Cho Ling）是宁玛派在伦敦的坐禅中心，该中心教授的主要课程有坐禅的技术、菩萨道、瑜伽和密宗等。这座道场的住持是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1947—）。

索甲仁波切生于西藏，由嘉木样钦哲仁波切养育长大。嘉木样钦哲仁波切圆寂后，他跟随宁玛派首领——迦叶顿珠仁波切（Kyabje Dudjom Rinpoche，1904—1987）以及顶果钦哲仁波切修行。1971年，索甲仁波切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就读于比较宗教学专业。1974年，他开始在西方弘法。索甲仁波切撰写了《大圆满和莲花生》（Dzogchen and Padmasambhava）、《佛教的未来》（The Future of Buddhism）等书。他的《西藏生死书》[139]（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140]）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索甲仁波切在西方国家生活了20多年，熟悉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心理、习俗等诸多方面。他的英语很流利，在传播佛法时语言简洁、幽默，在西方国家有很多信徒。

派遣索甲仁波切管理佐钦乌坚曲林的是迦叶顿珠仁波切。1904年，迦叶顿珠仁波切出生于西藏东南部，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和禅师。1958年，他和家人到达印度，被十四世达赖喇嘛任命为宁玛派首领。

第六节 汉传佛教的传播

汉传佛教在英国出现的时间较晚。1990年11月，台湾佛光山星云法师前往欧洲弘法。他在途经英国时给当时正在英国的依益法师和永有法师两项任务：第一，在伦敦建立道场；第二，在英国成立佛光会。1991年9月，两位法师在伦敦牛津街附近找到一处原本属于基督宗教的房产，并在这里筹建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BLIA，London）。1992年4月，星云法师来到这里，主持协会的成立仪式。1992年9月，伦敦佛光寺宣告建成。

1993年7月，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BLIA，Manchester）在曼彻斯特成立。1994年，一名信徒将自己的住宅捐赠给该协会，作为僧人修行的场所，它成为佛光山在曼彻斯特的道场。

佛光山在英国的组织及道场经常举办各种多元化的弘法活动，如供僧法会、信徒联谊会、冬令营、各国寺院巡礼、中小学教师研习营等。此外，它们还举行多种形式的慈善活动及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如到养老院进行慰问、义务献血等。

佛光山在英国的弘法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扩大了汉传佛教在英国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英国学者的努力、僧人的弘法，佛教在英国已经生根、发芽。到20世纪末，英国佛教徒的人数已达到近20万人，各种佛教类型及主要派别在英国已经出现。上座部佛教在英国的影响依然很大，上座部佛教的一些组织有的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成分，有的为了适应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加入了全新的内容（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就是典型的例证）。藏传佛教、禅宗在英国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汉传佛教的起步最晚，但也在积极、稳步的发展中。

佛教组织已经在英国的主要城市出现。牛津、剑桥、曼彻斯特等大学都开设了与佛教有关的课程，选修的学生众多。有些学生也成立禅修中心，进行坐禅等活动。佛教出版物越来越多，信徒的佛学水平也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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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国佛教

第一节 学者的学术研究

佛教在法国的出现与传播同该国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18世纪中叶，巴黎皇家学院（Collège Royal de Paris）的约瑟夫·德吉涅（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已经开始教授亚洲历史的课程。19世纪初，亚洲语言和文化的教授职位开始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建立。1814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被授予汉学教授职位，教授中国佛教课程。同年，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安托万—莱昂纳尔·德谢齐（Antoine-Léonard de Chezy，1773—1832）首次被授予梵学教授的职位。[1]德谢齐的学生布诺夫后来接替了他的梵学教授职位。

一 布诺夫及其东方研究

法国是首先以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佛教的西方国家。学者中首推布诺夫（E.Burnouf，1801—1852）。布诺夫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者，对布诺夫的梵文学习有所帮助。布诺夫在学校中成绩突出，后来在德谢齐的指导下专攻梵语。1814年，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在欧洲学术界首次设立梵语研究专业。德谢齐成为欧洲梵语研究第一人。1826年，在跟随德谢齐学习两年后，布诺夫和他的同事——德国的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1800—1876）出版《论巴利语》。他们自认为这是第一本巴利语研究的学术著作。其实，在1824年，卫斯理教派的教士本杰明·克卢（Benjamin Clough）在科伦坡（Colombo）出版过一本《简明巴利语文法·附语录》（A compendious pali grammar with a copious vocabulary in the same language）。[2]1827年，布诺夫发表《布诺夫与拉森之著作〈论巴利语〉中某些章节文法之考察》。

1832年，布诺夫从德谢齐手中接过梵语研究的接力棒。布诺夫精通梵语和巴利语，语言天赋极高，这使他成为西方佛学研究的理想人选，而他在这个研究领域所创立的思想模式从此成为欧洲佛学观念的模式。[3]

1837年，霍奇森收集的24部梵文经典和64部手稿被送到巴黎。布诺夫马上意识到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他认为，汉、藏、蒙古语的佛经是从霍奇森由印度带回的梵文经典翻译过去的，而用巴利语写的锡兰佛经具有同样的权威性。于是他着手翻译《法华经》。不过，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不首先介绍佛教的概况，即使是学者也无法理解这部经典。1844年，布诺夫出版《印度佛教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uddhisme indien}[4]）。该书详细阐述了印度佛教的历史、教义和经典。这是欧洲学者首次对佛教进行的系统性科学研究。

随后，布诺夫计划研究巴利文经典，并对巴利文与梵文经典进行比较研究。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如愿。1852年5月28日，布诺夫逝世，年仅51岁。他由梵语翻译成法语的《法华经》于同年10月出版。这是第一部从梵语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佛学经典。[5]他还把《天譬》、《庄严宝王经》、《金刚针论》等梵文译为法文，并为其他尚存的文学作品及《般若波罗蜜多经》、《楞伽经》作注。

布诺夫的最伟大成就是使佛教成为欧洲科学知识的一个目标。[6]换言之，他使佛教成为欧洲学术研究的对象他强调，要研究印度佛教，必须以尼泊尔的梵文原典与锡兰的巴利文原典为基础。他认为，通过分析这两类文献的共同之处，有可能把握原始佛教的基本内容。[7]布诺夫非常清楚原典研究在探讨佛教历史方面的至关重要性。《印度佛教史导论》中对佛陀时代的印度的观点、佛陀的教义与发展、佛教与种姓制度的关系等探讨都基于他对原典的精细研读。《印度佛教史导论》中的一些结论在今天看来当然需要修正，不过，该书及《法华经》译本的学术价值不容否定。布诺夫开创了科学研究佛教的先河，因而享有“欧洲佛教研究之父”的美誉。

二 后继学者及其佛教研究

在布诺夫开启了法国佛教研究的大门后，诸多学者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将法国的佛教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一）塞纳尔

著名印度学家、佛教学者塞纳尔早年留学德国，专攻印度学，精通梵文、巴利文，校订出版《大事》三卷。1882年，他出版了修改后的《佛传研究》（Essai sur la légende du Buddha）。该书认为，佛陀是来自太阳的英雄、大士及转轮圣王，出生之前，他是最高的神，以光辉的形象从天而降；他的母亲代表了创造力同时又是宇宙中的女神。[8]该书后来受到批判。塞纳尔最突出的佛学研究成就是他释读阿育王石刻敕文后于1881—1886年发表的系列论著，它们作为对印度早期佛教史料的重要阐释迄今仍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9]

（二）列维

1863年，西尔万·列维（Sylvain Levi，1863—1935）出生于巴黎。他曾经在巴黎大学读书，后来应聘为巴黎高等研究学院讲师。1889—1894年，他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教授，教授梵文。1897年和1898年，列维为了学术研究前往印度和日本。1921—1923年，他到印度、中南半岛、日本、韩国及苏俄旅游。后来，列维成为高等研究院董事以及许多学术协会的会员，1935年列维逝世。[10]

列维擅长梵文、藏文、汉文佛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他继承了法国佛教研究的传统，即以梵文佛典为中心，参校汉文、藏文资料。“他对中文、藏文以及龟兹文都有很深的认识，使他能对若干大乘文献作首次精审版本的准备。”[11]

1892年，列维首次出版《佛所行赞》的第一章原典及译文。同年，他发现两种《弥兰王所问经》的中文译本。1905年，他到尼泊尔搜寻佛典，并写出名著《尼泊尔》。1907年，他发表研究《天业譬喻经》的著作。1911年，列维出版库车语佛经残片。1912年，他出版《法句经》修订本。

1918年，列维与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Fyodor Ippolitovich Shcherbatskoy or Stcherbatsky，1866—1942）合作，审校出版《俱舍论》第一卷，后又将称友的《俱舍论释》委托荻原云来（Unrai Ogiwara，1869—1937）在日本刊出。1928年，他从日本归国，途经尼泊尔等地，搜集到大量佛教原始经典和一批尚无汉译本的梵文、藏文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世亲的《唯识三十颂》梵文写本及安慧的《唯识论》注释。列维校勘、出版的这批经典资料，为大乘佛教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使人们对瑜伽行派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与认识，引起人们对藏文佛典的重视。此后，他长期研究自己在阿富汗、迦湿弥罗等地发现的梵、藏、汉文佛典，校勘《大庄严经论》梵文本，并将其译成法文（1907年）。列维将安慧的《中边分别论释疏》梵文本交由日本学者山口益校勘、发表。他与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Junjro Takakusu，1866—1945）合作，编写了佛教百科全书《法宝义林》，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法文编写的佛教辞书，自1929年出版第一卷开始，迄今已出版到第六卷。该书所收佛教词目以中国佛教典籍（包括汉译佛典）中的词汇为主，这极大地便利了法国及欧美学者研究佛教，尤其是以中国佛教为中心的北传佛教。《法宝义林》同样成为欧美学者研究亚洲文化的重要工具书。列维的佛学研究为欧洲现代佛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由此派生出欧洲佛学界的现代学派——法国比利时学派。[12]

（三）沙畹

埃马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是东方学者、中国学学者、中亚考古学者和敦煌学者，伯希和与马伯乐都是他的学生。沙畹生于里昂；1889年，沙畹到北京任公使馆专员；1893年，他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沙畹通晓汉语，他的主要著作有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悟空行记》（与列维合著）、《宋云行记》、《根据保宁先生带回拓片对十件中亚汉文碑刻的考释》等。

（四）富歇

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 Foucher，1865—1952）是东方学者、佛教史学者、佛教艺术研究方面的权威。他曾经担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巴黎大学印度语言学教授。富歇多次到印度、印度支那半岛和爪哇考察。1918—1926年，他带领考古团到印度、伊朗、锡兰、阿富汗和中国、日本考察。1922—1925年，富歇在喀布尔附近考察时，发现古代巴米扬遗址和佛教文化遗迹。1926年，他回到巴黎，任巴黎大学教授、巴黎亚洲学会学术委员。富歇对尼泊尔和西藏唐卡有深入研究，出版过《尼泊尔及西藏画目录》。关于犍陀罗佛教艺术，他著有《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二卷共四册）。关于东南亚美术，他著有《佛教艺术的起源》。富歇晚年著有《佛陀生平》。他的其他著作还有《印度佛教造像研究》（两卷）、《印度—阿富汗边境上》等。

（五）伯希和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东方学者、语言学者、中国学学者、中亚考古学者和敦煌学者。1878年，伯希和生于巴黎。他毕业于东方语言学院汉语专业，先后跟随沙畹、列维和科迪埃赫等人学习。1898年，他到越南西贡（Saigon）从事印度支那古迹调查。1900年，伯希和成为位于河内（Hanoi）的法国远东学院首批研究员，并很快成为该学院教授。同年，他到北京实习汉语并搜集文物。1906年，伯希和带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到新疆，在库车附近的许多古代遗迹上进行勘测和发掘。1908年，他在敦煌莫高窟廉价骗购走大量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和绢画、丝织品等。这些文物中的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绢画等入藏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伯希和先后担任过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亚洲学会主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等。他通晓几乎欧洲所有重要语言并熟悉汉语、梵文、蒙古语、藏语、波斯语、回鹘语等多种语言文字。

伯希和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涉及汉文古籍、印度支那历史地理、中国宗教史等，如《中国书目札记》《论药师琉璃光如来》《敦煌石窟》（六卷本）《敦煌遗书》（1926年，第一集，与羽田亨合编）等。他在1920—1944年担任东方学杂志《通报》的主编，在该杂志及《亚洲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

（六）马伯乐

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éro，1883—1954）是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埃及学学者。马伯乐早年求学于国立东方语言学院，1908年，他成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文字史、宗教史等。1908—1914年，马伯乐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几十篇考证性的论文，如《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公元2、3世纪中国的佛教社团和僧侣》、《评伯希和〈东伊朗语（金光明经）残卷〉》等。其他重要著作还有《中国宗教史遗稿集》等。

（七）克鲁塞

勒内·克鲁塞（Rene Crousset，1885—1952）是著名东方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出版了《沿着佛陀的足迹》一书，该书专门论述中国僧人玄奘和义净赴西域取经的过程，是欧洲佛学界中讲述中国僧人在中世纪赴“西域”旅行的代表作，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这部著作后来被反复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迄今仍畅销不衰。[13]

（八）戴密微

法国早期学者中，保罗·戴密微（Paul Deméiville，1894—1979）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无人能比。他所写的有关《弥兰陀王问经》的论文是研究该部汉译佛经的重要作品。戴密微同时是《法宝义林》的主编之一。[14]

1972年，戴密微出版对临济义玄的研究与语录的翻译——《临济的对话》（Entretiens de Lin—tsi）[15]。1973年，戴密微出版《佛学研究选集》（Choix d' études bouddhiques），其中有戴密微的佛学论文和著作目录。戴密微的其他佛学著作收在《汉学研究选集》（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1973）中。戴密微还在一篇论文中简洁地描绘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脉络，同时列举了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有关中国佛教的出版物目录。[16]

戴密微也涉猎藏传佛教，他根据敦煌汉文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等资料，研究了公元8世纪末汉族禅僧同印度僧人莲华戒在吐蕃宫廷中的大辩论，写出禅宗在公元8—9世纪的西藏引起的法诤，这就是《吐蕃僧诤记》[17]（也译作《拉萨法诤》）。这部著作学术价值很高，对研究印度、中国、中国西藏的佛教史很重要，在欧美佛学界与藏学界颇具影响。

（九）谢和耐

戴密微的大弟子阿尔及利亚裔学者雅克·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撰写出版了专著《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18]（Les aspects economique du boudhisme dans is societe chinoise du ve au xesiecle）。这是法国学者研究敦煌经济文书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文典籍、印度经文、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对佛祇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畏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作了深入探讨。[19]

谢和耐没有把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研究。他将佛教现象视为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视角，至今仍被研究中国寺院经济的学者所采纳和重视。法国学者将此书与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

谢和耐还著有《中国社会史》[20]（Le Monde Chinois）、《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21]（La vie quotidienne en Chine a la veille de I'invasion Mongole）、《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22]（与戴密微合著）等。

（十）巴科、石泰安等

在藏学研究方面，众多法国学者作出了自己的努力。20世纪初，巴黎大学建起西方第一个西藏教学中心。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是第一位藏学教授。他曾发表《米拉日巴传》（Le poète tibétain Milarépa，ses crimes，ses épreuves，son Nirvāna，1925）、《玛尔巴传》（La vie de Marpa，1937）、《西藏历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Tibet [23]，1962）、《藏语文学之语法》（Grammaire du tibétain littéraire）[24]、《西藏叛乱》（Le Tibet révolté）[25]、《藏传佛教的发展》[26]等重要学术成果。1940—1946年，他与别人合作，根据英、法两国所藏的敦煌古藏文写本译出《敦煌文书中之吐蕃史料》一书，引起欧美佛学界对吐蕃历史及其佛教的重视。

法兰西学院教授罗尔夫·阿尔弗雷德·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是西方藏学界公认的藏学家。其有关藏传佛教的著作有《喇嘛教的追傩与灵魂的理论》（1957）、《喇嘛教中的面具》（1959）、《西藏吟游诗人之史诗研究》（Recherches sur l'épopée et le barde au Tibet）[27]、《藏族文明》（La civilisation tibétaine）[28]等。

法国学者也重视藏文佛教资料的编目。1931年，巴黎大学教授、女藏学家马塞乐·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文大藏经目录》（Catalogue de fonds tibétain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29]。1939年、1950年和1961年，她分别出版三卷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1964年，她出版《敦煌藏文写卷十万颂大般若经》，此书编纂细致，颇具参考价值。她还创办《佛教书目提要》，该提要每两年修订一次，搜集的资料极为丰富。[30]作为藏学家，拉露还著有《古藏语基础手册》（Manuel élémentaire de Tebetain classique）[31]等书。

此外，著名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对藏传佛教在法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相关内容有专节详述。

通过这些杰出的东方学家的努力，法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了解了佛教。此外，1919年，来自东京帝国大学（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的姉崎正治（Masaharu Anesaki，1873—1949）开始在法兰西学院教授禅宗的课程。这是一位亚洲人第一次在这个理性知识的圣殿教授佛教。[32]

1898年，法国的东方学者在河内建立法国远东学院，由路易·费诺（Louis Finot，1864—1935）指导。自1901年起，法国远东学院出版著名的《法国远东学院学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缩写为BEFEO）。

第二节 探险家与藏传佛教、佛教组织出现的背景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和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分别于19世纪、20世纪在中国探险。他们撰写游记，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给法国人，激发了他们对藏传佛教的兴趣。20世纪，在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佛教组织在法国出现。

一 探险家与藏传佛教

（一）古伯察及其游记

在法国，人们很早就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很多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我国西藏和蒙古地区传教，开始接触藏传佛教。法国遣使会[33]教士古伯察便是其中的一位，也是最早进入蒙古和西藏的法国人。

古伯察（Régis Evariste Huc，1813—1860）生于塔恩—加龙省（Tarn-et-Garonne）东北的凯吕斯（Caylus），后随父母移居上及龙省（Haute-Garonne）省会图卢兹市（Toulouse）。1836年，他在巴黎参加遣使会，1839年受命赴中国传教。1841年6月，他与遣使会会长秦噶哗（Joseph Gabet，1808—1853）从法国在华传教区的所在地——北直隶的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出发，经过热河、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西康地区，历时18个月，于1846年1月底到达拉萨。他们在拉萨居住近两个月后，驻藏大臣琦善奉清廷之命将其驱逐，解往四川。1846年3月中旬，他们离开拉萨，经过3个多月的旅行于当年6月初到达四川的打箭炉。然后，他们经过四川、湖北、江西，于当年9月末到达广州，最后于10月中旬至澳门，从而完成了1841—1846年的这次环中国的长途旅行。

古伯察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写了《鞑靼西藏旅行记》[34]（Souvenir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ibet）一书，详细记述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内容涉及沿途的风土人情和宗教。全书共10章近100万字，于1850年出版，后来在法国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引起了西方人的广泛兴趣。这部游记的成功显示了西方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古伯察书里称“喇嘛教”）的强烈兴趣。[35]古伯察还将《四十二章经》译成法文，部分译文附于《鞑靼西藏旅行记》之后。他还撰有《中华帝国》（L'Empire chinois [36]，1926）以及四卷本的《中国中原、鞑靼和西藏的基督教》等著作。

（二）大卫—妮尔的经历和著作

20世纪上半叶，通过东方学家沃尔特·伊林·埃文斯—温茨（Walter Yeeling Evans-Wentz，1878—1965）首次翻译的《西藏度亡经》[37]（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38]，1927）以及意大利东方学家吉尔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的著作，藏学在欧洲发展起来。法国藏学研究的先驱是雅克·巴科。不过，人们通常认为，大卫—妮尔才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在法国宣扬藏传佛教的人。[39]

1868年，大卫—妮尔出生在巴黎郊区的圣曼德，父亲是共和党人，母亲是天主教徒。从幼年时代起，她就幻想去遥远的地方旅游，这种热情又同她对诺斯替教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兴趣交织在一起。1887年，大卫—妮尔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888年，她成为女性主义者，拥有自由的思想和斗志昂扬的精神。同年，她抵达伦敦，并被神智学会所吸引。虽然她从未加入神智学会，但却在与通神论者的交往中成长起来。回到巴黎后，她跟随当时著名的印度学和中国学家列维学习，又参加了布诺夫的学生——社会学家菲利普·爱德华·福柯（Philippe Edouard Foucaux，1811—1894）开设的课程，福柯向她介绍了藏传佛教经典。当时，她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化，她最先出版的两本书涉及中国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她经常去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并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享受，这也更加激发了她学习东方文化的热情。[40]

1891年，她来到锡兰和印度，学习吠檀多哲学。返回欧洲后，她一度成为歌剧演唱者，不过，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对佛教的探索中。在伦敦，她和里斯·戴维斯夫妇成为好友。1907年，她读到铃木大拙的《大乘佛教概况》（Outlines of Mahayana Buddhism），并开始与铃木大拙书信来往。1909年，妮尔的第一本关于佛教的书《佛教现代主义与佛陀的佛教》（Le modernisme bouddhiste et le bouddhisme du Bouddha）在巴黎出版。在该书中，妮尔用“佛教现代主义”一词来指代达摩波罗在1891年建立的摩诃菩提会，表达了对改革后的南传佛教的拥护，她宣称，佛教现代主义距离社会主义仅一步之遥。1910年，妮尔到达锡兰，受到摩诃菩提会的特别款待。同年5月，摩诃菩提会在欧洲的第一个分会在德国莱比锡建立。[41]

1911年，妮尔到达印度，计划到曼谷继续学习南传佛教，但后来她改变了主意，打算前往锡金，其原因可能是为了会见当时正在大吉岭（Darjeeling）流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1912年，在噶伦堡，她成为首位与达赖喇嘛会面的欧洲女性。首次见面中，妮尔有点胆怯；第二次会面时，她就应付自如了。她写道：“我不喜欢主教，不喜欢他主宰的这种佛教式的天主教。与他有关的一切都那么地做作。他既不诚挚也不善良。”[42]妮尔对藏传佛教的矛盾心态在到达锡金后继续存在。一方面，她遇到了一位在山中隐修的宁玛派喇嘛并为之倾倒；另一方面，她又劝说自己的朋友西空朗加（Sidkeong Namgyal，1879—1914）去改变堕落的藏传佛教寺庙，以便恢复纯洁的南传佛教传统。西空朗加是一位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活佛，1914年2月，西空朗加继位成为锡金王国的十世国王，但是，他却于同年12月突然死亡，死因被怀疑是中毒，投毒者可能是害怕他的改革计划的人，也可能是他的继母。妮尔采取了远离这场争斗的态度。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愈演愈烈。1914年12月—1916年8月，妮尔在喜玛拉雅地区隐修，学习和修行藏密。后来，她被英国负责不丹、锡金事务的行政长官查尔斯·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1870—1945）驱逐。接着，尼尔和她在锡金收养的孩子永登喇嘛（lama Yongden，1899—1951）到达日本和朝鲜等地。[43]

1918年7月—1921年2月，她和永登在中国青海的塔尔寺生活。1921年2月，他们离开塔尔寺，徒步前往拉萨。1924年2月，他们到达拉萨，并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

1925年5月，妮尔和永登返回法国。妮尔连续出版了几本书，详细描述她的旅行生活，其中包括著名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Voyage d'une Parisienne à Lhassa，1927）。1928—1936年，妮尔定居在迪涅（Digne），完成了《西藏的神秘主义和巫师》（Mystiques et Magiciens du Thibet}[44]，1929）、《喇嘛教的灌顶》（Initiations lamaïques[45]，1930）等书。妮尔的游记在法国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们因为藏传佛教的神秘和神奇而兴奋。不过，妮尔对藏传佛教的宣传仅限于著书，而不是教授藏传佛教的修行。她偶尔给大众做一些演讲，然后就返回迪涅隐居。1937年，她和永登喇嘛重返拉萨，至1946年，他们回到法国。后来，妮尔又出版《智慧之灯》（La lampe de sagesse [46]）等多本书，但她仍然拒绝传教。1951年，永登喇嘛死去，时年52岁。妮尔感到了孤独。她仍然思念西藏，渴望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1969年9月，101岁高龄的妮尔去世。[47]

妮尔的著作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法国和西方的学术界称她为“女英雄”。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喜马拉雅环境和社会文化研究所”前负责人吕塞特·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1931—2009）夫人曾说：“法国的几代藏学家和佛教学家，都是在大卫-妮尔的事迹与著作影响下，才对这两个学科产生兴趣并刻苦钻研，最后成为颇有成就的学者。”[48]然而，她所宣传的关于西藏的观点很片面，她对当地信仰和风俗的描述也有歪曲的成分。后来她写的探讨藏传佛教教义的著作如《佛教》（Le bouddhisme}[49]，1936）等并没有获得像叙述西藏旅行的书那样大的成功。她断言，经历过的美好经验有助于西方人在一种关于“美好纯洁”的西藏的观点中得到安慰。[50]

此外，德雅尔丹关于藏传佛教的纪录片也对法国人了解和认识藏传佛教产生过较为重要的作用。

阿尔诺·德雅尔丹（Arnaud Desjardins，1925—2011）是记者和电视导演，曾经导演过几部关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纪录片。1964年，他前往印度，拍摄了关于藏传佛教的纪录片——《西藏人的消息》（Le Message des Tibétains）。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部纪录片在法国的电视台反复播放。[51]1966年，与纪录片同名的书}[52]也得以出版。看了这部纪录片或书后，很多法国人前往印度，会见大喇嘛，有些人就在印度开始佛教修行，也有一些人诚邀一些大喇嘛来法国传教。因此，在之后的10年中，德雅尔丹对藏传佛教在法国的生根、发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 佛教组织出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是第三共和国执政时期。“一战”之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大大改善，这段时间被人们称为“美好时代”（La Belle Epoque）。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陷入战争的矛盾、痛苦和耻辱中。1946年10月，法国通过公民投票建立第四共和国。第四共和国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延续了12年。法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却使很多法国人认为“生活变坏了”。

1958年，戴高乐当选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他执政时期，法国经济经历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因此，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是在充满着物质希望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他们对社会并不满意，同时，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也鼓舞了法国年轻人。1966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1967年，美国发生50万人反战（反对美国入侵越南）大游行；1968年3月，意大利的大多数大学发生大规模学潮；法国终于在1968年5月爆发“五月风暴”。月初，巴黎高等院校的师生为反对不合理的教育和管理制度而罢课，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中旬后，学潮演变成全国性的大罢工，参加者多达1000万人，全国处于瘫痪状态。下旬，政府在镇压示威学生的同时允诺增加工资，并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6月初，运动渐趋低潮。虽然政府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但“五月风暴”的冲击波却久久回荡在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并直接导致了戴高乐在次年下台。同时，这种未能在政治领域获得成功的革命却转入了精神和文化领域。年轻人开始质疑现代性及与之相连的功利主义观念，渴望一种神圣的个体和团体的经验。但是，基督教会因为与现代化相适应已经接近为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失去了影响新一代的威信，因此，与“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相联系的对东方智慧的探索得以广泛发展。

新时代运动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世界。这种社会思潮宣称“现代”结束，“后现代”开始，推崇东方神秘主义，提倡灵性的复兴，重视占星学、星象学，对人体的解释具有神秘主义色彩，注重瑜伽、气功、打坐、禅定、悟道等东方修行方法。这股社会思潮的支持者尤其关注生态问题，对文明进程带来的自然损害与破坏强烈不满。在新时代运动的影响下，很多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东方，从它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中寻求新的智慧。可以说，佛教在西方社会的广泛传播与这一运动息息相关。

三 瑜伽和武术的盛行

“二战”期间，瑜伽和武术被很多欧美人喜爱。1936年，费利克斯·居约（Félix Guyot，1880—1960）将哈他瑜伽[53]（Hatha Yoga）介绍到法国。居约是一名哲学教授，后来当了记者，1936年，他用“康斯坦特·科赫内”（Constant Kernéiz）的笔名发表了几部著作。1945年，他建立第一所瑜伽学校。1948年，吕西安·费雷尔（Lucien Ferrer，1901—1964）在巴黎建立“瑜伽西方协会”（l'Académie occidentale de yoga）。随着瑜伽修行的发展，相关的瑜伽著作也获得很大成功。《达到宁静的方法》（La Voie du silence）在1956年由一位本笃会神父让·德沙内（Jean Déchanet，1906—1992）出版，发行量超过10万册，并引发很多基督徒开始练习瑜伽。1966年，埃娃·吕希保罗（Eva Ruchpaul，1928—）发表了《关于哈他瑜伽的认识和技术》（Connaissance et technique du Hatha-Yoga），使瑜伽的修习变成一种时尚；她还出版过《哈他瑜伽》（Le Hatha Yoga）[54]一书。1967年，“法国瑜伽联合会”（Fédération Francaise de yoga）在巴黎成立；1977年更名为“全国瑜伽教师联合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enseignants du yoga，缩写为FNEY）。相关调查表明，很多佛教徒都有过练习瑜伽的经历，并通过呼吸的技术和哈他瑜伽的训练而熟悉了禅定。[55]

在这一时期传播到法国的还有柔道等东方运动项目。1882年，日本武术大师嘉纳治五郎（Jogaro Kano，1860—1938）创立柔道，并在1889年将它介绍到法国。但是直到1935年，随着河石干之助（Mikinosuke Kawaishi，1899—1969）的到来，柔道才在法国真正传播开来。河石干之助在来法国之前已经在美国居住五年，深谙西方人的心理。1946年，“法国柔道联合会”（la Fédération francais de judo）创立。1956年，该组织更名为“法国柔道、柔术和类似竞技项目联合会”（la Fédération francais de judo，jiu-jitsu et disciplines assimilées，缩写为FFJDA）。1969年，河石干之助去世，此时该联合会已经有10万多名比赛许可证持有者，实际成员多达50多万，这使法国成为开展柔道运动的主要西方国家。

1948年，法国人亨利·普莱（Henry Pleé，1923—）将空手道介绍到欧洲。他是法国最早的柔道段位获得者之一。1954年，普莱建立“法国空手道和自由式拳击协会”（la Fédération francais de karaté et boxe libre）。1960年，该协会附属“法国柔道、柔术和类似竞技项目联合会”。后来，该组织独立，并于1977年成立“法国空手道、跆拳道和武术联合会”（la Fédération Francais de Karaté，Taekwondo et arts Martiaux Affinitaires，缩写为FFKTMA）。[56]1951年，合气道（Aikido）被介绍到法国。

很多西方人是在参加了上述体育运动后对佛教产生兴趣的。让—皮埃尔·施内策勒（Jean-Pierre Schnetzler，1929—2009）就是一例。1946年，他在听一场关于叔本华的讲座时接触到印度思想，随后他被佛教所吸引；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练习柔道，后来，他想深入挖掘柔道内在的精神信息。通过佛教之友协会和勒内·若利（René Joly，1913—1993）推动的格雷斯中心（Le centre de Gretz），他认识了两名正在巴黎大学学习哲学的南传佛教僧人，其中一位便是沃尔波罗·罗睺罗（Walpola Rahula，1907—1997）。罗睺罗后来出版了《原始佛经选要》[57]（L'Enseignement du Bouddha d'après les textes les plus anciens）一书，该书在法国的佛教书籍里销量最好。施内策勒在两位僧人那里“获得拯救”，开始坐禅。1958年，施内策勒可能是最早的法国佛教信徒之一，他们想把禅定的练习置于日常生活的中心。[58]

四 巴黎佛学会及“佛教之友”

20世纪前，佛教在法国的传播实际上主要限于学术领域和文化领域，而佛教在法国真正成为一种宗教信仰，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高僧太虚法师的欧美之行在法国播下了佛教的种子。

1928年8月，太虚大师开始欧美各国的弘法之旅。他从上海起程，经地中海，于1928年9月抵达法国，在马赛、巴黎等地主持了多场佛学讲座，受到学者及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并与当代哲学家罗素、杜威成为知交。在巡回说法的过程中，太虚大师倡议并参与了“巴黎佛学会”的建立。《太虚大师全书》载：“……次日，马格尔同来者，更有里维也及妇女数人，据云皆佛教信徒，余嘱其组一巴黎佛教会。后更发见[59]在巴黎之英籍佛教徒马浪，皆以余而使联络。”[60]太虚大师原打算从德国直接前往美国，由于涉及巴黎佛学会的成立等事，他再次前往巴黎。

……本拟从柏林直航美洲，乃巴黎有法国外交部电约于二月初三日开欢迎会于东方博物院，议商要事。又龙舒贝勒女士与昆仑、马格尔、马浪、里维也诸君及信源女士等，为成立巴黎佛学会，亦函请重经巴黎指导。乃定于廿九乘夜车赴法，并向柏林诸友辞别。

……次日，应巴黎佛学会之邀请，会设龙舒女士之别室，余携佛画二帧及藏佛即赠张供，颇为严净。会员合法、英、俄、中各国人尚只二十余名，就余商订章程等件，约于初十日开成立会。

……初十日，开巴黎佛学会成立会，除会员外，到参观者数十人。余以是日为夏历元旦，诵《弥勒上生经》及导众人唱皈依毕，为讲此经大意。时龙舒女士与旭佛乃尔夫人乞皈依佛教，余名以德贞、德亨，并嘱每月月圆夕开会一次，此为布萨之制，英、法诸佛教会皆遵行也。余以所辑《慈宗三要》一书，嘱巴黎佛学会译成法、英等文，流通欧洲。当由昆仑、马浪里维、马古烈诸会员担任翻译。[61]

可见，太虚大师在最初见到巴黎的佛教徒时，鼓励他们组成巴黎佛学会。1929年，这些人组建巴黎佛学会（Société des Amis du Bouddhisme）。太虚大师重返巴黎的目的之一便是参与巴黎佛学会的建立，并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同时，有两名弟子皈依。其中的龙舒贝勒女士就是巴黎佛学会的负责人康斯坦特·德劳恩斯伯里小姐（Mlle Constant de Lounsbery）。

后来，巴黎佛学会更名为“佛教之友”（Les Amis du bouddhisme）。“佛教之友”的目的是把佛教作为一种真实的、理性的东方智慧呈现出来，从而使其远离神智学会的神秘主义。[62]像其他的弘法者一样，德劳恩斯伯里也写了一些著作，如《佛教的禅定》（La méditation bouddhique，1935），在这本书里，她阐述了佛教禅定的技术。[63]

佛教之友发行杂志《佛教思想》（la Pensée bouddhique）。很多东方佛教的倡导者都为杂志撰稿，如戴密微、铃木大拙、阿难·肯蒂什·库玛拉斯瓦米（Ananda Kentish Coomaraswamy，1877—1947）以及罗睺罗等。[64]

德劳恩斯伯里去世后，法国人内莉·考夫曼（Nelly Kauffman）成为佛教之友的领导人。她在组织内部偏爱藏传佛教的学习，而当时南传佛教却是占主导地位的。“二战”中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佛教之友仍然在活动，但规模已经很小。1943年，佛教之友并入神智学会。[65]

此外，格雷斯中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弘法场所，它的创立者勒内·若利更以般若难陀（Praj[image: ]ānanda）为人所知，是一名居士。通过阅读奥登伯格的书，若利接触到佛教，然后就开始修行南传佛教和禅宗。20世纪60年代，他跟随到法国传法的日本曹洞宗禅师弟子丸泰仙（Taisen Deshimaru，1914—1982），而且成为在其座下受戒的第一个法国和尚。1966年，若利在格雷斯·阿曼维利耶（Gretz-Armainvilliers）建立了一个佛教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以大乘空宗的传统和数息观教授佛法。他翻译和注解了很多佛经，尤其是关于《心经》的评论和《法句经》的注解。

第三节 佛教宗派的传入

“一战”期间，一些越南士兵来到法国，1917年，他们在法国的弗雷瑞斯（Fréjus）建立了西方第一座佛塔。“二战”后，许多信奉佛教的越南劳工在法国定居，并在巴黎建立“越南佛教联盟”。

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弟子的召唤下，一些流亡印度的藏传佛教喇嘛开始来法国建立传教中心。日本僧人弟子丸泰仙在一文不名和不懂法语的情况下带着一颗弘传佛法的心于1967年抵达巴黎，逐步建立很多坐禅中心。新兴的创价学会也在60年代初传入法国东南部。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东南亚难民涌入法国，建立很多南传佛教传教中心。同时，法国本土的佛教徒越来越多。1986年，佛教在法国正式得到承认。

台湾佛光山在80年代末传入法国，成为率先在该国建立道场的汉传佛教组织。

一 藏传佛教

20世纪60年代，一些被藏传佛教吸引的法国人纷纷前往印度、锡金和尼泊尔，他们期望能找到藏传佛教高僧来指导自己的修行，并增加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藏传佛教各派的领导人物因此在法国人中有了很高的威望，宁玛派的首领是迦叶顿珠仁波切，萨迦派的首领是萨迦崔津，噶举派的首领是十六世噶玛巴，格鲁派的首领是十四世达赖喇嘛。除了他们之外，一些大喇嘛也吸引了最初来到这里的法国人。例如，甘珠尔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1898—1975）是宁玛派的一位喇嘛，他名为隆钦益西多杰（Longchen Yeshe Dorje），住在大吉岭的一个小寺庙里，他的性格一下子就吸引了一些法国人；卡鲁仁波切是噶举派一个小支派的首领，他住在印度索纳达（Sonada）的一个简朴的寺庙里，德尼·埃塞里克（Denys Eysseric，1949—）被他的魅力所折服，后来，埃塞里克出家做了喇嘛，法名是德尼顿珠（Denys Teundroup）。随着时间的推移，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喇嘛先后来到法国定居。[66]

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呈现双向的途径。一方面，一些西方人主动前往印度，邀请喇嘛们前来，创立藏传佛教中心；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各派的首领也派遣一些年轻的喇嘛到西方学习英语和文化。藏传佛教在法国这一历史时期的传播同样如此。

（一）宁玛派

1.甘珠尔仁波切

20世纪70年代，多尔多涅省（Dordogne）的科德若（Côte de Jor）成为法国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这与一个名叫伯纳德·本森（Bernard Benson）的人有关。本森出生于美国，母亲是法裔美国人。本森是一位杰出的发明家，在美国发家致富。60年代末，他和妻子、儿子决定在科德若定居。他们居住的房子是一座16世纪的城堡，名为“夏邦城堡”（Château de Chaban）。本森后来结识德雅尔丹，并在1968年前往印度。本森在印度认识了甘珠尔仁波切，被他所震撼和折服。本森试图说服甘珠尔仁波切等喇嘛前往法国传播佛法。[67]

甘珠尔仁波切出生在西藏东部的康区，是一名宁玛派僧人。他来到印度后定居在大吉岭附近的勒邦（Lebong），他的纯朴、热情、幽默和智慧吸引了包括德雅尔丹在内的很多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在国内建立了一个藏传佛教信徒中心，法国信徒们不断邀请甘珠尔仁波切来法国传教，但他总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一直没有离开印度，直到1975年1月圆寂。不过，宁玛派从此拉开了向欧洲传播的大幕。

2.顶果钦哲仁波切与协辛丹尼达杰林

甘珠尔仁波切圆寂后，他的弟子们跟随另一位喇嘛——顶果钦哲仁波切修行。1910年，顶果钦哲仁波切出生于西藏东部一个据说是藏王赤松德赞后裔的贵族家庭。11岁时，他被认定为一名活佛的转世灵童，进入康区的协钦寺（Shechen），在那里学习和修行了很多年。他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老师和不丹王室的精神指导。在主持了甘珠尔仁波切的葬礼后，他应邀参观多尔多涅省。1975年12月，在白玛旺加（Pema Wangyal，1945—）的陪同和翻译下，顶果钦哲仁波切开始欧洲之行。他在法国游览了很多地方，会见了德雅尔丹，并在多尔多涅省的农场——香特洛贝（Chanteloube）传教。后来，他又去了瑞典、英国和美国。之后顶果钦哲仁波切返回印度，但是白玛旺加留在了法国。

1978年，应白玛旺加活佛和法国弟子的请求，顶果钦哲仁波切在香特洛贝附近的索内（Sonnerie）创立了道场——协辛丹尼达杰林（Sheshen Tennyi Dargyeling）。它也成为顶果钦哲仁波切长期居住的地方。

3.迦叶顿珠仁波切与乌金桑耶曲林、香特洛贝修行中心

1972年，迦叶顿珠仁波切访问欧洲各国和美国。甘珠尔仁波切特意让长子白玛旺加请迦叶顿珠仁波切在离开法国前会见自己在该国的弟子。迦叶顿珠仁波切花了一周时间参观夏邦城堡、会见本森和他的家人、讲课、传授藏密的灌顶、为香特洛贝祈福，同时接受了本森赠予的一大块土地。但这次参观没有确定正式的传教规划。

随着欧洲人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不断增长，迦叶顿珠仁波切、顶果钦哲仁波切以及白玛旺加对法国的访问为宁玛派的传播提供了契机。1974年，迦叶顿珠仁波切在巴黎建立中心，并要求索甲仁波切照看。

迦叶顿珠仁波切在法国创立的第一个修行中心是乌金桑耶曲林（Urgyen Samyé Chöling），它位于劳格哈尔（Laugeral）。1977年，迦叶顿珠仁波切的弟子们建立协会，1979年，乌金桑耶曲林建成，这里也是迦叶顿珠仁波切居住的地方。1987年，迦叶顿珠仁波切在乌金桑耶曲林圆寂，随后，他的儿子辛潘达瓦罗布仁波切（Shemphen Dawa Norbu Rinpoche）负责中心事务的管理。巴黎的道场多杰宁波（Dorje Nyinpo）是乌金桑耶曲林的属寺。[68]

迦叶顿珠仁波切创立的另一个道场是香特洛贝修行中心（Centre d'etudes de Chanteloube）。1974年，十六世噶玛巴和迦叶顿珠仁波切同意在夏邦城堡建立修行中心，本森让人建起了几座建筑并购买了周围的农庄。[69]

香特洛贝修行中心的建成还得到法国人热拉尔·戈代（Gérard Godet，1924—2010）的资助。戈代是一位工科学校的学生。1978年，迦叶顿珠仁波切在多尔多涅省的弟子们开始建造香特洛贝修行中心。1979年，迦叶顿珠仁波切重返香特洛贝，为寺庙的兴建奠基。1980年3月，顶果钦哲仁波切来到这里，对未来的隐修者——来自欧美的17名男士和7名女士给予指导。1980年，香特洛贝修行中心建成。12月初，白玛旺加和纽歇钦仁波切（Nyoshul Khen Rinpoche）被任命为这个修行中心的常驻喇嘛。之后，迦叶顿珠仁波切让信徒们开始为期三年多的闭关。[70]

1980年，戈代辞掉工作，在白玛旺加的指导下闭关。1986年，他出家做喇嘛，从此献身于佛教在法国的传播事业。

4.贡桑喇嘛与尼玛宗

尼玛宗（Nyima Dzong）又名“乌坚贡桑曲林”（Ogyen Kunzang Chöling），它的创立者贡桑喇嘛（Lama Kunzang，1944—）是比利时人。1944年4月，贡桑喇嘛出生于布鲁塞尔一个富有家庭。20世纪60年代末，他来到印度大吉岭，结识甘珠尔仁波切，并跟随他学习和修行佛教。1972年，在甘珠尔仁波切的要求下，贡桑喇嘛在布鲁塞尔建立乌坚贡桑曲林，与甘珠尔仁波切在印度的寺庙同名。1974年春，在甘珠尔仁波切的指引下，贡桑喇嘛在上普罗旺斯山上发现中世纪圣殿骑士团留下的一个名叫“太阳城堡”（Château-Soleils）的农场，面积达112公顷，他买下这块土地，并对上面的原有建筑进行翻新，由此创立尼玛宗。后来，贡桑喇嘛在农场不远处新建一座寺庙，作为尼玛宗的主体建筑。[71]

寺庙的第一层是一个大殿，里面有莲花生、寂护和赤松德赞的塑像，还有甘珠尔仁波切、顶果钦哲仁波切和迦叶顿珠仁波切的塑像，塑像的大小与真人相同。寺庙的底层还有一个大殿，里面供奉着三世佛的塑像和《甘珠尔》、《丹珠尔》等佛教经典。[72]

（二）噶举派

1.十六世噶玛巴与达波噶举林

本森根据利美[73]（RIME）传统，也赠给十六世噶玛巴一大片土地，它位于迦叶顿珠仁波切获赠土地的对面。甘珠尔仁波切死后，本森追随十六世噶玛巴来到日内瓦，本森请求十六世噶玛巴在获赠的土地上建立噶举派修行中心。1975年1月，十六世噶玛巴乘直升机来到多尔多涅省，他把本森捐赠的土地作为噶举派在欧洲的中心，而且把临时的直升机场作为一座寺庙的地点。[74]

随后，十六世噶玛巴派侄儿吉美拉泽旺（Jigmela Tsewang，1949—）到达多尔多涅省，着手把荒废的旧农场改建为修行中心。1977年，达波噶举林（Dhagpo Kagyu Ling）建立。十六世噶玛巴委派两个重要人物——吉美拉泽旺和十四世夏玛巴仁波切（Shamarpa Rinpoche，1952—）——领导这个中心。几年之内，达波噶举林成为藏传佛教在欧洲的几个早期中心之一，每年夏天都会有几千名西方人来到这里学习藏传佛教教义并进行修行。[75]

达波噶举林的日常事务和正常运作主要依靠三个合法的实体。第一，“达波噶举林协会”（L'association Dhagpo Kagyu Ling）。协会成立于1977年，成员大约有上千人，他们负责管理达波噶举林的教育和培训工作。第二，“卡尔梅达摩查克拉会”（La congrégation Karmé Dharma Chakra）。该机构主要负责管理宗教活动和修行者的食宿。1988年，该组织获得法国政府的承认。第三，“赞巴拉”（Dzambala）。这个社团组织主要负责修行中心书店的经营和编辑部的工作。书店每年卖出近万册图书。[76]

2.根敦仁波切与达波贡珠林

1975年，十六世噶玛巴要求根敦仁波切（Guendune Rinpoche，1918—1997）去法国指导西方人修行。时年56岁的根敦仁波切对此大吃一惊，因为他是一名隐士，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隐修。在十六世噶玛巴的鼓励下，根敦仁波切来到达波噶举林。1984年，根敦仁波切在奥弗涅地区（Auvergne）一个名叫“博斯特”（Le Bost）的住所创立了一个巨大的闭关中心——达波贡珠林（Dhagpo Kundreul Ling）。[77]

博斯特原本是德雅尔丹的财产，1977年，他邀请十六世噶玛巴来这里举行藏传佛教仪式。十六世噶玛巴当时就预言，在噶举派未来的发展中，博斯特将扮演重要的角色。1983年，德雅尔丹将博斯特卖给达波噶举林，根敦仁波切从此在博斯特定居，直到1997年圆寂。[78]

根敦仁波切在博斯特生活的14年中，几百名西方人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长达三年的闭关。根敦仁波切圆寂后，80多名弟子依然在他的继任者的指导下闭关。之前的闭关者中有60多人出家做了喇嘛。博斯特成为西方国家最大的进行长期闭关的地方。此外，根敦仁波切还创立了两座寺庙，男众和女众各一座。[79]

3.十世巴沃仁波切与乃囊桑丹曲林

1912年5月，十世巴沃仁波切（Pawo Rinpoche，1912—1991）出生于西藏。1915年，十五世噶玛巴认定他是九世巴沃仁波切的转世灵童。1917年起，巴沃仁波切开始在祖普寺接受十五世噶玛巴所有的灌顶、传法教授，以及其他方面的训练。

1959年，巴沃仁波切离开西藏，定居印度。1962年，他前往瓦拉那西梵文大学担任佛教哲学讲师。1966年，巴沃仁波切由于健康不佳而移居大吉岭，随后定居不丹。1975年6月，他前往瑞士治病。[80]

1975年9月，法国弟子们邀请巴沃仁波切到该国弘法。以戈代为首的居士团体邀请他来到多尔多涅省普拉扎克镇（Plazac）的“特汉查特兹”（Tranchats），这是一个新建成的佛学中心。

1977年，该居士团体将特汉查特兹赠送给巴沃仁波切，他将其改成一座寺院，并命名为“乃囊桑丹曲林”（Nehnang Samten Chöling）。随后，巴沃仁波切接受其他弟子的邀请，在图卢兹市的佛教中心生活了几年。1975—1986年，巴沃仁波切都在法国弘法。后来，乃囊桑丹曲林暂时由居士团体负责管理。

1991年9月，十世巴沃仁波切在尼泊尔圆寂。

4.卡鲁仁波切与“达桑噶举林”

1905年，卡鲁仁波切出生在康区。他看起来瘦削而脆弱，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很多西方人被他的这种气质所触动。卡鲁仁波切在藏传佛教界的声望很大，各教派的大喇嘛甚至十四世达赖喇嘛都向他咨询意见。后来，他定居不丹，然后在印度大吉岭的索纳达创立了索纳达寺（Sonada Monastery），并担任住持。卡鲁仁波切经常去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宣扬佛法。

卡鲁仁波切在法国传播藏传佛教的活动与埃塞里克密切相关。埃塞里克出生于1949年，曾经热衷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1886—1951）的著作。1968年夏，埃塞里克来到印度，寻找自己的精神导师。埃塞里克在认识卡鲁仁波切后开始跟随他学习藏语，并成为其在西方的翻译。

1971年，卡鲁仁波切到达巴黎，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的信徒团体。1975年，在信徒们的要求下，卡鲁仁波切在勃艮第（Bourgogne）的普雷格城堡（Château de Plaige）建立第一个闭关中心，这是噶举派在法国建立的第一个修行中心。在简单修复城堡后，喇嘛和信徒们又建立两个闭关中心，达桑噶举林（Dashang Kagyu Ling）的雏形出现。1976年9月，男女各九名西方人在两个独立的中心第一次开始为期三年的闭关。出关后，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卡鲁仁波切赐予的法名。埃塞里克成为第一个法国喇嘛，法名为“德尼顿珠”。不久，另外四个闭关中心也建成，这样一来，达桑噶举林完全形成。[81]

1980年，达桑噶举林建起西方国家第一个开光的佛塔，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闭关用的单独小屋。1987年，千佛殿建成。1990年，“玛尔巴研究所”（Institut Marpa）完工。[82]

1989年，卡鲁仁波切圆寂。他的转世灵童两年后被找到。

5.卡鲁仁波切与噶玛明久林

1972年，施内策勒在巴黎遇到卡鲁仁波切，不久，施内策勒开始着手建立一个藏传佛教修行中心。卡鲁仁波切答应派遣一个喇嘛到那里去指导信徒们修行。经过深入调查，施内策勒等人找到一处已经荒废多年的农场，它的面积有9公顷，位于一座山的山顶。1975年，信徒们买下这块地。1976年，十六世噶玛巴和卡鲁仁波切派遣的喇嘛顿桑（Lama Teunsang，1934—）来到这里，艰苦的改建工作随之开始，信徒们陆续建起了修行中心、管理机构、卫生设施等建筑，甚至包括商店和旅馆等。1993年，噶玛明久林（Karma Migyur Ling）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83]

6.卡鲁仁波切与噶玛林研究所

噶玛林研究所（Institut Karma Ling）位于圣—休贡（Saint-Hugon）的哈姆（Hameau）。这里曾经是一个古老的修道院，后来曾被当作医疗机构使用。1979年春，施内策勒买下这块土地，并把它献给卡鲁仁波切。卡鲁仁波切派德尼顿珠前来管理。德尼顿珠和信徒们修补原有的建筑，建起了隐修的住所、闭关中心、佛塔、客店等。噶玛林研究所很快焕发出生机。[84]

（三）萨迦派

1.敖尔艾旺潘德仁波切与“敖尔艾旺潘德林”

1934年，敖尔艾旺潘德仁波切（Ngor Ewam Phende Rinpoche，1934—）出生于西藏。1969年，他到苏格兰传教。后来，他遇到一名在剑桥大学学习藏语的法国女学生，两人后来结婚，并于1970年定居诺曼底。[85]

1974年，在敖尔艾旺潘德仁波切的家里，敖尔艾旺潘德林（Ngor Ewam Phende Ling）成立，并于1975年举行落成仪式。[86]

2.萨迦崔津与“萨迦扎西曲林”

1986年，萨迦崔津要求他的弟子丹尼尔·特尔蒙特（Daniel Telmont）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建立一个萨迦派教法中心。随后，萨迦扎西曲林（Sakya Tashi Chöling）建立，并由特尔蒙特负责。[87]

3.格西喜饶坚参阿米巴与“萨迦孜钦林”

1931年，格西喜饶坚参阿米巴（Guéshé Sherab Gyaltsen Amipa，1931—）出生于萨迦市（Sakya）。1959年，阿米巴逃到印度，最初在萨迦崔津建立的寺院居住了两年，后来，他进入英国人弗丽达·贝蒂（Freda Bedi，1911—1977）建立的喇嘛学校学习了五年，随后，他被派往瑞士的“里空研究所”（l'institut Rikon）从事传法工作。[88]

1974年，阿米巴接受邀请，来到斯特拉斯堡地区（Strasbourg）进行第一次传法。开始时，他在学生的家里聚会，场所不固定。1974年，萨迦崔津访问里空研究所，他决定在斯特拉斯堡创立一个萨迦派道场。1978年冬，阿米巴选中一幢建筑。1981年，他又购买了附近的另一幢建筑。1994年，这两座建筑合二为一，变成一所藏传佛教寺庙，它就是萨迦孜钦林（Sakya Tsechen Ling）。这座寺庙可以同时接待100名修行者，它还建有贵宾公寓。寺庙的常驻喇嘛是塔巴（Dakpa）。[89]

（四）格鲁派

1.达波仁波切与“甘丹林研究所”

1932年，达波仁波切（Dagpo Rinpoche，1932—）出生于西藏东南部。十三世达赖喇嘛认定他为洛桑降边伦珠嘉措（Losang Jamphel Lhundroup Gyatso）的转世灵童。13岁时，达波仁波切进入寺院学习，以水平高和严谨著称。后来，他到哲蚌寺深造，在那里，他接受很多佛教大师的教诲。1960年，由于学识渊博，他被邀请到法国进行藏传佛教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他很可能是第一个在法国定居的藏传佛教高僧。达波仁波切精通法语和英语，在随后的30年中，他在附属于巴黎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教授藏语和藏族文化。[90]

1978年，达波仁波切建立佛教中心——“古佩勒仓珠林”（Guépélé Tchantchoup Ling），开始传播藏传佛教。1987年，达波仁波切建立“人文主义文化协会”（l'association culturelle à but humanitaire）。1994年，他创立“古佩勒研究所文化协会”（l'association culturelle Institut Guépélé）。1995年，古佩勒仓珠林更名为甘丹林研究所（Institut Ganden Ling）。古佩勒仓珠林与上述两个文化协会共同运作。达波仁波切的信徒有200多名。[91]

2.土登益西仁波切与“金刚瑜伽师研究所”“那烂陀寺”

土登益西仁波切在图卢兹市附近创立了金刚瑜伽师研究所（l'institut Vajra Yogini）和那烂陀寺（Monastere Nalanda）。

1974年，伊丽莎白·德吕基耶（Élisabeth Drukier）在尼泊尔认识了土登益西仁波切和土登佐巴喇嘛；1975年，她又在那里认识了德尼·于埃（Denis Huet）；他们两人于是开始制订邀请喇嘛来法国传播藏传佛教的计划。1977年，在圣—博姆（Sainte-Baume），松仁波切（Song Rinpoche，1905—1984）带领一些喇嘛给300人第一次传法。随后，其中的20人依照法律组建起一个团体，它为金刚瑜伽师研究所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79年秋，该团体获得一处地产，它就是图卢兹市的“恩—克劳扎德城堡”（Château En-Clauzade）以及附属的面积达6公顷的大花园。1980年，由12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定居恩—克劳扎德城堡，开始重建和翻新等工作。同年8月，城堡西侧着火。在土登益西仁波切的要求下，洛桑丹杰格西（Gueshé Lobsang Tengye）来到城堡常驻，陪同他的还有翻译土登喜饶（Thupten Shérab）。1981年，土登益西仁波切和佐巴喇嘛第一次来到金刚瑜伽师研究所传法。1982年，十四世达赖喇嘛第一次来到这里弘法。1993年，在献给土登益西仁波切的塔建成之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又来了一次。格鲁派很多上师都来这里传教，使金刚瑜伽师研究所和附近的那烂陀寺成为格鲁派在法国的一个重要的传教中心。整个研究所包括以洛桑丹杰格西和土登喜饶为主体的17名成人和7个孩子。尽管信徒们多年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试图修复城堡的建筑，但很多工作尚未完成。[92]

那烂陀寺建于1980年，金刚瑜伽师研究所西侧失火之后，信徒们捐献了一些资金用来重修城堡，那烂陀寺的建筑经费就是从中支取的。后来，那烂陀寺由强巴嘉措格西（Gueshé Jampa Gyatso，1932—2007）负责。[93]在寺院中修行的西方人有20名左右。

二 日本佛教

在法国传播得最迅速的日本佛教宗派是禅宗，尤其是曹洞宗。此外，真言宗和创价学会也在成立组织、建立道场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禅宗

在法国弘传日本禅宗最重要的人物是弟子丸泰仙。1914年11月，弟子丸泰仙出生于日本佐贺市（Saga）附近的一个小村里，母亲的净土宗信仰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4年，弟子丸泰仙进入横滨大学（University of Yokohama）学习经济和英语，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他还专心研究宗教，学习了印度教、基督宗教和欧洲哲学。不过，他对这些教义和哲学中关于人类困境的回答很失望，于是转向禅宗。

1936年，弟子丸泰仙找到总持寺禅师泽木兴道（Kodo Sawaki）。他给了弟子丸泰仙一本自己的日记，上面写着这样的话：“独行者独自前行。一个人独自旅行。一个圣人一无所需。实现了真实自我的人快步前行。没有人在他之上。他感到自己与宇宙合二为一。我为什么坐禅？毫无目的。”[94]弟子丸泰仙被这些话深深打动，成为泽木兴道的弟子。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弟子丸泰仙因为视力不好没有被征召入伍，但是他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监管矿山。他度过了残酷的战争岁月，终于活着回到日本。回国后，他立即重新开始禅宗的正规训练并开始经商。1965年11月，即将圆寂的泽木兴道允许弟子丸泰仙受戒。他对出家的弟子丸泰仙说：“在印度的菩提达摩时期，佛教处于衰落状态，所以菩提达摩的老师让他将佛法传到东方。现在的日本也一样，佛教已经消亡。你是我的衣钵继承人，是真正懂得佛陀的真实教义的人，你要把它们传播到西方，这样，佛教可能会重新昌盛。”[95]12月，泽木兴道圆寂。

1967年7月，弟子丸泰仙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到达巴黎。不懂法语、身无分文的他开始教授法国人坐禅。5年后，他的身边有了一大批弟子。1970年，弟子丸泰仙建立“欧洲禅宗协会”（Association Zen d'Europe）。1979年，它转型为著名的“国际禅宗协会”（Association Zen Internationale）。[96]

1972年3月，弟子丸泰仙有了一个固定的道场（dojo），即“巴黎禅宗道场”（Dojo zen de Paris）。随后，他在齐纳尔（Zinal）指导一场有400人参加的闭关。1980年，僧团购买了“根德隆尼埃”（La Gendronnière），它是位于卢瓦尔山谷（Loire Valley）的一座城堡，这里从此成为弟子丸泰仙在西方国家传法的总部。在冬季、夏季的修行活动中，前来听他讲经说法的人超过1500人。

弟子丸泰仙对日本禅宗中的形式主义一直持批判的态度。不过，他在欧洲的成功弘法得到了日本本山的认可，曹洞宗本山授予他“传教师”的正式称号。[97]

弟子丸泰仙的弟子越来越多，僧团的实力也越来越强，不过，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对此，弟子丸泰仙并不在乎，他说：“我的生命将是短暂的，但它不是利己主义的。”[98]

1982年2月，弟子丸泰仙患病，但他坚持指导弟子们坐禅，参加会议。4月中旬，他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月底，在东京圆寂。他留给弟子们的遗言是：“请继续坐禅。”[99]

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弟子丸泰仙和他的弟子们陆续建立了多所日本禅宗寺院，这里仅列举有代表性的三座加以介绍。

1.巴黎禅宗道场

巴黎禅宗道场位于佩内提（Pernety）大街。1974年，它得到日本曹洞宗本山的正式承认，是弟子丸泰仙在法国建立的最早的固定道场。巴黎禅宗道场是国际禅宗协会所在地，也是弟子丸泰仙一直居住的地方。1997年，巴黎禅宗道场搬迁到新址——托尔比埃克（Tolbiac）大街。道场位于一幢三层楼上，第一层是商店和办公室；第二层是道场主体；最上层是聚会厅和办公室。巴黎禅宗道场的常驻法师凯蒂娅·罗贝尔（Katia Robel）在1969年开始坐禅，她很快加入巴黎禅宗道场。1970年，罗贝尔受菩萨戒，1971年，受比丘尼戒。[100]

2.根德隆尼埃禅寺

根德隆尼埃禅寺（Temple Zen de la Gendronnière）位于巴黎盆地南部的索洛涅地区（Sologne），这座禅寺的面积达80英亩，包括森林、陆地和池塘。1979年，弟子丸泰仙选中这块地方，并于1980年买下了这里。根德隆尼埃禅寺成为欧洲最大的集中坐禅的道场。[101]

3.斯特拉斯堡禅宗中心

斯特拉斯堡禅宗中心（Centre Zen de Strasbourg）创立于1970年，是法国禅宗历史上第一个外省的中心，目前由奥利维耶·曼森·旺根（Olivier Mansen Wang Genh，1955—）负责。[102]

日本禅师将禅修引入法国后，一大批禅寺纷纷建立，格里茨欧洲第一禅寺、法华禅寺、法国禅寺、北法禅寺等都具有很大影响。禅宗信徒们又在巴黎以南300公里处的阿瓦隆建立了“阿瓦隆世界禅文化交流中心”，成员有数百人。

1978年秋，在东京举行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二届大会通过决议，吸收“欧洲禅宗联盟”作为区域中心，机构设在巴黎。这标志着禅宗在法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真言宗

光明院（Komyo-in）是法国第一座日本真言宗寺庙，附属于日本的圆通寺（Entsuji）和宝山寺（Hozanji），目前的领导人是韧连阿阇黎（Acharyas Yukai）及其夫人佑泉（Yusen）。

韧连阿阇黎原名达尼埃尔·比约（Daniel Billaud），是一名法国医生，他在儿童时代练习过柔道，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学医时，他在一本拉丁文杂志上读到《大日经》，于是被真言宗所吸引，不久，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日本女子佑泉。1976年，比约完成医学论文，和妻子回到日本，他们共同出家，拜访真言宗高僧，学习经典，积极修行。在日本生活九个月后，他们返回法国，继续修行三年。1980年，他们回到日本，经过严格的训练及考核后，顺利成为阿阇黎，具有了传法及为信徒灌顶的资格。1984年，他们徒步前往四国岛（Shikoku），进行近千公里的朝圣。每一次到日本，他们都装扮成行乞的僧人，接受捐赠，以便筹集资金，准备在法国建立寺庙。[103]

后来，光明院在勃艮第建成。这座寺庙共包括三部分建筑，第一部分用来招待客人，第二部分是严格意义上的寺庙，第三部分是韧连夫妇的住所。这座寺庙的大部分工程由已经修行八年的信徒完成，经费源于法国人和日本人的捐赠。[104]

（三）创价学会

1961年，法兰西学院的日本研究员山崎永一（Eiichi Yamazaki）帮助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1928—）在巴黎建立了“法国创价学会”，这也是创价学会在欧洲的总部，由山崎永一担任领导。在普罗旺斯地区埃克斯（Aix-en-Provence）附近的特雷（Trets），欧洲创价学会有一个培训中心。[105]

三 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法国的传播主要得益于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僧人的努力。早在19世纪中期，法国殖民主义者就进入中南半岛，控制了印度支那。法国学者对南传佛教认识和了解的时间也不短，例如他们对柬埔寨吴哥窟的遗址就进行过考古发掘和研究。

南传佛教在法国的迅速发展与20世纪60、70年代中南半岛的政治动荡息息相关。当时20万—30万来自中南半岛的难民涌入法国，他们逐渐建立佛塔和修行场所，借鉴禅宗和藏传佛教的成功传播经验，将佛塔向法国人开放，采用积极、主动的传教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

（一）泰国森林僧伽与“菩提奈那拉玛寺”

法国第一座依据泰国森林僧伽传统建立起来的寺庙是菩提奈那拉玛寺（Monastère Bodhinyanarama），寺庙的住持是奈那达罗长老（Nyanadharo Mahathera）。奈那达罗长老出生于老挝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先后在美国旧金山和法国格兰德—布列塔尼（Grande-Bretagne）学习，并在格兰德—布列塔尼遇到了自己的未婚妻。为了结婚，他返回老挝。按照老挝的传统，年轻人在结婚之前，要去寺院待一段时间，于是，奈那达罗在老挝森林僧伽大师阿姜·摩诃·班·阿难多（Achaan Maha Panh Anando）面前临时受戒。后来，奈那达罗为了还俗，两次拜访大师试图返还僧袍，但都被拒绝。按照传统，阿难多大师将不能第三次拒绝弟子的还俗请求。但是，当奈那达罗第三次去拜谒大师时，大师却已经圆寂。依据当地的传统，人的遗体在火化时，他（她）的誓言就可以不用再去遵守。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阿难多大师的遗体并未被烧尽，相反却出奇地完整，所以最终被保留了下来。对此，奈那达罗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就要成为僧人，所以放弃还俗。后来，他成为阿姜·查大师的弟子之一。[106]

1975年，奈那达罗渡过湄公河（Mékong），离开动荡不安的祖国。起初，他试图移民英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签证，他最终到达巴黎。初来法国的他一无所有，后来，他遇到施内策勒，于是受邀到蒙沙顿（Montchardon）居住。卡鲁仁波切的弟子们正在辛勤劳动，将破旧农场翻新为噶举派的修行中心——噶玛明久林。在这里，奈那达罗遇到了雅尼纳·布瓦泰尔（Janine Boitel），布瓦泰尔后来成为他的忠实助手。卡鲁仁波切派遣的顿桑喇嘛来到噶玛明久林后，奈那达罗和布瓦泰尔移居到格勒诺布尔。之前，奈那达罗在图尔农（Tournon）获得了一块土地，可以用来建立寺庙。1977年，奈那达罗利用阿姜·查第一次访问西方国家的契机，邀请阿姜·查来到法国，同年7月，阿姜·查主持了菩提奈那拉玛寺的落成典礼。[107]

此外，森林僧伽在法国的组织还有阿姜·查协会（Association Ajahn Chah）。该协会是英国森林僧伽派的道场阿玛拉瓦蒂的下属机构。阿姜·查协会的具体负责人是米歇尔—亨利·迪富尔（Michel-Henri Dufour，1947—）。迪富尔在1971年接受弟子丸泰仙的曹洞禅，然后在马孔（Mâcon）建立了一个瑜伽团体。他还读过沃尔波罗·罗睺罗的书，最终在伦敦的南传佛教寺院里皈依佛教。回到法国后，从1973年起，迪富尔居住在森林僧伽派的寺庙里，并在那里遇到阿姜·查。1975年，迪富尔遇到奈那达罗，从此，他投身到森林僧伽派典籍的翻译、编辑和思想传播的工作中。[108]

（二）柬埔寨僧人布尔克莱与高棉寺

柬埔寨佛教寺院在法国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动荡的政治环境所催生的。1863年后，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1945年，柬埔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本投降后，法国重新占领柬埔寨；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王国独立。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朗诺（Lon Nol，1913—1985）等人发动政变，推翻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Samdech Norodom Sihanouk，1922—2012）领导的合法政府，4月29日，南越军队在美军的配合下入侵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在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领导下，经过五年艰苦奋战，于1975年4月17日解放金边，19日解放全国。

同年，红色高棉（Khmers rouges）夺取柬埔寨政权，柬埔寨重新陷入动荡。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举行，18个国家的外交部部长和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共同签署《柬埔寨和平协定》，柬埔寨的政治局势基本稳定。

柬埔寨僧人在法国建立的第一座佛寺是高棉寺（Watt Khémararam），它的住持是僧伽拉伽·布尔克莱（S.S.le Sangharaja Bour Kry，1945—）。1945年，布尔克莱出生于柬埔寨马德望（Battambang）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人期望他将来从政，但是在中学毕业时，布尔克莱决定削发为僧。在出家的最初10年中，布尔克莱阅读深奥的巴利文佛经，学习不同佛教宗派的思想，后来，他被任命为家乡的一名僧官，布尔克莱的才能得到上司和信徒们的认可，有望成为一所寺庙的住持。红色高棉掌权后，柬埔寨的宗教状况迅速恶化，布尔克莱逃离柬埔寨，于1976年到达法国。在此期间，很多柬埔寨难民也流亡到法国，他们相继成立了一些互助性的团体，例如1977年成立的“高棉佛教协会”（l'Association bouddhique Khmère）。[109]

1980年，高棉佛教协会的实力得到增强，它利用捐款在克雷泰伊（Créteil）买下一块土地。在布尔克莱的带领下，一座具有柬埔寨传统意义的寺庙——高棉寺诞生了。在以后的岁月里，高棉寺以其包容、开放的精神（没有种族和国籍的歧视、向所有人开放）很快获得良好的声誉。1982年，布尔克莱创立“国际佛教援助组织”（Le Secours bouddhique international）。布尔克莱来到法国后，一直坚持对来自东南亚各国的难民给予物质及精神方面的援助。1987年，西哈努克亲王尊他为“国师”。[110]

（三）柬埔寨僧人维贾雅与“释迦牟尼内观禅定中心”

释迦牟尼内观禅定中心（Centre de Meditation Vipassana Sakkyamuni）的创立者是维贾雅（U Vijaya，1936—）。

1936年9月28日，维贾雅出生于柬埔寨。他的父亲修行禅定，儿童时代，维贾雅的父母让他跟随柬埔寨、越南的和尚学习佛教。19岁时，僧人们要求维贾雅受戒，被他的父亲拒绝。后来，他到柬埔寨和越南的一个联合机构任职，从事柬埔寨旅游事业的发展工作，直到1975年。后来，他来到法国工作，直到1991年。1979年，维贾雅遇到马哈希尊者（Mahasi Sayadaw，1904—1982），成为内观禅定的修行者。1987年，他接受另一位大师班第达尊者（Sayadaw U Pandita，1921—）的教诲。1992年7月9日，他受比丘戒。[111]

1980年，维贾雅创立释迦牟尼内观禅定中心。1981年，中心得到附近一块5000平方米的土地。1983年，信徒们建成静修大厅。1991年，中心为僧人们建了一座楼。1992年受戒后，维贾雅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中心的事务，包括机构的设置、僧人的修行、寺庙的管理等诸多方面。[112]

（四）缅甸僧人戈恩卡与“内观达磨乡村”

1924年，戈恩卡（Satya Narayan Goenka，1924—2013）出生于缅甸，曾经是“仰光印度教社团”（Communauté hindouiste de Rangoon）的领导。1955年，他拜乌巴金尊者（Sayaggyi U Ba Khin，1899—1971）为师，从此跟随乌巴金尊者学习内观禅定达14年之久。1969年，戈恩卡得到授权，可以教授内观禅定。随后，他移居印度孟买（Bombay），并建立一个传授内观禅定的中心。这个中心很快发展起来。

从1982年起，戈恩卡在世界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内观禅定中心，这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和英国等。法国的“内观达磨乡村”（Vipassana Dhamma Mahi）成立于1988年，它位于欧塞尔（Auxerre）附近的卢埃斯梅（Louesme），距离巴黎东南部有170公里。这个内观禅定中心坐落在一个小山谷状的草地上，周围很安静。这里的建筑最初是给孩子们办夏令营用的，经过维修和整理成为现在的静修中心。[113]

四 越南佛教

越南是个佛教历史悠久的国家，国内既有大乘佛教的流传，又有上座部佛教的影响，但以大乘佛教为主流，尤其受中国禅宗和净土宗的影响非常深远。

越南佛教在亚洲之外各国的出现和传播与当时越南的国内局势和越南战争密切相关。

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被日本占领；1945年9月2日，越南宣告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法国再次入侵越南，印度支那战争爆发。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中失败，被迫与越南在日内瓦签署和平协议，越南北方（以北纬17度线为界）获得解放，但南方仍由法国统治。1955年，美国取代法国，扶植以吴庭艳（Ngo Dinh Diem，1901—1963）总统为傀儡的西贡政权。西贡政权对人民进行血腥的统治和压迫，激起了越南南方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佛教徒也积极参与民众的正义斗争。1961年5月，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南方发动“特种战争”。1963年5月，僧人释广德（Thich Quang Duc，1897—1963）在西贡市自焚，以抗议西贡政权的残暴统治。他的行动使这场斗争引起越南人以及世界媒体的关注，一些西方国家的佛教组织对越南佛教徒的斗争表示了支持。

1964年8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将侵略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大规模参战，侵越战争升级为以美军为主的“局部战争”。在各国人民的大力援助下，越南军民粉碎了美军在南方的攻势和对北方的轰炸。1968年初，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发动“春季攻势”，扭转战局，迫使美国与越南进行和平谈判。1973年1月，《巴黎协定》签订，美军被迫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春，越南军民对西贡政权发动总攻，于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整个南方。

“二战”后，许多越南劳工定居法国，其中信仰佛教的人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联盟。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越南国内的局势动荡，一些越南僧侣和俗人中的佛教信徒流亡到法国，使越南佛教在法国的发展呈现加速度的态势。这些信徒建立起佛教组织和团体，修建佛塔。最初，佛事活动的参加者主要是越南裔人群，对法国本土白人的影响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一些越南佛教团体开始重视向西方人传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灵山寺、梅村国际禅修中心等。

（一）释玄微与灵山寺

灵山寺的法语名称是“Pagode Linh Son”，直译应为“灵山佛塔”，不过，它实际上是在灵山佛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座寺院，所以意译为灵山寺。灵山寺位于巴黎地区的维安茹尔勒蓬（Joinville-le-Pont）。1974年，灵山佛塔建成，随后，灵山寺逐渐发展起来。灵山寺举行了很多宗教文化活动，充满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灵山寺是灵山世界佛教联合会（Congrégation bouddhiste mondiale Linh Son）的总部，该联合会下辖全世界的50个灵山佛教中心，它们广泛分布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各主要国家。灵山寺的主体建筑及其附属部分既实用又美观，还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意蕴。常驻比丘和比丘尼各有10名左右，他们组织日常的修行和仪式活动，并接待来访者。[114]

对灵山寺的发展起了突出作用的是释玄微（Thich Huyen Vi，1926—2005）。1926年4月，释玄微出生于越南一个虔诚的佛教家庭。1935年，他进入寺院生活。1938年，他开始学习汉语经典。1940年，释玄微决心皈依佛门。1944年，他开始在佛教小学教书。1946年，释玄微受比丘戒。后来，他进入西贡市一座寺庙学习，同时在佛教中学里教书。1950年，他被任命为越南南部和中心地区弘扬佛法委员会的副主席。1961年，释玄微到印度的那烂陀佛学院（l'institut Nalanda d'études bouddhiques）学习英语、印度语和巴利语。1963年，他通过巴利语经典的考试。1965年，释玄微获得英语学士学位。1967年，他获得巴利语硕士学位，然后又撰写了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边教汉语边学藏语。1973年，释玄微返回越南。1975年，应灵山佛教联合会的邀请，他来到法国定居。最初，他担任灵山佛教联合会的顾问，后来又担任主席。[115]在释玄微的领导下，灵山佛教联合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二）释一行与梅村修行中心

释一行（Thich Nhat Hanh，1926—），1926年出生于越南。1942年，他出家为僧，法名“释一行”。他的师父是中国临济宗第41代传人，属于越南禅宗的了观禅派（Lieu Quan School）。1949年，释一行受具足戒。1951年5月6日，在顺化（Hue）举行的佛教全国代表大会（Buddhist National Congress）同意将越南的所有佛教组织统一为“全体越南佛教徒协会”（All Vietnam Buddhist Association）。该机构的目的之一是提升佛教的作用，使它在国家动荡的环境下成为团结人心、救助难民的工具。[116]

1956年，释一行被任命为《越南佛教》（Vietnamese Buddhism）的主编，这是全体越南佛教徒协会办的杂志。在他的领导下，《越南佛教》批判吴庭艳的统治和天主教的个人主义哲学，把佛教提升为国教。释一行认为，佛教自身急需实现现代化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117]

1956年，释一行离开越南去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比较宗教学并传播佛教。1964年，释一行被要求回国。在他的帮助下，梵行佛教大学（Van Hanh Buddhist University）在西贡市创立。释一行在该校创立“青年社会服务学院”（School of Youth for Social Service），旨在“培养促进农村发展的干部，动员潜在的佛教资源来完成农村地区的发展任务。”[118]

释一行被南越政府视为亲共分子，但同时他也不为北越政府所容。越南北南双方都迫害释一行的同事和学生，释一行也险些被暗杀。1965年，释一行建立“相即共修团”（Tiep Hien Order，Order of Interbeing），这是一个经过改革的佛教运动，强调建立在心灵觉醒实践上的社会义务和和平主义。1966年，一行禅师应和平联谊会（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邀请访问美国，向美国人讲述了越南下层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以及他们的和平愿望。随后，他定居巴黎。1973年，《巴黎协定》签署后，他的回国请求被拒绝。释一行迁移到巴黎以南100英里的丰瓦尼（Fontvannes），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名为“甜土豆”（Sweet Potatoes）的乡村社区，致力于静坐、写作和园艺。[119]

1976年，释一行来到新加坡帮助从越南内战中逃离出来的难民，但不久，他被勒令回到法国。1982年，他将“甜土豆”搬迁到法国西南部圣弗拉格朗德（Sainte Foy la Grande）镇附近的梅村（Plum Village）。实际上，这是两个被人遗弃的小村，在这里，释一行依然帮助来自越南的难民。他的一些著作被翻译成法语和英语，他还被邀请到美国讲学。

1987年，阿诺德·科特勒（Arnold Kotler）将释一行的谈话整理成《活得安详》[120]（Being Peace}[121]）出版。科特勒在美国加州做过禅僧，也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五年后，这本书的英文本出版了10万册，并被翻译成九种欧洲语言。[122]一行禅师用英语和越南语写了80多种著作，主要有《太阳，我的心》[123]（The Sun My Heart）、《行禅指南》（A Guide to Walking Meditation）、《佛之心法》[124]（The heart of the Buddha's Teaching）、《当下一刻，美妙一刻》（Present Moment，Wonderful Moment）、《正念的奇迹》[125]（Miracle of Mindfulness；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步入解脱》[126]（Stepping into Freedom）《一行禅师说慈悲喜舍》[127]（Teaching on Love）、《一行禅师佛学讲演录》[128]《一行禅师文集》[129]、《一行禅师释佛》[130]等。

一行禅师经历过战乱的痛苦，对人类社会的不平、苦难有深刻的体验和感悟。他的作品主题涉及人类的生存、苦难、和平等诸多内容，关注人们心灵的状况，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一行禅师将上述主题，结合深邃的佛理，用深入浅出、清新自然的风格表现出来，卸下人们心灵上的重负。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受欢迎。

五 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在法国的迅速发展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代表性的僧团是佛光山。它在法国的组织是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BLIA，Paris），道场有巴黎佛光山和巴黎古堡道场。

1991年4月，星云法师派遣慈庄、依晟两名法师前往法国，筹划在巴黎购买土地、修建寺庙的事宜。在当地居士的大力支持下，两位法师选中位于弗德洛特（Verdelot）、14世纪建成的“洛诺雷诺城堡”（Château Launoy Renault），将其改成寺院。这是佛光山在欧洲建立的第一座寺院，慈庄法师担任第一任住持。信徒们往往将它称为“巴黎古堡道场”。

不过，这座寺院距离市区遥远，信徒们感到进行佛事活动很不方便，慈庄法师于是在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的旁边租下80平方米的场地，作为弘法场所。她在这里为信徒们开办训练班，举办佛学讲座等。

1992年4月，星云法师来到巴黎古堡道场，主持了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的成立仪式。接着，该道场举行了孝亲报恩盂兰盆法会、观音法会，活动吸引了许多人参加，他们还加入佛光会，甚至要求皈依佛门。

随着巴黎佛光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信徒的人数日益增加，越发显得场地局促。1993年，巴黎古堡道场的第二任住持依照法师在多位居士的协助下，搬迁到巴黎94区的一座仓库。道场举行了几十场法会，巴黎佛光会也举办了多项文化、教育、慈善、联谊等活动。1995年8月，道场进行了维修。巴黎古堡道场除了举办例行的法会外，还开办佛学研读班、儿童班，举行医学讲座、文化艺术展览等活动。

1996年5月，巴黎佛光协会暨巴黎佛光山举办盛大的浴佛法会，盛况空前。法国《费加罗报》以及第二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做了现场报道。同年8月，国际佛光会在巴黎国际会议厅举行第五届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佛光山在法国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在短短的10年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第四节 佛教发展的新动态

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民众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浓，佛教在法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据一次调查显示，到20世纪末，在基督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法国，超过10%的人接触过佛教，皈依者也逐渐增多。信仰者中亚裔占大多数，但是对佛教有兴趣的法国本土白人也日渐增加。

一 法国佛教联盟

法国佛教联盟（L'Union Bouddhiste de France，缩写为UBF）成立于1986年6月28日，由法国创价学会之外的各界佛教徒组成，它谋求在法国议会中得到一个席位。法国佛教联盟在该国各种类型的佛教协会中体现了民族性的特点，它的目标主要有五个：

第一，在公共权力、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大学、人道主义机构以及各类国际、国家团体等方面作为法国佛教界的对话代言人；

第二，捍卫法国各种传统佛教团体的利益；

第三，促进法国各传统宗派佛教徒之间的联系；

第四，努力把佛教作为人类的一种伟大的精神潮流来呈现；

第五，推进佛教与现代化之间的思考。[131]

法国佛教联盟代表该国佛教徒的公共权力，法国80%的合法佛教协会和佛教团体是它的成员。法国佛教联盟的主席信奉藏传密教，其余四个副主席分别信仰南传佛教、越南的大乘佛教、日本的禅宗和藏传密教。1990年，一个由12名成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成立，包括元老、喇嘛和各教派的大师。

法国佛教联盟的目的之一是把佛教作为一种普世的宗教来宣扬。不过，创价学会却没有出现在联盟中。创价学会宣称自己代表着佛教的最权威的教义，因此不愿意湮没在一个抹杀了佛教各派别的基本教义差别的佛教阵线里。[132]

法国佛教联盟着重宣传一种思想：佛教根植于该国并且关心法国人。这种观念在电视节目“佛教之声”播出后，在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从1997年1月5日起，法国电视二台在每周日上午播出佛教之声，该节目时长15分钟，法国佛教联盟下属的各佛教团体在节目中相继出现。法国佛教联盟主席J.马丁（J.Martin）说，他们录制这个节目的目的之一是让公众更好地理解佛教团体。据统计，佛教之声的固定观众有30万人，50岁以上的人居多，女性观众的人数是男性的大约3倍。[133]

国际禅宗协会的代表罗兰·列什（Roland Resh）说，那些对“生命质量”而不是“权力”更感兴趣的人们“自然会被佛教所吸引”。他表示，佛教之声不仅仅是“信息的来源”，而是“要让人们有开始修行的愿望”，因此，该节目具有弘法的目的。该栏目着重揭示佛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例如它为人们提供答案，教会他们怎样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烦恼。[134]

马丁主席经常参与佛教之声节目，他特别关注佛教团体与公共权力之间以及佛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佛教之声关注社会现实，它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使佛教不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哲学领域，而体现出人间佛教的特点。马丁希望佛教之声的时长能延长到30分钟。[135]

法国佛教联盟下设六个委员会：①宗教对话委员会。它积极参与大型的公众辩论会。②佛教性与现代性委员会。该委员会下属的伦理小组委员会曾经就堕胎、人工授孕、安乐死、遗传学等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引起社会大众包括天主教会的关注。③资讯传播委员会。它将佛教信息提供给各种媒体。④社会活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监狱弘法小组委员会、宗教教育小组委员会等组织从事相关的活动。⑤法律诉讼事项委员会。它负责处理涉及佛教团体的法律事务，在法律上保障佛教团体的权益。⑥国际关系委员会。它负责处理与国际机构（如联合国考察团、欧洲议会等）的相关事务。

二 欧洲佛教大学

1996年，德尼顿珠在巴黎创立欧洲佛教大学（L'Université Bouddhique Européenne，UBE）。名义上是大学，但它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协会，它在法国登记注册的名称是：“东西方之传统、科学和文化佛法协会”（Association Dharma Orient-Occident，Traditions，Sciences et Cultures）。欧洲佛教大学并不是道场，它并不传授坐禅或其他修行的方法，也不举行佛事活动，欧洲佛教大学也没有固定的建筑物和教员，它租用场所进行活动。欧洲佛教大学的主要活动是举办培训班及召开会议，课程由聘请的大学教师和法师教授。[136]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佛教大学是一个学术性的组织。

欧洲佛教大学的目的是成为一个研究佛教思想并进行交流的平台，以此来展示佛陀的教育在现代世界中的合理性。它向欧洲各个佛教组织开放，其经济来源是会费、参加培训班的学员缴纳的学费以及人们的捐赠。[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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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德国佛教

第一节 早期哲学家与佛教、学者的佛教研究

德国诸多哲学家接触过佛教，其中对佛教认识和了解程度最高、受佛教影响最大的当属叔本华和尼采。此外，德国早期一些学者的佛教研究也为佛教在该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一 德国哲学家与佛教

17世纪之前，德国人对佛教几乎没有了解，只有一位基督教徒圣海洛宁（St.Hieronyms）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佛陀神奇的诞生。17世纪，莱布尼茨在其著作《辨神论》中引用过一些佛学典故。18世纪，康德在著作与演讲中经常提到锡兰、缅甸和中国的佛教，还详细描述了僧侣们的生活，赞扬他们的平等心，并对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很感兴趣。康德在临终时，曾经向友人赫斯（Hesse）承认，他坚信轮回的道理。[1]19世纪初，西方出现了很多翻译为欧洲语言的佛教书籍，佛教思想在德国广为传播。很多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如谢林、黑格尔等都程度不同地接触到佛教，其中，叔本华和尼采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最大。

（一）叔本华与佛教

1788年2月22日，叔本华生于但泽（今波兰格坦斯克）的一个商人家庭。年轻时，他就在母亲组织的沙龙中认识了歌德、谢林、奥古斯特·威廉等浪漫主义者。在柏林上大学时，康德的思想对叔本华产生了巨大影响。1818年，叔本华出版了毕生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开始没有受到重视，1844年，该书再版了两卷本。1851年，叔本华出版《论说文集》，他成为德国一流的思想家。叔本华终生未婚，他生命的最后27年是在法兰克福度过的。叔本华的书房里摆放着一尊康德的半身像和一尊佛陀的塑像。[2]

1813年，25岁的叔本华通过一名东方主义学者的介绍接触到印度思想，随后，他开始收集德文、法文、英文作品中有关亚洲思想的内容。五年后，他确信：“梵文经典对我们时代的影响将不亚于15世纪的希腊经典对文艺复兴的影响。”[3]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面世时恰巧与浪漫主义者对印度思想的兴趣潮流相吻合，但是，这种对印度的热情不是忽略了佛教就是把佛教包含到印度教中。叔本华后来承认，直到1818年，在欧洲，对于佛教的描述还很少，而且仅有的描述也十分不完全和不恰当。虽然他的再版作品充满了印度思想，但他当时可能接触到的佛教作品只有俄国学者伊萨克·雅各布·斯密特（Isaak Jakob Schmidt，1779—1847）翻译的《金刚经》。甚至到1851年时，他还在引用18世纪旅行者和传教士的传说故事作为研究佛教的权威资料。19世纪50年代，随着布诺夫作品的诞生，对佛教的兴趣席卷欧洲。在叔本华生命的最后10年中，德国学者在印度教、佛教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叔本华声称自己是佛教徒，这时，他衷心赞颂佛教，将佛教视为自己观点的确证。[4]

当叔本华发现印度和佛教思想时，他已经建立了自己哲学思想的主体轮廓，因此，当他看到佛教思想与自己的观点有相似的内容时很高兴。[5]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多次提到佛教的核心概念，如轮回、涅槃等。

叔本华指出，宗教教义全部是为鲁莽的人心无法问津的真理披上一些神秘的外衣。他接下来用印度神话为例，对此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这里所指的是轮回这个神话。这种神话倡言人们在这一世中所加于其他人或物的痛苦，都必然要在来世，并且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恰好以同样的痛苦来抵偿……神话说：恶行将在事后注定来生在世上变为受苦的被鄙视的人或物；根据这种说法，人就可以转生于较低等的种姓之中，或转生为女身，为禽兽……与此相反，作为善报则许以转生于更美好更高贵的人身中……最好的善报却要留给最高尚的行为和彻底的清心寡欲……这种善报，神话用世人的语言只能以消极的意义来表示，也就是常见的许[人]以不再入轮回：“再不进入现象的存在”；或者是如既不承认《吠陀》又不承认种姓制度的佛教徒所说的：“汝当入涅槃，涅槃之为状，其中无四苦：生、老、病与死”。[6]

轮回，意思是说如车轮回旋不停，众生在三界六道的生死世界循环不已。轮回原本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主要教义之一，佛教沿袭了这种思想而加以发展，并注入了自己的教义。婆罗门教认为，四大种姓以及“贱民”在轮回中是生生世世永袭不可改变的；但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自身的业力决定，所以，种姓是可以改变的。不过，如果不寻求“解脱”，就永远在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畜生、饿鬼）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因此，佛教主张，在业报面前，众生一律平等。

《杂阿含经》卷二十、《长阿含经》卷六等佛经指出，下等种姓今生积“善德”，下世即可生为上等种姓，甚至生到天界；而上等种姓今生有“恶行”，下世亦可生为下等种姓，甚至下地狱，以此说明人间的痛苦。这样，众生的命运从梵天决定转到众生自身决定的方面。

叔本华认为，作恶者转生于较低种姓，行善者转生为更高贵的种姓，这种看法正是佛教轮回观的体现。他也看到佛教所认为的最高的善报就是不再进入轮回，而是达到涅槃的境界。这种看法也是正确的。当然，佛教的涅槃境界是免除了一切消极因素，具备“常、乐、我、净”的所谓涅槃四德的状态，不仅仅在于没有生、老、病、死四苦。涅槃是具有宗教神秘主义的终极、圆满的理想境界。叔本华这里的轮回思想是典型的佛教内容，而不应像他自己那样，仅仅视之为印度神话。

叔本华指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需要经过人类的帮助才能得到解脱。他不仅引用了安琪陆斯·西勒治乌斯的诗句，而且阐述了著名的神秘主义者迈斯特尔·埃克哈特的观点：“大师们为我们证实这一点，说一切造物都是为人而设。验之于一切造物，都是互相为用：如草之于牛，水之于鱼……而一切造物也是这样有益于这好人：一个好人把一物连一物带给上帝。”[7]叔本华认为，埃克哈特在此是要说：“人，为了在他本身中，又和他本身一起，也把动物解脱；所以他才在这世间利用这些动物。”[8]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提供论据，叔本华接着引用了佛经中的看法：“在佛教里也不乏有关这问题的说法，例如世尊还在当婆提萨陀太子时，为了最后一次备马逃出他父亲的寝宫前往荒野，他对马说出这一偈语：‘汝在生死中，[历劫]无已时。自从今日后，不再驮与拽。仅止此一次，坎达坎纳兮，驮我出此地。我若悟道时（成佛时），不忘汝[功德]。’”[9]叔本华特地标注，这段引文摘自亚倍尔·雷缪莎翻译的《佛国记》。

叔本华在提及一些关于西方禁欲主义者、虔诚的基督徒的传记时说：“和这些寺院文献平行的还有远东方面的姊妹作，这是斯宾斯·哈代一本极为可读的书：《东方僧侣主义：瞿昙佛创始的托钵僧派述事》（1850年）。这本书在另外一件外衣下给我们指出了同一件事。人们也可看到在[圣者禁欲]这件事的本身上，不论从有神论宗教或无神论宗教出发，都没有什么分别。”[10]叔本华提到的另一本有关佛教的书是欧卜罕姆的《佛教的教义》。[11]

叔本华像欧洲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将佛教视为无神论的代表。他说：“——至于佛教，这在世界上拥有最多数信奉者的宗教，根本不包含什么有神论，甚至引以为戒而排斥之，这是早已成为定论了的。”[12]对这种观点中“无神论”的概念要特别注意。叔本华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是从基督宗教的角度来看待佛教的，佛陀是作为婆罗门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佛教的基本教义强调“缘起”，认为万事万物都依据条件而生起，否定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观。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否定造物主，不认为有一个像基督宗教的“上帝”，指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所生。正是因为这一点，西方学者往往将佛教视为无神论。他们在此所说的“神”就是造物主的同义词。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叔本华所说的无神论，当然就可以判断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叔本华注意到了佛教的和平主义色彩，他在其论说文集中指出：

……我必须强调一下，那些狂热的以宗教名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只该归到一神教信徒的头上，也就是犹太教和它的两个分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从未听说印度教和佛教有过这样的暴行。尽管常识告诉我们，佛教在大约公元5世纪的时候，从它在印度半岛最南端的老家被婆罗门教赶走了，后来又在亚洲其余各国传播开来，但据我了解，在这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关于暴行或战争的确切记录。[13]

叔本华关于佛教的和平、非暴力色彩的描述是正确的。不过，他的看法有不准确之处。首先，佛教在印度的消亡缘于12世纪伊斯兰教徒的入侵，而不是在公元5世纪被婆罗门教赶走。其次，佛教在印度的传播地区主要是西北部恒河、印度河流域一带，而不是印度半岛的最南端。

在抨击基督宗教时，叔本华列举了佛教与基督宗教对动物的态度来作为论据。他指出：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基督教的另一个基本错误，一个无法开脱的错误，其悲惨的后果时常是不言而喻的：我说的是基督教在人和人本来所属的动物之间划分的不自然界限。它把人看作是万物的灵长，而动物则只不过是东西而已。但婆罗门教和佛教却认为人普遍地和自然相联系，从本原上说尤其与动物相联系。他们的体系总是从灵魂转世来表示人的，或者，人总是和动物界密切相关。以婆罗门教和佛教中动物所占的重要地位与犹太教和基督教鄙视动物的态度相比，两种不同的宗教谁更完美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14]

叔本华的这段阐述是正确的。在赞美印度神秘主义的智慧时，叔本华并不承认印度教和佛教是宗教。他相信人类将最终脱离孩提时代的宗教外衣。宗教或许对某些人是需要的、非常有益的，但让一个像莎士比亚或歌德或他那样的人相信宗教，无异于让巨人穿矮人的鞋子。[15]

叔本华认为，生命的基本物质是一种鲁莽而无目的的能量，他称为意志，而意志作为本体是不可认识的。可以认识的是表象，即意志在经验中的表现形式。意志的无目的的奋斗可以通过音乐和艺术的思考而暂停，并最终通过神秘的直觉而升华。他推论：产生世界表象的意志一定能够不这样做并因此而保持不动……这种意志在本质上相当于佛教徒的涅槃。[16]

尽管叔本华描述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却没有像佛教那样提出解决的方法。他很敬仰地谈论神秘的直观，却对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只字未提。虽然与叔本华同时代的人认为他是佛教徒，但他更喜欢听音乐而不是坐禅。他的佛教是对一种生命方式的最直观的同情，而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去实践这种生命方式。[17]

（二）尼采与佛教

19世纪，随着教堂权威的弱化，人们常常用佛教作为怀疑基督宗教的一种手段，人们对佛教的热情更多的是为了反对基督宗教，而不是积极地接受佛陀的教诲。尼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8]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Sachsen）的洛肯镇（Lutzen）。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路德教派的牧师。1858—1864年，尼采在普福塔（Pforta）高中学习，该校非常重视西方古典语言学的教学。在这个时期，有两位老师影响了尼采，使他开始重视印度文化。其中一位是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奥古斯特·斯坦因哈特（August Steinhart），他对东方文化持肯定的态度，而且说，要想真正理解柏拉图的思想，就不能忽视亚洲民族的哲学特别是印度哲学。更重要的一位老师是卡尔·奥古斯特·科布斯坦因（Karl August Koberstein，1797—1870），他认为，欧洲文学从古代的史诗开始，一直受到东方的影响。他还科学地、无可辩驳地通过德语和印度语言的类似性，证明了德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密切关系。尼采后来说，能结识科布斯坦因是他一生中的幸运。

在大学期间，尼采继续主修古典语言学，毕业后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所主讲的也是古典语言学。研究古典语言学，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能帮助他理解不同文化的不同精神。另外，尼采和梵文学者、比较哲学家保罗·杜森（Paul Deussen，1845—1919）保持了几乎终生的友谊。[19]

1865年，尼采在一个书店偶然读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被深深吸引。叔本华在书中明确表示，要想彻底理解他的哲学思想，必须了解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康德的哲学，二是柏拉图的哲学，三是印度哲学。尼采很可能因为叔本华的建议而去认真了解印度哲学，佛教思想自然被他学习和利用。他和瓦格纳也因为对叔本华的共同崇拜而建立了友谊，但是后来，尼采与瓦格纳决裂，并且超越叔本华的思想而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即权力意志和超人思想。

尼采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佛教。他的佛教观中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显得非常突出：第一，将佛教看作虚无主义，具体而言还是消极的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第二，他提出了永恒轮回观，现在看来，他的这种思想确定无疑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第三，尼采对佛教某种程度的肯定和认可，是与他反对、抨击基督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在《权力意志》中，尼采指出：

作为强暴性的破坏力量，它达到它的相对力量的极大值：作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它的对立面或许是疲乏的虚无主义，后者不再进攻，其最著名的形式就是佛教：作为消极的虚无主义。[20]

尼采在此将佛教视为消极虚无主义的最著名形式。当时的西方哲学家将佛教看作虚无主义是一种普遍的观点，这显然与早期佛教的“四谛”说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当时研究东方学的西方学者们将佛教徒修行的最高目标——“涅槃”翻译为“annihilation”有关。在英语中，该词的含义主要有三：第一，指绝灭，消灭，歼灭；第二，在物理学上指湮灭；第三，在基督教神学上指灵魂和肉体的毁灭。这个词的消极意义的内涵显而易见。西方学者们这样理解涅槃，也难怪尼采等哲学家均会把佛教视为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当然，他们的这种理解主要还得归因于早期佛教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佛教思想的表现形式不同，甚至完全相左。尼采时代的欧洲所论述的佛教思想，主要是早期佛教的方面。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从东方学家及西方大学的佛教研究者（如大学教授等）翻译的佛教典籍中来认识佛教的，这些佛教学者对早期佛教思想的一些看法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读；相对而言，学者们的佛教观还准确一些。有些思想家最初接触的佛教资料还有传教士们的游记和传道过程中的记载，他们往往从护教的角度来看待佛教，其观点的正确性自然更值得怀疑。

尼采在建构自己的永恒轮回观时确定无疑地受到了佛教轮回思想的影响。他说：

佛陀同样也注意到了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尽管散布在所有阶层，社会地位明显不同，但是由于他们懒惰，所以他们无不善良而温顺（特别是不想伤害任何东西），同样是由于懒惰，所以他的生活无不是节制和禁欲，甚至几乎达到了无欲的地步：佛陀知道，必须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这样的一些懒惰到了极点的人接受下面这样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许诺要避免尘世劳顿的轮回（也就是说要避免劳动以及任何行为的轮回）——佛陀的这一“知道”确实是他的天才的流露。[21]

尼采认为，佛陀倡导轮回的主要目的是取悦那些懒惰之人，用避免劳动以及任何行为的轮回来让他们相信。这种观点显然与早期佛教的教义大相径庭。“四谛”的第一谛是苦谛，这是佛陀对社会、人生所作的价值判断。早期佛教关注人的生命、人的生活，在描述人生八苦的基础上，找出其原因，树立修行的目标——涅槃，并提出达到这种目标的方法——“八正道”。

尼采的“永恒轮回”观与佛教的轮回观存在巨大的差别。这里主要分析尼采永恒轮回说的两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永恒轮回”是“所有事物的永恒轮回”。在《查斯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斯图斯特拉的动物们说：“看哪，我们知道你所宣教的东西：万物永恒地轮回着，我们自己也不例外；我们已经存在过无数次，万物和我们一起已经存在过无数次。”查斯图斯特拉自己也说：

所有事物当中，凡能运行的，都从这条长长的甬道出发——它必须再一次轮回！这一个在月光中爬行的慢吞吞的蜘蛛，这一泻月光本身，在大门入口处一起低语、低语着万物之永恒的你我，——我们难道不都是从前就存在了么？我们难道不是再次轮回，并再次走进那另一条通道，然后又走出来，变成此刻的我们，然后再走进这条可怕的甬道——我们难道不是注定永恒地轮回着么？[22]

尼采强调，轮回的主体是万事万物，没有任何例外。他说：“所有事物都变易着，并永恒地轮回着，——滑掉是不可能的！”[23]这种轮回观与佛教的轮回思想当然不同。佛教的涅槃就在轮回之外。佛教修行的目标就是脱离轮回的链条而达到具有“常、乐、我、净”的所谓涅槃四德的终极、圆满的理想境界。

尼采的永恒轮回说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在他首次向世人阐述自己的该学说时，他就说得很清楚：

你现在所过的和你曾经所过的这种生活，将来你还必须再过上一遍，甚至于千百遍；其间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相反，每一种痛苦，每一种快乐，每一种思想，每一种叹息，以及你生命中的一切不可说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将再一次在你身上重现，并且一切都在这同样的进程和顺序中——一如这蜘蛛，这林间的月光，一如这一瞬间和我自己。生存的永恒沙漏不断地反复倒转——而你也和它一样，你这尘埃之中的尘埃！[24]

在《查斯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斯图斯特拉的动物们也指出轮回回来的生命“不是变成一种新的生命，或更好的生命，或相似的生命”，而是“永远作为这个完全相同的、一模一样的——无论是在最宏观还是最细微的地方——生命”[25]重新再来。

显然，尼采的这种观点与佛教的轮回观相去甚远。此外，尼采虽然将佛教与基督宗教共同视为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但在《反基督》一书中，他注意到了佛教与基督宗教的不同，并从不同方面对佛教予以肯定。他说：

佛教比基督教远为“现实”——它已经把客观而冷静地提出问题这一传统化为自己的血肉，因为佛教在产生之前，已经有了长达几百年的哲学运动。当它产生时，“上帝”的概念已被消解了。佛教是历史上惟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这一点甚至还体现在它的认识论（一种严格的现象主义）之中，它不再说“与罪做斗争”，而是充分地尊重现实，只说“与痛苦做斗争”。由于佛教已经远离那些道德概念的自我欺骗，所以，佛教和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用我的话来说，它超越于善恶之外。[26]

将佛教说成“超越于善恶之外”的观点当然不准确。此外，尼采还注意到早期佛教对“苦”的细致观察和分析，以及僧人的生活方式等内容：

佛教是基于这样两个生理上的事实之上的，并且也是一刻不停地盯着这样两个生理上的事实的，这样两个生理上的事实就是：第一，过度的敏感，这种过度的敏感表现在对痛苦的细密的感受性；第二，过度的精神化，也就是太专注于那些概念和逻辑程序，这种概念和逻辑程序，由于它们把个人性的本能看做是低于“非人个性的东西”，所以就损害了个人性的本能（这两种状况，我的那些为数极少的“客观的”读者和我本人一样，将会从经验中获得这种认识）。这两种生理事实作为佛教的条件，结果促使了压抑的产生：为了对抗这种压抑，佛陀采取了卫生学的方法。为了对抗这种压抑，他运用的方法是生活在户外，流浪地生活，节制饮食而且要小心选择食物；提防所有令人迷狂的东西；同样还要提防所有加速胆囊活动以及加速血液循环的冲动；既不为自己烦心也不为他人烦心。佛陀既没有规定给人带来宁静的观念，也没有规定令人愉快的观念——他发明一种脱离一切他人的方法。他把善良和仁慈看做是可以促进健康的东西。[27]

尼采的上述描述基本准确。总之，尼采与佛教的渊源较深。他的哪些思想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早期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怎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与尼采哲学思想的复杂性自然有关系。

二 早期学者的佛教研究

第一个在德国开设梵文和印度学研究课程的教授是奥古斯特·施莱格尔，他任职于波昂大学（Boun University），开设相关课程的时间是1818年。从此，德国许多大学相继设立了印度学方面的课程，开始从事相关研究，如图宾根大学（Tuebingen University，1856）、哥廷根大学（Goettingen University，1862）、慕尼黑大学（Munich University，1867）等。

第一本有关佛教的著作是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Carl Friedrich Koeppen，1808—1863）的《佛陀的宗教》（Die Religion des Buddha}[28]，1857—1859），这本书标志着德国佛教学术研究的开端。该书第一卷记述佛陀的生平故事和上座部佛教的纲要，虽然他所采取的资料不太完全也不太可靠，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显然已经过时，但是该书第二卷叙述藏传密教的某些内容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佛教义理的研究始于学者奥登伯格。

（一）奥登伯格

奥登伯格，1854年10月31日生于汉堡，在大学学习梵文和印度哲学，1875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柏林大学讲师、基尔大学教授以及哥廷根大学比较语言学及梵文教授。1879年，奥登伯格出版《岛史》，该书后来被译成英文。1881—1885年，他与里斯·戴维斯合作，翻译、出版了五册《律藏》，它被收在《东方圣书集》中。

1881年，奥登伯格出版了其名著《佛陀的生平、教义和僧团》（Buddha，sein Leben，seine Lehre，seine Gemeinde）。}[29]该书批驳了法国学者塞纳尔关于“佛陀是神话人物”的观点。它指出，塞纳尔所依据的巴利文文献是比较晚的资料，而在早期的巴利文经典中蕴藏着一系列正面的事实，可以使后世的人知道佛陀的生平。“奥登堡相信佛陀乔达摩是真正的人，他用比较的资料去证明此点。”[30]这本书的观点虽然引起很大的争议，但该书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奥登伯格在世时它就再版七次，后来还被译成英语（Buddha：His Life，His Doctrine，His Order}[31]）、法语（Le Bouddha，sa vie，sa doctrine，sa communaute}[32]）和俄语出版。狄雍评论说：“奥登堡的功劳，与其说在于他放弃了塞纳尔在方法论上的见解，不如说他尝试区分了早期和晚期的资料。奥登伯格在根据佛教经典自身的风格来研究佛教经典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他是第一个承担布诺夫未能完成的任务的学者，即从巴利文和梵文佛典的比较中建立起二者古老而共同的内容。”[33]

奥登伯格还把《戒本》翻译成德文。1915年，他出版《〈奥义书〉的教义与佛教之起源》（Die Lehre der Upanishaden und die AnfÄnge des Buddhismus）。}[34]在他死后的1922年，其《佛教经典，论文》得以出版。

（二）格利姆

乔治·格利姆（George Grimm，1868—1945）1868年出生于佩格尼茨河畔劳夫（Lauf an der pegnitz）。最初，格利姆想成为天主教神父，后来，他改学法律，长大后成为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他对叔本华的哲学很感兴趣，并与叔本华的一位优秀弟子成为密友。受其影响，格利姆开始研究佛教。他阅读纽曼翻译的《中部》后深受感动，但是，他对该书的有些内容没有弄懂，于是开始研究巴利文和梵文。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掌握了这两种语言，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参照佛教原典来理解纽曼的译文。格利姆很早就从高等法院退休，他花了37年的时间在德国研究佛教。[35]

格利姆写了八本关于佛教的书，还在不同的佛教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的主要作品是《佛陀的教义，理性与禅定的宗教》（The Doctrine of the Buddha，The Religion of Reason and Meditation），于1915年出版。该书以《经集》为基础，对佛法做了较多说明，这显然对普通读者理解佛教大有裨益。格利姆尝试复原佛陀的原始教义，他利用较为可靠的巴利文经典段落，例如佛陀与同时代弟子的对话来努力做到这一点。

对于佛教中的“无我”思想，格利姆说，它是说不执著任何个人事物，脱离过分的狭隘及苦行，脱离过分的自大。自认为伟大、珍贵，这些观念只会使人故步自封。人们甚至不该执著“无”的观念。不执著可使人更加宽广和自在，促使人去了解他人的努力及成果。格利姆认为，佛陀用间接方法找寻“我”。如果从“我”中把一切事物都去掉，那就不是“我”了。[36]

从“人无我”出发当然能够得出格利姆所说的不执著、脱离过分之举等内容，从这一点而言，格利姆对“无我”的理解有正确的成分。但显然，“人无我”的内涵远非格利姆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和肤浅，更何况，他根本没有提到“法无我”。格利姆认为佛陀是用间接方法寻找“我”的观点更不符合早期佛教的基本精神。这也可以看出，早期德国学者对佛教基本内涵的理解存在诸多错误。

当然，作为学者，格利姆的学术探讨值得称道，他的工作也得到了其他学者和佛教徒的认可。例如，德国学者卡尔·塞登斯图克尔（Karl Seidenstuecker，1875—1936）说：“我长久推测，佛陀的教义代表一种最高超越的讯息。乔治·格利姆很成功地清楚表达了。”摩柯那耶加长老是锡兰最伟大的巴利语学者之一，他形容格利姆为“把长时间隐潜的佛陀古老真正教义恢复的复兴者”[37]。

1919年，格利姆与塞登斯图克尔创立了一本佛教月刊《佛教世界之镜》。1945年8月，格利姆去世。

（三）盖格尔

威廉·盖格尔（Wilhelm Geiger，1856—1943）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学学者，在伊朗研究、巴利语研究、锡兰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1856年，盖格尔出生于纽伦堡。后来，他到厄尔兰格大学攻读东方语言。1877年，盖格尔获得博士学位。他先从事西方古典语言的研究，后来专注于东方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伊朗语言、文学及历史的作品。

1895年，盖格尔到锡兰研究僧伽罗语。1897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锡兰卢地雅语（Rodiyas）的论文。1898年，盖格尔出版了第一本德文版的僧伽罗语语源学小辞典。1900年，他出版《巴利文学与语言》，该书后来也被译成英语出版。[38]1908—1930年，盖格尔出版了自己编订及翻译的《大史》，它被称为“精审语言学之巨著”。他还校编并翻译了《岛史》。

盖格尔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巴利语学者之一。他编写了国际巴利语辞典，并把相关资料寄给里斯·戴维斯，以帮助他编辑《巴利语—英语辞典》。盖格尔还写了巴利语语法，该书成为每一位巴利语学者的必备参考书。1920年，他与妻子玛格达琳（Magdalene）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巴利语中“法”的意思。1922年，他出版该文的重要补遗《法及梵》。

盖格尔还翻译了《相应部》的第一册和第二册，语言优美而精确。1920年，他继爱尔斯特·古恩教授之后，担任慕尼黑大学印度及伊朗研究所教授。1931年，盖格尔应锡兰（1972年更名为斯里兰卡）政府的邀请第三次来到锡兰，从事僧伽罗语辞典的编著工作。1938年，他完成僧伽罗语语法的编辑。之后，他专心研究《大史》，同时调查中世纪的僧伽罗文化。1940年，他完成《中世纪锡兰之文化》。此书于1969年出版。[39]1943年9月，盖格尔逝世。

（四）其他学者

塞登斯图克尔生于1875年3月，曾在莱比锡及哈勒哥丁根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医学、哲学及语言学。1902年，他开始研究巴利佛教及巴利文学。1910年，塞登斯图克尔翻译、出版《小部》。[40]1913年，他以论文《自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将《如是语》翻译成德文。1916年，他出版《巴利语语法》（Pali Grammar）。1911年，他出版《巴利文佛教之翻译》（Pali Buddhism in Translations），该书于1923年修订，是巴利语佛教翻译方面的工具书。[41]

理查德·匹斯切尔（Richard Pischel，1849—1908）著有《佛陀的生平与教义》（Life and Doctrine of the Buddha，1906）。该书遵循奥登伯格的研究思路进行，流传很广。他还著有《帕拉克里语比较语法》（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Prākrit languages）[42]。

赫曼·贝克（Hermann Beckh，1875—1937）在《佛教》（Buddhismus}[43]，1916）一书中认为佛法是印度哲学里的一种瑜伽术，以此来否定奥登伯格指出的《奥义书》与佛法之间的关联。[44]

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的教授麦克斯·沃勒瑟尔（Max Walleser，1874—1954）著有四卷本的《佛教哲学及其历史发展》（The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1904—1927）、《早期佛学的哲学基础》（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arly Buddhism，1904）以及译作《八千颂般若》（Ashtasahasrika，1914）、《龙树的中观论》（Nagarjuna's Madhyamakastra，1912）、《藏、汉语资料中的龙树生平》（The life of Nāgārjuna from Tibetan and Chinese Sources [45]）等。这些都是佛教研究方面较为重要的著作。

海因里希·卢德斯（Heinrich Lueders，1869—1943）和恩斯特·沃尔斯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是精通多种语言的佛学专家，他们根据以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科奇（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阿尔伯特·格鲁恩维德尔（Albert Gruenwedel，1856—1935）等人为首的探险队在中国新疆所带回来的梵文和中亚文字手稿以及零星片段的佛经（其中有关于上座部佛教的材料）做了综合性研究。卢德斯的作品较多，如《佛教原始经典语言的现象》（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Buddhist Original Canon，1954），卢德斯认为，有些巴利文经典是从佛陀故乡的摩揭陀语（Magadhi）翻译过去的，因此摩揭陀语就是最原始的佛教经典用语。沃尔斯密特的主要著作是两卷本的《佛陀命终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the Life End of the Buddha，1944—1948）及三册《大般涅槃经》（1950—1951）。他对各种语言所记录的佛典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印证了其中四分之三的材料的一致性，这些材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

赫尔默斯·冯·格拉塞纳普（Helmath von Glasenapp，1891—1963）是图明根大学教授，出版过很多佛学著作，涉及南传佛教、大乘佛教及藏传密教。“二战”后，他曾经到联邦德国各地演说佛法，很多人听他的演讲后，都对印度学及佛学产生了兴趣。

沃尔夫冈·舒曼（Wolfgang Schumann，1928—）在其著作《佛学：解脱哲学》（Buddhism：Philosophy for Deliverance，1963）中表示，所有大乘佛教的特点都可追溯到小乘佛教经典，但大乘佛教的“绝对”（Absolute）观念例外。

迪特尔·希林洛夫（Dieter Schlingloff，1928—）两卷本的《佛教》（Die Religion des Buddhismus}[46]，1962）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佛教。它认为佛教僧伽团体与居士团体是互相关连、互动的。[47]

德国学者对藏传佛教也有所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900年，格鲁恩维德尔出版《西藏和蒙古的佛教神话学》（Mythology of Buddhism in Tibet and Mangolia），这是西方有关西藏佛教神话的一本著作。1940年，格拉塞纳普出版《佛教神秘主义》（Buddhist Mysteries）。赫尔姆特·霍夫曼（Helmut Hoffmann）1956年出版《西藏宗教史》（History of Tibetan Religions），1967年出版《西藏宗教与萨满教的象征意义》（The Symbolism of Tibetan Religions and Shamanism）。1956年，戈温达出版《西藏神秘主义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ibetan Mysticism）。[48]上述著作对西方的藏传佛教研究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49]

第二节 早期的佛教团体

“二战”前，德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佛教的早期团体。它们或发行刊物，或出版书籍，或研究佛经，以各种形式去学习、了解佛教，促进了佛教在德国的传播。希特勒上台后，德国佛教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佛教在德国的发展和传播陷入低谷。“二战”结束后，德国佛教团体再度恢复了生机。

一“二战”前的佛教团体

“二战”前，德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佛教团体。它们的活动主要以研究经典、创立佛教刊物等为主。

（一）德国佛教传教会/德国佛教会

1903年8月，德国第一个佛教团体“德国佛教传教会”（Society for Buddhist Mission in Germany）在莱比锡诞生，它的创始人是塞登斯图克尔。他曾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que）跟随温特尼兹教授学习印度学，他成立“德国佛教传教会”的目的是使佛教能在德国为人所知，进一步提倡佛学教育。1905年，塞登斯图克尔发行刊物——《佛教徒》（The Buddhist），它是一个包括大乘佛教、南传佛教和密教的刊物。

1905年，德国佛教传教会建立柏林分会。1906年，德国佛教传教会更名为“德国佛教会”（Buddhist Society for Germany）。德国佛教会最初只有50名会员，订阅《佛教徒》杂志的大约有500人。1910年，《佛教徒》停刊，但是德国佛教会依然有名无实地存在。1907年，塞登斯图克尔在莱比锡德国佛教传教会的旧址又创立“摩诃菩提中心”（Mahabodhi Center），他同时发行新刊物《佛教展望》（The Buddhist Look-Out）。这是一份涉及伦理学、觉悟、培养内在心灵的月刊，不过三年后，《佛教展望》同样由于经费不足而停刊。[50]

（二）三界智与德国巴利文协会

三界智（Ven.Nyanatiloka Mahathera，另译为“智三界”，1878—1957），俗名安东·华尔特尔·福罗瑞斯·古斯（Anton Walterl Florus Gueth）。他于1878年2月出生于德国的威斯巴登，父亲是一名音乐家。大专毕业后，古斯在法兰克福及巴黎的公立音乐学校学习音乐及作曲，后来，他接触到佛教，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被一家乐团聘为小提琴手后，古斯经土耳其、埃及来到印度，又从印度到了锡兰和缅甸。1903年，古斯在缅甸剃发为僧，法名“三界智”。1904年2月，他在仰光受戒，成为德国第一位本土僧人。[51]

1926年，三界智回到锡兰南部的波加斯都瓦岛（Polgasduwa）上隐修、研究巴利语、翻译佛经，有10多名德国人跟随他在该岛出家、受戒。1957年，三界智去世后，他的朋友与崇拜者为他竖立了一座纪念碑。他在波加斯瓦岛上的修行处也被保留下来，在德国佛教徒看来，它就是一处佛教圣地。

三界智不仅是一名僧人，也是一名多产的学者。1906年，他出版《佛陀箴言》（The Word of the Buddha）[52]，该书迄今已再版11次，而且被译成10多种外国语言。他还著有《论藏指南》（Guide through the Abhidhamma Pitaka，1938）、《佛教辞典》（Buddhist Dictionary}[53]，1953）、《佛教的基本要义》（Fundamentals of Buddhism，1956）、《解脱之途径》（Path to Deliverance，1956）等，这些书都很畅销。

三界智还将一些佛教典籍从巴利文翻译成德文，包括《增支部》（五册，1922—1923）、《论藏人施设论》、《清净道论》（1950）等。他也用英语及德语写了一些有关巴利文文法与字汇的书。[54]

三界智有一些高徒，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尼安那波尼伽（Nyanaponika Mahathera，1901—1994）。他生于1901年7月，1937年受具足戒，也是一位杰出的巴利文及梵文学者。尼安那波尼伽生活在锡兰，著有《止观坐禅法门》（Satipatthana Method of Meditation，1951）、《尼波多经》（1955）、《佛陀的圣徒》（Great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55]，与人合著）、《佛教思想之方式》（Pathways of Buddhist Thought [56]）等书。《止观坐禅法门》曾经再版三次。他还创立过“康提佛教出版社”（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in Kandy）。[57]

自从三界智受戒为僧后，一些德国人跟着他出家，如弗里茨·斯坦奇（Fritz Stange），法名苏马诺（Sumano），还有沃尔特尔·马克格拉夫（Walter Markgraf），法名“萨马内诺·达摩努沙利”（Samanero Dhammanusari）。1908年，三界智与达摩努沙利在欧洲和亚洲旅行，试图募集资金，以便在欧洲建立一座佛教寺院，不过，现实情况离他们的愿望相距遥远。1909年，三界智在布雷斯劳（Breslau）创立出版社并发行《佛教世界——德国佛学月刊》（The Buddhist World—A German Monthly for Buddhism），编辑是塞登斯图克尔和医生波恩（Bohn）。

1909年，三界智创立“德国巴利文学会”（German Pali Society），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座西方佛教寺院。同年，达摩努沙利联合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佛教徒在瑞士洛桑附近建起一座寺院，并邀请三界智前去住持。三界智为此在那里住了近两年时间。他还曾前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弘法。1911年，意识到在欧洲建立寺院的时机尚未成熟的三界智回到锡兰的波加斯都瓦岛修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界智和其他德籍僧人作为敌对国公民被送到澳大利亚拘禁。1926年，三界智回到锡兰，专心致志撰写佛教书籍。1957年，三界智圆寂。[58]

“一战”中，德国巴利文协会主席达摩努沙利死于俄国战场。德国巴利文协会不复存在。

（三）摩诃菩提会德国分会

1911年，德国佛教徒创立了“摩诃菩提会德国分会”（German Branch of the Mahabodhi Society），会址设在莱比锡。弗里德里希·齐默曼（Friedrich Zimmermann，1851—1917）被推选为第一任主席，塞登斯图克尔为秘书。齐默曼曾在1888年出版《佛教教义问答》（A Buddhist Catechism），他用的是笔名——普贤（Subhadra）比丘。摩诃菩提会德国分会迅速将《佛教展望》复刊。1912年，《佛教展望》更名为《摩诃菩提叶》（Mahabodhi Leaves）。[59]

（四）佛教生活联盟

三界智的德国巴利文学会自成立后很少活动。1913年，医生波恩建立了“佛教生活联盟”，并担任主席。它不像德国巴利文学会那样强调巴利文佛典的研究，而强调佛教的适应性。佛教生活联盟同样信奉上座部佛教教义，它在柏林、汉堡、慕尼黑设立了分会，发行《佛教月报》季刊。

（五）德国佛教团体/三宝佛学社

1921年，“摩诃菩提会德国分会”与“佛教生活联盟”合并。同年，“德国佛教团体”（Buddhist Community for Germany）在慕尼黑成立，它的创始人是塞登斯图克尔和格利姆。格利姆在乌亭（Utting）的房子成为组织的总部，信徒们设立了能容纳50人共修的佛堂，还放置了佛像、经书、法器等。格利姆在1921年曾经创立杂志《佛教世界之镜》（Buddhist World Mirror）。1924年，“德国佛教团体”更名为“三宝佛学社”（The Buddhist Lodge for the Three Jewels），它的目的是提高信徒们的佛教修养水平，而不是发展会员。

（六）佛陀团体/佛教团体

1922年，马丁·斯坦克（Martin Steinke，1882—1966）在柏林创立“佛陀团体”（Community around the Buddha）。1933年，斯坦克离开德国去中国接受佛教训练，他在南京附近的栖霞山皈依倓虚法师，法名“照空”。1934年，斯坦克回到德国，被选为第一届“国际佛学会议”（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gress）的主席。该会议在伦敦召开。“佛陀团体”后来更名为“佛教团体”（Buddhist Community）。[60]

（七）佛教精舍

“佛教精舍”（The Buddhist House）的创立人是保罗·达尔克（Paul Dhalke，1865—1928）。他是一名医生，在读了叔本华的著作后改信佛教。达尔克曾经在锡兰学习巴利文多年。1912年，他写出《佛教世界观》。1914年，他撰写《宗教与道德的佛教》，并将巴利文《法句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翻译成德语。1918年，达尔克创立《新佛教杂志》（New Buddhist Journal），1924年，杂志更名为《零碎集——应用佛学杂志》（The Scrap Collection-A Periodical for Applied Buddhism），该杂志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佛教。1926年，达尔克著有《佛教》。

1924年，达尔克在柏林北部的弗洛诺（Frohnau）建立了一座亚洲式的佛教寺院——佛教精舍。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佛殿在平房中，可以容纳200人。佛教精舍还有独立的禅堂，内有禅室三间，取名“锡兰堂”，以纪念锡兰佛教。精舍藏书丰富，是当时欧洲最完备的佛教图书馆，藏有巴利文经典以及各种欧洲语言译本、中国和日本等国的佛教书刊、佛教艺术善本等。佛教精舍的环境优美，已经成为柏林郊外的名胜。它是欧洲佛教的中心道场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佛教精舍是德国佛教的中心。1928年，达尔克医生逝世，佛教精舍由他的胞妹接管。

此外，1928年，德国佛教徒曾在海德堡创立“佛教知识学会”（Society for Buddhist Knowledge）。不过，它很快就悄无声息了。

二 纳粹时代的佛教团体

1933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取得政权，德国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希特勒政权仇视佛教，取缔佛教团体，秘密逮捕了许多佛教团体领导人，还焚毁佛教著作。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一些虔诚的佛教徒依然不畏强权，暗中进行佛教活动。

格利姆的“三宝佛学社”被取缔，被迫停止活动。1935年，不甘屈服的会员们另外创立了“老佛教团体”（Old Buddhist Community），进行秘密的地下佛事活动。格利姆在乌亭的爱玛（Ammer）湖畔有一幢房子，老佛教团体的成员在那里聚会活动。会员有几十人，他们严守戒律；普通信众达到数百人。会员们每年集会两个星期，讨论佛法。他们还出版双月刊《法乘》（Yana），并与世界其他各地的佛教组织交换刊物。

斯坦克的佛教团体也遭到希特勒政权的取缔。“二战”期间，斯坦克住在德国南部，专门撰写佛教书籍，宣讲佛经。

佛教精舍也没有停止活动。科特·费舍尔（Kurt Fisher）继续发行刊物《佛教生活与思想》（Buddhist Life and Thinking），直到1942年他去世为止。

“二战”的影响也波及在锡兰学佛和修行的德国比丘。1941年，他们作为敌对国公民被监禁在印度的德拉屯（Dehra Dun）。1946年，他们才被获准返回锡兰。

三“二战”后佛教团体的新生

“二战”结束后，新的佛教团体逐渐在德国各地建立，佛教信徒们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研究佛法。科特·韦勒出版社（Kurt Weller Publishing House）成立后出版了《阿育王文集》（Asoka Edition）系列佛学丛书。许多人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德国著名的佛教现代派教授——格拉塞纳普在各地演说佛法，受他的弘法影响，一些人信仰了佛教。1947年，缅甸僧人杜难陀（U.Thunanda）访问德国，在各大城市弘法，又吸引了许多人改信佛教。从1949年开始，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汉堡、基尔、科隆等地的佛教组织相继加入“摩诃菩提会”。1949年9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从此，佛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只限于大学的研究，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发展则出现迥然不同的情况，一些佛教团体纷纷出现。

（一）柏林佛教会

1951年，“柏林佛教会”成立，首任会长是基多·奥斯特尔博士（Dr.Guido Auster，1912—1996）。他是达尔克的学生，曾担任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副主席。柏林佛教会的会员大约有140人，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该组织开办晚间佛学讲习班，印发《现代佛教》《佛经摘要》等10余种宣传小册子。每到佛诞节，柏林佛教会就租用市政大厅举行庆典。从1965年起，它在西柏林力亚广播电台建立定期佛学广播节目。[61]

（二）德国佛教社团/德国佛教会/德国佛教联合会

1952年，联邦德国的许多佛教团体在斯图加特联合组成“德国佛教社团”。不久，该组织由于各团体存在分歧而分裂。为了使佛教团体在法律上获得政府的认可，1955年，联邦德国的各个佛教团体在法兰克福联合建立“德国佛教会”（The German Buddhist Society），会址设在墓尼黑。1958年，德国佛教会更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German Buddhist Union），秘书处设在汉堡，麦克斯·格拉绍夫（Max Glashoff）任主席。德国佛教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各地的佛教团体，推行弘法事务，举行年会。20世纪50—60年代，慕尼黑成为德国佛教的中心。

（三）汉堡佛教会

1954年，“汉堡佛教会”成立，会址设在该组织自建的一幢房子中，首任会长是威廉·阿·斯特曼（Wilhelm A Stegmann）。汉堡佛教会的固定会员有200人。它经常举办佛学讲演、讨论以及坐禅，并且出版《佛教月报》（Buddhist Monthly）。《佛教月报》是联邦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佛学刊物。它还发行月刊《知识与行为》（Wissen und Wandel），该杂志的创办人保罗·德比斯（Paul Debes，1906—2004）近几十年来在德国佛教界非常活跃。

1961年，汉堡佛教会在罗斯伯格（Roseberg）得到一处乡村住宅，它被取名为“静庐”（House of Quiet）。汉堡佛教会先后邀请维玛洛法师（Ven.Vimalo）、泰国籍的布努阿法师（Ven、Bunnua）前来，指导弟子们修行，而且请在缅甸出家的德籍法师多密科（Dhommiko）担任住持。多密科俗名沃尔特·库尔巴茨（Walter Kulbarz）。各种佛教活动在静庐举行，止观修习班、佛学讨论会的参加者有20多人，每次活动举行8—15天。信徒们每天早上在佛前念诵三皈依，受五戒或八戒，念诵《慈悲经》等，其余时间集中修习止观。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静庐不仅成为德国佛教的活动中心，也成为欧洲止观修行中心之一。[62]

第三节 佛教宗派的发展

进入20世纪50年代，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德国建立，并出现了道场。到90年代，汉传佛教在德国的发展保持了强劲的态势。

一 南传佛教

“二战”期间，盟军对柏林实施了大规模轰炸，佛教精舍无法维持。1958年，在科伦坡—德国楞伽法界会的资助以及锡兰政府的协助下，总部设在科伦坡的锡兰德国弘法会（German Dhammaduta Society of Ceylon）买下佛教精舍。该传法团立即派遣僧人到德国重新修葺、整理精舍，并开展弘法工作。这座寺院已经建有佛殿、讲经堂、僧房、图书馆等建筑，成为信徒们理想的修行场所。

佛教精舍先后延请印度、斯里兰卡的法师前来传教。1960年起，柏林佛教精舍开始自行印刷上座部佛教著作以及各种宣传佛教的小册子。精舍每周举办佛学演讲与共修，夏季开设暑期佛学班，用德语授课。它还邀请各个佛教团体的领导前来举办各种讲习会，讲授的内容包括业、轮回、涅槃、菩萨的理想、禅法、《法句经》等。信徒们的日常功课有背诵经典、静坐念佛、观身不净、观死、念诵四法印、念诵三宝、念诵慈悲经，等等。柏林佛教精舍已经成为全欧洲的佛教活动中心之一，欧洲各地的佛教徒常常到这里来修行。

在纳粹统治时期创立的秘密佛教组织——老佛教团体依然活动，信徒们每逢星期日聚会，共同研究佛教经典，坐禅修行。

二 藏传佛教

1952年，藏传佛教团体在联邦德国出现。同年，戈温达在西柏林创立“圣弥勒曼陀罗西方僧团”（Western Order Arya Maitreya Mandala）。后来，他的教团已经在法兰克福、不来梅、威斯巴登设有中心。

1954年，一些藏传佛教徒在柏林建起欧洲第一座藏传佛教佛寺——“圣弥勒寺”（Arya Maitreya）。该寺宣传藏传密教教义，佛殿上供有一尊雕刻的藏式巨大佛像。从1967年起，戈温达担任该寺的住持。

三 汉传佛教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汉传佛教在德国的弘法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其中尤其以佛光山的成绩最为显著。从1988年开始，就有德籍信徒专程前往美国西来寺及台湾佛光山求受三坛大戒。1992年，佛光山派遣满彻法师到西柏林弘法。他吸引了一些德国人学佛修行，而且克服重重困难为筹建组织和建立道场做准备。

经过信徒们的努力，佛光山在德国成立了国际佛光会柏林协会（BLIA，Berlin）、莱茵协会（BLIA，Rhine）和法兰克福协会（BLIA，Frankfurt）。同时，还建立了四座道场：柏林佛光山、莱茵禅净中心、法兰克福禅净中心及汉堡布教所。

1993年，“柏林佛光山”成立。1998年10月，该道场迁到柏林市中心的新址。道场面积达3000平方米，佛堂可供500人共修，建筑有禅堂、会议室、斋堂、可供百余信徒住宿的信徒会馆等，它为柏林及德国各地的信徒提供修行、教育、文化、慈善等活动。它的弘法方向以文化、教育为主。

1996年5月，“国际佛光会法兰克福协会”成立。1997年，永贤法师常驻法兰克福。1997年11月，法兰克福禅净中心搬迁到现址，面积约210平方米。佛堂内供奉有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另外还建有图书馆、会客室等。平时的活动有共修、法会、读书会，每月举办佛学讲座、禅坐班、一日禅，并积极将星云法师的著作翻译成德语。[63]

佛光山各道场除了举行佛教方面的活动外，还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它们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活动受到了当地政府及社会人士的一致肯定。

德国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据估计，到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佛教徒的人数已经超过15万，他们大多数居住在汉堡、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北莱茵、科隆、汉诺威、基尔等大中型城市。他们在整个德国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大，对德国社会的影响还较小，但他们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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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欧洲其他各国佛教

第一节 西欧其他各国佛教

一 荷兰佛教

（一）荷兰与东方国家的最初接触

佛教在荷兰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地理大发现，荷兰成为继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的强大的殖民国家。1575年，荷兰第一所大学在莱顿（Leiden）创立，莱顿大学开始就关注东方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不过它只涉及闪米特族语言。

1651年，荷兰传教士亚伯拉罕·罗杰里尔斯（Abraham Rogerius，1609—1649）一本关于印度文化和仪式的书出版，书的末尾附上了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两则资料。

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的建立，荷兰与日本、韩国等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1641年后，日本长崎（Nagasaki）外的出岛（Deshima）成为日本与荷兰进行贸易的唯一场所。1653年8月，一艘荷兰商船在韩国济州岛（Quelpart）外的海面上沉没，幸存者之一的荷兰人亨德里克·哈默尔（Hendrik Hamel，1630—1692）对该事件做了记录，并对他看到的当时韩国的情况做了描述。1668年，该书在鹿特丹（Rotterdam）出版，后来，这本书从荷兰语译成英文出版，书名是《哈默尔日志》（Hamel's Journal [1]）。

1823—1829年，德国内科医生、植物学家、旅行家、日本学家和日本器物收藏家菲利普·弗兰兹·冯·西波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在出岛为荷兰工作。他收集了关于日本的一些资料，1832—1852年，这些资料在莱顿出版，书名是《日本》（Nippon：Archiv zur Beschreibung von Japan）。该书德语版面世的时间晚了几十年。[2]

1856年，约翰·约瑟夫·霍夫曼（Johann Joseph Hoffmann，1805—1878）成为莱顿大学第一位日语教授，直到1878年。1917年，马里努斯·威廉·德·维瑟（Marinus Willem de Visser，1875—1930）成为莱顿大学第二位日语教授。维瑟死后的1935年，他的《日本古代佛教》（Ancient Buddhism in Japan}[3]）出版。1930年，约翰尼斯·拉德尔（Johannes Rahder，1898—1988）成为维瑟的继任者。1946年，拉德尔离开莱顿大学。1958年，弗里茨·沃斯（Frits Vos，1918—2000）成为莱顿大学日语和韩语教授。

（二）学者们的佛教研究

虽然早在1651年传教士罗杰里尔斯就出版了梵文资料，18世纪威廉·琼斯指出了梵文的重要性，但直到1865年，莱顿大学才设立了第一个梵文研究职位，这标志着佛教研究在荷兰真正开始。这显然比英、法、德等国要晚。荷兰涌现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佛教研究人物。

1.科恩

在荷兰学者中，最早研究佛教的是亨德里克·科恩（Hendrik Kern，1833—1917）。1833年4月，科恩出生于当时属于荷兰殖民地的爪哇。1839年，他随父母回到荷兰。在中学阶段，科恩就掌握了英语和意大利语。1851年，他到莱顿大学跟随A.拉杰斯（A.Rutgers）教授学习梵文。1855年，科恩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来到德国柏林，跟随东方学学者阿尔布莱特·韦伯（Albrecht Weber，1825—1901）学习梵文。这时他又掌握了德语和斯洛伐克语。1858年，科恩回到荷兰，在一所学校担任讲师，教授希腊语。1863年，他到印度贝纳瑞斯的布拉玛纳女王学院（Brahmana and Queen's College）担任梵文教授。1865年，科恩成为莱顿大学梵文教授，他担任该教职直到1903年。1917年，科恩去世。

科恩是荷兰东方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重点是印欧及东方语言，但也撰写过佛教方面的著作，这为荷兰的佛教研究打下了基础。1874年，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Royal Nethe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出版了科恩的《南传佛教徒编年史》（Over de jaartelling der Zdl.Buddhisten）。1881—1883年，科恩写了《印度佛教史》（Geschiedenis van het Buddhisme in Indie）一书，后来，该书被译为德语和法语。他将梵文本《妙法莲华经》翻译为英语，1884年，该经收录于麦克斯·缪勒编写的《东方圣书》第21册。1896年，科恩出版《印度佛教手册》（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4]）。

2.斯贝雅

雅各布·塞缪尔·斯贝雅（Jacob Samuel Speyer，1849—1913）是科恩的学生，他在莱顿大学继续科恩的佛教研究。斯贝雅的主要贡献是翻译了圣勇的《菩萨本生鬘论》。英国人霍奇逊在1828年发现此书，并将它寄到英国和法国，剑桥大学得到一份副本，斯贝雅利用的就是这份副本。1895年，《菩萨本生鬘论》的英译本作为《佛教圣书集》系列在伦敦出版。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02年，斯贝雅又编辑出版了《譬喻百颂诗集》。

3.沃格尔

让·菲利普·沃格尔（Jean Philippe Vogel，1871—1958）本质上来说是一名考古学家。1889—1914年，他在印度进行考古工作，例如发掘拘尸那迦的遗址。1932年，沃格尔出版《前东印度的佛教艺术》（De Buddhistische kunst van Voor-Indië）；1936年，他出版《印度、锡兰和爪哇的佛教艺术》（Buddhist Art in India，Ceylon and Java [5]）。前者是荷兰写的，后者是前者的英译本，但新增了锡兰和爪哇佛教艺术的内容，这是沃格尔最重要的佛教著作。他还撰有《印度艺术中的过去佛与迦叶佛》（The Past Buddhas and Kaasyapa in Indian Art）等论文。1914年，沃格尔成为莱顿大学的梵语教授。

4.范·马伦

约翰·范·马伦（Johan van Manen，1877—1943）为荷兰的佛教研究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虽然他从未成为莱顿大学的正式教员。范·马伦生于荷兰一个富裕的家庭，年轻时，他对神智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896—1908年，他与奥尔科特、安妮·贝森特合作，在荷兰、印尼等地传播神智学。范·马伦语言天赋突出，他不仅掌握了多种欧洲语言，还懂梵语、泰米尔语以及印度南部的其他语言。

1909年，他来到印度马德拉斯（Madras）附近的阿德亚尔（Adyar），这是神智学会的总部，他在这里任职。1916年，范·马伦离开阿德亚尔，在距离西藏很近的大吉岭住下来，以便学习藏语，他的目的是阅读藏语佛经。后来，他不仅成为藏语学者，还收集了大量藏文木刻版佛经，这些资料收藏在莱顿大学的科恩研究所（Kern Institute）中。1923—1939年，范·马伦成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秘书长，他还负责编辑学会的年刊，他的能力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认可。1943年，范·马伦在加尔各答去世。

5.狄雍

让·威廉·狄雍（Jan Willem de Jong，1921—2000）是荷兰学术界中首位专门研究佛教的学者。1921年，他出生于莱顿。1936—1945年，狄雍在莱顿大学读书，在这里他开始学习与佛教有关的多种语言。他主修汉语，兼修日语和梵文。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莱顿大学被关闭，狄雍只能自学。1946年，他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哈佛大学。1947—1950年，狄雍在法兰西学院等机构学习，他在这里开始学习藏语和蒙古语。1950年，狄雍回到荷兰，在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工作。1956年，科恩研究所设立藏族和佛教研究的职位，狄雍成为首席研究人员。1957年，狄雍与同事弗朗西斯·伯纳德·雅各布·库伊珀（Franciscus Bernardus Jacobus Kuiper，1907—2003）创立《印度—伊朗杂志》（Indo-Iranian Journal），目的是便于出版印度学方面的学术成果。1965年，狄雍来到堪培拉，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印度学教授，直到1986年退休。

狄雍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他掌握了12种语言，除了丹麦语、俄语等多种西方语言，他还学会了汉语、藏语、蒙古语、梵语、巴利语和日语。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藏传佛教的研究。1959年，他出版了《米拉日巴传》（Mi la ras pa’i rnam thar}[6]）。1974年，他出版了《欧美佛学研究小史》[7]（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8]），该书对20世纪70年代前欧美各国佛教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梳理。

6.德·格鲁特

让·雅各布·马利亚·德格鲁特（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是荷兰汉学家和宗教历史学家。他最初在莱顿教学，后来到了德国柏林。他是中国宗教研究方面的专家。他涉及佛教的著作是1893年出版的《大乘佛教的准则在中国》（Le code du Mahayana en Chine）。

7.克洛本伯格

丽尔·克洛本伯格（Ria Kloppenborg，1945—2003）是乌德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东方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for Oriental Languages）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南传佛教，代表作是1974年出版的《辟支佛：一名佛教苦行者》（Paccekabuddha：A Buddhist Ascetic）。此外，她编辑、出版了《印度宗教仪式研究成果选》（Selected Studies on Ritual in the Indian Religions [9]），还翻译了一些佛教典籍。

（三）佛教组织的出现

1.海牙佛教教友团的成立及变迁

“二战”后，佛教组织开始在荷兰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神智学会成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斯普瑞滕伯格（Spruitenburg）夫人是神智学会荷兰分会的秘书，她从印度回来后开始在位于惠曾（Huizen）的家中举行佛教徒聚会，全国有几十人参加。其中一个叫欧内斯特·沃瓦尔（Ernst Verwaal）的人成立了“海牙佛教教友团”（Buddhistische Vriendenkring Den Haag），后来，该组织更名为“荷兰佛教教友团”（Nederlandse Buddhistische Vriendenkring）。沃瓦尔还出版一份名为《对话》（De Samenspraak）的小型杂志。1966年，泰国驻荷兰大使的夫人巴克蒂（Bhakdi）开始于每周六在泰国驻荷兰大使馆为荷兰佛教教友团接收信徒。同年，该组织更名为“荷兰佛教社”（Buddhist Society in the Netherlands）。荷兰佛教社对各种佛教宗派采取一视同仁的开放态度，但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内部的歧见。1967年11月，荷兰佛教社更名为“荷兰佛教中心基金会”（Stichting Nederlands Buddhistisch Centrum）。基金会依然采用包容的态度，致力于学习佛教各种教派、教法中体现的原则，并鼓励为此实修。基金会出版刊物《妙法》（Saddharma）以及一本商业性的佛教出版物。1978年，基金会更名为“佛教教友基金会”（Stichting Vrienden van het Boeddhisme）。

1978年，“荷兰佛教联盟”（Boeddhistische Unie van Nederland）成立，但它实际上只代表荷兰的部分佛教组织。首任主席是托尼·克伯舒克—舍夫特（Tony Kurpershoek-Scherft）。在欧洲佛教联盟中，荷兰佛教联盟是代表荷兰的佛教组织。

从1978年以来，荷兰佛教史主要表现为各种佛教类型和宗派在荷兰的发展史。荷兰佛教联盟依然活动，它成立了“佛教广播频道”（Boeddhistische Omroep Stichting）和利用佛教来对监狱中的囚犯实施感化、帮教的机构——“佛教囚犯僧职”（Buddhist Prisoner Chaplainship）。

2.禅宗

1968年，利奥·波尔（Leo Boer）和让·威廉·范·德·维特林（Jan willem van de Wetering，1931—2008）建立一个禅宗组织。维特林写了《“无”的黎明》（Het dagende niets）和《空镜》（The Empty Mirror}[10]）两书，使禅宗被荷兰人知晓。后来，埃里克·布伊金（Erik Bruijn）负责管理该组织。

在荷兰有两个大的禅宗组织。首先是观世音僧伽（Kanzeon Sangha），它隶属于元丰禅师（Genpo Roshi，1944—）的“白梅无著”（White Plum Asanga）。元丰禅师原名丹尼斯·默泽尔（Dennis Merzel），又被称为“元丰默泽尔禅师”，是前角博雄的法嗣之一。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观世音僧伽由尼可·泰德曼（Nico Tydeman，1942—）负责，该禅团有一个比较大的中心——阿姆斯特丹禅中心（Zen Centrum Amsterdam），有一名老师和一些学生常驻于此。乌伊苏伊曾（Uithuizen）的禅河佛寺（Zen River Buddhist monastery）由滕基·科本斯（Tenkei Coppens，1949—）负责。

其次是“摩诃卡鲁那禅”（Maha Karuna Ch’an），它由一些禅宗小组和中心构成。该组织由非正式传法人汤姆·勒绍沃丝（Ton Lathouwers，1932—）负责，她曾跟随一些禅师修行，最初的老师是阿部正雄（Masao Abe，1915—2006）。后来，她从一名比丘尼那里得到传法。

其他禅宗组织还有位于阿佩尔多姆（Apeldoorn）的“佛教静修僧团”（Order of Buddhist Contemplatives）、“释一行僧团”（Thich Nhat Hanh Order）以及位于德润瑟（Drenthe）的“国际禅宗研究所努德普尔特寺”（International Zen Institute Noorderpoort Monastery）及其隐修中心等。

3.南传佛教

1971年，荷兰商人蒙苏沃（Monshouwer）召集一些信徒，讨论在泰国驻荷兰大使的帮助下建立一座南传佛教寺院的可能性，1973年，这座寺院在沃尔维基克（Waalwijk）创立。它最初被命名为“达摩苏卡里塔努查里寺”（Wat Dhammasucaritanucharee），两年后，它更名为“佛陀拉玛寺”（Buddharama Temple）。创立该寺的组织是“荷兰青年佛教徒”（Young Buddhists Netherlands），后来，寺院的创始人梅塔维哈利（Ven.Mettavihari）方丈去了阿姆斯特丹，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有一些人跟随他修习内观。“荷兰青年佛教徒”后来更名为“荷兰佛法基金会”（Nederlandse Buddha Dhamma Stichting），它主要为泰裔荷兰移民服务。梅塔维哈利圆寂后，阿姆斯特丹的“僧伽弥勒佛寺”（Sangha Metta Buddhist temple）依然存在。其他的南传佛教组织还有修习内观的“禅定觉悟基金会”（Stichting Inzichts Meditatie，简称SIM）和以缅甸移民为主体的“释迦乌巴金”（Sagya U Bha Khin）。

4.藏传佛教

1977年，丘扬创巴的正式弟子汉·德维特（Han de Wit）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一个佛教中心，依据藏传佛教的传统来传播噶玛噶举派教法。他在乌赫斯特海斯特（Oegstgeest）建立了一个不大的中心，在乌德勒支和尼基梅根（Nijmegen）也有两个组织。其他的噶玛噶举派中心有位于卡德赞德（Cadzand）的“那罗巴研究所”（Naropa Institute）、位于汉顿（Hantum）的“窣堵波寺”（Stupa temple）以及欧尔·尼达尔（Ole Nydahl，1941—）夫妇建立的“金刚乘佛教”（Diamond Way Buddhism）。

尼达尔出生于丹麦，他曾经做过拳击手、走私人，并在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业余时间，他喜欢骑摩托车和跳伞。1968年，他与妻子汉娜（Hannah Nydahl，1946—2007）度蜜月时遇到十六世噶玛巴，并开始跟随他和其他藏传佛教上师修行。三年后，十六世噶玛巴让尼达尔夫妇将噶玛噶举派教法传播到西方世界。从1972年起，尼达尔夫妇就不遗余力地在西方传法，他们在主要西方国家建起了600多个世俗性的金刚乘中心。尼达尔将佛教的古老智慧与现代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将去掉了神秘化色彩的藏传佛教展现在成千上万西方人面前。他传法的方式灵活、幽默，言简意赅，尼达尔无疑是噶玛噶举派中向西方传播佛教最有效、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1]

宁玛派在荷兰建立了几个组织。它在阿姆斯特丹有“荷兰宁玛中心”（Nyingma Centrum，Nederland）。这些组织的精神导师是塔尚活佛。

格鲁派在欧内斯特林地附近拥有不动产，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巨大的城市中心。1976年，在波拉·库尔金（Paula Koolkin）的努力下，“弥勒研究中心”（Maitreya Institute Centres）在此建立。

1976年，萨迦派喇嘛喜饶嘉钦·阿米巴（Sherab Gyaltsen Amipa，1931—）在海牙建立“萨迦德钦林”（Sakya Thegchen Ling）。此外，索甲仁波切建立了“里格巴”（Rigpa）；曲嘉南开诺布（Chogyal Namkhai Norbu，1938—）建立了佐钦团体。

5.西方佛教僧团之友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荷兰也有发展，它在阿姆斯特丹和阿纳姆（Arnhem）各有一个中心，荷兰的组织与英国的总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海格兰登佛教中心”（Boeddhistisch Centrum Haaglanden）虽然依然秉承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教法，但在组织上却出现了分裂的迹象。德国喇嘛戈温达在荷兰的信徒建立了“阿雅弥勒曼荼罗”（Arya Maitreya Mandala）。戈温达去世后，该组织从德国的总部中分离出来。[12]

6.佛光山

佛光山在荷兰的组织是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BLIA，Netherlands）和荷兰（非汉语系）协会（BLIA，Netherlands[NCS]）。

佛光山在荷兰建立的道场是荷兰佛光山（荷华寺）。荷兰佛光山的建成源于几名信徒的发心和努力。他们首先得到政府的允许，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唐人街修建中国寺庙。1994年，星云大师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会议，他同意由佛光山来建寺。同年8月，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成立。1996年起，依照法师常驻荷兰佛光山。1996年9月，荷兰佛光山开工兴建，2000年竣工，主要建筑有佛堂、斋堂、教室、宿舍等，主要活动有佛学讲座、半日禅、梵呗音乐会、才艺班、佛诞节等节日的联欢等。[13]

二 比利时佛教

（一）学者的佛教研究

佛教在比利时的发展最早也源于学者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普辛和拉莫特。

1.普辛

路易斯·德拉·瓦利·普辛（Louis dela Vallee Poussin，1869—1938）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列维的欧洲学生中学术成就最突出的一位。

1869年，普辛出生于里奇（Liege）。1884—1888年，他在里奇大学（University of Liege）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888—1890年，普辛在鲁万大学（University of Louvain）教授查尔斯·德哈勒兹（Charles de Harlez，1832—1899）和菲利普·科利内特（Philippe Colinet）的指导下学习梵语、巴利语和伊朗语。1891年，他前往法国，到巴黎大学学习，并拜维克多·亨利（Victor Henri）和列维为师。1891—1892年，普辛在里奇大学教授梵语。后来，他在莱顿大学亨德里克·科恩的指导下继续研究伊朗语、汉语和藏语偈颂。1893年，普辛成为根特大学教授，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比较语法，直到1929年退休。

普辛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印度宗教文化、大乘佛教及说一切有部的学说，其主要著作有《涅槃》（Nirvana，1925）、《佛教伦理》（Le Morale Bouddhique）等。在前一本书中，他提出一些全新的观点，引起俄国东方学家舍尔巴茨基的批评。1921年，普辛参与组织比利时“东方学研究会”，并写了一些阿毗达磨方面的著作。他还校订了《入菩提行经》、《菩萨地品》、《入中论》以及《唯识二十论》等。

普辛对《俱舍论》（1923—1931年）以及《成唯识论》进行了校勘，并译成法语（1928—1929年）。他是西方国家说一切有部研究的先驱，他出版了《阿毗达磨俱舍论颂》，并翻译了世亲的注释。在此之前，西方学者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说一切有部的思想。普辛的这一开创性工作对西方的佛教学术研究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4]

普辛还是比利时藏传佛教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为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整理出学术价值很高的《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将斯坦因（Marc Aurei Stein，1862—1943）从中国掠夺并带回英国的藏文资料分为“律”、“文献”、“经”、“论”及其注疏等10大类，方便了学者们的研究。

2.拉莫特

艾蒂安·拉莫特（Etienne Lamotte，1903—1983）是普辛的弟子，他在1942年前已将《解深密经》、《成业论》和《摄大乘论》翻译为法语，后来他又翻译了《大智度论》，包含丰富的注释，受到时人好评。[15]他在1958年出版了《印度佛教史》（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这本书充分显示了拉莫特对佛经及其历史背景方面的渊博学识。拉莫特驾轻就熟地分析了佛教从产生到公元1世纪末决定其走向的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佛教这段历史的研究而言，拉莫特做了奠基性的工作。[16]该书已经出版了英文版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17]

3.魏查理

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是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根特大学汉语系主任，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懂汉语、日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魏查理撰写过《法句经》（1974）、《优陀那品》（1975）、《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1983）等著作；他翻译、注释了《阿毗昙心论》（1975）、《法集要颂经》（1978），翻译了《杂宝藏经》（1994）。魏查理还与巴德胜（Bart Dessein）、科勒特·科克斯（Collett Cox）合著了《有部的佛教经院哲学》（Sarvastivada Buddhist Scholasticism}[18]，1998）。他还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作为说一切有部研究方面的权威，魏查理认为有部推动了中亚菩萨乘的出现。魏查理曾经在美国、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等地讲学，并培养了很多学生。他现在已被国内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印度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等高校聘请为客座教授。

（二）信仰者及佛教组织

比利时人对佛教信徒的接触比较晚。1910年，自由思想者大会（Congress of Free Thinkers）在布鲁塞尔召开，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向大会介绍了摩诃菩提会。据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比利时出现过一小群对佛教感兴趣的人，但具体情况不详。比利时人对佛教的认识主要得益于拉莫特的学术成果。

1967年，日本曹洞禅传入比利时。

20世纪70年代前，比利时已经有了一个佛教会，有数十名成员，每月集会弘法，并时常举行佛教教义讨论会。该会有一个佛教图书馆，并由会员毛利斯·基勒（Maurice Kiere）居士发行期刊。

1971年，布鲁塞尔成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在欧洲传播、活动的基地，它同样成为研究宁玛派的中心，“金刚学院”和“乌金衮桑却林寺”在这里建立。后者是欧洲第一座宁玛派寺院，该寺院依托宁玛派古老的教法，结合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生活方式进行传教。它公开或秘密地教授传统的西藏法会仪轨、瑜伽术、东方按摩术、食物调配法，出版宣传宁玛派教义的书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比利时人。[19]

佛光山在比利时的组织是国际佛光会比利时协会（BLIA，Belgium）和安特卫普协会（BLIA，Antwerpen），道场是比利时佛光山。

1997年3月，国际佛光会安特卫普协会成立。不久，协会在安特卫普市中心的唐人街买下一栋四层楼房作为弘法场所。1998年1月，“比利时佛光山”投入使用，二楼供奉“娑婆三圣”，一楼是图书馆和会议室，主要活动有信徒佛学班、素食义卖会、成人中文班、儿童中文班等。[20]

1999年12月，布鲁塞尔佛教中心（Brussel Buddhist Centre）成立，它是比利时出现的第一个金刚乘中心，隶属噶玛噶举派。像欧尔·尼达尔建立的其他金刚乘中心一样，布鲁塞尔佛教中心依靠友谊、自治和每个人的主动精神而组织起来。团体中的每个人都为中心的管理出力，他们通过在业余时间做志愿者来达到这一目标。获得授权的有经验的老师会定期教学生们怎样修行，这些教法能够融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团体中并没有僧尼。在金刚乘佛教中，爱与合作关系被认为是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21]

尽管佛教比基督宗教的历史还要久远，但它被比利时人认识的时间显然要晚得多，比利时人对佛教持有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1997年，比利时政府的一份出版物将189个宗教组织列入黑名单，其中就包括两个佛教组织。尽管如此，到1999年，比利时还是有了大约30个佛教组织和中心，涵盖所有的佛教宗派。1997年成立的“比利时佛教联盟”（Buddhist Union of Belgium）将通过慈善或私人名义成立的各种佛教组织联合起来。但是到20世纪末，比利时政府依然没有承认佛教的合法地位。

三 爱尔兰佛教

爱尔兰佛教受英国佛教的影响比较大，南传佛教较为发达。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佛教宗派逐渐在爱尔兰建立道场或组织。

（一）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爱尔兰的道场相对来说比较多。修习内观的道场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都柏林内观禅定”（Insight Meditation，Dublin），它的精神导师是班提·菩提达摩（Bhante Bodhidhamma）；第二个是位于科克（Cork）的“内观禅定小组”（Vipassana Meditation Group）；第三个是依据戈恩卡的法门修行的“爱尔兰内观协会”（Irish Vipassana Association）。

位于科克莱利（Co Claire）的“空隐修中心”（Sunyata Retreat Centre）是泰国森林僧伽的道场。

位于丹斯内利（Dunsinaire）的“爱尔兰奢摩他禅定班”（Samatha Meditation Classes，Ireland）隶属英国的奢摩他信托。

（二）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几大派别中，除了萨迦派外，其他宗派已经在爱尔兰建立了道场，以宁玛派的发展最为迅速。

1.宁玛派

索甲仁波切创立的“爱尔兰佐钦比拉和里巴”（Dzogchen Beara & Rigpa Ireland）是该国实力最大的宁玛派组织。道场的名称均为“爱尔兰里巴”（Rigpa Ireland），后面加上各地地名加以区分。该道场在阿斯隆（Athlone）、德尔加尼（Delgany）、科克、都柏林、加尔维（Galway）和利默里克（Limerick）建立了分支机构。

此外，曲嘉南开诺布在都柏林建立了“爱尔兰佐钦团体”（Dzogchen Community Ireland）。

2.噶举派

噶举派在爱尔兰有几座道场。第一座是“都柏林香巴拉佛教小组”（Dublin Shambhala Buddhist Group），它的精神导师是萨扬米潘仁波切（Sakyong Mipham Rinpoche，1962—）。第二座道场是“爱尔兰洛巴援助公司”（ROKPA AID（Ireland）Ltd），它的创立者是阿贡活佛仁波切（Akong Tulku Rinpoche），该道场在都柏林。

金刚乘佛教在爱尔兰的总部是“都柏林金刚乘佛教中心”（Dublin Diamond Way Centre）。此外，它还建立了三个分支机构：“基那内金刚乘小组”（Killarney Diamond Way Group）、“丁戈金刚乘小组”（Dingle Diamond Way Group）和“斯里戈金刚乘小组”（Sligo Diamond Way Group）。

3.格鲁派

格鲁派在爱尔兰有两座道场。第一座是“亚洲经典研究所—金刚湾小组”（Asian Classics Institute-Diamond Bay Group），传法人是康仁波切格西洛桑塔钦（Khen Rinpoche Geshe Lobsang Tharchin，1921—2004），精神导师是迈克尔·洛切格西（Geshe Michael Roche，1952—）。第二座道场是位于凯文（Cavan）的“嘉木帕林”（Jampa Ling）。

4.新噶当派

新噶当派在爱尔兰建立了两座道场。第一座是“爱尔兰塔拉新噶当派佛教中心”（Tara Kadampa Buddhist Centre Ireland），传法人是克桑东跃（Kelsang Donyo）。第二座是位于加尔维的“月光佛教中心”（Moonlight Buddhist Centre），传法人是克桑东跃和巴里·沃尔希（Barry Walsh）。

（三）禅宗

在爱尔兰，最具代表性的禅宗组织是“爱尔兰禅宗小组”（Irish Zen Group），1991年起，这个组织开始活动。它隶属弟子丸泰仙建立的国际禅宗协会，修习曹洞禅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组织在四个地方建立了四座道场：“都柏林道场”（Dublin Dojo）、“科克道场”（Cork Zen Dojo）、“加尔维道场”（Galway Dojo）和“阿森利禅定”（Zen Meditation in Athenry）。这四座道场的传法人是爱伦·列布曼（Alain Liebmann，1945—）。[22]

此外，“都柏林铜管禅小组”（Copper Pipe Zen Group of Dublin）是依照韩国观音派禅法修行的道场。

（四）其他

有些佛教组织或道场并不属于特定的佛教宗派，而是体现了融合的特点，宗派特征并不明显。

“爱尔兰都柏林佛教中心”（Dublin Buddhist Centre，Ireland）创立于1990年，原名“都柏林禅定中心”（Dublin Meditation Centre），隶属特里拉特那佛教团体（Triratna Buddhist Community）。该团体的前身就是西方佛教僧团之友。该佛教中心向人们传授佛教的教义、禅定及瑜伽术。

“都柏林金刚心佛教小组”（Dublin Dharmamind Buddhist Group）隶属金刚心佛教小组（DharmaMind Buddhist Group）。这个组织的修行方法混合了禅宗和宁玛派的大圆满法，传法人是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他们每周一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坐禅、讨论佛法。

第二节 中欧其他各国佛教

一 瑞士佛教

（一）南传佛教

1.三界智法师的传法

在瑞士佛教的早期历史中，来自德国的僧人三界智扮演了重要角色。1909—1910年，他来到瑞士南部地区。这里距离意大利裔移民居住的卢加诺（Lugano）地区不远，居民主要说德语。三界智法师和他的来自德国巴利文学会的世俗支持者们计划在瑞士南部建立一座寺院。这样一来，至少五名比丘就能在该地区依据戒律生活并传播佛法。三界智法师将阿毗达磨翻译为德语。瑞士冬天很冷，三界智法师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离开该国。他来到北非，试图在突尼斯找到一块地方来建立寺院。但是，当地的法国殖民者很快将他驱逐出境，于是，三界智法师受邀来到瑞士洛桑（Lausanne），居住在名叫“卡瑞塔斯毗诃若”（Caritas Viharo）的佛寺中。这幢外形带有佛教特征的建筑物是罗道夫—阿德瑞恩·伯吉尔（Rodolphe-Adrien Bergier，1852—1920）修造的。

1852年，伯吉尔出生于劳森的一个富裕家庭中。19世纪80年代，伯吉尔在美国当矿工，并发家致富。1901年，他作为一名成功的工程师回到劳森，此时，他已经接触到佛教。1911年7月，伯吉尔成为德国巴利文学会的会员。他可能成为瑞士第一名居士。他慷慨资助三界智法师和他的三名弟子。也是在劳森，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佛教传戒仪式举行了。1910年10月，德国人巴特尔·保尔（Bartel Bauer，1887—1940）成为沙弥。保尔的法名是“[image: ]陈如”。这次传戒几个月后的1911年，三界智法师离开瑞士去了锡兰。[23]

2.拉德内的佛教团体

瑞士文学家麦克斯·拉德内（Max Ladner）对佛教在瑞士的传播也起到了不能忽视的作用。1942年，拉德内在苏黎世组成了一个佛教小组，这个组织有许多佛教经典。1948年，拉德内的佛教组织开始出版瑞士文及德文版的《谛观评论志》（Die Einsicht），面向瑞士、德国等国发行。这个佛教组织的成员每逢诵戒日举行仪式，并且出版三界智法师的著作。不过，该佛教组织没有得到什么发展。成员的人数维持在12—15名之间。他们每个月在拉德内的家中聚会一次。1961年，这个佛教组织解散，《谛观评论志》一并停刊。

3.内观修行的出现与盛行

20世纪70年代，随着内观禅定小组的出现，南传佛教在瑞士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南传佛教信徒在圣·加伦（St.Gallen）附近建立禅定室（House for Contemplation）。80年代早期，随着东南亚移民的前来，南传佛教在瑞士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柬埔寨移民在苏黎世附近建立了一个高棉文化中心；来自越南的“船民”也建立了几个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

1996年，一座美丽的泰国佛教寺院——斯里那嘉林德拉瓦拉兰寺（Wat Srinagarindravararam）在瑞士落成。它成为生活在瑞士的9000多名泰裔移民的精神家园，为他们提供佛教及信仰上的服务。几年前，在伯尔尼（Berne）附近的坎德斯泰格（Kandersteg），另一座泰国森林僧伽传统的寺院建成。这座寺院是英国和意大利森林僧伽大寺的属寺，与瑞士和德国南部大约15个禅定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4]

（二）藏传佛教

最早传入瑞士的佛教类型是南传佛教。20世纪60—70年代，瑞士人对佛教的兴趣转到大乘佛教方面，其中尤其以藏传佛教和禅宗为主。

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约1000名藏族人作为难民来到瑞士。接下来的几年中，又有同样数量的藏族人流落到瑞士。为了满足这些藏族人精神及文化上的需求，1968年，“僧侣西藏研究所”（Monastic Tibet Institute）成立。它既是一个学术组织，也是一座寺院，它是欧洲最早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里面有几名常驻喇嘛。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一些藏传佛教小组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组织。

1977年，格西拉顿仁波切（Geshe Rabten Rinpoche，1921—1986）在蒙特—佩勒林（Mont Pelerin）建立拉顿曲林佛寺（Rabten Choeling Buddhist Monastery），僧、尼及俗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学习、修行。这是一座格鲁派寺院。格西拉顿仁波切曾打算建立一座学习中心，专门为皈依佛教的西方人服务，但该计划以失败告终。不过，拉顿曲林佛寺的发展比较平稳，僧人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他们主要为居住在瑞士的藏族人提供精神方面的服务。[25]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禅宗在瑞士风行一时。瑞士当地人建立了禅定小组，其中一些发展成为较好的道场或禅堂。

（三）20世纪末瑞士佛教的基本状况

1978年，来自捷克的僧人默科·弗莱巴（Mirko Fryba，1943—）在瑞士成立“瑞士佛教联盟”（Schweizerische Buddhistische Union）。弗莱巴法名“库萨拉难陀比丘”（Bhikku Kusalananda）。

据瑞士佛教联盟1995年发表的报告以及《瑞士的佛教中心报告1997—1999年》（Répertoire des centres bouddhiques en Suisse1997-1999）指出，到20世纪末，瑞士的佛教组织或中心达到98个，其中南传佛教21个、大乘佛教77个；大乘佛教中，藏传佛教48个、其他29个，可见，到20世纪末，藏传佛教团体在瑞士佛教组织中占到了一半。

瑞士的佛教组织或中心主要集中在苏黎世、伯尔尼、洛桑等大中城市中，尤其以苏黎世最多。各个佛教团体的人数相差悬殊。到20世纪末，瑞士的佛教徒人数超过了21300人，其中瑞士本土出生的佛教徒在3000—7000人之间，其余均为亚裔移民。[26]可见，在瑞士佛教徒中，移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佛教在欧美其他国家的状况是一致的。

二 奥地利佛教

（一）佛教的早期传播

奥地利与佛教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在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的首都——维也纳，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通过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音乐家瓦格纳而接触到佛教。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卡尔·欧仁·纽曼（Karl Eugen Neumann，1865—1915）。

纽曼于1865年10月出生于维也纳，后来全家搬到莱比锡。1879年，他在莱比锡商业学校学习。1882年，纽曼到英国及意大利旅游。1884年，他读到叔本华的著作，受到很大影响，下定决心从事佛教研究。之后，纽曼在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专心研究哲学并翻译印度作品。1887年夏，他进入柏林的菲德烈·威廉大学学习。在这里，纽曼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课程——由一些著名学者授课的比较宗教学与哲学、中国学、印度学、考古学和医学等课程。1891年，他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91年末，他出版了第一本主要著作《佛教文选》（Buddhistische Anthologie）。[27]

1894年，纽曼到印度旅行10个月。随后，他从印度来到锡兰，认真学习巴利语，并在僧人指导下从事佛典的翻译工作。从亚洲回来后，纽曼在伦敦逗留了一年，与里斯·戴维斯的接触扩大了他对佛教研究的知识。同时，他翻译了《中部》里佛陀的前50个对话，于1896年出版。他还将《长老偈》、《长老尼偈》译成德文，并于1899年出版。1902年，纽曼翻译、出版《中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翻译、出版《经集》。1905—1906年，他翻译、出版《长部》第一册。1906—1913年，纽曼在经济困难和“无法言喻的痛苦中”完成了《长部》的全部翻译。1915年，他死于肺炎。[28]

纽曼在翻译佛经的数量上仅次于巴利文经典学会的荷娜小姐。他的翻译采用意译的手法，译文颇有文采、富有诗意。有些学者认为他的翻译不太准确。不过，他翻译的《法句经》多次再版。[29]

1913年，在爪哇，来自格雷兹（Graz）的阿瑟·菲兹（Arthur Fitz）受戒成为僧人。他成为有正式记载的第一名奥地利佛教徒。菲兹的法名是索诺比丘（Bhikku Sono）。

1923年，一个佛教社在维也纳成立。1937年，第二届国际佛教大会（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gress）在巴黎召开，奥地利派出佛教代表与会。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派军队占领奥地利，奥地利成为纳粹德国的盟友。德国法西斯统治禁止佛教团体的存在，这对奥地利佛教的存在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这种情况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改变。

（二）“二战”后到1983年佛教的发展

1949年，“维也纳佛教会”（Buddhist Society of Vienna）成立，佛教在奥地利得到缓慢的复苏。在一些信徒的努力下，佛教不再局限于学术领域，而是逐步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弗里兹·亨格莱德尔（Fritz Hungerleider，1920—1998）在1955年从流亡地中国台湾回到奥地利，并成为维也纳佛教会的会长。

20世纪70年代末，奥地利佛教进入较为迅速的发展状态。佛教中心“丹内伯格普拉兹”（Dannebergplatz）和隐修场所“谢布斯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re Scheibbs）相继在维也纳成立。也是在此时，维也纳之外的第一个佛教协会——“萨尔茨堡佛教协会”（Salzburg Buddhist Association）创立。创立人弗里德里希·芬泽尔（Friedrich Fenzl，1932—）曾经在日本京都的龙谷大学（Ryukoku University）就读，他邀请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门主大谷光照（Kosho Otani，1911—2002）访问了奥地利。

此外，一些著名的僧人如赫玛洛卡长老（Hemaloka Thero）、格西拉顿仁波切、十六世噶玛巴等人都访问过奥地利。他们举行讲座，吸引了很多奥地利人，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1979年，根洛·考德拉（Genro Koudela，1924—2010）在美国加州被授予禅师资格。后来他回到维也纳，创立了“菩提达摩禅堂”（Bodhidharma Zendo）。

1981年，阿雅弥勒曼陀罗在奥地利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阿雅弥勒曼陀罗的创立者是戈温达。

（三）1983年后的奥地利佛教

1983年，奥地利政府正式承认佛教为合法宗教，这标志着佛教在奥地利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达鲁河（Danube）边建起一座佛塔，在西部的沃拉贝格省（Vorarlberg）建起一个修行中心——勒泽霍夫（Letzehof）。修习日本曹洞宗禅法的僧人万加·帕梅兹（Vanja Palmers）和奥地利裔美国僧人大卫·斯坦德·拉斯特（David Steindl-Rast，1926—）在阿尔卑斯山区的萨尔茨堡建起一个隐修中心。20世纪90年代初，缅甸裔移民建起一座隐修中心，这是奥地利第一座位于南部的佛教道场。

1993年，欧洲佛教联盟年会在奥地利举行，10多个欧洲国家的佛教徒参加了盛会。[30]

合法地位的获得促进了佛教在学校的传播。奥地利九个省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们都有机会学习佛教的教义、历史、文化等诸多内容，这无疑对佛教在奥地利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75年，奥地利各佛教团体和组织成立“奥地利佛教联盟”（Oesterreichische Buddhistische Religionsgesellschaft，简称OeBR）。它是欧洲佛教联盟的发起组织之一，也是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成员。奥地利佛教联盟的下属佛教团体和组织有20多个，涵盖了该国绝大多数的佛教团体和个人。从1993年起，奥地利佛教联盟任命的佛教教师为奥地利各类学校中的佛教儿童提供宗教指导。为了培训这样的佛教教师，奥地利佛教联盟专门设立了一个学术型的学院，这在欧洲各国的佛教联盟中开了先河。

奥地利佛教联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它在佛教的修行、文化及学术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例如，通过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等媒体来传播佛教思想，组织佛教讲座、研修班等。此外，奥地利佛教联盟还在济贫院、监狱等单位中建立咨询组织，为孤寡老人、囚犯等提供佛教服务。

三 匈牙利佛教

（一）佛教在匈牙利最初的影响

匈牙利人的祖先来自东方。在今天匈牙利的土地被匈牙利人占据前，这片土地上生活着一些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其中最重要的民族是匈奴族。考古材料证明，当时匈奴族的装饰图案上有“卍”字。有人据此推测，当时的匈奴人对佛教有所了解，甚至有些人可能将佛教作为他们的宗教。古代匈牙利人信奉萨满教。当时的人们同时信仰佛教和萨满教应当并非完全不可能。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基督宗教的兴起，这方面的遗迹已经不复存在。

匈牙利人对佛教的记载可追溯到15世纪。T.卡多斯博士（Dr.T.Kardos）在其《匈牙利的人文主义时代》（The Age of Humanism in Hungary）一书中说，15世纪，匈牙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诗人、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格利奥蒂（Galeotto Mazio，1427—1497）从意大利逃到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Matthias Corvinus，1443—1490）的王宫中避难。格利奥蒂将佛陀描述为“印度的圣人”，而且认为匈牙利首都的名称布达佩斯（Budapest）源自“佛陀”（Buddha）。

（二）乔玛的贡献

乔玛是国际藏学研究的先驱、西方世界第一位藏学家，匈牙利本地人称他为科洛斯·乔玛·山多尔（Korosi Csoma Sandor，1784—1842），西方学者一般称他为山多尔·科洛斯·乔玛，有时他又被称为亚力山大·乔玛·德科洛斯（Alexander Csoma de Koros中文中常被简称为“乔玛”）。1784年3月，乔玛出生于匈牙利春西凡尼亚省（Grand Principality of Transylvania）的科洛斯，该地今天位于罗马尼亚境内。1807年，他完成高等教育学业，掌握了拉丁语。1815年，获得奖学金的乔玛来到德国。在海德堡学习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他来到哥廷根大学，在这里，他学习英语、法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掌握了多种东西方语言。1820年，为了追溯马札尔人的族源，乔玛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克什米尔的拉达克。1823年，他进入桑噶尔羊拉喇嘛寺，跟随藏族学者专心学习藏语和佛教文化。1824年，乔玛编辑、出版了首部藏英辞典。1831年，他成为亚细亚皇家学会会员，并在加尔各答编出《藏语语法》。他继续在亚细亚学会的图书馆里为藏学典籍编目。1834年，乔玛成为亚细亚皇家学会的荣誉会员。1837—1841年，他在亚细亚学会图书馆工作。1842年4月，乔玛病死于印度大吉岭。1980年、1982年，他的《梵藏英词汇》（Sanskrit Tibetan-English Vocabulary [31]）在印度出版。

（三）匈牙利建立僧伽的尝试

随着乔玛为西方的藏传佛教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多的匈牙利人对佛教开始产生浓厚兴趣。文学作品中，佛教的主题显而易见。一些人在了解佛教的教义后声称自己是佛教徒，他们也开始形成小型的私人组织。

神智学会会员发表佛学文章，出版作品，举办佛教讲座，这也促进了佛教在匈牙利的传播。

20世纪30年代，一小群信徒开始首次尝试在匈牙利建立僧伽。G.科瓦克斯（G.Kovacs）是当时不遗余力地建立僧伽的人员之一，后来，他成为位于布达佩斯的“弗朗西斯·霍普东方亚洲艺术博物馆”（Francis Hopp Museum of East Asiatic Arts）的图书馆馆长。1932年1月起，一些信徒开始不定期地聚会，他们主要是艺术家和中、小学教师。后来，他们在聚会开始和结束时分别举行简单的仪式，在聚会中间举行讲座。1933年，信徒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参加者有20多人。前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1934年，这个团体继续聚会，但是场地显得越来越小，而且组织也出现困难。1935年，随着“二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佛教团体停止了活动。

1937—1938年，生于匈牙利的僧人伊格那兹·特瑞比茨·林肯（Trebitsch-Lincoln，1879—1943）从中国天津写信给他在匈牙利的朋友，他在信中说，自己打算带领10名中国弟子回到匈牙利，以便建立一个僧伽，并且弘扬佛法。林肯当时在中国已经成为一座寺院的住持，但是，匈牙利政府拒绝了林肯的要求。这样一来，20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两次建立佛教组织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

（四）佛教团体的正式出现

1952年11月，戈温达在印度建立阿雅弥勒曼荼罗的西方支部。阿雅弥勒曼荼罗传承的是噶举派的教法。1951年起，“匈牙利佛教团”（Hungarian Buddhist Mission）就在戈温达的僧团里工作，它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中心。匈牙利佛教团的目的是帮助临近欧洲国家佛教组织的发展，因此它又被称为“东欧中心”（East European Centre）。1956年，阿雅弥勒曼荼罗建立了一个国际佛学研究所，为了纪念乔玛，该中心被命名为“亚力山大·乔玛·德·科洛斯国际佛学研究所”（Alexander Csoma de Koro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ology）。[32]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佛教的学术研究没有被禁止，但是佛教团体的修行等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自然妨碍了佛教的传播。

（五）佛教的迅速发展

1989年，匈牙利的政治环境发生巨变，各种宗教在匈牙利都找到了市场，佛教在匈牙利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噶玛噶举派在匈牙利建立了多个修行中心。在该国发展最快的佛教团体是尼达尔建立的金刚乘佛教。藏传佛教成为匈牙利最兴盛的佛教派别，除了噶举派，藏传佛教的其他宗派也纷纷建立道场，例如，萨迦崔津法王建立“萨迦社团”（Sakya Community），在布达佩斯有常驻喇嘛；宁玛派僧人曲嘉南开诺布建立“佐钦社团”（Dzogchen Community）。

禅宗组织也出现了，它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入匈牙利；其一是在西方国家传禅的僧团开始在匈牙利建立基地，例如，在法国实力强大的弟子丸泰仙建立的曹洞宗僧团、韩国崇山行愿禅师的观音派以及日本原田禅师的“一滴禅堂”（One Drop Zendo）；其二是一些来自中国的僧人开始在匈牙利传播禅宗。这些禅僧所在的社团中，华裔和越南裔移民占据了绝大多数。

南传佛教也传播到匈牙利，它主要包括修习内观的两大法系：一个是戈恩卡的法脉，另一个依据萨雅多的法门修行。此外，修行泰国森林僧伽法门的“达摩迪帕僧伽”（Dhammadipa Sangha）也成立了。

1991年，一些曾经在乔玛国际佛学研究所学习、任教的人建立“法门佛教学院”（The Gate of Dharma Buddhist College）。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学院成长为在匈牙利正式注册的、国际性的知名佛教大学。该学院不属于任何佛教宗派或团体，它教授的课程兼顾佛教的方方面面。[33]

四 捷克佛教

佛教在捷克的发展较为迅速，迄今为止，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一些宗派已经在该国建立组织或道场。不过，佛教宗派的发展相当不平衡。

（一）南传佛教

“阿玉库萨拉中欧僧伽”（Ayukusala Central European Sangha）是南传佛教在中欧的重要组织，“阿玉库萨拉捷克僧伽”（Ayukusala Czech Sangha）就隶属该组织。捷克僧伽的传法人是阿努鲁达法师（Anuruddha Thera）、维度瓦·阿兰雅（Weduwa Aranya）等人，精神导师是库萨拉难陀法师（Kusalananda Thera）和瑞瓦塔达摩法师（Rewatadhamma Thera）。捷克僧伽在该国建立了多座道场，包括“利伯里克菩提”（Bodhi Liberec）、“奥洛莫克菩提”（Bodhi Olomouc）、“特伦辛菩提”（Bodhi Trencin）、“维斯科夫菩提”（Bodhi Vyskov）等。除了来自斯里兰卡的法师，阿玉库萨拉僧伽还培养出捷克本土的传法人，如维洛尼卡·内沃洛娃（Veronika Nevolova）、丹尼尔·考基（Daniel Kaucky）、卡雷尔·哈杰克（Karel Hajek）等。为了筹集资金以促进南传佛教在捷克的发展，阿玉库萨拉僧伽还建立“国际佛教捐赠基金会”（International Buddhist Donation Fund）。

其他南传佛教组织或道场还有“布拉格佛教莲花中心”（Prague Buddhist Centre Lotus），它的精神导师是班提·Y.维马拉（Bhante Y.Wimala）。

“菩提波罗禅定中心”（Bodhipala Meditation Centre）位于乌尔塔沃（Vltavou），该道场隶属“禅密雅禅定中心”（Chanmyay Meditation Centre）和“摩诃希禅定中心”（Mahasi Meditation Centre），传法人是阿辛·奥塔瓦（Ashin Ottama）、万萨比丘（Bhikkhu U Vansa）、汉尼斯·胡伯（Hannes Huber）等。

“菩提波罗达摩中心”（Dhamma Center Bodhipala）位于布拉格（Praha），传法人是阿辛·奥塔瓦和维苏达查拉比丘（Bhikkhu Vissuddhachara）。

传承阿姜·查和阿姜·苏美多的泰国森林僧伽教法的道场是“达摩之友”（The Friends Of Dhamma）。此外，“皮尔森达摩”（Dhamma Plzeň）与森林僧伽的联系非常密切。

（二）大乘佛教

1.藏传佛教

（1）噶举派。藏传佛教各派中，噶举派在捷克的发展可谓一枝独秀。丘扬创巴建立了“杰布洛尼克香巴拉小组”（Jablonec Shambhala Group）和“布拉格香巴拉”（Shambhala Praha）。

阿贡仁波切在皮尔森建立了“皮尔森噶举桑耶宗”（Kagyu Samye Dzong Plzen）。

十七世噶玛巴在布拉格建立了“噶玛达杰林”（Karma Dargye Ling）。

金刚乘佛教在捷克的发展势头最为迅猛，它在各地建立了几十个组织或道场，它们被称为“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或“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在其后加上地名加以区分。建立了佛教中心的地方有：布尔诺（Brno）、吉乌诺（Jivno）、赫拉德克·克拉洛维（Hradec Králové）、奥斯特拉瓦（Ostrava）、皮尔森、布拉格和塞米利（Semily）。

建立了佛教小组的地方有：阿多·那德·萨扎沃（Ådár nad Sázavou）、布伦塔尔（Bruntál）、塞斯基·特埃因（Ceský TeÅ¡ín）、德辛（Decín）、赫拉尼斯·那莫拉维（Hranice na Morave）、吉勒姆尼斯（Jilemnice）、金德里楚夫·赫拉德克（Jindrichuv Hradec）、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克拉德诺（Kladno）、克拉托维（Klatovy）、克拉鲁皮·那乌尔塔沃（Kralupy na Vltavou）、克洛默里兹（Kromeríz）、利伯里克、奥洛默克、奥帕瓦（Opava）、皮塞克（Písek）、普拉查提斯（Prachatice）、普瑞洛夫（Prerov）、洛尔诺夫·波德拉多埃腾（RoÅnovpod RadhoÅ¡tem）、塔波（Tábor）、特鲁特诺夫（Trutnov）、乌斯提·那德拉本（U＇stí nad Labem）、乌塞廷（Vsetín）、乌依埃科夫（VyÅ¡kov）、兹林（Zlín）和兹诺吉莫（Znojmo）。

（2）格鲁派。到目前为止，格鲁派在捷克只建立了一座道场，它就是位于切布（Cheb）的“丹钦”（Dam-cching）。

2.禅宗

在捷克的禅宗派别中，崇山行愿禅师的观音派影响最大，建立了多个组织或道场，主要有“布尔诺禅宗中心”（Brno Zen Center）、“克拉德诺禅宗中心”（Kladno Zen centre）、“布拉格禅宗中心”（Prague Zen Centre）、“乌兰泽禅宗中心”（Vrazne Zen Centre）、“德辛禅宗小组”（Decin Zen Group）、“奥洛莫克禅宗小组”（Olomouc Zen Group）和“兹林禅宗小组”（Zlin Zen Group）。这些道场的传法人是清眼法师（Chong An Sunim）。

曹洞宗也在捷克建立了道场，主要有三座：第一座是洗心寺（Senshinji-Soto Zen monastery and Dojo），位于布拉格。传法人是弘道事观（Jikan Kodo，1960—），他是一名西方人，原名约瑟夫·马德尔（Joseph Madl）；精神导师是西山广宣（Kosen Nishiyama）。第二座是禅林寺（Zen Rin Ji），传法人是快川山藤禅师（Sando Kaisen Roshi，1952—）。他原名阿兰·克里斯塔泽克（Alain Krystaszek），生于法国，曾经来到中国湖南等地拜师学习。后来，回到欧洲的他遇到弟子丸泰仙，就一直跟随弟子丸泰仙修习曹洞禅。弟子丸泰仙去世后，他继承老师的衣钵，成为曹洞宗在当今欧洲影响最大的传法人。第三座是皮尔森禅宗道场（Zen dojo Plzen），传法人是政勇·德巴伊（Seiyu Debailly）。

3.其他

“拉旦曲达林”（Rabten Cˇhödarling）是一座藏传佛教僧人建立的道场，不过，它并不属于任何佛教宗派，而是向所有对佛教感兴趣的捷克人敞开大门。它的传法人和精神导师是贡萨活佛仁波切（Gonsar Tulku Rinpoche，1949—）。

五 斯洛伐克佛教

迄今为止，藏传佛教的噶举派、觉囊派以及韩国禅宗观音派在斯洛伐克建立了道场。其中尤其以金刚乘佛教的势力最大。

（一）噶举派

噶举派在斯洛伐克的主要道场是“菩提道科希斯—噶玛噶举佛教中心”（Bodhi Path Kosice-Karma Kagyu Buddhist Center），它隶属“菩提道噶玛噶举中心”（Bodhipath Karma Kagyu Centers），传法人是多宗萨仲仁波切（Dodzong Shabdrung Rinpoche）、益西卓玛喇嘛（Lama Yeshe Drolma，1945—）、曲佩南加喇嘛（Lama Chopel Namgyal）和顿珠拉旦喇嘛（Lama Dondrub Rabten），精神导师是十四世夏玛巴仁波切。

在斯洛伐克影响最大的还是金刚乘佛教，它在多座城市建立了“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或“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建立了佛教中心的地方有：班斯卡·比斯特里卡（Banska Bystrica）、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卡德卡（Cadca）、科希斯（Kosice）、特伦森（Trencin）和齐利那（Zilina）。

建立了佛教小组的地方有：马丁（Martin）、尼特拉（Nitra）、皮尔斯塔尼（Piestany）、波瓦兹斯卡·比斯特里卡（Povazska Bystrica）、普里尔维德扎（Prievidza）和斯塔拉·图拉（Stara Tura）。

（二）觉囊派

在安多夫斯（Andovce）还出现了一座传承觉囊派教法的道场——“觉囊塔西曲林”（Jonang Tashi Cho Ling），它以传授觉囊派的时轮密法为主，传法人和精神导师是肯波曲提囊瓦仁波切（Khenpo Choetyi Nangwa Rinpoche）。

（三）观音派

观音派建立了“布拉斯迪拉发禅宗中心”（Bratislava Zen Center）和“科希斯禅宗中心”（Kosice Zen Center）。传法人是宇峰法师（Wu Bong Sunim，1950—），原名雅各布·佩尔（Jacob Perl）。

六 波兰佛教

20世纪初，波兰随着与佛教盛行的亚洲国家（如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的联系而接触到佛教。“二战”后，移居国外的波兰人逐渐加入佛教团体。冷战结束后，波兰的政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佛教在波兰的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各派已经在波兰出现，不过，各佛教派别的发展并不平衡。

（一）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波兰并不发达，主要有两座道场。一座是雷布尼克禅定中心（Osrodek Medytacyjny w Rybniku），位于姆洛泽克（Mrozek）；另一座是“内观禅定小组”（Vipassana Meditation Group），位于普里泽西卡（Przesieka）。

（二）大乘佛教

相比较而言，大乘佛教在波兰的影响远远超过南传佛教。大乘佛教中，藏传佛教和禅宗的势力更是令人瞩目。

1.藏传佛教

在藏传佛教各派中，格鲁派尚未在波兰建立道场，宁玛派建了两座道场，萨迦派只建立了一座道场，而噶举派的发展呈现相当繁盛的景象。

（1）宁玛派。宁玛派有两座主要道场。一座是“波兰佐钦联谊会”（Wspólnota Dzog-Czen W Polsce），创立人是曲嘉南开诺布；另一座道场是“科东佛教会”（Zwiazek Buddyjski Khordong），位于瓦兹扎瓦（Warszawa），创立人是奇美里金仁波切（Chime Rigdzin Rinpoche，1922—2002）。

（2）萨迦派。萨迦派在波兰只建立了一座道场：“萨迦德钦曲林”（Sakya Dechen Choling）。它位于托伦（Torun），精神导师是噶玛提因利仁波切。

（3）噶举派。噶举派的道场在波兰到处都有。以萨扬米潘仁波切为精神导师的道场有三座：位于克拉考（Krakow）的“克拉考香巴拉禅定小组”（Krakow Shambhala Meditation Group）；位于什切青的“什切青香巴拉中心”（Osrodek Szambala Szczecin）；位于瓦兹扎瓦的“华沙香巴拉禅定小组”（Warsaw Shambhala Meditation Group）。这三座道场均隶属“香巴拉国际”（Shambhala International）。

阿贡仁波切创立了两座道场，分别是波兰弗罗茨瓦夫洛卡（Roka Polska Wroclaw）和波兰卢布林洛帕（Rokpa Polska Lublin）。

登嘉仁波切（Tenga Rinpoche，1932—2012）创立了“噶玛康仓佛教协会”（Karma Kamtsang Buddhist Association）及其附属的“本钦寺”（Benchen Monastery）。该协会位于华沙（Warsaw），登嘉仁波切自己担任传法人，精神导师是十六世噶玛巴。

在波兰发展最为迅猛的是尼达尔创立的隶属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它在波兰各地建立了40多座道场或组织，从名称上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道场的名称均是佛教中心之后加上相应的地名。这些地方包括：比埃尔斯科—比亚拉（Bielsko-Biala）、比德戈斯兹（Bydgoszcz）、捷斯托乔瓦（Czestochowa）、埃尔布勒格（Elblag）、格旦斯克（Gdansk）、格里维斯（Gliwice）、格洛沟（Glogow）、戈佐·维尔科波尔斯基（Gorzów Wielkopolski）、卡托维斯（Katowice）、科德齐尔金（Kedzierzyn）、科佐尔（Kozle）、科尔斯（Kielce）、科斯扎林（Koszalin）、克拉考、洛德兹（Lodz）、拉布林（Lublin）、马尔波克（Malbork）、奥尔斯廷（Olsztyn）、奥波尔（Opole）、普洛克（Plock）、波兹南（Poznan）、瑞布尼克（Rybnik）、斯鲁普斯克（Slupsk）、索斯诺维克（Sosnowiec）、斯兹泽钦、塔诺斯基·戈利（Tarnowskie Gory）、托伦、瓦兹扎瓦、乌洛克洛（Wroclaw）和齐洛那·戈那（Zielona Góra）。

第二类是“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组织的名称是在佛教小组后加上地名。它们包括：比尔利斯托克（Bialystok）、比埃兹扎蒂（Bieszczady）、吉涅兹诺（Gniezno）、朱拉塔（Jurata）、科宁（Konin）、克洛斯诺（Krosno）、克维德金（Kwidzyn）、卢巴克佐（Lubaczów）、诺瓦·萨兹那（Nowa Sarzyna）、奥特沃克（Otwock）、鲁米尔（Rumia）和里泽斯佐（Rzeszow）。

第三类是隐修处。在德洛宾（Drobin）建立了“库查利佛教隐修处”（Buddhist Retreat Kuchary），在维索瓦·兹德洛吉（Wysowa-Zdroj）建立了“洛普基佛教隐修处”（Buddhist Retreat Ropki）。

2.禅宗

临济宗和曹洞宗在波兰已经建立道场。禅宗各派中，以崇山行愿禅师建立的观音派在波兰的势力最大。观音派在波兰的总部是“华沙禅宗中心”（Warsaw Zen Center），它同样是观音派在整个东欧的总部。观音派还建立了“扎摩斯克禅宗小组”（Zamosc Zen Group）、“卡托维斯禅宗小组”（Katowice Zen Group）、“克拉考禅宗中心”（Kraków Zen Center）、“洛德兹禅宗小组”（Lódz Zen Group）、“里泽斯佐禅宗小组”（Rzeszów Zen Group）。这些禅宗组织的传法人均是阿勒克桑德拉·波特尔（Aleksandra Porter）。

观音派还建立了“皮拉禅宗小组”（Pila Zen Group）、“斯兹泽钦禅宗小组”（Szczecin Zen Group）和“格旦斯克禅宗中心”（Gdansk Zen Center）。这三座道场的传法人均是明御法师（Myong Oh Sunim，1959—）。她是出生于波兰的信徒，原名多萝塔·克兹扎诺夫斯卡（Dorota Krzyzanowska）。

一行禅师建立了“正念僧伽”（Mindfulness Sangha），它隶属“正念生活团体”（Community of Mindful Living）。

修习圣严法师法门的道场是“佛教禅宗联盟”（Zwi[image: ]zek Buddystów Czan），它的精神导师是约翰·克鲁克（John Crook，1930—2011），位于瓦斯扎维（Warszawy）。

“禅宗观音功德小组”（Zen Kannon Kudoku Group）及其附属的“龙峰莲华庵”（Ryuho Renge An）是曹洞宗组织及道场。它是位于日本滨松（Hamamatsu）的龙泉寺（Ryusenji Temple）的属寺，在扎切尔米（Zachelmie），传法人是彻周仙岩（Sengan Tesshu），精神导师兰隆元秀（Genshu Ranryu，1957—）原名亚采克·科兹沃夫斯基（Jacek Kozlowski）。该团体组织坐禅会、闭关，还安排成员到日本本山朝拜。

禅宗观音佛教联谊会（Buddyjska Wspólnota Zen Kannon）位于瓦斯扎瓦，隶属索诺玛山禅中心（Sonoma Mountain Zen Center），传法人是孔威廉（William Kwong，1935—）。1935年，他生于美国加州，是一名华裔。1960年，孔威廉开始跟随铃木俊隆法师习禅。20世纪70年代他在加州建立索诺玛山禅中心，并担任住持。后来，他来到波兰传法。

弟子丸泰仙的国际禅宗协会在米基维克扎（Mickiewicza）建立了国际禅宗协会禅宗小组（AZI Zen Group）。

佛教联谊会（Wspólnota Buddyjska）是一座混合了临济宗和曹洞宗禅法的道场，传法人是马乌戈西尔·智浩·布劳内克（Malgosia Jiho Braunek，1947—）。该道场位于瓦斯扎瓦，隶属位于美国犹他州的“观世音国际”（Kanzeon International）。

位于斯兹克拉斯卡·波瑞巴（Szklarska Poreba）的格罗尼禅中心—永和禅堂（Glówny Osrodek Zen-Eiwa Zendo）是出现在波兰的首座临济宗寺院，1983年开放。其他道场还有位于波兹南的“观音堂”（Kannon-Do）、位于乌洛克洛的（Wroclaw）的“如来堂”（Nyorai-Do）以及位于戈佐·沃克普（Gorzów Wlkp）的“自由靴”（Jiyu-Kutsu）等。

3.真言宗

日本真言宗在波兰建立了道场——“波兰真言宗”（Shingon Polska）。

4.其他

有些佛教组织或道场融合了不同佛教派别的修行方法，因此无法归入具体哪一种佛教类型。这是佛教在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特里拉特那团体，它就是原来的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它在波兰的道场是“特里拉特那佛教联谊会”（Wspólnota Buddyjska Triratna），位于克拉考，精神导师和传法人是尼提雅班都（Nityabandhu）。

“波兰佛教传教团”（The Buddhist Mission in Poland）是混合了日本禅宗和藏传佛教的道场。它位于斯兹泽钦，传法人是村上光照禅师（Kosho Murakami Roshi，1937—）、本田手花夫禅师（Tekifu Honda Roshi）和山田文亮禅师（Bunryo Yamada Roshi）。波兰佛教传教团的属寺是“乌洛克洛佛教传教团——法乐寺”（The Buddhist Mission in Wroclaw，Horakuji）。

随着佛教在波兰的发展，波兰的佛教组织和团体出现了团结、整合的态势。“波兰佛教联盟”（The Buddhist Union of Poland）所属的佛教组织已经超过20个。

第三节 北欧各国佛教

一 瑞典佛教

（一）瑞典与佛教的最初接触

佛教出现在瑞典的时间可能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早。考古学家们在斯德哥尔摩西部马拉伦湖（Lake MÄlaren）的圣岛（Helgö）上发掘出了一尊小型铜佛像，它的年代在6—7世纪，这说明早期生活在北欧各国的拉普兰人可能已经与佛教有所接触。但是，我们已经无法知晓究竟是谁将这尊佛像带到了瑞典。

后来，瑞典人通过印度文化接触到佛教。著名的女性社会学家卡佳·德尔斯特罗姆（Katja Dahlström，1858—1923）和诗人丹·安德森（Dan Anderson，1888—1920）最早将印度思想介绍到瑞典。

不过，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研究始于赫尔默·史密斯（Helmer Smith，1882—1956），他是瑞典最著名的佛教研究专家。1882年4月，史密斯生于瑞典。1908年，他在乌布沙那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38年，史密斯成为朗特大学比较文献学及梵语教授。同年，他成为巴黎亚洲学会会员。1927年，他成为丹麦皇家学会外籍会员。史密斯懂巴利语、梵语、僧伽罗语、缅甸语和塔米尔语。

1913年，史密斯与丹麦学者迪尼斯·安德森合作校订《经集》。1921年，他校订《界诵》和《界函》。1915—1918年，他编校四册《真谛光明》。1924年，他与安德森开始编辑《巴利精审辞典》。1925年，巴利文经典学会邀请他编订法句经中《双品》的注释。1926—1927年，他在巴黎大学做了一系列有关佛教的演讲。[34]

（二）僧人的努力和僧团的出现

虽然进入20世纪，佛教研究在瑞典已经出现，但僧团尚未出现，佛教的影响依然很小。佛教在瑞典的传播在20世纪50年代真正步入正轨，对此做出努力的是马塞尔·斯兰德尔（Marcel Sirander，1912—1984）和比丘尼阿米达·尼萨塔（Amita Nisatta）。

1912年，斯兰德尔生于法国马塞，在尼斯（Nice）长大，并在这里开始研究佛教。后来，他离开法国，来到中国。1933年，他在中国一座寺院出家为僧，并留在中国学佛达五年之久。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兰德尔被迫离开中国。他回到瑞典，脱下僧袍，成为居士，并在哥滕伯格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任职。他成立了“瑞典佛教会”（Swedish Buddhist Society），它成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瑞典的中心。

1975年，斯兰德尔来到香港，再次受戒成为比丘。回到瑞典后，他成立“莲花僧团”（The Lotus Buddhist Order），该僧团依据香港净土宗的法门修行。莲花僧团在瑞典、英国和法国都有信徒。1984年，斯兰德尔在瑞典圆寂。

尼萨塔俗名英格里德·瓦格纳（Ingrid Wagner）。1953年，她和丈夫卡尔·亨里克（Karl Henrik）前往印度，学习艺术和佛教。两年后，瓦格纳在尼泊尔出家为尼。五个月后，亨里克也出家为僧，法名阿纳伽里卡·苏加塔（Anagarika Sugata）。后来，尼萨塔和苏加塔回到瑞典。一年后，尼萨塔应邀去缅甸学佛。这期间，苏加塔负责尼萨塔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事务。尼萨塔从缅甸回来后，苏加塔去挪威传播佛法。

“佛教之友”（Buddhismens VÄnner）是瑞典佛教徒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吸引了来自瑞典许多地方的人们。尼萨塔为该组织的成立做出了贡献。她还在斯德哥尔摩的人种学博物馆（Ethnographic Museum）中做过佛教讲座，这些讲座在瑞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35]

（三）主要佛教宗派

从20世纪70年代起，瑞典开始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随着亚裔移民的到来，以他们为主体的佛教组织逐渐产生并有所发展，佛教已经得到瑞典政府的正式承认。不过，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佛教寺院和道场的出现比佛教团体的形成要晚，信徒们主要在家中、公寓或者办公场所聚会。佛教在瑞典的发展比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明显滞后。

一些相对较大的佛教中心主要位于像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或者在城市的周边。在许多城镇中，小型僧团已经纷纷涌现。佛教在瑞典的传播，体现出从大城市向小城镇逐渐扩散的态势。

在瑞典，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都已经出现。南传佛教以泰裔瑞典移民的影响最大。大乘佛教中，禅宗和藏传佛教的势力最大。

瑞典的佛教徒以来自亚洲的移民为主体，其中以泰裔、华裔和越南裔的移民最多。

1.南传佛教

在瑞典的南传佛教类型中，以泰国移民所带来的泰国佛教的影响最大。20世纪80年代初，一群泰国移民来到瑞典，对他们来说，瑞典是一个气候寒冷、文化迥异的国度，许多人感到生活上的不便和苦恼，急需精神及宗教信仰上的帮助，这样一来，修建一座佛教寺院成为泰裔移民的首要任务。1983年，在普拉查克·素万纳佩（Prachak Suwannapeth）及其朋友们的领导下，这群泰国移民开始了为建造寺庙筹集资金的行动。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市郊租下一套公寓，作为临时的寺庙地址，后来，它被命名为“佛陀罗摩寺”（Buddharama Temple），多种佛教活动开始在这里举行，吸引了许多来自瑞典国内外的人参加。

不久，信徒们在瓦姆多（VÄrmdö）的一个美丽湖泊附近买下了3000平方米的土地，开始建造一个更大的新寺庙。1983年6月，寺庙举行奠基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泰裔信徒们还打算在附近购买另外近3000平方米的土地，以扩大寺庙的规模。[36]

此外，泰裔佛教徒们还开始在瑞典北部的小镇——弗里德里卡（Fredrika）建造一座新寺庙。它同样被称为佛陀罗摩寺。虽然该寺尚未建成，但各种佛事活动及内观禅定等修行业已展开。这座寺院一旦建成，将会成为欧洲最大的南传佛教寺院。

此外，在该国中部的杰姆特兰（Jamtland）地区，泰裔佛教徒已经建起了一座泰式佛塔。

2.禅宗

在瑞典，禅宗最重要的两大派别——曹洞宗和临济宗都已经建立道场。在此仅介绍遵循卡普勒修行法门的“禅宗会”。

禅宗会（Zenbuddhistiska Samfundet）是1982年美国著名禅师菲利普·卡普勒（Philip Kapleau，1912—2004）访问瑞典时成立的禅宗组织，它隶属卡普勒的继任者波丁·科尔海德（Bodhin Kjolhede，1948—）法师创立的“云水僧伽”（The Cloud-Water Sangha）。云水僧伽由罗彻斯特禅中心、芝加哥禅中心、禅宗会、墨西哥的卡萨禅（Casa Zen）、新西兰的奥克兰禅中心组成，它是一个遵循卡普勒的修行法门的各中心组成的联合体。

禅宗会的领导者是桑特·波洛马（Sante Poromaa，1958—）和堪佳·欧德兰德（Kanja Odland，1963—）。禅宗会还有一个“三宝僧团”（The Three Jewel's Order）。该僧团的成员在正式受戒出家前除了要经过长期的禅修外，还要进行为期三年的学习。僧团的成员要在禅宗会组织的佛教活动中与老师们一起工作。

在阿波加（Arboga）附近，禅宗会有一个“禅园”（Zengarden），这是专门对成员进行禅宗训练的寺院。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兰德（Lund）和芬兰首都赫尔辛基（Helsinki），禅宗会都有禅中心。该团体在乌米尔（Umea）和乌普萨拉（Uppsala）也有禅宗组织。

禅宗会的成员可以在禅中心参加禅修，学习佛教教义，接受修行指导，参加各种佛教仪式和活动。禅宗会为初学者提供禅修指导，开办讲座和课程，举办一日禅和闭关。成员也可以在当地的禅中心每周坐禅3—5次。[37]

弟子丸泰仙创立的国际禅宗协会也在瑞典建立了道场——“哥德堡禅宗道场”（Göteborg Zen Dojo）。其他曹洞宗道场还有“北光禅中心”（Northern Lights Zen Center）等。

遵循一行禅师的修行法门的道场有“快乐之源僧伽”（Source of Joy Sangha）等。

3.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四大主要宗派均已在瑞典建立各自的弘法基地，其中以丹麦喇嘛尼达尔创立的金刚乘佛教组织的影响最大。遵循噶玛噶举派修行法门的金刚乘佛教组织在瑞典的分支机构被称为“瑞典金刚乘”（DiamantvÄgsbuddhism Sverige），它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Malmö）和欧里布洛（Örebro）都建立了道场。

属于噶举派的道场还有“拉纳斯里禅定中心”（Ratnashri Meditation Center），它成立于1997年，创立者是堪钦空楚加钦仁波切（Khenchen Konchog Gyaltshen）。该禅定中心出版季刊《拉纳斯里通讯》（Ratnashri Newsletter）。

宁玛派建立的道场有“斯德哥尔摩佐钦中心”（Dzogchen Centre Stockholm）、“里金帕玛卡拉林”（Rigdzin Padmakara Ling）、“塔拉中心”（Tara Center）等。

相比较而言，萨迦派在瑞典的发展不及其他派别，它的主要道场是“萨迦昌珠曲林”（Sakya Changchub Choling）。

格鲁派在瑞典的主要道场是“西藏瑞典德隆坦帕中心”（Tibet Svenska Drom Tanpa Center）。

新噶当派在瑞典的道场有“哥德堡禅定中心”（Göteborg Meditation Centre）、“阿底峡佛教中心”（Atisha Buddhist Center）、“塔拉佛教中心”（Tara Buddhist Center）等。

4.瑞典佛光山

佛光山在瑞典的道场是瑞典佛光山。1992年，在牛津大学学习的依益法师来到瑞典，决心将来在该国建立道场，弘扬佛法。1994年4月，依益法师再次来到瑞典，在斯里兰卡潘纳拉塔纳（Pannaratana）法师的帮助下成立“斯德哥尔摩（非汉语系）协会”（BLIA，Stockholm[NCS]）。8月，星云大师参加协会的成立典礼，并于10月指派永护法师来到瑞典，负责筹建组织及建寺事务。

1998年，永护法师和信徒在斯德哥尔摩北部找到一块土地，佛光山将此买下，作为将来寺庙的用地。1999年3月，瑞典佛光山正式成立。9月，星云大师抵达该寺，为信徒传授三皈五戒，并进行佛学讲座。12月，寺庙建成。

瑞典佛光山定期举行形式多样的各种活动，如中英文佛学讲座、坐禅、念佛、在佛诞等节日举行庆典等。而且，它还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弘扬佛法，扩大佛教的影响。[38]

二 挪威佛教

挪威的主要宗教是基督宗教，新教中的路德宗在挪威的势力最大。不过，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的是，首先将佛教介绍到挪威的却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大部分传教士对基督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持排斥、诋毁的态度，他们往往视佛教为崇拜偶像的宗教而加以攻击，不过，也有少数传教士能以相对来说较为宽容的立场来看待佛教。

（一）艾香德牧师与佛教

将佛教介绍给挪威人的重要传教士是艾香德牧师（Karl Ludvig Reichelt，1877—1952）。他曾经在斯塔万格（Stavanger）的一所传教士学校读书，1903年，他被派往中国湖南宁乡从事教务工作，他在这里待了八年。1911年，他回挪威休假。1913年，他又来到中国，在汉口附近的一所信义宗学校任教，同时，他与一些僧人交往。1920—1922年，他在挪威期间，开始推进在中国佛教徒中传播基督宗教的计划。他打算采用早期传教士们没有尝试过的方法。他的策略是：认可佛教的价值，将它们（连同中国人熟悉的仪式、概念）与基督宗教的观念融为一体。这种方法没有得到教会的支持。1922年，艾香德在南京创立“景风山”，开始向佛教徒和道教徒传播福音。他不仅造访中国内地的重要佛教寺院，还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地。1930年，为了躲避国内的军阀混战，艾香德将传教工作的重心从内地迁移到香港，在沙田创立“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为了吸引佛、道信徒来到山上学道，艾香德还请来丹麦著名建筑师艾术华（Johannes Prip-Møller，1889—1943），设计、建造了庞大的中式建筑。[39]

艾香德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他的中文相当好。为了传教的需要，他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宗教相当了解，并写过多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Garment}[40]，1912—1913）、《东方宗教生活之所得》（From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 East，1922）、《净土》（The Pure Land，1928）、《朝向西藏的边界》（Towards the Frontier of Tibet，1933）、《中国佛教中的真理和传统》（Truth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41]，1934）、《东亚的虔诚和神圣》（Piety and Holiness in Eastern Asia，1947—1949）。1948年，艾香德出版《老子》一书，全书附上《道德经》译文。在该书前言，挪威教授亨利·亨内（Henry Henne，1918—2002）写道：“首先，艾香德是一名传教士。但他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灵。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轻视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时，他却对中国人、汉语和中国深切地赞美……对宗教仪式和经典的研究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通过这些研究，他对文本资料和僧人、俗人的宗教修行都有了直接的认知……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更深理解，使他能够看出佛教中巨大的宗教价值和哲学价值……”[42]此外，艾香德还将几部佛教经典翻译成了挪威语。

1947年，艾香德的儿子——艾格美（Gerhard M.Reichelt，1906—1997）将《坛经》翻译成挪威语，并对它加以介绍。该书与铃木大拙的著作一起使挪威、瑞典、丹麦人接触到禅宗。1957年，位于沙田的“道风山基督教差会”（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dhists）成立“基督教中国宗教研究社”（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艾格美担任首任社长。

艾香德研究佛教、拜访佛寺的目的是将佛教徒改变成基督徒，但是他的工作却客观上为挪威人了解佛教提供了帮助。

（二）佛教影响的扩大及佛教组织的出现

20世纪60年代末，挪威一名心理学教授受禅宗的启发，创造了“静坐养生法”。到1990年，静坐养生法在挪威的影响越来越大，每天都有5万人进行静坐养生。到1991年，瑞典、丹麦也受到影响，每逢周末、节假日，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挪威参加静坐。[43]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亚洲移民的到来，佛教在挪威逐渐有所发展。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越南，还有一些来自日本、中国、韩国、柬埔寨等。挪威本土白人也有少数人逐渐对佛教产生兴趣。在过去的30年中，挪威白人佛教信徒的人数在缓慢而持续地增长。

1979年，两个佛教组织——“禅宗学校”（The Zen School）和“噶玛塔西林佛教中心”（Karma Tashi Ling Buddhist Center）创立“佛教联合会”（Buddhist Forbundet），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组织来保留和发扬佛教传统。

挪威佛教徒最集中的地方是该国首都奥斯陆（Oslo）。这里有南传佛教组织、禅宗、净土宗的道场以及一座小的藏传佛教寺院。渐渐地，佛教组织和寺院也开始出现在其他城市。

南传佛教在挪威的影响较小，最重要的南传佛教道场是泰国裔移民建立的“挪威法身寺”（Wat Phra Dhammakaya Norway）。

在大乘佛教中，越南裔移民建立的道场最多，禅宗也有所发展，藏传佛教的势头也很迅猛。

越南佛教徒在挪威的主要组织是“德拉门佛教支会”（Chi Hoi Phat Giao Vn Dremen）和“克里斯蒂安桑佛教支会”（Chi Hoi Phat Giao Vn Kristiansand），它们均是全越南统一的佛教组织——“越南佛教”（Phat Giao Viet Nam）的分支机构。越南佛教徒在卑尔根（Bergen）和特隆赫姆（Trodheim）建立了两座寺院。另一座匡越寺（Khuong Viet Tempelet）的面积有20万平方米，有三幢主要建筑，主楼有大殿和10余间房子，常驻比丘有10名，比丘尼3名，住持是安智法师。

此外，著名的一行禅师在挪威建立“流云僧伽”（Sanga of Floating Clouds），它隶属法国的梅村僧伽。

越南裔挪威佛教僧团主要采取自立门户和自我修行的方式，极少对外弘法。

禅宗在挪威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不过，临济宗和曹洞宗均已经在挪威建立道场。临济宗的主要道场是“临济禅中心”（Rinzai Zen Senter），该僧团隶属加拿大和美国的波尔迪山僧团，常驻僧是庚申·凯恩·尾生（Koshin Cain Osho，1965—）。

曹洞宗在挪威的代表性组织是“挪威曹洞宗僧团”（Den Norske Sotozen Buddhist Orden），它的创立者是挪威人宗全·拉森（Sozen Larsen）和他的兄弟，成立的时间是2001年。

宗全·拉森将曹洞禅法介绍到挪威。他在日本生活了13年，在这期间，他凭借自己的教育学文凭在日本一所私立中学从事英语教学，同时，他在总持寺作为一名平信徒学习曹洞宗禅法。

1998年7月，拉森在总持寺出家，并由曹洞宗贯首板桥兴宗禅师（Itabashi Koshu Zenji）剃发。随后，拉森在总持寺和西遊寺（Saiyu-ji Monastery）完成所有修行。此外，他还在日本其他寺院修行。2001年，拉森接受板桥禅师的传法，不久成为正式的传法人。

回到挪威后，拉森积极弘扬曹洞宗禅法。2002年，挪威曹洞宗僧团在政府部门注册。该僧团已经有一座小型的寺院，它正打算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地点来修建一座更大的寺院。[44]

韩国禅师崇山行愿的观音派在挪威建立了组织——“奥斯陆禅小组”（Oslo Zen Group）。

藏传佛教在挪威影响最大的是噶举派，尤其是噶玛噶举派。它在挪威的总部是“噶玛塔西林佛教中心”。该总部之下还有属寺——“噶玛舍珠林隐修中心”（Karma Shedrup Ling Retreat Center），它的创立者是卡鲁仁波切，常驻喇嘛是昌珠。

同属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在挪威多处建立了分支机构，它的主要道场有“奥斯陆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Oslo）。金刚乘佛教在卑尔根、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和特隆赫姆都建立了禅定组织。

宁玛派在挪威的道场是“北欧佐钦宇宙之门”（Nordic Gateway to the Dzogchen Universe）。

新噶当派在挪威建立了“宗喀巴噶当派佛教中心”（Je Tsongkhapa Kadampa Buddhistsenter），它隶属“国际噶当派佛教联盟”（International Kadampa Buddhist Union），常驻法师是科桑图钦（Kelsang Tubchen）。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挪威建立了道场——“奥斯陆佛教中心”（Oslo Buddhistsenter），创立者是僧护法师。

到20世纪末，挪威佛教徒的人数已经超过70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亚裔移民。

三 芬兰佛教

佛教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引起越来越多芬兰人的关注是在“二战”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芬兰佛教的历史只能追溯到1945年，恰恰相反，佛教在芬兰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一）芬兰与佛教最早的接触

最早生活在芬兰地区的人是拉普兰人，他们主要靠捕鱼、狩猎为生。拉普兰人在宗教上信仰万物有灵，他们世界观中的一些看法与东方人有类似之处，而且在他们的文化中有“卍”字。

芬兰位于波罗的海的东北部，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西方的交会处。当时生活在芬兰的人应该很早就与东方发生了联系。在芬兰诸多岛屿上，人们以产于锡兰马尔代夫岛的玛瑙贝作为流通货币，在拉脱维亚以及挪威最北部的芬马克省的墓葬中都发现了这种玛瑙贝。这些贝壳的年代大约是公元5世纪。

不久，东维京人从瑞典来到芬兰。公元9—10世纪是东维京人兴盛的时代。他们沿着俄罗斯的河流一直来到黑海和里海，这里与丝绸之路相连接。13世纪，蒙古帝国向欧洲扩张，佛教也相应地对欧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佛陀的生平事迹也从中亚向欧洲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不同欧洲语言的缘故，佛陀的故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了不同的版本，它与基督教传奇相结合就有了巴拉姆和约萨法的传说，这个传说的不同版本在欧洲广为传播，芬兰也是如此。

（二）芬兰人对卡尔梅克人佛教信仰的探索

17世纪30年代，一些信仰佛教的蒙古部落从中亚移居到伏尔加河三角洲地区。这里就是今天所谓的卡尔梅克。

从1362年起，芬兰被瑞典统治，直到19世纪初。17世纪，瑞典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俄罗斯也积极向东扩张，为了争夺对波罗的海的统治权，瑞典与俄罗斯爆发了北方大战（The Great Northern War），时间长达21年（1700—1721）。获胜的俄罗斯将大量瑞典战俘流放到西伯利亚。芬兰语言学家亨里克·布莱内尔（Henrik Brenner，1669—1732）对卡尔梅克进行了田野调查。在回芬兰的路上，布莱内尔被俄罗斯扣押，他的大部分手稿和资料散失了，所幸有少数内容在通信中保留了下来。布莱内尔指出，他向卡尔梅克蒙古人的僧侣询问过他们宗教上的事务，卡尔梅克高等贵族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要到重要的寺院去朝觐并拜谒最高喇嘛。[45]

另一名主动去了解卡尔梅克的芬兰人是在军队中服役的律师西蒙·林德海姆（Simon Lindheim，1686—1760）。1709年，他被俄罗斯军队俘虏。他研究了芬兰人的族源，以及卡尔梅克语言等内容。他的研究成果在其死后在乌普萨拉和圣彼得堡出版。

随着芬兰东部的大部分领土被北方大战的赢家俄罗斯所吞并，从1740年开始，卡尔梅克军队在芬兰驻扎。这样一来，芬兰人首次直接接触到卡尔梅克蒙古人及其信仰的藏传佛教。

18世纪下半叶，沙俄政府感到非常有必要了解自己治下的西伯利亚地区的资源情况。一些为俄罗斯工作的芬兰人为他们了解蒙古的情况做出了贡献。

自然主义者埃里克·勒克斯曼（Erik Laxman，1738—1796）探察了南西伯利亚地区的矿藏。在穿越蒙古地区的一次漫长旅程中，他还了解了藏传佛教及藏语。芬兰官员和制图员亚力山大·瑟斯勒夫（Alexander Thesleff，1778—1847）绘制了19世纪初俄罗斯与中国的整个边界图，他还编辑了南西伯利亚和中国蒙古地区的地图册。

17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成立。该公司的职员伊斯瑞尔·雷尼尔斯（Israel Reinius，1727—1797）在1746—1748年，乘船来到中国广州，他将自己在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回到芬兰后，雷尼尔斯继续在位于图尔库（Turku）的图尔库学术院（Abo Academy）学习神学。雷尼尔斯注意到，佛像等在中国信奉者心中是象征物，而不仅仅是偶像。

（三）芬兰佛教研究的深化

1808—1809年，瑞典和俄罗斯之间爆发战争，瑞典与芬兰的联盟瓦解。随后，芬兰成为沙皇统治下的一个大公国。

1822年，图尔库依然是芬兰的首都。报纸上关于卡尔梅克佛教的两篇文章使佛教首次在芬兰受到关注。这两篇文章发表在芬兰语的《图尔库周报》（Turku Weekly）上，其中一篇文章指出：“这些卡尔梅克异教徒有自己的教皇即喇嘛。他由俄罗斯的沙皇授权。数不清的世俗僧侣依据他们的教义，为人们赎罪、祈福、念经、举行丧葬仪式。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许多男性和女性的偶像。这些偶像由金、银、铜、土和木制成，位于各自的帐篷中。供奉在它们面前的碗中盛放着大米、坚果和牛奶。”[46]

后来，一场大火几乎将整个图尔库化为灰烬。1828年，图尔库学术院搬迁到新首都，并更名为“帝国亚力山大赫尔辛基大学”（Imperial Alexander Helsinki University）。在该大学，东方研究开始发展，首先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东印度帝国科学院（East Indian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资助下，马西尔斯·亚力山大·卡斯特伦（Matthias Alexander Castrén，1813—1852）对19世纪40年代的西伯利亚人进行了语言学和人种学方面的广泛研究。他也是首位深入研究布里亚特蒙古方言的西方学者。卡斯特伦被任命为赫尔辛基大学首位芬兰语教授。

芬兰的印度学研究在缓慢进行，它与佛教有关。1875年，奥托·多恩内尔（Otto Donner，1835—1909）成为赫尔辛基大学首位梵语教授。他发起成立芬兰国家博物馆（Finnish National Museum）和芬兰—乌戈尔学会（Finno-Ugrian Society），并且组织赴东方的探险活动。这些探险家们的报告对西伯利亚南部和中亚的佛教情况有一些粗略的记载。

在古斯塔夫·约翰·拉姆斯特德（Gustaf John Ramstedt，1873—1950）的努力下，芬兰的蒙古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在芬兰—乌尔戈学会的支持下，1892—1912年，拉姆斯特德组织了六次赴蒙古和东土尔其斯坦的探险活动。他在卡尔梅克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里生活了五个月，后来，他出版了两本卡尔梅克蒙古方面的著作。1917—1941年，拉姆斯特德担任赫尔辛基大学阿尔泰语研究的首席教授。他还从五台山画师手中得到了63幅珍贵的唐卡，它们现收藏于赫尔辛基的文化博物馆中。

芬兰的主要宗教是路德宗和东正教，到19世纪末，每个芬兰人都必须信仰其中之一。1889年的宗教法案虽然对除路德宗以外新教各派的限制有所削弱，但出版审查制度一直延续到1905年。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佛教的传播。不过，由于当时芬兰依然在俄罗斯的统治之下，学者们还是有所机会。

卡尔·塞德霍尔姆（Carl Sedeiholm，1818—1903）在俄罗斯军队服役期间对东方宗教发生兴趣。在芬兰退役后，他开始研究印度宗教。他尝试将印度教、佛教的教义与基督教教义融合起来。1886年，塞德霍尔姆出版《觉悟者佛陀和他的教义》（Buddha the Enlightened and His Teaching），这是芬兰出版的第一本佛教方面的书籍。

1887年，芬兰神智学会（Finland's Theosophical Society）成立。1897年，该会在赫尔辛基建立一座图书馆。芬兰神智学会在图尔库、坦佩雷（Tampere）、瓦萨（Vaasa）等主要城市建立分会。它们是独立的学习组织，在聚会时，成员们就自己感兴趣的特定问题发表看法，然后大家讨论，通过这种方式，掺和了吠檀多、佛教以及其他内容的神智学会思想在芬兰广为传播，一些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了羯磨、轮回、涅槃等观念。

1906年，芬兰神智学会负责人佩卡·厄瓦斯特（Pekka Ervast，1875—1934）将奥尔科特的《佛教教义问答集》翻译成芬兰语出版，1925年，他又将《法句经》翻译、出版，这是被翻译成芬兰语的首部完整的佛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芬兰出版了一些涉及佛教的著作，如芬兰人朱索·赫德伯格（Juuso Hedberg，1851—1919）撰写的《异教》（Pagan Religions，1891）、安提·J.皮尔提拉（Antti J.Pietila，1878—1932）的《查斯图斯特拉，佛陀和基督》（Zarathustra，Buddha，Kristus，1911）；从其他语言翻译成芬兰语的有埃伦·门兹斯（Alan Menzies）的《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1910）。

1906年，朱利奥·路透（Julio Reuter，1863—1937）接替多恩内尔成为赫尔辛基大学梵语和印欧比较语言学教授。路透的学术研究范围包括巴利语、梵语、印度文学史和哲学，以及佛教哲学和部分佛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同年12月，芬兰独立。1918年，芬兰爆发内战。1919年，芬兰共和国成立。1939年，苏联发动苏芬战争，芬兰被迫割地。1941年，芬兰加入法西斯阵营，参加针对苏联的战争。“二战”结束，芬兰成为战败国，在主权和外交上长期受制于苏联。

国内的动荡局势使芬兰的佛教研究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不过，佛教在芬兰依然缓慢地发展。

1947年，芬兰一些不正式的佛教研究小组成立“佛教之友”（Friends of Buddhism），这是芬兰同样也是北欧建立的第一个佛教协会，该协会的目的是研究佛陀的教义、支持僧人并促进比较宗教方面的研究。

（四）佛教之友的贡献

佛教之友的创始人包括当时芬兰驻巴黎总领事莫诺·诺德伯格（Mauno Nordberg，1884—1956）、大使雨果·瓦尔瓦尼（Hugo Valvanne，1894—1961）、作家居塞·斯内尔曼（Jussi Snellman）和安提·J.阿霍（Antti J Aho）以及利奥·西尔顿（Leo Hildén，1919—2006）。从1946年到1951年，佛教之友翻译、出版了许多佛教方面的著作，翻译成瑞典语的有《解脱的教义》（The Teaching of Liberation，1946）；翻译成芬兰语的有三界智的《佛陀教义的精华》（The Essence of Buddha's Teaching，1947）及《佛陀箴言》、汉弗瑞的《羯磨和轮回》（Karma and Reincarnation，1948）、西尼·维特克尔（Syndey Whitaker）的《佛教的基本教义》（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Buddhism，1949）、弗朗西斯·斯托里（Francis Storey）的《佛陀的教义》（Buddha's Teaching，1950）、阿诺德的《亚洲之光》（1951）等。

1949年，瓦尔瓦尼成为芬兰驻印度大使。他掌握了梵语，并将《法句经》从巴利语翻译成芬兰语。

1956年，佛教之友主席诺德伯格去世。同年，西尔顿成为佛教之友的主席，他担任该职接近30年。

1969年，佛教之友邀请斯里兰卡僧人皮亚达西（Piyadassi）法师来到芬兰，他在芬兰做了一些佛教讲座。佛教之友希望能从南亚请来一位僧人常驻芬兰，但未能如愿。

后来，诺德伯格的一名亲戚赫基·帕维埃伦（Heikki Parviainen）来到斯里兰卡，他按照僧人的标准修行。但是，他由于无法适应斯里兰卡炎热的气候和饮食而生病，不久，他回到芬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佛教之友名存实亡。

（五）从学术研究到佛教信仰

“二战”后，芬兰研究佛教的最主要机构是赫尔辛基大学。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有些学者逐步走向信仰层面，典型的例子是迈克尔·尼尼马基（Mikael NiinimÄki）。1987年，尼尼马基在韩国出家，同年，他出版《佛教在芬兰的历史》（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Finland）以纪念佛教之友成立40周年。

佛教之友不复存在后，芬兰佛教的主要组织是“菩提达摩协会”（Bodhidharma Association）。这是一个禅宗僧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尼尼马基就是该组织的精神导师。当时，尼尼马基担任意大利一所小型禅寺的住持，他定期回芬兰进行佛学讲座，并指导弟子们修行。尼尼马基将大量佛教典籍从英语翻译成芬兰语，也包括一行禅师的著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已经在芬兰建立道场。大乘佛教中以藏传佛教和禅宗的影响最大；而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噶举派（尤其是噶玛噶举）和宁玛派的势力最大。

南传佛教在芬兰的主要道场是“佛法拉姆西寺”（Buddha Dhamma Ramsi Monastery），它由缅甸移民所建，隶属伦敦的“萨萨那拉姆西毗诃若”（Sasana Ramsi Vihara）。“奈若达内观小组”（Nirodha Insight Meditation Group）是修习南传佛教内观禅法的僧团，它在芬兰还没有常驻法师，传法人主要从国外尤其是英国请来，但修行活动一直在进行。

藏传佛教中，宁玛派和噶举派尤其是噶玛噶举派在芬兰最活跃。宁玛派在芬兰的主要道场有两个：一个是“芬兰达那科萨”（Danakosha Finland），创立者是达克巴活佛仁波切（Tulku Dakpa Rinpoche，1975—）；另一个是“佐钦塔西帕巴林”（Dzongchen Tashi Palbar Ling），创立者是曲嘉南开诺布，奉迦叶佩玛卡桑仁波切（Kyabje Pema Kalsang Rinpoche，1943—）和佐钦朗亚巴楚仁波（Dzogchen Ranyak Patrul Rinpoche，1963—）为精神导师。此外，宁玛派建立了“芬兰塔拉研究所”（Tarab Institute Finland）。

噶举派在芬兰也很活跃。它在该国的主要道场是“芬兰帕邦昌珠达杰林”（Palpung Changchub Dargye Ling Finland）和“芬兰帕邦耶舍格萨”（Palpung Yeshe Gatshal Finland），它们均奉十二世大司徒仁波切（Tai Situ Rinpoche，1954—）为精神导师。此外，“芬兰若克巴”（Rokpa Finland）的影响也较大，它的创立者是阿贡仁波切，它的属寺“芬兰噶举桑耶宗”（Kagyu Samye Dzong Finland）成立于2002年。

属于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中心（Diamondway Buddhist Center）在图尔库、赫尔辛基、坦佩雷、波里（Pori）、拉彭兰塔（Lappeenranta）、拉赫蒂（Lahti）等10个城市建立了修行中心或小组。

新噶当派在芬兰的主要道场是“宗喀巴佛教中心”（Sumatikirti Buddhist Centre）和“图尔库禅定中心”（Turku Meditation Centre），它们奉格桑嘉措为精神导师。

禅宗在芬兰的道场除了“菩提达摩”外，还有“赫尔辛基禅中心”（Helsinki Zen Center）。它依据卡普勒的法门修行，隶属瑞典的禅宗会。

“卡乔禅堂”（Kajo Zendo）依据道元禅师的法门修行。它隶属“国际道元僧伽”（Dogen Sangha International），传法人是彼德·洛卡（Peter Rocca）。它的前身是“芬兰道元僧伽”（Dogen Sangha Finland），严格依照道元禅师所倡导的只管打坐的方式修行。

另外的禅宗组织还有“清流百合僧伽”（Sangha White Water Lily），芬兰语名为“Valkoinen Lumme”，隶属一行禅师的僧团。

四 丹麦佛教

丹麦是欧洲大陆边上的一个袖珍小国，在近代欧洲的佛教研究中，丹麦涌现出几名优秀的学者，为佛教在丹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学者的佛教学术研究

1.拉斯姆斯·克里斯蒂安·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1787—1832）

拉斯克1787年生于一个农夫之家，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是第一名为了研究巴利语而来到东方的西方人。1821年，他抵达锡兰，并在这里生活七年，学习巴利语和僧伽罗语。他带着大量贝叶经回到丹麦，这些重要资料现保存在丹麦皇家学院。回国后，拉斯克根据一本巴利语语法书编辑了一本巴利语词典，但没有出版。

拉斯克虽然是一名著名的巴利语学者，但他却没有从事南传佛教的研究。他从锡兰带回来的资料，为后来的丹麦学者进行南传佛教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32年，拉斯克去世。丹麦设立了拉斯克基金会，鼓励学术研究。[47]

2.维戈·弗斯波尔（Viggo Fausboll，1821—1908）

弗斯波尔是一位牧师的儿子，生于1824年9月。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期间，他受拉斯克作品的影响，学习了梵语。他对图书馆里拉斯克从锡兰带回来的贝叶经产生兴趣，于是开始自学巴利语。他的梵语基础对其巴利语学习自然有帮助。大学毕业后，弗斯波尔开始了《法句经》的校订工作。1855年，他出版《法句经》的校订本及拉丁文译本。1861年，弗斯波尔受聘于哥本哈根大学的图书馆担任助理。他非常重视《本生经》的校订，从1861年到1872年，他出版了一系列《本生经》故事，以唤起学者对这部佛经的重视。1876年，弗斯波尔当选为丹麦皇家学院会员。1878年，他成为哥本哈根大学的印度学教授。1881年，弗斯波尔将《经集》翻译成英语，并于1884年出版。1887—1897年，六册《本生经》出版。1888年，他获得波普奖（Bopp Prize）。1890年起，弗斯波尔成为皇家亚洲学会会员。1902年，他从哥本哈根大学退休，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弗斯波尔与锡兰、英国的学者保持着学术联系。1908年，弗斯波尔去世。[48]

里斯·戴维斯对弗斯波尔的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为弗斯波尔写传记的学者迪尼斯·安德森说：“他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用一种健康且快乐的方式看待自己与世界。他是佛陀的仰慕者，但却不是一位佛教徒。”[49]

3.V.特伦克勒（V.Trenckner，1824—1891）

特伦克勒的全名是卡尔·威廉·特伦克勒（Carl Wilhelm Trenckner），1824年2月，他生于哥本哈根。他考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东西方语言。特伦克勒没有获得大学学位，但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僧伽罗语、缅甸语、印度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塔米尔语、孟加拉语、叙利亚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俄语等多种语言。为了编纂巴利语辞典，特伦克勒抄录、校勘了诸多巴利语经典。1868年，他抄录完成《长部》；1873年，他抄录完成《中部》及《中部注释》。1885年，他抄录《经集》、《相应部》、《增支部》及其注释，遗憾的是，《增支部》、《中部》手稿已佚。特伦克勒还抄下了《本生经》、《经集注释》、《法句经义疏》、《附随》等。1880年，特伦克勒出版《弥兰陀王问经》的校订本。他还出版了《巴利文集》。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他致力于《中部》的校勘，但他没能完成。1891年，特伦克勒辞世。[50]

4.迪尼斯·安德森（Dines Andersen，1861—1940）

1861年，安德森出生在丹麦一个磨坊技工的家中。1881年，他考入哥本哈根大学，在弗斯波尔的指导下，他开始学习梵语。1889年，他获得大学颁发的金质奖章。1891年，他受聘于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负责整理特伦克勒的手稿。1892年，他获得博士学位。1891年，他为弗斯波尔校勘的《本生经》作索引，该书于1897年出版。1901年，安德森出版第一册巴利语教科书——《巴利读者》（A Pali ReaderⅠ）；1935年，该书出版第四版。1904—1907年，《巴利字汇》（A Pali Glossary）出版。1903年，安德森成为哥本哈根大学印度文献学教授。1912年，学者们齐聚雅典，同意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来编纂巴利语辞典，丹麦成为筹备中心。由于新资料的出现，安德森与巴利语学家、瑞典学者赫尔默·史密斯扩大了特伦克勒的计划。1924年，他们出版的作品虽然以特伦克勒的资料为基础，但却是一本全新的著作，他们将它称为《精审巴利语辞典》（A Critical Pali Dictionary [51]，1924），这是第一册。编纂这本辞典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安德森生前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它的完成。[52]安德森自己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巴利语佛教文献的影响。他说：“在某一点上，我可以说自己同时是佛教徒，也是基督徒。”[53]

5.保罗·图克森（Poul Tuxen，1880—1955）

1880年12月，图克森出生于丹麦。1905年，他凭借《早期印度社会女人的地位》一文获得哥本哈根大学颁发的金质奖章。1920年，他将《法句经》翻译成丹麦语并出版。1928年，他继任其老师安德森的职位，成为哥本哈根大学印度哲学教授。同年，图克森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专著——《佛陀及其教义、佛教传统和今日佛教》（The Buddha，his teaching，the Buddhist tradition and preseng-day Buddhism）。除此之外，图克森还有7本著作涉及佛教，都与龙树的哲学思想有关。图克森只用丹麦语写作，而且不允许自己的作品被翻译为其他语言。[54]

（二）佛教团体的出现及佛教的缓慢传播

1921年，克里斯蒂安·F.梅尔拜（Christian F Melbye，？—1953）博士成立“丹麦佛教会”（The Buddhist Society in Denmark）。这是丹麦第一个佛教组织，佛教会的会员不多。它发行一份佛教杂志，文章由梅尔拜自己撰写。不过，佛教会从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修行。1950年，佛教会解散。1953年，梅尔拜去世。这标志着佛教在丹麦传播的初次尝试的失败。

20世纪50—70年代，一些丹麦的作家、知识分子对佛教依然有兴趣，不过，他们主要是从新教的角度来看待佛教观念，个别人已经开始佛教修行。60年代，一些丹麦人前往亚洲，研究东方哲学，他们中的个别人开始直接接触佛教。例如，约翰·莫滕森（John Mortensen）来到日本寺院学习，后来，他成为美国松山禅堂的住持和大菩萨禅堂的副住持。他回到丹麦后，在一座小岛上建立了一座禅宗寺院——“大光寺”（Taikyoji）。

（三）亚裔移民的出现及佛教的快速传播

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亚裔移民是丹麦佛教徒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在丹麦均已经出现。

1.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在丹麦最兴旺的教派是噶玛噶举派。它在丹麦建立了15个组织，信徒有3000—4000人，其中，有2500人已经皈依。

在噶玛噶举派中，以尼达尔夫妇建立的金刚乘佛教势力最大。20世纪50年代，尼达尔夫妇将噶玛噶举派教法传入丹麦。1972年，他们在哥本哈根建立第一个金刚乘佛教中心——“哥本哈根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re Copenhagen）。1975年，该中心迁移至现址。金刚乘佛教是丹麦最大的藏传佛教团体，信徒超过1000人。

2.越南佛教

20世纪70年代，大批越南难民来到丹麦。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开始修建寺庙，邀请僧人前来主持进行佛事活动，做自己的精神导师。到2008年，生活在丹麦的越南移民有13000人，其中有7000—9000人是佛教信徒。他们隶属两个佛教组织。越南裔佛教徒建起了四座小型寺庙，共有四名比丘和一名比丘尼。

令人深思的是，虽然越南人非常尊敬一行禅师，但受他禅法吸引的却主要是丹麦本土白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的组织，定期聚会、坐禅、探讨一行禅师的教法。[55]

3.南传佛教

20世纪80年代，一些亚裔移民从泰国、斯里兰卡来到丹麦。与越南移民由于政治避难来到丹麦不同，泰国人、斯里兰卡人主要是由于与丹麦人通婚而来到丹麦。他们很快组成佛教团体，开展佛教活动。在丹麦的泰裔佛教信徒超过7000人。泰裔佛教徒在丹麦建起了三座寺院：哥本哈根寺（Watpa Copenhagen）、“梵天毗诃若丹麦泰裔寺”（Wat Thai Denmark Brahmavihara Buddhist Monastery）以及“丹麦佛寺”（Wat Buddha Denmark）。

在丹麦的斯里兰卡裔佛教徒人数较少，只有900人左右，他们建起了“哥本哈根佛教毗诃若”（Copenhagen Buddhist Vihara）。[56]

此外，丹麦白人还成立了两个小型的内观修行组织。

4.其他

禅宗在丹麦的影响很小。禅宗信徒虽然建起了七个组织，但修行者只有100人左右。

1983年，创价学会传播到丹麦。到20世纪末，创价学会在丹麦各地建起了50多个组织，信徒达到近800人。

5.综合性佛教组织的出现

1991年，出生在西藏的拉卡喇嘛（Lakha Lama，1942—）尝试在丹麦建立一个跨越宗派的佛教组织——“佛教论坛”（Buddhist Forum）。1993年，佛教论坛成为欧洲佛教联盟的会员，不过，它的付费会员只有200人。金刚乘佛教和创价学会却并没有被邀请加入佛教论坛。现在，拉卡喇嘛的另一个工程——“芬德林”（Phendeling）接替了佛教论坛的角色，包括了一些藏传佛教之外的佛教组织。

丹麦佛教徒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很低，不过，丹麦人对佛教的兴趣在持续升温。到20世纪末，丹麦出现了30多个佛教团体或组织。

第四节 南欧各国佛教

一 意大利佛教

（一）佛教研究时代

从19世纪开始，意大利进入佛教研究时代。1878年，C.普尼出版《佛陀、孔子与老子》，这体现了意大利人试图对中国儒、释、道三教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该书又以《佛教对中国道教古代经典的解释》为题，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1916年的《东方研究杂志》上。1896年，吉尔斯佩·德洛伦佐（Giuseppe de Lorenzo，1871—1957）出版《印度和古代佛教》（India e Buddhismo antico [57]）。他还与纽曼合作，将《中部》翻译成意大利语。1898年，P.E.帕沃里尼出版《佛教》。1903年，A.科斯塔写成《佛陀及其教义》。1908年，帕沃里尼出版意大利语版《法句经》。1912年，他出版包括《法句经》和《本事经》在内的《佛教伦理经典》。1923年，卡洛·弗米奇（Carlo Formichi）出版《为佛教辩护》，1926年，该书被译为法语（Apologie du Bouddhisme}[58]）和西班牙语。弗米奇还将藏文版《佛所行赞》翻译成意大利语。1925年，L.苏阿里出版《觉悟者——佛陀》，该书在1928年被译为德语，1933年被译为法语。1935年，苏阿里又写了《乔达摩佛陀》。[59]

（二）图齐及其佛教研究

为意大利佛教研究开辟新领域的是著名学者图齐。1894年6月，图齐生于意大利。在罗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他留在罗马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东亚及印度哲学、宗教学教授。1925—1930年，他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及国际大学教授意大利语、汉语、藏语。1929年，图齐当选为意大利学院会员。他曾经八次到中国西藏，五次到尼泊尔探险，带走大量佛教文献；他还到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1949年，他成为中东及远东意大利学院院长。图齐是伦敦皇家亚洲学会、巴黎亚洲学会等重要学术组织的会员，获得过意大利共和国大十字奖章、泰国白象奖状等奖励。

20世纪20年代，图齐写了29部著作，涉及中观、唯识和因明。1928年他写了《佛教》（Buddhismo）一书。1932—1942年，他写了七册《梵天佛地》[60]（Indo-tibetica）。1941年，大印度协会出版他的专著《一位佛教朝圣者爱斯沃特山谷之旅》（The Travels of a Buddhist Pilgrim in the Swat Valley）。他编纂的《小部佛教经典》（Minor Buddhist Texts}[61]）包括在中国西藏和尼泊尔发现的一些梵文经典，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套丛书附有部分藏语及英语译文，于1956年和1958年出版。图齐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在西藏得到的《修行道次第·初次第》（相当于汉译《广释菩提心论》）的梵文本和藏文本。他撰写的研究导言，被认为是总结公元8世纪后半期西藏佛教史的重要论文。[62]

20世纪40年代末，图齐将研究重点转向藏学。1949年，他出版《西藏画卷》，该书共三卷，前两卷是他撰写的导言和解说，第三卷是唐卡。1969年，图齐发表《曼陀罗的理论与实践》。1973年，他出版《西藏和蒙古的宗教》。[63]

佩特克是图齐的弟子，罗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西藏史和拉达克史。他的著作《十八世纪初期的中原与西藏》论述了清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图齐的另一名弟子费拉丽译注了《智悲者卫藏圣迹记》。

意大利的佛教研究附属于罗马大学人文学部的东方学讲座。图齐曾在这里开设有关佛教学的讲座。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等大学开设了一些佛教方面的讲座。远东和中亚研究所成立于1933年。1948年以来，由图齐主持，出版《罗马与东方丛书》，包括一些佛教经典。它附设的夜校，教授七种东方语言，举办许多有关东方包括佛教的讲座，教师大多来自罗马大学。[64]

20世纪50年代以来，意大利在藏学及尼泊尔研究方面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

（三）佛教信仰活动的展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在意大利得到传播。早期本土信徒中最重要的是洛卡那他长老（U.Lokanatha Thera，1897—1966）。洛卡那他原名萨尔瓦托（Salvatore），1897年，他生于意大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到洛克菲勒研究机构研究生物医药。1925年，萨尔瓦托在缅甸出家，法名是洛卡那他。出家后，他回到意大利，后又于1928年返回缅甸。他在寺院及森林中修行。从1933—1935年，洛卡那他三次组织远征队，到印度的菩提伽耶。这些远征传教团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二战”中，他被拘留在印度。1946年，他回到印度。1947年7月，他被缅甸佛教组织派到国外去传播佛教。他在自己撰写的《以真理围绕地球》（Girdling the Globe with Truth）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上海、夏威夷、英国、美洲大陆传法的情况。1950年，他来到锡兰，1951年回到缅甸。1963年，洛卡那他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次弘法活动，但最终因他的健康原因而未能如愿。1966年5月，洛卡那他在缅甸去世。洛卡那他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坚决反对杀生。[65]

1960年，在国外佛教徒的帮助下，“意大利佛教协会”成立。它与“奥地利净土真宗佛教会”有密切联系，出版机关刊物《大乘》。[66]

1985年，“意大利佛教联盟”（Unione Buddhista Italiana）成立。1991年，意大利政府承认它是意大利佛教的官方代表。到2009年底，意大利佛教联盟下属的佛教团体或组织达到39个。它是一个宗教团体，但同时进行文化和慈善活动。该联盟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佛教宗派，它尊重所有佛教派别，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为佛教在意大利的传播进行努力。

该联盟并不包括创价学会。1998年，“创价学会意大利佛教研究所”（Instituto Buddhista Italiano Soka Gakkai）成立，它是国际创价学会在意大利的组织。2000年，该研究所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承认。

到20世纪末，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诸多宗派在意大利建立了道场。佛教在意大利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南传佛教

来自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移民逐渐建起自己的寺庙，并进行佛教活动。

1990年，“桑塔西塔拉玛佛寺”（Santacittarama Monastero Buddhista）在拉齐奥区（Lazio）的列蒂省（Rieti）建立。它遵循泰国森林派著名僧人阿姜·查的法门修行，规模较小，距离罗马50公里。桑塔西塔拉玛的意思是“静心之园”。这座道场不仅为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的亚裔移民服务，而且致力于向意大利白人传播佛法。寺庙的合法代表是“桑塔西塔拉玛协会”（Associazone Santacittarama），它是意大利佛教联盟的成员。1995年，该协会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承认。桑塔西塔拉玛佛寺还有下属机构——“萨蒂文化协会”及其附属的“禅定中心”（Associazione Culturale Sati-Centro Meditazione）。[67]此外，泰裔移民还建起了“米兰佛寺”（Wat Buddha Milano），它隶属“法身国际”（Dhammakaya International）。

1996年，“斯里兰卡佛教协会”（Sri Lanka Buddhist Association）在米兰建立“兰卡拉玛佛寺”（Lankarama Buddhist Temple）。生活在意大利的斯里兰卡裔移民有机会来参加寺庙组织的文化及佛教活动。[68]此外，斯里兰卡裔移民还建起了“罗马佛寺”（Monastero Buddhista di Roma）和“那波利佛教毗诃若”（Napoli Buddhist Vihara）。

南传佛教寺庙还有“意大利内观协会”（Associazione Vipassana Italia）和“国际禅定中心”（International Meditation Centre），这两座寺庙分别依据戈恩卡和乌·巴金的法门修行。

2.藏传佛教

到20世纪末，藏传佛教各派均已经在意大利建立了自己的道场。不过，各宗派的发展极不平衡，宁玛派和萨迦派的势力很弱小，宁玛派只建立了两座道场，萨迦派只建立了一座道场，而噶举派和格鲁派的发展相当兴盛。

宁玛派的一座道场是“梅里加尔佐钦团体”（Dzogchen Community Merigar），它的创立者是曲嘉南开诺布；另一座道场是“佐钦宁西”（Dzogchen Nyingthig），它的传法人是伊塔洛·曲尼多杰（Italo Choni Dorje）。

萨迦派在意大利的道场是“萨迦昆嘉曲林中心”（Centro Sakya Kun-Ga Choling）。

噶举派是意大利藏传佛教各派中实力最强大的，道场也最多。益西洛萨仁波切和阿贡仁波切建立了“噶举桑耶宗”（Kagyu Samye Dzong）。该组织在阿西斯（Assisi）、里米尼（Rimini）和威尼斯（Venezia）有三个道场，道场的名称均为噶举桑耶宗，只是在其后加上这三处地名加以区别。

与噶举桑耶宗类似的是萨扬米潘仁波切建立的“香巴拉禅定小组”（Shambhala Meditation Group）。该组织在卢卡（Lucca）、米兰（Milano）和罗马（Rome）建立了分支机构，道场名称相同，只是在其后加上上述三处地名。

属于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在意大利也相当活跃，它的主要道场包括“巴里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Bari）、“博洛尼亚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Bologna）、“布雷西亚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Brescia）、“佛罗伦萨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Firenze）、“米兰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Milano）和“乌迪内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Udine）。

其他的重要道场还有卡鲁仁波切创立的“米拉日巴中心”（Centro Milarepa）和“意大利达钦利美”（Dachang Rimé Italia）。后者以法国喇嘛德尼斯·图恩德鲁普为精神导师，传法人是喇嘛洛都（Lama Lodreu）。

格鲁派在意大利的发展势头虽然不如噶举派，但也比较顺利。意大利格鲁派各道场与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的关系密切，很多是该基金会的属寺，而且该基金会在意大利建立了组织——“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意大利传统”（FPMT—Tradition Italia）。

1977年，土登益西喇嘛和佐巴仁波切创立了“喇嘛宗喀巴研究所”（Lama Tzong Khapa Institute）。它是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和意大利佛教联盟的成员，它致力于佛教显、密经典的研究，设立了多种研究项目，开设举办各种研修课程。[69]“库西林”（Kushi Ling）也隶属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

格鲁派在意大利的重要道场还有“阿尔贝纳诺治疗禅定中心”（Albagnano Healing Meditation Centre），其传法人是岗钦仁波切（Gangchen Rinpoche，1941—）；另外还有“穆尼加纳中心”（Centro Muni Gyana）和“桑耶曲林学习小组”（Sangye Choling Study Group）等。

新噶当派在意大利的主要道场是“摩诃悉达佛教中心”（Centro Buddhista Mahasiddha）和“意大利新噶当派禅定中心”（Kadampa Meditation Centre Italy）。前者的精神导师是格桑嘉措，传法人是阿尼—拉·洛查娜（Ani-la Lochana）；后者的传法人是格桑林嘉（Kelsang Ringyal）。

3.禅宗

禅宗的两大主要宗派——临济宗和曹洞宗都已经在意大利立足。临济宗的主要道场是小禅心寺（Tempio Buddhista Zenshinji di Scaramuccia），它在罗马、都灵、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特伦托（Trento）、特尔尼（Terni）、佩萨罗（Pesaro）、安科纳（Ancona）、卡维（Cavi）等地都建立了修行小组，创立者是山田无文禅师（Mumon Yamada Roshi，1900—1988）。

就曹洞宗来说，弟子丸泰仙的国际禅宗协会在意大利几个地方建立了分支机构，如“国际禅宗协会萨沃纳小组”（AZI Groupe of Savona）、“弗萨诺道场”（Dojo of Fossano）、“都灵道场”（Dojo of Torino）和“巴泊禅宗道场”（Dojo Zen Buppo）等。

曹洞宗道场还有隶属“意大利曹洞宗研究所”（Istituto Italiano Zen Soto）的“托拉坎禅宗道场协会”（Associazione Tora Kan Zen Dojo）。它的传法人是弗斯托·泰腾·古尔瑞斯奇（Fausto Taiten Guareschi，1949—）。古尔瑞斯奇还在“罗马禅中心”（Centro Zen Roma）和“阿科禅中心”（Centro Zen l'Arco）担任传教师。

越南裔的著名禅师一行在意大利也不遗余力地弘扬禅法。他在各地创立了诸多道场或组织，如师友（Amici di Thay，即Thâyís Friends）、“佛法和本性宁静之门”（La Porta del Dharma and Essere Pace）、“罗马僧伽”（Sangha Roma）、“贝加莫僧伽”（Sangha Bergamo）、“莱科僧伽”（Sangha Lecco）、“的里雅斯特僧伽”（Sangha Trieste）和“特里波利僧伽”（Sangha Tripoli）等。

此外，泰惠法师（Tae Hye Sunim）创立了“无相庵—菩提达摩团体”（Musang Am-Comunità Bodhidharma）。台湾佛光山也在意大利建立了“国际佛光会米兰协会”（BLIA，Milan）。

二 西班牙佛教

（一）早期传教士与佛教的接触

西班牙人中最早接触佛教的是传教士。16世纪，西班牙成为远洋探险和对外殖民的主要国家。不过，西班牙的主要殖民地在美洲。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只有菲律宾。不过，西班牙传教士的脚步却并不止于菲律宾。西班牙籍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东方各国传教。在日本传播天主教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06—1552）、科斯米·德托雷斯（Cosme de Torres，1510—1570）曾经撰文提到在日本接触到的佛教，如宗派的特点、僧侣的基本情况，等等。

（二）佛教组织的出现和道场的建立

20世纪，佛教真正传入西班牙。1977年，第一个藏传佛教道场在巴塞罗那成立，从此，日本禅宗、南传佛教等其他宗派纷纷在西班牙设立道场或修行中心。它们主要位于该国的各座大城市，后来，甚至偏远的比利牛斯山区的皮尼洛（Pinillo）也出现了闭关中心。各种佛教类型和宗派在西班牙的发展很不平衡，南传佛教的势力远不及大乘佛教，而在大乘佛教各派中，藏传佛教和禅宗最为兴盛；藏传佛教中又以噶举派和格鲁派的力量最为显著。

1.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西班牙的发展比较缓慢，最主要的组织是“西班牙南传佛教协会”（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Buddhismo Theravada）。其主要道场有三个：第一个是“萨蒂佛法”（Dhamma Sati），它是一个内观禅定中心，位于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Castilla-La Mancha）的托莱多（Toledo）；其他两个道场遵循戈恩卡的法门修行，一个是“西班牙戈恩卡内观课程马德里联络处”（Madrid Contact for Courses of Vipassana de Goenka in Spain），另一个是位于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内观中心”（Spain Vipassana Centre）。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西班牙建立的主要道场是“古雅洛卡静修中心”（Guhyaloka Retreat Centre），它成立于1986年。古雅洛卡的意思是“神秘的境界”，该道场位于深山峡谷之中，四周风景优美。这是一个理想的静修场所，它远离现代生活，没有电话、电视、网络、商店、饭店。该道场原本是为即将成为西方佛教僧团之友成员的男性信徒集中修行四个月而建立的，不过，现在也为成员提供从为期一周到为期两年的修行服务。在该道场修行的均为男性。当然，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同样有专门针对女性信徒的修行项目，同时针对男女信徒的修行活动自然也有。[70]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巴塞罗那还有道场“巴塞罗那西方佛教僧团之友”（Amigos de la Orden Budista Occidental en Barcelona），传法人是帕拉玛奇塔（Paramachitta），奉僧护为精神导师。

2.藏传佛教

在所有佛教类型中，藏传佛教在西班牙最发达。各派都建立了道场，不过，宁玛派和萨迦派的发展远不及噶举派和格鲁派。

（1）宁玛派。宁玛派在西班牙的主要道场有三个：第一个是“佐钦社区”（Dzogchen Community）；第二个是“卡特宁玛特萨中心”（Kha-Ter Nyingma Tersar Center），该中心位于巴伦西亚省（Valencia），精神导师是申奔达瓦诺布仁波切（Shenphen Dawa Norbu Rinpoche，1950—）；第三个道场是“摩诃菩提空”（Mahabodhi Sunyata），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Cataluna）的塔拉戈纳（Tarragona），传法人是喜饶曲珍（Sherab Chodron）等。

（2）萨迦派。迄今为止，萨迦派在西班牙建立了三个道场。“萨迦格佩林”（Sakya Gephel Ling）和“萨迦塔西林”（Sakya Tashi Ling）都在巴塞罗那。第三个道场是2006年才开光的“萨迦珠贡林”（Sakya Drogön Ling），它位于巴伦西亚自治区（Valencia）的阿利坎特（Alicante），创立者是阿查里尔·嘉木样勒协（Acharia Jamyang Lekshey，1953—）。

（3）噶举派。噶举派道场最早出现在西班牙。1977年，西班牙女居士鲁尔德斯·克拉佩斯（Lourdes Clapés）在巴塞罗那创立“噶举桑耶宗”（Kagyu Samye Dzong）。当年，她就邀请阿贡仁波切前来弘法。后来，克拉佩斯出家，法名“仲都喇嘛”（Lama Tsondru）。再后来，噶举桑耶宗在加那利群岛自治区（Islas Canarias）的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马德里、加泰巴尼亚自治区的曼雷萨（Manresa）建立了道场，常驻喇嘛除了仲都喇嘛还有津巴嘉木措（Jinpa Gyamtso）等人。

阿贡仁波切在西班牙建立了“洛帕基金会”（Fundación ROKPA）。洛帕，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帮助”，该机构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它建起医院、学校，资助无力支付医药费用的病人及失学儿童。它在西班牙一些地区或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这些地方包括：加那利群岛自治区、加利西亚自治区（Galicia）、马德里、巴塞罗那、曼雷萨、莫勒特—德尔瓦勒斯（Mollet del Vallés）、格拉诺勒斯—贝克斯马勒斯梅（Granollers y Baix Maresme）等。

积极在西方国家传播噶举派教法的卡鲁仁波切也在西班牙建立了一系列道场或修行中心，这些道场在西班牙本土和附属的岛屿上均有，主要有：位于帕尼洛—格劳斯（Panillo-Graus）的“达香噶举佛教中心”（Dag Shang Kagyu Buddhist Center）、位于马德里的“噶举德钦林”（Kagyu Dechen Ling）、位于巴塞罗那的“噶举昆雅曲林”（Kagyu Kunkyab Chöling）、位于巴利阿里自治区（Balears）首府帕尔玛（Palma De Mallorca）的“噶举多纳曲林”（Kagyu Dögnak Chöling）、位于拉斯帕尔马斯的“噶举舍拉曲林”（Kagyu Shedrub Chöling）以及位于加那利群岛自治区重要城市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Santa Cruz De Tenerife）的“噶举扬珠曲林”（Kagyu Yang Chub Chöling）等。

隶属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在西班牙也相当活跃，建立了数量众多的道场或修行中心。它们的名称不尽相同，大部分道场的主要名称是“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然后在其后加上当地的地名。这些地方包括：马德里、加利西亚自治区的拉科鲁尼亚（A Coruña）、巴斯克自治区（País Vasco）的毕尔巴鄂（Bilbao）、安达卢西亚自治区（Andalucía）的省会塞维利亚（Sevilla）、格拉纳达（Granada）、马拉加（Malaga）、马尔韦利亚（Marbella）、穆尔西亚（Murcia）、巴伦西亚（Valencia）、巴拉多利德（Valladolid）、丰吉罗拉（Fuengirola）、罗西斯（Roses）和贝伦（Bailén）。

金刚乘佛教的道场还包括位于巴塞罗那的“萨玛萨蒂禅定中心”（Sammasati Meditation Center）、位于巴利阿里自治区的“帕尔玛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Palma de Mallorca）以及位于马拉加的“内尔加金刚乘佛教中心”（Diamond Way Buddhist Center Nerja）。

（4）格鲁派。在西班牙的格鲁派道场大多数隶属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龙树CET”（Nagarjuna C.E.T.）在马德里、巴塞罗那、格拉纳达、阿利坎特、巴伦西亚都建立了道场。这些道场的精神导师是土登佐巴仁波切。

属于该基金会的组织或道场众多，包括位于阿利坎特的达摩出版社（Ediciones Dharma）、位于穆尔西亚的“科洛贡巴隐修中心”（Khorlo Gompa Centro De Retiros）和“土登舍奔林”（Thubten Shen Phen Ling）、位于格拉纳达的“欧塞林隐修中心”（O Sel Ling Centro de Retiros）、位于巴塞罗那的“德钦曲林”（Tekchen Chö Ling）、位于吉洛拉（Girona）的“图西塔隐修中心”（Tushita Retreat Center）。

此外，格鲁派的道场还包括“查克拉萨姆瓦拉藏传佛教”（Budista Tibetano Chakrasamvara）和“桑蒂德瓦藏传佛教”（Budista Tibetano Shantideva）。这两座道场的传法人都是当丁嘉措（Tamding Gyatso）。

（5）新噶当派。新噶当派在西班牙也建立了多座道场。“西班牙噶当派禅定中心”（Centro de meditación kadampa de España）位于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Málaga）的大阿劳林村（Alhaurin El Grande）。该禅定中心在“西班牙噶当派宾馆”（Hotel Kadampa Spain）中，宾馆中建起了一座噶当派佛寺（Kadampa Buddhist Temple）。除了大阿劳林，西班牙噶当派禅定中心还在附近的马尔韦利亚、格拉纳达等城镇开办佛教课程。[71]

新噶当派的主要道场还包括：位于巴塞罗那的“摩诃卡鲁那噶当派佛教中心”（Centre Budista Kadampa Mahakaruna），传法人是格桑拉卓（Kelsang Rabjor）；位于马德里的“金刚乘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Vajrayana），传法人是格桑楚嘉（Kelsang Chokga）；位于塞维利亚的“摩诃穆德拉噶当派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Kadampa Mahamudra）；还有“梅诺卡噶当派佛寺佛法研究所”（Institut Dharma Templo Budista Kadampa de Menorca），传法人是衮·格桑帕兰（Guen Kelsang Paglam）。这些道场均遵奉格桑嘉措为精神导师。

3.禅宗

临济宗和曹洞宗都已经在西班牙建立道场，不过，曹洞宗的发展势头远比临济宗要强劲。

临济宗的主要道场是巴斯克自治区禅协会（Euskal Herriko Zen Institutua），隶属“美国国际禅研究所”（International Zen Institute of America），传法人是格欣·普拉巴萨·达摩（Gesshin Prabhasa Dharma，1931—1999）。

韩国观音派在西班牙最重要的道场是位于巴利阿里群岛（Illes Balears）的“禅宗观音派帕尔玛首寺”（Palma de Mallorca-Kwan Um School of Zen-Head Temple）。此外，它还建立了“巴塞罗那禅宗中心”（Barcelona Zen Center）。

曹洞宗中最活跃的组织是弟子丸泰仙创立的国际禅宗协会。该协会在西班牙各地建立了诸多道场或修行中心。这些道场的名称并不一致，有些称为“禅宗道场”，有些称为“禅宗中心”，有些称为“联络处”，等等。这说明有些道场正在建设或发展中。其中重要的道场包括：“巴塞罗那禅宗道场”（Dojo Zen de Barcelona）、“格拉纳达禅宗道场”（Dojo Zen de Granada）、“吉洛拉禅宗道场”（Dojo Zen de Girona）、“塞维利亚禅宗道场”（Dojo Zen de Sevilla）、“阿尔格西拉斯禅宗道场”（Dojo Zen de Algeciras）和“塔拉戈纳禅宗道场”（Dojo Zen de Tarragona）。

此外，“萨拉戈萨禅宗协会”（Asociacion Zen de Zaragoza）、“阿利坎特禅宗中心”（Centro Zen de Alicante）、位于普拉尔（Pral）的塞科伦埃尔（Ere Secorun）、“国际禅宗协会加那利群岛小组”（Canary Islands AZI Group）、“国际禅宗协会马拉加道场”（Malaga AZI Dojo）以及位于马塔勒布雷拉斯（Matalebreras）的“国际禅宗协会洛格洛诺联络处”（Logroño AZI Contact）均已经出现。

“欧洲禅宗中心”（European Zen Centre）在西班牙建立了两座道场，分别是位于巴伦西亚的佛教曹洞禅协会（Comunidad Budista Soto Zen）和“马德里道场”（Dojo De Madrid）

一行禅师在西班牙建立了两座道场。一座是“巴塞罗那当下一刻泛僧伽”（Present Moment Ecumenical Sangha Barcelona），另一座是“萨拉戈萨释一行僧伽”（Thich Nhat Hanh Sangha de Zaragoza）。

佛光山也在西班牙建立了组织和道场。1994年，在信徒们的努力下，西班牙佛光协会成立，一座饭店被改建成佛堂。1996年8月，星云大师来到该道场，举办佛学讲座及主持佛事活动。2009年，西班牙佛光山新道场落成启用。

佛光山在西班牙的道场还有“巴塞罗那布教所”。1995年12月，巴塞罗那佛光协会成立，修行场所由信徒提供的公寓改建而成。

（三）佛教联合组织的出现

1992年，“西班牙佛教团体联合会”（Federation of Buddhist Communities of Spain）成立。1995年，它在西班牙司法部注册成为宗教团体。联合会努力为佛教在西班牙的存在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为西班牙佛教团体的团结出力。在涉及佛教组织与政府的事务以及佛教修行者等事务时，联合会将作为佛教团体的代表出现。西班牙佛教团体联合会是欧洲佛教联盟的成员，它还参加了“多元主义和共生基金会”（Fundación Pluralismo y Convivencia），该组织旨在将公众的资金引导到少数族裔的宗教信仰上。[72]

三 葡萄牙佛教

（一）殖民主义者与佛教

葡萄牙是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之一。16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来到锡兰，他们焚烧佛教经典，拆毁佛教寺庙，强迫佛教徒改信天主教，犯下了累累罪行。锡兰佛教面临被灭绝的危险。锡兰北部的康提国王采用灵活的措施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周旋，并与荷兰人联合，才费尽心机使佛教在锡兰得以留存。葡萄牙传教士配合殖民主义者的武装侵略，试图从精神上镇服、奴役锡兰人。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诋毁佛教，显然不可能从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佛教。

（二）佛教的传入及道场的出现

葡萄牙是一个小国，佛教一些宗派在这里已经建立了道场或修行中心，但该国佛教的道场较少，佛教的发展远比不上瑞士等同样面积不大的欧洲国家。

1.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葡萄牙已经有两座道场：一座是“卡鲁那隐修中心”（Centro de Retiros Karuna），创立者是赫内波拉·古那拉塔那（Henepola Gunaratana）；另一座是“内观禅定小组”（Vipassana Meditation Group），位于罗吉尔（Rogil），修习戈恩卡传授的内观禅法。

2.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各派中，宁玛派在葡萄牙的发展最迅速，主要道场有三座。第一座是“埃斯图多斯西藏奔德林中心”（Centro de Estudos Tibetanos Pende Ling），位于埃什托里尔（Estoril）的圣若昂（São João）；第二座是“里斯本佐钦中心”（Centro Dzogchen de Lisboa），精神导师是佐钦朗亚巴楚仁波切和迦叶佩玛卡桑仁波切；第三座是“乌金昆桑曲林”（Ogyen Kunzang Choling）。

噶玛噶举派在葡萄牙建立了道场——“里斯本达摩林”（Dharma Ling de Lisboa）。

此外，位于法鲁（Faro）的“法鲁藏族中心”（Centro Tibetano de Faro）也是藏传佛教的道场。

新噶当派在葡萄牙的道场是“噶当派杜钦佛教禅定中心”（Centro Budista Deuachen-Meditaçãoe Budismo Kadampa），位于里斯本，属于“新噶当派传统——国际噶当派佛教联盟”（New Kadampa Tradition-International Kadampa Buddhist Union，NKT-IKBU），传法人是格桑堆美（Kelsang Drímé）。

3.禅宗

在葡萄牙流行的主要是曹洞宗。国际禅宗协会在葡萄牙的道场是“里斯本禅宗道场”（Dojo Zen de Lisboa）。此外，“科英布拉学术协会瑜伽试验组曹洞宗禅定”（Meditação Zen da Secção Experimental de Yoga da Associação Académica de Coimbra）也传播曹洞宗的禅法。

“科英布拉坐禅会”（Zazenkai de Coimbra）是混合了临济宗和曹洞宗禅法的道场，隶属“野花禅宗僧伽”（Wild Flower Zen Sangha），精神导师是阿米·霍洛维尔（Amy Hollowell）。

1995年，佛光山总部应葡萄牙华侨居士的邀请派依益法师来到里斯本弘法，“里斯本佛光筹备会”成立。1996年，一对居士夫妇将住房捐给筹备会，作为修行场所，“里斯本布教所”成立。当年9月，“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Buddhas Light de Lisboa）正式成立。2000年，佛光山派心定法师前来弘法。2004年4月，里斯本布教所搬迁到该市另一座更宽敞的房子里，并更名为“葡萄牙佛光山”，它成为佛光山在葡萄牙的道场。从此，该道场举办形式多样的弘法活动，扩大了佛教在葡萄牙的影响。[73]

“葡萄牙佛教联盟”（União Budista Portuguesa）在该国也有两座道场。一座是“葡萄牙佛教联盟驻丰沙尔代表团”（Delegação UBP do Funchal），位于马德拉自治区（Madeira）；另一座是该联盟驻波尔图代表团（Delegação UBP do Porto）。

四 罗马尼亚佛教

佛教在罗马尼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些佛教宗派在罗马尼亚已经出现，但它们的势力都比较小。

（一）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罗马尼亚的道场相对而言比较多，主要有四个组织或道场，分别是位于布加勒斯特（Bucurest）的“罗马尼亚南传佛教协会”（Asociatia Buddhista Theravada din Romania）、“罗马尼亚林巴南传佛教”（Buddhism Theravada în limba româna ǎ）、位于亨德多尔拉（Hundedoara）的“内观禅定中心”（Centrul de Meditatie Vipassana，Dumbrava de Sus）以及位于布加勒斯特的“戈恩卡内观”（Goenka Vipassana）。

（二）大乘佛教

1.噶举派

藏传佛教各派中，只有噶举派在罗马尼亚建立了道场。位于奥拉迪尔的“奥拉迪尔佛教中心”（Budddhist Center Oradea）属于噶玛噶举派。同样属于该派的金刚乘佛教建立了三个道场：“奥拉迪尔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Oradea）、“萨图梅尔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Satu Mare）和“提米索拉金刚乘佛教中心”（Diamond Way Buddhist Center Timisoara）。

2.新噶当派

新噶当派在克鲁吉—那波卡（Cluj-Napoca）建立了“慈悲中心”（Compassion Centre）。

3.禅宗

罗马尼亚的禅宗道场有“默照禅道场”（Macusho Zen Dojo），位于布加勒斯特。

国际禅宗协会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两座道场。一座是“布加勒斯特禅宗联络处”（Zen contact-Bucarest），另一座是“奥拉迪尔禅宗小组”（Zen Groupe of Oradea）。

4.净土真宗

净土真宗在罗马尼亚建立了“罗马尼亚净土真宗佛教协会”（Jodo Shinshu Buddhist Association from Romania），传法人是上生·阿德里安·克尔莱亚（Josho Adrian Cirlea，1977—），精神导师是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第二十四世门主大谷光真（Koshin Ohtani，1945—）。

5.其他

位于布加勒斯特的“幸福之种”（Seeds for Happiness）是一个不分佛教宗派的组织。

五 保加利亚佛教

（一）藏传佛教

在保加利亚的佛教宗派中，藏传佛教最为突出。宁玛派、萨迦派和噶举派已经建立了道场。

1.宁玛派

宁玛派在保加利亚的唯一道场是“保加利亚舍钦”（Shechen Bulgaria）。它位于首都的“索菲亚宁玛派佛教中心”（Nyingma Buddhist Center Sofia）中，精神导师是舍钦拉江仁波切（Shechen Rabjam Rinpoche，1966—）。

2.萨迦派

萨迦派在保加利亚的道场是“萨迦曲林”（Sakya Choling），隶属“德钦团体”（Dechen Community）。它的创立人是噶玛提因利仁波切和喇嘛江巴塔叶，后者还是该道场的精神导师。

3.噶举派

隶属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在保加利亚建立了四个佛教中心和一个佛教小组。四个佛教中心是“鲁塞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Rousse）、“萨莫科夫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Samokov）、“索菲亚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Sofia）和“瓦那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Varna）。一个佛教小组名为“阿塞诺夫格拉德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Assenovgrad）。

（二）禅宗

迄今为止，保加利亚只出现了一个禅宗团体即“禅宗组织”（Zen Buddhist Organization），它隶属“世界禅联谊会”（World Zen Fellowship），传授中国禅法。

六 塞尔维亚佛教

（一）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已经在塞尔维亚建立两座道场。第一座是“中道”（The Middle Way），位于诺维·萨德（Novi Sad），它们传承泰国森林僧伽的法脉，隶属英国的阿玛拉瓦蒂佛寺（Amaravati Buddhist Monastery）；另一座是位于洛兹尼卡（Loznica）的“戈恩卡内观”（Goenka Vipassana）。

（二）大乘佛教

1.藏传佛教噶举派

隶属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在塞尔维亚建立了“诺维·萨德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Novi Sad）。

2.禅宗

观音派在塞尔维亚建立了“贝尔格莱德禅宗中心”（Beograd Zen Center），位于泽蒙（Zemun）。

七 克罗地亚佛教

（一）藏传佛教

1.宁玛派

宁玛派在克罗地亚的唯一道场是“舍钦佛教会—德曲曲林”（Shechen Buddhist Society-Thegchog Choling），它位于奥帕提加（Opatija），传法人是米哈吉洛·帕扎宁（Mihajlo Pazanin），精神导师是舍钦拉江仁波切。

2.噶举派

隶属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在克罗地亚建立了三座道场：“贝尔格莱德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Beograd）、“普拉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Pula）和“维森坚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Visnjan）。

3.其他

“克罗地亚佛教会—帕德玛萨那”（Croatian Buddhist Society-Padmasana）位于萨格勒布（Zagreb），隶属“国际佛教会”（International Buddhist Society）。克罗地亚佛教会是一个联合藏传佛教主要四大宗派的组织，在修行上借鉴、融合了四大派的修行方法，它的精神导师是德拉古廷·斯玛尔塞尔吉（Dragutin Smalcelj）。

（二）禅宗

“摩洛卡佛教团体”（Dharmaloka Buddhist Community）隶属位于美国纽约的“禅宗禅定中心”（Chan Meditation Center），它的创立人和精神导师是扎科·安德里斯维奇（Zarko Andricevic，1955—）。

“萨格勒布禅宗中心”（Zagreb Zen Center）是观音派在克罗地亚建立的道场，创立人是崇山行愿禅师，传法人是宇峰禅师。

位于萨格勒布的“默照禅”（Mokusho Zen）传承弟子丸泰仙的法门，传法人是伊万·贝克（Yvon Bec，1949—）。

（三）真言宗

真言宗在克罗地亚创立了“曼荼罗会”（Mandala Society）。它位于科斯特瑞那（Kostrena），创立人是芳会·D.索博尔（Hokai D.Sobol，1968—）。

八 斯洛文尼亚佛教

佛教在斯洛文尼亚出现的时间非常短，南传佛教在这里已经建立了一座道场——南传佛教修习协会（Drustvo theravadskih budistov Bhavana）。它位于卢布尔雅那（Ljubljana），传承泰国森林僧伽著名僧人阿姜·查的法门。

在斯洛文尼亚，藏传佛教已经建立两座道场。第一座是“达摩林佛教社”（Buddhist Congregation Dharmaling），位于卢布尔雅那，是一座基于藏传佛教传统的道场，但是它不局限于任何一个佛教宗派，体现出开放性与包容性。传法人是申奔仁波切（Shenphen Rinpoche，1969—）和克珠格西（Geshe Khedrup）。

第二座道场是“佛陀佛法——开放佛教论坛国际”（Buddha Dharma—Open Buddhist Forum International，OBF）。这座道场位于哈吉迪那（Hajdina），以传承宁玛派教法为主。不过，它也是一种开放性的道场，并不局限于宁玛派的修行方法。传法人是塔拉活佛仁波切（Tara Tulku Rinpoche）和萨迦仁波切（Sagar Rinpoche）。

九 马其顿佛教

佛教刚刚在马其顿出现，唯一的道场是“马其顿内观联络处”（Macedonia Vipassana Contact），它传承的是戈恩卡的修行法门。

十 希腊佛教

到目前为止，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在希腊均已经建立道场，其中尤其以藏传佛教各派的势力最大。

（一）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希腊的主要道场是“雅典佛教文化中心”（Athens Buddhist Culture Centre）。它是斯里兰卡裔希腊佛教徒建立的道场，精神导师是瓦塔加拉·达米卡法师（Wathogala Dhammika Thero）。

（二）大乘佛教

在希腊盛行的大乘佛教类型主要是藏传佛教和禅宗，尤其以前者的规模更大。

1.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中，萨迦派尚未在希腊建立道场。各派中以噶举派最为活跃。

（1）宁玛派。宁玛派在希腊的主要道场有两座。一座是“雅典桑登泽”（Athens Samten Tse），它隶属印度的“桑登泽—敏珠林”（Semten Tse-Mindrolling India），传法人是敏珠林杰孙康楚仁波切（Mindrolling Jetsun Khandro Rinpoche，1967—），精神导师是十一世敏珠林崔钦仁波切（Mindrolling Trichen Rinpoche，1930—2008）。

另一座道场是“白玉达摩中心”（Palyul Dharma Center），它位于雅典，遵循白玉传承，创立人是贝诺仁波切（Penor Rinpoche，1932—2009）。

（2）噶举派。噶举派在希腊发展最为迅速，道场众多。“雅典香巴拉禅定小组”（Athens Shambhala Meditation Group），精神导师是萨扬米潘仁波切。

噶玛噶举派的道场有：“噶玛里珠林”（Karma RigDrol Ling），位于哈尔基迪基（Halkidiki），它隶属法国的“达波曼荼罗”（Dhagpo Mandala），传法人是吉美仁波切（Jigme Rinpoche，1949—）。萨洛尼卡噶玛噶举小组（Karma Kagyu Group Thessalonika），创立者是十七世噶玛巴。雅典佛教中心，噶玛珠古楚科林—菩提道（Athens Buddhist Center，Karma Drubgyu Chokhor Ling-BodhiPath），隶属“菩提道噶玛噶举佛教中心”（Bodhipath Karma Kagyu Buddhist Centers），传法人是喇嘛玛丽安吉拉（Lama Mariangela）即喇嘛益西巴莫（Lama Yeshe Palmo），精神导师是十七世噶玛巴和十四世夏玛巴。“本钦噶玛康塘”（Benchen Karma Kamtang），位于雅典，精神导师是登嘉仁波切。

金刚乘佛教在雅典和萨洛尼卡建立了三个佛教中心以及一个隐修处——伯钦林佛教隐修处（Buddhist Retreat Berchen Ling）。

（3）格鲁派。格鲁派只建立了一座道场——位于雅典的“贡波查都林学习小组”（Gonpo Chakduk Ling Study Group）。

（4）新噶当派。新噶当派建立了两座道场。一座是“佛地佛教中心”（Buddhaland Buddhist Centre），位于阿蒂卡（Attica）。它隶属“国际噶当派佛教联盟”（International Kadampa Buddhist Union），传法人是噶当·康斯坦蒂诺斯·卡佩塔诺波洛斯（Kadam Konstantinos Kapetanopoulos）。

另一座道场是“塔帕林佛教中心”（Tharpaling Buddhist Centre），在科弗（Corfu），传法人是格桑根敦（Kelsang Gendun）。

2.禅宗

禅宗在希腊建立了两座道场。一座是“道之禅定中心”（Tao's Meditation Center），它属于曹洞宗，位于那欧萨·帕洛斯（Naoussa Paros）。

另一座是“禅宗中心”（Zen Centre），在劳特拉基·科林西亚（Loutraki Corinthia），该道场按照虚云和尚的法门修行。

第五节 东欧各国佛教

一 俄国佛教[74]

在俄罗斯联邦盛行的主要佛教类型是藏传佛教，分布地区是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三个加盟共和国。

（一）佛教在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的初传

1.布里亚特佛教

布里亚特共和国位于东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以东。主要居民布里亚特人属于蒙古族，说布里亚特语，文字为俄文。

17世纪，藏传佛教传入布里亚特地区，最初的佛事活动场所是王公的游牧家用佛堂。1712年，100名蒙古喇嘛和50名西藏喇嘛来到外贝加尔湖地区传教。1741年，布里亚特首座寺庙——“宗果尔扎仓”建成。同年1月，女皇伊丽莎白·彼德罗夫娜下诏正式承认“喇嘛教信仰”。喇嘛被列为特殊阶层，享有免除赋税的权利。

1764年，沙俄政府授予丹巴·多尔日·扎雅耶夫（1710或1711—1777）为“班智达堪布喇嘛”，负责管理贝加尔湖以南的所有喇嘛。从1809年起，“古西诺奥泽尔斯克寺”（雁湖寺）成为沙俄佛教领袖的官邸和外贝加尔地区佛教事务的管理中心。

1796年，外贝加尔湖地区有扎仓16座，喇嘛700人。1822年，《东西伯利亚异族人管理章程》通过，强迫佛教徒改信基督宗教的情况被禁止，喇嘛的人数急剧增加。为此，1853年5月，沙俄政府颁布《关于东西伯利亚喇嘛教僧侣条例》和《东西伯利亚僧侣定员》两个法令，规定布里亚特的扎仓数量为34座，喇嘛人数为285名。即使如此，喇嘛和扎仓的数量依然不断增加。到1917年，布里亚特境内的扎仓达到47座，喇嘛人数在10000—13000。

2.卡尔梅克佛教

卡尔梅克共和国位于里海沿岸低地西部，东南濒临里海。居民属蒙古族，古代文字用蒙古文，现代文字用俄文。

卡尔梅克人在我国被称为“土尔扈特人”，他们是俄国欧洲地区唯一信仰佛教的民族。卡尔梅克人原居住我国新疆地区，后来由于受到准噶尔部的欺压而西迁到里海以北伏尔加河下游。16世纪下半叶，从蒙古游牧地区扩展到鄂尔多斯部和青海湖地区，漠南蒙古和西藏的联系密切起来，藏传佛教逐渐影响到蒙古各部。

1615年，根据拜巴噶斯（约1550—1640）的提议，所有卫拉特部的王公开会，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出家为僧。拜巴噶斯由于没有儿子，所以将和硕特部诺颜巴巴汗的儿子收为义子，他就是后来著名的咱雅班智达（1599—1662）。1617年，咱雅班智达来到西藏，经过20年的刻苦学习，获得了拉然巴格西学位。1639年，咱雅班智达回到卡尔梅克，积极传播藏传佛教。不过，他没有建起一定数量的寺院，喇嘛的人数不多，活佛转世制度也没有确立。虽然卡尔梅克佛教上层僧侣最初以西藏格鲁派领袖为自己的上师，但由于卡尔梅克与西藏相距遥远，西藏对它的影响逐渐减弱。

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加强了对卡尔梅克佛教的管控，直到切断它与西藏的联系。从18世纪末起，沙俄政府确定，拉萨在彼得堡的特权由卡尔梅克最高喇嘛取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尔梅克的寺院和喇嘛积累了大量财富，卡尔梅克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3.图瓦佛教

图瓦共和国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以南的中央亚细亚高山地区，东部是布里亚特共和国，南部与蒙古国接壤。主要居民图瓦人属维吾尔语族，说图瓦语，文字为俄文。

13—14世纪，图瓦人已经接触佛教，当时，图瓦属于蒙古帝国的版图。18世纪下半叶，准噶尔汗国被清军所灭，图瓦成为中国的管辖地。蒙古喇嘛积极在图瓦境内传播藏传佛教。18世纪60年代，有固定地址的藏传佛教寺院在图瓦出现。图瓦的藏传佛教组织照搬了蒙古的制度，不过，图瓦没有活佛崇拜的情况。到20世纪20年代，图瓦有藏传佛教寺院19座、喇嘛3000名。

（二）藏传佛教革新运动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布里亚特民族民主知识分子和持宗教改革立场的部分喇嘛中出现藏传佛教革新运动。它的目的是消除佛教中的消极因素，提高喇嘛的文化、教育、职业水平；恢复佛教哲学的“原始纯洁性”；复兴早期佛教的理想和道德标准；简化藏传佛教的仪式；在传教中使用布里亚特佛教徒易懂的蒙古语而非经典的藏语；将佛教的精神价值与西方科学、文化和技术的成就相结合，将寺院变成启蒙和教育的中心，以促进布里亚特等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十月革命后，藏传佛教革新运动传播到卡尔梅克和图瓦。

1917年4—11月，在革新派佛教徒的倡议下，全布里亚特特别代表大会召开了五次，会议通过了在选举制和会议制基础上改革东西伯利亚佛教体制的决定。不过，当时的国内战争阻碍了革新运动的继续进行。苏维埃政权在外贝加尔地区确立后，1922年10月，在革新派的领导下，苏维埃俄罗斯和远东共和国佛教徒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通过了《关于西伯利亚佛教徒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以取代1853年的法令。

根据新条例，每个扎仓的喇嘛和居住在其毗邻地区的在家佛教徒组成统一的会社，由教区委员会领导。在西伯利亚佛教徒的宗教组织中，最高机构是宗教会议。它由喇嘛和在家佛教徒的代表组成，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宗教会议选举产生中央宗教事务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主席堪布喇嘛、其副手一名，以及在家佛教徒代表三名。

1926年，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对扎仓财产实行国有化，关闭宗教学校。1929年，喇嘛们失去土地使用权，随后，扎仓被毁坏，喇嘛被镇压，佛教艺术品被没收、抢劫或焚毁，布里亚特藏传佛教遭到空前的劫难。

卡尔梅克佛教革新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阿旺·德尔智（1854—1938）。1907年，他在小杜尔伯特乌芦斯成立一所佛教学校，自任校长，并捐款、捐书。1917年7月，卡尔梅克佛教徒代表大会在阿斯特拉罕召开，会议通过了改造卡尔梅克宗教事务管理的决定。“宗教会议”成为卡尔梅克佛教徒的最高机构。它从喇嘛和在家佛教徒代表中产生，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议，从中选举产生“中央宗教委员会”来领导信徒的宗教生活。该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主席由一名喇嘛担任，顾问有四人。地方上的佛教事务交由乌芦斯和呼鲁尔宗教会议管理。计划建立41个大呼鲁尔和78个小呼鲁尔，定额僧侣为2730人。在世俗的卡尔梅克学校引入佛教教义方面的课程。

图瓦的革新派要求从寺庙中辞退所有已婚喇嘛，将礼拜仪式简化，将喇嘛的管理“民主化”。1928年，特殊的“宗教同国家分离”法律通过。不久，对佛教的铲除开始，喇嘛丧失了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到20世纪40年代末，呼雷被毁，喇嘛被杀。

（三）苏联时期的佛教

十月革命胜利后，政教合一制度被废除。1918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通过。其中的第十三条规定：“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并承认所有公民都有进行宗教宣传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1923—1924年，布里亚特开始执行分离法令，扎仓土地被收归国有，喇嘛们被征税。1925年，布里亚特蒙古州党委发布文件《喇嘛教在布里亚特》，它提出在布里亚特消除佛教的一整套措施，从此，有计划的、反宗教的无神论宣传在布里亚特展开。到20世纪40年代初，布里亚特的城、乡甚至整个州都变成了无神论的阵地。

卫国战争爆发后，佛教界与苏联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1946年，第一次全苏喇嘛代表大会在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市召开。大会通过《苏联佛教僧侣（喇嘛）条例》，成立全苏佛教组织——“苏联佛教徒中央宗教管理委员会”。

1946年，阿噶扎仓（寺院）恢复开放。1950年，伊沃尔噶扎仓在乌兰乌德以南建成，苏联佛教徒中央宗教管理委员会设在这里。

从20世纪50年代起，委员会与蒙古、日本、泰国、斯里兰卡等国的佛教组织进行广泛的交流，并于1950年加入世界佛教徒联谊会。

1969年，《苏联佛教徒中央宗教管理委员会章程》通过。它对委员会的活动、喇嘛与在家信徒的关系、佛事活动等诸多内容作了具体规定。

1990年，苏联注册的佛教团体达到9个。

（四）圣彼得堡的佛寺

18世纪，随着佛教在俄罗斯的传播，俄罗斯政府与佛教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关注远东事务，将自己装扮成藏传佛教喇嘛的保护者。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奥登伯格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使者关系密切，帮助他们在圣彼得堡设立常驻使团。他产生了在圣彼得堡建立佛寺的想法，这得到俄罗斯佛学家们的支持。对此更加热衷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布里亚特重要喇嘛阿旺·德尔智。

1908年，在德尔智的鼓动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向俄罗斯政府申请在圣彼得堡建立佛寺。申请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同意。建设资金共筹集到九万卢布。佛寺的建设得到俄罗斯诸多学者和东方学家的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寺庙建设委员会的成员。寺庙的建设从1909年4月底开始，到1915年8月建成并举行开光仪式。

这座寺庙是典型的藏式建筑样式，为三层直角。它是欧洲第一座佛教寺庙，俄语音译为“贡泽却依嫩扎仓”，意为“慈佛圣法源泉寺”。

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使这座寺庙遭受重大损失。1924年，它变成藏蒙式使馆。1932年，寺庙停止活动。1935年，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列宁格勒当局对佛教界采取严厉措施。1937年，寺庙中的全部喇嘛被逮捕，他们有的被杀，有的死于狱中。1938年，寺院被正式查封，许多有价值的文物遗失。

（五）德尔智和丹达隆

俄罗斯佛教的历史与两个人物密切相关。一个是佛教革新运动的组织者、圣彼得堡佛寺的奠基人德尔智，另一个是佛教学者、苏联当代欧洲佛教密宗的创始人比季亚·丹达罗维奇·丹达隆（1914—1974）。

1.德尔智

1854年，德尔智出生在俄国外贝加尔省。18岁前，他生活在故乡，当过抄写员，结过婚，后来，阿噶扎仓的喇嘛纳姆纳依收他为徒并传戒给他。21岁时，德尔智通过考试，成为格隆。1874年，他来到五台山求学两年。1876年，德尔智到西藏哲蚌寺学习。1889年，他通过考试，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随后，他获得郭莽扎仓参宁堪布职位，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讲经师。这样，德尔智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智囊”。

作为俄罗斯人，德尔智极力向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官员灌输亲俄思想。1898—1899年，德尔智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访问了俄罗斯、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1903年，德尔智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高官。20世纪20年代，德尔智成为布里亚特佛教革新派的代表。该派承认苏维埃政权，力图使佛教机制能够适应新的政治、社会现实。德尔智积极维护佛教徒的利益。

1937年，德尔智回到家乡，不久被捕。1938年1月，他因心脏病去世。1990年，苏联当局为德尔智平反。

2.丹达隆

1914年，丹达隆生于布里亚特一个贵族家庭，“法王”洛桑·桑丹·齐登格夫（1850—1922）为他取名。1921年，齐登格夫将精神权力和法王称号转给丹达隆。丹达隆从幼年起就学习藏语和蒙古语，并皈依了佛教。

广泛的反宗教运动开始后，丹达隆离开布里亚特，成为列宁格勒航空仪器制造学院的学生。1936年，他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来，丹达隆被改判为25年有期徒刑，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56年，丹达隆被释放并平反。后来，他成为一名科研人员。

1963年，丹达隆与鲍里斯·弗拉基米洛维奇·谢米乔夫（1900—1979）出版《藏俄简明词典》。他还著有《布里亚特综合科学研究所藏藏文写本与刊本目录解说》（1960—1965）、《青海史》（1972）等。

从1965年起，一些信徒从欧洲来到布里亚特，开始跟随丹达隆学习佛教，佛教开始向俄罗斯西部传播。但是，他的活动遭到布里亚特地方当局的憎恨。1972年，当局炮制的“丹达隆案”出笼，丹达隆和四个弟子被捕，丹达隆被判处五年监禁，他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做苦役。1974年10月，丹达隆死于狱中。

丹达隆的很多著作在他死后才面世，这要归功于他的弟子们。1992年，瓦西里·彼得洛维奇·列普卡（1940—1994）出版了他的《一个佛教徒的思想》。他的弟子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蒙特列维奇是圣彼得堡独立历史哲学佛学杂志《金翅鸟》（Garuda）的主编，他出版了丹达隆的《99封关于佛教和爱情的信（1956—1959）》（1995）、《黑色笔记本（论四圣谛）》（1995）和《佛教》（1996）。

（六）佛教在当代的复兴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佛教在当代俄国踏上了复兴之路。

1991年春，俄罗斯联邦司法机构实施宗教组织注册的新程序，佛教组织的数量从当年的12个迅速增加到1996年的124个。同年7月，乌兰乌德举行纪念1741年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下令承认“喇嘛教信仰”250周年的大会。

1991年，布里亚特复兴佛教的纲领被通过，原来关闭的寺庙恢复开放，新的扎仓开始建设。在乌兰乌德建有佛教综合体，设有佛学院、藏医院等机构。除了扎仓，一些在家佛教徒的组织也纷纷成立。目前，超过90%的布里亚特居民认为自己是佛教徒。

1988年，第一个佛教社团在卡尔梅克正式注册。1991年，“卡尔梅克佛教徒联合会”成立。1993—1999年，卡尔梅克的一些城市修建和开放了八座呼鲁尔，还有一些城市建造了念经堂。

1990年，第一个佛教社团在图瓦注册。1991年，最受佛教徒敬仰的埃尔津和上恰丹斯克的呼雷建成。同年，信徒们开始在首府克孜勒建造佛教中心，中心设有呼雷、西藏医学中心、高级佛教学校等。1993年，呼雷建成，并举行了开光仪式。

到20世纪末，俄罗斯所有大城市都成立了佛教社团，总数达到150个。全俄组织是1992年成立的全俄远东大乘佛教中心。大城市中佛教社团最多的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1997年，妇女佛教寺院在乌兰乌德建成，这是俄国佛教史上首次出现比丘尼。

1991年，俄罗斯派遣九名喇嘛到缅甸学习。同年，乌兰乌德开办一所佛学院，俄罗斯的佛教教育逐渐步入正轨。随后，教阶制度也得以建立。

1996年3月，俄联邦佛教徒中央宗教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勃特斯尔”（俄国佛教传统僧伽），它的活动扩大到俄国所有佛教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爱护佛陀的精神遗产，传播文化和佛教学说的传统、哲学原理、伦理道德原则，用同情和爱地球上一切众生的精神教育人们。

1998年1月，佛教徒成立另一个组织——俄国“茨杜勃尔弗”。

苏联解体后，佛教界的刊物开始出现。主要的佛教杂志有《金翅鸟》、《俄国佛教》、《佛教徒》、《西藏新闻》、《镜子报》、《理解自我》、《曼荼罗》、《念珠》等。

二 乌克兰佛教

传播到乌克兰的佛教类型是藏传佛教。其中，宁玛派和噶举派已经建立了道场，尤其以金刚乘佛教的发展最为迅猛。

（一）宁玛派

1993年，舍钦林寺（Sheychen-ling Monastery）建成，2003年，它在政府获得正式的注册。该道场位于多内特斯克（Donetsk）以南50公里处，占地面积一英亩，传法人是多杰江波（Dorje Jambo）。舍钦林寺不仅是一座佛教道场，也是一个传统医药中心，这里生产藏药和中药为人治病。

另外一座宁玛派道场是“乌克兰宁玛派”（Nyingmapa in the Ukraine）。

（二）金刚乘佛教

金刚乘佛教在乌克兰的发展最迅速，它已经在该国各地建立了多个组织或道场。它们或者被称为佛教中心，或者被称为佛教小组，只是在它们之后加上当地的地名加以区别。已经建立佛教中心的地方是：切尼希夫（Chernihiv）、德内普罗佩特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哈尔科夫（Kharkov）、基辅（Kiev）、拉甘斯克（Lugansk）、拉特斯克（Lutsk）、利沃夫（Lvov）、梅利托波尔（Melitopol）、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斯达哈诺夫（Stakhanov）、乌兹戈罗德（Uzhgorod）和扎波罗兹耶（Zaporozhye）。

建立佛教小组的地方是：多内特斯克、科赫森（Kherson）、基洛沃格拉德（Kirovograd）、鲁图吉诺（Lutugino）、奥德萨（Odessa）、塔鲁提诺（Tarutino）和雅尔塔（Yalta）。

（三）其他

乌克兰还出现了另一个佛教组织——“奥德萨香巴拉禅定小组”（Odessa Shambhala Meditation Group）。它虽然以传承宁玛派和噶举派教法为主，但却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团体，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藏传佛教宗派。

三 白俄罗斯佛教

白俄罗斯的佛教刚刚起步。该国已经出现了一座南传佛教道场和两座金刚乘佛教道场。

（一）南传佛教

“明斯克南传佛教小组”（Minsk Theravada Group）位于该国首都明斯克，它的精神导师是安德里·德兹米特里尤（Andrei Dzmitryieu）。

（二）金刚乘佛教

金刚乘佛教已经建立了两个组织，分别是“明斯克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Minsk）和“戈梅尔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Gomel）。

四 爱沙尼亚佛教

在爱沙尼亚传播的主要佛教类型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已经在爱沙尼亚建立道场。

（一）宁玛派

宁玛派在爱沙尼亚建立了三座道场。

第一座是“爱沙尼亚宁玛”（Estonian Nyingma）。它位于塔林（Tallinn），传法人是维洛·瓦特诺（Vello Väärtnõu）。

第二座道场是“藏传佛教爱沙尼亚宁玛社”（The Estonian Nyingma Congreg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它的精神导师是尼仓仁波切（Nyichang Rinpoche）。

第三座道场是“塔林佐钦团体”（The Tallinn Dzogchen Community）。

（二）噶举派

噶举派在爱沙尼亚有四座道场。

第一座是“止贡南查梅巴宗”（Drikung Namchag Mebar Dzong），它隶属“止贡佐钦爱沙尼亚团体”（Drikung Dzogchen Estonian Community）。这座道场位于塔林，精神导师是洛昂图仁波切（Lho Ontül Rinpoche，1950—）。

第二座道场是“止贡噶举拉特那斯瑞中心”（Drikung Kagyu Ratna Shri Center）。它在塔林，传法人和常驻法师是桑雅斯仁波切（Sangyas Rinpoche），精神导师是止贡卡贡切仓（Drikung Kyabgon Chetsang，1946—）。

隶属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在爱沙尼亚建立了两座道场。第一座是“塔林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Tallinn），另一座是“那瓦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Narva）。

（三）其他

爱沙尼亚还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佛教研究机构。一个是“藏族研究所”（Institute for Tibetan Studies），在塔图（Tartu），它是一个研究藏族文化、宗教的机构，但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藏传佛教宗派。它的主要负责人是马瑞特·卡克（Maret Kark）。另一个是“爱沙尼亚佛教研究所”（Estonian Buddhist Institute），它在塔林，主要负责人是林纳特·莫尔（Linnart Mäll）和马特·拉内梅兹（Märt Läänemets）。

五 拉脱维亚佛教

藏传佛教和禅宗已经传播到拉脱维亚。藏传佛教中，噶举派和格鲁派已经建立道场。在该国比较活跃的禅宗组织是韩国观音派。

（一）噶举派

噶举派在拉脱维亚的主要道场是“止贡噶举达摩查克拉中心”（Drikung Kagyu Dharmachakra Centre），位于卡尼卡瓦斯（Carnikavas）。

隶属噶玛噶举派的金刚乘佛教建立了两座道场。一座是“里加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Riga），另一座是“道格夫皮尔斯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Daugavpils）。

（二）格鲁派

格鲁派在拉脱维亚已经建立两座道场。一座是“甘丹佛教禅定中心”（Ganden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re），位于里加。另一座是“吉加曲金隐修中心”（Yiga Chodzin Retreat Centre），它隶属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

（三）禅宗观音派

观音派在拉脱维亚建立了两座道场。一座是“杰马拉禅宗中心”（Jurmala Zen Center），另一座是“里加禅宗中心”（Riga Zen Center），这两座道场的传法人都是清眼禅师。

六 立陶宛佛教

佛教在立陶宛也刚刚开始传播。主要佛教类型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和禅宗观音派。

（一）金刚乘佛教

噶玛噶举派中的金刚乘佛教已经在立陶宛建立了四座道场。它们分别是“斯奥利埃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Siauliai）、“维尔纽斯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Vilnius）、“金刚乘噶玛噶举考内斯佛教中心”（Diamond Way Karma Kagyu Buddhist Center Kaunas）和位于克尔梅斯·拉吉（Kelmes raj）的“金刚乘噶玛噶举斯图普卡尔尼斯佛教隐修中心”（Diamond Way Karma Kagyu Buddhist Retreat Center Stupkalnis）。

（二）观音派

观音派已经在立陶宛建立两座道场。一座是“考内斯禅宗小组”（Kaunas Zen Group），另一座是“维尔纽斯禅宗中心”（Vilnius Zen Center），这两座道场的传法人都是安德泽基·皮奥特罗斯基禅师（Andrzej Piotr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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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美国佛教

第一节 美国早期学者与佛教

美国学者们对佛教的最初了解借助了欧洲学者的东方学尤其是印度学的研究成果。琼斯、查尔斯·威尔金斯等欧洲学者翻译的关于印度的作品在美国出版、发行，对爱默生领导的超验主义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美国早期学者中，受佛教影响最大的是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

一 爱默生与佛教

爱默生是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和诗人，19世纪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的领袖。1803年5月，他出生于波士顿一个教士家庭。1821年，爱默生毕业于哈佛学院（今哈佛大学）。随后，他担任教师和基督教一位论派牧师。1832年，他脱离教会，赴欧洲游历，见到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他的思想受到欧洲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1833年，爱默生回到美国，开始全面介绍自己的超验主义理论。1834年，他移居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Concord），该镇从此成为超验主义的圣地。

不久，爱默生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包括梭罗、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1810—1850）和阿莫斯·布隆森·阿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等人，他们经常探讨真理、个性和天启等问题。这个松散的团体后来被人们称为“超验主义俱乐部”。

“超验主义”一词来自康德使用的术语“超验的”。它的意思是，超出一切可能经验之上，非人的认识能力所达得到的。康德认为，感觉以外的物质世界客观存在，它作用于人们的感官而产生感觉。但是，人们通过感觉只能认识它的现象，不能认识它的本体。本体是超验的世界，如果以经验世界的概念来理解超验世界，就会“超验”，其结果是理性陷入难以自解的矛盾。不过，在爱默生时代的欧洲和美洲，无论何种属于直觉性的思维，人们都将其称为“超验”。

超验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第一，灵魂具有最高的价值。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相同的神圣灵魂。上帝就是“超灵”。超灵和每个人的灵魂可以相互畅通无阻地进入，每个人都能与上帝相通。第二，自然是灵魂的外部表现，是上帝的一种投射。自然法则与人的精神法完全对应。第三，个人是发现真理的唯一工具。人必须通过自己来发现上帝，途径是完全服从个人的直觉。[1]在1832年10月1日的日记中，爱默生写道：

不但没有把基督教变成真理的车子，你反倒把真理变成了基督教的一匹马。那是使人向善的一种费力的方法。因为基督说，“要谦卑”，所以你必须谦卑。可是我为什么要遵照基督呢？因为上帝派他来。我怎么知道上帝派他来呢？因为你的心告诉你的与他教导你的是一样的。那我为什么不先听从自己的心呢？[2]

既然听从自己的心就能得到精神上的引导，那么，《圣经》、教会的指引就没有必要了。1836年，爱默生出版《论自然》[3]（On Nature}[4]），该成果重要而著名。爱默生坚称，人类有能力超越由感官经验和事实组成的物质世界，意识到充满整个宇宙的精神性以及人类自由的潜力。探索自己的内心和灵魂是找寻上帝的最好做法。[5]这些思想并非爱默生的首创，但他将它们用优雅的文字清晰地表达出来，在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当时的人将他视为新思想的代言人。

1840年7月，爱默生协助玛格丽特·富勒创办评论季刊《日晷》（Dial），该杂志成为广泛宣扬超验主义思想的阵地。1842年，爱默生成为《日晷》的编辑，杂志明显东方化，开始刊载一系列非西方的经典。

1843年，第一部英文版的《薄伽梵歌》到了康科德。爱默生以为，《薄伽梵歌》是佛教的著名经典。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性的错误。

超验主义最主要的思想源泉无疑是欧洲浪漫主义，但东方文化的一些经典也对超验主义产生了影响，它们既包括《奥义书》、《摩奴法典》、《薄伽梵歌》等印度典籍，也包括佛教及中国儒家的经典。

爱默生对东方文化有所认识和了解与其家庭环境密不可分。爱默生的父亲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1769—1811）牧师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他编辑过《波士顿选集及评论月刊》（The Monthly Anthology and Boston Review），该刊物在1805年刊载了琼斯翻译的《沙恭达罗》。爱默生年仅八岁时，父亲去世。威廉·爱默生给儿子留下了诸多东方学资料，如《威廉·琼斯爵士回忆录》（Memoirs of Sir William Jones）、《克哈马的诅咒》（The Curse of Kehama}[6]）等。这些书上还有从《亚细亚研究》中摘抄的注释和附录等。爱默生在哈佛学院学习时就对印度文化很有兴趣。[7]

爱默生对佛教有所了解，1841年12月在波士顿共济会发表的题为《超验主义者》（Trancedentalist）的演说中，他将佛教徒在一定意义上与超验主义者画等号。他说：

……如果在人类的思想或美德中有任何宏大和勇敢的东西、任何对巨大未知事物的依赖、任何预感、任何信仰方面的过度虔诚，唯灵论者都将其作为最天然的内容予以吸收。东方的智慧一直倾向于这种宏大的境界。佛教是它的一种表现。佛教徒不感谢别人。他说，“不要奉承你的施主”。但他相信，每种善行必将得到善报。佛教徒不会欺骗施主说，对方所做的比该做的还多。就这点而言，佛教徒就是超验主义者。[8]

爱默生基于佛教徒相信善有善报这一观念将佛教徒与超验主义者画等号。在1847年7月31日写给卡莱尔的信中，爱默生甚至称自己为“坐禅大师”[9]。他在谈到命运时引用过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命运无非是前世的所作所为。”[10]不过，他只是抽象地指出这是印度人的观念。

但是，总体而言，爱默生对佛教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部分原因与当时西方人对佛教基本概念的误读有关。例如，当时西方人将涅槃译为“annihilation”，它的意思是“绝灭”、“毁灭”、“消灭”或“湮灭”。这显然是一个贬义词。而在佛教徒看来，涅槃是脱离了六道轮回之苦的最高境界，是佛教徒修行的最高也是最崇高的目标。早期西方人将该词译为一个贬义词，真可谓谬以千里。爱默生在1842年写道：“这种无情的佛教到处撒谎，用死亡和黑夜作威胁……每种思想、每种事业、每种感情都会在这种恐怖的无尽中毁灭，该无尽环绕着我们，并等待我们沉沦……”[11]这种观点显然肤浅而错误。

虽然爱默生从总体上对佛教持否定态度，但他的一个追随者蒙丘尔·康韦却将他比作佛陀。[12]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康韦本人对佛教的态度，但另一方面这种比喻本身有助于我们对爱默生做进一步的思考。

二 梭罗与佛教

梭罗是随笔作家、诗人和实用主义哲学家，他以实践超验主义原则和极力鼓吹公民自由而著称。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于康科德镇一个小商人家庭。小时候，梭罗的父母经常带孩子们到康科德一带的森林野炊，梭罗很喜欢附近的瓦尔登湖（Walden Pond）。从哈佛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梭罗当过教员，在父亲的家庭铅笔作坊干过活，开办过小学，后来还当过家庭教师。

1837年，梭罗结识了爱默生，深受其影响，他还通过爱默生接触并迷上了东方文化。爱默生编辑《日晷》时，梭罗负责“挽歌”（Elegy）栏目，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是超验主义俱乐部中最年轻的人。爱默生很器重梭罗。不久，梭罗承担《日晷》的编辑重任，并刊载《摩奴法典》的部分内容。他也在《日晷》上发表了不少诗作和散文。

1844年，《日晷》刊载了英译的《法华经》，梭罗告诉读者，这是“佛的训诫，选自尼泊尔佛教徒的一本宗教书，标题是《妙法白莲华》”（The White Lotus of the Good Law）[13]。

梭罗性格内敛，喜欢思考。为了实践超验主义理论，1845年春，梭罗在瓦尔登湖附近建起一座木屋。7月4日，他搬进木屋，开始过起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农夫生活。他自己种地，自己收获，在隐居的两年里，他对世界进行深刻的思考。

1846年2月4日，梭罗在康科德镇为乡亲们作了一个关于托马斯·卡莱尔的报告。演讲结束后，听众们说更想听一听他在湖边的生活经历。梭罗于1847年2月10日做了题为“我的经历”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14]随后，梭罗将该讲稿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名著《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Walden，or Life in Woods）。梭罗在生前还出版了《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散文集《缅因森林》[15]（Maine Woods）和《科德角》[16]（Cape Cod}[17]）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此外，梭罗还留下14册日记。

梭罗解释了到瓦尔登湖畔隐居的目的：“我希望去遇见生活的事实——生气勃勃的事实。它是诸神面对面地向我们显示的现象或真实。所以我来到了这里。”[18]梭罗所说的生活的事实就是生命的本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说，在当时的美国，只有他一个人以这种近似佛教徒的方式来生活，可能也不会有错。梭罗的隐居、冥想之举连爱默生都无法理解，更不用提同时代的其他人了。显然，梭罗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

梭罗选择到瓦尔登湖隐居实践超验主义理论，与他的性格有关，但同样也与他接触过东方文化包括佛教思想有关。他说：

我最喜欢读的是几个民族的经典。碰巧的是，我更熟悉印度人、中国人和波斯人的经典，而不是我最后才接触的希伯来人的经典。给我上述经典中的一种，我就能暂时安静下来。我重新开口，就习惯于说一些新奇的话来烦扰我的邻居们；不过，他们通常看不出其中所蕴含的智慧。[19]

在《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中，梭罗对《薄伽梵歌》、《摩奴法典》、《吠陀》等印度典籍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在梭罗的四本著作中，直接涉及佛教的内容不多，但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线索。梭罗将佛陀与基督相提并论。他说：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同样接近和亲近佛陀，或者基督，或者斯韦登博格，他们三人的教堂无边无际……我知道，有些人听到我将他们的基督与我的佛陀相提并论时会觉得无法容忍，但是我相信，我愿意他们爱自己的基督比爱我的佛陀更多一些，因为爱是主要的事情，而且我也喜欢基督。[20]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公布自己的“罪状”时承认自己杀过一只糟蹋过他豆子地的土拨鼠并且吃了它。他说：“就像鞑靼人所说的，它的灵魂正在转世。”[21]梭罗捕食动物只是偶然的行为，实际上他坚决反对人类杀生食肉的行为。他说：

……如果有人教导人类克制自己，只吃更无害的和有益身心健康的食物，他就会被认为是人类的救星。无论我自己实践的结果怎样，我不怀疑的一点是：在人类逐步进化的过程中，戒除荤腥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就像野蛮的部落与更文明的部落交往以后，停止人吃人一样。[22]

梭罗倡导戒除荤腥不能归因于他受到了汉传佛教徒素食方式的影响。梭罗自己说过：“我对肉食的反感并非经验使然，而是一种本能。”[23]在谈及东方文化典籍的悠久历史时，梭罗写道：

实际上，穆斯林和鞑靼人的王朝比测定的年代更久远。我认为自己在这些王朝生活过。梵语存在于任何人的头脑中。《吠陀》和它们的应伽并不像冥想一样古老……我们仅仅生活于现在吗？……[24]

梭罗在这里主要提到两点：首先，佛教所说的前世的观念。显然，梭罗对佛教的“三世说”有所了解。其次，他认为冥想的修行方法可能比《吠陀》更古老。这也可以说是正确的。梭罗是通过阅读《法华经》等佛教经典来了解禅定等修行方式并加以分析、实践的，在这点上，可以说他做到了无师自通。他和爱默生都没有遇到过佛教徒。

1862年，梭罗因患肺病去世，年仅45岁。临终时，他的一个朋友问他是否与上帝和解了，梭罗说：“我们从未争吵过。”[25]梭罗的回答说明，在他的心中，对佛教和基督宗教没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换言之，梭罗只是在佛教经典中找到了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契合的东西，并没有用佛教来取代基督宗教，当然也更谈不上皈依佛教。

三 惠特曼与佛教

惠特曼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当过木工、排字工、教师和报纸编辑。1855年，他的诗集《草叶集》（Leaves of Grass）第一版面世。7月4日，爱默生收到惠特曼寄给他的诗集。7月21日，爱默生在给惠特曼的回信中说：“亲爱的先生：我并非看不见《草叶集》这个令人惊叹的礼品的价值。我发现它是美国迄今作出的最不平凡的一个机智而明睿的贡献……我祝贺你在开始一桩伟大的事业……”[26]不过，爱默生之前从未听说过作者的名字。相反，惠特曼读过爱默生的许多著作。

1857年，梭罗在纽约与惠特曼见面时夸奖《草叶集》像东方的作品那样出色，并问惠特曼看过东方的作品没有，惠特曼的回答却是没有。[27]这是惠特曼出于谦虚的回答，实际上，惠特曼了解东方文化。在《我自己的歌中》，他写道：

我不轻视你们僧侣；

我的信仰是最伟大的、也是最渺小的信仰，

包括古今和古今之间的所有崇拜，

相信五千年后我还会来到世上，

等候神谕的应验……尊奉诸神……礼敬太阳，

用第一块岩石或树桩制作偶像……在巫咒圈中执杖祈祷，

帮助喇嘛或婆罗门整理神灯，

在膜拜男性生殖器的游行队伍中沿街起舞……在树林中是一名狂热而严厉的苦行僧，

从头骨杯中喝蜂蜜酒……去沙斯塔，崇敬《吠陀》……信奉《古兰经》……[28]

“巫咒”指西印度黑人、圭亚那和美国东南部黑人所施行的巫术。“喇嘛”、“头骨杯”、“《吠陀》”等词汇的正确使用表明他对藏传佛教、婆罗门教都有所知晓。惠特曼宣称自己相信转世说。在《草叶集》的初版序言中，他写道：

……一个人的所为所想都会引起后果。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一举一动不仅在一天或一个月或今生的某个阶段或死亡时影响到他或她自己，而且在以后整个来世中继续影响到他们。间接的总是与直接的一样伟大而真实。精神从身体所接受到的与它所付给身体的完全相等。没有哪一种言论和行动的名称……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只把名字印在节目单上，而是准时演出了并得到了回报，并且在进一步表演中又得到回报……而这些表演再依次获得回报……[29]

这段话比较啰唆，但中心意思就是讲业报轮回或因果报应思想。这种思想在印度教和佛教中都存在。美国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指出：“不朽，对于惠特曼来说，他运用的是轮回转世的形式，他相信每个人都会重生，通常是以一种更高的形式。他的一些想法，接近印度因果报应的思想，他认为今世的行为，将会决定个人下一次转世的本性和命运。”[30]

惠特曼不仅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深受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文化的影响，他还曾经体验过用东方的方式修行。他在日记中说：“不但在夏季，而且所有的季节，白天黑夜都是如此，我做一些冥想……我周围的大部分景色是别人见过的，见不到的是我一些多变的思绪、冥想和自我思辨……”[31]

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A Backward Glance）中说，他在准备写《草叶集》时，阅读过古代印度的诗歌。[32]与爱默生和梭罗直接引用东方作品的方式不同，惠特曼将他从东西方文化中吸收的东西全部混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惠特曼的诗歌就体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而且，惠特曼的诗歌在表现的内容方面更加大胆。1860年3月，爱默生在波士顿与惠特曼散步时，曾经试图说服惠特曼缓和一下《草叶集》中性因素的调子，但惠特曼却加以拒绝。[33]

《草叶集》问世以后多次重版，惠特曼在每版中都补充了一些新诗。惠特曼的诗热情奔放，不受传统格律的束缚，用新的形式来表达民主思想，对种族、民族和社会压迫表示了强烈抗议，对美国和欧洲自由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他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对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在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里，惠特曼过的就是嬉皮士一般的生活。“那段日子里的惠特曼，令人不禁想到，他可真称得上是垮掉一代的鼻祖：他胡子拉碴，不理头发，他的装扮令人想起1860年[34]的那些运动衫加平底凉鞋的人。他的一些行为很像后来垮掉的一代……他正在写作的诗歌，被劳伦斯·林普顿称为‘风格开放自由，是垮掉一代文学的优秀作品’。”[35]

从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与佛教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出美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与认识佛教的特点：第一，他们对佛教的认识以文本为依据，还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佛教徒。第二，他们接触了诸多东方文化的内容，除了佛教还包括婆罗门教、中国儒家思想以及波斯经典等。他们从未想过这些思想的差异所在，即使想到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第三，由于不懂东方语言、受翻译者的水平所限以及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们对佛教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读。

第二节 华工与汉传佛教初传美国

自从哥仑发现新大陆以及达·伽马开辟通向亚洲的新航路后，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舰队从海上航行到东亚，中国与美洲开始了间接的接触。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欧洲和马尼拉将中国的丝绸、茶叶以及各种手工艺品贩运到美洲各地，原产于美洲的农作物如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落花生、番薯等也传入中国。

随着康雍乾盛世的结束，步入19世纪的清王朝日益保守、没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帝国，中国开始进入百年丧权辱国的近代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民不聊生，为了谋生，很多中国人（主要是广东省人）不得不下南洋、赴美洲，这就是华工来到美国的背景。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现金矿，当时，在美国的中国人寥寥无几。旧金山发现金矿的消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不胫而走，激起了广东人的发财梦想，一些美国人趁机在华南大做广告，拉拢华人移民美国。一家船运公司的广告说：“美国人民为天下最富者，他们欢迎中国人，一旦到达美国，有大屋居住，大工钱收入，好衣好食……请勿疑惧，应即走向发财之路……”[36]1849年，在美国的华人只有791人，1850年增加到4025人；1860年为34933人；1870年达到64199人。[37]

华工在美国主要从事开采矿石、修建铁路、种植蔬菜和水果等重体力劳动。淘金热过后，美国开始修建横贯东西部的大陆铁路，施工单位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两家公司分别从东、西两端铺轨，铁轨将在犹他州的普罗蒙托利（Promontory）会合。哪一家公司先到达该地，就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巨大的利益。东端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得益于地势和交通上的便利，铺轨迅速；西端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由于有落基山、内华达山等险峻山脉的阻碍，加上爱尔兰移民的工作效率低下，进展非常缓慢，该公司迫不得已尝试雇用华工。聪明、勤劳、善良的华工很快赢得公司的信任，太平洋铁路公司随之大量雇用华工，1869年，华工占该公司铁路工人总数的90%以上。[38]一名美国学者公允地评论道：

如果没有中国人关于使用炸药的知识并重视炸药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国人在令人目眩的高空贴在几乎垂直的悬崖上干活，如果没有中国人用生命闯过了白人难以忍受的艰苦难关，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的路段决不会建成。如果建成，时间上也要拖得很久。[39]

公司总裁利兰·斯坦福坦言：“没有华工，这条重要的国家交通干线的西段，就不能在国会法案所要求的时限以内完工。”他形容华工“安静、温顺、勤劳、节俭——乐于而且容易学会铁路建筑工程所需要的各种不同工作”[40]。铁路修筑过程中的1866年和1867年的冬天寒冷无比，华工在天寒地冻的条件下施工，很多人被冻死。铁路建成20年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E.B.克罗克的副手之一詹姆斯·斯特罗布里奇在对联邦调查委员会作证时指出：“雪崩毁了我们华工的帐篷。在雪崩中，我们牺牲了大量的工人（指华工）；有许多工人的尸体，直到第二年积雪融化以后才发现。”[41]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修筑这条铁路时究竟有多少华工丧失了生命，但是依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以及斯特罗布里奇的回忆来推断，牺牲的华工人数不少。

华工也为美国西部农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中国带来果木和蔬菜栽培技术，使加州逐渐成为果蔬之乡。美国历史学家凯利·麦克威廉斯指出：“显然……如若没有华工在加州的贡献，那么，从种植小麦到改种水果的这一转变肯定要推迟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个转变中，华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因素。”[42]

在美国西部开发急需劳动力的时期，华工的到来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欢迎。在庆祝加州加入美国联邦的大会上，法官纳萨尼尔·贝尼特在致华人和其他移民的欢迎词中说：“你们虽然出生并生长在异国的土地上，虽然说另种方言，但今天在这里我们把你们当成亲兄弟……不论在哪方面，你们都和我们一律平等……因此咱们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共同的希望，共同的命运……”[43]

但是，华工所受到的欢迎很快就被美国社会的排外主义浪潮所淹没。由于华工吃苦耐劳，所以比当地的白人工人在找工作方面更有竞争力，加上中国移民的人数逐渐增多，一些美国人开始呼吁限制、排斥华人。加州政府从19世纪50年代起逐渐颁布一系列排华法案。1850年《外籍矿工税法》要求华工每人每月缴纳税金20美元；1852年《保金法》规定所有华人缴纳保证金500美元；1854年，加州法院规定，华人无权出庭作证；1858年，加州议会颁布《限制华人和蒙古人种进一步移民法》，禁止华人移民进入加州。[44]各地殴打、抢劫、虐待甚至杀害华人的事件与日俱增。

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华工团结起来，集中生活在城镇的某一区域，他们称之为“华埠”，白人往往称之为“唐人街”或“中国城”（China Town）。华工根据籍贯逐渐形成会馆以谋求生存和发展。1855年，旧金山华人出版的双语周刊《东涯新录》列出阳和、广州、三邑、仁和、宁阳五家会馆。19世纪60年代初，和合会馆成立，这样，会馆增加到六个，它们就是白人社会所熟悉的“六大公司”。[45]这六家会馆成为联系华工和国内的纽带，也是他们的宗教生活中心。

1849年，第一座华人寺庙——“北溪庙”（Bob Kai Mui）在加州沙家缅度以北的玛丽斯维尔（Marys-ville）建成。[46]1850年，一个叫阿清的华工建起旧金山第一座中国神庙，以祀天后，后荒芜。1851年，四邑[47]会馆建成旧金山华埠的第一座庙宇——“冈州古庙”，供奉关帝，香火很盛。1852年，三邑[48]会馆在威弗莱街建成“天后庙”，后来这条街就被称为“天后庙街”。其他会馆也纷纷建庙。到1875年，旧金山华埠的寺庙已达八座；1885年后，寺庙的数量已达十多座。[49]除了旧金山，中国寺庙也纷纷出现在加州的其他城镇，如洛杉矶、圣何塞（San Jose）、沙加缅度（Sacramento，另译为“萨克拉门托”）、奥洛维尔（Oroville）等。有观点认为，到19世纪末，北美洲西海岸有了400多座华人寺庙。[50]但是，400多座寺庙的说法令人生疑，数量很可能有所夸大，不过，这与统计者心目中何者为寺庙的统计标准有关。这些寺庙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大多数寺庙体现了中国人三教合一的观念。寺庙供奉的对象既包括佛教神祇，也包括诸多民间神灵。最受尊崇的是观音菩萨、妈祖和关公。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象征，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信仰群体。妈祖亦称“天妃”、“天后”，是传说中掌管海上航运的女神，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虔诚地信仰妈祖。关公信仰在中国长盛不衰，历代封建帝王对关公多次加封，关公成为忠义的化身，清代时，全国各地遍布关帝庙。1903年，梁启超在游历美国时发现，中国移民每家会馆的财政收入中都包括祝税和醮金。他写道：“各会馆皆祀关羽。每岁课司祝者税若干，多或至万金焉。又一年或两年建醮一次，各商户、各私人皆捐醮金，所捐必逾豫算之额，因存积之以为会馆基本金。”[51]会馆利用关公的忠义精神将华工团结在一起。白人往往将关公视为战神，但在华工心目中，关公能够在生活的很多方面给人带来吉祥和福祉。大多数寺庙供奉的神灵不止一位，例如，北溪古庙中供奉有观音菩萨、天后、关帝、北帝和敕封文武总制大圣五位神灵。[52]只供奉一个神的寺庙当然也有。此外，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圣母娘娘、门神尉迟恭和秦琼、诸葛亮、刘备、张飞、赵云、包公、华佗、绥靖伯陈老官、财帛星君、齐天大圣等都被信奉。

第二，华工寺庙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寺庙有所区别。中国传统寺庙一般来说有修行者（如僧人、道士等）居住和管理，而华工寺庙基本上由俗人管理，笔者没有发现寺庙由僧尼、道士常驻的资料。而且，这些寺庙在形态方面也与国内的有异，因为有的寺庙完全由民房改建而成，像几大会馆的关帝庙往往建在会馆办公楼的上层。从根本上来说，这类寺庙称为“神堂”或“佛堂”等可能更加贴切。

第三，寺庙在陈设、规模方面差异很大。会馆建立的寺庙一般较大，耗资不菲，装饰和陈设都比较讲究。而绝大多数寺庙规模很小，有的只有一间房那么大，有的甚至只能算是一个窝棚。这些寺庙基本为木制，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加上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存留下来的不多。

这些寺庙在华工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为恶劣环境中的华工提供了一处抚慰心灵、寄托精神的场所。正是以这些寺庙为载体，宗教所具有的调适心灵、社会整合等功能才得以有效地发挥。例如，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位于旧金山天后庙街的天后庙就举行盂兰盆会，沿着街道举行祭祀，焚烧纸衣、纸箱、纸钱等，同时施舍素食，以超度亡灵，施食给饿鬼。[53]阳和会馆的侯王[54]庙每年举行庙会。庙会那天，大摆素食宴席，十二个人抬着侯王像出游。这时，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观者如潮。[55]同时还有舞龙表演。目睹过这一场景的一名美国人写道：“上千个盛装的华人排着队……刹那间从神像后面窜出一条巨大的舞龙，有一百七十多英尺长，由六十个表演者操纵着……整条街五颜六色，光彩夺目。旗帜和帷幔上的饰片亮闪闪，擦得锃亮的长矛与戟冒着寒光，与会者身着华丽袍服，锣鼓声震天，鞭炮噼啪炸响，构成了一个华丽精彩的东方节庆。这是在其他的文明的城市中见不到的。”[56]

1876年，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支（Henryk Sienkowicz，1846—1916）以《波兰报》记者的身份来到美国考察、旅游，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旅美书简》。其中的《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一文专门谈到当时美国的华工问题，其中描绘了旧金山中华工的一座寺庙：

我们来到了最有趣的地方——佛寺。每个佛寺前都挂着五个或者六个用彩纸扎的灯笼，这是它的标志，佛教徒一眼就能将它和别的建筑物区别开来。我们就进去吧！这里是谁都让进的。现在我们真的来到中国了，这个寺庙是由一间宽敞的房间改建成的，里面五颜六色的灯和窗玻璃把它映照得十分明亮。角落里放着一些装上了长柄的绸伞，绣着太阳、月亮和龙的形象的旗帜和长长的竹竿。在这些竹竿的顶端，装着许多不定型的青铜标记，有的像奇花和异兽，有的像是这两者的混合体。一块块色彩斑斓的窗玻璃和一盏盏吊灯冲着庙里的本堂投去了神秘的光。本堂的中央是主祭台，它像一张虽不很高但比较大的桌子。祭台上放着两个高大的银龙，每个银龙都有站立着的两只脚。祭台中央还有一个铜制的金字塔，它的表面镶嵌着一些兽形和人形的饰物，这个金字塔就是一个圣物存放处，里面存放着许多佛经。主祭台位于庙里深处，那里一片昏暗，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只有两盏用小链索吊着的灯在闪着若明若暗的微光。在绸帷幔的后面，现出一尊佛像，它的周围有许多龙和虎的雕像和铜雕的荷花。佛像呈坐的姿态，它的往上伸着的手和手指好像在指着什么，好像在讲经，它的须和发都穿过了两手之间的空当，在那铜色的面孔上，现出了苦闷而又愚蠢的表情。[57]

这就是当时白人眼中华人寺庙的形象。最后一句话中的轻蔑之词正反映出当时西方人普遍的排华心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显克维支尚且如此，当地普通美国人的观念当不难推断。一些排华组织就认为，将华工的寺庙付之一炬是天经地义的。

在美国传教士眼中，华工就是崇拜偶像的“异教徒”。他们认为，异教信仰标志着种族和文化上的低劣。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向华工传播基督宗教，争取他们皈依，但是根据这些传教士们的记录，在旧金山的华埠，改变了信仰的华人寥寥无几。[58]不过，在另一方面，在美国浊浪滔天的排华浪潮中，接触过华人的传教士同情华人的不幸遭遇，反对政府的排华政策。一名华裔牧师说：

那段时期，教会十分热衷于在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曾派过不少传教士到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去。正因为如此，他们感到有必要替在美国遭到不平待遇的华人说话，应该支持他们。在华人因不懂英文只会说中国话而遭到非难时，是教会为他们办起了英语学习班；在华人被斥责为只懂得崇拜偶像的异教徒时，又是教会为他们办起了圣经班，帮他们改信基督教。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单单是为扩大教会人数，更是出自他们自己的信念——基督把上帝的爱赐给天下所有的人，应当让普天下的人都领受到这种爱……[59]

传教士们的目的当然是传播基督宗教，但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客观上对华工有一定的帮助。可惜，他们的努力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颁布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它的主要内容是：法案自颁布90天后生效，在生效日之前入境的华人可以留居美国。法案有效期为10年，在此期间华人移民不得入境。如果有人从中国运进一名劳工，就要被判刑1年，罚款500美元。华人要离开美国，必须向当地政府索要证明。持有证明的华人经过入境检查后可再次进入美国。留居美国的华人必须向政府登记，否则将被驱逐出境。该法案禁止的对象是劳工。[60]

《排华法案》使美国社会的排华现象合法化。美国各州驱逐、迫害、屠杀华人的现象进一步升级。排华浪潮像瘟疫一般从西海岸扩展到东海岸。美国政府对此不仅不予以制止，反而多次通过《排华修正案》。1884年的法案禁止任何华人从中国或其他外国移民美国。188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斯科特法案，规定除了官员、教师、学生、商人和旅游者五类人，离境华人一律不准入境。约两万名华工手中持有的美国政府颁发的再次入境证明成为废纸。189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吉尔里法案》，将1882年的《排华法案》延长10年。1902年，《排华法案》被无限期延长。美国吞并夏威夷后，将所有排华法案适用于当地。至此，华人前往美国的大门彻底关闭。[61]

针对美国的排华政策，全球华人在1905年发起联合抵制美货的运动。这大大加强了美国华人与祖国的联系。

排华法案及其修正案对美国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相应的，也对汉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移民美国的华人的锐减以及其他原因，汉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华人最早将佛教不仅传播到美国本土，而且包括后来成为美国领土的夏威夷地区。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由夏威夷岛或大岛（Hawaii or Bigisland）、瓦胡岛（Oahu）、毛依岛（Maui）、卡瓦依岛（Kauai）、卡呼拉烕岛（Kahoolawe）、拉耐岛（Lanai）、莫洛凯岛（Molokai）及尼浩岛（Nihau）组成。前面四个岛是夏威夷经济与文化的重镇。

在并入美国前，夏威夷是一个独立的王国。19世纪50年代，夏威夷的种植业尤其是甘蔗种植以及相关的制糖业迅速发展，但该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1852—1866年，1000多名中国劳工从香港、澳门和旧金山来到夏威夷。[62]五年合同期满后，华工不再从事艰苦的种植业而是另觅生计。夏威夷统治者对此很头疼，但无计可施。

1878年，华工开始在夏威夷修造第一座佛寺——观音庙。当时，夏威夷还没有并入美国。该寺于1908年完工。[63]到1889年，夏威夷已经有几座供奉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的中国寺庙。

1892年，夏威夷出台“限制中国人移民法案”（Act Restricting Chinese Immigration），华人除了务农、为仆不准进入夏威夷。

由于种族歧视和移民限制，华人在夏威夷的人口一直不多，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到10%。[64]

第三节 日本移民与日本佛教初传美国

在华工赴美后不久，日本劳工也来到夏威夷和美国本土。日本的净土真宗、净土宗等宗派的本山派出僧人为日裔劳工服务。日本佛教信徒很快建立组织，修建寺院，为日本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 日本劳工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

幕府统治时期，日本主要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卡尔布雷斯·佩利（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率领两艘全副武装的军舰抵达日本，日本被迫开放国门。明治天皇掌权后，日本的开放步伐加快。日本政府同意向夏威夷政府输出劳动力。1868年6月，第一批100多名日本劳工抵达夏威夷。由于无法承担艰苦的劳动，一小部分人回国，大部分人在夏威夷定居。夏威夷国王大卫·卡拉卡瓦（David Kalakaua，1836—1891）对此很高兴，因为由于传染病的流行，该国的人口正在减少。

1885年，卡拉卡瓦访问美国，美国国会批准夏威夷王国的农产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夏威夷的种植园主希望招募到更多的日本劳工，日本要求夏威夷当局为日本劳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夏威夷政府签署了协定。1887年，900多名日本劳工抵达夏威夷，他们被派往偏远的种植园工作，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夏威夷人并没有严格执行与日本人签订的合同，日本政府派官员与夏威夷政府交涉后，日本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

1869年，首批日本移民抵达美国大陆。1890—1907年，平均每年有一万名日本人移居美国。1885—1920年，共有18万日本人来到美国大陆，另有20万日本人迁往夏威夷。其中，一半左右的人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返回日本。1920年的美国人口统计表明，当时在美国大陆的日本侨民有11.1万，其中，65%定居在加州。[65]

随着日本移民在加州的人数以及他们购买土地的数量的增加，加州白人日渐恐慌。该州的新闻媒体、一些行业协会开始呼吁政府限制、排斥日本移民。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总统禁止日本劳工从夏威夷、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本土。通过协商，美日两国政府达成“君子协议”。它规定，日本政府不再向打算迁入美国的日本劳工发放护照，美国则不颁布禁止日本移民入境的排斥性法案。此外，美国政府允许已经入境的日本侨民的父母、妻子和子女迁入美国。[66]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限额法，将日本移民纳入被限制和排斥的范围。日本人移居美国的大门关闭了。

二 最早到夏威夷及美国本土传教的日本宗派

（一）净土真宗

美国的净土真宗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本派本愿寺派或称西本愿寺派（Hompa or Nishi Hongwanji Buddhist Church or Buddhist Church of America），另一个是东本愿寺派（Higashi Hongwanji Church）。

在日本，年轻的净土真宗（Jodo Shinshu）僧人曜日苍龙（Soryu Kagahi）听闻夏威夷日本劳工的遭遇后，请求西本愿寺派遣传法师到夏威夷为日本劳工服务，但是，他的请求被西本愿寺拒绝。

1889年3月，曜日苍龙抵达檀香山，开始为日本劳工提供服务。1897年6月，夏威夷的日本劳工给西本愿寺本山写请愿书，请求本山出资在夏威夷建寺。[67]

曜日苍龙从日本劳工手中筹集建寺的资金。经过他的不懈努力，1889年，夏威夷的第一座日本佛寺建成。它的规模不大，位于希罗（Hilo）。

1889年10月，曜日苍龙回到日本，西本愿寺承诺提供资金帮助。但是，曜日苍龙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触怒了佛教界，西本愿寺承诺的资金被扣发，曜日苍龙也从此销声匿迹。

1892年，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一群夏威夷白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卡拉卡瓦的继任者——利留卡拉尼女王（Queen Liliuokalani，1838—1917）的统治，建立夏威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awaii）。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个州。

到1894年，夏威夷的日本人达到约25000人。1896年，净土真宗的首座官方寺院在夏威夷的帕乌哈乌镇（Pauuhau）建成。

1897年，西本愿寺派法师宫本惠顺（Eijun Miyamoto）在夏威夷檀香山福德街（Fort Street）建立一座寺院。1898年，里见法弥（Hoji Satomi）成为第一任住持。1899年，里见法弥回日本。后在今村惠猛（Emyo Imamura）的陪同下，他很快又回到夏威夷。[68]

1898年7月，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的本田江龙（Eryu Honda）和宫本惠顺（Ejun Myamoto）到达旧金山。同月，他们与30名日本男青年成立“男青年佛教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1899年9月，西本愿寺派的园田宗惠（Shuye Sonoda）和弟子西岛觉了（Kakuryo Nishijima）抵达旧金山。同月，美国本土第一所西本愿寺派的寺庙成立，各类佛事活动以及为日裔移民服务的工作随即展开。随着日本移民向加州中部、南部迁移，西本愿寺的分支机构在萨克拉门托、弗里斯诺（Fresno）和瓦卡维尔（Vacaville）等地相继建立。[69]

旧金山的西本愿寺派一开始就想到向白人传法的重要性。他们在每个星期一晚上用英语举行讲座和服务。1900年4月，园田宗惠和五个旧金山美国人组成“佛陀的佛法僧伽”（The Dharma Sangha of Buddha）。该组织随后发展到40多人，美国人和日裔人几乎各半。它开始出版双月刊《佛法之光》（The Light of Dharma），达摩波罗、铃木大拙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该僧伽在举行佛教仪式时，选用了卡鲁斯编辑的乐曲。[70]

1899年，东本愿寺派法师涟静（Shizuka Sazanami）在卡瓦依岛西南角的外弥阿（Waimea）开始传法。同年，他和另一名法师山田见龙在该地建立一座寺庙。后来，另两位法师在该岛的马卡卫里（Makaweli）建立另一座寺庙。[71]

（二）净土宗

1893年，日本净土宗本山成立“夏威夷福音会”（Hawaii Evangelic Association），专门负责向夏威夷传播净土宗的事务。1894年，在松尾谛定（Jotei Matsuo）考察夏威夷的基础上，净土宗本山派冈部学应（GakuoOkabe）到夏威夷传法。1896年，冈部学应在夏威夷岛的哈马库阿（Hamakua）建立“哈马库阿佛教教堂”（Hamakua Buddhist Church），这是净土宗在夏威夷的第一所寺院。

1898年，冈部学应返回日本，田中摩诃（Mashien Tanaka）和八寿田大定（Daijo Yasuda）继续传法事业。[72]

（三）日莲宗

1899年，日莲宗本山派高木行运（Gyoun Takagi）到夏威夷弘法，他在夏威夷各岛传教三年。[73]

第四节 神智学会与佛教

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唯灵论在美国非常流行，人们相信活人能与死人的灵魂进行沟通。奥尔科特对此深信不疑。奥尔科特，1832年8月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他在南北战争时期曾担任上校，所以常被人们称为“上校”。1874年，在关注一桩活人与死人对话、触摸的“超自然现象”时，奥尔科特在纽约结识海伦娜·佩特洛娃·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Helena Petrova Blavatsky，1831—1891）。二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密友。

勃拉瓦茨基是卡尔梅克蒙古人，1831年8月，她生于俄罗斯。成年后，她在亚洲、欧洲各地和美国游历，声称在印度和西藏居住过多年，受过印度教诸多大师的教导。

严格说来，勃拉瓦茨基并不是一名唯灵论者。在她看来，唯灵论只能作为传播佛教神秘教义的一种手段，因为直接将佛教教义传给美国人难以做到。起初，她对这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态度有所保留，但后来越来越不满，于是发表文章，建议人们去研究东方的神秘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发现“这些现象后面的法则”[74]。

1875年11月，奥尔科特、勃拉瓦茨基和威廉·关·贾奇（William Quan Judge，1851—1896）等人在纽约创立神智学会。学会的宗旨有三个：不分人种、教义、性别、种姓和肤色，形成一个普遍博爱的学会的核心；研究古代和现代的宗教、哲学和科学，并证明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探究未被解释的自然法则以及人类潜在的精神力量。[75]

随着时间的推移，神智学会逐渐成为一个集佛教、印度教和基督宗教神秘教义为一体的学术组织。几年后，神智学会与两名锡兰僧人苏曼伽拉（Sumangala）和麦吉图瓦特·古纳难陀（Meggittuwatte Gunananda）取得联系。1873年，古纳难陀在与传教士的辩论中取得胜利，这极大地鼓舞了锡兰人反对殖民主义、捍卫传统佛教文化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当时的亚洲正值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浪潮风起云涌之际。

1878年底，奥尔科特和勃拉瓦茨基将名存实亡的美国神智学会交给阿布纳·道布尔迪（Abner Doubleday，1819—1893）管理后离开纽约。1879年，他们到达印度定居并创办杂志《神智学家》（The Theosophist）。1879—1888年，勃拉瓦茨基任杂志主编。

1880年5月，奥尔科特和勃拉瓦茨基抵达锡兰，受到当地佛教徒的热烈欢迎。不久，他们在一座寺庙里发愿皈依三宝、接受五戒，正式成为佛教徒，奥尔科特由此被称为第一个“白人佛教徒”（White Buddhist）。这在锡兰造成巨大的影响。锡兰人由此反思自己固有的佛教文化传统，结果，民族主义意识空前高涨。

1882年，神智学会的永久总部设在印度马德拉斯邦（Madras）的阿迪亚尔（Adyar）。

锡兰之前由葡萄牙和荷兰统治，现在属于英国的殖民地。锡兰佛教当时已经岌岌可危，全国的基督教学校超过800所，佛教学校却只有4所。奥尔科特成立“锡兰佛教神智学会”（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 of Ceylon），到处演说，筹集资金。在他的不懈努力下，3所佛教学院和250所佛教学校得以建立，[76]锡兰的佛教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鉴于锡兰僧人的佛教基本知识欠缺，奥尔科特编写了《佛教问答集》（The Buddhist Catechism}[77]）一书。

1884年，奥尔科特和勃拉瓦茨基前往伦敦，向英国统治者请愿，要求关注僧伽罗人的利益。随后，卫塞节（Wesak）被宣布为法定节日。卫塞节是上座部佛教将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合并在一起进行纪念的节日，时间一般在公历4、5月间的月圆日。

1885年3月，勃拉瓦茨基因健康原因离开印度。她先后在德国和比利时生活，后来到伦敦闲居、写作。她的主要著作有《揭开面纱的爱希丝》（Isis Unveiled}[78]，1877）、《秘密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1888）、《神智学解答》（The Key to Theosophy，1889）、《科学、哲学和宗教的综合性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Philosophy and Religion}[79]）等。

1889年，奥尔科特和苏曼伽拉一起设计了一面六色佛旗，作为全体佛教徒的象征，以加强佛教徒之间的团结。1950年5月，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第一届大会在锡兰召开，大会规定六色旗为世界佛教教旗。奥尔科特还有意建立“国际佛教联盟”（International Buddhist League），以便将佛法传播到全世界。

1891年，勃拉瓦茨基去世，她的继任者是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1847—1933）。

1907年2月17日，奥尔科特去世。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斯里兰卡的佛教徒都要燃灯、焚香，纪念奥尔科特；印度马德拉斯的孩子们会在奥尔科特的诞辰日深情缅怀他。[80]

神智学会后来在亚洲和欧洲的60多个国家建立了分会。虽然神智学会在美国逐渐销声匿迹，但它在欧洲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欧洲很多国家的佛教组织都深受神智学会的影响，有些佛教组织甚至直接脱胎于本国的神智学会分会。

奥尔科特对美国佛教的一大贡献是培养了锡兰近代著名的佛教复兴者达摩波罗。达摩波罗，原名栋·大卫·赫瓦韦塔拉纳（Don David Hevavitharana），1864年9月生于科伦坡。他的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们不得不将达摩波罗送到基督教学校中读书。达摩波罗反对基督教，抨击其教义，1883年，他主动辍学，去图书馆自学。1884年，达摩波罗成为神智学会会员。

达摩波罗的目标是在锡兰复兴佛教，这显然与神智学会的宗旨有所差异，结果，他与神智学会的关系日渐疏远，最终分道扬镳。1891年5月，达摩波罗在科伦坡创立“菩提伽耶摩诃菩提社”（The Bodh Gaya Maha Bodhi Society），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将菩提伽耶收回到佛教徒手中。摩诃菩提社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的佛教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世界很多国家建立了分社，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组织。经过包括达摩波罗在内的佛教徒的长期努力，1949年，菩提伽耶终于回到佛教徒手中。

第五节 世界宗教大会前后的美国佛教

世界宗教大会在美国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大会之前，达萨出版了美国第一份佛教刊物；大会结束后，达摩波罗和卡鲁斯以不同的方式在美国扩大佛教的影响，促进佛教的传播。

一 费兰吉·达萨及其《佛教之光》

1887年，一份名为《佛教之光》（The Buddhist Ray）的月刊在加州发行。这是美国第一份佛教期刊，主编署名为“费兰吉·达萨”（Philangi Dasa）。达萨的真名是“维特林”（Veeterling），他的职业是印刷工，曾经是一名神智学会会员，后来听从达摩波罗的劝告，改信佛教。他住在圣克鲁兹（Santa Cruz）的山上，达萨将自己在山上隐修的地方称为“佛光”（Buddharay），这是美国第一处佛教修行场所。

《佛教之光》的内容是摘录当时报纸、杂志上关于佛教的文章。刊物的副标题是“一份致力于传播佛陀的觉悟教义的月刊”。它每期两册，印刷精美。1894年12月，《佛教之光》最后一期面世，随后停刊。[81]

达萨是一名体力劳动者而不是知识分子，这说明到19世纪末，普通的美国人对佛教都已经有所了解，有些人甚至按照佛教的要求去修行。正如当时的《纽约杂志》（New York Journal）所指出的：“现在听到一个纽约人说他是佛教徒并非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了。几年前，这样的论调会引起别人的好奇，但现在无人会对此大惊小怪。纽约目前有几百名佛教徒。他们每个人都富有智慧。”[8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宗教大会的召开就不能简单地视为某个人的天才创意，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 世界宗教大会

1892年，达摩波罗编辑、出版第一期《摩诃菩提杂志》（Maha Bodhi Journal）。世界宗教大会的主席约翰·亨利·巴洛斯（John Henry Barrows，1847—1902）在芝加哥看到该杂志后，邀请他代表锡兰佛教徒参加这次盛会。达摩波罗同意了。

1893年9月，哥伦比亚博览会（Columbian Exposition）在芝加哥举行，博览会的组织者破天荒地想到要邀请世界各种宗教的代表到美国来举行一次世界宗教大会。参加大会的大部分代表团和观众是基督徒，但亚洲国家（中国、印度、日本、暹罗和锡兰）也派出了代表与会。

参加世界宗教大会的中国代表是清政府驻华盛顿公使彭光誉。他站在儒家传统立场上，认为大量的汉译佛经“只关注从这个世界中得到解脱的方法，根本没有提到治世之术”。他指出，佛教徒“愿意冥想不可见的精神世界，而疏忽生活的基本条件和义务。正因为如此，官员们会雇用僧人在公共崇拜活动中担任祭司，但同时，儒生们却藐视僧人，将他们视为寄食者”[83]。到19世纪末，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日益腐朽、落后，清代佛教逐渐衰落，大多数僧人忙于经忏，整体素质呈下降的趋势。彭光誉在世界宗教大会上发布上述观点，显然使美国人对中国佛教有了不好的印象。

其他亚洲国家佛教代表的观点与彭光誉大相径庭。在会上，锡兰代表达摩波罗用流利的英语做了两场正式发言，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第一场演讲的题目是《佛教与基督教》（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第二场是《佛陀对世界的贡献》（The World's Debt to Buddha），他的发言充满激情和热诚，使听众情绪高涨。

暹罗国王的兄弟钱德拉达特·查德达恩（Chandradat Chudhadharn）发表讲话，着重解释“佛法”一词以及“涅槃”的含义。

在各国代表团中，日本代表团的佛教徒最多，而且他们来自禅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天台宗和真言宗等宗派。代表团的翻译野口善四郎（Zenshiro Noguchi）随身带了几千册用英语写成的佛教小册子，来发给美国观众。

僧人土宜法龙（Houryu Doki）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佛教的历史及日本佛教宗派》（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nd Its Sects in Japan）。论文由懂英语的另一名日本代表平井代为宣读。当时，听众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会务组在附近的会议厅临时增设了一个分会场。[84]

野口善四郎代读了八渊蟠龙（Banryu Yatsubuchi）写的一篇关于天台宗的论文。八渊蟠龙还首次将密教的教义传到美国。他指出，即身成佛是大日如来所说，由空海（Kukai）大师阐发。[85]

释宗演（Soyen Shaku，1859—1919）是第一位到美国的禅师，他所传的禅法属于日本临济宗。他参会的论文《佛陀所传的因果律》（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as Taught by Buddha）由巴洛斯代读，该论文不止一次提到开悟（satori）和公案（koan）。[86]

释宗演生于1859年，若狭（福井县）人，字洪岳，号楞伽窟、小厮子、不可往子，幼名常次郎。12岁时，他依止越溪守谦出家，改名宗演，其后，参学于仪山善来等禅师。1878年，他参谒镰仓（Kamakura）圆觉寺（Engakuji）高僧今北洪川（Kosen Imakita，1816—1892），苦心参究公案七年，得其禅旨。1884年，释宗演进入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学习。后来，他留学锡兰。1888年回国，开始在国内大力传播禅宗。释宗演曾经担任圆觉寺派管长、临济宗大学（现花园大学）校长等职。他的主要著作有：《西游日记》三卷、《楞伽漫录》十九卷、《欧文说法集》等。

今北洪川也带领俗人习禅。随着人数的增多，他成立“两忘禅协会”（Ryomokyo-kai）。“两忘”的意思就是将主体和客体的观念都忘掉。禅团中包括世俗之人在日本是破天荒的举措。后来该组织对佛教在美国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1892年，今北洪川去世，释宗演成为圆觉寺的禅师。

在世界宗教大会上，日本天台宗僧人芦津实全（Zitsuzen Ashitsu）说：“不幸的是，许多兴致勃勃地研究佛教的欧美人从未听说过大乘佛教……他们完全不知道，佛陀教义的一望无际的大海就在他们的脚下奔涌。”[87]芦津实全所指的显然是像里斯·戴维斯那样将上座部佛教视为“纯正”、“正统”的佛教，而将大乘佛教视为变形、扭曲类型的佛教的一类欧洲学者。

日莲宗的代表川井说，即使是没有知识、不会读写的男女，只要诚心地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Namu-myo-ho ren-ge-kyo），也一定能成佛。[88]他的观点是日本日莲宗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思想。

在世界宗教大会上，释宗演和达摩波罗认识了保罗·卡鲁斯（Paul Karus，1852—1919）。作为摩诃菩提会美国分会的创始人之一，卡鲁斯是杂志《一元论者》（The Monist）的主编，他经营公开议庭出版社（Open Court Press）。卡鲁斯的家位于伊利诺伊州（Illinois）的拉萨尔镇（LaSalle）。对佛教有浓厚兴趣的他邀请释宗演去他家，帮助他翻译、编辑东方文化典籍，以便出版。释宗演谢绝了，但推荐了自己的学生铃木大拙。

世界宗教大会的召开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在世界宗教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样也对佛教在美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 世界宗教大会后的达摩波罗

世界宗教大会结束几天后，达摩波罗做了一次讲演。就在讲演结束时，一个名叫查尔斯·T.斯特劳斯（Charles T Strauss）的美国人皈依佛教。斯特劳斯生于一个犹太家庭，是一名商人，居住在纽约，他当时不到30岁。斯特劳斯成为美国本土的第一名白人佛教徒。[89]

1893年10月，达摩波罗离开美国。他回到印度，但是没能从印度教徒手中收回菩提伽耶。

1896年，达摩波罗应卡鲁斯之邀访问美国。他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格兰德瑞皮兹（Grand Rapids）、辛辛那提（Cincinnati）、达鲁斯（Duluth）、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依阿华市（Iowa City）、得梅因（Des Moines）、戴顿（Dayton）和哥仑（Columbus）等城市举行讲演，弘扬佛法。

1897年5月，在旧金山，达摩波罗主持了在美国首次举行的卫塞节庆典。400人倾听了达摩波罗的诵经。

1902—1904年，达摩波罗第三次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他向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的学生介绍佛教的基本教义，詹姆斯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33年1月，达摩波罗受戒成为比丘。4月，他在印度圆寂。

四 世界宗教大会后的卡鲁斯

世界宗教大会后，释宗演回到日本，但与卡鲁斯保持着通信联系。1894年，卡鲁斯完成《佛陀的福音》[90]（The Gospel of Buddha according to Old Records}[91]），将书的校样寄给释宗演。释宗演为书写了导言。

《佛陀的福音》从上座部佛教及大乘佛教的不同经典中选取小故事来讲述佛陀的生平及佛教的基本教义，语言浅显，风格通俗。它是卡鲁斯影响最大的著作，被译成多种语言，而且被亚洲的佛教徒使用。卡鲁斯借用“福音”这一基督宗教的词语，明显表示出他试图调和佛教与基督宗教之间关系的倾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一个人要完全公开地表明自己的佛教信仰恐怕还是要面临一定程度的心理及社会层面的压力。

卡鲁斯一生写了60多本书，主编过两份刊物。他向日本、东南亚的佛教徒、美国的佛教支持者以及西方学者约稿，在其主编的《公开议庭》（The Open Court）杂志上发表。这份刊物为所有的佛教思想提供了舞台。卡鲁斯为美国人和亚洲佛教徒架起了一座桥梁。此外，卡鲁斯资助达摩波罗在美国的旅程，担任美国摩诃菩提会的主席。

卡鲁斯对怎样在西方社会传播佛教进行过很多思考，不夸张地说，卡鲁斯是美国自觉地思考佛教美国化问题并对此加以实践的第一人。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音乐，他将《法句经》等一些经典中的偈颂用贝多芬、肖邦及德国民歌的曲调谱成歌曲。卡鲁斯的大胆创新遭到好友苏格兰僧人国际佛教社（International Buddhist Society）社长阿难·弥勒（Ananda Metteya）的强烈反对，卡鲁斯用铃木大拙刚刚译完的《大乘起信论》中马鸣菩萨编排曲调、度化华氏城众生的故事等作为例证进行了辩解，结果，弥勒长老不置可否。[92]

卡鲁斯用音乐传播佛教的实践得到加州马兹难陀（Rt.Reverend Mazzinanda）长老的热心支持。马兹难陀是萨克拉门托佛教教会（Sacramento Buddhist Church）的住持，他生于1827年，1847年来到印度，从1853年起跟随达赖喇嘛学佛。后来，马兹难陀前往英国、德国和法国，接受西方教育。1893年，他参加世界宗教大会，1903年来到加州。

每个星期日，马兹难陀举行藏传佛教仪式，他将这种仪式称为“佛教高级弥撒”（Buddhist High Mass），并对传法的形式进行了革新。马兹难陀告诉卡鲁斯，他特别为美国人编写了曲子和歌词，像《让我的佛陀离你更近》（Nearer My Buddha to Thee），这些鼓舞人心的歌曲对他弘法帮助很大。他说：“有人很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太有基督教的崇拜形式的味道了，但我并不这样看。佛陀说过，要入乡随俗。”[93]通过多年努力，他使300多人皈依佛教。

第六节“二战”结束前日本佛教的传播

日本移民在美国的主要聚居地是夏威夷和加州，日本佛寺首先在这两个地方建立起来。很多日本移民有信仰佛教的家庭背景，他们在美国急需日本本山派信徒前往美国建寺，为其提供宗教活动场所。由于日本移民信仰的宗派不同，相应的，这些宗派逐渐在美国出现。它们主要包括禅宗、净土真宗、净土宗（Jodo Shu）、日莲宗（Nichiren Shu）、真言宗（Shingon Shu）和日莲正宗（Nichiren Shoshu）。

一 禅宗（临济宗）

世界宗教大会后，临济宗在美国的传播保持了最强劲的势头，弘传临济宗的居士和禅师众多。

（一）铃木大拙

铃木大拙，1870年10月生于日本金泽市（Kanazawa），本名铃木贞太郎。

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兼武士。明治维新开始，武士的特权被废除，铃木大拙家道中落。1876年，父亲的死使家庭状况更加窘迫，母亲和大哥含辛茹苦地养育着铃木大拙。18岁时，铃木大拙读完中学。他找到一份在乡村教书的职业，他教算术、阅读、写作和英语。

母亲死后，铃木大拙到东京上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他听课但没有申请学位。当时，他对人生充满了困惑。铃木大拙一家信仰临济宗，很自然地，他到临济宗那里去寻求答案。

最初，铃木大拙跟随不同的禅师习禅。他的第一个重要老师是今北洪川。今北洪川是现代禅之父，当时已经81岁。今北洪川去世后，铃木大拙拜今北洪川的法嗣——释宗演为师。铃木大拙没有出家，但在四年里，作为一名居士，他在圆觉寺过着严格的修行生活。经过努力，铃木大拙终于参悟释宗演给的一则公案，并得到师父的印可。

陪同释宗演参加世界宗教大会后，铃木大拙回到日本。但不久，释宗演安排他去美国帮助卡鲁斯。1897年2月，铃木大拙抵达旧金山。他在卡鲁斯家翻译《大乘起信论》，并且开始写《大乘佛教概论》（Outlines of Mahayana Buddhism），这是他用英语写的第一本书。1900年，卡鲁斯出版了铃木大拙的第一本书《大乘起信论》的英译本。[94]

1909年，铃木大拙返回日本。他与卡鲁斯合作了12年，这期间，他完成大量的论文、译作和书评，对佛教（尤其是禅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无人可以比肩的贡献。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人所知道的禅就是铃木大拙所传的日本临济禅。

20世纪20年代，铃木大拙写了很多佛教尤其是禅宗方面的著作。1927年，《禅宗论集》（Essays in Zen Buddhism}[95]）第一版在英国出版，该书很快有了第二版和第三版。铃木大拙在英国的声望得以确立。1936年，铃木大拙从日本前往英国出席世界信仰大会（The World Congress of Faiths）。

（二）释宗演

1905年6月，释宗演应亚力山大·拉塞尔（Alexander Russel）之请来到旧金山。拉塞尔是一名富商，他的夫人对东方宗教包括佛教兴趣浓厚。之前，拉塞尔夫妇在日本圆觉寺拜见过释宗演，拉塞尔夫人请释宗演给家人传禅。她成了第一个参究公案的美国人。除了释宗演，当时绝大多数日本禅师认为美国人不可能理解禅宗，所以对在西方国家传禅没有兴趣。

释宗演不定期地为拉塞尔夫人的朋友们做讲座，担任翻译的是铃木大拙，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四十二章经》。此外，释宗演还在旧金山净土真宗的北美佛教传教团、弗里斯诺、萨克拉门托、圣荷塞和奥克兰（Oakland）为日本移民做讲演。1905年9月，释宗演和铃木大拙到洛杉矶为上千名日本人和美国人举行讲座。

释宗演讲座的主要目的是纠正西方人对佛教的误解。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佛教是消极的，涅槃就是一种毁灭。释宗演说，西方人只看到涅槃消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方面。他明确指出，西方学者将小乘佛教视为全部佛教是错误的。可以说，释宗演的努力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西方人正确理解佛教非常有意义。不过，虽然身为禅师，释宗演却并未在公开场合谈到禅修，或许他觉得向普通美国民众传播禅宗思想的机缘未到。

1906年，释宗演回到日本。1919年11月，释宗演圆寂。

（三）千崎如幻

千崎如幻（Nyogen Senzaki，1876—1958）是早期在美国传播临济宗的重要禅师之一。1876年，他出生在西伯利亚，年幼时成为孤儿，被人收养。五岁时，一名禅师开始教千崎如幻佛教。他在18岁时读完汉文大藏经。他既学习曹洞宗，也学习真言宗、律宗的内容。1896年，千崎如幻来到圆觉寺，跟随释宗演学习临济禅。在该寺五年的参学期间，他不断地参究公案，但不得要领。

1905年，千崎如幻跟随释宗演来到美国。他在旧金山艰难地生存着，从事不同的职业。释宗演让他17年中不要传播佛教。千崎如幻遵从师父的训诫，意志坚强的他等待着时机。

1922年，在美国生活17年后，千崎如幻开始传播佛教。只要有了钱，他就租一间房子宣讲佛法，有时，他前往朋友家里弘扬佛教。千崎如幻将这些场所称为“流动禅堂”。

1931年，千崎如幻从旧金山来到洛杉矶，他在晚上轮流教日本人和美国人坐禅。千崎如幻建起了一个禅堂，它有两个名字：英文名字是“Mentorgarten Meditation Hall”，可译为“曼陀伽顿禅堂”；日文名字是“Tosen-zenkutsu”，可译为“东方佛法禅堂”。

曼陀伽顿禅堂与日本本土的禅宗组织没有联系，因为千崎如幻鄙视它们。他说，大部分日本禅师抽烟、逐利、不独身。他说：“我不知道现在的日本佛教徒信仰什么，但我的确知道：在缅甸、锡兰、中国或美国，那些理解佛教的人不会把不遵循僧人生活方式的任何人视为僧人，无论他的头衔是住持、管长或贯首。真正的佛教徒认为，这些头衔不过是商业标签。”[96]

在千崎如幻看来，如果大部分僧人是商人，那么大部分寺院不过是“僧人们各自宗派的办公室，这就如同连锁商店”[97]。日本一所禅寺的住持到洛杉矶拜访千崎如幻后，认为他不具备剃度美国人的资格，因为他没有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任命书。千崎如幻反驳道：“为什么不免除中间人如住持、管长而直接与佛陀接洽呢？剃度一个佛教徒并不在任何宗派的控制之下。法腊达到10年的僧人就有权剃度他人，不管他属于什么宗派。”[98]

千崎如幻远离日本僧人之间的宗派之争。他每年带领弟子们朝拜洛杉矶的日本各佛教宗派建立的佛寺一次。此外，他教弟子们俳句、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和艺术。

1934年秋，千崎如幻与远在日本的年轻禅师中川宋渊（Soen Nakagawa，1907—1984）建立了通信联系。

（四）释宗活

1906年9月，今北洪川禅师、释宗演的弟子释宗活（Sokatsu Shaku，1870—1954）和六个弟子来到旧金山。释宗活曾在圆觉寺修行10年，他在29岁完成禅修。随后，释宗活在日本四处云游，后来又去了缅甸、锡兰和印度。当他回到日本时，释宗演要求他复兴已经解散多年的“两忘禅协会”。三年后，释宗活在东京郊外将一座农舍改造成小寺庙。他的信徒只有十几名，主要是学生、艺术家等。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弟子中有女性，而这在日本禅宗界是从未有过的。

到美国后，释宗活在加州海瓦德（Hayward）买下一块荒地，僧团晴天在农田劳作，雨天坐禅。

不久，两忘禅协会在美国的第一个分会在旧金山萨特街（Sutter Street）成立，后来迁到吉尔里（Geary）。参加聚会的有大约50名日本人还有几名美国人。

1908年，释宗活回到日本。1909年，他再次来到旧金山。1910年，释宗活回到日本，再也没有来美国。他的五名弟子跟随他回国，除了一个名叫佐佐木指月的信徒。

（五）佐佐木指月（曹溪庵）

佐佐木指月（Shigetsu Sasaki，1882—1945）法名曹溪庵（Sokei-an），他是一名艺术家。1882年，佐佐木指月出生于日本。15岁时，他就修缮寺院中的雕像。他用赚来的钱作路费，参访各地的寺院。在大学学习艺术期间，他开始跟随释宗活习禅。

1906年，曹溪庵跟随释宗活来到美国。不久，对农场劳作持异议的他离开僧团，返回旧金山，学习绘画。他同时从事修补艺术品的工作，并且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奔波。后来，他回到日本，专心致志跟随释宗活修行。1928年，曹溪庵终于完成禅修，并得到释宗活的印可。释宗活允许他带徒传法，并让他返回美国。

曹溪庵获得了传授禅法的资格，但并没有成为正式的禅师。他认为俗人可以习禅，但并不适合将禅法弘传给后人；他还认为，俗人身份并不利于自己在美国传播禅法，可是释宗活只是想让他维持两忘禅协会在美国的组织。曹溪庵坚持要当禅师，释宗活拒绝了他，于是曹溪庵自己剃发，穿上僧袍，请一名禅师任命了他。释宗活非常生气，师徒二人从此闹翻。

该如何看待这场争执呢？显然，我们不能将曹溪庵的要求看作是他爱慕虚荣的表现。他想成为禅师的目的是便于在美国弘法，这种要求有其合理性，他的考虑不无道理，并无大错。而释宗活坚持法脉传承的制度和标准，坚持禅师的任职资格，体现了他的严谨、认真态度，当然也不能算错。问题的实质在于：到文化全然不同的美国传播佛教是应该秉承日本固有的佛教传统，还是应该做一定程度的灵活处置？释宗活和曹溪庵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都没有错。这充分说明：佛教传播到以基督宗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国家的历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诸多的曲折和坎坷。到西方弘法的佛教徒往往也要克服重重困难，甚至经历痛苦的过程。

回到纽约后，1931年5月，曹溪庵与几个人建立“美国佛教社”（Buddhist Society of America），聚会的地点是他在纽约的住所。曹溪庵教弟子们坐禅、参究公案。他的弟子不多，到1938年才达到30名。不过，他并不急于求成。

（六）德怀特·戈达德

德怀特·戈达德（Dwight Goddard，1861—1939）是美国作家和公理会传教士。1861年，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1891年，戈达德进入哈特福特神学院（Hartford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三年后，他顺利毕业。随后，他被派往中国传教。在中国生活期间，他参观了许多佛教寺院。20世纪20年代，他几次到中国，主要在南京一座寺庙里生活。1928年，他在日本认识铃木大拙。他在京都相国寺（Sho-ko-kuji）修行半年多，山崎大阁（Taiko Yamazaki，1876—1976）禅师破格接纳他为新信徒。

1930年，戈达德在美国弗蒙特州出版《禅，一本自我实现的杂志》（ZEN，A Magazine of Self-Realization），它后来更名为《一本佛教杂志》（A Buddhist Magazine）。1932年，戈达德出版佛经选集——《佛教圣经》（The Buddhist Bible）。这本书汇集了中国禅宗、日本禅宗及藏传佛教噶举派经典中的一些内容。作为戈达德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它的出版受到广泛的好评，以后多次再版。最近的一版于1995年面世，金刚僧伽（Diamond Sangha）的创始人罗伯特·贝克尔·艾特肯（Robert Baker Aitken，1917—2010）为它撰写了导言。该书吸引了很多西方人去了解、认识佛教。6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重要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就视其为自己最喜欢的亚洲佛教典籍。

戈达德还与一名中国比丘翻译、编辑了《心经》、《首楞严经》、《金刚经》和《楞伽经》等大乘佛教经典。他的主要著作还有《精神领域的好消息》（The Good News of A Spiritual Realm}[99]，1916）、《耶稣受到佛教的影响了吗？》（Was Jesus Influenced by Buddhism？1927）、《佛陀的金色道路》（The Buddha's Golden Path，1930）等。

戈达德不仅研究佛教，而且积极实践。他认为，像千崎如幻、曹溪庵那样向俗人传播禅法不对，因为很少有学生会出家，而且他们一周只修行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忙世俗的事情。[100]1934年，戈达德建立“佛陀的追随者”（Followers of Buddha），旨在创立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出家模式。佛陀的追随者中既有独身的出家者，也有世俗的成员，世俗成员为出家者提供物质支持，出家者为世俗成员提供精神帮助。该组织不鼓励女性参加。

佛陀的追随者很快夭折。最主要的原因是戈达德倡导的严格的出家方式与美国人的个性及生活方式等大相径庭。此外，该组织并没有请到一名禅师来做住持。

戈达德尝试建立具有美国特色的僧伽的努力值得肯定，尽管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但它为后来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这同样说明佛教在美国的本土化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绝对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七）沃茨和露丝·福勒·艾弗雷特

沃茨，1915年生于英国。他在小时候接触到东方文化。少年时期，他读到汉弗瑞写的一本关于佛教的小册子。汉弗瑞当时是伦敦佛教支部的负责人。

沃茨给汉弗瑞写信。1931年，16岁的沃茨来到伦敦，见到汉弗瑞本人，而且阅读了铃木大拙、勃拉瓦茨基、戈达德等人的书籍。他参加编辑伦敦佛教支部的刊物——《佛教在英国》（Buddhism in England），后来该刊更名为《中道》（The Middle Way）。

1936年，沃茨认识了爱丽诺尔·艾弗雷特（Eleanor Everett）。爱丽诺尔的母亲是露丝·福勒·艾弗雷特（Ruth Fuller Everett，1892—1967）。

1930年，露丝在日本结识铃木大拙。铃木大拙送给她第二版《禅宗论集》，还教她坐禅的基本方法。1932年，露丝再次来到日本，铃木大拙介绍她到京都南禅寺（Nanzenji）习禅。她在那里生活了三个多月。

1938年，沃茨与爱丽诺尔在英国结婚。随后，沃茨夫妇和露丝来到纽约。露丝很快成为曹溪庵的组织——美国佛教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她还成为组织的刊物——《猫的呵欠》（Cat's Yawn）的编辑。

1940年，露丝的丈夫去世。在纽约，露丝努力与曹溪庵翻译《圆觉经》。他们成为密友。

1941年，为了生计，沃茨加入美国圣公会，成为一名传教士。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放弃佛教而改信了基督宗教。

二 禅宗（曹洞宗）

1903年，日本曹洞宗本山派遣河原仙英（Senyei Kawahara）到夏威夷，他首先来到瓦胡岛。1904年，又有3名曹洞宗传法师来到夏威夷，他们在4个主要岛屿上弘法。曹洞宗寺院在卡瓦依岛、毛依岛上也相继建立。1905年，大光寺（Taiyoji）在瓦胡岛的外帕呼（Waipahu）建立。1910年，劳工光永良悟（Mitsunaga）在檀香山建起一座小庙——药师堂（Yakushido）。1912年，他的妻子将药师堂捐给曹洞宗。

1913年，曹洞宗本山派遣矶部峰仙（Hosen Isobe）来到夏威夷，以建立曹洞宗别院，他将药师堂作为临时别院。1914年，矶部峰仙在檀香山建起一座寺院。1916年，他在夏威夷岛西部建起另一座寺院。同年，矶部峰仙被日本曹洞宗本山任命为夏威夷曹洞宗住持，他被称为“北美曹洞宗第一位传法者”。1919年，矶部峰仙建起一座别院。1922年，矶部峰仙前往美国大陆传法，并于同年在洛杉矶建立禅宗寺（Zenshuji）。1934年，他在旧金山建起旧金山寺，又名“曹洞禅传教会”（Soto Zen Mission）。

矶部峰仙离开夏威夷后，驹形善教（Zenkys Komagata）成为当地曹洞宗住持。他对矶部峰仙所建的别院不太满意。1934年，驹形善教在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附近购买了一栋建筑物，为将来修建新的别院做准备。[101]

三 净土真宗

净土真宗的东、西本愿寺派对在美国传法方面采取了稳打稳扎的方式，逐步取得进展。

（一）西本愿寺派

1900年，一座新的净土真宗寺院——初愿寺（Original Vow）在檀香山建成。

1900年，能力出众的今村惠猛成为福德街寺院的第二任住持。1901年，他邀请奥尔科特到夏威夷讲学，并成功举办亲鸾大师的庆典。1906年，他将福德街的寺院变成西本愿寺派夏威夷别院。到1932年卸任时，他在夏威夷建立了30多所寺院及附属的日语学校，对西本愿寺派在夏威夷扎根、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2年，足利瑞益（Zuigi Ashikaga）成为第三任住持。他创立空中“本愿寺讲座”，促进教团之间的合作。

1935年，口羽义教（Gikyo Kuchiba）成为第四任住持。[102]

而在美国本土，日本净土真宗也在缓慢而稳步的发展中。1914年，以园田宗惠等人的传法成就为基础，净土真宗在旧金山建立“北美佛教传教团”（Buddhist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

（二）东本愿寺派

东本愿寺派在美国的发展远远不及西本愿寺派。美国大陆最早的东本愿寺是洛杉矶的“东本愿寺洛杉矶别院”，它成立于1904年，开创者是泉田准城（Junjo Izumida）。第二任住持是泉原宽海（Kankai Izuhara），第三任住持是伊东抱龙（Horyu Ito）。

东本愿寺派在芝加哥、伯克利也有独立的别院。这些寺院定期举行佛教仪式，并且设有英语佛学研究班、日语班等组织。

1901年，东本愿寺传教会（Higashi Hongwanji Mission）在夏威夷考爱岛建起第一座寺院。1916年，东本愿寺本山派遣土井信晓（Shinkyo Doi）到夏威夷弘法。同年，他在檀香山设立一所临时别院，并得到本山的认可。

1918年，泉原宽海来到夏威夷，帮助土井信晓。

1919年，土井信晓回国后，泉原宽海继续弘法。1921年，他建立一座寺院。1922年，位于希洛的该寺被本山认可为“东本愿寺夏威夷别院”，泉原宽海被正式任命为第一任住持。

1922年、1924年及1933年，东本愿寺派在瓦胡岛上分别建立了三座寺庙。[103]

四 其他宗派

日本佛教的其他宗派也积极向美国传播。在本山的支持下，佛教信徒很快成立团体，修造寺院，为日裔移民提供宗教信仰方面的服务。

（一）净土宗

1903年，清水信顺（Shinjun Shimizu）被日本净土宗本山任命为夏威夷净土宗总监以及哈马库阿佛教教堂第一任住持。1905年，伊藤圆净（Enjo Ito）在瓦胡岛传法。净土宗在夏威夷的第二座寺院随之建立。1907年，净土宗在夏威夷的总部从夏威夷岛迁到瓦胡岛。1909年，清水信顺回到日本，伊藤圆净成为第二任住持。

1917年，久我慈光（Jiko Kuya）成为第三任住持。

1927年，福田阐正（Sensho Fukuda）成为第六任住持。[104]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净土宗在夏威夷各岛有17座寺院，有2000多名会员，设有八所日语学校和一所日语女校，还有妇女会、青年会、主日学校、童子军部和柔道俱乐部等组织。

在美国本土，1936年，野崎灵海（Reikai Nozaki）在洛杉矶创建了一座净土宗寺院。第二任住持是河合了胜（Satoru Ryosho Kawai）。[105]

（二）日莲宗

1902年5月，高木行运在夏威夷岛创立“日莲宗教会堂”（Nichiren Kyokoi-do），这是日本日莲宗在夏威夷建立的第一座寺院。1912年，高木行运在檀香山建立“檀香山传教院”，它成为日莲宗在夏威夷的总部。

1917年，高木行运在檀香山新建一座寺院，它后来成为夏威夷日莲宗别院。

1919年，高木行运回到日本，布目潮清（Chosei Nunome）成为第二任住持。1922年，他在毛依岛建立了一座寺院。

第四任住持末藤办孝（Benko Sueto）设立了一座佛教青年会会馆及日语学校（立正学园）。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望月恒龙（Kanryu Mochizuki）成为第七任住持。[106]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莲宗在夏威夷有五座寺院，家庭会员有600多人，设有妇女会、主日学校、青年佛教会等。

1914年，旭宽成在美国本土建立日莲宗道场。1915年，冲原龙进在西雅图建立日莲宗道场。他以此为基地，将日莲宗向北扩展到加拿大，向南延伸到旧金山。1932年，池田顺教在萨克拉门托建立道场。日莲宗在美国大陆的总部设在萨克拉门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莲宗在美国本土有10座寺院，它们分别位于萨克拉门托、阿拉斯加州的安克瑞奇（Anchorage）、西雅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Portland）、旧金山、洛杉矶、犹他州的盐湖城（Salt Lake City）、圣荷塞、加迪纳（Gardena）和芝加哥。另有一座寺院在加拿大的多伦多。[107]

（三）真言宗

来到夏威夷的日本移民中有真言宗的信徒。他们在夏威夷开始宗教活动，但是由于没有法师，外界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怀疑。信徒请求日本真言宗本山派法师来主持夏威夷真言宗的活动与管理。

1914年，高野山真言宗（Ko-yasan Shingon-shu）本山派关荣觉（Eikakw Seki）到夏威夷主持真言宗事宜。同年，关荣觉创立了一个临时传教所。1917年12月，他在檀香山谢立坦街（Sheridan Street）建立“真言宗夏威夷别院”，作为夏威夷真言宗的总部。后来，关荣觉返回日本。1920年，龟山弘应（Koo Kameyama）来到夏威夷，成为第二任住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夏威夷各岛上，真言宗寺院有30座，信徒1万多人。[108]

美国本土的真言宗总部是1931年由青山秀泰（Shutai Aoyama）创立的“高野山美国别院”。它原名“高野山大师教会”，后改为现名。该寺院的附属机构分别位于南加州的港市（Harbor City）、萨克拉门托、波特兰、西雅图、芝加哥和科罗拉多州的丹佛（Danver）。[109]

（四）华严宗

1941年，华严宗（Kegon）本山的尼师平井辰升（Tatsusho Hirai）来到夏威夷檀香山，成立“东大寺夏威夷别格本山”（Todaiji Hawaii Bekkaku Honzan）。平井辰升，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母亲的影响而信仰佛教。[110]

五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佛教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夏威夷瓦胡岛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国国内传言四起，说夏威夷的日裔美国人为日本军队充当间谍，为日军搜集情报，这才导致珍珠港被偷袭。联邦调查局认为，神道教徒和佛教徒效忠日本天皇，所以将这两类人首先挑选出来进行关押。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将美国西海岸的所有日裔美国人迁到怀俄明州、犹他州、阿肯色州、爱达荷州、科罗拉多州等地的集中营关押。

1942年3月，美国政府设立“战争重新安置局”负责管理被关押的日本人。根据该局的调查，在押日本人中，佛教信仰者的比例高达68%。[111]

到1943年，11万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千崎如幻被关在怀俄明州，他带着10多个人禅修，而且用通信的方式指导集中营外的20多名美国学生修行。

1942年7月，曹溪庵被关进集中营。露丝托关系使他免于牢狱之灾。他们于1944年结婚，露丝成为佐佐木夫人。1945年，曹溪庵将美国佛教社改名为“美国第一禅研究所”（First Zen Institute of America）。同年5月，曹溪庵去世，没有指定法嗣。他临终前嘱咐妻子：第一，从日本找到一名禅师来替代他；第二，完成他未竟的《临济录》（Rinzai-roku）的翻译。[112]

战争结束后，4万多日裔美国人在中部的科罗拉多等州重新安置。回到西海岸的人发现，原来的聚居区已经被别人占据。日裔美国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千崎如幻回到洛杉矶，无家可归，只得暂住学生家。

战争期间，净土真宗“北美佛教传教团”被美国政府取缔。1944年，该机构改名为“美国佛教教会”（Buddhist Churches of America）。

但是在夏威夷，日裔美国人没有被关入集中营。其实，罗斯福总统在颁布命令前曾要求夏威夷总督关押当地的所有日裔美国人，但遭到了拒绝。原因在于：夏威夷的日裔美国人有15.8万，约占该准州总人口的37%。[113]若采取关押措施，社会成本太高，而且这项要求遭到夏威夷各界人士的一致反对。夏威夷采取的措施是有针对性地关押“危险分子”。而在美国本土西海岸的12万左右日裔人有近80%居住在加州，收容起来要容易得多。

有学者认为，在美国大陆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是罗斯福政府制造的民族大“冤案”。[114]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说错误，但还是有点过头。笔者倒认为，对罗斯福总统的措施要客观地分析与评价。第一，这是战争期间的非常手段，防止来自敌对国家的威胁是有必要的。第二，战争期间关押敌对国的公民、侨民是普遍的做法。“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也关押过美国公民和侨民。第三，美国政府对日本佛教团体高度戒备完全有道理。在日本近代，“从整体上讲佛教各宗在‘护国’、‘护法’的口号下追随天皇制国家政权，竭力为其内外政策服务”[115]。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佛教各宗的联合组织——佛教联合会“决议向国民灌输‘振兴举国一致的精神，赤诚报国’，又决议每月15日僧人托钵化缘。在佛教各宗本山设有从事‘恤兵’事务的专门机关，根据佛教联合会的安排，筹集国防资金、慰问品，组织慰问军人家属，向战地派随军僧等”[116]。净土真宗、曹洞宗、净土宗、日莲宗等宗派跟随日本军队的侵略步伐，在占领区积极传教，设立寺院、布教所等，从宗教上、思想上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首先甄别、关押日本神道教徒和佛教徒不是没有理由的。此外，1988年，里根政府向“二战”期间受害的日裔美国人及其亲属道歉并进行了赔偿。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夏威夷的日本学校被关闭，并被改成慈善机构。寺院被占领，传教师（法师）及日语教师大多被遣送到美国大陆的“战时拘留所”监禁。“二战”后，寺院归还，传教师及教师被释放。夏威夷西本愿寺派的50名传法师只有27名返回了夏威夷。[117]

第七节“二战”后日本佛教的发展

日本移民原本集中在西海岸，“二战”期间，他们被集中关押在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战争安置中心。结果，“二战”后，日本佛教扩展到中西部和东部地区。

一 禅宗（临济宗）

“二战”后，临济宗在美国依然保持着旺盛的传播势头。铃木大拙等人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弘法，而艾特肯为临济禅法的美国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一）铃木大拙

“二战”期间，铃木大拙闭门研究学术。1947年3月，卡普勒来到圆觉寺拜访铃木大拙。1949年，铃木大拙到檀香山参加第二届东方—西方哲学家大会（Second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他在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任教一年。1950年，铃木大拙在加州帕萨迪纳（Pasadena）的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任教一年。随后，他来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一系列学术研修班，讲座的内容包括《华严经》、禅宗等，这播下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禅宗兴旺的种子。听课的人有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如弗洛姆等，也有艺术家和商人等。

在知识分子中，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受到了铃木大拙巨大的影响。他参加铃木大拙的研修班达两年之久，通过学习佛教禅宗和东方哲学，凯奇认为，“创造音乐的一切活动都应视为单一自然过程的一部分”。“他把各种声音（包括十足的噪声）都看作潜在的乐音，鼓励听众注意所有音响现象，而不是只注意作曲家选定的那些要素。为了这一目的，他在音乐中建立了‘非决定论原则’。”[118]为了确保随机性，他的作品中，演奏者的人数不确定，乐器的种类和数量不确定，曲谱不精确，乐曲的长短不确定，乐曲的进程靠掷骰子、抛硬币等随机决定。例如，在《奏鸣曲和间奏曲》（1946—1948）中，演奏时在钢琴琴弦中加橡皮、铁钉等以改变乐器的音色；在《4分33秒》（1952）中，表演者在台上完全保持沉默达4分33秒。这与人们熟悉的所谓乐曲以及对乐曲的看法大相径庭。传统的音乐观念是，乐曲是作曲者个人创作的产物，体现了作曲者的创作能力、价值取向、审美意识、个人风格等。听众借助演奏者的演奏，依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获得艺术体验和审美愉悦。但是，我们能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演奏者与听众显然只是单向的交流，即演奏者演奏，听众接受，听众无法主动进行反馈。而在《4分33秒》中，演奏者不弹一个音。凯奇用这种方式“逼迫”听众自己去“创作”乐曲，让他们本人去感悟、体验什么是音乐，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显然，凯奇打破了传统音乐中演奏者与听众的界限，他在此深受禅宗“明心见性”思想的启发。听众对《4分33秒》这类作品的最初反应是不耐烦和惊讶，不过，这些作品却引起了他们的深思。凯奇颠覆了传统音乐。他的创新性作品和离经叛道的见解对20世纪中期的音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8年，凯奇成为美国国家艺术与文学院院士。

1953年，铃木大拙来到纽约。已经成为名人的他出版了越来越多的书，有些针对专业学者，但大部分作品是为普通读者写的散文。他的笔调随意而幽默，广受欢迎。

一方面，铃木大拙强调禅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他又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禅，强调开悟的非理性、直觉性、瞬间性、权威性等特点。

到20世纪50年代末，禅的观念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以至于禅竟然成为一种时尚。

1957年，禅佛教和心理分析大会（Conference of 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在墨西哥召开，铃木大拙向几十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专家做了报告。后来，这次大会的论文被编辑为《禅宗与精神分析》并出版。[119]

1957年6月，铃木大拙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几个月后，他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Cambridge）进行研究。1959年，哈佛神学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的一些学生成立“剑桥佛教协会”（Cambridge Buddhist Association），铃木大拙出任会长，有时给学生们做讲座。

1966年，铃木大拙在日本镰仓去世，享年96岁。

（二）千崎如幻

1945年，从集中营回来后，千崎如幻在西海岸自己租住的旅馆公寓里设置禅修中心。星期天会有很多日本人来到这里诵经，在其他时间，他教美国学生修行。

1949年，中川宋渊来到旧金山。通信了15年的两名精神挚友终于见面了，这对千崎如幻和他的禅修中心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1955年，千崎如幻回到日本。他大部分时间待在龙泽寺（Ryutakuji）。1958年5月，千崎如幻在洛杉矶圆寂。

中川宋渊出席了千崎如幻的葬礼，随后，他领导了两次纪念性的闭关。后来，中川宋渊和其他禅师一起成立了“洛杉矶加州菩提会”（California Bosatsukai of Los Angeles）。

（三）岛野荣道

岛野荣道（Eido Tai Shimano，1932—）生于一个武士家庭，九岁学习《心经》。1955年，千崎如幻在龙泽寺修行时，年轻的岛野荣道认识了他。借助与中川宋渊的深厚友谊，千崎如幻让自己的美国弟子到龙泽寺修行，粗通英语的岛野荣道承担了向美国信徒介绍寺院生活的任务。他记得，自己对美国弟子的要求以及“东方和西方、寺院生活和俗人生活”的巨大差异“不断感到吃惊”[120]。

1963年底，听从中川宋渊赴美建议的岛野荣道来到纽约。他与美国佛教院的坐禅者接触，该组织的创始人关法善（Hozen Seki）希望将净土真宗的思想传播给日本人以外的其他人。关法善和曹溪庵、铃木大拙都有联系，关法善对岛野荣道的到来感到欣慰，而岛野荣道在美国的传法也得到了关法善的帮助。

美国佛教院的修行者成为岛野荣道的信徒，他们的修行场所搬到岛野荣道的公寓。岛野荣道想把该团体变成合法的、免税的组织，他想到了“纽约禅宗研究社”（Zen Studies Society of New York）。它是科尔内留斯·克兰在1956年建立的，目的是鼓励铃木大拙的工作。1962年克兰去世，铃木大拙回了日本，该组织名存实亡。不过，它仍是一个合法的空壳，岛野荣道接管了它。[121]此外，他还主持“国际大菩萨禅堂”（International Dai Bosatsu Zendo），它们与中川宋渊和安谷白云（Hakuun Yasutami，1885—1973）禅师都保持着联系。

（四）艾特肯

罗伯特·艾特肯是20世纪50年代初千崎如幻最勤奋的学生之一。1917年，他生于美国费城。1922年，艾特肯跟随父母来到夏威夷。“二战”中，他被日本人关进俘虏营。在这里，他读到英国人雷吉纳德·霍勒斯·布莱斯（Reginald Horace Blyth，1898—1964）刚出版的《英国文学和东方典籍中的禅》（Zen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riental Classics}[122]，1942）。该书现在有了中译本，书名译为《禅与英国文学》[123]。艾特肯迷上了这本书。凑巧的是，由于俘虏营合并，他竟然见到了布莱斯本人。

布莱斯是铃木大拙的弟子和朋友，他曾经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的一所大学任教，同时跟随一名临济宗禅师习禅。1940年，布莱斯和他的日裔妻子来到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本政府关押。

在押期间，艾特肯和布莱斯经常谈论禅宗、日本文化等内容。艾特肯决定战后找个老师，学习坐禅。

“二战”结束后，艾特肯回到夏威夷，写了《艺术大师》（Master of Arts）一书。书中有一篇题为《芭蕉的俳句和禅宗》（Basho's Haiku and Zen）的文章。30岁的他完成了英国文学的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很快，艾特肯通过熟人的介绍找到千崎如幻。随后，他回到夏威夷，开始攻读日本文学方面的学位。1950年，在铃木大拙的推荐下，艾特肯获得一个奖学金项目，前往日本学习一年。他先后在圆觉寺和龙泽寺修行。

后来，艾特肯回到夏威夷，在檀香山经营一家书店。1959年，他在檀香山创立“金刚僧伽”，它是日本三宝教团（Sanbo Kyodan）的分支，秉承原田祖岳（Sogaku Harada，1871—1961）及安谷白云的禅法。三宝教团的创立者就是安谷白云。金刚僧伽有两个中心：一个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学附近，叫作坐禅窟（Koko An Zendo）；另一个在毛依岛东部，叫作“毛依禅堂”（Maui Zendo）。

1959年，艾特肯创立坐禅窟，目的在于让坐禅者接受中川宋渊的指导。1962年起，中川宋渊无法来夏威夷，安谷白云于是指导弟子们，直到他1969年退休。1969年，艾特肯建立毛依岛禅堂。1971—1974年，安谷白云的弟子山田耕云（Kouu Yamada，1907—1989）指导坐禅窟。1973年，安谷白云任命山田耕云为三宝教团的领袖。1974年，山田耕云授予艾特肯禅师资格。艾特肯还出版双月刊《盲驴》（Blind Donkey）。[124]后来，他还出版《一名禅师的缩写》（Miniatures of A Zen Master [125]）一书。

1983年，山田耕云授予艾特肯特权：他可以独立传承三宝教团的法脉。艾特肯这样做了。金刚僧伽正式从三宝教团分离，建立独自的传承法系。它的总部设在夏威夷，艾特肯是领导者。

金刚僧伽在美国的主要传法人除了艾特肯还有约瑟夫·波布罗禅师（Joseph Bobrow）、杰克·达菲禅师（Jack Duffy）、尼尔森·弗斯特禅师（Nelson Foster）、帕特里克·霍克禅师（Father Patrick Hawk）、达南·亨利（Danan Henry）助理传法师和丹尼尔·特拉格诺（Daniel Terragno）助理传法师。

金刚僧伽在美国的组织如表6—1所示。

表6—1 金刚僧伽在美国的组织[126]

[image: ]

金刚僧伽独立后，逐渐成为一个有诸多分支机构的国际性组织，每个分会必须同意并遵守《关于金刚僧伽机构和功能的协议》（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Diamond Sangha），除此之外，每个分会都是独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刚僧伽在多个国家建立了许多分会。

（五）佐佐木夫人

1949年，佐佐木夫人回到京都，想完成丈夫曹溪庵未竟的事业。但是，要找到一名合格而且愿意去纽约的禅师难度很大；完成《临济录》的翻译，同样困难重重。佐佐木夫人在大德寺安顿下来，开始学习语言，参加坐禅。

在纽约，美国第一禅研究所的成员们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继续修行。1954年冬，圆觉寺住持朝比奈宗源（Sogen Asahina，1891—1979）访问美国。在短暂的访问期间，他尽力帮助第一禅研究所，指导学生们修行。

1955年，佐佐木夫人和三浦一舟（Isshu Miura）禅师来到纽约。三浦一舟举行八次讲座，讲解白隐慧鹤的公案。他的讲义在1965年出版，书名为《禅宗公案》（The Zen Koan）。后来，三浦一舟回到日本。

1956年，大德寺同意佐佐木夫人在住房旁建立一个小禅堂。美国第一禅研究所在京都有了一个下属禅堂。佐佐木夫人鼓励西方学生们到日本来习禅，以便将真正的临济禅带回西方。1958年，佐佐木夫人在大德寺成为禅师，不过，她没有剃发。

佐佐木夫人还延请日本、美国高校的学者组成团队，将基本的禅宗典籍、公案等翻译成英语。

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一禅研究所的成员们继续依据曹溪庵的教导修行，负责人是玛丽·法卡斯（Mary Farkas，1911—1992）。三浦一舟禅师接受第一禅研究所的10个人作为自己的弟子。[127]1967年，佐佐木夫人去世。

（六）佐佐木承周

1962年，临济宗禅师佐佐木承周（Joshu Sasaki，1907—）抵达洛杉矶。1966年，他在洛杉矶建立西玛隆禅宗中心（Cimarron Zen Center）。1971年，他又建立一个禅宗中心。他住持的临济寺（Rinzai-ji）下辖位于圣伯拉蒂诺（San Bernardino）的巴尔迪山禅宗中心（Mt.Baldy Zen Center）以及位于拉佐拉（La Jolla）和雷东多海湾（Redondo Beach）的禅宗中心，它们都位于加州。后来，临济寺所属的禅宗中心扩展到加拿大温哥华和新西兰。[128]

二 禅宗（临济、曹洞混合型）

安谷白云和前角博雄的禅法结合了临济、曹洞两宗的修行法门。安谷白云的美国弟子卡普勒在禅宗美国化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

（一）安谷白云

安谷白云生于1885年。五岁时，他剃发出家。13岁，他成为一座曹洞宗寺院的新信徒。后来，他当上教师。安谷白云跟随曹洞宗禅师修行，但他们不重视观心，安谷白云对此感到困惑。成为曹洞宗的全职僧人，被授权传播曹洞宗教法后，他对观心的疑惑依然存在，直到年已39岁的他遇到原田祖岳禅师。[129]

原田祖岳当时是日本佛教界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物，他并不拘泥于自己所属的曹洞宗法系，而同时采用曹洞宗和临济宗的禅法。他摒弃曹洞宗的传统做法，反而为新修行者提供修行指导，而且平等地对待僧人和世俗信徒。

原田祖岳的禅法有自己的风格，非常重视初次观心。他在闭关之初给学生们进行介绍，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找到适当的习禅方法。

1925年，安谷白云首次参加原田祖岳指导的闭关，两年后，他对观心的疑惑消失。1938年，安谷白云完成公案学习。1943年，他得到印可。[130]随后，安谷白云全身心地向俗人传播禅法。1954年，安谷白云禅师创立“三宝教团”（Sanbo Kyodan）。这一独立的世俗组织逐步壮大。

1962年，安谷白云首次来到美国，在檀香山举办闭关，参加者有20人。作为金刚僧伽常驻僧人的岛野荣道担任翻译和助手。[131]安谷白云重视闭关，因为在他看来，闭关是体验观心的重要机会，而观心是真正禅修的开始。

随后，安谷白云在洛杉矶举行闭关。帮助他的除了岛野荣道，还有前角博雄（Hakuyu Taizan Maezumi）禅师。

1973年3月，安谷白云去世，他在美国的工作由洛杉矶禅修中心的前角博雄继续。

（二）前角博雄

前角博雄是原田祖岳的徒弟，其父黑田梅庵白纯（Baian Hakujun Kuroda，1898—1978）是一座曹洞宗寺院的住持。前角博雄在11岁时出家，后来，他在驹泽大学（Komazawa University）学习东方哲学和日本文学，又在永平寺修习曹洞禅，并从父亲那里接受曹洞宗的传法。16岁时，他接受临济禅师小坂光龙（Koryu Rosaka Roshi）的指导。

1956年，前角博雄来到曹洞宗在美国的总部——洛杉矶禅宗寺修行，并跟随山田亚林（Reirin Yamada，1889—1979）学习道元的《正法眼藏》（Shobogenzo）。山田亚林当时是美国曹洞宗的掌门人。

1962年，安谷白云抵达洛杉矶，前角博雄跟随他学习公案。1966年，前角博雄创立“洛杉矶禅宗中心”（Zen Center of Los Angeles），绝大多数成员是美国白人。1970年，前角禅师两次回日本，跟随安谷白云修行，并得到他的印可。1971年，洛杉矶禅宗中心发行通讯。1976年，该中心开始出版禅学书籍。1977年，前角博雄将法嗣传给美国徒弟铁眼·伯拉德·格拉斯曼（Tetsugen Bernard Glassman，1939—）。格拉斯曼是纽约人，加州大学数学博士，他从1968年起跟随前角博雄学禅。1978年，“超越文化研究学院”（Institute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成立。[132]

（三）卡普勒

安谷白云的徒弟中，影响最大的是卡普勒。1948年，他在日本认识铃木大拙，开始学习禅宗哲学。1951年，卡普勒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铃木大拙的演座。1953年，他前往日本。最初，他跟随中川宋渊习禅。接着，他拜发心寺（Hosshin Temple）的原田祖岳及安谷白云为师。后来，卡普勒剃度出家。1958年，安谷白云授予他禅师资格。

1965年，卡普勒在日本出版《禅门三柱》（The Three Pillars of Zen}[133]）。不久，该书在美国出版。它是第一本西方人根据自己的禅修经验而写出的书。该书明确提出坐禅的方法，认为即使没有禅师的指导，一个人也能禅修。它在西方社会中引起空前的反响。

卡普勒还著有《禅：西方的黎明》[134]（Zen：Dawn in the West}[135]）、《生命的智慧》[136]（The Zen of Living and Dying）、《直入禅心》（Straight to the Heart of Zen）[137]、《死亡之轮》（The Wheel of Death [138]）等书。

1966年，卡普勒回到美国，他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学生。同年，他在纽约州创立“罗彻斯特禅定中心”（Zen Meditation Center of Rochester）。

卡普勒认识到，在美国传播禅法必须以美国人熟悉的方式进行，否则很难成功。他于是开始全新的尝试：在禅堂用英语念经；禅修者的服装西方化，以便他们坐禅时更加舒适；给受戒的人用西式的法名；“让仪式、形态、礼拜与西方的传统一致”[139]。卡普勒的创新遭到安谷白云的强烈反对。1967年，师徒分道扬镳。可见，禅宗在美国的本土化过程中伴随着痛苦，并非一帆风顺。不过，卡普勒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做，以便让老师的禅法在美国扎根、成长。

卡普勒除了在禅定中心传授禅法外还在美国各大学讲授佛学。他的禅定中心有很多附属机构，遍布美国和加拿大。

三 禅宗（曹洞宗）

“二战”后，为曹洞宗在美国的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铃木俊隆禅师。其他曹洞宗禅师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途径促进曹洞宗的发展。

（一）铃木俊隆

在美国传播日本曹洞宗禅法成就最大的禅师是铃木俊隆（Shunryu Suzuki，1905—1971）。其父是曹洞宗僧人。铃木俊隆13岁时跟随父亲的一名弟子修行。大学毕业后，他在永平寺修行。“二战”期间，铃木俊隆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这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界可谓凤毛麟角。

1959年5月，铃木俊隆接受曹洞宗本山的任命，到旧金山寺弘法三年。不过，他留在了美国。旧金山寺建成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只为日裔人服务，铃木俊隆的前任住持鸟羽濑法道（Hodo Tobase）和其侍者加藤一光（Kazumitsu Kato）来到后，该寺才出现美国人的身影。随着铃木俊隆的到来，到旧金山寺修行的美国人猛增。[140]

铃木俊隆传授坐禅，举行闭关。他强调日常坐禅和团体的重要性，很少提到开悟或观心。他还用英语讲解《碧岩录》（The Blue Cliff Record）和《法华经》等。

铃木俊隆建议，美国禅宗的戒律应该比日本禅宗的更多，因为他认为，美国人在美国坐禅比日本人在日本坐禅更困难。他将坐禅后磕头的数量从三个增加到九个，因为在他看来，磕头对美国人特别重要，因为美国文化中缺少对佛陀的尊敬形式。[141]

铃木俊隆敏锐地感受到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向美国白人传法过程中，他有意对佛教仪式进行了修改。这种做法虽然稍微增加了白人信徒的修行难度，但显然对以后的进一步弘法有裨益。可见，铃木俊隆的传法相当有针对性，这应该是他的弘法活动显著成功的原因之一。

随着铃木俊隆领导的“旧金山禅宗中心”（San Francisco Zen Center）不断发展，一些分支机构随之出现。它们由铃木俊隆的年长学生管理，在伯克利的禅堂由梅尔·魏茨曼（Mel Weitsman）负责，在米尔山谷（Mill Valley）的禅堂由孔威廉管理，在洛斯阿尔托斯（Los Altos）的“徘句禅堂”（Haiku Zendo）由玛丽隆·德比（Marion Derby）负责。

旧金山禅宗中心经营杂货店、面包点、刺绣店，自产自销绿色蔬菜、蒲团等商品。它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实现了曹洞宗修行和社区生活的完美结合。该中心受到美国佛教徒的高度关注，被认为代表了美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很多信徒前来学习、取经。[142]

1966年，铃木俊隆在偏僻的塔萨加拉（Tassajara）买下一块地，建起“塔萨加拉禅宗山林中心”（Tassajara Zen Mountain Center），它的日语名为“禅心寺”（Zenshinji）。修行者按照百丈怀海的禅门规式修行。该道场出版杂志《风铃》（The Windbell）。

艾特肯说：“在茂密的美国森林中的塔萨加拉禅宗山林中心的发展，标志着外来的佛教转换成本土宗教的过程。这可以说是西方佛教史80年的圆满。”[143]

1968年，安谷白云、中川宋渊、岛野荣道和前角博雄访问塔萨加拉禅宗山林中心。它作为美国第一个真正的佛教山区道场的重要性得到加强。

1970年，铃木俊隆在理查德·贝克尔（Richard Baker，1936—）的陪同下回到日本。他举行仪式，将衣钵传给贝克尔，并任命他为旧金山禅宗中心的住持。

早在1961年，贝克尔就跟随铃木俊隆修行，是他最早的学生之一。贝克尔曾经就读于哈佛大学，从事过新闻业，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学位。

回到美国后，铃木俊隆再次举行仪式，传衣钵给贝克尔。他又任命七名僧人为第一级僧人，负责管理僧团。

铃木俊隆著有《禅者的初心》[144]（Zen Mind，Beginner's Mind）、《禅的真义》[145]（Not Always So：Practing the True Spirit of Zen）、《支流暗涌》（Branching Streams Flow in the Darkness [146]）等。

1971年12月，铃木俊隆圆寂。他在美国生活的短暂的12年里使曹洞禅在该国发扬光大，为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片桐大忍

片桐大忍（Dainin Katagiri，1928—1990）禅师在日本永平寺接受过曹洞宗传统教育。1965年，他抵达美国，最初在洛杉矶禅宗寺工作，随后，给铃木俊隆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后来，他创立“蒙特瑞禅团”（Monterey Zen Group）。

（三）松冈操雄

松冈操雄（Soyu Matsuoka，1912—1997）在洛杉矶、旧金山和长滩（Long Beach）等地担任过禅师，并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任教多年。20世纪50年代，他创立“芝加哥禅寺”（Zen Buddhist Temple of Chicago），使禅宗传入美国中西部地区。该禅寺的第二任住持是美国人理查德·蓝洛伊斯（Richard Langlois）。1974年，蓝洛伊斯接受松冈操雄的衣钵。该禅寺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米尔沃基（Milwaukee）有分寺。

（四）肯妮特

英国籍比丘尼慈友·肯妮特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后，在旧金山建立“禅宗传教会”（Zen Mission Society），1970年，她在加州北部创立寺院——“沙斯塔修道院”。1972年，该道场开始发行《沙斯塔修道院杂志》（The Journal of Shasta Abbey）。沙斯塔修道院在英国以及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Washington）和蒙大拿州（Montana）等地有坐禅分支机构。[147]

（五）驹形善教

1952年，驹形善教建成夏威夷曹洞宗的新别院。1953年别院举行落成典礼，曹洞宗本山第18代管长高阶珑仙（Rosen Takashina）从日本来到夏威夷参加典礼。

1972年，驹形善教去世。驹形禅宗（Zenshu Komagata）继任住持。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夏威夷的日本曹洞宗拥有10座寺院。其中夏威夷岛2座，瓦胡岛5座，毛依岛1座，卡瓦依岛1座，莫洛凯岛1座。各寺院设有日语学校、主日学校、妇女佛教会、青年佛教会等组织，寺院还设有日本文化研究组。[148]

四 净土真宗

净土真宗的东、西本愿寺派在“二战”后的美国恢复并逐步有所发展。

（一）西本愿寺派

1951年，净土真宗在伯克利佛寺（Berkeley Buddhist Temple）设立“佛教研究中心”（Buddhist Study Center），负责人是今村宽猛（Kanmo Imamura）。1958年，该中心开始培养用英语传法的人才，由藤谷晃道（Masami Fujitani）负责。1966年，佛教研究中心迁址并更名为“佛教研究所”（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美国佛教教会包括60个独立教会和40个分支机构。它有两个主要的教育中心：美国佛教学院（American Buddhist Academy）和佛教研究所。前者位于纽约，负责培养东部的传教师；后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设有硕士班，开设佛学课程。

美国佛教教会的附属组织有“佛教妇女会”（Buddhist Women's Association）、“成人佛教会”（Adult Buddhist Association）、“青年佛教会”（Young Buddhist Association）及“主日学校教师会”（Sunday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等。

美国佛教教会出版诸多刊物。英文刊物有《法轮》（Wheel of Dharma）、《美国佛教徒》（The American Buddhist），日文刊物有《法轮》（Horin）等。[149]

美国佛教教会的会员主要是日裔美国人，也有一些美国白人。美国佛教教会是美国信徒最多、影响最大的佛教组织。净土真宗在美国传播之初就意识到本土化的问题，而且积极主动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所以它在美国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20世纪60年代，在芝加哥，净土真宗僧人久保濑晓明（Gyomay Kubose）建立了一个坐禅团体。像纽约的关法善一样，久保濑晓明希望有朝一日美国人也会念佛，就像中国僧人禅净双修一样。他写道，到现在为止，净土真宗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日裔中；第二，它的“基督教似的表现方式”[150]。但实际上，正如铃木大拙在美国佛教院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净土真宗与基督教差别很大，而且，他力就是真正的自我。实际上，美国佛教教会已经吸引了一些美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成了传法人。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影响局限在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中。

西本愿寺派在夏威夷也有所发展。1946年，柏龙天（Ryuten Kashiwa）成为西本愿寺派夏威夷别院的第五任住持，他承担了战后复兴夏威夷西本愿寺派的任务。

1948年，藤谷晃道（Kodo Fujitani）成为第六任住持。1949年，他开设传教团学校（Mission School），并举办活动以庆祝夏威夷妇女会创立50周年。

1954年，青木善雄（Zenyu Aoki）成为第七任住持。

1958年，森川智德（Chitoku Morikawa）成为第八任住持。1962年，他隆重举办了“亲鸾大师圆寂700周年纪念会”。

1964年，大原性实（Sojitsu Ohara）成为第九任住持。他创立“居士讨论会”，而且每个月举行佛学讲座。

1967年，今村宽猛（Kanmo Imamura）成为第十任住持。作为今村惠猛的长子，他于1972年创立“佛教研究中心”（Buddhist Study Center）。

1974年，藤谷义明（Yoshiaki Fujitani）成为第十一任住持。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在夏威夷有36所寺院、47名法师，信徒超过1万户家庭，是夏威夷势力最大、信徒最多的佛教派别。

西本愿寺派的各所寺院设有“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妇女会、居士林等组织，经常举行各种佛教及文体活动。[151]

（二）东本愿寺派

1976年，“东本愿寺洛杉矶别院”搬迁到新址，位于“小东京社区”（Little Tokyo Community）中。

位于希洛的夏威夷东本愿寺别院后来更名为“东本愿寺希洛别院”（Hilo Higashi Hongwanji）。1960年，海啸摧毁了这所别院。1964年，别院重建。

1966年，白山壳一（Ryoichi Shirayama）成为第八任住持。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本愿寺派在夏威夷共有6所寺院，其中夏威夷岛1所，瓦胡岛4所，卡瓦依岛1所。

东本愿寺派各所寺院设有青年佛教会、妇女会、主日学校等组织，进行佛教活动。[152]

五 其他宗派

日本佛教的其他宗派也在不断地发展中。

（一）净土宗

1975年，间宫敏雄（Bino Mamiya）成为夏威夷净土宗别院的新任住持。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净土宗在夏威夷共有寺院16所，其中夏威夷岛8所，瓦胡岛3所，毛依岛3所，卡瓦依岛2所。夏威夷净土宗的各所寺院设有日语学校、女子学校、妇女会、青年部、主日学校等组织。[153]

（二）日莲宗

“二战”后，夏威夷日莲宗的望月恒龙法师回到檀香山。1948年，望月恒龙建立一座寺院。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莲宗共有5座寺院。寺院设有佛教妇女会、主日学校、佛教青年会等。[154]

（三）真言宗

1958年，加登田哲英（Tetsuei Katota）成为夏威夷真言宗第七任住持。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真言宗在夏威夷共有30座寺院。

寺院中设有佛教妇女会、青年真言宗佛教会、母亲俱乐部等。毛依岛的白法光寺设有日语学校。[155]

（四）华严宗

东大寺夏威夷别格本山更名为“夏威夷东大寺”（Todaiji of Hawaii），是一所独立的寺院。

1952年离婚后，平井辰升全心皈依佛法。后来，她被东大寺破格授予传法师的资格。

后来，平井辰升的一名女信徒在夏威夷东大寺附近建成另一座寺院——“夏威夷华严宗传教团”（Kegon Mission of Hawaii）。[156]

（五）创价学会

创价学会原名“日莲正宗创价学会”。1960年，池田大作访美，创价学会正式传入美国。1963年，池田大作与贞永昌靖（Masayasu Sadanaga）在洛杉矶以西的圣莫尼卡（Santa Monica）设立“日莲正宗学院”（Nichiren Shoshu Academy or NSA）。1964年，贞永昌靖创办《世界论坛报》（World Tribune），并担任《圣教时代》（Seikyo Times）主编。1968年，日莲正宗学院成为美国日莲正宗的总部。1972年，贞永昌靖改名为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他尝试将组织逐渐美国化，结果信徒的数量大增。1972年，坐落在富士山脚的大石寺落成时，美国有18000名信徒前去朝圣、庆贺。从1968年到1973年，乔治·威廉在美国80所大学传播创价学会的思想，影响空前。

1979年，北条浩（Hiroshi Hojo）成为第四任会长。乔治·烕廉尽管仍然是美国方面的负责人，但是日莲正宗的势力有所减弱。

“美国日莲正宗”（Nichiren Shoshu of America）设有三个执行机构负责东部、中西部、西部与太平洋区的事务。各部再分管几个大城市，各大城市再分设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er），社区中心又分成几个分社（Chapter），各有专人负责。

日莲正宗的成员以年轻人为主，分属男生团体和女生团体。新人通过同辈团体（Peer group）的相互介绍而参加组织。会员平常聚集在一起用开会讨论的方式来联系彼此之间的宗教感情。

美国日莲正宗的主要中心分布在以下城市：波士顿（Boston）、芝加哥、洛杉矶、得克萨斯州（Texas）的达拉斯（Dallas）、丹佛、夏威夷、纽约、费城、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凤凰城（Phoenix）、波特兰、圣迭哥（San Diego）、旧金山、华盛顿、加拿大的多伦多，还扩展到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157]

1960年，日莲正宗传入夏威夷。1967年5月，本誓寺在夏威夷建成，这是日莲正宗在日本以外建立的第一座寺院。20世纪70年代日莲正宗曾一度沉寂。80年代开始，依托文化活动，日莲正宗吸引了更多的信徒。日莲正宗的信仰者主要是美国青年。[158]

日莲正宗在美国除发行精致而高水平的英文版《世界论坛》和《圣教时代》外，1973年起还发行学术刊物《NSA季刊》；在日本发行月刊《大白莲华》（Daibyakurenge）及日报《圣教新闻》（Seikyo Shinbun）等刊物，这些刊物畅销各地。

（六）天台宗

1973年，夏威夷天台宗别院在檀香山建成，住持是荒了宽（Ryokan Ara）。荒了宽10岁皈依佛门，日本大正大学毕业，专攻天台宗，曾任日本寺院住持。

1977年，天台宗别院附设“夏威夷美术院”。荒了宽担任顾问，其妻荒京子（Kyoko Ara）出任院长。1955年，荒京子毕业于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Ochanomizu University）。她曾经担任日本高中教师十多年，学院开设的课程涉及绘画、雕刻、茶道、书法、插花、舞蹈等。[159]

第八节“垮掉的一代”、嬉皮士与佛教

“垮掉的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运动。它与作为其后继者的60年代席卷全美的“嬉皮士运动”同佛教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两场运动都从佛教中吸取精神资源，使运动带上了浓厚的东方色彩。

一 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在国内掀起一股反共反民主的逆流。他对政府机构进行所谓“共产主义渗透”的调查，通过捏造、诽谤等手段，攻击、陷害一切民主进步人士以及持不同意见的人。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令人窒息，人人自危。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肆虐一时的麦卡锡主义最终走向没落。

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军事开支的扩大、社会总消费持续增长以及美国垄断资本大规模掠夺海外资源等原因，美国的经济保持了增长的趋势。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将50年代的美国称为“丰裕社会”。[160]与此同时，美国人过于注重物质财富，整日为蝇头小利而奔忙，目光短浅，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盛行。

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加强，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美国人面临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1911—1972）在《荒诞地成长》（Growing Up Absurd）一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异化。这里的异化，最根本的是人的异化，也就是说，人变成了非人，人的灵魂被扭曲。新左派思想先驱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等人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开始展开积极的批判。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出身中上层阶级的美国青年痛感自由意志的幻想破灭，产生了强烈的异化感。他们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对个人的压抑以及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反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通过各种叛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厌倦和疏离，以及对自由的追求。他们形成了所谓“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垮掉”（beat）作形容词时，意思是“疲乏的”、“颓废的”。该词最早出自巡回表演的马戏团，用来描述马戏团贫穷、漂泊的生活。后来，赫伯特·埃德温·亨克（Herbert Edwin Huncke，1915—1996）引入了这个词。他使用该词的本义是“精疲力竭的、处在社会的底层的、失眠的、睁大眼睛的、有感悟能力的、被社会抛弃的、孤独一人的、以大街为家的”[161]。

1948年，有“垮掉之王”（King of the Beats）之称的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另译为克鲁亚克）在与诗人约翰·克勒伦·霍尔姆斯（John Clellon Holmes，1926—1988）谈话时首次使用“垮掉的一代”一词。他说：“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地下、处于秘密状态的一代，你知道，我们从内心里体会到在公众面前招摇过市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们选择一种‘垮掉的’（beatness）生活方式——我的意思是，我们选择处于社会的底层、忠实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我们厌倦一切形式以及所有社会惯例……我想你会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162]

霍尔姆斯以他和凯鲁亚克的谈话内容为素材，在1952年11月16日的《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发表了《这就是“垮掉一代”》（This Is the Beat Generation）的文章。在该文中，他对“beat”一词进行了定义：“这个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还意味着被驱使、用完、消耗、利用、精疲力竭、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直觉或意识时的感觉。”[163]

“垮掉的一代”放弃家庭，蔑视财富，追求自由、流浪的生活，通过毒品、酒精、纵欲来扩大感知范围，以便实现自我超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是美国悠久的波希米亚传统和嬉普士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集中体现。

波希米亚一词源于法语“La Boheme”，最初用来称呼来自罗马尼亚的吉卜赛流浪者，后来，波希米亚人成为流浪者的代名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首次用该词指代某种类型的艺术家和作家。后来，法国作家亨利·米尔热（Henri Murger，1822—1861）以巴黎波希米亚流浪艺术家的生活为素材，写了《波希米亚生活即景》（Scènes de la vie de Boheme}[164]），获得成功。[165]

19世纪50年代，一些美国艺术家通过阅读米尔热的作品接触到波希米亚，逐渐地，纽约和旧金山成为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盛行的两个主要城市。波希米亚被用来描述那些思想自由、生活放荡，追求独特、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方式的艺术家。“垮掉的一代”从波希米亚这里吸收了反传统、浪漫的自我主义精神和反物质主义的思想。

嬉普士并非嬉皮士。有学者对该词进行过定义：“……‘hipster’，是‘二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新词，同‘hippy’（嬉皮）有关，但含义更深、更广泛，指社会群体中某一类型的人：信奉存在主义，或吸毒，迷恋爵士乐，与传统道德观格格不入，诺曼·梅勒索性称这类人为‘白种黑人’（White Negroes）。‘嬉普士’是60年代‘嬉皮士’的先驱。”[166]“垮掉的一代”的主要作家——凯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1926—1997）和威廉·巴洛斯（William Burroughs，1914—1997）等人都与嬉普士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运动，“垮掉的一代”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6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先声。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陈旧腐朽的官僚体制、僵化保守的文化制度引发美国青年一代的愤懑和不满。他们用四处漫游、奇装异服、吸食毒品、酗酒纵欲等种种惊世骇俗的行为来反抗美国的主流文化，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嬉皮士运动由此产生。

凯鲁亚克在小说《达摩流浪者》[167]（The Dharma Bums）中通过他与贾菲·赖德[168]（Japhy Ryder）的对话展望了20世纪60年代的场景：

……我（杰菲）看见了一场伟大的帆布背包革命的情景。成千上万名甚至几百万名美国青年背着帆布背包漫游。他们登上高山去祈祷，让孩子们欢笑、老人们高兴、姑娘们爽快、老姑娘们更爽快。他们都是禅宗狂人。他们外出，写下头脑中莫名其妙冒出的诗歌。而且他们通过奇怪而预料之外的行为将永恒自由的情景给予每个人和所有的生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流动禅堂。这样，一个老菩萨能够从一地流浪到另一地，而且总能在朋友间找到立锥之地……当你听到佛陀的古老佛法后，仰慕之心顿生，那你就带着这个真理去打坐，在一棵孤独的树下。地点在亚利桑那州的尤马（Yuma），或者你愿意的任何地方……我们会有一间流动禅堂，让醉熏熏的小伙子们到这里来休息，学着像雷[169]一样地喝茶，像阿尔瓦[170]应该学习的那样，学会打坐……会有一系列的寺院让人们去修行和禅定。我们要在内华达山或喀斯喀特山甚至墨西哥建立许多小木屋。由纯粹而神圣的男人组成的狂野群体聚集在一起喝酒、讨论和祈祷。解脱的波浪将从夜晚溢出。最后，妇女们、妻子们也会参加。小屋里住的是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成员，像过去的清教徒时代……[171]

二 凯鲁亚克与佛教

凯鲁亚克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他尝试将佛教中的内容与“垮掉”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垮掉型佛教”。

（一）凯鲁亚克略传

1922年，他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Lowell）。1939年，凯鲁亚克中学毕业后到纽约一所预备学校读预科。1940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凯鲁亚克辍学并从事记者、水手等职业。后来，他来到纽约，结识金斯伯格、威廉·巴勒斯等“垮掉的一代”的重要人物。1946—1948年，凯鲁亚克创作了自己的处女作《镇与城》（The Town and the City）。1951年，他完成小说《在路上》[172]（On the Road}[173]）。1957年，《在路上》由纽约维京出版社（The Viking Press）出版，该书使凯鲁亚克一夜成名，也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界中的地位。凯鲁亚克是一名多产的作家，一生完成了30多部小说、诗集、散文集和剧本。与佛教有关的主要作品除了《达摩流浪者》，还有《金色永恒的经典》（The Scripture of the Golden Eternity}[174]，写于1956年，出版于1960年）、《布鲁斯和俳句》（Blues and Haikus，写于1960年）、《觉悟》（Wake Up}[175]，写于1955年，出版于2008年）、《达摩点滴》（Some of the Dharma，写于1956年）、《孤独天使》[176]（Desolation Angels}[177]，写于1963年）、《巴黎之悟》[178]（Satori in Paris}[179]，写于1965年，出版于1966年）、《俳句之书》（Book of Haikus}[180]，出版于2003年）、《垮掉的一代》[181]（The Beat Generation，出版于2005年）等。1969年10月，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州病逝，年仅47岁。

（二）凯鲁亚克的佛教观

1954年，失恋的凯鲁亚克到图书馆去阅读《瓦尔登湖》。他偶然读到了《佛所行赞》，佛教思想很快在他心中引起共鸣。凯鲁亚克还读了《佛教圣经》，并做了详细笔记，他将这本笔记称为《达摩点滴》。随后，他回到纽约州里士满（Richmond）的母亲家中，每天读《金刚经》，并且开始学习打坐。

凯鲁亚克发现自己对垮掉者的慈悲契合佛教的教义，而且在《楞严经》中找到了“自发式写作”（spontaneous writing）方式的依据。[182]在接下来约四年的时间里，凯鲁亚克对佛教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通过阅读所能找到的佛教典籍来增加自己的佛教知识，而且进行禅定修行。佛教对凯鲁亚克的文学创作、个人经历以及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6年，凯鲁亚克写了《金色永恒的经典》。这部诗集最清晰而直接地表达了他的天主教式佛教，是作者用美国的诗歌语言来表达空、无常、无我的尝试之一，诗中渗透着天主教中的圣徒、天堂、玫瑰等形象。64首诗篇[183]或段落的形式在散文或诗歌之间摇摆不定，它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视为一个抒情的美国龙树所作。[184]

凯鲁亚克的佛教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达摩流浪者》中。该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佛教思想，既涉及小乘佛教，也关注大乘佛教，它不仅谈到大乘佛教两大主要派别——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核心理论，还兼及中、日两国的禅宗，甚至藏密的部分内容。

《达摩流浪者》中涉及佛教的主要方面有两点。

1.小乘佛教思想

在信仰佛教之初，凯鲁亚克自认为是一个小乘佛教徒，认同小乘佛教的思想和修行方法。《达摩流浪者》中，史密斯询问贾菲自己是什么的转世时，贾菲开他的玩笑，而且说：“如果有人被问到‘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时‘汪’地学狗叫，你能说些什么呢？”听了贾菲的话，史密斯说道：“听着，贾菲，我不是禅宗信徒，而是个严肃的佛教徒，是个传统的充满梦想的小乘佛教信徒，对后来的大乘佛教望而生畏……”[185]

实际上，凯鲁亚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他没有皈依，从未受戒，连居士也谈不上。他自称为小乘佛教徒，是基于他认同“四谛”的部分内容。史密斯在介绍贾菲渊博的佛教知识时说：“他对藏传佛教、中国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日本佛教甚至缅甸佛教都一清二楚。但我立即告诫他，我对佛教神话学、佛教名相及不同亚洲国家佛教的不同旨趣都毫无兴致，自己唯一感兴趣的是释迦牟尼所说的‘四圣谛’的第一谛——一切生命皆苦。我多少有点兴趣的是第三谛——苦是可以灭除的。不过，当时我不太相信苦能被灭除。（《楞伽经》说过世界上除了心以外别无所有，因此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苦的灭除。只是在那时，我对这种观点仍未理解。）”[186]

凯鲁亚克指出，第三谛的内容为：苦是可以灭除的。严格来说，这种观点并不精确。灭谛的核心是指出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涅槃。当然，在涅槃状态中，苦及其原因已不复存在。《楞伽经》的主旨是以名、相、妄想（分别）、正智、如如五法和遍计、依他、圆成三性，说明宇宙万有皆是虚假不实，唯是自心所现。可见，《楞伽经》注重说明的问题属于本体论范畴，而非解脱论范畴。换言之，从“万法唯是自心所现”的思想并不能得出苦能灭除的结论。

仅仅因为对“四谛”的部分内容感兴趣就宣称自己是小乘佛教徒当然站不住脚。小乘佛教为了适应在家、出家、男信徒、女信徒等区别，制定了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多种戒律，小乘佛教徒也以持戒严谨而著称。凯鲁亚克没有受过戒，自然更谈不上守戒，恰恰相反，他的一些垮掉行为与佛教的戒律要求背道而驰。

2.大乘佛教思想

随着与斯耐德的接触越来越多，凯鲁亚克的大乘佛教知识日渐丰富。大乘佛教两大派别——中观学派和唯识学派的基本思想，禅宗以及藏传佛教的部分内容都进入他的头脑。

小说开头，史密斯扒火车从洛杉矶前往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时遇到了一个又瘦又老的流浪者。史密斯见他可怜，就让他享用自己的食物。老流浪者心怀感激。史密斯说，这时他想起了《金刚经》里的话：“践行布施，但头脑中不要有布施的任何观念，因为布施只不过是个字眼。”[187]

这句话与《金刚经》的说法存在较大的出入。《金刚经》谈到布施的内容主要有三处，但意思一致。在此仅以内容最丰富也最重要的第一处为例说明。佛对须菩提说：

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188]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菩萨应该无所执著地去布施。为什么佛要求菩萨这样去布施呢？因为大乘佛教认为，在布施中，施者、受者和所施者“三轮”皆无自性，体空而幻有，所以布施时不能执著，不能有“三轮”之妄心，也就是说做到三点：无能施之心、不见有施之物和不分别受施之人。否则，这就不是菩萨的布施，并无什么功德，更谈不上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不住相布施才会有不可思量的福德。布施时在头脑中不出现相应的观念，当然是无所执著地布施的表现形式之一。要求菩萨不住相布施，其原因不在于什么布施仅为一个字眼，而是只有这样才符合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

《达摩流浪者》多处涉及中观学派“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史密斯向家人传法的过程中。一天晚上，史密斯领悟了“空”，次日，兴奋的他把自己的领悟告诉家人，但他们大笑不已。他的妹夫拿着一个橘子，问他那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橘子吗？史密斯说：“它是空。每一件事物都是空。事物都来而复去，生而复灭。一切事物之所以都会灭，只因为它们有生。”[189]看见没有人理睬他，史密斯接着说：

每一件事物都会灭，已经处于灭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生而复灭的过程中……事物是空的。因为它们表现为假相，你们才看见它们。但它们由原子构成。原子无法量度，无法称重，无法抓住。就连那些愚笨的科学家现在都知道这一点。没有发现任何所谓最遥远的原子。一切都是某种事物“空”的排列。在空间中，它看起来呈固态，事实上却既不大也不小，既不远也不近，既不真也不假……[190]

史密斯指出事物的本性为空，处于生灭变化中，它们只是虚幻的存在物。他的结论与中观学派的基本思想一致，但他使用的分析方法却属于小乘佛教的范畴。小乘佛教讲“人我空”，采用的是“分析空”的方法，即从“人”作为统一体可以被分解成若干部分上，从“人”的生灭变化上，说明“人”的不实在，故“人我”为空。史密斯认为：事物由原子构成，所以为空。他显然是采用“分析空”的方法而得出这种结论。大乘佛教讲“人我空”和“法我空”，采用的是“当体空”的方法，即无须经过分析，现象自身即是空。《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191]可见，凯鲁亚克并没有能够区分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根本区别。

大乘佛教的一些内容于是变成凯鲁亚克替自己的垮掉行为进行辩护的论据。这些行为突出体现在酗酒和纵欲上。

凯鲁亚克嗜酒如命。《在路上》中，“我”[192]在与迪恩·莫里亚蒂[193]（Dean Moriarty）初次见面时，两个人喝啤酒、聊天，直到天明。[194]书中，每到一地，“我”总要下车买酒，痛饮一顿。实际上，无论是白酒、葡萄酒还是啤酒，只要是带酒精的，凯鲁亚克就喜欢。凯鲁亚克在佛教中为自己找到酗酒的理由，要“归功于”他所崇拜的斯耐德。

《达摩流浪者》中，贾菲向史密斯介绍了著名的禅宗牧牛图。根据贾菲的描述，在第一幅图中，一个青年带着行囊、拄着一根小拐杖走在荒野中。接下来，他发现一头牛，努力想驯服它。最后，他成功了。接下来，他扔下牛，在月色下禅定，然后从觉悟之山下来。接下来的一幅图是一片空白。下一幅图是一株开满鲜花的树。最后一幅图中，青年已经变成又高又胖的老者，满脸怪笑，肩背大袋，正在入城去与已经悟道的屠夫一醉方休。同时，另一个青年带着行囊和拐杖正前往山里。贾菲说：“这种情形重复出现。弟子和师父要经历同样的事情。首先，他们要发现和驯服心灵中的牛，然后放弃它。最终他们一无所得，就像那格空白的图所象征的。他们一无所得即得到了一切，这就是树上的春花。最后，他们下山到城里，去与李白那样的屠夫一醉方休。”[195]

禅宗牧牛图是中国禅宗修行的图示，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在中国流传的主要是宋代普明禅师的牧牛图，一共有十幅。同样出现于宋代，比普明牧牛图稍晚、由廓庵师远禅师创作的十牛图却在日本相当有名。“廓庵属临济法系，所以在临济禅大受鼓扬的日本得到不断的提倡，因此日本人一说‘牧牛图’就以为是廓庵的‘十牛图’。”[196]

廓庵禅师的十牛图内容相当完备，有图十幅、颂十首，而且颂前还各有一篇短序。根据贾菲的描绘，他向史密斯介绍的就是廓庵禅师的十牛图。这也说明，斯耐德是通过日本禅系而了解禅宗的。

禅宗视牛为心性的象征，牧牛即牧心，以找回已经迷失的自性。十牛图中，牧人代表修行者，牛代表修行者的心。驯牛的过程即是修行者调服心意、悟禅入门的过程。十牛图包括十幅图，分别是：“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骑牛归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还源”和“入廛垂手”。

在第一幅“寻牛”中，牧人右手拿着牛索，左手上举看天；背景有树和水。[197]与该幅图相对应的诗句是：

忙忙拨草去追寻，水阔山遥路更深。

力尽神疲无处觅，但闻枫树晚蝉吟。[198]

这幅图描绘了牧人急着找牛的情景，虽然他已经筋疲力尽，但依然没有发现牛的踪迹。在接下来的多幅图中，牧人通过跟随牛的踪迹见到牛，经过辛苦的努力驯服牛，然后骑着牛回到家中。第八幅“人牛俱忘”是一个圆圈[199]，里面空无一物。它表现的是修行者体悟到的“凡情脱落，圣意皆空”[200]的境界。与之相对应的诗句是：

鞭索人牛尽属空，碧天寥廓信难通。

红炉焰上争容雪，到此方能合祖宗。[201]

史密斯见到的这幅图是一片空白。这比空白圆圈更加精确，“如果仍然有圆圈在，就意味着仍然有东西在，像是‘浑然一体’或‘绝对真理’之类的”[202]。这种绝对、永恒的最高悟境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它无法通过语言与逻辑思维能力来把握，超越主体、客体相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第九幅“返本还源”画的是一幅花树。[203]相对应的诗句是：

返本还源已费功，争如直下若盲聋。

庵中不见庵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红。[204]

修行者通过千辛万苦的努力觉悟了自性，其实还不如以最快捷的方式了悟自心。在这种状态中，主体、客体的差别已经消泯，修行者对一切都不会升起分别之心。一切事物本自具足，一派天然。

第十幅“入廛垂手”画的是一个胖和尚袒胸露腹，提着行囊往山外走，而另一个年轻的童子却正在入山的路上。[205]相对应的诗句是：

露胸跣足入廛来，抹土涂灰笑满腮。

不用神仙真秘诀，直教枯木放花开。[206]

前九幅图描绘的都是修行者自利自度的过程，而最后一幅图表现的是僧人觉悟后正在回到尘世的路上。修行者在成就了自我生命的圆满后还必须遵循大乘菩萨道，实践菩萨行，利他度他。总之，作为菩萨的他要“提瓢入市，策杖还家；酒肆鱼行，化令成佛”[207]。正由于菩萨已经觉悟，所以他会以任何可能的形象、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化导众生。为“度脱”众生所采取的各种灵活方法就是“方便”、“善权”。

贾菲对十牛图的叙述基本正确，但是得道僧人下山是为了一醉方休的观点纯属贾菲的杜撰。从图上我们根本看不出僧人下山的目的就是去喝酒。退一步来讲，即使僧人下山是要去喝酒，我们对此也要正确解读。前文已述，觉悟者下山的目的是践行菩萨道，度脱众生，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菩萨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与方法。可以说，如果菩萨认为一醉方休是化导某人的一种有效方法的话，他也会这样做。如果我们只注意喝酒本身而不去考虑这种行为背后的目的就必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斯耐德对十牛图的错误解读使凯鲁亚克误入歧途。斯耐德也许没有想到，他向凯鲁亚克介绍的十牛图竟然成了后者酗酒的有力证据。十牛图给凯鲁亚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它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在树林里试图驯服自己的心灵，然后，觉悟到一切都是空与觉，而且我什么都不用做。现在，我正与屠夫贾菲一醉方休。”[208]

后来，在与斯耐德交往的过程中，凯鲁亚克再次从日本佛教中为自己的酗酒恶习找到了第二个论据。《达摩流浪者》中，在史密斯等人举行晚会欢送贾菲去日本前，史密斯与贾菲发生了一场争执。史密斯酒兴大发，买了一瓶波特酒。贾菲劝他不要喝太多，因为他们还要去伯克利的佛教中心参加讲座和讨论会。史密斯不想去，只想留在那里喝酒。他喝完一瓶后又买了一瓶。贾菲对此伤心而失望，他说：“你常常醉成这个样子，怎么能指望成为一个好的比丘，甚至是菩萨大士呢？”史密斯反驳道：“你忘了牧牛图的最后一幅了？那个和尚不是与屠夫们都醉了吗？”贾菲说：“那又怎样？凭你那装满泥巴的大脑、沾满酒渍的牙齿和病恹恹的肚子，你能觉悟到自性吗？”史密斯说：“我没病，我很好……”[209]他根本听不进贾菲的劝告，依然喝酒，而且没有参加讲座。

令人吃惊的是，黄昏时，贾菲回来了。他向史密斯喊道：“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史密斯？我到了佛学中心，他们都在用茶杯喝清酒，每个人都醉了。全是疯狂的日本和尚！你是对的！喝不喝酒没有任何分别！我们都醉着讨论般若。棒呆了！”[210]从此，斯耐德和凯鲁亚克就没有在喝酒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自然，凯鲁亚克依然嗜酒如命。1969年，凯鲁亚克死于因酗酒引起的大出血，年仅47岁。

不饮酒是佛教在家男女都必须遵守的五条戒律之一，对出家的僧、尼而言更不可违犯。佛教从中国传播到日本后受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逐渐实现本土化，日本佛教于是呈现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佛教不一致的内容，轻视甚至违背戒律就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达摩流浪者》中，史密斯通过贾菲接触到藏传佛教密宗中的雅雍。“雅雍”是藏语音译词，原意为“父母”，指印度、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佛教艺术中男神与女性配偶合体的形象。

一天晚上，在阿尔瓦·古尔德布克的住处，贾菲教会了史密斯什么是雅雍。贾菲、阿尔瓦先后与一个名叫普林西丝（Princess）的女子发生性行为。在一旁观看的史密斯写道：

虽然面前的情景令人血脉贲张，我对普林西丝也垂涎欲滴，但一整年的禁欲生活所建立的自制依然让我裹足不前。我过禁欲生活是基于自己的感受：色欲是“生”的直接原因，而“生”又是“苦”和“死”的直接原因。说真的，我当时认为，色欲是一种讨厌的甚至残忍的欲望。

每当我不情愿地转过头，不让自己去盯着那些倾城倾国的印第安墨西哥姑娘时，头脑中就会闪现自己的座右铭——“漂亮女孩是掘墓人”。摒弃色欲的我尽情享受了一段崭新而平静的生活，但眼前的景象让人实在难以抗拒……[211]

显然，眼前的景象令史密斯难以自持，他的内心在纠结，两种力量在争斗。结果是，史密斯经受不住诱惑，参与了淫乱活动。他略带懊恼地说：“佛教禁欲生活带给我的一切平静都被冲到下水道里去了。”[212]

事后，史密斯在和普林西丝说话时意识到，“她想要像贾菲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佛教徒。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所以就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这种方式在藏传佛教的雅雍仪式中有其传统根源，所以一切都好”[213]。所谓“这种方式”当然就是指出卖肉体。凯鲁亚克的这种观点违背佛教的基本教义，而且丝毫不了解女性在佛教的发展中起过的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雅雍是藏传佛教密宗中男女合体的修行方法。在藏密四续部中只有最高级别的无上瑜伽续才有雅雍，其目的是以爱欲为除障修道之法，从而达到“自性净”。该法以方便为父，以般若为母，以明王、明妃合体象征“悲智和合”。藏传佛教宗派中最古老的宁玛派允许僧人娶妻生子，僧人的妻子就是他修行时的明妃。明代，宗喀巴大师针对当时藏传佛教的弊端，倡导戒律，进行改革。他通过撰写著作，阐明显密两宗的修行次第，提倡不分显密都必须恪守戒律，从而创立格鲁派。格鲁派信徒不再以身去修习雅雍，而是采用了观想雅雍的方法来修密法。修习雅雍等密法，必须严格按照修行宗旨和特殊的仪轨进行，绝非普通信徒所能轻易接触。格鲁派更加强调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能够修习无上瑜伽续密法的僧人寥寥无几。

从本质上来说，斯耐德、凯鲁亚克等人的所谓“雅雍”不过是借藏传佛教密宗之名而行淫乱之实罢了。

寻欢作乐后，史密斯在树下打坐，阿尔瓦过来对他说：“你不认为，像贾菲那样泡泡妞、搞搞研究、痛快地玩、真正做点事，要比你这样愚蠢地坐在树下有趣得多吗？”史密斯说：“你错了。贾菲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空’中娱乐他自己一下而已。”[214]阿尔瓦不同意史密斯的观点，认为佛教毫无用处。史密斯告知阿尔瓦：

……你有六识，所以你才愚昧地相信自己不仅有六识，而且凭借它们自己接触到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如果没有眼，你就看不到我。如果没有耳，你就听不到那架飞机。如果没有鼻子，你就闻不到午夜薄荷的芬芳。如果没有舌头，你就尝不出不同的味道。如果没有身体，你就感受不到普林西丝。没有我，没有飞机，没有心，没有普林西丝，一切都不存在……[215]

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史密斯在此只提到眼根等前五根，忽视了意根具有能取“法”、生长意识的功能。第二，《成唯识论》指出：“外境随情而施设故非有如识，内识必依因缘生故非无如境。”[216]意思是说，诸法随人的情识设置而非有，识依因缘而生故非无，所缘之境，唯识所现，诸法皆不离心。瑜伽行派主张“唯识无境”，认为世界一切现象都是人的内心所变现，心外无独立的客观存在。其基本思想在肯定内心的真实性的前提下，并没有否定诸法具有相对的真实性。正由于诸法是内心所变现，因此人的内心对诸法的认识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认识。史密斯认为“一切都不存在”，是对“唯识无境”做了望文生义的错误解读。不得不承认，他的这种错误观点具有代表性而且相当普遍。第三，史密斯没有提到瑜伽行派着重阐发的识体——阿赖耶识和以阿赖耶识为其存在活动的依据的末那识。阿赖耶识和末那识是上述六识发生的依据，这说明凯鲁亚克对瑜伽行派思想的了解很肤浅。

凯鲁亚克的推论显然不合逻辑。他通过曲解“唯识无境”的思想来否定淫乱活动的客观实在性，从而为自己的秽行找到开脱的理由。阿尔瓦走后，史密斯自己感到“的确有一股喜悦笼罩着我，因为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慌乱，不过是一场已经结束的梦。我不必担忧，因为我不是‘我’”[217]。凯鲁亚克通过歪曲“人无我”的思想，再次为自己的纵欲之举找到理由。凯鲁亚克的喜悦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他通过淫乱行为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这自然令他喜悦；另一方面，他利用佛教的观点为自己的淫行进行辩护，使自己免受良心的谴责，成功摆脱了道德上的负罪感，这恐怕更令他喜悦。凯鲁亚克的推论实在太荒谬了。按照他的逻辑，既然一切都不存在，我不是“我”，那任何人胡作非为都可以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

凯鲁亚克借助佛教不同派别的思想来为自己的垮掉行为辩护，对自己进行心理安慰，成功消解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垮掉行为合理化甚至一定程度的神圣化。

这种辩护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凯鲁亚克在垮掉时更加无所顾忌和心安理得。垮掉程度的加深戕害了凯鲁亚克的健康，成为他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第二，佛教在凯鲁亚克心目中的神圣性打了折扣。这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放弃佛教而重归天主教信仰埋下了伏笔。

三 金斯伯格与佛教

金斯伯格是“垮掉的一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佛教尤其是禅宗及藏传佛教的一些内容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金斯伯格略传

1926年7月3日，金斯伯格出生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帕特逊市的一个俄国犹太裔家庭。他的父亲路易斯·金斯伯格是一名诗人，出版过多部诗集。金斯伯格的母亲娜阿米生于俄国，14岁时跟随父母移居美国。受家庭的影响，娜阿米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参加相关的活动。路易斯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与娜阿米结婚。娜阿米在婚前患过精神类疾病。母亲的“左”倾思想对金斯伯格的一生影响巨大。

金斯伯格幼年时，母亲的精神病经常发作。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令人窒息，娜阿米最终精神分裂。1948年，她与路易斯离婚，并于1957年去世。金斯伯格在长诗《卡迪什》（Kaddish}[218]，1961）、《白色的尸衣》（White Shroud，1983）中对母亲所遭受的精神痛苦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让人读起来倍感辛酸。

金斯伯格在幼年时受父亲的熏陶熟悉了惠特曼、狄更生、雪莱等诗人的诗歌。读高中时，他已经成为一名文学方面的积极分子。

1943年7月，金斯伯格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凯鲁亚克以及比他年长的巴洛斯、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1926—1968）等人，他们有着类似的艺术情趣及生活方式（酗酒、同性恋、吸毒等）。1945年，金斯伯格退学。1946年，他重回哥伦比亚大学。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954年，金斯伯格来到旧金山，结识了斯耐德、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oth，1905—1982）、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1919—1988）等诗人和艺术家。

1955年10月，金斯伯格在旧金山六画廊（Six Gallery）朗读长诗《嚎叫》[219]（Howl}[220]）。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凯鲁亚克、迈克尔·迈克鲁尔（Michael McClure，1932—）、菲利普·沃伦（Philip Whalen，1923—2002）、斯耐德以及雷克斯罗斯等人。这是“垮掉的一代”运动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的到来。

1956年，《嚎叫》由旧金山“城市之光”出版社出版。它被认为是“诲淫作品”，出版者被告上法庭。最后经过激烈的辩论，《嚎叫》没有被指控为诲淫作品。金斯伯格由此声名鹊起。

1956年、1961年和1965年，金斯伯格三次前往欧洲、亚洲和美洲等国旅行。回国后，他发现反主流文化已经成为潮流，自己也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1965年秋，他在伯克利参加学生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

20世纪70年代，金斯伯格更加积极地参加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包括民权运动、反对核武器的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活动等，他也因此多次入狱。1974年，他的诗集《美国的衰落》（The Fall of America}[221]）获得全国图书奖。1984年10月，金斯伯格随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1995年，他获得普利策诗歌奖最后提名。1997年4月5日，金斯伯格在纽约去世。

金斯伯格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其诗集还有《空洞之镜：愤怒之门》（Empty Mirror：Gates of Wrath）、《现实三明治》（Reality Sandwiches}[222]）、《行星消息》（Planet News，1961-1967}[223]）、《思想呼吸》（Mind Breaths All Over the Place）、《冥府颂》（Plutonian Ode）、《向世界祝福：1988—1992》（Cosmopolitian Greetings）、《快照诗法》（Snapshot Poetics [224]）、《金斯伯格文选》[225]（Deliberate Prose}[226]）等。

（二）金斯伯格的佛教观

有学者认为：“布莱克、雪莱、惠特曼这三位诗人总体而言给金斯伯格的教益远比他从佛教箴言所学到的要多。”[227]这种说法也许不能完全算错，不过，佛教其实对金斯伯格的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1953年，金斯伯格在图书馆读到铃木大拙的一本书，接触到禅宗。这本书对开悟的描述让他回想到自己几年前在哈莱姆（Harlem）公寓中的神秘体验，金斯伯格认为，“开悟”正是能够描绘他当时切身感受的一个词。他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随后，金斯伯格通过凯鲁亚克、斯耐德等人与佛教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1961年，他在印度、越南、日本等国旅游四个月，他对佛教的兴趣大大增加。他在散文集《印度札记》等作品中记载了这段时期其思想的转变。他说：“有一段时期，我曾对某种形式的上帝、天使及基督深信不疑——可现在，作为一个佛教信徒，我认为一种被唤醒的虚空（Sunyata）才是人生的真谛。没有上帝，没有自我，甚至也没有惠特曼所说的普遍的自我。”[228]

1972年，金斯伯格结识丘扬创巴，并拜他为师，学习坐禅等修行方法。从1974年开始，金斯伯格经常在丘扬创巴创立的纳罗巴学院及其附属的凯鲁亚克超验诗歌学校教授佛法诗歌。1992年5月，金斯伯格在美国正式皈依佛教，丘扬创巴为他取的法名是“达摩之狮”（Lion of Dharma）。

金斯伯格的第一部诗集名为《空洞之镜：愤怒之门》，它收录了诗人1947—1952年的作品。从书名我们能看出，金斯伯格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对佛教产生兴趣。1953年，金斯伯格在一本艺术书上看到了中国南朝画家梁开的一幅名为《释迦牟尼从山上下来》的画，于是他创作了同名的一首诗。全诗描绘了释迦牟尼穿着破旧的长袍，赤着脚从山洞走出来的情景，赞颂佛陀为了寻求觉悟而苦修，生活极其艰苦，精神却崇高伟大的品格。金斯伯格写道：“谦卑是超越/在这个实实在在的人世。”[229]当然，该诗中也有一些观念与早期佛教的思想并不一致。他说，释迦牟尼“此生他除此追求万事皆空”[230]，“空”是大乘佛教才有的观念；诗人认为释迦牟尼“万念皆无”[231]也是不适当的。

《嚎叫》定本的第四部分是《〈嚎叫〉注释》。在诗歌的结尾，金斯伯格写道：“宽恕神圣！怜悯！救济！信念！神圣！我们拥有的，躯体痛苦崇高！/灵魂所具有的超脱自然的大智大善神圣！”[232]诗人在对该诗的注释中指出，这两句诗是受到佛教教义的启示而写出的。

在《渴望真实的狮子》一诗中，金斯伯格用荒诞的手法将他对布莱克的幻念比作一头闯进他房间的狮子。他形容这头狮子“……躺在/用鸡蛋箱板做成的书架亭旁上面堆放着柏拉图和有关佛教陀的大部头著作”[233]。可见，金斯伯格阅读了不少关于佛陀的书。

在《维基塔中的箴言》中，金斯伯格写道：“……纵然拥有西维基塔所有的一切/最终还是回归虚无！/边饮咖啡边朗读智慧箴言……”[234]诗人在箴言后所作的注释是：“与禅宗及西藏佛教修行有关的最高智慧箴言录，诸如‘色即空，空即色’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出自《心经》，可以视为大乘空宗思想最浓缩、最核心的思想。《心经》也有藏译本，说它与藏传佛教有关不能算错，但它显然与禅宗并无直接的联系。该诗中译者将它译为“形即空，空即形”是不对的，出错的根本原因在于早期西方学者将“色”译成“form”本来就不正确。“色”在五蕴中的内涵是“质碍”，大体相当于“物质”概念。从这个意义来说，将“色”英译为“matter”或“substance”比“form”更接近原意。

在《造访威尔士》一诗中，诗人写道：“每朵花儿都是佛陀的眼，重述一个故事，/千姿百态绚丽绝伦——”[235]这句诗自然让人联想到禅宗中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观念。当然，金斯伯格不一定接触到了“法身”的概念，但他所说的“佛陀的眼”无疑就是抽象的“法身”概念的意象性表述。

总之，作为诗人而非宗教学者，金斯伯格对佛教的相关内容采用的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禅宗及藏传密宗的一些观念在他的诗歌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他对佛教因素的利用与吸收主要通过抽象、精练的诗句来体现，所以他的诗歌中所体现的有些佛教因素较为隐晦和抽象，这显然增加了我们把握、分析相关内容的难度。这自然也与凯鲁亚克通过小说的形式来展现他的佛教观有相当大的区别。

四 斯耐德与佛教

在“垮掉的一代”作家中，对佛教了解最多、受佛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斯耐德。他通晓汉语，还曾经在日本寺庙修行多年。佛教对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更是有目共睹。

（一）斯耐德略传

1930年5月8日，斯耐德生于旧金山。他两岁时，正逢美国经济陷入萧条，父母为了谋生，举家搬迁到华盛顿州的乡下务农。斯耐德从小热爱大自然。1942年，斯耐德全家迁入城市，但他对大自然的热情有增无减。这时，他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看到几幅中国山水画，斯耐德对中国文化体现的自然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947年，斯耐德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Portland）的里德学院（Reed College）读大学，主修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学。这期间，他开始学习中国和日本的古典诗歌，并阅读中国和印度佛教文学的英译作品。这时，他从千崎如幻的一名学生那里首次听说禅宗。1951年，他读到铃木大拙的《禅宗论集》。斯耐德开始自学坐禅。

1953年，斯耐德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方语言系，他系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还尝试将中国诗歌翻译为英语。

1953—1955年，斯耐德对中国禅宗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翻译寒山的诗歌。后来，他出版脍炙人口的译作《寒山诗》（Cold Mountain Poems）。

这段时期，斯耐德定期参加由净土真宗伯克利佛教教会（Jodo Shinshu Berkeley Buddhist Church）组织的学佛小组。在这里，他认识了沃茨和佐佐木夫人，佐佐木夫人为斯耐德安排了一笔奖学金。

1956年5月，斯耐德乘船前往日本。他在京都相国寺跟随三浦一舟禅师学习，后来又跟随大德寺的小田雪窻（Sesso Oda，1901—1966）禅师习禅。斯耐德描述过他在大德寺的修行生活：

我们每天至少五小时盘腿打坐。在坐禅的间隙，每个人都做体力活——干农活、腌制蔬菜、劈木柴、清洗浴室、轮流在厨房工作。每天与小田雪窻老师小参至少两次。这时，我们需要对老师布置下来的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睡眠时间少，食物不足，房间简陋，没有取暖设施……[236]

1958年，斯耐德暂时回到美国。他和几个朋友组成一个坐禅小组，但它很快解散。不久，他回到日本，继续跟随小田雪窻禅师修行。

1966年，斯耐德从日本暂时回美国，亲身体验到国内反主流文化的浪潮。

1970年，斯耐德回到美国后，在北加州山中建起一座木屋作为居所。1974年，他将这间木屋命名为骨圈禅堂（Ring of Bone Zendo）。1982年，他在木屋附近与当地的佛教徒合作，盖起一间相当规模的禅堂，他们定期坐禅、修行。[237]

1984年9—11月，斯耐德与其他美国作家受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到中国内地参观访问。

斯耐德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和作家。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神话和文本》（Myths and Texts，1960）、《后面的国度》（The Back Country}[238]，1967）、《关于浪》（Regarding Waves，1970）、《龟岛》（Turtle Island}[239]，1974）、《斧柄：诗歌》（Axes Handles：Poems，1983）、《山河无尽》（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240]，1996）、《砌石和寒山诗》（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1999）、《加里·斯耐德作品选：散文、诗歌与翻译1952—1998》（The Gary Snyder Reader：Prose，Poetry and Translations1952—1998}[241]，1999）、《注意》（Look Out [242]）、《山顶之险》（Danger on Peaks [243]）、《后面之火上》（Back on the Fire [244]）、《水面波纹》（Ripples on the Surface）等。

（二）斯耐德的佛教观

斯耐德是一名环保主义者，他热爱大自然，对大乘佛教的慈悲、利他思想深表认同，认为在家的修行者同样也能悟道。他说：“在佛陀的时代，僧伽由抛弃了世俗生活的僧、尼构成。当时的观点认为，作为在家者，他（她）不可能真正觉悟。在家者可能通过帮助僧伽和过有道德的生活来积累功德，但是他们却与更深刻的体验无缘……在大乘佛教中，俗人和妇女也被认为是可敬的修道者，他们几乎能与僧人们比肩。或者说，尽管过着世俗生活，他们至少在理论上能够达到觉悟。”[245]

大乘佛教各宗派中，斯耐德最推崇禅宗。虽然他曾经在日本学习禅宗达十多年，但他通过对禅宗史的学习，发现中国禅比日本禅更加生动、自然。斯耐德指出，他在骨圈禅堂中研习的并非日本的临济禅，而是中国禅。他说，他们所学的“与其说是日本禅，倒不如说是中国禅。就这一点而言，我指的不是那么拘泥于寺院的、日本式的禅，而是更‘中国式的’禅——更早的、更少法典化的、更普遍的、更生态的、更嬉戏的……”[246]

斯耐德敬仰的中国僧人有玄奘和百丈怀海禅师。在《驼背的吹笛者》一诗中，斯耐德描绘了玄奘从印度回中国途中的远行者形象：

玄奘

公元629年去印度

645年回中国

带着657部佛经、佛像、曼荼罗

以及50种圣物——

背一个架子弯曲的包，上有一把伞，

及刺绣、雕刻，

他行走时，香炉在摆动[247]

斯耐德翻译过百丈怀海的《禅门规式》，对他所倡导的禅寺自食其力的思想深表赞许。斯耐德还认为《禅门规式》中“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体现了民主精神。他说：

百丈……明确表示，乞讨并非我们维生的主要方式。我们维生的方法是种植我们自己的食物，建造我们自己的建筑，而且让包括为师者在内的每一个人工作。只要他的身体允许，为师者必须外出，与弟子们一起用手劳作。尽管后来的中国禅和日本禅更加高雅和精致，但这项传统从未废除。[248]

此外，斯耐德还对华严宗及天台宗的思想有兴趣。他研究过《华严经》及学者对此的研究成果。他利用“事事无碍法界”的概念来为他建立自己的生态环保观服务。《驼背的吹笛者》一诗中，他利用《华严经》中因陀罗网一珠映现一切珠的意象来表现场景，使得诗歌别具情趣和深度。

在多条彩虹上升起

并落下闪光的雨

每滴——

小小的人斜着滑下：

每滴上坐着一尊小佛——

加入地面上

百万尊摇动的青草—种子—佛[249]

斯耐德还接受天台宗僧人湛然“无情有性”的重要思想，认为一切无情之物同样具有佛性。

总之，斯耐德虽然在日本接受了十多年的禅宗训练，但他的思想却不仅限于日本禅，他对中国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密宗的诸多方面都有涉及。这些内容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数量不一、程度不同的体现。

五 对垮掉禅的反思

对“垮掉的一代”作家中出现的恶搞、轻佻、具有强烈反叛色彩的禅法，西方人称为“Beat Zen”。该词可译为“垮掉禅”，也有学者将其译为“颓废禅”。禅宗在西方风行一时的五六十年代，就有西方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及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沃茨。

1958年夏季的《芝加哥评论》（Chicago Review）出版了一期禅宗专刊，其中就有沃茨的文章《垮掉禅、古板禅和禅》（Beat Zen，Square Zen and Zen）。

沃茨指出，从使用禅来调整艺术、文学和生活中十足的奇思怪想，到强有力的社会批判以及“对宇宙的探索”中都有垮掉禅的存在。[250]

古板禅指的是日本寺院中官方式的以严格的方式来修行的禅法。一些西方人在日本学习它，不久将带着“准备挂在墙上的证书”回到美国。沃茨以中国唐代的禅宗为标准，对垮掉禅和古板禅这两种极端进行了批判。他说：“垮掉禅往往是一片阴影。它太有自我意识、太主观、太刺耳，而不具有禅的风味。”[251]古板禅也背离了中国禅宗原本生动活泼的精神本质。不过，沃茨后来在自传中说，经常有人认为，他“对禅宗的草率的、随意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臭名昭著的‘禅疯’负责。‘禅疯’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艺术家和假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中轻佻的垮掉禅、弗兰兹·克莱恩（Franz Kline，1910—1962）的黑白抽象画和约翰·凯奇的无声音乐会都是它的产物”[252]。沃茨自己承认，这种说法有些道理。

“垮掉的一代”作家以及嬉皮士们以禅宗为思想武器，反抗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在反对越南战争、腐朽的美国官僚制度方面的积极意义自然值得肯定。不过，他们所倡导的垮掉禅从根本上违背了禅宗的宗旨，是对禅宗思想的误读与曲解。这样一来，垮掉禅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更加脱离正确的轨道就是必然的了。

20世纪60年代，两名前哈佛大学的学者发明了新型致幻剂LSD，从此，LSD就与禅修联系在了一起。有些瘾君子宣称，服用LSD就能轻易达到通过禅修才能体会的终极感受，有些一时找不到毒品的人居然通过坐禅来尝试能否得到致幻体验，对此，有些寺院禁止服用了LSD的人坐禅。铃木大拙也对滥用LSD的现象表示担忧，并警告禅宗界加以关注。但是有些美国人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例如艾伦·沃茨就同情LSD，他指出，LSD给了他“一种既像又不像我所理解的禅的芬芳的体验”[253]。

艾特肯记得，1963年、1964年时一些完全陌生的人来到坐禅窟。后来他听到流言说，坐禅窟是一个产生迷幻感觉的好地方。这些人当然就是嬉皮士，所有来的年轻人都服用过某种毒品，他们当中很多人对坐禅有兴趣。艾特肯决定在毛依岛上建一个坐禅窟的分部，并实施正规的坐禅，以帮助那些瘾君子恢复正常。该禅堂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让服毒者恢复理智的地方，所以很快出名。[254]据艾特肯观察，大麻会“破坏平衡感”，而“LSD对人格结构有很大的损害”[255]。

第九节 汉传佛教的发展

尽管华人最早将佛教传播到美国，但是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华人在美国的数量在半个多世纪里持续降低，这极大地妨碍了汉传佛教的发展。随着《排华法案》的废除，汉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排华法案》的废除

进入20世纪，清王朝日暮途穷，腐朽落后，内外交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国内开始缓慢传播。美国的华人也决心促进中国的进步和美国华人的革新。华人革新的内容之一就涉及宗教信仰。1907年，宁阳会馆在迁回华埠时，邀请嘉宾演讲，而不再像从前那样求神拜佛。1910年7月，肇庆会馆通过在新馆中不陈列偶像的投票。1912年，纽约华侨决定在公共场所取缔一切偶像。[256]这种革新对华人寺庙及佛教造成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基督宗教传教士们长期以来希望达到的目的由华人自己实现了。信仰基督宗教的华人逐渐增加，相应的，信仰中国传统宗教的华人逐渐减少。到20世纪30年代，旧金山华人的寺庙仅存2座。[257]

受排华法案的影响，进入20世纪，在美华人的人数持续下降。到1910年时，人数为71531人；1920年，只有61369人。[258]

虽然《排华法案》及其修正案对汉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但汉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并未停止。法师、居士们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继续在美国传播佛教。首先就是太虚大师在美国的短暂传法。

1928年8月，太虚大师开始了在欧美各国的弘法之旅。他从上海起程，经地中海到法国；停留几个月后，1929年2月底，他抵达纽约。他先后到纽约宗教学院、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摩诃菩提会纽约分会、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参观、演讲。随后，他取道芝加哥前往旧金山。3月20日，太虚抵达旧金山。《太虚大师寰游记》载：

……日本临济宗佛徒千崎如幻，美国佛徒伏伦贝格，同至迎接……如幻师在三藩市布教廿余年，娴熟英语，颇得美士女信仰，与其余日僧仅能布教日人者不同。当邀余至其东渐禅窟，与伏伦贝格等谈……廿一日，如幻师邀余至日本菜馆午餐。餐毕，如幻陪余访本愿寺僧不遇……[259]

太虚大师在旧金山停留了半个月。他多次应千崎如幻之请，前往其禅堂作客并演讲；他还与诸多西方佛教徒商谈事宜。1929年4月，他起程回国。中途在夏威夷檀香山停留了一天，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法师今村惠猛、佛教青年会的干事植田政市等人会见了太虚。他还在当地基督教会、中华会馆商会、日本佛教青年会做了三次演讲。

太虚大师在欧洲、美国各地演讲、弘法，对汉传佛教在欧美各国的传播做出了努力，但作用与效果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匆匆而过，不可能长期驻在当地授徒、建立道场、弘法。汉传佛教在美国的长足发展主要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就开始了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抗日战争为美国华人树立正面形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渐渐地，在美国白人的意识里，美国华人被认为比日裔人更“优秀”、更“有价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人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他们同时强烈呼吁政府废除《排华法案》。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在讨伐德、意、日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政策时，也开始反思美国自身的种族歧视问题。奥斯瓦德·格里逊·韦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1872—1949）质问，如果美国继续坚持《排华法案》，“那我们美国人怎能抨击可恶的种族主义呢”[260]？

当时侵华日军在中国广泛散布美国歧视、迫害华人的观点，其目的是分化瓦解中美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日本的这种宣传被美国新闻界广泛报道，引起美国政治家的关注。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John W.Dower，1938—）指出：“在国会就《排华法案》举行的听证会上，一个退休的海军官员作证说，《排华法案》起的反作用抵得上日军的‘二十个师’。”[261]

“师”的翻译有误，当为“师团”。“二战”中日军的建制有师团、旅团、大队、中队和小队等。

作为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罗斯福总统充分认识到废除《排华法案》的重要意义。他在1943年10月11日致国会的信中说：

现在提请国会审议批准一项法案，许可中国人移居我国，并允准这里的中国居民成为美国公民。我认为，这一立法对于打赢这场战争和建立巩固和平的事业是重要的。

中国是我们的盟国。多年来，她为反对侵略而孤军奋战。今天我们和她一起战斗。它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始终坚持英勇的斗争。

中国理解，这场世界大战中，克敌制胜的战略，首先需要把我们的大部分力量集中使用于欧洲前线。它理解，我们所能提供给它的补给由于运输困难而受到限制。它知道大量的援助将会尽快运去——不仅是武器和补给上的援助，而且是在实施已经制定的有效反攻计划方面。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将把我们的兵力直指日本的心脏——我们的兵力将不断加强，直到把我们共同敌人赶出中国的土地。

然而，中国的抗战并不单纯依靠飞机和大炮，以及从海上、陆地和空中发动攻击。它也同样依靠本国人民的精神以及对于盟国的信任。我们有责任加强中国人民的这种信任。在这方面的一个步骤就是清除我们法典中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就是禁止中国人移居我国和不准华侨取得美国国籍。

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并消除日本人的歪曲宣传。有待国会制订的这项立法将使中国移民和其他国家移民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中国的移民限额每年大约一百名左右。没有理由担心，这样数量的移民会造成失业，或加剧求职的竞争。

把公民权授与在我国相对说来为数不多的中国居民，将是又一着有意义的友好表示。这将进一步证明，我们不仅把中国当成共同作战的伙伴，还将把她当成和平时期的伙伴。这样会使中国人比某些其他东方人占有较优惠的地位，但是，他们对荣誉和自由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使他们理应得到这种优惠。

我深信，国会是完全同意采取这种早应采取的措施，以纠正过去对我们朋友不公正的行为的。国会现在就此采取行动也是我们打算在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关系中运用睦邻政策的一项保证。[262]

罗斯福总统的提议与美国的自身利益相一致。不仅从军事等方面给予中国援助，而且从政治、道义上支持中国，对中美两国团结协作、共同击败日本法西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

1943年，经过激烈争论，国会通过华盛顿州民主党议员沃伦·G.马格努松的议案。它包括三项内容：第一，废除1882—1913年通过的所有排斥和禁止华人入境的移民法。第二，每年给予中国105名限额。第三，允许华人以同样的条件加入美国国籍。[263]尽管105名的限额很少，而且该法案依然含有歧视的成分，但它的通过具有积极意义。它为华人进入美国打开了国门，在客观上为后来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入境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时，美军在海外服役的士兵有几百万，他们中的许多人与驻地的异性结婚并生儿育女。美国国会于1945年和1946年分别颁布《战时新娘法》和《美军未婚妻法》，允许美军的外籍妻子、未婚妻及子女共175000人入境。1947年，国会通过这类法案的修正案，允许美军的中国籍、日本籍妻子13000余人入境。[264]这样，在美国的亚洲移民的数量逐渐增加，而且男女比例趋于平衡。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美国颁布《民权法》，给予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平等的权利。国内反主流文化、新时代运动兴起，美国人对东方宗教的热情高涨。

1965年，美国国会颁布《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它规定：“各国移民不分种族、宗教和国籍，都可以申请移民美国；除了在西半球设立总限额12万以外，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总限额每年为17万，各国每年的移民入境人数不得超过2万；各国移民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申请签证；美国政府中的任何机构和官员不得以种族、宗教、性别和国籍为由歧视任何符合移民条件的申请者；所有移民一律按出生国使用限额，不管该移民在来美国前是否由出生国迁往别国并加入该国国籍。”[265]

这意味着，从19世纪末以来针对亚洲移民的种种歧视政策从法律上被废除。结果，亚洲移民的人数快速增加，可以说，这是汉传佛教在美国快速发展和传播的重要条件。

二20世纪50年代的汉传佛教

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华侨的身份、职业与能力同19世纪相比已经大相径庭。虽然华侨中也有工人，但大部分华侨的素质已经大大提高，他们中有公务员、律师、银行业者、公司职员、医生等。汉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十年中，在美国的华侨纷纷建立佛教组织，弘扬佛法。

（一）佛禅会

1951年，居士冯善甫、冯善敦两兄弟等人在旧金山唐人街组建“佛禅会”。

1952年，他们开始选择地址筹建道场。1963年3月，一幢五层楼的建筑在华盛顿街720号建成，它被命名为“佛禅会礼教堂”（The Buddha's Universal Church）。参加佛禅会的信徒大约有3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青年。冯氏兄弟还花十年时间将《坛经》翻译成英文。该道场内部大殿中供奉佛像，设有图书馆、研究室、活动中心等机构。佛禅会开办青年禅修班、儿童禅修班等组织。[266]

（二）檀香山华侨佛教总会和虚云寺

1953年7月，在香港知定法师的指导下，400多名美籍汉传佛教信徒在夏威夷成立“檀香山华侨佛教总会”（The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Hawaii）。该组织最初租房办公，暂无固定会址。

1956年，知定法师来到檀香山弘法。总会买下一处房产，后来，在此基础上建成虚云寺。1964年，总会开始修建大雄宝殿。1967年，大殿落成，雄伟壮观，上层供奉佛像，下层是举行一般性法会和社交活动的场所。虚云寺举行定期讲经、周日念佛共修、佛菩萨圣诞日法会等活动。[267]

1956年10月，法慧法师从香港来到虚云寺，帮助知定法师。他常驻虚云寺，讲经说法40多年。后来，法慧法师成为虚云寺住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云寺的常驻僧人有所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寺共有八位常驻法师。[268]

（三）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和檀华寺

1955年，檀香山华人成立当地第二个汉传佛教组织——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Hawaii Chinese Buddhist Society），同时开始建立檀华寺。总会采用理事会制度进行管理。1956年7月，筏可老和尚从香港来到檀华寺讲经八个月。1957年12月，竺摩法师带着弟子泉慧法师及祖印法师来到檀华寺。竺摩法师出任檀华寺住持。

檀华寺位于努纳努大道（Nunanu Avenue），外观为一座天主教教堂，但内部是纯粹的中国式样。全寺可容纳数百人，大殿正中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檀华寺在周日举行念佛共修会，在佛、菩萨圣诞以及中国传统节日都举行法会，它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

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之初开办了启华小学，但不久停办。经竺摩法师等人的努力，学校得以恢复。竺摩法师在当地中文报纸《华报》上开辟《法海》专栏，写文章宣扬佛法并推行中文教育。三位法师还创设附属当地一家电台的“檀华播音社”，每周日上午用一个小时以中文播讲佛法。1958年3月，播音社开播。

1958年底，竺摩法师离开夏威夷。泉慧法师、祖印法师分别担任檀华寺正、副住持。

1964年，由于经费困难，檀华播音社停播。由于稿源不继，《法海》专栏在维持十多年后被取消。1977年，由于师资缺乏，启华小学再次停办。不过，在泉慧法师任住持时，檀华寺的总面积有所扩大。[269]

（四）观音庙

1957年，香港了知法师应檀香山信众的邀请，来到观音寺出任住持。1959年，因为市政工程要拓宽马路，观音庙必须拆除，了知法师发动华侨捐款，在旧址附近买地重新建庙。经过一年的努力，新庙建成，庙名依旧。台湾宏恩尼师继了知法师之后成为观音庙住持，1977年，她来到观音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观音庙有常驻法师四名。现在的观音庙位于檀香山唐人街附近的葡萄园大街（Vineyard Boulevard）。[270]

（五）三藩市佛教讲堂

1958年初，果正、果式两名从香港来到旧金山的女居士成立“三藩市佛教讲堂”，它位于吕宋巷32号，讲堂宣扬大乘佛法。1959年，讲堂迁到太平洋大街，后来，并入“美洲佛教会”。[271]

三 六七十年代的汉传佛教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汉传佛教徒和居士继续弘法事业，一些规模较大的佛教组织相继建立，使汉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保持了较为强劲的趋势。

（一）美东佛教研究总会

1962年，应金玉堂女居士在纽约创立美东佛教研究总会，简称美东佛教会，会址设在百老汇大街。她在会中设置佛堂，从台湾请来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1963年2月，美东佛教会搬迁到唐人街。应金玉堂从旧金山请来妙峰法师在该会讲经三个月。1964年3月，应金玉堂请乐渡法师到美东佛教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天讲经；同年秋，她又请来达宗法师。后来，乐渡法师离开该会，新建“美国佛教会”。1965年，美东佛教会请来香港的慧光、达因尼师；后来，达宗法师及两位尼师均离开。1969年，应金玉堂请来法云、浩霖法师；后来，法云法师离开，创立佛恩寺，浩霖法师离开，创立东方佛教会、东禅寺。应金玉堂又从苏州灵岩寺请来智明、瑞法二位法师讲经。1969年，应金玉堂在纽约州南开罗县买下一块600英亩的土地，准备建寺。1970年7月，寿冶老和尚主持动工典礼，该寺被命名为“大乘寺”。1971年9月，大乘寺举行开光典礼，首任住持寿冶老和尚升座。后来，大乘寺又增建观音殿、迦蓝殿、五百罗汉殿等建筑。1982年，一座七层塔建成。[272]

（二）宣化法师在美国的弘法

宣化法师，名安慈，字度轮，俗姓白，嗣法号宣化，吉林省双城县人。15岁时，安慈皈依常智老和尚为师。19岁时，安慈在哈尔滨三缘寺由常智老和尚剃度出家。1946年，他到浙江普陀山受具足戒。随后，他南下到广东省南华寺参礼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传授法脉于他，并赐法名“宣化”，宣化法师成为沩仰宗第九代接法人。1948年，宣化法师抵达香港弘法，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建立西乐园寺、佛教讲堂和慈兴禅寺，宣讲《楞严经》、《弥陀经》、《金刚经》、《地藏经》等经典。[273]

1.建立道场

1962年，宣化法师来到美国。起初，他在旧金山唐人街一间潮湿、黑暗的地下室修行，并自号“墓中僧”。1966—1970年，宣化法师举办佛教讲堂，为信众讲经说法。1968年，他成立暑假佛学讲修班，为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学生讲解《楞严经》。随后，很多听讲的学生皈依，其中有五个白人学生出家为僧，[274]这为他在美国进一步弘法打下了基础。

经过不懈的努力，宣化法师逐渐建立寺院。1970年，旧金山金山寺（Gold Mountain Monastery）建成。1975年，洛杉矶金轮寺（Gold Wheel Monastery）建成。1976年，宣化法师和弟子们在旧金山市以北110英里乌凯亚（Ukaih）市的塔尔马基镇（Talmage）买下一块地，面积超过480英亩，他们在这里建成著名的万佛城（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s）。僧团的领导组织——法界佛教总会（Dharma Realm Buddhist Association）最初就设在这里。1984年，西雅图金峰寺（Gold Summit Monastery）建成。1986年，金山寺迁到旧金山唐人街新址。1990年，金轮寺迁到新址。此外，在加拿大、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也有法界佛教总会的分支道场。

万佛城内的一切人都要做到六条：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妄语。[275]宣化法师曾经撰写一副对联以明志：

冻死不攀缘，饿死不化缘，穷死不求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抱定我们三大宗旨。

舍命为佛事，造命为本事，正命为僧事，即事明理，明理即事，推行祖师一脉心传。[276]

万佛城的出家人每天定时有早晚课和午供。万佛城译经院专门翻译、编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万佛城日诵仪规》[277]，让弟子们的修行有章可循。日常功课还有听经、讲经、拜忏、坐禅等。宣化法师是沩仰宗的第九代传人，不过，在万佛城，净土宗的念佛、禅宗的参禅、律宗的持戒、密宗的念咒、华严宗的讲经说法的修行法门受到同等重视，学生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法门进行修行。[278]

万佛城的出家人每天只在中午前吃一顿饭，晚上多采用静坐的姿势休息或入定，而不是躺下睡觉，这被称为“不倒单”。[279]他们严谨的修行赢得了美国人的尊敬和钦佩。

2.重视教育

除了关注传法以及弟子们的修行，宣化法师还重视普通教育。1973年，法界佛教总会成立育良小学男女两校。1976年，培德中学男女两校和“法界佛教大学”（Dharma Realm Buddhist University）成立。育良小学和培德中学的学生们不仅学习美国中、小学同样的课程，而且接受道德情操的培养。在这方面，宣化法师充分利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如《弟子规》等。1982年，法界佛教总会设立四年制的僧伽训练班、居士训练班，以培养佛教人才。育良小学、培德中学、僧伽训练班、居士训练班获得了美国移民局的认可，可以招收各国学生。[280]1970年，金山寺的双语月刊《金刚菩提海》创刊。

3.翻译佛经

宣化法师认为，要使佛教在西方社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西方人了解、熟悉佛教的义理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因此，将佛经翻译成相应的西方文字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1973年，法界佛教总会成立“国际佛经翻译院”，开始将古汉语的大乘佛教经典翻译成白话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越南语、印尼语等。很多西方人看到这些佛经后开始到法界佛教总会所属的道场修行。1990年，法界佛教总会买下旧金山市一座大楼，改成国际佛经翻译院大楼，而且总会也从万佛城迁到这里。

宣化法师号召各个宗派的佛教徒通力合作，以完成佛经的翻译事业。他说：“希望各国志同道合的人，不妨站到一起，无论是南传、北传的佛教徒，都能合作，共同努力来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281]

4.积极传法

宣化法师坚持讲经说法，数十年如一日。他经常接受邀请，前往美国各所大学进行讲演，传播佛教思想。他还为美国大学的师生开办讲修班，讲解佛经。他多次应其他国家佛教团体的邀请前往加拿大、欧洲及南美洲各国讲经说法。例如，1990年，宣化法师率领法界佛教总会弘法团到欧洲的英国、比利时、法国、波兰弘法。[282]

宣化法师是一位具有广阔胸襟和视野的高僧。他不仅积极致力于佛法的传播，而且与基督宗教等其他宗教积极对话，共谋发展。1987年8月，“世界宗教联席会议”在万佛城举行，佛教、道教、儒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济济一堂，就伦理、科技、宗教、教育、家庭等世界关注的问题展开对话和探讨。[283]

5.弟子风采

1977年5月，为了祈求世界和平，消灭战争、灾难和杀人武器，宣化法师的两名美国弟子——恒实（Heng Sure，1949—）法师和恒朝法师（Heng Ch’au）从洛杉矶的金轮寺三步一拜，直到万佛城，全程超过1100公里，耗时两年九个月。他们的行为引起加州民众的广泛关注。

恒实法师，1949年10月生于俄亥俄州（Ohio）的哥仑（Columbus），俗名克洛威利（Clowery）。15岁时，他开始修习哈他瑜伽。17岁时，他到弗蒙特州（Vermont）的米德贝利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学习东方文化。1967年，恒实进入奥克兰大学（Oakland University），这是密歇根州（Michigan）在亚洲研究方面最好的大学之一。1968年，恒实在研究《六祖坛经》时有所感悟。1969年，他到台湾一所大学深造，随后又去日本学习禅宗。他住在寺院中，并从这时起开始吃素。从奥克兰大学毕业后，恒实获得一项奖学金，于是，1972年他到阿斯本人文学科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学习。后来，恒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文学研究院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1974年5月，恒实来到金山寺修行一个月。1976年，他在万佛城受具足戒，法名果真。[284]

（三）美国佛教会

1964年10月，姜黄玉靖女居士、沈家桢居士和香港乐渡法师在纽约创立“美国佛教会”，乐渡法师任会长。会址最初在一幢公寓楼上，1965年，沈家桢居士的夫人居和如女士买下纽约市一幢大楼捐给美国佛教会作为会址。1968年，大觉寺成立，乐渡法师任住持。大觉寺开办讲经班、静坐班、大觉修习班以及英文班、儿童中文班等训练项目。大觉寺是一座十方道场，诸多法师在此担任过住持，更多的法师到此挂单。1968年，美国佛教会召开大会，确定“以修习佛法及弘扬佛法”为该会宗旨。1970年，美国佛教会决定成立译经院。由于在美国没有找到适当的人才，译经院在台湾成立，沈家桢居士担任院长。1978年，张澄基教授译出的《大宝积经》精品22卷在美国出版。1979年，译经院由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接办。[285]

（四）世界宗教研究院

1970年10月，沈家桢居士创立世界宗教研究院，院址设在纽约州的威切斯特县。沈居士建立该机构的目的是：第一，收集、保存各类宗教资料，结合现代科技，方便学者利用它们进行研究；第二，将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各种重要经典翻译成英语出版；第三，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第四，加强学者、教育家之间的合作，而且努力将宗教实践贯彻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人生的质量。

1972年10月，世界宗教研究院迁至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1991年7月，世界宗教研究院再迁至和如纪念图书馆内，该图书馆成为该院的永久院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宗教研究院的藏书达85000余册，包括32种语言、930多种期刊，还有几百种地图、视频及音频资料、缩微文献等，其中佛教资料最丰富。90年代，沈家桢居士致力于将大藏经电子化。他在世界宗教研究院成立“佛教资讯电脑库”。该院还与台湾的研究机构合作，组成“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将汉文佛经电子化。[286]

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将《大正藏》、《卍续藏》等最常用的佛教典籍刻录成光碟发行，极大便利了佛教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沈居士及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为促进佛教学术的繁荣所做出的努力功德无量。

1975年，沈家桢居士夫妇捐出纽约州125英亩土地给美国佛教会，以建造庄严寺。1976年，庄严寺动工兴建。随着时间的推移，建成的主要建筑有观音殿、五观堂、千莲台、印光寮、太虚斋、退而不休斋、和如纪念图书馆、大佛殿等。[287]

（五）般若讲堂

1972年，智海法师在旧金山创办佛山寺般若讲堂。1967年，智海法师从香港来到纽约，驻锡大觉寺讲经。1970年，他到旧金山定居。讲堂最初租用民宅为道场，举行讲经、坐禅、念佛共修等法事活动。1973年，智海法师及其信徒在第七大道买下一幢三层楼的住宅，般若讲堂于是有了佛堂、讲堂、图书室等活动场所。1980年，智海法师及信徒在金门公园附近的三十八大道买下一座旧天主教堂，并将它改建成道场。智海法师的信徒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增加到90年代中期的600多人。1988年，智海法师组成般若讲堂弘法团，参加的青年有70多人。弘法团还创办《佛音》杂志。1992年，般若讲堂在南湾区成立三处般若念佛会，会长由居士担任，智海法师任导师。初学者的课本是智海法师选定的“佛教六经”。智海法师经常到美国各地讲经说法、传播佛教。[288]

（六）东禅寺

1972年，来自台湾的浩霖法师在纽约唐人街创立东禅寺。1969年，他应美东佛教总会之请来到纽约弘法。在该会讲经说法三年后，浩霖法师被信徒挽留在美国弘法。他先租了一处房子作为临时佛殿，1979年，他买下现在东禅寺所在的土地及建筑。1983年，东禅寺改建完工，一层为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佛及迦叶、阿难，二层供奉东方药师七佛、阿弥陀佛和地藏菩萨，三层为慈氏图书馆，这是浩霖法师为纪念恩师慈航所建。东禅寺每周有信众共修法会，不时请法师到寺中讲经。[289]

（七）德州佛教会

1978年，台湾的净海法师来到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弘法。同年底，他在当地居士的帮助下在该市南区买下一处住宅，作为道场。1979年春，净海法师在香港永惺法师的支持下与几名居士创立德州佛教会（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佛教会所属的第一座寺院佛光寺就设在1978年底净海法师买下的住宅中。随着信徒日渐增加，活动场所日益显得狭小。1980年11月，佛光寺的大雄宝殿完成。1984年，德州佛教会开办佛光讲堂。1987年8月，该会在休斯敦市西南区买下一块地，准备修建玉佛寺。1990年6月，玉佛寺落成，它的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观音殿、五观堂、静修关房、图书室等。寺院庄严辉煌，永惺法师被推举为首任住持。[290]

（八）法鼓山

1.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1930年生于江苏，俗姓张，13岁时依广教寺莲塘上人剃度出家。17岁时，他进入上海静安寺佛学院学习兼做经忏佛事。1949年，他入伍随军到台湾。1957年，他以“醒世将军”、“张本”等笔名在《人生》、《海潮音》等佛教刊物上发表文章。1959年12月，他第二次披剃，依东初法师出家，法名“慧空”，法号“圣严”。1960年7月，圣严法师依智光法师受沙弥戒。1961年10月，他在基隆海会寺受具足戒，随后到高雄闭关修行近六年。1963年5月，《圣严文集》由星云法师主持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发行，该《文集》包括《佛教人生与宗教》、《佛教制度与生活》和《佛教文化与佛学》三册。1966年秋，圣严法师在星云法师创办的高雄寿山佛学院教授“比较宗教学”、“印度佛教史”等课程。1969年，他到日本留学。1975年，圣严法师获得立正大学佛学博士学位。1975年12月，他应沈家桢居士的邀请，来到美国弘法、讲学。1976年，圣严法师受聘为美国佛教会董事、副会长及大觉寺住持，并主持美国佛教会周日的讲座。1976年9月，他获东初法师曹洞宗法脉传承。1978年，圣严法师返回台湾，奉东初老人的遗命继承中华佛教文化馆和农禅寺。1978年12月，他获得灵源老和尚赐法脉字号“知刚惟柔”，接受法脉传承谱《星灯集》，成为临济宗法鼓山系第57代传人。1979年10月，圣严法师在农禅寺成立三学研修院、般若禅坐会。1980年5月，他在台湾成立“东初出版社”。1985年，圣严法师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87年8月，中华佛学研究所正式成为教育学术机构。1989年3月，圣严法师创立法鼓山。1989年12月，《法鼓》杂志创刊。1992年3月，法鼓文教基金会成立，圣严法师任董事长兼执行长。1993年11月，《法鼓全集》出版，共7辑、40册。1995年11月，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91]

2.法鼓山的理念

法鼓山创立后，圣严法师提出“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作为法鼓山的理念。1990—1992年，他分别提出“四众弟子共勉语”、“法鼓山的共识”和“心灵环保”运动。1994年，他又提出“礼仪环保”的观念，指出法鼓山的工作重点是“一大使命，三大教育”。同年，他又提出生活环保、心灵环保、礼仪环保；后来，又加上自然环保，构成所谓的“四环”。1995年，圣严法师提倡“四安”运动。“四安”指“安心、安身、安家、安业”；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到“四它”，即“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1998年，他又提出“四要”、“四感”、“四福”，即认清“需要、想要、能要、该要”，学习“感化、感动、感谢、感恩”，用心“知福、惜福、培福、种福”。1999年，圣严法师将上述四安、四它、四要、四感、四福归纳为所谓“心五四”运动。[292]

这一大堆概念的提出“内容很丰富，以致外界不清楚法鼓山的定位”[293]。有些内容反复提到，不分主次，让人不知其重点所在。例如，“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一句在四众弟子共勉语、法鼓山的共识中都有。再如，法鼓山最终将“心灵环保”视为其核心理念，但将它列入所谓“四环”之一却实际上降低了其重要性。当然，这也显示出法鼓山在创立后不久在定位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据笔者的理解，法鼓山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建成人间净土，即所谓“建设人间净土”，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提升人的品质”。人的品质的提升途径是改造人心，即“心灵环保”。要实现“心灵环保”（礼仪环保、生活环抱、自然环保是实现“心灵环保”后的自然结果），需要通过大学院、大普化、大关怀三大教育来推广“心五四”的方法。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体系，前一目标的实现以后一目标的达成为前提，否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必然造成整个体系的崩溃。用一句话概括法鼓山的目标就是：通过改造人心，建成人间净土。

3.法鼓山的主要组织

截至20世纪末，法鼓山的组织主要包括僧团、护法总会、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法鼓文化、法鼓山基金会综合办公室等。僧团包括各寺、分院、精舍，其中与本书关系密切的是美国东初禅寺。僧团下还设有禅修推广中心、佛学推广中心和结缘书刊推广组。护法总会下的组织有护法会、台湾各共修据点、般若禅坐会、福慧念佛会、助念团、义工团、合唱团、法行会、法缘会、法鼓山大专青年会、教师联谊会、荣誉董事联谊会及海外分会。法鼓山在美国、加拿大和大洋洲已经建立了组织。中华佛学研究所下设佛学教育推广中心。法鼓文化下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法鼓》杂志、《人生》杂志等。法鼓山基金会综合办公室下设文教基金会（含佛教基金会）。[294]

4.法鼓山在美国的道场

（1）东初禅寺。东初禅寺是法鼓山在亚洲以外的地区最根本的道场。1975年，圣严法师来到美国，开始海外弘法事业。1977年5月，他开办坐禅训练班，借用沈家桢居士的“菩提精舍”举行禅七。但是没有固定的道场对弘法事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1978年底，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圣严法师在纽约市皇后区（Queens）伍德塞德（Woodside）租下一层房子，成立“禅中心”（Chan Center）作为固定道场。1979年7月，圣严法师将“禅中心”更名为“东初禅寺”，以纪念东初老人。“东初禅寺”的英文名称是“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与台湾中华佛教文化馆的名称完全相同。对英语社会，东初禅寺用的名字仍为“Chan Center”。[295]

1979年，圣严法师及其弟子们在皇后区的埃尔姆赫斯特（Elmhurst）买下一栋较为宽敞的二层楼。1981年5月，东初禅寺迁到该处。1987年，东初禅寺又搬迁到对面一栋三层楼房中。

圣严法师创立东初禅寺的目的是向西方人弘扬汉传佛教。东初禅寺的一切活动用汉语和英语进行。寺中设有监院，常驻僧人有4—5名，均为学有所成的年轻僧人。东初禅寺每年举办四次禅七、四期初级禅训班、两期中级禅训班，以及观音法会、坐禅等共修活动。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禅七”，每年的禅七由圣严法师主持，由于场地的限制，每次仅有30多人参加。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以西方人为主。禅七成为西方人学习禅法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1991年12月，东初禅寺举行首届“在家菩萨戒”，由圣严法师主持。此外，东初禅寺还举行中、英双语讲经课程、念佛等共修活动。圣严法师还专门为西方弟子主持“法集会”（Dharma Gathering）。[296]

（2）象冈道场。随着僧团的发展，东初禅寺更加显得空间有限。1997年7月，圣严法师和弟子在纽约州的象冈镇（Shawangunk of Ulster County）购买土地，成立“象冈道场”，作为专用的禅修中心。“象冈”由原地名印第安语“Shawangunk”音译而来，本意是“白色的山”，因为在道场后的山脉由白色岩石构成，当地人称之为“白山”。

到1999年，象冈道场的面积增加到48万多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禅堂、斋堂、寝室等，可容纳150人。道场成立后，每周三举行坐禅班。此外还有各种禅修活动，包括禅四十九、禅十四、禅十、禅七、禅三、禅一等。象冈道场在中国春节会举行庆典、法会，吸引了很多当地居民。在象冈道场举行的各种活动中，以长期的禅修活动最具特色。[297]

5.法鼓山护法总会美国分会

（1）护法总会。1989年5月，为了支持中华佛学研究所、农禅寺的迁建，信徒正式成立“中华佛学研究所护法理事会”，它的首要宗旨是为法鼓山的建设和运作筹集资金。理事会以圣严法师为导师，总会设辅导师、会长、副会长，地区设正、副召集委员、劝募关怀委员、预备委员、组织发展委员、名誉委员。1992年10月，该理事会更名为“法鼓山护法会”。1996年7月，法鼓山护法会扩大为“法鼓山护法总会”。护法总会的主要活动是：每年举办一次正、副召集委员成长营，委员成长营，预备委员成长营，小组长成长营；每年举办两次三福田感恩分享大会、新劝募会员授证。[298]

（2）护法总会美国分会。台湾法鼓山成立后，圣严法师在美国的弟子也希望在该国建立联络处，以便为法鼓山的发展尽力。1990年，法鼓山在美国的第一个联络处——“加州联络处”成立；1992年，新泽西州联络处成立；1993年，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伊州成立联络处；1995年，密歇根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成立联络处；1996年，俄亥俄州联络处成立；1997年，得克萨斯州联络处成立；1998年，佐治亚州联络处成立；1999年，弗吉尼亚州联络处成立。这样，截至20世纪末，法鼓山护法总会在美国的联络处已经达到11个。这些联络处均由信徒提供场所，召集会员成立，它们以东初禅寺为核心。

为了实现资源整合，提高信徒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997年10月，来自美国各州联络处的信徒在象冈道场举行法鼓山护法总会美国分会的首届北美年会。大会为美国各州联络处授旗，任命新泽西州的李谢滴筠为美国分会总召集人。会议还通过“法鼓山美国分会组织章程”，将法鼓山护法总会美国分会的目的、组织结构、会员的权利与义务、活动方式等确定下来。

会议还规定，从此，法鼓山护法总会美国分会每年10月举行为期三天的北美年会。1998年10月，第二届年会在象冈道场举行。1999年，第三届年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Orlando）举行。圣严法师参加了每届北美年会。

美国各联络处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台湾法鼓山的建设募集捐款。为此，各联络处举办各种修行、文化活动，如坐禅、开办中英文禅修班、念佛、佛学讲座、诵经、读书会、义卖、发行刊物、青少年活动等。[299]

6.佛教刊物及出版社

圣严法师本人是一个学问僧，著述颇丰。他非常重视通过文字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禅法，传播汉传佛教。

圣严法师在美国举行第一次禅七后获得很好的反响，他继续在东初禅寺传禅。学员们发表了不少心得报告，他们选择10篇，编成《特别禅班的禅杂志》（Chan Magazine of the Special Chan Class），这就是英文刊物《禅杂志》（Chan Magazine）的雏形，时间是1977年3月。同年7月，学员们发行第二期杂志，并将其命名为《禅杂志》。之后，《禅杂志》每四个月发行一期。发行到第七期时，《禅杂志》曾因故暂时停刊，1980年夏复刊。该杂志现在已发行到近30个国家。

1979年11月，圣严法师在美国创办英文月刊《禅通讯》（Chan Newsletter）。创刊号由圣严法师和一名弟子共同完成，以后，每期杂志均由义工负责编辑、发行。《禅通讯》主要登载圣严法师的讲稿，原则上是一份月刊，但每逢《禅杂志》发行的月份就不出刊，因此，每年发行八期。《禅通讯》发行到第124期时（1997年8月）停刊。[300]

1982年，圣严法师在纽约成立“法鼓出版社”（Dharma Drum Publications），它的目的是出版圣严法师的禅学、佛教方面的英文书籍，编辑、出版工作由义工负责。法鼓出版社出版的主要英文著作有：《开悟的诗偈》（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 [301]，1987）、《信心铭》（Faith in Mind [302]，1987）、《摩根湾牧牛》（Ox Herding at Morgan's Bay，1988）、《宝镜无境》[303]（The Infinite Mirror，1990）、《智慧之剑》[304]（The Sword of Wisdom [305]，1990）、《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1992）等。1992年，法鼓出版社与北大西洋出版社（North Atlantic Books）共同出版《心经》（There Is No Suffering [306]）、《禅的智慧》（Zen Wisdom [307]）等书。

法鼓出版社、《禅杂志》和《禅通讯》都隶属东初禅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通过法鼓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对圣严法师有所了解，于是有些人到东初禅寺和象冈道场学佛、修禅。

此外，20世纪70年代汉传佛教信徒在美国各地还建立诸多其他的佛教组织和道场，如美西佛教会、美国佛教青年会、佛恩寺、佛教正信会、妙觉寺等，兹不一一介绍。

四 八九十年代的汉传佛教

进入20世纪80年代，汉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台湾佛教组织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在美国各地纷纷建立组织和寺院，其中以佛光山取得的成绩最引人注目。

（一）佛光山在美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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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星云法师略传

星云法师，1927年生，江苏江都人，12岁在南京栖霞山由宜兴大觉寺志开法师剃度出家，法名悟彻，号今觉，笔名摩迦。1941年，星云法师在栖霞山受具足戒，后到焦山佛学院参学，离院后曾任白塔国民学校校长、《怒涛》月刊主编、南京华藏寺住持。1949年，星云法师到台湾，1950年主编《人生》月刊，1951年，任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1952年，在宜兰雷音寺成立念佛会、弘法会、歌咏队、学生会，创办星期学校、幼儿园等，并在广播电台宣扬佛法，打下弘法事业的基础。1955年，星云法师在高雄创建高雄佛教堂。1957年，他在台北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佛教书籍、唱片等来弘扬佛教文化，该服务处后改为佛光出版社。1962年，星云法师在高雄创建寿山寺，并设立寿山佛学院（后更名为“东方佛教学院”）。1967年，他在高雄开创佛光山，以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308]的四大宗旨。从此，星云法师以佛光山为根本道场，将它建成为台湾著名的寺院，同时致力于佛教教育、文化、慈善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2.国际佛光会的组织结构

星云法师重视国际弘法人才的培养，派遣诸多弟子留学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他还创立国际佛学部，培养国际型弘法人才，这为佛光山走出亚洲，在全世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79年，星云法师担任佛光山在美国的组织——“国际佛教促进会”（Internationa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会长。

为了统一管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的弘法事宜，1991年2月3日，国际佛光会（Buddha's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为BLIA）成立。它是一个分为四级的庞大组织。最高一层是世界总会，首先由会员代表大会选出理事会，理事会选出总会长一名、副总会长一名和理事多名；理事会下设财务处、法制处和秘书处，各处设正、副职领导各一名；理事会及这三个处之下设有多个机构，负责不同的事务。

第二层是世界各地的协会。首先由会员代表大会选出理（监）事会，理（监）事会选出会长一名、副会长一名、理（监）事多名，世界总会派出檀讲师、辅导法师、协会督导与理（监）事会一同工作。理（监）事会下设督导委员会、秘书处和财务处。督导委员会下设会员服务委员、会务推广委员、社教活动委员和文宣公关委员；秘书处下设行政组、总务组、会籍组、青年组和童军组；财务处下设出纳组和会计组。此外，理（监）事会还负责管理当地分会、团体分会和青年团。

第三层是各地分会和团体会员。团体会员指赞同国际佛光会宗旨的佛教寺院、学校、文化团体以及其他公立、私立的机构或团体。各地分会的产生形式、组织结构等与各地协会类似，不过要简单些（例如，没有设立督导委员会）。兹不赘述。

第四层是会员、佛光之友和随喜会员。个人会员指认同国际佛光会的宗旨、理念，而且已经皈依的七众弟子；佛光之友指认同国际佛光会的宗旨、理念，并与该会保持友好关系的各国其他宗教人士或法人；随喜会员指在佛光山各道场皈依三宝的信徒。[309]

3.国际佛光会在美国各地的协会

国际佛光会在美国各地建立了20多个协会，它们是：西来大学（Hsi Lai University）、旧金山协会（BLIA，San Francisco）、洛杉矶协会（BLIA，Los Angeles）、圣迭戈协会（BLIA，San Diego）、内华达协会（BLIA，Nevada）、凤凰城协会（BLIA，Phoenix）、奥斯丁协会（BLIA，Austin）、休斯敦协会（BLIA，Houston）、达拉斯协会（BLIA，Dallas）、科罗拉多协会（BLIA，Colorado）、北卡罗来纳协会（BLIA，North Carolina）、康涅狄格协会（BLIA，Connecticut）、费城协会（BLIA，Philadelphia）、纽约协会（BLIA，New York）、波士顿协会（BLIA，Boston）、新泽西协会（BLIA，New Jersey）、佛罗里达协会（BLIA，Florida）、关岛协会（BLIA，Guam）、夏威夷协会（BLIA，Hawaii）和堪萨斯协会（BLIA，Kansas）。[310]此外，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观音寺（Kwan Yin Temple）是国际佛光会的团体会员。

4.佛光山在美国的道场或寺院

经过近20年的努力，佛光山在美国一些州建立了弘法道场。具体如下：

（1）加州：洛杉矶西来寺（His Lai Temple）、圣迭戈西方寺（San Diego Buddhist Association）、旧金山三宝寺（American Buddhist Cultural Society）。

（2）纽约州：佛光山纽约道场、佛光山鹿野苑。

（3）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莲花寺。

（4）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凤凰城）禅净中心（Phoenix Meditation Center）。

（5）科罗拉多州：丹佛讲堂。

（6）堪萨斯州：堪萨斯禅净中心。

（7）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大专青年会馆。

（8）得克萨斯州：阿灵顿大专青年会馆、达拉斯讲堂、奥斯丁香云寺、休斯敦佛光山。

（9）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精舍、佛光山三佛中心。

（10）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禅净中心。

（11）新泽西州：新泽西州禅净中心。

（12）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禅净中心。

（13）夏威夷州：夏威夷禅净中心。

（14）海外领地：光岛佛光山（Fo Guang Shan Guam）。[311]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道场的名称五花八门，寺、道场、讲堂、精舍、禅净中心、佛光山、大专青年会，不一而足，这些花样繁多的名称一方面显示佛光山的佛教领袖在为道场命名方面的随意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佛光山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组织名称等方面不规范的情况。这些道场的英文名称同样如此，这显然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笔者对此的处理办法是这些道场的中、英文名称以其山门的匾额为准。

这些道场建立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是佛光山主动买地建寺，有的是热心的居士先买下地，赠送给佛光山，佛光山随即派法师常驻，修建寺院，加以发展。在此介绍佛光山在美国的几个有代表性的道场。

（1）西来寺。它是佛光山在美国最早建立也是最重要的道场。

西来寺位于加州洛杉矶哈辛达高地（Hacienda Heights）。1980年6月，星云法师主持西来寺的奠基仪式。1988年11月，西来寺建成。全寺面积6万多平方米，建筑有大雄宝殿、五圣殿、藏经楼、纪念堂、禅堂、国际会议厅、佛教博物馆、中华学校等。寺院为全钢结构，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寺里成立美国佛教青年总会，星云法师担任首任会长。青年会经常举办佛学讲座，出版佛教书籍，通过广播传播佛教。中华学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西来寺第一任住持是慈庄法师。1992年5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在西来寺成立，会址也相应地设在了该寺。

（2）奥斯丁香云寺。奥斯丁是得克萨斯州首府，1991年7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严宽祐居士买地11英亩，捐赠给佛光山作为道场。1991年11月，国际佛光会奥斯丁协会成立，佛光山特地派法师常驻、弘法。1995年10月，寺院开始动工，星云法师将该寺命名为“奥斯丁香云寺”，主要建筑有佛殿、禅堂、斋堂、中华学校、图书馆、会议厅、联谊中心等。后来，该寺还创立“佛光山奥斯丁佛学院”，定期举行禅七、佛七、短期出家等活动。

（3）关岛佛光山。1989年11月，佛光山在关岛买地。1996年8月，工程开始。1998年9月，道场建成。关岛佛光山融合东、西方建筑艺术风格，宏伟壮观，被关岛政府定为重要景点。寺内建有大雄宝殿、禅堂、抄经堂、斋堂、图书馆、功德堂、国际会议厅等。每周有固定的修行活动，还举行佛学研讨、抄经、佛学讲座、慈善等活动。[312]

5.各项事业的开展

佛光山在美国的各个道场和组织开展弘法、教育、文化、慈善等各项事业，促进佛教在美国的发展。

佛光山在美国的教育事业包括僧伽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僧伽教育中，佛光山丛林学院之下有专修学部，洛杉矶西来佛学院就隶属专修学部。社会教育方面，佛光山在美国设立了西来大学，此外，还开办了西来学校、纽约学校、达拉斯学校等海外中华学校。佛光山在美国积极从事文化事业，包括开设佛光书局、美术馆和滴水坊等机构。

（二）宝华寺

圣何塞市宝华寺的创立者是灵光法师。1976年，灵光法师应寿冶老和尚之召来到纽约，在寿冶老和尚建立的光明寺协助法务。1980年，他来到圣何塞市，买下一处民宅，成立美洲佛教会、宝华寺。1982年，灵光法师在迈克基大道买下一大片土地，开始建寺。1990年7月，宝华寺落成，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祖师塔、禅堂、讲堂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宝华寺常驻僧人有五名，寺中例行举行讲经念佛、法会等佛事活动。[313]

（三）中美学佛会·护国禅寺

1963年，悟明法师到美东佛教会弘法。后来，他多次赴美。1981年，他在洛杉矶附近的方丁威利市（Fountain Villey）建立中美学佛会·护国禅寺。后来，悟明法师在附近的卡塔拉大街（Katalla Avenue）买下一座旧教堂，改建为“橙县学佛会·护国禅寺”。护国禅寺每周日有念佛共修，佛、菩萨圣诞有例行法会，每年举办打佛七。[314]

（四）法光寺

1978年，台湾法光寺住持如学尼师在美国弘法，洛杉矶信徒希望她能建立一座以闽南语弘法的道场，如学尼师于是买下一套房子，将客厅改造为佛堂。如学尼师留下自己的弟子祥光尼师主持佛堂，自己返回台湾。1980年，如学尼师再度来到洛杉矶。1981年，她在该市唐尼区（Downey）买下一座旧教堂，改建成寺院。1981年，寺院举行开光典礼，命名为“中美佛教文化中心·法光寺”。法光寺每周有信众共修，每月有一次大悲法会，寺中另设接心会、坐禅班、梵呗会、佛学研习班等，每年定期举办禅三、禅七等。[315]

（五）大觉莲社

大觉莲社是洛杉矶的一个居士团体，成立于1982年2月，创立者为日常法师、沈乃宣、吴之兰夫妇等居士。大觉莲社位于洛杉矶沈乃宣居士捐出的一幢高级住宅中。莲社成立后，邀请诸多汉、藏佛教高僧前来传法、灌顶，莲社也印刷许多经书，广为传布。进入20世纪90年代，莲社全力投入将佛经电子化的工作，与世界宗教研究院、台湾佛光山建立合作关系，在佛典电子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16]

（六）华严莲社

1984年，台北华严莲社董事长成一法师访美时，信徒请求在南湾区建立一座佛堂，成一法师同意了。同年，旧金山华严莲社（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of San Francisco）在圣何塞市附近成立，它是台北华严莲社的分社。莲社位于买下的一幢民房中，1985年，成一法师在莲社成立美国华严佛教会、佛学研究中心，他自己担任会长。成一法师每年寒暑假来佛学研究中心讲课，平时由居士讲课。1986年，莲社在圣何塞市中心买下一幢较大的住宅，将佛堂迁入，同时组成周六念佛会。1989年，净海法师出任莲社住持。1989年，莲社得到加州及联邦政府的佛教团体登记证书，莲社于是成立董事会进行管理。1989年，莲社在圣何塞市附近的米尔必达市买下一块地，准备建设作为永久社址的佛堂。1992年5月，佛堂启用，同时成立共修会、普济功德会。1992年10月，组成居士护法会。莲社每周日念佛共修，诵《华严经》，礼药师忏，在佛、菩萨圣诞举行法会。[317]

（七）美国佛教慈济基金会

美国佛教慈济基金会（Buddhist Tzu Chi Association of America）实际上就是台湾证严法师领导的佛教慈济功德会的美国分会，会址位于南加州莫罗维尔（Monovia）地区普拉姆大道（E.Plam Avenue）的“静思堂”。它是慈济功德会在美国20多个分支机构的领导中心，成立于1985年。

1980年前，移民美国的一对华裔居士夫妇决心在美国弘扬慈济功德会的精神。他们请求证严法师允许其在美国建立分会，这一请求得到了证严法师的同意。1985年，他们成立慈济美国分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慈济功德会在美国的支会、联络处从加州的萨克拉门托、旧金山、洛杉矶扩展到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达拉斯，以及美国东部的纽约、华盛顿等地。得克萨斯分会成立于1991年1月，纽约支会成立于1991年4月，芝加哥支会于1994年5月由联络处改成。慈济组织致力于慈济功德会既定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和文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慈济在美国的分支机构超过17处，会员超过2万人。分支机构包括美国慈济静思堂、美国慈济义诊中心、得克萨斯州支会、芝加哥支会、圣荷塞支会、康福联络处（Port Lavaca）、达拉斯联络处、奥斯汀联络处、华盛顿特区联络处、匹兹堡联络处、圣路易斯联络处、西雅图联络处、圣地亚哥联络处、堪萨斯联络处、弗莱斯诺联络处和旧金山联络处。[318]

（八）净空法师与净宗学会

净空法师，俗姓徐，名业鸿，1927年生于安徽省庐江县，1949年到台湾。从1953年起，他曾向方东美、七世章嘉呼图克图、李炳南居士学佛。1959年，净空法师在圆山临济寺出家。1962年，他在海会寺受具足戒。他在台湾创办了诸多弘法机构。净空法师最初多年研习唯识学，后来专门弘扬净土宗。

净宗学会在美国的发展与一个名叫达拉斯学佛社的组织息息相关。1980年，两名华裔居士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组成居士学佛组织——“达拉斯学佛社”。他们以家庭为活动场所，研习佛理。1982年，学佛社请来净空法师到达拉斯弘法。后来，学佛社将社址搬至一对居士夫妇捐赠的两幢房子中。1985年，净空法师再次来到达拉斯。学佛社将新社址改为净土宗道场，礼请净空法师常驻。1988年，达拉斯学佛社改为“达拉斯佛教会·华藏莲社”。1989年，净空法师担任台湾“华藏净宗学会”会长。达拉斯佛教会·华藏莲社改名为“达拉斯佛教会·净宗学会”。净空法师的弟子悟本法师驻会主持佛法事务。

1989年起，净空法师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弘法，各地的净宗学会纷纷成立，包括美国净宗学会、华盛顿特区佛教会、达拉斯佛教会·净宗学会、洛杉矶净宗学会、亨城净宗学会、亚特兰大净宗学会、中西部佛教会净宗学会、麦迪逊净宗学会和加拿大净宗学会。旧金山南湾区的美国净宗学会位于库泊提诺市（Cupertino）一所公园旁，学会有会员300人。[319]

（九）圆融禅寺

圆融禅寺位于洛杉矶东奥林匹克大道（East Olympic Blvd），它创立于1989年，由旧教堂改建而成，1991年1月举行开光典礼，创立者是来自台湾的天机尼师。圆融禅寺每周日有共修活动，佛、菩萨圣诞有例行法会。寺中建有“菩提会”，推动社会福利事业，该寺还通过电视台、电台进行弘法。天机尼师每年到洛杉矶为信徒讲经，传授八关斋戒，她也前往旧金山等其他美国城市传法。常驻圆融禅寺的有地甄、地觉、地照等法师。[320]

第十节 藏传佛教的迅速传播

1959年3月，在美国的支持下，部分西藏人发动叛乱。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到印度，近十万藏人跟随他出逃。随后，逐渐有藏人来到美国，使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藏传佛教各派在美国都有所发展。

一 宁玛派

在美国传播宁玛派教法最成功的是塔尚活佛（Tarthang Tulku，1934—）。塔尚活佛出生于西藏，七岁时接受佛学训练和修行。他学习藏传佛教各派的佛教理论，后来专注于宁玛派的教法和修行，继承了宁玛派传统。1959年，他逃离西藏，到锡金（Sikkim）跟随自己的根本上师宗萨钦哲学习。1962—1968年，塔尚活佛在印度梵文大学（Sanskrit University）任教。1963年，塔尚活佛在印度成立佛法出版社（Dharma Publishing），出版有关西藏文化的书籍。

1969年，塔尚活佛抵达加州伯克利，他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小群追随者。他们建立“西藏宁玛禅定中心”（Tibetan Nyingma Meditation Center），学生们在这里学习坐禅、藏语，研究大乘佛教经典。塔尚活佛要求学生们最初的修行是磕10万个等身头，这种长期痛苦的动作很快将西方学生们对密教的神秘想象消除得干干净净。此外，他还教授学生们禅定和念咒。[321]宁玛派喇嘛可以娶妻生子，因此，它的修行方式适合于俗人。西藏宁玛禅修中心出版杂志《水晶镜》（Crystal Mirror）。塔尚活佛的学生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段、各行各业都有。

1971年，塔尚将佛法出版社搬迁到美国，旨在将藏传佛教思想传播到西方国家。佛法出版社出版了塔尚活佛的许多著作，如《时间、空间与知识》（Time，Space and Knowledge）、《平衡的姿势》（Gesture of Balance）、《有技巧的心灵》（Skillful Mind）、《开放的心灵》（Openness Mind）、《心灵的反应》（Reflections of Mind}[322]）、《西藏的神圣艺术》（Sacred Art of Tibet}[323]）、《觉悟是一种选择》（Enlightenment Is A Choice [324]）等。佛法出版社还出版季刊《格萨尔》（Gesar）。[325]

心理学家和精神领域的从业者对宁玛派的兴趣越来越大，他们很多人参加塔尚活佛举办的周末研修班。1973年，塔尚活佛在伯克利建立“宁玛研究所”（Nyingma Institute），旨在向专业人员、学者和公众“传播宁玛派的心理学、哲学及经验上的觉悟”[326]，开设的课程有哲学、艺术、藏语、坐禅理论与实践、心理学等。

随着中心的发展，塔尚活佛在加州大学校园附近买下一幢更大的房子，将西藏宁玛禅修中心搬到这里，并取名为“莲花林”（Padma Ling）。中心的运作更加有规律，拜佛、念经及其他佛教仪式根据藏历而定期举行，念诵经咒时用藏语。一些学生开始与塔尚活佛合作翻译祈祷文和佛教经典。[327]

宁玛研究所成立时举行了一个为期六周的“人类发展训练项目”（Huamn Development Training Program），它专门针对西方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参加者从该项目中受益匪浅。同年秋，宁玛研究所又开办了一个佛教哲学、心理学、梵文和藏语研究的研修班。与宁玛研究所联系的主要学者赫伯特·V.根瑟（Herbert V.Guenther，1917—2006）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东亚研究系主任，他教佛教哲学。后来，他与塔尚活佛密切合作，翻译了一些宁玛派经典。[328]

1975年，塔尚活佛在加州北部买地，开始建设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西藏佛教社区。塔尚活佛想将它建成东、西方学者的学术中心，藏传佛教经典的译场，西藏传统艺术的殿堂，修行的道场，老人颐养天年的乐土，青年进修的学校，农业发展区，西藏喇嘛、学者、艺术家、翻译家和工匠的“家”，以及年轻喇嘛的培养基地等。[329]后来，它被命名为“铜山曼陀罗”（Copper Mountain Mandala），又称“欧地安隐修中心”（Odiyan Retreat Center）。1975年，铜山寺（Copper Mountain Temple）建成。1980年，觉悟塔（Enlightenment Stupa）建成。1989—1995年，金刚寺（Vajra Temple）建成。

1977年，宁玛中心（Nyingma Centers）成立，它负责加州、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科罗拉多州等地宁玛研究所的发展。

1978年，塔尚活佛开始实施“甘珠尔与丹珠尔（Kajur and Tanjur）印经计划”，重印德格版（Derge Edition）藏传佛教经典。

二 萨迦派

萨迦派僧人逐渐在美国建立道场，招收弟子，传播教法。

（一）昆噶塔泽仁波切及其埃万曲登藏传佛教中心

在美国最早弘传萨迦派教法的喇嘛是昆噶塔泽仁波切（Kunga Thartse Rinpoche，1935—）。昆噶塔泽出生在拉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曾是一名西藏地方官员。七岁时，他被确认为米拉日巴一名重要弟子的转世灵童。八岁时，他进入寺院学习佛法。16岁时，昆噶塔泽剃度为僧。1959年，他逃离西藏。1972年，昆噶塔泽来到美国。1973年，他在加州建立埃万曲登萨迦中心（Ewam Choden Sakya Center）。昆噶塔泽曾经在美国新泽西、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俄勒冈、犹他、佛罗里达、夏威夷等州传授佛法。他还教授学生们藏语和藏族文化。

埃万曲登萨迦中心位于加州伯克利以北的金森顿（Kensington），它开办许多课程和修行活动。昆噶塔泽仁波切定期为学生们传法及灌顶，每个星期日的上午有慈悲禅定。该中心在藏历节日及藏族新年时举办庆祝仪式。[330]

（二）德雄仁波切、德钦萨迦法王及其弘法活动

1906年，德雄仁波切（1906—1987）出生在西康的一个藏医世家，他四岁开始学习佛法，十岁时，他遇见自己的根本上师——萨迦派高僧阿旺勒巴仁波切。德雄仁波切15岁受戒，17岁被认定为二世德雄活佛的转世灵童。德雄仁波切遍访上师，跟随四大教派的近40位高僧修习各派教义。

1960年，德雄仁波切和吉达德钦萨迦法王（H.H.Phuntsok Phodrang Jigdal Dagchen Sakya，1929—）来到美国，一同在华盛顿大学从事藏族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们在自己家中传授门徒。他和德钦萨迦法王在1974年创建的萨迦德钦曲林定期进行佛法教学和坐禅实践。

1970年，德雄仁波切在纽约的吉村建立吉村萨迦中心，该中心每周都组织坐禅和宗教研究。1976年，他又在格罗夫街建立另一个道场——萨迦强巴曲林中心。德雄仁波切积极传播萨迦派的教法，他的主要著作有《实践萨迦派早期教义的方法》等。

1929年，德钦萨迦法王出生在西藏萨迦县，是萨迦派彭措宫支派的后裔。在父亲和上师智钦·阿旺土登旺曲的教导下，他掌握了佛教的根本教义，学到昆氏家族的密法。父亲圆寂后，德钦萨迦法王在藏区寻访上师，接受了许多上师的教诲和灌顶。他在藏区建立多所萨迦派寺院和隐修中心。

1959年，德钦萨迦法王逃离西藏，来到印度。1960年，他与家人移居美国西雅图。1974年，他在西雅图创立藏传佛教萨迦寺（Sakya Monastery of Tibetan Buddhism），并担任该寺的主要上师之一。萨迦寺在1984年进行了扩建，它主要从事观世音坐禅活动，目的是让修行者通过观想观世音本尊来获得爱和同情。活动每周举行两次。萨迦寺活动的主持者除了德钦萨迦法王和德雄仁波切外还有智勒仁波切和嘉木样·曲珍仁波切。

（三）萨迦崔津法王的弘法活动

1977—1978年，萨迦崔津法王在美国进行为期九个月的访问活动。他在14个城市、多所大学和寺院中举办法会和讲座，弘扬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1989年，他来到西雅图的藏传佛教萨迦寺、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道场及马萨诸塞州的寺院——萨迦曲果央泽（Sakya Chokhor Yangtse）传法。1991年，他又来到纽约和华盛顿弘扬佛法。

萨迦派信徒还在威斯康星州、纽约州等全美各地建立了诸多寺院或修行中心，兹不一一赘述。

三 噶举派

噶举派诸多僧人积极在美国弘扬噶举派教法，其中取得最大成绩的是丘扬创巴。

（一）丘扬创巴

噶举派喇嘛在美国传播藏传佛教影响最大的是丘扬创巴。他被迫离开英国后，来到美国。

1970年，丘扬创巴抵达弗蒙特州（Vermont）后不久创立“虎尾禅修中心”（Tiger Tail Meditation Center）。7月，丘扬创巴定居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波德尔（Boulder）。11月，丘扬创巴在此创立“噶玛宗”（Karma Dzong）。噶玛宗也是一个禅修中心，它分为两部分：城中的部分是工作、住宿和坐禅的场所；郊区部分名叫“落基山佛法中心”（Rocky Mountain Dharma Center）。[331]1970年，《行动中的禅修》在美国出版。

丘扬创巴随之在纽约、波士顿、伯克利和洛杉矶建立禅修中心，它们被称为“法界”（Dharmadhatus）。丘扬创巴将“只管打坐”和行禅结合起来。“法界”的规定相当宽松，没有监督者，坐禅者按顺序打铃，表明一段坐禅时间的结束。坐禅者还可以走动。[332]

随着组织发展壮大，对各个禅修中心加强管理已经势在必行。1973年，丘扬创巴建立“金刚界”（Vajradhatu）。这是一个覆盖全美国的组织，将所有的禅修中心及其他机构整合起来。金刚界的分支机构包括：

第一，噶玛宗。这是金刚界的总部所在地，可容纳500名信徒进行活动。

第二，法界。这是分布在全美各个城市的禅修中心。

第三，虎尾禅修中心。那罗巴研究所心理学系的学生要到这里训练四个月。

第四，落基山佛法中心。这是一个理想的隐修处。

第五，金刚神鹰宗（Dorje Khyung Dzong）。这是一个隐修之地，位于落基山区的休尔芬诺（Huerfano）谷地。

第六，金刚界研修班（Vajradhatu Seminary）。1973年10月，首届“金刚界研修班”在怀俄明州开班，学员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修行和学习。丘扬创巴最初讲解小乘，接着是大乘，最后是金刚乘。这是他首次公开谈论金刚乘。丘扬创巴警告学生们密教修行有危险。首期研修班结束几个月后，他为一小群学生传授密法。[333]从此，金刚界研修班每年秋天举行。

第七，莲地（Padma Jong）。这是一个艺术中心，位于加州的多斯瑞尔斯（Dos Rios）。

第八，编辑部（Editorial Department）。编辑出版两种报刊：其一是刊物《神鹰》（Garuda），它主要收录丘扬创巴师徒以及著名佛教学者的短篇作品；其二是报纸《金刚界太阳》（Vajradhatu Sun），它主要登载整个僧团的动态，每两个月出版一期。

第九，金刚界录音（Vajradhatu Recordings）。它录制、整理、编辑丘扬创巴的授课内容以及各种讲演，制作成录音带销往世界各地。[334]

此外，丘扬创巴还组建了“那难陀基金会”（Nalanda Foundation）。它的结构如下：

第一，那罗巴研究所（Naropa Institute）。1974年，那罗巴研究所举行首届暑期班，目录上的课程有禅定、太极、茶道、唐卡绘画、藏语、梵语、中观哲学等。有许多名人前来讲课，根瑟教授讲噶举派的历史，金斯伯格教精神诗学，约翰·凯奇演奏了自己的作品。参加者达到2000人，远远超过丘扬创巴的预料。这期暑期班的活动形式多样，有讲座、授课、音乐会、读书会、演奏会、辩论会和学术研讨会等。[335]

后来，那罗巴研究所设立大学部（学士班）和研究所（硕士班）。大学部设有佛学系、佛教艺术系（唐卡绘画）、舞蹈系、戏剧系等。硕士班设有佛学系、佛学与西方心理学系等。研究所出版刊物《罗卡》（Loka）。

第二，慈爱医疗社区（Maitri Therapeutic Community）。这是一个研究、治疗精神异常者的机构，科研与临床并重，位于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

第三，手印戏剧班（Mudra Theater Groups）。它在纽约、旧金山及伯克利设有分支机构。

第四，阿赖耶幼儿园（Alaya Preschool）。它创立于1977年元月。

第五，香巴拉训练（Shambhala Training）。这是一种人格训练计划，目的在于鼓舞信徒的信心，促进他们的觉悟。[336]

丘扬创巴的僧团，男女比例均衡，各个年龄段的信徒都有，而且信徒的素质较高。

20世纪80年代，丘扬创巴成立“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 Publications），专门出版西藏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影响很大。

丘扬创巴脱下法衣，采用西方人的名言范畴和思维方式去解释、传播藏传佛教，取得了一些方面的成功。可以说，藏传佛教能够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形成所谓的“藏传佛教热”，丘扬创巴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

但问题是，丘扬创巴热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抽烟、酗酒、嫖娼，甚至与女弟子发生不正当关系。他放浪形骸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有道德感、有正义感的人士的一致抨击。丘扬创巴的出格之举对他的僧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对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消极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

（二）十六世噶玛巴

十六世噶玛巴在西藏叛乱爆发前，带着大批珍贵文物逃到锡金，并建寺修行。到美国后，1975年，十六世噶玛巴建起“噶玛三乘法轮”（Karma Triyana Dharmachakva）寺。1978年，“噶玛三乘法轮隐修中心”（Karma Triyana Dharmachakva Retreat Center）建立，它位于纽约州伍德斯多克（Wood Stock），住持是三世巴多仁波切（Bardo Rinpoche）和卡萨仁波切（Karthar Rinpoche）。噶玛三乘法轮寺在美国各地有属寺，名字均用当地地名再加上噶玛太松曲林（Karma Thegsum Choling）。[337]

（三）噶玛仁钦

藏传佛教在美国本土取得发展后，也传入夏威夷。1974年，“噶举德钦林”（Kagyu Thegchen Ling）在夏威夷大学附近建成。住持喇嘛是噶玛仁钦（Karma Rinchen，1931—），他受根本上师卡鲁仁波切的指派到夏威夷弘法。

1931年，噶玛仁钦出生于西藏一个农民家庭。11岁时，他出家为僧，16岁时从帕旁寺院（Palpung Monastery）毕业。这是司徒仁波切及蒋贡康楚仁波切住持的寺院。后来，卡鲁仁波切指导他闭关3年。1959年，他逃到印度。1967—1970年，噶玛仁钦还俗。1970年，他再次受具足戒出家。

1974年，卡鲁仁波切访问夏威夷。很多学生请求他在此地设立一个禅修中心，并派一名喇嘛长驻。噶玛仁钦于是成为这座寺院的住持。该寺院定期举行法会，每天晚上有集体禅修，周末有佛法讲座等，还不定期地出版一种通讯。[338]

四 格鲁派

在美国弘传格鲁派教法的最重要僧人是尕旺旺加（Ngawang Wangyal，1901—1983），更多的时候他被称为“旺加格西”（Geshe Wangyal）。旺加格西是土尔扈特蒙古人，七岁时出家为僧，九岁时，旺加遇到自己的根本上师多杰夫喇嘛（Lama Dorjieff）。多杰夫喇嘛曾经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上师。1920年，旺加受具足戒。1921—1935年，他在西藏哲蚌寺学习、修行。1936年，旺加在拉萨获得格西学位。随后，他到北京给一名英国人担任翻译。1937年，旺加格西在英国生活了几个月。回国后，他居住在西藏。1951年，旺加格西离开西藏到印度。[339]

1955年，他来到新泽西州（New Jersey）。1958年，旺加格西创立“美国喇嘛教寺院”（The Lamaist Buddhist Monastery of America），这是美国第一所藏传佛教寺院。旺加格西从印度带来四名喇嘛，其中就有索巴格西（Geshe Sopa）和萨迦派的贡嘉喇嘛（Lama Kunga）。旺加格西通过在大学任教来谋生。包括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1940—）和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1941—）在内的三名哈佛大学的学生结识了旺加格西，开始跟随他学习。旺加格西教他们学藏语，并指导他们读经、坐禅。[340]

瑟曼想受戒，旺加格西拒绝了。个中原因不详。也许是旺加格西担心作为西方人的瑟曼并不能严守戒律，如果那样的话，反而会使作为老师的他蒙羞。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旺加格西在传法方面的谨慎。

旺加格西还是采用了灵活的办法。根据他的提议，瑟曼前往印度，由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他授戒，瑟曼于是成为第一名美国本土的喇嘛。随后，瑟曼回到哈佛大学，并于几年内获得了博士学位。杰弗里·霍普金斯也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索巴格西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瑟曼和霍普金斯成为美国两名比较活跃的佛教学者。[341]

20世纪70年代初，旺加格西和学生们成立“美国佛教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73年，旺加格西与学生合作将噶当派及格鲁派的部分经典翻译成英语，书名叫《解脱之门》（The Door of Liberation}[342]），在美国出版。

五 其他藏传佛教组织

除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在美国建立的道场，在该国的藏传佛教组织还有其他两种形式，一种是教派特征不明显的组织，另一种是西方人建立的团体。前者的代表是内充妙音林（Nechung Drayang Ling），后者主要有佛法之家（Home of the Dharma）和泛智研究所（Pansophic Institute）。

（一）内充妙音林

1972年，内充仁波切（Nechung Rinpoche，1958—）到夏威夷传授藏传佛教。1973年，内充仁波切翻修了位于夏威夷岛森林山谷（Wood Valley）的一座废弃的日本寺院。1974年，这座寺院投入使用，并被暂时称为“森林山谷之寺”（The Temple in the Wood Valley）。1975年，内充仁波切将它改名为“内充妙音林”。1976年，内充仁波切去檀香山传法，后来又去了英国。1977年底，他回到寺院，随之开始一系列活动，学生也逐渐增多。寺院也逐渐扩大，增建了正堂、图书馆、客房等。

1958年，内充仁波切生于拉萨。八岁时，他受戒，并开始修习佛法。1962年，内充仁波切逃到印度，在一家研究所任教。他曾在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阿拉斯加大学任教。

内充仁波切以前主持的“内充寺院”是西藏神谕（Oracle of Tibet）所在地，所以不具有宗派色彩。“内充妙音林”不定期地发行通讯。[343]

（二）佛法之家

1967年，美国人伊鲁·普莱斯（Iru Price）在旧金山建立“佛法之家”（Home of the Dharma）。这原是成立于印度的一个宣扬弥勒信仰的派别，经德籍藏学家戈温达的提倡，在美国兴起。它的目标在于了解佛法以及发展出一套适合西方心理学的佛教修行方式。[344]

（三）泛智研究所

1973年，西蒙·格里米斯（Simon Grimes）在内华达州（Nevada）的雷诺（Reno）创立泛智研究所，它旨在使西藏密教融入西方的主流思想。泛智研究所与格鲁派联系密切。1974年，泛智研究所在雷诺成立“普遍宗教与哲学学校”（School of Universal Religion and Philosophy），开设的课程包括西藏宗教与文化、灵魂学（Parapsychology）、比较宗教（Comparative Religion）等。学校出版季刊《清光》（Clear Light）。泛智研究所在美国俄勒冈州、加州及非洲加纳共和国有分支机构。[345]

第十一节 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传入美国的时间比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要晚。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美国还没有出现正式的南传佛教组织和寺院，一般的美国人对南传佛教比较陌生。从1966年起，南传佛教在美国开始发展，一些寺院及组织相继建立。

一 华盛顿佛教精舍

1966年，华盛顿佛教精舍（Washington Buddhist Vihara）建立。它是南传佛教在美国的一座重要寺院，得到了斯里兰卡、泰国政府的资助。这所寺院在佛教节日举办庆典活动；星期日有定期法会；提供坐禅指导；在寺院及各大学举办演讲会；教授斯里兰卡语和梵语；经营图书馆及书店；出版、发行书籍、刊物等。[346]

二 丹佛佛教社及静点研究所

丹佛佛教社（Buddhist Society in Denver）的创始人是法名叫“阿纳伽里卡·苏嘉他”（Anagarika Sujata）的美国人。他在大学期间对佛教产生兴趣，于是到斯里兰卡、缅甸拜师修行，并受了具足戒。1971年，苏嘉他返回美国，在佛罗里达州设立一个坐禅中心。同年，他将坐禅中心搬迁到丹佛市，并创立丹佛佛教社。1973年，丹佛佛教社改称“静点研究所”（Stillpoint Institute）。1974年，静点研究所搬迁到加州的圣何塞。它致力于坐禅实践。苏嘉他在美国各地演讲，并出版小型书刊。[347]

三 北好莱坞泰寺

华盛顿佛教精舍的建立得到过泰国政府的支持，华盛顿地区的泰国人有了佛教活动场所。1972年，在美国的泰国人开始在加州修建另一座寺院。1979年，北好莱坞泰寺（Wat Thai in North Hollywood）建成，但是它的规模很小。[348]

四 伯恩斯及其“新佛法”

新佛法（Neo-Dharma）的创始人是心理治疗师道格拉斯·穆雷·伯恩斯（Douglas Murray Burns）。他生于波士顿（Boston），在俄勒冈州长大。读高中时，他对佛教产生兴趣。1960年，伯恩斯出版了第一本书《佛教哲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Buddhist Philosophy）。1961年，他搬迁到加州，并拥有一群信徒。1965年，伯恩斯想去泰国寺院修行，但没有成行。后来，他到处演讲，也写了不少作品。伯恩斯的新佛法观念，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第一，宇宙由公平与不变的法则所统辖。

第二，这些法则的知识可以通过人的内省和没有偏见的推理获得。

第三，道德律像自然律一样。贪、嗔和自我中心会产生相对应的不幸，个人应对这些动机负责。

第四，时间、空间和物质三个维度不是唯一的存在层次。感觉得到的具体世界是真实的，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真实范畴。

这些观点富有现代理性的色彩。伯恩斯在美国的信徒主要集中于加州。新佛法的总部设在加州的格里斯兰德（Graceland）。该组织发行季刊《新佛法评注》（Neo Dharma Notes）。[349]

五 传播南传佛教的重要美国人

上座部佛教在美国的本土化与几名美国人的努力密切相关，他们是约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1944—）、杰克·科恩菲尔德（Jack Kornfield，1945—，另译为杰克·康菲尔德）和莎朗·萨尔兹伯格（Sharon Salzberg，1952—，另译为莎朗·莎尔伯格、雪伦·萨尔兹堡）。

戈德斯坦生于纽约。1965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随后，他来到泰国，接着前往印度。他跟随阿纳伽里卡·斯里·马林德拉（Anagarika Sri Munindra，1915—2003）、戈恩卡、额金活佛仁波切（Tulku Urgyen Rinpoche，1920—1996）等诸多上座部及藏传佛教高僧学习佛教并修习禅定。1974年起，他在丘扬创巴的那罗巴研究所教授佛教。1975年，戈德斯坦与科恩菲尔德、萨尔兹伯格一起在马萨诸塞州的巴里（Barre）创立内观禅定社（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简称IMS）。1989年，他与萨尔兹伯格一起建立巴里佛教研究中心（Barre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1998年，他又建立内观禅定社森林隐修处（IMS Forest Refuge）。

戈德斯坦在世界各地传授内观禅定，他出版了许多书，向西方人介绍上座部佛教的教义、修行方法等内容。这些书主要有《觉悟的体验：通向佛教禅定的捷径》（The Experience of Insight：A Simple and Direct Guide to Buddhist Meditation}[350]，1976）、《寻求智慧之心：内观禅定之道》（Seeking the Heart of Wisdom：The Path of Insight Meditation}[351]，与科恩菲尔德合著，1987）、《内观禅定：自由的修行》（Insight Meditation：The Practice of Freedom，1994）、《一种佛法：形成中的西方佛教》（One Dharma：The Emerging Western Buddhism}[352]，2002）等。

1967年，科恩菲尔德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毕业，随后，他来到泰国、缅甸和印度，跟随阿姜·查、马哈希尊者等上座部佛教高僧修行。1987年，他在加州创立“精神之岩禅定中心”（Spirit Rock Meditation Center）。科恩菲尔德从1974年起就在世界各地传授禅定。其主要著作有《踏上心灵幽径》[353]（A Path with Heart：A Guide through the Perils and Promises of Spiritual Life}[354]，1993）、《佛陀的教诲》（Teachings of the Buddha [355]，1996）、《生机勃勃的佛法》（Living Dharma [356]，1996）、《狂喜之后》[357]（After the Ecstasy，the Laundry：How the Heart Grows Wise on the Spiritual Path，2001）、《当代南传佛教大师》[358]（Living Buddhist Masters）、《原谅的禅修》[359]（The Art of Forgiveness，Lovingkindness and Peace）、《智慧的心》[360]（The Wise Heart：A Guide to the Universal Teachings of Buddhist Psychology）、《初学者的冥想书》[361]等。

萨尔兹伯格生于纽约一个犹太家庭，童年生活很不幸。1969年，她在读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期间接触到佛教，次年，她前往印度，跟随马林德拉等高僧修行。1974年，她回到美国，从此一直传播内观禅法。她是内观禅定社和巴里佛教研究中心的创立人之一。萨尔兹伯格是一名成功的作家，她的作品《冥想的力量》[362][全译为：《真正的幸福—禅定的力量：一个28天的项目》（Real Happiness-The Power of Meditation：A28-day Program，2010）]在2011年被评为《纽约时报》最畅销小说。她的其他著作还有《慈爱：幸福的革命艺术》（Lovingkindness：The Revolutionary Art of Happiness，1995）、《广阔如世界的一颗心》（A Heart as Wide as the World，1999）、《不要绑架自己》[363][直译为《信念：相信自己最内在的体验》（Faith：Trusting Your Own Deepest Experience）]等。

这三名美国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就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传播上座部佛教，尤其是内观禅定，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上座部佛教实现在西方的本土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十二节 韩国佛教

19世纪下半叶，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夏威夷从日本引进劳工到农场从事甘蔗种植等工作。进入20世纪，日本劳工与夏威夷农场主经常发生劳资纠纷，罢工的情况很普遍，夏威夷农场主遂前往韩国寻找新的劳动力。韩国政府允许本国劳工外出谋生，韩国劳工得以出现在夏威夷。

1903年第一批近百名韩国契约劳工抵达檀香山。到1905年韩国政府禁止国民移居海外时，总计有1万多名韩国人已经来到夏威夷，但他们只占当地总人口的1%。[364]

在美国传播韩国佛教的主要有几位僧人。

一 奇大圆法师

韩国人在夏威夷初期，没有建立佛教寺庙。最早在夏威夷建立韩国佛教寺院的僧人是奇大圆法师（Rev.Kee Dae Won）。

奇大圆法师在韩国时就是一座寺院的住持。1972年，夏威夷大学的格兰·佩奇教授（Glenn Paige）在韩国期间认识了奇大圆法师。1975年6月，奇大圆法师在他的帮助下来到夏威夷。同年秋，奇大圆法师在檀香山南金街（South King Street）创立“夏威夷大圆寺”（Dae Won Sah Buddhist Temple of Hawaii）。在夏威夷的韩裔佛教徒终于有了聚会以及从事佛事活动的场所。1979年8月，寺院搬迁到沃依沃茂路（Woiomao Road）。[365]

二 崇山行愿禅师

在美国积极传播佛教最有影响的韩国禅师是崇山行愿禅师（Seung Sahn，1927—2004）。崇山原名李德仁（Lee Duk An），北朝鲜平安南道颍川人。1943年，他在平壤工业专科学校读书。读书期间，他参加过抵抗日本并争取朝鲜独立的地下组织。中学毕业后，他赴韩国东国大学读书，主修哲学。1947年，他出家为僧，法号“行愿”。随后，他来到山中修行，并开悟。不久，行愿遇到高峰禅师（Ko Bong，1890—1962）。虽然他已开悟，但并不懂参禅，回答不出高峰禅师提出的公案，行愿于是去修德寺（Su Dok Sa）修行，先后得到真性、镜峰、镜悟禅师的印可。他立即去找高峰禅师，得到禅师的印可。1949年1月，行愿成为高峰禅师的唯一法嗣，成为崇山禅师。他也成为南韩曹溪宗第七十八代传灯祖师。

朝鲜战争结束后，崇山禅师投入振兴韩国佛教的工作中。1957年，他出任汉城华溪寺住持。1960年，崇山禅师成立“大韩佛教新闻社”并担任社长。1961年和1962年，他先后担任曹溪宗总务部副部长和财务部长。

1972年，身无分文，不懂英语的崇山禅师来到美国，成为韩国首位到西方国家弘法的禅师。他来到罗德岛州（Rhode Island）的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工作并且学习英语。不久，他遇到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佛教研究系的利奥·普鲁登（Leo Pruden）教授。崇山在该系做了几次演说，由普鲁登担任翻译。他的周围很快有了一群追随者。普罗维登斯禅宗中心（Providence Zen Center）开始出现。

1982年，崇山禅师创办国际观音禅院（International Kwan Um School of Zen）以加强对世界各地不断增加的禅宗中心和弟子的管理。他在美国的剑桥（Cambridge）、纽黑文（New Haven）和伯克利等地建有寺院，韩裔人和美国人都可以来到这些寺院进行活动。韩裔信徒主要是虔诚的妇女，她们周日到寺院来从事佛教活动。

1987年，崇山禅师举办第一届“世界一花”大会，邀请佛教大德及不同宗教人士参加，传达“世界一花，万民同体”的和平讯息。从此，“世界一花”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

经过30多年的努力，崇山禅师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20多所禅院，弟子达到5万多名。崇山禅师对佛教文化传播的贡献得到韩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赏。1985年，世界和平文化大会（WUM）给他颁发“世界和平奖”；1995年，“韩国万海协会”赠给崇山禅师“世界布教奖”；1996年，大韩佛教曹溪宗给崇山禅师特别颁发“海外布教三十周年奖”。

2004年，崇山禅师在韩国首尔华溪寺圆寂。他的著作主要有《只是不知》（Only Don't Know}[366]）、《佛身之落尘》（Dropping Ashes on the Buddha）、《禅之罗盘》（The Compass of Zen）、《十门：崇山禅师的公案》（Ten Gates：The Kong-An Teaching of Zen Master Seung Sahn）、《世界是一花：日常生活中的365则公案》（The Whole World Is A Single Flower：365Kong-Ans for Everyday Life}[367]）。《只是不知》是崇山禅师与弟子们探讨生活、修行等内容的书信集。《佛身之落尘》和《世界是一花》是崇山禅师为外国弟子们编写的禅修方面的教科书。上述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有力地促进了韩国佛教国际化的进程。

三 九山禅师

九山禅师（Ku San Sunim，1909—1983）生于1909年，原为面包师。28岁时，他成为晓峰（Hyo Bong，1888—1966）禅师的弟子。晓峰是当时韩国最著名的禅师之一。经过七年辛苦地参究公案后，九山禅师得到晓峰禅师的印可。四年后，晓峰禅师传法于他。1972年，九山禅师来到美国。一名韩裔美国人在加州卡梅尔山谷（Carmel Valley）修建“韩国佛教三宝寺”（Korean Buddhist Sambosa），九山禅师在这里弘法。他也带一些美国人回韩国的松广寺修行，松广寺成为西方僧伽在韩国修行的首座寺院。首批比丘和比丘尼要学习韩语和古汉语，他们在禅堂中打坐，每天禅定14个小时，参究公案；他们吃韩国传统食物，与其他僧人一起在稻田劳作。他们的生活方式遵循韩国自古以来的传统。

1980年4月，九山禅师回到美国。他有了两名比丘尼做翻译，一名来自法国，另一名来自苏格兰。九山禅师组织了一个一周长的闭关来纪念韩国佛教三宝寺建成十周年。他在洛杉矶建起“韩国寺”（Korea Sa）作为松广寺的属寺。

洛杉矶有大约八万韩裔人，它是世界上仅次于汉城的韩裔人最多的城市。在七天中，九山禅师为希望受菩萨戒的人们举行一系列活动，包括讲座、修行。新寺院的大厅每晚都人满为患。九山禅师与在松广寺修行的美国人都决心将韩国寺变成美国人能够学习韩国禅的地方。[368]

第十三节 越南佛教

越南佛教在美国的出现与越南战争密切相关。连年的战争迫使很多越南人包括佛教徒逃亡他国，很多人采用的是乘船的方式，这些海上的难民就被称为“船民”（boatman）。相当多的船民获救后来到美国谋生，他们也将越南佛教传播到美国。

一 释天恩与美国本土首座越南佛寺

释天恩（Thich Thien-an，1926—1980）生于越南扶越（Hae），原名段万恩（Doan-van-an），字源秀。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回越南后，他创办梵行大学。释天恩参加了反对吴庭艳独裁政府的斗争，并于1963年被捕，后被释放。1966年，他首次来到美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语言及东方哲学的访问教授。1967年，他打算回越南，但被美国学生挽留，释天恩于是租了一间房开始教学生。释天恩受过临济禅的训练。他是一个和蔼、平易近人的禅师，著有《越南的佛教与禅》、《禅的理论与实践》等。

1970年，释天恩在洛杉矶创立国际佛教禅定中心（International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er），致力于研究佛教义理及指导学生们修习禅定。1973年10月，释天恩与美国学者共同创办东方研究学院（College of Oriental Studies），后改名为“东方研究大学”（University of Oriental Studies），致力于东方文化及佛学的研究。该大学请来著名学者及高僧授课或举办讲座，教学内容涉及佛教的诸多方面，既有南传佛教，也有北传佛教，北传佛教中涉及藏传佛教、禅宗、日本真言宗等。

1975年，大量越南难民进入美国。当时，美国唯一著名的越南僧人就是释天恩，美国政府请求他参与庞大的难民安置工作。释天恩和弟子们全力以赴救助越南难民，难民一到，释天恩和弟子们就为他们举行佛教仪式。

释天恩筹措资金，购买公寓楼房来安置难民。他在一幢带有中央庭院的大楼里建起一座越南式的寺院，这是美国第一座越南佛寺。在节假日尤其是新年到来时，越南难民来到庭院，在白色的观音像前上香、祈福。僧人们念经的声音通过楼顶寺院的高音喇叭在空中回响。[369]

在越南，佛寺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同样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释天恩建起的佛寺同样发挥着这样的社会功能。有学者指出：“越南佛教徒相信，寺院是他们进行精神活动的地方。而且，寺院也起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它是传统的和文化的价值被保存的地方。越南小孩到寺院里来，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学习佛法，而且他们也学习祖先的家乡的习惯和风俗。”[370]

1980年11月，美国越南难民的精神领袖释天恩圆寂。卡鲁娜·达摩（Karuna Dharma，1940—）做释天恩的弟子长达12年，她成为国际佛教禅定中心的负责人。释满觉法师（Thich Man Giac，1929—2006）成为全美越南佛教总会（Vietnamese Buddhist Churches in America）会主。[371]

二 越南佛教在夏威夷

1975年，一些越南难民抵达夏威夷。有两位法师为越南佛教在夏威夷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释觉心

释觉心，生于20世纪30年代，早年在越南出家，后来在印度获得硕士学位。后来释觉心来到法国弘法。1977年，他应夏威夷越南佛教徒的邀请来到檀香山，在盐湖区创立“灵山寺”，并任住持，为近400名越南难民佛教徒提供精神慰藉。

（二）释慧叶

释慧叶，生于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西贡佛教梵行大学，后获得国家奖学金到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学习。不久，他到法国组织“救济越南海上难民总会”，为越南难民工作。后来，他应释觉心等法师的邀请到夏威夷组织“夏威夷越南佛教会”（Association of Vietnamese Buddhists in Hawaii），并担任会长。[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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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加拿大、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佛教

第一节 加拿大佛教

一 中国、日本的早期移民及其佛教信仰

最早将佛教信仰传播到加拿大的是中国劳工。随后，日本移民及其佛教团体也来到加拿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组织团体、建起寺院、进行相应的宗教活动，这开启了佛教在加拿大传播的序幕。

（一）中国移民及其佛教信仰

据记载，早在1788年，就有华人进入加拿大。加拿大当时还是英国的自治领地。1867年，加拿大独立。最早将佛教传播到加拿大的是中国劳工。美国的排华运动迫使许多华工沿着美国西海岸前往加拿大。当时加拿大正准备修建横跨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许多华工参与了铁路的修筑。

1858年，弗雷泽河（Fraser River）河谷发现金矿，吸引许多华工前来淘金。1858年，华工在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上的维多利亚（Victoria）建起第一条唐人街。随后，一些华人组织逐渐成立，它们在1884年组成致公堂（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满足华人劳工的需要。当时华人劳工基本为男性。

早期华工最初并没有建起寺院，他们往往聚集在一户人家中设立佛堂，进行活动。有的是在商铺中设立神龛，像1877年在维多利亚的唐人街建立的谭公庙（Tam Kung Miao）就是如此，它现在建在政府街（Government Street）一间杂货铺的楼上。后来，华工组织逐渐建起三四座庙宇，不过，这些寺庙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佛寺，而是体现了传统中国人三教合一的信仰特点，寺庙的主要供奉对象包括孔子、华陀、赵公明、天后和关羽等。[1]

19世纪末，中国移民逐渐从加拿大濒临海洋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安大略等省甚至美国逐渐扩展到中部的草原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他们开始建起寺院。20世纪初，中国移民逐渐开始在萨斯喀彻温省的萨斯卡通市（Saskatoon）、里贾纳市（Regina）和马尼托巴省的温尼伯市（Winnipeg）进行佛教活动，它们是这两个省中最重要的三个城市。

（二）日本移民及其佛教信仰

日本佛教在加拿大的历史悠久。早在20世纪初，日本人已经在加拿大建立道场。

最早在加拿大建立寺院的日本佛教宗派是净土真宗。1905年，第一座净土真宗寺院在温哥华建成。1906年，它迁到一间翻新的房子中。1911年，它又迁入弗兰克林街的一座新建筑中，于是被称为弗兰克林街佛教教会（Franklin Street Buddhist Church）。[2]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岛屿区和平原区，随着日本移民的增加，许多佛教团体相继出现。1921年，加拿大佛教会（Canada Bukkyokai）成立。1933年，加拿大佛教教会（Buddhist Churches of Canada）成立，它是净土真宗在加拿大的总部，负责管理净土真宗在加拿大各个分教会的总体事务。这也说明，随着净土真宗在加拿大的迅速发展，对各地的分会进行统一管理已经势在必行。

净土真宗也传播到加拿大内陆省份的阿尔伯塔省。20世纪30年代早期，净土真宗在雷蒙德（Raymond）有一个小的团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小，信徒也越来越少。

二 日本佛教的挫折与延续

“二战”前，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日本移民最集中的省份。相应的，日本的佛教组织和道场在该省也最兴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与作为轴心国成员的日本成为交战国。1942年，日裔侨民被加拿大政府拘禁，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集中程度相当高的日裔群体分散开来，不过，他们依然生活在该省的内陆地区。不久，加拿大政府将日裔人从太平洋沿海省份（最主要的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驱赶到内陆省份关押。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东毗邻的省份就是阿尔伯塔省，这样一来，雷蒙德的日裔人迅速增加，这使当地的日本佛教组织和寺院得以出现和建立。1942年10月，一座寺院在皮克切巴特（Picture Butte）建成。1943年3月，科尔德尔（Coaldale）出现当地第一座寺院。[3]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雷蒙德的日本佛教团体和寺院依然繁荣。1947年，一个日本佛教团体在塔伯尔（Taber）建成。1950年，它建成一座寺院。1947年，罗斯玛丽（Rosemary）出现净土真宗的主日学校。1958年，当地的净土真宗信徒将一座原属于摩门教的教堂改为寺院。1949年1月，莱斯布里奇佛教教会（Lethbridge Buddhist Church）开始举行佛教活动。1955年1月，该教会建成一座新寺庙。1966年1月，信徒们成立莱斯布里奇西本愿寺佛教教会（Lethbridge Hompa Buddhist Church）。该教会随之又修建了寺院。

五六十年代起，日裔人逐渐离开雷蒙德甚至阿尔伯塔省，雷蒙德的日本佛教逐渐势微。皮克切巴特和罗斯玛丽的寺院由于信徒数量的减少而关闭，皮克切巴特的信徒便加入莱斯布里奇佛教教会，罗斯玛丽的信徒依然是阿尔伯塔省净土真宗佛教联合会（Jodo Shinshu Buddhist Federation of Alberta）的成员。[4]

1946年，马尼托巴省佛教教会（Manitoba Buddhist Church）在该省省会温尼伯市成立，它是加拿大佛教教会的下属组织之一，第一任住持是奥古斯特·西村秀夫（August Hideo Nishimura）。该组织还开办了一所语言学校、一所主日学校，周日为600名信徒服务。

马尼托巴省佛教教会的主要建筑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室内装饰及服务上采用新教“教会”的形式。建筑物包括宽敞的祷告大厅，中有长凳；有宽敞的办公区和教室，底层有厨房和就餐区。每周参加活动的信徒不多，但每逢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全体成员参加。在仪式中，用日语念诵，其他内容用英语。[5]

在加拿大东部的安大略省，净土真宗也有所发展。1949年，哈密尔顿佛寺（Hamilton Buddhist Temple）和桑德贝佛教会（Thunder Bay Buddhist Fellowship）成立，它们均隶属日本净土真宗的加拿大佛教教会。最初，这两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日裔，后来，更多的非日裔加入进来。[6]

早期移民加拿大的詹励吾居士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他在1950年5月抵达多伦多后拜访日本净土真宗多伦多佛教会的情形。该会位于护龙街，接待他的是开教使迂显隆。迂显隆生于加拿大，后来回日本读书，毕业于龙谷大学。多伦多佛教会的信徒95%是日裔，加拿大人很少，没有华裔。后来，迂显隆在该市另建一座大道场，詹居士特地送去一部《大藏经》以表庆贺。不久，迂显隆去了旧金山，在净土真宗美国佛教会总会教育部任职。多伦多佛教会由石浦先生负责，詹励吾居士成了多伦多佛教会的一名成员。[7]

三 汉传佛教的再次传播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政府的移民政策有所放宽，进入加拿大的亚裔人迅速增加，加上当时反主流文化盛行，使得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发展出现新的现象，一些汉传佛教组织纷纷出现，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加拿大佛教会

加拿大佛教会的创立者是性空法师和诚祥法师。性空法师，1924年出生于河北省赵州。1937年，他在武安县粟城寺出家，1940年在北京广济寺受戒。1943年，他赴青岛湛山佛学院学习。1948年，性空法师来到香港。1949年，他在倓虚老和尚开办的华南佛学院学习。

诚祥法师，1920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津县。1946年，他皈依倓虚老和尚座下。1947年，他在天津大悲院出家并受具足戒。1949年，诚祥法师来到香港。1952年，他进入华南佛学院学习。

1967年，性空、诚祥两位法师到多伦多市参观。在多伦多，他们结识了美东佛教总会的应行久、应金玉堂夫妇，在应氏夫妇的帮助下，两位法师留在多伦多弘法，成立“加拿大佛教会”（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1968年，他们借助一间小民房成立南山寺（Southhill Temple）。1969年，加拿大佛教会获得加拿大政府的批准，成为注册在案的宗教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徒逐渐增多，一些加拿大信徒参加佛教会的打坐、念佛等修行。后来，南山寺交由体闻、体修两位尼师管理，成为女众的修行道场。[8]

（二）世界佛教会

1968年，冯公夏居士联合其他四名居士，在温哥华发起成立世界佛教会（Universal Buddhist Temple）。不久，它的注册申请获得加拿大政府的同意，成为非营利性宗教团体。世界佛教会召开会员大会，制定章程，选出董事，成立董事会。它以弘扬佛教、提倡人伦道德为宗旨，尊敬三宝，研究佛教教理。会员以高级知识分子居多，学术气氛浓厚。他们研究佛理及现代科学，还一定程度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9]

（三）湛山精舍

1973年，倓虚老和尚的两名皈依弟子何德庆、何张雪明捐献一所房屋，取名湛山精舍（Cham Shan Temple），以纪念倓虚老和尚在青岛创立的湛山寺。他们邀请加拿大佛教会的性空、诚祥法师以及乐渡法师担任第一任住持。湛山精舍位于安大略省索恩希尔的贝弗尤大街（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Ontario）。1975年，在信徒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原有房屋基础上改建的大雄宝殿完工。随后，湛山精舍又建成观音殿、地藏殿、倓虚大师纪念堂、山门等建筑。[10]但是，湛山精舍离唐人街较远，汉传佛教徒前来举行佛事活动很不方便。

四 日本佛教的加速发展

詹励吾居士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佛教在加拿大建立的寺院已达17所，信徒有5000人。[11]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佛教系统在加拿大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不同的日本佛教宗派纷纷在加拿大各地建立道场，举行佛事活动。

（一）温哥华禅中心

温哥华禅中心（Zen Center of Vancouver）属于临济宗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活动，1970年正式成立。它在附近的鲍恩岛（Bowen Island）和维多利亚市都有分支机构。它们与加州波尔迪山（Mt Baldy）的禅宗组织有关系，附属美国洛杉矶的临济寺（Rinzai-ji）。温哥华禅中心的常驻法师是埃森·约翰·戈德弗雷（Eshin John Godfrey），他讲经说法，主持禅修，而且给大学生作讲座。[12]

（二）狮门佛教小修道院

狮门佛教小修道院（Lions Gate Buddhist Priory）属于曹洞宗系统，成立于1985年。僧人在肯妮特禅师的沙斯塔修道院受戒。狮门佛教小修道院的领导人是科腾·本森（Koten Benson），协助他的僧人有奥瑞连（Aurelian）。[13]

（三）东渐寺西山派佛教研究和文化中心

1989年，日本人桥本随朝（Zuichou Hashimoto）在温哥华郊区的科奎特兰（Coquitlam）建起“东渐寺西山派佛教研究和文化中心”（Tozenji Seizan Buddhist Studies and Cultural Center）。这所寺院属于日本净土宗西山派，是日本西山净土宗总本山光明寺（Komyo-ji）在加拿大的属寺，桥本从日本筹集资金。寺院主要的修行是念佛和念诵净土宗的经典，文化活动包括茶道、插花、武术等。寺院的固定成员有20人，但有时参加者达到400人，大多数是刚刚移民到加拿大的日本人。[14]

（四）心山禅团

新山禅团的领导者是宫前心山（Shinzan Miyamae）。宫前心山是日本临济宗禅师，他是岐阜县（Gifu）关市（Seki）宝云山玉龙寺（Gyokuryuji）的住持，20世纪80年代，他从日本来到加拿大弘法。

后来，宫前心山带领弟子威廉·贝兹（William Bates）在玉龙寺受戒。1994年，贝兹建立科鲁那禅中心（Kelowna Zen Center）。皈依宫前心山的另一名西方弟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埃森·默洛迪（Eshin Melody）为他在该省维多利亚市修建心山寺（Shinzanji）。从1999年起，宫前心山就在该寺传法。[15]

（五）阿玛禅寺

阿玛禅寺（Amazenji）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戈尔登（Golden），建成于1996年，“阿玛”的意思是母婴之间情感的相互交流。这座曹洞宗寺院最初为妇女禅修而建，后来也允许男性参加大部分活动。固定的禅修成员不多，但它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25名妇女组成的“电子僧伽”，电子僧伽的领导人是美乃空也（Kuya Minogue）。[16]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尼托巴省佛教教会的成员逐渐减少，主要原因是他们有的离开了温尼伯市，有的与当地人结婚。到20世纪90年代末，温尼伯的日裔人减少到1000多人。

1999年2月，弗雷德里奇·乌尔里奇（Fredrich Ulrich）成为马尼托巴省佛教教会的第五任住持。乌尔里奇出生于美国，后加入加拿大国籍，是德国人和第一公民（First Nations）的后裔。他是加拿大佛教教会下属组织中几个非日裔住持之一，此前，他在埃德蒙顿一所学校任教师，在一个小的净土真宗团体中任职几年，他丰富的阅历使他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他研究过基督宗教，取得过研究生学位；他还是一名作家，写过佛教哲学、多种族社会中的公民义务等方面的作品。他让马尼托巴省佛教教会积极参加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等交流，为所有有兴趣的人提供禅定训练。他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广泛游历，设置佛教、基督宗教等方面的研究课题，对儿童进行精神教育，举办演讲等。[17]

莫林斯（Mullins）在研究了日本佛教在加拿大的转化和制度化后，认为加拿大的佛教教堂更关注的是满足移民群体的需要而不是弘法理想，因此可以说，加拿大的日本佛教基本上是一种民族型宗教。[18]

五 汉传佛教的兴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加拿大政府移民政策的变更，许多来自内地和港台的中国人通过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到加拿大，每年的移民人数在4000—6000人之间。[19]中国移民的到来为汉传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汉传佛教信徒们纷纷组建佛教团体、修造寺院、进行弘法活动。

（一）20世纪80年代的汉传佛教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有佛教信仰的华人组织或个人通过努力，在加拿大各地纷纷建起佛教团体和寺院，促进了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快速发展。

1.国际佛教观音寺

国际佛教观音寺（International Buddhist Society），简称“观音寺”，位于温哥华地区里士满市（Richmond）斯蒂文森大道（Stevenson Highway），它的住持是诚明尼师。诚明尼师1915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33年出家。1949年，诚明尼师与弟子来到中国香港，1960年，她与三名弟子创立华严莲社。1974年，诚明尼师带着弟子体静等人移民美国，在旧金山市卡布里洛街（Cabrillo）创立观音寺。1980年，里士满市的佛教徒捐款修建国际佛教观音寺，并礼请诚明尼师住持，于是，诚明尼师来到温哥华弘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佛教观音寺有常驻法师六名，各种弘法活动定期举行。[20]

2.多伦多佛学会

1981年，多伦多佛学会（Toronto Buddhist Society）成立，并向加拿大政府注册，成为非营利性宗教团体。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它就已经初具雏形。当时，多伦多大学中一些来自港台的留学生以“中国同学学佛会”的名义聚集在一起讨论佛学，他们还与社会上的华人一同学佛。多伦多佛学会成立之初有30多名会员，他们制定章程，选出负责人。

多伦多佛学会是性空、诚祥法师创立的加拿大佛教会的下属组织之一，1984年加拿大佛教会的新道场——弘法精舍建成后，多伦多佛学会的会址即设于此。多伦多佛学会举行的活动主要有会员共修、佛学讨论等，而且经常请法师前来演讲。从20世纪90年代起，多伦多佛学会发行一份名叫《慧光》的刊物，会员达到300多人。[21]

3.金佛寺

金佛寺（Gold Buddha Monastery）是宣化法师的法界佛教总会在加拿大的第一座道场，位于温哥华，于1983年12月建成。金佛寺原位于唐人街中心，非常便于向华人传播佛教。它主要供奉文殊师利菩萨。金佛寺是一座三层楼高的楼房，一楼是大讲堂，两边设有办公室、会客厅、会议室、图书馆等机构；二楼可摆放200多个座位；地下室是大斋堂和厨房。随着弘法事业的开展，寺院显得拥挤。1999年，金佛寺搬迁到第十一东大街。[22]

4.弘法精舍

1984年，加拿大佛教会的性空、诚祥法师为了解决湛山精舍离唐人街较远、不便于向华人传播佛法的困难，在多伦多唐人街附近买下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命名为“弘法精舍”（Hong Fa Temple）。它的一层是禅堂，二层是念佛堂，三层是图书室，办公室等场所设在地下室。[23]

5.文殊院

文殊院（Man Dhu Yuen）位于安大略省多伦多市维多利亚公园区（Victoria Park），创立者是来自香港的圆智法师。圆智法师1924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1930年在五台山南山寺出家。1949年，他来到香港，进入倓虚老和尚开办的华南佛学院。1983年，圆智法师应性空、诚祥法师的邀请来到多伦多，协助处理湛山精舍的事务。1986年，他创立文殊院。1988年，文殊院搬迁至现址。文殊院面积不到300平方米，是一幢两层小楼。文殊院每周有信徒共修活动，经常参加者有20—30人；佛、菩萨圣诞有例行法会。[24]

6.卡城佛学居士林

在卡尔加里市中心街（Center Street）南端有一座中式寺院，它就是卡城佛学居士林（Indo-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它成立于1986年，成员大多数是港台人，有几名越南居士从事服务工作。[25]

7.华严寺

华严寺（Avatamsaka Monastery）建成于1986年，位于卡尔加里市（Calgary），是宣化法师的道场。华严寺原为一座已有80多年历史的两层楼建筑。最初出资的是一些越南佛教徒，后来，他们找到宣化法师，请他来主持寺务，并带领信徒们修行。随着弘法事业的发展，原寺已不敷使用。1996年7月，华严寺搬迁到现址，毗邻弓河（Bow River），面积比原寺增大了六倍。1999年，原华严寺的扩建工程开始筹备。[26]

8.蒙特利尔中国佛教会·大慈佛堂

蒙特利尔中国佛教会·大慈佛堂（Montreal Chinese Buddhist Society Inc.）的创立人是马德龄居士。马德龄1947年出生于河北省定县，两岁时随父母来到台湾。1969年，马德龄来到蒙特利尔经商，在加拿大信仰了佛教。1988年，他创立大慈佛堂。大慈佛堂设在唐人街一座楼房的两层，面积不大，可供50—60人念佛共修。修行活动分两类：一类是中老年人的礼佛、念经，另一类是青年知识分子对佛教义理的研习。大慈佛堂经常请高僧、居士前来讲经说法。[27]

（二）20世纪90年代的汉传佛教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发展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又有一些新的寺院涌现。加拿大佛教会创立“国际佛海禅院”、“法海禅院”和“湛山禅院”。前者位于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后两者在多伦多市郊。1995年7月，佛教会买下一幢大楼，改建成“湛山博物馆”。[28]其他主要道场还有以下几处。

1.福慧寺

福慧寺（Fui Hui Buddhist Temple Society）的创立者是戒幢尼师。她在民国初年出生于辽宁省，早年出家，在中国各地行脚。“二战”后，她到缅甸建立佛寺，宣扬大乘教法。1965年，戒幢尼师到香港，兴建赤柱观音寺，弘法20余年。

1987年5月，戒幢尼师来到温哥华弘法。1989年，她买下一幢旧教堂，准备改建成福慧寺。1990年，福慧寺获得加拿大政府的批准，成为非营利性慈善团体。同年9月，福慧寺改建完成。福慧寺的弘法活动十分频繁，周六、日聚众共修，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礼拜大悲宝忏，在佛、菩萨圣诞举行大型法会，每年夏初举行短期出家、八关斋戒法会，定期举办佛法讲座、印刷英文佛书，便利西方人学佛，举办放生法会等。此外，福慧寺也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请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做专业讲座、义诊，开设成人英文班、儿童中文班等。[29]

2.佛光山

20世纪90年代，佛光山在加拿大成立组织，建成道场，各项弘法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际佛光会在加拿大的协会有多伦多协会（BLIA，Toronto）、渥太华协会（BLIA，Ottawa）、蒙特利尔协会（BLIA，Montreal）、温哥华协会（BLIA，Vancouver）和埃德蒙顿协会（BLIA，Edmonton）。其中，埃德蒙顿协会成立于1994年9月。

佛光山在加拿大的寺院或道场有温哥华讲堂、埃德蒙顿讲堂、渥太华佛光山、蒙特利尔华严寺、佛光山多伦多道场。在此仅以佛光山多伦多道场为例来说明。

1991年7月，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和多伦多禅净中心成立，佛学讲座等活动随即展开。随着信徒的增多，1992年，佛光山在多伦多西区买地建寺，并命名为“佛光山多伦多道场”。1997年8月，该道场投入使用，主要建筑包括大雄宝殿、禅堂、斋堂、怀恩堂、藏经楼等。佛光山多伦多道场平常举办佛学讲座、读书会、星期儿童班、才艺班，开办中文学校，为华侨提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该道场也积极从事公益慈善事业。[30]

3.加拿大东莲觉苑

1994年，香港东莲觉苑董事会主席何鸿毅居士为了积极在西方推广佛教教育，在温哥华建成加拿大东莲觉苑（Tung Lin Kok Yuen，Canada Society）。它有两层楼高，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延生堂（药师堂）、止观堂、祖先堂、会议室、多功能大礼堂，可举办教学或展览等各种活动。东莲觉苑不定期延请法师、专家、学者举办佛学讲座，每周日与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有例行法会，此外还提供社区服务，开办佛学研究班、英语佛学班、梵呗班、电脑班、中文班、国画班、书法班等。[31]

4.萨斯卡通观音佛寺

萨斯卡通观音佛寺（Avalokitesvara Buddhist Temple of Saskatoon）是萨斯喀彻温省最具代表性的汉传佛教寺院，它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末，建造者是当地的华人团体，其中包括来自越南的华侨。该寺依据万佛城的净土信仰方式修行。它位于萨斯卡通市的西部，由一座旧教堂改造而成，主要建筑是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子，楼下是就餐区和厨房，楼上是神坛和佛像。该寺有一座图书馆，有中、英文佛教图书和磁带。楼后有住宅区。萨斯卡通观音佛寺每周聚会，主持人是从美国加州请来的一名法师；在佛、菩萨圣诞等节日佛寺会举行法会。佛寺每周有素斋提供给公众，供斋的目的是向公众募捐，用于社团的开支。每周参加活动的有20多人。[32]

5.莲因精舍

莲因精舍（Lian Yin Ching Sus or Lian Yin Buddha Charitable Foundation）的创立者是释首慧。他是一名台湾僧人，1998年到多伦多，1999年到埃德蒙顿建起该寺。注册的英文寺名是“Lotus Seed Buddhist Community Society”。寺中有许多英语写的佛教书籍，信徒可免费取阅。[33]

六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系统在加拿大的传播时间远比汉传佛教和日本佛教晚，但它的发展势头相当迅猛，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末，藏传佛教各派都已经在加拿大建立道场。而且，由于加拿大本土白人信徒的积极参与，藏传佛教在加拿大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宁玛派

1985年，达松活佛（Dakshong Tulku）在温尼伯市创立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藏传佛教社（Canadian Tibetan Buddhist Society of Manitoba）。这是宁玛派在加拿大成立时间较早的一个组织。达松活佛是一名已婚喇嘛，20世纪70年代移居加拿大后，他成为多杰达克佛法中心（Dorje Drak Dharma Centre）的常驻法师。该中心还有一个隐修中心即达松贡巴（Dakshong Gonpa），位于温尼伯市郊的河边。

达松仁波切是一名经过认定的活佛，是宁玛派方面的学者，在印度经过训练。在加拿大的最初10年，达松仁波切为了生计从事体力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当地白人请他定期传法，并为他建立多杰达克佛法中心，达松仁波切成为向加拿大白人传播宁玛派教法的喇嘛。他们最初在居民家中和出租屋中聚会，1993年，他们建起第一个永久性的活动场所，2000年，他们买下一幢二层楼房。中心有50名成员，其中有30人居住在温尼伯，定期参加活动。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日有隐修，每月两次在晚上开办佛法班，每年夏天在达松贡巴至少会有一个小组的隐修。[34]

1995年，来自不丹的宁玛派僧人奇密金利（Chimi Kinley）在温哥华岛上建起维多利亚益西科洛宁玛中心（Yeshe Khorlo Nyingma Center）。

（二）噶举派

1972年，卡鲁仁波切在温哥华郊区的伯纳比（Burnaby）创立噶举贡嘉曲林藏传佛教中心（Kagyu Kunkhyab Chuling Tibetan Buddhist Center）。1975年，他在索特斯普林岛（Salt Spring Island）上创立贡藏德钦欧色林（Kunzang Dechen Osel Ling），它是前者的属寺，它还首先在北美地区建立了为期三年的金刚乘隐修训练。

1993年和1995年，噶举噶玛派的金刚乘佛教分别在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建立中心，尼达尔指导学生坐禅、授课。后来，该组织又在蒙特利尔、多伦多和雷德迪尔建立道场。

玛尔巴昌珠林（Marpa Gompa Changchup Ling）又名“卡尔加里玛尔巴贡巴禅定会”（Marpa Gompa Meditation Society of Calgary），它致力于藏传佛教禅定等方面的实践和研究。该寺院的精神导师是噶玛提因利仁波切，道场的常驻法师是杰逊里津康楚（Jetsun Rigdzin Khandro）。[35]

（三）萨迦派

1974年，萨迦派喇嘛塔西囊加（Lama Tashi Namgyal）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建立萨迦土登贡噶曲林（Sakya Thubten Kunga Choling），它又被称为维多利亚佛法中心（Buddhist Dharma Center of Victoria）。[36]

萨迦崔津法王的姐姐哲尊·库索·奇美·鲁丁（Jetsun Kusho Chimey Luding，1938—）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里士满市建立了萨迦德钦土登林（Sakya Tsechen Thubten Ling）。哲尊1938年出生于西藏，从小与萨迦崔津法王一起修行。1955年，她登座正式传授“道果”及灌顶。1959年，她逃离西藏，于1971年来到加拿大。几年后，她开始在加拿大弘扬萨迦派教法。[37]

（四）格鲁派

1980年，格鲁派僧人扎色仁波切（Zasep Rinpoche，1948—）在内尔森（Nelson）建立塔西曲林大乘佛教禅定会（Tashi Choling Mahayana Buddhist Meditation Society）。扎色仁波切1948年出生于西藏，后来，他被认定为十二世贡楚丹津（Konchog Tenzin）活佛的转世。1959年他来到印度，接受为期16年的教育，跟随许多藏传佛教大师学习。1975年，他离开印度到泰国，跟随泰国森林僧伽派的僧人学习、修行一年半，然后，他来到澳大利亚，为喇嘛们做翻译。从1976年起，扎色仁波切开始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各地弘扬佛法，并设立道场。[38]

1982年，扎色仁波切在温哥华建立族鲁林藏传佛教禅定中心（Zuru Ling Tibetan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er）。1999年，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内尔森建立西方噶登（Gaden for the West），旨在向西方白人传播格鲁派教法。

雷德迪尔禅定社（Red Deer Buddhist Meditation Society）位于阿尔伯塔省，2000年起，库索洛桑旦楚（Kushok Lobsang Dhamchoe）成为该道场的住持，禅定社依据格鲁派的传统修行。雷德迪尔禅定社位于一座商业中心的二层，成员们一周聚会两次，坐禅、学习佛教哲学。该组织还出版一份通讯，每年出三期，介绍情况及库索洛桑旦楚的开示等。[39]

纳旺尕旦格西（Geshe Ngawang Kaldan）出生于康区，曾经在哲蚌寺学习佛法，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授予拉然巴格西学位。1974年，他受邀来到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市。20世纪80年代，他来到安大略省的多伦多，这时他的周围有了一群信徒跟随他修行。1991年，纳旺尕旦回到埃德蒙顿，并正式成立格丹桑登林藏传佛教禅定社（Gaden Samtem Ling Tibetan Buddhist Meditation Society），他担任该道场的常驻法师及卡尔加里市曲科林（Chokhor Ling）的精神导师。1998年，纳旺尕旦圆寂。2000年3月，库索洛桑旦楚（Kushok Lobsang Damchoe）成为格丹桑登林的住持。[40]

（五）加拿大信徒建立的无宗派组织

在加拿大弘扬藏传佛教的组织中，有些团体声明不属于任何佛教宗派，并且不分宗派地弘扬佛法。不过，这些组织的僧人或者有较深的藏传佛教背景，或者受到了现代西藏利美运动思想的影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建立这样组织的创始人主要是西方人。

1.囊加仁波切及其加拿大佛法中心

囊加仁波切（Namgyal Rinpoche，1931—2003）是在加拿大弘扬佛教卓有成效的一名僧人。1931年，他出生在多伦多，父母分别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在一所基督教学院学习后，他到英国学习科学和艺术，尤其是现代心理学和形而上学。20世纪50年代末，他来到菩提伽耶和缅甸，并且在缅甸剃度为僧，并被赐予法名“阿难陀菩提”（Ananda Bodhi）。他在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修行，被授予阿阇黎的资格。1962年，他应英国僧伽信托的邀请，到英国传法。1965年，他回到加拿大。在印度和锡金期间，他被十六世噶玛巴认定为囊加活佛的转世。[41]

1966年，囊加仁波切创立安大略佛法中心（Dharma Centre of Ontario）。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组织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建起十多个分中心，安大略佛法中心也更名为加拿大佛法中心（Dharma Centre of Canada）。囊加仁波切四处游历，将许多学生培养成为传法师。他努力将其他宗教中的精神智慧、艺术、心理学、科学等学科中的内容与佛教义理融合起来，以达到综合、提升佛理的目的。

1991年，囊加仁波切创立温尼伯佛法中心（Dharma Centre of Winnipeg），它是安大略佛法中心的分支机构，位于马尼托巴省，也是积极向白人传播佛教的组织之一。温尼伯佛法中心的成员在周日聚会，听讲佛法及坐禅，晚上也有讲座。活动在中心的一幢平房中举行。该道场在市郊有圣本尼迪克特隐修处（St Benedict's Retreat）和会议中心（Conference Centre），学生来到这里可以修行、接受灌顶或听佛学讲座。

温尼伯佛法中心由曲米多杰（Gyurme Dorje）指导。曲米多杰又名格里·科佩洛（Gerry Kopelow），他师从囊加仁波切超过25年，囊加仁波切为他授居士戒并批准他传法。曲米多杰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同时也是作家、教师、演说家。他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加温尼伯不同信仰理事会（Winnipeg Interfaith Council）的活动。[42]

2.克里斯托尔山社

1979年，囊加仁波切的弟子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建立克里斯托尔山社（Crystal Mountain Society）。该团体的目的是“通过禅定、学习和慈善来促进全面、清澈、有趣心灵的发展”，对此目的有兴趣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克里斯托尔山社不属于任何佛教宗派，它不仅“认识到保存、支持传统的价值和必要性，更关注佛法在西方的深入发展”[43]。

1980年，克里斯托尔山社在加里亚诺岛（Galiano Island）上买下一块地，建起一个占地60英亩的森林隐修中心。它与海边城镇罗伯茨里克（Roberts Creek）的阳光海岸隐修室（Sunshine Coast Retreat House）关系密切。[44]

3.土登曲林

1984年，玛利亚·卡鲁那（Maria Karuna）在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市和纳奈莫市之间的邓肯（Duncan）建立了土登曲林（Thubten Choling）。卡鲁那曾经修习佛法30年。常驻土登曲林、主持佛事活动的是一名年轻的喇嘛尕藏多杰（Kalzang Dorje）。20世纪90年代中期，土登曲林在寺院外建起一座白色的佛塔。土登曲林受利美运动的思想影响，倡导不加区别地对待藏传佛教的一切宗派。

七 越南佛教

越南虽地处东南亚，但其佛教主要受中国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大乘佛教。越南佛教在加拿大的传播同样受到国内战乱的影响。越南佛教在加拿大的传播基本上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越南难民流落到加拿大，他们逐渐建立佛教组织，修建寺院，开展佛事活动。

（一）佛圣堂佛教老人会

佛圣堂佛教老人会（Fu Sien Tong Buddhist Temple）的创始人鱼波法师是越南爱觉梵院的开山住持。1979年，鱼波法师以越南难民的身份来到加拿大。1980年，他在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斯班丹那街租下一层楼房，成立“佛圣堂佛教老人会”，主要为贫困的老年佛教徒服务。1982年，佛圣堂迁到牛津街。1984年，鱼波法师在尼亚加拉街（Niagara Street）买下一幢旧屋，后来又买下隔壁的旧屋，并进行了改建。1994年5月，新的佛圣堂举行落成典礼，它仍以服务老年佛教徒为主，每周有念佛共修会，佛、菩萨圣诞有例行法会。[45]

（二）真光寺

在温哥华最大的越南佛寺是世界越南人团体（World Vietnamese Order）所建的真光寺（Chan Quang Temple）。该寺原由一户人家的房子改建而成，经过几次搬迁后，固定在现址。该寺的常驻僧人是释振华（Thich Chan Hoa）和他的一名弟子。真光寺为越南裔移民提供宗教服务，举行仪式。每周参加活动的人大约有100人，遇到节庆日如新年，参加者会达到1000人左右。佛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和地藏菩萨，佛像高大庄严、装饰精美。此外，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市、纳奈莫市（Nanaimo）都有越南人的寺院。在维多利亚、温哥华、北温哥华（North Vancouver）和苏克（Sooke）都有信奉释一行禅师所倡导的修行法门的佛教团体。[46]

（三）越南佛教文化中心

越南佛教文化中心（Vietnamese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成立于1982年，它位于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市，起初是一名越南裔人租下的一幢房子。1991年，一座新的寺院在旧房子附近建成，10个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来管理这座寺院。经常参加活动的信徒多达1500人，在越南新年等节庆日期间，到寺院来进行佛事活动的人更多。在周日，经常有两类活动，一类面向大众，另一类针对青年，针对青年的活动教青年们越南语言和文化。僧人们也用英语服务。周六的活动中，参加者诵经、听讲佛法。在该寺中，净土宗和禅宗的修行法门逐渐占据主要的地位。[47]

（四）大悲精舍

大悲精舍的创立人悟德法师的祖籍在广东潮州，自父辈起移民越南。悟德法师在“二战”末期生于越南，20岁时出家，修习南传佛教。三年后，他拜明本法师为师，修习大乘佛教。1981年5月，他来到加拿大，不久跟随湛山精舍性空、诚祥两位法师修行。1984年，悟德法师在多伦多市丹达斯街（Dundas Street）创立“大悲精舍”。1989年，他应阿尔伯特省埃德蒙顿（Edmonton）信众之请前往弘法。随后，他在该市创立“妙觉寺”（Mui Kwok Buddhist Temple）。

（五）海德佛寺

1990年，大约20名越南移民在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建立海德佛寺（Hai Duc Buddhist Pagoda）。它是一座净土宗寺院，由一座教堂改建而成。[48]1996年，这些信徒又建起一座新寺庙。这座寺院并无僧人常驻。在重要的节庆时，参加仪式的信徒多达200人，主要是越南裔和华裔。信徒们到这里来庆祝佛教节日，祭祀祖先，为逝者进行超度仪式。信徒们用越南语念诵经文，经典是用越南语和汉语写的。每周日集会，信徒们给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和地藏菩萨上供，同时也供奉祖先。[49]

（六）正觉寺

1992年9月，悟德法师在多伦多市中心买下一幢大厦，命名为“正觉寺”（Tai Bay Buddhist Temple of Toronto）。它的总面积有1400多平方米，大殿可供千人礼佛、共修。正觉寺每周日有共修会、礼忏诵经，还开办佛学讲座、英文班、梵呗班。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有大悲法会，礼大悲宝忏。月末的周六有八关斋戒、禅坐共修。[50]

（七）正心寺

七八十年代，超过2000名越南难民定居在萨斯喀彻温省。20世纪80年代末，越南难民在萨斯卡通和里贾纳建立小的活动中心，以便每周的信徒聚会。随着信徒的增加和经济状况的改善，越南移民在萨斯卡通建起正心寺（Chanh Tam Temple）。1988年，它只是一个佛堂。1992年，信徒们捐款购买下一幢又旧又小的房屋，面积只有750平方英尺，它可以为定期的聚会提供场所，外省来的僧尼也可以在此居住，以便在此传法或举办佛事活动。该寺位于萨斯卡通的西部，是一座平房，经过改造，在楼上设置了神龛，楼下是就餐区、厨房和卧室。神坛上供奉着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像。围绕寺院的是一个花园，里面也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车库被改造成工作间，提供针灸服务及其他健康治疗。寺院的成员大约有150人。每周参加活动的有20多人。[51]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道场越来越显得不够宽敞，于是正心佛教联合会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 of Chanh Tam Buddhist Congregation）决定向社会募集资金，以便建立一座大的寺院。[52]

正心寺修习净土法门，属于加拿大越南佛教教会联盟（Union of Vietnamese Buddhist Churches of Canada）。除了每周聚会，遇到佛教节庆日，寺院也要举行法事活动以庆祝。其他佛教系统的僧人也可在此挂单。

（八）正道寺

马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越南佛教徒有近1000人，其中300人属于正道寺（Chanh Dao Buddhist Association Temple）。正道寺由一座大的旧教堂改建而成，位于温尼伯的老区。20世纪90年代，越南佛教团体买下它。它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第一层是神堂，大房间供奉有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小房间有祖先的神龛；楼上有会议室、教室、图书室、办公室、客房等；地下室是就餐区和厨房。[53]

正道寺周日举行佛事活动，寺院也开办语言班。寺院无常驻法师，讲经说法的任务由居士承担。不过，寺院经常邀请僧尼前来讲经，主持佛教活动。该寺同样是加拿大越南佛教教会联盟的成员，加拿大越南佛教教会联盟定期前来或者派弟子前来正道寺。该寺也允许其他佛教团体在寺院中活动。温尼伯斯里兰卡佛教团体的马尼托巴省佛教毗诃若（Manitoba Buddhist Vihara）就将该寺作为自己的驻地。[54]

（九）正念生活团体—弓河河谷僧伽

正念生活团体—弓河河谷僧伽（Community of Mindful Living-Bow Valley Sangha）于1994年在坎莫尔（Canmore）成立，领导者是玛丽·丹卡（Mary Dumka），遵循的是皮亚达西长老的修行方式。后来，丹卡跟随释一行禅师修行了一段时间，并皈依一行禅师。该团体大约有20人，一周在一户人家中聚会一次，他们诵经、坐禅，听磁带中的佛学讲授。[55]

八 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加拿大的传播起步比较晚，但它迅猛的发展趋势令人刮目相看。到20世纪末，南传佛教各国都在加拿大成立佛教团体，并建立了寺院。南传佛教的内观修行尤其受到加拿大人的欢迎，参与内观修行的人不少。这股内观修行热出现了一些亚洲佛教所不具备的新特点。

（一）东南亚各国佛教的传播

1.泰国佛教

（1）威立延·斯林沙罗及其弘法。1978年，泰国森林僧伽派高僧阿姜·查访问温哥华，当地泰裔人受此启发，打算建起一座寺院。不过，传承阿姜·查法脉的僧人建议他们先将团体组织起来，建寺事宜由此被耽搁下来。

1992年，来自泰国的著名僧人威立延·斯林沙罗（Luang Phor Viriyan Sirintharo）买下东温哥华地区的一座旧教堂，并将它改建成延威里亚寺（Wat Yanviriya Buddhist Temple）。随后，斯林沙罗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阿尔伯塔省又建起五座寺院，其中有四座寺院的名称均为“拉查森威尼亚兰寺”（Ratchathamviniyaram Buddhist Temple），只在寺院名后用数字1—4加以区分。第一座和第二座寺院在安大略省，分别位于渥太华附近的卡纳塔（Kanata）和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附近；第三座和第四座寺院在阿尔伯塔省，分别位于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卡尔加里的这座寺院又被称为法相应部寺（Dhammayutti Nikaya），建成于1998年。后来，斯林沙罗又在安大略省的里士满山（Richmond Hill）建起另一座寺院，它被称为“第二延威里亚寺”（Yanviriya Buddhist Temple2），所以，温哥华的寺院就被称为“第一延威里亚寺”（Yanviriya Buddhist Temple1）。[56]

斯林沙罗在加拿大还建立“意志力研究所”（Will Power Institute），它免费为信徒提供为期半年的禅定指导课程，在埃德蒙顿、卡尔加里、福特迈克默利（Fort McMurray）等地设立授课地点。斯林沙罗亲自教授过一段时间的课程。

斯林沙罗在第一延威里亚寺设立管理组织，然后回到泰国。他努力保持与加拿大上述佛寺的联系，并派遣僧人到加拿大参与寺院的管理、培养传法僧人。不过，这些来自泰国的僧人后来都回国了，并没有留在加拿大。留在加拿大的寺院管理者与当地的泰裔移民产生了矛盾，使得佛教组织和寺院发挥作用的程度大大削弱。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群虔诚的佛教徒参加泰国寺院的活动。不过，泰裔人的团体相对较小而且分散，它们无法得到来自泰国的更多支持。

（2）伯肯森林寺。伯肯森林寺（Birken Forest Monastery）是另一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影响的上座部佛教组织，它守戒严谨，传承阿姜·查的法系。它非常重视向西方人传法，第一个修行者是索纳比丘（Bhikkhu Sona），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斯里兰卡巴瓦纳会（Sri Lankan Bhavana Society）出家，在泰国学习阿姜·查的佛法。1994年，索纳比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潘伯顿（Pemberton）附近的伯肯森林建立了一个隐修处，当时这座隐修处中只有索纳比丘和来自德国的一名僧人皮亚达摩（Ven.Piyadhammo）。1998年，这座寺院搬迁到普林斯顿（Princeton）附近的新址。2000年，它迁移到坎鲁普斯（Kamloops）附近的纳兹福德（Knutsford），新建筑更加宽敞。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伯肯森林寺增加用英语弘法的数量，并且增加僧袍的厚度，以抵御该省冬天的寒冷。不过，这都是一些小的改变，它依然遵循上座部佛教的传统。

阿姜·查的国际总部在英国的阿玛拉瓦蒂寺（Amaravati Monastery），1997年，总部在美国加州北部的雷德伍德山谷（Redwood Valley）建立阿巴雅基利佛寺（Abhayagiri Buddhist Monastery），该寺很快成为泰国森林僧伽派在北美的中心。伯肯森林寺临近阿巴雅基利佛寺，同样传承森林僧伽派的法系。[57]

（3）箭河森林隐修寺。在泰国僧人到加拿大建寺前，当地的上座部佛教徒已经开始依据森林僧伽的传统修行。1975年，一名上座部佛教徒将一块92英亩的土地捐赠给他的老师克玛·阿难陀（Kema Ananda）。该地位于北安大略地区桑德贝西南50英里处，原名“箭河社区中心”（The Arrow River Community Center）。信徒们将它改建成南传佛教道场，寺院也被重新命名为“箭河森林隐修寺”（The Arrow River Forest Hermitage），它提供长期、短期的隐修。

克玛·阿难陀原名埃里克·詹姆斯·贝尔（Eric James Bell），他是阿难陀·菩提（后来的囊加仁波切）的弟子。最初，他受戒成为沙弥，一年后，他脱下僧袍，以俗人的身份传法。他依据缅甸法师马哈希尊者的法门修行。1996年，克玛·阿难陀圆寂。[58]

箭河森林隐修寺现在的常驻比丘是生于加拿大的阿姜·潘那达摩（Ajaha Punnadhammo）。潘那达摩原名迈克尔·多明斯基（Michael Dominskyj），1955年生于多伦多，1979年，他成为克玛·阿难陀的学生。最初，潘那达摩修习萨雅多的法门，1990年，他在泰国皈依阿姜·查的森林僧伽派，并于1991年和1992年两次受戒。

（4）卡尔加里上座部佛教禅定社。依据森林僧伽的法门修行的组织还有“卡尔加里上座部佛教禅定社”（Calgary Theravada Meditation Society），领导者是谢莉·约翰尼森（Shirley Johannesen）和安妮·马霍妮（Anne Mahoney）。该组织与北加州的阿巴雅基利佛寺保持着联系。[59]

2.老挝佛教

印度支那战争使一些老挝人以难民的身份举家来到加拿大，这与泰裔人独自前来，或以加拿大白人妻子的身份前来不同。有些老挝年长者在本国出生于世家望族。在过去25年间，大多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老挝家庭逐渐集中到温哥华郊区的萨利（Surrey），以几个居于领导地位的长者为中心，他们组成了团体。[6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老挝佛教的历史很短暂，它与阿姜·桑提（Ajahn Santi）即基提萨多比丘（Bhikkhu Kittisaddho）密切相关。他在老挝出家，在难民营待了三年后于1984年来到蒙特利尔。1987—1990年，他生活在温哥华，由几个家庭供养。1990年，他还俗。1997年，在当地老挝领导人的帮助下，他再次出家。1999年，老挝佛教会（Lao Buddhist Association）在萨利买地并确定会址。后来，老挝—加拿大佛寺（Lao-Canadian Buddhist Temple）建成。[61]

3.斯里兰卡佛教

（1）斯里兰卡佛教毗诃若会。来自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也主要聚居在萨利。斯里兰卡佛教毗诃若会（Sri Lankan Buddhist Vihara Society）有200多名支持者，该组织建有一座寺院并有1—2名来自斯里兰卡的常驻僧人。该组织与斯里兰卡的寺院没有联系。寺院试图保持古典的文化传统，它建起一座佛教学校，教育儿童，用僧伽罗语传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开始尝试用英语弘法。[62]

（2）卡尔加里斯里兰卡佛教会。斯里兰卡人在卡尔加里的佛教组织是“卡尔加里斯里兰卡佛教会”（The Sri Lankan Buddhist Society of Calgary）。信徒们最初在家中聚会，后来，他们买下一幢房子，并建成了“来见佛教中心”（Ehipassiko Buddhist Center），领导者是维拉皮蒂耶·索纳难陀法师（Werapityiye Sonananda Thero）。该佛教中心开办主日学校，为青年人和成年人开办佛法班，团体中的僧伽罗人合作共事，十分团结。[63]

（3）马尼托巴佛教毗诃若。斯里兰卡人在加拿大的另一个重要佛教组织是马尼托巴佛教毗诃若（Manitoba Buddhist Vihara）。它成立于1989年，创立者是拉迪卡·阿贝塞克拉夫人（Mrs.Radhika Abeysekera）。20世纪80年代，作为居士的她与家人来到马尼托巴省温尼伯市。当地没有斯里兰卡裔佛教徒，于是，阿贝塞克拉夫人建立马尼托巴省佛教毗诃若。组织最初仅有10名成员，很快，成员达到近130人，其中除几名加拿大白人外，绝大多数是斯里兰卡裔人。

虽然名为毗诃若，但该团体并未建立寺院，而是每周借用越南佛教徒的正道寺聚会。佛教仪式用英语举行，在念诵经咒时也会用到巴利语。该毗诃若举办初级、中级和高级佛法班，向成员传授禅修技巧。在卫塞节等庆典时，毗诃若会举办佛事活动以庆祝。阿贝塞克拉夫人经常邀请僧尼到毗诃若来讲授佛法。她也撰写佛法方面的书籍，这些书被一些佛教团体当作教科书使用。该团体与加拿大各地及美国、英国等国的斯里兰卡佛教组织保持着联系。[64]

4.柬埔寨佛教

高棉人在加拿大最重要的佛教道场是高棉—加拿大佛教文化中心（Khmer-Canadian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该寺由一座旧银行大楼改建而成，寺院举办讲座，教授佛学、禅定等，周六开办有佛法学校。它重视高棉语言及文化，但也向非高棉人传播佛教。在柬埔寨新年及节庆日时寺院会举行仪式。[65]

5.缅甸佛教

（1）玛纳玛雅上座部佛教会。缅甸佛教在加拿大最重要的组织是玛纳玛雅上座部佛教会（Manawmaya Theravada Buddhist Society）及其所属的寺院。该佛教会成立于1991年，现在的地址在萨利一座旧教堂中。佛教会的成员大约有150名，但该会举行的活动吸引了几百名信徒和参观者。他们每周举行禅修，为非缅甸人讲经说法。常驻寺院的缅甸僧人有两名，他们用缅甸语向非缅甸人讲经，由译者翻译成英语。寺院僧众为男子举行成年出家仪式（shin byu），显示了它们在保持缅甸传统习俗上的努力。[66]

（2）佛法苏拉比内观。佛法苏拉比内观（Dhamma Surabhi Vipassana）是戈恩卡建立的上座部佛教组织，它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得到丰厚的资金支持。它新建的隐修中心在该省内陆的梅里特（Merritt）附近，一次能够为30人同时提供10天免费的静修。[67]

（3）阿尔伯塔内观基金会。阿尔伯塔内观基金会（Alberta Vipassana Foundation）是内观禅定中心（Vipassana Meditation Centers）的分支机构，依·乌巴金的教法修行，修行指导人是戈恩卡。1969年起，戈恩卡开始传授内观禅定。该组织租屋传法，活动积极，如儿童一日修行、十日修行等。[68]

（二）内观运动

在加拿大南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是内观修行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内观运动源自缅甸僧人马哈希尊者的理念，他关注禅定和“基本觉悟”（basic awareness），而不重视仪式、对寺院的奉献、修功德、经典等其他方面，因此，在西方学生接触到内观运动时，它的传统要素就已经削弱了。换言之，西方内观运动（Western Vipassana Movement）与其南传佛教传统的联系并不密切。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阿那伽利卡·达摩迪那（Anagarika Dhamma Dinna，1931—1990）就将内观传播到加拿大。达摩迪那生于奥地利，是一名护士、雕刻家和运动员。后来，他到斯里兰卡学佛，并出家。他到加拿大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传授上座部佛法尤其是内观达30多年。

加拿大内观运动及思潮的发展深受美国内观运动（Vipassana Movement）的影响。该运动与国际禅定社（International Meditation Society）关系密切。国际禅定社的总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巴里（Barre），该社在美国西部的分会是位于加州马林县（Marin County）的精神之岩禅定中心（Spirit Rock Meditation Center）。[69]

随着内观修行在加拿大越来越受欢迎，一些修习内观的佛教组织逐渐建立。

1.活力内观和研究小组

米切尔·卡尔维特夫人（Mrs Mechele Calvert）在卡尔加里建立“活力内观和研究小组”（Dynamic Insight Meditation and Study Group）。该团体在信徒家中活动。米切尔·卡尔维特夫人的老师是斯里兰卡著名僧人皮亚达西长老。[70]

2.卡尔加里瑜伽和禅定中心

卡尔加里瑜伽和禅定中心（Yoga and Meditation Centre of Calgary）也被称为“内观禅定中心”（Centre for Vipassana Meditation），该中心开办传授内观及普通佛教课程，指导者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巴瓦纳寺（Bhavana Monastery）的住持班特·古纳拉塔纳（Bhante Gunaratana）。卡尔加里内观禅定和学习小组僧伽（Calgary Vipassana Meditation and Study Group Sangha）也在这里活动，他们每两个月聚会一次，在一起诵经、坐禅、学习佛法。[71]

3.内观社小组

内观社小组（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 Group）位于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领导人是达娜·怀特（Dana White），它依据国际禅定社的方法修行。该团体经常邀请其他佛教组织的法师前来帮助指导信徒们的修行，例如，它曾经从美国加州精神之岩禅定中心请来琼尼·布鲁奇（Joanne Broatch）和萨达·罗杰尔（Sharda Rodgell）等人。[72]

4.国际禅定中心

国际禅定中心（International Meditation Centre）传承的是马哈希尊者的法脉。从1994年起，它提供正式的有组织的隐修，并从缅甸请来禅定老师，日常的隐修则在比丘尼克玛难蒂（Khemanandi）的指导下进行。禅定中心位于距多伦多150公里远的玛斯科卡（Muskoka），由于气候寒冷，它只在5—10月开放。[73]

重视内观的佛教组织当然应该视为遵循了上座部佛教的传统，不过，一些由加拿大人建立的组织尽管重视内观，却并不强调宗派特色，而往往采取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所有对佛教、禅定感兴趣的人参加，有些寺院还特别强调自己是非宗派性的（non-sectarian or non-denominational）。这种现象凸显了佛教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传播过程的本土化尝试。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受精神之岩禅定中心的影响，卡鲁那禅定社（Karuna Meditation Society）出现了。它重视南传佛教内观，将当地对禅定和佛教有兴趣的人组织起来，但它不属于任何寺院或族群。禅定社的创立者是米切尔·米尔斯（Michelle Mills）和克里斯丁·潘恩（Kristin Penn），该组织出版杂志《卡鲁那》（Karuna）多年，读者遍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受卡鲁那禅定社的影响，1995年，“西海岸佛法会”（Westcoast Dharma Society）成立。该组织重视隐修，并请精神之岩禅定中心的老师来弘法。同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观”（BC Vipassana）成立，它是一个由传法师和修行者组成的网络，这些人对禅定和精神健康有共同的兴趣。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观由当地教师指导，主要人物是师从于科恩菲尔德的阿德瑞恩·罗斯（Adrianne Ross）和乔恩·布罗奇（Joanne Broatch）。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多数修习内观的人是妇女，领导者完全由妇女担任。[74]

第二节 拉丁美洲佛教

一 墨西哥佛教

进入20世纪，佛教真正传入墨西哥。由于北临美国，随着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墨西哥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北美洲，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大发达国家，佛教在墨西哥的传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现象。

迄今为止，主要佛教类型和宗派在墨西哥已经出现并建立了道场。道场的数量近50个。这样的势头显然出乎一般人的预料。

（一）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墨西哥已经出现，一些来自泰国、缅甸的移民已经建立道场。“内观禅定中心”（Centro de Meditacion Vipassana）是泰国裔移民建立的道场，位于首都墨西哥城（Mexico City），它的精神导师是来自泰国清迈的阿姜·通（Ajahn Tong）法师，传法人是查卡拉塔尼（Chakkaratani），即维基·格扎（Vicky Gurza）。

位于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达摩毗诃若”（Dhamma Vihara）是来自缅甸的移民建立的道场，它的传法人是乌·南迪塞那（U Nandisena，1954—），精神导师是缅甸高僧戒喜禅师（U Silananda，1927—2005），戒喜禅师已于2005年圆寂。

此外，马卡南陀佛法内观禅定中心（Centro de Meditación Vipassana Dhamma Makaranda）依据戈恩卡的法门修行，它位于莫雷洛斯州（Morelos）的首府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

（二）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在墨西哥的发展比南传佛教要快，藏传佛教和禅宗尤其兴盛。

1.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各派均已在墨西哥建立道场，其中格鲁派建立的道场最多。此外，一些道场虽然传承藏传佛教教法，但明显体现出利美运动的特点，融合不同宗派的法门修行。

（1）宁玛派。宁玛派在墨西哥的主要道场有两座。一座是墨西哥佐钦斯里僧伽（Dzogchen Shri Singha Mexico），它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精神导师是佐钦根波曲嘉仁波切（Dzogchen Khenpo Choga Rinpoche，1965—），该道场隶属国际佐钦斯里僧伽（Dzogchen Shri Singha International）。另一座道场是位于墨西哥城的“墨西哥佐钦空间”（Espacio Dzogchen México），它的传法人和精神导师是凯斯·道曼（Keith Dowman）。

（2）萨迦派。萨迦派在墨西哥的道场是萨迦多玛林（Sakya Dolma Ling），它的精神导师是江巴塔叶。

（3）噶举派。金刚乘佛教在墨西哥建立了两座道场。一座是“墨西哥城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Mexico City）；另一座是“堪昆金刚乘佛教”（Budismo Camino del Diamante Cancún），它位于金塔纳罗奥州（Quintana Roo）的堪昆。

（4）格鲁派。格鲁派在墨西哥建立了多个组织或道场。

格鲁派学习小组（Khamlungpa Study Group）在阿瓜斯卡连特斯州（Aguascalientes）的首府阿瓜斯卡连特斯和哈利斯科州（Jalisco）的首府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建立了两个道场，它们的精神导师是土登佐巴仁波切。

热仲多杰扎巴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Rechung Dorje Dragpa）位于韦拉克鲁斯州的首府哈拉帕（Xalapa），传法人有隆都索巴格西（Geshe Lhundup Sopa，1923—）、土登佐巴仁波切和土登曲仲（Thubten Chodron，1950—）等。

墨西哥洛色林研究所（Instituto Loseling de Mexico）的精神导师是洛桑丹津格西（Geshe Lobsang Tenzin），传法人是丹津根拉格西（Geshe Tenzin Khenrab），它位于墨西哥城。

色林巴隐修中心（Serlingpa Retreat Center）的精神导师是土登佐巴仁波切，该道场位于米却肯州（Michoacan）。

格鲁派的道场还有位于墨西哥城的特拉潘佛教小组（Grupo Budista Tlalpan）。

（5）新噶当派。新噶当派在墨西哥相当活跃，建立了多座道场。

法轮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Dharmachakra）位于墨西哥城，隶属国际噶当派佛教联盟。

普埃布拉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de Puebla）位于普埃布拉州（Puebla）的首府普埃布拉。

卓尔玛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Drolma）位于恰帕斯州（Chiapas），该派还建立了波罗蜜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Paramita）和兜率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Tushita）。

（6）其他。有些道场融合藏传佛教各派的教法，体现出利美运动的特色。例如，墨西哥藏族之家（Casa Tibet México）成立于1989年7月，传法人是马科·安东尼奥·卡兰（Marco Antonio Karam），精神导师是隆都索巴格西。该道场的总部位于墨西哥城，它还在瓜达拉哈拉和堪昆建立了道场。墨西哥那烂陀菩提（Nalandabodhi México）融合了噶举派和宁玛派的教法，它隶属国际那烂陀菩提（Nalandabodhi International），传法人是七世佐钦本乐仁波切（Dzogchen Ponlop Rimpoche，1965—）。该道场位于瓜纳华托州（Guanajuato）。

2.禅宗

禅宗方面，修习前角博雄所传法门的弟子在墨西哥建立了多座道场。墨西哥禅宗中心（Centro Zen de Mexico）位于墨西哥城，它隶属前角博雄建立的洛杉矶禅宗中心（Zen center of Los Angeles），精神导师是约翰·彻心·桑德森（John Tesshin Sanderson）。

位于莫雷洛斯州特波兹特兰（Tepoztlan）的“黑蝎禅中心”（Centro Zen del Escorpion Negro）以及“前角黑田禅中心”（Centro Zen Maezumi Kuroda）也依据前角博雄的法门修行，精神导师是威廉·如幻·杨（William Nyogen Yeo，1936—）。

墨西哥达摩僧伽（Darma Sanga Mexico）隶属美国的克里斯通禅山中心（Crestone Zen Mountain Center）。该道场位于库埃纳瓦卡，精神导师是里查德·贝克尔，传法人是卢西奥·赫尔南德兹·波佐（Rocio Hernandez Pozo）和南山景徐（Keijo Nanzan）。

恩塞那达禅宗小组（Ensenada Zen Group）是越南裔墨西哥佛教徒建立的道场，精神导师是释一行。它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恩塞那达（Ensenada）。

慈悲智慧佛教协会（Sociedad Budista para la Sabiduria Compasiva）位于墨西哥城，是传承韩国禅宗教法的道场。它隶属慈悲智慧佛教社（Budhist Society for Compassionate Wisdom），传法人是何塞·卡斯特拉奥（Jose Castelao）和卢西拉·门德兹（Lucila Mendez）。

佛光山在墨西哥建立了组织——国际佛光会提华纳协会（BLIA，Tijuana）。

3.净土真宗

日本净土真宗在墨西哥建立了道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墨西哥传法团（Jodo Shinshu Hongwanji-ha Misión de México），精神导师是石井禅学（Zengaku Ishii）。该道场位于墨西哥城。

4.其他

墨西哥也出现了融合各种佛教宗派和类型的道场。例如，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建立的道场是墨西哥城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de la ciudad de Mexico），它的精神导师是僧护。

禅定中心（Centro de Meditación）位于瓜达拉哈拉。它融合了南传佛教的内观、大乘佛教的禅宗以及瑜伽等多种修行方法，传法人和精神导师是沃内尔·卢兹卡（Werner Ruzicka）。

圣米古尔禅定中心（Meditation Center of San Miguel）融合了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和禅宗中的多种修行法门。该道场位于瓜纳华托州。

国际创价学会也在墨西哥城创立了组织——墨西哥创价学会（Soka Gakkai de Mexico）。[75]

二 巴西佛教

1810年，一批中国劳工来到巴西短期务工，将佛教传入巴西。但是，他们在巴西停留的时间不长，主要目的是挣钱，所以无法知晓他们当初的佛教信仰状况。在巴西最多的亚裔人来自日本。在巴西的佛教徒中，日本佛教徒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巴西，日本佛教系统的历史比其他佛教系统要久远。

（一）日本佛教

到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佛教各宗派都在巴西建立了组织及道场，其中以净土真宗的信徒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其中尤以西本愿寺派为主。

1.净土真宗

1952年，东本愿寺派的首座寺庙在巴西建成。1958年，在巴西的日本佛教各团体组成统一的组织——“巴西佛教非宗派联盟”（Federaçao des Seitas Budistas no Brasil）。

包括净土真宗在内的日本佛教组织主要为在巴西的日裔移民服务，它们注重教义、修行和组织的建构，主动向非日裔人弘法的动力不足。它们的佛事活动主要包括祭祖、供奉阿弥陀佛、念经等。它们对非日裔巴西人显然没有什么吸引力。

不过，也有个别寺院做了新的尝试，巴西西本愿寺（Hongpa Hongwanji Temple in Brasilia）就是其中之一。除了传统的净土真宗佛事活动外，它为非日裔巴西人提供禅定指导。不过即便如此，参加的非日裔巴西人依然较少。[76]

净土真宗在巴西的传播比较成功的方面体现在它对知识分子的吸引上。巴西知识分子中信仰佛教的代表是穆里洛·努内斯·德阿泽维多（Murillo Nunes de Azevedo，1920—2006）和里卡多·马里奥·贡萨尔维斯（Ricardo Mário Gonçalves）。“二战”后不久，他们就开始认真关注佛教。德阿泽维多是一个工程师，后来在巴西交通部工作；贡萨尔维斯是历史学家，圣保罗大学（University of São Paulo）教授。

20世纪50年代，德阿泽维多受神智学会会员洛伦索·博尔热斯（Lourenço Borges）的影响。1923年，博尔热斯和其他人创立了巴西第一个佛教协会——“巴西佛教社”（Sociedade Budista do Brasil）。不过该组织几个月后就解散了，直到1955年才重新运作。贡萨尔维斯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接近佛教的。1964年，曹洞宗僧人高阶珑仙的演讲和修行吸引了一小批巴西知识分子，包括德阿泽维多和贡萨尔维斯。德阿泽维多去了日本修行，后来出家。1967年，他们怀疑巴西精神与日本禅宗中的武士道精神能否融合，此时，一名日本真言宗比丘尼山本（Yamamoto）来到圣保罗，他们对真言宗越来越有兴趣。1971年，他们受邀访问高野山，不过，德阿泽维多觉得本来就有宗教融合倾向的巴西精神与这种密教相矛盾。同时，圣保罗的东本愿寺派让贡萨尔维斯在国内做了几次演讲。他们最终信仰了净土真宗。1981年，贡萨尔维斯在京都受戒，成为东本愿寺派的一名僧人。他在圣保罗东本愿寺（Higashi Hongwanji Temple in São Paulo）担任了重要角色。1982年，德阿泽维多在日本受戒，成为西本愿寺派僧人。鉴于葡萄牙语的佛教读物很少，德阿泽维多和贡萨尔维斯撰写、编辑、翻译了许多佛教方面的书和文章。他们的书吸引了更多的巴西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懂日语，净土真宗本山也请他们将该宗经典及传法材料翻译为葡萄牙语。

1982—1989年，德阿泽维多在巴西西本愿寺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他为普通巴西公众打开了寺院的大门。之后，一个规模不大的、虔诚的非日裔的信徒组织出现了。德阿泽维多回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后，今江京巴（Kyoha Imae）保持了开放、包容的作风。不过，他回圣保罗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保守的中林（Nakabayashi）从日本来了，一些非日裔信徒很快离开。[77]

德阿泽维多使三名巴西人皈依了净土真宗。他们后来对净土真宗在巴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2.禅宗

临济宗和曹洞宗组织在巴西都面临本土化问题。临济宗的一些修行者与释一行禅师取得了联系。一行禅师有时在巴西停留几星期，指导弟子们修行。

位于圣保罗的佛心寺（Busshinji）属于曹洞宗，它在本土化方面一直做着努力和尝试。曾经在该寺弘法的德田龙胆（Ryotan Tokuda，1938—）就是推动巴西禅宗运动在非亚裔群体发展的最重要人物之一。1968年，他从日本本山来到巴西，开始在佛心寺工作。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他打破传统制度，为普通巴西大众传法。该寺将曹洞宗传法在巴西实现本土化的尝试并非一帆风顺。森山（Moriyama）也尝试吸引非日裔巴西人到寺院来。他是从美国旧金山而非日本来到巴西的，从60年代起，他就在美国传法。不过，这些新来者对日裔老年人进行的传统仪式缺乏好感，双方产生了矛盾。结果，曹洞宗本山用比丘尼克劳迪娅·科昂（Cláudia Coên）接替了森山。科昂是巴西人，但在日本接受过训练，她恢复了为日裔人服务的传统。[78]尽管如此，森山依然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法传播曹洞宗。他的弟子已经遍及世界各地。

学者克里斯蒂娜·莫雷拉·洛查（Cristina Moreira Rocha）认为，巴西的几个禅宗组织的修行掺杂了许多其他内容，包括：第一，治疗方面的修行，如瑜伽、中国和日本的按摩术、太极拳和针灸；第二，自我理解的修行，如多种心理治疗术和占星术；第三，武术，如合气道（Ai Ki Do）和空手道（Karate）；第四，饮食习惯，如素食主义、长寿术；第五，其他宗教，如唯灵论、非洲宗教、日本新兴宗教真光（Mahikari），甚至邪教组织的部分内容，如罗杰尼希/奥修教（Rajneesh/Osho）等。[79]

日本佛教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时数量最多。经过几十年，第二、第三代日裔人在巴西出生。他们出生并成长在以基督宗教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中，对父辈、祖辈的日本文化传统不熟悉，而且没有认同感，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日本佛教传统包括文化遗产在巴西将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80]也许将来严峻的形势会迫使巴西的日本佛教组织更多地向非日裔巴西人开放。

（二）汉传佛教

1960年，一批华裔佛教徒在圣保罗成立巴西中国佛教会弥陀精舍。1964年，他们建立佛堂，1989年改成弥陀寺。既明法师为该寺的创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20世纪60年代初，他来到巴西，后来成为该寺的首任住持，直到1992年圆寂。第二任住持是自度法师。1999年底，守志法师成为弥陀寺第三任住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华人寺院出现在巴西。不过，在巴西弘法最有成效的当属佛光山。佛光山在巴西的组织是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BLIA，Brazil）。佛光山在巴西的寺院或道场有巴西如来寺和里约热内卢禅净中心。

1992年4月，一名巴西信徒将别墅捐献给佛光山，星云大师将它命名为“如来寺”。同月，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成立。通过两期扩建工程，如来寺到2001年底完全建成，主要建筑包括大悲殿、地藏堂、斋堂、知客堂、大雄宝殿、东禅楼、西净楼、禅园等，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

如来寺的弘法等活动积极展开。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和方大集团共同创立了仁德国际三语学校。如来寺还举行禅坐班、读书会等修行活动，这些活动用葡萄牙语进行。如来寺还出版葡萄牙语版的佛光世纪季刊、葡萄牙语版的佛光杂志等。[81]

（三）藏传佛教

到20世纪末，藏传佛教四大宗派都已在巴西建立道场。

1988年，巴西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塔尚活佛宁玛中心”（Tarthang Tulku Nyingma Center）在圣保罗建成。

1993年，欧德萨林（Ödsal Ling）建成。它与宁玛派僧人恰都活佛仁波切（Chagdud Tulku Rinpoche，1930—2002）的努力密切相关。1995年，恰都活佛创立巴西恰都贡巴（Chagdud Gonpa Brazil）。1996年，他从美国加州来到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的特雷斯科罗阿斯（Três Coroas）。欧德萨林已经成为恰都活佛在巴西所有中心的总部。这些中心分布在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弗洛里亚诺波利斯（Florianopolis）、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Salvador）和戈亚尼亚（Goiânia）。[82]

与卡鲁仁波切有关的两个噶举派组织也在巴西成立。其中一个组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87年。当时，卡鲁仁波切在巴黎传法时，一些巴西人参加了活动，其中一个人回到巴西后在1987年建立了一个噶举派中心。1991年，该中心正式成立。[83]

20世纪90年代，萨迦崔津法王建立的一个萨迦派组织在里约热内卢出现。

1988年，在格鲁派喇嘛岗钦仁波切的指导下，希德曲佐佛法中心（Centro de Dharma Shi De Choe Tsog）在圣保罗建成。[84]

1993年，属于新噶当派的摩诃菩提佛教中心（Centro Budista Mahabodhi）出现。

1993年，洛桑丹巴格西（Geshe Lobsang Tenpa）建立了土登达杰林（Thubten Dargye Ling）。

（四）其他

1.上座部佛教系统

在巴西有三个上座部佛教组织，其中之一为“达摩之家”（Casa de Dharma），在圣保罗。

2.国际创价学会巴西协会

创价学会在巴西的发展也很快。国际创价学会巴西协会已经变成一个佛教团体，在巴西各个地区都有了中心。据该学会的官方信息披露，它在巴西的信徒有14万人。据学者佩雷拉（Pereira）估计，其中90%为非日裔人。[85]

据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The Brazilia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Statistics）的估计，到1991年，巴西登记注册的佛教徒人数为236408人。尽管一些巴西媒体在1999年和2001年声称，该国佛教徒人数达到了100万，但据学者的分析，到20世纪末，该国佛教徒的人数不会超过30万。[86]

三 阿根廷佛教

在南美洲各国中，除了巴西，佛教最发达的就是阿根廷。迄今为止，诸多佛教宗派已经在该国建立了道场。

（一）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阿根廷有两个主要道场。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放逸网络（AppamadaNet Buenos Aires），另一个是“南传佛教之友协会”（Asociación Amigos del Budismo Theravada），它们都位于首都。

（二）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在阿根廷远比南传佛教兴盛。主要的类型是藏传佛教和禅宗。

1.藏传佛教

（1）宁玛派。宁玛派在阿根廷的道场是佐钦团体（Dzogchen Community）。它位于科尔多瓦（Còrdoba），创立人是曲嘉南开诺布。

（2）噶举派。噶举派在阿根廷建立了诸多道场。噶玛噶举藏传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er Tibetano Karma Kagyu）位于首都，创立人是卡鲁仁波切和波卡活佛仁波切（Bokar Tulku Rinpoche，1940—2004），传法人是纳瓦雷塞·冈萨雷辛（Navarrese Consolation），藏语名是仁钦康珠（Rinchen Kandro）。

止贡噶举佛教禅定中心（Centro de Meditación Budista Drikung Kagyu）的传法人是约格·瓦雷拉（Jorge Varela），精神导师是肯波彭佐丹津仁波切（Khenpo Phuntsok Tenzin Rinpoche，1966—）。

噶举德钦曲林大乘佛教园（Kagyu Tekchen Choling，Jardín del Budismo Mahayana）1983年在阿根廷创立，它是拉丁美洲出现的首座藏传佛教道场，传承噶玛噶举和香巴噶举的教法。噶举德钦曲林的精神导师起初是卡鲁仁波切，他圆寂后，该道场由波卡仁波切和扬希卡鲁仁波切（Yangsi Kalu Rinpoche，1990—）负责。

金刚乘佛教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佛教小组（Buddhist Group Buenos Aires）。

（3）格鲁派。格鲁派的主要道场有三座。第一座是无量光基金会（Fundacion Luz Infinita），位于首都，隶属噶丹夏泽寺大学（Gaden Shartse Monastery University）。该道场的传法人是格西洛桑仲都（Geshe Lobsang Tsundue），精神导师是格西江巴丹津（Geshe Jampa Tenzin）。

第二座是瑜伽士萨拉哈（Yogi Saraha），精神导师是土登昆珠（Thubten Kundrol）。

第三座是佛教禅定和研究（Estudio y Meditacion Budista）。该道场属于格鲁派和萨迦派，传法人和精神导师是萨迦曲佩仁波切（Segyu Choepel Rinpoche）。

2.禅宗

（1）临济宗。临济宗主要建立了两座道场。第一座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禅宗道场（Zen Dojo Internacional de Buenos Aires），它隶属位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的超禅寺（Chozen-Ji），超禅寺又是位于日本京都的天龙寺（Tenryu-Ji）的属寺。阿根廷这座道场的精神导师是晴山·费霍（Seizan Feijoo）。第二座是SYZ中心（Centro SYZ），它隶属总部位于夏威夷的虚云禅苑（The Zen Buddhist Order of Hsu Yun，ZBOHY），精神导师是释法超。

（2）曹洞宗。曹洞宗在阿根廷的势力远超过临济宗。欧洲禅宗中心（European Zen Center）在阿根廷的组织是拉丁美洲禅宗协会（Asociación Zen de América Latina）。该协会位于首都，精神导师是兴仙·蒂鲍特（Kosen Thibaut，1950—）。他于1950年生于法国巴黎，曾长期跟随弟子丸泰仙习禅，并于1971年受戒。拉丁美洲禅宗协会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阿德利纳镇（Villa Adelina）建立了道场——阿德利纳道场（Doyo de Villa Adelina），传法人也是蒂鲍特。

弟子丸泰仙的国际禅宗协会在阿根廷建立了两座道场。它们分别是位于埃斯克尔（Esquel）的埃斯克尔小组（AZI Groupe of Esquel）以及位于丘布特省（Chubut）特雷利乌（Trelew）的特雷利乌小组（AZI Groupe of Trelew）。

门多萨禅宗中心（Centro Zen de Mendoza）位于门多萨（Mendoza），传承前角博雄的法门。

稻草山寺（Ermita de Paja）是日本佛国寺（Bukkoku-ji）的属寺，位于首都，传法人是约格·布斯塔曼特（Jorge Bustamante）。

南禅寺（Nanzenji）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承奈良崎一高（Ikko Narasaki）禅师的法脉，精神导师是大城治仙（Jisen Oshiro）。

此外，位于该国首都的“觉醒之树道场”（Dojo El Arbol del Despertar）也是曹洞宗道场。

3.净土真宗

净土真宗在美洲的总部组织是美洲真宗佛教协会（Asociación Budista Shin de las Américas）。它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佛教团体（Asamblea Budista de Buenos Aires），精神导师是吉列尔莫·卡巴纳勒斯（Guillermo Cabanales）。该团体还建立了两座道场，一座是本尼托·华雷斯佛教小组（Grupo Budista de Benito Juarez），另一座是科尔多瓦佛教小组（Grupo Budista de Cordoba）。

4.日莲宗

日莲宗在阿根廷的组织是阿根廷日莲宗（Nichiren Shu Argentina）。它建立了两座道场，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僧伽（Sangha de Buenos Aires），另一个是唐托尔夸托小组（Grupo Don Torcuato）。这些道场的负责人是塞巴斯蒂安·米努尔特（Sebastián Minuet）和尼古拉斯·普斯蒂加·加利兹尔（Nicolás Pstyga Galizia）。

5.佛光山

佛光山在阿根廷已经建立组织——国际佛光会阿根廷协会（BLIA，Argentina）以及附属的道场——阿根廷佛光山。

6.综合性道场

阿根廷也出现了一些综合性道场，它们并不隶属哪一种具体的佛教宗派。在修行法门上，它们往往吸收不同佛教类型及宗派的内容，体现出对各种佛教资源的综合包容上，并且对所有佛教信徒敞开大门。例如，阿根廷佛教协会（Asociacion Budistas de Argentina）融合了藏传佛教、禅宗、南传佛教的内观等诸多修行方法，它隶属“世界和平宗教论坛”（Foro Espiritual por la Paz Mundial），精神导师是虚云和尚和宗喀巴，传法人是圣严法师及其弟子们。该道场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佛教禅宗中心（Centro Zen Buddhista Argentino）同样如此，虽然它以禅宗的修行法门为主，但并不局限于此。[87]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步传播到拉丁美洲其他小国，主要有伯利兹、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巴哈马、牙买加、多米尼加、波多黎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传播和发展变化并不平衡，有些国家的佛教徒刚刚成立组织，尚未建立道场；有些国家的佛教徒已经创立组织，建起道场，并举行各种佛事活动。总的来说，佛教在这些国家同样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

第三节 大洋洲佛教

大洋洲国土面积最大、佛教最发达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各种宗教信仰并存。居民中，69%的人信奉基督宗教，5%的人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犹太教，26%的人无宗教信仰。佛教是随着亚洲移民而传进澳大利亚的。

一 佛教的初传

1851年，在墨尔本近郊发现了金矿，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前来，这其中就包括四万多名中国劳工。墨尔本迅速兴起，中国劳工将墨尔本称为“新金山”，以便与他们称为“旧金山”的美国圣弗兰西斯科相区别。

中国劳工勤劳肯干，为澳大利亚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世纪出现过几次严重的排华事件，并造成华人的重大伤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工的合同到期，大批华工回国，澳大利亚佛教徒的人数急剧下降。联邦政府成立后，以法令的形式禁止华人移居澳大利亚，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

最早将佛教传到澳大利亚的是主要来自广东省的中国劳工。1856年，来自广东省四邑地区的劳工在墨尔本南部建立了一座寺院，其中供奉的神涵盖了三教。他们的信仰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华工在当时澳大利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少，加上种族歧视和语言隔阂，他们只在自己的圈子中举行佛教仪式和活动。佛教并没有传播到以欧洲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为主流的社会中。到19世纪末，这座寺院被废弃。

1870年，首批僧伽罗人来到澳大利亚，在甘蔗种植园工作。几年后，星期四岛（Thursday Island）上也出现一群僧伽罗人。1882年，载有约500名锡兰移民的“德文郡号”（Devonshire）抵达澳大利亚，其中的近300人在昆士兰州的马凯（Mackay）登陆，其余人在伯内特（Burnett）上岸。在伯内特登陆的移民遭遇“反苦力者联盟”（Anti-Coolie Leaguers）成员的攻击，他们被迫自卫。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伯内特之战”（Battle of Burnett）。19世纪90年代，一群僧伽罗人在星期四岛建起一座佛寺，并种下两棵菩提树。后来，这座佛寺不复存在，但菩提树依然在生长。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大多数锡兰移民已回国，只有少数人留下来，他们主要聚居在布里斯班和西澳大利亚州的布鲁姆（Broome），他们的佛教信仰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影响同样可以忽略不计。

僧伽罗人离开星期四岛后，3600名日本人来到这里从事珍珠采集业。他们主要居住在达尔文和布鲁姆，其中的佛教徒每逢佛诞节都会举行仪式进行庆祝。

1891年，神智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奥尔科特来到澳大利亚。他做了一系列佛教方面的演讲，吸引了一小群澳大利亚上层白人。其中的一个人是阿尔弗雷德·迪金（Alfred Deakin，1856—1919），他后来成为澳大利亚第二任总理。1890年，迪金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写过一本精神方面的书，其中涉及佛教。尽管迪金对佛教有点兴趣，但是在1901年，以他为首的澳大利亚政府制定并通过了《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Bill）。该法案为带有显著种族歧视性质的白澳政策奠定了基础，这项政策预示了佛教在澳大利亚半个世纪的衰落命运。

1910年，乌·萨萨纳·达嘉（U Sasana Dhaja）来到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弘扬佛法的僧人。达嘉原名E.H.史蒂文森（E.H. Stevenson），出生在英国的雅毛斯（Yarmouth），后来在缅甸出家。

1915年，受“一战”的影响，在缅甸的几名德国籍僧人被英国作为敌对国公民而送到悉尼关押，其中就有著名的僧人三界智。

二 佛教的缓慢传播

进入20世纪，欧洲一些对佛教有兴趣的人移居澳大利亚。他们研究佛学，开始在澳大利亚当地白人中传播佛教思想。由于他们的英语很好，在向当地人弘扬佛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他们对佛教在澳大利亚的扎根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这些人主要关注的是上座部佛教，原因有二：第一，到20世纪初，在欧洲的佛教研究传统中，南传佛教一直占据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第二，澳大利亚距离东南亚的地理位置较近，他们能够较为方便地前往东南亚的南传佛教寺院，拜访僧人，学习坐禅。随着亚洲移民的缓慢增加，以亚裔信徒为主，兼带少数白人佛教信徒的佛教组织逐渐出现。

1925年，麦克斯·泰勒（Max Taylor）、麦克斯·邓恩（Max Dumn）和大卫·莫里斯（David Maurice）在墨尔本成立“佛法小团体”（The Little Circle of Dharma）。莫里斯还出版了澳大利亚第一本佛教著作。

1938年，莱昂纳德·A.布伦（Leonard A.Bullen，1909—1984）在墨尔本建立第二个佛教组织——佛教研究小组（Buddhist Study Group）。他用英语教授佛法，每个月传法一次，并组织讨论。他将佛教视为一种心理学派，认为佛教能够通过提供一种精神训练体系来解决现代问题。“二战”爆发后，该团体解散。

“二战”后，玛丽·拜勒斯（Marie Byles，1900—1979）写了四本与佛教有关的书传播佛教思想。拜勒斯出生在英国，1911年，她来到澳大利亚。她还通过广播弘传神智学的思想以及佛教教义，并且收集佛教典籍。拜勒斯是最早在悉尼进行佛教修行的女性之一。1979年，她在悉尼去世。[88]

1952年，一个名叫利奥·伯克利（Leo Berkeley）的荷兰人遇到正在返回锡兰途中的该国司法部部长拉利塔·拉贾帕克西（Lalita Rajapakse，1900—1976）。拉贾帕克西向伯克利谈到佛法，伯克利非常感兴趣。到锡兰后，伯克利认识并皈依那拉陀长老（Narada Maha Thera，1898—1983）。同年，回到悉尼后，伯克利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张贴广告，召集那些对佛教有兴趣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响应者有20人，他们开始在伯克利的家中聚会。[89]

佛教早期在澳大利亚传播的过程中，有一名比丘尼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她就是达摩丁娜（Dhammadinna，1881—1967）法师。1881年，达摩丁娜出生在美国，后来，她在锡兰出家。1952年，她首次来到澳大利亚传播上座部佛教，她在澳大利亚停留了近一年时间。达摩丁娜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和传法活动得到伯克利的大力支持，她也加入了伯克利的佛教团体。达摩丁娜在伯克利的家中传授佛法，指导学生们坐禅。佛学教材从锡兰运来，教材由一名在锡兰修行的德裔僧人编写。坐禅者在15—20人之间，她还为其中的八名学生提供个别指导。1952年卫塞节时，这八名学生剃度为僧。1953年，伯克利的团体正式组建“新南威尔士州佛教社”（Buddhist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伯克利被推选为会长。新南威尔士州佛教社的主要成员是白人，它是澳大利亚现存的最古老的佛教组织。后来，达摩丁娜离开了澳大利亚。

1953年，几名佛教徒在墨尔本成立“维多利亚州佛教社”（Buddhist Society of Victoria），负责人是拜勒斯和布伦。他们的继任者娜塔莎·杰克逊（Natasha Jackson）在新南威尔士州编辑、出版佛教刊物《慈》（Metta）。

1953年，昆士兰州佛教社（Buddhist Society of Queensland）成立，但它只维持了三年。1955年，昆士兰州佛教社邀请锡兰的那拉陀长老来访。他到了塔斯马尼亚，并帮助建立了一个佛教组织，但这个组织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20世纪50年代中，邓恩在墨尔本建立澳大利亚第一个禅宗组织——禅研究所（Zen Institute）。1954年，来自缅甸的僧人西提拉尊者（Sayadaw U Thittila）访问澳大利亚的几个佛教组织，他多次发表公开演说，纠正澳大利亚佛教组织对佛教的一些错误看法。他的来访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1956年，有两位法师从泰国来到澳大利亚，他们是达摩迪那迦·穆尼（Phra Dhammadiraja）和苏曼伽罗（Venerable Sumangalo，1903—1963）。穆尼是一座寺院的住持，几乎不能说英语。苏曼伽罗原名罗伯特·斯图尔特·克利夫顿（Robert Stuart Clifton），是曹洞宗系统的西方佛教僧团（Western Buddhist Order）的负责人。苏曼伽罗在澳大利亚成立了青年佛教协会（Young Buddhist Association），但不久，该组织就解散了。在澳大利亚期间，苏曼伽罗瞒着穆尼，给自己的追随者传戒，让他们在西方佛教僧团里担任法师。穆尼觉察到了这个情况，苏曼伽罗的澳大利亚之旅戛然而止，他们匆匆返回了泰国。[90]

1957年，达摩丁娜法师再次来到澳大利亚。这时，支持她的佛教组织已经不少，但她不被允许公开传法。

1959年，新南威尔士州佛教社和维多利亚州佛教社合并，在悉尼成立“澳大利亚佛教联合会”（The Buddhist Federation of Australia），首任主席是查尔斯·奈特（Charles Kninght）。澳大利亚佛教联合会接管了新南威尔士州的刊物《慈》，并更名为《今日佛教》（Buddhism Today）。澳大利亚佛教联合会是该国最主要的泛佛教组织。

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佛教的状况相比，昆士兰州佛教的发展就缓慢得多。昆士兰州佛教社解散后，1962年，少量对佛教感兴趣的人建立了佛教讨论小组（Buddhist Discussion Group），但它很快夭折。随后，又有信徒建立了一个佛教组织，但同样好景不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佛教在昆士兰州的发展并无什么起色。

在这段时期，在澳大利亚传播得比较成功的是南传佛教。其他佛教系统和宗派在澳大利亚发展的时间明显较晚，汉传佛教也是如此。1961年，宣化法师来到澳大利亚弘法。他在悉尼停留了一年，但传播佛教的事业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于是，他去了美国。[91]

1964年，国际创价学会的领导人池田大作访问了澳大利亚。

三 佛教的快速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72年，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废除了歧视性的“白澳政策”后，东南亚各国的许多难民为逃避印度支那战争、越南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战争而来到澳大利亚。其中也有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移民，他们当中不少人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组织佛教团体，举行佛事活动，建立佛寺，弘扬佛法。不同佛教宗派的僧人也前往澳大利亚弘法。同时，澳大利亚白人对佛教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佛教在澳大利亚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

澳大利亚的泛佛教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成立。1982年，布里斯班佛教理事会（The Buddhist Council of Brisbane）成立。1985年，新南威尔士州佛教理事会（The Buddhist Council of New South Wales）成立。该理事会在诸多事务上提供帮助，从移民和地方政府事务到为州内学校中的佛教学生提供宗教指导。[92]

（一）日本佛教

日本佛教中的禅宗、净土真宗、净土宗、天台宗等已经在澳大利亚建立了道场。但是，各宗派的发展并不平衡，禅宗的发展势头最为迅猛。

1.禅宗

在澳大利亚的日本佛教系统中，禅宗可以说是最兴盛的宗派。其中不仅有临济宗和曹洞宗，融合了临济宗和曹洞宗特点的三宝教团以及从中独立出来的金刚僧伽更是呈现了不同的面貌。

（1）地藏庵禅中心。地藏庵禅中心（Jizoan Zen Centre）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典型的临济宗道场。它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创立于1998年。在该道场活动的主要是澳大利亚人，也包括部分日裔人。道场遵循的是白隐慧鹤的修行法门，重视坐禅。这座道场每天都对外开放，除了星期日，每天的坐禅时间是19：00—21：00，星期日的坐禅时间是5：00—21：00。[93]

（2）开放之道禅。开放之道禅（Open Way Zen）是在澳大利亚兴起的一个曹洞宗组织，它的创始人是山端法玄（Hogen[Daido]Yamahata，1935—）。1935年，山端法玄出生在日本东京东北的一个小山村，他五个月大时，父亲就去世了。七岁左右，他对死亡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带给他相当大的冲击，从此，山端法玄开始思索生命及其意义。后来，他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向他人追问人生的意义，但并未得到满意的答案，于是，山端法玄到一座山中的寺院修行、闭关。当时，他只有16岁。中学毕业后，山端法玄来到东京，在一座禅寺学习德语、英语和俄语，以便阅读哲学原著。一天，他遇到小浜市（Obama）佛国寺（Bukkokuji Monastery）的住持原田湛玄（Tangen Harada，1924—），并向他讲述自己的困惑。原田湛玄抓住山端法玄的肩膀摇着嚷道：“就是它！”他的眼直直地瞪着山端法玄，眼神清澈而有力。这个回答给了山端法玄很大的震撼，但他并未开悟。

为了找到答案，山端法玄来到日本各座寺院，参访许多临济宗和曹洞宗的高僧，但都未得到满意的答案。他于是去找原田湛玄。原田湛玄邀请他参加闭关，并让他参究公案“无”。很快，山端法玄参透了“无”，并开悟。1960年，他剃发，开始在佛国寺跟随原田湛玄修行。山端法玄从此终身奉原田湛玄为师。后来，他接手位于富士山下的废弃寺院——长源寺（Chogenji Temple）。在这里，山端法玄和妻儿以及几个弟子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每天坐禅、修习瑜伽、种植蔬菜。

后来，山端法玄和一位练习合气道的好友一起去英国，他在好友开办的合气道训练班教学生们坐禅。他还应邀到荷兰、爱尔兰、挪威传授曹洞宗禅法。[94]

20世纪90年代，山端法玄来到澳大利亚。他创立开放之道禅，并且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拜伦湾（Byron Bay）有了一个小的寺院——道中庵禅中心（Dochu-an Zen Centre）。它是得到日本曹洞宗本山认可的位于澳大利亚的道场，主要的修行活动是闭关，也包括坐禅和经行，有时会有法师开示和讨论。

（3）平常心禅学校。平常心禅学校（Ordinary Mind Zen School）的创始人是夏洛特·常光·贝克（Charlotte Joko Beck，1917—2011）。20世纪60年代，贝克曾经跟随安谷白云和中川宋渊习禅。1983年，她成为前角博雄的第三位法嗣。1995年，贝克和她的法嗣创立平常心禅学校。该学校是一个由各自独立的禅中心组成的网络，分布在美国和澳大利亚。

平常心禅学校的宗旨是：证明和支持通向觉悟的修行。这种觉悟已经体现在贝克的教法中。学校由贝克及其法嗣、教师和后继者组成。平常心禅学校不属于任何其他禅宗组织或宗教派别，但是，学校的成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其他团体。贝克的传法人中不存在等级制度。

觉悟是遍在的，但是达到觉悟的方式、方法依情况而异。只要有助于修行，学校中的任何一名传法人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及任何组织形式。

传法人承认自己依然是学生，而且确保修行活动公开、灵活。平常心禅学校不断检验和发展有效的教法，以保证学生们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能理解修行。[95]

到20世纪末，平常心禅学校在澳大利亚的中心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布里斯班平常心禅（Ordinary Mind Zen Brisbane）。该道场依据贝克的教法为习禅的学生们提供指导和帮助，它向俗人传播禅法，修行的方法是将正式的坐禅与日常生活中的修行结合起来。该小组的常驻法师是格里格·豪尔德（Gregg Howard），他们在租住的一间房子里聚会，它位于布里斯班市中心三公里外的帕丁顿（Paddington）。[96]另一个是位于塔斯马尼亚岛的禅小组——“山与河”（Mountains and Rivers）。山与河是美国圣迭戈禅中心的分支机构。

（4）三宝教团。三宝教团在澳大利亚的主要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位于新南威尔士州悉尼的“禅之道”（The Way of Zen），它的老师是阿玛·萨米（Ama Samy）。另一个是位于昆士兰州的“山月僧伽”（Mountain Moon Sangha）。山月僧伽的创始人是罗斯琳·斯通（Roselyn Stone），她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圣托马斯（St.Thomas），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斯通曾在英、德、美、日、澳等国家生活五年。她曾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担任体育指导，也曾在中学任体育教师，在多伦多大学担任教授。她对现象学非常有兴趣。1977年，她来到日本镰仓的三云禅堂（San'un Zendo）修行，接下来的14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此修行。1978年，她的觉悟得到山田耕云禅师（Koun Yamada）的印可。1985年，山田耕云正式授予她三宝教团禅师的封号，她的法名是“扫云庵”（Sei’un An）。1993年，斯通在布里斯班创立“山月僧伽禅堂”（Mountain Moon Sangha Zendo）。[97]

（5）金刚僧伽。在澳大利亚发展势头最快、影响最大的禅宗组织莫过于金刚僧伽。在此重点加以介绍。

组织结构

20世纪70年代，有个别澳大利亚人开始到艾特肯在夏威夷的金刚僧伽修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佛教徒的努力，金刚僧伽逐渐在澳大利亚建立多个分支机构（见表7—1）。

表7—1 金刚僧伽在澳大利亚的分支机构

[image: ]

第一，悉尼禅中心。

悉尼禅中心成立于1975年。该中心成为金刚僧伽分会的时间不详，也不清楚它是否正式成为金刚僧伽的分会。不过，悉尼禅中心和其他金刚僧伽的分会都认为该中心是金刚僧伽的分会。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艾特肯每年都到悉尼禅中心传法。他是主要传法人，不过，偶尔也有其他禅师到该中心传法，并指导学生们闭关，例如夏洛特·常光·贝克。

1984年，艾特肯任命约翰·塔兰特（John Tarrant，1949—）为助理传法师，这是他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名继任者。澳大利亚的各个禅中心有了自己的传法人，这对澳大利亚金刚僧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塔兰特居住在美国，但从1984年以来，他一直指导澳大利亚信徒们的闭关活动。1988年，塔兰特被任命为禅师。同年起，他全权负责澳大利亚金刚僧伽各小组的活动，于是从这时起，艾特肯不再定期到澳大利亚来。

在金刚僧伽中，“老师”（Roshi）指的是禅师，即“Zen Master”；“先生”（Sensei）指的是助理传法师（Assistant Teacher）；更低一级的是“传法领袖”（Dharma Leader）。

1991年，苏巴纳·巴扎吉（Subhana Barzaghi，1954—）被任命为助理传法师后开始在悉尼禅中心任教。1996年，她被任命为该中心的禅师，尽管她当时居住在利斯莫尔。1993年，塔兰特任命三名传法领袖：吉莉·库特、麦吉·格卢克（Maggie Gluek）和托尼·库特（Tony Coote）。在金刚僧伽中，只有悉尼禅中心任命了传法领袖。1998年，另一名澳大利亚人——苏珊·墨菲（Susan Murphy）被任命为助理传法师。但是不久，墨菲离开金刚僧伽，而去了悉尼的禅宗开放团（Zen Open Circle），并成为那里的主要传法人。1999年，吉莉·库特被任命为助理传法师。

1999年，塔兰特的加州金刚僧伽（California Diamond Sangha）及其分会正式从金刚僧伽中分离。他在加州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即太平洋禅研究所（Pacific Zen Institute）。1999年，吉莉·库特开始在禅宗开放团和太平洋禅研究所中任教。

第二，西澳大利亚禅小组。

西澳大利亚禅小组成立于1983年。它在当地发布一则广告，吸引许多禅修者前来，包括罗斯·博勒特尔（Ross Bolleter，1946—）。早期有些成员是美国金刚僧伽的成员，结果西澳大利亚禅小组的禅修风格遵循了金刚僧伽的模式。1985年和1987年，艾特肯在珀斯指导该小组闭关。1984年后，负责这项事务的是塔兰特。1991年，博勒特尔被任命为助理传法师。1997年，他被任命为禅师，并成为该小组的主要法师。

第三，墨尔本禅小组。

墨尔本禅小组成立于1985年，从那时起，它就与金刚僧伽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该小组的成员曾跟随艾特肯在悉尼习禅多年。1981年，艾特肯让他们建立一个小组。从1990年起，金刚僧伽的法师们就带领该小组的成员闭关修行，1990—1995年领导修行的法师是帕特·霍克（Pat Hawk）。1993年杰夫·道森也指导过墨尔本禅小组。不过，道森在被任命为助理传法师后不久就离开金刚僧伽，前往普通心灵禅学校任教。1993年至今是巴扎吉。1994年是奥古斯托·阿尔卡尔德。1996年，墨尔本禅小组成为金刚僧伽的分会，巴扎吉是主要法师。

墨尔本禅小组有42名成员，其中23人是正式成员，19人是通讯的订户。成员男女比例各半，几乎所有成员均为白人。许多人是职业人员，有个别学生。主要成员的年龄在15—50岁。

第四，观音禅中心/观音禅定中心。

1993—1994年，巴扎吉和一小群朋友建立观音禅中心（Kuan Yin Zen Centre）。1994年，它成为金刚僧伽的分会。当时，巴扎吉居住在利斯莫尔，但她搬到悉尼后一直是该中心的主要法师。2000年，观音禅中心更名为“观音禅定中心”，因为该中心既有修习禅宗的学生，也有修习南传上座部止观法门的学生。该中心大约有20名成员，他们主要是健康或慈善事业方面的从业人员和学生，均为白人。

第五，阿德莱德禅小组。

阿德莱德禅小组始于20世纪70年代，艾特肯和当时三宝教团的禅师阿玛·萨米经常来访。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后，1991年，该小组再次兴旺。从1995年起，博勒特尔定期来指导阿德莱德禅小组的闭关。1998年，该小组正式成为金刚僧伽的分会。

阿德莱德禅小组大约有成员20名，还有一些通讯订户。三分之二的成员是男性，成员的年龄介于26—55岁。成员都是白人。[98]

以上是澳大利亚金刚僧伽的分支机构。还有一些佛教组织并不属于金刚僧伽，但却与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堪培拉禅小组（Canberra Zen Group）。

堪培拉禅小组成立于1988年，它的前身是释迦牟尼佛教中心（Sakyamuni Buddhist Centre）。2000年，该小组解散。它一直没有成为金刚僧伽的正式分会，但它与悉尼禅中心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由于这两个禅宗组织相距很近，有些人同时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堪培拉禅小组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机构。该小组不闭关，但悉尼禅中心的法师们和传法领袖会给成员提供建议和指导。

堪培拉禅小组大约有10名成员，其中有6名女性，她们的年龄超过30岁。10名成员中有6人出生在澳大利亚之外，不过他们都是改宗型佛教徒，而不是亚裔佛教徒。[99]

禅宗开放团当然也与金刚僧伽有间接的联系，因为它的主要传法师墨菲曾经受教于塔兰特和博勒特尔。

修行活动

在金刚僧伽的修行活动中，禅定占据重要的地位。该团体的集体坐禅时间长短不一，有晚上两小时的坐禅，有周末为期半天的坐禅，有为期一周的闭关，在修行中心举行的训练项目为期2—4周。

在金刚僧伽中，禅定的技巧变化不大，但有的禅定技巧得到重视，传授技巧的方法有所改变。老师们首先教初学者们数息，然后教他们随息，修行者通过这些练习训练怎样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们的这种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开始参究公案或打坐。

金刚僧伽中，绝大多数修行者依照临济宗的方法修行，即参究公案。有些人也采用曹洞宗的修行方法，即只管打坐（Shikantaza）。

就参究公案来说，修行者往往被建议去读艾特肯的书《踏上禅宗之路》（Taking the Path of Zen）中关于“公案无”的一章，以了解怎样去参究公案的内容。中国和日本传统的公案在金刚僧伽中依然存在，如《碧岩录》、《无门关》（Mumonkan）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反映西方文化传统的“西方”公案的要求不断增加。卡多瓦基（Kadowaki）建议，应该为西方修行者发展出新的公案。可能的情况是，为基督宗教修行者制订出基督宗教公案。[100]

在金刚僧伽中，有许多方法来教导学生们禅修。非正式的教学通过为新成员定位来开始，这种定位发生在出现以下两种情形时：第一，在大多数禅宗小组中，不定期地特定的定位之夜时；第二，在一次夜晚坐禅开始前。在定位时，老师要向学生们讲明怎样去禅修。例如，在西澳大利亚禅宗小组的“定位备忘录”（Orientation Notes）中有如下信息：小组的历史、成员情况、坐禅的时间和地点、怎样数息、公案、习禅的益处、一些仪式等。[101]

正式的教学方式有两种：定证（teishos）和独参（dokusan）。定证是禅师或助理传法师的开示，一般持续半小时到一小时，它经常出现在每天一次的闭关中。定证通常集中于一则公案，经常详细讨论公案，解释公案中主要人物的历史，将该公案与本质类似的公案相比较，考察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102]

独参是老师与学生的秘密见面，它发生在禅师的房间或一间特定的见面室中，经常是在坐禅期间，老师约请学生见面。例如，老师经常在学生每天闭关的三个独立阶段中提供独参的机会。不过，在有常驻法师的禅中心（例如，西澳大利亚禅小组和悉尼禅中心），老师也可能在晚上为期两小时的坐禅中让学生独参。每名学生独参的时间长短不一。

法师的缺乏所带来的困难也导致教学方式的改变。在澳大利亚出现常驻法师前，学生们无法保证有规律地向老师请教。澳大利亚金刚僧伽5个禅宗组织中，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有常驻法师的只有悉尼禅中心和西澳大利亚禅小组。其他三个团体一年中只有1—3次向老师求教的机会。这往往出现在为期一周的闭关中。堪培拉禅小组的组织更松散。其成员只好经常参加悉尼禅中心的修行。大多数修行者与老师联系的方式是电话，甚至是电子邮件。[103]

澳大利亚金刚僧伽采用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例如公案研修班。在三宝教团中，它是为达到相当高级阶段的修行者所举办的，旨在深化他们对禅宗修行的理解。而在澳大利亚，公案研修班的修行者达到的阶段却低得多。另一个新方法是让年长的学生或传法领袖有机会去谈论禅宗修行的要素。不过，这些谈话与禅师、助理传法师的正式教导有严格区别。

金刚僧伽在教学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重新强调禅宗的基本内容，例如，禅定是什么，禅定的益处是什么以及如何运用禅定。老师还鼓励学生在禅宗中心之外修行，帮助他们将修行贯彻到世俗生活中。

一些其他佛教宗派的修行方法逐渐对金刚僧伽产生了影响。例如，巴扎吉同时还是上座部佛教某派的传法人，她就将上座部佛教的一些观法引入修行活动。更有甚者，非佛教因素也被加了进来。巴扎吉和塔兰特都是心理治疗师，他们有时将心理治疗的一些内容引入禅修。塔兰特出版了《黑暗中的光亮：禅、灵魂和精神生活》（The Light Inside the Dark：Zen，Soul，and the Spiritual Life），该书将荣格心理学与禅宗相结合，在作为加州金刚僧伽的领导人时，塔兰特就积极地将心理治疗原则融入其教学。然而，他的做法显然与其他金刚僧伽分会的要求并不一致，这也是加州金刚僧伽在1999年决定脱离金刚僧伽而成为独立组织的原因之一。塔兰特说明了当初决定成为独立组织的原因：

我们相当致力于使禅宗本土化；致力于使禅宗进入艺术、医药等专业人群中；致力于融合禅定方法，使它在其他传统中（例如内心状态的正念）也一样普遍；致力于使公案自由地发挥作用，通过研修班就能获得；致力于使公案直接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我们也强调关键的觉悟体验的价值。艾特肯的一些老师发现与我们的学生难以共同工作，这些老师宁愿将生命的心理过程排除在公案修行之外。我们认为，将它们引入其中是极其关键的。[104]

金刚僧伽中出现的这些新现象，充分表明作为东方文化传统的佛教为了适应澳大利亚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做出的改变和调适。

（二）净土真宗

1992年4月，一名在澳大利亚经商的日本人向本愿寺本山发出请求，让本山到澳大利亚建立道场。本愿寺本山经过商量，很快同意这一请求。1992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同意本愿寺派在该国建立组织。1993年1月，澳大利亚本愿寺佛教传教团（Hongwanji Buddhist Mission of Australia）在新南威尔士州林德菲尔德（Lindfeild）正式成立。

该传教团是净土真宗在澳大利亚的总部，它的属寺有阿德莱德真宗佛教道场（Adelaide Shin Buddhist Dojo）。该道场位于南澳大利亚州，修行活动主要有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九点在道场聚会、每日早晨念诵经咒等。愿意参加者可以先填写表格，登记成为会员，作为会员是免费的。常驻法师是乔治·格腾比（George Gatenby）。[105]格腾比是澳大利亚本愿寺佛教传教团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南澳大利亚佛教理事会（Buddhist Council of South Australia）会长。

（三）净土宗

净土宗在澳大利亚的主要道场是净土宗佛教社团（Jodo shu Buddhist Community），它位于昆士兰州的阿什格罗夫（Ashgrove），主要联系人是詹姆斯·威尔森（James Wilson）。

（四）天台宗

日本天台宗在澳大利亚的道场是澳大利亚天台宗僧伽（Tendai Sangha of Australia），它位于昆士兰州的南布里斯班（South Brisbane），精神导师是慈恩·普罗瑟（Jion Prosser）。常驻法师除了普罗瑟，还有安德鲁·莫克森（Andrew Moxon），他的法名是“慈亮”（Jiryo）。该道场与位于夏威夷的天台宗夏威夷别院（Tendai Hawaii Betsuin）关系密切。从1997年起，莫克森就开始学习天台宗的思想及修行止观，时间长达八年，随后两年，他跟随普罗瑟学习。后来，莫克森成为天台宗的正式传法师。[106]

（五）真如苑

真如苑可以说是日本新兴的佛教组织，但它与真言宗的关系比较密切。1936年，真言宗僧人伊藤真乘（Shinjo Ito，1906—1989）在完成修行后创立真如苑。该团体声称，不分年龄、性别的任何人在真如苑都能遵循教法，找到真理。真如苑尊奉的主要佛教经典是《大般涅槃经》。真如苑在澳大利亚的组织是真如苑佛教协会（Buddhist Association of Shinnyo-En），它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莱恩科夫地区（Lane Cove）。

四 藏传佛教

20世纪70年代，藏传佛教开始在澳大利亚传播。到20世纪末，藏传佛教四大宗派都已经在澳大利亚建立道场，总数大约有30所，其中一半有喇嘛常驻（宁玛派除外）。

（一）宁玛派

与其他藏传佛教派别相比较，宁玛派在澳大利亚的发展相对滞后。澳大利亚白玉宁玛佛教协会（Palyul Nyingma Buddhist Association，Australia）是宁玛派在澳大利亚的主要组织，也是国际白玉僧伽（Palyul Sangha International）的成员之一，负责人是顿珠多杰（Dondrup Dorje）。他是已故的佩玛诺布仁波切（Pema Norbu Rinpoche，1932—2009）的弟子。佩玛诺布仁波切1932年出生于西藏东部，四岁时，他被认定为宁玛派白玉活佛的十一世转世灵童。1959年，他逃离西藏，在印度南部建立宁玛派中心。顿珠多杰还是英国、希腊白玉宁玛佛教协会的创始人。白玉宁玛佛教协会在墨尔本和悉尼开办有每周的修行班。[107]

（二）萨迦派

在澳大利亚弘扬萨迦派教法最重要的喇嘛是尕旺曲达（Ngawang Choedak），澳大利亚大部分萨迦派道场及组织都是他创立的。尕旺曲达曾经当过12年喇嘛，在曲杰崔钦仁波切（Chogye Trichen Rinpoche，1920—2007）的指导下闭关了三年半。

1985年3月，尕旺曲达来到悉尼，他开始教一些在印度遇到的澳大利亚人佛法。生活在印度的宗萨钦哲仁波切将这些澳大利亚人组成的团体命名为五字文殊菩萨联谊会（Manjugosha Fellowship），后来，宗萨钦哲将组织改名为“佛教教育基金会”（Buddhist Education Foundation）。这些澳大利亚信徒还建成道场——金刚手菩萨贡巴（Vajradhara Gonpa），宗萨钦哲任住持。

这段时间，尕旺曲达也到唐人街的佛教图书馆中教人坐禅。1986年，堪培拉的一组信徒邀请他当老师，尕旺曲达同意了。这个团体就是萨迦派在澳大利亚最重要的道场——萨迦洛萨曲宗（Sakya Losal Choe Dzong）的雏形。

1985—1987年，尕旺曲达接受诸多佛教团体或非佛教团体的邀请，在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如悉尼、堪培拉、伍伦贡、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等地传授佛法。

1987年，在新加坡的一座萨迦派道场任职的喇嘛嘉木样·勒谢（Jamyang Lekshe，1953—）造访澳大利亚，他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信徒。勒谢最初将该组织命名为“萨迦中心”（Sakya Centre），后来，萨迦崔津法王将它命名为“萨迦塔巴林”（Sakya Tharpa Ling）。它附属佛教教育基金会，位于悉尼。

1988年，萨迦崔津法王来到澳大利亚弘法，他的到来促进了萨迦派在该国的传播。1988年5月，加西活佛仁波切（Gyalsay Tulku Rinpoche）受宗萨钦哲仁波切之命来到澳大利亚弘法，并担任金刚手菩萨贡巴的常驻法师。加西活佛在澳大利亚许多城市弘法。

在佛教教育基金会的组织下，1989年，萨迦崔津法王的姐姐——哲尊·库索·奇美·鲁丁来到澳大利亚弘法。

1990年，萨迦塔巴林的一些信徒离开这座道场，而接受宗萨钦哲所倡导的利美运动。加西活佛来到萨迦塔巴林处理相关事务。宗萨钦哲将佛教教育基金会更名为“悉达多之意”（Siddhartha's Intent）。1991年，加西活佛确认萨迦塔巴林是萨迦派的道场。

1993年，加西活佛突然圆寂，萨迦崔津法王随即任命噶玛洛多（Karma Lodoe）为萨迦塔巴林的常驻法师，从此，“洛本尕旺丹楚”（Lopon Ngawang Damchoe）这个名字广为人们所知。

1996年，应萨迦洛萨曲宗的邀请，曲杰崔钦仁波切造访澳大利亚。他主持了位于堪培拉的隆顿佛教训练学院（Rongton Buddhist Training College）的成立仪式。

1997年，萨迦崔津法王第二次来到澳大利亚弘法。同年，萨迦洛萨曲宗建立出版机构——果然出版社（Gorum Publications）。它出版了尕旺曲达的《禅定理论与实践注解》（Not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hamata）、《道果：觉悟的黎明》（Lamdre：Dawn of Enlightenment）以及《三重密宗》（Triple Tantra）等书。萨迦洛萨曲宗还发行一份双月刊的通讯——《澄澈的心灵》（Clear Mind）

从1996年年底起，尕旺曲达在澳大利亚各州传法，萨迦洛萨曲宗的附属道场纷纷成立，它们有布里斯班的曲杰泽钦曲宗（Chogye Tsechen Choe Dzong）、赫维贝（Hervey Bay）的曲杰巴玛曲宗（Chogye Padma Choe Dzong）、悉尼的萨迦多玛曲林（Sakya Dolma Choe Ling）、墨尔本的曲杰嘉木钦曲宗（Chogye Jamchen Choe Dzong）以及几个隆顿学习小组，其中一个小组在阿德莱德。上述道场都有定期的修行内容。萨迦派在澳大利亚的隆顿学习小组有16个，它们接受隆顿佛教训练学院的远程教育。[108]

（三）噶举派

噶举派在澳大利亚最兴旺的支派是噶玛噶举。它在蓝山（Blue Mountains）、布里斯班、卡恩斯（Cairns）、堪培拉、黄金海岸、墨尔本、那罗科特（Narrocoorte）、北沙滩（Northern Beaches）、北河（Northern Rivers）、珀斯和悉尼都建立了修行中心。这些修行中心的精神导师均是十七世大宝法王崔因利塔耶多杰（Trinlay Thaye Dorje，1983—），创立者是尼达尔。

（四）格鲁派

格鲁派是在澳大利亚建立机构和道场最早的藏传佛教宗派。1974年，土登益西和土登佐巴在维多利亚州建立“阿底峡中心”（Atisha Centre）和“度母研究所”（Tara Institute）。他们还在昆士兰州成立观音研究所（Chenrezig Institute）。该研究所是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藏传佛教机构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组织之一。他们还在南澳大利亚州建立了“佛陀之家”（Buddha House）。这些机构均是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的成员。这些组织和道场除了教授藏传佛教课程外，也举办研讨会以及修行、闭关等活动。

其他道场还有德东林佛教静修中心（De-Tong Ling Buddhist Retreat Centre），它位于澳大利亚第三大岛——袋鼠岛（Kangaroo Isaland）西侧。1988年，土登佐巴仁波切的两名虔诚的弟子——金波尔·卡迪希（Kimball Cuddihy）和格里格·莱斯（Greg Leith）建起它。该中心占地1300英亩，大部分土地是荒地，这里空气清新，流水潺潺，环境宜人，是一处理想的隐修地。1993年，这座隐修中心的精神导师佐巴仁波切在此带领弟子进行修行活动。1994年，德东佛教静修中心开始真正发展。这时，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对藏传佛教产生兴趣，他们研究佛理并积极修行，于是，佐巴仁波切带领弟子们先建起了一个简易的禅定室。起初，他们的主要资金用在付清购地的余款等方面，后来，他们建起五间隐修室。该道场致力于格鲁派教法的保存、修行和研究。该道场还打算建立觉悟塔（Enlightenment Stupa）、公共教学大厅、图书馆等诸多配套设施。[109]

澳大利亚藏传佛教中心（Australian Tibetan Buddhist Centre）的精神导师是尕旺格丹格西（Geshe Ngawang Gedun）。他于1995年来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部传法，主要传承宗喀巴的格鲁派教法。他13岁出家，20岁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授具足戒。1992年，他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不久，他成立这个藏传佛教中心，并于1998年在墨维兰巴（Murwillumbah）建起第一寺院。1999年，他为信徒们首次传戒。后来，他在黄金海岸建起另一座寺院，并多次前往美国弘法。[110]

五 南传佛教

信奉南传佛教的东南亚各国僧人纷纷来到澳大利亚，他们组建团体，修建寺院，开展各种佛事活动，为东南亚国家的移民提供宗教服务，使南传佛教在澳大利亚得以缓慢地发展。

（一）斯里兰卡佛教

1971年，来自斯里兰卡的僧人索玛洛卡（Venerable Somaloka）移居澳大利亚。1973年，他创立澳大利亚佛教精舍（Australian Buddhist Vihara），它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卡通巴（Katoomba）。

（二）泰国佛教

1973年，两名僧人从泰国来到悉尼，他们是帕里提亚提卡维（Chao Khun Parityatikavi）和康提帕洛（Khantipalo）。最初，他们租房传法，1975年，他们在斯丹莫尔（Stanmore）创立佛陀朗西寺（Wat Buddharangsee），并于当年的卫塞节举行落成典礼。这座寺院很快成为悉尼南传佛教的中心。帕里提亚提卡维常驻该寺，不遗余力地传播佛教。这座寺院很快就显得拥挤。后来，南传佛教信徒们在悉尼南部的卢米（Lumeah）买下一大块地，1988年，又一座典型的泰国寺院——佛陀朗西巴寺（Wat Pa Buddharangsee）得以建成。[111]

1978年，康提帕洛建立另一座寺院——佛法寺（Wat Buddha Dhamma）。

1975年，康提帕洛来到昆士兰州弘法，该州的佛教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康提帕洛召集一批佛教信徒举行会议，他认为，虽然当时成立一个正式的佛教组织的时机并不成熟，但信徒们可以组建一个非正式的小组来活动，并朝这个目标来努力。这个组织后来被非正式地称为“1975年小组”（Group of ’75）。该小组不定期地举行聚会，尽管这些信徒们聚会的频率越来越低，但该组织一直存在，信徒们建立一个正式佛教组织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

1977年，南传佛教联络中心（Theravadin Buddhist Contact Centre）在布里斯班成立。1979年，“昆士兰佛学会”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是研究巴利文佛教经典，并据此修行。该学会还举行各类讲座，宣传佛教，它还建有图书馆、书店，定期出版相关的佛教文献及刊物。

1986年，在泰裔僧人马欣达法师（Venerable Mahinda，1949—）的支持下，澳大利亚佛教传教会（Australian Buddhist Mission）成立。马欣达生于马来西亚，1977—1982年，他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跟随不同的南传佛教法师学习佛教并修行。1982—1985年，他在新加坡一座寺院修行。1985年，马欣达法师首次来到澳大利亚弘法，他举办的多场佛教讲座吸引了很多人。1986年，他重返澳大利亚，并常驻该国弘法。澳大利亚佛教传教会成立后，马欣达法师以它为基础，从事传播佛教的事业。他的佛教讲座不仅针对佛教团体，听众还包括高等院校的学生、社区团体成员。该组织还积极参加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活动。它还建立佛教青年营（Buddhist Youth Camps），邀请各族群的人参加，目的不仅在于弘传佛法，还在于促进不同族群的团结。弘法活动包括佛教展览、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澳大利亚佛教传教会最初没有固定的道场，马欣达法师经常在信徒家中或者租来的房屋中弘法。1994年，他在新南威尔士州的皮茨里奇（Peats Ridge）买下一处房产，1999年，阿洛卡禅定中心（Aloka Meditation Centre）成立，它的出现标志着澳大利亚佛教传教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112]

1989年，在澳大利亚佛教传教会的支持下，泰国僧人阿姜·延特拉·阿马罗（Ajahn Yantra Amaro）来到澳大利亚传法两年。1990年，伊莉莎白·戈尔斯基（Elizabeth Gorski）将她自己在班达农（Bundanoon）的100英亩土地捐赠给阿马罗，一座遵循泰国森林僧伽传统的静修中心得以建成，这座道场名为“苏那塔兰森林寺”（Sunnataram Forest Monastery）。[113]

（三）缅甸佛教

1987年，一小群缅甸裔移民在悉尼的北帕拉玛塔（North Parramatta）租下一间小房子，作为佛事活动的场所。1988年1月，僧人扎加拉比万萨尊者（Sayadaw U Zagarabhivamsa）来到这里为他们服务。扎加拉比万萨是一名教师和学者，曾经在印度的那烂陀大学教授阿毗达磨和巴利语。1989年，位于梅里兰兹（Merrylands）的缅甸佛教会（Burmese Buddhist Society）在帕拉玛塔地区买下一座更大的房子。在悉尼的缅甸人大多数是职业人士，属于中产阶级。不过，参加佛事活动的人中也有华裔。

（四）柬埔寨佛教

在波尔布特（Pol Pot，1928—1998）的红色高棉（Khmer Rouge）统治下以及随后的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战乱中，大批柬埔寨人逃到泰国避难。随后他们又逃往西方国家，澳大利亚接受了大批柬埔寨难民。柬埔寨有悠久的佛教传统，难民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初就迫切需要僧人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和帮助。20世纪80年代中期，柬埔寨僧人隆·萨空（Long Sakkhone）来到悉尼并定居。柬埔寨人在悉尼西郊的菲尔菲尔德（Fairfield）租下一幢破旧的小屋作为临时寺院。当时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中负责住房的官员弗兰克·沃尔克尔（Frank Walker）为柬埔寨人批了一块地，它位于波恩尼里格（Bonnyrigg）的一个购物广场附近，柬埔寨人可以在此建一个社区中心和寺院。1990年2月，这个社区中心正式落成，主要建筑有社区会议厅、办公室等。

（五）老挝佛教

1975年，老挝国内发生动荡，大批老挝人逃离祖国来到泰国。随后，一些老挝人来到澳大利亚。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老挝僧人来到澳大利亚为该国难民提供精神方面的帮助。老挝社区进步合作社（The Lao Community Advancement Co-operative）在卡布拉玛塔（Cabramatta）买下一幢两层楼的房子作为道场。后来，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允许柬埔寨移民在波恩尼里格的一块土地上修建一座寺院和一个社区中心。

六 越南佛教

20世纪70年代，动荡不安的中南半岛局势迫使许多越南人背井离乡。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许多越南难民来到澳大利亚。1979年底，一批越南难民聚集在格勒布（Glebe），他们成立“新南威尔士州越南人社”（Vietnamese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并开始在斯丹莫尔的佛陀朗西寺进行佛事活动。

1985年，越南移民在新南威尔士州建起法宝寺（Phap Bao Temple），它位于波恩尼里格。1987年，越南僧人释普慧（Thich Phuoc Hue）在威瑟里尔公园（Wetherill Park）建起另一座寺院——普慧寺（Phuoc Hue）。释普慧是第一个到澳大利亚弘法的越南裔僧人。

1981年，在澳大利亚的越南佛教徒成立“越南佛教联合会”。后来，该联合会将总部设在普慧寺。

在澳大利亚影响较大的越南佛教组织还有明月居士林。它在越南原来是一个信奉道教铁拐李的民间组织，后来逐渐转向佛教。1980年，旅居澳大利亚的越南籍华侨在墨尔本成立维多利亚州佛学明月居士林。到周理性居士担任居士林的负责人期间，明月居士林正统佛教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1993年，明月居士林特地聘请妙净法师作为导师，定时开设佛学讲座。随着时间的推移，居士林的成员已经达到1000多人。明月居士林是一个佛学团体，但它也是华人活动的中心，在墨尔本影响很大。每到周末，汉传佛教徒往往在这里聚会，参加各类佛事活动，如讲经法会等。

妙净法师1959年生于福建福安县，1983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曾任广州光孝寺副监院、丹霞山别传寺监院。1995年，妙净法师移居澳大利亚，后来，他在墨尔本兜率内院、永福禅寺、南澳大利亚州南海普陀寺、堪培拉护国报恩寺等道场担任住持。

南海普陀寺位于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市远郊50多公里处，该寺占地800亩，这里原是一片荒地，1996年，妙净法师将这块土地买下。1998年，简易的住房和佛堂等设施开始修建，来自福建的几位比丘尼常驻于此。南海普陀寺计划兴建一座大雄宝殿、一座露天观音菩萨像及配套设施。

七 韩国佛教

韩国佛教系统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到20世纪末不到20年的历史，但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一群韩裔人在新南威尔士州悉尼西郊的萨姆希尔（Summer Hill）成立组织“韩国法身社”（Korean Dharmakaya Society）。1984年，他们在伊尔伍德（Earlwood）建成一座临时性道场，名为弘法寺（Hong Boep Sa），该寺后来改称“达摩寺”（Dharma Sa）。真祥法师（Jin Sang Sunim）从韩国来到该寺传法，1985年初，他离开澳大利亚。同年4月，藏山法师（Jang San Sunim）来到弘法寺，但是，他与该寺的管理机构关系紧张，10月，他带着部分追随者离开了该寺。

1985年12月，韩国法身社在萨姆希尔建起一座新的佛教道场——佛光寺（Bul Kwang Sa），住持是藏山法师。1986年初，他离开澳大利亚回到韩国。

1986年10月，在韩国法身社的资助下，比丘尼贞御法师（Jung O Sunim）来到佛光寺。但是，她与该寺的管理者发生矛盾，并于1988年9月离开该寺。贞御法师的许多追随者脱离韩国法身社，这些人新建了一座寺院——观音寺（Kwan Eum Sa）。它位于贝尔莫（Belmore），常驻住持是贞御法师。

1988年1月，藏山法师重返佛光寺，并且这次作为常驻法师留下来为韩裔人提供佛教服务。

1989年，比丘尼慈英法师（Ja Young Sunim）从韩国来到澳大利亚，为韩国法身社的成员们提供佛事服务。当时，在伊尔伍德的道场已经荒废，韩国法身社又在悉尼韩裔人的聚居中心坎普西（Campsie）新建了一座道场。

1989年，内讧又在佛光寺发生。该寺住持认为，寺院的开支是他和寺院委员会负担的，藏山法师和另一名僧人应该将他们的活动限定在举行佛教仪式上，所有主要事务应该由委员会投票决定。双方的关系非常紧张。藏山法师认为，佛光寺更多的是一个韩国的社会俱乐部，是韩裔人聚会和讨论国内事务的场所，他们对佛教修行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不久，藏山法师和另一名僧人离开了佛光寺，该寺于是不再有常驻僧人来为韩裔人服务。

韩国佛教团体中的许多人对该国一些僧人在澳大利亚明争暗斗的历史感到羞耻。韩国法身社已经在达摩寺成立新的委员会，它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将三座寺院联合起来，并努力弥合过去的分歧。毕竟这些分歧对韩国佛教系统在澳大利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114]经过这样的努力，韩国佛教系统在澳大利亚的发展逐渐步入一个较为平稳的态势。

昆士兰禅中心（Queensland Zen Centre）又名大光寺（Dae Kwang Sa），它位于昆士兰州的罗伯逊（Robertson）。该道场是崇山行愿禅师在1989年创立的，该寺院提供的修行内容包括：每天的禅定，每月均有隐修活动，为对佛教感兴趣的人开设指导性课程，学生们还要念经、参究公案等。昆士兰禅中心还有两个下属组织：南达禅小组（Nundah Zen Group）和黄金海岸禅小组（Gold Coast Zen Group），前者在布里斯班。[115]

韩国曹溪宗在澳大利亚的主要寺院是位于悉尼的正法寺（Jongbopsa Temple）。该道场有三个社团：青年小组、韩语班和文化中心，主要为韩裔澳大利亚人提供佛教及文化方面的服务。它还设立了年长者小组、年轻者小组、排球队、合唱队等组织。[116]位于新南威尔士州潘奇波尔（Punchbowl）的观音寺（Kwan Um Sa Temple）是另一座曹溪宗寺庙。

圆佛教在澳大利亚的主要道场是澳大利亚圆佛教（Won Buddhism of Australia），它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贝尔莫，创立人是该教的创始人朴重彬即少太山（Sotaesan，1891—1943）。

八 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系统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主要是一些居士及个别僧人的活动，他们为汉传佛教在澳大利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佛光山在澳大利亚的出现使汉传佛教在澳大利亚进入快速发展的态势。

（一）般若寺及藏慧法师的弘法

1972年1月，商人廖英源居士在悉尼成立“澳大利亚中华佛学研究社”（Chinese Buddhist Society of Australia）。1961年，廖居士来到澳大利亚，他邀请斯里兰卡僧人索玛洛卡在自己家附近的一间车库里主持佛事活动。在另一名华裔商人的帮助下，他在悉尼唐人街交通更方便的迪克森街（Dixon Street）有了一处更大的道场，该道场后来被命名为“般若寺”（Prajna Temple）。1985年11月，般若寺毁于火灾，后来，般若寺的佛教徒在悉尼北郊的霍恩斯比（Hornsby）重建般若寺。1988年，廖英源居士创立澳大利亚佛教图书馆（Australian Buddhist Library）。

1977年，藏慧法师从台湾来到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位定居该国的华人僧侣。1979年，他在悉尼的雷德芬（Redfern）租住的一间房子里创建华藏寺，后来，这座道场迁移到格里那克尔（Greenacre），随后又搬迁到霍姆布什（Homebush）。藏慧法师在华藏寺不仅进行佛事活动，而且开设了许多课程，包括佛教、化学、汉语、英语、物理、数学等。这些日常课程吸引了很多高中学生，结果他们很多人考上了悉尼的各所大学，并且在毕业后进入各行各业。20世纪80年代起，佛教社团在澳大利亚各高校纷纷成立，华藏寺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由高校学生组成的佛教社团是新南威尔士大学佛教社（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Buddhist Society），它是在藏慧法师的帮助下于1981年成立的。1982年，悉尼大学佛教社（Sydney University Buddhist Society，缩写为UNIBUDS）成立。[117]

（二）佛光山在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大的汉传佛教组织当属台湾佛光山。佛光山在澳大利亚的组织有昆士兰协会（BLIA，Queensland）、悉尼协会（BLIA，Sydney）、维多利亚协会（BLIA，Victoria）、维多利亚（非汉语系）协会（BLIA，Victoria[NCS]）、西澳协会（BLIA，Western Australia）和堪培拉（非汉语系）协会（BLIA，Canberra[NCS]）。[118]

佛光山在澳大利亚的道场或寺院有南天寺、南天精舍、南天讲堂、佛光山西澳道场、悉尼佛光缘、北悉尼佛光缘、中天寺、中天精舍、黄金海岸佛光缘、墨尔本佛光山和墨尔本佛光缘。[119]

1.国际佛光会悉尼协会及南天寺、南天精舍、南天讲堂

1988年，一些旅居悉尼的华侨请求佛光山到澳大利亚建寺、弘法。1990年，新南威尔士州伍伦贡市（Wollongong）市长阿尔德曼·弗兰克·阿克尔（Alderman Frank Arkell）访问佛光山，随后，佛光山的慈容法师应邀访问伍伦贡市。1990年，伍伦贡市的市议院投票支持佛光山在该市建寺，并划拨70英亩土地给佛光山。1991年，星云法师率慈容、慈庄等法师来到伍伦贡市，并购买26英亩土地，为建寺做准备。星云法师将这座寺院命名为“南天寺”。

筹建南天寺之初，在佛光山寺址附近成立了“南天精舍”，开始弘法活动。不过，由于信徒逐渐增加，精舍越来越显得拥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便于悉尼市的信徒们进行佛事活动，佛光山又在交通便利的帕拉玛区设立“南天讲堂”。南天讲堂中有佛堂、斋堂、会议室、图书室、教室、客堂、办公室等设备。佛光山还创办“南天中华学校”，华人子弟和澳大利亚人有了一个学习汉语的环境。1991年6月，星云法师到南天讲堂主持佛学讲座，同时，佛光山悉尼协会也举行了成立典礼。

1995年10月，南天寺落成开光，国际佛光会也在这里举办第四届世界会员大会，与会者近6万人，盛况空前。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1944—）在贺词中称赞南天寺是南半球第一大佛寺，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称赞南天寺是该州最重要的建筑，堪称南半球的天堂。1995年，南天寺荣获政府颁发的最佳建筑设计、园艺设计等奖，1997年，它被当地的旅游工会评为旅游重镇。

南天寺建成后，弘法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法师们多次受邀，前往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等高校，进行佛学演讲、主持禅修等。佛学团体也在这些大学相继成立。南天寺还斥资发行英文佛教小丛书以及用汉语、英语和广东话录制的佛教录音带、中英文刊物《南天通讯》，社会人士都可以免费索取。

2.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及中天寺、黄金海岸禅净中心

1989年11月，星云法师在伍伦贡市筹建南天寺时，布里斯班的一些佛教信徒邀请他前往该市，星云法师于是前往布里斯班讲说佛法。参加讲座的70多名信徒在会后筹备组建佛光山昆士兰协会，星云法师于是让慈庄法师负责在布里斯班筹建寺院的事宜。1989年12月，慈庄法师在布里斯班市与洛根市交界处找到一块山丘地，它原是昆士兰浸信联合会的教堂建筑用地，面积达84英亩，佛光山将它买下作为建寺之地。星云法师将未来的这座寺院命名为“中天寺”。

为了让信徒有修行的场所，佛光山在寺址附近又购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临时传法的地方，名为“中天精舍”。中天寺筹建期间，中天精舍承担了寺院的功能，举办各种佛事活动，而且成立了布里斯班第一所中华学校。

1992年底，中天寺的主体建筑基本建成。1993年10月，星云法师主持中天寺佛像开光法会，随后又举行三皈五戒典礼，有20名新西兰人前来皈依受戒。此外，中天寺还举办各种社会文化公益活动，得到当地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肯定。1997年2月，昆士兰州州长丽莲·福德（Leneen Forde，1935—）女士造访中天寺，赞扬中天寺对昆士兰州的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3年3月，佛光山在布里斯班以南的黄金海岸市成立“黄金海岸禅净中心”，这里风景优美。1994年，该禅净中心开始扩建工程。1995年，工程完工，黄金海岸禅净中心成为拥有20间房的度假中心。该中心不仅有弘扬佛法、文化交流的功能，更成为休闲胜地。

3.国际佛光会维多利亚协会及墨尔本佛光山、墨尔本佛光缘

1992年4月，南天讲堂的永东法师与佛光山悉尼协会的一批信徒到墨尔本举办佛学讲座，并打算在当地成立组织。同年12月，星云法师应邀来到墨尔本主持佛学讲座以及佛光山维多利亚协会的成立大会，后来，佛光山在墨尔本西区购买一处原天主教女子学院的三层房舍，展开弘法活动。1996年10月，这座名为“墨尔本佛光山”的道场举行开光典礼。同年，一名居士将位于市区的一块场地捐献出来，作为墨尔本市中心信众的集会场所，它被命名为“墨尔本佛光缘”。佛光山维多利亚协会在这里陆续开办共修法会、中华学校、都市佛学院及各种技艺班。

4.国际佛光会西澳协会/佛光山西澳道场

1993年1月，国际佛光会西澳协会成立。1994年，协会买下现在佛光山西澳道场的土地，工程建设开始进行。它位于西澳大利亚州首府佩斯，占地54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如来殿、抄经堂、禅堂、五观堂、信徒服务中心、文物陈列馆等。西澳道场还设立慈悲基金会，开展一系列慈善活动。在文化、教育方面，西澳道场创立中文学校，开办儿童中文班、成人中文班，设立书法、国画、插花、英语等培训班，以及各种研讨会。[120]

（三）其他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一些重要道场的法师陆续访问澳大利亚，促进了中国与澳大利亚佛教的交流，如上海龙华寺方丈明旸法师、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及觉醒法师、九华山仁德法师、厦门南普陀寺济群法师、福建莆田广化寺菩提法师等。当然，常驻澳大利亚的内地僧人为澳大利亚汉传佛教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加持久。

在悉尼，明善法师（又名善念）住持甘露寺。该寺临街，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佛堂不大，但藏书丰富。明善法师为人热情，但处事低调，他是中国内地第一批移民澳大利亚弘法的法师。多年来，除了应邀到各大学作佛学讲座外，他还担任悉尼明月居士林导师，参加华人社区的一些讲经、佛事、慈善活动。

在悉尼弘法的还有证云法师，他是新南威尔士州汉传佛教会会长、悉尼定慧学舍住持。证云法师是江西宁都人，曾任莆田广化寺知客，1995年移民澳大利亚。他在距离悉尼200公里的山上还有一座定慧禅寺，定期举办禅修活动。

此外，莆田广化寺的毅然、善念、般若、戒文、德法法师，北京广济寺的启灯法师等人陆续移民澳大利亚，促进了该国汉传佛教的发展。

除了澳大利亚，大洋洲的主要国家就是新西兰。

1863年，中国劳工将佛教传入新西兰。但是，由于缺少资料，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什么时候在新西兰出现了第一个佛教团体。据文献记载，1956年，新西兰佛教社（The Buddhist Society of New Zealand）成立，它可以视为该国最早的佛教组织。该团体重视佛教的经典、哲学。

进入20世纪70年代，逐渐有一些僧人来到新西兰。噶玛噶举派僧人噶玛丹津多杰囊加（Karma Tenzin Dorje Namgyal，1931—2003）于1973年、美国临济寺住持佐佐木承周于1974年、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的土登益西喇嘛和土登佐巴喇嘛于1975年先后来到新西兰传播佛教。[121]

20世纪70年代，在新西兰传法的僧人还有一些，如达摩查理·阿查拉（Dharmachari Achala）。他是一名生活在新西兰的英国人，1975年，他在该国的世界佛教团（World Buddhist Order）出家。噶玛桑登嘉措（Karma Samten Gyatso）喇嘛从1981年起就是新西兰噶玛噶举信托（New Zealand Karma Kagyu Trust）的常驻法师，他和噶玛谢珠森杰（Karma Shedrup Senge）喇嘛在1979年受十六世噶玛巴的指派，来到新西兰弘法。他们两人建立了两个佛教中心。1986年，泰国森林僧伽派在威灵顿（Wellington）附近建立菩提若那拉玛寺（Bodhinyanarama）。[122]

1981年，威灵顿佛教协会（The Wellington Buddhist Association）成立。1990年，泛佛教协会（Pan Buddhist Association）成立。

金刚僧伽在新西兰的组织名叫“梅泰禅堂”（Maitai Zendo），位于尼尔森市（Nelson），主要传法人是玛丽·杰克斯奇助理教师（Mary Jaksch Sensei）。为了解决由于老师缺乏而给学生修行带来的困难，梅泰禅堂实施了一个“禅宗远程训练”（Zen Distance Training）项目，它包括定期与杰克斯奇的私人会见。进行该项目的修行者每月一次会收到邮寄来的一篇禅宗文章和修行建议，还有大量的阅读材料和一个阅读计划，不过，学生们至少要参加一次由法师主持的闭关，这样，他们会与老师接触更多。这个要求有助于使这种变更了的教学方式与“传统”的日本面对面的问答方式不至于相距太远。[123]

20世纪90年代，佛光山在新西兰建立了国际佛光会北岛协会（BLIA，North Island）和南岛协会（BLIA，South Island）[124]，道场主要是新西兰北岛佛光山和南岛佛光山。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传播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其他大洋洲国家，例如，佛光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了国际佛光会巴布亚新几内亚协会（BLIA，Papua New Guinea），道场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文殊精舍。[125]佛教徒还在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建立了道场。

第四节 非洲佛教

非洲存在佛教很可能突破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常识。的确，除了作为发源地的亚洲以及环境险恶、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南极洲，在其他五大洲中，佛教在非洲扎根，信徒建立道场，形成一定的规模、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已经是20世纪的事了。

非洲佛教史中，南非佛教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南非最早接触佛教，佛教徒的人数最多，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最大。

谈到南非佛教，人们很容易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佛光山在南非建立的雄伟的南华寺。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出现是佛教在南非几百年逐渐积淀、发展的结果。佛教在南非的历史渊源之长，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想象。

一 传说与想象中的佛教

1686年，一艘葡萄牙船在南非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触礁，船上的乘客踏上了南非的土地。其中有暹罗国王派往欧洲的使节——三名僧人，这也是佛教徒的脚步首次踏上非洲大陆。可惜的是，已经无人知道他们在南非的具体状况。几个月后，途经这里的一艘船捎上他们去了欧洲。

17、18世纪，好望角的人们从旅行家们的游记中了解佛教。这些记载往往真伪难辨，异想天开的成分很多。

19世纪，随着欧洲人在亚洲的殖民活动逐渐深入，他们对佛教的认识更加可靠。好望角出版的文学作品对佛教的记载对错参半。

二 印度教型的“佛教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非佛教徒的人数出现快速增长的情形，这是卡瓦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印度教徒改信佛教的结果。1911年，南非首次全国人口统计显示，佛教徒有394人；到1921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2487人。印度教徒改信佛教的根本原因不是宗教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低种姓，从而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生活质量。学者路易斯·H.范隆（Louis H.Van Loon）经过调查发现，改信佛教的原印度教徒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修行的目标是“涅槃”，其他人都认为改信佛教的目的在于提高生活水平。接受范隆调查的所谓“佛教徒”中，没有人相信佛教“三法印”之一的“诸法无我”。30年代后，南非印度教团体中种姓的重要性下降，佛教徒的人数相应地持续下降，到70年代，只有40户家庭声称自己信仰佛教。[126]

虽然由于功利性的目的，印度教徒改信佛教使南非佛教徒的人数一度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但是由于这些人并没有坚定的佛教信仰，因此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及时间的推移，佛教徒数量的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 西方化的修行方法及佛教隐修中心

20世纪70年代，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等佛教系统和派别已经传播到南非，以白人佛教徒为核心的一些小型佛教组织出现了。这时，南非佛教的主流是宗派特征不明显的佛教。修行者们按照戈德斯坦和科恩菲尔德所传授的止观法门修行，这种修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上座部佛教系统，不过删掉了大部分佛教仪式。

在这些佛教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佛教隐修中心（Buddhist Retreat Centre），它在1979年开始活动，1980年正式成立，位于伊克索波（Ixopo）附近。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它成为南非佛教的一个重镇。佛教隐修中心有上座部佛教的背景，但它从建立之初就遵循了开放、包容的精神。隐修中心的禅定修行与艺术表现、自然觉悟及人际沟通工作联系在一起。其他有上座部佛教背景的组织本质上也支持西方化的止观修行。[127]

20世纪70年代，南非主要佛教组织的特点体现在具有上座部佛教背景、宗派特征不明显、重视止观修行三个方面。

1990年，佛教隐修中心来了两名上座部法师——基提沙罗（Kittisaro）和萨尼莎拉（Thanissara）。她们每年会在该中心常驻至少半年。

四 亲近亚洲佛教传统的组织

20世纪80年代末，南非佛教又出现了新的状况。受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影响，南非佛教界开始注重与亚洲的联系。寺院与亚洲佛教组织及道场逐渐建立、加强了联系。

1982年，达摩中心（Dharma Centre）在西索莫塞特（Somerset West）建立，它的创始人之一——西拉·道尼（Heila Downey）是卡普勒的学生。不过，达摩中心却并未成为纽约罗彻斯特禅中心的分支机构。1987年前后，达摩中心开始引入禅宗的一些仪式，不过其规模被限制在最低的程度。但是到1989年，达摩中心成为崇山行愿禅师的韩国国际性禅宗组织——观音派的下属组织。在一两年中，达摩中心的修行活动有了大的变化，信徒们磕头和念经的数量增加，时间延长，初步的寺规也制定出来。后来，达摩中心搬迁到了罗伯特森（Robertson）。[128]

在藏传佛教中，噶举派在南非的历史最悠久。1969年，藏族友谊小组（Tibetan Friendship Group）成立。在随后的十年中，噶举派组织在南非的主要城市出现，它们最初与上座部佛教和禅宗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法师与信徒在上述组织中自由来往。1982年，藏族友谊小组建立了一个禅定中心，位于涅乌贝瑟斯达（Nieu Bethesda）。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藏传佛教尤其是噶举派的教法逐渐成为藏族友谊小组的首要修行内容。

1988年，南非藏传密宗的创始人之一——若布·内尔恩（Rob Nairn）前往苏格兰闭关四年，该禅定中心逐渐萧条。1992年，内尔恩回来时，该禅定中心已经被出售。噶举派的发展主要在阿贡仁波切的指导下进行。南非噶举派组织与苏格兰的桑耶林联系密切，那里的僧人定期前来进行指导。[129]

1997年，一座传统的缅甸修行中心在皮特马里兹伯格（Pietermaritzburg）建成，法师们主要为当地的缅甸移民服务。不过，住持达摩拉基塔（Dhammarakkhita）努力将卡瓦祖鲁—纳塔尔省的佛教团体联合起来，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30]

五 佛光山在南非

20世纪90年代，在南非弘扬佛法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当属佛光山。到90年代末，佛光山在南非的组织有国际佛光会纽卡斯尔协会（BLIA，New Castle）、布隆方登协会（BLIA，Bloemfontein）、开普敦协会（BLIA，Cape Town）、德班协会（BLIA，Durban）、比勒陀利亚协会（BLIA，Pretoria）、约翰内斯堡协会（BLIA，Johannesburg）和约翰内斯堡（非汉语系）协会（BLIA，Johannesburg[NCS]）。

佛光山在南非建立的道场有佛光山南华寺、约翰内斯堡讲堂、德班禅净中心、纽卡斯尔禅净中心、布隆方登禅净中心和开普敦讲堂。

1991年1月，星云法师派遣当时任台湾高雄普贤寺住持的依来法师来到南非了解情况，为佛光山在南非弘法做准备。1992年1月，依来法师再次来到南非，与当地华侨座谈，并举办佛学讲座。

1992年6月，依来法师等人又来到南非，当地华侨决定就近寻找房屋，邀请佛光山的法师前来住持。此时，布隆霍斯特市议长汉尼·辛尼拉尔（Hennie Seneral）等人代表市政府来到佛光山，赠给佛光山6公顷（后来增加到12公顷）土地用来建寺弘法。星云法师将这座即将建成的寺院取名为“南华寺”。南华寺距离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50公里。

1992年3月，慧礼法师来到布隆霍斯特筹建建寺，为此，他克服重重困难，精进不懈。在工程进行中，慧礼法师还举办禅坐修持、佛学讲座、义工训练、青少年营等活动。慧礼法师还前往刚果等中非国家弘法。不久，依来法师也带领满穆法师等人来到南非。

1992年11月，慧礼法师与依来法师组团到南部非洲各国巡回弘法，为期10天，路程达6000公里，共走过七个城市及莱索托王国，主持数十场念佛共修会、座谈会、家庭普照、工厂普照等弘法活动，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

1993年春节，佛光山在非洲的第一座道场——纽卡斯尔禅净中心正式成立，由依来法师担任住持。不久，布隆方登禅净中心及布隆方登佛光会筹备会相继成立。

1993年7月，一对居士夫妇捐屋给佛光山，约翰内斯堡讲堂成立。9月，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慈容法师来到南非，为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布隆方登、纽卡斯尔、德班五个佛光协会主持成立大会。此后，它们在南非各地展开多种慈善及社教活动，备受瞩目，广为称道。

1993年10月，南华寺举行开工典礼。

1994年，开普敦禅净中心成立。

1994年8月，德班的一名居士捐出自己的房屋，德班禅净中心成立。

1996年4月，南华寺第一期工程普贤殿及信徒会馆完成。到1999年，建好的建筑还有临时佛堂、文殊院、甘露园等。

佛光山在非洲的教育事业主要涉及僧伽教育。佛光山丛林学院之下有专修学部，专修学部之下有一个非洲佛学院。上述文殊院就是非洲佛学院，包括教学区和宿舍区，目前有非洲本土的学僧80人就学。它对佛教在非洲的传播和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131]

佛光山以南非佛教组织和道场为基地，逐步将佛教传播到非洲其他国家。到20世纪末，佛光山已经在南非之外的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组织。

莱索托和斯威士兰是南非境内的两个小国，佛光山成立了国际佛光会莱索托协会（BLIA，Lesotho）和国际佛光会斯威士兰协会（BLIA，Swaziland），在莱索托还建立了道场——莱索托妙觉佛堂。

佛光山在刚果的组织是国际佛光会刚果（非汉语系）协会（BLIA，Congo[NCS]）。该组织的发起人是五名刚果人，分别是戈凡巴（Govamba）、热内（Rene）、比库阿（Bikoua）、奥科格纳（Okogna）和基曼古（Kimangou）。1993年10月国际佛光会在台北举行第二届世界会员大会时，他们作为刚果代表出席。会后，他们留在佛光山正式受持三皈五戒，研习大乘佛教。回国后，他们组建了国际佛光会刚果协会。

佛光山在坦桑尼亚建立了组织——国际佛光会坦桑尼亚（非汉语系）协会（BLIA，Tanzania[NCS]）。[132]

佛光山还在马里建立了阿弥陀佛关怀中心——佛教孤儿院（Amitofo Care Centre-Buddhist orphanage），它隶属南非的南华寺。

进入21世纪，佛教传播到了其他更多的非洲国家，包括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肯尼亚、乌干达、喀麦隆、加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摩洛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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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9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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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凡例

（1）本年表始于释迦牟尼诞生，终于20世纪末（1999年），内容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与佛教宗派、思潮、人物、典籍、制度、礼俗等相关的重要事件。

（2）本年表所选取的内容主要依据《世界佛教通史》第1—13卷。为了既体现本部书的学术特点，又能使本年表内容相对独立完整，便于读者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又利用其他资料进行了必要补充。比如，从汉代到五代的中国汉传佛教部分，就参考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大事年表》，任继愈的《汉—唐佛教简明年表》，陈垣的《释氏疑年录》等进行互校增补。汉传佛教1949年以后大陆部分根据纪华传提供的资料并参考其他相关著作补充，台湾部分根据台湾各主要佛教机构网站资料。

（3）本年表涉及的重要人物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最重要的人物，有生卒年则均标出；第二类是比较重要的人物，只在卒年条目下标出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包括年龄（大部分用虚岁汉数字表述，用周岁的地方以阿拉伯数字表述）、重要活动、著作、贡献、影响等。如果遇到同一事件、人物等的时间有不同说法的情况，或一并标出，或按本书撰写者的观点选择标出。

（4）每一年代条目下的内容凡有明确时间顺序者，按时间顺序排列，若没有，则按古代印度、中国（以汉传、藏传和南传为序）、日本、韩国、东南亚、亚洲之外（以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为序）次序。

（5）没有具体年代的事件，如某世纪的，放在该世纪纪年最后。

（6）本年表涉及的月份，古代部分一律用农历。19世纪60年代以后用公历。

（7）有些译名为了防止歧义标注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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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约公元前520年

乔达摩·悉达多诞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属尼泊尔）释迦族，为净饭王之子。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成道后被称为佛陀或佛。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立者。

约公元前491年

乔达摩·悉达多因看到生、老、病、死等现象，为寻求人生解脱而出家，时年29岁。

约公元前485年

乔达摩·悉达多六年苦行未获解脱，放弃苦行，到古印度菩提伽耶（今属印度比哈尔邦）一棵毕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坐禅49天，终于悟道，此即为成佛，时年35岁。

约公元前485年

释迦牟尼在鹿野苑（今属印度贝那勒斯城）向[image: ]陈如等五人讲说自己所悟的四谛、十二因缘等理论，佛教史称“初转法轮”。[image: ]陈如等五人信奉佛教成为释迦牟尼弟子，至此佛、法、僧三宝具足，标志着佛教正式成立。

约公元前440年

释迦牟尼弘法传教45年后，在拘尸那揭城（今属印度联合邦迦夏城）附近的娑罗树林涅槃，时年80岁。信徒分其舍利，建塔供养。

佛涅槃不久，大弟子迦叶在阿阇世王支持下，在王舍城（今属印度比哈尔邦底赖雅）灵鹫山七叶窟内召集500比丘举行“第一次结集”，以整理释迦牟尼佛的教义。

此后，富兰那长老（跋波）等率领近千名比丘在七叶窟外举行结集，世称“大众部结集”，亦称“窟外结集”“大众部小乘结集”等。

约公元前4世纪

耶舍长老在古印度毗舍离城（今属印度比哈尔邦穆查发普尔）召集700僧众举行“第二次结集”，亦称“毗舍离结集”“七百结集”。僧众因对有些戒条（“十事”）认识不同发生争论，导致僧团分裂，形成东方大众部与西方上座部。这是佛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分派。

约公元前270年

孔雀王朝阿育王即位，王朝进入鼎盛时期。4年后，阿育王信奉佛教，派遣僧侣四处弘法，佛教逐渐传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地。

约公元前250年

阿育王到蓝毗尼园、鹿野苑等佛教圣地朝觐，并建柱塔以纪念。最著名的有桑奇大塔等。佛教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地兴起开凿石窟之风。

阿育王时期，因比丘大天宣扬五事，导致僧团内部发生争论。阿育王直接干预，礼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主持者，于华氏城（今属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召集1000比丘举行“第三次结集”。目犍连子帝须自撰《论事》，对当时各种异议邪说予以批驳。

此时期，大众部分裂成九部：①大众部；②一说部；③说出世部；④鸡胤部；⑤多闻部；⑥说假部；⑦制多山部；⑧西山住部；⑨东山住部。

约公元前240年

师子国阿努拉达普拉王朝创始人盘陀迦阿巴耶之孙提婆南毗耶帝沙建造都波罗摩塔。塔中供养佛陀的锁骨舍利。

公元前232年

阿育王之子玛亨德长老和兰卡（今斯里兰卡）比丘一起在塔寺举行了一次巴利三藏结集（“大史”称之为第四次结集），历时十个月完成，由国王天爱帝须护法。这时阿利咤等兰卡僧人早已开始独立说法传戒，兰卡城乡各地佛教也已经普及。

公元前2世纪

西北印度弥兰陀国王与佛教关系密切，在巴利语的《弥兰陀王问经》以及该经的汉文异译本《那先比丘经》中，叙述了弥兰陀王敬服并皈依佛教的事迹。这标志着佛教教理传入在亚洲的希腊人之中。

佛教从古印度西北的迦湿弥罗等地越过葱岭向西域各地传播。

巴伽石窟开凿。

卡尔利石窟开凿。

阿玛拉瓦蒂大塔建造。

阿旃陀石窟开凿。

约公元前187年

古印度中部巽迦王朝补砂密多罗国王即位，他以婆罗门为国师，推行排佛政策，摧毁境内佛塔，尽杀僧尼，史称“中印度法难”。

菩提伽耶大塔、巴尔胡特（Bharhut）大塔建造。佛陀伽耶围栏雕刻完成。

公元前138年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此后张骞又于元狩四年（前119）再度出使，疏通了汉朝远达西亚以外的西域交通。从此以后，汉王朝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起来，佛教最初就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今天的新疆某些地区，然后经过河西走廊传到内地的。

公元前124—前70年

早期安达罗王朝（萨塔瓦哈纳王朝）桑奇大塔塔门雕刻完成。

约公元前2世纪

《大事》的核心部分形成。

约公元前2世纪末叶

佛教从古印度西北部传到龟兹。

迦湿弥罗等地的佛教直接传播到中国新疆某些地区，此后，来自古印度以及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等佛教流行地区的信仰者分别到中国内地传教弘法。这应该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最早时间。稍后，于阗也出现了佛教。

约公元前1世纪

大乘佛教兴起，大乘经最早传出，自此到公元3世纪，大乘佛教早期的各类经典都已经出现，包括般若类、净土类、华严类、法华类等，其中以般若类经典在大乘佛教初期最为流行。

数百名斯里兰卡僧人在曼陀罗寺举行集会，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主张修重于学的林居派和主张学重于修的村居派。前者又称为“阿兰若派”，后者又称为“法师派”或“读经派”。

瓦腊干跋国王复位之后，斯里兰卡僧团分裂为大寺和无畏山寺两派。

约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初传汉代政治中心的一个重要事件。

公元58—75年（东汉永平年间）

汉明帝遣使求法。据说摄摩腾、竺法兰等被邀请至洛阳，汉明帝为其建立白马寺。佛教传播到东汉的政治中心洛阳。

楚王英信奉佛教。

公元1世纪上半叶

佛教正式传到越南。

公元1—2世纪

贵霜王朝迦腻色迦（Kanişka）王时代，在迦湿弥罗挑选通晓三藏乃至五明的阿罗汉比丘499人进行结集。此次主要结集论藏，属于说一切有部的结集，由马鸣菩萨笔受、润色，最后形成《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

《法华》类经典、《维摩诘经》出现。马鸣作《佛所行赞》等。

《六度集经》形成。

约公元100年

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弥曼差派立派，以《弥曼差经》的出现为标志。

公元147年

安息国安世高到达洛阳。开始传教和佛经翻译工作。他翻译的佛经现存有22部26卷，主要是小乘禅数之学，影响最大的有《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安世高第一次把小乘禅法成功地译介到汉地，并且影响广泛，在汉地有了禅法传授系统。

月氏国（又译“月支”）人支谶到达汉地，从事经典翻译。译出的经典有14部27卷。他是把大乘佛教典籍译介到汉地的第一人，翻译的经典种类很多，涉及般若、华严、宝积、方等等主要大乘经类，最重要的译作有《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兜沙经》等，基本反映了早期印度大乘佛教兴起时期的情况。

公元158—167年

汉桓帝并祭老子、浮屠，拉开了中国宗教崇拜格局巨变的序幕。

桓帝时，严佛调出家，这是已知最早的汉地僧人。严佛调曾与安玄翻译《法镜经》，还独立撰写《沙弥十慧章句》，成为中国第一位撰写佛教著作的学问僧。

公元179年

竺佛朔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

公元189年

东汉灵帝崩，天下混乱，牟子与母亲到交趾避乱，26岁回苍梧娶妻。牟子所写的《牟子理惑论》详细记载了汉明帝遣使求法的传说，反映了后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当时中国与交趾人士对佛教教义的理解。

公元195年

下邳相笮融建“浮屠祠”，课人诵经，浴佛设斋。这是地方官吏建造寺院的第一例。

约公元2—3世纪

经量部成立。

龙树、提婆创立中观派。龙树的主要著作有《中论颂》（Mūla-madhyamaka-kārikā）、《十二门论》（Dvāda[image: ]a-mukha-[image: ]āstra）、《六十颂如理论》、《回诤论》、《大乘破有论》、《大智度论》（Mahāprajñā-pāramitā-[image: ]āstra）、《十住毗婆沙论》（Da[image: ]a-bhūmikā-vibhā[image: ]ā-[image: ]āstra）、《七十空性论》（[image: ]ūnyatā-saptati）、《大乘二十颂论》、《因缘心论颂》、《因缘心论释》、《菩提资粮论颂》（Bodhi-sambhāra-kārikā）、《宝行王正论》、《龙树菩萨劝诫王颂》、《一输芦迦论》。提婆的主要著作为《四百论》（Catu[image: ]ataka）、《百论》（[image: ]ata-[image: ]āstra）、《百字论》（Ak[image: ]ara-[image: ]ataka）。

公元2—4世纪

《华严经》大本成立。

公元3世纪初

陀罗尼经典《无量门微密持经》出现。

公元224年

月支国优婆塞支谦到洛阳，受业于支谶弟子支亮；后至吴，从事经典翻译。其翻译的经典大小乘都有，大概有36部48卷，以大乘经典为主。其中《佛说菩萨本业经》直到东晋时期都比较流行。《佛说维摩诘经》在东晋以后盛行于佛教界和知识精英中，影响广泛。

天竺人维祇难与同伴竺律炎到达武昌，带来《昙钵经》（《法句经》）的梵本，应当地人之请，译出《法句经》2卷。由于他们都不精通汉语，所以译本“颇有不尽”。到西晋惠帝（290—306年在位）末年，沙门法立重新译为五卷本，由沙门法巨著笔，译本“其辞小华”。

公元227—239年

魏明帝在位期间，曾欲毁坏皇宫西面的佛寺，外国僧人通过施展灵异手段，规劝魏明帝把道西佛寺迁到道东，并且建造得规模更大。

公元247年

康僧会北上建业，开始弘法和译经事业。他相继争取到了吴主孙权、孙皓的支持，建建初寺，同时既翻译经典，又注解经典，主要继承安世高一系的禅法思想，以小乘佛教为主。其译著只有2部14卷，现存《六度集经》9卷。康僧会曾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又传《泥洹呗声》。

公元249—254年

三国魏嘉平年间，中天竺人昙柯迦罗到达洛阳，翻译《僧祇戒心》1卷，又邀请外籍僧人担任戒师举行传戒仪式，使出家在制度上相对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内地按照戒律授戒的开端，以后佛教界把昙柯迦罗奉为中国律宗的始祖。

康居沙门康僧铠到达洛阳，译出关于在家居士修行的《郁伽长者经》1卷。此经也称为《在家出家菩萨戒经》，是东汉安玄所译《法镜经》的异译。康僧铠还译出《无量寿经》2卷。

公元254—256年

三国魏正元年间，安息国沙门昙帝到达洛阳，译出《昙无德（法藏部）羯磨》1卷，属于《四分律》的节译本。

大月支国人支彊梁接、越南僧人道清等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

公元256—260年

三国魏甘露年间，龟兹沙门帛延到洛阳，译出《首楞严经》2卷、《须赖经》1卷、《除灾息经》1卷、《无量清净平等觉经》2卷等。

公元260年

朱士行西行求法。此后在于阗得到大品《般若》的梵文本，托弟子带回内地，自己于当地逝世。朱士行所抄的经典西晋时由竺叔兰译为《放光般若经》20卷。朱士行虽然没有越过葱岭，但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第一人。

公元281年

西域人彊梁娄至在广州译出《十二游经》1卷，今不存。

公元281—306年

安息国人安法钦在洛阳译出《道神足无极变化经》4卷和《阿育王传》7卷。

法力、法炬合译《法句本末经》4卷、《福田经》1卷、《大楼炭经》6卷、《大方等如来藏经》1卷。法力去世后，法炬还译出《优填王经》《恒水经》等40部50卷。这些经大多为阿含类经典的单品异译本。

公元286年

月支沙门竺法护至长安，译《正法华经》。

公元291年

五月，竺叔兰、无罗叉共同译出《放光般若经》30卷。中山王司马缉率领众僧离城四十里迎接新到来的经典，这是大乘佛教教义进一步深入人心的表现。

竺叔兰翻译《首楞严经》2卷。

公元296年

竺叔兰译出《异毗摩诘经》3卷。

公元299—304年

河间王司马颙镇守长安期间，敬重供养名僧帛远。帛远曾注解《首楞严经》，并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尚存6部6卷，即《菩萨逝经》1卷、《菩萨修行经》1卷、《佛般泥洹经》1卷、《大爱道般泥洹经》1卷、《贤者五福经》1卷。

公元3世纪末

手印思想被引入陀罗尼思想中，咒与手印的配合，成为早期密教的修行方式，也成为后来大乘密教的基本修行方式。

约公元3—4世纪

诃梨跋摩以有部为基础，博采小乘、大乘经教以及部派佛教诸部之学，著《成实论》。

此时，大乘佛教传出的经典以佛性如来藏类为首，包括《大般涅槃经》《如来藏经》《金光明经》《胜鬘经》等。这是中期大乘经典。

密教典籍《持明咒藏》（Vidyā-dhāra-pi[image: ]aka[image: ]）出现，奠定了持明门的形成基础。

公元3世纪末—4世纪中叶

新疆克孜尔石窟开始开凿。

公元301年

支法度译出《逝童子经》1卷、《善生经》1卷等4部5卷经典。

若罗严译出《时非时经》1卷。

公元304年

竺法护卒，年七十八。竺法护译经前后约47年，译籍150多部，包括大小乘经典，既有属于阿含部类中的小本单行经，也有大乘经典中的般若（如《光赞般若经》）、华严（如《菩萨十住行道品》《佛说如来兴显经》《度世品经》《渐备一切智德经》等）、宝积（《普门经》）、大集（《宝女经》）、涅槃（《方等泥洹经》）、法华、大乘戒律类、本生经类、西方撰述类等多部类中的单行经和根本经，展示了当时西域流行的佛经的基本面貌。其助手有聂承远和聂道真等。在竺法护逝世后，聂承远译出《越难经》1卷，聂道真译出24部36卷经典，其中有《文殊师利般涅槃经》1卷、《异出菩萨本起经》1卷、《菩萨受斋经》1卷等。

公元312年

道安出生。俗姓卫，常山（今河北正定）扶柳人，12岁出家。

公元320年

陀罗·笈多一世（Gandra Gupta I）称帝，建立笈多王朝，定都华氏城（也有称是吠舍离），并发行了纪念金币，刻有他自己及其王后和盟族离车的名字。著名的那烂陀寺在这一时期建立。

公元334年

慧远出生。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

公元335—343年

尸梨蜜卒，年八十余。他是受到东晋名士推崇的外国名僧，代表了东晋名僧的一个特殊类型。他是西域人，传说是国王之子，让国于弟之后出家。他于西晋永嘉年间（307—313）来到内地，住在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与他来往，且对他赏识的有太尉庾亮、光禄周[image: ]、太常谢琨、廷尉桓彝等，都是一代名士。这一时期的西域来华高僧还有康僧渊等，都受到东晋名士的重视。

约公元337年

法显出生，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一说山西襄垣）人。

公元340年

东晋中书监庾冰辅政，提出沙门应该向王者行礼致敬，尚书令何充等人不同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多次辩论。

公元344年

鸠摩罗什出生。祖籍天竺，家世国相。

公元348年

佛图澄卒，年一百一十七岁。在石赵弘扬佛法，推行道化，建佛寺893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僧团，使佛教在北方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培养了许多弟子，成为以后弘扬佛教的中坚力量，著名者有释道安、竺法雅、竺法汰、竺僧朗等，推动了佛教向南北各地的传播和流行。

公元351年

竺僧朗在泰山西北方的金舆谷昆仑山中建立了寺院，开始弘法。此后他以泰山为传教基地，通过兴福业与南北五位统治者建立联系，获得道义支持、政治庇护和经济资助，为北方佛教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此后，佛图澄另一弟子竺法雅在高邑（在今河北）建立寺院，僧众百余人，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僧团。竺法雅倡导“格义”解释佛教。

约公元354年

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建塔造寺，开始传教。当时跟随其出家，或受他教化的人“中分河北”。慧远与弟慧持出家师之。

山东长清灵岩寺兴建。

公元357年

二月八日，沙门僧建在洛阳译出从月支国得到的《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并请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净检等4人同坛受具足戒，成为中国最早的正式比丘尼。此前净检等24人曾从来自罽宾国的西域沙门智山受十戒，并且建立了竹林寺。

道安返回邺城，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此时，道安已经成为继其师佛图澄之后又一位北方最有影响的僧团领袖。

公元362—409年

斯里兰卡国王室利·弥伽婆拉（又译：吉祥云色）从印度羯陵伽国（哥达瓦里河以北，孟加拉湾沿岸）迎来了佛牙和部分舍利，并由国王亲自安置在宫中，无畏山寺的长老主持了盛大的奉祀典礼。此后每年一度，都要将佛牙从王宫迎往无畏山寺供养。

公元364年

东晋哀帝诏竺潜在宫中讲《般若》。潜辞还剡山，诏支遁相继讲法。

公元365年

道安率僧徒到达襄阳，开始弘法，并从事佛教经典的整理和经录的编撰工作，还制定了僧尼规范，受到南北各地帝王、官僚、富豪的支持。

公元366年

支遁卒，年五十三。支遁与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等达官显宦多有交往。在教义方面注重老庄和佛教的结合，在解释般若方面，提出“即色义”。支遁的重要著作有《即色游玄论》，以及《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大小品对比要钞》《逍遥论》、释迦牟尼、阿弥陀佛等佛菩萨《像赞》等，但绝大部分已经遗失。与支遁大致同时的于法开擅长《放光般若经》和《正法华经》，倡导般若学“识含义”，曾与支遁进行激烈辩论。

前秦僧人乐僔，到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便在这里“造窟一龛”。不久，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敦煌莫高窟开始开凿。

公元371年

孙绰卒，年五十七。孙绰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他信奉佛教，与名僧竺道潜、支遁都有交往。著有《名德沙门论目》《道贤论》，及捍卫佛教的论战性质的《喻道论》，具有很大影响。

公元372年

前秦苻坚派遣僧人到高句丽赠佛像、经文，此为佛教传入高句丽之始。

公元373年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他曾致书问候竺僧朗，并遣使送五色珠像一躯、明光锦五十匹、象牙（竹覃）五领、金钵五枚。

前秦苻丕攻打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离去，乃分张徒众。慧远带领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后经西林寺慧永请求刺史桓伊帮助，建东林寺。

公元374年

竺道潜卒，年八十九。竺道潜是晋丞相武昌郡公王敦之弟，是东晋佛教界的领袖。他把佛学与老庄结合起来弘扬。其著名弟子有竺法友、竺法蕴、康法识、竺法济等。

公元374年

僧阿道到高句丽传教，高句丽分别为其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

公元375年

释道安于郭西精舍铸造丈八金铜无量寿佛，表明了他的弥陀信仰。

公元377年

郗超卒，年四十二。郗超信奉佛教，与名僧交往甚多。晚年闭门专心研究佛教，撰写了不少佛教著作，现仅存《奉法要》，《奉法要》是一本在家信徒学习、信仰、奉行佛法的概要性质的书。

公元379年

苻丕攻陷襄阳，把道安送到长安，苻坚大加赏赐。道安被安置在五重寺，周围僧众数千人。在苻坚的支持下，道安在长安的弘教传法事业达到顶峰。

公元380年

笈多王朝超日王（Vikrama-aditya）即位，他通过一系列战争，几乎统一了印度全境，疆域大致与孔雀王朝相当。超日王继续执行宗教宽容政策，保护各种宗教，除印度教繁荣外，大乘佛教等也蓬勃发展，大臣与将领多信奉印度教（湿婆教）或者大乘佛教。

竺法义卒，年七十四，为竺道潜弟子。法义游刃众典，尤善《法华》，重视观音信仰。

公元383年

僧伽提婆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即《发智论》30卷。

公元384年

吕光奉苻坚之命战败龟兹及诸国救兵，俘获鸠摩罗什。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王女。后凉诸王并不信奉佛教，也没有采取比较有力度的扶植佛教措施，所以，鸠摩罗什在凉州16年，主要是参与军政事务，在弘扬佛教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僧肇出生，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

印度僧人摩罗难陀由东晋来到百济，翌年在国都汉山创立佛寺，度僧十人，为百济佛教之始。从此以后，佛法渐兴。

公元385年

道安卒，年七十二。在佛图澄众多弟子中，道安最为知名，最具影响。从治理僧团到整理经典，从完善僧团制度到研究佛学义理，从组织译经到培养人才，从弘教下层民众到获取朝廷支持，道安几乎在佛教思想和实践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都有积极探索，都获得显著效果。

昙无谶出生，中印度人。

公元387年

竺法汰卒，年六十八。汰少与道安同学，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止瓦官寺。法汰善于讲说论辩，在般若学方面主张“本无义”，曾派弟子昙一破沙门道恒“心无义”。

大约同一时期活跃在东晋的名僧还有尸梨蜜、康僧渊、康法畅等，他们都是西域人，都以言辞机变受到王导、周[image: ]等名士高官的推崇。

公元391年

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至浔阳，慧远请其重译《阿毗昙心》及《三法度论》，慧远亲自撰写序言，弘扬这两部著作。

高句丽第十八代故国壤王下令崇信佛教以祈福，由此佛教与民间习俗相并行。

公元392年

支法领西行求法，在于阗得《华严经》梵本三万六千偈及《四分律》梵本。

公元396年

东晋僧人昙始到辽东弘法。

戴逵卒。戴逵擅长雕刻及铸造佛像，推动了佛像中国化进程。他曾造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及菩萨像。戴逵还创造了夹纻漆像的做法，把漆工艺的技术运用到雕塑方面，是今天仍流行的脱胎漆器创始者。戴逵在瓦官寺做的五躯佛像、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师子国送来的玉像，被后代合称为“瓦官寺三绝”。

公元397年

提婆到达建康（今南京），讲《阿毗昙》，跟随提婆学习毗昙的人非常多。毗昙讲习之风逐渐传播开来。

公元398年

北魏道武帝下诏“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还“始作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绩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南燕王慕容德建国。他曾授竺僧朗“东齐王”号，封给奉高（今山东泰安东）、山[image: ]（今山东长清东南）二县租税，用以报答竺僧朗让“神祇盖护”自己的“大恩”。竺僧朗辞受王号，受二县租税。

公元399年

慧远之弟慧持辞远入蜀。后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刺史毛璩雅相崇挹。

法显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求法之路。

公元4世纪初

《大孔雀明王经》开始在印度流传。

斯里兰卡哥塔巴耶王即位（309年）后，乌西利那帝沙长老率领300僧人离开无畏山寺，到南山寺另辟据点。其中的萨伽利长老后来住持了大军王（334—362年在位）赐予的祇陀林寺，倡导大乘中观派主张，被称作祇陀林寺派。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分裂，由此形成了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祇陀林寺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公元4世纪

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正理派形成，其标志是《正理经》（Nyāya-sūtra）的出现。传说《正理经》的作者为足目。足目乃Ak[image: ]apāda的意译，其生卒年月约在公元50—150年。足目应该仅撰作了《正理经》的雏形，到公元4世纪才集成现在看到的《正理经》的成熟形态。随着对《正理经》的注解与发挥的不断出现，形成了正理派。

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最终定型。

外籍僧人第一次到达吐蕃，吐蕃获得少量的佛教经典和宗教用品。

公元4世纪下半叶

佛教正式成为高昌国教，以大乘教法为主。

约公元4—5世纪

严守说一切有部传统立场的最后一位大师众贤作《阿毗达摩顺正理论》，维护正统立场。

大乘瑜伽行教即唯识教传出，包括《解深密经》《阿毗达摩大乘经》《楞伽经》《密严经》《佛地经》等。这是晚期大乘经典。

瑜伽行派形成。代表人物主要是无著、世亲。无著著作主要有：《显扬圣教颂》（Prakara[image: ]a-ārya-vācā-kārikā）、《摄大乘论》（Mahāyāna-sa[image: ]graha-[image: ]āstra）、《大乘阿毗达摩集论》（Mahāyāna-abhidharma-samuccaya-[image: ]āstra）、《金刚般若经论》、《顺中论》、《六门教授习定颂》、《解深密经释论》。世亲一开始是小乘著名论师，著《阿毗达摩俱舍论》（Abhidharma-ko[image: ]a-[image: ]āstra），认为大乘“非佛说”，皈依大乘后，著作主要有：《唯识三十颂》（Tri[image: ]ikā-vijñapti-kārikā）、《唯识二十论》（Vi[image: ] [image: ]atikā -vijñaptimātratā-siddhi）、《大乘五蕴论》（Pañca-skandha-prakara[image: ]a）、《大乘百法明门论》（Mahāyāna-[image: ]ata-dharma-prakā[image: ]a-mukha-[image: ]āstra）、《大乘成业论》（Karma-siddhi-prakara[image: ]a）、《佛性论》《摄大乘论释》（Mahāyāna-sa[image: ]graha-bhā[image: ]ya）、《辩中边论》（Madhyānta-vibhāga-[image: ]āstra）、《十地经论》（Da[image: ]a-bhūmi-vyākhyāna）、《究竟一乘宝性论》（Mahāyāna-uttara-tantra-[image: ]āstra）、《妙法莲华经优波提舍》《无量寿经优波提舍》。

陈那（Dignāga，Dinnāga）改造并发展了正理派的因明学说，使其达到一个高峰，被赞誉为“新因明”。陈那著作有：《集量论》（Pramā[image: ]a-samuccaya-[image: ]āstra）、《因明正理门论本》（Nyāya-dvāra-tarka-[image: ]āstra）、《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圆集要义论》、《观所缘缘论》（Ālambana-parīk[image: ]tti）、《取因假设论》、《观总相论颂》、《掌中论》（Hasta-vāla-prakara[image: ]a）。

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数论派经过自在黑（约公元300—400年）等人的发展，进入古典数论时期，真正建立起来。数论派早期著述大多已经散佚，现存最古的完整经典是自在黑所撰《数论颂》（Sā[image: ]khya-kārikā），真谛大师所译《金七十论》系留存至今最早的《数论颂》注释书。

在梵语诗歌与戏剧领域，出现了古典时期最有成就的大师——迦梨陀娑（Kālidāsa），他被誉为“印度的莎士比亚”，其作品公认的有7部，即抒情短诗集《时令之环》，抒情长诗《云使》，叙事诗《鸠摩罗出世》《罗怙世系》，剧本《摩罗维迦和火友王》《优哩婆湿》《沙恭达罗》。

在戏剧领域，出现了一部划时代的戏剧理论著作《舞论》，这也是第一部印度文艺理论著作，一般认为，其原始文本产生于公元初，而在公元四五世纪定型，但没有定论。

公元4—6世纪

印度瑜伽派的根本经典《瑜伽经》（Yoga-sūtra）定型。据称编纂者是钵颠阇梨（Patañjali）。

公元401年

五月，后秦主姚兴灭凉，迎请鸠摩罗什入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提供逍遥园、长安大寺作为其主要译经场所，全力支持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鸠摩罗什由此开启了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公元402年

三月，桓玄自称太尉、专断朝政，鉴于佛教界腐败堕落等现象严重，下令沙汰僧尼，整顿僧团，慧远写《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表示同意。

四月，桓玄提出沙门应该礼敬王者问题，下达《与八座书》，与朝中重臣商量，并且致书慧远，征询意见。慧远写《答桓太尉书》，阐述自己的意见。

慧远与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等123人，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结社念佛，共期往生西方。

沙门张翘起义，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众占据常山、行唐。

公元403年

慧远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

十二月三日，桓玄改元称帝，为了争取佛教信徒支持，特诏允许沙门不礼敬王者。

鸠摩罗什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亦称《新大品经》《大品般若经》）40卷（或30卷、24卷），至第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校正完毕。

公元404年

鸠摩罗什译出《百论》。

智猛与沙门十五人从长安出发，开始西行求法。他们先后经过鄯善、龟兹、于阗、波伦（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巴勒提特）、罽宾、奇沙、迦维罗卫等国，获得梵本《大泥洹》《僧祇律》等经典。

这一时期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人还有于法兰、于道邃等。

北印度罽宾国人弗若多罗在长安中寺诵出《十诵律》梵本，由鸠摩罗什开始译出，后由昙摩流支与鸠摩罗什共同译完，又经卑摩罗叉对校梵本而成现行的《十诵律》。

公元405年

此前，姚兴下书，命鸠摩罗什的弟子僧[image: ]担任僧正，成为管理僧尼的最高僧官，秩同侍中，给传昭羊车各二人；僧迁担任悦众，法钦、慧斌共同掌管僧录。到弘始七年（405）又敕给亲信伏身、白从各三十人。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首次设立僧官管理机构。

鸠摩罗什译出《大智度论》（亦称《大智度经论》《摩诃般若释论》）100卷。

顾恺之卒，年六十二。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他的著名佛教题材绘画作品很多，最著名的是瓦官寺的维摩诘像。他画的维摩诘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把当时名士名僧追求的性情恬淡、形销神远的精神风范和外在形象在菩萨像上表现了出来。

公元406年

鸠摩罗什译出《成实论》。此后，鸠摩罗什弟子僧嵩、再传弟子僧渊等不遗余力地弘扬《成实论》，形成彭城系。

公元408年

鸠摩罗什译出《小品般若波罗蜜经》10卷。

公元409年

罗什在大寺译出《中论》（亦称《中观论》）4卷、《十二门论》1卷。

公元410年

佛大先卒。又作佛驮先、佛陀斯那，5世纪北印度罽宾国人，为一切有部之师，也是禅法的传持者，是当时最有名的禅师。佛大先的禅法，既有从天竺达摩多罗传来的顿禅，也有罽宾所传习的渐禅。

法显抵达师子国。时国王笃信佛法，净修梵行，佛教大为兴旺；城内四衡道头都有“说法堂”，每月三次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共有僧众五六万人，由国王于城内供养者五六千人。无畏山寺有僧5000人；寺东40里，有支提精舍，可有2000僧；城南有摩诃毗可罗精舍（大寺），有3000僧侣。王为众僧每造新寺，乃选最好牛一双，令其自耕四边，然后割给民户和田宅，书以铁券。众寺建有僧库，多储珍宝、无价摩尼，王者为之生贪。

公元411年

佛陀跋陀罗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离开长安，南下庐山，投奔慧远。

公元412年

西行求法的法显从师子国返回，在山东牢山登陆。

慧持卒，年七十六。为慧远之弟，庐山僧团的重要成员，以持戒严谨著称，后离开庐山，到蜀地传教弘法，住在龙渊寺。慧持不仅受到刺史毛璩的敬重，也为当地佛教界所拥戴。

河西王沮渠蒙逊迎昙无谶入姑臧，待之甚厚，昙无谶在此学习汉语三年，遂着手翻译《涅槃经》前分。后昙无谶在于阗寻得《涅槃经》余品，回到姑臧后陆续译出，凡36卷（今存者凡40卷）。

佛陀耶舍诵出《四分律》45卷（或作60卷），竺佛念口译，道含笔受。这是小乘上座部系统法藏部传承的戒律，因全书由四部分组成，故称《四分律》。该律书规定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从唐代开始，这是在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戒律典籍。

僧伽跋尼在庐山传律，译出《弥沙塞律抄》1卷。

公元413年

四月，鸠摩罗什卒，年七十。鸠摩罗什共翻译经典35部294卷，对中国佛教影响极大。后来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翻译成汉文的。如大小品《般若经》的重译和《大智度论》的新译，助长了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传播，《成实论》成为成实学派的主要经典，《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成为三论学派的主要经典，《法华经》成为天台宗的主要经典，《金刚般若经》对禅宗有较大影响，《弥勒成佛经》和《弥勒下生经》是弥勒信仰的经典，《坐禅三昧经》是自安世高以来第一部大乘禅法经典，而《十诵律》是第一部完备的汉译小乘戒律，受鸠摩罗什影响由佛陀耶舍译的另一部完备的小乘戒律《四分律》，在唐以后成为内地通行的戒律。参与鸠摩罗什译经的弟子达五百人或八百人，从他受学、听法的弟子多至二三千人。主要弟子有僧略、道融、昙影、僧叡、道恒、僧肇、道标、慧睿、慧严、慧观、昙无成、僧导等。他们后来分布于大江南北，对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法显到达建康，住道场寺，与早于他到达的天竺禅师佛陀跋陀罗共同译经，并得到宝云的支持，共翻译百余万言，主要有《摩诃僧祇律》40卷、《大般泥洹经》6卷、《杂藏经》1卷、《杂阿毗昙心》13卷、《僧祇比丘戒本》1卷、《方等泥洹经》2卷。此外，法显还带回梵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萨婆多律》等。

公元414年

释慧永卒，年八十三。慧永与慧远同学于道安，比慧远先到庐山，住西林寺。后邀请慧远同住，并请求刺史桓伊帮助慧远建东林寺。

昙无谶在北凉译出《大涅槃经》初分十卷。

僧肇卒，年三十一。鸠摩罗什弟子，擅长般若学，曾和道融等讲习鸠摩罗什所译三论，人称解空第一；曾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和长安的鸠摩罗什译场从事译经，评定经论。著有《肇论》《维摩经注》《长阿含经序》《百论序》《注维摩诘经序》《鸠摩罗什法师诔》等。

昙摩耶舍译出《舍利弗阿毗昙》。

公元415年

僧[image: ]卒，年七十三，为鸠摩罗什弟子。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管理僧团方面，曾被姚兴任命为国内僧主。

公元416年

昙无谶译《大云经》。

慧远卒，年八十三。慧远是东晋影响深远的高僧，他重视僧团建设，加强与北方和域外佛教界学术交流，鼓励经典翻译，把东林寺建设成为东晋的学术中心。慧远还首创以僧俗结社的形式，树立净土信仰，使庐山成为净土信仰的圣地，也促进了西方净土信仰在东晋社会的流行，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公元417年

法显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共有6卷。

公元418年

三月十日，佛陀跋陀罗在建康（今南京）道场寺开始翻译《华严经》。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十二月二十八日译完。佛陀跋陀罗所译《华严经》原为50卷，今本为60卷。它的出现，开辟了华严经学输入内地的新阶段。参加译事者有法业、慧观、慧义等百余人。所译经原本由支法领从于阗带回。

法显与佛陀跋陀罗译出大众部的律部《摩诃僧祇律》40卷。

东晋时期，寺院678座，译经者27人，译经263卷，僧尼24000人。

公元419—422年

法显卒，年约八十六。法显是第一位留学印度，并携带佛经返回的中国僧人。法显撰写了《佛国记》，详细记载了西域、印度诸国的情况，成为研究西域、印度历史的重要依据。法显带回《摩诃僧祇律》、方等、涅槃等大量经典，并积极参与翻译，对汉传佛教律典的完备和涅槃佛性学说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420年

佛陀跋陀罗译出《大方等如来藏经》。

南朝宋武帝在内殿设斋，令沙门道照陈词。帝善之，别赐[image: ]金三万。

范泰为僧慧义建立祇洹寺，且受慧义之请，将果竹园60亩施舍给寺院。

昙无竭带领弟子僧猛、昙朗等25人，从北方出发开始求法。此后他们辗转到达西域，经过罽宾等国，礼拜佛迹，又进入中天竺，同去的有20人死在途中，最终历尽千难万险，到达印度舍卫国。取得佛教经典后，从南印度坐船经过海路到达广州进入南朝宋境内。昙无竭从天竺回来后，带来了《观世音受记经》。

公元421年

昙无谶译出在于阗寻得的《大涅槃经》中、后分，共译成40卷13品，世称“北本涅槃”。

公元423年

七月，竺道生、释道严请罽宾律师佛驮什共于阗沙门智胜，译出法显在师子国所得梵本《弥沙塞部五分律》34卷，及《比丘戒本》《羯磨》各1卷。

公元424年

求那跋摩从阇婆横渡南海到达广东。

西行求法的智猛从天竺回国。智猛在凉州译出《般泥洹经》20卷，已不存。南朝宋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439）七月撰写《游行外国传》1卷，记录自己的西行经过。元嘉末年卒于成都。

西域沙门畺良耶在钟山道林寺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各1卷，沙门僧含笔受，推动了净土信仰在南朝宋的传播。

公元426年

伊叶波罗东游彭城，为北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译《杂阿毗昙心论》，到《择品》即中断，共译出10卷；元嘉八年（431），由求那跋摩续译，补足为13卷。

公元427年

智严与宝云合作译出《普曜经》6卷、《广博严净》4卷、《四天王》1卷等。智严与宝云等人曾西行求法，到达罽宾，从佛陀先比丘学习禅法，并邀请佛陀跋陀罗到中国传教弘法。后被刘裕邀请到建康弘法。晚年带领弟子经海路到天竺，从陆路返回途中，在罽宾去世，时年七十八。

公元429年

佛陀跋陀罗卒，年七十一。佛陀跋陀罗曾与僧伽达多同游罽宾，跟随佛大先学习禅法。后受智严邀请，入长安弘传禅学，因为不习惯长安的世俗，而且与鸠摩罗什门下不合，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离开长安，在庐山慧远处待有数年，译出《达摩多罗禅经》2卷。此后，又在建康（今南京）从事翻译，重要译籍有六十《华严》《摩诃僧祇律》等。

公元431年

求那跋摩卒，年六十五。译有《菩萨善戒经》《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相经》等。

公元433年

昙无谶卒，年四十九，为北凉译经巨匠，翻译《大般涅槃经》《方等大集经》《金光明经》《菩萨地持经》《优婆塞戒经》等重要大乘经典，引起了涅槃佛性学说的流行和对菩萨戒的提倡。

僧伽跋摩至建业（南京），应慧观等请，两年后于长干寺重新译出《杂阿毗昙心论》14卷，后又译出《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加》10卷等。

慧琳作《黑白论》（《均善论》），扬儒贬佛，对佛教的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神不灭论的思想颇有微词。此后何承天著《报应问》《达性论》，支持慧琳，反对佛教的生死轮回说。

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11人到中国，在建康南林寺立戒坛，请印度僧人僧伽跋摩为传戒师，共为尼众三百余重授具足戒。此为中国比丘尼如法受戒之始。据传，当时为纪念师子国比丘尼到中国传授尼戒，在建康建一尼寺，命名为铁萨罗寺。

公元434年

竺道生卒，年八十一，为鸠摩罗什弟子。他主张佛性人人“本有”，提出一阐提人也可成佛，此说受到“旧学僧党”的攻击，被逐出建康。后来大本《涅槃经》在凉州译出，其说得到证实，于是在庐山宣讲此经，时称“涅槃圣”。他的顿悟成佛之说，在南北朝初期曾风行一时。

公元435年

南朝宋丹阳尹萧摹之向皇帝请奏，认为建造寺院无关神祇，有累人事，应限制铸铜像。

公元436年

南朝宋文帝下诏寻求沙门能述生法师顿悟义者，庾登之以法瑗上闻。文帝召见，瑗申辩详明。何尚之叹曰：“意谓生公之没，微言永绝，今复闻象外之谈。湘宫寺成，召法瑗居之，帝每临幸听法。”

公元438年

太武帝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

公元439年

北魏灭北凉，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或作十万户）于平城，北凉沙门及佛事俱东。慧嵩、道朗、沮渠京声等逃到南朝宋国。沮渠京声将《观世音》《弥勒》二观经传到南方。

公元440年

求那跋陀罗译《楞伽》《深密》《胜鬘》《法鼓》等经。

公元442年

西域僧人畺良耶舍卒，年六十。耶舍博通阿毗昙、律部，精通禅观。南朝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从西域赴建业，居钟山道林精舍，译有《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罽宾僧人昙摩蜜多卒，年八十七。其翻译有《禅法要》《普贤观经》和《虚空藏观经》等。

公元443年

求那跋陀罗译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4卷，此为《楞伽经》之首译。

宗炳卒，年六十九。宗炳信仰佛教，曾参加庐山慧远主持的“白莲社”，作有《明佛论》。

公元444年

正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灭佛诏，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曹，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

玄高被杀，年四十三。玄高是佛陀跋陀罗弟子，学成之后隐居麦积山，跟随他学习的弟子有一百多人。又跟随昙比毗禅师学习禅法，学成之后在河北传授，研习者有三百多人。后受北魏王朝之邀前往平城（山西大同）弘扬禅法，因参与朝廷内政被杀。这一系的基本禅法为“五门禅”，禅观的内容为五阴、十二因缘和四谛，观想人生的“无常、苦、空、无我”，属于小乘禅法。

公元445年

沙门昙学、威德等在高昌译出《贤愚经》13卷。

北魏太武帝灭佛后南逃的高僧释玄畅到达建康，宋文帝赞叹玄畅学识渊博，请为太子师。

公元446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到长安，发现一寺院内藏武器及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拓跋焘下诏：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将灭佛推向高潮。

僧导在寿春寺接纳逃难僧人数百人之多。

公元449年

宝云卒，年七十四。东晋隆安（397—401）之初，宝云与法显、智严等人先后相随，西行求法，历于阗、天竺诸国。宝云在国外“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回到长安之后，跟随禅师佛陀跋陀罗修习禅定，不久又跟其离开长安南下到建康，住于道场寺。晋宋之际，宝云先后协助佛陀跋陀罗、法显、智猛、求那跋陀罗译经。宝云自己译出《新无量寿经》2卷、《佛本行赞经》5卷。由于宝云精通汉文和梵文，当时译出的不少经典都由宝云最后定稿，“众咸信服”。

公元452年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下诏复兴佛法。此后，佛教很快恢复起来。在朝廷主持复兴佛法的僧人主要是师贤和昙曜。文成帝亲自为师贤落发，令他担任道人统，掌管僧尼事务。

中天竺国三藏法师求那跋陀罗译出《八吉祥经》1卷和《现在佛名经》3卷。

公元454年

北魏文成帝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25万斤。

南朝宋孝武帝率群臣在中兴寺举行八关斋戒。

公元455年

北凉侯沮渠京声译出《治禅病秘要经》1卷。

公元456年

颜延之卒，年七十三。延之信仰佛教，著有《释达性论》《重释何衡阳》，主要阐释佛教因果报应理论。

公元457年

沙门释慧简译出《药师琉璃光经》，此经是从《大灌顶经》第十二卷中抄出的。慧简还依《药师经》抄写续命法。“续命法”在南北朝时期开始流传。

僧导卒，年九十五。僧导为鸠摩罗什弟子，著有《成实义疏》《空有二谛论》《三论义疏》。南下后，受到南朝宋武帝的支持，在寿春东山寺讲学，跟随的学生有上千人，形成成实学派中的寿春系，弟子有昙济、道猛、僧钟、道亮、法宠、慧开、慧勇等。

公元458年

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南朝宋孝武帝因是下诏沙汰僧尼，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后由于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不能行。

罽宾国五比丘游行至日本，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日本风俗发生改变。

公元459年

笈多王朝帝日王为庆祝打败白匈奴建立一座毗湿奴神庙，大概在此时开始建立那烂陀寺。

公元460年

师贤卒，昙曜接替他的职位，改称沙门统，北魏文成帝待之以师礼。

昙曜开始主持开凿云岗石窟。

公元462年

九月，南朝宋有司上奏，要求沙门致敬王者。帝诏可。

北魏昙曜召集诸德，于云冈石窟通乐寺译出《大吉义神咒经》2卷、《净度三昧经》1卷（疑伪）等。

西域沙门功德直于荆州为沙门释玄畅译《菩萨念佛三昧经》6卷、《无量门破魔陀罗尼经》1卷。玄畅为《菩萨念佛三昧经》刊正文义，圆润语句。

公元468年

求那跋陀罗卒，年七十五。435年，求那跋陀罗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到广州，宋文帝遣使迎入建康祇洹寺，从事译经工作。南朝名士颜延之、彭城王刘义康和南谯王刘义宣等，皆以师礼事之。求那跋陀罗译有《杂阿含经》《大法鼓经》《胜鬘经》《楞伽经》《相续解脱经》和《无量寿经》等。

南朝宋明帝时期（465—472年在位），天竺人竺法眷经过海路到达广州译经传法，先后译出《海意经》《如来恩智不思议经》《宝顶经》《无尽意经》《三密底耶经》等。

约公元470—504年

佛护（Buddhapālita）出生。他是南印度坦婆罗国人，曾作《中论颂》的释论，被认为是中观应成派的开创者。但应成派的代表并非佛护，而是此后的月称。月称亦作《中论颂》的释论，此论一出，其他释论几乎尽废。而且他作为与瑜伽行派对抗的主将，继清辨后继续“空有之争”。

公元472年

四月，北魏孝文帝下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滑，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违者加罪。”

西域人吉迦夜与沙门统昙曜等译出《付法藏因缘传》6卷（疑伪）、《杂宝藏经》10卷、《方便心论》1卷等，共计5部19卷，由刘孝标笔受。

公元473年

北魏沙门慧隐谋反，伏诛。

公元475年

道猛卒，年六十五，为僧导弟子。道猛《成实》一部，最为独步，大化江西，学人成列。南朝宋元嘉二十六年（449），道猛至建业，居东安寺。宋明帝建兴皇寺，请猛为纲领，又请其开讲《成实》。道猛弟子道坚、惠弯、惠敷、僧训、道明，均擅《成实》。

公元476年

八月，北魏孝文帝“于永宁寺设大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亲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

同月，孝文帝“又诏起建明寺”，度僧建寺，广修供养。

公元477年

二月，孝文帝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

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服、宝器有差。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

此年，北魏平城有寺约100所，僧尼2000余人；各地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

宋道士陆修静卒，年七十二。陆修静为早期《道藏》的编辑者，也是南朝道教斋戒与仪范的制立者。他借用佛家的戒律思想提出“斋有九等”，并强调斋戒为立德之本。

公元478年

沈文季为丹阳尹。沈文季奉道排佛，责僧属籍，欲沙简僧尼。天宝寺释道盛时为僧主，面对这种情势，道盛对内约束僧尼，清净僧团，对外与沈文季周旋，成功解决了这次危机。

南朝宋时期，有寺院1913所，译经者913人，译经23部，僧尼36000人。

齐太祖高帝萧道成即位。即位前曾到钟山探访僧远。即位后幸庄严寺，听僧达法师讲《维摩经》。

南朝宋末齐初时，道教思想家顾欢写《夷夏论》，从种族立场反对佛教，引起了儒、释、道争论。

公元480年

北魏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

齐高帝建齐隆寺，敕蠲百户，赐田给寺院。

公元481年

二月，沙门法秀趁孝文帝“行幸三川”，京师防卫松懈之机，串通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多人在平城发动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燕国秀才平季、新投降的原南朝宋辅国将军崔僧佑。

僧渊卒，年六十八，为僧嵩弟子。僧嵩为鸠摩罗什弟子，擅长《成实论》《毗昙》《涅槃》诸学等，为北方讲习《成实论》的彭城系创始人。僧嵩弘扬《成实论》不遗余力，对南北影响很大。僧渊跟随僧嵩学习《成实论》《毗昙》，不到三年就有相当于十年的功底。僧渊弟子中有名的有昙度、慧记、道登等。慧记兼通数论，道登善《涅槃》《法华》，并为魏主元宏所重，驰名魏国。

公元483年

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始在府邸置讲席。此后，不断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齐永明（483—493）中，三吴初造戒坛。

公元484年

扶南国王派遣那伽仙到南朝进献金缕龙王坐像、白檀像、牙塔等珍贵礼品，称扶南同样是信奉佛教的国家，以大自在天为守护神。

栖霞山寺庙始建，后成为南朝三论学派的发源地。

公元486年

北魏有司奏曰：“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

公元487年

释智林卒，年七十九。智林为高昌人，跟随宝亮过江，后往蕃禺。宋明帝初年，受敕回京。听说周颙著《三宗论》，写信劝其速成。后来返回高昌。智林著《二谛论》及《毗昙杂心论》，并注《十二门论》和《中论》。

慧可出生，俗姓姬，虎牢（今河南荥阳）人。

公元488年

僧伽跋陀罗于广州竹林寺译出《善见毗婆沙律》。此律为师子国觉音对优波离所集律藏的注释。其中载有“众圣点记”，是确定佛灭时代的重要依据。

公元489年

十月，齐文宣王召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

齐竟陵王萧子良梦中咏维摩一契、古维摩一契，深得感触，于是召集僧人共同“造经呗新声”，创造佛教音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音乐的研讨盛会。

释法瑗卒，年八十一。南朝宋时期庚澄之、何尚之、王俭皆与之交游，宋文帝令为南平穆王五戒师，西阳王子尚友，宋明帝建湘宫寺，请瑗为法主。

公元490年

五月，北魏沙门司马惠御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擒获伏诛。

十二月十五日，瓦官禅房三藏法师法意译出《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1卷。

约公元490—570年

清辨（Bhavaviveka，或简称Bhavya）创立中观自续派。清辨是南方末利耶那国的王族，也有说为摩揭陀国种姓大士。清辨主要著作有《根本中观般若灯释》（Prajñā-pradīpa-mūla-madhyamaka-v[image: ]tti，又简称Prajñā-pradīpa，即《般若灯论》）、《大乘掌珍论》（Karatala-ratna ）、《中观心论颂》（Madhyamaka-h[image: ]daya-kārikā）、《中观心论注思择焰》（Madhyamaka-h[image: ]daya-v[image: ]tti-Tarkajvāla）、《中观义集》《中观缘起论》《异部宗精释》等。

公元491年

受佛教不杀生影响，南朝齐武帝开始将茶叶作为祭品。

公元492年

北魏孝文帝下诏，每年限“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着于令”。对各州度僧人数量进行限制，以防止僧尼人数过分膨胀。

公元493年

孝文帝诏立《僧制》四十七条。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佛陀禅师在少室山创建禅院（今之少林寺），并建翻经堂，由师住持，从事译经工作。佛陀禅师弟子慧光为地论宗南道派之祖。另有弟子道房，道房又传僧稠。

公元494年

齐竟陵王萧子良卒，年三十五。萧子良倡扬佛教，广招僧侣，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注遗教经》等。他还通过制定僧伽规范，对僧制进行了改革。

公元495年

孝文帝幸徐州白塔寺，谓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后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故至此寺焉。”当时有沙门道登，精通佛理，被孝文帝赞赏，经常给他讲论经义。

公元497年

五月，孝文帝下诏在鸠摩罗什常住的寺院里建三级佛塔，寻访他的子嗣接续他的法脉。

南齐文学家、书法家张融卒，年五十四。张融主张三教融合，死后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公元499年

真谛出生，梵名波罗木陀，西天竺优禅尼国人。

日本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言日本原本没有佛法，南朝宋时期，经来自西域罽宾国的5位比丘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后，日本风俗遂发生改变。

公元5世纪上半叶

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胜论派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该派根本经典《胜论经》（Vai[image: ]e[image: ]ika-sūtra）于1—2世纪编纂完成，至5世纪上半叶，波罗奢思多跋陀（Pra[image: ]astapāda）作《胜论经》的注释书《摄句义法论》，标志着该派思想的成熟。

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吠檀多派建立成熟的思想体系。一般认为吠檀多派的建立是在公元前后，其开创者是跋达罗衍那（Bādarāyāna）。跋达罗衍那生平不详，传说是《梵经》（Brahma-sūtra）的作者。但现存的《梵经》约在5世纪上半叶编纂而成，所以跋达罗衍那最多是创作了该经的雏形。《梵经》又称《吠檀多经》《广博经》，乃吠檀多派的根本经典，也是吠檀多派的基本思想范型形成的标志。

印度僧人觉音到斯里兰卡，在大寺长老支持下，组织译场，开展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将僧伽罗文的三藏佛典译成巴利文，并对当时的许多佛教著作作了注疏，共编译出19部论著，这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觉音把译著带回印度，以后又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我国傣族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觉音主要著作有《善见律毗婆沙》《清净道论》等。

与觉音同时代的大寺杰出论师还有佛授（Buddhadatta）和护法（Dhamma－pala）。前者为觉音的《论藏注》作纲要，后者继续完成觉音注释三藏未完成的部分。

5世纪中叶

密教《金刚道场经》《灌顶大乘经》等经典出现，这些经典的特点是建立了以曼荼罗（Ma[image: ]ala）坛法为中心的像法、供养法等系统修法。

公元5—6世纪

耆那教经典真正编成，以半摩揭陀语书写，共分为六类：十二支、十二次支、十杂、六惩戒经、四根本经、两经。

陈那（Dignāga或Dinnāga），5—6世纪在世，主要著作有因明八论：《观三世论》《观总相论》《观境论》《因明论》《似因明论》《理门论》《取事施设论》《集量论》。

德慧（Gu[image: ]amati），5—6世纪在世。瑜伽行派十大论师之一，安慧论师之师。著作相传有《随相论》《中论疏》及《唯识三十颂释》等，现在西藏的大藏经中，有其两部注释世亲论著之书，即《缘起初分分别说论疏》与《解说如理论疏》。

安慧（Sthiramati），5—6世纪在世，与护法齐名，同为十大论师中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Mahāyāna-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大乘广五蕴论》《宝积经论》《大乘中观释论》《俱舍论实义疏》《大乘法界无差别论》《大乘庄严经论疏》《辩中边论疏》《三十唯识颂释》等。

印度传统绘画理论基本著作《画经》问世，提出了绘画六要素，即形象差异、度量比例、情感状态、美丽优雅、意象相似、色彩区别，成为后世印度传统绘画审美的基本标准。

公元500年

北魏宣武帝诏大长秋卿白整依照云冈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即今日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

公元501年

南印度人昙摩流支到洛阳，于白马寺译出《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2卷。正始年间，又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5卷和《金色王经》1卷。

南朝齐陆杲撰《系观世音应验记》。

齐末有道士借张融之名作《三破论》攻击佛教“破国、破家、破身”。刘勰作《灭惑论》、僧顺著《释三破论》对道教的攻击进行反驳。

南朝齐时有寺2015所，译经72部，僧尼32500人。

公元502年

梁武帝萧衍即位。即位之初，就开始正乐，在他主持制定的49首三朝之乐中，和佛教相关的有第二十七“须弥山伎”、第三十五“金轮幢伎”、第四十二“青紫鹿伎”、第四十三“白鹿伎”、第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等。

阇婆洲（爪哇岛）诃罗单国王瞿昙修跋陀罗遣使赠礼，并以佛教语言致书通好。此后他的儿子毗邪跋摩也遣使通好。

中天竺人求那毗地卒。他于齐建元初来到建康，住毗离耶寺，后译出《百喻经》《须达长者经》及《十二因缘经》各1卷，后于建业正（止）观寺摄受徒众，甚为有名。

公元503年

扶南国派遣曼陀罗仙携带梵本佛经和珊瑚佛像来到建业，梁武帝请曼陀罗仙、僧伽婆罗翻译《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2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2卷、《宝云经》7卷。

梁武帝下《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入佛。

公元504年

僧韶卒，年五十八，高安人，擅长《毗昙》。这一时期，擅长《毗昙》的还有江陵僧慧、会稽慧基、建康智林、东平法护等。

公元506年

僧伽婆罗受梁武帝的征召，于寿光殿从事译经，嗣后又在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处继续翻译经论，直到天监十七年（518），共译出《大乘十法经》1卷、《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1卷、《八吉祥经》1卷、《孔雀王陀罗尼经》2卷、《舍利弗陀罗尼经》1卷、《菩萨藏经》1卷、《解脱道论》13卷、《阿育王经》10卷等，凡10部33卷。

公元508年

北魏宣武帝令北印度人菩提流支、中印度人勒那摩提、北印度人佛陀扇多于洛阳殿内共译世亲的《十地经论》12卷。宣武帝极为重视此论，亲至大殿担任一日笔受，后方付沙门僧辩。此后三年，菩提流支等还译出了《究竟一乘宝性论》4卷、《法华经论》2卷、《宝积经论》4卷等瑜伽系重要著述。

宣武帝元恪下诏：“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公元509年

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北魏沙门统惠深上书：诸州、镇、郡维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

沙门统慧深上言：出家之人，不应犯法积八不净物。然经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车牛淫人不净之物，不得为己私蓄。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听一乘。

公元510年

二月，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

十二月，王敞谋反伏诛，事连嵩山中沙门。

梁武帝敕沙门宝唱撰《名僧传》31卷。搜集前代僧录、碑志以及口述等，区别部类，到天监十三年（514）编纂完成。

公元511年

夏，北魏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敝，亦即赈之。”

中天竺释迦檀像至，梁武帝率百官迎入太极殿。

公元512年

扶南（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在扬都寿光殿译《阿育王经》10卷。

梁武帝遣僧怀、慧令、智寂及僧诠等十人到摄山从道朗学习三论。道朗，辽东人，最初入关中习学罗什、僧肇的教义，后到建康，宣扬三论，著有《三宗论》，后人称之为摄山大师。僧诠学有成就，嗣后数代相传，有“摄岭相承”之说。僧诠门下有兴皇寺法朗、长干寺智辩、禅众寺慧勇、栖霞寺慧布四人，都长于三论，号称“诠公四友”。

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512—515），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10卷。

公元513年

僧祐奉敕监造剡县（今浙江嵊州市）石佛，前后雕刻四年，造成极精美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并造龛台、门、阁、殿、堂，以充供养。

公元514年

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

梁僧宝志卒。宝志著有《十二时颂》《十四科颂》《大乘赞十首》，强调“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主张即心即佛。

公元515年

六月，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谋反，自称大乘。终因力量悬殊战败。

梁僧绍撰《华林殿众经目录》。

僧伽婆罗翻译《解脱道论》13卷。

范缜卒，年六十六。范缜著《神灭论》，梁武帝发动朝士对其进行抨击。萧琛作《难神灭论》，曹思文作《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庾咏作《敕答臣下神灭论》，沈约作《难神灭论》，他们批判神灭论的主导思想是依据梁武帝的“神明成佛”论。

公元516年

胡太后建永宁寺，又开凿伊阙，两工程皆壮丽奇伟。后菩提达摩至洛阳，见永宁寺，叹未曾有。永宁寺于533年毁于战火。伊阙石像今仍存。

中印度人瞿昙般若流支来到中国。于538—543年间，与昙曜、菩提流支共译出《正法念处经》《顺中论》等经论。

梁武帝敕宝唱撰《经律异相》1部，并目录55卷。

公元517年

正月，北魏“大乘”余党复相聚结攻瀛洲，刺史宇文福讨平之。

北魏胡太后下令：“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司精练简取充数。若无静行，不得滥采。”

胡太后下诏，严禁奴婢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还规定在国家“敕度”之外，不准“私度”。

四月，梁武帝诏以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八座朝议以大脯代。

十月，梁武帝诏以宗庙犹用脯修，更议代之，于是以大饼代大脯，其余尽用蔬果。

梁武帝颁布《断食酒肉文》，要求僧尼禁酒肉，这对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至关重要。

梁武帝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还俗。

梁武帝敕僧绍撰《众经目录》4卷，宝唱撰《比丘尼传》4卷，又撰《众经佛名》3卷。

婆利国（文莱的加里曼丹岛）派使臣来到梁朝进献金席。

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2卷。

公元518年

北魏任城王元澄上奏，极言造寺建舍之害，提出年满五十岁的僧人才有资格申请建寺，而且在京城内不得随意建寺。得到了皇帝同意。

十一月冬，受胡太后之命，敦煌人宋云与崇立寺比丘惠生等人前往西域朝拜佛迹，求取佛经，成为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在正史中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官派求法。至正光二年（521）二月宋云、惠生一行始还，取得大乘经典170部，都是大乘妙典。宋云和慧生将沿途见闻记录下来，分别写成《宋云家记》和《慧生行记》。

僧祐卒，年七十四。僧祐是齐梁之际的律学大师，也是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撰有《出三藏记集》15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5卷、《世界记》5卷、《法苑集》10卷、《弘明集》14卷、《法集杂记传铭》10卷等。其中《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古的三藏目录和译经文献和传记的撰集，记录了从汉代到梁四百多年间，译出、撰集的典籍。

梁武帝敕释宝唱撰《梁代众经目录》，扩大了所录的范围，将“譬喻”“佛名”“神咒”等都列为一类，还以“有译”“无译”“一译”“异译”“多卷”“一卷”分类。

公元519年

梁武帝编撰《在家出家受菩萨戒法》，并根据这部戒法从慧约受菩萨戒，其后梁国的王侯、士、僧尼、庶民受菩萨戒者达到48000人。

昭明太子萧统讲真、俗二谛义，作《解二谛义令旨并答问》。

扶南国王留陀跋摩遣使来梁，向梁武帝赠送天竺栴檀瑞像和婆罗树叶。

会稽沙门慧皎著《高僧传》14卷，始于汉永平，终于是岁。凡450余载257人，附见者200余人，分为10科，后代的僧传都以此为范式。

公元520年

魏明帝加朝服，大赦，请释、李两宗上殿，斋讫。侍中刘腾宣敕，请诸法师等与道士论义。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始建。此塔是砖造密檐式塔的代表，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为佛教建筑艺术的佳作。

菩提达摩来东土，梁武帝览奏遣使迎请，因话不投机，又转而前往北魏。

公元521年

释法贞、释僧建有感于南方佛法昌盛，从北方来到南方。

公元522年

智藏卒，年六十五。他曾为梁武帝授菩萨戒，讲《涅槃》《般若》，著有《成实论大义记》和《成实论义疏》，是梁代弘扬《成实论》的三大师之一。他还把诵读《金刚般若经》和解厄延寿、去凶化吉的佛教法门结合，使《金刚经》得以广泛弘扬。

司马达等东渡日本，在大和阪田原设立草堂崇奉佛教，达等的女儿司马岛首先出家为尼，称为善信尼，达等的儿子也出家为僧，称为德齐，这是日本僧尼之始。

公元524年

僧伽婆罗卒，年六十五。僧伽婆罗在华译经17年之久，共译经书11部38卷，即《阿育王经》10卷、《孔雀王陀罗尼经》2卷、《文殊师利问经》2卷、《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1卷、《菩萨藏经》1卷、《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1卷、《舍利弗陀罗尼经》1卷、《八吉祥经》1卷、《十法经》1卷、《解脱道论》13卷、《阿育王传》5卷。

公元525年

北魏佛陀扇多译出《如来狮子吼经》。

梁武帝敕命光宅寺法云为大僧正，武帝开讲同泰寺，特许法云“乘舆上殿，凭几听讲”。

梁武帝于同泰寺设“千僧会”。

公元526年

法超卒，年七十一。他曾被梁武帝任命为僧正。在律仪的制定上，法超著有《出要律仪》14卷。

公元526年

在印度学佛五载的谦益回到百济。他是专门研究律部的僧人，回国时带回小乘佛教五部戒律。

公元527年

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入佛寺，在寺院总共待了四天，后被大臣重金赎回。

僧旻卒，年六十一。僧旻曾注《般若》，讲《胜鬘》，弘扬《观世音经》，号称“素王”，著有《四声指归》《诗谱决疑》等，是梁代弘扬《成实论》的三大师之一。

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王伽叶伽罗诃梨耶遣使致书于中国，要和梁朝廷共弘三宝。

公元528年

戒贤（梵名 [image: ]īla-bhadra，约528—651/529—645，音译尸罗跋陀罗）约于此年（一说为529年）出生于东印度三摩呾咤国王族，属婆罗门种姓。

尔朱荣称兵渡河，胡太后尽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发。

孝庄帝即位，因国库空虚而卖官，其中包括卖僧官：“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岛统，若无本州岛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

新罗僧人异次顿为法灭身。

公元529年

京城大疫，梁武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亲升法座为众开《涅槃经》题，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设道俗大斋五万人。

法云卒，年六十三。萧齐时讲《法华》《净名》，号“作幻法师”，著有《成实论义疏》42卷，是梁代弘扬《成实论》的三大师之一。曾解说梁武帝的《神灭论》。其对《法华经》的讲解后来形成《法华义记》8卷，世称“光宅疏”，是我国现存《法华经》注释书中仅次于竺道生所撰《法华经疏》之古本。

盘盘国（泰国南万伦湾沿岸一带）派遣使者送来舍利及画塔。

公元529年

新罗法兴王下令禁止杀生。

公元530年

波斯国使臣到梁朝进献佛牙。

丹丹国（马来西亚马来东北岸的吉兰丹）派使者向梁朝进贡象牙、佛经等。

公元531年

佛陀扇多译出《摄大乘论》2卷，昙林等人笔受。

何胤卒，年八十六。其佛教论著有注《百法论》1卷、《十二门论》1卷。

公元533年

梁武帝到同泰寺讲《摩诃般若经》，与会的高僧有千人，僧俗共有319642人参加。

公元534年

北魏各地有寺3万余所，僧尼200万人。

魏末天下大乱，京邑第舍，大略为寺。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序》中这样写道：“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

梁武帝派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新罗法兴王伐木天镜林以建精舍，是为新罗创寺之始，名大王兴轮寺。

公元536年

北魏菩提达摩卒（另说为528年或532年）。他被后世尊为汉地禅宗始祖。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僧人，梁普通年间（520—526）泛海来到广州，应梁武帝之请，到南朝建康。与梁帝问答，机缘不契，渡江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时人称为壁观婆罗门。弟子有慧可，之后有僧璨，传他著有《信心铭》。达摩以《楞伽经》印心，所以慧可与僧璨都称为楞伽师。达摩的禅法为“二入四行论”，即“理入”和“行入”。

智[image: ]出生，俗姓陈，字德安，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人。

梁道士陶弘景卒，年八十五。他创茅山宗，援佛入道，曾梦中受佛教五戒，足见佛教戒律对道教的影响。

公元537年

阿育王佛塔出现舍利，梁武帝加以礼拜，虔诚至极，舍利于钵内放光。

梁武帝萧衍的母舅昙裕法师从扶南求得舍利（佛骨）来到广州。广州刺史萧裕为了迎接这一佛教至宝，特地在当地建造“宝庄严寺”。

公元538年

东魏孝静帝下诏：“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

东魏孝静帝时，杨衒之作《洛阳伽蓝记》。

慧光卒，年七十。他是北朝律学的最重要代表人物，造《四分律疏》，并删定羯磨，著有《羯磨戒本》的删定本、《四分律疏》4卷，后世称之为“光统律师”。慧光也是《地论》南道的代表人物，他对《地论》也进行过翻译。北魏末年，慧光被任命为国都，在东魏又担任国统。慧光著有《佛性论》《增一数法》《众经目录》《大乘义章》等。慧光还作有《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的著疏。慧光弟子有法上、僧范、道凭、昙衍、道慎、昙遵、慧顺、灵询、僧达、道云、道晖等。南道逐渐演变为华严宗。

《地论》北道以道宠为代表。道宠跟随菩提流支学习地论，弟子上千人，著名的有牢宜、僧休、志念、法继、诞礼、儒果等。牢宜、儒果没有传承。僧休传宝袭，志念传道岳。地论学北道历经魏、齐、周，到隋唐，最后与摄论派北道合流。

梁武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从此之后，盂兰盆节成为我国寺院中重要行事之一。

百济国圣明王派遣使者向钦明天皇进献释迦佛金铜像、幡盖、经论。佛教由官方传入日本。

公元539年

佛陀扇多译出《十法经》。

扶南来使赠送生犀，并言彼国有佛发。梁武帝令直使张汜等送扶南来使返国，并遣沙门释宝云前往迎请佛发，还请名德三藏法师携大乘诸经论等来梁。

公元540年

三阶教的创立者信行出生，魏州卫国人，或曰魏郡人。

公元541年

梁武帝下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

西域于阗国向梁进献外国刻玉佛。

宕昌、蠕蠕、高句丽、百济、滑国各遣使朝贡。百济求《涅槃》等经疏及医工、画师、《毛诗》博士，梁武帝并许之。

公元542年

昙鸾卒，年六十七。昙鸾著有《调气论》《礼净土十二偈》《安乐集》《论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今尚存者有《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偈》（当即《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盖即《安乐集》）。昙鸾大弘净土思想，为净土信仰在中国的扎根与流行奠定了思想基础。昙鸾影响很大，常被推为净土宗初祖。

公元543年

迦叶遗部的律本《解脱戒经》译出。

公元544年

兴轮寺成，新罗真兴王鼓励国人出家为僧尼。

公元546年

真谛携经论梵本240夹经水路到达南海郡（今广东南部）。

公元547年

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入佛，这次在寺庙的时间有37天之久。

公元548年

闰八月，真谛到达建业，准备翻译经论，正逢侯景叛乱，不得不逃出建康，辗转到了富春，才获得传译的机会。

公元549年

梁武帝遣使偕同新罗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国，新罗真兴王亲率百官奉迎于兴轮寺。

三论宗的真正创立者吉藏出生，为西域安息国皇室后裔，生于金陵。

公元551年

梁简文帝萧纲订立《八关斋制条》。

惠亮从高句丽到新罗，被封为僧统，管理僧侣队伍，在新罗首次推行百座讲会和八关之法。

公元552年

真谛将归天竺，至广州。沙门东恺等请译《俱舍》等论。

公元554年

北齐樊逊作《举秀才对策》既反对佛教，也反对道教。

慧思至光州（今河南光山）开岳寺，讲《大品般若经》。

梁高僧慧皎卒。慧皎作《高僧传》14卷，题材为类传体，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个门类。体例完备，文辞婉约，为后来的僧传所效仿。

真谛在豫章宝田寺译出《弥勒下生经》一卷。

公元556年

那连提黎耶舍抵达邺城，受到北齐皇帝礼遇，住天平寺译经。译出《月灯三昧经》《大悲经》《施灯功德经》《大集徐弥藏经》等。

北印度僧那连提那舍到邺城，译出《菩萨见宝三昧经》《阿毗昙心论》等。

西魏僧官名称由“沙门统”改为“三藏”。

魏朝（包括东魏、西魏）有皇帝造寺47所，王公贵族造寺839所，百姓造寺3万余所；僧尼200万人。

梁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外国译经僧共有8人，译出的经、律、论及传记等共46部201卷。

新罗人圆光入华求学。

公元557年

南朝陈武帝即位，集四部，设无遮大会。

被奉为华严宗初祖的法顺（世称杜顺）出生。雍州万年（今陕西长安）人。

约此年前，百济僧人玄光入华，曾受教于南岳慧思。

公元558年

五月，陈武帝幸大庄严寺舍身，翌日群臣表请还宫。

十一月，陈武帝幸庄严寺，发《金光明经题》。

十二月，陈武帝幸庄严寺，设无碍大会，行清净大舍，翌日群臣表请还宫。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荡几尽，自帝登极，悉令修复，翻经讲道不替前朝。

慧思造成金字《大品般若经》及《法华经》2部，盛以琉璃宝函；其《立誓愿文》，当即此时所作。

陈武帝邀请法朗驻锡兴皇寺，宣讲《华严》《大品》《中论》《百论》《十二门》等诸经论，故法朗被尊为“兴皇大师”。

公元560年

大约此时，白匈奴南侵北印度，大肆毁佛，史称“北印度法难”。

真谛译《摄大乘论释》。

智[image: ]涉险北上，诣光州大苏山，师事慧思，证得法华三昧，慧思许之为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并常令代讲《大品般若》，闻者服之，由是闻名遐迩。

公元563年

僧实卒，年八十八。僧实曾在洛阳跟随勒摩提学习禅法，深受勒摩提赞扬。僧实禅法的特色为“九次调心法”，这是小乘禅法。西魏大统中宇文泰以僧实为昭玄三藏，周武帝初又以僧实为国三藏。

公元564年

中印度僧阇那耶舍与弟子耶舍崛多、阇那崛多到达长安。阇那耶舍译有《大乘同性经》《大云请雨经》等；耶舍崛多译有《金光明经·更广寿量大辩陀罗尼经》等；阇那崛多译有《法华经·普门品重诵偈》《佛语经》等。

真谛在广州译出《俱舍释论》，其弟子将真谛对俱舍的讲解整理成为义疏，在当年的闰十月译毕，共论文22卷、论偈1卷、“义疏”53卷。天嘉七年（566）二月，真谛又重新翻译和讲解。到了光大元年（567）十二月完毕，经其弟子慧恺记录整理，而成《阿毗达摩俱舍释论》22卷。真谛弟子中弘传《俱舍》之学的，有慧恺、智敫及法泰等，而以慧恺为最。

公元565年

陈文帝遣使与僧释明观等往新罗国通好，并送释氏经论一千七百余卷。

陈文帝建《胜天王般若忏》。

公元566年

那连提耶舍译出《大集月藏经》。

公元567年

卫元嵩上书周武帝“省寺减僧”，试图对佛教进行彻底的改造。

智[image: ]禀承其师慧思之命，南下陈都金陵弘法。

公元568年

慧恺卒，年五十一。慧恺为真谛弟子，深受真谛器重。陈天嘉四年（563），在广州制旨寺请真谛翻译《摄大乘论》及释论，亲自笔受，不久又帮助真谛翻译《俱舍论》，并作两论之疏。慧恺著有《摄大乘论疏》8卷、《俱舍论疏》53卷。慧恺的私淑弟子道岳（568—636），初习《杂心》，后弘《俱舍》，遂由毗昙学转入俱舍学。

公元569年

二月，北周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

三月十五日，北周武帝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两千余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时议者纷纭，情见乖咎，不定而散。二十日再次召集讨论，武帝提出：“儒教、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意不立。”但由于当时的僧人极力辩解，武帝无法废除佛教。

四月，北周武帝敕司隶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辨其真伪。

真谛卒，年七十一。真谛在中国23年，翻译出的经论记传有64部278卷。他翻译和注疏的重点是瑜伽行派无著、世亲、陈那等人的论著，属于佛教大乘有宗体系，此学说在陈代与《成实》《三论》形成了论辩的思潮，影响广泛。真谛所翻译的瑜伽行派和玄奘的瑜伽行派形成了新旧两种不同的说法，分别称为唯识古学与唯识新学。南朝的唯识学以《十地经论》与《摄大乘论》为主要依据。

傅大士卒，年七十三。著有《心王铭》。

沈君理请智[image: ]居瓦官寺，开讲《法华经》。宣帝敕停朝一日，令群臣往听。自此，智[image: ]前后居瓦官寺八年，创弘禅法，宣讲《大智度论》、说《次第禅门》等，又为毛喜出《六妙门》。这是智[image: ]一生弘法活动的一个重要时期。

公元570年

北周阇那耶舍译出《大云请雨经》1卷。

二月，甄鸾上《笑道论》，驳斥道教思想。

五月，周武帝召集群臣“详鸾上论”，认为甄鸾“伤蠹道法”，于殿廷焚烧此书。

九月，释道安上《二教论》，认为儒教是“外教”，佛教是“内教”，道教也属于“儒宗”。

周武帝敕命释僧玮为“安州三藏”，释僧晃为“绵州三藏”，释亡名为“夏州三藏”，释僧休为“雍州三藏”。

日本国内发生大瘟疫，朝廷下令将百济进献的佛像投入堀江，放火烧毁佛舍。

公元571年

法泰返回建业，讲授《摄大乘》《俱舍》二论。真谛在广州时，法泰为其笔受文义，近20年，所出计50余部，并述义记。与真谛合译《明了论》以及《疏》5卷。

公元573年

十二月，周武帝召集百官、沙门、道士等辩论三教先后，得出“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结论。

朝鲜玄光入中国并师事慧思，归国后广演教法，这是关于天台宗传入朝鲜的最早文字记载。

公元574年

五月十六日，周武帝于太极殿令道士、僧人辩论二教优劣，释智炫辩败道士张宾，武帝自升高座，提出“三不净”论。智炫说：“道教之不净尤甚。”武帝不悦而退。十七日，武帝下诏禁断佛、道二教。

六月，周武帝下诏设通道观，选取佛、道二教名人为学士，共120人，令会通三教，息灭争端。

公元575年

北齐后主下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

智[image: ]不顾陈宣帝的敕书挽留以及徐陵的“泣涕请住”，辞别金陵，入住天台山。

公元577年

北周灭北齐。正月，武帝入邺城，召集僧人赴殿，宣布废佛。虽有名僧慧远与武帝辩论，道林上表进谏，武帝仍不改毁佛之意。

北齐有皇室立寺43所，邺都有寺约4000所，僧尼8万人。全国有僧尼200余万。北周有寺931所。

慧思卒，年六十四。慧思被尊为天台宗三祖。他根据慧文“一心三观”思想提出了实相观，同时也提倡四念处和安乐行。

陈宣帝下诏云：“智[image: ]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天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

百济向日本赠送经论、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工、造寺工。

公元579年

印度僧毗尸多流支到越南，著《大乘方广总持经》等。

正月，诏命从旧沙门中拣选德行法高者七人于正武殿西修道。

二月，宣帝传位于静帝，自称天元皇帝，改元大象，下敕允许官民信奉佛教。

四月，宣帝又命修行者不许剃除须发，称“菩萨僧”，度120人在陟岵寺为国修道。

十月，北周开始恢复佛像及道教天尊像。

新罗向日本赠送佛像。

公元580年

五月，北周宣帝死，朝政由杨坚掌握。

六月，北周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佛教由此开始恢复。

法上卒，年八十六。法上为慧光弟子，北齐文宣帝高洋命其为戒师，曾任魏、齐昭玄大统。法上的弟子有法存、慧远等。

道信出生，俗姓司马，河内（在今河南沁阳）人。

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从广州到越南法云寺传禅，创建越南第一禅派，史称毗尼多流支禅派。

公元581年

隋文帝即位伊始，下诏令在全国范围复兴佛教，“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之处，由政府抄写一切经置于寺内。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三月，诏于五岳下各立一寺。

沙门彦琮与文士陆彦师、薛道衡等共修《内典文会集》。

沙门智周、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齐武平六年（575）相继西行，是年东自西域赉经论至长安，共获梵本260部，敕付有司翻译。因此设立翻经馆，立翻经学士。

兴皇法朗卒，年七十五。法朗为僧诠门下“诠公四友”之一，先后说法20余载，讲四论及《华严》《大品》等，影响日广，使三论之学出山林而入庙堂。法朗继承了僧诠的学说，作有《中论疏》（今不传），其说散见于吉藏的著述中。知名弟子有吉藏、罗云等25人，分布于长江上下游、关中各地。

昙衍卒，年七十九。昙衍从慧光出家，撰《华严经疏》7卷。

公元581—600年

开皇中，隋文帝下诏赐给少林寺地一百顷。

吉藏受杨广之请，先后住扬州惠日寺和长安日严寺。

公元582年

迁都于龙首原，名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县曰大兴县，园曰大兴园，尽以靖善房立大兴善寺，为京城寺庙之最。寺殿号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

诏沙门僧猛住大兴善寺，为隋国大统。隋继承北魏的制度，设立昭玄寺掌管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纳三人，还设置功曹主簿员管理各州郡县的沙门。

敕诏中天竺沙门达摩般若掌管翻译，立大兴善寺译场。是年三月译出《报业差别经》一部。

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住大兴善寺草创译事，后移住广济寺为外国僧主。

公元583年

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自八日至十五日，凡京州诸寺均令行道，行道日皆不能杀生。

隋文帝巡视道坛，看见一幅老子化胡像，大生怪异。接着，文帝“敕集诸沙门道士，共论其本。又敕朝秀、苏威、杨素、何妥、张宾等，有参玄理者，详计奏闻”。彦琮在场，作《辩教论》，指出道教中的虚妄之处，尤其是自晋代以来流传的老子化胡一事的虚妄。

公元584年

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佛像，再行安置。

宝琼卒。宝琼曾任大僧正，为陈代有名的成实论师，讲《成实》91遍，并撰《成实玄义》20卷、《成实文疏》16卷。

陈朝还形成了“新成实学”，代表人物如智嚼，其门下有智脱、智琰、智周、慧称、慧乘等。

司马达等之女岛出家成为善信尼，另外两个女子也出家为尼，是日本人出家之始。

公元585年

隋文帝杨坚于大兴殿受菩萨戒，大赦天下。

隋文帝应沙门昙延之请，遣使到突厥迎天竺犍陀罗沙门阇那崛多返华主译经之事，置十大德监掌译经。更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

那连提耶舍译《大云轮请雨经》2卷，以及《大方等大云请雨经》1卷。

在陈后主的多次敦请之下，智[image: ]遂再往金陵，初止于灵曜寺。旋应诏赴太极殿，开讲《大智度论》及《仁王般若经》等，后主亲往听法。当时听法的名僧有慧旷、慧辩、慧暅等，场面十分宏大。后以灵曜寺过于偏隘，遂迁光宅寺居住。

日本苏我马子在自宅建佛殿供奉弥勒佛，又在大野丘北造塔供奉佛舍利。

日本敏达天皇决定废佛，破坏了舍利塔、佛殿和佛像，扣押善信等三尼，崇佛派受到沉重打击。

公元586年

正月，陈后主诏智[image: ]赴崇政殿，为皇太子授菩萨戒，设千僧法会。

招提寺沙门僧就合成60卷《大集经》。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高齐时，那连提梨耶舍译出《月藏经》12卷，隋初，又译出《日藏》15卷，这就是《大集》的广本，但前后翻译，遂使支离，因此僧就合成之。

长安大兴善寺灵藏卒，年八十八。灵藏依颖律师出家，善《僧祇律》。

公元587年

下诏延请徐州昙迁、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六位德行高洁的“六大德”和他们的弟子各十人进京，将他们都安置在隋朝国寺大兴善寺进行佛学讨论、研究和佛教的弘传。

诏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

立净影寺，使沙门慧远常居讲说，于是四方投学七百余人，皆海内英华。

沧州僧人道正作《凡圣行法》6部50卷，广破信行禅师三阶法。后至大兴城，从官府递状呈进。正在执政的高炯安排京中名僧讨论，道正辩论德胜，但京城大僧不愿听从，会议无果而散。道正留下所著的文本后返回，此后骊山一带仍有人遵其法行。

智[image: ]于光宅寺讲《法华经》，弟子灌顶与听，记为《法华文句》。

苏我马子等人为祈愿天皇康复而筹建寺院，司马达等之子鞍部多须奈也为此出家，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僧人。此后不久，苏我马子等拥立崇峻天皇，崇佛派取得彻底胜利。

公元588年

昙延卒，年七十三。昙延从蒲州僧妙听《涅槃》，后又从其他僧人听《华严》《大论》《十地》《地持》《佛性》《宝性》等诸经论，撰《涅槃义疏》15卷，还撰有《宝性》《胜鬘》《仁王》等疏。

百济国派遣使臣进献佛舍利、僧人和工匠。苏我马子派遣善信尼赴百济学习受戒之法。大和国与百济的佛教交流更加密切，佛教在日本逐步兴盛起来。

公元589年

隋文帝平江南，下诏保护佛经、佛寺等，江南佛风继续盛昌。

三阶教信行得朝中大臣高炯荐推而入京。这是三阶教发展壮大的标志，表明其宣扬的佛法得到国家承认。

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卒。耶舍前后译经论15部80余卷。

李士谦论三教优劣，谓佛为日，道为月，儒为五星。他是隋代持三教融合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

新罗僧人圆光来游长安。新罗国王频请归国。文帝有敕厚加劳问，放归本国。圆光陈时来华，求学于庄严僧旻之弟子，住苏州虎丘山，讲《成实》《般若》，后研究《摄论》，贞元四年卒于新罗，年九十九。

颜之推卒。著有《颜氏家训》，其中《归心篇》集中谈到对佛教的理解。

公元590年

文帝为蜀王秀立胜光寺，诏沙门昙迁徒众居之。

隋文帝“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甚至还鼓励私度。

隋文帝下诏敕问智[image: ]，敦促其与隋朝合作。时秦王杨俊镇扬州，复致书延请，智[image: ]不受其请。

南印度僧达摩笈多至长安，住兴善寺译经。

道尼奉敕入京，弘扬摄论学，著名弟子有僧道岳、慧休、智光等。

公元591年

令天下立寺无分公私，混同施造。

诏令天下州县各立僧、尼二寺。

晋王扬广任扬州总管，遣使奉迎智[image: ]，智[image: ]再三推辞，在杨广允诺四项条件之后，前往扬州，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大厅设千僧会，为杨广授菩萨戒，取法名“总持”，杨广则号智[image: ]为“智者大师”。授戒既毕，智[image: ]即出居城外，同时坚请再赴荆湘。

公元592年

设置二十五众和五众。二十五众由国家下敕令、通过昙崇选拔出来的25位在戒、定、慧三学方面均有所专长的僧人组成。五众则是面向有一定佛学基础的高级僧才进行的佛教高等教育。

敕阇那崛多同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子天奴、仁和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省翻梵高书及干文，合二百余卷，奏闻进内。

敕诏彦琮入京，使掌翻译，住大兴善寺。

净影寺慧远卒，年七十，南地道论师，法上的弟子。周武帝灭佛时，慧远到了净影寺，被称为“净影寺慧远”，著有《大乘义章》《大乘起信论义疏》等，很有影响。

公元593年

敕令儒林郎侯白（君素）撰《旌异传》20卷。又有晋府祭酒徐同撰《通命论》2卷，翻经学士刘凭撰《内外旁通比较法》。

法经等20人奉敕撰写《众经目录》，次年七月完成。共收录大小乘三藏典籍2257部5310卷。

智[image: ]于荆州当阳县（今当阳市）玉泉山创立玉泉寺，又重修十住寺，并于玉泉寺讲《法华玄义》。

慧可卒，年一百零七。被奉为禅宗二祖。慧可继承了菩提达摩重视《楞伽经》的传统，所以，慧可弟子们被称为“楞伽师”。不过，慧可倾向于对经文作自由解释，崇尚领会经典的宗旨大意，并不拘泥于文句。慧可对菩提达摩的思想有所发展。他吸收了大乘中观派的学说和《维摩诘经》所宣扬的“不二法门”的思想，认为“无名”与“智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众生与佛也是不二的，解脱与否，完全系于个人的迷悟之间。慧可更强调自证自悟，这是对菩提达摩倡导的众生皆有佛性思想的发展。弟子有僧璨、惠、威、那、端、满诸禅师。其中，僧璨被奉为禅宗三祖。

公元594年

智[image: ]于荆州玉泉寺讲《摩诃止观》，由此而完成天台宗思想体系的完整建设。荆州玉泉寺是智[image: ]晚年弘法的重要场所，其一时法席之盛，不减于当年之瓦官。因此招致州官的恼怒干涉，以为有乖“国式”，智[image: ]对此遂有“世调无堪，不能谐和得所”之遗恨。

三阶教信行卒，年五十五。信行认为现世已进入末法时代，应行普法，撰《三阶集录》等40余卷。弟子护送其遗骸到终南山下楩梓谷口的尸陀林中，林葬舍尸鸟兽。最终收取骸骨起塔供养，做塔铭碑。此后，信行的僧俗弟子或依林葬，或行火葬，都起塔于信行塔旁。唐代在此塔林建有塔院，遂具“百塔寺”之称。

日本推古天皇颁布“兴隆三宝诏”。

公元595年

敕撰《众经法式》10卷，约束僧尼。又有著作郎王邵撰《灵异志》20卷。

置于公元589年条下陈（557—589）。

晋王杨广遣使奉迎智[image: ]，智[image: ]再至扬州，止于禅众寺。六月，杨广奉书求学禅慧，智[image: ]数辞不获，乃为撰《净名经疏》。

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到达日本，圣德太子亲自师从慧慈学习佛法。

公元596年

诏西京大禅定寺沙门童真为涅槃众主。

诏西京大兴善寺沙门洪遵为讲律众主。

诏西京真寂寺沙门法彦为大论众主。

诏京师大总持寺沙门宝袭补大论众主。

日本法兴寺落成。朝廷任命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住寺，马子之子善德担任寺司。法兴寺是日本最早的砖瓦结构建筑群。

稍后，圣德太子发愿建造飞鸟时代的另一所著名寺院四天王寺。

高句丽僧波若入天台山，师事智[image: ]，求授禅法。当时来华学于智[image: ]的新罗僧人还有圆光。

公元597年

敕立五众，请京师大总持寺沙门慧迁为十地众主。

敕西京大禅定寺沙门灵璨补为众主，于净影寺传扬故业。璨为慧远弟子，因慧远去世众侣无依，故敕补为众主。

敕京师大兴善寺沙门僧粲补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

费长房编撰《历代三宝纪》，共收录大小乘经典2146部6235卷。该书共15卷，按照年代顺序编排，相当于编年体佛教史，记载了历朝历代的国家和佛教大事，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流传状况。

襄州龙泉寺沙门慧哲卒，年五十九。慧哲初学于彭城寺宝琼，后师事兴皇法朗，讲三论、涅槃，号为象王哲。

公元598年

智[image: ]卒，年六十七。此前杨广遣使入山，敦促智[image: ]赴江都。行至石城寺，病卒。生前口授与杨广《遗书》，要求杨广护持佛法。第二年，杨广为建寺天台山麓，一依智[image: ]生前所定之形制规模，寺初名天台，至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改名国清。智[image: ]是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其代表性著作是被称为“天台三大部”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均为弟子灌顶笔录。

公元599年

下诏禁毁佛道等像。

晋王杨广置慧日、法云、日严、弘善四道场，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杨。晋王以吉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

大律都智文卒，年九十一。智文初依僧辩学，后归彖公门下，梁中大同灵味、瓦官主寺启敕请智文于光业寺首开律藏于江南。前后讲《十诵律》85遍，弟子甚众。撰有《律仪疏》《羯磨疏》《菩萨戒疏》等。

道成卒，年六十八。道成为智文弟子，讲《十诵律》《菩萨戒》《大品》《法华》诸经论140余遍，注《律大本》《羯磨》诸经疏36卷。

百济第二十九代法王元年十二月，下令禁杀生，收民家所养鹰鹞放之，又焚渔猎之具。这是将佛教的道德观念法制化、世俗化的表现。

公元6世纪

护法（梵名Dharmapāla，音译达摩波罗）在世。护法为世亲三传弟子。据汉传佛教典籍，其寿甚短，只活了32岁，但却是瑜伽行派中期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大乘广百论释》《观所缘论释》《成唯识宝生论》《三十唯识论释》《二十唯识论释》。

十万偈本《金刚大道场经》形成。

公元598年

智[image: ]卒。

公元6世纪中期

清辨与那烂陀寺住持护法（Dharma-pāla）之间展开论争，这是中观派与瑜伽行派第一次较大的论争。

公元6世纪后半叶

那烂陀寺中观派论师智光（Jñāna-prabhā）与瑜伽行派论师戒贤（[image: ]īla-bhadra）之间展开论争。这是两派第二次较大的论争。

公元6—7世纪

法称（梵名Dharma-kīrti）在世，乃南印度睹梨摩罗耶国人，属婆罗门种姓，是与陈那比肩的因明学论师。其主要著作有《释量论》（Pramā[image: ]a-vārttika）、《量决择论》（Pramā[image: ]a-viniscaya）、《正理滴论》（Nyāya-bindu）、《因滴论》《观相属论》《诤正理论》《成他相续论》。

《苏悉地羯罗经》（Susiddhikara-mahātantra-sādhana-upāyika-pa[image: ]ala）是此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经典，其以真言统摄成就法，而有种种真言分类，主要有基于部类的区分如佛部真言、观音真言（莲华部真言）、金刚真言（金刚部真言），以及基于教授者的圣者真言、诸天所说真言、世天真言，由此区分出上品、中品、下品真言，而以前三真言依次为上品、中品、下品。

《苏婆呼童子请问经》（Suvāhu-pariprcchā-sūtra）则将真言归为六类，在佛部、金刚部、莲花部外，再加般支迦部、摩尼部，还有非部所摄的一类。

真言乘的根本经典《大日经》，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Mahā-vairocana-abhisa[image: ]bodhi-vikurvita-adhi[image: ]hāna-vaipulya-sūtra），又略作《大毗卢遮那成佛经》《大毗卢遮那经》出现。

公元600年

月称（Candrakīrti）出生于南印度沙满多的婆罗门家庭。

法称生于南印度睹梨摩罗耶国。

天竺沙门阇那崛多卒，年七十八。阇那崛多共翻译佛经37部176卷。

三阶教遭到第一次禁断。

日本圣德太子遣使求取《法华经》。

圆光回新罗弘法。

公元601年

命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智仙像。文帝少时得智仙抚养，即位后常对群臣说：“我兴由佛法。又命使臣王邵为尼作传。四十五州，都作大兴国寺。”

诏于三十一州同时立舍利塔。

晋王在京师立日严寺，请吉藏居之。

弘忍出生，俗姓周，其先祖寻阳人，生于黄梅。

公元602年

敕于五十三州建立灵塔。

中天竺僧阇提斯那到长安。

彦琮据达摩笈多见闻，撰《大隋西国传》，以记中亚、南亚诸国文化。

彦琮与其他翻经大德和学士奉敕撰写《众经目录》，又称《仁寿录》，共收录三藏经典2109部5058卷。这部经录为隋代诸录中质量最好的一部。

王舍城沙门远来谒帝，请《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敕彦琮翻为梵文，是为译华为梵之始。

玄奘出生，俗姓陈，名袆，河南洛阳洛州（今河南偃师）人。

智俨出生，俗姓赵，申州（今河南信阳）录事参军赵景之子，天水（今属甘肃）人。

百济僧观勒到达日本，带去佛书和天文历法等书籍。圣德太子让他讲授佛法，还派人专门向他学习天文地理等知识。

公元604年

敕于三十余州造塔。

吉藏奉敕撰《维摩经义疏》。

隋文帝卒。文帝在位24年，度僧尼23万，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086卷，修故经3853部，造像106580区，起塔100余州。

日本政府颁布了《宪法十七条》，意图把佛教树立为日本的国教。

公元605年

改僧寺名道场，道观名玄坛，各置监丞。

令沙门智果在东内道场撰诸经目录。又与有司共撰《香城甘露》500卷。

灵裕卒，年八十八。灵裕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撰《十地疏》《华严疏》《涅槃疏》《大集疏》《四分律疏》《大乘义章》等。

长安空观寺沙门慧藏卒，年八十四。慧藏生平习《十地》《涅槃》《大论》《般若》等，独重华严。

长安延兴寺沙门通幽卒，年五十七。幽是北方律师。

洛阳慧日寺沙门法论卒。炀帝在藩远闻令德，召入内道场晨夕赏对。仁寿二年敕与沙门道庄同讲《净名经》。有别集8卷，作《名僧传》未成而卒。

公元606年

布舍菩地王朝戒日王即位，他将国都迁到曲女城（今卡瑙季）。戒日王先后征服了摩揭陀、克什米尔、古吉拉特与信德，成为从中印度到北印度的霸主。戒日王虽是印度教徒，但也对大乘佛教颇为热心，到晚年更是给予佛教大量供养，是当时佛教最重要的修学与研究中心那烂陀寺的主要施主，屡次召开大法会弘扬佛教，在五印度修建了数千佛塔，广建精舍伽蓝，普以饮食医药施诸贫困，每年一度集会诸国沙门，于三十七日中四事供养，又“五年一请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及贫穷孤独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这一时期，那烂陀佛学极为兴盛，代表人物为戒贤、玄奘、月称、法称等。戒日王曾多次派遣使臣与中国唐朝通好，唐太宗亦派王玄策等人多次使印交往。

诏沙门道士致敬王者，因沙门明瞻等抗议，不行。

于东都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彦琮主其事。又敕令裴矩与彦琮一起撰《天竺记》。

江都慧日寺沙门慧觉卒，年五十三。慧觉从兴皇法朗法师出家，与慧布共研方等，讲大论、《大品》《涅槃》《华严》等二十余部，遍数甚多。

长安日严寺沙门智矩卒，年七十二。智矩学于法朗，善四论、《大品》，制《中论疏止解偈文》。时有同师东都慧日沙门法澄善三论，卒于大业初。

僧粲卒。后世尊为禅宗三祖，撰有《信心铭》。

神秀出生，俗姓李，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

公元607年

隋炀帝下令出家人要礼拜天子及诸长官，时诸僧道士持异议，帝令先须致敬然后陈理。彦琮撰写《福田论》进行驳斥。

日本以小野妹子为大使，来隋求取佛法，隋炀帝于次年遣文林郎斐清为使，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国。

东都慧日道场智脱卒，年六十七。智脱在邺习《华严》《十地》于颖法师，在江都学《成实》《毗昙》于强法师，在金陵学《成实》于嚼法师，炀帝为晋王时延居江都，住慧日，后随入京，住日严，大业初复随驾洛邑。尝讲《成实》《净名》，撰《成实论疏》40卷、《净名经疏》10卷，又讲《大品》《涅槃》《思益》等经。又有同寺沙门道庄听《成实》于彭城白琼法师，听四论于兴皇法朗，亦为晋王所重，征人京师，后亦随驾入洛，卒于大业初，撰《法华终疏》等。

长安禅定寺沙门昙迁卒，年六十六。昙迁初学于北地昙遵，遵慧光之弟子也；复得《摄论》于南，而传《摄论》于北。精研《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撰《已是非论》《华严明难品玄解》《摄论疏》10卷及《九识》《四明》等章，《楞伽》《起信》《唯识》《如实》等疏。

公元608年

长安纪国寺沙门慧净与道士余永通论衡两教。

吉藏完成了其佛学思想体系的纲领性著作——《中论疏》《十二门论疏》和《百论疏》，标志着三论宗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长安大兴善寺沙门洪遵卒，年七十九。洪遵依慧光弟子嵩山道云学律及《华严》，又从邺下道晖弘《四分》，开四分律于关中，著《大纯钞》5卷。

志念卒。撰有《迦延杂心论琉》及《广钞》各9卷，盛行于世，受学者数百人。

公元609年

诏汰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道，寺院准量僧留，余并拆毁，因沙门大志抗议不行。

长安郊南逸僧普安卒，年八十。普安先从雍州沙门普圆出家，晚投蔼法师为弟子，通明三藏，常业《华严》，尝建华严大斋会。开皇八年敕召入京。

长安宝刹寺沙门净愿卒，年六十余。愿早学律部，又听《十地》《华严》及诸小论，而善《摄论》，常讲《摄论》《杂心》《涅槃》《四分》，撰《舍利弗毗昙疏》10卷。

公元610年

彦琮卒，年五十四。彦琮前后参与译经合23部100多卷，讲《仁王》《大智度》《无量寿》等，撰《唱导法》《沙门名义论》《福田论》《僧官论》《慈悲论》《默语论》《辩教论》等20余种。琮久参传译，妙体梵文，乃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事，述八备以正古今翻译之失。其一生历经北齐、北周和隋三代。在北周武帝灭佛期间，彦琮“外假俗衣，内持法服”。隋朝立国，彦琮参与了首次佛、道之争，同时，他作《辩教论》《福田论》等指出道教的虚妄不实和佛教的真实无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为数不多的精通儒释道三教义理的优秀的译经家、佛学家和著作家。彦琮的观念成为佛教对待儒、道二教的基本观念。时又有沙门明则撰《翻经法式》10卷。

九江庐山大林寺沙门智锴卒，年七十八。智锴少出家，听法朗讲三论，后又于智[image: ]处学禅法，晚讲《涅槃》《法华》及《十诵律》。

公元611年

隋炀帝杨广方治兵，“亲总元戎”，于兵机之际，遣使迎灌顶至于行所，“叙以同学之欢”。

终南山至相寺沙门彭渊卒，年六十八。彭渊学于灵裕，即慧光之再传也。曾讲《华严》《地持》《十地》《涅槃》，屏迹终南，置寺结徒。

杭州天竺寺沙门真观卒，年七十四。真观初从华林圆法师学《成实》，后又从法朗学大乘，讲《涅槃经》，撰《诸导文》20余卷，诗赋碑集30余卷，又造藏经3000余卷。

公元612年

长安大禅定寺沙门灵干卒，年七十八。灵干从学于昙衍，志奉《华严》，亦讲《十地》。

公元613年

长安大兴善寺沙门僧粲卒，年八十五。僧粲游学河北、江南、东西关陇，涉历三国，备齐、陈、周，自号三国论师，开皇十年迎入帝里，敕住兴善，撰《十种大乘论》《十地论》等。

将外国学习佛法之人安置于鸿胪寺，令沙门静藏入鸿胪教授番僧。

弥勒教徒唐县人宋子贤自称弥勒佛出世，举行无遮佛会，举兵袭击正在巡视的隋炀帝，结果事泄被杀，连坐者约有千余家。同年，佛教徒向海明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因举兵反，众至数万，官军击破之。

净土宗的实际创立者善导出生，山东临淄人。

公元614年

彭城崇圣寺沙门靖嵩卒，年七十八。靖嵩北人，学于北，亦学于南。初从融智学《涅槃》《地论》，融智为法上弟子；又从云、晖二律师学，从遭猷、法诞受成杂二宗；后南下，时《摄论》《俱舍》二论真谛初传，弘通尚少，唯嵩研究，常诣法泰决疑，自《佛性》《中边》《无相》《唯识》《异执》等论40部皆通之，撰《摄论疏》9卷、《杂心论疏》5卷，又著有《九识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玄义。

襄阳沙门智润卒，年七十五。智润学《十地》于昙遵，学《四分》于慧光，又往南江从长千辨师学三论，晚学《华严》《涅槃》，常讲于汉阴，化行江汉。大业初廷住慧日。

公元615年

天竺沙门达摩笈多及法行、明则、长顺、海驭等在东都（洛阳）洛水南上林园翻经馆重译《药师如来本愿经》。

公元616年

荆州龙泉寺沙门罗云卒，年七十五。罗云从法朗学四论，以三论奥义未被荆南，居荆州龙泉寺五十余年，讲四经、三论各数十遍。其同时有荆州等界寺沙门法安亦学中观于法朗。

公元617年

王通卒。他是隋代对三教关系提出更为圆融和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大儒，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

长安净影寺沙门静辩或卒于是年（按：据《续高僧传·净辩传》谓辩“大业末年终力”），撰有《感应传》1部。

隋炀帝卒，在位13年，度僧6200人，修故经612藏29172部，治故像101000区，新造像3850区，造二禅定并立别寺10所。

隋代共译经82部（《开元录》作“六十四部”）。

公元618年

命沙门道士各69人于太极殿七日行道，散席之日设千僧斋。

沙门法琳以释、老二教同处弘宣，乃撰颂称之。

益州龙居寺沙门智诜卒，年八十。智诜初游于蜀，隋初至长安，敷扬律藏，后又还蜀住法聚寺，寺设大斋，无不来赴。

秦王李世民邀请慧乘、道宗、辩相三大法师以及京邑能论之士二十余僧，在弘义宫通宵法集。

公元619年

诏依佛道旨意，正月、五月、九月及月十斋日不得行刑屠钓，永为国式。

于京师慈悲寺立十大德，有保恭（讲《法华》）、慧因（讲三论）、海藏（讲四分）等，统摄僧、尼。

南天竺沙门达摩笈多卒，译经论7部，合32卷（《开元录》作“九部四十六卷”）。

公元620年

道信应请到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在黄梅西北的双峰山（原名破头山）建造寺院，传禅授徒。

并州武德寺沙门慧觉卒，年九十。慧觉明华严、十地，讲席相继，流轨齐岱，荣名远著，门学成风，著《华严》《十地》《维摩》等疏，并缵《义章》13卷。

公元621年

傅奕上书《废省佛僧表》，力陈佛教的种种弊端，请求高祖沙汰僧、尼。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10卷，行于世。

唐高祖下令限制佛教，“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

东都少林寺僧助秦王李世民平王世充有功，李世民有《告少林寺主教书》，令立功首领来见，赐物千段，并封沙门昙宗等为大将军。

公元622年

沙门法琳著《破邪论》驳傅奕。沙门普应制《破邪论》、东宫学士李师政作《内德论》《正邪论》驳斥傅奕。

公元623年

吉藏卒，年七十五。吉藏是三论宗的创立者，又被称为“嘉祥大师”，著有《大品经义疏》《中观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大乘玄论》《二谛义》《三论玄义》《法华玄论》《法华义疏》等数十部。弟子主要有慧远（兰田悟真寺）、智拔、智凯、智实、智命、慧灌等。

日本留（唐）学僧惠齐、惠光，及医惠日、福因等随同新罗使臣回国，建议朝廷召回留学生为国家效力，同时还建议朝廷继续向唐派遣留学人员，以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

公元624年

傅奕再次上书《请除释教疏》，指出佛教存在的问题，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召集群臣共同讨论佛教的存废问题，其中，中书令萧瑀与傅奕的争论最为激烈。

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

由百济僧观勒提议，日本设立僧正、僧都制度，其蓝本为中国南朝。观勒担任首任僧正，鞍部德积担任僧都。

公元625年

唐高祖亲自到国子学参加三教论辩。胜光寺慧乘、道士李仲卿以及当时饱学之士、其他达官贵人等都参加了辩论。讨论主要围绕三教的位次，异常激烈。结果在慧乘的辩论下，道士无言以对，佛教取胜。

唐高祖颁布诏书明确表达儒、释、道三教的先后顺序，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敕赐寺前地四十顷为常住田。

吉藏的弟子高丽人慧灌从朝鲜到日本，后大弘三论，是日本三论宗传播之始。慧灌被认为是日本三论宗的第一代传人。

高句丽僧慧观到日本，住法兴寺，因祈雨有功被任命为僧正。他曾经在中国追随吉藏，在日本传授三论学说，被誉为三论宗初传日本之祖。

公元626年

唐高祖接受傅奕的建议，准备废佛，颁布《沙汰僧道诏》，因唐太宗继位，没有真正执行。

五月有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贬斥佛教，沙门法琳乃撰《辩正论》批驳之。

是年十二月中天竺沙门波颇至长安，住兴善寺（《开元录》作“贞观元年十一月”）。

武德九年至贞观元年（626—627），波颇密多罗（Babhamitra）传《金刚大道场经》中的“理趣般若陀罗尼”及像法于玄模。

公元627年

敕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

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

太宗尝临朝谓傅奕曰：“佛教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奕对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

沙门法乘奉太宗诏于胜光寺起舍利宝塔。

长安大庄严寺沙门慧因卒，年八十九。慧因为兴皇法朗同学智辩弟子，曾学成实、禅法，后从辩师学三论，唐初十大德之一。

公元627—649年

北天竺僧人进献《千臂千眼陀罗尼》梵本，唐太宗敕令大总持寺法师智通与梵僧翻出咒经并手印等，成《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2卷。

公元628年

五月十九日敕，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以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

太宗谓群臣，梁武好释老，以致国亡，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太宗亦自谓不好老庄玄谈、神仙方术，尝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云云。

新罗圆测入华请业，初就法常、僧辩两位法师门下学佛教经论，与玄奘、智俨等同门。玄奘自天竺回国后，圆测立即前去受学，成为玄奘最重要的弟子之一。

公元629年

检括私度僧尼，不出者斩。

太宗以久旱无雨，恐年谷不登，令高僧二十七人于天门街祈雨七日，并下诏度僧三千。

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

十二月诏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七处，至次年五月成（按：《珠林》一百谓于“战场之处并置伽蓝昭仁、等觉十有余寺”，或是包括以后所修之寺）。

诏波颇于兴善寺开译，沙门慧乘等证义，玄薯等译语，慧赜、法琳等缀文。沙门灵佳述其时译事谓：“昔苻姚两代，翻译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这是唐代设立的第一个译场，共译佛经3部35卷。

玄奘上表请求出国赴印度求法，未允。八月私自越境西去，时年三十岁。

始州香林寺慧主卒，年八十九。慧主初从斌法师，后依姜律师，明四分及菩萨戒。

相州慈润寺灵琛卒。琛为三阶教信行弟子。

吐蕃松赞干布即位。他创制藏文，翻译佛经，创立了大昭寺、小昭寺等佛殿，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631年

唐太宗诏令僧、尼道士致拜父母，不可违反儒家礼教。

僧邕卒。施行林葬并起塔于信行塔右。僧邕是信行的大弟子并继承信行在三阶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其舍利塔铭极为有名，左庶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丹。

公元632年

天台宗灌顶卒，年七十二。灌顶，又被称为章安大师，天台宗尊为五祖。从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初从智[image: ]，直至智[image: ]去世，十年期间，灌顶一直随侍左右，亲聆说法，禀受教观，笔录整理了智[image: ]的大部分著作，自己还有《观心论疏》《天台八教大意》《涅槃经疏》《国清百录》《智者大师别传》等。

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灵云、僧旻经由新罗回国。

公元633年

有太子中舍辛谓著《齐物论》，破难释教。沙门慧净作《析疑论》答，法琳又复作论答之。

南天竺沙门波颇卒，年六十九，共译出《般若灯论释》等3部35卷（《开元录》作“三十八卷”）。

安州方等寺沙门慧嵩卒，年八十七。慧嵩从茅山明法师听三论，后于成都、荆州等地弘三论。

玄奘法师抵达天竺王舍城。

中天竺三藏明友来译《大乘庄严论》。李百药序之云：“大小乘学，悉以此论为本，于此不通，未可弘法。”

公元634年

诏为穆太后建弘福寺，并为寺访纲维，得慧斌，征为弘福寺主。

长安普光寺沙门慧琏卒，年五十余。慧琏为智首弟子，贞观初为云花寺上座，常弘摄论，化开律部。

公元635年

智首律师卒，年六十九。智首被尊为律宗八祖，道宣曾从其受学。他死后，朝廷在京城西郊龙首原拨出土地十亩，三百工人修坟，种柏千株。“皇上哀悼，敕令百司供给，丧事所须，务令周备。”首开隋唐僧人国葬之例。

法砺律师卒，年六十七。综其一生，讲《四分律》40余遍，与慧休合撰《四分律疏》10卷、《羯磨疏》3卷，并著有《舍忏仪轻重叙》等。以其居河南相州（临漳）日光寺，其学说在此地盛行，被尊为律宗“相部宗”的开祖。其弟子有明导、昙光、道成等。

义净出生，河北涿县人，一说齐州（山东历城）人，俗姓张。

李通玄出生，北京（今山西太原）人，李唐王室后裔。

在唐朝学习的新罗僧人明朗回国，他是最早在新罗弘扬杂密的僧人。

公元636年

长安普光寺沙门玄琬卒，年七十五。玄琬初事昙延，后从洪遵，又学《摄论》于昙迁，善戒律并《法华》《大集》《楞伽》《胜鬘》《地论》《中论》《百论》《摄论》等，撰《三德论》《无尽藏仪》《十种读经法》《礼佛仪式》《发戒缘起》《忏侮罪法》等十余部。

玄奘在天竺见到戒日王。

新罗僧人慈藏奉善德王之命入唐学法。

公元637年

中印度人善无畏出生。

唐太宗颁行《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申明：“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公元638年

新罗慈藏率弟子到唐朝礼拜圣迹，学习佛法。归国时带走了大量佛经、佛像，促进了新罗佛教的发展。

皇太子组织大臣和三教学士在弘文殿举行佛道辩论，参加者有纪国寺慧净、道士蔡晃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这次辩论主要是佛教一方与儒、道二教一方之间的辩论，虽然言辞比较激烈，但结果却非常诙谐，太子“怡然大笑，合坐欢跃”，唐太宗虽然没有召开三教论衡的会议，但是，由于他的三教政策和三教位次问题，引发了佛教的激烈反抗，尤其是以法琳为代表，汇集京城众多僧人上表攻击道教。结果由于道士秦世英的告发，法琳被流放。这次佛、道争论佛教一方失利。

慧能出生，俗姓卢，其父名行瑫，曾在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为官，后被贬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慧能出生在新州。

公元639年

终南山至相寺智正卒，年八十一。智正开皇七年随昙迁入关，住胜光寺，后从彭渊游，讲《华严》《摄论》《胜堂》《唯识》等，撰《华严疏》10卷，华严二祖智俨从学，实为华严大师。

太史令傅奕卒，年八十五。奕临终诚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

日本僧人惠隐、惠云经新罗回国。

日本舒明天皇兴建了百济宫和百济大寺。百济大寺由舒明天皇亲自发愿兴建，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寺院。

公元640年

法顺（又称杜顺）卒。法顺被尊为华严宗初祖，著有《华严五教止观》。其华严学的师承关系虽然不明确，但他是一位依《华严》修行的僧人，既有禅僧、神僧的品格，又有重视培养义学弟子的法师品格。

日本僧人请安（南渊请安）和留学生高向玄理回国。

舒明天皇就在厩坂宫召集僧众举行斋会，请惠隐宣讲《无量寿经》，并在宫内设置阿弥陀佛像礼拜，这是史料所载的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日本的开始。

公元641年

唐太宗答应吐蕃松赞干布的请求，从宗室中选文成公主与之联姻。文成公主带入佛经、佛像等。

尼泊尔墀尊公主也约于此时入藏与松赞干布成婚。墀尊把尼泊尔佛像带入西藏。

魏王泰为长孙皇后造百佛巨像于洛阳伊阙。

刻立《伊阙佛龛摩崖碑》，褚遂良书。

玄奘于古印度佛学研究中心那烂陀寺著《会宗论》，融会性、相二宗，为当地佛学名流所称道。

天竺戒日王尸罗逸多数次遣使来唐，并赠郁金香和菩提树等。

公元642年

古印度戒日王在曲女城设大法会，请玄奘法师说法，有18国国王及大小乘僧并婆罗门外道等数千人到会。称玄奘为“大乘天”，又请玄奘行无遮大会，道俗至者50余万。

公元643年

敕卫尉丞李义表、黄水令王玄策使西域游历百余国，至毗离耶城东北维摩室。玄策以手板量之，纵横得十笏，因号方丈。复登耆阇崛山，刻碑纪唐威德。

法藏出生，祖籍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故以康为姓。祖父辈迁居长安，其父受赠左卫中郎将。

新罗僧慈藏请还本国，启敕蒙许携藏经一部还国。慈藏弘律部，著有《诸经戒疏》十余卷、《出观行法》1卷。又有同国沙门圆胜，贞观初至唐，与藏偕还。

公元644年

玄奘法师自天竺回国，至于阗上表，太宗下敕迎劳。

山东济南柳埠朗公谷千佛崖开凿。

公元645年

玄奘返回长安，携回佛经657部，安置于弘福寺，撰《西域记》，讲唯识之学，创“唯识宗”。

道绰卒。道绰一生以宣讲经典为主，所留下的著述并不多，比较著名的是《安乐集》。道绰在北魏昙鸾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称名念佛的重要性，并在多方面对净土理论作了论述，初步奠定了净土宗的思想基础。

日本大化政府推翻苏我氏后，颁布兴隆佛法诏书，接收法兴寺，废除僧正、僧都，任命十师为僧界领袖，其中四人，即僧旻、惠云、常安、灵云都是归国留学僧。

公元646年

肖瑀请出家，太宗手诏斥之谓：“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力。”

玄奘将所译佛经五部及所撰《西域记》呈唐太宗。唐太宗为玄奘的弘佛精神所感动，亲作答书，重道轻佛之心有所改变。

西藏大昭寺破土兴建。

公元647年

慧远卒，年五十一，为吉藏弟子，十岁投吉藏出家，受具足戒后开讲《法华经》，并自作章疏。晚年居住在蓝谷（今陕西省蓝田县），继续讲说《法华经》。

公元648年

唐太宗下令京城以及其余各州寺度僧尼，共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这是唐代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度僧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和普及范围。

玄奘上所译《瑜伽师地论》。唐太宗认识到佛教广大，敕令有司抄写新译经论，颁赐九道总管（时分天下为九道），并亲自写《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放在前面，诏令皇太子撰《菩萨藏经后序》。

十月，唐太宗敕于北阙大内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玄奘法师居住，并挑选七名高僧同住。唐太宗令玄奘翻译《道德经》为梵文，玄奘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用通老义。且老子立义肤浅，五竺观之适足见薄。遂止。”

西藏大昭寺落成（一说为653年）。

松赞干布颁布16条人道伦理法。其中首条是敬信三宝（佛、法、僧）；第二条为修行正法。

公元649年

四月，太宗至翠微宫召玄奘同住，共法师听《瑜伽》大意，论《金刚般若》，并告法师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五月太宗卒。

沙门道生取道吐蕃至天竺，于那烂陀寺学法，后赍经像返国，行至泥婆罗病卒。

贞观年间（627—649），有北天竺僧人携《千臂千眼陀罗尼》梵本奉进，太宗敕令大总持寺沙门智通与梵僧一起将其译为汉语。

约公元650年

月称约于此年卒。月称将属于佛护一系的应成派发扬光大而成中观派的主流，遂成为其最大代表，也因此在后期印度佛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瑜伽派传人月宫与月称进行过长达七年的辩论。月称主要著作有《中观根本明句论》（Mūla-madhyamaka-v[image: ]ti-prasanna-padā）、《入中观论》（Madhyamaka-avatāra）、《入中观论自注》（Madhyamaka-avatāra-Bhā[image: ]ya）、《入中观慧》（Madhyamaka-prajñā-avatāra）、《菩萨瑜伽行四百论注疏》（Bodhisattva-yogacaryā-catu[image: ]ataka-[image: ]īkā）、《五蕴论》（Pañca-skandha-prakara[image: ]a）、《空七十论注》（[image: ]ūnyatā-saptati-v[image: ]tti）、《六十颂如理论注》（Yukti-[image: ]a[image: ]ikā-v[image: ]tti）。

日本天皇委任僧旻和高向玄理制定八省官制。

公元650年

沙门玄照经吐蕃由文成公主送往天竺，新罗僧玄恪慧轮等随往。

道宣撰成《释迦方志》。

玄奘译出《本生经》7卷，沙门静迈、神唠等笔受。静迈者，先是简州福聚寺僧，贞观十九年奉诏为玄奘译场证义，后在玉华宫等处助译，除著有《译经图纪》四卷外，尚有《金刚般若经疏》《十轮经疏》《因明入正理论疏》十余种。神昉原住法海寺，亦奉诏为证义大德，著有《十轮经抄》《成唯识论要集》等数种。

新罗义湘到达长安。后入终南山师事智俨，回国后建立浮石寺，对促进朝鲜华严宗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元651年

戒贤卒（一说645年）。戒贤是戒日王时代那烂陀寺的住持，是7世纪前期印度瑜伽唯识学派的核心人物，护法论师的弟子，玄奘法师的印度师尊，寿量达一百二十余岁。相传戒贤论师著述有十余部，但玄奘一部都未翻译，西藏翻译有一部《佛地经》的释论《圣佛地经释》。玄奘翻译的亲光所糅释的《佛地经论》，应采有戒贤的解释。

六月，西明寺建成，朝廷下诏道宣任上座。

道信卒，年七十二，被奉为禅宗四祖。道信在湖北黄梅的双峰山传教弘禅数十年，弟子500余人，禅僧由此从分散流动转向聚众定居，稳定的传教基地随之建立起来。道信把劳动纳入修行范围，农禅并重，自耕自食，佛教通过游走乞食解决衣食来源、通过接受供养筹集经费的传统生存方式从此发生了彻底转变。随着禅众有了新的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生产方式，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脱为特点的新教义也应运而生，这就是道信的实相念佛禅修法门。道信曾做《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论述自己的禅法。道信弟子知名者有荆州法显（577—653）、常州善伏（？—660）、玄爽（？—652）等。道信临终传法给弘忍。正是弘忍继承和发展了道信禅学，使中国禅宗最终形成。

日本孝德天皇诏僧尼在味经宫诵读一切经，应召的僧尼达2000多人。

公元652年

中印度僧人阿地瞿多（Adikuta，无极高）自西印度辗转来华，敕住慈恩寺。其人“精炼五明，妙通诸部”，专以弘扬密教为务，常居慧日寺开坛传法，启建陀罗尼普集会坛。

公元653年

智通译出《千转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1卷、《观自在菩萨随心咒》1卷、《清净观世音菩萨陀罗尼》1卷。

日本法兴寺道昭入唐，师从玄奘。公元653—654年，无极高应沙门玄楷等人的殷切请求，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翻译出12卷，题为《陀罗尼集》，此《金刚大道场经》即是大明咒藏之少分，被称为“总持三昧神咒法印坛等秘密法藏”（《陀罗尼集经》卷十二），代表持明密法或陀罗尼密教的成熟阶段。

公元654年

二月，印度摩诃菩提寺智光等之使者法长携玄奘之物信返回印度。唐僧玄照离开阇烂达罗国，至印度摩诃菩提寺，攻读《俱舍论》及律。

特旨度沙门窥基为大僧，入慈恩寺。窥基是玄奘的大弟子，他和玄奘同为法相宗的创始人。

公元655年

西遮娄其王超日王一世（Vikramaditya Ⅰ，勤行王一世，655—680）重新立国。与潘地亚及迈索尔的恒伽王国结成联盟，击败波罗瓦人，并洗劫了其首都建志。

中印度僧人那提三藏携1500余部佛典至长安，居慈恩寺助玄奘师徒译经。

玄奘于贞观二十一年译出《因明入正理论》，贞观二十三年出《因明正理门论》。弟子神泰、靖迈、明觉为《因明》作义疏。是年尚药奉御吕才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破斥三家之说，而沙门慧立、明溶，太常博士柳宣反复致书，吕才遂奏其事。高宗召玄奘法师与吕才对。

罽宾国沙门佛陀多罗于白马寺译《圆觉经》。

公元656年

以玄奘法师请，高宗为撰《慈恩寺碑》。四月，高宗御安福门观玄奘迎慈恩寺碑文，导以天竺法仪幢幡等，陈列三十里，车千余乘，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设三千僧斋。

武后生皇子显（即中宗），敕赐号佛光王，为度七人，请从玄奘受戒。

三阶教僧人惠恭主持建造五级木塔，得到敕封“检校佛塔大德”之尊号。

公元657年

长安西明寺建成，道宣担任上座，神泰担任寺主，怀素担任维那，三纲寺职具备，是唐代这一制度的代表。唐代寺院基本上实行三纲制度。

唐高宗下诏令《僧尼不得受父母拜诏》。

唐高宗命王玄策送佛袈裟至天竺。

金陵牛头山沙门法融卒，年六十四。法融初于茅山明法师学三论，贞观十七年于牛头山幽栖寺建禅室居，及道信入山，融从学，传顿悟法门，而立牛头宗。

日本孝德天皇在飞鸟寺以西仿建须弥山举办盂兰盆会。

公元658年

七月西明寺成，敕玄奘徒居。

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等地访其风俗物产，令百官撰《西域志》60卷，图40卷，许敬宗领之。

唐高宗诏沙门义褒、道士黄颐等入宫谈论。

日本遣沙门智通来求大乘佛教。

公元659年

敕智琮等往礼凤翔法门寺，迎舍利，赐名会昌寺。次年请入东都大内，皇后为舍利造金棺银梆，龙朔二年送回本塔。

诏僧道入合璧宫论议，法师会隐立“五蕴”义，神泰立“九断知”义。

印度沙门智通译出密教经典《千转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经》等3种，前在贞观中出《千臂千眼经》1种，共4种5卷。

吏部尚书唐临卒于潮州贬所。临于永徽中著有《冥报记》2卷，述因果报应之应验。后有郎元休于龙朔年中又撰《冥报拾遗》2卷。

玄奘法师译出法相宗（唯识宗）要典《成唯识论》，沈玄明为之作序。《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至此译成，凡200卷。

日本孝德天皇诏令都城各寺院讲《盂兰盆经》，报效七世父母。这是此后盂兰盆会的滥觞。

公元660年

正月，玄奘法师于玉华宫始译《大般若经》，即就宫为佛寺。

唐高宗召集僧人静泰、道士李荣在洛阳宫中就《老子化胡经》真伪问题进行讨论。这次讨论从文本真伪问题争论发展到佛、道二教代表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后没有讨论出任何结果。

高宗及武后巡幸并州至童子寺、开化寺瞻两大佛像，大舍珍宝财物衣服等。

高宗下诏迎法门寺佛骨至东都，入内供养。武后舍所寝衣帐直绢1000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

天竺菩提寺主戒龙为汉使王玄策设大会，赠大真珠箱象牙佛塔、舍利宝塔、佛印等，饯别。

公元661年

唐高宗令会昌寺僧会颐往五台山修理寺塔。

王玄策从天竺回到长安，进所得佛顶舍利。

京师西华观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造金铜佛像5躯，十一面观音像2躯，并诸大乘经，改依佛教。

王名远向唐高宗进《西域图记》。

彦悰修《大唐京师寺录》10卷。悰尚撰有《沙门不敬信录》6卷。

道宣撰出《集古今佛道论衡》前3卷，后于麟德元年又补出第4卷。

新罗沙门义湘、元晓入唐，湘从学于终南山智俨，返国后为海东华严初祖；元晓从学于玄奘，著述甚富，唯识、瑜伽、因明等均有章疏，且有三论著述及《净土经疏》，又有《华严》《起信》章疏多种。

公元662年

唐高宗颁布诏令《命有司议沙门等致拜君亲敕》，引起僧团不满，道宣、威秀等僧众二百多人到蓬莱宫上书《议拜君亲状》，拒绝接受高宗的致拜君亲的诏令。此后，在佛、道二教的强烈反对下，不得已停止执行这一敕令。

道宣始撰集《大唐内典录》。

日本僧人道昭回到日本，被推为法相宗初传。

公元663年

十月，玄奘法师600卷《大般若经》译成，普光、嘉尚、大乘钦等笔受。

十二月，玄奘译《毗婆沙论》，弟子宝光有疑，以非想见惑请益之，奘为之释。光宝后于长安三年预义净道场，著有《俱舍论疏》（又称《宝疏》）、《会空有论》、《一乘法性究竟论》等。

那提三藏译出《八曼荼罗经》等3部，密教理论得以较系统地介绍。又著《大乘集义论》40余卷。

长安慈恩寺沙门灵辩卒，年七十八。灵辩乃灵斡之犹子，初从昙迁学，后从智正专业《华严》，撰《华严疏》12卷、《抄》10卷、《章》3卷。

新罗文武王下令“禁人擅以财贷、田地施佛寺”。

公元664年

道宣编撰完成《大唐内典录》10卷，共收录经典2232部7200卷。全书分为十录，是上承隋代诸《众经目录》、下启唐智升《开元释教录》的一部过渡性佛经目录。

道宣编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玄奘卒，年六十三。玄奘是汉传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他西行印度求法17年，回国后受到太宗、高宗、武则天等帝王的礼遇，组织了唐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译经数量最多的译场，译出经典涉及唯识类、阿毗达摩类和大般若类等诸多门类，总计译出各类经典75部1335卷。由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是唐代佛教建立的第一个宗派，又被称为“慈恩宗”。弟子有窥基、圆测等。又著《大唐西域记》，为研究7世纪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

大爱敬寺僧人静泰撰《大唐东京大爱敬寺一切经论目》5卷，又称《众经目录》。

公元665年

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4卷。

唐高宗命僧人玄照奉敕去古印度求法，新罗僧慧轮同往。

长安广福寺沙门会隐、西门寺沙门玄则等10人奉敕撰《禅林要钞》，出30卷。前此玄则曾出《禅林妙记前集》10卷、《后集》20卷。

公元667年

道宣卒，年七十二。道宣曾参与玄奘译场工作，是律宗九祖，他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等，创立了南山律宗一派，建立了自己的戒体说体系。道宣在佛教文史学上有很大贡献，撰成《续高僧传》《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等佛教文史名篇。

新罗沙门顺璟至中国。顺璟善因明，闻玄奘“真唯识量”，乃立“决定相违不定量”，是年因使臣入贡附至，此时玄奘已逝世三年。

锡兰王最胜菩提四世即位，他禁止屠杀，极力保护佛教教团，并举行《守护经》文念诵仪式。

公元668年

唐高宗再次召集僧道讨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最后，接受了佛教僧众的建议，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数”。

智俨卒，年六十七。智俨被奉为华严宗二祖，主要著作有《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华严五十要问答》《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智俨在吸收慧光以来华严学发展成果基础上，融汇当时各派学说，基本完成了华严学说体系的整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实现了从华严经学说到华严宗学说的过渡，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他终生以至相寺为主要活动基地，其学说影响却远达新罗。智俨的弟子有怀齐、法藏、薄尘、慧哓、道成、慧招、慧佑、义湘等人。

道世撰《法苑珠林》100卷。分门别类，这是一部重要的佛教资料、工具书。

日本天智天皇下令修建崇福寺，并为该寺撰写《崇福寺愿文》。

唐罗联军灭高句丽。在攻打平壤的战斗中，高句丽僧人信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元670年

武则天为其母荣国夫人追荐冥福，舍长安私宅建太原寺，同时令度僧。法藏于此时正式出家，受沙弥戒，入太原寺，以后常住于此寺。

公元671年

中印度僧人金刚智出生。

义净自南海附舶往印度求经。义净至印度时佛门大德：其西方现在，则羝罗荼寺（Telā[image: ]haka）有智月（Jñānacandra）法师，那烂陀中则宝师子（Ratnasi[image: ]ha）大德，东方即有地婆羯罗蜜呾啰（Divākaramitra），南裔有呾他揭多揭婆（Tathāgatagarbha）……此诸法师，净并亲狎筵机餐受微言。当时著名的法师还有胜光（那烂陀寺，中国求法僧玄照从之学中、百等论）、宝师子（那烂陀寺，玄照从之习《瑜伽十七地》）、智月（那料陀寺）、法称、达摩普罗（Dharmapāla，7世纪时人，于那烂陀寺大学任教30年，后从康居至苏门答腊弘法）等。

新罗沙门义湘返国。

公元672年

慧能至黄梅向禅宗五祖弘忍问法。

公元673年

日本天武天皇命令抄经生在川原寺抄写一切经。

日本百济大寺迁址于高市，改称高市大寺。

公元674年

唐高宗下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至此，佛道二教不分先后地位，形成平等的局面。

弘忍卒，年七十四，被奉为禅宗五祖。弘忍继承道信的事业，在黄梅东山建成弘教传禅基地，应是禅宗的实际创立者。

公元676年

罽宾僧人佛陀波利辗转西域来到长安，巡礼五台山，传说因得文殊菩萨授记，返回印度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交州都督梁难敌，遣使奉表进成都沙门会宁与南海诃陵国沙门若那跋陀罗共译之《涅槃经》后分两卷。

慧能至广州法性寺，印宗禅师为其落发，智光律师临坛为授满分戒。

日本天皇诏令各国讲说护国经典《金光明经》和《仁王经》。

公元677年

慧能自南海归韶州曹溪宝林寺。

南岳怀让出生，金州安康（在今陕西省安康地区）人，俗姓杜。

公元677—679年

荆楚大德数十人，请神秀住当阳玉泉寺，从此开始，神秀在佛教界和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皈依者甚众，所谓“就者成都”，“学者如市”。

公元679年

中印度沙门日照表请翻度所携经夹，仍准玄奘例于寺译经。从法藏请于垂拱初译出《华严·入法界品》1卷，至垂拱末共出经论《大乘显识经》《大乘广五蕴论》等18部34卷。

罽宾人佛陀波利再次来到长安，与西明寺僧顺贞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该经是汉地翻译最多、流行最广的密教经典，各种经本、仪轨、陀罗尼本以及撰集、注释等多达15种。

日本天武天皇为皇后祈愿而兴建药师寺，但此后因天武天皇病故而停工。

开始于宫中及都内各司宣讲《金光明经》，这是后来例行的大极殿御斋会的前身。

公元680年

月官（Candragomin，旃陀罗瞿民，620—680）卒。月宫是7世纪时的佛门居士，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除传承世亲无著的瑜伽唯识之学外，他在声明学即印度古典文法学方面亦自成一家，而且还因为他的多罗菩萨（绿度母）和观音菩萨的信仰而被视为早期的密教论师。月宫是瑜伽行派的最后一位大师，著名的居士大学者。月官大造工艺、声明、辩论、医药、诗韵、歌舞、词汇、诗歌、星象等书，并对弟子讲授。又造赞颂108种，内道论108种，外道论108种，工艺108种，共432种。还著有《月灯注》《二十律仪论》《入三身论》等重要佛教论著。月官的著述没有汉译，藏译保存了40多部，其中大多与密教有关，其余的涉及声明、工巧、佛教的赞颂和本生教理等，瑜伽行学著述只有一部，而且较为简单。其中唯一一部现存梵本与藏译的著作是《与弟子法颂书》，简称《与弟子书》，系为调伏破戒的刹帝利比丘而作。

三月，地婆诃罗到长安，奉敕于太原寺（魏国西寺）译经，有道成、薄尘等十大德参加。法藏前往请教，补入《入法界品》中脱文两处，后也参加了这一译场。

天台六祖法华智威卒。

沙门智运于洛阳龙门山镌石为佛像一万五千尊。

公元681年

善导卒，年六十九。善导是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其净土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深刻。善导著述较多，主要有《观经疏》《往生礼赞偈》《净土法事赞》《般舟赞》和《观念法门》等。善导继承昙鸾、道绰以来的净土思想，将“称名念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从此以后，称名念佛的净土宗迅速发展，成为最有势力的佛教宗派之一。

大概同时的净土宗高僧还有迦才、怀感和飞锡。迦才较早将慧远与净土联系起来。怀感曾经向善导学习念佛，最终获得成就，他写了《释净土群疑论》。这部书可以说是关于净土宗的百科全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其他各色人等对净土宗念佛思想的质疑以及怀感的回答。飞锡的最大贡献是撰写了一部《念佛三昧宝王论》，并开创了禅净双修的路线，初步融合禅宗和净土。

太子文学权无二述释典稽疑十条，沙门复礼撰《十门辩惑论》3卷答之。

公元682年

窥基卒，年五十一。窥基是法相唯识宗的主要创始人。玄奘死后，窥基维护了玄奘所持护法系唯识学的完整性与纯正性，为唯识宗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窥基著作颇多，能知其名的有48部，现存28部。窥基著述涉及面很广，但以瑜伽唯识之学为重点，举凡玄奘所译的有关经论都有注释，并且对照真谛旧译经论加以解释评判。窥基之作大多亲受于玄奘，玄奘的意旨多保存于他的著作中。

长安恒济寺沙门怀素卒，年七十四。怀素先就相部法砺学，后又学于玄奘，开戒律之东塔宗，著有《开四分律记》《四分僧尼羯磨文》《四分僧尼戒本》等。

公元683年

唐高宗派使节前往南天竺邀请达摩流支到中国弘扬佛法。

僧一行出生，俗姓张，名遂。唐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一带）人。

长安西明寺沙门道世或卒于此年（据《稽古略》）。据《律苑僧宝传》谓道世与道宣同受戒于智首，深明律部，除著《法苑珠林》外，又著有《诸经要集》《四分律讨要》《金刚经集注》《敬福论》《善恶业报论》《辨伪显真论》《受戒仪式》《礼佛仪式》《大小乘禅门观》《大乘观》等总十余部150余卷。

公元684年

神会出生，俗姓高，襄阳人。

公元686年

法如召集天下有名的僧众，在少林寺集会，首次公开制定出禅宗传法宗谱，并确定了禅门的师徒传授方式。《法如行状》说：“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唯意相传。”

日本持统天皇为祭拜天武天皇在大官、飞鸟、川原、丰浦、坂田五寺举办了盛大的无遮大会。

公元687年

印度金刚乘密教的创立者因陀罗布底出生。因陀罗布底为奥立沙香拔拉国的国王，相传为莲花生（将佛教传入西藏者）之父。为左道密乘佛教的思想家。

南天竺僧菩提流支到洛阳，居福先寺译经。

广福寺沙门彦悰继魏国寺沙门慧立撰成《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

中天竺僧日照卒于洛阳，葬于龙门。武则天施绢千匹以充殡礼，梁王请置伽蓝，赐名香山寺，造石像7龛。日照译《密严》等经论，共18部34卷。

公元688年

四月（或五月），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武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六月又得瑞石于汜水，是曰广武铭。

鉴真出生。

公元689年

正月七日夜，敕僧等于玄武北门建立华严高座八会道场，与会者有僧尼数千，武后亲制《听华严诗》并序。

于阗国沙门提门般若（天智）来长安，武则天令其在魏国东寺翻译，至天授二年出《华严经·佛境界分》《法界无差别论》等6部7卷。

潞州法如卒。法如是弘忍门下成名最早的弟子，离开黄梅后，把东山法门弘扬到嵩山少林寺，并且引起皇室重视。

公元690年

七月，沙门薛怀义、僧朗等人进上《大云经》，并撰造了《大云经疏》，声称武则天是弥勒佛身，当得称帝。

九月，武则天称帝，建立武周政权，下令天下颁布《大云经》，并且在两京各州设置大云寺，藏《大云经》，赐予撰写《大云经疏》的僧朗等人爵位、紫袈裟和银龟袋。

昙无谶所译《大方等大云经》中有女主威伏天下的预言。武则天即位，特表扬此经，以合符命。

公元691年

武则天下诏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

召沙门神秀入京师，武后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养，时时问道。

吐火罗国沙门弥陀山（寂友）译出《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于阗国沙门天智译《造像功德经》等。

公元692年

金刚智于南印度龙智处受学金、胎两部法门。

义净自室利佛逝国遣大律返长安，携归新译经论10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及《西域求法高僧传》等。

菩提流志译《不空罥索咒心经》1卷，宋施护译《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1卷。

敕禁断天下屠钓，前后共8年。

新罗僧道证自唐还国，上天文图。道证为圆测弟子，后于忠州创月光寺弘法，传播圆测系法相学，著有《成唯识论要集》14卷、《般若理趣分疏》1卷、《大般若经笈目》2卷、《辨中边论疏》3卷、《因明正理门论疏》2卷、《因明入正理论疏》2卷、《圣教略述章》1卷，均佚失。

公元693年

达摩流支应请携梵本佛经，到达唐王朝的东都洛阳，受到武则天的礼遇，重新翻译《宝雨经》，新增加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等内容，从理论上解释武周政权代替李唐政权的合法性，博得武后欢心，武后替他改名菩提流志（Bodhiruci），意译觉爱。

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沙门宝思维至洛都，敕于天宫寺安置，即以其年创译。

公元694年

武则天诏令：“天下僧尼，隶祠部，不须属司宾（鸿胪寺）。”将崇玄署掌管佛、道二教的职能做了分离，僧尼管辖权归祠部，道士女冠的管辖权归崇玄署。

武则天命三阶教法藏禅师于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至长安年中又命检校化度寺“无尽藏”。

印度沙门慧智于洛阳佛授记寺出《观世音颂》1卷。

日本持统天皇以《金光明经》100部送置诸国，令每年正月上旬读诵。

持统天皇迁都藤原京。一些著名寺院，如大官大寺、法兴寺也随同迁入。

公元695年

印度鸠摩利罗（Kumārila，650—700）复注《弥曼差经注》，开展弥曼差派之学说，并批评佛教。7世纪末叶，于东南印度完成《金刚顶经》。

义净由天竺取经300余部归国，武则天趋京师上东门迎接。

武则天敕令：“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

明佺奉敕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15卷，定三阶教典为伪经。

武则天遣使往于阗国迎沙门实叉难陀（学喜）在京都大内大遍空寺，与菩提流志、义净等重译《华严经》，至圣历二年译成。武则天亲临译场，并制序文，称该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法藏曾任笔受。

公元696年

武则天遣使赐慧能水精钵、摩纳衣、白[image: ]、香茶，敕韶州守臣安抚山门。

诏法藏于太原寺开华严宗旨，赐号贤首法师，华严宗又称贤首宗。

洛阳弘道观主杜乂求为僧，赐号玄嶷，赐夏腊三十，此为赐夏腊之始。玄嶷撰《甄正论》以尊佛教。

福先寺沙门慧澄请依前朝毁《老子化胡经》，敕秋官侍郎刘如睿等8学士议之，皆言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

新罗僧圆测卒，年八十四。圆测十五岁离开新罗，到达长安。他跟从当时长安的两位真谛系统的摄论大师学习过，后来跟从玄奘学习，随玄奘入西明寺。圆测的著述很多，现存《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三种。圆测主要弘扬唯识学，并且建立了被后世称为“西明唯识学”或者“新罗唯识学”的系统。

公元697年

唐王朝出师讨伐契丹，法藏“建立十一面道场，置光音像行道”，“依经教遏寇”，得武则天“忧诏劳之”。

武则天敕张昌期请智诜禅师赴京内道场供养。

日本药师寺工程复工，于文武朝完工。该寺金堂供奉的药师三尊像与大官大寺供奉的佛像在奈良时代即被评为全日本最精美的佛像。大官大寺今仅存遗址，药师寺三尊像则保存至今，被公认为白凤艺术的代表。

公元698年

五月，义净自印度还。

公元699年

十月，敕法藏法师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至《华严世界品》，地皆震动。即日，引对长生殿，敷宣玄义。法藏以殿前金狮子为喻，武后豁然领解，封法藏为菩萨戒师，集其言成《金狮子章》。

法藏致书同门新罗义湘，并托新罗归国僧胜诠法师送其撰述之《华严探玄记》等。

发布敕令规范三阶教徒行事。

公元7世纪

婆摩诃（Bhāmaha）撰造了第一部古典梵语诗学理论著作《诗庄严论》，注重音与义庄严，特别是后者，同时代还出现了檀丁（Da[image: ]in）诗学著作《诗镜》，提出了风格论。后随着《诗庄严经》《韵光》等诗学与修辞学著述的纷纷涌现，独具特色的印度古典文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

埃罗拉（Ellora）石窟开始开凿。石窟位于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奥兰加巴德西北约二三十公里处。该石窟有佛教、耆那教与印度教三种石窟，以印度教石窟最多、最大，在艺术上最精美。

公元7世纪上半叶

第三次“空有之争”在中观论师月称与瑜伽行派论师月官之间展开。

公元7世纪中叶

印度的密宗传入缅甸，并受到中国唐朝的密教的影响。

公元7—8世纪

真言道根本经典《大日经》出现，标志着密教的独立。它的出现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以此为始，佛教开始迅速朝着秘密化方向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秘密佛教。

唐僧明远到越南，跟越僧联翩往西域求法。

约与《大日经》成立及传播同时，在印度秘密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金刚顶经》也开始在南印度流传。

公元8世纪初

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重要经典之一《胜乐轮经》问世，标志着胜乐教法的正式成立。

印度智藏论师约于此时出生。智藏是经量中观派的代表人物，著有《二谛分别颂》《瑜伽修习道》《解深密经弥勒品略疏》等。

武后将于白马阪造大像，敛天下僧钱。狄仁杰上疏谏阻，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绩尽工”云云，又曰：“无名之僧凡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经典僧伽，盖均冒滥。”又苏环谏武后，以“铸浮屠，立庙塔”，靡损虽不出国用，要自民产日殚，请并寺，着常员，数缺则补。

北天竺岚波国沙门李无谄应新罗僧明晓请，译出《不空罥索陀罗尼经》1卷。

义净于东都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武后为制《圣教序》。

法藏奉武则天诏命，与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7卷等。

石头希迁出生，俗姓陈，端州高要（广东肇庆市）人。

日本僧人道昭圆寂，他的弟子行基继承了他的衣钵，致力于面向民间的弘法实践活动。

观誓（Avalokitavrata）主要活动于700年前后，著有《般若灯论释疏》（Prajñāpradāpa-ñikā，或称《般若灯论复注》），疏释清辨（Bhāvaviveka）的《般若灯论释》（Prajñā-pradīpa-mūla-madhyamaka-vn[image: ]tti），故被后人视为清辨以后自立量派（Svātantrika，或称依自起派）的代表人物。

调伏天（VinItadeva），或称律天，是公元700年前后唯识派的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因明学者，广释世亲、陈那、法称有关因明唯识的著作，被后人作为无相唯识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调伏天的著作有《律赞句解说论》（Vinaya-stotra-pada-vyākhyāna）、《律分别句解说论》（Vinaya-vibha[image: ]sga-pada-vyākhyāna）、《二十论广注》（Prakara[image: ]avi[image: ]aka[image: ]ikā）、《唯识三十颂解说论》（Tri[image: ]ata-kārikā-vyākhyāna）、《成他相续论证论广注》（San-tānāntarasiddhi[image: ]ikā）、《正理一滴论广注》（Nyāyabindutikā）、《因一滴论广注》（Hetubindutikā）、《观相续论广注》（Sam-bandhapartksā[image: ]-ikā）、《诤正理论广注》（Vādanyāyatikā）、《观所缘论广注》（Ālambanapar[image: ]-ikā）。

印度毗湿奴派《潘迦拉嘟拉集》原型成立。

商羯罗（[image: ]a[image: ]kara），约公元700—750年生于南印度喀罗拉（Kerala）国的喀拉迪村，其著作有《梵经注》（Brahmasūtra-bhā[image: ]ya）、《薄伽梵歌注》（Bhagavadgãtābhā[image: ]ya）、《我之觉知》（ātmabodha）、《问答宝鬘》（Upade[image: ]a-sāhasrī）、《五分法》（Pañcãkara[image: ]a）等。在印度思想史上，商羯罗的地位与龙树不相上下。

武则天遣使迎神秀入京，受到“趺坐觐见，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的待遇。每当说法之时，“帝王分座，后妃临席”。神秀当时受崇敬之盛，仅次于太宗之对于玄奘，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武则天还邀请禅宗六祖慧能进京，但是遭到拒绝，她竟将慧能的得法袈裟取来，供养于内道场，显示她对禅宗的信仰之热情。

公元701年

御史张廷珪以武后将建大像，上书，《谏白马阪营大像表》陈害。

武后集三教学士纂《三教珠英》1300卷，目13卷。

日本僧人道君首名在大安寺宣讲《僧尼令》。

日本政府时隔32年决定再次派遣遣唐使。后来成为日本三论宗著名僧人的道慈也在其中。

公元702年

武则天曾从宫中出“等身金铜佛像一铺，并《九部乐》、南北两门额，上与岐、薛二王，亲送至（招福）寺”。除了赠送佛像、寺额等，还特意送大型乐舞团到寺院，这显示乐舞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

智诜卒。其为弘忍弟子，撰有《虚融观》3卷、《缘起》1卷、《般若心疏》1卷。智诜有弟子处寂，住资州德纯寺，人称唐和尚。他传法给净泉（众）寺的无相禅师，无相又传保唐寺无住禅师，形成中唐著名的净众保唐禅系。

日本中央任命僧正、僧都、律师，地方各国则派遣国师。

公元704年

武后复税天下僧尼，作大像于洛阳城北邙山白马阪，靡废巨亿。冬像成，则天率百僚礼祀。李峤上疏谏造大像，谓“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可拯一十七万户饥寒之弊”，疏奏不纳。

公元705年

北天竺僧人不空出生。

唐中宗继位，恢复老子“玄元皇帝”的称号，将道教和佛教放在同一地位看待，中宗下令每州建立一座佛寺和道观，称为“中兴寺”和“中兴观”，后又将这些寺观名改称为“龙兴寺”和“龙兴观”。中宗提高道教地位的政策引起了道士的附和，他们又重提《老子化胡经》一事，并且，在道观中画上老子化胡成佛的壁画。但是，这一举措却遭到了中宗反对，特别下《禁化胡经敕》，对《老子化胡经》再度禁绝。

诏天下试经度人。

诏慧能禅师入京，辞，不赴。

义净于东都洛阳内道场译出《孔雀咒王经》，中宗李显为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以冠于经首。

中天竺沙门般剌蜜帝（Pramiti）在广州制止道场译《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10卷。

法藏奉诏与吐火罗僧人弥陀山合作翻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公元706年

以赏造圣善寺功，沙门慧范、法藏、慧珍等九人并加五品阶，赐爵郡县公。敕上庸公慧范加银青光禄大夫，充圣善寺主；沙门万岁加朝散大夫，封县公，充都维那；沙门广清检校殿中监，充功德使。

酸枣县尉袁楚客上书中书令魏元忠论国政十失，斥左道僧徒害国。

义净随驾至长安，中宗敕于大荐福寺为义净别置翻经院。

菩提流志（Bodhi-ruci）于长安崇福寺开始翻译《大宝积经》。

神秀卒。其为弘忍弟子，以传播“东山法门”为己任，在经典方面比较重视《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直接继承弘忍的禅学，把弘忍一系禅法在朝廷中的地位、在社会上的影响，都推到了顶峰。神秀弟子中著名者如普寂、义福，先后成为国师。神秀一系所传的“东山法门”随之上升为官禅，而达摩法系也被公推为禅宗的正统所在。直到安史之乱的五十年左右，神秀系一直兴旺发达，声名显赫。

公元707年

中宗复位后，曾令天下诸州立寺观各一所，皆以中兴为名，是年改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

义净于佛光寺内翻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2卷，又称《七佛药师经》。

公元708年

金刚智巡礼东印度，后应邀至南印度纳拉辛哈瓦曼二世宫中；再经锡兰（今斯里兰卡）归国。

并州清原县尉吕元泰以营建佛寺劳民病国，上疏谓“回营构之资，惠及饥寒”，疏奏不省。

中宗多营佛寺，劳民伤财，左拾遗辛替否上疏极谏，谓“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以取怨于天下”，疏奏不纳。

老安卒。老安法名道安，亦称慧安，为弘忍弟子中年龄最大者，比其师大20岁；另外，他世寿超过120岁，所以被称为“老安”。其倡导兼容并蓄接受一切佛教经典和理论的主张，倡导西方安乐世界就在眼前。他的禅风把权宜方便本身就作为原则，并不受经典文句的束缚，一切从现实需要出发，一切从世俗生活需要出发。这种禅法在当时影响很广，所谓“始于山门，遍于天下”，但同时，反对的声音也比较高。老安知名的弟子人数不多。中唐时期宗密撰《圆觉经大疏抄》，谓老安有弟子四人，即腾腾、自在、破灶堕和陈楚章，“皆道高名”。

玄赜被敇召入西京，于东都广开禅法，具有“两京法主”地位，很有影响。他和神秀、老安一样，是闻达于朝的弘扬东山法门的主要人物。玄赜弘扬的禅学思想，大体不出弘忍的思想范围。

公元709年

韦嗣立上疏陈述当时修建寺庙的花费太过惊人，他说：“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

南天竺菩提流志于西崇福寺译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1卷。

唐神龙三年至景龙三年（707—709）间，菩提流志译出的《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是观世菩萨密法或称莲花部密法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密教经典，标志着不空罥索密法已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

道一出生，俗姓马，被尊称为马祖，汉州什邡（今四川什邡县）人。

公元710年

菩提流志在长安西崇福寺译出八字文殊密法的根本经典《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或作《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文殊师利菩萨八字三昧法》。

赤德祖赞迎娶唐朝金城公主，公主抵达吐蕃后，又重新燃起吐蕃早已中断了的佛教香火。

公元711年

睿宗敕僧道斋行并进，终唐一世，遂为定制。

天台宗九祖湛然出生，常州荆溪（今江苏省宜兴南）人。

公元712年

法藏卒，年七十。唐王朝赠“鸿胪卿”。法藏深得唐朝廷重视，被武则天称为“康藏国师”，赐号“贤首”，中宗、睿宗皆请为菩萨戒师。法藏被称为华严宗三祖，其著作种类繁多，现存23部，知名已佚约20余部，主要代表著作有《探玄记》《五教章》《华严问答》《华严旨归》《妄尽还源观》等。

公元713年

唐玄宗敕毁除化度寺无尽藏。

义净卒，年七十九。义净在印度游学十几年，历游三十余国，返国时，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武后亲至上东门外迎接，敕住佛授记寺。其后参与华严经之新译，与戒律、唯识、密教等书籍之汉译工作。共译出佛经56部共230卷，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共称四大译经家。义净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

禅宗六祖慧能卒，年七十六，后赠谥大鉴禅师。慧能后来到韶州曹溪宝林寺传禅授徒，韶州刺史请他到州城大梵寺说法，并传授“无相戒”。他的弟子以这次说法内容为基础，结合他的传禅事迹，整理成他的言行录，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坛经》。后慧能终老于曹溪。慧能的思想保留在传世的《坛经》中，这部篇幅不大的经典奠定了禅宗的理论基础，成为禅宗的“宗经”，影响着唐代以后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理论的走向。

菩提流志译完《大宝积经》，共120卷。

会稽山妙喜寺沙门印宗卒，年八十七。印宗精《涅槃》，为禅宗六祖慧能削椎髻于南海法性寺，著《心要集》《百家诸儒士三教文》等。

公元714年

先是中宗时听贵戚造寺度人，富户强丁多削发避役，至是姚崇上书请加检括，并请停佛道营造，玄宗从之，命沙汰伪滥僧尼一万二千余人，令还俗，并敕百官毋得造寺。

玄宗下诏《禁坊市铸佛写经诏》。

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敬父母。

慈恩宗释慧沼卒。慧沼是玄奘、窥基的嫡传弟子，被称为法相三祖。其著述现存的有《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法华玄赞义决》《成唯识论了义灯》《因明入正理论续疏》《因明入正理论义断》《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能显中边慧日论》《劝发菩提心集》等。慧沼还长期参与义净的译场，协助义净三藏翻译出36部115卷经典。

公元716年

中天竺僧人善无畏入华，受到唐玄宗的特别优待和尊崇，居长安西明寺译经。后译有《大日经》。

净觉撰成《楞伽师资记》1卷，又名《楞伽师资血脉记》。该书主要记载了上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下至唐代普寂、惠福等13位八代楞伽师的禅学思想，是禅宗北宗师资相传的谱系记载，是研究禅宗早期的重要文献资料。

日本遣元昉入中国求法。

公元717年

宋璟奏，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今骤聚无名之人，着收利之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请罢之，不许。

光州沙门道岸卒，年六十四。道岸本文纲律师高足，以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岸请中宗墨敕执行南山律宗，此宗盛于江淮间，岸之力也。

唐玄宗再度征召，敕一行族叔礼部郎中张洽前往荆州，强令入朝，一行遂于是年应诏入京。

一行拜善无畏为师，从受真言教胎藏密法。

公元718年

日本沙门道慈返回本国，弘三论，著有《愚志》1卷。

公元719年

唐朝僧人慧日曾赴南亚求法，历18年，访七十余国，此时返归，玄宗赐其号慈愍三藏。慧日著有《念佛往生净土集》力斥禅宗。

南天竺沙门金刚智闻中土佛法崇盛，泛舟启程入华。于此年抵广州，新罗僧人慧超从其受教。

李通玄造《华严经论》，三年乃成，日食十枣、柏叶饼一枚，世号枣柏大士。

公元720年

南天竺僧金刚智到长安，于慈恩寺译经并弘传密法。

不空至京师，从金刚智学瑜伽法。

一行拜金刚智为师，从受瑜伽教金刚界密法。

敕慧能弟子神会往南阳龙兴寺，继于洛阳大兴禅法，始判南北二宗。

日本开始授僧尼公验。

公元721年

僧一行开始撰述52卷的《大衍历》。

姚崇卒。崇临终有《遗令诫子孙文》，谓历史上崇佛者“命不得延，国亦随灭”。

北印度沙门宝思维卒。宝思惟自长寿二年至中宗神龙二年（693—706）译出陀罗尼经7部9卷。

于阗沙门智严译出《决定业障经》等4部6卷。

公元723年

慈恩宗释智周卒。智周23岁入慧沼门下，得慈恩宗嫡传。后世尊其为中国法相宗第四祖。智周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日本求法僧的培养。日本僧人随智周学习法相教义，将智周及其先师的著述和思想传入新罗和日本。这不仅加强了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而且使奘门诸师的著述典籍得以保存并留传不绝，智周也就成为日本法相宗北寺传的祖师。

一行禅师与梁令瓒等制成浑天仪，玄宗亲为制铭。

唐玄宗敕金刚智于资圣寺译密教经。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4卷，或称《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金刚顶略出念诵经》《略出念诵经》《略出经》，系由《金刚顶经》中略出瑜伽秘要而成。

新罗释慧超（700/704—780/783）约于此年经海陆往天竺巡礼，先后到访过东天竺、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诸国，最后经中亚各地，于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返回安西。返至汉地后，慧超初在长安大荐福寺从金刚智受业，兼为其助手。开元二十一年（733），从金刚智（671—741）学习《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达8年之久。开元二十九年（741）元月六日，由金刚智主译，慧超笔受翻译此经。天宝元年，金刚智去世，慧超又在不空帮助下，研求此经的后半部。最后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于五台山将此经录出。有《往五天竺国传》，记载8世纪上半叶印度佛教的基本概况。

公元724年

善无畏应沙门一行之请奉敕于洛阳福先寺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日经》）7卷。后一行为之作疏号曰“大疏”。又译出《苏婆呼童子经》3卷及《苏悉地羯罗经》3卷，是三经均为密宗之要籍。

六月敕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限诵二百经纸，每一年限诵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不得以坐禅对策义试。

公元725年

唐玄宗敕令拆除寺中三阶院隔障或壁，与别僧混杂错居，将三阶教典全部毁掉除净，并落实到寺院僧官系统，如果出现，要勒令这些寺主、僧官还俗。

六月三日敕令，禁断且除毁《三阶集录》。

公元726年

善无畏译《苏悉地羯罗经》《苏婆呼童子请问经》。

公元727年

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闭，公私望风，凡大屋大像亦被残毁。

南山宗文纲律师卒，年九十二。文纲律师是唐朝“一时法主，四朝帝师”，管理过白马、庄严、荐福、罔极等寺，因为得到皇帝敕命，深契物心，天下以为荣。

一行卒，年五十五。唐玄宗亲自撰写碑铭并序，赐谥号大慧禅师。一行请善无畏和金刚智译出密典，开坛传法，同时接受善无畏和金刚智所传的两系密法。一行撰写《大日经疏》，阐述经义，建立了密宗的理论体系。一行在天文历法方面改进和创制天文、大地测量仪器《大衍图》和《覆矩图》，还同朝廷有关机构一起领导了两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归算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并根据测量数据编纂律历《大衍历》，为唐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达摩流志卒。唐玄宗赠鸿胪卿，谥“一切遍知”三藏，遣内侍杜怀信监护丧事，于河南洛阳龙门起塔。达摩流支先后主译出《大宝积》《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等53部合111卷佛典。

新罗入华僧人慧超自天竺返唐至长安，著有《往五天竺国传》，慧琳《一切经音义》曾著录，现仅在敦煌石窟发现其残本。此后慧超曾从金刚智受《千钵文殊经》法，金刚智翻译《千钵文殊经》，时担任笔受，后又于大兴善寺从不空三藏重咨此法，并成为不空的上首弟子。

公元729年

敕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冠，御史一人莅之。

敕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三岁一造籍。按《佛祖统纪》谓“供帐始此”；而《释氏要览》卷上“祠部牒”条谓“此牒自尚书省祠部出，故称祠部牒”；《唐会要》四十九谓则天“延载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天下僧尼隶祠部”。

日本大官大寺（天平十七年即745年，更名为大安寺）迁到奈良重建，道慈担任督导。他根据长安西明寺的图纸重新设计了寺院，此后他就一直住于大安寺传讲三论宗。同年，他被委任为僧纲之中的律师，成为僧界领袖。

公元730年

金刚智又于大荐福寺译出《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各1卷。

智升撰《续大唐内典录》1卷、《续古今译经图纪》1卷、《开元释教录》20卷和《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开元释教录》收录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的佛教经典共2278部，7046卷。

唐玄宗召僧道辩论，形成《开元佛道论衡》，曾入藏。

著名的华严学者李通玄卒。他在智俨、法藏一系以外，别树一帜，于华严一宗传统的学说有不少变更。现存著作有《新华严经论》《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卷大意略叙》《十二缘生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等。

公元731年

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经》。

公元732年

以寒食上墓编入五礼，永为例程。

金刚智卒，年七十一，谥灌顶国师。金刚智传密教之金刚界曼荼罗，共译密教经典5部14卷。弟子不空奉遗教复返天竺求法。

善无畏求还西域，复诏不许。

长安慈恩寺沙门义福卒，制谥大智禅师。义福为神秀高足，禅宗北宗大师。义福的弟子众多，《景德传灯录》列名八人，其中有禅师智通（683—751）、比丘尼惠源（662—737），在当时都是比较知名的。

公元733年

日本僧人荣叡、普照随入唐使达扬州，遇大云寺沙门鉴真。

公元734年

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大云寺设无遮大会，“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旨见”，通过与名播两京的山东崇远法师的辩论，着重驳难神秀的门徒嵩岳普寂和东岳降魔的主张，公开指责神秀一系“师承是傍，法门是渐”。

日本太政官就度僧尼一事上奏，对此前度僧完全依靠举荐的方式予以否定，强调出家者必须具备暗诵经文、礼佛、净行的条件。

被派往唐朝学习的玄昉返回日本，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法相宗的四传祖师。

公元735年

中印度来华的密教僧人善无畏卒，唐玄宗赠鸿胪卿，葬于龙门西山。善无畏开元四年（716）来华，玄宗礼之为国师，译出真言密教的根本经典《大日经》等多种密教经典。善无畏之学，以真言密教为中心，兼持持明诸法，禅修为余。所传持的教法是真言密教的代表经典《大日经》及其胎藏密法，但同时也传持《苏悉地》等晚期持明诸法，甚至以持明密法来补充和完善真言胎藏密法。

唐玄宗为《金刚经》作注，“请颁行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馆”。

公元736年

七月二十八日，唐玄宗下令将僧尼管辖权重新划归鸿胪寺，道教的管辖权归宗正寺。

玄宗诏吴道子入供奉，在景公寺画地狱变，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

日本光明皇后发愿抄写“五月一日经”。

中国僧人道璇在日僧荣叡与普照邀请下抵达日本传戒。

公元737年

七月七日，唐玄宗对道士女冠的管辖权做了调整，隶属于宗正寺，僧尼的管辖权没有发生变化，仍然隶属于祠部。

公元739年

普寂卒，年八十九，被公认为神秀的第一高足。神秀逝世后，中宗诏令普寂继神秀“心宝”，“统领徒众，宣扬教迹”。普寂被钦定为释迦正宗，神秀嫡传，在30多年里，一直是京派禅系中的当然领袖，也是全国禅众的领袖。普寂的禅法思想，主要是继承自神秀，并没有大的创造。普寂本人比较重视戒律，这与其重视经典也是有联系的。普寂弟子众多，《景德传灯录》记有法嗣24人。在其再传弟子中，仍有位居“国师”者。另外，此系还远传朝鲜。

公元740年

长安青龙寺沙门道氤卒，年七十三。道氤学通内外，洛阳福先寺建论场，氤首登座，于《瑜伽》《唯识》《因明》《百法》等论，立大义六科，敌论诸师茫然屈伏。撰《定三教论衡》《大乘法宝五门名教》《信法仪》《唯识疏》《法华经疏》《御注金刚经疏》等。

行思卒。行思俗姓刘，吉州安城（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幼年出家，受具足戒后游方参学，曾住吉州青原山静居寺，故后人多称“青原行思”。慕名参访慧能大师，深得器重，在慧能众多的弟子中，行思居首。受慧能嘱咐，回到青原山，传禅授徒，建立禅宗基地。在行思的弟子中，以石头希迁最为有名，青原系的发扬光大，也是从希迁开始。此派后发展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

新罗法师审祥给金钟寺良辨讲解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华严经》，被认为是华严宗传入日本之始。

公元741年

中印度来华密教僧人金刚智卒。开元八年（720），金刚智来到洛阳、长安，面谒玄宗，成为大唐国师，译有《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等8部11卷。所到之处，必建金刚界大曼荼罗灌顶道场，传授密法。其付法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人。金刚智、善无畏分别携带了“金刚部”和“胎藏部”二经的灌顶传授密法来到中国，为开中国两部密法的始祖，奠定了中国密宗的基础。

河南采访使齐澣言：“至道可尊，当从宗仰，未免鞭挞，有辱形仪，其僧道有过者，望一准僧道格律处分，所由州县不得擅行决罪。”奏可。

天竺僧人寂护应西藏乞栗双提赞王之请，与莲花生上师（Padma-sa[image: ]bhava）、迦摩罗什罗（Kamala-[image: ]ila）同至西藏传布真言密教。在西藏首府拉萨南方建立桑耶寺，并任该寺第一任堪布，招请有部十二僧人，与莲花生上师共同弘法。

日本圣武天皇颁布《建立国分寺诏》。

公元742年

不空率弟子含光等人以大唐使者身份到师子国。师子国王殊礼接待，安置于佛牙寺。不空依止普贤阿阇黎，请求开坛重受灌顶，与弟子含光、惠銎等人同时入坛受学密法，前后三年。又广事搜求密藏和各种经论，获得陀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80部，大小乘经论20部，共计1200卷。回国时，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请附表，并托献方物。不空遂同使者弥陀携带献物和梵夹等回唐，于天宝五年（746）到达长安。开始在长安净影寺从事翻译和开坛灌顶。

越州法华寺沙门玄俨卒，年六十八。玄俨先从光州道岸，后游上京从融济及意律师，还江左弘四分，著《辅篇记》10卷、《羯磨述章》3篇。

公元743年

唐玄宗诏令：僧尼隶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检校，不须隶宗正寺。

玄宗以广东罗浮山据佛经所载是华首菩萨所在，敕立延祥寺、华首台、明月戒坛。

鉴真和尚开始东渡赴日本，随行者有僧14人、尼3人并俗人共24人。

日本圣武天皇颁布营造大佛的诏书。

公元744年

南岳怀让卒，年六十六。律学出身的怀让，重视戒律，专注于个人修行，并不致力于网络徒众、广收弟子，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弟子有常浩、智达、坦然、神照、严峻、道一。在这些弟子中，著名者唯有马祖道一。

道慈卒。道慈为日本三论宗的第三传，从吉藏弟子智藏学习三论，曾留学中土15年，还向吉藏门人硕法师的弟子元康学习过空宗义旨。他兴趣广泛，经律论多有涉猎，尤善三论，回到日本后，住大安寺，盛弘般若三论。道慈著有《愚志》1卷，将日本佛教和唐朝的佛教作了比较，感叹日本佛教的落后和弊端。他还在奈良参考长安的西明寺营造大安寺，并在大安寺转读《大般若经》，以护寺镇国，为日本佛教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公元745年

神会被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

行基被授予日本第一个大僧正的称号，位列僧纲之上，并赐百户之封，度僧400人。

公元746年

不空遵金刚智遗命赴古印度取得密藏文献500余部返国，居长安净影寺译经。

公元747年

始令祠部给牒用绫素。

净土宗僧人慧日卒，年六十九。慧日曾到印度学习各派佛教知识，长达18年，在开元七年（719）回到首都，向玄宗呈现了自己从印度带来的经卷和佛像等。玄宗敕赠慈愍三藏。慧日的著述主要有《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与善导的称名念佛有很大不同，形成了净土宗历史上的慈愍流。

台州涌泉寺沙门怀玉卒。怀玉常自业忏悔万万余反，诵《弥陀经》30万遍。

沙门含光自印度归国。开元中，含光依于不空三藏，天宝初舶海经师子国至印度。归后参与不空译经，为代宗所重。

公元748年

杨贵妃兄杨铦为五台山清凉寺写一切经5048卷、般若四教天台论疏2000卷。

公元749年

唐玄宗敕令不空归还本国。不空行至韶州（今广东韶关一带），以路次染疾，寄止不前。

百丈怀海出生，俗姓王，福州长乐人。

日本圣武天皇决心建立东大寺，供奉《华严经》本尊卢舍那佛，任命良辨担任东大寺第一代别当，任命行基担任劝进，负责协助筹措建设经费。

圣武天皇亲从行基受菩萨戒，不久行基患病辞世。

公元750年

寂天（[image: ]āntideva，650—750年）卒。南印度梭罗修多罗国之德铠王（Kalyā[image: ]a-varman）之子，原名寂铠（[image: ]ānti-varman）。后依那烂陀寺僧胜天（Jayadeva）出家，改名寂天。此师著有《入菩提行论》（Bodhicarya-avatāra）、《大乘集菩萨学论》（[image: ]ik[image: ]ā-samuccaya，即《学处要集》）、《集经论》（《诸经要集》）等。其学行中亦夹杂着秘密成就法的因素。

智作护（Prajñākaragupta，约700—750）卒或作慧生护，是明教派的代表人物，生于孟加拉国，属于经量部有相唯识论者。他在陈那、法称的论理学著作中，领悟出佛陀的本质，进而解明佛之法身、自性身、智身的意义。他撰有《量评释论庄严疏》，系法称《量评释论》的注释书。

公元753年

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Vajra[image: ]ekhara-sarva-tathāgata-satya-sa[image: ]graha-mahāyāna-pratyutpannābhisambuddha-mahā-tantra-raja-sūtra）3卷本，又称《金刚顶大教王经》《金刚顶经》《教王经》等。此本是十八会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见证大教王会”的初品即金刚界品的翻译。

鉴真到达日本，日本天皇迎至东大寺住。自天宝二载至十二载，十年间鉴真六次渡海，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矢志不渝，终告成功，止于日本东大寺，成为日本律学之祖。

神会被北宗门人谮毁聚众，敇黜弋阳郡（河南潢川），又移武当郡（湖北襄阳西北）。第二年，命移襄州（湖北襄阳），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

公元754年

不空抵达武威，受到哥舒翰等人的迎候，得到一切供给。不空在武威期间，与哥舒翰、封常清、田良丘等一批有势力的军政人物结下深厚关系，也与太子李亨有联系，为他以后显居高位起了很大作用。不空在武威住开元寺，设灌顶坛，开翻译场，大事弘密。不空在武威应哥舒翰之请，也翻译了不少经轨，主要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3卷，由司马行军、礼部郎中李希言笔受；《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5卷、《一字顶轮王瑜伽经》1卷、《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轨》1卷，均由节度判官、监察御史田良丘笔受。

天台宗八祖玄朗卒，年八十一。其著作有《法华经科文》2卷。

日本孝谦天皇敕命鉴真住于刚刚建好的东大寺，并在那里建戒坛传戒。戒坛建造完毕后，以圣武太上天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为首，440多人从鉴真授戒。

公元755年

吐蕃赤松德赞即位。他在位期间，迎请印度佛学大师寂护、莲花生到吐蕃传法。

公元756年

正月，唐玄宗太子监国，五月，太子下敕河西，急诏不空入朝，不空立即起程，赶赴长安。自此不空结束了长期流放充边的生活，开始了他一生中的辉煌时期。

肃宗在灵武以军需不足，用宰相裴冕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以神会主持其事。神会将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肃宗因此为其造禅宇于荷泽寺。

以内供奉授沙门元皎，此后京城名僧多授此官。

般若至那烂陀寺，从智护、进友、智友等人学大乘经论。

公元757年

印度耶罗拉第十六窟印度教之凯拉萨那（梵Kailās）塔寺建造。

唐肃宗下诏曰：僧尼“既助国纳钱，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资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余七分并任终身自荫，身没之后，亦任回与近亲”。这种特权的实行导致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引发了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的矛盾。

诏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入禁中，立内道场。

敕五岳各建寺，选高行沙门主之，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

泰国猜也的帕波罗麻它佛塔开始兴建。

公元758年

正月二十三日，不空上表：“及陛下北巡，不空虽不获陪侍，弟子僧含光等归从西出，又得亲遇銮舆。崎岖戎旅之间，予闻定册之议。不空虽身陷胡境，常心奉阙庭，频承密诏，进奉咸达。”

敕不空入内，为肃宗灌顶，授戒法，说菩萨放光证戒。

日本天皇别敕鉴真“加大和上之号，诏天下僧尼，皆归大和上习学戒法也”。

公元759年

约于此年，吐蕃举行佛教与苯波教的辩论，苯波教失败，赞普规定只准信奉佛教，不准信奉苯波教。

鉴真与其弟子按照唐代样式设计建造了唐招提寺作为律宗的大本山。

公元760年

印度智藏（Jñānagarbha，700/705—760/764）卒。其为后期中观谛说的代表人物，又受法称认识论的影响，成为后期中观思想家寂护等人的先驱。智藏的主要著作有《二谛分别论》（Satyadvayavibha[image: ]ga），后来寂护作《二谛分别论细疏》注释此书。原本已不存，只有题名寂护注释的藏译本。论有颂有释，从中可以了解到智藏的学说。另外，他还著有《瑜伽修习道》（Yogabhāvanāmārga）、《圣无边门成就陀罗尼释偈》（Aryānanta-mukha-nirā-hāradhāra[image: ]ā-vyākhyānakā-rikā）等。

唐肃宗下敕令：僧尼朝会、表奏，毋得称臣。废除了在此之前僧尼跪拜君亲的礼节。

神会卒，年九十三。神会时代，成为神秀北宗与慧能南宗在京城地区势力消长的分水岭。经过神会“敷演显法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矣”，天下禅宗归一的局面逐渐形成了。神会的门徒很多，主要分布在两京、四川、湖北、江苏、陕西、山西、山东等地。荷泽系中于后世名声最大的一支，是磁州（河北磁县）法如（或名智如，723—811）。据《禅门师资承袭图》，智如传益州南印，南印传遂州（四川遂宁）道圆，道圆传宗密，由此形成禅宗与华严宗汇流的一大派。另外，神会有弟子五台山无名禅师，再传至五台山华严澄观，澄观为宗密的华严宗师，遂形成禅宗与华严宗汇流的多层次关系。

公元761年

敕赠南印度僧人金刚智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大弘教三藏”。

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时张镐为宰相，有奏谏内置道场，谓“臣闻天子修福，当在安养苍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云云，或即在此年。

遣内给事孙朝进迎慧能弟子南阳慧忠入见，待以师礼，敕居千福寺，号国师。

不空应史元琮奏请敕准，在大兴善寺为国开灌顶道场。八月，奉敕率弟子三人到终南山智矩寺修功德。

公元763年

代宗置内道场，敕每年降圣节召名僧与饭谓之内斋，事或在此年。

制河南、河北伪度僧尼道士女冠并与正度。

鉴真卒，年七十七。鉴真在国内依弘景律师出家并受具，是南山律祖道宣的三传弟子，然其所学，并非局于律藏，同时亦精通天台圆教，并将律仪、戒法与台教相结合。其东渡时携去日本的各种典籍中，天台宗的主要教典全部在内，除号称“天台三大部”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以外，还有《四教义》12卷、《次第禅门》11卷、《行法华忏法》1卷、《小止观》1卷、《六妙门》1卷。在弘传律学的同时，鉴真亦畅演天台止观，从而激起了日本僧人研习天台教观的兴趣。

经奏请敕准，不空每年夏中及三长斋月建立灌顶道场。

寂护应西藏国王赤松德赞的邀请，寂护经由尼泊尔入藏，然因逢藏地政治纷争，4个月之后，即返回尼泊尔，于此停留4年。其间，剃度巴·赛囊等7人为僧。此为西藏第一批如法剃度的僧人，并向藏王推荐深谙法术的莲花生入藏弘法。

公元764年

唐代宗诏重译《仁王经》，以不空主之，沙门飞锡、良贲等16人助译，代宗亲制新译序。

莲花生入藏弘法。藏传佛教尊称他为洛本仁波切（轨范师宝）、古如仁波切（师尊宝）、乌金仁波切（乌仗那宝）。通称白麦迥乃（莲花生）。约于公元804年离藏，在印度的达罗毗荼传法建寺达12年之久。晚年不知所终。由于他对藏传佛教所做的巨大贡献，受到各宗派的共同敬仰。他在吐蕃培养造就的人才很多，传说其中得到密宗悉地的，有赞普和臣民25人，如虚空藏、佛智、遍照、玉扎宁波、智童、柱德积等人均为当时有名的译师。著述收入《甘珠尔》及《丹珠尔》的有8种。宁玛派的密部经典由他主译的很多。后世掘藏派在山岩石窟中发现的经典多数题为他的著作，但只由本派传授，未收入藏文大藏经。

公元765年

十月，吐蕃入逼京师，命内出《仁王经》二辇送西明寺，诏不空三藏置百尺高座讲经，帝临御行香礼敬。

制授不空特进鸿胪卿，号大广智三藏。此为正二品文散官。

敕沙门百人入禁中行念诵法，谓之内道场，入出乘马，度支廪给。

诏出家沙门尊居三宝，天下官司毋得捶辱僧尼。

法照因仰慕东晋高僧慧远的事迹，于是年进入庐山，学习慧远的榜样，建念佛道场，修习念佛三昧法门。后来，因为定中见到南岳承远弥陀和尚，于是到衡山追随承远，学习念佛法门，并创立了五会念佛法。

日本僧人道镜被授予空前绝后的“太政大臣禅师”的头衔。

公元766年

七月望日，于宫中内道场造盂兰盆会，缀饰锣玮，所费百万，设高祖以下七圣位，幡节衣冠皆具，各以帝号识其幡，自禁内分诣佛祠，铙吹鼓舞，奔走相属，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顺门，奉迎导从，岁以为常。这成为中国盂兰盆节之滥觞。

印度僧莲花生入藏（一说为773年）。

桑耶寺建成，在寂护、莲花生等印度僧人的主持下，举行盛大的开光法会。

公元767年

王缙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另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

进士高郢是年连上两疏谏造章敬寺，谓：“今兴造急促，人徒竭作，土木并起，日计万工，昼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随加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书奏不报。

藏王从印度迎请说一切有部持律比丘12人到藏地，以寂护为亲教师，开始度西藏人出家受戒。最初受戒7人为宝护、智王护、宝王护、善逝护、遍照护、龙王护、天王护（七人的名字有多种不同的记载），称为“七觉士”。

日本天台宗创立者最澄出生。

公元768年

二月，不空奏请在化度寺文殊师利护国万菩萨堂，置念诵僧14人，于每年三长斋月建道场为国念诵。

召请慧忠入宫传法，后赐居宝光寺。大师随宜说法，极受尊崇，僧俗弟子逾万人。

诏径山法钦禅师入见，待以师礼，赐号国一禅师。

天台宗荆溪湛然为道遂说《止观法门》。

公元769年

正月，以章敬皇太后忌辰度僧尼道士凡400人，是日以修功德使大济禅师廓清简校殿中监。

是年夏净土宗沙门法照于衡州湖东寺起五会念佛道场。

公元770年

波罗王朝第二代王达摩波罗（Dharma-pāla）（约770—810年在位）约于此年即位。在其治下，波罗王朝进入盛世。其对大乘密教的扶持力度更大，于恒河南岸建立了超戒寺（Vikrama-[image: ]ila），又译作超行寺、超岩寺、毗俱罗摩尸罗寺、毗鸠摩尸罗寺，此寺后成为继那烂陀寺后佛教又一个著名的义学与修持中心。

不空请于高祖、太宗七圣忌日设斋行香，仍于三长斋月，每月十斋日，奉表奏准。

法照与其他人一起到五台山。后在并州等地教授五会念佛法门，影响很大，受到了朝廷的召见，在长安的宫中教皇室人员学习五会念佛法门。在朝廷的支持下，法照为其师承远争得荣誉，并在五台山建立了弘扬净土的竹林寺。直到最后圆寂，法照一直在竹林寺弘传五会念佛法门。

经慈训等人申请，日本朝廷解除了禁止僧侣居住于山林的命令。

公元771年

四月敕京城僧尼，临坛大德各置十人，以为例程，有阙即填，此乃官补德号之始。

会稽开元寺沙门昙一卒，年八十。法砺之上首为满意，一传为大亮，再传有昙一。昙一依观音寺大亮传毗尼藏，崇福寺檀子法师学《唯识》《俱舍》等论，安国寺印度沙门受菩萨戒，又尝学于东塔法慎，并隶南山，实会合戒律三宗之说，著《发正记》，讲《四分律》35遍、《删补钞》20余遍。天台宗湛然为其弟子，华严宗澄观从学南山律。

日本政府将度僧的权力重新收回中央，明确规定度僧改用治部省印鉴，还命令各寺院清点僧尼人数并制成花名册（“名帐”），根据僧侣的原户籍与寺院的花名册进行对照，清查防范私度僧。

公元772年

六月，不空奏请修葺荐福寺戒坛院，代宗敕赐院额，抽诸寺名行大德律师7人，四季为僧敷唱戒律，六时奉敕为国修行三密法门，每年为僧置立戒坛。《行状》记载，不空之登坛受戒弟子有2000人。

公元773年

敕天下童行策试经律论三科，给牒放度。

日本真言宗的创立者空海出生。

公元774年

般若至南印度乌荼王寺，从法称学密。

六月，加不空开府仪同三司，此为从一品文散官。又封肃国公，食邑3000户，此为从一品爵位。七月，赠司空，此为正一品职事官位。

六月十五日，不空卒，年八十。不空译出密部经77部，自玄宗迄代宗，皆为灌顶国师，官至鸿胪卿，封肃国公。不空为中国密宗创始人之一，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不空灭寂后受赠司空，皇帝缀朝三日，弟子行孝子丧仪。其主要弟子有11人，得到五部密法的只有6人，即含光、慧超、惠果、慧朗、元皎、觉超，史称“六哲”。

寂护和莲花生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下，主持动工兴建桑耶寺。这是西藏佛教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

公元775年

礼部侍郎常衮建言，谓诸祠寺，写经造像，焚币埋玉，赏赉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不若易刍粟，减贫民之赋。

均州武当山沙门慧忠卒，谥号大证禅师。慧忠自受学慧能，后居南阳白崖山党子谷四十余年不下山门，上元二年迎入京。慧忠随机说法，立“无情有佛性义”。

公元776年

唐代宗敕僧尼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每日诵21遍，限一月内精熟。

公元777年

润州招隐寺沙门朗然卒，年五十四。朗从学于昙一，精研律部，讲训生徒，四远响应，著《古今决》10卷，解释《四分律钞》数十万言。

公元778年

印度达摩波罗王印度法胜注释法称之著作。

四月十四日，唐代宗敕补不空弟子慧朗为大兴善寺上座，并总领寺务。

从宰相元载请，敕律部南山、相部、东塔三宗大德14人，集安国寺，定其是非。沙门如净、慧彻主其事，圆照受正字，宝意纂文，超济等9人证义，撰书10卷，敕名《佥定四分律钞》，建中元年（780）书成献之。

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奏请删汰僧道。德宗时以太子摄政，善之，下尚书省集议，都官员外郎彭偃议谓“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云云。刑部员外郎裴洎有《汰僧道议》，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着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云云。

桑耶寺竣工（一说775年）。专门从印度迎请讲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的比丘共12人，由寂护任堪布，为藏族七人剃度并授比丘戒。第一批藏族僧侣产生。僧院实行“三户养僧制”。

公元779年

代宗卒，德宗即位，闰五月，京城寺观修功德使刘崇训，表请停京城修功德使。敕旨内外功德使宜并罢停，自此僧尼悉属祠部。

六月，诏令毋得置寺观及请度僧尼。

新罗僧人神行寂于南岳断俗寺，年七十六。神行将北宗禅传入新罗。

公元780年

波罗王朝法护王（780—815/810年在位）即位，他很重视对佛教的护持，创建超戒寺，成为佛学中心。他的王师师子贤以精通《般若经》和《现观庄严论》著名。师子贤是大乘般若经学与中观学派的集大成人物，正是从他开始，印度后期及西藏佛教传承的弥勒《现观庄严论》才被世人了解。师子贤先后完成了四种关于般若学的著作，即《二万五千颂》释、《八千颂》释、《般若摄颂》释，以及未结合经的《现观明义释》。这四部著作都是结合弥勒《现观庄严论》学说体系而造的，被后人视为四部《现观》注释，也就是说师子贤的著作与学说都是以《现观庄严论》为中心而展开的。

宗密出生，俗姓何，果州西充（四川西充）人。

密宗僧人惠果在圣佛院向来自诃陵国的僧人辨弘传授胎藏大法。

莲花戒卒。那烂陀寺学僧，寂护弟子，与汉地僧在西藏论辩。从中观派缘起性空的立场出发融合了瑜伽行派的思想，在世界观上主张无相唯识，在方法上受到清辨、法称的强烈影响，对佛教说一切有部、经量部及前期中观派和瑜伽行派都进行了批评；并对婆罗门教弥曼差派的学说、顺世论的断灭论和时论等都进行了批判。他的佛学思想对藏传佛教显宗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公元781年

吐蕃使臣到唐朝要求派遣唐朝僧人到吐蕃传法。德宗应吐蕃请求，命沙门良琇、文素前往。吐蕃占领沙州一带，将大批汉族和尚带到吐蕃从事译经和参与佛事活动。摩诃衍就是其中之一。

惠果向来自新罗的僧人惠日传授胎藏、金刚界、苏悉地三部大法，向新罗僧悟真传授胎藏大法及诸尊持念法。

公元782年

敕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纲申州纳符告注毁，在京者于祠部纳告。

台州国清寺沙门湛然卒，年七十二。湛然从左溪玄朗学，被推为天台宗九祖，为天台宗的中兴付出了卓越努力。他为天台三大部注疏，而成《止观辅行传弘决》（释《摩诃止观》）《法华玄义释签》（释《法华玄义》）、《法华文句记》（释《法华文句》），还撰写了《止观义例》《止观大意》《始终心要》《法华五百问论》等，对天台教理进行综合性、概括性的系统诠释，从而使天台义学受到普遍关注。他还以天台宗的学说为基点而批评了其他诸家之学，扩大了天台宗的影响；又吸取了《大乘起信论》中的某些思想倡导“无情有性”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天台宗的佛性学说。其嗣法弟子有道邃、行满、元浩等39人。

公元783年

肃王详死，德宗欲以沙门层砖造塔以葬，礼仪使判官司门郎中李岩上言，谓以层砖起塔为天竺浮图法，行之中华恐非礼。

日本政府要求各国分寺，当僧人因死亡出现名额空缺时必须进行认真考核，宁缺毋滥。而且补缺者只能限于当地法师，不得从外地补缺。

公元784年

沙门法照于并州行五会，教人念佛，劝化甚盛。德宗遣人迎入禁中，教宫人念佛，亦及五会。

敕亡僧、尼资财，一依律文分财法。

寂护（[image: ]ānta-rak[image: ]ita，725—784/788/790）卒。寂护是印度后期中观派的代表性论师，原为东印度查贺王室的贵族，后依智藏出家，学德兼备，曾任那烂陀寺的主讲（住持）。著有《中观庄严论》（Madhyamaka-ala[image: ]kāra）、《摄真实论》（Tattva-sa[image: ]graha）等多种著述。寂护是瑜伽行中观派的创始者。他将唯识观吸收入中观思想中，是晚期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

公元786年

制诸寺宣讲，复作盂兰盆会，依代宗时。

北天竺迦毕试国沙门般剌若至长安。

公元787年

僧人李广弘与尼智因图为帝后，谋发，连坐死者百余人。因禁止诸色人不得辄入寺观。

澄观完成其代表作《大方广佛华严经疏》60卷。

吐蕃王朝取缔苯波教，从此佛教成为吐蕃王朝的国教或正统宗教。

公元788年

诏迎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入禁中供养。

敕王希迁组织义学僧协助北印度罽宾僧人般若在西明寺开设译场。自六月八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终，共译出10卷11品。德宗亲为制序，并赐绢帛等物。其后般若又依敕译《六波罗蜜经》中的真言、契印法门，又译《佛说大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力经》等诸经。

唐德宗将功德使转变为常设机构，分为左右两街功德使和东都功德使两种，并下令“总僧、尼之籍及功役”，负责掌管僧尼户口的事务。

马祖道一卒，年八十。道一为南岳怀让弟子，以洪州为中心广泛开展弘法活动，后世把他的禅学称为“洪州禅”。道一弘教传禅得到江西官僚的支持，很快成为当时禅宗中最大的一支，《景德传灯录》记载有139人，依《祖堂集》有88人，各自弘化一方，以江西为主，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去世之后，唐宪宗元和年间谥为“大寂禅师”。

越州焦山大历寺沙门神邕卒，年七十九。神邕学律于法华寺玄俨，又从左溪玄朗学天台止观等，著《破倒翻迷论》斥道士吴筠，又有《天台地志》2卷。

日本最澄在比叡山建成草庵，命名为“一乘止观院”，最澄亲手雕刻了供奉于本堂的药师佛像。

公元789年

敕天下诸上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

唐德宗下诏：“释道二教，福利群生，馆宇经行，必资严洁，自今州府寺观，不得宿客居住，屋宇破坏，各随事修葺。”

公元790年

天竺僧人般若与牟尼室利舍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

春，唐德宗下诏从岐州无忧王寺迎请佛骨于禁中，又送到其他寺院让众人观瞻，当时“倾都瞻礼，施财巨万”。

七月二十五日，敕赐般若三藏名号及紫袈裟，并受命出使迦湿弥罗国。般若先后翻译了9部经典，其中除40卷《华严经》和1卷《那罗延力经》为依敕所译之大乘经典之外，其余均为密教经轨或密教化了的大乘经。

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7卷。

悟空自天竺携佛牙舍利，及梵本《十地》《回向轮》《十力》三经返长安。后龟兹三藏莲花精进译《十力》，于阗三藏戒法译《十地》《回向轮》诸经。悟空原为出使罽宾的唐朝官员车奉朝，753年奉命出使，因病滞留，后出家为僧，法名法界，巡行学法于犍陀罗及罽宾，又巡礼印度旧迹。回国后，受朝廷礼遇，赐名悟空。此为所知唐代最后之西游僧人。后来僧人圆照曾访问悟空，将其在西域、印度的所见所闻写成《悟空入竺记》。

石头希迁卒。希迁曾往新州礼慧能，慧能预言其“当绍吾真法”，劝令出家。开元十六年（728）于罗浮山受具戒。希迁按照惠能临终所嘱，到青原山跟随行思修学，直到行思逝世。天宝初（742），到达衡岳，于南台寺东之石台上结庵，时人遂号为“石头和尚”。希迁在这里行化近半个世纪，弟子众多，影响广泛，成为当时与马祖道一齐名的禅林宗师。在江西、湖南等地行脚参禅的禅众，多来往于门下。《景德传灯录》列石头法嗣21人，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丹霞天然（739—824）、药山惟俨和天皇道悟三支。希迁著有《参同契》，一般都把它视作石头禅系的理论基石，后世的疏解颇多，影响也大。

公元792年

以莲花戒为首的渐门派和摩诃衍为首的顿门派进行大辩论，赞普赤松德赞亲自参加，判定莲花戒获胜，并将摩诃衍等和尚遣送回汉地，颁布敕令，从此吐蕃僧人不准修习顿门派之法。

公元794年

摩诃衍返回故里沙州，在沙州依然受到人们的尊重，被称为“国德”“大德”“蕃大德”。

出身于新罗王族的释地藏在九华山圆寂，此后，他慢慢地被改造成地藏菩萨的化身，九华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

公元795年

莲华戒（Kamalasīla，740—795）卒。初为那兰陀寺学僧，寂护弟子，后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之请入藏，参与顿渐之争，主要著作有《中观庄严颂详解释》《修习次第》等。

南天竺乌荼国王赠《华严经后分》40卷给唐朝。

沙门圆照进上所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3卷。

公元796年

诏备礼迎沙门澄观入都，命共罽宾三藏般若、沙门圆照、鉴虚翻译乌荼国所赠《华严》后分梵夹，所谓《四十华严经》（按《宋僧传》事或在贞元七年）。

四月诞日，御麟殿，诏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及许孟容、韦渠牟，与道士葛参成、沙门鉴虚、覃延等20人，讲论三教，上大悦。

公元797年

命沙门端甫入内殿，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令侍皇太子于东朝，顺宗以兄礼待之。

日本最澄被任命为内供奉并迅速得到天皇的赏识。天皇诏命将近江国的一部分税收转给比叡山寺用作日常开支。

此年之后，无垢友前往西藏，传布《大圆满心点》等法要。

公元798年

澄观在终南山草堂寺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10卷。书成进呈，德宗命两街各讲一遍。他的注疏成为钦定著作。

公元799年

授澄观镇国大师号，观进天下大僧录，命有司备仪辇迎入内殿，阐扬大经，德宗备加敬礼。

律宗僧人怀素卒。怀素曾是玄奘的弟子，于显庆中（656—660）从道成受戒并学律。怀素学了西塔宗法砺的《四分律疏》和道宣的《行事钞》等，感到不满意，决心自己另撰新疏，永淳元年（682）撰成，开创了律宗东塔宗。怀素也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师法二王，以草书见长，人称其为“狂草”。怀素的作品很多，流传于世的名作有《千字文》《圣母帖》《自序帖》《食鱼帖》等。

五台山竹林寺沙门法照或卒于是年之后（按：据日人冢本善隆《唐中期の净土教》考证，竹林寺当建立在贞元十四年（798）、十五年（799），《宋高僧传》谓卒于大历十二年（777）误。查《统纪》四十一谓兴元元年（784）法照曾于并州行五会）。法照于代宗朝被尊为国师，世称五会法师，净土宗尊为四祖，传净土于南，著有《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特》等。

公元8世纪

无垢友应吐蕃赞普（国王）赤松德赞之邀请，来到吐蕃从事翻译佛经和传授密法。

毗茹札那，8世纪人，他既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正式出家的“七觉士”之一，又是赤松德赞时期25名密宗大成就者之一，同时，也是吐蕃时期108位大翻译家之首。后来毗茹札那更是以密宗大师的身份在藏传佛教特别在宁玛派中享有盛名。

公元8世纪中叶

瞿波罗王在那烂陀寺附近修建了飞行寺（Uda[image: ]apura，欧丹多富梨寺），成为非常著名的佛教寺院。该寺位于印度比哈尔（Bīhār）省附近，与附近的那烂陀寺以及后来建造的超戒寺都是金刚乘的中心。

公元8世纪后半叶

佛密（Buddhaguhya，佛陀瞿呬耶）继善无畏之后，在印度传承《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胎藏界密法。藏文大藏经中的佛密著作有24种，包括疏释、论书与书翰三类，其中与胎藏界密法相关的著作有《毗卢遮那成道经疏》（Vairocanābhisa[image: ]-bodhi-tantra-vçtti）、《毗卢遮那成道经集义》（Vairocanābhisa[image: ]bodhi-tantra-pi[image: ]ārtha）、《入怛特罗义》（Tantrārthāvatāra）。从佛密的著述来看，他对当时流传的胎藏界与金刚界两种密法都作过修习与研究，尤其侧重于《大毗卢遮成佛神变加持经》及其教法的传承与修持。

《青史》认为西藏前弘期流传的密教经疏多出自佛密之手，为8世纪后半叶印度三大密教瑜伽部学僧。

善护与法上师徒是明义派的代表人物。善护（[image: ]ubhagupta，720—780）生平不详。他有五篇因明学方面的著述，包括《成一切智颂》（Sarvajñāsiddhikārikā）250偈、《成外境颂》（Bāhyārthasiddhikārikā）一卷，《观闻颂》（[image: ]rutiparīk[image: ]ākārikā）、《观破他颂》（Anyāpohavicārakārikā）、《大自在坏灭颂》（Ī[image: ]varabha[image: ]gakārikā）。

《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Āryamañju[image: ]rīmūlakalpa）或称《文殊师利根本仪轨》，是文殊师利密法的分类汇编，约形成于8世纪中期之后。

公元8世纪至9世纪

呼金刚教法的经典《喜金刚本续王》形成。

师子贤活跃在这一时期，瑜珈大观派学者，著有《二万五千颂释》《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释·现观庄严光明》等。

佛智足论师早年从师子贤学习般若学，贯通中观、唯识两大学派宗义，后学习密集教法，在师子贤去世时获得成就，开始说法度人，成为达摩波罗王的上师，主持超戒寺的开光等事，升为该寺的金刚阿阇黎。著有《妙吉祥教语》《妙吉祥教语略义》《成就法普妙论》（samanta-bhadra-nāma-sādhana）、《普贤母成就法》《自入成就法》（mukhāgama）、《解脱明点论》（mukti-tilaka）、《呬噜迦忿怒尊成就法》（Heruka-sādhana）等，系统解释《密集》生起与圆满两种次第法的仪轨和修行方法，以及方便父部和智慧母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佛智足的弟子有18位，其中继承法位的有燃灯贤、极寂友、罗睺罗贤和大乐金刚4人。

传承密集教法圣者派的沙罗诃活动在这一时期。沙罗诃倡导的修行法门被后人称为sahajayoga，意译易行瑜伽或俱生瑜伽，指一种随顺自然的双修瑜伽（yuganaddha）形式。后人把他作为印度八十四成就者之一，称之为萨罗诃巴（Sarahapa），巴为巴多（Pada）之简称，有行脚义。《证道歌》之外，沙罗诃著有多种著作，《吉祥佛顶盖怛特罗难语释具慧》（[image: ]rī-buddhakapàla-tantra-pañjikā-jñānavatā）、《吉祥佛顶盖成就法》（[image: ]rā-buddhakapāla-sādhana）、《一切部多供物仪轨》（Sarva-bhāta-bah-vidhi）、《吉祥佛顶盖曼荼罗仪轨次第明》（[image: ]rī-buddhakapāla-ma[image: ]ala-vidhi-krama-pradyotana）、《三世间征服世自在成就法》（Trailokya-va[image: ]a[image: ]kara-loke[image: ]vara-sādhana）等。其嗣法弟子为龙树（Nàgàrjuna），即圣者派密集怛特罗教法的开创者。

公元800年

约于此年，密教经典《秘密集会》成为独立的经典。全名作《吉祥一切如来身语意秘密不退转吉祥秘密集会大怛陀罗王前分》（[image: ]rī-sarva-tathāgata-kāya-vāk-citta-rahasyād-vinirgama [image: ]rī-guhya-samājasya-mahā-tantra-rājasya-pūrvār[image: ]dhah），属于方便（父）怛特罗中的阿閦族，为其根本怛特罗，也是在怛特罗佛教演变史上最受关注的经典。密集教法是最早的一种无上瑜伽密法，其根本经典《秘密集会怛特罗》是怛特罗佛教成立的标志。

化度寺僧善才等状请三阶典籍入藏获准，于是信行《三阶集录》等35部44卷，被圆照编入《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入藏流行。此事在三阶教复兴的潮流中极具代表性。

圆照撰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30卷。又撰有《般若三藏续古今译经图记》《悟空入竺记》《不空三藏碑表集》《忏悔灭罪辩瑞相记》等20余部。圆照卒年不可考，早年依西明寺景云律师出家，后寻究经典，访问师承，《维摩》《法华》《因明》《唯识》《涅槃》《中观》《华严新经》无不学，而尤精律部。

公元802年

净土宗僧人承远卒。承远跟随慧日法师学习净土法门，后回到衡山，建弥陀台，引导众生念佛，世称弥陀和尚，被尊为净土宗三祖。

骠国遣使悉利移来唐赠其国乐12曲与乐工35人，乐曲皆为释氏经论之词。

公元804年

日本遣唐使舶遭暴风，大使藤葛野麻吕之第一舶漂至福州，副使石川道益之第二舶漂至明州，学问僧空海、最澄等同来。

公元805年

密宗僧人惠果卒。惠果为不空弟子，他综二系传承，持金刚界、胎藏法及苏悉地三部大法，培养传授了很多出色的弟子，对后世的影响颇大。不空圆寂后，惠果受到代宗的宠遇，大历十年（775）特敕在青龙寺另置东塔院居住，敕准建毗卢遮那灌顶道场，准七僧持念，由此青龙寺成为密宗的另一个中心，闻名于海内外。惠果弟子日本僧人空海为撰《大唐青龙寺惠果和尚碑》。

净土宗僧人少康卒。少康作为善导思想的继承者，对于净土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普及净土念佛法门上。他留下一本记载往生西方净土的僧俗传记——《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这部书记载了从东晋庐山慧远到善导等共48人的往生事迹，对鼓励当时人们念佛往生起了积极作用。

日本僧人最澄离华归国，此后矢志传教，大弘天台教观，正式开创日本天台宗，而尊道邃为初祖，以国清寺为祖庭。日本天皇邀请最澄为8位高僧灌顶，这是日本最早举行的密教灌顶仪式。最澄圆寂于弘仁十三年（822）。至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年，被追尊为“传教大师”，是为日本有大师称号之始。

李真绘《真言五祖像》，后赠给日本，今藏于日本京都东寺。

公元806年

北印度密教僧人牟尼室利卒。牟尼室利贞元十六年（800年）到达长安，初住兴善寺，后徙居崇福、醴泉诸寺。与般若共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该经当属他带来，他经常参予般若译经。

诏天下有道行僧赴都阐扬佛法。

召沙门知玄入殿问道，赐号悟达国师。

日本僧人空海返国。空海在长安青龙寺遇慧果，授以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又从天竺般若三藏学悉昙，归国时携经216部461卷，多真言宗典籍，于日本弘密教，创东密，号弘法大师。

最澄奏请于南都六宗之外加“天台法华宗”（日本天台宗），并赐予天台宗年分受度的名额。同月二十六日，朝廷敕许另立天台法华宗，每年可度僧二人，其中一人修习止观业，另一人修习遮那业。日本天台宗正式得以创立。

日本颁布太政官符，规定了诸宗度僧的定额和学习内容。

公元807年

禁私度僧尼，诏避役出家者令所在有司科奏。

诏僧尼道士同隶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复关奏。以宦官吐突承璀等为左右街功德使，沙门端甫录左街僧事，掌内殿法仪，沙门灵邃录右街僧事。

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出生，俗姓俞，越州诸暨（今浙江诸暨）人。

日本僧人安澄著作完成《中观论疏记》20卷，这是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日本三论疏注。

公元810年

佛教因明学家法上卒。法上（Dharmottara，约750—810）是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初瑜伽唯识派的代表人物，以注释法称学说而著名，被后人视为传承、注释法称后学阐义派的代表人物。法上为义理学派之祖。其对法称论理学著作所作的注释书有《量决择注疏》（Pramā[image: ]avini[image: ]caya-[image: ]īkā，简称“大疏”）、《正理一滴论注疏》（Nyāyabindu-[image: ]īkā，简称“小疏”，常被视为研究法称论理学的入门书。）

召沙门澄观入内殿讲“华严法界”大旨，并敕有司铸金印赐号僧统清凉国师。

沙门慧琳上所撰《一切经音义》100卷，敕入藏，赐紫衣缣帛茶药。

罽宾沙门般若与孟简等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8卷。

公元811年

唐朝廷终止译经。唐代佛经翻译持续时间近200年，共翻译佛经372部2159卷，是中国佛经翻译的高峰时期。

京城诸僧有请以庄硙免税者，宰臣李吉甫谓钱米所征，素有定额，必不可许，诏从其言。

梁肃撰《天台智者大师修禅道场碑》谓“微言东流，我慧文禅师得之……以授南岳思大师……及大师……开止观法门……由是佛法者以天台为南司，殊途异论往往退息”云云，此言天台宗史。

公元813年

沙门鉴虚自贞元至元和间交结权幸，招怀赂遗，是年为御史中丞薛存诚笞死。

衡阳太守令狐权舍衣财为南岳怀让做忌斋，形成每年的“观音忌”。

公元814年

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卒。神清早学于绵州开元寺智辩法师，后又从慧义寺如律师受具戒，讲导著述略无闲日，撰有《法华玄笺》《释氏年志》《新律疏要诀》《法源记》《北山录》等九部百余卷。

百丈怀海卒，年九十五。怀海为马祖道一弟子，制定了“上下均力”的“普请法”，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经济理念，注重整顿佛教戒律，完成了禅宗的清规戒律——《敕修百丈清规》，成为其他禅寺争相效仿的楷模。

公元815年

诏停寺观开讲，恶其聚众，且虑变也。

嵩山沙门圆静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相结，聚众谋反，事发，尽擒其党。

赤祖德赞即位，佛教在吐蕃已进入鼎盛时代。当时赞普在拉萨河中游南岩创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九层金顶的乌香多宫殿（兼作寺院），规定僧侣在乌香多宫等寺院内进行经常性的诵念佛经的制度，并法定每七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侣。赤祖德赞时期，第一部佛经目录《丹噶目录》终于编纂完成，随后又相继编纂了《青浦目录》和《庞塘目录》。这三部目录成为后来藏文大藏经的雏形或源头。

公元816年

日本僧人最澄率徒众拜谒了位于四天王寺的圣德太子庙，将太子推为日本天台宗的祖师。此行之后不久，他为此前创作的《依凭天台集》作序流通，强调天台宗的绝对地位。

日本僧人空海被任命为十名内供奉之一。同年六月，空海上奏嵯峨天皇，请求赐予他纪州高野山作为修行道场。同年七月，朝廷批准了空海的请求。

公元817年

澄观或卒于是年以前，年七十余（此据《宋高僧传》，而《释门正统》云为开成二年卒，《华严悬谈会玄记》云开元二十三年生，开成四年卒，年一百零二）。澄观被尊为华严宗四祖，曾参加“四十华严”的翻译，贞元十五年（799）被授予“镇国大师”称号。澄观还参加了《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的译事。唐顺宗、唐宪宗都曾诏其入宫讲经，与诸多朝臣和地方官吏多有往来。澄观的全部著作据称有400余卷，故有“华严疏主”之誉。他的代表作是系统注解八十华严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澄观弟子有“一百许人，余堪讲者千数”。华严宗的影响在佛教界和社会上迅速扩大。

日本僧人空海派遣弟子泰范和实慧前往高野山筹建寺院。

公元818年

功德使奏，凤翔府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

白居易作《东林寺经藏西廊记》谓“一切经典尽在于是”。据李肇元和七年《东林寺经藏碑铭》谓“开元庚午之后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继新译，大凡七目四千九百余卷，立为别藏，著杂录七卷，以条贯之，合开元崇福旧录，总一万卷”。

唐元和长庆间，始立僧录。僧录在唐代的地位要高于僧正。

日本僧人最澄宣布舍弃在奈良所受的小乘戒，与南都佛教断绝关系。五月，他创作了《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上奏天皇，提出天台宗僧侣不接受小乘戒，应该受大乘戒。

公元819年

正月，唐宪宗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至长安，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到各大寺院供信众们观瞻礼敬，掀起了全国性佛教信仰激情。这次迎请佛骨舍利的热潮受到了韩愈的抵制，引发了二者之间的冲突。

公元820年

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山佛光寺侧庆云现。

穆宗即位，六月至安国寺观盂兰会。

长安西明寺沙门慧琳卒，年八十四。慧琳师事不空，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中华训诂靡不精奥，尝谓翻梵成华，华皆典故，遂引用《字林》《字流》《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自贞元四年迄元和五年（据序谓自建中末至元和十二年）成《一切经音义》100卷。先是唐初有大慈恩寺沙门玄应撰《大唐众经音义》25卷，后又有慧苑撰《新译华严音义》2卷。

日本僧人空海被授予“传灯大法师”位。

九月，唐僧无言通从广州至越南北宁仙游县扶董乡建初寺传授禅学，创立无言通禅派。

公元821年

穆宗亲制《南山律师赞》。

新罗道义传入南宗慧能门下南岳一系的禅法。

公元822年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问道于鸟窠禅师道林，深敬服之。

日本朝廷敕准空海在南都东大寺建立真言院，并请空海为平城上皇授密教三昧耶戒。六月，最澄辞世。在他圆寂后第七天，朝廷颁布准许比叡山建立大乘戒坛的敕许。

公元823年

日本嵯峨帝将东寺永久赐与空海。同期，新即位的淳和天皇批准东寺常住50名僧人，并且批准了空海禁止真言宗之外的其他宗派僧人杂住的请求。空海将从唐朝请来的佛像、曼陀罗、法具、经卷全部集中于此，东寺代替高雄山寺成为真言宗的总本山。真言宗于此正式成立。

特赐比叡山寺额，将一乘止观院命名为延历寺。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以年号赐赠寺额。四月，最澄弟子义真于比叡山举行首次授大乘戒仪式。

公元824年

中天竺那烂陀寺戒行沙门菩提仙净智金刚在中土翻译《大圣妙吉祥菩萨秘密八字陀罗尼修行曼荼罗次第仪轨法》，经中始将文殊作为八字陀罗尼密法的本尊供养。

韩愈卒。韩愈终身辟佛，其用力之勤不在傅奕之下，其排佛之文尝见于《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性》《与孟尚书书》等。文公自比孟轲，隐然以继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之道统自任，树帜彰明，尤非傅奕所及。门人李翱称之谓“六经之学，绝而复兴”；皮日休谓其“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至请以配飨孔庙。

日本朝廷确认义真为天台宗第一代座主。

公元825年

敕两街建方等戒坛，左街安国寺，右街兴福寺，以中护军刘规充左右街功德使，择戒行者为大德，令试童子能背诵经百五十纸、女童诵百纸者许与剃度。

公元826年

敬宗至兴福寺观沙门文溆（淑）讲经，敬宗善之。

毫州言出圣水，饮者愈疾，李德裕奏谓为妖僧用以敛钱，请塞之。

白居易撰《华严经社石记》记立华严经社事。

公元827年

文宗诞日，召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引驾大德义林、上清宫道士杨弘元，于麟德殿谈论三教。白居易曰：“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同异，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

公元828年

江西观察使沈传师请于洪州建方等戒坛，以圣诞度僧，制答曰：此因国事暂免度僧。敕命已下而传师违禁，罚俸一月以示不允（《旧唐书》在大和三年）。

空海创立日本第一所专门培养平民子弟的学校综艺种智院。

新罗僧人洪陟创建实相山禅派，这是海东禅门九山中立派最早，同时也是海东弘扬慧能南宗洪州派的最早道场。

公元830年

祠部请令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许具名申省给牒，时人申者70万人。

日本淳和天皇诏命各宗概括自宗教义上呈。三论宗玄叡呈《三论大义钞》4卷、法相宗护命呈《大乘法相研神章》5卷、华严宗普机呈《华严一乘开心论》6卷、律宗丰安呈《戒律传来记》3卷、天台宗义真呈《天台宗义集》1卷、真言宗空海呈《秘密曼陀罗十住心论》10卷和《秘藏宝钥》3卷，史称“天长六本宗书”。该事件可以说是宗派佛教正式成立的标志。

入唐求法的慧昭返回新罗。

公元831年

敕天下州郡试僧尼，造僧尼籍。

公元832年

李德裕治蜀，毁蜀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又蜀先主祠边有猱村，其民剃发若浮屠，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大变。

公元833年

文宗诞日庆成节，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翌日谓宰臣：诞日设斋，起自近代，相承已久，未可便革，虽置斋会，僧道讲论都不临听。宰臣路随等奏，亦谓诞日斋会本非中国教法。

敕停僧道内斋。

公元834年

八月二十日，海云在净住寺撰《略述金刚界大教王师资相承传法次第记》，十月八日，撰《略述传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教相承传法次第记》，两部合称《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作上、下两卷。

日本空海上表奏请建立宫中真言院。

公元835年

翰林学士李训请罢长生殿内道场，沙汰僧尼。诏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勒还俗，禁置寺及私度人。因天灾未行。

八月，文璨向日本求法僧常晓传授金刚界大法及大元帅法，并许灌顶阿阇黎位，常晓并得密教经轨尊像及诸道具。

十一月，下诏免僧尼试经。

命中外罢缁徒讲说佛经。

日本僧人空海圆寂于高野山。

日本朝廷批准圆仁以请益僧（还学僧）的身份入唐求法。

公元836年

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悟达法师端甫卒，年六十七。端甫受具于西明寺照律师，学毗尼于崇福寺异律师，传《唯识》于安国寺素法师，通《涅槃》于福林寺鲞法师，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凡11年，讲《涅槃》《唯识》经论。

敕沙门云端充左右街僧录。

公元837年

马祖道一门下章敬怀晖的弟子玄昱返回新罗。后其弟子审希开创了禅门九山之一的凤林山派。

日本天台宗僧人圆载入唐求学，广学天台、密宗二派教法。长住西明寺，先后达40年之久。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回国，途中不幸覆船身亡。

公元838年

扬州开元寺举行了规模较大的行香法会活动，“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供五百僧……相公等引军至堂后大殿里吃饭。五百众僧，于廊下吃饭。随寺大小屈僧多少；大寺卅，中寺廿五，小寺二十。皆各座一处长列。差每寺之勾当，各令办供，处处勾当，各自供养。其设斋不遂一处，一时施饭，一时吃了。即起散去，各赴本寺。于是日，相公别出钱，差勾当于两寺，令涌汤浴诸寺众僧，三日为期”。从参加僧人、寺院的数量和持续的时间长短上来看，这无疑是一次规模较大、颇具影响的大型法会。

墀祖德赞被刺，其弟朗达玛继位赞普。推行灭佛政策，禁行佛法，封闭寺庙，令僧人还俗，西藏佛教几尽。自松赞干布容佛至此约200年，史称西藏佛教前弘期。

日本学问僧圆仁、圆行、常晓、戒明、义澄、帷政、仁好等随遣唐使藤原常嗣入唐求法。常晓从栖为寺文璨、华林寺元照学显、密两教，圆行从青龙寺义真学密教，圆仁从终南山宗叡学梵语。

公元839年

圆仁向嵩山院全雅借阅并抄写了《金刚界诸尊仪轨》并从后者学习金刚界大法。同年，他于扬州编写了《入唐求法目录》。

常晓传回日本太元帅法。

慧哲返回新罗，逐渐建立禅门九山之一的桐里山派。

公元840年

文宗卒。正月十四日武宗即位。武宗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篆道场，帝亲受法篆。

五月，中书奏以帝诞日为庆阳节，是日设斋行香。

五月，日本僧人圆仁登五台山，巡礼诸寺，于大华严寺拜会了天台僧志远。

八月二十三日，圆仁到达长安。

十二月国忌日准敕行香设斋，宰相李德裕及敕使于资圣寺行香。

公元841年

正月四日国忌行香，设千僧斋。敕正月、五月、九月开讲。

正月九日，在长安七大寺院开俗讲：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华经》。

六月十一日圣诞日，于大内设斋，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议论，二道士赐紫，释门大德均不得着。

六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篆。

南天竺沙门宝月入朝，不先咨开府，从怀中拔出表上请归国，因犯越官罪收禁。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未打宝月，但不许归国。

宗密卒，年六十二。宗密随南宗禅师随州道原出家，具有了禅僧的身份。后又师从澄观，又具有了华严教僧的身份。在佛教史上，宗密以后既被奉为禅宗祖师，又被奉为华严宗祖师。晚年常住终南山草堂寺圭峰兰若，故被称为“圭峰禅师”。唐文宗大和年间，数次应诏入内殿讲佛法。他关心宗教事务，参与社会活动，结交朝廷官吏，所以士庶归崇者颇众。宗密曾支持朝廷官吏打击宦官势力，为大宦官仇士良所囚，几遭诛杀。宗密的著作有200余卷，最重要的有《禅源诸诠集》《禅门师资承袭图》《圆觉经大疏》《大疏释义钞》《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华严原人论》《注华严法界观门》等。

日本僧人圆仁从法全受法，受施《胎藏大仪轨》3卷，兼《别尊法》3卷及胎藏手契等。此《大仪轨》或略称《毗卢遮那成就仪轨》，称《玄法寺仪轨》。

开成年中，西域人释满月进梵夹，因遇伪甘露事旋回。不久又来，但均未能传译。后来得到悟达国师知玄的支持和请求，与菩提金刚、金刚悉地等重译出密教经典《陀罗尼集》《佛为毗戍陀天子说尊胜经》。

朗达玛登基赞普王位后，下令在吐蕃境内灭佛，史称“朗达玛灭法”，持续五年，其造成的后果持续达百年之久，号称藏传佛教“百年黑暗”时期。后来史家以此为界，将藏传佛教通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断代史。即“前弘期”和“后弘期”。喇钦·贡巴热赛及其诸位传承弟子，包括鲁梅茨诚喜饶等西藏前后藏10位或12位比丘僧在内的出家高僧做出了关键性的巨大贡献。

公元842年

武宗下令僧尼中所有不符合佛教修行仪轨的人员，以及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其所有财产均被没收，如果确实有爱惜财物者，则其财物要充作徭役，成为编户。

公元843年

唐武宗下令禁宫内佛经，埋佛、菩萨并天王像等。停止长安西街寺院讲经说法。

太子詹事韦宗卿进《涅槃经疏》二十卷、《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帝敕焚之，并毁其稿，敕书有曰：“韦宗卿参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况非圣人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迁韦宗卿为成都府尹。

公元844年

正月中书奏定断屠日，敕曰：“斋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鼓刀者既获其厚利，纠察者潜受请求。正月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月不禁。”

三月禁供养佛牙。又饬五台、终南及泗州普光王寺、凤翔法门寺等处有佛指亦不许供养。

本年圣诞日不召僧人入内议论，并罢内道场及内斋。

敕僧尼不许街里行、犯钟声，出外须于钟声未动前归，又不许别寺宿，违者敕罪。

七月敕以供养佛者，尽入兴唐观祭天尊。

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教授先生。

七月（或闰七月），敕下令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

十月令毁拆天下小寺，经佛移入大寺，钟送道观。其被拆寺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敕还俗，递还本贯；年老身有戒行者配大寺；虽有戒行而是年少者尽敕还俗，归本贯。

公元845年

灭佛运动达到顶峰。

四月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凡寺4600座，兰若四万座，僧尼260500人，令都中由两军中尉勘检，诸州府寺舍委中书门下检勘，并分奴婢为三等，分别收遣。自四月一日起分批敕僧尼还俗，五月终长安僧尼尽。

令外国僧人无祠部牒者亦须还俗，送归本国。

七月中书门下奏：奉宣，僧尼不隶祠部，合系属主客，与复合令鸿胪寺收管……僧尼名籍便令系主客，不隶祠部及鸿胪寺，至为允当，从之。

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

八月下诏谓：“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十一月，宰相李德裕请改悲田坊为养病坊，收养残疾。

整个会昌年间（841—846），唐武宗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限制佛教的政策。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史称“会昌毁佛”“唐武宗法难”。

无染归国，无染是马祖一系麻谷宝彻门下的海东弟子，其所传禅法史称圣住山派，为禅门九山之一。

公元846年

唐武宗李炎卒。宣宗李忱即位，捕道士赵归真诛之，恢复佛教以利统治，史称“唐宣宗弘佛”。

佛法复兴，化度寺改为弘福寺，表明三阶教标志性或者说祖庭式的寺庙已不存，这是三阶教走向衰败的一个标志。

日本天台僧圆仁从密宗僧人义真受胎藏及苏悉地法。

新罗僧人梵日创崛山寺而传教，创禅门九山之一的阇崛山派。

公元847年

闰三月诏，会昌五年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敕复置内斋，许僧道献寿。

白居易卒。居易晚年以风疾，好佛尤甚，求往生西方净土。

日本僧圆仁归国。圆仁在长安住资圣寺，学密教，归国携经论等584部，及诸尊坛像、舍利、高僧真影等59种，撰有《人唐求法巡礼行记》4卷等。同年日本僧惠萼、惠运亦归国，惠运携经论等180余卷，多密教经典。

新罗僧人梵日自唐返国，创建崛山寺。

道允从唐朝返回新罗。后其弟子折中开创禅门九山之一的师子山派。传播马祖道一门下南泉普愿的禅法。

公元848年

剑南西川监军使李朝成于长安建陀罗尼经幢。唐宣宗命东都洛阳及荆、扬、汴、益诸州建寺，立方等坛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五台山建五寺，各度僧50人。湖南宁乡密印寺创建。

公元849年

六月，日本朝廷批准圆仁授灌顶，并赐予他传灯大法师位。七月，又命其补内供奉十禅师位。八月，圆仁撰《比叡山灵所巡礼修行记》，并于其后在比叡山上陆续兴建了根本观音堂、常行三昧堂等重要道场。

公元850年

洪州黄蘖山沙门希运卒。希运参百丈怀海，传其心印，著有《传心法要》《宛陵集》各1卷。

公元851年

敕京师及外州府国忌日行香如旧。

进士孙樵上书谏复佛寺，谓：“若群髡者，所饱必稻粱，所衣必锦縠，居则邃宇，出则肥马，是则中户不十，不足以治一髡。……陛下自即位以来，诏营废寺以复群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而工未以讫。闻陛下即复之不休，臣恐数年之间，天下二十七万髡如故矣。”帝怒不纳。

公元853年

灵佑卒，年八十三。灵佑为百丈怀海弟子，在潭州（在今湖南长沙）大沩山（在今湖南宁乡县）创建沩仰宗。在禅宗五家中，唯有沩仰宗在会昌年之前就形成宗派组织规模，与包括临济宗在内其他四家相比，沩仰宗的禅法更多衔接此前禅学的发展，更多保留了传统佛教的内容，更多体现了大乘佛教的处世之道。灵佑去世两年后，卢简求为他撰碑，李商隐撰写碑额。咸通四年，懿宗赐谥“大圆禅师”号。《祖堂集》记载灵佑弟子5人，《景德传灯录》记43人，11人见录。到灵佑的第二代弟子，沩仰宗传播的范围就很广泛了，弟子已经分布于今天的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湖北、陕西、河南等地。

段成式撰成《寺塔记》2卷，记两京塔寺。又撰有《金刚经鸠异》。

日本天台僧圆珍入唐，于福州开元寺就存式学《妙法莲华经》《华严经》《俱舍论》，又从般若怛罗学梵语和密教，编写了《开元寺求得经疏目录》。继至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圆珍入唐时，带来仁明天皇嘉祥三年（850）的敕牒，表彰此前来唐的圆载法师“勤求圣道”，特赐“传灯大师”称号。

公元854年

潭州岳麓寺僧往太原求大藏经，得藏经5048卷以归。

命三教首座辩章充左街僧录，沙门僧彻充右街僧录。

日本专门设置了授予僧纲的僧位，分为法印大和尚位、法眼和尚位、法桥上人位三级。

圆仁被天皇敕为延历寺座主。文德、清和两位天皇均从其受菩萨大戒。

公元855年

日僧圆珍至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受瑜伽密旨，受传阿阇黎位灌顶；又向大兴善寺智慧轮学胎藏、金刚两部秘法。复上天台，于国清寺止观院建立一堂，题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

公元856年

敕每岁度僧依本教于戒定慧三学中择有道性通法门者度之，此外杂艺一切禁止。

有吐蕃沙门法成于是年讲《瑜伽》大论，弟子智慧山等听记，因作《分门记》（按：法成《宋高僧传》无传，近于敦煌石室遗书中得其著作《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萨婆多部王事记》《释迦如来法灭尽记》《大乘无量寿经宗要》等9种）。且藏文一切经中，亦有法成翻译书多种，最著者为圆测法师之《解深密经疏》。故法成实通华、梵、蕃（西藏）三种文字。

公元858年

日僧慧萼绕道宁波由海路回国，经普陀山海面时，船只搁浅不能前行，慧萼止于此，建寺奉像，号补陀洛伽山寺，即今普陀山前身。

日本僧人圆珍归国。圆珍在唐于福州从天竺沙门曼素悉怛罗学悉昙章，于越州开元寺学天台教，于长安从青龙寺法全学密教，共携归经论梵夹等441部1000卷，真言道具十六种曼荼罗数铺及杂碑铭文等，共撰有五种目录行于世，著有《行历抄》1卷记入唐事。

公元859年

圆珍在三井建立了圆城寺（三井寺），将自己自唐携来的经籍法宝收藏于此，因此该寺的藏经院又被称为“唐院”。

公元861年

新罗体澄创建迦智山，在此传教授徒，形成禅门九山之一迦智山派。迦智山派以道义为第一祖，以廉居为第二祖，以体澄为第三祖。

约公元861—874年

顺之返回新罗，后居瑞云寺，传沩仰宗禅法。

公元862年

唐懿宗“敕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度人三七日”。又“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预；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又数幸诸寺，施与无度”。经过这两次大规模、长时间的设坛受戒活动，所剃度僧人的数量相当庞大。

日本僧人宗睿入唐至汴州，密宗主持汴州坛场的辨弘付法弟子玄庆阿阇黎向其传授金刚界法，为其灌顶。

公元864年

云门宗创立者文偃出生，俗姓张，姑苏嘉兴（今浙江嘉兴市）人。

日本僧人圆仁卒。清和天皇追赠空海法印大和上位。

公元865年

懿宗惑浮屠，常饭万僧于禁中，自为赞呗，尚书右丞李蔚上疏切谏，引狄仁杰、姚崇、辛替否等谏武后、中宗、睿宗为戒。帝不听。

日本比叡山僧人依照圆仁的遗愿，首次演习“五会念佛”法门，并更名为“不断念佛”法门。

日本真言宗真如亲王遍明，自广州出发往印度，取道云南，至罗越国身亡。

日本真言宗僧宗睿入唐，向智慧轮求授密法，其《求法录》中有《最上乘瑜伽秘密三摩地修本尊悉地建立曼荼罗仪轨》1卷，作智慧轮传，当是受法之日所传。

公元866年

临济宗的创立者义玄卒。义玄师承百丈怀海弟子黄檗希运，离开黄檗以后，继续行脚参禅，后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于城东南隅临滹沱河的小院住持，因号“临济”。他在道一的另一法孙普化的帮助下，在一般社会民众中产生了影响，也获得了当地官僚的支持。不久，义玄到大名（属魏州，河北省大名东），住兴化寺，终于此寺。据《景德传灯录》载，义玄有嗣法弟子22人，其中16人见录，主要分布在河北三镇，以镇州的宝寿沼、三圣慧然和魏州的兴化存奖为代表；有个别人在江南传禅，即潭州的灌溪志闲。义玄禅学的主体，依然继承了慧能以来的南宗思想，倡导自证自悟，不假外求。从义玄开始，临济宗应机接物、教禅启悟就以峻烈著称，不仅表现在行棒行喝上，还表现在呵佛骂祖、非经毁教的言行上。临济宗形成于会昌法难之后不久，是禅宗五家中唯一起源于北方的宗派，并且在百年之后逐渐成为禅宗中支脉最繁、人数最多的一系。这种情况一直到现代也没有改变。

日本僧人宗睿携密教经典百余部归国。

日本天皇追赠最澄为传教大师、圆仁为慈觉大师。此为日本敕谥号的开端。

公元869年

洞山良价卒，年六十三。良介参南泉普愿、沩山灵佑学禅要，后至筠州洞山普利寺，大张风化，作有《玄中铭》《语录》等。有弟子曹山本寂，故称是宗为曹洞宗。

公元870年

懿宗诞日，僧道奉召入宫讲论，僧彻述皇猷，辞辩浏亮，帝深称许。彻又恢张佛理，旁慑黄冠，当时许为法将，赐号净光大师。又左街之云颢赐三慧大师、可浮法智大师、重谦青莲大师。

公元872年

下敕迎佛骨。

公元873年

春，诏大德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懿宗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四月八日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震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懿宗御安福门，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寺、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

公元874年

懿宗卒，僖宗即位，诏送佛骨归法门寺，仪事从略。时京城耆老士女，争相送别，执手相谓：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伏首于前，呜咽流涕。所在香刹，诏悉铲除，近旬百无一二。

公元875年

日本僧人圣宝开创醍醐寺，该寺于延喜七年（907）成为醍醐天皇的御愿寺，获得了飞跃发展，成为真言宗的重要道场。

公元876年

长安福寿寺沙门玄畅卒，年七十九。玄畅早学律部于福州，自入京师渐萌头角，受京城三学大德益广见闻，后为宣宗、懿宗所重，撰有《显正记》《科六帖名义图》《三宝五运图》等。

公元877年

日僧圆载携在唐期间搜集到的各类经籍文书数千卷乘商船归国，不幸遇风暴而殁。圆载是历次来华日僧中在中国滞留时间最长的一位僧人。在唐四十年，他获得了僧俗各界的普遍尊重。唐宣宗尝诏其至宫中讲经，并赐以紫袍，表明他对天台宗义有深湛的造诣。与此同时，他与当时的著名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等亦交往密切，其辞别归国之际，他们均作诗送别，深赞其佛学成就，表达其惜别之情。

公元882年

日僧圆珍隔海远上《决疑表》，向智慧轮请问有关密教问题，并求写回寄经论仪轨。

公元883年

沩仰宗僧人慧寂卒，年七十七，为灵佑弟子。会昌元年（841）前后，离开沩山，到袁州的仰山（在今江西宜春县）传法，很快建成了大的传法基地，成为灵佑弟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慧寂对沩仰宗的发展壮大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其一，把灵佑的禅法传到袁州、洪州和广州等地，前后被诸州府节、察、刺史相续十一人礼为师，扩大了本宗派的影响；其二，他在弘禅过程中运用圆相以“表相现法，示徒证理”。关于慧寂的嗣法弟子，《景德传灯录》卷十二列出10人，其中著名的有光穆、景通、文喜、光涌、新罗顺之（了悟）等人。仰山慧寂到仰山光涌时期是沩仰宗的兴盛时期，光涌之后，沩仰宗逐渐衰落。

公元884年

日本台密集大成者安然被任命为传法阿阇黎，从此在比叡山五大院潜心研究，被尊称为五大院大德。

公元885年

法眼宗创立者文益出生，俗姓鲁，余杭（今浙江余杭）人。

公元888年

石霜庆诸卒。庆诸以注重坐禅闻名，引起了唐僖宗的重视。僖宗曾“遣使赍赐紫衣”。庆诸重视坐禅虽然在形式上有悖于慧能的禅法而与神秀的禅法有相似之处，但在思想实质上却是坚持着慧能的禅法理论。

杭州千顷山沙门楚南卒，年七十。楚南先就赵郡学相部律，又于上都学《净名经》，后就黄檗药山禅师学，著《破邪论》1卷、《般若经品颂偈》1卷。

新罗崔致远返国。致远自宣宗大中时入唐，举进士，乃仕于唐，著有《法藏和尚传》等。

公元892年

四川大足城北龙岗山石窟开凿，多系密宗造像。

新罗僧人道育入天台山学习天台宗教法，住平田寺，后即卒于该寺。

公元894年

日本朝廷正式废除了遣唐使，佛教交流自此完全转入民间渠道。

公元898年

道诜卒。高丽孝恭王赠谥号“了空禅师”，塔名“证圣慧灯”。道诜曾师事惠哲禅师，其特点是运用阴阳五行说和谶语为高丽王朝的建立服务。

公元9世纪初

印度达摩波罗王在位，以师子贤与佛智足为上师，使般若与密集的教法遍传各地。

游戏金刚（Līlavajra）活动在这一时期，相传他是最早获取阎摩德迦经怛特罗的人。游戏金刚曾在那烂陀寺憩止过十年，著有《真实名经注疏》（文殊名义如实赞，Ārya-mañju[image: ]ri-nāma-sa[image: ]giti ）、《黑敌阎摩德迦荼罗仪轨》《阎摩德迦生源论》《吉祥金刚大威德修行法》《大威德四十九尊母修法》《吉祥金刚大威德怛特罗王初品修法》《四门论》和《八起尸广论》等。

圣者龙树从沙罗诃受学密集教法，运用中观方法，以缘起性空思想解释《密集》。主要著作有《密集金刚怛特罗释》（[image: ]rī-guhyasamajā-tantrasya-tantra-tīka）、《密集成就法摄要》《密集经合释》（[image: ]rī-guhyasamaja-mahāyogatantra-utpadakram-sādhana-sūtra-melāpaka）、《密集曼荼罗仪轨》（[image: ]rī-guhyasamaja-ma[image: ]ala-vidhi）二十颂、《密集第十八品释》（a[image: ]ādā[image: ]a-pa[image: ]ala=vitara-vyākhyā）、《五次第论》（Pañcakrama）、《菩提心释颂》《菩提心释散文体》。

龙菩提（Samāja-ma[image: ]alopāyikā）也是密集圣者派的特有法门。《布顿目录》载其关于密集教法的论著有《曼荼罗二十仪轨》《密集曼荼罗二十仪轨》《五次第释摩尼鬘论》《五次第释难义明论》（此著作的真实性尚存疑），共计4部。

月称活动在这一时期，在藏传佛教传统中，他被当成圣龙树的亲传弟子。据藏文资料记载，月称共有九部密教论著，其中《密集金刚怛特罗释明灯论》（Pradīpodyotana-tīkā）注释密集根本怛特罗，是密集圣者学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毗哇巴，全名“瑜伽自在吉祥毗哇巴”，意为“吉祥护法”，印度密教84位成就师之一。毗哇巴建立了“五尊红阎摩德迦曼荼罗灌顶”和“无戏论”两种教授法门。《布顿目录》中署名毗哇巴的著作有4部，即《红色大威德修法》《光明显现次第论》《红色大威德幻化轮蔓论》《红色大威德圆满次第极无戏论真实性密要论》。

吉祥持（[image: ]rīdharana/[image: ]rīdhara），活动在这一时期，曾经担任过超戒寺的首座。吉祥持著有《一切如来身语意黑阎摩德迦怛特罗释俱生光明论》《黑阎摩德迦修法明句论》《黑阎摩德迦修法》《黑色十三尊大威德修法仪轨》《红色阎摩德迦十三尊曼荼罗圆满修法》《独雄大威德修法》《曼荼罗仪轨》《忿怒火神供养仪轨》《红大威德共同供养仪轨》《根本怛特罗广疏》《亥母供养仪轨》等。从吉祥持派分出了以大不空金刚、智尊、吉祥金刚、波罗达阿陀罗阉耶、大成就者那罗巴、班智达佛护为代表的六派，通称“印度班智达六宗”，加上尼泊尔智慧断手派，共七派。

呼金刚教法的基本典籍《呼金刚怛特罗》由腊瓦巴（Lvava-pa）、海生金刚（Saroruha）等传出，后传黑誓愿金刚（K[image: ]ācārya）、难胜月（Durjaya-candra）、那若巴（Naropā）、麦哲巴（Maitripā）等成为七派。后来又有《金刚心释》《难释》等，共有十二派。

庆喜藏（Anandagarbha）主要活动于9世纪中后期。《布顿目录》中著录了庆喜藏的十余种著作。即《瑜伽怛特罗摄义广释显现真实性》《金刚界曼荼罗金刚现生仪轨》《吉祥最胜第一品类广释》《吉祥最胜智慧品类摄义释》《吉祥最胜般若波罗蜜多曼荼罗仪轨》《净治恶趣后怛特罗等义释明灯论》《净治恶趣曼荼罗仪轨》《三世间尊胜曼荼罗仪轨》《佛眼开眼仪轨》《普明曼荼罗仪轨》（Paramādi-ma[image: ]ala-vidhi-nāma）、《开光仪轨》（Prati[image: ]hā-vidhi）、《金刚萨埵生源广略释论》（Vajra-sattva-udaya-nāma-sādhanaupāyikā）《幻化网广释》（Māyājāla-mahātantra-rāja-[image: ]ikā）、《密集难义释》（[image: ]ri-guhya-samāja-pañjikã）与《佛陀等住合修释智慧光明论》。庆喜藏把各种秘密教法分判为事部、行部与秘密部三种。其承法弟子有佛尊、信铠、莲花作、慧护等人。

9世纪中叶，金刚甘露密法的教授与修习相继在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乌仗那，南印度的摩腊婆，以及中印度的摩揭陀一带兴起。

相传金刚甘露密法最初由迦湿弥罗国的甚深金刚首倡。

公元901年

曹山本寂卒，年六十二。本寂俗姓叶，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少年时代受儒学影响较深。十九岁入福州云名山出家，二十五岁受戒后，游方参学，拜见多名禅师，见良价得契，跟随数年，因受请到抚州（江西抚州）住曹山，继之又居荷王（玉）山，“处法席二十年，参学常有二三百人”，建立了比较有影响的弘法基地。

公元902年

云居道膺卒。道膺为洞山良价弟子，俗姓王，玉田（在今河北）人，于洪州（治在今江西南昌）云居山创真如寺，弘法30余年，影响遍及海内外，徒众达到1500多人，包括多名外国弟子，其中新罗利严（870—936）归国后创须弥山派。

辽太祖阿保机占领河北、河东九郡，将占领地的汉民全部迁徙于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部），为了安抚和稳定被迁徙的汉民，在建造城池、设置州县的同时，也建立了佛教寺院——开教寺，这被认为是辽地第一座寺院。

公元903年

日本民间净土信仰的开创者空也出生。

公元904年

永明延寿出生，俗姓王，余杭人。

公元905年

日本佐伯氏族人将东大寺东南院赠与圣宝作为研习三论的道场，自此该院一直由圣宝的弟子传承，成为三论宗的重要道场，圣宝由此被推为三论宗的中兴之祖。

公元908年

雪峰义存卒，年八十七。

公元918年

冬，高丽王王建即位后设八关会，于阙庭置轮灯一座，四旁列香灯，又结两彩棚，各高五丈余，呈百戏歌舞于前。百官袍笏行礼，观者倾都。此后，八关会被作为每年的例行佛事。

公元919年

僧人守温约于此时著《三十六字母图》，以梵文字母法来分汉字。

日本醍醐天皇敕命东寺长者兼任高野山金刚峰寺的检校职，从此形成了东寺长者兼任真言宗领袖的局面，高野山在本末之争中落败，一蹶不振。

公元921年

后梁祠部员外郎李枢上书，恳请统治者对私度僧尼、妄求名号者进行严格限制。

日本僧人益信奏请醍醐天皇追赠空海大师谥号，获得了批准。从此真言宗大振。

公元923年

文偃领众开辟云门山，“构创梵宫，数载而毕”，“层轩邃宇而涌成，花界金绳而化出”，雕楹珠网，庄严宝相，合杂香厨，南汉高祖刘岩赠额“光泰禅院”。

日本僧人益信被任命为权僧正。

公元924年

后唐庄宗下诏对于没有敕额的小寺院采取一律合并的态度和措施，使得后唐佛教寺院数量大为减少。

公元926年

后唐明宗下诏不得重新建造寺院，如果私自建造一律拆除、毁坏；不得私自剃度出家，如有想出家为僧者，必须通过官方戒坛进行受戒，接受官方的认可。

文偃被南汉高祖刘岩诏入阙，赐号“匡真”。后返本院，朝廷频加赐赉。

公元927年

日本《延喜式》完成，以法令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年分度者、僧人得度条件、度僧逐层审批的程序。

公元928年

新罗僧洪庆由后唐归国，带回大藏经一部，高丽王亲自迎接，安置于帝释院。

公元935年

四明沙门子麟往高丽等地传播天台宗。

公元936年

利严禅师卒，年六十七。利严曾到中国跟随青原行思一系的道膺禅师学习禅法，天祐八年（911）回到新罗。932年，高丽王朝的创建者王建为其建立须弥山以弘法。卒后，王建追谥其“真澈大师”称号，又赐“宝月乘空”塔名。利严门下的著名弟子有处光、道忍、贞能、庆崇等。后世称利严传承的曹洞宗法脉为须弥山派，为罗、丽之际的禅门九山之一。

公元937年

后晋高祖下诏令，对于违反规定私自剃度出家的人，“并请重行决断发遣，归本乡里收管色役。其元招引师主及保人等，先具勘责，违犯条流愆罪，亦请痛行决断”。不仅对剃度者本人实行还俗、监管的惩罚，而且，对于相关人员也严惩不贷。这样的严厉措施严重打击了佛教在后晋的发展。

诗僧齐己卒，年七十五。齐己创作了大量古诗，还长于书法绘画。北宋徽宗藏有他的《拟嵇康〈绝交书〉》《庐岳诗》等九件作品，可见其书法艺术颇受世人瞩目。

公元940年

冬十二月，开泰寺在天护山落成，王建亲自参加庆祝落成的华严法会，并制疏文。重修新兴寺，置功臣堂，画三韩功臣于东西壁，设无遮大会，岁以为常。这一年，王建的第五王子出家，即证通国师。据统计，王建一生建寺院五百，造丛林、禅院、佛像、塔婆等达三千五百之多。

公元941年

高丽僧人玄晖卒。唐天祐三年（906）晖独行沿海，寻遇乘槎者而俱西，在浙江登岸，后至九峰山下，以道干为师。至后唐同光二年（924）归国，太祖特遣使奉迎于郊外，待以国师之礼，又请其住中州净土寺，时常亲近问道。卒后，谥“法镜大师”，门下弟子三百余人，以阔行等为上首。

公元943年

南汉中宗刘晟即位，复诏文偃入内殿，经月供养，赏赐财物甚多。赐其塔院为瑞云之院，宝光之塔。至其死后，“诸国侯王，普天僧众，竞致斋羞”。

公元947年

吴越王钱弘俶托商人蒋兖，致书日本右大臣藤原实赖，赠黄金六百两，求写天台经卷，尽得其五百余卷以归。天台教得以在宋初重兴而绵延其法脉。

公元948年

高丽禅师庆甫卒。庆甫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春，搭商船入华，诣抚州疏山投匡仁和尚门下学法，深受器重，被誉为“鲸海龙子”。天祐十八年（921）归国，达全州临陂郡。后百济主甄萱请住本州岛南福禅院。不久，移住白鸡山玉龙寺。高丽王室对庆甫也十分礼敬，曾敕赴阙。卒后，高丽定宗追谥“洞真大师”称号。

公元949年

后汉司勋员外郎李钦明上《请汰僧人疏》，指出佛教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奏请朝廷沙汰僧尼；国子司业樊伦则上《禁僧尼剃度奏》，奏请严禁剃度僧尼。

云门文偃卒。文偃童年出家于本地空王寺，随志澄律师学习，后到常州戒坛受具足戒。初习小乘，次通中观。外出游方参学，首参仰慕已久的道踪禅师，即陈和尚（陈宿尊）。道踪是希运的弟子，当时住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龙兴寺，素以禅风峻险著称，并且不轻易接引参学者。文偃在道踪门下参禅数年，颇受赏识，后遵道踪所嘱，到福建象骨山雪峰广福禅院，投到义存（822—908）门下。后到韶州灵树如敏（？—917）门下。如敏为百丈弟子西院大安的门徒，曾在岭南弘教传法40年，以“道行孤峻”著称，深得当地儒士敬重，南汉小朝廷赐“知圣大师”号。文偃追随如敏8年，曾任首座，深得器重。文偃的知名门徒很多，《景德传灯录》记有61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和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进入北宋，云门宗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坚持嗣法雪峰义存。

公元953年

后周太祖下诏废除都城开封没有敕额的僧尼寺院数十所。

杭州灵隐寺飞来峰开始开凿。

公元955年

后周世宗正式下诏清整佛教，“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公元956年

高丽兢让禅师卒。兢让曾入唐跟随石霜一系的道缘学习禅法，924年返回新罗后，创建禅门九山中最后一派，即曦阳山派。其与高丽王朝关系密切，卒后，高丽王朝光宗谥曰“静真大师”。门下弟子有迥超等。

公元958年

法眼文益卒，年七十四。文益为法眼宗的创立者，先后主持临川崇寿院、金陵报恩院、清凉寺三大寺院，被认为是玄沙师备、罗汉桂琛一系禅宗的中兴者。文益在弘教传禅、接引参学者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与参学者讨论各种公案时，无论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进行（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请益），都本着“应病与药”的原则进行，就是根据参学者的具体境况来因材施教。文益逝世后，谥“大法眼禅师”。在其嗣法弟子中，有德绍、文遂、慧炬（高丽国师）等14人“先出世，并为王侯礼重”。有龙光、泰钦等49人“后开法，各化一方”。文益撰写《宗门十规论》，对当时禅林的弊端进行批判。

璨幽卒。唐景福元年（892），璨幽入华求学，入投子山大同门下参学。至后梁贞明七年（921）秋归国，并受命住三郎寺。三年后，入觐太祖王建，奉敕住广州天王寺。之后，往住慧目山。太祖王建亦赐衲衣及坐具，后惠宗、定宗等礼敬有加。光宗即位后，赐法号“证真大师”，并请璨幽入京。卒后，光宗追谥“元宗大师”，门下弟子有昕弘、同光、幸近、传印等500余人。

公元960年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复兴佛教，解除后周毁佛之令，重修佛寺，铸佛像，并定每年长春节赐百官宴于汴京（今开封）相国寺。

普度童行8000人。

高昌僧人法渊入京献辟支佛牙玉器。

公元961年

七月，太祖派其弟光义为开封府尹，并兼功德使，有取缔僧道的权力。

高丽王派沙门谛观送来若干天台宗的论疏和著述。获得许多失传的唐代天台宗典籍，激发起学僧研究和弘扬天台教义的兴趣，奠定了该宗中兴的资料基础。谛观所著《天台四教仪》对天台宗的判教立义和南北古师的异议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和剖析，因而被视为该教的“关钥”和“初学发蒙之助”。

公元964年

宋朝廷派僧人继业等300人前往天竺求取舍利与佛经。

公元965年

毗睹波获得《时轮经》。

沧州僧人道圆游历天竺18年返回，带着于阗使者到京城，并带回了佛舍利和许多贝叶梵经。太祖在便殿召见，询问西土风俗。

公元966年

太祖派遣行勤等157人西去求经，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派僧团。

公元968年

日本僧人良源主持在最澄忌日举办的法华大会上增设“广学竖义”辩论会，以促进天台研究。

公元970年

沙门法遇自天竺取经回，声称天竺僧弥摩罗失黎愿至汉地译经。

匡越太师吴真流被丁先皇封为僧统，掌理政务，整顿僧纲。他是越南佛教第一位僧统。匡越在丁、黎、李三朝都起重要作用，他跟多宝、万行共同拥护李公蕴登上皇位，开创越南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朝代——李朝。

约于此年，仁钦桑布被吐蕃赞普派往迦湿弥罗，在那里研究佛教教理，后来带回一些佛教大师和艺术家，在吐蕃西部建成了第一批寺院，如达寺、托林寺和那可寺。

公元971年

宋太祖建立译经院，将佛典翻译列为国家事业之一。

太祖派遣内官张从信到益州（成都）雕造大藏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完工，历时12年，世称《开宝藏》，共6600卷。此为第一部官刻大藏经。

僧人建盛偕中天竺王子曼珠室利入华献贝叶经。

法眼宗僧人德韶卒，年八十二。德韶为文益弟子，俗姓陈，缙云（浙江缙云）人。年十七于本州岛出家，十八受戒于信州（江西上饶）开元寺。后梁开平中（909）游方，历参五十四位善知识，终至临川谒文益，成为其嗣法弟子。钱弘俶继位（947）的次年，遣使迎德韶至杭州，申弟子礼。又曾接受天台宗名僧螺溪义寂的提议，请钱弘俶遣使到新罗国写回散落于海外的智[image: ]论疏，成为天台中兴的重要契机，也是禅宗与天台宗相互融合的一个标志。德韶传法弟子有永明延寿、长寿朋彦、大宁可弘等百余人，同时他兴建天台智者道场数十所，对江浙的禅宗发展和天台复兴都起到重要作用。

宋太祖下令在河北隆兴寺内兴建大悲宝阁以供奉千手观音像。此后，寺院不断扩建，慢慢形成以大悲阁（又称佛香阁）为核心的建筑群。

公元973年

那烂陀寺僧法天和兄法护受回教徒逼迫来中国，携带梵本经典至鄜州蒲津，译出《圣无量寿经》《七佛赞》等。

高丽华严宗僧人均如卒。均如在师承上属于为王建服务的北岳派。当时南、北两派有很多矛盾，均如致力于融通两派为一家。后光宗于松岳郡建归法寺，请其主持。在此，均如大弘法化，留下了《搜玄方轨记》《孔目章记》《五十要问答记》《探玄记释》《教分记释》《旨归章记》《三宝章记》《法界图记》《十句章记》《入法界品抄记》等众多著作。他还用普贤菩萨的十种大愿作成11首乡歌，流传颇广，是今天古代朝鲜语的珍贵资料。

公元974年

辽景宗诏命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这是辽代封僧人官职的开始。

日本僧人寻禅被授以“一身阿阇黎”位。同年，寻禅又被任命为权少僧都。

公元975年

东印度王子曼殊室利（穰结说罗）来朝贡。

法眼宗僧人延寿逝世，年七十二。延寿曾先后住持明州雪窦山资圣寺、杭州灵隐山新寺、杭州永明寺等，“众至二千人，时号慈氏下生”。高丽国王远慕其名，遣使奉书，叙弟子礼。前来从学的高丽僧人有36位。主要著作有《宗镜录》100卷、《万善同归集》3卷、《唯心诀》1卷，另有一些诗文。其书在宋代以后影响较大。

高丽华严宗僧人坦文卒，年七十六。坦文幼时道誉即传遍诸山，并博得太祖王建的赏识，被称为圣沙弥。及长，住九龙山寺，讲述华严。光宗于即位十四年（963）建归法寺，任命坦文为该寺主僧；十九年，赐号弘道三重大师，同时聘为王师。二十五年（974）任国师。之后，坦文由于年老多病回到迦耶山普愿寺，翌年去世，谥“法印”称号，塔名“宝乘”。其门下弟子有灵撰、一光、明会、芮林、伦庆、彦玄、弘廉等。

公元976年

到天竺求法的僧人继业归国，将所得梵经、舍利等进呈太宗。太宗诏择名山修习，继业乃于四川峨眉山牛心筑庵居住，称牛心寺。其西域行程分见于牛心寺所藏《涅槃经》1函42卷各卷之末，后范成大《吴船录》卷上“峨眉山牛心寺记”将其辑录出。

公元977年

工部郎中侯陟上奏：祠部给僧尼度牒，每通纳钱于有司，请罢之。

公元978年

向天下无额寺院赐授“太平兴国”“乾明”等额，开启批量赐寺额的风气。

佛教从青海、阿里二路传入西藏，佛教在西藏再度弘兴，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一说后弘期始于913年或918年）。

公元980年

印度僧法天、法贤、施护等携带梵本经典相继来华。法贤译有《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佛说瑜伽大教王经》等，施护译出《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佛说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等，法天译出《妙臂菩萨所问经》等。

北天竺僧天息灾、施护到达京城，诏赐紫衣，并令他们与法天查阅已有梵夹，“太宗崇尚释教，又以梵僧晓二方言，遂有意于翻译焉”。

公元982年

宋朝译经院建成，其布局是：正中设译经堂，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证义堂。诏请天息灾等人入内居住译经。第二年八月，诏改译经院为传法院，又在显圣寺设印经院，以放置经板和印刷佛经。

宋朝廷命法天、法护兄弟与天息灾、施护兄弟等人于太平兴国寺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其后，宋王朝的佛典翻译事业即正式拉开帷幕。其译经事业一直继续到天禧元年（1017年）施护病死时为止。

阿底峡（Ati[image: ]a），出生于东印度社护罗国，乃国王之子，后出家修道，成为当时印度显密高僧，并于1042年入西藏弘法至圆寂。阿底峡作《菩提道灯论》（Bodhi-mārga-pradīpa），阐三士道，在其影响下，在西藏形成噶当派。后宗喀巴又大阐其说，创立“新噶当派”，即格鲁派，成为印度应成派的流响。

公元983年

天息灾等人鉴于能翻译经典者均为梵僧，为了使译经事业日后不致中断，奏请遴选两街童子学梵文。于是，朝廷诏令集京城童幼五百人，从中选拔惟净等50人到译经院学习梵文。此后惟净学通梵文出家，受赐号“光梵大师”，成为宋代知名的汉族译僧。

吴越王钱弘俶请义寂传授菩萨戒，执弟子礼，赐“净光大师”号。义寂一生讲天台“三大部”各20遍，还讲《维摩》《光明》《梵网》《金刚[image: ]》《法界观》《永嘉集》等。

公元985年

日本僧人源信完成其代表作《往生要集》。

公元986年

天台宗悟恩卒。悟恩字修己，俗姓路，江苏常熟人，年十三出家，初学南山律，后到杭州投慈光院志因门下学习天台教义。通达《法华经》《金光明经》和《止观论》，他对宋初以前智[image: ]所著的《金光明经玄义》广本提出异议，引起天台宗山家、山外派之争，著作以《金光明玄义发挥记》最为重要。

辽圣宗诏上京举办佛教法事一月，饭僧万人。辽代几乎每一个帝王都把“饭僧”作为一项功德善事。“饭僧”也称“斋僧”，即为僧人提供饮食。辽代饭僧规模之大、次数之频繁，为唐宋王朝所不及。

日本僧人宽朝被任命为真言宗历史上首位，也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三位大僧正。

奝然返回日本。在华期间，他获准得诣五台山，颇受宋朝君臣重视，宋太宗赐予他《孝经》等儒典，以及刚刚雕刻印刷的宋版大藏经《开宝藏》。

公元987年

天台宗义寂卒，年六十九。义寂为浙江永嘉人，俗姓胡，字常照，世称净光大师、螺溪义寂、螺溪尊者。十二岁出家于温州开元寺，十九岁受具足戒。后入天台山，从清竦研学止观。清竦寂后，乃兴建螺溪道场居之，以为讲说之所，众争归趋。禅讲辩难，不舍寒暑。又以唐末以来，战乱频仍，天台典籍荡然无存，后学之士莫由窥见密意奥旨，师乃劝吴越王钱弘俶遣使日本，求回典籍。义寂毕生以复兴天台教观为职志，是天台宗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经过他的大力弘扬，天台学说再度繁荣，被尊为天台宗十五祖。

公元988年

天台宗义通卒，年六十二。义通，高丽国人，后渡海来华，入吴越国，先访德韶禅师于天台山，后受业于义寂。后欲渡海重归高丽，至四明，为郡守钱惟治挽留。北宋开宝元年（968），漕使顾承徽舍住宅为传教院，请义通住持，遂留四明；至太平兴国七年（982），敕赐传教院为宝云禅院。义通住宝云寺，弘扬天台教观近20年，被尊为传承天台教观的第十六代祖师。其弟子不可胜数，最为著名的是四明知礼与慈云遵式。

公元989年

古印度那烂陀寺僧人补陀圪多来华献佛舍利、佛经。

公元991年

诏许私度僧尼。

公元992年

日本僧人源信委托宋人杨人绍将其创作的《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转呈慈恩寺弘道大师，请后者批评指正。此后，源信又将自己的代表作《往生要集》和乃师良源所著《观音和赞》交给宋朝商人周文德，委托他“顶戴参诣天台山国清寺”。

公元993年

临济宗首山省念卒，道俗千余人迎请省念弟子汾阳善昭住持汾州（山西吉县）太平寺太子院。此后30年不出院，被尊称“汾州”。

公元994年

译出《大乘秘藏经》2卷，发现有65处“文义乖戾”，太宗听后认为，“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正法也”，勒令将此经“对众焚弃”。

公元995年

汴京（今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修整扩建，其殿阁、廊庑的壁画不少即出自画院名家之手。行廊上的“阿育王变相”以及“炽盛光佛”“九曜”就是当时著名的佛道画家高益奉宋太宗之旨所作。

公元996年

拉喇嘛·益西沃在阿里地区仿照前藏的桑耶寺创建了托顶贝吉拉康，即后来的托林寺。它是藏传佛教上路复兴时期创建的第一座寺院，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的主要道场之一。同时，拉喇嘛·益西沃选派7名出身高贵的聪慧青年人和14位仆从共21人去克什米尔专门学习佛法，其中大多因气候炎热等而染病致死，只有仁钦桑布和俄·勒贝喜饶圆满完成学业，携带大量佛经返回故乡，从事佛经翻译，后人称他俩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大译师和小译师。

公元997年

十月，辽圣宗诏诸山寺院勿滥度僧尼。

行均著《龙龛手鉴》4卷，集佛教典籍中的字，作切韵训诂，计收26430余字，注163100余字。

公元998年

西天竺僧人佛护入华献梵经。

仁钦桑波在西藏阿里地区弘佛，得赐“金刚阿阇黎”号，并得溪卡封地。

公元10世纪上半叶

巴米扬佛教石窟陆续凿成。

《五次第》（Pañcakrama），题为龙炎光（Nāgārjunapāda）作，成书于10世纪前后，系依据《秘密集会怛特罗》所撰的著作。

公元10世纪中后期

超岩寺六贤门出世，阎摩德迦教法发展达到鼎盛，大部分人重视学习红、黑《阎摩德迦续》，成绩显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小游戏金刚、不空金刚、寂智、妙吉祥智等人，在他们的努力下，阎摩德迦教法在印度广大地区流传且远播至尼泊尔。

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中期

《时轮怛特罗》成立。

念智称法师应邀赴藏弘法译经。他运用中观与瑜伽学派理论解释、弘扬密集怛特罗教法，对藏传佛教影响甚大。念智称，或称弥底论师，曾师事那罗巴，为其八大弟子之一。10世纪后半叶，念智称应尼泊尔译师莲花光邀请至西藏。莲花光病逝后，念智称流落至后藏达纳地方，以牧羊为生。时遇译师赛匝索南坚赞，始应邀至曼垄学法。其后，又转赴西康、李曲色喀等地讲述《俱舍论》《四座》等显密经论，并将所撰《四座释》《文殊师利名等诵具秘密成就法释慧明》《真言义胜观》等书译成藏文。除此之外，念智称还撰有如下著述：《六真性安立》《菩提心注疏》《瑜伽六支释名》《吉祥秘密集会怛特罗王释》《四天女请问释优波提舍增益》《开眼仪轨》《金刚摧破陀罗尼名释》《金刚摧破陀罗尼名优波提舍》以及《语言门论》等。

以超戒寺六贤门为代表的佛门僧徒兼具大乘佛教论师与密教成就师的身份，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学说与密教的修行科仪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显密圆融的完备体系，将超戒寺佛学推至高潮阶段。

继无上瑜伽父部与母部怛特罗之后，整合父部与母部特质的双入或称不二怛特罗的时轮教法约于10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初于印度开始传播，并很快发展出颇具声势的教派与传承，被后世佛教史家视为秘密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

公元1001年

中天竺那烂陀寺僧法贤译出《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经》。

公元1002年

诏天下窃买度牒、冒为僧者，限一月于所在陈省，释其罪。违者论如律，少壮者隶军籍。

索波切·释迦琼出生。索波切·释迦琼很快成长为当时一名精通宁玛派教法并具有渊博宗教知识的著名大师，特别是他创建了邬巴隆寺，为宁玛派开辟了一个统一的宗教活动中心，对宁玛派的最终形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公元1003年

北天竺戒贤、西天竺法护入华献梵经。

知开封府陈恕上奏：僧徒往西天取经者，臣尝召问，皆罕习经业，而质状庸陋。或往诸藩，必招轻慢。自今宜试经业察人才，择其可者令往。

日僧源信的弟子寂照入宋求学，源信将自己在研究天台教义中感到困惑的问题总结了二十七条，委托寂照转呈天台学匠四明知礼，请知礼予以回答。知礼一一作答，其文《答日本国师书》保存至今。

公元1004年

宋真宗召见了寂照，对他优渥有加，赐号圆通大师，赐紫，还任命他担任苏州僧录司。

法眼宗道原编《景德传灯录》呈送朝廷，宋真宗命翰林学士杨亿等人裁定。修订成书30卷，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官修禅书，入藏流通。

公元1007年

四明知礼综合七年间与晤恩系僧人庆昭、志圆等的论难文义，撰成《十义书》。到此时为止，两派超出义理探讨范围的门户之争明确。志磐后来指出：“法智（知礼）乃复备引前后之文，详而论之，号《十义书》，而四明之学者始指恩、清、昭、圆之学称为‘山外’，盖贬之辞云。”

党项族首领、夏州节度使、西平王德明母亲罔氏下葬，德明要求到宋朝北部佛教中心五台山修供十寺，并派致祭使护送供物到五台山。可见当时佛教已成为党项王室的重要信仰。

黎卧朝派自己的弟弟明倡和黄成雅到中国请《大藏经》，1009年带回越南。

公元1009年

黎卧朝去世，出身于僧侣家庭的李公蕴受以万行禅师为首的朝廷官员拥戴为王，创建李朝。李公蕴做了皇帝后，多次下诏度民为僧，建了很多新寺庙，多次派使者到中国请《大藏经》。

公元1010年

显宗元年，契丹圣宗进攻高丽，夺走文州、宣川等地，国王避难罗州。为了重整山河，击退强敌，显宗着手雕刻大藏经版。这次所刻经藏是以宋《蜀版藏经》为底本，经德宗、靖宗，至文宗末年（1082）才告完成，共计1106部5048卷。于高宗十九年（1232）被入侵的蒙古兵连同皇龙寺的九层塔统统烧掉。

越南李太祖即位，把京城移到升龙（今河内），下诏建大量寺庙。同年，李太祖下诏度民为僧。

公元1011年

诏令《大宋僧史略》收入大藏。

公元1011—1015年

赵安仁、杨亿等人编修《大中祥符法宝总录》，22卷。

公元1014年

索波切·释迦琼的继承者索琼·喜饶札巴出生。他在管理邬巴隆寺、卓浦寺和札嘉沃修行地这三处宁玛派的活动中心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寺院宗教活动开始走向正规化。

公元1015年

北印度乌填曩国僧人施护译完《真实摄大教王经》（《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26分，析作30卷。这是《金刚顶经》初会的全本。

天竺僧人天觉、童寿、普积等入华献梵经。

越南李太祖建镇福藏经阁。

公元1016年

李太祖在升龙万岁寺组织戒坛，给1000多人授出家戒。

公元1017年

时轮乘兴起。时轮乘传承，由毕卓波传给阿婆都底波、觉吉祥、那洛波三人弘扬。阿婆都底波又传苏哩波。又被称为浊世之佛的无畏生密（1004—1125），传法给善生密，再传陀舍波罗（十力），三传称扬天。后者又传迦湿弥罗释迦吉祥贤（1204年入藏）、佛吉祥贤和宝护等人。

天台宗梵天庆昭卒，年五十五。庆昭以扩大本派规模、充分探讨本派理论著称。庆昭字子文，俗姓胡，钱唐人，幼年出家，十三岁受具足戒。年二十一从学于源清，并继其法席。从学者甚多。景德元年（1004），徙梵天寺，平生讲说《法华》《止观》诸部经论一百余遍，其著作已经不存。据说他的传法弟子多达97人，著名者有咸润、继齐等。

《频那夜迦经》4卷译出。真宗认为：“荤血之祀，颇渎真乘；厌诅之词，尤乖妙理。”命新译《频那夜迦经》4卷不得编入藏目，以后传法院不得翻译此类经典。

公元1018年

高丽僧人智宗卒。显德二年（959）智宗入华，由海路达吴越，从永明延寿禅师学习。后至天台山国清寺从第十五祖净光大师义寂受《大定慧论》等天台教旨。开宝元年（968）应赞宁等人的邀请于传教院讲《大定慧论》和《法华经》。开宝三年（970）回国，奉敕住金光禅院，先后受赐“大师”“重大师”等称号。成宗时移住积石寺。穆宗加尊号“光天遍照至觉智满圆默禅师”，请住持佛恩寺和外帝释院。显宗时授“大禅师”号，住广明寺。大中祥符六年（1013）受拜“王师”，后加“普化”称号。卒后，谥号圆空。所传宗旨涉及法眼宗禅法、天台教义等。

越南李太祖派阮道清和范鹤到宋朝请《大藏经》，1020年带回越南。

公元1019年

越南李太祖下诏度民为僧。

公元1020年

省常卒，年六十二。省常以杭州南昭庆寺为中心结莲社，后改名为“净行社”，参加僧人千余人，士大夫123人。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南北各地。

辽僧觉苑奉敕撰成《大日经义释演抄》。

辽宁义县建造奉国寺大殿。

宋廷向东女真国购《大藏经》。

日本藤原道长修建了无量寿院供奉阿弥陀佛像，其后又将其扩建成著名的法成寺。

公元1021年

宋朝有僧397615人、尼61239人。这是宋代僧尼的最大数量。

公元1022年

龟兹国僧人华严入华献梵经。

天台宗志圆逝世。志圆常年隐居于西湖孤山，研究经论和撰写著述，有各种经疏记钞30种71卷。诗文集《闲居编》51卷。为倡导三教融合的代表。

公元1023年

越南李太祖派人抄写另一部《大藏经》保存在大兴藏经阁中。

公元1024年

临济宗汾阳善昭卒，年七十八。善昭生前住持汾州（山西吉县）太平寺太子院，倡导公案代别和颂古，以复古主义的形式，将禅化解为文字玄谈；在解释古圣语言中，寓以禅境，创造了文字禅的新形态，为禅在士大夫中拓展开辟了新路。

公元1026年

宝作寂卒（Ratnākara[image: ]ānti，974—1026或978—1030）。或译宝积静、宝藏寂、宝手寂、宝生寂等，又称扇底巴（[image: ]āntipa，当其为密号），为10—11世纪，印度后期唯识派论师，阿底峡（Atī[image: ]a）的老师，也是后期印度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宝作寂的著述甚多，关于唯识的有《般若波罗蜜多教诫论》《中观庄严教诫论》《中观庄严释疏中道成就》《成就唯识性论》等书。在因明学方面，宝作寂著有《内遍充论》。在中观学方面，宝作寂著有《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细疏最上心髓》《二万五千般若现观庄严颂释具足清净论》。宝作寂在怛特罗教法的修习与弘扬方面也颇有成就，相关的著述传世颇多，这些著作皆题为“扇底巴”。在无上瑜伽密法的修持与传承上，宝作寂的成就更为突出，在密集教法的传承方面，他曾经在超岩寺后师事那若巴，修习密集、胜乐和喜金刚密法，著有《密集解脱花鬉论》和《密集二十五位本尊仪轨》（《密集垛玛食品供养仪轨》，把他的唯识学思想贯穿进密集教法中，提出以不动金刚佛为主尊的密集二十五尊曼荼罗灌顶仪轨，形成密集扇底巴派。在阎曼德迦教法方面，其著有《治死敌黑色阎曼德迦修法犹如君陀花开论》《会供轮修法》《黑色大威德怛特罗释宝灯论》。在胜乐教法方面，宝作寂著有《呼金刚怛特罗细疏之解脱鬘论》《俱生喜论》《俱生瑜伽次第》《修法断谬论》《量等虚空怛特罗广释》。

宰臣张知白在上奏中提出了僧人聚众为盗、危害社会的情况：“臣任枢密日，尝断劫盗，有一火（伙）之中，全是僧徒者。”仁宗对此奏的批示是：“自今，切宜渐加澄革，勿使滥也。”

公元1027年

西域僧人法吉祥入华献梵经。

惟净撰《天圣释教总录》。

辽涿州州官韩绍芳奏请续刻云居寺石经，获得圣宗批准，由政府拨款提供费用，并委派沙门可玄主持其事。到兴宗时，又增加拨款，扩大续刻规模。这个阶段主要把《般若》《涅槃》《华严》《宝积》这四大部续刻完毕。总共刻经200卷，石碑600条。

结觉·达哇欧色将《时轮经》译成藏文。

越南李太祖派人再次抄写《大藏经》。

公元1028年

天台宗知礼卒，年六十九。知礼俗姓金，浙江四明（今宁波）人，幼年出家，十五岁受具足戒后，专业律学。太平兴国四年（979），随义通学习天台教义，三年后可以代替义通讲解诸部经论。至道元年（995），住保恩院，后来将该院改为常讲“天台教观”的十方丛林。大中祥符三年（1100）十月，敕赐保恩院为延庆寺。知礼一生以讲经授徒、著书立说、修忏祈福和论战扶宗为主，被称为宋代天台的“中兴教主”。宋真宗赐其“法智大师”号。知礼倡导妄心观，继承其观法思想者较少。

公元1030年

智吉友卒，为印度后期佛教的论理学者，密教学僧。据《青史》等书所载，其为印度超戒寺（Vikra-masilas）六贤门之一。智吉友著《刹那灭论》（K[image: ]a[image: ]abhangādhyāya）、《有神论批判》（Ī[image: ]varavādādhikara）等，从佛教立场反驳正理学派。智吉友亦为当时有相唯识派的代表，曾与无相唯识派的宝积静（Ratnākara[image: ]ānti）展开激烈论争。其弟子中，以宝称（Ratnakīrti）较为知名。

智作慧卒（一说1000年），与宝作寂、智吉友（Jñāna[image: ]rī-mitra）等人同时代。《青史》以他为西门守护者，《多罗那他佛教史》则以他为南门守护者，并说他时常可看见文殊菩萨。当他与外道论战时，若向文殊菩萨祈愿，则外道必为他所论破。其著作以《入菩提行论细疏》（Bodhicaryāvatārapañjikā）为最著名。此疏乃寂天《入菩提行论》之注释，为现存《入菩提行论》之注释中卷帙最大的一部。此外，尚著有《现观庄严论注摄义》一书。

阿底峡、宝生寂、觉贤、阿缚都底波陀、动毗波、寂贤等人都曾在超戒寺学习、撰述，享誉当时，被称为“超戒寺八贤”。

公元1031年

僧人怀问等往天竺，为宋仁宗、皇太后建佛塔，以积善德。

党项首领德明派使臣去宋朝，乞求赐佛经一藏。宋朝答应这一请求。

越国李朝李太宗下令建950座佛教寺、塔，其中宝天塔高12层，冲天塔高13层，佛教在越南各地大盛。

公元1032年

天台宗遵式卒，年六十九。其常住四明宝云寺、天台东掖寺、杭州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等，重视净土及忏法。天禧四年（1020），经王钦若举荐，真宗赐“慈云”之号。

公元1034年

80名入中土天竺僧进献贝多罗叶经。

宋朝当时统计有僧385520人、尼48740人。

越南宗派菏树、杜宽到中国，宋帝赠一部《大藏经》。

公元1035年

惟净等撰成《天竺字源》七卷。

公元1036年

宰相兼译经使吕夷简与润文官宋绶奉诏编定《景祐新修法宝录》。仁宗撰写序文说：“自兴国壬午（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距今乙亥（景祐二年，1035年）五十四载，其贡献并内出梵经无虑一千四百二十八夹，译成经论凡五百六十四卷。”

高丽靖宗下令一家凡四子者准许一人出家，又于灵通、嵩法、普愿、桐华等寺戒坛试所业经律论。

公元1037年

惟净著《景祐新修法宝目录》入藏。

公元1038年

子璇卒，年七十四。其常住长水寺，以研究、宣讲《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为主，听其讲经者近一千人。代表作是《楞严经疏》。

西夏元昊称帝，开始把汉文佛经译成西夏文。当时的译经主持人是国师白法信，底本是《开宝藏》。至北宋元祐五年（1090），用53年时间完成，共译经362帙812部3579卷。

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创建，并塑殿内31尊佛像，是辽代西京巨刹。据文献记载，该寺北阁曾放置辽代诸帝的石像和铜像，因此华严寺又具有皇家祖庙的性质。

河北赵县陀罗尼经幢（俗称石塔）创建。

应西藏阿里绛曲微王子之邀，天竺僧人阿底峡入藏弘法，住于托林寺，后创藏传佛教噶丹派。

公元1040年

印度六贤门北门守护者那若巴卒（956—1040年/1016—1100年）。其出生于孟加拉国高等婆罗门家族，师承谛洛巴，创立了以善巧方便道接引学人的“那若六法”。这些著作多为呼金刚、时轮教法的注释。其中《金刚句真髓集细疏》在印度及藏地流行颇广。

接任那若巴担任超戒寺北门守护者的菩提贤（Bodhibhadra），或称觉贤，生于欧提毗舍的吠舍族中，修行种种菩萨行。相传他曾经面见观世音，亲闻教法，后来担任过金刚座的主持。菩提贤是10—11世纪印度后期中观派的思想家，以撰《智心髓集会疏》（Jñānasārasamuccayanibandhana）注释圣提婆之《智心髓集》而知名于世。

守护超戒寺中央第一大金刚柱的是宝金刚。宝金刚（Ratna-vajra）出生于迦湿弥罗的婆罗门世系。宝金刚的著述主要有如下几种：《呬噜迦成就论》（Heruka-sādhana-nāma）、《胜乐轮吉祥偈》（Cakra-samvara-mañdgala-gāthā）、《胜乐轮曼陀罗诸尊赞》（Cakra-samvara-ma[image: ]ala-devaga[image: ]a-stotra）、《胜乐轮赞》（Cakra-samvara-stotra）、《巴利业次第》（Bali-karma-krama）、《呼金刚赞》（Hevajra-stotra）、《一切佛平等瑜伽达吉尼女网胜乐大怛特罗王》（Sarva-buddha-samayoga-[image: ]āki[image: ]i-jāla-samvara-mahā-tantra-rāja）。

阿底峡接受古格王拉喇嘛·绛曲沃的要求，从印度超戒寺起程。

守护西门的语自在称（有些藏文史料说他是南门的守护者）。著述很多，其中多是密教的各种修法，诸如《大佛塔九尊修法》《独勇金刚修法》（Siddha-ekavlra-mañjugho=a-stotra-suvar[image: ]a-māla-nāma）、《白衣金刚手修法》《金翅鸟王修法》《大部主修法》《赎死修法》《开光修法》《陀罗尼修法》《真实性明灯修法教授》《修习次第》，还有各种密法的修习仪轨，如《供垛玛食子仪轨》《净瓶修法仪轨》《密集曼荼罗略轨》，还有各种密法教授的秘诀，如《诸轮教授秘诀》等。另外《各种羯摩略论》《释义明灯》《具足七支真实性大宝光明根本释》三部应该是密教的各种释论。至于《金刚手赞》《救度母赞》（Samaya-tārā-stava）、《白文殊金鬘赞》则是对密教本尊的赞辞。

公元1041年

阿底峡抵达尼泊尔，在尼泊尔逗留一年，朝拜佛教名胜古迹。

公元1042年

印度僧阿底峡与仲敦巴至藏卫各地弘法，与仁钦桑布相见，此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中重要事件。

公元1043年

阿底峡应拉喇嘛·绛曲沃的请求，撰写完成一部经典论著《菩提道炬论》。

公元1044年

缅甸蒲甘王朝阿奴律陀国王进行宗教改革。他遵从一位孟族高僧阿罗汉的教导，大兴上座部佛教。他还建仰光瑞喜光佛塔等，传说有近万座，史称这一王朝为“佛塔王朝”。

公元1047年

西夏元昊兴建规模宏大的高台寺，寺内存贮宋朝所赐大藏经，并且请回鹘僧人演绎经文，翻译成西夏文。

公元1049年

云门宗大觉怀琏住持汴京左街十方净因禅寺，禅宗始行于北宋京城，改变了只有唯识、律宗诸派的局面。

杨岐方会卒，年五十八。其曾住持袁州杨岐山（今江西萍乡市北）、潭州云盖山，嗣法弟子12人。此系后被称为临济宗的杨岐派。

公元1050年

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约于是年形成。

宁夏银川承天寺塔兴建。

公元1051年

中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僧天吉祥约于此年至太平兴国寺，参与日称三藏的译场。

西天竺僧人智吉祥入华献梵经。

印度僧阿底峡卒于拉萨南郊聂塘（一说卒于次年）。

公元1053年

云门宗雪窦重显卒，年七十三。其常住明州雪窦山资圣寺，传法弟子83人，被视为“云门中兴”。受汾阳善昭的影响，作《颂古百则》，把宋初的颂古之风推向高潮。

决凝卒。决凝曾参加过僧科考试，合格后于靖宗八年（1042）被聘为王师，文宗元年（1047）又担任国师。晚年于故乡建华严安国寺，印大藏经一部安奉于寺内。之后住浮石寺。卒后，谥号圆融。生前常修三昧，并从事祈祝等咒术性活动。门下弟子有广证、证海、秀兰、作贤、元祖等1400余人。

公元1054年

阿底峡在距离拉萨西南方数里远的聂塘地方圆寂，享年72岁。

高丽鼎贤卒。鼎贤是成宗、穆宗、显宗、德宗、靖宗、文宗王时期的著名僧人，通瑜伽密教，颇现神异。文宗王于即位三年（1049）幸奉恩寺，拜鼎贤为王师，同八年（1054）又礼为国师。鼎贤谥慧照国师，门下有灵念、咄云、仁祚、甚泉等数十人。

公元1055年

福建沙门文用联络公卿朝士共同书写《华严》，后钱塘沙门志广继续，前后参加者有僧俗63人，所书经藏于东京兴国寺阁。

西夏承天寺建成。其中贮藏宋朝所赐大藏经，并延请回鹘僧登座演经，皇太后没藏氏本人和小皇帝谅祚有时还来听讲。

宝贤译师（Rin-chen-bz[image: ]n-po，仁钦桑布，958—1055年）卒，十三岁依智贤出家，曾往印度及迦湿弥罗留学三次，亲近那若巴等75位大论师，学习一切显密教义。又迎请作信铠、作莲密、佛祥静、佛护、莲花密等到藏，从事翻译显密经论，尤其注重翻译瑜伽部和密集怛特罗，广事弘扬。后来又迎请法护、慧护两位论师弘传戒法。据统计，宝贤一生共翻译17种经、33种论、108种怛特罗，另外还有医药、文法、工艺等方面的一些书。宝贤译经的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以密宗为主。

公元1056年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木塔。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杰威迥奈创建热振寺作为传教中心，噶当派形成。

1056—1063年（宋仁宗嘉祐年间），藏僧玛尔巴三次入古印度求法，史称“玛尔巴弘法”。

公元1057年

宋仁宗敕天下私造寺院及30间者，并赐寿圣之额。

缅甸阿奴律陀王攻破直通，多处收集三藏、各种注释及文物。迎请直通戒律庄严的上座部僧人500名，及召集直通的艺术家、工艺人等3万名，随同受俘的摩怒诃王，一同归返蒲甘。

公元1058年

宋廷赐契丹、西夏《开宝藏》各一部。

法护卒，年七十九岁。法护，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人，出身于当地的婆罗门种姓。自幼学习吠陀及其他印度教经典，后至中天竺摩揭陀国，于超戒寺出家归信佛教。受具足戒之后，先后从希有乘、妙意尊、施铠学习律藏、声明与三乘之学，复访求名师学习大乘经论。年二十五，即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法兄觉吉祥智结伴来到宋代都城汴梁，向朝廷进献佛舍利与贝叶梵经，受到宋真宗的召见与礼遇，受赐紫衣束帛，敕住译经院从事译经。景德三年（1006）受诏担任译场证梵文一职，赐为普明惠觉、传梵大师。从真宗朝至仁宗朝，先后拜封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试鸿胪卿，终至试光禄卿。

缅甸始创缅文字母，音译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奠定缅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础。

公元1059年

高丽文宗下令全国，一家有三子者许一子出家。

斯里兰卡毗舍耶婆诃一世（Vijayabahu，1055—1114）即位。曾派遣使者至缅甸，邀请缅甸僧人前来弘扬佛教及传授比丘戒法。

缅甸蒲甘国王阿奴律陀开始修建瑞海宫佛塔（Shwexigon Pagoda）。塔为金钟形，塔内珍藏佛的前额骨和佛齿圣物。

公元1061年

允堪卒，年五十七。允堪，钱塘人，曾住持西湖菩提寺，专弘律学。庆历、皇祐年间（1042—1053），在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精严寺建立戒坛，每年依照戒律度僧。他对道宣的所有重要著述都作“记”解释，有《行事钞会正记》《戒本疏发挥记》《羯磨疏正源记》《拾毗尼义钞辅要记》《教诫仪通衍记》《净心诚观发真钞》等10部，世称“十本记主”。其中，他的《行事钞会正记》比较重要，后来把继承其学说的一派称为“会正宗”。

公元1062年

《辽藏》刻成。《辽藏》又称《契丹藏》《丹藏》，是继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之后的第二种大藏经。于圣宗时代（972—1031）始刻。全藏以燕京为中心刻印，收经总数是1414部6054卷579帙，在内容上尽量补充了《开宝藏》所缺少的写经。

公元1063年

辽僧纯慧非浊卒。曾任上京管内都僧录，在宣传净土信仰方面有影响，撰有《随愿往生集》20卷（已佚）、《三宝感应要略录》等。

公元1067年

高丽海麟卒。德宗王时期受赐三重大师及磨衲法服与徽号。重熙十四年（1045），靖宗擢授僧统之职。文宗践祚，召讲唯心妙义于琳宫，道俗归向者甚众。后文宗敕住玄化寺，拜为王师、国师，谥智光。门下弟子有法灵、韶显等一千余人。

公元1068年

宋朝当时统计有僧220761人、尼34027人。

净源带上所收集的“诸郡《观》本”，请教钱塘通义子宁，又找出《妄尽还源观》中与《华严经义海百门》《般若心经疏序》等相同的句子。从此，《妄尽还源观》被公认是法藏的著作。

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颁行自己撰写的《华严经赞》。

公元1069年

黄龙慧南卒，年六十八。楚圆弟子，生前住持过同安崇胜掸院、庐山归宗寺、高安黄檗山、江西南昌黄龙山等。创临济宗的黄龙派，其禅要以“黄龙三关”概括。

中国僧人草堂到越南，被李圣宗封为国师，在升龙开国寺住持，创立草堂禅派。

公元1071年

规定寺观也要按照户等交纳相当于免役钱半数的“助役钱”：“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自余物产，约此为准。”

宋朝廷废译经（传法）院。

云门系僧人圆通居讷卒，年六十二。居讷为延庆子荣弟子，先后住持归宗寺和圆通寺，在江州（江西九江）一带有不小影响。特别是他重视儒学，致力于沟通儒释关系，深得士大夫的好评。庆历四年（1044），激烈反佛的欧阳修遭贬时见到居讷，交谈中，居讷“出入百家而折衷于佛法”，使欧阳修“肃然心服”。皇祐（1049—1053）初年，有诏请他住持京城净因寺，他荐怀琏以代。另外，他还荐举临济僧人守端住持江州承天寺。

斯里兰卡国王毗舍耶摩诃一世遣使者到缅甸，求赐三藏，请派僧团传戒，一时缅甸成为南传佛教的中心。

公元1072年

三月，日本僧人成寻入宋巡礼天台山和五台山。

十月，成寻抵达京师，朝见宋神宗。宋神宗对成寻来朝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详细询问了日本的相关情况。

十二月，辽赐高丽一套大藏经，影响了高丽大藏的再雕刻。

契嵩卒，年六十六。元和三年（1056）校订完成《坛经》；著《辅教编》等书，倡三教融合，特别强调儒、释两教的一致性，在当时的朝野引起重要影响；著《传法正宗论》等书，依据《宝林传》等确定了禅宗“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法系谱，成为后来的禅门定论。受赐“明教”师号。

公元1073年

昆·贡却杰布创建萨迦寺作为传教中心，萨迦派形成。

俄·勒贝喜饶在拉萨以南、聂塘以东的地方（今堆龙德庆县境内）创建桑浦寺。当时桑浦寺以弘扬藏传量论及辩经学而著称于整个藏传佛教界。

公元1076年

古格王孜德在阿里地区举办“丙辰大法会”，此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第一次大法会，标志着西藏佛教的复兴。

公元1078年

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冲真等人募刻大藏经，到崇宁二年（1103）基本完工。经奏请政府允许，得“崇宁万寿大藏”的名称。其后还增刻了一些《贞元录》的经典和入藏著述，至政和二年（1112）结束，共计5800余卷。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又补刻了十余函。

公元1081年

李仁宗派使者梁用律到宋朝请《大藏经》。

公元1082年

罢译经使、润文官，废“译经使司印”。

宝峰克文卒，年五十八，先后住持江西的宝峰、洞山、圣寿、庐山归宗寺和金陵报宁寺，在江西的影响尤大，“民信其化，家家绘其像，饮食必祠”。嗣法弟子38人，黄龙第二代弟子中的知名人物均出其门下。

公元1083年

十一月，诏僧善知校订高丽所进的佛经，并命颁行。

投子义青卒，年五十二。义青俗姓李，青社（安徽舒州）人，七岁投本州岛妙相寺出家，十五岁试《法华经》得度，第二年受具足戒，习《大乘百法明门论》，后入洛中，专习《华严》。后从临济僧人浮山法远学习六年，遵其所嘱，传承当时已经断绝了的曹洞宗法系。熙宁六年（1073），义青始住舒州白云山，八年后移住投子山，“道望日远，禅者日增”，曹洞宗法系从此流传下来。

公元1084年

高丽普济寺僧贞双等奏九山门的参学僧徒请依进士例三年一选，从之。

公元1086年

高丽僧统义天航海来宋，上表四次，请传授华严教义，以便归国弘传。在朝廷帮助下到杭州慧因寺跟随净源法师学习。义天带来了许多国内已佚失的唐代华严注疏，丰富了慧因寺的藏书。义天回国后，于第二年遣使送来金书《华严经》的三种译本180卷，即“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净源建华严阁安置。

觉域派玛久拉珍创建桑日卡尔玛寺作为本派的根本道场。

帕丹巴桑杰创立希解派。

公元1087年

西藏在日喀则兴建兼具汉藏建筑风格的夏鲁寺。

公元1088年

净源卒，年七十八。其先后住持过泉州清凉寺、苏州报恩寺、杭州祥符寺、秀水的密印宝阁、华亭的善住宝阁、杭州慧因寺等。他建立了永久弘扬华严宗的基地慧因寺，终生致力于华严典籍的收集和整理，提出华严宗新的传法系谱；被称为宋代华严宗的“中兴教主”。

公元1089年

大慧宗杲出生，宣州（安徽）宁国人，俗姓奚。

公元1090年

高丽僧义天撰《新编诸宗教藏总录》。

缅甸蒲甘阿难寺兴建。康瑟达王亲自主持，各地佛教徒涌集蒲甘，有远自印度的僧人赶至参加，盛况空前，此寺是全缅甸的第一大寺。

公元1091年

慧南弟子东林常总卒，年七十七。其曾住持江西泐潭、庐山东林等寺，元祐三年（1088）获赐号“照觉禅师”。身边常有徒众700余人，嗣法弟子61人。

公元1093年

西夏皇帝、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重修著名的凉州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立碑赞庆。

公元1096年

韶显卒，年五十九。宣宗即位年（1084），升僧统，时年四十七。韶显是高丽前期法相唯识学的代表人物，其在唯识学方面的贡献，一是对唯识学经典章疏的搜集整理和雕刻印行，一一考证其中因流传而造成的讹舛，从而使得该宗章疏流行于高丽境内，僧众学有所资；二是在海东法相唯识学传承系统上的革命，即以慈恩系的法相唯识学代替了西明系的法相唯识学，由此慈恩学在高丽逐渐传播开来。

公元1098年

佛印了元卒，年六十七。其精通儒学，擅长诗文，住持庐山归宗寺、镇江金山、江西大仰和云居等，与周敦颐结“青松社”。

西夏国师思能掘得古涅槃佛像，修建甘州卧佛寺。另一说卧佛寺即是西夏王乾顺于贞观三年（1103）在甘州建立的宏仁寿。

公元1099年

土耳其领袖马穆德苏丹连年袭击印度，掳掠孔雀城，毁灭1万余座佛寺。

公元11世纪上半叶

以超戒寺六贤门为代表的佛门僧徒兼具大乘佛教论师与密教成就师的身份，把大乘佛教的理论与密教的修行融合成完备的显密圆融体系，将超戒寺佛学推至高潮阶段。

《成就法鬘》问世。

11世纪中后期

纳波巴活动于此时。他是诸种怛特罗教法的集大成者，除了精于阎曼德迦、胜乐等教法外，在呼金刚教法的传承方面也很有成就。《布顿目录》中收录了他的《呼金刚独勇修法》《会供轮仪轨》《护摩修法》《曼荼罗仪轨释》《无我母修法》《呼金刚修法真实性显明论》《度亡仪轨》《唉、榜、玛、雅解说明灯次第》。又有枳布巴著《呼金刚独勇修法》或是承纳波巴之法系者。

唯识论师、论理学学者宝称（Ratnakārti）。其事迹不详，属于有相唯识派，著作有《一切智者论证论》（Sarvajñasiddhi）、《自在神论证破斥论》（Ī[image: ]varasādhanadū[image: ]a[image: ]a）、《离论证论》（Apohasiddhi）、《刹那灭论证论》（K[image: ]a[image: ]abha[image: ]gasiddhi）、《量内在论》（Pramā[image: ]āntarbhāvaprakara[image: ]a）、《遍充决择论》（Vyāptinir[image: ]aya）、《常恒论证破斥论》（Sthirasiddhidū[image: ]-a[image: ]a）、《多样不二显现论》（Citrādvaitaprakā[image: ]avāda）、《他相续破斥论》（Santānāntaradū[image: ]a[image: ]a）。后整理汇集成《宝称著作集》（Ratnakãrtini-bandhāvalā）。

金刚乘无上瑜伽母部的重要经典《胜乐轮经》问世，标志着胜乐教法的正式成立。

11世纪下半叶

维阇耶巴忽王即位，遣使去缅甸，迎请精通三藏的持戒高僧来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佛教。

公元1100年

黄龙派晦堂祖心卒，年五十六。其住持黄龙12年，嗣法弟子47人。首创以所住庵堂为道号，为各派禅僧所仿效，成为一种时尚。宋代以后，禅宗僧人依然沿袭这种习惯。

缅甸佛教末罗姆摩僧伽派形成。

藏传佛教宁玛派（红教）约形成于此时。

公元1101年

义天卒，年四十七。义天是高丽王朝天台宗的代表人物，与智讷并称为高丽佛教“双璧”。高丽第十一代王文宗第四子，13岁被封为“世僧统”。北宋元丰八年（1085）来中国，在慧因寺从净源学华严宗教义，在天竺寺随慈辩、从谏学天台宗教义，从元昭学律宗戒律，还学习了禅宗和梵学等。翌年，携佛典经书1000多卷归国。奏请于兴王寺设置“教藏主监”，从中国和日本购入大量佛典，并收集朝鲜历代名僧元晓、义湘、大贤、圆测、谛观等人的著作共达4740多卷，逐一进行注释、校对、补遗和整理刊印，世称“义天《续藏经》”。义天著书颇多。但现在只存《大觉国师文集》23卷、《大觉国师外集》13卷、《圆宗文类》及《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等。

公元1103年

芙蓉道楷住持京城净因禅院，大观二年（1108）移住天宁寺，曹洞宗从此有了起色。

公元1104年

临济宗五祖法演卒，年八十一。其常住湖北黄梅五祖山，弟子22人，以佛眼清远、佛鉴慧勤和佛果克勤最为著名。

公元1106年

诏川峡和买，“以交子、度牒充折买价，致细民难以分擘，货卖皆被豪右操权，坐邀厚利，民间颇以为扰”。

公元1107年

日本堀河天皇驾崩，朝臣们决定将遗发掩埋于被视为弥勒圣地的高野山。此后贵族们纷纷效仿，形成了“高野纳发”的习俗。

公元1107—1110年

诏令不许近臣指射有额寺院，改充功德。

洛阳宝应寺沙门孔清觉（1043—1121）在杭州创立白云宗。白云宗是从佛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民间教派。

公元1112年

福州人蔡俊臣等组织刻经会，支持福州开元寺僧本悟等募刻大藏经，历时40年竣工。此藏依照东禅版刻成，被称为毗卢藏，南宋孝宗隆兴初（1165）又增刻两函。

公元1112—1201年

柬埔寨建吴哥寺。印度教取代佛教，盛行于柬埔寨。

公元1113年

日本山门与兴福寺先后以神物要挟朝廷。

日本僧人仁宽被流放，据说，仁宽在流放期间创立了立川流的教义，并传授给弟子见莲、观莲等人。

公元1115年

缅甸蒲甘王朝的国师阿罗汉卒。缅甸佛教的改革，以及上座部佛教的复兴，是在他的努力推动之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公元1116年

元照卒，年六十九。元照对律宗产生较大影响。元照是余杭人，初依祥符寺的慧鉴律师出家，专门学习毗尼，后来从天台学僧处谦探究天台教观。此后30年间，元照住持杭州的灵芝寺，广事讲说和写作，著有《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等，共100多卷。他的《行事钞资持记》用天台宗的教义解释道宣的学说，与允堪的《行事钞会正记》在行仪方面有许多不同，如绕佛的左右旋转、衣服定制的长短等，都提出新见解。继承此派的称为“资持宗”，律宗以后只有此支维持传承，并且传播到日本。

公元1117年

南印度游行僧当巴桑结卒。师在少年时代即习文法学等诸学问，出家后，习学戒律，严守波罗提木叉。后往超戒寺，从法称等诸师学习有关曼荼罗等法门，并学持明、成就法、大乘经、文法、怛特罗、大幻等教法。又，据《青史》所载，师曾五度往访西藏，弘传希解派；其中，第五次曾在中国内地居住12年。1097年，驻锡西藏之藏州鼎力僧院。师显密教法并学，对《般若经》尤有所得，曾历访各地修习禅定，获大印智慧。其所传教法，形成希解派、觉宇派。后人尊之为此二派之始祖。

芙蓉道楷卒，年七十六。道楷，沂州（山东临沂）人，少时信奉道教，后从投子义青习禅，先后住持安徽马鞍山、江西洞山、湖北大阳等地寺院。徽宗崇宁二年（1103），住持京城净因禅院，大观二年（1108）移住天宁寺。徽宗曾赐紫衣和师号，道楷拒不接受，被遣放缁州（山东缁州）。次年，徽宗许其在芙蓉湖畔结庵传禅。和临济、云门的许多传法宗师不甚相同，道楷与统治者和官僚士人的关系相对疏远。他很注重个人修行，坚持每日一食。追随他的僧众不多，但影响不小，曹洞宗从此有了起色。

公元1118年

香·札西多杰发掘大圆满法核心伏藏，大圆满宁提密法得以弘传。

越南举行胜严圣寿寺落成典礼，开千佛庙会。

公元1119年

徽宗推行佛教道化措施，自号“教主道君皇帝”，下诏说，佛教属于“胡教”，虽然“不可废”，但仍为中国“礼仪之害”，所以“不可不革”。改“佛号为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称道士，寺为宫，院为观，即主持之人为知宫观事”。还下令僧尼蓄发、顶冠、执简，完全按道教改造佛教。

高丽僧人乐真卒，年七十。其从景德王国师烂圆修学，后师事义天。义天入宋后乐真亦奉王命入华，随义天巡访，回国后，又帮助义天编辑《诸宗教藏总录》和《圆宗文类》，并从事佛教教育事业。肃宗时期升为僧统，睿宗时期为王师，曾住持归法寺和法水寺。谥号元景。

公元1121年

克珠琼波南觉创建香雄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香巴噶举派。

米拉日巴的弟子达波拉杰创建达拉岗布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达布噶举派。

越南李太祖建八角藏经阁。

公元1123年

金太宗完颜晟供奉佛像于内廷。这是佛教影响金代统治者的最早记载。

藏传佛教噶举派米拉日巴卒，年八十四。其曾战胜苯教徒，使佛教在西藏地区广为传布。

公元1125年

无畏作护卒，年一百二十二岁。他是印度密教末期的大学者，主要活动于罗摩波罗王朝，先后做过金刚座寺、超岩寺和那烂陀寺的主座，是大乘和密宗佛教最伟大的导师之一，是中观金刚乘混合派的最后系统化者。精通《金刚顶经》《时轮经》等一切密续，甚受当时佛教徒尊崇，被视为阿弥陀佛的化身，有“浊世佛”之称。

缅甸（一说斯里兰卡）大净觉（Mahavimalabuddhi）著《提示》，亦译为《导引》，是解释巴利文《迦旃延文未能》的。

公元1127年

金太宗完颜晟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并“建水陆法会七昼夜”。天会年间（1123—1137）完颜晟还诏令善祥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皇后则为海慧法师于燕京建大延圣寺，以后改名为大圣安寺，始终是燕京的著名寺院。

公元1128年

南宋朝廷敕卖四字师号，价二百千。

慧洪卒。其著作很多，禅宗史方面的代表作是《禅林僧宝传》和《林间录》。他反对把禅同语言文字割裂开来，从理论上论证文字禅的合理性。

山西大同善化寺重建，历时15年完成。

公元1134年

索·释迦桑格卒，年六十一。索·释迦桑格将卓浦寺作为自己常住的主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和扩建，并在该寺每年举行四次大型宗教活动，即春、夏、秋、冬四季法会。这便是宁玛派寺院朝着正规化不断迈进的主要表现。

公元1135年

因文思院所造度牒供不应求，下令诸路转运司制造。

圆悟克勤逝世，年七十三。其先后住持成都昭觉、夹山灵泉、湘西道林、金陵蒋山、汴京天宁等寺院，作《碧岩集》，把公案、颂文、经教三者结合起来，用评唱直截了当地进行解说，创造了一种新的禅宗经典形式，在禅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公元1136年

尚书省言：盖给降度牒，许人进纳官中，旧价百二十贯，民间止卖三千。

虎丘绍隆卒，年六十。绍隆，和州（安徽和县）含山县人，九岁出家，十五岁受具足戒，二十岁以后游方参禅，曾从学与长芦崇信、湛堂文准、黄龙死心等禅师，后来慕名投到圆悟克勤门下，习禅20年，晚年常住苏州虎丘。现存《虎丘绍隆禅师语录》1卷。

公元1137年

金重建五台县佛光寺文殊殿。

公元1140年

被称为新义真言宗始祖的觉鑁以根来山为中心，建立了根来寺，并于此复兴了大传法院和密严院，对真言宗教义进行了重新梳理。

公元1141年

八月十三日，有大臣指出：近时籴本，例多抛降度牒、绫纸之属，漕行之郡，郡行之邑，未免强率于民。今湖南钱荒已甚，若继之以此，其何以堪！

师会于当年见到观复所作的《华严一乘教义章析薪》，逐条批驳，成《华严一乘教义章焚薪》，并于绍兴十七年（1147）作《送焚薪书》，送达观复。

高丽僧澄严卒，年五十二。澄严为肃宗王第四子，八岁时投兴王寺大觉国师，翌年削发，后于佛日寺受具足戒。16岁时由肃宗授予僧统之职和福世法号。仁宗时奉王命任五教都僧统，住兴王寺。谥号圆明。

公元1142年

禅宗黄龙系僧人道询卒。其主要在济南灵岩寺活动，著有《示众广语》《游方勘辨》《颂古唱赞》等。

公元1144年

缅甸国王阿隆悉都建成冰瑜寺，庄严宏伟，为蒲甘诸寺之冠。

公元1145年

敕天下僧道，始令纳丁钱，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谓之清闲钱。年六十以上及残疾者听免纳。

公元1152年

清了卒，年六十二。清了号真歇，左绵安昌人，俗姓雍。十八岁试《法华经》得度，具戒后往成都大慈寺，学习《圆觉经》《金刚经》《起信论》等。历住真州长芦山（江苏扬州）、四明补陀、福州雪峰、杭州径山等多处寺院，提倡禅、净、教各宗合一。关于他的言行，有《真歇清了禅师语录》2卷。曾作《净土集》，倡导念佛法门；又作《华严无尽灯记》，以华严宗“十法界”说论证禅学，很有特色。

公元1153年

教雄卒。其年十二投归法寺戒明出家，后从理琦僧统（大觉国师义天法嗣）学华严教旨，僧选合格。后入太白山，与戒膺（亦为义天之法嗣）一起修学。门下弟子有300余人。

西藏建纳塘寺。后成为著名印经院。

公元1154年

缅甸最胜种（Aggavamsa）写成《声则论》（Ssddaniti），独创一种风格的文法体系，获得极高评价。

公元1157年

南宋此时有僧尼20万。

曹洞宏智正觉卒，年六十七。其先后住持过泗州大圣普照禅寺、舒州太平寺、江州庐山圆通寺、明州天童寺等，倡导默照禅，在禅僧和士大夫中产生广泛影响。高宗诏谥“宏智禅师”。

都松钦巴在多康昌都类乌齐附近的噶玛创建噶玛拉顶寺（或称噶玛丹萨寺），以该寺为传教中心，形成噶玛噶举派。这是藏传佛教中第一个建立活佛转世制度的宗派，而且先后形成了几大活佛转世系统，其中主要有黑帽系和红帽系活佛。

公元1158年

达布拉杰的弟子帕木主巴·多杰嘉布创建帕木主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帕主噶举派。

金朝建山西繁峙县岩山寺。其中文殊殿内的壁画，是岩山寺历史遗存中的精华所在，也是金代壁画遗存中水平最高的壁画。

西藏建帕木竹丹萨替寺。

公元1159年

宁玛派噶当巴·德协在噶特创建噶陀多杰丹寺。

西藏粗布寺兴建（一说建于1187年）。此寺为噶玛噶举主寺。

公元1160年

帕木主巴的弟子帕荣巴·达玛旺玖在那曲创建帕荣日沃切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帕荣噶举派。

鸟羽法皇的宠妾美福门院去世，遗嘱将遗骨葬于高野山，成为“高野纳骨”的滥觞。

公元1163年

临济宗大慧宗杲卒，年七十五。宗杲反对钻研公案的评唱，火烧其师《碧岩集》；倡导和完善了“看话禅”，使其成为宋代以后禅宗中最流行的禅法；提倡三教融合，认为“菩提心”就是“忠义心”。宋孝宗赐“大慧禅师”号。

公元1165年

波洛罗摩婆诃大王使大寺、无畏山寺、祇多林寺三派之间，团结一致，在历史上首次结束了佛教三大宗派已达11世纪的争论。

斯里兰卡国王帕拉克拉玛巴忽一世（Parakramabahu I，1153—1186）召集各派长老开会，整顿僧团，规定大寺派为佛法正统，取缔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派，使斯里兰卡佛教在分裂了1200多年后又实现了统一。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林居派丁布拉格拉石窟的迦叶波长老。

公元1166年

师会卒。其于绍兴年间住持杭州慧因寺，著有《复古记》《焚薪》和《同教策》。

公元1167年

帕木主巴的弟子卓贡玛瓦·喜饶意希在巴康创建雪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玛瓦噶举派。

公元1171年

帕木主巴的弟子桑杰耶巴·意希孜在康区创建绰浦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绰浦噶举派。

公元1173年

《金藏》约于此年雕造完成。《金藏》是由私人募资雕刻的私版大藏经，始雕于金熙宗天眷年间（1138—1140），所依据的底本是《开宝藏》，首倡者是潞州长子县（今山西长治）的崔法珍。经版总数为168113片，收录经籍6980卷。《金藏》雕刻完成后，崔法珍等人印经一藏，于金大定十八年（1178）进献于朝廷，奉敕安置于大圣安寺。经板也于大定二十一年（1181）运到京城，安放在大昊天寺。朝廷还命有司遴选精通经典的沙门导遵等五人，“校正”这部藏经。金朝廷为了表彰崔法珍，准其在圣安寺落发为尼，并赐紫衣，号“弘法大师”。协助雕经的杨惠温等72人，也给度牒，并礼弘法大师为师。在赵城发现的《金藏》，现存有5000余卷，是我国宋元时代所刻各种大藏经中保存实物最多的一种，被当作当代重编的《中华大藏经》的底本使用。

日本僧人亲鸾出生于京都的公家家庭。

日本兴福寺僧兵向延历寺发出挑战书《欲早遂对面决两门雌雄状》。

缅甸国师般他求回到缅甸。此前，他因不满国王那罗都，于1167年到斯里兰卡，住了6年，受到斯里兰卡大寺派佛教的影响。从此，缅甸佛教较多受到锡兰佛教的影响。

古尔国国王穆汗默德攻占木尔坦被，此后此王先后六次出征印度，最后，其部将古杜布·邬丁征服德里。受此影响，佛教寺院遭到洗劫，佛教僧徒星散，佛教的光辉在印度渐趋黯淡。

公元1175年

池州（安徽贵池）报恩光孝禅寺僧人法应花了30年时间收集颂古，编成《禅宗颂古联珠集》。元初钱塘沙门普会接续法应的工作，从元代元贞元年（1295）开始，用了23年，编成《联珠通集》。这些可以反映宋代颂古之作的基本情况。

禅宗僧人圆性卒，年七十二。圆性曾从学于汴梁的佛日禅师，于大定年间受请住持燕京潭柘寺，以复兴禅学为己任，有《语录》传世。弟子中有普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5人。

觉阿回到日本。觉阿是天台僧，他听说禅宗在华的盛况，萌生了求法的愿望。承安元年（1171），他渡海入宋，师从圆悟克勤的弟子佛海慧远习禅，并且得到了慧远的印可。

四十三岁的法然正式确立了专修念佛的思想。

公元1176年

西夏仁宗在甘州立黑水建桥敕碑，一面用汉文书写，另一面用藏文书写，此碑表明在甘州一带藏族居民较多，碑文内的贤觉菩萨就是弘扬藏传佛教的贤觉帝师。

公元1179年

僧人赵凤智开始在四川大足宝顶山开龛造像，内容多为密宗造像。

觉巴久丹贡布在前藏智贡地方建“智贡提奥蒙绛曲林”，简称“智贡提寺”。觉巴久丹贡布·仁钦贝严于律己，遵循佛教戒律，戒酒忌荤，讲授显密教法，颇有创新，遂产生自成一体之智贡噶举派。

高丽僧人宗璘卒。宗璘自幼出家，年十五奉仁宗之命从澄严于佛日寺受戒。毅宗时期任首座之职，历住归法寺和浮石寺，宣扬宗风，并任僧统。明宗国王曾赐号“佐世”。谥玄悟国师。

公元1180年

大理张胜温绘《梵像图》。

西藏达垅寺开始兴建。

达隆塘巴·札西贝在前藏彭波达隆创建“达隆寺”，遂立宗传法，称“达隆噶举派”。

十一月，日本平氏以延历寺和圆城寺勾结源氏为理由，派兵攻打比叡山，将山上堂舍付之一炬。同年十二月，平重衡率领的部队又进攻奈良，将东大寺和兴福寺也付之一炬。

缅甸国师乌多罗耆婆，至锡兰（今斯里兰卡），受大寺派接待，被称为“求法锡兰第一僧”。

公元1181年

帕木主巴的弟子杰官巴·茨诚僧格创建秀赛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秀赛噶举派。

公元1186年

天台宗高僧显真召法然前往京都北边的大原论道，法然借此机会全面阐述专修念佛的主张，宣告了佛教新时代的来临。

公元1187年

度牒每道价格增加到七百贯。

日僧荣西第二次到宋朝（第一次为1168年），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等名刹。

公元1189年

西夏仁宗在大度民寺做大法会，散施西夏文、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0万卷，汉文《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5万卷，做各种法事，长达10昼夜。会上散发20万卷佛经，充分反映了仁、孝时期佛教的兴盛。

达波拉杰的弟子噶玛巴·都松钦巴在堆隆创建楚普寺作为传教中心，形成噶玛噶举派上下两座祖寺。嗣后楚普寺不断扩建，成为噶玛巴黑帽系活佛驻锡地，并以噶玛噶举派祖庭自居。

公元1190年

缅甸国师乌多罗耆婆弟子孟族人车波多等人回到缅甸，创立了缅甸大寺派。车波多此前曾随乌多罗耆婆一起到锡兰，在锡兰10年，被称为“求法锡兰第二僧人”。蒲甘的南传佛教从此分为两派，由阿罗汉从直通传入的一派，称为前派；车波多从锡兰传回来的大寺派佛教，称为后派。

公元1191年

荣西返回日本，传回了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

公元1192年

娘热·尼玛维色卒，年六十九。娘热·尼玛维色出生于西藏洛札，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伏藏典籍，而且自成体系，后人将其命名为上部伏藏，他本人也被称为上部掘藏师。

公元1193年

帕木主巴弟子林热巴·班玛多吉的门徒卓贡藏巴·嘉热瓦创建主热隆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主巴噶举派。

公元1196年

卓浦至尼泊尔，迎请弥遮卓根大师，翻译《独髻胜乐法门》《息心法要》和《教法舟揖》等；此后，他又迎请克什米尔的班智达布达西遮那，翻译了《现观庄严论慧灯释》《入胜者道》《大悲观音成就百法》等；最后他迎请了克什米尔的释迦吉祥贤及其随从。

公元1198年

三月，日本法然完成其代表作《选择本愿念佛集》。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净土思想的源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抛弃杂行，专修称名念佛的主张。

公元12世纪

廓尔王朝穆罕默德（Muhammad）手下的将军库特布丁（Qutabuddin）彻底洗劫并毁灭了鹿野苑，除了两座坚不可摧的大塔之外，鹿野苑被整个夷为平地，佛教徒被迫离开此地。

公元12世纪中期

印度那烂陀寺高僧苏陀室利以专精《华严》著名，他以85岁的高龄来中土五台山，示寂于灵鹫寺。时当金代。

公元12世纪末期

伊斯兰教徒袭灭斯那王朝，该派之根据地超戒寺亦遭毁坏，学僧四散，残留之僧徒被虐杀，该派即于印度本土绝迹。

公元1200年

成吉思汗兵至柴达木，致书萨迦，聘请喇嘛。

戈纳勒克（Konarak）地区修建了寺院群。

柬埔寨大吴哥巴扬庙约建于此时。

公元1203年

象征印度佛教传承与存在的那烂陀寺与超戒寺被伊斯兰教徒焚毁。佛教寺院没有了，承载佛法的佛教徒在印度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印度佛教徒星散四方，各谋出路，印度佛教转入沉寂状态。

无言通禅派僧人常照示寂。他对越南“帝王禅”提出了最基本的理论。常照对越南禅宗特别是陈朝禅宗起重要作用，他的三位著名弟子现光、通禅、神仪都对竹林禅派的创立起过重要作用。

公元1204年

冬，比叡山大众举行众议，通过了要求取缔“专修念佛宗”的决议，委托天台宗座主真性向朝廷请愿。就此，法然于同年十一月七日撰写了约束门人的七条誓文，法然本人及弟子190人在誓文上签字，然后送付给真性，以表明自己无意与天台宗作对。

公元1206年

艾巴克建立德里苏丹国，印度历史进入伊斯兰化时代，先前以梵文化传统作主导的印度文化宣告结束，进入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并存的时代，传承1600年的佛教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佛教正法不在。因此，后代史家通常把13—19世纪约600年的时间称为印度佛教史上的黑暗期。

帕木主巴的弟子萨热瓦·格丹益西僧格的再传弟子雅桑巴·却孟朗建雅桑寺作为传教中心，由此产生雅桑噶举派。

喀切班钦到达绰浦寺，此后的12年中，喀切班钦住于吐蕃乌斯藏地方，主要传授佛教戒律。

公元1210年

知讷卒，年五十三。其为韩国禅宗的中兴之祖，8岁出家，扬弃当时宗派对立的状况；1182年考上僧科，在清凉寺、普门寺等地领会到禅教不二的道理；1190年组织了定慧结社，并宣布《劝修定慧结社文》、主张定慧双修，曾于松广寺展开120天的法席，在那里开示法义。其著作有《劝修定慧结社文》《华严论节要》等。大师将原有的九山禅门归属到曹溪宗门下，与义天大师的天台宗一起形成了高丽佛教的两大中心支柱。

公元1211年

十一月，日本朝廷准许法然回京。不久，法然病逝。临终前两日，法然口述《一枚起请文》，总结了自己念佛思想的要旨。

公元1212年

华严宗僧人高辨专门创作《摧邪轮》3卷和《摧邪轮庄严记》1卷批判法然。

古茹·却吉旺久出生于西藏洛札，成为下部伏藏的开创者或祖师，通称下部掘藏师，并与上部掘藏师娘热·尼玛维色相媲美，同被誉为掘藏大王。

公元1213年

天台僧人宗印卒，年六十六。宗印师承竹庵可观，本无俗姓陈，盐官（浙江海宁）人，十五岁受具足戒，他曾经被宋宁宗召对便殿，问佛法大义，得赐“慧行大师”之号。宗印的弟子很多，活跃于元代的著名天台僧人基本都出自宗印的再传弟子门下。

公元1214年

西夏神宗组织缮写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

公元1219年

喀切班钦卒，年七十八。其出生于印度克什米尔止布丹城，后到西藏传法，主要传授佛教戒律，在藏传佛教戒律传承史上具有很高地位。

公元1221年

日本承久之乱时，朝廷以五坛法、太元帅法等密教仪式进行祈祷，幕府则以荣西的弟子、台密叶上流的行勇为首举行大仁王会等密教仪式。

公元1222年

金朝僧人祖朗卒，年七十五。祖朗，蓟州人，俗姓李，少年出家，大定年间先后住持燕京的崇寿、香林等寺院；贞祐年间，获赐“圆通大师”号。

成吉思汗在阿姆河营帐第一次会见丘处机，当年十月再次会见，论道三日，由契丹人耶律阿海作翻译。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所讲道法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作为个人所应遵守的长生之道，不过是要清心寡欲；其二，作为统治者所要采取的治国方略，无外乎敬天爱民。

慈护（Maitreya Rak[image: ]it，主要活动于1092—1122年），孟加拉国人，为东印度佛教声明学家，著有《字界明灯》（Dhātupradīpa）、《广释》（Durgha[image: ]av[image: ]tti），以及一部为解释耆那因陀罗菩提（Jinendrabuddhi）的《迦湿迦导读》（Kā[image: ]ikānyāsa）而作的《怛特罗明灯》（Tantrapradīpa）。

日莲生于日本安房国（千叶县）长狭郡东条乡片海。

公元1224年

越南李惠宗把皇位让给女儿李昭皇，到真教寺出家，自号惠光禅师。

公元1225年

迦湿弥罗的大班智达释迦吉祥贤（[image: ]ākya[image: ]rībhadra，1127—1225，）卒，年九十九，曾任超戒寺住持。超戒寺被毁后，释迦吉祥贤与其弟子自在月（著有《量释论心愿具喜注》）到东方欧提毗舍国的阇揭陀罗避难，后流亡到尼泊尔，最后被人捕获，幸得西藏的卓浦译师赎身，被迎请至西藏。释迦吉祥贤到藏地后掀起了一股新的律经翻译浪潮，对西藏律学的传承影响很大。同时，他还把认识法称及其因明学的新方法传至西藏，使法称的因明学在西藏得到弘扬。此外，释迦吉祥贤又把时轮历传入西藏。当时，随释迦吉祥贤入藏的还有僧伽师利、苏古达师利（妙逝祥）、达那尸罗（施戒，著有《量释论庄严释》）等几位印度僧人。

五月，日本僧人道元前往天童山景德禅寺，投到担任住持的曹洞宗洞山良价第十三代真传长翁如净门下，很快开悟，得到如净的印可。

公元1227年

秋，日本僧人道元回国。

日本法然墓遭到破坏，其代表作《选择集》的印版被朝廷没收、销毁，史称“嘉禄法难”。

锡兰王毗阇耶跋呵第三世在位时，以跋耆萨罗（Vacissara）为首的一帮僧徒携佛钵与佛牙正在南印度避难。毗阇耶跋呵王把他们迎请至锡兰，在卑罗斯罗（Billasela）山建舍利阁安置佛钵与佛牙，并在跋耆萨罗等人的帮助下，修理佛寺，整理僧伽，抄写出了许多散佚的佛典。

公元1228年

天童如净卒，年六十七。如净先后住持建康清凉寺、台州瑞岩净土禅寺、杭州净慈禅寺、明州定海县瑞岩寺等，宝庆元年（1225）住天童山。其注重坐禅修行，认为参禅是身心脱落，坐禅才是明心见性的唯一途径，实质上，他是正觉默照禅的延续。现存《如净和尚语录》2卷、《天童山景德寺如净禅师续语录》1卷。

日本京都人道元（1200—1253）入宋师事如净三年，如净将芙蓉道楷的法衣和洞山良价所著《宝镜三昧》《五位显诀》及自赞顶相相赠。道元回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

公元1234年

高丽慧谌禅师卒。慧谌为知讷弟子，知讷去世后，奉敕继承法席。高宗即位后，制授禅师号，接着又加大禅师号。王六年（1210），召住断俗寺，累辞不允。翌年虽入院但仍以本社为常栖之所。去世后，高宗赠谥“真觉国师”。慧谌的著述有《禅门拈颂》《禅门纲要》等。门下弟子有梦如、真川、觉云、麻谷等。

公元1235年

八思巴出生。原名罗古罗思坚赞，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号八思巴（圣者）。他是萨迦班智达的弟弟索南坚赞的儿子。

公元1236年

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托临济宗僧人印简向上陈情，准于袭衍圣公，并免差役。印简劝告忽都护，接受了这一请求。在印简的努力下，颜、孟等儒家圣贤的后裔也被免除差役。

日本第一个专弘曹洞宗的道场兴圣寺法堂落成，道元在兴圣寺前后11年，传授曹洞宗禅法。

高丽高宗设置大藏都监本司再刻经藏，并于晋州设分司，历16年完成新版大藏经的雕刻之功。高宗亲幸江华城西门外之大藏经版堂，率百官行香。这次重新雕刻的经板是用《蜀版》《契丹版》及《高丽藏》初刻本对校勘正的，共收录佛典639函1521部6589卷。世称《高丽再雕藏经》或《高丽大藏经》，俗称《八万大藏经》。

波罗羯磨跋呵第二（1236—1271年在位）即位，继续弘扬佛教。他曾遣使至南印度古里国，请三藏法师达磨揭谛（Dhammakitti）等许多大德比丘来锡兰复兴佛教，整理国内的佛典，并请他用巴利文写了《大史》的续编及《小史》（Culavamsa）第一部。另外，波罗羯磨跋呵第二还派人还从南印度取来许多佛教经典，使僧徒研究因明、声明及佛教经论。

公元1238年

高峰原妙出生，吴江（江苏苏州）人，俗姓徐。

公元1241年

日僧圆尔辩圆嗣法于无准师范，于当年回国，开创日本东禅寺派。

公元1245年

了世卒。了世是高丽后期天台宗的代表人物，高宗二十四年（1237）受赐禅师号。卒后，高宗命有司册为国师，谥号“圆妙”。著有《三大部节要》。

公元1246年

行秀卒，年八十一。其为河内之解（河南洛阳一带）人，俗姓蔡，十五岁在邢州（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曹洞宗僧人雪岩如满嗣法弟子。在净土寺旁建“万松轩”，由此有万松之号。先后住持中都（北京）万寿寺、西山仰山栖隐寺、报恩寺，晚年退居报恩寺从容庵。耶律楚材曾拜行秀为师。行秀的著作很多，除著名的《从容庵录》外，还有《请益录》《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辨宗说》《心经凤鸣》《禅悦法喜集》等。行秀的门徒众多，得法者120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住持名刹，与元朝有直接的联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林泉从伦、华严至温和雪庭福裕。

公元1247年

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应元室阔端大汗之邀请到达凉州，进行谈判，共同拟订了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藏区的各派僧俗集团都很快同意了这些条件，正式归顺蒙古。

公元1248年

天因卒。天因曾至松广山慧谌和尚处参学曹溪禅要领，后又从了世习天台教观，“诵《莲经》，始开普贤道场”。又至智异山、毗瑟山等地“屏迹修真，累岁乃还”，后在了世一再相邀下，继其法席。高宗三十四年（1247），为躲避蒙古军，入象王山法华社。卒后，谥号“静明国师”，门下弟子圆皖继承法席。

公元1249年

日本第一座纯粹的敕建禅宗寺院“大建长兴国禅寺”建成，从中国前来传授禅法的兰溪道隆被任命为该寺的开山住持。

公元1253年

四月二十八日，日莲重返清澄寺，宣布将以传播《法华经》信仰为使命，并首次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这一天被日莲宗定为开宗之日。

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薛禅汗于六盘山，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共25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此事为元朝建立后重用八思巴，进而崇奉喇嘛教奠定了基础。

公元1254年

噶玛拔希会见忽必烈并为他及其左右侍从传授发心（发菩提心）仪轨，使他们皈依藏传佛教。

八思巴再次会见忽必烈，忽必烈以亲王的身份颁赐八思巴一份诏书。诏书名“扎撒博益玛”。

公元1255年

曹洞禅师福裕上书，控告道教徒。蒙哥汗命福裕等僧与全真教道士李志常廷前辩论，结果佛教稍占上风。诏令中原断事官布智尔和克什米尔僧那摩，检查道藏伪经，并“教那先生依前旧塑释迦、观音之像。……那坏佛的先生依理要罪过者”。同样，“若是和尚每坏了老子，塑着佛像，亦依前例要罪过者”。这次曹洞宗僧人为佛教争得了一个与道教平等的地位。

八思巴隆重接受比丘戒。

约于此年，藏僧胆巴至西印度参礼古达麻室利学习梵典。

公元1256年

福裕等人再次到和林控告道教徒，佛教大胜。蒙哥汗指示：“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令佛教的地位高于道教和其他宗教。

公元1257年

临济宗海云印简卒，年五十六。其先后住持兴州仁智寺、涞阳兴国寺、兴安永庆寺和燕京庆寿寺。1235年，住持选试天下僧道，1242年，忽必烈请他到漠北讲法。1247年，贵由汗命他统领僧众，赐白金万两，太子合赖察请至和林，住太平兴国禅寺。1251年，受命掌管全国佛教事务。1256年，奉旨在昊天寺建法会，再次为国祈福。忽必烈命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佛日圆明大师”。海云一系被奉为临济正宗。

公元1258年

忽必烈召集僧道和九流名士，在开平城举行第二次佛道论战。佛教以福裕为首，另有那摩、刘秉忠等300余人参加。道教以全真教主张志敬为首，参加者200余人。此外，参与断事和作证的官员、儒士等有200余人。八思巴被任命为仲裁人。结果，参与辩论的道士17人削发为僧，道藏经典45部被焚，200多处道观改为佛寺。

公元1260年

无门慧开卒，年七十八。从嘉定十一年（1218）开始，慧开前后住持过十五处寺院，著有《禅宗无门关》。理宗赐号“佛眼”。

忽必烈继任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第二年进封其为帝师。此后元历代皇帝奉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为师成为一项制度。

日莲写成了《立正安国论》，标志着日莲宗教义的正式确立。

公元1261年

二月，日本幕府颁布了“关东新制条目”，规定僧侣应该遵守戒律，佛事应该按照既定的形式举行，严格限制僧人任意游方传教。

藏族僧人邬坚巴仁钦贝率徒众多人来印度朝礼大菩提寺金刚座。于此，邬坚巴得空行母加持，顿获证悟。邬坚巴通达医术，尝为当地人治病，又曾降伏当地鬼神，被当地民众称为大瑜伽师。

公元1262年

日本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卒。

公元1263年

中峰明本出生，杭州钱塘人，俗姓孙。

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跟随八思巴来到大都，以其高超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任命他负责大都（今北京）皇室兴建、寺观造像的指导工作。阿尼哥创作、传授了佛教造像中的“西天梵相”。

公元1264年

忽必烈迁都北京，在中央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不久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前往西藏，临行之际，应八思巴的请求，忽必烈赐予一份《珍珠诏书》。

公元1265年

忽必烈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这就促使汉地僧人重视佛教经典，诱导禅僧走上禅教融合的道路。

八思巴返回西藏，对萨迦寺进行了修缮，同时，分别拜克什米尔班智达希达塔噶大巴札、罗沃译师喜饶仁钦、纳塘堪钦青南喀札等20多位大德为师，研习佛教因明学、显宗理论和密宗修持等佛教显密教理仪轨，以及五明学等文化知识。

公元1266年

日僧无门普门1251年入宋，嗣法于无准师范的弟子断桥妙伦，于当年回国，开创日本南禅寺派。

日莲写作《法华题目钞》，提出“法华经至上主义”。

公元1267年

华严至温卒，年五十一。至温，邢州人，俗姓郝。幼年入寺，从15岁开始随行秀习禅，常年不离左右。后住京城华严寺，与继住报恩寺的从伦齐名。忽必烈赐号“佛国普安大禅师”，命他“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怀益等州僧尼之事”。他在保护和振兴这些地区的佛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1269年

志磐撰成《佛祖统纪》。自宝祐六年（1258）动笔，历时十余年，五次修改书稿。咸淳七年（1271）刊行。此书集众家之长，补前书不足，是宋代编辑史书的集大成之作。

公元1270年

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传授了喜金刚密法。忽必烈封八思巴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雪庭福裕卒，年六十八。福裕太原文水（山西文水县）人，俗姓张。22岁出家，从学于行秀十年。金元交兵，嵩山少林寺遭到毁坏，福裕在行秀和印简的支持下，兴复禅宗祖庭。1248年，奉诏住和林兴国寺。后受宪宗召见，奉命“总领释教”，重建各地废毁寺院236处。他也是参加元初佛道论战的主要人物，受赐“光宗正辩”法号，并住持万寿寺，晚年退居嵩山。以后行秀一系曹洞宗的传承均出自福裕，并长期以河南嵩山少林寺为主要传法基地。

公元1271年

阿尼哥开始设计建造元大都西城大圣寿万安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历时8年才完成。此塔为尼泊尔式，塔高50.9米，砖造，由塔基、覆钵、相轮、宝顶四部分组成，风格古朴，保持了印度早期佛塔的特征。

高丽混元禅师卒。其为慧谌弟子，其传教活动曾先后得到柱国晋阳公崔瑀和国王高宗的支持。高宗三十二年（1245年），崔瑀创禅源寺，请混元担任落成法会的“主盟”。翌年，混元率徒200人赴京，入住禅源寺，并被加封为“大禅师”。1252年，高宗命他住持曹溪为第四世。1258年，高宗遣中使礼部郎中崔铎迎混元入京，并亲自将他迎入慈云寺。1259年册为王师。元宗即位后，礼遇殊加。后混元再三请求隐退，元宗延入大内，“亲行师礼，手自进馔”。随后由中使护送下山。卒后，加封国师，谥号“真明”。

公元1272年

亲鸾的女儿觉信尼在京都建立亲鸾的御影堂，被称为大谷本庙。

公元1276年

惟则约于此年卒。惟则为中峰明本弟子，俗姓谭，庐陵（江西吉安）人，追随明本习禅多年。他终生拒绝住持国立大寺院。至正二年（1342年），他的信徒在苏州城为他建院居住，为纪念其师明本曾住天目山师子岩，这座禅院便名“师子林”。惟则著述有《楞严经圆通疏》、《十法界图说》《净土或问》和《天如惟则禅师语录》9卷。在禅学上主要传播明本的“看话禅”。

八思巴从大都抵达萨迦寺，太子真金护送。八思巴在途中专为真金讲述佛法，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彰所知论》。

公元1277年

八思巴在后藏曲弥仁摩（纳塘寺附近），举行聚集7万僧众的盛大法会，史称“曲弥大法会”。

朝廷命元吉祥和怜真加加瓦掌管汉人佛教事务。

达隆塘巴·札西贝的再传弟子桑杰威在类乌齐建造“类乌齐寺”，其教法传承自成一体。

据这一年的碑文记载，泰国兰甘享王（Kun Ramkamheng）专门修建寺院，供养从泰国南部洛坤地区来的信仰斯里兰卡佛教的高僧。

公元1280年

八思巴卒，年四十六。曾任元朝国师、帝师，管理全国宗教事务。为蒙古族创制文字；著述三十余种。其著名弟子有胆巴、阿鲁诨萨里、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达思等。获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诏、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始终得到元朝历代帝王的尊崇。

公元1281年

忽必烈诏谕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他一切道教经典全部烧焚，并命林泉从伦主持下火仪式。元代以全真教道士为首的道教和以曹洞宗僧人为首的佛教之间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林泉从伦卒，年五十九。其曾住持万寿寺和报恩寺，至元九年（1272），元世祖诏他入内廷说法。著有《空谷集》和《虚堂集》，进一步推动了曹洞僧人诠释公案和颂古的风气。

公元1282年

日本“日莲法华宗”创始人日莲上人卒。

公元1283年

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正式转世的活佛噶玛拔希圆寂，他被认定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的第二世活佛。

公元1285年

元军大举进攻缅甸，缅王那腊底哈勃德派遣国师——高僧信第达巴茂克（意为“四方尊崇者”）出使中国至大都（今北京）议和，说服了忽必烈，取得了外交胜利。回国后，缅王因其出使有功，钦赠水田、旱地各四百亩和耕畜、农奴等。但他把这些赠予全部作为功德布施给班布亚佛塔。

公元1286年

天英禅师卒。天英为慧谌弟子，后又至清真国师梦如、真明国师混元咨禀法要。1251年，柱国崔公沆建普济寺别院，招九山禅侣，以天英为主盟。清真国师去世后，高宗命真明国师住持曹溪，以天英为禅源社法主。1256年秋，真明退休，举天英自代，获高宗允准，并制加大禅师号，迎入宫中，御手供馔。卒后，获谥“慈真圆悟国师”称号。

公元1288年

总制院改名宣政院，秩从一品。宣政院置院使二名，由朝廷命官担任。吐蕃有事，则设分院往治。宣政院的职责比以前的释教总制院有所扩大，既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又直辖西藏地区的民政、军政和司法事务。任用宣政院官员的原则，是“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宣政院代表中央对西藏行使全面管辖大权，如果形势需要，可以在当地设立分院治理。这是元朝设立的一个特殊机构，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列为国家的四大军政机构。

由杨琏真佳召集，有教、禅、律三派僧人参加，举行教禅廷辩。禅宗代表是妙高，义学代表为仙林。其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元廷推行尊教抑禅的政策。

诏江淮路立御讲三十六所，务求宗正行修者分主之。

公元1289年

日本曹洞宗三祖彻通义介自越前国（福井县）的永平寺出走，移住加贺国（石川县）大乘寺，教团分裂。此后两派各自为营、互不干涉。

高丽一然禅师卒，年八十四。1227年一然赴选佛场，登上上科。1237年前后被授予“三重大师”称号。1249年，郑相国晏舍南海私第为定林社，请一然主之。1256年加“禅师”称号，三年后又加“大禅师”称号。1261年，承诏赴京，住禅月社。忠烈王即位后，诏住云门寺和广明寺，大阐玄风，得到国王的尊信。王九年（1283），被册封为国尊，受赐“圆径冲照”称号。卒后，谥号“普觉”。其著作《三国遗事》是韩国古代神话、说古及乡歌的集大成，更是研究古代历史所需的宝贵资料。

公元1290年

《普宁藏》雕刻完成，全称《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是元代私刻的大藏经。刻版地点在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现浙江省余杭区境内），由元代白云宗僧人释道安发起创刻，并由释道安、如一、如志、如贤等普宁寺历任住持主持雕造。对于此藏开雕时间，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现采用至元十五年（1278）说。此藏历时12年完成。全藏依千字文编号计算，共558函1420部6008卷。后来又补入秘密经28函，沙啰巴所译经论等1函和《天目中峰广录》3函，全藏增至590函。

公元1291年

宣政院领天下寺宇42318区，僧尼213148人。

禅师宗宝改编成书《坛经》，题《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共十品。这是从元代以后最流行的《坛经》本子。

慧忠去世。慧忠是逍遥禅师的嗣法弟子，是越南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居士之一。他的思想直接影响到陈朝佛教，特别是对竹林禅派的成立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1292年

泰国兰甘亨王从斯里兰卡请来三藏，以正统斯国佛教作为国教，并由洛坤的上座部佛教高僧担任素可泰僧王。

公元1293年

元世祖敕令20多位管理僧事的沙门把西夏文旧经本送到杭州万寿寺刻印。大德六年（1302）刻印完毕，共刻3620余卷。随即印施10藏。

宇摩牟觉多杰的第六代传承弟子贡邦图杰宗哲创建觉摩囊寺作为传教中心，觉囊派产生。

冲止禅师卒。冲止年十九登状元第。之后曾奉使日本，后从圆悟国师天英出家。天英去世后，众人推举冲止继席，是为曹溪山第六世。冲止住院七年，使知讷的禅风进一步光大。在此期间，冲止曾应元世祖之诏，至中夏，皇帝待以宾主以礼，褒以师父之恩，赐以袈裟、白拂等物。卒后，谥“圆鉴国师”号。

公元1294年

惠永卒，年六十七。惠永曾领写经僧众100人至元大都，以金字《法华经》为贽，拜见世祖皇帝。惠永在元大都时曾于万安寺讲《仁王经》，博得四众景仰，又曾以金泥写经藏。世祖皇帝嘉之，赐遗甚厚，并遣使伴其回国。1292年，忠烈王封惠永为国尊，法号为普慈。时国王亲率百官行五拜之礼，于是又加五教都僧统之职，奉敕住桐华寺。卒后，谥号“真应”。

公元1295年

二月，元朝使者萧泰登到越南，回国时，陈英宗派内员外郎陈克用和范讨同行到元朝请《大藏经》留在天一长府，副本刊行。

高峰原妙卒，年五十八。原妙十五岁拜嘉禾密印寺法住为师，17岁受具足戒。曾在临安龙须山、武康双髻峰、杭州天目山等地隐修数十年，前后随其参学者达数万人，被誉为“高峰古佛”。以话头禅授徒，也设“三关语”启悟学者。

公元1297年

奉成宗之命，在萨迦派喇嘛、帝师扎巴俄色住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学僧参与，开始将藏文《大藏经》翻译成蒙古文。

公元1299年

七月间，中书省臣言：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

元成宗派江浙释教总统一山一宁及其弟子赴日，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来华的日本僧人也随之增多，其参学的重要对象就是祖先系的著名禅师。

越南陈仁宗在安子山花安寺（云烟寺）正式出家，自号香云大头陀，后改为竹林大头陀，开创竹林禅派。

公元1302年

文才卒，年六十二。其曾隐居成纪（治在今甘肃天水），人称“松堂和尚”。元世祖诏命住持白马寺，号“释源宗主”，元成宗于五台山建万圣佑国寺，经帝师迦罗斯巴推荐，诏为开山第一代住持，并铸金印，署为“真觉国师”。一生以“大弘清凉之道”为己任，著有《华严悬谈详略》5卷、《肇论略疏》3卷、《惠灯集》2卷。弟子有大林了性和幻堂宝严等。

公元1306年

元成宗“罢江南白云宗都僧录司，汰其民归州县，僧归各寺，田悉输租”。

公元1307年

泰国孟莱王约于此年在靠近清迈的南奔建库达寺（Wat Kukut）。孟莱王派以应达班（Yingdabanyo）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深造。这批比丘回国后，建立了莲花塘寺（Wabayobo），持阿兰若律（林居派的戒律）。这就是直到今日仍然影响很大的莲花塘寺派的发端。

公元1308年

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杖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摔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

元武宗“复立白云宗摄所，秩从二品，设官三员”。

太子赐明本“法慧”禅师号。

越南僧人竹林把祖位传给法螺，为竹林禅派第二祖。

公元1309年

赵孟[image: ]奉敕撰《临济正宗碑》，把印简一系奉为临济正宗，他的传承法系被追溯到北宋的五祖法演：演传天目齐，齐传懒牛和，和传竹林宝，宝传竹林安，安传容庵海，海传中和璋，璋传印简。

公元1310年

定演卒，年七十四。定演为崇国隆安和尚弟子，专习华严教义，先住五台山上方寺，后继隆安住崇国寺，“日以《杂华》为讲课，训释孜孜”。元世祖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赐地元大都，定演与门人又建崇国寺，与其在五台山所住寺同名，成南北二寺。

公元1311年

日本华严宗沙门凝然在东大寺戒坛院写成《三国佛法传通缘起》。

公元1313年

此年开始，至延祐七年（1320）间，在纳塘寺堪布觉丹热智的主持下，收集各地经、律、密咒，校勘雕印出了藏区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这就是被称为“纳塘古版”《甘珠尔》的大藏经。

越南僧人法螺奉诏到谅江永严寺，规定全国僧职，检查寺院。

公元1314年

普觉英辩卒，年六十八。普觉英辩从学于柏林潭，在秦州（甘肃）景福寺弘法，以研究唯识学著称，被称为无佛之世的佛。

公元1317年

德谦卒，年五十一。德谦俗姓杨，宁州平定（治在今甘肃宁县）人。幼年出家，初学《般若》于邠州守，习瑞应于原州忠，受幽赞于好畤仙，学《圆觉》于乾陵一，习《唯识》《俱舍》于陕州政，听《首楞严》《四分律》于阳夏闻。所谓“六经四论一律皆辞宏旨奥，穷三藏之蕴”。在进入元大都之前，德谦即以博学多能著称。德谦入京城后，慕名就学于万安拣坛主，专习华严教义。受拣坛主器重，在京城有一定影响，先奉诏居万宁寺（元成宗时所建），后迁崇恩寺（武宗时所建），前后十年。谥“佛护宣觉宪慈匡道大师”。

公元1318年

中峰明本在僧众的请求下返回天目山。当年九月，元仁宗闻天目中峰明本之道，聘之不至，制金纹袈裟赐之，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命将明本所居狮子院改名“狮子正宗禅寺”，并令赵孟[image: ]撰写碑文。

达益巴卒，年五十三。达益巴早年从学八思巴13年，“凡大小乘律论及秘密部皆得乎理之所归”，后至甘肃临洮，师从绰思吉19年，返京城后住庆寿寺。武宗曾听其讲经，赐“弘法普济三藏”之号，并“敕王公大臣皆咨决心要”。达益巴华严学的师承不详，他应是藏传佛教僧人接受汉地佛教影响的一例。

公元1319年

妙文卒，年八十三。妙文依明和尚习华严教理11年，32岁开始讲经，忽必烈称其为“福德僧”，诏居宝集寺。其希望以华严教理清除义学之弊，反对“株守文字”，晚年“专修念佛三昧”。

公元1320年

元廷因为白云宗总摄沈明仁为不法坐罪，诏籍江南冒为白云僧者为民。至此，白云宗被元王朝最终取缔。

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此永远纪念这位功臣。

布顿·仁钦珠受邀担任当地名刹夏鲁寺住持，逐渐形成布顿学派。

公元1321年

元英宗建帝师八思巴寺于京师，并且派遣使者赏赐八思巴家乡的僧人，“金二百五十两，银二千二百两，袈裟二万（件），币、帛、幡、茶各有差”。英宗还“敕建帝师殿碑”。

了性卒。了性俗姓武，早年曾从学于文才，不久周游“关陕河洛襄汉”，寻访名僧，先后从学于柏林潭、关辅怀和南阳慈。此后又至清水投文才，认为“佛法司南，其在兹矣”，承认文才在佛学上的权威地位。至大年间（1308—1311），奉诏住五台山普宁寺，为第一代住持，直至逝世。

日莲宗僧人日像在京都建立了妙显寺。这在日莲宗历史上是一件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自此以日像一派为主的日莲宗在京都获得了合法地位，先后建立了妙满寺、妙觉寺和立本寺。

公元1322年

云岩志德卒，年八十八。志德从真定龙兴寺法照学习唯识，至元二十五年（1288）被选为讲主，除了讲《唯识》等疏外，兼讲《法华》，号“佛光大师”。

《碛砂藏》全藏刻成。此藏于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在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开雕，后历经战乱，雕刻事业中断近30年，部分经版也被毁。元大德元年（1297），延圣院恢复续刻。次年，恢复了大藏经局，组织比宋代还要完备。共收佛典1532部6362卷，分作591函。

布顿·仁钦珠完成《善逝教法源流宝藏》一书，又名《布顿佛教史》。

公元1323年

中峰明本卒，年六十一。中峰明本常年过着草栖浪宿、游方结庵的弘教传禅生活，批判公案诠释学，努力复兴看话禅，倡导禅净合一，主张密、教、禅、律四宗并存，是元代中期江南最著名的禅师。惠宗追谥“普应国师”号。

公元1324年

元朝廷命令绘制八思巴画像颁发各行省，为之塑像。

萨迦政权的统治者达尼钦布桑布贝去世，其子贡噶洛智坚赞贝桑布将自己众多的兄弟分为四个拉章（府邸），分享萨迦乃至整个西藏的政教权力。

玉岗蒙润著卒，年五十。俗姓顾，浙江海盐人，曾先后住持过演福寺、下天竺寺等。著有《四教仪集注》。

公元1324—1327年

印度那烂陀寺僧指空来华，在汉地巡行，受到元顺帝及太子的款待。指空又曾至云南、贵州等处传教，并于1327年至高丽，住金刚山法起道场弘法，后被元帝召回，顺帝皇后及太子迎入延华阁请问佛法，甚受厚遇。后又赴高丽，于宝凤山创华藏寺。

缅甸乌那继位。其先后建立77座佛寺，供养来自蒲甘的阿罗汉派和阿难陀派僧侣。两派发展，人数增至数千。

公元1325年

西台御史李昌奏称：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宿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妇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公元1329年

清茂卒，年六十八。清茂号金刚幢，晚称休居叟，俗姓林，温州乐清人，11岁出家，13岁得度，曾居天台国清寺。年十九，参横川如珙（1222—1289），深得器重。20岁回国清寺，作《拟寒山诗》300首。不久，如珙迁住育王山，清茂应命前往随侍六年，先后住持过平江府天平山白云禅寺、开元禅寺、饶州永福掸寺和金陵凤台山保宁禅寺等。仁宗赐号“扶宗普觉佛性禅师”，英宗也曾下诏问道。清茂比较重视拈古和颂古，著《重拈雪窦举古一百则》，以及其他颂古之作。

公元1330年

越南僧人法螺圆寂。竹林禅派在法螺领导期间，寺院数量、出家人数、学佛参禅气氛都增加很快，特别是陈朝帝王、贵族阶层大力维护佛教，使此禅派达到发展的顶点。

公元1331年

撤销行宣政院，在全国设立16个广教总管府，管理各地的佛教事务。

元文宗邀请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第三世活佛让琼多杰进京传法。

公元1332年

十月，让琼多杰抵达北京，为新任皇帝懿璘质班及其随从大臣等众多人士灌顶讲法。

公元1333年

札巴僧格在楚普寺以东单独创建乃囊寺，并获得元朝王室册封之“灌顶国师”称号和赠送的一顶红色僧帽，为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公元1334年

撤销广教总管府，恢复行宣政院。宣政院管理的僧官有僧录、僧正、僧纲等。

元惠宗追谥明本为“普应国师”号，《天目中峰和尚广录》30卷也被允许编入大藏经流传。至元元年（1335），《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刊行，产生了很大影响。

无见先睹卒，年七十。先睹，天台人，俗姓叶，曾师事方山文宝，后到天台山华顶，一住40年，以善兴禅寺为基地，倡导看话禅。人们把他与中峰明本看作南方最有影响的两位禅师：“入国朝以来，能使临济之法复大振于东南者，本公（明本）及禅师而已。”关于先睹的言行，有智度等编的《无见先睹禅师语录》2卷。

让琼多杰准备返回西藏，元顺帝赐予“遍通教法噶玛巴”之诏书、国师之印和金册等，其弟子多康人喇嘛定增桑布和蔡·格琼钦波也受封为“司徒”，让琼多杰途经五台山、宁夏、甘肃和青海等地后抵达西藏楚普寺。

越南僧人玄光卒，年八十一。他帮竹林撰佛学教科等书，帮法螺弘扬佛法，他本人也在安子山开办学校。玄光既是竹林禅派第三祖，也是安子山门的第八代传承，还是当时著名的诗人。玄光之后，竹林禅派不再传承，又回到从前安子山门的传承。

公元1335年

德辉奏请重编统一的《百丈清规》，诏许。当时德辉没有发现所谓《古清规》，认为有三个流行本可取，即宗赜的《崇宁清规》、惟勉的《咸淳清规》和弌咸的《至大清规》。根据这三个本子，删繁就简，正误补缺，经大欣主持审定，分成九章十卷，题《敕修百丈清规》，于后至元年间（1335—1340）刊行。

公元1336年

《元官藏》雕刻完成，全称《元代官刻本大藏经》。1982年12月，在云南省图书馆藏书中首度发现，现仅存32卷。这部官藏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开雕，主要由专司太后事务的徽政院负责刻印。全藏至少有651函6510卷，规模仅次于《赵城金藏》，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官刻藏经。

八月，让琼多杰从西藏楚普寺起程进京，为皇帝、大臣们传授佛法，并兴建了一座噶玛噶举派寺院。

公元1340年

缅甸国王乌阇那建了77座佛寺，让来自蒲甘的职权罗汉派及阿难陀派的比丘居住。

公元1341年

元叟行端卒，年八十七。行端曾住持湖州资福寺、中天竺万寿禅寺、杭州灵隐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先后受赐“慧文正辩掸师”“佛日普照”“大护持师”等号。弟子有楚石梵琦、梦堂昙噩、古鼎祖铭、愚庵智及等。

念常卒，年六十。念常俗姓黄，世居华亭（上海松江），12岁出家，曾从平江圆明院体志学律，元贞元年（1295）受具足成。至大元年（1308）到杭州净慈寺随晦机元熙习禅七年，元熙迁住径山后，他留在净慈寺，又住持嘉兴祥符寺。至治三年（1323），赴燕京缮写黄金佛经，面见帝师，听讲密教教义。历时20年，撰成编年体通史《佛祖历代通载》22卷。

公元1342年

湛堂性澄卒，年七十八。性澄从大德元年（1297）开始先后住持东天竺的兴源寺、南天竺的演福寺和上天竺寺，因说法祈禳有功而受朝廷的奖励。经努力，把已经改为禅寺的国清寺重新恢复，弟子有弘济、本无、允若、善继等。

公元1343年

天台学僧本无卒，年五十八。本无俗姓陈，台州黄岩人，字极元，又号我庵。13岁出家，先后从学于蒙润、性澄。曾住持凤山崇寿、普福、延庆等寺院。著述有《楞严经集注》《山意集》等。弟子有弘道、慧隐、大始等。

公元1344年

笑隐大欣卒，年六十一。大欣曾住持湖州鸟回寺、杭州大报国寺、中天竺、金陵大龙翔集庆寺，受赐号“广智全悟大禅师”。后至元二年（1336），加赐“释教宗主兼领五山寺”号。

公元1346年

北京居庸关过街塔建成。

公元1348年

守忠卒，年七十四。守忠，南康都昌人，俗姓黄，11岁出家受具足戒。先后住持崇因禅寺、蒋山。曾预言图帖睦尔日后能做皇帝，并为之祈祷。天历元年（1328）秋，图帖睦尔刚即位，便遣使赐守忠“佛海普印大禅师”号，将其在金陵的潜邸改为大龙翔集庆寺，诏选守忠为开山祖师，守忠推荐大欣以代。次年春，文宗又加赐“大中大夫广慈圆悟大禅师”号，命住持蒋山和崇禧两处寺院。至顺元年（1330），守忠与大欣应诏赴京，受到文宗及皇后、太子和帝师的隆礼接见，赏赐极多。至正元年（1341），守忠告老，后仍被诏出，特别是诏令住持和修复称作“国朝江南建寺，惟此一寺为盛”的集庆寺，被视为殊荣。

公元1349年

夏琼寺始建，最初以噶当派寺院自居，后改宗格鲁派。由于宗喀巴早年在此剃度出家，享有“格鲁派祖寺”之誉。

多丹札巴僧格卒，嗣法弟子寻访认定转世灵童，遂形成噶玛巴·红帽系活佛世系，追认多丹札巴僧格为第一世红帽系活佛。

公元1352年

石屋清珙卒，年八十一。清珙，常熟人，俗姓温，20岁出家，23岁受具足戒。曾从高峰原妙习禅三年，后投到及庵宗信门下，被誉为“法海中透网金鳞”。他长期过隐居生活，曾在霞雾山庵居，晚年住持嘉禾当湖福源禅寺七载。死后谥“佛慈慧照禅师”。记其言行的有至柔等编的《石屋清珙禅师语录》2卷。

公元1353年

丞相哈麻和其担任集贤殿学士的妹婿秃鲁帖木儿等人，把喇嘛僧送给元顺帝，教“行房中运气之术”。

大司徒·绛曲坚赞派遣扎格瓦喜饶扎西向元朝皇帝进贡，元顺帝封他为大司徒，赐予世代执掌西藏地方政权的诏册和印信。

泰国拉玛铁波底国王建造佛最胜寺（Buddhais varya）。

昭法昂在川铜（今琅勃拉邦）登基，建立南掌国（澜沧王国），逐渐统一老挝，主动从柬埔寨正式引进佛教。

公元1354年

大司徒·绛曲坚赞推翻了萨迦达钦法王政权，在前藏泽当（今西藏乃东县）建立了帕主第悉法王政权。

公元1356年

弘济卒。弘济，嘉兴余姚人，俗姓姚，字同丹，别号天岸，少年出家，二十受具，先学律，后到四明延庆寺从半山全学习天台教义，受到性澄的重视，任演福寺的首座。泰定年间，开法于圆觉寺，他一生除讲天台教义之外，重视行各种忏法，净土修行。曾有多种神异事迹，受到僧俗各界的拥戴。主要著述有《四教仪记要》《天岸外集》等。弟子有上竺道臻、超果允中、圆通有传等人。

公元1357年

天台学僧善继卒，年七十二。善继，浙江诸暨人，俗姓娄，字绝宗。出家后先从学于兴福寺的大山恢，后到演福寺投到性澄门下。善继住持过良渚、天竺荐福、天台能仁三处寺院，以讲天台三大部为主。元末战乱时期，以修净土念佛为主。弟子有演福如（王己）等，活跃于明初。

临济宗僧人印简卒，年五十六。印简俗姓宋，山西岚谷宁远（今山西岚县）人，自幼出家，拜中观沼为师，11岁受具足戒，被成吉思汗赐号“寂照英悟大师”。后至燕京大庆寿寺，从学于中和璋禅师，并成为他的嗣法人。他先后应请住持过兴州（河北滦平）仁智寺、涞阳兴国寺、兴安（河北承德）永庆寺和燕京庆寿寺。印简死后，忽必烈命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佛日圆明大师”。印简历事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四朝，并与专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保持密切关系，是汉人僧侣中权势最大的一个。

千岩元长卒，年七十四。元长为明本弟子，越之萧山人，俗姓董。17岁随昙芳游方，习《法华经》，19岁受具足成，到武林灵芝寺学律，曾以禅解律，受到律师称赞。泰定四年（1327），元长来到金华府伏龙山，重建已废的圣寿禅寺，弘禅授徒，声誉日隆。元长在官僚士大夫中也有一定影响，与宋濂“为方外交垂三十年”，曾被赐“佛慧圆鉴大元普济大禅师”号。元长也以诗文见长，著“《语录》若干卷，和智觉《拟寒山诗》若干首，皆刻梓行于丛林”。元长毕生倡导看话禅，重视沟通禅与密教的关系，他用禅宗的观点解释密教教义。

宗喀巴出生。

公元1359年

天台学僧大用必才卒，年六十八。必才俗姓屈，台州临海人，12岁出家，曾足不出户，苦读大藏十年。先后住持杭州兴福寺，后迁演福寺，一生勤于讲经，但对净土信仰也十分重视。主要著作有天台三大部的增治助文，以及《法华》《涅槃》的讲义等。他的弟子也主要活动于杭州地区。

天台学僧允若卒，年八十。允若，浙江绍兴人，字季蘅，号浮休、若耶。少年出家，先从大山恢学天台教，后慕名到南天竺演福寺依从性澄。他对知礼的思想比较重视，精研其典籍，这在元代传承天台的僧人中是不多见的。至正年间，先后住持圆通寺、下天竺寺。允若活动在杭州地区，比较重视寺院建设。同时，他也注重与文人的交往。后亡于战乱。

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等离开柬埔寨吉蔑王朝，向老挝进发。老挝国王法昂王亲自迎接，并在王宫之北，特为长老领导的僧团建筑一座佛寺，以长老之名称为“波沙曼寺”。

公元1360年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贝多杰抵达北京，为元顺帝等皇家成员传授“金刚亥母灌顶”以及“那若六法”等许多密法。

公元1361年

泰国国王拉玛铁波底进行佛教改革，派遣使节到斯里兰卡迎来斯国僧人，整顿僧伽组织。

公元1362年

缅甸频耶宇王（Binnyau，1353—1385）重修瑞德宫佛塔（仰光大金塔），由当时仅9米增至20多米。

泰国立泰王登位后，延请斯里兰卡高僧至素可泰弘扬佛教，整理并改革佛教。礼请斯里兰卡僧伽领袖，为自己的传戒和尚，在芒果林寺（Ambavanarama）舍身出家，过了一段出家修行的生活。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位的君王在佛教中出家。

公元1363年

隆钦·饶降巴卒，年五十六。隆钦·饶降巴是当时藏传佛教界显、密兼通的著名人物，著有颇多经论，其中最著名的有“宁提”法类三十五种以及七大藏论，即《胜乘藏》《实相藏》《要门藏》《宗派藏》《如意藏》《句义藏》《法界藏》。隆钦饶降巴晚年还宣讲宁玛派的另一深奥大法，即“空行宁提”，为这一密法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泰国国王拉玛铁波底建巴考寺（Wat Pakao）。

公元1365年

释迦坚赞继任帕主第悉法王职位。同年，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敕封他为国师，并任命其为乃东万户长。

公元1367年

泰国哥那王即位后，派僧人往孟族的洛坤攀（Nakon Pan），即缅甸的摩尔门（Moulmein，亦译毛淡棉），礼请斯里兰卡论师乌都盘摩诃沙瓦弥（Udumbanmahasvami）至清迈成立斯里兰卡系僧团，论师派遣他的弟子阿难陀代替他前往。

公元1368年

中书省奉旨，命浙之东西五府名刹住持，咸集京师，共璧天界，立善世院，以统僧众。

公元1369年

泰国哥那王派使至素可泰城，礼请泰僧苏摩那（Sumana）至清迈，协助建立斯里兰卡僧团。国王献出自己在清迈的花园，作弘扬佛教的寺院和阿兰若派僧团的基地，这就是现在著名的花园寺（Wat Suandok），自此斯里兰卡系的僧团在清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人们又把苏摩纳所弘扬的佛教派别称为“花园寺派”。

泰国清迈派出一个700僧人组成的使团到景栋布教，后又从景栋来到西双版纳。

公元1370年

明太祖命慧昙出使西域。

善学卒。善学是元末倡天台与华严融合的代表人物，号古庭，曾从宝觉简习澄观的《大疏钞》，以及《圆觉》《楞严》《起信》等，常住阳山大慈寺。善学没有华严方面的专著，但有《法华问答》《法华随品赞》《辨正教门关键录》等著述。

大同卒。其先后住持萧山净土寺，景德寺，嘉禾东塔寺，绍兴宝林寺等，终生弘传华严宗。元至正年（1341—1368）初，受赐“佛心慈济妙辨”之号。明太祖曾请其参加钟山无遮大会，著作有《天柱稿》《宝林类编》，嗣法弟子有皋亭善现、高丽若兰、景德仁静、姜山明善、延寿师[image: ]、南塔国琛、福城大慧、景福性湛、妙相道儞、法云道悦、净土梵翱、宝林日益等。

明太祖诏僧人赴金陵天界寺，其赴诏尊宿30余员，出元叟之门者占三分之一。

楚石梵琦卒。梵琦元末在江浙一带住持过六处寺院，著有《北游集》《凤山集》《西斋集》等。明末被称为明代的第一流宗师。

公元1371年

慧昙卒。慧昙，天台人，俗姓杨，16岁出家，曾习律学、天台宗教义。后来到杭州中竺求学于大欣，并随其迁住金陵大龙翔集庆寺。住持过牛头山，并得到元文宗的召见。元帝师授他“清觉妙辩”之号。朱元璋占领金陵后，慧昙到军营中谒见，受命住持蒋山太平兴国寺，一年后，迁住大天界寺。每当明太祖举办法会，慧昙总是登台说法。洪武元年（1368），善事院成立，他受命“统诸山释教事”。洪武三年（1370），奉命出使西域诸国，是明代首批出使僧团。洪武四年（1371），卒于今斯里兰卡。以后，宗泐出使西域，把他的遗衣带回金陵，葬于雨花台。

泰国哥那王在清迈修建瓦孙诺佛寺，后来这一佛寺成为“摆孙”派的发源地。

公元1372年

明太祖朱元璋在西藏设立乌斯藏指挥司，封帕主第悉法王释迦坚赞为大司徒、靖国公、灌顶国师，并赐给他执掌全藏权力的诏册和羊脂玉印。

明太祖朱元璋敕令四方名僧会集于南京蒋山寺点校藏经，随后开始刻雕。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藏基本完成，此后又将各宗的重要典籍，尤其是禅宗的一些语录编入，这就是《初刻南藏》。

公元1373年

诏令全国各地免费发放度牒。

无梦昙噩卒，年八十九。其撰有《新修科分六学僧传》30卷。

帕主第悉法王释迦坚赞迎请班丹喇嘛寨吾，举行乃东大法会。

泰国清迈一僧团到西双版纳弘法。

公元1374年

八思巴后代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被尊为帝师。

公元1376年

高丽慧勤禅师卒。慧勤1348年来华，至燕京（河北）法源寺参访西天僧指空，后南游，于杭州净慈寺参谒平山处林，得其印可。后游历补陀洛山、育王山、明州、婺州伏龙山、松江等地。恭愍王四年（1355），奉敕住京城广济禅寺，开堂说法。高丽恭愍王七年归国，在辽阳、平壤、东海等地随机说法。翌年，奉王命于三殿普说教法，敕住神光寺。后移住金刚山正阳庵、清平寺、桧岩寺等处。恭愍王二十年，受封为“王师”，并敕住东方第一道场松广寺。卒后，敕谥“禅觉”。法嗣有无觉自超、国师智泉、高峰法藏等33人，并有《懒翁和尚语录》1卷传世。

公元1377年

明朝廷命宗泐出使西域。

明太祖诏令全国僧人讲《心经》《金刚》和《楞伽》，并命宗泐、如玘等人注释此三经颁行。

公元1378年

愚庵智及卒，年六十八。智及先后住持庆元路隆教禅寺、普慈寺、报恩禅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等，弟子有姚广孝。

公元1379年

东溟慧日卒，年八十九。从至元四年（1338）开始，慧日先后住持荐福寺、下天竺寺、上天竺寺。明太祖曾问以“升济沉冥之道”，被尊为“白眉大师”。

公元1381年

正式建立各级僧司机构。中央设僧录司，府、州、县分设僧纲司、僧正司和僧会司，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的严密的佛教管理体系；同时规定了各级僧官的名额、品阶、职权范围，以及任选标准等。

万峰时蔚卒，年六十九。时蔚，温州乐清人，俗姓金，13岁出家，19岁后于两浙地区游方参学。后至天台华顶见先睹，并遵其所嘱，山居隐修多年，及至先睹去世，乃慕名谒千岩元长，被元长命为“堂中第一座”。不久，到兰溪州嵩山结庵。晚年住邓蔚山圣恩禅寺。

公元1382年

礼部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衍，以训世人。

普愚禅师卒，年八十二。普愚是高丽末期的著名僧人，13岁出家，19岁时开始独自参究“万法归一”的话头，26岁时通过了华严选。1333年，专心精进7天，最终达到了寤寐一如的境界。曾前往中国参学，得到石屋清珙的认可，并将临济正脉传入韩国，大大振兴了高丽后期的佛教，于1371年被封为国师，著有《太古集》等书。卒后谥“圆证”。

公元1384年

明朝廷命僧光及其弟子惠辩等出使尼泊尔。

公元1386年

敕天下寺院有田粮者设砧基道人，一应差役，不许僧应。

恕中无愠卒，年七十八。无愠先后住持象山灵岩广福禅寺和台州瑞岩净土禅寺。设三句勘禅流，不合即逐出，当时谓之“瑞岩三关”。著《山庵杂录》2卷。

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正式确立了临济宗的五山十刹制度。

公元1387年

龟山天皇的皇孙尊观法亲王就任游行派的第十二代他阿游行上人，时宗的官僧色彩更加浓厚。

公元1388年

朱元璋封札巴坚赞王爵，并赐金印。

公元1391年

明太祖颁布《申明佛教榜册》。

明太祖规定男子出家限定四十岁以上，女子五十岁以上。

季昙宗泐卒，年七十三。其在浙江一带住持过多处寺院，曾住持天界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作《赞佛乐章》八曲，参与笺注《心经》《金刚》和《楞珈》三经。洪武十年（1377），继慧昙之后奉诏出使西域，往返十有四万余程。洪武十五年（1382）归国，带回《庄严宝王》《文殊》《真空名义》等经。回国后仍住天界寺，并常入大内，开襟论道。有《全室外集》9卷。

公元1394年

明太祖诏令：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结官府，悦俗为朋者，治以重罪。发布榜文：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钞钱；如无钞者，打死勿论。

大德寺派僧人一休宗纯出生。一休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传奇人物，江户时代就出现了关于他的传奇故事集《一休咄》。

公元1395年

斯里兰卡国王维阇罗巴忽二世在位，僧王达摩揭谛二世主持召开佛教教团会议，上座部佛教再次出现新局面。

公元1398年

明太祖诏令：“着江东驿、江淮驿两处，盖两座接待寺，着南北游方僧道，往来便当。”

公元14世纪

纳塘寺堪布觉丹日贝热智及其弟子卫巴洛赛绛曲益西等高僧，将当时流行于藏族地区的藏文佛经收集起来，进行整理、编目，最后编订为《甘珠尔》和《丹珠尔》。这就是纳塘版藏文大藏经的最初版本。

寂密大约活动在14—15世纪。他是印度最后一位获得大成就的佛教瑜伽师。寂密的求法、弘法经历，以及广泛流传的种种神通，使他成为印度佛教史上黑暗时期硕果仅存的导师，时人尊称他为“吉祥有情怙主”。

公元1402年

宗喀巴在阿底峡尊者所著《菩提道炬论》的基础上，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

公元1403年

明成祖派遣中官侯显入藏，迎请噶举派黑帽支脉的转世活佛哈立麻到京城。

呆庵普庄卒，年五十七。洪武十一年（1378）普庄奉诏入天界寺，此后历住抚州北禅寺、云居山和浙江径山寺。

公元1405年

朝鲜僧人自超卒，年七十九。自超18岁出家，后至元朝求法，遇懒翁慧勤相遇，深得慧勤器重。1356年夏回国。李朝太祖即位后，对新王朝卜地定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自超倡儒佛一致说，在排佛运动大规模来临之前有一定意义。

公元1406年

加封札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予诏书和玉印。

宗喀巴著述完成《密宗道次第广论》。

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到达南京，被明成祖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大宝法王”这一称呼从德银协巴开始成为历代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的汉文专用封号。

法天无极卒，年六十四。无极常讲《华严》和《法华》，倡导“以宗印心，以教化人”。洪武十六年（1383），率僧众到金陵见朱元璋，盛赞其统一事业。后返回大理，徒众数百，嗣法者40余人。著《法华注解》7卷。

公元1409年

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首次成功举办声势浩大的祈愿大法会，并在卓日沃齐山创建甘丹尊胜洲道场（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境内），简称“甘丹寺”，以甘丹寺为中心建立了格鲁派。

公元1410年

明政府根据纳塘古版大藏经在南京刻印《甘珠尔》部，称“永乐版藏文《大藏经》”。

约公元1412—1419年

明成祖组织开始雕刻《永乐南藏》。又名《再刻南藏》，雕版工作在天禧寺旧址上重建的大报恩寺内进行。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10部6331卷。

公元1413年

明成祖召见萨迦派昆泽思巴，并封“万行圆融妙法最胜正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

公元1414年

宗喀巴派弟子释伽智到京城朝见，成祖赐“大慈法王”称号。释伽智返回西藏后，创建色拉寺，是拉萨三大寺之一。释伽智后重返京城，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

公元1416年

宗喀巴大师命弟子降央却杰在拉萨西郊修建哲蚌寺。

公元1418年

明成祖命榜谕天下：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俟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予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若童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出家。

斯道道衍卒，年八十四。道衍即姚广孝，曾随智及在“径山习禅学”，后来宗泐看到他的“赋诗怀古”，明白这些不是“释子语”，遂很明智地将他推荐给朱棣。后来道衍扶助朱棣起兵打败明惠帝，夺得皇位，因此明成祖朱棣对佛教比较偏爱，道衍本人终身为僧，被列入禅宗系谱；同时他也是世俗官僚。

宗喀巴的弟子强钦却杰在拉萨北郊修建色拉寺。

公元1419年

宗喀巴在甘丹寺圆寂，年六十三。嘉曹杰·达玛仁钦继任宗喀巴大师的法座，成为第二任甘丹寺“赤巴”。

公元1420年

山东青州地区尼僧唐赛儿打着佛教旗号起义，自称佛母，精通法术，组织起数万起义军。虽然起义不到一个月就被镇压，但唐赛儿未被擒捕，明廷仍然惶恐不安。明成祖恐唐赛儿混入尼僧之中，下令尽逮北京、山东境内的出家女性来京审问，而后又下令尽逮全国的尼僧及道姑，先后有几万人。最后发展到命令所有尼姑都还俗。

日莲宗的部分中小寺院向下总国（千叶县）的中山法华经寺递交了“归伏状”，自愿成为后者的末寺。

公元1421年

《永乐北藏》开始在北京雕造。正统五年（1440）雕造完成。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21部6361卷。初刻本告成之后，藏在京城，一直作为官赐藏经，由朝廷印刷，下赐各地寺院。

公元1422年

泰国大城两位比丘，一名梵牟尼，另一名苏摩，与七位清迈比丘及一位柬埔寨比丘，同赴斯里兰卡重新受戒。后来返国，请斯里兰卡的摩诃毗羯摩婆诃及优多摩般若两位比丘同行，先抵达大城，逐渐发展成立斯里兰卡系的僧团，严持戒律。

公元1424年

朝鲜大司宪河演上书，要求削弱寺院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希望通过罢试选和废僧录司来切断佛教和政治的联系。

泰国兰那的长老法深长老、作慧长老、祥智长老等7位高僧率领18名和尚到斯里兰卡研习楞伽宗佛经。1430年他们返国时，又邀请斯里兰卡僧侣英腕比丘和上慧比丘一同到兰那。

公元1426年

林宝到达藏地。在拉萨、雅隆停留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尼泊尔，修习胜乐灌顶法，后被藏人迎请至江孜、拉萨、贡嘎、哲塘、桑普故塘等地传授瑜伽六支教法、文殊曼荼罗灌顶、时轮圆满灌顶等金刚乘了义法。林宝被其弟子廓诺·迅鲁伯称为最后一位班智达。在《丹珠尔》中收录了他撰著、翻译的著作有四十余种。从法系上来讲，他被置于无畏、那耶劫巴、吉祥十力、吉祥贤、游戏金刚、法护、宝源、莲花金刚等一系。迅鲁伯在《青史》中为其立传，称他为晚期来藏地的最著名的印度班智达。

宗喀巴弟子杰尊·喜热桑格携同根敦珠巴前往后藏地区，开讲格鲁派显宗教法。此后又命他的弟子杜拿巴·班丹桑布在后藏赛甘丹颇章建立密宗学院，从而产生“赛居密法传承”。

公元1428年

朵丹·绛白嘉措卒，年七十三。他是唯一获得宗喀巴显密要义及《幻化经卷》的亲传弟子，成为推演宗喀巴密宗耳传法脉的第一人，他建立了格鲁派温萨耳传密法系，成为格鲁派主要密宗法脉传承之一。

越南黎利建立黎朝。黎朝建立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得到大步发展。在文化思想方面黎朝不想重复陈朝以佛教为思想体系，而用儒教思想来治理国家，史称“儒教独尊”时期。

公元1429年

萨迦派俄钦·贡噶桑布在后藏纳塘寺西南创建艾旺却丹寺（简称“艾旺寺”），以此寺为中心，传授萨迦派密法，建立了俄系密法传承。

黎太祖对僧、道举行考试，“中试者听为僧、道，不中者勒令还俗”。

两位斯里兰卡比丘室利萨达楞枷罗及信哈罗摩诃萨弥，带着佛舍利5粒，至缅甸弘扬佛法，但是庇古国王不让他们居留，而送至阇耶。阿瓦国王知道后，派40只船亲迎他们至可瓦弘法。次年，阿瓦国王建阿尼劫宾陀塔供奉佛舍利，又建乌摩伽寺供养这两位比丘。

公元1431年

克珠杰升登宗喀巴宗师的狮子宝座，成为甘丹寺第三任法台。后来。格鲁派在建立班禅活佛系统时，又将克珠杰追认为第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公元1432年

道成卒，年八十一。道成十五岁在保定兴国寺出家，后就学于灵岩寺少室文泰的弟子灵岩洁。先后受到三帝（明太祖、成祖和宣宗）的重视，在政治上有一定作用，但在禅学上并无建树，也没有促进曹洞宗的进一步兴盛。

公元1433年

己和卒，年五十八。己和著有《涵虚堂语录》《圆光疏》《般若五家说证》《显正论》等。其《显正论》脱胎于宋契嵩的《辅教篇》，其禅学思想也是源自永嘉玄觉的《永嘉集》《证道歌》，其思想创新虽不多，但在李朝排佛的特殊背景下仍然具有相应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门下有文秀、学眉、达明、智生、海修、道然、允悟、允澄、洪预等弟子，他们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公元1434年

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再次进京，被明宣宗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静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大圆通佛”。

公元1435年

释迦益西辞归，在青海佐摩喀去世，年八十二。明朝政府下令在圆寂地建寺纪念，赐寺名“弘化寺”。

公元1436年

慧进卒，年八十二。其究通华严宗旨，傍达《唯识》《百法》诸论，并精通《楞严经》。先后住持南京天界寺、北京海印寺，得到太宗、仁宗和宣宗的推崇，在组织编校《大藏经》及佛教工具书方面做了较多工作。

荣敦·玛威僧格在拉萨以北的潘域创建那烂札寺，为萨迦派又开辟了一座弘法场所。

公元1437年

宗喀巴边远六大弟子之一的麦·喜饶桑布在昌都创建强巴林寺，成为格鲁派在康区弘法的第一座寺院。

公元1439年

明英宗朱祁镇御用太监李童修建北京法海寺，正统八年（1443）完成，后又重修。英宗亲赐“法海禅寺”匾额。寺内壁画是明代寺院壁画的代表。

公元1443年

缅甸那罗波提王即位。在他统治期间，一位蒲甘车波多系的高僧雅利安温萨到达阿瓦。雅利安温萨曾从离多学习，精通三藏，著有巴利文《阿毗达摩义论》的注释《摩尼宝箧》《义卓越论》的注释《摩尼灯》；又著《圣典资具》《本生净化》《大出离》等，是用缅文进行佛教撰述之始。

公元1446年

第一代德格土司扎西桑格邀请其上师唐东杰布到德格地区，遵循萨迦派教规建立一座佛学院，命名“楞珠顶曲札”。

公元1447年

宗喀巴弟子根敦珠巴在后藏创建扎什伦布寺，并首任寺院“赤巴”。

公元1450年

日本庆竺又成为东山知恩院的住持。知恩院是法然庙堂所在地，白旗派入主知恩院，标志着其占据了净土宗的主流地位。

公元1451年

明廷开始鬻牒，一直延续到万历年间。

公元1455年

萨迦派高僧达仓译师·喜饶仁钦撰写完成其代表作《时轮总义》。

泰国开始建造大菩提寺，仿效印度菩提伽耶佛塔建造，因有大小七塔，所以通称七塔寺。

公元1458年

世祖下令印《大藏经》50部，谕旨于各道观察使助其费用，分藏于各道名山巨刹。

公元1464年

吐敦·贡噶南在前藏贡噶宗创建多杰丹寺，建立后宗系或贡噶系密法传承。

公元1469年

明宪宗下令，“仍禁绝妇女不许为尼”。

朝鲜睿宗制定《经国大典》，其中有关度僧之法规定：“为僧者，三朔内，告禅宗或教宗，试诵经（《心经》《金刚经》），报本曹启闻，收丁钱（正布三十匹），给度牒（过三朔者，族亲邻近告官还俗，当差知而不告者，并罪。度牒借者、与者，依悬带关防牌面律论）。禅教两宗，每三年选试。禅宗则《传灯》《拈颂》，教宗则《华严经》《十地论》，各取三十人。”

公元1474年

居钦·贡噶顿珠正式建立拉萨上密宗院。

公元1475年

缅甸达摩悉提王选派22位上座比丘及其弟子亦二22人，使臣2位，分乘二船前往斯里兰卡，由目犍连及尸婆利两位长老分别领导。抵达斯里兰卡后，44人都在大寺重受比丘戒。

公元1477年

泰国由国王护法，法授长老领导约100位高僧，在大菩提寺举行三藏结集，经一年而成，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次三藏结集。自此清迈研究佛法盛行，高僧学者辈出，能用巴利文著作及注释经论，如智称著《阿毗达摩述记》《根本迦旃延（文法）述记》《戒律述记》等。在三界王之后（1487）不久，妙吉祥著《吉祥灯论》《毗输安多罗本生灯论》《铁围山灯论》《法数疏》。1495—1525年，宝智著《胜者时鬘论》。

公元1479年

日本本愿寺第八代法主莲如创建山科本愿寺，晚年又建立了大阪的石山本愿寺。本愿寺教团以此二地为据点，统领全国信众，建立真宗教团。

公元1482年

缅甸僧人戒种著《善慧论》。他曾译《导论》及《所趣处因缘》为缅文。另一位与他齐名的青年比丘罗他沙罗，将《盘达龙本生》《象护本生》《防护童子本生》等编为诗词。

泰国怛莱洛迦王撰《大本生词》一书，叙述菩萨行布施波罗蜜的故事，现在被泰国教育部选为中学课本。

公元1490年

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曲札益西在拉萨西北创建羊八井寺。竣工后，红帽系活佛的驻锡地从乃囊寺搬迁到羊八井寺，从此羊八井寺成为红帽系的主寺。

公元1503年

日本曹洞宗永平寺被敕许为紫衣道场，享有与临济宗五山相同的地位。

老挝兴建维苏寺，供奉佛舍利。

公元1506年

朝鲜中宗恭僖王即位，废僧科，以兴天寺为公庙，有儒生焚寺内舍利阁。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斯里兰卡，推行基督教，打击佛教，很多寺庙被毁，僧徒被迫改宗。

公元1507年

日本永平寺又获得“本朝曹洞第一道场”的赐额，上升为与南禅寺相同的寺格。

公元1516年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杰应丽江王沐天王的邀请，到云南丽江地区，讲授噶玛噶举派教法。

公元1517年

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出任哲蚌寺第十届法台。

公元1518年

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从而恢复了格鲁派高僧主持祈愿大法会的特权。此后，帕主政权首领阿旺扎西扎巴坚赞向根敦嘉措赠送他在哲蚌寺的官邸，确立哲蚌寺第一大活佛身份。

公元1527年

老挝国王昭菩提萨腊下令废除信鬼习俗，摧毁一切用于祭鬼拜神的神坛庙宇，建起大量的佛塔、佛像、寺院。

公元1532年

八月，日本真宗信徒与日莲宗发生冲突，在武士和日莲宗信徒的猛烈进攻下，真宗山科本愿寺被付之一炬。

公元1534年

朝鲜智严禅师卒，年七十一。智严在教学上禅教并用，“若导初学，则先以《禅源集》《别行录》立如实知见，次以禅要语录，扫除知解之病，而指示活路也”。

公元1535年

祩宏出生。俗姓沈，杭州仁和人，字佛慧，别号莲池，因为常住杭州云栖寺，世称云栖大师。

大掘藏师热那林巴在前藏扎囊地方创建达杰曲林顶静修院，修习伏藏南传系教法。

公元1536年

天台宗和日莲宗在京都展开大战，结果以天台宗方面胜利告终。这次混战，史称“天文法华之乱”。此战彻底消灭了京都的日莲宗势力。

约于此年，日本净土真宗第十代法主证如进一步确立了“御生御免”的权力，即本愿寺法主有给予信徒往生净土的权力。

公元1537年

此年之后，温萨巴·洛桑顿珠在卫日顶上建造温寺，格鲁派耳传密法在后藏地区有了固定的观修场所。

公元1540年

缅甸阿瓦王朝有名的暴君思洪发杀害比丘，破坏佛教。

公元1543年

真可出生。字达观，号紫柏，俗姓沈，江苏吴江人。

公元1546年

德清出生。俗姓蔡，安徽全椒人。

公元1548年

无明慧经出生。抚州崇仁（江西崇仁县人），俗姓裴。

公元1564年

帕主第悉政权被噶玛政权灭亡。

公元1565年

朝鲜普雨禅师被诛杀。明宗七年（1552），朝廷以普雨为判禅宗事都大禅师、奉恩寺住持，深得文定王后器重。时排佛派请诛之，王不许。王后薨，台谏与太学生金忠申等连章请诛普雨，明宗命流放济州，而牧使杀之，最终成为排佛斗争的牺牲品。

公元1566年

圆悟出生。号密云，俗姓蒋，宜兴人。

公元1570年

九月，净土真宗本愿寺与织田信长之间的石山战争爆发。

公元1573年

法藏出生。字汉月，号于密，晚改天山，俗姓苏，无锡人。

公元1574年

缅甸莽应龙遣使至斯里兰卡求亲。斯里兰卡王以一养女结亲，并将佛齿送至缅甸，莽应龙斋戒沐浴后亲往巴森隆重迎接。他在位时，曾召集全国高僧和大臣，制定法律，根据《华列鲁法典》，编成《达摩他毗》及《拘僧殊》两部律典。

公元1575年

博山元来出生。又名大舣，字无异，俗姓沙，舒城（安徽舒城县）人。

公元1578年

元贤出生。字永觉，俗姓蔡，建阳（福建建阳县）人。

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索南嘉措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面于仰华寺，互赠尊号。索南嘉措赠俺答汗以“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并赠金印一方，刻有蒙文“持金刚达赖喇嘛印”，始有“达赖喇嘛”名号。

公元1579年

万历帝派三位大臣，颁给第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教禅师”封诰印信。

五月，日本织田信长策划净土宗僧人与日莲宗僧人安土城参加宗论，日莲宗被迫承认失败。

公元1580年

日本本愿寺显如接受了天皇的斡旋，同意撤出石山城，石山战争以织田信长一方的胜利告终。

公元1581年

笑岩德宝卒，年七十。其常年往来南北弘教，晚年隐居燕京柳巷，以参话头、念话头和念佛教授参学僧人。

公元1583年

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倡办塔尔寺祈愿大法会。

公元1585年

根来寺遭到丰臣秀吉大军进攻，伽蓝被焚，僧徒或被杀害或被迫逃亡，流散京都、奈良各地。

公元1587年

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蒙古各部继续讲经传法，盟长皆带头皈依格鲁派。

公元1588年

常忠卒，年七十五。常忠，建昌人，出家之后，到嵩山参见小山宗书，并游历五台、北京等地。小山宗书住持北京宗镜寺，他“服勤三载，深得其旨”。后来他回到江西黎川廪山隐居，用佛教教义“剖决”王阳明学说的中心概念“良知”，并由之所阐发“性命之学”。常忠并不广交士大夫，曾把一些缙绅名士拒之门外。著名弟子有慧经等。

公元1589年

《嘉兴藏》（又名《径山方册藏》）在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开工雕刻，由真可弟子如奇等人主持。由于五台山地区气候寒冷，不适宜刻经工作，四年后（1593），刻经工作转移到浙江杭州径山寂照庵。此后刻经时断时续。雍正元年（1723）《又续藏》编刻结束。《嘉兴藏》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3个部分，共352函，约12610卷，是我国古代收书最多的一部大藏经。

公元1592年

斯里兰卡维摩罗达摩苏里耶即位，先后两次迎请缅甸佛教长老来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

泰国纳理逊大帝在素攀东北的达拉班达鲁建造一座胜利吉祥塔，纪念在此击败25万缅甸大军。

公元1599年

智旭出生。俗姓钟，名际明，又名声，字振之，江苏吴县木渎镇人。

公元1601年

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应邀担任扎什伦布寺第十六届“赤巴”（住持），遂将格鲁派密宗法脉温萨耳传系从后藏温萨静修地引入扎什伦布寺，始建密宗学院。

日本制定《高野山法度》。

越南阮演在香茶县河溪乡建天姥寺。

公元1602年

锡勒图固什绰尔吉领导蒙古右翼三万户译经师开始将藏文《甘珠尔》部翻译成蒙古文。

公元1603年

达观真可卒，年六十一。其一生没有担任过寺院住持，在兴修荒弃古寺、保护佛教的古迹文物、刻印藏经等方面成就突出。倡导全面继承佛教遗产，关注政治问题。因“妖书”事件入狱，病死狱中，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

日本东本愿寺建成。从此，本愿寺分裂为东、西两派，前者称大谷派，后者仍称本院寺派，两派势力都很强大，且尖锐对立，未能和解。

公元1604年

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派遣嘉赛顿悦·却吉嘉措往安多地区兴建格鲁派寺宇，遂创建郭隆强巴林寺。

朝鲜僧人休静卒，年八十五。1592年，日本侵略韩国（壬辰倭乱）时，休静大师毅然带领1500名僧兵出战，收复平壤，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重视坐禅见性，认为教是禅的一个过程，应该将禅与教统合在一起，且认为儒、佛、道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由此开创了三教统合论。

公元1605年

明政府开始续刻《丹珠尔》部，称“万历版藏文《大藏经》”。

公元1608年

多罗那他撰写完成《印度佛教史》。

日本德川家康下令扩建京都的净土宗大本山知恩院。

公元1610年

佛密怙卒，约九十七岁。佛密怙为寂密弟子，生于南印度的因陀罗林伽，具有显著的那特瑜伽背景，后逐渐转变为佛教徒，受持许多佛教秘密怛特罗的灌顶，曾师事黑怙等佛教僧人。他还游学海外，到过爪哇岛，遇到过声闻乘的僧人，后由斯里兰卡、恭建那归国，复经佛陀伽耶、钵罗耶伽、阿萨姆，后于1590年进入西藏。多罗那他从其受瑜伽灌顶，多罗那他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记述即来自于佛密怙口传。佛密怙不仅是一位密教怛特罗师、瑜伽成就者，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佛教史家。

朝鲜僧人惟政卒，年六十七。惟政是休静上首弟子。宣祖西幸，惟政募僧数百赴顺安，并与来会的义僧组成数千人的队伍。时休静受王命总摄诸道僧兵，以年事已高荐政代之，政遂统大众随体察使柳成龙协同明朝军队作战。卒后，其上首弟子为松月堂应祥，应祥下传虚白堂明照，由此构成休静门下的泗溟派。

公元1611年

后藏地方官噶玛·彭措南杰在日喀则建立第悉藏巴政权。

公元1612年

维赛嘉措遵循第四世达赖喇嘛旨意，创建显宗学院，自任法台（住持），确定寺院名称为“格奔强巴林”，后衍生汉语“塔尔寺”之名。

公元1613年

神宗赐如馨紫衣、锡杖，诏命在五台山灵光永明寺举办龙华大法会，“开皇坛说戒”，受赐号“慧云律师”。

第四世班禅开始连续六年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期间首创授予拉然巴格西学衔的制度。自第四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始，班禅额尔德尼世系成为扎什伦布寺法定寺主（住持），该寺亦为历代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地。

公元1614年

玉林通琇出生。俗姓杨，常州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人。

日本德川家康制造“钟铭事件”，打击佛教势力。

公元1615年

云栖袾宏卒，年八十一。其常住杭州云栖寺，重视清规戒律，提倡兴办法事，在提升净土法门的前提下融通禅教净律四者的关系。弟子数以千计，多为在家居士。后被奉为华严系统第二十二代祖师、莲宗第八代祖师，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

如馨卒，年七十五。其一生致力于弘扬戒律，先后住持过的寺院有三十余处，徒众累万。觉囊派多罗那他创建达旦丹却林寺。

公元1616年

万历皇帝遣使进藏册封第四世达赖喇嘛。

日本制定《身延山久远寺法度》。

公元1618年

无明慧经卒，年七十一。慧经常住建昌府寿昌寺，倡导农禅兴宗，将镢头作为禅杖，把牵犁拽地当作开示佛法，专以看话头教授参禅僧人，不主张研究经典和语录，时称“寿昌古佛”。弟子中有元镜、元来和元贤三支法系延续时间长久。

藏巴·噶玛·彭措南杰攻占前藏，彻底推翻帕主第悉法王政权，完全掌控了前后藏地区。

公元1621年

努尔哈赤发布上谕：任何人不得拆毁庙宇，不得在寺庙院内拴系马牛，不得在寺庙院内大小便。违反规定的要被抓起来治罪。

公元1626年

圆澄卒，年六十六。其先后住持过绍兴广孝寺、径山万寿寺、嘉兴福城东塔寺等，倡导禅教融合，生平不为律缚，脱略轨仪。著有《宗门或问》《慨古录》《楞严臆说》《法华意语》，《金刚三味经注解》等。

公元1627年

日本德川幕府制造“紫衣事件”，打击朝廷和寺院。

公元1627—1636年

后金建立僧录司，总管各寺庙僧人。

公元1628年

憨山德清卒，年八十三。德清先后住韶州南华寺、广州长春庵、衡阳灵湖万圣寺、昙华精舍、九江法云寺等处，常讲《华严玄谈》《法华》《楞严》《金刚》《起信》《唯识》等经论，主张三教融合和佛教内部各宗派的融合。德清两度入狱，一生著述甚多，被奉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

法藏著《五宗原》，阐述禅宗五家分派缘由，反对其师圆悟的“自证自悟说”。不久，圆悟的另一位弟子木陈道忞（1596—1674）撰《五宗辟》，斥责法藏。法藏弟子潭吉弘忍又写10卷《五宗救》维护法藏禅学，并驳斥《五宗辟》。

公元1629年

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组织有关翻译家将《甘珠尔》中尚未译成蒙文的部分进行了翻译，用金粉缮写，史称“金字蒙文大藏经”。

公元1630年

无异元来卒，年五十六。其历住博山能仁禅寺、福州董岩禅寺、鼓山涌泉禅寺和金陵天界寺等，以禅律并行治理丛林，禅教兼重，又盛倡净土信仰。

噶丹嘉措将隆务寺改宗为格鲁派，并在寺内创建显宗学院，亲自讲授五部大论，始传习甘丹寺强孜扎仓系教法仪轨。

宁玛派仁增·俄格旺波在前藏雅鲁藏布江北岸的金刚崖下建立“多杰扎寺”。该寺因传承伏藏北传系教法而成为其祖庭。

中国僧人拙拙禅师带领弟子到达越南南朝。

公元1631年

晦台元镜卒，年五十五。其曾住宝方寺和寿昌寺，泰昌元年（1620），于武夷石屏山建一枝庵，开堂说法，徒众很多，被称为“武夷第一代禅祖”。著名弟子是觉浪道盛。

公元1632年

皇太极召集诸位贝勒、大臣和军士，宣布上谕说：“不准毁坏庙宇，禁止侵犯庙中为祭祀所设的一切对象，违者处死。不得扰害寺庙内的僧众，不许掠夺僧人的财物，可以记载僧众的数目来报告。如果人、畜逃到寺庙中，可以俘获。军队不能驻扎在寺庙中。”

皇太极规定对于通晓经典义理、恪守清规的申请出家者，发给度牒，并收取一定的费用。

日本将军德川家光命令全国各宗派的本山制定“本末帐”，准确统计各宗的所有本寺和末寺，造册后呈交幕府。

公元1633年

中国僧人拙拙禅师离开南朝到北朝。拙拙跟其弟子明行、明良等把临济禅在北朝弘扬，使竹林禅派得到复兴。

公元1635年

汉月法藏卒，年六十三。其历住常熟、苏州、杭州、无锡、嘉兴等地八处寺院，自谓得心于高峰，印法于寂音。重视寺院经济建设，倡导农禅，重视看话禅。

天隐圆修卒，年六十一。圆修终生以磬山为传教基地，以弘扬临济正宗为己任，以参究话头教授禅众，创立磬山系。清初，此派著名传法宗师不多，弘禅基地有限。清代中叶以后，本派建立了数座规模较大的有影响寺院，成为禅宗中最重要的派系之一。

日本幕府设置专职官员“寺社奉行”。奉行主要负责幕府与寺院、神社的沟通，即向寺社下达幕府的命令，上呈寺社对幕府的申请。

幕府颁布了《锁国令》，禁止外国人进入日本，同时明令禁止基督教活动。其中规定“寺请”，要求寺院出具书面证明来证明某人是佛教徒而不是基督徒。

公元1636年

皇太极下令修建实胜寺。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实胜寺建成。该寺大殿有五楹，东西庑各有三楹，前天王殿三楹，外山门三楹。至于僧寮、禅宝、厨舍、钟鼓音乐之类，皇太极都为实胜寺配备好。该寺成为东北地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

大惠卒，年七十三。大惠，浙江仁和人，俗姓邵，字灵源，他在未出家之前就到处寻访名僧，研究法相唯识学。57岁出家之后，在北京、苏州、杭州等地讲《唯识》十几年。寂于杭州昭庆寺。著有《唯识自考录》《唯识证义》等。

公元1637年

岛原之乱爆发并被残酷镇压，幕府开始在日本全国强行推广寺请制度。

宽永寺天海在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赞助下开版印刷大藏经，整个工程历时12年，于庆安元年（1648）完成了日本第一部刊本大藏经。

公元1638年

圆悟著成《辟妄救略说》10卷，对法藏、弘忍师徒进行总结性批判。

公元1639年

仁增·俄格旺波卒，年六十。其嗣法弟子寻访转世灵童，正式创立“仁增钦摩·多杰扎”活佛世系，并追溯仁增果丹·俄珠坚赞为第一世活佛、仁增勒丹·都觉多杰为第二世活佛、仁增·俄格旺波为第三世活佛。

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在本山设立了学簧，鼓励开展宗学研究。

咱雅班智达回到俄国卡尔梅克，积极传播藏传佛教。

公元1640年

后金规定，新出家的僧人要交纳银两到户部，户部经过查收，然后发给度牒。

厄鲁特部和喀尔喀部王公在蒙古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召开大联盟会，制定了《卫拉特法典》，规定藏传佛教作为蒙古各部信仰的唯一宗教，不准信奉其他任何形式的宗教。

公元1641年

瑞白明雪卒，年七十八。明雪在圆澄逝世后继住云门，一生住持九处寺院。得法弟子30余人。

公元1642年

密云圆悟卒，年七十七。其先后住持过常州龙池山禹门禅院、天台山通玄禅寺、福州黄檗山万福禅寺等六处寺院。倡导钻研公案，并以棒打启悟著名。剃度弟子200余，嗣法弟子12人。著有《辟妄救略说》10卷批评弟子法藏。

漠西蒙古厄鲁特部固始汗推翻了第悉藏巴汗政权，并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驻锡地哲蚌寺建立了蒙藏联合的噶丹颇章政权。此后，格鲁派对其他藏传佛教宗派行使领导权，因而不少宗派自愿或不自愿地改宗格鲁派。从此格鲁派迅速成为藏族地区势力最强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大宗派。

公元1644年

清朝统治者着手建立保甲制度。发给寺院印牌，以稽查僧人的出入。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第十世噶玛巴·却央多杰前往云南丽江沐天王（土司）府避难静养，期间倡建文峰寺、福国寺、指云寺、玉峰寺、普济寺、兴化寺、达摩寺、林昭寺、普化寺、安抵寺、来运寺、兰经寺和达普寺13座噶玛噶举派寺院。

彦机卒，年六十四。幼从玄宾（休静弟子）出家，后至妙香山受传休静衣钵。求得心印后南游，历参诸老，所获甚多。曾住金刚山天德寺、九龙山大乘寺、香山天授庵等地，开堂讲法，广演禅、教，法誉远扬。门下付法弟子有义谌等人，构成休静门下的鞭羊派。

公元1645年

正月，僧人函可（1612—1660）从广东到南京，刷印藏经。其间将耳闻目睹从甲申之变起南朝臣民或遇难，或自裁等惨状，记为私史，写成《再变纪》。

宣布禁止在京城内外私自建造寺庙和佛像，如果建造必须获得礼部批准。

规定：内外寺庙、庵观，凡是有明朝旧敕的，全部上缴到礼部，不许隐藏。

朝廷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过礼部允许。

朝廷一改入关前的交银领牒做法，规定僧人停止缴纳度牒银。

寂光卒，年六十六。寂光继承如馨的传统，奔走各地弘律传戒，一生“临坛演戒百有余所”，“修建梵宇凡十数所”。曾在金陵宝华山组织“千华社”，重建的宝华山隆昌寺成为重要的律宗道场，寂光谥号“净智律师”。

第五世达赖喇嘛议定修建布达拉白宫。

公元1646年

顺治帝规定，严禁京城僧人沿街设置神像、念诵经咒、击打梆磬化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负责的僧官要对当事者从重治罪。

顺治帝令：“在京的寺院和庵庙，不许僧、尼混处及闲杂俗人居住，工部和五城负责清查。僧官包庇的，一体从重治罪。”

观衡卒，年六十八。观衡，霸（今河北霸县）人，俗姓赵，18岁游历五台山，从学于镇澄三年。离开五台山以后，游历南北各地，先后从学于达观真可、雪浪洪恩、憨山德清等人。观衡受空印和德清两人的影响较大，但并不以专弘某一派的教义为主，平生比较重视《楞严》，后常住金陵紫竹林。记录其言行的有《紫竹林颛愚和尚语录》30卷。

公元1647年

朝廷规定，各府、州、县僧官的选任和充补，都由各省布政使负责。各省布政司将所保举的候选人报到礼部，礼部发公文到吏部，由吏部授职。

僧人函可拟离开南京（江宁）返回广东，出城门时，被江宁守城官兵搜出携带的《福王答阮大铖书》，其中“字失避忌”；又有《再变纪》一书，“干预时事”。顺治五年（1648），函可及徒弟法纬等四人，以犯忌讳定罪，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被发配沈阳，焚修于慈恩寺。

公元1648年

明方卒，年五十六。明方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参学于圆澄，从明崇祯五年（1632）开始先后住持过天华寺、显圣寺、余杭的宝寿寺、龙门寺、西禅寺、雪峰寺、东塔寺、佛日寺等。明方反对派系之间的争斗，反对当时的僧众对曹洞、临济的或抑或扬。明方在弘禅的同时，注重净土信仰。

布达拉白宫部分初步建成；第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噶丹颇章宫迁居布达拉白宫。

公元1649年

顺治帝要求全国各地没有“过犯”的僧人每人交纳4两银子，地方官发给他们每人1张度牒。各州、县年底将银两交到布政司，汇总到户部。颁发度牒的情况仍汇报礼部，以便查考。从前给过的度牒予以追缴。

元谧卒，年七十一。元谧字见如，一字阒然，南昌人，俗姓胡，慧经弟子。元谧接受了慧经的禅学传统，重视参究话头；对扩大丛林建设多有贡献。后继慧经住持寿昌寺20余年，并重建了宝方寺和本邑的龙湖禅寺。关于他的言行，有弟子道璞集的《见如元谧禅师语录》1卷。

哲布尊丹巴赴西藏拜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四世班禅为师。

西纳·勒巴嘉措在塔尔寺建立密宗学院。

哲蚌寺高僧却藏·南杰班觉在安多奔隆扎喜塘创建一座格鲁派新寺，命名“噶丹美居林寺”，后来被简称“却藏寺”。

公元1650年

赞普·顿珠嘉措选择赛柯地方建造一座新寺，命名“噶丹旦曲林寺”。

此年后，缅甸最胜法译《迦旃延文法》《摄阿毗达磨义论》《论母》《界论》《双论》为缅甸文，又著《王室史》。

公元1651年

顺治帝鉴于很多僧人因交不起银两而逃走、迁徙，下谕礼部，规定以后僧人不用缴纳度牒银。

顺治帝命在京城按喇嘛脑木汗所请建造一座与白塔组成的藏传佛教寺院，初称白塔寺，后易名永安寺（今北京北海公园）。

在京城安定门外始建藏传佛教寺院（黄寺），作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时的驻锡地。

哲布尊丹巴返回故里喀尔喀部，始传扬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仪轨。

象崖性挺卒，年五十四。性挺，福洲福清人，19岁出家，从无异元来、密云圆悟习禅，后投到海明门下，并随之入蜀。自崇祯七年（1634）起，在四川和贵州等地住持过7处寺院。其弟子编有《象崖挺禅师语录》7卷。知名弟子有云腹道智（1612—1673）；道智及其门徒也主要活动在川黔一带。

荷兰传教士亚伯拉罕·罗杰里尔斯写了一本关于印度文化和仪式的书。书的末尾附上了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两则资料。

公元1652年

顺治帝谕礼部：“……如未领度牒，私自为僧、道、尼僧往来者……定行治罪。”

第五世达赖喇嘛应顺治帝诏迎，率西藏僧俗官员及蒙古护卫军三千余人进京朝觐。

公元1653年

顺治帝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

公元1655年

智旭卒，年五十七，明末清初倡导全面继承佛教遗产的代表人物。智旭不分优劣地弘扬天台、禅、律、唯识、净土等教理，主张信仰一切佛、菩萨、祖师和佛教一切经典。积极推广各类赎罪法事，支持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活动，把念佛、戒杀和放生等统一到求生净土的信念和实践中。被奉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

公元1656年

十一月辛亥，顺治帝谕礼部：“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术。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谋不轨。无知小民被其引诱，迷罔颠狂，至死不悟。历考往代，覆辙昭然，深可痛恨。”

箬庵通问卒，年五十二。其住持过杭州南涧理安寺、镇江金山寺等，主要是以参究话头教授弟子。

苍雪读彻卒，年七十，云南呈贵人，俗姓赵，嗣法一雨通润，曾讲《华严》《楞严》于苏州。他比较重视法事仪规，合作补修《华严海印忏仪》42卷。还著有《法华珠髻》。读彻在明清之际以诗闻名，有《南来堂集》4卷。

公元1657年

顺治帝诏海会寺和尚憨璞性聪“结制万善殿”，赐“明觉禅师”号。

永觉元贤卒，年八十。其先后住持福建鼓山涌泉禅寺、泉州开元禅寺、杭州真寂禅院和剑州宝善庵。著作凡20种，计100余卷。著名嗣法弟子是为霖道霈。

公元1659年

玉琳通琇应诏进京。顺治帝在内廷与其谈论佛法，并赐“大觉普济禅师”号，同时赏赐紫衣、金印。

觉浪道盛卒，年六十八。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起，道盛往来于闽、赣、楚、吴、越、江淮等地弘教传法40年，住持多处寺院。清顺治五年（1648），因著作《原道七论》中有“明太祖”字样，入狱一年。涉及佛、儒、道及时事的各类著述100余种，深受士大夫欢迎。得戒剃度弟子不计其数，嗣法者有27人。

祖心函可卒，年四十九。顺治五年，函可在金陵被捕，遭酷刑后被押送京城。不久，被流放千山（辽宁鞍山市东南），住朝阳寺。以遭谴谪的明臣为核心，建冰天诗社，凡33人。身边常有僧人500—700人，被称为佛出世。

破[image: ]净灯卒，年五十七。净灯出家后遍参天童、磬山系的宗师，嗣法明雪之后，曾住持和修复湖州弁山、真州五台、镇江焦山、舒州古唐，以及中方三祖山乾元寺、兴国州圆通寺、安吉州东禅寺、能忍寺、妙喜寺、海印寺等十余处寺院。

公元1660年

顺治帝封玉琳通琇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敕封天童弘法寺禅僧木陈道忞“弘觉禅师”号，并赐印信。

大然卒，年七十二。大然得道盛印可后，入住青原山（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净居禅寺。主持编纂《青原山志》，刻印传世。

觉性卒，年八十六。著《禅源集图中决疑》《看话决疑》《释门丧仪抄》等。觉性门下，集中了晦隐应俊、白谷处能、翠微守初等才俊，逐渐形成了韩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碧岩派。

公元1661年

朝廷规定：“其有充僧道无度牒者，悉令为农，安插附入丁册当差。”

费隐通容卒，年六十九。通容先后住持过浙江石门的福严寺和福建黄檗山等10处寺院。嗣法弟子64人，最著名的是云门亘信和隐元隆琦。

宗宝道独卒，年五十六。道独俗姓陆，广东人，29岁到元来处受具足戒。先后在江西庐山长庆寺、广东罗浮山华首台、福建雁湖寺、广州海幢寺传禅，海幢寺此后成为该派稳定传法基地。法嗣有祖心函可、天然函罡、木人弘赞，以及函显、函是、函全等，其中，天然函罡和祖心函可，人称粤中两个“怪杰”。

公元1662年

康熙帝规定社会民众如果要举办法事活动，只能在本家院子内进行，不允许当街搭建棚子，悬挂旌幡等物。僧人不得在大庭广众之中做佛事，否则，责打20板为民，对于没有负起责任的僧官要“革职”。

第五世达赖喇嘛门下弟子霍却杰·阿旺平措兴建甘孜寺、大金寺、杂贡萨扎西甘丹林寺、香阔觉日寺、孜仓甘丹林寺、白利寺、康玛寺、扎觉寺、桑珠寺、东郭寺、扎郭寺（又称炉霍县寿灵寺）、娘喀尼寺、年措寺（又称道孚县灵雀寺）13座格鲁派寺院。

公元1663年

僧人画家弘仁卒。弘仁原名江韬，字六奇，法名弘仁，字无智，号渐江，安徽歙县人。弘仁早年专心于四书五经，曾试图走科举之路，三十余岁，功名仍无建树。明末，清军入关南下，南方文人志士奋起抗争，弘仁也参与其中。反清复明失败后，弘仁便出家为僧。弘仁的山水画取法宋元各大家，尤其深受倪瓒的影响。代表作品有《黄山松石图》《黄山天都峰图》《西岩松雪图》《晓江风便图》等。

日本万福寺落成，来自福州的隐元禅师就任首任住持，黄檗宗在日本开宗。

公元1664年

越南僧人水月禅师到中国湖州凤凰山（浙江省北部）参一句智教和尚（曹洞宗三十五代传承），得旨。

公元1665年

康熙帝规定：如果一户人家丁男不到3人以及年龄不到16岁，不能出家，否则，予以惩治。僧官知情而不举报，一同治罪，罢职还俗。

明盂卒，年六十七。从“癸未至西亥（1643—1647）五年，度僧累千百人，秉戒者数千人，请益者万人，开悟者数十百人”。明盂注重讲经，有《语录》12卷，《杂著》20卷。

百愚净斯卒，年五十六。净斯南阳人，21岁出家，次年具戒，历游江南各地，年三十二嗣法明雪，在江浙一带住持过八处寺院。关于他的言行，有智操等编的《百愚斯禅师语录》20卷，另有诗集《蔓堂集》4卷，方拱乾编选。

日本制定了《诸宗寺院法度》。

公元1666年

憨璞性聪卒，年五十七。自顺治六年（1649）开始，性聪在浙江住持多处寺院。顺治十三年（1656）应北京士绅和僧侣之请北上京城，住城南海会寺。次年，世祖到寺见性聪，请住万善殿。世祖通过与其交谈，了解江南禅宗情况。顺治十六年（1659）的《敕书》称其“戒律清严，规模淳朴”。

破山海明卒，年七十。自崇祯六年（1633）开始，30余年间海明一直传禅于巴蜀地区，前后住持大小寺院15处，在佛教界和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前后剃度弟子印开等凡百余人，嗣法弟子87人。

大成卒，年五十八。明亡后大成于南岳出家，曾参博山能仁禅寺智誾，后到金陵天界寺投道盛，三年后获印可。顺治四年住持金陵栖霞寺，顺治十年（1653），率众修复建昌祖庭，竣工后任住持。弟子有楚云、兴沛等。

公元1667年

礼部统计，各省属于国家的大寺院6073处、小寺院6409处、民间私家建造的大寺院8458处、小寺院58682处，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

水月禅师返回越南，住在任安山望老寺。他对越南禅宗特别是北朝曹洞宗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1669年

德川幕府正式宣布取缔日莲宗中的“不受不施”派。

公元1671年

大智卒，年六十一。大智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明亡后于梧州（今属广西）云盖寺出家。清顺治十年（1653），到南京天界寺求学于道盛，受具足戒。先后执掌新城天峰禅寺、廪山寺、寿昌寺、南谷寺，金溪（今江西金溪县）疏山寺，南城县（今江西）资圣寺、青原山净居禅寺等。教导学僧弘扬禅与教，皆应释儒互济，以中和为本。法嗣主要有兴斧、兴贤、兴盅等。

日本铁眼道光以明《嘉兴藏》为底本开刻大藏经，于天和元年（1681），历时十年完成。这种大藏经被称为《黄檗藏》（黄檗版大藏经）。

公元1672年

元洁净莹卒，年六十一。自顺治十一年（1654）开始，净莹先后住持蒲圻之延寿寺、玉崖之上方、匡之凌霄、吴兴弁山、维扬平山、宁州云岩、澧州药山、越州云门、台之护国9处寺院。作《传灯世谱》，得到余大成等人的支持。

西方第一位巴利语研究者法国人拉诺编撰了一部巴利语与泰语的文法和辞典，不过现在已经佚失。

公元1673年

隐元隆琦卒，年八十二。隆琦曾应请住持黄檗山万福禅寺、崇德县福岩禅地、长乐龙泉禅寺等。顺治十一年（1654），应日本长崎僧人之请，赴日本传禅弘教，卒于日本。

画僧髡残卒，年六十二。其本姓刘，出家后名髡残，号石溪、白秃，石道人、电住道人、残道者等，湖广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曹洞宗觉浪道盛禅师弟子，并奉师命住持祖堂幽栖寺。髡残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山水画主要继承元四家传统，尤其得力于王蒙、黄公望，存世代表作有《报恩寺图》《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和《雨洗山根图》等。

马来西亚马六甲青云亭建成。这是最早的华人庙宇，主要供奉观音。

公元1674年

清王朝建立了与行政建制相配套的覆盖全国的僧道官机构。京城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经礼部考选，然后由吏部委任。地方上是府设僧纲、州设僧正、县设僧会。

朝廷规定：京城内外的寺院、庵庙不许容留无度牒的僧人和闲杂人等居住。

道忞卒，年七十九。其先后住持天童寺、慈溪五磊山、越州云门寺、台州广润寺、越州大能仁禅寺、湖州道场山护圣万寿寺、青州法庆寺等。顺治十六年九月应诏入京，住万善殿。顺治十七年四月下《敕书》，谓道忞“堪主法门之席，允称禅众之尊”，赐“弘觉禅师”号。自谓世祖与其“谊同师友，礼越君臣”。晚年隐栖于会稽化鹿山。

公元1675年

奏准：“官员该管地方有愚民自称为佛，不能查缉者，降二级调用；或不能禁止邪教，以至聚众、张旗、鸣锣者，降一级调用。如给予此辈执照，告示者革职，该管上官降一级调用，督抚罚俸一年。如愚民创建淫祠，不能查禁反给告示者，罚俸一年。”

玉林通琇卒，年六十二。通琇曾两次进京，受到清王朝的褒奖，受“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号。晚年住持过浙江的西天目山和江苏宜兴的国山。嗣法弟子29人，其中茆溪行森也曾得到清世祖的召见。

天溪受登卒，年六十九。受登曾住杭州天溪大觉寺弘扬天台教义，前后约30余年。著有《药师三昧行法》1卷。

德格土司在其领地白玉南杰孜组建一座正规僧院，命名“白玉南杰强曲林寺”，简称“白玉寺”。

公元1676年

康熙帝规定对于那些不领度牒的僧人、私度的僧人，处罚是杖八十，令其还俗为民。僧人使用作废的度牒，要责打四十板。对负责的僧官要“革职还俗”。

德达林巴在前藏扎囊地方创建正规寺院，命名“邬金敏珠林”寺。

缅甸佛教开始用光漆刊印三藏，即先用漆水涂在纸上，然后书写文字，再涂刷金粉，装订成有丝纹的经书。

公元1677年

康熙帝规定，京城内的寺庙不许设教聚会、男女混杂，禁止搭台演戏、举行酬神赛会。僧录司及负责的僧官要不时亲自稽查，发现有违反禁令的人，执送到礼部，将参与者和寺庙的住持一并治罪。如果僧官包庇、纵容，由礼部参处。

康熙帝上谕：“僧人的奏疏及其所译的清文、所奉谕旨的底稿，都由皇上亲自监督焚毁。”

噶丹嘉措卒，年七十一。其嗣法弟子寻访转世灵童，建立了夏日藏活佛世系，追认噶丹嘉措为第一世夏日藏活佛。

清朝僧人元韶到越南平定省，建十塔弥陀寺。他大力弘扬临济禅，创立元韶派。

公元1679年

读体卒，年七十九。读体住持宝华山30余年，律学著作有《毗尼止持会集》《毗尼作持续释》《传戒正范》等。得法弟子68人，大多数弘律传戒于各地。

公元1680年

今释卒，年六十七。自号舵石翁，法名初为性因，俗名金堡，字道隐、澹归。《徧行堂集》是其主要作品之一，包含为明朝死节忠臣立传、弘扬汉人民族气节等内容。

公元1681年

第五世达赖喇嘛派遣门下高僧筹建“甘丹松赞林寺”竣工。

今无卒，年四十九。今无，番禺人，俗姓万，16岁随函罡出家，22岁到千山参访函可，三年后返广州，从康熙元年（1662年）继住广州海幢寺，习禅者“动数千指”，“开戒一十三年，所度缁白徒众一千七百余人”。今无也曾游江南，广交士大夫。

公元1682年

行策卒，年五十五。行策字截流，俗姓蒋，江苏宜兴人，23岁在武林理安寺从箬庵通问出家，从学五年，又随钱塘樵石法师学习天台教义，并且共同修习法华三昧。康熙二年（1663），行策到杭州法华山结莲柎庵，专门修习净土。康熙九年（1670），居住常熟普仁院，创办莲社。行策在弘扬净土法门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制定七日念佛的实践方法，开创了清代僧俗界实践净土信仰的一种新形式。行策的著作有《金刚经疏记会编》10卷、《宝镜三昧本义》1卷、《劝发真信文》《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楞严经势至圆通章》等。

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

公元1683年

铁舟行海卒，年七十五。行海以金山江天寺为主要基地，创建寺院，使该寺成为著名寺院。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在北京嵩祝寺开始刊刻。

公元1685年

天然函罡卒，年七十六。从崇祯十五年（1642）开始，函罡先后在海云寺、庐山栖贤寺、罗浮山华首台、广州海幢寺、丹霞山别传寺、庐山归宗寺、金陵报恩寺等8处寺院传教。其皈依者多为明末遗民，不少是全家离俗。传法弟子中知名者有数十人，多数弘教于粤赣地区。

晓庵行昱卒，年八十一。行昱在南涧参学于通问，成为其嗣法弟子。自顺治六年起，先后住持武功山灵溪、南涧两地寺院。顺治十二年（1655）之后，创建浏阳黄昙寺院。

白玛仁增始建宁玛派大僧院，命名“邬金桑丹曲林”寺，弘传以“康卓宁提”为主的大圆满法。

公元1686年

康熙二十五年令：凡僧、尼有杀其受业师的即处斩，从犯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

康熙帝在宫中设立正殿念经处，专管宫中佛教，包括佛像制造。

章嘉活佛随上师阿旺洛哲嘉措一同前往漠北蒙古地区，劝解札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之间纠纷，并取得成效。

一艘葡萄牙船在南非好望角触礁。船上有3名泰国僧人。他们是暹罗国王派往欧洲的使节。四个月后，路过此地的一艘船搭载他们到了欧洲。这是僧人首次登上非洲大陆。

公元1687年

章嘉活佛随师进京具奏，受到康熙帝嘉奖。

公元1688年

为霖道霈卒，年七十四。道霈住持鼓山禅寺14年，座下从学徒众达到5000人。其一生著述多，涉及法门广，对包括天台在内的各派典籍均取严谨的修学态度，并提倡僧众认真研习。讲解、注疏经教和刊刻流通佛籍，是其传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法弟子是惟静道安。

章嘉活佛返回故里，担任郭隆寺第二十届法台。

哲布尊丹巴率领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归清。

公元1689年

嘉木样·阿旺尊智所撰《宗义广论》问世。

公元1691年

奏准：“凡官员该管地方，有奸民自称为神为佛，传布符水、经版、煽惑愚民，以致聚众、敛钱、张旗、鸣锣者，降三级调用；该管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月。”

公元1693年

康熙帝封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地方立为库伦，广演格鲁派教法。

康熙帝召章嘉活佛进京，驻锡法渊寺，封为札萨克达喇嘛，成为京师喇嘛中最高职衔，具体承办理藩院交办的有关藏传佛教事务。

丈雪通醉卒，年八十四。通醉曾在贵州、陕西、浙江、四川等地住持过多处寺院，特别是在成都昭觉寺时，吸引了各地不少参禅者。关于他的言行，其弟子彻纲等编有《昭觉丈雪醉禅师语录》10卷。他的另一弟子月幢彻了在云南昆明和贵州安顺一带传禅，是通醉门下影响最大的人物。还有一个弟子懒石觉聆（1616—1694），在云南府商山禅院弘禅。

公元1695年

清朝僧人石镰应越南阮福周的邀请到顺化禅林寺给3000多名戒子授戒，其中阮福周和朝臣都参加受在家菩萨戒，他跟兴莲国师创建南朝曹洞宗。

公元1697年

第二世章嘉活佛奉命赴藏，向第六世达赖喇嘛代送金册金印，并参加坐床典礼。

公元1698年

石濂大汕卒，年七十九。顺治年间，大汕入住广州长寿寺，康熙初年，受请到越南弘法。一年后归国，著《海外纪事》3卷。擅长绘画，尤以山水花卉著名。传法弟子有道存等。

清朝政府正式敕封哲布尊丹巴为喀尔喀部大喇嘛。

公元1700年

山西道御史戈源所奏：“查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无度牒者，已有三十四万余人。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数百万众。”

定庵德基卒，年六十七。德基长住宝华山，一生重视戒律研究和实践。著作有《毗尼关要》《羯磨会释》《比丘尼律本会义》《宝华山志》等。弟子有松隐真义等38名。

公元1701年

康熙帝命在多伦诺尔建造汇宗寺，派遣第二世章嘉活佛担任“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职位，始确立他总领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职权。

公元1703年

幕府颁布了《曹洞宗嗣法条例》。

约1705年

僧人画家朱耷卒，约八十岁。朱耷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后裔。后改信道教。60岁时，朱耷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传世代表作品有《水木清华图》《荷花水鸟图》《孔雀竹石图》《孤禽图》《眠鸭图》《猫石杂卉图》《荷塘戏禽图卷》《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等。朱耷对画坛影响深远，清代的“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公元1707年

僧人画家石涛卒，年六十六。石涛为明靖王赞仪十世孙，出家后，更名原济、又作元济，号石涛，又号苦瓜和尚、清湘道人、大涤子、零丁老人等。石涛一生经历曲折复杂，但出家为僧的经历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传世作品很多，代表性的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山林乐事图》《清湘书画稿卷》《采石图》《庐山游览图》《细雨虬松图》等。

公元1708年

哲蚌寺郭芒扎仓高僧嘉木样·阿旺尊智在桑曲河流域始建拉卜楞寺。

约在此年，缅甸佛教因“着衣”问题有不同意见，形成对立的两派：一称“偏袒派”，另一称“被覆派”。两派论争的时间竟达75年之久。

公元1710年

清廷册封拉藏汗拥立的益西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第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邀请拉卜楞寺第一世嘉木样活佛阿旺尊智在郭隆寺建立密宗学院，郭隆寺遂形成为格鲁派显密兼容之大型寺院。

公元1711年

清朝政府在京城专门给章嘉活佛建造一座寺院；翌年，康熙帝亲书寺额“嵩祝寺”。

朝廷规定：直隶各省不许创建寺庙。僧官要不时稽查，写下保证书呈报地方官。如果故意违反规定，引起事端，依照法律治罪。

蒙古和硕特部拉藏汗颁发将小昭寺及其所属经堂等永远归属上密院的文书。小昭寺逐渐成为上密宗院的中心寺院。

公元1712年

100名蒙古喇嘛和50名西藏喇嘛来到俄国外贝加尔湖地区传教。

公元1713年

康熙帝派遣钦差赴藏，照达赖喇嘛之例，封第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

公元1715年

越南香海禅师卒，年八十七。他对北朝禅宗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住持的禅净院成为当时南朝的佛教中心。到北朝后，重修扩大月堂寺，成为北朝的佛教中心。他的弟子整理他的语录成《香海禅师语录》。

公元1717年

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突袭西藏，拉藏汗遭杀害，西藏政局又发生巨变。

公元1718年

准噶尔军队入侵西藏，多杰扎寺被焚毁，第四世仁增钦摩活佛遇害。多杰扎寺后又得以重建，规模虽不及从前，但依然维持伏藏北传系祖庭地位。

公元1720年

清朝大军迅速驱逐了扰藏的准噶尔军队。封康区理塘出世之呼毕勒罕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后改称第七世达赖喇嘛。

公元1721年

清朝政府废除独揽西藏地方政权的第巴（司）长官职位，设立数位噶伦官职，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佛庵书玉卒，年七十七。书玉住持杭州昭庆寺38年，使其成为稳定的弘律传戒中心，各地僧俗来此受戒者达万余人。著有《梵网经菩萨戒初津》《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沙弥律仪要略述义》《二部僧授戒仪式》《羯磨仪式》等。

卓尼版藏文《大藏经》在安多卓尼寺开始刻印。

公元1724年

年羹尧在平息青海罗布藏丹津之乱中焚毁郭隆寺、赛柯寺等多座格鲁派寺院；同时，杀害郭隆寺僧众6000余人，使郭隆寺遭遇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毁灭性灾难。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续刻《丹珠尔》。

赛柯寺、却藏寺因牵连罗布藏丹津事件被毁。

公元1726年

越南真源禅师卒，年八十，黎裕宗命在琼林寺和龙洞寺建寂光塔。真源是复兴竹林禅派的中心人物。

公元1727年

第十二代德格土司却杰·丹巴泽仁邀请噶玛噶举派第八世司徒活佛却吉琼奈主持建造一座噶举派大僧院，命名“八邦寺”，成为德格土司五大家庙之一和历代司徒活佛驻锡地。

公元1728年

柏亭续法卒，年八十八。在杭州一带弘《华严》50多年，弟子有培丰、慈裔、正中、天怀等20余人。著述20余种，约达600卷。

清廷在西藏设驻藏大臣。

公元1729年

雍正帝规定：游方僧人由僧官管辖。僧纲要按季节将寺庙中僧人的情况造册，汇报地方官。如果有游方僧人及形迹可疑、为匪不法的人，僧官要禀告地方官稽查、驱逐。

第十二代德格土司·却杰丹巴泽仁始建德格印经院。

清廷向第二世敏珠尔活佛赐予大量金银，命他重建赛柯寺；同时，雍正帝赐寺额“广惠寺”。

公元1730年

觉囊派建立藏瓦寺。

德格版藏文《大藏经》在康区德格印经院（今四川甘孜德格县）开始刻印。纳塘新版《大藏经》《甘珠尔》部完成。纳塘新版《大藏经》以其刻工精湛、校勘优良，被誉为最佳版本。

公元1732年

雍正帝敕令重建郭隆寺，赐额“佑宁寺”。

泰国国王长子达摩提出家，他写出了两本佛教著作或诗集，一本名《华蔓词》，描述历游天上与地狱的情形；另一本名《难陀优波难陀（龙王）经词》。

公元1733年

雍正认为禅学弊端太多，禅僧腐败严重，以维护佛教和禅宗的名义，对禅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和整顿，有关内容集中反映在他编著的《御制拣魔辨异录》和《御选语录》中。

内阁奉上谕：赐玉琳通琇、茆溪行森的法孙明慧紫衣，并封“悟修禅师”号。

敕令重建却藏寺，并赐名“广济寺”。

越南如澄禅师卒，年三十八。如澄在河内创建莲宗派，此派影响很大，成为竹林禅派的后身。

缅甸僧人智愿著《摄阿毗达摩义论要解》，并为学僧讲授。他还译巴利语字典《名义灯》为缅甸文。

公元1734年

实贤卒，年四十九。实贤俗姓时，字思齐，号省庵，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儒学世家。15岁出家，参究“念佛是谁”的话头。24岁受具足戒。他曾长期跟随绍昙学习天台和唯识教理。曾在[image: ]山阿育王寺、杭州迁林寺等处讲经十余年，晚年在杭州梵天寺结“妙莲法会”，指导僧俗专修净业。著《劝发菩提心文》《净土诗》108首，《西方发愿文注》《续往生传》《涅槃忏》等。彭际清辑有《省庵禅师语录》2卷。净土信仰者尊他为莲宗第九祖。

第二世夏日藏阿旺·赤列嘉措在隆务寺创建密宗学院。

雍正帝按旧例正式册封章嘉活佛若贝多杰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

第三世章嘉活佛奉命与果亲王允礼一起前往康区泰宁慧远寺，看望第七世达赖喇嘛。

越南《御制禅典统要继灯录》刻印。

公元1735年

苏州巡抚高其倬奏报，据查，江苏的灵谷寺、崇报寺、圣恩寺、白马寺、翠岩寺、北寺、瑞光寺、开元寺、宁邦寺、拈花寺、宝云寺、清凉寺、宝轮寺、天宁寺、北来寺和上方寺都是法藏一派僧人的开堂之所。这些寺院立即撤除钟板，不许说法，并且削去支派，永远不许复入祖庭。高其倬又会同海保商量，选择天童系的其他支派承接。此外，圣恩寺和白马寺查出《三峰语录》及书版。翠岩寺和清凉寺查出了《五宗救》，这些书立即被销毁。

乾隆帝发布上谕：从前法会中的僧人有先帝赏赐的御书及朱批等件的，不论字数多寡，都要恭缴，不许私藏。如果有赏赐的字迹，也按照规定“缴进”。

乾隆帝令总理事务庄亲王、果亲王等寄上谕给各省督抚，查禁《北游集》《侍香纪略》《帝王明道录》等僧人著作。

公元1736年

《萨迦五祖全集》刻印完成。

第三世章嘉活佛朝见新继位的乾隆皇帝，禀报西藏政教事务。乾隆帝立即命他掌管京师寺院和喇嘛，赏赐“札萨克达喇嘛”印一枚，成为京城掌印喇嘛。

公元1737年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首次进京觐见乾隆皇帝，受到清廷隆重而高规格的接待。

宫中将《甘珠尔》和《丹珠尔》重新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完成，史称乾隆修补版，又因刻于北京，称“北京版藏文《大藏经》”。

德格版藏文《大藏经》刻印完成。

越南郑江在琼林寺造大佛像，并命朝廷大臣轮流到琼林寺拜佛求“国泰民安”。

公元1738年

乾隆帝规定：僧人如果不到40岁而招收徒弟，或者招收的徒弟不只1人，依照违令律笞责。僧官包庇的同罪。

公元1739年

乾隆帝议准：民间独子不允许出家，僧官有义务严查。僧官如果没有查出，革职。

公元1740年

清廷封西藏贝勒颇罗鼐为郡王。

公元1741年

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贝多杰和噶勒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洛桑·丹贝尼玛奉乾隆帝之命，开始将藏文《丹珠尔》部译成蒙文。1749年完成。

沙俄布里亚特首座寺庙——宗果尔扎仓建成。

沙俄女皇伊丽莎白·彼德罗夫娜下诏正式承认“喇嘛教信仰”。喇嘛被列为特殊阶层，享有免除赋税的权利。

公元1742年

纳塘新版《大藏经》《丹珠尔》部完成。

工布查布将《佛说造像量度经》译成汉文。为了进一步规范佛像，工布查布还撰述了《造像量度经引》《佛说造像量度经解》《造像量度经续补》3篇重要著作。

越南了观禅师卒，年六十六。他在南朝将临济宗发扬光大，并创立了了观派。

公元1744年

乾隆帝命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

公元1747年

拉萨密宗下院高僧俄然巴·阿旺扎西在夏琼寺筹建密宗学院。

章嘉·若贝多杰开始撰写《章嘉宗义学》。

公元1750年

英国人帕莱·蒂芬德勒（Padre Tieffenthaler）在德里发现了德里-麦卢特（Delhi-Meerut）石柱及上面残缺的文字。同年，他又发现了位于阿拉哈巴德的阿拉哈巴德—[image: ]赏弥石柱（Allahabad-Kosam）。

斯里兰卡国王遣使抵达泰国大城，礼请泰国僧团前往斯里兰卡传授戒法。泰王命令组成一个僧团，由优波离上座领导前往，为斯里兰卡僧人传授戒法，复兴了斯里兰卡的僧伽系统。此派后来发展迅速，因由泰国传入，就被称为“暹罗宗”（Syama-vamsa，Siam School），发展至今已成为斯里兰卡僧人最多的一个宗派。

公元1751年

清朝政府废除郡王掌权制度，授权第七世达赖喇嘛亲政，正式建立噶厦政府，内设四噶伦职位，共同操持西藏政教事务。

朝廷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公元1753年

乾隆帝覆准：僧纲专门负责管理僧人，如果其管区内有为匪不法之徒，就应该随时稽查、举报。如果坐视不理、包庇隐匿，一经发现，将僧纲“严提究审”。如果僧纲纵容、包庇逆犯，则依照“知情故纵逆犯本律”，区别已遂或未遂，进行量刑、处罚。僧纲即使疏于稽查，并没有包庇逆犯，也要被追究平时约束不严的责任，“坐以不应重律”，杖八十。

公元1754年

朝廷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

第七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创建僧官学校。

公元1757年

七世达赖圆寂，年五十。乾隆皇帝任命第六世第穆活佛为西藏摄政王。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摄政王。

公元1759年

敕和硕庄亲王允禄选择通习梵音之人，详译全藏经中诸咒，编为《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

公元1763年

第二世嘉木样活佛在拉卜楞寺仿后藏扎什伦布寺创建时轮学院，始研习时轮金刚及天文历算等。

缅甸孟驳王即位。在位期间封旃陀婆罗（Candovara）为国师，建国誉无比寺（Bhumikiti-atula）供养国师。

公元1764年

沙俄政府授予丹巴·多尔日·扎雅耶夫为“班智达堪布喇嘛”，负责管理贝加尔湖以南的所有喇嘛。

公元1765年

文海福聚卒，年八十。雍正十二年（1734年）奉诏进北京，住持法源寺（原悯忠寺），并奉敕开戒坛，为法源寺第一代律师。住持宝华山30年，受戒学徒据说超过10万人。其著名弟子住持南北各处寺院的有20余位。他著有《南山宗统》《瑜伽补注》《瑜伽施食仪观》等。

乾隆帝谕旨班禅额尔德尼担任第八世达赖喇嘛经师。

公元1767年

丁观鹏完成其代表作《法界源流图》。

清廷册封第三世夏日藏活佛为“隆务呼图克图宏修妙悟国师”，并赐印鉴，确认他在该地区的政教领袖地位。

公元1770年

澄光寺发生火灾，所藏《华严经》80卷版全部化为乌有。尚彦发愿，雕成新版，藏于灵觉寺旁所建之新阁。

公元1773年

敕以满文翻译藏经，至乾隆五十五年告成，计2466卷。

乾隆帝降旨，特开清字经馆，翻译刊刻满文《大藏经》。

在将蒙古文、汉文《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过程中，乾隆帝禁止僧人以《续藏经》的名目编辑、整理语录。

第三世夏日藏根敦·赤列热杰在隆务寺创建时轮学院，专门研习时轮金刚及天文历算。至此，隆务寺初具格鲁派显密兼容之大型寺院规格和规模。

嘉木样·贡却晋美旺波在《宗义广论》基础上，编撰完成《宗义宝鬘论》一书。

公元1774年

乾隆帝同意永远停止发放度牒。至此，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汉传佛教度牒制度彻底废除。

日本两本愿寺、专修寺、佛光寺等真宗大寺院经过合议后，向幕府申请正式使用“真宗”的名称。

公元1775年

乾隆帝对军机大臣等发出上谕：“朕检查各省上缴应毁的书内有《千山和尚诗本》，该书‘语多狂悖’，自然应该查缴、销毁。盛京工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富察善随后奏请，将双峰寺所建的碑塔全部拆毁，《盛京通志》内记载的函可事迹逐一删除，《千山诗集》和《千山剩人和尚语录》等亦被列入禁毁书目。”

乾隆帝在各省上缴的应毁书籍中发现了《徧行堂集》，随即下令予以彻查禁毁。

公元1777年

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慈臣担任第二任摄政王。

公元1780年

彭际清著《一乘决疑论》，倡导儒释融合。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至热河庆祝乾隆帝七十寿辰。乾隆帝敕谕仿照后藏扎什伦布寺形制，特建须弥福寿寺，作为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热河的行宫。

公元1781年

乾隆帝封第八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统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

公元1782年

达天通理卒，年八十二。雍正十一年（1735）通理奉旨进入圆明园校勘藏经，对《宗镜录》比较重视。乾隆十八年（1753）奉命管理僧录司印务。曾被称为“清代中兴贤首一人”。

公元1783年

彭际清著《华严念佛三昧论》，运用华严学弘扬净土信仰。

关于着衣问题，缅甸国王命全国比丘沙弥，应依被覆派实行。偏袒派此后逐渐衰微，甚至无存。

公元1784年

1月15日，英国人威廉·琼斯召集30名英国管理者成立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学会出版会刊——《亚细亚研究》。著名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在第1期《亚细亚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佛教的论文——《马维普兰的雕刻和遗迹》。第1期《亚细亚研究》大获成功。700册送到了英国，其余的送到了美国。

劳瑞耶—阿拉拉贾（Lauriya-Araraj）石柱被发现。

公元1785年

鲍列（Captain Polier）上尉在德里弗劳萨·考特拉（Ferozshah Kotla）发现了德里—托普拉（Delhi-Topra）石柱，并把上面的文字拓片寄给威廉·琼斯。

公元1788年

第二世嘉木样活佛仿照扎什伦布寺弥勒殿，在拉卜楞寺建造大金瓦殿，内供大型弥勒佛像，成为该寺标志性建筑。

朝鲜李朝正祖为海南大芚寺沙门天默等所立的休静祠书写了匾额“表忠”二字，后又遣礼官前往祭祀。

缅甸若那毗沙陀阇（Nanabhisasa-nadhaja）受封为僧王。他著有《导论新疏》《长部疏》以及其他多种经论注疏。他任僧王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促成国王派遣僧人去斯里兰卡，同时带去巴利文献，传“阿摩罗补罗僧派”（Amarapura-niaya）至斯里兰卡。

泰国佛教召开僧伽长老会议，僧王任主席，决定在大舍利寺（Wat Mahadhatu，为王弟所建）整理结集三藏，费时5月完成。参加长老及上座比丘218位，另有在家居士学者32人。已经结集完成的三藏，为作永久保存，全部用贝叶印制，加贴金粉。此三藏共有354札、分律藏80札、经藏160札、论藏61札、声明差别等53札，共贝叶3686束。又编印其他藏经及注释，分送各地佛寺，供比丘们研读。从此研究佛法风气盛行。

公元1789年

功德林第八世达察活佛担任西藏摄政王。

公元1790年

满文《大藏经》全部完成。

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曲珠嘉措勾结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日喀则地区，将扎什伦布寺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

公元1791年

清军进藏击溃廓尔喀侵略军，曲珠嘉措畏罪自杀。乾隆皇帝下令今后禁止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转世，并勒令羊八井寺等红帽系寺院及其僧侣改宗格鲁派。从此，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在藏族地区逐渐淡出。

公元1792年

乾隆帝参照选任文武官员时抽签确定其任职地点的办法，并借驱逐侵藏廓尔喀军队及整顿西藏政务之机，谕旨设立金瓶掣签制。

公元1793年

清朝政府颁布《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区的寺庙和喇嘛都受清廷理藩院管理。

公元1794年

4月27日，英国人威廉·琼斯在加尔各答去世。琼斯著作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科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奏响了佛教向西方传播的序曲。

公元1796年

彭际清卒，年五十七。其早年从道士习修炼之术，后信仰佛教。受“明末四大高僧”思想影响，倡三教融合、佛教内部各派融合，并且以净土信仰为归宿。代表著作有《居士传》等。

朝鲜正祖命造《佛说大报父母恩重经》，分木、铁、石三种版本，由领议政蔡济恭书写，藏于龙珠寺。

仁岳禅师卒，年五十一。他主张儒佛会通，开创了岭南流派。现存著作有《华严私记》和《仁岳集》。

公元1799年

莲潭卒，年六十。其主张儒佛会通，著有《起信蛇足》《金刚虾目》《圆觉私记》《楞严私记》《玄谈私记》《大教遗忘记》《诸经会要》《拈颂着柄》《林下录诗》等。

公元1801年

詹姆士·赫瑞（James Hoare）上尉在孟加拉亚细亚协会的会刊《亚细亚研究》上刊出德里—托普拉石柱铭文的图片，引起学界的关注。

公元1802年

阿玛拉浦拉派（又称缅族派）由上缅甸传入斯里兰卡，现为斯里兰卡第二大佛教宗派。

公元1808年

泰国自素可泰迎请座广六米高的巨佛，至曼谷王城中心新建的善见寺供奉。

公元1810年

彻悟际醒卒，年七十。其先后住持广通寺、觉生寺和红螺山资福寺，接受永明延寿的影响，从以弘扬禅法为主转向以弘扬净土为主，被后世奉为莲宗第十二代祖师。

一批中国劳工到巴西短期务工，将佛教传入巴西。

公元1814年

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在欧洲学术界首次设立梵文研究专业。德·谢齐成为欧洲梵文研究的第一人。

公元1815年

越南明命帝重修天姥寺。

公元1818年

波昂大学的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教授第一个在德国开设梵文和印度学研究课程。从此，德国许多大学相继设立了印度学方面的课程，开始从事相关研究。

公元1819年

性海觉远卒，年六十九。觉远未出家之前就热衷于学习《华严》《法华》等多种经典，40岁才受具足戒。后投曹洞宗禅师焦山借庵门下习禅，成为其弟子。此后在随觉源学习的众多弟子中，有数十人住持名山寺院，但是他从未做过住持，只是常年应请为各地僧俗信徒讲演。著有《普明观法》1卷、《宗镜目录》2卷、《毕竟毗尼》2卷、《出世上上禅》1卷等。借庵禅师把他的遗稿刻刊，题为《拾遗集》1卷。

第四世章嘉活佛晋升札萨克掌印大喇嘛，全权管理京城藏传佛教事务。

一队正在巡逻的英国士兵意外发现了阿旃陀石窟，引起轰动，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此后，在西印度的诸多地区，又发现了不同形式与风格的石窟，如埃劳拉（Ellora）、纳什迦（Nasik）、卡尔勒（Karle）、帕贾（Bhaja）、朱那尔（Junnar）等。

公元1822年

在布达拉宫三界殊胜殿主持金瓶掣签仪式，康区理塘地方出世之灵童中签，成为首次通过金瓶掣签选定的达赖喇嘛，即第十世达赖喇嘛慈臣嘉措。

詹姆士·都德上校（Major James Todd）在古吉拉特的吉那尔（Girnar）首次发现岩刻铭文。

沙俄通过《东西伯利亚异族人管理章程》，强迫佛教徒改信基督教的情况被禁止，喇嘛的人数急剧增加。

公元1824年

英国传教士本杰明·克拉夫（Benjamin Clough）出版《简明巴利语文法——附丰富词汇》（A Compendious Pali Grammar with a Copious Vocabulary in the Same Language，Colombo 1824）一书，首次在英语世界用Pali一词。

公元1826年

西方第一位系统、科学地研究佛教，被称为欧洲佛教研究之父的法国学者尤金·布诺夫（E. Burnouf，1801—1852）与德国学者拉森（Christian Lassen）合著《试论印度半岛恒河流域之圣言巴利语》一文，使巴利文及巴利文记载的佛教圣典开始引起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

公元1829年

泰国国王之弟摩诃蒙骨，法号金刚智（Vajiranana），为了改革佛教、提倡严格戒律，创立“法宗派”（Dhammayutika nikaya），而原有的多数僧团被称为“大宗派”（Mahanikaya），至此泰国僧团分成两派，流传至今。

公元1830年

豁然悟开卒。悟开曾住荆南显亲寺和苏州灵岩山宝藏寺，精通多种经论，以倡导净土信仰为主。著作有《莲宗九祖传略》《净土知津》《念佛百问》各1卷。

越南明命帝诏全国五十位高僧回京城（顺化）赐戒刀和度牒。

公元1832年

法国人布诺夫从德·谢齐手中接过梵文研究的接力棒。布诺夫精通梵文和巴利文，语言天赋极高，这使得他成为西方佛学研究的理想人选，而他在这个研究领域所创立的思想模式从此成为欧洲佛学观念的模式。

公元1833年

爱默生回到美国，开始全面介绍自己的超验主义理论，从而成为超验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

公元1834年

阿拉哈巴德的石柱铭文复件由陆军少尉T.S.博特（T.S.Burt）在孟加拉国亚细学会杂志上刊出。两年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沙巴尕黑（Shahbazgarhi）岩石铭文由法国官员科尔特（M.A.Court）发现，其时他正服务于锡克教的拉吉·辛大王（Maharaja Ranjit Singh）王国。到1836年，大量的岩石与石柱铭文在印度各地被发现。

公元1837年

7月，普林塞刊出了7种石柱铭文的传真照片、语音转写，以及英文翻译。在这些铭文的开始，都有这样一句话：“为上天所喜爱的Piyadasi王如是言曰。”（Devanampriya Piyadasi）

康宁汉姆在贝拿勒斯城外发现鹿野苑。

杨文会出生，号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县）人。

乔治·特诺尔（George Turnour）以英文翻译并出版了斯里兰卡编年史《大史》（Mahavamsa）。原书有一百章，出自多人之手，乔治仅翻译了前三十八章。此书的出版不仅帮助普林塞翻译出阿育王碑铭，且对巴利文系佛教历史的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后来巴利文经典学会的创始人里斯·戴维斯即把此书视为“所有巴利学问之基础”。

公元1838年

詹姆士·普林塞解读并出版了诸多岩石铭文，这些铭文分别发现于吉尔那尔（Girnar）、普里（Puri Diss.）的多里（Dhauli）、奥立萨（Orissa）（1837，由列泰难特·奇多（Lieutenant Kittoe，发现）。阿育王铭刻文字的解读与阿育王身份的确认，为佛教在印度的复苏拉开了序幕。

公元1839年

斯里兰卡瓦拉那悉达他（Walanesidhartha）大长老创建“圣法塔学院”（Paramadharmacetiya Parivena）。

公元1840年

虚云出生，俗姓萧，初名古岩，字德清，别号幻游，原籍湖南湘乡，生于福建泉州。

公元1841年

在布达拉宫三界殊胜殿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康区噶达（泰宁）地方灵童中签，由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剃度授戒，取名凯珠嘉措；翌年，迎至布达拉宫坐床即位，后成为第十一世达赖喇嘛。

公元1842年

4月，奥地利人山多尔·科洛斯·乔玛病逝。乔玛是国际藏学研究的先驱，西方世界第一位藏学家。

公元1844年

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结勒切地方灵童中签，后成为第六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越南嗣德帝把顺化市的一些大寺住持封为僧纲。

布诺夫出版《印度佛教史导论》。该书详细阐述了印度佛教的历史、教义和经典，这是欧洲学者首次对佛教进行的系统性的科学研究。

公元1846年

第四世章嘉活佛圆寂后，其嗣法弟子在安多地区寻得前辈转世之候选灵童，上报理藩院，在京城雍和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华热地方（今甘肃省天祝县）出世灵童中签，后成为第五世章嘉活佛洛桑·土丹达杰。

缅甸般若殊多毗陀阇者（Pannajotabhidhaja）受封为僧王，他曾译《增支部》及《增支部注》为缅文。

公元1849年

斯里兰卡僧人悉达多在科伦坡城南数英里的拉特马拉那市创建斯里兰卡第一所现代僧伽学校。

美国第一座华人寺庙——“北溪庙”在加州北部的玛丽斯维尔（Marysville）建成。

公元1850年

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藏族尼玛之子中签，后成为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罗伯特·斯彭斯·哈迪出版了《东方的寺院制度》，详细叙述僧人的戒行、仪式及寺院生活、制度等，对僧传及佛经也提出了看法。哈迪在斯里兰卡生活了23年，精通巴利文和梵文，并深入研究佛教。

公元1851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对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寺庙进行了严重破坏。

泰国国王拉玛四世即位，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在上座部内出现了一个要求严格遵守戒律的派别，称为“正法派”，而把传统的佛教称为“大众派”，这两派在教理上没有重大差别，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宽严之别。

公元1852年

10月，布诺夫由梵文翻译成法语的《法华经》出版。这是第一部从梵文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佛学经典。

公元1853年

5月，沙俄政府颁布了两个法令——《关于东西伯利亚喇嘛教僧侣条例》和《东西伯利亚僧侣定员》，规定布里亚特的扎仓数量为34座，喇嘛人数为285名。

越南嗣德帝把土地赐给天姥、妙帝、灵佑、龙光、三台、应真、圣缘等寺。

泰国国王拉玛四世命令修建统大塔，在外层建造一大塔层罩着原有的古塔，此塔装修至拉玛六世时才完成，高约120米，圆径240米，为泰国最大的佛塔。

罗伯特·斯彭斯·哈迪出版了《佛教手册》。该书的学术性很强，并且使佛教在英国被更多的人了解。

公元1856年

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由驻藏大臣、摄政王、噶厦官员，以及拉萨三大寺代表和后藏扎什伦布寺札萨克喇嘛参加，后藏南木林宗托布加溪卡灵童中签，后成为第八世班禅额尔德尼。

来自广东省四邑地区的劳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南部建立了一座寺院，供奉的神涵盖了三教。他们的信仰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

公元1858年

月霞出生，名显珠，一名识悔，俗姓胡，湖北黄冈人。

谛闲出生，浙江黄岩人，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

在布达拉宫三界殊胜殿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前藏沃噶灵童中签，后成为第十二世达赖喇嘛。

公元1862年

印光出生，法名圣量，字印光，别号继庐行者、常惭愧僧。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陕西合阳（今合阳）县人。

此年，缅甸全国佛教共分为五个宗派，即阿罗汉派、郁多罗耆婆车波多派、尸婆利派、多摩陵陀派、阿难陀派。

中国南粤禅僧续行和尚南渡暹罗，在今曼谷耀华力路谷斗巷观音宫（后改为永福寺）宣讲大乘禅法，华人皈依者甚众，并受到曼谷王朝五世王朱拉隆功的赞赏和礼敬。

公元1863年

中国劳工将佛教传入新西兰。

公元1864年

悟和瑞安卒。瑞安常住北京怀柔红螺山，专修净土。曾游历南京、苏州、泰州、通州等地，向僧俗信众弘传净土信仰。

杨文会归信佛法。

贡珠·云丹嘉措编写完成巨著《诸乘总摄经教大宝藏三学善说论》，简称《知识总汇》，并在八邦寺印制木刻版问世。

拉曼达派（又称孟族派）由下缅甸传入斯里兰卡，是斯里兰卡佛教第三大宗派。

公元1865年

荷兰莱顿大学设立第一个梵文研究职位。这标志着佛教研究在荷兰真正开始。

公元1866年

杨文会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正式启动。

却藏寺再次毁于兵燹。

郭隆寺再次毁于兵燹，寺僧锐减。后由第六世土观活佛洛桑·旺秋嘉措奉命重建，寺僧虽逐步增至1000余人，但寺院已元气大伤，无法与昔日的盛况相比。

公元1868年

3月13日，日本刚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宣布“王政复古、诸事一新”，制定了“祭政一致”的基本国策，颁布了重新设立“神祇官”的命令，确立了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否定了佛教的官方地位。

3月17日，日本政府宣布“王政复古，旧弊一洗”，勒令在神社里担任别当和社僧的僧人或者还俗，或者辞去相应职务等待政府发落。

3月28日，日本政府又颁布了《神佛判然令》（《神佛分离令》）。

公元1869年

4月，日本各宗在东京增上寺会谈，推举鹈饲彻定为盟主，建立了诸宗会盟。会盟代表将佛教改革当务之急的事项概括为8条：“王法佛法不离之论、邪教研穷毁斥之论、自宗教书研核之论、三道鼎立练磨之论、自宗旧弊一洗之论、新规学校营缮之论、各宗人材登庸之论、诸州民间教谕之论。”

公元1870年

1月3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宣布大教诏》，宣称：“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在神祇官之下设立宣教师，负责“天下布教”。同年5月，皇宫里被供奉的佛像、佛具被移除。政府特别规定寺院不得再使用“门迹”等称号。

公元1871年

欧阳竟无出生，江西宜黄人，名渐，字镜湖，五十岁以后改为竟无，人称“宜黄大师”。

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选定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藏民贡却慈仁之子中签，后成为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阿兰卡拉佛学院在科伦坡附近的克兰尼亚市创立，有力地推动了斯里兰卡佛教发展。

受木户孝允委托，日本的岛地默雷创办《新闻杂志》。

缅甸敏东王召集2400位高僧，在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国王为护法人。这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详细考订校对圣典原文的同异，加以改正，经过5个月完成。更将结集三藏文字分别镌刻在729块方形大理石上，竖立在曼德勒山耻一座拘他陀塔寺（Kuthodaw）里，外护以45座佛塔围绕。

泰国曼谷龙莲寺建成。

康宁汉姆出版《古代印度地理》（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首次收集了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法令。

公元1872年

1月，西本愿寺派（本愿寺派）派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到欧洲考察西方宗教制度和现状。岛地和赤松后来成为明治时代佛教界的重要人物。

4月，明治政府颁布《自今僧侣肉食妻带蓄发可为胜手事》法令，准许僧人自由娶妻茹荤，在事实上废除了戒律。

5月，日本一些佛教宗派联合向政府请愿，表示愿意配合政府的皇民教化政策，请求设立相应的机构“大教院”，由佛教来承担相应工作。政府同意了佛教界的请求，指令在神道教至上的原则下，佛教开展相应配合工作。

9月，日本东本愿寺派（大谷派）的法嗣现如（大谷光莹）在石川舜台等人的陪同下赴欧洲考察，其后又访问了美国。石川是东本愿寺改革派的重镇，他回国后立刻在东本愿寺内部设立了翻译机构，系统介绍西方知识、培养人才。

京都各宗派联合创办了“京都疗病院”。

日本真宗正式正名。

公元1873年

1月，日本净土宗将增上寺大殿献给大教院。增上寺是前幕府将军德川家族的菩提寺，与德川幕府有特殊的密切关系。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佛教界上层向新政府效忠的表示。大殿献给大教院之后进行了全面改造，殿中须弥坛上供奉的阿弥陀佛被挪走，换成神道教信奉的天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产灵神、天照皇大神，殿内的供具也全部被换成神道样式。此后，在增上寺内，大殿旁边又兴建了天照大神的神殿，在寺院山门前还竖起了神社特有的鸟居。

6月8日，大教院举行了成立仪式。一些被任命为大教院负责人的高级僧侣身着袈裟，却采用神道教的仪式向天皇的祖先等神祇祭拜行礼。

7月，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本愿寺派）僧人岛地默雷撰写了《大教院分离建白书》，建议神佛分离、解散大教院。

7月，日本净土宗东本愿寺僧人小栗栖香顶来到中国上海，后经天津入北京，居龙泉寺，在此期间著成《护法论》一书，一年后回国。

斯里兰卡的摩诃提瓦特·昆阿奈达法师代表佛教，戴维·德·席尔瓦和F.S.西林曼尼代表基督教展开一场宗教大辩论，显示了佛教的殊胜与优势。同年，美国人匹布勒斯（J．M．Peebles）把这次宗教讨论的实录译成英文出版，在当时东西方宗教界产生强烈反响，这也成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的转折点。

维迪奥达亚佛学院在科伦坡成立。

公元1875年

1月，日本东西本愿寺、专修寺等真宗四派宣布脱离大教院。

4月，日本政府发布公告，允许各宗各派自由选择传教方式。

5月，日本大教院宣告解散。

7月，日本大内青峦组织成立“明教社”，发行会刊《明教新志》，试图调和佛教与自由民权思想和国家主义思想。

11月，奥尔科特、勃拉瓦茨基和威廉·Q.贾奇等人在纽约创立神智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神智学会逐渐成为一个集佛教、印度教和基督宗教神秘教义于一体的学术组织。

倓虚出生。其法号隆衔，俗名王福庭，河北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

日本宗派联盟向政府提交《诸宗寺院连名建白书》，提出“佛法国益”的说法，主张振兴佛教符合国家利益。

奥托·多恩内尔成为赫尔辛基大学首位梵文教授。他发起成立了芬兰国家博物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并且组织了赴东方的探险活动。这些探险家们的报告对西伯利亚南部和中亚的佛教情况有一些粗略的记载。

公元1876年

受东本愿寺派遣，小栗栖香顶以中国弘教使的身份与谷了然、河崎显成、仓谷哲僧、崖边贤超、日野顺正等六人赴上海，租屋建立“真宗东派本愿寺上海别院”，开始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揭开了近代日本佛教在中国“海外开教”的序幕。

在石川的选拔安排下，东本愿寺派派遣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二人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师从研究东方语言与宗教的大师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年）。学成回国后，笠原不幸早逝，南条则成为日本近现代佛教学的鼻祖。在缪勒的指导下，南条为日本政府赠予英属印度政府的黄檗版大藏经编写了英文目录，即《大明三藏圣教目录》。这部目录又被称为“南条目录”，在很长一个时期都被西方学者当作研究汉译大藏经的必备工具。此外，南条还与缪勒等人合作，先后修订、注释出版了《金刚般若经》《阿弥陀经》《法华经》《楞伽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重要佛教经典的梵文本，在早期佛教文献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877年

1月，日本政府宣布废除由神祇省改制而来的教部省，将相应的管理事务纳入内务省的社寺局，其后分设神社科和寺院科，事实上承认了佛教与神道教的平等地位。

日本政府通过教部省接连发布命令，准许民众在举行葬礼、选择墓地时根据自己的信仰自由选择宗教派别。而此前，政府已经明文承认神道教的葬礼仪式。这打破了江户时代“一家一寺”即一个家庭只能固定选择佛教的某宗派某寺院从事相应服务的规定。民众与佛教结成一对一依附关系的“檀家制度”遂告瓦解，对寺院经济造成很大冲击。

日本大谷派本原寺的奥村圆心开始在釜山传教。

公元1878年

杨文会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赴英、法二国，在伦敦结识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得知日本流传佛书甚多，其中中国早已佚失的佛教经论亦有很多。

日本各宗联合在东京设立了“福田会育儿院”，全国各地设立的育儿院、孤儿院达近30所。

中国移民开始在夏威夷修造第一座佛寺——观音庙。

C.普尼出版了《佛陀、孔子与老子》。这体现了意大利人试图对中国儒、释、道三教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公元1879年

英国人埃德温·阿诺德《亚洲之光》出版。《亚洲之光》取得了巨大成功，再版多次，不仅被翻译为法文、德文等欧洲语言，而且被译为梵文、印地语和孟加拉语，成为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经典作品。该书的出版标志着100多年前威廉·琼斯开创的东方文化研究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通过《亚洲之光》普通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佛陀的生平和他的教义。

公元1880年

大内青峦等人设立“训盲院”，是日本最早的盲人学校之一。

密特拉编著完成《比卡奈尔大王图书馆藏梵文写本目录》。

美国的勃拉瓦茨基夫人和奥尔科特上校访问斯里兰卡，并创立佛教神智学会（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旨在保存佛教传统，并通过建立佛教学校，推行佛化教育。这件事被视为斯里兰卡现代佛教复兴的发端。

美国陆军上校奥尔科特（Colonel Henry Steel Olcott）为了振兴斯里兰卡佛教，在科伦坡创立了“佛教神智学会”（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

公元1881年

来果出生，俗姓刘，名永理，字福庭，湖北黄冈人。

英国学者里斯·戴维斯于伦敦成立巴利文经典学会（The Pali Text Society），专门校订、翻译、出版南传佛教巴利语经典及相关的研究著作，后来发展成为巴利语系佛教经典与整理的核心组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佛教学术组织，巴利文经典学会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

赫曼·奥登伯格出版了其名著《佛陀：他的生平、教义和僧团》。该书批驳了法国学者辛纳关于“佛陀是神话人物”的观点，论证历史上确有佛陀其人，成为佛教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出版后，此书已经被翻译成8种语言，有107种版本。

公元1882年

佛教神智学会于南印度马德拉斯（Madras）成立本部，并陆续在亚洲、欧洲等地设立分会，所分布的国家多达60余国，颇受知识阶级的支持。后来，又有安妮·贝森特夫人（Annie Besant，1847—？）参与其会，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宣扬及印度佛教的复兴大有帮助。

密特拉完成《尼泊尔佛教梵语文献》（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此书的完成，开启了佛教梵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纪元，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公元1884年

8月，日本政府进一步废除了神佛教导职，将寺院的人事任命、内部管理等权力重新下放给各宗派。至此，佛教界基本争取回了自由传教、自我管理的权益。

韩清净出生，名克宗，字德清，法号清净，河北河间人。

南条文雄回国以后，被东京大学聘任为特别讲师，教授梵文，培养了日本最早的一批梵文学者，其中的佼佼者是高楠顺次郎（1866—1945）。高楠于1890年出国，在南条的推荐下也师从缪勒学习。高楠在英国留学期间即完成了《观无量寿经》的英译，编入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系列。其后他又整理了笠原研寿的遗稿，完成了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英译注释本。高楠其后又转往德国留学，师从著名学者奥登堡（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他在欧洲留学期间，还与当时著名的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èvi，1863—1935）、汉学家沙畹（Edovard Chavannes，1865—1918）等人建立了学术友谊。其后，列维与高楠合作编撰了法文佛教辞书《法宝义林》。

日本的岛地默雷、赤松连城、大洲铁然、井上圆了等人组成“令知会”，发行《令知会杂志》，以“将当世文化导向文明开化的高峰”。

公元1885年

日本《缩印大藏经》出版完毕。此经以高丽藏为底本，宋、元、明藏为校勘本，是世界上第一部用金属活字印刷的大藏经。该经参考明代藕益智旭《阅藏知津》的分类法，分为“经、律、论、秘密、杂”5部25门，入藏文献合计1916部8534卷，装订成40帙480册的方册本。1911年，中国上海的频伽精舍曾经复刻一部，称为《频伽藏》。

日本的福田行诫、释云照等人组成“能润会”，发行《能润会杂志》，祈愿“推广佛教的真理，促成日本的文明进步和国民幸福”。该刊后改称《能润新报》，1889年又更名为《佛教》。

日本田中智学成立“立正安国会”，宣扬复古的国粹主义、民族主义。

公元1886年

谛闲承迹瑞定融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

日本真宗本愿寺派学生组织“反省会”，提倡佛教的伦理道德，移风易俗。翌年创办《反省杂志》，1899年改刊为综合性评论杂志，即《中央公论》。

塞德霍尔姆出版了《觉悟者佛陀和他的教义》。这是芬兰出版的第一本佛教方面的书籍。

公元1887年

第五世却藏活佛洛桑·土丹夏珠尼玛筹资修建复原却藏寺，并建立显宗和时轮两个学院，使中断多年的教法传承得以恢复。

普纳萨拉阿阇黎在孟加拉国成立吉大港佛教会，这是印度次大陆最早形成的具有现代形态的佛教团体。

芬兰神智学会成立。

《佛教之光》月刊在加州出版。这是美国第一份佛教期刊。

公元1888年

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前藏达布地方灵童中签，后成为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

山冈铁舟（1838—1888）、鸟尾得庵（1847—1905）等人创办“大日本国教大道社”，鼓吹神道教、佛教、儒教三教一致，该社创办的《大道丛刊》，宣扬“以三教为国教、排斥基督教，乃救国根本方略”。

泰国国王王弟金刚智领导编修巴利三藏，将原先的古柬埔寨文字改为泰文字母，并参考斯里兰卡及缅甸的巴利文写本校订，然后编成39册，印刷1000部，至1893年完成。这是世界上巴利文三藏印刷最完整的纸装本之始（早期都为贝叶）。

公元1889年

太虚出生。太虚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沛霖），原籍浙江石门县（民国时改称崇德县，今为桐乡市），出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

大内青峦（1845—1918）倡导“尊皇奉佛大同团”，在帝国议会召开第一届会议之际奔走游说，呼吁佛教徒参政。

日本真宗本愿寺派在夏威夷设立了传教本院，此后大谷派、净土宗、曹洞宗、日莲宗、真言宗分别前往传教。

柬埔寨诺罗敦派往锡兰（斯里兰卡）求法的五位比丘携回了佛的舍利骨殖，还有大寺的菩提树枝。表明了柬埔寨王家所得的佛法直承锡兰，与泰国同源同种。

公元1890年

杨文会赴京礼旃檀佛像，并求藏外古德逸书。适逢内弟苏少坡随使节东渡扶桑，即专门托其带信与南条文雄，请其广求中国失传之古本佛经。后果然陆续由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佚失的隋唐古德注疏，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等，总数达“三百余种”。其中专谈净土之书，杨文会选择从元魏到南宋较佳者十种，汇集刻印。

日本任命广安真随为开教使长，在京城设置开教事务所，开始面向韩国人传教。

日本佛教各宗协调成立了“佛教慈善会”。

泰国在曼谷大舍利寺内成立“大舍利寺学院”（Mahadhatu Rajavidyalaya），为大宗派高级巴利语研究中心。

约于此年，大卫在巴姆巴格拉（Bambaragala）寺院发现了一本用僧伽罗语写成的禅定手册抄本。这就是后来由巴利圣典会出版的《瑜伽手册》（The yogavachara’s manual），译作《神秘的修持方法》（The manual of a mystic）。大卫在仔细研究这本手册后，决定使禅定实践的传统焕发出新的活力。

公元1891年

5月31日，“菩提迦耶大菩提学会”（The Buddha Gaya Maha Bodhi Society）正式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成立。当时，该会选出希卡杜维·苏芒迦勒·摩诃·纳耶迦长老（Ven. Hikkaduwe Sumangala Maha Nayaka Thera）担任大菩提学会的首任会长，达摩波罗担任秘书长。另由日本“印度佛迹复兴协会”的释云照、堀内氏两人担任理事。

6月，杨文会收到南条文雄寄来的第一批书。此后三年中，杨仁山从日本寻觅回来的古代大德著述达235种1000多册。

10月31日，在大菩提学会的倡议与主导下，一场国际佛教会议在菩提迦耶召开，来自斯里兰卡、中国、日本与吉大港的佛教代表共同思考拯救佛陀觉悟处免于进一步破败的方法与手段。

先后留学于德国、法国的井上哲次郎（1855—1949）学成回国，在东京大学开设了“比较宗教与东洋哲学”课程，这被视为日本比较宗教学的开端。

神智学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奥尔科特来到澳大利亚。他做了一系列佛教方面的演讲，吸引了一小群澳大利亚上层白人。

公元1892年

玉峰古昆卒。古昆先后住杭州弥陀寺、明州慈溪西方寺等，持戒严谨，专修净土念佛，有《净土随笔》2卷，及《莲宗必读》《净土必求》《西方径路》《净土自警录》《念佛要诀》等书。

虚云接妙莲和尚的临济衣钵，传临济宗第四十三世；同年又承耀成和尚之曹洞宗法脉，为曹洞宗第四十七世传人。

克里帕萨兰在加尔各答建立孟加拉国佛教协会（Bauddha Dharmankur Sabha），逐步将其理念付诸实施。此后，他便持钵在印度各地的孟加拉国僧徒聚居地旅行，为在加尔各答建立一座佛教寺院而募集资金。1903年，建立起达摩安古尔寺（Dhammankur），成为孟加拉国佛教协会的总部。

公元1893年

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请印光法师伴行南归。从此印光驻锡普陀山法雨寺，前后37年，念佛阅藏，精进不已。

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增设了一个项目，9月11—27日召开“世界宗教大会”。这个增设项目的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出那次“万国博览会”，成为现代宗教传播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日本净土宗本山成立“夏威夷福音会”，专门负责向夏威夷传播净土宗的事务。

在泰国国王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王要求下，全部泰文三藏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

泰国在母旺尼域寺内成立“皇冕学院”（Mahamakut Rajavidyalaya），为法宗派高级佛学研究中心。

安尼伯森夫人来到印度，以贝拿勒斯（Benares）为中心，推广宗教、教育、社会改良及政治等方面的工作，成为近代印度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她先后于波罗奈城创设中央印度学院（印度大学的前身）与中央印度女子学校，同时在全印各地开设学校。

达摩波罗应美国佛教徒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之邀，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创建摩诃菩提会美国分会，是为欧美出现的第一个佛教组织。紧接着，达摩波罗又访问欧洲、日本等国家地区，在各国教友的援助下，他的摩诃菩提会（Mahabodhi Society）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达斯创立“印度佛典与人类学会”（Buddhist Text and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India），出版佛教原典，如觉音的《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1893）、寂天的《入菩提行论》（Bodhicaryavatara，1894）等。另外，佛教圣典学会还出版过《自生往世书》（Svayambhu-purana）、夏斯特里翻译的《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诃利莫罕·维第耶普扇节译的月称《中论疏》。该学会还参照国外的佛学研究机构，在加尔各答梵语学院设佛学研究系，开启了印度佛学研究的新里程。

公元1894年

杨文会在上海与斯里兰卡达摩波罗居士会晤，对达摩波罗复兴印度佛教的理想十分赞同，曾计划训练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摩波罗弘扬佛教，这成为他后来创办祇洹精舍的机缘。

杨文会和英国人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译》译为英文，流通国外。

卡鲁斯完成《佛陀的福音》。它是卡鲁斯影响最大的著作，被译成多种语言，而且被亚洲的佛教徒使用。

泰国皇冕学院创办《法眼》杂志，并继续出版至今，成为泰国佛教最久的杂志。

公元1895年

11月18日，第一任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告“全岛平定”，日本佛教各宗如曹洞宗、真宗、净土宗、真言宗及临济宗妙心寺派，纷纷在台设立寺院、说教所或教务所，从事布教活动。

日本真宗僧人北方上人想将大谷派真宗的传教书籍《选择本愿念佛集》在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杨文会拒绝了北方上人的请求，并且立即著书反驳，一连写下了《阐教刍言》《评真宗教义》《评选择本愿念佛集》三书。

公元1896年

吕澂出生，字秋逸，又作秋一、鹫子，生于江苏丹阳。

日本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的代表在东京召开“宗教家恳谈会”。大内青峦代表佛教界发言，称：“若有耶稣教徒违背尊皇之大义，望莅临此会的耶稣教诸君能与我佛教徒携手痛击之。”

日本本愿寺派即派人前往台北、台中、台南等地考察，在台北设立了教会。其后大谷派、真言宗、净土宗、日莲宗、曹洞宗、临济宗各派纷纷前往传教。

净土真宗在夏威夷的首座官方寺院在帕乌哈乌镇建成。

公元1897年

2月，铃木大拙抵达旧金山。铃木大拙在卡鲁斯家翻译了《大乘起信论》，并且开始写《大乘佛教概论》。这是他用英语写的第一本书。他完成了大量的论文、译作和书评，对佛教（尤其是禅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7月，缅甸故都曼德勒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曼德勒佛教复兴会”，该会还创办了一所学校。

王恩洋出生，字化中，四川省南充人。

西本愿寺派法师宫本惠顺在夏威夷檀香山福德街建立一座寺院。

高楠回国后即被东京大学聘任为专职讲师。第二年，高楠升任语言学讲座教授。

哈拉·布拉萨德于1897年在孟加拉国发现了仍然传承着的佛教。这个分布于吉大港的佛教社团，说明被认为已经沉寂的印度佛教仍然在以其独特的形式流传。

在奥尔科特帮助下，阿尤迭·达萨出访斯里兰卡，在那儿接受苏摩伽罗·纳耶凯（Sumangala Nayake）比丘的灌顶成为一名佛教徒。返回印度后，阿尤迭在马德拉斯建立了释迦佛教学会（Sakya Buddhist Society），后又在卡尔纳特迦（Karnataka）等地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

公元1898年

1月29日，康有为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明确提出将佛寺改为学堂。

5月，张之洞将《劝学篇》一书呈送给光绪皇帝，提出将佛寺和道观改为学堂。

6月，光绪皇帝采纳了张之洞和康有为的主张，发布占用庙产以兴办教育。

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重新掌权的慈禧太后废除了庙产兴学的规定。

章太炎在《訄书·鬻庙》中主张毁淫祀与寺观来兴学，以实现教育兴国的目的。

第四世嘉木样活佛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并在雍和宫向僧众传授《白度母》《绿度母》等教敕。

月霞协助楚僧普照，在九华山翠峰寺创办“华严道场”，讲八十《华严》全部，由“普照主讲，月霞、可安佐之”。“华严道场”学制为三年，招收苏浙皖等省的学僧共32名，开创了近代中国僧教育之先河。

日本大谷派上层僧侣亲自到中国督导传教，并于翌年在上海别院设置“清国开教本部”，将传教区域扩展到苏州、杭州、泉州、厦门一带。

日本本愿寺派在日侨集中的旧金山设立了佛教青年会，正式开始传教，到1936年时，已经发展到30多所佛教会、40多所独立教会、200余所支部教会的规模。大谷派、曹洞宗、真言宗高野山派、净土宗、日莲宗也都积极开展在美传教。

中国僧人贤慧、会辉和转道等建造了新加坡第一座寺院——莲山双林寺，这标志着汉传佛教在新加坡正式扎根立足。

公元1899年

敏曦法师圆寂，年七十三。敏曦为清末天台宗高僧，光绪年间曾与海盐张常惺东渡日本考察佛教，先后住持过天台山华顶寺、宁海县广顺寺与苏州报恩寺，并在嘉兴楞严寺、上海龙华寺、杭州天龙寺等寺院主讲《法华经》，注疏天台经典，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对天台宗《四教义集注》的注释。

日僧水野梅晓、伊藤贤道见清政府压迫佛教，乘机来华，效法西方基督教徒来华传教的方法，引诱浙江、江苏等地佛教僧徒受其保护。

日本境野黄洋（境野哲，1871—1933）、高岛米峰（1875—1949）、田中治六、安藤弘等人组织成立“佛教清徒同志会”，后更名为“新佛教徒同志会”，把改革派结社活动推向高潮。他们的活动被称为“新佛教运动”。

朝鲜印海印寺大藏经四部，分藏各寺。

公元1900年

3月，蔡元培著《佛教护国论》，专论佛教在抵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方面的作用。

净土真宗寺院——初愿寺在檀香山建成。

弗里德里希·麦克斯·缪勒逝世，时年77岁。缪勒翻译、出版了6卷本的《黎俱吠陀》，编纂了50册《东方圣书集》，并与20多位学者合作将它翻译成英语。缪勒还主持了巴利文经典学会主办的《佛教圣书集》的编辑工作，著有《宗教学导论》《佛教研究》等著作，还促成了“比较宗教”学科的建立。作为印度宗教和佛教哲学方面的权威，缪勒是第一个被邀请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作宗教演讲的世俗人士。

公元1901年

9月，《申报》刊文指出应毁寺观以充学堂经费，从而引发了关于庙产兴学问题的讨论。

12月8 日，《申报》刊登了李兰墅调查城厢内外庵观寺院欲酌量改设学堂的文章。此后《申报》便陆续刊登地方官府提取庙产兴建学堂的消息。

宗仰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发，组织中华教育会，为第二任会长，鼓吹革命，启发青年思想。

在高楠推动下，日本东京大学正式设立梵文学讲座，讲座教授由高楠兼任。高楠的门下高足有木村泰贤（1881—1930）和宇井伯寿（1882—1963）。

英国人查尔斯·亨利·爱伦·贝尼特正式出家为沙弥，法名“阿难陀·弥勒”，成为第一个英国僧侣，将英国佛教从学术对象变成真正的一种信仰体系以及修行方式。

澳大利亚政府制定并通过了《移民限制法案》。该法案为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奠定了基础。这项政策预示了佛教在澳大利亚半个世纪的衰落的命运。

公元1902年

日本真宗本愿寺派在釜山设立布教场。

高木行运在夏威夷岛创立“日莲宗教会堂”。这是日本日莲宗在夏威夷建立的第一座寺院。

日本佛教界于京都成了藏经书院，由前田慧云和中野达慧主持刊印藏经，实际负责人是中野。这部藏经称为《卍正藏》，仍以忍澄校勘本为底本，于三年后完成。

日本伊东忠太在华北考察古建筑及云冈石窟。

日本大谷考察队前往新疆，在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窃取部分壁画和文物。

日本佛教青年传道会设立。

朝鲜国家设置管理署来管理寺刹及僧徒，并于京城兴仁门（东大门外）建元兴寺，号称大法山国内首寺刹，下置左右教正各1人、大禅议及上讲议各1人、理务5人、都摄理1人。以奉恩、奉先、龙珠、麻谷、法住、松广、金山、海印、通度、桐华、月精、榆岵、释王、皈州、普贤、神光等16寺为中法山道内首寺刹，置道教正副教正，禅议、讲议各1人。道内各寺刹置住职各1人。

大雄在佛陀涅槃之地拘尸那迦建起一座佛教寺庙，是为近代印度建成的第一座佛寺。此后，大雄即在拘尸那迦地区弘扬佛法，为后来当地的佛教复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斯里兰卡佛教青年会开始发行世界上第一份英文佛教杂志《佛教徒》，它至今仍是该会的会刊和现代世界最古老的佛教刊物。

泰国国王拉玛五世命令订立僧团约章，成为法规，传于后世。

泰国五世王首次颁布泰国的《僧伽管理法》，为加强对华僧的管理，僧伽内部特设“华僧大尊长及左右副尊长”，续行和尚又被敕封为暹罗首任“华僧大尊长”。

公元1903年

释笠云在长沙开福寺兴办了近代第一座新式僧学堂。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令“中学准借地方公所、寺庙等处办学”，庙产兴学运动展开。

日本“精神主义运动”的提倡者清泽满之去世，时年40岁。清泽满之全身心地致力于宗门改革与思想创建，认为“精神主义”超越现实、超越道德，是人类获得心灵宁静、安身立命的唯一方法。其代表作有《西洋哲学史讲义》《宗教哲学骸骨》《他力门宗教哲学骸骨试稿》等，有全集行世。

来自爱尔兰的僧人达摩卢迦在新加坡创立了新加坡第一个佛教组织“新加坡传教会”，这标志着新加坡佛教多元文化的开始。

塞登斯图克尔在莱比锡创立德国第一个佛教团体“德国佛教传教会”。

安东·华尔特尔·福罗瑞斯·古斯在缅甸剃发为僧，法名“三界智”。1904年2月，他在仰光受戒，成为德国第一位本土僧人。

英国的弥勒在仰光成立“国际佛教会”，他担任总秘书长。国际佛教会发行刊物《佛教》。

克里帕萨兰创办了孟加拉国语佛教期刊——《阇格竖底》，后来发展成为一份英语与孟加拉国语的双语杂志。

公元1904年

2月，日俄战争爆发。5月，日本佛教界与神道教、基督教的代表一起，召开“大日本宗教大会”，发表联合宣言，对战争进行美化。

虚云开始重建云南鸡足山道场。

寄禅因反对庙产兴学，绝食七日而逝，作《辞世偈》八首。

日人水野梅晓于长沙开福寺创办僧学堂。

日本曹洞宗的大隆大定在京城建日韩寺（曹溪寺），新义真言宗智山派在京城设教会所。同年，曹洞宗的富士洞然在龙山建瑞龙寺。

浙江巡抚聂辑规（字仲芳）拟创办工艺传习所，计划租借杭州龙兴寺（属云栖寺分院）的房屋作为校舍，龙兴寺住持向旅杭日本东本愿寺僧伊藤贤道求援，并同时邀集杭、嘉、宁、绍等属三十六大丛林盗用敬安僧名义寻求日僧保护。日僧伊藤贤道等赶往工艺传习所悬挂“大日本真宗本愿寺总布教场”匾额，引起纠纷。经过中日两国外交交涉，最终以驱逐日僧伊藤贤道而得以解决。

公元1905年

3月，清廷规定僧众寺产一律由官方加以保护。

4月，日本开始编刊《卍续藏经》，杨文会和式定禅师为其提供典籍达30多种400余卷。杨文会还多次致信南条文雄和藏经书院，对编藏目录提出增删意见，帮助勘定经书真伪，提出编纂建议。

6月，释宗演应亚历山大·拉塞尔之请来到旧金山。

觉先发起创办的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在北京成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佛教组织和教育机构。

毕业于东京大学又赴德国留学的姉崎正治（1873—1949）担任教授，正式创立了宗教学讲座，使宗教学正式成为日本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一门学科。

德国佛教传教会建立柏林分会。

加拿大第一座净土真宗寺院在温哥华建成。

公元1906年

虚云赴京迎取藏经，获得朝廷的恩崇，加赐鸡足山迎祥寺为护国祝圣禅寺，获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和如意等，并受赐“佛慈洪法大师”之号。

达摩波罗在斯里兰卡兴建佛教学舍，创办《锡兰佛教徒》（Sinhala Buddhaya）周刊。

2月，文希与扬州各寺僧等共同创立的普通僧学堂于扬州天宁寺藏经楼正式开学，共招收学生20余人（学额60名），聘请了7位教员，3名为僧人，4名在家人。普通僧学堂的办学动机主要是保护寺产。

6月，浙江佛教学务公所成立。

7月，学部奏准颁布《教育会章程》，要求佛教学务公所改名为僧教育会。

9月1日，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推广新式教育，明令在全国及各省府州县开设学堂，允许各地“不在祠典庙宇乡社”租赁为学堂之用，在此政策的支持下，各地官员及士绅纷纷觊觎佛教财物，提取庙产兴办学堂蔚然成风，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各省府州县纷纷成立教育会，佛教成立“僧教育会”与之对抗。

9月，觉先和尚在宣武门观音寺设立了“佛教公立民小学堂”，分初等科、高等科，共有学生40多人。

留学日本的佛学家桂伯华发起迎请月霞法师到日本讲经，师抵东京，为留东京学人讲《楞伽经》《维摩经》《圆觉经》等经，听经的人士中有章太炎、苏曼殊、孙少侯、刘申叔夫妇、蒯若木夫妇等，留学生中因听经而学佛者，不乏其人。

年底，上海静安寺、海潮寺、青龙寺、龙华寺等各寺僧人共同创设上海佛教公会，推举静安寺僧会司正生为会长，各寺僧人能守清规并且不失宗派者都可入会。筹集款项设立义务小学堂，教育年幼僧徒和民间子弟。

马来西亚开始兴建槟城极乐寺。这是马来西亚第一座正规的佛教寺院，不少中国高僧陆续应邀前来传道弘法。

吴貌基（U Maung Gyee）、吴梅翁（U May Oung）、吴钦（U kin）、吴巴英（U Ba Yin）和吴巴佩（U Ba Pe）等20个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缅甸人创立了具有宗教性和文化性的组织团体——佛教青年协会，协会的总部设在仰光市。

德国佛教传教会更名为“德国佛教会”。

公元1907年

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内设立祇洹精舍，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招收僧俗学生十余人，由他亲自教授佛学，著名的学生有释太虚、邱晞明等。

章太炎与苏曼殊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杨文会作《支那佛教振兴策》；敬安大师上书清政府，清政府最终明令准许各寺自立学校，自此各地新式的僧学堂广立。

日本真宗本愿寺派在汉城设置“朝鲜别院”推进传教活动。之后又根据教势发展的需要在汉城设置“朝鲜开教区”“朝鲜开教事务所”以及众多的寺院和布教所。

日本曹洞宗田中道圆和长田观禅分别在京城的釜山开教。

临济宗的吉川大航至平安北道的大刹妙香山普贤寺着手培养韩国僧人，整理该寺的财务。

11月3日，里斯·戴维斯、杰克逊、罗斯特、潘恩、弗朗西斯·培恩、米尔斯、亚历山大·费舍尔等大约25位人士在伦敦成立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当时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的里斯·戴维斯成为首任会长，米尔斯是主席，J.E.艾伦是秘书。学会的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巴利文学习来传播佛教教义。

公元1908年

敬安与栖云、圆瑛等创办宁波僧教育会。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大寺主持雕刻完成了一部《甘珠尔》木刻版，史称“库伦版藏文大藏经”。

达摩波罗在加尔各答建摩诃菩提会会馆。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开始出版《佛学评论》。这是西方第一本佛学杂志。

公元1909年

安庆提学使沈子培迎请月霞住持迎江寺，于此创设安徽僧教育会，招收僧人受学，宣讲《法华经》《楞严经》等。

两江总督端方于南京三藏殿开办僧师范学堂，邀请华严学者月霞为校长。这是我国佛教中最早以新式教育方式培育僧才的学府。

祇洹精舍被迫停办。

三界智创立德国巴利文学会。此后他到瑞士南部地区弘法。

公元1910年

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清政府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

3月20日，缅甸佛教青年协会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此时，全国已经有22个分会，正式成员346人。在这次会议上，佛教青年协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稍后将成立常务委员会指导和管理全国的佛教青年协会。

6月5日，第一届“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杨文会在劝业会上设立了“佛经流通处”并亲自写广告，题为《南洋劝业会开设佛经流通所启》。

杨文会创办佛学研究会。

谛闲住持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住持，并出任江苏僧师范学堂总监督。

江苏省僧教育会创设“僧师范学堂”，招收青年僧人入学，谛闲以杨文会之推荐，继月霞法师后出任学堂监督。后因革命军兴，学堂停办。

太虚、栖云、月宾等在广州组织僧教会，并在狮子林组织佛学精舍。

太虚于广州狮子林组设佛学精舍，按时讲说，编出《教观诠要》《佛教史略》教材，此为他平生讲学、著述之始。

日韩合并后，李晦光同曹洞宗总务弘津说三缔结了七条联合条约。为平息部分佛教界人士的反对，李晦光还著有《圆宗六谛论》。然而，总督府主张让韩国佛教独自发展。

百潭寺僧韩龙云参加独立运动，召开全国佛教徒会议，要求国家独立，并主张韩国佛教脱离日本佛教的影响。韩龙云上书中枢院，提出了佛教改革的具体措施——令僧尼嫁娶自由。韩龙云还发表了《佛教维新论》一文，以此为其改革措施的理论铺垫。

自由思想者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向大会介绍了摩诃菩提会。

乌·萨萨纳·达嘉来到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弘扬佛法的僧人。

公元1911年

6月3日，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立即颁布了《寺刹令》（制令第七号）。《寺刹令》一共七条，之后又于7月8日颁布了《寺刹令施行规则》（八条），规定在全国按区域设30本寺（1924年增至31座），各置住持。本寺下置末寺，30本寺共下辖1371座末寺。本末寺之间定本末寺法，申请于朝鲜总督，得到认可后方可行。

7月，佛教青年会成员吴巴佩创办并出版了全国第一张缅文报纸《太阳报》，开始提出缅甸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要求。

秉韬在绍兴组织僧教会。

杨文会去世，年七十五。杨文会对近现代佛教复兴影响极大，被誉为近现代佛教运动的“复兴之父”。概括而言，其主要有三大贡献：第一，创建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佛典；第二，创办祇洹精舍，培养佛教人才；第三，具有世界眼光，弘扬佛法于国外。

在沙俄的策划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擅称“大蒙古国皇帝”。

德国佛教徒创立了“摩诃菩提会德国分会”。

玛丽·拜勒斯来到澳大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玛丽·拜勒斯写了4本与佛教有关的书，来传播佛教思想。她还通过广播弘传神智学的思想以及佛教教义，并且收集佛教典籍。拜勒斯是最早在悉尼进行佛教修行的女性之一。

公元1912年

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设立内务部，受大总统管辖，下设六局。其中礼教局下设置三科，其中第二科有管理各种宗教的职能。

1月，太虚、仁山等在南京创立佛教协进会，并面见孙中山，希望得其支持。孙中山命秘书与他洽谈，并表示赞赏协进会之成立。

2月，太虚与仁山等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发生“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

2月，在政府提议下，日本佛教与神道教、基督教代表举行了盛大的“三教会议”（三教会同）。出席会议的佛教代表51名、神道教13名、基督教7名，政府的内务、司法、通信、海军各大臣，各次官、局长列席了会议。会议代表一致支持政府在“大逆事件”中镇压社会主义者的做法。

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施行，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3月12日，杨文会诸弟子李正刚、桂伯华、欧阳竟无、蒯寿枢、孙毓筠、张世畸、陈方恪、濮一乘、黎养正、邱之恒等十人发起组织佛教会，并撰文《佛教发趣文》《佛教会大纲》《佛教会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等呈交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复函赞扬该会“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将《佛教会大纲》交教育部存案，令准予立案。佛教会创办近代期刊《佛学丛报》。

4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内务部蒙藏工作处。

4月，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留云寺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寄禅法师为会长，北京道兴、常州清海（静波）为副会长，以上海静安寺为本部，设机关部于北京。

5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提议，将内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管理的部门礼教司移入教育部。

5月，中华佛教总会依照《章程》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治开仍为会长，但实权旁落于副会长清海，虚云长老、大春法师、圆瑛法师等均出席会议，会议延请扬州大圣寺文希（亚髡）为总务主任，玉皇为庶务，太虚任《佛教月报》编辑，仁山、宣天盘等住会办事。

春，欧阳竟无与李正刚等发起“中国佛教会”，主张政教分离，不久即解散。

7月24日，北洋政府设“蒙藏事务局”，取代清朝的理藩院全权处理边疆事务。

10月26日，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敬安法师赴京请愿，多次与礼俗司司长杜关进行磋商，希冀能够保护佛教僧众。

11月初，外蒙古的藏传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与俄国签订《俄蒙协约》，使外蒙古受俄国支配。

11月10日，寄禅法师在北京法源寺圆寂，年六十二。

11月，熊希龄就保护佛教僧众等致函袁世凯。

12月28日，民国政府明令恢复了被清朝政府革除的达赖喇嘛名号。

太虚在追悼寄禅和尚的法会上，公开提出三种革命：教理的革命、教制的革命和教产的革命。

鉴于保护佛教寺产之需要，由诚修等发起创建了佛教僧林会，在内务部呈请立案奏批。后来佛教僧林会与佛教研究会合并，推举云升法师与澄海法师为正副会长，以合并之缘由在内务部更名立案，改名为中央佛教公会。

上海名流在留云寺创办佛学社，请谛闲任主讲，相继宣讲《八识规矩颂》及《圆觉经》等经论。

冬，谛闲接受宁波沈知事等的礼请，住持宁波观宗寺，改为观宗讲寺，被誉为中兴观宗之始祖。

日本高木行运在檀香山建立“檀香山传教院”。它成为日莲宗在夏威夷的总部。

[image: ]赏弥从哈佛大学返回印度，任教于普纳的佛古圣学院（Fergusson College），由此在印度建立起以天城体学习巴利佛典的传统。

日本《卍续藏》刊印完成，共收录文献1757部7148卷，分为150套75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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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释式海、静安、桂明、志恒、英修等在平湖报恩寺发起弘誓会。

3月，法源寺僧人道阶护送寄禅法师灵柩经上海至宁波，归葬于宁波天童寺冷香塔院，北京、上海等地皆有诸多悼念活动。

3月，太虚发起了维持佛教同盟会，并撰写了《章程》《宣言》。

3月30日，中华佛教总会上海本部召开第一次联合大会，各分部代表参加，投票选举了治开老和尚嗣寄禅为正会长，常州道兴和尚为副会长。

4月8日，太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上撰文《上参众两院请愿书》呼吁政教分开，佛教庙产由佛教统一机关中华佛教总会公有并加以保护，以兴办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

4月，式海、太虚等人在观宗寺召开弘誓会成立大会。

4月，中华佛教总会上海本部、北京机关部暨苏、闽、湘、赣各支部代表上书参议院，主张：“世界各国有宗教之信徒，则必有宗教之财产，举集会、讲经、传道、劝善等事，皆赖善男信女，发愿布施，集成财团，支取裕如，事乃举办。”

4月，北京民国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封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致忠阐化”名号。

5月，中华佛教总会依照《章程》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治开仍为会长，但会务工作主要由副会长清海负责。

6月20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寺院管理暂行规则》。这是民国时期制定的第一部寺庙管理法规。

10月1日，内务部给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发文，切实保护祠庙。

10月，内务部重新订定“寺院调查表”和“寺院财产调查表”对全国寺院进行摸底排查，以便制定管理方案，加强控制佛教寺产。

宗仰、章太炎等人依据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刷藏经》为底本编校而成《频伽大藏经》。

康有为在上海，建议哈同夫人弘扬佛法，开办华严大学，哈同夫人以创校事委托月霞，这是我国佛教界首创的第一所佛教大学。

月霞创办华严大学。

谛闲成立“观宗学社”，自任主讲，专攻天台教观。

日本曹洞宗本山派遣矶部峰仙来到夏威夷，以建立曹洞宗别院。

斯里兰卡高僧达摩波罗来到韩国，献佛舍利一颗，由海印寺住持李晦光代表韩国佛教界奉受，后递传于三十本山会议所。

医生波恩建立了“佛教生活联盟”，并担任主席。它不像德国巴利文学会那样强调巴利文佛典的研究，而强调佛教的适应性。佛教生活联盟同样信奉上座部佛教教义。它在柏林、汉堡、慕尼黑设立了分会，发行《佛教月报》季刊。

在爪哇，来自格雷兹的阿瑟·菲兹受戒成为僧人。他成为有正式记载的第一名奥地利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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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禅教两宗三十本山住持于会议所（旧元兴寺）召开第三回总会，决定于京城设立高等佛教讲塾，以朴汉永为塾师。各本山送学生1—2人来京听讲。一年以后，讲塾停办，各本山开始派遣僧人留学日本。第一批派遣13人。

3月，中华佛教总会召开第二届全国大会。各省支部、分部代表暨来宾到者400余人参会，由副会长清海和尚报告周年成绩及进行事宜。正会长治开法师以年迈为由函请辞职，后经推选清海和尚升任正会长。又举焦山定慧寺镜融为副会长，静安寺正生为理财正长，普陀山开如暨留云寺应乾为理财副长，前名誉会长章嘉呼图、副会长道兴和尚仍旧。会议还提议兴办黄卐字会慈善暨实业布教等事。

5月1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依然沿用了前者的宗教政策。

11月25日，韩国佛教界于觉皇寺设立佛教振兴会。

袁世凯将蒙藏事务局改为直属大总统府的蒙藏院，地位与各部相同。

太虚大师到普陀山闭关，撰写《整顿僧伽制度论》《大乘正法论》等重要论著。

印光在高鹤年居士请求下在《佛学丛报》上先后发表《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等文章。

月霞法师主持筹办的“华严大学”正科开始。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主持建造高达26.7米的铜质鎏金强巴（弥勒）佛像。

田中创立了具有浓郁右翼色彩的政治团体“国柱会”。国柱会的政治目的是“王佛冥合”，即推动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家整体信仰日莲主义，因此他又是日莲系统中国立法华戒坛（本门戒坛）思想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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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朝鲜寺刹三十本山联合事务所成立，龙珠寺住持姜大莲任委员长，所址设在觉皇寺。

3月5日，桂念祖去世，年四十七。他是近代东渡日本求学密法最早的人。陈铭枢、黄忏华尝从其学佛。

3月15日，朝鲜发行佛教振兴会月报第一号。

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制定《寺产管理暂行条令》，以保护寺产为名，规定各寺住持及有关者不得将寺产变卖、抵押或赠予，实际上架空了寺院对财产的处置权。

7月2日，佛教振兴会于京城奖忠坛设无遮大会，为朝鲜500年以来一切冤死之人追荐冥福。

10月29日，袁世凯发布《管理寺庙条例》，宣布取消中华佛教总会，将寺庙财产处置大权交予地方长官。该条例从立法角度看属于国家的宗教立法，其效力级别高于属于部门规章的内政部的《寺产管理暂行条令》，以此而言，该条例提高了我国宗教立法的级别，是我国已有的宗教立法中效力级别最高的，而且其条款数量较多，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在我国宗教立法史上有重大影响。

秋，华严大学于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继续兴办，校名正式定为“中华佛教华严大学”，由浙江巡按使屈映光报请内务部总长准予成立。

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派僧人至中国“布教”，北京社会名流延请谛闲等北上讲经，维护国权。

斯里兰卡佛教徒与穆斯林发生摩擦，引起暴乱，政府以达摩波罗的教唆为主因，遂查封《锡兰佛教徒》周刊，达摩波罗被拘留于加尔各答五年。

摩诃菩提会正式成立，继续致力于佛陀伽耶大菩提寺的归还运动。

卡尔·欧仁·纽曼因肺炎去世，时年50岁。他是最早的德国佛教学者之一。纽曼在翻译佛经的数量上仅次于巴利文经典学会的荷娜小姐。他的翻译采用意译的手法，译文颇有文采、富有诗意。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缅甸的几名德国籍僧人被英国作为敌对国公民而送到悉尼关押。其中就有著名的僧人三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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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华严大学迁往安徽青阳县大九华山东崖寺继续兴办。

韩国姜大莲代表禅教两宗三十大本山住持于京城设立佛教中央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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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太虚出关，旋应请赴台湾弘法，并游历日本各地考察佛教。这是太虚平生首次走出国门，奠定了他日后改革中国传统佛教的国际视野。

月霞在常熟虞山兴福寺住持，升座伊始即筹设华严学院，培育僧材，因积劳深重，率弟子十余人至西湖玉泉寺养病，不久圆寂，年六十。

村上专精在东京大学正式设立印度哲学讲座，涵盖印度哲学和佛教学的内容。至此，在日本近现代教育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与佛教学相关的几个学科全部完备。

关荣觉在檀香山谢立坦街建立“真言宗夏威夷别院”，作为夏威夷真言宗的总部。

一名越南士兵在法国弗雷瑞斯建立了西方第一座佛塔。

荷兰人亨德里克·科恩去世，时年84岁。科恩是荷兰东方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重点是印欧及东方语言，但他也撰写过佛教方面的著作。这为荷兰的佛教研究打下了基础。

俄国卡尔梅克佛教徒代表大会在阿斯特拉罕召开，通过决定改造卡尔梅克人的宗教事务管理。

缅甸佛教青年协会第五次年会的召开，标志着这一个组织不再仅仅是“超政治的组织”，它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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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谛闲在北京讲完《圆觉经》，交通部长叶恭绰和铁路督办蒯若木因北方佛法不兴，劝谛闲留在北京，创办一佛学院。因观宗寺的建设尚未完工，谛闲决定将佛学院设于观宗讲寺，将原先的观宗研究社改组为观宗学社。

7月，印光法师昌印《拣魔辨异录》《三十二祖传》及《安士全书》三书。

7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通过。其中的第十三条规定：“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并承认所有公民都有进行宗教宣传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北洋政府内务部以《中华佛教总会登记案》与《管理寺庙条令》相抵触为由，公然宣布取缔中华佛教会。

太虚与章太炎、蒋作宾、陈裕时等学者名流，王一亭、刘仁航等居士在上海创立觉社，并主编《觉社丛书》（季刊）。

王与楫、沈惺叔等在太虚支持下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这是第一个较规范的中国近代居士独立组织，成立伊始便订立了《上海佛教居士林规约》。

徐蔚如以历年搜集所得印光文稿二十二篇，在北京刊印，题名《印光法师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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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闲在观宗寺增设“观宗学社”，网罗高才僧众，讲授天台大小诸部，造就了一批僧才。

释仁山于高邮放生寺创立“天台学院”。天台学院为北洋政府时期最孚众望的僧教育机构之一，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僧青年前来学习。

徐蔚如与印光法师合订的《四十华严》由扬州江北刻经处印行。

来果出任高旻寺方丈，矢志恢复高旻寺旧制。

日本井上圆了去世，时年61岁。井上出身于日本真宗大谷派的僧侣家庭，曾经赴中国和欧美考察、学习。他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喜爱研读康德、黑格尔哲学，毕业后创立“哲学会”、《哲学杂志》，还创办了哲学馆大学（现东洋大学）。与明治启蒙时代一些人重视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同，井上非常重视哲学的意义和作用，他是日本将哲学教育与佛教思想改革相结合的开拓者。

日本妹尾义郎创立了“大日本日莲主义青年团”，并发行了机关刊物《若人》。他认为，佛教的核心教义是无我、无我所，佛教徒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彻底消灭私有制的集体主义生活。

格利姆与塞登斯图克尔创立了一本佛教月刊《佛教世界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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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海潮音》正式于杭州创刊，太虚作《〈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的宣言》。《海潮音》自创刊以来，从未中辍，现在仍然在台湾发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史上办刊时间最长的刊物。

太虚在汉口黄冈会馆讲《心经》及《佛法大意》，并指导建立汉口佛教会，后改为汉口佛教正信会。

倓虚离开宁波观宗寺，北上行脚参访。从此，开始了他在北方各地讲经、建寺、培育僧才的弘法事业。

摩诃菩提协会本部及寺院在加尔各答落成。后来该会又在沙尔那特兴建鹿野苑寺、图书馆、慈善诊所等。

10月29—31日，缅甸佛教青年协会在卑谬召开第八次年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健全“佛教青年协会”的宗旨和扩大协会的决议。决议中提出佛教青年协会不仅要从事宗教和文化活动，而且要公开地开展民族运动。决议还决定把协会的名称改为缅甸人民团体总会，从而完成了把佛教青年协会转变为一个政治组织的过程，带有宗教性的佛教青年协会至此也退出了缅甸的历史舞台。

11月，加尔各答法王寺建成，孟加拉国行政长官罗纳尔多沙依（Ronaldshay）主持了庆典仪式，在安得拉邦巴提布罗鲁（Bhattiprolu）发现的佛陀灵骨也由印度政府作为礼品送给大菩提学会，供奉在寺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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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太虚大师出任杭州净慈寺住持，进行新的改革试点，对于净慈寺的丛林制度进行了诸多修正，使净慈寺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杭州第一丛林”。

5月，北京佛教筹赈会改组为北京佛教会。

5月，程德全谒见大总统徐世昌，呈请《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二十四条”，以修订《管理寺庙条例》的诸多纰漏。

5月20日，北洋政府公布《修正管理寺庙条例》。

9月29日，了尘法师创办的汉口华严大学（又称华严学校）于九莲寺开学，该校发起人为直慧、云峰、了尘、戒尘、法戒、参波、常波、法衍、朗慧、慈舟、如九、性彻12人。由了尘担任校长，聘请戒尘、慈舟、性彻等为教授。

韩清净在北京与研究佛学的同仁朱芾煌等组织“法相研究会”，由他主讲《成唯识论》，这是他讲经弘法之始。

此年前后，梅光羲任山东省高等监察厅厅长，在济南大明湖畔组织佛学社，开办法相唯识学讲座。

“摩诃菩提会德国分会”与“佛教生活联盟”合并。

“德国佛教团体”在慕尼黑成立。

克里斯蒂安·F.梅尔拜博士成立了“丹麦佛教会”。这是丹麦第一个佛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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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欧阳竟无于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弘扬佛学。欧阳立师、悲、教、戒为根本院训。揭明在家众可以为师、可以说法，堪以住持正法，教证凿然，居士道场坚确不动。欧阳创讲《唯识抉择谈》，学人毕集，吕澂、熊十力、汤用彤、梁漱溟、黄忏华、王恩洋、蒙文通、梁启超、陈铭枢等人皆尝游学于其门，后来他们在民国学术史均卓有成就。

8月26日，武昌佛学院开董事会成立会，推举梁启超为院董长（暂由陈元白代），王又农为文牍，李隐尘为院护，智信为监院、大觉任学监，玉皇为庶务，竹林为会计。聘定了空也、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等任教员，由李隐尘、孙文楼等合资办了一个正信印书馆，预备印刷流通经典和讲义。教员方面，有了空法师、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等人。

9月，太虚创立的武昌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

10月，在革新派的领导下，苏维埃俄罗斯和远东共和国佛教徒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通过了《关于西伯利亚佛教徒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以取代1853年的法令。

12月27日，英国人里斯·戴维斯去世，时年79岁。他对佛教知识及佛学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戴维斯学习并掌握梵文、巴利文、僧伽罗语、泰米尔语等，并从1872年开始专心研究佛教，翻译、出版了《佛教》《佛陀本生故事集》《律典》《佛教圣书集》《摄阿毗达磨义论》《佛教：它的历史与文献》《佛教的印度》《巴利语—英语字典》等，这些书和字典多次重印、再版。戴维斯逝世后，戴维斯夫人负责巴利文经典学会的工作，时间长达20年，出版了《法聚论》《最早岩迹》《巴利文经典研究》《清净道论》《长老偈》等。

12月，太虚出任沩山住持，提出32项改革办法，得到各界认可。

虚云移锡昆明华亭寺，开始重建古刹的工作，将寺更名“云栖寺”。

太虚弟子大勇法师与月霞弟子持松东渡日本，入高野山随金山穆昭阿阇黎习学东密，后得阿阇黎位后归国开坛弘法。

日本人千崎如幻开始在美国传播佛教。

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在河北邯郸调查南北响堂寺石窟。

日本设立全国佛教少年团。

挪威学者艾香德在华创建“差会”，研究佛教，后著有《中国的宗教：中国宗教史手册》《东亚敬神和默祷的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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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武昌佛学院院外研究部成立，太虚为讲《教观纲宗》。

10月，大勇回国，在上海开坛传授东密教法。

冬，谛闲之高徒显荫东渡日本习学习密教。

11月15日，九世班禅被迫离开扎什伦布寺，远走内地。

扬州长生寺住持可端法师创办“华严大乘学院”。后更名为“中华佛教华严大学院”，至1927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备案时，得到批准，要求将名称中的“大学院”改为“大学校”。

胡瑞霖、唐大圆、释大圆、张化声等14人发起成立佛化新青年会，出版《佛化新青年月刊》。

日本净土宗椎尾辨匡（1877—1971）提出“共生之道”，呼吁将个体修行与解脱的道路转向社会改造，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生”，实现人间乐土。为此他还撰写了《社会的宗教》等著作，发动了“共生运动”。

日本近代影响最大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修订完成《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日本青年军官之中引起强烈反响。

英国政府封缅甸僧伽领袖坦温（Taunggwin）长老为“教统”（Sasanabaing），职位与僧王相等。

印度国民会议派全国委员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讨论有关大菩提寺归还问题。几个月后，委员会拟出两项决定，其一是印度教徒、佛教徒均可参拜大菩提寺；其二是选出5名佛教徒、5名印度教徒组成大菩提寺管理委员会。

洛伦佐·博吉斯和其他人创立了巴西第一个佛教协会——“巴西佛教会”。

缅甸僧人雷迪逝世，时年77岁。他的《双论研究》与《哲学关系》由“巴利圣典协会”出版，成为缅甸僧侣在欧美学界占一席之地的第一人。他广泛推广以观察“受念住”为入口的直观法门，影响深远，遍及缅甸的各种禅修道场。目前在缅甸北部重镇曼德勒（Madalay）近郊有一间专属的雷迪禅修道场，负责雷迪大师作品碑文的维修等。

公元1924年

1月，大勇传秘法于武昌佛学院。

2月，太虚大师编《慈宗三要》于武昌佛学院，特弘弥勒净土。

春，大勇到北京求教于雍和宫白普仁喇嘛。

6月，日本丰山新义真言宗权田雷斧应潮安居士王弘愿之请，至潮州开元寺弘法，曼殊揭谛即以王弘愿师兄的身份接受传法灌顶，得传法灌顶大阿阇黎位。

7月，世界佛教联合会正式成立，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

8月，哈尔滨极乐寺在倓虚主持下全部竣工。倓虚还在极乐寺开办了一座佛学院。

9月13日，大勇在北京慈恩寺成立“藏文学院”，邀请出身西藏哲蚌寺的多杰觉拔高僧讲课，他为学僧开示西藏佛教住持传承规模、学法习定、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学员中有来自武昌佛学院的法尊、观空、严定、法舫等学僧，藏文学院创立后得到名流居士的经济支持。

10月，太虚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

秋，持松法师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省长萧耀南为持松法师斥巨资修筑了密宗法界宫、瑜伽堂，购置法器，绘制诸曼荼罗，拟将洪山建成真言宗在东方的根本道场。

11月19日，英国人克里斯玛斯·汉弗瑞创立“神智会佛教分会”。

12月6—14日，在加尔各答的那烂陀公园召集了世界佛教徒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与缅甸的知名巴鲁阿佛教徒与宗教领袖会聚在一起，共同思考壮大佛教复兴运动的途径与方法。

慈舟至常熟兴福寺创办旨在弘扬华严、律宗的法界学院。

太虚大师首于庐山举行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世界各国佛教徒与会。

是年，武昌佛学院与欧阳竟无之内学院发生法义之诤。太虚亲作《起信论唯识释》，回应内学院对《起信论》的驳难。

宁玛派活佛诺那活佛绕道印度至北京传法，其所传藏传佛教密法主要为宁玛派“莲花生大士”“度母”等本尊修法，并著有《应化记》《语录》《诺门普传真言录》等刊刻印行。

支那内学院《内学年刊》第一辑刊成。

廖容等20位居士共同发起在北京成立龙华佛学会。

唐生智拜佛教密宗居士顾子同（法名净缘）为师，自称“佛教将军”。

朴重彬在全罗北道里里市新龙洞成立了“佛教研究会”。该会一方面从事研究；另一方面开垦荒地，模仿着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家风，不假外缘，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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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抵达北京，受到隆重接待，段祺瑞册封班禅大师“宣诚济世”封号，并按惯例颁授金册金印。同时，批准设立班禅北京办事处。从此，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开始了在内地讲经传法的传教生涯。

3月，太虚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其间，值孙中山先生逝世，停灵社稷坛。太虚往谒遗体致敬并赠送挽联。

4月，田树海等20人组织蒙汉佛教联合总会。

6月，北京佛教联合会成立。

6月，雍和宫住寺蒙古大喇嘛白普仁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

7月，关炯之、闻兰亭等人敦请白普仁喇嘛南下传法并发起“金光明法会”，以祈祷全国和平。

7月，欧阳竟无开办法相大学特科。

8—9月，太虚在庐山讲学，作了《论法相必尊唯识》等文，驳欧阳竟无的唯识、法相分宗说。后来又在杭州作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

秋，会泉法师在厦门南普陀寺创办闽南佛学院。

能海法师与同戒果瑶、永光、果蓉、传品结伴西行抵康定，恰与1925年大勇法师所率北京佛教藏文学院学生20余人相遇，同住康定跑马山，依止降巴格西学“菩萨”“比丘”“密乘”诸戒及《菩提道次第》《俱舍论》，并经灌顶传授“度母”等密法。

格鲁派高僧白普仁应段祺瑞之请带领108位喇嘛主法于雍和宫修“金光明法会”21天，以祈祷国泰民安、消弭国难。

多杰觉拔尊者南下杭州等地灌顶授法，并译出了20余种密教仪轨。后在杭州、汉口传法期间，吴佩孚、赵炎午、汤芗铭等政界要人及北大教授张怡荪、罗庸中等皆皈依座下，虔诚听法。

吕澂《西藏诸本〈摄大乘论〉》发表于《内学》第二辑。这是玄奘翻译之后，第一次从藏译《摄大乘论》译为汉文，仅译出《摄大乘论》第一品所知依品。

唐大圆受聘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名誉讲师，开讲“唯识方便谈”，并担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主编。

京兆尹呈请内务部颁布《寺产登记条例》，要求对寺庙财产进行严格登记。印光会同谛闲上书段棋瑞，据理力争，《寺产登记条例》亦遂取消。

持松再次东渡日本，入学京都比叡山延历寺、高野山等日本密教道场，深入学习了台密、东密教法和梵文。

应慈正式创办清凉学院，招收学僧30余人，学制5年，预科2年，专科3年）。华严预科的课程有《四十二章经》《华严五教仪》《华严教义章》等，每日坐禅讲经，结冬打七。

达摩波罗前往瑞士休养，途经伦敦，于当地成立摩诃菩提协会的分会。其后，德国慕尼黑、柏林，美国纽约等地的分会也相继成立。

佩卡·厄瓦斯特将《法句经》翻译、出版。这是被翻译成芬兰语的首部完整的佛经。

布里亚特蒙古州党委发布文件《喇嘛教在布里亚特》。它提出了在布里亚特消除佛教的一整套措施。从此，有计划的反宗教的无神论宣传在布里亚特展开。

麦克斯·泰勒、麦克斯·邓恩和大卫·莫里斯在墨尔本成立了佛法小团体。莫里斯还出版了澳大利亚第一本佛教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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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唐生智令全体官兵摩顶受戒当佛教徒，部队佩戴“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

4月30日，克里帕萨兰在加尔各答去世，时年61岁。他主持兴建的达摩央古尔寺发展成为一处佛教思想与文化中心，在他领导下的孟加拉佛教协会，先后在孟加拉国及东北印度地区的西姆拉（Shimla）、勒克瑙（Lucknow）、迪布鲁格尔（Dibrugarh）、兰契（Ranchi）、西隆（Shillong）、大吉岭（Darjeeling）、詹谢普尔（Tatanagar Jamshedpur），以及今属孟加拉国的萨格普罗（Sakpura）、萨特巴利亚（Satbaria）、诺亚普罗（Noapara）、尤尼奈普罗（Uninepura）、吉大港（Chittagong）等建立起分支机构或活动中心，使这些地区的佛教得到广泛传播。

12月，内学院设“树因研究室”，以巴利文、藏文、梵文佛典订正、补充汉藏佛典的不足。

真达和尚将苏州灵岩山寺交与戒尘法师住持，拟建成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商请印光法师为订立专修净土之章程、制度。后印光法师与真达和尚共同拟定了五条规约，以此为创建灵岩山寺专修净土道场的根本依据。

中央大学教授邰秋爽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并再次掀起庙产兴学之风，引起佛教界一致反对。

宝静应广州南华佛学院之请，至广东弘传，于中山大学讲《佛教与革命之关系》，政府要员谭延闿、戴季陶等皆于座下受教。与当地居士一起组织广州弘法佛学社，并讲《楞严经》《大乘起信论》《地藏经》《阿弥陀经》等经，法缘甚胜，又创办《经法旬刊》，广东佛法得以兴盛。

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对扎仓财产实行国有化，关闭宗教学校。

达摩波罗买了一间房子作为传教机构。他将房子命名为“福斯特精舍”，以纪念夏威夷的福斯特夫人。福斯特夫人曾经捐款给他，作为传播佛法的基金。这样，英国摩诃菩提会宣告成立。

英国神智学会佛教分会决定脱离神智学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更名为“伦敦佛教分会”。1943年，佛教分会更名为“佛教协会”。该会有《佛教会报》，后改为《英国佛教》，最后改为现在流通的《中道》。

公元1927年

3月初，广东省政府饬广州市政厅将所属不规则之尼庵悉予没收。

4月，太虚应聘往厦门南普陀寺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主持制定了南普陀寺的建设大纲，进一步尝试寺庙制度的改革。

4月，冯玉祥派军警包围河南相国寺，驱逐僧众，没收寺庙财产。后复下令改相国寺为中山市场。又有薛笃弼等人相助，相继发布通令，河南佛教发生了灭佛逐僧的大惨案。

春，台湾茂峰在新界荃湾山上建东普陀寺，寺内后设“佛教宗学研究班”，专门研究天台、净土二宗，为天台宗在香港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月15日，武汉《革命军日报》载国民政府命令，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5月，武汉佛教徒成立两湖佛化联合会，并设两湖佛化讲习所。

6月，湖南佛化会召集四众举行会议，请唐生智参加指导，讨论整理僧伽制度、统一佛化问题。

7月，浙江省政府通令各县整顿风化，禁止未成年人剃度出家，20岁以内的僧尼道士勒令还俗。

8月，湖南佛化会唐生智将各寺产收归会有统收统支，各住持群起反对。

9月，蒋介石电邀太虚游奉化雪窦寺，两人长谈竟日、相偕游千丈岩，太虚又为蒋介石、毛福梅夫妇等略说《心经》大意。

9月，四川铜梁县佛教会反抗县教育局提拨寺产，通电全国请求救援。

9月，韩清净发起并创办三时学会，学会设总务、研讲、修持、刻印四部。

太虚法师撰写《僧制今论》，对于《整理僧伽制度论》进行补充和修正。

持松法师在《佛教对于人类将来的根本使命》中提出了“人间的宗教”的说法。

日本近现代佛教学的鼻祖南条文雄去世。

达摩波罗开始于鹿野苑（Sarnath）建立根本香积寺（Mūlagandhakū[image: ]ivi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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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内政部部长薛笃弼提议改僧寺为学校，与此同时，邰爽秋在给即将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的建议中明确主张庙产兴学运动，提出“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的口号。发起“第一次庙产兴学运动”。

3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改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派代表前往南京祝贺，并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

4月，上海佛教维持会王震、施肇曾、闻兰亭、聂其杰、赵嘉荣、李云书、史量才、丁传琳、狄葆贤、关炯、黄庆澜、谢健等，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各地有强封佛教寺院、没收财产、驱逐僧人等种种压迫，完全违背了孙中山所提倡的尊重宗教居住完全自由的国民党党纲，并且与政府历来保护佛教庙产的明令相悖，应该取消前议。

4月，欧阳竟无致函蔡元培，商讨当前佛教问题。

4月，太虚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系统阐释了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了佛僧主义、佛化主义及佛国主义的“三佛主义”。

5月8—9日，为反对庙产兴学，江浙佛教联合会整理僧伽委员会召开大会，一方面组织整理僧伽委员会，对佛教进行整顿，另一方面积极兴办佛教利他之各种社会事业。

5月13日，江浙佛教联合会整理僧伽委员会理事谛闲、印光、寂山、德浩、青权、静修、常惺、如幻、德宽、慧明、德峻、知慧、惟宽、净心、王一亭、闻兰亭、关炯、孙嘉荣、黄庆澜、谢健、聂其杰、施肇曾、黄文叔、江味农、狄葆贤、许止净、陈圆白、包承志等，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罢议提拨庙产兴办教育。

5月15日，中华民国大学院于首都南京召集全国教育会议。与会者包括各部、各省区、各特别市和大学院当然会员及专家，共78人，会期历时两星期。会议共收到各类议案402件，其中有不少涉及庙产兴学的问题。

5月，太虚在上海组织的“全国佛教代表会议”主张消除佛教界新旧之分歧，提出了期望通过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的形式，成立全国统一、永久的法定佛教团体的设想。

7月3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内政部部长薛笃弼等呈复国民政府，对江浙佛教联合会整理僧伽委员会请求政府通令保护函及计划书进行了答复。

7月28日，太虚于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组织召开预备会，会议签到者有宁波代表禅定、了悟、源巃，普陀代表达严，湖南代表太虚，山东济宁代表印古、征贤，四川代表克全、谢健，杭州代表玉皇、惠宗，湖北代表王森甫、陈维东，福建漳州南山学校代表达如，岭东佛教会代表欣西，及临时筹备员黄忏华、孙慧风、宁达蕴等各地佛教代表到23人参加会议，会议推举太虚法师为主席，由观同、惠宗、王一亭担任筹备主任。

夏天，太虚作了“人生佛学的说明”的演讲，提出了人生佛学并明确了人生佛学的构成内容，这标志着人间佛教这一思想的基础已奠定。

8月，太虚发起筹备的中国佛学会在南京成立。通过了《组织大纲》，对于组织宗旨、入会准则等做了具体规定，并将《组织大纲》分别呈请国民政府大学院、内政部认可施行。

秋，太虚游历讲学于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在法国发表“西来讲佛学之意趣”“佛学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等重要演讲。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弘法欧美之先河。

9月，能海法师与永光、永轮、永严四僧历时4个月到达拉萨，住哲蚌寺郭莽扎仓瓦须弥村依止康萨仁波且。此后，他们学显密教法5年，深得喇嘛显密法要。

10月2日，国民政府公布《寺庙登记条例》，该条例共18条，对寺庙的登记范围、登记事项、登记机关、登记程序、登记时限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寺庙登记条例》颁布后，各地借废除淫祠神像为由，任意毁灭、侵占寺院，引起了佛教界的恐慌和抵制。

10月，太虚抵巴黎，在东方博物院召集友人商谈成立世界佛学院。

顾净缘东渡日本习学东密、台密教法，得阿阇黎位，回国后在上海建畏因同学会，创办《威音》佛刊，常以“谢畏因”的笔名在该刊发表文章。

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之最高机关，下设蒙事处、藏事处、蒙藏教育委员会、编译室、调查室等。

谛闲将观宗弘法社、研究社二社合并为弘法研究社，召回在香港、广东等地弘法的宝静法师，协助社务。

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达尔罕旗温都尔庙启建首次“时轮金刚法会”，蒙古王公、各寺僧人等踊跃参加，人数高达十几万，法会历时月余。

日本佛教、基督教与神道教的1145名代表联合出席了“日本宗教大会”。大会决议称：“我国宗教界，必觉醒于一世界大使命，确信富于包容性的展现我国民精神的惟神的大道……认识到应为世界渴望的新文化创造、为世界更生贡献力量。”决议还表示：“本大会期盼着消灭违反我国国体的共产主义结社和运动。”充分表明了宗教界效忠天皇、拥护国策的政治立场。至此，佛教等宗教在军国主义淫威下，已完全丧失了自由、独立的地位，沦为专制主义的统治工具。

摩诃菩提会在加尔各答召开全印度佛教徒会议（All India Buddhist Conference），有300多人参加。会议做出一致决议，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桑奇出土的舍利弗、目犍连遗骨。这一决议直到1952年才达成，两位长老的遗骨终得归葬桑奇。

公元1929年

1月21日，内政部颁发部令，禁止民众擅自处分寺庙，并呈请国民政府采取补救办法。

1月25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

1月，班禅驻南京办事处成立。

2月，海军部部长兼福建主席杨树庄、前主席方声涛请虚云住持鼓山。

3月27日，守培法师呈文内政部，认为《寺庙管理条例》“不但消灭佛教财产，且丧失国府威信，亦败坏世道人心”，要求国民政府设法保全庙产以免伤风败德。

3月，四川佛教团体联合全省19758寺，通电力诋新颁《寺庙管理条例》十种不合法，誓不承认。

4月12日，中国佛教界因痛感《寺庙管理条例》之苛刻，由中国佛学会谢健、黄忏华等，会同江浙佛教联合会，召集17省代表，于上海觉园召开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再行成立中国佛教会。会议选举太虚、圆瑛、仁山、可成、德浩、禅定、惠宗、荫屏、寂山、明道、大悲、兴慈、弘伞、德宽、静修、常惺、慧轮、克全、王一亭、关[image: ]之、闻兰亭、黄涵之、钟康侯、范古农、江味农、狄楚青、李云书、宁达蕴、罗奉僧、陈正有、谢铸成、许止净、徐平轩、朱石僧、简玉阶、孙厚在36人为执行委员；谛闲、印光、德峻、白普仁、转道、达如、施省之、庄蕴宽、焦易堂、程德全、梅撷云、王森甫12人为监察委员；并请政府设立宗教委员会，要求政府修正《管理寺庙条例》。

4月25日，中国佛教会代表德峻等为中国佛教会拟定会章，呈请内务部备案。

6月3—5日，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执监联席会在上海举行，推选圆瑛、太虚、仁山、寂山、惠宗、王一亭、关[image: ]之、钟康侯、谢铸陈9人为执行委员会常委。于是日起，在南京毗卢寺成立会所，并于上海赫德路十九号设立总办事处。决议全体执监委员于6月6日赴南京请愿政府及立法院，要求废止《寺庙管理条例》，并请速颁宗教法。

8月10日，大勇在甘孜札迦寺去世，年三十七。大勇法师是汉藏佛学交流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北京创建藏文学院，组建入藏学法团，不畏艰辛，亲自带领30多名学法团成员入藏学法，在汉藏佛学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9月22日，北平第九区党部主任白彦章、第九区党部党员兼电车工会工人子弟学校女校长石又磊以铁山寺和尚不守戒律为借口，假借慈善、教育之名，率工人手持铁链、棍棒等武器强占铁山寺，将佛像全部捣毁，20余名僧人被驱逐出寺，除衣服以外概禁携带，引起长期纠纷。1931年11月，北平社会局才最终拟定了处理办法，将铁山寺有条件地交由长椿寺接收。

9月，圆瑛法师发表《奉劝全国佛徒实行真佛教》，奉劝全国佛徒集腋成裘，建设佛教大乘救济事业。

12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监督寺庙条例》，并将《寺庙管理条例》明令废止。

能海到达拉萨，拜康萨仁波切为根本上师，得喇嘛上师显密法要及灌顶加持不计其数。能海上师留藏七年，在显宗方面主要研习《现证庄严论》，在密宗方面主要修学《大威德生圆次第》。最后康萨仁波切上师将其弘法所用衣钵授予能海，以示付予密法传承。

诺那活佛由重庆前往南京，接受国民政府所委派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职务，以及兼任立法委员职务。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非常重视诺那活佛，赐封“诺那呼图克图”称号，批准设立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诺那活佛历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西康建省委员等职。

蒙藏委员会改名为“北平事务处”。

王恩洋在南充设立龟山书房，聚众讲学，佛学与儒学并重。

日本提倡理性研究佛教的首创者村上专精去世，时年78岁。

西尔万·列维与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共同创编的佛教百科全书《法宝义林》第一卷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法文编写的佛教辞书。其所收佛教词目以中国佛教典籍（包括汉译佛典）中的词汇为主，为法国及欧美学者研究佛教，特别是研究以中国佛教为中心的北传佛教和亚洲文化提供了参考。

巴黎佛学会成立。后更名为“佛教之友”。“佛教之友”的目的是把佛教作为一种真实的、理性的东方智慧呈现出来，从而使其远离神智会的神秘主义。“佛教之友”发行杂志《佛教思想》，很多东方佛教的倡导者都为杂志撰稿。1943年，“佛教之友”并入神智会。

公元1930年

3月，太虚在漳州南山寺成立“锡兰留学团”，学习英文以备留学。

3月18日，内政部致函行政院，请通令各省市政府查禁幼年剃度。

春，太虚法师于闽南佛学院讲课时，再作《建僧大纲》，对整理僧伽的范围以及僧格的培养等诸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5月，中国佛教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获内政部批准和中央党部认可，成为合法的团体，并且通过了《中国佛教会各省县佛教会组织大纲》。

9月，太虚在北京柏林寺创立柏林佛学院，请台源、常醒为院长，法舫任监学，胡瑞霖主财务。后因“九一八事变”而停办。

11月，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等以联合全国民众力谋划拨庙产创办教育为宗旨，重组“庙产兴学促进会”，并公开发布《中华民国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史称“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

12月1日，中国佛教会议定召集临时紧急执、监委员会议，并致函国民政府各院部，积极呼吁取消庙产兴学。

印光法师离开普陀山到苏州报国寺闭关，又将经书流通处弘化社自上海迁到苏州。

内蒙古格鲁派高僧宝珍金刚在北平极乐庵传“大威德金刚”生、圆二次第，“那若空行母”等法。

日本牧口常三郎、户口城堡创立“创价教育会”。牧口著《创价教育学体系》刊行。

日本妹尾义郎组成“新兴佛教青年同盟”。

缅甸原佛教青年会和人民团体总会中的部分中坚分子，在仰光大学成立了“我缅人协会”，主张民族独立，主要成员为吴努与昂山。

世界佛教徒会议（WFB）创设于斯里兰卡。

公元1931年

1月，卢燮机于《海潮音》发表《庙产兴学之法律上意见》，反对庙产兴学。

2月，《弘法社刊》第18期载有《庙产兴学教育界的民众大不赞同有不合理由十三条宣言》《阅各处驳〈庙产兴学宣言〉之感言》等文章，反对庙产兴学。

4月8—10日，中国佛教会在上海觉园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太虚大力批判中国佛教会并要求改组。改选结果太虚一系大胜，圆瑛当选常委随即辞职，保守派对改组后的中佛会采取不合作态度，抗缴以前认可的经费。太虚、仁山等全面接管中国佛教会，并且移址南京毗卢寺。

4月20日，太虚作《由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说到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大醒作《驳“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圆瑛等著《驳庙产兴学促进会主张庙产之理由》，反对庙产兴学。

4月25日，中央大学又召开全国庙产兴学促进会宣传大会，意图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扩大影响。

4月，《四川佛教月刊》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驳议》。

春，法尊法师到昌都，亲近安东格西求学，受灌顶，并对显宗诸论略闻纲要。是年秋季，法尊法师随安东进藏，到达拉萨后奉师命，入哲蚌寺进修佛学。

5月10日，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南京新亚西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作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演讲。

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代表罗桑楚臣等提出的保障汉蒙藏佛教徒约法上所许可之权利一案，由行政院发布《国府通令保障佛教徒权利》。

5月，中国佛教会太虚、仁山、常惺、王震、谢健、黄忏华等常委移总办事处至南京会所。

5月，日本佐佐木指月与其他3个人签署结社协议，在纽约建立“美国佛教会”。

6月3日，太虚公开发表辞职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通告》。太虚辞职以后，上海部分执行委员以协调挽留的名义召开第三届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请王一亭居士复职和王一亭建议南京设立会所、上海设立办事处的建议。南京由太虚法师负责，上海由圆瑛法师和王一亭等负责。

6月，国民政府颁布《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共18条。

8月1日，南京政府明令保护寺产。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中佛会备案。

8月20日，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太虚主持开学典礼，题“澹宁明敏”四字为院训。

9月12日，内政部公布施行《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

“九一八事变”后，太虚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

“九一八事变”后，诺那活佛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代表等发起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诺那活佛在上海、武汉、长江、广州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

11月11日，鹿野苑根本香舍寺举行盛大落成庆典仪式，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巴哈杜尔·萨哈尼（Rai Bahadur Dayaram Sahni）代表印度政府，将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rl）于1913—1914年在塔克希拉（Taxila）法胜寺发现的佛陀灵骨作为礼品，赠送给大菩提学会，大菩提学会则将其秘藏于寺院佛像的基座之下。寺内附设图书馆、施药处、佛教会馆、学校、宿舍等机构。这座寺庙的建成堪为印度现代佛教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开幕仪式上，达摩波罗激动地宣布：经过800年的放逐，佛子们重新回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神圣而敬爱的鹿野苑。

12月，湖南衡阳花药寺住持寄居发起组织抗日救国输送队，并发表《告全国僧伽书》。

天台宗宝静应虚云和尚之请，入滇弘法，先后于西山云栖寺、云南省佛教会、佛教居士林等处开讲《法华经》《楞严经》《大乘起信论》《台宗方便》等，并编印《弘法特刊》。

印光法师令弘化社重新排印《普陀山志》。

西藏地方政府在南京设立了西藏驻京办事处，恢复和改善了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日本妹尾义郎宣布解散“日莲主义青年团”，组建了“新兴佛教青年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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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血盟团”成员、日莲宗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其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由，到上海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为不明身份的人所打（此人实为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所指派），造成一死二伤，事后日方将此次流血事件嫁祸于中方，此即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并以此为由，发动“一·二八”淞沪事变。

1月，“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

2月，北平法源寺释空也函请中国佛教会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转知各寺院僧侣共赴国难。

4月5日，西康省僧民抗日大会常务委员会格桑泽仁等呈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组织西康省义勇军，并请对日宣战。

4月5日，日本“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第一，我等景仰代表人类最崇高人格的释迦牟尼佛，期望本着同胞信爱的纲领，（在人间）实现佛国土。第二，我等认为：既有的全部教团，乃是亵渎佛教精神的尸骸，必须予以摒弃以步入佛教新时代。第三，我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违反佛教精神，损害大众生活福利，必须对之改革以实现未来社会。大会还提出了“全佛教徒大同联合”“维护世界和平”等口号，表明了反战的态度。

4月14日，国民政府特派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

5月19日，观宗讲寺举行隆重的传法及升座典礼，宝静法师受谛闲法师传天台法脉，成为第四十四代祖师，出任观宗讲寺住持，并兼任弘法研究学社社长。

7月2日，谛闲法师圆寂，年七十五。其一生讲经说法40余年，教在《法华》，行在《楞严》，先后掩关三次，专修禅观。他培养的天台宗僧材中著名的有宝静、仁山、常惺、倓虚、显荫、戒莲、禅定、可瑞、根慧、妙真等，在家皈依弟子著名的有徐蔚如、王一亭、蒋维乔、潘对凫、馨航、黄函之、施省之、李斐然、朱子谦等。其著作有《法华经普门品讲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辑要疏》《普贤十大愿王别释》《圆觉经讲义附亲闻记》《观经疏钞演义》《首楞严经序指昧疏》《大乘止观述记》《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教观纲宗讲录》《始终心要解钞》《省庵劝发菩提心文讲义录要》《梁皇忏随闻录》《水忏申义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疏》《八识规矩颂讲义》等，弟子倓虚法师等于香港合辑为《谛闲大师遗集》出版，此外还有《谛闲大师语录》流传于世。

7月，王弘愿以“白衣身份”受广州解行精舍之邀请前往传授密法。

8月，内政部发布《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规定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范围。

8月20日，太虚在川渝地方实力派刘湘、刘文辉、潘文华等军政要员的支持下，于重庆北碚缙云山之缙云寺，以“沟通汉藏文化、融合汉藏感情”为宗旨及奋斗目标，正式创建汉藏教理院。1936年7月，呈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正式立案。

10月8日，太虚应蒋介石延请，任奉化雪窦寺住持。此后数年太虚在该寺开讲《出生菩提心经》《弥勒上生经》《解深密经》等多部经典，并曾设药师法会，祝蒋五秩之庆。

10月11日，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仁山、智圆、黄庆澜、圆瑛、明道、闻兰亭、常惺、王震、赵云韶等发布《中国佛教会第二十号通告》，明确反对《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的公布实施。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呈文给行政院、内政部等，请求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办法》。

10月22日，九世班禅后在段祺瑞、吴佩孚、朱庆澜等人为施主的支持下，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第六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十万余人。

虚云应福建长汀八宝山表持明湛和尚之请，遥接法眼宗良庆和尚法脉，成为法眼宗第八世弟子。

颁布《释寺庙登记条例疑义案》。

法尊入藏，于拉萨哲蚌寺学习显密经论。

太虚授意刘定权针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作《破新唯识论》，并亲作序文，批评熊十力“逞才智”，“惟非尧舜、薄汤武是事”。熊十力撰《破破新唯识论》还击。后来内学院弟子参加论战的有吕澂、王恩洋、陈铭枢等。

《大正新修大藏经》编纂完成，简称《大正藏》。该藏经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担任监修，实际工作主要由小野玄妙负责。该藏经的编纂动用了日本佛教界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在经费和人员使用上都是规模空前的。该藏经以增上寺所藏《高丽藏》为底本，以北宋福州开元寺本、南宋思溪藏、元普宁藏、明嘉兴藏、日本正仓院圣语藏、宫内省图书寮藏经为校本。该藏经的编订者也汇集了日本佛学界的精英，充分运用传统和现代的校勘方法，并吸收了当时所取得的语言学、文献学的最新成果。

由井上日昭组织的法西斯团体“血盟团”策划了一系列刺杀日本政界元老、重臣和财经界重要人物的行动，其中日本前财政大臣（藏相）井上准之助等人被杀死，震惊内外。

德怀特·戈达德出版佛经选集——《佛教圣经》。这本书主要汇集了中国禅宗、日本禅宗及藏传佛教噶举派经典中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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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印光法师令重刊净土宗的根本经典《净土五经》，并作序流通，在序中正式将《普贤行愿品》列为净土五经之一。

3月15日，闽南佛学院的学僧在致实业部的信中要求对国家要负相当的责任。

4月15日，诺那呼图克图应朱子桥将军请，赴上海闸北居士林修十三轮金刚大法。

4月29日，达摩波罗因病示寂，时年七十。正是因为达摩波罗富于使命感的热忱、虔诚与奉献，以及他领导下的大菩提学会近四十年的努力，才使得佛教重新在印度复苏，并在各个方面获得长足发展。

5月7日，太虚在上海永生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号召僧众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0月1日，太虚应汉口律师公会、佛教正信会、红十字会邀请，于汉口市总商会作了《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演讲，提出从一般思想、国难救济、世运转变三个方面来建设人间佛教。

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经西藏大会提名，国民政府批准，由第五世热振呼图克图担任摄政。

震华法师撰写《佛伽护国史》，并于上海佛学书局出版，激励僧众积极投身抗战护国运动之中。

觉初和尚在华岩寺创办“天台教理院”。

能海法师取道印度回国，先后在成都近慈寺、绵竹云雾寺、重庆慈圣庵、上海觉苑、五台山清凉桥等处建立金刚道场，又至北京、上海、汉口、苏州等地讲经传戒传法，皈依者甚众。

王弘愿主持解行精舍，传法期间开坛灌顶，有比丘从受灌顶，引起了白云山曼殊揭谛等全国缁素各界的一致反对。

第九世班禅在南京应戴季陶、石青阳、居正、贺耀祖、黄慕松、叶恭绰等人之请，在城东宝华山的护国圣化隆昌寺举行密法灌顶三日。

太虚受湖南沩山宝生和尚之请，远承沩仰宗兴阳词铎禅师，传沩仰宗第八世。

太虚聘请诺那活佛为“中国佛学会”名誉会长。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取得政权，德国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希特勒政权仇视佛教，取缔佛教团体，秘密逮捕了许多佛教团体领导人，焚毁佛教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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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到南京，参加追悼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活动，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1月，国民政府制定《边疆宗教领袖来京展觐办法》。

《海潮音》第1期出版了人间佛教专号。

6月17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正式成立，以弘扬佛法、慈悲济世为宗旨。

7月，日本佛教界于东京成立“日华佛教研究会”。

8月，法尊应太虚之请返回内地主持重庆“汉藏教理院”，直到1949年。期间翻译校改《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和《菩萨戒品释论》。

9月，中国佛教会拟订《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经内政部修正后，呈交行政院核准，由内政部备案，并通行各省市。

虚云开始主持重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道场广东曲江南华寺。

谈玄法师奉太虚之命东渡日本求学，得台密、东密两大传法阿阇黎位，是我国获得日本密教台密、东密两大支流密法灌顶的第一人，回国所携2000余种密典和许多密乘法器，曾在上海佛学会对外展览，颇受关注。

香港跑马地成立“香港菩提”，在觉一、可仁、华庵诸法师的倡导下，努力传播天台教观。同年夏天，芝峰应佛学会邀请，赴港讲《大方等如来藏经》。

观宗弘法研究学社设立学戒堂，“为初学比丘修学律仪规范，补习普通学识”。

日本政府在东京组织“东亚佛教会”“佛教兴亚会”“国际佛教协会”。

日本主持召开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同邀中国佛教会和伪“满洲国”的“佛教青年团”与会，妄图制造分裂中国的事实，太虚断然拒绝。

第一届欧洲佛教议会在英国摩诃菩协提会召开。会议的议题是佛法如何在同一时代的欧洲社会最好地提高自己。

公元1935年

7月18日，中国佛教会在上海召开第七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保守派修改会章为《中国佛教会章程》，后又呈请政府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备案，改中国佛教会为中国佛教总会，委员制为理事制，改国、省、县三级组织机构为国、县二级，取消省佛教会，在各县直接设置分会。

8月16日，湘、浙、鲁、皖、鄂、豫、苏七省教育厅联合呈请中央励行监督寺庙条例，以庙产办短期小学或其他地方教育事业。接着，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程其保、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李敬斋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接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的提议，经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报内政部。史称“第三次庙产兴学运动”。

8月24日，中国佛教会推举代表圆瑛、大悲、明道、王一亭、关[image: ]之赴京请愿，反对庙产兴学。由理事长圆瑛，常务理事大悲、明道、弘伞、可端、远尘、王震、闻兰亭、关炯、黄庆澜、屈映光等起草《请愿文》，分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等。

8月，北平僧俗举办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

11月，内政部发布《内政部通知礼字》致中国佛教会。

12月，国民政府制定《管理喇嘛寺庙条例》。

诺那活佛函邀贡噶活佛来内地代为传法。活佛于1935年、1945年两度东来，在成都、重庆、杭州、沙市、昆明、长沙、南京、庐山、汉口、上海等地灌顶传法，先后历时五年，较系统地传授了藏传佛教噶举派之主要密法“大手印”“胜乐金刚”“金刚亥母”“那若六法”及“宁玛派大圆心髓法”等，并翻译出百余种传法仪轨，重要者有《大手印讲义》《恒河大手印直讲》《大密妙义深道六法引导广论》等。

诺那活佛返回四川，被刘湘推荐出任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在任内试图解决刘文辉部驻康北各地武装，并撤换了各地县长，由此与刘文辉矛盾不断升级，最后双方都向中央告状。同时，诺那活佛在西康企图阻止红军长征，后被红军俘获，经教育转为同情红军。

能海学成返回内地弘法，他将主要精力倾注在两项弘法事业上。一是建立道场，在四川先后创建近慈寺、吉祥寺、云悟寺，以及慈圣庵和重庆金刚道场，广传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二是从事译述，将汉藏双方互缺之经论，互译刊印，两次由西藏运回大量藏传佛教显密典籍，多属汉传佛教所无者，践行将藏语系佛教在内地广为弘传的夙愿。

芳莲尼师在马来西亚创立菩提学院。

西尔万·列维逝世，时年72岁。列维精于梵、藏、汉佛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他承袭了法国佛教研究的传统，即以梵典为中心，参校汉、藏资料。列维的佛学研究为欧洲现代佛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由此派生出欧洲佛学界的现代学派法国比利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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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内政部公布《寺庙登记规则》，1928年公布之《寺庙登记条例》即行废止。

1月，国民政府公布《喇嘛奖惩办法》。

5月，由太虚、圆瑛、王一亭、屈映光、朱子桥、江味农、范古农、关[image: ]之、简玉阶、赵朴初等229位上海佛教界人士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内启建了规模盛大的丙子息灾法会，同时成立了由163人组成的理事会，设有常务理事70人，王一亭任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任副理事长。

5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护送班禅回藏。到达青海玉树时，因西藏亲英势力从中挑拨，班禅回藏遭受阻碍。

5月，诺那活佛在甘孜圆寂，年六十一。国民政府追赠诺那活佛为“普佑护国禅师”，并拨专款指示将诺那活佛的骨灰运至庐山小天池进行塔葬。

6月9日，中国佛教会江苏代表仁山、法权、霜亭、静严，安徽代表本僧、镜空，以及四川、贵州、湖南僧诸代表齐集金山寺对当时不尽如人意的佛教会新修订法案筹商办法，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民众训练部、江苏党委等高度重视。会议主要通过了“维持佛教会”“停止中国佛教会新章”“请愿迅速召开大会”等决议。

6月，国民政府民众训练部拟定《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70条和要点说明8条，直接参与了佛教会内部的纷争。

7月，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尼编入壮丁队接受军训，太虚函请改僧侣为救护队、看护队，以符合佛教宗旨。得到回复，僧道受训单独编组，受训后不列入战斗部队。

7月，汉藏教理院呈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正式立案。

8月，圆瑛法师于南京毗卢寺再次主持中国佛教会第七届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恢复中国佛教会三级制；决定10月15日前召开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居士不得入会留待大会讨论等。

9月2日，民众训练部提出了“改组中国佛教会为中国佛教寺僧会和中国佛教居士会”“采取国省县三级制度”以及“废止现行选举制度，代表只产生由民众训练部全国范围内选拔”三项办法，其中建立佛教居士会等方案赢得了佛教会内部革新派的认可。

10月，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成立，由代理院长法尊主持。

11月15日，中国佛教会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出席代表200余人。会议主要讨论修改了《中华佛教会会章》《会员入会规则》《各分会组织通则》《选举代表规则》等。

11月，中国佛教会拟定《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章程》并制订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僧众训练班纲要”，呈请内政部、民众训练部备案，民众训练部通过审核准予备案，内政部则对章程及纲要进行了修正。

11月，菩提学会与上海佛教净业社联合启建上海护国息灾法会。

12月17日，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在上海开始办公，圆瑛法师任总团长，宏明法师任总干事。

欧阳竟无著成《大密严经叙》，自称“晚年论定之学说”。

法尊携带大量宗喀巴大师著作从藏地返回，丰富了汉地对宗喀巴大师甚至整个藏传佛教的认识。1935年，为迎请藏传佛教高僧安东格西来汉地传法，法尊法师第二次入藏，却因格西圆寂而未能遂愿。

日本“新兴佛教青年同盟”集体参加了“人民战线运动”，并在机关刊物《新兴佛教》上表明了支持“人民战线运动”的立场。

金刚智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这也是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名僧人。

费利克斯·居约将哈他瑜伽介绍到法国。

公元1937年

1937年春，喜饶嘉措在黎丹、杨质夫、格桑嘉措格西、贡巴萨·土登却札等陪同下，到达南京，先后受到蒋介石、林森等国民党要员的接见。

“七七事变”后，支那内学院院舍及图书被毁，欧阳竟无率众携经版迁至重庆江津，建内学院蜀院，恢复“讲学以刻经”旧规。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在上海觉园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为团长。

太虚发表《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劝其自救救人，开人类大同之运。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祈祷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

近代佛教杂志《佛海灯》出版“僧伽护国专号”。

8月，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灾会共同组织僧众救护队。圆瑛法师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僧侣救护队由宏明担任队长，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

8月，屈映光、黄涵之、赵朴初等居士建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由赵朴初担任收容股主任，专门负责难民收容工作。

10月，圆瑛携徒明旸到新加坡，组织新加坡华侨，协助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募捐委员会，开展募捐工作。

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主坛修法。

10月，喜饶嘉措抵达重庆，应邀在汉藏教理院讲演西藏各宗教流派及教义。

11月，汉藏教理院以“国难严重，外患日亟，吾辈僧伽亦国民之一分子”，召开院务会议，决定组织僧伽军事训练班，以为僧伽救国之先声。训练班定名为“汉藏教理院防护训练队”。

冬，苏州沦陷，印光法师移居吴县灵岩山寺。

12月，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年五十五。他是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藏传佛教领袖之一，也是对汉藏佛学交流和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人物。

朱芾煌汇编完成《法相辞典》。此辞典始编于1934年，共260余万言。

徐蔚如去世，年六十。与杨文会一样，徐蔚如一生致力于创办刻经处，流通佛经，同时也是著名的华严学者。他校刊了许多华严宗的重要经典，曾在天津功德林讲解《华严经》大意。

喜饶嘉措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政府参政会参议员。

梁思成考察山西五台山，发现湮没已久的佛光寺大殿，确认其为当时已知最早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

山西洪洞广胜寺住持力空发动僧众将《赵城藏》秘藏于广胜寺飞虹塔，以防被日军破坏。

南京中山陵园藏经楼兴建。

日本“新兴佛教青年同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解散。

日本学者荻原云来卒，时年68岁。其生前曾赴德国从事梵文与佛学研究，著有《印度的佛教》《梵日大辞典》等。

在巴黎召开第二届国际佛教大会。

公元1938年

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的抗日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和物力的援助。

3月2日，山东招远陈言忠利用普云佛教会负责人的名义，树起抗日大旗，称“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

4月，圆瑛等宣布在上海孤岛恢复办公，在重庆的部分中佛会理监事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由太虚主持，推动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同胞，并与大后方各省县佛教会保持联络。

4月起，国民政府教育部每月拨付400元经费，资助翻译处编译汉藏对照初级教科书。同时改翻译处为“编译处”，加强组织，制定章程预算呈教育部备案，并命编译处按月报告工作，随时将编译稿本送教育部审查。

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

6月，中国佛教会监事圣钦具呈内政部，以中国佛教会在沪处境恶劣，建议将该会及沦陷地分会明令解散，另行指派后方佛教缁素名德加以改组。之后太虚法师、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以理事、监事地位具呈设立中国佛教会重庆临时办事处以领导各地会务。

11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以佛教文化增进汉藏感情案，及推行佛教加强民族团结开拓国际援助案。

冬，圆瑛法师再次到槟榔屿等地进行爱国演说，发动“一元钱救国运动”。

“天台教理院”更名为“华岩佛学院”。

太虚任“佛教访问代表团”团长，偕同苇舫、慈航、惟幻出访缅甸、印度、斯里兰卡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争取国际支持。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

日本策动汉奸在天津成立伪“中华佛教会”，妄图代替我国原有之中国佛教会，随后每占领一个地方，都相应设立各种伪传教组织，并在这些地方开办日语班，倡日语、禁汉语。

莱昂纳德·布伦在墨尔本建立第二个佛教组织——佛教研究小组。他用英语教授佛法，每月传法一次，并组织讨论。他将佛教视为一种心理学派，认为佛教能够通过提供一种精神训练体系，来解决现代问题。

刘易斯·德·拉·瓦利·普辛去世，时年69岁。普辛出生于荷兰里奇，主要著作有《涅槃》《佛教伦理》等。他是西方说一切有部研究的先驱。他出版了《阿毗达磨俱舍论颂》，将世亲的注释作了翻译。在此之前，西方学者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说一切有部的思想。普辛还是比利时藏传佛教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为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整理出学术价值很高的《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和中国新疆南部盗走并带回英国的藏文资料分为“律”“文献”“经”“论”及其注疏等十大类，方便了学者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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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在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深入各大寺庙拜访高僧，介绍抗战情况。

春，太虚门人苇舫发表《应速组织佛教访问团》一文回应《宗教与民族解放》之呼吁，倡导佛教界尽快组织南亚访问团宣传抗战，以回击日本在南亚对中国的诬蔑宣传。

春，应慈法师到上海开办华严学院，宣讲60卷《华严经》。

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贡噶活佛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3月，西藏佛教界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价值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

5月15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决定派遣藏传佛教名僧道玮、喜饶嘉措、格西等人赴青海各大寺庙宣传佛教文化，宣传日本专行违背教义之无耻暴行。

5月18日，应慈法师在上海发起成立《华严经疏钞》编印会。在他主持下，校勘出版了卷帙甚富的有关华严经的著述，至1944年方完成。

6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朱家骅致陈立夫函称：“中缅邦交关系甚巨，敌人在彼间活动甚力，近更以收买报纸对我作种种不利宣传，故总裁对此弥见关切。遵拟进行步骤三项，其中以佛教访问团最为重要，务请提前进行，能于最短期内出发尤妙。”

6月，兼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喜饶嘉措提出“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的议案，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

9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策划组织以太虚为团长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越南、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国，进行抗战宣传。此次中国佛教赴南亚访问团于1939年10月底从云南出境，到次年5月4日回国。

欧阳竟无重建支那内学院，分毗昙、戒律、瑜伽、般若、涅槃五科。

汉藏教理院学僧碧松到拉萨佛寺深造。他在藏期间，先后从100多位著名的上师接受了600多次密教各派的传法灌顶，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西藏三大寺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称号的汉族僧人。

喜饶嘉措前往甘肃、青海一带，发动僧俗团结抗日。他积极宣传抗战救国，发表了《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白螺的声音》，并举行息灾诵经法会。

甘南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活佛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

中国南岳佛道救难会成立。

陈垣《释氏疑年录》出版。

日本制定《宗教团体法》。

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卒。他曾在中国、朝鲜考察佛教史迹，著有《佛教的美丽和历史》《佛书解说大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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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圆瑛辞中佛会理事长及灾区救护团团长等职。

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隆重举行。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取道印度前往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

9月，圆瑛从南洋回到上海，被日军以“抗日”罪名抓到宪兵队，后解往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关押。

9月，能海率弟子照通、普超等，到达拉萨迎请康萨仁波切到内地弘法。康萨仁波切为能海取名云灯嘉措，同行4人亦各命藏名，均与汉名相应。能海在拉萨续从康萨仁波切学密法，得传承衣钵。康萨仁波切以病不能离藏，能海携带《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及法器等于民国三十年（1941）九月抵达打箭炉。

10月，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乐观法师致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印度、缅甸、泰国等国家宣传抗日，得到当局的批准与支持。队员共5人，其中2人是汉藏教理院肄业学生，由太虚指派参加。

12月2日，印光法师圆寂于灵岩山寺，年八十。印光曾建立专修净土道场，专事念佛，卒后被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十三祖。他著有《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编及《嘉言录》等。

国民政府册封喜饶嘉措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

印顺于贵阳大觉精舍写成他的第一部佛学著作《唯识学探源》。

太虚派遣汉藏教理院教务主任法舫赴斯里兰卡、印度，传播大乘佛教，研究巴利文、梵文，交流中印文化。

太虚作《建立菩萨学处》。

支那内学院发起编印《精刻大藏经》。

陈垣著《明季滇黔佛教考》。

周叔迦在北平创立中国佛教学院。

巨赞等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

泰国由政府赞助，以僧王帝须提婆（Tissadeva）为领导，组织“巴利三藏全译泰文委员会”，集合二三十位精通巴利文高僧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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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暮笳发表《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吁广大青年以乐观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明天。

1月，宝静法师圆寂，年四十二。他著有《摩诃止观述记》《大乘起信论讲义》《妙法莲华经弘序浅述》《台宗二十五方便浅述》《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佛遗教经讲义》《省庵劝发菩提心文讲录》《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念佛开示录》《观音普门品讲义》《宝王三昧论讲录》等。他一生讲经说法20年，共计80余会，其中与观宗讲寺法缘最深，其次为香港和余姚。

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次会议主席团批准颁布《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团结以达成抗战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领案》，具体编定了关于边疆之施政纲要。

5月，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七县佛教联合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获得大后方佛教徒的热烈响应。

广东佛教会在曲江正式成立省佛教会，虚云被推举为理事长，积极为佛教事业忙碌奔波。

陈垣著《清初僧诤记》。

慈航入驻马拉西亚洪福寺，随后应任第一任住持，由本道协助寺务任监院。洪福寺正式转变为汉传佛教寺院。

“大日本宗教报国大会”召开，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500名佛教、基督教、神道教代表会前集体参拜了国家神道的象征——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

朝鲜“韩国佛教法华宗”创立。

“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夏威夷的日本学校被关闭，并被改成慈善机构。寺院被占领，传教师（法师）及日语教师大多被遣送到美国大陆的“战时拘留所”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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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太虚、觉通、钟益亭、雷心佛等人于重庆慈云寺组设佛教中医慈济院。

6月，日本佛教真宗大谷派出版河崎显了撰写的《佛教经典战争观》一书，认为佛教肯定战争是“破邪显正”的菩萨行。

6月，圆瑛在天津佛教居士林演讲，明确提出爱国与爱教不可分离。

王恩洋赴四川内江创办东方佛学院，同年9月改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员，讲授儒学和佛学。

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应邀赴渝主修法会。

能海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在此安居期间，他讲授了《大威德生起次第》，还主译了《大时轮上师相应法》。

汉藏教理院及其他佛学院的一些在渝学生毅然脱去袈裟，在重庆兵役处报名上前线。

弘一法师李叔同卒，年六十三。李叔同出家后，致力于弘扬律学，著《四分律比丘戎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等，创建“南山律学院”培养律学人才，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

日本神、佛、基三教召开“奉戴大诏宗教报国大会”。神、佛、基、回等宗教团体组成兴亚宗教同盟。

朝鲜“大韩佛教弥勒宗”创立。

苏联学者谢尔巴茨柯伊卒。其曾赴印度研究佛教，著有《佛教因明》等。

瑞士文学家麦克斯·拉德内在苏黎世组成了一个佛教小组。

公元1943年

1月，太虚与冯玉祥、于斌、白崇禧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一致抗日。

1月，韩清净历时5年，撰成《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2月，金剑山创立大雄中学，太虚任董事长，吴子诒任校长。

2月，欧阳竟无因肺病不治而逝，年七十三。吕澂继任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依止杨仁山学习佛法，一生精研佛法，著述甚丰，晚年自编所存著作为《竟无内外学》，凡26种30余卷，均由支那内学院蜀院刻印，今由金陵刻经处流通。

9月，威廉·盖格尔逝世，时年87岁。他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学学者，在伊朗研究、巴利语研究、锡兰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11月，内政部颁布《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引起佛教界惶恐。

12月，重庆佛教界组织前僧侣救护队队员22人，应政府发动远征军运输队的号召前往印度工作。

冬，虚云开始重兴云门宗祖庭，并遥承已庵深静禅师法脉，传云门宗第十二世。

太虚创办巴利文三藏学院。

日本创价教育学会遭到镇压。

日本佛教青年会主办大东亚佛教青年大会，成立大东亚佛教青年会。

韩国圆佛教的教祖朴重彬去世，时年52岁。教团一致推举他的大弟子鼎山宋奎担任佛教研究会的宗法师（朴氏被称为大宗师）。

柬埔寨王国颁布《僧伽组织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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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太虚致书蒋介石，要求阻止内政部等机关对佛教事务的不正当处理措施，否则自己不能苟活，内政部的《办法》被搁置。

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

班禅堪布厅认定青海循化县文都乡宫保慈丹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并将其迎到青海塔尔寺供养。

在莫高窟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日本神、佛、基各教组成“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

公元1945年

春，巴利三藏学院在西安大兴善寺成立，太虚任院长。

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内政部与社会部对中国佛教会进行整理，拟定了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组织章程。

11月17日，内政部、社会部确定太虚、章嘉、李子宽、虚云、圆瑛、昌圆、全朗、朱庆澜、屈映光9人为整理委员，太虚、章嘉、李子宽为常务委员。

12月，内政部与社会部一起发布训令“依法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指定太虚法师、七世章嘉活佛、虚云法师、圆瑛法师、李子宽居士、屈映光居士等9人为委员。

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会长金刚智函商世界佛学苑苑长太虚，请交换教授、学生各1人。

圆瑛创立上海圆明楞严专宗学院。

日本宗教团体法废除，取消对信仰自由的限制。

朝鲜“大韩佛教华严宗”“大韩佛教一乘宗”天华佛教创立。

韩国“佛教研究会”正式称为“圆佛教”。宋奎执掌教团后，便积极地推进弘教事业。他趁战争结束之机，成立了战灾同胞救护事业会，同时将教育事业和建国事业当作新时期的两大目标。

英国学者柏尔卒。其生前四度入藏，著有《西藏的宗教》《达赖喇嘛的画像》等。

克里斯玛斯·汉弗瑞起草一份叙述佛教准则的文件，涉及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并保留了各自的独立信条。经过讨论，“佛教的12项准则”（Twelve Principles of Buddhism）被编纂出来，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并有了16种语言的版本。

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把复兴佛教看作恢复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了具有世俗性质的各种佛教社团，创办佛教大学，编辑出版《佛教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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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国民政府因太虚在抗战期间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特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1月1日，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从重庆迁至南京毗卢寺。

2月25日，台湾省佛教会在万华龙山寺成立，选本圆法师为理事长。

7月19日，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上海玉佛寺召开，太虚、李子宽、章嘉（大醒代）、虚云（张小廉代）、黄涵之、圆瑛（白圣代）出席，王慧达、心高列席会议。会议讨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各地对该会章程及各规则草案所提的修正意见等。

9月，根慧出任观宗讲寺住持，发起筹备四明佛学院，成立董事会以筹募四明观宗佛学院基金。

日本重建创价学会。

南朝鲜佛教法华宗、天台宗创立。佛教青年党组建。

泰国法宗派皇冕学院改为皇冕佛教大学，分为三个部门，学制七年。

第一次全苏喇嘛代表大会在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市召开。大会通过了《苏联佛教僧侣（喇嘛）条例》，成立了全苏佛教组织——苏联佛教徒中央宗教管理委员会。

加拿大马尼托巴省佛教教会在该省省会温尼伯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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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国民政府颁予贡嘎活佛“辅教广觉禅师”封号，并赐金册银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亦为贡噶活佛亲笔题写：“辅教广觉禅师贡噶呼图克图。”

3月17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逝世，年五十八。太虚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提倡“人生佛教”，兴办现代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其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太虚造就培养之人才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大醒、大勇、印顺等人。太虚著述等身，今已由其弟子印顺法师等汇编成《太虚大师全书》。

印顺得到太虚逝世的消息，到达上海，被推举担任《太虚大师全书》主编，全书至第二年4月编集完成。

5月26日，中国佛教会在抗战胜利后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5月，梅光羲去世，年六十八。其生平所得薪俸多用于佛教事业，资助金陵刻经处印经、支那内学院办学等；著作有《相宗纲要》、《相宗纲要续篇》、《大乘相宗十胜论》、《相宗史传略录》、《因明入正理论解录集注》、《法苑义林章唯识注》等。梅光羲在佛教界声望甚高，与北京夏莲居齐名，时称“南梅北夏”。

5月，日本宗教联盟召开“全日本宗教和平会议”，反省侵略战争中的错误。

6月，贡嘎活佛于内地传法。

6月，达摩难陀·D.[image: ]赏弥去世，时年71岁。他是一位杰出的佛教学者与巴利文专家，1929年，其完成天城体版《清净道论》的整理工作，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image: ]赏弥还为《清净道论》作了一部注释。为了向民众传播佛教，[image: ]赏弥用马拉提语写了许多关于佛教的著作，其中最流行的是他的佛陀传记——《薄伽梵佛陀》（Bhagavan Buddha）。[image: ]赏弥还有11种佛教与耆那教的著作，分别用马拉提语、梵语与古吉拉特语等完成，他曾将巴利文的《经集》译为印地语、梵文、阿尼阿辛萨语（Aniahimsa）与马拉提语。另外，他在普纳佛古圣学院任教期间，培养的几位弟子后来成为印度佛教研究的中坚力量。

霭亭撰成《华严一乘教义章集解》10卷，此书是继清代续法之后阐释法藏《华严教义分齐章》的重要撰著。

韩乐然卒，年五十。其生前曾赴新疆考察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绘有《千佛洞飞天图》等。

能海重校《大威德怖畏金刚甚深道第二圆成次第》，主持修建峨山慈圣庵。

日本佛教联合会开设“佛教讲座”，第一次讲座设在镰仓圆觉寺，讲师为铃木大拙。

缅甸僧人杜难陀访问德国，在各大城市弘法，吸引了许多人改信佛教。

缅甸总理吴努（U Nu，1907—1995）与吴屯爵士（Sir U Thwin）在仰光创立“佛教摄益协会”与“教法禅修中心”（Sāsana Yeiktha）。

泰国大宗派大舍利寺学院改为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分为四个部门，学制八年。

普净法师在泰国创建普仁寺，使其成为泰国依律剃度受戒的第一座合法华僧寺院，华僧不必再回国受比丘戒，普净法师成为第一位华僧宗传戒师。

柬埔寨宪法中规定佛教为国教。

老挝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

芬兰一些不正式的佛教研究小组成立了“佛教之友”。这是芬兰，同样也是北欧建立的第一个佛教协会。该协会的目的是研究佛陀的教义、支持僧人并促进比较宗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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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国佛教会通告全国各寺庙：凡有干涉寺政寺产，违反宪法及该会规章的任何组织，一律不予承认。

5月21日，中国佛教会第三次理事会在上海玉佛寺召开。章嘉（雪嵩代）、巨赞、茗山、东初、赵朴初等2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经费问题，决定设立蒙藏教务委员会，通过《中国佛教会蒙藏委员会组织规则》。

倓虚应邀到香港弘法，从此，即驻锡香江，对香港、澳门乃至海外佛教的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能海在近慈寺首讲《毗卢仪轨》；安居后赴北京迎请扎萨喇嘛，并发起印行《龙藏》，途经上海，在觉园讲授《大悲仪轨》《五字真言》《雅马达嘎略法》《护摩略法》和《普贤行愿品》，后又赴苏州灵岩山开示法要。9月抵达北京，在北海菩提学会讲《律海十门》，在居士林讲《定道资粮》。10月偕扎萨喇嘛飞往成都，迎住近慈寺译经院，教授四众弟子。

冬，印顺受性愿老和尚约请，到厦门南普陀寺创办大觉讲社。

日本学者望月信亨卒，时年79岁。曾著《望月佛教大辞典》《中国净土教理史》等。

斯里兰卡青年佛教会举行成立50周年大庆。

印度尼西亚李俊承受邀为华族四众佛教徒发起组织成立“星洲佛教总会”。

美国詹宁士女士在华拜虚云为师，正式出家，是美国第一位女尼。

公元1949年

9月21日，赵朴初、巨赞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代表会议代表。

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赵朴初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0月3日，巨赞、赵朴初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

应慈在南京建立华严速成师范学院，讲授法藏《华严探玄记》。

倓虚在香港新界荃湾弘法精舍创办华南学院。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青海塔尔寺坐床。

《赵城藏》被运送至北京。

日本“全国佛教同盟”组成。

日本奈良法隆寺失火，金堂烧毁。

印度新的《佛陀伽耶寺院管理法》（Buddha GayaTemple Manage Act）终于获得通过，标志着佛教在佛陀觉悟之地的复兴。自1952年起，师子鬘一直为管委会的成员，直至去世。

维也纳佛教会成立。

美国学者何乐益卒。

曾入华研究佛教，著有《中国的佛教和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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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世界佛教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简称世佛联）在锡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召开首届世界大会。会议由马拉拉色克拉主持，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大会规定六色旗为世界佛教教旗。

6月18日，赵朴初、巨赞、喜饶嘉措、李济深、周叔迦等人在北京成立现代佛学社，负责出版发行《现代佛学》月刊。

9月15日，《现代佛学》创刊。该月刊内容分为学理、历史、文物、艺术、问答、通讯六大类。陈铭枢为社长，巨赞为主编。

支那内学院改名中国内学院，吕澂继续担任院长。

法尊法师在北京主持菩提学会藏文译事，翻译《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又将格西却扎编的《藏文辞典》译成汉文，同时还译出《五次第论》和宁玛派的《七宝论》。

喜饶嘉措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并向西藏地区发表广播讲话，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劝说西藏上层人士，对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甘孜县白利喇嘛寺活佛格达被英国人杀害。

全日本佛教社会事业联盟组成。

缅甸政府组建宗教事务部，宪法也强调了佛教的特殊地位。议会通过《佛教组织法》《巴利语大学与达摩师法》《巴利语教育法》等一系列有关佛教的法令，把弘扬佛教文化及其管理用法律的形成固定下来。

缅甸政府延请英国巡洋舰到斯里兰卡，将珍藏在那里的佛教圣物——佛牙迎回国内，供人民瞻拜。

缅甸佛教在政府协助下，公布了三个规章：第一，设立僧伽法庭；第二，设立宗教部；第三，设立佛教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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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班禅额尔德尼。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西藏和平解放。同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26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达赖喇嘛，表示感谢和祝贺。

5月24日，毛泽东主席接见阿沛·阿旺晋美等谈判代表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行，并于当晚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

8月26日，缅甸全国性佛教徒组织——佛教评议会在仰光正式成立。

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佛教界除赵朴初以委员身份出席会议外，能海、吕澂和嘎拉僧格根也应邀列席会议。

仁山去世，年六十五岁。其著有《华严新疏》《法华析疑》《瑜伽师地论注释》《法海波澜》等书。

大醒法师创办台湾佛教讲习会。

根敦群培病逝，时年48岁。根敦群培在继承藏族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是现代藏学的开拓者。代表作为《白史》。此外，他在拉萨期间给弟子教授中观义理，后由弟子整理笔记成书，名《中观甚深心要善说——龙树意趣庄严论》（又称《中观精要——龙树心庄严》），这是一部重要的有关佛教中观思想的著作，对中观甚深意趣作了充分的论述。

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日本《宗教法人法》颁布。

日本“佛教徒和平恳谈会”成立。

日本创价学会发起“传教大进军”。

日本印度学佛教学创立。

韩国“唯一学林专门部”改称圆光大学，学林的中学部分别改为圆光中、高等学校和圆光女子中、高等学校。

新加坡成立“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新加坡分会”，毕俊辉居士曾长期担任领导人，并担任过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副主席。

泰国巴利三藏全译完成，计律藏13册、经藏42册、论藏25册，合计80册（表示佛陀住世寿命）。

日本净土真宗在伯克利佛寺设立“佛教研究中心”。

冯善甫、冯善敦两兄弟等人在旧金山唐人街组建“佛禅会”。

柏林佛教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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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春节，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互相拜年，并向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拜年。

2月24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二人在京举行了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佳节的盛大宴会。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应邀出席。

2月，印度尼西亚佛教徒成立三达摩会，此为印度尼西亚第一个佛教组织。

8月1日，中央文化部拨款修葺南京栖霞山寺、鸡鸣寺、灵谷寺；浙江普陀山的普济寺，天台山国清寺。

8月，台湾印顺法师与章嘉大师、赵恒惕等一行5人前往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此后，印顺法师由香港移驻台湾，留在台湾弘扬佛法。同年，印顺法师接任《海潮音》杂志社社长。

10月2—1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亚非国家的26位宗教界代表出席了大会。圆瑛、喜饶嘉措、赵朴初等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会议。与会佛教代表签署了《参加严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佛教的联合声明》。

11月4—5日，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佛教界著名人士虚云、喜饶嘉措、噶喇藏、圆瑛、柳霞·土登塔巴、丹巴日杰、罗桑巴桑、多吉占东、能海、法尊、巨赞、陈铭枢、吕澂、赵朴初、董鲁安、叶恭绰、林宰平、向达、周叔迦、郭朋等为发起人。与会者用汉、藏、蒙三种语言和汉、藏两种文字认真仔细地研究和讨论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任务、组织及《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推举组成了以赵朴初为主任的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

11月，大英博物馆归还从桑奇出土的舍利弗与目犍连遗骨，大菩提学会将其送到桑奇的支提山寺供奉，印度与缅甸两国政府的总理都出席了供奉仪式。由此，桑奇重新恢复了其原有的宗教神圣性地位，大菩提学会作为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也再次彰显出来。

由赵朴初居士和上海佛教界人士发起组织了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赵朴初为主任委员。该会委托徐平轩居士前往南京整理恢复。

中央人民政府拨款修缮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塔院、显通寺、菩萨顶和广济茅蓬。

支那内学院院董会决议内学院停办，此一创立30余年之佛学研究机构至此结束。

第二届世界佛教徒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

日本东本愿寺派的首座寺庙在巴西建成。

比丘尼达摩丁娜首次来到澳大利亚传播上座部佛教。在佛教早期传播澳大利亚的过程中，她起到了重要作用。

缅甸设立佛教大学。

泰国政府邀请缅甸政府委派业处阿阇黎到泰国教导念处禅修。马哈希尊者应政府的请求，派遣两位弟子，阿沙巴法师与英达旺沙法师前往泰国，建立了泰国的马哈希禅修中心。

镜盦长老在马来西亚创建八打灵观音亭。

苏曼迦罗法师在华盛顿创立一个佛教的外围组织，称为FRIENDS OF BUDDHISM（佛教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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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就关于修庙问题复示中南局统战部，指出在宗教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寺庙和确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可予以整修。

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广济寺开幕，包括汉、藏、蒙、傣、满、苗、维吾尔7个民族的121位活佛、喇嘛、法师、居士参加了大会。喜饶嘉措致开幕词，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主任赵朴初居士作《关于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

春，能海率弟子上五台开荒造林，重建律宗道场，选定清凉桥三昧律师道场故址开始筹建，定名为吉祥律苑。

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闭幕。大会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推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选举产生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选举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噶喇藏、祜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赵朴初兼秘书长，巨赞、周叔迦、郭朋为副秘书长。

6月，虚云开始修复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

7月，400多名美籍华人佛教信徒在夏威夷成立了“檀香山华侨佛教总会”。

中国佛协会长圆瑛逝于浙江宁波天童寺。

持松在静安寺内设立真言宗坛场，恢复中国失传已久的唐代密教。

河南省人民政府呈请中央拨款，全面修理龙门石窟，1954年竣工。同时完成了石窟初步编号工作。

来果禅师圆寂于上海，年七十三。其著有《自行录》《语录》《开示录》等。在恢复禅宗丛林制度等方面，来果禅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一次全日本佛教徒会议在高野山召开。

伯克利的团体正式组建“新南威尔士州佛教会”，伯克利被推选为会长。新南威尔士州佛教会的主要成员是白人。它是澳大利亚现存的最古老的佛教组织。

几名佛教徒在墨尔本成立“维多利亚州佛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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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毛泽东主席会见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

5月17日，缅甸在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活动时，邀请各国佛教界代表在缅甸召开上座部佛教第六次结集大会，参加者有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柬埔寨、泰国、老挝、巴基斯坦等国的比丘共2500人。会上根据各国的各种版本和缅甸第五次结集的总结，对巴利文经典进行严密的校勘，从而产生了目前最完善的巴利文大藏经版本，印行结集版大藏经51卷本。

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喜饶嘉措、能海、赵朴初、噶喇藏、阿旺嘉措、赤江、松布、松谍等当选为出席会议的代表。

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达赖喇嘛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为常务委员。

12月3日，“第三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代表大会”在缅甸仰光和平塔附近大石窟举行，会议连续3天，出席大会有40多个国家单位，共300多人；政府首长、人民团体、及各地往观礼的人有2000人以上。

日本日莲宗发起“世界立正和平运动”。

日本“全日本佛教会”成立。

斯里兰卡佛教徒组成了“佛教调查委员会”（Buddhist Committee of Inquiry），选举6位著名比丘及在家居士为委员（后又增加1名），及2名干事。它的目的是调查斯里兰卡佛教的现状，强化改善佛教的社会地位。委员会的调查工作自1954年6月从罗多那城（Ratnapura）开始，至1955年5月阿耨罗陀城为终点，旅程共历6300英里。

5名僧伽罗慈善家在伦敦发起成立佛教精舍。它的目的是重建僧团，以实现达摩波罗未竟的事业。精舍的住持是那拉达和维尼塔两名法师。

汉堡佛教会成立。它经常举办佛学讲演、讨论以及坐禅，并且出版《佛教月报》。《佛教月报》是联邦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佛学刊物。

一些来自蒙古、西藏的藏传佛教徒在柏林建起欧洲第一座藏传佛教佛寺——“圣弥勒寺”。该寺宣传藏传密教教义。

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和新疆人民政府文化局联合组织了“新疆文物调查组”，重点调查了天山南路各地的“千佛洞”。从拜城经库车、焉耆到吐鲁番长达2000里的路线上，共有公元3—14世纪的千佛洞13处，计有洞窟645个。这些佛窟大都遭到帝国主义的多次劫掠和破坏。

缅甸僧人明坤杰打汪西亚多逝世，时年85岁。他是缅甸近代首位设立禅修中心供僧俗二众禅修的僧人。他以教导四念处禅法闻名，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巴利学者，以巴利文撰有《弥兰陀王问经注》一书，并曾在书中提倡恢复上座部比丘尼传承。他培养了马哈希西亚多这样的禅修老师，为缅甸的禅修培养了大量人才。

泰国僧侣委员会主席拍旺那叻副僧王（Somdet Phrawanrat）任命“华僧宗”长老比丘组成华僧宗僧务委员会，按僧律教规统一管理泰国华僧宗佛寺及僧务。普净法师又被任命为华僧宗僧务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华僧宗僧务委员会也迁入普门报恩寺。普门报恩寺的建成标志着华僧宗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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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中国佛教访缅代表团向缅甸佛教界赠送佛舍利、藏经、僧装、钵和锡杖，赠送仪式在仰光和平塔大佛窟举行。

7月，缅甸禅师马哈希西亚多应斯里兰卡总理之请求，派遣以苏迦塔（USujāta）为首的三位弟子前往锡兰教导念处内观修行。

8月9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参加中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8月31日，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闭幕。会议选举喜饶嘉措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并增选6名常务理事和30名理事。

10月15日，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奉迎佛牙从中国回到仰光。中国佛牙护送团也同机抵达。缅甸联邦总统巴宇、总理吴努亲自到机场奉迎佛牙。

檀香山华人成立当地第二个华人佛教组织——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同时开始建立檀华寺。

联邦德国的各个佛教团体在法兰克福联合建立了“德国佛教会”。后更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德国佛教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各地的佛教团体，推行弘法事务，举行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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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目犍连子帝须阿罗汉，以及其他9位阿育王时代的阿罗汉灵骨被迎请回印度。这些灵骨是1851年运至英国伦敦保存在英国博物馆的。1956年，印度驻英联邦的大使斯立摩底·维阇耶·拉克希米（Shrimati Vijaya Lakshmi）班智达将这些灵骨携回，在德里机场受到尼赫鲁总理的热烈欢迎。

2月22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佛学院章程草案》和《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试行工作简则》，选出了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和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3月19日，经由大菩提学会与印度政府、比哈尔邦协商，在菩提迦耶成立了由22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其中印度人11名，其他亚洲佛教国家如中国、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老挝、尼泊尔、锡金、日本等11人。时任印度副总统的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主持会议。经过大菩提学会60余年的努力，菩提迦耶终于重新成为佛教崇拜的中心。

5月16日，以祜巴勐为团长，赵朴初、大悲为副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应缅甸政府和缅甸联邦佛教协会的邀请，前往缅甸参加佛陀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及第六次佛经结集大会闭幕典礼并迎奉佛牙回国。

5月23日，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新德里雷兹路埋下佛陀纪念碑的基石，并在雷兹路曼迪尔路佛陀寺后面辟出一片空地建设佛诞公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办“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讨论会。各国佛教徒在印度举行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系列活动。

8月30日，马来西亚关吉打佛学院的注册申请获得槟州政府正式批准，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佛教）团体。

9月28日，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院长是喜饶嘉措，副院长有周叔迦、法尊、巨赞、赵朴初，教务长由周叔迦兼任。该院是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它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佛教教学机构。

9月28日，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周叔迦当选为副会长。

9月，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由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的高僧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到达北京。代表团把从印度携来的释迦牟尼像三尊、种在金盆中的菩提树苗六株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

10月6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会议在西藏拉萨举行。会议宣布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在这一天正式成立。

10月14日，印度贱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安贝卡带领50万追随者在那迦浦尔集体皈依佛教，创造了人类宗教上的一个奇迹。

11月20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在尼泊尔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上当选为该会常设机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副主席。

12月6日，安培克辞世，时年64岁。宾饶·兰吉·安培克（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1—1956）在印度通常被人们称为巴巴萨海布（Babasaheb），是印度的法理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是佛教在印度复兴的领导者，被印度佛教徒尊称为菩萨。作为印度独立后首任司法部长，他也是印度宪法的缔造者。著作有《佛陀及其正法》（Buddha and His Dharma）等。

周恩来总理应斯里兰卡总理和《佛教百科全书》主编的函请，委托中国优秀佛教学者撰写中国佛教条目。

中央文化部决定拨款修整世界闻名的石刻宝库——龙门石窟。

斯里兰卡举行佛涅槃2500年纪念庆祝大会。

斯里兰卡那罗陀长老至欧洲建立道场弘法，在伦敦成立了“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长期轮派斯里兰卡比丘住持精舍推行各种弘法活动。

“汉普斯德佛教精舍”在伦敦成立。该机构又名“英国僧伽信托”。该精舍尝试在英国严格按照南传佛教的传统建立僧团。

阿雅弥勒曼荼罗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国际佛学研究所。为了纪念乔玛，该中心被命名为“亚历山大·乔玛·德·科洛斯国际佛学研究所”。

新西兰佛教会成立。它被视为该国最早的佛教组织。该团体重视佛教的经典、哲学。

新加坡佛教界成立“世界佛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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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贡噶活佛圆寂于西康，时年65岁。贡噶活佛是一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佛学家、藏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为促进汉藏佛学交流、传播和弘扬藏族文化付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3月19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当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3月26—3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汉、藏、满、蒙、傣等11个民族的代表共213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新的章程和关于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的理事、常务理事；选出喜饶嘉措为会长，噶登赛持、应慈、赵朴初等11人为副会长，赵朴初兼秘书长。

4月30日，以持松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柬埔寨参加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

5月12日，柬埔寨国内隆重举行历时7天的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典。为了这次大典，全国朝野做了精心准备，专门派人到斯里兰卡迎回佛舍利供国内人民瞻拜，还邀请了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观光同庆。国王亲自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

5月16日，由日本日华亲善昙鸾大师奉赞会会长菅原惠庆法师发起，赠送我国山西交城玄中寺的昙鸾、道绰和善导三大师画像三幅，由日本第七次中国殉难烈士遗骨护送团带来中国，并由该团副团长大河内隆弘法师等于北京广济寺交由中国佛教协会暂时保管。该团还带来日本黄檗宗大本山塔头绿树院住持树濑玄妙法师代表该宗赠送中国佛学院的铁眼禅师所刻600卷般若经。

金陵刻经处归属中国佛教协会，由吕澂在南京具体领导。

近代四大活佛之一的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逝世，年六十八。去台湾后，他曾担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促成了玄奘大师顶骨归还中国。

查干葛根活佛逝世于查干敖包庙，年七十一。他曾受中共中央委托不顾路途遥远，到青海、西藏等地会见西藏宗教领袖，有效地说服和鼓励一批高层喇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和平解放西藏、保护我军力量、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支持抗美援朝及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也出色地做出过丰功伟绩。

泰国佛历2500年，举行盛大庆祝纪念，在曼谷王宫前面广场，自五月十八日起，一连举行七日七夜庆祝，高僧每日轮流诵经讲法，并邀请各佛教国家派代表参加。

公元1958年

6月29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以胡达法师为首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

6月30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以胡达法师为首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

11月9日，中国佛教协会自1956年4月起对房山石经进行调查、发掘、整理、拓印的工作全部完成。共拓印了完整的石经15000多片，残缺的石经782片，经碑、石刻、经幢、刻像、题名、题记等75片。

11月24—30日，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五届大会在曼谷召开，18个国家188位代表参加。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十六世活佛若比多杰携带许多珍贵宗教用品和宗教经典，并率领不少僧侣逃往印度。

比利时人艾蒂安·拉莫特出版《印度佛教史》。

旺加格西创立“美国喇嘛教寺院”。这是美国第一所藏传佛教寺院。

在巴西的日本佛教各团体组成了统一的组织——巴西佛教非宗派联盟（Federaçao das Seitas Budistas no Brasil）。

公元1959年

虚云法师圆寂，年一百二十。虚云修复鸡足山、南华寺、云门寺、真如寺等祖师道场，传承鼓山曹洞宗法脉，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以一身而系五宗法脉，为海内外佛教界所公认的禅宗泰斗。著有《鼓山列祖联芳集》《校正星灯录》《具行禅人行业自化记》《虚云和尚法汇》等。

周宣德、丘汉平居士推动成立大专奖学基金，以引导大专学生接近佛法，促使台湾佛教逐渐由“非知识分子为主的信仰”，转型为“知识分子为主的信仰”。

开始在西藏地区推行民主改革。经过民主改革，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地区实现了政教分离，宗教信仰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

西藏上层贵族发动叛乱后逃离西藏，来到印度。一些流亡的藏人也前往欧美各国。限于英国移民法规，英国政府只收留了大约50名喇嘛到英国定居。在英国的喇嘛大都从事佛教活动，他们人数虽少，但活动积极。这样，藏传佛教在英国迅速传播。

斯里兰卡政府将智严学院改为智严国际大学，并邀请印度三位著名的学问僧分别担任三个系的主任，即阿难主印地语系，罗睺罗主哲学系，夏斯特里主梵文系。在接下来的九年里，阿难任教于斯里兰卡，并完成多种著作，如《巴利语—印地语辞典》《斯里兰卡》《目犍连语法》等。其间，他还保持与印度佛教复兴组织的联系，并到旁遮普、德里、乌代尔、北方邦与马哈拉斯特拉邦旅行。

西哈努克佛教大学正式落成。

老挝政府公布《老挝僧伽法例》，其中第三条为：“老挝国内所有佛教出家人，即比丘和沙弥，须遵守本国僧王所颁布的法令。”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在槟城极乐寺成立，为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佛教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罗伯特·艾特肯在檀香山创立了“金刚僧伽”。金刚僧伽是日本三宝教团的分支，秉承了临济宗原田祖岳及安谷白云的法系。

新南威尔士州佛教会和维多利亚州佛教会合并，在悉尼成立“澳大利亚佛教联合会”。澳大利亚佛教联合会是该国最主要的泛佛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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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将佛教经典著作《玄奘法师全集》《释氏十三经》《玄奘传》和《佛国记》赠送给西哈努克佛教大学。

12月5日，泰国普门报恩寺于曼谷王朝九世王（1927—）诞辰纪念日举行奠基仪式，寺址由泰王御赐，1961年开始施工，1970年落成。泰国国王和王后参加晋升宝盖典礼（相当于汉地的落成开光典礼），并敕任普净法师为普门报恩寺开山住持。

12月，静权于国清寺示寂，年八十。

“意大利佛教协会”成立。它与“奥地利净土真宗佛教会”有密切联系，出版机关刊物《大乘》。

梁惠民居士在旧金山成立“美洲佛教会”。

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池田大作访美，创价学会正式传入美国。

新佛法的创始人、心理治疗师道格拉斯·穆雷·伯恩斯出版了第一本书《佛教哲学原理》。

一批华裔佛教徒在巴西圣保罗建立中国佛教会弥陀精舍。

公元1961年

6月6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斯里兰卡迎奉佛牙代表团全体团员。

6月22日，柬埔寨王国政府赠送中国佛教协会东文藏经。

7月13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马亨德拉大厦”落成和“科学大厦”奠基仪式。这两座大厦是中国佛教协会赠款兴建的。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为大厦剪彩。

7月25日，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在京都开幕。中国宗教界代表团团长赵朴初在会上作了发言。

8月，缅甸政府公布关于佛教为国教的两个法案，10月宣布佛教为国教，但同时又宣布给其他宗教一定的权利，引起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各教教徒的不满，发生了各宗教间的流血冲突事件。

11月14日，第六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在金边举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亲自主持了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团长喜饶嘉措参加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吕澂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办了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才。

印度迦叶波主持编辑的天城体标准版三藏全部印刷完成。

老挝在首都永珍成立“摩诃菩提大会”。

创价学会领导人池田大作在巴黎建立法国创价学会。这也是创价学会在欧洲的总部。

汉堡佛教会在罗斯伯格得到一处乡村住宅，它被取名为“静庐”。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静庐不仅成为德国佛教的活动中心，也成为欧洲止观修行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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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27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汉、藏、蒙、傣、满、土、白、崩龙、布朗、裕固、卡佤、纳西12个民族的代表共244人。会议通过了决议，选举了第三届理事和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等领导机构负责人。会议礼请班禅额尔德尼、应慈为名誉会长；喜饶嘉措继续当选为会长；阿旺嘉措、噶丹赤巴·土登贡嘎、赵朴初、能海、松榴·阿戛牟尼（景洪）、噶拉藏、巨赞、周叔迦、伍古腊、嘉木样当选为副会长；赵朴初继续兼任秘书长；巨赞、周叔迦、石鸣珂、明真、正果、逝波、隆莲任副秘书长。

3月，缅甸奈温开始执政，采取措施限制僧侣干预政治，加强对佛教寺庙和团体的控制。

4月，颁布“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规定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取消以佛教为国教。

泰国颁布新的僧伽法令，在次年1月1日执行。新僧伽法令内容有：国王从有名望的大长老中选出一名僧王，为僧伽领袖。大长老会议代替了僧伽内阁，只对僧王起咨询作用，国家宗教厅长担任大长老会议的秘书长。在各地方僧伽组织中，任命一名督察，负责监督僧伽的宗教活动。政府教育部有权辅助僧王的任命及对僧伽财政补贴，按委任僧职的级别领取政府薪金。依新法令，军政府对僧伽就更容易管理了。

应金玉堂女居士在纽约创立美东佛教研究总会。

宣化法师到美国弘法。

安谷白云首次来到美国，在檀香山举办首次闭关。

公元1963年

4月14日，罗睺罗·僧格里底衍那在大吉岭去世，时年70岁。罗睺罗应用印地语、梵语、巴利语、比哈尔语与藏语5种语言，撰写了近150余种著作，涉及社会学、历史、哲学、佛教、科学、戏剧、民间故事、政治、西藏研究、词典、传记、自传、随笔等。罗睺罗编辑与翻译的梵文佛典有《俱舍论》《成唯识论》《释量论》《百五十颂》《释量论疏》《释量论注》《释量论自注》《释量论自注释》《正理门论》《毗奈耶经》《因一滴论》《大品般若》等十余种，对后来的佛学研究而言厥功甚伟，被中国学者金克木称为“现代三大士”之一。

5月5日，应全日本佛教会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率中国佛教访日友好代表团到达东京，参加日本佛教界、文化界举行的“纪念唐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活动。

10月4日下午，首都佛教界、文化界、医药界1500多人在政协礼堂隆重集会，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等出席了大会。

10月17日下午，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在北京法源寺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柬埔寨佛协主席雷·拉摩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阿旺嘉措，印度尼西亚佛教徒协商会副会长苏马多诺·麦多洛约，日本佛教大长老、年近九十高龄的大西良庆，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安淑用法师，老挝佛教徒联盟协会主席坎丹法师，尼泊尔阿弥尔拉玛居士，巴基斯坦佛教会主席维苏达难陀大长老，越南南方六合佛教徒联合会主席释善豪法师，泰国马哈奥帕·奥帕梭法师，越南统一佛教会会长释智度法师，以及这11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

倓虚法师圆寂，年八十九。其一生说法40余年，讲《心经》60余遍，《金刚经》40余遍，《阿弥陀经》20余遍，《楞严经》10余遍，《华严经》《法华经》10余遍，其他经论等各数遍不等。门人弟子搜集整理编订为《倓虚大师法汇》4册，共90余万字。

伊藤证信去世，时年87岁。伊藤证信为日本真宗僧人，在真宗大学学习期间组织成立“无我苑”，开展与贫民共同生活的苦修活动，并发行《无我爱》刊物。“无我爱”运动不仅认为应该内在地理解佛教信仰，还认为“无我”的爱是宇宙的普遍真理，是建立人类统一信仰的普世价值。

越南释广德禅师和七八位南方禅师为反对美国对越南人民和佛教采取野蛮的政策而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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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王恩洋病逝，年六十八。其为欧阳竟无弟子，学兼内外，佛学则专精法相唯识，是一位致力推广佛教的精神与义理于现代社会的学者。主要著述有《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唯识通论》《八识规矩颂释》《人生哲学与佛学》《儒学大义》《论语疏义》《孟子新疏》《老子学案》《新理学评论》等。

3月18日，首都佛教四众弟子在法源寺隆重举行“玄奘法师圆寂一千三百周年纪念法会”。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佛教界人士西川景文长老、大河内隆弘长老、中浓教笃法师和西川春惠、大河内经世两位女居士也参加了法会。法会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居士和日本西川景文长老分别致辞。

4月，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对外国工作报告研究的指示，在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筹备小组，开始筹备工作。其中佛教是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5月，泰僧智成法师与随侍翻译帝须达多比丘到伦敦弘法。智成法师采取知识学习与修行并重的方法来教授止观，他的弘法受到西方高级知识分子的欢迎。

6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了隆重的八大处灵光寺佛牙舍利塔开光典礼。来自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日本、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和越南南方的佛教代表团以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与外交官员也参加了典礼。

6月27日，为纪念玄奘法师逝世1300周年，由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7个单位组成的“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隆重而庄严的纪念大会。

7月27日，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第二届大会在东京开幕。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率领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

10月，姜黄玉靖女居士、沈家桢居士和香港乐渡法师在纽约创立“美国佛教会”。

汤用彤卒，年七十一。汤用彤从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大师之一，其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泰国僧伽与政府推出“传法使计划”，选拔对国家和佛教忠诚及解行优秀的僧人，特别是两所佛教大学毕业僧，又具有方言能力者，派往各府、市、县、乡村宣扬佛法。

泰国比丘智成就（Nanasiddhi）在伦敦成立“佛光寺“（Wat Buddha Padipa），轮派五六位比丘长住，经常演讲佛法及教授止观，经费亦由泰国政府资助。

公元1965年

1月5日，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帕巴拉·格列朗杰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6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当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当选为委员。

应慈卒，年九十三。其生前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著有《心经浅说》、《正法眼藏》等。

菲力普·卡普勒在日本出版《禅门三柱》；不久，该书又在美国出版。它是第一本西方人根据自己的禅修经验而写出的书，该书明确提出了坐禅的方法，认为即使没有禅师的指导，一个人也能禅修。它在西方社会中引起了空前的反响。

公元1966年

1月1日起，斯里兰卡废止了西方的星期日休假制度，代之以佛教的每月四斋日（农历初八、十五日、二十三日、三十日），即僧伽罗语的“波耶日”（Poya Day，意为斋戒日）。

4月8日，竺摩法师在马来西亚创建的三慧讲堂正式开幕，启建吉祥大法会，除本地高僧外，港星及泰缅锡印各地高僧，皆有莅临诵经祝贺。

4月20日，下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举行常务理事会，决定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改组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当选对外友协副会长。

5月，证严法师在台湾普明寺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开始从事济贫救苦的工作。

6月15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接见了由名誉团长古川大航、团长山田无文率领的日本临济宗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阿旺嘉措、巨赞、周叔迦会见时在座。

8月1日，佛光寺在伦敦东希恩区基督教堂路99号落成。它是一座泰国寺院，泰王及王后主持了开光典礼。佛光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南传佛教中心之一。

8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接见了由团长小野冢润澄率领的日本真言宗丰山派访华友好代表团。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阿旺嘉措、周叔迦会见时在座。

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佛学院被迫解散。

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卒，时年96岁。其著有《禅与念佛心理学的基础》《入楞伽经研究》等。

日本前田惠学著作《原始佛教圣典成立史研究》获日本学士院奖。

阿玛浦拉各派僧伽代表集会，成立“斯里兰卡阿玛浦拉大僧伽协会”联合组织。

华盛顿佛教精舍建立。它是南传佛教在美国的一座重要寺院，得到了斯里兰卡、泰国两国政府的资助。

加拿大僧人纳木加仁波切创立了安大略佛法中心，后更名为加拿大佛法中心。纳木加仁波切是在加拿大弘扬佛教卓有成效的一名僧人，在印度和锡金期间，他被第十六世噶玛巴认定为纳木加活佛的转世。

在科伦坡的“德国弘法团”支助下，斯里兰卡比丘又至德国弘扬佛法。

公元1967年

1月1日，能海圆寂，时年81岁。能海上师是近代汉藏显密圆通的著名爱国高僧，出家后不畏艰辛，两度入藏求法，并在内地多处创建密宗道场，讲经弘法、注译密宗经典，尤其在沟通和融合汉藏佛教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重要译著有《现证庄严论》等。

5月16日，台湾星云法师在高雄县大树乡兴建“佛光山”，定下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

7月，日本僧人弟子丸泰仙抵达巴黎，逐步建立了很多坐禅中心。

日本佛教振兴财团成立。

分散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佛教组织联合成立印度尼西亚佛教徒联盟，佛教界的活动有统一的趋势。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伦敦建立。它是英国佛教团体中最独特的组织。该僧团有100多名受具足戒的法师，其余信徒都是居士。僧团在英国各地成立了社团与中心。

丘扬创巴和阿贡达热在苏格兰建立“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这是欧洲第一个藏传佛教中心，属于噶举派。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接纳来自各个国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指导他们修习佛法。

日本曹洞禅传入比利时。

性空、诚祥法师留在多伦多弘法，成立了“加拿大佛教会”。

公元1968年

8月，天爱·师子鬘去世，年六十四。师子鬘是达摩波罗最值得信赖的弟子，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大菩提学会在印度的影响越来越大。到师子鬘去世时，大菩提学会在印度国内有十多个分会，在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等地也有分会，已成为国际性的佛教组织。在其担任大菩提学会秘书长的30余年中，师子鬘以其多方面的能力，使大菩提学会的兴佛运动获得令世人肯定的成绩：兴办大菩提学会的弘法中心，在印度与海外创建佛教寺院与教育机构，并使这些机构能够相互关联，成为富有影响力的弘法网络。

11月1日，喜饶嘉措去世，年八十五。他精通《现观庄严著论》、《宝性论》等慈氏五论及各类显乘经典的佛学大师，对宗喀巴大师的学说和著作进行了长期研究，并作了大量阐释，尤其是在中观学说方面，是数一数二的大学者。此外，他是一位显密兼修的大德，在密法方面亦有高深理论和实践，他追求和平、统一，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食粮。生前曾校编藏文《大藏经》。

冯公夏居士联合其他4名居士，在温哥华发起成立了世界佛教会。

德田龙胆（Ryotan Tokuda）从日本本山来到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他打破传统制度，为普通巴西大众传法。德田龙胆是推动巴西禅宗运动在非亚裔群体发展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公元1969年

4月1日，柬埔寨举行隆重庆典，庆祝编纂翻译了近40年的高棉文佛教三藏全部出齐。这部高棉三藏共110卷，其中律藏13卷，经藏63卷，论藏34卷。

陈寅恪卒。其首提“敦煌学”以敦煌经卷证史，并开拓藏学研究，多有创获。

朝鲜“大韩佛教总和会”创立。

亚历山德娜·大卫-尼尔去世。尼尔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在法国宣扬藏传佛教的人。法国的几代藏学家和佛教学家都是在大卫-尼尔的事迹与著作影响下，才对这两个学科产生兴趣并刻苦钻研，最后成为颇有成就的学者的。

《苏联佛教徒中央宗教管理委员会章程》通过。它对委员会的活动、喇嘛与在家信徒的关系、佛事活动等诸多内容做了具体规定。

塔尚活佛抵达加州伯克利。他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小群追随者，他们建立了“西藏宁玛禅修中心”。

南非藏族友谊小组成立。

公元1970年

10月，祖籍浙江绍兴的沈家桢居士在美国纽约创立“世界宗教研究院”。该机构的目的是：第一，收集、保存各类宗教的资料，结合现代科技，方便学者利用它们进行研究；第二，将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各种重要经典翻译成英文出版；第三，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第四，加强学者、教育家之间的合作，而且努力将宗教实践贯彻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人生的质量。

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总部在美国）在日本京都召开第一次大会，讨论主题是“非武装”“开发”“人权”等。

越南僧人释天恩在洛杉矶创立了国际佛教静修中心，致力于研究佛教义理及指导学生们修习禅定。

泰国开始兴起一项很有影响的佛教改革运动：静无忧运动（Santi Asoke）。其中，静无忧运动的创始人Samara Bodhirak就受到佛使比丘关于“在当下涅槃”的思想影响。

公元1971年

3月7日，在镜盦长老的带领下，马来西亚成立“八打灵观音亭福利会”，这是以照顾社会福利、支持老弱病残为主要宗旨的慈善机构。

4月，旅居英国多年的缅甸商人乌·米亚舍将牛津城附近一座富丽堂皇的维多利亚式的乡村大宅邸买下，同年12月4日将其作为佛教中心开放。后来佛教中心被选为南传佛教在英国的传戒中心。西方人士可以在佛教中心出家为僧。

台湾僧人释东初应印度尼西亚佛教会的邀请首次对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他在雅加达等地受到广大华人佛教徒的热烈欢迎，参观了数十所佛寺。

比利时布鲁塞尔成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在欧洲传播、活动的基地。它同样成为研究宁玛派的中心。

公元1972年

1月，廖英源居士在悉尼成立澳大利亚中华佛学研究社。

6月，斯洛塞尔洞修道院创立，其位于英国诺森伯兰德的一个美丽山谷中，是美国“霞斯塔修道院”的分支机构，信奉日本曹洞宗。斯洛瑟尔洞修道院除了提供学生修习坐弹之外，住持禅师也为人主持婚礼、为孩子命名、主持葬礼等，并且举行活动，庆祝佛教的主要庆典。

持松卒，年七十九。其生前曾赴日学密法，后主持静安佛教学院，创办《学僧天地》杂志，著有《密教通关》等。

朝鲜“大韩佛教普门宗”创立。

尼达尔夫妇在哥本哈根建立了第一个金刚乘佛教中心——哥本哈根佛教中心。金刚乘佛教是丹麦最大的藏传佛教团体。

崇山行愿抵达洛杉矶。他成为韩国首位到西方国家弘法的禅师。

智海法师在旧金山创办佛山寺般若讲堂。

来自台湾的浩霖法师在纽约唐人街创立东禅寺。

卡鲁仁波切在温哥华郊区的伯纳比创立了噶举贡嘉曲林藏传佛教中心。

公元1973年

6月20日，印顺法师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获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此为中国第一位博士比丘。

10月，释天恩与美国学者共同创办了东方研究学院，后改名东方研究大学，致力于东方文化及佛学的研究。该大学请来著名学者及高僧授课或举办讲座，教学内容涉及佛教的诸多方面，既有南传佛教，也有北传佛教；北传佛教中涉及藏传佛教、禅宗、日本真言宗等。

11月，“康藏之家”在埃塞克斯正式成立。锡金王子为它的落成揭幕。该坐禅中心主要是作为隐修之所，便于信徒静修，以净化身心。它是继桑耶林藏族中心之后成立的又一个噶举派的坐禅中心。

中国佛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

日本国际佛教兴隆协会在印度菩提伽耶建成日本寺。

斯里兰卡学者马拉拉·色克拉卒。其生前曾任锡兰佛教大会主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主席，主编有《佛教百科全书》。

奢摩他信托成立，以支持英国各地奢摩他禅定类的禅定训练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奢摩他信托是从泰国的南传佛教发展起来的，但它是一个完全世俗的组织，不属于任何寺院的分支。

噶举派喇嘛丘扬创巴建立了“金刚界”。它是一个覆盖全美国的组织，将其所有的禅修中心及其他机构管理起来。

塔尚活佛在伯克利建立了“宁玛研究所”，旨在向专业人员、学者和公众“传播宁玛派的心理学、哲学及经验上的觉悟”，开设的课程有哲学、艺术、藏语、坐禅理论与实践、心理学等。

昆噶塔泽仁波切在加州建立了埃万曲登萨迦中心。

噶玛噶举派僧人噶玛丹津·多杰纳木加到新西兰传播佛教。

公元1974年

5月8日，英国佛教协会在伦敦的埃尔金大厦举行了正式的成立仪式。它是英国唯一的人们可以在业余时间用一种学术的方法来学习佛教的组织，倾向于传播南传佛教的教义，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巴利文经典，也包括一些大乘佛教的题目。

迦叶波于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创建国际佛教研究大学。

日中友好佛教协会成立。

日本创价学会与日本共产党达成为期10年的“协议”，提出共同的目标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等。

敖尔艾旺潘德林成立。

位于法国巴黎的灵山佛塔建成。随后，灵山寺逐渐发展起来。灵山寺是灵山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总部。该联合会下辖全世界50个灵山佛教中心，它们广泛分布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各主要国家。灵山寺的主体建筑及其附属部分既实用又美观，还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意蕴。

土登益西和佐巴仁波切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建立了“阿底峡中心”和“度母研究所”。他们还在昆士兰州成立了观音研究所（Chenrezig Institute）。该研究所是藏传佛教在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机构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组织之一。

美国临济寺的住持佐佐木承周到新西兰传播佛教。

公元1975年

1月，第十六世噶玛巴乘直升机来到法国多尔多涅省。他把本森捐赠的土地作为噶举派在欧洲的中心，而且把临时的直升机场作为一座寺庙的地点。

日本国际佛教兴隆协会在印度菩提伽耶主持“第一次国际佛教徒集结”。

12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正式建立。下设佛教研究室专门研究佛教。

台湾圣严法师来到美国，开始海外弘法事业。

日本创价学会在关岛成立国际组织“世界佛教徒联盟”。

奥地利各佛教团体和组织成立了奥地利佛教联盟。它是欧洲佛教联盟的发起组织之一，也是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成员。奥地利佛教联盟的下属佛教团体和组织有20多个，涵盖了该国绝大多数的佛教团体和个人。

韩国僧人奇大圆法师在檀香山南金街创立“夏威夷大圆寺”。在夏威夷的韩裔佛教徒终于有了聚会以及从事佛事活动的场所。

卡鲁仁波切还在索特斯普林岛上创立了贡藏德钦欧色林。它是温哥华噶举贡嘉曲林藏传佛教中心的属寺。它首先在北美地区建立了为期3年的金刚乘隐修训练。

悉尼禅中心成立。

康提帕洛来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弘法。昆士兰州的佛教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尼泊尔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的土登益西喇嘛和土登佐巴喇嘛到新西兰传播佛教。

公元1976年

印度学者迦叶波去世，时年68岁。其著有《巴利语大辞典》《佛教概论》等。

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总部在蒙古乌兰巴托）第四次大会在东京举行。

在信徒的支持下，两位喇嘛购买了位于英国坎布里亚的科尼舍德修道院，建立了文殊师利佛学院。

“大不列颠净土真宗协会”成立，会长是杰克·奥斯丁。该协会出版学报《西方佛教徒》，还印行一些小册子和书籍，用来介绍西方净土的观念。

在波拉·库尔金努力下，弥勒研究中心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建立。

萨迦派喇嘛塞拉嘉森·阿米巴在荷兰海牙建立了“萨迦德钦林”。

公元1977年

7月7日，阿姜·查主持了菩提奈那拉玛寺的落成典礼。它是法国第一座依据泰国森林僧伽传统建立起来的寺庙。

法国达波噶举林建立。几年后，达波噶举林成为藏传佛教在欧洲的几个早期中心之一。每年夏天，有几千名西方人来到这里接受藏传佛教的思想并进行修行。

卡鲁仁波切在法国东部勃艮第的普雷格城堡建立了第一个闭关中心。这是噶举派在法国建立的第一个修行中心。

噶玛提因利及其英籍法嗣江巴塔叶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成立了提因利仁钦林。这是萨迦派在英国创立的第一座道场。

在圣—博姆，松仁波切带领一些喇嘛给300人第一次传法。随后，其中的20人依照法律组建起了一个团体，它为金刚瑜伽师研究所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格西拉顿仁波切在蒙特—佩勒林建立了拉顿曲林佛寺，僧、尼及俗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学习、修行，它主要为居住在瑞士的藏族人提供精神方面的服务。

土登益西喇嘛和佐巴仁波切在意大利创立了喇嘛宗喀巴研究所。它致力于佛教显、密经典的研究，设立了多种研究项目，开设举办各种研修课程。

此年后，净空法师极力倡导以“净宗学会”“净宗学院”的形式，为现代社会提供修学道场以及流通法宝、培养继起人才的佛陀教育机构。

西班牙女居士鲁尔德斯·克拉佩斯在巴塞罗那创立了噶举桑耶宗。

南传佛教联络中心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成立。

藏慧法师从台湾来到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位定居该国的华人僧侣。

世友组织印度的TBM，也即“三界佛教僧伽团”，这是西方佛教团（WBO）的一个分支。

公元1978年

3月8日，帕巴拉·格列朗杰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月10—28日，应日本“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日中友好佛教协会”的邀请，以赵朴初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友好访问团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

6月，孟加拉国政府和佛教会派遣代表团来我国迎接阿底峡尊者灵骨。双方共同举行了隆重的法会，并为这个活动将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译为汉文、英文，且出版这部论的汉、藏及英文合本。

达波仁波切在法国建立了一个佛教中心古佩勒仓珠林（Guépélé Tchantchoup Ling），开始广泛地传播藏传佛教。

秋，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二届大会通过决议，吸收“欧洲禅宗联盟”作为区域中心，机构设于巴黎。这标志着禅宗在法国的传播及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迪果钦哲仁波切在法国弟子和白玛旺加活佛的要求下在香特洛贝附近的索内创立了道场——协辛丹尼达杰林。

荷兰佛教联盟成立，但它实际上只代表了荷兰的部分佛教组织。在欧洲佛教联盟中，荷兰佛教联盟是代表荷兰的佛教组织。它成立了“佛教广播频道”和利用佛教来对监狱中的囚犯实施感化、帮教的机构——佛教囚犯僧职。

年底，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圣严法师在纽约市皇后区伍德塞德成立“禅中心”，作为固定道场。

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出版。

世友在印度宗教学术之城——浦纳（Pune）组织了“三界佛教僧伽之友”。考虑到自己的出家身份不利于弘法，世友便脱下僧袍，并娶了一个出身贱民的女子，以居士身份领导“三界佛教僧伽之友”，开展各种佛教活动。

公元1979年

7月，圣严法师将“禅中心”更名为“东初禅寺”，以纪念东初老人。圣严法师创立东初禅寺的目的是向西方人士弘扬汉传佛教佛法。东初禅寺的一切活动用汉语和英语进行。

星云法师担任佛光山在美国的组织——“国际佛教促进会”会长。

在法源寺成立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进行搜集、整理佛教经典和有关图书资料，保管、陈列及举办佛教文物展出，并进一步为佛教学术研究工作服务。

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出版。

印度尼西亚佛教总会建立，共包括三个僧伽（Sangha，其中一个即是郑满安的僧伽）、七个佛教理事会（Majelis）。

弟子丸泰仙建立的“欧洲禅宗协会”转型为著名的“国际禅宗协会”。

法国学者戴密微卒，时年85岁。他对西藏学、佛学、敦煌学有较深的研究，著有《拉萨法诤》《佛教学研究现状》等。

英国僧伽信托购买位于西萨塞克斯郡（West Sussex）的奇瑟斯特庄园，试图建立一个由西方僧侣组成的南传佛教僧伽。

英国人爱德华·孔兹病逝，时年75岁。孔兹是英国研究大乘佛教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成果丰硕的佛学研究者，写了近百篇论文，100多篇书评，出版了《佛教：它的本质及发展》《现观庄严论》《佛教禅定》《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佛教简史》《佛教经典》《般若波罗蜜多文学》《佛教思想在印度：佛教哲学的三个层面》《佛教研究30年：文选》《小品般若经》《佛教的深入研究：文选》等。

根洛·考德拉在美国加州被授予禅师资格。他回到维也纳，创立了“菩提达磨禅堂”。

两个佛教组织——禅学校和噶玛塔西林佛教中心在挪威创立了佛教联合会。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组织来保留和发扬佛教传统。

“昆士兰佛学会”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是研究巴利文佛教经典，并据此修行。

藏慧法师在悉尼雷德芬创建华藏寺。

达摩查理·阿查拉和噶玛谢珠森杰喇嘛受第十六世噶玛巴的指派，来到新西兰弘法。

公元1980年

4月，中国佛教协会编辑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型综合性佛教知识丛书《中国佛教》第一辑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4月13日—5月28日，由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放送社联合组织的“鉴真和尚像中国展”先后在江苏扬州和北京展出。

5月4日，回国巡展的鉴真大师像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以及首都各界群众30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邓颖超为开幕式剪彩，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致祝词，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加藤吉弥宣读了大平正芳首相的贺电。

6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赵朴初、理事李荣熙和中国基督教人士李寿葆到泰国曼谷出席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常务理事会。

6月，星云法师在加州洛杉矶主持西来寺奠基仪式。1988年11月，西来寺建成，它是佛光山在美国最早建立也是最重要的道场。

10月26日—11月11日，香港佛教联合会访问团一行24人，由副会长黄允畋率领应邀访问北京、洛阳、西安、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其间，访问团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受到赵朴初会长、巨赞副会长的亲切接待。中国佛教协会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全体团员。

12月7日，为纪念我国现代高僧弘一大师诞辰100周年，由中国佛教协会所属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主办的“弘一大师（李叔同）书画金石音乐展”正式展出。

12月10日，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举行开学典礼，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巨赞专程前往祝贺。

12月16—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宗派的佛教徒代表共254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修改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选出新的领导机构。会议礼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名誉会长，选举赵朴初为会长。

12月22日，中国佛学院预科举行开学典礼。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赵朴初、帕巴拉·格列朗杰、张执一、萧贤法等参加了开学典礼。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办的中国佛学院于该年9月得到正式恢复，招收青年学僧40余名，学制2年。

12月24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在法源寺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本届理事会的秘书长为赵朴初（兼），副秘书长为巨赞（兼）、正果（兼）、明真（兼）、隆莲、逝波、李荣熙，并商讨了有关事宜。

法尊圆寂，年七十九。其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协助太虚法师振兴中国佛教，特别是培养现代僧才；二是翻译了大量藏传佛教文献资料，为内地认识、了解藏传佛教做出了突出贡献。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三次大会在曼谷和清迈召开，中心议题为“现代生活中的佛教信仰”。

日本学者冢本善隆卒，时年82岁。其生前曾任中日友好佛教协会会长，著有《中国佛教史》《中国净土教史研究》等。

达桑噶举林建立了西方国家第一个开光的塔楼。

高棉佛教协会利用捐款在克雷泰伊建立了一座具有柬埔寨传统意义的寺庙——高棉寺。这是柬埔寨僧人在法国建立的第一座佛寺。高棉寺以其包容、开放的精神（具体体现为没有种族和国籍的歧视，向所有人开放）而很快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越南僧人鱼波法师在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斯班丹那街租下一层楼房，成立“佛圣堂佛教老人会”，主要为贫困的老年佛教徒服务。

温哥华里士满市的佛教徒捐款修建了国际佛教观音寺，并礼请诚明尼师住持。

旅居澳大利亚的越南籍华侨在墨尔本成立了维多利亚州佛学明月居士林。

南非佛教隐修中心正式成立，位于伊克索波附近。

公元1981年

1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创刊号出版，该杂志为季刊。

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出版。

阿姜·苏美多被授权剃度和尚，英国开始了第一批僧人的剃度。这被看作“佛教在英国的真正建立”。

里卡多·马里思·贡萨尔维斯（Ricardo Mçrio Gonçalves）在京都受戒，成为东本愿寺派的一名僧人。他在圣保罗东本愿寺担任了重要角色。

在澳大利亚的越南佛教徒成立了“越南佛教联合会”。

新西兰惠灵顿佛教协会成立。

公元1982年

5月，法尊翻译的《释量论》（法称著）由中国佛教协会出版流通。

6月10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隆重举行赠经法会，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代表内地佛教界向香港佛教界赠送一部清刻《大藏经》。

7月22日，中国佛学院1980年复课后的第一届预科毕业典礼在法源寺举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兼中国佛学院院长赵朴初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并颁发毕业证书。

11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举办的栖霞寺僧伽培训班在南京举行开学典礼，这次培训班共招收学僧184名，学僧来自广东、广西、福建、江苏、上海等17个省市和自治区，学制1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佛教界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培训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专程从北京赶去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话。

11月27日，上午，中国佛学院4年制本科在法源寺举行开学典礼。此次共录取学僧60名。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乔连升、副局长赤耐，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和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以及全体师生100多人出席了开学仪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兼中国佛学院院长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巨赞和国务院宗教局局长乔连升在仪式上讲话。

圣严法师在纽约成立法鼓出版社，出版圣严法师的禅学及佛教方面的英文书籍。

崇山禅师创办了国际观音禅院。

扎色仁波切在温哥华建立了族鲁林藏传佛教禅定中心。

德阿泽维多（Azevedo）在日本受戒，成为西本愿寺派僧人。1982—1989年，德阿泽维多在巴西西本愿寺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为普通巴西公众打开了寺院的大门。德阿泽维多使3名巴西人皈依了净土真宗，他们后来对净土真宗在巴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佛教理事会成立。

达摩中心在南非西索莫塞特建立。

藏族友谊小组在南非建立了一个禅定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藏传佛教尤其是噶举派的教法逐渐成为藏族友谊小组的首要修行内容。

公元1983年

6月17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副会长帕巴拉·格列朗杰、常务理事周叔弢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6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我国访问的新加坡宏船法师一行。赵朴初会长、乔连升局长等会见时在座。

8月23日，赵朴初会长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一书由中国佛教协会出版流通。

12月5—11日，适逢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之机，中国佛协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及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茶会。会上，建议汉族僧、尼受戒时废除在头顶烫香疤的仪式。

12月，加拿大金佛寺建成。它是宣化法师的法界佛教总会在加拿大的第一座道场。

印度尼西亚政府同意佛诞节为国家节日，苏哈托总统亲自关心的婆罗浮屠修复工程也于这时全部完成。

佛教被奥地利政府正式承认为合法宗教。这标志着佛教在奥地利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创价学会传播到丹麦。

公元1984年

7月4—30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组长的全国政协宗教调查组前往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了解宗教政策落实情况。

7月28日—8月11日，应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和世佛联斯里兰卡地区中心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5人，赴科伦坡出席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届大会。

7月，心道法师建立“灵鹫山无生道场”。

8月23—31日，由基督教和佛教组成的中国宗教代表团一行7人，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出席了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四届大会。

10月1日，北京民族图书馆编辑的大型藏文佛教资料目录——《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第一分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为纪念弘一法师诞生一百周年，中国佛教协会编辑的《弘一法师》大型豪华版纪念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2月1日，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在南京栖霞山寺举行开学典礼。

活佛坚白赤列卒。其生前曾任西藏佛学院院长，著有《因明精要》等。

巨赞法师卒，年七十七。其生前曾创办《现代佛学》杂志，著有《新佛学概论》等。

蓝吉富主编《现代佛学大系》出版。

公元1985年

1月15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名誉院长、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隆莲法师任院长的四川尼众佛学院在成都铁像寺开学。

2月13日，下午，日本庭野和平财团在东京宣布，将1985年“庭野和平奖”授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以表彰他多年来为促进中日友好、中国宗教界与世界宗教界的友好交流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5月17日，上午，中断48年之久的闽南佛学院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复办暨开学典礼，南普陀寺方丈妙湛法师出任院长。

5月，中国佛教协会出版了由觉音著、叶均翻译的，综述南传上座部佛教思想的佛学名著《清净道论》。

7月21日，西藏佛学院在拉萨哲蚌寺举行开学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帕巴拉·格列朗杰，以及西藏党政负责人和宗教界人士参加了开学典礼。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派私人代表前往祝贺。

第一届日中佛教学术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

意大利佛教联盟成立。1991年，意大利政府承认它是意大利佛教的官方代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佛教理事会成立。该理事会在诸多事务上提供帮助，从移民和地方政府事务，到为州内学校中的佛教学生提供宗教指导。

尕旺曲达来到悉尼。他开始教一些在印度遇到的澳大利亚人佛法。生活在印度的宗萨钦哲仁波切将这些澳大利亚人组成的团体命名为五字文殊菩萨联谊会（Manjugosha Fellowship）。后来，宗萨钦哲将组织改名为“佛教教育基金会”。

公元1986年

1月17日，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以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会委员长朴泰浩为团长的朝鲜佛教徒联盟代表团一行3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佛教代表团。在华期间，代表团一行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受到会长赵朴初居士、副会长正果法师、李荣熙居士等的热烈欢迎，中国佛协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

3月16日，演培法师创建的福慧讲堂举行开幕大典，由新加坡政府第二副总理王鼎昌主持，政府政要、诸山长老、无数佛门善信参加盛会，美国、中国台湾、菲律宾诸山长老也都组团参加。

3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四川尼众佛学院院长隆莲荣获日本佛教传道协会授予的第二十届佛教传道文化奖。

6月25日，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由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主席依纳姆拉·汗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议中国接待委员会主任赵朴初在会上致欢迎词。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名誉主席庭野日敬和秘书长约翰·泰勒也在会上讲了话。

6月28日，法国佛教联盟由法国创价学会之外的法国各界佛教徒组成，它谋求在法国议会中得到一个席位。法国佛教联盟代表着法国佛教徒的公共权力，法国80%的合法佛教协会和佛教团体是它的成员。法国佛教联盟的主席信奉藏传密教，其余4个副主席分别信仰南传佛教、越南的大乘佛教、日本的禅宗和藏传密教。

6月，方立天《佛教哲学》出版。

6月，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出版。

8月6—12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中国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上海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和安徽九华山僧伽培训班等8个院校的负责人，中国佛协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及座谈会筹备小组成员，共35人出席了座谈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应邀派员参加了会议。赵朴初会长到会致开幕词并作总结讲话。会议形成了《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纪要》。

9月13日，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举行了建院30周年庆祝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赵朴初出席大会并致辞，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也到会表示祝贺。首都宗教界人士及该院学生150余人参加了大会。

11月24日—12月5日，以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贡唐仓活佛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一行5人，前往加德满都出席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并对尼泊尔王国进行友好访问。

12月10日，在斯里兰卡佛教教育中心举行的仪式上，5名中国留学僧换上上座部僧装，开始他们在该学院的正式学习。斯里兰卡克拉尼亚大学校长罗睺罗长老、佛教教育中心住持维普拉萨拉法师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周善延出席了仪式。

证严法师筹建的“慈济综合医院”落成启业，一改台湾花东地区医疗荒漠的宿命。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五次大会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召开。中心议题是“世界和平与尼泊尔和平区”以及“开发蓝毗尼”等。

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议题是“通过活动和祈祷来争取世界和平”。

藏历新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西藏佛教祈祷大会，此为中断20年后的第一次。

在泰裔僧人马欣达法师的支持下，澳大利亚佛教传教会成立。

公元1987年

2月23日—3月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佛教界代表近30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继续礼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名誉会长，再次选举赵朴初为会长。

2月26日，中国佛教协会在京召开了佛教弘化基金委员会座谈会。会议推举正果为主任委员，修改通过了《关于设立佛教弘化基金的办法》。

7月16日，应美国法界佛教总会主席、万佛圣城总住持宣化法师的邀请，由北京广济寺和上海龙华寺联合组成的大型僧伽法务团赴美举行水陆法会。

9月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西黄寺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学员开学典礼。中国佛协会长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担任院长，聘请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为高级顾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为政策顾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发来贺信。邓颖超、习仲勋、胡启立、田纪云、郝建秀、陈丕显、彭冲、杨静仁、汪锋、王汉斌和阎明复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祝贺。首届招收了来自西藏和内蒙古等地的42名活佛为学员，学制1年。

10月7—8日，第二届日中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12月8—12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了汉族地区重点寺庙管理工作座谈会并提出了《全国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草案，经过讨论修订，由中国佛协印发给本会常务理事进行审议后，发给各地试行。

12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主持召开了在京常务理事会议。赵会长在会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1987年工作概况和1988年工作安排的报告。

正果卒于北京广济寺，年七十五。其生前著有《禅宗大意》《辩了不少义论讲义》等。

韩国崇山禅师举办第一届“世界一花”大会，邀请佛教大德及不同宗教人士参加，传达“世界一花，万民同体”的和平讯息。从此，“世界一花”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

在新加坡的一座萨迦派道场任职的喇嘛嘉木样·勒谢（Jamyang Lekshe）造访澳大利亚，他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信徒。勒谢最初将该组织命名为“萨迦中心”，后来，萨迦崔津法王将它命名为“萨迦塔巴林”。它附属于佛教教育基金会，是萨迦派在澳大利亚最重要的道场。

新加坡宏船法师荣获泰王御赐“华僧大尊长”法号和象征资历的大爵扇。这是泰国首次向外国高僧授予这样的荣衔。

一小群缅甸裔移民在悉尼的北帕拉玛塔租下一间小房子，作为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

越南僧人释普慧在威瑟里尔公园建立了普慧寺。释普慧是第一个到澳大利亚弘法的越南裔僧人。普慧寺后来成为越南佛教联合会总部的所在地。

在雅加达召开了首届妇女佛教徒会议，有45个分部260名正式代表和18省的500名非正式代表与会，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佛陀信仰，印度尼西亚妇女佛教徒将按照戒律为振兴宪法和祖国的民族建设而奋斗。”

公元1982—1988年

1982—1988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前三卷）出版。

6月，帕丹多·阿难·[image: ]萨尔耶衍（Bhadant Anand Kausalyayan）因病去世，时年83岁。阿难是著名的佛教圣徒与学者，并且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印地语作家。阿难把斯里兰卡的纪年史书——《大史》（Mahavamsa）翻译成印地语。他还用印地语翻译了巴利文佛典，如《大史》《本生集》《杂尼迦耶》《法句》《阿毗达磨集论》等。著述立说的同时，阿难为了弘扬佛法还到处旅行，曾到过缅甸、斯里兰卡、日本、中国与尼泊尔。1982年后，阿难来到离那格浦尔不远的坎普特（Kampte），重新建起一个佛陀之苑，目前此地已发展成一个占地8.5英亩的佛教培训研究所。在阿难60余年的弘法生涯中，最后的20年是他与印度佛教复兴运动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他继承安贝卡的遗业，在马哈拉斯特拉邦的那格浦尔全力弘扬佛法，成为当地人心目中引导他们走向正法之道的朋友、哲学家与导师。

11月19—24日，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六届大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11月24日，木版印刷本《乾隆版大藏经》首批发行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到会祝贺并讲话。

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主办了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

巴西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塔尚活佛宁玛中心”在圣保罗建成。

在格鲁派喇嘛冈钦的指导下，希德曲佐佛法中心在圣保罗建成。

萨迦崔津法王来到澳大利亚弘法。他的到来促进了萨迦派在该国的传播。

一些旅居悉尼的华侨请求台湾佛光山到澳大利亚建寺、弘法。

公元1989年

1月22—27日，应“世宗和”及其第五次大会东道主澳大利亚委员会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以“世宗和”十主席之一的名义率团赴澳大利亚出席了在墨尔本曼纳大学举行的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五次大会，并在22日举行的开幕式上做重要发言。

1月28日，第十世班禅在驻锡地德虔格桑颇章宫圆寂，年51岁。其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简释》等。

3月2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就宗教问题作了重要发言。

3月27日，台湾佛光山和美国西来寺创始人星云法师率领弘法探亲团一行70余人飞抵北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等到首都机场迎接。

7月8日，吕澂逝世于北京清华园，年93岁。吕澂主要研究印度和中国佛学，主要著作有《佛典泛论》《佛教研究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等。

10月13日，香港宝莲禅寺隆重举行天坛大佛圆顶洒净仪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出席了仪式并发表讲话。

10月16—18日，浙江普陀山隆重举行全山佛像开光、妙善法师升座法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临剪彩并讲话。海内外各名山大寺的长老、法师及信众1万多人出席了这一盛会。

10月25—28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广济寺举行了“佛教书刊出版发行工作协调会议”。上海市佛教协会出版流通组、福建莆田广化寺、南京金陵刻经处和中国佛协、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以及国务院宗教局的有关负责人等出席了会议。赵朴初会长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12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发布了《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和《汉传佛教寺庙共住规约通则》，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发出通知，要求各汉传佛教寺庙照此试行。

12月，香港举行“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会议由香港佛教法德学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大学、台湾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等单位协助。中心议题是“太虚大师的行谊、思想及其所推动的佛教改革运动”。

海灯法师卒，时年87岁。其著有《气功精要》等。

江西庐山东林寺新建大雄宝殿竣工。

圣严法师开始在台北县金山乡兴建一座世界性的教育园区——“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具体实践大学院、大普化、大关怀三大教育，以它为实现“提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土”理念的基地。

香港举行天坛大佛圆顶洒净仪式，赵朴初出席。

纽约东海禅林举行开光法会。净慧法师主持了为期七天的观音法会。

纽约佛教四众弟子数十人云集华埠正觉寺大雄宝殿，举行传供法会，纪念虚云和尚圆寂30周年。

星云大师为南华寺（现称东禅寺，在雪兰莪仁嘉隆）主持动土仪式。从此，马来西亚有了自身的佛光山道场。

公元1990年

2月，真谛帝须逝世，年76岁。他生前曾担任伦敦佛寺住持、英国摩诃菩提分会主席、大不列颠僧伽委员会主席和大不列颠寺派僧团长老，通晓梵文、巴利文、僧伽罗文，曾在欧美、斯里兰卡、日本、印度、加拿大等地学院或大学讲学或开过佛学讲座，有《佛陀之道》《佛教徒伦理》《佛的一生》《佛理入门》等著作留世。

3月30—31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了藏传佛教座谈会，赵朴初会长作了重要讲话。出席座谈会的有来自西藏、内蒙、青海、甘肃、四川等省、自治区和在京的藏传佛教界人士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物局的有关负责人共20余人。这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专门就藏传佛教工作问题召开会议。

5月，赵朴初会长应邀赴日本接受京都龙谷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7月25日，甘肃夏河拉卜楞寺隆重举行大经堂重建落成开光典礼。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以及西藏、青海、四川、内蒙、云南、新疆、河北、上海等省市区和甘肃省内各地县的佛教代表共3000余人出席了开光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中国佛教协会发了贺电。

9月2—4日，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西域佛教与文化学术讨论会”。

9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金质灵塔建造工程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开工。

11月，台湾佛光山星云法师前往欧洲弘法。他在途经英国时给当时正在英国的依益法师和永有法师两项任务：第一，在伦敦建立道场；第二，在英国成立佛光会。

12月5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2月22—24日，中国佛教协会和云南省统战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在西双版纳州首府允景洪召开了上座部佛教座谈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关于上座部佛教工作的会议。

12月25日，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住持宏船法师圆寂，世寿八十四岁。

桑塔西塔拉玛佛寺在意大利拉齐奥区的列蒂省建立。它遵循泰国森林派著名僧人阿姜·查的法门修行。

法鼓山在美国的第一个联络处——“加州联络处”成立。

新西兰泛佛教协会成立。

台湾晓云法师创办华梵大学。

20世纪90年代，佛光山在新西兰建立了国际佛光会北岛协会和南岛协会。

公元1991年

1月，星云大师派遣当时任台湾高雄普贤寺住持的依来法师来到南非了解情况，为佛光山在南非弘法做准备。

3月6日，通愿法师圆寂，世寿七十八岁。通愿1940年从慈舟老法师出家，法名通愿，号妙体。1941—1955年于北京通教寺参学，依止开慧比丘尼，开始弘法生涯。1956—1969年随师及母居五台山。1972—1985年住五台山南山寺，弘传戒律，培养僧才。此间，曾在成都、大同两次为出家女众传二部僧戒。后又居繁峙圭峰寺、陕西终南山大愿寺弘戒，并建弘戒道场“吉祥精舍”。曾任五台山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3月10日，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印度参加玄奘纪念堂落成开光大典。

4月，星云法师派遣慈庄法师和依晟法师前往法国，筹划在巴黎购买土地、修建寺庙的事宜。在当地居士的大力支持下，两位法师选中了位于弗德洛特—加龙省的一座建造于14世纪的洛诺雷诺城堡。这是佛光山在欧洲建立的第一座寺院，慈庄法师担任第一任住持。信徒们往往将它称为“巴黎古堡道场”。

4月10日—5月1日，台湾圣严法师率团到大陆考察佛教建筑，受到佛协会长赵朴初等会见。

5月30日—6月16日，以香港宝莲禅寺方丈初慧法师为团长的香港宝莲禅寺访问团访问内地，受到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的热情款待。

7月，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和多伦多禅净中心成立。

8月24日，香港显密佛学会会长郭兆明居士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英译本《南传大藏经》仪式在北京广济寺举行，赵朴初会长亲自接受赠经。

9月7日，江西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举行“虚云纪念堂”落成典礼法会。

12月4日，“落实修复玄奘故里倡议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

新噶当派正式建立。格桑嘉措的中观学派中心与主流的格鲁派分裂，强调三个新的学习项目，并声称其包含了来源于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纯洁”传统。

爱尔兰最具代表性的禅宗组织“爱尔兰禅宗小组”开始活动。它隶属弟子丸泰仙建立的国际禅宗协会，修习曹洞禅法。

一些曾经在乔玛国际佛学研究所学习、任教的人建立了法门佛教学院。该学院成长为在匈牙利正式注册的、国际性的知名佛教大学。该学院不属于任何佛教宗派或团体。它教授的课程兼顾佛教的方方面面。

出生于西藏的拉卡喇嘛尝试在丹麦建立一个跨越宗派的佛教组织——佛教论坛。

布里亚特复兴佛教的纲领被通过，原来关闭的寺庙恢复开放，新的扎仓开始建设。在乌德兰德建立佛教综合体，设有佛学院、藏医医院等机构。除了扎仓外，一些在家佛教徒的组织也纷纷成立。

缅甸佛教在加拿大最重要的组织——玛纳玛雅上座部佛教会成立。

公元1992年

1月7—12日，中国佛教协会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主持会议并讲话。

1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邀请赵朴初等14位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座谈。

4月8日，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赴美国弘法。

4月，星云法师主持了佛光会伦敦协会的成立仪式。9月，伦敦佛光寺宣告建成。

4月，星云法师来到巴黎古堡道场主持了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的成立仪式。接着，古堡道场举行了孝亲报恩盂兰盆法会、观音法会，吸引了许多人参加，并加入佛光会，甚至要求皈依佛门。

4月，一名巴西信徒将别墅捐献给佛光山。星云大师将它命名为“如来寺”。

4月，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成立。

5月17日，广东南华寺举行方丈升座暨虚云、惟因和尚舍利塔开光法会。

5月20日，印度总统拉马斯瓦米·文卡塔拉曼到陕西化觉寺参观。

6月18日，上午，深圳弘法寺隆重举行佛像开光、本焕法师荣膺第一代方丈升座庆典。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到会并讲话。

10月15日，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1000多人在北京广济寺举行盛大法会，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和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

11月6日，开封大相国寺隆重举行佛像开光、迎奉藏经、方丈升座典礼和中国开封大相国寺与日本京都相国寺结为友好寺院签字仪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等参加了典礼活动。

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主办了第四届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

西班牙佛教团体联合会成立。

来自泰国的著名僧人威立延·斯林沙罗（Luang Phor Viriyan Sirintharo）买下了东温哥华地区的一座旧教堂，并将它改建成延威里亚寺（Wat Yanviriya Buddhist Temple）。

11月，慧礼法师与依来法师组团到南部非洲各国巡回弘法。

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出版。

公元1993年

1月，国际佛光会西澳协会成立。

1月23日，春节，佛光山在非洲的第一座道场——纽卡斯尔禅净中心正式成立。

1月27日，塔尔寺举行第十三世赛赤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灵童认定仪式。

3月，佛光山在布里斯班以南的黄金海岸市成立“黄金海岸禅净中心”。

6月21日，北京广济寺举行法会欢迎泰国僧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会见了僧王及随行人员。

6月24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泰国僧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张声作参加了会见。

7月16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青海塔尔寺。

7月，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在曼彻斯特成立。

7月，佛光山约翰内斯堡讲堂成立。

7月20—26日，首届生活禅夏令营在河北赵县柏林寺举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夏令营题写了横匾并亲笔致信，委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到会祝贺。在开营仪式上，河北禅学研究所亦正式成立。

8月，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出版。

8月11日，郭济航赴台湾花莲本会，从证严上人手中传承一尊观世音菩萨圣像。同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马来西亚第一所慈济联络处正式在槟城成立。

9月4日，十世班禅大师灵塔祀殿开光庆典在札什伦布寺举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等前往祝贺。

9月，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慈容法师来到南非，为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布隆方登、纽卡斯尔、德班5个佛光协会主持成立大会。此后，它们在南非各地展开多种慈善及社教活动，备受瞩目，广为称道。

9月28日，日本佛教各宗派负责人350余人云集京都，在山田惠谛长老主持下举行盛大集会，纪念日中佛教友好交流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

10月14日上午，北京雍和宫隆重举行弥勒大佛开光庆典。庆典仪式由雍和宫住持图布丹活佛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致开幕词。

10月15—2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

10月，星云大师主持中天寺佛像开光法会。随后又举行三皈五戒典礼，有20名新西兰人前来皈依受戒。此外，中天寺还举办了各种社会文化公益活动，得到了当地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肯定。

10月，南非南华寺举行开工典礼。

12月10日，中日两国在扬州举行纪念鉴真和尚东渡日本1250周年活动。

12月23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召开中国藏语系佛教研讨会。

12月29日，香港举行大屿山宝莲禅寺天坛大佛开幕典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剪彩仪式上致辞，由明旸、真禅法师率领的法务团赴港举行水陆法会。

惟觉法师成立中台佛教学院，培育僧才，并于各地普设精舍，广开禅修课程。

柏林佛光山成立。

欧洲佛教联盟年会在奥地利举行，10多个欧洲国家的佛教徒们参加了盛会。

乌克兰舍钦林寺建成。2003年，它在政府获得了正式的注册。舍钦林寺不仅是一座佛教道场，也是一个传统医药中心。这里生产藏药和中药为人治病。

欧德萨林建成。欧德萨林后来成为宁玛派僧人恰都活佛在巴西所有中心的总部。

巴西属于新噶当派的摩诃菩提佛教中心出现。

洛桑丹巴格西在巴西建立了土登达杰林。

罗斯琳·斯通在布里斯班创立了“山月僧伽禅堂”。

公元1994年

4月20日，以中国佛协副会长明旸法师为团长、国务院宗教局副局长赤耐为顾问的佛牙舍利赴缅护送团护送佛牙舍利赴缅供奉。

5月，中国首届佛教医药学术研讨会暨传统医药文化学术会议在福建武夷山市举行。

7月2日，由我国宗教界著名人士组成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当选为委员会主席。赵朴初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7月8日，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明开法师圆寂。

8月，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成立。

8月，南非德班禅净中心成立。

10月6日，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1994年度中国佛教协会传授三坛大戒试点工作在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举行，戒期一个月。这是中国汉传佛教首次传戒试点。

10月22—23日，第五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在日本京都召开。

11月3日，陕西省扶风法门寺隆重举行了佛指舍利赴泰供奉、大殿落成、佛像开光、澄观法师升座庆典仪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专程由北京赶来主持盛典。

11月28日，李鹏总理会见专程来京迎请佛指舍利的泰国外长他信-西那瓦。首都佛教界举行法会，恭送佛舍利赴泰同巡礼，赵朴初会长在仪式上致辞。

惟觉法师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创建中台禅寺。

星云法师创办佛光大学。

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印度尼西亚分会成立。这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慈善组织。

英国创价协会举行了与日本日莲正宗分裂后的第一次入会仪式。英国创价协会可能是英国最大的佛教组织。

西班牙佛光协会成立。

索纳比丘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潘伯顿附近的伯肯森林建立了一处隐修处。

世友在那伽浦尔兴办龙树学院。

南非开普敦禅净中心成立。

公元1995年

2月23—28日，中国佛教协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及省级佛教协会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3月10日，《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举行。

3月26日，法门寺地宫唐密曼陀罗文化陈列开放。

4月12日，第十三世嘉雅活佛转世灵童坐床典礼在塔尔寺举行。

5月22—23日，首次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鹏发来贺电，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了中国、韩国和日本参加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致开幕词，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张声作致贺词，会议通过“北京宣言”。

10月，澳大利亚南天寺落成开光。国际佛光会在这里举办第四届世界会员大会。

11月25日，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册立典礼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转世灵童寻访总顾问帕巴拉·格列朗杰宣读了中国佛协的贺电，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班禅转世灵童寻访总顾问赵朴初专门派代表致贺。

黄心川主编《玄奘研究文集》出版。

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出版。

加拿大“西海岸佛法会”成立。该组织重视隐修，并请精神之岩冥想中心的老师来弘法。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观”（BC Vipassana）成立。它是一个由传教师和修行者组成的网络。

夏洛特·常光·贝克和她的法嗣创立了平常心禅学校。

公元1996年

3月，俄罗斯联邦佛教徒中央宗教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勃特斯尔”（俄国佛教传统僧伽）。它的活动扩大到俄罗斯所有佛教组织。

4月22日—5月6日，由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所长、台北市农禅寺住持、法鼓山开山圣严法师率领的“台湾1996年大陆佛教圣迹巡礼团”296人先后朝礼了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的佛教圣迹。

5月31日，国际佛光会法兰克福协会成立。

9月10日—11日，韩国、中国、日本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汉城举行。

10月21日，中国佛学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建院40周年庆典。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赵朴初发表了讲话。

12月5日，首都佛教四众弟子在西山灵光寺、广济寺举行诵经仪式，欢送佛牙舍利第三次出访缅甸。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广济寺会见了以宗教部部长苗纽中将为团长的缅甸迎请佛牙舍利代表团全体成员。

演培法师圆寂，年八十。演培为当代著名佛教学者，数十年来弘化各地，有《谛观全集》。《谛观全集》全书40余册，800万言，包括大、小乘各宗派理论，是不可多得的佛学巨著。

喇嘛丹尼·东珠在巴黎创立了欧洲佛教大学。

泰国佛教寺院斯里那嘉林德拉瓦拉兰寺（Wat Srinagarindravaram）在瑞士落成。

斯里兰卡佛教协会在意大利米兰建立了兰卡拉玛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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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法国电视二台在每周日上午播放“佛教之声”。法国佛教联盟中的各种佛教团体在电视中相继出现。

3月14—16日，中国佛教协会六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3月27日，由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命名的“玄奘三藏法师院”奠基法会在西安大慈恩寺举行。

3月，国际佛光会安特卫普协会（比利时）成立。

5月8—12日，中国佛教协会与云南省佛教协会在德宏州首府芒市共同举办第二届上座部佛教工作会议。

7月1日，由香港佛教联合会发起主办的香港佛教界庆祝回归祈福大会在香港大球场隆重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应邀组成了以副会长明旸为团长、一诚为副团长、圣辉为秘书长的代表团一行12人，前往出席了大会。

8月3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建院十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华北大酒店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等到会祝贺并讲话。

10月，来自美国各州联络处的信徒在象冈道场举行了法鼓山护法总会美国分会的首届北美年会。

10月26—28日，第三届“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

11月15日，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青铜佛像——灵山大佛开光典礼在无锡祥符禅寺举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发了贺词。

比利时佛教联盟成立。它将以慈善或私人名义成立的各种佛教组织联合起来。

妇女佛教寺院在乌德兰德建成。这是俄罗斯佛教史上首次出现比丘尼。

一座传统的缅甸修行中心在南非皮特马里兹伯格建成。

公元1998年

1月，俄罗斯佛教徒成立佛教组织——“茨杜勃尔弗”。

3月17—18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行了会长扩大会议。

3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授予日本友好人士水谷幸正先生荣誉称号暨祝贺其古稀华诞的仪式，赵朴初会长分别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授予他“中日佛教友好使者”、中国佛学院名誉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荣誉称号。这是中国佛教协会首次向外国朋友授予“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

7月7日，首届“海峡两岸佛教教育交流座谈会”在台北召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研究所的有关负责人以及中国佛学院栖霞山佛分院、闽南佛学院、岭东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的有关人员14人赴台参加了研讨会。

9月6—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台湾法鼓山中华佛教研究所主办、法鼓大学协办的“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海峡两岸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

9月25日，以世界佛教僧伽会会长、台湾玄奘大学董事长悟明长老为名誉团长，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台湾善导寺住持、玄奘大学创办人了中法师为团长的台湾玄奘三藏法师舍利奉迎团一行198人到达北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设素宴款待台湾玄奘三藏法师舍利奉迎团一行。

10月29日，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联络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达成共识：今后不再召开大型交流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联络委员会会议；三国佛教界每年4月在本国植树，推动环境保护；三国佛教界可开展多种交流形式互相学习，增进法谊；确认《心经》为中、韩、日三国友好交流会议联络委员会的共诵佛经。

11月8—14日，应斯里兰卡宗教部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出席了由该国主办的题为“永恒的佛教”的国际佛教大会。

11月15日，《频伽大藏经》重印出版。该经是中国历代大藏经中收经种类最多的三大佛经之一。

11月26日，以香港宝莲禅寺监院智慧法师为团长，澳门菩提禅院住持健钊法师、香港楞严精舍住持绍根法师为副团长的港澳佛教界访京团一行近百人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受到刀述仁副会长等的热情接待。

11月28日—12月2日，应尼泊尔王国政府文化大臣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刀述仁、圣辉、却西等一行5人赴尼泊尔参加了在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圣园举行的“蓝毗尼——世界和平之源”的世界佛教领导人大会。

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出版。

创价学会意大利佛教研究所成立。

公元1999年

3月，瑞典佛光山正式成立。9月，星云大师抵达该寺，为信徒传授三皈五戒，并进行佛学讲座。12月，寺庙建成。

5月13日—6月3日，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以一行禅师为团长的法国梅村坐禅中心研修团，先后到北京、河北、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参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佛教界首次与西欧佛教界开展的一次比较深入的大型多边佛教友好交流活动。

5月21—29日，佛牙舍利赴香港供信众游客瞻礼、膜拜。

9月9日，北京房山云居寺隆重举行辽金石经回藏庆典。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居寺住持净慧法师主持了回藏仪式。

9月28日，新加坡净宗学会会长净空法师向国家宗教事务局捐赠《乾隆版大藏经》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12月，布鲁塞尔佛教中心成立。它是比利时出现的第一个金刚乘中心，隶属噶玛噶举派。

赖永海《中国佛性论》出版。

阿洛卡禅定中心（Aloka Meditation Centre）成立。它的出现标志着澳大利亚佛教传教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后记

度过九年奋力挣扎的岁月，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今天，《世界佛教通史》终于出版了！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本课题组所有成员，也就是本部书所有作者，向关心、关怀、指导、帮助我们工作的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从2006年11月7日到2006年12月24日，在我筹备成立课题组，为争取立项做准备工作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最早表示全力支持，卓新平所长最早代表所领导宣布批准我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前辈杜继文先生给了我最早的指导、鼓励和鞭策。王志远先生在成立课题组方面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并提议增加《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同事和好朋友尕藏加、何劲松、黄夏年、周齐、郑筱筠、华方田、纪华传、周广荣、杨健、周贵华、王颂等人从不同方面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提供诸多帮助。没有这些领导、前辈、同事和朋友最初的厚爱、最可贵的指教、最温暖的援手，成立课题组就是一句空话。时间已经过去九年了，每次我回忆那些难忘情景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他们当时脸上流露出的真诚和信任。

2007年11月，课题组筹备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研究工作阶段。我在分别征求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曹中建先生、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为课题组顾问。八年来，三位所领导和两位前辈关心、关怀课题的进展，从不同方面为课题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2012年12月31日，在《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结项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北京大学姚卫群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应邀出席答辩会。他们在充分肯定本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非常重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运行情况，组织了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编辑和校对人员进行本书的编校工作，并为项目的落实四处奔走，出谋划策。黄燕生编审从本课题立项开始就不间断跟踪，在最后的审校稿件过程中，她让丈夫在医院照顾96岁高龄患病的母亲，而自己到出版社加班加点编辑加工书稿。其他编辑也是这样，如孙萍编辑经常为本书稿加班到夜晚才回家。

从本课题正式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我们一直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得到院科研局前任和现任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科研局的韦莉莉研究员长期关心本课题的进展，为我们做了许多具体服务工作。

我们这个课题组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强制条件的课题组，是一个纯粹由深情厚谊凝结起来的课题组。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支撑下、促动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最初很少有人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回忆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八年岁月，回忆我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的学术活动经历，回忆我们在联合攻关、协同作战过程中品尝的酸甜苦辣，总会让人感到真诚的可贵，情义的无价。

在课题组成员中，有两位青年同事帮我做了较多的科研辅助性工作。杨健在2007年到2012年，夏德美在2013年到2015年分别帮助我整理、校对各卷稿件，查找要核对的资料，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处理与课题申报、检查、汇报等有关的事宜。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做工作也不能体现在现行的年度工作考核表上。

八年来，本课题组成员几经调整，变动幅度比较大，既有中途因故退出者，也有临时受邀加入者。对于中途因故退出的原课题组成员，我在这里要特别为他们曾经做出的有益工作、可贵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前辈、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等学者是在课题组遇到困难时应邀参加的，他们为了保证本课题按时结项，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

《世界佛教通史》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本课题负责人，我对每一位课题组成员都充满了感谢、感激之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所限，本部著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所有已发现和以后发现的错误，都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本课题是迄今为止我负责的规模最大的项目，我曾为她振奋过、激动过、高兴过，也曾为她沮丧过、痛苦过、无奈过。我的家人总是在我束手无策时，给我注入精神能量。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明瑞：三十多年来，她的操持家务，能够让我自认能力有限；她的鼎力相助，能够让我不敢言谢；她的体贴入微，能够让我心生惭愧。

魏道儒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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